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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现代化历程》总序

钱乘旦

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大约从二十多年前开始进入高潮，到现在已趋平静，不像前一段时间那样火爆了。这种情况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化研究在国际学术界高度走红，涌现出一大批国际知名学者，也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后来，研究渐趋平稳，慢慢退隐成学术研究中的话语背景。但它的话语威力至今仍然强劲，现在，几乎每一个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现代化研究的话语逻辑，受到它的学术影响。有些人不一定赞成现代化研究的路径与方法，甚至不赞成现代化研究本身；但现代化研究的思维逻辑却深深隐藏在当代学术话语结构中，没有人能够忽视它，更没有人能够避开它的影响。

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现代化研究的话语逻辑渗透在各个学科中，甚至渗透在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思维方式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至今仍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化”仍然是无数中国人追求的目标。普通中国人也许并不明白理论上的“现代化”究竟是什么，但“现代化”对他们而言却是一种向往；在今天，现代化仍旧是国家的目标，是民族的追求，也是一种现实中的生活。

中国的向往与它近代的经历有密切关系。一百七十多年前，中国的大门被西方打开，几千年的文明遭受严重冲击，而冲击最强烈之处，是中国历史自身运行的轨迹被打乱了，中国被迫面对世界，并且去适应那个世界。经过一百多年的摸索，在经受了最深重的苦难之后，今天，中国已重新屹立于世界，成了这个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尽管已取得伟大的成就，但现代化仍旧在中国持续，它还有许多事没有做、而必须去做。这就是现代化研究在中国持续展开的时代背景与历史背景，一个学科的生命力就体现在这里：它一定要和历史与现实交融一体，体现出对时代的关怀。

因此，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和西方的现代化研究就有很大区别了，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的现代化研究是立足于本国的需要，因而着眼于本土；西方的现代化研究则把矛头指向别人，想通过学术方式把自己的判断传输给别人。我们都知道现代化研究起源于西方，二战后，西方面对一大批新出现的独立国家和新形成的世界格局，一方面想了解这些国家，另一方面想控制这个世界，就迫切需要创建一个新的学科，提供新的研究方式和新的视角，“现代化研究”于是应运而生。现代化研究是一个跨学科、多维度的新领域，综合着许多学科的共同努力；但西方的目标，是影响新形成国家的发展方向，用自己的形象去塑造世界。

但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却是为中国服务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全力以赴地投入现代化，它迫切需要了解外国，了解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它希望知道各国曾经犯过的错误，也希望知道各国所积累的经验。所以，了解其他国家、为自己提供借鉴，这是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地，也是它最大的特点。由于中国的现代化研究是为本国服务的，所以它的观察就带有明显的批判性，其选题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它用批判的眼光观察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也从批判的角度考察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的现代化。

从宏观角度看，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过程，时至今日，这一点已经很明白。几百年来世界的变化都可以用“现代化”这个词来概括，尽管人们对“现代化”有不同理解，词本身甚至文不达意、表意不明。但它所表达的内容和历史过程却是明了的，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有些人因为“现代化”这个词表意不准确而不承认现代化过程的存在，这个逻辑很奇怪，因为任何一种语言中的任何一个词都会有同样的缺点，这正是人类语言的一大缺陷。事实上，“现代化”所表达的那个过程不仅存在，而且是世界性的历史现象，在过去几百年中，在世界各地，都有先有后地发生着类似的变化，变化的方向一样，变化的结果也基本雷同，这就是世界现代化。世界现代化首先表现出巨大的共性，即相似性，是共性使“世界现代化”得以成立。但现代化在世界各地又有不同——道路不同，经历不同，模式不同，表现方式不同，成功与失败不同，经验与教训不同——这些都是现代化的特殊性。特殊性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可能表现，由于其文化背景不同，历史传统不同，置身于其中的当事人不同，时代与社会环境各不相同，主观与客观的因素相互交织，就演绎了世界现代化的多种途径，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不同“模式”。现代化研究离不开对“模式”的研究，而“模式”则既包括现代化过程中的共同性，也包括现代化过程中的特殊性，因此，现代化研究就是对现代化过程中的共同性和特殊性进行交叉和立体的研究，在研究中，共同性和特殊性都得到体现，从而使人们对现代化过程有完整的了解。

本书把着眼点放在“模式”上。十卷的分工，“总论卷”提供讨论的框架，对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学术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回顾世界现代化的总体过程，并提出一些共同问题。其余各卷按地域分工，分别讨论一个地域的现代化“模式”问题。在一个地域中，可能因为存在着某些比较明显的共同性特征而生成一种地域性“模式”；但也可能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模式”，分别由若干不同国家为代表。必须说明：“模式”与地域可以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处于不同地域、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也可以形成类同的“模式”。对“模式”的探讨使我们对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地区与国家的情况有更深刻、更具体的理解；而通过对不同的“模式”进行分析和比较，又使我们对世界现代化的整体过程有更好的把握。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在《世界现代化历程》这部书中所作的研究工作。

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希望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某些借鉴；同时，也希望对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做一个阶段性总结。

参与本书写作的有国内许多所高校的学者，他们都曾对现代化问题有过探讨，并且对自己所研究的地区和国家有深刻的了解，是各自领域的出色专家。改革开放后，国内已涌现出一批区域·国别研究的专家，他们的研究覆盖着世界上相当大的地域范围，这是值得欣慰的，没有这样的人才准备，就不可能写出这部书。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为这部书的写作和出版做了重要的工作，所有作者都对此十分感谢。

本书是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模式研究”的最终成果，也是完整的成果，体现着十年来数十位学者辛勤工作的成果。

我们希望这部书能够对中国的世界现代化研究做出一点贡献。

2015年2月，于北京


作者的话

本卷是“总论卷”，讨论的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问题，比如现代化的共同趋势，或现代化的共同内涵，等等。在现代化研究中，有些人看到了现代化过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各地区、各国家都可以表现出不同特征。出于这种认识，他们会否认共同性的存在，认为特殊性是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不过如果现代化只具有特殊性、没有共同性，那么“现代化”就没有意义了；人们之所以承认现代化的存在、并认为它是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就是因为无论在哪里，现代化都有相似的内容，尽管方式和路径可以而且必然有异。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变化过程，它有共同的指向、相似的内涵，阶段发展体现相通性，在类似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不同国家甚至地区会显现许多相似性。如果我们充分了解世界现代化的整体过程，那就可以看出共性的存在是绝无疑义的。

有些人意识到西方的现代化研究中隐含玄机，即推销“西方模式”，企图将全世界都纳入西方的轨道，以此而主导世界的走向。出于这种意识，他们否认现代化共性的存在，希望通过否认共性，而避免全世界都落入西方的圈套。不过，所谓的“西方模式”本身就经不起推敲，因为西方国家也有不同经历，表现出不同的“模式”：很明显，英、法、德各有一套，各自都创造出自己的“模式”。当然，如果以“非西方”为参照系，“西方”可能有共同特征；但这个西方国家或那个西方国家会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与某些“非西方”国家或另一些“非西方”国家有类似可比之处，于是“模式”之分就不再在“西方”或“非西方”之间，而在许多更复杂的因素的组合之中了——意识到这一点，才能看清楚所谓“西方”和“非西方”关系的复杂性。

“非西方”更不是单一的整体，它们之间的差异，可以比“西方”和“非西方”之间更大。有许多“非西方”地区有可能有自己的地域特征，从而形成地域共同性。但即便如此，其内部差异依然会很大，从而形成国家间的巨大差异。

由此看来，生怕谈论共同性就会把世界拉进西方的轨道，这是不必要的担心。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特殊性是永恒的，正如共同性也是永恒的一样。我们的任务，是既要研究特殊性，也必须指出共同性所在。

本卷作为“总论”，更多地关心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问题：第一部分回顾现代化研究的学术发展和理论演变，第二部分回溯现代化在全世界扩散的过程，第三部分讨论几个具体问题。第一部分由刘金源执笔，第二部分由刘成执笔，第三部分是我曾经发表过的几篇文章。我对全书作了统一的规划和文字的修改。

正如我一再强调的那样，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共同性和特殊性是交叉的，因此在这部书中，没有哪一卷可以只谈共同性而不谈特殊性，或只谈特殊性而不谈共同性。要描绘世界现代化的完整图形，必须在共性与特性的交织中进行。

钱乘旦

2009年12月


第一部分　现代化的理论回顾

第一章　现代化的概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现代化研究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悄然兴起，并逐渐发展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个热门研究课题。半个多世纪以来，来自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心理学、历史学（综合学派）等领域的学者，纷纷涉足这一新兴研究领域，一大批开创性研究成果纷纷涌现，现代化越来越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时至今日，现代化研究依然方兴未艾。但对于“究竟什么是现代化”这一问题，学术界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现代化的概念这一问题又非常重要，它是所有现代化研究赖以立足的基础。为此，在涉足现代化研究之前，非常有必要对现代化的概念加以梳理。

第一节　经济学视野下的现代化

现代化带来的最为显著的变化莫过于经济领域内的变革，经济学家无疑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从自己的研究视角出发，对现代化的概念给予诠释。在这方面，最具开创性的人物当数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刘易斯指出：当前发展中国家贫困与落后的根源，在于二元经济结构，即强大的传统农业部门与弱小的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对立，这使得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限制。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不断减少传统农业部门的重要性，建成一个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这一过程首先由英美等发达的中心国家开始，经过工业化得以实现，而处于边缘国家的现代化只有两种选择：或模仿中心国的工业化，或通过与中心国的经济联系为工业化创造条件。这样看来，刘易斯眼中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仿效对象、全面推行工业化进而实现“西化”的过程。

与刘易斯相比，经济学家罗斯托（Rostow）则更进了一步。罗斯托超越了单线型的生产方式理论以及以西方为中心的“中心边缘”模式，而创造性地提出了经济成长的阶段论。罗斯托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第一是“传统社会阶段”；第二是“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即起飞前的准备阶段；第三是“起飞阶段”；第四是“趋向成熟阶段”；第五是“大众高消费阶段”。罗斯托据此认为，现代社会就是具备经济上自我持续增长能力的社会，而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时期就是“起飞阶段”。“起飞”完成后，经济的持续增长使社会开始向现代过渡，这就是现代化的过程。由此看来，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理论抽去了社会形态的性质，但显然也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程为考察原本的，在这方面他与刘易斯同出一辙。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而工业化必然造成人类使用的能源结构的变化，美国学者列维（Levy）由此从这一视角对现代化的概念加以说明。列维指出：“我的现代化定义的关键，在于使用无生命能源和使用工具来增加努力的效果。……认定一个社会是较高现代化还是较低现代化，根据的是该社会成员使用无生命能源和（或）使用工具来增加他们努力效果的程度。在任何社会中，这两种成分中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完全缺失或完全存在。”列维后来在谈到现代化的标准时再次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现代化的标准是非生物能源与生物能源的比率，比率越高，现代化的程度越高。当然，即使比率非常之低，一个社会也绝不可能缺乏两种能源中的任何一种。同时，无论一个社会现代化水平如何高，也不可能完全不使用生物能源。就最低限度地说，无论多么经济地使用能源，做决策总是要运用人脑能源，除非达到机器主宰一切的地步。”

第二节　政治学视野下的现代化

不过，现代化造成的变迁并不限于经济方面，政治方面的变革也不可忽视，一些学者由此从政治学视角来涉足现代化。比较政治学之父阿尔蒙德（Almond）认为政治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在《发展区域中的政治》一书的前言中，阿尔蒙德等人明确提出，应按照政治结构分化与政治结构功能专门化程度，以及在政治文化中现代风格所占的优势等标准来给政治现代性下定义。什么是政治结构的分化呢？阿尔蒙德等人在《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中指出，政治结构的分化，就是“角色发生变化，变得更加专门或自主化，出现了新型的专门角色，出现了或创造了新的专门化的结构和次体系”。阿尔蒙德认为，在西方制度中，每一种结构都有一种专门的功能控制和调解着其他结构功能的发挥，而传统的、特殊的、颂扬式的、带着感情色彩的传播风格已广泛地被专门化、普遍化、成就化以及中性情感的合理风格所渗透。

这就是阿尔蒙德政治发展理论即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在后来与鲍威尔合著的《比较政治——一项发展研究》一书中，阿尔蒙德进一步从政治系统功能的分化与加强来阐述政治发展是如何实现的。在阿尔蒙德等人看来，政治系统有着五个方面的能力，即提取（extractive）能力、调整（regulative）能力、分配（distributive）能力、象征（symbolic）能力与回应（responsive）能力，这些能力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政治系统的分化而不断加强，由此造成政治形式的世俗化与现代化的增长。这样一来，阿尔蒙德与鲍威尔眼中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就是政治系统的这五种能力不断加强的过程。

阿尔蒙德的政治发展理论对于后来涉足现代化研究的政治学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又有一批政治学家投入到政治发展与现代化的研究之中。美国政治学家弗里德·里格斯（Fred Riggs）在批判地吸取阿尔蒙德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发展模式。里格斯从政治系统中特别分离出这四个基本概念——行政部门、官僚政治、立法和党派，并在给它们下专门定义的基础上，使它们配成几种基本的政体，分别是：（1）无行政机关、官僚政治、立法和党派的体制；（2）有行政机关，但无官僚政治、立法和党派的体制；（3）有行政机关和官僚政治，但无立法和党派的体制；（4）有行政机关、官僚政治和立法，但无党派的体制；（5）有行政机关、官僚政治、立法和党派的体制。显然，在里格斯看来，政治发展或者说政治现代化程度的高低，取决于政治系统的这四个组成部分的健全程度，行政机关、官僚政治、立法和党派都健全的体制，无疑是现代化程度最高的政体，也就是最为现代化的社会。

第三节　社会学视野下的现代化

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的变革，必然会造成社会各方面的变化，社会学家在探讨现代化时，着重关注现代化进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变化，并且对这些变化划定出许多标准，力图使之模式化。二战结束后一段时间，美国社会学在整个西方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开创的系统功能理论曾风靡一时，并在研究现代化时被社会学家们广泛使用。在帕森斯看来，人类社会的演变可以分为原始阶段、中间阶段与现代阶段，西欧从17世纪开始朝着民主与工业化发展时，现代化社会就产生了，而且现代化是一个从西方开始向全球扩展的普遍进程。帕森斯认为，现代化过程就是“整个社会趋向于分化为子系统（社会结构）”、社会总体适应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因为社会结构的存在方式是为了满足社会系统的功能，那么，当一个社会结构不能满足社会系统的功能时，社会结构的变迁就势在必行。决定社会结构的四个子系统——经济子系统、政体子系统、统一子系统、模式维持和紧张处理子系统——就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使社会结构向着满足社会系统功能需要的方向运动。这种社会结构的变迁，可以称之为适应性增长、分化、容纳和价值概括化，由此造成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过渡。

帕森斯的系统功能理论对后来的社会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在现代化研究方面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帕森斯的理论。斯梅尔瑟（Smelsh）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总结与发展帕森斯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在斯梅尔瑟看来，现代化过程就是社会结构分化的过程，“结构分化可以更正式地定义为一个社会角色或组织分化成两个或更多的角色或组织的过程，这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们会更有效率。新的社会单位在结构上互不相同，但合在一起其作用等同于原来单位的作用”。这种结构分化主要发生在以下几个社会领域：经济活动的分化，从家庭手工业逐渐向相对自主的经济体系转变；家庭活动的分化，“经济活动从亲缘联系或家庭单位中转移出来，这一事实意味着家庭丧失了一些它原先具有的功能，变为更加专门化的单位”。价值体系的分化，统治经济、政治、科学等领域的价值观不再是宗教信仰，而是自主的理性认可；社会分层体制的分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除了世袭性的先赋资格外，其他一些评价标准也成为分层的标准；通过在职业等级序列中的变动而发生的个人流动增多。”

艾森斯塔德（Eisenstadt）则借鉴了帕森斯的系统功能理论，来概括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在艾森斯塔德看来，从微观上看，现代化是“个人活动和制度结构的高度分化和专门化，……个人所有的不同任务——特别是职业和政治中的任务以及他们与家庭和亲缘关系之间的任务——发生了分离”。从宏观而言，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各个领域内的结构变迁，主要有：社会动员与社会分化，社会动员程度不断提高，在主要领域内的角色分化与专门化得到加强；持续的结构分化与变迁，在政治、经济、生态等方面，出现了很多新的组织体系；组织系统与身份系统的变化，“最终导致了一种具有高度流动性而意义模糊的身份系统”。在政治与教育领域内，广大群众被纳入中心领域，形成一种“广大阶层日益参与社会中心领域的趋势”。最后就是基本的大众偕同取向，这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

帕森斯的理论，对其他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力，詹姆斯·奥康内尔（James O‘Connell）就是其中之一。在奥康内尔看来，“在社会科学中，有一个名词用以指称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社会或前技术的社会逐渐消逝，转变成为另一种社会，其特征是具有机械技术以及理性的或世俗的态度，并具有高度差异的社会结构，这个名词就是现代化”。奥康内尔特别注重研究传统性向现代性过渡中发生的变化，并强调现代化的三个方面具有普遍性：（1）对事务的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的存在有坚定的信念，这种信念维持着一种连续不断的、系统的和创造性的知识探索——换言之，便具有分析因果关系式的观念和创造发明的观念；（2）产生于第一种观念并加以促进的工具和技术的大量增加；（3）在个人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形成了接受不断变化的愿望，与此同时又具有保留个人和社会特色的能力。奥康内尔认为这三个方面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并指出“现代性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行为系统。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所包含的各种成分在有效功能的意义上是相互作用的，其中任何一种功能都需要所有其他成分也起有效的作用。这些成分在它们只有通过个别的人类活动才能产生作用的意义上说，是行为的。它们形成一个系统，意味着每个成分的活动中发生的重大变化都将与所有其他成分的活动中发生的重大变化有联系”。

日本学者富永健一在定义“现代化”概念时，特意将其与“产业化”进行了区分。富永健一认为，所谓产业化，就是指从产业革命开始一直不断地进行到今天的、使人类的生活形态同以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技术上经济上的变迁过程。因此，我们应该“把现代化理解为将产业化作为一部分包含于其中的更广泛的概念”。在富永健一看来，现代化至少“包含着政治侧面和社会文化侧面这两个方面，若把这两个方面再加以细分，那么政治侧面又包括法和政治。现代法的确立，现代国民（民族）国家的形成，摆脱专制主义——民主主义之形成等等，就反映了这个领域的现代化；而社会文化的层面，正如这个名称所表示的那样，包括社会和文化。父权家长制的解体与核心家庭化，功能群体（组织）的形成，村落共同体的解体和城市化，公共教育的普及，科学革命、合理主义精神的形成等等，则反映了这一领域的现代化。这些项目都可以看作是摆脱各自领域的传统主义的过程，因而又可以将它们总结为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

第四节　心理学视野下的现代化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的学者从价值观念、心理因素等方面对现代化进行研究。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麦克莱兰（Mc Clelland）就把人们对业绩的追求看作是现代化的关键性和决定性因素。在麦克莱兰看来，在一个社会中，业绩水平是用有多少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这种术语来说明的：在传统文化中，缺少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在现代社会中，企业家个人的高度进取精神可以打破各种经济上的束缚。为此，“业绩卓著的人将使他们找到通往经济成功之路，给他带来各种机遇并使他获得社会升迁。……这就使社会科学家们的注意力不仅仅集中在历史的表面现象上，而是去注意那些决定历史事变的、始终起作用的内在心理因素”。

美国学者丹尼尔·莱勒（Daniel Lerner）在现代化研究中也突出了心理、思想因素的重要性。莱勒在认可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不同特征。在莱勒看来，传统社会是一个“非参与型社会，它通过世袭的办法把人们安排在各个彼此隔绝和偏僻的社区中，它缺少使人们相互依存的纽带，人们的视野被局限在一个地方”。莱勒认为，一般来说，一个社会越是表现出情感移入性，它就越可能成为现代型社会。在此基础上，莱勒指出：现代化“是一个具有其自身某些明显特质的进程，这种明显的特质足以解释，为什么身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确能感受到社会的现代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普及教育和新闻参与等，……它们是如此的密切相联，以致人们不得不怀疑，它们是否算得上彼此独立的因素，换言之，它们所以携手并进且如此有规律，就是因为它们不能单独实现”。

斯坦福大学的英克尔斯（Inkeles）教授，也把现代化看作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思想的改变过程。在他看来，所谓“现代化”，不应该被理解成为一种经济制度或政治制度的形式，而是一种精神现象或一种心理状态。基于此，英克尔斯提出“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这一著名观点，这是因为，“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在确立了“人的现代化”最为关键这一前提后，英克尔斯将现代化过程视为“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过程，并由此而勾勒出现代人12个方面的特征：一、现代人准备和乐于接受他未经历过的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新的行为方式；二、准备接受社会的改革和变化；三、思路开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各方面的不同意见、看法；四、注重现在与未来，守时惜时；五、强烈的个人效能感，对人和社会的能力充满信心，办事讲求效率；六、计划；七、知识；八、可依赖性和信任感；九、重视专门技术，有愿意根据技术水平高低来领取不同报酬的心理基础；十、乐于让自己和他的后代选择离开传统所尊重的职业，对教育的内容和传统智慧敢于挑战；十一、相互了解、尊重和自尊；十二、了解生产及过程。

第五节　历史学视野中的现代化

客观地说，上面所提到的学者对于现代化的解释无疑都是正确的，但由于他们都是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对现代化进行探讨，因而对现代化的理解都有一定的片面性。这些学者往往强调现代化的某一方面，而忽视了其他方面。打个比方说，这就有点雷同于“盲人摸象”所得出的结论。实际上，尽管学者们都认同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但这种转变绝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或价值观念等某一方面的变动，现代化是一个内容丰富、涵盖面广的概念，它是一种整体的社会变动，不但包括工业化所推动的经济增长，还包括社会在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全方位变化。不少学者，尤其是历史学领域的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力图从一种综合的视角来界定现代化，由此而形成现代化研究中的综合学派。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西里尔·布莱克（Cyril Black）教授，是现代化研究的集大成者。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布莱克就对现代化进行过这样的界定：“‘现代化’一词指的是近几个世纪以来，由于知识的爆炸性增长导致源远流长的改革的过程所呈现的动态形式。现代化的特殊意义在于它的动态特征以及它对人类事务影响的普遍性。它发源于那种社会能够而且应当转变、变革是顺应人心的信念和心态。如果一定要下定义的话，那么，‘现代化’可以定义为：反映着人类控制环境的知识亘古未有的增长，伴随着科学革命的发生，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各种体制适应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过程。这种适应过程发源于西欧一些国家并开始产生影响，在19、20世纪，这些变革延伸到所有其他国家，并导致了一场影响各种人际关系的世界性转变。”

布莱克特别强调指出：“只有一种无所不包的定义才更适合于描述这个过程的复杂性及其各方面的相互关联。“20世纪70年代中期，布莱克在论及现代化时，再次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现代化是指这样一个过程，即在科学和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正在发生着变化。……我们把现代化看作是一个影响社会的各个方面的扩增过程。……我们认为，现代化的定义是：就同时存在的社会形式而言，无生命动力源泉的比例已经增长到了或者超过了不可回转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如果无生命动力的比较少量的减少无法为有生命动力的增加有所‘弥补’或者如果不对社会作不可避免的、广泛的改革就无法弥补，那么这个社会或民族就现代化了。”

印度孟买大学的德赛教授也倾向于从一种宏观的综合的视角来认识现代化。德赛认可这样一种观点，即现代化既是过程，又是产物。若与城市化、工业化、民主化、西方化或欧洲化等相比，现代化表达了一种更复杂的过程，并且表示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形式的同样复杂的产物。……这个过程不仅局限于社会实体的某个领域，还涉及社会生活中的所有基本方面。具体来说，包含这样几个方面：思想领域内的变化，即现代化表现为新知，它可能探求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合理解释；社会结构的变化，即现代化造成了家庭结构、制度结构等各方面的高度分化和专门化；政治变化，即国家主权的合法性来自民众的认可，政治权力广泛分布到各社会群体，现代民主或半民主政府的形成等；经济变化，主要表现为现代产业经济取代了传统的农业经济；文化领域内的变化，即新文化观开始出现，新的人格定向、品质和特征开始形成等。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对现代化概念的总结与探讨颇具代表性：“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从心理层面看，现代化涉及价值观念、态度和期望方面的根本性转变。从智能层面讲，现代化涉及人类对自身环境所具有的知识的巨大扩展，并通过日益增长的文化标准、大众媒介及教育等手段将这种知识在全社会广泛传播。从社会角度看，现代化一般会将它们和那些自觉组织起来并具特殊功能的高一级社团联系起来，从而使家庭和其他最基层组织的生活获得新的补充。从政治方面看，现代化首先表现为一个社会动员的过程，通过这种动员，一连串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信条全部受到侵蚀或被放弃，人民转而选择新的社交格局和行为方式；其次表现为新的政治职能的划分并创制专业化的结构来执行这些职能。

值得注意的是，亨廷顿还特别概括出了大部分学者都承认的现代化进程所包含的九种特征：第一，现代化是革命的过程。从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转变必然涉及人类生活方式根本的和整体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规模之大，恐怕“只有一万年以前游牧民族向定居农民的转变才可与之比拟”。第二，现代化是复杂的过程。不能将现代化过程简单归纳为某一种因素或某一个方面，它包含着实际上是人类思想和行为一切领域的变化。第三，现代化是系统的过程。一个因素的变化将联系并影响到其他各种因素的变化，现代化的各种因素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第四，现代化是全球的过程。现代化起源于15、16世纪的欧洲，但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现象。第五，现代化是长期的过程。现代化所涉及的整个变化需要时间才能解决，因此，从传统社会中发生的变化来看，现代化确实是革命的过程，但从这些变化所需要的时间来看，现代化又是进化的过程。第六，现代化是有阶段的过程。一切社会进行现代化的过程有可能区别出不同的水平或阶段，它显然是从传统阶段开始，以现代阶段告终。第七，现代化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现代化在社会之间产生了集中的趋势，现代化意味着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社会趋向于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以及各个社会趋向于最终结合的运动。第八，现代化是不可逆转的过程。虽然在现代化过程中某些方面可能出现暂时的挫折和偶然的倒退，但在整体上现代化基本上是个长期的趋向。第九，现代化是进步的过程。现代化的精神冲击很多，也很深刻，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现代化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人心所向的。客观而言，亨廷顿所总结的九大特征，是对现代化进程的一种较完备的总结和描述。


第二章　国外研究状况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一项新的跨学科研究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迅速兴起，并很快波及整个世界，这就是现代化研究。学术研究来源于现实，并服务于现实，现代化研究这一全新学科的诞生，从根本上而言，就是战后世界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在学术界的反映。现代化研究，所关注的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这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定新的外交政策，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第一节　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状况

1950年，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Kuznets）提议，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中创立了一个经济增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立之后，曾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并在1952年创办了一个刊物，即后来在国际社会科学界有着广泛影响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当时的主编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著名学者霍塞利茨（B.F.Hoselitz）。这样，在其周围就形成了一个学术圈子，这个学术圈子就是后来的现代化理论的班底。

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学者们先行一步，开始探讨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问题。1954年，阿瑟·刘易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任教期间，发表了《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首次提出了二元经济模型，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并因此荣获1979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刘易斯看来，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就是打破二元经济模型的过程，即扩大现代资本主义部分、缩小传统的农业部门的过程。由此看来，刘易斯给发展中国家设计的现代化道路，就是仿效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历程，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确立资本主义制度，这在刘易斯看来是经济发展的唯一途径；显然，这种发展的归宿就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道路。

尽管刘易斯率先从发展经济学领域涉足现代化研究，不过，在这方面做出最大贡献的当属另一位经济学家罗斯托。罗斯托1936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德克萨斯大学讲学或任教，并曾担任美国国务院顾问兼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1959年，罗斯托出版了奠定其学术影响力的代表作《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在这部书中，罗斯托提出了一种与马克思经济理论完全相反的全新经济理论，并以此来概括人类社会自古以来的经济发展史。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罗斯托将人类社会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趋向成熟阶段，高频消费阶段。到了1971年，罗斯托认为高频消费阶段已经不能概括当时欧美社会的新特征，因此又补充了第六个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既不是社会发展的循环论，也不是跳跃式的突进论，而是沿着其进程而依次递进的。罗斯托的理论，从本质上而言，是以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为蓝本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

除了发展经济学领域以外，社会学领域的学者们也开始关注起社会变迁问题，由此不得不提到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所创立的系统功能理论，以及其后继者运用该理论对现代化进行的研究。帕森斯从1931年起一直在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并曾长期担任社会学系主任。帕森斯一生著作宏富，早在1937年，他就出版了《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对马歇尔、帕雷托、涂尔干（杜尔凯姆）、马克斯·韦伯这四位学者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梳理，并认为这四个人的著述中“出现了一个单一的、基本上自成一体的理论运动”，从而为日后系统功能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随后，帕森斯出版的著作包括《社会系统》（1951）、《社会学理论文集》(1954）、《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1960）等。随着这些著作的出版，帕森斯提出了系统-功能理论，并且把系统功能主义发展成为对20世纪中叶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领域都产生重要影响力的思想运动。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功能的分化程度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增大，现代社会功能分化程度最高，因而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这一切使得现代社会制度成为最优越、最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帕森斯还提出了测定现代化的一些关键性变项，其中最主要的有五组模式变项：（1）特殊性与普遍性；（2）广泛性与转移性；（3）品质与行为；（4）易感性与冷漠性；（5）自我倾向性与集体倾向性。这些变项被帕森斯用来说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异。具体到发展中国家，帕森斯认为，这些国家没能现代化是由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于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即社会结构尚未达到一定分化程度的阶段，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制度是发展中国家未来的社会制度。

第二节　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状况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现代化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学与社会学领域的话，那么，到了60年代，其他学术领域也纷纷涉足现代化研究，现代化研究由此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经济学方面，库兹涅茨在1965年出版的《经济增长与结构》一书特别值得一提。在书中，他从六个方面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资源限制上的差别：（1）目前发展中国家人均产品低于发达国家开始工业化的时候；（2）目前发展中国家人均占有的土地低于目前发达国家开始工业化时的水平；（3）今天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率要低于发达国家开始工业化的时候；（4）在今天，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要比以前的任何时候都要严重，而且这种不平等并不有利于资本积累；（5）今天低收入国家的社会结构与政治阻碍发展的程度要比发达国家现代化时的情况更为严重；（6）目前的大部分不发达国家在开始发展以前，都经历相当长时间的殖民地时期，相反，欧洲国家开始工业化的时候，早就是政治上独立自主的国家了。

在社会学领域，列维完成了《现代化与社会结构》（1966）等著作。列维非常关注现代化社会和相对非现代化社会之间的差异，并通过三个主体章节来分析这种差异，即：（1）社会系统的各层面；（2）社会的组织关系；（3）共同要素、各种变项、问题焦点。列维在此将各社会的普遍要素和特殊要素作了区分，并讨论了现代化对稳定性的影响问题。在《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幸存者》这本小册子中，列维认为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唯一普遍的出路，任何民族都没有理由怀疑它应不应该走这条路；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只有“先行者”与“后来者”之分，尽管走先行者的现代化道路是必然选择，但后来者所面临的特殊问题不可忽视。

艾森斯塔德在60年代也有一系列的著作出版，如《现代化：抗拒与变迁》(1965）、《帝国的政治体系》(1963）、《比较制度论集》(1965）、《政治经济发展的社会学层面论集》（1961）。其中，《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一书曾在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作者指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会发生一系列急剧的社会变迁，因此在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中都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形成一种能够“容纳”这种变迁的制度结构。艾森斯塔德指出，就个人活动和制度结构而言，现代社会是高度分化和高度专门化的；在所有的主要制度领域，这种角色分化和专门化的最重要方面可能就是个人所扮演的各种角色的分析，尤其是职业角色与政治角色，以及这些角色与家庭和血缘关系角色的分离。就身份系统与组织系统而言，社会结构的分化造就了一种模糊的身份系统的形成；在组织系统方面，现代社会的组织结构特征是：第一，具有明确功能的组织众多；第二，此种组织与团结性强或具有文化取向的社团之间分工明确；第三，在专业组织内血缘关系和狭隘的地缘基础的重要性在减少，各类“特殊化”的组织和宽泛的先赋团结性的群体的重要性也在降低。

在60年代的政治学领域，学者们也开始关注起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有着比较政治学之父之称的阿尔蒙德在研究政治现代化方面做出了开拓性贡献。阿尔蒙德等出版的著作包括：《发展中区域的政治》(1960）、《比较政治：一项发展研究》(1966）、《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1966）等。在借鉴了帕森斯的系统功能理论以及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理论后，阿尔蒙德尝试着用行为主义理论来解释政治发展。阿尔蒙德提出用政治系统、功能、角色等新的概念术语代替国家、权力、职位等传统的政治学术语，他认为政治系统由相互作用的政治结构组成，如选民、利益集团、立法机关、官僚机构等，它依靠合法的强制力量支持，并与国内和国际环境持续发生相互作用；各政治结构又由各种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角色组成，结构和角色这些术语是为了强调参与者的实际作为。通过比较不同政治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阿尔蒙德提出，政治发展就是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较为广泛的环境中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政治系统、过程和政策的变化。具体来说，政治体系的专门的、正规的结构创出了现代民主国家，其重要特点就是它具备高度的结构的分疏化，每一个政治结构都有其主要功能；而传统的政治体系则不具有这种高度的结构分化，它是混沌一片的。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结构依据政治功能的需要从传统的政治结构种分疏出来的过程就是政治发展。

继阿尔蒙德之后，在政治学方面，还涌现了一批相当重要的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其中颇负盛名的有阿普特（Apter），其代表作为《现代化的政治学》（1965）一书，这本书所关注的并不是“相对现代化社会”与“相对不现代化社会”二者的区别，他更加关心的是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那些促进变革的因素，作者分析的主要范畴包括完美价值与工具价值；等级式、金字塔式和部门式政权类型；传统派、协调派和改革派角色类型；世俗自由主义和宗教集体主义政策模式等。值得关注的还有西尔斯（Shills）发表在《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第二期的《新国家的政治发展》一文。作者认为，现代化过程首先要由传统体制来推动，但是在不同的国家中，传统体制是各不相同的，因而走向现代化的社会变革就会采取不同的政治形式。这些政治形式包括：民主政治、监护民主、现代化的寡头政治、极权式的寡头政治以及传统的寡头政治。他认为，虽然这些政治形式是各不相同的，但都有由此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

先后执教于芝加哥大学与哈佛大学的巴林顿·摩尔于1966年出版《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该书以世界现代化的政治演进道路为主线，梳理出世界各国三条主要的政治发展脉络，这就是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西方民主道路，以德、日、意为代表的法西斯道路，以及以俄国与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摩尔认为，这三条历史轨道不仅在发展序列上相互接续，而且在因果链条上辗转递进。摩尔的理论创见体现在这些方面：第一，在不同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阶级关系的组合模式的变异与转换决定了前工业社会向现代社会推进的三种不同类型的历史路线；第二，民主的观念不能泛化，西方民主只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结出的果实，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道路和与之相适应的政体形态是形形色色的；第三，暴力是一把双刃剑，在不同民主进程的历史中，它发挥的作用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摩尔对西方传统的政治发展理论提出的质疑和挑战，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重要地位。

哈佛大学教授、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塞缪尔·亨廷顿在1968年出版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针对二战后实际发生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舞台上的现状，提出了强大政府论，或曰政治秩序论。在这部书中，亨廷顿首先列出几个事实：第一，从政治学角度看，各国的重大差别不在于政府形式，而在于各自政府实行有效统治的程度；第二，新兴国家经济上取得长足进步，但政治上却出现“衰朽”；第三，新兴国家经济增长较快，但政治上更加动荡不安。针对这些事实，亨廷顿提出了强大政府论，即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时期，是一个克服社会动荡和防止政治衰朽的历史阶段，为此，这些新兴国家必须树立强大的政府，即有能力制衡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政府，舍此无他路可走；强大政府的构建和维持依赖于强大政党的缔造与巩固，而政党的强大不在于互谅，而在于力量。在此基础上，亨廷顿将发展中国家的政体分为这样几种类型：传统的君主制政体、军人左右局势的普力夺政体、革命政体，并对这几种政体在进行现代化的改革过程中如何克服不同的困难并利用独具的有利条件，进行了详尽而深入的分析。亨廷顿的强大政府理论的提出，与早期的各种政治现代化理论相比，是沿着现实主义道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正因为如此，这本书至今仍然是美国乃至西方政治学领域的必读之作。

在大多数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领域探究现代化的同时，也有一些学者从心理学角度来研究现代化，这方面的扛鼎之作是斯坦福大学的英克尔斯教授出版的《人的现代化》一书。1962-1964年，以斯坦福大学的英克尔斯教授为首的一批社会学家，受哈佛大学资助，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6个国家，走访了6000人，进行了一次规模庞大的关于人的现代化的调查，并最终完成了《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一书。英克尔斯认为，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为此，他领导的研究小组通过对6个发展中国家个人现代性的考察，得出结论说：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去研究现代化固然重要，但如果忽视了现代化进程中所需的那种类型的人，不去讨论他们的心理特征是否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是否跟得上现代社会的节奏，从方法论的角度说，就是严重的错误。英克尔斯对人的现代化问题的关注，大大拓宽了现代化的研究领域，同时也为后人从文化心理角度研究现代化提供了榜样。

从这一视角来研究现代化的绝非英克尔斯一人，戴维·麦克莱兰以及丹尼尔·莱勒等都在其著作中探讨了文化、心理因素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1961年，麦克莱兰出版《业绩社会》一书，把追求业绩看成是发展的关键性和决定性因素。丹尼尔·莱勒于1964年出版《传统社会的消逝》一书，以思想和心理因素为主线来解释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莱勒确信，传统社会将通过吸收来自世界先进部分的文化而使自己向着现代社会前进。不过，麦克莱兰关于现代人成功欲望的描述特别值得关注。麦克莱兰认为，取得成功的欲望是人格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这种欲望的驱动力来自于价值观、信念、意识形态，这些是一个国家对成功强烈关注的真正重要源泉。麦克莱兰认为成功的欲望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成功关注水平较高的社会将会造就精力更旺盛的企业家；反过来，又是他们推动了更迅速的经济发展。”通过对相关国家的数据分析，麦克莱兰指出：“不同国家的n值（‘成功关注’的水平）和随后的经济增长速率比较，都惊人地证实了历史研究的发现。1925年左右的儿童读本中成功关注水平越高，随后的经济发展也越快（22个国家中相关系数为0.53）；而且，在1950年儿童读本中成功关注水平越高，该国在1952-1958年间经济增长也越快。”客观而言，麦克莱兰的分析虽然有利于人们重视心理因素对现代化的影响，但他对于心理动机的过分关注，未免有矫枉过正之嫌。

还有一些学者从人的行为的角度来考查现代化问题。迪奇（Deutsh）在1963年出版的《政府的神经：政治交往与控制的模式》一书中，用控制论作为一种理解方式，来说明在急剧变革的时代政府如何实现对于保持一种有活力的稳定性是“必不可少”的张力控制。哈根（Hagan）在1962年出版的《评社会变革论：经济增长如何开始》中，首先集中注意心态的变革，社会心理学家发现在传统的社会中领袖把握经济机会潜能的能力是以这种心态变革为基础的。派伊（Pye）在1964年出版的《政治、人格和国家建设》一书中，则生动地描述了领袖人物在离开相对稳定的传统生活方式之后发生的认同问题，以及他们一旦与其追随者取得有机联系之后如何寻求创造新的认同方式。

在历史学领域，学者们认识到现代化是一个社会整体变迁的过程，历史学领域的学者试图对早期现代化理论进行补充、修正。在这方面做出最大贡献的，当属普林斯顿大学欧洲史讲座教授、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布莱克教授。布莱克主编或撰写了《现代化的动力》(1966）、《比较现代化》（1976）。在《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中，布莱克对全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的不同道路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不是以经济为标准，而是以社会结构和政治为标准，把各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分为7类：（1）英国、法国；（2）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3）西欧、北欧、东欧；（4）拉美；（5）苏联、日本、中国；（6）亚洲大部分地区和北非；（7）中南非洲和亚洲少数地区。名次越前，现代化程度越高。这部书的观点现在看来已经过时，但在当时却代表了比较历史学的最高水平。

不过，历史学领域现代化研究的最大特色，莫过于发挥历史学的专长，对各国现代化的个案所进行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术界对日本、中国、土耳其等非西方国家现代化问题关注起来，而日本是学者们始终关注的研究对象。哈佛燕京学社主任、日本史专家、后来担任美国驻日大使的赖肖尔在探讨日本现代化方面贡献卓著。早在1957年，赖肖尔曾发表题为《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的亚洲政策》的文章，认为“尽管人口过剩和缺少天然的资源，但日本自19世纪以来仍然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了世界强国”。赖肖尔在将中日两国历史进行比较后认为，日本具有明显不同的社会结构，这使得其能够采取西方的模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许多学者在研究日本现代化时，还把日本同中国、土耳其、俄国等进行比较。普林斯顿大学的詹森（Jasen）1965年出版《日本对现代化态度的变化》一书，1969年又出版《对现代日本早期制度史的研究》；哥伦比亚大学的鲁斯托（Rustow）在1964年与罗伯特·沃德（Robert Ward）合作，出版《日本和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该书对日本与土耳其两国的传统体制结构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认为传统体制对于两国今天的发展水平产生了重要影响。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世界政治》杂志1963年第4期发表了罗伯特·沃德的论文《日本的政治现代化与政治文化》；密歇根大学的罗伯特·豪特与约翰·特纳在《经济发展的政治基础》一书中，以日本、中国、英国、法国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这些国家从早期经济发展进入现代国家的过程；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了规模宏大的《日本现代化研究》系列丛书，标志着美国学术界对日本现代化研究进入高潮。伯克利大学出版社在1960年和1970年各出版了一套专门研究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现代化》丛书。值得注意的是，哈佛的几位东亚问题专家赖肖尔、费正清以及后来的哈佛燕京学社主任阿尔伯特·克雷格（Albert Craig）都是现代化研究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在1965年合作出版了一本当时颇有影响力的书：《东亚：伟大的转变》，力图表明中国、日本及其邻国的现代化是在传统领域里发生的，并得出结论说：我们没有理由假定，一个彻底的现代化了的东亚在其表层文化范型上或在其深层理念和价值上只是现代化的西方的反映。

作为欧洲的一个部分，俄国（苏联）的现代化却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冷战的开始，使得美国学术界也加紧了对苏联发展道路的研究。在这方面，普林斯顿大学的布莱克教授做出了重要贡献。1960年，布莱克编著的《俄国的社会转变：1861年以来社会变革的各层面》出版，该书的38个撰稿者力图弄清俄国自农奴制解体以来整个历史发展中延续的因素和变化的因素，以及实际上表现出来的特殊因素与普遍因素。值得一提的还有布热津斯基（Z.Brzezinski）与亨廷顿于1961年合著出版的《政治权力：美国与苏联》一书，该书从比较的渠道考察了这两个超级大国的权力和政策的主要类型，并得出结论说：两国很可能沿着与各自不同的传统遗产相和谐的道路实现现代化。

第三节　20世纪70年代及其后的研究状况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科技革命后，西方国家开始新一轮的社会变迁，新社会的特点也开始逐步显露出来。在许多学者看来，这标志着西方各国已经在向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迈进。与之相对应，学者们提出了诸多有关后工业、后现代的社会理论，形成对此前经典现代化的修正与拓展。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就产生了后工业社会的思想，1973年正式出版《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贝尔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认为在今后30-50年间，发达工业国家将进入后工业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对后工业社会的五个特点进行了概括。

在1976年的《比较现代化》中，布莱克明确反对现代化即西化、现代性与传统性截然对立的观点，认为每个社会的传统性内部都有发展出现代性的可能，现代化是传统的制度与价值观念在功能上对现代性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这样一来，完全照搬西方模式而全盘抛弃自己的传统，多数是不能成功的。因此，布莱克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现代化过程中，“从长期来看，使本国的传统制度适应新的功能比或多或少原样照搬西方的制度更为有效”。1975年，以布莱克为首的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诸领域的八位学者合著的《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项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出版，该书引用大量材料，从国际环境、政治结构、经济增长、社会相互依赖以及知识教育等几个方面，对日本和苏联这两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异同做了比较分析，并据以探讨了对现代化本身具有重要意义的若干因素。

70年代后，德国学者茨阿波夫就将部分现代化研究文献译成德文，附上自己的序论，以《社会变迁理论》为名出版，从而将现代化理论带入了德国学术界。此后二十多年间，茨阿波夫又发表了《现代社会的现代化》《现代化、福利发展和社会转型》等论文，这些论文后来收录在《现代化与社会转型》一书中。茨阿波夫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对现代化理论做了更加深入的探讨，他指出，已有的现代化理论与全球社会发展的现实不相适应，无论是在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之间，还是这两类社会内部各国之间，都存在不同的发展路向；必须把趋同性发展的进化观与不同发展路向的观点结合起来，对现代化的不同层次、不同路向进行细致的探讨，才有可能构建起一个新的现代化理论。

日本学者富永健一在80年代出版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非常值得一提。在这部著作中，富永健一从社会学视角出发，认真梳理了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理论，在此基础上对世界历史上的现代化与产业化进程进行了综合探讨。富永健一认为，社会变迁是个长期的宏观的过程，它包括家庭和亲族的变迁、组织的变迁、社区的变迁、社会阶层的变迁以及国家和国民社会的变迁。社会变迁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现代化过程，产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部分。在富永健一看来，不同类型的国家，现代化的道路也不尽相同。非西方后起国家，可以根据自身条件，走上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从这一点上来说，日本就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子。富永健一的研究，为我们深入认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变迁以及现代化的不同道路提供了重要参考。

1985年，德国社会学家约瑟夫·胡伯（Joseph Huber）教授提出生态现代化理论。这一理论随后在西欧、北欧国家产生较大的影响力。这一理论认为，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并不能阻碍人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不过，现代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应该更多地考虑到生态环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如今，生态现代化理论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普遍接受的针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分析工具和理论指南。

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化研究的热潮在西方逐渐消退下去，其主要原因在于，无论在实践还是在理论方面，西方现代化理论都遭遇到严峻的挑战。从实践方面看，西方学者们所推崇的欧美模式在拉丁美洲遭遇严重挫折，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是否可行，越来越遭到人们质疑；而且，自80年代以来，美国学术界所关注的焦点，已经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转移到了发展问题、南北对话等问题，现代化理论因此受到冷落。从基础理论方面看，在社会科学界，用以诠释现代化的结构主义的高潮已经过去，人们发现结构方法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弱点，以至于在这一思潮最为盛行的法国，有人甚至宣布结构主义已经死亡。从现代化理论本身来看，它逐渐暴露出许多弱点和问题。如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结构建立在“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基础上，但这种划分面临很多问题，就拿高度现代化的社会来说，它依然保留着很多传统的东西，现代性与传统性兼而有之的社会比比皆是。这就表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认识，而这意味着要突破现有的现代化理论。这样，各种批判、质疑乃至替代现代化的理论纷纷涌现。尽管如此，现代化研究目前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因为，只要现代化还是地球上一些国家和地区所追求的目标，那么现代化研究也将会持续下去。


第三章　国内研究状况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术界开始涉足现代化研究，虽然现代化研究的起步较迟，但中国的现代化研究目前正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一大批现代化论著相继问世。现代化战略的推行与现代化的学术研究交相辉映，这使得为中国的现实服务成为中国现代化研究的重要特色。

第一节　现代化研究的兴起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现代化研究在西方兴起之际，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受到冷战时期苏联学术界的影响，“左”的思潮主宰了学术界，现代化这一新兴研究领域，与其他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一样被抛置一边了。不过，从实践上看，政府却在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不断努力。1954年，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这一历史性目标在1963、1971年得到重申，举国上下也由此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之中。但在学术界，由于受到特殊政治气候的影响，学者们对现代化研究讳莫如深，不愿提及。对于西方的现代化历程以及西方现代化研究的诸多新成果，中国学术界一概漠然视之，没有人向国内介绍西方的现代化研究状况，当然也没有人进行研究。

这是因为，兴起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现代化研究，在东西方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形势下，被中国人认为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是宣扬西方的意识形态的工具，研究或者介绍现代化理论的人，极有可能被扣上“宣扬资产阶级理论”等帽子。为此，没有人敢去碰现代化研究这根高压线，对于西方学术界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人们避而远之，有点谈虎色变之感。其实，在当时封闭的环境下，也很少有人能了解或知道国外的现代化研究学科，仅这种封闭本身，就使当时的中国不可能产生现代化研究。

进入70年代中后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我国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也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期，现代化研究逐步纳入学术研究范畴，而历史学家是首先涉足这个领域的。

历史学家参与现代化研究始于80年代中期，以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两个重点项目为标志：一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罗荣渠教授主持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二是由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主持的“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这两个项目的启动，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开始形成一个新局面。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这两个项目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专著、译著、论文集，目前已经达到十多种，在推广与深化现代化研究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罗荣渠教授的研究成果，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华中师范大学课题组也编辑出版了《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各类专著、论文集也将近十种，这些著作侧重于“从中国看世界”，运用比较方法，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以及中日现代化比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现代化也由此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也就在这个时候，南京大学的一些中青年学者，如钱乘旦、杨豫、陈晓律等，也积极拓展研究领域，开始了现代化研究。多年来，南京大学在现代化的理论研究与个案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现代化研究在中国兴起后，立即成为一门显学。从社会发展背景来看，80年代中期，“现代化”作为一种共识已被整个民族接受下来，因此学术界大张旗鼓地开展现代化研究，也就成为时代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除前文所提及的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以外，来自全国不同高校、科研院所，还有许多来自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视角涉足这一全新研究领域，除了对西方现代化论著及研究成果进行翻译并介绍外，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成果也相继出版，现代化开始成为学术界最为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

第二节　现代化研究的主要成就

20多年以来，国内出版的涉及现代化研究的论著有数百部之多，而相关论文更是成千上万。总体而言，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对现代化的元理论，即现代化的概念、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等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而且从多个视角对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第三世界的现代化以及中国的现代化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研究正在形成之中。概括来说，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第一，对现代化概念的探讨。研究现代化，首先就要了解什么是现代化。在中国学者涉足现代化研究之前，国外学术界对现代化的概念已有过专门探讨，国内学者在批判吸收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现代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教授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写过一本小书《从传统到现代》，在这本书中，金耀基虽然没有明确为现代化下定义，但却概括出现代化六个方面的内涵：第一，工业化。它是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动力，是对传统结构与生产组织进行挑战的主角，它实际上意味着经济现代化。第二，城市化。它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主要形态。第三，普遍参与。它使人民自己在社会中扮演主动的角色。第四，世俗化。它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建立于理性基础之上，以一种实效的观点作为万物评价的尺度。第五，高度的结构分殊性。即社会的每一种结构，例如政党、学校等，都在社会生活中担负起专门化的功能。第六，高度的普遍成就取向。这一点是就个人而言的，因为现代工业对专门知识与技术的需要逼迫个人产生出对知识和技术的追求，从而使得成就成为衡量的标准。

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是国内现代化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认为“现代化”这个概念是用来概括人类近期发展进程中社会急剧转变的总的动态的新名词。罗荣渠教授认为，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现代化，自然形成不同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并非截然对立，有些观点实际上是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在罗荣渠看来，现代化是一个包罗宏富、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很难一言以蔽之。罗荣渠将“现代化”这一概念分为广义与狭义两个方面来考察：“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何传启研究员认为，现代化的概念有三个维度，犹如一个盒子的三个面。在何传启看来，从现代化的基本词义和习惯用法来说，现代化有两个基本词义：一、成为现代的、适合现代需要；二、大约公元1500年以来出现的新特点和新变化。现代化既可以表示一个成为现代的过程，也可以表示现代先进水平的特征。从理论含义来看，现代化是指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它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过程及其变化；它既发生在先锋国家的社会变迁里，也存在于后进国家追赶先进水平的过程中。经典现代化是指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及其深刻变化，第二次现代化指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过程和变化。从政策含义来说，现代化可以理解为政府根据需要和现代化理论制定的“现代化政策”，虽然不同政府和不同时期的“现代化政策”解释不尽相同，但其包含的领域却是基本一致的，即在经济领域，就是要推进工业化、标准化、规模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管理现代化；在社会领域，就是要推进城市化、专业化、流动化、社会保障、教育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等。

除了以上提到的以外，还有不少学者对于现代化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南京大学的杨豫教授认为，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它是多层面同步转变的过程，是涉及人类生活所有方面的深刻变化。概括起来，现代化可以看作是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的互动过程。这种转变的动力从根本上来说是产生于人类在科学革命的推动下所获得的空前增长的知识，从而不断增强对环境的控制能力。北京大学的孙立平教授强调，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性过程，它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个全新时代。具体来说，孙立平将现代化的内容概括为七个方面：（1）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现代化；（2）以效率和民主为标志的政治现代化；（3）城市化；（4）以阶层制为起点的组织管理的现代化；（5）社会结构的现代化；（6）文化和人的现代化；（7）生活方式的现代化。

对于现代化概念做出概括和总结的学者还有不少，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从这些学者对现代化内涵的界定来看，他们基本上避免了西方早期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一些代表人物对现代化的片面性概括，即强调现代化在经济、政治、社会的某一层面而忽略其他层面。尽管中国学者各自的表述不同，但他们眼中的现代化，显然都是一个社会整体变迁的过程。中国学术界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共识，主要原因有二：从理论上看，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经典现代化理论对于现代化强调单一层面而忽略其他层面，遭到人们的批评和质疑，从整体、宏观层面来认识现代化在西方已被普遍接受，中国学术界自然也接受了这种认识；从实践上看，注重现代化的某一层面，在政策操作方面造成诸多问题，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无论是西方学术界，还是关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实践的中国学术界，都逐渐认识到，要从整体的多层面的角度来认识现代化，来推行现代化战略。学术界对现代化内涵的共识的形成，对于中国现代化战略的推行意义重大。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乃至政治现代化等，逐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第二，对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不同模式、道路的探讨。尽管对于每个国家而言，现代化是必然趋势，但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模式各具特色。不少学者由此展开了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模式和道路问题的探讨。

钱乘旦教授在现代化道路、现代化模式研究方面成就卓著。早在1987年出版的与陈意新合著的《走向现代国家之路》一书中，钱乘旦教授就探讨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道路。钱乘旦教授认为，走向政治民主是共同的终点，但方式因条件而异。钱乘旦教授对西方发达国家总结出这样三条政治现代化道路：第一条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渐进改革之路，即通过不断的改革、妥协完成政治现代化的道路；第二条是以法国为代表的人民革命之路，暴力色彩浓厚，反复而跳跃；第三条是德国式道路，其特点是新生社会力量在现代化过程中丢失主动权，旧的社会统治集团主导国家现代化，最终将国家引向错误的发展方向。政治现代化的这三条道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世界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也大体会遵循这三种模式，只不过在细节上有所不同而已。

在21世纪之初，钱乘旦又主编了《英联邦国家现代化研究丛书》，按照国别或地区，对50多个英联邦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及其道路进行了探讨。在钱乘旦教授看来，英联邦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共性体现在：英联邦国家都经历过英国的殖民统治，且其现代化都是在殖民入侵的刺激下开始、被迫进入现代化过程的。个性体现在：每个国家的历史经历、文化传统、宗教等都不相同，因此在现代化过程中会面临不同障碍，由此决定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从宏观上考察英联邦国家的现代化时，钱乘旦教授将其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白人移民殖民地，其现代化过程开始较早，母国文明的本土化是现代化的重要任务；第二种类型是文化传统比较深厚的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欧洲文明与本土文明的冲突，如何调解这些冲突成为现代化的关键所在；第三种类型是原有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殖民统治给这些地区强加了一部现代国家机器，在殖民者撤离后，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就成为现代化的重要难题。对不同类型英联邦国家现代化进行研究，可以看出现代化进程中的共性与个性，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理解现代化，而且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罗荣渠教授也曾对现代化的几种类型进行了区分。罗荣渠教授首先根据社会变迁所具有的创新性变革与传导性变革两种不同形式，指出了“内源型现代化”与“外源型现代化”两种类型的区别。然后，又依照世界各国、各地区卷入三次现代化大浪潮的时序，指出了迟到的现代化与早期现代化相比所具有的政治变革引导、追赶型、强制型等特点，最后又按照不同特点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权力结构形式，区分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混合式”三大现代化类型。资本主义发展类型完全是自发形成的，经过长时间的演变，逐步趋于成熟形态；社会主义型发展是自上而下的发展，表现强大的国家作用；混合型则是前两种形式的结合，目前正处于成型之中。现代化的这三种类型都处在现代工业主义的影响之下，在相互影响之中发展。

浙江大学的丁建弘教授主编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一书，独辟蹊径，采用一种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既作历史学的纵向研究，又作社会学的横向研究，从而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考察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和特点。通过对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意大利、俄国、日本等国现代化历程的考察，作者对现代化研究的一些核心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问题包括：发达国家的定性问题；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问题；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在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动力问题；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作者得出的基本观点是：在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创造的现代生产力的推动下人类社会进入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大转变的新历史时代，发达国家是领头羊，二百多年来世界各国先后被卷入现代化的世界大潮之中；现代化道路又是多样的，每个国家都需要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通向现代化之路。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涵，对先行国家和成功国家工业化模式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南京大学陈晓律教授的《世界各国工业化模式》一书，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该书从全球性发展的历史角度出发，用现代化理论和比较历史的方法，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书中涉及的工业化模式包括：英美模式，即内生型的自由放任模式；法国模式——曲折的发展模式，工业化延续时间长，变化的幅度也较为缓慢，其特征是“没有工业革命的工业化”；德日模式，又称统制型工业化模式，政府对工业化起引导作用，但不直接涉足经济发展领域；最后是印尼、韩国模式，这实际上是一种经济突飞猛进、政治高度专制的工业化模式，军人政府成为现代化的推动者，直接主导着整个工业化进程。通过对不同类型工业化模式的分析，陈晓律教授认为，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国情，决定了不同的工业化模式，不过，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政府对工业化的主导是必然的，但必须尽力避免由此而导致的消极后果。陈晓律教授还特别强调，在工业化过程中，任何一个渴望发展成功的民族，都必须具有一种精神方面的动力。

第三，对现代化理论的探讨与构建。在对现代化的概念、方法、模式等问题加以分析后，一些学者积极投身于现代化理论的构建之中。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学派，但一些学者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体系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西方现代化理论建立在社会进化论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单线演进的社会发展理论，罗荣渠教授在批判吸收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其核心就是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罗荣渠教授认为，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三大生产力形态：（1）原始生产力，即自然形态的生产力，这是自然力统治的时代；（2）农业生产力，即半人工形态的生产力，这是适应自然力进行物质生产的时代；（3）工业生产力，即完全人工形态的生产力。这三种生产力对应着人类宏观历史演进的三大时代：采集——渔猎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一元”是指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生产力，这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多线”是指同一生产力状态下的不同社会发展，受到各种不同因素的制约；任何一种生产力和社会形态都不是单向度的、静态的，而是多向度的、动态的。按照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现代化时代实际上就是人类运用工业生产力以及由此而进入的人类工业文明时代。在罗荣渠看来，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整体性进程，首先从英国开始，继而在西欧、北美等国展开，然后向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推进。人类社会的变迁分为四种基本类型：渐进式微变（弱式）、突发式微变（强式）、创新性巨变（强式）、传导性巨变（弱式和强式）。至于现代化的道路，从宏观上可以分为内生性和诱导性两条，不同的道路也使得各个国家现代化的方式截然不同。罗荣渠教授的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为构建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钱乘旦教授长期从事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在现代化理论的创建方面有独到见解。钱乘旦教授有关现代化的理论观点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现代化的起点论。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重要载体，没有统一的民族国家，现代化就无从开展。专制王权在构建近代民族国家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民族国家建立后，专制王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并成为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打破专制王权，就成为现代化起步的关键所在。第二，现代化是世界近现代史的主线论。1500年以来世界上发生的重大变故，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无一不是在现代化的主线下进行的。以现代化为主题，世界近现代史可以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1）现代化准备或酝酿阶段（14-15世纪）；（2）现代化启动阶段（16-18世纪）；（3）现代化在西方国家的成熟与发展阶段（18世纪晚期以后）；（4）现代化的全球扩张阶段（19世纪）；（5）现代社会出现新的转型迹象（20世纪中叶以后）——这就构成了世界近现代史新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第三，在国内首先提出的反现代化的理论假设。“反现代化”并不是反对现代化，而是用现代化的手段来维护传统价值取向，扭转现代化的方向，达到抵制现代化、回归传统社会的目的。从表面上看它采用了现代化的手段，但它的目标与现代化相反，是一种逆向的现代化。“反现代化”与现代化失误还不是一回事。现代化失误是现代化过程中的错误，就运动的方向而言，其最终指向还是构建现代社会；“反现代化”的目标取向则恰恰相反，其最终目标是维护传统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看，“反现代化”给一个国家带来的负面效果可能更严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何传启研究员长期注重于现代化的微观研究，他提出的第二次现代化理论，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反响。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18世纪末以来的世界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根据人类文明进程的周期，世界现代化过程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工业时代（1763-1971）的第一次现代化，完成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知识时代（1971-2100）的第二次现代化，完成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的转变。这两个阶段的现代化有着不同规律和特点，第二次现代化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将来还会有新的发展。第二次现代化既是对第一次现代化的部分消除和“反向”（部分是对传统性的“回归”），也是对第一次现代化的部分继承和发展，在有些方面是新发生的；两次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则是综合现代化；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两次现代化是相互作用的。根据两次现代化理论，实现现代化大概有三条道路，即争先恐后的第二次现代化、从第一次到第二次现代化的追赶现代化、两次现代化协调发展的综合现代化。

第四，从现代化的角度探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取得了大量成果。胡绳在1990年就指出：“在近代中国前面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1995年，他又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再版序言中明确表示赞同用现代化作为近代史的主题之一，并指出了现代化研究方法与阶级分析方法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主体内容。刘大年对此表示赞同，他说：“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基本问题是两个。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工业化、近代化。两个问题内容不一样，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中国近代史学界在认识到现代化研究的重要性后开始付诸行动，将现代化研究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结合起来，涌现出一批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学术成果。

华中师范大学的章开沅教授与罗福惠教授，在1993年出版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一书中，把一般的现代化理论与中国近代史的特征相结合，全面深入地考察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的发展变化，并初步构建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理论模式。作者认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始终围绕着如何应对外国列强的不断挑战这个主要线索，并随着民族危机的逐步深化而变化。尽管马克思谈到的英国在印度的“双重使命”对于中国也是适用的，但外国列强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危害不可忽视，它造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功能的失效和社会失序，造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波折、缓慢与失衡。此外，以鸦片战争为起点，中国早期现代化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从物质器物文化到组织制度文化，再到精神文化，层层推演。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与理论的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现代化进程。“我们的先辈曾经屡次见异思迁，不断地把多种外国模式先后引进中国，每遇挫折，即思更换，这样自然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作者从中国早期现代化经历中得出结论：现代化从来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模式，因此不能用西欧或者北美模式来衡量并套用于其他地区和国家；现代化有大体相同的指标体系，这是共相，而共相必须寓于殊相，殊相就是各自不同的道路与方法，以及已经或即将建成的现代化社会的各自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虞和平教授主编的三卷本、120万字的《中国现代化历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思想，对1840-2000年这160年间的中国现代化历程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中国160年的现代化历程经历三种道路的转化：1949年10月前是中国“早期现代化”阶段，以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为主体；1949-1978年是“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时期；1979年至今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在展开论述过程中，作者始终围绕一个主题，即中国人民和政府如何为争取国家独立富强而奋斗；突出两个转变，即中国的现代化是如何从资本主义现代化转变为苏联的“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又如何转变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书中强调中国现代化的三项主体内容，既论述工业化和民主化这两个现代化的一般含义，又论述争取民族独立这一中国现代化所特有的内容；注意四种关系，即内因与外因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治变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该书在研究中国现代化史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第三节　现代化研究的主要特征

不难发现，中国的现代化研究目前正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而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总体来看，国内的现代化研究具有这样几个明显特征：

第一，现代化研究已逐步摆脱对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单一学科的依附性，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在学术界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已经具有自己特有的理念、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已具有一支稳定的专门从事现代化研究的学者队伍，现代化研究独立的学科地位开始形成。这体现在，中国已经涌现出一批以现代化研究为学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同时，现代化研究的专门机构也开始出现。现代化研究的学术影响在扩大，社会认同程度也逐渐增强，这昭示着中国的现代化研究仍在发展。

第二，随着现代化研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现代化研究的学科体系已初步形成。在我们看来，现代化学科体系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对现代化概念、理论、方法的研究，即对现代化本身进行探讨。前文已提到，在吸收和批判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中国的现代化学者着力提出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其次是现代化学科与相关学科的结合，形成了一些跨领域的交叉学科，如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经济学等；最后就是现代化个案或问题的研究，现代化的个案不仅涉及成功完成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涉及正在为实现现代化而努力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当然更多的是关照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进程会引发种种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探讨也成为现代化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不过，现代化研究的这三部分内容是一个有机整体，前者可以为后两者提供必要的研究框架与分析方法，后两者则可以从各自的独特角度或者从某些现实问题的研究中丰富对发展问题的认识。

第三，注重对先行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经验教训的研究，以便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参考和借鉴。学术研究要立足于现实，同时也要服务于现实。现代化是一个全球性过程，对于每个国家而言，它是一条必由之路，因此，在推行现代化过程中，借鉴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或教训，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为此，研究他国的现代化经历及其经验教训，就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要使命。在探讨现代化的成功经验方面，丁建弘主编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一种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一书，对于欧美等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起源、发展、特征、经验等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和概括；钱乘旦教授的《第一个工业化社会》一书从不同方面探究了英国工业化的基本经历及成功经验；李庆余、周桂银合著的《美国现代化道路》则把美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归纳。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失败多于成功，挫折也多于顺利，同时成功的现代化也包含着许多不成功的因素。因此，对现代化进程中挫折与教训的研究，在世纪之交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钱乘旦、刘金源合著的《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一书，对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失误现象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其出发点是：“我们希望前人的失误能为后人提供借鉴，别人的失误能为自己提供借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尹保云的《现代化通病》一书也在这个方面做了工作。

第四，尽管现代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但其观照点仍然是中国的现代化。从历史上看，中国知识界一直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就现代化研究而言，这种学术传统有助于提醒研究者去关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现实问题。值得说明的是，这种现实性色彩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现象描述的层面上，而是把理论研究与经验分析有效地结合起来，因而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研究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生活的年代，恰恰就是现代化潮流在西欧迅猛发展并急剧扩张的年代。作为现代化潮流的亲历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敏锐地注意到现代工业的兴起所造成的社会变革，并提出了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相关的理论，如罗荣渠教授所言：“马克思虽未使用过‘现代化’一词，但他关于现代化的思想早在他的唯物史观形成之初即已提出，事实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中心部分正是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问题。”尽管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论著一度未注意马克思关于现代化的论述，但在今天，已经没有人会否认马克思在现代化研究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人们经常喜欢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所说的一句话：“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代化的论述绝非只有这一句话，它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第一节　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对于社会发展阶段及其根本动力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就对世界历史的分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社会发展理论。“大体来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此后，马克思又不断完善了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成这样几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无疑属于传统农业社会的范畴；而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可以纳入现代工业社会的范畴，它们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不同阶段。在这一点上，后来的经典现代化学者无疑受到了马克思的启发，如美国学者罗斯托就表示：“我们可以把我们所列举的各阶段——传统社会、创造前提条件阶段、起动阶段、成熟阶段、高频消费阶段——和马克思的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相比。”

在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行了阶段性划分后，马克思、恩格斯还从商品经济与人际关系的互动出发，把人类社会形态划分为这样三大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这就是说，在最初的社会形态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依赖关系，处于自然经济的社会状态中，这实际上就是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社会阶段。在第二阶段，人已成为独立的人，人际关系被发达的商品关系所代替，并由此而形成全面的关系，使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成长起来。它不仅以发达的商品经济摧毁封建社会，而且为下一阶段更高级社会形态的到来创造条件，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阶段。在第三阶段，一方面是人的个性更加解放，实现真正的民主、自由，另一方面是共同生产和占有财富，建立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未来社会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这几个阶段，是前后相继、不断演进的，前一个阶段为后一个阶段提供物质基础，但也必将为后一个阶段所取代。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正是工业化潮流席卷欧美的时代，工业革命的来临使得人类社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论著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期——现代时期。在相关论著中，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一词的使用非常频繁，如“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代资本家阶级”“现代雇佣工人阶级”“现代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现代的工人”“现代工业”等等。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所称的“现代”，并非是对当时时代的泛称，而是指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

在这个时代中，社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的城市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织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

上述这些变化，构成了现代资产阶级时代的主要特征。而变化的结果，则是生产力的解放以及物质财富的增加。马克思、恩格斯为此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现代工业的兴起以及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得传统农业社会彻底解体，在此基础上，一个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即工业化社会开始生成，这实际上就是指现代化的过程。“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这句话，事实上是指资产阶级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资本主义社会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发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人类社会是如何进入到这一阶段的？换言之，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生成的根本动力何在呢？这实际上就牵涉到现代化的动力问题。在早年论著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科学技术是一种生产力，并强调科学技术对人类历史的推动作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具体到工业革命的实践，我们发现，每次产业的跃进都离不开科技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而且，每次产业的提升，科技的作用呈现更强的势头。马克思、恩格斯为此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因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的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眼中，科学技术是人类历史上积累起来的潜在生产力，它可以通过转化而成为现实的直接的物质生产力。不过，他们也注意到，科学技术转化为物质生产力的过程要受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的制约，并且物质生产力反过来也会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此，在后期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开始运用一个新的科学概念即生产方式来阐明其社会发展理论，并分析现代化的动力问题。

生产方式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相互作用的方面，每种特定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互相结果，由此而形成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从这种意义上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追溯到16世纪初。他们共同指出：“在16和17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成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但现代生产方式，在它的最初时期，只是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各种条件在中世纪内已经形成的地方，才得到了发展。……这个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行生产的必要性，促使世界市场不断扩大，所以，在这里不是商业使工业发生革命，而是工业不断使商业发生革命。”马克思对16世纪开始的历史运动的性质做了这样的概括：“资产阶级的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

“现代生产方式”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具有一种扩张性，它把单个国家的历史活动纳入到“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孤立状态。因此，这种生产方式将使得“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成为必然。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发展所造成的生产方式的变化是划分新时代的依据，而生产方式的变化促成了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这种转变其实就是现代化的过程。从这种角度看，马克思无疑把生产方式的变化看作社会变化的根本动力，或者说现代化的根本动力。这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论著中所做的经典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接着，马克思、恩格斯又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方式的变更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就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即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向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变革。后来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现代化理论家的基本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相关论述的影响。因此，“即使那些怀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的现代化理论家也无法否认马克思主义是现代化理论的主要来源之一”。

第二节　市民社会与现代化的启动

在《共产党宣言》等著述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欧洲现代化的进程及其先决条件进行了论述。在详细讨论欧洲现代化的历史先决条件时，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了连续与变迁的方法，他们没有简单地把欧洲的现代化归因于工业革命和技术变革，而是认为技术的变化与革新乃是由社会制度、习俗和社会行为的变化所引起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将市民社会的出现看作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16世纪以后，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君主专制政体的建立，市民等级在王权的保护下获得从事工商业活动的自由，私人领域的独立开始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过程。然而，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不受限制的王权对工商业经营和私人领域的侵犯妨碍了市民社会的顺利发展。“市民社会同国家相分离是城市商品经济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初级市民社会不断发展壮大的产物。初级市民社会和商品经济都要求私人的物质生产、交换活动摆脱专制政府的家长式统治；而它们之间的冲突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更为尖锐，最终导致了政治革命的爆发。“17世纪的英国革命、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先后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确立了代议制民主原则，为私人领域的独立存在和工商业活动的独立发展提供了法律上和制度上的保障，极大地促进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过程。

尽管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过程从16世纪就已开始，但直到18世纪，一些思想家才认识到国家和社会的区别。黑格尔明确地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区别开来，提出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是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一个分化了的特殊的伦理范畴。马克思在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进行批判吸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市民社会理论。从社会结构上看，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市民社会指一切社会形态之中的工商业生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组织；狭义上的市民社会才指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商业生活秩序。市民社会是同人类社会的特定发展时期相联系的，是以特殊的私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分离作为自己的存在形式的，正是这种分离促成了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产生与独立存在。从这个角度出发，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主要是指私人的物质交往关系。“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方式，就是市民社会。”但是这种物质交往形式并不发生在以自然农业为基础的农业社会，而是指整个工商业生活。只要存在商品经济和私人利益，市民社会就一定存在，这就是广义上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的出现，在西方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是随着城市自治运动的兴起而开始的。城市兴起以后，市民们往往以公开的或隐蔽的形式与领主进行斗争。在市民阶层与领主的斗争中，有的城市通过向领主缴纳赎金的方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形成了欧洲中世纪独有的“自治城市”。有些自治城市甚至被允许拥有独立的司法审判权和选举市政官员的权利。一般地说，城市的自治权是经过教俗领主和国王特许的，还要颁发特权证书，这种自治权是总体的专制社会中特许的自治。

城市自治运动所造成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经济活动离开各种道德戒律而中立化，从而能应对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生产出比传统生产方式和社会伦理所允许的更多的商品。于是，与经济领域有关的唯一标准只是经济标准了。西欧现代化的根源，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是新教伦理，而在马克思看来，是比新教伦理还要早几个世纪的城市公社运动。

市民社会的出现，改变了欧洲封建社会的格局。这样，我们看到，在一个庞大的封建农村社会旁边，就站起了一个弱小的市民社会，这个社会虽然弱小，却充满了生机，它是在封建社会的主流体制之外不断发展的，形成了新的价值标准，创造了新的文化。正是从这个体制外的力量中，孕育出早期的资本主义。为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从中世纪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市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一个异己力量的存在与发展，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兴起的原因。

同政治国家相分离的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那里收回本来属于自己的部分权力，社会自主性程度即受到承认和保护的权利和地位大为提高。这种自主性程度的提高正适应了市场经济中的自由交换和自由竞争的需要，因而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长足进展。市民社会的出现，因此成为西欧现代化兴起的先决条件。反过来看，在其他地区，由于没有出现市民社会，因而也就难以出现导致现代化的因素。

第三节　殖民主义与非欧洲国家的现代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对欧洲，尤其是西欧的现代化起源及其进行给予了充分论述，而且在相关著述中，对于非欧洲国家的现代化也进行了探讨。从很大程度上看，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及其全球扩散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扩张本性，促使西欧现代化的先行国家开始了新一轮的全球殖民扩张，由此而导致了非欧洲世界的“未开化”社会走向现代化，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非欧洲国家的现代化时，着重探讨的是西方的殖民扩张行为对殖民地国家现代化的影响。鉴于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年代恰恰是大英帝国鼎盛时期，而大英帝国最重要的殖民地便是东方的印度，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便以东方的印度为例，分析非欧洲国家的现代化。

就西欧国家而言，导致现代化起源的要素来自于欧洲社会内部，那么，对于东方的印度而言，其社会内部是否也存在着导致现代化起源的要素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马克思首先着力分析印度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马克思认为，印度社会具有典型的土地国有、农村公社和专制国家三位一体的特征，体现在社会结构上，就是个人对群体的高度依附，以及村庄之间的分散和孤立状况，决定了国家在这种经济结构中处于重要地位。这种社会虽然也有发展，但从总体上看，它是停滞的、不变的、非辩证发展的、特殊的、有局限性的，它缺乏社会变革的机制，因此就没有任何内部变化的可能。为中世纪欧洲社会的变化创造先决条件的任何因素在这里都不存在，连可能成为类似条件的因素也没有。为此，马克思指出：“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十年，无论印度的政治变化有多么大，可是它的社会状况始终没有改变。”

既然以印度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内部缺乏进行变革的动力，现代化的推行也缺乏制度上的推动力，那么，推动东方社会进行现代化的因素必然要来自外部。因此，任何来自外部的、有利于打破东方原有社会结构、促成现代性因素的力量，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扩张及殖民统治，是促成印度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力量。

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后果》一文中，马克思提出了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理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马克思所提出的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理论对我们理解殖民主义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马克思首先对殖民主义的破坏性使命进行了道义上的抨击和揭露，认为殖民者的野蛮掠夺、残酷统治破坏了东方原有的社会形态，给东方国家带来了空前未有的灾难。马克思认为：英国殖民者从印度接管了财政部门和军事部门，但是完全忽视了公共工程部门，完全按照自由竞争、自由放任原则来发展农业，由此而造成印度农业的衰落。“曾经产生了无数纺工和织工的手纺车和手织机是印度社会结构的枢纽。……不列颠的侵略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这个棉织品的祖国充满了英国的棉织品。……曾以制造业闻名于世的印度城市遭到这样的衰落决不是英国统治的最坏的结果。不列颠的蒸汽和不列颠的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把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彻底摧毁了。”英国人“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突出的一切，从而消灭了印度的文明”。马克思对此进行了严厉的谴责，认为“英国人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恐怕就没有别的什么内容了”。

至此为止，马克思所论述的都是英国殖民统治对印度所造成的恶果，但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揭露和谴责上，而是关注英国殖民统治所造成的另一个后果，即殖民主义的“建设性使命”。“建设性使命”体现在“殖民主义和资产阶级在推动东方国家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作用”。具体到印度，则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一、英国人用宝剑实现了印度空前的政治统一，这成为印度复兴的首要前提。二、由英国人组织训练出来的印度军队，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和不再一遇到侵略就被征服的必需条件。三、英国人在印度创办了“由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共同子孙所领导的自由报刊”，这成为“改建这个社会的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四、英国人在印度推行了柴明达尔制和莱特瓦尔制，促成了亚洲社会迫切需要的私人土地占有制的形成。五、在印度土著居民中，英国人逐渐培养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接触了欧洲科学的新的阶层”。六、英国人在印度兴建起近代交通设施，“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状态，而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铁路及轮船，将改变印度的历史，它使得印度“同西方世界实际地联结在一起了”。

“破坏性使命”与“建设性使命”，是英国殖民统治后果的两个重要方面。从现代化的视角来考察，这两个方面都有利于现代性因素在印度的产生与发展。对于印度这个农业文明高度发达、历史传统极为深厚的文明古国来说，其社会内部瓦解传统农业文明的因素基本上不存在，而现代化是一个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没有传统农业文明的逐步瓦解，就不可能有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生。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导致农业文明瓦解的因素，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无论它有多么残酷，都被认为是有积极意义的。英国在印度完成的“破坏性使命”，瓦解了印度农业文明的根基，为完成“建设性使命”提供了重要前提。为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社会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英国人在印度所完成的“建设性使命”，是英国殖民统治所造成的客观后果，这是由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

英国的“破坏性使命”破坏了一个古老的旧世界，而“建设性使命”就是要创造一个西式的新世界。从“建设性使命”的具体表现来看，英国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为印度“播下新的社会因素”，创造现代工业社会的“物质基础”。换言之，“建设性使命”就是英国人用强制的方式，推动印度这个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用历史的尺度来衡量，这是符合印度社会发展方向的，因此马克思预言印度“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复兴起来”。

不过，在论述“建设性使命”的积极后果时，马克思强调英国播下的新社会因素所结出的果实只是“未来的后果”。马克思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论断呢？我们知道，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西方国家的殖民入侵和殖民统治只是从外部起到了一种刺激作用，这种刺激作用所产生的推动力，能否促成后发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关键还在于后发国家能否成长起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具体到印度这样的殖民地国家，现代化的领导力量有赖于独立自主的国家政权，为此，民族独立就成为落后的殖民地国家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先决条件。没有民族独立，现代化将无从谈起。

马克思指出：“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民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出的果实的。”恩格斯后来进一步指出：“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发展的基本条件”。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作为英国现代化进程的亲历者，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关注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及其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对于现代化动力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并没有像后来有人所曲解的那样宣说“经济决定论”，而是从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变革这一点入手，指出“市民社会”的产生是西方现代化的重要前提，这同时也是东西方社会走上不同历史发展道路的重要原因，这一认识在现在看来依然没有过时。对非欧洲国家的现代化，马克思、恩格斯充分关注殖民扩张的外力对殖民地国家社会经济结构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出一种双刃剑效应，即一方面瓦解了殖民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对殖民地的掠夺是一场空前的灾难；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又充分肯定殖民扩张对殖民地国家现代化所起的积极作用，即它以强制的方式瓦解传统的农业经济，传播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加快了这些殖民地国家迈入现代化的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几个方面以外，马克思、恩格斯还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所造成的消极后果有着深刻的认识，如贫富分化及其导致的阶级矛盾，工业化对人性的扭曲以及对环境的破坏，资本主义扩张所造成的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等，这些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年代仅仅是初露端倪，但目光敏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却一针见血地进行了批判，以期起到警示作用。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的理论，这一理论对现代化诸问题的认识可谓全面而深刻，这是我们进行现代化研究的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


第五章　原初现代化理论

尽管通常意义上的现代化研究兴起于二战结束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但此间产生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并非无水之源，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根基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下叶的原初现代化理论。以涂尔干、滕尼斯、马克斯·韦伯等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开始关注起现代社会的结构特征及其起源问题，在他们提出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后来的现代化理论学派所继承。

第一节　涂尔干：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

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是19世纪后半叶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是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在涂尔干的努力下，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终于在法国正式确立起来。涂尔干所生活的年代，正是工业化在欧洲大陆蓬勃发展、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的时代。作为一位敏锐的思想家，涂尔干深刻地意识到了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变革，并从社会学的视角对这场社会变革的特征和根源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对社会结构进行分析前，涂尔干首先引入了“社会团结”这个概念。在涂尔干看来，所谓社会团结，是指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协调、一致、结合的关系。社会团结的物质基础就是社会分工，精神基础是集体意识。涂尔干认为，集体意识就是一般社会成员所共有的信仰与情感的综合。集体意识弥漫于整个社会空间，它的存在依赖于个人意识中的情感与信仰，但又独立于个人意识，它依据其自身的法则而演变。接着，涂尔干又把社会团结分为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这两种类型，它们分别对应的是后来现代化理论家们所称的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

机械团结是建立在社会中个人之间的相同性与相似性特质的基础上的一种社会联系，通常出现在低级社会，即传统社会中。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在简单地以家庭群体或宗族集团为基础的农业社区的范围内活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甚小，人们有着一样的或相似的社会规范、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承担着农业社区的简单的、相似的工作。由于人与人之间没有分化，这样的社会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与协同性，个人的行动总是自发的、不假思索的和集体的，相互依赖程度低，社会纽带松弛，社会与宗教联为一体，宗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下，群体内部虽然有着简单的分工，不同的人在社会中分别充当种地、教育、管理、灌溉、防卫等不同的角色，但就整个社会而言，它却没有分工。社会中存在着一个个彼此相似的群体，即“分社会”或“小社会”，它们可以不依赖于其他群体而独立生存和自我延续，即实现自给自足。在这种社会中，个人对社会的依赖性很弱，而对群体的依赖性很强。人与人之间道德与行为的一致性的取得，基本上是靠“压制性法律”来实现的，集体意识涵盖了个人意识的大部分，个人处于共同情感的支配之下。

现代社会即发达社会就像一个具有各种器官的有机体一样，每个个人都是按照社会的分工执行着专门的职能，“一种新型的团结随着工业社会的产生而形成”，这就是有机团结，即建立在社会分工和个人异质性基础上的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正如涂尔干所说：“这些社会并不是由某些同质的和相似的要素复合而成的，它们是各种不同机构组成的系统，其中，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特殊的职能，而且它们本身也都是由各种不同的部分组成的。”

有机团结的主要特征是：社会中个人与群体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并且这种差异不断发展；社会分工变得错综复杂，社会的基本任务以各种曲折的方式由人们共同来完成；专门化分工发展的结果导致相互依赖性的增长。在这里，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个人在独立性不断增强的同时，为什么又更加依赖社会了呢？涂尔干对此的解释是：分工越细，个人对社会的依赖就越深，个人的行动越是专业化，其个性也就越鲜明；社会部分的个体化越鲜明，社会整体的统一性也就越大。在这种个人分化较为显著的社会中，集体意识所笼罩的生活面会减少，对于违反禁令的集体反应减弱，集体意识部分失去其极度僵硬性，个人享有某种判断与行动的自主性，但集体意识不会彻底缺失，因为没有集体意识将会导致社会的瓦解。

那么，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转变，或者说，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的动力是什么呢？涂尔干给出的答案是社会分工。“如果说分工带来了经济收益，这当然是很可能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它都超出了纯粹经济利益的范围，构成了社会和道德秩序本身。有了分工，个人才会摆脱孤立的状态，而形成相互间的联系；有了分工，人们才会同舟共济，而不是一意孤行。总之，只有分工才能使人们牢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联系，这种功能不止是在暂时的互让互助中发挥作用，它的影响范围是很广的。”由此可见，在涂尔干看来，社会分工促使个人、区域、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加强，因而从总体上促使社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演进，即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演进。

那么，推动社会结构发生转变的社会分工本身又是由什么来推动的呢？在这里，涂尔干抛弃了传统的“追求幸福”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劳动分工之所以得到发展，是由于专业化每深入一步，就都会带来幸福的增长。”涂尔干指出，现代社会中分工的成长是社会容量、社会物质密度与社会精神密度增强的结果。“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是分工变化的直接原因，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分工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是因为社会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社会容量就是属于某一集体的个人的规模，社会物质密度是指某一地面上个人的数目，社会精神密度是指个人间的沟通、交往、贸易及其内在约束的强度。“人口数量的增加和密度的提高，造成人们对有限社会资源的竞争。在进化论原则的支配下，竞争产生出新的解决办法，即社会劳动分工的日益精细和完善，结果就形成了高度相互依赖、高度工业发展和高水平的人口密度、物质密度和道德密度为特征的现代社会。”

涂尔干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对于我们认识社会的转型很有意义。尽管涂尔干没有使用诸如传统社会、现代社会这样的术语，但涂尔干所界定的机械团结处于主导地位的低级社会，实际上就是后来现代化理论家所说的传统社会，而有机团结处于主导地位的高级社会，也就是完成转型之后的现代社会。涂尔干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考察社会转型及其造成的各种问题，相对于其前人而言，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进步，这也可以看作是社会学家涉足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的肇始。不过，将现代社会的产生仅仅归结为社会分工的后果，这种单因素论的解释显然是不够的。对于涂尔干理论的缺陷，安德鲁·韦伯斯特的评判可谓一针见血：“迪尔凯姆（涂尔干）的学说在理论上的缺陷也是值得注意的。首先，他除了谈到人口数量与密度的增加外，没有解释清楚社会现代化的其他途径；他仅仅对现代化过程进行了描述，而未对日益加剧的社会分化做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此外，他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思辨性，缺乏历史证据。”虽说如此，涂尔干的思想对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第二节　滕尼斯：从共同体到社会

菲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与涂尔干生活于同一时代，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在代表作《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滕尼斯提出了纯粹社会学的一对基本范畴——共同体与社会，用来说明社会与历史发展的两个基本类型模式，即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滕尼斯据此认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基本进程，特别是自中世纪以来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一个从共同体走向社会的过程。

现在的学术界，人们常常不加分别地交替使用共同体与社会这两个概念，但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与社会二者之间有着本质性的差异。滕尼斯首先从社会关系的视角区分了这两个概念，他认为，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分为两种，或者被理解为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身体和血缘的结合，这就是共同体的本质；或者被理解为思想的和机械的形态，相互独立的个人的一种纯粹的并存，这就是社会的概念。二者之间的本质性区别在于：“共同体是古老的，社会是新的，不管作为事实还是作为名称皆是如此。”

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血缘共同体，共同体的成员存在着一定的血缘关系，如家庭、家族、部落、部族等，这种共同体是最为原始的，可以被理解为植物生活的相互关系；第二种是地缘共同体，即在血缘共同体之中或之上形成的由土地（地理位置）决定的复合体，比如农业地区、行政区或边区马克、村庄、城市等，可以被理解为动物生活的相互关系；第三种是精神共同体，比如劳动合作社、行会、迷信崇拜团体、结义、宗教教区等，可以被理解为心灵生活的相互关系，这是人类最高形式的共同体。这三种共同体都是自然形成的，三者之间相互联系，但是一个比一个高级。

共同体导源于本质意志，是由本质意志所决定的结合，其内部联系是自然的、有机的，每个人作为单一的个体总是因血缘、地缘或精神与他人发生关系，因而他并不处于由多数人所组成的思想的联系之中。以血缘、感情和伦理团结为纽带的亲属、邻里和友谊等都是共同体的主要形式，而体现共同体生活的现实形式是家庭、乡村以及凭借和睦感情、伦理和宗教而建立起来的城市。共同体中个人之间的差异不大，同一团体的成员彼此相近或相似，拥有同样的感情，赞成同样的道德准则，承认同样的神圣事物，成员间没有分化，是协调一致的。因此，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个人意志植根于整体（共同体）意志之中。

与共同体相对立的社会，在滕尼斯看来，是一种“目的”的联合体，尽管社会成员像在共同体里一样，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处地生活和居住在一起，但基本上不是结合在一起，而是彼此分散和分离的，没有一种自然的、牢固的联结纽带。正如滕尼斯所说：“一大群自然的和人为的个人，他们的意志和领域在无数的结合中处于相互联系之中，而且在无数的结合之中也处于相互结合之中，然而他们仍然是独立的，相互之间对内部没有影响。”社会是以个人和个人利益为基础，以契约和法律作为联系的纽带，体现了自私自利。与共同体不同的是，社会不是天然的生物体，所以没有“本质意志”；社会是“人为的”，只有“选择意志”。社会导源于选择意志，人们思考问题都是用一种尽量排除感情因素的纯理智思维，行动则源于个人目的性计划以及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考虑。在社会里，“他们作为个人相互间是完全独立的，只有通过自己的选择意志，才进入相互间的关系”。

滕尼斯眼中的“共同体”与“社会”，分别代表着两个互相对立的时代，即传统社会的时代和现代社会的时代。这两个时代的特点各不相同，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对此，滕尼斯形象地概括道：在社会里，“他们像在共同体里一样，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处地生活和居住在一起，但是基本上不是结合在一起，而是分离的。在共同体里，尽管有种种分离，却仍然保持着结合；在社会里，尽管有种种结合，仍然保持着分离。”

就发展阶段而言，共同体和社会都会大致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共同体经历家庭生活、村庄生活、城市生活三个阶段，“它们是整个现实生活和历史生活的持久的类型”。社会也经历大城市的生活、民族的生活、世界主义的生活三个阶段。值得一提的是，共同体与社会所各自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一个比一个高级，后者会逐渐取代前者。不过，这种取代或进化的过程，并不是后者出现后前者就消失了，而是后者出现后，前者还继续存在。例如，在共同体中，“家庭生活是共同体的生活方式的普遍基础，它仍然保持在由于村庄生活和城市生活而得到的它的发展之中。村庄社区和城市本身可以理解为大的家庭”。在社会中，大城市的生活、民族的生活、世界主义的生活三者之间，虽然后者在不断地取代前者，但三者在一定时段内的并存依然是社会生活的现实。

从宏观方面看，如果把现代化看作是共同体向社会的转变，那么，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虽然社会在不断取代共同体，即共同体的作用在不断减弱，社会的作用在不断增强，但共同体在社会的时代依然存在。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现代化造成的社会变迁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传统性因素的瓦解和现代性因素的成长同时在进行，但二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的并存是必然的。

第三节　马克斯·韦伯：资本主义精神与理性化

在现代化研究的鼻祖中，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地位更加引人注目。韦伯的研究领域非常广阔，其对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资本主义精神与理性化问题的论述方面。

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及其发展的过程，那么，从世界历史上看，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方，而非东方，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涉足现代化研究的学者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在韦伯之前，学者们大多从政治结构、经济制度等方面着手加以分析，而韦伯则独辟蹊径，认为在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的起源与文化气质有关，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物，“资本主义精神”由此成为韦伯现代化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

鉴于资本天生具有逐利的本性，那么，“资本主义精神”是否就单纯体现为对利润或财富的追求呢？韦伯在这里给予了解答：“对财富的欲望，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的是对这种非理性的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不过，资本主义确实等同于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可见，在韦伯看来，获利的本能并不是资本主义精神，由此一来，资本主义精神与非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重要区分，并不在于赚钱欲望的发展程度上，而在于普通人的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的标准态度是在心理上排斥和谴责合理的获利，还是普遍认可这种行为是合乎理性的、正当的。

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气质，资本主义精神既体现在作为资本所有者的企业家身上，也体现在其“同盟军”的劳动者身上，只不过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企业家身上的资本主义精神表现为：有着一种强烈地、尽可能多地赚钱或者获利的动机，但赚钱并不是用来消费和享乐，而是人生的最终目的！赚钱既然是目的，那么，那些用来获利的有效率的、理性的手段当然也就必不可少了。于是，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精打细算、有计划、讲究信用、勤奋、节俭等精神品质便应运而生。劳动者身上的资本主义精神则表现为：“集中精神的那种能力，以及绝对重要的忠于职守的责任感；严格计算高收入可能性的经济观，与极大地提高了效率的自制力和节俭心最经常地结合在一起。”企业家和劳动者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同时具备，保证了一种低工资高生产率的资本积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生成。

不过，在强调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起源的推动作用时，韦伯更多地关注具备这种精神的企业家所发挥的作用。由于这类新式企业家既精打细算，又敢做敢为，他们节制有度、讲究信用、精明强干、勤奋努力，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们以“某种禁欲的倾向见撑于世”，“他们的财富仅仅为他们带来了一种自己业已做好了本职工作的极不合理的感觉”；这种把事业成功、做好本职工作当作自己的生活目的，即“一个人是为了他的事业才生存，而不是为了他的生存才经营事业”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于是发展成为一种责任伦理，这种伦理观念传播并渗透于经济生活，就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既然资本主义精神成为资本主义起源的重要因素，那么，资本主义精神为什么首先产生于西方呢？这是韦伯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韦伯从分析宗教及其教义入手，揭示了资本主义精神起源于西方的独特背景。资本主义精神来源于基督教新教伦理，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契合关系，韦伯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证。通过大量的实证调查材料，韦伯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地区与新教徒集中具有高度的吻合性，这就表明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新教相关。以新教中的加尔文教为例，无论该教派在什么地方出现，总是体现着“一种异乎寻常的资本主义商业意识和一种渗透着、支配着整个生活的极其狂热的宗教虔诚天衣无缝的结合”。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关联呢？韦伯开始从基督教新教教义中去寻找答案。新教中的天职观念成为资本主义精神中的重要源泉。德国宗教改革以后，“神召”一词开始被“天职”所取代，表面上看这仅仅是译名的变化，实际上却意味着新教在道义上开始关注世俗活动，“天职”一词意味着对世俗日常行为的肯定评价，即“把克己履行世俗职业的义务尊崇为一个人首先行为的最高形式，从而使日常世俗行为具有宗教意义”。天职观念要求人民以禁欲主义的苦修态度，履行和实现个人在世俗社会中所处地位所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新教教义崇尚德行、禁欲、节俭、勤奋、忍耐，并把完成今生的工作看作是“神灵的召唤”，是不可改变的“天职”。这就要求新教徒为了给上帝增添荣耀，而使其行为得到经常的自我控制，使其现世的生活变得高度理性化。

理性与理性化概念的提出是韦伯现代化理论的又一组成部分，韦伯所说的理性及理性化，实际上是对现代化性质的高度概括和哲学抽象。韦伯认为，理性是上帝所赐予的，是人生来固有的，理性行为则是社会行为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合乎逻辑的联系。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的决定因素有四种基本类型：目的理性、价值理性、感情因素、传统因素，前二者属于理性行为，后二者属于非理性行为。在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中，社会行为包括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理性行为包括目的合理性行为和价值合理性行为，非理性行为则包括传统行为和情感行为。韦伯所处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同时也是他的研究对象，因此，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成为韦伯研究的重点。

对于目的理性，韦伯给出了这样的定义：“目的合乎理性的，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目的理性是一种本能的理性，是普遍的和固定不变的，实际上是指人们的行为完全排除了外在因素的影响，而做出合乎自己本性与愿望的选择。对于价值理性，韦伯这样定义道：“价值合乎理性的，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与目的理性相反的是，价值理性并非本能的，也不是普遍的和固定不变的，价值理性不以个人功利为目的，甚至为了追求美德的、审美的、宗教的目标而牺牲眼前的功利目标。

为了对上述两种理性加以进一步的说明和阐释，韦伯又引入了另一对理性范畴——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对于这一对概念，韦伯是这样界定的：“一种经济行为的形式上的合理应该称之为它在技术上可能的计算和由它真正应用的计算的程度。实质上的合理，应该是指通过一种以经济为取向的社会行为的方式，从曾经、正在或可能赖以观察的某些（不管方式如何）价值的基本要求的立场看，允许用货物供应现存的人的群体（不管其界限如何的程度）。”作为最典型的逻辑形式，计算对于理解这两种理性至关重要。一种行为是否是形式理性的，关键看它是否是由最有技术的方法指导的合理的计算，精确性成为形式理性的重要特征。至于实质理性，所注重的是理性选择的目标和结果的实现程度，具有较强的模糊性。实质理性也是经济行为的一种原则，它虽然也表现为可以计算的技术形式，但与形式理性所不同的是，它不仅仅以形式上的计算为依据，而且还要从伦理、政治、享乐、等级、平均主义等非经济因素的角度对经济行为提出要求，故无法实现精确化，实质理性因此关注的是经济行为的结果。

在韦伯看来，不同的社会类型中，以上四种理性所处的地位也不一样。在传统社会里，价值理性和实质理性占据主导地位，而在现代社会里，目的理性和形式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理性化过程，即目的理性和形式理性逐渐取代价值理性、实质理性，而居于主导地位的过程。这一过程应该体现在社会的每一个方面，主要包括人的理性化、经济组织的理性化、行政与法律的理性化、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等，这就构成了一幅现代社会的图景。

在考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韦伯始终关注西方社会的理性化特征，这一特征在韦伯看来是“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问题”。在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分析过程中，韦伯特别强调新教伦理中的天职观以及禁欲主义，这暗合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理性化过程的需要，从而构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起源。由此，韦伯将资本主义的源起归结为一种被“伦理认可的确定生活准则”之内的“合理谋利”精神，他尤其强调经济活动的“合理性”与“规范性”，认为这种精神和道德力量“比单纯鼓励资本积累重要得多”。在论述资本主义发展问题时，韦伯也强调资本主义的理性化特征。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不仅依赖于“合理的劳动组织形式”，还“依赖于一种可靠的法律制度和一种依据于正式规章的行政管理制度对经济活动所起的规范作用”，在这里，“必然补充的因素是理性精神，对生活普遍指导的合理性以及合理性的经济伦理”。

对资本主义精神起源以及理性化构成的论述，成为马克斯·韦伯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内容。韦伯对于现代化理论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从精神的、文化的因素来考察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尽管韦伯所提出的命题因其含糊性而遭到一些后人的批判，但从宗教伦理的视角来考察资本主义精神乃至资本主义本身的起源，以及从理性化过程来认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这对于当时的社会学研究来说，确实是一个全新视角。对韦伯命题的研究至今仍久盛不衰，这也说明了韦伯的现代化思想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力。

总体而言，现代化原初理论的几位学者，由于其所处环境的限制，其现代化理论的立足点与出发点都是西方社会，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也都是西方社会如何进入现代化的。在对这一问题探讨的过程中，他们大多将西方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殊性的东西加以普遍化与抽象化，并试图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在我们看来，现代化的原初理论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在于对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二分法，这使得现代化研究具有一个基本的参照系。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从共同体到社会，从价值理性和实质理性到目的理性和形式理性，这些转变也就意味着社会从传统到现在的转型。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学者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点，进而在现代化研究中首先做出了传统与现代的划分，这为现代化研究的深入提供了重要前提。


第六章　经典现代化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为研究对象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开始兴起。来自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领域的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出发，对于发展中国家在战后面临的发展困境及其道路指向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站在不同立场上所提出的理论观点，构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经典现代化理论。

第一节　经济学领域的现代化理论

从经济学领域来看，涉足现代化研究的主要有阿瑟·刘易斯、罗斯托、库兹涅茨等人，其中尤以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最负盛名，该理论是在《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一书中所提出的。罗斯托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分为依次更替的六个阶段，即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走向成熟、大众高消费以及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这几个经济增长阶段依次更替的过程。

罗斯托认为，传统社会“是指这样一种社会：它的结构是在有限的生产函数内发展起来的”。传统社会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无论在很久以前还是在最近时期，传统社会的历史都是一部不断发生变化的历史。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尽管农业和制造业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生产力水平由于缺乏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而受到限制。农业生产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决定了一种分层式的社会结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很狭小，家庭和宗族关系在社会组织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从权力的分布看，虽然中央政治统治经常以各种形式在传统社会中存在，但政治权力的重心一般在地方，操控在那些拥有或控制土地的人手中。

第二个增长阶段包括处于转变过程中的所有社会，即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的阶段，这是传统社会和起飞之间的过渡阶段。起飞的前提条件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17、18世纪之交的西欧为代表的内生型，此间，世界市场的侧面扩张和为之而进行的国际竞争产生了一个动态的环境，致使在这些地区，现代科学知识开始在农业和工业中转化为新的生产力。在西欧国家中，英国由于地理、自然资源、贸易机会、社会和政治结构的优势，而成为第一个充分发展起飞条件的国家。不过，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前提条件不是从内部产生的，而是由较先进社会的外部入侵产生的，这些入侵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动摇和瓦解了传统社会的根基，促使传统社会必须发生根本性变革，这种变革触及而且大大改变了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生产技术，从而有利于现代社会的生成。虽然强调起飞的经济条件，但罗斯托并没有忽视政治上的因素，在他看来，“在政治方面，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是前提条件阶段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且差不多是起飞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三个增长阶段是作为现代社会生活中巨大分水岭的起飞阶段，即稳定增长的障碍和阻力得以最终克服的时期。此间，促进经济进步的力量（在过去只是产生有限的突破和现代活动的飞地）扩大并开始支配整个社会，增长成为正常状态，复利似乎变成习惯和制度结构。起飞是一个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过渡阶段，罗斯托认为，起飞需要具备这样三个条件：（1）生产性投资率提高，例如从占国民收入5%或不到5%增加到10%以上；（2）有一个或多个重要制造业部门以很高的增长速度发展；（3）有一种政治、社会和制度结构的存在，或迅速出现，这种结构利用了推动现代部门扩张冲力和起飞的潜在的外部经济效应，并且使增长具有不断前进的性质。起飞的开始通常可以溯源于一种特别剧烈的刺激力量，但重要的不是刺激力量的形式，而是这个事实，即社会和它的经济的先前发展引起了一种积极的、持久的和不断自行加强的反应，其结果是更高的潜在创新比例被人们经常性地接受和更高的投资率。在世界各国中，英国最早完成了经济起飞，大致时间为1783年后的20年，此后，法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先后以不同方式完成了各自的起飞。

起飞开始以后，经济经历一段长时期的持续增长，大约60年后达到所谓的成熟阶段。成熟阶段是一个社会已经把（当时的）现代技术有效地应用于它的大部分资源的时期。在这个阶段中，经济展现出超越曾推动它起飞的初始工业的能力，以及在非常广泛的资源范围上吸收和有效地采用现代技术的最先进成果的能力；一个经济显示出其拥有技术能力和企业家才能来生产自己想要生产的任何东西，而不是生产一切东西；一国经济可能缺乏原材料或生产一种特定类型产品所需要的其他供应条件，但它依赖的是一个经济选择或者政治优先考虑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技术或者制度的必然结果。不过，在罗斯托看来，“在走向成熟的道路上隐藏着使它自己改变的种子”。在成熟阶段临近结束时，往往会出现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劳动力的构成、实际工资、眼界和劳动技能都起了变化；第二，领导性质的改变，由具有“海盗作风”的企业主转变为高度官僚化和高度精细机构的有效率的专业化经理；第三，整个社会对工业化的奇迹开始感到有些厌烦。这样一来，成熟阶段既是“一个提供新的富有希望的选择的时期，也是一个带有危险性的时期”。

第五个阶段是大众高消费时代，美国在20世纪初率先进入这一阶段。此时会出现两种现象：一是人均实际收入达到较高水平，满足基本需求之上的消费成为可能；二是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城市人口比例及技术岗位人口比例上升。与此相应，在经济方面，主导部门转向耐用消费品和服务业，社会不再接受把现代技术的进一步扩展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进入这一阶段的西方社会把更多的资源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换言之，到了这一阶段后，社会的主要注意力就从供给转到需求，从生产问题转到消费问题和最广义的福利问题。在大众高消费阶段，社会发展可能的三个方向是：一、国家追求在国外的势力和影响，即把增加的资源用于军事和外交政策；二、动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实现个人的和社会的目标，即建立福利国家；三、提高消费水平，衣食住行之外的耐用消费品和服务成为主流。

大众高消费阶段是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呢？这是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所要回答的问题。到20世纪70年代后，罗斯托又修正了其原来的理论，增加了一个新的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罗斯托认为，这一阶段，除了可能观察美国之外，就无法预测了。那么，这一阶段的社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呢？罗斯托以美国社会为例进行了说明。在耐用消费品达到一定消费水平后，其相对边际效用递减开始；由于人们出生在经济有保障和大众高消费的制度中，所以对常规的方式获得实际收入的额外增加看得不很重要。至于该阶段的经济发展走向以及社会特征，罗斯托并未做过多预测。不过，罗斯托一再强调说，大众高消费阶段是个漫长的阶段，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个遥远的目标，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则是正在经历的阶段；尽管美国社会已经显露出高消费阶段之后的若干特征，但即便在美国，大众高消费时代也还没有到达终点。

从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来看，传统社会阶段就是前工业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则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兼具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特征，“传统的结构逐步破坏，而旧体系的重要方面依然保存”；起飞阶段则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最重要阶段，此间，“新的现代因素、价值观念和目标获得了确凿的进展；这些因素逐渐控制了社会制度；在站稳了脚跟而它们的对手处于退却或混乱之中以后，它们又努力使现代化的过程达到合理的结局”。至于起飞之后的几个阶段，则是西方国家在完成现代化之后所经历的发展过程。在罗斯托看来，任何社会都会经历这样几个发展阶段，像西方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国家那样，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最重要的阶段莫过于起飞阶段，只有完成了经济起飞，才能实现工业化，从而进入发达的现代社会。

然而，尽管罗斯托是从经济角度着手来考察现代化问题的，但显然他不同意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虽然增长阶段论是从经济方面观察整个社会的方法，但是它绝不意味着政治、社会组织和文化等方面只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并且唯一的是从经济中派生出来的上层建筑。相反，我们从一开始就接受了马克思在最后承认的而恩格斯只是在晚年才完全承认的看法，即社会是互为作用的有机体。虽然经济变化的确具有政治和社会后果，但……经济变化本身被看作是政治和社会以及狭义的经济力量的结果。”

第二节　政治学领域的现代化理论

在政治学领域，以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巴林顿·摩尔、塞缪尔·亨廷顿等为代表的学者，也开始涉足现代化研究，其研究的重点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问题。在这些政治学家看来，政治发展是现代化的核心内涵，政治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程度。其中，阿尔蒙德提出的结构功能主义的比较政治学理论尤其令人关注。

在阿尔蒙德看来，现代化的核心就是政治发展及其导致的现代政治体系的建立。作为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政治发展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政治结构的分化与政治文化的世俗化。

政治发展在结构方面的表现就是分化。在分化过程中，角色发生变化，变得更加专门化或自主化，出现了新型的专门角色，出现或创造了新的专门化的结构和体系。例如，主管征税、训练官员、传递信息、维持秩序和动员支持等等的专门组织建立起来了，或是从原来的结构中分离出来了。不过，“角色分化和结构分化，不仅仅是指新一类角色的出现和旧一类角色的变化，而且包括角色之间或结构之间相互关系上可能发生的变化”。这些分离出来或新建立的角色、结构之间应是一种以自主性为前提的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的网络关系。阿尔蒙德认为，在一个政治体系中，政治角色越分化，新型角色越多；同时，各种次体系，如行政、司法、政党、利益集团、工会等等自主性越高，则政治发展的程度也越高。

从这种角度，阿尔蒙德将传统政治体系与现代政治体系加以比较：一个未经发展的传统政治体系，总是由少数结构担负着许多尚未分化的功能，由一小部分社会集团或个人承担整个政治体系的一切功能；而现代政治体系则存在着明显的分工趋势，愈现代的政治体系，其结构愈是分化，而分化的政治结构有其优越性，使任务专门化，具有效率高的长处，这一优越性总是随着政治结构规模的扩大和复杂程度的提高而增长。政治结构分化由此成为政治现代化的主要标志。

政治发展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政治文化的世俗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越来越重视在其周围世界中可以见到的因果关系”。所谓政治文化，是指“各种政治态度、价值、感觉、信息和技能的独特分布。和人们的态度影响他们的作风一样，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也通过政治制度影响其公民和领袖的行为”。尽管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可以看作是一个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变迁的过程，但阿尔蒙德坚持认为：在传统文化中也有强烈的世俗因素，而即使在最现代的文化中，也仍然存在着传统的因素。通过对这两种类型社会的研究，阿尔蒙德得出一个重要的经验观察结果，即所有的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都是混合的，不过每个政治体系中各种文化所占的相对地位和混合程度各有不同而已。

政治发展并非自然而然地发生，其推动因素又有哪些呢？阿尔蒙德指出：“政治发展的推动力包括进入政治体系的输入流程中数量和内容的某些重大变化。当政治体系现存的结构和文化非经过进一步分化和世俗化就不能对付所面临的问题或挑战时，发展就会来临了。”从实践上看，导致政治发展的事件可能来自国际环境，来自国内社会，或来自政治体系内部的政治精英人物，这些都可能成为政治发展的推进剂。

外在挑战或问题往往引起政治发展，因为它们使“现存的文化和结构处于紧张状态”。阿尔蒙德将政治体系面临的挑战或问题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类是渗透和统一问题，亦所谓国家建设问题；第二类是忠诚和义务问题，或称之为民族建设问题；第三类是参与问题，也就是各种社会集团施加压力，要求参加政治体系的政策制定的问题；第四类是经济建设问题，即运用政治体系来提高国内经济的生产能力，使社会得到产品和服务；第五类是分配或福利问题，即国内社会中产生的，要求运用政治体系的权力来重新分配收入、财富、机会和荣誉的压力。

不难发现，阿尔蒙德眼中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发展或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治结构的分化与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成为重要的两个方面，它们共同推动着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的转变。

在政治学领域，阿尔蒙德的政治发展理论很快遭遇到后来者的挑战。20世纪60年代，巴林顿·摩尔从历史社会学视角出发，对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演进道路进行了深入探讨。从纷繁复杂、气象万千的全球性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摩尔追根溯源，梳理出了政治现代化的三条道路，即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西方民主道路，以德、日、意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道路，以俄国、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

西方民主道路是最早的一条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携手并进的道路，是经过清教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内战等一系列革命问世的，因此摩尔也把这条路线称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路线。英、美、法三国意味深长地从各不相同的社会起点出发，相继进入了这一路线。法西斯主义同样也是一条资本主义的发展路线，它在20世纪的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三国得到明显的例证。摩尔将这条路线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反动形式，同上述的资本主义的革命形式相并列。在这类国家里，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当薄弱，如果它采取彻底革命的方式，革命势必夭折。这样一来，相对软弱的资产阶级，被迫与居于统治地位的旧的统治者，如土地贵族或容克地主，实施一种妥协。在准议会政府的支持下，促成了现代工业社会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变化，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一例。第三条是共产主义道路，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在这两个国家，强大的农业官僚主义严重禁锢着工商业的发展，挫败了现代化的动力，由此造成的双重后果是：其一，资产阶级过于软弱，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甚至不能像日本和德国那样，充当旧的统治阶级的二流合作伙伴，尽管他们曾尝试这样做；其二，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由于最为软弱无力的步伐都难以迈出，这就积累起来自社会下层的不满的力量，尤其是农民的反抗情绪在不断蔓延。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三条不同类型的历史发展路线呢？摩尔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背景下阶级关系组合模式的变异和转换。摩尔发现，在两大文明形态起传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分崩离析的传统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大量阶级因子，会对未来历史的造型发生强烈的影响。如果说，封建贵族与上层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联姻，是西方民主道路蜕变为法西斯主义道路的转折点，那么，共产党人集合千百万对旧制度切齿盈愤的农民群众，向反动统治秩序发动摧枯拉朽的攻势，则促成了社会主义的勃兴。

摩尔的政治现代化理论提出后，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对于摩尔的思想理论，人们很难用左、中、右的政治模式加以框定，但无论是哪个政治派别，都不能不对他刮目相看。相对于传统的政治发展理论来说，摩尔的政治现代化理论有这样几点值得关注：

其一，通过大量的历史事实，摩尔雄辩地指出，西方民主只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结出的果实，它不具有普世意义，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道路和与之相适应的政体形态是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也是通往现代社会的历史道路。

其二，摩尔认为，暴力和革命，无论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形成，还是在共产主义国家的诞生，或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中，都扮演了同等重要的角色。暴力革命虽然会使社会付出沉重代价，但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下，它往往是不得不做出的一种抉择。

其三，摩尔指出，政治现代化不只一条道路，他自己就归纳出了三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并且强调这三条道路不但相互并列和更代，而且彼此交汇和包容。由此看来，在摩尔那里，民主和自由并没有成为衡量政治现代化的唯一标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体系。

在政治学领域，为现代化研究做出巨大贡献的学者当中，还有一位不得不提，这就是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亨廷顿立足于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现代化道路上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政治秩序论，或强大政府论，从而对传统的政治发展理论构成了挑战。

传统的政治现代化理论主张，民主和自由是政治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程度如何，就看民主和自由的深度和广度如何。亨廷顿显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强调指出：从政治学角度而言，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施政的有效程度。“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那么，政治现代化又包含哪些内容呢？亨廷顿认为，政治现代化涉及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和政治参与的扩大等三项内容。

第一，政治现代化涉及权威合理化，并以单一的、世俗的、全国的政治权威来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种族的等等五花八门的政治权威。

第二，政治现代化包括划分新的政治职能并创制专业化的结构来执行这些职能。具有特殊功能的领域——法律、军事、行政、科学——从政治领域中分离出来，设立有自主权的、专业化的但却是政治的下属机构来执行这些领域里的任务。

第三，政治现代化意味着增加社会上所有集团参政的程度。广泛的参政可以提高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如在集权国家那样；或者可以提高人民对政府的控制，如在许多民主国家那样。

以上这三个方面构成了现代政体与传统政体的分水岭，实际上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准。

人们注意到，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一方面是各种社会问题和压力同时涌现，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相继而来，导致欲望和期待的急剧高涨；另一方面，过渡性社会满足这些欲望的能力却总是低于这些欲望的增长，“于是欲望和前景之间、需求的形成和需求的满足之间，或者欲望的函数和生活水平的函数之间出现了差距”，这种差距便引起了部分社会阶层的强烈不满和社会挫折感，这些就成为政治不稳定的诱因。亨廷顿向我们描述了形成政治不稳定的如下过程：

现代化（经济发展、社会动员）→超负荷的欲望和需求→社会挫折感→（社会流动性机会缺少）政治参与意识加强→（制度化水平低）政治不稳定。

在以上的诸多变项中，政治制度化水平低下是理解政治不稳定的关键。因此，现代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挫折感、政治参与的扩大，事实上是不可逆转的。只要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即使出现了前面这些压力，也会被政治体系所吸收转换，而不会引起政治不稳定。

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动乱，亨廷顿开出的药方是：欲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这些国家必须树立起强大的政府，舍此无他路可走；强大政府的构建和维持有赖于强大政党的缔造和巩固，而政党的强大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力量。在第三世界国家，广泛政治动员下的政治参与已经不是问题，而政治制度化却还是个艰巨的任务。

在亨廷顿看来，制度化是指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都可根据它的那些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凝聚性来衡量。一、政治组织的适应性。组织或程序的适应性越强，其制度化的程度就越高；反之，适应性越差越刻板，其制度化程度就越低。二、政治组织的复杂性。一个组织越复杂，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复杂性既包括组织分支在层次上或功能上的多样化，也包括不同类型的次级组织单位的分化。三、政治体系的自主性。即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独立于其他社会团体和行为方式而生存的程度。就自主性而言，政治制度化意味着并非代表某些特定社会团体利益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发展。四、政治体系的凝聚性。凝聚性指的是一个组织应该具有共识和独立的精神形态以保持内部的统一性。一个组织越团结，越具有凝聚力，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相反，组织越不团结，其制度化程度也就越低。

亨廷顿认为，一个政治体系如果具备了以上四个特征，也就意味着具有现代性，也意味着它具有能够吸收并转换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压力的能力，保持对社会的有效控制，从而维持社会变动时期的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因此，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实现政治制度化，建立有效的社会控制、谋求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过程，政治制度化及其带来的政治稳定，就是亨廷顿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所设定的目标。

尽管亨廷顿的政治现代化理论仍未能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窠臼，从根本上而言仍然坚持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道路乃是第三世界国家民族振兴的参照和归宿，但不可否认的是，亨廷顿所提出的政治现代化理论，更多地考虑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的现实，因而与实践结合得更为紧密。

第三节　社会学领域的现代化理论

从社会学领域来看，涉足现代化研究的主要有帕森斯、列维、斯梅尔塞等学者。这些学者根据结构功能理论和社会系统理论，来考察现代化所造成的社会变迁。在这些学者看来，工业化所造成的社会变革就是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意味着从传统社会的传统性向现代社会的现代性转变的过程，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根本区别是社会结构的层次化与精细化、社会功能的专门化与多样化、社会运行机制的市场化与法制化、社会阶层的流动化与平民化、国家制度的理性化与权威化、政府能力的综合化与权威化。从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视角来研究现代化的学者当中，最负盛名的当属塔尔科特·帕森斯。

帕森斯首创了“结构功能主义”，以分析不同类型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变迁。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范畴，结构表示着系统各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的方式或顺序，它普遍地存在于一切事务系统的各个层次中，而同时又各具特殊的属性；功能则是结构内部各种成分与外部情境相互作用所表现出来的特性和能力。帕森斯继承了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从社会行动出发来界定社会系统，并“把社会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帕森斯认为，当各种倾向的行动者根据其行为和价值取向的构造互动时，它们逐渐形成了协定，并确立一种互动模式，当这种模式成为“制度化模式”时，我们就称之为社会系统。不同的社会系统，其行动者可能的行动途径也不尽相同，这被帕森斯称为模式变项。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其模式变项在五个方面有着不同的区分：

在价值标准上，表现为普遍主义或特殊主义，指的是在某一互动情境中，行动者对他人的评价和判断是否适用于所有行动者。在角色关系上，表现为专一性或广泛性，指的是互动中行动者之间的范围有多大。在行为动机上，表现为情感性或情感中立性，指的是互动中行动者表达许多情感还是无需表达情感。在利益取向上，表现为自我取向或群体取向，指的是行动者的行动倾向于自我的私人利益还是群体的公共利益。在角色评价上，表现为成就取向或先赋取向，指的是行动者评价他人是根据绩效还是根据性别、年龄、家庭地位等先天特质。

帕森斯所提出的行动的五组模式变项，把社会行动中任何可能产生的二选一的选择项都包含进来了，普遍主义-特殊主义、情感性-情感中立性、自我取向群体取向这三组抉择，反映行动者的取向方式；而成就取向先赋取向、专一性广泛性这两组抉择，反映社会客体本身的状况。帕森斯归纳出的五组模式变项，实际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系统的特征的概括：一个是传统的没有分化的集体主义取向的社会系统，一个是现代的经过高度分化而又重新整合的个人主义取向的社会系统。这两个社会系统的结构不同，功能也不同。所谓现代化，实际上也就是从模式变项的一极向另一极转变的过程。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进化论构成了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基本框架。

社会变迁论也是帕森斯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帕森斯认为，当一个社会结构不能满足社会系统的功能时，社会结构的变迁就势在必行，决定社会结构的四个子系统就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使社会结构向着满足社会系统功能需要的方向运动。社会变迁包含四个基本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分化，即一个系统或单位分解成两个或更多系统或单位的过程，“分化的过程包括一个具有从它在其中运行的系统来看比它所有分化出来的单位的功能等级更高的主要功能的单位的建立”。第二个过程是适应能力上升，社会结构分化的结果，使社会单位的资源增加，束缚减少，从而增加了适应能力。第三个过程是容纳，即把以个人地位背景为标准的社会组织扩大为接纳各种各样人的社会组织。第四个过程是价值通则化，即社会对新分化出来的单位或系统加以承认或肯定。结构分化的程度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增大，现代社会功能分化程度最高，因而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这一切使得现代社会制度成为最优越、最合理的社会制度，即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

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首创了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研究现代化的先河。帕森斯触及领域广泛的多元视角、概括性极强的庞大概念体系，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分析工具。帕森斯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体系也被后来的社会学家所继承，从而推动了现代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继帕森斯之后，列维也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对“现代化社会”与“非现代化社会”在社会结构方面的特点进行了区分，列维将二者间的差别归结为以下八个方面：

（1）组织的专业化：现代化社会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教育组织等诸单位的专业化程度高，而非现代化社会的专业化程度则比较低。（2）相互依赖性：在现代化社会中，由于专业化程度比较高，诸单位相互依存的功能是非自足的；而非现代化社会中亲属群体与近邻共同体的自足性比较强，缺少功能的分化。（3）伦理关系：在现代化社会中，伦理具有普遍主义性质；而在非现代化社会中，家庭与亲属的社会关系比较紧密，伦理具有个别性质。（4）集权化模式：现代化社会的国家权力是集权但不是专制；非现代化社会的国家权力如同封建制度一样，即便在权力比较分散的情况下，其性质仍然是专制的。（5）社会关系：现代化社会的社会关系是合理主义、普遍主义、功能有限与感情中立，非现代化社会则是传统的、个别的、功能无限与具有感情色彩的。（6）交换的普遍媒介和市场：现代化社会有发达的交换媒介与市场，非现代化社会的交换媒介与市场不发达。（7）官僚组织：现代化社会具有高度发达的官僚组织，非现代化社会即使有官僚组织也是建立在个别关系基础上的。（8）家庭因素：现代化社会的家庭向小型化方向发展，其功能也在缩小，非现代化社会的家庭结构是多样化的，家庭功能是多重的。

在此基础上，列维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模式的转变至关重要，“我们不能在相关社会的传统模式下先去实现现代化，或者将这些模式保持到相当的程度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和我们逐渐地相互类似——不是必然因为他们将更像我们现在，而是因为现代化的模式就是，社会现代化的程度越高，他们就越相互相似”。

在社会学领域，斯梅尔瑟的现代化理论同样值得关注。在斯梅尔瑟看来，现代化就是不同社会领域在结构上的分化与整合的过程。结构的分化，可以简单定义为从一个多功能角色结构向几个更为专业化的结构的演变。斯梅尔瑟着重探究了几个不同社会领域结构分化的过程，主要包括：

（1）经济活动的分化。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经济活动从家庭-社区模式中分离出来，如家庭手工业的兴起；同样的分化也发生在交换系统中，原来以非经济性基础进行交换的商品和服务越来越深入到市场中。

（2）家庭活动的分化。经济活动从家庭关系中转移出来的含义之一就是家庭丧失了一部分原有功能，其本身成为更专业化的机构。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家庭活动更加集中在感情和社会化方面。家庭功能和经济功能分离的趋势日益明显。

（3）价值体系的分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宗教价值观的世俗化，民族主义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在此过程中，经济、政治、科学等制度领域都建立了更接近于自身的模式。统治这些领域的价值观不再由宗教信仰直接认可，而是由自主的理性认可。

（4）社会分层体制的分化。在经济现代化条件下，结构分化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其一，其他价值标准对先赋因素的干扰，使得先赋标准越来越从经济、政治和其他方面的标准中分化出来；其二，通过职业分层的增加而导致的个人流动，标志着承认的功能地位与其原初地位的分化，逐渐增长的个人流动性，成为工业化的普遍结果之一。

不过，单有结构分化，对现代化来说是不充分的。在斯梅尔瑟看来，“发展是作为结构分化（已确立的社会的分裂）和整合（在新的基础上联合分化了的结构）之间对立的相互作用而前进的”。对分化了的活动整合，也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复杂的整合主要表现于下面几个制度领域：

（1）经济和家庭。在存在分化的条件下，生产的社会体系与消费的社会体系相分离，而家庭成员的生产角色也在地域上、时间上和结构上与其独特的家庭角色分离开来，这种分化立即产生了整合问题，现代化产生了许多联结那些新的整合问题的制度和组织，如工会、合作团体、存款机构等，所有这些都有专门的整合作用。

（2）社区。在城市本身中社会结合的最初标准可能是一般部族、等级或村庄；这种标准可能一直存在，也可能逐渐地被以经济和政治利益为基础的更有效的“功能性”集团所取代。

（3）政治结构。在典型的前现代社会体制中，政治形式包括首领、国王、元老院、强大的地主、强大的巫师和神职人员等。随着社会体系日益复杂，政治体系也随之调整。工会、政治俱乐部、政党等新组织开始出现并发挥重要作用。

不难发现，相对于帕森斯和列维，斯梅尔瑟的现代化理论有所超越。斯梅尔瑟不仅强调社会结构分化之后的社会整合问题，而且还注意到社会结构分化组合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冲突与社会动荡问题，这也正是追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正因为如此，斯梅尔瑟认为不应该夸大从低分化社会向高分化社会转变的突然性，而是强调指出：“从经验上来讲，这种过程是逐渐发展的，并有选择地影响到社会结构。”

第四节　心理学领域的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全方位变化的过程，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学者涉足现代化研究的同时，来自文化心理学领域的学者也不甘示弱，投入到现代化研究的洪流当中。这些学者们关注的是现代化进程中个人、人格、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变化，其中，英克尔斯、麦克莱兰、哈根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尤其引人关注。美国学者英克尔斯以提出“人的现代化”理论而著称，在与戴维·史密斯（David Smith）合著的《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一书中，他系统地提出了有关个人的现代化理论，英克尔斯因此成为文化心理学领域现代化研究的代表人物。

英克尔斯强调人的现代化对于整个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性。他说：“经济学家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衡量现代性，政治家以有效的管理制度机构来衡量现代性。我们的意见是：如果在国民之中没有我们确认为现代的那种素质的普遍存在，无论是快速的经济成长还是有效的管理，都不可能发展；如果已经开始发展，也不会维持太久。”正因为如此，英克尔斯认为，在研究国家现代化时，应该把人的现代化考虑进去。因为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英克尔斯“人的现代化理论”，其立足点在于对“现代人”概念或者说是对“人的现代性”概念的界定。“人的现代性”是英克尔斯现代化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同时也是其主要思想和研究结论的概念基础。英克尔斯指出，要探讨和回答是什么社会力量促使传统的人转变为现代的人，以及这种转变的具体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此类问题，必须首先确定哪种人是现代人，以及凭什么标志来判断他们是现代人。无论是作为一种心智素质，或者作为一个抽象概念，“现代性”都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内容极为复杂的概念。英克尔斯指出：人的现代性，“可以并且通常也应该，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各种各样的背景中表现出来。……换言之，它是很多素质的综合体或复杂结合物，而不是一种单一的特质”。

那么，现代人具有哪些品质和特征呢？通过调查研究，英克尔斯从十二个方面勾勒出一个现代人的形象：

一、准备和乐于接受他未经历过的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新的行为方式，这是现代人特征中的首要因素。相比之下，传统的人则不大愿意接受新的事物和新的思想。

二、准备接受社会的改革和变化，具体指的是能够接受社会组织中的改变，社会上大部分人开始积极地参与国家政治管理，妇女享有更多的权力和机会，过去等级森严的上下级关系和年轻人与年老者之间的关系，现在变得较自由起来等等。

三、思路广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各方面的不同意见、看法。

四、注重现在与未来，守时惜时。现代化的生产程序和管理制度，要求人们严格守时，珍惜时间，这在先进的工业国家是非常普遍的性质。

五、强烈的个人效能感，对人和社会的能力充满信心，办事讲求效率。

六、计划。计划是与时间和效能密切相关的现代人的特质。凡是在公众生活和个人生活中趋向于制定长期计划的人，我们就认为他具有现代人的品质。

七、知识。现代人乐于探索未知的领域，在现代社会中，充满着尊重知识的风气。

八、可依赖性和信任感。现代人对于“他生活的世界是可信赖的”与“可以信任他周围的人和社会组织能够实现他们的任务”这两个方面，怀有很大的信心。

九、重视专门技术，由愿意根据技术水平高低来领取不同报酬的心理基础。

十、乐于让自己和他的后代选择离开传统所尊重的职业，对教育的内容和传统智慧敢于挑战。

十一、相互了解、尊重和自尊。

十二、了解生产及过程。现代人积极而又有成效地了解本职工作和与此相关的生产过程和原理，以及生产的计划和部署，表现出个人期望能在认识生产的过程中发挥出自己的才能与创造力的兴趣。

在对现代人所具备的特征进行了考察和概括之后，英克尔斯认为，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过程中，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首先，在决定和培养一个人的现代性水平方面，教育是一个首要的因素。其次，工厂是培养和促成人现代化的最重要环境，即工厂是培养现代性的学校。工厂组织及其运转方式体现了一系列的现代基本原则，来自传统背景的人们将会对它们抱赞成的态度。最后，大众传播媒介对个人现代性具有促进作用。英克尔斯认为，越是发达的国家，越是精心设计的大众传媒，处于其中的个人有可能变得更加现代。

以上三方面的因素促使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即促使个人现代化的实现。那么，个人现代化的实现有什么样的社会意义呢？换言之，个人现代化与国家的经济社会现代化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英克尔斯指出：“确定个人现代性的态度及价值的改变同时有行为改变相伴随，我们相信这些行为的改变能导致国家经济体制的现代化的改变，并支持这种改变。……我们能举出大量记录，说明在政治和公民行为方面，伴随着态度现代化而产生的改变。现代人对于政治事务有较大的兴趣，他随时对重要的政治事件和人物有较大的信心，而且能认出他们，他常同政府和政治机构相接触，更加经常地参加许多组织，常常去投票——所有这些活动是很广泛的。在任何方面，现代人都是社会的积极的参与者。……与传统人不同，现代人在很多行动领域内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促进了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使得社会一般的现代化易于实现。”

为此，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被称为现代化的国家。这一点，也就是英克尔斯研究人的现代化的意义所在。

第五节　历史学领域的现代化理论

在历史学领域，美国学者西里尔·布莱克所提出的比较现代化理论特别引人关注。布莱克认为：把现代化看作为一个传统体制适用于现代功能的过程是很有用处的，只要对功能方法内在的问题做出恰如其分的理解就行了。虽然并非所有的问题都应从功能和结构的角度来研究，但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可能是最富有成效的方法。历史学的出身使得布莱克有着非常广阔的宏观视野，对社会学结构功能方法的借鉴又使得他能够深入洞察社会的变迁，这样使得布莱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经典现代化理论，而提出自己的比较现代化理论。

概而言之，布莱克的比较现代化理论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于现代化过程的阶段划分。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这种过渡会经历一个阶段性过程。同样，布莱克也把现代化的阶段划分作为其研究的重要内容。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布莱克将现代化进程划分为这样四个阶段：（1）现代性的挑战阶段——在其传统知识的框架中，一个社会开始面对现代观念和体制，而现代性的倡导者开始出现；（2）现代化领导的巩固——在持续几代人的往往贯穿着剧烈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权力从传统领袖手中转入现代化领袖手中；（3）经济和社会的转变——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发展到这种地步，一个社会从乡村农耕生活方式占主导地位转变为都市工业生活方式占主导地位；（4）社会的整合——在这一阶段，经济和社会的转变引起整个社会从根本上改组社会结构。

经过改组后，一种整合社会开始形成，其实质是：人们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迁移使得相对自主的地区化、组织化、职业化群体的社会结构转变成高度分散的社会，个人在其中是相对分离的。虽然对于现代化进程做了四个阶段的划分，但布莱克也指出：并非所有的社会都会并驾齐驱地经过这四个阶段，率先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可能表现得更从容不迫，每一个相继进入经济社会转变阶段的社会，都是在较发达的社会不断促动的情况下实现转变的。而且，这四个相继阶段的逻辑联系必须要在发展水平相互迥异的领域里来考察，每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必须根据其自身的传统遗产、资源等来理解。根据这些阶段来比较各种社会，对于形象地描绘作为一种世界性过程的现代化是大有用处的。

到了70年代，当布莱克对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进程考察时，又提出了现代化进程的“三个阶段论”。第一阶段是现代化变革的准备时期。这一时期与其说是静止不动的线或点，不如说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延续期，此间，对现代化运动有很大影响的一些趋势开始出现了。第二阶段是现代化变革的实施阶段。其表现是：为了对付内外的挑战，主张搞现代化的上层人士上台执政，他们考虑和制定了对制度进行全面改革的计划，目的在于加强国家的和他们自己的促进这种改革的权力；经过初期的试验阶段后，马上过渡到巩固阶段。到了一定时期，当教育、工业和政治制度开始有了惯性并造就一批参加革新的新型公民时，变革的速度开始加快。第三阶段是高度现代化阶段。自从20世纪50年代起，日本和俄国通过不同道路进入到这一阶段，具体表现是人均收入、生活质量都达到很高水平，城市化过程加速，受教育的机会增加，人口素质提高，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增强。

就表面而言，布莱克对现代化阶段的划分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一致性，但通过认真研究可以发现，布莱克的上述两种阶段划分是基本对应的，而“现代化领导的巩固”不仅作为衡量“现代化变革准备阶段”向“现代化变革实施阶段”的转变标志，而且构成布莱克的比较现代化研究范式的一个重要依据。

其次，在对现代化进程本身的认识方面，布莱克对经典现代化理论有着重大的修正和超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方面，布莱克一方面认可现代化是从传统向现代变迁的过程，并从理智、政治、经济、社会和心理等五个方面讨论了人类活动在各个方面的转变；但另一方面，布莱克明确反对经典现代化理论将传统与现代对立的做法。布莱克指出，在非现代（传统）社会内部，很多事情确实是有差别的，而且很复杂，很难用传统一词加以概括。布莱克说：各个民族都是重视传统的，即使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里面，有些老传统仍然是重要的，而且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也创造自己的、也许并不那么持久的传统。传统的形式对现代时期具有很大的影响，以前的传统的消亡并不证明取代这种传统的现代化形式能生存下去。在任何社会内，一切比较现代的特点都是由以前的特点变革而来的。特别是对进入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来说，这些变革更有可能是在旧的形式继续存在的情况下发生变化的结果，而不是由旧到新的直接变化的结果。当旧与新并存的时候，这种旧同原来的旧已经根本不同了。从布莱克的论述可以看出，传统与现代是交融在一起的，现代性并非无水之源，它可能来自传统，特别是经过变革的传统；另一方面，传统本身也并非一成不变，传统经过改造或变革以后，往往能获得新的生命力而成为现代的东西。

对于经典现代化理论中的“西方化”与“欧洲化”的观点，布莱克显然也不赞同。布莱克曾这样指出：“西方化”一词的含义是，西方或欧洲的制度本身是现代化的根本内容，其他社会可以忘掉自己的历史传统而采纳西方或欧洲式的现代价值标准和制度，就像它们把牛车换成汽车或把土耳其帽换成大英帽一样。但事实是，必须由每个社会的成员本身来改革他们的社会以前的制度。使用“西方化”和“欧洲化”这两个词还会出现其他矛盾：一方面，某些国家某一时期起作用的现代化领导力量，不一定是西方化的力量；另一方面，欧洲或西方的某些国家仍然属于比较非现代化的行列。为此，布莱克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根据以前几代人的社会传统来理解各个发展阶段的价值标准和制度，即使一个民族全部照搬一种外国宗教或法律制度，其结果也必然会受到实行这些制度的环境的很大影响。布莱克因此提醒世界其他地方不要匆匆忙忙地“集中”效法目前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社会的形式，因为毕竟不是命中注定这些社会将永远如此。

最后，注重对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区分政治现代化的几种范型。布莱克认为，比较研究在对人类的问题进行系统概括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比较的目的之一，在于对复杂事物的整理和分类；比较的目的之二，在于解释与整理。布莱克等人曾专注于一百多个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比较，而比较的标准是根据现代化领导者在获取权力以及在履行其纲领时所面对的政治问题的特征，具体来说有这样五个方面：（1）一个社会所出现的政治权力从传统向现代化领袖的转变，相对于其他社会而言是早还是晚；（2）一个社会中现代性对传统领袖的直接政治挑战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3）一个社会在现时代是热心于疆界和人口的连续性还是经历着领土和人民的重组；（4）一个社会在现时代是自治还是经受着拖延的殖民统治；（5）一个社会进入现时代是带着成熟的体制，还是带着实质上不成熟的体制。

根据以上的划分标准，布莱克将政治现代化的模式分为七种范型：政治现代化的第一范型由英国和法国构成，它们是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国家，而且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以不同方式为所有其他国家树立了典范。英国和法国在新世界的旁支，即白人殖民地或自治领地构成了政治现代化的第二范型，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它们接受了母国的政治发展模式，政治现代化道路较为顺畅。政治现代化的第三种范型是由那些在法国革命后，直接或间接受其影响而发生了现代化领导强固的欧洲社会所组成，这些社会所进行的使其政治体制适应于现代功能的活动，稍晚于英、法两国，这些国家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卢森堡、意大利等。第三范型的欧洲社会在新世界的旁支可以看作政治现代化的第四范型，该范型包括拉丁美洲二十多个独立国家，这些国家民族独立的实现并未导致现代化领导权之权力的增强，相反却出现了殖民主义的新形式，政治现代化道路受到一定程度的束缚。那些未直接受外来的干涉，但受率先现代化的社会间接影响而进行现代化的社会，代表着政治现代化的第五范型，构成这种范型的社会有俄国、日本、中国、伊朗、土耳其等。这些国家的传统政府强而有力，在现代化的长时期能够抵御外来统治，其政治现代化由在任的统治者和官僚策动，因此不可避免受到传统观念和体制上的影响。那些经历过殖民统治的亚洲、美洲和大洋洲的一百多个独立的和依附的社会可以划分为最后两个政治现代化的范型。第六范型由34个独立国家和29个依附国家构成，它们充分发展的传统文化在适应现代功能的过程中能够与更现代的监护社会的文化相互作用。构成第七范型的是次撒哈拉非洲和大洋洲的31个独立社会、将近20个依附社会，它们没有充分发展的宗教、语言、政治体制，当它们面临现代性的挑战时，不容易适应现代条件，相反，它们发现原封不动地从更现代的社会照搬现代观念和体制更实惠。

显然，布莱克对政治现代化范型的划分，其标准基本上是各国政治发展水平的高低，即政治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在范型的划分上越靠前；政治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在范型的划分上越靠后。但问题在于，怎样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发展水平的高低，是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着眼还是从政治民主化程度来着眼呢？布莱克并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解答，这也使得他对于政治现代化范型的划分存在着诸多模糊之处。

通过以上论述，不难发现，布莱克所提出的比较现代化理论，是对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一种综合，从这种综合的视角出发，布莱克的现代化理论在深度与广度上比起其他学者有着更大的超越。


第七章　从现代化修正理论到世界体系论

20世纪60年代后，一度处于主流的经典现代化理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遭到强有力的挑战。从实践上看，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一些被经典现代化理论视为样板的新兴亚非拉国家，陷入政治上的动乱以及经济上的停滞或倒退，从而暴露了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缺陷。与此同时，人们在理论上对经典现代化理论进行批判，一部分学者致力于现代化理论的修正与发展，使其能适应新的变化；另一方面，来自西方学术界左翼学者或第三世界的学者们，开始从国际经济结构的视角出发，对经典现代化理论提出批判或质疑，由此导致了依附论及世界体系论的兴起。

第一节　现代化理论的修正与发展

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经典现代化理论开始陷入困境，一些仍然致力于现代化研究的学者，如埃森斯塔德、德赛等，开始对经典现代化理论加以反思与修正，并由此形成了现代化的修正学派，至今仍然在国际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力。

以色列学者埃森斯塔德是现代化修正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表的一系列论著中，埃森斯塔德对于经典现代化理论提出了修正，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观点。

前现代或传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遗产会对现代化或现代性构成挑战，而传统的消逝与现代性的增长往往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这是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观点之一。埃森斯塔德通过多年的研究，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和修正。埃森斯塔德认为，传统的瓦解与现代性的建立并不是一个同步的过程。在很多国家，仅仅是传统生活方式的破坏不一定能保证新的、有生命力的现代社会的发展。传统框架的解体，不论是家庭和社区的解体，有时甚至是传统政治背景的解体，往往导致更无组织、更懈怠和更混乱，而不是建立一个有生命力的现代秩序，这已经是很清楚的了。由此看来，“传统社会遭到破坏和摧毁的变化过程与有生命力的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一种变化并不一定会导致另一种变化”。

在现代化研究中，传统应该放在什么地位上，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在这方面，经典现代化理论遭遇后来者的批评最多，但是这些批评并不一定要否定传统的社会和政治与现代的社会和政治之间的差别，相反，这些批评使得这些差别有重新详细阐释的必要。埃森斯塔德承认现代性力量的扩张会对传统社会造成冲击，这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现代性力量冲击了各种现存的传统制度领域内的一些基础——经济的、政治的或社区生活的和社会组织的基础——向它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为其成员开辟了新的前景。其次，现代性力量造就了一个新的国际系统，其中现代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差别是国际上相对地位的主要决定因素。最后，现代性力量通过破坏传统的经济结构并建立分化更大的社会和经济体系来冲击不同的传统社会。

从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向现代的社会-政治秩序的转变，首先在欧洲国家得以完成。现代的社会政治秩序的主要特征包括：（1）疆域内的居民在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2）在象征性和实际意义上保持对中央的高度信任和拥护，中央与人类生存的比较原始的领域保持着密切联系；（3）明显地重视在政治上为全民确立集体的目标。这些特征在18与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身上得到明显体现。

至于现代社会政治秩序的模式，在埃森斯塔德看来，即使在西欧也不是完全一致和统一的。不过，与欧洲以外的社会中所产生的后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相比，它又是相对一致的，至少在理想形式上如此。从当今的情况来看，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正在全世界崩溃，但这并不一定说正在形成中的体制和秩序将按照欧洲产生的最早的现代化模式来效仿，实际上后传统的秩序之间可能出现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性充分说明，经典现代化理论所强调的欧洲中心论及其社会发展的单线路径，都是缺乏实践检验的。

在后期发表的《历史传统、现代化与发展》一文中，埃森斯塔德对于欧洲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现代性在欧洲首先产生，伴随着现代性而发生的重要转型包括中心的日益世俗化、对现存的内容和象征符号的不接受以及可以对这些内容和象征符号重新加以考察的假设的普遍流行；这种变化是与政治、文化和社会中心日益增长的独立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欧洲现代性的独有特征，开始时主要是努力形成一种“理性”的文化、有效的经济、民众（阶级）社会和民族国家，在这当中，“理性”扩展的趋势越来越清楚，并形成了一种以自由为基础的社会和政治秩序。

然而，在欧洲现代性基础上产生的欧洲文明，在向全世界扩张以后，并不是形成一个体系，而是多个体系。正如埃森斯塔德所说：“在欧洲产生的新文明后来传播到整个世界，并形成了一系列的国际关系体系，其中的每一个体系都是以这个文明中的某些逻辑前提为基础的，但在同时，这种文明也造成了一种在这些体系中不断发生变迁的趋势。通过这种扩张，出现了一种形成普遍性的、世界性的制度与象征框架的趋势，从人类历史上看，这种框架都是新的，实际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只是伴随欧洲的扩张而来的，并不是一种而是几种实际上也是世界性的体系，这些体系并不是来自同一个中心，而是来自于多元的或多极的中心，每一个体系都会形成自己的动态过程和自己对其他体系所做反应的方式。虽然这些不同的体系都是产生于同一个地方，即产生于西欧，虽然它们也是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每一个中心的权力和影响力都是不同的。”

从埃森斯塔德的分析可知，产生于欧洲的现代性，在向欧洲以外的世界扩张过程中，自身也发生变异，从而形成多元的或多极的世界性体系。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现代性在欧洲以及欧洲以外地区成长的方式有所不同。在西欧，现代性基本上是从内部发展起来的，即“内生型的”——尽管在欧洲的不同社会之间也存在着差异，换言之，这种发展主要是通过将某些群体的内在潜质发扬光大以及通过这些群体持续不断的互动实现的。然而，现代性在欧洲以外的扩展则明显具有外部力量侵入传统社会和文明的性质——实际上西欧社会的逻辑前提已经构成对那些必须做出不同反应的社会的严重挑战。

在非欧洲地区，现代性的扩张及其成长过程中，存在着与本土社会与传统的一种互动与反应模式，即存在着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这实际上就是现代文明定型化的动态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的持续不断的互动和反馈，造成了现代社会和正在现代化的社会中的不同制度和象征轮廓的定型化，这些互动和反馈包括受到新的现代国际体系冲击的那些文明与社会的基本逻辑前提和这些社会进入国际体系的切入点；在这些文明的历史中所形成的异端、造反和创新的传统。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社会和文明连续不断地将不同的结合方式以及对现代性逻辑前提的重新解释加以定型化；将对此的象征反应方式加以定型化；形成各种现代制度模式和动态过程，或者反过来，将对这些文明的逻辑前提和历史传统的重新解释的方式加以定型化。

这样看来，埃森斯塔德所说的现代文明的定型化，并不是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学者们所认为的那种欧洲文明在非西方世界扎根成长的过程，而是一个欧洲现代性与本土社会传统冲突与融合的产物，欧洲的现代性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保留，取决于各国的具体国情。从这一点而言，强调欧洲文明的普世性与现代化道路的唯一性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在埃森斯塔德这里就遭遇到了有力的挑战和修正。

印度孟买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著名社会学家德赛教授对于现代化的概念以及现代化道路等问题，也提出了与经典现代化理论截然不同的看法。德赛认为，当前现代化的著作存在着将“现代化”这一概念不加区别地应用于范围极广的现象，非常有必要对现代化的概念进行仔细而批判性的重新评价。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是普遍适用的，并且是全世界的最终目标。德赛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观点的害处是用简单化的和机械的观点去看待发展，经典现代化理论强调现代化道路的唯一性，强调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普世性，过于简单化与理想化了。

从现代化后来者的实践来看，有学者认为，现代化过程至少可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它出现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轴线内，资产阶级是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它出现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轴线内，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推动力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下层的工人或农民阶级。德赛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他说：“我的看法是，以两种道路为基础划分现代化，有助于我们区别各个不同国家正在经历的核心过程的性质，它也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评价正在经历现代化的社会所作努力和倾向的性质，它还将使我们消除谬误，这种谬误通常是由于我们在选择一些根本无法进行比较的研究单位时产生的。”

德赛进一步指出：正在试图使自己现代化的欠发达国家在社会、经济、政治、教育、宗教和文化的发展方面采取不同的形式，这取决于它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二战结束后不少国家尝试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德赛的看法并不乐观：20世纪50年代，若干学者对这条发展道路持乐观态度，但现在慢慢地变得怀疑起来，当前的潮流已经预见到这条道路的未来非常黯淡。因此，德赛呼吁学术界加强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对欠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教育和文化生活影响的研究，并认为这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在现代化修正学派中，虽然也有学者质疑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社会发展单线论，批判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但除西方现代化道路之外，还有其他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学者们并没有具体作答。在德赛这里，我们却找到了答案。德赛一方面承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及其成功之处，但另一方面，德赛又充分认识到后发展国家现代化面临的不同环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可见，在德赛这里，现代化的意识形态色彩被剥离了，现代化是一个所有国家都在追求的目标，实现现代化的途径不只一条，现实世界至少存在着两条，它们都能指引一个国家成功地迈向现代化。因此，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研究，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后，现代化研究热潮逐渐消退，并为发展研究所取代，但仍然有一些学者潜心于现代化理论的开拓与创新，并由此实现了现代化理论的新发展。这些学者当中，较为有名的有日本学者富永健一、德国学者查普夫、中国学者何传启。

富永健一是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的社会学教授，他以对社会变迁与现代化理论的卓越研究而享有盛誉。与其他学者相比，富永健一所关注的是现代化在东西方不同的发展条件。富永健一首先认可现代化产生于西方这一点，他指出：“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时期的科学革命、市民革命和产业革命（以下将三者合称为现代化革命），用韦伯的话来说，是‘只在西方’进行的。也就是说，无论现代科学、现代产业还是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民主，只要与现代相关联，一切都产生于西方。”

那么，西方现代化的动因何在呢？富永健一的解释显然受到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在富永健一看来，现代化是社会系统发生结构变迁的过程，而发生变迁的动因，或来自系统内部，或来自系统外部，西方的现代化，是由内因推动的社会发展，是“内在型”现代化。究其根源，这种推动西方现代化的内生的精神要素又是什么呢？富永健一将其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

（1）作为技术现代化之动因的科学精神。从科学革命到产业革命的科学、技术发展，是西方人发明并承担的现代化、产业化的本质要素之一，其得以实现的动力就在于科学精神。

（2）作为经济现代化之动因的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是指推动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要素，这种精神也是诞生于现代西方的东西，而没有自生于东方。

（3）作为政治现代化之动因的平等主义精神。给向政治现代化前进的社会变迁以动机的，就是平等主义的精神。这是西方人最先发明的，并由西方人最先发动了这一运动，它是现代化的本质要素之一。

（4）作为社会文化现代化之动因的合理主义精神。合理主义精神，实际上已把科学精神、资本主义精神、平等主义精神都作为不可缺少的东西包含于其中。因此，在其他三种精神都未充分发达的非西方社会，合理主义精神也没有充分发达。

与西方国家相比，后起国家社会系统的结构变迁的动因不是生于内部，而是来自于外部的文化传播，这属于一种由外生因素推动的“传播性”发展。当后起国家站到现代化的起跑线上时，其外部已有了更先进的社会，而且这些先进国家在社会文化上处于突出优势，因此，后起国家便被置于不得不通过文化传播来接受其冲击的地位。尽管困难重重，但还是有些后发国家成功实现了现代化，日本就是代表性的国家之一。为此，富永健一试图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寻找素材，并尽可能概括出非西方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若干条件：

第一，输入工业文明而摆脱传统主义。即通过与本国文明完全异质的、作为外来文明的西方文明的输入，使脱离本国传统主义的精神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和支持，这一动机来自对本国的传统社会的极其强烈的危机意识。

第二，由现代化的杰出人物承担工业文明的输入和稳定。由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缺乏自发产生工业文明的主体，因此只能由推进现代化的杰出人物主持中央政府，现代化只能“自上而下”地进行。

第三，出现使工业文明转向内部的承担者。即出现学会了外来的工业技术并将作为外来文明的工业文明转向内部的承担者；掌握现代技术的工程师；还必须具备具有一定资本、一定事业能力和企业家精神的实业家，掌握熟练技术的人；在市场上以工业产品的购买者身份出现的具有一定购买力的消费者，以及对企业家活动的广泛的支持者等各个阶层的人物。

第四，现代阵营与传统阵营之间对立的消除。现代阵营与传统阵营这种二重结构的对立也存在于德国和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但在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尤其不可避免，因为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的现代化不得不采取输入外来文明的形式，而输入外来文明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国粹主义的反感。

从以上论述可知，富永健一的现代化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对西方现代化动因的概括以及对非西方后起国家现代化条件的总结。就前者而言，富永健一从精神因素视角，总结了现代化起源的若干因素，突出了精神动因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马克斯·韦伯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就后者而言，富永健一所总结出的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若干条件，虽然主要基于东亚几个国家或地区，但其普遍意义依然明显。后起国家的现代化，是个被动型的发展过程，富永健一对这一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给出了相关的决策建议，对于后起国家的现代化战略制定，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社会学教授沃尔夫冈·查普夫，对现代化理论在当今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查普夫首先从多个方面对现代化进行了界定：“现代化可理解为在以下各社会领域（次系统）中相互影响的结构变化：国家与民族的形成，民主化，以及继之而来的福利国家的保障和在政治领域的再分配；工业化，自源性经济增长，以及接踵而来的第三产业化，即：扩展服务行业并把它纳入经济领域的大众消费之中；城市化、发展教育、大众通讯（社会流动）和随之而来的更小的社会领域中流动性的提高；文化领域的世俗化、理性化和普遍主义，其原因之一是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个人领域的个人主义化、成功取向。从系统角度观察，现代化即全体社会调适和自控能力的提高，即资源和负荷同时增长并出现顺差。从历史角度观察，现代化即18世纪工业革命以及政治革命的长期结果，革命促进了几个国家进入国际领先地位，并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模仿和赶超的进程。”

不难发现，查普夫对于现代化的界定，基本类似于现代化综合学派的观点，但在此基础上，查普夫又加以进一步的修正和发展，这体现在：经典现代化理论仅仅将现代化看作工业化以来西方社会全方位变迁的过程，而查普夫对此有了进一步的超越，他明确指出：“我认为现代化有三种时间上的关联：首先，它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百多年的进程，在此过程中，几个当今的现代社会发展起来；其次，可将其看作后进国家多种多样的追赶过程；最后，它是现代社会自身的努力过程，通过创新与改革迎接新的挑战。”由此看来，查普夫眼中的现代化，是一个自18世纪以来起始至今尚未完结的过程，当今不同类型的民族国家，仍然处于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就发展中国家而言，查普夫将其推进工业化、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纳入现代化，这一点是学界的共识；但就发达国家而言，查普夫不仅将工业化造成的社会变迁纳入现代化的范畴，而且将西方在完成工业化以后进入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也视为现代化，即把我们熟知的后工业化、后现代化也纳入到现代化的范畴，这可以说是其现代化理论的独特之处。

也正因为查普夫对现代化的界定较为宽泛，尤其是将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向后现代社会迈进也纳入到现代化的范畴，所以其现代化理论的涉及面也较为宽泛，尤其是较多地涉及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冷战结束后的苏联东欧等转型国家。在确定了现代化的概念之后，查普夫对于现代社会谈了自己的看法。当大多数学者从表征方面来界定现代社会时，查普夫则建议从基本制度的几个方面来界定现代社会，即竞争制民主、市场经济、发展大众消费和福利国家的富裕社会。

首先，现代社会在政治制度上体现为竞争制民主，其表现是政党和候选人按照宪法规定争夺权力，而这种权力将在一定时间内交付给他们。竞争制民主包括一个发挥作用的法制国家，也包括各利益群体间的争论和多元化的公共舆论。其次，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可以按照比如社会福利国家规定的范围不同而有所改变。最后，发展大众消费和福利国家的富裕社会。大众消费意味着“所有人的富裕”和公民的选择可能性，福利国家则保证个人基本权利意义上的社会安全。

不仅如此，查普夫还从世界社会的三级模式出发，明确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不同道路，从而从根本上颠覆了经典现代化理论中的“西方中心论”，为发展中国家探寻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依据。查普夫认为，世界社会是一个明确分层的社会，其中，经合组织国家是上层，拥有竞争制民主、市场经济、大众消费和福利国家等，但其内部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存在着并行不悖的多种政体。转型社会当中也有通向现代社会的不同道路，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与西方竞争最激烈的共产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发展才渐渐丧失了竞争力。世界社会中第三个、也是最大的群体是发展中国家，它们仍然在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而奋斗。除了上述三个阶层外，还有两个特例就是中国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两种社会也可以成为向民主制和市场经济转型途径的理论起点。

世界社会的不同分层，决定了世界现代化的不同道路，查普夫明确指出：“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并不是只有一条，而且道路也不是直线、渐进的，对于后进国家来说，也不只有一条卓有成效的实现转型的道路。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把几个被界定的发展路向区别开来，并且对这些不同路向进行常识性的阐述。”这种理论创新，为现代化研究打开了一组多维界面。

第二节　依附论的兴起

谈及依附论的渊源，首先就涉及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领导下的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该组织于1950年发布一份报告《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在这份报告中，普雷维什指出，拉美乃至整个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发达状态，源于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中心外围”结构，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以及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使得拉美等发展中国家无法进行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恰恰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的首要动力。在普雷维什等经济学家看来，“外围资本主义主要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因此必须实施改造。在改造过程中，要综合社会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某些基本要素，“根据一项技术上协调的、并以民主方式通过的计划，将剩余合理地用于积累、消费和国家的开支”。普雷维什等推荐的具体方案包括：合理分配和使用稀有资源，搞出口多元和进口替代，加速工业化，实行全国经济一体化，用国家机器推动制度改革等；唯有如此，才能消除落后的边缘地区对发达的中心区的依附。

普雷维什领导的拉美经济委员会所提出的思想主张，从实践上看，在20世纪50年代拉美一些国家政治经济改革中得到推行，而且在理论上为后来依附论的提出提供了重要前提，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国际经济体系不平等的中心外围结构的理论前提，二是在国际经济框架中阐述观点，并推导出重要的政策的开放性方法。为此，尽管后来的依附论五花八门，但普雷维什仍然被誉为该理论的先驱。

普雷维什领导的拉美经济委员会的观点，不仅在拉美及第三世界，而且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一大批学者开始沿着普雷维什等人所开创的道路，从国际经济结构这一外部视角，来探讨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并试图给出解决的方案，这就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依附论。严格说来，依附理论并不是一种单一理论，而是一种多元化的理论，或者说是一个理论的集合。依附论内部流派众多，代表人物庞杂，理论观点各异。为论述上的方便，这里我们从价值倾向上将依附论划分为这样三种类型：激进的依附论，正统的依附论，改良的依附论。

激进的依附论，又称马克思主义依附论，其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的代表人物有美国《每月评论》杂志主编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巴兰（Paul Baran）以及智利学者桑克尔（Sunkel）。1942年，斯威齐的著作《资本主义的发展理论》出版，这一著作被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新马克思主义著作之间的一个重要桥梁；1968年，斯威齐与巴兰合作，出版了《垄断资本》一书，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经济剩余”的概念，并以此为切入点来分析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达国家的落后之间的关系。出生于俄国的保罗·巴兰则明显受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影响，他的主要著作是1957年出版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以及1968年与斯威齐合著的《垄断资本》。巴兰显然借用了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结构分析模型，不过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符合零和游戏规则，即一些地区的发展必然会以牺牲另一些地区为代价。在巴兰看来，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并不在于经济剩余的规模小，而在于这些经济剩余的被利用方式极不合理；当然，同其他依附论者一样，巴兰依然强调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外国资本与帝国主义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阻碍作用。

激进的依附论的后期代表人物有德国学者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以及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等。弗兰克的代表作是《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与不发达》《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等。弗兰克把第三世界国家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依附看作它们不发达的根源，他明确指出：“我坚决认为，资本主义既是世界性的，也是民族性的，它过去造就了不发达，现在仍然造就不发达。”资本主义为什么造就不发达呢？弗兰克认为，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存在一种“宗主-外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历史上形成的，弗兰克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重商主义阶段、工业资本主义阶段以及帝国主义阶段，在每一阶段，外围与宗主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依附关系，不平衡的贸易格局使得资本积累从外围流向宗主，这造成了宗主的发达与外围的落后。弗兰克的这一观点是对现代化理论基础的直接挑战，因为他不仅否定了现代化理论的线性发展判定，而且也否定了发展经济学中关于不发达国家内部存在着社会、经济和技术“二元结构”的观点。

萨米尔·阿明是一位多产的学者，其思想体系以精细与复杂而著称。从20世纪60年代起，阿明不断有著作问世，但其依附论思想集中反映在《世界规模的积累》(1971）、《不平等的发展》(1973）、《帝国主义与不平等发展》（1976）等著作中。对当代资本积累的性质及其模式的研究，构成了阿明依附论思想的基础。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和“边缘”两种不同模式，阿明将资本积累相应地划分为“中心型资本积累”与“边缘型资本积累”，前者是发达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模式，以“自我集中”为核心，受到追逐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的驱使；后者是处于资本主义“边缘”地带国家的积累模式，具有外向性和依附性的特征。这两种不同模式的并存，使得大量剩余价值从不发达国家流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此造成边缘国家的贫困与落后。

对于外围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阿明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甚至是古典的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依然延续，而资本主义仅仅是一个外壳。外围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外向性和依附性。外向性是由殖民地贸易、外国投资、进口替代的工业化、跨国公司内部的国际分工等因素造成的，这使得外围国家处于不平等的国际经济体制之中。依附性则是指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一种全方位依附，它表现为文化上的、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还包括技术依附以及受跨国公司的统治。这种依附通过不平等的国际专业化分工而得以延续，它所造成的结果是：“按照外围地区经济增长所进行的程度来加强不发达的特征，必然导致阻碍增长，换句话说，不论人均生产达到何种水平，都不可能转变为自主中心和自我推动的增长。”

激进的依附论，从总体上看是一种典型的外因决定论，即把第三世界不发达的总根源，或者归结于从殖民时代延续下来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或者归结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外围”结构；与此相对应，在激进依附论者看来，第三世界要改变这种依附或不发达局面，就必须脱离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摆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谋求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种单纯强调外因的做法，遭到后来学者的质疑，如“多斯桑托斯（Dos Santos）认为弗兰克只从外部原因而忽视发展中国家内部依附性社会经济结构的做法过于简单化”。正是在批判的基础上，正统的依附论随之产生。

正统的依附论，又称主流依附论，代表人物是巴西学者多斯桑托斯。他曾在巴西政府的经济部门供职，在军事政变后旅居国外，其代表作是《帝国主义与依附》。多斯桑托斯对于依附论的最大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依附论中的核心概念“依附”做了最为详尽的分析与阐释，给出了依附论学者中最为清晰的阐释。多斯桑托斯这样定义道：“依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张。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但是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的加强则仅是前者扩展——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不管怎样，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这样一种局面。”

其次是提出了依附的几种新形式。在多斯桑托斯看来，二战结束后，几种新的依附形式表现为：商业-出口依附、金融-工业依附、技术-工业依附。他认为，在依附条件下存在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以跨国公司为主角的新的国际分工模式，另一种是在资本主义国际体系范围内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当然，这两种依附性发展模式都具有可能性和局限性，而“依附性发展必然导致一个深刻的政治冲突和军事冲突及社会矛盾激化的长期过程”，因而多斯桑托斯“主张走人民革命的道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寻求发展”。

作为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拉美经济发展实践的一种反映，正统的依附论提出了依附的几种新形式，这意味着无论在殖民时代，还是在后殖民时代，附属国对统治国的一种依附性关系依然没有改变，这也是导致不发达长期延续的原因；另一方面，正统的依附论除了关注这种外在依附关系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以外，还特别关注外在依附关系对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扭曲，因为这是不发达状态延续的重要内因。

改良的依附论是对正统依附论的修正，其代表人物是巴西社会学家卡多索（Cardoso）、智利历史学家法勒多（Feletto），其代表作是卡多索的《依附与发展》以及二人合著的《拉丁美洲的依附与发展》。从理论倾向来看，卡多索既反对经典现代化理论将第三世界国家落后的根源归结于内部因素的观点，也反对弗兰克等激进依附论者将其归结为外因的观点。激进的依附论与正统的依附论将第三世界国家不发达的状态归结为依附状态，认为打破依附状态才能实现发展，卡多索则对这一观点进行了修正，认为“发展和依附是同时发生、并存的一个过程，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两个范畴”。

卡多索指出，虽然资本主义加速了不发达，但在依附状态下也能出现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已经成为垄断第三世界扩张的新形式。卡多索承认，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资本的扩张，进一步加剧了不发达地区的依附状态，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发达地区有限度的发展，这造成了不发达地区的社会利益分裂成“二元结构”，即与跨国公司有联系的利益和被它们边缘化的利益。这使得不发达地区也出现了亚层次的“中心边缘”结构，一些地方由于发展而成为中心，另一些地方由于被边缘化而更加落后，“二元社会结构”由此而产生。

在《拉丁美洲的依附与发展》一书中，卡多索与法勒多二人特别关注依附国内部各社会势力与外部势力之间的关联，尤其是“各个阶级如何与不同的外国势力结盟或发生冲突、组成不同的政府形式、支持不同的意识形态、努力实施不同的政策或确定不同的战略以应对不同历史时期来自帝国主义的挑战”。这种对依附国内部因素的分析，有助于解释依附局面形成的根源。

在政策主张方面，卡多索与法勒多认为，应对不同的依附性社会进行具体分析，并根据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发展理论和发展道路。他们认为，依附与工业化并不是互相矛盾的，但依附性发展会带来很多局限，如收入分配上的更大的不平等。为此，依附国家推行进一步的工业化，就需要一场“深刻的政治社会变革”，或“进行一场转向社会主义的剧烈的政治运动”。显然，改良的依附论是对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实践经验在理论上的一种折射，它的提出是依附理论的分析方法转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依附论内部派别庞杂，观点众多，但是，在一些主要问题上，依附论者的观点还是基本一致的，而正是这些基本一致的观点，构成了依附论的理论基础与核心内涵，人们据此能勾勒出依附论的总体架构。总体来看，无论属于哪个派别，依附论者在如下几个方面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

首先，从不发达国家所处的国际经济体系这一外部因素出发，提出中心-边缘的二元结构，并从二者间的关系出发分析不发达的根源。经典现代化理论将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的根源归结为内部因素，认为这些国家内部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的调整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依附论者则对此进行严厉批判。在依附论者看来，发展中国家的贫困落后，其根源并非在于内部的社会结构，而是在于其所处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体系。为了进一步展开分析，依附论者对这种不平等的国际经济体系进行了二元化的划分，即划分为中心-边缘结构，中心即发达国家，而边缘即发展中国家，二者间存在着一种控制与被控制、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第二，依附是不发达的表现形式，又是造成不发达的根源。在依附论的思想体系中，依附是最为核心的概念。对于什么是依附，不同学者的阐释不尽相同，但学者们基本认同的一点是，依附是指边缘地区对中心地区的一种依赖关系或状态，这是二者之间关系不平等的表现，它造就了当今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发达局面。中心边缘之间存在的这种不平等依附关系，是依附论学者关注的焦点。在这些学者看来，这种依附关系并不是当今时期的产物，也不是某一时期的产物，而是贯穿于资本主义兴起以来的所有历史时期。这样一来，依附就成为近代以来延续至今的一个历史现象，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依附的形成及发展，由此成为当今第三世界国家不发达的主要根源。

第三，为不发达国家在依附条件下的发展指明道路。同经典现代化理论一样，为当今不发达国家找到一条发展道路也是依附论的最终目标。从这些学者提出的方案来看，他们所强调的有如下几点：其一，强调在依附国内部推行结构性变革。这种变革涉及政治、经济与社会各方面。其二，突出国家的作用。民族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权的力量，依附论者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主张国家政权对经济发展战略实施干预。其三，依然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对国际市场的依附是所有外围国家经济的共同特征，虽然早期依附论者曾主张走闭关锁国、自力更生的道路，但后来的依附论者都修正了这一主张，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脱离国际市场而谋求自身发展是不可能的，为此，大多数依附论者依然重视国际市场，只不过号召外围国家团结起来，为改变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努力。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挑战经典现代化理论的面貌而出现的依附论，俨然成为一棵“常青树”。在实践方面，依附论在拉美一些国家被上升为官方的政治哲学，并成为这些国家推行结构性变革的指导思想。但好景不长，到六七十年代，经过了十多年的繁盛之后，依附论因遭遇强有力的挑战而面临危机。尽管依附论在70年代后风光不再，但依附论兴起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与现代化理论相比，依附论最为突出的贡献在于，它将国际经济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从而将第三世界的现代化研究置于一个更加广阔、更加合理的框架之中。在分析不发达的原因时，依附论注重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去寻找，这种开放性的视角比经典现代化理论更加深刻。更为令人关注的是，作为现代化理论的一个发展阶段，依附论对经典现代化理论所倡导的“西方中心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依附论否认了经典现代化理论对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普世性的推崇，而明确提出：不发达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探索出一条非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因此，依附论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寻各具特色的现代化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持。

第三节　世界体系论

20世纪70年代初期，当依附论因遭遇挑战而陷入全面危机之际，在继承与发展依附论基础上的一种新理论悄然兴起，这就是美国学者沃勒斯坦（Wallerstein）提出的“世界体系论”。

总体来看，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主要包含以下几个论点：

第一，现代世界体系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

世界体系是世界体系论的基础概念，那么，什么是世界体系呢？沃勒斯坦指出：“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它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世界体系的生命力由冲突的各种力量构成。这些冲突的力量由于压力的作用把世界体系结合在一起，而当每个集团不断地试图把它改造得有利于己时，又使这个世界体系分裂了。世界体系具有有机体的特征，因为它具有生命期。在它的生命期中，它的特征在某些方面发展变化，而在另一些方面则保持稳定。人们可以依据该世界体系运行的内在逻辑来判定处于不同时期的世界体系的结构的强弱。”世界体系“是一种世界经济，因为这个体系各部分之间最基本的联系是经济的，尽管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被政治安排和联盟结构所加强”。

16世纪以前，即早期的世界体系主要表现为一些“世界性帝国”，这些帝国拥有单一的政治中心，但几乎没有与之相应的“世界性经济”，所以极其不稳定。到了16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产生及其发展，以西北欧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开始形成。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采取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式，这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欧洲16世纪便已产生了，它促进了一种特殊的再分配或纳贡式的生产方式，即欧洲的封建生产方式（布罗代尔所说的经济上的旧制度）向一种性质极不相同的社会制度的转化。”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包含着内在的基本矛盾，这种矛盾主要表现为经济间的竞争及国家间的竞争，它构成了世界体系发展的根本动力，从而推动了体系的成长与扩张。就经济间的竞争而言，这主要体现在资本积累上。沃勒斯坦借鉴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思想，不仅强调资本积累是欧洲国家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一个剥削和压迫的过程，而且更强调剩余价值的积累是在世界体系中进行的。

第二，现代世界体系呈现出“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特征。

16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以西北欧为中心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开始形成。不过，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在单个国家内孤立地出现的，而是作为一个世界性体系而出现的，它由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这三个组成部分联结成一个整体结构，并呈现放射状，中心-半边缘边缘由此成为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特征。中心是世界体系的轴心和主导，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由于体系的开放性，生产技术的传播也比较迅速和自由，由此导致中心的不稳定性，中心不断地随着技术先进性的转移而更迭。在世界体系中，中心地区经济上的优势确保了其对贸易市场与金融市场的控制。边缘地区是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和原材料的地区，这些地区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为落后，在纳入世界体系之前，一般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与中心区建立经济联系后，虽然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被打破，但生产形式依然保持，贫困落后状态依然延续。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中的中心边缘结构的划分，显然借鉴了依附论学者的观点，不过，沃勒斯坦在此基础上又有所超越，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最富有成果的概念。沃勒斯坦认为，在中心区与边缘区之间，存在着一个特定的区域，即半边缘区，该区域兼具中心区与边缘区的经济特征，“它们是中心区的边缘，又是边缘区的中心”。半边缘地区具有半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它们今后的两种发展方向：要么维持半资本主义性质的劳动制度，从而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不断扩张中进一步边缘化，最终沦为边缘区；要么进一步资本主义化，从而上升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中的中心区。

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中，中心-半边缘-边缘这三种角色是相互关联、缺一不可的，“没有边缘，就没有中心，没有中心边缘，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三种不同的经济角色，是地区之间不平等的劳动分工所决定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我们称之为中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由此看来，由于引入了半边缘的概念，沃勒斯坦所构建的现代世界体系就完全区别于依附论的那种僵化的二元体系，而是具有一定的弹性、灵活性和可变性，该体系内部的流动性确保了其整体的稳定性。也就是说，边缘区域、中心区域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边缘区存在着向上攀升的可能性，而中心区也存在着向下流动的可能性，这种前景使得边缘地区的反体系运动很容易被同化，由颠覆体系的企图转变为谋求内部发展的努力。

最后，对于现代世界体系未来前景做出了自己的预测。

在沃勒斯坦的眼中，世界体系也是一个生命有机体，也会经历一个生老病死的过程。从16世纪形成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走过了500年的路程，它从最初的西北欧，一直扩张到当今全球每个角落，因而成为第一个覆盖全球的历史体系。尽管这一体系由于具有自我调节机制而在过去500年之久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巩固和发展，但其本身固有的矛盾始终没有消除。20世纪末，世界体系开始进入“资本主义混乱的告终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动乱将会有下列几种根源：（1）以霍梅尼为代表的伊斯兰世界支配世界体系的地缘文化规范，从整体上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2）以萨达姆·侯赛因为代表的力量企图通过武力手段来挑战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国家的统治地位；（3）整个世界体系中，从南到北的国家都可能出现的由于贫富分化等造成的大规模人民运动。（4）国家结构的弱化和两极分化所导致的社会动乱。

面对这幅大动乱的前景图，沃勒斯坦并没有感到悲观失望，他预测了后资本主义世界的三种可能性：（1）新的封建主义，世界将被分为细小的主权体，成为高度自足的地区和地域性等级系统；（2）民族法西斯主义，占世界人口1/5的上层对完全无力反抗的劳动阶层进行统治和压迫；（3）社会主义世界政府，一种高度分散又高度平等的世界秩序，市场不再发挥作用，生产为使用价值而进行，实行平均分配。在这三种可能性中，沃勒斯坦最看好第三种可能形式，即社会主义世界政府，但这并不是一种现存的形式，即不是当今世界少数国家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未来前途的构想，但是如何过渡，以及过渡后的状况怎么样，沃勒斯坦自己也说不清：“我们还不知道，一个社会主义世界秩序，即一个急剧缩小所有人之间物质生活差距和实际权力鸿沟的世界秩序，将会怎样运行。现存的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或运动对未来提供不了多少指导意义。它们是当前的现象，即，是历史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现象，因此必须在这个框架下对它进行评价。”

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其对现代化问题的几点创见。首先，沃勒斯坦认同经典现代化学者们对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区分，将现代性等同于资本主义性，进而提出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的过程。沃勒斯坦指出：“要对‘现代’的性质和特征下定义，肯定会引起很大争论。而要探寻这一变迁过程的原动力，认识上的分歧就更大了。然而，社会科学家们看来普遍认为，在以往几百年内，社会结构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今天的世界存在着质的不同。甚至那些拒不同意确认进步的进化论假说的人们，也承认社会结构上的这种差异。……由于缺少更合适的概念工具，我姑且把这个过程构想为现代化过程。”可见，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及其扩张，使资本主义的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关系的全球扩展的过程。

第二，从内外因结合的动力论来考察当今发达与不发达之间的关系。对发达与不发达之间关系的探讨，是现代化理论关注的中心议题。经典现代化理论关注的是不发达国家内部社会结构方面的因素，而依附论关注的是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一外在因素，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则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二者的融合，将“依附论的外因论和（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内因论结合起来，将体系运动的根本原因规定为资本积累所带来的整个体系发展的不平衡性，至于体系内部各个国家、地区发展的直接原因，则要到世界经济体在特定时刻的特定运行状态中，即各国社会经济结构（内因）和外部生存环境（外因）的总和中去寻找”。

最后，对不发达国家现代化前景持一种历史悲观主义态度。在当今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中，不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前景如何呢？沃勒斯坦从世界体系的未来走向这一视角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尽管中心-半边缘-边缘之间存在着双向流动的可能性，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不发达国家整体的社会转型问题。解决当今不发达问题的关键在于重建世界体系，即以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来取代当今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然而，这一体系单靠某个或某些国家的努力是行不通的，只有通过世界性的努力，各国同时行动，才能完成整个体系的转化。在这里，沃勒斯坦对未来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状况没有具体描述，实际上也难以做到这一点；对于这一体系的实现途径，沃勒斯坦同样也没有提出具体可行的操作方案，因为全球行动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总体看来，世界体系论的提出，是在现代化经典理论与依附论基础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是现代化理论深入发展的标志。世界体系论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批驳，从侧面为现代化经典理论的自身修正和发展，乃至为当今社会发展理论的兴起，都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八章　当代社会发展理论

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来临以及全球性产业结构的调整，欧美等西方国家开始进入到“后工业化”“后现代化”的历史新阶段。80年代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以及90年代后两极对峙格局的终结，促使西方的思想文化领域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伴随着这种变化的发生，起源于西方的现代化研究开始逐步为发展研究所取代。在后现代主义的旗帜下，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发展理论纷纷出台，它们对传统的现代化理论提出修正，并从后现代视角对发展问题提出新的解说。这实际上就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90年代趋于成熟，至今仍然兴旺不衰的当代社会发展理论。

第一节　后工业社会理论

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国家开始经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后工业社会的若干特征也开始逐步显露出来。一些目光敏锐的学者，开始关注起这种社会变迁，并力图勾画出后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走向。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所提出的后工业社会理论。

“后工业社会”是一个即将到来的未来社会，对未来社会做出预测是否可行呢？贝尔这样解释说，社会发展预测具有两个客观基础：一是规律性与重复性，二是连贯性与持续性。“只要存在规律性发展和重复出现的现象（那都是罕见的），预测就有可能；或者存在持续发展趋势——这种趋势的方向（不一定是确切的轨道）可以用统计的时间系列加以测定，或者可以排列成历史发展趋向——那么，预测也是可能的。”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贝尔提出了其“后工业社会”的发展理论。

与传统的工业化社会相比，后工业社会最主要的不同就是社会结构方面的变化，即经济改造和职业体制改组的方式，而且也涉及理论与经验，特别是科学与技术之间的新型关系。贝尔认为，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后工业社会在如下五个方面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一、经济方面，表现为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后工业社会第一个最简单的特点，就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如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研究、教育和管理等。

二、职业分布方面，表现为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从职业分布来看，后工业社会最惊人的变化就是专业和技术人员的增加——这通常要求具备大学程度的职业——其增长率是平均增长率的两倍。

三、中轴原理方面，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贝尔指出：每一个现代社会的存在，都依靠革新以及社会对变革进行管理，并力求预测未来，以便作计划。承担管理社会的这种任务，使得社会有了制订计划和进行预测的需要。正是由于对革新的性质在认识上发生了变化，才使得理论知识变得如此重要。

四、未来的方向方面，表现为对技术的发展进行规划和控制。一个现代社会为了避免停滞，就必须开辟新的技术领域，以便维持生产能力和更高的生活水平，技术变革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五、制定决策方面，表现为新的智能技术的兴起。贝尔认为，发展一种新的智能技术，到20世纪末有可能像机械技术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那样，在人类事务中占有同样突出的地位。

在分析了后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后，贝尔还总结了社会结构变化的三个主要方面：在经济上，它从制造业转为服务业；在技术上，它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新工业的中心；在社会学上，它是新的技术权贵的兴起以及新的阶层原则的开始。从中轴结构或中轴原理而言，后工业社会意味着从商品生产社会转变为信息或知识社会，而且，在知识方式上抽象的中轴从经验主义或者试验失败的修修补补转变为指导发明和制定政策的理论和理论知识的汇编。

总体而言，“贝尔对工业社会的未来——后工业社会的研究，是对西方现代未来研究在社会预测方面的一次重要尝试”。贝尔关于工业化完成以后未来社会发展趋势及其特征等问题的研究，对我们认识未来社会有一定启发。贝尔所说的后工业社会，事实上就是现代化完成之后的后现代社会，而后现代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已经出现。贝尔敏锐地体察到了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对后工业社会的方方面面做了预测和研究。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西方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已充分显露，贝尔对未来社会的预测，相当一部分已经被验证，体现了贝尔思想的前瞻性。

值得注意的是，贝尔在分析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时，特别强调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最新科技成果对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发展的重要性，这一点在当今已经被证实。这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而言，无疑提供了一种机遇，即在现代化进程中，后发国家要充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促进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进而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是贝尔后工业社会理论的重要实践意义。

然而，从另外一个方面看，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仍然具有很强的美国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色彩。虽然贝尔声称自己所研究的后工业社会是对现今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一种超越，并且也一再提出苏联也将会出现后工业社会的一些特征，但贝尔的研究，尤其是他对于后工业社会特征的概括，基本上来源于美国的社会图式，进而在不知不觉中把美国的图式普遍化，变成后工业社会的共同特征。因此，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观，依然没有脱离美国中心论的窠臼。对此，美国学者罗伯特·海尔布罗纳评述道：“无论我们还要对后工业社会的未来说些什么，我们都应该把后工业社会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而不是资本主义‘以外的’一步。”

第二节　新发展观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传统的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观，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一些有眼光的学者开始质疑、批判传统的发展观，并由此形成新的发展观。在破除旧的发展观、形成新的发展观的过程中，佩鲁的成就尤为引人关注。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长期以来从事发展问题研究。在佩鲁看来，传统的“增长优先”或“增长第一”战略在实践过程中带来了很多问题和恶果。这种发展战略尽管会带来产品总额的增长，但同时也会造成自然资源状况的恶化，造成竭泽而渔的结果，这已是今日人所共知的常识。佩鲁对于这种旧的经济学进行了有力批判，并主张在改造旧经济学方法的基础上，确立以人为中心的新发展观。

佩鲁的新发展观，实际上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它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首先，新发展观是一种“整体的”发展。在佩鲁看来，“整体的”是指这样一种观点，它在各种具体分析之外，不仅考虑人类整体的各个方面，而且在其内在的关系中考虑必须承认的各个方面的不一致。这种整体性的发展使技术受到各个人类共同体知识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约束，世界正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并不带有任何现行国际贸易理论意义上的“外部”成分。按照这一发展观，真正的发展必须是经济、社会、人、自然之间的全面协调共进；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各国的发展与整个世界的发展休戚相关，因此要实现世界各国之间的平等合作、共同繁荣。

其次，新发展观是一种“内生的”发展。具体来看，内生的发展计划是建立在对潜在人力资源鉴别的基础之上的，它把自力更生与国际合作的不同职责作了划分，试图把地区计划与国家目标加以等级区分，并在向上的信息流与向下的信息流之间建立一种持久的联系。按照这一发展观，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真正的发展，必须主要依靠本国的内部力量和资源，通过合理的开发和利用，以“自力更生”的方式来实现。

最后，新发展观是一种“综合的”发展。佩鲁认为，综合的发展可以指一定数量的地域的一体化，也可以指各个部门、地域和社会阶级之间得到增强的内聚力。综合的发展计划可以使对外贸易与内部的生产体制，贸易体制和分配体制有机地协调起来。按照这一发展观，综合的发展应该是全面的发展，它不仅仅是个经济增长过程，还包括政治发展、社会进步等各个方面。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以外，佩鲁还特别关注经济增长过程中文化价值的作用。佩鲁强调指出：“各种文化价值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各种文化价值是抑制或加速增长的动机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必须同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文化尺度相一致，偏离了这种价值尺度，也就偏离了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偏离了经济增长的正确方向。正如佩鲁所言：“如果新的发展研究不能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深处，深入到人们所设法永久保持的但常常又是虚弱的社会的最深处，那么，对于这种研究以及由这种研究所要求的总体调整的思考将会是肤浅的，并且是很难达到目的的。”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佩鲁所倡导的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其基本特点在于：它强调的不再是物质的静态增长，而是一种动态的社会发展过程；它克服了单一的经济增长论的弊端，强调经济增长与文化价值的一致性，强调探寻一种符合各自文化价值的发展模式；它突出了人在发展战略中的中心地位，即发展并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增加，还应该包括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精神生活的丰富；它强调发展应该是个综合的过程，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政治、社会发展以及财富分配等方面也应该包含其中。佩鲁的这种“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首开西方发展理论自身反思和批判现代性之先河，它强烈冲击了传统的发展理论，为后来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生态现代化理论

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后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一些环保主义者极力抨击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现象，认为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互相对立，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但到80年代后，人们开始尝试重新认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一些在国际上有着影响力的工业家、政策制定者以及学者提出，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协调发展是可行的，它们提倡一种有利于生态保护的经济增长方式，这就是生态现代化理论。

生态现代化理论最早在80年代初由德国社会学家约瑟夫·胡勃（Joseph Huber）提出，胡勃也因此成为这一理论的奠基人。该理论首先在西欧一些国家，如德国、荷兰、英国等国产生较大影响力。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这一理论的创建当中，其中代表性人物有马丁·詹尼克（Martin Janicke）、马藤·哈杰尔（Maarten Hajer）、阿瑟·摩尔（Arthur Mol）、阿尔伯特·威尔（Albert Weale）、默瑞·柯汉（Maurie Cohen）、约瑟夫·墨菲（Joseph Murphy）等。这些学者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提出将生态现代化理论作为解决环境难题的替代性思路，将理论关注的重点从环境问题的政策法律监管和事后处理转向了如何实现环境问题的预防以及如何通过市场手段来克服环境问题。生态现代化理论一经提出，立即受到一些国际组织的重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接受了生态现代化的核心理念，并在制定其政策目标时加以贯彻推行。这样一来，生态现代化就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理论，而是已经在逐步付诸实践的理论，其理论的经验研究不仅仅限于西欧，而且扩展到芬兰、丹麦乃至整个欧洲，甚至在加拿大以及东南亚等地也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作为一种仍在发展中的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较为庞杂，其体系还没有完全定型，而不同的学者对于生态现代化本身也有着不同的认识。作为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奠基者，胡勃将生态现代化定义为一种利用人类智慧去协调经济发展和生态进步的理论。在胡勃看来，生态现代化的精华是“经济现代化”和“生态现代化”的双重过程。资本主义的动力能够被用来实现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绿色资本主义”），而国家的作用只是现代社会形成的引起环境改革的多样化的创议和战略中的一个要素。环境运动不需要国家来实现它的目标，80年代环境运动与受到限制的工业部门，有时甚至孤立的公司之间的一些“直接谈判”形式变得流行，这些都使得生态现代化的推行成为可能。

德国学者詹尼克认为，生态现代化是使环境问题的解决措施从补救性策略向预防性策略转化的过程。补救性策略是指对环境破坏性产品和生产过程造成的环境损失给予修复或补偿并采取清洁过滤措施来消除环境污染，预防性策略则是通过技术创新使生产过程与产品更加适应环境的良性发展，同时通过社会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生态化使得那些引发环境问题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被新的生产和消费形式所替代。詹尼克对于这两种策略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强调国家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詹尼克指出：没有国家干预的生产和消费的绿色是不可能的，生态现代化必须得到国家以绿色工业政策和目标团体方法等政治干预新形式的积极支持。在这一方法中，公民角色和国家进入谈判，有关各方尝试就内容相关的标准和措施在自愿接受的基础上达成一致。由此看来，詹尼克这里所讲的生态现代化过于表面化，偏重于其实践方面，它仅仅为西方工业化民主国家在处理生态问题时给出了一条规划策略，并没有揭示生态现代化的本质内涵，也没有在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发展方面做出努力。

荷兰学者哈杰尔对于生态现代化进行了复杂的分析。在哈杰尔看来，生态现代化可以被设想为是在商业、科学的重要部门（自然的和社会的）、改革主义的进步政治家和环境运动的大部分之间的话语联盟，话语联盟中的不同伙伴引入了使环境退化议题可计算和量化的概念，从而为一种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增长政策的推行提供了可能。哈杰尔进一步指出，生态现代化作为一个占支配地位的政策研究的出现将统一学界，将有利于整合各方面的力量，为工业政策的制定者和政府领导人的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从实践层面看，哈杰尔认为，虽然要想精确说明我们朝着生态现代化方向到底走了多远还比较困难，但可以肯定的是，生态现代化的理念对于造纸、汽车制造和化学等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荷兰学者摩尔对于生态现代化的内涵有着自己的看法。摩尔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解释了欧美发达国家环境改革的实情、机制和动力，在这些国家里，生态现代化包括一系列的机制转变：一、改变科学和技术在环境决定和改革中的作用。科学技术不仅是环境问题的成因，而且是治理和防止环境问题的潜在的和实际的工具；传统的生态治理和恢复方法将被更强调预防的社会技术取代，这种技术是针对环境的技术和组织创新；科学和专家知识的不确定性的增加，科学技术是环境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办法，不应减少科学技术在环境改革中的作用。二、增加经济和市场因素、经济组织在生态重建和改革中的重要性。三、政府在环境改革中的传统的核心地位在发生变化，这包括：更加分散、灵活和协调的政府管理，较少从上到下的命令和控制；非政府部门更多地取代政府的传统作用；超国家组织代替国家在环境改革中的某些作用。四、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新观念和新做法，如经济和环境利益不是固定不变的，代际协调被看成是核心原则。五、生态观念的转变、角色和位置的调整，如环境非政府组织直接与政府、经济部门谈判，参与环境改革。在此基础上，摩尔给出的结论是，生态现代化不仅提供了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新思路，而且使企业和社会都看到了新希望。

英国学者柯汉则总结了生态现代化的六个基本原则，这包括：第一，“超工业化原则”。生态现代化采用“超工业化”原则，改善工业技术的设计程序，这个原则包括：清洁的、低资源密集的技术和生产过程，减少对昂贵的、附件的尾端技术的需要，大幅度减低经济发展和环境退化的关联性，使现代工业进入新的轨道。第二，政府管理原则。生态现代化注意到过去企业自主污染管理的无效，要求更严格的政府环境管理，这种管理将促进“先行者优势”和经济可行的绿色产品以及创新的生产系统。第三，综合污染管理。生态现代化认为，通过发展“综合污染管理”战略，可以克服污染在生物环境里的转移，这种战略是生产过程和管理的再设计的一部分。第四，预防原则。生态现代化要求工业部门通过建立“预防计划”，更多、更及时地处理它们产生的健康和环境灾害。第五，环境责任制度化。生态现代化要求在所有组织内部建立环境责任，所有公私部门都关心环境质量，把环境问题列入议事日程。第六，决策网络化。生态现代化要求建立广泛的机构网络进行决策，对付环境政策的生态对抗和冲突。工业、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众需要建立“建设性”的关系，使决策建立在良好信任和自由信息交换的基础上。

以上就是西方生态现代化代表人物所提出的思想观点，这些观点之间彼此交融，相互补充，它们大致反映了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内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在于：环境保护不应被视为对经济活动的一种负担，而应视为未来可持续增长的前提；生态现代化理论试图改变人们对环境政策难题的看法，从而使得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之间的关系不再像20世纪70年代那样被视为是对立的或冲突的。综合以上学者的思想观点，这里我们总结出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几个基本要点：

第一，强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性，认为二者之间并非相互对立或冲突的，而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学者们普遍认为，由于在技术更新过程中包含着日益增加的环境目标的考量，经济增长在数量上已经与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经济增长与环境目标的政策一体化完全可以导致一个环境、经济和商业三方“共赢”的理想结果。

第二，强调技术革新对于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的推动作用。技术改革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而技术改革同样对环境改善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当前环境问题，从实践上看不可能通过牺牲经济增长来解决，而只能通过不断更新的技术及其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来缓解。

第三，在生态现代化推行过程中同时强调国家和市场的作用。国家和市场的作用并不是相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生态现代化的学者们呼吁政策制定者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并在相关决策中体现出来；而政府决策不再是强制性的，而是通过市场杠杆的力量来引导工业界执行环境标准，如政府要更多地使用经济或以市场为基础的工具比如税收、生态商标和排放交易计划来实现其目标。在欧盟的第五个环境行动纲领中，就有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性工具比如环境税费来抑制污染与废弃物的相关规定。

综合而言，西方生态现代化思想的实质可以理解为在“反省式现代化”的基础上，对现代工业社会进行生态恢复和生态重建。在这里，“反省式现代化”是指，不仅要对以往的现代化成果进行反省，还要对今后的现代化进程进行监督和控制。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兴起，反映了人们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一种重新认识。生态现代化理论试图构建一种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共生共存的双赢战略，并且从理论及实践方面论证了这一战略的可行性。因此，相对于传统的环境主义而言，生态现代化理论相对温和得多，为此也受到了很多人尤其是工商界及其政治组织的支持，这也使得生态现代化理论能够一步步走向实践层面。作为一种仍在发展中的动态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兴起及其发展，不仅为当今西方发达国家，而且为当今后发展国家探寻一种有利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现代化模式提供了重要参考。

第四节　可持续发展理论

二战结束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到来，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增长期，与此同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人类社会开始面临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如生态破坏、环境恶化、人口膨胀、资源枯竭、南北差距加大等。这些问题并没有因经济发展而有所缓解，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对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观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花费四年时间，在调查了使用化学杀虫剂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后，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在这本书中，卡逊阐述了DDT等农药对环境的污染，用生态学的原理分析了这些化学杀虫剂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带来的危害，指出人类用自己制造的毒药来提高农业产量，无异于饮鸩止渴。卡逊认为，生态系统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体系，作为“自然界之一部分”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其他生命之间应该是一种共生关系；因此，人类的发展应当走一条“别的道路”。《寂静的春天》可以说是一座丰碑，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标志，是生态学新纪元的开端。

10年以后，即1972年，由世界十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组成的罗马俱乐部，发布了一份令世人警醒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该报告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无止境地追求增长所带来的后果。报告提出了五个基本问题：即人口爆炸、粮食生产的限制、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工业化及环境污染。报告指出：“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等方面（按照）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100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报告提出的应对策略是：“改变这种增长趋势和建立稳定的生态和经济的条件，以支撑遥远未来是可能的。全球均衡状态可以这样来设计，使地球上每个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而且每个人有实现他个人潜力的平等机会。”

报告进一步指出：由于过去300多年来的一系列惊人的技术进步，人类已经把人口和经济增长的极限拖后了。人口和资本不仅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而且已经暂时超过了它的极限。今天，有许多问题并没有技术上的解决办法，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比较慢。因此，应对增长规定限制。报告认为全球保持现在的均衡状态是最可取的，即人口的出生率等于死亡率；资本的投资率等于折旧率；资本与人口的比例安排，必须与社会价值一致。也就是说，实现“零的增长”，以保持一种不断调整、具有社会自由的动力学的平衡，使人口、经济、社会维持20世纪70年代初的发展水平而均衡运动，以保证人类的生存环境——地球生态不再恶化。《增长的极限》直指人类社会面临的严重困境，并为传统发展战略敲响了丧钟。

1972年6月，联合国第一届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全面总结了60年代以来人类对传统发展模式危机的种种思考，并向全世界发出呼吁：“现在已经达到历史上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在决定在世界各地的行动时，必须更加审慎地考虑它们对环境产生的后果。……为了这一代和将来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的一个紧迫目标。……会议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为全体人民和他们的子孙后代的利益而做出共同的努力。”这次会议的召开，促进了一种为缓解人类社会困境的全新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由此而兴起。

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源于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逐步认识和热切关注，其产生背景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和资源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人类已不同程度地尝到了环境破坏的苦果。把经济、社会和环境割裂开来，只顾谋求自身的、局部的、暂时的经济性，带来的只能是他人的、全局的、后代的不经济性甚至灾难。伴随着人们把公平作为社会发展目标的认识的加深以及范围更广的、影响更深的、解决难度更大的一些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逐步形成。

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发表了《世界自然保护战略》，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人类要利用对生物圈的管理，使生物圈既能满足当代人的最大持续利益，又能保持其满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可持续发展思想随后被联合国所接受，当年的联合国大会向全世界呼吁说“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的持续发展”。《联合国环境方案》还用这样一句寓意深刻的话来警告世人：“我们不只是继承了父辈的地球，而且是借用了儿孙的地球。“1981年，当代科学家、思想家莱斯特·布朗（Leister Brown）在其代表作《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中，大力呼吁人类猛醒，呼吁人类社会采取有效措施，努力稳定全球人口规模，保护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资源，自觉地改变价值观念，努力探索一条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路，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布伦特兰（Brundtland）夫人向联合国提出了一份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该报告系统研究了人类面临的重大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纲领，从保护和发展环境资源、满足当代和后代的需要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政策目标和行动建议。这份报告的出台，标志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正式形成。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这次会议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文件，充分体现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思想。尤其是《21世纪议程》强调，“人类正处于历史的抉择关头”，人类必须现在“就得改变政策。改善所有人的生活水平，更好地保护和管理生态系统，争取一个更为安全、更加繁荣的未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光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成功，而联合在一起，……就可以成功。全球携手，求得持续发展”。《21世纪议程》，已成为指导世界各国制定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纲领性文件，为人口、资源、环境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

什么是可持续发展？20多年来，国际学术界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不下十多种，但最为权威并且得到联合国正式认可的，还是布伦特兰夫人领导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所给予的界定。“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包括两个重要的概念：‘需要’的概念，尤其是世界上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应将此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限制’的概念，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从其概念而言，可持续发展至少包含这样几个原则：第一，公平性原则。即社会全体成员在利用有限资源方面和享受物质消费品方面应当享有公平性，其实质是分配资源和占有财富的时空公平，具体包含代际公平、代内公平两个层次。第二，协调性原则。即人类社会的发展要与自然环境的发展相协调一致，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谋求人类的发展，因此，这就要求人们根据生态系统持续性的条件和限制因子，来调整人类的生活方式和对资源的要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第三，质量原则。可持续发展更强调经济发展的质，要以尽可能低的资源代价去达到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目的，还要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第四，整体发展原则。可持续发展是关于全球整体发展的理论，它要求世界上任何地区、任何国家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别的地区、别的国家的发展能力为代价。因为地球上的各个区域是密切联系的整体，某一国家或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仅会影响这一国家或地区的环境质量，而且会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不良的影响。联合国提出的“一个地球，一个家园”的口号，充分说明国际合作对于可持续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认为，世界必须尽快拟订战略，使各国从目前的经常是破坏性的增长和发展过程，转而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根据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而制定的环境与发展政策，其主要目标应该包括：恢复增长；改变增长的质量；满足就业、粮食、能源、水和卫生的基本需要；保证人口的持续水平；保护和加强资源基础；重新调整技术和控制危险；把环境和经济融合在决策中。也只有这样做，才能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可见，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模式可以概括为有机联系的三个方面：（1）经济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并不要求停止经济发展，因为只有快速的经济增长，并逐步改善发展质量，才能满足全体人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才有可能不断消除贫困，人民生活水平才会逐步提高。（2）社会可持续发展。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它要求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发展科学技术，大力发展教育，加强文化建设；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保障公民有效参与等。（3）生态可持续发展。即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要保护整个生命与支撑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解决水土流失、荒漠化等重大生态环境问题；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资源的可持续供给能力；预防和控制环境破坏和污染，积极治理和修复已遭破坏和污染的环境等。可持续发展的三个目标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经济发展支持生态发展，生态发展促进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引导经济发展。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兴起，意味着人类社会发展观的深刻变革。近几十年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观经历了由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到可持续发展的转变。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其所倡导的发展观，在当今世界已经被普遍接受。当代人类最终理智地选择了可持续发展观，是人类发展观由传统工业文明发展观向现代生态文明发展观的一次历史性飞跃。作为一种划时代的发展观，它已经得到联合国的确认。因此，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全人类共同的发展战略，它不仅指引着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而且正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战略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


第二部分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第一章　资本主义形成前的世界格局

尽管在现代化的定义和内涵方面存在不同的理解，但现代化发端于西欧，以及英国率先走上现代道路，则是学术界广泛接受的事实。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大转变，国内外学者对此的看法也基本一致。按照历史思考的逻辑，这样一个问题就会提出：为什么现代化起源于西欧，而不是当时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程度更高的其他地方呢？长期以来，不同学科或相同学科不同角度的观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人们普遍承认，现代化最早是以资本主义的形式出现的，而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欧、脱胎于西欧的封建社会。因此，现代化的启动因素应该回溯到中世纪去寻找。这样，我们就要看一看资本主义形成之前的世界文明的格局。

第一节　四大文化圈

在人类社会开始向现代转型的时候，世界上存在着四大文化圈，从东往西数，它们是东亚文化圈、南亚文化圈、中东文化圈、西欧文化圈。四大文化圈之外还散布着一些边缘文明，如南美的印第安文明、非洲撒哈拉以南的黑人文明等，但作为体系的文化圈尚未形成。当时，各文化圈都处在农业文明阶段，同一文化圈内部缺少交往，不同文化圈之间更是彼此隔绝，相互并不了解。在四大文化圈中，西欧是最落伍者，其发展不仅落后于其他几个文化圈，甚至落后于同属一个文化圈的西欧东部，即拜占庭帝国。然而，现代化却发轫于西欧。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四大文化圈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一　东亚儒学文化圈

东亚文化圈以古代中国为中心，向日本、朝鲜及其他东亚、东南亚地区辐射。东亚文化圈的共同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二是以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模型为楷模的社会运行机制；三是接受或吸收汉语的文字范式、创造各地区的文字语言。这个文化圈的形成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演变，有学者说，从大约公元前3世纪中国的战国时期开始涌动，至公元7世纪左右基本形成。我们认为，儒学的出现是其形成的基础。

儒学传统认为：天下本来就是统一的，不存在所谓分合现象。所能分合的只是世俗政体。世俗政体基于天下，作为天下的一个部分而存在。现实政体有分有合，但天下却是一统如故。统一是合乎天地之理的常态，分裂则是人为造成的一种暂时的不合理状态。即便是群雄割据时代，天下一统仍然是人所共尊的。事实也是如此，中国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虽数经亡国之灾，却终能恢复一统。中国历史自三皇五帝时代，直至近代，数千年延绵不绝，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明永恒现象。可以说，大一统观始终没有被打破。

而且，中国儒家意识形态具有掌管政治秩序与道德秩序的双重功能，导致的文化结果是：“民族的主导思维方式中，其认知功能与宗教的信仰功能没有分化。”正是由于“中国传统官学化的儒学作为士绅安身立命的意识形态，其认知功能与信仰功能实际上合为一体而没有分化，这就使得深受儒学浸淫的士大夫官绅阶级很难摆脱儒学的类似宗教教义的思维方式和信仰”。

传统儒家思想与东亚传统社会现实极其吻合。作为结果，自秦汉之后，中国的技术水平与生产能力一直属世界先进水平，直到西欧爆发工业革命时，其综合国力长期雄居世界，甚至在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的经济实力仍十分雄厚。但这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无论它多么繁华，也只属于农业社会，它与工业文明完全是两回事。以现代价值观衡量，儒家传统的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以等级尊卑观念压抑社会，很难出现自由平等的理念；以私德至上观念压抑公德意识，难以培养公民意识；以亲情至上观念压抑法制，阻碍了以法治国意识的形成，及至近代，它会严重干扰现代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法律体制以及伦理观念的确立。如果不是外来影响的冲击，传统中国还会在其强大的惯性中长期存在下去。

二　南亚印度教文化圈

南亚文化圈包括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的部分地区，在很长时期中，这个地区都被叫做“印度”。

宗教是印度悠久文明的重要因素，是印度传统文化的内核。婆罗门教的出现标志着印度文明核心价值的形成，后来，从婆罗门教脱胎而来的印度教成为印度的主要宗教。

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的显著特点，它与婆罗门教印度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将社会划分为四大等级，每一个等级下都有许多不同种姓，形成复杂的社会等级体系。在古印度人的观念中，种姓制是与生俱来的、不可改变的宇宙图式中的一部分，甚至连《薄伽梵歌》也默认了种姓制度。

印度教有超脱尘世的特点。古印度人在与大自然的接触中，力图摆脱围建界墙以图扩展的欲望，人生目的不是获得而是亲证，去扩展自己的意识，达到人与周围事物的契合。他们认为真理是包容一切的，证实真理的途径是使生命融于身外的对象之中。在印度文明熏陶下，人们形成梵我合一的宇宙观、直觉领悟的思维方式和寻求解脱的人生目标。

在笈多王朝（320-570年）时期，印度的领土包括北印度全境，经济和文化发展达到很高水平，成为西方和中国贸易交换的中心。与罗马的贸易处于优势地位，在文学、艺术、建筑、哲学、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也取得巨大成就。612年，戒日帝国形成后，其经济、文化和对外交流等方面进一步发展（唐代玄奘在旅访印度的14年中，有8年就是在戒日帝国度过的）。在东西方贸易中，印度输出商品主要是棉布、金银首饰、珠宝、香料、象牙、靛蓝等，输入的商品主要有中国丝绸、瓷器、阿拉伯马匹、西方的金属制品等。佛教产生在印度，虽未能成为印度的主要宗教，却向东南亚传播，约10世纪前后在东南亚各国占据了主导地位。

印度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最早发祥地之一，但传统文化的许多内容成为印度走向现代化的沉重包袱。印度教的“梵我合一”的目标和因果业报、灵魂轮回的思想与现代价值观背道而驰，它宣扬个人精神的解脱，漠视物质生活的改善，主张听天由命而不是积极创造。种姓制度则是社会流动的主要障碍，成了维护印度传统社会的固化剂。印度几千年的发展是自成体系的，如果不是外力的作用，它是不可能自行走向现代社会的。

三　中东伊斯兰文化圈

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差不多与中国文明并驾齐驱。如果说中国文明在实用技术和人文学科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伊斯兰文明则在科学理论和试验上领先于世。阿拉伯在数学、化学、医药学、航海等方面的研究遥遥领先，物理、天文、光学、建筑、音乐、哲学、教育、文学等方面也处在前列。由于伊斯兰世界处于欧亚非大陆的交接地带，它自然就成了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中继站，并以其特有的合成文化给世界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记。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印刷术、火药就是在中世纪通过伊斯兰世界传入西欧的。为了传播信仰，阿拉伯人鼓励穆斯林学习文化，甚至让战俘承担教育儿童的工作。教育和学术在伊斯兰文明中一直受到重视。

伊斯兰教于7世纪由穆罕默德创立，《古兰经》是其圣典。起初，穆罕默德以麦地那为基地，建立了一个以宗教为纽带的“乌马”，即穆斯林公社，这使得阿拉伯民族从氏族社会中摆脱出来，形成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国家。630年，穆罕默德率军队进驻麦加，这是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取得胜利的标志。穆罕默德去世后，经过四任哈里发和倭马亚王朝的多次大规模征服，到8世纪前半叶，阿拉伯帝国的版图已横跨亚、欧、非三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在阿拔斯王朝的早期，阿拉伯帝国的工农业发展加快，帝国特有的地理优势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首都巴格达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商业城市。

蒙古军队消灭阿拉伯帝国后，中亚、南亚和北非地区兴起了一批独立的伊斯兰国家，这些国家仍然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权形式，奉哈里发为全体穆斯林的精神领袖。13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崛起，其迅速扩张，到16世纪，成为地中海地区最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地跨三大洲。奥斯曼的苏丹（土耳其皇帝）也取得哈里发的称号与权位，奥斯曼国家成了伊斯兰传统的正宗继承者。奥斯曼国家的出现标志着伊斯兰文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其文化影响力再次感染世界。

伊斯兰社会的最大特点在于，伊斯兰不仅是一种宗教，它也是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还是一套完整的政治、经济和司法制度，甚至是军事、文化的基本规范。伊斯兰社会最典型地体现政教合一的原则，在这里宗教和世俗之间完全没有界线。

四　西欧基督教文化圈

西欧文明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罗马，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毋庸置疑的。翻开西欧文明史，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人格和自由理念，米利都学派的自然观念和辩证思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和道德伦理，以及贯穿希腊文明的人文主义、理性精神等，都作为智慧的结晶成为西欧文明的一部分。正如汤因比所说：“西方社会和古希腊社会的关系”就“好像子女和父母的关系一样”。罗马人征服地中海地区，从中吸取了希腊文明的精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因而从制度的角度来看，罗马为后来的西欧奠定了基础。

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为官方所承认，成了唯一合法的宗教，这为基督教文化圈的形成提供了关键性的链接点，基督教会作为一种新生的机制遍及罗马社会。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日耳曼“蛮族”成为罗马土地上的新主人，然而，由于基督教的传播，日耳曼人虽消灭了西罗马帝国却归顺了罗马天主教会；而在西欧东部，斯拉夫人威胁着拜占庭帝国却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西欧东、西两部分虽在政治上分开，却在基督教的基础上组成一个共同的“西欧”，而古代的希腊、罗马文明也转化成真正的“西欧文明”。西欧文化圈的成型并固定下来是从基督教的传播开始的，基督教扮演了统一的意识形态的角色。

西欧东、西两部分后来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在西部，起先出现地域庞大的“查理曼帝国”，但在843年一分为三，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后来的法、意、德三个国家。东罗马帝国则在西欧东部继续存在下去，后来转变成“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帝国一度地跨欧、亚、非三洲要冲，在经济、文化发展中都取得过辉煌的成就。拜占庭也长期抵御着伊斯兰世界的进犯，成为保卫基督教世界的桥头堡。而1453年君士坦丁堡（拜占庭首都）的陷落，则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西欧在中世纪是相对落后的，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都不如其他的文明地区。基督教成为阻碍社会发展和变化的一个枷锁，但在另一方面，它又是整合社会分裂的一道黏结剂。在西欧，皇权（国家）和教权（宗教）处于双轨状态，它们既合作又争斗，这是处在罗马天主教会影响下的西欧亚文化圈的一个独特的特点。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各文化圈都沿着自身的逻辑轨道发展，相互间很少有交往，除了偶尔出现的军事征服，彼此也很难干预其他文化圈内部的事务。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属于农业文明，只是在发展水平上有所区别。在1500年前后的世界，从农业文明的角度考察，中华帝国、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帝国都走在西欧前面，西欧的东部也比西部发展得更好。按照历史的惯性，各文化圈仍然会沿着各自的轨道运行下去，充分表现自身文明的辉煌。但四大文化圈平衡的局面后来被打破了，西欧从中世纪晚期开始内部发生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导致西欧农业文明的瓦解，一个新文明则逐渐形成；在农业文明中处于劣势的西欧引导了近代文明的出现，在这个过程中，西欧取得强势，并最终冲击了整个世界。由此，我们要看一看西欧的中世纪，看看它是否有什么特殊之处。

第二节　中世纪西欧的几个特点

一　封建形态

封建形态（feudalism）是中世纪西欧最明显的特征。在罗马帝国的后期，由于土地所有者雇佣自由人当佃农比养活奴隶更为合算，封建生产关系开始出现。罗马帝国衰亡后，大庄园的出现和政治上的动荡引起西欧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混乱，为“封建”成为一种“制度”提供了成熟的条件。

布洛赫对西欧封建主义作出这样的定义：“依附农民；附有役务的佃领地（即采邑）而不是薪俸制的广泛使用——薪俸制是不可能实行的；专职武士等级的优越地位；将人与人联系起来的服从保护关系——这种关系在武士等级内部采用被称作附庸关系的特定形式；必然导致混乱状态的权威分割；在所有这些关系中其他组织形式，即家族和国家的存留——在封建社会第二阶段，国家将获得复兴的力量——这些似乎就是西欧封建主义的基本特征。”通俗地说，“封建制度是一种政治的形式，一种社会的结构，一种以土地占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这和中国人一般的理解不一样，因为中国人会把秦汉以来皇权大一统的社会形态也称为“封建”，而皇权大一统是集权的，西欧封建社会是分权的。由于我们需要讨论西欧为什么孕育了后来导致资本主义首先出现的内部因素，因此我们只能在西欧的历史背景意义上使用“封建”这个词。

“封建”这个词feudalism源于拉丁文feudum，意思就是将土地分给有军功的陪臣。在西欧，封建是与领地分封制联系在一起的，国王将土地分配给他的封臣，以换取对方的军役义务。进而，土地是可以逐级分封下去的，大封建主封给中等封建主，中等封建主封给小封建主，以此类推，最后及至农民，这是封建主义在经济结构方面的内容，也是最为重要的内容，它是封建社会其他方面的基础。

这样的土地分封制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的社会等级结构。金字塔的顶端是世袭的君主，其下是一层一层的封建主，农奴处在金字塔的最底层。封建化的程度越高，自由农越少，“人各有其主”是其基本特色。但是，这个金字塔不是一个标准的有机体，它只在相邻两个层次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在典型的封建结构中，高一层的封建主只对他的直接受封人有号令权，而低一层的封建主也只对他的直接封主（即封君）有服从义务，这意味着国王并不一定能号令所有的贵族，大贵族也不见得能号令比他小的贵族。“我的附庸的附庸不一定是我的附庸”，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从理论上说，封主与封臣的关系有契约形式的确认，彼此间都有权利和义务。小领主成为大领主的封臣，置自己于大领主的保护之下并同意效劳，主要是为大领主打仗；大领主则以保护其封臣的土地作为回报，承诺对其封臣主持公道。任何一方不履行义务，就违反了封建规范。这种规范使下级封建主可以找到理由反对他的封主，封建时期战争频繁，封建主之间相互缺乏整体性的隶属关系（比如大家都要服从国王）以及封臣可以反抗封君是直接的原因。

这种土地分封方式必然造成封建社会的结构分散。封臣在自己的采邑拥有独立的政治权，每一个领主都行使完全的司法和行政权，每一个庄园都是一个独立的司法、行政单位，正如恩格斯所言：“领主身兼立法者、裁判官和判决执行人，他成了自己领地上的完全不受任何限制的统治者。”当然，领主审判权的施用范围在不同的国家有所不同，这主要取决于封建主与国王权力的力量对比，法兰西的领主审判权最大，英格兰最小。但无论在何地，领主的审判权至少涉及有关份地、劳役、赋税和耕种的一切问题。每个庄园都有自己的法庭，由农民组成，领主的管家是庭长，按照“庄园的惯例”进行裁决。

在这种以庄园制为基础的封建制度下，国家内部没有高度整合的行政和司法体系，也没有常备军，封主与封臣间是一种契约关系，以互惠的忠诚纽带联结在一起。国王的经济来源多数需出自于他作为领主的个人庄园，他需要依靠他自己的庄园生活。贵族领地从理论上说是不受国王管辖的，君主权力有限，往往不超过王室领地的范围。

显然，西欧之外不存在这种意义上的封建主义，这种封建主义与“蛮族”入侵有很大关系。只有在古典奴隶制残余（罗马）与原始部落公社残余（日耳曼原始部落）影响相差不大而且并存的地区才会产生一种新的综合——封建主义。封建制度的根源在于罗马世袭的所有权制度和日耳曼个人忠诚的古老概念。罗马贡献了财产的关系，日耳曼人贡献了人身关系，它们的结合形成了西欧封建制度的主要性质。“蛮族”的入侵彻底摧毁了罗马帝国的政治结构，而罗马文明在核心价值取向上的缺陷（即罗马帝国其实是一个多种异质文明的政治捏合体）又使得帝国的架构无法恢复，这是西欧历史的特殊性。蛮族入侵中止了古典文明的发展轨迹，为一种多元性质的新文明开辟了道路。西方资本主义是在这种多元性之中生长起来的，它是个“决定命运的全球性唯一例外”。

布洛赫认为，西欧的封建主义不能涵盖日本，更不能涵盖中国，它只属于西欧。虽然西欧的封建社会也会以十分相似的形式在其他国家出现，日本就是其中的特型。但日本经历的这个相似阶段，与西欧相比，两者之间“带有一些必然的、根深蒂固的差别”。中国西周时期的“封邦建国”制在形式上也和西欧封建形态有很大相似处，但它们仍旧有很大的不同。

西欧封建制度下的权力分散受制于生产发展的状况，西欧的每一个庄园就是一个经济独立体，实行自给自足的经济，在政治上自然也就容易自成一统。经济上自给自足，权力分散，地区间联系松散，这些就是中世纪西欧的特色。这些特色使西欧文明在1000年中发展迟缓，失去了古希腊、罗马的光辉。但是，中世纪的西欧并不真的是一个停止和野蛮的“黑暗时代”，而是有一个从封建制度确立到鼎盛再到向资本主义变化的动态过程。汤普逊认为：“封建制度，可能在它最盛的时候，差不多和近代社会同样有效力地、同样廉洁地实施法律……我们不该错误地认为：过去的文明必然比我们的文明低劣。”

二　商业和城市

在西欧封建制度下王权的有限性，使商业和城市始终没有成为封建体制内的力量。罗荣渠教授指出：“正是这种西欧式的封建等级结构，而不是东方式的中央集权结构，为新生产力因素提供了活动空间，……使新兴生产力因素以自由城市为依托而较易发展。”

西欧中世纪的商业和城市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历史现象，就连西欧东部也不具备西欧的这种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不是表现在城市繁华和商业发达上，与同期的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世纪西欧的城市和商业或许最多只能用“低度发展”这个现代词汇来形容，即便是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热那亚，也根本无法与比如中国的泉州和扬州、阿拉伯的巴格达或大马士革相比。西欧的城市与商业之所以特殊，在于它们始终游离于主流体制之外，未成为社会基本结构内的一个部分。

“蛮族”入侵后，西罗马帝国原有的商业与城市迅速衰落，领地贵族居住在城堡内，以庄园为生，这是一个完全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10世纪后期，商业才开始在西欧复兴，由于商人时常遭受各种危险，所以从一开始就寻求城堡的保护，城堡外逐渐形成“外堡”，这就是新出现的城市。商人的聚居地在教堂或城堡附近兴起，其重要性渐渐超过了封建城堡。在这些新兴的“外堡”中，商人和工匠的生活不再取决于他们与土地的关系，这就在封建社会中形成了一个脱离土地的阶层。这个阶层后来从国王或贵族手里争取到“自治权”，结果是，城市和商业不仅脱离了土地，而且从主流的封建社会结构中脱离出来，形成了早期的市民社会。马克思、恩格斯说：“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

城市吸引了许多逃亡农奴，他们只要在城市住满一年零一天，就算“自由”了，就摆脱了封建人身关系的约束。随着商业的发展与扩大，城市变成了一个年轻有力的有机体，它不断地用新鲜的血液来丰富自己，在这个有机体中，经济作用支配了一切。

贵族发现向市镇颁发特许状是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为，但这样做就等于免除了城市对庄园领主的封建义务。自治城市享有完全的自由权，由市民选举官员，并委以财政和行政上的很大权力。城市建立自己的法庭，自行处理司法案件。城市建立自己的税所，自己向市民征收税款，而这就是市政府的经济来源。更重要的是城市不接受土地的分封，它也不向任何人封授土地，由此它置身于以土地封授为基础的西欧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之外，并缓慢地培育出一种与主流社会意识不同的新型文化，发展出一套完全异化的价值观念，这就是雏形中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由于不受封建关系约束，市民都是“自由人”，他们在经济上不依赖于封建主，在政治上独立于封建主，市民成为与僧侣和贵族不同的一个特殊等级，这个等级后来便被称为“第三等级”。

于是，在一个庞大的封建的农业社会旁边，就站起了一个弱小的市民社会，这个社会虽然弱小，却充满了生机，形成了新的价值标准，创造了新的文化。中世纪的城市在主流社会结构之外成长，后来成为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著名经济史学家汤普逊特别强调西欧中世纪晚期的商业与城市的兴起，认为它们是西欧现代化的主要原因：“工商业的兴起促进了城市生活的产生，新的城市生活又使中世纪社会产生了新的阶级，即资产阶级或市民阶级。”厉以宁教授也认为，西欧封建社会是一种刚性体制，它的权力结构固定，权力的行使方式僵化而不易改变，由此各权力结构之间便出现了空隙，便于体制外的异己力量滋生和成长，而后发展壮大成体制外的力量，并与体制内的权力中心发生冲突，最终导致封建社会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

世界其他地方并不存在这种情况。在东方，日本的“中世”和“近世”（约12世纪末至19时期中叶）与西欧封建社会很相像，曾任日本历史学会会长的坂本太朗认为，江户幕府时期是“最完善的封建制度”。布罗代尔也说过：“西方社会和日本社会是比较社会史上几乎自动由封建秩序转入金钱秩序的唯一例子。”但是，日本的城市和商业并不像西欧那样游离于主体社会结构之外。即使在江户幕府时期，日本的城市依然处于传统主流社会的控制之下。

中国的商业与城市是在体制内发展的，受社会主流体制的约束。而且，历朝历代都有非常强大的官办商工，这几乎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传统。中国的城市主要不是起商业功能，而是起政治功能的作用。中国虽也有“商会”“行会”等组织，但“隋唐以来，行会主要是政府控制工商团体的工具”，是把城市与商业纳入到国家体制内去的准衙门机构。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诸如西欧中世纪的那种城市经济和市民阶级等新因素无从发展。杜维明推测，中国即使朝自己原来的方向发展，也不会走向西方的民主、自由、科学、市场经济等。其中的原因，或许就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不同，体制内的新力量可以为该体制所吸收，也可能被扼杀，很难成长为取代这个体制的社会力量。

伊斯兰世界的商业和城市与中国比较相像。阿拉伯的商业在中世纪非常发达，阿拉伯商人曾垄断东西方贸易，活跃在从印度洋到地中海的广大区域中，并把商业活动向南推进到非洲的莫桑比克沿海地区。但阿拉伯的商业始终处于政权力量的控制下，活动的范围从未超出于体制之外。城市首先是政治中心，然后才是商业和手工业中心，统治力量在城市比在任何地方都强。类似的情况在西欧东部拜占庭统治下的地区也多少如此。

在印度，商业和手工业是融合在种姓制度之内的，职业本身就是种姓，被很好地嵌在作为主流结构的种姓制度中。与经营相关的事务都会放在种姓内部处理，种姓既是经济管理部门，又是社会管理机构，起着双重作用。印度的商业与城市不可能脱离主流体制存在。

只有西欧的城市与商业超出于主流体制之外，这确实是西欧特有的现象。

三　基督教

基督教在西欧文化圈中起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但它同时也是封建结构中最大的封建主。据汤普逊考证，在787年，圣汪列尔修道院拥有4264个庄园；在12世纪，佛尔达修道院在萨克森、条麟吉亚、莱茵兰各有3000个庄园，在巴伐利亚和斯瓦比亚也有3000个。即使很穷的圣鸟尔立喜修道院也有203个庄园，每一个庄园有1-6所村庄。中世纪的罗马教会是集行政长官、地主、收租人、征税者、物质生产者、大规模的劳动雇主、商人、手艺人、银行家和抵押掮客、道德监护人、教育者、信仰的强制人等等于一身的奇妙组织，它的权力如此普遍和多样化，“所以有人常常很正确地说：中世纪历史基本上是中世纪教会的历史”。

有人将中世纪的教会看成是一种保守的力量，而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教会虽然保存了封建制度并从中获得好处，“但它有时却严峻地管理它，有时还明显地力求破坏它的完整性”。教会的神父们常异口同声地把商业斥为对灵魂有害的职业，比如，圣·奥古斯丁曾认为所有商业活动都是罪过，因为它使人们的心去追求只有从上帝那里才能获得的真正安定。但是，随着13世纪开始的商业活动的扩大，教会内部对商业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到阿奎那时代，商业被认为是增加一个国家财富的两种方式之一。商业的盈利行为本身并不有悖于道德，也不意味着罪恶。此外，科学的背后有基督教的预设，基督徒是科学探索的先锋。比如，哥白尼一生任神职，一直做到僧正这个中级职称，《天体运行论》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写的，他花了近30年时间才写成。可以说，西欧近代科学思维方式脱胎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后者确立了对上帝理性的坚定信仰，即相信上帝为自然和宇宙设定秩序，每一事物都受到上帝的监督并被置于上帝的规则之中。

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对近代文明的出现更做出重大贡献，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韦伯认为印度教、佛教、儒学、伊斯兰教也都或多或少含有禁欲主义的成分，但却不具备新教的理性主义的内容，而理性主义是通向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否则就会形成某种障碍。韦伯虽然不把资本主义的产生归于基督教这一单一因素，但他关于宗教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的观点却很鲜明，他认为在任何场合，“新教观念波及之处，都产生了有利于合理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发展的影响。这当然比单纯鼓励资本积累重要得多；它是促进那种生活发展的最重要的而且是唯一前后一致的影响力量。它是养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韦伯的说法引起很大争论，但他从文化方面探讨资本主义的起源，却也开辟了一个新的思维路径。

第三节　世界各文化圈比较

下面对前资本主义世界几大文化圈的异同作一些比较，由此可以对资本主义首先在西欧出现有更多的理解。

一　经济方面

相同点：农业是经济的基础，也是人们生存或获取财富的主要来源。各文化圈都发展出发达的农业经济，其中心区域的农业生产水平都达到或接近达到前工业社会的极限。当然，在农业生产方面，西欧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生产能力都不如其他文明中心。但不管其发达程度如何，各文化圈都属于农业文明，农业社会的分散、缓慢、封闭、保守是共同特点。商业和手工业只是建筑在农业生产大海中的小岛，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是前资本主义世界的共性特征，虽然这并不排斥在某些主要商道地区出现以商业为主的经济方式，但商业仍是以农业为基础的。

不同点：农业经济中的土地占有形式不同。中国很早就确立了相当牢固的小地主所有制，土地可以继承，可以分割，也可以买卖，土地似乎具有“私有”性质。但是，土地是国家交付给农民的，随时可以由国家收回或重新分配。而且，国家可以任意调用全国的劳动力，可以没收任何人的任何财产。国家对土地有最终的决定权，私有财产并不具备“神圣”的性质。在形式上，印度的土地归村社使用，但事实上，印度的土地所有权仍在国家手里，马克思在注意到这个现象后提出了著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按马克思的说法，亚细亚生产方式“没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存在着对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权和使用权”。马克思认为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中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而伊斯兰世界虽然有多种土地占有形式，从埃及的土地国有制到奥斯曼的军事封地制，但究其根本，确实可以说是“……亚洲的制度（国家是真正的土地所有者）”。

西欧对土地的占有却是纯个人的，国家没有参与其中。当然，中世纪西欧也不具备完整的土地私有权，否则分封制也就没有意义了。但君主不是以国家的名义而是以最高领主的私人身份分封土地的，各级封建主再以私人名义对土地进行再分封。没有参与国家的所有权很容易转化为完全的私有权，有学者认为，西欧的崛起在于确立了完全私有的产权体系。这种产权体系的形成，不在19世纪的工业革命，而在900-1700年间。

二　社会方面

相同点：各文化圈都是呈垂直排列的等级社会。等级之间有明显的上下尊卑之分，但等级的结构状态并不一定相同：西欧是以土地分封为基础的阶梯结构，印度是种姓制度，中国有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及官与民的显著划分，伊斯兰世界也因为部落、血统、宗教、职位而形成复杂的社会等级。在等级社会中，“上”和“下”的区分表现在方方面面，人与人之间在财产上不平等，在社会权利、政治地位、司法待遇、税收特权等等方面都一概不平等。

不同点：西欧是一种宝塔式或阶梯式的等级结构，每一级都受制于它的直接上一级，又制约它的直接下一级，任何一级一般只对直接的上级或下级尽义务或责任。即使是佃农，“由于大量约定俗成和法定的权利、有组织的村会以及佃农对土地和生产的直接控制，使佃农们不仅在日常生活中拥有很大的自主权，而且使他们拥有有力的武器，可以和领主们讨价还价，甚至敢于抵制领主的要求”。

东方社会是一种大殿式或覆盖式的等级，一切等级都覆盖在同一个大屋顶下，对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君权有绝对服从的义务，不同等级之间则是一种横向的联系，彼此只有地位尊卑之分，不一定有受制约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种情况下，依附关系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除了所有臣民对这个国家都有的臣属关系以外，不需要更严酷的形式。”

由于等级制度在结构上的这种差别，西欧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个人，而其他社会的基本单元则必须是团体，比如，中国社会是家族，印度社会是种姓，伊斯兰社会是部落、氏族等。在阶梯式的结构中，每一个人都可以被放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上下左右都有约束，同样身份的个人由此而结成块状整体，再把这些块状按一定顺序连接起来就可以组成等级社会。而在大殿式的结构中，社会的每一个分子从理论上说都是可移动的，中国社会就是这种可移动性的典型。但如此一来，可移动的个人如同流沙，而流沙式的社会自然是不稳定的，因此，只有把流沙先捏成一个一个的团块，把它们束缚在一起，大殿才不至于随流沙倒塌。这些团块就是家族、种姓、部族等等。群体意识由此而产生，这是大殿式结构的结果。

三　政治方面

相同点：各文化圈的统治者都位居社会等级结构的上层，表现出居高临下的统治方式。西欧的封主对封臣，亚洲的君主对臣民，一概以超越的姿态高居于上，要求被统治者服从。统治只是少数人的事，多数人被排斥于政治之外，其职责就是服从，这种服从呈等级向上的趋势，一级服从于另一级，与社会的等级结构完全一致。

不同点：东方“大屋顶”笼罩一切，国家控制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国家为有效地行使权力而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系，正是这官僚体系使东方国家在中世纪的管理水平和组织能力都达到异乎寻常的高度。亨廷顿曾经说过：传统制度越接近现代标准就越难产生现代政体。他指的就是这种中世纪近乎完美的东方“大屋顶”。相比之下，西欧在中世纪却是等级君主制，这是一种权力分散的政体结构，它建立在土地分封之上，任何一方既有权利又有义务。等级君主只是领主们的头，它不能对所有的臣民直接发令，所以对多数人来说，国家的存在没有什么意义，相反领地和庄园更重要。西欧中世纪一直存在着分权机制：教会与君主的分权，贵族与国王的分权，城市自治的分权，领主在每一个庄园上独立的司法权，以及在每一块领地上半独立的治理权等等。

四　意识形态方面

相同点：各文化圈都确立单一学说的正统地位，并且以这种学说控制社会，认为思想一致是统治的必要前提，而思想分歧被看作是政治混乱的原因。因此，为了达到思想一致，就使用思想禁锢的种种方法，包括鼓励愚昧、实行文字狱、宗教裁判所。异端虽不一定受到残酷的肉体消灭，但正统之外的集团与个人一定被排除在权力体系之外，由此而保证价值体系的延续性以及正统性。值得注意的是，被确定为正统意识形态的正是最能体现某种文化模式中基本价值观念的学说，统治者必须利用这种学说进行统治。政权与正统学说相结合，严密控制社会，这是当时各文化圈的共同现象。

不同点：因为社会基本结构不同，“东方”需要“群体”，西欧则有赖于“个人”，由此就产生一种矛盾现象：在中世纪西欧，看起来被严格束缚在固定位置上的个人其社会存在却是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即使是社会最底层的农奴也有其特定的社会权利，领主要保证其份地不受侵犯；而东方社会中，个人看起来可以有更大的流动性，但社会却只承认群体的存在，而把个人放在群体之中来对待。反映这些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自然就有很大的差异性，最强调个人的价值体系就应该在西欧出现，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同时，“东方”（包括拜占庭）的教会都是国家的教会，受到世俗政权的控制；而西欧的天主教会却超然于国家之外，形成超国界的二重性实体。这种情况也是由不同的等级结构造成的，西欧不存在无所不包的“大屋顶”。

资本主义发生前的人类文明尚未超出地域的界限，文化圈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相对小，因此除了基本的共同点，各文化圈的差别就相当显著。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世纪的西欧在许多方面是落后的，它的农业发展落后，生产力水平不高，城市和商业不发达，政治机构很不完善，社会发展水平不高。在资本主义发生之前，东面的三大文明有更多的相似之处，西欧则显得比较独特。看来可以这样说：“东方”的情况是普遍的，西欧的情况是特殊的。正是西欧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使资本主义出现了，西欧因而率先进入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产生在西欧的特殊性之中的观点应该是站得住的。但也许正因为资本主义产生于西欧的特殊性之中，因此当西欧最先用资本主义方式闯开现代世界的大门，指出现代化是人类共同的追求时，其他文明却要寻找不同的途径，才能走进那扇大门。


第二章　现代化在西欧的酝酿

在近代世界到来之前，文明的基调是农业（牧业包括在内），文明的指向是巩固和发展农业社会，西欧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一直处于落后状态。然而，1500年前后西欧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却推动了西欧的文明转化，为一种新文明的诞生开辟了道路。这些事件构成了现代化的准备阶段。

第一节　人的解放

中世纪的西欧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它的所有社会机制的目的就是束缚人。等级分封制度束缚着人的身体，强制的宗教信仰束缚着人们的精神，僵化的神学教义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蒙昧的社会规范束缚着人们的行动，整个封建社会如同巨大的鸟笼，把人禁闭在静态的社会环境中。现代社会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那就是某种程度的人的解放。现代化“意味着人们相信凭借理性行为可以改变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意味着摆脱外界对人的束缚”。亨廷顿所指的外界束缚具有丰富的内涵，但人的解放是第一步。

一　取消农奴制

中世纪西欧存在大量农奴，封建制度是这样的：领主拥有大大小小的领地，由农奴为他耕种；作为回报，领主为农奴提供庇护，并给他一小块份地。为了确保领主获得必要的劳动力，农奴被严格地束缚在土地上。

农奴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恩格斯指出：“农奴是（束缚在土地上的）……地主不能使农奴离开土地，不能只出卖农奴而不出卖土地。”在中世纪，“封建剥削的根源不是由于人民被剥夺而离开了土地，相反的，是由于他们占有土地而离不开它”。

在这样的制度下，人的自由可想而知！比如，在比较典型的英国庄园里，农奴的一生被庄园劳役和份地上的农活所占用，除了逃跑，就没有可能摆脱庄园的束缚。英国还存在为数不少的小土地持有者，其中包括自由土地持有者和具有维兰（一种农奴）身份的茅屋农、保达尔以及1/4农。这些小土地持有者的共同特点是，仅凭土地无法维持生存，因此也要承担一定的劳役。虽然与农奴相比，他们偶尔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但是，一旦他们的自由与领主的意志发生冲突时，他们的有限自由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农奴制限制了人身自由，阻碍了劳动力向农业外的转移。而在中世纪的西欧，英国却是“农奴化”程度比较低的一个国家。

西欧农奴制的瓦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黑死病”这个偶然事件。14世纪中期，黑死病从中亚发端，通过意大利的商船很快席卷整个西欧。大约有1/3共两千多万的西欧人口死于黑死病。黑死病造成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即当疾病过去需恢复生产时，有田无人耕种的现象极为普遍。很多领主开始放弃劳役制，改用土地出租的方式吸引劳动力，大量农奴转而成为租地农民，那些未被解放的农奴则大量逃亡。货币地租逐渐成为主流，劳役地租折算成货币，为人口的流动创造了条件，农奴也开始从人身束缚的状态下逐渐摆脱出来。到16世纪，英法等地的农奴制已彻底解体了，农村市场随之兴起和不断扩大。“只要绝大多数人口还被严酷的农奴制度束缚着不能为工业所雇佣，工业化就不会发生。”正是在较早取消了农奴制的地区，如英、法、莱茵河西岸，资本主义最先发展，现代化也最早起步。

二　文艺复兴

在人的思想解放方面，西欧发生了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发端于14世纪的意大利，并扩展到西欧各国。

意大利是当时西欧与东方贸易的枢纽，佛罗伦萨、热那亚、米兰、威尼斯等都是著名的商业城市，这是文艺复兴首先在意大利出现的主要原因。意大利城邦国家在商业活动中积累了许多财富，逐步产生了一种与封建主体社会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判断，而这些不同的东西似乎能够从古代意大利甚至希腊找到证明。于是，怀古之情蔚然成风，古代艺术、建筑被刻意模仿，诗歌、戏剧重新流行，文学和哲学又一次时髦，许多意大利人甚至不承认自己是“蛮族”的子孙，硬要把自己说成是罗马人的后代。

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集中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主张个性解放，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提倡科学文化，反对蒙昧主义，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肯定人权，反对神权，摒弃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拥护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这些都是人文主义的思想表现，其代表性作品有：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等。在北欧，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是伊拉斯谟，而英国的代表人物有托马斯·莫尔和莎士比亚等。莎士比亚的作品集中地体现了文艺复兴文学的最高成就，对西欧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在西班牙，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塞万提斯。在法国，文艺复兴分成两派，一派是以“七星诗社”为代表的贵族派，另一派是以拉伯雷为代表的民主派。在绘画和雕塑创作上，涌现出乔托、波提切利、列奥纳多·达·芬奇、拉斐尔、提香、米开朗基罗等一大批杰出的大师，他们的作品成为人类艺术宝库中的瑰宝。

人文主义源于古希腊，但在中世纪被神本主义所取代，成为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基本特征：“为了使上帝成为一切，人就成了无。”但古代的哲学家是非常重视人的，亚里士多德、赫拉克利特都把人看作是哲学思考的主要目标；修昔底德认为：“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普罗泰戈拉指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的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苏格拉底也说：“作为思维者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人应当像基督教要求的那样“轻视自己”，还是像古代哲学家所说的那样充当“万物的尺度”？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思考的根本问题，而最终他们选择了后者。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科学发展起来了，植物学、动物学、化学、天文学都呈现蓬勃发展之势，由于产生了人体解剖学，医学也向前进了一大步。哥白尼1543年出版《天体运行论》，提出了与托勒密的地心说不同的日心说体系；伽利略在1609年发明了天文望远镜。人们的地理知识日趋丰富，“地”开始被看成是一个“球”，“天”和“地”的真实结构被认识到了。英国人培根提出科学的实证方法，为现代实验科学打下了基础。比利时医生维萨留斯发表《人体结构》一书，向盖伦的“三位一体”说提出挑战。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发现血液的小循环系统，证明血液的流动方向。英国解剖学家哈维通过大量的动物解剖实验，发表《心血运动论》等论著，系统阐释了血液运动的规律和心脏的工作原理。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高度重视人和人的价值，主张享受现世，以理性取代神启，长期受基督教禁欲主义压抑的人性欲望得到了释放，由此确立了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文化模式，为后来西方启蒙思想的确立提供了基础。

三　宗教改革

文艺复兴解放了人的思想，但人的精神却仍然受教会控制。中世纪的西欧人都是基督教徒，但很少人能够自己看懂圣经。基督教到底是什么意思，一般人是不懂的。这样，就给教会一种威权，让它来解释上帝的意旨，实际上就是垄断了真理权，对人的精神实行控制。中世纪教会站在人与上帝之间，不摆脱教会的精神扼制，人的解放就无法完成。教会还在现实过程任意解释《圣经》的话语，以此来牟取自身的私利。此外，以权谋私、中饱私囊、言行不一、贪婪享受等等丑恶现象，也层出不穷。

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以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为契机，随后迅速在西欧和北欧发展，其最初的诉求只是革除天主教会的弊病，后来则发展成反对教会控制的精神解放运动。在宗教改革中，《圣经》被翻译成各种民族语言，普通人于是也可以看懂《圣经》，在新教取得胜利的地区，人们通过阅读《圣经》而直接与上帝交流，其实就是根据人们的不同理解而解释《圣经》，由此得到了自由思想的权利。新教各派都不承认教皇的权威，因此也就摆脱了天主教会的束缚，尽管新教各派在那个时代也表现出狭隘心理，不承认其他教派的信仰权利。但宗教改革终究打开了自由思想的大门，为不同观点的互相尊重提供了逻辑的归属。

此外，宗教改革改变了神权与政权的相互关系，此后教会与国家已不能同日而语，更不要说教权超越于王权之上了。这对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为西欧最终走出分裂、混乱的中世纪增加了砝码。宗教改革在许多国家还成为凝结现代民族的黏合剂，民族意识在新宗教教义中找到认同感，这也是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

马克斯·韦伯还认为，新教的出现推动了“合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新教徒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为了证明这一点，需要以上帝的恩宠为证据，而上帝的恩宠就表现在事业的成功上。一个人聚敛的财富越多，就越能证明上帝的恩宠。因此，当一个人聚敛财富是为尽天职，而不是为自己享乐时，他的发财欲望就是合理的，符合上帝的伦理标准。于是，新教徒一方面聚敛财富，一方面又推崇禁欲主义，所以“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

综上所述，从中世纪晚期开始，通过农奴制解体、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人已在很大程度上摆脱束缚。农奴制解体使人摆脱人身的束缚，文艺复兴使人摆脱思想的束缚，宗教改革使人摆脱精神的束缚。虽然经济束缚、政治束缚和社会束缚仍然存在，对它们的摆脱还留待将来，但中世纪的全面束缚已开始解除。后来西欧向外扩张，凭借的不是比世界其他地区更高的生产能力，而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鼓励人冒进，为达到目的而不顾一切。在其他地区，个人所承受的限制太多了，个人的追求受到强烈的压制。由此可知，解除人的束缚对西欧来说是何等重要，它把原本落后的西欧一下子转变为世界潮流的引领者。

第二节　民族国家的形成

一　民族与民族国家

在现代化过程中，民族国家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近代社会的转型要从民族国家的形成开始，而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有形的载体。那么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民族国家？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民族是一个近代的概念，比如霍布斯鲍姆说：“民族不但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而且是一项相当晚近的人类发明。”在西欧封建社会没有民族的概念，也没有民族国家。

为理解这种说法，需要回到西欧中世纪的现实之中去。

如前所述，在封建西欧，领地是政治的基础，庄园是社会的单元。一切人都和领地与庄园有直接关系，他们隶属于领地，依附于庄园，效忠的对象是领主，人们的身份认同与土地分封制度一致，即认同于分封的土地，同一封地上的人产生强烈的认同感，“民族”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意义。像英格兰、法兰西这些概念，基本上是一种地域的概念，表明某个地理范围；而英格兰人、法兰西人这些概念，如果存在，也基本意指在这些地域范围内生存的人，其意义并不比某某村、某某乡更为重要。现代人脑子里的“民族”观念，在中世纪西欧是很模糊的。正因为如此，许多人说封建的西欧不存在“民族”——当然，这个“民族”是指现代意义上的民族。

同时，“国家”的概念也一样模糊，它离普通人太遥远。一切人——无论领主还是农奴，都清楚要对“主公”（即土地所由来者）效忠，例如封臣要对封主效忠，农奴要服从领主的指令，等等。即使对作为一切封建主之首的“王”，由于他也是以个人的身份取得这个地位的（即他是一切土地最初的封授者），所以人们对他的效忠（如果存在这种效忠），也是对最高领主的效忠，而与“国家”无甚关联。因此人们说，在中世纪西欧，只有领地，没有“国家”——当然，这指的是现代国家。事实上，如果说在中世纪西欧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它是个天主教大世界，天主教是所有人共同的身份认同；而在世俗的领域，则只有领地，没有“国家”，每块领地都有自己的经济权、司法权、政治权和治理权。“country”和“realm”是存在的，“state”和“nation”则不存在。

跨出这种状态，就跨出了封建时代，因为它意味着摆脱由土地分封制度所建构的社会与政治结构，而形成政治与社会的统一。

很明显，在这个过程中，王权会起重大作用。王权的演变使“state”和“nation”出现了，最终催生出现代的国家形态，即“nation-state”——民族国家。

二　西欧专制王权的形成

在13世纪的时候，“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已经出现，民族国家已经在孕育之中。到了中世纪末期，西欧出现了向民族国家过渡的大趋势，其标志是专制王权的建立。

从现代化的角度上说，专制王权是民族国家的早期形式，是近代社会的起点。最早的专制王权出现在伊比利亚半岛。

从8世纪开始，阿拉伯人侵入伊比利亚半岛，将先进的灌溉技术、牧羊业、手工业等引入西班牙。在西班牙的倭马亚王朝（756-1031）统治期间，穆斯林国家进入历史发展的鼎盛阶段。首都哥尔多瓦在10世纪时成为西欧最大的城市，与君士坦丁堡、巴格达、长安并称为世界四大都市。

不过，穆斯林并未彻底征服伊比利亚半岛全境，被驱赶到北部边陲的一小部分基督教居民就未被征服，它们在北部形成几个独立的封建领地。11世纪，倭马亚王朝走向衰落，分裂成20多个小王国。与倭马亚王朝的衰亡同步，这些封建领地在相互攻击中开始向着独立王国的方向发展。到12世纪的时候，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有了三个基督教王国：卡斯提尔、阿拉贡、葡萄牙，依靠这三个基督教王国，基督徒将穆斯林赶出了伊比利亚半岛。

在西欧其他地区的民族意识还很模糊的时候，葡萄牙的民族意识就已经很强烈地表现了出来，12世纪，葡萄牙小王国成为西欧最单一的民族。1179年，罗马教皇正式承认葡萄牙的独立。然而，女王贝娅特丽丝与卡斯提尔国王的婚姻严重危及葡萄牙国家的主权，1383年，若昂一世（1385-1433年在位）通过起义夺取了王位，1385年由议会推举为葡萄牙国王。同年，在阿尔茹巴罗塔之战中，葡萄牙大败入侵的卡斯提尔军队，捍卫了国家的独立，巩固了自己的地位。1383-1385年的起义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它成为葡萄牙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旧贵族垄断国家的局面被打破，一批出身较低但有丰富经验的法律学家和官僚聚集在新国王的周围，给葡萄牙的政治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在若昂一世时期，国王拥有极大的权力，正如葡萄牙史学家萨拉依瓦所说：若昂一世时期与其他王朝不同之处“是强烈的集权主义……国王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最大权力，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限制它”。

在葡萄牙集中精力进行近一个世纪的海洋探索之时，邻国西班牙光复国土的战争还在继续。1469年，卡斯提尔公主伊萨贝拉和阿拉贡王子费尔南德结婚。1474年，伊萨贝拉成为卡斯提尔女王。1479年，费尔南德也继承阿拉贡王位，卡斯提尔和阿拉贡正式合并为西班牙王国。作为联合登基的西班牙的女王和国王，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实现西班牙的统一。1492年1月2日，西班牙结束长达8个世纪的“收复失地战争”。与此同时，伊萨贝拉与费尔南德依靠城市、小贵族和教会的支持，翦除了分裂割据的大贵族势力，国王拥有强大的常备军，很少召开国会，专制王权得以建立。国王有权推荐担任西班牙各主教区主教的人选，西班牙国家也不再听命罗马教廷的指使。正如西班牙学者指出的那样：“国王们的手无处不伸，眼睛无处不到。”在葡萄牙之后，西班牙成为西欧的又一个民族国家。

英国的专制王权形成于都铎王朝时期。其实，在中世纪的西欧，英国王权比其他国家要强大一些。这是因为威廉一世征服英格兰时，把土地划成小块向贵族封授，并结成“索尔兹伯里盟约”，要求所有贵族首先向他宣誓效忠。在相对有力的王权下，贵族们尽管时常反叛，但力量终不足以撼动王权。当然，国王也不是至高无上，他必须在封建规范约束下行事，否则就会遭到贵族们联合的反对，而大宪章和议会就是斗争留下的两项最重要成果。

英国由于与法国百年战争（1337-1453）的失败而退出大陆事务，这反而为它组建民族国家创造了条件。百年战争结束后不久，两派贵族因王位继承问题引发历时30年的玫瑰战争（1455-1485），在战争中，旧的军事领地封建贵族自相残杀殆尽，而王位落到了来自威尔士的亨利·都铎手里，在他的统治下，旧贵族被消灭了，国家得以统一，专制王权也得以建立。都铎王朝的建立标志着民族的英格兰国家的正式出现，在亨利七世之后，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父女完成了建立强大国家的任务，英国从一个偏远的小小岛国一跃而成为西欧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法国的王权也因为百年战争而加强。9世纪，法国的封建制已经确立，全国不再有无领主的土地，国王的权威变得非常有限。加佩王朝时期（987-1328），国王实际控制权力仅限于巴黎周围的王室领地约3万平方公里地区，一些大贵族的控制范围比国王还要大。路易六世（1108-1137）以后王权才有所回升。1302年，腓力四世首次召开由高级教士、世俗贵族和城市市民共同参加的三级会议，封建等级君主制由此确立，促进了王权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百年战争之后，国王们力图克服地方分裂势力，法国开始向君主专制制度方向发展。

但法国建立君主专制制度的路程是十分曲折的，法国大贵族太强大，其地位由于在百年战争中发挥作用反而有所提升。而法国争夺意大利的长期战争也削弱了王权，及至16世纪中叶，因宗教纷争，法国再次陷入长达30余年的胡格诺战争，致使国家统一又一次面临威胁。这以后，波旁王朝出现了，专制制度终于在波旁王朝统治下最终完成，并得以巩固。但即便如此，国王们还是要经常应付贵族们的反叛，有时王权甚至受到威胁，国家也面临解体的危险。1648年，法国发生最后一次内部大动荡——投石党运动，贵族乘机而起，再次威胁国家的存在。运动失败为专制制度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而完成这一任务的是法王路易十四。

路易十四亲政后决心实行绝对的君主专制，他的名言是“朕即国家”。在亲政的54年中，他从未任命首相，一切国务均由他一人拍板，他个人的意志就是法律，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僚机构都是他的执行工具。他剥夺巴黎高等法院的职权，从不召开三级会议，并加大对教会的控制。他花费巨资修建了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宫，将大批贵族召入宫中，让他们挥霍享受，很快便使他们丧失了抗衡国王的意志和能力。路易十四认为：“构成国王的伟大和尊严的，不是他们手中的权杖，而是他们手执权杖的方法。如果由臣民决定一切，君主只是受到他们的尊重，这就歪曲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只有君主才有权思考和决策，其他人的职责，只不过是执行他的命令而已。”在路易十四统治下，法国成为西欧大陆最强大的国家。

奥地利属于较早建立专制权力的国家，15时期末、16时期初，奥地利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专制体制。正是因为专制权力形成较早，奥地利从过去的一个不起眼的德意志东南边陲领地，变成了一个大帝国的政治中心，成为中欧的强国。哈布斯堡家族从1273年起，就几乎不间断地担任“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59-1519）起，帝国皇帝就开始在自己的领地上致力于建立中央集权，其继承人又不断加强这种努力。不幸的是，奥地利未能将德意志统一成一个国家，原因是哈布斯堡家族只能在自己的领地上进行集权的努力，而哈布斯堡家族领地（即哈布斯堡君主国）与“神圣罗马帝国”（即德意志）在地域范围上却是不重叠的，这使得哈布斯堡家族最终只关心自己的家族领地，而无心力求德意志统一。其结果，无论对奥地利还是对德意志来说，都是致命的。

北欧的民族国家也在形成中。10世纪，瑞典、丹麦、挪威都成为独立国家，但后来又都落入丹麦统治。1523年古斯塔夫·瓦萨当上瑞典国王，他发动了反丹麦的民族战争，使瑞典脱离丹麦，并建立专制王权，把瑞典推到了走向现代国家的起点上。1697年，在查理十一世去世之时，瑞典的专制王权已经达到鼎盛；而查理十二时期的瑞典，君主成为无所不在的国家象征，这在斯德哥尔摩新修建的王宫国王的雕像上都能表现出来。

瑞典独立后丹麦人痛定思痛，将一切过失全部推到贵族身上，认为贵族的分裂是国家虚弱的原因，于是希望建立君主专制制度。1660年，腓特烈三世抓住这一机会，宣布王位的世袭制度，打击贵族特权，任用“文官”管理行政区。他接受路德教派，实行宗教改革，宣讲君权神授，强化国王的权力。相对而言，专制王权在丹麦的形成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的，由国王与国内一些头面人物协商之后就确定下来了。君主专制制度形成后，一个统一和独立的民族国家就诞生了。

尼德兰（低地国家）在中世纪曾先后属于法兰克、德意志、勃艮第等地的领主；16世纪，尼德兰归西班牙管辖，其一半的收入要上交西班牙。1588年，尼德兰北方7省宣布成立“联合省”（也称荷兰），联省议会是这个具有联邦性质的共和国的权力机关。但联省议会的决议必须经各省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因此这个国家并未能达到高度的统一。这种状态在拿破仑战争中充分暴露其弱点，荷兰在战争中被灭国。战争结束后，荷兰没有恢复以前的联省共和国，而是建立了立宪的王国，这才使荷兰达到了真正的统一。

俄罗斯的专制王权也形成很早，一般认为在留里克王朝时期就开始起步，伊凡四世（1533-1584在位）是第一个“沙皇”。伊凡四世曾进行一系列行政和军事改革，以加强中央集权，其结果是彻底铲除了分裂势力，建立起强大的中央政府。以后，沙皇们迅速走上了领土扩张的道路，到彼得一世时，俄国已成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领土面积居世界第一的大帝国。彼得一世亲政后进一步加强专制权力，并且用近似野蛮的方式推行“西化”，把俄国强制拉上了现代化道路。但沙俄帝国不是一个西欧类型的民族国家，它是个多民族的大帝国，这对它后来的发展造成影响。

三　民族国家的意义

专制王权是民族国家的早期阶段，西欧许多地区在相距不远的时间里建立专制制度，从而站到了向现代社会迈进的起跑线上。专制王权的历史意义是：它把统辖范围内的人民强制捏合在一起，让他们形成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在同一个政府的统治下经历各种事件，培养起相同的情感，形成共同的身份认同。以民族为支撑的国家把自己的疆界封闭起来，致力于自身的发展，原先基督教的大世界消失了，中世纪各个地区基本拉平的社会经济状况被拉开差距，地区之间出现反差，并形成竞争，那些已经形成民族国家的地区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国家比领地有更大的凝聚力，也具备更多的人和物的资源。由此就产生两个结果：第一，发展的不平衡迫使各地区都要形成民族国家，于是民族国家就成为潮流，从而破坏了以领地、庄园为支撑点的中世纪政治、社会结构。第二，民族国家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为争夺土地、资源、人民和发展的优势，以及国家的生存权，它们便征战不已，使天下越来越不太平。中世纪的贵族战争让位于国家间的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战斗越来越激烈，新世界的格局由此表现得越来越清楚，即这是个民族国家的时代。

民族国家的出现是现代化的起点，民族国家也就是现代化的载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的根本转型都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是现代化不可缺少的支架，没有这个支架，现代化就不能发生。

西欧国家现代化起步的时间相差很大，其主要原因就是民族国家的形成时间先后不一。德意志国家的现代化之所以姗姗来迟，其原因就是长期没有解决统一问题。“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不是真正的政治实体，它既非德意志，也不神圣，更称不上“罗马”，德国始终处于分裂状态，王公诸侯是德意志的真正主人。从三十年战争结束到拿破仑入侵的160年中，在德意志这块土地上，一共有360个诸侯国、1500多个独立骑士领、几十个帝国自由市，皇帝对它们都没有权威。在西欧东部，除俄罗斯之外，其他地区都成为近邻列强的控制范围，连波兰这样一个在中世纪曾经强大的地方，也因为未能消灭贵族的力量、建立强大的王权进而转变成近代民族国家而最终落伍了，被其他国家所瓜分。这些都是在现代化的起点上落伍的例子，它们的例子从反面证明了民族国家的重要性。

第三节　地理大发现与商业精神的形成

一　地理大发现

地理大发现是西欧走向现代的另一个推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自古以来，西欧人到东方走的是马可·波罗的那条路。由于西欧通过阿拉伯中间商购买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的商品，致使西欧国家形成对近东、中东伊斯兰国家的贸易赤字。1453年，土耳其人占领了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通往东方的陆路被切断。与此同时，土耳其人又控制了东地中海，威尼斯丧失了在地中海上的制海权。而此时的西欧人对到东方去发财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东方对他们来说是富裕的宝库。鉴于此，他们决定到大西洋上去寻找海上的通道。

地理大发现的先驱者是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处在西欧大西洋沿岸的最南端，从而为远洋探险提供了便利条件。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国家最早形成强大的国家，远洋探险可以得到民族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坚实财源的保证。没有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像横渡大西洋和远涉印度洋这样耗资巨大的冒险是无法进行的。

葡萄牙没有向大陆发展的实力和空间，挺进大洋是其唯一的出路。若昂一世在巩固了王位之后，就把眼光投向了辽阔的海洋。1415年，若昂一世和亨利王子亲自率领一支由1.9万名陆军、1700名海军和200艘战舰组成的庞大军队，攻占了非洲西北角的重要城市休达。从此，向外扩张成为葡萄牙的一种持久活动，列入国家行动达500年之久。若昂一世不是第一个认识到海上发展重要性的葡萄牙政治家，但他是第一个将之确立为国策的国王。在若昂一世的支持和鼓励下，亨利王子创办了航海学校，网罗了西欧各国的航海人才，修建海港，改进海船，为葡萄牙奠定了海上霸权的基础。亨利王子死后，葡萄牙国王继续支持航海活动，从而为发现新航路打下了基础。

葡萄牙的成功刺激了西班牙。1492年，哥伦布以西班牙国王的名义率领一支船队横渡大西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发现新大陆是地理大发现的标志性成果，它意味着世界各部分都为人类所知，而从此以后，世界也成为一个整体，不再分割成各个文明区域，即文化圈了。各文明圈开始明显地互动，而这最初的动力，来自西欧。它也意味着西欧走上人类历史的最前台，开始把其他几个文明圈抛到后面，而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它还意味着西方国家世界性扩张的开端，西欧的殖民活动开始了，并试图瓜分世界。第一次瓜分世界发生在1494年，那一年，葡萄牙和西班牙在教皇的主持下划定势力范围，这条分界线，叫“教皇子午线”。

二　西欧的早期扩张

从某种角度上说，地理大发现与西欧早期的对外扩张其实是同义词。到16世纪中叶，伊比利亚人海上新航路的征伐基本完成，建立了最初的西欧殖民帝国。

葡萄牙占领休达是葡萄牙海上扩张政策的正式起点，海外扩张从此成为葡萄牙的国家事业和基本国策。14世纪末、15世纪初，葡萄牙的海外扩张仅局限于大西洋。在西欧至印度的航线被彻底开通之后，葡萄牙的扩张开始逐步向印度洋和太平洋发展，除了寻找和占领黄金、香料及宝石出产地，还要垄断东西方海上贸易、建立葡萄牙的东方帝国。葡萄牙人为了保证从西欧到东亚的航线补给，从15世纪起就在非洲西海岸的几内亚、刚果、安哥拉等地设立了据点，16世纪又占领了东非海岸的莫桑比克、索法拉、基尔瓦等地。在16世纪，葡萄牙确立了印度洋上的海上霸权。1511年，葡萄牙占领通往东南亚的咽喉要地马六甲，继而夺取中国的澳门。在占领南美的巴西后，一个更广大的葡萄牙帝国建立起来。凭借向外扩张，一个弹丸小国竟然成为垄断欧亚贸易的海上霸主。

对美洲的征服行动主要是由西班牙完成的，它在海外建立的殖民地比葡萄牙的大得多。到1550年，西班牙已经征服了整个中南美洲（巴西除外）。1565年，西班牙征服佛罗里达，又开始向北美大陆的殖民扩张。

利比里亚人从殖民扩张中挖掘了第一桶金。在当时，“整个西欧贪婪地注视着源源不断流入葡萄牙的香料和大量流进西班牙的金银。法国人、荷兰人、英国人都渴望打破葡萄牙人在东方的垄断，都希望同日渐发展的西属美洲殖民地通商，都想建立他们自己的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伊比利亚国家遭遇强大挑战，“法国、荷兰和英国正日益成功地侵犯葡属东方帝国和西属美洲殖民地的权益”，而它们也都是很早就建立起民族国家的地方。

三　商业革命与商业精神的形成

西欧的商业革命是由空前发展起来的海外殖民贸易所带动的，地理大发现的精神动力就是到东方去寻找财富。资本主义的萌芽由于新航路的开辟而找到了生长点，进而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商业革命。

由于海外贸易的需要，西欧本身的资本流通、贸易种类和数量与过去相比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商业不再只是为了满足国王和贵族的需要，商业的社会功能发生了改变，市场交易越来越成为社会中人们获得日常生活物品的手段，商业结构和组织方式也发生变化，“公司制”“契约”及近代的货币与信贷体系纷纷建立与流行起来。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生产，比如，至16世纪初，从16个工人起步的法国丝绸业已经发展到800个师傅、4000个工人的规模，到了16世纪中叶，人数又增加了几乎一倍。

在“地理大发现”的所有航行中，君主都给予大力支持。君主支持远洋探险，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目的是寻找新的商道，开辟通往东方的新的贸易线路，为发展本国贸易建立垄断地位。许多国家的君主直接参加探险中的商业活动，比如，给予探险者在某一地区的贸易垄断权，以此收取回报；甚至直接投资参股，从中分红。这样，一种新的商业风气在西欧兴起，它引发的则是商业的精神。

人们对地理大发现的兴趣源于对财富的追求，哥伦布曾说：“谁有了黄金，谁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为所欲为；有了黄金，甚至可以使灵魂上天堂。“15世纪末以后的100多年中，葡萄牙从非洲运走黄金27.6万公斤；1521-1544年间，西班牙从美洲每年运回黄金2900公斤，白银30700公斤，在1545-1560年运回的黄金和白银达到平均每年5500公斤和24.6万公斤。大量黄金和白银刺激了西欧的“价格革命”，商业活动变成最有利可图的活动，任何东西只要变成商品，就能赚取成倍的利润。于是，粮食作为商品销售，农业生产变成商品生产，西欧各地的庄园经济被逐一打破，随之而起的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农村市场。当生产是为销售而进行时，商品经济就开始了，在这个过程中起领头作用的往往是土地所有者阶级，英国的乡绅最为典型。

在这种氛围中，重商主义成为最流行的学说。重商主义认为金银是财富的唯一形式，国家的富强与其积累金银的多少成正比，在贸易活动中卖多买少，由贸易顺差而产生金银的积累。为此，国家鼓励商业，保障商人的利益，成为商人对外贸易的坚强后盾。到了重商主义后期，国家开始鼓励制造业，多生产就可以多卖，为国家挣回更多的金银。16-18世纪，重商主义是许多西欧王朝的基本国策，商业精神在西欧各国空前高涨。在商业大发展的刺激下，重商主义也逐渐从“重商”转向“重工”，人们意识到商业的基础是生产，没有本国的生产基础，重商主义本身就不牢靠。这种从“重商”到“重工”的转向，最早出现在英、法两国，而这两国也最早走上工业化道路。

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欧贸易的中心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沿岸，里斯本、塞维尔等城市地位上升。后来，北海两岸的港口取而代之成为海上贸易的中心。世界市场不断扩大，世界日趋成为一个整体，整体世界形成了整体的市场，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

人们一般将15、16世纪之交看成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因为远洋探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商业革命将世界各部分连接成相互联系的整体，也就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此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也是一种生产方式，就在世界上确立起来。

总结一下：1500年前后，西欧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为一种新的文明开辟了道路，为西欧酝酿了现代化的因素。其中包括：农奴制解体，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出现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为现代化提供了制度的保障，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都是以此为依托而进展的。商业精神的发展造就新的价值观念，农业文明从根本上受到冲击。这段时间中，世界其他地区也发生许多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如中国的满清入关，印度的莫卧儿王朝建立，奥斯曼苏里曼大帝的征战等。但这些事件都没有对农业文明造成冲击，相反，却使农业文明更加巩固了。这样，西欧积聚了社会转型的条件，即农业文明开始瓦解，使它在发展的趋势上而不是在发展的水平上走到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前面，虽说从发展水平来看，它可能还不如其他一些地区。现代化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首先在西欧起步的，我们在前面就说过：现代化是一种文明的转型，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


第三章　现代化在西欧的启动

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起点，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已经启动，而是表明现代化在它的基础上可以开始了。此时，它们实现经济“起飞”的条件还不充分，克服君主的个人独裁专制是现代化启动的内在要求。

第一节　启动的三个条件

如上所述，1500年前后是欧洲新纪元的开始，前后发生的许多事情对西欧至关重要。以地理大发现为标志，西欧最先走向整个世界，它的领先优势就在这时形成了；文艺复兴运动使西欧人在“人”的道路上迈出一大步，宗教改革运动和启蒙运动继而发生，人的价值观发生了质的变化；西欧的领地分封时代结束，统一的民族国家兴起，为西欧强大创造了政治条件。专制王权建立后，许多国家差不多在同一时间站在了冲向现代的起跑线上，但只有英国最早起步。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有些国家的经济率先起飞，有些国家迟迟不动呢？关于这个问题一直有许多争论。

我们认为：在经济开始“起飞”时，它应有合适的政治结构来保证，就好像给“起飞”的经济安装一台发射架。对一个希望自己能够“起飞”的国家来说，它在政治上至少要求有三个基本条件：（1）这个国家是统一的，（2）这个国家是独立自主的，（3）这个国家克服了个人专制。

前两个条件在专制王权建立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专制王权正是在完成了国家统一和摆脱了外国干扰之后才确立的，因此当专制王权完成前两项任务时，已经为经济发展创造了一部分条件。专制王权时期的民族国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致力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大力开拓海外贸易。在国外，持有国王特许证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成为开拓殖民地市场的先锋。在国内，国家鼓励制造业的发展，促进了国内商品生产的扩大。许多国家的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商业和手工业进步很大。比如在英国，16世纪毛织业成了国家的基础工业，手工毛纺织作坊遍布各地农村。采矿、冶金、酿酒、造船等也都成为重要的行业，对外贸易则迅猛发展，出现了许多从事远洋贸易的大商业公司。法国的工商业也发展很快，到18世纪初，法国成为西欧最强大的国家。路易十四实行鼓励工商业的政策，他开办大规模的手工工场，开凿运河，修建道路，奖励出口工业，建立庞大舰队，成立了许多贸易大公司。类似的经济发展在西欧其他地区也纷纷出现，专制王权的确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认为：西欧的专制王权时期是资本主义或近代社会的准备阶段，其特征是民族国家的出现和重商主义的实行。正如巴林顿·摩尔所言，16、17世纪的专制王权，“为现代化的开端创设了一个方便的虽说是专制的契机”。

然而，专制王权却不能造成经济“起飞”。实际上，任何时期的王权都会行使一些有利国家发展的事情，只要这些符合或至少不侵犯自己的利益，即使是专制王权的形成也不能全部归因于国王的个人利益。在14世纪至15世纪时期的西欧，君主渐渐地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责任。国王为了增加国家财富，扩大工商企业，满足人民需要，试图确立中央集权的制度，依靠中等阶级的支持，迫使教会、封建贵族和自治团体服从国王的权威。国王通过建立行政机构、法庭、财政和正规军来维持或恢复公共秩序，在生产组织和阶级关系方面也或多或少地继续进行调节。法兰西的查理五世甚至允许农民鞭打那些企图行使不付代价而征发货车和饲料的皇室官吏。但是，正如法国著名中世纪经济史专家布瓦松纳指出的那样：“它是很小心地维持有特权的社会阶级的主要特权的；它的经济政策一点也不是革命的；一般说来，它甚至是胆小的和犹豫不决的，它是那样专注于在它的不同阶级的子民之间，在传统精神和进步精神之间维持一种不稳定的均衡。”

专制王权可以使国家变得初步强大，但暂时的强大不意味着现代化的真正开始。例如，在16世纪前后，葡萄牙和西班牙是强大的国家，但它们并没有发生现代化起步。西欧专制王权鼓励工商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朝廷的收入，而那些增加的收入又被国王用在挥霍、战争以及维护贵族的特权上，结果开支越来越大，最后把国家推向破产的边缘。比如，路易十四时代（1643-1715）是法国最强盛的时期，通过科尔伯的努力，法国预算在1675年达到了收支平衡。然而，1688-1715年，法国几乎始终处于战争之中，战争造成国家财政危机，一个人的专政可以最终把国家推到灾难的边缘。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留下了25亿里弗的国债，而1700-1706年法国国家的收入为3.5亿里弗。1774年，路易十六继任国王，国家债务达到45亿里弗。在西班牙，有人曾说，由于国王菲利普二世的野心而毁坏了国家，“是他想要西班牙富裕但却使西班牙贫穷”。然而，这位国王有许多好的个人品性，他玩命工作，节俭刻苦，遵守时间，临终遗言是：“你们不要对穷人的诉冤感到厌烦！”法王路易十四的个人品行也是无可厚非的。可见，专制国王个人品质再好也不能保证国家的富强与平安。

专制王朝还常常通过非经济的手段来增加收入，如把许多商品都列为专卖品，结果就严重地限制了生产发展。为了王朝的利益，国王可以任意选择是扶持还是压制某种工业。马克思指出，在西欧，“如果说君主专制从前保护过工商业，同时以此鼓励过资产阶级上升，并且还曾经把工商业看作是国家富强、使自己显赫的必要条件，那么现在的君主专制到处都成了工商业发展道路上的障碍。”韦伯认为：“国家的重商主义法规也许促使工业发展，但却不能或者光靠它们肯定不能形成资本主义精神；哪里的法规具有独裁、极权特征，哪里的法规就在很大程度上直接阻碍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韦伯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专制不利于发展资本主义，因为它严密控制社会，使社会缺少活力，而缺少活力的社会是难以进行现代化的。

第二节　政治现代化在西欧拉开帷幕

从专制王权取得胜利的最后一刻起，西欧各国就面临新的任务了。这一次，是全民族与王权的对抗，民族要战胜曾帮助它取得独立和统一的工具。但正因为王权是在一种历史的前进运动中取得专制权力的，因此战胜它显然很不容易。这不仅因为它手里掌握着统一国家的机器，更因为它曾经代表一种进步的力量。而且，向王权开战还必须有合适的国内外形势，如果分裂的势力和外敌入侵有可能出现，克服王权可能会让民族倒退到分裂混战之中去，这就使得民族有可能在推翻还是维护专制王权的交叉路口徘徊不前。由于各国情况的不同，不同的国家在克服专制王权的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的遭遇。其结果，各国现代化的“起飞”不仅有先有后，其现代化的发展路线也有不同。自中世纪以来几乎在同一个方向上齐头并进的西欧各国，就在这现代化的起点上，开始有先有后，并分道扬镳了。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说明在一个合适的政治制度保障下，经济会发生飞速的发展。美国和法国是紧接其后的国家，它们也都通过不同的方式完成了政治变革，工业化“起飞”也就接踵而至。英国、法国、美国之所以领先其他国家，就在于它们为经济起飞创造了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

一　英国的事变

纵观历史事实，在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现代化比经济现代化更早起步，政治现代化的目标是克服专制制度，布罗代尔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英国，一切都是自发进行的，宛如天造地设一般，而这正是世界上第一场工业革命所提出的引人入胜的问题，这场革命也是现代历史最大的断口。它到底为什么发生在英国呢？”原因是英国最早克服了专制的制度。17世纪，它完成了政治变革。

英国在都铎王朝时期初步强盛之后，专制王权的历史作用也就完成了，君主的利益与民族的利益开始出现冲突。国王为维护自己的统治，不惜以自己的意志取代国家的法律，力图完全凌驾于民族之上。到这时，专制制度就成为民族的赘瘤、国家继续前进的障碍了。英国为了克服专制，先是发动革命，把国王送上断头台，建立一个共和国。但暴力革命没有解决问题，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了。最后，英国用“光荣革命”的非暴力手段建立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光荣革命后，英国政体从专制君主制向立宪君主制转变。虽然君主立宪制在开始的时候只是一种贵族寡头制，但相对于西欧大陆国家的君主专制统治，英国的新制度营造出一种宽松、自由和开放的环境，为发动工业革命提供了合适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巴林顿·摩尔指出：议会民主的原则与那些于内战中在很大程度上被战胜的原则是直接对立的，“后者主张在政治上对权威的神圣支持……没有新的原则在17世纪的成功实施，就难以想象英国社会如何能够在18、19世纪和平地实现现代化”。

事实证明，在专制主义的历史合理性丧失之后，谁先摆脱专制制度、先推翻专制的王权，谁就有可能继续向前发展，走到其他国家的前面。15、16世纪发生的那些事变：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商业发展、民族国家等，都不是首先发生在英国。英国只是在克服专制王权这一点上先走出一步，结果就第一个敲开了通向现代世界的大门，开始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英国学者哈巴库克认为，类似于西欧大陆的制度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的英国曾经存在过，“但内战把它摧毁了”。直到18世纪晚期，西欧其他地区都没有出现英国的那种突破，即使在它们认识到英国在经济上的领先地位与巨大的经济优势后，它们也未能效仿英国的成功。

英国思想家洛克对“光荣革命”作了最充分的理论阐述。他在《政府论两篇》中指出，人人应享有自由、平等和财产权利，但为保障社会的安宁就必须组成政府，交出个人的一部分权利给政府。因此，如果没有得到公众所选举和委派的立法机关的批准，任何政府的任何命令，无论采取什么形式或以任何权力做后盾，都不能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性。假如政府违反契约，对人民施行暴政，人民就有权拿起武器，以暴力抵抗暴力。但暴力的抵抗只能是最后的手段，人民还有另一种选择，他们可以在事情还来得及收拾时更换立法机构，设立新政府。坚持人民有暴力抵抗的权利，是防止发生暴力革命的最好手段，“向那些最容易做出祸害之人指出这样做的危险和不公正，是防止祸害的最好方式”。洛克主张通过分权机制建立最合理的政府，它既有自由的崇高地位，又有王权的适当作用，相互制约而取得平衡，任何一种权力都不能取得绝对优势。洛克学说把自由和王权结合起来，两种传统同时被继承，自由虽然占了优势，王权却也被保留。洛克的学说成为后来英国政治制度的奠基石，对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人来说已不是一种激进的学说，但却成为18世纪后期法国大革命思想文化背景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　美国建国

紧跟英国之后建立起现代政治制度的国家在北美。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光荣革命使北美殖民地和母国一样摆脱了专制王权的束缚，在独立之前，北美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已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前期发展阶段，同英国一起站在了工业革命的门槛前。但是，在殖民地的状态下，北美的自由权必然遭到宗主国的干涉，这种宗主国干涉下的不自由压制了北美经济的发展。所以，北美需要的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北美殖民地具有民主的传统。第一批来到这里的英国清教徒们，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实现平等的理想，在登陆北美之前，他们就签订了“五月花公约”，在人类历史上，这是第一份未受任何外力要求或权力机关授权而制定的带有法律约束力的政治文本。在殖民地早期，英国政府并不看好北美殖民地，所以也不认真实行有效的管理，对于殖民地的自治倾向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因此，北美殖民地实行的是英国的地方自治传统，在当时13个殖民地中，除了纽约和佐治亚外，其他殖民地的特许状上都写有：所有立法均须取得“自由民的同意”。北美殖民地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相对宽松，这是西欧大陆国家不具备的，其宽松程度甚至超过了母国——英国。

但是，北美没有解决国家的统一和独立问题。北美是英国的殖民地，在经济上自然要受到它的巨大影响。在北美独立之前，英国对其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英国与北美之间的商业互动，很快促进了北美经济的发展，为工业化或经济起飞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英国又限制了北美经济的全面发展，表现出殖民地经济的特点，即按照宗主国的需要开展，在经济种类上受到宗主国的强烈制约。在疆域上也不被允许大幅度地向西部扩展，原因就是为了保护英国毛皮业。此外，当时的13个殖民地都只与母国保持直接联系，而彼此间的联系相对就很少，各地自成一统，仅货币就有20多种。

18世纪中期，北美的农业、工业、商业发展加快，在这个基础上，各殖民地居民之间产生了一种共同的利害感，美利坚民族意识开始出现。七年战争中，各殖民地之间的交流增加了，“美洲人”的意识更加增强。七年战争后，英国对北美加强控制，税收加重。1763年，英国政府颁布法律，禁止北美殖民地人进驻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地区；1765年，颁布“印花税”法，规定殖民地的商业契约、广告、历书、新闻纸、证明文件都必须贴上印花；1767年颁布“唐恩森德法令”，规定对卖给殖民地的玻璃、纸张、茶叶等物品课以入口税，以此支付殖民地官吏及官兵的薪金。这些都使殖民地认识到与母国的利益不同，最终引发了独立战争。

北美在独立战争胜利后，独立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统一的任务尚未实现。1777年邦联议会通过《十三州邦联永久联盟条例》。然而，邦联条例设立的只是一个权利极为有限的邦联政府，在国防、公共财政、贸易等重大事务方面，邦联政府都要遵从各州议会的意志，每个州都有立法权和行政权，任何决定必须有9个州的同意才能生效。可见，13个州都拥有主权国家的所有权力，并不存在一个具有主权性质的全国性政府。因此，新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比较混乱。这样的联盟如同乔治·华盛顿所言，13个州只是由“一条沙绳”结合起来。

1787年5月25日，13个州的55位代表在费城举行制宪会议。1789年3月4日，《联邦宪法》正式通过。《联邦宪法》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民选政府。尽管这部宪法没有解决奴隶问题，妇女也不享有选举权，但它依然使美国成为那个时代最民主的国家，而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联邦宪法规定，联邦政府的权力高于州政府，各州必须遵守联邦政府的宪法、法律。因此，联邦宪法创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这是它与邦联条例最大的区别。

值得庆幸的是，美国开国元勋们对美国政治制度作出了重大贡献。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不仅拒绝担任国王，而且在连任两届后坚决引退。接任的杰弗逊同样在连任两届总统后，也作出了坚决引退的决定。由于美国的政治理念十分独特，华盛顿和杰弗逊等人又能够坚守，所以，美国在独立战争胜利后，并没有出现克伦威尔或拿破仑那样的军事独裁领袖。这个新国家创造了一种新的国家制度，国家采用一套新的原则立国，即平等、自由、民主、法制、权力平衡，它否定王权，建立了共和国。美国不仅解决了独立和统一的问题，而且使源于英国的民主和自由原则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三　法国革命

在法国大革命前，法国虽人均产量明显落后于英国，但堪称总产量世界第一。但是，法国此时的发展经历其他国家也出现了，它在本质上属于原工业化经济，即在传统农业经济与现代工业经济之间的过渡形态。原工业化是西欧16-18世纪的一个普遍现象，布罗代尔认为，这些“前”工业在当时遍地开花，“它们就像成千个微弱的火星，同时把辽阔的干草地点燃。这些火星可能燃成燎原之火，也可能熄灭，然后在别处死灰复燃”。这些工业“不具有所向无敌的力量，这种力量将在18世纪初显示出来，并在19世纪最后确立”。在布罗代尔眼里，“前”工业化与工业化不可同日而语。政治上，此时的法国人依然生活在“旧制度”下面，绝对君主专制制度下的僵化社会结构与现代工业在本质上是格格不入的。路易十四的专制主义一度使法国成为西欧的强国，但专制主义下的强盛却不能使它走向工业化。

大革命前的法国正值启蒙运动的中心，在伏尔泰和卢梭等人的思想影响下，法国人产生了强烈的平等意识，专制已经失去了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与此同时，在国家财政压力之下，路易十六被迫实行改革，决定向第一、第二等级征税。但是，人民要改的不是法国制度的外表，而是专制王权这一实质，路易十六不愿在此问题上作出让步。贵族虽然不满国王对他们传统特权的削弱，但恢复路易十四时期以来失去的政治权力，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以前的社会，他们在本质上憎恨社会出现的一切新变化，不愿意看到那些非贵族出身的资产者通过各种方式跻身于贵族行列。

法国大革命就是为国家的现代化扫清道路。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拿起武器，摧毁了象征着专制主义统治的巴士底狱。8月份颁布的《人权宣言》从根本上确定了现代社会的原则。1791年9月3日颁布的宪法规定了立宪君主制，废除了侵犯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封建制度残余，废除了贵族特权和等级差别。

然而，革命的政治合法性原则并没有得到保守派的承认，革命者内部也发生了分裂，结果产生了长时期的宪政不稳定。虽然从原则上说，法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转变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但人们在思想上并没有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法国的国王和贵族在反对革命这一点上团结起来，希望利用国外力量将革命镇压下去。于是，国王与贵族采取了与外敌勾结的做法，完全站在了民族国家的对立面上。

在大革命之前，法国已经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它所需要的就是克服专制制度。但是，在法国人努力实践这一伟大任务之时，国家的独立性却遭到了外国敌对势力入侵的严峻考验。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法国为了一致抗拒外敌，将革命与恐怖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暴力压制内部的不同声音，坚定的革命者变成了极端的独裁者。在法国第一共和国成立和路易十六被处决之后，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1793年宪法显然比1791年宪法的民主色彩更强烈，但这份宪法只能停留在文字上，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雅各宾派实行地地道道的专政，行政权高度集中在罗伯斯比尔一人手中，反对他的个人意志就是反对革命，也就意味着死亡。

有学者认为，拿破仑帝国是法国工业化的开端。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法国在拿破仑统治时期颁布了《拿破仑法典》，它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平竞争等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原则。拿破仑实行税收体制改革，建立法兰西银行，建立了一整套财政、司法、军队、教育管理制度。但拿破仑仍旧实行一个人的统治，法国大革命的伟大目标并没有实现。同时，拿破仑发动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法国的经济在拿破仑统治时期也出现下滑。事实证明，拿破仑的个人统治依然不能解决法国的问题。

1830年的七月王朝建立后，法国才真正进入工业化时期。七月王朝是英国议会制的一个翻版，是一种寡头政体。七月王朝降低了选民的条件，男性选民从10万增加到20万。议会权力得到加强，众议院可以选举议长，与国王共同拥有法律的初创权，可以修改法案、推翻政府，真正实现了议会权力与行政权力平衡的二元制政体，路易·菲利普是资产阶级形象的国王，中等阶级则是这次社会变革的主要受益者。到这时为止，法国基本完成了克服专制的任务，走上了立宪的道路。

第三节　早期工业化

光荣革命后的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政治与社会最宽松的国家。政治上的宽松保证了英国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自由，鼓励他们追求财富，这就为发明创造提供了条件。由于棉纺织业的供需矛盾最为突出，技术变革最先从这个行业开始。1733年，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一个织工就可以完成织机上的所有工作。1766年，“珍妮机”使一个工人纺出十多支乃至几十支棉纱，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1779年，阿克莱特发明了水力纺纱机，进一步加快了纺纱的速度。十年后，克隆普顿综合“珍妮机”与水力纺纱机的优点发明了“骡机”，一台机器可以同时带动300多个纱锭，纺出的棉纱柔软、精细而又结实。1800年，英国使用骡机的纺纱厂达到600家。1785年，卡特赖特发明水力织布机，提高织布速度40倍。而当时的世界各国，流行的依然是手工纺纱机与织布机，这些机器价格高昂，生产效率低下，质量不高。英国的棉纺织品一举垄断了国际市场，此前占据大部分国际市场份额的中国与印度的棉纺织品的销量一落千丈。

技术变革促成了机械化在纺织行业的推行，动力问题成为纺织业技术突破的核心。1769年，瓦特发明了单动式蒸汽机。十多年后，复动式蒸汽机研制成功。蒸汽机的发明是英国进入工业化时代的一个重大标志，也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革命。大规模的蒸汽机的使用标志着工厂制度的诞生，蒸汽取代人力成为生产的主要动力，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此时，一台机器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相当于几十、上百个劳动力生产的产品，而且价廉物美，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英国的物质财富空前增加，英国工业品畅销全世界。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短短几十年间，我们很难再看到田园诗般的“快乐的英格兰”，英国到处是机器轰鸣和烟囱林立，展现在英国人面前的是一副全新的工业化社会的图景。

纺织、煤炭、钢铁、机械是工业革命的代表性行业。1785-1850年间，英国棉纺织品产量由4000万码增加到20亿码，增加49倍；煤炭产量由1770年的600万吨增加到1850年的4950万吨，增加7倍多；生铁产量在1788年不到7万吨，1847-1848年达270万吨，提高了38倍多。19世纪中叶，英国的钢铁产量与棉布产量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产量的总和；煤炭产量则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产量总和的两倍。1860年，英国的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2%以及西欧总人口的10%，英国生产的工业品却占世界工业品的40%-50%，占西欧工业品的50%-60%。1688年，英国的国民总财富为4800万英镑，1855年增长到7亿英镑。1700年，人均年收入8英镑，1750年增长到12英镑，1800年达到22英镑。一些过去只为贵族阶层所特有的奢侈品，比如，棉织品、毛织品、长袜、床单、毯子、水壶、烹饪器、火炉以及铁制壁炉等，现在几乎被所有社会阶层所享用，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英国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工业革命中涌现的新技术，大多数也是在英国发展起来的。

1851年5月1日，英国举办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世界博览会。博览会中心水晶宫内陈列着约1.4万家厂商提供的展品，其中英国厂商约占一半。而且，英国提供的几乎都是工业品，包括自动纺织机与织布机、海船引擎、火车头、水压机，各式各样的起重机、压力机、汽锤、机床，隧道、桥梁、汽船的模型，以及引人注目的蒸汽机等。在当时的世界，几乎只有英国才能生产这些物品，其他国家只能从英国进口。英国这种空前的繁荣与富足，完全依赖于英国人首创的一种前所未有的现代工业，在当时世界其他国家，却无一例外地处于传统农业生产阶段，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确实是天地之别。英国的成功证明了工业的力量，其他国家必须模仿英国的技术，引进英国的工业和资本。1789-1848年，英国的专家、蒸汽机、纺织机和投资，像潮水一样涌入西欧和美国。

法国是第一个受英国工业化刺激而开始变革的国家。七月王朝建立后的二三十年中，法国经济出现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到19世纪40年代末，法国已有棉织厂566家，纺纱机11.6万台，机器纺锭35万枚。机器织布机3万多台，家庭纺纱业基本绝迹，工厂制度在纺织业各个部分广泛运用。1839年，法国的机械师发明了缝纫机，一个崭新的服装工业在法国崛起。蒸汽机也从1810年的200台增加到40年代末的6000台。1832年修改了第一条从里昂至纪埃河的铁路。这一时期，法国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以上，法国建立起自己的机器制造业，工厂制度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组织形式。

新英格兰是美国工业革命的发祥地，工业化早期的大多数工厂就建在这里，因为该地区拥有可以提供动力资源的大瀑布。1804年，美国发明家奥利弗·埃文斯发明了高压蒸汽机，很快被运用于航运、纺织、印刷等部门。由于英国政府对棉纺机等技术专利方面严格控制，于是，美国人通过刊登广告来招聘技术人才。1790年，英国青年斯莱特只身来到美国，完全凭记忆设计出24锭的棉纺机，办起了棉纺厂。1792年，轧棉机的发明解决了大面积种植棉花的技术难题，棉花产量的增加又刺激了美国工业革命的进一步发展。1834年，马拉收割机的发明，保证了西部地区可以大面积种植小麦，西部也渐渐地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的大粮仓。从18世纪末开始，东部的美国人不断地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地区移居，掀起了广泛的西进运动。西进运动在19世纪逐步进入高潮，并为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思想认识和物质基础上的双重保证。1810-1860年的50年间，美国的工业产值增加了10倍多，工厂制度在各个工业部门中已占支配地位，工业产值超过了农业产值。

美国既没有西欧国家那样的历史包袱，又在立国之初就已经汇聚起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发展的最高成就，而且创造并从上到下都认可了一种有利于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国家制度。南北战争后，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崭新而充满活力的美国在工业化道路上大踏步前进。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中，美国的农业生产增长了3倍，工业生产增长了15倍。20世纪初，美国的制造业产量超过了英、法、德三国的总和，成为最大的工业国家。1938年，美国的GDP相当于英、法、德、意、荷、比、卢各国的总和，大约是苏联的3倍；1948年，则相当于上述西欧国家的2倍多、苏联的6倍。

第四节　早期进入现代化的其他国家

还有一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起步相对较早，而且发展道路与英国比较接近，都是在政治上采用和平渐进的方法，在经济上使用自由主义的原则。这些国家包括低地国家和北欧国家。英国几个白人殖民地也较早进入现代化过程，它们的情况留待以后再谈。

在当时的西欧，联省共和国（荷兰）是“独一无二的”，它是第一个“由第三等级——中等阶级建立并占统治地位的共和国”，共和国“自始至终都带有这种起源的特征”。所以，独立战争实际上一举完成了三项任务：国家独立、统一、确立寡头政治（消除西班牙专制），这使荷兰在17世纪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独立后的荷兰很快成为经济大国。1670年，荷兰已拥有商船57万吨，这是当时英国的6倍、法国的7倍，荷兰成为17世纪名副其实的海上马车夫。当时荷兰约有250万人居住在城市，这是荷兰总人口的一半。很多学者认为，荷兰、英国和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真正意义的大国，当然，英国和美国的大国是全方位的，而荷兰对世界的影响主要依靠商业以及建立在商业基础上的金融业，世界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就诞生于阿姆斯特丹。但是，荷兰与当时的英、法相比，国土和人力资源是无法与这些大国相提并论的，作为因素之一，荷兰占据的海上贸易霸主地位的时间也比较短暂。1652-1674年，英国三次发动对荷战争，荷兰的商人遭到沉重打击。1672年，法国为了报复荷兰反对其吞并南尼德兰，挑起对荷战争，企图吞并荷兰。为了挡住军队强大的法国，荷兰被迫放水淹没瓦泰尔利尼洼地。尽管如此，在当时的险恶环境下，荷兰周旋在各强国之间，即使是路易十四也不能奈何荷兰，而在路易十四最辉煌的时期，荷兰执政威廉三世也具备了大君主的威望，成为反对这个咄咄逼人的“太阳王”的同盟的领袖。当然，荷兰被法国征服的危险依然存在，威廉三世因此最终同意应邀到英国做国王。荷兰于是得到英国强大国力的支持，但这也让英国后来超越了荷兰。

从经济起飞的三个条件上分析，荷兰的独立和统一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但其独立地位一直处于他国的威胁之下，而统一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出在联合省是一个七省共治的政治体，任何重大问题都需要经过各省协商一致才能做决定，而“执政”一般只在军事方面有强大的决策权，因此，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中央政府事实上非常虚弱，各省都会因为各自的地方利益而不顾整个国家的利益——这是它未经过专制王权锻造阶段的代价。不过，即便是这个很不起眼的小国，由于基本具备了经济起飞的三个条件，荷兰依然凭借着其巨大的商业优势和综合实力，曾让西欧的所有强国难以望其项背，成为17世纪最强大的海洋国家。荷兰后来在拿破仑战争中被法国吞并，拿破仑战争后荷兰痛下决心修改国体，改建为王国，设立了强大而统一的中央政府。1848年革命之后，荷兰实行立宪政体，国家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不过这时它早就失去其大国地位了。

相比之下，南尼德兰（比利时）地区长期处在西班牙的统治下，又先后归属奥地利、法国和荷兰。从属的地位使它经济上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直到1830年，比利时摆脱外国控制，建立独立的比利时王国，而正是从这以后，比利时的工业突飞猛进持续50年之久。在发展铁路、采煤和工程建设方面，比利时在西欧大陆处于领先地位。1835年5月5日，布鲁塞尔与梅克林铁路线正式开通，它是西欧大陆上最早的定期客运货车，第一年的运客人数超过了英国的全部铁路的客运量。重工业也出现惊人的发展势头，1835-1845年间，比利时的煤产量增加了1倍，铸铁出口量增加了8倍。1840年，比利时拥有了当时西欧最大的机器制造厂和铸铁厂，雇佣了2500多名工人。比利时首创了尼德兰民族工业促进总公司，它掌握的资源比任何一个商人或一家私人银行都要多，灵活性和自由度也好。在银行投资的业务方面，比利时也是领先的。有人甚至说比利时是“第二个工业化国家，在某些领域如铁路和财政方面，甚至超过英国”。

卢森堡原是比利时的一个省，1839年取得独立国家地位，由荷兰国王兼任国王。在1848年西欧革命中，荷兰作出让步，同意卢森堡制定独立的宪法。这以后，卢森堡的工业革命开始，经济出现飞跃发展。以生铁产量为例：1855年是60吨，1865年是12.5万吨，1873年是25万吨，1891年是50万吨，1900年是100万吨，1913年是250万吨。由于经济方面的因素，卢森堡这个区区小国曾被划入6个主要现代基础工业国家的行列。

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在现代化道路上基本上走的是英国的和平和渐进的道路，在工业化方面，它们是领先的国家。相比之下，瑞典、丹麦、挪威和芬兰这4个北欧国家的历史发展与英国更相像。

瑞典在14世纪末被丹麦吞并，到1520年通过战争摆脱丹麦统治，古斯塔夫·瓦萨成为瑞典国王，这标志着瑞典民族国家的建立，也是专制王权的确立。在专制王权领导下，瑞典一度成为北欧最强大的国家，曾一度与法、俄等国家抗衡。1718年，瑞典的查理十二世中弹身亡，由于他身后没有直系继承人，黑森的世袭选帝侯菲特烈和他的妻子乌耳里卡·埃累沃诺拉入主瑞典，瑞典开始进入一个自由年代。1719年和1720年通过的“政体法令”，特别是1723年的“议会组织条例”使议会（四等级）成为国家权力中最有效的机构，“王室开始丧失它在瑞典政治生活中的传统地位……国王变成只不过是参政会中的主要成员，他的权力只限于在重要问题上行使两票表决权”。显然，专制王权已经被克服，至少在制度上如此。

从1772年开始，瑞典政治现代化出现了一次大倒退。是年，古斯塔夫三世上台后开始恢复国王个人的权力，议会由国王随意召集，国王的意志左右着政府的决策。1796年继位的古斯塔夫四世继续执行其父的专制统治。但是，国王试图恢复专制的做法一直遭到瑞典人的反对。1800年在诺尔彻平的议会上，专制体制受到猛烈的反对，有的贵族议员甚至以宣布放弃自己的贵族头衔的方式进行抗议。1809年，古斯塔夫四世被放逐国外，一部按照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原则制定的新宪法被确定下来，瑞典恢复了古斯塔夫三世之前的制度。1809年瑞典宪法是西欧最早一部成文宪法，该宪法确定国王是王国的唯一统治者，但征税权归议会，民法、刑法和宗教法的制定及修改由议会和国王共同负责，国王在作出决定前，应同参政会协商，而参政会对议会负责。从此以后，瑞典的专制制度再无恢复可能。

很快，瑞典的制铁工业的陈旧技术得到改造，各地纷纷建立现代化的铁厂，自由主义经济原则成为主导。1823年开始，议会发动了经济改革运动，到1846年，工商业的限制几乎全部取消，瑞典经济进入了新纪元。19世纪30年代初，木材每年平均出口19万立方米，到19世纪60年代，木材出口增加了6倍，1885年达到375万立方米；生铁的平均年产量，19世纪20年代是8万吨，1861-1865年上升到20.5万吨，1880-1890年达到44万吨。1858年，瑞典制铁工业家G.F.耶兰逊发明了一种新技术，将空气注入熔化的生铁中，成功地将铁中的碳含量降低到理想值，为世界第一座贝氏炼钢炉的诞生作出了贡献。机械化的织布机也在1850年前后传入瑞典，诺尔彻平成为毛纺业的主要基地。1862年，瑞典第一条铁路通车。1856年以后，一批与工业关系密切的现代化银行纷纷创立。造船工业快速发展，瑞典火柴的销路大大拓展。与此同时，政治和社会的改革也在进行之中。1844年，取消了对出版自由的各项限制；1845年，规定男女具有平等的财产继承权；1864年颁布了新刑法，废除了酷刑；1865年的议会改革，中等阶级取得了绝对的政治领导权。

丹麦的现代化道路与瑞典相似。丹麦的专制王权在1657-1660的丹瑞战争后建立，民族国家已基本定型。由于丹麦专制王权的形成比较容易，取消这个专制制度也比较轻松：1848年西欧革命影响下，丹麦的市民代表去王宫请愿，要求颁布自由宪法，国王菲特烈七世爽快地答应了立宪要求。丹麦的民主政体自1849年宪法的签署而确立，这以后，丹麦的经济也进入顺利发展的阶段，1854年，丹麦的第一条铁路通车。“在所有的活动领域内，不管一切挫折，不管整个领土的减少，丹麦正开始找到了她的道路。”

挪威在历史上长期依附于他国，14世纪末开始隶属丹麦，1814年转归瑞典。于是，其政治制度的走向相对简单，即从丹麦的君主专制制度转为瑞典的君主立宪制度。长期以来，瑞典的国王就是挪威的国王，挪威并没有自己的国王，但它拥有自己独立的议会和政府。1884年，挪威建立了英国式的议会责任制政府，1913年基本实现了普选制，到1905年独立时，挪威的民主制度已基本确立。

芬兰长期隶属瑞典，但芬兰人拥有瑞典本土人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和特权，在瑞典议会中也有自己的代表。在1809年芬兰被割让给俄国以前的700年中，瑞典与芬兰从未发生过战争，这在西欧历史上极其罕见。换句话说，瑞典对芬兰有很大的影响力，但芬兰愿意接受这种影响。由于这种原因，出于减少芬兰人敌意的考虑，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让芬兰保持它以前的宪法、法律、行政和宗教体制不变或基本不变，芬兰的地位不是俄罗斯帝国的一个行省，而是自治和立宪国家，拥有国家必不可少的一切基本权力。在1809年3月29日的建立自治的芬兰国家的正式仪式上，沙皇首先宣布一项保证敕令：“我，亚历山大……愿以本敕令确认和批准此邦的宗教信仰和各项根本法，并确认和批准上述大公国根据宪法每一等级迄今所特别享有的、以及不论地位高低全体居民迄今所一般享有的各项特权和权利。我允予维护所有这些权益和法律，使之固定不变并具有充分效力。”于是，芬兰虽然在1809年划归俄罗斯帝国，但政治上依然保留了从瑞典带来的立宪制度。这种制度与同时期的英国政治制度还不能相提并论，但与当时的沙皇专制制度相比，它确实已十分开明了。芬兰的元首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兼任芬兰的大公），在帝国范围内仍然是专制君主统治，但芬兰却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度。根据芬兰宪法，亚历山大不能以命令统治芬兰，必须接受芬兰议会在制订重要法律、征税、改变宪法等方面的权力。有趣的是，在被割让俄国之前，芬兰人是名副其实的瑞典臣民和公民，但在1809年之后，他们真正成为芬兰人，俄国人对芬兰来说却是外国人。隔断几个世纪以来与瑞典的联系，从而激发了芬兰人的爱国心并促进了民族意识的形成，芬兰终于在1809年之后第一次出现在北欧的政治地图上。正如当时的一位评论家所言：“没有人想到恢复以前与瑞典的联合，也没有人要与俄国融合一体……我们认为芬兰是……我们的祖国，并且感到芬兰本身是一个实体，它不再可能变成瑞典的，也永远不应当变为俄国的。换言之，我们感到我们是芬兰人，是芬兰民族的成员。”芬兰此时已基本具备现代化起飞的三个条件。

于是，芬兰的工业化从1809年开始起步。到1850年，工厂总数达到140家，主要包括铁、纺织、玻璃、纸张和烟草行业。1850年以后，芬兰进入了经济快速发展时期。1856年，政府成立了两个委员会来研究发展工业和矿业的措施，1856年、1863年、1864年和1867年四次修改关税条例，取消或减少了对进出口商品的限制。1860年，芬兰有了自己的货币单位——马克。货币独立加强了芬兰的独立地位，同时刺激了工业和银行业的发展。1862年，第一条铁路通车、第一家商业银行建立。赛马运河则在1856年完工，随之而来的是运输和交通的现代化。1879年全部废除对自由经济企业的任何限制。然而，1899年开始，芬兰遭到俄罗斯化的威胁，在同年发布的帝国文告中，芬兰的立法几乎全部置于俄国政府的监督之下。芬兰的宪法和法律此后将仅仅是地方法律，并将受到圣彼得堡的任意决定。1906年，芬兰乘俄国发生革命之机修改宪法，以平等和普选（妇女与男子享有同样的选举权）为基础的一院制议会取代了陈旧的四个等级的议会。但1908年开始，俄国对芬兰的干涉又加大，俄国公民被授予芬兰公民同等的地位，对芬兰的税收是横征暴敛，宪法失去了它的意义。1917年十月革命后，芬兰宣布独立。从此，芬兰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第五节　争霸与战争

随着现代化在西欧各国发展，大国争霸行为也愈演愈烈，世界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太平。从三十年战争开始，国际性战争一再把全西欧都席卷在内。每个时代都产生它自己的战争，甚至它自己的各种类型的战争。国际性战争是随着现代化进程而出现并不断升级的，这不能不说是现代化的一大抱憾。

一　奥格斯堡同盟战争（1688-1697）

在法荷战争后（1672-1678），路易十四欲在欧洲作出大规模的扩张，完成其称霸欧洲的梦想。1686年7月9日，为了遏制法国，奥地利、荷兰、瑞典、西班牙、萨伏依、巴伐利亚、萨克森等国在德意志的奥格斯堡建立同盟。1688年9月24日，法国侵入普法尔茨，同盟战争爆发。战争迅速扩大到德意志其他地区和欧洲其他国家。英国在光荣革命后，荷兰执政威廉成为英王威廉三世。因此，英国在1689年也加入奥格斯堡同盟。因交战双方均无力取得决定性胜利，在1697年9-10月，双方签署了里斯维克条约。根据条约，法国放弃了侵占的大部分欧洲土地，荷兰军队驻守西属尼德兰的要塞，英国舰队获得了深入地中海的权利并开始介入欧洲大陆事务。奥格斯堡同盟战争已经具有争夺民族国家霸权的性质。

二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0-1713）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起因于争夺民族国家的霸权。1700年11月1日，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去世，没有子嗣承继王位，而哈布斯堡王朝和波旁王朝都有继承权。查理二世在遗嘱中决定把王位传给路易十四的孙子菲利普，但前提是菲利普不可以成为法国国王。然而，法国路易十四不仅提出割让西属尼德兰的要求，还正式宣布，已成为西班牙国王的菲利普有权成为下一个法国国王，这意味着法国与西班牙的联合。当时的西班牙除其本土外，还有意大利的大部分、西属尼德兰，以及遍布美洲、亚洲、非洲的殖民地，法国本来就是西欧的超强大国。英国、荷兰、奥地利等国当然不能容忍法国势力的再度扩张，因为这不仅使势力均衡被破坏，而且英国和荷兰的商业利益也将受到威胁。1701年9月，反法联盟成立，次年5月对法宣战。这场战争削弱了法国的西欧霸主地位，表明王位的合并不再是中世纪那样的家族事务，没有其余西欧国家的同意，这种合并将被视为非法行为而遭到讨伐。

三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类似，起因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绝嗣。1740年10月20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六世逝世，根据1713年的《国事遗诏》，其长女玛丽娅·特蕾西娅将承袭其奥地利大公之位，而玛丽娅·特蕾西娅的夫婿弗兰茨·斯蒂芬则可承袭神圣罗马帝国帝位。可是，法国、西班牙、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撒丁、皮埃蒙特、那不勒斯王国并不承认《国事遗诏》；奥地利、英国、捷克、匈牙利、荷兰、西里西亚、俄国则全力支持玛丽娅·特蕾西娅夫妇的继承权，而德意志三大诸侯国普鲁士、巴伐利亚和萨克森更极力协助玛丽娅·特蕾西娅的表姐夫，巴伐利亚选帝侯卡尔·阿尔布雷希特登上神圣罗马帝国皇位。1740年12月16日，反奥阵营里最积极的一方普鲁士正式向奥地利宣战，奥地利则联合英国、波希米亚、匈牙利、荷兰、西里西亚及俄国，抵抗反奥阵营的入侵。以两次西里西亚战争为骨干并且长达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成为欧洲大战。根据1746年签订的《亚琛和约》，普鲁士得到西里西亚大部领土；西班牙得到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领地；奥地利在意大利的某些领地转归撒丁；法国放弃在荷兰和印度的征服地。然而，《亚琛和约》只不过是七年战争爆发前的一次休战，西欧列强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

四　七年战争（1756-1763）

七年战争的本质是英国、普鲁士同盟与法国、奥地利、俄国同盟为争夺殖民地和西欧霸权而进行的战争。战争结束后，法国在《巴黎和约》中被迫将整个加拿大割让给英国，从印度撤出，法国的声望显著下落，路易十五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成为法国最不得人心的国王之一。英国成为海上霸主，但英国将战费转嫁在北美殖民州身上，引起了当地居民的不满，七年战争结束后13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奥地利痛失西里西亚这个富庶地。俄国加强了强国的地位，更趋于向西扩张。普鲁士在德意志的特殊地位得到巩固。

五　拿破仑战争（1799-1815）

拿破仑执政时代，法国为了在西欧建立政治和经济霸权，同英国争夺贸易和殖民地的领先地位，而与奥、普、俄、英为核心的反法联盟进行了一系列战争，拿破仑帝国在连续不断的侵略战争中形成，1811年，帝国居民达到7100万。1813年，法军在莱比锡战役失败后，开始向莱茵河对岸撤退。1814年初，同盟军攻入法国。同年5月30日，在巴黎签订和约，法国丧失了1792年以来征服的所有领土，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1815年3月拿破仑卷土重来，在法国登陆，恢复了帝国统治。1815年6月18日，盟国在滑铁卢再次打败拿破仑。1815年11月20日，法国和同盟各国在巴黎签订新条约，拿破仑战争结束。拿破仑战争是英法争夺霸权的最后一次大战，这以后，英国就稳操世界霸权了。

民族国家一方面保护了各国现代化，为现代化提供了有形的载体；另一方面却从一开始就把战争变成了国家间的战争，各国都通过战争来争夺国家利益，一直到20世纪，欧洲国家都把战争看作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手段，为争夺领土、资源、财富等不惜发动战争。而国家间的战争破坏力是极大的，中世纪时战争在领地或领主间爆发，那时的战争规模不会大，涉及面并不广，动用资源也很有限；但一旦战争变成国家间的战争，规模就越来越大，涉及面越来越广，直至把整个社会都卷入在内，并且从几个国家的战争变成欧洲战争，最终发展成世界大战。战争的手段也日益残酷，武器越用越先进，杀伤力越来越大。欧洲大战和后来的世界大战都是民族国家后果。因此民族国家从一开始就具有两面性：它的利己动机一方面推动了本国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却造成大规模的国家间的战争随之而起。


第四章　现代化在欧美的发展

工业化的西欧先行者为全世界树立了样板，现代化的效应（effects）现象出现了。一方面，当先行国家的工业化汹涌澎湃之时，其他欧洲国家便感到了压力，被迫实行变革，向现代化的方向迈进，从而形成了追赶现代化的浪潮。1848年革命，德国统一、意大利统一、波兰独立斗争、俄国革命等，这些都是追赶现代化的表现，为经济发展创造合适的政治条件。另一方面，现代化变革已经触及早期工业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各个方面都必须作出调整，按照工业社会的要求进行重组。工业革命后的社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在巨大的变化中，重新进行社会整合势在必行。在完成这种整合的过程中，这些国家又经历了许多社会动荡，诸如工人运动、民众造反、种族冲突、利益集团的冲突等等。与此同时，阶级社会出现了，各阶级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争夺政治话语权。

第一节　现代思想在西欧的扩散

一　拿破仑战争的政治遗产

拿破仑战争是侵略战争，这是导致其失败的最终原因。但拿破仑战争将大革命提出的平等、自由、博爱等现代价值观传播到全欧洲，进而传播到全世界。它还荡涤了德意志诸邦、意大利诸国、波兰、比利时等国家的封建残余制度，结束了历时八百多年的神圣罗马帝国，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它唤醒了西欧甚至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意识。民族主义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影响力流向全球。欧洲到处都滋生出民族主义，而建立民族国家的努力也在全欧洲开花。一位意大利爱国者这样说道：“我这样说是痛苦的，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意识到我们应向拿破仑表示感激，没有人比我更懂得湿润意大利土壤并使之恢复生气的每一滴慷慨的法国人鲜血的价值。但是，我必须说这样一句真实的话：看到法国人离开是一种巨大的、说不出的欢乐。”

二　1848年西欧革命

1848年革命是欧洲近代史上一件大事，其主要任务可以归结为消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为现代化扫清道路。由于发生革命的各个国家历史条件不同，工业化的发展水平不平衡，各国革命的具体任务也有所不同。法国要求让工业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改造；匈牙利、波兰、捷克和罗马尼亚等各族人民要求推翻外族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在德意志要求建立统一的国家，推翻各邦国的专制制度；在意大利是为了消除国家分裂状态，去除外国势力，建立民族国家。

革命火花首先在意大利迸发。1848年1月，西西里岛首府巴勒莫人民揭开了革命的序幕。起义者击败了国王的军队，建立了自由派的临时政府。维也纳、米兰、威尼斯等地随后爆发起义。在人民运动的强大压力下，撒丁、那不勒斯、托斯卡纳的统治者对奥地利宣战，开始为统一国家而斗争。但法国、奥地利和两西西里王国的联军很快镇压了人民运动，统一运动也无所作为。8月，意大利革命完全失败。

1830年七月革命后，法国要求社会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王朝反对派”主张扩大选举权，实行有限的议会改革；共和派主张扩大选举权，建立共和国，其左翼还提出实行普选制和全面进行社会改革的要求。1848年2月22日，巴黎人民冲击总理官邸。24日晨，工人和革命群众占领了巴黎所有的兵营和武器库，向王宫进攻，国王路易·菲利普仓皇出逃。2月25日，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为第二共和国。11月12日，制宪议会颁布了《1848年宪法》。但在12月10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当选为总统，开始侵占革命果实。到1851年，他已经登上皇位，成为又一个独裁者。法国革命也就此结束了。

革命前的德意志四分五裂，分裂状态严重地阻碍着国家的发展，由于不存在统一的民族国家，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中央政府，德意志几百年来一直落后，现代化很难起步。当其他西方国家已经在工业化道路上顺利前进时，德意志只在若干地区开始了工业化。1848年，在巴黎二月革命的影响下，南德的巴登公国首先发难，迅速向西部和西南诸邦扩散。3月13-16日，普鲁士首都柏林爆发革命，18日晨，国王威廉四世颁布了取消书报检查和尽快召开制宪议会的命令。但这没有满足群众的要求，他们在王宫广场筑起了街垒。国王调动大批军队，向起义中心地区进攻。经过激烈的战斗，起义取得了胜利。国王被迫把军队撤出柏林，同意召开有资产阶级参加的议会。3月13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也爆发了推翻梅特涅政府的示威游行，在人民的压力下，奥皇于3月17日改组内阁，4月25日颁布帝国宪法。5月15日和26日维也纳人民再次起义，奥皇及皇室逃出维也纳。但是，德意志各邦革命的胜利，并没有解决德意志的统一问题。5月18日，国民议会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6月29日，议会选举奥地利的约翰大公为德意志帝国摄政，组成了帝国政府。但这个中央政权有名无实，形同虚设。1849年3月，议会通过帝国宪法，确定某些自由、民主权利，选举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为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皇帝。但威廉拒绝加冕，普鲁士和奥地利各邦君主也不接受国民议会通过的宪法，并且开始武力镇压，扑灭了各邦的革命。5月，德意志西南发动了维护帝国宪法的斗争，但无果。在此期间，大多数议员被各自的邦政府召回，剩下的议员迁到斯图加特，6月18日又被符腾堡的军队驱散。7月，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瓦解，德国1848年革命完全失败。

1848年3月11日，布拉格3000名群众集会，通过了致奥皇的请愿书，要求召开捷克各地区统一的议会，有言论、出版和信仰的自由，使用捷克语和德语享有平等的地位等。3月19日，奥皇拒绝了捷克代表呈交的请愿书，引起布拉格等城市的抗议活动，并于3月28日再度提出请愿书。在压力之下，斐迪南一世满足了捷克人民的部分要求，同意捷克语与德语平等，允许捷克成立责任内阁。但居住在捷克的德意志人则希望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主张把捷克合并于德国的版图。与此同时，奥地利境内的其他斯拉夫人也提出自治权。于是，捷克掀起了泛斯拉夫运动。6月2日，在布拉格召开了奥地利帝国境内的斯拉夫人会议，大会宗旨是团结所有斯拉夫人反对德意志统治者。但是，大会对当时的捷克革命运动没有起到推动作用，不久就中断了活动。维也纳五月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捷克以后，布拉格于6月12日举行起义。起义者同奥地利军队进行顽强的战斗。6月17日，起义失败。

1848年3月15日，匈牙利首府佩斯的革命者在裴多菲·山道尔的领导下，通过了实行改革的政治纲领——《十二条》。奥皇畏惧维也纳革命和匈牙利革命的继续发展，被迫同意成立匈牙利责任内阁。1848年12月，奥皇调集军队向匈牙利进攻。1849年1月5日，匈牙利首都佩斯陷落，国防委员会和国民议会迁至德布勒森。不久，匈牙利军队展开反攻，连续取得胜利。4月14日匈牙利议会通过《独立宣言》，废除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宣布匈牙利独立。5月21日，匈牙利军队攻克佩斯，光复了首都。然而，在奥皇的请求下，俄国于5月27日出动14万军队入侵匈牙利。由于双方力量相差悬殊，匈牙利军队遭到惨败。8月13日，匈牙利军队总指挥阿尔图尔向俄军投降。9月27日科马罗姆要塞陷落，匈牙利革命最终失败。匈牙利革命的失败标志着西欧1848年革命告终。

第二节　现代化在西欧的延续

一　中欧国家：旧势力领导下的现代化

1800年，德意志还是一个农业国，3/4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仅柏林一个城市的人口就比德意志20个最大城市的人口总数还多8万多；德意志的工业生产总值只有6500万英镑，英国是2.3亿英镑，法国是1.9亿英镑。

在德意志各邦中，普鲁士的工业水平处于领先地位，通过19世纪法国占领期的进一步发展，普鲁士在德意志的经济霸主地位得到巩固。拿破仑战争沉重打击了德意志的封建制度，促进了德意志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与发展。普鲁士在拿破仑战争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国家走到了灭亡的边缘，面对绝境，普鲁士国王和容克地主作出了愿意改革的让步。而在奥地利被排挤出德意志之后，只有普鲁士才可能承担起统一的大任，普鲁士改革因而具有全德的意义，它为德国历史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即走向现代的时代。

1807年开始的施泰因哈登堡改革的目的，就是使普鲁士走上现代化道路，并成为争取德意志解放和统一的旗帜。改革中废除了普鲁士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容克地主从中获得了大量的赎金。普鲁士改革与英国、法国不同，它“不是一场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给普鲁士的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而是由古老的庄园主阶级或者说它的国家所操纵的改革给它做好了准备”。容克地主是改革的主导力量，德国的现代化是一种由旧统治集团控制之下的“保守的现代化”。

从19世纪30年代起，德意志正式启动了工业革命。德意志的工业革命也是从纺织业开始的，到30年代末，纺织业几乎全部实现了工厂化。1846年，毛纺业的机械化程度达到40%。从40年代开始，德意志的重工业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势头。1839年，德意志铁路公里数超过法国。不过，1848年之前的德意志工业革命尚处于早期阶段，在总体上与西欧、北美国家尚有不少差距。

德意志全境（不包括奥地利）此时尚没有具备现代化起步的三个条件。1848年革命对于德国来说就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统一德国，二是推翻专制。然而，西欧国家的经验表明，国家的统一依赖于专制王权，过早的克服专制必将造成内部的分裂，而分裂是德意志感受最深的落后根源。这两个目标在德意志是相互矛盾的，在1848年革命中，两个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而这是德意志革命失败的真正原因。但革命失败后，普鲁士政府保留了宪法，它让人民享有“人权和公民权”，赋予众议院具有批准新赋税以及监督国家财政的权力。但实际上，议会并没有真正的权利，因为宪法是钦定的，权力集中在国王手中。不久后，德国在容克政治家俾斯麦领导下通过对外战争完成了德国的统一。俾斯麦坚信专制制度是德国统一的条件，因而说普鲁士国王“不是由人民而是由上帝的恩赐而掌握了实际上不受限制的王权”。

当然，此时的德国专制主义已不同于15-17世纪的西欧专制主义，至少在程度上已有很大区别，德皇一个人不能说了算，容克地主是共同的统治者。德国的资产阶级以统一为交换，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克服专制的努力。在普奥战争胜利后，一位曾激烈反对国王的自由派人士公开认错：“事实证明我们的政体构想几乎全都是错的……我们的原则若胜利会给我们带来灾难，我们的原则失败了反给我们带来无穷的解救……”

统一后的德国解决了统一问题，政治体制属于带有强烈专制色彩的寡头统治，议会民主在形式上是存在的，并拥有一个皇帝陛下的政府，真正的权力掌握在皇帝与中央政府手中。这些条件已足以使德国大踏步实行工业化，统一之后的德国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会，它动用国家的力量，创造了赶超先进国家的新的发展模式。到世纪之末，德国已超过法国和英国，工业生产能力跃居世界第二。1870-1913年，德国工业平均增长率高达4.1%，英国只有2.1%。内燃机、柴油机、汽车、发电机和电动机等新技术产品大多是德国人的发明或改造。德国采取最新的科技成果，大力发展与第二次工业革命联系在一起的电力、化工、石油、电器、汽车等行业。1913年，德国的钢铁产量是西欧总产量的2/3，煤产量是西欧总产量的1/2，发电量高于英、法、意的总和，机械和化工行业均领先于西欧其他国家。1914年，德国成为一个工业国家，其综合能力在世界上的排名仅次于美国。

奥地利没有较早地实现从专制制度向现代制度转变，其主要原因：一是在形成专制王权时，奥地利没有抛弃中世纪以家族领地为核心的基本结构，哈布斯堡家族建立的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一个多个地区共戴一主的家族共同体。二是奥地利的地理位置使它处于抵抗奥斯曼帝国的第一线，历史上成功的抵抗和反击，为奥地利专制主义提供了某种合理性。三是天主教的教权主义与皇权主义的结合，成为奥地利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内核。

在拿破仑战争中，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奥地利更加推进家族世袭领地事务，致力于构建多民族的哈布斯堡君主国。而奥地利也不断呈衰落之势，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1900年，奥地利农业人口占全国劳动人口的60%，英国是6%，德国是16%，法国是43%。奥地利的工业产值的最快增长率未超过5%，而落后的俄罗斯在19世纪也达到了8%。最后，这个早已空虚的奥地利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下彻底倒塌，帝国解体了，奥地利不得不在现有奥地利的领土框架内构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它已不属于德意志大家庭了，它需要一个现代的奥地利民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的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工业生产1955年比1937年增长119%，1954年的铝产量是1937年的13倍，煤炭和石油的开采量大幅上升。

意大利在中世纪也是分崩离析的，这与德意志情况相似。一直到19世纪，意大利既不统一，又不完全独立，内部有许多王国、公国、城市共和国和一个教皇国，其北部被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控制，南部受西班牙的波旁王朝分支的统治。因此，意大利虽然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封建制度的瓦解均先于西欧，但意大利的现代化起步却非常晚。1848年革命未能拯救意大利，统一的任务留给了邦国王朝。1852年加尔富出任撒丁王国首相，撒丁王国成为意大利统一运动的中心，它用战争进行统一，取得了卓越的成果。1859年，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实现了统一，南部通过“人民表决”也并入撒丁王国。1870年，在法军因普法战争爆发撤出罗马后，意大利终于完成统一。不过，意大利的近代发展的领导权因此就落到旧的统治者手中，统一后的意大利一直到一战前从未实现真正的议会制。但统一和立宪的任务完成了，寡头形式的政治体制为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安定局面。铁路、纺织业、冶金、机械、采矿、造船、化学等工业开始出现，虽然起点低，发展缓慢，但它标志着工业革命的起步和现代化进程的开始。

二　伊比利亚半岛国家：停顿后的起步

伊比利亚半岛国家征服了海洋、获得了世界，但巨额的财富几乎都被王室和贵族挥霍一空，剩下的则为殖民扩张而进行战争，财富没有留下来发展真正能够让国家富强起来的工商业，当西欧其他国家纷纷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以后，两国的大国地位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专制王权阻碍了两个国家的发展，此后，这两个昔日的世界霸主沉睡了几个世纪。这说明：克服专制是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必经阶段。

这种情况到拿破仑战争后才开始变化。战争中，葡萄牙王室逃往巴西，在巴西统治整个帝国。但1820年12月葡萄牙进行大选，国王唐·若昂六世则于次年6月返回葡萄牙，宣誓效忠于宪法，成为第一位立宪君主。1822年的宪法肯定了国家的主权，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独立，国王仅仅拥有“中断性的否决权”，即享有一次将法律退回议会的权力。这部宪法在当时看来显得有点超前，引起国王、贵族、教士的反抗，而且损害了地主和商人的利益。1826年的第二部葡萄牙宪法引入了反民主的条文，国王可以任命上议员、召开会议、解散众议院、任命或解散政府、中止法官的职权、发布大赦和否决议会颁布的法令。这部宪法持续使用到1910年共和国的成立，葡萄牙发生革命为止。这以后才逐步形成一个比较民主的体制。工业发展是君主立宪时期葡萄牙的特征。1822年，葡萄牙有1.5万名工人、1031家工厂；1881年，工人增加到18万人，工厂增加到1350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工人增加到20万人，工厂增加到5000家。纺织工业发展最快，其次是烟草、磨面业、陶瓷业、软木业和玻璃制造业。

在西班牙，拿破仑战争中西班牙发生革命，王室则被掠往法国。1814年3月，国王斐迪南七世回到西班牙，又恢复了君主专制统治。资产阶级发起多次革命，西班牙的资本主义经济也有所发展。然而，西班牙经济发展无法与其他多数西欧国家相比，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西班牙是西欧最落后的国家之一。

此后一个多世纪，民主与独裁反复较量，1936年开始的西班牙内战是最后一次群众大革命，却仍未能推翻独裁制度。佛朗哥控制政权后，将国家大权操于一人之手。但他从1959年开始实行经济改革，于是20世纪60年代成为“发展时期”，西班牙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7%，逐渐向工业国家发展。佛朗哥去世前决定将政权交于王室后裔胡安·卡洛斯之手，新国王顺应时代和社会的要求，委托阿道夫·苏亚雷斯发动了民主改革。改革使西班牙进入民主时代，为西班牙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现在，西班牙已是个中等发达国家了。

第三节　现代社会的形成

工业化的发展必然促使一个新的现代社会的来临。欧美国家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现代化进程之后，社会各个方面随之发生全面变化，一个比较成熟的现代社会逐步形成。

一　现代经济

第二次工业革命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本完成，世界由“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在这一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工业重心由轻纺工业转为重工业，出现了电气、化学、石油等新兴工业部门。

19世纪70年代前后，德国科学家西门子发明了发电机，实现了电能和机械能的互换。随后，电灯、电车、电钻、电焊机等电气产品在生产和生活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内燃机解决了交通工具的发动机问题。1885年，德国人卡尔·本茨成功地制造了第一辆由内燃机驱动的汽车。19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生产的汽车每年有几千辆，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世界的汽车年产量猛增到50万辆以上。内燃机车、远洋轮船、飞机等也得到迅速发展。内燃机的发明和使用还推动了石油开采业的发展和石油化工工业的产生。1859年，美国已在宾夕法尼亚州钻出第一口油井。随着内燃机的广泛应用，对燃料油的需求猛增，石油的产量迅速增长。1870年，全世界生产了大约80万吨石油，到1900年猛增到2000万吨。从19世纪80年代起，人们开始从煤炭中提炼氨、苯、人造燃料等化学产品，塑料、绝缘物质、人造纤维、无烟火药也相继发明并投入生产和实际生活。

原有的工业部门，如冶金、造船、机器制造以及交通运输、电讯等部门的技术革新加速进行。比如，冶炼技术的不断改进，大大提高了钢的质量和数量。1880-1914年，英国的钢产量由200万吨增加到700万吨，德国从100万吨增加到1500万吨，美国从160万吨增加到2800万吨。继有线电报出现之后，电话、无线电报相继问世，为快速地传递信息提供了方便。从此，世界各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为代表，还包括人工合成材料、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学等高新技术。科技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大大加快，科技进步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整个经济增长的源泉。科技发展促进了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结构的变化，第一、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各国经济联系加强，推动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科技竞争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西方国家的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在两次大战期间是1.7%，1950-1972年间高达6.1%。1953-1973年的世界工业总产量相当于此前一个半世纪的工业总产量的总和。科技进步引起的产量值在欧美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20世纪初为5%-10%，20世纪70年代增长至60%。美国政府高度重视科技，积极采取措施推动科技事业的发展，直接促成第三次工业革命首先在美国兴起。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而且使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先后实现了高度工业化，走完了工业化的最后发展阶段。

二　现代政治

英国是现代政治制度的发源地。1688年光荣革命后，由于国王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被否定，一系列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技术就成了政治实践的需要，选举制度、政党制度、文官制度、军事制度、警察制度等制度安排，就在国家政治实践中应运而生并逐步发展成熟。

1.议会民主

光荣革命后英国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度，这在当时的世界是最为开放的政治制度，其他国家不可望其项背。但国家政权掌握在贵族手中，在选举上存在着议席分配不合理、选举权狭小以及选举手段腐败现象，而工业革命孕育的两个新的阶级（工厂主阶级和工人阶级）却完全没有政治权利，这不能适应变化的社会现实，因而被当时的人称为“旧制度”。

1832年议会改革标志着英国迈出了走向民主政治的第一步。改革使中等阶级有了选举权，削弱了贵族的政治基础。1867年议会改革扩大了选举权范围，基本消灭了“衰败选区”，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得到了选举权。1884-1885年的第三次议会改革基本实现了成年男子普选权。议会又先后取消了议员的财产限制和实行议员带薪制，为工人阶级竞选议员打开了大门。第三次议会改革后，英国的贵族制日薄西山，民主原则已经胜利。1918年的议会法案使年满30岁的有产妇女有了选举权，1928年最后一次议会改革，英国实现了全体成年公民的选举民主制。

法国在1830年的七月王朝建立后实行君主立宪制。但是，国王的权力依然很大，他不仅拥有行政权，还拥有部分立法权，大臣对国王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选民受到年龄、性别和财产的严格限制。宪法规定的权力，如思想、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也受到各种限制。1848年革命企图改变这种情况，但权力最终却落到路易·波拿巴（拿破仑三世）手中，民主改革的任务并未完成。1870年法国爆发最后一次革命，这以后，通过一系列的事变，确立了共和国体制，基本结束了内部的强烈碰撞，旧势力开始瓦解，民主力量得以巩固。

1871年，德国完成统一后也实行成年男子普选制，帝国国会由全国普选产生，与联邦议会并存。然而，政府不对议会负责，帝国首相掌握行政权，它直接对皇帝负责，皇帝则掌握军事指挥权。这使得德意志第二帝国成为一个披着议会外衣的、带有强烈专制色彩的强人政权，并将德国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魏玛共和国企图建立真正的现代民主政治但以失败告终，1933年希特勒上台，再次将德国引入世界大战。

欧洲其他地方也出现民主化趋势，比如奥地利于1896年实行了成年男子的普选权。意大利在1882年进行了议会改革，增加了选民人数。俄国在1905年革命后，在罢工等压力下，沙皇发表了十月宣言，许诺建立杜马。比利时、荷兰、瑞士、西班牙、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民主政体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霍布斯鲍姆指出：“1880-1914年，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都已顺应了这个不可避免的潮流。民主政治已经无法再行拖延。从此，问题就变成如何操纵它了。”

2.政党政治

随着宪政民主的确立，政党组织开始普遍出现。所以，政党是近代政治发展的产物，是现代化的结果。传统政治不需要政党，正如亨廷顿所言，“在政治体系内部，随着政治参与的扩大化，必须有政治组织来使其制度化，由此出现政党这种现代政体特定的政治参与工具”。一方面，议会政治的确立使议员们感到有必要结成组织以协调行动，增大力量；另一方面，选举权扩大，政治家们也感到有建立组织的必要，以向选民推荐、介绍自己的候选人。

政党是在近代议会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在17、18世纪的英国议会、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和美国费城制宪会议中，因政治主张的不同而出现了议员联盟。英国在是否取消詹姆士二世的王位继承权的《排斥法案》的辩论中，形成了“辉格党”和“托利党”；美国因对联邦与州的关系主张不同，出现主张加强联邦政府权力的“联邦党”和主张维护州的民主权利的“反联邦党”；法国是最早建立多党体制的国家，也是现代典型的多党制国家。大革命期间的吉伦特派、雅各宾派和中间派；拿破仑时期的保皇派、温和派、激进派，到第二共和国时变为保皇党、共和党和社会党。第三共和国以后形成左、中、右三党，确立了政党联盟或单独一党夺得多数议席进而组织政府的政党制度。这些派别是西方政党的雏形或萌芽。19世纪以后，随着选举权的扩大，原来主要局限于议会内活动的政治派别，纷纷走出议会，在全国各地建立了选举委员会。当这些选举委员会联合起来建立全国性组织时，就形成了第一批现代政党，如保守党、自由党、激进党等。至今，政党成为现代政治的核心，所有重大的政治活动几乎都直接或者间接地与政党发生关系。

3.官僚体制

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和深入，国家管理的任务日趋加重，官僚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英国是最早进行工业化的国家，而与此相关的各项改革都走在了前面，不仅是议会的改革，行政、司法和地方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也是如此。

1850-1870年的英国文官改革意义重大，它清除了吏治方面的很多不合理现象，确定了现代文官体制的基础，并且为其他欧美国家起到了示范作用。现代文官制度改革是英国19世纪议会改革的附属品，也是改革的进一步扩大和延伸，与此同时，其他相关改革也蜂拥而起。比如，1873年《司法权法》统一了混乱的司法体系，简化了手续，降低了费用，克服了原有司法制度中的许多弊端，使司法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成为国家的又一公务机关。该法律不仅是英国司法史上的里程碑，而且奠定了现代司法制度的基石。通过19世纪持续不断的司法改革，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得到加强和普及，依法治国成为一种共识，标志着英国进入现代法治社会。

其他欧美国家紧跟英国之后，纷纷进行相关行政体制的改革，建立起具有现代意义的行政官僚体系。在这个进程中，国家力量不断渗进社会的各个领域，它不仅发挥治理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承担起社会服务的功能。于是，一方面，国家机关膨胀，部门增加，官僚习气产生并成为社会的一大弊病；另一方面，国家机关向专业化和分工化方向发展，每一个部门只管一个方面，无所不知的国家形象不再存在了。政府、企业、社团、政党等各自发挥自己的特殊功能，由国家或宗教等包揽一切的情形一去不复返了。

三　现代社会

社会流动性是现代化的必备条件和必然结果，人的自由迁徙和社会等级的变迁，最大限度地为每一个人创造平等的社会机遇。强烈的成就取向意识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从个人方面说，这意味着依靠自己而不依赖他人；从社会方面说，意味着以能力和成就而不是凭借社会背景或亲疏裙带关系取人。

在精神生活方面，世俗化与理性化是明显的特征，人彻底摆脱了神学或类似神学的精神控制，用世俗的眼光观察和认识世界，每个人都通过他独立的思考对外部的存在做出他自己的理性的判断。当然，世俗化并不意味着否定宗教，宗教作为一种信仰会被保存下来，但教会与国家脱钩，信教或不信教成为个人的私事。另一方面，在欧美发达国家，科学、文化、教育水平都很高，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化教育。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城市化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

四　现代经济思想

从霍布斯开始，到威廉·配第，再到约翰·洛克，他们的著作都阐述了一个共同的思想，即个人通过劳动所得到的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天赋人权”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政府或国家应该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1776年，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系统提出了全新的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

斯密认为：谋取暴利是资本的唯一目的，当资本家使用资本时，“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而且，“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这只“看不见的手”实际上是指一种“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这种机制要求生产在自由竞争中求生存，经济在自然状态下发展。斯密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即人性是自私自利的，追逐个人利益是人行为的根本动力。政府应该创造一种自由、公平的环境以保障个人的经济活动，国家对于私人经济生活的任何干预会起妨碍作用。

上述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在19世纪中叶之后遇到了挑战，垄断企业的出现、社会两级的分化、劳资矛盾的激化等，致使传统的自由放任学说遭到质疑。在1870年以后，西欧各国对自由主义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相继采取了政府干预、贸易保护主义、社会保险和劳工立法等措施。政府干预逐渐成为与市场调节相配合的社会经济政策，在必要的时候，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也要发挥作用。

从经济理论上讲，至少在两种情况下，政府采取大量措施影响工业增长是有道理的：一是只有政府的措施才能改革或消除制度上的障碍，而只有在经过改革的环境里，私人企业才能最有效地发挥作用。二是社会成本与收益和私人成本与权益之间产生重大差异，需要国家采取行动来统筹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即所谓效率和公平的问题。而且，像某些特殊行业和项目，如技术训练、教育、水利工程、电力网等，私人投资者可能从中得不到优厚的利润或没有足够的资金，但它们具有降低其他企业的“外溢经济”的作用，应该由政府加以倡导和支持。其实，即使是斯密和李嘉图也不反对国家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在现实层面上，像德国这样的国家，是依靠国家的支持迅速发展起来的。自由贸易政策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国家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有了自己的民族工业时，为了保护本国利益，它们会建立贸易保护关税，从而对自由贸易思想形成巨大冲击。

到1880年时，那种认为不干涉是国家对外和对内的最高职责的自由放任学说已经过时。密尔最先对“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提出了质疑。密尔认为，每个公民享有三大自由：思想和感情的自由、追求个人志趣的自由和个人之间相互交往和联合的自由。政府具有保障这些自由的责任，一个社会如果不能体现这些自由，就不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不过，人们一般将牛津大学的托马斯·格林教授看成是新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他最早提出了积极自由的概念。1881年，格林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我们也许都会同意，正确意义上的自由是上帝赐予人类的最大恩惠；实现自由是我们公民所有努力的真正目标。然而，当我们言及自由时，我们应该谨慎地考虑它的含义。我们所说的自由并不仅仅意味着驱除了限制或强迫。我们所说的自由并不仅仅意味着我们可以做我们喜欢的事，而不顾这些事情是什么。自由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或一些人可以享受以其他人的损失为代价的自由。自由具有更高的价值，它意味着拥有一种积极的权力或能力，从而可以去做或享受某种值得去做和享受的事，而这些事也是我们与其他人共同努力或分享的事。自由意味着每个人可以从同伴那里得到帮助和保护的力量。当我们用自由增长方式来计算一个社会的进步的时候，这种自由是指所有的有利于道德善发展和运动的力量，我们相信这种道德善赋予给了社会成员；一句话，自由是指通过市民团体的最大力量，实现他们自己的最大价值。”

格林认为，这种道德善或共同善的实现不仅需要人们彼此互助、共同追求，而且需要外部环境提供有利于道德发展的各种条件，国家则是这些条件的最好提供者。很明显，格林主张用政府干预式的自由代替放任主义式的自由，认为国家权力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对个人自由的损害，积极国家不是削弱而是促进人的道德自由。相反，国家的积极作用是真正自由的需要，是道德善的需要。因此，格林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英国哲学向德国、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靠拢，而黑格尔哲学本质是国家主义的。

霍布豪斯认为，以平等为基础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社会条件和公共福利的改进，将使个人获得更大的安全保障，自由也将随之增加。国家应该采取积极的干涉措施，通过有效的改革活动为自由提供基本的社会条件。他在《自由主义》一书中指出：“19世纪可被称为自由主义时代，但是到了这个世纪的末叶，这项伟大运动却大大地衰落了。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那些代表自由主义思想的人都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它正在对自己失去信心。它的使命似乎已经完成。……自由贸易虽然为繁荣奠定了基础，但是并没有使大厦落成。”

霍布森认为，帝国主义是现代民族国家最为突出的威胁，它加剧了资本的集中，将剥削、专制和战争带到世界各地，对自由主义民主制造成了威胁。只要改变国民收入的不合理分配，扭转“储蓄过度”和“消费不足”，帝国主义是可以避免的。霍布森认为，社会福利问题是改变国民收入的不合理分配的重要手段，现在的自由主义已经正式承诺国家的新概念，即国家与个人生活和私营企业有关。

1936年，约翰·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提出了著名的凯恩斯理论，引起了一场经济学上的“革命”。该理论否定了从亚当·斯密开始的自由主义理论传统，提出利用国家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进行干预，即通过刺激消费达到充分就业，从而消除贫困。凯恩斯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应随着国家的经济状况而进行调整，当经济萧条时，应该降低利率并增加货币的供应量，刺激消费和投资，从而起到促进生产和充分就业的目的。如果出现通货膨胀现象，则采取提高利率和减少货币供应量的相反措施。国家的作用在凯恩斯理论中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标志着自由放任时代的彻底结束。

五　现代意识形态

近代思想史上一个清晰的脉络就是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在思想意识方面，近代以来的主流思想是：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进化论、民主的理念和社会主义。所有这些思想都和现代化有密切的关联，它们是现代化的支撑思想观念。有学者甚至认为，“意识形态都是比较近代的思想形式，出生于紧随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的那一段时期”。

理性主义是现代化社会的最基本的思想之一，没有理性主义，变革与发展就没有合理性。理性主义认为人的理性是最高的思想境界，人依照理性的指导，能够合理地安排好自身的生活，也能管理好社会和自然。理性主义否定人的一切遭遇都是先天预定的看法，这也就否定了无所作为的生活态度，否定了人的被动心态，从而为人的奋斗和人的主动性提供了心理动力。理性主义还提倡人世万物的合理安排，这就为否定“无序”、创建“有序”的社会奠定了合理基础，只要符合“理性”，一切社会变动都是合理的，而不管这种变动是采取革命的手段还是采取战争的手段。

科学主义是理性主义的自然延伸。科学主义提倡实证观察，在实验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概括，总结“客观”规律。科学主义首先在自然观察方面发展，形成一门门科学，使人的认知发生巨大变化，并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手段。科学主义随后在社会生活中也提倡“科学”观察和“科学”概括，试图将人的一切知识都纳入“科学”的范畴中去，将社会变革也归结为“科学规律”。这些理念是现代人认识外部世界的一个基本思想框架，它一方面提供了追求“客观真理”的无穷动力，同时也使人确立一种信念，即人一定能战胜自然。应该说，科学主义是现代社会的另一块基石。

在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基础上，进化论的出现便是自然而然的了。进化论原是达尔文解释生物形成的理论，《物种起源》是现代科学的奠基作之一。后来，达尔文的信徒把进化论推广到社会观察中来，认为社会与生物一样，也是从低到高、从落后到先进排列的，低级社会一定要让位给高级社会，落后社会也一定要让位给先进社会。人类社会与生物界一样崇尚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物竞天择”是天经地义的“规律”。这种学说为各国的竞相发展提出了紧迫感，尤其是对后发展国家，更起一种振聋发聩的作用，催促其奋起直追；但它直接的影响却是为种族优越论提供论据，为“先进”淘汰“落后”找到了方便的借口。

在政治学方面，霍布斯等保守主义者认为，推翻君主或选举产生的政治权威不具有合理性。在他们看来，“自然状态”并不美好，甚至非常危险，民众与政治权威之间应该签订社会契约，据此，人民将效忠某个专制政府，放弃他们的反抗权利，作为回报，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得到政府的保护。霍布斯的学说为专制主义的存在提供理论基础。18世纪的爱德蒙·柏克是现代保守主义的集大成者，他肯定了英美主流的保守主义政治学说，强调传统和保护现有制度的重要性，对人类社会和个体的完美性提出质疑。这种哲学不信任理性的个体公民，极度怀疑民主政治，认为先辈遗留下来的传统必须得到尊重。权威在本质上表现为父权制和独裁主义，它们比平等、自发和变化重要。但柏克并不反对一切变革，相反，他认为在不得不进行变革时，只能顺势而上，让变革发生，这样才能最好地保护传统的体制。这种理论又叫“有限变革论”。

18世纪早期的古典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不同，它反对专制君主制度。如上所述，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两个主要理论家是亚当·史密斯和大卫·李嘉图，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自由主义开路先锋。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转而强调社会责任和社区，但在公民自由区域，自由主义者依然强调个人权利与自由，而多数保守主义者认为，传统的社会单元有优先权，比如家庭、教堂和国家等。

民族主义是一种强大的政治思潮，其基本理念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即民族与国家吻合，在国家疆域内建立单一民族的共同体，即“民族国家”。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载体，没有民族国家就不可能有现代化；民族主义恰恰起了调动民众凝聚力、动员民众同心协力报效国家的作用，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基本理论框架，在产生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举足轻重。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能否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几乎就是生死攸关的事，因为只有形成了民族主义，才有可能抗拒“先进国家”的欺凌，在民族自卫的基础上保存和发展自己。然而从另一方面说，“先进国家”也可以利用民族主义来为侵略和压榨寻找借口。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以伸张正义，又可以庇护邪恶。但民族主义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不可或缺，因此它无论是善是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是不可避免的。

民主的信念是近代世界的产物，随着现代化发展，民主是一定要出现的。作为多元社会的典型表达，民主是解决错综复杂社会矛盾的唯一途径，也是使多种相互冲突的社会利益维持其整合的最合理的方法，民主的理念由此而形成。民主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一大思潮，它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发展，可以说是现代化的伴生物。一般来说，在现代国家中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是最重要的两股政治思潮，这两种思潮在一定历史时期中的强弱对比会决定这个国家的内外政治走向。

20世纪，社会主义成为一大思想潮流，在很多国家成为指导思想。从某种角度上看，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其思想本源就是对法国大革命后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继续。因为，资本主义在19世纪的发展证明这种继续是必要的，只要少数人享有财富、教育和经济自主权，大多数人的境况则与贫困、无知和社会边缘化相联系。托玛斯·迈尔认为：从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如法国的傅立叶和圣西门，英国的欧文，德国的魏特林、赫斯，经过工人运动早期的伟大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和后来的卢森堡，直到世纪之交时期的伯恩斯坦和饶勒斯为止，都是源于这样一个本源思想。社会主义最初是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而出现的一种更高的社会理想形式，但在现实中，它是落后国家追求高速发展、希望在短时间内完成现代化目标的一种方式。它在执行过程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也出现不少问题，需要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

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也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成为某种甚至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则在后现代时期日益成为一种不可轻视的思想潮流。即便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其叙述似乎依然是现代话语。

以上这些主流的意识形态相互间有吻合，也有分叉，甚至会互相冲突，比如，民族主义和理性主义可以发生冲突，科学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吻合，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存在分歧等。但所有这些思想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它们都服务于现代化，带着现代社会的深刻烙印。这些思想意识或者因其产生而引导了现代化的出现，或者因其存在而推动着现代化的进展。

六　现代国际关系

现代国际关系形成的标志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该条约也是民族国家在西欧兴起的标志，现代国际关系与现代化的关联可见一斑。在和约签订之后，西欧各国间普遍建立了常驻外交使馆，正式的国际关系逐步建立。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结构单元是民族国家，其特征是国家主义，和约在西欧建立了一个相对均势的国家体系，同时也为以后西欧列强发起的战争埋下了隐患。

拿破仑战争结束建立的新的维也纳体系试图维持西欧大陆的均势和平，保卫正统秩序。在该体系建立后的一个世纪里，西欧局势处于相对“平静”的状态。但自19世纪中后叶以后，西方国家的新技术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改变了民族国家的实力，西欧的均势结构不断受到冲击，国际关系体系随之发生变化。随着欧、美、日等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向外的殖民扩张，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被纳入到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国际关系的全球化基本完成。

如果我们以国际关系体系的演变为线索，1648-1945年以来现代国际关系的演变可以划分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等，每个体系的基本内容、本质特征、主要矛盾、大国关系的变化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力量的分化组合等等都有所不同。但是，它们都是现代化不同时段的产物。民族国家以各自利益为目标而制定对外关系的政策，为此，它们需要进行合作、谈判、协商，在必要的时候，也常常不惜诉诸武力与战争。

第四节　西欧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

工人运动是现代社会特有的现象，以工会罢工为主要形式的斗争在19世纪以后的西欧司空见惯。社会主义运动也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目的就是要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从影响上讲，英国宪章运动、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并称为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三大工人运动。

一　19世纪三大工人运动

1837年，伦敦工人协会向议会提出的一份请愿书，提出年满21岁的男子都有普选权，选举投票应秘密进行，废除议会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国会每年举行一次改选，全国划分300个选区，选区人数尽量接近相等。次年5月8日，这份请愿书公布后，被称为《人民宪章》，由此拉开了宪章运动的序幕。《人民宪章》立即得到广大工人及其他劳动人民的热烈支持，宪章运动很快发展成为群众性的运动。宪章运动经历过三次高潮。1842年5月2日，宪章派全国协会的负责人向下院递交了全国宪章派第二次请愿书。这份有300万人（约占英国成年男子的一半）签名的请愿书再次要求把《人民宪章》定为法律。这是第二次高潮。1848年，宪章运动在西欧革命风暴的推动下再度高涨，在第三次全国请愿书中进一步提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唯一来源，劳动者对于自己的劳动果实享有优先权，人民是权力的唯一来源。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城市的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然而，三次高潮都被政府镇压下去。1848年后，宪章运动逐渐衰落，在50年代末期结束。

里昂是法国当时的丝织中心，拥有3万名丝织工人，他们每天劳动15-18小时，劳动报酬却极为微薄，且工作条件十分恶劣，所得工资只能买一磅面包，难以维持生计，纷纷向工厂主提出要求增加工资。1831年11月21日，成千上万的法国丝织工人在里昂市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10月初，6000名丝织工人迫使工厂主答应为工人增加工资。但是过后，这位工厂主违背诺言，拒不执行和工人们达成的协议。愤怒的工人向里昂的省长请愿，省长出于对工人的同情，更是为了里昂的秩序，答应了工人的请求。然而，政府决定派出士兵镇压工人罢工游行，省长被免职。

当2000多工人高唱《巴黎进行曲》向市中心前进时，立刻遭到军队的阻拦，双方发生了激烈冲突。军队突然开枪，打死了一名工人。示威游行的工人气愤至极，纷纷拿起了武器。他们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不能劳动而生毋宁战斗而死！”经过两天多的战斗，武装工人打退了政府军，控制了里昂全城，占领了市政厅，拘捕了省长，起义达到了高潮。12月3日，政府向里昂派来大批军队，把这场历时十几天的起义镇压下去。

1833年4月9日，里昂爆发了第二次武装起义。这一次起义，工人们明确地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要求，他们在一面旗帜上写着“不共和，毋宁死”的口号。第二次武装起义坚持了6天6夜，最后终因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又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马克思在评价里昂工人起义的意义时说：“里昂的工人们以为自己追求的只是政治的目的，以为自己只是共和国的战士。可是事实上他们却是社会主义的战士。”

1844年6月4-6日，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因不堪资本家的剥削举行起义。他们捣毁了工厂主的住宅、厂房机器和货栈，焚毁票据和账簿，拿起武器同前来镇压的地方军队展开了搏斗。经过两天血战，起义被普鲁士政府调来的大批军队镇压下去。

二　社会主义运动

工人运动推动了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最初的社会主义者憎恨资本主义的剥削和不平等制度，相信通过工业革命建立起来的现代经济能够为人类造福，只要克服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度，将生产资料归集体和国家所有，就可以使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分享工业革命的丰厚果实。在他们看来，社会原本是平等的，人类本性也是善良的，只是人为制定的制度不合理，才使天然的平等权利遭到破坏，产生了贪婪和竞争现象。社会主义者的历史责任就是消除这些人为的弊端，重新激发人们善良的本性。在马克思主义之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是从分析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上，得出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结论，而是坚持这样的普遍信念：消除了某些社会弊端，人性的善良必然回归，理想的社会主义就可以实现。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思想来源。马克思主义在1848年欧洲革命以后，逐渐成为社会主义主流。当然，社会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内部就存在不同的观点，第一国际、第二国际以及以后的社会党国际和共产国际最能说明这个事实。

由于十月革命的冲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理论分野逐渐清晰，组织上的彻底分裂随之发生。1923年5月21-25日，伯尔尼国际和维也纳国际及其所属40多个党派的代表在汉堡召开合并大会，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大会宣布自己推行的是与俄国“专制的社会主义”相对立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以这次合并大会为标志，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已经正式形成了两个中心，一个中心和一种运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两种理论和两个运动之间的长期对立和竞争。共产国际通过暴力革命获得成功的经验，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力，社会主义革命成为20世纪的潮流。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就初步实现了现代化，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因而被落后国家效仿，成为它们赶超西方国家的一种普遍有效的“后发先进”的现代化模式。

现代化的发展极不平衡，现代化的经历有先有后。经过几百年的变化，到20世纪，西欧北美已基本上完成了现代化，成为现代化的先行者。从本质上说，现代化缔造了一种新的文明，即工业文明。这种变化把全世界带进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近现代”。工业社会的多样化使利益的不同显得分外显眼，阶级意识出现了，阶级相继形成，各阶级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斗争，最后又都进入政治领域，体现为各阶级为自己的利益争夺政权。19世纪是一个阶级斗争的时代，阶级间的战争前所未有；但争取权力的斗争最后又都指向议会，在议会民主制度的框架下，各阶级学会了用和平的方法协调利益。整合的过程是漫长的，其中充满艰辛，充满动荡。民主化的历程非常艰难，政治转型看起来是最痛苦的转型，现代化的第一步是在政治领域迈出的，其最终完成可能也是在政治领域。资本主义现代化暴露出许多问题，社会主义则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社会主义建构出独特的社会经济制度，用国家的全面控制来推进发展，其目标是避免资本主义的失误，在落后国家快速推行现代化。


第五章　现代化在全球的扩张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工业革命开始冲出西欧北美的地理范围，一个全球现代化的时代开始了。现代化具有扩张性，因为现代化体现的是一种新的工业文明，它使旧的文明无可招架，迫使它发生文明的转换。英国的现代化立刻对周围地区形成压力，使现代化如同水的波纹一样持续向世界扩散开来。“大工业在其发源地继续发展下去的同时，全世界大工业也已经开始发展，它在大陆上出现了。它的历史不再是英国的历史，它的历史已成为西欧的历史了，后来又成为全世界的历史。”现代化的扩张最初在具有异质文明的欧洲东部（俄国与东欧）推进，并且在非常落后的地区，比如黑非洲、南北美洲、澳洲等地进行征服。早期殖民扩张为西欧集聚了资本，使其以后的发展更为迅速。工业化开始后，西欧的力量变强大了，最终形成绝对优势。这时，西欧的殖民扩张就不限于最落后地区了，它逐渐向世界各个已有文明的核心区推进，西亚北非、印度、中国等古代文明最发达的地区也相继落入它的控制，随着世界各文明区连成一体，现代化慢慢地推进到全球扩张的阶段。

第一节　俄国与东欧的现代化

一　俄国的现代化：现代化第一次真正波及“东方”

在彼得大帝决定“西化之前”，现代化的准备工作和初期发展都是在西欧进行的，西欧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相似的历史经历。然而，俄罗斯的东正教社会属于另一个亚文明，与以天主教新教为特色的西部欧洲有很大不同。因此，彼得大帝的改革是现代化第一次真正向“东方”推进。由于文明的差异，就有外来文明与本土文明激烈相撞的问题，这就使得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困难不仅大于西欧国家，也大于世界上其他的基督教国家如前欧洲殖民地。俄国专制制度具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早在基辅罗斯时期，就接受拜占庭帝国的传统影响，在拜占庭，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自称沙皇，实际上就是“恺撒”。

在彼得一世登基的时候，俄国虽然已经成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领土面积居世界第一的大帝国。但是，除了广袤的国土，俄国在各方面远远落后于当时的西欧国家，经济完全依赖于农业，到17世纪末，俄罗斯全境只有30个手工工场，商业几乎全部把持在外国人手中。彼得大帝的“西化”方案是全方位的，但也是有选择性的。在政治上，他学习法国模式，调整和加强中央集权制体系，指定9名大臣组成参政院，废除大贵族杜马，分州为省，将全国50个省的省长直接隶属中央；在经济上，他大力兴办工业，积极引进国外技术，统一度量衡；在文化教育上，他鼓励翻译西方著作，建立科学院、医学校、海军学校、炮兵学校，提倡西方生活方式和礼仪。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议会制度不在模仿之列，农奴制不仅保留，反而成为彼得一世兴办起来的工场中的主要劳动力。彼得一世的改革促进了俄国的强大，俄国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成为欧洲的强国之一。但是，彼得一世自上而下的改革并未真正触动沙皇制度，一旦改革涉及制度层面，改革就到此为止。

彼得大帝死后，俄国回到彼得一世改革前的状态。176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再次将俄国拉回到彼得一世的改革道路上，使俄国出现新的发展局面。然而，当叶卡捷琳娜考虑是否进一步推进改革时，却遭遇到农奴制与工业化的矛盾。农奴制与工业化是相矛盾的，但农奴制与沙皇制密切相连，如果废除它，必定危及沙皇的统治。1768年12月，立法委员会宣布无限期休会，叶卡捷琳娜二世最重要的立法改革措施失败。

由于农奴制带来的社会矛盾无法解决，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在各种因素的巨大压力下，1861年，俄罗斯废除农奴制，地方自治、司法、教育、出版、军队等方面的现代化改革也开始起步。农奴制的废除是俄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一步，它为俄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19世纪七八十年代，大机器工业开始在俄国出现。但是，这次改革仍然不触动沙皇专制制度，中世纪的东方村社制度也没有随着农奴制的废除而结束。维特执政（1892-1903）后期试图触及村社制度和土地问题，但遭到普遍的、包括农民在内的激烈反对；斯托雷平时期（1907-1913）试图通过土地改革来摧毁村社制度、为全面推行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后果却更为糟糕。

改革最大的障碍是沙皇的专制制度。沙皇的专制制度制约了俄国现代化的发展，到1897年，俄国基本上依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6，工业生产水平和产量远远落后于西欧和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沙皇制度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战争的指挥不力、军队无效力、军事生产落后、后勤供应欠缺，沙皇本人的迷信、无能，等等，这一切都导致战争失利。前线和后方都民怨沸腾。1917年终于爆发革命了，沙皇制度彻底被推翻。但是，俄国的专制主义传统太深厚，所以在很长时间中权力仍然高度集中。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俄国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实行现代化，这是一种非西方的发展方式。社会主义发展方式主要依靠国家的力量推动现代化，从工业化的角度来考察，苏联存在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使苏联快速实现了经济飞跃。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建成了现代工业体系，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9%。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二位。苏联采取独特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赶超经济发展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也为后来战胜纳粹德国奠定了物质和精神基础。但计划经济内在的缺陷使苏联战后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明显递减趋势，1951-1955年，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是11.4%，1986-1990年已下降到1.8%，到1990年出现负增长。由于长期忽视民生产品，苏联人的实际购买力最高也只达到西方国家的1/3左右，很多现代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水平甚至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苏联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某个特定时期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讲，它不符合当代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的要求，远非是一个理想和成熟的模式。”

二　东欧国家：欧洲现代化的迟到者

19世纪中叶，东欧多数地区在几个欧洲大帝国的统治之下，现代化虽说有所开始，但国家不独立的状态使其难以发展。

波兰在1795年从政治地图上消失，直到1918年才恢复为一个独立国。权力分散及地理因素，导致波兰被瓜分削弱，长期处于普鲁士、俄国、奥地利的统治之下。其他东欧国家，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长期依附于奥地利的统治；罗马尼亚各公国长期以来是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和沙俄帝国的争夺和掠夺对象；保加利亚在1908年摆脱土耳其后独立，但在许多方面仍受制于德、奥、俄；阿尔巴尼亚曾被奥斯曼帝国统治达五个世纪之久，后又被俄、法、德、意、奥等国瓜分，1912年11月宣布独立，但仍受国际监督委员会管辖，由德国人担任国家元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纷纷取得独立，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基本障碍被扫除，一些东欧国家开始沿着资产阶级道路发展，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总的说来，受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时间越长，其经济、文化发展就越落后；受沙俄控制和统治的地方则略为开化一些，因为俄国的现代化程度相对高一点。最为发达的是受奥地利统治的捷克、匈牙利等国家，因为奥地利的发展程度更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发展水平已同当时的德国和奥地利差不多，是世界最发达的10个资本主义国家之一。然而，在大多数东欧国家，现代化带来的冲击未能动摇社会根基，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走西方发展道路的尝试犹如昙花一现。而且，独立后的多数东欧国家真正保持独立的时间相当短暂。如，统一后的罗马尼亚实行君主立宪制，但由于不能控制政局和保持社会稳定发展，国家领土又被俄国等肢解。1928年，阿尔巴尼亚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被推翻，阿尔巴尼亚全面投靠意大利。随着二战的临近，它们又先后成为强国的附庸：保加利亚依附于德国；阿尔巴尼亚依附于意大利；南斯拉夫国土被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瓜分；捷克被德国吞并；波兰被苏联和德国肢解；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被德国军队占领。此时的东欧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名副其实地成了‘夹缝中的国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里，东欧各国普遍实行了人民民主制度，这是战后初期国际形势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历史现象，是东欧现代化模式的一种探索。然而，由于斯大林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对东欧的控制，人民民主制度作为东欧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模式选择，在尚未充分发挥出应有潜力的情况下就过早地夭折了，苏联模式被强行地移植到这些国家，并且事实上它们成为被苏联所控制的依附国。从某种角度上说，“现实社会主义”在东欧的失败，就是苏联模式在东欧的失败。

第二节　西方移民殖民地的现代化

对世界的殖民征服是欧美现代化向外扩张的产物。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曾经是英联邦移民殖民地，它们的现代化过程就是通过将西欧的政治经济制度在海外移植和再造，形成自己的民族特性和身份，在此基础上完成现代化的过程。它们的工业化体制直接嫁接在欧美工业化国家的制度和技术之上，其起点高，进步也较快。

在殖民地时期，加拿大的民族再造就已经开始。随着殖民地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建立统一市场的需要越来越迫切，加拿大人的民族意识也在不断加强。1867年7月1日，《英属北美法案》生效，加拿大自治领的身份得以确立。根据该法案，加拿大政治结构由总督、联邦政府、议会组成。英国女王是加拿大女王，是加拿大联邦的最高行政长官，并由英国王室派出的总督代行职权。联邦政府实行英国的议会内阁制，议会大选中获胜的多数党议员组成内阁政府，其领袖担任内阁总理。议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也主要仿效了英国的议会模式。在中央（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权问题上，加拿大注重中央政府的权力，如果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权威政府，加拿大这样一个多种族的集合体在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就可能遇到更多困难，现代化的进程就会受阻。在建国后的最初20年，加拿大将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爱德华王子岛并入联邦，中央政府的权力得到进一步扩大，开始摆脱英国的控制，民族意识增强，民族国家逐渐走向成熟。以1896年劳里埃政府上台为标志，加拿大进入经济起飞阶段。1900-1920年，加拿大的国民经济总产值从10.57亿加币上升到55.43亿加币，提高了5倍多。

澳大利亚的情况与加拿大比较类似。早期澳大利亚实际上只是英国的“越洋监狱”，英国的财政拨款和物资供给是早期英国人的资本和生活品的主要来源。从1788年开始到19世纪中叶，澳大利亚的社会发展主要表现为系统地照搬英国的各种制度和体系。随着英国对羊毛需求的增大，澳大利亚这块最适合牧羊的殖民地的经济价值得到关注。从19世纪20年代前后，牧羊业在澳大利亚开始逐步成为支柱产业，澳洲的经济也因羊毛出口而从落后的原始状态，迅速融入英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1850年，英国羊毛进口总量的一半是由澳大利亚提供的。由于澳洲境内又发现了大金矿，在1851-1861年，澳洲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淘金热”。于是，大量西欧移民（英国人为主）涌向澳洲，自由人的数量迅速增加，他们的到来改变了澳大利亚的社会结构，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大量急需的劳动力、资金和技术。与牧羊业相关的交通运输业、冶金业、制造业、银行业等行业也得以建立起来，人口的大幅度增加也促进了农业的快速发展。

1840年11月，英国宣布在新西兰建立单独的殖民地。早期的新西兰各方面主要模仿英国和澳大利亚，很多新西兰的经济机构中的主要职位由澳大利亚人担任，新、澳两地的经济联系非常紧密。实际上，新西兰的经济条件与澳大利亚具有很大的相似性，牧业和黄金开采是其早期经济的支柱和社会发展的刺激因素。因此，新西兰从一开始就有着相对成熟和稳定的政治经济制度，这是新西兰迅速成为现代化国家的主要原因。否则，按照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像新西兰这样偏离工业化中心、资源相当有限的农业国家注定会成为一个依附性的国家。

在1907年的殖民会议上形成决议，英国正式同意改“殖民地”为“自治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先后成为自治领（南非联盟和纽芬兰后来也成为自治领成员）。自治领的形成过程也就是这些殖民地脱离母国走向最终独立的过程，自治与独立仅一步之遥，这些自治领实际上就是未来的一批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移民殖民地快速发展，他们为自身利益的考虑就更加明显。在海外出生长大的移民后代与英国的关系已不像其祖辈那么亲密，一旦自治领感到他们可以很好地管理自己的事务的时候，一种新的民族认同就会产生，有了新的认同，脱离母国并成立独立国家就是必然的发展趋势。1931年，英国通过了《威斯敏斯特法案》，在法律上承认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爱尔兰自由邦和纽芬兰的独立与平等地位。

此后，加拿大的现代化步伐进一步加快，到20世纪中叶，加拿大摆脱了过去长期存在的对初级产品的严重依赖，成为一个平衡发展的成熟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跻身于西方发达国家之列。1950年，它的制造业仅落后六七个其他发达国家，而生活水平仅次于美国。1914年以后，澳大利亚的工业发展速度加快，以冶金业为核心的重工业带动了制造业的广泛发展，经济独立性也不断增强。1942年，联邦议会批准《威斯敏斯特法案》生效，第二次世界大战促使澳大利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经济以接近5%的速度增长，超过同时期的英国和美国。1969年，澳大利亚国民经济总产值位居世界第八，人均达到世界第七。1947年，新西兰接受了《威斯敏斯特法案》，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1945-1970年，新西兰农业生产增长了一倍，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更快，到60年代中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下降到18%。70年代初，新西兰成为世界上生活水准最高的国家之一，从英国的一个依附性殖民地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大洋洲除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外还有一批小国，这些国家在殖民时期也被卷入现代化。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独立的国家开始改变殖民时期的“单一经济”的状况。例如瑙鲁从1970年起控制对磷酸盐的开采和出口，积极发展农业，提倡远洋捕鱼，兴办航运事业。7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旅游业发展很迅速。现在，旅游业在太平洋岛屿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收入中越来越占重要地位。汤加的旅游业已成为该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收入占国民经济总收入的1/3以上。斐济旅游收入占国民经济收入的1/4，仅次于蔗糖的出口，占第二位。关岛、法属波利尼西亚、西萨摩亚、图瓦卢、瓦努阿图等也大力发展旅游业。巴布亚新几内亚等专门建立了旅游机构。该地区的民族工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如瑙鲁的磷酸盐工业，斐济甘蔗制糖工业，汤加、图瓦卢等国的椰子加工业，所罗门、基里巴斯、瓦努阿图等国的渔产加工以及西萨摩亚的木材加工等部门也有一定的发展。

南非也是英联邦中的自治领，但它具有独特的黑白二元性文化结构，白人和黑人分别占全国人口的12.8%和76%。从17世纪中叶开始，西欧的白人移民成为南非的统治者，南非的现代化是由西欧的白人移民启动的，仿照母国的模式将这个定居点建成一个新的母国的翻版，将母国文化延伸到这里，其做法与西欧人开发北美和澳洲殖民地的方式相类似。南非工业化的启动以1867年的金伯利石矿的发现和开采为标志。1899年，南非的黄金产量已占世界黄金总产量的27.55%，这反过来促使南非的交通网络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工业的建设和市场的形成。但南非经济的高速发展期出现在二战以后。1949年，南非以立法形式将英国人列为外国人。1957年，取消英国国旗作为南非并列国旗的地位，英国国歌《上帝保佑女王》不再是南非第二国歌。一年后，南非政府公文上端的印文“为女王陛下效劳”的字样被取消。南非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民族国家，进入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1940年南非的净国民收入是4亿英镑，1960年升至20亿英镑，1964年达到32亿英镑。1995年，南非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170亿美元，人均产值2771美元，远远高出其他非洲国家，属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然而，南非的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却在南非的现代化过程中付出了巨大代价，一直到1994年4月27日，南非才举行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5月10日，纳尔逊·曼德拉就任南非第一任民主选举的总统，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可以说，南非现代化是白人主导下的现代化，它们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用这个国家的力量靠暴力统治和奴役有色人种，迫使他们为工业发展提供最廉价的劳动力。这种现代化方式是很反常的。

第三节　拉丁美洲的现代化

拉美是欧美之外现代化起步较早的地区，原因在于拉丁美洲被发现之后就成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此统治了三四百年。除葡、西之外，英、法、荷也在拉美占有少量殖民地。

西、葡殖民地属于非移民型殖民地，西、葡宗主国采取了与英属移民型殖民地完全不同的管理手段——专制统治。18世纪下半期，拉丁美洲的工业开始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推动了殖民地争取独立的革命运动。占殖民地绝大多数的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人种遭受殖民统治的压迫和剥削，一致要求推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从1804年海地的独立开始，到1903年巴拿马的独立，拉丁美洲在百年中先后有20个国家独立，它们成为继英属北美殖民地之后，全世界最早摆脱殖民统治的一大洲。

然而，拉丁美洲各个民族国家的建立几乎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独立并没有使国家统一。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与北美独立战争不一样，它不是一次人民的“革命”，而是一次军队的“解放”，它不仅用强制手段引进外来的“现代化的生产方式”，而且成为军事强人实行控制的“关键力量”。社会内部一直没有形成真正的权威，而是宗派林立，地区纷争。在经济上，拉美国家以出口自然资源为主，在独立战争后的三四十年间，对外贸易又遇到了巨大困难，除了贵金属、皮革、毛皮之外，其他产品都找不到市场。拉美存在着这样的规律：拉美国家政治不稳定造成出口业上的障碍；而出口渠道的困难，致使一个稳定的政权无法得以建立。

拉丁美洲的工业化启动于19世纪的最后一个25年。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不同，拉丁美洲的现代工业不是在原工业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以大量破坏和消除手工业为前提。政治权力基本上掌握在传统寡头手中，社会变革和政治民主进程步履蹒跚。拉丁美洲的工业化启动并没有带来西方国家那样的社会变革和转型，而是出现了两者之间的断裂。

拉丁美洲是一个多样化的地区，拉美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也有所不同。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是以印第安人居多、印加文化影响较大的地区，过去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矿业比较发达；墨西哥受美国的影响较大，现在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的大部分人口是白人，主要来自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意大利，它们的现代化起步相对较早，发展也较快；巴西是葡萄牙的殖民地，现代化是在奴隶制基础上嫁接的；委内瑞拉、哥伦比亚主要靠农业发展起来，委内瑞拉的石油工业很发达，但哥伦比亚的毒品贸易则一直是个问题；中美洲国家是在战后通过经济一体化发展起来的。

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是拉美三个最大的国家。墨西哥在1880年以后，在矿石开采上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煤、铜等金属产量大幅度提高。1890年，石油工业建立起来。1903年，拉美第一个使用焦土法的现代炼钢厂在墨西哥开工。1910年，国家制造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2.3%，纺织厂有146家。巴西的铁路在1889年达到6000多英里，19世纪70年代的咖啡出口年均4亿磅，1895-1899年的年均出口增加到11亿多磅。1875-1890年，工厂数从175家增加到600多家。1905年，纺织工厂有100多家、工人有4万人。阿根廷的经济增长是拉美国家中最快的，1870年有铁路458英里，1900年达到1万英里；1895-1914年，工厂数从22204家增加到48779家，工人数从17.5万增加到41万。1913年，阿根廷的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6.6%。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GDP达到3797美元，高于同期的德国和法国。其他拉美国家在这一时期经济上都有所发展。

但是，拉美国家以出口自然资源为特征的出口增长模式完全依靠欧美订单以及国际分工的需要，早期工业化因而表现出依附性、畸形性和脆弱性。到20世纪20年代末，整个拉丁美洲的工业依然是出口导向模式的小伙计。

而且，内部的政治动荡始终没有停止。据统计，在拉丁美洲独立后的150年时间里，共发生了550多次军事政变。军人执政或控制国家成为拉丁美洲国家最典型的特征，这种军人的统治又不断地更替，造成社会的长期动荡不安。宪法也是朝令夕改，独立后的150年中，拉美国家共制定了约180部宪法，如委内瑞拉从1811年以来颁布过22部宪法。西班牙把专制统治的传统留给了拉丁美洲，宪法并没有在拉美国家发生应有的作用，它只是用武力夺取政权的新领袖的个人宣言，“从来不要求认真执行”。1923-1966年，拉丁美洲发生的“非宪法夺权行动”超过350次，其中海地发生了58次，多米尼加56次，厄瓜多尔54次，秘鲁54次，玻利维亚52次，萨尔瓦多42次，巴拉圭42次，危地马拉42次。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相继出现了以军权还政于民为主要形式的民主化进程，并出人意料地出现了民众主义的复兴。于是人们看到这样的现象，拉美的绝大多数国家始终在军人统治和“民众主义”之间摇摆，而两者都带有个人专断的色彩，只是军人依靠纯粹的暴力，“民众主义”领袖依靠个人魅力。与此同时，由于80年代的债务危机，拉美国家的内向型发展不得不停止，国家只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企业被迫与进口商品展开竞争。于是，进口替代发展模式又成为拉美国家的主导政策，出现了新民众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并存的怪现象。然而，无论如何，贫困和不平等是独立后的拉丁美洲的一个恒定不变的特征。

拉美国家独立后的工业化缺乏内部需求和动力，现代工业的起步几乎完全是由农牧业产品的出口带动的，工业发展强化了殖民地时期遗留的农村大庄园制经济体制。虽然农矿产品出口的繁荣促进了拉美国家的城市化，但这种城市化并没有起到促进农业发展的作用，更难以带动整个经济的转型。这不仅不利于促进农业的发展，而且城市的繁荣和发展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赖于国外市场。

如果我们将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与北美殖民地相比，独立之时，前者无论在资源、经济状况、发展潜力方面都比北美强。但美国现在早已是世界超级大国，而拉丁美洲至今尚无一个发达国家。1995年拉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12.8%，几乎与1900年时的比重相同。1990年拉美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10.比如，拉美经济发展最好的阿根廷，在20世纪初的人均收入列世界第六位，到21世纪初，人均GDP下降到2100美元，比近100年前下降了45%，正从一个被认为即将进入第一世界的第一候选国，沿着“第四世界”的下坡路滑落下去。

拉美国家独立以来的两个世纪是一个失败的历史记录。拉美国家一直处于现代化的边缘，在贸易周期、投资和消费、债务积累和技术水平方面，拉美始终遭到一种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的驱使，国家看似独立了，但外部的情况一有改变就会严重波及拉美内部。拉丁美洲的历史轨迹，似乎印证了一位波多黎各总督的话：拉丁美洲“要么独裁，要么是混乱”。究其所以，拉美国家在独立时未能及时建立统一的民族和统一的国家，权威缺失，致使各拉美国家花费太多精力来构建现代国家和现代民族。在美国这个强大“邻居”的不断干预下，拉美一步步落入“现代化的边缘”。正如埃尔纳·奥尔纳所言：应该从结构性因素中寻找拉美工业没有“起飞”的根源。

第四节　亚非国家的现代化

19世纪初，世界现代化向亚非大陆推进，自西而东地掠过土耳其、埃及、伊朗、印度、中国、日本等国。在这些国家，由于“传统”与“变革”之间力量对比配置不同，各自的社会、文化状态不同，因此现代化的道路不同，发展的速度也不同。在多数情况下，现代化都从模仿西方的技术开始，比如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奥斯曼帝国的马哈穆德二世改革、中国的洋务运动等等。这些改革接受西方的器物而拒绝西方的制度，结果往往造成深刻的二元现象，引起更大的社会紧张状态。而随着西方渗透的加剧，器物的现代化往往被证明无效，于是思想变革和制度变革就开始了，社会发生大动荡，革命与内战接踵而起，如中国的辛亥革命、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伊朗的巴列维王朝的建立。20世纪，几乎整个亚洲和非洲北部都经历了建立现代形态的民族国家、实行制度变革的过程，其目的就是追求工业化，而接下来，又面临着进一步实行制度变革的考验。到20世纪末，许多国家取得了重大成就，尤其在亚洲，出现一批经济高速成长的地区，政治制度也发生重大变化，在现代化方面成就斐然。

一　西亚北非地区

地处西亚北非的奥斯曼帝国（包括其属地，比如埃及）最早经受西方的冲击，面临现代化的挑战。它们是顺时而变，还是固守抵制，或是另辟蹊径？对此必须作出解答。伊斯兰有光荣的政治、文化传统，在战场上曾一再打败基督徒；奥斯曼帝国也曾有辉煌的历史，这些都使伊斯兰世界有一种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对基督教不屑一顾。“凡是有关基督教西欧的东西，穆斯林的官吏和学者就看不起，示以轻蔑和傲慢。”这种特殊的历史和文化，就成为摆在伊斯兰国家面前的一个障碍，很难在西方刚崛起时就正目以待。

到了18、19世纪，西方国家在战场上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奥斯曼开始意识到改革，但改革的目标是回到伊斯兰的传统中去，恢复两百年前的奥斯曼的纯洁！改革没有触及国家与社会的根本，成效不大。而战场上的失败和国家财政的破产给改革更沉重的打击，结果，1876年阿卜杜拉·哈米德继承皇位后废除改革，使奥斯曼国家失去了自我改造的机会。这以后，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国家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奥斯曼国家也失去了活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它站在德奥同盟一边，战后帝国解体。

战后新诞生的国家土耳其决心与帝国的过去决裂，在土耳其民族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民族国家。在这方面，它成功了。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凯末尔当选第一任总统。凯末尔在执政期间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推行六项改革原则，即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改革主义。在这些原则中，我们看到了经济起飞的三个条件：独立、统一和克服专制。改革后的土耳其“一方面是关死过去的门，同时又打开一道通向未来的门”。从此，土耳其真正走上了现代化发展之路。

埃及是具有代表性的伊斯兰国家，是阿拉伯世界的宗教中心。然而，埃及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从一开始却是世俗主义的，这与1798年的拿破仑征服有关。埃及因被占领而无法避免殖民化的命运，但却较早地被拉进了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逐渐成为以英国为主的西欧国家的原料产地，苏伊士运河更是促进了埃及与西欧国家的联系。从1805年开始，埃及就正式启动现代化，在穆罕默德·阿里统治时期，埃及成为欧洲之外第一个试图发动工业革命的国家。

但埃及一直是英国的附属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埃及更是沦为殖民地。战争结束后，埃及在华夫脱党的领导下，开始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1936年，英国承认埃及的完全独立。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却暴露出：埃及的独立并不完整，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爆发了纳塞尔领导的革命，此后埃及高举反帝反殖民的大旗，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旗手。

在中东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伊斯兰一直是一个重要因素，人们看到的是：每当世俗国家的力量取得成功，宗教的因素就消退；而每当国家遭受种种挫折（比如战争失败、经济衰退等），宗教的因素就会扩大。就连世俗化最强的国家土耳其也未能真正解决好世俗国家与宗教间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个中东“世俗化走得最远的国家”又开始回过头来尝试“伊斯兰化”道路。。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东从传统伊斯兰国家“决定性地”演变为初具现代民族国家特点的国际体系，政治合法性基础也从传统君主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变。二战后中东国家的民族构建取得了重大成就，经济发展也各具特色。但中东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仍然漫长而曲折，它是当代国际政治的一个热点。

以色列是中东地区的一个特殊国家，它信仰犹太教而不是伊斯兰教。以色列国家的现代化阻力，内部主要来自于以宗教人士为核心的传统势力；外部主要是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紧张关系，使现代化进程常被战争打断。

二　南亚和东亚国家

南亚东亚曾经是古代文明的中心，其领先地位一直保持到16、17世纪。17世纪开始，西方殖民国家已经向亚洲沿海地区进行扩张了，到18世纪，文明的中心区印度、中国等先后开始面临危机，经受着西方殖民主义剧烈的冲击，而现代化过程也在这种冲击中被迫开始了。其特点是：原有的农业文明被强制解体，根深蒂固的传统文明也遭受冲击。

印度是亚洲最早与西方国家发生联系的地区，它被誉为“英帝国王冠上最珍贵的宝石”。1846年，英国完成了对整个印度的征服，1876年，维多利亚女王正式加冕为“印度女皇”。印度在被征服过程中，逐渐变为英国的原料产地与工业品销售市场。而在此之前，印度是一个成熟的农业国家，拥有与传统农业社会相匹配的乡村手工业和纺织业。这种平衡被英国的殖民政策彻底打破，因为英国人对发展印度农业丝毫不感兴趣。

从18世纪上半叶开始，印度实际上已经被英国强行纳入现代化进程之中，西方的政治经济、司法体系、教育文化等由英国殖民者引入印度。这种殖民统治对于印度后来的发展影响极大，正如马克思所言：“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从客观效果上说，英国在印度的200多年的殖民统治，不仅在经济上奠定了印度工业化的基础，比如，1861年，印度的铁路总长度达到3.5万英里，成为当时世界第三大铁路系统，而且长期建立起来的西方政治制度、司法和行政管理制度、教育制度等，推动了印度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

经过长期的反抗与斗争，印度于1947年8月15日独立，同时独立的还有巴基斯坦。独立后的印度立即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5年期间，印度的国民经济年增长率是3.6%，工业生产增长率达到25%。1950年，印度政府颁布宪法，确立了一套具有印度特色的议会民主体制。经过半个多世纪发展，印度现代化取得重大成果，其经济力量已引起世界注意，在科学技术领域更是取得了重要成果，目前是“金砖五国”之一，大有做“世界大国”之抱负。但是，印度传统社会的内在隐患（种姓制度、村社制、宗教冲突等）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它们在本质上不能与现代性兼容，阻碍了现代化的顺利发展，使印度背上了沉重的二元性包袱。印度在现代化道路上每跨一步，都要为克服传统的惰性而付出昂贵代价，结果造成许多社会问题的恶性循环。

与印度同时独立的巴基斯坦其现代化道路更加曲折。1971年，巴基斯坦又分裂为两个国家：巴基斯坦和孟加拉。这两个地区在地理上并不接壤，而共同的伊斯兰信仰又不足以把它们牢固地联结在一起。伊斯兰教在巴基斯坦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是国家凝聚力的重要资源。不过巴基斯坦基本上执行世俗主义路线，在这条路线指导下，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取得出色的成就。至2002年所谓的“反恐战争爆发”之时，它属于南亚一个发展不错的国家。

孟加拉迄今仍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究其原因，当然人口太多是一大因素，但国家始终未能整合好，“民主制度”徒有其名，国家不能领导现代化，社会处于高度分散之中，这些是更深层的因素。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与拉丁美洲国家类似的现代化进程的一再延误和中断。

在东亚，中国是“东亚文化圈”或东亚古典文明的源头，在历史上形成了以朝贡贸易和册封体制为特征的中华帝国。虽然中国很早就有以汉文化为中心的“天下”观念，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概念却形成很晚。中国至18世纪，社会经济发展及制度建设都卓有成就，形成了中国自身的发展轨迹。中古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发展领先地位是众所公认的，“盛唐”时的辉煌，更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光辉一页。但明中叶以后世界的格局变化了，中国却恰进入明清“锁国”，失去了解世界和紧跟潮流的机会。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列强大举进犯中国，在一百多年中，中国国势衰微，一再落伍，几乎陷入亡国之灾。一百多年中，中国人一再摸索救国救亡的道路，而现代化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启动。辛亥革命是一个重大标志，表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国家终于在形成之中；而只有在这个国家完全巩固之后，中国的现代化才能焕发出巨大的光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出现了迅猛发展的势头，其光辉成就已经让整个世界震惊！如今，中国是欧美国家之外，在现代化方面表现最出色也是成就最突出的国家之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为世界各国摸索各自的现代化模式提供了一个出色的范例。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迈上现代化道路，而且迅速取得成功。这在当时世界上引起震惊，因为在非白人社会中，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西方”那样进行“现代化”。日本明确提出要“脱亚入欧”，也就是脱胎换骨，丢弃它原本的文化，向西方学习。这种态度使它能全面学习西方，同时也取得显著成效。但完全丢弃本身的文化是根本不可能的，日本也很快修改方针，而变成“和魂洋才”了。日本在历史上从来有“拿来主义”，它的古代文明得益于中国；幕府锁国后它仍能开放一隅，让“兰学”传进来，并与当时正统的程朱理学分庭抗礼。当中国等亚洲国家在西方列强冲击下节节败退时，它却能很快调整政策，通过明治维新，不仅适时完成了对国家政体的改造，初步创造出一个具有现代性的新型民族国家；而且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国策，大力发展现代经济，并且取得成功。这些，都是日本的长处。但日本的问题是走错了路，明治维新不久就对外扩张，侵略四邻，建立殖民地。此后愈演愈烈，1937年发动侵华战争，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这种肆无忌惮的军国主义并没有帮助日本的现代化，反而使日本真正的现代化发展遭受重大挫折。日本的经历既留下经验，也留下深刻的教训，是值得认真记取的。

韩国现代化真正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初。朴正熙政府上台后，利用国家的权力和政府的权威，把国家推上了现代化的“战场”，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必须以工业化为先导，工业化必须以重工业为核心。朴正熙政府认为，60年代韩国所面临的历史使命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促进国家的现代化。社会传统、旧生活习惯、旧价值观、旧职业观是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现代化则是排除它们的最有效的方式。经过3个五年计划，韩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发展为亚洲第二工业国。1996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已达4870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达10548美元，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11位。目前，韩国处于从精英政治向市民政治体制过渡的阶段，其现代化经历引起世界高度重视。

17世纪的最初几年，英、荷、法等先后成立了东印度公司，随之对东南亚地区进行侵略，逐一建立殖民地，到19世纪，除泰国保持了名义上的独立外，整个东南亚成为西方殖民地。西方的殖民统治将这些地区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其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受到很大破坏，地方农业社会开始瓦解，而现代性因素也开始进入这些地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各国纷纷独立，这为它们各自实行现代化战略提供了很好的机遇。此后，由于各国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社会力量分布不同，独立后政府的行为也有正确错误之别，所以时至今日，它们在现代化道路上的经历各不同，结果也有很大差异。总体而言，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发展更好一点，社会也相对稳定；菲律宾、印尼等至今仍比较乱，影响了它们的发展；缅甸一直在军政府统治下，内部整合差，经济也落后；越南、老挝、柬埔寨一直在摸索自己的道路，其中越南已开始显现自己的特色，有望取得重大突破。

东亚、东南亚现代化似乎体现一种特色，即所谓“威权主义”模式。这种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是一种“亚洲模式”，或者它在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过程中都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理论界已在多方探讨这个问题了，它涉及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作用——或者说，某一阶段上的国家作用问题，因此是很重要的。

三　撒哈拉以南非洲

黑非洲从西方开始其殖民扩张，就饱尝殖民主义的痛苦，几百年的黑奴买卖，就是在西非地区进行的。后来，葡萄牙占领莫桑比克、安哥拉沿海地区，荷、法、英则在其他地区沿海开辟殖民地，其中最重要的是南部非洲的开普殖民地。19世纪，随着工业力量的积聚，西方的力量已经能够深入非洲内陆，丛林、沙漠、大河已挡不住西方人了，而非洲丰富的自然矿物资源，则使西方的庞大工业为之馋涎，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列强一股脑儿冲进黑非洲，在几十年时间中就彻底瓜分非洲，其中英国得到最大份额，法国次之，德、比、意、葡等各得一杯羹，黑非洲被完全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然而很快地，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各国的非洲帝国都开始出现松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对整个世界的殖民体系予以重大打击。战后非洲处处燃起民族独立的烈火，终于到20世纪60年代，非洲的殖民帝国逐个瓦解了，形成了现在存在于非洲的各个独立的国家。

然而黑非洲一直是多元的部族社会，部落制度是基本的社会与经济、生活单位，在许多地方，“国家”事实上从来没有形成，酋长制（或酋邦制）是其惯用的政治结构。现代非洲国家则是殖民主义者“创造”的，它几乎没有任何现实基础，既非基于民族，又非基于文化或传统，也没有经济的共同性或生活习惯的共同之处，甚至连地理依据也没有。现代非洲国家的疆界，是殖民者在争夺殖民地的过程中在谈判桌上用尺画出来的，所以一旦独立之后，这些国家就面临着艰巨的内部整合的任务：它们如何构建现代民族、如何构建现代民族国家？而我们知道，这些恰恰是现代化最基本的出发点。所以，尽管说，长期的殖民统治确曾给黑非洲带来某些现代性因素，比如某些现代经济企业、某种城市化、某种当地现代型人才的出现，等等，但从根本来说，殖民统治给黑非洲带来的是完全的结构性破坏，不利于它的现代化过程。

因此，独立后的黑非洲国家派别林立，部族主义严重，国家看似一个整体而实质完全破裂。如此来看待二战后发生在撒哈拉以南的延绵不断的部族战争，以及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就不会感到无法理解了。黑非洲的社会生活其实是一种部族的生活，黑非洲的政治其实是部族政治，它的政党、军队、政府都是部族的属性，比如，20世纪90年代，扎伊尔出现了274个政党，分别代表250多个部族；刚果出现40多个政党，其中大部分政党及候选人都有部族背景。要把这样一个社会改造成现代的民族的社会，非一时一刻之功。

但黑非洲国家中也有整合较好的，比如坦桑尼亚、赞比亚、肯尼亚等。凡是整合较好的，其内部比较稳，经济发展有较好的环境，文化教育易于发展，现代化得以稳步推进。尼日利亚是一个通过残酷的内战而最终走向内部整合的例子，所谓的“比夫拉战争”让所有各方都意识到战争并不能解决问题，共处与协商才是出路。尼日利亚面临的问题迄今并没有完全解决，但一个统一的国家却是大家都接受的。所以说，构建统一的民族国家，是独立后非洲各国的第一要务。

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随着现代社会在西方走向成熟，现代化浪潮波及全球。二战以后，现代化席卷全世界，没有哪一个角落是不被它卷入其中的。二战后出现了真正的“全球化”，而现代化是它真实的内容。罗荣渠说：“由于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自动力、自组织、自主性的新机制已形成，这一历史性的大变革才可能扩散为全球性的大趋势。这就是现代化的本质内涵及其内在合理性。“19世纪，世界被分为两个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核心地区”，它们向外输出工业品、技术和资金；亚非拉组成的“边缘地区”，它们输出农产品和原料，接受“核心地区”的掠夺。尽管“核心”和“边缘”今天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发达”和“正在发展”则是明显的分野；但“西方”发达和“非西方”不发达的态势已经被彻底打破了。今天的世界，“西方”的核心地位已受到冲击，“非西方”正在迎头赶上，这种局面，是世界现代化过程的结果，而这个结果，一定是现代化的始作俑者——西方国家所始料未及的，然而这却是世界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五百年前，西方凭借现代化的启动从落伍走向领先；五百年后的今天，世界又发生逆转了。


第六章　资本主义的自我更新与“后现代”

“现代化是一种全球性的过程。现代化发端于15和16世纪的西欧，但现在它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所有社会“或是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或是处在成为一个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在发展中国家为现代化拼搏之时，新的现象却在西方出现了。

第一节　危机和战争笼罩下的欧美世界

一　资本主义与战争

罗莎·卢森堡说：“如果我们按照实际发生过的情况——而不是按照可能发生的情况或想当然——来考察历史，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战争曾经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特征。”

从16世纪50年代开始，小型火器的普遍使用，渐渐抵消了游牧民族和骑兵在战场上的优势。贵族在战场上的优势地位也失去了，一枚子弹就能穿透昂贵的盔甲，也能阻止训练精良和精心饲养的战马。16世纪的西欧军队主要由外国雇佣兵组成，人数很少超过2万人。17世纪军队人数一般约5万人，1000人口中有3名士兵，比例与罗马帝国时期相同。18世纪腓特烈大帝和马尔博罗公爵的军队约10万人，路易十四军队近20万人。19世纪中，拿破仑投入一次战役的兵力达到20万。在20世纪的世界大战中，军队数量则以百万计算。

19世纪的经济与社会的巨大变化又成为激化民族意识的根源，欧美国家之间的敌对情绪加剧。狂热的民族自尊心与强烈的超越领土的意图，驱使工业国家争夺原材料和市场，夺取殖民地，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拿破仑战争后召开的维也纳会议试图用大国协商和多极治理的方式来化解西欧的矛盾，但西欧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尚在进行之中，完全意义上的均衡是不可能的，各国的自我控制力也不可能超越国家的发展之上。战争的危险越来越大，科技的发达又注定了未来的战争将更加残酷。极端民族主义一定造成战争，产生的破坏力也特别强。

在资本主义从中心向边缘扩张的过程中，西欧大国与其他地区之间也不断产生冲突，1870-1914年期间，现代化的先行国家与非工业民族之间在世界各地开战，亚洲、非洲、中近东的大部分地区被置于西欧的统治之下。于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兴起了，非西方国家的反抗又引起西欧国家的镇压，他们动用工业文明的技术手段，即飞机、大炮、毒气、坦克、化学武器等杀戮和压迫弱小民族。西方人在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中，这些所谓的文明人变得比任何时代都更野蛮。人们从中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等于战争。

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本国的需要，得到财富的最大化。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在西欧、非洲、中近东、亚洲等各个地区，小的纷争从未间断，其冲突程度呈螺旋上升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资本主义大发展的一种消极后果。

战争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物损失。20世纪因战争死亡的人数是以往所有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1900-1990年，1亿多人在战争中失去生命。在1900-1995年的各类暴力冲突中，550万人失去了生命，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1993-1996年，在战争中死亡的人员中，16岁以下的青少年（包括孩子军）占到45%。截至20世纪末，战争迫使世界上的4000万人口流离失所。战争让越来越多的无辜百姓失去了生命，战争对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人的生命虽然还不能说是不值钱，但不再是无价的了，核武器的发明更是让人类面临彻底毁灭的危险。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反思，难道现代化的最终结果却是这样的一条不归路？

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

巴尔干半岛地处地中海东北部，是西欧的东南门户，也是西欧大陆通往中近东的必经之地。当时间跨入20世纪的时候，这里却是矛盾丛生。首先是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其次是巴尔干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与列强的矛盾，再次是巴尔干人民与土耳其封建统治者的矛盾，还有巴尔干各国及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在当时的西欧，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斯拉夫民族争取独立是不可避免的，哈布斯堡王朝反对这种可能扼杀王朝的独立的迫切愿望也是不可避免的，俄国支持斯拉夫人的动机又很难阻止。奥地利担心不用武力消除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就会使奥匈帝国崩溃；德国害怕盟国奥地利屈服于俄国的武力或逐渐解体，或由于不支持奥地利使德国陷入孤立地位；法国认为，不支持俄国，在受到德国袭击时，就得不到另一个强国的支持；英国认为，如果坐视德国消灭法、俄两国力量，就完全违背大陆均势原则，这等于让英国承受无法容忍的危险。

1914年8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军入侵中立国比利时而拉开了战幕。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空前的浩劫。被卷入战争的有五大洲的38个国家，人口达13亿以上。双方动员的兵力达到7000万人以上，死于战场的约1000万人，受伤的约2000万人，经济损失达2700亿美元以上。许多城市和乡村被夷为平地，大量工厂、铁路、桥梁、隧道遭到破坏。在战争中，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彻底崩溃，大英帝国在战后失去了世界霸主的地位，法国、意大利等国也受到严重的削弱。战争促进了人民的觉醒，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在战火中，俄国发动了社会主义革命。人类经历了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总体战争，它冲击了西方文明，动摇了西方的自信心。

三　经济大危机与国家干预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建立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重新安排世界秩序和调整彼此关系的进程基本完成。在经历了战后短暂的经济危机后，欧美国家从1924年开始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但是，资本主义发展内部潜伏的矛盾依然存在，特别是股票证券市场的投机性狂热活动，增加了金融市场的脆弱性。

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五），发生了纽约华尔街股票市场崩溃事件。由于美国是当时世界头号资本主义经济大国，又是最大的债权国，美国经济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市场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危机很快蔓延到德、日、英、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转嫁危机，又使危机波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在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之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寻找各自的对策。

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就是试图使美国摆脱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一是在金融方面，恢复银行的信用，刺激出口；二是在工业方面，通过工业复兴法，规定生产规模、价格水平、工资标准和工作日时数等，防止盲目竞争引起生产过剩；三是在农业方面，奖励农民调整生产结构，稳定农产品价格，改善农业生产环境；四是在社会福利方面，积极推行“以工代赈”，兴办公共工程，增加就业，刺激消费和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罗斯福新政开创了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的新模式，为资本主义寻找新的出路。

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却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本来就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确定的国际关系新格局心怀不满，经济大危机进一步促使法西斯主义在这些国家占据上风。霍布斯鲍姆认为，这种极右派的特性是普遍患了歇斯底里的国家主义恐外症，将战争与暴力理想化，思想偏狭，倾心高压统治，狂热地反对自由主义、反民主、反对无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反理性、重血统、贵身份、恋土地，一心想要重回已经被现代世界破坏了的旧的价值体系。日本为了摆脱危机，加强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将日本的民间企业纳入军事轨道，实行军部与资本家的联盟（军财抱合）。在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后，军部确立了在日本的统治地位，确定了扩大对外侵略的方针。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迫使各国寻找出路，致使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各种新趋势。法西斯国家的出现将历史的车轮引向战争，最终把人类拉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

四　第二次世界大战

除了凡尔赛条约、大萧条因素，极端民族主义也是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之一。希特勒认为，保证德国物资供应的最好方法就是在欧洲大陆获得“农业方面有用的空间”，波兰和乌克兰就是这样的目标地。在实现这些目标之前，首先必须把居住在中欧的德意志人合成一体，兼并奥地利的近700万德意志人和捷克斯洛伐克西部苏德台地区的350万德意志人。

与希特勒的咄咄逼人气势相反，英、法等西方国家却普遍实行了所谓的绥靖政策，希望通过谈判、和解、让步等手段，化解德国人对凡尔赛条约的不满，缓和西欧的紧张局势。法、英两国对德国军事复活所表现出来的软弱，主要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痛苦记忆，认为战争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几乎任何一种妥协都比发生另一次世界大战要好得多。为此，张伯伦甚至愿意牺牲英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不允许任何一个大国控制欧洲大陆。

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军入侵波兰。9月3日，英、法先后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1年6月22日，德国向苏联宣战。几个月后，即12月7日，日军秘密袭击美军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持续了2194天，军事行动遍及欧、亚、非洲和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和北冰洋。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一次战争，西欧战场造成的物资损失高达2600亿美元，交战各国的直接军费支出占其国民总收入的60%-70%，军人死亡1690余万人，平民死亡3430余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了雷达、火箭炮、喷气式飞机、飞航式导弹和弹道火箭等新式武器，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甚至动用了核武器。空军、国土防空军、潜水舰队、空降兵兵团、工程兵和技术兵在战场上的作用增大了。这些都是现代工业的产物。

第二节　战后欧洲的变化与全球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让西方国家深刻认识到现代社会的副作用。确实，西方现代化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其优势与弊端都已经十分清楚。二战后，人们企图修补西方社会，一是修补资本主义，二是修正民族国家。两个方面都需要对几百年现代化的历史进行反思。

修补资本主义有两重含义，一是国家对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即市场经济进行干预，力图补救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并且在资本所有权方面实行“人民化”，制造大量小股民、小私有者；二是国家制度方面的“福利化”，这同样需要国家的干预，国家站在“中立”立场上调节社会利益分配。所有这些都是对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实行修改，即私有制仍然“神圣”，但不再“不可侵犯”：国家以社会的名义“侵犯”资本。经过许多变化，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有产”和“无产”间的对立变得模糊了，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两极社会逐渐变形，中间集团膨胀，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社会，据说这个社会是很稳定的。在社会“福利化”方面，国家介入分配过程，使财富的巨大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缩小，同时又为最广大的国民拉开了一张安全网，使其基本生存得到保障。这张安全网其实对任何社会都是需要的，只不过资本主义到20世纪才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全面推行。由于以上两方面的修补，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变得比较平等了，财富的分配也相对合理，每个人都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人人都能享受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好处，资本主义自身似乎经历了“现代化”。但是，当资本主义变得“现代”之后，它又面临新的问题：这些修正是否在修正“现代化”？而修正现代化的结果，是不是会出现“后现代”？西方在发生了重大的社会调整后，正在面临新的困惑。

在修补资本主义的同时，西方也企图修正民族国家。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认识到民族主义有褊狭性，民族国家这种形态也不完美。民族国家出现时，它是为现代化提供有形的载体的；但是当现代化完成之后，民族国家又应该发挥什么作用？人们一再看到：国家在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而现代的战争又都是巨大的战争。这种“国际间的无政府主义”使战争的危险性不可避免，因为在国家间不存在仲裁机制。正是出于这种认识，20世纪出现了两次建立世界性组织的努力，国联和联合国就是其成果。但两次努力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原因是它们试图把全世界都放在同一个标准下。但世界的发展却是不平衡的，统一的仲裁标准到现在仍建立不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出现了新的趋势，即在地区范围内实行“一体化”，实行一定的超国家机制。欧洲一体化起源于1950年的法德煤钢联营。1958年，它发展为西欧经济共同体，由12个成员国家组成，人口总数和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美国。欧共体后来又发展成现在的欧盟，它拥有共同的货币（欧元）、共同的护照，有一个欧洲议会，有“欧洲政府”——欧盟委员会，最近又选出了“欧洲首脑”——欧盟主席。欧洲一体化过程使人们思考：当民族国家在西欧几百年历史上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之后，人们是不是不得不去修正它，以实现对民族国家的一种超越？在现代化已经基本完成时，民族国家的历史作用是否发生了变化，超国家机制在发达国家间有可能形成？

联合国也在客观上弱化了国家角色。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根除了天花，并协助消灭了西半球的小儿麻痹症。1974年，在发展中国家，只有5%的儿童没有患过小儿麻痹症、破伤风、麻疹、百日咳、白喉、肺结核等疾病，到1995年，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努力下，儿童的免疫率接近80%，每年挽救300多万儿童的生命。仅在1996年，就有2700万难民（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从联合国难民事务署得到食品、庇护所、医疗援助、教育和遣送归国等援助。通过发起签署相关的国际条约，联合国在保护臭氧层、防止全球气候变暖、限制砍伐森林、安全饮用水等问题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联合国还帮助提高发展中国家妇女的识字率。像霍布斯、洛克、罗素等西方哲学家都一以贯之地强调所谓的社会契约学说，即假定国民对国家的忠诚来自于这样一种交换：国家为平民提供某些利益，作为回报，人民以某种方式支持国家。但是，如果接种疫苗是由世界卫生组织的医生来完成，新的拖拉机是从世界粮农组织的技师那里获得，识字计划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师来实施，那么国家对国民忠诚的要求和人民对国家的感激之情至少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从功能主义角度上说，通过促进跨越传统的民族和国家边界的合作，人民能够摆脱险隘的、民族主义的观念，逐渐变得更加富于合作性和具有超越国家的精神。

“全球化”与现代民族国家是什么关系？对西欧国家而言，其含义应该与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意义有所不同。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或者说全球化首先表现在经济层面，正如现代化首先是工业化一样。经济的全球一体化是不可抗拒的大趋势。自1945年以来，经济一体化趋势逐年增长，统一的无所不包的国际贸易、资本、劳力、劳工、技术等市场已把全球经济联成一体。这种全球化的重要特点是“跨国化”：跨国商务，劳动力国际间分工，生产向第三世界转移，国际间银行业和股票市场的高速增长，以及跨国的媒体、计算机技术和自动控制技术的相互作用等。

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涉及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大概念。吉登斯指出，全球化的“内容无论如何也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关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是我们生活中时空的巨变。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事件，无论其是否是经济方面的，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直接、更为迅速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日本神户大学教授初濑龙平认为，全球化至少包括五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在许多领域中，世界范围内或全球性的人类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不断增加；第二，拉近了世界各地彼此之间的距离；第三，在全世界流行一种相同或相似的生活方式；第四，随着人们流动性的不断提高，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第五，这些变化以某些特定的方式构建了一个新的国际体系。阿兰·伯努瓦认为，全球化包含四个基本特征：一是资本的垄断。全球化使资本家具有流浪性、跨国性，资本的一体化打破了生产体系的国家界限，出现了全球规模的工业公司。二是大众的困难。各国之间的经济不平等加剧，殖民主义以其他方式继续存在，中等阶级扩大的趋势已不存在，资本收入上升，劳动收入下降。三是国家的消融。它削弱了现代政治的基础之一，即国家的主权。四是现代主义的结束。

全球化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贫富分化加剧、国内民族与社会的分裂、生态环境恶化、侵犯人权、国际犯罪、国际游资投机、恐怖主义等。这些问题已经越出了民族国家疆域的范围，单靠民族国家本身和冷战时代建立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各种国际组织和机制是无法解决的。比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工作重点已不再是民族国家，而是直接与人相关的新主题——社会安全（humansecurity）。阿兰·伯努瓦直言：“全球化的最终结果就是民族国家逐渐失去权力。”民族国家由于常遭超过自身能力的外界的束缚，“因而再也不能依靠自身解决全球问题。那种认为民族国家还能够决定它的边界对金融流动是开放抑或关闭的想法，那种认为有可能重构一个整合社会，这个社会是由将它的居民与外部世界隔绝起来的墙所保护的，要么是乌托邦式的梦想，要么是一个谎言”。甚至有学者认为，一旦所有国家的农民和工人在国际组织中联合起来，它就可能重构社会经济，为全人类带来福利，并将成为世界和平的保证。

依据这些解释，小布什总统觉得可以实行“超国界打击”，因为国家利益必须置于更高的利益之下（小布什举例说比如“人权”“反恐”），由此而发动伊拉克战争。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企图超越“民族国家”的西欧各国却众口一声地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攻打伊拉克的却是完全不准备放弃“民族国家”地位的美国。

无论如何，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地位如何？这个问题已经摆在世界面前。西欧人企图建立超国家机构，解决它们在现代化几百年中所积留的问题，这是西欧国家现代化走到今天这一步出现的一种新趋势。这一趋势前景如何？现在还很难下结论；但如果民族国家真的被超越，超民族的政治体和社会实体一旦出现，那么以民族国家为起步点的现代化过程是否就此结束、西欧是否要进入“后现代”？

由于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西欧在这一点上出现的新变化并不在其他地区出现。将西欧的现象推及整个世界，明显是不切实际的。

第三节　发达国家的“后现代”

20世纪60-70年代，欧美国家社会出现一些新的转向，似乎预示着一种“后工业”趋势的转变。

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和全国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降到10%左右，包括通信、金融、保险、旅游等在内的第三产业发展迅速，所占比重升至60%左右。即大多数劳动力所从事的职业是服务业，而不再是传统的农业或制造业，这是后工业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1969年英国服务业产值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1.0%，服务业的就业人员占到全体劳动力的49.7%。同年，荷兰两项分别是51.6%、49.8%，意大利分别是51.7%、45.1%。1994年，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的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进一步增加，分别达到69%、66%、60%、59%。美国是“后工业”特征最明显的国家，美国的白领工人人数在1956年就超过了蓝领工人，第三产业在1995年已上升到70%以上。

在“后现代”社会结构中，工人阶级上层与中等阶级下层之间的界线已很模糊。英国在1972年的一次社会调查中，20%的体力劳动者将自己划在了中等阶级圈内。这些中等阶级以及中等阶级化的工人收入较高，工作环境好，生活情趣和政治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战后西方国家的现代福利国家制度也是“后现代”的一个重要特征。1970年，英国、丹麦、比利时、法国、爱尔兰、联邦德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9国社会福利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值是18.1%，1981年上升到27%。1980年，美国社会福利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18.2%。富裕成为发达国家最显著的特征，原先在财富分配方面存在的严重失衡现象得到缓解。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即福利国家来最大限度地消灭贫困现象。

20世纪90年代以后，信息网络的发展把从70年代兴起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向新的高潮，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知识经济的时代。信息产业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与此同时，教育、医疗保健、休闲娱乐、旅游等成为人们消费的热点。“后现代”被视为一个消费社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关注生产转向重视消费。企业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消费手段的发明上，营销和广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消费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符号消费和象征性消费之类的文化行为。人们在消费的过程中，看中的不是产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它的形式与品牌。

“后现代”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妇女地位大大提高。产业结构的变化提供了大量适合于女性工作的岗位，家庭生活的内部机制随之逐渐发生变化，妇女在家庭的地位上升了。随着有关维护妇女权益法律的颁布，妇女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地位也日趋改善。与此同时，家庭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功能逐渐消失，离婚率的上升使得单亲家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未婚同居现象非常普遍，家庭结构日趋简单，家庭规模越来越小。传统的父权制动摇了。

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更加广泛的社会领域，如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女权、政治参与、社会救助、战争与和平。“后工业”政治也因此更加关注非经济问题。新中间阶层既希望社会有所变革，又担心激进的变革会造成对他们现有物质生活基础的破坏，因而主张采取渐进方法解决社会矛盾。20世纪末，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以“第三条道路”为标志重新登上社会政治舞台，就是明显的例证。

“第三条道路”主要是为了应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发展的变化，其理论能否可行，必须经受实践的检验。从目前情况来看，它确实取得了一些有目共睹的成果。一是政府财政赤字和政府开支下降。如，1998年英国政府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0.9%，1999年为39.9%，2000年为39.1%。通货膨胀率也呈下降趋势，英国通货膨胀率前几年一直维持在2.5%。二是人均收入增加，失业率下降，就业率上升。法国工薪阶层可支配收入在1998年增长了2.5%，经济出现缓慢增长，从1997年的2.3%增长到1998年的3%，失业率也缓慢下降，从1997年的12.6%降为1999年1月的11.5%。三是在政治民主化改革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效。

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也存在许多共同的社会问题，比如，城市化引起的空间拥挤问题；过度工业化引起的资源破坏、环境污染问题；社会流动造成的社会控制、治安问题；物欲横流、道德松弛引起犯罪问题；高度竞争与工作紧张引起的生活压力问题，人完全为工作环境所控制、成为其生存条件的完全附属品的问题；物质生活过度充实、精神生活反而空虚，于是出现吸毒、文化趋俗、寻求感官刺激等问题；宗教束缚解除后，原有的性价值观念全然松懈，由此也产生许多社会问题，包括两性关系、家庭稳定、离异夫妻的子女、单亲子女、单身母亲等问题，还有艾滋病问题、性变态问题、其他有关家庭与婚姻的问题等等；普遍的社会流动及广泛的选择机会使子女在成年之后必然离开父母，这又引发凄凉的老年问题；强大的生产力本身及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也会产生问题，例如人类资源的耗尽、生存环境的破坏、高杀伤力武器对人类生存安全的威胁等。

现代社会的问题是广泛而严峻的，现代化并不是理想的天国，把现代化看作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是不现实的。在现存种种问题中，有些可能是由现代化过程中的失误造成的，有些则可能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必然属性。当然，发达国家在“后现代”出现的种种问题，正在对“现代化”提出挑战——这些难道不是“现代化”引发的逻辑结果？但“现代化”已是一个客观事实了，历史已无法逆转了；有些人设想人类从文艺复兴就不走“现代化”的路，那么现在的人类社会就不是现在这样。然而历史只是这样走过来了，“现代化”已不可抗拒。若以这样的叹息而标榜“后现代”，也就是否定现代，这种思潮是不足取的。若以“现代”的种种弊端为威胁否定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努力，阻挡他们的现代化要求，持这种说法的人，就应该怀疑一下他们的动机了。然而，现代化的确伴生着许多问题，发达国家的现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对此，我们不能不予以足够的重视，努力避免现代化的弊病。

最后，我们要问：“后现代”到底是现代化的结束、新历史时期来临的预兆，还是“现代”的当代表现？这个问题，要留给未来去回答了。


第三部分　现代化的专题讨论

第一章　世界近现代史的学科体系问题

我国世界史学科长期以来基本上沿用苏联体系，苏联体系对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曾经起过很积极的作用。但这个体系有它固有的弱点，一是其时代性很强，而其时代背景现在已基本消失了；二是它包容性较小，容不下当代历史学所提出的新的研究课题。因此，有必要探讨建立新的学科体系的问题。本文主张以现代化为主线建立世界近现代史的新学科体系，因为自世界进入近代以来，几乎一切事件、一切变化都围绕着一个主题：现代化。本文提出若以现代化为主线重新观察，世界近现代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首尾相接，组成了完整的世界现代化的过程。

第一节　“世界史”的含义

什么是“世界史”？这个问题早已成为老生常谈了，但为了讨论世界近现代史的体系问题，似乎还需要从这里说起。

关于世界史的含义，向来有两种理解。一种把它理解成“世界的历史”（history of the world），这是一种“整体史”（universal history）或“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观念；另一种把它看成是各国历史的相加（history of all countries），事实上是一种组合起来的国别史。持第一种理解倾向的国内学者可以吴于廑为代表。吴先生在逝世前曾多次表达世界史是一种“整体史”的思想。他曾说：“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也就是说，把人类的历史看作一个整体过程。齐世荣也主张这样看待世界史。齐世荣先生说：“人类历史是从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最终走向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与此相适应，历史学也是先有国别史、地区史，然后才有世界史。”按照他的想法：在世界成为“全球一体”之前不可能写出真正的“世界历史”，因此他说：只有到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日益密切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世界史的撰写到这时才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

在西方史学界最能代表并在自己的创作中体现这种思想的大概要算斯塔夫里阿诺斯，他在其名作《全球通史》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本书是一部世界史，其主要特点就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为了强调他的观点，他还特意引用另一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的说法作为该书第一章的卷头语：“世界史不仅仅是世界各地区史的总和，若将其分割再分割，就会改变其性质，正如水一旦分解成它的化学成分，就不再成其为水，而成了氢和氧。”有趣的是：巴勒克拉夫又以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加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说过的一句话，作为他自己那本名著《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的全书卷首语。赫伊津加曾经说：“我们的文明首先是以全世界的过去作为它自己的过去的文明；我们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史。”对此，巴勒克拉夫评论说：“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史学界）的主要特征之一。”

作为著名的史学史专家，巴勒克拉夫的论断无疑是正确的。20世纪的历史学家认识到必须用“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来认识历史，由此而恢复历史的真实面目。在这个意义上界定的“世界历史”，确实只在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产生。马克思曾经对“世界的历史”和全球化的关系作过论述，他说：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如果说在19世纪，大工业还仅仅“开创了世界历史”；那么到20世纪，它就算真正完成了世界史的形成过程。20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与经济一体化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卷入到世界的整体中来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00年在挪威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第19次大会上提出的会议主题，就是如何研究“全球史”。

从理论上说尽管如此，在实践中真能认识到这一点并以其指导历史研究的人却并不多，成功的作品就更少。对多数历史学家而言，国别研究是他们的专长，而且在国别研究中，他们感兴趣的也只是一些具体的专题。为数不多的历史学家努力构建“整体的”世界史，但在多数情况下，这些“世界史”只不过是组合起来的国别史。书写真正的“世界史”并不容易，“世界史”要求把握世界各地历史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内在的逻辑关联，关联的缺失使多数“世界史”作品流为一盘散沙。

实际上，在西方史学传统中，撰写“世界史”的努力自古就有，被尊为西方“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其《历史》就称得上是西方第一部“世界史”。公元前2世纪的波利比阿已经把“世界”看成了“整体”，在他看来：各地方发生的事都是相互关联的，“意大利和利比亚发生的一切与亚洲和希腊发生的一切密切相关”，所以，“要对历史的全貌有一个实际认识，不能不说个别的历史已用处甚微。只有将各事件与总体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起揭示出来，指出其相似和不同点，才有可能认识历史的全貌”。19世纪英国的阿克顿勋爵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所谓世界史，按照我的理解，它不同于一切国家的历史组合，不是脆弱的拼凑，而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它贯穿古今，各民族在其中只起辅助的作用。各民族的历史，不是为了它们自身而叙述，而是根据它们同更高的历史序列的从属关系，即根据它们对人类共同命运所做出的贡献的时间和程度来叙述。”这种“理想的”世界史很少有人真的能写出来，比如波利比阿的作品基本上是当时“世界”的国际关系史，而阿克顿主编的《剑桥近代史》则是典型的各国历史的堆砌，并且以西欧为中心。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知道，“世界史”在专业圈子里，是历史这一大学科范畴下的分支学科，它是有严格的学科含义的，它的研究对象是“世界”，而不仅是一个个单个的“国家”。但是在中国的学科分类体系里，同时也在一般的公众理解中，“世界史”等同于“外国史”，而且是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史。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在国外绝不会是这种情况。事实上在任何一本西方人编写的“世界史”著作中，绝对不会没有他本国的历史，而且一定对它大书特书。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德国大历史学家兰克的《世界通史》，现代人普遍承认，实际上在兰克所标榜的“客观历史”中，普鲁士中心论是他的基本主题。

中国人把“世界史”等同于“外国史”是有其历史根源的。中国人自古就缺乏“世界”的概念，其“天下”观把中国视为中心，在它周围有一些番邦蛮国。这种视野使中国的史学虽有记载“异域”的传统，但这不是书写“世界史”，而是对异邦风物的注意，常常出于猎奇心理加以记录。相比之下，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一雄独霸的局面相当少见，自希腊以降诸强并立的情况就几乎不断。如此之下，西方文化从来就承认多民族、多国家的“世界”格局，西方史学传统也就更多地承认“世界”的存在，因此更多地关注它们各自时代的“世界历史”，比如希罗多德、波利比阿记载希腊、罗马时代的“世界史”，兰克和阿克顿则记载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世界史”。

中国人关注“世界”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对“外国”的介绍也从19世纪中叶开始。最早介绍西方历史的是一些翻译书籍，直至1949年，研究性的工作仍旧少而又少。专门研究“外国史”在中国史学界几乎是站不住的，许多在国外留学、以所在国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回国后几乎全都要改做中国史。由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特殊背景，1949年以前，中国人主要关注欧美国家，因此“西洋史”这个名称盛行，取代了具有较大内涵的“外国史”。长期以来，非中国的历史都由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西洋史”来表示，可想而知，这个概念和“世界史”的应有含义相去有何等之远。同时，这也就解释了中国历史学界何以把“中国史”和“世界史”截然分开，并且不能够形成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世界史”概念。

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是在1949年以后建立的，这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全盘苏化”的政策导向。在苏联，“外国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因研究“外国”历史而享誉学界的人不在少数。并且，苏联存在着公认意义上的“世界史”概念，苏联科学院耗时十年编撰的《世界通史》10卷，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的历史，其涵盖面包括俄、苏在内的世界各地区。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中国在引进苏联的“外国史”之后，一方面接受了“外国史”的独立学科地位；另一方面，又给它冠以一个名不副实的称号即“世界史”。这以后，“世界史”在中国就专指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历史，它既做不到涵盖整个“世界”，又不具备西方“世界史”的严格定义，实在是词不达意，因此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就很特别。但在引进这门学科的本意即建立统一的历史学体系方面，它却是完全成功的。下面就来谈谈世界史的体系问题。

第二节　“世界史”的体系

德巴里说：目前撰写世界史的最大问题是“缺少一个恰当而又得到一致承认的体系以便世界文明表述为一个整体”。巴勒克拉夫也同意这种观点，他说：“人们一方面都认为世界史是，或者应当是完全不同于国别史的拼凑物的东西，应当用不同的精神和方式来展开研究，但如何建立这样的历史学，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实际上，把各个国家的历史堆积在一起，写成一部“世界史”，这并不难；难的是形成一个体系。有体系的“世界史”就能最低限度地体现历史的整体性，没有体系的“世界史”哪怕把世界上发生的事最事无巨细地复述出来，它仍然是一盘散沙。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世纪60年代开始编写的《人类史》，这部动用了大批来自各国的历史学家集体创作的鸿篇巨制，由于各自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立场不同，结果虽然提供了“大量令人感兴趣的史料”，但“显然没有提供令人清晰易懂的模式”。齐世荣曾这样评论20世纪国际史坛出现的几部超大型世界史著作（包括《人类史》、苏联十卷本《世界通史》等）：这些著作虽内容丰富，撰写者都学有所长，但却“缺乏严密的体系，甚至给人以杂乱无章的感觉”。实际上，缺乏体系的“世界史”一向并不少见，18世纪英国曾编过一部几十卷的《世界史》，但其破碎的程度，一如两个世纪以后的《人类史》。19世纪兰克和阿克顿的作品也有同样的倾向，只不过大小程度不同而已。

由此可见，“体系”是世界史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什么是“体系”？在我看来，体系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系统，它决定历史学家选用哪些素材来编织他对历史的陈述。换句话说，体系制约对历史的解读，同时将散乱的历史细节组合成整体。没有体系的历史学充其量只能是知识的堆积，其中堆积的知识越多，内容就越破碎。体系实际上就是筛选历史的标准，巴勒克拉夫曾经问：如果世界史“不是国别史的拼凑”，不是知识的堆积，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哪些事件应该写进“世界史”，因为它具有历史的重要性；而哪些事实又不具备这种重要性呢？他还问：如果如塔尔蒙所言：重要不重要取决于它是否关系到“有意义的整体”，那么衡量有没有意义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似乎把世界史学家推进了因果循环的绝境；但事实上，以“体系”为角度观察历史，有意义和没有意义都排列得清清楚楚。历史是由无数的细节组成的，历史学家不可能穷尽这些细节；使用哪些史实来叙述历史，以及能否把历史重建为整体，其关键都在于“体系”。唐纳德·凯利说：“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有一种视野的意识，在这种视野之内进行历史探寻”；建立体系就是自觉地运用这种“视野的意识”，通过它来选择史料、重现历史。因此可以说：建立体系就是建立判断的标准，确定“历史重要性”的依据；同时，建立体系也意味着对某些基本的历史理论问题进行解答，比如说，历史是否发展、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是否有发展的方向等等。由此可知，体系问题不仅对世界史重要；就整个历史学科而言，都存在着有体系还是没有体系、要体系还是不要体系的问题。任何历史学有体系就能做到条分缕析，没有体系就会变得庞杂无章。

西方“世界史”编纂并不缺乏建立“体系”的传统。在中世纪，从圣奥古斯丁开始，就形成一套用神学来解释历史的理论，根据这套理论，人类历史只是上帝的意志在尘世的展现，因此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用历史本身来揭示人类历史是如何无可回避地按照上帝的安排在人间展开的，从而证明上帝无所不在。启蒙时期，世界史的神学体系被打破了，伏尔泰用他的著作（如《论通史及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来确立以人类社会自身为线索的新的世界史体系，企图说明“人类是通过哪些阶段，从过去的原始野蛮状态走向当代文明的”。这以后，历史学家开始用“进步”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即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后一个历史阶段必然超越前一个。这种历史观成为18、19世纪西方历史学的主流，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则使它显得更加有道理。在众多历史学家中，还有人把自然的进化和人类社会的进化连成一条线，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实际上是自然进化的必然延伸。在这方面，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是一个例子，他的书从宇宙和地球的形成写起，一直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顺便提一句，马克思的历史观也属于进步的历史观，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从低到高循序递进，物质生产的进步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以马克思的方法来书写历史，也形成了相当完整的体系。

20世纪，有人对进步的历史观提出挑战，他们认为历史未必是直线发展，文明有生有死，就如人的生命一样。各种文明生的生，死的死，相互交替，此生彼灭。因此历史运动毋宁说是循环的状态，并非随时间进展就一定进步。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解释文明生死的原因，寻找规律，揭示历史变迁的规律。这样，就形成一种新的世界史体系，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斯宾格勒曾经这样概括循环的历史观念，他说：“我看到的不是虚构的一份直线历史，那是只有在无量繁复的事实跟前紧闭双眼才能保持的。我看到的是一群伟大文化组成的戏剧……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

汤因比则构建了21种“文明”的生死循环轨迹，他同样试图说明，历史并不是一条直线。依照这种逻辑书写的“世界史”也有其独特的体系，尽管汤因比并未能避免堆积各国的历史。如前所述，中国的“世界史”起步很晚，而且在含义上与国际学术界不尽相同，在“体系”构建方面也有其特殊背景。总体而言，中国的“世界史”形成后基本借用外来体系，尚未来得及创建自己的体系。迄今为止，中国世界史学界认真尝试建立体系的是吴于廑，他在去世前的最后几年里连续发表论文，阐明他的“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历史观。他把世界历史的发展看作是“纵向”和“横向”的交叉，“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最终把世界连接成一体。吴于廑的思想明显具有独创性，可惜他来不及将它付之于一部《世界史》。

第三节　苏联体系

前面已经说过，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是在1949年以后建立的，当时引进苏联的学科，同时也引进了苏联的体系。引进苏联体系有一个目标，就是在整个历史学乃至思想界建立统一的观念，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苏联体系是一个大宏观系统，它确信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无一例外地遵循共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逐一更替，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而发展的动力是阶级斗争。遵照这个体系，苏联历史书（不仅是“世界史”、而且是一切历史书）都以阶级斗争为纲，因此判断历史事实是否“重要”并应否收入史书撰写的标准，就是它是不是体现了“阶级斗争”。这样，历史书写成了阶级斗争的历史书，历史变成了完全的阶级斗争史。这个体系是20世纪30年代最终形成的，在斯大林时代，这是不可背离的官方意识形态。

苏联体系在中国盛行几十年，曾经对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没有这个体系，新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学科，它的存在及重要性也得不到学界及社会其他方面的承认。没有这个体系，以及对这个体系的社会认同，我们就不可能形成一支专业的世界史学科队伍，世界史和中国史之间也难以明确地分工。没有这个体系，新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学术成就是不可能这么大的，建国后数以万计的论文、专著，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涌现的大批学术成果就都没有存在的基础。中国最早的世界史学者都是在这个体系下成长起来的，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也因为这个体系而从中国史学科中正式分离出来。但这样一来就形成中国世界史学科独特的含义：它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的”历史，它是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的”历史。时至今日，“世界史”仍然与“中国史”相对，在国家颁布的学科分类和人们的一般概念中都是这样。

尽管苏联体系对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做出过重大贡献，但这个体系有其明显的弱点，现在，它已经不能够适应学术发展的需要及时代的要求了，因此应该对它作重新的审视。苏联体系的弱点如下：

（一）这个体系是在苏联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当时，十月革命刚完成不久，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苏维埃政府需要一种历史学说，为十月革命的合法性寻找历史依据。同时，苏共党内也在进行激烈的斗争，其正当性似乎也需要得到历史学的支持。因此，在一个以“斗争”为主题的时代就形成了一个以“斗争”为主线的学科体系，阶级斗争几乎成为整本历史教科书的唯一内容。类似的历史条件在新中国建立后也存在过相当长一段时间，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阶级斗争”一直是国家生活的主题，因此苏联体系的流行有其合理的时代背景，体系的建立和占优势与这个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但现在，这些背景都已不复存在了，本来让人感到很有道理的说法已经与社会的现实相距太远，体系丧失了它的时代性，其现实吸引力也大为缩小。

（二）从纯学术的角度看，这个体系的涵盖面不广，伸缩性不大，难以作自我调节。体系的基线是阶级斗争，用阶级斗争来贯穿整部历史。人类自从有阶级以来，一切时代都存在阶级斗争，这一点应该是无可置疑的。但若把这个命题解释为“历史的全部内容就是阶级斗争”，这样说就未免太狭窄，把过多的内涵从丰富的历史过程中抹杀掉了。20世纪以来，历史学的研究范围大大扩张，人类过去的一切都成为“历史”，无数新研究对象落入历史学的视角，本来很狭窄的历史研究范围，如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至多再加上经济史等等，已容纳不下膨胀的历史学研究了。苏联体系在传统的历史研究范围内似乎能够以一条线（阶级斗争的线）贯穿历史教科书，现在则因其容量小、伸缩性不够，而无法适应新的研究需要，无法把人类活动的很大一部分，如妇女史、环境史等等纳入到阶级斗争的线条上去，因此，苏联体系的适用性受到了挑战。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苏联体系受到冲击并被突破，应该是正常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构建新的学科体系，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和学科发展的需要。本文将探讨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的问题，因此在以下叙述中，将仅限于谈世界近现代史问题。中国建立什么样的世界近现代史体系？其实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可以做出多种尝试；其中以现代化为主题建立体系，应该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基本的理由是：中国正处在一个以现代化为主题的时代，同时现代化又是世界进入近代以来共同发展的趋势。因此我认为，用现代化为主线构建世界近现代史的学科体系，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科学性，就此，我想做进一步发挥：

第一，当代中国的主题是现代化，对此人们已无可异议。中国的现代化来自历史的不可规避性，来自中国自身的觉醒。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而世界史学科恰恰可以在这方面提供丰富的知识和积极的思考。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学科的新体系，正反映当代中国的需要，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也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一个有价值的学科体系要么具有时代的特征，要么具有民族或地域的特色。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的新学科体系，就有可能创建出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从而使这一体系成一派之言。中国的世界史学科长久以来一直是沿用外来体系的；现在它已达到相对成熟的阶段，可以尝试创建自己的体系了。

第二，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世界近现代史的主题确实是现代化，这是创建新学科体系的科学依据。事实上，近代以来，世界上几乎一切事关全局的大事或体现着大方向的进展都以现代化为中心，而不论这些进展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还是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术语，但我们一般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现代化”：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一次转型，是文明方式的一次转换；现代化用工业生产力取代农业生产力，在此基础上引发了社会的整体变动，从而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现代化是新文明取代旧文明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社会的全方位变革。如果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现代化，就可以看出：在过去五六百年时间里，世界确实是沿着这样一个轨迹在运动的。

以上两点理由就为我们以现代化为主题创建新的学科体系奠定了时代与学术的基础。

第四节　构建新的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

下面谈一谈在以现代化为主题的体系下，世界近现代史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这几个阶段就是构成新体系的基本框架。

第一个阶段是现代化的准备阶段，这个阶段起源于中世纪晚期，离现在约六七百年。现代化的产生要有合适的社会条件，这些条件只在中世纪晚期的西欧才逐渐成熟，而其基本特征，就是在相当程度上瓦解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在中世纪西欧，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由于这种结构的存在，资本主义首先在西欧发生。中世纪晚期在西欧出现的一系列事件导致一个共同的指向，即不断瓦解农业文明。这些事件包括：农奴制解体、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商业精神的扩展、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形成等等。其中民族国家的形成对现代化的起步具有关键的意义，因为只有在民族国家形成后，现代化才得到有形的载体，才有可能起动。与西欧相比，世界其他地区在中世纪晚期也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有些还具有重大的世界影响，比如奥斯曼帝国的扩张、莫卧儿王朝的建立、满族的入关等等，但这些事件恰恰都巩固了农业文明，其发展方向与西欧正好相反。因此在历史的这个分界线上，西欧已经潜在地（虽然还不是实质性地）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第二个阶段是现代化的起动阶段，即现代化过程在西方国家发起。在我看来，现代化的第一步是在政治领域首先迈出的，当准备阶段的各种因素大体上具备时（这在西欧各国都差不多），谁先在政治领域迈出第一步，谁就率先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对西欧多数国家来说，这意味着克服专制王权。于是我们看到，从英国革命开始，继之以大量的政治革命、解放战争、政变、战乱……所有这些摆在历史的长河中看，无非是争取一种合适的政治制度，为现代化构筑政治与社会空间。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国家起步早，有些国家起步迟，有些国家比较顺利，有些国家相对艰难，于是在现代化的时机与方式上都出现明显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模式”。政治条件的成熟给经济发展创造了前提，工业革命是在这种背景下起动的。工业革命创造出一个新的生产力，引导出一种新的文明。但工业革命一旦在某个国家开始，现代化的压力就形成了，迫使与它相邻的所有国家紧紧跟上。18、19世纪，随政治革命逐一进行，工业革命也全面铺开，经济发展和技术革新一浪推一浪，社会经济全面变动，现代化在动荡中迅猛推进。

当现代化正在欧洲国家推进时，殖民扩张把越来越多的非欧洲地区卷进一个“世界体系”，因此从一开始，现代化就是一个世界现象。为争夺殖民地，欧洲国家激烈竞争；同时，征服与反征服又在欧洲与非欧洲之间愈演愈烈，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历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总之，在世界近现代史的第二个阶段上，由于西欧的某一个角落开始现代化，整个世界都被拉进了一个新时代。历史的主流逐渐被调整到新的方向上来，一个“现代”世界注定要出现了。

第三个阶段是现代化在西方国家的成熟与发展阶段。此时，工业革命深入进行，生产能力几十倍增加，物质财富惊人地积累，城乡面貌发生巨变。现代化的优势至此充分地体现出来，西方显然已领先世界。但同时西方社会又出现许多新问题：贫富不均、价值失衡、社会冲突频起、自然资源遭受破坏……这些问题都必须解决，否则社会就永远处于不稳定之中，于是各种“修补”问题的尝试不断出现。总之，在这个阶段，社会进入全方位变化：经济上的工业化、市场化；政治上的民主化、官僚化；社会方面的世俗化、城市化；文化方面的商业化、大众化……一切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汇聚成全面的社会转型。尽管各国变化的方式和道路可以不同，但发展的方向都是一致的，现代化具有普遍意义，并不是一两个国家的特殊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期，社会表现出更多的阶级色彩：民主化体现为以阶级为依据扩大政治参与权，经济发展体现为不同的阶级获取不同的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按阶级组建，社会意识与阶级意识息息相关。在这个时期，我们看到的是阶级的政治，阶级的社会结构，阶级的文化，阶级的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所有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在冲突与整合中完成的，而冲突与整合又表现出强烈的阶级与阶级斗争色彩。由此我们理解诸如宪章运动，反谷物法运动，工会运动，社会主义运动，骚乱与抗议，社会改良活动等等。经过种种的冲突与整合、调整与变革，“成熟的”现代社会逐渐在西方国家出现了，这个过程经历了大约两百年。

第四个阶段是现代化的全球扩张。就在西方国家向“成熟的”的现代社会迈进的时候，现代化的浪潮也冲向全世界，造成了现代化在全球的扩散。西方国家从地理大发现时期起就开始全球性的殖民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各地原有的文明形式（通常是农业文明形式）和社会结构（通常是农业社会结构）受到破坏，“现代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与殖民侵略同时扩张，起到了为现代化作铺垫的作用。殖民主义一方面破坏了当地的社会，引发巨大的灾难；另一方面又把西方新出现的工业生产和生活方式带进它所征服的地区，使其取得谋求现代化的手段，被迫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双重的使命”。

不过这个过程极其痛苦。西方的侵略激起剧烈的反抗，在反抗中，西方的优势得以体现，非西方国家被迫承认西方的优势，于是不得不在某些方面学习西方，改造自己，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原有的文明积淀越深，转变的过程就越艰苦，“新”与“旧”之间的斗争越加剧烈，社会动荡的规模也就越大、越悲惨。这就是近代以来非西方国家大规模社会动荡的根源，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付出的代价更大！

但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出现一种现象，即它们出于抗拒西方的动机，自觉或不自觉地扭转现代化的方向，把“现代化”转变成一种维护传统价值和社会结构的手段，而不再是改造传统社会、创建新社会的途径。这是一种反方向的“现代化”，我把它叫做“反现代化”。“反现代化”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也有发生，但自19世纪中期以来，却最常在非西方国家中出现。

第五个阶段是现代社会出现新的转型迹象。在这个阶段上，非西方国家仍在为实行现代化而伤透脑筋，西方国家则似乎已出现超越现代化的新动向。这个阶段大致可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算起，从那个时候起，发达国家就出现了明显的迹象，标志着“现代社会”可能正在发生质变。从经济结构看，工业生产的比例显著降低，信息、知识的重要性日益增长，“服务”正在成为主导性的经济部门。从政治结构看，超国家的政治层面已经出现，工业社会赖以形成的基本政治单元即民族国家已遭遇挑战，主权的概念正在发生变化，民主的内涵也在悄悄转变。从社会方面看，变动的趋势也很明显，社会分层、阶级结构、婚姻关系、工作方式以及生活、娱乐、购物、饮食等等都已经出现明显的特征，“全球化”更已经不是一个空洞的术语。总之，西方社会是不是正在向“后现代”“后工业”社会发展？这是个人们正拭目以待的问题。也许，新的社会转型正在发生，“现代化”作为一个时代也将成为过去？

总之，回观世界五六百年以来的整体发展，我认为现代化的主线是十分明显的。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应该是一件可行的事。


第二章　前资本主义世界发展格局问题

第一节　前资本主义世界的文明发展

资本主义最初发生在14、15世纪的西欧，在此之前，人类文明已经历了长期而缓慢的发展过程。

大约在7000年前，尼罗河流域率先点燃文明之光，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也相继出现远古文明，这些就是人类最早的文明发源地。起初，这些文明波及的范围都很小，随后逐渐扩大，开始了文明扩散的过程。某种较高程度的文化从一个中心向四周扩散，使周围较低发展水平的文化受其影响而融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地区性的变化。当地区性的文化固定下来并继续向外扩散时，它可能碰到两种情况：如果它周围没有比较发展的人类文化，那么它就像一支蜡烛，很容易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熄灭。如果它的扩散遇到了其他发展的文化，那么这些文化就会互相交融，并且在交融中继续发展。古代地中海地区及西亚地区显然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地中海周边出现了许多文明中心，彼此相互影响；西亚地区，从地中海岸到伊朗高原，也接连出现远古文明，都曾经有相当高度的文化成就。此外在东亚，中国古代关于黄帝、炎帝以及其他许多远古帝王的传说以及夏商周的相继出现，似乎也说明了这种情况。总之，大凡在文明延续并扩展起来的地区，往往都不止一个文化中心。许多地区性的文化通过接触交流（包括文化交流及战争等等）融汇出共同的特征，最终形成一种“模式”，这时候，文化圈的雏形就形成了。在同一个文化圈内，“模式”主宰着地区文化，使这些文化多少相似。“模式”的核心是“价值体系”，也就是说，同一类型的文化必须具有大体相同的价值体系，由此而构成一个文化圈。

但“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存在，它只有借助于有形的载体才能固定下来，并向外扩散。这些有形的载体就是社会建制，其中最重要的两项就是国家与宗教（意识形态）。文化主要就是借助于国家与宗教（意识形态）的力量而凝固并向外扩散的，这二者缺一不可。因此，一个社会的凝聚最重要的是文化的凝聚，而成功的社会扩散归根到底也必须是文化的扩散。

在资本主义发生前的几千年中，人类文明的发展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由文明产生到地区性文化扩散再形成文化圈的过程。到资本主义发生时，全世界已形成四个文化圈，从东到西排列，它们是“中国文化圈”“印度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和“欧洲文化圈”（也可称“基督教文化圈”）。除这四大文化圈之外，应该说还有一个准文化圈正在形成中，但还没有完全成形，特别是还没有出现作为价值的高度体现的统一的宗教（意识形态）。我这里指的是中南美洲的印第安文化，这些文化是在完全隔绝于世界其他地区之外的状态下发展的，但它们已经形成地区性文化了，而且有继续扩散的趋势。

国家与宗教既是文化的载体，用它来观察四大文化圈，就可以看出这样一个现象：在古代地中海沿岸及两河流域，国家的出现虽然很早（公元前四世纪中期在埃及出现，公元前3000年前后在两河流域出现），但统一的意识形态却形成得很晚，因此文化圈的定型也就相对较晚。古代希腊世界和罗马帝国都曾一度幅员广大，但他们都只是在军事力量强制下形成的政治集合体，并没有形成统一的价值观，也就没有出现统一的文化模式。换句话说，这些政治集合体不是靠文化的扩散，而是靠强力形成的。在这个阶段，地中海沿岸和西亚地区都只完成了地区性文化的形成，在希腊世界和罗马帝国内部，实际上都存在着许多差异很大的地区性文化，比如犹太文化和意大利半岛上的希腊罗马文化就截然迥异，完全不是一回事。因此，这些政治实体很容易崩溃，崩溃之后便荡然无存，再也不可能恢复起来。地中海地区出现能够使地区性文化融合起来的统一的宗教，是在罗马帝国后期，当时罗马皇帝接受了基督教，使它成为国教。从此以后，基督教文化就在欧洲传播，成为欧洲世界（但不是罗马世界）的文化模式，基督教价值也成了欧洲文化圈的共同价值体系。更晚一些时候，伊斯兰教出现之后（公元7世纪），另一个文化圈才最终形成，这个文化圈囊括了欧亚非三洲交界处绝大多数的文明发源地。到伊斯兰文化圈形成后，地中海西亚地区文化融合的过程才算完成。从此之后，有两个泾渭分明的文化圈彼此对峙，自远古时期就开始的多种文明冲突交融、争雄不下的局面终告结束。

与地中海西亚地区不同，在东亚及南亚的文明发源地，国家的出现虽然较晚（中国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印度则更迟），但同一的价值观念却形成相当早，因此文化圈也较早定型。古印度文明的价值观念核心是种姓制度，婆罗门教就充分体现了这种价值观。婆罗门教的出现，标志着印度文化圈的核心基本形成，以种姓制度为特征的共同意识形态成为维系印度社会的主要文化纽带。尼赫鲁曾以赞许的口气谈起别人的一句话：“在印度人们保持着种姓制的条件之下，印度终归是印度；但是从他们与这个制度脱离关系的那一天起，印度就不复存在了。”婆罗门教主要价值观念后来融合到印度教中，它的正统地位也由印度教取而代之。佛教曾企图打破种姓制度，但最后则必须与之相妥协。

中国也出现类似情况。在中国，以宗法关系为出发点的家族主义一直扮演重要角色，并成为中国文化圈的显著特色。这种价值体系形成于西周，孔子的学说则是这种价值体系的集大成者。自儒学出现后，无论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统治，都必须尊崇儒学，否则他就站不住脚。儒学在中国文化圈中相当于其他文化圈中统一的宗教的地位，起着使文化特征凝固下来的有形载体的作用，并且承担文化扩散的功能。中国文化传统之所以几千年来生生不息，就因为这种价值体系相当坚固。儒学不仅是中国正统的意识形态，而且在中国周边的民族与国家中传播与发展，中国文化圈确实是借助儒学的传播而形成起来的。

总之，在世界几千年的历史中，东方两个文化圈先于西方两个文化圈形成。

不管怎样，到资本主义发生时，世界的格局基本上是：经过长期的凝固与扩散，四大文化圈都已扩张到各自的极限，由于受地理障碍的限制而不能再扩张了。基督教文化已经扩散到整个欧洲，它唯一可以继续扩展的出口在东部，但那里是西伯利亚无人的寒冷大森林。伊斯兰文化已渗入北非沙漠，再往南，是难以穿行的热带丛林，在那里文明似乎还没有睡醒。印度次大陆三面环海，北面则被喜马拉雅山拦住了去路。中国文化圈东面抵达大海，北面已到荒漠，西面进入戈壁，南面正对丛林——里面是中国人自古就害怕的“瘴气”。在每两个文化圈之间，还有一些文化的过渡区或缓冲区，比如在中国与印度之间是东南亚（印度支那），在中国与伊斯兰之间是中亚沙漠，在伊斯兰与欧洲之间是东南欧；过渡区中两种文化的影响都有。除了四大文化圈所覆盖的这些地区以及中南美的准文化圈之外，文明在世界其他地方就只有星星点点的火花了。它们分得很散，全然不成体系。世界上有一些文明遗址至今仍得不到充分的解释，也许它们是一度发达的古代文明，但由于太孤单了，因此在充分发展并扩散之前，就遇到麻烦而消失了吧？这些大概就是前面所说的“一支烛”的文明。

由于当时人类的技术水平，各文化圈要克服面临的地理障碍，继续扩散是很难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历史地位所作的解释，他们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的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也就是说，资本主义造就了一个世界性文明。

资本主义创造了强大的生产力，它所召唤的科学技术发展打破了各文化圈间天然疆界的限制，而把人类带入一个共同文明——现代文明中来了。然而，现代化文明并不是哪一种文化的自动延续，而是各文化圈交融的过程。现代文明最大的特点就是其世界性，它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成就。布莱克说：近代较先进的国家对较落后的国家确实有很大影响，但现代化不等于“西化”，因为“它不仅未能考虑到先进国家本身最初的转变，而且也未考虑到较落后的国家对更落后的国家的影响。”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毫无例外地都有一个改造自己的传统使之进入现代文明的过程，再先进的国家也都经历过并仍在经历“现代化”。我们在谈论“现代文明”的时候，首先必须明确这一点。

第二节　中古西欧社会结构与资本主义的发生

但现代文明一开始是在欧洲萌发的，当它最早出现时，它以资本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我们上文所引用的《共产党宣言》那段话中所表达的意思。

欧洲为什么产生资本主义，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显然不能一言以蔽之。但我们仍可以把欧洲在资本主义发生前的社会状态作一简单的回顾，并将它与其他文化圈进行比较，这样，也许就可以对这个问题看出一点端倪了。

欧洲文化模式起源于古代希腊社会，这一点是世界上大多数学者所公认的，汤因比说：“我们西方社会和古希腊社会的关系……好像子女和父母的关系一样。”战后美国一本流传很广的大学教科书在谈到希腊文化时也这样说：“在古代世界各民族中，其文化最能体现西方人精神的是古希腊人。”的确，古希腊社会以个人为基础的价值体系和商业精神以及其他种种特征不仅流传给罗马，使古代罗马文化具有典型的西方文化的特征，而且影响到后来欧洲整个的历史发展，至今欧洲（特别是西欧）的许多文化现象都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社会。

但作为一种文化模式，欧洲文化圈成形并固定下来却应该从基督教传播算起。基督教扮演了统一的意识形态的角色，同时也担任欧洲文化扩散的工具。接受基督教意味着野蛮人皈依文明，同时也意味着对超国界的欧洲文化的认同。由于基督教的传播，日耳曼人消灭了西罗马帝国却归顺了罗马天主教会，斯拉夫人威胁着拜占庭却接受了东正教洗礼。随着基督教的传播，欧洲文明从地中海扩散到整个欧洲。到资本主义发生时，欧洲是一个基督教的大世界。但这个世界一分两半，最早的资本主义是在天主教的西部地区发生的，因此我们对这个地区就应当特别关注，找出它的特殊之处。中世纪的欧洲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即它的封建主义。封建主义既是一种经济结构，也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封建主义在欧洲有严格的含义，但这个词后来被广义化了，用来泛指世界许多地区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西欧，以及在很大意义上的整个欧洲，封建主义与领地分封制联系在一起，“土地不再作为私人财产分出去，而是由国王分配给他的封臣，以换取军役义务。封臣们在自己的地产上征集受过训练的人，带领他们去打仗”。土地的占有与军役义务相关联，而且可以一级一级地分下去，由大封建主封给小一点的封建主，最后及至农民，这就是封建主义在经济结构方面的内容。

土地分封制造成相应的社会等级结构，形成金字塔的社会。在金字塔的顶端坐着世袭的君主，其下是一层一层的封建主，农奴处在金字塔的最底层，他们是社会的基础。封建化的程度越高，“无主的”自由农民就越少。“人各有其主”，这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特色。但这个金字塔并不是浑然一个整体，它只在相邻两个层次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在典型的封建社会中，高一层的封建主只对他的直接受封人发号施令，因为他的土地是封给这些受封人的。反过来说，低一层的封建主也只对它的直接封主有服从义务，因为他直接从封主手中得到了土地。这意味着国王并不一定能号令所有的贵族，大贵族也不见得能号令全体小贵族，“我附庸的附庸不一定是我的附庸”。

这种情况造成两个后果，其一是封主与封臣用契约的形式固定其相互关系，彼此都有权利，彼此也都有义务。“小领主成为大领主的‘封臣’，置自己于大领主的保护之下并同意效劳，其性质往往是军事的；大领主则同意保护其封臣的土地作为回报”，“并答应对其封臣‘主持公道’”。任何一方不履行义务便违反了封建契约，因而封建秩序也就遭到破坏。

其二是权力极为分散，每一个领主都行使完全的司法、行政权，每一个庄园都是一个独立的司法、行政单位。这种现象在现代社会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因为它不符合“国家主权”的原则。但在西欧封建社会，它却有一定的合理性。当时交通很落后，各地区几乎完全处于封闭的状态中，彼此间很少有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权力集中而不能行使，倒不如分散权力，实行比较有效的治理。

权力如此分散自然也受制于生产发展的状况。在当时西欧，每一个庄园就是一个经济独立体，实行自给自足的经济。各地在经济上既然没有多少联系，在政治上自成一统当然也就有可能。

自给自足的经济、分散的权力、松散的社会联系，这些就是中世纪欧洲的特色。这些特色使欧洲文明在一千年中发展迟缓，失去了古希腊罗马的光辉。举一个例子：欧洲古代发达的医药学在中世纪失传了，相反却在阿拉伯人的药典里保存下来。与其他几大文明相比，欧洲（特别是西欧）明显地落在别人后面，西方有些学者把这一千年称作是“暗黑的中世纪”，显然有一种痛心疾首之感。

但资本主义最终在欧洲（严格地说在西欧）萌发，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存在着一种异己的力量——商业和城市。

西欧的商业和城市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历史现象，就连欧洲东部也不具备西欧的这种特殊性。说西欧特殊，并不是说它的城市特别繁华，商业特别发达。相反，无论与古代的希腊罗马相比，还是与同期的东方世界相比，中世纪西欧的城市与商业都显得相当凋敝，十分冷落，即便是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热那亚，也大不如中国的诸如泉州和扬州。无怪乎一个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到了中国，要感叹东方城市的繁华富庶。而马可·波罗回国后写的游记，刺激起西方人到东方寻宝的热望，正是这种热望，导致了后来地理大发现，以及由地理大发现引起的世界面貌的改变。

西欧的城市与商业之特殊，就特殊在它们始终游离于主流体制之外，未成为体制内的力量。西欧的城市从封建主手中赎买（或夺取）自由，发展出一套完全异化的价值观念，形成封建社会内部的特殊体系。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待这种特殊性。在经济上，城市的经济活动不纳入封建庄园的经济体系，城市的生产与销售均由市民自行组织，不受封建主干预，城市还有征税权，有独立于领地之外的财政管理系统。在政治上，城市形成自治，不存在封建制度下封主与封臣的关系。它不隶属于任何封建主，同时对别人也没有封授土地的关系。它可以推选自己的行政官员，而且有独立的司法权，城市法庭与封建主的庄园法庭有同等地位，不受领主法庭制约。这些情况意味着西欧城市在经济上不依赖于封建领主，在政治上则独立于封建领主。城市的这种独特性还可从个人的社会关系上看出来，任何人一旦成为市民，他就脱离了封建关系，成了不受封建关系约束的“自由人”。“人各有其主”在城市是不适用的。于是，在一个庞大的封建农村社会旁边，就站起了一个弱小的市民社会，这个社会虽然弱小，却充满了生机，它是在封建社会的主流体制之外不断发展的，形成了新的价值标准，创造了新的文化。正是从这个体制外的力量中，孕育出早期的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一个异己力量在封建社会中受默认的存在，是西欧萌发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

相比之下，在世界其他地方就不存在这种情况。比如，中国的城市与商业一贯很发达，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手工业发达”，“商业兴盛”；与欧洲中世纪盛期同时的唐代，都城长安就是一个很大的商业城市，东西两市有108坊、400多个行，通过丝绸之路与中亚、西亚互相交通，是对外贸易的中心。宋代词人柳永咏杭州为“烟波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而且“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这显然比同期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市不知繁华多少。但中国的商业与城市一向都是在体制内发展的，受社会主流体制的节制与约束。商人与社会其他成员同流，并不具备超主流体制的特殊身份。商人发了财总是要投资土地，因为土地被看成是财产与社会地位的最终归宿；同时，商官合流，又使商业与政权勾结在一起。而且，历朝历代都有非常强大的官办商工，这几乎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传统。中国的城市主要不是起商业功能，而是起政治功能，是中央政府统治全国的政治中心。中国虽也有“商会”“行会”等组织，但“隋唐以来，行会主要是政府控制工商团体的工具”，与其说它起自治的城市经济的管理者的作用，不如说它是把城市与商业纳入到体制内去的准衙门机构。

在印度，商业也明显地融合在体制之内。商业（包括手工业）本身就是一种种姓，很好地嵌在种姓制度的框架中。工商事务一般是在种姓内部处理，种姓既是经济管理部门，又是社会管理机构，起着双重作用。因此种姓（特别是包括工商业在内的第三级种姓吠舍）虽然表面上很像是其他社会中的自治行业公会，它却把工商业纳入到主流体制之内去。

伊斯兰世界的商业与城市与中国很相像。阿拉伯的商业在中世纪非常发达，阿拉伯商人一度曾垄断东西方贸易，活跃在从印度洋到地中海的广大区域中，并曾把商人活动向南推进到非洲的莫桑比克沿海。但阿拉伯的商业始终是在政权力量的控制下，活动的范围从未超出于体制之外。城市首先是政治中心，然后才是商业和手工业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的统治力量比任何地方都强。类似的情况甚至在欧洲东部拜占庭统治下的地区也多数如此。可见，城市与商业滞留于体制之外，实在是西欧特有的一种现象。

第三节　共性与特殊性

看出了这一点之后，我们不妨对前资本主义世界几个文化圈的其他方面再做一些比较，以求找出其中异同。

相同之处即资本主义发生前人类文明的共同特点，大约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在经济方面，各文化圈都发展出发达的农业经济，特别是在各文化圈的中心区，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力都发展到前工业社会所能达到的极限或接近极限，如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印度的恒河、印度河流域，中近东的两河流域等等。有趣的是，西欧在农业生产方面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在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方面都不如其他文明中心。西欧后来在资本主义发生后出现的农业技术改良，如人工施肥、作物轮种、条播播种、牲畜越冬等技术，在其他文化圈中可能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但不论其发达程度如何，各文化圈都只是农业文明而已，商业和手工业建筑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农业社会是全世界的共同特征，而其分散、缓慢、封闭、保守等特色，在各文化圈都完全一样。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是前资本主义世界的基本特点，但这并不排斥在主要商道途径的地区出现以商业为主的经济方式，但这种商业仍是以农业为基础的。

（二）在社会方面，各文化圈都呈现出等级社会的阵态，社会是垂直排列的，有明显的上下尊卑之分。等级的结构状态未必相同。比如欧洲是以土地分封为基础的阶梯结构，印度是种姓制度，中国有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及官与民的显著划分，伊斯兰世界也因为部落、血统、宗教、职位而形成复杂的社会等级。在等级社会中，财产不是社会地位的最主要标准，血统和身份对个人来说更重要。人与人之间不仅在财产上不平等，而且在社会权利、政治地位、司法待遇、税收特权等等方面都一概不平等，“上”和“下”的区分时时处处表现出来。

（三）在政治方面，由于社会的等级结构，都表现出居高临下型的统治方式。欧洲的封主对封臣，亚洲的君主对臣民，一概以超越的姿态高居于上，要求被统治者服从。统治是统治者的职业，统治只是少数人的事，多数人被排斥于政治之外，其唯一的职责就是服从。而且这种服从往往呈等级向上的趋势，一级服从于另一级，与社会的等级结构完全一致。

（四）在意识形态方面，都确立单一学说的正统地位，并且以这种学说控制社会；把思想一致看作是统治的必要前提，而思想分歧被看作是政治混乱的原因。因此，为求思想一致，就使用思想禁锢的种种方法，包括鼓励愚昧和实行文字狱以及宗教裁判所。异端虽不一定受到残酷的肉体消灭，但正统之外的集团与个人进不得权力结构，这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由此而保证价值体系的延续性以及正统性。值得注意的是，被确定为正统意识形态的正是最能体现某种文化模式中基本价值观念的学说，统治者必须利用这种学说进行统治。政权与正统学说相结合，严密控制社会，这是中世纪各文化圈的共同现象。

但直到这时，人类文明尚未超出地域的发展，文化圈间的交流与相互影响都相当小，因此，各文化圈之间的差别也就很容易清楚地显示出来，从而体现出社会结构方面的巨大反差。

在经济方面，虽然都是农业经济，但土地的占有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所有制）有很大不同。比如说，中国很早就确立了相当牢固的小地主所有制，土地可以继承，可以分割，也可以买卖，土地“私有”似乎是不成问题的。但这往往遮盖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国家对土地有最终的决定权。土地被看作是国家交付给农民的，因此随时可以由国家收回，或由国家进行重新分配。全国的劳动力都可以由国家任意调拨使用，事实上无需给予报酬。任何人的任何财产都可以由国家“籍没”“归公”，因此，私有财产并不具备“神圣”的性质。在小土地私有后面站着国家，私有权的发展并不充分。印度的土地归村社使用，尼赫鲁称这是印度社会的三大支柱之一。事实上印度的土地所有权最终仍在国家手里，马克思在注意到这个现象后提出了著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按马克思的说法，亚细亚生产方式“没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存在着对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权和使用权”。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适用于整个“东方”，也包括所有的伊斯兰国家在内。事实上，伊斯兰世界虽然有多种土地占有形式，从埃及的土地国有制到奥斯曼的军事封地制都有，但究其根本，确实可以说“……亚洲的制度（国家是真正的土地占有者）”。这正是东方世界土地占有形式的隐秘的本质。

相比之下，欧洲（特别是西欧）的土地占有形式却是纯个人的，国家并没有参与在内。中世纪西欧虽然也不具备完整的土地私有权（否则分封制就没有意义了），但君主不是以国家的名义占有土地，而是以最高领主的私人身份分封土地的，各级封建主再依次以类似的名义对土地进行再分封。这样一种不由国家参与其间的所有权，很容易转化为完全的私有权，而这正是西欧后来所发生的事。

在社会方面，虽说都是等级社会，但西欧是一种宝塔式（阶梯式）的等级，每一级都受制于它的直接上级，又制约它的直接下级，一级只对直接的上级有服从的义务，对间接上级却不一定服从（“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相比之下，东方存在的却是一种大殿式（覆盖式）的等级，一切等级都覆盖在同一个大屋顶下，对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君权有绝对服从的义务，彼此间却很可能是一种横向的联系：只有地位尊卑之分，不一定有受制约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种情况下，依附关系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除了所有臣民对这个国家都有的臣属关系以外，不需要更严酷的形式。”

由于等级制度在结构上的这种差别，就很容易看出：欧洲社会的基本单元可以是个人，而其他社会的基本单元则必须是团体（如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家族，印度社会的基本单元是种姓，伊斯兰社会的基本单元是部族等等）。因为阶梯式的结构可以把每一个人放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上下左右都有约束，同样身份的个人由此而结成块状整体，再把这些块状按一定顺序连接起来就可以组成等级社会。而在大殿式的结构中，社会的每一分子从理论上说都是可移动的（这就解释了东方社会在中世纪为什么比欧洲社会有更大的流动性），事实上中国社会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可移动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为清除这种流沙式的不稳定性，就只有把流沙事先就捏成一个一个的团块，让它们受到相当的束缚，才不至使大殿建筑在稀散的流沙之上。而这些团块就表现为家族、种姓、部族等等形式。反过来说，正因为已经把个人捏在一个一个的团块中，因此只需要一个大屋顶，就能把整个社会覆盖住；而以个人为单位的社会则首先把每一个人放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不让他们有太大的活动余地。

这样，在意识形态方面，“东方”意识形态就必须强调“团体”，而欧洲（特别是西欧）却可以提倡“个人”。这是由社会的基本结构造成的。由此就产生一种矛盾现象：在中世纪西欧，看起来被严格束缚在固定位置上的个人，其社会存在却是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即使是西欧社会最底层的农奴，也有其特定的社会权利，即领主要保证其份地不受侵犯）；而东方社会中，个人似乎有更大的流动性，但社会却只承认团体的存在，而把个人放在集团中来对待。反映这些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于是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可想而知，最强调个人价值的思想体系应该出现在欧洲，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此外，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东方的教会都是国家的教会，受政权的控制；而西欧的天主教会却超然于国家之外，形成超国界的二重性实体。这种情况也是由等级结构的不同形式造成的——西欧不存在那个无所不包的“大屋顶”。

最后，在政治方面，我们看到东方“大屋顶”笼罩一切，国家对社会的一切方面加以控制。这个国家是专横的，表现为君主的绝对权力和臣民的绝对顺从。国家为有效地行使权力而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系，正是这官僚体系使东方国家在中世纪的管理水平和组织能力都达到异乎寻常的高度。但同时，它也产生巨大的周期性破坏力，把社会抛进由腐败而造成的震荡与大解体之中去。亨廷顿曾经说：传统制度越接近现代标准就越难产生现代政体。他指的就是这种中世纪近乎完美的东方“大屋顶”。相比之下，欧洲大部分地区在中世纪却存在一个由权利与义务所制约的、与土地的封授关系相呼应的权力分散的政体结构，即等级君主制。等级君主只是领主们的头，它不能对所有的臣民直接发令。因此，欧洲历史上很早就出现分权机制：教会与君主的分权，城市自治的分权，领主在每一个庄园上独立的司法权，以及在每一块领地上半独立的治理权等等。

总之，欧洲在中世纪是最杂乱无章的，社会在每一个方面似乎都表现出混乱，以个人为本体的社会的确很难纠合在一起。与其他地区相比，欧洲在许多方面落在后面，它的农业发展技术水平落后，生产力相对低下，城市和商业相对不发达，政治机构显然很不完善，社会发展水平很难用“繁荣”两字来形容。在资本主义发生之前的历史上，东方三大文明有更多的相似之处，欧洲（特别是西欧）则显得比较独特。看来可以这样说：东方的情况是普遍的，欧洲的情况是特殊的。从发展趋势看，欧洲好像在向其他地区靠拢。站在14、15世纪时，情况就是这样的——土地分封慢慢过时了，领主经济变成地主经济，“国家”渐渐形成起来，一个“大屋顶”以专制王权的形式开始出现。然而欧洲终究没有走东方的路，它独特的社会状态使资本主义在西欧出现了。结果，欧洲率先进入资本主义，把世界推进到现代文明中来。

看来，说资本主义产生在欧洲的特殊性之中，这是站得住的。但也许正因为它产生于欧洲的特殊性之中，因此当欧洲最先用资本主义方式闯开现代世界的大门并指出现代化是人类共同的追求时，其他文明却要寻找不同的途径，才能走进那扇大门。


第三章　欧洲民族问题的历史轨迹

第一节　问题再次提出

1991年，当苏联解体的趋势终成定局时，西方世界舒舒服服地松了一口气。然而就在西方世界庆贺胜利，自以为从此天下太平时，一些危险的信号却从不同的角落发出，预示着未来的欧洲并不太平。人们看到：巴尔干半岛烽火连天，冲突不断，波黑战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大的一场战争，其无目标、无原则的性质使全世界感到吃惊。人们看到：解体后的苏联境内埋藏着许多冲突的种子，各新独立国家不仅内部潜伏危机，随时可能爆发冲突，而且相互间心存疑虑，彼此戒备，有些已发展成为公开的抗争。在俄罗斯联邦，骚动的因素已经公开表现在车臣冲突中，如果车臣分离成功，新的一轮领土分裂有可能使俄罗斯成为巨大的动荡根源。在东欧，改变了政治颜色的各国之间并不亲近，相反，几十年销声匿迹的民族问题又开始露头，边界、领土等等争论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回顾东欧巨变后的欧洲局势，人们突然意识到：共产主义退却了，民族主义却可以卷土重来。目前，欧洲所有动荡的根源几乎都与民族问题有关，就连前苏联自身的瓦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民族问题造成的。民族问题的严重性使人们有理由感到忧虑——毕竟，自19世纪以来，欧洲历史上重大的战争都起源于民族的冲突：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意大利诸次统一战争、德意志诸次统一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哪一场大战不是如此？人们于是担心，新抬头的民族冲突是否会把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再次拉进一场大战？

然而就是在东欧的民族问题趋向严峻，引发诸多冲突时，西欧的民族矛盾却似乎在缓解，民族间出现一种亲和的趋势，往日的互斥心理正在被一种彼此接近的倾向所取代。这不是说民族间的分歧都已经消除了，而是说，许多重要的差距正在缩小，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正在接近，相互间产生了一种共同的感情，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感到了“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的必要性：在一个日趋“全球化”的世界上，不相互依存，就不能生存。“相互依存”的思想在伊奥内斯库的书中表达得很清楚，其中说：过去四五十年中，人类社会进入一个相互依存的新纪元，这个纪元体现着“20世纪中叶出现的科学信息革命对人们在国内国际事务方面的行为的影响，这场革命将这些事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通过协同作用，它们形成一体又高于并不同于全体相加的总和”。

在现实中，这表现为战后西欧的“一体化”，英、法、德三国几百年来连横合纵的循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看来已告一段落，三大国鼎立的状态让位于欧共体内部的合作与竞争。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西欧的联合好像已难以逆转，人们憧憬已久的一个“欧洲的联邦”似乎就要从梦想成为现实。1991年12月，正当苏联解体、前南斯拉夫日益深陷在内战之中时，西欧国家却在荷兰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欧洲的“统一”制定了时间表。西欧联合是“相互依存”思想在现实中最突出的体现，它为一个迷茫的世界提供了希望。“欧盟”的实践使理论家们备受鼓舞，他们认为：长期使人类社会困扰不安的民族冲突有可能得到最后解决，其途径是让一个超国家超民族的实体接管“国家”的大部分功能。按历史学家比迪斯的说法：“由民族主义唤醒的热情有时会致力于解放，有时会效劳于压迫，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不禁要问：民族国家再维持自一战以后在欧洲的状态，即作为对内进行治理、对外从事外交的正式实体，现在是否合适？相信这样一个实体仍应该行使完整的主权、而这个主权又必定不可分割——这样看是否还明智？换一种表达方式：假如一个民族的政府放弃某种程度的主权，它是否就不可避免地会丢失一切？”

当然，西欧并不是完全沉浸在民族和谐的蜜汁里，民族间的龃龉仍不时发生。比如说，爱尔兰共和军刚刚（1996年2月）宣布终止为时17个月的“停火”，新的一轮暴力活动似乎又要在英伦三岛蔓延。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主义”或“巴斯克主义”仍不时发出强烈的呼喊，至少在文化上，它们将长期存在下去。比利时的民族问题虽然处理得颇有技巧，但明确划分的语言地域界线和按语言划分的政党结构却在清楚地提醒人们：事关民族问题的大小事务都必须谨慎从事。意大利和德国出现的新法西斯主义、新纳粹主义运动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强烈的种族主义倾向却足以使人们感到担忧……种种现象表明：在西欧，民族问题仍然是存在的，人们并不可高枕无忧。

不过当前欧洲民族问题的现状仍然是：东欧趋向恶化，西欧趋向缓和；东欧趋向“分”，西欧趋向“合”；东欧前途难卜，西欧则有成功的希望。如何解释这种东西两面差异鲜明的现象？这正是我们探寻欧洲民族问题的历史轨迹的目标所在。

第二节　古典时期的“民族”

已知最早的欧洲居民，是使用粗糙石器的远古人，考古学家称之为尼安德特人。后来克罗马农人取代了他们，克罗马农人同样属于旧石器时代，是一种旧石器时代的遗迹。再后来，新的人群在欧洲大陆上来来往往，过往交替，渔猎采集也过渡到半游牧半耕作的生活，但漂泊移动始终是这些远古人群的共同特点。为争夺猎物和牧场，远古人经常发生激烈的打斗，争夺的过程现在当然不可能知道，因为没有文字的记载。但争夺一定是很壮烈的，争夺的结果是一些人被驱逐，另一些人占据丰腴的生存空间，在史前几十万年时间里，欧洲大地上就流动着一群一群这样的人，有一位作者在想象克罗马农人取代尼安德特人的经过时说：“这些高个子的猎人，是不是入侵了尼安德特人的土地，占据了他们的洞穴，并把矮胖的尼安德特人杀掉了呢？我们可以想象到一场残酷的战争，用棍、木矛、手斧相互厮杀，尼安德特人勇敢地捍卫他们的家庭、居处和猎物，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了。那些儿童们是不是被战胜者所收养呢？妇女们是不是被劫为妻室呢？如果我们能够知道确实发生过什么事情，这就可以写成一段很好的故事。”

远古人群虽然一拨一拨的，却绝不是我们所说的“民族”，即便拿斯大林关于民族的比较经典的定义去衡量它们，它们也完全不符合标准。现代民族学家更强调“民族”对它自身的意识，强调文化对民族的积淀作用，如果拿这些标准去衡量它们，它们就更不是民族了，因为它们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自己是作为“民族”的一种共同体，即使是在与古罗马帝国同时、社会组织形态已经发展到相当高度的日耳曼人那里，情形也仍然如此。日耳曼人尚且不以为自己是“民族”，而在他们之前那些早已消失在史前茫茫烟霾之中、跌落在攀登文明的悬崖之下的更古老人群，当然就更不会有民族的意识。

“民族”的概念形成于文明之光在地中海沿岸出现时。有意思的是，“民族”这个词的西文形式（nation）所包含的意思除我们所理解的“民族”之外，还可以指一个巨大的独立的地域，在这个地域内居住着许多有不同民族属性的人；它也可以指部落或部落联盟，比如美洲的印第安人部落等。nation的词源是拉丁文natio一词，它既带有地域、又带有部落的暗指。罗马的疆界越大，它就越要和更多的“异族”发生正面冲突，而这些异族在罗马人眼里又都是“蛮族”，因此他们与罗马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文明”与“野蛮”冲突的性质。所以严格地说，“民族问题”更关系到“文明”与“野蛮”的差异，这是古代世界“民族冲突”的最大的特点。在“文明”与“野蛮”各自的内部，民族问题并不那么显眼：在“文明”的罗马，被征服“民族”沦为奴隶，他们与罗马的矛盾成了罗马奴隶制社会的基本矛盾；在“蛮族”方面，日耳曼人、斯拉夫人、西徐亚人之间更无一致可言，况且作为史前的人群，他们各自都还离“民族”很远，最多也只是一些比“民族”松散得多、尚未产生相同认同感的群体，可以把他们叫作“族群”。族群内部尽管有些共同特征，但人们以部落为单位，部落是认同的对象，也是效忠的对象。只是在后来的发展中，通过部落间的许多交融，以及这些部落和其他族群间的复杂交混，才形成了今天欧洲的各个“民族”。（在此应该提醒一下：nation本来就有“部落”的意思。）

比罗马更早的希腊其情况也多少相似。在希腊城邦时期，城邦的差异是主要的差异，城邦的认同是主要的认同。城邦以部落为基础，希腊人在从“野蛮”进入“文明”的时候，只是在部落之上安一个“城邦”。城邦间的分歧使人们很难把希腊人看成是一个“民族”，但“希腊民族”的概念还是有的，只不过是在整个希腊共同对抗非希腊世界时才显现出来，这与后来罗马对抗“蛮族”时的情况十分相似。事实上，马其顿对希腊入侵并最终扩张为一个庞大的“希腊世界”，几乎就是一次“蛮族入侵”。

总之，在古典时代，“民族”并没有和“族群”“部落”等完全分开；即使那时有“民族”这个概念，它主要也是将“文明”和“野蛮”区别开，“民族”到底是什么东西，在那时是十分模糊的。

第三节　中古时期的“民族”

公元5世纪，“蛮族”大举南下，西罗马帝国灭亡。日耳曼各部落如哥特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伦巴德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等等如潮水般涌下来，分割占据了原西罗马帝国各地，建立起大大小小的封建王国。与此同时，匈奴人、斯拉夫人、保加尔人等等也向东罗马帝国边境压下来，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在黑海和巴尔干之间建立了许多国家。

蛮族在入侵过程中相互融合并融合了当地原有的居民，形成后来欧洲各民族的轮廓。在入侵过程中，“蛮族”消灭了古典文明，但“文明”却以基督教的形式传播给“蛮族”。整个过程中有两个方向相反的运动，一是“蛮族”从北向南、由东向西的迁徙运动，二是基督教徒从南向北、由西向东的传教运动。等这两个运动基本结束时，欧洲已经形成了基督教的大世界，古典时期“文明”与“野蛮”的差别消失了，文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已基本拉平。因此，以这种不平衡为基础的古典“民族问题”就不存在了，古典形式的“民族”差异也一同消失。

新社会的基础是领地分封制，按照封建原则，土地从国王开始一级一级往下分，由大贵族到小贵族，最后再到农民。随着土地的分割，行政司法权也被分割了，接受领地的人同时也从高一级封建主那里接过领地的管理权，在典型的封建制度下（比如封建早期的法国），领地是一个个独立的单位，封主不能直接插手封臣领地上的事务，而且，封臣的封臣也不再是他的封臣，所谓“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封建社会是一个按领地分割的社会。

封主对封臣间结成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这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纽带，在封建关系下，小领主“置自己于大领主的保护下并同意效劳”，大领主“则同意保护其封臣的土地作为回报”。封臣最大的义务是为封主服军役，土地“由国王分配给他的封臣，以换取军役义务，封臣们在自己的地产上征集受过训练的人，带领他们去打仗”。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军役义务不一定由封臣自己直接履行，军事贵族到后来也可以变成政治贵族，但有一点是确定不变的，即封臣效忠于封主，在任何场合下都必须服从封主的权威。违背了这一点，封建关系就被破坏了，领地可以被没收，封主可对其进行讨伐。

有两个问题应该注意：第一，在典型的封建制度下，封臣只效忠于他的直接封主，也就是谁给他土地，他就效忠于谁。这在多数场合使土地的终极来源——作为“国家”的象征的国王，不成为多数领主效忠的对象，“国家”于是成了一个空洞的概念，任何领主都可以带领他手下的封臣武装反叛国王，因此对领主而言，“国家”无可无不可。

第二，领地不具备“民族性”，也就是说，接受领地的人可以是任何人，领地也可从任何封主那里接受，而不受“国籍”或“民族”的影响。举例来说：诺曼征服后，大批英国领地落入法国贵族之手，成为法国人在英国的领地；反过来，在12、13世纪，英国国王又拥有大片法国领地。他自己是法国国王的封臣，他在法国的领地，既可以分封给英国人，也可分封给法国人。这种情形在整个欧洲都是如此，由一个“外国人”来接受某块领地甚至整个“国家”的事，在中世纪欧洲不乏其例。

由以上两点可以知道：如果封建主发生冲突，那么冲突是以领主间的依附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封建原则高于一切，人们认同于领地，而不认同“国家”或“民族”。

对于广大农奴来说，情况也几乎雷同。农奴被固定在领主的土地上，不可任意走动，从社会归属来说，他们属于某个庄园，一旦他出生在这个庄园，他就永远隶属于这块土地，随着庄园的转手而改换主人。他们的封建义务是属于庄园的，领主是谁并不重要，领主是“外国人”还是“本国人”对农奴来说无所谓，“国家”对农奴来说则是一个遥远的东西，管辖他们的是庄园而不是“国家”。

所以，对中世纪的几乎一切人——领主或农奴来说，“国家”和“民族”概念都很淡薄，在一个分割的封建社会里，与人们息息相关的是领地而不是其他。在这种情况下，“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波西米亚”等等主要的是一些地理概念，而不是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英格兰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波西米亚人”等等也主要表示他出生于哪一块土地上，而很少带有“民族”区分的意义。事实上，中世纪欧洲作为基督教的大世界，一切“国界”都是开放的，自由人可以在基督教世界里自由地来往，并不因为他的“国籍”而受阻。相反，“领地”却未见得对一切人开放，每一块领地都是相对封闭的实体。

不过“民族问题”还是有的，特别是当这个基督教的大世界受到来自外部的威胁时，人们对“民族”的理解就会突然升温。这种情况发生在阿拉伯人入侵西班牙、蒙古人入侵东欧中欧、土耳其人入侵巴尔干半岛时。欧洲的基督教徒清楚地意识到入侵者是“异族”，但这种意识是和“宗教”联系在一起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蒙古人等等都是“异教徒”，异教信仰使他们与欧洲人有着根本的不同。欧洲人自身虽然也有差别，但那仅仅是地域的差异，共同的宗教信仰使他们彼此认同。不同的宗教信仰可以成为“民族”差别的标志，比如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就是这样。在中世纪欧洲，“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纠缠在一起，“异教”与“异族”混为一谈。要理解这种现象，就必须记住：基督教是一种普世的宗教而不是民族的宗教，它包容一切信徒而不分其民族。当整个欧洲都包容在基督教大世界里时（尽管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人们对宗教的认同感产生出强烈的亲和性，从而大大地掩盖了“民族”的差别。再加上，中世纪欧洲只使用一种书面语言即拉丁文，这使得民族的属性更加不清楚。与此同时，把社会划分开的是领地而不是国家，冲突发生在领主之间，领主与领地又都不讲民族性——由于这种种因素，中世纪的“民族”和中世纪的社会一样，被封建社会分割得支离破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产生的，在一个浑浑噩噩的基督教大世界里，一切“民族的”差异几乎都被填平了。

第四节　“民族”与“国家”吻合

迄今为止，“民族”这个概念在欧洲人脑海里都很模糊，原因是“民族”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有形的依附实体，因而一直是一个飘忽不定的存在。在欧洲，认同和效忠的对象已经有过许多，它们是氏族，是宗教，是部落，是家庭，是封主，是领地，是教会，是宗教，但始终不是民族。没有人为“民族”而死，没有人为“民族”献身。只是到了近代，情况才发生变化，“民族”与“国家”结合起来，形成有形的实体，而它作为清楚的意识也开始在脑海里形成并成为国人共同的效忠对象。近代民族最大的特点是民族与国家的等同，“民族国家”成了民族必须赖以生存的支柱。这个认识最终以“民族主义”的形式表达出来，而“民族主义”最基本的信念（按现代学者的说法）就是：“政治与民族的单元应该同一。”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就是：国家与民族同一，国家等于民族，民族等于国家。

国家与民族同一的过程起源于中世纪后期，当时，欧洲发生了一系列战争，结果造就了一批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比如，西班牙收复失地战争驱逐了阿拉伯人，造就了现代的西班牙民族；英法百年战争划开了英法两个国家，铸造了两个不同的民族。在北欧，人们看到瑞典从丹麦的统治下挣脱出来，形成丹麦与瑞典两个民族。在东欧，俄罗斯摆脱蒙古人的统治，形成统一的俄罗斯民族；同时，俄罗斯与波兰的相互入侵与抵御，又清楚地划分出这两个民族。在形成民族的过程中，王权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它把民族与国家结合起来，形成最早的“民族国家”。王权在这个过程中也成了专制的权力，成了凌驾于民族之上的“独占的权力”，黑格尔对此十分欣赏，说“这就使国家有了一个不可撼动的中枢”。亨廷顿对此也加以肯定，他曾说：“现代化需要推动变化的权威。”在16、17世纪，“专制君主”正是这种权威。总之，专制王权是民族国家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国家统一了，民族自立了，中世纪的混乱状况得以清除，国家的发展具备了初步的条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专制王权是时代的需要。

民族国家的第二个阶段是真正的“民族的”国家的建立，在这个阶段上，国家不再属于个人，它应该属于整个“民族”。“民族”与王权发生对抗，最终推翻专制王权。这以后，阻碍国家发展的最后障碍消除了，国家可以开始全力发展。为克服专制王权，欧洲发生过许多革命，法国大革命被认为是其中的典型，因此许多学者说法国大革命及以后发生的拿破仑战争是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的起源。亨廷顿也说，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的冲突是“君主的冲突”，在它之后则是“民族国家冲突”，这显然把法国大革命作为民族国家诞生的标志。但事实上，早在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前，民族国家就已经形成了，只不过在当时的条件下，君主必须以最高权威的姿态出现，把“民族”与“国家”强行撮合在一起。

为什么要形成民族国家？因为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载体，没有这个载体，现代化就不可能发生。请想象这样一个过程：在一个中世纪的基督教大世界里，整个欧洲的发展水平基本拉平，各地的社会、经济结构都很相似，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都大体相同，因此“国家”和“民族”的差异都很狭小。这时，突然有一两个地区先发达起来，它们以“民族”为依托，关上“国”门致力于发展，“民族”的凝聚力突然间加大，因为每一个人都开始意识到：自己与“民族”息息相关。这是一种“先富起来”的解决办法，每一个“民族”都只自己顾自己，而不让其他基督教兄弟们拖住自己的后腿。于是，“民族”间的差异扩大了，“国家”间壁垒树立起来。先发展的“国家”立即对后发展的国家形成压力，让它们感到不发展就难以生存。但要发展就必须调动“民族”的力量，从而必须形成“民族的”国家。因此，近代民族差异实际上是发展的差异，近代民族问题是发展所生成的问题。现代化事实上是以民族与国家为单位的，民族国家是现代化不可缺少的支架。

由于现代化发展是不平衡的，民族间的差异也必然拉大，这使得各“民族”清楚地感觉到彼此间的不同，从而也就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近代欧洲各民族就是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中逐一产生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斯宾格勒说“‘民族’是一种心灵的单位”。事实上，在民族意识没有清楚地形成之前，我们很难说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已经形成。民族意识一般表现为民族主义的出现，当民族主义用清楚的语言表达出来时，近代民族才算形成。

民族主义从本质上说是民族利己主义的，因为近代的民族主义与发展问题连到了一起，每一个民族都想为自己的发展创造最好的条件，争取最有利的发展机遇。正因为如此，自近代以来，民族问题一直是欧洲动荡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源，在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之前，民族冲突会始终存在。

随着民族主义在欧洲兴起，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出现了，即新的“民族”与“民族国家”相继产生，在一些原本不认为存在特定“民族”的地区，也不断形成新的“民族”。这一现象在尼德兰地区表现得很充分，16世纪之前，尼德兰（意为“低地”）只是一个地区的名称，没有人认为那时有特定的民族，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形成过国家。16世纪下半叶，尼德兰北部从西班牙统治下脱离出来，形成荷兰。19世纪，比利时脱离荷兰，卢森堡又脱离比利时，各自成为“民族国家”。到20世纪，比利时的弗莱芒人和瓦隆人又都声称自己是“民族”，有权享受民族自决权。类似尼德兰的情况在欧洲许多地区都出现过，这使得欧洲的“民族”不断增多，比如在1850年代，作为坚定的民族主义者的马志尼曾经说欧洲只有11个“真正的民族”，然而到1870年，按当代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说法，民族主义运动已经在欧洲遍地开花，其中包括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立陶宛、克罗地亚、马其顿、阿尔巴尼亚乃至西班牙的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等等，就连撒丁岛这种“迄今为止想不到会出现民族主义的地区”，民族主义也勃然兴起。“民族”的裂解现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形成高潮，当时出现了许多新的国家。1989年以后，东欧也形成民族裂解的现象，导致东欧的民族问题骤然升温，引起全世界的普遍关切。

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可以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在一个较大的地区共同体内，某些地段先发展起来，形成发展的“中心”；后发展地带成为“边缘”，受“中心”剥夺。为摆脱这种地位，“边缘”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以地方主义为号召反抗“中心”，而这些条件如果带有特殊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就很容易发展成一种“地方民族主义”。于是，一种新的意识产生了，新的“民族”有可能形成，建立新的“民族国家”则是其奋斗的目标，而整个过程的根本目的，是后发展地区企图改变从属地位，变“边缘”为“中心”。西方学者对欧洲近代历史上民族裂解的现象十分在意，有些西方学者声称：“是民族主义产生民族，而不是相反。”如果考虑到民族的自我认同过程在近代民族形成的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这种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

前面已经说过，近代民族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民族与国家等同，如果用某种概念表达，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换句话说，同一个民族应当组织在同一个国家里，同一个国家也就应该只包括同一个民族。然而在现实中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随着历史的进展，民族间的混居现象十分普遍，要想在各自民族间清清楚楚地划出一条线，建立纯洁的“民族国家”，在实践中绝对办不到。因此民族主义的这种追求就使民族间的龃龉永远不会消除，并随时可能发展成公开的冲突。

在近代，民族问题与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民族主义是发展的条件也是其后果，发展的需要把欧洲按民族分割开，这是近代民族问题最大的特点。

第五节　期待与展望

曾经对权力与腐败问题作过精辟论述的英国阿克顿勋爵在谈到民族主义时说：“民族属性的目的既不是给人自由也不是使人富庶，它将两者都牺牲给把民族作为国家依托的紧迫需要，其经过过程将打上物质与道德沦丧的印记，结果可以使一种新的发明凌驾于上帝的创造与人类的利益之上。”民族主义在欧洲的几百年历史证明，它既有功勋，又有罪责。功勋在于它保证了各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罪责在于它造成了长久的动荡不安，既可给本民族造成灾害，也可给其他民族带来苦难。

民族主义推动现代化发展，是因为现代化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现代化发展需要有一个依托，需要调动它可以调动的可能的资源，而民族正是调动各种资源的方便途径，民族主义则为动员民众提供口实——这个过程在一切现代化国家几乎都得到了证明。但民族主义并不是绝对地有利于现代化，从民族主义出发也可以引申出强烈的仇外情绪，结果是拒斥一切外来文化，封闭自己，使自己沉湎于民族自大狂的迷幻之中。

就其罪责而言，民族主义的副作用已经被历史表现得很清楚了。欧洲几百年动荡的一大根源是民族主义，多少次震撼欧洲的大战起源于民族主义，就连现在的东欧动荡，也不能不说是迷失了方向的民族主义负面性质在起作用！

但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现代化过程在欧洲进行到现在，已经出现新的转机。新转机主要表现在西欧，在西欧，对几乎所有国家来说，现代化都已经基本完成。人们于是看到：几百年前，当现代化即将起步时，西欧各地几乎都处于同一状态中；现代化起步时，差距开始拉开了，有些国家先走，有些国家后行，民族间的差异越来越清楚，造成总体发展的不平衡。民族间的冲突由此开始，纠纷与隔阂成为西欧近代史上的一大主题。但时至今日，这种不平衡又被平衡的发展相对拉平了，民族的纠纷于是开始平息。正是在这个时候，西欧一体化运动开始了，其结果就是今天的欧盟。可以说，从同到不同再回到同，西欧已走完了一个“同一——差异——同一”的循环，以民族对抗为特征的“近代古典”民族主义，到现在可以告一段落了。

然而在东欧，这个循环还没有走完，地区与民族间的差距仍然很大，尤其在一些“帝国型”的国家（多民族、高度集权）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地区，“中心”与“边缘”的区别还很明显。可以预测，在这些地区，民族纠纷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苏联的解体与东欧的变化反而使东欧变得动荡了，正如学者盖尔纳所说：“继之而起的都是小国，它们缺乏经验，而且一般都比较弱，然而却都具备以前帝国所具有的一切不利因素——它们被附带进去的少数民族所困扰，而那些民族中还包括以前处于主宰地位文化属性的人，这些人对现在这种新的从属地位很不习惯，他们还拥有相同文化的同族兄弟，可以在时机到来时帮助他们抗拒这种从属地位。”两三百年前在西欧发生的情况，一百多年前在中欧发生的情况，正是今天在东欧许多地区发生的情况，“中心”与“边缘”正在调整位置，动荡仍会有所持续。

民族的积怨是冤冤相报的，如恶性的循环，难以化解，彻底解决欧洲的民族问题，除有利的时代潮流与强大的国际压力外，最主要寄希望于发展差距的缩小、不平等状态的迅速消除，如西欧经几百年发展所做到的那样。19世纪末一位法国学者曾说过这样的话：“民族并不是永存的，民族有其始，也有其终，也许一个欧洲的联邦取代各民族，但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纪情况还不是这样。在当前，民族的存在是一件好事，甚至是必要的事。民族的存在能保障自由，假如世界上只有一部法律、一个主宰，那自由就会丧失了。”

且不论他对自由的说法带有何种理想的色彩，他关于“民族”终将消失、但在目前的条件下又不得不继续保留的矛盾之分析，在我们这个世纪即将结束时，却依旧反映着时代的困惑。


第四章　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稳定问题

第一节　政治稳定与发展

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政治稳定显得格外重要，稳定大概和发展密切相关，有稳定则有发展，无稳定就无所谓发展。二战后的许多事例似乎都说明了这个推理：在战乱不已、纷争频仍的国家中，经济发展是谈不上的。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非洲一些国家，在那些政变迭起，民族和部族冲突不断的国家中，经济建设几乎不可能。二战前就开始追求现代化目标的国家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土耳其到20年代末国内政局稳定后，经济发展才当真起步；而中国直到1949年都处在不断的战乱中，结果是在此之前的一切现代化努力都归于失败，因此把发展与稳定联结在一起的看法是自然而然的，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便是一道公式。

但相反的例子也可举出许多，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相连。有些地方政治高度稳定，但经济却并不发展，二战后的印度政局是相当稳定的，但它很长时间里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有些地方政治动荡频繁，但经济发展却也不慢，这方面的例子是南美国家，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多多少少都是这样。有些国家政局很稳定，经济形势却不乐观，韩国政坛一贯是吵吵闹闹（至少在80年代中期以前是如此），但它的经济发展却屡现奇迹。泰国政变迭出，经济发展却很稳健；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当然不错，而它的政治局势又出奇的平静。可见，各种类型的例子都可以找到，甚至在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这些地方，人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如何保留着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而经济却在石油美元的扶持下惊人地发展——其政局几乎平静如水，几十年来没有一点变化。不少人认为亨廷顿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是在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即现代化必须稳定，要稳定则必须有强大的权威。但亨廷顿对经济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其实认识得相当清楚，他说：“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目标。一项目标的进展同另一项目标的进展并无必然的联系。在某些情况下，经济发展计划可能会促进政治稳定；而在另外的情况下，经济发展计划可能会严重破坏政治稳定。同样道理，某些形式的政治稳定可以激发经济发展，而另一些形式的政治稳定又会阻碍经济发展。”可见亨廷顿并不认为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之间有固定不变的因果关系。有人把亨廷顿的书解释成为经济的发展应不惜一切代价维持政治稳定，这其实是一种曲解。

第二节　现代化启动时期的政治稳定问题

但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如果有，是否有规律可循？一个国家总希望在现代化过程中有比较稳定的政治环境，不因为政治动荡而使国家蒙受灾难。现代化本身是一种转型，人们总希望转型的过程比较平稳。亨廷顿写《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显然就出于这样一种动机，他希望探讨稳定与不稳定的种种原因。但亨廷顿没有注意到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之间随阶段而变化的相互关系，这使得他虽然意识到稳定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却没有能够看出在现代化过程中，发展与稳定间存在着一种阶段性的互为因果关系：在某些阶段上，稳定可能是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另一些阶段上，政治上的某些变动可能是发展所必需的，至于这种变动是以何种方式进行（以稳定的方式还是以不稳定的方式），那就要由各种主客观条件来决定了。

有一个问题亨廷顿阐述得很好，就是在现代化的起点上，必须有强大的国家，必须有权威。对许多正在追求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基本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创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们可以有秩序而没有自由，但他们不能有自由而没有秩序。必须先有权威，然后才能对它加以限制”。所以亨廷顿指出：没有稳定的权威现代化就无从谈起，现代化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建立强大的、为全体人民一致接受的政治权威，即民族的国家。他提出：“经济增长需要文化的现代化，文化现代化要求有效的政治权威；而有效的政治权威则植根于纯一的民族共同体。”“在政治上先进的社会中，对那些比较直接的社会集团的忠诚要从属于并被纳入对国家的忠诚之中。”由此可见，把亨廷顿的理论看作是一种权威主义的理论，显然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国家的权威不是绝对的，它随现代化的阶段而发生变化。在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经历中，人们看到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国家站在现代化的起点上，它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专制王权。专制王权取代了过去血统的、地域的、分散的权威，由此而把国家从战乱引向稳定。所以专制王权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它使民族第一次有了一个凝聚核心。但这个核心的建立几乎都是在长期的战乱中完成的，为了克服过去分散的权威和排除外来的权威，往往要用很暴烈的手段才能做到。在专制王权建立的过程中出现的不是稳定，而是不稳定，只是在极端的不稳定之后确立了权威，才最后形成了稳定。

稳定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契机，这表现为重商主义时期的农业和手工业发展。不过在这一次发展和真正的现代化发展——大工业发展之间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专制王权一般都不会主动推进现代化，相反他们会成为现代化的阻力。在欧洲发达国家，现代化是这样发生的：它先借助王权的力量造成了国家的权威，然后用民族的国家取代君主的国家，为现代化发展扫除障碍。在欧洲国家，推翻专制王权的过程往往也是暴烈的。在英国，经过20年的革命战争和20年的王政复辟，最后用一个巧妙的妥协解决了问题。在法国，革命的狂风暴雨席卷了25年之久，最后还是被专制王朝卷土重来。在德国，革命虽然没有那么诚心诚意，但毕竟也是充满了暴力——有时是用对外的战争来替代内部的纷乱。因此在现代化的这个阶段上，不稳定很可能是难免的，理由很简单——当原有的统治者不愿接受现代化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放弃现代化，以维持现有体制的高度稳定；要么出现革命、暴动、造反等等，为现代化扫除障碍，而这当然就意味着政治的不稳定。亨廷顿对此其实也有所知，他曾说革命“是使传统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方式”，“革命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但他没有意识到不稳定也可能是现代化所必需的一种手段：当社会需要靠革命来推动现代化时，它当然是不稳定的。

对于20世纪才开始追求现代化目标的国家来说，情况是否有所不同？这些国家一般都经历过殖民统治，在殖民势力退却后才获得独立；或者在传统体制下生存得太久，结果被弄得羸弱不堪，直到经过激烈的奋斗才重新振作起来。这种独立的过程或重新振作的过程往往充满了暴力或动荡，恰似欧洲国家在形成专制王权时的情况一样。也正如欧洲国家在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不稳定之后出现一个国家的权威（专制君主）那样，新独立或新振作的国家也出现了国家的至上权威。但20世纪，这种权威不是由君主而往往是由某些政治组织来体现的，那就是政党。亨廷顿说得很精彩：在20世纪，发展中国家政党的至高无上相当于17世纪欧洲国家君主专制的至高无上，二者都是为创建一个民族共同体提供基础，从而为现代化准备条件。

新国家建立后，它的前途未见得光明，现代化的目标很难说就已经确立了，国家的稳定因此和目标的选定会有很大关系，这就像在欧洲国家专制王权确立后，统治者未必愿意推进现代化一样。

在一个传统势力不太强，或者其实力已经在争取独立的过程及重新振作的过程中被严重削弱的国家，领导权也许会掌握在致力于推进现代化的人手中，这时，国家的高度稳定是必要的，因为稳定能保护现代化的领导力量，而任何不稳定都会使现代化蒙受损失。这时，追求稳定不仅必须而且合理，而只有在这个阶段上，我们才能同意“稳定就是发展”这样一个命题并且同意亨廷顿关于如何维持稳定的许多见解，比如不要把现代化的期望值定得太高，以免目标的破灭引发民众的不满；不要让经济发展得太快，以免过快的发展速度带来过大的突变刺激；不要让民智开发得太早，以免其知识水平超越现实所能容纳的界限；以及现代化的实施应采用费边式战略和闪电式战术相结合，每一次行动只能设定一个相对低度的目标以免激发起过多的反对派；等等。

但在另一些国家，政权可能不掌握在推动现代化的人手里，传统势力可能很强，现代化的一切努力都受到抵制。殖民主义撤出后留下权力的真空，填补真空的可能是权欲熏天的野心家，他们除了自己的权力外什么都不关心。对殖民主义的憎恨和对民族耻辱的怨愤会引发激烈的排外情绪和偏颇的民族自尊心理，从而对现代化的伴生物乃至现代化本身都恨之入骨。传统并不一定来自传统的统治者，实际上，根据亨廷顿的研究，在现代世界上，传统的统治者为了延续其统治的合理性，反倒愿意进行某种程度的现代化改革，比如伊朗的巴列维国王和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就是如此（在较早进行现代化的欧洲国家中也有类似情况，比如普鲁士的俾斯麦就是一例）。而领导国家获得独立的民族主义领袖和发动革命推翻传统制度的新政治精英却很可能对传统抱有更深刻的眷恋，他们可能更愿意以传统的民族文化来抵制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以传统色彩的民族主义在饱尝西方侵略之苦的民众中争取更大的支持，从而为新建立的政权提供更充分的合理性。在这种权力已交给“现代”新人但现代化进程却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而被下意识地推迟的国家中，政治稳定是靠不住的，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仍会很尖锐，迟早要爆发冲突；而且拖延的时间越长（在此种条件下可以有一段相当长的高度稳定时期），冲突就会越激烈。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亚洲和非洲新兴国家中，政治稳定呈现出纷杂的局面。一般来说，领导权若掌握在致力于现代化发展的人手中，这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程度就比较高；而“非现代化因素”（比如传统文化的因素、部族对立的因素、个人权欲的因素等等）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中，其政治稳定就始终会是一个问题，即使在一段时期内呈高度稳定状态（由于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机器，有高超的统治手腕等等），其潜在的爆发力也会相当巨大，超稳定的政治局面可能会在一个晚上就全然崩溃。亨廷顿在60年代末写作这本书时曾高度赞扬的一些“稳定的”政治结构，后来被证明是不稳定的。亨廷顿的问题在于他未能把现代化分解出阶段来，实际上在每一个阶段上，稳定和不稳定都有其特定的条件，造成稳定和不稳定的原因也不是无规律可循的。

第三节　现代化推进时期的政治稳定问题

亨廷顿认为政治现代化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所谓“权威的合理化”，即以单一的、世俗的、全国性的权威取代分散的、宗教的、集团的或地域性的权威。第二应达到“政治职能的区分化”，国家官僚机构的出现便是其集中的表现。第三，“政治现代化涉及整个社会中更多集团的参政”。并且亨廷顿认为，人民的大规模参政是“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最大区别”。显然，参政比前两个因素都更重要，亨廷顿相信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权力发展经历这样几个阶段，即：先集中，再扩大，然后分散。

我们已经看到：“权威合理化”指的是权力的集中，这在民族国家建立时就基本上做到了。“职能区分化”的目标按亨廷顿自己的说法，在欧洲大陆发展得很早，专制君主时期就在向这个方向发展。这样一来，扩大参政就是打算推进现代化的人掌握政权后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了。对20世纪的新兴国家来说，尽管亨廷顿认为它们同时需要解决所有的问题，其任务之艰巨环境之复杂应该是前所未有的；但事实上，扩大参政仍然是第一位的任务。强大的政治权威建立起来后，参政是最复杂的问题。参政问题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关系到新制度的稳定性。推进现代化的人掌握政权之后，现代化有可能顺利地开展。但现代化会很快造就新的社会集团，形成新的社会要求，新集团新要求迟早需要在政治上反映出来，而如何吸收这些不断涌现的新集团，便是体制面临的迫切任务。

一个在把权力转移到推进现代化的人手中从而获得宝贵的政治稳定的国家，现在将面临新的不稳定因素。我们在谈论这一点时，必须时刻记住：现代化是一个连续快速变化的过程，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迅速的变化。因此当一个阶段结束从而达到平衡与稳定时，另一个阶段的开始又意味着不平衡不稳定的因素已经随之而来。原有的稳定正在消失，新的稳定是争取的目标。

掌权者如何处理参政问题，于是成了现代化开始后争取维持继续稳定的关键。我们看到在新兴国家中，正是这个问题引起了局势的分化。南美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参政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政局一直比较动荡。印度经济发展速度缓慢，但参政问题解决得比较好，政局一直比较稳定。韩国一度动荡得很厉害，焦点正集中在参政问题上。新加坡的参政问题似乎是被冻结的，这样也能维持一段时间的稳定。亨廷顿对这个问题的阐述很有见地，他认为：制度化是问题的关键，“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借以取得重要性和稳定性的过程”，一个新兴国家越早建立起制度化的体系，它就越容易保持政治的稳定，因为制度化能够保证把不同社会集团（如新产生的阶级、少数民族集团等等）按既定的程序稳步地吸收到体制之内，以免它们在体系外造成无规则的破坏。亨廷顿对制度化和参政这两个变项的相对发展程度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所作的论述非常值得人们注意，他说：参政和制度化两者都处于低水平的社会是不稳定的，尽管这种不稳定也许要到未来才表现出来；制度化高出参政水平的社会是稳定的，因为它有能力吸收日益扩大的参政要求；参政水平已超过制度化水平的社会是不稳定的，因为体系缺乏有效的规程接纳广泛参政的社会力量；参政与制度化两者都处于高水平且已取得平衡的社会是最稳定的，这些政治体系既具有强烈的现代色彩，又很发达。亨廷顿关于四种组合形式对政治稳定造成的不同后果的论述应该说是相当准确的，如果以世界各国的现实情况来验证这一判断，可以说基本上符合事实。由此，可以知道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韩国应该是不稳定的，因为它的参政超出制度化水平；凯末尔革命后的土耳其应该是稳定的，因为它在战胜入侵者后立即致力于制度化建设，而且这种努力在以后仍然继续进行；斯里兰卡自由党在20世纪50年代动员农村的努力虽然使该党赢得大选并取得了农民的支持，但由此而形成的政治结构却把泰米尔少数民族排除于体系之外，为以后出现的种族武装冲突埋下了伏笔；印度在参政和制度化方面都达到较高的水平，因此它尽管经济发展速度缓慢，但政治上却呈现出相当大的稳定性。

应该说明：亨廷顿的“参政”并不是“民主化”的同义词，“参政”指的是对政治事务的关心与参与——社会集团是否想通过政治的途径提出和解决问题？而政治途径既包括投票和选举，也包括骚乱、闹事、政变和革命等等。有序的政治参与给国家带来稳定，无序的、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则一定使国家动荡不已。正因为如此，才有制度化高于参政水平或参政水平高于制度化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一说，可见制度化对政治体系而言是多么重要，它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几乎是追求社会稳定的最关键的因素。

总之，亨廷顿提出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观点，即制度化应先于参政的扩大，而且制度化建设从一开始就应该向有利于参政扩大的方向发展。有些制度不利于参政在未来的扩大，因此会对未来的稳定产生影响；一个灵活而具有充分容纳能力的体系最能保障持续的稳定，向这个方向的制度化努力是最值得提倡的。直到这一个切入点上，亨廷顿才提出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因为民主制度最有利于制度化的参政扩大。

第四节　政治结构需适应社会变化

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稳定，从根本上说是政治结构适应社会变化的问题，应变能力是稳定的先决条件，政治技巧则退居其次。中国的传统结构曾经是一个超稳定体系，在受到现代文明挑战之前存在了几千年，被历史证明有高度的生存能力。在中国历史上，尽管农民起义频频发生，但制度的稳定性却不受影响，在几千年的漫长的时间里，“治”多于“乱”，体现出制度的合理性。但在面对现代文明的挑战之后，它却无所适从，一乱逾百年，而且越乱越烈，直到现代化成为全民的共识之后，才从大乱而大治，为现代化创造了必备的环境。究乱之根源，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应变能力不够，需要经过艰苦的奋斗，才逐渐取得对现代化的认同与承受力。亨廷顿对此的评论是：中国的传统体制太合理了，以至它对现代社会的应变力几乎等于零。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哪一个国家要想保持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稳定，最根本的一条就是适时而变。在一个变化为绝对真理的历史阶段上，只有跟上变化，才能驾驭变化。亨廷顿对此也很清楚，他说“政治体制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的变化，这就是政治上的首要问题”，而且把它看作是“暴力和骚乱事件的根源”所在。但他的书没有紧扣住这一论题，让人们认识不适时而变将会导致多么大的危险；相反他在政治技巧方面做了太多的文章，让人们误以为稳定便是目标，为此可以牺牲一切。这对一本享有盛誉的书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缺陷，尽管他对于稳定的技术性因素的确阐述了很多卓越的见解。


第五章　“反现代化”现象的理论假设

在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在“抗拒”与“接受”这两种显而易见的立场之外，还有第三种可能性是它在主宰社会的走向，即企图把“传统”与“现代”调和起来，它与“现代化”的解决方法刚好相反，是将“现代”服务于“传统”，让“现代”向“传统”过渡，因此是“反现代化”。“反现代化”并不反对现代化，其实质是用现代化的手段来维护传统的价值取向，用现代化的形式来抵抗现代化的实质。如果其不能在过程中逐渐融入现代化，那么暴烈终将产生。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运动，近五百年的世界历史，就是一个现代化孕育、生成并扩散、推进的过程。尽管人们在认识现代化这一过程时，将“传统”与“现代”截然对立是有所片面的，但不可否认，历史的趋势是从传统走向现代，这就是现代化的方向。五百年中，我们所生存的世界离“传统”社会越来越远，“现代性”则越来越明显。变化的方向是造就了一种新的文明或一种新的生存方式。现代化的实质其实是向这种新的生存方式的过渡，这一趋势是十分明显的。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迟早都要被卷入到这一过程中，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新的文明（或新的生存方式）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就是它具有全球渗透性，它有能力将世界捏合成一个小小的“地球村”，使这种新的生存方式不可抗拒地扩散到全球各地，而原先不可逾越的地区差异、民族差异等等被尽可能地溶缩为最小。也就是说，用一个最广意义上的“世界文明”来融合此前所分别形成的地区文明和族别文明等等，使之带有全球性，也就是共性。以前地区文明、族别文明等所具有的识别性特征只有在融入“世界文明”的共同背景之后才能保持其特殊性并延续下去，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消亡了，让位于“现代”；然而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传统”被保留下来，它融入了“现代”的有机体之中。由此我们说，现代化意味着逐渐远离传统社会，它表现为“传统”向“现代”的转化：现代化的方向是十分确定的，它是从“传统”走向“现代”。这是个全世界都普遍发生的事实，应该是无可争议的。当然，“现代”的一切是否“好”，是否符合人类生存的最大利益？现代化的走向是否正确，假如它不曾这样走过来是否更好？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极其深刻的重大问题，关系到人类生存的终极命运。然而历史的方向已经形成了，我们已无法改变它，无论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从“传统”到“现代”已无从转变。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强制性的力量，它迫使人们接受。

但历史同样也告诉我们：面对现代化的强行推进，很少有不经过抗拒就加以接受的。现代化意味着形成一种新文明，而对世界上多数已有的文明来说，它却是一种来自外部的异质文明，因此抗拒是一种本能。一切文明当遭遇异质文明的侵犯时，拒之于外是一种正常的反应。文明都有排他性，否则它自己就无法延续。积淀越深厚，排他性也就越强。积淀本身就意味着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种文明曾经对其他文明进行过有效的抗拒和吞噬，一种文明越古老，它的抗拒和吞噬能力也就越强，因而自信程度就越高，越倾向于对异质文明进行本能的抵抗。因此当现代化以强制的力量向世界其他地区推进时，它几乎处处遭遇抵抗。然而，一切抗拒最终都被证明无效，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地方曾成功地抗拒过现代化的推进。外来入侵者可以被赶走，但入侵所带来的巨大震动却仿佛更有力地证明：只有接受现代化，才是保存原有文明和原有社会结构的唯一出路。于是，抗拒的努力最终都会被放弃，人们会自动接受现代化，这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曾发生过的事。

由此我们知道：在抗拒之后，接受便是唯一的出路。对多数后发型进入现代化的国家而言，接受总是被迫的，差别仅在于：经过多长时间的抗拒，以及多大程度的困惑，人们才终于意识到现代化原来是不可抗拒的！自此以后，一个自觉的现代化运动就应该开始了，对这个运动，人们应该抱以共识。

但问题恰恰出现在这个时刻。我们很容易看到在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抗拒”与“接受”间剧烈的冲突，“守旧”与“维新”间生死的搏斗；看到社会动荡与这一冲突紧密相关，而几乎在所有的场合，最终又总是以实行变革告终，而不管这一变革要经过多长的时间才终于到来。因此，人们总认为冲突始终是在“守旧”与“维新”之间进行的，一方抗拒现代化，另一方则主张接受现代化，这是两个截然相反的立场，它们间的斗争为现代的政治舞台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脚本。但我现在要提出的是：在“抗拒”与“接受”这两种显而易见的立场之外，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它有时可以强大到如此地步，以致在非常长的历史时期里，正是它在主宰社会的走向。这是个隐秘的角色，其面目含糊不清：对反对现代化的人而言，它隐没在主张现代化的阵营中；对支持现代化的人而言，它扎根在传统主义的立场上。因之，守成者视之为立新派，维新者视之为守旧派；若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观察，却往往又看不出它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因此要么把它当作温和的守旧立场看待，要么将它视为不彻底的维新企图。但实际上这却是一个独立的立场，是现代化推进过程中一种常见的现象，它在现代化的冲击刚刚波及进来时便已经悄悄地出现了，而当顽强抗拒的努力终究无效时，这个立场可以转化为一种社会实践，并且在一定时间内行之有效。这个立场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接受现代化，但只接受它的形式；它接受现代化是为了控制现代化，让它为维护传统的价值取向服务，从而为避免不可避免的现代化挑战寻找一条有效的途径。这种实践其实在很多地方都出现过，并正在出现；在有些地方甚至成为主导，在另一些地方即使不是主导，也是强大的社会存在。研究者一般将这种现象归之于尚未解决好的“传统”与“现代”之冲突的继续，或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某一中间阶段，但我却不认为它体现的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相反，它是企图把“传统”与“现代”调和起来的一种解决方法，不过它与“现代化”的解决方法刚好相反，它是将“现代”服务于“传统”，让“现代”向“传统”过渡，因此是“反现代化”。

“反现代化”并不反对现代化，其实质是用现代化的手段来维护传统的价值取向，用现代化的形式来抵抗现代化的实质。如果我们承认现代化是确立一种新的文明，其取向是形成世界共性的“现代文明”，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经过改造被很好地融合进来，成为现代文明的营养与组成部分；那么“反现代化”就恰恰是取一个相反的方向，它试图通过实行“现代化”来维护传统社会，维护其原有的价值核心。为达到这个目的，就出现一个与现代化十分相似的运动，其表现形式与现代化的表象十分相像，并呈现出现代化的种种特征。但由于其方向是相反的，它最终不可能接近现代文明所必备的价值体系，并不时会在这一点上引发旷日持久的意识形态冲突，由此波及政治、经济、社会领域，以致整个过程反复出现动荡，最终可以造成过程的断裂。

但问题尚不尽如此，问题的复杂性还表现在“现代化”和“反现代化”有可能同时存在，两个相反的运动在同一过程中出现，使人们很难判断存在着两个不同反现代化的方向。“反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镜相，我们可以打这样一个比方：当一个物体的运动在镜子里呈现时，其运动的轨迹看起来是向着一个共同的方向的，但实际上这个方向已经被镜子颠倒了：你抬起左手，镜中抬起的却是右手。“反现代化”之所以是现代化的镜相，正因为就其本质而言，它反转了现代化的走向。

因此在一个被强迫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当人们看到现代化起动时，人们很可能看到的是“反现代化”起动。在很多情况下，现代化和反现代化同时起动，当然也可以一先一后地起动，而在后一种场合，反现代化往往比现代化更早起动。

那么反现代化的历史地位如何？应当说，当顽强抗拒的努力全都失败后，反现代化和现代化一样，是一种可能的选择，而且从根植于传统的思想意识之中走出来，这是一种更为方便的选择。反现代化因此减少了对现代化的抗拒阻力，使社会的主导趋势由抗拒转向接受，而且由于作为镜像它与现代化保持着视觉上的一致，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与现代化共同完成某种使命，使变革的潮流成为主流。但反现代化终究与现代化相反，它深知其价值取向完全不同，这是一个植根于基础之上的对立，因此两者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冲突将在根本处爆发，这是导致过程断裂和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因素。反现代化如果不能在过程中逐渐融入现代化而使镜像和真相合为一体，那么暴烈终将产生，它以镜子的破碎为终结。

“现代化”和“反现代化”并存是一个普遍现象，不仅存在于后发展国家，而且在先发展国家也可能存在过，在一切国家都有可能存在。区别在于：双方各占多大的比重，以及由谁主宰着过程？争夺主导权的斗争会是非常剧烈的，这是动荡的巨大根源。

第二节　理论假设与个案探讨

现代化研究勃兴以来，人们很快就围绕着现代化的道路问题进行辩论，辩论的焦点是：现代化是不是只有“西方的”模式，存不存在“非西方”的其他模式？对这个问题，布莱克在20世纪70年代就曾说：“对现代化过程的大部分解释都强调西方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在制度遗产方面的差别，并且认为后者在开始出现现代化转变后的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仍很可能保留许多与众不同的特征。从这个观点出发，可以推论不仅可用西方社会的制度适应于现代化的要求，也可以在不同程度上用其他社会的制度来适应这种要求。较后发展的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抛弃自己的制度而一味向西方借用各种制度，而是要评价自己的制度遗产，并且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对它进行改造以适应现代性的要求。”这就是说，非西方社会现代化有其特色，要认识到这种特色并尊重这种特色。

布莱克的说法固然不错，他指出了“西方”和“非西方”社会之间的差异；但问题是：道路之分是否以“西方”和“非西方”划界，模式不同是否发生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不少人似乎很愿意这样看，在学术界，对早期现代化理论提出最大挑战的两个重要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其出发点就都是“西方”与“非西方”（“中心”与“边缘”）之分。

这样一个两分世界的方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亨廷顿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曾发问：“两个现代社会——其中一个是非西方的现代社会——之间更相似呢？还是两个西方社会——其中一个是非现代的西方社会——之间更相似？”他还说：“两个非西方社会之间的差别会大大超过任何一个非西方社会与一个西方社会之间的差别。”事实上，在现代化的道路问题上，西方国家遵循的不是一种模式而是多种模式，比如在经济发展方面有英、美、法的“自由经济”模式，有德国的“统制经济”模式，俄国采用的是政府直接干预的政策等等。这些不同的方式都被详细地研究过，比如特里比尔科克的《欧洲大陆列强的工业化》就是一部实证性很强的专著。另一方面，这些不同的方式又并非只在西方国家中沿用，非西方国家也一样使用，界线不发生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相反，文化与历史传统、不同的社会条件更多地决定着方式之不同。当然人们可以说西方国家都走了一条“资本主义”的路，但又有多少“非西方”国家没有走资本主义的路呢？

谈到政治现代化，情况也同样如此。巴林顿·摩尔说几乎所有主要国家都经历过某种政治革命：英、法、美等国经历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它最终引导到“西方形式的民主制度”；德、意、日等国“经过反动的政治形式而最终成为法西斯主义”，这是一种“保守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俄国、中国等经历了“共产主义革命”，这是“导向共产主义的农民革命”。尽管我们未见得同意他的观点，比如法西斯主义是否是一种“革命”；但他也并不认为西方只走了一条道路，“革命”的方式不止一种，而且革命这种现象也并非只发生在“西方”或“非西方”国家，这却是明显的。亨廷顿说得更明白，他说西方国家经历过“三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现代化方式，即“欧洲大陆型的、英国型的和美国型的”，他的分类标准相当难懂，但有一点却很明确，即西方国家没有走同一条路。亨廷顿还指出非西方国家也不走同一条路，道路的差别并不以“西方”和“非西方”为界。

尽管如此，很多人在谈论现代化时，仍轻易地将“西方”和“非西方”对立，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非西方”与“西方”之间有截然不同的道路。这种看法现在颇有市场，有人甚至把道路问题与东、西方的“身份”（identity）等同。然而事实是：虽说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同的，每个国家都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但道路的区分决不发生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法国、俄国和中国走上革命的道路（还有很多国家也都走了革命的路），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强调不同的道路很容易忘记一个事实，即无论选择什么道路，现代化的方向却是相同的。把道路的不同对立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就很容易造成一个误解，似乎“西方”的现代化和“非西方”的现代化是不同的。不同的道路是否意味着“现代化”的目标不同？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无论道路有何种不同、经历有何种差异，现代化的方向应该是一样的，所谓“条条大道通罗马”。现代化只有一个方向，即从“传统”走向“现代”，而绝无其他。这样说并不是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而是说现代化的指向是明确的。我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界定现代化：现代化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也就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现代化是一种文明转型，是一种全方位的“社会转型”。这样的转型是整体性的，它只可能有一个指向。

如此，对不同道路的过分强调及把它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做截然划分就掩盖了这样一个问题：在“现代化”过程中是否会出现不同的方向？乍看之下这个问题非常奇怪，而且事实上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人想到过这个问题。没想到是因为它被“道路问题”掩盖了：“方向不同”和“道路不同”看起来是一回事。但假如我们首先肯定现代化的方向不可改变，那么问题的严重性就立刻显现出来：如果在“现代化”过程中有过不同的方向，那么它们是什么？答案只能有两个：要么我们的前提是错的，现代化可以有不同方向，它可以漫无目标地射向四面八方，也就是说，有多种“现代化”；要么现代化的方向只有一个，不同方向的出现表明现代化出了问题。对这样一个严重的二律背反，我们以前居然就没有看出来？由此，我们就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假设——“反现代化”。

“反现代化”在现实中有实例可寻，但必须首先说明：在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化”和“反现代化”往往交叉存在，相互纠缠，很难截然分开，因此纯粹的“反现代化”不是随时可见的。事实常常是：“现代化”和“反现代化”两种倾向同时并存，但一段时间中某种倾向更表现为主流色彩，因此就更突出了运动的某一个方向。下面四个案例可以看作是“反现代化”的例子，但由于“反现代化”理论仍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对案例的理解和分析仍需要做很多工作，此处只能提供一个粗略的梗概。

案例一：反宗教改革“反现代化”并不是“非西方国家”的专利，除少数原生型现代化国家外，多数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也是被“触发”的，“反现代化”因此也同样会存在。严格地说，宗教改革发生在西欧国家现代化的酝酿阶段，它是西欧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一次重要的思想准备工作，也是西欧民族国家形成的推动器。人们现在都承认：民族国家是现代化起步的一个关键性条件，因此宗教改革在西欧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宗教改革从反对天主教会的腐败开始，到全面改造教会组织、改造人们的思想观念，以致引起政治与社会的变革。宗教改革的结果是：一种新的宗教热情勃然兴起，它否定教会对意识形态的垄断权，坚称人应该与上帝直接沟通，从而宣告了个人对事物做出判断的权利。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接轨，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精神条件。在政治领域，对教会等级结构的怀疑引起对政治等级结构的怀疑，政治平等的胚芽在不知不觉中形成；另一方面，宗教改革又造成国家教会的出现，从而为已经集权的世俗政体提供了更强大的权力基础即意识形态权。无论如何，资本主义首先在宗教改革的国家和地区取得胜利，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天主教会面临亘古未有的危机，自基督教产生以来，罗马教会第一次感受到解体的危险。天主教一方面试图消灭反对派，因而发动一次次宗教战争；另一方面又做出真诚的努力，从内部改造天主教，这就是“反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的结果是：教会内的腐败趋势得到遏制，许多人所痛绝的邪恶现象被清除，教会重塑了自己的形象。同时，一种新的宗教热情也随之出现，这是一种对天主教复兴的乐观的信念，同时又是对教会中迸发的一种福音主义的衷心的期待。在政治领域，反宗教改革也认可了世俗权力日益坐大的趋势，改革后的天主教也逐步变成一个个国家的宗教，这意味着天主教会不再是民族国家的障碍。从许多方面看，反宗教改革完成了宗教改革所成就的许多工作，但天主教的改革和新教的改革无论如何都是反向运动的，正如《牛津基督教史》的作者所说：“通常，反宗教改革被看作是从充满希望的和开放的和解主义（类似新教并准备同新教和解的一种宗教精神）转向更具对抗性的一种运动，……在人们对现代欧洲文明的记忆中，伽利略‘地球仍在运转’本质上代表着进步的力量，而罗马则选择与之唱对台戏的做法，这构成了反宗教改革教会长期思想贫乏的原因。因为它表明，反宗教改革教会已堕入散发着陈腐气息的旧宗教体系中。”从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天主教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普遍比新教国家更艰难，遭受更多的挫折与障碍，而像法国这样的国家则必须在经历另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及与此相关的政治大动荡——大革命之后，才实现了现代化的大突破。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在现代化历史上显然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案例二：开明专制18世纪上半叶，欧洲专制制度已面临普遍危机，这标志着现代化的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英国和荷兰已经推翻了专制王权，其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已经在经济发展中体现出来。北欧国家（如瑞典）也明显出现克服专制的趋势，而法国则正经历启蒙运动，这个运动最终将引导法国走向大革命。在启蒙运动的冲击下，曾经为专制主义提供合法性依据的理论——“君权神授”已经崩溃。专制主义的灭亡是必然的事情，专制主义的历史作用已经过去了。这时的欧洲国家，谁先摆脱专制，谁就能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先起步，专制主义已成为现代化的严重障碍。然而，在中东欧，专制主义却维持下来了，获得了新的生命，这必须归功于所谓的“开明专制”现象。

“开明专制”的本质是维护专制，但开明专制不再宣扬“君权神授”，而改用启蒙思想来装点门面。“开明君主”似乎是科学和理性的保护者，企图用这种形象来为已经失去合理性的专制制度找到新的合法性依据。因此，所有的“开明君主”都声称自己是启蒙思想的信徒，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甚至说自己“论秉性是哲学家，论职责是政治家”。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都与法国的启蒙思想家有很深的交往，把这些思想家称作是自己的“老师”。“开明君主”按照启蒙思想的启示执行了许多“开明”政策，其中共同的特点是：发展经济，鼓励工商业，开办教育，传播知识，提倡向西方学习，增强国力，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开明专制在行政方面也做了许多改革，目的是提高效率，加强合理性。正如腓特烈二世所说：“治理良好的政府应该有一个体系，其条理性就如同哲学体系一样。”乍看之下，开明专制与西欧正在出现的变化相当合拍，“开明君主”似乎在有计划地推行某种类似西欧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官方政策。

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拯救封建制度而不是为发展资本主义服务的。开明专制的根本目的是巩固专制，在所有实行开明专制的国家（普、奥、俄等国），专制制度都很强大，而其基础正是王权与封建贵族的结盟（不像在西欧国家那样，专制的王权曾经与市民等级——工商集团结成同盟，而共同反对封建贵族）。这样一种同盟只会为垂死的封建制度招魂摇幡，在这种同盟下的“开明专制”，只是为挽救旧制度押下的最后一个法宝而已。所以，当西欧的专制制度已穷途末路，新社会已呼之欲出时，中东欧的开明专制则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佩里·安德森曾说：中东欧专制主义最典型的特征是“农奴制再版”，原因就是专制的君主为贵族的再生（他本人也属于这个阶级）尽了最后的努力。因此，尽管开明专制实行了种种“开明”的政策，但“这些表面上的进步并没有改变启蒙时代欧洲绝对主义的东欧样板的性质和地位。因为这些君主政体的基础结构甚至在他们极其辉煌之时，依然是古代的和倒退的”。开明专制的“进步发展”确实与当时欧洲的时代方向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它终究是反方向发展的。普、奥、俄等“开明专制”国家后来在现代化道路上的缓慢和曲折的进展，与这种反方向的现代化努力不能说没有关系。

案例三：奥斯曼帝国的自我更新以上两个例子都来自欧洲，表明在欧洲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第三种态度”也是时有所见的。现代化浪潮推进到“非西方”国家时，出于文化上的巨大反差，从“抗拒”到“接受”就变得更加艰难；因此，“反现代化”的倾向就更有生成的土壤，“现代化”与“反现代化”两种趋向更容易纠缠，奥斯曼帝国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奥斯曼帝国曾经是非常强盛的国家，思想、文化都曾相当发达。它曾是伊斯兰世界的中心，16世纪达到了强盛的顶峰。但是在16世纪，欧洲已经历了文艺复兴，科学与理性开始传播，一种新的精神——资本主义精神正在兴起，而一个新的社会正骚动在时代的母腹之中。然而，奥斯曼却正处于由极盛而衰落的转折之时，更不幸的是，它坚守伊斯兰教的传统偏见，认为基督教是未臻成熟的宗教，只领悟了一半的真理；伊斯兰教才是神谕的真正领悟者。因此，它闭眼看不到欧洲的变化，而它自己又被内部滋生的黑暗、腐败和因循守旧彻底腐蚀了。欧洲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奥斯曼却越来越落伍，它在一次次对欧洲的战争中一次次失败，终于面临了灭顶之灾。这时，它不得不途穷思变，于是，它对现代化的“抗拒”不得不转变为某种程度的“接受”，“反现代化”的现象就在这时出现。

不能说奥斯曼没有有识之士，他们真心诚意地希望实行现代化；但在很长的时间里思想的主流却是对抗，希望用学习西方来抗拒改造奥斯曼。因此在变革之初涉及的只是皮毛的东西，如服饰、家具、建筑风格等，而稍稍涉及实质性的变革，如建立新军，则无有不失败的，在18世纪有两位君主因为建立新军而被废黜，结果当然是奥斯曼在战争中更大的惨败。

1826年马哈穆德二世用武力消灭了保守势力的大本营传统的禁卫军，改革的进程才真正开始，尤其是1839年阿卜杜勒·迈吉德苏丹《花厅御诏》，此后到1878年，是奥斯曼历史上的“坦泽马特”时代，即改革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改革成了社会的主旋律，向西方学习成了社会——尤其是社会精英的共识。可以说，这是奥斯曼自觉走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关键时期。

“坦泽马特”改革几乎是全方位的，涉及经济、行政、司法、教育、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在许多方面看起来力度还相当大。比如说，《花厅御诏》和后来的法令与宪法都规定了立宪、公民自由、法律平等的许多原则，距离现代国家的标准似乎相当接近。而且，国家致力于发展，努力改造传统的经济，促进工商业。但是整个改革的过程仍然散发着一种陈腐的气息，让人们疑问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哪里。

《花厅御诏》称帝国之所以衰落，原因是人们背离了古兰经，违反了先知的教导，因此必须革除时弊，回到伊斯兰的正确道路上去。这实际上是整个改革的指导思想。一位高级外交官曾经说：“宗教是我们法律的基础，是我们政府的根本；就连苏丹陛下自己，也并不比我们任何人更能动它一动。”我们知道，基督教世界曾因为宗教改革而推进了现代化的启动，伊斯兰世界却因为没有经历这个过程，其现代化就更显得举步维艰。坚守伊斯兰教不变的法统而实行的改革，是否在方向上出现了自我的抵触？有意思的是，“坦泽马特”后期有一批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自称“新奥斯曼党人”，他们也主张改革，但指责政府的方向不对，说它无视伊斯兰教法，把改革推上了世俗化道路。实际上，帝国的改革绝对无意违背伊斯兰教教旨，尤其在涉及制度性的根本问题时更是强调“道统”，比如在法律方面宗教法仍是基础，世俗法仅表现于商法、刑法等等。政治上提出实行“代表制”，但坚称它原本就出自古兰经的古老制度，因此所谓代表是官方指定的，苏丹则集教权与王权于一身，仍是权力的独占者。“新奥斯曼党人”认为如此仍旧方向不对，它们的理想是：要恢复古代伊斯兰的理想社会。

我们不能说“坦泽马特”完全是“反现代化”性质，因为其涉及面广，参与的人很多，各有各的出发点和归宿。但运动整体却不时表现出很强的“反现代化”倾向，从官方来说，它唯一的目的是保住奥斯曼国家，回归帝国昔日的辉煌。

即便如此，“坦泽马特”仍旧失败了。1878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发动政变，把奥斯曼重新拉回到封建、专制的老路上去。这种政策把奥斯曼一步步引向崩溃、灭亡，直至一个新生的土耳其在奥斯曼的废墟上出现。这以后，民族的土耳其全心全意地拥抱现代化，在与旧时代的奥斯曼决裂之后，土耳其才真正走上现代化之路。

案例四：中国的洋务运动如果说奥斯曼的“坦泽马特”性质比较复杂，中国的洋务运动相对就比较简单了。西方人一般把洋务运动称为“自强运动”，其目的与“坦泽马特”是一样的。但洋务运动的内容却非常单一，就是只学技艺，不见建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卫道士——儒学士绅。它们在镇压农民起义和进行御外战争中深切感受到中国积弱已久，不学西方便无可生存，于是兴起一个学习西方技术的潮流，从而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源头。不过，这个现代化具有明显的“反现代化”的性质。

首先，运动的发起者是传统文化的化身，他们的世界观是正统儒学的，生存方式体现着士大夫的生活理想。无论从思想源流还是从社会存在上看，他们都不代表任何“新生力量”。他们的政治抱负出自儒家的功名动机，谈不上任何新社会的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他们的立身准则，也是他们的政治理念，回归儒学社会是他们真诚的愿望（至少嘴上是这么说的）。因此，他们的视野是向后的，正如张之洞所说：“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其次，运动的目的是“自强”，是“御夷”，应付“千古未有之奇变”。洋务运动的一切作为无非是想方设法对付外来的威胁，以维护万世不变的中国传统社会和大清王朝的一统江山。因此，洋务运动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学习西方的军事技能和发展相关产业上，并不企图（也几乎没有意识到）需要改造中国的传统社会。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就是处理“夷务”，与中国社会并无关联。“御夷”就是为了保住中国的传统社会。因此，费正清曾敏锐地指出：“19世纪60年代中国对外部世界和内部叛乱的双重威胁所做的基本反应，就是重新确立或‘中兴’旧的儒家制度，而不是使之现代化。”

所以，运动所完成的也只是购置一些枪炮船舰并随后企图模仿制造，再办一些兵工厂，修筑一些铁路，开挖几个煤、铁矿等等。当然，洋务运动也创建了新军，培养了翻译和技术人才，在后期并认识到要开办一些民用工业，这些都对后来中国的社会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这只是客观上造成的影响，并非运动的本意。事实上，洋务运动有意识地选择了这样一种只涉及表皮、不触动根基的基本战略，早期传播西学的智者，如林则徐、魏源等实际上是把西方的物用制度都介绍进来的，其中包括西方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但洋务运动却把这些“较为完整的早期现代化构想……缩小范围为，练兵、制器”，这恰恰从反面印证了洋务运动并不以改造中国为目的。

不能说洋务运动不主张“变革”，但这种变革绝不是“变祖宗之法”，相反，只不过是革除流弊、匡扶“王政”而已。洋务运动的领导者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世事的“变革”，实现了王朝的“中兴”，但这种“中兴”只是“重新肯定了中国古代的道德观念……它希望自己的模式符合古代的黄金时代，没有一点进步的近代观念”；“中兴的理想是僵硬的和谐，而不是充满活力的增长，其眼光局限于古代的儒家模式”。洋务运动的“退后”价值取向是十分明显的，它学西学是为了抗西学，学西方是为了恢复中国的传统秩序。罗荣渠说洋务运动是一次“现代化延误”，我同意这种说法；但它之所以“延误”，是因为它的“现代化”是反向的，它与现代化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洋务运动毋宁是一次“反现代化”运动。

尽管有上面这些论述，我却要再一次说明：“反现代化”这个命题及对它的讨论仍属于初步探索。我提出“反现代化”这个命题是因为：我们太容易把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缓慢发展和过多挫折归咎于保守力量的过分强大，因而对现代化造成了太多的阻碍。现代化的命运似乎完全取决于“保守”和“革新”之间的斗争，取决于它们间的力量对比。但我愿意指出的是：“现代化延误”未必是由保守派一手造成的，“革新”也可以造成同样的效果。“反现代化”常常是由“革新者”发动的，他们相对于纯粹的“守旧派”而言，可以说是“改革派”。“反现代化”正因为有一种模糊不清的特色，因而迄今为止一直是被放在现代化过程中“无数曲折”的位置上来看待的。但“反现代化”确实是一种反向的“现代化”，它的这种性质及其对现代化造成的伤害，应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但“反现代化”又经常是连接绝对的“抗拒”和自觉的“接受”这两种态度的中间状态，在许多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都无可奈何地出现了。对这一现实，我们又不得不加以承认。


第六章　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世界强国”问题

近代以前，世界上也曾有过“强国”，但那时的“强国”都是地区性的，只发挥地区的影响，一般不具备世界意义。“世界强国”则是在世界进入一个共同体系即“世界体系”之后才出现的，这个“世界体系”就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是现代化潮流在西欧兴起并传播到整个世界的客观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他们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很显然，“世界强国”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而资本主义的产生及发展，与世界现代化潮流又是息息相关的。在这里，我们将从现代化的视角出发，探讨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世界强国”问题。

第一节　早期重商主义时期

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也是整个人类的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世界强国”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它们的兴盛标志着重商主义时代的来临。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是小国：葡萄牙在强盛时只有200万人口，土地面积不到9万平方公里；西班牙稍大，土地面积50万平方公里，但是直到1700年，也只有600万人口。两个小国竟可在近代刚开始的时候扮演“世界强国”的角色，这不免让人感到意外。但其中还是有必然因素的，原因在制度方面：葡、西两国在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过程中最早建立了民族国家，又最早用国家的力量推行重商主义。这两个原因使它们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抢占先机，先争得一杯羹。

葡、西两国的民族国家在反抗阿拉伯人的统治中形成。中世纪，阿拉伯人侵占伊比利亚半岛，对当地人进行统治。经过几个世纪的“收复失地”运动，葡、西两国驱逐了阿拉伯人，解放了国家，同时也统一了国家。在驱敌和统一的过程中国王发挥了最大的作用，于是就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国家体制：君主专制。与中世纪的分裂状态相比，君主专制标志着国家的统一，也标志着民族国家的初步形成。尽管在这个时候君主以国家化身的身份出现，对国家实行专制统治，但民族国家的形成仍然是关键的一步。后来的历史证明：在中世纪向近代转变的时刻，谁先建立民族国家，谁就先发展。葡、西两国在这方面抢先一步，也就抢占了近代早期的发展机遇。

统一的王国政府推行重商主义，而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早期表现形式。重商主义把“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连接起来了，早期“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也就体现在这里。在政府支持下，葡、西两国发起“地理大发现”，从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地理大发现”由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开辟到达印度的新航线以及西班牙人“发现”美洲而达到高潮，这样，葡、西两国就成为近代以来最早具有“世界”影响的国家，同时也具备了从“世界”范围内攫取财富的能力。在“地理大发现”中，葡、西两国掠夺殖民地，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大帝国：葡萄牙人垄断了欧洲与东方的贸易，尤其是香料贸易；西班牙人则从美洲的贵金属开采中牟取巨利，据估计，1503-1660年间，西班牙获取黄金200吨、白银1.86万吨。经济史学家奇波拉认为：在这段时间里，从美洲流入的金银使欧洲的黄金总量增加5%，白银总量几乎增加50%，从而引发了“价格革命”。两个小国从“发现世界”中获取巨大利益，而“发现”世界同时也引起争夺世界。1493年，在教皇的主持下，葡、西两国划定“教皇子午线”，规定该线以东属葡萄牙，以西属西班牙，这是西方国家第一次“瓜分世界”，标志着殖民时代的开始。

财富、领地、世界霸权给葡、西两国带来了“领袖地位”，西欧各国无不以其为项背。西班牙更成为近代以来第一个西方“霸主”：在1516-1556年查理五世统治时期，西班牙不仅占有美洲殖民地，而且据有意大利一部分、奥地利及其属地、尼德兰地区（今天的荷、比、卢），一度还占有葡萄牙，其力量超过欧洲所有各国。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一个国家称霸的努力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近代国际关系可以从反西班牙的斗争算起。

关于葡、西两国的“地理大发现”，人们可以提出许多动因。例如，文艺复兴改变了人们的思想，科学与理性正在传播，这是“地理大发现”的知识基础；城市和商业已经发展，盈利的动机正在积聚，这使人们想去海上冒险；社会价值观发生变化，“享乐主义”形成风气，人们追求更多的财富等等。这些动机都是存在的，但我们要强调的是民族国家的作用：没有民族国家，就不可能有大规模的海外活动，也不可能把重商主义付诸实践；重商主义是一种国家行为，没有国家的参与就没有重商主义，没有国家的动机就不存在葡、西两国的早期崛起。

葡、西两国的强盛维持了一个世纪左右，随后便衰落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度扩张。以西班牙为例：为维护霸权，从查理五世登位起（1519年），西班牙连续打了140年的仗，直至1659年签订《比利牛斯条约》认输为止。连年的战争摧毁了西班牙的经济，王朝政府在1557、1575、1596、1607、1627和1647年6次宣布破产。一位西班牙参议员说：“荷兰的战争是毁灭这个王国的祸害。“1566-1654年，为镇压荷兰的起义西班牙花费了2.18亿达卡，而它从西印度群岛搜刮的总财富却只有1.21亿，的确得不偿失！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制度方面的。有中国学者说：西班牙的扩张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联合扩张”，这句话一针见血。葡、西两国所体现的早期资本主义非常不彻底，还只是刚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葡、西两国的贵族其实是旧的封建军事领地贵族，他们的“重商主义”只是赤裸裸的掠夺，他们用纯粹的暴力去抢劫金银——只是在积聚金银这一点上，他们是“重商主义者”！国家的注意力也不在发展商业方面，对生产性活动就更不在意，有这么一件荒唐的事：西班牙政府在很长时间里给“羊主团”（养羊业行会）保留特权，让羊可以任意吃庄稼，农业由此荒芜，长期停留在极低的生产水平上。强大的封建势力阻挡了葡、西两国发展的趋势，终于使它们过早停滞，很快就被别国超越。

第二节　鼎盛重商主义时期

取代葡萄牙、西班牙的是荷兰（尼德兰），这是个在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民族战争中兴起的国家。

荷兰地处欧洲西北角，当葡、西两国逐渐衰落时，西北欧涌现出几个新兴民族国家，其中包括英国、法国和荷兰。当时，欧洲的经济中心正在向西北方向转移，因此西北欧取代西南欧称雄欧洲便有其经济基础。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说：1550-1650年这段时间是“商人、投机者和暴发户”的大好时机，“在这些黄金般的岁月里，近代资本主义诞生了”。这句话含义深刻，因为它表明：如果葡、西两国的兴起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联合扩张”的结果，那么西北欧诸国的勃兴则意味着“近代资本主义的诞生”。近代资本主义是从西北欧开始的，作为一个制度，“资本主义”在荷、法、英三国开先河。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来理解荷兰的兴起，就知其意义所在了。

荷兰也是个小国，实际上比葡萄牙还要小。但荷兰却是个商人国家，17世纪有一半人住在城市，城市人口主要从事商业。当欧洲经济中心北移时，荷兰成了面对大西洋的商品集散地，1560年前后，它有1800多艘海船，这已是地中海商业中心威尼斯100年前在它鼎盛时拥有船数的6倍之多；40年后，荷兰的商船超过了1万艘——即使在今天，这仍然是个惊人的数字！

沿荷兰海岸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港口，从这些港口出发，荷兰商船驶往世界各地，几乎垄断了全球贸易，这使它在商业资本主义兴起时，一下就站在了时代的最前列。荷兰人成了“海上马车夫”，17世纪也变成“荷兰的世纪”。荷兰的世纪是商业的世纪，这是我们理解荷兰崛起的关键。

荷兰的成就充分体现了制度创新的重要意义：荷兰创造了新的经济制度和新的政治制度。在经济方面，荷兰人发展出近代的信贷、金融、簿记体系，把阿姆斯特丹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意义的资本市场。荷兰人使用了一整套现代手段规范金融业务，尤其是由政府出面提供担保，在此基础上创造了“银行”这种现代的金融机构，从而为借贷、存款等提供了高度保障。由于把借贷率从16世纪初的20%-30%降到17世纪的3%甚至更少，荷兰就能够把全欧洲的资本都吸引到自己这里来，构成荷兰商业的金融基础。荷兰用这种方法把自己变成一个“富国”，它虽小，却成为新、旧两个世界的金融中心。荷兰的经验说明金融的重要性，后起的强国，如英、美、日等无不仿效。

在政治方面，荷兰也创造了一种新制度。荷兰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过独立的国家，它一直在各国君主间互相转让，是异国君主的附属地。16世纪初，荷兰接受西班牙的统治，而西班牙是当时的超级大国，它把荷兰当作钱袋，无情榨取，终于把荷兰逼上了造反的路。1566年荷兰开始反抗西班牙的统治，战争打了40多年，结果以建立“联省共和国”告终，荷兰取得独立地位。荷兰的经历再一次说明民族国家对现代化发展是何等重要：没有国家的独立，发展是不可能的。在反西战争中，荷兰创造出一种新的政府形式，即“共和国”：七个省协商推举共同的元首（即执政）负责联省行政，各省则高度自治，管理内部事务。荷兰的独立与联省制使荷兰成为一个有效的国家，正是在这个国家的保护下，荷兰走上了强国之路。因此经济史学家诺斯和托马斯说：“荷兰不是依靠自然的恩赐，而是发展了比其对手有效的经济组织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获得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与其国家之小规模不相称的重要性。”荷兰之取代葡、西，是商人共和国取代受重商主义影响的“君主加贵族”，封建的残余被铲除了。因此，尽管荷兰也处在重商主义的早期阶段，这却是一个成熟的商业资本主义阶段。

荷兰的强盛维持了约一个世纪，然后就衰落了，过度扩张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荷兰太小，经不起其他国家的竞争。起初它还吸取葡萄牙的教训，尽量不直接占领殖民地；但后来它发现要保护它的商业垄断地位就不得不占领土地，东印度公司总督安东尼奥·范迪门说：“每日的经验使我们懂得，公司在亚洲的贸易若无土地征服即无法存在下去。”如此一来，它便卷入与欧洲各国无休止的争斗之中，而这是一个小国所无力承担的。

但荷兰落伍更重要的原因是随着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其制度创新精神迅速消退，它一直停留在重商主义的早期阶段，没有再向前跨一步。这一步后来被英、法两国跨出了，因而也就被它们所取代。英、法两国本来就比荷兰国土大、人口多、资源丰富，一旦荷兰在制度方面失去更新的活力，被超越便是注定的。17世纪下半叶，英国通过3次战争打败荷兰，剥夺了荷兰的贸易垄断权。18世纪末，拿破仑法国消灭了联省共和国。虽说在1815年荷兰复国，但这时它已经无足轻重了。英、法间的争夺已成为“强国”关系的主题。

第三节　工业资本主义时期

英、法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荷兰好，只要时机成熟，就更能发挥世界作用。

英、法的崛起也是从民族国家开始的。1337-1453年英法百年战争的结果是把两个民族分开，各自向民族国家的方向发展。1485年英国建立都铎王朝，这是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标志，也是专制王权确立的界石。在都铎王朝统治下，英国社会稳定，国家太平，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开始成为欧洲大国。英国的海上力量就是在这时形成的，1588年，英国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式宣告西班牙的没落和英国的崛起。此后，英国连续向海外扩张，英帝国也逐渐形成了。

与此同时，法国也努力建立民族国家，但它的过程要曲折得多，挫折也更大。王权和贵族长期相持，经过一百多年的较量，到1589年波旁王朝建立时王权才占上风。但波旁王朝建立后，法国的局势并未稳定下来，大贵族继续动乱，并勾结外敌入侵。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进一步加强王权，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结果，到路易十四时期（1643-1715），法国的专制制度达到了当时欧洲的顶点，路易十四自诩“朕即国家”，把国王与国家等同为一体。他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强大的官僚体系，把全国置于他一人控制之下。由此，国王成了国家的代表，反国王也就是反国家！法国依靠这个专制制度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但也为日后的挫折埋下伏笔。

统一国家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在专制王朝统治下，英国成为海上强国，法国成为欧陆霸主。两国王权都推行重商主义，因此我们看到，在两国早期的强盛中，“民族国家加重商主义”的公式依然有效。但英、法两国的重商主义都向前发展了一步，都从早期重商主义发展到晚期重商主义。晚期重商主义的最大特点是重视生产，这就在重商主义和工业主义之间架起一道桥梁。晚期重商主义认为：积累金银的关键是多生产，多生产才能少买多卖，从而在国际市场上赚取金银。出于这种考虑，国家大力鼓励生产，奖掖工业，一方面满足国内的需要，一方面使更多的产品流向国外。为此，两国政府都把发展手工业作为重要的国策，这就为两国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写到这里我们就明白：荷兰正是在这一点上落败的，它一直没有能推进到重商主义的晚期阶段，从而把引导世界潮流的地位拱手让给了英、法。

不过英、法后来的经历却大相径庭。当法国在不断强化专制体制的时候，英国却在17世纪经历了一场革命，结果把专制制度推翻了。英国的革命是一个信号，表明英国在制度创新方面继续前进。1688年，英国再次爆发革命，称“光荣革命”，这次“革命”确立了议会的统治，王权逐渐虚设，成了立宪君主。“民选”的代表通过议会治理国家，并掌管国家的财政。通过这样一个改造，英国政府似乎变成了一个公司董事会，有产者管理国家，执行自己的意志。也就是说，财产权和政权相互吻合，不再脱节，一种与资本主义制度之本质相适应的政治形式被创造出来，专制国王不复存在，国家被交到“民族”手中，成了真正的“民族国家”。这是一次巨大的制度创新，英国从此就走到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前列。有西方学者说：英国“代表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从这个角度理解英国的崛起，就能懂得其中的历史意义。

“光荣革命”后，英国全面接收荷兰的遗产：银行、证券、信贷、流通、资本市场、股份公司、保险业务等这些现代资本主义的金融组织手段都在英国建立并完善起来。不久，伦敦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同时，英国又顶替荷兰，控制了大部分海上通道，通过发展贸易，特别是大规模的奴隶贸易，聚敛了大量财富。殖民活动也在此时进入高峰，英国在全世界发展殖民地，构筑“第一帝国”的基础。国内手工业蓬勃发展，市场不断扩大，以毛纺织业为支柱的对外贸易与日俱增，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技术革新一触即发。更重要的是，“光荣革命”给英国人创造了一个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让一切人都可以去努力追求财富。总之，在18世纪，英国已存在合适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由英国发动工业革命，已经是水到渠成了。

但法国也在发展。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形成重商主义的高峰，专制制度竭尽全力发展工商业，其执行者就是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柯尔伯。在这个时期，法国修筑道路，疏通河道，鼓励商业，设立工场。柯尔伯曾经说：“贸易公司是国王的正规军，法国的工场则是他的后备军。”可见政府的重商主义精神之坚定。为发展外贸，法国向全世界伸出触角，力图建立庞大的殖民帝国。路易十四时期，法兰西帝国已见雏形，柯尔伯则是帝国的缔造人。

就实力而言，法国并不差。1700年，法国有将近2000万人口，人口数是欧洲各国中最多的（英国只有900万）。法国地大物博，自然条件好，农业一向发达，传统的制造业（如奢侈品、酒、工艺品等）享有盛名。路易十四登位后，政府权力集中，财力雄厚，君主又有能力，励精图治。他亲政后，把陆军从1659年的3万人扩充到1690年的40万人，几乎是当时英、奥、普、俄、荷5国军队的总和。1689年法国海军有主力舰120艘，而英国只有100艘，荷兰是66艘。凭借这支军队及法国的国力，路易十四要与英国争雄，并非不能成功。

但法国的问题出在制度上。从大的方面说，专制制度已经过时了，它使法国僵化。专制制度把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虽说在克服封建混乱、维护国家统一的时候有合理性，但统一完成后，就只会伤害国家。比如，路易十四野心太大，他既想争夺海洋，又要称霸大陆，结果四面出击，在亲政54年中打了32年仗，乃至柯尔伯也抱怨说：国王打仗时“从未考虑过，总共有多少钱可以支配”。从1688年到路易十四去世法国一直在打仗，他的继任者又继续打，几乎打了整整一个18世纪。如此穷兵黩武，法国终于穷困潦倒。事实上路易十四留下一屁股债，直到法国大革命时都没有还清。

同时，政府的收入越来越糟。收入靠官僚队伍去征集，但这支队伍不仅耗资巨大，而且没有效率，并且贪污。法国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特权阶层不纳税，这就使许多人通过买官去逃税。王朝卖官本是想增加收入，现在却进入一个怪圈：有钱人买官而不纳税，纳税人无钱而纳不起税。这样做起初的出发点是摆脱议会的控制，避免像英国那样由议会来控制财政权，从而大大提升国王的专制权力。但这样做的后果是特权问题突出，国家大受其害。专制政府及其支柱特权阶层已明显与国家利益相对立，不推翻专制政权，法国就不能继续发展。

由此可知，18世纪的英、法争霸以英国胜利告终，是有其原因的，英国的经济力量及造成这种力量的制度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1688-1815年间英、法进行了7次较量，其中除第6次（法国帮助美国独立那一次）法国略占上风外，英国都取得决定性胜利。较量在两国造成了不同的后果：在英国，它扩大了需求，刺激了经济，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到来；在法国，它增加了负担，毁坏了财政，激化了社会冲突，进一步挖掉专制制度的墙脚。在争霸过程中，英国从晚期重商主义推进到工业时代，登上了资本主义的一个新台阶，它自己也成为工业革命的旗手。1848年，英国铁产量占世界总量的一半，煤是2/3，棉布达1/2以上，铁路已超过1万英里，其密度到20世纪末都未被多数发展中国家所赶上。它的贸易额占世界总量的20%-25%，但它的国土面积只占世界陆地的0.2%，人口还不到2000万。工业革命带给英国的，是一个国家可以控制全世界，这是以前任何国家都做不到的。英国以唯一的世界霸主的面目出现了。至此，我们看到：英国“强国”之路连续向前走了两步：一步从早期重商主义走向晚期重商主义，再一步从重商主义走进了工业时代。英国引领潮流的能力已经超常发挥了，这使一个小国长期地独占霸权。

有意思的是，法国也走出了这两步，但总是落在英国后面。18世纪末，法国爆发的大革命对专制制度发动猛烈的攻击，这是法国全面现代化的开始。以后近百年时间中，经过几次革命，再经过长期的政治动荡，到19世纪末，法国终于解决了政治制度问题，确立了共和制。法国的政治革命震动了整个世界，给人类留下了辉煌的遗产。但政治的长期动荡也给法国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法国被迫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工业革命，其启动已比英国晚，速度更比英国慢，政治与经济的“双重革命”让法国不堪重负，使得它在与英国的争夺中倍感艰难。虽说最终法国还是把“双重革命”都完成了，但它终究屈居第二，不得不接受仅次于英国之后的第二强国的地位，同时，也建立起仅次于英帝国之后的第二大殖民帝国。

英国和法国是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世界强国，它们的经历说明：工业社会的出现需要有合适的制度保障；只有先创造制度保障，才能走进工业化的轨道。在创造制度保障的过程中，英、法两国道路不同，各自都有巨大的创建。在创新过程中它们各自引领了潮流，留下宝贵的遗产，这是它们领先工业世界的秘诀。

第四节　危险的选择：军国主义道路

相对英、法而言，德国、日本是后起的国家，作为后起国家，它们尝试走不同的路，希望能超越英、法。

德国一直非常落后，原因在于它始终未能建成民族国家。没有民族国家的卫护，德意志的现代化也迟迟不能起步。1848年，德意志曾发生革命，革命的重要目标是建立统一的德国，同时也要推翻各邦国的专制主义。革命的失败造成严重的后果，此后，德意志现代化的领导权落到了旧统治集团手里，这使得德国的发展道路与英、法完全不同。领导德国现代化的是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它通过对外战争建立了德意志帝国，时间是1870年。德国的统一姗姗来迟，可是它一旦来临，就表现出无比的威力，再一次证明了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德帝国建立后飞速实行工业化，在短短30年时间里就完成了英国近百年才得到的经济发展。到19世纪末，它已是工业强国了：1870年，德国工业生产只占世界总额的13%，英国占32%；到1900年，德国赶了上来，占17%，英国是20%；1913年，德国已超过英国，占16%，英国却只是14%！

德国的成功归功于它独特的工业化道路。迄至当时，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正统”是自由放任，即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它认为国家干预越少越好，“看不见的手”是最有力的手。但德国却认为国家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之一，在国家指导下，经济能更顺利发展。这种观点在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实践中的执行者是俾斯麦。德国的做法在世界工业化史上是重大的创新，国家的力量被重新调动，不再只充当经济发展的“守夜人”。在国家的指导下，人力、物力可以更合理地利用，经济活动的目的性也更强。工业化成了国家的目标，也是国家的行为。从19世纪70年代起，帝国政府有意识地指导重工业发展，使得电气、化工、铁路、钢铁等产业迅速跃居世界前列，由此，德帝国超越第一次工业革命而直接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德国的榜样对世界其他国家有很大影响，越到后来，人们越依靠国家的力量来完成工业化，20世纪的世界更是如此。

但在容克集团的指导下，经济发展却指向了军事目标，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说：“德意志帝国不是建立在铁和血上，而是建立在钢和煤上。”德国的问题出在“领导者的错位”上，历史把一个旧普鲁士统治集团放到了德国现代化的领导地位上，这个集团把德国引向军国主义，用军事力量直接挑战世界霸权。从立国之时起，德国的扩张意图就十分明显。德意志民族长期受压迫，一旦国家发展，民族主义就突然膨胀，爆发成不加掩饰的沙文主义。德国资产者抱怨在未能投入竞争之前，殖民地已经被瓜分完了，因此竭力要求向外扩张，夺取德国应有的份额。容克统治者则把扩张看作是自己统治之合法性所在，不扩张，就难以维持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威廉二世开始执行“世界政策”，即所谓“我们也需要阳光下的地盘”，也就是抢夺殖民地，争夺欧洲霸权。这就把德国推到了几乎所有大国的对立面，德国未免有些自不量力：1913年，德国只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16%，英、法、俄三国加起来占26%，美国则占36%，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就必败无疑。但一战的失败并没有使德国吸取教训，20世纪30年代，纳粹党夺权，继续执行旧帝国政策，其野心更大，手段更狠毒。纳粹夺权是德国的灾难，同时也是整个世界的灾难，世界人民付出巨大的代价才打败纳粹德国。二战后，德国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它用武力争夺世界霸权的做法也彻底失败了。

与德国相似的一个国家是日本。日本早期工业化的历史和德国十分相像，它同样用国家的力量推动工业化，也同样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明治维新后，日本用资本主义的方法追求工业化，和德国一样，日本的工业化也是在政府蓄意指导下进行的，因此速度相当快。从19世纪80年代算起，它大约用了50年时间就跨越了两次工业革命，只相当英国所用时间的1/3.50年中，它的工业迅速发展，第二产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从大约12%增加到42%（第三产业是38%，第一产业即农业则降到20%左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它已基本上是一个工业国，虽与西方列强相比仍有距离，却是非西方国家中第一个摆脱了西方欺凌、顺利走向工业化的国家。日本的成功给许多非西方国家以很大鼓舞，当时中国就有很多人去日本学习，试图寻找救国的方略。

但日本自己却走错了方向。明治维新后，日本提出“文明开化”“脱亚入欧”，竭力模仿西方，企图一举而成“大国”。1871-1873年是其关键时期，当时明治政府派出强大的代表团出访欧洲，成员中有多位决策人物。代表团回国后提出的结论是向德国学习，这成为日本后来的国策，其理由是：英、法、美等国家“太先进”，不符合日本的国情；德国的情况最接近日本，因此是学习的好榜样。此后几十年，日本走德国道路，不仅在经济发展模式、政治体制建设上仿效德国，而且国势初振就学德国对外扩张，要为日本争“大国”地位。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就“征韩”；接着与中国开战，抢走台湾；再与俄国开战，争夺中国东三省。几次得手后它就更加狂妄，终于发展到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独霸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地步。其实，日本直到1938年也只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4%（英国是9%，法国是5%，美国是32%，苏联是19%），以这样的力量对抗世界，当然如以卵击石。

日本之所以走德国道路，根本原因是因为在明治维新后它的社会结构和德国非常相像，出现的问题也和德国几乎一样：旧的统治集团控制了国家发展的主导权，因此出现“领导者的错位”。明治维新是在旧统治集团领导下进行的，这个集团是武士集团。武士集团长期把持着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民众的力量被压制了，新的社会集团则天生残缺。正是这种情况让明治政府坚信日本与德国国情相近，因此应该走德国的路。

总结上述，德国和日本的“强国”模式是这样的：它们动用国家的力量高速发展经济，创造了一种与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不同的发展模式，我们可称之为“统制主义”模式。统制主义模式是对自由主义模式的否定与修正，它在保留资本主义基本性质的前提下，改变了经济运行的方法，使国家成为主导力量，追求快速工业化。然而，德、日两国强大的专制主义传统，它们在现代化过程中旧统治力量的优势，旧统治集团领导下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巨大成就，使得社会缺失了西方诸国所经历的自由主义洗礼。统制主义的经济模式加上非自由主义的社会与国家，使德国和日本之“强国”特征体现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这个变种因其强烈的侵略性而最终被消灭。尽管如此，两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许多成功的因素，却仍是值得人们注意的。

第五节　当代资本主义集大成

超越英、法的其实是美国，美国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集大成者。

1776年，英国在北美的13个殖民地奋起反抗英国的统治，通过战争，取得了独立，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这是一个新型的国家，首先，它建立于“新大陆”，是新大陆第一个独立的国家。它没有“旧大陆”的传统包袱，一张白纸，可以任意作画。第二，它又受英国政治传统的强烈影响。当时英国已摆脱了专制主义统治，确立了议会的最高主权，所以在作画时其实有一个摹本，这就是英国议会制。第三，在这样两个基础上，新国家创造了新的国家制度，这个国家用一套新的原则立国，这些原则是：平等、自由、民主、法制，以及权力的平衡。它否定王权，建立了共和国——如果考虑到法国大革命在那时还没有爆发，美国的创举就具有划时代意义。由此我们看到：美国在立国之初，已经汇聚起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发展的最高成就而站在时代潮流之前了。

在谈到美国政治制度时，人们常常强调它的分权，强调它的联邦制度和它高度的地方自治。人们会说：这些是美国的特殊性，特殊性使美国得到了特殊的发展。但人们常常忘记：美国国父们创造的是一个高度统一又高度集中的国家政权，正如美国官方的说法所言：“他们创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政府组织——在一定界限和明文规定的范围中具有最高权威的政府。”美国国家政权首先是强大而统一的，没有这个基础，美国不可能富强；因此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说，美国并不特殊。美国的创新在于：它建立了这样一个政府，它分权但不分裂，制衡却不抗衡；在强大的中央政府下，地方政府又高度自治；人民有充分的自由，却不可胡作非为——其中的秘诀是：国家的法治。如今，我们常会把这种状态看作是许多西方国家的标准状态，但究其所以，却是美国的创造。美国之幸运就在于它在英国统治下已经搭车行驶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前期发展阶段，甚至和英国一同站在了工业革命的门槛前。它缺少的只是一个国家，即美利坚民族国家。独立战争恰恰给它带来了这个国家，而一旦有了这个国家，它就可以向工业社会挺进了。

经济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独立之前，它一直处在英帝国重商主义的庞大体系中，是英国世界商业网的主要支撑点之一。它既为英国提供原料，又为母国提供市场，据估计：18世纪时，美洲有80%的进口来自英国，30%的出口去往英国，其他出口则大部分去往加勒比的英国殖民地。晚期重商主义把美洲殖民地放在工业社会的门口，一旦摆脱英国的控制，它自己的工业革命就随时可以发生。事实上，由于种种天然的联系，英国的技术发明很快就能传到美国，美国的工业发展几乎是紧跟在英国之后。19世纪上半叶，西进运动更为工业革命打了强心针，从这时起，工业革命就在美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19世纪的两件大事特别有意义，其一是西进运动，其二是南北战争。西进运动造成两大后果，一是个人价值观的勃兴。人们普遍认为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只要个人奋斗，就能获得成功。二是一个庞大国家的出现。这个国家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横贯美洲大陆。这两大后果，一是无形的，一是有形的，都为缔造一个“大国”准备了条件。南北战争除了人们常说的解放黑奴外，对国家而言有两点更重要：一是保全了国家的统一；二是工业的北方战胜农业的南方，国家从此在工业化的道路上飞奔。半个世纪中，美国的农业生产增长了3倍，工业生产增长了15倍。20世纪初，美国的制造业生产总量超过了英、法、德三国的总和，它已经成为最大的工业国家。约翰·杜威说：“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场如此迅速、如此广泛、如此彻底的革命，真是让人难以置信。”总之，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美国已经站在“世界强国”的大门口了。

但美国最终超越英、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则归功于一种“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出现，这种资本主义体现着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特点，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集大成。美国的国家发展（包括政治与经济发展）是在英国式的自由主义传统影响下进行的，其经济发展模式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但20世纪20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改变了美国的资本主义，也使美国成了新资本主义的领头羊。为摆脱危机，罗斯福实行“新政”，开创了资本主义的新的发展方向，在这种新方向中，“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联合起来，共同操纵经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拯救市场，拯救在市场条件下继续维持的“自由”资本主义，唯一的办法居然是“中止市场”！但“中止市场”又不是“消灭”市场，市场的一切形式都必须保留下来，买卖的过程也应该一如既往，需要的是一种能够“控制”市场的权力，而执行这种权力的恰恰是国家！于是，国家和市场就如此巧妙地结合起来了，市场的作用和国家的作用都得以发挥，混乱的市场竞争中加进了“计划”的因素，它改变了迄今为止自由资本主义运作的方式，却又并非使用“统制主义”手段。这是资本主义各种因素的集大成，是一种新形势下的资本主义。新模式使美国克服了自英国创立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后一直存在的经济发展中的制度性障碍，从而成为新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头羊。

第二次世界大战帮助美国登上了世界最强国的地位，欧洲列强都受到重创，只有美国大获其益。1938年，美国的GDP相当于英、法、德、意、荷、比、卢各国的总和，大约是苏联的3倍；1948年，则相当于上述西欧国家的2倍多、苏联的6倍。“布雷顿森林体系”又使它控制了世界的金融；此后，美国经济一直独占世界鳌头，虽后来受日本和西欧的挑战，以及苏联的竞争，至今仍然保持优势。高速发展得益于它对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得益于它始终保持的创造活力。二战后，美国的科技水平始终居于世界前列，它对高科技的敏感使它的生产力水平不断突飞猛进，在旧技术条件下眼看已达到极限的时候却又能再上一层楼，因此能一再摆脱其他国家的追赶——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信息经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很显然，美国的“强国”地位置身于战后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它在各个方面都体现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包括“后工业时代”的特征。

然而，恃其强大的经济力量，美国在二战后执行霸权主义政策，企图独占世界。这种趋势在冷战结束后更肆无忌惮，美国以“一强独大”的身份强权控制世界舞台，其所作所为引起越来越多的指责与不满。可是，我们并不认为美国的独大局面会永久维持下去，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曾经做到这一点。入侵伊拉克是它单边主义的大暴露，同时也是它无力独霸世界的清楚表现。在一个现代化进程日益深入、“多极化”特征也愈益明显的世界，国际协商和合作是唯一的出路。和在它之前的其他“世界强国”一样，美国的“强国”地位也只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而美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自己的作为。

从现代化的视角考察了以上“世界强国”兴替的过程后，我们可以有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在讨论资本主义问题时应该有一个基本出发点，即资本主义是一个变化的过程。资本主义有它的产生和发展，直到现在还在延续。从它产生到现在已经有几百年时间，其间发生了许多变化。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同于几百年前的资本主义和19世纪中期的资本主义。不能用静止的眼光看待资本主义，否则就理解不了资本主义是一个过程，也理解不了资本主义的变化。作为一种制度，资本主义在15世纪就已经出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崛起就体现了这一点。此后，资本主义经历了阶段性的发展，每个阶段都有其各自的特点。我们习惯于把19世纪中期英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标准”形态，这是一种误解，也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这样来看待资本主义就很难理解许多历史现象，包括资本主义“世界强国”相互更替的过程。

第二，从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强国”问题，我们发现“世界强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有相连关系，资本主义的阶段变化影响着“强国”的沉浮，反过来说，“强国”体现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一国之“起”，一国之“落”，一国之“兴”，一国之“衰”，都有各自的时代大背景，体现着某种隐含的“必然性”。但这不是说只要是历史发生的就一定是“必然”的，绝对的“必然”无异于宿命。国家的兴盛有它的自身因素，它的活力，它的奋进，它的积累，它的信念，都使一个国家有可能积聚起比同时代其他国家更有利的条件，从而在一个同样的大背景中获取先发之势。在资本主义某一个发展阶段上，凡能够抓住潮流、逐波而上者，就常常抢占发展的优势，成为那个时代的领头羊。能动性与创造力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对时代变化的敏锐掌握引导着国家的运行方向。而所谓“强国”地位，实际上就是引领潮流的能力。不同时代的资本主义“强国”引领了不同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这些国家自身于是也就体现了这些时代的潮流。我们在此看到的那些国家都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说明了这个问题，而一旦这些国家丧失引领潮流的能力，它们也就不再是“世界强国”。

第三，资本主义既然是阶段性发展的，那么新阶段与旧阶段之间就存在着承接关系，新阶段是旧阶段的接替者，新旧之间既有继承，又有变更。新的阶段于是既保留旧阶段的基本特征，又必须对旧阶段做出实质性的变更，这就是创新。新的领头人于是从旧阶段中脱胎而出，从原先跟进的地位走到了领头的地位。地位变换的根本条件是它对旧阶段做出了实质性的突破，用新的创造开辟了一个新阶段。创新的内容恰恰是新阶段的主要特征，因此，新的“强国”体现了新阶段的新特点；反过来，资本主义新阶段又因为新“强国”的出现而得以形成。于是，在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强国，一方面是时代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时代的创造者：在资本主义“强国”与资本主义阶段变化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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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现代化历程》总序

钱乘旦

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大约从二十多年前开始进入高潮，到现在已趋平静，不像前一段时间那样火爆了。这种情况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化研究在国际学术界高度走红，涌现出一大批国际知名学者，也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后来，研究渐趋平稳，慢慢退隐成学术研究中的话语背景。但它的话语威力至今仍然强劲，现在，几乎每一个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现代化研究的话语逻辑，受到它的学术影响。有些人不一定赞成现代化研究的路径与方法，甚至不赞成现代化研究本身；但现代化研究的思维逻辑却深深隐藏在当代学术话语结构中，没有人能够忽视它，更没有人能够避开它的影响。

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现代化研究的话语逻辑渗透在各个学科中，甚至渗透在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思维方式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至今仍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化”仍然是无数中国人追求的目标。普通中国人也许并不明白理论上的“现代化”究竟是什么，但“现代化”对他们而言却是一种向往；在今天，现代化仍旧是国家的目标，是民族的追求，也是一种现实中的生活。

中国的向往与它近代的经历有密切关系。一百七十多年前，中国的大门被西方打开，几千年的文明遭受严重冲击，而冲击最强烈之处，是中国历史自身运行的轨迹被打乱了，中国被迫面对世界，并且去适应那个世界。经过一百多年的摸索，在经受了最深重的苦难之后，今天，中国已重新屹立于世界，成了这个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尽管已取得伟大的成就，但现代化仍旧在中国持续，它还有许多事没有做、而必须去做。这就是现代化研究在中国持续展开的时代背景与历史背景，一个学科的生命力就体现在这里：它一定要和历史与现实交融一体，体现出对时代的关怀。

因此，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和西方的现代化研究就有很大区别了，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的现代化研究是立足于本国的需要，因而着眼于本土；西方的现代化研究则把矛头指向别人，想通过学术方式把自己的判断传输给别人。我们都知道现代化研究起源于西方，二战后，西方面对一大批新出现的独立国家和新形成的世界格局，一方面想了解这些国家，另一方面想控制这个世界，就迫切需要创建一个新的学科，提供新的研究方式和新的视角，“现代化研究”于是应运而生。现代化研究是一个跨学科、多维度的新领域，综合着许多学科的共同努力；但西方的目标，是影响新形成国家的发展方向，用自己的形象去塑造世界。

但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却是为中国服务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全力以赴地投入现代化，它迫切需要了解外国，了解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它希望知道各国曾经犯过的错误，也希望知道各国所积累的经验。所以，了解其他国家、为自己提供借鉴，这是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地，也是它最大的特点。由于中国的现代化研究是为本国服务的，所以它的观察就带有明显的批判性，其选题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它用批判的眼光观察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也从批判的角度考察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的现代化。

从宏观角度看，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过程，时至今日，这一点已经很明白。几百年来世界的变化都可以用“现代化”这个词来概括，尽管人们对“现代化”有不同理解，词本身甚至文不达意、表意不明。但它所表达的内容和历史过程却是明了的，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有些人因为“现代化”这个词表意不准确而不承认现代化过程的存在，这个逻辑很奇怪，因为任何一种语言中的任何一个词都会有同样的缺点，这正是人类语言的一大缺陷。事实上，“现代化”所表达的那个过程不仅存在，而且是世界性的历史现象，在过去几百年中，在世界各地，都有先有后地发生着类似的变化，变化的方向一样，变化的结果也基本雷同，这就是世界现代化。世界现代化首先表现出巨大的共性，即相似性，是共性使“世界现代化”得以成立。但现代化在世界各地又有不同——道路不同，经历不同，模式不同，表现方式不同，成功与失败不同，经验与教训不同——这些都是现代化的特殊性。特殊性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可能表现，由于其文化背景不同，历史传统不同，置身于其中的当事人不同，时代与社会环境各不相同，主观与客观的因素相互交织，就演绎了世界现代化的多种途径，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不同“模式”。现代化研究离不开对“模式”的研究，而“模式”则既包括现代化过程中的共同性，也包括现代化过程中的特殊性，因此，现代化研究就是对现代化过程中的共同性和特殊性进行交叉和立体的研究，在研究中，共同性和特殊性都得到体现，从而使人们对现代化过程有完整的了解。

本书把着眼点放在“模式”上。十卷的分工，“总论卷”提供讨论的框架，对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学术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回顾世界现代化的总体过程，并提出一些共同问题。其余各卷按地域分工，分别讨论一个地域的现代化“模式”问题。在一个地域中，可能因为存在着某些比较明显的共同性特征而生成一种地域性“模式”；但也可能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模式”，分别由若干不同国家为代表。必须说明：“模式”与地域可以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处于不同地域、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也可以形成类同的“模式”。对“模式”的探讨使我们对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地区与国家的情况有更深刻、更具体的理解；而通过对不同的“模式”进行分析和比较，又使我们对世界现代化的整体过程有更好的把握。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在《世界现代化历程》这部书中所作的研究工作。

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希望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某些借鉴；同时，也希望对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做一个阶段性总结。

参与本书写作的有国内许多所高校的学者，他们都曾对现代化问题有过探讨，并且对自己所研究的地区和国家有深刻的了解，是各自领域的出色专家。改革开放后，国内已涌现出一批区域·国别研究的专家，他们的研究覆盖着世界上相当大的地域范围，这是值得欣慰的，没有这样的人才准备，就不可能写出这部书。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为这部书的写作和出版做了重要的工作，所有作者都对此十分感谢。

本书是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模式研究”的最终成果，也是完整的成果，体现着十年来数十位学者辛勤工作的成果。

我们希望这部书能够对中国的世界现代化研究做出一点贡献。

2015年2月，于北京


作者的话

北美以南的拉美地区也经历了曲折起伏的现代化过程，探讨北美的现代化模式，可以为理解拉美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两个地区同属美洲大陆，同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同样具有复杂多样的种族、族裔和文化条件，但其现代化历程却迥然不同，甚至构成鲜明的对照，从中可以看到现代化发生的历史条件的重要性，以及现代化进程中人口、文化、制度和历史机缘的塑造性作用。拉美地区的殖民开拓早于北美，其自然资源条件甚至也优于后者，但现代化的进程和结果却大不一样，多数国家至今仍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摸索前行。在一定意义上，拉美的现代化受到了以欧美经验为标准的经典现代化理论的“误导”。拉美各国对于欧美开出的发展方略自然需要选择和判断，而北美地区的现代化经验，与其说是拉美发展的样板，倒不如说是拉美国家自主探索发展道路的参照。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美、加两国的现代化绝不是一个轻松浪漫、一路凯歌的历程，其中也充满了曲折、苦难和阴暗面。虽然美加两国在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城市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生活变迁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为此付出的人文和自然环境的代价也是触目惊心的。在经济发展和财富增殖的过程中，契约劳工、种族奴隶制和“血汗工厂”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黑人、印第安人和少数族裔移民为现代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却长期未能分享经济发展和社会改善的成果。在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以黑人和妇女为主体的庞大人群，为基本的政治权利而进行了长期的抗争。同时，美加两国，特别是美国，在急速的工业化和农业开发中，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全面分析北美现代化的长短利钝，对于理解世界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具有毋庸置疑的学术意义。


导言

美国是现代化理论的发源地。1959年，爱德华·希尔斯在多布斯费利会议上，对现代社会的特征做了高度的概括，认为“现代意味着民主、平等、科学、经济的进步和主权”，而“现代国家”乃是“福利国家”和“民主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途径，必须通过“经济发展和进步”。此后，具体阐述现代化理论的著作不断问世，其中具有广泛影响者，有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主义宣言》、沃德和拉斯托根据1962年召开的以日本与土耳其政治现代化为主题的学术会议编辑而成的论文集《日本和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比较历史研究》、艾森斯塔德的《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和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等。这些著作的相继发表，标志着经典现代化理论的逐渐形成。

但是，这种现代化理论具有强烈的政治指向。催生它的动力来自于政治和外交的需要，而不是纯粹的知识和思想的探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欧洲殖民体系的瓦解，在非洲和亚洲诞生了一大批新生的民族国家；而在冷战的大格局中，这些国家成为美国和苏联竞相争取的对象。美国政府的决策者和社会科学研究界密切合作，借助现代化理论而获得了一种对抗苏联的有力工具。根据现代化理论的描述，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乃是现代社会的样板，新生国家如果按照同样的途径去实现“现代化”，就一定能够获得美国式的民主和繁荣，也就会最终进入美国所主导的西方阵营，从而削弱或抑制苏联的“共产主义扩张”。可见，这种现代化理论是“一种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相抗衡的思想”。也就是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说，“现代化理论代表了一种非常美国式的企图，即劝说发展中国家根据洛克而不是马克思的理论去进行其变革”。

这种理论在外交中的作用，并不像美国政府的决策者和谋士们所预期的那样见效；而按照现代化“路线图”寻求社会发展的新生国家，大多也没有变成美国那样的“现代社会”。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遇到了多种危机。于是，“现代社会的样板”失去了昔日诱人的光环，而现代化理论作为一种政策工具，也就不再具有多少可用的价值。不过，现代化理论的生命力却并未就此终结。这种理论激发了众多领域的学者探索“现代性”的热情，他们从各自的学科着手，力图揭示现代社会形成的机制和过程。于是，现代化理论逐渐变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历史理论，其学术意义远远越出了美国政府的谋士们的预想。也就是说，现代化理论所观照的对象，从狭义的现代化转变为广义的现代化。

中国的历史学者也从现代化理论中获得了解释现代世界形成过程的灵感。不少学者运用现代化理论来探讨现代世界的特征及其由来，并把现代化视为许多国家所经历或正在经历的实际历史过程。可以说，用现代化范式研究现代欧美诸国的历史，乃是最近几十年里中国史学的一个突出特色。根据这种现代化的研究范式，西欧诸国和美国乃是现代化的先行者，它们通过“原发性”或“内源性”的现代化历程，率先进入了现代社会。美国和加拿大作为两个发达的北美国家，自然成为现代化研究所关注的对象，出现了一大批相关的论著。这些著作大体上把美国和加拿大在20世纪中期以前的历史，描绘为一个现代化的历程，认为它们正像现代化理论所描述的那样，经历了一个从传统社会逐步转变为现代社会的过程。在这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中，“现代性”逐渐凸现，其内涵也在不断的变化中而渐趋丰满。

不过，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虽然美国人创立了现代化理论，但美国却很少有学者运用这种理论来诠释自己的历史。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史学在理论和方法方面呈现高度多样化的趋向，现代化范式只是一个声势较小的研究分支。对于有些学者来说，现代化不过是新兴国家必须经历的过程，而美国作为一个现代社会早已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似乎无需用现代化范式来加以解释。对另一些学者而言，现代化理论类似一个“烫手的山芋”，它一方面具有某些诱人的解释力，而另一方面又“过于蔑视差异和变化”。即使在那些或多或少采用现代化理论的美国历史学者中间，关于美国“现代化”的进程，以及美国社会“现代性”的内涵，也存在很大的分歧。

美国有的学者声称，美国在独立以前就是一个“现代社会”。乔恩·巴特勒在对英属北美的人口、经济、政治、物质和精神生活加以分析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13个殖民地早在1776年以前就已成为一个“现代”社会，一个不同于英国和欧洲的“美利坚”社会。罗纳德·杜弗尔用现代化理论研究1630-1763年间马萨诸塞殖民地的社会变迁，并把这种变迁诠释为现代化的过程。另有学者认为，是美国革命完成了美国社会的现代化。戈登·伍德早年从政治文化的角度阐释“现代性”的形成，认为在1776-1787年间，美国人的政治思维跨出中世纪而步入了现代，到制宪时期形成了一种现代“美利坚政治科学”。他在近期的著作中进一步指出，革命前的英属北美是一个和母国及欧洲没有本质差别的社会，是美国革命使美国人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世界上最开明、最民主、最有商业头脑和最现代的人民”。也就是说，美国现代社会的诞生，

乃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的结果。还有学者把现代化视为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代表作是理查德·布朗的《现代化：美国生活的转变，1600-1865》。他认为，现代美国形成于186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此外，还有不少史学论著借用了现代化理论的某些概念，或受到现代化范式的启发，但其总的研究取向并不属于现代化史学的范畴。

较之现代化理论，更多的美国学者倾向于用“例外论”来解释美国社会的发展。美国学者德博拉·L.马德森指出：“美国例外论浸透于美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之中，而且，在数个世纪以来关于美国和美国人的特性的一系列争论中，它也是一个最强有力的工具。”持美国例外论的学者相信，美国不仅在社会发展道路上与欧洲和其他地区截然不同，而且在道德上高于它们；美国是世界历史上一个独一无二的特例。美国例外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约翰·温思罗普关于“基督慈爱的典范”的演讲，通常被视为例外论的源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不同的人来说，例外论的具体含义并不相同。在20世纪初期，美国的激进运动领导人曾借例外论来强调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具有不同于欧洲的特殊性。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美国的“伟大之处体现在一些与欧洲不同的理念之中：开放的机会，不受局限的进取精神，对特权的排除，以及个人独立”。在一定程度上，美国例外论与现代化理论是格格不入的，因为按照现代化理论，美国并不例外，其社会发展道路和模式，与现代欧洲并没有根本的不同。

总而言之，虽然有一些美国学者运用现代化范式来研究美国历史，但并没有产生如同现代化理论本身那样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此外，美加两国也很少有学者采用现代化范式研究加拿大历史。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尚未发现在这方面具有较大学术影响的论著。但是，这并不妨碍美加两国以外的学者采用现代化范式来研究它们的历史，特别是考察两国社会“现代性”的特征及其形成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说，如果中国学者能够在准确把握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恰到好处地运用现代化范式来讨论美加两国社会发展的历程，就有可能给中国的外国史研究带来某种特色。

根据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理论的现代化理论，广义的现代化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程，它涵盖的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和乡村社会向现代的工业和城市社会转变的历史，这也是北美地区业已经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加两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既有成功的奇迹，也有惨痛的教训。不过，由于现代化往往被视为“一个永不停止的进程”，因而如何界定美加两国现代化的起迄，乃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本书大体上把欧洲人在北美建立殖民地作为现代化的起点；而以20世纪中期作为现代化基本完成的时期。虽然美加两国现代化的启动和进程各不相同，但由于它们之间相似的历史特征和密切的联系，使得两者的现代化道路也具有某些相似性，因而可以放在同一个框架中来考察。

就现代化的进程和结果而言，美国的历史无疑是一部成功的记录。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建立之初，欧洲移民及其后裔力图按照他们所熟悉的模式来重建社会；然而，北美不同的环境和其他条件，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原来的打算，对来自母国的观念、制度和方式加以创造性地转化，逐渐建成了一个与母国不完全相同的社会。政治自治、追求利润和信仰自由的精神与制度，成为“新大陆”欧洲人社会的突出特征。美国革命不仅创立了一个独立的联邦制共和国，而且为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殖民地时期奠定的基础上，这个新生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很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19世纪，美国完成了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从边缘小国向着世界大国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领土的扩张，西部的开发，科技和制度的创新，经济能量的空前增长，国内市场的拓展，诸种因素和事变交汇在一起，推动美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转型。进入20世纪以后，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完成，美国逐渐成为世界上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相形之下，加拿大的现代化历程则要曲折得多。如果说殖民地时期为美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新法兰西时代的历史则没有为加拿大留下多少有价值的遗产。虽然外向型的毛皮贸易为法国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但它在推动殖民地社会的发展方面却作用有限。经过160年法国的统治以后，加拿大仅有不到10万人口，分布在若干个刻意模仿母国社会的欧洲人定居点。只有在新法兰西易手英国以后，随着农业拓殖者的大量移入和代表制政府的建立，加拿大才真正踏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这样说来，加拿大的现代化进程落后于美国达一个多世纪之久。在这个时间差中，美国进一步扩大了在殖民地时期就已拥有的领先优势，并借此确立了在北美大陆的核心地位。于是，加拿大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时，不仅受到了美国的强烈影响，而且自觉或不自觉地效仿美国的模式。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加拿大人广泛借鉴了美国的经验，把美国的许多技术和实践直接应用于西部的开发和中部的工业化。1867年，加拿大联邦政府成立，为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联邦政府制定了称作“国家政策”的总体建国方略，对自治领时代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进入20世纪以后，加拿大也完成了从乡村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的转变，加入了现代化国家的行列。

运用现代化范式来考察美国和加拿大的历史，具有其他范式所不具备的长处。这样可以对美加两国从殖民地建立直到20世纪的发展历程，做一个整体性的考察，较之分别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活着眼来论述两国的历史变迁，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这样不仅可以清晰而连贯地展现美加两国从殖民地走向世界强国的历程，而且“还为在欧洲发展的大框架模式下理解美国历史提供了可能”。同时，美加两国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共性和差异，也可以在现代化的框架中得到更加透辟的诠释。从世界现代化的大背景着眼，加拿大的现代化从总体上与美国面临着大致相同的问题，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发展历程。但就美加两国的具体情况而言，其间又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与美国相比，加拿大在发展历程中受外来势力的影响更强，经济上具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特征，而且在崛起的过程中对外部市场和资金的依赖性比美国更大，在政治和文化上对多元性的接受也更早一些。

研究北美的现代化模式，对于理解具有经典性的西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北美地区虽然有自己的古代历史，但美加两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却不是以土著社会为基点而展开的，而是以欧洲人在北美建立的“定居者殖民地”为开端。从这个意义上说，北美现代化的启动，与西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一定的承接关系。但是，北美的现代化，又绝不仅仅是西欧国家现代化的放射或延伸。在17、18世纪，北美地区乃是英、法等国的殖民地，处在欧洲文化的外围边缘。移植到北美的欧洲文化，与土著文化和非洲文化发生持续的冲突和混合，在一定程度出现了背离欧洲文化主流的趋向。但是，在18世纪末以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两个在北美大陆发生了变异的欧洲外围文化体，却奇迹般地发展成与西欧诸国并驾齐驱、并大有超越势头的新兴现代社会。自16世纪西欧诸国走上现代化道路以来，成功地完成从边缘向中心转化的国家为数不多，美加两国堪称这方面的成功范例。

探讨北美现代化的经验，对于理解西欧的现代化以及“原发性”现代化的辐射性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借用美国学者理查德·布朗的话说，“如果要理解西方文化中的现代化的历史，就必须要解释美国的发展”。


第一章　美国与加拿大的政治现代化

美国和加拿大是北美大陆两个没有自然边界的邻邦。两国的政治现代化都可追溯到殖民地时期。受英国政治制度的影响，两国的政治现代化体现出一些相似的特点。由于两国历史与文化以及所受英国影响力的不同，两国的政治体制也表现出很大的不同。


第一节　美国与加拿大政治现代化的特点

“政治现代化”就像“现代化”概念本身一样，其内涵仁者见仁，莫衷一是。究竟在政治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才算是实现了现代化，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艾森斯塔德认为，在政治领域，现代化体现为国家疆域的日益扩展和法律、行政和政治机构权力的强化；还表现为权力扩展至更为广泛的社会群体，直到为所有成年公民所掌握。此外，现代社会也是民主的社会，或至少是平民主义的社会。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不再依靠神意，统治者要依靠选举和公民投票等方式寻求被统治者的政治支持。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政治现代化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政治权威合理化，并以单一的、世俗的、全国的政治权威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种族的等各种政治权威。中央政府享有最高的政治权威，其权力来自人民而不是神授，人民对现存法律的服从要优先于履行任何其他责任。（2）政府的政治职能扩大和细化，并创立专业化的行政机构来执行这些职能。各级行政机构更加细化和复杂，政府职务和权力的分配更多地根据实绩而选贤任能。（3）政治现代化意味着增加社会上所有集团参政的程度。总而言之，政治权威的理性化、政府职能和机构的细化和扩大以及大众参政程度是现代政体和传统政体的“分水岭”。

美国研究现代化的专家布莱克指出：“政治现代化的中心问题，是社会从墨守传统体制的政治领导向赞成彻底现代化的政治领导的转化。”在传统农业社会，特权家族的小团体把持着政治权力。而且传统社会的政治权力一般与土地所有权、军事力量以及宗教影响密切相关。“在现代社会，政府的责任和权威大大超过了从前，通过税收和无数其他的控制与服务，它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影响了全体公民的生活。”

我们看到，不同学科的学者们解释政治现代化的视角不同，关注的侧重点也不同。具体到各个国家来说，由于各国的历史与社会的不同，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和体现千差万别，并没有统一的模式和道路。结合各位学者的理论，本书重点从三个方面分析美国和加拿大政治现代化：宪政民主制度的确立；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的保障机制的确立；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

美国和加拿大的政治现代化道路有许多相似之处：两国都没有经历封建时代，都脱胎于欧洲大国的殖民地。1607-1776年间，美国的前身13个英属殖民地经历了170年的发展，美国政治现代化的序幕也由此拉开。而加拿大曾经是法国和英国两大殖民帝国的殖民地。1608-1763年间的一个半世纪里，加拿大由法国控制。1763年七年战争之后，加拿大被英国夺取，直到1867年建立了加拿大自治领，成立了加拿大联邦，才真正走上了通往独立国家的道路。美国和加拿大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从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汲取了丰富的政治营养，对英国的政治体制进行了移植，并在新的环境下加以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美国式政治体制和加拿大式政治体制。由于美国和加拿大的政治体制与英国政治体制同根同源，两国在宪政民主、公民权利的保障、两党制等方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似性。如两国都属于民主政治，都采用了联邦制和两党制。

美、加两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都体现出了不平衡性的特点，而且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指出：“现代性并非铁板一块。美国的经验充分表明，一个社会的某些制度层面业已高度现代化之时，其他制度和层面或许仍然保留着很多传统的形式或实质。”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诸种要素并不总是齐头并进的。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来说，会出现地区性的不平衡，有的地区现代化程度比较高，有的地区现代化水平则比较低。而在政治现代化方面，政治现代化的各种要素发展一般来说也不平衡。就美国来说，它在革命时期就确立了现代的宪政制度，然而美国政治现代化的其他一些要素却发展迟缓。如它虽然在革命时期就确立了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的政治理念和保障机制，然而其公民权利实际上直到20世纪60-70年代之后才得到了比较切实的保护。它早在内战前就启动了实行公民普选权的进程，然而这个目标要等到20世纪60-7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才得以实现。美国是最早启动扩大公民政治参与进程的西方国家，然而它却是最后一个完成这项任务的西方国家。有的学者认为，直到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使黑人获得了普选权之后，美国“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完整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这个过程，经过了近200年的时间。而对于加拿大来说，从1763年英国颁布《皇室公告》到20世纪60-70年代魁北克“悄悄的革命”基本完成，其政治现代化进程也经过了200多年的时间。

然而，美国与加拿大在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上也存在着一些根本不同。首先，美国在独立战争之后就获得了完全的政治独立。其政治现代化过程是在完全拥有国家主权的情况下实现的。而加拿大的政治现代化过程却与争取国家主权的过程同步进行。1867年《英属北美法案》的颁布，开始建立自己的国家，然而，这时的加拿大依然是英国的自治领殖民地，作为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制宪权、修宪权、最高司法权、外交权等仍然掌握在英国议会手中。直到1982年，加拿大才从英国收回了联邦宪法的修订权，获得了完全的主权。其次，美国的现代化过程中经过了革命和内战这种暴力革命，其政治现代化的动力是暴力加和平改良、渐进与突变相结合。而加拿大并不是通过暴力革命取得独立的，而是通过和平的手段和与英帝国的谈判、协商与妥协实现的。加拿大在取得政治独立和实现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经过暴风骤雨式的流血革命和激烈斗争。加拿大的政治现代化过程是渐进、和平而温和的。妥协与渐进是加拿大政治现代化的突出特点。第三，美国现代政治体制确立于革命时期，在宪政体制等方面有意与英国的政治制度背道而驰，确立起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而加拿大的政治制度尽管受到了法国及其南部的近邻美国的影响，然而，其政治制度主要是以英国的政治制度为模式确立的，因此其政治制度、政治传统和习惯等方面更多地体现出了许多英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加拿大宪法中的公平和基本自由的观念、责任内阁制、法制主义和议会至上等原则均来自英国。第四，美国采用的是一种复合分权与多重制衡的宪政体制，而加拿大联邦政府三个部门之间的权力划分不够严格，不同部门之间的权力制衡不太明显。第五，美国是民主共和制，而加拿大的政治制度则保留了宪政君主制的外壳。迄今，尽管加拿大已经取得了政治独立，但它仍然是英联邦的成员国，英国女王依然是加拿大的国家元首。


第二节　美国与加拿大的宪政体制

是否确立和实施宪政，是区别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政治尺度。所谓宪政指的是政府的权力受到宪法的制约，只能依据宪法的条款来进行统治。它意味着一种有限政府，即政府只能拥有和行使人民同意授予它的权力并只能为了人民同意的目的去施政。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宪政体制的国家。美国人在继承前人的政治思想和英国的政治体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宪政思想，建立起全新的宪政体制。而加拿大则在借鉴英国和美国宪政体制的基础之上，结合自身的特点，建立起具有加拿大特色的宪政制度。

一　美国的复合分权与多重制衡宪政体制

美国的宪政体制奠基于殖民地时期。在殖民地时期，美国人对界定并限制政府权力的成文文献并不陌生，如各殖民地的特许状、《康涅狄格基本法》、《卡罗来纳基本法》和《五月花号公约》等。各殖民地的特许状发挥着基本法的作用，也具备了基本法的地位。在皇家殖民地，未经英国政府的同意，任何个人和团体均无权加以改变或取消；而在业主殖民地和自治殖民地，特许状的修订则需要经过殖民地居民的同意。特许状通常规定了殖民地政府的形式、原则与权力，保障殖民地居民享有英帝国臣民的一切权利和特权。特许状成为殖民地政府组成和殖民地管理的重要依据。“特许状在殖民地的这种至高地位，表明人们相信可以依靠一种至高的法律文件而成功地进行统治。这种信念和态度，正是宪政主义的核心内容。”美国人把殖民地时期的特许状视为英王和美国臣民之间的契约，限制了英王的特权，保障了殖民地居民的权利。殖民地人民从他们经验中获知，任何配置各项权力的宪法，都必须对所有权力机构的权力加以限制。

美国宪政体制的基本框架确立于革命时期。而建立宪政体制的实践最先在各州展开。1776-1780年，随着英国权威在北美各殖民地的土崩瓦解以及《独立宣言》的发表，11个州通过了新州宪，康涅狄格和罗得岛保留了殖民地时期的特许状，作为其宪法性文件，只是删除了涉及效忠英王的内容。这些州的立宪活动早于1787年联邦宪法的制定，对于联邦宪法的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独立战争初期，各州建立了以立法机关为核心、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相对软弱的政府结构。各州立法机关的权力得到了很大的扩张。在殖民地时期需要与总督和参事会分享的立法权，现在为各州议会专有。而且各州议会取得了原来属于行政部门的一些权力，如宣布休会的权力、宣战和媾和的权力、外交权、赦免权、任命政府官员的权力等。州议会甚至还控制了法院，行使部分司法权力，如审理有关私法的案件。另外，各州的立法机关都有修改州宪法的权力。对各州立法机关的权力几乎没有任何限制。

独立战争之后的几年里，所谓立法机关滥用权力的问题，引起了许多建国精英的忧虑。革命大大改变了州议会下院的构成，在一些建国精英看来，州议会下院增加了一些来自农村的、社会地位卑微的下层人士，他们所受到的教育水平较低；而且议会下院频繁更替，代表民众中的各种利益，制定的法律繁杂混乱。这些正是詹姆斯·麦迪逊对邦联政治形势最大的不满和担忧。他指出，在美国独立之后的10年中，各州通过的法律超过了整个殖民地时期通过的法律。更为严重的是，一些法律，如纸币法、延期还债法（staylaws）以及其他形式的免债法，侵害了各种债券群体的利益，损害了他们的个人财产权。如何实现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门之间的权力制衡，避免立法机关的“专制”，成为美国的建国精英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正当各州的宪政体制受到诟病的时候，独立战争中建立的邦联政府在许多事务中也陷入了困难的境地。1781年3月1日，13个州为了共同防御和保障自由以及相互之间的共同利益而联合成为美利坚合众国邦联。这实际上是13个独立邦国之间建立的一个“友谊性联盟”（a firm league of friendship）。各州“保留其主权、自由与独立及本邦联未明确授予合众国的所有职能、管辖权与权利。”邦联政府设立一院制国会——邦联国会（Confederation Congress），各州选派2-7人组成，各州无论大小，都有一票表决权。邦联国会的一般性决策依照简单多数的原则表决通过，而重大问题须至少9个州（3/4的州）同意才有效。邦联政府没有设立单独的行政和司法部门，由邦联国会集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于一身，其权力包括：通过决议、规定和宣言；有权宣战、缔结和约、接收外交使节和与外国结盟；有权铸造钱币和统一度量衡，管理邮政；有权借款与发行公债；有权处理与印第安人的事务；有权管理与邦联有关的军事事务，包括招募军队，建立和装备海军；仲裁各州之间的纠纷；有权摄取土地和水源；有权处置海盗事务等。

邦联政府的缺陷十分明显：一是没有实行分权的原则，政府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一院制国会；二是中央政府被赋予的权力太小，缺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政府所需要的主要权力，如征兵权、征税权和合众国贸易管辖权；对违反《邦联条例》的州也没有强制性的制裁权。因此，邦联政府在国内外缺乏威望，向各州摊派政府经费的政策难以执行，政府运作难以为继。由于邦联国会通过的任何法律须经至少9个州批准，一些必要的法律由于个别州的阻挠而无法通过。由于邦联政府缺乏权威，英国拒不履行《巴黎条约》，而且与西班牙联手对合众国进行经济封锁。各州没有统一的货币政策，自行印制货币，造成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许多人陷入债务泥潭，民怨沸腾。而各州则各行其是，随意对其他州设置贸易壁垒，征收关税，加剧了经济形势的恶化。1786年，马萨诸塞州负债累累、陷入绝境的农民们在独立战争的退伍军人丹尼尔·谢斯（Daniel Shays）的领导下揭竿而起，凸显了邦联体制的脆弱和积弊。这个事件给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发出了一个信号：如果不能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权威高于各州政府的政治机制，就无法解决关系到各州利益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外交等问题，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存续。独立战争的成果有可能付诸东流。

1787年5月25日至9月17日，来自12个州（罗得岛未派代表）的55名代表在费城集会，为美国制定了一部新的宪法，彻底改革了合众国政府的结构和性质，将其从一个邦联制国家转变为一个联邦制国家。1787年宪法授予了联邦政府征税权和管理州际贸易等重要权力，更为重要的是，它在总结各州宪政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之上，结合欧洲和本土的宪政理论，确立了一套复合分权与多重制衡体制。

1787年美国宪法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别授予两院制的国会、一个人构成的行政首脑（总统）以及司法部门，并且明确划定了三个部门之间的权力范围。三个政府部门各司其职，相互之间既独立又合作。1787年联邦宪法除明确划定各个部门的特定权力之外，还规定政府各个部门实行不同的选举方法，其官员任期长短各不相同。除众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之外，其他政府部门的官员都通过间接选举产生：参议员通过州议会选出，总统由各州选出的选举人选举产生，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由总统任命，并经参议院批准。而且，各政府部门的官员任期不等，众议员任期两年，总统任期四年，参议员任期六年，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终生任职。按照建国精英的想法，这种安排也是为了避免美国公众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通过控制政府的任何一个部门，从而将其意志强加给整个国家的局面；也为了避免某种共同利益将这三个部门结合起来，从而通过偏袒任何特定阶级的法律。

为了保障国会议员的政治独立和权利，联邦宪法第1条第6款明确规定：参议员和众议员除非犯叛国罪、重罪和妨碍治安罪，他们在出席会议期间和往返于国会途中不得被逮捕；他们不得因为在议院发表的任何演说而在任何其他地方受到质问等。

为保证行政部门的独立性，联邦宪法第2条第1款规定：总统的报酬在其任职期间不得增加或减少；总统在任期内不得接受合众国或任何一州的任何其他俸禄。

为保证司法部门的独立性，联邦宪法采用了两种主要手段：一种是规定联邦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的法官终身任职；另一种是，联邦最高法院以及下级法院法官在任期间的报酬不得减少。联邦宪法第3条第1款对此作出明确规定：“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的法官如行为端正，得继续任职，并应在规定的时间得到服务报酬，此项报酬在他们继续任职期间不得减少。”

1.对立法权的制约以及国会两院之间的分权与制衡

联邦宪法通过多种机制对立法权进行制约。第一，将立法机关划分为上下两院，并让它们通过不同的方式选举产生，按照不同的原则运作，从而尽可能地削弱相互间的联系。第二，对众议员的数量进行限制。制宪者们认识到，众议院的议员人数要适当：一定数目的议员可以保证自由协商和讨论，防止议员为了不适当的目的联合起来；另一方面，应当限制众议院议员的数目，以避免人数过多所造成的混乱和过激行为。为此，联邦宪法规定各州每三万人选出一名众议员。第三，限制国会议员的任期。众议员只能任期两年，之后全部改选；参议员任期6年，在召开第一次会议时，要将议员划分为三组，每两年改选其中的一组（第1条第2款和第3款）。

联邦宪法在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之间也确立了多重制衡机制。为了平衡参议院的权力，1787年联邦宪法赋予了众议院若干重要权力：如众议院独掌财政法案的提案权（联邦宪法第1条第7款）和弹劾案的提出权（联邦宪法第1条第2款），在选举人的选票不能确定总统人选时，将由众议院进行裁决（联邦宪法第2条第1款）。

同时，联邦宪法规定参众两院分享某些共同的权力，如众议院独掌财政问题的提案权。但是参议院对众议院的财政提案有权提出修正案（联邦宪法第1条第7款）；众议院和参议院分享对总统的弹劾权。由众议员起草弹劾理由，然后由参议院负责对总统进行审判和定罪。

2.立法机关与行政部门之间的分权与制衡

为避免立法机关与其他部门之间的权力不分从而造成腐败，联邦宪法第1条第6款规定：凡在联邦政府担任职务者，任职期间不得兼任任何一院的议员。为防止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的联合，联邦宪法确立了行政权与立法权之间的双向制衡机制。

行政部门对立法权的制约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第一，联邦宪法授权行政部门分享部分立法权。合众国宪法第2条第3款要求总统定期向国会提供有关国情的信息，并对应当采取的“必要和妥善的措施”提出建议。在非常情况下，他有权召集国会的两院或一院开会；在两院对休会时间有争议时，他有权决定国会休会时间。第二，联邦宪法赋予总统对立法机关所通过法律的否决权。合众国宪法第1条第7款规定：凡由参议院和众议院一致同意的每项命令、决议或表决，须送交合众国总统批准，方可成为法律。在议案送达白宫的十日内，总统可以签署法案使其生效，或者否决议案，并附上反对意见退回国会，或在十天之内不签署议案。十天之后，如果国会仍然在开会，则议案自动成为法律；如果十天期满，而之前国会已经散会，议案即告废止。这就是所谓“搁置否决”（pocketveto）。为了防止总统滥用否决权，在国会开会期间，被总统否决的法律如果分别经过参、众两院2/3以上的多数通过，即成为法律。

联邦宪法同样赋予了立法机关制衡行政部门的权力，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立法机关对总统否决权的制约。前文提到，经总统否决的国会议案，经国会两院2/3以上的票数通过，即可成为法律；送达总统的议案，如果总统在十日之内未退回国会，也自动成为法律。

第二，立法机关对总统和其他行政官员的弹劾权。众议院提出对渎职的联邦官员（包括总统、各部部长和联邦法官）的弹劾案，由参议院负责进行审判和定罪，2/3以上的参议院议员投票就可以给遭受弹劾的联邦政府官员定罪（第1条第3款）。

第三，立法机关与行政首脑分享任命权。联邦宪法第2条第2款规定：总统有权提名、并经参议院同意，任命美国驻外使领馆的大使、领事以及其他使节、最高法院法官以及合众国的所有其他官员。国会有权通过法律授权总统、各部部长或法院任命联邦政府低级官员。

第四，立法机关与行政首脑共同掌握军权。联邦宪法第2条第3款规定：总统是合众国陆军、海军和征调为合众国服役的各州民兵的总司令。而在联邦宪法第1条第8款中，规定国会掌握宣战权。可见，国会与总统共同行使对武装力量的统辖权。国会有权为武装力量拨款，并制定管理军队的法规。国会行使宣战权，而总统则有权向三军下达战斗命令，并中止与敌国的外交关系。

第五，立法机关与总统共享缔结条约权。联邦宪法规定，总统征得参议院同意有权与其他国家缔结条约，但条约生效之前需经参议院2/3以上的议员批准（第2条第2款）。

3.司法独立与司法部门对立法机关和行政部门的制约

为了弥补邦联政府没有司法机关的缺陷，美国的宪法之父们在新的联邦宪法中设计了一个独立的联邦司法机关。建立一个独立的司法部门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洛克和孟德斯鸠都认为司法权属于行政权力的范畴。宪法之父们把司法权从立法权和行政权中分离出来，使之免受它们的影响。

汉密尔顿深入分析了建立独立的司法部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美国的宪法是一个“限权宪法”（limited Constitution），即它对立法机关的权力进行了某些限制，如禁止它制定剥夺公民权利的法律，或追溯既往的法律等。维持这种限制必须通过法院。它必须有权宣布一切违背联邦宪法的“明显主旨”的法案无效。代议机关的立法如违背委任其行使代议权的根本法，就当无效。因此，任何违背宪法的立法都不能使之生效。设置法院的用意是使它成为人民和立法机关的中间机构，以监督后者不要越权。“解释法律乃是法院正当而特定的职责。而法官事实上必须把宪法视为根本大法（fundamental law）。因此，对宪法以及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的含义的解释权均应属于法院。”如果法律和宪法发生不可调和的分歧，应以宪法而不是法律为准，以人民的意志而不是立法机关的意志为准。

汉密尔顿在这里强调了司法机关解释法律的权力，实际上提出了司法审查的思想。这一思想通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后来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1803）中的裁决，成为美国宪政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司法权被置于与立法权和执行权同等的地位，成为三部门相互制衡体系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司法审查权是司法权对立法机关权力的有力制约。而联邦宪法授权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持弹劾案的庭审，是司法部门对行政部门的一种权力制约。

对司法权的制约就是立法机关的弹劾权。如果法官行为不端，则由众议院提出弹劾，参议院加以审判；如参议院判定法官有罪，则予以撤职，不再任命任何其他职务。宪法授予立法机关弹劾联邦法官的权力，目的是防止司法机关侵犯立法机关的权力。

4.州权与联邦权之间的制约

美国的宪政之父们还对国家权力进行纵向划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联邦制度。有学者把联邦与各州之间的分权称为“纵向分权”或“垂直分权”，以区别于政府内部立法、行政与司法部门之间的“横向分权”或“水平分权”。

美国的宪政之父们希望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形成权力制衡机制。在费城制宪会议上，与会代表们普遍认为，在建立一个具有足够权威的中央政府的情况下，也应保持各州原有的政府，以便两级政府权力之间能够实现相互制约和平衡。麦迪逊认为把人民让予的权力分别交给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然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分别把分配给它们的权力进一步划分，分配给它们之下的不同部门。于是人民的权力就有了“双重保障”。两级政府相互控制，同时各自又控制自己。鉴于各州当时的立法机关出现的“多数人的暴政”，建国精英也希望，联邦政府能够成为制衡各州立法机关权力的重要力量。麦迪逊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能够成为对抗各州立法机构扩张权力的平衡力量。

最后值得提及的是，联邦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权力划分并不是绝对泾渭分明的，不同部门分享某些权力，以便能够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的设想。例如立法机关分享了部分行政权，如一般属于行政部门的官员任命权；行政首脑总统通过否决权和立法建议权分享了部分立法权，立法机关通过弹劾权掌握了部分司法权，而司法机关通过后来取得的司法审查权也在一定意义上参与了立法过程。有人反对赋予国会参议院审理弹劾案的权力，认为把立法权和司法权混杂于同一个机构，违背了不同政府部门权力分离的重要原则。汉密尔顿却认为，各个权力部门在主要方面保持分离，与这些部门为了特定的目的保持权力的部分混合并不矛盾。这部分的权力混合在某些情况下不仅是适当的，而且对于政府各个部门之间权力的相互制约是也必要的。实行分权的目的是保证权力之间的制约与平衡，而如果三权完全分立，就无法实现各权力之间的制衡。分权与制衡之间存在着一定矛盾性，但是二者都服务于限制政府权力这一共同的目标。要避免联邦政府的不同部门勾结起来侵害人民的权利，就必须保持各个部门的独立和分权；而要保证各个部门的权力之间相互制衡，又必须使各部门的权力存在部分交叉，共同行使某些特定的权力，这又使绝对的分权不切实际。

二　加拿大的宪政制度及其特点

加拿大的宪政制度可以追溯至法国殖民地时期（1608-1763）。1608年，法国在加拿大圣劳伦斯河流域建立起第一块永久性殖民地——魁北克。1627年，法国成立了新法兰西公司，经法王授权，获得了对法属北美殖民地的统治权。1647年，建立了由总督、各殖民地的主教以及各殖民地居民选举的代表组成的议会。1663年，法国政府直接接管了新法兰西的统治权，建立了一个由总督、主教、省督、5名参事、1名书记官和1名司法官组成的参事会。参事会的成员均由法国国王任命。其主要作用是执行法国制定的法律和法国国王发布的诏谕。到1726年之后，总督和省督的权力增强，逐步掌握了殖民地的统治权。

在1756-1763年七年战争中，英国打败法国，夺取了法国在北美的殖民地。1763年10月7日，英国政府颁布了《皇室公告》（Royal Proclamation），规定：将加拿大划分为魁北克、新斯科舍、纽芬兰和鲁帕特兰（Rupert's Land）4个部分。公告授权各殖民地总督在经英国枢密院同意的情况下，尽早召集大议会（General Assembly），并在征得英国枢密院和殖民地人民的代表的同意的情况下，为了殖民地的“公共安全、福利和良好的管理”制定尽可能符合英国法律的法律；授权各殖民地总督经英国枢密院同意后建立法庭，尽可能地依据英国的法律，进行刑事和民事裁决。1774年，面对北美13殖民地反英斗争的高涨，为了稳住加拿大，英国对魁北克采取怀柔政策，通过了《魁北克法案》（Quebec Act），取消了根据《皇室公告》在魁北克建立的英国人掌控的议会制政府，由英王任命17-23名殖民地居民组成参事会（Council），负责制定管理殖民地的法律；法律经英王批准后生效；保障魁北克殖民地天主教徒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殖民地居民的财产权以及其他公民权利。1791年，英国议会通过了《1791年宪法》（the Constitutional Act），废除了《魁北克法案》，将殖民地划分为以英国人为主的上加拿大省和以法裔居民为主的下加拿大省（魁北克省）。在两省分别建立两院制的议会：上院称立法参事会（Legislative Council），下院称“议事会”（Assembly）。上院议员经英王授权，由省督或副省督任命，终身任职，且其职位可以世袭；省督或副省督也有权任命上院议长；而下院议员由人民直接选出。由省督或副省督发布公告，划分选区，确定各选区代表名额和选举地点与日期。上加拿大的上院议员至少7人，下院议员至少16人；下加拿大的上院议员至少15人，下院议员至少50人。议会两院按照多数决定原则通过法案，并呈交英王批准。《1791年宪法》还规定由省督或副省督与英王任命的行政委员会（Executive Council）共同组成民事法庭。

加拿大宪法继承了英国的宪法传统，是不成文宪法和成文宪法的结合。不成文宪法主要包括源自英国普通法的规则、宪法惯例以及议会规则等。而成文宪法部分则是包括包括1763年《皇室公告》、1774年《魁北克法案》、《1791年宪法》、1867年《英属北美法案》、1931年的《威斯特敏斯特法案》和《1982年宪法》等在内的24个宪法性文件。其中最重要的宪法文件是1867年《英属北美法案》。它依照英国宪政制度的原则，确立了加拿大现代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

1867年《英属北美法案》（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是加拿大的联邦之父们在与英国协商与妥协的基础上制定的，1867年3月29日经英国议会批准生效，同年7月1日，法律正式生效。该法集中体现了加拿大宪政制度的特点：一种宪政君主制和议会制相结合的政治制度。

1867年《英属北美法案》除序言之外，正文包括11个部分，147条。它对联邦政府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权以及各省政府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权进行了比较明确的划分。宪法规定，联邦的最高行政权属于英国国王，由加拿大总督和各省省督代行其职权。加拿大总督由英国政府任命，国王批准。自1930年起，加拿大总督改由加拿大总理选择，由英国国王批准。加拿大总理有权决定总督的任期和薪俸。总督一般任期5年或6年。各省省督由总督根据联邦内阁的提议而任命，任期5年。作为国家元首，总督有权接受外国大使递交的国书，以国宴款待外国政要等，它是超脱于世俗政治之上的加拿大国家尊严的具体体现，在所有加拿大人中起着一种凝聚人心的作用。但是，在其他政治事务中，总督必须听取总理和内阁的建议。在19世纪，总督对政治事务具有一定影响。然而在今天，总督对政治事务提出建议的权力已经极其有限了，基本上成为一种礼仪性的职位。

加拿大行政大权实际上掌握在内阁手里。内阁是加拿大最重要的政府机构。内阁由联邦总理和各部部长组成，联邦总理由总督任命在众议院拥有最多席位的政党领袖担任。总理负责从执政党成员和当选下院议员中遴选内阁的其他成员。尽管加拿大最初的宪法并没有提及总理一职，但是它是加拿大最重要的政治职务。联邦总理是内阁的首脑，是唯一可以任命和罢免内阁成员的人。在许多事务上，总理可以单独向总督提出建议。总理在行使职权时，在很多情况下拥有自由处置权。作为政府首脑，总理拥有许多决策权，如解散众议院并确定下一届选举的日期，任命内阁成员、省督、参议员、法官以及许多其他政府重要官员。总理任期四年，可连选连任。内阁成员均来自众议员，作为一个集体对众议院负责，每个成员个人也对众议院负责。如果众议院通过了对政府的“不信任”决议案，那么政府必须辞职。而当总理在众议院失去信任而辞职之后，全体内阁也必须辞职。因此，加拿大的政府也被称为责任制政府（responsiblegovernment，或称内阁政府或代议制政府）。

内阁的职能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立法功能，拟定大部分议案，并且几乎独揽了财政事务议案；二是行政功能，制定并执行一切行政政策，负责各政府部门的工作；三是监督功能，对政策实施进行监督。内阁成为连接国家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一个枢纽。这种立法权和行政权的结合，与美国的立法权与行政权分立与制衡的政治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与美国不同的是，加拿大的内阁成员并不一定都是各部的部长。

根据1867年《英属北美法案》，建立了联邦政府的立法机关——联邦议会。联邦议会由国王（总督代行其职权）、参议院（Senate）和众议院（House of Commons）组成。参议院议员由总督以国王的名义予以任命，终身任职（1965年限制参议员任职至75岁），需年满30岁，且拥有价值不少于4000美元的动产与不动产。参议院议长也由总督（后改为由总理）任命。参议院根据多数决定原则通过法律。1867年《英属北美法案》将加拿大划分为安大略、魁北克和沿海省（包括新斯科舍和新不伦瑞克）三个参议员选区，每区任命24名参议员，共计72名（后来随着新省的加入，参议员逐渐增加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104名）。在法律上，参议院与众议院具有同等的立法权力，它有权提出除财政提案之外的所有议案，并有权修改甚至否决众议院通过的法案。加拿大的“宪法之父们”希望参议院主要发挥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在联邦政府代表各省；二是对众议院通过的法律进行再度审议。然而，后来，参议院的地区性代表作用逐渐为内阁中有权势的地区代表和省总理所取代，而它对众议院的制约作用也名存实亡。它很少在重大提案上与众议院产生分歧，主要是对某些提案的细节进行修改。20世纪80年代中期，加拿大人提出了建立“三E参议院”的口号，呼唤建立一个经选举产生的、平等的、真正起作用的参议院（anelected,equal,andeffective Upper House）。

联邦议会众议院的议员席位按照各省的人口比例普选产生，并且根据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结果进行调整。在1867年，安大略、魁北克、新斯科舍和新不伦瑞克的众议员人数分别为82人、65人、19人和15人，总计181人（到目前加拿大众议员的人数增至300多人）。众议员任期5年。众议院通过法律须按照多数决定的原则。众议院主要拥有立法权和监督权。立法权包括提出议案、讨论法律草案以及通过和公布法律；

而监督权则包括对政府的监督和对文官的弹劾。联邦议会两院通过的提案须经总督或英国国王批准才能生效。

加拿大自治领的内阁制度和议会制度借鉴了英国的经验，然而在许多方面又不同于英国的制度，如在参议院实行地区代表权的平等原则，参议员由总督任命，终身任职；自治领议会与中央政府的权力都不如英国的相应部门大，各省政府和省议会保留了某些特定权力。加拿大拥有一个独立的最高法院，拥有有限的司法审查权；而英国没有独立的最高法院，也无司法审查制度；加拿大实行联邦制，而英国实行单一制。

1867年《英属北美法案》建立起一个等级式的高度集中的司法体系。加拿大各省的最高法院、地区法院以及县法院的法官由总督任命。最高法院法官只要品行端正即可终身任职。但总督在通知议会两院的情况下，可以将其解职。各省最高法院、地区法院以及县法院法官的薪俸、津贴和退休金等由议会核定并支付（1867年《英属北美法案》第96-101条）。尽管1867年《英属北美法案》规定建立加拿大最高法院，但是直到1875年，加拿大的最高法院才建立起来，而且直到1949年之前，英国的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承担着加拿大最高司法解释的职能。1949年，加拿大的最高法院才成为上诉终审判决法院。这剥夺了加拿大最高法院在民众中树立形象的机会，使它不可能像美国的最高法院那样在宪法的实施与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加拿大最高法院才在公众决策、调解联邦与省的关系和保障公民权利中发挥愈益重要的作用。在加拿大，实行议会主权原则（parliamentary majority）。议会的制定法在法律效力上要高于判例法。如果判例法中的某些规定过时或需要修订时，议会就有权制定立法或以编纂法典的形式对判例法中的规则加以废除或修改。这与美国的司法独立和司法审查制也有很大不同。

1867年《英属北美法案》确立了加拿大的联邦制度。法律规定安大略、魁北克、新斯科舍和新不伦瑞克4省组成一个统一的联邦制国家，定名为“加拿大自治领”（Dominionof Canada）。该法明确划定了联邦政府与省政府之间的权力划分。《英属北美法案》第91条规定属于联邦政府专有的权力主要包括：管理商业贸易、征税、邮政、人口普查、军队和国防、航海和航运、沿海渔业、通货铸币、度量衡、版权专利、刑法与监狱、婚姻和土著居民及其保留地等。《英属北美法案》第92-93条列举了各省政府专有的权力：如省内税收、省内公职的设立和省官员的任命和薪俸、处理省内公共土地和林地、建立和管理省内的监狱、医院、精神病院和慈善机构等、管理省内的市政机构以及商店、酒吧和旅店等商业机构、管理地方工程、婚姻的仪式、公司的建立和教育等。《英属北美法案》第94-95条规定了联邦政府和省政府共有的权力。如第94条规定，联邦议会有权制定涉及省内财产权和公民权利的统一法律，但是这种法律要得到省议会的接受和批准才能生效。而第95条规定，联邦议会有权制定涉及各省农业和移民的法律。各省的有关法律不得与此相抵触。各省的省督也代表英国国王，由加拿大总督任命，其薪俸由联邦议会确定和发放，因此省督应对联邦政府负责。《英属北美法案》还授予联邦政府干预地方事务的一些权力，如省督和联邦内阁可以拒绝签署本省制定的法规；联邦政府还可宣布地方工程具有国家意义而予以接管；联邦政府还有权为加拿大的利益或诸省的利益对某个省的事务公开表态，或者在其权限之外的某项事务上投资；如果宗教少数群体的受教育权受到侵害，则联邦政府可以干预等。

1867年建立的加拿大的联邦制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联邦体系。由于加拿大联邦制建立于美国内战之后不久，美国因联邦政府较弱造成地方分离主义甚嚣尘上和战乱，加拿大的联邦之父们吸收美国的前车之鉴，力图建立一个比美国更为强大和集权的中央政府。1867年《英属北美法案》授予加拿大联邦政府的权力要比美国联邦宪法授予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大得多。如1791年通过的美国联邦宪法第10条修正案规定：“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自保留，或由人民保留。”而加拿大1867年《英属北美法案》第91条明确规定，未明确授予各省议会行使的涉及地方性或私人性事务的权力都归联邦议会。加拿大联邦的缔造者之一、加拿大联邦政府首任总理约翰·麦克唐纳指出：美国人“在他们制定宪法时所犯的主要错误是每一个州除了把一小部分权力交给中央外，全部统治权力都留给了自己。我们必须把这个颠倒过来，加强中央政府，而只把地方需要的权力交给地方”。因此，麦克唐纳认为，加拿大省政府实际上从属于其联邦政府。联邦政府有权审议并驳回省议会的立法。这与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是一种平行关系明显不同。

然而，后来加拿大联邦制的发展并未完全按照该国“宪法之父们”的设计而进行。加拿大联邦制度的发展历程与美国联邦制的发展历程背道而驰。美国的联邦政府从比较弱小发展成为今天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府，而加拿大则从一个中央集权式的联邦政府走向地方分权式的联邦。

19世纪末以来，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对宪法的解释，限制了联邦政府权力的扩展，加强了各省的权力。例如，它对联邦政府管理贸易和商业的权力进行了较为狭窄的解释；它利用宪法赋予各省管理财产和民权的权力限制联邦政府管理经济、干预工人的工作条件和个人收入等。1883年，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的一个裁定认为，各省政府并不从属于中央政府，只需要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另外，各省的地方主义情绪也消减了联邦政府集权的能力。因此，当1931年加拿大的自治领地位结束的时候，它已经由一个“中央集权型”的联邦演化成为了“地方分权型”的联邦，严重背离了联邦之父们当初的设想。虽然造成加拿大联邦权力衰落的原因很多，但毫无疑问，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从中发挥了极为恶劣的作用，这或许也是加拿大为其殖民地地位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1867年《英属北美法案》的颁布，标志着加拿大在走向政治独立的道路上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然而，这时的加拿大尚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它依然是英国的一个自治领殖民地，英王依然是它的最高的元首，作为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制宪权、修宪权、最高司法权、外交权等仍然掌握在英国议会手中。1926年，英帝国大会发布《贝尔福公告》，承认各自治领的自治与平等地位。公告称自治领为“英帝国范围内的自治社会，在地位上平等，在国内外事务的各个方面都互不隶属”。1931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威斯敏斯特法》（The Statuteof Westminster），规定，除非自治领议会要求和同意，英国议会通过的法律不再适用于自治领。此后各自治领通过的法律不再因为与英国议会通过的法律抵触而无效；授予各自治领议会制定、修订或废除其法律的权力。这一法律确认了《贝尔福公告》的原则，使加拿大议会取得了与英国议会基本平等的地位，标志着加拿大独立国家地位的取得。1982年3月9日，英国议会批准了加拿大议会制定的《1982年宪法》，允许加拿大议会收回宪法，授权它行使宪法赋予的全部权力并适时修订宪法。同年4月17日，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亲赴加拿大签署了《1982年宪法》，这标志着英国议会对加拿大行使权力的终结和加拿大最终获得了完整而独立的主权。《1982年宪法》根据形势的需要，对1867年《英属北美法案》的个别条款进行了修订，增加了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The Canadian Charterof Rightsand Freedoms），并对宪法修订的程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另外，《1982年宪法》还宣布，宪法是加拿大的最高法，任何与宪法无效的法律均无效。这表明，加拿大宪政体系最终得以完善，其现代宪政体制最终确立。遗憾的是，魁北克一直未能批准该宪法，始终游离于加拿大宪政体制之外。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美国与加拿大的宪政体制存在着许多差别。1921年，英国政治学者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在其巨著《现代民主政体》中这样概括美国与加拿大宪政制度的区别：在美国，联邦政府的立法、行政与司法部门之间的分权与制衡非常明显，而在加拿大，行政部门与立法机关的权力与职能没有严格的区分；在美国，总统与内阁成员不得参加国会，而在加拿大，总理与内阁成员身为议员可以参与议会的立法活动；美国总统对国会通过的法律拥有否决权，而加拿大宪法并未授予加拿大总督这种权力；美国参议院在国会两院中权力更大，而在加拿大，议会参议院相对于其众议院来说，权力不大；在美国，一切立法机关经选举产生，任期固定，任期结束前不能解散，而在加拿大，议会可能在任期结束前被解散；在美国，内阁是服务于总统的咨询机构，而在加拿大，内阁却是掌握行政与立法大权的政府权力中心；在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选举产生的官员一般有固定的任期，而加拿大的文官一般终身任职；美国各州的权力要远远大于加拿大各省的权力；美国联邦宪法对联邦政府的权力进行了严格限制，而加拿大宪法严格限制了各省的权力，也给了联邦政府几乎无限的权力；美国各州的行政官员一般由人民直接选出，而加拿大各省的行政官员一般任命；美国各州州长对州议会通过的法律拥有否决权，而加拿大省督没有这种权力，这种权力掌握在加拿大联邦政府手里；在美国各州，最高法院的法官有的由州长任命，有的由州议会或人民选举产生，而在加拿大，则由总督任命。以上概括，基本反映了那个时代两个国家的宪政体制基本差别。

最后，值得提及的是，与当时英国的宪法不同，美国宪法（包括各州的宪法）是一个单一的法律文件构成的成文宪法（或称刚性宪法，Rigid Constitution）。而当时的英国宪法包括通过法庭执行的一系列法规、议会制定的法律和普通法（包括法庭的裁定和司法惯例）以及不经过法庭执行的一些司法习俗和惯例，是一种部分成文、部分非成文的宪法体系。因此，加拿大继承了英国的宪政传统，其宪法是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的结合。


第三节　美国与加拿大的公民权利保障机制

完善的公民权利保障机制是否建立，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对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尊重也是现代宪政民主不可或缺的价值前提。美国和加拿大在现代化过程中，均逐渐确立起保障公民权利的政治机制。

一　美国公民权利保障机制的确立

美国从殖民地时期就开始构筑公民权利保障机制。这一机制经过了殖民地时期的“奠基时代”、革命时期的确立时期、内战和重建的改革时期等发展阶段，不断得到完善，最后形成了覆盖全美国的联邦和州两级公民权利保障体制，对美国公民的权利给予了比较切实的保障。

1.殖民地时期

殖民地时期是美国公民权利保障制度的“奠基时代”。殖民地时期来自英国的移民将英国中世纪以来形成的法治传统和权利意识带到了美国。对美国殖民地影响最大的莫过于1215年的《大宪章》（Magna Charta）、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1689年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等具有里程碑式的政治文献。《大宪章》确立了王权有限、法律至上的宪法原则，对英国王权进行了种种限制，对国民享有的财产权和人身自由进行了明确规定。如国王未经全国人民的普遍同意不得随意征税；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随意剥夺国民的个人财产；在无可靠证据的情况下，不得进行司法审判；“除非经过他的同辈依据本国的法律的合法审判，任何自由人不能被逮捕、监禁、剥夺财产、褫夺公民权、流放或以任何方式灭绝，也不能对他进行起诉或指控”；“不得出卖、剥夺或者推迟任何人的权利或正义”；人民享有到国外旅行的权利；所有罚款和惩罚不得违背英国的法律等等。这些规定奠定了现代公民权的法律基础。《权利请愿书》重申了《大宪章》的一些内容，规定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得随意征税；任何人不得被强制向国王借款；除非经过正当法律程序不得随意拘捕、监禁和放逐任何人或剥夺其生命、自由或财产，或施以惩罚；军队不得进住民房；不得在平时随意实施戒严法。作为“光荣革命”最重要的成果，《权利法案》重申了以往英国人享有的一些“习以为常的权利”，如议会应定期召开、议员享有言论和辩论自由、议员的选举应当是自由的、征税权属于议会、国民可以自由请愿等。同时，议会取得了一些新的权力，如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中止法律，不得随意募捐，不得在和平时期征集和保持常备军。《权利法案》还列举了国民享有的一些权利：臣民享有向英王请愿的权利；新教徒拥有持有武器自卫的权利；不得征收过度的保释金和罚款，不得施以残酷而非正常的罚款；陪审团成员应由自由持有人（freeholders）担任并张榜公布。这些都是英国人民“古老而不容置疑的权利”。

殖民地时期的美国人极为珍视自己的权利。受到母国的影响，殖民地时期的美国人认识到，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免受政府权力的侵害，必须把自己拥有的权利明确写进法律文件。1641年，马萨诸塞殖民地颁布《自由权法典》（Body of Liberties），按照《大宪章》的模式，逐条列举了殖民地居民所享有的“不容侵犯”的权利、自由与特权。该法典包括98条，涉及到殖民地居民基本权利（第11-17条）、殖民地居民的司法权利（第18-57条）、殖民地妇女的权利（第79-80条）、儿童的权利（第81-84）、契约劳工的权利（第85-88条）、外乡人的权利（第89-91条）、甚至动物的权利（第92-93条）。关于殖民地居民的基本权利，主要规定有：不得随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或财产，毁坏任何人的名誉，夺取任何人的妻子或孩子；不得对任何人随意逮捕、限制、驱逐或伤害其肢体；未经议会同意及未给予合理的补偿，政府不得为公共目的征用个人财产；不得授予长期的垄断权；任何人（无论是殖民地居民还是外乡人）都有权向政府部门提出意见、建议或请愿，都享有同样的司法和法律保护。关于殖民地居民司法权的主要规定包括：任何人不得因为同一罪行被司法机关两次审判；一般情况下对任何人的鞭笞不得超过40下；一般情况下不得通过非人道的野蛮的酷刑迫使任何人承认自己或他人犯罪；禁止用非人道的、野蛮的或残酷方式对人施以酷刑；没有2-3名证人证词，不得对任何人处以死刑；只能由村镇的“自由人”（freemen）选举陪审团成员。第95条规定了教会的权利，对后来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规定禁止干预宗教的信条、教规和礼拜方式，为宗教自由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96条要求当权者遵守本法典的规定。第97条给予权利受到侵害者在法庭起诉的权利。第98条要求大议会在本法通过之后的三年里，每次开会时都要大声诵读本法典并予以讨论。另规定本法典不得被改变或废除。在征求多方意见的情况下，大议会多次组织对法典予以修订和补充，并于1648年公布，称之为《马萨诸塞法律和自由权法典》（The Body of the General Laws and Liberties），成为其他殖民地类似法律的典范。

马萨诸塞殖民地并非唯一一个制定权利法典的殖民地。1683年，纽约殖民地议会通过了《自由和特权宪章》，其中包含一份“权利法案”，规定总督和参事会必须依法统治，民众享有陪审团审判、信仰自由、援引《大宪章》和《权利请愿书》等权利。在该法律被英王废止之后，纽约殖民地议会又于1691年制定了一项宣告本殖民地居民权利的法令，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土地权、租佃权和继承权，不得遭受监禁、驱逐和伤害等。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也制定了类似保障居民的权利的法律。美国殖民地的这些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从形式和内容上，都可以看出英国的《大宪章》、《权利请愿书》和《权利法案》的影响。

2.革命时期

革命时期是美国的公民权利保障机制开始正式确立的时期。这个过程从独立后的各州开始。在革命时期，如何保障自己的公民权利不受到新政府的侵害，是当时的美国人关心的最为核心的问题。

各州和联邦政府保护公民权利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成文宪法。这沿袭了中世纪以来的英国以及17世纪以来殖民地的政治传统。在1776-1777年各州的立宪运动中，弗吉尼亚、马里兰、宾夕法尼亚、北卡罗来纳、弗蒙特、马萨诸塞和新罕布什尔的州宪法中都写入了《权利法案》，明确规定了政府不能侵犯的公民权利。其他未写入《权利法案》的州宪法，也都包含了保障公民权利的内容。1776年5月6日，弗吉尼亚殖民地议会制定的《权利法案》，是各州制订的第一个《权利法案》。该法案共包括16条，主要内容有：所有人生来都是同样自由和独立的，享有某些不能剥夺的天赋权利，包括享有生命和自由的权利、获取和拥有财产的权利、追求和获得幸福与安全的权利；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而也来自人民；行政官员是他们的受托人与仆人，无论何时都应服从他们；政府是为了保障人民、国家和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安全而设立的；人民有权改变或废黜不合格的政府；除非为了服务公众，任何个人或团体不得独占报酬或特权；政府公职不得相传或世袭；州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应与司法权分立，并有明确的界限；政府官员在离职后，应恢复平民身份，回到他们原单位；人民代表的选举应当是自由的；未经本人或其选出的代表同意，不能对人民征税，或剥夺其财产；未经人民代表的同意，任何权力部门不得中止法律的执行；在一切死刑或刑事案件中，被告有权要求与证人和原告对质，有权得到他居住地附近的12人组成的陪审团的尽快审理；除非陪审团成员一致同意，不能确认其有罪，也不能强迫其自证其罪；除非依照法律，不能剥夺任何人的自由；不得要求违法人交纳过量的保释金或罚金，或对其处以残酷的、非正常的刑罚；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不得签发涉及公民住处的搜查证；在涉及财产的争端和人与人之间的诉讼时，应采用陪审团审判的惯例；不得限制新闻自由；和平时期不应设置常备军，军队应服从文职权力，并受其统率；宗教信仰自由。1776年弗吉尼亚州《权利法案》的起草和通过都早于《独立宣言》，成为各州《权利法案》以及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等欧洲国家的权利法案的范本。

除马里兰州以外，其他州的《权利法案》都大同小异。马里兰州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之后第一个通过《权利法案》的州。这个《权利法案》包括的条款数是各州的《权利法案》中最多的，达到了42条。除了借鉴弗吉尼亚《权利法案》的内容之外，马里兰州的《权利法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也是后来其他州的重要参照。这些新的内容主要包括：为保障人民的权利，议会应经常召开；保障议会议员言论自由和辩论自由；保障公民和平请愿的权利；不得制订给违法者带来严重痛苦和惩罚的法律；不得制订追溯既往的法律以及剥夺任何人公民权利的法律；刑事罪犯应享有律师辩护的权利；除非法律允许，不得对任何“自由人”予以逮捕、监禁或剥夺其生命、自由、特权和财产；和平时期未经户主同意，不得在任何民房驻军；只要不危及本州稳定或侵犯他人权利，任何人或其财产不得因其宗教信仰受到侵犯；不得强迫任何人参加或资助任何礼拜场所或牧师；禁止任何垄断特权；禁止授予贵族头衔或世袭头衔；法官只要品行端正终身任职，而行政官员则应实行职位轮换制（rotation）等。法案最后规定，为确保人民权利，立法机关不得改变或废除本法。宾夕法尼亚州的《权利法案》包含了几项新的公民权利：公民言论自由、请愿的自由、迁移他州的自由和携带武器自卫的权利。该州的《权利法案》还宣布：“对基本原则的反复强调……对于维护自由之赐福和保持自由政府是绝对必要的。”（第14条）这一规定为后来其他州的一些《权利法案》所采纳，反应了当时美国人的普遍心态。上述州的《权利法案》一般放在宪法的最前面，旨在宣布保护这些公民权利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和存在的理由。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权利法案》与英国的《权利法案》不同的是，它们不仅仅针对行政部门（在英国是英王），而且也针对立法机关，禁止立法机关侵害这些权利。无疑，当时州的权利宣言包含了后来补充进联邦宪法的《权利法案》所保障的所有权利。

联邦政府保障公民权利的机制建立的主要标志是1787年《联邦宪法》以及1791年经国会和各州通过的《权利法案》。1787年联邦宪法所确立的复合分权和多重制衡体制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最为重要的机制之一。因为这个问题在本章第二节有详细的分析，这里不复赘述。此外，联邦宪法中包含了一些保障公民权利的条款，如禁止国会和州制订剥夺公民权利的法律或追溯既往的法律；除非战时，禁止国会中止人身保护令；公民签订合同和履行契约的权利不受州的侵害；在州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中要求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没有足够的证据不得指控任何人犯有叛国罪；对被指控为叛国罪者不得剥夺其财产权；每个州的公民享有其他各州公民的一切特权和豁免权等。

联邦政府确立的保护公民权利的另一个重要保障是在1787年联邦宪法中增加《权利法案》。起初，联邦宪法中并未写入《权利法案》。这引起了“反联邦主义者”的强烈反对。联邦宪法的通过遇到了巨大的阻力。联邦主义者与反联邦主义者唇枪舌剑，激烈对峙。联邦主义者认为，在联邦宪法中加入《权利法案》没有必要，甚至后患无穷。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84篇中解释说，凡未明确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均由人民保有之。这当然包括人民享有的各种权利。鉴于此，就没有必要再在宪法中写入《权利法案》。宪法前言就是对人民权利的最有力确认。而且，汉密尔顿指出，联邦宪法涉及的是整个国家的政治利益，而不是各种个人利益，据此也没有必要详细列举应当保护的公民权利。汉密尔顿进一步指出，《权利法案》不仅没有必要写入宪法，而且一旦写入，可能带来危害。因为《权利法案》中包括一些并未授予政府的权力，既然一些权力并未授予合众国政府，那何必宣布禁止政府某些权力呢？相反，这会给予联邦政府借口，要求得到授予它的权力之外的权力。汉密尔顿举例说，如果并未授权联邦政府限制出版自由，那何必声明政府不得限制出版自由呢？而且，不得限制出版自由的规定明确暗示授权联邦政府制定有关法规，这有可能造成联邦政府的越权行为。从另一个角度说，联邦宪法本身就是一个《权利法案》，当然也是即将建立的联邦的《权利法案》。因为《权利法案》的一个目的就是明确宣布公民在政府结构中应当享有的政治特权，另一个目的是规定某些豁免权和诉讼程序。而宪法草案中处处可以找到权利法案的内容。

对于联邦主义者的说法，反联邦主义者并不买账。一位使用“联邦农场主”（Federal Farmer）作笔名的作者坚持认为，即使承认所有没有被明确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利都为人民所有，即使任何《权利法案》都不能给人民增加新的权利，对人民保有的权利加以列举，对于国家制度的稳定和延续还是非常必要的。他写道：

我们不能通过公开宣布人民享有某些权利来改变事物的性质，或者创造出新的真理，但是我们至少能够借此向人民的思想中灌输一些他们否则永远也想不到或者会迅速忘却的真理和原则。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它的宗教制度和政治制度天长地久，那么它应当在每个家庭必备的那本书（指联邦宪法——作者注）的第一页写下那些主要原则。

反联邦党人认为，如果不在宪法中加入《权利法案》，政府可能恣意扩张权力，美国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就没有可靠的保障。亚里士多克罗蒂克斯（Aristocrotics）指出，国会可能借口说任何具体的法律都是“必要而适当的”。这种借口，“没有人可以推翻，除非我们有一部我们可以诉诸的权利法案；根据它，我们可以反对任何对权力的过分篡夺，诉诸政府的司法部门，并通过它们的判决来保护我们”。反联邦党人认为，对于以多数统治为原则的民主制度来说，多数派如果不受到制约，可能侵害少数派的利益。因此，制定一部《权利法案》，对于防止“多数派暴政”、维护少数派的权益是极为重要的。“马里兰农场主”（［Maryland］Farmer）写道：

事实是，个人权利常常和多数人的明显利益相冲突——因此，在政府形式中，政治自由的比例越重，权利法案的必要性越为突出——常常，一个人的自然权利会和民主政府中大多数人的推定利益或者狂热激情相冲突；如果这些权利没有加以清楚和明确的肯定，个人很可能会处于劣势；而为了印证这一说法的正确性，我建议看看美国立法机关中的每一位立法者。在此类政府中，立法机关的暴政是最堪忧之事。

反联邦党人最终在是否将《权利法案》加入联邦宪法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1791年12月，联邦国会通过了12条联邦宪法修正案，并提交各州批准。最后有10条在1791年12月15日得到了法定数目的州的批准生效。这10条宪法修正案后来被称为《权利法案》。第1条修正案禁止国会通过任何法律限制公民的宗教信仰、言论、出版、和平集会和请愿的权利；第2条修正案保障公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第3条修正案规定部队不能随意在私人住房中驻扎；第4条修正案禁止对个人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的无理的搜查和没收；第5条和第6条修正案确立了被起诉人的权利：主要有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罪行而两次受到惩罚；不得迫使嫌疑人自证其罪；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被告享有经陪审团公正、公开而迅速审判的权利、与原告和证人对质的权利以及得到律师辩护的权利等；第5条还规定，为公共目的对私有财产的公用，应当给予财产所有人合理的补偿；第7条规定了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和适用范围；第8条禁止要求过多的保释金和罚款，不得施以残酷的和过分的惩罚；第9条规定，联邦宪法对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对人民的其他权利的否定或轻视；第10条规定：未明确授予联邦政府、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利，由各州自行保留，或由人民保留之。

《权利法案》最终写入联邦宪法，标志着美国公民权利保障机制的正式建立。值得提及的是，这个机制保护的主要是白人的公民权利，尤其是白人成年男性的权利。在当时，黑人、印第安人等有色种族以及妇女等群体的公民权利，都不在该体制的保护之内。要等到内战和重建时期，这种公民保障体制的排他性才开始从体制上消除。另外，由于美国人民对新成立的联邦政府的极度不信任，《权利法案》最初仅仅适用于联邦政府。其主要目标是保护个人和少数群体的权利免受联邦政府权力的侵害，表明了美国人对多数原则的不信任。对于制宪者们来说，少数群体就是那些有钱人。然而，美国后来历史发展的进程表明，州和地方政府对人民自由和权利的侵犯远甚于联邦政府。

对于《权利法案》仅仅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联邦最高法院在1833年的巴伦诉巴尔的摩案（Barronv.Baltimore）中进行了确认。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将沙土砾石倾倒到巴伦的码头旁边，几乎毁掉了巴伦的码头的使用价值。巴伦将巴尔的摩市告上法庭，理由是按照联邦宪法第5条修正案，巴尔的摩市非法剥夺了他的财产。马里兰州的法庭判定巴伦胜诉，要求巴尔的摩市赔偿他4500美元。然而，巴尔的摩市不服判决，提出了上诉。官司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联邦最高法院并未支持巴伦的诉讼请求，原因是《权利法案》与各州政府无关，它制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避免其侵害人民的权利。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在裁定中指出：“美国宪法是合众国人民为他们自己的政府制订和确立的，不是为各州政府制订的。每个州确立了它们自己的宪法，并根据它们自己的判断在其中规定了对其特定政府权力的种种限制。合众国的人民认为他们为合众国建立的政府形式最适应他们的情况，最有利于促进他们的利益。他们赋予这个政府的权力只能由这个政府本身行使；从总体上说，对其权力的各种限制，自然也必须仅仅适用于通过合众国宪法缔造的政府。它们是对这个宪法本身授予合众国政府的权力的限制，而不是对由不同的人民出于不同的目的而建立的不同政府的限制。如果这些看法是正确的话，那么联邦宪法第5条修正案必须被理解为限制了全国政府的权力，而并不适用于各州。”

3.重建时期以及20世纪的发展重建时期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通过是美国公民权利保障机制发展完善的重要的里程碑。1868年7月28日，国会制定的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在得到了3/4的多数州通过之后生效，成为合众国宪法的一部分。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第1款规定：

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任何法律；不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在州管辖范围内，也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的法律保护。

其中包含的“特权和豁免权”条件、正当程序条款和平等法律条款后来成为联邦最高法院保护公民权利的三把“尚方宝剑”。对“州”侵害公民权利的明确禁止，表明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同时适用于联邦政府和州及地方政府。这为后来将《权利法案》的有关限制逐渐扩展至各州政府和各州地方政府奠定了宪政基础。

然而，如果要将《权利法案》中的所有条款都适用于各州，需要有公民发现某个州法律违背了《权利法案》，然后依据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提起诉讼，证明州的法律违背了联邦宪法。经过联邦最高法院的最终裁定，才能逐渐实现上述目标。这个过程从19世纪末开始，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最终完成（详见下页表）。

将《权利法案》的限制扩大至各州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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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Theodore J.Lowi and Benjamin Ginsberg,American Government:Freedom and Power,3r
 d
 ed.(New York:W.W.Norton＆Company,1994),p.106;Paul C.Light,ADelicate Balance: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Government(Boston:The Worth Publishers,Inc.，1999),pp.584-585.

到20世纪70年代，公民权应当适用于所有成年人的观念最终在美国确立了起来。对公民权利的种族限制、性别限制被彻底从体制中清除。《权利法案》的适用范围从联邦政府扩大到各州和各州的地方政府，使得联邦一级的公民权利保障体制开始覆盖整个合众国，与州一级的公民权利保障体制交相辉映，相辅相成，将不同种族、不同性别和不同社会阶层都纳入到平等的公民权利保障体制的保护伞下。美国人的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才真正获得了当初麦迪逊所设想的“双重保障”。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公民权利的内容也不断丰富，包括工作的权利，得到足够的工资用于购买食品、衣服和进行休闲的权利，拥有住房的权利，享有医疗保障和教育的权利，免受失业、疾病和老年之痛苦的权利，享有纯净的环境和高质量的生活条件的权利，个人隐私权等。以肯定性行动为标志，联邦政府开始由重视保障个人权利，转向兼顾少数族裔的群体权利。联邦政府全面承担起保护公民权利的责任。这是美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　加拿大公民权利保障机制的确立

1867年加拿大联邦建立之前，其宪法性文件对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并无系统性的规定。法律重视的是群体的权利。1774年的《魁北克法案》宣布保障法裔天主教徒的宗教信仰自由。1867年的《英属北美法案》特别规定少数族裔和宗教团体的特定权利，但并没有包含保障个人免受政府干涉的权利法案。除了在第92条（13）中规定将财产和公民权交给各省管理之外，在《英属北美法案》中并未提及多少公民权。此后，加拿大的法院通过适用普通法的方式，对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进行保护。

1960年，加拿大联邦议会制定了《加拿大权利法案》（Canadian Bill of Rights），对公民的宗教、言论、集会和结社等基本权利和自由提供了保障。它规定公民享有平等权，不得以种族、肤色、宗教和性别为由受到歧视；自然人的生命、自由、人身安全和财产权利受到该法的承认和保障，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予以剥夺；公民享有法律上的平等权和平等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不得对任何人加以武断地拘留、拘禁或放逐，不得施加残忍和非常的惩罚；被逮捕或拘禁的人享有以下不被剥夺的权利：迅速获知被逮捕或拘禁的理由、无耽搁地聘请和通知律师、人身保护令等。从该法的内容来看，这个法律的制定显然受到了英国《大宪章》以及美国的《权利法案》等法律文件的影响。然而，这个联邦议会制定的法律，也可能被后来的联邦议会所废除。所以，只有把《权利法案》写入宪法，才能切实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加拿大《1982年宪法》的第一章写入了《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

《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保障了公民的基本自由（第2条）、民主权利（第3-5条）、迁徙权（第6条）、法律上的权利（第7-14条）、平等权利（第15条）、双语权利（第16-22条）、少数民族语言的教育权利（第23条）、土著居民的权利（第25条）、多元文化遗产保护（第27条）、两性平等权利（第28条）、宗教教派设立学校的权利（第29条）等。《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保护的公民的“基本自由”主要包括：宗教信仰自由，思想、言论和表达的自由、出版自由，和平集会的自由和结社的自由；“民主权利”限制了议会议员的任期，并保障每一个加拿大公民选举议员的权利。“迁徙权”指的是每一个加拿大公民有进入各省居留和进出加拿大的自由。“法律上的权利”主要包括：每个人都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不受不合理的搜查或者扣押的权利，不受任意拘留或者监禁的权利；在被逮捕和拘押时享有被尽快告知理由、聘请律师、人身保护令、保释、陪审团审判等权利，不得被要求自证其罪、不得因同一罪行受到两次审判或处罚、不得遭受任何残忍的和非常的刑法。“平等权利”条款规定，每个人在法律面前和法律之下一律平等，并且享有平等的法律保护和平等的权益，不得由于种族、民族出身、肤色、宗教、性别、年龄和身心缺陷受到歧视。“官方语言”条款规定英语和法语同为加拿大的官方语言，须在加拿大议会和政府的所有机构中使用，具有平等的地位、权利和特权。“少数民族语言的教育权利”指的是说英语或法语的少数民族居民有权以他们已经掌握的语言接受初等和中等教育。“两性平等”条款指的是男女平等享有宪章中提到的权利和自由。《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第26条模仿美国联邦宪法第9条修正案（即《权利法案》第9条）的内容宣布：本宪章对某些权利和自由的保障，不应被解释为否定加拿大现存的任何其他权利或自由的存在。

相对于1960年《加拿大权利法案》，《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是一种进步。首先，它将《权利法案》写入了国家的最高的根本大法，使公民的权利得到了切实的保障；其次，前者仅仅适用于防范联邦政府侵犯公民权利。而《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不仅约束联邦一级政府，也约束省一级政府（参见宪章第32条）。这体现了宪法的国家根本大法地位。

《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显然借鉴了英美的宪政制度，尤其是美国的《权利法案》的一些内容和规定。同时，它也具有自己的特色。从《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来看，加拿大联邦政府除了重视保障个人权利之外，还特别注重群体的权利，如土著居民以及其他种族的权利、语言上的少数族群的权利、两性的权利、宗教组织的权利和残疾人的权利等。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种官方政策被写入了加拿大《1982年宪法》。将保障个人权利和群体权利同时写入宪法，是加拿大公民权利保障机制与美国公民权利保障机制的一个重要区别。直到今天，美国对于保障群体权利问题一直存在着巨大的政治分歧。而《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写入加拿大《1982年宪法》，标志着加拿大公民权利保障机制的正式确立。


第四节　美国与加拿大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

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是区分传统政体与现代政体最为重要的标志。它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是否完成的最后标志。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在历史上通过逐渐取消对选举权的财产、种族、性别等诸种限制，使选举权由少数人享有的“特权”，转变成为一个普遍性的权利，大大增进了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

一　美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

在殖民地时期以及革命时期，美国在选举权问题上设置了种种限制，而到19世纪上半叶，随着美国工业革命的展开，美国开始取消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向“现代社会”过渡迈出了第一步。这个过渡过程从19世纪初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完成，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美国逐渐取消了选举权的财产、宗教、种族、性别等限制，把选举权的选举范围扩展到了所有美国人，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普选制。

1.殖民地时期

在美国殖民地时期，政治参与是占社会少数的富裕的成年白人男性的特权。掌权者对选举权和任职权进行了种种限制，主要包括财产资格限制、宗教资格限制、种族限制、性别限制、年龄限制、居住地和居住时间限制、甚至品行限制等。

财产资格限制。各个殖民地一般要求选民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住房或其他个人财产。如1762年弗吉尼亚选举法要求选民须拥有50英亩未开垦土地，或25英亩建有12平方英尺以上的住房的土地。南卡罗来纳1759年的选举法规定选民必须拥有不少于100英亩的未开垦土地或拥有价值60英镑的土地、住房或城镇内的地块且在选举前的一年里他为这些土地纳过税。而北卡罗来纳1743年选举法和佐治亚1761年选举法都规定选民需要拥有50英亩土地。在17世纪末，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康涅狄格和罗得岛一般要求选民拥有价值40先令的土地或价值40英镑的个人财产。

宗教资格限制。在殖民地时期，天主教徒、贵格教徒以及犹太教徒等“非主流”教派普遍被剥夺了政治权力。在17世纪中期，从弗吉尼亚到马萨诸塞之间的所有州除罗得岛外，都剥夺了贵格教会成员的选举权。马里兰（1718）、弗吉尼亚（1699）、纽约、罗得岛（1719）明确剥夺了天主教徒的选举权。而新罕布什尔（1680）和南卡罗来纳（1759）都曾规定，只有新教徒享有选举权。信仰新教的规定显然是要剥夺天主教徒的选举权。宾夕法尼亚、纽约、南卡罗来纳和罗得岛也剥夺了犹太移民的选举权。

种族限制。1705年10月，弗吉尼亚规定，禁止黑人、黑白混血儿和印第安人在殖民地担任任何文职、军职或者教会职务，违者罚款500英镑。1715年和1723年，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在法律中明确规定，黑人、黑白混血儿和印第安人不能享有选举权。1716年和1761年，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在法律中规定，只有“白人”有权参加殖民地议会的选举。

性别限制。在殖民地时期，尽管多数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在所有的殖民地，妇女都没有选举权。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妇女应该在家里养育孩子，不适合参与政治。

居住地和居住期限限制。各个殖民地一般要求选民必须是所在殖民地、村镇或选区的居民。宾夕法尼亚和特拉华要求选民需要在本殖民地居住两年以上，新泽西和北卡罗来纳曾经要求1年，佐治亚要求6个月。

品行限制。新英格兰诸州（清教殖民地）普遍要求选民品行端正，在被认定为选民之前，需要提交所在村镇多数议员、“自由人”、牧师或邻居的证明信，证明该人言谈举止平和文明，无酗酒、说谎等不良习惯，不曾诽谤和反对政府和正统教会，遵纪守法。马萨诸塞禁止犯有通奸罪等的人参加选举。

年龄限制。多数殖民地要求选民年龄在21岁以上。马萨诸塞和新罕布什尔曾经要求选民年龄达到24岁。之所以作此规定，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21岁以下的“孩子”还缺乏独立的意志和正确的政治判断力。

以上论及的主要是各殖民地政府一级选举资格。而在各殖民地的地方性选举（包括村镇、城市和县）中，对选民的资格限制也是千差万别，但是共同的特点是门槛都明显低于殖民地政府选举的选民条件。如马萨诸塞和新罕布什尔要求参加村镇选举的选民要拥有价值20英镑的财产。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在英属殖民地，由于土地资源丰富而廉价，土地和财产占有比较普遍，约有50%-75%的白人成年男子可以达到殖民地政府和地方政府选举中对选民的财产资格限制。这一比例要大大高于英国的选民比例。由于这个标准比较容易达到，殖民地后期大约有3/4的成年白人男子拥有选举权。

实际上，如果计算选民在殖民地或某村镇所有人口的比例，那么真正拥有选举权的人的比例就没有这么高了。1774-1772年间，弗吉尼亚只有大约9%的白人人口参加了选举。在1735、1761和1769年的选举中，纽约市的选民仅占该市所有人口的约8%。在宾夕法尼亚的农村地区，仅有大约8%的人具备了选民资格，而在费城，这个比例仅为约2%。

总之，在英属殖民地，只有持有一定财产的、年龄在21岁以上的、本地出生的自由白人新教徒，才有资格参加殖民地政府的选举。达不到财产要求的白人穷人、白人契约劳工（indentured servants）、黑人、印第安人、妇女、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等被普遍剥夺了选举权。所以有学者指出：在殖民地时期，选举权并非所有人享有的一种“权利”（right），而是拥有财产的男性正统基督徒享有的一种“特权”（privilege).

2.革命时期

在革命时期，康涅狄格、罗得岛、特拉华和弗吉尼亚保持了殖民地时期的选民资格要求。而其他州则放宽了选民的财产资格限制，规定纳税人即可成为选民，或者降低了占有土地和其他财产的数量和价值要求。如新罕布什尔、宾夕法尼亚和佐治亚规定21岁以上的成年纳税人即可获得选举权。根据北卡罗来纳1776年州宪法，选举参众议员的选民资格不同：选举参议员的选民需要拥有50英亩土地；而纳税人都可选举众议员。而南卡罗来纳1778年通过的州宪法规定，选举参众议员和州长的选民需要拥有50英亩土地或城镇地块，或在选举前一年内纳税达到3个先令。马萨诸塞1780年宪法规定：选举州议会议员和州长的选民拥有的土地每年收入3英镑，或拥有价值60英镑的任何财产。各州的新州宪中都废除了对选民的宗教资格限制，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等获得了选举权。

我们看到，在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上，总体趋势是有所降低。但是，各州继续保持了选举权的种族、性别、年龄和居住地和居住时间等限制。如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和纽约州宪法强调选民必须为“男性”。在那些州宪中没有提到选民性别的州，一般也按照惯例把女性排斥在外。革命时期唯一给予妇女选举权的州是新泽西。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和北卡罗来纳强调选民必须是“自由人”，言外之意那些奴隶和契约劳工就不能享有选举权；而南卡罗来纳州宪法强调选民必须是“自由白人”，那么黑人和印第安人就不能享有选举权。

尽管在革命时期，各州在选举权上都有所扩大，但是许多没有土地的白人成年男子、21岁以下的“未成年”男子、黑人、印第安人、妇女和黑白混血儿等依然被剥夺了选举权。18世纪80年代，除城镇居民外，弗吉尼亚约有1/2-3/4的白人成年男子没有土地。弗吉尼亚约有8万男性居民因为财产资格限制而被剥夺了选举权。

3.19世纪上半叶

在19世纪上半叶，公民政治参与方面的一个重大发展就是美国各州推行成年白人男子选举权。西部州走在改革的前列。1799年，肯塔基州州宪法规定只有成年白人男子享有选举权。1803年，俄亥俄州宪法规定成年白人男子只要缴纳一定数额的税，就享有选举权。田纳西州州宪法规定成年男子拥有一定土地才能享有选举权，另规定，如果在所在选区居住6个月以上也可以享有选举权。这等于实行了成年男子选举权。1812-1821年间，西部6个州加入联邦时规定赋予所有成年男子选举权。在此期间，四个早些时间加入联邦的州也废除了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

而在那些“老州”，也相继推行成年白人男性选举权。马里兰（1801）、南卡罗来纳（1810）、马萨诸塞（1821）、纽约（1821）、弗吉尼亚（1850）、北卡罗来纳（1856）也相继废除了对选民的财产资格限制。1790年之后加入联邦的新州都没有规定对选民的硬性财产占有条件。一些州以纳税取代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财产作为新的男性选举权条件。而在1830-1855年间，六个州废除了对选民的纳税要求。到1855年，对选举权的经济条件限制几乎全部废除。另外，宾夕法尼亚、特拉华、南卡罗来纳、印第安纳、密歇根等州缩短了选民的居住时间限制，大大增加了选民的人数。

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的废除，使选举权从一种部分人享有的“特权”转变为男性成年白人美国人普遍享有的一种权利。学徒工以及靠工资谋生的新兴产业工人也获得了选举权。原本与政治无缘的普通人现在可以在酒馆、客厅和街头巷尾谈论公共事务。美国的政治开始步入平民政治的时代。

内战前成年白人男性普选权的推行，扩大了选民的政治参与。北卡罗来纳废除选举参议员的选民占有土地的要求，使该州参加参议员选举的选民增加了1倍，而1851年弗吉尼亚选举制度的改革，则使选民增加了60%。纽约州1821年通过的新州宪使该州有资格参加州议会选举的选民从20万增加至26万，有资格参加州长和州参议员选举的选民人数从10万增至26万，有资格参加各类选举的白人成年男子达到了80%。

然而，内战前选举权问题的发展趋势并不是直线的和前进的，其过程也有曲折和倒退。这体现在女权问题上。在革命时期曾经赋予妇女选举权的州，在19世纪初竟然剥夺了该州妇女的这一权利。1807年，新泽西立法机关宣布，只有“自由的白人男性公民”有权参加本州或县级选举本州政府官员或合众国政府官员的选举。更为糟糕的是，在实行成年白人男子普选权的同时，美国各州加强了对黑人选举权的剥夺。康涅狄格、罗得岛、宾夕法尼亚和纽约等老州通过了剥夺黑人选举权的法律。而从1819年缅因州加入联邦到内战前，每一个新加入联邦的州都将选举权仅限于白人。南部的马里兰、北卡罗来纳等州也剥夺了黑人的选举权。在1860年以前，只有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弗蒙特、缅因和罗得岛5个州给予黑人与白人平等的选举权，而这5个州的黑人仅占整个北部黑人人口的6%。

尽管如此，内战前美国的选举权扩大走在世界的前面，比同时期的欧洲要走得更远。1832年，英国的选举法使选民从占人口的2%增加到4%。法国直到1848年才废除了高额的财产资格限制，实行男性的普选权，但是随后到来的第二帝国很快废除了这一规定。在德国，男性普选权开始于1871年。而在荷兰和北欧诸国，男性普选权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实现。在1860年之前，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实行白人成年男性普选权的国家。美国在公众参与政治的领先地位不仅表现在美国的选民数目上，而且也表现在需经人民选举而产生的政府官员的数目上。在欧洲，公民参与的选举仅限于议会下院和地方议会。而在美国，联邦、州以及地方各级政府大批官员均需经公众批准方能任职。1850年，弗吉尼亚州通过的新的选举法规定，州长、法官以及县政府的官员都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

4.内战与重建时期

在内战和重建时期，美国南部400万黑人奴隶获得了公民身份。在这期间，美国黑人获得了选举权，但是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南部的黑人又普遍被剥夺了他们刚刚获得的政治权利。

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通过了《1866年民权法》以及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正式在法律上赋予了黑人公民身份。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第2款为了限制剥夺黑人选举权，规定任何一个州如果限制或剥夺任何男性公民的选举权，该州的代表权基础，应按照被剥夺选举权的男性公民的人数同该州男性公民的总人数的比例予以削减。这一规定的作用是对于阻挠南部黑人参加选举的南部州予以惩罚。

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在联邦政府能够控制的地区努力扩大黑人选举权。1867年1月8日国会通过法律，授予哥伦比亚特区的黑人选举权。1867年1月25日，国会通过法律，禁止现存的或以后组建的合众国州以种族、肤色和以前的奴隶身份为由剥夺任何人的选举权。1867年3月2日《重建法》对南部叛乱诸州划片实行军事管制，并将通过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作为南部叛乱州重新加入联邦的条件，并且这些州要召集所有成年男性（包括黑人）选举产生制宪大会代表，由这些代表开会修改宪法，将保障所有成年男性选举权写入州宪法。新宪法经过多数选民的批准以及国会审核认可后，才能生效。到1868年7月，7个南部州达到了国会的要求，被重新接纳进入联邦。

至此，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在保护公民选举权案的问题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然而此时北部和西部诸州还普遍剥夺了黑人选举权。1869年2月，激进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通过了联邦宪法第15条修正案，规定：“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种族、肤色或以前是奴隶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拒绝或限制。”这个修正案的通过，在美国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使黑人成年男性在理论上获得了选举权。宪法第15条修正案的通过以及国会后来通过的几个实施法，标志着联邦政府开始承担起保障公民选举权的职责。

黑人获得的平等的政治权利只是象征性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少数黑人从中受益。1869-1871年间，美国国会中仅有2名黑人众议员、1名黑人参议员；1871-1873年间，美国国会中有5名黑人众议员；1873-1875年间，美国国会有7名黑人众议员。1875-1877年第44届国会有7名黑人众议员和1名黑人参议员。此后国会中的黑人议员逐渐减少。1877-1879年，国会中仅有2名黑人众议员。1877-1895年间，南卡罗来纳州议会的黑人议员由39人下降为5人。除了1879-1880年和1882-1883年分别为12人和15人之外，中间的年份都在10人以下。1895和仅有5名黑人参加了剥夺黑人选举权的州制宪大会。此后，州议会中的黑人议员仅余1名。

1876年，“海斯·蒂尔登协定”之后，联邦军队从南部撤出。重新掌握南部各州政权的民主党人采取种种卑鄙的手段，剥夺了南部黑人男性刚刚获得权利。联邦宪法第15条修正案禁止各州以种族和肤色为由剥夺黑人的选举权。各州采取一些与种族似乎没有直接关系的手段异曲同工地达到剥夺黑人选举权的目的，同时也规避了联邦法律。如1890年，密西西比州率先把旨在剥夺黑人选举权的规定写进州宪，规定剥夺犯过行贿、抢劫、偷窃、纵火、谋杀、作伪证、重婚罪的人的选举权；选民除缴纳2美元的人头税之外，还必须能阅读州宪、或宣读州宪时能听懂或对州宪作出合理解释。1895年，南卡罗来纳州的新州宪要求选民在该州当地居住2年，缴纳1美元人头税，有能力阅读和书写州宪任何章节或能理解读给的州宪，或者拥有价值300美元的财产；罪犯无选举资格。到1910年，前南部同盟11州和俄克拉荷马州通过上述手段剥夺了黑人的选举权。

黑人刚刚获得的选举权失而复得。重建的南部的政治民主化严重受挫。南部和北部与西部在政治民主化道路上分道扬镳，渐行渐远。而且，重建时期联邦宪法修正案的通过未能保证妇女、印第安人以及其他美国的有色种族获得选举权。但是，重建的意义不能否认。联邦政府开始认识到，它应当承担起保障公民权利的职责。重建为民权运动时期的“权利革命”奠定了法律基础。

5.进步主义运动时期

进步主义运动时期美国选举权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在美国妇女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下，美国终于将禁止以性别为由剥夺妇女的选举权写入联邦宪法。

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发轫于内战前。1848年7月19-20日，美国妇女在纽约州的塞尼卡福尔斯镇（Seneca Falls）召开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女权大会，发表了《情绪宣言和决议》（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 and Resolutions），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妇女的选举权问题，标志着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开始。《情绪宣言》要求立即给予妇女作为美国公民应该享有的“一切权利和特权”，包括参加选举这项“神圣的权利”。

19世纪70-90年代是妇女选举权运动十分活跃的时期。这个运动最先在美国的西部和远离西部的州取得了突破。1869年，怀俄明领地政府建立后成立的第一届领地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妇女与男子享有同样的选举权和政府任职权。1890年，怀俄明领地在加入联邦时，其州宪中规定妇女享有平等的选举权。随后，科罗拉多（1893）、犹他（1896）、爱达荷（1896）、华盛顿（1910）、加利福尼亚（1911）、亚利桑纳（1912）、堪萨斯（1912）和俄勒冈（1912）等州都赋予了妇女选举权。西部诸州妇女获得选举权在性别歧视的铜墙铁壁上打开一个大大的豁口。

一战期间，随着妇女广泛参与工业生产，给予妇女选举权的呼声高涨。1916年，两大政党在党纲中都表示支持赋予妇女选举权。1918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宣布支持通过联邦宪法修正案，赋予妇女选举权。1919年6月，国会通过了联邦宪法第19条修正案，规定不得以性别为由剥夺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1920年1月，联邦宪法第19条修正案获得法定州数通过生效，美国妇女正式获得了选举权。

6.20世纪50-70年代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社会经历了“第二次重建”（The Second Reconstruction）。在这期间，通过国会的一系列立法和联邦法院的裁定，对成年公民选举权的一切限制几乎全部被扫除，联邦政府真正承担起了保护和保障公民权利的职责。

在第二次重建期间，联邦政府开始采取切实的措施，恢复和保障南部黑人的选举权。1965年，国会通过了《1965年选举权法》，禁止任何州或政治分支机构（包括县政府、教区或选民登记机关）以种族或肤色为由利用选举权的资格限制或选举程序等手段限制或剥夺合众国任何公民的选举权。禁止剥夺公民选举权的手段包括：要求选民对任何材料进行阅读和解释；要求选民就任何题目展示自己的受教育水平和知识水平；要求选民具有良好的道德品格；要求已注册选民或其他人为选民担保；要求选民交纳人头税。为了保障非英语族裔群体的选举权，法律同时禁止州在学校教学语言不是英语的地区要求选民必须能够阅读和解释英文材料。另外，该法禁止选举官员故意不允许合法选民登记或不计算其选票，禁止选举官员篡改或损毁选票或篡改选举结果；禁止任何人恐吓、威胁或强制任何选民或帮助任何选民参加选举的人。凡是违背上述规定者，罚款5000美元以下，或处5年以下监禁，或并处两种处罚。

《1965年选举权法》是美国政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实质是要切实实施联邦宪法第15条修正案的有关规定。在《1965年选举权法》通过之后的4年里，南部成年黑人中有近4/5进行了选民登记。在密西西比州，登记为选民的黑人从1964年的6.7%上升至1968年的59.4%。而在亚拉巴马，同一时期黑人登记选民的比例从23%上升至53%。在亚拉巴马州的达拉斯县，在该法律生效之后的几个月里，黑人登记选民的人数从不到1000人猛增至8500多人。

《1965年选举法》通过之后，限制公民选举权的各种藩篱在社会舆论和法律的共同冲击下土崩瓦解。美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普选权时代姗姗来迟。

废除人头税。1964年，联邦宪法第24条修正案通过，禁止在全国性选举中把是否交纳人头税或其他税作为是否选民的条件。

废除文化测验。到1975年，文化测验作为选民的条件几乎全部被废除了，多数州的法律规定文盲可以由他人帮助投票。

放宽居住地限制。1964年，多数州要求选民在选举前要在所在选区居住1年以上。这一规定剥夺了1500万人的选举权。1970年，国会通过《1965年选举权法修正案》，宣布废除对选举总统和副总统的选民施加长期的居住期限制的条件，确立总统选举中不在原住地的公民进行选民登记和参加选举的全国性统一标准；要求各州立法保障不在原住地的公民的选举权。

降低选民的年龄限制，将选举权扩展至18周岁以上的公民。1971年3月，国会通过了联邦宪法第26条修正案，规定年满18周岁或18周岁以上的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为年龄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剥夺或限制。这个宪法修正案使美国1150万名18-20岁的青年美国人获得了选举权，使美国成为第51个给予18岁以上成年人选举权的国家。

对语言上的少数族裔以及其他残障人士选举权的保障。1975年，国会通过了一个对《1965年选举权法修正案》，禁止任何州或其政治分支机构以某人属于语言上的少数族裔群体（language minority group）而利用任何选民限制条件限制或剥夺其作为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当某州达到选民年龄的公民中有5%以上属于某一少数语言群体时，或某一少数族裔群体的文盲率要高于全国文盲率时，选票、选民登记和选举指南等材料必须同时使用英语以及该少数族裔群体的语言；如果某少数语言群体的语言只是口头语言或非书面语言，有关州必须提供口头协助。“语言上的少数族裔”指的是本土美国人、亚裔美国人、阿拉斯加土著人或西班牙裔美国人。1982年的选举法还允许由盲人、文盲和残障人士自行选定别人帮助其投票。

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实现了所有18岁以上的成年公民的普选权。美国实现真正的公民普选权的历程漫长而曲折。这个过程经过了两个多世纪的时间。发人深思的是，美国在废除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方面走在世界各国的前面，然而它却是最后一个实现真正普选权的国家。在美国历史上，对选举权扩大的最大障碍是体现在财富占有上的阶级差别、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被剥夺权利者的抗争是选举权扩大的最主要动力。经过一代代不同族裔和不同性别的人士的共同努力，美国的选举权终于从少数有财产的白人男性基督徒所享有的一种“特权”，转变为所有美国成年人的一种普遍性权利。

二　加拿大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

在法国和英国殖民地时期，加拿大的选民资格一般要求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财产。加拿大联邦建立时没有制定统一的选民标准，1867年《英属北美法案》第41条规定，在联邦选举法确定统一的选民资格之前，选举联邦议会众议员的选民资格与各省的选民资格相同。19世纪中期，加拿大当时所有的殖民地都通过法律规定，只有拥有一定财产的成年男性享有选举权。在1867年加拿大联邦建立时，加拿大男性中只有1/5拥有选举权。

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加拿大各省对选民的资格要求也存在着种族、性别、年龄、居住地以及财产等限制。如一般要求年龄在21岁以上男性英国臣民，在所在省或选区居住一定时间。在财产资格上，各省差别较大。如新斯科舍要求众议员的选民需要拥有价值150元的不动产，或个人财产与不动产总价值达到300元，或收入达到250元；或是达到上述财产资格限制的人的佃农；爱德华王子岛（1908）规定选举议会参议员的选民需要拥有价值325元的自由土地；选举议会众议员的选民需要拥有价值100元的自由土地且已纳税；而新不伦瑞克规定参加省内选举的选民需要拥有价值100元的不动产，或个人财产与不动产总价值达到400元以上，或收入达到400元。新不伦瑞克还给予特定人员，如宗教的神职人员、基督教牧师以及教师或教授选举权。由于在加拿大历史的早期，加拿大是一个农业社会，占有地产和财产的比例很高。因此，加拿大的大众参与程度比同期的英国高很多。

1885年，加拿大在7月20日通过的《1885年自治领法》中试图在联邦选举中确立统一的选民标准。该法规定，参加联邦选举的人年龄须在21岁以上，为英国臣民，且城市和城镇居民必须分别拥有实际价值300元和200元的不动产，或年收入达到300元；而县里的居民须拥有价值150元的不动产或年收入达到300元。符合一定条件的租佃户、渔民以及符合财产资格要求的男性（包括农场主）的儿子们也可以行使选举权。该法明确保障了加拿大土著居民的选举权，但剥夺了华裔加拿大人的选举权。省法律也剥夺了亚裔移民的选举权。

加拿大妇女的选举权经过了一个失而复得的过程。在19世纪初，一些拥有财产的妇女享有选举权。而到19世纪中期，加拿大各殖民地一律剥夺了妇女选举权。在一战前后，加拿大妇女也最先在西部诸省赢得了选举权。马尼托巴（1916）、安大略（1917）、新斯科舍（1918）、新不伦瑞克（1919）和爱德华王子岛（1922）等省先后通过法律保障其省内妇女的选举权。1918年5月24日，加拿大妇女获得了参加联邦选举的权利。而在省政府的选举中，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依然任重而道远。由于宗教等势力的反对，魁北克省妇女于1940年才获得了选举权，从而使魁北克成为加拿大最后一个保障妇女选举权的省。

加拿大彻底打破对选举权的其他限制要等到二战之后。1947年，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移民获得了参加联邦选举的权利。两年后，日裔加拿大人也获得了此项权利。到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彻底废除了对公民选举权的财产、种族等限制，18岁以上的公民均拥有选举权。1974年，加拿大通过法律规定，出生在加拿大的人即获得公民身份和政治权利。

相对来说，在20世纪下半叶加拿大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远远高于美国。如1968年，美国参加选举的选民比例为61%，1980年下降为53%；而1968年加拿大参加选举的选民比例为76%，1980年为70%。1988年，美国参加选举的选民比例为50%，而同年加拿大参加选举的选民比例为75%。


第二章　工业化与经济结构的变迁

北美经济现代化可以称得上是自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大的奇迹。与其他殖民地相比，北美作为西欧新兴资本主义在海外的新试验场和新边疆，跳跃式地越过历史阶梯，成为新的工业中心；拉丁美洲则作为西欧落伍的商业资本主义的海外遗产，仍然保持供应世界市场的初级产品的边缘地位与欧洲相比，美国和加拿大在借鉴欧洲发展经验和科技的基础上，成功地实现了从殖民地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开创了独具特色的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有三个重要特点将美国的经济增长与此前一个世纪左右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区别开来：第一个特点是其活力；第二个特点是其长期稳定性；第三个特点是其内部多样性。“1775-1909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175倍，年增长速度3.9%。虽然加拿大的发展略逊于美国，但成绩同样骄人。而且，由于加拿大的发展大约晚于美国一代人的时间，后者的现成经验和发展成绩成为加拿大借鉴和效法的榜样和样板，因此，美加在经济发展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相似性。当然，同美国一样，加拿大也成功地将外国的经验同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与前者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差异性。本书将分两章内容讨论北美的经济现代化模式问题，本章探讨美国和加拿大的工业化，下章讨论农业现代化。

习惯上，人们一般把1790年这一年作为美国工业化开始的年份，在这一年的1月，在新英格兰批发商穆斯·布朗（Mose Brown）的引导下，英国织工塞缪尔·斯莱特（Samual Slater）突破英国的移民限制，到达普罗维登斯，并在布朗家族的支持下，建立起北美历史上第一家阿克莱特式的纺纱厂。以斯莱特纺纱厂的建立为标志，英国的纺织技术迅速在美国传播开来，美国不仅迅速扩大了棉纺织厂的规模和产量，而且对英国的生产和管理模式进行创新，建立了沃尔瑟姆制度。在棉纺织工业的带动下，美国其他行业也纷纷转向工业生产，从而引起整个北美经济发展的巨大变革。


第一节　殖民地时期的积累

北美不是凭空踏上工业化道路的，斯莱特纺纱厂建立后，新英格兰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实现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变，而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南部诸州以及西印度群岛却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踯躅不前，其实其分化的种子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已经播下了：“历时近170年的殖民地经济，显然是美国经济起飞的基础。”

一　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北美的拓殖和发展是西欧现代化过程中向海外殖民扩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北美从起初的探险到定居和拓殖无不受到当时欧洲盛行的重商主义政策的影响。重商主义虽然不是一个学派，各种主张因时因地也有所差异，但这种思想基本上都主张：支持国家的强大和对经济和贸易的干预；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增殖的源泉；认为殖民地是母国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是母国强大的一个保证。正是在重商主义的背景下，北美殖民地发展起了以资源开发为基础的外向型经济，虽然殖民地经济始终包含着自给自足的成分，但是对后来的经济变革产生重大影响的则是以出口导向为特色的商业性经济。

1.毛皮贸易

毛皮贸易是北美早期历史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经济形式，它之所以能够从其他大宗产品经济形式中脱颖而出，在北美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是由下列主要因素所决定的：其一，北美的毛皮资源异常丰富，而且质地优良。在白人刚刚踏上美洲时，这里的动物资源异常丰富，毛皮交易的最主要产品是海狸皮（beaver），在欧洲人刚到时，北美约有1000万只海狸。其他毛皮动物如狐狸、貂、狼、熊等也都数量惊人。其二，毛皮贸易利润丰厚。自16世纪后期开始，海狸皮制作的毡帽成为欧洲上流社会追逐的时尚，由此导致海狸皮贸易成为当时牟利丰厚的行当（行业）。一张海狸皮运到欧洲市场上甚至可以得到200倍以上的利润。其三，毛皮贸易的盛衰完全依赖于欧洲大陆的市场，不会与母国之间形成竞争关系。其四，海狸皮贸易还有其他一些利于操作的优点。如分量较轻，平均每张毛皮只有1.5磅左右，而且体积不大，容易包装和运输。另外，从事毛皮贸易初期的人力和物力投入都不需要太大，与其他大型的货物相比，更易于获利。正是由于具备了上述优点，毛皮贸易才从其他行业中脱颖而出，成为北美历史上最具有传奇色彩的行业，以至于“150年来，欧洲人对西部内陆地区的兴趣几乎一直仅限于毛皮贸易”。

毛皮贸易不仅是新法兰西的经济支柱，同时也是北美13个殖民地获取财富的一个重要手段。新法兰西的蒙特利尔集团同新英格兰的纽约集团曾经围绕毛皮贸易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后来法国人战败退出后，对毛皮的争夺在由新英格兰的商人加入后重组的蒙特利尔毛皮集团与原来的哈德逊湾公司之间展开。在三个多世纪的毛皮争夺中，白人殖民者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这是支撑整个毛皮帝国生存的根本动力。1675-1685年，新法兰西每年输出的毛皮是89588磅，按每张海狸皮1.5磅计算，大概相当于6万只海狸。18世纪后，由于法国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如建立据点、开拓新的毛皮产地等阻止英国人的竞争，新法兰西的毛皮产量稳定增长，1733年达到最高峰，为221000里弗尔（livre）。毛皮贸易也为北美13个殖民地带来了不菲的利润，新英格兰的商人不仅把毛皮输往欧洲市场，甚至还开辟了中国市场，把美洲的毛皮和人参运到广东，结果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益。

毛皮贸易虽然具有资源消耗大、不利于农业开拓、不能吸引大量的移民等弱点，但仍不失为北美殖民地时期的一种重要的经济形式，而且对后来美国和加拿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正是由于毛皮贸易是一种异常脆弱的经济形式，“这种产业（毛皮贸易）的特征是依靠扩大规模来增加收入，即毛皮运出去的越多，成本越低，而且利益有赖于对管理和开放的运输能力的高效利用”。所以“毛皮经济的特性与渔业不同，为了能够通过复杂的运输系统长距离地开展贸易，前者需要大规模的组织”。毛皮贸易的这套组织管理经验为后来北美工业化过程中的运营和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第二，毛皮贸易是美国和加拿大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对美国而言，毛皮贸易的利润为后来的工业化积累了重要的资本，著名的毛皮贩子阿斯特就是从毛皮经济转入制造业的一个典型；对加拿大而言，它是新法兰西的经济基础，缔造了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个横贯大陆的经济体系，毛皮贸易站成为后来历史发展的基地，加拿大许多城镇就是在原来毛皮贸易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蒙特利尔、米西里马基纳、格拜勒堡（Fort Quebeller）、埃德蒙顿等。第三，毛皮边疆虽然短期内反对向毛皮产地移民，但并不反对向后方移民，而且他们在客观上为后来农业边疆的开发准备了一些必要的条件。毛皮贸易的扩张性使得这种经济形式不断地探索新的毛皮产地，一代又一代的毛皮贩子们深入北美大陆内部探险，在寻找毛皮的过程中，也向东部和旧世界报告了北美西部的第一手资料，而这些资料和信息为后来的农业开发奠定了基础。

2.木业、造船、渔业和航运

北美东部覆盖着茂密的森林，一直绵延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区，其中北部的红松、白松，中部的橡树，南部的丝柏、雪松和栎木等都是优质的木材。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北美的桅杆木贸易。在19世纪中期以前，造船用木对于一个国家的海上霸权来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的。英国为了要确保自己的海上霸主的地位，自然也得重视造船用木的战略储备，但英国缺乏优质的造船用材，尤其是优质的桅杆木料，其目光自然就转向了北美，从新斯科舍到康涅狄格河谷一带广泛分布的大白松是优质的船桅用木。1653年，从北美运出了第一批木材到达了英国的海军造船厂。此后，英国海军的船桅用木在一个多世纪里几乎完全依赖北美的供应。为了保护这种珍贵的战略资源，1729年，皇家海军开始在北美实行“箭头政策”，即在专门被保留为海军用木的树身上刻上一个宽箭头。除了船桅用木外，北美丰富的木材也是出口的理想产品，由于运费高昂，北美出口到英国的木材除了桅杆和为殖民地造船的木材较为划算外，其他木材缺乏竞争力。但新英格兰与西印度群岛之间的木材贸易却数量巨大，当时西印度进出口的货物多为木桶装运，桶板成为新英格兰与西印度之间的一个贸易大项，据统计，西印度群岛每年大约需要1100万副桶板和大约3600万立方英尺的木材。正是由于北美木材丰富而劳动力费用高昂，所以，水力锯木厂很普遍，而在英格兰则很少见。

北美优质的造船用木以及森林中容易得到的其他造船原料如沥青、松脂等，这些都为本地造船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早在1624年，荷兰人就在纽约曼哈顿岛建成了第一艘船。英国《航海条例》规定，只有英国和殖民地的船只才有资格从事英国及其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从而促进了本国及殖民地造船工业的发展。造船业在马萨诸塞从1669-1704年到1769-1771年间共上升了150%。据统计，1763-1775年北美13个州每年造船业的平均产量达到4万吨，价值30万英镑，其中每年大约有14万英镑的船只出口。到美国革命前夕，飘扬英国国旗的船只中大约有1/3是在北美制造的。

北美造船业的进步还推动了捕鱼业和航运业的发展。最初吸引欧洲人来到北美东海岸的就是这里丰富的鳕鱼资源，英法两国为了争夺纽芬兰的渔业资源，都曾经划定过晒鱼和制盐的势力范围。新英格兰自然也不放过从海洋中获取海产品的生财之道。马萨诸塞鳕鱼罐头的产量从1716年的12万昆特尔（Quital，大约相当于100磅）发展到1765-1775年的35万昆特尔，从事鳕鱼捕捞的渔船数目发展到665艘，参与捕捞的海上作业人员达到4405人。除了近海捕捞外，捕鲸业和鲸油提炼也是当时重要的行业，鲸油是19世纪中期以前最主要的照明燃料和润滑油脂，鲸蜡用来制造蜡烛，鲸骨是制造工具和装饰品的材料。仅马萨诸塞的楠塔基特港（Nantucket）的鱼油产量就从1715年的600桶（Barrel）发展到1772-1775年的3万桶。从事捕鲸的船只最多时达到150艘。

优良的港湾、发达的造船工业和捕捞业，以及从英国继承来的开放心态和冒险精神，都使得新英格兰商人迅速地卷入世界贸易之中。新英格兰商人的足迹几乎遍布全世界，他们既把北美所生产的产品运往欧洲，从欧洲运回本地所需要的制造业品，参与贩运奴隶的三角贸易，发展同中国的贸易（商业往来）。而且他们还开辟了同西印度群岛之间的小三角贸易：运往西印度群岛的商品有奴隶、干鱼、木材、马匹、牛肉、粮食等，从这里运回糖和欧洲人不要的糖浆，后者是制造朗姆酒的重要原料，而朗姆酒又是同印第安人毛皮交换中最重要的商品。到1661年，新英格兰的供应对西印度群岛变得必不可少，以至于一位作家称：“那是西印度群岛的要害，没有了它，牙买加、巴巴多斯、加勒比群岛就无法维持下去。”除了受《航海条例》保护的正常贸易外，新英格兰商人还积极开展被英国所禁止的走私贸易。“到18世纪50年代，北方殖民地中很难找到一位与走私没有牵连的商人。”据估计，在1700这一年，波士顿可能有1/3的贸易，特别是同西印度群岛的贸易是违反某项法律的。“总之，航运业是美国资本积聚的主要来源。”

3.种植园经济

奴隶制种植园是典型的出口型经济，它基于本地肥沃的土地资源优势，利用黑人奴隶的劳动，生产烟草、靛青、稻米和后来的棉花等少数几种大宗出口作物。奴隶制大种植园是欧洲殖民者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发展起来的典型的殖民开发模式。西印度群岛和北美南部，虽然所出产商品的种类不同，前者主要是甘蔗种植和蔗糖提炼，但两者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模式大致相同。依靠对黑人奴隶的残酷剥削，种植园经济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1668-1732年，英属北美殖民地五大出口产品是：烟草，76.6万英镑；面包与面粉，41万英镑；稻米，31.2万英镑；鱼类，15.4万英镑；靛青，11.3万英镑；其中南部三大产品占出口值的68%。种植园经济也成就了南方的富庶，1774年，6个南部州每个资产拥有者的平均资产是395英镑，马里兰1700年6个潮汐带县的人均资产是205英镑。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种植园经济虽然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模式却存在着致命的缺陷。首先，种植园经济是以罪恶的奴隶贸易和对广大黑人奴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为前提的，我们反对那种单纯以生产数字来衡量经济发展的纯经济主义的观点。而且，种植园的发展不仅引起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还导致广大小农与大种植园主之间的矛盾加剧，这也正是美国独立战争中南方许多小农稀里糊涂地沦为效忠派的原因，他们仅仅是不想同大种植园主站在一起而已。其次，种植园经济无法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1944年，经济学家艾利克·威廉（Eric William）

提出了种植园经济理论（Plantation Economy），他认为：“更甚于西班牙人和法兰西人，在西印度群岛的英国人仅仅把这里当作生产的工地而不是定居的殖民地。”虽然英国的巴巴多斯殖民地很早就在蔗糖生产过程中引入机器，但是，单一作物的商业化生产并不能带来本地经济的工业化。著名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也认为：

局限于出口单一产品的国家或地区几乎不可避免地无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扩张……不仅因为出口产品的增长速度会减少，从而影响其发展；而且局限于一种产业的经济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在该产业以外的领域非常有限。

种植园经济是劳动密集型的单一生产，虽然并不完全拒绝技术更新，但却是一种惰性极强的维持性生产。在种植园经济中，奴隶主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奴隶们则异常贫困，不仅内部市场狭小，而且缺乏创新的动力。研究表明：南部教育的投入明显少于中部和新英格兰。

二　企业家精神的萌芽

殖民地的经历可以说是美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基因库，它不仅缔造了一种繁荣昌盛的外向型经济，从贸易中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初步发展了一些供应本地需求的制造业和加工工业，从而奠定了后来美国工业化的基础，尤其重要的是：它还培养了北美人的企业家精神，从而为后来东北部的崛起准备了条件。

北美人的这种企业家精神首先是对欧洲、尤其是英国优秀的商业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北美殖民地“最主要的欧洲影响来自大不列颠，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英格兰，而且到独立战争前，这一点已经牢固地确定下来”。

不同于封建的伊比利亚半岛和法兰西，英格兰是当时西欧思想和政策最为开放的国家，它自身包含了后来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许多优秀传统和理念。虽然这些殖民者中的一些人到北美移民是为了追求思想和信仰自由，或者是为了寻求某种比较理想的生活，但是，“就其主要方面来说，英国的殖民地是商业性的冒险事业”。北美人“首先是英国人，他们带来了远在17世纪的英格兰就已经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向新大陆注入了一个卓有成效的理念，即经济要发展，人人有责”。

其次，北美的这种企业家精神表现为积极的谋利的动机。“这个社会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并不是什么不解之谜，它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项经济事业，幼年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以追求利润为生活取向这一值得称颂的定位理念。”虽然清教徒们在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初衷是建立上帝的“山巅之城”，不过，人们很快就积极地投身于同世界贸易紧密相连的各种经济活动中去了。据估计，到1770年代，费城商人仅仅从海运中就积累了50万英镑的财富，出现了像纽约的库伯（Revere Cooper）、波士顿的汉考克等这样一批富商巨贾。

再次，北美人的企业家精神还表现为开拓创新的冒险精神，新英格兰逐渐成为美国企业家精神的摇篮。欧洲人向北美的殖民本身就是一项海外冒险事业，愿意向海外移居的人们大多有着某种程度的冒险精神。北美的实际情形与殖民者初期设想的巨大差异使得其中许多人迅速适应形势，并根据情况做出调整和创新，如契约劳工制、《五月花号公约》中所体现出来的自治民主精神等。北美人的这种企业家精神还表现为对未知领域的探索精神。纽约、费城、波士顿的商人积极投入世界经济的各项活动之中，开拓经济发展的新领域，“世界上没有一处角落是这些新英格兰商人还未跑到的”。如新英格兰商人所开创的与西印度群岛之间的小三角贸易，不仅把没有人愿意要的糖浆变成了获利丰厚的商品，甚至还创造性地把北美的冰作为谋利商品运到了西印度群岛。此外，新英格兰人的这种冒险精神还表现为对科技的积极创新和探索精神，如渔业中新的飞剪船的发明和使用，后来生产中可互换标准件的应用和推广等等。

最后，北美人的创新精神还表现为实用主义的参与精神。新英格兰人不尚空谈，注重脚踏实地的动手精神。富兰克林就是这种精神的最好典型，他曾经说：“根据我的观点，实用性是对于发明的价值的试金石，那种没有任何用途，或者不好用的发现，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托克维尔对美国人的评价是：“他们习惯上选择有用先于美丽，而且他们会要求美丽的应该是有用的。”殖民地时代新英格兰商人是这种企业家精神的化身。他们与西印度群岛的商人不同，那里是外向型岛屿经济，“种植者可以以一种高度独立的方式经营，依靠长途贸易，而不是地方市场和资金投入，从而导致殖民地的城镇和商人只在当地处于边缘化位置”。而北美殖民地的商人则积极投身到北美社会发展的各项事业之中，不仅从事贸易，而且许多商人还投资制造业。殖民地的商人为了贸易的回程装运木材和生铁，常常资助地方铁厂，如马里兰的威迪克制铁公司可以从巴尔的摩港经营铁制品的商人那里得到贷款，马萨诸塞的芒特霍普冶铁公司也从波士顿的商人那里得到资助。罗得岛的布朗家族不仅为斯莱特的纺织厂投资1万美元，还建立了一个蜡烛工厂；而洛厄尔及其波士顿集团则更直接地进入纺织业的生产之中，开创了美国制造业生产中的沃尔瑟姆制度。殖民地的商人还积极投身北美的其他社会活动之中，如大商人汉考克和莫里斯都是北美独立战争的功臣。

总之，通过殖民地时期的积累，在北美初步形成了一种具有地区多样性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它不仅在发展道路上已经同西印度群岛和拉美分道扬镳，而且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性也初步形成，一个繁荣、富裕、开放和多样性的社会经济已经在这里牢固地奠基。“到独立战争前，北部殖民地发展的意义不在于其所取得的增长数量，而是其经济所形成的特征。“1600-1700年，北美13个州殖民地人口增长5倍，达到27.5万人，到独立前又增加了225万。根据艾丽丝·汉森·琼斯（Alice Hanson Jones）的估计，革命前美国自由人人均占有财富74英镑（Sterling），相当于1978年的3800美元。尤其是北部这个“有着强烈的企业家决策精神的地区，造就了多样化的、较少依赖单一大宗产品出口经济的演变所必需的基本条件”。


第二节　工业化的启动

根据罗斯托的理论，美国的工业起飞应该是在1843-1860年之间。不过人们习惯上还是把1790年斯莱特到罗得岛建立棉纺织厂作为美国工业革命的开端，而且正如著名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所说：“我们已经习惯于通过考察这个国家1865年以后的情形去寻找其经济成功的线索，或者甚至把内战看作是打破阻挠我们经济扩张的羁绊的力量。然而，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到那时候已经早过去了。“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期是美国工业化启动和向其他部门扩大和渗透的关键时期，工业化的诸多特征在这个时期先后成型，而1860年代以后只是持续增长而已。许多学者都对罗斯托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加拿大经济学家庞弗雷特（Richard Pomfret）认为：“总体上看，作为一种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理论，罗斯托的模型是不可接受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福格尔经过研究认为：“起飞阶段的结构变迁的速度并不比下一个发展阶段有明显区别。”从1800到1834/1843年，美国的平均年经济增长率为3.9%；从1834/1843到1869年，为4.2%；1869到1909年，为3.9%。而且，福格尔的研究还驳斥了罗斯托关于铁路的发展是导致美国经济起飞的决定因素的断言：“很明显，在罗斯托的起飞阶段的最初的关键时期，铁路所消耗的铁对于冶铁工业的发展速度没有多少作用。”道格拉斯·诺思认为：“美国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影响不是一两项战略性产业，而是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要素禀赋的广泛改进。”美国制造业的成功不是通过压低生产要素的价格使之低于竞争对手，而是：（1）提高生产率来弥补高于其他国家的工资和利息；（2）获得足够大的市场；（3）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4）节约劳动创新的发展，减低了成本。

相比较而言，加拿大的工业化比美国大概晚半个世纪，大约到1850年代，它才出现了工业化的一些早期征兆。正如美国最初是借鉴英国的经验而后进行创新一样，加拿大也基本上承袭了美国的现成经验而后有所改变。

一　殖民地时期制造业的萌芽

应该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制造业也就随之而产生了。在工业革命以前，手工作坊是工业发展的主要形式，里面已经存在着分工，“手工工场的原则和存在的理由就是分工”。而且手工工场还曾经达到过很大的规模。不过，在重商主义时代，衡量一个国家强大的标准主要是贸易和殖民地而不是其工业实力，所以，“在大工业以前，一个国家的商业势力绝不依据它的工业的重要性”。只有到了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发达的制造业才成为国家强大的象征和保证。

继承了英格兰优良的商业传统，而且一心要在北美重新建立一种英格兰社会模式的北美殖民者为了满足本地需要和交换谋利，自然也不会放弃发展制造业的机会。早在1640年代初，小约翰·温思罗普就在马萨诸塞的林恩（Lynn）建立了第一家铁厂，每周产铁8吨。1775年，殖民地所生产的铁占当年世界总产量的1/7.如前文所言，殖民地的造船业也非常发达。除此之外，殖民地供应本地市场的加工工业也非常重要。比如在1774年的费城，工匠就占了全市应纳税人口的一半，其中包括713个制衣匠、532个建筑师和家具制造匠、361个交通工具制作者、246个食品制作者、103个金属匠。虽然英国重商主义政策从原则上讲是反对殖民地发展同母国进行竞争的行业，但“只要殖民地商人不把欧洲产的商品带入英国殖民地，只要殖民地商人从英国殖民地出口任何被列举的商品，那么，在西半球的任何地方进行贸易的殖民地商人就不违反《航海条例》”。虽然在英国也经常可以听到反对殖民地发展制造业的声音，如18世纪初英国查塔姆爵士高喊：“如果美洲决定制造一点马靴或一个钉子，我将发动英国的全部力量来反对它。”可是，“在殖民地的大多数岁月里，英王以赞许的目光关注着北美殖民者制造生铁的努力，因为在英国炼铁用的木炭资源已经不足，生铁变得很贵”。而且“相对于在殖民地发展制造业，受到更严格禁止的是殖民地出口制造品”。虽然重商主义的“各种条例可能妨碍某些商品如谷物等的出口，也可能限制殖民地的工业制造，但总的来说，殖民地是繁荣兴旺的，当然，限制是讨厌的，但在多数情况下根本就不照它办事”。当《航海条例》的规定与殖民地的利益相一致的时候，殖民地人民就按照它的要求去做；当双方存在冲突的时候，殖民地人民就自行其是。而当英国试图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和转嫁战争负担时，殖民地人民就起来摆脱了它的统治。独立战争使美利坚摆脱了英国的殖民束缚，为以后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

二　纺织业：工业化的先行者

美国工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借鉴和仿效英国的发展道路和技术经验，并很快根据本国的情况实现了生产和管理的创新。“当19世纪美国开始工业化的时候，它是踏上了一条大不列颠早已指明的道路。”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以棉纺织业为突破口，引发其他领域的连锁变革、从而实现从手工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美国工业化的突破口也发生在棉纺织领域，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引发了工厂制度的革命，美国不仅率先在棉纺织业中建立了现代意义的工厂制生产模式——沃尔瑟姆制，而且还最早从法律上确立了公司的法人地位。虽然殖民地时期冶铁和造船工业都达到了相当的规模，也曾经为殖民地带来了客观的经济收入，但这两个行业都没有能够率先实现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突破。

1789年，塞缪尔·斯莱特突破英国的限制，移民到美国，并于次年在当地富商布朗家族的资助下在罗得岛成功地建立了阿克赖特式的水利纺纱厂，这一事件成为了美国工业化开始的标志。由于“斯莱特成功地将阿克赖特棉纺织技术应用于美国，从而使得他成为这一技术的首要传播者”。在这以前，美国的一些商人都曾经尝试过英国的方式，如约翰·尼科尔森家族和卡伯特家族，但都没有取得成功。到1790年，英国有240万枚纱锭，而美国只有2000枚。当时美国工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局限是缺少经验，缺乏有技术的经理、技工和机械师，新机器匮缺，效率低下。英国对于技术输出一直采取限制政策，在1825年以前，英国禁止工匠迁移海外，而对纺织图纸的限制一直持续到1842年。

斯莱特式的纺纱厂并没有实现生产和技术上的突破，仍然采取合伙公司的形式，实行家庭雇佣制，大量使用童工。而且斯莱特式的纺纱厂所生产的产品成本也比英国为高。“在1790年后的25年内，美国的棉布业是一个勉强得以维持的生产部门。”从1790到1804年，只有4家棉纺纱厂建成；到1808年，总共也只有17家。虽然1807年美国实行禁运后，由于预计到市场需求的增大，美国又有27家纺纱厂在两年内建成。但直到1810年，棉纺纱厂所生产的棉布仍然没有占领美国的棉布市场。这一年，纺纱厂里面用手工织成的80.1万码布匹仅占当年家庭手工生产的1490万码布的5%。但是，斯莱特纺纱厂的设立标志着美国工业发展的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而普罗维登斯也因此而成为美国纺织业的摇篮。

如果说斯莱特的纺纱厂还是美国人在笨手笨脚地模仿英国的生产经验的话，那么，1814年，洛厄尔纺纱厂的建立则标志着美国人从模仿中走向了创新。洛厄尔的故事已经广为人知，他原是从事航运业的波士顿商人，利用到英国养病的时间到曼彻斯特去“极其仔细地观察着工厂的结构和操作过程，然后隐蔽在旅馆房间里绘制工厂和机器的详图，并把图样偷运出境”。洛厄尔回到美国后创建了波士顿制造公司。该公司在马萨诸塞的沃尔瑟姆建立了纺织厂，这是世界上第一家真正意义的现代工厂，它成功地把几个生产流程集中到一个工厂内利用机器完成。“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沃尔瑟姆工厂最了不起的一点并非在于它1814年确实开了工，而在于它那道理极简单明白的改革——仅仅把原有的工序加以组合。”

具体来说，沃尔瑟姆制度同以前的生产存在着如下的区别：（1）在此以前，棉纺和织布是两个分离的环节，斯莱特纺纱厂里的棉纱要靠手工织成棉布，而沃尔瑟姆的工厂则首次使用机器将纺、织、染等生产程序融为一体。“当生产过程需要专有的知识和技术能力时，企业家便有可能将生产的各个不同环节集中在一个屋檐下来进行，于是便创造了工厂。”后来为了修理机器，洛厄尔的纺织厂又建立了机器工厂，实现了自己在厂内对机器的设计、制造和维修，从而迈出了机械化工厂制生产的第一步。（2）沃尔瑟姆工厂所使用的工人不再是英国流行而后被斯莱特所引用的那种依靠附近农村的童工进行兼职的家庭雇佣制，而是从新英格兰各地招募来的全职女工，工厂除了为单身提供宿舍外，还提供家庭住房和其他服务。工人们按照严格的时间进行作息，每月固定发放工资。（3）洛厄尔的工厂依靠梅里马克河的水流作为动力，转动纺织机器。为了能够提供足够大的动力，为洛厄尔出资的波士顿制造公司不仅买下了当地运河公司的产权，还修建了大坝。洛厄尔逐渐发展成为美国的“第一个规划的工业城市”。（4）与以前合伙制的特权公司不同，沃尔瑟姆工厂是第一家法人公司（corporate）。洛厄尔的工厂实行股份集资，委托沃德公司代理销售，并支付1%的佣金。

沃尔瑟姆制度最终实现了从手工工场到现代工厂制度的转变。洛厄尔纺织厂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生产的垂直合并和生产流程的机械化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从1820-1832年，每年提高6.5%。“1816年，洛厄尔工厂的销售额达到23628美元（全面投产第一年）；1820年，260658元。1821年，工厂总资本达到60万元，纱锭8000个，产量180万码。沃尔瑟姆制度的成功主要是得益于以下三点：“有效的社会融资渠道；在新的工业生产过程中能够获得技术娴熟的管理人员和技工；一套完整的便利于快速形成众多工厂和进行高效管理的商业计划。”

生产技术的创新推动了纺织业的迅猛发展，从而使它成为战前美国最重要的制造业。根据1832年麦克莱恩报告显示，在当时106家资产超过10万的产业中，有88家是棉纺企业；而在雇工超过250人的36家工厂中，有31家是棉纺织厂。1860年，棉纺织业雇工总数达到122028人，总投资98585000美元；平均每厂雇工112人，投资90362美元。从价值和产量上看，美国纺织业在1820-1860年间共增长了62倍。

毫无疑问，美国的棉纺织工业是19世纪前半期最重要的制造业，对于其他工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1830年，第一家采用沃尔瑟姆制的毛纺织工厂开业。不仅如此，“从织布厂和纺织机械厂走出来的那些人为美国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部分的工具和机械。因为这些厂子和商店不仅直接催生了机械工具和蒸汽工业，还有一大批其他的金属制造工业。19世纪早期，纺织机械工业在塑造美国金属加工技术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至为关键的”。纺织机械制造是内战前美国最重要的机械制造工业。另外，纺织工业的发展还增加了对能源和动力的需求。虽然纺织工业不是最早使用蒸汽机的部门，但随着纺织工业的发展，水力驱动的局限越来越大，1828年，斯莱特在普罗维登斯建立了第一家以蒸汽为动力的纺织工厂。随后，蒸汽动力逐渐在各纺织厂推广开来。

以棉纺织业的发展为契机，美国经济在19世纪上半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到1860年，美国全国制造业的总增加值已经达到8.54亿美元。10个最大的制造业部门按照产值依次是棉纺织、木材加工、鞋类、冶铁、制衣、面粉加工、机器制造、皮革、毛织品和马车制造。根据罗伯特·高曼（Robert Gallman）的研究，按照当时的价格计算，到1859年，美国各大部类按照产值占全国经济总值的比例依次是：农业，58.1%；制造业，31.7%；建筑业，8.9%；采矿业，1.3%。虽然农业仍然占国民经济产值的半数以上，但工业已经占到了1/3，美国已经成为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中一个重要的工业强国。

三　美国早期工业化的特点

19世纪上半期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美国的三大经济区域的特点基本形成：西部的扩张和拓殖，南部奴隶制棉花种植园的畸形扩张，新英格兰的工业化。具体说来，美国的早期工业化存在着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东北部异军突起，在繁荣的农业基础上实现了工业化转变，成为美国工业的中心。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东北部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4.68%，雇工人数占全国工业雇工总数的68.91%，资本总额占全国资本总额的65.90%，已经无可匹敌地成为全国工业的中心。

美国在19世纪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农业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同时进行，西部开发与东部工业化相互促进，相互转化，为经济发展提供超级强劲的发展动力。传统的观点一直认为，由于西部扩张所引发的东部农业的萧条和航运业的衰落，才使得东北部的商业资本向工业领域转移，从而带来了东北部工业的发展。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持续的生存农业同工业化通常是相互排斥的……具有高效率农业的社会中，可以看到特别有力的工业化过程。”而在东部工业化的过程中，农业不仅没有衰落，而且“在1790到1860年间依然繁荣”。繁荣的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需求和基础，从而引起经济结构的变迁。

康涅狄格可以说是东北部在繁荣的农业基础上向工业化转化的一个典型。毫无疑问，中西部的垦殖从东部吸引了大量的移民。但是，东部并未因此而出现农业的大面积衰退，这里的农业人口仍然在增加，年增长率2.3%。从1790到1820年，康涅狄格向外移民的人数等于全州的人口总数，即23.8万人，而且除了农民外，其他职业的人口也有流失。但大量外来移民的加入和本地人口的自然增长维持了本州人口的稳定，而且农业生产率有所提高，这里的牧草产量增加了20%，达到每个农场平均8吨。东部的农场是全国最为富裕的，“不仅没有成为等待工业化的农业落后地区，相反，康涅狄格在1790到1820年间建立了一个繁荣的农业经济”。

繁荣的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了两方面的便利：一是农产品加工工业的发展；二是为工业品的销售提供了广阔的需求市场。自殖民地时期起，由于交通不便，运费高昂，离市场略远的农村就把农产品就地深加工以后再运往市场：

农民们把小麦磨成面粉，谷物变成威士忌，苹果变成果酒，牛和猪变成腌肉，奶变成奶油和奶酪。而且随着城镇市场需求的扩张，他们逐渐从种植谷物转向高经济价值的作物如干草（Hay）、水果和蔬菜等。

富裕的农村经济为工业品的交换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需求市场。从1793到1807年，英国30%的纺织品输往了北美，价值增长了6倍，平均每年增长14%。“从1820到1860年，对制造业品的主要需求市场仍然是乡村。”美国独立战争、欧洲的拿破仑战争和随后英美关系的紧张及战争导致了对外贸易的紧缩，而国内市场的需求却不断扩大，这促使原来从事航运和贸易的资本纷纷向制造业转移。以新英格兰为代表的东北部地区敏锐地抓住了机会，纷纷转向制造业。除了前面提到的棉纺织业外，其他各种工业也纷纷发展起来。根据考克斯（Tench Coxe）1790年所发表的《美国概览》（A View of the U.S.），在宾夕法尼亚的兰卡斯特县(Lancaster），在1786年的700个家庭里，居然有234家从事某种制造业，它们包括14家制帽工，36家鞋匠，4家制革匠，17家马鞍匠，25家裁缝，25家棉、毛、麻纺织匠，3家织袜工，25家黑白铁匠，6家造车匠，11家铜匠，6家钟表匠，6家制烟工，4家染坊，7家制枪匠，5家搓绳工，4家罐头工等等。到1840年，在新英格兰南部的479个村镇之中，除了50个之外，其他村镇至少有一项专门的制造业。1860年，纽约和费城的制造业产值分别是1.59亿美元和1.36亿美元，占全国的15%。纽约主要的制造业是制衣、炼糖、制鞋、食品、家具、机械和蒸汽机、报纸印刷等。其产品主要是供应日益扩大的当地和本地区的市场。而随着交通运输的改善和西部的开发，东北部制造业的覆盖范围也扩大到西部。而“中西部的人们也追随东部的模式，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建立起强有力的经济增长机制”。总之，到1860年，东北部已经完成了从农业向工业的演化，成了全国的经济中心。

第二，美国的工业化越来越呈现“自发展”的特征。19世界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特征是通过系统开发本国资源，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成为工业产品的主要消化市场，外贸和外资所占比例都较小。本书将在第六章对市场和外资对美国工业化的影响进行详细探讨，故此处从略。

第三，美国早期工业化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主要是通过生产要素的增加而取得的。“美国工业化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它在发生的过程中具备异常丰富的自然资源。”美国工业革命与英国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在工业革命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的快速增加。1790-1860年，美国领土面积从86.47万平方英里增加到296.96万平方英里，增加2.4倍；人口从的392.9万增加到3151.3万；资本总额共增长了16倍。美国制造业的增长不仅速度快，而且基础广泛，许多后来著名的工业部门都是在这个时期奠基的，如以麦考密克收割机为代表的农业机械制造、胜家缝纫机、标准化的先锋柯尔特手枪等。

不过，从总体上看，美国的制造业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主要是以资源开发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不高。美国在1860年以前主要有两种工业：一是原料加工，一是资本投入不太大的企业。前者如木材加工、肉类加工等；后者如棉纺织、制鞋、制衣、皮革等。1832年的麦克莱恩报告及其他资料表明了当时美国工厂的形象：“它的生产是由许多不到50名工人的小单位所进行的，所依赖的仍是传统的能源——水力、风力、畜力和人力。”虽然美国工业革命也如英国那样从纺织业中开始的，但与英国的模式并不完全一样。英国工业革命是典型的蒸汽和钢铁时代的产物，纺织工业所引发的技术变革带动了蒸汽机和冶铁工业的发展。而美国钢铁工业在工业革命开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却并不发达。虽然在殖民地时期，北美的生铁产量就达到了世界产量的15%，但在19世纪上半期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的冶铁工业一直处于比较落后的技术水平，在英国已经使用焦炭炼铁技术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后，美国仍然沿用木炭炼铁的传统工艺。

第四，美国制造业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节省人力的机器和生产方式的广泛应用。由于美国资源丰富，劳动力工资较高，所以，美国在经济发展中比英国更倾向于采用节省人力的机械和生产方式，“只要有可能，美国公司就千方百计试图用机器设备代替劳动力”。罗森伯格认为：“美国科技创新的一个显然特征是：它被指引着去尽可能地以相对较少的劳动力去开发大量的资源，或者是它以丰富的要素投入——自然资源——来代替稀缺的要素投入，即劳力（以及资本）。“1899年，美国的一位工程师说：

在美国，趋势是把所有的生产都留给机器去做。而在欧洲，其趋势是引入机器作为生产的补充，依靠熟练的手工工人完成……结果是：我们在美国发现最有技巧和天赋的人们投身到用于生产的机器的制造之中，而欧洲却是最有技巧的人们投身于产品制造本身美国在借鉴英国技术经验的基础上所做出的技术创新大都是以节省人力和浪费资源为特征的。如美国的蒸汽机，虽然埃文斯根据英国的蒸汽机很快就设计出了美国自己的高压蒸汽机，并且在汽船上获得了广泛的应用，但由于森林资源丰富，美国的蒸汽机迟迟没有改变以木头作为燃料的模式。


第三节　交通运输革命与区域关系的变迁

美国和加拿大经济现代化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两者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都伴随着交通运输的不断改善和升级。交通运输革命既是经济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同时本身也是工业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税道时期的马车制造、运河时代的汽船、铁路对钢铁和木材工业的需求、汽车时代的汽车工业，甚至如今航空时代的飞机制造等等，都在各个历史时期曾经是北美最重要的制造业。

两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交通革命表现出明显的层次性和阶段性，即：

1790年代到1820年代的收费公路时代，这是政府有意识地改善内陆交通运输的第一次真正尝试；1825-1848年以伊利运河的修建为标志的运河与汽船时代，这是北美首次真正意义上的交通变革；1850年代以后的铁路时代，直接导致了现代大公司的崛起和管理领域的革命；20世纪以后的汽车时代，这时北美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加拿大交通运输的改善是从修建运河开始的，但由于其发展略晚于美国，在交通运输的变革方面除了上述的明显的层次性外，还以学习美国、同美国竞争为特色。交通运输的变革引起了美国和加拿大区域关系的重大调整，是东北部——大湖区制造业带崛起的一个重要保证。

一　收费公路

美国独立后，落后的陆路交通状况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农民需要把剩余的农产品运到沿海市场，东部的工业家也需要把他们的制造业品运到西部的消费市场。尤其是1812年战争期间，沿海受到英国的封锁，改善内陆交通的糟糕状况逐渐成为联邦、州政府和私人企业家的共识。收费公路和国道是美国独立后第一种改善陆路交通的尝试。

收费公路兴起于18世纪90年代。第一条成功的收费公路是1791-1794年修建完成的兰卡斯特公路，连接了第一大城市费城和宾夕法尼亚内地较为富庶的兰卡斯特县。它全长62英里，以石头做路基铺成，是当时美国公路建设和管理的典范。以兰卡斯特公路的修建为发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期，在新英格兰和中西部兴起了广泛的公路建设运动。其中1790-1814年是建立税道的高峰，20年代后就缓慢下来，到30年代中期，这场运动基本上过去了。

经过一代人的努力，美国修建了几千英里的税道，其中东北部堪称这方面的典范。纽约州的公路建设始于1800年，到1821年，本州就已经完成了4000英里的收费公路。连接纽约市和哈得逊河边诸城镇的公路向西一直延伸到德拉华河上游的河谷地区。阿尔巴尼有三条公路向西伸入纽约州西部富裕的农村地区，向北到达尚普兰湖一带，向东到达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也不甘示弱，到1832年，本州共建成公路2400英里，两条石头铺设的公路从哈瑞斯堡到匹兹堡纵贯南北，另外两条公路连接费城和纽约市，另一条从费城斜着伸向纽约州西部地区。马里兰的公路以巴尔的摩为中心向西、向北发散，同其他各州的公路网连接在一起。新泽西也完成了550英里的公路建设。随着收费公路一同兴起的还有收费桥梁的建设。收费桥梁解决了公路穿越河流的难题，对于交通状况的改善也大有裨益。

除了收费公路的建设外，陆路交通改善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国道的修建。由于受到了地方利益纷争和政治问题的干扰，虽然有众多公路法案被引入国会，但大多胎死腹中。联邦政府所完成的最著名的国道工程是坎伯兰大道的建设。它于1806年由国会授权修建，经历了13年的时间才从马里兰的坎伯兰修到了弗吉尼亚的威灵（Wheeling），1833年到达俄亥俄的哥伦布城，1850年最终到达了伊利诺伊中部的范德利亚（Vandalia）。该公路在进入汽车时代后，被改建成为美国第40号高速公路。虽然联邦政府对各地公路建设的经济支持有限，但它的确在一个方面“为道路建设提供了重要而持续的帮助，那就是为这些项目提供工程技术支持”。西点军校的工程师不仅为公路和桥梁的建设提供监理服务，还帮助设计图纸、疏浚港口和进行地形测绘。

通过这场规模浩大的公路建设运动，美国的陆路交通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到1820年，东部稠密的收费公路网把所有主要的地区级和次地区级大城市都连接在了一起，并且把它们与内陆地区的聚居区也连接到了一起”。收费公路和国道的建设首先是便利了东部各城市之间以及东西部之间的人员交流。19世纪初期是美国老西部开发的关键时期，在收费公路和国道上奔驰的康斯托加大马车把一批又一批的移民从东部送到了西部。坎伯兰大道成为了移民跨越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部迁移的一条重要通道。其次，收费公路为东部各州较为富裕的西部诸县与中心城市之间的短途货物运输提供了一条便捷、经济的渠道。据研究，收费公路提高了货物陆路运输能力，运输的成本大约下降了50%。

不过，税道远远没有达到彻底改善美国内陆交通的目的，它本身收益率很低，大概在2%-3%之间。即便是新英格兰地区，在230条收费公路中，也仅有5-6条公路的回报差强人意，大部分收费公路的收益率远远低于5%-6%的政府债券。因而，很多公司很快就破产，许多公路被废弃。在短途运输中，收费公路还有些竞争力，但对于长途运输和体积较大而价值较小的货物，收费公路运输的成本依然很高。比如用收费公路运输面粉只能运送不到150英里的距离，再远就失去经济意义了。西部仍然无法把自己所生产的剩余农产品通过收费公路运送到东部，南下密西西比河的水路运输依然是最经济的选择，“税道没有为笨重物品提供低廉的交通”。这个任务落到了以运河为代表的水路运输上。

二　运河与汽船时代的到来

交通运输的不便严重制约着北美经济的发展，甚至到1818年，美国一些地区的商业化农业种植还必须在靠近可通航河道5英里以内的范围里进行。华盛顿和富兰克林都曾经对河道改造寄予厚望。但是，巨额的投资和浩大的工程计划令美国人望而却步。然而，英国人运河成功的经验又的确令美国人羡慕不已。眼红的美国人自然也跃跃欲试，1817年，在纽约州州长德威特·克林顿（Dewitt Clinton）的积极推动下，伊利运河计划正式启动。它连接阿尔巴尼和布法罗，沟通了大湖和大西洋水系。伊利运河的开凿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还没竣工，纽约的收益就已经超过100万美元。1826-1835年的年度收益相当于开凿成本的8%。

伊利运河的成功给北美各地以极大的鼓舞，同时也引起了各州关于如何应对伊利运河所带来的挑战的激烈争论。为了同纽约争夺西部货物的运输权，1826年，宾夕法尼亚通过了修建干线运河（mainline）的法案，这是一条394英里长的运河与铁路混合线，连接费城和匹兹堡，1834年建成。马萨诸塞原想修建阿尔巴尼——波士顿运河，达不成一致意见，遂建波士顿——沃塞斯特铁路，1841年通到了阿尔巴尼。西部诸州则围绕着如何沟通大湖水系与密西西比水系展开运河开凿计划：俄亥俄州1833年建成伊利——俄亥俄运河，连接克利夫兰和俄亥俄河边的朴次茅斯（Portsmouth）；1845年完成迈阿密——伊利运河，把伊利湖边的托莱多与俄亥俄河边的辛辛那提连接在一起。印第安纳则建立沃巴什——伊利运河，把伊利湖边的托莱多和俄亥俄河边的埃文斯威尔（Evansvill）连接在一起，沟通了大湖与俄亥俄河。伊利诺伊也不示弱，修建伊利诺伊——密歇根运河，用一条水路把伊利诺伊河与密歇根湖边的芝加哥连在了一起。在1815-1860年这场大规模的运河开凿运动中，美国共修建完成了30多条运河，投入资本1.88亿美元。

伊利运河的开通对加拿大的圣劳伦斯——五大湖水道形成了尖锐的挑战。一向以美国的发展成就为自己效仿目标的加拿大自然不甘示弱，为了应对伊利运河所带来的挑战，吸引美国中西部的谷物运输业务，同时也是为了加拿大的战略防御，从1825年到1848年，加拿大和英国投入巨资，围绕着圣劳伦斯河的河道改造工程，修建了一系列的运河。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连接金斯敦和渥太华之间的里多运河，改善圣劳伦斯河在蒙特利尔岛南面的险滩的拉钦运河，为了避开尼亚加拉大瀑布而从尼亚加拉河的支流韦兰河连接安大略湖的韦兰运河、康沃尔运河、威廉斯堡运河等等。总之，“到1848年，加拿大拥有了一条一流的运河系统，从而使得圣劳伦斯——大湖水道确实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内陆水运系统”。

与运河相伴而来的水上运输革命是汽船的广泛应用。美国人富尔顿发明的汽船在1807年完成了从纽约至阿尔巴尼的历史性航行，开启了人类水上交通的新时代。“汽船是美国对现代科技的第一个重要贡献。”富尔顿与其合伙人利文斯顿取得了在纽约州内汽船航行的垄断权，但他们试图垄断密西西比河的航行权的尝试却遇到了亨利·施里弗（Henry Shreve）的挑战，后者改进了富尔顿汽船的设计，将尖底变平底，使之更适于西部河道。汽船比原来西部通用的方头船（flatboat）无论从航速和载货量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越。汽船的迅猛发展，将美国推入了蒸汽交通的新时代。

这场大规模的运河开凿运动以及汽船的广泛应用使得北美的水路交通状况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通过伊利运河以及圣劳伦斯水道的疏通，以伊利湖为代表的大湖水系与大西洋水系真正实现了水路连接；而以伊利——俄亥俄运河、迈阿密——伊利运河、沃巴什——伊利运河、伊利诺伊——密歇根运河为代表的多条干线运河又紧密地把大湖水系与密西西比水系连接在一起，从而实现了北美三大水系的水路畅通。

交通改善的直接结果是为笨重物品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运输通道，并且大大减少了运输费用和运输时间。伊利运河开通以前，阿尔巴尼到布法罗的通行时间大约需要20天，运输费用大约100美元/吨；而在伊利运河开通后，运输时间减为6天，运输费用降为10元/吨。1817年，从布法罗到纽约的运输费用是19.12美分/吨英里，到1858-1860年，仅有0.81美分/吨英里。运河所开通地区的运费平均从原来的15美分/吨英里降到了2.3美分/吨英里。另外，交通运输的改善，还加快了西部从自给农业向商业农业转化的步伐：“多年来，运河的主要效果，是它在所通过的区县所引发的农业剩余。”

不过，一哄而上的运河开凿运动虽然大大改善了北美的水路交通状况，但除了伊利运河等少数运河外，多数运河回报率很低。马里兰的切萨皮克——俄亥俄运河耗资超过1000万美元，每英里5.5万元，每年仅支付利息就达60万美元，而其1850-1860年的平均收入才139626美元。另外，运河所开通的主要是东部的内部贸易，而不是跨区间的贸易。1840-1844年，通过伊利运河与宾夕法尼亚州的运河运往中西部的货物每年平均5万吨（其中3.1万吨经伊利运河，1.9万吨经后者），如果考虑到1818-1824年每年货车经宾夕法尼亚的公路运往匹兹堡的货物就有3万吨的话，上述货运量并不算多。因此，“地区内部，而不是地区间的贸易才是国内经济更大的专业化的最初动力”。就在运河热火朝天的开凿高潮期间，一种更加高效、便捷的运输方式对于前者的生存带来的致命的挑战——铁路的修建和发展——彻底把北美的交通运输带入了现代时期。

三　铁路与北美交通的现代化

铁路同样不是美国人的发明，但却是在北美发展最为强劲的一种交通方式，“英国在铁路方面是开拓者和主要创新者，而美国是跟随者”。为了应对伊利运河的开通所带来的挑战，1828年，马里兰通过法案修建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连接东西。最初是用马拉的只有14英里的短途铁路，不过很快就更换为蒸汽机车，并且在1853年到达西弗吉尼亚州位于俄亥俄河边上的惠林，成为连接东西地区的一条重要通道。马萨诸塞则建立波士顿——沃塞斯特铁路，1841年通到了阿尔巴尼。南卡罗来纳在1833年完成了从查尔斯顿通到汉堡（Hamburg）的铁路，全长136英里。这是当时美国第一条采用蒸汽机车牵引的铁路，也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到1853年，已经有4条主要铁路连接东西：纽约中央铁路、伊利铁路、宾夕法尼亚铁路和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与此同时，西部地区在19世纪50年代后来居上，进入铁路修建的高潮：在这10年中，西部诸州共修建铁路1万英里，芝加哥从30年代的一个只有500人的小村庄发展成为总长度超过4000英里的10条铁路的交汇点。

内战以后，美国的铁路铺设进入大规模的扩张阶段，这个时期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横贯大陆铁路的铺设。内战以前，美国铁路主要集中在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1862年，林肯政府通过了《太平洋铁路法案》，授权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修建从奥马哈到萨克拉门托的横贯大陆铁路。这条铁路到1869年全线贯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美国又修通了多条横贯大陆铁路：1883年，北太平洋铁路从双子城通到了华盛顿州的托克马（Tacoma）；几年后，圣菲铁路和南太平洋铁路又把新奥尔良和芝加哥同太平洋连接在了一起。最后一条横贯大陆铁路是铁路巨头詹姆斯·希尔于1893年所完成的从圣保罗到西雅图的大北方铁路。从1865到1914年，美国铁路里程每年增长4.3%，达到28.9万英里。到1906年，32家资产过亿的铁路公司所运营的铁路里程达到178328英里，占全国总里程（222340英里）的80%。1859年，美国全国的铁路运输量为：货运26亿吨英里，客运19亿人次——英里；1910年，上述数字分别增加到2550亿吨英里和325亿人次——英里。

美国连接东西的多条线路对蒙特利尔的地位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为了对抗美国的威胁，同时也是为了吸引美国中西部地区的贸易，加拿大在19世纪50年代修建了著名的大干线铁路，它西起休伦湖边的萨尼亚，与圣劳伦斯航道平行到魁北克，全长2000多英里，是当时全世界最长的铁路。然而，大干线铁路并未带来加拿大人所期望的如美国铁路那般的繁荣景象，而是债台高筑，运量不足。

加拿大在19世纪后半期所开展的最大的铁路修建计划就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工程。为了应对美国铁路对加拿大的挑战，也是为了实现联邦总理约翰·麦克唐纳建立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的“国家政策”的梦想，联邦政府授权修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根据1880年通过的太平洋铁路法案：联邦政府为铁路赠款2500万加元（1949年以前美元与加元等值），以前联邦为修建这条铁路所完成的线路全部转给后者；授予铁路公司2500万英亩“最宜于定居”的土地；铁路建设所需工程材料免税；铁路盈利率达到10%以前，运费不受联邦控制；加拿大铁路干线与美国边界之间20年内不得再修建其他铁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在1885年11月9日全线贯通，从蒙特利尔到太平洋岸边的穆迪港（一年后向西延伸12英里达到温哥华），全长2830英里，这是一个只有400万人的国家所完成的最伟大的工程。

在1896年加拿大西部进入开发高潮以后，加拿大铁路修建也进入大规模的扩张阶段。1871-1926年，共增加铁路里程51584英里，其中3.6万英里是在1900年以后修建的。因此，“铁路时代在加拿大很明显是20世纪后的现象，不像美国，到1890年代早期，它的主要建筑阶段就已经过去了”。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在20世纪初又乐观地授权修建另外两条横贯大陆铁路——加拿大北方铁路和大干线太平洋铁路。结果，修建工程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陷于停顿，最后，联邦政府不得不接下了这个烂摊子，改建为加拿大国家铁路。

19世纪到20世纪初大规模的铁路建设运动是北美经济发展中最为耀眼的事件之一。大规模的铁路建设，首先提供了一条高效、便捷的运输通道。“铁路最根本的优点倒不在于载客或运送邮件的速度，而是它能为托运者提供一种可靠而时间准确的、全天候的货物运输。”自1886年5月31日夜起，宽轨公司一律改成标准规距4英尺81/2英寸；1883年11月18日，改用标准时间。1852年，船运是铁路运量的6倍；而到1890年，铁路是船舶运量的5倍。铁路运费从1867年的1.925美分/吨英里下降到1895年的0.839美分/吨英里。其次，铁路是19世纪北美经济发展的重要拉动力量，推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和现代化。“19世纪标志着交通对美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制高点。”（1）对钢铁工业的贡献。铁路对钢铁工业的拉动作用在罗斯托所谓的起飞阶段并不明显，但在内战以后日益突出。“1850年以后，铁路对于炼铁工业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就如同上个时代汽船的作用一样。“1882年，美国生产了146.1万吨钢轨，占当年轧钢产量的75%。（2）铁路的兴起带动了现代股票交易和证券市场的专业化。“19世纪50年代，修建铁路需要的大笔资金导致专业化的投资银行公司在美国的兴起，以及美国金融市场在华尔街的集中和机构化。”发行股票和债券成为铁路资本筹集的主要方式，纽约逐渐成为全国铁路资本筹集的金融中心。“铁路股票的大量发行将纽约股票市场的买卖和投机生意带入了现代的模式。”（3）铁路交通和随之而起的通讯业变革还带来了美国商品销售尤其是农产品销售的革命。传统上，美国商品交易存在着批发、雇佣销售代理和拍卖等形式。而运输和通讯（尤其是铁路和电报）的改善，在谷物交易中开创了新的交易方式和机构。1850年纽约谷物交易所成立；1854年圣路易和费城也建立了谷物交易所。谷物交易所逐渐成为谷物交易的主要场所，而期货合同也代替了原来的寄售合同。1860年，纽约议会盛赞期货合同：“现在是以期贷代替信贷。现在是以实际正确的商业现实经营取代了旧式制度缓慢和不确定的经营。这是一个伟大的变革，它将永不回头。”（4）铁路本身就是美国首先出现的现代大型企业，它不仅带动了建筑业的现代化，还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先锋，我们将在后面对铁路在企业管理方面的贡献进行探讨。

总之，铁路对于北美的影响，正如切斯特·怀特（Chester Wright）所说的那样：“没有多少东西在改变这个国家的经济组织方面比铁路做得更多，它的革命性效果怎么赞扬都不过分。”它“对工业化的作用比其他任何因素都大”。进入20世纪后，随着汽车工业和航空工业的发展，北美的铁路交通又受到汽车和飞机工业的挑战，进入了高速路面交通和空中交通的新时代，汽车和飞机制造成为20世纪最为闪亮的工业。

四　交通运输革命带来区域关系的重组

19世纪美国和加拿大交通运输的不断变革和改善既是两国经济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发展也不断扩大着两国的国内市场，导致了区域关系的重组。

在交通变革发生以前，北美西部处于一片原始状态，地区之间联系困难，国内市场狭小，主要局限于纽约、费城、波士顿等大西洋岸边地区，南部主要是外向型的同欧洲联系密切的大宗产品出口，东西之间跨越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交通异常困难。甚至到19世纪初期，北方著名的政治家本顿仍然认为：“至于西部的物产运过阿勒根尼山，这本身就是荒谬、愚蠢的念头，没有任何铁路或运河办得到这一点，即使是免费运送！”而且东北部地区在最初对于西部移民持保留意见，认为人口的西迁会吸走本地区的居民，妨碍自己的工业化。相反，南部种植园经济存在的基础就是扩张，由于粗放的耕作模式，种植园经济需要新的土地来满足自身不断扩张的的需要。因此，在19世纪初期，南部是积极主张向西部扩张的力量。在伊利运河开通前，新英格兰与西北地区之间无法实现直接的水路运输，而陆路运输的运费高昂，运输时间漫长，笨重产品只能顺密西西比河而下，转运新奥尔良出口。“在1840年代以前，西部既不是东北部食物的主要供应者，也不是东北部制造业品的主要消费者。”因而，西部一直是南部的宠儿。在交通运输发生实质性改变以前，美国区域经济明显地分为三部分：工商制造业的东北部，主要依靠欧洲市场的种植园的南部，交通不便而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靠自给农业的西部。三地之间由于交通联系不便，再加上南北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矛盾，相互之间的贸易很少。

加拿大的情况也不乐观，虽然有着深入大湖区的圣劳伦斯河道，但在联邦建立以前，各殖民地之间贸易很少，主要同英美进行，唯一像样的贸易就是中部的面粉兑换沿海省的煤炭。1851-1860年，殖民地间贸易仅占其贸易总额的6%。而1864年所建立的太平洋岸边的不列颠哥伦比亚殖民地更同东部相隔千山万水，基本上没有任何联系。由此可见，在交通运输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以前，美国和加拿大统一的国内市场还远远没有形成，东西之间的联系还非常脆弱。

19世纪初开始的交通变革，带来了加拿大和美国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区域关系的变化。“通过各种交通改进所导致的地理优势带来了明显的地区重组。”首先，是运河与汽船的应用改变了传统的运输格局，引起了西部经济的重新定向。以伊利运河为代表的多条运输路线的开通，为大湖地区与大西洋地区提供了一条便捷的运输通道，使得“原先从南部流向新奥尔良的农产品逐渐转而向北流向纽约了”。随着东北部与西北地区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经新奥尔良转口的西部货物所占比例逐渐减少，甚至到1849-1860年，南下的绝对货运量也开始减少，俄亥俄谷地所生产的产品被巴尔的摩——费城铁路运走。“在1850年代，贸易从老人河向大西洋的重新定向非常明显。”在30年代以前，西部同南部贸易额一直大于同东北部的贸易额；而1839年，西部同东北与南部的贸易额分别是710万美元和550万美元；到1860年，上述差别进一步扩大为10760万美元对3640万美元。

铁路的修建更是加快了西部经济重新定向的步伐。伊利铁路、宾夕法尼亚铁路、纽约中央铁路、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4条铁路干线把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紧紧地与东部连在了一起，为老西部的货物和人员的东西向流动真正提供了一条高效、便捷的通道。“良好的运输设施正在使西部人割断同南部的传统联系，在东西部之间建立起商业联盟。”另外，“沿大湖交通的发展［还］逐渐扩大了本地区对东部市场的补充作用，而且在1840年以后，贸易重新定向的速度加快了。”

其次，就在老西部与东北部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之际，西部同南部之间的政治分歧也越来越大。自美国建国以来，南北之间围绕着奴隶制问题矛盾日益尖锐。虽然西部各州在最初都对奴隶主有些退让，但奴隶制与西部这片自由之土从本质上是冲突的，因为在政治上西部越来越支持东北部的自由主义主张。尤其是1854年关于宅地法的首次争论以及随后自由土壤党的兴起使得西部彻底与南部分道扬镳。到19世纪50年代，随着交通的改善和政治的重新分野，西部已经紧紧地同东部联系在了一起，而且，老西部繁荣的农业逐步支持本地向着工业化的方向前进。

再次，横贯大陆铁路的修建“结束了西部孤立的封闭状态，将西部有机地纳入全国经济发展的统一轨道，促进了全国市场的形成”。在横贯大陆铁路开通以前，落基山地区的远西部地区与东部之间的联系非常不便。内战以后，大西部的开发，通过铁路为东部的工业发展输送矿产品、野牛皮、野牛骨、牛、小麦、玉米等工业原料，而东部所生产的农具、生产用品、木制品等制造业品则输往西部，这里日益成为东部工业品的销售市场。一个日益扩大的全国统一市场为19世纪后期美国的崛起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修建是麦克唐纳保守党政府所推行的国家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加拿大统一国内市场的建立做出了贡献。国家政策在西部的目标是实现本地区的加拿大化，它不仅指政治上排除美国的影响，在西部建立联邦中央的有效统治，而且经济上也同东部连为一体，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很好地完成了联邦政府所推行的西部加拿大化的目标，不仅在平定里埃尔事件中捍卫了联邦的统一，而且还同美国铁路展开坚决的斗争，把大草原同东部加拿大紧密连接在了一起。1897年，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又通过修筑鸦巢山口铁路，把原来美国势力所控制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东南地区同苏必利尔湖以西的地区紧紧地连接在了一起。

总之，逐步升级的交通运输革命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北美的交通状况，为经济的崛起准备了条件，而且本身也是美加经济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日益完善的交通系统又推动了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和区域关系的重新组合，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个以大湖和东北部为经济中心、其他地区为边缘的中心——边缘格局已经形成。


第四节　经济结构的变迁与新英格兰——大湖区制造业带的崛起

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期，美国和加拿大的经济在此前发展的基础上仍然强劲增长。而“美国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特征以及美国强大经济实力的基本决定因素是制造业的强劲发展，这一发展使美国成为世界工业的领头羊”。1839-1879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速度是4.3%，高于除阿根廷之外的所有国家。从1774年到1909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49亿美元（1860年价格）增长到259.68亿美元，增长175倍，年增长率约为3.9%。即便从1859年算起，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增长了差不多6倍（185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42.26亿美元）。与此相伴而来的是美国经济地位的变化：1774年，英国经济总产值是美国的2.7倍；而到1913年，英国只有美国产值的0.41倍，后者比英、法、德三国的经济总和还要多。制造业所取得的成就尤为惊人：工业品增加产值1859年为8.6亿美元；1899年为62.9亿美元。根据埃德温·弗里奇（Edwin Frickey）的研究，如果1899年美国制造业的产值是100%的话，那1860年的产值是16%，1914年是203%。制造业的崛起带动了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从1859到1899年，它占全国商品生产总值的比例从32%增加到53%；虽然农业生产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它在全国商品生产中的比例从1859年的56%下降到了1899年的33%，美国实现了工业化。

加拿大也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从1820到1913年，其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是3.8%，仅次于阿根廷和美国（它们分别是6.0%和4.1%）。1851年，加拿大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69亿加元；1900年，增长到10.57亿加元，排除价格上涨因素，增长4.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3.17%。1851年，加拿大制造业产值为3100万元，1900年增长到2.23亿加元，增加了6倍，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从18.3%上升到21%。

伴随着美国和加拿大的工业化，以新英格兰——大湖区为中心的北美经济中心逐渐成型，成为与西欧并驾齐驱的世界级经济中心，北美实现了从边缘到中心的变化。

一　美国制造业的崛起与特点

1.齐头并进的制造业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美国制造业在19世纪初期奠定的基础上持续增长，从而使得美国一跃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头羊。首先是第二次科技革命带动了钢铁、石油、电力、机械制造等部门的快速发展。“1840年和1860年制造业显示的最重要区别不是产值的快速增长，而是制造业向新兴工业部门的传播。”

19世纪中期以前，美国的冶铁技术一直很落后。英国18世纪末在炼铁中就使用焦炭，而美国直到19世纪中期才使用，直到1847年，宾夕法尼亚所生产的3/4的铣铁仍然是用传统方法取得的。学者们对于美国钢铁工业技术落后的原因存在着多种解释。科学技术的改进为美国钢铁工业的发展扫清了障碍。贝西默转炉炼钢法以及马丁平炉炼钢法的发明、应用和不断改进带来了美国钢铁工业的崛起。美国的钢铁产量在内战以后有了长足的进步。从1871到1880年，钢产量从10万吨攀升到120万吨，1900年又猛增到1000万吨。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后期钢铁工业的扩展是通过规模的扩大而不是厂家数量的增加而实现的。“1870年，美国钢铁厂的数量是808家，雇员7.8万人，年产量320万吨，资本投入1.21亿美元；1900年，钢铁厂669家，雇员27.2万人，年产量2950万吨，投资5.9亿美元。

美国钢铁工业的崛起是与卡内基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来自苏格兰的卡内基，于1873年在匹兹堡附近修建了新型的埃德加·汤姆森炼钢厂，并采用了贝西默转炉炼钢法。工厂于1875年投产。由于高效的管理和不断的技术更新，卡内基的企业迅速扩大：起初投资70万美元，5年内就实现了翻番，接下来了的3年里再次翻番。通过横向和纵向兼并，到1900年，卡内基钢铁厂的资产已经达到3亿美元，年产量300万吨，它在1901年所产的钢比英国全年的产量还多。卡内基和梅隆的钢铁公司都被摩根财团吃掉，1901年建立美国钢铁公司，它包括700家企业，资产13.7亿美元，是第一家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控制钢铁产量的65%。

钢铁产量的增加伴随着价格的下降，从而使得钢铁代替木石成为最主要的建筑材料。1873年，每吨钢的售价为100美元。贝西默炼钢法使得钢材的成本急剧下降，当卡内基的汤姆森工厂1875年投产时，钢轨的成本就已经降到了50美元/吨；1890年代后期进一步降到12美元/吨。铁路无疑仍然是钢铁消费的大户，“所有酸性转炉工厂都和铁路公司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钢由于良好的韧性和强度而逐渐代替铁成为主要的型材。1879年，纽约的布鲁克林大桥完全用钢构架建造，芝加哥20层的大楼使用了4000吨的钢梁。钢铁工业还带动了机械制造工业的发展。1860年，机器制造工业还仅仅是美国的第7大工业部门，年增加值3300万元，雇工4.1万人；而到1910年，机器制造一跃成为美国增加值最大的工业部门，年新增产值6.9亿美元，雇工53万人。另外，进入20世纪以后，汽车制造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机械制造工业。“这一产业将钢铁工业、玻璃工业、橡胶工业以及石油工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汽车工业是这些产业的核心，也是20世纪经济的核心。”

能源工业是19世纪美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领域。“廉价的能源是现代美国大规模企业兴起的基础。”首先是煤炭工业的发展。随着交通运输的改善，煤炭的运输成本下降，宾夕法尼亚的无烟煤随着斯库尔基尔、利哈伊流域和特拉华及哈得逊运河的运行，从1825年的几乎空白增长到1837年103.9万吨，价格从每吨10元降到3元。煤很快代替水力而成为美国工业的重要动力来源。到1900年，煤炭能源占到了71.4%，木材燃料所提供的能源降为21%。1900年，美国煤炭的产量从30年前的442.9万吨升到2.69684亿吨；1920年达到6.58265亿吨；后来随着石油和天然气所占能源份额的扩大，煤炭产量开始下降，1940年降到了4.19834亿吨。

煤炭的广泛应用引起美国工业地理的重新分布。在改用蒸汽动力以前，美国工业的动力来源主要靠水力。新英格兰的工业大多座落在能够得到水力供应的溪流旁，受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大。而以煤为原料的蒸汽动力的广泛应用，使各个工业部门摆脱了上述自然限制，它一方面促进了工厂制的推广，另一方面也使得各个工厂逐渐向能够得到廉价煤炭供应的大城市或中西部的煤炭产区聚集，从而大大影响了城市的发展和中西部的工业化过程。内战后，煤炭消耗的大户一个是铁路，另一个则是钢铁冶炼。中西部由于丰富的煤炭资源供应、优质的铁矿资源以及便利的交通运输系统，从而逐渐成为美国钢铁生产的聚集地。

石油工业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美国兴起的另一个重要的能源部门，1859年，在宾夕法尼亚的泰特斯维尔（Titusville）谷地，德雷克打出了第一口油井，从而引发了全球石油开发的高潮。直到70年代初期，宾夕法尼亚石油谷地的产量占全球产量的3/4.就像钢铁工业的卡内基一样，美国石油工业的巨头是约翰·洛克菲勒。1873年，他控制了克里夫兰80%的炼油能力，占当时全国提炼能力的1/3.洛克菲勒通过提高效率、科技进步和兼并，从控制炼油到运输、生产和销售，在1882年组建了美国第一个托拉斯——美孚石油托拉斯。它下辖40个子公司，1883年的利润高达1100万元，在19世纪末控制了全国炼油能力的90%以上。

而与电力相关的工业部门的发展则带来了工业和社会的革命性变化。电的大规模应用首先是发生在照明领域。早在19世纪60-70年代，城市街道上就开始用弧光灯代替煤气灯，后来爱迪生设计和改进了灯泡以及与之相关的系统，使白炽灯成为一种实用的照明工具。电力迅速应用到其他部门：家用电器逐渐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电力驱动的有轨电车、地下铁路和高架铁路彻底改变了城市里面依靠马匹的传统交通方式。电的普遍应用还引起了工业生产的巨大变革。到1929年，仅仅发电就是一个年利润为20亿美元的部门。由于电力输送需要大量的铜作为导电材料，从而刺激了炼铜工业的崛起，从1880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铜的产量从2.5万吨上升2100万吨。与此同时，电解铝也为炼铝工业的兴起提供了廉价的能源。工业生产中越来越多的电力机械的应用，带来了美国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现代的生产和生活模式逐渐成型。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美国经济的发展，除了钢铁、能源、交通运输和机器制造等重工业部门外，其他许多新兴的产业部门在19世纪后半期也发展起来。“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任何有用的东西的市场潜力都很大，新产品层出不穷。”

美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农业的繁荣和农业市场的不断扩大，因而农业机械制造和农产品加工业也成为美国制造业的一个重要部门。麦考密克收割机堪称美国农业机械制造的代表。1847年，麦考密克公司在芝加哥设立制造厂。从1850-1858年，该公司销售了7万台收割机。到1862年，全国一共有25万台收割机在使用。随着西部开发，收割机的市场越来越大，到1882年，麦考密克公司的年产量是4.6万台，收割机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农业机械制造部门。此外，随着西部种植业的发展，农产品加工工业以及其他的配套服务行业在中西部也逐渐发展起来。芝加哥逐渐成为农业机械制造、牲畜屠宰、农产品交易中心，甚至连供应西部的木制品加工也异常火爆。

其他许多值得一提的工业部门如胜家缝纫机制造、杜克烟草、钻石火柴、可口可乐、杜邦火药等许多工业部门都从无到有，从大到小，发展成为了世界著名的产业。正是由于不断的产业更新和科技进步，到20世纪初期，美国的制造业结构与半个世纪以前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机器制造代替棉纺织成为增加产值最大的制造业部门，印刷、啤酒、铁路机车、钢铁等都跻身于前十位的制造业部门。而且美国制造业的科技含量也越来越高，摆脱了原来那种简单依靠原料加工和从英国进口技术的落后局面。1939年，英国企业投入研发的费用220万英镑，政府投入295万英镑；而1937年美国企业投入的研发费用是1.75亿美元，联邦投入7200万美元。1936年，美国最大的200家企业中有116家有实验室，而英国只有36家；到1946年，美国164家，英国40家。由此可见，美国已经完全超越英国，从19世纪初期英国科研技术的借鉴者变成了世界领先的科研技术创新者。

2.公司规模的扩大和托拉斯化

美国制造业崛起过程中除了各个工业部门齐头并进、共同发展外，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托拉斯化，这一点与其他欧洲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从1880到1930年，“这50年美国经济的中心特征是大型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大企业尚未出现，当时企业规模小，资金大部分在百万美元以下。19世纪后期，铁路修建的高潮令许多铁路公司发展成为巨型运输企业。1893年，有33家铁路公司的总资产超过1亿美元，营运里程118055英里。1904年，产值超过100万美元的美国公司有1900家，占企业总数的0.9%，其雇佣工人占总数的25.6%，产值占38%。其中，美国钢铁公司、杜克烟草和美孚石油是当时最大的三家企业。

美国企业规模的扩大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内部的扩充发展而来，“公司的组织形式本身就包含了企业规模扩大的种子”。像麦考密克收割机公司、胜家缝纫机、杜克烟草、福特汽车等都主要是通过内部扩充发展而来的大型企业的典型。二是通过合并发展而来的大企业。合并一般分纵向合并与横向合并两种，“前一种方式的目的是要通过协调几个经营单位的工作以降低成本和提供生产率来增加利润。后一种方式的目的则是要通过控制每个经营单位的价格和产量来维持利润。”“从经济学角度来说，第二次工业革命成功的关键在于大生产与大量销售的结合以及用机械化生产取代沿袭了很多世纪的手工劳动。”大生产带来了市场销售的压力，而当生产商发现销售商不能胜任代理销售的任务时，遂不得不自己向前结合而插足销售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纵向合并。生产商完成向前的销售合并后，会再向后插足原料的生产和供给。杜克烟草和钻石火柴是纵向合并的典型。虽然少数企业通过纵向合并扩大了规模，然而，“对大多数制造厂商来说，应付产量上升和价格下跌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形成全国性的同业公会，缩减生产以维持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横向合并。最初通过横向合并所产生的同业公会、普尔和卡特尔，因为缺乏相应的约束权力而走向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更高级的合并形式，即托拉斯。1882年组建的美孚石油托拉斯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托拉斯。美国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出现了两股合并的高潮，从1895年到1907年，每年平均有266家公司被合并，大约1800家公司在这段时期消失了。到1904年，318家公司控制了制造业的40%。

现代化大生产带来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对市场的垄断，而政府的干预又进一步促使了托拉斯化的美国公司向控股公司的方向发展。在英美传统中，对垄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憎恶感情：19世纪末，英国国会议员爱德华·瑟洛问：“你能够期望一家公司有良心吗？它既没有可供诅咒的灵魂，也没有可以鞭挞的躯体！”在现代化大生产和历史传统的对抗中，美国联邦政府采取了干预措施，即著名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实施。但是，美国反托拉斯政策的目的并不是要用政府干预来完全取代市场运行机制，“而是着眼纠正市场失效从而维护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而在高等法院执行谢尔曼法的过程中，又谴责联盟，宽恕控股公司，从而加速了合法合并运动的来临。1889年，新泽西率先通过法律，承认控股公司合法。1895年，最高法院在E.C.奈特的案件（联邦政府诉美国制糖公司）判决中承认了新泽西控股公司的合法性。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所反对的是行业内的独断，而不是寡头垄断。因此，研究美国企业史的著名学者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认为：“如果没有谢尔曼法案和联邦法院对法律的解释，拥有和经营单功能企业的小家族公司的卡特尔很可能在美国会延续到20世纪，就像在欧洲的情况一样。”

公司结构的不断更新和完善是美国不同于欧洲各国的一个典型特征。世界上最初的公司是特许公司，是根据主权者所授予的特许状而设立的合股（或说合伙制的）公司。这种根据特许权而建立的公司，采取简单合伙制的组织形式，会随着合伙关系的解散和特许权的吊销而解体，离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公司还有相当的距离。现代公司具有三个特征：永久生命、有限责任和股份制。1811年，纽约率先制定公司法，迈出了从特许制的合伙公司向着现代公司转变的第一步。1819年，最高法院在达特默思学院诉伍德沃德的案件判决中，确立了公司的法律地位：公司被视为具有永久生命的法人。从1800到1823年，美国北部8个州的制造业主共建立了557个公司，资产7200万元。洛厄尔的沃尔瑟姆工厂是最早采取股份制集资的法人公司。马萨诸塞率先通过有限责任法，1848年纽约仿效。到1875年，大多数州都为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了法律。

与美国公司的这种完善的组织形式和庞大的规模相比，欧洲许多国家的大公司发育的程度都不高：法国盛行简单合伙制的家族制小企业，企业家缺乏冒险精神，法国商人“作为法国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变得越来越依附于某种安全感，这种心理要求超过了冒险的追求”；而英国直到1885年，在所有商业组织中，有限责任公司顶多才占5%-10%。英国公司的结构“和美国公司相比，没有得到清晰地界定和说明，公司总部和各分支机构的办公室的职责和功能……没有像美国分公司那样清楚，内部不同人员的权力和责任……也没有精确定位”。

值得一提的是，大生产在导致生产领域的企业规模扩大的同时，也带来了商品销售领域的革命。部分企业通过向前合并销售或者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来解决产品的销售问题，还有许多商品是通过其他销售渠道到达消费者手中的。在美国兴起了多种新型的销售方式。除了前文所提到的期货交易外，批发业务在19世纪也蓬勃发展，从而导致批发商逐渐代替了原来的佣金商人，全国性的批发销售网络建立起来。而就在批发业务独领风骚的同时，零售业务也逐渐成为商品销售的一种重要渠道。在19世纪美国的零售业中还出现了三种颇具特色的销售形式，即百货商店、连锁商店和邮购商店。

3.制造业带的西移

19世纪后期美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大湖区制造业带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制造业中心的不断西移。1850年，美国的制造中心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哈里斯堡，1890年向西移到了俄亥俄州中部的坎顿附近，40年内西移了225英里。在19世纪上半期，美国工业化初步发展时期，以新英格兰为代表的东北部得天时地利，率先走向工业化，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老西部仍然处于农业开发的边疆时代。甚至到1846年，伊利诺伊的一位编辑仍然声称：“西部是农业的西部，它没有制造业，也不会有任何具有些微重要性的制造业。”然而，虽然西部在19世纪初期与南部奴隶州在经济上联系很密切，但它的发展方向却与后者明显不同，南部的“资金大部分都投到了奴隶上面，而不是运河、基础设施和机器上面，因而这种结构对工业产生不了多少需求”。而西部在“开放新地区的同时伴随着对各种经济活动的大规模投资”。19世纪50年代，中西部在铁路方面的投资为3.7亿美元，占这个年代全国铁路投资的一半。19世纪30年代以后，伴随着交通运输的改善以及形势的变化，西部逐渐脱离南部，与东部建立起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盟，从而带来区域关系的大调整。而就在西部与东部联系日益加强之时，“中西部的人们也追随东部的模式，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建立起强有力的经济增长机制”。服务当地市场的加工工业和制造业逐渐萌芽。

内战以后，边疆的不断西进和第二次产业革命为大湖区制造业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工业化向中西部的推进，既是东北部工业化的延续，又伴随着以钢铁、电力技术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的高潮。”中西部地区由于具备丰富的煤炭、铁矿、交通和市场条件，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许多制造业部门的首选之地。如卡内基的钢铁公司坐落在交通便利和资源丰富的匹兹堡，洛克菲勒的炼油厂的基地是克利夫兰；麦考密克收割机和格里登的铁丝围栏厂设在芝加哥，而福特公司的汽车制造则设在底特律的高地工业园。正是由于上述各种工业的发展，中西部在全国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到1919年，中西部占全国制造业增加值的份额达到34%。中西部和东北部制造业雇工的份额占全国的84.2%。而仅仅汽车工业的发展，就使得中西部制造业的雇工比例从1899年的24.3%上升到1929年的30.5%。随着制造业的西移，芝加哥从一片泥泞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铁路枢纽、农机制造中心、“制造品的分配中心和小麦、肉类及其他农产品的转运中心”。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制造业的发展，这一地区已具有新的美国经济中心的特征，而不再是边缘地带的特征。“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南部的工业化和远西部的崛起，美国制造业的中心继续向西南方向移动，"20世纪总体的趋势是从东北部和中西部向南部和西部转移”。

二　加拿大的工业化

加拿大的发展大约晚于美国一代人的时间，当美国在19世纪上半期已经步入工业化的轨道时，加拿大的中心地区仍然处于边疆扩张和拓殖的高潮之中。伴随着边疆的拓殖和人口的增加，服务于地方市场的原料加工工业和小规模的制造业在加拿大逐渐发展起来。加拿大的酿酒业很早就有，到1850年仅蒙特利尔的酿酒厂每年的销售额就有75万英镑。到1830年代，蒙特利尔大约有500家企业，但劳工只有1300人，表明规模都很小。当时最主要的制造业是面粉加工、木材加工和造船，它们的产值占当时加拿大工业总产值的一半。40年代，加拿大出现了农机具制造的小工厂。到50年代后期，加拿大也能制造蒸汽机了。

不过总体来说，在1850年，加拿大的“制造业是小规模的，着眼于服务就近市场，大部分的厂子所从事的是消费品生产或维修，蒸汽动力还很少采用”。另外，加拿大在纺织方面也很落后，棉纺和毛纺的规模都很小，1844年的谢尔布鲁克（Sherbrook）本来想成为纺织城，却一直没有成功。当时产业革命的两个拳头产业：钢铁和纺织，加拿大都没有。

从1850年到20世纪上半期，加拿大制造业的发展明显地分为3个时期：1850-1870年的迅速发展时期；1873-1895年的缓慢增长时期；1896年以后的快速增长时期。1850-1870年是加拿大制造业发展的第一个快速发展阶段，这段时间加拿大的国民生产净产值的年增长率是3.38%。在这段时期，加拿大的纺织工业发展起来，另外钢铁、车辆、农机具制造也初具规模。其中农业机械和奶酪加工业在这段时间里特别引人注目。收割机在19世纪40年代末在加拿大大量出现，到60年代就已经把美国收割机赶出了本国市场。收割机的销售额也从1861年的41.3万加元，上升到1871年的268.5万加元，厂子从46家增加到252家。奶酪制作是随着加拿大农业的发展而崛起的新工业。到1867年已经有235家奶酪工厂，1871年出口830万磅，1891年增加到1.062亿磅。与此同时，面粉加工、造船、木制品的比例则降到了不足1/3.到1870年，加拿大制造业产值达到2.22亿加元。

从1873到1896年，加拿大工业的发展远远低于人们的期望，这个时代的发展速度比以前和以后的时代都要慢。不过，与半个世纪以前相比，工厂规模仍然在扩大，产值也在增加：1900年，有430家工厂的产值超过20万加元，其产值达到2.12亿加元，占制造业总值的36%。“1851年，制造业主要局限于自然产品的初级加工，尤其是将谷物（Grain）加工成面粉；但到1900年，加拿大的工业就相当的多样化了，相当一部分行业所从事的是包括像铸铁和钢产品这样的高级制造工业了。”著名经济学家麦肯尼思认为：“罗斯托和其他学者认为，加拿大的经济在1890年以前没有进步，而且向现代经济的转变在此以前也还没有发生，这一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加拿大经济在19世纪主要是一部成功和收获的历史。”

虽然有上述成绩，但从另一方面看，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依然是：到1900年，加拿大仍然算不上工业国，没有像样的钢铁工业，化工工业也处于初级阶段。1890年，7.6万家制造厂中只有1.4万家雇人在5个以上。

20世纪上半期，随着一系列新资源的开发和国际市场上新一轮发展高潮的到来，加拿大逐步实现了工业化。1896年，随着国际市场上小麦价格的上扬和美国边疆的关闭，加拿大西部成为了最好的、最后的边疆，迎来了西部开发的高潮。小麦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加拿大其他行业的进步。1896-1914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而接下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加拿大的工业化提供了两个重要的发展契机。丰富的资源和战争的巨大需求为20世纪上半期加拿大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机会。首先是钢铁工业发展起来，加拿大生铁的产量从1896-1898年的10.5万吨增长到1913年的100万吨；钢从1900年的区区2.4万吨增长到1919年的2250万吨。从1929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加拿大的钢产量又提高了120%。由于能够得到廉价的水电能源供应，因而，耗电巨大的炼铝工业在加拿大也发展起来，到1954年，加拿大产铝557100吨，占世界产量的14.9%，成为第二大产铝国。与此同时，造纸工业、非金属生产、化工、采矿、印刷等也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其中一些新产品，如滚动轴、镁、光学玻璃、防爆汽油等都落户加拿大。

加拿大中部的工业化是同美国中西部的崛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构成整个北美崛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加拿大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且它的发展特征也都反映了它与其他地区关系中的依附角色。”加拿大学者钱伯斯（Chambers）通过研究1873-1896年加拿大的经济周期发现：在其所选择的12个点中，有8个与美国的日期基本吻合。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加拿大经济作为一种边缘，更与美国而不是与西欧相贴近。”正是由于与美国经济关系中的这种依附角色令著名经济学家麦肯尼思哀叹：“加拿大人最多是优秀的模仿者而不是辛勤的创新者。”著名经济学家伊斯特布鲁克在比较了美国和加拿大的经济发展轨迹后，也得出结论认为：美国的经济现代化是独立发展（genuine development），而加拿大则是依附发展（induced development）。

简言之，大湖区——东北部制造业带的崛起是北美经济现代化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和成就。美国和加拿大虽然同拉美一样，原本都是欧洲海外经济扩张的边缘，而前者的独特之处就在于经历了300年的发展以后，逐渐摆脱了对西欧经济中心的依附地位，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发展成为一个堪与西欧一较高下的经济中心。而拉美作为欧洲海外殖民的遗产，至今仍然在发展的道路上摸索。大湖区——东北部中心在发展的过程中，虽然没有完全割断同欧洲的经济联系，但它们依靠自身的有利条件，逐渐向非边缘化的方向转化，并慢慢培育自己的经济边缘，然后实现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变，这是北美经济现代化与拉美的最大不同之处。


第五节　从美国体系到泰勒制——企业生产和管理的革命

美国和加拿大工业化的实现不仅得益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不断的技术创新，同时，还有赖于它们在工业化过程中所实现的生产、管理和销售的一系列革命。其中被称为制造业中美国体系的标准化可互换部件的生产方式、泰勒制的管理创新和邮购、连锁、零售和批发相结合的销售方式不仅都是美国的首创，而且对于美国的工业化发展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一　美国体系——从惠特尼的可互换部件到福特流水线

“现代化对任何事物唯一的价值标准就是‘效率’”，美国自然也不例外。实现效率最大化的手段就在于生产技术的改进，而“美国生产技术改进的核心是机械化、自动化。它与工厂制度的优势密切结合，推动了生产效率的迅速提高，并在三大工业领域显示了惊人的经济效益”。美国企业家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断地创新，美国由于建国初期其独特的生产要素配置，即资源丰富，劳动力尤其是熟练技工的缺乏，使得美国企业家在工业发展过程中特别钟情于节省人力的机械化和自动化生产方式的运用，由此导致了被欧洲称为“美国体系”的可互换部件生产方法（interchangeable manufacture，有的中文资料翻译为“统一化制度”）的产生。1854年，约瑟夫·怀特沃斯在其特别报告中称：“美国人计划在所有的工业部门中都让机器来帮忙，只要能够代替手工劳动，他们就会一致地和心甘情愿地转向机器。”

工业生产中的美国体系与亨利·克莱的美国体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后者指克莱所鼓吹的内部改进和保护关税政策，而欧洲人所指代的美国体系则指标准化和可互换部件的机械化生产方式。在1851年伦敦举办的水晶宫世界博览会上，美国手枪制造商塞缪尔·柯尔特展出了他的手枪制造厂利用机械化所生产的部件可互换的手枪，引起了英国人的兴趣。1854年，英国议会派出了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率领考察团到美国的哈帕斯菲利和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考察美国小型武器生产中的机械化和可互换部件的生产情况。柯尔特不仅现场向英国人展示了用可互换部件组装枪支，而且还被招到英国调查委员会去作证，介绍有关标准化的问题。根据他的说法：“没有什么是机器所不能制造的。”从此以后，工业生产中的美国体系，作为与欧洲的熟练技工手工生产相对立的一种生产模式，逐渐为世人所知。直到1881年，查尔斯·菲齐（Charles Fitch）在所发表的关于全国第10次工业生产的普查报告中，给了“美国体系”一个最终的定义，即可互换制度。从工厂制的组织形式到机械化的可互换部件的生产方式，这表明美国工业生产的某些组织流程已经超越当时工业最发达的英国，跻身世界前列。

尽量使用机械化进行可互换部件的工业生产在欧洲被称为美国体系，可是与其他许多后来在美国被发扬光大的生产技术一样，其思想却并非美国人首创，而是来自欧洲。其实早在1760年代，法国将军让巴·德·格里波威尔就曾经试图在法国军工生产中推广武器的标准化和部件的可互换性。英国的边沁兄弟也曾经为海军设计了一种大量生产木制滑轮组的方法。但法国人知难而退，英国人墨守成规，多年没有变化。杰斐逊是将可互换部件思想从法国引入美国的第一人，不过标准化之父的殊荣却落到了伊莱·惠特尼的头上，其实他仅仅“是机械化、可互换部件生产的一个推广者，而不是发明者”。

惠特尼的故事已经广为人知，由于轧棉机的专利被大量仿冒而致使他的工厂处于崩溃的边缘。为了能够挽救他的工厂，1798年惠特尼从国会得到了一批武器的生产合同。在向国会作证时，惠特尼表示要用新的生产方式来完成他的合同，但在此后的好几年里，轧棉机的事情远远比完成政府的合同对他来说更为重要。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科技史的教授罗伯特·伍德伯利（Robert Woodbury）的研究表明，所谓惠特尼首先应用标准化生产以完成他的合同的说法以及围绕在他头上的各种光环大都查无实据。与惠特尼同代的另一位武器制造商西蒙·诺斯（Simeon North）在标准化生产方面的贡献就比他要大得多。而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则首先实现了标准化生产，“从1830到内战前，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不仅在发展实用的、机械化的、统一规格的武器制造的程序方面，而且在传播这种程序方面都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总之，所谓的美国体系，并不是美国人的原创，更不是惠特尼的个人创举，其他人的贡献远远大于惠特尼，而且欧洲人早有实践，只是受到传统的限制没有发展起来。而美国人的创新精神、较少的传统束缚和技工缺乏而昂贵的现实使得他们率先在机械化、通用部件生产和非熟练劳工代替技工方面走在了欧洲前面，从而奠定了大量生产的基础。

美国体系发展的结果就是大量生产方式（Mass Production）的出现。在工业发展的历史上，迄今出现过3种生产方式：单件生产方式、大量生产方式和精益生产方式。单件生产方式是传统的作业形式，其特征表现为：（1）劳动设计、加工、装配具有高度的技艺，工人掌握全套技艺；（2）组织结构分散，小作坊；（3）通用机床加工；（4）产量极低，成本高。而大量生产方式“最基本的设想之一是，当生产的数量增加时，单位产品的成本会大幅度下降”。钟表工业是首先实行机械化生产降低成本的成功企业，通过机械化，钟表的年产量从原来的几百只增加到15万只，价格从每只100美元降到了不足10美元。后来，自行车工业成为了从单件生产向大量生产的过渡，福特的T型汽车生产线最终成为了大量生产方式的典型代表。

大量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直接结果：一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整车组装的用工时间从原来的750分钟降低到93分钟，车桥生产从150分钟降低到26.5分钟，发动机从594分钟到226分钟，工时节约60%以上；二是产量的不断提高，福特公司的汽车年产量从1914年的30万辆增加到1923年的200万辆；三是价格的不断降低，福特的T型汽车的零售价格从1908年的850美元降低到1916年的360美元，20年代更是降到不足300美元。福特的海兰公园的生产流水线成为了大量生产的象征，而且“福特主义成了标准化产品的机械化大生产的同义词”。

亨利·福特的T型汽车流水线生产是美国工业化所取得的空前成就，由于不断的降低价格和扩大生产，以至于到20世纪20年代，汽车生产成为了美国最重要的工业，汽车深入到千家万户，成为大众消费品。而福特“在他的一生中，一只脚踏在美国男耕女织的古朴世界里，而另一只脚却阔步向前，率领世界进入现代工业时代”。

20年代是福特为代表的采用大规模生产方式制造汽车的顶峰，同时也是转变的开始。随着美国人均收入的提高，消费口味出现了变化，福特的降价策略失灵了。通用公司的老板斯隆依靠不断变化的车型战胜福特的降价策略，引导着美国的汽车生产走向了精益生产的道路。福特公司也不得不在1927年抛弃了“适用于所有目的和所有消费者的汽车”的传统理念，停止T型车的生产，转而研发新的车型，走上了精益生产的道路。

总之，从工厂制组织形式到美国体系的大量生产方式，美国的制造业在借鉴欧洲经验的基础上，闯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不仅自身实现了工业现代化，而且还在许多方面超越欧洲，成为世界制造业的领头羊。而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仍然固守着单件生产的传统模式，反对变革，被后起的工业强国远远地落在了后面。

二　美国企业管理的革命

美国工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先天良好的资源环境、对英国现成科技成果的借鉴、生产要素投入的不断增加、政府的政策扶植、良好的内外发展环境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除此之外，一流的管理也是美国企业发展、工业进步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

企业管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应该说，自从有了企业，也就有了企业的管理。不过，现代企业管理是工业革命发生以后的事情。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美国的企业还是传统的管理形式，没有多少创新。传统的商业都是以家族为单位的单一全能化、小型化的商业机构，"1790年，一般商人仍然支配着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家族仍然是基本的经营单位”。而且在这种商业机构里面，没有分工，也没有专业化，“合伙公司仍然是商业企业的标准合法形式，而复式簿记法也仍是基本的会计制度”。在这种企业里面，没有中层管理人员，“老板就是经理，而经理也是老板”。

美国独立以后，随着工农业的进步，商品交易的种类越来越多，数量越来越大，“大生产呼唤大商业，大商业要求销售业的专业化和多元化”。传统的全职能的商人逐渐不能胜任如此大量的交易业务，从而逐渐出现了分工和专业化的趋势，他们自己也从传统的全职能的商人演变成为只从事一种产品的某种业务的专业化商人。此外，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还兴起了一系列的中间人和代办人。在这种情况下，交易形式也发生变化，如纽约商人在交易棉花过程中，不再采用买进方式，而是向客户支付5%的佣金。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集资和商品运输也效仿分配领域，逐渐走向专业化。不过，专业化虽然降低了交易成本，但并没有导致公司内部的组织机构和经营管理发生革命性变化。因为在传统的风和畜力的时代，还产生不出改革的压力。即便是美国第一家现代工商业的典型、当时组织最复杂的第二合众国银行，董事长比德尔也只有2名助理，监督着全国22家分行的出纳员的工作，仍然还没有建立起管理层级制。而当时的纺织工厂，虽然在生产领域采用机械化、工厂制生产形式，采纳股份集资的法人制组织形式，但在管理方面却没有什么创新。

铁路运输的大规模发展，不仅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便捷、低廉的运输手段，而且首次带来了管理改进的压力和实践。“管理革命既是铁路建设发展的结果，也是促进铁路建设进一步发展的原因和动力。”因为铁路运输不同于原先的税道和运河运输，它不仅具有庞大的系统，而且需要各地准确无误地协调火车的运行。初期的铁路路线短而且运营简单，只有几十英里长，需要几十名工人就可以了，还不需要专门的管理和机构的创新。然而，随着铁路线的延长、业务的增加、庞大的自给系统的建立以及与其他铁路的竞争，协调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原来那种一个老板管理着几十名工人的管理模式再也无法满足当前业务的需要了，各条铁路随之都出现了管理和机构的创新。

首先是组织管理机构的创新。1841年，从伍斯特到奥尔巴尼的西部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客车相撞事故，马萨诸塞州立法机关对此次事故展开调查，西部线的董事们也认识到了改革的迫切性，并任命了一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一同寻求解决办法。在这个委员会的报告中，他们给出了分区段管理的解决方案，即“确立公司各阶层的责任，明确规定铁路管理、保养和经营部门的职权范围与联系”。建议公司在三个区段各设立一组相似的管理人员，总部负责协调三个区段之间的工作。经过这次改革以后，西部线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家以专职支薪经理通过严密的管理系统而经营的现代企业”。

其次是一批专职的受过专业训练的中层管理人员应运而生。经过改组后的西部线在各个区段都设立运输主任助理、铁路保养主任和机械师，区间主管负责本区段的总体工作。在他们的上面是运输主任、总主管和总机械师等领导。西部线的管理模式逐渐为其他铁路所效仿。这些各级管理人员与从前的那些小规模经营的企业主不同，他们许多都是在西点军校等军事院校受过规范的土木工程训练的专业人员，严格地按照管理规定办事。铁路运营中的激烈竞争，促使那些不懂业务的老板退出了铁路的运营和管理，从而逐渐导致了管理权和所有权的分离。经过不断的实践和摸索，铁路终于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家实现了现代化管理的企业部门，而且铁路公司的管理经验也成为其他产业变革管理的样板和榜样。

内战以后，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尤其是竞争的不断加剧，企业所面临的管理问题也日益突出。相对来说，通过合并而形成的大企业比内部扩充发展来的大企业所存在的管理问题要大得多。“托拉斯组织和控股公司的真正目的是便于统一管理。”最成功的托拉斯都是横向——纵向的那种：“在合并了生产设备后，就要对它们的管理实行集中化，建立销售和采购组织，并雇佣一批人员来管理、监督和协调许多不同的经营单位。”

在现代大型企业的管理形式方面，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管理模式，即经理式管理和家长式管理。美国是经理式资本主义的策源地。一般来说，通过成功的横向和纵向合并发展而来的企业多采用前者，而主要通过内部扩充发展而来的现代大企业多采用家长式管理。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高阶层管理和中阶层管理全由支薪的主管所掌握。企业的所有者不再管理企业。”而对于家族式企业而言，它们主要依靠内部筹措资本，很少利用股票来增加资本，创办人继续控制公司。

福特汽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堪称两种管理模式的典型代表。福特公司是一种权力集中型的管理模式，福特自己称：“福特工厂和企业没有任何管理机构，每个职位上的人没有什么特殊的职责，没有一连串的职位顺序，没有几个头衔，从不开什么会议。”这种管理模式按照功能而不是产品来划分经理们的管理功能，是一种“权力集中的部门功能化”管理模式，它对许多小企业和产品单一的大型企业比较适用，也适用于福特公司的标准化生产。但随着市场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福特公司的这种集权式的管理遇到了困难，通用公司的总经理阿尔弗雷德·斯隆率先开创了多部门分散型的管理模式，成功克服像福特公司那样的家长式管理的弊端，逐渐成为大型企业管理的标准模式。“福特最伟大的创举是通过装配线将互不相干的零件组合成T型汽车，而斯隆则通过M型结构将各个独立的部门组合成了一个运行平稳的大公司。”斯隆的M型管理模式的特点是：（1）每个部门负责人的职权不应该受任何形式的束缚和限制。在部门领导的带领下，各部门应能完全发挥应有的功能。（2）有些中心组织无论是对公司的发展还是管理都是非常重要的。实行M型管理的企业是经理式企业的典型代表。

无论是家长式管理还是经理式管理的企业，为了应付复杂业务的需要，都雇佣着庞大的支薪经理阶层。1938年，据经济管理专家切斯特·巴纳德的推测，有“不少于500万人在各公司行政岗位工作，其中有10万人占据了主要的行政职位”。不同形式的管理机构的创立和规模庞大的支薪经理阶层的产生，使美国企业经营管理上的有形的手逐渐代替了原来市场的无形的手，新的受过专业训练的支薪的专职管理人员根据管理科学和市场规律而不是像以前的业主那样凭借经验，通过组织机构管理着庞大的企业，从而为企业的发展和科学决策提供了可能。

就在美国的企业管理组织和队伍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同时，管理理念也产生了革命性变化，出现了以泰勒的“科学管理”为代表的管理革命。1898年，泰勒在受雇于伯利恒钢铁公司期间，进行了著名的“搬运生铁块试验”。经过无数次的试验，泰勒终于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管理的理念，即改变凭经验工作的方法，代之以科学的工作方法，以确保管理任务的完成。泰勒制通过确立科学的作业管理方法和改革组织管理机构的设置，实现生产过程和管理过程的科学化，以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它的确大大提高了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应用泰勒制后，堆料场的劳动力从400-600人减少为140人，平均每人每天的操作量从16吨提高到59吨，每个工人的日工资从1.15美元提高到1.88美元。

泰勒制是全世界企业管理领域的巨大变革，它标志着传统的以经验为基础的企业管理时代结束，以理性为基础的科学管理时代到来。“科学管理是构成工业革命核心的机械化进程的自然结果。”泰勒制开创了美国科学管理的先河，他本人也因此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指出：“科学管理只不过是一种关于工人和工作系统的哲学，总的来说它可能是自联邦主义文献以后，美国对西方思想做出的最特殊的贡献。”

但是，泰勒制自身也包含着严重的缺陷：它是封闭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泰勒的科学管理的出发点是建立在机械主义的所谓“经济人”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它完全忽视了工人的个人主观能动性，“其目的在于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并一举消灭他们的自主权”，是让“‘活的劳动力’完全从属于死的机器”。在所谓科学管理的幌子下，工人的劳动强度比以前大大提高。在由于泰勒制管理和流水线生产而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量的福特工厂里，1914年1月23日，一位工人的妻子给福特写信说道：“你所使用的生产线是一种奴隶驱赶装置，我的上帝！福特先生。我丈夫回家后一头卧倒，不吃晚饭，他太累了，难道不能够改进？”有的社会主义者指责泰勒制，说他把工人工资提高61%，而劳动生产率却提高了362%。在美国体系的生产方式和泰勒制的管理思想指导下，人被异化为机器的附属，其社会性被完全忽视。

虽然泰勒制与以前的自由放任式的管理模式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动和行为科学研究的兴起，泰勒制逐渐被遗弃。管理思想中出现了所谓的行为科学学派和管理科学学派，前者除了重视泰勒制所强调的效率外，把人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来对待，“如果说‘科学管理’是用经济的、机械的、理性的手段来调动职工的积极因素的话，那么，行为科学则用心理的、感情的、非理性的方法来激发职工的士气”。而所谓管理科学学派，实际上是泰勒制在新形势下的变种，它的特点是借鉴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到企业管理之中。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的企业管理思想呈现全面开花、百家争鸣的状态，进入所谓的“管理丛林”阶段。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企业管理的革命性变化主要出现在交通运输和生产性企业中，对于专门从事商品销售的企业，19世纪后期出现了像百货商店、连锁销售和邮购销售等多种销售形式的创新，而且企业规模也有了空前的扩张：如到1870年代，纺织品经销商亚历山大·斯图尔特的销售额达到5000万美元（其中仅零售额就有800万美元），雇佣2000员工。但是，它们在企业管理方面的贡献却屈指可数，“就管理水平来说，这些大销售公司的经理们并不是会计核算和存货控制的革新者”。几乎所有的零售企业都是家长式管理，它们注重的是商品周转的速度，而不是复杂的经济核算。

总之，工业生产中的美国体系和泰勒制是美国对世界工业发展的独创性贡献，虽然它们自身仍然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但毕竟是美国的企业家精神与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对于美国工业的崛起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们的产生意味着美国在生产和管理上已经摆脱了对欧洲技术的依赖，转而成为世界工业生产和管理技术的输出国，也是北美大湖区——东北部制造业带摆脱边缘化地位，跻身于世界经济中心地位的一个标志。


第六节　从契约劳工到产业工人——工业化中劳动者的生产与生活

在北美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生产要素的变化是一个重要的特征，不仅自然资源和资本成倍增加，而且作为生产要素重要组成部分的人力资源的变化也颇为明显。虽然美国的资本家很倾向于使用机器来代替人手，但是在北美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劳工队伍也空前膨胀，从1800年到1920年，美国的劳动力队伍从190万人增加到4161万人，增长了20多倍。北美劳工队伍的壮大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外，另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数量巨大的欧洲移民，源源不断的外来移民补充了东部由于西进运动而产生的劳工空缺。与欧洲相比，北美劳动力的价格相对比较昂贵，工人的收入较高，工人运动较不发达。由于西进运动和东部的工业化是加拿大和美国共有的历史进程，而且加拿大的经济与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在劳工队伍的变化和工人运动方面，两国也大致相同，甚至许多美国的工人组织都在加拿大发展自己的分会组织。

一　劳工队伍的形成与变化

欧洲殖民者向北美移民既有宗教狂热因素，也包含着探寻黄金等贵金属的商业动机。在探寻贵金属的多次努力都失败后，殖民者们不得不把眼光落实在北美丰富的自然资源上，依靠自己的双手，开发各种资源。然而，初期向北美殖民地的移民工作进行的并不顺利，到1616年，在殖民者们花费了大约5万英镑向这里移居了1700人后，这个殖民地仍然仅有饥寒交迫的351名殖民者。当时制约北美殖民地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劳动力的严重匮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英国政府和殖民公司采取了多种措施，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其一就是按丁授地制度。在詹姆斯顿殖民地奠基的初期，契约公司规定土地归公司所有。很快，公司的股东们就认识到了利用土地来吸引移民的必要性。1618年，公司规定，凡是移居的每名男性，包括他的家人以及他所输入的每名契约劳工（bound laborer）都可以得到50英亩的授地，“利用这些奖品，弗吉尼亚公司确立了利用美洲土地资助移民的原则”。

其二就是著名的契约劳工制度。对于那些无力独自向北美迁移的人员，殖民公司给以资助，与他们签订契约，让他们用自己的劳动来偿还移居的费用。契约劳工的组成比较复杂，既有贫穷的农民、手工工人，也包括罪犯。按照经济学家戴维·盖伦森（David Galenson）的说法：“大量的契约奴仆来自英国社会构成的各个阶层，既有绅士，也有穷人。“1619年，殖民地输入了第一批100名契约劳工，随后，契约劳工逐渐发展成为殖民地劳动力补充的一个重要手段。据统计，从1630年代到美国革命，大约有1/3-2/3的白人移民是通过契约方式来到美洲的。契约劳工不同于奴隶，他们的权利受到政府的保障，可以出庭作证，雇主不能随意虐待他们，而且他们在自由时一般可以得到一些衣服、劳动工具甚至牲畜，有的还可以得到一块土地，但并非都是如此。

其三便是黑奴的输入。荷兰殖民者是往北美输送黑人奴隶的始作俑者。1619年，一艘荷兰船向北美运送了20名黑人，但很可能他们是契约劳工，而不是奴隶。最初的黑人还不是劳动的主力，而主要从事家庭仆役一类的工作。直到1700年，北美殖民地黑人奴隶的数目都低于契约劳工。到17世纪末以前，大约有10万黑奴被卖到了美洲。随着历史的发展，白人契约劳工的地位越来越高，而黑人的地位却日益下降，直到1705年，弗吉尼亚议会规定，所有黑人皆为奴隶。

从1650到1770年，英国在北美13殖民地的人口从5万多增加到将近215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从新英格兰的2.7%到下南部的5.5%不等，比英国本土的人口增长速度快15倍以上。除了自然增殖外，殖民地人口增加的另外一个主要途径就是大量移民的涌入。据估计，从1630到1770年，大约有47.3万白人移入北美13个殖民地。与南部的殖民地相比，移入北部的英国女性移民比例明显偏高。1650年前移往纽约的人口中，女性比例占35%，远高于其他地区，西印度只有6%，弗吉尼亚14%。而且人口结构也较为多样化，不过从整体上看，10-30岁的青壮年男性仍然是移民的主体。

与北美13个殖民地相比，法属加拿大的人口发展并不顺利，由于它主要依靠的是毛皮贸易这种单一的大宗产品经济，抵制农业移民，所以人口增长有限。直到法国战败退出北美，毛皮殖民地虽然地域辽阔，但人烟稀少，只有区区的不足10万名白人散布其间，其中广阔的路易斯安那只有8000人。

在工业革命以前，北美殖民地90%的人口居住在乡村，靠农业为生。1800年，美国有劳动力190万人，其中137万是自由劳动力，53万是奴隶，而且有140万人从事农业。但正如本章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北美殖民地已经发展起了多样化的外向型经济，而且制造业很早就已经萌芽，如造船、冶铁、木业加工等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虽然那时候主要还是手工工场的组织生产形式，但已经具有相当数量的手工工人。据估计，在17世纪后期的英格兰，有2/5的人靠工资维持生存；而在新英格兰，这个比例也达到了1/3.不过从整体上来看，在内战以前，美国大约70%的劳动力是自我雇佣的农业劳工。

1790年，斯莱特在普罗维登斯建立水利纺纱厂，标志着美国工业革命的开端，也是现代无产阶级开始形成的标志。“事实上，纺织工厂的工人，是美国最先出现的，工作速度完全不受季节变化影响的，人数相当多的一个集团。”以纺织厂的建立为开端，随着美国工业的进步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劳工队伍的规模也日益扩大。根据库兹涅佐夫的研究，从1800到1840年，美国工人占人口总数的比率从0.29上升到0.32.与20世纪相比，美国在19世纪的经济发展主要得益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不是技术的变迁。在诸生产要素的投入中，劳动力投入的增加最为关键，它相当于资本投入的2倍、资源投入的5倍。1860年，美国总人口3150万，其中劳动力为1111万人，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为588万人。这一年，美国制造业的增加值是8.54亿美元，从业人数131万人。1900年，美国人口增加到7610万人，劳动力2907万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达到1168万人，从事制造业的有589万人。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美国劳工的组成具有如下特征：其一就是农业工人的比例虽然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但所占比例仍然很高，而且绝对数量也很大。从1810到1850年，农业工人比例从84%下降到55%，制造业从3%上升到15%；1920年，制造业雇人比例达到顶峰，占27%。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农业就业的绝对人数才开始下降，但仍然占劳工总数的30%。其二就是女工和童工数量的增多。斯莱特不仅为美国带来了英国的阿克赖特式的纺纱技术，也引进了英国的童工和女工制度。他的第一批雇员中就有7个男孩和2个女孩。到1833年，斯莱特厂子里50%的雇员是7-12岁的小孩。当时罗得岛童工占整个新英格兰的60%。到1860年，整个纺织业雇佣了7.2万名女工和4.3万名男工，其中很多是童工。到1910年，妇女劳工744.5万，童工162.2万。此后，童工的数量开始减少。其三，随着制造业和机器生产相伴而起的产业工人即非熟练劳工队伍的日益壮大。新的工厂制组织形式和以可互换部件和标准化为特色的美国体系的生产形式使得美国制造业日益依赖机器，而不是像欧洲那样长期依赖熟练技工。相应地，现代化的大工厂代替了原来的手工工场和自我雇佣的小作坊主，熟练工人的地位日益下降，产业工人的队伍日益壮大。1880年，卡罗尔·莱特的制造业报告称：“全国就业于机械化工业的300万人中至少有4/5是在工厂系统下工作。其他一些应用这种系统的显著例子（不包括纺织业），可以在制造靴子和皮鞋、手表、乐器、服装、农业器具、一般金属制品、枪支、马车和篷车、木材制品、橡胶制品等行业以及屠宰业中发现。这些工业多数是在过去的30年间被纳入工厂系统的。”到1920年，就业于棉纺织业的雇工人数是45万人，钢铁工业是46万人。

二　北美劳工的生产和生活

除了劳动力队伍的不断扩大外，北美劳工的生产和生活在工业现代化过程中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首先，由于机器的使用和更多的专业化，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在19世纪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从1820到1860年，在13个行业的10个中，工人的日产量提高了50%以上。从1839到1899年，每名工人的人均产出从244美元增加到了602美元。

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北美劳工的工时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但以今天的标准看来，依然很长。1830年代早期，工人平均劳动时间为每周69小时，到内战前下降到62小时，到19世纪末仍然有59小时。其实，早在1820年代和1830年代早期，工会组织就发动工人们争取10小时工作制。1847年，新罕布什尔第一个在全国率先通过10小时工作法。宾夕法尼亚紧随其后，在下一年也通过了类似的法令。内战以后，工人争取的斗争目标变成了8小时工作制。到1896年，有13个州通过了最高工时法。

除了工时较长以外，工人的工作条件也很艰苦。由于机器的大规模使用和进一步的专业化，熟练技工日益为半熟练工或非熟练工人所代替，从而导致工资的降低和地位的下降。广大非熟练工人的工作条件既充满危险，又缺乏保障。从1905到1920年，每年在煤矿生产中至少有2000起以上的重大伤亡事故；而在事故发生率位列第二的铁路交通行业，1913年发生了2.5万次重大事故。当时法庭根据习惯法的理论，认为工人既然承担工作，就意味着接受了工作中的危险。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政府对于工人问题干预较少，而且也比其他国家为迟。法国1883年就有工人疾病保险；而美国的政府干预则主要是进步主义和新政以后的事情，在此前干预少，而且主要集中在强制教育法、童工法、最高工时法等方面。美国直到1935年才有了社会保险法。

其次，北美劳工的经济生活状况要明显优越于其欧洲同辈。虽然在殖民地时期，政府最初也曾经想限制工人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如1630年马萨诸塞就通过法律限制最高工资，规定木匠每日2先令，日工每日18分，要求“所有的工人都应该终日工作，只允许适当的时间去进食和休息”，不允许随便卖酒水给工人。甚至还限制各个阶层人们的穿戴。但是，由于大量自由土地的存在和劳动人手的短缺，这些措施大都执行不力。美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亨利·乔治也认为：

所有我们引以为荣的美国人民的性格，所有那些使得我们的处境和制度优于那些古老国家的原因，我们都可以追溯到美国土地廉价这一事实，因为新的沃土已经对移民者敞开。

据研究，从1700-1774年，殖民地人均财富年增长率是0.28%，拥有人的比例是55%。17世纪中叶，殖民地1/3的男性识字，高于英国。而到殖民时代结束时，新英格兰90%的男性识字。因此，“殖民地的人们在18世纪里在教育方面获得了相当的改进，从而使得他们的识字率高于英格兰”。

在19世纪，美国和加拿大工人工资的总体趋势是不断上升。工业革命开动以后，由于人手不足，资本家不得不高价吸收。比如，当时罗得岛对小孩和女工日付30-33分，而洛厄尔则支付50分。另外，当时边疆的工资要高于已经定居地区。如1818-1830年，俄亥俄、伊利诺伊两州的月工资是9-12元，外加住宿。淘金热时期，加利福尼亚男性农场工人的工资达到60元/月，比中西部高400%。内战后，工资的地区差别变小，加利福尼亚从1850到1870年下降了30%，东部则上升了40%。奴隶日工资12分。从总体上看，美国工人的工资在19世纪增长幅度超过50%(1850年为100%），如非农业男工的日工资从1800年的每日1美元增加到1.41美元。工人的年平均工资从1860年的300美元上升到1890年的425元，再到1914年的580美元。到1913年，亨利·福特首次将他工厂里的最高工资提高到5美元/日。当然，在19世纪的各个时期，工资受经济周期、移民和战争等因素的影响而有所波动。如1818年到1830年代，由于欧洲拿破仑战争的结束和大量移民的涌入，美国的工资就有所下降；随后在19世纪30-40年代出现上升；50-60年代由于移民的大量涌入，东部工资有所下降；从内战到1900年，美国工业的工资增长了大概50%，而且工资的地区间和性别间的差别都在不断缩小，但这种差别仍然相当明显：如1900年，美国的年平均工资是437.96美元；而南部诸州只有300.81美元；西部最高，达543.98美元；女工的平均年工资只有273.03美元，童工更少，仅为152.22美元。

从总体上看，美国工人的工资收入要高于欧洲，桑巴特研究了德国工人和美国工人在1900年的收入后，“有把握地得出如下的结论：美国工人的货币工资是德国工人的2-3倍”。而且根据他的研究，美国消费品的物价水平也并不比德国高。美国工人拥有更好的住房、服装；德国工人则比美国工人消费更多的酒精饮料。因此，桑巴特认为：“美国工人花了更多的收入用来满足他们更丰富的‘基本’生活需要，换句话说，他们比德国工人住得更好，穿得更好，吃得也更好。”

再次，除了工资收入和生活水平比欧洲高外，美国工人还具有较大的流动性，不仅是地区间和行业间的水平流动，而且也指社会地位的垂直流动。由于西部存在着大量的自由土地，自美国独立之初大量的移民就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到西部去定居和垦殖，所以地区之间的流动和行业之间的流动非常频繁。西部开发首先就是一场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1790年，西部占美国人口的6%，只有22万人；1850年，上升到45%，而这一年美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2300万人。除了向西移动、充当农业劳动力外，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随着全国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和工业发展，同时还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迁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另外，19世纪后期以后，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大量的南方黑人劳动力向北方工业城市的集中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直到20世纪以后，美国工人的跳槽率都非常高，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福特的海兰工业园。1913年，他工厂的跳槽比例高达38%。为了奖励工作满三年的员工，给他们增加10%的工资。不过，1913年12月31日，1.5万员工中只有640人符合条件。

而垂直流动在美国社会中，不仅是一种事实，更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期望。在美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曾经成就了无数白手起家的神话。据估计，出生于1800-1830年的企业家中有1/3-1/2的人是农民、手工工匠或手工工人的子女。更重要的是，美国工人“从未将其生活地位视作固定与持久不变的。他们总是常常希望他们的工人阶级地位是暂时的，他们等待这一时刻，即他们能上升到中产阶级”。毫无疑问，殖民地时期劳动者的生活是极端艰苦的，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危险。然而，“尽管这种生活方式意味着艰辛，但对许多人来说，美国仍然是一片充满机会的土地”。马克思也认为：美国“虽然也有阶级存在，但它们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它们在不断的运动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组成部分”。桑巴特认为，美国人的理想生活“既不会是舒适富足地享受生活，也不会是平静地人格自身的和谐；相反，理想的生活是持续的自我进步”。

除了工人中普遍存在着对个人成功的热切期望以外，美国劳工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心理也较为积极。由于美国很早就实现了普选，政治上较为民主，“纯粹民主的政府形式将大众纳入进来，并引导他们去关注那些能够追求得到的利益”。据统计，俄亥俄的公民每年要参与22次选举。而且美国大多数人自小就接受了美国例外论和自立国之初就确立起来的民主观念，充满着对宪法的崇拜：“由于他是国家公民的一部分，他能以权利的方式合法要求的一切，事实上已经在宪法中给予保证了。”他们大多对生活充满希望，缺乏欧洲工人对资本主义的那种敌意，对整个社会和自己的未来都抱有乐观主义的情绪。“悲观主义是少数人的奢侈品，乐观主义，对999‰的人来说，都既是私下又是公共的快乐和表白，个人在此也永远并直接地和他的国家的大多数人联系在一起。”甚至连美国工人中的激进主义既“不是反对私有财产，也不是寻求州政府广泛卷入劳工关系和规范经济活动。激进主义所支持的是像缩短工时、最高工资、更好的劳动条件等衣食问题。”

与欧洲相比，美国工人虽然工作条件同样艰苦、危险，但经济和政治状况要优越于其欧洲同辈，而且社会心态也普遍较为积极。因此，桑巴特认为：“通过更深入地考察，我们发现，正是美国工人独特的政治地位，可以恰当地说明他们为什么会厌恶在欧洲的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社会主义倾向。”

总之，美国和加拿大的工业化是两国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也是它们各自发展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之一，美国工业化的路子虽然也借鉴了英国为代表的欧洲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经验，并遵循了从纺织到钢铁的发展模式，但是具有创新和冒险精神的美国人很快就在英国经验的基础上，实现了科学和技术的创新，如工厂制、股份公司制、美国体系、福特流水线和泰勒制等等。正是在上述不断的创新和对本国资源的系统开发中，美国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新英格兰和大湖区制造业带崛起为堪与西欧的制造业中心相匹敌的经济中心，完成了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而加拿大的工业化实际上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现代化的向北延伸，相比美国而具有后发优势的加拿大不仅借鉴了美国既有的现成经验，而且在工业发展中对美国的市场、技术和资本越来越依赖，逐渐摆脱英国的势力范围而一步步纳入到美国的经济和军事体系之中，美加自由贸易区则正是上述发展的一个必然归宿。


第三章　西部开发与农业现代化

1893年，弗雷德雷克·特纳敏锐地抓住了美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在芝加哥举行的美国历史学会的年会上提出了著名的边疆假说，即：“直到现在为止，一部美国史大部分可以说是对于大西部的拓殖史。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地收缩，以及美国定居地的向西推进，就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虽然特纳的边疆理论由于其模糊性、不确定性而受到学者们的批评，然而“对美国发展来说，没有什么比西部的存在更为重要的了”。向西部的扩张和拓殖是美加历史发展中最为辉煌壮丽和波澜壮阔的篇章之一。而两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领土和资源的迅速增加也是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一个典型特征，正是在向西部的不断扩张和拓殖中，现代美国和加拿大逐渐成形。

随着边疆的不断向西推进，西部不断重复着从自给农业向商业化农业转变的过程，农产品的商品化、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机械化以及农业经营方式的集约化和规模化程度越来越高，出现了专业化的小麦带、玉米带和生猪生产带。农场规模也越来越大，单位面积产量不断提高，原来笨重、原始的农业工具不断为新兴的农业机械所代替。西部农业的发展还带动了东部和南部农业的发展与转向。进入20世纪以后，北美农业不仅实现了生产的机械化，而且还逐渐向着化学农业、生物农业和高能耗农业的方向发展。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原来的自给自足的小农逐渐为商业化、工业化的农业综合企业所代替，传统的乡村社会也逐渐变成了城市化、工业化的现代社会。“美国社会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从事农业工作的劳动力比例急剧下降。”美国农业劳动力就业的比例，从1820年的73%下降到1860年的55%，再到1920年的27%和1970年的4%。从一定意义上说，西部开发所带动的农业现代化与东部的工业化共同构成北美经济现代化的两部动力机。


第一节　公共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和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在农业生产中，土地不仅是劳动对象，而且本身也是最重要的劳动资料，没有土地就没有农业生产。与此同时，土地关系是人类生产关系中的核心关系，土地资源的分配和利用在任何社会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要处理不同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相当大程度上都要涉及土地关系。西方各个国家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都要涉及到土地关系的变革和农业的现代化问题：大致而言，英国是通过圈地运动确立了资本主义的大土地所有制，率先走上了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法国则在大革命中确立了小农的土地所有制，从而走上了一条农工渐进发展的现代化之路。同样是欧洲海外殖民地的拉美，则出现了封建色彩非常浓厚的大地产制，严重阻碍了拉美的社会稳定和经济进步。

美国在处理土地和发展农业方面的实践曾经被列宁称为“美国式道路”。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概括地提出了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即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在1905年革命后，列宁提出了借鉴美国农业发展道路来变革俄国的土地制度，在通过暴力革命、没收地主土地的基础上，实行土地国有化的设想。不过有一点需要记住的是：列宁在谈论这两条道路时主要考虑的是俄国应该走什么样的农业发展道路问题。而且，列宁的关于美国式发展道路的思想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在1905年革命时，他强调较多的是革命暴力手段问题；之后更多地关注雇佣劳动力、扩大市场规模等问题；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宁关注的则是土地国有化问题，希望通过这一方式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因此，列宁所说的美国式发展道路和普鲁士式发展道路只是当时列宁那个时代俄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最有可能效仿的发展道路，而不是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只存在着非此即彼的两条互相对立的发展道路。

美国和加拿大在向西部拓殖的现代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土地国有为核心的公共土地政策。这一政策“是美国全部西部政策的基础”。所谓公地（Public Domain），就是指“联邦政府所曾经拥有并且根据联邦法令而进行出售或所有权转让的所有土地”。美国中央政府先后取得了1309591680英亩公共土地的控制权。与公地政策相对应的是政治上对西部土地进行管理的所谓“领地制”，两者相互配合，最终完成了美国历史上这宗最大的土地处理和领土管理的任务，实现了从土地国有到土地私有，从领地到州的转变。而加拿大自治领成立以后，为了实现“自治领的目的”，即修建太平洋铁路和向西部移民，也积极地效仿美国处理西部土地问题的经验，1873年对大湖以西的土地制定了免费赠送的宅地政策，最后在草原地区建立起3个新的省份（马尼托巴、萨斯喀彻温和阿尔伯塔），完成了从领地到省的转变。

一　美国公地制度的形成

联邦公地制度是美加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典型特征，这种制度在美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殖民地时期的土地分配实践与各州为了争夺西部土地的所有权而进行妥协的产物。

首先，北美殖民地时期，欧洲殖民者在移植欧洲土地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土地占有和分配制度，为后来美国的土地处理问题积累了经验。为了利用北美丰富的土地吸引移民，加快殖民地的开发，在不断地摸索和实践中北美殖民者创立了免费授地、计口授田、城镇殖民等多种土地处理方式。弗吉尼亚公司在初期公司公有制的尝试失败后，率先创立了计口授田的“人头权利制”，凡是自费来到北美殖民地的移民，都可以得到50英亩的土地。计口授田的“人头权利制”在中南部各个殖民地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土地处理和转让手段。新英格兰各个殖民地多采取一种城镇殖民的免费土地处理方式。方法是移民团体向总督或议会申请，得到6-10平方英里的一个地块，建立一个市镇，然后再在居民中按照一定的标准分配土地。各个殖民地为了加强边疆的防卫，在不同的时期，也曾经在边疆地区授予过面积较大的免费地块。同时，为了奖励军人，殖民地很早就有了军功授地的实践。而随着殖民地人口的增多和土地的相对减少，论价出售逐渐代替免费授地，成为殖民地土地处理的主要方式。土地投机和非法占地也随之产生。据研究，到1726年，宾夕法尼亚有10万以上的农民居住在没有地契的土地上。总之，经过不断地摸索和实践，北美殖民地在结合英国的传统土地制度和北美当地情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套大土地所有制的种植园、租佃农场和小土地所有制的自由农场相结合的土地处理制度。总起来说，与欧洲相比，北美的土地比较容易获得，而且由于劳动力相对短缺，租佃农场经营者的地位比欧洲的佃农高出许多。

其次，西部土地问题是导致北美殖民地走向独立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它也是美国公地制度得以出台的直接原因。到18世纪中期，随着北美人口的增加和边疆的不断向西部推进，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土地日益引起北美土地投机家们的兴趣，而英法七年战争后，英国竟然宣布西部土地不准移居，留作印第安人的保留地，后来甚至颁布《魁北克法令》，把这片土地重新划归北美13州昔日的宿敌——魁北克的毛皮公司。该法令被北美殖民地认为是五项不可容忍法令之一。

然而，刚刚宣布独立的美国各州在独立战争尚未完全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就已经为了西部土地的归属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以弗吉尼亚为首的7个边界与西部相连的州，坚持认为不存在西部土地问题，只需要把它们的边界往西延伸就可以把西部土地瓜分完毕，而以马里兰为首的6个无地州则坚持认为西部土地是“13州用鲜血从共同的敌人那里取得的，应该被看作是共同财产”。马里兰甚至以拒签《邦联条例》相威胁。为了西部土地问题，刚刚联合在一起而独立大业尚未完成的美国各州眼看又要面临再次分裂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纽约在1780年2月含混地表示愿意放弃西部土地要求，同意把本州宣布拥有的西部土地转让给中央政府。在它的带动下，对西部土地要求最坚决的弗吉尼亚也在1780年9月有条件地同意转让西部土地，并最终于1784年3月1日正式把它所拥有的西部土地转让给合众国政府。在纽约和弗吉尼亚的带动下，其他各州也都先后放弃了对西部土地的要求。虽然具体的转让手续到1802年才最终完成，不过到1786年底，除了弗吉尼亚和康涅狄格保留地外，合众国政府已经控制了整个西部。通过西部土地的转让，美国中央政府首次取得了346848.41平方英里，折合221987787英亩的土地所有权。

再次，西北土地处理制度奠定了日后美国联邦公地分配和管理制度的基础。各州把西部土地转让给邦联政府后，摆在美国人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这块地区如何治理、土地如何分配。美国朝野对于这个问题存在着激烈的争论。邦联国会先后在1784、1785和1787年通过了《西部领地组织法》（Ordinance for the Government of Western Territory）、《西部土地出售法》（Ordinance for the Sale of Western Lands）和《美国俄亥俄西北领地组织法》（Ordinance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orthwest of the River Ohio）三个法令，确定了对俄亥俄河以北地区的政治治理和土地分配方案。1784年法令虽然确立了一些西部土地的处理原则，但并没有付诸实施。所以，真正对于日后美国公共土地制度发挥模范作用的是1785年的《西部土地出售法》和1787年《美国俄亥俄西北领地组织法》（即通常所说的《西北法令》）。

1785年法令对联邦公地的主要规定如下：（1）确立了先测量、后销售的制度，由合众国政府组织测量人员对西部土地进行测量；（2）6英里见方的市镇制度，按照正南正北的直线将西部土地依次划分成6英里见方的村镇，每个村镇再分成平等的36块，每块640英亩；（3）政府保留土地的规定，每个村镇要为合众国政府保留第8、11、26和29这4个地块，以备将来之用，第16地块留作教育用地；（4）确立了大块拍卖的土地销售原则。根据规定，政府保留土地和军功授地以外的地块以每英亩不低于1美元的价格公开拍卖，最小拍卖面积640英亩；（5）政府保留所出售土地上1/3的金属资源的处理权。

1787年西北法令则确定了西部土地政治治理的基本原则：（1）规定了从领地到州的演变步骤。西北地区为一个独立的领地，由国会委派一名总督和三名法官进行管理。当一个领地上自由成年男性达到5000人时，可以建立议会，并向国会派遣一名无表决权的代表；当一个领地上的居民达到6万人时，就可以组建新州，与原来诸州享有同等的权利。（2）西北领地可以继续划分，直到在上面建立3-5个新州。（3）确立了一些原初各州与领地上的人民共同遵守的契约条款：领地上的居民享有同原来各州相同的民事权利；各领地及新组建州不得干涉国会的土地处理权，不对本地内的合众国政府所控制的土地征税；不得允许奴隶和强迫劳动存在。

对俄亥俄河以北地区的土地进行处理的这三个法令，确立了美国日后联邦公地政治治理和土地分配的基本模式，美国后来所取得的联邦公地基本上都是遵循西北地区的这一模式进行的。研究美国西部土地问题的学者本杰明·希巴德称1785年法令“的确奠定了我们整个土地政策的基本原则”。而1787年的西北法令的意义则在于：“它第一次确定了美国领土扩张过程中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并为过渡时期的‘临时政府’提供了一种模式，成为西部地方政权组织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美国‘领地制’的形成。”

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美国领土大部分都是按照1787年《西北法令》所规定的领地制原则逐渐完成了从领地到州的演变。从1787年第一块领地建立到1912年亚利桑那最后升格为州，在125年的演变过程中，除去夏威夷和阿拉斯加，没有经过领地阶段的肯塔基、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以及原来13州中分出来的佛蒙特、缅因和西弗吉尼亚，美国共有29个州是通过领地制完成了从领地到州的转变的。领地制是美国在西部管理方面的创举，它不同于以前世界上其他各国对殖民地的统治模式，实际上它是一个非殖民化的过程，在这个演变过程中，西部越来越美国化，成为联邦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员。

二　美国公地制度的演变

与政治上从领地到州的顺利演变相比，西部在土地分配方面则复杂和曲折得多。虽然习惯上人们把1890年美国人口调查局所宣布的每平方英里2人的人口密度作为西部边疆消失的标志，其实，“拓荒运动一直持续到1890年以后，并且从特定的经济角度看，这些地区的潜在生产力被大大低估了，所有拓荒在美国许多地方仍然持续着”。从1784年到1920年代初，联邦政府总共取得了13.7亿英亩的公共土地的处理权，而到1920年，大部分联邦公地已经被处理完毕，剩余的土地仅有1.86亿英亩，标志着公地分配制度的基本完成。

在100多年的时间里，为了解决西部土地的分配问题，联邦政府通过了5000多条法令。而联邦的土地处理原则，也主要体现在了这些法令之中。大致来说，美国西部土地处理过程中存在着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美国联邦公地处理的总体趋势是从着眼于增加政府收入到着眼于推动移民定居和促进开发，经历了一个从尽快将土地处理完毕到19世纪末以后逐渐注意保护的变化过程。《美国历史地理》的作者拉尔夫·布朗认为：“在向西部扩张的全部时期中，政府的政策是一个使土地尽快有人定居和加以开发的政策。”此言总的起来还是对的。1862年《宅地法》可以看作是美国西部土地处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美国土地处理的指导思想彻底的转变，即从利用土地增加收入转为鼓励定居和开发的转变。美国西部土地的处理可以大致以1862年《宅地法》为界，分成两个阶段：前半阶段主要是土地出售和争取自由宅地阶段，1862年以后是《宅地法》不断修正和完善的阶段。进入19世纪末期以后，随着各种边疆的结束和资源枯竭状况的加剧，联邦政府逐渐意识到了保护的重要性，在处理土地的同时开始注意对各类资源进行保护，对不同用途的土地进行分类，农垦用地不再是联邦政府的唯一目标。到1923财政年度末，美国共有：森林保留地146处，总面积达182099802英亩，其中86%归国家所有；矿业保留地4300万英亩；国家公园7176774英亩；鸟类和动物保护地462789英亩等。包括印第安人保留地在内各种各样的保留地达272347278英亩，占原来公地的1/5.

第二，在《宅地法》颁布以前，美国土地出售过程中主要贯穿着两大趋势：即地价越来越低，出售单位面积越来越小。在1785和1787年土地法中，对于土地出售的最低面积都是640英亩，售价1美元/英亩，公开拍卖，现金交付。买不起土地的农民在当时只有两条途径可以选择：非法占地或者到加拿大冒充王党分子去骗取土地。1800年的《哈里森土地法》是美国土地销售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这个法令所有的重要创意都是对西部农场主的让步”。该法规定最低土地出售面积降为320英亩，仍然实行赊购制度，收取6%的利息。从此以后，美国土地销售的最低面积越来越小：1804年，640英亩；1820年，80英亩；1832年，40英亩。与此同时，地价也从原来的2美元/英亩下降到1820年的1.25美元/英亩；1854年，实行梯次降价法后，投放市场10年的土地地价为1美元/英亩，15年以上为0.75美元/英亩等。土地出售面积的减小和地价的降低反映了美国土地出售过程不断民主化的趋势，意味着联邦政府的指导思想从利用土地增加收入逐渐向着利用土地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快移民定居的方向转变。

第三，《宅地法》是土地处理民主化的一个标志，但其具体措施并不适应当时的实际情况。自1824年著名政治家本顿提出第一个宅地法的议案，直到1862年，林肯政府才最终把自由宅地这夙愿变成了现实。《宅地法》规定：任何年满21岁的美国公民或家长，只要缴纳10美元手续费，就可以获得最大160英亩的一块土地，而且在土地上耕种并连续居住满5年，就可以取得土地所有权。《宅地法》的通过在美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是美国土地分配民主化的标志，更重要的是它使得美国人“家庭农场”梦想的实现成为了可能。在当时人看来，对这部法令如何赞誉都不过分！然而，《宅地法》并不适合美国当时的发展状况。著名西部史学家理查德·怀特认为：《宅地法》“是一个较适应东部而不是西部情况，较适合美国过去而不是将来的理想”。从1862年到1890年，包括投机在内，通过宅地法仅仅授出了60万份、共8000万英亩的宅地，真正的定居者更是只有少得可怜的372659户；而同期，美国通过其他方式处理的土地却有5.2亿英亩之多。著名的西部史学家比林顿批判道：“就在演说家夸称美国正在把土地免费赠与它的穷困民众的年代里，5亿英亩土地让给了垄断者。”

第四，《宅地法》通过以后，美国联邦政府处理土地的主要政策目标依然是鼓励定居和利用土地推动西部的开发，但为了适应西部的特殊情况，不得不对宅地政策和用于东部的土地处理原则不断进行调整：（1）考虑到西部缺乏林木和比较干旱，联邦政府通过了《植树法》和《荒地法》。1873年的《植树法》规定：任何人只要种植40英亩的树木，就可以免费得到包括这40英亩在内的160英亩土地；1877年通过的《荒地法》则规定：申请者在3年内对土地进行灌溉，先交付0.25美元/英亩，其他条件完成后再交付其余部分，就可以得到640英亩土地。后来，联邦政府为了支持西部发展灌溉事业，又先后在1894年和1902年通过了《凯里法》（Carey Act）和《灌溉法》，前者规定，为了发展灌溉和鼓励定居，联邦政府给予某些州政府每个不超过100万英亩的土地；后者则要求联邦政府从出售土地所得收入中拨付专款，用于发展灌溉事业。（2）《扩大宅地法》。由于西部160英亩土地用于畜牧太小，而用于灌溉农业又太大。1904年，联邦政府通过专门针对内布拉斯加的《金凯德法》（Kinkaid Act),5年后该原则应用于其他10多个西部州，免费授予的宅地面积扩大为320英亩。（3）为了应对加拿大政府在1873年通过的《宅地法》关于对宅地申请者只需3年定居要求的规定，美国到1912年也通过了《三年宅地法》，放宽对宅地申请者的要求，只需连续3年、每年至少7个月居住在土地上，就可以获得宅地。（4）1916年《畜牧宅地法》。针对不适宜种植，只适宜放牧的土地，授予640英亩畜牧宅地。

第五，由于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土地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不计代价地鼓励农业开发和移民定居，土地成为联邦实现上述目的的主要奖励手段，从而导致了西部发展中大量的奖励性授地，其中以支持内部改进的各种授地、教育授地和军功授地最为著名。内部改进授地包括为了修建公路、运河和铁路而实行的各种授地。从1823到1869年，国会为了俄亥俄、密歇根、威斯康星和俄勒冈的马车道建设共拨地3276646.21英亩；为印第安纳、伊利诺伊等5州的运河开凿拨地324282.74英亩；为阿拉巴马、威斯康星和衣阿华三州的内河改进拨地2245252.31英亩；为铁路修建拨地共计129028558.50英亩，从而使得铁路公司成为美国西部最大的地主。而教育授地的实践可以一直追溯到殖民地时期，“在1787年土地法通过以前，为教育目的而拨地的原则就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了”。1785年土地法明确规定每个镇的第16地块留作各村镇教育用地。1848年，第36地块也被留作教育用地。联邦土地资助教育的最大计划当属1862年通过的《莫里尔土地法》，该法规定，参照1860年各州人口基数，按每位议员3万英亩的比例给各州划拨土地，用于支持农业和技术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后来又通过了《第二莫里尔土地法》（Second Morrill Act），联邦累计划拨的教育用地达9900万英亩之多，成为继铁路授地外，联邦最大的单项土地分配项目。此外，从美国独立到1907年，联邦政府还累计发放军功授地68239030英亩。

第六，美国西部开发和土地分配中不计代价盲目发展的后果一是疯狂的土地投机，二就是严重的资源浪费。自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北美各州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土地投机。大的投机分子利用雄厚的资金、内部消息以及各种基础建设活动投机西部地产，而广大的西部小农，虽然他们常常激烈地抨击土地投机，自己也常常是土地投机者和占地者。各种各样的大规模授地和土地法中的漏洞，都成为投机分子利用的大好时机。

土地投机在19世纪的美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大问题，对其作用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比林顿教授认为：“投机的全面影响是阻碍而不是促进向西部前进。”希巴德教授也认为：“虽然土地投机也有一些好处，但从总体上看，它是一种牟利，当然常常也是赔钱的生意，并没有对这个国家的发展带来物质上的贡献。”大投机分子内森·帕克（Nathan Parker）则为投机辩护。

土地投机因为涉及面广，持续时间长，很难截然说它有功还是有过。在鼓励定居、筹集资金和活跃市场方面，土地投机确实发挥了一些积极作用，但土地投机同样也存在着土地封锁、抬高地价、增加小农的经济负担等不利方面。至于西部开发所引起的资源和环境破坏问题，本书将在第七章第四节中进行专门的探讨，本处从略。

总之，包括领地制和免费宅地等在内的公地政策是美国发展史上一套非常具有创造性的土地制度，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土地管理和分配的先例。毋容讳言，美国公地的取得伴随着剥夺印第安人的过程，同时，在土地分配中也存在着像土地投机和资源浪费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从总体上看，通过这套制度的运行，29个新州得以加入联邦，有12亿英亩以上的土地从联邦转移到私人手中。正是公地制度的成功运行，保证了美国的政治稳定，同时也奠定了美国19世纪大规模资源开发的基础，从而为美国的崛起提供了坚实的保证。

三　加拿大土地制度的变迁

美加西部发展是整个北美西部发展的两个相互联系的组成部分。由于加拿大的西部开发略晚于美国，因而更多的是加拿大借鉴和效仿美国在西部开发和土地处理方面的经验。同时，由于加拿大地广人稀，并时刻受到美国兼并的威胁，因而利用土地吸引移民、保卫国家在加拿大比在美国更为迫切，而且联邦政府在土地处理问题上所发挥的权限也更大。研究加拿大西部土地史的著名学者马丁在他的《自治领土地政策》（Dominion Land Policy）中说，自治领土地政策的原型几乎都可以在美国找到，“很少有过如此宝贵的经验被那么友善和令人羡慕地被接受下来”。与美国相比，加拿大的土地处理政策存在着如下特点：

首先，在英属殖民地时期，加拿大的土地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免费授地到信贷出售土地的转变。在新法兰西时期，农业一直不发达，虽然庄园主按照法国模式建立起了封建式的庄园，但直到新法兰西末期农业仍然不能自给。而在大西洋沿海地区，虽然很早就“以授地为引诱，向大西洋沿岸各殖民地说英语的居民伸出欢迎之手”，可是土地却没人认领。在英属殖民地时期，加拿大的土地政策以1827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在1827年以前，加拿大是免费授地时期；而这以后，则是信贷出售土地时期。首先涌向加拿大的是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效忠派。在美国独立战争后期，为了安排来自美国的王党分子，英国殖民当局慷慨授地，上加拿大第一任总督西姆科大力鼓励美国移民，每个移民只要缴纳一定手续费并宣誓效忠，就可以获得200英亩土地。从1783到1812年战争前夕，由于美国国内土地大块高价拍卖，无力购买土地的小农冒充效忠派而大量移居上加拿大。新效忠派“对土地比对上空飘扬什么样的国旗更加感兴趣”。根据一个叫史密斯的人估计，1812年，上加拿大有13.6万人，其中只有1/5是英国人，其余大部分是来自美国的移民。1815年1月，英国政府正式颁布法令，禁止再向美国移民授地，而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土地政策逐渐民主化，移民们越过上安大略而移居美国西北地区，往加拿大移居的潮流暂时终止了。此后，来自英伦三岛的移民成为上加拿大移民的主力。1827年以后，英国殖民当局停止了无偿划拨土地的方法，改为信贷出售土地，新来的移民要么从皇家土地局购买土地，要么从私人垦殖者手中购买土地。到1850年代初期，上加拿大人口超过下加拿大，达到近100万人，基本建立起了成熟的社区和以小麦种植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结构。

其次，加拿大联邦建立后，参考美国的西部土地政策，加拿大创造性地建立了自己的西部土地处理制度。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美国兼并威胁的一种反应，各个殖民地内外交困，最终组成联邦，寻求联合自保。在加拿大联邦建立以后，麦克唐纳保守党政府为了抵制美国的兼并威胁，实现在北美大陆建立独立国家的梦想，在执政期间设计了一套被称为“国家政策”（National Policy）的建国纲领。根据麦克唐纳的设计，西部首先应该建立成为类似美国的领地，等条件成熟后再划分成3-5个省。西部土地和自然资源为了“自治领的目的”必须由中央控制。而所谓“自治领的目的”，就是利用西部土地来“支付铁路修建费用和吸引移民”。1869年5月，麦克唐纳向众议院提交了一份“关于鲁伯特地区临时政府”的议案，计划把这块土地设为西北地区，暂不设省，由副总督和渥太华任命的一个委员会进行管理。随后，联邦政府任命威廉·麦克杜格尔为副总督，派遣土地测量员对西北进行统一测量。1869年的里埃尔事件，在加拿大西部缔造了一个袖珍小省——马尼托巴省，该省以外的其他地区仍然由西北地区管理，直到1905年，整个地区一分为二，建立两个独立的新省：阿尔伯塔和萨斯喀彻温，最终完成了从中央直接管理区向省的转变。

至于西部土地和资源的管理与分配，加拿大自治领基本也借鉴了美国的实践。土地先由联邦中央控制，然后为了自治领的目的而实行土地私有化。加拿大的内地部长（Ministerof Interior）公开宣称：“自治领的利益就在于这些土地能够得到定居，至于是否可以卖钱无关紧要，为了推动定居，自治领政府花费大笔金钱去测量和管理这些土地，然后再把它们送掉，这是值得的。“1873年，自治领颁布《宅地法》，对于除铁路用地、学校保留地和哈德逊湾保留地以外的原来准备出售的偶数地块作为宅地免费向移民赠送。西北地区总督麦克杜格尔原来的计划是每镇64个地块，每地块800英亩，宅地200英亩。只是由于美国土地法已经为世界所知，才采用美国的测量方法。最后麦克杜格尔也不得不承认他“有选择地采纳了美国宅地法”。

在土地用作宅地和教育目的的同时，加拿大联邦政府同样把西部土地用以支持西部铁路的修建。1880年，联邦政府同太平洋铁路公司签约，授予该公司2500万英亩“最适宜定居”的土地，支持它修建横贯大陆的铁路。研究加拿大西部土地问题的专家切斯特·马丁写道：“铁路授地和宅地构成自治领土地政策的双胞胎，而它们的历史根源都可以在美国找到。”

再次，虽然借鉴了美国西部土地处理制度的经验，但加拿大西部土地处理制度与美国也存在着诸多差异：第一，加拿大西部的开发没有如美国那样伴随着大规模的印第安人战争，美国基本上是通过驱赶和暴力的办法剥夺印第安人的土地，把他们赶进保留地，但加拿大没有像美国那样爆发大规模的印第安战争。上下边疆形成鲜明的对比：“下面是蓝色，上面是红色。蓝色代表阴险和不守信诺，而红色则表示保护和坦诚直言。”加拿大的西部开发基本上是在“和平、秩序和良好的政府治理”的理念指导下进行的较为和平的开发。从1870到1880年代，加拿大联邦政府先后与印第安人签订了七项条约，并多次颁布印第安人法令，使西部的土著居民到19世纪80年代基本上都转入保留地，为白人移民空出了土地。第二，加拿大西部土地的处理服从于麦克唐纳保守党政府建立独立国家这一宏伟目标的总体规划，即所谓的“自治领的目的”，从而导致联邦政府在西部开发中扮演了主导性角色，同时这也是后来导致西部诸省与联邦矛盾和纠纷的一个重要起源。东部“明显的假设就是：西北地区是由自治领花钱买来的，应该为东加拿大的利益服务”。在辩论马尼托巴法令时，麦克唐纳就坚持：“土地不能交给它们，对于联邦来说，拥有土地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太平洋铁路必须靠它通过的土地来修建。”正是为了修建铁路和吸引移民这两项“自治领的目的”，1870年通过的《马尼托巴法令》以及1875年的《西北土地法案》都规定联邦控制它们的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由于联邦政府在西部开发中的作用，所以有人认为西部“发展的蓝图完全是在渥太华制定的”。第三，两国在具体的土地处理事务中也存在着一些差异。加拿大西部土地中不同于美国的最典型的区别是西部土地的1/20，即每个城镇中的第8地块和第26地块的3/4是保留给哈德逊湾公司的。该公司在1894-1930年公出售土地4951000英亩，获利59963000加元。另外一个不同就是关于铁路授地的规定。美国铁路授地基本上都是铁路沿线数英里内的交叉地块，虽然这些土地都比较靠近铁路，交通方便，但各地之间土地品质差异很大。而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汲取美国的教训，在跟联邦政府谈判铁路授地时，要求2500万英亩“最适宜定居”的土地，铁路公司在沿线仅仅划定了500万英亩，剩下的大片土地划在了远离铁路干线的偏北地区。

总之，美国和加拿大的西部开发和免费授地是两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典型特征，也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西进运动和大规模的资源开发，美加现代化过程中的生产要素投入增加了几十倍！同时，以领地制为特色的联邦土地管理和分配制度，不仅从政治上解决了新获得领土的政治管理问题，而且也在人类土地分配史上开创了诸多先例，对于吸引移民，开发自然资源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北美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产资料基础。


第二节　农业生产技术的变革

农业现代化是传统的以直接经验和手工工具为基础的农业向以现代的实验科学和工业技术装备的农业的一种转变。大致来说，美国和加拿大的农业从最初的原始状态到20世纪中期基本实现了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并且在此基础上向着高科技农业和农业企业联合体的方向变化。而且“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农业已经经历了机械的、技术的和企业管理的三个方面的全面革命。这三者加在一起，正在改变农业的性质”。美国和加拿大的农业不仅在生产中用现代化的农业机械代替了原来的手工工具，而且依靠现代科技为基础的高科技农业代替了原来那种靠天吃饭的传统经营方式，农业生产高度专业化和市场化，商业农业、试验农业和高能耗农业代替生存农业成为美加农业经营的主导模式。

一　农业机械化

丰富的资源和相对较为昂贵的劳动力导致农业经营中以节省劳动力为特色的农业机械化的大量推广，这是北美农业现代化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另一项重大差别。20世纪初，美国的一项政府调查声称：“美国农场的成功和繁荣是由于土壤的无比肥沃、农业用地价格的低廉和现代化机械的发明和使用，而不是系统的组织和高效的农场管理。”

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和衡量指标。北美农业从殖民地时期到20世纪中叶经历了一个从原始传统生产到半机械化、再到全面机械化的演变过程。因此，北美农业的机械化发展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半机械化阶段，这是以人力和畜力驱动、按机械原理设计制造的改良农机具取代传统农具的过程，是农业机械化的初始阶段。从18世纪末期始，美国人先后发明、改良了许多重要农机具，如轧棉机、耕犁、耘田机、割草机、收割机、脱粒机、打捆机等。

第二阶段是主要田间作业机械化阶段，是以电力驱动的大型现代农机具代替非机械动力农机具的过程，是机械化的完善阶段。19世纪中期开始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带动带动了北美农业中以内燃机（拖拉机、汽车）和电力代替畜力，以机引（或电动）的大型农业机器代替改良农机具的过程。从1910到1945年，美国农场的拖拉机总数从1000台猛增到235.4万台，载重卡车从不到2000辆增加到149万辆，谷物联合收割机从1000台增加到37.5万台。

最初的农业工具大都是农场主们用农闲时间自己加工出来的，即便是自己不能生产的铁制部件也大多是在当地的铁匠铺中加工出来的。耕犁是农场主开垦处女地的首要工具，也是在美国农业生产中最受关注和变化最多的农具之一。殖民地时期的耕犁极为笨重，整个耕犁是用一段树桩制作，犁刀入土角度不对，犁铧弧度也不科学，应用起来不仅费力，而且翻转过来的表土也不平整。农场主对耕犁的改进抱着非常保守的态度。在英国，1700年自荷兰引进的罗瑟拉姆犁（Rotherham Plough），在兰塞姆发明淬火钢犁后的50年里仍然盛行不衰。在美国，耕犁的改进最初也阻力重重。1789年，托马斯·杰斐逊就用科学原理重新设计了耕犁的犁铧弧度，但遭到抵制。与杰斐逊同时代的查理斯·纽伯尔德（Charles Newbold）在1797年取得了一项铸铁犁的专利，这种犁只需一头牛和一个人就可以操作，但它的缺点是一个部件损害，整个犁就要报废，而且当时农夫们固执地认为铁会损害土壤，并刺激杂草的生长，因而并没有推广开来。进入19世纪后，美国耕犁的第一个重大改进发生在1814-1819年，是杰斯罗·伍德（Jethro Wood）发明和取得专利的铸铁犁。该犁与纽伯尔德的铸铁犁的最大不同在于各个部件是分开的，一个部件损坏后，可以更换而不影响整个犁的使用。西部土壤的不同结构呼唤着更为高效和实用的耕犁的产生。1837年伊利诺伊的约翰·迪尔改良和发明了钢犁，1868年印第安纳的詹姆斯·奥立弗（James Oliver）发明了淬火钢犁。到1850年，共有200种不同类型的耕犁被设计和制造出来。1855年，美国共有372种耕犁取得了专利。而仅在1860年这一年就有109项犁的专利被申请，其中25项来自伊利诺伊。以铸铁犁的发明和推广为契机，专门的农具制造厂逐渐代替地方性的铁匠作坊成为耕犁制造的主要场所。1830年，马萨诸塞的沃塞斯特年产犁1000张，而匹兹堡的一个蒸汽作动力的工厂声称拥有日产100张耕犁的能力；1836年，匹兹堡的两个公司生产了3.4万张耕犁，而沃塞斯特的一家制造厂则在这一年共制造了150种不同型号的2万张耕犁。

耕犁改进的下一步是乘坐式耕犁和多铧犁的发明和应用。虽然早在1844年美国就签发了第一份乘坐式耕犁的专利，但并不成功，直到20年后，伊利诺伊的F.S.达文波特（F.S.Davenport）和罗伯特·牛顿（Robert Newton）才成功制造出第一张乘坐式耕犁。1866年，一个厂子仅仅牛顿式单座双轮犁就卖出了3.6万张；而在圣路易1873年的农产品展览会上，有16种不同的乘坐式耕犁展出。到19世纪中期后，比马和牛牵引力更大的蒸汽动力在农业中的应用为多铧犁的推广和实用提供了条件。早在1859年，福克斯蒸汽牵引犁就配备了6张犁铧。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改进，到1900年，太平洋地区已经出现了50马力的蒸汽拖拉机拖曳的16铧的10寸犁、外挂4个耙和一个播种机、一次可以耕种13英尺宽地带的大型的现代化农业机械，这样的机器一日可以耕种50英亩土地，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与耕犁的改进同样重要的是播种、收割和脱粒工具的改良。在殖民地时期，北美农作物的播种方式基本是靠简单的手工工具和用手撒播完成。甚至“直到1880年，谷物种植中用木犁翻开土地后，使用手工撒种仍然很普遍”。但随着农业的发展，自19世纪40年代开始，针对玉米、棉花等大颗粒的作物，逐渐出现了马拉条播机和播种机。1853年，伊利诺伊州盖尔斯伯格的乔治·W.布朗取得了玉米播种机的第一份专利。随着各种各样适应不同作物和不同地形的播种机械的发明，美国的播种机逐渐领先英国，以至于到1876年美国建国100周年的博览会上，英国没有播种机参展。

美国收割小麦最初使用的工具是大镰刀，既费力又效率低下，每个劳动力每天大约能够收割半英亩小麦，严重制约了种植面积的扩大。因为整个收割季节大约两个星期左右，所以，每个劳动力的种植面积只有7-10英亩左右，否则就无法及时完成收割。随着小麦播种面积的扩大，劳动人手的需要也增大，如1852年一位印第安纳农场主说道：“收获季节总是人手不足，而且他们要价很高。”因而，“在小麦收割中就开始采用机器了，其中一些是为脱粒和部分是吹风所准备的，它们的确省劳力，镰刀已经被弃置一旁，大镰等也很可能会被马拉或蒸汽驱动的机器所代替”。提起美国的收割机，人们自然会想到麦考密克，甚至有人认为“赛勒斯·P.麦考密克的收割机的发明对于小麦产业的意义就如同惠特尼的轧棉机对于棉花一样”。不过，最早发明和销售商业上实用的机械收割机的是奥贝德·赫西，他在1833年取得专利。麦考密克的收割机则通过不断的技术改进和成功的销售策略，后来居上。麦考密克收割机的销售量在19世纪50年代后飞速发展。1850-1858年共卖出了7万台。到1862年，美国全国有25万台收割机在使用。麦考密克收割机的收割速度在1848年是15英亩/天，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没有铁路，小麦就无法运到市场上去交换，而如果没有收割机，那么50年代的大片作物就无法收割。”由于麦考密克收割机最初无法完成从收割到打捆和脱粒等一系列工作，其他农业机械应运而生。1836年，第一台脱粒机取得了专利。后来，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集收割、脱粒为一体的联合收割机投入市场。到20世纪初，联合收割机已经在太平洋沿岸地区得到广泛应用。“通过各种各样的播种机械的使用，曾经被描述为农场中最为艰难和累人的工作到世纪末已经大大减轻，以至于一个人，很容易地就可以完成两代人以前20个人挥汗如雨才能完成的工作量。”

除了上述机械外，其他各种省时省力的农业机械在19世纪都先后被设计和制造出来，“技术和科学似乎主宰了1861年至1914年的美国农业”。到1899年，美国专利局已经受理的农具和其他农业技术的专利有：蔬菜切割和压榨机701项，肥料822项，养蜂1038项，树木花卉1102项，牲畜饲养3749项，奶场4632项，打谷机5319项，中耕机（Harrow与Digger）5801项，篱笆8404项，播种机9156项，收割机12519项，耕犁12652项。这意味着自1790年美国专利局建立以来，每个工作日就有两项农业专利获得认证。

马拉农用机械的发明和应用仅仅是美国农业机械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的重要任务就是用机械牵引力代替畜力，实现真正的机械化。“美国农业机械化的主要标志是内燃机在农业机械上的普遍应用。”而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革新就是拖拉机和其他农用动力机械的发明和应用。“拖拉机不仅解放了土地，也解放了劳动力，因为一个人用拖拉机犁地可以顶几个人用骡子干活。”到1900年，美国有31家拖拉机厂，年生产6000台拖拉机，每台1000美元左右。1910年，美国农场中的拖拉机还只有1000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西部拖拉机开始代替马力；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拖拉机广泛应用，已经成为了农业机械化的标志。1930年，美国农场有1900万头骡马，92万辆拖拉机。而到1959年以后，更大功率的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械占据主导地位，马匹已经不作为统计对象了。根据1960年的农业部统计资料，美国农场上有468.8万辆拖拉机，总功率达到1.53亿马力；卡车283.4万辆，谷物联合收割机104.5万辆，玉米收获机79.2万辆，捡捆机68万台，牧草收割机31.6万台。农业机械不仅数量多，而且功率大，自动化程度高。如1982年，美国每千公顷耕地所拥有的拖拉机数量为24.4台，低于日本的358.6台和瑞士的262.1台以及联邦德国的202.5，但这些国家以小功率的农业机械为主，而美国的拖拉机的功率可达到525马力和650马力，可以牵引24.4米宽的圆盘耙，一天耙地259公顷。

加拿大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也紧随美国。加拿大的耕犁基本上是美国耕犁的改进，除了效忠派引入的耕犁外，还有比美国所用的把手更长一些的“扬基——加拿大”铸铁犁等。美国的收割机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销往加拿大。1843年，赫西收割机传入加拿大。4年后，麦考密克收割机也传入。到1871年，安大略省有收割机36874台，魁北克5149台。脱粒机在1832年从纽约传入安大略，到1843年在加拿大的产麦区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与此同时，加拿大本国的农业机械生产工业也发展起来，制造厂的数目从1861年的46家增长到1881年的234家，产值从40万加元增加到440万加元。到19世纪60年代，加拿大收割机就已经把美国收割机赶出了本国市场。加拿大最著名的收割机制造公司是梅西——哈里斯（Massey-Harris）公司，该公司是由两家制造公司合并而来，其产品在80年代开始出口，出口额从1891年的376198加元上升到1901年的1692155加元，不仅打入欧洲、南非和澳洲市场，甚至在1913年后进入美国。美国其他农业机械的生产和仿造也迅速在加拿大展开。与美国一样，加拿大在1920年代也出现了农业动力由畜力向拖拉机的转变。拖拉机的使用由1926年的5万台增加到1931年的8.2万台，康拜因机从无到9000台，卡车从6000辆到2.2万辆。

农业机械化改进的首要后果就是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提高和单位生产费用的大幅度下降。在19世纪初，美国农场主耕种一英亩小麦所需时间如下：翻地7-9小时，用手播种要1.25小时，再盖土2.5小时，用手工农具收割需要20小时，存4小时，脱粒和清洁还需要25-50小时，总共用时大概是61小时5分钟；而使用机械化方式进行生产，仅需要3个小时零19.2分钟，生产费用也由原来的3.5547美元下降到0.6605美元。同样，1英亩玉米的生产时间由手工操作的38小时45分钟下降到机械化生产的15小时零7.8分钟；生产费用从3.625美元下降到1.513美元。在脱粒机使用前，每蒲式耳小麦的脱粒需要费时数个小时，而使用机械脱粒机则只需10-12分钟，费用3-4分钱。通过农业机械化，生产1蒲式耳小麦的劳动投入从1840-1860年的2.96小时降到1900-1910年的0.71小时。农业用工时数从1930年的230亿个下降到1950年的150亿个，1968年再进一步减少到70亿个。在谷物生产中，1840-1911年，每个劳动力的产出增加2倍，其中60%是源自科技因素。根据威廉·帕克的研究，70%的农业机械化收益来自收割机和脱粒机。1900年的统计表明，主要农作物的生产费用在45年间下降了46.37%。1850-1870年，美国农产值从14亿美元增加到25亿美元，每个农业工人的人均产出从1850年的294元上升到1870年的362美元。进入20世纪后，随着农业的进一步机械化，农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每个农场工人1990年的生产率是1910年的15倍。

其次，农业机械的广泛应用，还为农业解放了大量的劳动力。“在西进运动的同时还发生了另一个重要的人口流动，那就是从乡村到城镇的人口流动。“1860-1900年，有1800万美国人从农村移往了城市。虽然美国历史学家特纳把美国西部称为东部的减压阀，但实际上西部移民主要来自边界州和附近地区，很少来自东部。据研究，“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边疆从附近农业区而不是工业化的东部吸收新移民”。因为西部农业是一项需要高度技术的行业，东部的普通劳工很难取得成功。“据估计，凡一个工业劳工在农场取得成功，都有20个农场主的子弟们满怀信心地移民到了城市，而且有些还取得了成功。”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农业人口移往城市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农业的就业人口和农场的绝对数目也开始减少。农场数目从1935年最高值的681.2万个减少到1940年的610.2万个、1945年的585.9万个，再到1970年的295.4万个，农业人口也从1916年最高峰时期的3253万减少到1970年的971.2万人。农村就业人口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则从19世纪初的90%下降到1970年的4%。仅从1920到1970年，美国农业的雇佣劳动力人口就由1340万人减少到450万人。

再次，农业机械化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为农业总产量的提高和农场面积的扩大创造了条件。1866-1867到1880年，美国小麦的播种面积从1500万英亩增加到3800万英亩，产量从1.52亿蒲式耳增加到4.99亿蒲式耳，农场的谷物价值从2.32亿美元上升到4.74亿美元。在19世纪初期，使用大镰等原始的收割工具时，每人一个季节只能收割7.5英亩；而到1890年，由于收割机的使用，每人可以收割的面积达到135英亩。农业机械的大规模运用为大农场的兴起准备了条件，在机械化程度最高的中西部地区，大型农场的数目也越来越多。1860年，在中北部9个州和领地中，超过1000英亩的大农场共有501个，其中伊利诺伊194个，俄亥俄112个，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各1个。到1870年，草原地区大型农场的数目增加到635个。1880年，中西部共有2990个大型农场，有1621个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其中密苏里685个，明尼苏达从2个增加到145个，达科他领地从无到74个。另外，加利福尼亚还有2531个。除了大型农场的数目明显增加外，美国农场的平均面积也随着机械化程度的加深而不断扩大：1914年，每个农场平均137.9英亩；1925年，142.8英亩；1935年，154.7英亩；1945年，191.3英亩。到1970年，进一步增加到近400英亩。

另外，农业机械化在促进了农机具制造业发展的同时，增加了农场的固定资产数量，也从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农场的租佃比例。美国的农业工具、机械和其他产品，尤其是与农场有关的产品的生产到1860年已经成为一桩重要的工业，产值3400万美元，位居10大制造业行列。到1900年，仅农机制造的产值就增加到1.01亿美元。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加深，农场的投入也随之日益扩大，美国农业的平均投入从1845-1855年的每年1100万美元增加到10年后的2300万美元，再10年后的5400万美元。农场的农具价值也1860年的2.46亿美元上升到1900年的7.61亿美元。而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机械化步伐的加快，各个农场对农机具的投入更大：1910-1920年，每个农场的农机具价值从199美元上升到557美元，全国农机具总值从12.65亿美元上升到35.95亿美元。农业机械化所带来的农机具投入的增大，使美国西部的农业经营更加依靠大资本来源，令农民和工人成为独立农场主、建立家庭农场的梦想更难以实现。“机器的花销和其他因素一道，减少了独立农场主的比例，而同时则增加了佃农和雇佣劳工的数量。”虽然美国在1862年颁布了免费赠送土地的《宅地法》，但是，“对半湿润的大平原及其以西地方的成功所必不可少的大规模耕作方式，如果没有新机械的帮助，将是不可能的”。研究美国家庭农场问题的学者沃格勒认为：“无论授地法所声明的哲学如何，一套永久的有利于农业商品化的机制和经济利益保证了美国社会中的富裕集团得以致富，而贫穷者只留下了梦想。“1880-1900年，北部机械化较快的几个州的佃农比例上升的也最快：堪萨斯从16.3%上升到35.2%，俄克拉何马和南达科他从零分别上升到21%和21.8%。

二　从传统农业到高科技生化农业的转变

除了农业生产工具的机械化外，北美农业现代化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良。美国农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采取粗放型的经营形式，靠增加资源投入和机械化来增加总产量，而不是靠增加技术投入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即便到了19世纪后半期，“因为土地便宜而且容易获取，商业性的农场经营仍然是一种‘广种薄收的形式’（extensive farm operation)"。好的农场会施加一些动物粪肥，但“大部分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保持，更不用说提高他们土地的品质了”。随着19世纪后期边疆的逐渐关闭、土地价格的上涨和农产品价格的回升，美国农场主开始从原来粗犷的“广种薄收”模式逐渐向着精细生产模式转变。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农场主有三种选择：一是采用机械化，用机器代替较昂贵的人力资源投入；二是通过技术改良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第三种办法就是增加资本投入。

虽然真正意义上的农业科技的发展是在19世纪后期以后，但美国农场主们很早就注意到了技术改良的重要性。他们所采取的最重要的农业技术改良措施首先是广泛引入国外优良的动植物品种。其实，早在殖民地建立之初，欧洲殖民者就纷纷把欧洲的动植物种类引入美洲，不过当时他们引入欧洲物种的主要动机还是再造一个欧洲环境，而不是品种改良。随着农业科学知识的逐渐推广和农业技术的改善，走出边疆的许多社区开始注意农场动植物品种的改良。

牛一直是美国最重要的家畜，也是较早引入优良品种的家畜之一。早在1783年，一些品种优良的英格兰的帕顿牛（Patton Strain）就被引入到了肯塔基的蓝草地带。1816年，亨利·克莱和刘易斯·桑德斯（Lewis Sanders）又向这里带入了赫拉夫德牛（Hereford）和短角牛（Shorthorn，又称德拉姆牛）。短角牛很快就在东部其他地区盛行起来，以至于到1839年，“引入的数量是那么的多，据说几乎每艘在纽约停靠的船舶上都有从英格兰输入的纯种牛”。除了牛之外，其他家畜品种也被大量引进过来，那些引入良种牛的先驱者同样也是良种猪引入的积极鼓吹者和实践者，如刘易斯·莫里斯、理查德·埃伦和伊利诺伊家畜改良协会的约翰·温特沃斯（John Wentworth）等。而美国驻西班牙公使威廉·贾维斯（William Jarvis）则抓住时机，打破西班牙政府的封锁，在1811-1812年引入了6650只美丽奴羊。此外，1788年，英国纯种的信使马（Messenger）被引入美国，从而推动了养马事业的发展。

除了家畜和家禽等动物良种的引入外，植物良种的引进在19世纪初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最早的植物品种的引进始自政府或私人资助的科学探险。比如1803-1806年的刘易斯和克拉克的探险，就带回了许多西部植物品种。甚至美国财政部也训令其海外使领馆人员收集外国种子和植被并运回国内。如1819年的一个训令中就明确要求引入那些“适宜用作木材的森林树种；各种谷物品种；果树，蔬菜和可食用根茎；总之，任何可供人和家畜食用或者可用于制造业或其他用途的植物品种”。虽然当时还缺乏适当的途径将海外运回的作物品种分发给农场主去耕种，但到1815年许多地区的植物园都已经初具规模。如1814年由哥伦比亚大学指导建立的埃尔金（Elgin）植物园，其植物种类达到2200余种。这些植物品种和标本的收集与引进对于推动美国植物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农作物品种的改良准备了条件。

在引种的众多农作物品种中，最值得一提的有如下几种：第一，长绒棉。美国最初的高地棉不仅绒短，而且开口小，不易收获，容易腐烂。1805年，美国从墨西哥引入长绒棉，棉绒长且棉桃开口大，容易收获。“经过仔细选种后被称为‘小海湾棉’（Petit Gulf)的墨西哥棉花的引种，是仅次于轧棉机的发明而导致下南部棉花广泛种植的最重要进步。”第二，小麦。美国原来的小麦品种是颗粒较软的小麦，这种小麦的生产需要较多的水分，而且易受锈病侵害，其优点是容易研磨，面粉较白。1841年，安大略的丹尼尔·法伊夫（Daniel Fife）将硬粒冬小麦引入美国。除此之外，著名的冬小麦品种“土耳其红”，也在19世纪60-70年代由来自俄国的蒙诺派教徒带到了美国的堪萨斯。该品种最大的特点就是耐旱和高产，尤其适合北美干旱的草原地区种植。后来，美国农学家在此基础上培育成功了“堪萨斯红”。

其次，除了引入动植物良种外，从19世纪中期开始，美国农业经营中的另一项重要技术改良就是对土地肥力问题的逐渐关注和化肥的使用。美国早期农业经营中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掠夺性地开发土地，不注意水土保持，不讲究作物轮作，也不给土地施肥，许多家畜粪便被扔进地沟或弃置路旁而没有作为土地肥料。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一系列农业科研机构的建立和完善，农学院和农业试验站的专家们的忠告、农业组织的呼吁以及农业杂志的宣传，农场主们逐渐接受了科学种田的一些知识。其一是作物轮作制的逐渐推广。《草原农场主》杂志建议农场主实行玉米——燕麦——小麦——牧草轮作；对较南部的农场则建议牛豆——燕麦——小麦轮作等。到19世纪后期，轮作制逐渐为大多数农场主所接受。其二，农业耕作方式的改进。根据西部干旱、降水稀少而又较为集中的特点，北美西部发展了一套旱作农业方式。各地的农业试验站和农业技术人员建立示范农场，有条件的地方还发展灌溉农业。其三，农田施肥。除了种植绿肥和利用动物粪便外，当时美国农田用肥的其他来源还有：（1）鸟粪的进口。自1850年代开始，美国对秘鲁鸟粪的进口一直不断上升，1853-1854年进口达到了17.5849万吨，价值875万美元。为了廉价、持续得到海外的鸟粪供应，美国的皮尔斯和布坎南总统都积极行动，不惜派遣海军船只去保护美国商船装运鸟粪。（2）磷肥。在用化学方法制造磷肥以前，美国农用磷肥的主要来源是动物骨头尤其是西部野牛骨头。疯狂屠杀野牛的一个副产品除了牛皮制革业的繁荣外，就是牛骨加工工业的一度兴旺。东部公司以每吨4-12美元的价格购买野牛骨头，然后加工成骨粉，作为农用磷肥出售。北达科他的牛骨公司每年都能收集成千上万吨的牛骨，铁路每年要向东运出5000车皮牛骨。（3）化肥使用的增加。1849年，化肥首次在巴尔的摩出售。从19世纪后期开始，美国农业化肥的用量持续增加。仅仅中北部各州从1880到1900年的化肥用量就从200万美元上升到727.4万美元。1909年，整个国家一年用于肥料的开支达到1.2亿美元，消费化肥554.7万短吨，石灰94.6万短吨；而到1949年，总开支达到了8.95亿美元，消费化肥1854.2万吨，石灰2790.2万吨，美国农业越来越向着无机化肥农业的方向前进。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农业技术的改进，各地差别很大，相比较而言，广阔的西部，由于地多人稀，精耕农业技术的推广相对较慢。一位西部农场主的观点就是这种情形的典型代表：“谈论给我们那么大的农场施肥是荒唐的，照目前这种短缺而又高昂的劳工状况，农场主怎能找出时间、金钱和劳力为他的160-1500英亩大的土地施肥！”而农业生产技术较为成熟的东部生产带，较早就重视作物轮作、精耕和农田用肥。

再次，农业教学、科学研究和农业知识的推广相结合的三位一体体系的建立和逐渐完善，以及生物科学的兴起，为美国农业向着生物农业和化学农业的方向的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各级政府支持下农业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的建立。早在1822年，加德纳就在缅因建立了一所专门培养农业技术人才的专科学校——加德纳家园。1853年，纽约州通过了建立农业学院的法案，并在怀特斯巴诺、奥奈达建立农业学校。美国历史上第一所农学院是密歇根在1855年建立的。美国联邦政府除了制定土地政策、税收政策和专利保护政策外，也积极推动农业科学知识的推广普及，它所做出的最重大的举措当属1862年通过的《莫里尔土地法》和农业部的建立。根据《莫里尔土地法》和后来的《第二莫里尔法》，以政府拨地的形式资助和支持各地（州）农业学院的建立和发展，鼓励它们开展对农业问题的教育和研究工作。《莫里尔土地法》的通过不仅开创了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崭新模式，而且也刺激了其他传统高校的教育理念和方法的民主化变革。与此同时，根据农学院的呼吁和要求，联邦政府在1887年又通过了资助建立农业试验站的《海契法案》（Hatch Act）。试验站的任务是：“开展有利于美国永久和高效的农业产业的建立和维持或与之直接相关的原创性或其他研究、调查和试验。”正是由于政府的不断支持，农业试验站雇佣人数从1889年的402人逐渐增加到1920年的1968人；试验站数目也从最初的数十个增加到130个，遍布全国各州。据统计，从内战结束到1900年，农业试验站有1.2万项农业技术发明获得了专利。

（2）农业部的作用。1862年5月，林肯总统签署了《农业部组织法》，建立了农业部，首任农业部部长伊萨克·牛顿（Issac Newton）为该部所设计的活动目标包括：发布各农业学院的科学研究成果，收集和发布有关农业的统计数字，收集和发放农作物良种，同时资助开展农业化学、经济昆虫学、农业植物学、林业、经济动物学以及家禽家畜疾病防治的调查研究，建立农业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农业部最初的工作重点不是处理农民的经济问题，而是坚持科学研究的导向。它与赠地学院一道在1897-1933年间成为“美国现代高产农业赖以建立的科研基地”。在联邦农业部成立不久，各州也陆续建立了自己的农业管理部门，负责地方的农业研究和指导工作。

（3）农业科学推广体系的逐渐完善。为了鼓励农民接受各种最新的农业科技知识，美国朝野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农业科学推广体系。各地除了设立奖金、鼓励农业展览会（County Fair）的发展外，还组织各种各样的农业协会。据统计，到19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各地共有各级农业协会1330多个。除此之外，19世纪农业知识推广的另外一个有效途径就是各种农业期刊、手册、杂志和出版物的大量发行。据统计，在内战以前，美国各地先后发行过400种农业刊物。整个19世纪，美国和加拿大总计发行过大约3600种各类农业刊物。这些以美国农场主和农业为讨论对象的期刊杂志对于农业知识的推广和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1914年，以向农民传授农业科学知识为目的的《史密斯——利弗法》获得国会的批准。它将农业部的推广工作和农学院、农业实验站的研究任务联系起来，“在法律上确认了此前各种形式的推广工作，并将那些分散、混乱的推广活动规范到联邦、州、县三级各有分工又密切配合的管理结构之中，加速了农业推广工作的发展”。到1917年，美国各地有农业推广员的县发展到1434个，有推广员4100多名。

（4）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的兴起。人类自从远古时代起就认识到了遗传和变异现象，并且通过选择培育出大量的优良动植物品种。美国的农业科研工作者利用现代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的最新技术，对美国农业进行全面改造，从而引起了美国农业在20世纪向生物农业和化学农业的转变。比如，伊利诺伊大学教授爱德华·伊斯特及其学生唐纳德·琼斯成功培育出杂交玉米新品种，大大提高了玉米的单位面积产量。再如，DDT和除草剂的大面积推广和使用，解决了困扰农场主多年的害虫和杂草问题，青霉素和磺胺类药物的研制以及维生素的发现则找到了家禽和家畜养殖和增产的新途径。

加拿大农业的发展模式也紧随美国。加拿大“大部分的农业改进是美国北部农业所发生变化的一个密切反映，加拿大农场主分享着［美国农场主的］大部分知识”。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随着农业商业化的演进，除了生产工具机械化外，农业生产技术也不断改进。美国大部分的先进农业技术很快就被加拿大人所采用，比如，在美国引入欧洲优质的短角牛的过程中，就同时有大约100头被引入到了加拿大。与此同时，加拿大并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而且还有不少创新。加拿大所培育的最著名的优质农作物品种就是小麦了。1848年，加拿大人成功培育出了北美首种硬粒春小麦“红笛”（Red Fyfe）。该种小麦在1855年就已经为美国纽约所熟知。“红笛是北美所培育的首例硬粒春小麦，并最终奠定了明尼苏达和其他西北小麦生产区繁荣的基础。”

当美国农业向着科技农业和生化农业转变的时候，加拿大也不例外。1868年，加拿大建立联邦农业部和中央试验站。到1880年代，根据安大略农业委员会的调查，加拿大的农业科技进步“完全与美国保持同样的发展水平”。如同美国西部一样，机械化大农场和先进科技保障下的现代化种植业和畜产品生产逐渐代替传统的手工和经验成为农业的主导形式。

通过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美国农业教育、农业科学研究和传播体系的发展，以及全世界生物科学的不断进步，北美农业逐渐向着生物农业和化学农业的方向转化。通过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美国农学家们培育出了大量的优质动植物良种，如杂交玉米、高粱、小麦、马、牛等等，从而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单位面积产量。比如，从1943到1959年，杂交玉米的种植面积占全国玉米种植面积的比例从50%上升到了95%；通过品种改良，美国奶牛的平均产奶量从1850年的2371磅/牛增加到1900年的3352磅/牛。1935年以后，美国农作物的单产量更是迅速增加，玉米从1935年的20.5蒲式耳/英亩增加到1970年的80.8蒲式耳/英亩；土豆从6630磅/英亩增加到18820磅/英亩，“这是美国生物学和化学技术革命的结果”。生物化学的发展为农牧业病虫害的防治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在1952年，有11%的玉米田和5%的棉田使用除草剂；到1982年，上述两类农田使用除草剂的比例达到了95%和93%。

总之，到20世纪上半期，农业科技和生物化学工业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北美农业的生产技术，传统的粗放型生产逐渐转化为高度机械化、高能耗和严重依赖现代高科技的生化农业，而且这一模式还呈加速发展变化的势头。如果按1967年美国的农业投入指数为100的话，那1930年的机械投入就是39,1940年为42,1945年增加到58；而农业化肥的投入1930年只有10,1945年20,1955年为39.这说明，农业化肥的大规模应用是在二战以后的事情。不过，到60年代以后，著名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发表，该书振聋发聩般地令美国朝野意识到了严重依赖化学制剂尤其是DDT给美国农牧业和环境所造成的危害，开始重新检讨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问题，此后，生态农业和可持续发展而不是生化农业成为人们谈论和研究的重点。


第三节　农业生产的商业化和专业化

北美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除了由于土地资源极端丰富和劳动力短缺而促成的机械化、粗放型的农业发展模式和生产技术的高度现代化外，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农业生产的高度商业化和专业化。“商品化是美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农业地区专业化是实现农业商品化的利器。”

一　农业商业化

农业商业化是指农民种植一种或数种作物在与其本身无关的市场上出售，而不是种植多种作物以满足直接生产者本身的需要。“如果一个农场主出售农产品，并从中得到收入，他就可以被称为商业性农业经营者。”而在当今美国的各种统计中，商业农场包括所有销售额在2500美元以上的农场，还加上销售额虽低于2500美元，但经营者不到65岁且是以务农为主要职业和生计的农场。

从历史上看，虽然美国不乏各种各样的乌托邦式的农业试验和自给自足的家庭梦想的神话，但是，纯粹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很少见的。除了因宗教和文化原因而自愿采取自给农业经济形式的一些宗教团体外，在北美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家庭农场本身都有着强烈的商品经济意识和市场导向，只是由于条件所限，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采取自给自足的经济方式，一旦条件成熟，他们就会不遗余力地踏上商品经济的快车。早在北美殖民地时期，就根据不同的自然和历史条件，分别发展起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经济模式：南部依靠种植烟草、大米、蓝靛等外向型的经济作物而发展起了商业性的大种植园经济；新英格兰虽然大部分地区由于锈病而没有能够成为商业性小麦种植的基地，但商业性畜牧业却在17世纪就开始了，大陆军所需牛的主要来源就是新英格兰；中部殖民地的面粉和小麦是主要的出口品，1763年，纽约的农场主生产了25万桶面粉供出口，宾夕法尼亚则达到了35万桶。到独立战争前夕，这两个殖民地大约出口77万英镑的面粉和饼干，相当于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当时出口的烟草的价值。

因此，有学者认为：美国的农业从来就不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即使是在早期的殖民地时代，小麦、家畜、玉米和其他农产品也是供出售的，而且几乎从移民们开始来到美洲时起，烟草就是一种供销售的作物。实际上，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的某些地区从一开始移民起，就成了商业化的农业地区。

19世纪是美国农业由家庭农业向具有现代化特征的工业化的农业综合企业转变的重要历史阶段，也是农业商品化快速发展的一个世纪，在殖民地所建立的外向型出口农业的基础上，随着边疆的扩大和工业化的起步，农业的商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具体说来，导致美国农业商业化程度提高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1）东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增加了对农畜产品的需求。随着东部制造业的发展，大量人口流向城市。比如1840年，纽约地区缺粮380万蒲式耳，仅纽约一个城市就缺180万蒲式耳。对商品粮的巨大需求无疑是西部农业种植业转向商业化的一个重要推进因素。1853年，东北部购买了西部输出小麦的99%、面粉的62%、玉米的63%。另外，作为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产品加工工业的兴起，同样对美国农产品的商业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外国出口市场的巨大需求是导致北美农业商业化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除了传统的中美洲市场对北美农产品的需求外，19世纪欧洲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北美农产品提供了另外一个巨大的海外需求市场。在19世纪后期以前，北美向海外出口的主要是初级产品，其中农产品占据显著的比例。美国内战前一年，出口3.16亿美元，3/4来自南部，其中棉花占60%、烟草占6%。到1897年，美国的棉花产量比1867年增长了4倍（1867年是250万包），其中70%供出口。除了棉花之外，随着西部的开发，小麦出口量也越来越大。从1870到1892年，中西部小麦的出口量增长了4倍。与此同时，美国小麦的播种面积也从1500万英亩增加到3800万英亩，产量从1.52亿蒲式耳到4.99亿蒲式耳。仅1880年，美国就有1.5亿蒲式耳小麦出口英国，获利1.91亿美元。从1899到1925年，美国出口的小麦占全国小麦总产量的28.5%，1920年甚至达到50.3%。海外出口市场的扩大对于加拿大西部小麦生产的商品化同样重要。加拿大小麦的种植面积从1901年的430万英亩增加到1931年的2640万英亩，贸易额从1901年的700万加元上升到1921年的3.11亿加元。小麦占加拿大外贸出口值的比例1901年为4%，1911年为16%，1921年为25%。从1925到1929年，加拿大小麦的出口又实现了翻番，达到5亿加元，占世界出口量的一半，小麦成为加拿大20世纪早期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可以说，没有小麦出口市场的扩大，加拿大西部的开发是不可想象的。

（3）交通运输的改善，为农产品的商业化提供了便利。在北美历史上，由于交通费用过高而限制农业商业化发展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在1820年以前，西跨阿勒根尼山脉的货运价格在25-50分/吨英里，从布法罗运送一袋小麦的运费比货物本身的价钱还高！另一个例子是19世纪中后期铁路公司由于索要过高运费和交易商故意压价而导致部分地区农业自给自足倾向的发展。1886年，从芝加哥到纽约走水路运输小麦只需25.3分/蒲式耳，而铁路公司则收费42.6分。当1869年纽约的小麦售价为1.25美元/蒲式耳时，西部只有50分/蒲式耳；东部玉米1美元/蒲式耳，西部农民只能把15分/蒲式耳的玉米烧掉。针对这种情况，研究美国西部农业问题的专家弗雷德·香农评价道：“铁路公司从作物中榨出最后一分利润的垄断行径，迟滞了商业化农业的发展，导致了自给自足，如西部草原烧毁谷物的行为等。”不过，值得庆幸的是，随着北美交通的改善，同时由于农场主的艰苦斗争，或者通过鼓励运输中的竞争原则，或者是通过政府的干预，北美的货运运费得以大幅度降低。伊利运河通航后，奥尔巴尼到布法罗的时间由20天减为6天，费用从100美元/吨降为10美元/吨。自19世纪中期开始，北美铁路货运的运费也开始逐渐降低。在铁路到来前，从珍妮思韦尔（Janesville）到密尔沃基，距离70英里，农产品的运输费用是每蒲式耳18美分；但铁路到达后，每吨英里的费用降到了1.5分。1852-1856年，从芝加哥到纽约的小麦运费为每蒲式耳20.8分；1880年代初，降到了8.6分；1910-1913年，仅为5.4分。到一战时，横渡大西洋的运费也从原来的14.3分/蒲式耳降到了4.9分/蒲式耳。

（4）市场上谷物价格的逐渐上扬也是推动北美农业商业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道格拉斯·诺思认为：19世纪前半期“虽然成本的降低部分地增加了利润，但影响西部发展最为直接的还是小麦和谷物价格的变动”。研究加拿大农业经济问题的专家肯·诺里（Kennith Norrie）通过对加拿大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小麦价格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小麦价格每上升1%，在1896年以前会导致宅地定居增长1.5%，在这以后增长1.3%。此外，我们上文所分析的农业生产工具的机械化改进、生产技术的进步等因素也同北美农业的商业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一方面为农业的商业化准备了技术条件，同时本身也由于农业商业化的进一步发展而得到推进。

农业的高度商业化是北美农业的典型特征，同时也是北美农业得以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商业化不断加深的过程中，美国和加拿大的农业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也对其行业自身和整个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农业商业化引起了北美农业发展的现代化的重新定向。与传统的生存农业相比，商业化农业是一种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模式，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交换而不是自我消费，它所考虑的首先是市场和利润。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自给自足仍然被主流思潮认为是农场经营成功的标志；但是大约到19世纪中期，随着交通的改善和西部的开发，美国的“农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走出自足阶段，而成为商业性农场”。纽约州农业协会主席霍雷肖·西摩尔（Horatio Seymour）向农场主呼吁：

生产最适合自己的产品，并出售以获取最大的收益，他进而可以购买自己需要的其他物品，这比自己生产要便宜。时间和劳动都已经变成了赚钱的商品，他既不外借也不划价。他的农场再也不只是为了维持生存，它可以产出资本，因而也需要资本的投入用以内部改进1868年，《草原农场主》杂志提醒读者说：“与其他行业一样，农业的进一步分化是有好处的，每个人生产最适合其土地、技能、气候和市场的产品，同时利用其收益购买其他的必需品。”虽然当时这种观点还受到一些质疑，但30年后情况就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康奈尔农人》公然声称：“农业的目标就是……牟利”，“农业与其他生产性行业一样，遵循同样的生产规则”。农业完全变成了同其他工业一样的牟利手段。

其次，商业化农业的发展以市场为导向、以获取最大限度的收益为经营准则，这给北美的农业发展和农场主的地位变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农业的商业化使农场主搭上了国际市场变化的快车，同时也使得他们增加了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在自给自足的家庭农场时代，“只要边疆人在土地上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很少或根本没有产品提供给市场，那么他们对美国经济的发展就只发挥一点儿边缘性的影响”。可是当他们的农业卷入市场以后，“价格由市场决定，而农场主对此完全一无所知，或者受到他根本不认识的人的控制，变得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墨尔本跟芝加哥和堪萨斯城的经济状况同样依赖”。为了生产更多的农产品供应市场，谋求更大的利益，农场主不得不增加资本和技术投入。而反过来，更大的资本投入又更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市场的依赖。“农场主不再如以前那样，走在文明前面，遁入荒野，不受任何约束，不受任何人的管制，是无拘无束的、独立的乡巴佬了。”随着农业商业化的加深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北美佃农的比例也越来越高。“农场主似乎是，而且他们也一直认为自己是独立的，其实他们处在自己不能控制的力量的影响之下。”

另一方面，为了谋求更大的利润，农场主不得不增加农业投入，扩大种植面积，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率，而在19世纪劳动力昂贵而资源相对便宜的情况下，必然带来以资源和资金投入来代替人力资本投入的现象。农业也如同工业一样，开始迷恋规模越大、效率越高这一理论。随着农业商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场经营面积也越来越大，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科学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大型农场（Bonanza Farm）在西部越来越多。这种大型农场“需要接近大片易于开拓的土地，有充足的资金供应和相对较为低廉的交通费用”。

二　农业专业化

所谓农业专业化，是指一个地区、一个农业生产单位由经营多种农业生产部门或多种农业生产项目转变为专门或主要经营少数农业生产部门或少数农业生产项目。它是社会分工深化和经济联系加强的必然结果，通常包括三种表现形式，即农业地区专业化或农业生产区域化、农业企业专业化或农场专业化、农业作业专业化或农艺过程专业化。影响农业专业化的因素有：自然条件，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的差异对于农业生产的地区专业化具有决定性影响；农业商业化的发展水平；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农业科技的水平是农业作业专业化的技术基础。

农业生产区域化、农场专业化和农业作业专业化是三个互相联系、互为表里的关系：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制约，逐渐形成某种作物或畜牧品种的生产优势，即所谓的农业生产区域化；而作为单个的农场，则是这种生产区域化的实践者，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和获取收益，它们在各自的农场经营中逐渐改变多样化的种植和养殖模式，专门种植或养殖某一种或几种农畜品种。而农场专业化和生产区域化发展到一定程度，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又出现了农艺过程专业化，即一个地区或一个企业专门或主要完成最终产品整个生产过程中的某一阶段或环节的生产活动。

1.农业生产区域化

美国农业区域化的生产模式形成时间早，特点鲜明。早在殖民地时期，北美农业就包含了专业化的萌芽。根据自然条件的不同和市场的要求，南部发展了商业性的经济作物种植园，主要生产烟草、靛蓝和稻米供应出口；而中部则集中生产小麦等粮食作物，被称为面包殖民地；北部因为土壤和气候条件不利于种植业的发展，遂逐渐集中发展畜牧业。

进入19世纪以后，由于绿籽海岛棉的引入和1793年惠特尼轧棉机的发明，北纬35°以南地区出现了棉花种植蓬勃发展的局面，从而形成了以棉花为主导的种植经营模式。棉花收获量从1799年的210526包（bales）增加到1809年的34万包、1819年60万包、1839年217.8万包，1859年增加到486.1万包；而出口量则从世纪初的9.1716万包增加到1859年的377.4万包。美国内战以后，南方的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仍然持续增加，1878年产量507.4万包，超过内战前的1859年；到1900年美国的棉花收获量达到1038.3万包，种植面积也从1878年的1226.68万英亩增加到1908年的3208.1万英亩。随着西部开发和农业商业化程度的加强，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地区由于水土和气候条件较好，发展起了大规模的农业种植业和畜牧业。小麦是当时的首选作物，除了南部的烟草和棉花种植州外，从东到西都发展起了小麦种植，“对农场主来说，没有比小麦更好的经济作物了”。但由于地力衰竭和病虫害的困扰，随着美国边疆的从东往西推进和新土地的开发，小麦产地也逐渐西移。小麦的主产区由原来的纽约和宾夕法尼亚逐渐挪到了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伊利诺伊、威斯康星和衣阿华。1859年，中北部诸州所生产的小麦占全国产量的55%，其中46%出自中北部位于密西西比河以东的5州；而到1889年，密西西比河以西的中北部7州所产小麦占全国小麦产量的46.6%。当年的6大小麦主产州——明尼苏达、北达科他、俄亥俄、南达科他、堪萨斯和加利福尼亚——有5个集中在这里，它们占全国小麦产量的49%。玉米是这里的另一种重要的作物，其实，除了最北端温度不足之外，玉米在美国各地都能种植，但中北部由于土壤肥沃，夏季温度较高，雨量充沛，从俄亥俄州的中部往西一直到达内布拉斯加的边界，逐渐成为玉米主产区。与小麦作为重要粮食作物的地位不同，在美国，玉米主要用作饲料，每蒲式耳玉米可以转化成10-12磅猪肉，甚至每4头牛所浪费饲料仍可以喂养一头猪。较高的性价比令美国的玉米生产地区逐渐发展成为玉米——生猪生产带。

大草原地区除了谷物种植外，最著名的产业就是牛的养殖了。19世纪后期，随着野牛的灭绝和印第安人被赶进保留地，畜牧边疆盛极一时。不过直到1880年，全美国共有39675533头牛，西部只有12612089头，占34%，其中大草原上有11000846头，占总数的27.7%。然而，区别于东西畜牧业的不是数量，而是生产方法。“东部以小规模从事一项大生意，而西部则以大规模从事一项小生意。”落基山以西的加利福尼亚逐渐从最初的小麦种植和畜牧业发展成为亚热带水果和蔬菜生产基地。

阿巴拉契亚山以东的东北部地区由于市场导向的变化、地力衰竭和受到西部谷物带的挑战，谷物种植成本较高，19世纪末中西部生产1英亩玉米需要劳动投入7-9美元，而东部需要17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它们逐渐转向高附加值的水果、蔬菜和奶类生产。到“1840年以后，精耕农业（intensivefarming）在大城市周围逐渐变成普遍模式，而随着来自中西部谷物的竞争加剧，远处的一些地方也不再种植小麦了”。1860年，纽约还生产了100万蒲式耳的小麦，但到1899年就只有13.7万蒲式耳了。玉米从916.5万蒲式耳降到了661.5万蒲式耳。黑麦从150万蒲式耳下降到不足原来的1/3，肉牛从62.5万头降到47.4万头，羊从178万只减少到58.5万只，奶牛从68万头上升到96万头。根据尼克·哈利（C.Knick Harley）的研究，1875-1879年，东部沿海地区还能够生产其所消耗小麦的1/2；而到1910-1913年，仅能够满足本地23%的需要了。

美国逐渐发展成为9个地域明显的农牧业生产带：新英格兰和中部诸州，农业以奶牛、家禽、蔬菜种植、水果和园艺为主；中部东北区以肉牛、奶牛、生猪、玉米和大豆生产较多；中部西北区宜于玉米、肉牛和生猪的生产；包括中部西南、中部东南和南部大西洋区在内的南部三区农业以棉花、烟草、水稻等作物为主；山区八州南接墨西哥，北临加拿大，偏重于粗放畜牧业；太平洋区的加利福尼亚盛产水果和蔬菜，北部的华盛顿和俄勒冈是著名的小麦产区，而夏威夷则主要生产甘蔗和水果，成为经营非常成功的综合农业区。

如果按照农作物以及各种主要农畜品种的集中区域来看：（1）玉米——肉牛——生猪生产带主要集中在从俄亥俄往西直到内布拉斯加边界。玉米是这一带的主要作物，大豆作为补充，日益取代燕麦、小麦和干草而成为次要作物；而菜牛和肉猪则是重要的补充畜牧业。（2）植棉区，棉花生产主要集中在南部三个区。（3）乳品区，主要集中在东北部、大湖区和西北部，这些地区土壤和气候不像玉米带那样有利，但气候阴凉，雨量丰沛，适于牧草生产。（4）小麦区，随着小麦生产带的不断西移，19世纪的小麦主产区日益变成玉米带和乳品区，美国的小麦生产带日益集中在北部平原、北部山区和西北部的部分地区。

2.农场经营专业化

在美国农业生产的地域化趋势日益加强的同时，各个农场经营也越来越专业化。美国人最初的家庭农场多为混合型农场，大部分的需求都靠自己的生产满足。如伊利诺伊的一位拓荒者说道：“我们有一座旧房子、牛、犁和一些家具，及我妻子做的一些房内用品。我们钱很少，但也不需要更多的钱，因为我们栽种和制作自己所用的一切。”农场主们为了供应家庭用度，不得不尽最大可能生产家庭所需要的产品，因而大多采用多样化的生产模式。

农业经营的多样化和专业化一直是一对矛盾关系。农业商业化和交通运输欠发达，使得农场主不得不自己生产所需要的大部分产品，这是农业多样化存在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农业多样化存在的原因还在于：（1）解决人手不足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农业资源。劳动人手的不足一直是美国农业规模扩大过程中的掣肘因素，在机械化以前，每名劳动力只能够耕种7-10英亩小麦。而农业多样化可以有效错开各种作物的耕种和收割时间，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和劳动力。（2）减少经营风险。由于生产的品种较多，病虫害和不良气候所造成的灾害威胁就会大大减轻；同时产品多种经营，还可以应付市场上价格波动所带来的经济风险。（3）多样化经营还可以避免单一种植所带来的地力衰竭，保护水土资源，从而实现可持续的发展。1837年，纽约杰斐逊县的阿萨·卡特（Asa Carter）在他150英亩的农场里生产了下列物品：1088磅枫糖，108.8美元；35磅羊毛，17.5美元；4只肉牛，10美元；5只羊羔，10美元；5只小牛，20美元；6头猪，6美元；50吨干草，350美元；80蒲式耳苹果，20美元；1535磅奶酪，122美元；280蒲式耳土豆，70美元；1482磅猪肉，103美元；108磅奶油，19元；15只1-2年的牛，105美元；总收入1639美元。

但是，随着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农业生产的区域化趋势相一致，各个农场经营的品种也越来越单一化，“技术的改进和专门机械设备的发展是导致专业化增强的首要经济动力”。

与农业经营区域化的原则相一致，农场主做出决定的依据同样是相对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为了要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单个的农场主必须要对其农场的经营品种做出决定。虽然综合经营或者说农场经营多样化具有众多的优点，但农业现代化的趋势却引导着美国农业向着单一经营的方向发展。“目前的趋势是：在农村中越先进的农场，一种主要产品和一两种补充的或互相依赖的品种的专业化程度就越大。”

正是在上述因素的联合作用下，从19世纪开始，美国农场的专业化程度也日益加强。首先是中西部的许多农场主逐渐放弃多样化经营原则，而专注于一种或几种作物或品种的生产，如在市场和自然条件的联合作用下，“玉米和猪就这样成为了从俄亥俄绵延到衣阿华和密苏里的正在发展的玉米带的农场主的主要产品”。伊利诺伊最著名的农场主雅各布·斯特罗恩（Jacob Strawn）所种植的2900英亩的玉米全部用于牲畜饲养，饲养着1600-2000头牛，外加700头猪。他1854年的牲畜销售总额是10万美元。在西部大平原上，出现了绵延数百公里的大型小麦专业化农场。如堪萨斯哈斯克尔县的小麦女王艾达·威特金斯1926年种植了2000英亩小麦，获利7.5万美元；另一个小麦大王J.H.格鲁弗于1902年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勺柄地带种植了4000英亩小麦。而东北部的农场主则专注于一种或几种水果、蔬菜或奶产品的生产和经营。进入20世纪以后，农场规模扩大和专业化的势头有增无减。

除了专门种植一种或几种大田作物或其他附属产业的生产专业化外，畜牧业生产也实现了高度专业化，不仅有牛、猪、鸡等的专业化生产农场，而且各个品种的生产过程也出现了更为精细的分工。如养牛业可以分为菜牛和奶牛两大类，菜牛养殖场又有专门繁殖小牛的养牛场、把小牛饲养成成牛即出售的放牧式养牛场和专门圈养催肥的养牛场；而奶牛场则分为专门为奶品加工厂提供产品的农场和综合性的奶业农场等。到1974年，美国有一半的牛是在平均存栏量超过3万头的422个围栏牧场中养殖的；同时，家禽超过2万只的5000多个农场所生产的蛋占美国市场供应的70%；在不到50万个养猪场中，有1万家养猪企业所销售的猪等于美国市场总供应量的1/4，而在1950年，美国仍然有200万个养猪场。1900年，美国的570万个农场中，560万个饲养着鸡（占总数的98%），470万个种植玉米（占总数的82%），450万个至少有一头奶牛（占总数的79%），430万个养有猪（占总数的75%）；而到1992年，在总共190万个农场中，只有4%的农场有鸡，25%的农场种植玉米，8%的农场中有奶牛，10%的农场养有生猪。由此可见，农场专业化的程度比一个世纪前大大提高。

出产各类农产品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比例变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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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斯坦利·恩格尔曼、罗伯特·高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3卷，第725页。

3.农业作业专业化

进入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和大型农业综合企业的兴起，以试验和科学分析为基础的生产技术代替传统的主观经验成为指导农业生产的决策原则，一套工厂化的科学流程成为许多大型农场的经营规范，农业作业或者说农业过程日益专业化。许多现代化的农场实际上就是一个个购买生产资料，经过农场的生产加工，再向市场出售产品追求经济效益的大型农业企业，农场经营者变成了农业资本家。以美国的肉鸡生产为例，在1940年代以前，肉鸡还没有分化成独立的生产部门，后来随着对肉鸡需求量的增大，肉鸡生产才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并且在此基础上肉鸡生产的各个环节和生产工序也独立成为专业化的生产单位。如工业化的雏鸡孵化部门，1950年代末有上百家大型孵化场的一次孵化能力在50万只以上。同时还有专门提供孵化用蛋的种鸡场，而且美国鸡饲料都是按照科学的比例搭配而成，根据不同鸡种、鸡龄和用途进行专门的饲喂。肉鸡生产综合体不仅把鸡肉生产的各个环节、各道工序组织起来，同时也把与生产相关的生产资料供应、运输、加工和销售连接起来，实行严格的工业化管理和指挥。“参加肉鸡农工综合体的各单位实际上成为综合体的一个从属单位或车间。”

4.加拿大的农业专业化

加拿大农业专业化的步伐也如农产品市场化一样，紧随美国。最初移入加拿大的效忠派利用他们带来的美国耕作技术，发展起了以小麦种植为主导的经济形式，出口海外市场。以1851年为例，安大略播种小麦798275英亩，收获12682550蒲式耳；燕麦413058英亩，收获11391867蒲式耳；豌豆186643英亩，收获3127681蒲式耳；玉米72047英亩，产量1688805蒲式耳；黑麦49066英亩，收获318429蒲式耳；荞麦44264英亩，收获579935蒲式耳；大麦30129英亩，收获625452蒲式耳。但主要的商品化作物还是小麦，其他作物虽然收获量很大，由于量大价低，主要用于农场内部自己消费。除了上述粮食作物外，上加拿大还生产烟草、亚麻、蛇麻子和水果等，但“普通的上加拿大农场主除了把它们做为副产品外，并不重视。其目标是生产尽可能多的小麦”。小麦成为19世纪上半期上加拿大的第一种大宗产品。在19世纪50年代，它构成农场主商业销售收入的3/4；同期所生产的小麦要多于除威斯康星和俄勒冈以外的美国其他小麦生产州。后来随着畜牧业的发展，安大略西部的农民先“是如此沉迷于小麦种植，后来是畜牧养殖和奶酪制作，以至于操作起来不厌其烦”。

随着加拿大西部的开发，西部发展起了以小麦种植为主导的专业化农场。虽然在阿尔伯塔东南有畜牧业和太平洋铁路所推动的甜菜种植等多样化的农场，但西部最主要的作物还是小麦。加拿大1896年生产小麦7855274蒲式耳；1901年，生产小麦26117530蒲式耳；1911年是1896年的3倍。1916-1920年，加拿大小麦产量2.04亿蒲式耳，1921-1925是3.42亿蒲式耳。1926-1930年的平均产量是4.12亿蒲式耳。正是由于西部农业的高度单一化，所以当1930年代大危机爆发时，它遭受的打击才特别严重。整个加拿大自治领农业下降了82%，占全国的收入比重从18%下降到了5%；而最后的边疆萨斯喀彻温省1933年的收入仅相当于1928-1929收入的25.7%。总之，北美农业在高度市场化的基础上，实现了从农业多样化到专业化的演变，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加农业的区域专业化、农场专业化和农艺专业化的水平都较高，堪称许多国家高科技农业学习的典范。农业专业化的发展，使各地区、各农业生产单位在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方面所拥有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农业技术得以采用，农业的投资效益得到提高；农业经营的管理水平和劳动者的技术水平都得到提升；提高了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降低农产品成本，改善产品质量，增加经济收入。当然，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过度专业化的农业分工使得北美农业克服了家庭自给自足农业诸多缺点，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如生产过度单一化问题，过度依赖工业化的化肥和农药，能耗高，技术和资本投入大等经济问题和农场主两极分化、农村破败等社会问题。


第四节　从家庭农场到农业综合企业——农场组织结构的变迁

“所谓农业现代化：主要是指在农业中普遍采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成果进行生产，而且采用现代的科学技术进行管理。”北美农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不仅成功地实现了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生产技术的科学化，而且还包括农场经营模式的变迁，传统的以家庭农场为基本单位的具有自给自足特征的生存农业逐渐向着商业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最终让位于依靠工业化的生产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方法的农业综合企业（Agribusiness），而原来自认为天底下最高尚职业的独立农场主梦想也在历史发展的大潮中逐渐褪色。沃格勒一针见血地指出：“家庭农场只是一个神话。”

一　家庭农场与工业化农业综合企业的界定

在美国人的价值观念中，对农场一直存在着两种互相矛盾的价值评判：即家庭农场是好的，农业综合企业是邪恶的；与家庭农业相比，农业综合企业又是高效率的。然而，尽管美国朝野一直把家庭农场当作美国文化和价值的载体，一个不争的事实依然是：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北美农业逐渐背离家庭农场而日益工业化。1910年，工业化产品的投入如工具、肥料、机器和杀虫剂等，只占农场总成本的5%；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农场投入一直在增加，但上述产品的投入比例却飙升到了12%以上。最小的50%的农场占全部耕地的面积也从1900年的13%下降到4%，销售额从15%降到2.3%；而最大的10%农场的相应比例则分别是从45%到76%，从41%到70%。在这一过程中，拥有独立的家庭农场变得越来越困难，而工业化的农业综合企业则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成为北美农业的标志。

那么，何谓家庭农场？又何谓工业化农业综合企业？

一般而言，家庭农场从理论上讲应该具有如下特点：（1）农场经营者的目标应该是最终拥有农场的财产，尤其是土地；（2）经营决策权应该掌握在经营者手中，资金主要由家庭内部筹集，虽然会举债，但其最终目的是清偿所有债务；（3）农场规模适度，不能太大，因为规模越大，雇工越多，非家庭农场的成分越浓；（4）为了确保农场人力、物力利用的最大化，减少依赖单一市场的危险，农场的经营应该是多样化的；（5）所有农场在市场上都应该是机会均等、不被歧视的；（6）以家庭为中心，依赖家庭劳力和经营技巧；（7）家庭农场采用先进科技的目的是增加劳动效率，而不是以其来排挤劳动者本人；（8）农场根据自然节奏进行生产；（9）资源保护倾向，为了遗传给子孙，农场中的各种资源必须予以保护；（10）最重要的，农业是一种生存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业务。根据美国农业经济学家拉多杰·尼克里奇（Radoje Nikolitch）的说法，“家庭农场是这样一种基本的农业经济活动，即农场主是承担风险的管理者，他与其家庭成员一道完成大部分的农场活计，并承担主要的管理工作。”

而农业综合企业则正好与此相对：（1）采用工业化组织管理模式；（2）借债投资被当成一种正常现象，其最终目的不是偿清债务，而是为了实现增长；（3）相对规模较大，生产较为集中；（4）专业化程度较高，生产程序专业化、标准化；（5）与家庭农场的劳动密集型经营相反，工业化农业综合企业倾向于资本密集型生产，更常用资本、机械和科技的投入代替劳动的投入；（6）企业化经营和管理；（7）市场行为一体化，定单农业（contract farming）具有市场优势；（8）农业是一种商业性行为而非生存方式。

上述两种特征只是家庭农场和农业综合企业的两个极端模型，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并不多见，至于具体某一个农场有多大的家庭农场成分，多少工业化农业综合企业因素，很难用一个具体的数字来衡量。不过大致来说，“不管什么农场，其耕作面积越大，对雇佣劳动的依赖程度越高，那它就越不是家庭农场经营”。

一般而言，界定农场的组织结构要考虑如下四个方面的因素：土地、劳动、资本和管理。“土地拥有者、劳动提供者、资本供应者和管理决策者的不同决定着农场经营形式的不同。”根据上述四因素的不同，美国也有四个衡量家庭农场的不同标准：第一，根据雇佣劳动数目来确定。为农业部工作的经济学家拉多杰·尼克里奇根据雇佣劳动的数量多少来划分家庭农场和非家庭农场：在他那里，家庭农场是指那些一年雇佣1.5个农业工人以下规模的农场。根据上述标准，尼克里奇认为美国在1949-1969年间，家庭农场占全部农场数目的95%和销售额的63%。

第二，根据土地所有权来确定。在美国农业统计局的报告中，经营者拥有全部和大部分土地所有权的可以划分为家庭农场。“在家庭农场中，土地代表着一种雇佣家庭成员劳力以便为全家提供生存保障的机会；而在工业化农业综合企业中，土地变成一种投资，不是因为它为全家提供生存保障，而是由于期望它能产生长期的、不用费力的回报。”处于政治和社会原因的考虑，美国农业部所公布的经营者拥有土地的比例一直较高，竟然从1900年的63.7%逐渐上升到了1974年的88.7%。第三，根据农场的法律地位来确定。美国农业经营有三种法律组织形式：独立拥有、合伙拥有和公司所有。美国农业部把单一业主或合伙所有的农场列为家庭农场，而把多于10名业主的农场划为农业公司。根据这一标准，美国公司所有的农场在1968年仅占农场总数的1%和13%的销售收入。美国学者英格尔夫·沃格勒认为：“农场的独立经营是家庭农场概念的关键。”第四，根据农场劳动力的来源划定。凡是主要由家庭成员提供劳动的农场为家庭农场。根据拉多杰·尼克里奇的研究，1930-1939年和1967年，美国农场中家庭成员提供的劳动分别占76%和75%。

虽然农业部的统计报告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但农业经济学家理查德·罗德菲尔德（Richard Rodefeld）却对此提出怀疑，指出了农业部报告和尼克里奇研究中对家庭农场比例的夸大之处。他认为，尼克里奇在研究农场劳动力来源时将租佃农场和家庭农场混在一起，增大了家庭成员提供劳动力来源的比例，从而导致家庭农场比例的增大。罗德菲尔德认为，根据农场劳动力来源和家庭成员劳动所占比例，1964年美国家庭农场占农场总数和总销售额的比例应该是79%和49%，而不是农业部所公布的95%和63%。而非家庭农场其数量虽然只农场总数的5%，但销售量却高达35%。另外，即便关于家庭农场的上述数字是可信的，但事实仍然是大量的农场靠借债维持运转，1974年，美国农场主的全部债务达到337亿美元，平均每个欠债农场的债款为71726美元。1982年，销售额在4万美元以下的农场仍然占美国农场总数的71.2%，但只占农场现金收入的12.8%，更重要的是，这类农场总体上是亏本的，平均每个农场亏本3200美元，仅仅依靠农业收入根本无法维持一家的生计，不得不靠农业以外的收入维持。1978年，拥有农场以外收入的农场主占低收入农场主总数的52%，其配偶有农场以外收入的比例是43%。1989年，美国北部农场的平均收入是46500美元，其中51%来自农场以外收入，12%来自政府补贴。而且随着农业一体化的发展，许多农场主面对市场价格的波动和为了能够得到贷款，纷纷加入订单农业的行业，“订单农业是家庭农场主在事实上被剥夺管理决定权而只留下名义上的独立性，沦落为工业化农业工人的最典型例证。”

然而，无论欢迎还是反对，在美国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少数经营比较成功的家庭农场通过扩大规模，增加投入演变为工业化的农业综合企业，而大部分规模较小的家庭农场的处境则越来越艰难，单靠农业收入难以为继，不断被挤出农业经营者行列，沦落到城市之中。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农场规模不断扩大、农业综合企业不断增加的同时，农场数目尤其是小农场的数目一直不断减少，到1970年美国的农场数目已经从最高峰的681.2万个下降到了295.4万个，农业人口从3239.3万下降到971.2万，平均每年有10万个以上的农场消失，与此同时，近3000万人被迫背井离乡，流入城市。家庭农场的梦想离普通人越来越遥远！

二　农场规模的扩大

农场规模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习惯上人们用土地面积和年销售额来定义农场的规模。在美国，并不是所有的从事种植和养殖活动的单位都叫农场。比如，居民在自己家院子里种植几棵果树，饲养几只动物一般不被认为是农场。根据美国官方的统计分类，在1974年以前，凡是拥有10英亩以上土地而且年销售额在50美元以上者或虽然拥有土地不足10英亩但年销售额在250美元以上者，就可称之为农场；而在1974年以后凡是每年的销售额在1000美元以上者均被认为是农场。

不过，农场面积是一个很不准确的概念，无法反映农场内部变化的真相。在粗放经营的19世纪，衡量农场面积尤其是种植业农场的面积，对于考察农业发展水平尚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农业科学化和集约化的程度的不断加深，很难用这个概念来衡量一个农场的真正规模了。尤其是种植业农场和高度工业化的畜牧农场之间面积根本就不再具有可比性。例如，1982年，纽约中部的一个1600英亩的谷物种植农场只雇佣了农场主的儿子和女婿来帮忙；而同一地区一个650英亩的蛋鸡农场（600英亩为饲料地），饲养8.8万只蛋鸡和一舍小母鸡，雇佣8个劳动力。若论面积，前者远远大于后者；但后者所需劳动力大于前者，似乎无法衡量；但从收入看，前者37万美元，后者则达到了103万美元。其实，除了面积和销售额之外，农场资本投入也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不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无论以什么指标来衡量，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北美的农场规模一直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导致农场规模扩大的首要原因是农业商品化的发展和农场主们增加收入的牟利动机。研究美国农业问题的专家罗得菲尔德指出：“虽然农场工作的困难和劳动力不足有助于说明农场主采用机械设备的原因，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农场主使用这些技术扩大经营规模。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因素起了主要作用。”直到19世纪50年代，“对农产品的需求没有任何显著的上升，农场主们一般都没有强大的动机去购买机器以增加产出”。甚至在1869年，由于交通运输不便和农业销售渠道不畅通，当东部玉米1美元/蒲式耳时，西部一些地方的农民被迫把15分/蒲式耳的玉米烧掉。

除了经济性的因素外，导致农场规模扩大的因素还有：政府政策、新技术和规模经济等。自20世纪以来，美国各级政府采取了包括农田改种法、土地区划、商品贮存计划、价格支持贷款和商品支付规定等五花八门的农业支持政策和税收政策。这些政策减少了农产品价格的风险和波动，对大型的农业经营单位有利，从而为农场规模的扩大开了绿灯；技术进步、新的大型设备的采用则为农场规模扩大的技术保障；整个美国都迷恋于增加规模，在一定范围内规模的增大的确能带来效率的提高和收入的增加。具体说来，规模经济可以通过批发购销降低投入资源的成本和提高价格，减少农业经营风险，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等。因此，有学者认为：“工业化农业综合企业的产生就是农业孜孜不倦地追求效率的结果。”

研究表明，虽然人们通常认为增加农场规模，会带来效率的提高，其实情况远非如此。农场规模与农业效率的关系是一条U型曲线，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规模，会增加效率，但农场规模一旦超过一定限度，效率反而会降低。一般的研究认为：农场维持4.5万——13.3万美元之间的销售额是最有效率的规模。如果按照这一标准，那么美国超过一半的食品是来自低效率的大农场生产的。那么，为什么美国的农场主们宁愿维持低效率而不断扩大规模呢？原因在于利益的驱动，虽然扩大规模不一定带来高效率，但却能够带来高收益。1988年，销售额超过50万美元的超级农场得到的政府直接补贴是40238美元，农场以外收入27891美元，农场经营收入762830美元，每个农场的平均净收入达到830959美元；而销售额在4万美元以下的小农场的年平均收入是30119美元，不过，这笔收入中来自政府的补贴1697美元，来自农场经营的收入只有1988美元，而农场以外收入却高达26434美元。虽然从理论上讲，农场规模的过度扩大会导致成本的继续增加、效率的继续减少，到达一定的程度后，收益也会减少，但迄今为止，还没有见到上述情况的迹象。

在19世纪末以前，土地资源相对便宜而人力资源较贵，农场主倾向于以扩大土地资源的投入来代替较为昂贵的劳动力资源，从而导致农场面积的不断扩大。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农场面积扩大了，产出提高了，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因为农业机械的改进也提高了，但单位投入的产出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提高。“增加规模，会增加收益，但未必是效率。”而进入20世纪以后，一方面是劳动力价格的昂贵和伴随边疆的结束所带来的可耕地资源的枯竭和价格的昂贵。从1850到1915年，美国的土地价格每年上涨2.08%，此间共涨了9倍。1900年，美国的土地价格平均19.61美元/英亩，1920年涨到了69.38美元/英亩。另一方面是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农场主除了传统的以机器代替劳动力外，另一方面就是以资本和科技的投入来代替日益涨价的土地资源。通过加大资本和科技投入，以及进一步的农业机械化，美国的农业产量获得了新的提高，同时单位面积产量也有增长。

首先，美国农场的土地面积一直存在着不断扩大的趋势。在殖民地开拓之初，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农场规模一般都比较小。1619年，弗吉尼亚实行“人丁权”制度，每人可得到50英亩的授地，其他各个殖民地的人丁权授地也都大约50-200英亩之间。相比较而言，新英格兰的农场面积较小，中部面包殖民地较大。到美国独立前的1765年，切斯特县农场平均面积是135英亩，兰开斯特县面积是400英亩左右；而新英格兰的农场则很少超过40英亩。独立以后，美国土地销售的趋势是地价越来越低，销售面积越来越小，直到1862年的《宅地法》向耕种者免费授予160英亩土地。在整个19世纪，虽然总体的趋势是农场规模越来越大，但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直到19世纪中期，纵然有许多大型的农场，农场的平均规模在1850年达到了203英亩，但随后却一直呈现不断变小的趋势：1860年199英亩，1870年153英亩，1880年134英亩。直到1860年，纽约的标准农场是100英亩，这种规模的农场占该州农场总数的8%；而且有6%的农场是50英亩规模的。伊利诺伊的标准农场则为80英亩，到1880年仍然占该州农场总数的16%以上。相比而言，主要是在1841年先占权法令通过后垦殖的堪萨斯的农场规模则较大，160英亩的农场在1860年时占该州农场总数的45%。不过，20年后，80英亩农场成为该州的标准农场。自1880年代以后，农场平均规模变大的趋势才日益明显，“土地的集中与扩大已成为美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要趋势”。从具体的统计数字看：1850年美国共有农场144.9万个，占地2.93561亿英亩；1880年有400.9万个，占地5.36082亿英亩，农业人口2197.3万人；1916年有646.3万个，占地9.25044亿英亩，农业人口3253万人，这一年农业人口绝对值达到最高，从此以后，农业人口无论是相对比例还是绝对人数都呈下降趋势，直到1970年减少到只有971.2万人；1935年有农场681.2万个，这一年，美国农场总数达到最高，此后逐年降低，直到1970年减少到只有295.4万个，1990年更进一步减少到200万个上下。也就是说，在农业用地大致没有变化的情况下，美国农场的个数在20世纪减少了2/3.

不过，从各个不同类型的农场来看，农场规模扩大，尤其是大型农场日益增长的势头不可避免。1880年，美国低于10英亩的农场总共有13.9万个，10-99英亩的农场共有206.9万个，100-259英亩的农场169.6万个，500-1000英亩农场7.6万个，1000英亩以上2.9万个；1969年，美国低于10英亩的农场总共有16.2万个，10-99英亩的农场共有93.3万个，100-259英亩的农场84.9万个，500-1000英亩农场21.6万个，1000英亩以上15.1万个。1900年，500英亩以上农场占美国农场总数目的2.6%，占总农业用地面积的31.8%；1969年，上述比例分别变成了13.44%和68.29%。此外，美国农场的规模不仅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而且越来越两极分化，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大型农场手中，1976年，《泰晤士报》甚至煞有介事地声称：“到2053年时美国将只剩下一个农场主。”从1900年到1992年，最大的10%的农场占美国全部耕地面积的比例从45%上升到76%，相应地，最小的50%的农场的占地比例从13%下降到的4%。

其次，农场的资本投入不断增加。19世纪末以前，美国农业和农场的物理规模不断扩大，农场数目、就业人口、农地面积都一直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但“每英亩的产量以及单位投入的平均产出并没有增加”。大致来说，在19世纪中期，在中西部建立一个农场一般需要投入1500美元左右。平均而言，建立一个40英亩的农场，其中购买农场、修建设施和篱笆需要738美元、工具46美元、牲畜197美元，共计981美元；一个160英亩的农场上述三项的支出分别是2491美元、96美元和426美元，共计3013美元。不过，各地区之间差别很大，当时以明尼苏达最便宜，俄亥俄最贵，要建一个40英亩的农场，在明尼苏达只需要457美元，而俄亥俄则要1530美元。

进入20世纪后，美国农业的扩大不再仅仅局限于物理规模的扩张，农场资本和科技投入明显增加，农场数目在30年代以后则逐渐减少。从1870到1970年，美国农业投入中土地投入所占比重变化不大（从18%增加到23%），而劳动力和资本所占比重正好发生了对调，劳动力的比重从65%下降到了19%，而资本的比重则从17%增加到58%。仅农场的农机具价值就从1850年的1.52亿美元增加到了100年后的121.66亿美元；每个农场的平均价值则从1850年的2258美元上升到了14005美元。除了部分因素是农场地产增值外，绝大部分来自农场投入的增加。1910年，每个农场所拥有工具的平均价值是199美元，其中以大西洋中部和太平洋地区为最多，平均达到358美元和349美元，化肥投入占农场投入价值的比重平均是1.4%，其中以新英格兰为最高，达到3.8%；而到1987年，每个农场所拥有的器具的平均价值增加到了41227美元，其中中央西北区最高，达到50427美元。化肥消费占农场产出的比例增长到了4.9%。从1957年到1968年，威斯康星一个典型的家庭牛奶场的投资额从36070美元增加到111610美元；而玉米带一个典型的肉猪、菜牛育肥场的投入则从62570美元增加到175630美元；南部大平原小麦农场的投入从78360美元增加到147120美元。

再次，随着农场面积和资本投入的增加，衡量农场规模的另一个指标，即农场的销售额也随之增加。美国农业的总产出一直在不断增长，从1870年到1970年，美国的玉米产量从11.25亿蒲式耳增加到40.99亿蒲式耳，小麦从2.54亿蒲式耳增加到13.70亿蒲式耳，棉花从435.2万包增加到1016.6万包，牛的存栏量从2382.1万头增加到1.12303亿头，生猪从2513.5万口增加到5665.5万口。自从上世纪30年代美国开始统计农场销售额以来，最小的50%的农场占总销售额的比重从1930年的15%减少到1992年的2.3%，而最大的10%农场占总销售额的比重则从41%逐步上升到了70%。1978年，销售额在50万美元以上的大农场总共只有1.8万个，只占农场总数的0.7%，但它们却占销售总额的27.2%；更有370个销售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超大型农场，平均每个农场销售额在2300万美元以上，总销售额达到85亿美元，虽然它们的数目只占美国农场总数的0.02%，占总销售额的比重却高达7.85%。

由此可见，无论从农场面积还是销售额来看，美国农场规模扩大的趋势越来越强，而且日益向着两极分化的方向发展，占总数70%的年销售额在4万美元以下的小农场与1000万美元以上的超大农场的差距何止千里之遥！

总之，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期，伴随着美国和加拿大领土的扩大和不断的向西部拓殖，两国的农业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美加两国的农业现代化除了其他国家所共用的如农业产量的提高和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外，还由于北美特殊的自然和历史条件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首先就是北美土地处理的“美国式道路”，北美两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土地处理方案，虽然西部土地政策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弊端，但“美国式”的公地处理政策是美加两国农业土地问题上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个典型特征，也是西部拓殖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保证。其次，如同工业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一样，北美相对丰富的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与劳动力相对亏缺和昂贵之间的矛盾一直困扰着两国的农业发展。因此，各种节省劳动力的农业机械和设施受到特别的青睐，农业机械化进步迅速。由此所带来的另一结果就是，北美农业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浓厚的粗放经营的特征，轻视精耕细作和农业资源的保护，19世纪30年代的沙尘暴就是这种发展模式的一个必然结果。再次，北美农业的商业化、专业化和科技含量较高，农业科技进步受到各阶层的重视。最后，农业生产产业化，农业生产不仅规模大，而且日益走向产销一体化，工业化的农业综合企业逐渐代替传统的家庭农场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农业由传统的生存方式变成了牟利的手段。


第四章　城市化与城市生活的变迁

美国和加拿大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同样也是城市化和城市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正如研究美国城市史的著名学者卡尔·布兰登堡（Carl Bridenbaugh）所言：“我们国家的历史就是一部从乡村和农业生活方式占据主导向着城市占据主导转变的历史。”虽然在北美历史上，边疆假说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但自从美国著名城市史专家施莱辛格1933年出版《城市的崛起》和1940年在《密西西比历史评论》上发表《美国历史上的城市》一文以来，城市史研究和城市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性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边疆与城市的关系也得到了重新认识。对施莱辛格来说，“城市就是一种边疆。在那里，具有革命性影响的新思想得以孕育，生活其中的人们对于所引起的问题而进行社会实践以适应新的环境”。加拿大著名史学家卡尔莱斯（J.M.S.Careless）也对特纳的边疆理论提出修正：认为特纳的边疆理论虽然是对边缘——中心关系的一个印证，但“它几乎本末倒置，实际上，它强调边缘而不是中心才是美国历史的决定因素”。

虽然世界城市化加速发展是资本主义兴起以来的事情，但人类城市的起源却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以前的中东地区。何谓城市？它首先是一个具有一定规模和密度的人类聚居区。美国历史上，人口统计局认定城市的最低标准一般是2500人以上的聚居点，加拿大的底线是1000人。除了人口密度和规模外，城市里还“容纳了包括文化精英在内的各种各样的非农业的专业人员”。因此，有人认为城市又是一种生活方式。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北美城市郊区化的蔓延，上述城市最低人口标准日益为新的大都市统计区的概念所代替。

北美城市化的历史如果从17世纪20-30年代东北部几个港口城市的奠基开始算起的话，大概经历了3个主要发展阶段。（1）重商主义和商业化城市阶段。大致从殖民地时期延续到19世纪30年代，这可以称之为城市化的初期。虽然工业革命已经起步，但主要是商业而非工业才是城市衡量的标准，城市一般还比较小，仍然呈传统的聚居区特征，基本上还属于步行城市，城市没有分区，经济区与居住区混杂，城市的范围大多在市中心两英里的半径之内，基本没有出现现代化的迹象。（2）工业化城市阶段。大致从19世纪4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科技进步、交通改善和工业革命引发了城市的膨胀式发展，城市的规模空前扩大，许多全国性城市，如纽约、芝加哥等人口超过百万。城市不仅出现了功能分区，而且郊区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通勤成为新的特征；城市的形状随着交通运输线路的伸展而呈现不规则的手指状。（3）大都市化和郊区化时期。随着第三产业在经济中比重的不断增大和科技的发展，北美城市化的趋势从以向城市中心集中为主逐渐演化为向大都市区的集中和从城市中心向郊区的分散，即大都市区化和郊区化，形成大都市连绵带。到20世纪中后期，北美基本形成了三条大的城市连绵带：东部从波士顿绵延到华盛顿的Bos Wash；大湖区以芝加哥为中心，南到圣路易，向北绵延到包括加拿大的多伦多为中心的金马蹄地区的城市带；西部洛杉矶和旧金山湾区为中心的San San城市连绵带也初具雏形，甚至加拿大的温哥华也有希望成为该连绵带的一个北部延伸。郊区化繁荣的一个伴生现象就是中心城市的相对衰落和城市政治格局的零碎化或巴尔干化。

英国是世界城市化发展的先驱，北美在城市化发展的过程基本延续了英国城市从商业城市到工业城市、再到大都市区的发展轨迹，只不过由于各种条件的差异，北美城市化过程中表现出了一些不同的特征。比如，美国在城市发展初期，由于看到了英国大城市的许多弊端，担心美国的城市也会重蹈英国的覆辙，所以怀有强烈的反城市化倾向，这种传统从威廉·库伯（William Cooper）的“上帝创造了农村，而人类制造了城市”的断言一直到布莱恩的“铁十字架演说”，再到如今的高度郊区化居住，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另外，与欧洲各国相比，北美城市郊区化的程度以及相伴而来的中心城市的衰落程度都更为明显，而且北美城市的私人住房拥有率大大高于欧洲，居住密度更低。


第一节　北美城市化的缘起

北美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殖民地定居初期。其实，在北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传统的假设：北美从荒野变成农村，再从农村变为城市的模式并不完全正确，“从一开始，在美国人的经历中就有一部分可以称之为城市”。布兰登堡认为：“我们国家历史的第一个世纪结束之时，一个全面发育的城市社会就早已经存在了。”因此，边疆与城市、中心与边缘是自北美殖民地拓殖以来就并存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既是城市中心对边缘的辐射不断扩大，也是中心自身不断膨胀的过程；而与此同时，新的边缘地区不仅纳入中心的经济范围，而且边缘自身也不断中心化，成为连接中心和更下一级边缘的次一级中心。

一　殖民地时期商业城市的奠基

“美国城市化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殖民地第一个永久定居点建立的时候。”比如，一些著名城镇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早期：1625年，一群来自荷兰西印度公司的殖民者到达曼哈顿岛，建立了一个贸易中心，规划了25英尺宽的主街道和中心集市，从而奠定了后来纽约市的基础；1630年，约翰·温思罗普带领一队殖民者，怀着“基督慈爱的楷模”的决心建立了“山巅之城”波士顿；1682年，威廉·宾在德拉华河口以上100英里斯库耶克尔河汇入的地方规划和建立了费城；而在北部，1608年，尚普兰率领的一队法国殖民者在圣劳伦斯河口建立了魁北克城。除了上述主要城市外，在随后的岁月里，北美殖民地时期最主要的城市如：纽黑文、阿尔巴尼、巴尔的摩、诺福克、新奥尔良等也都先后奠基，从而奠定了日后城市化的基本格局。在整个殖民地时期，美国乡村人口的增长速度都大大超过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到1790年第一次全国性的人口统计时，美国全国人口390万人，超过2500人的聚居区24个，城市化比例只有5.1%。而新法兰西的总人口仅仅从1700年的大约1.5万人增加到法国人统治结束时期的6.5万人，可称为城镇的聚居区只有三个：魁北克、蒙特利尔和三河镇。到1784年，魁北克城的人口为6500人，蒙特利尔5500人左右。

殖民地城市产生的原因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解释：其一，对殖民地控制的需要。欧洲殖民者对北美的殖民活动是重商主义政策的产物，它需要一个既能保持对殖民地的相应控制，同时又可以充作商品集散地的商业和控制中心。无论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还是西欧的英、法和荷兰，都指望通过建立城市而实现对殖民地的控制。英国政府在17世纪经常训令殖民地官员鼓励商人和工匠到城镇中居住。当然，与作为控制中心和军事堡垒的拉美城市不同，北美的城市从一开始就具有更多的商业色彩和自由因素，以至于后来不仅不是母国控制殖民地的中心，反而成为领导殖民地人民反抗母国殖民统治的领袖，这当然是后话。不过，北美城市建立的初衷乃是期望履行重商主义政策的目标功能。其二，与上述控制思想相一致，北美殖民地城镇还被期望承担起文化传播的功能。城市本身在历史上除了经济和政治功能外，还具有文化传播的功能。对殖民者来说，“殖民地城市是旧大陆文明传往新世界的代表”。欧洲殖民者之所以要强调城市的文化传播功能，除了传统的向外传播基督教文明的使命观外，还根源于一种古老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即文明与荒野是对立的，人类在荒野中会退化成野蛮状态。因此，“城镇被认为是组织劳动力开发新大陆所蕴含的丰富的资源、在荒野中提供保护、阻止居民退化到某种模糊却是受到强烈偏见的野蛮状态的理想模式”。其三，城市是殖民者们熟悉的生活方式，也是生存的需要。来到北美的许多欧洲殖民者许多本身就是城镇、村落的居民，他们在旧世界的活动就与城镇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第一代殖民者中的许多人是英格兰和欧洲的城镇居民，所以他们为美洲的荒野带来了都市的价值观念、态度和期望”。

1607年弗吉尼亚殖民地的詹姆斯顿和1620年根据“五月花号公约”而建立的普利茅斯殖民地是美国历史上城镇定居的肇始。后来，由于政治、文化和宗教信仰的不同，从南到北各地城市有很大的差异，基本上都是上述两种城镇定居模式的翻版。

不过，城镇虽然在北美殖民地扎下了根，其发展轨迹和功能却与原设计者的意图而大相径庭。首先，南部发展城镇拓殖的计划失败。弗吉尼亚殖民地最初的期望是建立一个由商人、工匠、店主和专业人员组成的城镇而不是英国所流行的农业村落，弗吉尼亚公司1610年的一份征召广告中列举了各种职业的人，没有农民。后来，南部依靠资源优势发展起了商业性的种植园经济，除查尔斯顿以外，缺乏像样的城市，城镇在这里顶多只发挥边缘性作用。

其次，新英格兰虽然发展了城镇定居模式，但温思罗普建立“上帝之城”的梦想落空。到1717年，仅仅马萨诸塞就有100多个镇。与南部不同，新英格兰小镇是先测量，后定居。这种小镇一般以镇会议中心（meetinghouse）和公共绿地为核心，每户居民的宅第沿主街道依次排列，每个1-10英亩不等。居住区外围是条带状分布的居民的耕地和公地。每个镇的面积大小不一，大约可以容纳40-50户居民。新建的村镇一般都模仿东部最初的模式。

在殖民地建立初期，这些村镇在土地分配和管理理念方面都多少存在一些空想的乌托邦主义的成分，如保留公地、互相扶助、清教主义的兄弟之爱等等。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和每个村镇可分配公共土地的枯竭，这种空想主义的和谐的公地小镇解体。土地开始拍卖，城镇出现地产投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超过了对基督之爱的精神追求，一个商业化的生机勃勃的个人主义社会发展起来。达雷特·B.拉特曼（Darrett B.Rutman）在研究了温思罗普时期的波士顿后指出：“温思罗普的必然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为其梦想所选择的这个地点……他想把上述社会［上帝之城］建立在一片充满个人财富唾手可得的机遇的土地上。”在个人主义代替清教空想主义的基础上，殖民地城镇完成了角色的转换。理查德·林格曼（Richard Lingeman）认为：“建立在约翰·温思罗普理想之上的新英格兰小镇，后来却是在该理想消亡的基础上发展的。但这些城镇却拥有西部新镇的种子和自由、代表制和宪政的思想，它们是这个新国家的基础。”

随着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殖民地城镇中孕育出自己的商人阶层，他们不仅面朝东方，与欧洲商业联系紧密，而且也盯住内地的开拓，寻求产品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殖民地的一些城镇逐渐壮大起来，从小村落变成大的城镇，个别的有幸发展成为地区性商业中心。到18世纪结束的时候，一个雄心勃勃的商人阶层在北美社会中已经取得了支配地位，一个繁荣的城镇社会也已经牢固奠基，而且做好了从城镇向大都市转变的准备。有人在比较了西班牙和北美十三殖民地的发展后，得出结论认为：“殖民地时期的北美，虽然从就业意义上讲90%务农，但从文化角度讲，则90%可被称为都市。”

费城、波士顿、纽约、查尔斯顿既是北美殖民地最大的城市，也是早期城市化发展道路的典型代表，它们都具有这样的特征：第一，从地理位置上看，都是适合海外贸易的海港城市；第二，从经济功能看，都是商业性城市，其繁荣主要依靠与海外或内地之间的商品贸易；第三，都有一个大后方边缘，从17世纪末开始也关注西部。“这些城市的被殖民者同时本身也是殖民者，是那些认识到并要谋求开拓内陆地区经济机会的人。”由此可见，到殖民地时代结束的时候，殖民地城市已经做好了向内陆开拓的准备，著名史学家韦德（Wade）称城镇“是美国边疆的前锋”。

二　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起步

随着各个城镇的不断发展壮大，诸如城市规划、道路、防火、供水、垃圾处理等许多社会和环境问题也摆在了各个城市面前。殖民地城市也先后采取相应的措施，着手解决这些问题，而且“由于它们都遵循共同的模式和经历，殖民地城镇在解决这些城市问题时表现出了极大的相似性”。

由于殖民地时期北美各城市的房屋主要是木质结构，因此，火灾隐患是当时各个城市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许多城市很早就通过了一些防火规定，如禁止在镇里面烧荒草，禁止用麦秸或芦苇做屋顶，烟囱必须用砖石构造，各栋建筑之间要留出足够的防火距离，禁止在市内堆积大量易燃易爆物品，严厉打击纵火行为等。火灾的威胁还促成了各个城市私人消防公司的产生。1736年，富兰克林在费城建立联合消防公司，到独立前该市共20家消防公司。频繁大火的袭击使得波士顿的消防设施和防火规定成为当时北美城市中最为完备和先进的一个。1649年，该镇通过了殖民地的第一部宵禁法，要求所有的屋子在晚上9点到凌晨4:30之间封闭或熄灭烟火；1653年，该市在发生第一次大火灾后，通过了殖民地第一部防火法，要求每家都要预备一架梯子，以便于救火；1676年，又一次大火促使该市从英格兰购买了消防装置，并任命了一个消防监督员和12名助手；1679年再一次大火，烧毁了大部分的商业区，这促使更严格的防火措施的出台。到1842年，该市又率先建立了北美第一个市立消防公司。

直到19世纪末以前，瘟疫一直是城市的一个严重威胁。1793年，瘟疫的流行使得费城1/10的人即4000人死去。在1883年霍乱病毒被分离出来以前，流行的观点认为：肮脏、城市污水和朽木所释放出来的有毒气体是致病的原因。这个理论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城市的环境治理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在黄热病威胁下，费城建立了美国第一条公共供水系统，1798年任命本杰明·拉索普（Benjamin Lathobe）设计了从斯库耶克尔河引水到市区、中心广场的引水工程。后来，纽约在1835年、波士顿在1845年、巴尔第摩在1817年，都效仿建立了公共给水系统。在那个时代，从总体上讲，“美国的城市街道或许比当时的大多数欧洲城市更干净，建设和照明得更好”。连杰斐逊也觉得费城比伦敦的基础设施更好。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一些殖民地城市对基础设施和环境问题做了一些规定和整治，但是北美城市的垃圾处理和环境问题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更何况规定是一回事儿，执行是另一回事儿，让市民们接受新的卫生习惯就更难了。

从总体上，除了两个老些的城镇（纽约和波士顿）以外的其他城镇，没有做出什么整洁街道的努力，而且整个17世纪，雨水和上帝的其他相似行为远比任何人为的机构在清理公路的污物方面更为有效。

当时整个北美对环境和垃圾处理问题的流行做法依然是“眼不见，心不烦！”（Out of sight,out of mind!)

另外，城市生活的其他一些公共设施和服务也都在这个阶段的城市中逐渐形成。如为了城市的安全，城镇中很早就出现了志愿巡逻队，后来出现了雇佣保安和巡逻人员，直到19世纪初期以后才出现了现代意义的警察。1838年，马萨诸塞支持波士顿建立支薪警察。随后，纽约在1844年、费城在1850年、巴尔第摩在1857年都先后建立了自己的城市警察。除了治安以外，针对城市中的贫民和儿童教育，也制订了初步的解决方案。从1700到1736年，波士顿救济的支出从500英镑上涨到4000英镑；纽约这方面的支出也从1698年的250英镑增加到了1770年代的5000英镑。为了消减开支，城市中建立了济贫所，并限制穷人的移入。殖民地时期，波士顿半数的公共开支用于教育。到1820年，这个城市已经拥有34所小学，在5190名4-7岁的适龄儿童中，已经有3500人上学。

在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方面，殖民地城市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遗产就是方格状街道布局（gridiron）的形成，它不仅成为后来西部大部分城市的街道格局，同时也是北美城市规划中最鲜明的一个特征。笔直、直角转弯的城市街道的最大优点是“简化了测量问题，减少了地产边界的法律纠纷，最大程度上满足了某个大道上面临街房屋的数量，并形成了美国城市的地块标准，即25英尺宽、100英尺长”。方格形街道布局不仅体现了北美城市设计中的实用主义，而且也是当时人类成功改变自然环境的一个标志。正如丹尼尔·德雷克（Daniel Drake）所说：“弯曲的道路代表的是乡村，而笔直的街道则是城市。”当然，对于这种实用性极强的街道布局的评价，随着北美人对于荒野和乡村的重新认识而变化。比如，1830年，一位佚名者就称：“我们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但摆在面前的是同样的呆板和平直，我们从左望到右，两侧只是同样的景象，我们的情绪变得沉闷。我们只有变得同样单调才能够在那里生活。“19世纪中后期以后，讲求与自然和谐的郊区规划又返回了弯曲的街道格局。

美国东部五大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规划方面的许多经验都被后来西部的其他城市所效仿和借鉴。大湖区和密西西比流域的新兴城市很自然地模仿东部这些先行的海港城市的经验。比如列克星顿就派人到费城学习街灯技术，辛辛那提要求其城市卫生委员会向纽约、费城、巴尔第摩和波士顿的官员请教下水道系统。甚至许多城市的宪章和规定也都刻意模仿东部而制定的。1820年代，吉迪恩·伯顿（Gideon Burton）初见辛辛那提的印象是：“这个城市是多么的美丽呀，她是多么地像费城啊！”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东部城市的初期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奠定了整个北美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基础。

三　城市边疆

轰轰烈烈的北美西部开发成就了著名的边疆神话，也缔造了边疆城市。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学术界过度强调特纳的边疆假说，忽视了城市在北美西部开发中的作用。其实，北美西部开发不仅仅是一部农业边疆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城市边疆的历史。正如城市史专家布莱克·麦凯尔维所说的那样：“从一开始，建立和推动城市的发展就是西进运动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1763年，当英国皇室公告颁布之时，一个法国人正准备测量圣路易的街道。“实际上，到1800年，老西部所有的主要都会除了芝加哥、密尔沃基和印第安纳波利斯以外都已经清理和测量了。”因而，边疆城市的崛起本身也是西部开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它们是超前的，实际上是推动、制造和装备了围绕它们成长起来的乡村定居区”。著名西部史学家艾博特也认为：“美国是以城市为依托进入西部、开发西部、规范西部的。”

在城市边疆向西部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数以千计的新城镇和定居点先后得以建立起来，有的得天时、地利、人和而有幸发展成为大都市，大多默默无闻或被荒废。到1860年，美国人口超过2500人的居住区发展到392个，全国城市人口增长到621.65万人，城市化比例达到了19.8%。加拿大的情况也很火爆：1851年，下加拿大的人口增加到89万，上加拿大超过下加拿大，达到95.2万；超过1000人的定居点从1821年的6个发展到49个，全国城市人口从4.5万增加到26.4万，城市化比例从8%上升到14.5%。

在美国和加拿大城市崛起和发展的历史上，社区促进主义（Boosterism）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美国城市史》的编者亚历山大·卡洛教授认为：“铁路可以缔造一座城市，大火可以毁灭一座城市，但最终一座城市能否从好运中成长壮大或从灾难中重生，取决于该市的市民精神。”这种市民精神其实就是通常所说的城市促进主义，它是一种为了本地城镇和社区的发展，扩大自己城镇的知名度所抱有的一种自信的心态，表现为夸大甚至吹嘘自己社区的成就和发展潜力的宣传行为，或者是所采取的推动城市发展的其他行动。这种城市促进主义在开发时期的西部城市化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也最具有代表性，对于西部各个城镇定居点的奠定、发展和命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西部正在形成中的城市里，它们的地方精英群体出于私人利益和社区利益共同增长的目的，积极地鼓吹和促进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兴建铁路、鼓励移民、吸引工业、设立大学、组织地方人员和资金共同发展城市工商业，以谋求自己的城市成为经济或政治中心。在上述城市促进主义宣传和行动背后隐藏着：一是那个时代对规模巨大这一观念的热衷，那个时代在各个领域，普遍信奉的教条都是“大的就是好的！”二是强大的牟利动机。城市促进者几乎都是城市的地产投机商。许多著名的城镇投机商都因为他们所建立的城市而名垂青史，如芝加哥的奥格登（W.B.Ogden）、辛辛那提的丹尼尔·德雷克医生（Daniel Drake）和丹佛的W.拉里默等。

北美的城镇地产投机商不仅敏锐地在几乎所有可能成为城市的地点大搞镇址投机，而且还创造了城市起源的理论为促进主义服务。关于城市起源和发展规律的最著名理论当属中心地理论（centralplace theory）。根据这种理论，一定量的生产地必将产生一系列适度规模的城镇。但是，关于城市起源的中心地理论并不适用于开发时期的北美西部城市，因为它不仅低估了“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它还忽视了人的作用。

在开发时期的北美，流行最为广泛的城市起源和发展理论是在德国地理学家洪堡的等温带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该理论认为人类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城市都处在50华氏度这个等温带内。在19世纪北美西部开发的高潮时期，洪堡的等温线理论在美国得到了发展，成为西部城市投机商鼓吹城市投机的工具。威廉·吉尔平是最著名的一个。他认为，世界的大城市将都会聚集在52华氏度等温带内，人类社会的下一个世界级城市将会出现在堪萨斯城附近。吉尔平的理论自然受到堪萨斯城的欢迎。不过其他城市也有自己的理论家，如辛辛那提的S.H.古丁（S.H.Goodin）和托莱多的杰瑟普·W.斯科特（Jesup W.Scott）等，他们为了迎合自己城市的需要而发展出相应的城市起源理论。

在这股强烈的城镇投机狂潮推动下，随着边疆的不断向西推进，北美西部大致出现过如下几种城镇：（1）老西部的河湖港口城镇。“在流入大湖的每一条溪流入口，投机者都规划出一个镇，而推进者则吹说是一个天然的良港，可以停泊一支舰队。”老西部和大湖区的现存大都市大多属于这种起源类型。这类城市大多是铁路时代到来以前水运交通的产物，所以都地处水路交通的要冲，是那个时代商业发展和城市崛起的最起码条件。（2）采矿营地。轰轰烈烈的西部淘金和随后的采矿业边疆曾经缔造了数以千计的城市雏形——采矿营地。但大多数是随着矿源的枯竭而消失，真正靠采矿发展成为大城市的很少。有些以采矿营地为起源而发展起来的大城市大多是经历了一个转型，最著名的丹佛就从矿营转变为综合性的矿区供应和冶炼加工中心。（3）伐木营地。为了开发北美丰富的森林资源曾经建立起来的众多的伐木营地，也是城市雏形的来源。如加拿大的渥太华，其最初的基础就是一个叫作拜顿（Bytown）的伐木营地。这类城市雏形的情况与矿业营地相似，都属于资源城镇一类，如果找不到其他发展源泉，大多会随着当地资源的枯竭而萎缩。（4）牛镇。昙花一现的赶牛边疆也成就了北美历史上牛镇的神话，第一个成功的牛镇是麦考伊所建立的阿比林。后来随着赶牛边疆的西移，牛顿、道奇城、埃尔斯沃思（Ellsworth）等其他牛镇也先后繁荣一时。（5）毛皮贸易据点。毛皮贸易商人足迹遍布北美大陆2/3的地区，在西部的许多水路交通要道上，毛皮贸易公司都曾建立过贸易据点，“在毛皮线路上建立的法国人的重镇为日后移民定居的城镇奠定了基础”。（6）军事据点和传教站。在边疆向西部推进的过程中，美国政府采取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相互隔离的政策，在移民前锋的外围不断修建一系列的军事据点，许多这样的据点成为了后来城镇的先驱。西班牙殖民者在美国西南部为了传教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也建立了许多据点，西南部的许多城市如圣菲、旧金山等都曾经是西班牙人的据点。（7）政治中心。老西部开发过程中，那些不处在水路交通枢纽地位的城镇为了发展，费尽心机地吸引政府机构尤其是县或州的机关到自己的城市落户。例如，哥伦布城、兰辛、麦迪逊、斯普林菲尔德等都是经历一番苦战，争得政府机关和驻地才有幸奠定基础的。（8）铁路城镇。铁路解除了老西部时期河流山川对城市选址的自然限制，“可以修建到任何地方，可以在它们选定的任何地方建立一座城市”。在这场争夺铁路的斗争中，许多条件不好的城市通过向铁路公司做出巨额捐献，而压倒其竞争对手，成为地区城市中心。“铁路公司神奇般地创造众多城镇，其速度在美国历史上惟有矿业城镇方可与其媲美。”北美西部草原地区所有主要城镇的位置几乎都是由铁路公司确定的。

选择合适的投机镇址仅仅是城市促进主义者成功的第一步，一个牢固的城镇聚居区的建立和扩大还需要城市促进者们做出更加积极的努力，而且“一个城市在有希望获得最大的奖励［本地区最大城市］之前，它必须先击败其当地的所有其他对手”。从东海岸的纽约到西海岸的旧金山，各个城市都挖空心思地寻找各种发展机会。

根据美国学者布尔斯廷的研究，兴起中的北美西部城市都具有如下特点：（1）没有历史的城市。与欧洲城市那些有形的和无形的古老历史相比，美国西部的城市一切都是新的，处于生长变动之中。（2）增长速度飞快，期望值极高。许多城市的人口每年都以两位数甚至三位数的速度增长，个个都预言自己的城市将成为什么第一或者第二。（3）先有社区后有政府。共同利益吸引到一起的人们根据需要，成立他们自己的政府，这是美国自治民主的典型。当然，对于许多在竞争中消失的“鬼城”来说，可能情况正好相反。（4）地区效忠第一。“不吹嘘自己的城市表明你既缺乏团体精神，也没有商业意识。”（5）各个城镇之间竞争激烈。西部城市发展史曾经上演了无数次敌对城市争夺发展权的对抗，有的甚至以开战相威胁。

在老西部城市争夺地区霸权的斗争中，数个城市曾经引领过风骚：1810年前，中西部列克星敦曾经一马领先；1810年后，匹兹堡取而代之；1812年英美战争后，辛辛那提又超过匹兹堡；1850年后，地处三河交汇处的圣路易一度又成为众望所归的城市中心；而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异军突起的芝加哥最终超越所有的其他中心，成为无可争议的地区中心，后来进一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城市中心。远西部城市争夺的结果则是洛杉矶和旧金山湾区的崛起。


第二节　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

1920年，美国的城市化人口比例达到了51.2%，城市人口5415.8万，超过2500人的定居点增加到2722个。加拿大城市化步伐比美国晚大约20年左右：1825年，加拿大城市化比例大约是10%；1891年，25%；1901年，35%；1931年，50%。在10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和加拿大完成了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在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两国的工业产值及其在经济中所占比例都大大提高，从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演变为工业化国家。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工业化的完成，北美城市也完成了从传统城市向现代城市的转变，传统的功能混杂的步行城市变成了功能分区的通勤都市，城市空间不仅水平蔓延，而且向垂直方向延伸，摩天大楼和高架交通线路成为那个时代的典型标志。

一　经济发展与城市化

毫无疑问，工业化是导致北美城市化完成的最重要因素，但是在美国内战以前，对于城市发展影响最大的还不是刚刚起步的制造业，而是商业和日益改善的交通运输业。正如美国学者霍华德·朱多考夫、朱迪斯·E.史密斯所说：“城市化与工业化不是同一个进程，城市早在现代工业诞生前好多年就已经发展了，而且工厂的确是在城市以外发展起来。”

美国在19世纪上半期的经济发展中逐渐解决了工业与城市的关系问题。在美国立国之初，对工业和城市发展一直抱有浓厚的抵触情绪，这种思想的最典型代表就是杰斐逊。他担心美国如果发展城市和制造业，也会导致像英国一样的城市问题和城市罪恶。“杰斐逊及其同代人认为，一旦城市在美国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政治道德将会退化，共和主义的试验也就注定要失败了。”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杰斐逊到晚年最终“不情愿地接受了工业城市是一种必需”。在杰斐逊那个时代，由于受到动力和运输条件的限制，制造业都是位于偏远的溪流旁边的乡村小工业。汉弗莱在康涅狄格州建立的汉弗莱维尔织布厂，解决了美国人长期困忧的三个问题：

一是这些制造业可以成功；二是工人可以同其他行业的国人一样保持健康状态；三是人们通常所抱怨的厂子里面的道德堕落问题，仅是偶然而非必然现象，并不是同这类机构与生俱来的。

在乡村工业发展基础上崛起的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无疑就是洛厄尔了。在纺织业投产后的短短3年内，洛厄尔从200人的乡村变成2500人的城市；10年后跃居为马萨诸塞第二大城市；1840年，它的人口达到2万，成为美国第14大城市。洛厄尔因其成功而吸引了无数的参观者。一位苏格兰人写道：“尼亚加拉和洛厄尔，是我此次美国之行中最值得长久纪念的事情：一个代表了美国的壮美风景，一个象征着美国的工业。”

到内战开始的时候，城市化和工业化就紧密结合在一起了。不过，由于北美各地发展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当东部工业化和城市化接近尾声之时，西部边疆有些地方还没有开发，南部还处在谷物分成制的束缚之下。因此，在北美走向城市化的过程中，各个地区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也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路线和特点。

1.东北部：从商业中心到工业城市

虽然工业化在19世纪初已经起步，但是直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到来以前，相比于商业，制造业在美国经济和城市化中的作用仍然居于次要地位。“内战前美国城市是快速发展的地区商业中心，充当经济领导和活力源泉。”走在北美城市化发展前列的以纽约为代表的东北部地区正是在商业力量的影响下城市化起步，而后引入制造业，并逐渐发展成为工商、金融并重的城市中心的。

直到美国独立战争前后，纽约和费城的发展步伐还不相上下：1775年，纽约2.5万人，费城2.4万人。1810年，波士顿4.9654万人，纽约11.9734万人，费城11.221万人。当时维持这几个城市增长的主要还是商业。“很显然，海港的增长速度，在铁路运河到来以前，不仅取决于其规模、人口和内陆腹地的肥沃程度，而且还有这些腹地的商品化、工业化以及与海港联系的程度。”纽约商人正是由于敏锐地抓住了商业扩张的大好时机，才在19世纪初期压倒其他对手，成为东部的经济中心。

导致纽约崛起的因素，首先是对外贸易垄断地位的获得。依靠有利的海运优势，纽约商人积极进取，在批发和进出口贸易领域逐渐压倒其他城市。1812年战争后，纽约成为了英国制造业者倾销积压商品的集散地；1818年后又开通了直通利物浦和其他欧洲城市的定期邮轮服务。纽约商人还垄断了南部棉花的交易。到1840年，纽约出口3400万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量的38.8%；同期通过纽约港进口的货物价值6000万美元，占全国进口总额的56%。

其次，纽约还通过开凿伊利运河和随后的铁路建设，抢先一步发展为东西转运中心。伊利运河的开凿对于纽约商业势力向西部内陆的延伸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仅实质性地降低了货物运价，而且还引起了国内贸易的重新定向，原来通过密西西比河流往新奥尔良的农产品日益转向北部，东西部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国内区域关系出现重组。此外，伊利运河的修建还引发了东西部之间交通改善的高潮，"1817年伊利运河法案的通过以及随之展开的修建活动，把纽约州和纽约市推上了向中西部修建跨地区交通线的领导位置，也在其他州引起了关于如何应对的激烈争论”。通过发展东西部之间的贸易，东部城市都获得了发展机会，纽约由于抢占先机而把其他城市远远落在后面。1832年，纽约销往全国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商品价值大约为1亿美元，而此数还不到1836年的一半。

再次，随着美国经济的转型，纽约等城市在巩固自己商业中心地位的同时，向着制造业和金融中心的方向转化。纽约、费城、波士顿等城市的商人为了商业发展的需要，逐渐插足制造业，从而出现了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化。由于在市场、信息、资金和技术引进等方面的优势，纽约、波士顿等都成为新兴的制造业中心，如1860年，纽约和波士顿的工业产值占全国的15%。内战期间，仅费城就有200家新工厂开业。

总之，到1870年，东部几个主要城市的人口都超过25万，其中纽约更是一枝独秀，达到147.8万人，成为美国最繁华的工商金融中心和世界性大都市。1880年，东北部城市人口737万，乡村人口713.7万，城市人口超过乡村，完成了从乡村向城市社会的转变。

2.中西部制造业带：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

大湖区制造业带的崛起是北美西部开发和经济现代化的一个巨大成就，也是北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互作用的一个典型代表。对于中西部的城市来说，虽然有多种起源，但真正改变它们命运的，还是制造业的发展。在多种有利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西部在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期崛起为北美新兴的制造业中心。中西部大湖区中心的发展是在东北部工商业发展基础上的工业革命的深化，与19世纪上半期的东北部相比，中西部中心也具有一些鲜明的特色。（1）更高的技术含量，更强的专业化。（2）中西部多从事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耐用产品和工业产品的生产，企业规模更大。1919年，芝加哥主要企业平均雇佣人数为48人，纽约25人。而在肉类加工工业中，芝加哥工厂的平均雇员是1140人。（3）19世纪初期的乡村小工业转变为城市工业，几乎90%的工业生产都发生在城市中，城市化与工业化密切结合。

在工业化过程中，中西部城市逐渐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城市体系：第一类是综合性和多样性的全国性经济中心，以芝加哥和多伦多为代表；第二类是以某种专业化生产为主、其他专业为辅而繁荣起来的地区性中心城市，如圣路易、密尔沃基、辛辛那提、底特律、克里夫兰、圣保罗明尼阿波利斯、布法罗、温莎、汉密尔顿等；第三类是围绕着地区性中心城市而发展起来的与主导产业匹配的专业化程度较高而又独立性很强的小城市；第四类是卫星城，如芝加哥周围的普尔曼和弗莱斯特等；最底层的就是那些在竞争中败下阵来而又没有找到新增长点的处于衰退状态的小据点，如俄亥俄河与密西西比河交汇处的开罗。

如果说以纽约为代表的东部城市是从商业城市向工商金融业中心转变的典型的话，那么，以芝加哥为代表的大湖区和中西部制造业带的崛起则是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相互推进的代表。“如果说有哪个城市最具有工业时代城市化的典型特征的话，那就是蒸蒸日上的芝加哥。”从1860到1890年，芝加哥的人口增加10倍，工业产值增长30倍。“芝加哥迅速发展为铁路的终点站，意味着它成为制造品的分配中心和小麦、肉类及其他农产品的转运中心。”仅仅在1867-1868年，就有79.6万头猪、3.5万头牛在芝加哥加工。芝加哥还在1856年代替阿尔巴尼成为全国的木材交易中心，在高峰时期，常年都有500万立方英尺的木材晾晒在锯木厂中。除了农产品和自然资源加工工业外，芝加哥还是西部农业机械和供应品的制造中心，著名的收割机公司麦考密克和格里登的铁丝网生产中心都设在这里。1880年代以后，芝加哥是全国第二大钢铁中心，生产全国15%的农具机械。1880年，芝加哥有人口50万，1890年有人口100万，1900年有人口200万，成为全国第二大城市，将大半个美国和加拿大的大湖区全部置于其辐射范围以内。

加拿大的多伦多虽然从大经济范围看是芝加哥为中心的大湖区中西部工业带下的二级中心，但却是加拿大的经济中心和首位性中心城市。1879年联邦保护关税政策通过后，多伦多的工业发展真正起步，到1911年多伦多的制造业雇员占整个城市劳动力数量的35%。加拿大西部开发更进一步加强了多伦多作为农机具制造中心的地位。到1934年，美国在加拿大所设立的1030家分厂中，有32%的厂家总部设在多伦多。1945年，多伦多不仅成为加拿大大湖区经济带的中心，而且也是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制造中心、金融和商业中心。1974年，全国42.4%的支票汇兑都是在多伦多完成的，同时多伦多股票交易所的交易量占全国股票交易量的68.6%。

除了芝加哥和多伦多两个首位性城市外，中西部其他城市的发展也都主要得益于制造业。在美国内战以前，中西部这些新兴的城镇，除了辛辛那提较早发展了肉类加工工业以外，其他基本上都是商业据点，主要从事本地产品的输出和东部商品的批发零售。内战以后，中西部代替新英格兰成为北美工业革命的领头羊。中西部的城市工业可以划分成如下几类专业化生产：第一是在矿产资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工业。本地区丰富的煤炭和铁矿资源为钢铁工业的发展提高了得天独厚的优势，钢铁冶炼和钢铁产品的制造成为中西部首屈一指的支柱产业，它们在克里夫兰、底特律、密尔沃基、芝加哥、辛辛那提等城市的经济产值中所占的比例都较高。石油资源的开发则使托莱多成为天然气工业、克里夫兰成为石油冶炼和加工工业的中心。第二类是在本地森林资源基础上兴起的木材加工和木器制造工业中心。密歇根州的大激流城和伊利诺伊的罗克福德的家具制造，辛辛那提和哥伦布的车辆制造都很著名。更小的城市如印第安纳的南本德、密歇根的弗林特城等也都分得了一杯羹。第三类是农副产品加工工业。辛辛那提早在内战前就赢得了“猪肉城”的美名，流经该城的迪尔河（Deer Creek）“由于上游宰杀猪而流淌血水”，并且“直到与俄亥俄河汇流前，这条溪流一直是殷红色的”。猪肉加工的副产品又为当地肥皂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著名的洗涤用品生产商潘婷（Procterand Gamble）早在1883年就雇佣了500名工人，拥有日产肥皂2万块、蜡烛10万只的生产能力。密尔沃基则发展起了制革工业，1886年，该市有15家制革厂，雇员1000人。中西部大量谷物的生产也为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的面粉加工、密尔沃基的酿酒工业准备了充足的原料。还有一类是由于新技术的采用和新产品的开发而繁荣起来的城市工业，如汽车工业在20世纪初发展起来以后，底特律由于技术和资源优势而成为汽车工业的集中地。除了底特律外，其他许多城市，如兰辛、弗林特、阿克伦、坎顿和戴顿等城市也都因为服务于汽车制造的产业的发展而赢得了繁荣。除了汽车工业外，其他新兴产业也给当地城市的发展注入巨大活力，如伊斯特曼的摄影技术给罗切斯特带来福音，再如爱迪生对哈里森市、自行车对斯普林菲尔德，等等。

总之，中西部大湖区制造业带的崛起是北美城市化历史上最辉煌的成就，中西部成功地从乡村边缘演化为城市中心，奠定了整个大陆城市化的基础，而中西部自身也赢得了“工业发明和成果的所有荣誉”。

3.远西部：速成型城市和雏形中的经济中心

远西部最初的城市也是商业性的贸易中心，从1840年代末开始兴起的几乎遍布整个西部山区的淘金热潮和随后矿业边疆的开发，使一些具有地利之便而又政策得当的采矿营地脱颖而出，逐渐转化为综合性的生产供应和贸易基地，成为雏形中的地区性中心，如旧金山、丹佛、伯特兰、西雅图、洛杉矶、萨克拉门托、奥克兰、普韦布洛、盐湖城等。其中，以旧金山和丹佛最为著名。旧金山原名约巴布纳（Yuba Buena），从地理位置来看，这里缺水、多山、风大和沙洲阻隔交通，远远不及地处湾区的其他定居点，但约巴布纳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而在1847年改名为圣弗朗西斯科。淘金热让该城市的人口在短短的一两年内就暴涨4倍，发展到2万多人，初步奠定了基础。而在本地的淘金热潮冷却后，它又成为西海岸最重要的商品供应和中转基地，并且迅速向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到1880年，旧金山拥有2971家工业企业，产值7800万美元，号称“能够生产任何一种可以想象出来的产品”。人口23万，成为美国第九大城市。

在矿业边疆和草原开发的拉动下，远西部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均获得了飞速发展，形成了以旧金山为首位性地区城市，以丹佛、洛杉矶、西雅图等为地区性城市和更次一级小城市为网络的完整城市体系，而且其辐射范围从太平洋岸边向东边的草原地区渗透，与中西部和东北部争夺对草原地区的经济控制权，为日后西部经济中心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沃德所言：“随着制造业的发展，这一地区已具有新的美国经济中心的特征，而不再是边缘地带的特征。“1920年，本区乡村人口444万，城市人口477.3万，也完成了从乡村主导的社会向城市为主导社会的转变。

4.在城市化道路上举步维艰的南部和西部草原边疆

南部的城市化进程落后于全国。老南部的一些主要城市，大多地处南部边缘或与中西部的毗邻地带，如巴尔的摩、路易斯维尔、孟菲斯等，分享了北部和东北部工业化的繁荣，算不上真正意义的南部城市。广大的南部内地的经济结构相对单一，农业种植业又对北部严重依赖，故而无法形成多样化的农业并向工业制造业的转化提供足够的推动力，所有这些都大大滞后了城市化的发展水平。从总体上来讲，由于农业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力不足，而且受到北部资本的控制，南部经济呈现出对北部依赖的半殖民地特征，从而导致南部城市化水平不仅发展滞后，而且远未形成一体化的城市发展体系。到1920年，南部城市人口930万，乡村人口2382.6万，城市化比例仅达到28%，远远落在全国后面。

对西部草原来说，从内战后直到20世纪初这里都是美国最后的边疆。虽然由于铁路的修建和农业、畜牧业的发展而产生了许多城镇，但是与南部的情况有些相近，由于本地处于东边的中西部工业中心和远西部这个雏形中的中心的双重辐射范围之内，主要工业制成品靠外面运进，出产的农牧产品又从东西两个方面运出，城市主要履行商品集散中心的地区性功能，缺乏强大的工业发展支柱，因而也难以形成与东西两边相抗衡的城市。虽然加拿大西部草原地区曾经把本地区缺乏工业的原因归咎于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垄断和联邦政府的不公平政策，但根据加拿大经济学家肯尼斯·诺里的分析，草原地区要发展制造业，具有两大劣势：起步晚，人口覆盖率较低。由此可见，西部和南部在城市化发展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　现代城市的形成

殖民地时期的城市还没有任何现代化的征兆，相对来说规模都比较小，主要聚居区一般分布在以市政厅为中心的两英里半径的范围之内，最便捷的交通方式就是靠两条腿走路，从城市的任何一个地方步行半个小时都能达到中心，所以被称为步行城市。美国城市史专家肯尼斯·杰克逊总结了步行城市的五大特点：（1）人口居住稠密，房屋紧凑，街道狭小。（2）城乡界限鲜明。（3）功能混杂，生活区、工作区和娱乐区混在一起，没有功能分区。（4）工作场所距离住处近。1815年，即使在大城市里也只有不超过1/50的人通勤距离超过1英里。（5）市中心是最富有和最有地位的居住区，城郊则是具有贬义的穷人和坏人的聚居区。城市的生活方式仍然是传统的、慢节奏的，城市遍布小酒馆。1737年，波士顿有177个小酒馆，平均每25个男人一个。甚至到1800年，“时间对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很重要的”。

然而，在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的影响下，北美城市在19世纪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传统的步行城市逐渐演变为现代化大都市。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表现在制造业的发展中，而且也对城市交通、建筑技术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由此不仅带来了城市的平面化延伸，而且向着立体化方向扩展，地下交通、高架交通和摩天大楼成为现代城市的典型标志。在城市外观发生变化的同时，大量工业和移民向城市的聚集，使得城市功能分区发生变化，城市逐渐分化成为内城和郊区两部分，郊区成为富裕和地位的象征。而在大量移民和工业聚集的内城，一边是繁荣发达的中心商业区，另一边则种族隔离的贫民窟和工业中心，成为环境和社会的老大难问题，“大规模、集中和隔离是工业大都市的典型特征”。

首先是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和各种“隔都”（Ghetto）的产生。1820年，美国城市总人口仅有69.3万，只有纽约一市的人口超过10万，1万人以上的城市有13个；而到1910年，美国的城市总人口达到4199.9万，仅人口超过10万人的大城市就有50个。其中纽约人口476万，芝加哥人口218万，发展成为超级大城市。

美国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农村的国内移民和海外移民。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城市化发展的高峰时期，自然增长仅占美国城市人口增长的35%。虽然也有部分从城市向农村的流动，但是“19世纪的美国城市是吸引移民的磁石”。除了国内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外，海外移民是当时城市人口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来源，从1871到1920年，移入美国的人口总数则达到了2627.8万。并非所有的海外移民都去了美国城市，但相对来说，海外移民比较倾向于选择城市尤其是大城市。1920年的统计表明，美国城市人口中的48%是海外移民，而在人口10万以上大城市中则占到了58%。虽然有许多移民迅速融入美国人口的大熔炉之中，但19世纪后期到达美国的许多非西北欧裔的海外移民在美国城市中形成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少数族裔聚居区——隔都。比如纽约的最东区在内战以后就经历了一场典型的种族变换：最先到这里的爱尔兰裔和德裔移民向北移到了曼哈顿岛或布鲁克林后，意大利移民移入并占据了原先爱尔兰人的位置，而来自俄国和波兰的犹太移民则住进了原来德国移民所在的区域。

其次是城市公共交通兴起和城市地域范围的扩展。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多，对于更便捷和更大规模的人流和物流的要求使新的交通方式的出现提上了日程。1826年诞生的公共马车（omnibus）是人类世界第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公共交通工具。公共马车融合了早期出租马车和驿马车的优点，线路固定，票价单一，的确是城市交通的一大改进。1829年，纽约开通了百老汇大街至格林威治之间的第一条公共马车线路，随后费城在1831年、波士顿在1835年、巴尔的摩在1844年都相继引入了这一公交方式。19世纪30-50年代可以称为北美城市的公共马车交通时期。1833年，纽约一市就有80辆被签发许可证的公共马车在运营。1847年增长到260辆；1853年达到最高峰，共有683辆。当然，作为最初的公交工具，公共马车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缺点：如运营者多为小商人，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只注重运输量而不注重设施的维修和改善，忽视服务质量和运输安全；分布不均匀，多集中在繁华路段；运行速度较慢，大概每小时5英里左右，而且颠簸，噪音大，技术有待改进。

在公共马车繁盛的同时，有轨交通逐渐在城市中流行起来。蒸汽火车本来是着眼于长途客货运业务的，但短途交通的利润吸引着铁路公司投身短途通勤业务。1832年，纽约率先开通了蒸汽火车的通勤服务。到内战前，东部许多城市都开通了多条蒸汽火车的通勤服务。但是在纽约和费城等城市，通勤火车最初由于噪音、烟尘和危险性而受到限制，被要求在人口稠密区停下，改由畜力拖行进入市区，此即为有轨马车（horsecar）的原型。第一辆有轨马车是在1832年投入运营的，它既克服了早期蒸汽火车的噪音、污染和危险性，又比公共马车运行更为平稳、迅速，拥有更大的载客量，平均每小时的运行速度可以达到6-8英里，载客30-40人，大大提高了运营效率，因而迅速代替公共马车成为一种流行的公交工具。到1880年代中期，美国全国有415家有轨马车公司，运营轨道长度6000英里，年客运量1.88亿人次。

19世纪最后的1/4世纪里，公共交通出现新的飞跃，机械动力逐渐取代了马匹。第一种成功的市内机械动力交通工具是缆车，于1873年率先在旧金山投入运营。缆车动力大，运行速度快，也较为清洁，特别适宜于山地城市。不过，它也有缺点：初装费用特别高，首都华盛顿的初装费用达到18.35万美元/英里；一处出现问题，全线都得停车。

就在上述几种公共交通工具先后驶过城市街道的同时，一种克服上述各种公交工具缺点的新型公交工具诞生了，它就是有轨电车。20世纪初，它几乎完全取代了缆车和有轨马车而成为城市中的主要交通方式。1902年，美国有轨电车的里程已经增长到2.2万英里，有轨马车则缩减到250英里；10年以后，全国4.1万英里的街车线路中，只有57英里仍然用马匹拖曳。与此同时，立体交通也逐渐出现了。纽约早在1868年就架设了试验性的高架铁路，1871年改为蒸汽动力，1902年进一步转化为电力驱动。芝加哥在1892年、波士顿在1901年、费城在1905年都先后铺设了高架铁路。交通在向高空发展的同时，也向地下发展。纽约早在1860年代后期就曾经进行过地下隧道交通的试验，但由于政治和财政方面的压力而放弃。直到1904年，纽约的地铁才得以建成。而在纽约之前，波士顿率先在1897年成为北美首个开通地下铁路的城市。

加拿大市内交通也逐渐发展起来。1847年，蒙特利尔尚普兰铁路公司开通了加拿大第一条通勤铁路。1949年，多伦多开通了从金大街（King Street）到富庶的约克维尔郊区之间的公共马车服务；1861年，多伦多和蒙特利尔也都引入了有轨马车系统。1884年，多伦多的一个为期10天的农产品交易会，开通了北美第一条电动街车线路。两年以后，温莎拥有了加拿大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与美国一样，有轨电车迅速取代其他公交工具，在19世纪90年代成为加拿大城市中主流的公交系统。不过，与美国相比，加拿大各大城市里面有轨电车的规模和覆盖领域要小和密集得多。1898年，拥有30万人口的蒙特利尔只有82英里的有轨电车线路。

公共交通的不断发展在大大便利了城市中人员往来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城市本身的面貌。它的第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城市空间的不断扩张。1870年代以后，美国城市以每10年0.5-1.5英里的速度向外扩张。到1900年，许多城市的边沿扩展到离市中心6英里左右的范围。交通线的延伸又反过来拉动城市人口向外迁移。由于各条交通线路都是从中心呈发散形状向外面延伸，由此导致了城市空间外形也以这些交通线为轴心，向外呈辐射性扩展。

在交通解决了城市平面扩张难题的同时，科技的进步和建筑技术的改进也为城市向高空发展提供了可能。木石结构的传统房屋的建筑高度一般不超过4-5层，而且跨度一般也不会很大。但是工业革命发展以来，为了把更多的人、商品和机器容纳在一个屋顶下面，早在19世纪40年代，美国东部的一些城市就开始用铸铁部件代替石墙，建造8层楼高的巨大仓库。在19世纪后期钢架结构建材、电梯和中央空调技术完善以后，高大的办公楼真正成为了现实。摩天大楼逐渐在各个市中心耸立起来，到1920年，美国共有377栋20层以上的摩天大楼，高达381米、102层的帝国大厦也在1931年完成。如芒福德所言：“这样一层层堆起来的高层建筑，除了也许能更好地为某些功能服务外，也变成了‘现代化’的一种标志。”在城市人口的地域空间扩大的同时，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北美主要城市的政治边缘也迅速扩大。兼并周围郊区成为19世纪北美城市扩大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最早的一次重要合并是1854年费城市对费城县的合并，此举使得前者的面积从2平方英里增加到130平方英里。1889年，芝加哥合并了其周围的许多主要郊区而发展到133平方英里；最著名的合并还是1898年纽约对布鲁克林的合并，后者的人口当时已经超过100万人，是美国第四大城市。两市合并后，纽约的空间范围从44平方英里增加到299平方英里。加拿大的城市也不例外，如1883-1914年之间，多伦多合并32次；1883-1918年，有23个城市成为蒙特利尔的一部分。

再次，随着公共交通的发展和城市空间的扩张，北美城市的土地使用模式也发生了相应变化，逐渐出现了功能分区，被环状功能带所包围的单核都市中心成为当时典型的城市土地使用模式。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工商业的发展，城市逐渐分化成市中心和郊区两个世界。直到19世纪中期，郊区还不是一个吸引人的形象。1849年，乔治·福斯特（George Foster）还说：“十分之九的那些使费城臭名昭彰的坏蛋都居住在郊区的破房之中。”不过随着城市公交技术的改善和预制木件结构（balloonframe）建筑技术的完善，郊区逐渐成为中上层逃避市区拥挤嘈杂的环境、接近自然却又能够享受现代大城市服务的聚居区。郊区是环绕着中心城市的最外面一圈，它到城市中心的距离远近不一，但都会随着中心城市的不断扩张而逐渐往外推移。

在郊区逐渐转化为高级住宅区的同时，市中心作为高级聚居区的功能逐渐消逝，而其他一些功能则相应加强。其一，随着城市中心商业功能的增强，中心商业区（CBD）逐渐形成。其二，在中心商业区以外，聚集着各种各样的工厂和生产设施。在那个时代，工业是城市力量强大的一个重要标志，当时各大型城市都是重要的工业中心。其三，在工厂周围聚集的是城市中的贫民窟，这里也是各种社会黑暗现象聚集的场所。在这一圈的外围，则是情况稍微改善一些的工人居住区，他们占据了先前的中上层迁移所留下来的位置，代表了社会地位正在上升的一个阶层。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北美各个城市也不断从中心向外围呈波浪形扩散状态，许多原来的郊区被转化为中层甚至下层的住宅，而郊区则被推向更远。

总之，从19世纪上半期到20世纪初期，在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的强大推动下，随着东部和中西部大湖区工业化的完成，无数雏形中的定居中心通过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的发展，崛起为全国性或地区性城市中心，从而在北美大陆形成了以纽约芝加哥为中心，以费城、波士顿、圣路易、辛辛那提、旧金山、丹佛、多伦多、汉密尔顿、温尼伯、温哥华等为地区性中心的有机城市体系，从而实现了从以乡村居住为主的社会向以城市居住为主的社会的转变。也正是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同步发展的过程中，北美城市不仅规模扩大，而且从平面城市发展为立体城市，出现功能分区，实现了从传统城市向现代城市的转变，标志着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的完成和城市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的结束。


第三节　大转折时代的城市问题与对策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美国和加拿大从乡村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的城市社会的转变，并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大城市的出现，还是一个囊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的社会大变革。面对新的社会问题和弊端，各个阶层、各种集团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解决方案。通过这场被称为进步主义的全面社会变革，北美不仅从经济上，而且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才真正完成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当然，作为那个时代的骄子，城市是所有这些改革的中心。

一　市政管理改革

19世纪是美国城市崛起的世纪，然而城市的治理却与民主国家的格调并不和谐，城市管理严重滞后，城市老板乘机弄权，腐朽成风，效率低下。1888年，一名英国学者詹姆斯·布莱（James A.Brye）说：“美国的城市治理是一个明显的失败。”康奈尔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安德鲁·怀特也认为：“除了个别特例外，美国的城市政府是基督教世界中最糟糕、最奢侈、最无能和最腐朽的。”腐败的城市政治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中最突出的痼疾，也自然成为大转变时期政治变革的一个重要区域。

首先，城市本身的发展不能适应日益变化的形势。第一，原来的城市管理体系不能适应日益庞大的城市管理责任。美国独立以后，颁发城市特许状的权力从英国王室转到了各州手中，分权与制衡的思想也逐渐贯彻到了城市的体制之中，后来新设立的大部分城市都效仿联邦和州政府的模式而设立两院制市议会，而且市长的遴选方法也发生了变化，各大城市的市议会开始选举市长。不过，普选并没有立即给市长带来更大的行政权力，他无权否决市议会的决定，更多的是出席剪彩等象征性的活动，这是一种“弱市长型”的市长暨议会制，议会控制着主要部门的活动，并任命市行政官员，许多行政部门的首脑不对市长而是对议会负责。第二，除了市政府内部议会专权外，城市权力还处处受到州议会的掣肘。州议会牢固地把持着对城市的控制权力，把原来殖民地时期城市特许状的“契约”变成了可以随意修改的玩偶。当市政当局需要履行新的服务功能时，不得不一点一滴地向州政府要求修改城市宪章。而当需要履行新的城市责任时，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委员会或机构又设立起来，从而造成了城市政治的极大混乱。英国在19世纪30-40年代就普遍采用了城市自治，然而美国城市却因为州政府的干预而陷入无能和尴尬的境地。如从1867到1870年的3年间，纽约州议会专门为纽约市所通过的法律竟比1835-1885年联合王国议会所通过的所有城市法令还要多。第三，市政服务质量低劣，效率低下，腐败严重。随着城市化的进步和城市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城市事务如教育、供水、公共健康、警察和消防、垃圾和污水处理、城市公园的管理等都摆在了市政府面前，原来由私人公司承担的这些责任逐渐转到了城市政府肩上，带来了城市功能和财政支出的扩张。然而，随此一并而来的却是政治的腐败、服务质量的低劣和开支的巨大。著名的城市老板特威德及其党羽挪用公共开支的比例竟然高达85%，贪污了大约2亿美元。除他之外，其他城市的老板也都腰缠万贯，有人指出：“即便不是所有的老板都生财有道，但到死身无分文的也没几个。”

其次，城市老板集团成为了众矢之的。对市政服务日益增加的需求和传统的私人和志愿服务不足之间的差距为城市中职业政治家——老板——的兴起提供了空间。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美国城市政治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城市特殊机构，即城市老板和政党分赃制（machine）的崛起和衰落”。几乎每个城市都经历了一个老板统治时期，因而老板集团的兴起和衰落实际上是美国城市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对于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并不能简单地一笔予以否定。

根据英国作家詹姆斯·布赖斯的经典论述，城市老板集团兴起是由于当时的美国城市具备了这样的土壤条件：分赃政治的存在；占据市政府职位可以获取不正当收益的机会；大量无知和恭顺的选民的存在；“好公民”的政治参与不足布赖斯的分析虽然具有一定的道理，但却仅仅是就事论事。从总体上来看，城市老板集团的兴起除了上述四项条件外，还具有深层次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其一，城市政治制度的不完善为老板集团的崛起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环境。当时美国城市选举普遍采用的是分区选举制。这种制度的优点是议员对本区选民负责，增加了选举的地区代表性，而其缺陷则是为特定集团控制特定的选区提供了可能。这种制度在为广大下层提供了表达自己愿望和需要的舞台的同时，也为一些长期浪迹于街头、靠其他渠道无法进入政坛的下层职业政客提供了施展身手的机会，他们实际上就是城市老板集团的最下层。其二，城市权力和职能的扩大受传统观念和州政府的限制而远远不能满足规模急速膨胀的下层选民的各种需要，从而为老板提供了机会。根据社会学理论：现存政府机构的功能缺陷为另一种能够有效解决现存需要的非官方机构提供了方便之门。“当人民或其中特定的集团要求采取积极行动时，没有人有足够的权威去做，而老板却提供了解决之道。”不同于冷冰冰的分权和扯皮的政府渠道，通过人性化地为需要者解决困难，老板体制提供了一种更人性化、更集中化的选择。其三，老板体制主要为城市中现存体制所没有照顾到的三种人提供了机会。第一组是被忽视的下层，尤其是新近涌入城市的海外移民，他们是老板体制得以存在的群众基础，老板为他们提供了市政府所不能提供的服务，而老板所需要他们回报的只有投票。第二组是那些谋求政治特权以便收取经济利益的商人。商人的本性就是牟利。城市老板为这些寻求经营公用事业垄断权力的商人们提供了一条从传统的扯皮政治所不能获取的特权，充当商人与他们所不熟悉的政府部门之间的联络人。第三组就是正常渠道无法实现社会地位上升的那批人。美国衡量个人成功的标准是金钱和权力，对于许多下层和少数族裔的移民来说，根本无法靠正常的途径来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老板体制为他们提供了机会，通过依附于老板集团和政党分赃体系，他们可以用政治效忠来换取其他情况下所不能得到的地位和利益。

老板体制作为美国城市政治中的一个特殊现象，从一定意义上弥补了城市急剧扩大时期传统的城市政治功能所无法履行的市政服务和对穷人与移民的照顾。然而，它毕竟是民主的一种非正常形式，老板与移民之间、老板与商人之间是一种互相需求的利益关系。“老板政治的特别功能分为两个方向：为了得到选票，老板为他们的选民实行人性化的政府服务；而为了得到经济回报，老板把［市政设施］特权给予个别的商人集团。”

再次，市政改革为美国城市管理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改革派虽然声称要恢复过去的公正、廉洁的政府治理，但实际上他们是要建立一套与工业经济和城市社会相适应的全新的政治秩序。“大多数市政改革者的商业背景可以从他们努力把商业管理的原则应用于城市中得到反映。”具体说来，改革派的目标和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城市自治，以排除州立法机构对市政的干预。州政府对城市事务的干预使19世纪美国城市在许多问题上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因而实行城市自治是各派改革力量的一个共同目标。1870年，纽约市的新宪章废除了州政府对城市公共卫生、警察、公园和其他一些机构的人事任命权。率先实行城市自治的是密苏里，1875年该州宪法授权10万人以上的城市可以制定自己的城市宪章，最初只有圣路易，后来堪萨斯城也通过了自己的城市宪章。第一个全面实行城市自治的州是加利福尼亚。该州1879年的宪法规定：一般立法中应该包含城市法人设立和组织的规定，城市达到一定标准就可以通过选举制定自己的宪章，而不需要再由州政府通过特别法授权。

第二，增加城市行政部门尤其是市长的权限，以遏制城市老板通过议会干预市政。通过设立独立的财政审计制度和其他预算改革，到19世纪末，许多地方的市议会“丧失了预算以外的所有拨款权力”。与此同时，市长对财政拨款的否决权力也相应增大，后来又扩大到市政服务的其他方面，原先腐败无能的各种委员会的权力也转到了市长手中。1882年，布鲁克林新宪章规定市长任命行政官员无需再由议会批准。随后，全国其他城市也都纷纷效仿，以市长为代表的行政力量逐渐成为与老板集团所控制的议会相抗衡的力量。

第三，改革选举制度，实行短票选举和超党派选举，削弱老板集团对市政的控制和渗透，以便实现市政服务与政党政治脱离的目标。改革派的阶级和种族背景决定了他们对街区民主的不信任，而城市老板主要得到下层和移民的选举支持这一点更加深了改革派精英政治的观念。1907年，罗得岛州纽波特市的一位改革派领袖就公开鼓吹授予有财产的人与其财产相一致的政治权力，其理由是“缴纳5000元税收的人比一分钱也不纳的人更关心自己城市的利益和发展”。改革派倡导了一系列的选举制度改革，如选民登记、全市大选和非党选举等。

第四，对市政机构进行结构性改革，按照商业管理原则运行政府，任用专家治理城市，追求政治效率。改革派最有创造性的措施是城市管理体制改革中的委员会制和经理制。城市委员会制是第一种商业模式运行政府的试验。1900年，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率先采纳委员会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到1917年，大概有500个城市采纳了委员会制。但此制度也有缺陷：城市问题越来越复杂，民选的委员往往不具备专业的市政管理知识；而且该方案完全放弃分权制衡原则，市政委员集立法和行政于一身，并不一定会导致改革派所呼吁的效率政府。城市经理制正是在克服委员会制缺点的基础上流行起来的。1908年，弗吉尼亚的斯汤顿市（Staunton）雇佣了第一个城市经理，他拥有任命各部门负责人的全权，并对市议会负责。城市经理制是商业管理理念运行于城市的典型，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因而迅速普及。到1923年已经有310个城市采用这一原则，1961年增加到1756个，该体制成为最重要的一种城市管理模式。

市政改革作为进步主义运动中的一个中心内容，对于它的评价却众说纷纭。传统上，与妖魔化城市老板的倾向一样，改革派被描绘成为了民主和正义而与邪恶的城市老板进行斗争的英雄。不过，市政改革的领导者虽然自称他们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是社会的中层，其实他们是上层的专家和商人。对俄克拉何马州32例城市经理方案的研究表明，有29例是有当地商会或商人主导的社区委员会所倡导的。因而，市政改革是“上层阶级即高级专业人士和大商人集团，从先前主导政府的中下层手中夺取权力，并将他们自己所推崇的公共政策付诸实施的尝试”。其实这是两种政府理念的斗争，一种是现有的以选区为基础的城市老板体制的代表制政府，另一种则是上层专家和商人所推崇的经过科学分析、理性化的精英决策体制。而腐败的老板体制则是新兴改革派推行自己的方案而方便批判的活靶子。

总之，经过进步主义改革派的不懈斗争，美国城市的权力得以扩大，城市自治原则逐渐推广开来，而且改革派市长的许多措施的确在减少腐败、提高行政效率、改善市政设施服务质量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是值得肯定的方面。但是，城市治理毕竟不是企业管理，占主流的结构主义改革派大多以纯粹商业主义的眼光看待城市治理，为了效率而不顾政策的社会后果，尤其是他们在大幅度消减城市老板时期的社会社会福利措施的同时并没有寻找新的替代或补救措施，危害了下层民众的利益，逐渐为民众所抛弃。“清除现存机构而又不提供足够的其他选择，以顶替所要清除机构的任何改革努力都注定是要失败的。”从一定意义上讲，罗斯福新政期间的社会福利改革正是对前期结构主义改革派所谓商业原则治理政府的扬弃。

二　城市环境改造

与声势浩大的市政改革运动相呼应，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北美城市也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城市环境改造运动。就如同前者将新兴的商业理念应用于城市治理一样，城市环境改造运动的特点也是将新兴的科学技术应用于城市环境改造之中。城市环境改造主要包括城市垃圾清理和卫生工程、城市景观设计、城市住房改造和城市功能规划四个相互交叉的领域，因而也主要是由来自上述四个领域的专家和改革者——城市景观设师、城市卫生官员、城市住房改造的推动者和城市规划工程师（municipal engineers）——所主导的。他们四派力量相互配合，共同把北美城市的环境建设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从无序发展到零星规划，再到综合性的规划。

1.环境规划的先驱：城市景观设计

城市规划的先驱可以追溯到19世纪前期乡村公墓和城市公园的建设，即城市景观运动。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用地的日益紧张，许多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保留城市绿地的重要性。他们倡导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把原来城中的墓地移到城市以外，即乡村公墓运动，许多城市都在城边建立了新的公共墓地，如波士顿1831年建立的奥伯恩公墓（Auburn Cementary），费城1836年建立的劳瑞尔希尔公墓（Laurel Hill Cemenety），纽约1838年建立的格林伍德公墓（Green Wood Cemenety）等都很著名。乡村公墓为美国市民提供了一条接近自然的渠道。乡村公墓运动“不仅标志着试图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容易接近自然的开端，也点亮了城市公园运动的火花，尝试着把自然直接搬入城市的中心”。

北美的城市公园运动始于纽约中央公园的建立，在著名的景观设计师安德鲁·唐宁（Andrew Jackson Downing）和诗人威廉·布赖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的极力推动下，纽约中央公园终于在19世纪60年代开工建设。在纽约的带动下，其他城市也都兴起了公园建设运动，仅仅奥姆斯特德一个人在中央公园后就设计了80多座公园。城市公园被当成了美国人把自然搬入城市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对工业化、城市化挑战的一个应对。“在奥姆斯特德的心中，公园是在城市中心加强社区感情的工具，它们将会维持社会机体的健康。”奥姆斯特德自己也说过：“一个公园的主要目标和功能是要对人们的心灵产生一定的影响，并通过它来使城市生活变得更为健康和快乐。”

城市景观运动不仅仅是为城市带来了一系列的公园和绿地，还“为美国人提供了一种应付城市化的手段”。景观设计师是城市规划的先驱，他们是“最早强调城市及其周围的边缘地区在功能上的相互倚赖性并要求建立地区规划部门的呼吁者之一”。早在19世纪90年代，波士顿的公园管理委员会就呼吁公园、供水、污水处理部门的有效合作。城市景观设计师还把他们对于自然的观念融入到郊区的规划之中，从而在城市中心的外围人工地制造了一个自然化的聚居带。同时，以公园和绿地的建设为代表的城市景观运动也和城市美化运动有着密切关系，其实包括奥姆斯特德在内的许多著名景观设计师后来本身都是城市美化运动的推动者，1893年芝加哥“白城”世博会的许多景观都是他设计的。

2.城市卫生运动

随着人口的聚集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垃圾问题成为摆在每个城市面前的首要问题。1900年，仅曼哈顿一天就平均生产612吨垃圾。每个美国人一年平均要制造300-1200磅灰烬、100-180磅残羹剩渣、50-100磅废弃物。除了人类垃圾之外，当时街道交通的主要动力来源——马匹也是一个重要的城市污物生产者。以芝加哥为例，该市的8.2万匹马、骡、牛等牲畜一年产生60万吨垃圾。1890年，波士顿每年要清运35万箱的各种垃圾，而芝加哥的225支垃圾清运队每天要收集200立方尺的垃圾。直到1880-1890年代，美国城市的卫生情况仍不乐观，垃圾处理方法很不系统，像纽约等沿海沿河城市最常用的措施就是直接倾倒入水中，而且大部分民众也并不关心城市垃圾问题。

1895年，乔治·E.韦林（George E.Waring）被任命为纽约街道清理部的负责人，标志着垃圾清理问题的一个历史性转变。他不仅采取了许多垃圾处理的新办法，如实行垃圾分类、应用垃圾处理新技术等，还更新了人们对于垃圾处理和城市清洁问题的观念。他试图让当时的社会认识到城市垃圾问题是一个市政问题，需要把公共利益置于党派和个人利益之上，需要政府的参与，并把进步主义的改革精神贯穿到城市清洁问题之中。“他在自己的领域内缔造了一种城市进步主义的改革精神，从而带来了市政改革派对于垃圾处理方式的转变。”

新技术新观念应用于城市垃圾处理的一个标志是卫生工程专业的兴起（sanitary engineering）。与韦林等改革派不同，卫生工程师拥有高度专业化的训练，他们是工业时代的产物，是“技术的仆人”。他们对城市卫生问题的处理是建立在科学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主导了20世纪初期美国城市的卫生改革。如卫生工程的奠基人鲁道夫·赫林（Rudolph Hering）除了参与众多的桥梁和下水道工程的调查和建设外，最大的贡献是主持了众多的供水、污水、垃圾处理等问题的调查，仅供水问题调查就涉及到150多个城市。

虽然20世纪初期美国的城市卫生运动仍然有许多缺点，如当时推动者太依赖和相信专家和技术，“很少尝试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来解决这一难题”，民间城市卫生运动与城市卫生工程专家没有真正合流，但是无论如何，随着时代的变化，传统的眼不见、心不烦的观点逐渐消逝了，摆在城市官员面前的环境卫生难题变为如何在效率、清洁和费用之间做出选择。

3.贫民窟问题和住房改革派

与城市卫生问题紧密联系的在一起的就是城市贫民窟的住房问题，由于大量移民的不断涌入，城市中的住房变得日益紧张，尤以贫民窟为甚。一心牟利的房主一方面把原来的供一个家庭居住的房屋分割成可以挤下3-4个家庭的出租房，甚至连地下室、阁楼都被出租出去。在原来的私人住宅被分割成简易出租房的基础上，房主进一步改建新增前后部分，即形成著名的“哑铃型出租房”。这种房子的通风、采光和卫生设施都极端简陋，有的甚至没有防火通道。除了拥挤的人口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工厂夹杂其间。这样混杂的居住环境远远不能达到最基本的健康和卫生标准，贫民窟中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住房改革派首先将希望放在了规范立法方面。早在1867年，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纽约卫生局就开展了对贫民窟的首次卫生调查，呼吁规范居住条件；1879年的第二次调查，对居住条件做出进一步规划，试图维持贫民窟中最基本的卫生和居住条件，臭名昭著的“哑铃出租房”据说就符合上述要求。劳伦斯·韦勒（Lawrence Veiller）在推动住房立法方面的贡献尤其突出。他是全国住房联盟的创始人和1901年纽约州《出租住房法》的起草人。不过，韦勒的住房改革主张属于消极限制一类，就如同他所设计的《出租住房法》一样，试图通过给出租房制定一系列标准，从而使它们能够达到一定的卫生和环境方面的居住要求。他反对政府投入资金，进行积极的住房改革，认为那样将会危害私人企业和纳税人的利益。

更为积极的住房改革派则提倡新的住房建设运动。他们借鉴欧洲经验，倡导建立模范出租房、公费住房和通过税收减免、低息贷款等修建低费用住房。在众多关于贫民窟住房改造的建议中，影响最大、最为持久的当属霍华德所倡导的“花园城市”运动。根据霍华德的设想，每个花园城市占地1000英亩，由精心规划的街道、文化设施和中心公园，周围是5000英亩的农田环绕，每个城市居民为3.2万人。他实际上是倡导一种城乡结合的低密度居住。霍华德的花园城市观念被美国的弗兰克·莱特（Frank Lloyd Wright）所继承，他设计的布洛德凯尔城（Broadacres City）其实就是霍华德花园城市的一个翻版。另外，罗斯福新政期间设计师雷克斯福德·塔格韦尔（Rexford Guy Tagwe11）所设计的绿化带新城镇规划（Greenbelt New Town Programme）中，也能见到上述设计理念的影子。

总之，虽然住房改革派在解决城市贫民窟和居住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都主张对现有的城市进行规划和整治，因而也是城市环境改造和规划运动中的重要一员。

4.城市美化运动：综合规划的第一次大胆尝试

城市美化运动可以看作是进步主义改革派将其改革理念应用于城市环境改造的一次集中体现。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的景观设计标志着它的正式诞生。虽然在此以前美国城市中有过不同程度的规划，但此次世博会是规划所能达到的整体效果的集中展示，“世博会的经验很简单：不加限制的个人主义孕育的是丑陋，而规划产生的是美丽”。

城市美化运动在20世纪初期盛极一时，1905年美国有各种各样的改善组织2426个。1902年首都华盛顿美化方案是继芝加哥城以后第一个重要的美化活动。为了庆祝首都的百岁诞辰，根据密歇根参议员詹姆斯·麦克米兰（James Mac Millan）的提案，包括伯纳姆和奥姆斯特德的儿子在内的一批芝加哥世博会设计的骨干人员被召集起来，设计了首都华盛顿的改善方案。该方案在原来朗方设计的基础上，以首都和波托马克河之间的购物城为中心，增加了许多历史性纪念碑，并重建了罗科克里克公园（Rock Creek Park）。

华盛顿的美化方案进一步把城市美化运动推向高潮。在此后的一个时代里，北美大陆的各个城市都热衷于城市美化运动，数百个城市聘请专家设计各自的城市美化方案。其中，芝加哥方案可谓城市美化方案中最为成功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根据伯纳姆等人的规划，以坐落在湖边的市政大厅和格兰特公园（Grant Park）为中心，芝加哥60英里半径以内的郊区都由发散型的林荫大道连接起来。为了交通和商业的发展，芝加哥河得到了疏浚，并列的火车站和线路被合并，沿密歇根湖修建了20英里的湖边公园带。

在伯纳姆及其同代人看来，美国文化上的爱国主义者所追求的美国独特性和对任何欧洲传统的摆脱其实本身就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他们认为，美国是西方文化和传统的正宗继承人，可以利用欧洲的文化来解除当前美国城市的丑陋。因此，城市美化运动中充斥着各种欧洲传统的东西：“林荫大道、纪念碑、博物馆，再加上一个风景秀美的湖景，那将是城市美化运动的标准模式，就如同丹尼尔·伯纳姆对芝加哥的憧憬一样。”城市美化运动的鼓吹者试图通过城市的美化来达到如下目标：（1）铲除社会疾病，城市的美化将会提升贫困区的市民忠诚和道德水准；（2）通过利用欧洲的巴罗克艺术，美国城市将要在文化上达到与其欧洲同行平等的地位；（3）一个更加宜人的城市中心固然不能把上层重新带回中心生活，但至少可以让他们在城市中工作和消费。

轰轰隆隆的城市美化运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城市的外形变得更加美观、整洁。它还把综合规划的思想推向了整个社会，带来了城市规划观念的巨大发展。当然，该运动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城市美化运动的推进者对于眼前的贫民窟和城市的卫生问题熟视无睹，而试图通过城市外表的粉饰来达到提升公众道德水准的理想是幼稚的。1912年，乔治·福特（Goerge Ford）说出了人们对美化运动的看法：

城市美化运动是一件最让人渴望的事情，因为我们大家都渴望美丽。但是当只有数步之远的地方的丑陋的贫民窟，充满着肮脏和疾病，为犯罪所侵蚀，正在吸食着城市生命的时候，我们还能镇定自若地对此熟视无睹，并把城市的钱浪费在这些花哨和俗丽的装饰上面吗？

5.城市功能化时代的到来

城市美化运动在经历了昙花一现的繁荣后，在1904年的圣路易博览会上出现了分裂，以伯纳姆和罗宾逊为代表的乐观派仍然鼓吹城市外观美化；另一派则转向关注城市中更为实际的社会问题的规划，如花园般郊区与中心城区贫民窟的差异、城市中心的交通和卫生等等。1909年举行的首届城市规划会议标志着城市美化运动的全面衰落。会议的组织者本杰明·马什呼吁进行综合性的房屋和规划管理，不仅要解决城市的外貌问题，还要关注城市的社会问题。以这次城市规划会议为分界，美国的城市规划运动进入了城市功能化阶段。城市功能化倡导更实际的规划理念，以科学分析代替道德说教。在1911年的第3届会议上，大会主席、城市美化运动的积极鼓吹者查理斯·罗宾逊（Charles Robinson）也彻底转变了自己原来的城市美化主张而改称“城市规划科学”。在随后的年代里，美国出现了一系列综合性的城市规划报告。这些报告一般都在调查当地政治、经济、地理情况的基础上，提出规划方案，并附加实施方法。

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内城市规划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规划者的角色从改革派越来越向科技专家的方向转化，城市规划的专业性越来越强，而且关注的重点也日益转向城市专门问题，如交通和分区问题。城市规划工程师（municipal engineer）成为一时的新宠。有人认为：

对于城市来说，城市工程师的作用就如同家庭医生对家庭的作用一样，他不断地被召唤来建议和指导关于他专业的许多事情……他知道城市的特征、规定、特别需要和习性，就如同家庭医生了解家庭的法则一样。

这个时期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成就是分区制（Zoning）的逐渐盛行。分区法是美国的城市改革者在借鉴德国经验的基础上，首先在纽约开始施行的。它在1916年被提出来时是为了阻止摩天大楼和犹太人的制衣厂向第五区的商业区扩张。该法是进步主义改革时期科学规划和经济效率相结合的产物，它得到了包括住房改革派、城市规划者等许多改革力量的支持，成为他们推行自己政策目标和排除不受欢迎集团的有力工具。纽约的分区法成为全国的原型，在一个时代里就被519个城市所效仿。1926年，在俄亥俄尤里德村诉阿姆伯乐地产公司（Villageof Euelid,Ohio VAmbler Realty Co.)一案中，最高法院支持分区法。到20年代底，3/5的城市人口居住在某种分区规定的区域内。分区制成为城市土地使用规划中最常用的工具，“分区的根本目的中蕴含了综合规划的要求，因为如果个人的权利受到限制，那这种限制必须是出于对整个社区利益的保护”。

6.加拿大的城市改革和规划

加拿大也与美国面临着相似的城市问题，因而也采取了大致相似的改革运动。在多伦多，1885年上台的改革市长威廉·豪兰（William Howland）大力抨击城市中有组织的丑恶现象：“酒馆、赌场、妓院，甚至还有剧院，［改革者们］确信城市生活中的这些丑恶现象威胁着国家的命运。”而世纪之交的另一位著名的多伦多改革市长查理斯·黑斯廷斯（Charles Hastings）则大力改善城市的卫生和福利，在他的领导下，规划、卫生和市政改革齐头并进，从而使得多伦多的卫生规划成为北美大陆最好的一个。

受美国城市美化运动的影响，加拿大也掀起了城市美化运动。1899年，渥太华建立了首都规划委员会（National Capital Commission），其主要任务就是“通过运用规划和其他合适的方法来增加首都的美丽”。直到20年代后期，城市美化和规划运动在加拿大仍然方兴未艾。加拿大的顶尖设计师赫罗西·西摩尔（Horace Seymour）不仅设计了温哥华的规划方案，而且“实际上参与了加拿大历史上的第一次美国风格的综合规划行动”。他将自己理解的美国规划理论融于对加拿大法令的解释之中，根据他的说法：“美只能出自实用，它必须在秩序中去寻找。”加拿大都市规划的理论和实践不仅借鉴了英美的城市规划传统，还在此基础上做出创新，如与分区制相比，加拿大更强调发展控制，认为这是一种指导城市发展的更好手段。

除了大城市外，安大略省北部许多单一产业城镇也借鉴美化运动与花园城市的一些概念，如易洛魁福尔斯（Iroquois Falls）和卡彭斯卡辛（Kapnskasing），实行城市功能分区，街道形式多样，开阔地多，外面绿化带环绕。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综合规划才被这些城市所采用。

总之，经过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中层和上层所推动的各种改革，不仅资本主义商业的原则被成功运用到了政府管理之中，而且城市规划和城市社会问题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北美城市不仅具备了现代化城市的外形，而且按照现代化的规则运转，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城市。不过，就在20年代实现了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转变之时，北美社会也开始了向新方向的转变，即从城市化转向大都市化和郊区化，从集中为主转向大范围的集中和小范围的分散相结合的新时期。


第四节　郊区化和大都市区化：北美城市化的新阶段

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超过乡村人口，标志着美国已经实现了传统意义上从乡村社会到城市化社会的过渡。不过，这仅仅是北美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一个阶段的结束，并不是城市化进程的终结。一方面，美国和加拿大的城市化比例仍然继续在提高。从1921年到1971年，美国城市化人口比例从50%上升到73%，同期加拿大的城市人口比例也从47.4%上升到76.6%。另一方面，美国和加拿大城市化发展中的大都市区化和郊区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从1920到1970年，美国大都市区的数量从58个增加到243个，人口从3593.6万增加到1.394亿，占人口的比例也从33.9%提高到68.6%。美国日益变成一个大都市区占主导的国家。在大都市区发展的同时，北美城市发展的另一个现象就是郊区的蔓延和中心城市的相对衰落，即郊区化现象。其实，郊区化与大都市区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并不矛盾，“郊区化的过程就是大都市区的孕育和形成的过程，也是大都市区进一步发展的过程”。城市化过程本身就同时包含着集中与分散两种并存的趋势。大都市区化和郊区化并非北美所独有，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也都出现某种程度的郊区化和大都市化，只是美国和加拿大郊区化的现象特别明显，因而所产生的问题也特别突出。

一　美国城市观念的变化

北美城市的变化既是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北美人的城市观念发生变革的结果。虽然美国一直存在着反对与拥护城市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念，“但总起来说，美国大城市更多是问题和罪恶而非希望、爱与宽容的象征”。在美国文化观念的深处，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反城市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城市本身就是不好的；无论就外形、社会、美学和道德方面而言，城市都是不健康的；城市不利于良好的家庭生活的建立和发展。乔西亚·斯特朗（Josiah Strong）则说：“第一座城市是由第一个杀人者建造的，自此以后犯罪、邪恶和不幸就在此安家落户了。”这种反城市的观念与其他各种力量结合从而形成美国人反对城市的多种理由和主张：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城市被认为是反自然的；与农本主义相结合，城市被认为是对美国民主的威胁；与社会改革派相结合，城市被认为不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等等，似乎各方面都可以罗列出一堆反对城市的理由。然而，美国毕竟是一个讲求实用主义的国度。“美国人既想要都市化生活的经济利益，又抵制通常与城市相关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和加拿大人找到了自己的解决方式，那就是如老福特所说的：“我们通过离开城市来解决城市问题。”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美国和加拿大的大都市化和郊区化正是上述观念的产物。

杰斐逊奠定了美国人反城市观念的基础。“杰斐逊及其同代人认为，一旦城市在美国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政治道德将会退化，共和主义的试验也就注定要失败了。”对于杰斐逊的反城市主义主张，我们需要从三个层次去理解：（1）杰斐逊是一个自然主义者和农本主义者，“他深切地热爱着他所知道的农夫的生活，并且认为农夫是民主的支柱”。《弗吉尼亚纪事》中充满了杰斐逊对乡村和农业生活的热爱。（2）他是大觉醒运动之子，“对与文明的城市生活相关的一切事情都感到高兴”。无论是杰斐逊还是富兰克林，都欣然接受城市生活的便利和文化气息。（3）他是一位爱国主义的政治家，国家利益压倒一切。“杰斐逊首先是一个爱国者，其次是一个乡村爱好者（Lover of Soil），再次才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他的价值评判的上述次序可以解释他的城市观点的变迁。”正是这一价值评判次序，决定了杰斐逊在关于工业和城市方面主张的逐渐变化。早年他曾经坚决反对汉密尔顿发展工业化的主张，但1812年战争后当认识到发展制造业是维护自由的必要手段时，他就接受了城市和制造业。“他的观点的变化不是由于他对音乐的喜好，而是对国家生存的关注。”作为一位务实的政治家，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不得不将个人感情因素置于旁边，而且他“相信并希望制造业的引进不会扰乱国家的乡村景色和农本主义的价值观念”。

杰斐逊反对城市的两大理论基础——自然主义观念和农本主义思想——为后来的城市反对派所继承和发扬。“在美国，特别是在1830年以前，当硬化路面还很稀少，自然仍是被当作危险性地带的时候，城市街道代表的是进步和人对其环境的控制。”而自1840年代开始，“当自然对人的真正危险解除以后，对野外的一种理想观念应运而生”。“随着感觉而走”的浪漫主义者是这个时期坚定的城市批判者。亨利·梭罗是美国最坚定的自然主义者，他既反对城市，也反对任何社会羁绊。他的“《瓦尔登湖》或者叫《林中生活》既是反城市主义的圣经，同时也是对乡村和城镇生活的一部苛论。”相比于梭罗的极端，爱默生则较为持中，他1844年曾经说：“我希望我的孩子具有乡村的力量和宗教信仰，而同时享有城市的设施和优雅，但我遗憾地发现不可能两者得兼。”除梭罗和爱默生以外，其他浪漫主义学者们对那个时候的城市也大都没有好感。霍桑甚至断言：“每个城镇都应该在每半个世纪内由大火来洁净一下，或者褪化下去。”

在美国内战以后，城市成为美国生活的中心，原来杰斐逊和浪漫主义者所担心的城市问题都逐渐显露出来，对于从城市中生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来说，已经不是接受城市生活与否的问题了，而是如何看待城市中的各种问题，并采取什么样的解决方案。面对无限扩大和越来越非人格化的城市，包括亨利·詹姆斯、约翰·杜威、简·亚当斯、罗伯特·帕克在内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都感觉到，传统的社区观念正在逐渐消逝。在他们看来，这种社区不仅仅是信息的交流，还有更深层次的家庭和社区的那种归属和倚赖感，即所谓的“传统的生活方式”。不同于浪漫主义者，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期这些改革主义者对城市的批判并不是要舍弃城市回到乡村中去，对于他们来说，“如果在那个时候发现美国城市不够完善，那原因不是由于它太文明化了，而是文明得还不够”。

一直绵延不绝的农本主义观念构成美国反城市主义的另一支力量。杰斐逊的农本主义观点“既非原创，也并不危险，但它却被证明是美国政治传统中出奇地长久生存的部分”。从杰克逊民主到19世纪后期的民粹主义运动，都可以看到农本主义的影子。对这种观点的最完美的表达莫过于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黄金十字架演说”了：“烧毁你们的城市而留下我们的农场，你们的城市会魔术般地重新成长起来；而如果毁了我们的农场，那荒草会在本国各个城市的大街上生长起来。”后来，农本主义与20世纪前后的本土主义与禁酒运动联系在一起，城市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在他们的眼中，城市中异端的移民、酒馆和城市老板都是美国民主的腐化因素，也是对传统的美国价值的威胁。虽然农本主义的许多观点并不一定站得住脚，有些甚至是荒谬的，但却长久地在美国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中延续下来。“我们过去的农业时代，有我们美国主义的根，我们的精神和肉体的生长雏形不会在任何早期的城市中找到，其根源会在宅地和村落中找到，而且只能是在那儿找到。”

在上述农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反城市观念伴随下，美国完成了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变。毫无疑问，这种反城市观念也在美国的城市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美国人虽然实现了城市化，却拒绝城市的一些价值：他们试图把自己版本的传统农业理想带入城市环境中，并通过在城市中重建他们过去所熟悉的乡村环境模式来重新加以诠释。”为了谋求集中所达到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他们涌入了城市，但他们却拒绝那种旧世界城市的高密度的生活方式，将乡村和自然尽可能多地引入城市之中。到1980年，65.9%的美国人在5万以下的小城市中，只有7.7%的人生活在百万以上的城市中，6000座城市中只有6个超过百万，55个超过25万。

城市公墓运动、城市公园和景观规划等都是上述尝试的一部分。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当美国人认识到仅仅引入人工化的自然并不能真正保持城市的自然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时候，他们开始从城市中心逃离，到郊区去建立自己的乡村梦想，从而推动美国城市走向郊区化。“人们希望这种方式能够把城市环境的优点和美国农本主义的传统美德和欢乐的要旨结合起来，并尽可能多地保持人们所认为的传统的‘美国生活方式’。”

二　郊区化引发城市的空间重构

自从有了城市，也就有了郊区。就如同对郊区的定义五花八门一样，郊区化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纭。根据威基百科全书的定义，它是指“人口从城镇向城郊边缘的移动过程”。肯尼斯·杰克逊教授指出：郊区化“作为一个系统化的进程”，是指“边缘地区的发展速度高于中心城市”；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意味着“每日到中心城市通勤工作”。菲利帕·多思则认为：“美国的郊区化不仅仅是指从城市的建成区域的空间转移，它还包含一种对常常遭受到个人主义呼声所不齿的传统社区的某种依恋情绪的渴望。”不同的郊区化定义导致人们对这一进程开始时间的意见不一：有的主张在城市化开始以前，有的认为发端于工业革命和城市化之初，有的则认为是20世纪20年代或者是二战以后的事情。“毋庸置疑，没有城市化就不可能出现郊区化，城市化是郊区化的前提；反过来，郊区化也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成为城市化的基本方式之一。”但是，郊区化和城市化毕竟不是同一回事儿，郊区化毕竟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笔者认为，判定它出现的标志应该是郊区对中心城市功能的替代所出现的大致时间。随着中心城市人口的增加和空间的紧张，原来城市中心相对于郊区的一些功能上的优势逐渐丧失，从而引起人口和商业向郊区的转移，导致郊区增长速度的加快和对城市中心某些功能的替代，是为郊区化。就美国而论，似乎在19世纪50年代，随着交通的改善和城市中心的日益拥挤，东部城市的郊区化进程开始。1852年，卢埃林·哈斯克尔（Llewellyn Haskell）开始在新泽西建设北美第一个真正意义的郊区——卢埃林公园。

在20世纪以前，美国城市发展中集中的趋势超过分散，城市的规模和范围不断增大，这个时期充其量算作郊区化的酝酿和准备阶段。虽然郊区化的某些特征已经陆续出现，但这个时期郊区的发展从总体上仍然是城市中心的补充和延伸。大致到20世纪初，随着汽车等新型交通工具的普及，中心人口向边缘流动，郊区不仅在发展速度超过城市，而且由于观念的改变而抵制中心的吞并，从而导致郊区的空前膨胀和蔓延，并与中心的停滞发展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才是大家经常所提到的真正意义上的郊区化现象。

学术界关于郊区化起源的理论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所谓的“自然演化理论”（natural evolution the ory），该理论认为：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中心最先发展，但是随着中心的不断填满，自然向周边地区溢出，能够支付起较高通勤费用和较宽敞住宅的中上层不断转向郊区，而工作机会也随着住宅的扩展而分散，从而最终导致郊区化。另一派则可称为财政-社会问题理论，该派强调城市中心的社会、经济和种族问题的恶化导致富裕的中上层向外层转移，而转移到郊区的富裕上层所形成的同质性很强的集团反过来利用规划和控制等手段将其他类型的居民排除在外。上述两种理论解释世界范围内郊区化起源方面虽然通用，但对于美国和加拿大来说，还有如下几点原因特别值得一提：

其一，技术进步和交通运输的改善，尤其是汽车对郊区化的影响。毫无疑问，日新月异的城市公共交通的改进为城市中心富裕的中上层向郊区的逃离提供了便利的手段，19世纪后半期，各个主要城市都发展了形态各异的郊区，并且使得城市的形状呈手指状沿交通线向外延伸。如果说这个时代郊区的不断向外延伸从总体上说仍然属于传统城市化的一部分的话，那么，汽车这种交通方式在20世纪的普及才使得郊区化真正流行起来。约翰·雷（John Rae）认为：“现代郊区是汽车的产物，而且离开了它就无法生存下去。”此话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不过，汽车的普及的确大大改变了美国城市郊区的面貌。

其二，人们对城市中心和郊区观念的逐渐转换是郊区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杰克逊教授曾经指出：“郊区化既是一种规划类型，同时也是基于想象和象征的一种心理状态。”美国历史上的自然主义和农本主义观念，对于推动美国人从中心走向郊区、寻求更自然的环境和更传统的家庭生活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郊区成为小城镇美国的同义语，是美国生活方式的草根象征和源泉。”内战前一个时代，美国的改革派们相信到乡村去建设与自然和谐的聚居区就可以解决城市中的贫困和罪恶。

其三，联邦政府的交通和住宅政策也为郊区化推波助澜。“美国的郊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联邦政策的产物。”在19世纪，联邦政府对于城市发展一般抱着放任主义的态度，“但从30年代以来联邦政府积极卷入新房建设资助事宜，而二战后北美郊区的蔓延，在很多方面是此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对美国郊区化影响最大的是罗斯福政府所做出的两项举创：建立房主贷款公司（Home Owners Loan Corporation）和联邦住宅管理署（Federal House Administration），发放住宅贷款。如果说大量的低息长期贷款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和郊区化居住的话，那么房主贷款公司所独创的社区评估制度和其他一些相关的措施则是导致郊区蔓延和中心衰落的罪魁祸首。房主贷款公司的这套评估分级制度成了其他行业进行经济活动的参考依据，引发连锁效应，“房主贷款公司所造成的损失不是来自其本身的行动，而是它的评估制度对于其他机构财政决议的影响”。

郊区化首先表现为人口向郊区的大量转移。在城市化的第一个阶段，虽然郊区化已经起步，但美国城市总体上集中的趋势超过分散，这种趋势在城市发展方面的表现就是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人口密度的不断增加。随着郊区化进程的加速，分散的趋势逐渐超过集中，城市中心的人口增长速度逐渐放慢，甚至出现负增长，而郊区的增长速度则越来越快，从而导致郊区人口比例逐渐增加，这标志着美国城市化进入了郊区化占主导的时代。芝加哥市中心2英里以内的人口比例从1910年的17%下降到1950年的6%，8英里及以外的人口比例从9%上升到24%。到1970年，美国全国郊区的人口达到7560万，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达到了37.2%，超过城市中心，标志着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郊区化国家。

其次，人口大量迁往郊区，引发连锁反应，导致经济活动也逐渐向郊区转移。制造业早在19世纪后期就已经开始向郊区转移，建立工业园区，如福特公司的高地工业园、卡内基公司的荷姆斯泰德工业城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制造业郊区化的速度加快。从1947到1972年，百万人口以上大都市区中心减少制造业机会88万个，郊区却新增加了250万个。密切追随人口动向的商品零售业也向郊区转移。1956年，在明尼阿波利斯郊区伊代纳出现的南戴尔购物中心（Southdale Shopping Center）是第一家全封闭、恒温和户内式购买中心。从此以后，郊区购物中心在各地相继崛起，到1970年美国已经拥有了1.3万家购物城。此外，办公业也出现郊区化趋势。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改进，中心商业区作为公司总部的吸引力下降，郊区完善的配套设施提供了更为优越的办公条件。从1955到1980年，包括许多国际知名的大公司在内，有50家以上的大型公司的总部迁离了纽约中心。到1984年，郊区办公面积超过城市中心。经济活动向郊区的转移不可避免地引起就业的郊区化。从1960-1970年，美国前15个大都市区中心减少工作机会83.6万个，郊区增加了308.6万个。

最后，郊区化表现在行政和人口统计上的特点就是大都市区化。从19世纪后期开始，城市中心波浪式的扩张逐渐受到了郊区的抵制和反对，东部许多大城市的面积在20世纪20-30年代基本固定下来，而在城市范围以外的郊区却一直不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在1910年美国的人口统计中，首次引入了大都市区的概念，最初指人口在10万以上的大城市及其周围10英里的郊区。其名称随着城市人口的变化而不断变更，直到2000年，为核心统计区（CBSA）所代替。截至2003年底，美国共有934个核心统计区。

虽然蒙特利尔的郊区很早就抵制中心的兼并，但从总体上说，加拿大郊区化的步伐比美国晚，加拿大的郊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合并抱欢迎的态度，蒙特利尔和多伦多在1880-1918年之间各吞并了大约30个郊区机构。加拿大城市郊区化的趋势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变得越来越明显。从1961到1976年，几乎所有大都市中心都出现了人口流失现象，其中以圣约翰斯为最，流失比例达到了37.8%。两个最大城市多伦多和蒙特利尔也分别达到了6.4%和17.2%。1971年，加拿大都市统计区中城市中心与郊区的人口比例为63%比37%，1971年50%对50%。表明它在70年代也变成了一个郊区化的国家。大都市化的现象也引起了加拿大联邦政府的重视，在1951年的全国人口统计中引入了普查都市区（CMA）的概念，它指包括一个5万人以上的中心城市及其周围经济、社会各方面密切联系的郊区在内达到10万人以上的都市区。在1961年的人口统计中，加拿大共划出了17个统计都会区。到1961年，加拿大普查都市区的人口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50%，占全国城市化人口的72.4%。

总之，随着北美城市化的加速，郊区化就逐渐酝酿，并在进入20世纪后变得越来越明显。郊区化在城市周边营造了一个乡村化、自然化的居住环境，在改善城市居民的居住和生活条件、缓解城市化过程的人口和资源压力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北美城市的人口密度远远低于世界其他地区，城市住房的私人拥有比例也比其他地区高：1980年，美国公有住房只占1%，而英国占46%，法国37%。美国和加拿大城市中私有住房的拥有比例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持续增加：1940年，美国43.6%的城市住房归所有者居住；1950年上升到55%，1960年61.9%；1970年62.9%，1980年65%；加拿大独居家庭的比例从1961年的79%上升到了1981年的88%。乡村理想、自然主义观念和家庭观念在风景如画的郊区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后者变成了北美城市观念的真正载体。

三　中心衰败与郊区横向蔓延：郊区化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自19世纪中期以来，北美的城市居民就把迁往郊区居住作为一个既可以得到优美的居住环境，又可以享受到城市中心便捷服务的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法。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郊区化似乎成了北美城市问题的万全之策，也成了北美城市区别于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个典型标志。然而，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郊区化在为城市中的中上层居民缔造了一种低密度、乡村化的居住环境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其他国家的城市所没有的特殊问题，其中郊区的横向蔓延、中心城市的衰败和大都市区的巴尔干化尤其令人关注。如何应对上述问题，不仅困扰着两国的决策者，而且也直接影响着北美城市的未来。

北美城市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城市中心的衰败。中心城市的衰败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心城市人口的减少。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分散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中心城市从最初增长速度缓慢逐渐变成了停滞甚至是人口的负增长。这一点在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城市中心表现得最为明显，东北部超过10万人以上的169个中，有2/3的城市在1970年代都有人口流失现象，中北部39个城市中的31个也出现人口流失。其中，圣路易、布法罗、克里夫兰和底特律等城市中心的人口流失都在20%以上。第二，中心城市衰败的另一个表现就是非白裔居民的增加。郊区化过程是一个双向的人口移动过程，同时存在着明显的人口过滤现象。各个郊区都制定了五花八门的限制性规定以拒绝不受欢迎的群体和事物进入。一方面是经济能力较好的白人中上层不断迁往郊区，另一方面是以黑人为代表的有色族裔持续涌往城市中心。以中西部为例：1950年，芝加哥的黑人居民比例为13.6%，底特律为16.2%，克里夫兰为16.2%，圣路易为17.9%；而到1980年，上述各城市的黑人人口比例分别增加到了39.8%、63.1%、43.8%和45.6%。虽然有少数黑人上层迁到了郊区，但毫无疑问，大部分黑人聚居在城市中心的贫民窟中。1980年，圣路易的平均郊区化比率达到了80.8%，而黑人郊区化比率却只有10.6%。第三，城市中心的经济和财政状况日益窘迫。一方面是城市中心工作机会的减少造成税收基础的减弱。从1969到1976年，纽约丧失了54.2万个工作机会，据估计，这些工作机会的丧失使纽约大概减少了15亿美元的税收收入。另一方面，由于城市中心居民人口构成的变化，贫困的少数族裔在中心的集中又增加了城市的福利开支的负担。“1970年，12个最大的中心城市的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12%，但却支付了全国40%的地方性健康和福利开支。”中心城市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随着其居民构成越来越贫困化，城市的福利开支负担越来越重，使得它更加没有能力改善环境、救治贫困和打击犯罪，这又进一步导致了工作机会的丧失和人口的流失，使得它愈加贫困和衰败！

其次，北美城市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就是郊区的横向蔓延问题。1920年代以来，汽车的普及让人们摆脱了19世纪的许多限制，郊区化出现横向蔓延的趋势。郊区化的过度蔓延也带来了一系列致命的弊端：其一，大大延长了郊区居民的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从1888年到1973年，曼哈顿地区律师的平均通勤距离从5.74英里增加到15.03英里。全国郊区居民的平均通勤时间在19世纪70年代从22分钟上升到24分钟，增加了9%。通勤距离和时间的增加不仅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由于过度依赖私人汽车，造成严重的交通拥挤。其二，严格的功能分区和过滤机制加深了各个社会阶层的分化和隔离，便捷的通讯方式为人们的交流提供方便的同时，也减少了传统的面对面的交流，削弱了社区的作用，加深了人们的拔根感和孤独感。其三，郊区的蔓延还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和环境问题。汽车尾气是美国最主要的空气污染源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仅仅在洛杉矶盆地，空气污染给人们的健康、农业和环境造成的损失每年就高达74亿美元，平均每人600美元。除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外，肆意蔓延的郊区化还侵占了大量的农田、湿地和林区。据报告，仅仅从1985到1995年，美国全国就损失了11.7万英亩湿地，其中21%是被城市和其他开发所占用。

再次，伴随郊区化蔓延而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北美大都市区政治上的巴尔干化。在北美城市化的高潮时期，中心城市通过兼并或吞并周围的地区，人口和面积得以迅速扩大。但是，随着郊区化进程的加速和郊区力量的增长，富裕的郊区开始抵制中心的合并。1874年，波士顿周边最富庶的城镇布鲁克林以706:299票的绝对优势否决了与波士顿合并的动议。随后，拒绝合并或兼并成为各个富裕郊区的普遍声音。郊区拒绝合并的原因除了本身同质性较强、服务得到改善外，更重要的是郊区想要通过自治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控制自己的命运。富裕的郊区要控制自己命运的想法使得他们一方面拒绝大都市的兼并，另一方面又抓紧时机，成立自治单位。自20世纪以来，许多大都市区的政府单位都在持续增长。

相对来说，加拿大大都市区巴尔干化的程度小于美国。而美国西南部从某种程度上尚属于城市化的第一阶段，“在某些方面，增长仅仅反映的是中北部和东部地区早年已经达到的某些阶段”。因此，城市化步伐最早的东北部和中西部是巴尔干化最为典型的地区。在全国最大的17个都市区，仅从1952到1957年，就出现了170个新自治市和519个新特区，所有的具有政府功能的机构总数达到了15658个。以芝加哥为例，1982年，它有6个县、261个自治市、113个镇、313个学区和503个特区，总共1250多个各类政府。政治巴尔干化在让许多郊区掌握自己命运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极大的弊端：行政效率低下和各个地区的不平等，进而从总体上削弱了大都市区的地位和发展潜力。《加拿大城市》的作者乔治·尼达也认为：“从总体上看，一个都市区内如此众多市政和地方机构的存在，导致都市制度运作的无效率和各选区税收负担的不公平。”

其实，美国和加拿大的各级决策者很早就意识到了中心城市衰落和大都市区政治巴尔干化的危害，并采取了多种应对措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城市更新运动了。

城市更新“是对城市的衰败地区进行重新规划，通过保护、修缮、拆迁或重建，来改变城市中产业和人口的地域分布，并使城市的物质环境现代化”。1949年，美国联邦议会通过了塔夫脱参议员提议的住宅法，标志着城市更新运动的正式启动。该法令规定，为了能够为每个美国家庭提供一套体面的住房和一个优美的居住环境，联邦政府将为市政府所制定的由私人承包商承担的再开发（urban redevelopment）计划提供资金支持，用于贫民窟清除和社区重建。1954年住房法正式用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代替再开发计划，并对目标进行了修正，把清理贫民窟与中心城市的再开发联系起来，并放宽了地方对联邦资金的使用权限和标准，允许10%的联邦拨款用于非住宅建设。

1954年住宅法修正案极大地促进了开发商进行市中心改造的热情，以商业开发为特色的更新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但是，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的城市更新由于太过于注重商业开发，推倒的房子远远多于新建的住房。“由于大约2/3的被清理贫民窟是黑人聚居区，因此城市更新项目又被称为黑人清理运动，而且在许多城市，其目的也正是如此。”随着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旨在消弥中心与郊区之间差别的开放郊区运动也并没有收到预想的效果，各方面对于城市更新运动的批评声越来越大，1974年，联邦政府通过《住房与社区发展法》（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ct），建立社区发展基金（CDBG），开始强调对现存社区和资产的再开发，而不是推倒清理贫民窟和衰败区，标志着城市更新运动逐渐让位于“社区发展计划”。

城市更新运动是对以前城市规划和美化运动的继承和发展。“客观历史地看，这一美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联邦政府更新计划确实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和有限的社会效益，为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活力，并对维护美国的社会稳定和对美国城市的地理分布及城市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除了中心的衰落外，针对郊区化的横向蔓延与大都市区政治的巴尔干化，美国和加拿大的众多学者和专家也进行过多方面的尝试和努力，比如合并、建立专区、建立大都市区政府等等。鉴于合并和兼并受到了较大的阻力，而为了解决各项特殊问题而建立的专区虽然行之有效，但各个专区之间缺乏配合，更进一步加剧了都市区政治的巴尔干化。错综复杂的都市区事务不仅仅需要解决各种特殊问题，还需要进行宏观的总体规划和管理，“全都市区范围内的社区目标的基本要求是建立一个多功能的代理机构或都会政府”。在这方面，加拿大的多伦多或许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有益例证。1953年，多伦多引入大都市区政府的概念（Metro），郊区城镇仍然在地方性事务方面保留其独立性，而由中心和都会区各城镇代表组成的都市区议会负责地区性事务。多伦多都会区政府在第一届主席加德纳（1953-1961）的任内，运行得非常成功，随后温尼伯在1960年、温哥华在1967年、蒙特利尔在1970年都采用类似制度，运行效果都还不错。

总之，郊区化是当前美国和加拿大城市的一个典型特征，它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北美特殊的政治、经济和资源形势与自然主义的乡村观念相结合的产物。低密度郊区的横向蔓延在大大改善了美加城市居民的居住环境的同时，也面临着中心衰败、种族关系紧张、政治巴尔干化等诸多问题。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北美城市郊区化的现状不可能出现大的变化。不过，城市的发展毕竟受到水源、空间和交通等诸多因素的限制，郊区不可能无限制的蔓延下去，像洛杉矶这样横向蔓延的城市很明显已经是一个失败的典型。

从17世纪初期沿海商业据点的奠基开始，在北美大陆上，城市边疆就与农村边疆一同发展。在商业发展、交通改善和社区促进主义精神的推动下，随着边疆的不断西进，东部的商业据点一步步演化为地域性的城市中心，作为连接东部商业中心与周围农村的中间结点的西部新建商业据点，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拔地而起。而随着工业化的完成，北美城市也完成了从商业据点向工业城市、从传统的步行城市到现代化大都市的演变。不仅城市外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且通过进步主义改革，在市政管理、城市规划和城市观念方面经历了现代化的变革，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城市。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北美城市化中的阶段性和地域不平衡性更加明显，最早经历城市化和郊区化的东北部和中北部地区已经进入后城市化时期，西南部阳光带的城市则依然在城市化的道路上阔步前进。此外，由于北美城市所发展起来的是一种低密度的郊区化居住模式，因而个人住房拥有率较高，郊区化的弊端也更为明显。


第五章　社会改善和生活方式的变革

现代化促进了美加两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财富日益增长，物质条件不断提高，从而使两国居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改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社会变革也出现了生活方式的改变，如人们消费水平和观念的变化、婚姻和家庭模式的演变；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如财富分配的不均，贫富差异悬殊，促使两国政府不断调整福利政策，以维持社会的稳定。


第一节　社会财富的增长与分配

在美国发展的过程中，19世纪50年代通常被看作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在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后，美加两国的经济发展虽然历经起伏，周期性的危机和萧条迭次出现，但总的趋势是不断向前发展，社会财富总量稳步增长。有些学者认为，财富的增长会使社会各个阶层平等受益，如布莱克所说，“当社会生产更加丰富时，财富的分配趋于平等，农村和城市工人的生活水准趋近于领薪职员”。阿克辛也断言，“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物质条件的富足增加了选择（如何利用资源）的机会，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社会平等的程度也往往会提高”。但是，从美加两国的现代化进程看，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并没有使分配平等，反而拉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

一　美国社会财富的增长

从一开始，美国就没有阻碍工业发展的一些因素，如封建制度、行会以及森严的社会等级。此外，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也有利于工业的发展。另外一个积极因素是“美国精神”的发展，多数看法认为美国工业的发展“源自那些勤奋劳作、牺牲自我、自立自强、乐观向上、精力充沛甚至冷酷无情的人”。罗斯托将经济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时期、腾飞预备时期、腾飞期、成熟期、高度大众消费时期。然而美国只存在后四个时期，因为它脱胎于英国，而当时的英国早已处在预备腾飞期。因此，美国跃过了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很多步骤。

19世纪上半叶美国的财富一直在稳定增长，到1850年代工业和制造业已经开始持续、快速发展。19世纪60年代，一场重大的历史事件——美国内战——之后，联邦政府的计划为19世纪下半叶美国工业的真正爆发创造了条件。在1860至1900年之间，美国建立起了强大的工业。

工业化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经济开始突飞猛进。据统计，在1873-1913年之间，以每年5%的速度递增。1865-1898年之间，美国的小麦产量增长了256%，玉米增长了222%，蔗糖增长了460%。工业的增长更为迅速，煤增长了800%，钢轨增长了523%，铁路长度增加了567%。石油的产量更是从1865年的300万吨增加到1898年的4500万吨。1860-1920年，美国人口增加了两倍多，而制成品增加了12-14倍。1860年，美国制造业雇佣人数为147.4万，总产值为8.15亿美元；到1910年，这一数字分别升至661.1万人和85.29亿美元。工业化带给美国的不仅仅是钢铁和工业机械等生产性商品产量的大幅度提高，而且使许多新的工业企业都以个体消费者为对象生产产品。例如，家具的产值在1869-1901年间增加了4.5倍。服装和其他个人用品的产值在这32年中也有大幅度的增长。甚至一些“奢侈品”，如首饰、银器、钟表和手表等的产量也增加了。1899-1909年之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高达4.2%。虽然在这期间出现过几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尤其是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和90年代早期，但很快即出现好转，而且经济增长的势头一直保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按1958年美元计算，美国191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256亿美元。美国的繁荣和不可阻挡的经济发展让人们感到美国是一个机会无限的地方，因此很多欧洲人远涉重洋移民美国，美国人口在1865-1900年之间翻了一番。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度在美国引起经济恐慌，导致经济衰退，然而战争又为美国经济的反弹创造了机会。美国在战争期间靠向欧洲的各参战国输送粮食、原料和军火等物资，赚取了大量外汇。战争期间，美国的外贸出口增长迅速。1914-1917年间，美国爆破器材的出口额从600万美元增加到1.81亿美元；钢铁的出口额从2.51亿美元增加到11亿美元；农产品的出口额也大幅增长，其中仅肉类出口就增加了2.1亿美元。1913-1915年间，美国工业生产指数（以1899年为100）从190上升到259，增长幅度达30%。生产的扩大拉动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业率飞速提高，工资水平也有所上升，工人的年平均工资从580美元增加到980美元。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经济虽然经过短暂的衰退，但很快恢复了发展的态势。科技的进步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众消费市场的繁荣推动了工业生产的增长，使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1919-1929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3.4%；按1958年的美元计算，这一时期人均国民产值从1401美元增加到1617美元。农产品和工业品居世界之首。1919-1927年间，工业生产的年增长率高达5.4%。到1925年，美国铁矿石的产量占世界的55%，钢产量占66%，石油产量占52%，棉花占60%，硫磺占80%，汽车占95%。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就业率的提高，1923-1929年间，年平均失业率仅为3.3%，实现了充分就业。这一时期不仅失业率低，物价也相当稳定。1929年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与1919年并无差别，而且批发物价指数还有轻度下降。总体上讲，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20世纪20年代末股市投机过热，也给经济的运行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1929年，纽约股市崩溃，给美国带来了自内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并如多米诺骨牌一般迅速波及世界其他国家。危机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大萧条。在此期间，美国的经济急转直下。按1958年的美元计算，国民生产总值从1929年的2030亿美元锐减到1410亿美元。

富兰克林·罗斯福推行的新政，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全面而深刻，但是其经济效果并非立竿见影。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经济才逐渐摆脱困境。同盟国对美国军用和民用物资的巨大需求，开拓了发展生产的广阔空间，而政府的巨额财政开支尤其是联邦政府的国防开支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例如从1940年7月1日至1945年7月31日，美国制造了68338辆坦克、29.7万架飞机、140万枝各类枪支、6.45万艘舰船以及大量大炮装备和军火。按当年美元计算，国民生产总值从1940年的1006亿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2136亿美元。

二战是美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战后的美国经济经历了长达20余年的快速增长时期。

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和1947年关贸总协定营造的相对有序的世界经济合作与竞争的空间，为美国战后的经济增长与繁荣提供了有利的环境。虽然战后初期美国政府的财政开支大幅削减，但个人消费需求大增和私人投资扩大，刺激了经济的回升。1945-1960年期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将近250%，人均收入提高了35%。战后住房供给开始飞速发展，1955年达到165万套，其后的5年均保持在150万套以上。1946-1956年只有一家居住的住房增长量超过了之前一个世纪增长量的一半。到1960年，62%的美国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而20年前（1940年）拥有私人房产的比例是43%。新建的家庭住房中85%在郊区，核心家庭在那里可以得享更多的清静。在1950-1969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达到3.9%，人均产值增长率也有2.3%。战后经济繁荣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物价和工资的不断上涨。如果以1967年为100，消费者价格指数在1945-1969年间翻了一番，从53.9上升到109.8.如果不考虑物价上涨因素，人均收入增加了两倍，从1066美元上升到3152美元。

进入20世纪70年代，经过20余年突飞猛进的美国经济步入“滞胀”期。经济增长明显减速，投资者的信心严重受挫，国内私人投资在1973-1975年间从2298亿美元下跌到2061亿美元。虽然联邦财政赤字在1973年和1974年有所下降，但是经济却反而进一步恶化。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甚高。

从80年代初开始，美国经济进入一个复苏和再度快速增长阶段。由于联邦政府调整经济政策，大力削减税收，增加国防开支，鼓励私人投资，在1980-199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2.7%的速度增长，人均国民产值年增长率也回升到1.8%。

到9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再次出现衰退的势头。当此关键时期，美国非常敏锐地抓住了科技发展带来的产业调整机会，实现了经济的复苏和快速增长。1992年底，美国经济开始摆脱困境，且一直保持良好增长的态势，连续增长超过100个月，失业率也大为降低，1998年只有4.5%，1999年的头3个月低于4.5%。联邦财政状况也明显好转，1996年首次出现了财政盈余。

二　美国社会分配的不均

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社会生活的变化，提高了国民的整体生活水平。然而，并非所有的美国家庭都能分享社会财富增长的成果，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存在各式各样的差异，贫富分化现象极其严重。只有中上层阶级的生活质量得到充分改善，而多数普通人的生活仍相当艰难。社会下层特别是工人及其家庭，则不仅没有享受到现代化给生活带来的便利，不少人还挣扎在生存的边缘。1890-1920年间，普通工人的工资收入较低，单凭男性户主的工资不足以养家糊口。当时美国一个城市五口之家，每年必须开支600-800美元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而至少有一半到2/3的成年男性工人的年收入达不到这个数目。雇用童工的现象相当普遍。1900年，美国的童工达到175万人。工人的收入很低，而城市的消费水平较高，物价的增长速度又高于工资的增长，因此，许多工人家庭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准。

普通工人的工作条件相当恶劣，损害了他们的健康，也降低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在实行8小时工作日以前，工人每天要在机器轰鸣、通风不畅、缺少安全防范设施的工厂里劳动10-12个小时，每周至少工作6天。工厂安全立法和事故赔偿立法尚不完备，因公伤残和致死的事件经常发生，而受害者及其家属很少得到赔偿。当时美国工厂的事故率之高世界罕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每年因公死亡者达到3.5人，伤残者为50万人。即使在这样的工作条件下，工人的工资也没有可靠的保障，经常受到失业的威胁；而在失业保险制度建立以前，失业便意味着家庭失去了生活的来源。

很多学者都认为1920年代的美国经济处于黄金时期，然而20年代的经济只对某些人而言是黄金时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口处于贫困之中。美国人不仅未能平等地分享经济上的繁荣，而且财富分配的差距有加大之趋势。经济史学家欧文·伯恩斯坦（Irving Bernstein）指出，对于那些贫困的人来说，1920年代适合的金属象征应该是镍、铜甚至是锡，但肯定不是黄金。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于1934年对美国人口中购买力分配不当的状况进行了调研，调查的时段为1900-1932年。其调查报告显示，1920年代美国人在收入和支出上的不均衡状况令人震惊。根据这些经济学家的统计，1929年，美国家庭中有大约60%的家庭年收入低于2000美元，而2000美元是提供基本生活必需品所必需的，此外还有1/5的家庭的收入少于1000美元。美国社会中处于上层的10%的家庭，其收入最低不少于4600美元，这些家庭在总消费支出中占据1/3.这部分富裕家庭的储蓄额占家庭储蓄总额的86%。80%非常贫困家庭的储蓄额只占家庭储蓄总额的2%。因此，这些调查者得出结论：“至少在过去的10年里，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日趋严重。”

为了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市政府将资金用于社会福利，美国开始实行累进所得税制，按个人收入的高低确定不同的税率，税率随着收入的增加而相应提高。二战期间，在繁荣的经济形势下，就业率较高，劳动者的总体收入有所提高，收入的差距也有所缩小。在1929-1947年间，收入最低的1/5的家庭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从3.5%上升到5%，收入最高的1/5的家庭所占有的比例从54.4%下降到44.9%。这种政策的调整使社会底层的经济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善，而收入不均这一总的局面仍未改变。

二战以后，新保守主义思潮在美国思想界和学术界逐渐高涨，它认为美国从来都不存在激烈的阶级冲突，强调美国社会的流动性，认为允许向上流动是美国阶级结构的特点。不可否认，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向上流动”并不是一种梦想，因为存在着各种改善处境的机会；但从整体上看，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始终存在，底层和上层阶级在财富上的悬殊，在这个时期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所增加。杜鲁门当政时期推行“公平施政”，延续罗斯福时期的社会改革，扩大了《社会保障法》的应用范围，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并提高下层居民的收入水平，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但是，贫富差距并未因此而缩小，反而较战时略有加大。20世纪50年代，25%的美国人（4000万——5000万人）处于贫困状态。即使到50年代末，仍然有1/3的儿童处于贫困状态。1958年，中产阶级的收入在3000至1万美元之间，而65岁以上的美国人的收入却低于1000美元，大多数老年人也没有医疗保险。1959年，只有一半人有储蓄，1/4人根本没有流动资产。即使是本土出生的白人家庭，也有1/3仅靠户主的收入维持着艰难的生计。根据罗斯曼的统计，1929-1947年间，收入最低的1/5的家庭的收入份额上升了1.5个百分点，而最高的1/5的家庭的收入份额则下降了10.5个百分点；凯博德的统计数字表明：在1947-1960年间，前一组家庭的收入份额减少0.2个百分点，后一组家庭的收入比重仅降低了1.4个百分点。这说明两极之间的相对差距进一步扩大。

社会下层在财富分配中的不利地位日益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60年代中期，翰逊总统宣布“向贫困开战”，旨在提高社会下层的收入，改善其生活质量。即使如此，在1960年以后的15年里，最低的1/5的家庭收入份额仅由4.9%上升到5.4%。

到80年代，美国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出现新的趋势，中等收入阶层的份额有所缩小，而最富有阶层的收入和财富总量均有明显上升。在1980-1990年间，最富有的20%的人口的收入增长了近33%；最富有的1%的人口的收入增长了近87%；另有60%的人口收入根本没有变化。1%富有家庭拥有全国家庭财富的42%，其中包括60%的公司股票和80%的家庭信托财产。造成这种不平等现象的原因部分是由于20%高收入人群中双收入家庭更为普遍，工资不断提高。即使在这些高收入的人群中，收入分配仍不均衡，高低相差悬殊，高收入的来源相当一部分来自银行利息、股票分红、避税及投资利润的增加，远远高于劳动所得的收入。

到1980年，美国的贫富悬殊已经超过了多数经济发达国家：在《财富》杂志上排名前500位的公司中，首席执行官的薪水是普通工人的38倍。到1988年，一个大公司的普通经理的工资是一名教师的72倍，是普通工人的93倍。1990年，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收入最高的首席执行官所得是空乘人员起始工资的1272倍。同时，在1978-1987年之间，常年全职工作而仍受贫困之苦的人数增加了近57%。1990年，时代——华纳的董事长收入7.8亿美元，相当于一个普通秘书或办公室职员1500年的薪水。

如果将5%最富的人收入的1%进行重新分配，能使100万人摆脱贫困，对美国家庭中最富的2%的净资产所征的税款足够联邦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增加一倍，而且还有200亿美元的余额可以留作它用。

根据1988最全面的统计数据——卢森堡收入研究统计数据（Luxembourg Income Studydata），在发达国家中，美国和加拿大在收入分配不平等方面均在前10名之列。1995年，《纽约时报》对各国财富的集中程度做过一项调查，将指数定在0-1之间，美国为0.34，加拿大为0.29.美国20%的高收入者拥有全国80%的财富，而20%的低收入者则只占全国收入的5%。这项调查用经济学家爱德华·沃尔夫（Edward N.Wolff）的话说就是：“我们在财富方面是最不平等的工业国。”

三　加拿大经济的发展壮大

加拿大经济的发展规模和程度，无论在工业、农业还是出口贸易方面，与美国相比均存在巨大的差距。而正是因为起点较低，其发展的空间相对较大，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也相对较快。

19世纪后半期加拿大长期受经济危机的困扰，到20世纪初才迎来了一个经济增长与繁荣时期。这一时期加拿大成为一个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工业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逐渐增大，大量外资的涌入给加拿大经济注入了活力，1900-1913年间，来自英国的投资约达17.53亿美元，美国的投资超过6.29亿美元。外资的投入刺激了加拿大制造业、矿业和木材业的发展。1891-1916年间，制造业产品的总值从1891年的3.68亿美元升至13.81亿美元。同期，大田作物的产值提高了3倍多。外资的涌入同时也带来了风险，增强了对外国资本的依赖。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英国参战后，加拿大的经济形势一度恶化。然而，随着欧洲战事旷日持久地进行，它也为加拿大提供了扩大生产和出口的机会。战时欧洲的粮食需求增加，刺激了加拿大农业的发展，使农业在加拿大经济中保持了主导地位。在1917年，加拿大能够出口的小麦英国都可以吸收，小麦价格因而猛涨到每蒲式耳2.21加元。同时加拿大的牛肉、军服和武器在欧洲也找到了广阔的市场。工业的资本投入大幅度增加，从1911年的1.27亿加元增加到1916年的20亿加元，在1921年突破了30亿加元；同期制造业生产净值则从5.64亿加元增加到13.66亿加元。

虽然在20年代初的几年里，加拿大经济一度出现低迷，但到20年代中期，依靠向美国出口大量的矿石、纸浆和新闻纸，它的经济迅速繁荣起来。1870-189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从4.59亿加元提高到8.03亿美元，而到1920年则飞升至55.29亿美元。国外对碱金属的需求大大增加，尤其是美国需要大量的金属来生产汽车、收音机和家用电器，使加拿大工业得以复兴。加拿大全国的矿业都得到发展，魁北克的矿产量在1898-1929年间增加了近3倍。加拿大国际镍矿公司的产量占世界产量的90%。1920年，加拿大造纸厂每天出产新闻纸79.5万吨，到20年代末产量提高到27.25亿吨，造纸成为加拿大的首要产业，加拿大由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造纸国。这一时期加拿大的小麦和木材等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上扬，出口值上升。涌入加拿大的外国投资也有所增加，尤其是美国资本的份额日益增加。1914年，加拿大的外资有70%来自英国；9年以后，英国的份额下降到46%，而美国的投资占到51%。美国巨大的市场，对加拿大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美国在20年代随着新闻出版业的发展，对加拿大木浆和新闻纸的需求很大，于是向加拿大定向投资3.56亿加元，使加拿大的新闻纸生产能力增长了2倍，80%的新闻纸输往美国。

由于加拿大经济对外国资本和市场的过于依赖，1929年发生的经济危机对它造成沉重的打击，经济全面滑坡。美国国会通过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提高了进口关税，对加拿大的出口贸易更是雪上加霜。1933年，加拿大的出口不足1929年的1/2；国民生产总值指数从1929年的100.4下降到70.2；工业生产和国民收入分别只相当于1929年的58%和55%。1933年的失业率高达19.3%，到1935年，领取公共救济的人数占到了总人口的10%。

二战的爆发也为加拿大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不仅使它摆脱了高失业率的困扰，而且生产能力也发生了巨大的飞跃。加拿大的军事工业发展迅速，并且带动了制造业整体水平的提高。1939-1944年间，制造业指数由48.7上升到106.1；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同期也从60.2上升到103.0.总之，战争极大地调动了加拿大的经济能量，为战后的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战以后，加拿大的经济长期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成为西方七大工业强国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马歇尔计划和关贸总协定的实施，也为加拿大的经济繁荣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总体来说，从1945年至70年代初期，加拿大经济处于稳定增长之中。按1949年加元计算，1945-1948年，加拿大的国民生产总值没有多大变化；1949年开始迅速增长，1946-1962年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从89.8上升到171.4，年均增长率为4.2%。到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844亿加元。若将人口增长考虑在内，1950-1969年人均国民产值每年增长2.2%。失业率降低，居民消费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从1973年到80年代初期，加拿大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降，通货膨胀严重，失业率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到80年代以后，经济逐渐复苏，缓步走出困境。1980-199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达到了年均3.0%的速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但失业率始终居高不下。90年代初期，加拿大经济步入衰退时期，直到9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拿大的经济也逐渐呈回升的态势。

四　加拿大社会财富的分配

加拿大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美国一样也是不平等的。1901年，加拿大一个全年就业的普通男工一年可得到425美元的收入，平均每周8.25美元；而当时每周的生活开支大约为13.38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妻子和孩子也外出做工，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但是，女工和童工的工资更低。女工大多是非熟练工人，主要从事文秘、制衣、洗衣和家务等工作，这些工种因而被称作“女性职业”。即使是和男工在同一工厂从事同样的工作，女工的工资通常有男工的1/3或1/4.1900年，加拿大一个年轻女工每周工作60小时，仅得80美分报酬，平均每小时还不到2美分。加拿大当时的最低生活水平是：每人每周消费0.6公斤新鲜肉食，一个五口之家每天消费近一升牛奶，新鲜蔬菜和水果不包括在内。但是，许多人的生活达不到这个标准。

即使到二战之后整体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从经济的繁荣中分得一杯羹。在加拿大，小农场主、大西洋沿岸的渔民、商店职员、失业的矿工、纺织女工等生活改善程度较低，在生活质量上落后于城市工人和中等阶层。新技术和新产品并没有进入所有家庭。1950年，整个加拿大能用上电的人仍属少数。1951年的一项调查表明，有一半的家庭没有电冰箱和真空吸尘器，60%的家庭没有汽车，25%的家庭没有洗衣机，33%的家庭没有自来水。根据加拿大经济理事会的统计，1961年，仍有1/4的家庭生活在贫困之中。

另一个与美国类似的现象是，加拿大也存在财产高度集中的情况。1970-1977年间，加拿大财富占有不平等的情况有所缓解，但随后又略有上升。1984年，最富的1/10的人口拥有全国1/2以上的财富；而最富的20%人口所占有的财富比例高达70%。股票拥有权在加拿大高度集中，1980年大约只有不足10%的家庭拥有股票，拥有大额股票的家庭比例更少。收入高的20%的人口，其收入有90%来自股票分红。除股票外，非金融资产（non-financialassets）也非常集中。据有的学者1986年的研究成果，加拿大最富有的32个家庭和5个联合企业集团控制着全国1/3的非金融资产，在1981年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倍。

虽然美国和加拿大各阶层在收入上悬殊甚大，但相比之下，加拿大最低和最高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略小一些。以1963年为例，美加两国收入最低的10%的人口所占收入份额分别为0.8%和2.3%，加拿大远远高于美国；收入最高10%的人口占有的收入份额分别为28.3%和24%，美国比加拿大高4.3个百分点；而中间各个10%的收入群体所占有的份额相对比较接近。到80年代，美加两国的收入差距均有所拉大，而加拿大的收入差距仍小于美国。加拿大最上层的20%的家庭与最底层的20%家庭的收入之比，在60年代是6:1，到80年代上升为8:1；而美国的这个比率在同期分别为10:1和12:1.


第二节　生活质量的改善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美加两国经济现代化迅猛发展的时期，两国居民的生活方式在此间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由于财富分配的不均，现代化所带来的成果并未平均地惠及社会各个阶层，但社会总体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普遍的改善和提高。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下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全国市场的形成不仅使两国的物质产品极大地丰富，扩大了人们生活选择的空间，而且也造成了生产相对过剩和闲暇时间的增加，工作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这不仅为消费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且使人们对生产中心论和工作伦理产生了怀疑，从而对传统的消费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人们对生活质量产生了新的追求。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进入一个经济繁荣、消费高涨的时期。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美国生活水平在1920年代显著提高。“柯立芝繁荣”在史学界几乎成了20世纪20年代经济状况的代名词。数据显示，全国实际年收入——薪水、养老金、租金和利润——从1923年的743亿美元上升至1928年的890亿美元。同一时期，企业年度净收入从83亿美元升至106亿美元，储蓄和定期存款从197亿美元升至284亿美元，人寿保险金额从94亿美元升至159亿美元，建筑和贷款资产从30亿美元升至80亿美元。人均收入也迅速提高，1900年为480美元，到1929年达到681美元；工业总产值有很大的增长，工人的实际收入也增加了25%。192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时期，美国各阶层的实际收入均有所增加，这使美国民众有能力参加到大众消费中来。数据显示，1919-1929年间非农业人口中93%的低收入人口每年人均实际收入增加5.64美元，1923-1929年间这一低收入群体的人均实际收入提高了2.59%，属于这一阶层的一个四口之家在1923-1929年间家庭收入增加了48美元。加拿大工人的平均工资在1901-1920年间也有明显提高，一些主要行业，如伐木、采矿、建筑、铁路等均提高了2倍左右。在加拿大，20世纪20年代被称为“兴旺的20年代”（The Roaring Twenties).

收入的上升增强了人们的购买力，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史学家布莱克认为：“只有当社会比较发达的时候，才能强调消费品的重要性。”美加两国消费社会的形成正是在其社会生产力水平迅速发展的时期。早在北美殖民地时期，富裕的美国人就已经开始购买各种非生存必需品以使自己的生活更加舒适、愉快，并且提升自己的品味，展现自身在社区中的地位。这些物品通常包括装饰性的家具、纺织品、餐具（如瓷器、玻璃器皿、茶具）、做工精良的服装、钟表、书籍，还有酒类和烟草。

到了19世纪后期，作为非生存必需品的耐用消费品大大增加。然而，这种作为传统中产阶级身份标志的非生存必需品的消费在此时还远远没能大众化。当时美国家庭在耐用品和娱乐上的开支仍然相当有限。生存必需品的支出在大多数美国家庭的预算中至少要占75%-80%，甚至经常达到90%，耐用品和商业娱乐仍然处于次要的位置。20年代经济繁荣所取得的最重大进展之一，就是消费品工业经济的壮大和美国人在消费上可支配收入的迅速增加。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美国在1920年代出现了一场耐用消费品革命。据统计，1921-1929年的美国消费性支出增加了33%，其中以耐用消费品支出的增长格外引人注目。1909-1918年，耐用消费品平均每年支出为42.9亿美元，到1919-1928年，耐用消费品平均每年支出上升到70.6亿美元，增加了65%。越来越多的家庭用上了电灯、汽车、收音机、留声机、真空吸尘器、电动缝纫机、电话和室内抽水马桶。1920-1930年间，拥有电灯的家庭从35%上升到68%，拥有洗碗机的家庭从8%上升到24%，拥有室内抽水马桶的家庭从20%上升到51%。汽车的生产和销售的发展更是惊人，1919年，美国人购买的汽车总数为200万辆，1929年达到450万辆；在1919-1929年这10年中，全国登记的汽车从750万辆上升到2670万辆，平均每4.5人拥有1辆汽车。事实上，美国1920年代的消费性支出增长有一半是源于耐用消费品的购买，美国的消费社会由此初具形态。

1920年代，美国在技术和生产力上的巨大发展不仅带来物质上的丰裕，也为美国人提供了更多的闲暇时间。自殖民地建立初始到19世纪后期，农业在美国经济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大多数美国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辛勤劳作，繁重的体力劳动消耗了他们很多的精力，他们没有多少时间、精力和资源用在休闲娱乐之上。直到1900年，美国的节假日与欧洲相比还要少很多。“人们常说在美国只有两个节日——独立日和圣诞节。”其他种类的全国性假期几乎不存在，20世纪初期只有不到2%的美国家庭有度假的习惯。到了1920年代，上述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人的工作时间因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而大大减少，闲暇时间大量增加。在制造业部门，1910年每周工作时间为平均51.0小时，1920年降为47.4小时，1929年进一步减少到44.2小时。物质产品的丰富和闲暇时间的增多，使得愈来愈多的美国人开始追求物质商品消费以外的文化商品的消费，这也是美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另外一个标志。

人们在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在娱乐上花的时间和开支都有较大的增加。1919年，美国人用于娱乐的总开支约为25亿美元，到1929年增至43亿美元，其中21%用于看电影、戏剧和体育比赛，其余部分用于旅行、听音乐和阅读。电影和体育运动作为文化商品是1920年代美国人闲暇生活的重要方面。电影作为一种产业在1920年代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使看电影成为一种大众性的娱乐行为。1927年问世的有声电影受到热烈欢迎，电影观众从1922年的4000万人激增到1930年的1亿人，全国电影院多达2.3万家。电影业投资规模的扩大使电影事业在美国成了文化产业中的大户，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体育运动也是美国人在1920年代享受闲暇的一项重要文化活动，或者说文化商品。随着商业化体育运动的发展，运动支出在美国人的消费中也开始占据一定的比例。1920年代被称为“运动的黄金时期”，体育运动在这10年“成了一件令人着迷的事情”。职业竞技比赛可以说为万众瞩目。生活在美国的所有人都通过报纸报道和全国无线电广播加入到体育赛事的狂热中来了。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运动员，他们的威力关乎各地区的荣誉，这些运动员的战绩是当地人关注的焦点。对很多美国人而言，与自己喜欢的队伍或是某个运动员同悲同喜是闲暇时间里一项重要的事情。

消费浪潮也波及农村。一战以后，美国农业进入一个时断时续的不景气阶段，但在20年代的繁荣经济中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农村居民的生活也得到一定的改善。1930年，全国2/3的农场有了汽车，一半农场安装了电话。汽车的普及和邮购服务的出现，使偏僻的乡村地区也得以享受到购物的便利。留声机和收音机进入农家，一些小村镇也有了装修别致的电影院。所有这些都缩小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表明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

20年代也是加拿大历史上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造纸业、采矿业和以小麦生产为主的农业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交通和通讯革命正在悄悄展开，于是，“继美国之后，加拿大成为世界上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各种机动车大量增加，1920年为40.8万辆，到1930年达到123.5万辆。电和自来水进入城市中等以上家庭，收音机、电冰箱、电炉和真空吸尘器等家用电器也愈益常见。用电量的增加，对能源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1920-1930年间，加拿大投向发电厂建设的资金近7亿加元。虽然贫困现象仍然存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能够享受到繁荣所带来的便利的人口也在不断增加。

毫无疑问，大众消费是现代化过程中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结果，也是这一过程中短缺经济向富裕经济转变的产物。不仅如此，它还意味着消费观念从传统走向了现代。节约、谨慎、克己等传统美德逐渐式微，消费与生产相比在美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占有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从这些角度来看，1920年代消费社会的形成是美加两国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它刺激了生产，扩大了消费，改变了观念，使愈来愈多的人得以实现其消费需求，从而使美国社会在经济民主方面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929年开始出现的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萧条给美加两国带来重创，人们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很多人甚至陷入了贫困的深渊。如历史学家霍恩米歇尔所说，在大萧条期间，“多数加拿大人除贫困外已一无所有”。虽然美加两国政府都采取了不少改革措施，但在大萧条期间并未见明显效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两国的经济才真正开始恢复生机。

美国大众消费文化在20世纪50年代得到了飞速发展。从内战到二战后，人均消费量增加了4倍，平均每10年递增22%。消费者花费增长最多的是在家用物品方面。二战之后的5年中，食品的消费仅增加了33%，衣物花销增加了20%，而家用装饰和家用电器的消费则激增了240%。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几乎全部是由于耐用消费品销售额的增加和住房建设的投入，多数消费品的对象为核心家庭。1953年，美国家用电器的消费额为35亿美元，收音机和电视机22亿美元，汽车的消费额达到107亿美元，如果将燃油、维修等相关费用也计算在内，汽车总的总消费额高达323亿美元，占全国总消费额的14%。电冰箱、电炉子、吸尘器等家用电器的广泛使用把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因此可以有时间参加鸡尾酒会之类的社交活动。媒体的广告在潜移默化之中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顺应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为美国消费热潮的到来提供了充分的舆论宣传和引导”。消费欲望使新教理论瓦解，人们不再以勤俭为美德，而是以享乐为根本。50年代美国文化中的追求享乐和物质至上的思想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从二战结束到60年代初，乃是美加两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美国家庭平均收入大为增加，1947年约为3000美元，1965年达到6000美元；而居民实际购买力在1946-1960年间增长了22%，到70年代又增长了38%。1945-1956年间，加拿大人的平均工资翻了一番，达到3250美元；同期商品价格缓慢上升，人均购买力实际上增加了一倍左右。收入的提高和财富的增加，为生活质量的改善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的住房条件也得到了改善，人均居住面积扩大，室内设施完备。人们对良好居住条件的向往在媒体和广告中得到反映：郊区被描绘成一个安全、宁静、现代化家用电器齐全、住房装饰新颖的地方。汽车的普及使居住地和工作场所的远距离分离成为可能；而住房抵押贷款制度的推广、退伍军人住房补贴的实行，又为人们在郊区购置新房创造了便利。在这种情况下，两国中上层居民的居住条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从1945年到1951年的短短6年时间里，加拿大新建了50万栋房屋；有能力购买住房的人在总人口的比例，从1948年的1/3上升到1961年的3/5.与此同时，道路交通出现明显进步，私人汽车成为普通家庭交通工具。到1960年，全国4400万家庭中有3100万拥有自己的住房，87%的家庭看上了电视，75%拥有自己的私家车。1931年，加拿大人拥有汽车102.8万辆，到1961年达到432.57万辆，平均每4人就有1辆汽车；1970年美国登记的汽车数量高达8930万辆。最初郊区在商业和娱乐服务方面存在不足，缺少商店、社区中心、影剧院和酒吧等服务设施，居民的社交活动也受到限制。但是，大型商场不久就在郊区建成，交通的便利也克服距离带来的不便。

家用电器的品种不断增加，性能不断改进，产品不断更新换代，使用不断普及，使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加便利和舒适。加拿大的家用电冰箱数量从1927年的1590台增加到1960年的239436台；洗衣机的数量从1927的24892台增加到1961年的294622台；20世纪50年代初问世的电视机，到1960年就进入了3/4的加拿大家庭。燃气、电和油料取代煤和木材而成为新的家用能源，使居家环境更加清洁舒适。加拿大人用于娱乐的时间更为充裕，电影院成为老少咸宜的娱乐场所，每年观看电影的人均场次从1930年的12场增加到1950年的18场。电视机的出现带来了新的娱乐方式，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欣赏到各种节目。1952年，加拿大建立了自己的电视台，到1957年电视台增加到44个，覆盖速度超过了美国。

到60、70年代，人们对大萧条和战争逐渐淡忘，妇女开始重新考虑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很多妇女开始外出工作。1961年职业妇女的数量比1951年增加了86%，1971年又增加了59%。由于外出工作，妇女制作家用物品的时间相应减少，因此多数物品必须在市场上购买，大众消费开始重现生机。由于洗衣机、自动洗碗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的普遍使用，而且在市场上可以买到现成的服装和食品，大大减少了妇女做家务的时间，因此越来越多的家庭在旅游和休闲用品方面的开支大大增加。1968年，加拿大开始使用信用卡，人们可以持卡消费。1973年，加拿大蒙特利尔首家大型超市开张，此后超市迅速发展到郊区，促进了人们大批量购买商品的趋势。这一时期两国的消费水平也大体相当。根据美国1972年的有关交通出行方式的调查，85%的出行是乘坐私家车，2%乘坐公共汽车，12%乘坐飞机，0.4%坐火车，其余以其他方式出行，如摩托车等。而1974年加拿大的统计数字与美国两年前相似：85%乘坐私家车，3%乘坐公共汽车，7%乘坐飞机，2%坐火车，其余以其他方式出行。1974年，美国平均每10万居民有7座剧场，加拿大有5座。美国人1974年平均每人花近6美元（以1964年美元币值计算）买票，而加拿大人平均每人用于购票的金额为4美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不断发展、家庭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人们关于生活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衣食住行不再是关注的重点，而卫生健康、环境质量、社会福利、教育程度、休闲娱乐成为衡量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同时，科学技术对于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意义受到更大的重视，技术进步的成果能够更加迅速地服务于日常生活的改善。

虽然美加两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在此期间均有很大提高，但具体情况则存在差异，在生活质量上可谓各有千秋。在环境质量方面，如果考虑人均能源消耗量、能源的产量与消费量之比，木材的产量与消费量之比，森林被毁面积、空气污染程度等因素，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则大大低于加拿大人。在交通和通讯方面，如果对家庭汽车拥有率、机动车致死及致残率、海外旅行、家庭电话拥有率、电话通话时间长短、利用一级邮寄的频率、报纸的发行量、个人用于交通和通讯的费用等因素进行综合考察，美国人比加拿大人更有优势。在居住条件方面也是如此，美国人在房屋产权状况、人均居住面积、住房开支和室内设施的完备程度等因素上略占上风。在公立图书馆的使用、电视机和收音机的拥有率、打猎许可证和捕鱼许可证的获取以及逛公园、看电影、看橄榄球赛和滑雪的频率等方面，加拿大人的水准高于美国人。

进入80年代以后，两国经济仍是有起伏，居民生活水平也随之变化，人们的生活观念和习惯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总体上看，这些变化意味着生活质量的提高。

首先在饮食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每个人用于食品的开销在开支总额中的比重持续下降；食品种类繁多，供应充足，而且价格低廉；其中，水果、蔬菜、牛奶和饮料在饮食结构中中居突出地位。美国农业部曾在1994年进行过一次国际调查，对世界16个主要国家首都的市民购买力进行了比较，结果是美国人的食品购买力最强。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居民在饮食上追求快捷和方便，于是，简易食品、熟食和快餐也飞速发展，为人们提供了省时省力的饮食服务。在全面超越温饱阶段以后，人们更关注饮食与健康的关系，日趋注重营养和饮食卫生。低脂肪、低热量、低钠、无糖、高纤维、维生素丰富和无害的食品大受欢迎。一些传统的食品几乎遭到淘汰，在1900-1979年间，美国家庭中食用猪油者从95%下降到9%，食用咸肉者从83%下降到4%，食用糖蜜者从69%下降到2%。在加拿大，瘦猪肉的消费量减少，1976年为84公斤，1988年只有71公斤；而鸡肉、鱼、蔬菜、水果的消费量则有了较大的增加。

居住条件也得到进一步改善。按照美国工人的标准，一所住宅之内如果每个房间居住的人数超过1人，就属于过分拥挤。按照这一标准，美国过分拥挤的住户在1940年为20.3%，到1980年减少到4.2%。这表明人均居住有空间有所增加。1950年，美国人均拥有1.5个房间，到1981年接近2个房间。加拿大人的居住状况也朝着宽敞舒适的方向迈进。越来越多的人实现了自主占有住房的梦想，完全拥有房屋产权而不需偿还分期付款的户主从1981年的42%增加到1986年的48%。住房一般都配有各种现代设施，自来水、热水、卫浴、电炉、烤箱、冰箱和空调一应俱全，房、厅较多，而且功能单一化，多数住宅拥有两个卫生间和两个以上的卧室。

两国的交通旅行条件也日益改善。私家车成为必要的交通工具，一个人拥有一辆以上汽车的情况屡见不鲜。更为重要的是，全国的道路体系十分发达，交通控制措施相当完备，相应的服务设施甚为便利，一般人都能享受“旅行的自由”。美国有“车轮上的国家”之称，私家车的数量之多，可谓举世无比。1969年，美国家用汽车为7250万辆，1990年达到16520万辆，增幅近130%，平均每户拥有汽车的数量从1.15辆增至1.77辆。美国人拥有的汽车占世界总量的2/5.家用汽车的款式不断变化，性能不断提高，安全性和舒适性也不断增加。1991年，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为其生产的带有安全气囊的新款汽车做广告，并声称所有人不论贫富，都需要安全，故他们在美国生产的所有汽车中都安装了安全气囊。除私人拥有交通工具外，水、陆、空公共交通同样发达。多数城市建设了包括在公共汽车、地铁和通勤火车在内的完善的公共交通服务体系；全国联网的长途汽车运输既安全又舒适；火车客运虽已不如往昔，但舒适便捷的程度大为提高；航空客运更是飞速发展，飞机已成为大众化的交通工具。

全年劳动时间的缩短、工作舒适程度的增加、带薪休假制度的实行、家务劳动的减轻和衣食的简便化，使人们有更多的时间用于休闲和娱乐。1986年，加拿大人平均每天的娱乐时间达到5个半小时，其中2.25小时用于观看电视或电影，半小时用于阅读，1小时以上用于出门访友、电话交谈和私人约会，剩余时间则用于体育运动、其他社会活动和宗教活动。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娱乐形式的阶级界线变得模糊，在原来那些只有上层人士出入的娱乐场所，也可以看到下层人的身影。例如，美国的蓝领工人休闲时也打高尔夫球、滑雪、听交响音乐会，只是频率比白领工人低一些。

随着大众消费的日益膨胀，很多人开始对消费社会重新思考。在人们的生活必需品不足的情况下，提高消费水平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目标。但当人们变得越来越富有的时候，有必要认识到消费并非越多越好。对于有些人来说，消费的增加或许有害无益，如有些人会因暴饮暴食损害健康，有人会因为刺激过大而产生心理失调，也有人可能由于过分关注物质的东西而精神抑郁。因此消费的增加并不一定使人们生活更幸福。如一项调查显示，1957年，美国35%的被采访者认为自己“非常幸福”。1998年，当人们的购买力比1957年提高了一倍的时候，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比例则降为32%。而且消费攀比之风使大多数人无法找到心理上的满足感。


第三节　福利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社会各个阶层并非在社会财富的增长过程中平等获利，在一部分人享受优越的物质条件时，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则挣扎在贫困线上，严重的贫富不均无疑是社会安定的隐患。社会福利就意味着社会资源的再分配，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缓和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是维持家庭和社会稳定的一种手段。

一　美国福利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自强自立一向是美国所崇尚的价值观，在20世纪30年代联邦政府正式“介入”对穷人的救济之前，多数美国人认为，每个家庭都应该靠自己的努力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实际上，在美国历史上，无论个人还是家庭，接受公共援助乃是常事，而并非例外。公共援助逐渐由民间、地方性的团体转移到全国性政府。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动，尤其在1929-1932年的经济危机之后，仅靠教会、慈善机构、社会团体的力量已无法解决愈益严重的贫困现象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于是美国联邦政府逐步承担起了社会福利的责任。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社会福利计划扩大了，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救济范围仍持续不变，但政策对所有群体来讲变得更为宽松（generous）了。

从殖民地时期到内战之前，美国福利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个体，而不是整个社会体制，提供社会福利的任务主要由个人和地方政府承担。殖民地时期，所有改革的措施都是为了给个体创造环境，鼓励其改变自身。鉴于当时生产水平所限，个人的经济产出能力低下；受清教思想的影响，当时人们认为人性本恶，穷困潦倒往往由于游手好闲所致，因此救济的政策就是强制劳动，如贫民习艺所（workhouse）、契约劳动、学徒、出租劳动等。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没有公共财富供救济之用，而当时能够承担救济穷人的慈善组织也寥若晨星。到17世纪中期，殖民地政府开始试验建立贫民院和家庭外救济（outdoorrelief）。1657年，在纽约建立了第一个贫民院；1658年，普利茅斯规划建立一个救济院，两年以后波士顿也做出同样规划。在早期建立这种福利机制耗资巨大，其发展表明殖民地人口增长迅速，有些殖民地的财力已经比较充足。有时城镇无力负担建造救济院所需费用，有的慈善家会个人捐助来建立福利机构。

在殖民地时期有人对《穷人法》提出异议。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曾建议取消该法令。他认为，导致贫困的原因是个人的失误；社会机制运转良好，上等阶层通过正当的方式积累了财富，承担社会责任不可避免地会养成穷人的依赖性。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我有时怀疑英国特有的让富人供养穷人的法令让穷人养成了依赖性，因此影响了对老年人口的救济。

我听说欧洲新教国家中的穷人一般比天主教国家中的穷人要勤劳。是否后者基金丰厚，足以为穷人提供救济，因此使穷人缺乏远见呢？帮助同胞摆脱困境与神的意志相符，是神圣的行为，但是如果我们鼓励懒惰，支持浪费，那么我们不是在违背神和自然的意志吗？

美国建国以后，虽然在宪法前言中将“提高人民的整体福利”作为建立新政府的目的之一，但由于宪法中没有将社会福利列入联邦政府的职责中，因而为家庭和个人提供社会福利的责任仍在各个州。而且《穷人法》的传统是尽量减少政府的介入，所以个人的捐助仍是自愿的慈善行为。

从建国到内战前，美国经历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重大转变。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必须通过社会福利手段加以解决。工厂制增加了家庭的流动性，由于地理距离的差异，大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往往被割断，家中的成年人离家外出上班，所以家庭更容易受到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的影响，越来越依赖于家庭之外的服务。在此期间，美国出现过三次周期性经济萧条。经济的波动对于个人和家庭，尤其是那些没有条件向西部迁移的人们，是巨大的冲击，造成失业、分配不均等问题。为了应对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问题，工人们相继组成工会，对社会福利提出改革措施。1830年代，工人组织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和保障方案。这些方案并未要求改变基本的财产关系，但要求在现存的经济体系中增加自己的份额。

内战之前，联邦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仍保持不介入的原则。1854年，国会通过议案，决定划拨1000英亩土地用作精神病人、盲人、聋哑人的公共设施建设，而皮尔斯总统否决了这项议案，否认了联邦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应承担责任，但是肯定了当人们不能通过自身努力或私人慈善团体的帮助获得生活保障时，州在社会福利方面应承担责任。

内战结束之后，美国经济快速发展，政治上实现了统一，与他国和平相处。而这一时期的贫困问题也愈益严重。战争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加之内战后铁路的修建，为个人财富的积聚奠定了基础。随着石油、钢铁、铝和肉类加工业的发展，出现了巨富阶层。社会财富的丰裕、投机买卖猖獗、商场的冷酷无情、政治圈道德败坏等，都使得工厂工人和佃农的生活朝不保夕，穷人的处境更加悲苦。而且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导致了恐慌、萧条和失业现象严重。人口的增加、城市化的加速和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使接受救济的人数不断上升。

战后，甚至在战争期间，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军人及其家属的福利保障。1862年，国会制订了一个抚恤计划，惠及战争中的伤残人员和在战斗中牺牲的军人的孀妇、子女及需要照顾的亲属。1865年，林肯总统签署了一项法令，合并陆军和海军救济院，为战争中伤残的军官提供救济。在内战期间以及战后的25年中，联邦政府扩大了军人抚恤金的发放范围，提高了救济的投入。1866年，联邦在退伍军人抚恤金方面的开支为1500万美元，1882年翻了一番，到1889年达到8600万美元。1890年，取消了军人伤残必须是由服役所致的要求，为所有曾在军队中服役90天以上、无谋生能力的退伍军人及其妻子提供抚恤金。到1898年，这项开支提高了两倍，享受救济的退伍军人从不到42万人升至74.5万人。

内战刚刚结束之后，各州就开始关注退伍军人的需求，为他们提供假肢和抚恤金。对于邦联军队士兵的遗孤，南部各州建立了孤儿院，并以学徒制来解决其生计问题。对于普通的白人，南部的多数州设立了公共福利站，为他们发放食品和衣物。为了解决自由黑人的问题，各州试图重建劳动力市场控制体系。

虽然各州解决了一些局部的问题，但南部的需求远远超过了民间慈善机构的财力，于是国会于1865年3月，即内战结束的前两个月，建立了自由人局。自由人局是第一个联邦福利机构，在1865-1869年是南部公共福利的主要来源，它参与各种社会福利活动，为难民解决回家的交通问题，帮助家庭重新团聚。在成立后的最初3年中，自由人局共发放1830万份救济配额，其中520万份分配给白人。到第4年末，它总共发放2100万份救济配额，其中600万份归属白人。除了发放医疗用品之外，该局还建立了46所医院，为儿童建立了福利院，参与了4329所黑人学校的建设和管理。虽然后来由于各种问题自由人局于1872年宣告结束，但其在美国社会福利史上的作用不可低估。

这一时期的慈善组织出现了改革运动。这一运动将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改革福利制度的依据，称之为“科学的慈善”。美国人对本国的经济体制持乐观态度，认为它虽然有时会出现衰退，但总体来说运转有效，为每一位愿意工作并参与“美国梦”的人提供无限的机遇。因而导致贫穷的根源在于个人的问题，不能抓住机遇就是个人低能的表现。

这一时期儿童福利出现了新的思路。内战之前，社会将人性看作是可以完善的，而战后转为对人堕落倾向的恐惧。有慈善家认为，如果儿童早年生活在救济院的环境中，会受到不良影响，自然而然地向贫穷的方向发展，成为依赖性强的人，因此应该让儿童从普通的福利院中分离出来。1890年的统计表明：全国福利院中的儿童数量从1880年的7770人下降到1890年的4987人。

从19世纪末到大萧条之前，美国处于非常繁荣的时期，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平等享受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整个社会贫富差距悬殊，虽然财富的总量增加了，但工薪阶层收入的比重实际却下降了。每次经济衰退都会导致失业率升高，工人尤其是非技术工人的工资下降，其中尤以黑人和外来移民境况最差。

这一时期改革的特征是强调为社会底层的人提供机会，通过改进、调整政府的计划、提供服务来改善社会条件，使人们融入社会主流之中，提高成功的机会。改革在社会福利领域最具代表性。首要的是改善妇女、儿童的工作条件。28个州制定了保护儿童的立法。到1914年，在社会团体的敦促下，几乎所有的州都制定了涵盖童工工作时间、条件以及离开学校的最低年龄的法律。

大萧条令人意识到，贫穷和失业已经不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由于社会运转不利所造成的。这种对贫困看法的转变导致了福利政策的相应改变。传统的救济方式显然已无力帮助如此众多的人摆脱困境。1933年，在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期，1300万的民用劳力失业，占民用劳力的25%，还有很多人只能找到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危机之初，赫伯特·胡佛总统认为经济将会很快复苏，坚信传统的自由放任和州权的思想，不愿使联邦政府承担新的责任和权力，尤其是在社会福利方面，长期以来就被看作私人自愿的行为和地方、州政府的职责。直到1932年，国会才准许建立“重建财政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为金融机构提供紧急金融资源以资助农业、商业和工业”。在胡佛总统的任期内，该机构的主要功能是提供贷款以维持金融、工业和农业机构的稳定。实际上重建财政公司主要是受联邦政府委托援助商人，而普通的个人和家庭则由州和地方财政提供有限的救济金。之后重建财政公司的权限扩展到为州提供贷款，以便为那些贫穷的人提供救济，帮助他们摆脱由于失业所导致的困境。尽管胡佛总统一再增加救济的力度，但失业所导致的贫困问题仍难以得到解决。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对当时的情况描述道：“在1932年，失业人口中只有1/4暂时获得了社会救济，所得的救济金仅够买些食物和燃料。私人救济基金已所剩无几；90%的救济靠公共基金来维持，而公共积金也即将告罄。”

在这种情况下，民众要求联邦政府介入社会福利领域，尽快帮助人们摆脱严峻的困境。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总统以后，一方面增加对失业人员的救济，设立联邦紧急救济署负责直接现金救济，随后又建立了公共工程署和工程振兴署，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对贫困人口实施间接救济；另一方面将联邦的开支消减了25%。即使是这样，仍只能应一时之需。富兰克林在给国会的年度国情咨文中说：

联邦政府必须停止这种救济。

我不希望我们的人民再进一步减少活力……我们不仅要让那些失业者摆脱贫困，肉体上得以生存，更要让他们保持自尊、自立、勇气和决心。

这种对救济的恐惧，罗斯福称之为“人类精神的难以捉摸的摧毁者”。在另一篇咨文中，罗斯福指出：

审慎地考虑一下我国国民生活未来有可能突发的不测，我们必须建立起健全的手段，为美国人民的未来提供更为有力的经济保障。谁也不能担保我们的国家不再有出现萧条的危险，但我们可以减少这种危险。我们可以根除那些导致经济萧条的因素，提供减缓萧条的手段。

罗斯福意识到，仅靠救济一方面会使国民丧失传统的自强自立的美德，另一方面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因此必须建立一种长期有效的社会福利体系。1935年8月14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障法》是美国福利史上划时代的立法，标志着社会、政府所关注的焦点由财产权转移到人的权利，扩大了联邦政府在社会福利领域的责任，标志着美国现代福利制度的确立。

1935年《社会保障法》规定：“本法令旨在增进公共福利，通过建立一个联邦的老年救济金制度，使一些州得以为老人、盲人、受抚养的和残废儿童提供更为可靠的生活保障，为妇幼保健、公共卫生和失业补助法的实行做出妥善的安排。”法令规定了各种社会福利计划，最重要的是规定了老年人保障、失业保障和未成年儿童的保障。它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保障了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并通过政府福利开支的干预和调整影响经济的发展。

但是，《社会保障法》仅仅针对当时的社会需求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第一，联邦没有通过公共税收的手段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保险基金；第二，没有规定全国性的失业保险标准，各州之间差异很大；第三，没有涵盖医疗保险；第四，老年保险计划中存在社会歧视，法令规定享有老年保险条件的并不包括农业劳动者、私人帮佣、临时工、船员、政府官员、社会团体雇员等。

虽然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存在一些历史的局限性，但其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其他法令无法取代的。它奠定了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基础，开创了美国特色的福利国家制度的新时期，是美国社会保障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演变基本上是1935年社会保障法的延续、发展、扩大和调整。

二战以后，美国经济进入了一段繁荣时期，但民众对大萧条的冲击仍心有余悸。公众普遍接受了政府在特定领域中的介入，制订了一些社会福利的法令。杜鲁门在任期间，1946年通过了《就业法》，该法令将“实现最大限度的就业、生产和购买力”作为政府政策的目标。由此建立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of Economic Advisors）有意识地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及联邦预算来控制就业、生产和物价水平，即有计划地保持经济的稳定。联邦政府从此承担起扩大就业、防止严重失业现象的责任。随后，联邦政府陆续通过了其他一些福利计划：1946年的《全国学校午餐计划》、1949年的《住房法》、1954年的特殊《牛奶计划》和1960年的《科尔——米尔斯法》，为无力支付医疗费的公民提供援助。此外，杜鲁门在1945年11月19日向国会提议制定一项全面的、预先支付医疗费用的、服务于所有年龄段美国人的医疗保险立法。他提出：“每个人都应当容易地得到一切必需的医疗、住院和相关的服务。”这项提议虽然由于美国医疗协会的反对而未能在国会获得通过，但他看到了《社会保障法》中的漏洞，具有开创意义，为美国的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的发展进入了“黄金时代”，而在“丰裕社会”中贫困问题显得格外突出，尤其是自“新政”以来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一些缺陷日益明显，迫使政府采取措施来完善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1961年，肯尼迪就任总统之后，公共救助开始不同于1935年的观念，朝两个目标努力：“消除福利计划中所有的弊端，制订更具建设性的方法，帮助人们摆脱救济，回到社会中担任有用的角色。”这一时期的救济方案从新政时期的现金补贴转变为为贫困者提供服务的方法，如对失业者进行职业培训，以提高其就业的机会，帮助他们自食其力。这种救济策略的转变在1962年的公共福利修正案中得到充分体现。

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以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的黑人领袖逐渐开始关注黑人的贫困问题，呼吁联邦政府予以解决。黑人民权运动促使联邦政府对社会福利政策中的种族歧视问题给予关注。1963年，联邦政府对亚拉巴马州在使用联邦救济基金中的种族歧视提出指控。1968年，最高法院宣布亚拉巴马州败诉，强制其遵守在使用联邦基金时禁止种族歧视的规则。这一判决具有转折意义，黑人从此可以和白人一样享受联邦福利基金，为消除社会福利制度中的种族歧视开创了先河。

约翰逊继任总统之后，提出了“向贫困宣战”的口号。1964年8月20日通过了《经济机会法》，这部法令的目的是要彻底消除贫困：

只有每一位公民都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参加工作，美国作为一个民族才能充分发掘其全部的经济和社会潜能。因此应该让每个人得到教育和工作培训的机会、工作的机会和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的机会，以此来消除丰裕社会中的贫困，这就是美国的政策。

《经济机会法》再次强调了工作和就业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该法令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很多弊端，例如，联邦政府的直接资助，削弱了地方政府对福利计划的掌控；穷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参与其中”，行为容易过激等，因此该法令招至社会的非议。加之越南战争的困扰，约翰逊总统逐渐对“与贫困的战争”失去信心，也开始失去了行政的支持。

虽然向贫困开战的计划并未达到预期目的，接受救济的人数和联邦政府的投入却直线上升，而且其指导思想也对美国福利政策的变革做出了重要贡献。“最大限度地参与其中”的观念使穷人在与其生活密切相关的救济计划中具有了一定的发言权，有些情况下甚至是控制权，这为改善穷人的心理状态、提高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的力量提供了新的依据。

70年代，美国经济在经历了战后20多年的兴旺繁荣之后出现了衰退的趋势，“滞涨”现象严重困扰着美国社会。在此期间，社会福利的开支快速增长，在大萧条之前的1929年，政府在为卫生、教育和福利方面的开支为39亿美元，到1970年增至1458亿美元。5年之后，这个数字几乎翻了1倍，达到2900亿美元。到1978年，福利开支又增加到3945亿美元。尽管联邦政府在公共福利方面的开支持续扩大，贫困人口的数量依然有增无减。从尼克松、福特、卡特到里根都试图缩减社会福利预算，让州和地方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但这对每位总统来说都并非易事。尼克松计划在1974年和1975年的预算中取消那些不成功和收效甚微的项目，撤销了经济机会署，而把该机构的一些主要救济项目转移给了其他部门，政府对社会福利的投入并未减少；福特政府曾建议推迟联邦雇员的加薪，限制退伍军人津贴的提高额度，但遭到国会的反对；里根执政时期，联邦政府在消减福利开支方面也做出很大努力，他主张缩小联邦在福利事务中的责任，使私有部门和市场机制在社会福利领域发挥主导作用，也没有取得成功。在发达国家中，美国通过福利、住房、医疗政策等给穷人所提供的帮助一直处于低水平。根据卢森堡收入研究统计数据，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贫困比例是最高的。90年代，克林顿出任总统以后，社会福利政策方面的主要关注点放在了两个方面：一是谋求建立普遍性的全面医疗保健，二是改革家庭福利计划。

二　加拿大社会福利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加拿大的福利制度也和美国一样，公共援助经历了从民间团体、地方政府向全国政府转移的过程。1940年之前，前者在加拿大政策和计划的制定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但在二战结束时已朝后者转化。

殖民地时期，个体主义的价值观流行于英属北美殖民地。人们普遍认为创建美好生活的机会对所有人敞开。工业化时代之前，开垦、耕作土地是多数加拿大人的工作。当时贫困可以说相当普遍，但依赖公共或私人慈善机构的救济过活则遭人鄙视，不是被认为道德上的耻辱，就是被看作个人失败的标志。人们之所以对贫穷持这种看法，主要是由于新教神学思想的影响。根据新教的思想，成功证明一个人笃信上帝，蒙受天恩。而据此类推，贫穷则表明一个人罪孽深重，遭到天责。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之前，加拿大人认为这是一片充满机会的国土，任何人只要想工作，总能找到机会。其他工业化国家所采取的社会保障措施，在加拿大根本没有必要。需要慈善机构来关注的无法避免的贫困现象很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当时的私人慈善机构足以解决这一问题，因而政府不必介入。

在自治领建立后到19世纪末，加拿大完成了全国铁路网的建设，人口大规模迁移，西部开放，通过保护性关税扶植工业的发展。虽然由于1873年到19世纪末曾一度出现经济危机，经济发展一度减缓，但工业化和城市化已开始加速。由于1879年的关税法，加拿大工厂体系“几乎是一蹴而就”地建立了起来。

从对工人和企业主的调查中可以看出，加拿大工业化早期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社会保障体系，工人阶层力量微弱。根据加拿大劳工委员会（Labor Commission）的调查报告，工人的工资菲薄，而食宿费用很高，一个人的收入不足以维持生计。女工的工资只有男工的一半，不够自己独立的开销。而且一旦出现伤病，工厂也不能为工人提供医疗保障，甚至就此失业。

唯一能为工人提供收入保证的是参加工会或是互济会。然而只有工人阶层中那些稳定的成员才能享受到这种利益，因为当时只有技术性的工人可以拥有会员资格，收入低、非技术型或季节性的工人无力定期支付保险金。以雪茄制造工人工会为例，在册会员如果生病或受伤，可以每周得到5加元的补偿金，共计16周（当时雪茄制造工人的平均工资为每周8加元或9加元）。如果该工人16周以后仍不能上班，补偿金则降为3加元，最终降到2加元。如果会员死亡，可以得到总额为200-500加元不等的赔偿金，具体数目视其入会时间的长短而定。

有些公司帮助雇员组织和运转共济计划。由公司和雇员各出一部分保险金，在员工生病或受伤的时候可以连续26周每周领取高于平均工资的补偿金，如果死亡可以得到一次性赔偿金。这种赔偿无论雇员是否因工患病或受伤都负责赔付。工人补偿法颁布之后，这种赔偿只限于因工受伤、患病或死亡的情况。还有些公司要求雇员加入公司共济计划，强制雇员缴纳高额私人保险金，对疾病、伤残或死亡进行赔付。

劳工委员会建议联邦政府建立养老金制度，以便使加拿大工人为其老年生活作一些储备。这将“使他们在垂暮之年可以不必依靠其亲属或慈善机构”。但是，鉴于工人工资水平的低下，再加上失业的威胁，尤其是在冬季，定期缴存保险金几乎不可能，这使得老年养老金的立法进程受到阻碍。

除工业工人的问题之外，还有弃儿、少年犯、精神病人和智障者、贫困的增加、犯罪、疾病、婴儿死亡等社会问题。公众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上。19世纪下半期，加拿大的公众舆论经历了快速、显著的转变。自由放任和个体主义的原则受到新观念的挑战，如社会公正观念、对群体的福利以及整个社会更广泛的利益的关注等。

公众舆论转变的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要建立一种社会最低限度参与机制（socialminimum），使加拿大人在社会飞速发展、工业化代价高昂的影响下能生活得有所保障。这种思路出于各种动机，如设立免费公共学校的想法的依据就是教育对于所有儿童都很重要，每个儿童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而自殖民地时期，之所以提倡公共教育，其原因是教育可以提高社区的法律和秩序。将儿童从大街转移到学校被看作社会管理的一种手段，可以减少青少年犯罪。但是只有工业革命推动了义务教育理念的实施。工业化使人们认识到不仅需要具有最基本水平的劳动力，而且，学校教育还可以培养学生的纪律意识，为以后到工厂做工做好准备。1852年，爱德华王子岛实行了免费教育；新斯科舍在1864年也对中、小学实行了免费教育；19世纪70年代，安大略、不列颠哥伦比亚和马尼托巴等地的小学开始免费；80年代，免费公共图书馆、非正式的公共教育体系已建立起来。到1900年，公共教育体系在加拿大较大的城镇中已相当普遍。

为了给工厂工人建立一种社会所期待的最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在1880-1886年之间，共有6项与工作条件相关的法律草案在自治领议会上被提了出来。这些草案的必要性无可置疑，也得到相当多的公众支持，但没有一条获准通过，有的迫于雇主集团的压力而撤回，有的是因为超出宪法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而被宣布无效。

到19世纪90年代，社会改革成为一个多方面的公共话题。媒体、个人、自发的组织向公众提出了各方面的改革建议，涉及各个领域，如住房、卫生、城镇规划、公共医疗、工厂立法、儿童福利、劳教、公民政治以及许多相关的问题。一些社会工作者开始对这些社会问题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就是蒙特利尔的一位富有的制造商赫伯特·布朗·埃姆斯（Herbert Brown Ames）。他在1896年对蒙特利尔工人区的3.8万个家庭和工厂进行了调查，目的是研究“普通城市的生活条件”。他的研究成果于1897年发表，对传统的观念提出了挑战，尤其是对于贫困的态度和贫困的原因。他认为，贫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经济和社会体制，而不是由于个人的原因。他对于所发现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修正建议，如为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在冬季提供能保证最低收入的工作，提高住房、卫生设施、城镇规划的标准，在私人慈善机构的赞助下建筑廉租住房等。对于那些因疾病、年老和其他原因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可以由私人慈善组织进行援助。

在改革运动的推动下，1914年3月，加拿大社会服务委员会（Social Service Councilof Canada）召集了第一次全国大会，讨论社会问题。会议通过了1908年提出的《政府养老金法》（Government Annuities Act）。该法令要求联邦政府建立老年保障体系，由政府参与保障老年人的利益。

但这项法令实施后并未解决普遍性的问题，大量的老年贫困人口仍依赖于家庭、朋友和慈善组织的援助。

1914年通过的《安大略工人补偿法》（Ontario Workmen's Compensation Act）是加拿大第一个社会保险法令。这一立法使工人在多方面获益：根据这项法令，工人不会因工作中出现事故或因工患上疾病而导致收入中断；法令保证工人不论雇主的经济状况如何都可以获得补偿金；而且与当时的穷人救济体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获得补偿被看作一种权利，以现金支付。这项立法反映出社会意识的转变：工伤是工业发展的代价之一，并非个别工人的失误。这一法令被看作北美最先进的补偿立法之一。它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保证工人能够获得补偿，二是避免伤残工人在经济上依赖家庭、朋友或更大的群体。它标志着加拿大工人补偿运动的开始，此后，其他省的工人也相继获得了类似的保障。

一战之后，加拿大经济的各个方面突飞猛进，同时政府自由放任的政策进一步衰落。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突然爆发，这令很多加拿大人思考政府在塑造他们的生活中应该起到什么作用。

工业化的进程改变了以前乡村生活中非正式的社会保障体系，人们很难再依靠大家庭和亲朋好友及左邻右舍的帮助，于是单亲家庭的救济问题日益突显。工业化使大批妇女加入劳动大军，改变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养家糊口的人不再仅是男子，其经济的保障取决于劳力市场的状况，而劳力市场往往起伏不定。离婚现象越来越普遍，使很多妇女和儿童失去了经济来源。复杂的社会和经济条件造成了大规模的贫困现象，已不再是各个家庭所能解决的问题，私人慈善机构由于财力所限爱莫能助，只有利用政府的资源，由政府采取行动来帮助单亲家庭摆脱贫困。1909年，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召集的关于儿童问题的白宫会议上提出了建议：儿童不能仅因为贫困的原因而离开自己的家被送到福利院中。这项提议在美国掀起了母亲援助运动。作为美国的近邻，加拿大要求类似立法的呼声日益高涨。经过社会各方面的努力，母亲抚恤计划逐渐得到社会认可，终于在1920年4月17日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率先通过了“母亲抚恤法”。之后，其他各省也纷纷制定类似的法令，到20世纪40年代都付诸实施。

母亲抚恤计划首次由省政府对贫困人口中的一类进行管理和资助，对传统的观念提出了挑战，从此对家庭和儿童的救济不再仅仅是私人慈善机构的责任，各省政府开始在社会福利领域担当起应有的责任。

20世纪20年代初，加拿大经济经历了严重的衰退，20年代末又经历了有史以来时间最长、最为悲惨的经济萧条。而在两次危机之间的几年里，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都引人注目。然而，即使是在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多数加拿大人的生活水平仍在贫困线以下。

日益普遍的贫困问题使人们把希望寄托于联邦政府。1919年，自由党通过了该党关于社会保障的决议：“只要在加拿大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联邦政府就应该与各省政府联合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应对失业、疾病、年老以及其他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其中包括老年抚恤金、遗孀抚恤金、产期津贴等。”然而，在1921年自由党赢得竞选，麦肯其·金（Mackenzie King）为领导的自由党政府建立之后，却力图减少政府在社会问题方面的参与，把战时的一些权力逐渐下放给省、市政府。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失业不再是个别现象。人们逐渐认识到，失业是由个人无法控制的力量造成的，这与传统上对失业的看法发生碰撞。直到1914-1915年，官方才着手从安大略省开始调查加拿大反复发生的失业现象的原因。1919年，全国工业会议呼吁建立国家保险体系，包括失业保险、疾病保险、残废保险、养老保险以及丧偶保险等。20年代，各省为了保护工人的利益，实施了《最低工资法》。虽然最低工资法并不能保证工人摆脱贫困，所规定的最低工资甚至不足以支付最基本的生活开销，但它还是使加拿大向现代福利国家迈进了一步。

20世纪20年代，加拿大在福利制度方面最大的贡献当属《老年养老金法》的制定。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加拿大老年人的问题日益突出，传统的以家庭为主的养老方式无法解决老年人的生计问题。1924年，《劳工报》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住房条件紧张，房租又高，使穷人难以担负起赡养父母的责任。独自生活的老年人，不分性别都缺乏必要的物质生活资料。”联邦下议院指定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加拿大老年养老体系。1925年，该委员会提出一份报告，建议为符合严格的财产测试、年龄在70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养老补贴，每人每月20加元，由联邦和各省政府各付一半，并不要求领取者预先交纳养老保险金。在下院议院的努力下，1927年制定了《老年养老金法》。这项法令到1936年在全国普遍实行。由于该方案由联邦和各省共同担负老年养老金，双方很难更改协定，因而这项方案的实施具有相对稳定的保证，即使在大萧条时期，在政府财政紧缩的情况下仍能如数发放。另外，《老年养老金法》促使人们认识到社会保障不仅仅是地方所应关注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

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促使联邦承担起社会福利的责任。由于经济危机的冲击，加拿大的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工人大量失业，传统的救济方式远不能解决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舆论不再把失业看作个人的道德问题，而是看作一个全国性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社会各界呼吁联邦政府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由政府来帮助人们减少个人无法承受的社会风险。加拿大联邦政府1929年开始对家庭津贴问题进行调查，虽然由于社会各界对实行家庭津贴的利弊观点不一，这一问题暂时被搁置起来，但为1944年制定《家庭津贴法》埋下了伏笔。联邦总理理查德·贝内特受罗斯福新政的影响，于1935年1月宣布了他的改革计划，指出他的新政“就是指政府干预、政府调控。它意味着自由放任的终结”。他还提出了《就业和社会保险法》。根据这一法令，加拿大人把失业现象看作一个全国性的社会经济问题，而不是个人问题或地方的责任。但是，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以该法侵犯了宪法赋予各省的权力为由宣布其违宪。到1940年，高失业率给各省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它们不得不向联邦政府寻求援助，表示愿意放弃在社会政策方面的排他性权利。1940年对《英属北美法案》进行了修正，允许联邦政府涉足失业保险领域，于是联邦政府获得了部分社会福利的立法权，同年制定了《失业保险法》。

《失业保险法》和《家庭津贴法》在加拿大社会福利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根据《失业保险法》，享受失业救济金是失业工人的一项权利，除低收入的工人失业后可以领取与其工资相比相对较高的津贴外，一般失业工人所享受的补贴金额与其之前所缴纳的保险金额成正比。该法令的目的之一是保证工薪阶层的正常生活水准。《家庭津贴法》为加拿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注入了新的因素——普遍福利救济。根据该法，凡在加拿大出生或申请家庭补贴前在加拿大居住已满3年的16岁以下的儿童，均可享受福利救济金。“这两项法令体现了加拿大社会福利政策的基本原则和特征，为后来的一些主要福利立法所遵循。至此，加拿大的社会福利制度基本形成。”

二战之后，联邦政府力图扩大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权利，但进展并不顺利。1945年，应麦肯其·金总理的要求，加拿大召开了联邦——省大会，商讨战后重建问题。联邦政府在会上发表了绿皮书，建议制定全国性的老年病人补贴法律，并宣布应当由联邦政府来处理失业问题，联邦政府在个人所得税、公司收入税和个人遗产税的征缴上享有排他性权利。这项建议遭到安大略和魁北克两省的强烈反对，未能在联邦议会获得通过。

50年代，加拿大在老年福利、残疾人补贴、失业保险、医疗保健等方面均取得明显进展。1951年通过了《盲人法》，1954年通过了《残疾人法》。这两项法令规定，享受津贴的盲人和残疾人年龄应在18-65岁之间，并通过财产测试，联邦政府和各省共同分担补贴金额。1956年，联邦议会通过了《失业援助法》，为那些不符合老年援助、盲人和残疾人以及母亲补贴条件的失业人员提供救济。1957年，议会相继通过了《老年保障法》和《老年援助法》，取代了1927年的《老年养老金法》。根据《老年保障法》，每一位70岁以上的老人均可领取由联邦政府提供的每月40加元的养老金，这种养老金带有普遍性，唯一的要求是领取养老金的人要有在加拿大居住20年以上的经历。《老年援助法》的救济对象是65-69之间的贫困者，每月可领取40加元的补贴，由联邦和所在省各担负一半。1957年颁布了《医院保险和诊断服务法》。根据这一法律，联邦政府为各省提供大约50%的费用来建立医院保险体系。这一法律的特点在于其全面性和普遍性，规定所有公民不论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均享受医疗保险。到1963年，医疗保险制度已惠及加拿大总人口的98.8%。

60年代，加拿大进一步扩大社会福利的覆盖面，使更多的人享受到社会保障。1964年通过了《青年补贴法》，实际上这是《家庭津贴法》的延伸。该法将享受津贴的年龄16岁提高到18岁的全日制在校学生。它认可了社会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变化：青年人需要更长的时间接受教育，以适应社会的需要。1966年制定了《加拿大援助计划》，旨在提高和扩大加拿大的社会援助和社会服务，这是60年代最重要的一项反贫困立法。

1968年之后，皮埃尔·特鲁多两度出任联邦总理，他力图使联邦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的机会，减轻甚至消除贫穷造成的影响。1969年12月，他在联邦——省会议上指出：“根据新宪法，加拿大议会有权对社会财富重新分配，以缩小家庭收入的悬殊差别，减轻遍布加拿大的贫困现象。”在特鲁多执政期间，联邦在失业保险和医疗保健方面都取得了进展。1971年的《失业保险法》扩大了失业保险的范围，使几乎所有的就业者都能享受到该法提供的保障。1984年通过了《加拿大健康法》，该法的重要目标是“保护、提高和恢复加拿大居民的身心健康，帮助人民消除财力和其他方面的障碍，易于获得医疗服务”。这表明加拿大的医疗保健制度日趋完善。加拿大与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的主要区别在于私营部门和政府部门所起的作用不同，在加拿大政府负主要责任，私营部门起辅助作用，只负责弥补政府部门遗留的缝隙，而美国则恰恰相反。

1984年，以布赖恩·马尔罗尼为总理的政府实行新保守主义政策，希望与各省商讨，对福利制度进行全面修订。财政部长米切尔·威尔逊对于家庭津贴、老年福利和失业保险提出了改革建议，他认为：“应该对各种社会福利方案进行重新检验，以便使政府的社会政策更好地适应加拿大人的需要。”他强调：“工作才是收入保障的最佳途径。政府的财政开支必须用于创造工作的机会和确保收入更好地增长。”该思路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建议废除当前各种收入保障方案中的全面性和普遍性原则，采用选择性原则。这意味加拿大福利制度的基本原则将要发生改变。此后，加拿大的福利制度开始重视“工作福利”。1985年9月，卫生与福利部长莫尼克·贝让提议以工作福利代替社会救济，鼓励享受福利的人中有劳动能力者参加工作。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加拿大经济长期不景气，失业问题尤为严重。因此政府进行了社会福利改革，在失业保险和老年福利方面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力求减少政府的开支。1994年1月，人力资源开发部部长劳埃德·埃克斯沃兹在议会下议院发表演说，邀加拿大人参加“国家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和学习网络的重建”，目的是让人们回到工作中去。1996年，联邦议会下院通过了《就业保险法》，取代原来的《失业保险法》。这项新的法令降低了补贴的金额，并且提高了对申请人资格的要求，以此来限制这一体系作为经济稳定器的功能。这项法令使大多数工人失去了这一社会保障体系的保护。对于老年养老金，政府的计划也是增加个人的责任，减少政府的支出。随着加拿大社会的老龄化，对老年津贴的投入令政府无法承受，因此在1996年，财政部长保罗·马丁建议对《老年保障法》进行修订，将原来具有普遍性的老年津贴的补助对象改为“中、低收入的加拿大人”，目的是减轻子孙后代的负担，因为加拿大65岁以上的人口到2030年将翻一番，而且在退休后存活的时间也比原来长；1996年每5个工作的人分担一个人的养老金，到2030年一个人的养老金只能由3个人负担。许有政策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在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障领域的“现代化”。


第四节　婚姻与家庭模式的变化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在北美现代化的进程中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工业化和婚姻与家庭的变化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同现代化对社会其他方面的影响相比，工业化与婚姻家庭模式变化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有的学者甚至得出结论：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对家庭的影响似乎很复杂（mixed）、很微弱，对家庭的变化并未产生重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美加两国的家庭从殖民地时期到现代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家庭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变化早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前就开始了，并且对工业化和城市化起了促进作用，而工业化和城市化反过来又推动了家庭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进一步变化。

一　前工业化时期：殖民地时期至19世纪中期

1600年代，来自德国、荷兰、瑞典和爱尔兰等欧洲国家的殖民者远涉重洋来到北美大陆，其中尤以英格兰的清教徒人数为最众，他们深受清教思想的影响，在新大陆所建立的家庭也与他们的母国有着明显的相似性。

殖民地时期，家庭被看作社会最重要的单位。在新英格兰，结婚是一种惯例，人们结婚的年龄通常比较早。未婚的成年妇女受到鄙视，尤其是25岁以上仍为单身的女子被叫作“刺鱼”。未婚成年男子往往受人猜疑，甚至有时被怀疑有犯罪企图。家庭的责任感是刺激市场竞争的重要动力。亚当·斯密所讨论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就认为男人对妻儿的责任感给他们奋斗的动力，从而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繁荣。一位美国作家在1840年劝告男人们：“如果你做生意，那就结婚吧，因为已婚的男人才会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生意和家庭，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工业化之前的美国家庭以农业为基础，每个家庭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并且兼具多种社会机构的功能，如教育、宗教、娱乐等。到17世纪末，90%北美殖民者都从事农业，他们的农场一般都孤零零地坐落在某个地方，面积很小，设备简陋，食品、衣服、工具等都靠自己生产，所有家庭成员都参与日常必需品的生产中。虽然有些家庭专门制造加工某些产品销往市场，如鞋子、家具、皮革等，但绝大多数的家庭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殖民地时期的法律要求父亲除向家庭成员传授谋生的技艺之外，还必须带领全家做祈祷，并教给家人、奴仆和学徒读书识字，领会宗教和法律的原则。此外，家庭还承担着照顾老、弱、病、残的职责。

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殖民地时期的家庭规模往往比较大，平均每户人口数量为9人，很多家庭成员人数多达15人。但是，这种大家庭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由三代以上直系亲属组成的扩展家庭，原因是当时人们的寿命普遍不长，所以两代以上共同生活的家庭较为罕见。如在普利茅斯殖民地，“如果从‘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意义上讲，根本不存在扩展家庭”。在加拿大，扩展家庭也不是典型的模式，原因也是由于人们的寿命较短，只有少数人能在有生之年和孙辈共同生活，通常一个家庭中只有两代人。

家庭平均人口多有两方面的重要因素，一个是子女的数量比较多，另一个是家庭中有非血亲的成员。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子女多可以促进家庭经济的发展；家庭成员除父母和子女外，还有学徒、仆人以及未婚旁系亲属，当时这些非血亲成员在家庭中存在是一种普遍现象。

1790年的联邦统计表明，只有3.7%的家庭是由一人构成，即使1820年的一个边疆州，白人家庭除极少数外（2.7%），其余均由两名以上成员组成。研究结果显示，在内战以前的10年中，大约1/5的家庭中都有非血亲关系的寄宿者。1850年代，在哈得逊河谷地区平均17%-20%的家庭中有非亲属成员，而布法罗21%的当地家庭提供寄宿，爱尔兰裔家庭中也有15%生活着寄宿者。1880年，底特律包含非血亲成员家庭的比例为15.7%，在同时期的波士顿，这一数字在10%-30%之间。19世纪的美国家庭和17、18世纪一样，仍然是一种可为人提供寄宿的机构。寄宿这种方式打破了血缘的界限，人们之间的关系以经济和服务方面的交换为基础。

年轻人之所以选择付房租寄宿而不与亲属同住，其主要原因无疑是为了独立。从事熟练或半熟练工作的20多岁的青年男女不住在自己家，而寄宿在没有亲属关系的家庭，因为这是一种彼此之间平等交换的关系。寄宿为他们提供了类似家庭的氛围，而寄宿者与户主的家庭之间又不必承担亲情之间的长期义务。同时，在寄宿中他们也会结识一些同伴，这些人往往就是他们的工友。

寄宿在19世纪是人们应对新形势的一种手段。大批外来和本土出生的人涌入都市，通常是那些年纪尚轻、囊中羞涩的人，他们被抛进混乱的房屋市场。他们一片茫然，出于经济的考虑，也希望融入城市的生活环境，所以这种类似家庭的环境对这些青年人来说颇具吸引力，尤其当他们与寄宿的家庭在出身、种族、职业或血缘上有共同之处时，寄宿成为他们的最佳选择。不论寄宿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还是长期的安排，它都是一种普遍的经历。在未婚男女中最为普遍，他们大多在市区中心作雇工。波士顿的寄宿者中有37%的人年龄在20-29岁之间，27.5%年龄在30-39岁之间，其他地区这一年龄段的比例较低，在19%-22%之间。

家庭收留寄宿者主要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工业化之前，一方面住房资源有限，另一方面，发病率和死亡率高，周期性失业频繁发生，收入没有保障。接纳寄宿者可以使家庭获得一些收益：通过将大面积的住宅改造为适合单身移民居住的寓所，从中获取佣金；家庭主妇通过为寄宿者提供食宿可以为家庭增加一些收入，这项收入即使在房主生病或失业时也不受影响。

到19世纪末，人们的隐私意识逐渐增强，提倡社会改革的人士逐渐对寄宿这种现象感到担忧，认为其将威胁到家庭的完整和安全，扰乱社会秩序。于是，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那些没有血缘关系的成员逐渐从家庭中退出，家庭的规模开始缩小。尽管大萧条时期接纳寄宿的家庭比例曾出现短期上涨，但总的来说呈下降趋势，从1930年的11.4%下降到1940年的9%。到1970年，寄宿家庭比例最高的旧金山也只有4.5%。寄宿家庭开始逐渐消失，由父母和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成为主要的模式。

在家庭中，孩子受到家庭严格的管理，尤其是父亲的管教。受清教思想的影响，殖民地时期人们认为孩子生下来都带有原罪，父母的任务是通过宗教训导、体罚、施加心理压力来将原罪洗清。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在孩子十几岁时将其送到别人家中，由他人来训教，规范其行为。几乎所有社会阶层的青少年，不论男女，都曾被送到别人家中作学生、仆役或学徒。而且，父母对于子女配偶的选择有较大的决定权，尤其在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婚姻往往由父母安排。

二　转型时期：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

工业化时期是一个快速转变的时期，尤其是在最初的几十年中。据统计，美国非农人口在1870-1910年间增加了3倍。在1900-1910年间所增加的1600万人口中，有70%是城市人口。1870年，全国只有2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到1900年，美国人口为7600万人，其中约占40%居住在城市；1910年，这一比例增加到46%；到1920年，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达8000万，已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即51.2%。加拿大同时期的情况也与美国相似，在1901-1911年间，城市化快速发展，大城市的人口迅速增加，蒙特利尔和多伦多的人口分别增加了49%和58%，其他一些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更是快得惊人，温尼伯、卡尔加里、埃德蒙顿和温哥华在这一时期分别增加了224%、570%、216%和324%。城市生活使原来乡村社会的一些传统习俗变得不合时宜，因此家庭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家庭造成的最大影响当属家庭功能的改变。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家庭在前工业化时期所承担的一些功能逐渐为其他社会机构所取代：原先的生产功能转移到了工厂；教育、宗教、卫生、娱乐等职能也完全由学校、教堂、医院和公共娱乐设施所接管。虽然家庭的另外一些不可取代的功能仍保留着，如繁衍后代、养育子女、满足家庭成员的情感需求等，但家庭的功能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逐渐由一个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转变为一个消费单位。

工业化时期家庭的规模逐步减小。城市的环境对于家庭的结构来讲，大家庭不再像农业社会那样成为理想的模式，每个家庭子女的数量也降低了。妇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平均数量1880年为4.24个，1900年为3.56个，到1920年降为3.71个。根据抽样研究，美国住户（household）规模的大小在1850-1880年间持续下降，平均每户人口减少了将近50%。而家庭规模变化的规律则没有那么明显，在此期间每个家庭的人数只下降了35%。也就是说，住户规模平均减少3人，而家庭规模只减少2人。这表明与家庭的规模相比，住户的规模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联系更为密切，因为住户的规模在持续下降，而家庭规模呈现波动的趋势，在本应减少的时候却有所增加。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是前工业化时代的特征。18世纪前半叶死亡率一直保持稳定，而自1850年代开始至今，死亡率持续下降。1960年的美国统计摘要表明：19世纪后半叶的下降速度相当平缓，而20世纪前20年的下降速度是之前的2倍。死亡率持续下降而家庭规模逐渐缩小，这是人们为了适应工业化社会主动做出的选择。

家庭模式总的说来是相对稳定的。家庭结构有些方面无疑发生了变化，但这些变化并非如传统上所推测的那样巨大，也并没有一直按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发展。结构的变化并不在家庭方面，而在于住户方面。在殖民地时期和19世纪，住户的规模往往比家庭的规模大，平均多1.5人以上。20世纪以前，一般的住户除家庭基本成员外，往往有雇工或寄宿者住在家中。而这些寄居家中的人往往彼此之间有血缘关系，组成二级家庭。同时，由单人构成的住户数量的增加使住户的规模小于家庭的规模。尽管家庭的规模的变化没有住户规模的变化那么大，在1850-1880年这30年间也在持续下降。

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家庭的影响，一般认为，扩展家庭随着工业化而消失。但是，工业化并未摧毁传统的扩展家庭。在美国，扩展家庭从来没有成为典型的家庭模式，历史上的最高纪录是20%。城市化和工业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东北部）“扩展”家庭的比例最大，而且在这30年中逐渐增加。此外，廉价的土地和其他的各种机会诱使人们西迁，这也是中北部地区扩展家庭比例低的原因。其他两个地区（中北部和南部）也和东北部一样，扩展家庭的比例在1850-1880年间逐年增加，而且每个地区增长的速度大体相同，1880年扩展家庭的比例几乎是1850年的3倍。这一时期（1850-1880）几乎没有包括旁系的扩展家庭。在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扩展家庭的比例也达到最高。原因很可能是这些扩展家庭需要子女的劳动力，出于生产条件的逼迫他们必须聚在一起共同生活。

1850-1880年各地区扩展家庭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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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西沃德：《美国家庭人口史》，第130页。

工业化社会中家庭的特征之一是人们为了职业的需要而增加地理流动性，或者换句话说，为了提高自己的职位，人们必须能够容易搬迁。在工业化时期，家庭的流动性比原来提高了。在19世纪的城市里，不论大小，任何一年都有50%以上（往往超过75%）的居民10年之后不再居住在该市。

加拿大在这一时期人口的流动性也和美国情况大致相当，1851-1871年间，城镇人口的流动性骤然提高，而且流动人口多以家庭为单位。到19世纪，加拿大城市人口流动的比例已非常之高，50%-70%的居民10年之后已离开原来的居住地。人们从一个社区迁往另一社区，利用非家庭网络和公共机构融入社会当中。

工业化也使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首先，家庭不再如以前的乡村环境那样自给自足，而是成为一个消费单位，因而，人们更加重视个体的兴趣和需要。这常常造成对传统家庭权威和亲属关系的挑战。其次，在这个阶段，人口数量增加，西进运动带来的大片土地，使得在家庭中父亲难以再通过土地的分配控制自己的儿子。此外，由于美国经济的变化，人们可以在家庭之外开发新的收入来源。子女可以在工厂或店铺做工挣钱，有了独立谋生的能力，因而在婚姻方面的自主性也随之提高，可以自己选择结婚的对象，自己决定结婚的时间。

三　后工业化阶段

20世纪20年代，美加两国的经济都得到迅猛的发展，家庭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对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也产生了影响。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追求享乐成为一种时尚，人们更为关注个体的快乐，因而把婚姻和家庭生活不再看作一种社会责任，而是追求个人幸福的一种手段，认为一旦婚姻不能给个人带来幸福，则顺理成章地选择离婚。20年代中期，美国的离婚率达到1860年以来的最高峰。

20年代家庭变化的趋势随着大萧条的到来而中断。经济危机对两国的家庭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失业人口从1929年的300万人增加到1932年的1250万人。大萧条给两国造成了严重的贫困问题，也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在此期间，结婚率、出生率和离婚率都明显下降。由于经济条件的制约，很多年轻人被迫推迟结婚，美国的结婚率在此期间下降了1/4.结了婚的年轻夫妇由于没有经济基础，自然选择少生甚至不生孩子，因此两国这一时期的婴儿出生率均明显下降，即使是在魁北克这个崇尚人丁兴旺的省份，生育率也从1928年的30.8‰下降到1934年的25.3‰。此外，离婚率也呈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也是经济问题。

大萧条也使家庭成员的角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于男子失业无法给家人提供生活保障，很多妇女为了维持家庭的生计，外出从事各种劳动以贴补家用。即使是没有收入，妇女在家中所做的家务劳动在这特殊的时期也变得格外重要，她们自制食物、衣服和家庭用具，为家庭节省了开支。因而大萧条时期男子在家庭中的权威有所减弱，而妇女的地位有所提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美加两国的家庭产生了更为严重的影响。两国参战以后，大批青壮年男子应征入伍，国内劳动力缺乏。在这种情况下，妇女填补了劳动力的空缺，成为国防工业和其他行业的主要劳动力，两国历史上首次出现妇女大规模就业的现象。妇女就业的增加导致了家庭结构和家庭生活的变化。妇女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其经济地位因此迅速提高。

二战使两国的结婚率和离婚率猛增。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的一个月内，结婚率比前一年的同月提高了60%。有些人是以为自己可能在战斗中阵亡而结婚；有些人结婚是为了避免服军役；有些人结婚是因为已婚男子的薪水高于单身男子。1921年，每1000名年龄在14-44岁之间的女性中平均有100名结婚者，1933年下降到90人，到1945年这一数字增至140人，达到20世纪的最高值。1945-1981年间，每1000名妇女中结婚的人数下降到82人；1985年有所增长，达到99.7人；10年之后又降至86.3人。

正是由于在战争期间的匆忙结婚，导致了战后大量离婚。1860-1940年之间美国的离婚率稳步上升，到二战结束时的40年代中期骤然增高。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夫妻长期的分离使彼此感情疏远，对未来的担忧使双方对婚姻失去信心。此外，妇女在战后有了新的独立的机会。所有这些战争所带来的问题是造成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

20世纪50年代美加两国家庭生活的重要特点是“回归传统”。在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大萧条和战争之后，美加两国的人们已经厌倦了动荡不安的生活，向往安定、和平。如阿琳·斯科尔尼克所说：“经过多年的萧条和战争，社会上存在着一股强烈的愿望，希望回归正常。”到40年代末，之前的趋势突然逆转。一百多年来美国首次出现结婚和生育年龄提前的现象，在不到10年里，未婚配人口下降的比例相当于之前半个世纪下降的幅度。50年代，已婚人口的数量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96%的女子和94%的男子都结婚成家。生育率大幅提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婴儿潮”（babyboom），使美国人口比统计部门预计多出了6000万人。加拿大妇女的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也从1941年的2.83个增加到1956年的3.86个。离婚率下降，美国由1945年的18‰下降到1955年的9‰。在1955年所做的一项婚姻调查中，当被问及“结婚和供养家庭让你失去了什么？”时，绝大多数回答“没有任何损失”。不到10%的美国人认为不结婚的人会幸福。50年代的美国由于人们结婚时间早、离婚率低、子女数量多，婚姻和家庭状况呈现比较稳定的特点。

而且，有史以来美国首次在婚姻家庭方面各个种族之间呈现出相同趋势：结婚年龄比以前早，生育时间也提前，每胎之间间隔缩短，在30岁之前完成了生儿育女的任务，在子女离开家庭独自成家之后夫妻共同生活的时间比以前延长了。各个族裔之间在传统的家庭行为，甚至是生育子女的数量和生育时间方面，其差异都大大缩小。

这一时期经济的繁荣为婚姻和家庭创造了条件，对家庭的稳定产生了促进作用。在二战期间，美国的积蓄剧增，到战争结束时，其他工业国已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而美国的经济实力迅速提高，购买力因而增强。这种经济上的优势促进了人们工资水平的提高：50年代工资提高的幅度比前半个世纪都要大。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由于经济实力的提高，政府可以在教育费用方面放宽政策，提供住房贷款，修建公路和地下排水设施，对失业人员进行技能培训。这些措施使中产阶级和大批工薪阶层的美国人享受到廉价的能源、低息住房贷款，求学和就业机会大增，工作比较稳定。这种条件也促成了人们早婚早育。

由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那些在大萧条时期因经济困难和战争时期社会动荡被迫推迟婚期的人们得以成家，也使得刚刚进入结婚和生育年龄的青年人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不必像大萧条时期那样由于经济的窘迫而推迟结婚和生育。社会鼓励青年人独立自主建立家庭，50年代初，新婚夫妇结婚的年龄提前了，结婚率也前所未有地提高，而且越来越多的青年家庭迁往郊区，远离父母的监护。

其实，20世纪50年代的回归“传统”的家庭是一种新的现象，而且其家庭观念也是新观念，它表面上是维多利亚式的家庭和性别分工的复苏，其实它所强调的是在核心家庭中营造一种心满意足、轻松愉快、启发心智的氛围，因此实际上是一种新的理念。高离婚率和私生率往往导致人们的担忧，这样的担忧在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在1870-1920年之间，出生率下降了40%，在中产阶级当中这一趋势尤为明显；在这期间，离婚率从1887年的每千人0.5升至1920年的每千人1.6；到1940年，每千人中有2对夫妻离异。50年代，这种趋势得以缓解。由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离婚率下降，出生率提高，结婚的年龄较以前早。而证据表明这一理想化的时期在美国长期的现代化趋势的大背景中属反常现象，而并非如人们普遍想像的那样属美国一贯的婚姻家庭模式。

1950年以后，美国人结婚的平均年龄提高了6岁。到90年代，年龄在18-24岁之间的青年男女中，3/4从未婚配，多数在结婚之前就离开父母去建立自己的事业。50%的初婚和60%的二次婚姻可能以离婚告终。1988年，每1000名18岁以下的青少年中就有16人曾经历过父母离异，虽然比1980年有所下降，但与1963年相比，仍然提高了1倍。由于结婚年龄的推迟和离婚率的提高，人们平均一生中半数以上的时间处于单身状态。

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美加两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50年代形成的正统家庭模式逐渐消蚀，而且从70年代初开始，婚姻与家庭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美加两国人仍然非常重视婚姻与家庭，但60年代以来，两国男女的结婚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在1960-1991年间，美国男性每千人的首婚数从70起左右下降到45起左右。在首婚率下降的同时，再婚率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美国离异男子再婚的人数从每千人200起左右下降到110起左右；离异女子的再婚人数从每千人130起左右下降到80起左右。加拿大的情况与美国明显不同，其再婚率在40年代下降到最低点之后，从50-60年代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

在结婚率不断降低的同时，离婚率则持续上升。50年代以前，美国人认为离婚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因此很多人对婚姻不满，但仍勉强维系，以免遭受社会舆论的非议。此外，法律对离婚的限制也增加了离婚的难度。从5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的离婚率出现了上升的趋势；50年代所订的婚姻中有1/4-1/3最终以离婚告终，当时有200万登记结婚的人分居。多数夫妻勉强维系婚姻。全国范围的调查显示，有20%的夫妻认为自己的婚姻不幸福，另外20%认为自己的婚姻一般。即使是认为自己的婚姻比一般家庭幸福的人中，也承认彼此之间有相互不满之处和沟通上的问题，往往一方或双方都感到苦恼。60年代末，很多州制订了无过失离婚的法律，离婚率更呈急剧上升之势。每10万人的离婚数从1958年的210起增加到1980年的520起，达到历史的最高峰。此后离婚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一直保持相当高的水平，成为现今世界上离婚率最高的国家，每1000人中的离婚数达到5起。加拿大1968年制订了无过失离婚法之后，离婚率也像美国一样急剧升高。从1968年到80年代中期，每10万人中的离婚数从50起左右激升至250多起。虽然在90年代有所下降，但比无过失离婚法颁布之前仍高很多。即使是在以“观念保守”而闻名的魁北克省，离婚率也大大提高，1968年离婚的总数仅600起，到1974年即上升到1.2万起，1981年达到1.9万起。

90年代以来，美加两国的离婚率比80年代有所下降。随着“婴儿潮”以后出生的一代人步入成年，他们的就业机会比他们的父辈多，生活条件得到改善，渴望稳定的家庭生活，于是两国的离婚率略呈下降的趋势。1994年，美国正式宣布离婚的夫妻有120万对，离婚率为20.5%，比1980年的22%下降了2.3个百分点。加拿大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但从总体上看，两国的离婚率仍居高不下。

结婚率的降低和离婚率的升高导致独身人口的增加。1965-1975年之间，过独身生活的年轻人的比例增加了一倍多，这种现象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这些年轻人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所以这种趋势在1973年收入下降时也随之下降。到80年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在家里和父母同住。198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在美国处于“非婚态”的成年人由5900万，占全国人口的近1/4.1991年，美国有2350万成年人单独生活，为1970年的2倍。同年，加拿大的独身人数超过230万，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从1976年的5%上升到8%。

初婚年龄的变化也是这一时期值得关注的方面。有关结婚年龄的数据很重要，因为结婚是一个人重要的转折点。家庭的控制越严格，对这一转折点时间的影响越大。在美加两国的历史上，青年男女的初婚年龄呈现波浪式的变化，50-60年代以来又出现新一波的上升趋势。1956年，美国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分别为22.5岁和20.1岁；1970年，这两个数字上升至23.2岁和20.8岁；到1990年，进一步提高到26.1岁和23.9岁。加拿大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也呈上升趋势。1971年分别为24.9岁和22.6岁，1991年达到27.9岁和26岁。

60年代以来，同居现象在两国日益流行。在50年代，同居的现象还比较少见，被看作有悖道德的行为；60年代以后即变成了广泛流行的生活方式。1970年，美国同居的人数为50万对，1991年达到300万对。在加拿大家庭中，同居家庭所占的比重从1981年的6%上升到1991年的10%；魁北克省甚至高达16%。

婚前性行为也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且初次性经验的年龄呈下降趋势。在60年代，美国20岁以上的未婚女性中有23%的人有过性经验；到70年代中期，这类女子的比例超过40%。1971年，美国15岁的女孩中有性经验的占14%，19岁女孩中占47%；1976年，上述两个比例分别达到18%和55%；到1990年，15岁以下的男孩中有过性经验者占27%，到20岁时还没有过性经验者女子只有6%，男子只有9%。加拿大的情况也与此相似。80年代在大学生中进行的调查表明，承认自己有过性行为的比例比60年代初大大提高。在北美大陆，在15-19岁之间的青少年中，大约一半左右的人有过非婚性关系。

全国民意调查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自70年代初开始就人们对于夫妻间不忠行为看法进行民意测验。结果表明，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至今没有改变，一贯持反对意见。在1994年的测验中，虽然3/4的被调查者相信多数美国人有婚外恋，但6/7的已婚美国人告诉受访者“他们一直忠诚于自己的配偶”。

同居和非婚性关系的直接后果就是非婚生子女和单亲家庭的增多。1965年，美国白人妇女中非婚生育者为8.2万人；1985年达到43.3万人，增加了428%。而黑人非婚生育的比例在此期间上升的幅度更大。生儿育女不再如从前一样与婚姻紧密联系在一起。1990年，有1/4的新生儿为非婚生子女，其中半数婴儿的生父身份不明。子女不再如70年代末那样成为限制离婚的因素，有一半儿童在童年生活在单亲家庭中。加拿大自60年代以来非婚生育率也快速上升，其中尤以魁北克省的上升幅度最大：1961年为5%，到1991年达到40%，1993年，加拿大魁北克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化”，48%的首胎儿童是未婚父母所生。非婚生育导致单亲家庭的数量激增。1951年，由非婚生子女与其父亲或母亲组成的单亲家庭仅占家庭总数的1.5%；但到1981年，这一比例上升至9.8%；而且，其中以未婚女性为户主的家庭占绝大多数，其数量从3481个增加到64700个。虽然单亲家庭的比例不断提高，双亲家庭仍占多数。1993年，美国82%的白人家庭，69%的西班牙裔家庭，48%的黑人家庭属于双亲家庭。

60年代以来，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发生了变化，对于新的生活方式采取宽容的态度。1957年，80%接受民意测验的美国人认为选择不结婚的人是“病态”、“神经质”、“不道德”。而1977年只有25%的人持这种观点。1962年，绝大多数母亲认为“每个有生育能力的人都应该有子女”；到1985年，只有少数人同意着种看法。多数妇女仍然想要孩子，但认为不一定先结婚。1989年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发现，只有36%接受调查的单身妇女认真考虑过养育自己的孩子。新的性道德逐渐为社会所接受，婚前和婚外性关系、同居、同性恋等现象不再被看成大逆不道。与以前相比，当今美国家庭的类型越来越趋于多样化。美国人一生中可能会经历各种家庭环境——父母离异后的单亲家庭、未婚父母共同养育子女的家庭、同性恋家庭、夫妻双方均无工作的家庭、混合家庭以及空巢家庭等。


第六章　北美现代化的动力

在北美的现代化进程中，政府、市场、教育、外来移民、价值观和政治文化等，都对美国和加拿大的现代化进程发挥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


第一节　政府在经济现代化中的作用

从美国和加拿大现代化的发展经历来看，它们在从欧洲的经济边缘向发达的经济中心转变过程中，都深深地打上了政府干预的影子。不过，在后发展特征更为浓厚的加拿大，政府干预的程度也更强。早在美国建国之初，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派就制定了包括“关于制造业的报告”等在内的关于国家建设的宏伟战略。19世纪后期，随着企业的过度集中和托拉斯化，联邦政府又在1890年通过了著名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第一系列法律，规范企业的行为。而到20世纪30年代，面对空前的大危机，罗斯福政府不仅大刀阔斧地干预经济运行，而且还颁布许多新的法律，确认了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和最低工资保障，加强对银行、证券等经济活动的干预，对于恢复经济、维持社会稳定发挥了主要作用。加拿大自1867年自治领建立以来，以麦克唐纳为代表的联邦政府为了实现在北美大陆建立一个政治上、经济上真正独立的国家的梦想，制定了以“国家政策”为代表的一整套建国方略，采取了保护关税、鼓励西部开发、修建太平洋铁路等措施，推动国家的经济腾飞。“直到［20世纪］20年代，通过其直接的公共投资项目和对私人创业的鼓励，政府在经济长期发展方面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

一　联邦政府与美国经济现代化

美国联邦政府在现代化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时期：建国后至19世纪80年代中期自由放任主义为主导的时期、19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20年代的有限干预时期以及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全面干预时期。

1.自由放任主义为主导的时期（建国至1880年代中期）

在美利坚共和国建立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受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美国人一直持一种消极的自由观。他们把政府与自由对立起来，认为“政府权力越小，个人自由越大；政府权力越大，个人自由越小”。古典自由主义在经济上的体现是自由放任主义，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戴维·李嘉图（David Ricardo）等。他们相信自由市场的自由调节功能以及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和竞争。他们认为，在一个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个体的人，在自由追求他们自己的私利并获取财产的过程中就能够实现社会正义。

受自由放任主义思想的影响，联邦政府尚未直接干预市场经济，其主要作用是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力的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交通和通讯设施建设的资助。支持交通和通讯的建设是19世纪联邦政府支持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1806年3月，国会通过法案拨款3万美元修建了一条从东部通往西部的国道，被称为“坎伯兰大道”（Cumberland Road）。这条公路成为通向西部的主要干道之一。

联邦政府通过向各州赠地支持运河、公路建设以及河道疏浚。1823-1866年间，联邦政府分给各州450万英亩的土地用于开凿运河，350万英亩的土地用于修建公路，170万英亩的土地用于河道的疏通。1815-1860年间，联邦政府用于改善内河通航条件的拨款达600万美元。

联邦政府还通过多种途径支持铁路建设。1824年5月4日，国会通过一项法律，授权总统安排人对全国可以开凿运河、修建公路和铁路的地方进行勘测，国会为此拨款3万美元。1824-1838年，根据这项法律，联邦政府出资雇用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勘探修筑铁路的路线。据统计，联邦政府总共参与了61次铁路线路的勘测，耗资7.5万美元。1830-1843年间，国会对进口的用于铁路建设的钢铁豁免关税，数额达600万美元。在19世纪联邦政府支持铁路建设的最重要措施是向各州和铁路公司赠地，用于铁路建设的融资。1862-1866年间，联邦政府为铁路建设向各州赠地超过1亿英亩。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先后共向铁路公司赠地超过1.83亿英亩。

联邦政府还支持电报的发展。1843年3月3日，国会拨款3万美元于当年5月建成了一条从华盛顿一直到巴尔的摩的实验性电报线路，并发报成功。此后，电报线遍布全国，到1852年，美国建设了2.3万英里电报线路，将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商家之间进行沟通的重要渠道。

联邦政府对公路、运河、铁路以及电报等交通通讯设施建设的支持，直接推动了19世纪美国的“交通运输革命”，促成了美国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加快了物资的流通，促进了资源的合理配置，为美国经济的腾飞插上了翅膀。

通过关税保护鼓励制造业的发展。为了保护制造业的发展，1789年7月，美国国会制定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关税法，对商品征收5%-15%的税率。1794-1816年间，美国国会通过了24个关税法，保护了美国的工业。1816年关税法对大麻布、帆布以及铜、铁、铅、锡等金属制成品以及玻璃制品等征收20%的关税，对棉花和羊毛制品的征收25%的关税，对帽子、雨伞和皮革制品等征收30%的关税。1824年关税法将羊毛制品关税提到至30%，一年后再提高至33.33%；对棉花、大麻、亚麻和丝绸制品以及铜、铁、铅、锡等金属制成品征税25%；对帽子征收关税50%。1828年关税法将羊毛制品的关税提高到40%，一年后增加为45%；丝织品关税30%，一年后提高至35%。内战前的关税法明显倾向于保护美国的棉毛纺织业以及制鞋业、服装业、皮革业和炼铁等工业。

美国内战以后，高关税政策作为共和党的信条，一直保持了下来，并在19世纪末登峰造极。1890年10月，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通过了《麦金利关税法》（Mckinley Tariff Act），全国提高了进口商品的关税，平均提高了49%，个别商品的税率增幅还要高于这个比例。此后美国关税长期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直到1913年国会通过《安德伍德——西蒙斯关税法》（Underwood-Simmons Act），才在50年来第一次降低关税，关税率普遍降低了10%左右。法律还把钢铁、羊毛、食糖和其他一些农产品列为免税商品，大大降低了棉毛织品税率，提高了新兴的化学药品和其他产品的税率。

我们可以看出，联邦政府在美国制造业比较“幼稚”的时候，采取保护性关税政策，为新兴制造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发展环境。而当“幼稚工业”强大起来的时候，美国政府及时调整政策，降低关税，为美国企业争取海外市场。

联邦政府对农业发展的支持。美国联邦政府对农业的资助由来已久。1839年3月，国会拨款1000美元给专利局，用于农业统计数据的搜集以及其他有关农业的活动。1862年5月15日，国会通过法律，建立了农业部，负责搜集向人民传播有关农业的知识以及优良的种子和植物品种。

资助农业教育。1862年7月，国会通过《莫里尔法》（the Morrill Act），创建赠地学院。该法规定，按照每州每名国会议员分3万英亩土地的标准向各州赠地；各州卖地所得应作为一项永久性基金，其利息用于建立至少一所学院，主要教授与农业和机械技术相关的知识。1890年8月国会通过的第二个《莫里尔法》，增加用于农业和机械技术等学科教育的拨款。

推广农业技术。1887年3月2日，国会通过了《哈奇法》（the Hatch Act），规定在各州赠地学院内设置农业实验基地，以便向人民传播实用农业知识，促进有关农业科学的原理及应用的科学研究和实验。国会每年向每州拨款1.5万美元，用于科研、实验和科研成果的出版发行。

2.有限干预时期（1880年代中期至1920年代）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美国企业大规模合并和经济组织发生重大变动的时期。大企业的发展，提高了经济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随着大公司时代的到来，也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如铁路运营商随意要价，损害了广大农场主的利益；大公司通过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挤垮和兼并中小企业，然后提高商品价格，使消费者付出更高的价钱；垄断资本家疯狂榨取工人血汗，无视工人的生活和健康；政府对企业的生产监管不够，一些生产商制造和销售假冒伪劣的食品、药品和其他商品坑害消费者，等等。凡此种种积弊，损害了广发消费者、农场主、中小企业主以及工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美国社会矛盾激化，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危及社会稳定。在此背景下，联邦政府相继对企业组织形式和活动（托拉斯）、劳资关系、劳工权益、金融等领域进行干预和管制，并加强了对农业的支持力度。这一切标志着政府干预时代的来临。

联邦政府对大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1887年4月，国会通过了《州际贸易法》（Interstate Commerce Act），禁止运输公司的价格歧视行为，建立一个5人组成的州际贸易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有权调查违法行为。任何客货运输商如果通过特别资费、折扣和返款等手段对同样的运输服务多收或少收运费，即被视为不公正的价格歧视，应予以禁止。对违背本法者处以不超过5000美元的罚款。《州际贸易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表明联邦政府第一次干预大企业的运作。20世纪初，联邦政府相继通过了《埃尔金斯法》（Elkins Act,1903）、《赫伯恩法》（the Hepburn Act,1906）和《曼——埃尔金斯法》（Mann-Elkins Act,1910）等法律，增强了州际贸易委员会的权力，加大的对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

联邦政府对企业组织形式的管制。1890年7月，国会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规定任何人或企业垄断贸易，或通过签约、联合或秘密协议来限制州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行为都属非法。1914年10月15日，国会通过了《克莱顿反托拉斯法》（Clayton Antitrust Act），对“限制贸易”的含义作了更为明确的规定。该法律禁止对不同买主实行价格歧视；禁止制造厂家以回扣等方法诱使经销商保证不经销其对手的产品；禁止可能削弱竞争的商业公司之间互相取得股份；禁止公司的董事兼任其他公司的董事会职务等。

联邦政府对食品与药品生产的干预。1890年，国会通过了《肉类检查法》（Meat Inspection Act），授权农业部长对出口的咸肉严格检查，确保其卫生和有益健康；对进口的牲畜和动物进行检验检疫，禁止不健康的动物入关。1906年通过《纯净食品和药物法》（Pure Foodand Drug Act），禁止制造、运输和向国内外出售掺假和有害的食品和药品；要求食品和药物必须正确标明其名称、成分和质量。

联邦政府对劳资关系的干预和对劳工权益的保护。保障工人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1898年，国会通过了《厄尔德曼法》（Erdman Act），禁止雇主要求求职者达成口头或书面协议保证不参加工会组织，不得歧视或解雇已经加入工会组织的雇员。1914年《克莱顿反托拉斯法》第六条明确不得以“限制贸易”为由剥夺工人建立工会和合法活动的权利。

工人工时。1907年《铁路工人工时法》（The Hoursof Service of Railroad Employees Act)规定公共交通工具的雇员连续工作不得超过16小时。另外，负责为火车运行传送指令的电报和电话操作员在24小时内连续工作不得超过9小时；仅仅在白天工作的工人连续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3小时。1916年9月，国会通过《亚当森法》（Adamson Act），规定铁路、市内有轨电车以及城际有轨电车的一切雇员享受8小时工作制。

联邦政府对银行制度的初步干预。在19世纪，美国长期没有统一的货币金融制度。各州银行乱发纸币，通货不统一，金融秩序一片混乱。为了建立统一的货币体系，同时为联邦债券提供可靠的保障，186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民通货法》（National Currency Act),1864年又通过了该法的修正案《国民银行法》（National Bank Act），建立起国民银行体系，表明联邦政府开始对银行体系实行有限度的监督和控制。该法规定了银行保证金制度以及银行的最低准备金率以及贷款的种类和数额。这个制度提供了统一的、价值稳定的全国性通货，保障了个人、组织和政府部门的存款安全，有助于统一的金融市场的形成。

1913年，国会通过了《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建立起联邦储备体系。该法规定，将全国划分为12个联邦储备银行区，每区设立一个联邦储备银行；在华盛顿设立联邦储备委员会，负责制定联邦储备政策，监督各储备银行；国民银行必须加入联邦储备体系，而各州银行可自愿加入。联邦储备体系比国民银行体系的最大进步是，它具有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调节货币供应和信贷的职能。此后，货币政策成为联邦政府调节经济的发展有力杠杆。

联邦政府对农业支持的加强。1907年3月，国会通过的《纳尔逊修正案》（Nelson Amendment）、1917年2月国会通过了《史密斯——休斯职业教育法》（Smith-Hughes Vocational Education Act），加大了对农业教育的资助力度。

继续支持推广农业技术。1906年3月16日，国会通过了《亚当斯法》（Adams Act），加大对农业试验基地的资助力度，用于农业科学的研究和实验。1914年5月8日，国会通过了《史密斯——利弗法》（Smith-Lever Act），启动农业知识推广计划（agricultural extension work）。该计划由农业部与赠地学院合作，对不能在赠地学院接受教育的农民进行指导，并向他们展示实用农业技术，发放有关农业技术的书刊等材料。

农业贷款。1916年，国会通过《联邦农场贷款法》（The Federal Farm Loan Act），在全国建立划分为12个联邦土地银行区（federal land bank district），每区建立一个联邦土地银行，向农场主提供长期贷款。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联邦政府对经济和劳资关系的有限干预，在一定程序上缓和了社会矛盾，维护了中小企业主、广大消费者、劳工以及农场主等社会群体的权益。

3.全面干预时期（20世纪30年代以来）

联邦政府对美国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全面干预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1929-1933年美国爆发了历史上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危机造成企业、银行纷纷破产倒闭，物价飞涨，工人大批失业，农民失去了农场住宅，成千上万的人们因此流浪街头，饥寒交迫。为了应对危机，恢复经济，缓和社会矛盾，罗斯福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对银行管理的加强。1933年6月，国会通过《格拉斯——斯蒂高尔法》（Glass-Steagall Act），规定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分开，前者不得经营存款业务，后者不得经营股票和证券业务；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对储户存款提供保险。1935年8月，国会通过另一个《银行法》，规定：重建联邦储备委员会，授权它调整储备银行的贴现率，决定联储体系会员银行的准备金比率、定期存款利率、发放贷款的数额以及纸币贷款的利息率。法律还规定建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加强联邦政府对银行公开市场活动的控制。该法律把全国绝大多数私人银行直接或间接地纳入了联邦储备体系的监督和控制之下。通过“新政”时期的银行改革，联邦储备委员会掌握了统一控制和监督银行系统的权力，美国在全国建立起现代金融体制，有力地保证的经济的稳定和繁荣。

证券管理制度的建立。1933年5月，国会通过了《证券实情法》（Truthin Securities Act），建立强制性证券注册制度和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要求证券经纪人向联邦贸易委员会进行注册，并在注册申请书和证券说明书中提供有关公司的经营情况、公司董事会等官员的情况、证券真实价值和出售价格、持股人的情况、证券发行办法以及利润和损失情况等准确、完整和真实的信息。1934年6月，国会又通过了《证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规定建立一个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加强对证券流通市场的管制，授权它对投机诈骗和操纵市场的行为进行调查和惩罚。1935年8月，国会通过了《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Public Utilities Holding Company Act），加强对公用事业控股公司证券发行的监管。20世纪30年代这几个证券管制立法的通过，标志着美国现代证券管制体系的确立，为经济的稳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对劳工利益的进一步保护。1932年，国会通过了《诺里斯——拉加迪亚法》（Norris-Laguardia Act），禁止联邦法院在劳资纠纷中以“非法组织或阴谋”为由发布禁令，剥夺工人和平集会、集体谈判、罢工和加入工会等权利。1933年6月，国会通过《全国工业复兴法》，保障雇员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1935年，《全国工业复兴法》被联邦最高法院裁定违宪之后，国会于1935年7月又通过《全国劳工关系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又称“瓦格纳法”），再次确认了雇员的上述权利。

工资工时。1936年6月30日，国会通过了《沃尔什——希利政府合同法》（Walsh-Healey Public Contracts Act），该法规定，与联邦政府签订1万美元以上的产品采购合同的企业，其雇用工人的工资不得低于劳工部确定的同类企业的最低工资水平，工作时间不得超过每天8小时或每周40小时。企业每小时要付给加班的工人正常工资1.5倍的工资。1938年6月25日，国会通过《公平劳动标准法》（Fair Labor St and ards Act），在全国范围确立了工人的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一切雇主发给工人的工资每小时不得低于25美分；此后6年内，每小时不得低于30美分；满7年后，每小时不得低于40美分。该法第7条规定，工人的工作时间每周不能超过44小时，在第二年，工人的工作时间每周不能超过42小时，满两年后，工人工作时间不得超过每周40小时。超过这个限制的，雇主必须付给工人正常工资1.5倍的加班费。

对农业的援助政策。1933年5月，国会通过了《紧急农场抵押法》（Emergency Farm Mortgage Act），批准陷入经济困境的农场主延期5年偿还土地银行的贷款本金，并将贷款利息降至4.5%和3.5%。1933年6月，国会通过了《农业信贷法》（Farm Credit Act），在12个联邦土地银行所在城市分别建立12个“生产贷款公司”（Production Credit Corporations）和“合作银行”（Banksfor Cooperatives），向农场主发放用于生产和销售农产品的贷款。1937年6月，国会通过《班克黑德——琼斯农场佃农法》（Bankhead-Jones Farm Tenant Act），通过小额贷款帮助佃农、分成农和农场体力劳动者获得农场和农场住房。

农业补贴。1935年5月12日，国会通过了《农业调整法》（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成立农业调整署，对与政府签订合同，主动减少农作物种植面积的农场主给与补贴。1938年2月，国会又通过了一个新的《农业调整法》，通过解决过剩农产品来控制价格，如限制农作物的市场销售配额，对出口农作物给与补助，提供免费的学校午餐，通过州福利机构发放粮食给贫困家庭或向他们发放食品券。另外建立了“常平仓”制度，即丰年时政府给农场主一笔贷款，令其将过剩的谷物贮藏起来，以待歉年时因生产下降、价格上升时再出售。这就避免了用销毁过剩农产品的办法维持其价格而造成的浪费，对于农产品价格的提高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罗斯福“新政”标志着美国最终建立起自由竞争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的“现代”之处就是在自由市场调控的基础上辅以政府干预。以罗斯福“新政”为界标，美国从古典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时期过渡到现代自由主义时期。美国的联邦政府对经济与社会事务的干预逐渐扩展到方方面面，有力地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罗斯福新政确立起来的现代自由主义经过杜鲁门的“公平施政”（Fair Deal）、肯尼迪的“新边疆”（New Frontier）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等改革计划，得到继承和发扬。

二　加拿大政府在经济现代化中的作用

1.国家政策——加拿大经济现代化的总方针

加拿大联邦刚刚建立之时所面临的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呼唤着政府对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的强力干预。其中以修建太平洋铁路、鼓励西部开发和保护关税为主要内容的国家政策是政府对经济发展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的典型代表。

首先，在西部开发中，联邦政府发挥了比美国联邦政府远为积极的主导性作用。第一，加拿大联邦政府采取果断行动，清除了西部开发的障碍，为西部的移居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联邦政府通过与印第安人签订条约和颁布印第安法令，使西部的土著居民到19世纪80年代基本上都转入保留地，为白人移民空出了土地，并创造性地设立了西北骑警，维持西部秩序。后者成为东部文化传统的传递者和自治领拥有西部的象征。第二，联邦政府直接控制着西部的一切，与其他建国省份相比，西部处于二流的从属和半殖民地地位。联邦总理麦克唐纳曾表示：“自治领购买了整个西北地区，它属于整个加拿大。”东部“明显的假设就是：西北地区是由自治领花钱买来的，应该为东加拿大的利益服务”。正是为了修建铁路和吸引移民这两项“自治领的目的”，1870年通过的《马尼托巴法令》以及1875年的《西北土地法案》都规定联邦控制它们的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第三，支持修建以太平洋铁路为代表的西部横贯大陆铁路，沟通东西联系。麦克唐纳曾经预言：“一旦铁路建成，我们才将变成真正统一的国家，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巨额省际贸易。”几经周折，这条铁路最终在1885年建成通车，成为联邦政府殖民西部的得力工具。第四，同其他各级政府和机构一道，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吸引移民。在1873年6月以前的18个月中，联邦农业部通过其代理机构共发放各种语言的移民小册子181.5万份。自治领政府还采取了两项财政措施，鼓励移民：（1）自1872年始，为移民代理支付工资，并按照所吸引到的移民数量给以奖励；（2）建立了一套移民路费优惠制度（Passenger Warrant System），为特定的移民提供削价越洋船票。如1872年，从利物浦到北美港口的一般票价为6.6英镑时候，优惠票价是4.5英镑，政府为此两项政策在1874-1875年支付6.7万加元。除此之外，为了改变世人认为加拿大西部荒凉、寒冷的流行观点，加拿大政府还组织各地具有移民倾向的人们到西部去参观考察。第五，联邦政府还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技术和市场销售方面的支持。联邦政府资助农业技术教育，并建立起一套系统的农业试验站体系，该系统由27个试验站，1.5万英亩试验田和设在渥太华的主试验站组成，后者拥有14个不同的分支机构，每个机构专门研究一项专门问题。1879年，联邦政府还通过了《动物防疫法》（The Health of Animal Act），以帮助农场主控制和预防家畜疾病。

其次，作为国家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保护关税政策是联邦政府干预经济发展、推动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另外一项重要举措。麦克唐纳认为：“只有通过关上我们的国门，把他们拒之于我们的市场之外，他们才会将他们的市场向我们开放……只有通过关上我们的国门，我们才能得到任何东西。”

《1879年关税法》对工业品和制成品的税率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具有明显的保护性质。各类产品的税率一般是：半制成品和工业原料，10%-20%；制成品设备，25%；制成消费品，30%。在1879年以后的8年中，对许多制成品的税率再度提高，如割草机、打捆机和收割机的税率从25%上升到了35%，“直到1887年，加拿大才实现了稳定的关税，或者说，保护才到达了顶点”。

自由党在1896年上台后，“维持了保护的原则和国家政策的基本特征”。劳里埃政府延续了利用西部土地吸引移民和改善交通的策略，1897年《菲尔丁关税法》虽然税率略有降低，但税种增加了。劳里埃政府还在1904年通过了首个反倾销法。虽然念念不忘自由贸易，不过总起来看，“在经济扩张的这段时期加拿大的商业政策总体上是国家主义的。”

除了通过关税政策刺激加拿大工业的发展外，联邦政府还采取其他各种可能的措施积极鼓励制造业的发展，如直接的物质奖励、教育和科研方面的保障和工业立法等。

总之，从自治领建立到20世纪20年代是加拿大经济现代化和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时期。联邦政府的国家政策，对于全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的确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政府保护关税和其他优惠政策的激励下，加拿大的工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870年，加拿大有制造企业38898家，雇工18.2万人，产值2.17亿加元；而到1930年，虽然企业总数降到了22586家，但雇工人数却增加到了61.4万人，产值32.37亿加元。1871-1895年，加拿大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2.5%；1895-1913年，达到了5.8%，远高于同期的美国。到1931年，加拿大西部四省的人口从1871年的10.9475万人增加到304.779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接近1/3；草原三省的农业资产总值从1901年的23.516万加元增加到1926年的28.20亿加元，占全国总比重的43.6%。西部开发除了带来加拿大小麦经济的繁荣和农业的比重持续较高以外，还为东部的工业化创造了条件。

不过，加拿大这种发展模式也带来了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对西部的过度控制和经济剥削导致了该地区的不满，从而带来了西部地方主义的持续高涨；其二是保护政策所带来的外资控制制造业比例偏高，从而对国家的主权造成威胁。

2.保障、规范、约束——加拿大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服务和管理功能

政府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除了推动功能外，还担负着控制和保障功能。所谓控制，主要指其对经济的管理和规范功能；而保障则不仅指其创造一种适合经济运行的政治环境，而且还指其所具备的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

首先，在自由市场的前提下保障经济的平稳健康运行是政府最基本的经济功能之一，而对各个行业进行审查和干预，制订相应的行业标准和保障措施正是政府上述功能的体现。为了保障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处理不断出现的各种经济问题，加拿大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措施，逐渐形成了今日市场自动调节与政府干预相结合的格局。第一，保障金融和银行业的健康发展。由于历史的原因，加拿大并没有形成美国那种自由银行制度，而是发展起来了一种特许银行制度。1871-1930年，加拿大的特许银行从36家逐渐下降到10家，而分行则相应地从1868年的123家增加到4069家，资产也从8000万加元增加到30亿加元。第二，规范商品交易行为，维护消费者权益，确保交易的自由公平。自治领的贸易与商业部下面设有商务信息服务处，负责报告世界各地的市场信息，《商业信息杂志》每周出版一期，为加拿大企业家提供商业信息，同时政府还印行进出口指南。第三，对劳动者权益的规范。1900年，联邦成立劳工部以调解劳资争端，并通过禁止输入契约劳工的法律。1939年，加拿大刑法规定，仅仅因为其劳工组织资格而解雇劳工为非法。由于劳工问题大部分属于省权范围，所以省政府在这些事务方面发挥着较联邦政府远为积极的作用。各省都有关于女工、童工、最低工资、工时、工厂检查和安全等方面的法令，基本上都沿袭了英国的先例，并在借鉴美国工业复兴法和华格纳法的基础上，承认劳工组织的地位和权利。第四，政府对社会福利事业的干预。伴随着福利资本主义的发展，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也逐渐加大：不包括教育经费，全国各级政府1913年用于福利和救济的费用为1500万加元，1930年8300万加元，1937年2.36亿加元。

其次，反对垄断，维护市场竞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被认为是保障企业能够实现最大限度社会利益的有效手段。然而，资本的本性却是追求垄断。加拿大政府针对垄断所采取的第一步行动是在1888年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对国内的垄断情况进行调查。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认为：“垄断的邪恶在这个国家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但是，已经有足够证据表明，针对其危害性倾向和影响需要采取法律行动，以消除上述或类似的合并与垄断所带来的邪恶。”在上述报告的基础上，加拿大在1889年通过了第一部反垄断法。该法规定，任何非法的共谋、合并、约定和安排等都属犯罪。1892年，上述反垄断法令成为了加拿大刑法的第498款。

反垄断的目的并不是消灭垄断，而是对垄断行为进行必要的规范，尽管各种反垄断法令不断出台，但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仍然是：企业集中的比例越来越高。根据加拿大消费与公司事务部的调查报告，加拿大制造业中集中的比例高于美国：1963年，美国50家最大的制造业公司新增产值占其行业的比例是25%，而加拿大在1965年的比例是36%。

再次，公共拥有成为加拿大政府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的有效手段。提供公共服务和保障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的运转是政府的另外一项重要的经济功能，加拿大政府在这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尝试，摸索出了一条具有加拿大特色的道路——公共所有或者叫皇冠公司（Crown Corporation）。根据加拿大学者的定义，皇冠公司是“为了提供公共服务功能而由政府所创建的以公司的形式存在的一种机构”。

皇冠企业主要集中在具有自然垄断性、对国计民生具有重要影响、涉及国家安全、具有外在性影响等特征的一些行业和部门。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自治领建立初期，联邦政府在1876年修建完成的殖民地际铁路（Inter-colonial Railway）和1918-1923年逐渐形成的加拿大国家铁路（CNR）可以看作是加拿大皇冠公司的原型。自20世纪以来，各级政府以不同形式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公有企业，甚至部分政府的功能也转交皇冠公司来执行，后者成为政府推行经济政策的一个有力工具。根据1979年的统计数字，联邦全部或部分所有的皇冠公司共有344家，雇员20万人，资产总值290亿加元；省有的皇冠公司为197家，资产总额为590亿加元。

公共所有也是加拿大各级政府进行经济调控的得力工具。“政府拥有和经营公共设施，不是为了自己赢利，而是以最好的最廉价的方式为其民众提供服务。”在一般情况下，私有企业无法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公有企业无法解决效率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加拿大的皇冠企业是公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共存合作的一个典型。在诸多部门中，公共所有与私人所有同时存在，而且在许多领域，如技术规范、权力转换和经济统计等方面，两种体制的经济形式还进行着有效的合作。“经济官员们，不管是掌控市政设施、省属皇冠公司还是私人企业，日益以一个声音说话，并且就其共同问题进行相互交流。”

最后，加拿大的省政府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推动和调控作用。在联邦政府制订国家政策、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安大略省的莫瓦特自由党政府也制订了被称为“小国家政策”的省经济发展计划。鼓励企业开发该省丰富的矿产资源、森林和水利资源。内里斯（Nelles）教授指出：“政府在工业中第一位的和历来最重要的功能是推动，而历届安大略省政府以极大的热情倾注于这项事业之中。”除了安大略省的小国家政策外，西部诸省的省权建设和经济多样化运动也是省政府积极支持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对它们来说，省权建设主要是“一种经济地方主义的政策，省通过经济干预政策来建立本地的工业基础，以期使本省从中部加拿大的经济和政治势力对边缘经济的压迫中解放出来”。

总之，在加拿大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发挥极大的推动、引导和规范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加拿大联邦政府所扮演的经济角色是一种后发展国家和以欧美为代表的先发展国家的一个混合，既专注于推动经济进步，同时又积极卷入对经济运行的规范和保障之中，而加拿大经济现代化的成就即是对其上述作用的最好肯定。


第二节　内地开发与国内外市场的互动

北美殖民地从一开始就是在欧洲重商主义思想主导下向新世界扩张的海外前哨，其最初的设计目的就是成为母国的原料供应基地和产品销售市场。因此，自从殖民地时期起，北美就发展起了高度商业化的外向型经济，无论是南部的种植园经济，中部的粮食作物出口新英格兰的造船、渔业和航运，还是新法兰西的毛皮贸易，都是以当地资源开发为特色的外向型出口经济，对外部市场存在着很强的依赖关系。不过，美国在独立以后，随着边疆的不断推进和西部的拓殖、交通的改善和地区之间联系的日益紧密，国内市场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国际市场的重要性则逐渐下降，“美国经济整体上最依靠出口市场的情形在19世纪开始前就已经结束了”。1790-1800年，按照当时的价格计算，外贸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5%-20%；而到19世纪中期以后，基本降到了8%以下。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海外市场重要性的下降仅仅是相对意义上的，其原因是由于西部开发所带动的国内市场的扩大超过了国外市场。其实，外贸和外资的绝对值一直处于上升状态。而且自19世纪后期开始，随着西部发展的深化和东北部——大湖区制造业带的崛起，美国从西欧的经济边缘一步步升级为新的经济中心以后，开始向海外延伸自己的中心——边缘体系，海外市场的重要性重又逐步提高了。

一　西部开发与国内市场的扩大

美国和加拿大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领土面积的不断扩大和边疆的持续向西部推进。虽然美国历史学家特纳的边疆假说由于其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而受到许多学者的批判，但是，西部广阔自由土地的存在以及定居地的不断推进的确对当时美国和加拿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它本身也是上述两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组成部分和强大推动力之一。

领土的扩张和联邦公地制度的建立为西部开发打开了方便之门。西部不仅拥有丰饶的土地、肥美的平原、丰富的矿产等各类自然资源，还拥有便利的大湖——密西西比航运体系，为日后工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美国和加拿大正是在上述资源优势的基础上，掀起了规模宏大的西部拓殖和开发运动。

第一，西部开发作为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开发运动，其本身就是美国经济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标志就是以农业、畜牧业和矿业边疆为特色的三大开发性行业的兴起。密西西比河流域东半部由于土质、降水和光照等自然条件非常适合小麦、玉米和棉花等农作物的种植，北部逐渐发展成为商业化的小麦种植带，南部则成为棉花的主产区。1859年，美国中西部的小麦产量已经占整个国家小麦产量的54.9%。而到1900年，美国共有农场用地8.41202亿英亩，其中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地区包括中北部、中南部和大西部共有6.71495亿英亩，占全国耕地比例接近80%。1930年，美国全国销售农产品价值96.1亿美元，其中东北部和原来的南部实现销售收入19亿美元，大西部77.1亿美元，后者占到了全国农业收入的80%。不仅如此，西部还是农业生产机械化、专业化和商品化最为典型的地区，是全国农业现代化的先锋。

而以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为开端的远西部矿业边疆是另一种颇具特色的西部产业。从1849年直到19世纪末，采矿者的足迹从加利福尼亚延伸到南到墨西哥边境、北至阿拉斯加的整个西部山区，开发形式也从最初简单的沙里淘金到机械化采矿，为西部经济的崛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远西部采矿业的兴起，使美国直到1898年一直保持着世界最大产金国的地位。从1848到1931年，远西部矿区产的黄金和白银的价值分别达到了42亿美元和31亿美元。”

第二，西部开发又是一场规模宏大的移民运动。1790年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每年越过阿巴拉契亚山到西部定居的移民超过10万人，密西西比河以东的老西部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很快就填满了。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字，1790年，美国全国人口392.9万人，主要集中在阿巴拉契亚山以东地区，西部只有大约20万人。而随着美国的移民和边疆呈波浪型向西部推进，西部人口也持续增加。到1830年，美国全国人口1286.1万，西部人口比例上升到了28.5%；1860年，美国全国人口增加到3144.4万人，西部人口比例上升到了50.8%。值得注意的是，在人口不断向西部移动的过程中，不仅有海内外移民自东往西的水平方向移动，还伴随着从乡村到城市的向心移动。西部的城市化也紧随东部的步伐。到1860年，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城市化人口已经占到了全国城市化人口总数的29.3%。而随着西部人口的增加，美国的人口中心也不断西移：1890年，它已经从大西洋岸边移到了印第安那中部；到1920年，它又向西移动了62英里；1960年，美国的人口中心已经移到了伊利诺伊的塞勒姆附近。

第三，交通和运输条件的不断改善不仅为西部的经济发展和移民提供了便利，而且推动它迅速走出自给经济模式，与快速工业化的东北部紧密联系在一起，促使了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1800年以后，内地通讯和交通的改进是美国国内贸易扩张的基本因素。”在西部开发初期，东西之间交通极端不便，西部货物陆上运输30英里的费用与穿越大西洋的运费等同。即便是税道，陆上货运的费用仍然高达30-60分/吨英里。在西部开发初期，移民只能通过密西西比水系，转口新奥尔良把产品运送出去，而且由于当时东北部对西部开发抱有顾虑，西部起初是南部的宠儿，在各个方面同南部联系密切。以伊利运河的开挖为标志，通过大规模的运河开凿和铁路建设，美国东西方之间的交通运输条件在19世纪上半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运河沟通了大西洋、五大湖和密西西比水系，而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又为美国各地之间提供了一条高效、便捷的运输通道。交通改善的直接结果就是东西之间运输费用的降低。内战前，从芝加哥到纽约之间铁路运输小麦的费用是34.8分/蒲式耳，即大约是1.2分/吨英里。1815-1860年，美国陆地运输货物的费用下降了95%。东西方之间陆路交通运输费用的降低导致了美国区域关系的重组，西部逐渐脱离南部阵营，与东北部紧密联系在了一起。1860年，俄亥俄河3/4的贸易流向是向东翻越阿巴拉契亚山，新奥尔良已经不再重要了。整个西部地区，在1839年的时候，在其2670万元的地区外贸易额中，只有710万元是北部进行的，其余产品是输往南部和国外；而到1860年，西部地区外贸易额增长到了1.893亿美元，连同北部的贸易额1.076亿美元，超过它同南部和国外贸易的总和。

第四，在与东北部日益密切的联系的基础上，中西部也追随东北地区，在繁荣的农业基础上，走上了向工业化转变的道路。美国的工业化虽然起始于斯莱特模仿英国技术建立的纺织厂，但在19世纪的发展中，它越来越具有自发展的倾向。繁荣的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和广阔的市场需求，东北地区在繁荣的农业基础上率先实现了向工业化的转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指出：“东北部的市场本身就足够大到维持一个相当的工业基础，而对西部食品日益扩大的需求市场则通过铁路和运河把东西部联合在了一起。”

中西部拥有第二次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条件：交通运输便利，星罗棋布的河流、湖泊、运河系统和后来密如蛛网的铁路保证了中西部城市可以把触角伸展到自然资源和农副产品丰富的任何地区；重工业发展所必需的两大资源优势：储量丰富的煤炭、石油和高品位的铁矿资源；加工工业发展所需要的丰富的农副产品和自然资源，西部农牧业的发展为中西部农畜产品加工工业提供了基础，而当地丰富的森林资源为木材加工工业提供了保障。“在19世纪后期，中西部是全国主要的木材、铁矿、谷物、牲畜、出产地和领先的煤炭供应地。坐落在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怀抱中，中西部城市似乎不可避免地要向制造业的荣耀迈进。”以芝加哥为代表的中西部城市正是借助工业化的推动，逐渐从地区性的商业中心发展成为同东北部联系紧密而又并驾齐驱的经济中心，完成了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

最后，作为美加历史上特有的现象和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部开发带动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减少了美国对欧洲市场的依赖。19世纪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通过系统开发本国资源，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成为工业产品的主要消化市场，外贸和外资所占比例都较小。美国在“长19世纪［1790-1914］产出的迅速增长这一整体现象主要是由于生产诸要素供应的扩展”。可是在美国刚刚独立之际，“这个新兴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障碍是国内市场的狭小和分散以及看不出任何扩张迹象的国际市场”。实际上，一直到殖民地时期末，相比于国际贸易，北美13州之间的贸易还并不发达，而且地区之间差别非常严重：在1768-1772年北美各地的贸易中，新英格兰出口到其他殖民地的商品相当于其出口海外的产品价值的64%，中部39%，而上南部和下南部分别只有8%和17%。不过，进入19世纪尤其是1815年以后，随着国内贸易条件和交通运输条件的改进，起先是中心城市与其边缘地区之间的联系和交换的增加，随着西部开发的不断推进，中心城市的辐射边缘也从原来的地区内部延伸到了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后来又随着铁路的延长而伸展到大草原和远西部。新英格兰——大湖区制造业带的工业化和西部开发成为一个相互推动的双向作用过程，由此带来了国内市场的迅速扩大。到1839年，美国国内贸易额首次超过国际贸易。随后，两者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到1860年，美国的对外贸易额从原来的1.02亿美元增加到3.16亿美元，国内贸易则从1.09亿美元增加到4.80亿美元；到1910年，美国国内贸易达到300亿美元，相当于对外贸易的10倍。因此，有人认为：美国“以前由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越来越由国内商业所代替。”著名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也指出，美国在1815-1860年之间“发生了一个从依靠大西洋经济到依靠我们自己的内部经济作为扩张的主要动力的根本性转变”。

总之，西部开发是北美经济现代化的一股非常重要的拉动力量，通过庞大的移民和形式多样的边疆开发，不仅西部本身迅速实现了从荒野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而且还为工业化的推进和国内市场的扩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可以说，如果没有西部开发，美国东部的工业化很快就会受到市场狭小的限制，不会有新英格兰——大湖区工业带的崛起，美国当然也就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完成从欧洲的经济边缘到经济中心的转变。

二　大西洋经济圈中的美国经济

虽然西部开发而带动的国内市场的扩大使美国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逐渐减少了自殖民地以来对外资和海外市场的依赖，但美国经济毕竟是一种高度开放性的市场化经济，而且它的殖民定居和经济现代化本身就是整个大西洋经济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时同外面世界进行着人员、技术、资本和商品的交流。这种交流无疑对于美国国内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补充和推动作用，而国内经济现代化的逐渐深化又使美国在大西洋经济圈中的地位越来越向着有利的方向转化，直至最后成为世界经济的霸主。

首先，自殖民地时期起，北美经济就是高度商业化的外向型经济，对海外市场和资本存在着很大的依赖。根据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贸易可以带来两大好处：出口可以使得一个国家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实现专业化，而进口则通过避免分散而实现主导部门的规模经济。“北美从一开始就是作为英国经济的一个桥头堡而定居的，其设计目的就是以资源开发为基础的出口来满足中心地区的需要。”在17-18世纪，以出口为目的的大宗商品成为拉动殖民地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1700年，北美殖民地仅占英国对外贸易的6%；到1750年，上升到了11%；而到1772-1773年，英国12%的进口产品来自北美殖民地，25%的产品输往北美。由于北美殖民地当时90%的人口是自足小农，对外贸易在经济中的重要性比其表现出来的比例还要大得多。1800年，美国的出口分别占世界和欧洲出口总额的3%和5%，而其人口只有世界的0.5%和欧洲的2.5%，由此可见，它当时的出口倾向是欧洲的两倍。从一定意义上说，殖民地时期城市与内地之间的贸易其实也是欧洲中心与边缘直接经济关系的一个延伸。

其次，美国建国后，虽然由于西部开发和国内市场的扩大，对外贸易在经济中的重要性有所降低，但它对于美国经济的进步仍然发挥了积极的拉动作用。从美国独立到1815年，由于受到欧洲战争的刺激，美国的对外贸易一度出现了繁荣。1790-1807年，出口商品的价值从2020万美元（1790年价格）上升到7950万美元，进口从2350万美元上升到6820万美元。美国出口的主要是粮食、自然资源产品，进口的是工业品、纺织品和奢侈品。在这期间，最突出的是美国航运收入的飙升：货运收益从30万美元上升到4380万美元。1792-1807年，美国北部港口仅货运的收益就上升了6倍，相当于对外出口价值的1/3和国民收入的5%。

1815年战争后，虽然总体上美国是越来越不依赖国外贸易了，但对外贸易在美国的经济中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尤其是棉花种植园的南部和商业化农业的西部，依然倚重海外市场。轧棉机的发明促进了美国南部棉花种植园的扩张，美国棉花产量和出口量逐年增加：1802年，美国出口棉花2800万磅，价值500万美元；1815年，出口棉花8300万磅，价值1800万元；1840年，出口棉花7.44亿磅，6400万美元；1860年，出口棉花17.68亿磅，价值1.92亿美元。棉花出口是1815年后美国对外贸易中的大宗产品，所占比例从1816-1820年的39%上升到1836-1840的63%，后虽然有所下降，但1856-1860仍然占54%。道格拉斯·诺思的说法——是棉花及时启动了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张，并创造了东北地区经常性的社会投资从而便利了随后的制造业的快速增长——有些言过其实：虽然棉花出口的确是美国外贸中的大项，然而不幸的是：南部陷入了大宗产品经济的陷阱（staple trap），长期局限于单一大宗产品的出口，未能够实现经济的多样化和持续发展。

对于西部而言，虽然随着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和地域关系的重组，它与东北部的联系日益紧密，国内贸易越来越重要，但国内食品市场的需求弹性并不大，而不断增容的海外市场需求正好为西部增收的农产品提供了一个销售渠道。1869-1913年，农产品收入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40%下降到了15%，而农产品在美国出口产品中的比例仍然维持在50%左右。1810年，农产品出口占农业收入的9.8%；1913年，虽然比10多年前有所下降，出口仍然占农业收入的19%。这表明，美国农业越来越依赖出口市场了。“如果只有需求弹性不大的国内市场而没有海外市场的话，一个时期内新开发地区供应的增加将会导致严重的价格下跌。因此，外国市场的存在及其对美国出口业的开放是农业迅速扩张的一个必要前提。”

再次，海外资本市场在美国经济现代化中同样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美国经济现代化中的一个典型特征是资本主要靠内部积累，学者们也习惯于接受库兹涅茨的观点，即认为外资在美国发展中只发挥了很小的作用。1790-1900年，外资占美国国内资本构成的比例仅有5%。虽然从总体上看，外国资本占美国国内总资本构成的比例不大，但其绝对值仍然相当可观：从1790-1860年，在美国的外资从大约7000万美元上升到3.80亿美元；到1914年，达到31亿美元。而且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如19世纪3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外资占据了很高的比例：1832-1839年间，海外资本占美国总资本构成的15%以上；1861-1870年，上述数字大约为16%。戈德史密斯（Goldsmith）在研究了上述问题后得出结论认为：“如果美国仅仅局限于国内储蓄，其财富的增长在19世纪结束前无疑会更缓慢一些……因为这些引进的资本都集中在增长的关键领域，如果没有它们的话，或许作为19世纪后半期最主要的经济成就的美国铁路系统的发展，会受到相当的迟滞。”

在美国经济现代化的初期，由于投资大大高于储蓄，急需要通过海外融资来满足不断扩大的资本需求。因此，在19世纪大部分的时间里，美国是净资金流入国。19世纪20-30年代是外资流入的第一个活跃期。以1817年纽约州率先在英国出售其债券为开端，各州和城市的债券纷纷在欧洲上市。由于对制造业没有把握，欧洲投资者认为政府债券风险较低，因此，州和城市债券成为他们投资的首选。这些海外借款“资助了银行的资本化，运河的开挖和城市公共事业的建设”。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兴起后，前段时间一度撤出的外资再次涌入美国市场，这个时候，铁路股票成为他们的首选。从整体上看，海外资本对于美国的经济增长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在早期的岁月里，外国投资者对这个年轻国家所表现出的信心帮助其公共信贷处于坚实基础之上；在后来的年月里，来自海外的借款使得美国在能够维持一种高于其当时发展水平的生活的同时，又能够为未来经济的扩展提供资金。”

而随着美国经济势力的增长和逐渐成熟，从19世纪后半期，尤其是80年代以后，在外资继续流入的同时，美国向海外的投资也逐渐膨胀。1852年，柯尔特在英国建立的制造厂是美国人在欧洲设立的第一家海外工厂。大致说来，美国在海外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基本持平。它在20世纪初期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是英、日。美国人直接投资的重点是供应本国内部需要的产品和加工出口为主的行业。从1914-1917年，外资在美国的总值从50亿美元下降到20亿美元，而美国在海外的投资则增加了70亿美元。1902年，美国财政部长约翰·海（John Hay）宣称：“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世界金融的中心花了上千年的时间才从幼发拉底河流域迁到了泰晤士和塞纳河畔，而到哈德逊河似乎是一夜之间完成的。”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与海外资本和贸易市场的联系有增无减。1900-1950年，美国在海外的投资从9亿美元增加到725.98亿美元，而在它国内的外资也从32.51亿美元增加到208.51亿美元；美国的对外出口从16.86亿美元增加到138.93亿美元，进口则从11.79亿美元增加到120.01亿美元。它与世界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对世界市场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了。

总之，自从殖民地时代起，北美13州就同外部的以欧洲为代表的大西洋经济圈存在着商品、资金、人员、服务和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密切的交流。虽然随着美国西部开发和交通运输的改进，国内市场迅速扩大，海外市场和资金的重要性一度下降。但是，随着美国经济力量的崛起和从边缘向中心地位的演变，新英格兰——大湖区经济中心在将它们的经济边缘扩张到北美全境的同时，也逐渐向世界各地扩张，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自己的中心——边缘体系，直至今天，世界变成了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相互依赖的全球性经济网络。

三　大宗产品经济主导下的加拿大经济

作为一种以资源开发为主导的大宗产品经济，加拿大在经济发展中对于对外部市场、资金和技术的依赖程度远远大于美国。“在美国，内地的开放刺激了巨大的内部市场的发展，从而减少了对外贸易的作用；而在加拿大，内地的开放却刺激了生产更多的产品供应出口。”虽然起初与美国一样同为欧洲的经济边缘，也几乎遵循了西部开发和大湖区工业化等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但加拿大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如同前者那样表现出强大的经济多元化的发展活力，经济的繁荣长期依赖于少数几种大宗产品的出口来拉动，虽然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与美国相比，国内市场扩张有限，科技创新性不足，对外部依赖性较强，具有更多的边缘化特征。

传统上，学者们习惯用大宗产品经济理论（Staple Economy）来阐述加拿大经济的发展。根据这种理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特征决定于它所生产的以出口为目的的大宗产品的性质。著名经济史学家哈罗德·因尼斯、托尔和麦金塔什等都认为：“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加拿大经济增长的步伐是由是否具有出口大宗产品而决定的。”在商业资本主义时期，加拿大的大宗产品是毛皮，商人们依靠独木舟和自然水道建立起了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个横贯大陆的经济体系。后来，木材和小麦先后成为加拿大另外两种最重要的大宗产品。进入20世纪以后，加拿大之所以成功地实现从弱小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变，“主要得益于发现和成功开发了一系列大宗外贸产品，它起始于1890年代的小麦，随后扩展到纸浆和造纸、采矿，而最近又有石油和天然气”。

大宗产品经济是一种对外部市场和资本依赖较大的经济形式，“历史已经证明：加拿大经济的发展一直主要依靠是否能够得到不断扩展的外贸市场、现代技术和充足的资本供应”。1850-1900年，加拿大的对外出口从1800万加元增长到1.95亿加元，增长11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1%上升到18%；进口从2900万加元增长到1.78亿加元，提高了6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大约是17%。进出口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从1851年28%上升到1900年的35%。因此，有人认为：“19世纪后半期加拿大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直到1968年，加拿大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仍然高达36%，而美国仅占8%。可见，加拿大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对外部市场的依赖远远大于美国。“美国工业的成功发展带来了剩余资本，被投放到了像加拿大这样的海外市场；而加拿大大宗产品的发展却带来了对海外资本（如美国资本）的持续需求。加拿大成为了贸易导致专业化的经典案例，而美国则因经济多样化而更少地依赖贸易。”

加拿大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外资在全国资本构成中的比例偏高。它“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大量资本的涌入”。联邦建立时，加拿大有外资大约2亿加元，1868-1899年，加拿大净流入外资约11.05亿加元。外资占加拿大全国投资比例在1870年大约是30%，1900年为25%。而从1900年到第一世界大战，来自海外的投资甚至比国内投资增长更快：1906-1914年，加拿大每年流入的外资都超过1亿加元，最高的1912年达到4.187亿加元，从而把1906-1910年间外资占全国投资的比例抬高到了38%。著名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加拿大显然是在经济发展中外资流入发挥了远比美国重要作用的一个特例。”

加拿大经济发展中对外部依赖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其工业技术主要靠从美国复制或者窃取。“加拿大制造厂商依靠美国取得的技术进步，并且紧紧地复制美国的发展成果。”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加拿大的工厂生产美国的收割机，或者是根据许可证，或者仅仅是盗取技术。根据1872年加拿大专利法的规定，美国制造业商人要么在加拿大生产，使得加拿大生产其产品，才能得到保护；否则，将会被加拿大人复制。直到1903年，国际收割机公司在汉密尔顿设厂，其产品在加拿大的复制才被禁止。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加拿大大宗产品经济的特性使得它对海外市场、资本和技术比较依赖，但随着大西洋贸易圈的演进和美国新英格兰——大湖区经济的崛起，它从对英国市场和资本的依赖逐渐变成了美国的经济附属。首先，是美国市场逐渐代替英国市场而成为加拿大的主要进出口市场。1851年，加拿大产品的出口市场，英国占59%的份额，美国占35%，其他国家占6%。从1870年以后，英国份额持续走低：1880年，48%；1890年，38%；1900年，24%；美国所占的份额则相应地增加：1880年，40%；1890年，46%；1900年60%。而且这个趋势在20世纪一直持续下去，直到1970年代以后，加拿大80%的进出口都与美国进行，成为全球最大的双边贸易伙伴。其次，美国资本逐渐代替英国资本成为加拿大的主要资本来源。在加拿大联邦刚刚建立之时，在加外资大约2亿加元，其中90%是英国资本，而且80%是政府和铁路债券。虽然英国投资在19世纪后期仍然占据多数，但美国投资却增长很快，而且主要是直接投资。“美国的投资者似乎很像看待密歇根或加利福尼亚等州那样看待加拿大——作为一个潜在的市场和原材料来源地。“1900年，加拿大的外资总额为12亿加元，其中美国投资占14%，英国占85%；而到1960年，在加拿大的外资总额达到222亿加元，美国资本上升到了75%，英国资本则下降到了只有15%。

总之，在美国和加拿大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西部开发和交通改善所带来的农业繁荣和国内市场的扩大对于新英格兰——大湖区经济中心的崛起具有重要的拉动作用，而外部市场和技术对于两者经济的进步也同样不容忽视。西部开发使它们将注意力放到了拉动内需这一经济增长的根本命题，而外部市场则能让它们随时同外面保持着技术、信息、商品和资本的交流，了解外面世界的发展动向，从而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虽然相比于美国，加拿大由于大宗产品经济的特点而对外部世界更多一些依赖，但从总体上看，两国的经济现代化都堪称世界现代化发展史上成功的典型，值得认真研究。


第三节　教育与美加现代化

教育的普及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动力。在传统社会，接受教育的机会是少数人的特权，而在现代社会，公民普遍具备读写能力。现代化在教育上的重要体现是文化知识得到普及，由传统社会少数人拥有文化，转变成人民普遍具有读写能力，在此基础上中等教育得到普及，有1/3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在美国和加拿大现代化的过程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两国不断调整、改革和完善教育体制，建立起包括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在内的多层次的现代教育制度，满足了社会不同阶层民众的需要以及经济发展的各种需求。

一　教育的普及与美国现代化

美国在殖民地创始之初就奠定了重视教育的传统。17世纪的马萨诸塞等殖民地就有了公立学校。1642年4月12日，马萨诸塞殖民地通过了第一个教育法，要求每个儿童的家长都要担负起教育自己子女学习认字以及其他劳动技能的责任，否则予以罚款；地方官员应负责监督这个问题。1647年11月11日，马萨诸塞通过《老骗子撒旦法》（Old Delude Satan Law），规定，在任何居民达到50户的村镇，须设立一所教授读写技能的学校；在居民达到100户的村镇，则须设立一所文法学校，进行以希腊语和拉丁语为主的古典教育。中外一些教育史学者们一般把马萨诸塞这两个法律的通过作为公立学校制度确立的标志。然而，以公共税收支持的现代公立学校制度尚未普遍建立。

美国公立学校制度的建立是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直接推动下而实现的。18世纪9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美国早期工业化蓬勃展开，西进运动也不断推进，来自欧洲的大规模移民潮汹涌澎湃。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需要多样化的人才，而数百万外来移民也需要通过正规的教育，以便能够顺利融入主流社会，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

美国现代公立学校制度的建立，以政府税收支持的公立小学制度的确立为开端。美国的公立小学制度建立的时期主要是在1830-1860年间，这是美国学校制度改革的第一个重要时期，被称为“公立小学时代”。在这期间，美国开始构建州政府管理下的统一的公立教育制度。马萨诸塞州是这次改革的领头羊。

1842年，马萨诸塞州通过法律，要求每个镇都要建立一所公立学校，保证每个镇的孩子都有学上，而且规定了孩子上学的最低年限以及每年的月数限制。在马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秘书贺勒斯·曼（Horace Man）的努力下，马萨诸塞州在内战前建立起现代教育体制，其主要特点是：分年级教学、书面考试制度和义务教育制度。1836年，马萨诸塞禁止工厂雇佣15岁以下的孩子，除非他受雇前一年上学时间的达到了3个月。后来，法律经过多次修订，禁止工厂雇佣13岁以下的孩子。14岁以下被雇佣的儿童，在受雇前一年里的上学时间需达到30周。1852年，马萨诸塞通过了美国第一个义务教育法，要求父母必须送8-14岁的孩子上学，每年的学习时间要达到12周。马萨诸塞州的教育改革标志着以政府税收支持的免费的现代公立学校制度的建立，成为其他州公立学校制度的样本。通过公立学校为所有的人（不论其社会阶层）提供免费的教育在当时的世界范围都是一种全新的观念。那时欧洲国家的教育体制实行双轨制：富人和穷人的孩子分别在不同的学校上学。到1900年，美国32个州通过了义务教育法。到1920年，美国所有的州都通过了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法为公立学校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19世纪30年代，只有新英格兰诸州以及纽约州建立起公立小学体制。起初，享受免费的公共教育的孩子比例还不大。到1840年，新英格兰诸州只有1/2的儿童享受这种免费的教育；在中部诸州，在公立小学上学的儿童仅占1/7；在西部诸州，这一比例为1/6.1850年，许多有钱人的孩子仍然在私立学校上学。然而，通过政府税收支持的免费的公立学校逐渐摆脱了“穷人的学校”的恶名，成为各个社会阶层的多数孩子获得小学教育的场所。内战前，南部只有北卡罗来纳和肯塔基建立了公立学校。南部各州普遍建立公立学校制度，要等到内战后重建时期。

公立小学在全美国的普及，是在19世纪后半叶以及20世纪上半叶。1929-1930学年美国公立和非公立小学在校学生为23717796人，1943-1944学年为19891631人，到1949-1950学年度达到22201505人。1930年，美国共有小学247581所，其中公立小学238306所；1950年，美国总共有138600所小学，其中有公立小学128225所，非公立小学10375所。到1946年，美国全国的7-13岁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95.5%。

美国公立学校制度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公立中学制度。马萨诸塞州在公立中学制度的建立中也开风气之先。1821年，波士顿建立了美国第一所公立中学，学制3年，通过严格的考试，招收12-15岁之间的男生，不招收女生。招收的学生要会读、写、英语语法和算术。1825年，波士顿建立了一所女子中学。1827年，马萨诸塞州通过了一个法律，要求拥有500个家庭以上的城市、城镇和地区建立一所公立中学，教授学生簿记、代数、几何和美国历史；在拥有4000以上居民的市镇，公立中学的课程还要增设拉丁语、希腊语、历史、修辞学和逻辑学等课程。这类学校要惠及所有居民，每年学期10个月。波士顿公立中学的建立以及马萨诸塞1827年公立中学法的通过，标志着公立中学运动的开端，成为后来其他州建立公立中学的典范。

内战前美国公立中学的发展比较缓慢。内战后，美国公立中学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1860年，美国只有40个中学（含私立的）。1870年，美国的公立中学有160个，1880年有880个，1890年有2526个，1900年6005个，1910年10213个，1920年14326个，1930年23930个。与此同时，美国的私立中学也略有发展，从1890年的1632个增至1930年的2760个。这表明到1890年，公立中学已经在所有中学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这种地位在不断加强。1950年，美国共有中学27873所，其中27873所是公立学校，3331所是私立中学。

然而在19世纪，公立中学的学生主要来自中等阶级以及上层阶级的家庭。贫困家庭的孩子常常年龄很小就得去工作挣钱，从而失去上中学的机会。因此，当时的公立中学常常被批评为培养社会精英的机构。

这种情况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得到了彻底改变。1889-1890学年度，美国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总招生人数为359949人，占年龄为14-17岁之间的孩子总人数的6.7%。1909-1910学年度，在校中学生人数为1115398人，占适龄孩子总人数的15.4%。1919-1920学年度，美国中学生在校人数为2500176人，占适龄孩子总人数的32.3%。1929-1930学年度，美国中学生在校人数达到了4804255，占适龄孩子的51.4%。1939-1940学年度，在校中学生为7123009人，占适龄孩子的73.3%。到1953-1954学年度，美国中学生在校人数在14-17岁之间孩子总人数中占到了80.1%。这表明，到20世纪中期，美国的中学已经从一个培养社会精英的机构转变成为一个多数青少年有机会进入的大众教育机构。

美国公立学校的发展对于普及教育起到了明显的作用。1830年，美国的入学率排在德国（17%）的后面，为15%，位居世界第二。到1850年，美国的入学率跃居世界第一，为18%。此后美国一直保持这个优势地位。1890年，5-17岁的美国人中，只有44%上学。到1930年，这个比例增至67%。据统计，1800年一个普通的美国人一生中接受正式学校教育的时间平均为210天，而到1850年，这一时间增加了一倍。到1900年，一个普通美国人一生中接受学校教育的平均时间达到了1050天（约为2000年的一半）。美国白人的文盲率从1870年的11.5%下降到了1900年的6.2%、1930年的3.0%、1947年的1.8%、1969年的0.7%；而黑人的文盲率则从1870年的79.9%下降至1900年的44.5%、1920年的23.0%、1930年的16.4%、1959年的7.5%、1969年的3.6%。

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其发展的数百年中，也从一个起初只从少数部分人能够企及的地方，发展到成为普通大众获得高水平教育的场所。而且，美国建立起多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以满足社会发展的不同需要。

美国高等教育滥觞于殖民地时期。它的发展与宗教和教会有着直接的联系。美国在殖民地时期一共建立了9所大学。主要有：哈佛学院、威廉玛丽学院、耶鲁学院、新泽西学院、英王学院、费城学院、罗得岛学院、女王学院和达特茅斯学院等，除费城学院外，都是不同的教派建立的，主要目的是培养牧师。如哈佛是清教徒建立的，威廉玛丽学院和英王学院是安立甘教建立的，耶鲁学院和达特茅斯学院是公理会建立的，新泽西学院是长老会建立的，罗得岛学院是浸礼会建立的，女王学院是荷兰归正宗建立的。由于殖民地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的制约，大学招生很少，因此还算不上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如哈佛1642年有20个学生，1670年有60个学生，达到了该校殖民地时期招生的最高峰。1775年哈佛的毕业生为40个、耶鲁35个、英王学院13个、达特茅斯学院11个、费城学院8个。在殖民地时期大学的学生中，尽管普通人民的孩子占有一定比例，但是来自牧师和社会中上层阶级家庭的学生占据主导地位。

殖民地时期的大学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独立后，随着美国向西部扩张，建立新的大学提上了议事日程。在18世纪末，美国新建立了17所大学，1820年之前又建立了12所。到1860年，美国共有182所大学。

内战前美国的高等教育有几个突出特点。第一，宗教在高等教育中仍然发挥着很大的影响。如在1851年美国的高等学校中，属于浸礼会的有13个，属于圣公会的有10个，属于卫理公会的有13个，属于罗马天主教的有13个，属于公理会和长老会的有71个。第二，直到内战前，上大学仍然是少数人的事情。1846年，耶鲁大学只招收了424名学生，哈佛大学招收了628名学生，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合起来总共招收了247名大学生。1854年，大学的平均招生人数是100人，各个大学教师的平均人数为9人。而在中西部和南部，多数大学的招生人数在25-80人之间。19世纪40年代中期，耶鲁的学生生活费和学费每年需要195美元，哈佛为245美元，弗吉尼亚大学为332美元。19世纪50年代初，阿默斯特大学（Amherst）的一名学生四年学费接近1000美元。1860年，大学生一年的费用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一年工资的一半多。相对来说如此高的学费，一般的家庭很难承担。1819年，弗吉尼亚大学招收的学生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1820年，美国12所最古老的大学尚健在的大学生有不到8000人，当时在各大学就读的学生有3000余人，而当时的美国人口约为1000万人。

作为培养高级政府管理人员、工商业管理人员、科研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员的机构，大学的发展主要也是在内战之后到20世纪上半叶。这个时期，美国的工业化逐渐完成，西部开发逐渐深入，对高水平的管理和技术人才的需求开始增加。到19世纪末，来自德国的强调学术要以科研为基础的高等教育理念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重视科学研究、拥有专科、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三级结构的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体制开始在美国建立。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始研究生教育。随后，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克拉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加利福尼亚等大学都设立了研究生院。哈佛、耶鲁等大学建立起专门的研究所，密歇根、威斯康星和加利福尼亚等大学专门聘请一些知名教授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到1900年，美国开设研究生课程的学院和大学约有150所，其中近1/3开设了博士课程。这一年，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有250人，是1890年的两倍。1920年，美国大学授予博士学位为560个，1930年为2071个，1940年为3276个，1950年为6519个。

与此同时，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迅速增加。1870年，美国共有大学563所，1880年达到了811所，1900年为977所，1930年为1409所，1950年为1863所。1900年美国只有大学生25万人，到1930年，美国的大学生达到了100多万，占美国18-21岁之间人口的10%。1939-1940学年度，美国大学生总共为1494203人。1947-1948学年度，在校大学生达到2616262人。1949-1950学年度，在校大学生为2659021人，其中1354902人在公立大学，1304119人在私立大学。1941年，美国适龄青年上大学的比例为14.3%。美国高等教育在20世纪50年代从英才教育阶段步入了大众教育阶段。1958-1968年之间，美国高校学生占全美适龄青年的比例从21.2%上升至30.4%。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形成了包括托儿所、幼儿园、六年小学、初中、高中、两年的初级学院或四年的大学、专业教育学校以及成人教育机构等各类学校构成的完整教育体系。

教育的目的就是服务于社会发展。美国的教育体制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出了极强的实用主义特点。这种特点促使美国不断调整、改革和完善教育体制，以满足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需求。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思想家约翰·杜威指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帮助学生准备好应对社会持续不断的不可避免的变革过程。1854年12月，美国一篇杂志文章写道：

这个新国家的天赋必然在于机械技术。我们最伟大的思想家不在图书馆，不在国会山，而在机器制造车间。美国人民努力学习的不是古代天才的已经难以辨认和理解的碑文，而是如何能最彻底地征服幅员辽阔的领土并耕耘其土地：如何建造公路和船只，如何利用自然的力量将其丰富的资源制造成能给人带来益处和快乐的东西。这个国家的青年所学的不是科学的理论，而是如何将其运用于技术。我们的教育传授的不是使人看起来很有才的学问，而仅仅是如何使用工具美国这种实用主义集中体现在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公立学校和大学的课程设置上。如在内战前夕，美国的小学教育主要教学生英语、读写、算术以及价值观等。1865-1900年间，小学的课程中增加了科学基础、地理、历史、文学和公民学等。还有些小学增加了音乐、艺术、手工和家政等。当时欧洲国家的中学重学术，而美国的中学则强调大众化，把准备就业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历来具有重视科学教育的传统。在内战前，适应工业化的要求，大学课程的设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9世纪初英语、文法、数学、地理等课程的基础之上，大学课程增加了化学、地质学、矿物学、生物学、政治经济学、现代语言等课程。内战前，科学类课程（包括数学）占耶鲁、普林斯顿、拉法叶特等大学本科生课程1/3以上，占密西西比大学高年级课程的1/3，占亚拉巴马大学课程的1/3.到1859年，一个典型大学9名教师中至少有4名教授数学和科学类课程。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是重视科学、职业技能和专业技能的培养。高等教育课程中主要有科学、工程学、商业、企业管理、军事科学、体育、家政、政府管理、社会服务和农业等，并开始颁发这些专业领域的学位。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科技学院以及大学的科学系招收了2.2万名学生。应用科学成为大学本科的一个普遍开设的课程。当时的马萨诸塞技术学院（MIT）是最大的从事科技教育的专业学校。它学制四年，开设了13门课程，包括民用工程、机械工程、矿山工程、冶金、健康工程、建筑学、舰艇建造学、化学工程、电力工程、化学、生物、物理和地质学等。到1899年，它招收了1200名学生。自从1865年建校以来，毕业生达到了2000多人。

美国的公立学校以及大学重视因材施教，为不同学生提供最适合于他个人能力和兴趣的教育以及最能满足社会需要的教育。这体现在美国学校中选修制的采用。在美国的中学教育中，除了必修课程之外，还设置了一些选修课，以供不同志趣、需要和能力的学生选择。19世纪初，布朗学院、阿默斯特学院、弗吉尼亚大学以及纽约州联合学院（Union College）开始实行选修课制度，以便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1870年左右，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利奥特（Charles W.Eliot）开始在哈佛实行课程必修和选修制度。随后其他的大学也采用了这种方法。

从公立中学和高等院校课程调整的趋势以及课程选修制在中等和高等教育的采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教育直接服务社会、直接推动现代化的倾向。

二　教育与加拿大现代化

在19世纪初的上加拿大（Upper Canada，即后来的安大略省），父母、学徒师傅以及牧师等承担着孩子教育的主要责任。接受正式教育的孩子很少。一些儿童的家长给孩子聘请家教，或者把孩子送进人们在自己家里创办的私塾。在一些较大的城镇，一些教会组织为贫困儿童设立了学校。到1816年，上加拿大约有私立学校200余所。1807年，上加拿大议会拨款在其8个区内分别建立一所地区文法学校（District Grammar School），主要培养专业人才，这些学校没有统一的教材和课程。1816年上加拿大议会拨款建立了政府资助的公立小学（common school），这些学校一般只有一名教师。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一起上课，学制每年几个月，学习的内容都是基本的读、写、算和一些宗教与道德知识。由于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都收费，二者的区别不大，而且只有富家子弟能够上得起；到1829年，上加拿大共建立了11个文法学校和401所公立小学，分别拥有学生372人和10712人。当时该省5-15岁之间的儿童约有4万——5万人。可见当时的学校数目严重不足，教育机会很不平等。

1841年，加拿大省（1841年上下加拿大合并为加拿大省）通过法律，建立了公立小学基金，由议会拨款和各区征税组成，按照各区1-16岁之间的学龄儿童的人数，每年按比例分配；建立了由省督任命的省级教育监督官（Superintendant of Education）、各区管理委员会（District Council）组成的教育委员会（Board of Education）以及各村镇或教区会议选出的教育专员构成的三级公立小学监管体制。除贫困学生外，一般学生要交纳学费以及分摊的教师工资份额。法律允许宗教教派建立独立学校（Separate School），享受政府资助。

1865年，新斯科舍率先确立了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免费的制度。1871年，安大略省（1867年加拿大省重新划分为安大略和魁北克两省）通过法律，将“公立小学”改称“公立学校”（public school）；法律规定公立学校此后免费，教育经费完全通过征收财产税筹集；每个年龄在7-12之间的儿童拥有上学的权利，每年必须上学至少4个月。对忽视了儿童教育的父母或监护人予以罚款。这标志着安大略正式确立了免费的义务教育制度。1871年，安大略议会通过《中学法》，将文法学校改称“中学”（High School），作为大学前的预备教育阶段；每县至少建立一所中学；规定了中学的课程种类；建立中学教育基金，根据各学校的学生出勤率进行分配。由此，安大略确立起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的梯级教育体系。

安大略的公立学校教育制度成为加拿大其他省份的典范。随后，新不伦瑞克（1871年）、不列颠哥伦比亚（1872年确立免费制度；1873年确立义务教育制度）、爱德华王子岛（1877年）和新斯科舍（1883年）也借鉴安大略省的经验确立起义务教育制度。萨斯喀彻温（1909年）、艾伯塔（1910年）、马尼托巴（1916年）、纽芬兰（1942年）和魁北克（1943年）确立义务教育制度的时间是在20世纪上半叶。

19世纪初期，上加拿大的文法学校一般只招收男孩子。然而由于专门为女子设立的学校很少，所以文法学校不得不招收了极少数女孩子。1868年，安大略女孩子正式获得了在文法学校上学的平等机会。

免费的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入学率。1844年，安大略共有公立小学和不同教派建立的独立学校2610所，在校人数96756人，占该省5-16岁应上学儿童的52.2%；1874年两类学校共4758所，在校学生464047人，占该省5-16岁应上学儿童的90.7%；1904年，两类学校数目达到了6177所，共拥有在校生444621人，占当时该省5-21岁人口的77.1%。20世纪初安大略入学率降低与世纪之交的大规模外国移民有关。1874年，安大略共有中学108所，在校生7871人。在此后的近30年里，加拿大中学发展缓慢。到1901年，安大略共有138所中学，拥有在校生27709人。1915年，整个加拿大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为68.39%，安大略省的儿童入学率为66.69%，马尼托巴省的儿童入学率为64.01%，艾伯塔省的儿童入学率为62.81%。1931年的统计表明，在15-19岁年龄段的加拿大人口中，21.3%的农村男孩、30.2%的农村女孩、43.7%的城市男孩和38.9%的城市女孩在学校读书。1920-1965年间，加拿大各省就读各类公立学校的人数从1920年的183.4万人，增至1965年的491.8万人。其中，1951-1965年间，就读中学的人数从39.5万人增至125万人。

义务教育的实施也提高了加拿大人的识字率。1891年，安大略省年龄在20岁以上的人具备书写能力的占90.4%，年龄在10-20岁之间具备书写能力的人占94.22%。

加拿大的高等教育起源于法国殖民地时期。1608年，法国殖民者在今天的魁北克建立了第一个定居点。1635年耶稣会在此建立了魁北克学院（College of Quebec）。1663年，法国神父拉瓦尔（Laval）建立了专门培养神职人员的魁北克神学院（the Seminary of Quebec）。

进入19世纪以后，加拿大的高等教育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1802年，圣公会在新斯科舍的温莎（Windsor）建立了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这是英国统治加拿大殖民地以来建立的第一所大学。到1867年加拿大联邦建立之时，整个加拿大的大学数目至少有20多所。

19世纪加拿大的大学多数都是宗教组织建立的。如新斯科舍省的天主教徒建立了圣弗朗西斯格扎维埃学院（St.Francis Xavier's College,1854）、圣安妮学院（Saint Anne's College,1890）；新不伦瑞克省的天主教徒建立了圣约瑟夫学院（College of St.Joseph）；魁北克省的天主教徒建立了拉瓦尔大学（Laval University,1852）和蒙特利尔拉瓦尔分校（1876）；安大略省的天主教徒建立了渥太华学院（Ottawa College,1849）和圣米歇尔学院（St.Michael's College,1852）；魁北克省圣公会建立了麦吉尔学院（Mc Gill College,1821）和主教大学（Bishop's College,1842）；安大略省圣公会建立了国王学院（1827;1849年改称“多伦多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1851）和安大略西部伦敦大学（Western University of London,Ontario,1878）；新不伦瑞克省圣公会建立了国王学院（1828;1859年改称新不伦瑞克大学）；安大略省卫理公会建立了上加拿大学院（Upper Canada College,1832;1841年更名维多利亚学院）；新不伦瑞克省卫理公会建立了阿里森山学院（Mount Allison College,1858）；安大略省长老会建立了金斯顿女王学院（Queen's Collegeat Kinston,1839）；新斯科舍省浸礼会建立了阿卡迪亚学院（Acadia College,1841）；安大略省浸礼会建立了麦克马斯特大学（Mc Master University,1887），等等。个别大学在建立时就是世俗性的大学，如1838年新斯科舍省建立的达尔豪西学院（Dalhousie College）；1877年马尼托巴省建立的马尼托巴大学（University of Manitoba）。

20世纪上半叶，加拿大各省的高等教育机构进行了重组和整合，并在此基础上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创建了一些新的大学。1920-1965年间，加拿大大学生的人数从22791人增至187049人，45年间大学生人数增加了7倍，其中女大学生人数在这期间从3716人增至61190人，由占所有大学生的16.3%增至32.7%。1967-1968学年度，加拿大拥有学位授予权的大学和学院有62所，另有初级学院、师范学院、护理和军事学院等共计250所。这些大学和学院的在校学生人数比1951-1952学年度增加了近4倍，达到237020人。在这两个学年度期间，大学生女生的比例从不到25%增至大学生人数1/3.1960年，加拿大年龄在20-24岁之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占该国所有人口的16%，而当时美国的这一比例为32%。到1979年，加拿大年龄在20-24之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了36%，而同期美国的这一比例增至55%。这一变化表明到20世纪70年代末，加拿大的高等教育进入了普及发展的阶段。


第四节　外来移民与美加现代化

美国和加拿大都堪称移民的国度。二者都是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移民共同创造和建设起来的。移民对美国和加拿大国民生活的贡献体现在方方面面。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艺术和体育等各个领域，无不留下移民的影响。每一个移民群体都在两国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每一个移民群体都对两国的国家建设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移民作为消费者扩大了美国和加拿大的市场，作为生产者，直接参与了两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作为投资者，直接推动了美国和加拿大经济的发展，作为新技术的承载者和发明者，为两国的现代化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动力。1953年1月，杜鲁门总统任命的移民与归化委员会（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是“五月花号”以来的4000万移民及其后代将美国建设成为世界上最为富强的国家。

我们国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来自世界每个角落的各个种族的移民的才智和勤劳实现的。他们追求幸福的故事，构成了美国的史诗。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臂膀开垦了我们的土地，推进了我们的农业，建设起我们的工业，发展起我们的商业，创造出新的发明，并使我们的国家如今成为众国之首……移民使这个国家强大，因为他们不仅提供了人力，带来了新的企业、创造力和繁荣，他们也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化。移民提供了使我们国家富强的无穷无尽的富有创造性的能力和思想。

这个评论是对美国外来移民作用的精辟概括，也完全适用于对加拿大移民的贡献的评价。

一　外来移民与美国现代化

美国丰富的土地资源、充足的就业机会以及自由民主制度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美国历史上曾经经历过三次移民高峰，其中有两次适逢美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启动和完成的时期，满足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第一次移民高潮（1820-1860）恰逢美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时期。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工业化、公路、运河和铁路建设以及西部开发吸引了大批欧洲移民进入美国。这个时期的移民群体除了英国人之外，主要是爱尔兰人和德国人。1820-1830年间，来美国的爱尔兰移民只有5.4万人；1831-1840年间，爱尔兰移民达到了20.7万人；

1841-1850年，爱尔兰移民达到了78万人；1851-1860年，达到了91.4万人。1830-1850年，50万德国人来到美国。1850-1860年，近100万德国人来到美国。1815-1860年间，来到美国的外来移民达到了500万人。内战前夕，外来移民达到了美国人口的13%。

1880-1920年间，美国迎来了第二次移民高潮。这期间的移民构成与之前的移民构成有很大的不同。此前的移民主要来自西欧和北欧国家，而第二次移民高潮期间的移民主要来自东欧、中欧以及南欧的国家。19世纪80年代之前，前来美国的欧洲移民中95%来自北欧和西欧，到1910年，来自北欧和西欧的移民占所有移民的比例下降至20%。1881-1890年间，有524.6万移民来到美国；1891-1900年间，来美移民为368.7万人；1901-1910年间为879.5万人；1911-1920年间为573.5万人。这一时期外国移民的急剧增加满足了美国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需求，对于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也起到了最为直接的促进作用。

两次移民高潮时期来美国的移民，绝大部分都是青壮年劳力。1821-1830年间来美国的移民中，有71.3%年龄在15-40岁之间；1831-1850年间来美国的移民中，年龄在15-40岁之间的约占66%；1851-1860年间来美国的移民中，年龄在15-40岁之间的移民约占68%。而在1899-1917年间来美国的移民中，年龄在14-44岁之间的一直在80%以上（见下表）。例如，1903年，所有移民中年龄在14-45岁之间的移民占83%，而14岁以下和45岁以上的移民分别仅占12%和5%。

不同年龄段的移民构成，1821-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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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迈克尔·格林伍德、约翰·麦克多维尔：《美国合法移民：对性别、年龄和技术能力的影响》（Michael J.Greenwood and John M.Mc Dowell,Legal U.S.Immigration:Influences on Gender,Age,and Skill Composition），卡拉马祖1999年版，第49页。

我们再考察一下两次移民高潮时期来美移民的职业构成。1820-1860年间的美国移民中，熟练工平均为25.8%，农民平均为28.9%，体力劳动者平均为23.1%（参见下表）。而第二次移民浪潮的移民职业同样呈现多样化特点。例如1914年来美国的移民中有42%被列为“体力劳动者”（51.4万人）。如果将家庭佣人也包括在内，这一比例将达到54%。1914年的美国移民中另有14%属于熟练工人，主要包括裁缝、女裙、女帽和女性饰品制造者、职员、会计、木匠、制鞋匠、矿工、泥瓦匠、铁匠、水手、烤面包师、油漆工、玻璃安装工等。另外，还有不到2%的专业人员（教师、工程师、医师、牧师、电工和演员等）。移民的职业类型也比较多样化，满足了当时美国经济发展对多种职业的劳工的需求。

内战前移民的职业构成，1820-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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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道格拉斯·诺思《美国工业化早期资本的构成》（Douglass C.North,"Capital Form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Industrialization:A Reexamination of the Issues"），载于罗伯特·福格尔、斯坦利·伊格尔曼编《美国经济史的再解释》（Robert William Fogel and Stanley L.Engerman,eds.，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纽约1971年版，第279页。

移民的到来，带来了大量的资金，也为美国创造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价值。1899-1910年间，来美国的移民携带入境的现金为至少为206145738美元。1914年，在美国的永久性移民中，81%年龄在14岁44岁之间（98.2万人），其中男性为66.8万人，女性为31.4万人。如果假设养育一个孩子至14岁平均需要500美元，1914年迁移美国的14岁以上的永久性移民就为美国节省了4.91亿美元的培养费；如果按照每个孩子养育到14岁需要1000美元，那么这些永久性移民就为美国节省了9.82亿美元的培养费。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的价值越来越高。到20世纪50年代初，抚养一个美国孩子到18岁，至少需要1万美元。所以，引入一个18岁的成年移民就相当于为美国节省了1万美元的培养费。而这个青年移民将为美国创造的价值约为3万——8万美元。正是这些年富力强的年轻移民，成为美国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的主力军。

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族裔的移民为美国的工业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如在内战前的早期工业化时期，爱尔兰移民成为工厂中的主要劳力。如1848年在马萨诸塞州的羊毛纺织业重镇劳伦斯（Lawrence）的5949人中，爱尔兰移民就占到2139人（36%），是最大的外国移民群体。另外，爱尔兰移民在运河开凿、铁路铺设、城市街道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贡献。1820年之前，至少有3万爱尔兰男性移民受雇建设纽约州的伊利运河。1855年，纽约市从业的爱尔兰人中，有1/4是家庭佣人，另有1/4是体力劳动者和其他种类的非熟练工人。在波士顿，2/3的爱尔兰人不是家庭佣人，就是非熟练工人。这种情况在密尔沃基、圣路易斯、底特律和新奥尔良等大城市也同样存在。而德国移民在伐木、食品加工、酿酒、炼钢、电力工程、铁路、印刷和钢琴制造等行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第二次移民浪潮时期，外国移民对工业化发展的作用更为突出。第二次移民浪潮的移民主要集中一些工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和城镇。1910年，在洛厄尔、福尔里弗（Fall River）、劳伦斯、文索基特（Woonsocket）、珀斯安博伊（Perth Amboy）等工业重镇以及纽约市等，外国出生的美国人达到了40%以上。而在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兰以及波士顿等城市，外国移民这些城市的总人口的1/3以上。根据192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外国出生的人仍然占一些主要的工业城市总人口的1/3.

在纽约，外国出生的人占所有人人口的35.4%；在波士顿，外国出生的人占全市人口的31.9%；克利夫兰，为30.1%；芝加哥，为29.8%；底特律，为29.1%；德卢斯（Duluth），为30.4%；布里奇波特（Bridgeport），为32.3%；劳伦斯，为41.4%；福尔里弗，为35.1%；新贝德福德（New Bedford），为40.2%；帕塞伊克（Passaic），为41.3%；帕特森（Paterson），为33.2%；珀斯安博伊，为35.8%；文索基特，为36.8%。在所有大的工业中心，外国出生的人以及子女占据人口的多数。大批移民聚居工业城市，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我们从不同行业劳力的移民构成，可以直观地看出移民的作用。例如1910年，在6588711名外国男性移民中，45.5%从事采矿业，36.0%从事制造业，27.3%从事建筑业，25.0%在码头和铁路等交通运输部门工作。而在1910年的1222791名女性外国移民中，1/4以上从事制造业，1/2从事家庭服务业。1910年，外国人占所有煤矿矿工的1/3，占铜矿和铁矿工人的2/3；而在码头和铁路等交通运输部门，外国移民占所有工人的一半以上。在美国的一些大企业，工人中至少一半是外国移民；而在服装制造、建筑、铜矿开采和冶炼、棉纺织业、皮革制造、炼油和制糖等行业，工人中有2/3以上是外国移民。

美国的农业现代化也是各个族裔的移民共同努力的结果。1830-1930年间，600万德国移民来到美国，他们通过辛勤劳动，将美国西部以及密西西比河谷的数百万荒地变成良田。19世纪后半期，华人在加州的农业和渔业发展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在萨克拉门托河和美利坚河流域三角洲地区的大片涝洼地上开垦出了1800万英亩良田，并在上面种植小麦、玉米、亚麻、大麦、棉花、蔬菜和水果，使这里成为当时美国最大的小麦生产基地。因为大批粮食被出口到北欧等国家，所以这里也被誉为“北欧的面包篮”。华人的汗水使这片土地的价值从原先每英亩1-3美元升至每英亩100-200美元。1876年，潮田开垦公司的总经理罗伯茨在国会作证时说：“中国人在农业上所创造的全部财富，等于我们矿产的总值。仅筑铁路和改良涝洼地，华工就为美国创造了2.897亿美元的财富。”

日裔美国人对美国农业发展的作用也较突出。1904年，日裔美国人经营的农场面积达到了5万英亩，1909年为15万英亩，1919年达到了40万英亩。1919年，日裔美国人的农场产值达到了6700万美元，占加州当年农产总值的1/10.1940年，受雇于人的日裔男性中一半以上从事农业、渔业和林业（而从事农业、渔业和林业的日裔妇女占所有日裔工作妇女的1/3），1/4从事批发和零售业，1/6以上从事家庭服务业。

墨西哥裔移民对于美国农业的发展也作出了巨大贡献。到1920年，墨西哥人移民成为加州农业生产中最大的少数族裔群体，在20年代成为加州大规模专业化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在那个年代，在加州从事农业生产的墨西哥移民约为15万人，占该州农业劳力的3/4.在20世纪20年代末，整个西南部的低工资工作几乎为墨西哥移民垄断。他们占种植蔬菜和水果的劳力的65%-85%，占种植甜菜的劳力的一半以上。墨西哥移民还进入得克萨斯清除田地里的灌木丛，种植棉花。到1940年，墨西哥移民和墨西哥裔美国人占该州迁徙劳力的3/4.

从1820-1920年间的两次移民浪潮来看，移民比较喜欢聚居在城市地区。这对于城市人口的膨胀和美国城市化的完成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1900年，外国出生的美国人在2500人以上的城镇和城市人口中的比例占66.3%，在10万人以上的城市中占38.8%。而当年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在人数在2500人以上的城镇和城市中仅占36.1%。到1920年，外国出生的美国人或者父母至少一方是外国人的白人中，至少有71.6%居住在城市地区，而其中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只有28.4%。这些人占城市人口的48%，占农村人口的20.1%。在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和密沃基等城市，外国出生的白人或父母至少一方为外国人的白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高达70%以上。在克利夫兰，这一比例为69%。而在其他7个城市，这一比例也在60%以上。1870-1900年间，美国人口在10万以上的城市从14个增加至38个；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城市从1个增加至3个。1920年，美国的城市总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表明美国实现了城市化。这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移民浪潮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外来移民对美国科技发展与教育文化发展的作用非常突出。学者查尔斯·波林（Charles O.Paullin）对于《美国传记词典》（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的研究表明，在18-19世纪，美国20%的商人、20%的学者和科学家、23%的画家、24%的工程师、28%的建筑师、29%的神职人员、46%的音乐家以及60%的演员都是在外国出生的。

在美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涌入的移民增强了美国社会与文化的多元性。如1909年，芝加哥一家工厂的4200名工人来自24个族裔，而芝加哥市人数在1万人以上的族裔群体使用的语言至少有14种。在1937年，美国共有1076种外文出版物，使用38种外语。仅在纽约市，就有225种非英文出版物。只有佛蒙特、犹他以及6个南部州没有外文出版物。在20世纪初的纽约市，流行着66种语言，出版了49种外文报纸。在纽约市的一所学校（Mulberry Bend），学生来自世界的29个民族。随着后来美国移民的不断涌入，美国社会与文化的多元化特点不断得到强化，为二战后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奠定深厚的基础。

二　外来移民与加拿大现代化

对于加拿大这样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来说，移民对于其现代化绝对是必不可少的。1763年，英国夺取加拿大时，这里的人口只有10万人。到1851年，加拿大的人口增至近250万人。加拿大人口的迅猛增长除自然增长的因素之外，主要依靠外来移民。美国革命时期，来自美国的“效忠派”达到了5万人，主要集中在新斯科舍和魁北克。1780年，苏格兰高地人开始大批移民加拿大。1812-1815年第二次英美战争之后，加拿大移民的来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此前，来加拿大的移民主要来自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而此后，加拿大移民则主要是来自英国本土的英国移民。另外爱尔兰人、德国人、来自美国的黑人和华人在19世纪上半叶大批迁移加拿大。1815-1850年间，到达加拿大的英国移民总数超过了殖民地原有的英裔人口。而在此期间，到达加拿大的移民总数达到了80万人。

1867年加拿大联邦建立之后，麦克唐纳政府确立了大规模移民开发西部、修建太平洋铁路以完善横贯大陆的铁路体系以及通过保护关税促进工业化的基本国策。这一国策的实现离不开移民的引进。从19世纪至20世纪初，加拿大政府一直通过赠地等政策鼓励外国的农场主、农场劳力以及家庭佣人迁移加拿大。1897-1911年间，加拿大政府花费了2419957加元用于在英国宣传招募移民。船主每运输一名移民加拿大政府付给船主1英镑。加拿大政府花费在每位移民身上的钱平均为3加元。而每位移民每年创造的价值当时至少在1500加元以上。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大批移民来到加拿大。1871年，加拿大总人口为348.5万，其中有58.5万移民，约占加拿大总人口的16.8%。这些移民中有48.8万来自英国本土以及英国的殖民地，6.4万来自美国，2.4万来自德国，2800多人来自法国，5400多人来自其他国家。1881-1891年，加拿大移民总数为88.6万人；1891-1901年，移民总数为34万人。而从1901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约有290.6万移民迁移至加拿大。当然，其中相当一批又返了回去或者转道去了美国，不过加拿大仍然从中得到了200万左右的移民人口。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移民高潮增进了加拿大族裔的多元性。在加拿大联邦建立之时，加拿大人口的60%属于英裔，30%属于法裔，约7%来自其他欧洲国家。到1911年，英裔人口下降至55%，法裔人口降至29%，其他欧洲国家的移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升至9%。到1921年，加拿大15%的人口不属于法裔和英裔。1901-1911年间，加拿大自治领的人口从500万猛增至700多万，增加了1/3强。移民构成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些移民大多来自英语国家，也有很多来自德国、俄国、波兰、乌克兰、奥地利、意大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

一战并未明显减少了加拿大移民的数量。1914-1919年间，加拿大移民总计24.7万人，平均每年近5万人。1920-1923年间，加拿大每年的外来移民约为10万人，1923-1926年间，每年约为12万人，1926-1929年间，每年约为16万人。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影响下，加拿大的外来移民大大缩减。1937-1945年间，仅约有10万移民来到加拿大。总起来说，1914-1945年间，加拿大外来移民总数达到了170万人，平均每年近6万人。

二战以后，加拿大迎来了新一轮移民高峰。1946-1975年间，来加拿大的移民达到了420多万人。移民的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技术人才在移民中占据很大比例。如1953-1963年间，有8万多专业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移民加拿大。而且，战后移民比较年轻，如1956年加拿大的男性移民的平均年龄为24.9岁，女性移民的平均年龄为25岁。1946-1956年间迁移加拿大的移民中有55%参与了劳动大军，7%属于专业人才，30%从事机械和建筑行业。

移民直接促进了加拿大工业和农业发展以及西部开发。移民带来了大量资金，注入到了加拿大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之中。据加拿大官方统计，1831-1832年到达魁北克的移民带入的资金分别为25万和60万英镑。在移民的努力下，到1900年，加拿大已经成为世界主要粮食生产国之一。1900-1914年间，每年有5万——7万移民参与加拿大的铁路建设。加拿大著名的移民史专家霍华德·帕尔默对二战后移民对加经济发展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写道：“加拿大并没有出于基本的人道主义考虑接受移民。整个战后时期，移民始终与加拿大的经济需求紧密联系。在国家的教育体系不能培养出足以满足加拿大工业发展需要的人才时，移民则担任了技术性和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同时移民还担任了许多加拿大人不愿意承担的工作，其中包括在边远地区的基础工业部门和被人轻视的行业以及建设中心的大都市里繁重的建筑业中就职。”

移民对于加拿大的城市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1921年，加拿大外来移民中有56%选择在城市定居。而在1921-1931年间，选择在城镇或城市定居的移民超过了75%。1941年，加拿大只有5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1951年这一比例增至62.9%，1961年增至69.7%。到1971年，加拿大3/4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这与二战后加拿大的移民潮有着直接的关系。

移民同样促进了加拿大文化的多元性特点。有学者把这种文化多元的情况形容为“文化马赛克”。1967年皇家双语双元文化委员会发表的一项报告称：“由于天生的原因具有显著不同语言文化的人们在加拿大的存在不可估量地丰富了加拿大社会生活，这是不可忽视的。主流文化从这些其他的文化中只会得到好处。”


第五节　价值观、政治文化与美加现代化

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与政治文化对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也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价值观和政治文化决定着一个国家人民的国家认同，决定着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格、精神风貌和道德水准，决定着社会是否能够稳定和发展。

一　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与现代化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带来了不同的民族习俗、信仰和价值观。那么，把这“一盘散沙”统一为一个强大国家的力量是什么？那就是美国人普遍信奉的核心价值观。它就像一种强力胶，有力地将美国各种分散的组成部分黏合在一起。

美国政治价值观的核心是民主、自由、平等和个体主义。经过美国的教育制度、媒体宣传和各社会群体的权利诉求，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观已经渗入到了美国人的骨髓。20世纪中期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75%以上的美国人支持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而当核心价值观具体为自由、民主、多数统治、少数权利、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和平等等观念时，几乎美国所有的群体都表示一致支持。

美国自由观念，是早期移民们从欧洲尤其是英国移植过来的。在美国殖民地创建之初，那些迁移北美的人大部分是为了反抗欧洲的封建政权和教权的压迫，追求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地时期，母国对殖民地居民权利的一次次的肆意践踏，不断强化着美国人的自由观念和自由意识。革命时期，自由的思想观念深入到美国各个社会阶层，“自由”成为当时美国人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之一。美国人对自由达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为了避免他们的自由受到新建立的独立政府的侵害，他们通过成文宪法、《权利法案》以及复合分权和多重制衡的宪政体制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等手段，确立保障公民政治参与权、人身自由、信仰自由以及财产权利的机制。

在美国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由的观念以其不可阻挡的势头迅速扩展至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那些被剥夺权利的社会群体，如工人阶级、妇女和有色种族等，一代一代前赴后继，通过它们对自由口号的利用和对自由的诉求，推动了自由（包括政治自由、公民自由、个人自由和经济自由）内涵的扩展，使自由的观念渗透到了每个美国人的思想意识深处，融入到了他们血液中。自由最终成为美国生活中的一个主导性价值，一个深刻影响美国历史进程的核心观念。

美国在革命时代确立起来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公民平等。平等是美国革命释放出来的“最为激进和最为强大的思想力量”。1776年，美国大陆会议向全世界发布《独立宣言》庄严宣布：“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各州宪法都将公民平等的原则写入宪法，如马萨诸塞州宪法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和平等，拥有某些天赋的、重要的和不可割让的权利，其中包括享有生命和自由的权利，获得、占有和保护财产的权利，以及追求和获得安全和幸福的权利。”所有基督教宗派都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任何人、任何公司和团体都不得获得特殊的和独占性的特权和利益；“任何人生来就是行政官员、立法者和法官的观点是荒唐的和不合理的”；任何符合选民条件的人都具有选举政府官员和担任政府官员职务的权利；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都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等。

正如自由的观念一样，自从革命以来，平等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的政治文化和宪政思想之中，成为被剥夺平等权利的社会群体的共同诉求和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核心主题。美国人对平等的信仰，与对自由的信仰一样强烈。早在美国150年前，前往美国考察美国民主制度的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敏锐地观察到美国人民对平等的强烈热爱和追求。

他写道：美国人“追求平等的激情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力量，凡是想与它抗衡的人和权力，都必将被它摧毁和打倒”。

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构成了美国人国家认同的基础。对于多数民族来说，它们的国家认同建立在共同的祖先、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民族背景、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宗教信仰之上。然而，美国国家认同除了历史、语言和文化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基础是一系列核心政治价值观，即民主、自由、平等和个人主义、宪政原则等。由于美国没有国家教会，那么其政治信条就发挥着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的作用。而《独立宣言》和合众国宪法就是美国公民宗教的《圣经》，通过美国的政治领袖们不断阐发和扩展它们所包含的信息，成为美国人国家认同的基础。这种国家认同增强了美利坚民族的凝聚力，使美国不至于四分五裂，成为一盘散沙。

个人主义也是美国人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对于美国人来说，个人主义的信条神圣不可侵犯。罗伯特·贝拉写道：

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我们尊崇个人尊严，确切地说，我们信奉个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任何可能破坏我们自己思考、自己判断、自己决策并按自己认定的方式生活的东西，不仅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而且是亵渎神明的。

个人主义的主要含义包括：个人具有至高无上的内在价值或尊严；个人独立和自主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不受他人控制，个人通过独立的和理性的反思形成自己的目标并做出决定；个人隐私，即个人不受别人的干涉，能够做他想所做的任何事情，按照自己的方式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政府的目的是保障个人权利和利益，并创造个人自我发展的条件和空间；在经济上，主张让个人得到自由发展的一切机会来实现社会进步，反对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控制；个人行为的唯一道德目标就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社会整体或其他人的利益等。概而言之，“个人主义既强调个人的尊严不可侵犯，提倡个人的独立思考、判断和作出选择的自由，强调自力更生，自我完善，实现自我，同时也强调个人利益的至高地位”。

个人主义在美国的发展过程中一直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充分调动了个人的积极性，推动美国走向繁荣富强。一位中国学者指出：

无论是最早移民新大陆的清教徒，还是后来开拓西部的美国人，都以个人奋斗为精神支柱。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又很快后来居上超越西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个人主义政治文化。在个人主义指导下，个人的利益和权利得到保障，个人的才智和创造力得以被充分发挥出来。美国的成功反过来又强化了个人主义，使之成为美国身份认同的主要特征之一和美国社会的最高理想然而，个人主义思想从其产生时起，就表现出双重的社会效应：它既有推动社会发展的一面，也有阻碍社会发展的一面。美国的个人主义在美国也体现出一些弊病。例如，美国法律传统表现出了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特征，具体而言就是“对个人自由的极端重视和对私人财产的无限尊崇”。这种传统强调个人权利，而轻视社会正义。英国学者J.R.波尔也注意到美国人关注权利的平等，却很少谈及公民应当履行平等的义务或责任。波尔教授指出：“在美国历史上，平等的权利意味着平等的要求，而不是平等的义务。”个人主义也会沦为极端的自私自利。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就提醒人们这个危险。在分析了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与利己主义（egoism）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时写道：“个人主义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的情感，它使每个公民同其同胞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疏远。”而“利己主义是对自己的一种偏激的和过分的爱，它使人们只关心自己和爱自己甚于一切”。“利己主义可使一切美德的幼芽枯死，而个人主义首先会使公德的源泉干涸。但是，久而久之，个人主义也会打击和破坏其他一切美德，最后沦为利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例子在美国历史上与当代社会比比皆是，如种族暴力、性自由、枪支泛滥、父母过于溺爱孩子等，在一定程度上危及了美国社会的稳定。

二　政治文化与加拿大现代化

加拿大从未形成类似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加拿大的国家认同的基础更多地主要依靠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英语和法语）和长期积淀的共同的历史与文化传统。

美国人崇尚个人自由与权利，怀疑与敌视政府与权威。政府权力被美国人视为自由的最大敌人。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宪政主义、民主、自由、平等和个体主义等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反政府”和反权威的（antigovernment and antiauthority），认为任何等级式的、强制性的威权结构都没有合法性。它们共同对美国的政府权力和政府制度构成限制。宪政主义的本质是通过基本法对政府权力加以限制，而自由的本质是避免政府对个人自由的侵害；个体主义的本质是在不侵害他人的权利的情况下每个人有权依据自己的良知行事，并控制自己的命运，不受外界限制。平等主义的本质是反对一个人有权控制另一个人。民主的本质是大众直接或通过议员间接控制政府以及政府官员对公共舆论做出回应。总起来说，“美国信念”的独具特色的方面是其“反政府”的特点（antigovernment character）。“反对权力、怀疑政府是最为危险的权力体现，是美国政治思想中的核心主题。”

与美国人崇尚个人自由与权利不同的是，由于英国政治传统以及君主制等因素的影响，加拿大人尊崇权威，服从法律。他们把法律、秩序与政府权威置于高于个人自由与权利的位置。美国1787年联邦宪法宣布其宗旨是“为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赐福”；而1867年《英属北美法案》宣布议会立法的宗旨是要保障“加拿大的和平、秩序与良好的政府管理”。历史学者威廉·斯塔尔（William Stahl）评论道：“加拿大联邦之父们谈论的是‘和平、秩序与良好的政府管理’而不是‘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君主制的特点在于要求个人服从社会。君主制下强调的是忠诚与责任，而不是自由与幸福。”美国人从革命以来一直反对政治权威，要求政府保护个人权利。而加拿大人则倾向于满足于现状，愿意服从一个家长式的政府。

出于保护个人自由与权利而限制政府的权力，很少得到加拿大人的普遍接受。加拿大人比美国人更为重视群体权利。在加拿大历史上，协调法裔和英裔两大族裔群体之间的关系与利益是其政治的一个核心主题。二战后，其他族裔群体权利意识的觉醒也推动加拿大政府对其权益的保护。1971年，加拿大政府在世界上第一次确立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国策，将保护不同族裔的群体权益与文化纳入加拿大政治的议事日程。

加拿大人也不如美国人那样推崇平等。加拿大社会学家卡斯帕·内格勒（Kaspar Naegele）指出：“与美国相比，加拿大不太强调平等。……在加拿大，人们似乎更容易接受等级式的限制。那里似乎存在着较少的乐观主义和对未来的信心，更不愿意冒损害资本或声誉的危险。与美国相比，加拿大是一个更加谨慎、含蓄和克制的国家。”

自由主义是美国政治思想的一条主线。而加拿大政治文化的主流是保守主义。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精神内核层面上，强调在多元化中追求和谐，以一种中庸忍让的精神处理纷争和事端；在公共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有尊崇命令和权威、容忍政府干预的一面；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强调地方主义；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即强调自身的特色和传统，又能够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因素。加拿大的保守主义政治传统使加拿大政治体现出稳健、务实和不崇尚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特点。

加拿大人相信政府和权威，重视公共秩序，保证了加拿大政治与社会的稳定性。加拿大的犯罪率尤其是杀人、抢夺、殴打和强奸等暴力犯罪事件要明显低于美国。如1977年，加拿大每10万人中犯杀人罪的人为3人，而美国为8.8人；10年后，两国的这一数字分别为2.2人和8.3人。美国在政治上的暴力事件（抗议性游行和骚乱）发生率也高于加拿大。美国的人口是加拿大的10倍，而美国政治抗议的是加拿大的2-4倍。例如，1948-1977年间，美国一共发生了2184次抗议性示威、832次骚乱，政治暴力事件一共造成了434人死亡。而在同一时期，加拿大的三项数据分别为60次、34次和12人。

政治与社会的稳定，成为加拿大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和保证。


第七章　北美现代化的代价

现代化过程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和承受痛苦。它在给人类提供新的机会的同时，也可能使人类付出混乱和痛苦的代价。许多人承受了经济增长的负担，却没有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在美国，黑人、印第安人、爱尔兰人以及亚裔美国人等都对美国的现代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他们却长期遭受歧视和排斥，不能享受到现代化给普遍美国人带来的各方面利益。另外，现代化也是传统社会解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生活方式必然摧毁和取代旧的生活方式。这可能导致社会失调，暴力（战争和冲突）爆发，社会陷入混乱状态。美国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曾有一段时期阶级冲突和社会冲突加剧，自然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经过了政府的一系列干预政策，社会矛盾才得到缓和，自然环境也得到了较好的恢复和保护。


第一节　美国现代化与黑人的命运

16世纪以来，数千万非洲黑人被欧洲列强强制贩卖到美洲，在皮鞭的驱赶下为白人辛勤劳作。非洲黑人在17世纪初也被卷入了英国确立的大西洋经济圈中，在美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他们在美国历史上却受到了最为残酷的奴役和歧视。他们在美国几百年的历史中命运多舛：先是当了近两个半世纪的奴隶，在白人的家里和田地上当牛做马，然后又当了百余年的二等公民，深受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之苦和羞辱。在20世纪50-7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他们才终于获得了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

一　奴隶制下黑人的悲惨命运

殖民地地广人稀，劳力是美国殖民地最为稀缺的经济资源。因此，解决殖民地的劳力问题，是殖民地经济发展的关键。17世纪初叶以来，各个殖民地纷纷引入非洲黑人奴隶，确立起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整个殖民地时期，大约有35万——50万的非洲黑人被贩卖到英属北美殖民地为奴。到革命前夕，英属北美殖民地大约有50万名奴隶。

依靠奴隶劳动，英属北美殖民地建立起多样化的经济体制。在切萨皮克地区，形成了以烟草种植为主的奴隶制种植园；在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以及佐治亚，则形成了以烟草、稻米、靛蓝等大宗农作物为主的大种植园。而在北部和中部殖民地，尽管没有形成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种植园，但是蓄奴也是社会与经济地位的体现。较富有的家庭一般都蓄养奴隶，让他们从事手工制造、农耕以及服侍家人等劳动。

革命后一直到19世纪初，中部和北部诸州逐渐废除了奴隶制，而南部的奴隶制随着美国领土的向西部扩张扩展至美国的西南部地区，从北卡罗来纳的东部地区经过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中部、亚拉巴马、密西西比一直延伸到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形成了一个延绵1000多英里的“棉花王国”。而在美国西南部靠近密西西比河通向墨西哥湾的出海口附近的三角洲地带（以路易斯安那为中心），形成了“甘蔗王国”。奴隶制成为南部的“特殊制度”。南部的黑人奴隶在内战前达到了约400万人。

依靠奴隶劳动，从殖民地时期一直到内战前，南部的经济保持了比较长久的繁荣，而奴隶劳动也为北部制造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然而，在奴隶制下，黑人奴隶的过着非人的生活。在法律上，他们被视为奴隶主的个人财产。为了保证奴隶服服帖帖，蓄奴各州制定了严刑峻法对付“忤逆”的奴隶。如南部诸州法律规定，对于反抗奴隶主或监工致其死亡、破坏奴隶主的庄稼和住房、偷窃或抢劫奴隶主财物、唆使或协助奴隶逃跑、殴打白人、向白人投毒和开枪、纵火、强奸白人妇女、造反或煽动奴隶造反的奴隶，一般判处死刑。奴隶们也被剥夺了持有财产、法庭作证、签订合同、持有枪支、经商、集会、旅行、接受教育、与白人通婚等自由和权利。17世纪以来，各州的奴隶主们通过了种种的法律，限制奴隶的活动，加强对他们的控制。奴隶未经许可、没有白人在场时禁止集会；不能持有和携带任何武器；不经奴隶主同意，不能进行买卖；没有书面许可任何时候不能离开种植园；在城市，晚上9:00-10:00点以后不能上街；不准经营医药；不准反抗任何白人；不能教奴隶读写；奴隶无权在涉及白人的案件中在法庭作证等。

奴隶在奴隶主面前没有任何个人尊严可言，必须俯首帖耳，唯唯诺诺。奴隶在与主人说话时嗓门太高、见了白人忘了脱帽、在受到责备时犟嘴，被视为最严重的罪行。黑人奴隶看白人一眼、用手指划白人或是在白人走近时拒绝或是忘了为白人让路，都被视为傲慢无礼之举。1852年6月，北卡罗来纳最高法院法官纳什（Nash）指出：“这些破坏规矩的每一种行为，如果予以容忍，就会破坏我们社会制度的基础——尊卑分明。”

奴隶们一般在监工皮鞭的驱使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冬天，会在太阳升起前下地干活。中午会有人把饭送到地里。在不太忙的季节，他们中午会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平均每天干11个小时。田地奴隶的劳动很重。在路易斯安那的甘蔗种植园，在粉碎甘蔗的季节（10-12月），男女老幼奴隶齐上阵，包括监工和奴隶主。每天要劳动18个小时，奴隶倒班劳动，每人只有6个小时的睡眠时间。煮甘蔗的大锅的火连续几个月不灭。在路易斯安那，即使在下雨时，监工也持鞭监督奴隶干活。

黑人妇女也要与男奴一起下地从事繁重的劳动，如撒粪、锄地、平地、打拢、推手推车运土、伐木等。当然，黑人妇女的价值主要不在于其劳动能力，而是她的生育能力。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肯塔基、田纳西和密苏里这些州，像繁殖马、骡子一样繁殖黑人奴隶。奴隶主命令女奴（无论婚否）都要生育。一些不能生育的女奴被卖掉。一个能生育的女奴的身价要比不能生育的女奴高1/6-1/4.1850-1860年间，繁殖奴隶的州每年向南部7个蓄奴州输送26301名奴隶。

奴隶的生活比较艰苦。他们一般居住在破旧的小木屋内。小木屋分散在种植园上，有时分布在奴隶主的宅邸周围。在弗吉尼亚，奴隶的食品每周是1.5配克（peck）的玉米粉和3磅咸肉，有时会分得4磅咸肉，更多的时候不足3磅咸肉。在密西西比的一个种植园，每个奴隶家庭每周可以得到3英镑的猪肉和1配克的玉米面。奴隶的衣服一般由奴隶主提供。每年奴隶主会发给奴隶一个大衣和一条裤子，有时会发一个夹克，还会发两双鞋（或一双轻便鞋）、三个衬衫、一个毛毯和一顶帽子。女奴会发两条裙子、三件内衣和两双鞋等。由于过于劳累、食品不卫生、缺乏温暖的住房和足够的衣服御寒，黑人奴隶常常染上伤寒、痢疾、肺痨和肺炎等病。在路易斯安那的甘蔗种植园，奴隶的死亡率至少为25%，而且甘蔗种植园上的奴隶一般干不到第7年头就累死了。

二　不自由的“自由黑人”

在内战前，北部摆脱了奴隶制的枷锁的“自由黑人”其实并不自由，他们充其量只能被称为“没有主人的奴隶”。他们在社会上还遭受普遍的歧视和排斥，普遍被剥夺了选举权、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自由迁移权等最为基本的公民权利。在白人的眼里，他们算不上是“美国人”，而是来自非洲的令人讨厌的害群之马、避之恐不及的瘟神。1835年，托克维尔写道：“种族偏见在已经废除蓄奴制的州，反而比在尚保存着蓄奴制的州强烈；而且，没有一个地方的种族偏见，像在从来不知蓄奴制为何物的州那样不能令人容忍。”

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出现了一股剥夺黑人选举权的逆流。这与杰克逊时代实行成年白人男子选举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1819年缅因州加入联邦到内战前，每一个新加入联邦的州都将选举权仅限于白人。在1860年以前，只有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弗蒙特、缅因和罗得岛5个州给予黑人与白人平等的选举权，而这5个州的黑人仅占整个北部黑人人口的6%。

北部黑人普遍被剥夺了在涉及白人的案件中作证的权利。被剥夺了这一权利，白人常常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黑人、伤害黑人甚至杀害黑人而逍遥法外，因为即使有白人在案发现场，一般也不愿为黑人作证。

黑人得不到司法公正，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北部监狱黑人囚犯比率很高。1826年，马萨诸塞黑人人口仅占全州人口的1/74，而黑人囚犯占全州囚犯的1/6；在纽约州，黑人人口占全州人口的1/35，而黑人囚犯占全州囚犯的1/4；在宾夕法尼亚，黑人人口占全州人口的1/34，而黑人囚犯占全州囚犯的1/3.黑人常常因为轻罪和流浪而被判罪；黑人很难找到律师和证人；不能参加陪审团；而且与对白人罪犯相比较，同样的罪行，法官常常重判黑人；黑人常常因为付不起罚款被监禁。诸如此类的种种因素造成了北部监狱黑人人满为患。

美国中西部的州相继通过法律，禁止黑人迁入。1853年，伊利诺伊对将奴隶带入本州者处以罚款和一年以下的监禁；来本州的黑人、黑白混血儿或黑人奴隶停留10天以上、有定居意图者，以犯罪论处。印第安纳、俄亥俄、密歇根地区和衣阿华地区都要求来自己州的自由黑人要出示自由证书，并且缴纳数百美元保证金，以保障良好品行和生活自立。后来衣阿华、俄勒冈和印第安纳完全禁止黑人或黑白混血儿进入。

内战前的黑人被剥夺了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由于种族歧视，到19世纪30年代，黑人一般都在地方政府拨款的独立的黑人学校上学。与白人的学校相比，黑人隔离学校的校舍一般破旧不堪，缺乏必要的教学用具，而且教室学生过多，拥挤不堪。黑人学校与白人学校分得的教育经费也不平等。黑人学生与白人学生的比例是1:40，而花在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身上的教育经费的比例却是1:1600.黑人学校的师资水平也较差，而且黑人教师的工资一般不到白人教师工资的一半。在教学内容上，黑人学校与白人学校差别很大，只是教一些简单的读写算。白人对黑人学校充满敌意。在俄亥俄州，白人多次捣毁新建立的黑人学校，并对其老师侮辱和施暴。

黑人的其他一些基本权利也被剥夺。黑人也普遍被剥夺了与白人通婚的权利。1834年，马萨诸塞禁止任何人主持白人与黑人、黑白混血儿或印第安人的婚礼。1852年，犹他州禁止奴隶主与黑人奴隶之间发生性关系。新罕布什尔（1792）、伊利诺伊（1818）和印第安纳（1851）禁止黑人参加民兵组织。1832年，特拉华禁止黑人在晚上10点以后集会，禁止外地的黑人布道。1855年，该州禁止黑人的政治集会和野营。1798年，新泽西规定应驱散奴隶的嘈杂集会。俄勒冈禁止黑人拥有不动产、签订合同、进行法院诉讼等。

北部的自由黑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摆脱不了种族隔离的阴影。在火车、公共汽车和公共马车上，黑人或者不允许乘坐，或者要坐在指定的区域。在剧院和演讲厅，如果允许黑人进入，他们也要被迫坐在后排的角落。大多数的旅馆、饭店和度假胜地都不允许黑人进入，除非作为陪侍白人的佣人。在教堂，他们一般被迫坐在固定的黑人专座（Negro pews）；在领取圣餐时，黑人也要等到白人领完了之后才能领。而且，他们常常在隔离的学校接受教育，在隔离的监狱服刑，在隔离的监狱接受治疗，死后也被埋葬于隔离的墓地。白人和黑人的居住区隔离也初具雏形。城镇黑人常常聚居在破败不堪的贫民窟里。在农村，黑人的住处也一般在离开白人居住区的地方。无论在城市或是在农村，黑人的住房常常拥挤不堪，年久失修，没有暖气，疾病流行。北部城市黑人恶劣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造成了黑人患病率和死亡率很高。在纽约市，黑人的肺结核的患者是白人的两倍。在费城，每年冬天总有许多黑人因为营养不良和房不遮寒冻馁而死。1854年，英国旅行家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评论道：种族隔离的“结果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两个国家——一个是白人的，另一个是黑人的——在同一个政治圈子里发展起来，但是永远不会在平等的原则上交融”。

黑人缺乏起码的个人尊严，黑人在经过白人、白人居住区或在白人商店购物时常常遭到白人的辱骂和骚扰。白人孩子也常常在街上辱骂黑人。黑人也常常成为白人取笑逗乐的对象。在白人的报刊以及公共场所，常常画有身体扭曲的黑人漫画，嘲笑他们的丑陋和习惯。在内战前的北部，一种极受欢迎的行吟歌手演唱会的演员常常把脸涂黑，假扮黑人，塑造了黑人小丑幼稚、无忧无虑、不负责任的形象。这进一步影响到了公众对黑人的态度。

内战前，北部黑人遭受着经济上的歧视和剥削，他们干的是报酬最低的非熟练工作，还要面临本土白人和外国移民的竞争和白人工会的排斥。出于种族偏见，白人工人认为与黑人一起工作是一种耻辱。所以，许多雇用白人工人的雇主不能再雇用黑人。在辛辛那提，当一位英裔商人雇用一位黑人青年时，他先前雇用的白人工人放下手中的工具，威胁雇主说，或者这个黑人走，或者他们走。最后这个黑人青年被解雇。1819年，纽约市一个黑人学校的一名黑人学生在毕业典礼上的演说中表达了无可奈何的沮丧、无助和自卑感：

我的前途是什么？我应该干什么？我做技工吗？没有人会雇佣我，白人小伙不愿与我一起工作。我做商人吗？没有人会雇佣我在他办公室工作，黑人职员也不愿与我交往。那么，干苦力活和受奴役就是我的未来的前途。那你们对我的沮丧还会惊讶吗？

对黑人的排斥政策、经济萧条、就业竞争和废奴运动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常常引发种族暴力。辛辛那提市（1829年和1841年）和纽约市（1834年和1855年多次）发生白人暴力侵害黑人的事件。1832-1849年，费城白人暴徒发动了5次大的针对黑人的暴力事件。1841年，一位访问费城的英国贵格会教徒评论道，没有任何城市对黑人的仇恨超过这个所谓“兄弟般的友爱的城市”。

最令人震惊的是，1857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德雷德·斯科特判例中裁定，美国的黑人根本不属于美国公民，甚至根本不把他们当作人看待。裁定说：

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一直被视为一个劣等的种族。无论是在社会关系还是政治关系上，都完全不适合与白人种族交往。他们太劣等了，以至于没有白人一定要尊重的权利。白人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正当而合法地将黑人降为奴隶。只要有利可图，他就可以被买卖，作为一件可以交易的普通商品来对待。

三　一百年的二等公民

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彻底摧毁了南部的奴隶制。1865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宪法第13条修正案，禁止合众国范围的奴隶制和强制劳役。重建时期，美国国会又先后通过了联邦宪法第14条和第15条修正案以及几个民权法，给美国黑人公民权利以法律保障，并赋予了男性黑人选举权。相对来说，这些法律在北部逐渐得到了较好的实施。然而，在南部，400万刚刚获得的自由的黑人重新被剥夺了公民权和选举权，沦为二等公民的地位。

重建并未能使黑人实现经济独立，相反摆脱了奴隶制枷锁的黑人却陷入了难以摆脱的贫困怪圈。重建结束时，南部的黑人都缺衣少食，非常贫困。内战以后，南部农村3/4的黑人没有土地、资本和技术，因而不得不在取代南部种植园奴隶制的分成雇农制、分成佃农制、租金制和工资劳动制等几种劳动制度下靠辛苦劳动谋得生计。分成雇农一无所有，租种的土地、农具、牲畜等都由农场主提供，最后获得收成的1/2.他们常常被迫以下一年的收成作为抵押向农场主或银行家以高达20%-27%的利息贷款，购置种子、肥料、口粮和生活用品，结果多数人债台高筑，陷入永无终结的劳役偿债制。分成佃农一般自己拥有部分生产资料，如种子、耕畜和简单的农具等，收获后将全部收成的1/4或1/3上出租土地的农场主。他们也需向农场主等贷款购买日用品和部分生产资料，因此也常常陷入债务深渊，甚至沦为分成雇农。租金农自备生产资料，生活能自理，只是租种土地，交纳定额地租。工资劳动者分为两类，一类是农场长期雇佣者，另一类是季节性短工和零工。1870-1880年间，农场常年雇佣者男工每月收入9-15美元，女工5-10美元。实际上，农场主发给他们的常常是“白条”。他们被迫用这些白条在农场主开设的商店换取日用品，而这里的日用品的价格是其他商店价格的两倍，因此他们也难逃债务罗网。南部一些地区陷入债务的农民达9/10.而短期工资农却要遭受低工资的剥削。1880年，他们从日出到日落劳作一天，每月的收入为：亚拉巴马州8-14美元，得克萨斯和阿肯色州8-15美元，佛罗里达州6-10美元，佐治亚州5-10美元，路易斯安那州6-15美元，密西西比州、南卡来罗纳州和田纳西州8-12美元。进入19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萧条，棉花价格下跌，加之盛行南方的水灾、旱灾、棉铃虫灾和瘟疫的袭击，烟草、大米产量大幅度下降，许多农民因入不敷出还不起高额贷款而失去了土地，债台高筑，陷入极度贫困，也使许多农民遭受流离失所、饥寒交迫之苦。

南部城市黑人的处境也很艰难。他们主要从事非熟练工作和家庭服务，而且收入很低，1890年平均每月不足30美元。到19世纪末，他们在经济生活中愈加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首先，他们不得不面对来自欧洲移民的竞争。许多白人雇主不愿意雇佣黑人，宁愿招收欧洲移民代替黑人劳力。大批欧洲移民取代黑人成为铁匠、裁缝、建筑工人、钢铁工人和铁路工人等。其次，内战后机械化和技术革新淘汰了许多传统手工艺，黑人失去了许多传统工作，由于白人的歧视，又没有机会得到技术培训。例如，1870年，新奥尔良市3460名黑人是木匠、铁匠、油漆工、店员、制鞋工人、制桶工人、裁缝、面包师傅、卷烟工人、翻砂工人，到1904年，其中仍从事这些行业的不足10%。第三，黑人工人遭受白人和白人工会的仇视和排斥，白人把黑人视为就业竞争的对手。1900年，有12个全国性工会公开排斥黑人，其他许多工会或排斥或歧视黑人。1902年，在全国主要工会的120万会员中，黑人仅占4万。第四，黑人做同样的工作工资低于白人，而且也无提升机会。1902年，同样工作，黑人的工资要比白人低25%-100%。以亚特兰大为例，白人漆工每天收入2.30美元，而黑人仅为1.80美元；白人木工每天挣2.07美元，而黑人仅为1.82美元；白人电工每天挣5美元，而黑人电工仅为3.50美元。在孟菲斯，白人木工每天挣3.50-4.00美元，而黑人仅挣2.50美元；白人车站工程师每天挣3-4.5美元，而黑人仅每天仅挣2-2.5美元。收入低、生活水平差以及无力就医是南部城市黑人死亡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1890年，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白人死亡率为13‰，而黑人却为25‰。肺结核和肺炎是黑人的两大杀手。1890年，亚特兰大死于肺结核的白人为80人、黑人为136人；死于肺炎的白人为46人，而黑人为89人。

南部白人把隔离但不平等的教育强加给黑人。黑人解放初期，白人反对黑人教育的情绪十分激烈。他们有时迫害和赶走来自北方的教师，有时袭击热衷于黑人教育的白人，有时纵火烧毁黑人校舍。黑人不得不接受隔离但不平等的教育。这首先表现在南方各州对黑人与白人儿童教育经费上的歧视。1899年，黑人儿童占南部学龄儿童的31.6%，而其教育经费仅占公立学校教育经费的12.9%。1900-1901年，前南部奴隶州平均每位白人儿童的教育经费为4.92美元，而黑人儿童仅为2.21美元。南部各州黑人儿童入学率极低，不超过50%。如得克萨斯州为23%，田纳西州为46%。佐治亚州6-14岁黑人儿童中有机会上学者不足一半。黑人学校多设在教堂、废弃的小屋等临时性的场所，而且大都破烂不堪。白人学校开设的许多课程黑人学校不开，而且黑人学校学期平均比白人学校短78天。在南卡罗来纳，黑人学校每年开放78天，而白人学校156天。另外，一战前，南部城市几乎没有黑人中学。

黑人在法律上也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由于司法不公等原因，南部监狱都是以黑人囚犯为主。佐治亚州1879年1200名重罪犯中，90%为黑人；1908年该州2566名重罪犯中，2219人为黑人。1890年北卡罗来纳罗利的州监狱中白人犯人408人，黑人1625人；同年，南卡罗来纳州监狱的1184名罪犯中，1061名是黑人。

1890-1910年，南部掀起剥夺黑人选举权运动，黑人的政治权力被剥夺殆尽。1890年，密西西比州率先把旨在剥夺黑人选举权的规定写进州宪，规定剥夺犯过行贿、抢劫、偷窃、纵火、谋杀、作伪证、重婚罪的人的选举权；选民除缴纳2美元的人头税之外，还必须能阅读州宪，或宣读州宪时能听懂或对州宪作出合理解释。1895年，南卡罗来纳州的新州宪要求选民在该州当地居住两年，缴纳1美元人头税，有能力阅读和书写州宪任何章节或能理解读给的州宪，或者拥有价值300美元的财产；罪犯无选举资格。1896年，南卡罗来纳首创“白人初选制”（white primary），规定只有白人才有资格参加民主党的预选大会并在大会上投票。许多州纷纷效法。南部8州还采用文化测验，要求选民能读、会写。1898年，路易斯安那州将“祖父条款”（Gr and fa the r Clause）塞入州宪，规定1867年1月1日之前（此前黑人奴隶尚无选举权）拥有选举资格的人及其子孙不受文化测验和财产资格的限制。到1910年，前南部同盟11州和俄克拉荷马州都相继采用上述手段剥夺了黑人的选举权。各州黑人选民人数大幅度下降。路易斯安那州的黑人选民登记人数由1897年的130344人降至1900年的5320人。密西西比州的黑人选民由257305人降至26742人。弗吉尼亚的黑人选民由1900年的264240人降至1904年的130544人。

19、20世纪之交白人还在法律上建立起一套复杂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种族隔离体系。1875年，田纳西州制订法律，规定在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中实行种族隔离。19世纪80年代以来，田纳西、佛罗里达、得克萨斯、亚拉巴马、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俄克拉荷马等州通过了铁路运输中的种族隔离法，规定铁路公司必须给黑人另设车厢，黑人必须在指定的车厢就座。佐治亚、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路易斯安那、阿肯色、南卡罗来纳、田纳西、密西西比州、马里兰、佛罗里达、俄克拉荷马等州通过了市内电车隔离法。同期，南方一些州还将种族隔离制度推广至汽船上。同时，南方各州制订了在公立学校中实行种族隔离的法律。1910年，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率先制订了居住区隔离法，划定了黑人与白人的居住范围。随后许多城市纷纷效尤。无孔不入的种族隔离制度还涉及剧院、旅馆、医院、电影院、运动场、售票处、候车厅、养老院、孤儿院甚至妓院和公墓等黑人与白人可能接触的场所。有的公园和公墓门口挂着“黑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许多工厂门口挂着“这里不需要黑人”的牌子。1890年，最高法院在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v.Ferguson）中确认了南方各州在确立种族隔离制度中的所谓“隔离但平等”的原则。到20世纪初，一堵无形而无处不在的法律上的种族隔离的屏障将南部分成黑人与白人两个泾渭分明的世界，隔离但不平等。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对黑人的私刑和暴力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世纪末期，私刑成为白人种族主义者残害黑人、维护白人至上的社会秩序的一个普遍手段。1884-1900年，全美遭私刑者为2516人，其中1678人是黑人。1901-1910年，遭私刑者为846人，其中黑人754人，91.1%发生在南部州。对黑人私刑的罪名主要有杀人、强奸、欠债、偷盗、侮辱白人等。私刑的主要手段有绞死、枪杀、活活烧死、毒打致死等。

另外，在弗吉尼亚的丹维尔（Danvill,1883）、北卡罗来纳的威尔明顿（Wilmington,1898）、新奥尔良（1894、1895、1900）、佐治亚州的斯特茨博罗（Statesboro,1904）和亚特兰大（1906）以及得克萨斯的布朗斯维尔（Brownsville,1906）等地爆发了严重的种族冲突，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南部种族关系的紧张程度。美国黑人史家雷福德·洛根（Rayford Logan）指出，19世纪的最后10年和20世纪初叶是美国黑人社会地位的最低点。黑人作家查尔斯·切斯纳特1903年评论道：“在他们35年的自由时期，黑人的权利达到了低潮。种族偏见变得更加强烈和毫不妥协。”无疑，这是对这一时期美国黑白种族关系状况的真实写照。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对于黑人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确立了以后百年里黑白种族关系的格局，这构成了美国社会最大的悖论。对于一个以自由、民主和平等为基本信条的国家来说，这是莫大的讽刺和耻辱。正如美国学者卢瑟·利德基所指出的：在美国文化当中最为持久的矛盾，也许就是个人自由、平等、机会和正义的官方信条，与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同时并存。美国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种族关系问题集中体现了美国的政治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直到20世纪50-60年代，美国才比较彻底地从政治、法律与社会文化中割除了种族主义的毒瘤，摧毁了种族隔离的体制，建立起一个相对来说较为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社会。这个毒瘤阻碍了美国的民主化进程，使美国在政治民主化问题上落在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后面。


第二节　其他少数族裔在现代化中的悲惨遭遇

除了黑人群体之外，北美大陆上的其他少数族裔，不论是作为原住民的印第安人，还是从世界各地迁移而来的移民，都被动地为北美现代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各种技术。可以说，包括黑人在内的“沉默的大多数”才是北美现代化的主力军。但作为现代化的主力军，却被卷入了现代化的飓风中，成为现代化的被动参与者，因此，他们并未能享受到现代化所带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反而处境维艰，成为现代化进程的牺牲品。众所周知，地处北美大陆的美国和加拿大都是移民国家，多族裔多元共存是其社会的典型特点。但由于篇幅所限，此处仅就少数族裔群体中比较典型的印第安人、爱尔兰人和亚裔群体在北美现代化进程中的遭遇进行论述，以由一斑而窥全豹。

一　被赶入保留地的印第安人

北美大陆现代化的狂飙猛进，美国和加拿大作为两个现代国家的迅速崛起，无不得益于西部的开发。而西部开发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土地的所有权。由于人口的激增和移民的不断涌入，白人社会在土地资源方面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向西部移民成为减轻这种压力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因此，土地问题成为白人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另一方面，作为人的现代化的一部分，北美主流社会在夺取土地资源的同时，也企图同化北美土著民族，使他们接受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融入主流社会。这也就决定了印第安人在现代化进程中要面临丧失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和文化上的强制同化的双重压力，可谓是现代化进程中典型的牺牲品。

19世纪末期，随着现代化进程和西进运动步伐的加快，对于西部印第安人土地的需求日益提上议事日程，而同化印第安人进入主流社会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在希望获得印第安人土地的经济利益和主张同化印第安人的人道主义考虑两种力量的驱动下，美国国会才最终通过了《1887年道斯法令》，份地分配得以全面实施。因此，份地分配的目标必然要满足双方的利益要求，也就是说既要实现同化印第安人的目标，又要满足美国经济发展特别是西部对印第安人土地的需要。但是，尽管份地分配达到了美国政府的夺取土著土地和同化印第安人的目的，不过从人道主义角度看，它使土著土地的大量丧失，印第安人赖以依存的经济基础由此而丧失殆尽，造成印第安人的普遍贫困，部落结构的松散，土著民族前途黯淡、希望渺茫，成为一个“正在消失的民族”。毫无疑问，印第安人在美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成为十足的牺牲品。

土地私有化对印第安人部落的负面影响首先表现在，印第安人赖以生存的土地财产不断流失。正如时任印第安人事务局长的科利尔（John Collier）在1934年3、4月份召开的印第安人大会上所指出的一样：“美国印第安人，包括你们这些部落，在过去的两代人中都在不断丧失土地，都在变得日益贫困。这就是你们财产的状况。“1887年通过《道斯法令》之时，印第安人拥有1.38亿英亩土地，到1933年印第安人新政之初印第安人拥有的土地仅剩下4700万英亩，他们总计丧失了9100万英亩土地。剩余下的土地中有2000万英亩本来就是沙漠或半沙漠地区，没有白人愿意占有。需要指出的是，份地分配并没有施诸于美国西南部土著部落，纳瓦霍人和普韦布洛人都没有实施份地分配，帕帕果人以及四个阿帕奇部落中的三个也没有推行份地制。这些部落不仅没有丧失土地，反而不断扩大了土地面积。换言之，印第安人土地的丧失主要发生在那些实施了份地分配的部落，它们自1887年以来丧失了其土地总数的2/3以上。如果从土地价值考虑，印第安人丧失了其土地总价值的80%或者说4/5.

份地分配导致印第安人逐渐失去了赖以生存和自立的土地，使得他们大都收入低下，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美国政府研究所（非政府民间机构）的调查表明，在道斯法令通过40多年后，美国55%的印第安人人均年收入不到200美元，仅有2%的印第安人收入超过500美元。根据印第安人事务局1930年代的估计，全美国印第安人要达到一个合理体面的生活标准，每年总计需要8100万美元。而印第安人的实际情况表明，他们每年的生产能力，包括农作物、牲畜、林木、矿产、石油、水力、捕鱼、狩猎、毛皮、野生产品、娱乐、手工艺品、家禽、奶产品及工资收入等，总计为6700万美元。维持合理生活标准的费用与印第安人最大生产能力之间的差额是1400万美元。换言之，印第安人生产所得根本不能维持一个合理的生活标准，可以说他们生活于赤贫状态。因此，科利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份地制对印第安人来说是灾难性的，因为它夺走了他们赖以自立的唯一基础，而这是大多数印第安人有权使用的资源。1887年份地制法令在很大程度上要为大多数已成为乞丐的10万名无地印第安人的出现负责。”

其次，作为强制同化措施，私有化运动旨在摧毁土著部落体制，压制土著文化和传统，对土著社会产生了破坏性影响。如果说土地私有化对于为数不少的被同化印第安人个人来说，也许并非完全没有好处，那么它对于整个土著社会来说绝非福音，因为它就是要摧毁土著社会，“解放”印第安人，使之接受白人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显然，私有化运动的成功就是土著部落的灾难，随之而来的便是土著传统的不断削弱和土著文化的逐渐式微。正如科利尔所说：“这种个人主义化的政策使保留地的幸存土地支离破碎，也打破了部落凝聚力，摧毁了传统生活方式，从而使印第安人成为小土地所有者。”更为重要的是，它还“破坏了印第安人的部落体制和族裔传统，瓦解了印第安人保留地，导致印第安人作为一个独特族裔正在从美国社会中迅速消失”。

众所周知，印第安人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社会机制就是将印第安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部落组织，长期以来，他们在部落组织中过着和谐的共有制生活。但土地私有化运动却将与土著部落传统格格不入的个人主义强加于他们身上，产生了灾难性影响，使印第安人在文化上付出了沉重代价。其结果就是，印第安人的风俗习惯瓦解，家庭、部族和社会的团结性和粘合力不断被削弱，印第安人日益陷入隔绝孤独的生活之中。随着印第安人生活方式遭到破坏，作为印第安人精神支柱的土著宗教和艺术也失去了它们往日的重要意义。

这样，土地私有化使得印第安人部落体制处于一种经常性的文化压力之下，导致他们日复一日地处于紧张、沮丧和恐惧的状态之中，逐渐丧失了信心和希望。有印第安人在大平原印第安人大会上说：“我们印第安人过去曾经是自立的公民，拥有自己的政府，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但现在再看我们印第安种族，创造性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大龙德保留地领导人阿贝·赫德森也有同感。他指出：“（印第安人）部落正在疑惑和绝望的荒野中徘徊。他们已经丧失了信心。”

加拿大印第安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遭遇与其美国同胞类似。自从建立联邦之后，加拿大政府对印第安人的主要政策就是与各部落签订一系列条约，将他们迁居到保留地，一方面夺取印第安人土地，以供白人移民定居之用；另一方面在保留地向他们灌输农业技能，以便于他们成为自立的商业化农场主。最早签订的条约，是1850年安大略省与印第安人部落谈判签订的罗伯特休伦条约。此后从1871-1921年间，加拿大联邦在现在的草原地区、育空地区和西北地区与土著民族签订了从第1号到第11号条约。签订这些条约的目的是，在白人移民浪潮到来之前消除印第安人对土地的所有权。作为印第安人转让土地的补偿，他们将获得一小块保留地以及年金和衣服。

除了夺取土著土地外，加拿大土著政策的基石是将印第安人变成自立的农场主。有学者指出：“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同化土著民族就已成为加拿大印第安政策显而易见的目标。”早在1873年，印第安人事务专员就提出：“消除他们的游牧习俗，提高和确保他们地位的最佳方法，就是教导他们从事农业耕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加拿大政府力图通过示范传授印第安人农业技能，雇用安大略农场主到西部建立示范农场，希望印第安人通过观察和实践掌握农业技能。1879年，政府派出了17名示范农场主到西部建立了示范农场。到1881年，示范农场主增加到26个。1920年，印第安事务部的副总检查长邓肯·斯科特（Duncan C.Scott）在众议院特别委员会上说：“我想根除印第安问题。我们的目标将长期继续下去，直到加拿大每一个印第安人都被融合到政治体制中，直到没有印第安问题，没有印第安事务部为止，这是法案的整体目标。”

在加拿大主流社会夺取土地和强制同化的双重压力之下，印第安人处境维艰。首先，印第安人对白人带来的传染病毫无抵抗力，这对他们造成了致命伤害。麻疹、猩红热、流感等传染病肆虐于印第安人群体，其中最为致命的是天花。1780年、1837年和1869-1870年间，天花病蔓延于加拿大西部的腹地。这种疾病从阿尔伯塔南部的黑脚部落很快传播到东部和北部的克里和阿西尼波恩（Assiniboine）部落。1870年，当天花肆无忌惮地蔓延在加拿大西部内地时，超过2000多名印第安人死于非命，占当地土著人口的10%。除了大量人口死于非命之外，活着的印第安人则生活极为贫困。1870年代，加拿大大草原上的野牛濒临灭绝，而大平原地区的印第安人完全依靠野牛为生，他们需要野牛提供食品、衣服和帐篷材料，因此，他们的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1874年，一位加拿大西部研究的权威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写道，由于野牛匮乏，印第安人在去年冬天过得十分困难。他发现：“许多印第安人不得不以吃马匹、狗、牛皮披肩为生，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吃掉了雪地鞋和鹿皮靴，然后被饿死。”

二　饱受歧视的爱尔兰人

爱尔兰人自从殖民地时期就开始移民北美大陆，到19世纪后更是源源不断地定居于美国和加拿大，在美国和加拿大现代化进程中主要成为劳动力的提供者，在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服务业等诸多领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但是，爱尔兰人在现代化进程中却处于社会的最低层，当时并未享受到现代化的成果和成就，反而深受贫穷困扰，酗酒、疾病和死亡与之相伴。不仅如此，爱尔兰人虽然是白人却不断遭受种族歧视，成为美国和加拿大种族主义的牺牲品。

爱尔兰人很早就开始移民北美。据估计，在17世纪，大约有5万——10万名爱尔兰移民北美殖民地，18世纪又大约有10万人移民到了北美。这是爱尔兰的第一次移民浪潮。1845年——1846年爱尔兰土豆歉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饥荒，导致爱尔兰人大规模移民美国。这是第二次爱尔兰移民潮，一直持续到1855年。在1840-1846年间总计有27.8万名爱尔兰人移民美国，而在1847-1854年间总计有超过118万名爱尔兰进入美国。在此后的1/4个世纪中，爱尔兰又有114万人移民美国。因此，在19世纪中期以后大约40年中，美国共接纳了260万名爱尔兰移民。19世纪末，爱尔兰人出现了第三次移民美国的浪潮，也是最大的移民潮。1890年，美国的爱尔兰移民人数达到顶峰，总计1871509人，另外还有2924172名第二代爱尔兰美国人，总计有480万美国爱尔兰人。到1900年，第二代爱尔兰人人数达到最多，总计3375546人，但爱尔兰移民数量下降为1615459人，总数为500万人。此后，爱尔兰向美国的移民人数逐渐下降。1901-1910年间，339065名爱尔兰移民到达美国。1911-1920年间只有146181人，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了这种跨大西洋移民运动。而1921年和1924年，美国移民法更是严厉限制了来自所有国家的移民（几乎完全排斥了亚洲移民）。1920年代，爱尔兰到美国的移民为220591人，此后进一步减少，1930年代只有13167名移民，1940年代只有26967名移民。

与爱尔兰移民美国类似，爱尔兰移民加拿大也有着类似的历程。他们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开始移民英属北美殖民地，到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后，由于英国政府限制美国船只的装运容量，因此移民美国要比移民加拿大运费高出两倍。与此同时，加拿大政府为了吸引广大移民定居安大略，而向允诺向每个移民加拿大的移民提供50英亩的土地赠予。因此在拿破仑战争后的20年中，大部分爱尔兰人是直接从爱尔兰港口出发，移民到英属北美的。

19世纪中期，爱尔兰人出现了移民加拿大的汹涌浪潮。1846-1849年，爱尔兰土豆连续歉收，遍布全国的大饥荒导致人口大量外流。

1845-1870年间，至少有300万爱尔兰人离开爱尔兰；在1871-1891年间，另外110万爱尔兰人选择移民其他地区。1891年，世界上39%的爱尔兰人生活于爱尔兰之外。其中，1846年有40667名爱尔兰人移民加拿大，1847年上升为104518人，1848年为24809人，1849年为33392人，此后爱尔兰移民人数稳定在2万——3万人之间。1855年以后，饥荒的影响消失，爱尔兰移民加拿大的人数日益减少。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加拿大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对劳动力的需求极为旺盛，推动爱尔兰人再次掀起了移民加拿大的高潮。1856-1921年间，大约350万名爱尔兰人移民国外，其中超过300万人依据美国，20.9万人移居加拿大，28.9万人移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另有6万人移民南非、阿根廷和其他国家。进入20世纪以后，爱尔兰人移民加拿大的规模虽然不及19世纪中期，但仍然在源源不断地进入加拿大。1901-1910年，总计有26811名爱尔兰移民进入加拿大；1911-1920年总计有42939人；1921-1930年有90254人；1931-1940年间有13130人；1941-1950年间有25351人。

源源涌入北美大陆的爱尔兰人，成为美国和加拿大现代化进程中主要的劳动力资源。北美土生的手工工匠和熟练工人的社会地位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受到侵蚀，因此他们的地位逐步下降，最终沦落为依赖工资为生的劳工。但相比之下，大多数爱尔兰移民根本就没有什么技术可言，也就无所谓损害了他们的优势地位。他们原本是爱尔兰社会中的贫困农民，到达北美后成为工业革命中一支流动性极强且廉价的非熟练劳动力。爱尔兰移民在美国和加拿大所不同的是，美国的爱尔兰移民主要集中于城市，主要是为正在逐渐崛起的工业、交通运输业以及其他行业提供劳动力，而加拿大的爱尔兰移民则主要定居于乡村地区，为加拿大的农业和森林砍伐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般劳工和家庭服务是美国爱尔兰人所从事的主要职业。正如一家报纸所说：“美国为了发展需要无穷无尽的劳动力资源，爱尔兰提供了其中的大部分。这个共和国的社会中存在着数种动力——水力、蒸汽力和爱尔兰人力，其中最后一个是工作最为努力的。”在费城，30%的爱尔兰移民是体力劳动者，与其他族裔相比都相去甚远。1855年，纽约46%的爱尔兰移民从事体力劳动或家庭服务。1860年，新泽西城56%以上的爱尔兰人从事非熟练工人的工作。晚至1870年，40%的美国爱尔兰移民是非熟练工人或家庭仆佣，而整个人口中相应职业的比例仅为16%。当年，纽约3/4的劳工、半数以上的家庭仆佣都是爱尔兰移民。那些没有从事体力劳动的爱尔兰移民也多从事熟练或者半熟练工作，很少人是专业人员或独立的商人。

除了劳工和搬运工之外，19世纪中期的爱尔兰人还从事其他各种职业，大多数也是体力劳动。例如，1850-1900年间，家庭服务是爱尔兰妇女最主要的职业。早在1855年的纽约城，所有家庭仆佣中的74%是爱尔兰人，所有爱尔兰移民妇女中45%都是从事这种工作。仆佣工作时间极长，一般是从早上4、5点一直到晚上9、10点，在有儿童的家庭中，至少1名仆佣是全天候随叫随到的。

19世纪后半期，爱尔兰人主要局限于非熟练体力劳动的情况开始改变，他们的职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作为一个集中于城市的族裔群体，美国爱尔兰人多集中于城市的熟练和非熟练职业而非农业，其职业结构逐渐开始与美国整体趋同。但是，美国的爱尔兰移民仍然主要是非熟练劳工，家庭服务仍然是爱尔兰妇女的主要职业，这种趋势至少持续到1890年代。即使是到了1900年，仍有25%的爱尔兰移民和17%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工作于工资较低、工会组织不高的非熟练职业领域，爱尔兰裔美国人在临时性工作中占极高的比例。而在整个19世纪后半期，美国爱尔兰妇女的主要职业就是家庭服务。早在1850年代，纽约80%以上的家庭仆佣都是来自爱尔兰的移民；晚至1900年，爱尔兰妇女中仍有61%的人在从事家庭服务工作。相比之下，移民美国的英国和威尔士妇女在1900年只有22%从事家庭服务，从事同样工作的苏格兰移民妇女占28%，意大利移民妇女占9%。

加拿大的爱尔兰人主要定居于乡村地区。作为19世纪最大的移民群体，加拿大66.1%的爱尔兰人口都定居于安大略。1851年，在安大略的爱尔兰移民中，只有14.0%居住于城市，总计14253人。即使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情况也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爱尔兰人大多数都仍然选择居住于农村，而没有迁入城市。1871年，安大略人口中有78.0%是农村人口，爱尔兰移民中有77.5%居住于农村。到1901年，安大略57.1%的人口居住于农村，爱尔兰人则有58.4%居住于农村。加拿大的其他区域也都类似，爱尔兰人多定居于乡村，成为农业和森林业的主要劳动力。在农业经营中，爱尔兰移民历经艰辛后多成为成功的农场主。1820年代中期以来，爱尔兰人在加拿大购买了许多农场，到1861年，大约45%的农场仍然为原来的主人或其子孙所有。这个比例在当时整个农业流动频繁的情况下已经是很高了。

尽管北美大陆的爱尔兰人无论是集中于城市还是居住于乡村地区，都辛勤劳作，推动了北美现代化的平稳快速前进，成为现代化进程的被动参与者，但由于主要从事体力劳动，他们不仅职业地位低下，而且还经常遭受贫困和疾病的困扰，故而没有享受到现代化进程的成果，成为这一过程中的牺牲品。这在美国的爱尔兰人中最为典型。可以说，贫穷和疾病是美国几乎每个城市爱尔兰人的突出特征。据估计，在1850年代的纽约，接受慈善救助的人中爱尔兰人占70%，占收容所（收容贫民的机构）人口的60%。1855年，尽管爱尔兰移民仅占纽约移民总数的54%，但他们却占进入公立医院人数的85%。由于贫困，爱尔兰人很容易受到各种传染病的感染。例如，在新奥尔良，爱尔兰人被肆虐的霍乱、疟疾和黄热病吞噬。1853年，新奥尔良爆发了黄热病瘟疫，1.2万人死于非命，其中大约4000人是爱尔兰人。1850年，慈善医院中一半以上的病人都是爱尔兰人。即使是历史学家认为爱尔兰人处境比较好的旧金山，也有学者发现，在1870-1890年间，35%的收容所居民、31%的精神病患者以及24%的接受劳教者都是爱尔兰移民，而该市中爱尔兰移民仅占全城人口的大约13%。尽管到20世纪初，爱尔兰人在美国的处境已经有所改善，但是情况仍然不容乐观。根据1901年美国政府的报告，爱尔兰人在所有惩罚和慈善机构中的比例最高。1910年的一项社会学研究发现，爱尔兰人中乞丐的比例是最高的（1048.5/100000），比次之的移民群体瑞典人高出一倍还多。

除了面对贫困和疾病的困扰外，爱尔兰人作为白人群体还受到了各种种族歧视。尽管从归化和公民权利的标准看，爱尔兰人显然还没有沦落到和非洲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一样卑微的地位；从形式上看，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要比其他处于弱势地位的族裔群体处境要好一些，但在社会实践和大众印象中，爱尔兰移民仍然面临着众多歧视，这些歧视大部分都是种族方面的。爱尔兰移民之所以受到排斥不仅仅因为他们与主流社会不同，而且因为他们多信奉天主教。美国的反天主教思潮几乎和共和国一样久远，民众的情绪十分明显。随着外国出生的移民人口的不断增加，移民将越来越多与主流社会不同的生活方式带到了美国，排外主义者感到他们的生活和权益可能会受到危害，于是歧视和排斥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从美国独立到1820年代，没有证据显示美国出现了反天主教的浪潮，但是随着爱尔兰移民的增多，反对爱尔兰移民的呼声在1830年代以后浮出水面。在美国白人看来，爱尔兰人比黑人还糟糕，因为他们不像黑人奴隶甚至自由黑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美国社会中的位置，因为爱尔兰人不会对他们所遭遇的虐待默默忍受。而美国杰出人士的推波助澜更助长了这种对新入境移民的仇恨。电报的发明人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F.B.Morse），于1834年撰写了名为《外国颠覆美国自由的阴谋》的宣传册，强烈反对天主教徒。他认为，爱尔兰人“属于令人羞耻的文盲，毫无自己的主见”。在这些带有种族偏见的美国人看来，爱尔兰人尤其不受欢迎，因为他们还是天主教徒。1836年，一位名叫玛丽亚·蒙克（Maria Monk）的年轻妇女在排外主义清教徒支持下出版了《可怕的禁闭》，引起巨大轰动。该书描述了她在蒙特利尔修道院的修女生活，充满了修女神父滥交关系、溺婴以及残暴行为。反对天主教徒成为19世纪美国文学中的一个主题。尽管蒙克的骗局很快被揭穿，但是这本书在内战前先后再版了20次，销量高达30万册，成为仅次于《汤姆叔叔的小屋》的畅销书。这部书在此后的排外运动中一再出现，甚至到1960年约翰·肯尼迪竞选总统时还阴魂不散。到1840年代，一个由排外主义团体、宗教宣传组织和报纸杂志组成的广泛网络形成，攻击天主教徒的书籍成为出版业的大宗业务。早在1835年，一位作者就写道，诬蔑天主教徒“是一桩经常性的行业，编辑出版反天主教书籍……与生产肉豆和制造钟表一样，已经成为美国产业的组成部分”。到19世纪末，反爱尔兰移民的情绪仍然弥漫于美国文化中。访问美国的英国人爱德华·弗里曼（Edward A.Freeman）说：“如果爱尔兰人杀死黑人，然后他们又被绞死，那么这里将是一个伟大的国度。我发现，这种情绪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当然，这种歧视和排斥爱尔兰人的倾向不仅表现在激烈的言辞上，而且还不断地诉诸暴力行动。1830-1850年间，针对天主教徒的暴乱遍及全国，导致了多人死亡，天主教堂被付之一炬，许多天主教徒的家园遭到劫掠。暴力行动十分激烈，以至于美国当局不得不动用州民兵和海军陆战队来恢复秩序。1834年，马萨诸塞查尔斯顿的一群暴徒纵火烧毁了一座修道院；1844年，费城的另外一伙暴徒洗劫了一座天主教堂；颇有声望的政治家也不断鼓吹对爱尔兰的仇恨，这在1850年代中期的一无所知党时期达到顶峰。同时，东部沿海地区的美国雇主公开在广告中宣称“爱尔兰人不得应聘”。反对外国移民的思想在19世纪后半期仍然很活跃，到1890年代出现了反天主教的“保护美国协会”。这股反天主教的逆流甚至一直延续到20世纪。

三　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的亚洲裔移民

前面分别论述了北美大陆上的印第安人、爱尔兰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遭遇，其实现代化进程中遭受歧视最为严重的还是亚裔人口。他们或来自中国，或来自日本，也有来自印度和菲律宾等国家，带着各自的梦想漂洋过海来到北美大陆，在那里从事着包括农业、工业、服务业以及铁路修筑等各种工作，成为美国和加拿大现代化进程中的廉价劳动力，为美加现代化的迅速推进和经济的崛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令人扼腕的是，这些亚裔人口虽然为北美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却是被动地卷入了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成为一个被动参与者。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工资待遇低下，受到了种种刁难和凌辱，甚至最后被排斥在北美现代社会之外，长期属于社会的“边缘人”，可谓是美国所有少数族裔群体中最为典型的牺牲品。华人在北美的遭遇已经广为人知，这里就不再赘述。下面主要以日本移民和日裔美国人为主考察现代化进程中亚裔人口的处境。

在美国的亚裔人口中，日本移民则相对较晚，多是为了替代已经被看作威胁的华人移民而引入的。最早于1868年移民夏威夷，第一批只有148名劳工。此后，移民美国的日本人数增长缓慢，从来都没有达到很大的数字。到1900年为止，到美国的日本移民总计不超过3万人，从1901到1907年君子协定签订，总计11万人，从1908到一战爆发，将近7.5万人。在一战期间，由于欧洲人停止移民美国，日本移民的比例才上升到2.16%。因此到美日两国开战之前，移民美国的日本人平均每年为385人。即使是在1908-1924年间，美国宣称它被“纸上新娘”淹没之时，也只有7.3万名日本女性移民入境，另外还有1万名日本女性移民离境。移民美国的日本人多数都很集中。每次人口统计显示，日裔移民最集中的是加利福尼亚，还有不少集中于俄勒冈和华盛顿州，另外还有数千人分散在山区各州以及全国各地。

日本人首次到达加拿大是1877年，从1890年代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总计有3万人来到加拿大。20世纪后，亚裔人口移民加拿大的数量如下：1901-1910年，24153人；1911-1920年，36120人；1921-1930年，84065人；1931-1940年，993人；1941-1950年，3688人；1951-1960年，23033人。

日本移民入境后也主要从事农业生产、铁路修筑和维护、家庭服务业等各种工作，其中农业是日本移民最主要的工作之一。日本农业工人住宿自理，他们的雇主根本不知道他们居住在哪里，他们从这个农场迁移到那个农场，通常自己负担运费，而很少增加雇主的负担。因此，日本移民成为美国西部农业开发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1900-1910年间，2.4万名日本人移民加利福尼亚，其中1.6万人都是农业劳工。到1911年，日本农业工人已经成为加利福尼亚北部农场的主要劳动力，在加利福尼亚南部也占农业劳动力的1/5.到1911年，参议院移民委员会报告说，加利福尼亚拥有3万名日本裔农业工人，日本人成为农业中最为重要的劳动力群体。

在日本移民就业的非农业工作中，最为重要的职业就是铁路工作。大约6000-7000人作为路段工，另有3000人是桥梁和建筑维护工人。日本移民普遍从事的另一职业是个人服务。许多日裔移民在踏上美国后所从事的职业就是家庭仆佣。他们每天工作4-5个小时，一个月可以得到10-15美元工资外加食宿。到1909年，1.2万——1.5万人名日裔移民在从事仆佣、厨师、侍者以及相关工作。与美国日裔人口一样，加拿大的日裔人口也为所在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与日裔人口在北美现代化进程中所作贡献不成比例的是，日本移民得到的工资比包括华人移民在内的其他群体都低。1894年，圣克拉拉县的日本农业工人每天工资只有50美分，而同一时期白人同样工作的日工资是1.25-1.75美元。在夏威夷，单身日裔劳工的月工资为18美元，公司首先扣留了25%，即3.40美元，各项花费总计12.50美元，一个很节俭的日本移民每个月也仅能积蓄2.10美元。

工资低下只是亚裔人口在美困境的一个方面，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在美国社会中所遭受的歧视和排斥，这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挥之不去的一个污点。1900年，当美国大陆日裔移民还不到2.5万人时，大规模的排日浪潮已经上演。排华浪潮的肇始地点是旧金山，也是排斥东方人运动的中心，其主力是工人行会。旧金山市市长、后来的美国参议员詹姆斯·费伦（James D.Phelan）不断地老调重弹：“日本人开始了与二十年前我们已经遏制住的移民潮类似的浪潮……中国人和日本人并不是真正的公民。他们并不是制造美国公民的材料。“1905年春，来自67个组织的代表聚会于旧金山，建立了“排斥亚裔联盟”，这个组织成为排日的主要工具。

甚至连1906年的旧金山大地震都不能完全中断排日浪潮。在地震后仅仅数月后，旧金山市教育委员会于10月命令各个学校校长将所有华人、日本人和韩国儿童送交一所全部由东方学生组成的公立学校。旧金山日裔学生被隔离的消息很快登载日本东京各大报纸，引起了日本政府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强烈抗议，旧金山学校危机爆发。这迫使日美双方进行秘密谈判，最终于1907年达成君子协定。协定内容是，阻止日本人移民美国的现有政策应该继续下去，两国政府应该合作以推动政策有效实施。这个谅解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向那些到美国大陆的日裔非劳工或那些与父母、妻儿团聚的劳工发放护照，也就是说劳工中只有三类即“亲属”、“以前的居民”和“农业技能专家”可移民美国。到1924年，美国移民法禁止不符合条件入籍的外国人入境，完成了自1882年开始的排斥亚洲人的法律程序。

此外，各州也纷纷出台排日法令。加利福尼亚州控制委员会指出：“美国境内的日本人，无论是在美国出生与否，都是日本公民，有责任承担日本兵役职责……美国出生的日本人能够享有美国公民的所有权益，却不必履行每个公民应该承担的最为重要的义务。一朝是日本人，永远都是日本人！”这样一来，日本人无论是移民还是日裔美国公民都被贴上了“外国人”的标签，排外主义的嘴脸昭然若揭。也正是在这种排外主义情绪推动下，加利福尼亚于1913年通过法令，禁止那些不适合成为公民的外国人（也就是外国出生的亚洲人）拥有土地，禁止他们连续租种土地超过3年以上。除一些变动外，亚利桑那州于1917年，路易斯安娜州于1921年，新墨西哥州于1922年，爱达荷、蒙大拿和俄勒冈于1923年，堪萨斯于1925年，阿肯色、犹他和怀俄明于1943年先后效法加利福尼亚颁布了类似法令。在上述各州的法令中，除了亚利桑那州明确指出日本人外，其他各州都效仿加利福尼亚的先例，宣称那些不符合归化条件的外国人除非依据某些特定条件，否则无权拥有或租用土地。

对于不论是爱尔兰人还是华人来说，禁止入境和入籍已经完成了其排斥外来移民的目的，但对于日本人口来说，这些还是不够的，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迫背井离乡，被强制生活于美国的“集中营”。1941年11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日美战争的开始对日裔美国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灾难。传言和种族主义随之而来，夏威夷的日裔美国人被看作是日本偷袭的帮凶，甚至美国海军部长也宣称日裔美国人对珍珠港事件负有重大责任。1942年，美国政府发布行政命令，强制性地把西海岸具有1/8以上血统的所有日裔美国人都被迁移到“遣送营”（Evacuation Camps）。在该命令指导下，美国大陆总计有11.3万名日裔美国人被迁移，夏威夷有1118人被迁移，另有219名自愿居民。这些被迁移的日本裔美国人在经济上遭受了沉重打击。精确的财产损失已经无据可考，但战后联邦储备银行估计说，这笔损失有4亿美元。如果用1995年的美国价格计算，日裔美国人的经济损失总计达到37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因为迁移而导致的个人收入的损失。当然，美国的日裔人口在这场战争中损失岂止是金钱和财产，实际上他们成为赤裸裸的种族主义的牺牲品！

加拿大亚裔人口由于文化水平低下，多从事粗重的体力劳动，且工资水平极低，根本无法与白人的平均水平相比，处境非常艰难。这一时期，他们的处境与其美国同胞相似。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当然，上面所论述的主要是亚裔人口中的日裔在北美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他们既是被动参与者，为所在国的现代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同时他们又没有享受现代化的成果，处境维艰，成为这一进程中典型的牺牲品。其他亚裔人口也存在着与日裔类似的经历和遭遇。例如，1907-1917年，6000-7000名亚裔印度人进入美国，很多成为农业劳动力。他们也希望购买土地，却遭受了与华人、日裔同样的命运，移民当局将印度人列为非白人，而1913年加利福尼亚州法令禁止非白人购买土地。印度人在加拿大也同样遭遇了这种困境。1907年，一艘满载印度移民的船只希望在加拿大港口靠岸，却遭到加拿大当局的强烈反对。加拿大保守党议员H.H.史蒂文斯（H.H.Stevens）呼吁：“加拿大应该免于其他民族的玷污，保持血统的纯正。”最终，加拿大海军的“彩虹号”军舰迫使印度船只在“加拿大永远是白人的加拿大”的叫嚣声中离开。

20世纪初，菲律宾移民填补了对东亚和南亚移民限制所带来的劳动力需要。1910年，根据联邦人口统计，加利福尼亚只有5名菲律宾人，到1920年，菲律宾人口增加到了2674人，1930年增加到30470人，他们主要是通过移民入境的。但是排斥菲律宾移民的呼声很快出现。1929年，《太平洋乡村新闻社》发表文章宣称：菲律宾人对美国来说，是“在健康和种族方面的威胁”。诸如加利福尼亚州劳工联盟就像反对中国人和日本人一样，反对菲律宾人移民美国。只是由于菲律宾岛是美国的保护国，菲律宾人拥有美国人的某些权利，包括自由出入美国的权利。直到1944年菲律宾独立后，美国才实现了禁止菲律宾移民入境的目标。


第三节　现代化进程中的阶级对立与社会冲突

一　家庭农场梦想的破灭与北美农场主的艰难处境

长期以来，农业一直被认为是美国社会中最基本、最高尚的行业，得到了美国社会的一致赞誉。早在18世纪后期美国独立前后，根据天赋人权和重农主义理论，美国朝野就逐渐形成了具有农本主义色彩的理论主张：“农业是真正财富的唯一来源；每个人对土地都有天生的权力；耕者有其田；土地所有权使农民独立自主、从而获得社会地位和尊严，而在劳动中不断与大自然接触使他品格高尚，生活幸福。”与上述观念相一致，家庭农场被认为是美国文化和社会价值得以保存和传承的载体，如同牛仔文化一样，它也成为美国社会中的一个神话和梦想。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农场被饱受中世纪封建压迫的欧洲移民当作毕生追求的目标。有学者指出：“对于一个深受个人主义影响的总是习惯于往前看的乐观民族来讲，家庭农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具有自然的吸引力。直到今天，许多美国人内心仍然向往拥有家庭农场，以及它所带有的独立、自由和自足。”家庭农场在美国人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建构美国认同的重要观念。接受家庭农场观念的人在美国人口中人数极多，他们包括商人、农场主、报刊编辑、国会议员、农场工人和非农业工人等。可以说，到19世纪，家庭农场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美国进步人士在西部土地分配问题上的共识。

就如同拥抱自耕农梦想一样，租佃制自然受到批判，被认为是与杰斐逊的家庭农场梦想背道而驰的，这种观点最为典型的代表是托马斯·本顿，他说道：

租佃制与自由是相背离的。它奠定了社会等级分化的基础，泯灭了对国家的热爱，削弱了独立精神。农场租佃者实际上没有国家，没有家庭，没有圣坛，也没有上帝。而与此相反，独立农场主则是自由政府的天然支持者，我们共和国的政策应该是成倍增加独立农场主的数量……一个善良、独立的农场主阶层，是国家的真正支持者和最好的保卫者得以产生的宝库。

在加拿大社会中，农场主的地位则更为突出，在19世纪末期以前，家庭农场主仍然居于主导地位。直到19世纪末期以前，农场主在某种程度上继续生产他们生活中需要的大部分产品。这种情况在沿海各省、魁北克以及安大略的东部和北部都十分普遍。即使是在商业经济发达的安大略，情况也没有太大改变。每个农场都自备燃料和食品，许多农场主都在自己的农场上生产大量的毛纺衣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农场就是一个小型共同体，具有其他地方所没有的稳定性和社会地位。而且，农场主在加拿大社会中还具有巨大的优势：他们代表着重要的选民群体——事实上他们的选举力量甚至超出了其人口比例，因为他们捍卫的是一个当时民众都在感情上与之密切相连的加拿大观念，即他们是大地的独立子女，尚未受到时代的物质和政治腐败的侵蚀，代表着加拿大的精神与文化财富。他们的自画像对许多观察者都颇具吸引力，因为后者对现代化进程已经十分担忧，对过去历史上更为平等的农业社会所具有的纯朴的美德怀念不已。

但是随着19世纪后半期现代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和农业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美国人发现，家庭农场的梦想却越来越遥远，租佃制成为盛行一时的农业现象。虽然自给自足的家庭农场受到广泛地推介，政府土地政策也为这一目标的实现大开方便之门，然而自19世纪中期以后，租佃制不仅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而且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从1880年的25.5%持续上升到1930年的42.4%；租佃农场数目也从1880年的102.4万个持续上升到1930年的266.9万个。面对日益增加的租佃制比例，原来乐观的上升阶梯理论受到质疑，人们开始改变对租佃制的看法。1937年，调查农业租佃问题的“总统委员会”（Presidential Committee）在报告中指出：“在过去进行土地所有权统计的55年里，农场所有者的比例一直在显著且持续不断地下降，佃农比例则相应上升。”“从一级到另一级的农业阶梯运动的主要方向是下降而不是上升。”

在家庭农场梦想破灭，农业阶梯上升受阻的同时，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和农场主的地位相对降低，已经爬到农业阶梯顶层的农场主却深受抵押借款负担过重、农产品价格下跌、运费高昂、信贷不足、利息偏高、长期经济萧条、收成失败等不利因素的影响，经济状况颇为艰难。其中对农场主威胁最大的就是抵押贷款负担过重，甚至导致赎回权被取消。1890年，美国全国农业抵押贷款率是29%，债务占农场平均价值的35%。但在草原地区，债务占农场价值的比例较高，如堪萨斯60%、内布拉斯加54%。而且，美国农场的平均抵押款数额还有不断增长的趋势：1890年为1224美元，1910年为1715美元，1920年上升到3356美元。另外，抵押土地的情况也十分严重。据统计，1890年，美国抵押农户占农场主总数的比例是28.2%，1900年上升到31%。当然，并不排除少数农场主是为了增加投资、改良土地才抵押土地的，但大多数抵押农场主都是负债累累所致。

其次，内战后美国农场主所遇到的问题还有铁路公司的无情盘剥。因为西部农产品必需通过交通运输才能到达市场，农场主别无选择，他们必需使用这些交通工具。处于垄断地位的铁路公司一直利用自己是中西部和西部大量农产品运输者的优势，长期实行高额货运政策。例如，1869年，从密西西比河以西到东海岸每蒲式耳谷物的运费高达52.5美分。对于西部农场主来说，如此高昂的运费是难以承担的。难怪1885年明尼苏达州长在递交州议会的州情咨文中哀叹：“从本州许多地方到芝加哥的运输耗费了每蒲式耳谷物一半以上的价格，从某些遥远地区运到芝加哥的费用以及谷物等级分类的收费，几乎等于将谷物没收充公。”

第三，美国高关税也成为美国农场主批评的对象。高关税保护了美国工业免受国际竞争，使他们可以保持较高的价格，但是却使农场主遭受了双重负面影响，即国外市场的萎缩和他们所购买商品的高昂价格。农场主由于工业联合的出现，被迫直接或间接地压低小麦、谷物和棉花的价格，接受高昂的制成品价格。1882年，有报告称，农场主“在所有消费品和农业用具等用品上”的费用占其总收入的33.5%-60%。“钢铁制品尤其是篱笆网和钉子”等价格上涨尤其明显，“木材以及其他建筑材料”也在不断上涨。对工业品的高关税也对农业的国外市场产生了灾难性影响。由于高关税，欧洲国家进口到美国的制成品急剧下降，从1860年占美国总量的60%下降到1910年的30%。作为报复，欧洲国家也开始转向“加拿大、阿根廷和俄国进口谷物；转向阿根廷进口肉类；转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羊肉和奶制品”。这就大大缩小了美国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使农场主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农场主把保护性关税看作是“牺牲一个阶层保护另一个阶层——牺牲农场主保护制造业主，牺牲穷人保护富人”的一种方式。

美国农场主所面临困境的第四个方面，也是他们艰难处境的直接原因是：他们不得不出售的商品价格过低，而他们必需购买的生产和生活用品价格不断提高。其结果就是，农业作为高风险行业，在现代化进程中收益微薄，利润极低。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和农业革命的迅猛推进，美国农业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产品价格却在不断下降。如果以1870年的农作物及牲畜价格为100，则1880年为76,1890年为64,1900年为63.在农产品价格不断下降的同时，美国农场主生产和生活用品的价格却在不断攀升。农业土地价格首当其冲。以1870年价格来看，每英亩农场土地价格为18美元，1880年则为26美元，1890年更增至35美元。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农场主生产生活用品价格的不断上升，使得农业在现代化进程中利润极低，农场主收益差强人意。正如新罕布什尔州一位公民的报告所说：“在过去3年中，那些经营管理良好的农场，即使没有什么实际亏损，至少它们的年平均利润都是极为低下的。在今年（1842年）以前的10年中，农业平均利润大约为6%，比过去的3年还要高一些。”以后的研究表明：“1870到大约1895年间，农场主人均实际收入在急剧下降……”到1901年，有报告说，农业资本产出比30-40年前还要低。难怪，农场主们发现：并非所有人都分享到了文明的成果。中上层阶级得到的比下层民众多；城市居民比乡村居民多；农场主工作时间长，条件更为恶劣，得到的报酬却远远比其他人少。

和美国一样，引起加拿大农场主不满的原因主要有铁路垄断、高额关税、有限的仓储设施、大企业的合并和垄断等。其中，铁路被看作是他们的首要敌人。最使西部不满的莫过于太平洋铁路的运价歧视政策。1883年，它所公布的运价标准规定：小麦从温尼伯到桑德贝的运费为21.6分每蒲式耳，从穆斯乔至桑德贝为30.6分每蒲式耳；但从桑德贝到大西洋沿岸，距离为穆斯乔至桑德贝的2倍，却只有15分每蒲式耳。而当时桑德贝的小麦售价仅有65分每蒲式耳，仅运费就要花去农民1/3的小麦售价。

二　北美农场主运动

面对上述情形，奋起反抗成为北美农场主的不二选择。佐治亚州汤姆·沃森指出：“我们求助于国会毫无用处，就像我们的先辈请求废除茶税法一样愚蠢；他们奋起反抗……我们也应该如此。”于是，从19世纪60年代起，美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场主运动，饱受各种压迫的农场主批判工业的东部和特权阶层对农业的压迫，要求降低运价，减少利息率，增加对农业的信贷，农场主还建立起了自己的合作组织，组织第三党运动，参与政治。从19世纪后期持续到20世纪初期的农场主运动是美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改革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农场主对日益逝去的家庭农场梦想的一种留恋和回流。具体来说，这一时期的农场主运动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农场主协进会运动时期，该运动起于19世纪60年代，止于70年代中期。其特点是以经济斗争为主，也开展一些政治活动。1867年，农场主协进会或者说格兰其建立起来，此后稳步发展。1873-1875年，格兰其运动达到顶峰时期。到1875年10月，美国总计建立了19007个分支机构，拥有成员758767人。此后，该组织成员开始下降。到1880年，格兰其只剩下大约4000个分支机构和15万名成员了。农场主协进会的目的主要是反对垄断组织的控制、中间商的盘剥、大农业资本家的排挤和兼并，开展农场主之间的互助合作。1874年，农场主协进会在圣路易年会上明确宣布：

反对贷款制度、抵押制度……建议共同集会讨论、共同努力，共同购买和共同销售……希望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在农场主和制造商之间建立起尽可能直接和友好的关系……我们不是资本的敌人，但是我们反对垄断资本的暴政……我们反对过高的薪金、高利率和商业中的暴利。

1870年代末期，格兰其所兴办的合作工厂和合作公司相继破产，勉强幸存者屈指可数，运动急剧衰落。不过，格兰其是农场主组织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因为它是第一个农场主组织，也是存在时间最长的一个。它创造了一种组织模式，甚至影响到现在的农场主组织。

第二个阶段是绿背纸币运动时期，始于19世纪70年代中期，止于80年代初期。运动的领导核心是绿背党，原名独立党，正式成立于1875年。运动以维护“廉价通货”、反对货币升值、维护债务人利益为目的，要求废除1875年1月颁布的恢复金本位条例，继续使用绿背纸币。

绿背纸币运动和农场主协进会不同，一开始就以政治活动为主。1875年，美国出现了一个建立农场主政党的高潮，各地纷纷举行地区性的农场主组织代表会议。1876年5月，印第安纳波利斯大会正式召开，通过了绿背纸币党的纲领，金融问题被摆在十分突出的地位。绿背纸币党在1877年选举中获得了可喜成绩。它在宾西法尼亚财政局的竞选中获得了9.7%的选票，在威斯康星的州长选举中，获得了14.9%的选票，在衣阿华州州长的选举中获得了13.9%的选票，甚至在影响较小的新英格兰地区也获得了相当数量的选票。1878年2月，美国绿背党与劳工组织联合起来，宣布成立绿背劳工党。由于农民和工人的联合，绿背劳工党在1878年选举中获得了辉煌胜利，总计获选票100万张以上，取得15个议员席位。在地方议会选举中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有32人当选地方议会的参议员，151人当选地方议会众议员。绿背纸币运动达到了高潮。然而，绿背纸币运动维持“廉价纸币”的口号只能在一定时期起作用，在经济形势略有好转、农产品价格逐渐回升的情况下，绿背纸币运动就失去了号召力，进入了低潮。

第三个阶段是农场主联盟运动时期，19世纪始于80年代初，止于9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出现了美国各地农场主团体要求联合、团结的强烈愿望，最后形成了农场主联盟，并且很快成为指导政治和经济活动的中心。在各种农场主组织中，最重要的就是全国农场主联盟与全国农场主联盟与工业行会，前者通常被称为北部联盟，后者通常被称为南部联盟。北部联盟首先出现于美国西北部地区，然后迅速发展起来。1886年，该组织已经拥有50万名成员，联盟扩展到了16个州。另外一个重要的农场主联盟组织是南方联盟。南部农场主联盟或许是1890-1900年间最大的农场主抗议组织，也是平民党最重要的前期组织。根据美国学者的最新研究，该组织在顶峰时期拥有大约21400个地方组织，一度拥有85.7万名成员。

除了进行社会、经济、教育活动外，农场主联盟主张对铁路进行控制，降低货运费用和选举维护农民利益的代表。1891年，在北方联盟奥马哈会议上，联盟提出了六大原则：一、自由银币；二、取消联邦银行，代之以直接发行的法定纸币；三、所有铁路和电报归政府所有；四、禁止土地所有权进行抵押交易和进行股票、期货等交易；五、修正宪法，民众直接选举总统、副总统和参议员；六、公开透明的选举制度。其中，联盟的主要经济活动是组织股份有限公司，创办合作社等经济活动。联盟主要领导人认为：“合作将限制有组织的垄断资本的蚕食，合作将成为深受抵押贷款之害的农民从有组织的资本的暴虐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手段。”合作销售活动不仅在数量上不断增加，在各个地方，县联盟组织形成了各种销售和购买合作社。

如果说农场主联盟在经济活动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那么它们在开展政治活动方面却犹豫不决，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开始采取行动。1890年，人民党的成立并积极参加选举，是其集中体现。农场主联盟于1890年6月12日在托皮卡召开会议，要求组建新的政党。1892年2月，各重要农民组织、工人团体的代表再次在圣路易集会，通过了人民党的基本纲领：（1）没收铁路公司和其他公司的多于土地以及外国人拥有的土地，分配给真正的垦殖者；（2）将铁路、电报、电话和邮政收归国有；（3）实行累进所得税；（4）允许按照1:16的比例自由铸造银币。此外，纲领也列入了缩短工作日、禁止雇用童工、取缔武装侦探等工人要求。随后，人民党参加了1890年总统选举，总计获得1122045张普选票和22张选举人票，成为自1856年以来首次获得如此众多选票的第三党。人民党还成功将他们在众议院的议员人数从3人增加到12人，参议院也拥有了数名参议员。在4个州，他们的州长候选人成功当选。然而，人民党毕竟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内部成分复杂，缺乏统一的、长远的政治纲领。它的许多要求很快被民主党接过去列入自己的政纲。结果，在人民党内部造成了剧烈分化。1896年7月，根据圣路易大会的决定，人民党同民主党实行合并，以农民为主力的第三党运动遭到了失败。

美国的农民运动从此走向低潮，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复苏。

现代化进程中的加拿大农场主也不甘沦为工业资本主义的附庸，发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竭力维护自己的权利和社会地位。最早在西部出现的农场主组织是产生于美国的格兰其，即农场主协进会。它在19世纪70年代传入加拿大，1876年在马尼托巴省建立了第一个分会，后来在阿尔伯塔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也有零星的组织。到1901年，西北地区农场主组织起来成立了“地区谷物种植者协会”（Territorial Grain Growthers Association），反对大资本家的盘剥，保护农业阶层的利益。在西北地区的带领下，马尼托巴省在1903年成立了谷物种植者协会分支机构，并很快改名为“马尼托巴谷物种植者协会”。1905年，萨斯喀彻温省建立了“萨斯喀彻温谷物种植者协会”，阿尔伯塔的埃德蒙顿地区建立了“加拿大平等会”和“阿尔伯塔农场主联盟”两个并行组织，并于1908年最后合并建立“阿尔伯塔农场主联合会”。1909年，西部谷物种植者协会和东部农场主的格兰其联合起来成立了“加拿大农业协会”。它的建立是加拿大农场主斗争的一大转折，标志着西部和加拿大农场主运动已经逐渐走向了成熟。

三　北美工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处境

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的现代化进程中，工业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用蒸汽动力代替人力和畜力，用大工厂代替手工作坊。它从技术革命开始，在逐步发展的进程中使生产力和社会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工业革命对产业结构以及劳资关系的巨大影响直到美国内战后才逐渐显现出现，而在内战以前，美国基本上仍然是一个手工业和农业国家。截至到19世纪中叶，蒸汽机还没有得到广泛使用。例如，美国的大城市费城使用蒸汽机和水轮机的工厂，加起来也只占全部企业总数的10.8%，雇用工人占全部工人总数的23.7%。美国的普查报告指出：“直到1850年，美国的制造业一般都是在作坊和家庭中进行的，由家庭劳动力或私人业主加上学徒从事的。”可以说，手工业生产体系仍在制造业中占统治地位。

在手工业仍然占据统治地位的美国，手工业者仍然维持着自己的独立地位，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工作，操控着手工业生产，并享有较高的地位和待遇。制鞋工会成员伊顿（Eaton）先生在国会听证会证词中指出：“多年前，在那些老式工场中，一个人拥有一个工场，他自己亲自工作，另外还有3-6个邻居来帮忙。……工人们有绝对的自由，可以自由地进行思想交流，很自然地他们变得比现在的制鞋工人更明智。”美国劳联领导人塞缪尔·龚伯斯（Samual Gompers）在自传中写道：“一个优秀的雪茄工人可以机械地学会这些手艺（制作雪茄的手艺），也使得我们能够自由地思考、交谈、聆听和歌唱。我酷爱这种工作自由，因为我在学会手工技能的同时也获得了思想上的自由。”

加拿大情况与美国类似，只是比美国要晚大约半个世纪。在19世纪末以前的许多行业中，机械化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很小，因为行业工会能够通过迫使雇主只雇用熟练工人操作机器来控制生产过程。正如史学家本森·索弗（Benson Soffer）所说，手工工人在19世纪的整个世纪中已经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控制机械化的举措。这些措施保证了熟练工人在工厂中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在19世纪的大部分行业中都能够牢牢控制着工作关系。在许多工厂中，技工在策划工作如何完成的过程中起着极大作用。他们研究自己的设计，决定采用哪些必需的操作方法、哪些操作应该先做、它们应该如何完成等。他们经过允许或未经允许地随意拿走自己需要的工具。他们制定自己的实施计划，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速度来推进。

但到19世纪后半期以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工厂制取代了手工作坊，科学管理方法取代了原有的工人控制，社会流动阶梯不升反降，手工业者的独立地位渐趋丧失，最终沦落为“照看机器的人”。在工厂体制下，工人必需接受监督检查，不时清点他们的产品数量。同时，每个工人不断重复一种劳动，极易引起神经的高度紧张和极度疲劳。美国的制桶工人认为，新机器“极为冷酷无情”，不是福祉而是恶魔，“夺走了生活中的许多欢乐”，因为机器制造损害了工作和休闲的次文化。可以说，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成千上万名熟练的手工工人发现他们工作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他们再也没有机会成为老板或制造商了：“因为这个行业已经使他们绝望。首先，他们赚取的工资微薄，其次成为老板需要大量的资金，他们已经无力筹措，因为生活已经耗尽了他们赚取的全部工资。”难怪法学界的希望之星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会说，美国正在迅速成为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特权在握的少数人高高在上，拥有巨大的自由，而其余的所有人正在“日益成为被雇用的阶级”。这种情况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也出现在加拿大，正如汉密尔顿的《劳工新闻》所说：“像人们改造金属一样把人改造成为机器。”

在社会地位日益沦落的同时，产业工人作为财富的主要生产者，却未分享到现代大生产带来的好处。北美工人在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期的处境可以概括为：工时长、工作条件恶劣，工资低等。

在美国，就工时而言，据估计，1890-1900年间制造业工人平均周工时在59-60小时之间，高者可达65小时。工作条件则因工厂而异，总的来说十分恶劣。大部分工厂通风差，空气污染严重，缺乏洗浴设备，有的厕所设在厂房内，气味难闻。工作条件最差的当属钢铁工业。据1912年对153家钢铁厂的调查发现，其中39%的工厂通风设备不好，32%的照明不充分，43%的缺乏取暖设备，73%没有充足的洗浴设施。

另外，所谓“血汗工厂”普遍存在，公寓住宅生产广泛流行，对工人的身心造成了很大的危害。由于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和安全条件，其结果是职业病流行，工伤事故频仍。有资料证实，新旧世纪之交美国工厂中因工业事故而丧生者每年达3.5万人，致残者为50万人。1905-1920年，每年在煤矿生产中至少有2000起以上的重大伤亡事故；而在事故发生率位列第二的铁路交通行业，1913年，发生了2.5万次重大事故。不少雇主不仅忽视改善生产安全条件，而且拒绝对事故承担责任和提供补偿。有的厂方将事故责任完全推诿给工人，如匹兹堡的一位工厂经理就说：“我们95%的事故都是由那些受伤者的粗心大意造成的。”

更令工人不能容忍的是，工业革命开始后美国工人的经济状况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有所下降。例如，1795-1821年间，费城工人日工资从1美元下降为0.75美元，工匠日工资虽然从1795年的1.66美元增加到1815年的1.91美元，但到1821年反而降为1.37美元。1860年代以后，这种趋势仍然在继续。1878年，俄亥俄地区的许多工人年收入不足400美元，一些人甚至少于300美元。矿工的工资收入就属于后者。俄亥俄矿区的矿工，1878年的收入仅为295.63美元，每周仅为5.68美元。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美国工人的收入情况并不容乐观。国会听证会的材料批露，南部铁轨制造工人的年收入不足150美元，北部不足375美元。佐治亚一位纺织厂主承认，他的工人年工资只有234美元。有工人劳动12个小时的报酬仅75-90美分。

加拿大工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处境与美国类似。例如，在安大略地区，尽管劳工工作的时间（年工作日）不断增加，但他们的年收入，不论是棉花厂操作工还是劳工都在不断削减。难怪1889年皇家劳资关系委员会在调查中询问一位细木工：“你认为，实际工资是否足以维持一位男性合适且体面的生活，并能够养家糊口？”他的回答是：“不能。”这也是调查中许多工人给出的答案。除了工资收入难以满足日常生活需要之外，对于许多加拿大工人来说，工厂也是很危险和有害健康，令人极为不舒服。例如，仅在1911年7月份，加拿大就有92人死于工作事故。在各项工作中，矿山开采是最危险的行业之一，各种工作伤亡频繁发生。

总之，在北美大陆不论是美国还是加拿大的现代化进程中，工人作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却未能享受到现代工业文明的成果，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牺牲品。也就是说，物质财富、经济力量不能迅速转化为社会的整体改善，也就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脱了节，出现了所谓的“工业文明综合症”。

四　北美工人的抗争

面对社会地位的降低和工业化进程中工人的艰难处境，北美工人开始组织起来，建立各种工会组织，维护自身的社会地位，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对于当时的北美工人来说，他们既不需要像英国工人那样发动政治运动争取普选权，也没有社会条件像德国和法国工人那样投身革命斗争，故而主要通过采取较为温和的合法斗争形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工会主义。因此，他们的努力主要是集中于三个方面：争取缩短工时、增加工资和参加选举。就美国工人而言，他们工人侧重于经济斗争，而对政治斗争极为漠视。即使是到了19世纪末期，工人开始参与政治活动之时，他们也主要是争取把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人选举到国会和地方政府，进而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对于加拿大工人来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极为重视参与政治活动。当然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的目的与美国工人类似，也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而且在北美工人维护自身权利的过程中，激进的暴力革命主张并不占主流，社会主义从来都不是大多数工人斗争的目标。

美国工人在维护自身权益的过程中，首先建立了各种工会组织，并不断地争取工会的合法地位。1827年，费城技工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美国工人运动的开始。19世纪后半期，美国劳工要求联合的愿望更为强烈，出现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工会组织，其中包括美国劳工联盟、劳工骑士团、劳工联合会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1860年代初，劳工骑士团建立起来，到1880年代迅速成长为美国具有深远国际影响的劳工组织。从1881年起，劳动骑士团的会员人数迅速增加。1881年增加到19222人，1882年为42517人，1886年为729677人。左尔格认为，“劳动骑士团也许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独立的工人组织”，其“声誉甚至越出了这个国家的疆界”。1886年成立的美国劳工联合会是“近代时期工人运动史的第一个50年间占统治地位的组织”。此后，劳联很快发展起来，推动美国工会成员不断增加。1897-1914年间，美国工会人数总计增加了225万人。

在建立了各种工会组织后，这些有组织的工人开始积极投身于罢工斗争中，主要通过合法的方式争取和维护自身权益，因此，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争取缩短工时、提高工资、加强工会地位和获得集体议价权利，而不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1786年，费城印刷工人罢工，罢工者要求限定周最低工资为6美元。这是美国史学界公认的最早的一次工人罢工。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劳工地位不断下降，工资水平日益削减，他们要求维护自身权益，开始频繁发动罢工运动，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高潮。例如，1881-1885年间，美国工人举行了2499次罢工，罢工人数为60万人次；1891-1895年间，罢工次数为6884次，参加人数为139.5万人次；到20世纪的第一个5年，罢工次数则高达13964次，罢工人数更是达到了203.3万人次。此后，工人运动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1915年罢工次数为1593次，参与罢工人数为64万人次；1925年，罢工次数为1301次，罢工人数则达到42.8万人次。

长期以来，美国工人抗争的主要形式是经济斗争，后来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美国工人才开始要求开展独立政治运动。到1880年代，纽约成为工人政治运动的策源地。1886年8月，纽约工会成立了统一工人党，并于当年9月提名激进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为纽约市长候选人参加选举。在选举中，亨利·乔治虽然未能当选，但得到了68110张选票，占全部选票的31%，可谓是令人鼓舞的成绩。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美国工人开展的政治运动也主要是通过合法的选举进行的，其目的是将支持劳工群体利益的人选入美国的地方、州和联邦政府，进而维护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加拿大各个产业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以机器取代手工工具，逐渐使用了马力和蒸汽动力，工人的地位和权益也随之下降。工人发现，并非所有的手工业者都能够成为手工工场主，越来越多的工人日益被固定为被雇用者。这推动加拿大工人不断组织起来，建立了各种工会组织，以工会主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1873年，加拿大劳工仿照英美的劳工组织建立了新的全国性组织加拿大劳工联合会（Canadian Labour Union），代表31个地方工会组织。到1880年代，加拿大劳工组织的数量从165个增加到了760个。进入1920年代以后，加拿大工会组织和成员人数增长迅速。1921年，加拿大工会总计拥有2668个地方组织，成员人数总计313320人。这个数字是战前数字的大约2倍，更是世纪之交劳工组织人数的7倍。

正如米歇尔·佩罗特（Michelle Perrot）所说：“罢工是征服的武器，成为希望和维护自己权益的工人阶级的主要工具，他们越来越多地沉迷于发动罢工。”加拿大工人也和美国工人一样，开始进行罢工斗争，争取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在1840年代以前，加拿大工人罢工次数很少，1850年代开始出现了第一次罢工高潮。到1870年代，尤其是1872年争取9小时工作日的斗争，使得罢工活动达到了新的水平。1880年代是“大动乱”的10年，非技术工人逐渐参加到罢工运动中，使得这一时期的罢工次数比前一个10年增加了1倍，达到425次。进入1890年代以后，加拿大现代化进入了狂飙猛进的时期，工人罢工也进入了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在1891-1950年间，大约260万名加拿大工人发动了大约9700次罢工，总计损失工时达到4200万天。其中，1901-1920和1941-1950年间是罢工最活跃的两个时期。在1901-1920年间，加拿大工人总计总计发动了3900次罢工，参与罢工的工人人数总计75万人，损失工时总计1631万个工作日。而在1940-1950年间，加拿大工人总计发动了2537次罢工，参加人数总计11.13万人，损失工作日总计1414.2万天。

除了积极投身于罢工运动之外，加拿大劳工从一开始就追随英国的先例，积极参与政治，力图通过政治影响维护自身权益。早在1870年代，加拿大议会中已经有1名劳工代表。1900年，加拿大行业与劳工大会宣布要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于1917年建立加拿大劳工党。从它通过的纲领来看，加拿大工人所关注的仍然是如何在工业化进程中更好地行使自己的政治民主权利，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并没有要求进行社会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正是在这种纲领的推动下，加拿大劳工开始进入政治领域。首先，劳工在地方政治事务中日益活跃起来，已经在如下省份选举出了省议会议员：新斯科舍4名，魁北克2名，安大略11名，马尼托巴6名，阿尔伯塔4名，不列颠哥伦比亚3名。其次，他们还积极参与联邦政治选举。在1920年代，联邦议会的一次选举中出现了大约30名劳工候选人，37名“农场主——劳工”候选人以及1名“劳工——自由党人”。其结果是，2名“劳工”候选人当选，5名“农场主——劳工”候选人当选。


第四节　美国现代化中的环境和环境问题

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现代化无疑是近代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在短短几代人的时间里，美国和加拿大成功地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然而从环境史的角度来看，美国和加拿大从拓荒到大工业崛起的现代化过程恰恰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个缩影，美国现代化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人类征服自然而又遭到自然疯狂报复的灾难史。所幸的是美国从现代化所引起的环境灾难中幡然醒悟过来，逐渐走上了环境保护的道路，值得所有正在从事现代化发展的国家和人民予以借鉴和警惕。

一　征服自然是美国现代化中的主导性环境观

传统上，我们总是站在发展和进步的角度评价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想当然地认为：“如果人类要走向文明，他就必须改变他周围的环境。”而自新大陆发现以来的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恰恰是以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的空前提升为主要特征的。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认为：“大多数现代化理论家主张，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主要区别在于现代人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更强的控制能力。”诚然，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和重构，我们反对那种把人类看作地球癌症的极端的环境主义者观点，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地球不仅仅属于人类，人类的发展必须与自然的发展和谐一致，至少为了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也必须得考虑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美国环境保护的著名先驱学者雷切尔·卡逊直言：

控制自然是一个傲慢自欺的词组，始自生物学和哲学的最原始时期，当时人们认为自然界是为了人类的方便才存在的……如此原始的科学使用最现代和最恐怖的武器在转而用来对付昆虫的同时，也转而来对付地球。这真是我们时代的令人惊恐的不幸。

美国从殖民开拓发展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现代化进程正是近代绝对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念下人与自然关系对立的一个典型。美国人的自然观不仅包含了近代资本主义的科学自然观的全部含义，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种自然观的缺点和危害。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自然观除继承了欧洲传统的自然观念外，还增添了如下新内容：第一，美国人的环境观念是建立在北美自然资源无限丰富的假定前提之下的，美国人相信他们的资源供应源源不断，永无枯竭之虞。直到1860年，美国的《采矿与科学报》（Miningand Scientific Press）还声称：“我们认为，它的矿藏在未来的岁月里是不会枯竭的。”第二，前所未有的扩张性。美国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扩张的历史。不仅版图从最东边的普利茅斯伸展到了北美的最西端，美国人对自然的扩张也是史无前例的。清教徒的使命观在北美的荒野中找到了肥沃的发育土壤。清教徒把他们到美洲的移居比作是圣经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寻找希望之地的大迁徙，在他们看来，“荒野是浪费，而对它最适当的行为则是开发”。只有通过开发才能把这里变成流着奶和蜜的伊甸园。第三，美国人的自然观里面还渗透着浓厚的种族优越论气息。在美国人的概念中，自然是荒野，“荒野又几乎总是同野蛮连在一起”，而野蛮又等同于印第安人，所以征服自然的同时也是征服印第安人的过程。美国的“拓荒者坚持认为，印第安人同那些该死的森林一样，必须当作文化进步的敌人而加以消灭”。第四，美国人的环境观念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而表现出了极大的狂妄性和破坏性。

用机械世界观和近代科学技术思想武装头脑的人，不光忘记了生存必须适应环境，而且妄自尊大，目空一切，认为人类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征服和统治自然，改造和控制环境，并以此来满足人类没完没了的物质欲望。

这一点在美国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美国的各种工业设计，从欧洲标准看，都是为了节省人力，而存在着严重的资源浪费情况。第五，在美国人的观念中，自然的价值仅仅限于供人类利用的工具价值，而且，美国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过程中所贯彻的又是“先到先得”（first in time,first in right）的森林法则。美国人眼中的自然的唯一价值就是供人类使用的价值。针对这种实用主义的环境观，亨利·梭罗怒斥道：

他满脑子装的只是这个湖在金钱方面的价值；他的到来，可能就要给整个湖岸降下灾祸；他要耗尽这个湖周遭的土地，并乐意把湖中的水全给掏光，他引以为憾的只是这个湖没有变成英国干草或越桔的草地。

被这种强势的人类中心主义环境观念和科学进步所武装起来的北美殖民者来到北美后，一方面用他们的辛勤和劳动创造了令人称道的物质文明，同时也极大地改变和重塑了北美的自然环境，造成了惊人的资源浪费，并带来了严重的环境灾难。

二　森林边疆：新世界动植物资源被破坏和旧世界物种的入侵

北美大陆在白人到来前原本是一片资源极端富饶、物种十分丰富的地区。当17世纪初白人刚刚登上这片大陆的时候，这里简直就是动植物的宝库。东西两边都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新英格兰和西海岸的一些松树甚至高达250英尺，树龄在4000年以上。海狸的数量估计在1000万——4000万只之间。旅鸽这种在20世纪初期灭绝的物种在欧洲人到达北美时，数量大概有50亿只，相当于现在美国所有鸟类数量的总和。中部草原上最典型的动物就是野牛（bison），其数量估计在4000万——6000万头之间。

然而，在北美殖民地的发展过程中，这些动植物资源都遭到了疯狂的破坏，从而使本地的自然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有人认为：“多年以来美国人的拓殖是一场反对自然的战争，而随之而来的就是森林被砍伐和野生动物被屠杀。”首先遭殃的是美洲的森林。优质的木材不仅是建造英国海军军舰的理想材料，而且也特别适于制造中美洲和地中海的酒桶。当时的锯木厂效率低下，只用上好的木材，其他次等的都浪费掉了。许多北美人夏天耕种，冬天就转入伐木营去砍伐树木。除了专业的伐木业外，农民为了开垦耕地，建立农场，更是不分好坏地肆意清除树木。取暖用柴是造成北美东部森林迅速消失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当时一个新英格兰家庭一年的平均用柴是30-40克德（cord），相当于4英尺高、4英尺宽、300英尺长的一堆木头，至少要1英亩森林才能提供这些木材。正是由于如此大规模的浪费和肆意砍伐，北美东部的森林消失得很快，一般一个镇建立15年后就会面临木材短缺。1749年访问新英格兰的瑞典生物学家皮特·卡尔姆（Peter Calm）对于美洲人浪费木材的行径深感吃惊：“难以记数的木材实际上在这个地区被用作烧柴而浪费了，整个冬天的日日夜夜，即几乎半年的时间里，在所有的房间里，火都不停地燃烧着。”到1800年，新英格兰南部3/4的地区已经没有了森林。

随着东部森林的消失和西部开发，铁路用木、建设用木和工业燃料用木和加工工业的木材消耗量都大幅增加，大湖区的森林成为19世纪中期以后西部主要的木材来源地。内战前，美国90%的动力来源是靠燃烧木头提供的。1856年，芝加哥取代阿尔巴尼成为全国的木材交易中心。在木材交易的盛期，芝加哥的晒木场上常年晾晒着500万立方英尺的木头，这些木头需要砍伐25万棵大树，覆盖上百英里的范围。1876年还乐观地认为木材资源极端丰富的《西北伐木者》报在仅仅10年以后，也不得不哀叹：“以前认为不可耗竭的白松和霍威松（horway pine）等木材的末日即将来到了。”

其次，随着森林一道消失的还有这里原来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火鸡在17世纪还在新英格兰地区成群地活动，当时一只40磅的火鸡可以卖4先令，可到18世纪，就很少见到了。到18世纪末，鹿在44度以南已经很难看到，殖民地史学家詹姆斯·沙利文（James Sulliwan）记载道：在缅因地区，“麋鹿这种大型动物，以前数量还很多，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一只了”。甚至连旅鸽这种数量达到50亿只的动物，也没有逃脱灭种的命运，野外的最后一只旅鸽大约是1900年死于俄亥俄，全世界最后一只旅鸽玛莎1914年也在辛辛那提的动物园里孤独地死去。

再次，北美的现代化过程不仅是本地动植物资源遭到疯狂破坏的历史，也是一部物种变迁的历史。“生态学上的偷乘者是随着最早的居民开始来临的。”在殖民者向美洲移民的船上就搭载了旧世界的动植物和微生物。在1609年，当弗吉尼亚刚刚奠基时，詹姆斯敦的殖民者发现，他们所储藏的食物几乎被数以千计的老鼠给吃光了。除了老鼠之外，在新世界繁衍的旧世界动物还有猪、马和牛。蜜蜂也是被殖民者从旧世界引入的新物种之一。在17世纪20年代，蜜蜂随着移民们来到了弗吉尼亚，并迅速在北美东部繁衍起来。印第安人称蜜蜂为“英国苍蝇”（English flies），认为“它们向内陆的推进是白人临近的前兆”。其他像鸡、鸭、羊等家畜和其他的昆虫和野生动物也都在美洲安下了家。

旧世界的植物也是在新世界安家的首批生命之一。除了欧洲人带到美洲的农业品种外，不经意来到的还有野草。据瑞典植物学家皮特·卡尔姆的研究，大多数欧洲野草早在1750年就在新泽西和纽约扎根了。在17世纪后半期，至少有20种野草在新英格兰安家落户。车前草被印第安人称为“英国人的脚”（Englishman's foot），意即英国人足迹所到之处，都可见到这种植物的影子。另外，像白三叶草、蒲公英、肯塔基六月禾、小檗属植物、金丝桃、麦仙翁、雀麦等也都在北美扎了根。

除动植物外，旧世界的微生物，尤其是以天花为代表的病菌也在新大陆上迅速传播开来，并给印第安人带来巨大的恐惧和死亡。早在16世纪初，英国和法国人还没有在北美建立殖民地时，天花已经从南方的西班牙人那里传入了北美，很可能在16世纪20-30年代，这种疾病已经横扫了从五大湖到南美大平原的美洲广大地区。

除了天花外，欧洲人还给印第安人带来了其他传染病，如肺炎、流感、霍乱、斑疹、伤寒、痢疾等，造成了土著人口的急剧下降，“世界上最大的人口灾难是由哥伦布、库克和其他航海者引发的，而欧洲的海外殖民地在其现代发展的第一阶段成了恐怖的坟场”。在17世纪前3/4的时间里，新英格兰的土著人口从7万多人下降到了不到1.2万，东北部曾经强大的阿本乃吉印第安人（Abenaki Indians）的人口从1万人下降到了不到500人。有的学者估计，大约80%的北美土著人口的消失是由天花等传染病所造成的，即便是最保守的估计也在65%左右。

三　大草原的拓殖：走向沙尘暴

西部开发是美国历史上最壮丽的篇章，也是美国现代化中人与自然关系得到最全面体现的区域。一部美国西部开发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生态灾难的历史。大草原是美国最后的边疆消失的地方，也是生态灾难最为引人注意的地方。野牛的灭绝仅仅是大草原生态灾难的预演。在美国内战后的20年里，大草原目睹了开放式放牧事业从快速崛起到灾难性结束的全部过程。然而不幸的是，1886-1887年开放式牧牛帝国的崩溃并不是西部人疯狂破坏自然的结束，恰恰相反，更残酷的破坏和更严重的灾难还在后面。

虽然在科技进步和大好的外部环境下，美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对西部草原的开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这种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首先是西部的生态系统本身就比较脆弱，降水少，春夏蒸发量大，而且土壤构成独特，容易因干旱和耕作而变成粉末。其次，虽然美国人狂妄地认为“雨随犁至”，然而，西部的降水非常不稳定。整个西部开发的基础就是所谓的旱作农业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丰水年份，这种耕作模式创造了奇迹。然而，当干旱年份到来之时，这种方法就不灵验了。再次，西部开发是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的对自然的掠夺式开发，是建立在传统的征服自然观念之上的，奉行的原则是先到先得、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在这种资本主义掠夺自然、征服自然法则的指导下，每个农场主所考虑的都只是眼前利益，都天真地相信西部资源无限、机会无限，明天会更好。这种滥用科技、盲目乐观、违反自然规律的胡作非为的结果必然是严重的生态灾难和大自然的无情惩罚。

在多种因素的联合作用下，终于出现了美国西部历史上最大的生态灾难——20世纪30年代的沙尘暴。1930年9月14日，沙尘暴袭击了得克萨斯的大斯普林菲尔德，这是30年代的首次沙尘暴，以后沙暴光顾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强度越来越大，波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1933年4月，有179次沙暴袭击。30年代第一次比较严重的沙尘暴发生在1934年的5月9日，从蒙大拿、怀俄明席卷而来的风沙以每小时超过100英里的速度一路咆哮着吹过达科他，携带着3.5亿吨沙尘卷向东部城市，当晚，芝加哥落沙达到1200万磅，平均每人4磅；5月11日早晨，波士顿受到风沙的袭击，第二天，连东南部萨凡纳的天空也变成了灰色，300英里外航行在大西洋上的航船也有沙尘飘落。1937年，地处大草原勺柄地带的盖蒙县，最糟糕的一次沙暴持续了550小时；而得克萨斯的阿马里洛县，1935年最糟的一次沙暴竟然持续了908小时！

大规模沙尘暴肆虐的结果是严重的水土流失。堪萨斯西部、科罗拉多东南部、新墨西哥的东北部、俄克拉荷马和得克萨斯的勺柄地带长500英里，宽300英里的范围内，1000万英亩的土地成为受灾最严重的沙窝（Dust Bowl）地区。整个沙暴肆虐的地区，平均每英亩有408吨表土被吹走，总共被吹走的表土达到8.5亿吨。沙暴还导致大批人口流向他乡，饱受风沙之苦的堪萨斯州西南部的16个县，人口减少24%。严重的沙暴还使得草原上的大批牲畜被渴死或呛死，并导致风疹、咽炎、支气管炎等疾病在草原上蔓延，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原来建立在草地——食草动物（野牛、草原鼠）——食肉动物（郊狼、秃鹰等）——印第安人这种基础上的生态系统到现在已经荡然无存，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野牛出没的大草原只剩下肆虐的风沙，被卷起的一道道沙丘，流亡他乡的难民和被埋没的废弃农场，失去了往日的绿色，也没有了生命的欢笑。1939年，《达拉斯农业新闻》哀叹：大草原，原先是鹿、野牛和羚羊的家园，现在则成了沙暴和联邦工程管理署的家。

四　工业化：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环境污染

美国现代化的两大动力其一是边疆开发，其二就是东部的工业化。美国在19世纪所推进的工业化同西部开发一样，充满着传奇色彩，有着许多成功的故事，也同样伴随着无休止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

矿产资源是一个国家的重要资源，美国采矿业的迅速发展是它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矿冶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也位居其他工业之最。采矿业中对环境的破坏最为严重的首推当时盛行的水力采矿法，它“被证明是那个时代最具有破坏性的方法”。被水流冲刷下来的覆盖在矿脉上面的沙石随着废水流进河道，使河流的沉积物增加，造成水质污染，不仅使水中的鱼类绝迹，甚至都不能用作农田灌溉用水。采矿业发展的另一项环境代价就是其中所造成的严重的资源浪费。由于采矿业边疆奉行先到先得的森林法则，美国政府对资源的监管不力，许多宝贵的矿产资源被白白浪费。罗斯·布朗在1860年称道：“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所显示的采矿制度像我们如今所流行的那样具有浪费性。“1865年，纳萨内尔·希尔（Nathaniel Hill）到科罗拉多考察后得出的结论认为：至少有50%的金砂被白白地浪费了。据说海伦娜城的“最后的机会峡谷”金矿（Last Chance Gulch）的矿渣中至少浪费了150万美元的金子。

美国加工工业兴起的过程中同样伴随着严重的资源破坏和环境问题。木材加工伴随着严重的浪费和森林破坏已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从东到西，锯木业一直是19世纪北美的一项重要的行业，带动了无数锯木城镇的崛起，留在后面的是一片伐光的光秃秃的空地，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1947年，美国人贝内特估计：美国每年的水土流失达30亿吨。

其他加工行业的情形也并不令人乐观。其一，野牛皮制革的成功和随之而来的对野牛的疯狂屠杀。1870年代，野牛皮制革在东部获得成功，随之，大批的东部人蜂拥到草原上猎杀野牛。根据道奇上校的估计，1872-1874年，运往圣菲——堪萨斯太平洋铁路的牛皮是1378359张，而由于剥皮速度远远低于猎杀的速度，估计每获得1张牛皮要5头牛的代价。1872-1874年，被白人猎杀的野牛达3158730头。疯狂的猎杀使得野牛的数量迅速减少，几近灭绝。对此，研究野牛问题的学者安德鲁·伊森伯格总结道：

1870年代和1880年代对野牛的猎杀毫无疑问是工业社会的杰作……西部草原变成了全球工业经济的一个遥远的延伸……草原上猎杀以满足对牛皮的供应是工业化美国环境退化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二，另一个对环境和资源影响较大而又昙花一现的加工工业是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贝类捕捞业。1857年，有人在新泽西的派特森（Patterson）附近发现了93哩（grain）重的珍珠，转卖给法国的公司后得到了2500美元，由此引发了美国的珍珠热潮。人们迅速糜集此地，共发现了价值5万美元的珍珠，也毁坏了当地的生态。此后每隔10年，这种热潮就在各地爆发一次。珍珠采集所带来的一项副业就是美国制扣业的繁荣。取珠之后的贝壳成为纽扣加工的原料，以至于“到1890年代后期，纽扣制造代替木材工业成为密西西比河边许多衣阿华和伊利诺伊城镇最重要的工业”。在制扣业的顶峰时期，受雇于这一行业的人手达到2万人，产值1250万美元。由于疯狂的捕捞和上游的水质污染，到20世纪20年代末，曾经繁盛一时的密西西比贝壳制扣业垮掉了。

另外，美国工业化过程中不仅带来了动植物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破坏，还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环境问题。这集中表现在随工业化而崛起的各种工业城市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北美现代化中的城市是环境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首先是城市本身的卫生问题。许多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污物不经处理就直接排入河流，造成饮用水源的污染。在微生物学发展找到传染病的真正根源以前，各个城市是传染病最为肆虐的场所。1832年，霍乱在蒙特利尔爆发，仅2周内就有800人死亡；到9月，该市的死亡人数已经累计达到1843人。同年在纽约市所爆发的霍乱也至少夺去了5000人的生命。其次是城市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危害。芝加哥及密西西比河两岸的城市堪称工业化污染环境的典型。1888年，仅明尼阿波利斯市每天就往老人河中倾倒500吨污物。而作为加工工业和屠宰工业中心的芝加哥甚至把屠宰牲畜而产生的废弃物也直接排入密西西比河中，从而导致其下游水体的严重污染。再次，矿冶城镇的环境也同样恶劣。除了生活污水和工业垃圾的污染外，这些城市还存在着严重的重金属超标和大气污染。水力采矿虽然后来被禁止了，但采矿者用水银冶炼金银，许多水银随着污水流向下游，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比如，拥有1.5万名居民的科罗拉多州的莱德维尔（Leadville）在1870年代后期面临着严重的健康危机，导致这一危机的三个原因中有两个分别是水中含铅量太高和冶炼厂排放出来的有毒烟雾。更为荒唐的时，在当时拥有6大冶炼厂的比尤特市（Butte）的冶炼者鼓吹：“烟尘越浓，我们的经济实力也就越强大，比尤特人在烟尘最厚的时候，感觉最舒适。”

五　环境保护主义的缘起

就在现代化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严重的资源浪费和日益暴露的环境问题开始引起了美国一些有识之士的注意，他们开始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呼吁政府制定措施保护环境，由此而引发了美国人环境观念的逐渐变化。

面对美国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生态变迁，热爱自然的浪漫主义者们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呼吁保护自然的第一批先驱。《美国的鸟类》一书的作者约翰·J.奥杜邦（John J.Audubon）曾经因赞美大自然的美丽而一度成为19世纪早期环境保护的领袖人物，而画家乔治·卡尔林（George Caltin）是第一个从仅仅悲叹转变到呼吁保护的人士。在目睹了印第安人也疯狂地屠杀野牛的场景后，他提出了建立国家公园的设想：“在未来岁月里，对美国来说，她所保护和呈现给她的文明化了的市民和世界的是多么美丽和激动人心的标本啊！在一个国家公园里，人和野兽都保留着他们自然的野性和美丽。”亨利·梭罗也是那个时代呼吁保护的先驱之一。1858年，他在《大西洋月刊》上撰文，呼吁在马萨诸塞的每个城镇都保留一片500-1000英亩的森林。

在民间保护主义者和政府的联合努力下，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美国保护主义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它“始于19世纪后期，在进步主义时期开花结果，新政时期走向成熟。”虽然保护主义者都感到美国资源过快消耗和浪费的威胁，感到了保护的必要，但在如何保护，尤其是保护的目的上却存在着明显分歧，出现了以约翰·缪尔为首的非功利主义保护和以吉福德·平肖为首的功利主义保护之间的斗争，但最终还是平肖为首的功利主义保护原则占据了主导地位。

吉福德·平肖属于“明智地保护，明智地利用”一派，他声称：“保护的第一要务就是发展。”“保护意味着在最长的时间内给最大多数人以最大限度的好处。”平肖主持创建了美国林业局，并把他的保护主义观念贯彻到了20世纪初期美国的林业保护之中。深受平肖和缪尔思想影响的老罗斯福总统更是当时著名的保护主义总统。他不仅扩大了国家森林保留地的面积，还设立了5个国家公园、4个动物保护区和51个鸟类保护区。191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威克斯法》（Weeks Act），授权联邦政府购买林地以保护可航运的河流的水源供应。1929年，胡佛总统正式签署命令，对国家森林进行保护。

20世纪30年代肆虐的沙尘暴引起了联邦政府的高度重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上台后，加大了环境保护的力度。1933年3月，建立了民间资源保护队（CCC），开展植树造林和水土保持工作；1933年5月，设立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对田纳西地区进行综合的治理和开发；1934年7月，罗斯福又拨款1500万美元筹划在西部建立风沙防护带；同年，国会还通过了《泰勒放牧法》（Taylor Grazing Act），其目的是“通过制止过度放牧和水土流失而停止对公共放牧土地的危害，保证土地的正常使用、改善和发展，并稳定依靠公共土地放牧的畜牧业”。1936年，政府任命了“大平原调查委员会”（Great Plains Drought Area Committee），授权对大草原的生态情况进行全面的调查。根据该委员会的报告，联邦政府购买了被沙暴严重破坏的600万英亩土地，进行综合治理，从而奠定了当今希马龙国家公园的基础。

六　尚未完成的使命

到20世纪上半期，在经历了数代人的惨痛教训后，美国人终于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走上了保护主义的道路。然而，环境保护的使命却还远远没有完成。当时美国政府推行保护政策的指导思想是功利主义的保护，其目的和出发点都是为了保证人类的持续利益，让自然为人类服务，而不是如缪尔所主张的那样保持自然的原貌。1897年，国会在通过森林管理法时，曾经公开申明：建立保留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得到持续不断的木材供应，以满足美国人民的使用和需要”。

正是在这种功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美国早期的保护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反自然的行为，而且有迹象表明，美国的生态状况在20世纪上半期仍然在继续恶化。针对这种情况，一些有远见的生态学家对于20世纪初期的功利主义保护原则逐渐提出了质疑。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阿尔多·利奥波德。他在40年代创立了著名的大地伦理学说，在其遗著《沙乡年鉴》中写道：“当某事物倾向于保护整体性、稳定性及生物群体之美时，它就是善，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正是看到了自然的生态系统的博大精深，利奥波德才要求世人“像大山那样思考”！

总之，美国虽然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针对各种环境问题，痛定思痛，采取了一系列的环保举措，而且相比于19世纪，美国人在20世纪的环境保护意识也有了明显的改观，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受到攻击和怀疑，在国内环境保护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自从20世纪中期为了同苏联争夺“中间地带”、美国学者倡导现代化理论以来，许多新近独立的民族国家在追随美国现代化模式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既没有像美国那样成功地实现现代化，也没有从美国现代化所经历的环境问题中汲取教训，仍然延续着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子。如今，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已经摆在全人类面前，美国国内的环境虽然自60年代以来得到了极大地改观，而在全球性的环境问题面前，原本高呼自己的现代化是其他后发展国家效法的榜样和样板的美国却奉行民族利己主义，并不主动承担治理全球性环境问题的责任和道义，甚至转嫁本国发展所带来的环境灾害，其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明显例证。由此可见，现代化与环境之间的矛盾远远还没有解决，人类，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在与自然和谐发展这条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结语

在17世纪初以后大约300年的时间里，北美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随着欧洲人社会的建立和扩张，印第安人的世界逐渐收缩和瓦解；那些一度风雨飘摇的农业移民定居点，发展成了世界工业和财富的中心。在原来分布着零星的土著种植村落和只有游猎部落出没的广袤地域，兴起了商业性的大农场、高楼林立的城市、纵横交错的公路和铁路网络，生活着众多族裔和文化背景各异的居民。他们的生活不仅与当年的土著居民有着天壤之别，而且与他们的先辈也迥然不同。这一系列深刻而巨大的历史性变迁，可以称作是一个“现代化的奇迹”。

那么，北美的现代化作为一种模式，究竟具有哪些突出的特点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从整体着眼看待美国和加拿大的现代发展历程，暂不考虑两国历史中存在的种种差异和分歧。这样做当然不是刻意抹煞两国历史的差异和复杂性，而只是基于模式性概括的需要，不得不对复杂多样的历史加以整齐化。另外，总结北美现代化模式的特征，还需要借助比较的方法，因为任何特征都只有在比较的视野中才具有意义。就北美的现代化模式而言，最直接的比较对象无疑是西欧。

北美现代化的启动和进展，与西欧特别是英国的现代化有着密切的关联。美国在政治上的渊源是英国在北美建立的殖民地，英格兰裔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主导地位，塑造了美利坚文化的英格兰属性；而美国现代化的启动，在某种意义上乃是英国社会变动辐射到殖民地而引起的连带反应。加拿大虽然经历了一个法国统治的阶段，但只有在归属英国以后，特别是随着英格兰裔人口的不断增加，其社会和文化才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并在英国的强大影响下走上了现代化之路。在法语文化居于主导地位的魁北克，现代化的进程远为坎坷曲折，似乎为英国对北美现代化的积极影响提供了一个反证。由于同英国在人口、文化、经济和政治上的密切联系，使得北美在现代化的启动阶段，就与当时世界上现代化进度最快的国家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这是北美现代化的巨大外在优势。由于同英国的亲缘关系，也使得美加两国在借鉴甚至直接采用英国的经验时，很少遇到实质性的障碍和困难。

当英国人在17世纪初来到北美大陆建立永久定居点时，英格兰并不是一般印象中那种静止的、自给自足的农耕世界，而是一个开始向现代转型的生气勃勃的社会。“商品化农业”已经出现，不少农业经营者已深深地“卷入了资本主义的和市场经济的体系之中”。这样一种社会经济模式，很快在北美殖民地得到了再生和转化，使得北美在17世纪就出现了农业商品化的趋势，并在18世纪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同时，在英国重商主义国策的主导下，北美的大宗经济作物种植得到了迅速发展，提高了殖民地在大西洋经济圈中的参与程度。更重要的是，正如里亚·格林菲尔德所说：“美国人首先是英国人，他们带来了远在17世纪的英格兰就已经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向新大陆注入了一个卓有成效的理念，即经济要发展，人人有责。”这种价值取向对于美国的经济发展，是一种重要的内在驱动力。

在美国进入经济和社会的转型轨道之后，来自英国的技术和经验成为一种革命性的因素。可以说，在美国工业革命初期的各个主要工业领域，都带有欧洲技术的鲜明印记。作为工业革命领头羊的棉纺织技术，就是直接从英国移植进来的。英国曾经想方设法阻止本国技术流出境外，严令禁止图纸和模型外传。而美国则通过各种途径，成功地获得了英国的技术。在美国工业革命的发轫阶段，斯莱特和洛厄尔“窃取”英国技术的故事，已如前述。在交通运输的发展中，美国人也广泛借用了英国的技术。起初，美国人没有掌握开凿运河的技术，最初的尝试都没有成功；后来，曾在英国运河技术专家詹姆斯·布林徳利（James Brindley）手下工作的英国移民威廉·韦斯顿（William Weston）到了美国，给美国人带来了运河开凿技术，于是，在美国的土地上相继出现了伊利运河等多条运河。富尔顿研制的汽船，使用的乃是英国制造的蒸汽机，而且在安装机器的人中，至少有一名技工曾为博尔顿和瓦特工作过。至于美国的铁路和火车，则更是直接学习英国技术的产物。钢铁业是美国工业革命后期的支柱性产业，其中许多技术也直接受益于英国和欧洲，如贝西默转炉炼钢法和开炉炼钢法都首创于欧洲。卡内基就是在采用贝西默转炉炼钢法的基础上，很快建成了一个庞大的钢铁帝国。到1901年，他名下的工厂所生产的钢，超过英国全年的总产量。

但是，美国并没有被动地接受欧洲的技术，而是有所选择和改造，并且迅速实现了技术创新，确立了自己的特色，反过来影响英国和欧洲的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在斯莱特建立了美国第一家阿克赖特式水利纺纱厂以后仅20余年，洛厄尔在沃尔瑟姆的纺织厂就实现了技术和管理上的突破，不仅把纺和织真正集中到了同一个生产空间，而且确立了公司的法人地位。这被誉为“美国对工业化的第一个重大贡献”。美国另一个富有特色的技术成果，乃是可互换部件的标准化生产。这也是美国在引入欧洲技术的基础上实现的技术创新。当初，柯尔特向英国代表团展示的可互换部件技术，虽然还不够成熟，但它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标志着注重实用性、致力于实现工业生产的机械化和规模化的美国式生产模式，已初具形态；同时也表明，美国在工业生产的关键领域已经赶上甚至超越欧洲，跻身于世界前列。到19世纪后半期，美国在工业生产、管理和销售领域实现了一系列创新，从公司组织的托拉斯化到泰勒制管理模式，从福特制流水线生产方式到百货商店、连锁商店和邮购等销售方式的发明，更是标志着美国已经冲出了欧洲技术的边缘地带，而成为了现代世界一个新的经济和技术中心。

美国不仅通过引进、吸收和改造而在生产的技术和管理上实现了超越，而且在政治发展和社会变迁方面，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美国较英国早半个多世纪实现了成年男子普选权，并逐步使政治权利越过种族和性别的藩篱，成为公民的普遍权利，促成了较为普及的民众参与局面。美国在政治体制上也有众多的创新。从立国起就实行相对严格的分权与制衡体制，较早实现了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独立，并采用联邦共和的模式，在一个广阔地域率先成功地建立了非君主制的大国治理机制。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众多族裔和不同文化背景的美国人，对种族歧视、排外主义和宗教迫害进行了长期的抗争，使美国社会逐渐具有较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化进程中的美国，为多个族裔、多种文化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的和平共处、协同发展的实验，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经验。虽然美国在这方面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留下了许多的败笔，但从总体上看，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在美国成了一种积极的因素，成了一种推动社会不断改善的动力。在生活方式上，美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积累了大量财富，大众消费在20世纪初期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分散而宽敞的郊区住宅，迅速普及的私人汽车，大众化的娱乐方式，以及多样化的生活选择，成为美国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最具标志性的生活景观。

就同欧洲的关系而言，加拿大的现代化道路与美国有同有异。加拿大同样受到欧洲文化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往往表现为英格兰和法兰西两种传统的较量。此外，在现代化道路上先行一步的美国，也对加拿大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加拿大中部的工业化与西部的农业开发，可以说是美国中西部工业化和西进运动向北的延伸。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加拿大是在英、法、美三国影响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因而带有不同于美国的色彩。如果说美国人信奉“自由、平等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那么加拿大人则更强调“和平、秩序和良好的政治管理”。

总而言之，美国和加拿大的现代化从启动到推进，都受到了英国和欧洲的强烈影响，但它们的现代化历程，却不仅不是英国或欧洲其他国家模式的翻版，反而是一条具有鲜明特色并对欧洲具有某种超越性的新型发展道路。在殖民地时期，北美社会在本土化和欧洲化的张力中演化出自己的特色；在进入现代化的阶段以后，虽然在文化的根本特性仍与西欧保持着同质性，并且一直在吸纳来自欧洲的技术和经验，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越来越远离欧洲，越来越具有自己的特色。北美现代化模式的得名，不仅仅是因为地域的不同，而确实是由于它在内涵上与欧洲现代化有着实质性差别，甚至具有某种超越性。北美现代化模式最突出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全面而高效的开发利用资源，快速而稳定的经济增长，稳步而普遍提高的生活质量，持续而渐进的政治民主化，不断改善的公民权利保障，趋于开放和包容的社会结构，相对缓和的社会对抗，文化多样性和国家认同的并行不悖。这种现代化模式的形成，与北美特殊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多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历史机缘，以及北美居民从实际条件出发所选择的合适的发展方式，具有至为密切的关联。

从自然条件的角度看，北美相比欧洲所拥有的最大优势，首先是人口与资源之比远非欧洲任何一国所能望其项背。由西欧少数国家率先启动的现代化，是在多种条件的复杂互动中实现的社会整体发展，其中有利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的密切配合，乃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北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具有西欧国家那种有利于开发自然资源以获取最大经济效益的制度、技术和人文素质，而且拥有欧洲所不具备的自然条件，这就是广阔的西部“自由土地”和多样化的地上地下资源。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断言：“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的收缩，以及美国居民向西的拓殖，说明了美国的发展。”这种说法固然带有夸大西部开发的意味，而且忽略了西部开发中的种种人文和资源破坏，但对于说明北美历史的特殊性，仍然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论点。丰富的土地资源造就了独立的农场主阶层，为制造业创造了一个适合于销售大批量简单商品的巨大市场，从而为美国式的标准化生产提供了条件。同时，地多人少、人力成本昂贵的格局，使得节省人力的机械化生产成为一种必要的追求，由此也造就了美国经济的另一个显著特色。总之，“美国北部的自由土地导致了自由劳工，后者又带来了制造业中的‘美国式生产’”。

美国科技史专家罗森伯格指出：“美国工业化的一个最典型特征就是它在发生的过程中所具备的超级丰富的自然资源。”正是基于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合理的路径选择，北美一开始就发展起了多样化生产类型，不仅工业和农业协同发展，相互扶持，而且形成了互补性的地域经济分工。商业化的大宗作物种植、充足而稳定的粮食生产以及大规模的畜牧业，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前就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而在工业革命的推进中，它们也获得了同步的发展。而且，由于相对充足的“自由土地”的存在，北美在现代化过程中几乎没有出现西欧诸国曾经面临的那种“农民问题”。英国借助圈地运动而推动了农业的商品化，为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创造了条件，同时为工业发展提供原料和劳动力，但也因为部分农村人口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而导致尖锐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对抗。法国的现代化也受到土地关系和农村社会结构的制约。美加两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都实现了工业和农业的协调发展，繁荣的农业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为本土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保障；而工业技术和制造业的发展，又为农产品加工和农业技术变革创造了优越的条件。诚然，在工业化后期，农业生产者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而且农业也一度陷入萧条，但此时农业人口的比重已经大为下降。

北美大陆的另一个显著的自然优势，是东西有大洋阻隔，南北则没有强大的邻国，这种天然屏障所构筑的国际安全环境，乃是西欧各国在现代化历程中从未有过的。只要美国和加拿大无意攻击他国，两国就不必花费过多的财力和人力发展军备，也不必担心外敌入侵干扰经济和社会发展，可以全心全意地谋求发展。从1783年到1917年，美国经历了四次较大的战争，分别是1812年战争、对墨西哥的战争、内战以及美西战争。在这些战争中，1812年战争和内战在美国本土进行，给美国造成了惨重人员和物质的损失；而另外两次战争，则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利益。而且，这些战争为时短暂，并未对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重大的不利影响。正是借助自然地理和地缘政治的优势，美国得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奉行政治上的孤立主义外交，使得开发国土、发展经济成为政府和民间共同的要务。加拿大的情况也大体类似。在整个19世纪，加拿大只在1812年战争受到连带的冲击，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加拿大人几乎没有见过硝烟。国际安全与和平，对于相对“后发”国家来说，是一个极为关键也十分宝贵的历史条件；而美、加两国主要依靠北美大陆的自然特征，不费多少力气就获得了其他国家苦苦寻求而不得的优越条件。

塑造北美现代化模式的基本人文条件，乃是种族、族裔和文化的多样性。这一点也是20世纪以前任何西欧国家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在20世纪中期以前，西欧国家人口的多样性，不过是同一种族内部在国籍和族裔方面的不同；它们的文化多样性，也只是同一文化体系内部的枝节差异。而北美的社会文化多样性，不仅程度远胜于西欧，而且在形态上也远比西欧复杂。从17世纪开始，北美就是一个“三种族社会”，印第安人、欧洲人和非洲人在同一地域内共处，彼此之间发生复杂的冲突、交流和混合，塑造了北美社会的基本面貌。随后，世界各地的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带来了更加复杂多样的人口和文化成分，即便是在欧洲裔居民的内部，也具有越来越突出的族裔和宗教的多样性。

北美社会这种突出的多样性，对于北美的现代化模式的形成，具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不同的种族、族裔和文化背景的美国人，以各自的方式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现代化进程，并把自己的痕迹留在了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因此，美、加两国社会和文化上不具备西欧国家那种相对的纯一性，而成了色彩斑斓的“马赛克”。共同的经历和对于共同价值的崇奉，促使不同族裔和文化背景的人超越各自的文化认同，而形成了共同的国家认同，这样就出现了文化多样性和国家认同感同步发展的局面。其次，从整体上说，以英格兰裔为主体的欧洲裔居民，比较充分地分享了现代化带来的成果，而黑人、印第安人和亚裔居民，则长期是现代化的牺牲品。他们的劳动带来了财富的增殖，而他们非但未能分享现代化的成果，反而成了现代化的最大受害者。在现代化完成以后，美、加两国都不得不付出极大的努力，来扭转或匡正这种不正常的局面。

与社会多样性密切相关的是移民问题。经济发展需要技术和劳动力，而这些都通过移民而得到部分解决。英属北美殖民地曾采取开放的移民政策，鼓励拥有技术的非英国移民进入北美。这种政策在美国独立以后得到延续。为美国带来关键性新技术的人中，有不少就是新入境的移民。移民所提供的劳动力，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更是不可忽视。最初的制造业工人大多来自附近农村，而新来的移民或留在城市的工厂中做工，或迁入开发中的乡村地区务农。正是移民缓解工业发展和农业生产之间出现的劳动力矛盾。同样重要的是，来自各地的移民带来了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促进了社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增长，有利于宗教宽容和个人自由的发展。

在优越而多样的自然和人文条件下，美、加两国政府始终奉行推动和保护经济发展的“国策”，形成和完善了一种有利于释放创造性能量的政治和法律体系。在世界历史上，举凡现代化进展顺利、成就显著的国家，都离不开政府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引导和保护。美国在立国之初，经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大力倡导，联邦政府制定了一套发展制造业、实行关税保护的建国方略。19世纪前期，亨利·克莱等人提倡的“美国体系”，实际上是汉密尔顿发展经济的方针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加拿大在联邦建立以后，也效法美国，制定了被称为“国家政策”的发展方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美、加两国政府的政策几乎触及经济的每一个领域和每一个环节，除经常提及的保护关税、货币政策和专利政策外，两国政府还在土地政策、交通建设、推进教育、保护和规范产权、调控市场秩序、处理劳资纠纷和推进福利主义等方面，发挥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所有这些体制、政策和措施，都有利于激发和保护公民的创造力，而正是巨大的创造力和优越的自然条件相结合，促成了现代化的顺利展开和完成。

北美的现代化的确是在不断的创新中完成的。在一整套完善的教育、科研和技术推广体系的基础上，美国在科技创新方面迅速成为世界领先者。从以轧棉机和收割机为代表的农业机械，到缝纫机、汽车、飞机和各种电气产品，无不闪现着美国科技创造的光芒。美国和加拿大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其中一个重要的动力就是来自科技创新。不仅科学技术如此，美、加两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方面，也表现出极大的创造性。美国通过联邦共和制和分权制衡制，确立了一整套治理大国的新型国家制度，在现代国家构建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推动了民主和共和的政治理念的广泛传播。《宅地法》推行和授地资助教育的举措，同样体现了美国人因地制宜的制度创新精神。创造性是北美现代化保持强劲活力的源泉，而这种创造性又离不开一种鼓励和保护创新的文化环境和法律制度。

从一定意义上说，北美现代化模式具有独特性。虽然美、加两国社会在道德上未必高于其他国家，但其现代化道路确实与众不同。也正是基于这种独特性，北美现代化模式对于“后发”国家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大多数“后发”国家并不具备北美的资源条件和发展环境，更何况北美现代化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的弊端，留下了值得反思和汲取的教训。各个国家只能根据本国的国情，采取相应的发展策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居民生活的改善。至于其发展道路是否符合某种现代化模式，并不是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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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现代化历程》总序

钱乘旦

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大约从二十多年前开始进入高潮，到现在已趋平静，不像前一段时间那样火爆了。这种情况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化研究在国际学术界高度走红，涌现出一大批国际知名学者，也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后来，研究渐趋平稳，慢慢退隐成学术研究中的话语背景。但它的话语威力至今仍然强劲，现在，几乎每一个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现代化研究的话语逻辑，受到它的学术影响。有些人不一定赞成现代化研究的路径与方法，甚至不赞成现代化研究本身；但现代化研究的思维逻辑却深深隐藏在当代学术话语结构中，没有人能够忽视它，更没有人能够避开它的影响。

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现代化研究的话语逻辑渗透在各个学科中，甚至渗透在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思维方式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至今仍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化”仍然是无数中国人追求的目标。普通中国人也许并不明白理论上的“现代化”究竟是什么，但“现代化”对他们而言却是一种向往；在今天，现代化仍旧是国家的目标，是民族的追求，也是一种现实中的生活。

中国的向往与它近代的经历有密切关系。一百七十多年前，中国的大门被西方打开，几千年的文明遭受严重冲击，而冲击最强烈之处，是中国历史自身运行的轨迹被打乱了，中国被迫面对世界，并且去适应那个世界。经过一百多年的摸索，在经受了最深重的苦难之后，今天，中国已重新屹立于世界，成了这个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尽管已取得伟大的成就，但现代化仍旧在中国持续，它还有许多事没有做、而必须去做。这就是现代化研究在中国持续展开的时代背景与历史背景，一个学科的生命力就体现在这里：它一定要和历史与现实交融一体，体现出对时代的关怀。

因此，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和西方的现代化研究就有很大区别了，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的现代化研究是立足于本国的需要，因而着眼于本土；西方的现代化研究则把矛头指向别人，想通过学术方式把自己的判断传输给别人。我们都知道现代化研究起源于西方，二战后，西方面对一大批新出现的独立国家和新形成的世界格局，一方面想了解这些国家，另一方面想控制这个世界，就迫切需要创建一个新的学科，提供新的研究方式和新的视角，“现代化研究”于是应运而生。现代化研究是一个跨学科、多维度的新领域，综合着许多学科的共同努力；但西方的目标是影响新形成国家的发展方向，用自己的形象去塑造世界。

但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却是为中国服务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全力以赴地投入现代化，它迫切需要了解外国，了解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它希望知道各国曾经犯过的错误，也希望知道各国所积累的经验。所以，了解其他国家、为自己提供借鉴，这是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地，也是它最大的特点。由于中国的现代化研究是为本国服务的，所以它的观察就带有明显的批判性，其选题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它用批判的眼光观察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也从批判的角度考察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的现代化。

从宏观角度看，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过程，时至今日，这一点已经很明白。几百年来世界的变化都可以用“现代化”这个词来概括，尽管人们对“现代化”有不同理解，词本身甚至文不达意、表意不明。但它所表达的内容和历史过程却是明了的，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有些人因为“现代化”这个词表意不准确而不承认现代化过程的存在，这个逻辑很奇怪，因为任何一种语言中的任何一个词都会有同样的缺点，这正是人类语言的一大缺陷。事实上，“现代化”所表达的那个过程不仅存在，而且是世界性的历史现象，在过去几百年中，在世界各地，都有先有后地发生着类似的变化，变化的方向一样，变化的结果也基本雷同，这就是世界现代化。世界现代化首先表现出巨大的共性，即相似性，是共性使“世界现代化”得以成立。但现代化在世界各地又有不同——道路不同，经历不同，模式不同，表现方式不同，成功与失败不同，经验与教训不同——这些都是现代化的特殊性。特殊性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可能表现，由于其文化背景不同，历史传统不同，置身于其中的当事人不同，时代与社会环境各不相同，主观与客观的因素相互交织，就演绎了世界现代化的多种途径，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不同“模式”。现代化研究离不开对“模式”的研究，而“模式”则既包括现代化过程中的共同性，也包括现代化过程中的特殊性，因此，现代化研究就是对现代化过程中的共同性和特殊性进行交叉和立体的研究，在研究中，共同性和特殊性都得到体现，从而使人们对现代化过程有完整的了解。

本书把着眼点放在“模式”上。十卷的分工，“总论卷”提供讨论的框架，对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学术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回顾世界现代化的总体过程，并提出一些共同问题。其余各卷按地域分工，分别讨论一个地域的现代化“模式”问题。在一个地域中，可能因为存在着某些比较明显的共同性特征而生成一种地域性“模式”；但也可能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模式”，分别由若干不同国家为代表。必须说明：“模式”与地域可以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处于不同地域、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也可以形成类同的“模式”。对“模式”的探讨使我们对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地区与国家的情况有更深刻、更具体的理解；而通过对不同的“模式”进行分析和比较，又使我们对世界现代化的整体过程有更好的把握。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在《世界现代化历程》这部书中所作的研究工作。

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希望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某些借鉴；同时也希望对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做一个阶段性总结。

参与本书写作的有国内许多所高校的学者，他们都曾对现代化问题有过探讨，并且对自己所研究的地区和国家有深刻的了解，是各自领域的出色专家。改革开放后，国内已涌现出一批区域·国别研究的专家他们的研究覆盖着世界上相当大的地域范围，这是值得欣慰的，没有这样的人才准备，就不可能写出这部书。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为这部书的写作和出版做了重要的工作，所有作者都对此十分感谢。

本书是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模式研究”的最终成果，也是完整的成果，体现着十年来数十位学者辛勤工作的成果。

我们希望这部书能够对中国的世界现代化研究做出一点贡献。

2015年2月，于北京


作者的话

大洋洲孤悬于南太平洋上，远离东西半球。以新西兰为例，从英国出发，无论是东航，还是西行，到达新西兰的距离几乎是相同的然而，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缘于欧洲殖民者的进入以及西方国家殖民统治的相继建立，大洋洲各地先后自然或被迫地从原始社会一步跨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它与外部世界相隔遥远，但息息相关，因此，大洋洲社会变迁顺理成章地成为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一部分。在大洋洲的现代化发展中，西方文化的传承、社会结构的多样以及地理地貌的复杂等独特因素造就了多种具有大洋洲特色与属性的现代化模式，这在理论与实践上丰富了世界现代化学说。

较之于欧美国家，这里的现代化对世界现代化发展的贡献不在于如何创造，而在于如何延伸、继承、完善与创新。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例，“延伸、继承”显示出大洋洲国家陆续进入了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而“完善、创新”则表现为它们拥有诸多“敢为天下人先”的创举，如选举制度、妇女权益、国家干预等。而这些创举大都与社会发展的稳定与和谐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或者说是只有在社会稳定与和谐的状态下才会产生这些创举。因此，和平渐进发展是大洋洲现代化发展的特点。现代化的发展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经常遭遇阻碍，相关研究中不乏“阵痛缓慢而又钻心”、“更加痛苦”、“艰难的选择”等词汇，而在大洋洲，形容现代化进展的辞藻则多为风平浪静顺理成章、理所当然、自然而然、驾轻就熟等等。遗憾的是，也正因其稳定与和谐的特点而使其发展过程显得相当平静与顺利，难见波澜从而导致它长期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其许多成就往往也因此而鲜为人知。西南太平洋岛国尽管没有澳新发达与富裕，但大都也社会稳定，看似随遇而安。

200多年来，虽然外部世界的人们对大洋洲了解甚少，但是，大洋洲却从未远离过世界，它以其特性与特色而在世界现代化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纷繁而特殊的历史沿革与分散而多样的地理地貌的叠加，使得大洋洲各国各地区的现代化水平悬殊最为巨大，显得发展程度与水平参差不齐，模式与形态琳琅满目。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现代化启动往往仅后于同时代的欧美国家一步而发展水平则不仅毫不落后于欧美国家，反而在一些方面还时常显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太平洋岛国则相形见绌，它们的显著特点就是社会不发达，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可用“边缘”之类的文字来论述它的现代化水平与状态，有的学者还甚至质疑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否存在现代化。因此，在本书中，我们将大洋洲国家现代化进行了区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现代化得到充分发展的发达国家，而西南太平洋岛国则为现代化未得到充分发展的不发达国家和地区。

现代民族与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载体，因此，现代民族的形成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是大洋洲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与重要标志。在这方面，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捷足先登，各自社会相继按照基本相同的程序和采取基本相同的举措，顺利完成了从英属殖民地向民族国家的转型；而其他大小不一的众多太平洋岛国则因自然条件或社会因素的局限，国家建设举步维艰，因而直接或间接阻碍或延缓了自身的现代化建设与发展。在本书中，我们是以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与民族国家的诸多要素为线索，按区域对大洋洲现代化进行分别探究。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建设是西方文明在澳新本土化的产物与结果。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道德标准、思想意识、社会观念、社会制度、经济生产、科学技术等漂洋过海，随殖民者在这里植根，并自然而及时地适应了当地的环境，进而成为新的社会所必需的种种要件。正是这样的“新世界”孕育了脱胎于英吉利民族的澳大利亚民族和新西兰民族，新的民族国家则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形成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逐渐成为拥有完整主权与真正独立的民族国家。这里的人们在自己尚未意识到的变化中已分别为具有独立国家公民身份的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而英王臣民的身份则逐渐演变为一种情感纽带的象征。澳新的现代化发展表现为澳新社会一方面在不断受惠于母国中日益成长为以民族国家为形式的自立实体；而另一方面在这个自立实体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中，母国的社会意识以及社会制度在与当地社会的结合中被保留、被扬弃。这般看似矛盾的情形导致了澳新现代化发展的特点——本土化，即与民族意识的形成以及自主独立的张扬相得益彰的是“英国社会”被移植到澳新，并自然而然地被澳洲化或新西兰化。

内外关系的处理不仅影响到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快慢乃至成败，而且也显示出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建设状况与发展水平。对于澳新而言，长期以来并无外来侵略的威胁。浩瀚的太平洋构成了天然的安全屏障，任何外来势力难以对它们形成实际上的威胁，仅有日本的海军和空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对澳洲海岸进行了几次力不从心的骚扰性攻击。再有，在19世纪后期以前，虽然有许多争论，但作为母国的英国基本上承担了它们的陆防和海防；而在之后的不同时期，两国先后通过与英美等强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与相近的亚太国家之间的集体安全联盟以及奉行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外交政策，有效地保证了各自的国家安全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友好关系。这是一种幸运，外部的侵扰或干扰被成功排斥于澳新现代化进程之外。

而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较，在澳新内部，各种社会关系相对简单，因此，社会冲突易于化解与社会状态总体和谐成为澳新现代化发展的特点之一。因而，考察两国社会中的种族矛盾的演变以及种族和解的形成是本书考察澳新现代化的又一线索，种族主义问题、澳洲土著人问题和新西兰毛利人问题是这种考察的切入点。

澳新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是在一系列社会建设与改革中平稳进行的，而不是在枪林弹雨中诞生的。这两个国家均未着意要去争取国家独立或民族自由，反而处处真心实意地表白自己对英国的忠诚，并在过去很长的时期里坚持认为自己不仅是英国人，而且是最优秀和最纯正的英国人。因此，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在“我是英国人”的本能意识的驱动下，他们按照英国的价值观念与社会模式以旨在再造一个英国社会的思路来建设殖民地社会。其具体内容均是结合当地的社会现实，要求得到作为英国人而与生俱有的权利，移植英国的各种社会制度，积极推动经济发展，等等。久而久之，自身利益逐渐与英国利益相悖，澳新愈加明显地表现出新民族与新国家的特征与属性，于是，与母国的脱离或剥离逐渐自然成为既成事实尽管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均表现出不能面对这一现实的心理与行为20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现代化发展不断加速，并理所当然地跻身于世界现代化国家之林。

在现代化问题上，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在过程、内容、举措等方方面面大同小异，几乎是如出一辙，大致表现为澳大利亚先行一步，新西兰顺理成章地紧随其后。因此，它们留给世人的印象往往是一模一样与惟妙惟肖。两者基本不存在本质性的不同，其区别仅仅在于各自社会里不显眼的非本质差异，如澳大利亚的议会是两院制，而新西兰的议会是一院制。当然，新西兰也常常汲取澳大利亚的教训来改造和完善移植于澳大利亚的“舶来品”，如在对于土著居民的政策问题上，“白色新西兰”明显比“白色澳大利亚”显得理智。如此的趋同现象曾令英国在19世纪末竭力想促成新西兰作为一个州加入即将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

对于大洋洲的西南太平洋岛国，民族的概念主要还定格于当地土著人社会，随殖民者而传入的西方文明对它们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传统的民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但缺少现代民族的内涵；国家至少在形态上已经取代了部落，但作为民族国家则多少显得牵强。总之，西南太平洋岛国的现代化同样是由西方的殖民活动而引发，而现代化所导致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是改变了它们原本的社会面貌与结构、文化内涵与属性、生活方式与内容以及经济生产与性质，被作为西方国家的附属或附庸而被不由分说地带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如劳务出口和单一经济制等；二是它们并未因现代化而富裕和强大，现代化概念中的“贫穷”、“落后”、“不发达”几近是它们的标签或印记。本书以这些岛国距离现代化的基本目标还很遥远为思路与基调，认为它们是处于世界现代化边缘，而不是置身于世界现代化之外。

就总的印象而言，可用“边缘”一词形容西南太平洋岛国现代化的概貌，但如就每一个岛国的具体情况而论，“边缘”的成因千差万别，“边缘”的演进各不相同，“边缘”的模式各式各样，“边缘”的趋势大相径庭。换言之，这一切就像是一只万花筒，从中可看到近代时期欧洲殖民统治的种种手段、策略和类型的微型概括，也可以看到亚非拉的诸多不发达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处境、状态和前景的表象缩影。比如，环境污染与恶化已被世人公认为世界现代化发展中急需治理与克服的公害之一，而对此反应最为强烈的不是欧美发达国家，而是西南太平洋岛国，大气污染所导致的温室效应正使它们面临真正的灭顶之灾——被不断上升的海平面淹没。

本书的主题构思、内容构建、结构设计、大纲草拟和统稿审定由王宇博、汪诗明和朱建君在认真负责、直言坦诚、集思广益、通力合作、各尽所能和互助互谅的友好氛围中共同完成，因此，本书是地地道道的“伙伴关系”之结晶。本书撰写历时两年多，其间，我们的博导钱乘旦先生高屋建瓴，给予全程指导与督促。

全书撰写过程中的具体分工为：引言——王宇博、汪诗明；第一章——王宇博（一、二）、汪诗明（三）；第二章和第三章——王宇博；第四章——王宇博（一）、汪诗明（二）；第五章——王宇博（一）、汪诗明（二、三）、朱建君（四）；结束语——王宇博。


导言

一　大洋洲的地理地貌与土著居民

大洋洲是世界上最小的一个洲，它的地理地貌与其他各洲迥然不同，这对现代化在这一地区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由此而生成了诸多属于大洋洲现代化的形式、特点与特性。在16世纪以前，居住在这里的原始土著居民对外界一无所知，而现代化则开始于进入这里的欧洲殖民者与当地土著居民发生接触之时，西方文明以绝对优势渗入，大洋洲的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由此逐渐变化，被不可逆转地纳入世界现代化的全球化发展范畴。地理上的各种距离与地貌上的多种形态不仅没有造成封闭或隔绝，反而对现代化的新模式、新属性和新特征的形成与造就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客观影响。

在南太平洋上，大致在两条回归线之间，星罗棋布着1万多个大大小小的岛屿，这就是大洋洲。它的地理范围包括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新西兰、新几内亚岛以及波利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太平洋三大弧形列岛。它的陆地总面积约为897万平方公里，约为世界陆地总面积的6%。由于受太平洋地质变迁的作用，这些岛屿的分布颇具特色，一眼望去，大多数岛屿都向着一定方向伸展，而一些锁链式的小岛屿也向同一方向展开，蜿蜒在浩瀚的南太平洋上。它们以几个很大的同心弧形，从东面把澳洲大陆围拢了起来，仿佛是几条平行的山脉沿着大陆的东海岸散开。大洋洲的岛屿划分为一个个群岛——群岛内部各个岛屿的间距通常为几十公里；而群岛之间的距离则一般有几百至上千公里，例如，从所罗门群岛到马绍尔群岛大约有1900公里。这些距离导致各岛屿乃至各群岛上的土著居民之间的往来甚少，他们的生活状况也因此差异很大，大洋洲的原始文明也因此千差万别、千姿百态。

澳大利亚是地球上最大的岛屿和最小的大陆，是世界上唯一独占一块大陆的国家，有“一洲一国”之称。这块大约在前5500万到1000万年间从南极洲脱离的陆地又是地球上最古老、最平坦、最干燥的大陆。它东临南太平洋，西濒印度洋，北望印度尼西亚，南眺南极洲，战略位置重要。它南北相距3154公里，跨纬度33°；东西相距4007公里，跨经度40°30′。曲折的36735公里海岸线勾勒出7682300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形状像一只驼背的犀牛，牛角对着新几内亚”。

幅员辽阔的澳洲大陆由东部山地、中部平原和中西部高原三个部分组成，平均海拔300米，为地球上七块大陆中海拔最低和地势最平的陆地。塔斯马尼亚是澳大利亚南端的一大岛屿，列世界第25位大岛。由于气温偏高，使原本就不多的雨水中的大部分刚达地表即已蒸发，仅有10%的水量可流入为数不多的河流。这又造成澳大利亚水系不多，水量不大，以全长2600公里的墨累河为例，全年流量只相当于美国密西西比河的9天流量。此外，由于雨量多变，以致许多河流为季节性的间歇河，雨水降至，河水暴涨，洪灾肆虐，过后则长期干涸，致使澳大利亚的水力资源贫乏。沙漠和半沙漠占据了澳洲大陆2/3的面积。

因受地形、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影响，澳大利亚土地可利用面积不大土地肥力偏低。但是，澳大利亚是世界上能源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美国记者约翰·根室感叹道：“这是一个突然发现全国遍地都是丰富矿藏的国家。”澳大利亚拥有80多种不同矿藏，大都蕴藏丰富。依照世界标准衡量，它的三大矿产品——铁矿石、铝土和煤的储量居世界领先位置。其铝土储量为45亿吨左右，占世界储量的1/3，氧化铝出口量居世界首位。

在澳大利亚东南方向约2000公里开外，在波利尼西亚列岛内，坐落着大洋洲的第二大国——新西兰。这个总面积为270534平方公里，被美誉为“长白云之乡”的岛国位于太平洋的西南部，介于赤道与南极洲之间，正处东半球的中心地区。它的主要部分由遍地火山与温泉的北岛和遍布冰河与湖泊的南岛组成，前者面积为114592平方公里，后者为152719平方公里，横隔着库克海峡，两岛分别向南北两端蜿蜒伸展。150多个小岛屿星落在这两个大岛屿周围，它又因此获“南太平洋明珠”的美称。地形狭长的新西兰是一个多山和多丘陵的国家，3/4的地域都在海拔200米以上；它四面环海，曲折的海岸线长达6900公里。新西兰河网密布，冰川湖泊众多，这为水力发电提供了有利条件。北岛的怀卡托河全长425公里，是新西兰最长的河流；南岛上的克鲁萨河以全长32公里列新西兰第二大河。新西兰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水电在国家电力中占有重大比重的国家之一，1976年水力发电量占全国发电量的84%。

新西兰位于太平洋西部火山地震带的南端，这里不仅仍有活火山而且地震频发，在20世纪40-60年代期间，仅6级以上的地震就发生过30多次。1995年是地震非常活跃的一年，6级以上的地震先后发生了次。占地795平方公里的汤加里罗是著名的国家公园，那里拥有15座近代活动过或正在活动的火山，这也使新西兰成为世界上地热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鲁瓦皮胡峰是北岛中部最高的山峰，海拔为2797米，也是新西兰最高的火山，有4座活火山排列奇特地分布在周围。那里有由蒸汽喷泉、温泉、泥浆泉和间歇泉等组成的著名温泉区，蒸汽喷泉喷出的蒸汽高达15-30米，是这一区域中的一道景观。温泉区向东北方向延伸到海边普伦蒂湾的怀特岛，在这范围内，地热资源非常丰富，尤其是集中于长约240公里、宽约48公里的白岛地区。这是世界三大地热区之一，水温高达120℃。世界上的第二大地热发电站就建在这里。除了地热资源外，新西兰的矿产资源却不算丰富。

俯瞰地球，太平洋以岛屿众多而著称，尤以南北回归线之间、东经131°与西经124°相隔的区域里的岛屿密度最高。这些岛屿总称为西南太平洋岛屿，并在地域、文化、种族等方面构成一个与众不同的地区。按照其分布的海域，西南太平洋岛屿由波利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太平洋三大弧形列岛组成。这三大岛屿各自又都囊括有众多小群岛或小岛群，形成了幅员辽阔、犬牙交错的“万岛世界”。其陆地总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因其中的世界第二大岛伊里安岛占据了64%，新西兰的南北两岛又大约占去22%，所以，除去极少数的岛屿面积在1000平方公里外，其余许多只有几百或几十平方公里，而更多的岛屿的面积只有几平方公里，甚至不足1平方公里。这些小岛大都是珊瑚岛。

除了新西兰外，西南太平洋岛屿都属于热带海洋性气候。各地气温大体相同，差别不大，共有特点是年温差小，赤道附近仅为1℃，即使是在南北回归线一带，也不超过5℃。在降水量方面，由于受地形、风向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各地差异很大。在较大的岛屿上，向风面的降水量高达3000-4000毫米以上，背风面仅为1000毫米左右。而在小珊瑚岛上，只有区区500-700毫米。台风是这里最常见的自然灾害之一。例如，每年11月至次年4月是风暴的肆虐时期，斐济平均每10年要遭受10-1次风暴袭击，其中2-3次的破坏性非常严重。一次严重的风暴可毁坏掉10%的椰子树，并造成幸存下的椰子树减产多年。

西南太平洋岛屿中的大多数岛屿都覆盖着茂密的热带常绿植物，尤其是在西部的岛屿上，如新几内亚。在这些地方，一般典型的景物是热带处女林。树木因气候炎热与潮湿而遍布于山坡和沿海一带。大的树木高达40-60米，密集的树叶和树枝纵横交错，枝条缠绕，使得树叶与枝条下的空间永远是阴暗的。树干和枝条上长满附生植物。要通过这样的森林地带，斧头是必备的开路工具。但越往东，物种就越单调，数量也越稀少。在东部低洼的海岛上，植被则与西部大相径庭，多为低矮的小树林，有的珊瑚岛上仅有灌木丛。在大洋洲的植物品种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始终生长在原地的，绝大多数植物的种子和果实借助着海流风力和飞鸟在岛际间传播。但是，传播机会则随岛屿间距离的拉大而减少。

西南太平洋岛屿上的动物分布也是越往西行，动物的种类和数量就越多，而越往东走，则越少。在新几内亚，动物种群繁多而庞大；而在东部的岛屿上，动物种类和数量则明显减少；等到达俾斯麦群岛时，动物就已经很少了。在一些小岛上，除了人类带来的狗和猪外，代表哺乳类动物的只有家鼠和蝙蝠，鸟类也越发少见。在一些珊瑚岛上，连昆虫都难以见到。

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三大弧形列岛的名字是1世纪法国探险家朱莱塞·迪·德吕维根据希腊文字创造的。人们通常结合地理和种族等因素，依此将大洋洲的这些岛国划分为三个地区——即三大文化圈，其中分布着有着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等国文化和政治背景的国家和地区——美拉尼西亚位于赤道以南，涵盖180°子午线以西的全部岛屿和群岛，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等国家在这区域；密克罗尼西亚主要由分布于180°子午线以西，以及赤道以北的众多小岛屿组成，主要有瑙鲁、基里巴斯等；波利尼西亚包括180°子午线以东和赤道以南的全部地区，北部的夏威夷、西南的新西兰和东南的迪西岛，构成一个硕大的三角形，其中除新西兰外，还有图瓦卢、西萨摩亚、汤加、库克群岛、纽埃等岛屿国家。

在澳大利亚，最早的居民是澳洲黑人，统称土著人。在大洋洲，澳洲大陆是欧洲人较早登上的陆地，澳洲土著的社会与生活也是欧洲人较早认识、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开创了对澳大利亚土著原始公社制度和文化进行研究的先河。在欧洲近代的诸多涉及探险内容的文学作品中，外域的土著社会与人物的原型也往往取材于大洋洲地区，尤其是澳大利亚，如斯威夫特的《格里佛游记》、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等。从19世纪上半期开始澳洲土著人种的祖先起源等问题就引起了诸如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学者的关注，欧美科学家首先论证并证实了澳洲土著是从外部迁徙而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系列原始人头骨的发掘和复原，使考古学研究在土著祖先的进化和种属等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澳大利亚历史学家R.华德写道：“澳大利亚原始居民——土著人——虽然肤色为棕色偏黑，近黑色，但从体格外貌上看，他们像高加索人种，而不像尼格罗西亚人种或蒙古人种”，而且，“人类在澳大利亚至少已经生活了3.5万年。”他将他们概述为澳大利亚人种。而另一位澳大利亚历史学M.克拉克则论证：“澳大利亚和美洲一样，很可能到最后一次冰河期才有与以前种属不同的真人首先移殖到来。”

在长期的劳作与生活中，他们创造了这一地区古老的文明与文化由于这里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内部也极少往来，因此，这不仅造成他们的社会形态与生活方式演变缓慢，以至于近代以来欧美学者在对人类发展过程中最古老的阶段进行研究时，往往视大洋洲地区的土著为活标本和活化石，而且也导致他们长期不为外界所知晓，直到“地理大发现”进行到尾声时，欧洲人才“发现”这些生活在原始社会的人群。1788年，当英国在这里建立流放犯殖民地时，大约有分属700多个部落的30多万土著人分布在广袤的澳洲大陆，拥有相近或相关的语言和习俗。

毛利人是新西兰的土著居民，他们的肤色呈浅黄色，黑眼珠，嘴唇稍厚，鼻稍宽，黑色头发略有波纹但不卷曲。据现有的遗址和史料记载，波利尼西亚人从萨摩亚、库克群岛等太平洋岛屿乘独木舟漂洋过海来到新西兰，并定居于此。相传当他们在现新西兰北岛登陆时看到的是被雾气笼罩的山头，于是，不禁呼喊道：“Aotearoa"，意为“白云绵绵之地”。学者考证认为这是波利尼西亚人给新西兰北岛取的名字。久而久之Aotearoa便成了新西兰的毛利名称。又因为毛利人在现新西兰南岛的西海岸发现了名贵的软玉，因此，毛利人对南岛的称呼是“Te Wa Pounamu”。这些波利尼西亚人的后裔就是毛利人。

发现新西兰被认定为是波利尼西亚人最大的历史功绩之一，而关于波利尼西亚人到达新西兰的时间存在着不同的说法，较早的估计是3世纪，但大部分学者认为是在9-13世纪期间。根据诸多神秘而美丽的传说，这份荣誉应首先归属于一位名叫库佩的波利尼西亚人。相传库佩原本居住在夏威克。有一次，他决定出海去追击一条妨碍人们捕鱼的章鱼。他估计这次外出时间会很长，于是，他带上了妻子和5个孩子一同出行。他们尾随章鱼一直航行到谁都没有见过的新大陆，即今天的新西兰。

无论是否有库佩其人其事，根据系谱判断，在9世纪末或10世纪初，出现了夏威克的波利尼西亚居民向新西兰大迁徙的现象。这是毛利人历史上的大事，至今他们的后代还在虔诚地传诵着这件事情。据考证，这样的大迁徙持续到14世纪。在抵达新西兰后，他们很快在这片充满飞鸟和近海哺乳类动物的新大陆上，寻找到了适合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主要靠捕鱼、猎杀海豹和恐鸟度生。后来，毛利人学会了农耕，主要的农作物是甘薯和芋头等块根植物。毛利人还会利用岛上的野生亚麻编制篮子和做衣服。但是，他们没有金属工具和文字的弱点阻碍了其生产力的发展。相较于澳大利亚土著，毛利人的社会组织较为简单传统的毛利人社会由伊维（意即“部落”）、哈普（意即“次部落”）和哈努（意即“大家族”）组成。这种部落体系一直延续到现在。然而，殖民者的到来却让生活在这里的毛利人的宁静生活不复存在。

时至18世纪末英国殖民者来到新西兰时，毛利人的人口估计有2万左右，其中大多数都集中在北岛。他们分为约50个部落，每个部落有大约有几千人。而在较为寒冷的南岛，大约仅居住有5000-600人。此时，毛利人的社会处于原始公社制度解体阶段，社会分化已经出现，分出了首领、普通的自由人、依附民和奴隶。

按照居住的地理区域，西南太平洋岛屿上的土著居民分为美拉尼西亚人、波利尼西亚人和密克罗尼西亚人。一般认为，他们是在远古时代从东南亚迁徙而来的3支处于旧石器时代的原始种族的后裔，但他们迁徙的时期推算大概是在3万年前的最后一次冰河时代。当时的巨型冰层使海平面下沉，亚洲大陆与岛屿之间可能因此出现了陆桥，至少是大陆与岛屿之间的水道因此变得狭窄，使原始的独木舟即可横渡。后来随着冰川融化，海平面复升，致使岛屿与大陆完全隔绝。当然，这只是19世纪以来的学者所能做出的推断，而具体的成因和确切的年代已无从稽考。

在18世纪欧洲殖民者来到以前，这里的社会形态同样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相对于美拉尼西亚人和密克罗尼西亚人，波利尼西亚人的社会发展水平最高。在19世纪初叶欧洲殖民者来到这一地区时，这里的居民大都集中在萨摩亚、汤加、塔希提和马克萨斯等岛屿，总数达60万至70万。波利尼西亚人虽然没有使用金属，但他们的技术和经济相当发达，因为在多个岛屿上发现了不少用贝壳、石头或木料制成的工具和武器，其外形与金属制品非常相似。

时至20世纪末，大洋洲现有居民大约2800万人，主要由土著居民和外来移民构成，其中土著居民约占22%，外来移民及后裔约占78%在目前的14个独立国家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人口构成是以欧洲移民及后裔为主体，分别为95%和79.5%；斐济大致平分秋色，土著居民为48.9%，印度移民及华裔为46.2%，其余是来自邻近岛屿的大洋洲人；而大洋洲其他国家则是以土著居民为主，外来移民所占比重很小。


二　欧洲人的“发现”

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有人推测，作为与北半球的对拓地，南半球应当有一个大陆，以保持南北两个半球的平衡。公元150年，著名学者托勒密凭借着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想象力，在其所绘制的地图的印度洋南面画了一块标注有“Terra Australis Incognitia”字样的大陆，即“未知的南方大陆”。从此，“澳大利亚”成为了一个令许多欧洲人着迷的千年之谜地理大发现时代来临后，欧洲人根据推测，在南太平洋上劈风斩浪，前赴后继，不懈地探寻这块想象中的大陆，由此而写下了人类探险史上精彩的一页。

从1519年起，为了证实“南方大陆”的存在，葡萄牙人频繁进入太平洋，虽经苦苦探索，但都无功而返。在秘鲁曾有一个传说：南太平洋上有一群“黄金岛”，岛上布满黄金，那里蕴藏的财富与所罗门国王的财富不相上下。在这种贪欲的驱使下，1567年11月，一门心思想找黄金的西班牙航海家阿·门达尼亚率领探险队，“根据圣经教义和哲学推理所教给我们的知识”，从秘鲁出发西行，首次前往南太平洋，旨在“发现一些岛屿和大陆”，进而确定“南方大陆”的位置。在漂流了几个月后，他们登上了一个有土著人居住的海岛。当这些冒险家看到丛林中的村落排列整齐、居民身上佩戴着金光闪闪的装饰品时欣喜若狂，以为找到了国王梦寐以求的“宝地”。又经过几个月的考察，他们断定这个海岛不是大陆而是一个群岛的一部分。尽管在这里没有找到黄金，但门达尼亚仍对自己的发现很得意，在他眼里，这里就像神话传说中所罗门国王的奥费尔金矿一样，因此，他将这里命名为“所罗门群岛”。在1595年的第二次探险航行中，他宣布所罗门群岛为西班牙殖民地。此时此刻，西班牙人已经站在“南方大陆”东北海域的外侧，只是他们还不自知。

1605年，曾为门达尼亚助手的皮·基罗斯率领一支探险队进入更偏南的海域。一天，在探险队向南航行的前方海平面上，出现了一座山峰峰尖直插云霄。西班牙人喜出望外，在继续向南的航行中，他们清晰地看到了一望无际的陆地，更多的高山峻岭和向东南方向蜿蜒的海岸线第二年5月下旬，探险队登岸，建立了一处营地，取名“新耶路撒冷城”在茂密的丛林中，基罗斯发现了一座村庄，居住着一群肤色黝黑的土著人。这里物产丰富，盛产咖啡果、香蕉、柑橘等，还有饲养的猪，但西班牙人没有发现蛇、蚊子、蚂蚁等。这些发现让基罗斯欣喜若狂，确认自己已经找到了“南方大陆”，认为这是在上帝指引下取得的成果，因此，他将这片大陆称为“神圣的澳大利亚”，写道：“千真万确的澳大利亚”的“面积至少也是世界全部陆地的五分之一”。他自恃功德无量，在另一份报告中写道：“第一块大陆是由克·哥伦布发现的；第二块大陆，也就是世界上最后一块大陆则是由我发现的。”

随后，既利欲熏心又得意忘形的基罗斯“无耻地抛弃了自己的船队”，迫不及待地赶回西班牙报喜去了。探险队被遗弃之后，本是助手的路·托雷斯船长出面统领探险队继续探险。托雷斯在完成了对“神圣的澳大利亚”的环行航行后意识到这块大陆的面积不大，更像是一个群岛他对基罗斯的探险结果提出了质疑。一个半世纪后，英国航海家詹·库克证实托雷斯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发现的是一个面积为1.2万平方公里的群岛，也就是后来被库克命名的“新赫布里底群岛”。

于是，托雷斯决定调转船头，向北偏西方向航行，行至南纬11°5′附近的新几内亚南岸的一个海角。在这里，他发现探险队进入了世界上最危险的水域，他日后写道：“由于遇到了无数的浅滩和急流，被迫离开海岸线向西南驶去，那里有许多大岛。”其实，他正航行在澳大利亚与新几内亚之间不足150公里宽的海峡中，即今天的托雷斯海峡。就是说，澳大利亚已近在咫尺，但他们仍没有发现“未知的南方大陆”就横卧在自己的左侧。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航海家们在南太平洋上不停地寻找了一个世纪屡屡与“南方大陆”擦肩而过，失之交臂，结果都是无功而返。然而，纵观人类航海探险的历史，他们是功不可没的，他们的航行方向是正确的，他们的发现也是有价值的，为后来欧洲人探寻“南方大陆”积累了经验和教训。

就在西班牙人鸣金收兵，打道回府时，素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也将目光投向了南太平洋。1606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航海家威·扬茨率“捷菲根号”前往南太平洋探险。他沿新几内亚的南部海岸线从西向东航行。不久，他们行驶到南纬14°附近，发现了大片大陆，于是，扬茨登陆安营扎寨。这里，就是澳大利亚的约克角半岛，扬茨也因此成为第一个登上澳洲大陆的欧洲人。然而，扬茨并没有为这一发现而高兴因为他还没有意识到他正站在澳洲大陆的土地上，他仍以为这里仅是新几内亚的一部分而已。再有，他看到的澳洲大陆一片荒凉，“那里没有什么有益的事可做”，于是，他扬长而去。

扬茨的探险给荷兰人造成了一种感觉：新几内亚是“南方大陆”北部的一个半岛，而“南方大陆”则有可能将一直延伸到南极。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越来越多的荷兰探险家前来这里，他们连续又发现了南方大陆的北部、西部和南部的大部分海岸。就这样，到17世纪40年代初，荷兰人已经在地图上标示出了“南方大陆”的下列地区：北部的阿纳姆地区、约克角半岛西海岸和北海岸、整个西部海岸以及南部海岸的西段。可是在他们心目中，这些地区仅是辽阔的“南方大陆”的西北部突出角，而不是一块完整的大陆。荷兰人将这里视作是自己的属地，称之为“新荷兰”。

1642年，荷属东印度公司理事会根据已知的探险结果，推断这块大陆不仅因幅员辽阔而势必良田广袤，并且或许还蕴藏有丰富的贵金属矿藏，因此，做出了进一步对“新荷兰”进行探险的决定。荷兰驻东南亚总督范迪门任命荷兰航海家艾·塔斯曼率船队前往南太平洋探险。10月18日，塔斯曼一行从非洲的毛里求斯岛起航，先是南行，接着转向东方将航线保持在南纬40°——49°之间。

11月24日，在南纬42°附近，塔斯曼发现了一条高耸的海岸线。他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1642年11月24日，天气良好，晴空无云，正午观测，纬度42°25′，经度163°31′，航向北偏东，行驶30英里；西南风，下午时，看到了陆地，在我们以东偏北，估计距离我们有10英里，这是我们在南海（即南太平洋）遇到的第一块陆地，任何欧洲国家对它都一无所知我们授予它为‘范迪门’的名字，以纪念我们英明的主人。那里陆地风景秀丽，森林茂密，陆地延伸向远方。”其实，这里就是今天的塔斯马尼亚岛。

接着，塔斯曼沿着陆地南部一个突出的海角的海岸线行驶，在绕过这个海角后进入了一个大海湾（今斯托姆海湾）。在这里稍事歇息后，船队沿着这条海岸线向北略偏东方向航行，再度行驶到南纬42°方位后，他们将行进方向确定为正东。在行驶了2000多公里后，他们到达了今天的新西兰南岛，并在最北部的一个避风港湾下锚。塔斯曼以为此地可能是连接南美洲的陆地，于是，他将该地命名为斯塔登陆地。塔斯曼一行未能与当地毛利人建立起友好关系，有4名船员在与毛利人的流血冲突中毙命。发生冲突的地方从此得名“屠夫湾”。

第二年3月，在结束新西兰附近探险航行的返航行程中，塔斯曼到达所罗门群岛的北部水域。4月1日，他们行至新爱尔兰岛，然后南行到新不列颠岛。他断定，这两个岛都是新几内亚的组成部分。接着，他沿新几内亚海岸向西折返航行，于6月15日回到巴达维亚。远航探险结束。

塔斯曼探险航行的收获是巨大的，他发现了今天的塔斯马尼亚岛和新西兰，探明“新荷兰”是一个单个的大陆，并非南极大陆的一部分。但就“新荷兰”的探险而言，这次航行也有缺陷，塔斯曼一直以为他发现的“范迪门”是“新荷兰”的一个南部半岛，直到一个半世纪后，巴斯海峡的发现使人们明白了塔斯曼发现的是位于澳大利亚南部海域的岛屿。再有，他没有意识到新西兰并非是“新荷兰”的一部分，而是另外的一个海岛。后来，荷兰人才了解到新西兰实际上只有两个海岛，由于他们认为这两个岛的地貌与丹麦的西兰岛相似，因此他们将其易名为新西兰。

荷兰政府和荷属东印度公司对塔斯曼的探险成果并不满意，因为塔斯曼在“新荷兰”没有发现他们所垂涎的沃土良田和贵金属矿藏，因此他们的兴趣逐渐转向开发物产丰富的印度尼西亚，而对新荷兰的关注则每况愈下，相应的探险活动也随之相继停止，对新荷兰的殖民开发计划不了了之。

就在荷兰人对新荷兰逐渐失去兴趣后，英国人来到了这里。而第一个登上这块“南方大陆”的英国人并不是什么敢于冒险的航海家或探险家，也不是有着航海经验的海军军官，而是一个正亡命天涯的江洋大盗——威廉·丹皮尔。

1673年，丹皮尔从在西印度群岛服役的雇佣军退役后，辗转来到海地岛西北海岸的托尔提岛，加入了盘踞在那里的英国海盗团伙，专门对西班牙商船以及西属殖民地沿海地区实施劫掠。1686年，由于遭到西班牙武装船队的围捕，正在南美大西洋沿岸抢劫的丹皮尔和一伙海盗不敢再在大西洋上打家劫舍，只得向西航行。在穿越太平洋后，这伙人来到了菲律宾。在骗抢了一艘商船后，他小心翼翼地躲开繁忙的商船航线径直向南航行。经过几个月的漂流航行，1688年1月8日，他到达澳大利亚西北海岸的勒韦克海角。就这样，丹皮尔成为第一个登上澳大利亚的英国人。

可是，这里的一切令丹皮尔失望，广袤的平原上没有果树，也没有蔬菜，甚至连可以食用的植物根茎都找不到。当时，他无法确认这里到底是一个海岛还是一片大陆，但他凭经验相信：无论如何，这里绝不是亚洲大陆的一部分。他在《航海日志》中写道：这里“土地是干旱的沙质，没有水，除非你挖井”；“我敢肯定它既不是与亚洲或非洲毗邻，也不与美洲相连”。对于偶尔遇到的土著人，丹皮尔描写道：“这里的居民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也是所有最可怜地区中的最可怜的人，除具有人形外，他们与野兽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鼻子像瓶子，并长有厚厚的嘴唇和宽大的下巴”。丹皮尔直观地认为：土著居民的文明程度很低，比欧洲人所知道的所有“野蛮”民族都要低得多，“即使南非的霍屯督人与这些皮肤黝黑的人相比较，也可做这些人中的贵族和绅士”。这是欧洲人第一次对澳大利亚土著人形象所作的生动而具体的描述。

1691年，丹皮尔回到伦敦后，得意洋洋地向英国海军部报告了他在澳大利亚的行程和见闻。海军部对此非常感兴趣，不仅没有追究他的海盗行径，反而对他以礼相待，视作伟大的探险家。1697年，丹皮尔出版了他的《航海日志》，取名为《新环球行记》。这本书在英国社会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作家乔·斯威夫特就曾根据这所谓的游记，写下了《格列佛游记》中的一个篇章。

1699年，作为皇家海军的一名舰长，丹皮尔率领英国探险队开始了对澳大利亚的第二次探险航行，7月，在澳洲西海岸登岸。这一次，他又有了一系列重大发现，如在南纬20°32′附近发现了一个不大的近岸群岛，于是定名为“丹皮尔群岛”；从这个群岛出发，经帝汶岛航行至新几内亚西北角，再成功穿越了一条海峡，这就是后来命名的“丹皮尔海峡”根据这次探险的经历，他又出版了《新荷兰航行记》，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有关澳大利亚的权威性著作。在书中，丹皮尔描述了他在澳大利亚看到的一种动物：它很像“一种浣熊，但从脚上看又不同于西印度群岛上的浣熊，因为这种动物的前腿短，靠跳跃走路”。显然，这种动物是袋鼠。在这本书中，丹皮尔依然将澳大利亚大陆描写成是一片荒原。这些叙述不仅影响了英国人，也影响了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对待“南方大陆”的态度所以，此后近70年间竟无人前往澳大利亚。

18世纪中期，通过一系列战争与竞争，英国完全控制了大西洋上的主要航道，在印度洋上也占领了牢固的阵地，英国海上霸主时代由此开始。然而，在争霸中败北的法国仍在蠢蠢欲动，打算在“太平洋盲区”开辟自己的领地。1767年，一支法国探险队奉命进入太平洋水域。英国人迅速作出反应，决定阻止其他国家染指太平洋。英国人的首要任务就是抢先在太平洋主要航道上设置自己的据点或基地，于是，他们想到了荒凉的澳大利亚。此时的“南方大陆”已不再是“未知的”了，但仍是神秘的，欧洲人对它的了解仅是一鳞半爪的，谜团依旧。英国皇家学会和海军部决定派遣一支探险队前往南太平洋，其任务之一就是最后揭开它的神秘面纱。经过仔细而严格的挑选，在贵族军官的嘲笑声中，农民家庭出身的海军上尉J.库克领衔指挥这支探险队。

1768年7月30日，库克坐镇旗舰“奋进号”，率领探险队从英国普利茅斯港起航。这支由85人组成的探险队的公开使命是科学考察，即“将于1769年6月3日日出时刻仔细观察金星的运行情况”，也就是观察所谓的“金星凌日”现象。探险队向南航行穿越大西洋，绕过美洲南端的合恩角，朝南太平洋方向驶去。1769年4-7月中间，库克一行在塔希提岛顺利完成了对“金星凌日”现象的观测，接着，他们按照海军部的密令，前往南纬40°水域，探寻“南方大陆”。经过近3个月的漂流，10月初，探险队终于看见了大陆，并证实这就是塔斯曼发现的新西兰岛。又经过长达半年的环绕航行，库克证明新西兰不是“新荷兰”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由南北两个岛屿组成的硕大海岛。他随即代表英国宣布对它的占领。但在考察中，探险队接二连三地与毛利人发生冲突，使考察进行得颇为不顺利。

完成了对新西兰的考察后，探险队马不停蹄地沿着南纬40°30′向西航行。1770年4月28日，库克发现了一个大海湾，他在航海日志中记录下了当时的见闻：“陆地的最端头从西北往东延伸……出现了一处很值得注意的地点。这个地点从一处圆形的山头立起来，与进入普利茅斯港的‘Ram Head’（羊头）很相似，因此我给它冠以同样的名字。”这就是澳大利亚东海岸。库克决定在这里上岸休整，船员们一上岸就遇到了土著人。两个身强力壮的男子站立在海滩上，他们头发卷曲，胡须丛生，那钢筋铁骨般的身体上涂抹着白色颜料。这两个土著勇士挥舞着长矛，大声喊叫着，他们身后的丛林中还躲藏着许多土著人。库克鸣枪示警，但对方非但无动于衷，反而向探险队投掷石块。库克吸取了在新西兰的教训，处处向土著人表示友善，并逐步与之建立起了友好接触关系。

对土著人的情况，库克作了详细的记录：土著人“瘦长、好动、敏捷”黑色皮肤，操着一种特殊的语言；一个团体居住在一起，像是一个大家庭，即一个氏族，过着捕鱼和采集的生活；澳大利亚没有金属工具，土著人使用的工具和武器都是用木料、石块和骨头制作的；土著人的社会水平低下，“他们完全不懂得欧洲那种迫切追求的奢侈品”，“他们的社会处在没有不平等条件干扰的、宁静的状态中”，“不羡慕高楼大厦”，“很少穿衣服”。在这里，英国植物学家J.班克斯等人发现了品种繁多而又珍贵的植物，于是，着手大量采集植物标本。

澳大利亚植物的品种之多，令这些英国人目不暇接：陆地上很多地方都被橡皮树或加利树所覆盖，有的长得像松树，有的长得像橡树；在一种树上，结着像山楂似的小果子，口味类似西洋李子；还生长着许多不同品种的棕榈树；在海边的湿地上长满了红色的树木，他们在涨潮时被海水覆盖，退潮时才露出真容。见此情景，库克有感而发：“班克斯和索兰德先生在此收集的大量的新标本有理由让我给这个地方取名为‘植物湾’。这个地方位于南纬30°0′。”正是按照这些记录，18年后，即178年1月22日，第一批英国殖民者在植物湾上岸。

起初，探险队员们以为澳大利亚的动物很少，但很快就发现，原来动物都躲藏在灌木丛中了。不久，关于动物的记录就越来越多了，库克写道：“我们看见了一只像兔子大小的四足动物……我们也看到了一种类似在草原上长大的麋鹿似的大型动物的粪便，同时也看见了动物的足迹，这种足迹印像狗或狼的爪印，而大小却像狼足……”“我们又看到一种又大又瘦，颜色像老鼠的动物。这种动物与我们在欧洲或其他大陆看见的任何动物都不一样。它有着长长的尾巴，跳跃的方式很奇特，蹦起来像兔子。我们惊奇地观察到，跳跃时它不是用四条腿，而只是用两条腿，就像非洲跳鼠一样。”这描述的明显是袋鼠。库克继续写道：“它的尾巴几乎与它的身体一样长，臀部以下粗，成锥形到尾部慢慢变细，用两条后退跳跃起来，一次可跳7-8英尺……”他们还惊诧地发现，在奔跑中，袋鼠可以很轻松地超越探险队的猎狗。

在离开植物湾起锚北航前，库克主持升旗仪式，以英王乔治三世的名义，正式宣布植物湾沿岸地区为英国领土。此时，库克还不知道英国人正站在“新荷兰”的土地上，更不知道这里就是他们寻找的“南方大陆”，他所思考的只是这块大陆与新几内亚、新荷兰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1770年6月，在大堡礁附近一番历险后，探险队进入一条后来被命名为“奋进河”的河流。顺着这条河向大陆腹地深入，探险队发现这里的土地比植物湾贫瘠得多，但同样发现了许多珍稀的动物和奇异的植物，其中有澳洲飞狐、袋鼠等动物，有椰树、桉树、樱桃树、棕榈树等植物。

8月4日，库克率领探险队离开奋进河，沿海岸继续北航。21日，他们突然发现大陆越来越窄，而大陆另一端的海面越来越清楚，这表明他们正在接近一个海角的顶端。第二天，探险队绕过这个海角，发现大陆边上还有一个小群岛，库克把它们分别称为“约克角”和“约克群岛”，将海角与群岛之间的海峡称为“托雷斯海峡”。在一个小岛登陆后，库克以英王的名义宣布对它的占领，将整个东澳大利亚命名为“新南威尔士”因为“这块土地天生看起来就像古老的威尔士的赛尔迪克陆地”。库克是这样描述这块新占领的大陆的：“在这辽阔的地方，毫无疑问，大多数谷类、各种果类和根茎类等等，都一定能够生长茂盛……而且一年四季都有充足的饲料，足以饲养能够运入的牲口而有余。”同时，他又对这里的土著人进行了一系列的翔实描绘。

探险队一行继续西航。不久，他们看到西南方已经不是陆地，而是一望无际的海面。库克这才意识到，在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之间存在着一条海峡，由此证明新几内亚是一个大岛，而不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英国人探明了“南方大陆”的大致轮廓，并对澳洲内陆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实地考察，自古以来的“未知的南方大陆之谜”终于被全部解开了。1771年7月，在历经了两年零十个月的探险航行后，库克返回英国。

作为“地理大发现”中的一部分内容，库克此行标志着欧洲人在南太平洋上的大范围探险大致结束，从寻找想象中的对拓地“澳大利亚”到宏观概念为大洋洲的“南方大陆”的轮廓被愈加清晰地勾勒在世界地图上欧洲人花费了200多年的光阴，付出了现已无法估算的生命与财力，但此时仍有诸多大洋洲岛屿尚未被欧洲人涉足。对于欧洲社会，欧洲人对在这一区域的“发现”一时间并未表现出多么浓厚的兴趣，远不能与哥伦布的“发现”相比拟；但对于太平洋地区，这预示着各地土著社会现状的终结和西方文明发展的开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将从原始社会一步跨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而其他地区也将深受影响，其社会也相继发生了本质变化。换言之，大洋洲各地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由此初见端倪，并成为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的组成部分。


三　大洋洲现代化中相关研究综述

在史学界，与其他地区的现代化问题研究相比较，对于大洋洲现代化的研究相对薄弱；而在大洋洲现代化研究中，对于澳新现代化的研究水平明显高于西南太平洋岛国的相关研究。由于澳新的历史起源于英国的海外殖民活动，而澳大利亚民族和新西兰民族又是由此开始逐渐脱胎于英吉利民族而生成，因此，在关于澳新现代化研究中，民族与民族国家形成与建设等问题自然成为研究工作的切入点与核心内容。

澳大利亚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问题是澳大利亚学者关心的学术与政治问题，但其研究思路与方式不是进行系统性的专题研究而多为在研究澳大利亚的种种社会问题时，考察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建设对其研究对象所产生的影响作用，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澳大利亚历史学家M.麦克肯纳在其著作《被囚禁的共和国——1788-1996年澳大利亚共和主义史》中，以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与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建设为背景，将澳大利亚200多年的历史写成了追求共和制的历程。他开宗明义写道：“从20世纪末开始追溯，澳大利亚共和主义的历史就是一个历时两个世纪但仍未实现的梦想，被囚禁在鸟笼里的鸟儿正耐心等待着笼门的开启。……从‘第一舰队’于1788年在悉尼湾登陆开始，澳大利亚‘不可避免’要成为共和国的信念就已经生成了。”在这部著作中，麦克肯纳以澳大利亚民族的生成为线索，将自治运动解析成共和运动的孕育阶段；以澳大利亚民族发展与联邦国家建立为轨迹，将联邦运动视为共和运动的发生部分和前期发展阶段。在全书中的11个章节里，有5个章节的篇幅用于评述联邦运动，作者认为联邦运动是澳大利亚民族形成与民族国家建立的时刻，是澳大利亚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这是一部政治史论著，其内容主要是由追踪澳大利亚各个历史时期政治家们的活动与解析他们的言论而构成，而它对澳大利亚社会结构的变化与调整（特别是澳大利亚民族与民族意识等问题）未予深究。

由W.汉德森和M.夏普撰写的《澳大利亚独立——从殖民地到勉强的王国》是一部篇幅不大，但影响不小的政治学论著，旨在“解释澳大利亚是何时与如何获得它的独立的”。但是，其论证的结果是澳大利亚人并不知道自己是何时独立的，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获得独立的，至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他们注意到了“民族”在澳大利亚社会中的作用，但指出这是一个难以解释清楚的概念，“如同‘帝国主义’‘独立’和‘殖民主义’一样，‘民族’一词的解释不仅因政治与热情的结合而被损害，而且是……众说纷纭”。本书的内容有利于读者了解澳大利亚社会“母国情结”的内涵与概况，虽然作者们对此只字未提，而这对研究联邦运动是重要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澳大利亚人越发意识到自己所在的国家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因此，在澳大利亚，对民族、民族国家等问题的学术研究日益升温。《创造国家》一书是P.格瑞姆舍等多人合著的社会学史论著。书中追溯了从1788年到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经历。它以近一半的篇幅用于论述19世纪后半期澳大利亚社会的变化。它所勾勒出的澳大利亚社会在这一时期的变化与发展轨迹是：性别在数量上的逐步平衡与在社会上的趋于平等使澳大利亚社会逐渐成为一个健全的社会，进而演进成为联邦国家。这部论著的价值在于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当时澳大利亚社会的结构，因为流放犯殖民地的历史所造成的性别不均现象是19世纪澳大利亚社会的一大难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关系到澳大利亚社会的健康发展，而且涉及澳大利亚社会的民主化水平的提高；社会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民主化水平的提高又影响到澳洲的合作与联合，乃至民族国家的形成。

澳大利亚共和主义者、著名学者G.温特顿的《从君主制到共和制——澳大利亚共和政府》是探讨澳大利亚政治制度形成与发展的论著。在其前1/3部分，这部被视作澳大利亚共和主义理论经典的论著从法学、国家学说等学科的角度阐释了澳大利亚政治制度与英国政治制度的历史渊源关系。虽然它没有直接谈论民族与民族国家问题，但是，它的论述明确地表明了英国的社会制度在澳大利亚的移植与本土化的前因后果与来龙去脉。这是澳大利亚民族与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诸多通史体著作中，澳大利亚民族与民族国家孕育与发展被细致而翔实地记述，如G.格林伍德的《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F.克罗莱的《新编澳大利亚史》等。在这些著作中，虽然对民族性问题谈论甚少并肤浅，但是，关于澳洲各殖民地之间的合作直至澳洲联合，以及20世纪前50年澳大利亚国家建设的内容则是详尽的，其演进脉络被勾勒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英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大都散见于他们对英帝国研究之中，诸如P.凯因和A.霍普金斯的《1688-1914年英帝国主义的投资与扩张》、A.波特的《牛津英帝国史》、E.斯考特《剑桥英帝国史》等。英国学者的论述基调是强调澳大利亚在帝国中的重要性和英国对澳大利亚的重视以及英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向其提供的保护与帮助。这类论著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每部必然要涉及澳大利亚，因此，英国学者相关研究的特点可归纳为：一是数量多，尤其是统计数据量大而丰富；二是分散，专题研究甚少；三是论述与观点基本上是不约而同，即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与成熟与英国在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建设与贡献密切相关，澳大利亚联邦的建立显示出英国的宽容、仁慈与务实，字里行间流露出澳大利亚的民族与民族国家是英国“恩赐”的意味。

在新西兰，当今的新西兰学者们对澳大利亚的这类问题则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他们的视角和观点与澳大利亚同行是相同的。其中，坎特伯雷大学历史系教授L.特瑞诺撰写的《英帝国主义与澳大利亚民族主义——19世纪后期的控制、冲突与妥协》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作者的研究与写作是以英国的帝国主义与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作为线索而展开和深入的。这是一部饱含澳新地区人们情感的著作，在作者笔下澳大利亚民族主义产生的原因是英国政策的变化给澳大利亚带来的是失望，主要表现为一是英国不仅没有履行作为母国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反而强调澳大利亚应作为殖民地向其尽责尽职（例如，在防务问题上，英国在推卸其承担澳洲防务的责任的同时，又要求澳大利亚担负保卫英帝国的职责）；二是英国政府没有将澳大利亚人与英国人一视同仁，竟将“澳大利亚英国人”等同于英帝国其他地区的人们。因此，本书所描绘的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生成与发展的过程大致如此：英国的失职→澳洲的失望→澳洲的不满→英国不理会澳洲的呼吁→澳洲的合作→澳洲的联合→澳大利亚联邦成立→英国理智地接受澳洲的变化与现实。

自20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澳新地区，民族主义越发洋溢，表现为人们越来越为澳新的繁荣与安宁而自豪，因此，用民族主义理论来解释澳新社会自然成为一种流行方式，历史学界也不例外。所以，“身在此山中”的特瑞诺的科学研究和学术观点不仅是这种现象的体现，而且也由此而具有了代表性。然而，回味特瑞诺在书中所强调与突出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令人觉得这仅是一种冲动的情绪，其中的民族性内涵尚相当含混，显示为澳大利亚人还没有明确意识到自己与英国人的区别何在，或者说澳大利亚人还不清楚“我是谁”。因此，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人要求与英国分离的呼声的真实价值在于宣泄不满所以说，虽然相伴澳大利亚民族的成熟，在进入20世纪后，这种情绪的逐步理性化和明朗化，无疑已成为具有引导国家与民族独立自主发展作用的民族主义，但是，在19世纪，这种情绪因其民族属性朦胧而被定性为民族意识更为适宜。

在谈论澳大利亚民族成长、种族问题以及文化多元化等问题时，原住民，即土著民族问题就无法回避。在澳大利亚学界，原住民问题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成果恐怕是任何一个历史命题所无法相比的。殖民入侵前土著的社会组织形态、生活状况以及宗教信仰差不多是澳大利亚通史著作以及专门探讨土著人问题的著作中都要涉及的话题。相比较而言简·克利切特对澳洲土著人的早期研究为学术界所称道。比如在谈到土著与土地的关系时，简·克利切特的结论富有启发性：“土地曾经是现在仍是土著人生活的中心，他们通常称土地为‘我的母亲’。土地不仅是他们赖以生活、获取食物的地方，也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失去土地，土著人就一无所有。”澳洲早期的殖民情况在很多著作中都有粗线条的描述，但英国人沃特金·坦奇类似游记式的描述令人耳目一新。他的《澳洲拓殖记》记述了英国“第一舰队”在太平洋的航行过程以及到达澳洲后前四年在悉尼的殖民拓展情况，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是一幅欧洲殖民者与澳大利亚原住民之间的交往、冲突以及殖民拓殖的清晰画面。这部著作的意义就在于“叙述真实、严谨，现实感很强”。英国在澳洲殖民统治的建立意味着原住民的命运从此被根本改变。

殖民统治建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殖民地政府以及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相继对土著实施了屠杀与驱赶、保护与分离以及同化与融合政策但无论推行哪一种政策，其根本目的就是消灭或最大程度地打压土著人，维护白人的最大利益。因此，对于这一阶段的土著政策，澳大利亚学界几乎是一致地予以抨击。其中澳大利亚著名思想家唐纳德·霍恩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在殖民时代的早期，尽管偶尔也有所改革对待土著最坏的做法，是把他们当成‘危险的野兽’，或者毫不在乎地把他们的原始文化扔在一边，任意践踏；对待土著最好的，也只是把他们看成是需要保护的人种，因而把他们隔离开来。”在殖民者非人道的政策之下，土著人的生活境况可想而知。但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土著居民并没有就此屈服，他们通过各种组织与殖民者展开多种形式的斗争。

学术界对这一主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理查德·布罗默的《土著澳大利亚人——黑人对白人统治的回应（1788-1980年）》、T.R.贝克凯特主编的《过去与现在：土著宪法》以及尼考拉斯·彼得森、威尔·桑德斯主编的《公民权与土著澳大利亚人》可以视为这方面的代表作。这几部著作均对1967年的全民公决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全民公决反映了“澳大利亚的”原则，比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土著人与其他澳大利亚人一样是国家公民等，但对全民公决的实际意义却提出了质疑认为全民公决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土著人低人一等的社会地位。

当20世纪70年代初澳大利亚奉行多元文化社会战略时，种族和解的理念不仅成为学术界热议的话题，也成为政治家反思土著政策时无法回避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澳大利亚的种族和解旨在解决殖民时代的遗产，把土著属性与澳大利亚国家文化特征糅合在一起。值得一提的是有人对“土著和解”（Aboriginal Reconciliation）的概念表示怀疑，因为它意味着正是土著民族在他们已经失去太多的情况下不得不发起的这一妥协倡议。除了对和解这一概念进行解读外，更多的学者和政治家还是试图筹划澳大利亚的和解路径问题。达缅恩·肖特从解决土著土地所有权、有关“被偷的一代”、非土著澳大利亚人以及土著澳大利亚人等方面探讨了种族和解的途径问题。鲍勃·霍克则站在一个政治家的角度提出了与澳大利亚土著人缔结和解条约的可能性及其意义。

与澳大利亚相同，新西兰200多年的历史其实就是新西兰现代化的历史，它的发展过程自然也就是新西兰现代化的进程。但就现代化研究而论，针对澳大利亚的视角主要是关注澳大利亚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及影响，而对于新西兰的则为新西兰民族意识的彰显及影响其原因在于一是澳新社会发展水平相近，其发展模式大同小异，明显差异恐怕仅是在时间上澳大利亚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仅领先于新西兰一步，新西兰则自然而然地步其后尘；二是英国对于澳大利亚社会变化与转型所持的态度与政策是理智而稳妥的，而对于新西兰则是这种态度与政策的驾轻就熟地重复显示与操作，况且新西兰社会中的“母国情结”比澳大利亚社会中的这种情感更为厚重。因此，在新西兰人的视线中，研究新西兰民族意识的表现及其所造成的影响远比探寻新西兰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形成轨迹更能够体现出自己的特点与特质。

20世纪以来，新西兰史学研究逐渐从文学创作中脱颖而出。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新西兰历史学家对于本国历史的研究范畴基本上是立足于英国与英帝国的，或许说，它是作为“扩张的内容”而为英国与英帝国史研究中的组成部分。他们乐于张扬新西兰的活力，尤其是强调新西兰的诸多“第一”，如妇女选举权、劳工立法以及社会发明等等，以此来论证新西兰同英国的血脉亲情与文化传承，竭力表明新西兰是不同于帝国中的其他自治领及殖民地的。这样的代表作有A.W.施瑞普顿的《毛利人与新西兰白人：新西兰史》、J.B.康得利夫的《新西兰简史》、J B.哈罗普的《英国与新西兰》、J.C.贝格勒豪的《新西兰简史》等。从1925年到1945年，在新西兰高中历史教学中，“几乎全部内容都是英帝国和欧洲的历史，而新西兰历史的出现则是在很久以后了”。

在50年代期间，随着新西兰的独立性逐渐提高与明显，新西兰历史学界的学术观点也逐步发生变化。历史学家J.贝利克概括过那时新西兰学界存在的矛盾观念：新西兰与英国之间存在着紧密的文化联系，但双方相距又非常遥远，这些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矛盾体，即新西兰在地理概念上远离于英国，但在内外政策乃至社会生活方式上则与英国及欧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久而久之，以K.辛克拉的《新西兰史》为代表作，在历史学家们笔下，“非帝国概念”成为此时新西兰史学观点的标志其影响是引导人们将新西兰的历史看成是自己的历史，而不是其他地区或其他民族的历史，因此，人们对新西兰历史关注的内容以及学界的史学研究焦点逐渐越来越多地集中于20世纪以来的新西兰，民族的意识与概念隐约出现。到1991年时，K.辛克拉的《新西兰史》已经再版了四次。

从70年代到80年代，在学者们再三呼吁要克服“英国史”的羁绊的同时，民族与民族国家的意识渐渐弥漫于新西兰史学研究，研究的视野逐渐由以往的注视母国转向全球，转向太平洋与大洋洲，转向作为民族国家的新西兰，以民族的概念重新解读与论证新西兰历史。民族的意识与概念隐约出现，辛克拉在1986年写道：“人们已经非常明确地以国家的概念来界定自己……尽管人们还会以自己的家庭、部落、地区或宗教作为区分的参照，但是，国家的概念业已被置于首要位置。”民族与民族国家成为新西兰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国家”一词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使用，而它的概念就是“民族国家”，因此，“文化民族主义常被认为取代了以往占统治地位的英国的帝国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无独有偶在澳大利亚也出现着同样的情形，澳大利亚历史学家M.拉克写道，史学研究“总是被同现代民族实体形成错综复杂的联系，甚至被制约”。当然，此时的新西兰人难以认可他们的追求又是在步澳大利亚的后尘，但是，将此认定为澳新之间的相互影响的说法应是恰如其分的。

90年代以来，新西兰学术界对于民族意识的研究愈加深入，学者们努力通过这样的探究来发现新西兰民族的独特性，进而论证新西兰在社会观念、文化理念等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区别。愈加被认可的观点是认为正是因为新西兰有着这样独特的社会观念，才导致新西兰拥有优越的立法制度和良好的种族关系。因此，新西兰历史上诸多的“第一次”既成为学者们热衷于探索新西兰民族的特殊性与独特性的依据，又成为他们考量这些特殊性与独特性影响的对象。所以说新西兰学者们尤其注重对妇女运动、选举制度、种族关系、生产技术等问题的研究。历史学家C.赫利阿德就此写道：“在研究新西兰的理念和文化时，历史学家经常做的事如同是‘探索实用主义’。”

同样，对新西兰现代化进程的关注自然也离不开对毛利人的全面考察。与澳大利亚原住民稍有不同的是，作为新西兰的原住民，毛利人最初是以航海者、探险者和殖民者的身份来到新西兰的，在此栖息的时间不算太久远。这一点在学术界是有共识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殖民者的身份与后来凭借武力在此进行殖民的欧洲人还是有着本质性的区别的。与对毛利人早期历史的研究显得波澜不惊相比，欧洲殖民时期的毛利人的生存状态似乎成为学界一个永恒的研讨话题。之所以如此，颇受争议的《怀唐伊条约》无疑是这一问题的答案。可以这样说自1840年《怀唐伊条约》签订之日起，有关该条约的不同版本的解释不仅成为殖民者与毛利人之间纠缠不休的话题，也为后来的学术争鸣提供了绵绵不绝的素材。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毛利王运动。学界在对毛利王运动的背景的认识方面还是比较一致的，但在对毛利王运动的起始和终结时间的界定方面却有不同的看法，至于“毛利人战争”持续多长时间、何时结束更是众口难调。毛利王运动体现了毛利人由分散走向统一的民族意识以及为捍卫自身权益与殖民者展开不妥协斗争的精神。正因为如此，毛利王运动遭到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传统的毛利文化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歧视和打压。学者们对毛利文化的衰落原因进行了总结，认为毛利语言的禁锢是导致毛利文化衰落的主要原因。由于澳大利亚土著与新西兰毛利人在很多方面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比较研究也是一部分学者所乐意为之的事情，如多米N.O.苏里凡就做了这方面的努力。

大洋洲地区国家众多，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除澳新是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外，其他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有的甚至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从整体上看，西南太平洋岛屿地区是处在现代化的边缘。从学术角度来看，这一地区的“边缘”地位同样不言而喻。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是，在研究英帝国史以及英联邦发展的著作中，只有少量篇幅涉猎大洋洲，而在仅有的篇幅中，澳新又占据了相当的分量。令人欣慰的是，即便在有限的学术成果中，我们仍然能够捕捉到一些敏锐的学者对一些有价值命题的审慎思考。

在世界“非殖民化”进程中，西南太平洋岛屿地区是在整体上最晚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的。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局面的产生是殖民统治模式还是其他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在决定殖民历史长短以及“非殖民化”进程的快慢中，殖民统治模式是一个重要因素。为体现英帝国体制在管理上的一致性和有效性，英国在这一地区的殖民统治采取了统一但有所区别的管理模式，如推行自己监管与“间接统治”相结合托管和殖民共管等方式，尽量减少殖民者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直接摩擦或矛盾，最大程度地或长久地确保英帝国的殖民利益。这就出现了一些学者从整体上去考察英国在这一地区的殖民统治模式，而另一些学者则对某一种殖民模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如英国在斐济的殖民统治以及澳大利亚对新几内亚的托管就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特别是澳大利亚学者对本国曾经的“殖民者”的身份颇感兴趣。大家几乎一致地认为，澳大利亚对新几内亚的托管主要是出于自身安全利益的考量以及分担帝国管理的责任意识所致。而不可否认的是，澳大利亚民族性的发展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在取得自治或独立之后，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就是进行国民经济建设。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不高，在当今世界属于最不发达国家最为集中的地区。于是从整体上对这一地区的岛屿国家进行系统研究就成为研究者的一种惯常模式。克里斯托弗·布劳韦和道格拉斯·斯考特的《七个太平洋岛屿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成为读者关注这一地区岛屿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奠基之作。书中对这一地区岛屿国家以农业、渔业、矿业、林业为主导的传统经济模式的生成原因及历史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虽然此著是在2世纪80年代末问世的，但它所记载的内容在此后的20多年时间里并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比较新颖的研究成果当属斯提瓦特·费思的《太平洋岛屿与全球化进程》。该著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在全球化的几个主要阶段，西南太平洋岛屿地区均是被动地卷入其中的。因此，在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中，这一地区成为被动的旁观者和牺牲品。这被视为这一地区处在现代化边缘的外部原因之一。相比较而言，内部的原因更为多样且具有本质意义。有人认为，这一地区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治文化对变革是一大制约因素；还有人具体考察了岛屿国家公共财政管理问题，认为岛屿国家公共财政入不敷出的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管理制度不健全外，还有私营企业发展不充分，而国有企业经营状况又不理想，导致税收来源少、实际支出远大于岁入、需要外援补其所缺的状况。近年来，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其他一些非政府组织对这一地区缓慢的现代化进程表示忧虑，也在通过各种途径去帮助这些国家尽快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


第一章　早期大洋洲各殖民地社会

一　澳大利亚

（一）“海外监狱”：澳洲社会的开端

海外殖民扩张是英国近代史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扩张的过程中英国从一个经常被人们遗忘的欧洲小岛国成为了一个人人敬畏的“日不落”帝国，雄居世界霸主的宝座。英帝国是在千千万万英国人热衷于海外冒险与奋斗中形成的，因此，持续几百年的英国殖民扩张和拓展殖民地的活动具有明显的私人性和民间性特征。然而，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创建以及澳大利亚社会的形成则是唯一的例外。

18世纪后半期，工业革命使英国充满发展生机，但有增无减的高犯罪率也成为了英国社会的痼疾，政府及民众为此大伤脑筋。从1717年起，为解决罪犯的囚禁问题，英国将流放犯送往北美殖民地关押，可是北美独立战争使英国失去了北美的流放地，进而导致监狱的拥挤问题骤然突出。因此，不少英国人为了解决流放犯关押问题，将目光从北美转向澳大利亚。1779年，曾随库克前往澳大利亚探险的植物学家班克斯首次提出建议，主张将东澳大利亚的植物湾开辟为流放犯关押地。这一建议引起积极的反响，越来越多人就此进一步进行考证并提出议案。英国内务大臣悉尼勋爵对此尤为重视，大加赞赏。1784年，议会通过法案决定在新南威尔士建立殖民地，用以关押英国罪犯。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颇为得意地在下院说道：不仅“没有人会对将不可救药的罪犯送出王国而置疑”，而且“再也找不出比这种遣送犯人更为便宜的方法”由此产生了一种说法：“如果不失去北美殖民地，就可能没有1788年第一舰队航行到植物湾。”

1787年1月22日，英王乔治三世在议会宣布：向“王国的不同地方”转送罪犯，以解决“监狱拥挤状态”；任命海军上校A.菲力普为行将开辟的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第一任总督及驻地英军司令官，负责管辖东经135°以东的整个新南威尔士，包括邻近海岸的全部太平洋岛屿。5月1日，菲力普率领“第一舰队”，离开普利茅斯港，驶向1.2万英里以外的澳大利亚。在这支舰队中，有男犯568人，女犯191人（含13个儿童），64名新南威尔士军团官兵和水手以及43位军人的妻子和孩子，5位医生和20位英国官员；还载有4匹马、5头牛、44只绵羊、4只山羊以及28头猪。经过8个月的海上颠簸，1788年1月18-20日，“第一舰队”先后抵达植物湾。在发现这里不宜作定居据点后，菲力普选择不远处的另一个港湾作为安身之地，并决定以英国内务大臣悉尼的名字命名此地。2日，在位于今天悉尼市中心的一个被清理的林地山坡上，“第一舰队”举行登陆仪式，英国国旗第一次在澳洲升起，澳大利亚被纳入英国海外领地的范围。因此，1月26日后来被定为“澳大利亚日”，并作为国庆节而年年庆贺至今。悉尼成为了英国在澳洲的第一个殖民点，“第一舰队”在悉尼的登陆与安营扎寨也成为了“新国家形成的时刻标志”。

可见，英国的动机是旨在缓和日益严重的国内监狱人满为患的社会问题，相关的一系列举措是英国刑事体制内部结构的调整。这有别于英国在海外其他地区意在进行商业贸易和拓展帝国的殖民活动，是旨在解决英国社会问题的政府行为的产物。以强迫劳动为主要特征的流放制度自然是澳洲殖民地社会的管理体制。2月，英国模式的刑事法庭和民事法庭相继在这里建立，初步构建了英属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司法体系。作为一座庞大的监狱，从1788-1820年，大约有逾2.4万刑期在7-14年的英国罪犯被押解到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到1828年，新南威尔士已有36000人，其中罪犯比例为48%。“海外监狱”的名称由此而来。

在这里，犯人被迫在极其恶劣的环境里从事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澳洲的开发是从罪犯的奴隶劳动开始的。流放制度的实施由严惩与宽大两大内容与举措构成。作为严惩部分，毛骨悚然的鞭刑是对罪犯进行管训的主要手段之一，殖民地官员认为“最能说服人去工作和遵守秩序的便是鞭笞”，其残忍令每一个“到澳洲任何一个殖民地去参观的人很可能认为，英国建立并维持这些殖民地的目的并不是要改造犯人，而是要制造犯人”。而宽大部分则是释放政策，主要有提前释放、赦免和假释等。这种政策对罪犯的改造及日后澳洲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1789年11月，犯人J.鲁斯获提前释放，并得田30英亩，成为澳大利亚第一个独立的农民，过上了自食其力的体面日子。不少刑释人员没有返回英国，而是选择留在澳洲，并逐渐形成为一种社会群体，对澳洲的社会政治与经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就性质与作用而言，澳洲殖民地与英国本土上的监狱是相同的。前往这里的英国人根本不把自己当做殖民者，仅分别视己为前来任职的官员、服役的军人或服刑的罪犯。英国政府对它的关心也不在于经济的发展、区域的扩大和财富的回流，而是如何维持官员、军人和罪犯的生活“输入到澳大利亚的……英国财政部经费是（澳洲）资金的主要来源”这在英国的海外殖民地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说，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两地流放犯殖民地的建立实际上是英国本土的海外延伸和英国监狱的容量扩大，不同于英国在印度、北美和非洲等其他地区以商业利益为目的和内容的海外殖民扩张。这使这个社会发展从一开始就出现了英国社会体系的移植以及澳洲化现象，即本土化发展趋势。比如，在悉尼，由于这里的军人、罪犯和少量自由移民大都来自英国下层社会，因此，在这里，人们的生活习惯、穿着打扮和语气语调等基本情况与伦敦东区大致相同。久而久之，这样的相同则逐渐成为澳洲社会中的种种习俗、风格与规范等，演变为有着社会文化色彩的澳洲特色。

在新南威尔士流放犯殖民地建立的最初30年中，与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是源于英国的监狱管理制度模式的军人专制制度。长期由海军军官充任的总督是当地事务的权力主宰，也是殖民当局的核心人物，他以军权为基础，既是军事长官，又是行政首脑。由于总督的权力由英国议会决定，再由英国殖民大臣转授，因此，总督仅对英国政府负责在英国政府的眼里，澳大利亚的总督既不是一级英国政府官员，也不雷同于派驻其他殖民地的英国总督——他确实是英王的代表，但更是一个“严厉的监工”，一个“大典狱长”。

在澳洲流放犯殖民地时代的初期，驻防澳洲的英国军队为主要由英军中的兵痞组成的新南威尔士军团，它以恶劣的作风与邪恶的形象而恶名昭著。然而，正是这些声名狼藉的英国军人（包括就地退役的军人）逐渐滋生为澳洲社会上的一股新生力量，构成了社会政治与经济中一个极为重要和极富活力的群体。其特点是：第一，不同于为谋求生计和追求自由而前往北美的英国移民，他们始终保持着强烈的“我是英国人”的意识，忠实于英国和英王。与大致同一时期的美国人相比较，美国人摒弃了英国的传统和制度；而在澳洲的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等地，这些握有大权的英国军人则处处从英国移植现成的意识与体制，丝毫没有勉强之意。他们的意识和行为对澳大利亚日后的发展和社会转型产生了确定性质与方向的重大影响。第二，不同于同来的罪犯，这些军人不仅享有人身自由，而且拥有统治权，掌握着英国提供的资金。因此，在澳洲谋生、发展及致富的过程中，他们发挥出了启动和先导作用。由于经济生产的逐步发展和商业活动的日趋频繁，殖民地“主要居民和全体军官”感到必须制定出规章制度，规范和限制彼此的贸易活动。他们的这种行为与活动体现出英国人“独有的工业民族精神”，带动了整个社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最终导致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萌发和民族经济的形成。

1809年，英国政府任命享有盛誉的英国陆军上校L.麦夸里为新南威尔士总督，兼任驻军总司令。次年走马上任的麦夸里与其前任们的使命是相同的，即看管罪犯，维持“海外监狱”的运作，但他的专横跋扈比前任们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这位精力充沛的总督在忠实执行英国的既定政策的同时，又出于英国人的工业民族精神的本能而鼓励和组织人们“合理谋利”，把新南威尔士当做英国本土的延伸部分而加以整顿、改造、开发和建设。他既是一位规划者，又是一位建设者，悉尼的面貌因他的作为而大有改观。在这里，他“重新规划悉尼，启动大规模公共工程项目，包括修建道路、桥梁和南角的灯塔；兴建士兵营房和男女流放犯住房；建造一所规模可观的医院……麦夸里运用直线格式进行规划，按照乔治式对称格局进行建设”。

在“海外监狱”的社会制度及经济体制中，他致力于正常社会的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大有要将“病态社会”改造成“健康社会”之势。从表面上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出自于一位英国官员的责任心和事业感，尽职尽责，可是，进一步观察可见这一切虽与当时新南威尔士社会的性质与制度不相符，但却与新南威尔士社会的变化与发展相吻合。他的言行体现出英国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在澳洲的移植以及与当地现实的结合加速了澳大利亚的社会发展，他本人也因此而有别于仅充当“严厉的监工”的诸位前任。新南威尔士曾被人们比作希腊神话中那30年没有打扫的肮脏之地——奥吉亚斯牛圈，因而，麦夸里也就被称作那在一天内将奥吉亚斯牛圈清扫干净的希腊神话人物——海格利斯。

麦夸里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的一位卓越政治家。在执政的11年中他的所作所为有力地促进了澳大利亚社会按照英国社会的模式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为其进一步的发展以及社会转型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风尚的改善为新的近代民族的形成提供了一个不可缺少的空间。英国的移民及其后代“渐渐对他们的自然环境感到自豪，并以一个爱慕者的眼光而不是一个外国人的眼光来看待它”。在麦夸里的统治下，新南威尔士虽然仍为英国的流放犯殖民地但已经显示出一个有生气社会的种种征兆。其中最为显著的是牧羊业初见兴盛，人口的增长已成定局，社会风尚的变化显而易见。尽管以残暴出名的麦夸里在许多人的声讨与控告中被解除总督职务，黯然离开新南威尔士，但是，他以卓著的业绩而备受人们推崇，享有“澳大利亚之父”的美誉，其执政时期被称为“麦夸里时代”。

相伴于经济活动的展开和扩大，特别是19世纪初“牧羊业大潮”的兴起，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社会面貌和社会形态开始发生变化，在新南威尔士等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居民点。以悉尼为例，在1804年这里与其说是城镇，不如说是“遍地都是树桩和枯树”的营地；而到第二个十年“来到悉尼湾的人会认为自己置身于一个大城市”，惊叹它可与欧洲大城市媲美，称其为“第二罗马”。这一方面表明这里的社会条件已有了可观的改善，另一方面也隐约显示出了澳洲城市与城市化的雏形及其发展趋势。而城市化的出现与发展则反映出澳大利亚的居民虽然数量不多但相对集中，这为新民族——澳大利亚民族——的孕育提供了条件。

与此同时，英国的自由主义也随英国移民而植根于“南方大陆”，出现了与“海外监狱”的社会属性相背离，乃至无法相容的情况，即要求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思想在人们头脑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对澳洲各地社会政治活动产生了导向性作用，英国的多种政治理念与社会制度得以进入澳洲，而且促进了外来的理念与制度的澳大利亚化以及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形成。换言之，正是在按照英吉利民族的理念而建立在权利与义务相互关系概念上的思想意识的驱动下，澳大利亚各殖民地逐渐由英国的流放犯殖民地向英国的公民殖民地转型。虽然演进速度缓慢，但它却有着不可逆转的趋势，表明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在经历了艰苦创业岁月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初创时澳洲社会的“海外监狱”、流放制度等社会管理体制与澳洲的现实社会越发显得不相适应。

经济的发展和殖民地的扩大使发展机遇增多，进而吸引来越来越多的移民。在英国移居海外的移民中，前往澳大利亚的数量逐步上升。一位英国移民在给居住在英国苏塞克斯的父母的信中写道：“……在一个农场，我得到一席之地，主人是一位大好人。我感到非常满意，一切都超出了我所希望的那样，真是感谢上帝。”日益增加的移民导致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社会的人口增加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人口增长大致以每10年递增数倍的速度上升，移民的进入是造成澳洲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仍以当时澳洲人口增长最快和人口最多的城市悉尼为例，1804年时，居民为2100人左右；而到1850年，已经达到了54000人之众。而在1850年全澳人口大约为40多万人。居于悉尼之后的大城市是墨尔本，同期人口是23000人。这众多的移民大都来自英国，他们不是被押送来服刑的罪犯，而是带着对财富的憧憬自愿奔赴澳洲的自由人，即自由移民。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使澳洲社会里的自由移民的数量逐渐超过罪犯移民这就注定了流放犯殖民地的性质和面貌必定要发生变化。

自由移民是为追求财富而凭借着勇气与个性移居澳洲的，但他们大都低估了开发澳洲荒野的艰辛和所须付出的代价。他们理想中所要建设的社会仍是一个英国式的社会。例如，当位于澳洲莱森诺特海湾的澳斯特林移民区在英国进行规划时，人们是按照英国城市的规模、设施与模式进行设计的，其中包括教堂六所，市镇会议厅、兵营、蔬菜市场、粮食市场、羊毛市场、鱼类市场、杂货市场、家畜市场各一个，医院一家，专门学校两所，博物馆、图书馆、交际厅、天文馆各一座，以及一个英国郡级城市所拥有的全部其他设施。然而，原有的美好想象与澳洲的现实情况相差甚远，于是，在澳洲，“许多人破产了，许多人走了，但是凡是坚持下去的人，结果都获得了相当的成功”。这种成功不单是指使移民们获得了财富，以及澳洲社会和生产逐渐走上了正轨，更为深刻的是使英吉利民族的工业民族精神扎根于澳洲。它一方面表现为人们不懈地“合理谋利”，致力于发家致富，另一方面与此相吻合和相适应的是在政治思想领域，自由主义与澳大利亚的客观现实相结合，使争取自由、平等和民主权利的呼声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而令这些自由移民无法接受与忍受的是流放犯殖民地的现行社会制度及管理方式，现有的制度限制和妨碍了他们的行动和权利。他们不同于“所有积极主动移民美洲的人”，不是“不愿服从其他人支配的那一类人”，而是习惯于按照英国的价值取向和英伦的社会模式，企盼建立一个以自由贸易、自由政府和自由信仰为基础的新社会。在当时的澳大利亚作家亨利·金斯利的笔下，他们得以栩栩如生地再现：他们怀着发财的愿望来到澳大利亚，但不打算长期居住，处处表现着英国贵族的清高和矜持，对新的环境不屑一顾。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在英国从不过问家务的贵夫人也只能屈尊俯就，虽说在“使用平底锅时也显示出一种高贵气度，尽管他们穿着本地的服装，肤色也因暴晒而转为红棕色，以及他们在澳洲哺育的后代在外貌、体格和语言上也有所变化，但他们骨子里仍然自傲地视自己为英国人”。

在英国，19世纪是自由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追求自由成为英国人的时尚目标与正当权益。而在基本同期的澳大利亚，社会规模的扩大人口构成的变化及“羊毛业大潮”的涌动使澳大利亚社会面貌发生渐变“这块囚犯和袋鼠之地开始发展成了一块非常美好的、欣欣向荣的殖民地”。因此，移民们深信：“男子汉品质在这些遥远的殖民地和在祖国一样茁壮地发展”，他们高谈阔论英国的自由和母国的各种规章制度，诸如“英国人的权利、陪审团审判制度以及代表纳税制”，认为自己也应同居住在英伦的英国人处于同等的地位，同样生而自由与平等，指责英国对待澳大利亚的既定政策，抨击现行的流放制度是专制制度。在这些涉及利益与权利的社会政治斗争中，他们没有着力于创建自己的政治学说和探索新的社会制度，而是引用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各种的法律法规和现成的社会制度来维护自身利益。澳大利亚“桂冠诗人”鲁宾逊呼吁：“在故乡生而就享有的权利，在这里就是继承。”

有别于早期的罪犯和军人，这些人是将自身利益与争取澳洲自由和澳洲自治联系在一起的。“在新南威尔士开辟的初期，我们只能把它看作是一个扩大的监狱，用于拘系、改造和役使重刑罪犯。只要是大部分人口属于这一类人，那么，成立自由政府是否适当，是否真有可能，这都是值得怀疑的。”但是，今非昔比，现在“在该殖民区里建立一个自由政府……将是解除它一切灾难的万灵药。”回顾这段历史，不难看出，这是澳大利亚民族意识和民族国家产生与形成的前奏，表明澳大利亚民族在英吉利民族母体内的孕育业已开始，反映出了在本土化发展过程中澳大利亚社会演进的基调和方向。值得强调的是，在澳大利亚200多年的历史中，虽然其社会发展和变化历经了若干有着不同内容和主题的阶段，但是，这种基调和方向仅有过内容上的补充和成熟，而未发生过性质上的改变。它决定着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内涵，作用于澳大利亚一次又一次的社会转型。

解放论派与排斥论派的斗争构成了新南威尔士等地社会政治生活的一大重要内容。这是一场涉及社会意识和政治体制的论战，它表现为社会上新旧移民之间的利益冲突，体现出来自英国的自由主义在澳洲社会的移植和本土化。它表明流放犯殖民地体制已不能适应当下澳洲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化，显现出病态的“海外监狱”向“健康的殖民地”转变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属于英国移民在澳洲争取自由平等的最初行动。解放论派初由刑释人员组成，后主要成员有刑释人员自由移民及澳洲土生白人居民，泛指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们。他们希望在澳洲施展才华，求得发展，但受到流放制度的限制和束缚，因此，要求进行民主改革，争取重获“在故乡生而就享有的权利”。其代表人物是素有“澳大利亚民主之父”的新南威尔士政治家W.C.温特沃斯和总督麦夸里。排斥论派大都是新南威尔士的社会名流，是流放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有“殖民地老牌的富翁”之称。主要成分是大农场主、大牧场主、大法官和大商人，代表人物是大牧场主、前英军新南威尔士军团退役军人J麦克阿瑟。这一派别在英国颇有影响。

两派斗争的焦点是刑释人员的社会地位问题，这是由新南威尔士等地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而引发的问题。解放论派力主“犯人一旦成为自由人，应在各方面给予同殖民地任何正常人一样的待遇”，而排斥论派则竭力反对。两派的对立和斗争引起英国政府的关注。1819年7月，英国殖民大臣巴瑟斯特委任J.T.比格为调查专员，代表英国政府前往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进行调查。1821年，为平息主要来自排斥论派的指责，英国接受了比格的建议，解除了麦夸里的总督职务，由T.布里斯班取而代之比格的立场和观点反映出英国的既定政策，即在维护澳洲为英国的“海外监狱”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牧羊业。因此，到1823年，比格向英国先后发回了三份报告，它们的重要内容可归纳为：（1）流放制度予以保持，并宁严勿宽；（2）严禁刑释人员出任社会公职；（3）大力发展牧羊业。比格的报告从内容上看颇有矛盾之处，既要维护旧的政治制度，又要发展受旧政治制度束缚的社会经济生产。然而，它却反映出英国的既定政策正在发生变化，即面对澳洲的发展与变迁，英国不再仅仅视澳洲为“海外监狱”，而是开始注重旨在谋取财富的澳洲开发。

从表面上看，这场斗争是以排斥论派的胜利而告结束，但是，人们用英国的自由主义对澳洲问题进行阐释的过程也是自由主义与澳大利亚的社会现实和需要相结合的过程，影响深远。随着经济的发展、刑释人员的增多和自由移民的涌入，这场争论的主题——刑释人员的地位问题——逐渐淡化，人们更加关心的是以英国社会为参照，讨论澳洲社会的民主化程度。英国自由主义在澳洲的本土化是澳大利亚民族形成和殖民地社会形态转型的前奏——以自由主义为主导思想的自治运动逐渐成为这一时期澳大利亚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英国移民不仅将争取个人自由的英国民主传统移植了过来，而且又将要求自主管理的自治传统引进了澳洲大陆，其本土化的结果就是澳洲自治呼声的鹊起。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与流放犯殖民地的流放制度相匹配的“土地恩赐制”和“劳动指派制”成为众矢之的，英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们也在为此苦思冥想。1829年，英国殖民地理论家E.G.威克菲尔德发表了《悉尼来信》，提出了“系统殖民化理论”。其核心内容为解决土地制度，即（1）废除土地恩赐制，建立以“适当”价格出售土地的土地出售制，变无价为有价；（2）出售土地所得用于资助自由移民来澳，解决澳洲劳动力不足问题；（3）吸引英国资本进入澳大利亚，以求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者保持平衡。“系统殖民理论”既符合英国对澳既定政策，将澳建成英国的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商品市场，又适用于澳大利亚特殊的具体情况。它以殖民地化方式，将英国的资本、人口与雇用制度移植到了澳大利亚，并与澳大利亚的土地和资源结合了起来。此举大大有助于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冲破旧制度的束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大加赞扬。

尽管威克菲尔德因认为新西兰才是实践“系统殖民理论”的合适地区而离开澳洲，远赴新西兰，但是，英国政府仍在澳大利亚采取了他的理论及改革方案。1831年初，就澳洲的土地问题，英国政府制定了新的土地条例，规定：（1）在澳大利亚废除“土地恩赐制”，实行土地出售制（2）土地出售实行公开拍卖，每英亩售价为5先令；（3）出售土地的收入用于资助移居澳洲的移民。该条例又称《雷彭条例》，适用于澳洲全境。这就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的第一次土地改革。在此基础上，土地改革不断深入，持续大约17年之久，多年来的澳洲土地问题终于得到初步解决。

“系统殖民化理论”是一种发展理论，它并非仅着眼于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等殖民地的社会和经济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与提高，而是要在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变革的前提下，以英国社会为模式，建立不同于流放犯殖民地社会的新的“健全”社会。所以说，这一套理论不仅适用于当时的澳大利亚社会经济在体制上的变革，而且为其可持续性发展注入了活力，因此，这势必引起澳大利亚社会各方面的连锁反应。虽然威克菲尔德的初衷是在于使澳大利亚英国化，使澳大利亚的发展能适应英国社会的需要，但是，他也认识到如果他的理论得到运用，澳洲将会出现殖民地自治政府。这表明在澳大利亚社会尚不健全时，英国化的发展趋势会使它成为一个趋于健全的西方社会。

此时恰逢澳大利亚牧羊业和羊毛贸易方兴未艾的阶段，“新南威尔士在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方面的进展是很惊人的，这是殖民地历史中最值得注意的现象”，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英国的任何一个殖民地，接近了英国本身的水平”。但是，作为英国的流放犯殖民地，其经济增长受到现有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束缚，因此，打破这种束缚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澳大利亚各殖民地之间往来的增多，充满自由主义色彩的民族意识隐约显现出了尚在孕育过程中的澳大利亚民族的轮廓。越来越多的人们习惯称自己是“澳大利亚英国人”，而不是“英国移民”或“英国人”。1824年，由温特沃斯创刊的《澳大利亚人》第一次提出了“澳大利亚人”这一概念。

此时也正值英国政府与社会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反思英国与殖民地的关系以及英国的帝国政策。19世纪中期，英国政府在殖民地问题上推行的“自由帝国政策”对澳大利亚社会的建设乃至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所产生的作用是相当显著的。这种政策起源于英国自由主义的盛行和自由贸易的胜利。早在18世纪后半期，特别是北美独立战争后，建立适合新形势的帝国政策成为英国政府和社会的当务之急。早在18世纪后期，力主经济自由思想的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首开先河，评说英国的帝国政策。针对英国对殖民地的政治统治、经济垄断和军事保护，他大加陈述垄断的弊端：这般经济贸易垄断无疑阻碍了殖民地经济的发展。他认为：虽然母国从中有所获利，但“这种利益与其说是绝对的利益，毋宁说是相对的利益”，“必然是有害的”；竭力倡导通过加强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感情联系，建议“英国自动放弃殖民地的统治权，让他们自己选举地方长官，自己制定法律，自己对外媾和和宣战”，以此避免再度发生类似北美独立战争的对抗与冲突。亚当·斯密的学说在英国政坛和社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英国资深政治家、自由党领袖人物W格拉斯顿由此而以赞叹的口吻总结了亚当·斯密屡屡提及的古希腊殖民原则：“完全的自由，完全的自治。”步亚当·斯密后尘的是功利主义理论的创始人J.边沁。他从道德行为的角度出发，以“最大快乐原则”为标准来衡量当时英国的殖民制度，指出：这种制度明显违背了“最大快乐原则”，这侵害了人数远远多于英国人的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势必导致他们对母国的不满，进而引发殖民体系的动荡，甚至是解体。他提出“解放你的殖民地”的口号。边沁的学说作为理论依据而作用于格拉斯顿入主唐宁街10号时期的相关决策。

就在威克菲尔德致力于完善和推行“系统殖民化理论”的同时，以贸易自由思想为宗旨的曼彻斯特学派则在鼓吹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倡导在殖民地建立责任政府，给予殖民地自由，认为“个人自由、殖民地自由国家自由是一个整体的三个部分”，即给殖民地予自由，放任其发展英国无须再继续承担殖民地防务义务，不必注重双方的感情联系。其代表人物R.科布顿在1842年写道：“我认为，责任政府下的联合是朝着友好分离的第一步。”他认为这样是一举两得的：既保全了帝国，又丢掉了负担。曼彻斯特学派提出的诸多观点与建议在格拉斯顿的帝国政策中得到体现，如母国与殖民地的友好分离、让殖民地人民自力更生与自我防卫等。1846年出任英国殖民大臣的H.G.格雷伯爵曾说过：“要验证促进未开化地区居民发展的措施正确与否，最合适的标准莫过于看该殖民地是否能够自给自足。”

1837年12月，上、下加拿大发生骚动，引起英国朝野的特别关注“无限忠于英国制度”的英国激进自由主义者、辉格党人J.G.兰波顿即达勒姆伯爵，在威克菲尔德等人的辅佐下，在1838年5月以“高级专员”和“加拿大总督”的身份受命前往加拿大，调查和处置事件。次年2月，他向英国议会提交了《关于英属北美事务报告》，即《达勒姆报告》。

这是“一份在帝国关系史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文献”，“自由帝国政策”的原则初见端倪。根据达勒姆的建议，为了“帝国的利益”，英国必须尽快地打破在殖民地遭遇的政治困境，为此就“必须彻底废除”旧的殖民制度，实现帝国事务与殖民地地方事务相分离。而具体的做法就是把英国宪政中的责任内阁制扩大到殖民地去，在殖民地建立“责任政府”达勒姆解释道：“为了完全消除现存的政治混乱，无需改变政府的原则无需创立新的宪法理论，需要的仅是始终遵循英国的宪法原则，将它引入这些大的殖民地。”

按照达勒姆的设计，这种政府实质上是英国政治制度在殖民地的移植和翻版，它是按照英国的民主与自由原则建立起来的政府，即“必须夺回那些得不到议会多数人信任的人们的权力，把它们放到得到多数人信任的人们手中”。就职能而言，它是按照英国法律程序运作的地方自治政府，由英王任命的总督代表英王监督着这个政府执行和遵守英国的法律。达勒姆勾勒出了责任政府的轮廓与内涵，即旨在避免权力冲突，通过司法管辖权的划分，调整英国政府与移民殖民地“责任政府”之间的各自行政管理责任，英国对殖民地事务的控制应限制在少数几个领域，即政府体制、对外关系、贸易政策以及公共土地管理等四个方面，除此以外的其他内部事务都应由各责任政府自己负责。殖民地的“母国情结”是达勒姆这种设想的基础，对此，他自信地写道：“他们珍视母国的各种制度，并不仅仅基于他们从中得到的实际好处，而且基于民族的自豪感，他们支持这些制度，是因为他们习惯于将其看作是民主性的标志。这使他们与隔壁共和派邻居相区别。”达勒姆自信地说道：“我认为，自治政府不会影响帝国，我把它看作是加强种族感情的唯一手段，而且它还可以作为与任何分离趋势对抗的因素。”

尽管报告是针对加拿大的，但其“通过减少帝国政府的权力，来维持殖民地人民与母国的感情联系”的宗旨则同样适合于同为移民殖民地的澳大利亚等地。有趣的是，《达勒姆报告》是就英属加拿大殖民地问题而提出的，但它在英国和加拿大都引起了激烈的反对，英国人认为达勒姆“把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推进泥潭”，而加拿大的情况则是它“最初赢得的是敌人，而不是朋友”。然而，在正从“海外监狱”步入“健康社会”的澳大利亚，他的理论与设想则在风平浪静中顺理成章地得以实现，赢得的几乎都是朋友，产生了令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满意的结果。其立竿见影的反应是变化中的澳大利亚社会适应了接踵呼啸而来的“牧羊业大潮”和“淘金热”。由于昔日的“海外监狱”不仅因“骑在羊背上”而富甲一方，而且又因“坐在矿车上”变成黄金天地，因此，“很少有罪犯不把去澳大利亚的免费船票看作是政府的一大恩赐”。1852年12月，英国国务大臣指出：“用公费把罪犯送到紧靠金矿的地方，并有不久即行释放他们的意图，而数以千计的诚实劳工欲往采金而不可得。这是不合理的。”数月后，英国宣布停止向范迪门地区输送罪犯。到1868年，英国停止向澳洲任何一地输送犯人。“这样一来，金矿的发现终于导致了流放罪犯到澳大利亚东部去的做法的结束”，这成为澳洲流放犯殖民地的历史正式终结的标志之一。而潜移默化的变化则是澳洲人既自然又自觉地按照英国社会的模式建设澳洲，使澳洲社会逐渐成为了英国社会的“澳洲版”。

（二）经济生产：民族经济的形成与发展

1.“牧羊业大潮”：民族经济的生成

在菲力普的指挥和军队的看管下，澳洲的开发从悉尼起步，从罪犯的奴隶劳动开始。劳动条件十分艰苦，“坚土使铁锹弯曲，硬木令利斧卷刃，烈日烤灼，巨蚁叮咬”。最早建成的建筑是犯人采石建造的2-3层石楼，其中最坚固的做为牢房，其余充做“新南威尔士殖民地总督府”这个“岩石镇”作为澳大利亚殖民时代最古老的文物得以保存。

出于给养保障的考虑，从“第一舰队”在澳洲安营扎寨之初，英国的军人与罪犯就开始了农业种植。1788年2月，菲力普派遣海军上校P.G金前往诺克岛建立殖民点是因接到英国的训令，即防止该岛被其他欧洲国家占领。同时，他又指示金要在岛上种植棉花、亚麻、玉米及其他农作物，以确保金及随行人员的给养能够自给自足。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作为英国的“海外监狱”，经济生产活动始终局限于澳洲各殖民地内部。久而久之，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耕作面积不断扩大，生产技术逐渐提高，粮食产量逐年递增，“除了新南威尔士外，所有殖民区都已有了粮食，”范迪门地区还拥有“澳洲谷仓”的称号。

这样的农业生产主要是旨在“维持生活”，本无意获利。然而，谋利意识明确的英国殖民者则既不安分于温饱问题的解决，也不满足于英国政府的财政拨款，而是越发处心积虑地探求生财之道。现有农业生产已使人们衣食无忧，但赢利有限。对外贸易是获利渠道，但澳洲现有的可供出口的生产种类仅限于以加工鲸鱼油及海豹皮为主的渔业和为羊毛贸易而进行的牧羊业。渔业曾兴旺一时，1817年，新南威尔士的年收入除去英国的财政拨款外，尚有7万英镑外贸收入，其中羊毛贸易创汇1.万英镑，其余为渔业和檀香木贸易的收入。然而，渔业及檀香木贸易因受到来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打压而逐渐萎缩，仅有羊毛业异军突起，兴盛发达起来。1821年，新南威尔士的范迪门第一次向英国出口了近2万磅的羊毛，轰动英伦。牧羊业作为澳大利亚经济支柱的地位由此逐步得到确立。

澳大利亚牧羊业的创始人是前面提及的排斥派代表人物麦克阿瑟自1790年来到新南威尔士服役后，他就开始思索：此地应有一种“必须用最少的人就能生产出来，而需求量却很大，并且还要能够经得起长距离海运”的物品，用以作为进口产品的支付物。在不断探索中，西班牙的美利奴羊进入了他的视线。1802年，他为此前往伦敦游说，大获成功，英国国务大臣卡姆登予以支持。1804年退役后，他开办了一座拥有500英亩土地的牧场，牧羊业由此在澳洲愈加迅猛地发展起来。牧业公司和牧场的数量直线上升，大批羊群浩浩荡荡地涌向尚未开发的广阔内地出现了“牧羊业大潮”的壮观景象，澳大利亚不无风光地“骑在羊背上”了。从1820年至1850年，“羊毛出口量增加了200多倍，达到4000多万磅”。“对殖民地生产者来说，羊毛出口是增加市场机遇的有利因素。”同在1850年，羊毛出口占全澳出口总量的67%，约占英国进口羊毛总量的一半。可见，牧羊业已成为澳大利亚的主要经济部门。

牧羊业的发展使殖民地经济很快突破了长期以来对殖民地内部市场的依赖，走向了以英国为主的海外市场。1850年，在澳大利亚总出口额中，有82%是与英国进行贸易。从19世纪30年代后期起，羊毛贸易的收益逐渐超过了英国对殖民地的财政拨款，趋于成为澳洲社会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澳洲的产业特色初见端倪，日后方兴未艾的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由此开端。

“牧羊业大潮”的出现和兴起是英国海外扩张的副产品，也就是说牧羊业和羊毛贸易是来到澳洲的英国移民为追求财富，并经过长期探索与努力而开辟出的致富产业。地处南纬25°——35°间的澳东部地区气候温和，雨量适中，适宜大规模养殖业的发展。这无疑为这群精力旺盛、具有工业民族精神的英国移民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天地。况且英国对澳洲牧羊业的勃发有着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首先，就生产而言，最初的牧场是利用英国向流放犯殖民地提供的财政经费建立起来的，使用罪犯充当劳动力的做法也得益于强制性的“劳动指派制”。其次，始终认为自己是英国人的牧羊业创始人们一直将自己的经济活动认作是英国经济生产的一部分。早先到达新南威尔士的J.班克爵士曾致信新南威尔士总督：“难以置信的是，这块与整个欧洲大小相同的大陆竟生产不出对诸如英国这样的工业国家有着重要作用的特有的原材料。”再有，牧羊业从一开始就得到英国社会和政府的关注与扶持。1802年，麦克阿瑟在伦敦的活动得到了一个制造商委员会的支持。该委员会游说英国议会，声称：“（澳洲）羊毛的质量上乘，可与来自西班牙的羊毛相媲美。假如政府能为麦克阿瑟上尉提供必要的赞助，他将毫不迟疑地返回殖民地，不达目的不罢休。”也正是这个委员会积极向卡姆登引荐了麦克阿瑟，并要求卡姆登训令新南威尔士总督为“优质羊毛的增长提供各项支持”。卡姆登欣然同意。所以说，英国应是澳大利亚“牧羊业大潮”兴起的始作俑者之一。

牧羊业在澳大利亚萌生之时，正值英国工业革命处于高潮之际。尤其是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市场对毛纺织品的需求增大，作为英国的传统优势产业，它的产品自然是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而英国该行业的技术改革和革新又使产品成本不断降低，市场竞争力日益增强，进而更刺激了生产规模的发展与扩大。以往英国所需的羊毛来源除英国自产外，主要是从法国、西班牙和德意志等国家和地区进口，但欧洲羊毛的进口数量已越发满足不了英国那有增无减的需求。更何况此时的欧洲各国处于社会变革之中，时常出现令畜牧业生产所忌讳的社会动荡，因此，欧洲的羊毛出口时断时减，这就为澳大利亚的羊毛贸易提供了机遇“到1830年，澳大利亚羊毛已在英国取得了稳固的市场。“1849年，英国进口羊毛总量为7700万吨，其中3500万吨来自澳大利亚。如此大宗的羊毛出口不仅为澳大利亚创造了可观的财富，而且强有力地促进了牧羊业的发展。

澳洲羊毛在英伦连创惊人之举，使人们对澳大利亚刮目相看，这块流放地在英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不断上升。1812年，在英国议会的一个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开场白是与会者漫不经心地向新南威尔士的第二任总督M.汉特发问：“你就是以前的那位植物湾总督吗？”而到1822年，刚刚狼狈卸任的麦夸里则在同样场合受到礼貌的询问：“你曾是新南威尔士的总督吗？”英国政府虽然尚未放弃将澳大利亚作为流放犯殖民地的既定方针，但却更加注意这块大陆的经济价值和发展前景。澳大利亚逐渐不再仅是英国罪犯的流放地，而正在作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商品市场而成为英国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澳洲的财富和机遇越发令英国社会眩目。英国对澳政策与态度开始产生变化，表现为在继续向澳输送罪犯的同时，鼓励小资产者向澳洲移民。

以牧羊业为特征的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就性质而言，从一开始就属资本主义经济，因此，它与把私营经济同犯人劳动和英国财政拨款混为一体的流放犯殖民地经济体制是无法相适应的。牧羊业的发展使这组矛盾日趋突出，首先表现为牧羊业的发展势必需要越来越多的土地，以新辟为牧场，但旧有的“土地恩赐制”则成为牧羊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其次，以罪犯作为无偿劳动力的“劳动指派制”阻碍了雇佣劳动制的形成造成澳洲的自由劳动力紧缺。再次，羊毛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的飞速发展客观上需要澳洲内部贸易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但这受到现有经济体制中的统购统销制的制约。虽然流放犯殖民地的经济体制为澳大利亚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促进与保障作用，但是，时过境迁，它的存在正威胁和妨碍着牧羊业和羊毛贸易的发展，并直接危及英澳各自切身利益。澳大利亚商人和牧民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逐浪高涨，并采取了各种各样的相应行动。“政府要限制，绵羊要自由”，“即使派出英国的全部军队，即使派成千上万名士兵遍布整个灌木林，也无法把牧羊人赶回原地”。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威克菲尔德的“系统殖民理论”应运而生，又遇英国政府采纳了他的理论和改革方案，颁布了《雷彭条例》，实行了土地改革，使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得到了更大的空间与机遇。在1830年代期间，澳大利亚社会经济发展惊人，出现了澳洲的第一次经济起飞。首先是牧羊业突飞猛进。在维多利亚地区，绵羊数量1836年为26000只，1841年为782283只，1850年为5318046只。

1830-1850年，澳大利亚羊毛出口统计显示：1830年为1967309磅，183年为4210301磅，1841年为12959671磅，1845年为21865270磅，1850年为41426655磅。再将1850年的羊毛出口量作进一步分析：新南威尔士为14270622磅，范迪门为585500磅，维多利亚为18091207磅，南澳大利亚为2841131磅，西澳大利亚为368595磅。从上述各组数据中可看出，牧羊业不仅发展迅速，而且已遍及澳洲全境，澳洲已是一个极为辽阔的牧场，逐渐成为了英国毛纺织业优质原料的主要海外供应者。牧羊业既是澳大利亚的主要经济部门，又是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支柱和标志。

作为民族经济发展的先导产业，牧羊业带动起越来越多的经济部门的发展。土地制度的改革和移民的大量涌入一方面为农牧业发展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又向农牧业提出了发展要求。其中农业发展的显著方面是小麦播种面积的扩大，即由1835年的82198英亩扩大到1850年的210103英亩，总产量大幅度提高。与此相伴，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有了可观的增长。到1850年，澳大利亚的农产品生产量足以满足日益猛增的人口的需求。

牧羊业和羊毛贸易的繁荣催生出了澳洲的金融业。在麦夸里的倡议下，1817年4月8日，由悉尼的一些商人和官员筹资创办的澳洲第一家银行——新南威尔士银行正式营业。从1817-1850年，在澳洲相继成立了30多家银行。此时的澳大利亚银行系统基本上是按照英国模式建立和运作的。到1840年，各银行的分支机构遍及各地，初步形成了一个银行系统网络。由于澳大利亚是一方创造财富的热土，所以，大量海外资本通过银行流入澳大利亚，其中大部分是英国的私人资本。而英国银行以开设分行等办法对澳金融业的进入使得更多的国外资本涌入澳大利亚。银行存款额因此大幅度稳步上升，以新南威尔士、昆士兰和维多利亚三地银行的存款总数为例，1820年为1247000英镑，1850年为1522000英镑。在应对1840年代初来自英国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各地的金融系统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而言之，在19世纪上半期，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体系处于生成、形成与发展之中。在这渐进过程中，雇佣劳动取代了强制性的犯人劳动指派制，市场经济取代了统购统销制，经济活动的全过程逐步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行。但是，由于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保留着明显的殖民地属性特征，即其经济生产实为英国工业部门的原料生产部分，因而，其产业结构是以农牧业为主，而非工商业，这使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从总体上看呈畸形状态。单一经济体制加之对英国资金、市场和移民的依靠，决定了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对英国有着很强的依赖性。也应指出，由于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与英国工业生产联系密切，不存在竞争，因此，英国没有对它横加干涉和压制，而是予以扶持和保护。这使得上述的依赖性不仅没有产生阻碍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反而发挥出了促进发展的正面作用。此外，由于牧羊业与出口贸易及海外市场始终相连，因此，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从一开始就处于世界经济大循环之中，并由此具有了外向型经济性质。

民族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对澳大利亚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而最引人瞩目的当属因诱人的机遇、丰厚的利润和优惠的条件吸引了大量以英国人为主的外国移民。1820年，全澳人口总数为33543人，1830年为70039人，1840年为190408人，1850年为405356人。移民的结构也有了很大变化，以1832-1842年间新南威尔士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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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1）自由移民的数量呈增长之势，而输入的罪犯则显下降之趋。前者在1837年越过后者，并在以后的几年中将差距越拉越大（2）1831年的《雷彭条例》中关于将出售土地所得部分用于资助移民的条款达到了预期目的，受资助的移民数量也从1837年开始迅速上升大量自由移民的进入使澳洲人口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最为显著的是罪犯数量与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逐渐下降。在以往罪犯人口密集的新南威尔士，到1847年时，罪犯比例仅为3.2%；在范迪门，1820年，罪犯总数占人口总数一半以上，而在1850年，这个比例已降至1/4了。自由移民的增加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不仅使雇佣劳动制得到确立，而且为澳大利亚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大量的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移民的进入在“使一个病态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健康的殖民区的过程中，是一段起决定性作用的插曲”。社会道德标准开始提高。

民族经济一旦形成，争取自由和平等的社会改革运动也就随之展开，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由此，澳大利亚的社会性质既自然而然又不可逆转地从流放犯殖民地顺利地过渡到公民殖民地。“羊毛使澳大利亚成为一个有偿付能力的国家，并最后成了一个自由的国家”。

2.“淘金热”：民族经济的发展

1851年2月21日，澳大利亚人E.哈格里夫斯在新南威尔士巴瑟斯特淘出黄金。5月15日，《悉尼先驱晨报》将此事进行了报道，社会反响强烈，随之引发继1848年美国加州“淘金热”之后的又一场世界规模的“淘金热”。各种神话般的宣传与消息令人眩目和疯狂，操着各种语言的人们马不停蹄地从四面八方涌向澳洲，奔赴金矿，澳大利亚因此有了“坐在矿车里”的称号。全澳人口从1851年的437665人猛增至1861年的1168149人。到1853年，表面土层的金矿石基本采掘殆尽，而深层的金矿已非淘金者能以简单的工具所挖掘，于是，具有工业化特征的机械采金逐渐取代了人工淘金。到1861年，开采出的黄金价值达到1.24亿英镑，至此，波澜壮阔的“淘金热”趋于尾声。

“淘金热”的出现虽有相当大的偶然性，但它却体现出澳大利亚的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即原本的英国流放犯殖民地向英国公民殖民地的转型已接近完成。1820-1840年代末，澳洲至少有过5次黄金发现，但都很快悄然无息了，原因在于对于作为英国“海外监狱”的澳大利亚，早期的英国总督们的使命不包括开发澳洲大陆，他们的使命“不是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而是阻止帝国的犯罪行为”。因此，满足于“牧羊业大潮”收益的“政府（指殖民当局）对任何勘探黄金的想法都不会予以鼓励，担心金矿的发现会引起劳动力的流失……会引起混乱的社会动荡”。184年，一位名叫克拉克的牧师将在巴瑟斯特发现的金矿石呈致总督盖普斯，而盖普斯却告诫道：“克拉克先生，请把金矿石收藏起来，不然我们两人都有生命危险。”但是，在牧羊业发展的带动以及一系列社会改革的作用下，人们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拥有了不断提高的胆识、力量和智慧，敢于冲破禁令和束缚。这是一种渐变，表明人们求富的欲望在越来越快地上升，同时，阻力在变小，障碍在变少。雇佣劳动制对劳动指派制的取代以及市场经济对统购统销制的替代，使“淘金热”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将按照业已形成的资本主义方式进行。

19世纪上半期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与发展为“淘金热”提供了社会基础、经营机制和物质条件。第一，自由移民的增多带来了人口结构的变化，使社会活力得以彰显。当初从驻澳英国士兵身上体现出的英吉利民族独有的工业民族精神，也就是马克斯·韦伯论述的“合理谋利”精神，已经弥漫于此时的澳洲社会。人们追求财富，渴望出名，明确的利润意识驱使他们通过发展和扩大生产去创造财富。哈格里夫斯就是如此这般的一个典型人物。在发现金矿石时，他立即想到的是功名：“我将成为一个准男爵！”他以替总督做开采金矿的向导为条件，索要到在当时被认为是天文数字的1万英镑奖金，并受到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值得注意的是，随移民而移植澳洲的清教对于规范人们的行为和在一个“病态”社会确立新的道德标准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既鼓励人们为“上帝”而追求财富，又反对人们用“不正当的手段”牟取不义之财，这为英国的价值观念植根澳洲提供了强有力的助动力。时至19世纪中期，当工业民族精神因金矿的发现与开采而迸发出来时，其能量令人瞠目结舌第二，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生产方式的形成，使“淘金热”从一开始就受到商品经济与市场机制的刺激与调节。在此时的内外贸易中，各种渠道畅通，有求必应；内部市场承担了不计其数的淘金者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物资的供应；海外市场使源源输出的黄金迅速转化为巨额货币收入，进而刺激了澳洲的投资增长和消费水平提高；以银行为主体的澳洲金融体系的运行自如，便捷了用作投资的资金流动，加快了利润的形成速度……这使生产和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确保了生产市场和效益呈良性循环。

“牧羊业大潮”和“淘金热”对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形成、发展和健全具有重大影响。前者孕育了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不仅使它呼之欲出而且赋予它以产业特色——农牧业；而后者则是极大地推动了它的发展，使其发展水平大大提高，澳洲属性更加鲜明。虽然澳大利亚经济仍与英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仍被视为英国经济的补充或延伸，但作为澳大利亚民族形成与发展的组成部分之一，它逐步演进为一种源于母国经济但又有别于母国经济的经济体系——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体系。

“淘金热”对澳大利亚社会最直接的影响是社会财富和人口数量的激增。1850年，澳大利亚的银行储备为240万英镑，1860年为1420万英镑，平均年增长20%。在这期间，新南威尔士、昆士兰和维多利亚三地的进出口贸易迅速上升，继而保持在稳定的高水平上，即进出口贸易额分别波动在2000万英镑左右。这种财富增长无疑得益于“淘金热”。从1851-1871年，黄金贸易取代羊毛贸易成为澳主要出口产品，并由此换回了澳经济生产与发展所急需的资金、设备和技术，进而刺激了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社会的富裕程度也大为提高，1860年，澳大利亚的实际生产和人均消费高于英国。

在“淘金热”期间，全澳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为11%，世界各地淘金者的涌入是人口骤增的主要来源。黄金引发汹涌的移民潮，从1820年到1850年，有10%的英国移民选择移居澳洲，而在1853-1860年和1861-1870年，上述比例分别为28%和17%。人口的增长对澳洲社会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尽管与澳洲对劳动力的实际需求仍有差距但人口增长使澳洲社会中的劳动力供求矛盾大为缓解。同时，移民也带来了澳洲社会所需的技术和资金。其次，自由移民的涌入使澳大利亚人口中的罪犯比例进一步下降，促成英国政府最终宣布停止向澳转移罪犯，“金矿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流放犯到澳大利亚东部的结束”。这意味着旧制度和旧生产关系的终结，为新生的民族经济的发展扫除了障碍总之，“淘金热”为19世纪后半期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机遇，有力地促进了澳洲社会经济的全方位飞跃发展。从1861-1891年，澳大利亚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为4.7%，而在同期，英国为3.2%，美国为4.8%。经济的全面发展导致其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单一经济体制逐渐被多种经济体制所替代，由某一行业的产品垄断生产和贸易的状况逐步改变。

牧羊业在“淘金热”中一度受到冲击，因牧民投奔金矿，造成牧业产量下降和贸易额减少。但从1860年代起，它逐渐复苏，进而稳步发展最终再度独占鳌头，成为澳洲经济的支柱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牧羊业的生产内容有了增加。1882年，新西兰航运公司用装有冷冻装备的运输船第一次成功地将冷冻羊肉运到英国，这在澳洲也引起轰动，“羊肉变得与羊毛一样值钱”，澳洲的乳制品和肉制品的产量和产值因此而逐渐提高。在对外贸易中，乳制品和肉制品在1888-1890年为总量的6%，1898-1900年升至15%。可见，以前以羊毛生产为内容的牧羊业单一经营已发展为多种经营，生产规模自然也有增无减。在此带动下用于肉类和乳制品出口的养牛业也兴盛了起来。畜牧业的概念不再仅是牧羊业，经营牧羊业的目的也不再仅是旨在羊毛。

在“淘金热”期间，农业出现衰败景象，但随之而来的人口猛增使粮食供应问题成为燃眉之急，于是，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发展。1851年，全澳可耕面积为49.1万英亩，1858年达到100万英亩。以1860年同1850年比较，全澳人口增长了188%，而同期的小麦种植面积和耕地面积分别增加了207%和209%。农业产值相应大幅度增加，1861年为610万英镑，1881年为1020万英镑，1891年为1050万英镑。到1890年代，澳大利亚不仅能够做到粮食自给，而且还有一定数量的粮食出口。应予指出，在政府的指导和扶植下，农民积极钻研农业科学和农业机械化技术使农业的快速发展得到科技保证。

工业生产成为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新内容，是其经济体系趋于健全的重要标志。到90年代，尽管工业仍是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中的薄弱环节，但民族工业体系已基本形成。其中，冶金业率先跃进，相继成立的冶金公司及其所属的冶金工厂构成了澳大利亚钢铁工业的基础。它们主要分布于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较大的有建于1878年的新南威尔士埃斯克班克钢铁厂。冶金业是此时澳工业的主体，以供其他经济生产部门需要。虽然19世纪末澳大利亚冶金业的生产水平较低，但是，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澳洲钢铁工业大发展正是在这基础上起步的。

在工业生产各部门中，制造业的发展尤显重要。它发展起点低，但发展速度快。1869-1890年，其年增长率为8%，从业人员占全澳总就业人数的15%，产值占全澳总产值的11%。此时，它尚属不发达和落后的经济部门，仅是为农牧业服务的加工制造和机器维修，产品全部内销因而，尚不具备进入国际市场的竞争实力。但是，这是一个颇有潜力和有作为的工业生产部门。

第三产业迅速崛起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大大加快了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体系走向健全的速度。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对民族经济的全面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澳大利亚修筑铁路始于1850年，“淘金热”不仅向它提供了迫切的使用要求，而且为它注入了大量资金，确保了交通行业的大发展，促成了修筑铁路的热潮。这一热潮持续到90年代。1860年，全澳共有铁路线126英里，1870年为953英里，1880年为3347英里，1890年为8416英里，1900年为10566英里。与此相伴，通讯事业也长足发展，到80年代，已经形成了以悉尼和墨尔本为中心的全澳电讯网。交通运输网与通讯网的建立有力促进了民族经济的全方位发展，使社会经济的各环节得以有机地结合为一体。

经过“淘金热”的刺激，对经济发展起有保证作用的金融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不仅加剧了“淘金热”的涌动，而且自身也因“淘金热”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发展而得到扩展与健全。到1890年，出现了控制澳大利亚经济命脉的7家大银行，它们在澳洲全境设有近千个分支机构，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坚挺的金融网络。为了吸引英国资本，不少澳洲银行将分行开办到了伦敦。澳洲银行储备金有增无减，1870年为201万英镑，1880年为4620万英镑，1890年为9880万英镑。金融业的发展使民族经济的飞跃得到了有效的支持与保障。

在民族经济的全方位发展中，建筑业的繁荣是第三产业中的的一个直接关系民生的重要部门。其发展的直接动因是“淘金热”以及由“淘金热”派生出的城市化发展。前者造成了人口增加，后者导致了人口集中，进而共同向解决住房问题的建筑业提出了紧迫的要求。到1890年，其从业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和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均为14%。其规模仅次于农牧业，与制造业各有所强。它的发展使澳大利亚人的居住条件大为改善，1850年人均拥有住房0.6间，1881年为0.85间，1901年为1.07间。尽管澳洲人口增长迅猛，城市化发展迅速，但社会上从未出现住房紧张现象，更未出现在欧美国家常见的贫民窟。

总而言之，作为一股强大的推动力，历时10年左右的“淘金热”使澳大利亚民族经济进入了工业化发展的轨道，经济生产的全面发展使民族经济体系进一步得以健全与坚固。这一进程的发生与完成使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目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由补充和辅助英国经济转变为增加澳大利亚的社会财富。这较为集中地体现在澳洲各殖民地对关税问题的态度上。50年代，各自为政的各殖民地为了增加收入，互设关卡可是，日益频繁的经济往来与日趋激烈的商业竞争使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在全澳实行统一的关税政策，一些人还动议成立关税同盟，保护关税政策被人们所普遍接受。尽管人们对保护关税政策含义的解释不同，对其推行的程度存在分歧，但大多数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为了阻止外来的商业竞争（特别英国商品的流入）而主张提高关税。维多利亚成为拥护保护关税的先锋。1866年，维多利亚议会通过了澳洲历史上第一个保护关税条例。虽然，直到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各殖民地仍未制定出统一的关税政策。但是，保护关税政策大势所趋，成为基本国策之一。这种自我保护意识及相关措施体现出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不断提高的发展水平和趋于独立的发展趋势。虽说它与英国的千丝万缕联系依旧存在，但它正在脱胎于英国经济而自成一体，并逐渐显示出不再是英国经济的延伸和组成部分。

仍需强调的是，在19世纪后50年，英国对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发展依然具有至关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除了连续不断地向澳提供资金、技术、市场和移民外，英国所奉行的国策在很大程度上为澳民族经济的发展与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19世纪中期，英国推行的自由贸易和放任政策使处于萌芽状态的澳大利亚经济不仅未受打压，反而得到了有利的滋生环境。又因与英国经济合为一体，它又受到英国的扶植。这在英国海外殖民地中是少见的。19世纪下半期，美国和德国等国家与英国形成愈加激烈的竞争，这使英国感到有必要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以增强自身力量。因此，增进英帝国内部联系与团结的建议由此而来，“帝国联合运动”应运而生，澳大利亚恰在“联合”的范围内。英国海外殖民政策的这一调整非但没有伤害或妨碍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发展，反而使它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更大范围的保护。加强与各殖民地的经济联系和促进各殖民地之间的商贸往来是此时英国殖民政策的一大经济内容整个英帝国逐渐“被一个由贸易关系、贸易委员以及英帝国各成员国之间和不列颠与海外自治领之间的互惠关税协定所织成的一个网联结了起来”。而澳大利亚恰恰就在这个“网”中的显要位置。

这种联系与关系一是使作为英属白人殖民地的澳大利亚能以“很大的优惠待遇”，轻而易举地从英国得到急需的资金投入；二是澳大利亚能以英帝国成员的身份在国际市场上受到英国的保护和支持，这对经济竞争力欠缺的澳大利亚是相当重要的；三是扩大和增强了澳大利亚与其他英帝国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印度由此逐渐成为澳大利亚的重要贸易伙伴，“当澳大利亚的小麦在1900年以后出口增加时，它就需要印度的麻布袋。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就是印度茶叶的最大顾客之一”。这一切对尚处发展阶段和具有外向型属性的澳大利亚民族经济而言，无疑是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当然，英国厚待澳大利亚的出发点在于增强自身实力，然而，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健全及发展趋势则与英国的初衷相悖，这是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

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澳大利亚社会政治的变革，进而导致澳大利亚社会性质的变化，以自主、平等和自由为主要内容的澳大利亚民族意识逐渐形成，以形为自治而实为独立为主题的澳大利亚政治民主化演进到新的阶段，建立统一自主的民族国家成为了澳大利亚社会的奋斗目标。“在这段历史中，我们看到一种异乎寻常的转变，一个罪犯殖民地变成一个兴旺、激进的民主国家”。换言之，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发展与健全是这一系列社会政治发展与变革的经济基础。


二　新西兰

（一）《怀唐伊条约》：新西兰殖民时代的开始

与澳大利亚不同，新西兰是因其丰富的自然资源而引起西方殖民者注意，并招惹来掠夺的，因此，在这一时期的新西兰史实记载中，既有西方殖民者与当地毛利人发生冲突的描述，又有欧洲商人与毛利人进行贸易的记录。尤其是1788年英国人进入澳洲后，对新西兰的殖民主义商业活动大规模发展起来。欧美人在这里猎杀海豹、鲸鱼，再将所获贩运到欧洲、美洲和亚洲，牟取暴利。这些活动的后果是毁灭性的，到19世纪20年代，新西兰沿海的海豹几乎已经被灭绝，以致商人们感到已无利可图了。应当指出的一点是，最初移居新西兰的欧洲人有不少是从澳大利亚流放地逃出来的流放犯以及不愿忍受过重负担的海员。由于两地相距不远，澳洲新南威尔士的英国殖民当局一度曾将其行政权力延伸至新西兰。

英国海军早就觊觎这里可作为造船业主要原料的野生亚麻和林木资源，1794年，英国军舰“幻想号”为此来到新西兰。从此，亚麻和木材逐渐成为新西兰最主要的出产。英国的殖民官员们也认为“为了在悉尼和诺福克岛建立服装工业，利用新西兰的亚麻是可行的”，于是，澳洲的总督们曾下令从新西兰“抓一、两个懂得制麻的土著居民”来向澳洲罪犯传授制麻技术。再有，新西兰的优质木材也使澳大利亚商人和当局认为“这种近便的木材供应，对新南威尔士的初期移民区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价值”。通常是英国商人用布匹、铁制工具、滑膛枪和酒同毛利人交换亚麻和木材。英国人在这宗贸易中获利巨大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毛利人的传统生活和传统生产，加速了毛利社会的变化。

然而，英国对新西兰并没有表现出兴趣。1769年10月7日，库克一行航行到今天新西兰北岛的东部海岸，9日登陆，并以英王名义宣布北岛属英国所有。在耗时49天环绕新西兰航行一周后，他宣布英国已经占领此地，随后便踌躇满志地扬长而去。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英国政府对它无所表示。1817年，英国议会明确指出新西兰“不在英王陛下的统治版图范围内”。1823年，在J.T.比格发往英国的关于澳洲殖民地社会的调查报告中，再次确认“（根据英国法律）新西兰是英王领地之外的地区”。1830年，英国殖民部官员明确表示：毛利人“是这片土地（新西兰）的所有者和统治者”。新西兰的欧洲传教士以及来英国和澳洲的人道主义者不但指控来自英国和澳洲的商人和捕鲸者在新西兰对毛利人的巧取豪夺，而且控诉他们对毛利人的种种戕害行径。30年代，传教士S马斯登写道：新西兰“没有法律，没有法官，也没有行政官，所以魔鬼不受干扰地统治着这儿”。他们认为“在传教士的影响下，毛利人能够组织起来，成为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同欧洲国家交往的独立国家。所以，他们最初既反对英国政府确立对土著民族的控制，同时也反对在新西兰开拓殖民地。”

在19世纪初期，在新西兰活动的西方殖民者大约仅有数百名商人而定居者寥寥无几。进入30年代后，澳大利亚遭遇持续干旱，于是，许多垂涎新西兰土地的澳大利亚人来到这里，随后，英国本土的移民也闻讯而来。“按照最大限度的估计，在1839年底，新西兰的欧洲人口约为2000人左右……是一个小型而精致的群体。”这些殖民者一边从事着开发，一边鼓动英国政府将新西兰兼并为殖民地。提出“系统殖民化理论”的威克菲尔德已将注意力移至新西兰，认为这里是“世界上最适宜于开拓殖民地的地方”。1837年，在他的召集下，一批打算移民新西兰和关心新西兰问题的英国人组成了“新西兰协会”，游说英国政府兼并新西兰，鼓动英国平民移居新西兰。

正是在这一系列影响下，英国政府对新西兰的既定政策逐渐发生变化。1820年，针对英澳商人与毛利人之间的贸易纠纷的有增无减，澳洲新南威尔士总督麦夸里委任传教士肯德尔为治安法官，前往新西兰进行调解，以免导致混乱。1827年，法国军舰出现在新西兰海岸附近，进行了诸如测绘之类的活动。接着，法国人在新西兰的各种活动逐渐增多，如购买土地、捕鲸、修建教堂等。英国对此感到惊慌，于是，它对新西兰的控制措施较前有所加强。1833年5月，英国任命澳洲悉尼的J.巴斯比为英国在新西兰的驻扎官。为了“赢得他们的善意”，他以英王代表的名义向新西兰的毛利人酋长们表示“（英国）将对新西兰的居民提供保护”并且有意“促进（毛利社会）与英国的友谊和联盟”。但是，他没有被授予“各种决定的权利和手段”，其作用是“把你的各种措施建立在你将取得的对各土著酋长的影响的基础上”，其地位可被概括为“不带枪炮的军舰”。

而在30年代中期，新西兰的局势愈加令英国不安。1837年，巴斯比在一份报告中写道：“长期无政府状态导致犯罪不断增多，人口持续下降，一个又一个的地区已沦为无人区。”他一再呼吁英国应尽快将新西兰收为殖民地。在这一时期，法国人在新西兰的活动日趋频繁，法国政府开始对一个正筹备在新西兰建立移民区的法国公司给予支持。此时英国国内在新西兰问题上出现两种声音。一派赞同英帝国对外扩张，另一派则予以谴责。但后者最终还是占得了上风。

“新西兰协会”在1839年5月更名为“新西兰公司”，声称将着手承揽向新西兰移民的业务，并在新西兰设立代理机构，收购用以向移民出售的土地。此举使英国政府感到了压力，立刻采取了相应行动，即一方面限制“新西兰公司”在新西兰的行动与权限，另一方面表示将马上采取兼并新西兰主权的行动。同年8月，英国政府委任英国海军军官W.霍布森为女王陛下的新西兰领事，再度前往新西兰。霍布森得到指示去“处理新西兰的原住民事务并让他们认可陛下在全部或部分岛群的权利”。与此同时，一些毛利人酋长开始关注他们的文化所遭受的破坏以及无节制的土地开发，并且向维多利亚女王求助。作为当时主要的海上强国，英国是有能力提供如此保护以及法律秩序的，更为重要的是，英国不希望法国人和美国人获得对这片新土地的任何控制。

1840年1月29日，以英国在澳洲新南威尔士殖民当局的副总督的身份，霍布森率一行人抵达新西兰北岛的诸岛湾，其使命是在这里建立英国的权力机构。2月5日，他在一个名叫怀唐伊的地方召集毛利人各部落酋长，要求他们在一份已经起草好的条约（即《怀唐伊条约》）上签字。谈判中，霍布森语气傲慢地对酋长们说道：“女王陛下一贯乐意保护她的臣民，她也一贯乐意约束他们的权力。我公开地要求你们这样做（指签字）……我想我已经不用再多说了。”如果接受该条约，那就意味着新西兰正式纳入大英帝国的权辖之下，毛利人放弃领土主权，但仍拥有土地、森林、鱼类及其他财产权。对此，酋长们反应不一，有的拥护，有的反对。一位叫里瓦的北方酋长对霍布森反唇相讥道：“我们土著人要总督干什么？……这个国家是我们的……无疑，我们，这片父辈们的土地的酋长们就是总督。对总督大人留下来，我不会说‘Yes’。不，不，不，请你回去。……我，里瓦，对你总督大人说，回家去！”

激烈的争论立刻在酋长们中间展开。两天后，有45位酋长首先“签字”，也就是在条约后画上自己的固定脸谱图案，或是画十字、圆圈，或是任何当时能够想到的图形，而更多的酋长拒绝签字。在以后的几个月中，经软硬兼施，英国人征集到了500多位各地酋长的签字。于是，5月21日，霍布森匆匆宣布英国对整个新西兰拥有主权，并出任新西兰第一任总督。新西兰由此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新西兰起先由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殖民当局管辖，次年正式属于单独的英国王室殖民地。时至今日，《怀唐伊条约》仍被新西兰人视为具有宪法效力的重要文献，5月2日也因此而被当做重要的纪念日。

（二）经济与经济体制：仿效与创新

作为新西兰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内容与标志，19世纪初期，新西兰经济的生成与发展以明确的商业属性而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性质，与外部市场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又使其拥有明显的外向性。虽然它的起步较迟，但来自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并已相当成熟的经济理论、经济制度、市场体系、资金来源以及生产技术为其运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条件与便利，初显端倪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与机制则又使它频频获得进入世界市场的发展机遇。因此，新西兰社会生产与经济活动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围绕着资本与利润而运作，并具有鲜明的地方性色彩。

19世纪新西兰经济的运行与发展同英国和澳大利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英澳对其影响重大而深远，因此，曾有英国学者认为“新西兰经济发展的全部过程就是英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则更是以种种事实证明这一时期的新西兰经济与澳大利亚经济几乎是合为一体的。然而，新西兰经济的本土化特性则相当突出，表现为着眼英澳的市场需求来开发新西兰的社会生产，运用英澳的商业与服务制度来与英澳进行商业往来。有学者如此阐述：“在19世纪前期，新西兰的商业，无论在观念还是在实践中，都是追随英国——澳大利亚模式的。由澳大利亚人先找到适应英国商业政策的具体办法，然后新西兰再从澳大利亚将有关的方针照搬过来。新西兰的经济机构中有许多澳大利亚人担任要职虽然英国——澳大利亚的经济模式对新西兰的实际情况有一定的差距，但是这种模仿对新西兰来说还是不失为一种事半功倍的方法。因为在殖民地开创阶段，它意味着不必盲目地建立新制度，从而可以少走一些弯路。进入19世纪后半期，新西兰政府才逐渐形成具有自己特点的经济制度。与其他殖民地的经济制度比较，新西兰的早期的经济制度还是很有效率的，这为它以后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奠定了不可缺少的基础。”

时至19世纪40年代，随着海豹和鲸鱼资源的逐渐枯竭，作为南太平洋经济的一部分，新西兰的经济活动主要是由悉尼商人经营的海运业。澳大利亚以新西兰的开拓所需的铁制工具和农作物种子换取新西兰的亚麻和木材，以用于澳洲殖民地社会建设。尽管新西兰经济起步很迟，但它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是殖民当局掌控着大量的土地，二是英国移民可利用他们与母国的种种特殊关系获得所需的资金与技术，三是可从英国和澳洲引进相对成熟与高效的经济制度，等等。

威克菲尔德的努力以及“新西兰公司”在新西兰的活动对于新西兰的经济开发与发展具有指导与开创性作用。“系统殖民化理论”在澳大利亚形成之后，这一理论在新西兰得以按照威克菲尔德的意愿而运行与完善，进而使理论推导成为理想实现。依照这种经济学理论，殖民地能够为英国的过剩人口和闲置资本提供去处，并由此成为母国所需的财富与原料来源之一。“新西兰公司”依据威克菲尔德关于土地的“足够的价格”的理念而运作，使新西兰殖民地在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确立动态平衡，即以大量的可售土地和足够高的地价吸引拥有资本的人为资本的增值而不是当小土地所有者而移居新西兰，允许土地购买者在获得的土地范围内为内外市场的需求投资农业生产；土地销售所得用于城市和乡村的经济与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资助作为劳动力主力的下层贫穷移民的路费。

威克菲尔德和“新西兰公司”的具体的做法是以英国的乡村为模式在新西兰建立农业区为移民定居点，以图达到为英国工业提供原料，为英国商品提供市场，为英国投资者提供利润，为英国贫民提供生计的目的。第一批充当移民安置点的城市和城镇在仓促中建成，如1840年的惠灵顿、1841年的新普利茅斯及1842年的纳尔逊等。与此同时，“新西兰公司”在英国鼓励人们向新西兰移民，“连篇累牍的宣传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新西兰是一个绿色的、心旷神怡的和肥沃的地方”。鉴于澳大利亚的经验与教训，威克菲尔德对于移民的素质提出了要求，认为为了使英国社会制度与成果可在新西兰移植成功，应对移民进行必要的选择，他们应具有英国社会中优秀分子的品质。威克菲尔德寻求到了英国多家航运公司和银行的支持，在1839年以后的3年中，共开出了57条移民船，向新西兰输送了8600名移民。

虽然威克菲尔德所设想的新西兰社会模式与形态是颇具浪漫色彩的田园式农业社会，但是，他及“新西兰公司”非常重视作为贸易中心的城镇建设，因此，城镇是在新西兰的经济活动与发展中拥有举足轻重作用的角色——生产、商品与贸易的枢纽。作为当时新西兰各地总的贸易仓库和进出口港口，建于1840年的奥克兰拥有最先进和优良的设施与设备，至今它仍是新西兰的最大港口城市。城市与城镇的不断增加与持续发展大大促进了贸易经济的扩大，而这样的发展趋势与运作轨迹是一座城市的兴建自然带动起周围一系列城镇的兴起，进而再由沿海地区向内陆腹地渐进。在纳尔逊，坐镇城里的商人最初是以赊购的方式与周边或附近地区的小农、小作坊主、小矿主进行着小本经营，进而逐渐建立起了与远方市场的供求关系，并由此持之以恒。在英国，这种以城市为依托的包买商运作机制被认为是近代工业革命与工业化的起源，拥有数百年的历史；而在新西兰，它被习以为常地移植，很快又被顺理成章地做大做强，使新西兰经济非但未因其生产内容为农牧业而成为乡村经济反而使其市场经济的属性得以凸现与发挥，生产运作自然而娴熟。

新西兰的自然条件与澳大利亚相似，气候潮湿，草原广阔而肥美，适合农牧业生产。而此时正值澳大利亚的“牧羊业大潮”方兴未艾之际，因而，新西兰自然而然地也步其后尘，直接从澳大利亚引进了优质的美利奴羊，羊群的足迹很快遍及新西兰各地。从40年代开始，牧羊业开始大规模兴起，然后一路快速增长。在1851年以后的10年中，绵羊的数量从23.3万只增加到280万只；到1911年时，这个数目已达2400万只。牧羊业一时间成为新西兰社会上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当然，这一产业的勃发与威克菲尔德旨在新西兰发展种植农业，使新西兰成为以小农为主的种植农业社会的初衷是相悖的，“新西兰公司”的境况每况愈下，1847年时已难以维系，幸亏殖民地当局出手相援，它才得以幸免解体，但仅勉强生存。其原因除了新西兰自然条件的物竞天择因素外，新西兰经济发展模式以市场为导向的属性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即英国毛纺织工业的发展决定了英国市场更需要的是羊毛，而不是农产品，因而，这理所当然地导致新西兰的经济生产内容是牧羊业，而不是农业。这是威克菲尔德当初未曾预料到的。

值得提及的是，新西兰牧羊业的快速兴盛直接得益于澳大利亚。它的出现起初是澳大利亚牧羊人为寻求更大更好的草场而迁移到新西兰因此，澳大利亚花费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探索与积累的相关生产技术市场机制及管理方式顺理成章地在新西兰“落户”，牧羊业由此驾轻就熟地成为19世纪新西兰经济的支柱产业。然而，来自澳大利亚的这一舶来品在新西兰也经历了本土化改造。新西兰人在这方面的创新则表现在结合新西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使用与改进新的畜牧技术。由于新西兰的牧场面积不及澳大利亚，劳动力投入也因人口数量不多而有限，因此，尽可能地降低成本与提高畜牧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成为新西兰人所面临的当务之急。牧场主们想方设法改进牧场的灌溉条件，尤其是在饲养方式上进行了重大变革，如以轮放代替散放，使收益明显增长70年代，他们使用了铁丝栅栏，因而进一步大幅度降低了大规模养羊的成本。

在新西兰，牧羊业实际上是其畜牧业的组成部分之一，牛和马的数量也在同步增长。在1851年以后的10年中，牛的数量从34800头增加到193200头，马的数量从2900匹增加到28300匹；到1911年时，这个数目分别为200万头和40.43万匹。可见，新西兰的畜牧业是一个多种经营的生产部门，并逐渐由此显露出与澳大利亚畜牧业的区别和差异。

进入50年代，新西兰的种植农业出现一片生机。其原因是澳新市场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迅速上升，即新西兰城镇建设加速，移民数量不断增加；而更重要的是恰逢澳大利亚“淘金热”涌动，其移民数量因此而大幅度增加，导致非农业人口增长迅猛。尤其是“19世纪50年代初期的澳大利亚‘淘金热’使新西兰农民获利”，商机令新西兰人闻风而动新澳两地对粮食需求的增长极大地刺激了新西兰粮食市场的繁荣，于是，越来越多的新西兰人投资种植农业，南岛上的土地被大片大片地开垦成为良田。粮食种植生产的经营方式以小农生产为主，毛利人成为低廉甚至是无偿的劳动力，这也使新西兰农业生产的成本大大降低，粮价因此而相当低廉。然而，随着澳大利亚“淘金热”在1856年后的逐渐降温，澳洲的粮食需求趋于下降，进而导致新西兰粮食市场的萎缩，再加之数年来的过度生产致使土地地力受损，新西兰农业发展受挫。这种状况促使新西兰人不得不在经济生产方面重寻机遇，另辟蹊径。

就在澳大利亚“淘金热”逐渐退潮时，新西兰的“淘金热”则兴盛了起来。1857年，在纳尔逊的西北地区发现金矿，接着是大大小小的金矿陆续在各地发现，大批毛利人被征集来充当掘金的劳动力。与澳大利亚相比较，这场持续10年的“淘金热”是微不足道的，但这对于小小的新西兰而言，却是相当重要的。南岛上的奥塔戈是“淘金热”中最为热火朝天的地区之一，也是“淘金热”影响的缩影。“在60年代里，大约有价值2100万的黄金使奥塔戈富裕了起来”；“10年间，有价值1000万的黄金从奥塔戈出口”，“使奥塔戈成为（新西兰）最富有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时至70年代，它提供了新西兰1/3的出口，集中了1/4的（新西兰的）欧洲人口”。

新西兰“淘金热”的过程呈此起彼伏状态。奥塔戈在50年代末异军突起，而到60年代中期，西部海岸的“淘金热”渐盛，逐步取代了奥塔戈的领先地位。它们相同之处是掘金的方式和生产的规模，不同的是“西部海岸的‘淘金热’出现在1864年底，开始很慢，缺乏奥塔戈‘淘金热’中的戏剧性突变，但后劲十足”。新西兰“淘金热”的退却与结束同澳大利亚“淘金热”的结局相同：60年代末，地表浅层的金矿石基本上被采掘殆尽，而深层的金矿已非淘金者可用简陋的工具进行挖掘，于是，具有工业化特征的机械采金逐渐取代了自由淘金。1869年时，虽然黄金产量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上，但“淘金热”的繁荣已是明日黄花。在这一年，奥塔戈和西部海岸的淘金产量均显强弩之末，前者为60万英镑，后者为13万英镑。

70年代是新西兰经济发展与转型时期。在这之前，新西兰的经济活动基本上是循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轨迹而前行，移植澳大利亚的经济模式，亦步亦趋地模仿和追随。在殖民地开创初期，这种移植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不仅使新西兰经济得以轻而易举地发展了起来，新西兰社会也因此很快富裕了起来，而且卓有成效地降低了新西兰人为探索而势必付出的代价。而从70年代起，具有新西兰特色的经济制度与经济体系逐渐出现与形成，表现为相伴于人口与投资大量增加，以及社会需求与生产规模相应同时增长，在受益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同时，新西兰经济的标志性、自主性和创造性逐步增强，逐渐形成了新西兰经济的属性与特色。

此时，新西兰的经济发展再度面临方向选择和产业改进。而前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不仅为新西兰社会积累了可供其持续发展的实力，而且新西兰社会的富裕又吸引来越来越多的移民和资金。这一切大大便利了新西兰在经济领域的选择和改进。受新西兰政府的鼓动与资助，在这1年中，移民净增数为134079人，其中有38000多人是于1874年进入新西兰的。移民大军为新西兰的经济生产提供了急需的劳动力和资金，这一增长与新西兰同期农业种植面积的扩大呈同步状态。在北岛，当局从毛利人手中“获得”土地超过200万英亩，大大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小麦种植的发展，如惠灵顿地区的耕地面积扩大了4倍，达到817612英亩；霍克湾地区的耕地扩大了9倍，达到627329英亩。在南岛，耕地面积也大幅度增长，以坎特伯雷地区为例，耕地面积扩大了4倍，达到1297615英亩。由于新西兰农产品主要是用于外销，因此，各地出口贸易方面的数据变化自然反映出其粮食产量的状态。惠灵顿、坎特伯雷和奥塔戈的出口贸易额分别从30多万英镑、50多万英镑和150万英镑增至83.8万英镑、170万英镑和290万英镑。人口的增加、投资的增多与贸易的增长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革命式发展。以铁路为例，新西兰在1870年时拥有铁路46英里，1871年为65英里，1880年为1172英里；南岛的主要铁路干线网形成于1880年，北岛在1908年也建成了铁路干线网。

畜牧业依然是新西兰经济的标志性支柱产业，但其内涵则因多样化而大大丰富了。长期以来，肉类运输一直是畜牧业发展的瓶颈。19世纪70年代末，肉类冷藏技术在澳大利亚获得成功，第一批冷冻肉通过轮船从悉尼运抵伦敦，转瞬间销售告罄。新西兰人从中看到了商机，立刻将此技术引进，并大力进行深入开发。1882年，世界上的第一艘冷冻船从新西兰的查默斯港开出，它所运载的冷冻羊肉在伦敦卖出了好价钱。赢利使新西兰的牧场主和企业家更加热衷于这项新技术的研发和使用，他们组织起冷冻公司，建造大型冷冻船。冷藏技术的运用使畜牧业的出口产品由单一的羊毛增添为羊毛、肉类和乳制品。1882-1895年，肉类的出口值从1.万英镑增加到125万英镑。羊毛贸易在1892年的新西兰出口总值中仍占46%，1912年则为33%；而在同一时期，肉类和乳制品的出口所占比例分别从12%和3.4%提高到19%和17.72%。1890年，《新西兰国家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冻肉贸易》的文章，作者无不得意地写道：“（英国）3700万人口中的一个非常微小的口味变化（使新西兰）获利匪浅。”

新西兰人所称的“冷藏经济”极大地促进了畜牧业的产业优化，“蛋白质工业”的称号体现出了这一产业的工业化属性，表明传统的农牧业逐渐转型为现代化农牧业。随着肉类和乳制品产值的攀升，牧场主们愈加注重畜牧品种的优化与饲养技术的改进。牧场主J.利特尔用澳大利亚美利奴母羊与英国林肯郡公羊杂交，培育出优质的坎特伯雷羊。这一品种的羔羊不仅肉质鲜美价格低廉，而且适合于长途运输，因而大受新西兰牧羊人和商人以及英国消费者的欢迎。后来，他还培育出另一种非常适合在干旱的草原地区饲养的利特尔羊。正是这些优良品种使新西兰的畜牧产品在英国享有盛誉。再有，旨在提高生产能力，“人工改造牧场的意义就像冷冻技术的意义一样重要”。针对牧场退化问题，牧场主们选择优良品种人工种植牧草。到1895年，用这种技术手段开发出的牧场达到880万英亩，这些牧场自然成为现代化农业生产的最重要资源。

“冷藏经济”在为畜牧业开辟出更多与更大的市场的同时，也对畜牧业的传统生产规模与方式提出了改进与变化要求。因在出口贸易中须经长途运输的缘故，标准化生产与卫生保障，以及相适应的仓储、冷藏和海运成为肉类和乳制品生产过程改进的当务之急。于是，通过愈加发达和健全的市场机制，生产分工与生产合作的水平快速提高，工厂的机器生产取代了牧民的家庭制作，牧场主与商人之间的合作与联合大大加强。“在1898年，塔拉纳基山区的牧民和乳制品贸易商谈论的是海运英国市场和质量管理。”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的导向与竞争不仅促进了新西兰畜牧业在数量上的增长，而且提高了其产品质量乃至人们的质量意识。在以往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国际市场上，因种种原因，“殖民地的”成为质量低下的代名词，而新西兰的畜牧业产品却未落入这一俗套。从一开始，新西兰的牧场主、工厂主和商人深知产品质量的高低与市场价格变化之间的关系。为了维持生产水平和保证产品质量，他们一方面参照英国的相关质量等级标准进行生产，另一方面积极运用立法手段来促进行业中的商标与诚信制度的创立。强烈的质量保证意识与有效的质量保障措施确保了新西兰畜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信誉与地位，其产品质量优于澳大利亚和南美洲的同类产品。

总之，19世纪新西兰经济的发展是“基于来自欧洲的大量移民与资本的流入，以及农牧业产品和原料的出口”。虽然，新西兰社会经济的增长并非是突飞猛进的，甚至时常还会出现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但是它是呈总体稳定发展的状态，日积月累，其面貌已今非昔比，成效也令人刮目相看。在市场的吸引与调节下，对成熟的制度、高效的机制、丰富的经验和发达的技术的移植与借鉴使这种发展在进程中充满了天时、地利与人和。然而，这是以本土化来改造舶来品的过程，表现出了新西兰社会的创新能力，即结合新西兰社会的实际情况与现实需要模仿而不抄袭，移植而不照搬，对外来的制度进行扬弃，对引进的技术实施改造，对他国的经验恰当汲取，逐步探索出了符合新西兰现实的道路与模式，具有特色的新西兰经济体制逐渐形成。其中最为显著并最能够体现新西兰创造性特色的是新西兰开创了“国家干预”之先河。相对于当时西方仍占主流的自由放任政策，这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新。换言之，当国家干预主义在新西兰已是被付诸实施的既定国策时，在西方，它还仅是学者们的一种正在进行探讨的理论假设，日后备受推崇的凯恩斯学说的创始人、英国经济学家J.凯恩斯此时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遗憾的是，新西兰的创新之举没有得到世人的注意。

在1840年新西兰正式成为英属殖民地后，促进新西兰的经济发展与维护新西兰人的经济利益自然成为殖民地当局的既定政策，因此，在新西兰经济建设中，尤其是在其起步阶段，政府的作用举足轻重。这种作用最初出现在早期新西兰的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中，表现为各级政府适时参与、主导和护卫新西兰的社会经济。直到50年代末，澳大利亚联合银行在新西兰银行业中几乎占据垄断地位。1859年，“新西兰保险公司”成立，这是新西兰第一家以国有资本为主的企业。接着，新西兰政府还投资建立了“邮政储蓄银行”。1861年，为了从已在新西兰经营2多年的“澳大利亚联合银行”手中夺回金融利益与权利，新西兰议会通过立法，宣布成立“新西兰银行”。它不仅成为政府的开户银行，而且也成为了新西兰银行系统的票据转账中心。“新西兰银行”的建立与运作有着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有效地加强了新西兰经济的自主性，而且是新西兰的政府经济制度进一步完善的表现。1875年，作为对1863年成立的奥塔戈银行的接替，“新西兰国家银行”成立。尽管这些新西兰的金融机构尚不具备与英国和澳大利亚在新西兰开办的银行或设立的银行分支机构展开竞争的实力，但“由政府培育起来的新西兰作为‘投资者乐园’的现象对于私人海外贷款是非常重要的”。

新西兰是一个弹丸之地，相对于澳大利亚，它的经济显得相当单一与单薄，于是，出现了在1869-1870年间，当澳大利亚还沉浸在一片繁荣中时，新西兰则因国际市场上的羊毛价格大跌而遭遇第一次经济危机。现实是清楚的，以小生产者为主体的新西兰可仿效英澳以求得发展，但却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克服危机，走出萧条。J.沃格尔是新西兰社会上的一位活跃人物，有“商人+政治家”之称，1863年当选议会下院议员1866年出任殖民地政府的财政部部长。1870年，针对停滞的经济，他论证了“跳跃式的快速增长是健康社会的标志和条件”的理念，提出政府应以其信用干预的方式消除经济危机，并将在后来的10年中从英国资本市场相继借贷1000万英镑，以用于大兴公共工程、吸引移民和购买毛利人的土地。他解释说，铁路和公路将会把互不连通的各省联成一体，从而既可加速新西兰内地的开发，又可增加就业并吸引更多的移民。

在该计划开始实施后，新西兰的贷款数额猛增，到1880年为止，实际贷款为2000万英镑。然而，在整个70年代，其成效也是明显的，“假如没有1100英里的铁路、2500英里的公路以及大量架设在湍急而危险的河流上的桥梁，后来的发展，特别是相关的冷冻工业，（新西兰）肯定将受到制约”。在这10年中，架设的电话线逾4000英里，国际电报电缆在1876年铺设完毕，“使新西兰成为地球村中的一员”。1873年，“新西兰汽船公司”成立，大型蒸汽船的使用使这个南太平洋岛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密切。这一时期的大型公共工程建设为新西兰社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1871年到1878年，新西兰的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了沃格尔预期的迅速增长。从此，政府干预成为新西兰经济中的一大重要内容与政府的一项既定政策，这对于新西兰经济的稳定（尤其是在经济危机期间）作用重大。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新西兰社会的富裕程度逐渐显露了出来。1900年，新西兰主要城市的街道开始有了电灯照明，不久，电车代替了马车。时至20世纪20年代末，在电力的使用方面，无论城乡，新西兰已经比西方多数国家更为普及和方便。在30年代，美国制造的家用汽车已成为新西兰人的重要消费品之一，人均拥有量居世界前列。

按照威克菲尔德的设想和当时殖民地当局的实践，新西兰经济应是以“小土地所有者”为基础的种植农业。1853年，新西兰的地价由每英亩1英镑降至10先令，又降到5先令，因此，移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建立起自己的家庭农场或牧场，农牧业由此获得了发展机遇和扩展空间。这种呈小型、分散与量多的生产模式蕴藏着巨大的自发势力，成就了这一时期农牧业的繁荣昌盛。1880年代，新西兰大部分地区是从事牧畜业的牧场，而小型农牧场较少，形成“整个新西兰严重地依赖大土地所有者的羊毛支票”的局面，因而，这其中包含着巨大的市场风险，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尤其是在国际市场上，这个“干活人的天堂”缺乏对付危机与招架风险的能力。具体而言，市场上羊毛价格的涨跌将直接影响到新西兰的国计民生。因此，为了“打破当时正在掐着新西兰脖子的土地垄断权”，政府的适时干预与积极主导对于农牧业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为了应对愈加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与抵御越来越强劲的经济危机冲击，政府的长效性干预在探索中逐渐形成，并加以积极实施。1890年执政的自由党政府声称要继续执行沃格尔主义，加强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全面领导。除了继续兴办大型公共工程和提高国有银行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外，政府在产业结构与规模上进行了大动干戈式的调整。其主要内容首先是针对新西兰的企业规模小的特点，将计就计，通过限制企业的扩张，以化大为小的方法来分散和化解危机与风险的冲击。1891年政府颁布《土地与收入评估法》，规定对价值500英镑以上的闲置土地按每1英镑1便士的标准征收土地税；对5000英镑的地产以每1英镑1.便士为启征点征收累进土地税，超出5000英镑的部分每英镑征收2便士；税收豁免的限额为5000英镑以下的地产。1892年出台的《土地安置法案》授权政府为进一步划分土地而重新购买地产。1894年的修正案又用征收土地税的规定将这一权力强化。这一系列立法和举措的目的一是消除土地闲置，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并避免出现土地投机现象的出现二是迫使大地产主分割自己的土地，从整体上提高社会经济的抵御经济危机的能力。

从1890年到1910年，这种调控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当时执政的自由党政府先后收购了223个农牧场，土地面积为130万英亩；1000英亩以上的大地产所有者由262个下降到171个，那些很小的农场与牧场的数量也大为减少，而增加的部分是规模在320-640英亩的生产单位。另外，政府还从毛利人那里购买获得了未经开垦的土地230万英亩，以用于向社会出售。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从整体上提升了新西兰社会的抗御能力，从个体上减小了生产者承受的损失，而且还影响到新西兰政坛的变化，乡村选民有增无减，特别是在1893年，乡村议员在议会中占据了优势。应予指出，当新西兰政府游刃有余地进行着土地改革时，经济生产中的垄断现象在欧美国家正愈演愈烈，由此导致的负面效应昭然若揭，美国的“反托拉斯法”的执行举步艰难。可见，在国家干预问题上，新西兰又捷足先登。

生产单位的小型化变革与生产的集约化发展同步展开。19世纪末在政府的倡导与促进下，各种规模的农业与牧业协会在各地纷纷涌现农场主或牧场主以互助、合作或联合等方式拓展国际市场，加强市场竞争力。新西兰的奶农和乳制品厂主可以“面对全球竞争，放眼世界，跟进技术变化，决定自己的市场战略”。与此同时，他们抗击危机与风险的能力也因具有了这样的合力而增强。1891年，新西兰政府组建农业部旨在对农牧业生产进行指导，对农产品质量进行监督。农业部在推广先进技术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大大提高了新西兰农牧业生产的技术水平，时至20世纪30年代，新西兰农牧业生产已基本实现了机械化，拖拉机、耕犁机、割草机等农业机械被广泛使用。


三　西南太平洋岛屿

（一）西南太平洋诸岛的殖民化

自16世纪开始，以英国人为主体的西方殖民者以其商业利益和战略考量并举为目的，将其触角伸向西南太平洋岛屿，直至19世纪末2世纪初才完成对这一地区的殖民征服。对西南太平洋岛屿的入侵、分割与殖民统治使得这一地区的地理和政治面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殖民者对西南太平洋岛屿的殖民统治视其情形不同而形式多样，有任命总督来统治的，有委任他者来统治的，还有实行殖民共管等，但无论哪一种管理模式，其宗旨无非是想强化对殖民地的管理，传播殖民者的价值观念和获取最大的殖民利益。

“殖民主义者在他们的内心里相信，把他们的文明传播给在他们的‘殖民教导下的’人们是他们的使命，而且认为这种使命为他们的国家生产财富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在西南太平洋诸岛，殖民地在经济上的依附属性也随着殖民权威的建立而形成。它们不仅成为西方工业发展的原料供应地，而且也变成了其商品的倾销市场，从而形成了单一的殖民地经济形态。这种典型的经济结构反过来又强化了殖民地对宗主国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双重依附。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同，这些岛屿虽被纳入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但只是处于这一体系中原料供应的初始地位和产品倾销的末端位置。而在对社会发展起重要推动作用的生产与流通环节中，这里的社会除了提供廉价劳动力外，便无所作为。简言之，在世界经济与国际市场上，西南太平洋诸岛的角色与作用仅是原料产地、劳动力来源和商品市场，这也就意味着其事关国计民生的经济命脉势必由外来势力所掌控。所以，西方殖民者给这一地区带来的不是什么真正的文明，而是野蛮的征服与贪婪的劫掠，使这一地区在为资本主义社会增加资本积累的同时，自身却经受西方文明所带来的创伤。

18世纪末，第一批不速之客开始在波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地区的岛屿上安营扎寨，而美拉尼西亚由于土著居民的敌意和不太适宜的环境而得以避免外来者侵扰。这些不速之客主要是一些来自欧洲的流浪者、捕掠海豹者、捕鲸者以及商人，接着，又有英法两国在澳大利亚、诺福克岛和新喀里多尼亚等罪犯殖民地逃出的罪犯。流浪者是第一批在岛屿定居并学习土著语言的人，其中不少人与当地的妇女结婚或保持长期的私通关系，留下无数的后代。一些人依附于酋长并充当酋长与欧洲人打交道时的顾问与中间人；还有一些人成为商人，在盘剥土著人的同时，他们的经商活动推动了岛屿与外部世界的经济接触。

18世纪末期至19世纪初，地处美拉尼西亚的斐济还处于一个部落混战、弱肉强食的混乱时期，只有极少数欧洲人到过这里。19世纪30年代，斐济群岛迎来了第一批欧洲殖民者。随着欧洲商人、冒险家及海盗的相继登陆，欧洲人开始介入斐济的部族争端，先是供应火器，然后是操纵敌对各方。就在斐济1874年被无条件地割让给英国前不久，殖民事务大臣卡纳万爵士在英国上院发表讲话称：“审视这些岛屿的历史和未来，我要说采取更加严格的王权殖民地形式是将要采取的形式。”卡纳万并没有对“更加严格的”形式做出具体解释，但有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殖民地的决策权力理应掌握在由咨询委员会和立法委员会来辅助的总督手中。

长期以来，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个与世隔绝的岛屿。约14世纪，提都尔的苏丹在地区扩张中将新几内亚的一些地区据为己有。新几内亚岛是葡萄牙人热奥格德·孟内塞斯于1526年发现的。1545年，这个岛屿被命名为“新几内亚”，原因是欧洲人以为岛上的巴布亚人与非洲几内亚的居民很相似，因而得名。自那以后，西方的传教士、商人、种植园主和人口贩子纷纷来到该岛，进行掠夺欺骗的罪恶活动，尤其是人口贩子，把大批当地青年贩卖到澳大利亚充当苦工。1654年，荷兰人征服了提都尔，但继续承认苏丹名义上的统治权。179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约翰·麦克卢尔上尉乘坐“黑豹号”船去探查新几内亚提供香料贸易的可能性，他在新几内亚的最西北海岸逗留了10个月。东印度公司被他的调查报告所刺激，于1793年委派另一名叫约翰·海耶斯的上尉乘坐“克纳伦茨公爵号”战舰前往该岛。海耶斯沿着澳大利亚南端航行，并在吉尔文克湾停泊，建造了他命名为“新阿尔毕昂”的堡垒，声称这是英国的领土。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东印度公司并未对这种吞并予以确认。181年，英国承认在西新几内亚的荷兰为提都尔苏丹的宗主国。当欧洲殖民者入侵时，巴布亚新几内亚与其他岛屿的居民也曾进行过顽强抵抗，但由于武器原始、组织分散而难以克敌。1848年，荷兰人宣布对该岛西半部拥有主权，但英法两国政府分别由其代表对该岛屿进行了水文地理测量。荷兰人对此不满并发表声明表示关注。1856年，德国制订了在南部海洋殖民的方案。次年，在萨摩亚建立商站的一家德国公司开始在米考小岛建立商站分部，德国遂加入对这一地区的殖民掠夺行列。

随着法国、德国和美国贸易和种植园利益的拓展，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越发感到不安，一致认为听任外国势力在靠近自己领土的地区肆掠在战略上是危险的。19世纪后期，澳大利亚竭力游说伦敦当局占领新几内亚大陆及其附近岛屿。1873年，在占领新几内亚的行动被英国拒绝承认后，昆士兰殖民地责任政府就蠢蠢欲动，声称对托雷斯海峡岛屿拥有主权。1883年2月，昆士兰殖民地总理托马斯·麦克尔瑞斯爵士指示驻守瑟斯戴岛的昆士兰的政府官员H.M.谢斯特赶赴莫里斯比港，以女王的名义占领东新几内亚。谢斯特奉命行事，当着13个欧洲人和大约200名土著人的面履行了占领仪式。翌年9月，英国政府告知德国政府英国有意在新几内亚的南部沿海和附近岛屿建立保护国。10月23日英国西太平洋地区专员罗米尼乘坐鹞式船到达莫里斯比港，正式宣布英国在新几内亚的南部海岸建立保护国。9天后，一支由英国海军准将詹姆斯·埃尔芬斯通·厄斯金率领的海军小分队抵达新几内亚，支持罗米尼。与此同时，德国人派出巡洋舰“伊丽莎白号”前往米考，并于11月日在宣布正式吞并的仪式上升起了本国国旗。12月，德国把新几内亚的北半部与东北部岛屿合而为一，称之为俾斯麦群岛。1886年，英德两国就划分各自的保护国范围达成协议。德国占领该岛东北地区及附近岛屿，称为“德属新几内亚”，英国占领该岛东南地区及附近岛屿，称为“英属新几内亚”。也在这一时期，新西兰同样显示了对其周围一些岛屿的野心。1901年，它吞并了自1888年就成为英国保护国的库克群岛。

在西班牙人门达纳于1567年“发现”了所罗门群岛后，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美国人相继来到这里，从事热带种植业和殖民贸易1886年，所罗门群岛南部被划入英国的势力范围。7年之后，又被英国视为保护地。1898-1900年，附近的其他岛屿也被并入这一保护地。

独立前的基里巴斯名叫吉尔伯特群岛。1788年，英国海军军官吉尔伯特航行到太平洋中西部赤道附近的一群岛屿上，就以自己的名字将此地命名为吉尔伯特群岛。到了1837年，第一批欧洲商人开始登陆该岛。1886年，英国占领吉尔伯特群岛。1892年，吉尔伯特和埃利斯群岛被宣布为英国的保护国，以对抗德国公司在此进行的商业和征召劳动力等活动。

1798年，英国的“猎人号”船来到瑙鲁。接着，欧洲的商人、捕鲸人便络绎不绝地来到该岛。1888年，瑙鲁被德国吞并，划为马绍尔群岛保护地的一部分。1895年，在丰富的磷酸矿被发现以后，西方殖民者便对这块富饶的“宝岛”垂涎三尺，纷纷涌来争夺。

最早到达萨摩亚的是荷兰航海家雅各布·罗捷文。1722年，他率领远航船队涉足萨摩亚。1768年，法国人布干维尔不期而至，看到岛屿附近有许多独木舟沿着海岸航行，便把这些岛屿叫做“航海者群岛”。179年，英国船只首次行驶至萨摩亚群岛。1838年，英国“康威号”船船长与萨摩亚的一些酋长们订立了一项旨在保护外国人利益的通商协定。次年，美国也步英国之后尘，与萨摩亚人订立了类似协定。1857年，德国人开始在萨摩亚开展商业活动。随着1861年特奥多尔·韦贝尔的到来德国在萨摩亚的商业扩张日甚一日。奥多尔·韦贝尔的公司不仅取得了土地，而且为了保证出口的高级油料货源不断，又在此建立了商品化种植园。萨摩亚很快就成为德国在太平洋地区开展商业活动的中心而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也想从中分一杯羹，它们在商业、传教以及领土影响方面展开竞争。在19世纪80年代导致一场国际干预的内战中，美国反对英德两国借机瓜分萨摩亚。1889年，三国签订了对萨摩亚实行共管的柏林条约。然而，这种妥协局面并未持续多久。到189年，美德订立新的分割条约：西萨摩亚归德国，东萨摩亚由美国来统治。

像大洋洲其他岛屿一样，汤加也经历了辛酸的殖民地阶段。161年，荷兰人来到汤加。1773年，英国人库克航海来到这里。由于受到好客的岛民的热情接待，库克把此岛屿命名为“友好群岛”。19世纪上半叶的汤加，部族战争频仍。1845年，陶法阿豪统一了全国。不久，陶法阿豪改信基督教，自称乔治一世，确立了家族称号图普，成为全汤加的国王。1878年，英国与汤加签订了和平条约。汤加从此被纳入英帝国范围，1900年成为英国的保护国。

欧洲探险者和殖民者的相继到来，不仅打破了西南太平洋岛屿地区宁静的原始状态，而且给这一地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首先，白人自视为文明人，而把土著视为野蛮人和玩物。M.B.索尔特在《国际关系中的野蛮与文明》一书中写道：“一部说明欧洲对外扩张的全球史反映了一个丝毫不平静的世纪。在扩张过程中，当遇到文化和种族不同的他者，欧洲就划分出界线：欧洲内部是文明，欧洲之外是野蛮的。这种边界的定义强化了欧洲的认同。”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者对太平洋岛屿的入侵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们冒文明救赎之名，行掠夺与侵略之实，并给原住民生命带来无情的残害。

欧洲殖民者每到一处就插上自己的旗帜，既作为彪悍勇敢的记录又以此为占领该地区的标志。殖民者在旗杆周围修起石墙，在石墙顶端安放铜炮。这个破坏性的怪物，由白人贫民窟中最下层的渣滓管理着时常有挂着不同旗帜的船舶来到港口，于是，战争发生了。土著不得不躲藏起来，而白人则依靠炮火来决定谁能最终获胜，成为殖民者。殖民者还给这一地区的岛民带来了闻所未闻的某些疾病，此时差不多每年都有流行性感冒发生。19世纪40年代末，教会刚刚通过施种牛痘控制住了天花，可是，1849年时又爆发了百日咳传染，1851年时发生了腮腺炎肆虐。除此之外，白人时常拿土著人来取乐，如一个白人商人就曾把一位名叫贝拉拉的新几内亚土著人带到悉尼，将他关在一座帐篷里，作为野蛮人向公众展示，并因此而赚取到一大笔收入。当众人的好奇心得到满足后，不懂英语并身无分文的贝拉拉被弃至陌生的悉尼街头。欧洲殖民者认为，历史将静静地并且不可避免地执行一种种族清洗，并把岛屿让给欧洲人来占领。英国驻所罗门群岛的常驻专员查尔斯·伍德福德在1909年写给斐济总督的信中说：“英属所罗门群岛的所有人口……将消失……我的观点是：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而形成的最专制的立法或给予仁慈的关怀都不能阻止太平洋地区美拉尼西亚种族的最终灭绝我视此是一个根本的事实，如同日出日落一样肯定无疑。”

其次，以贩卖土著人为内容的奴隶贸易是白人殖民者对岛屿土著犯下的一项滔天罪行，即欧洲人以从事非洲“黑奴贸易”的同样观念、目的和手段，拐骗岛屿土人并把他们带到海外从事奴隶般的苦役行为。“在1492年到1820年期间，到美洲的非洲人数目是欧洲白人的5倍或倍。”而与此同时，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奴隶贸易大都是在岛屿之间进行，其数量与规模逊色于非洲的奴隶贸易，但却长期盛行。19世纪上半期，当非洲的黑奴贸易在讨伐声中逐渐萎缩，后干脆被取缔时，西南太平洋地区的这类贸易仍持续兴盛。19世纪中期，随着澳大利亚、斐济以及塔希提等地的棉花、甘蔗和椰子种植园迅速发展，种植园主需要大批劳动力，奴隶贸易因此而大为猖獗，几乎成了当时的一项主要事业。所罗门群岛变成贩奴船的目标，船长和代理人都由贩奴头子按带回的劳工人数付给酬劳。有时船长用步枪或其他商品向地方族长行贿，由他们遣送一些年轻人到船上来；有时则是船长和船员自己上岸，自行掳掠当地土著人……然而，或许是因为距离遥远等缘故，西南太平洋上的这一罪恶并不被世人所了解，因此，这里的这项贸易没有像非洲的奴隶贸易那样受到强烈谴责。下面是一个岛屿土人叙述他所看到的一次典型的掳掠土著人的场景：

许多个月以前，一只扯白色帆的大船在奥瓦·雷卡海滩外抛锚。船上有很多白种人，也有很多黑人，他们大部分是从其他岛屿掳掠来的。这只帆船放出很多小艇，艇上坐着携带巨大的吓人棍棒的白种人。这些小艇驶近了礁脉，那些白种人就企图捕捉一群正在用鱼钩和矛捕鱼的我们的人。我们的人见到危险就逃走。他们跳过一块又一块岩石，游泳穿过激浪。白种人试图截断他们的退路成功地包围了他们当中的十个人。当他们发觉无法逃脱，就开始保卫自己，但这是一个十分悬殊的战斗。这些武装得很好的外来人每次都很多人一齐攻击我们当中的一个人，而我们的人仅仅携有打鱼用的矛。他们有六个人就这样被杀害了，潮水把他们的尸体带到无边际的海洋外。四个人落入敌人手里。他们被那样地捆绑着，以致棱锐的绳索深深地割入到肉里，他们的嘴里被塞满了沙石以制止他们的尖声叫喊。

第三，与武力征服相伴随的是西方宗教势力的逐步渗透。基督教会在逐步改变当地居民信仰的同时，也在改变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在殖民征服过程中，基督教会秉承它固有的使命，在传播宗教福音的同时，也在有意识地改变岛屿土著的宗教信仰。土著人的原始宗教信仰根深蒂固，人们主要承认他们称之为超神的存在，他们的宗教信仰由于各种各样的神奇的迷信的存在而变得混乱和模糊不清，要让他们放弃原先的信仰，皈依他们不知为何物的新的宗教，确非易事。

“传教活动一向是基于这样的信念：信仰放之四海而皆准。不论是佛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认为其教义是对全人类都有利的。”基督教会似乎对此更加深信不疑。波利尼西亚地区是西方传教士最先布道的地方。在大洋洲绝大多数岛屿，传教士是在一批流浪者之后不久到达的。关岛是西方传教士最先登陆并开始传教的地方。1668年，天主教使团和一股士兵在关岛登岸。天主教使团的使命就是首先使部落酋长皈依天主教，然后再做平民的工作。一个世纪过后，大洋洲地区出现了新一轮的传教。1797年，当“伦敦传道会”开始在塔希提工作的时候，清教徒开始进入波利尼西亚。不久，来自英国的其他清教团也尾随而至1814年，他们在新西兰建立了传教站，在毛利人中传播福音。几年之内传教团到达汤加、斐济等地。1834年，天主教团再次进入波利尼西亚两年内，他们推进到塔希提。1828年，已皈依卫斯理宗的信徒从汤加来到萨摩亚做了一些传教工作。19世纪30年代后，“伦敦传道会”在萨摩亚沿海一些战略地点建立了一连串的传教站。十年后，有一半萨摩亚人听他们布道。传道士翻译出圣经，开办了马卢阿神学校。到1850年左右，持有旗号的非基督教的地盘没有剩下几个了。

西方传教团出现在密克罗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的时间差不多是一致的。1820年，美国人加入到传教的行列。夏威夷成了美国传教团实现使命的第一个岛屿。到1850年代中期，美国传教团在密克罗尼西亚东部开展活动。

1830年，第一批传教士在斐济定居下来。此后，斐济人的许多社会活动成为他们所属的教会活动的一部分。斐济人对各种神灵怀有一种模糊而强烈的信仰。他们生活在对邪魔恶鬼的巨大恐怖中，他们相信自己岛上的那些无人居住的荒僻地方都有鬼怪出没其间。他们相信有灵魂或离开活着的人而存在的人格，人人都相信人死后仍将继续生存。对鬼的存在或独立存在的人格在人死后会再出现，土著居民都深信不疑斐济人的这种信仰，因其若干信条与基督教义有相似之处，使得他们容易把这种新传入的宗教接受下来。正如埃米尔·迪尔凯姆所论说的那样：“在一切信仰体系和崇拜体系的中心，必然存在着一些基本的表象和仪式形态，它们尽管所呈现的形式各不相同，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它们都有着同样的客观意义，无处不在地满足着同样的功能需要。正是这些永恒的要素，使宗教具有了永恒的特征和人文特性。它们形成了人们提及一般的宗教时所表达的观念的全部对象内容。”直到今天，斐济人中的绝大多数成了基督教徒。不过，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遮掩土著居民的泛灵论信仰的外衣。

尽管所罗门群岛很早就受到西方殖民者的光顾，但福音传布来得却较晚。在所罗门群岛的第一次传道尝试是由天主教徒进行的，而福音此时在太平洋大部分岛屿上都已传布过了。1845年，一批从玛利亚圣母会来的以琼巴普蒂斯特·埃帕利主教为首的神职人员来到这里，对在所罗门群岛开展传教活动产生了兴趣。埃帕利主教认为，距离美拉尼西亚群岛最为遥远的所罗门群岛还没有其他信仰的传道者，因此，这里不仅最急迫需要玛利亚圣母会会员的服务，而且也为玛利亚圣母会提供了捷足先登的机会。他选择圣伊萨贝尔岛为他的玛利亚圣母会第一个传教地点。12月16日，他驾船驶过了蒙格岬，并带他的一些同事登岸，一群土著则排列在沙滩上等候这些不速之客。但双方在接下来的接触中因语言和礼仪上的误解而发生冲突，埃帕利主教头部受伤，3天后不治身亡。事后，另一个神父接办圣伊萨贝尔的传道工作，并容许天主教徒在别的地区购买土地，但传教工作并不成功，加上有3个传教士被当地人所杀，还有另一个死去，传教工作一度被迫放弃。

几年后，基督教传教士再次进入所罗门，企图把基督教传入这一地区。1850年，传道协会大洋洲董事会成立。新西兰的英国国教圣公会主教乔治·奥古斯塔·塞尔温是这一组织的领导人。成立这一组织的初衷就是支持一个基督教传道会到美拉尼西亚传教。1856年，塞尔温主教与年青的副牧师约翰·科尔里奇·帕特森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所罗门航行。这次航行的主要目的是招收群岛男童，并把他们带回新西兰的一所学校进行培训。当这些学生学有所成时，便将他们遣送回家，并期望这些男童在当地传播福音。帕特森在传教方面非常积极和投入。仅1857年，他就登陆81次，访问了66个岛屿，带走35名学生。1861年，帕特森被授予美拉尼西亚第一个主教圣职。有一段时间，他的人格和精力或许足以使数以千计的岛屿土人皈依基督教。

然而，奴隶贩子的所作所为终结了这种可能性，他们的掠夺使帕特森和他的同伴的一切努力均化为乌有。有些奴隶贩子伪装成传教士，骗得岛屿土著人的信任，然后袭击和捕捉他们。岛屿土著人开始不信任甚至憎恨传教士。1864年，帕特森在圣克鲁斯群岛受到袭击，他的两个同事埃德温·诺布斯和费希尔·扬被杀，帕特森侥幸逃脱。但7年后，他也难逃一劫，丧命于土著人的追杀。帕特森之死并没有使美拉尼西亚传道会灰心，其他传教士包括成为美拉尼西亚主教的乔治·塞尔温的儿子继承了被害主教的工作。1875年，阿尔弗雷德·彭尼牧师在圣伊萨贝尔开始为期10年的传教工作。彭尼与一大批英国国教圣公会教士一道同土著人一起生活，研究他们的生活方式，并编辑他们的语言字典和文法。因此，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给群岛带来了文化。

到了1860年代，传教团的活动几乎遍及所有主要岛屿，一些地方甚至还建立了传教学校，但新几内亚似乎是个例外。那里缺乏统一的权威，小而分散的政治组织，复杂多样的族群语言，使得新几内亚成为传教活动很难深入的地方。然而，某些虔诚的传教士还是坚信自己的使命会成功，因而坚持不懈。如西方传教士来到新几内亚后，用较为牢固的材料建造房屋，用他们的劳动来表达其传教使命具有永久价值。W.C.劳威斯夫人很可能是第一个到达新几内亚的白人妇女。她于1876年随丈夫一道在此靠岸。她的丈夫是“伦敦传道会”的一名成员。由于他们对土著居民表达了一定的尊重，所以，传教事业较为成功。但是，一般而言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传教士的使命并不是很有效的。白人传教士总是对土著居民说：“忘掉所有别人告诉你们的东西。你们的祭司和你们的酋长都是邪恶的，拒绝你们先辈们的所有训诫，接受我们给你们带来的一切。”但是一位土著说：“就我的立场来说，我不能背叛古老的习惯和信仰。”

殖民制度的建立无疑为传教士的工作创造了条件。“宗教信仰和实践相似的特征在于其强制性。任何具有强制性的事物都有其社会起源义务意味着命令，自然也意味着下达命令的权威，因为个体被迫按照某些规则行动，那么规则必然来自于某一强加于规则之上的道德权威。为了能够强加于规则之上，权威必然控制个体。否则，这种必然使人们屈服的影响力又从何处而来呢？”1890年，就在殖民政府建立后不久，英属新几内亚第一位行政长官威廉·麦克格雷戈尔决定尽其所能扩大基督教传播的范围。为此，他召开了在新几内亚进行传教活动的各使团会议，钦定了各派的传教范围。大家一致同意，尽量不要使各自传教的范围重叠。这样，安立甘教继续在东北沿岸传教（东峡附近小块地方除外），卫理公会教派仍在东南岛屿传教，伦敦传道会则控制南部沿海，圣诞岛附近是罗马天主教影响的地区。

在西南太平洋诸岛，西方的传教士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传教工作比殖民行政管理有着更为持久的影响。传教士在众多地方的传教，深深地影响了土著人的生活方式。“官方民族学家”F威廉斯对此不无忧虑地说，传教士们消灭了“克维里人部落（南部海岸的巴布亚人）文化中一切鲜明的色彩”。现在克维里人已不再戴饰品了，因为他们害怕“生病”。他们已不庆祝节日，不击鼓，不跳舞；如果克维里人要跳舞，他们就会“死掉”。旧日的歌曲已不唱了，古老的传说也不叙述了，不然就会“生病”。“一切旧习俗都是坏习俗”，这是传教士教导克维里人的东西。威廉斯曾问当地居民：“你们既然不叙述古老的传说，那么你们谈的是些什么呢？”他们回答说：“如果我们抛弃一切旧的习俗，并且接受新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就能获得新生——这就是我们经常谈论的事。”当地的土著服装本是适应于气候环境和当地居民生活习惯的但在传教士的影响下，穿这种服装被认为是邪恶的而被禁止。男子须穿裤子，女子必须遮盖上身等。天主教的传教士对此表现得特别狂热。土著人也开始饮用西方的酒精饮料，吸烟的风气也很普遍，这些变化越是在欧洲人居住地附近，就越明显。

（二）西南太平洋岛屿的殖民统治

1.监管与间接统治模式

对海外殖民地进行监管是英国最常见的殖民管理方式。在伦敦的殖民局或殖民地办公室负责对殖民地事务的统一管理，而对各殖民地进行实质性管理的责任则落到英国设立的殖民官员身上，如驻扎官或驻岛专员。就西南太平洋地区而言，英国不仅在各岛屿殖民地设立了驻岛专员，而且考虑到这一地区众多而分散的岛屿殖民地的特殊情形，因而设立了西太平洋地区高级专员。由于高级专员执行来自伦敦方面的旨意，各驻岛专员首先要对西太平洋地区高级专员负责，并且听从高级专员的指令。驻岛专员和西太平洋地区高级专员的设置，体现了英国对殖民地实施监管的一种意图。但要真正地实现这一目的，区区几个殖民官员显然势单力薄。面对一盘散沙且传统势力强大的部落社会，在加强殖民监管的同时，英国人还采取了利用当地人去统治当地人的所谓“间接统治”管理模式。

驻岛专员所处的政治环境与他们在英国国内有着天壤之别。面对当地居民对不速之客的隔膜与敌意，驻岛专员似乎把框定法律以及建立殖民秩序视为己任。

对殖民国家来说，建立殖民秩序既是动力又是目标。V.G.基尔南认为：“如果有人质问英国人的征服行动，给混乱带来秩序将会被视为一个十分充足的理由；秩序自始至终是帝国最重要的口号”。正因为秩序对英帝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驻岛专员往往不惜使用武力手段。“殖民过程中固有的暴力，破坏了传统国际关系中关于一个太平的19世纪的描述。暴力不仅仅表现在对殖民地领土的征服中，而且表现在那些已被征服的领土上。”在莱·亨特任新几内亚驻岛专员期间（1899-190年），土著人与殖民者之间的矛盾似有激化之势。1901年4月，传教士詹姆斯·查尔莫斯和奥利弗·汤普金斯在一个名叫高里巴里的村庄被杀一同被杀的还有另外10名土著基督教徒。莱·亨特在24小时之内指挥了一次惩罚性的远征。他在给伦敦的电报中说，“船只在三个村庄同时靠岸”，“土著居民马上对抗。我们向他们开火并占领了村庄，总共杀死24人，有3人受伤，1人被俘”。莱·亨特还派另一支武装去焚烧其他10个村子的房子。对此，亨特给予的解释是：“我对这样的惩罚感到遗憾，但是立即采取这样的行动是绝对必需的，这是最佳的结局。以后将不再有这样的战斗或焚烧。在英属新几内亚海岸，这样的屠杀是最后一次，我对此感到满意。”

除使用武力手段外，驻岛专员和西太平洋地区高级专员往往借机干预一些被保护国的内政，以维护帝国的权威。“帝国的权威是殖民主义者的心态。他接受别人的臣服——无论是通过认识到与母国的共同利益，或者是由于不能想出任何别的办法——这种心态使帝国持久存在。”如英国与汤加签订保护条约时，后者就已经是一个独立的立宪君主国。英国起初只控制汤加的外交和防御政策，但是，曾在斐济供职的英国殖民官员汉密尔顿·亨特对汤加人傲慢无礼，对汤加王国政府更是蔑视有加。当汤加国王对他的建议不屑一顾时，他便鼓动人们反对国王乔治·图普二世和总理萨特基，指控他们腐败和搞裙带关系。亨特此举得到了一部分欧洲人和汤加政府反对派的支持。在给英国驻斐济的西太平洋高级专员的信中，亨特有意夸大汤加贵族代表民众反对政府专制的倾向。1904年，西太平洋高级专员埃弗拉德·伊姆·特恩爵士被授权乘坐军舰赶赴汤加，向汤加政府下达新的命令，结果是一场事实上的政变。萨特基总理被驱逐到斐济。除一名大臣外，其他所有大臣均被剥夺官职而代之以反对派，欧洲人被任命为助理财政官和大法官，未来的汤加政府被要求接受英国专员的建议。1905年，汤加国王图普二世被迫在协定上签字，否则他也将面临被驱逐到斐济的危险。由于特恩爵士的赞同及新总理约翰·马特亚劳拉的屈从，亨特成了汤加的实际统治者。

作为英帝国殖民地的代言人和管理者，驻岛专员和西太平洋高级专员虽然在职权上分工不同，但在加强对殖民地或附属地的管理以及维护殖民利益方面，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成为英帝国在这些岛屿殖民地或被保护国的实际统治者。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教化野蛮人”，并以帝国联邦的形式将这些岛屿殖民地或被保护国纳入英帝国大家庭中来。这样一来，英国的殖民管理理念就势必与岛屿部落社会的实际生存状态和传统文化观念发生冲突，以至于殖民者更加坚信他们所要完成的天赋使命。

设立驻岛专员和西太平洋地区高级专员，表明英国对太平洋岛屿殖民地或附属地的控制欲望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些殖民岛屿的传统族群文化以及现实状况又决定了殖民权威的建立似乎遇到了种种阻碍。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当地酋长的权威来维护部落社会的基本秩序就成为一种有必要的尝试。这就是所谓的“间接统治”模式。

殖民征服前，西南太平洋岛屿上生活着大量的部落群体，它们有着自己的部落首领和基本的社会组织结构。殖民征服初期，英国殖民当局也曾试图以超部落的国家或帝国联邦的形式去整合这些分散的部落，但部落群体对各自首领的忠诚以及对自己生存土地的依赖，使得殖民者的努力非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招致来自部落群体的强烈反抗。如在斐济，该社会的鲜明特征就是存在一些大的部落群体，这都是传统势力极强的社会组织。1874年10月10日，“当时在斐济最伟大的人物”、酋长卡科鲍和其他沿海部落的酋长们在《割让条约》上签字，斐济因此才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认可英国的统治。187年，斐济西部和中部的维提岛内陆部落就联合抵制过英国的殖民统治及其同盟者鲍劳部落酋长小集团。这些部落联合反抗的行为虽然最终不能改变依附于英国的现实，但触及了宗主国在殖民统治中的两大难题怎样在殖民地建立和巩固当地人们不愿接受的统治，同时又使这种统治在道德和法律方面站稳脚跟。而间接统治的出现似乎为解决这些问题找到了一个最佳途径，因为间接统治的开支不大，也不需要大批的官员和军队，不至于同当地土著居民发生直接的冲突。在此基础之上，大英帝国得以保持长期稳定，并一直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英国对西南太平洋地区的一些岛屿基本上采用了间接统治的方式，其中以斐济最为典型。

阿瑟·戈登是斐济的第一任总督。从1875年上任到1880年卸任他的殖民统治就体现了“间接统治”的模式。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确保斐济人传统社会不受外来文化的过多侵扰并保持其显著的文化个性。因为戈登非常清楚：“传统社会是这样一种社会，其当前的行动总是牢牢地受制于从前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习俗，而不知习俗的由来和原由在一个传统社会里，坚持习俗是如此重要，因为它们是建立和确认身份的手段。改变习俗就是改变社会的身份及组成社会的个人的身份，而这也是此类改变为什么总是遭到猛烈抵制的原因。”鉴于此，戈登试图通过酋长的权威来加强对殖民地的管理，“酋长会议”应运而生。“酋长会议”是土著居民事务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而“斐济人事务局”则是“酋长会议”的执行机构。“酋长会议”可以对殖民地的中央政府“发挥权力和施加影响”，它把有关增进土著民族福利的建议和提议，特别是涉及斐济族政府的那些建议和提议送呈总督。法律规定，所有对斐济人有影响的重大事项的法案在被提交立法委员会之前，均须送交“酋长会议”和“斐济人事务局”或送交这两个机构之一加以审议。“酋长会议”和殖民地的中央政府构成一个对斐济族人民起着联合管理者作用的机构。两者之间的关系相当微妙。显然，如果这个殖民政府要起任何统治作用的话，它必须征得斐济酋长们的同意才有可能做到。斐济酋长们在英国人之下取得了良好的地位，而英国人总是通过间接统治的方式去管理土著居民。

在对新几内亚的最初管理上，英国也采用了同样的手法。英国专员采取的首要步骤就是从莫里斯比港周围地区召集了25位酋长，建议他们推举鲍·瓦吉为其首领并且委托他来仲裁所有与土著居民有关的事务。

利用部落首领的权威进行“间接统治”之所以受到殖民者的推崇，是因为“首领制度完全符合殖民主义者的利益，因为它把过了时的统治形式保存了下来，所以在公开的集会和典礼上，殖民当局和传教士总是让首领们受到传统的尊敬。当氏族首领不甘心做殖民主义者手中的驯服工具或是没有能力执行殖民当局的政策的时候，他的行政权就交给了殖民者认为更适合的人，不由世袭首领来继承”。但是，这种情况在殖民初期很少发生。由于间接统治既维护了土著首领的权力，又保留了土著社会的制度，这实际上也就保留了土著居民对部落的依附和忠诚。尽管这些部落（族）常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结为一个行政实体，但各部落的土著居民及其首领对民族与国家的概念从未有过明确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真是英国殖民统治者所希望看到的局面。

2.殖民托管

在国际治理方面，托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联盟对战败国辖下的附属地所采取的一种管理模式。其实早在20世纪初，英国就已经把这种模式运用到对西南太平洋岛屿殖民地的管理方面。这种“出让”

殖民管理权限的体制模式须建立在托管者与被托管者之间存在某种特殊关系以及“他者”愿意代劳的前提之下。

澳大利亚是英国在西南太平洋地区较早建立的较为成熟的殖民地随着澳洲各殖民地经济的发展以及管理制度的日臻完善，殖民地的联合、自治与安全自保的倾向越来越明显。1901年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就是上述背景的产物。在英帝国范围不断扩大以及宗主国无法确保其殖民地或附属地安全的情况下，澳大利亚联邦希望在英帝国统一防御机制下，营造一个有利于自身安全的区域环境和显示它作为英帝国重要组成部分的责任，因此，自主意识以及分担英帝国的管理责任就成为推动联邦成立前后澳大利亚政治家们做出有所抱负的决策的前提。英属新几内亚距离澳大利亚最近，与澳安全息息相关，这是澳大利亚提出托管英属新几内亚的主要动因。经过一番权衡，英国于1901年做出将英属新几内亚移交给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来管理的决定。英国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抉择，除了澳方提出托管要求外，与英属新几内亚的糟糕形势不无关系。在英国殖民前后这一地区处在一片蛮荒状态，既无道路又无桥梁的便利。这个岛屿无论是英国人控制的东南部还是其他地方，都存在非常野蛮的残害同类的习俗。殖民统治可谓麻烦不断。因此，对英国殖民者来说，统治这一地区无疑是非常棘手的，因此，放弃对它的直接管理如同卸下了一个包袱1901年11月，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通过一个法令授权联邦政府承担管理世界上一个“最落后”殖民地的责任。翌年3月，英国正式放弃对新英属几内亚的管理，由澳大利亚取而代之。1904年8月，澳大利亚人默里作为最高法官来到莫里斯比港，以此地为首府。1906年，英属新几内亚易名澳属巴布亚领地。1908年12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总理A.迪金任命默里为巴布亚代理总督。默里不折不扣地执行着迪金的政策，而迪金的巴布亚政策正如他在议会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的答案。当被问及在黑人与白人发生冲突时，哪方利益将优先考虑时？迪金给予了坦率的回答：“是的，在我们看来，巴布亚首先是属于巴布亚人的。在很多方面，他们的利益要先于我们的种族利益而得到重视。”

1914年9月，澳大利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有决定意义的行动便是占领德国在拉包尔的殖民地和电台。年底，这一地区的其他德国殖民地也被澳大利亚接管。英国支持澳大利亚的这一做法。在澳英看来，战后前德属殖民地的最终命运将由它们私下定裁。当一战尘埃落定时，澳英的如意盘算落空了。战败的殖民地不再被当做“战利品”，而是被置于国联的托管之下，但澳大利亚并非一无所获。在B.休斯总理的积极努力下，澳大利亚取得了对德属新几内亚的“C”等级托管。这是一种近乎占领的管理模式。“事实上，托管地成了像巴布亚那样的澳大利亚领土”。这种方式的托管允许澳大利亚在其托管地内推行白澳政策，使得不受欢迎的亚洲人，尤其是日本人，远离新几内亚。澳大利亚抱定的态度是远离亚洲，尽可能少地与它们打交道。

托管方式同样适用于德属其他岛屿。由于有地利之便和战胜国的身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分别成了瑙鲁和西萨摩亚的托管国。大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名下的属地被置于国联托管之下，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就成了瑙鲁的托管国。但实际上，瑙鲁是由澳大利亚联邦总理办公室辖下的领土支部来管理的。该部同时对巴布亚等地实施监管。澳方任命的瑙鲁第一任行政长官是一位名叫托马斯·格里菲斯的陆军准将格里菲斯对瑙鲁的管理较为成功。上任伊始，他便着手以安抚手段平息了瑙鲁人针对英国代理驻扎官乔治·史密斯留塞的反抗活动。领导反抗活动的是一位酋长的儿子，名叫蒂莫西·德图大莫。在瑙鲁酋长们的支持下，经过一番努力，蒂莫西·德图大莫建立起了一个与太平洋磷酸盐公司所属的商店相竞争的合作商店，并威胁太平洋磷酸盐公司赔偿其损失300万英镑，理由是“因为你们的公司这么多年来一直剥削我们。……你们蹂躏和毁坏了我们成百上千英亩土地”。后来，他被以诽谤性和煽动性语言等罪名判刑两年。但是，格里菲斯释放了蒂莫西·德图大莫，并允许瑙鲁人经营他们自己的合作商店。格里菲斯还同意增加磷酸盐矿区使用费，由新成立的英国磷酸盐委员会偿付。1926年，他发起由15位酋长组成的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这些人后来被任命为瑙鲁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新西兰是西太平洋地区另一个被委任为托管国的国家。与澳大利亚相似，西萨摩亚第一任托管行政长官乔治·里查德森是一位陆军少将，但他对西萨摩亚的情况毫无了解。新西兰议会里的一位名叫彼得·巴克的前毛利人议员这样写道：“军界人士都知道，里查德森被挤出国防部”是为了腾出位子留给在这个领域更有作为更能胜任的人，而“对萨摩亚长官的任命是解决这个难题的方式”。作为一名军人，里查德森有着无法克制的专横禀性，他把萨摩亚人全然当成“像孩子似的”，无视他们的自尊和独立心态。他对当地人习惯性的无视是对萨摩亚人的严重冒犯，如剥夺酋长尊贵的称号，试图使萨摩亚人财产私有化和重组萨摩亚人村庄。这些都被萨摩亚人视为对他们家族权利和社会组织的严重侵犯。1927年，已经在夏威夷主教博物馆工作的巴克再次访问萨摩亚时他谴责那些在西萨摩亚工作的新西兰公务员对里查德森阿谀奉承，而对西萨摩亚人持不友好的态度，这些人“易于视自己为小小的国王”。里查德森的专横导致了人们对其军事统治的憎恨，于是，萨摩亚人加入到1926年由一部分欧洲人和其他定居者发起的反对政府的运动中去。欧洲人寻求对立法机关的控制，而萨摩亚人则表达了他们要求自治的决心。萨摩亚人认识到他们与欧洲人在运动的目的性方面是对立的，但由于缺乏努力和权力，他们的领导人愿意参加由欧洲人发起的运动。而巴克等人都谴责新西兰政府在萨摩亚的政策，认为把萨摩亚尽快推向欧洲人生活轨道是一个失败的企图。

从文中可以看出，在不改变帝国一统原则的前提下，自身实力不济的英国将殖民管理责任分解给那些愿意且有能力承担的自治领或殖民地，这是英帝国体制的一大创新和发展。在英帝国体制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西南太平洋一带自然扮演了托管者的角色。对澳新来说，托管是一种责任，也是一份荣誉。正因为如此，托管往往变成了一种实际的管理。这在澳大利亚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托管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但对英国来说，让澳新替代自己管理不仅可以减轻管理的负荷尤其是财政上的压力，也给予了它们展示能力的机会，并借此彰显了英帝国整体力量的强大以及帝国一统体制的便利。

3.殖民共管

自新航路开辟以后，先有西班牙、葡萄牙，后有荷兰、英国、法国，再后来有德国、美国和俄罗斯等国相继染指西南太平洋岛屿地区，并在该地区建立了各自的势力范围。然而，为了巩固和扩大各自的殖民影响列强之间的相互争斗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其结果是有的地方被协议划分，分属不同国家管辖，如萨摩亚被瓜分为美属萨摩亚和德属萨摩亚，新几内亚被分割成德属新几内亚和英属新几内亚，等等。然而，有些地方则出现列强共治的局面，如新赫布里底群岛就由英法共治。

瓦努阿图共和国建立以前，新赫布里底群岛长期由英法两国共管到处留下深深的殖民统治痕迹。在欧洲殖民者来到这里以前，勤劳的美拉尼西亚人就生活在新赫布里底群岛上。1606年，葡萄牙航海家佩特罗·费尔南德斯·德·奎罗斯来到此地，但是没有久居。1768年，法国探险家布干维尔来到这里。1774年，库克在他的第二次环球航海中对整个群岛进行了详细探测，认为此地与苏格兰海岸的赫布里底群岛相似于是，就把这一群岛屿命名为新赫布里底群岛。到19世纪中叶，英法两国移民在此占据了大量土地，建立种植园，将土著居民变为没有土地的劳工。在法国人眼中，新赫布里底是新喀里多尼亚的延伸。然而，由于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努力与影响，英国在此也获取了一定的利益范围。

面对法国咄咄逼人的态势，1885年，英国在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再三敦促下吞并了新几内亚，当时维多利亚著名政治家迪金就力主吞并新赫布里底岛。迪金的努力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1888年，英法两国签订协定，双方都表示尊重对方公民在该岛屿群的财产和权利，成立一个英法联合海军委员会，对该群岛进行松散共管，排斥其他外部势力插足此地。

迪金任澳大利亚联邦总理后，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防止新赫布里底岛落入法国之手，以免让这个潜在的敌人在此建立攻击澳大利亚的军事基地。由于法属新赫布里底公司从当地土著人手里掠夺土地，而为调解分歧而建立的英法联合海军委员会又无所作为，澳大利亚对此感到不满。迪金不断向英国政府呼吁要求吞并该群岛，并对英国殖民部在解决新赫布里底群岛争端问题上的拖拉作风和对澳大利亚利益的漠不关心表示不满。而殖民部则埋怨澳大利亚对此纠缠不休以及未能对谈判形势做出充分估计。无奈之下，迪金开始与法国政府谈判，要求对方向澳方定期通报那里的形势，但未能如愿。

1906年10月，英法两国为了使各自在新赫布里底群岛的统治地位固定下来，同时也为抵制德国染指群岛，双方签订了《英法有关新赫布里底岛公约》。该公约只是确认和阐明了1888年的联合管制协定。191年，英法两国就新赫布里底的管理问题达成了议定书。根据协议，新赫布里底群岛由英法两国共管，共管地的政府是联合管理局，有两个地位平等的首脑，即英法两国的高级专员。他们通过其地方代表——驻在维拉港的英、法驻岛专员行使职权，法国高级专员由驻在努美阿的新喀多尼亚总督兼任，英国高级专员由西太平洋高级专员兼任。新赫布里底的土著居民对英法任何一方均无效忠义务，不从属于任何一方，也无权获得任何一方的国民或公民地位。为行政需要，新赫布里底群岛分为四区：南区、中一区、中二区和北区，各区均由英法区长共同负责。司法责任与行政制度一样，分国家及共管地两个系统。除两国的国家法院外共管地设有三类法院：联合法院、初审法院和民族法院。

1957年，新赫布里底咨询参议会成立，有参议员24人，其中4人系政府官员，驻岛专员任议长。在20名非官员参议员中，美拉尼西亚人为10名，英、法籍参议员各占5名。在美拉尼西亚参议员中，4名经选举产生，选举团由各区地方委员会的代表组成。英法籍参议员也有4人经选举产生，选举通过商会系统进行。其他参议员由英、法驻岛专员共同委任。咨询参议会可就共管地事务向驻岛专员提供建议。咨询参议会休会期间，驻岛专员仍与它的常设委员会保持接触。常设委员会由6名不担任官职的参议员组成，负责起草法律及其他重大事务。制定法律采取两国驻岛专员共同颁发的方式。联合管理局下设英、法两国公务部门以及联合（或共管地）公务部门。英法两国公务部门，除参加联合管理局工作外，各在其驻岛专员领导下，独立处理不涉及共管范围的本国事务英法两国公务部门设有行政、文书、会计及各业务科，业务包括工务、警政、海运、情报、合作社等。此外还有医务及教育机构，因保健及教育事业虽列入联合管理预算的补助项目，但并不是共同管理的。联合公务部门设有财政、公共工程及运输、邮电、无线电通信、土地、测量、农业、兽医、气象、矿业及建设等部。公务人员由两国驻岛专员联合任命，并在行政及业务部门中使两国的代表保持基本平衡。自1960年后，许多高级职务均由英法两国派至海外的公务人员以及澳大利亚联邦公务人员充当。低级的行政、文书及技术性职务，通常在当地雇用人员。美拉尼西亚人担任的职务有助理医师、无线电报务员、气象观察员等。

由此可见，新赫布里底群岛在殖民时期的统治机制是双重的。它一方面是英法两国设立各自独立的管理部门，行使对居住在新赫布里底群岛的本国公民的管理，俨然国中之国；另一方面是两国对新赫布里底群岛实行殖民共管，在这个层面上，两国的利益是一致的，存在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两国在具体问题的处置中又会常常发生分歧，为使这种分歧不至于危及两国根本的殖民利益，其做法与结果往往只能以牺牲殖民地民众的利益为代价来获取两国之间的分歧化解、势力对等与利益平衡。如在殖民管理机构中，高级职务由英法两国官员担任，平分秋色，以保持两国的权力均衡，而当地岛民则被长期排除在高级管理队伍之外这也使得新赫布里底群岛的社会对英法的依附程度不断加深。

从英国对殖民地或附属地的管理角度来看，虽然英国（也包括澳大利亚）骨子里是不希望与法国共治的，但鉴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希望维持欧洲大陆上的某种均势，英国在新赫里底群岛问题上与法国实行共治并非不可接受。所谓的共治只是一种管理的理念，是一种在不影响各自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有关各方所做的一种利益分割。对英国而言，与法国共治新赫布里底不仅不会影响到它在该地区的殖民统治大局，而且还可以借助法国的资源来丰富自己的殖民统治手段，进而腾出手来在其他地方实施进一步的扩张。

总之，在英帝国殖民体系内，就其经济价值来说，西南太平洋岛屿无法与有帝国“明珠之称”的印度、南非等地相提并论，但西南太平洋岛屿地区广泛的地理空间则成为了殖民列强竞相角逐的场所，这就凸显出了该地区的战略地位。为保住大英帝国的颜面以及给帝国境内的殖民地自治领、附属国等以自信，英国在殖民争夺中毫不相让，进而成就了一个“由渴望与贪欲”打造的“幅员最为辽阔、历时最为久远的”帝国。再有，在对殖民地进行管理方面，英国则因时因地制宜，采取了较为灵活和务实的殖民统治策略或手段。无论是设立驻岛专员、西太平洋地区高级专员，还是采取托管、共管以及利用当地人去管理当地人的手段，英国的企图是昭然若揭的，即尽量减少管理成本，避免与当地传统政治势力发生正面冲突以及减少普通民众的敌视，维护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最大限度地维护殖民利益。从结果来看，在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矛盾不可调和及其利益无法均衡的情况下，英国的上述统治手段或措施还是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比如，它不仅在可以理解的层面上维护了帝国的基本秩序，而且在形式上甚至机制上使帝国的统一成为大英帝国内一些政治家所炫耀的资本。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西南太平洋地区的英帝国殖民地或附属地、自治领等均以各种不同方式支持英国，体现了英帝国外交和防务机制的一体化特征。最后，值得提及的是，英国将间接统治进行灵活和有效的运用还为20世纪60年代后西南太平洋地区的非殖民化运动提供了一定的便利。

（三）殖民统治初期的经济状况

在殖民时代以前，西南太平洋岛屿居民从事的是原始的农耕经济主要种植一些热带作物，生产单位以族群或部落为主。殖民者的到来在改变这一地区政治权力结构的同时，也在改变这一地区原有的经济运作模式。

种植园经济的兴起与发展成为殖民初期岛屿的主要经济形式。种植园生产利用了殖民地的双重优势：赋闲的土地和廉价的劳力。在1世纪之前，没有其他产业对资本主义的兴起，如种植园制度那样重要。然而，在19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贸易条件才呈现出有利于工业制成品而不利于初级原料出口的趋势。

土地占有形式的变化是种植园经济兴起的前提。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土著居民是这一地区土地的唯一主人。西方殖民者凭借统治的权威，将一部分土著人的土地或通过武力的形式占为己有，或通过购买或租用的方式取得对大片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英国吞并斐济后，看到这里人口众多，土地肥沃，气候湿润适度，便决定在这里发展甘蔗种植业。他们强行占有当地居民的大量肥沃土地，到1874年，欧洲人耕种了约16000英亩的土地，但是，声称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却超过了850000英亩，约占斐济土地总面积的20%左右。他们既开辟大型甘蔗种植园，又扶持小农经济，从而打乱了斐济的传统经济形式和公社土地所有制。这样，世世代代自给自足的当地居民逐渐被卷入殖民者所操纵的种植园经济之中。为了养家糊口和交纳赋税，失去土地的当地居民被迫到种植园里去劳动，或者从殖民者手中租赁小块土地。由于种植园的发展，土著斐济人已不能满足种植园对劳动力的需求，于是，殖民当局试图从大洋洲其他岛屿强征劳工前来干活。这些强征来的劳工不仅数量有限，远远不能满足种植园的需要，而且因其反抗行为强烈而难以管理，甚至是无法控制。于是，作为殖民统治政策的一部分，英国决定从印度招募契约劳工。

1879年，戈登开始将印度劳工引入斐济。英属印度殖民政府坚持按男女4:10的比例搭配进行移民。这样，首批481名印度契约劳工乘坐“莱昂尼德斯号”船被运抵斐济。从此，斐济社会就出现了大量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印度无产者。1907年12月31日，在斐济的印度居民约为30921人，有11689人同甘蔗种植园订有合同关系，其余则为自由移民自由移民中，有些人从一些孤立地区的土著居民手里租到了土地，还有一些人则直接从政府那里承租了土地；有些人在城镇找到了当家庭仆役的工作，还有少数人做零售生意，而相当多的自由人则以养牛为业而定居下来。截至1917年印度政府禁止向斐济输出契约劳工为止，根据合同移入斐济的印度人共计62837人，其中24655人享受了由斐济政府出资遣送回国的权利，而更多的印度劳工却留在斐济。印度人通过勤奋的劳动不仅在斐济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凭其智慧使斐济的经济呈现多样化的局面。

当波利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地区发现檀香木的时候，很多西方探险者为此感到兴奋，但这种资源很快耗尽，贸易也未持续多久。因此，寻找新的财富积累形式就显得尤为必要。由于椰子差不多在岛屿的任何地方都能生长茂盛，所以，椰子种植便成了殖民者的新宠。此外，椰子产品加工过程简单，对小规模经营者来说，无需多大的投资。到19世纪中期，一家德国的贸易公司在萨摩亚建立了一个大型的椰子种植园，其他地方也相继建立了种植园。绝大多数种植园主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毫无疑问，在殖民初期，椰子贸易对西南太平洋岛民生活的触动比任何其他的经济活动都要大。椰子成了岛民主要的收入来源，并且推动了岛屿经济融入资本主义经济进程之中。

殖民者对西南太平洋岛屿的矿业进行了掠夺性的开发，使其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历史学家承认，在19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帝国主义经历了一次复苏和性质的改变。新帝国主义是产业革命的产物……同16、17及18世纪的帝国主义不一样，它的目的不在于攫取金银为祖国的金库增加财富。它所垂涎的土地是富于铁、铜、石油、锰和麦并且拥有剩余资本投资的机会。”西南太平洋岛屿矿产资源较为丰富有磷酸盐、铜矿、金矿、石油等矿产。在波利尼西亚地区，影响最大的著名公司是英国的太平洋磷酸盐公司，它主要在大洋岛和瑙鲁从事经营活动。

瑙鲁不仅是世界上面积最小的岛国，也是人口最少的国家之一。这个弹丸之地一度以盛产磷酸盐矿而著称。全岛除沿海宽140-270米的平坦低地外，其他地方均被磷酸盐矿所覆盖。瑙鲁的磷酸盐是20世纪初才发现的。据说，有一个海员把一块“石头”带往悉尼送给一位朋友作纪念，无意中被一个地质勘探员看见了，剥了一小块去化验，发现这块“石头”含有丰富的磷酸盐。1906年，太平洋磷酸盐公司最早开采磷酸盐矿。到1913年，该公司的磷酸盐利润达到175万英镑。1919年，瑙鲁成为国际联盟委任统治地，由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三国联合管理三国政府购买了太平洋磷酸盐公司的权益，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管理磷酸盐工业。英国磷酸盐委员会系由三国政府各派一名代表组成，负责安排磷酸盐的开采和处理，并按照商定的比例向三国输出。这样的安排，除中间稍作修改外，一直继续到该岛独立。

矿产资源的开发一度成为地方经济发展和地方财政的主要手段或来源。如1910年新几内亚的石油资源被外界知晓后，一些大的石油公司纷纷前来勘探开采。托管地区仅此一项收入每年就达200万英镑1928年，新几内亚发现了金矿。到1938年，金矿出口占托管地出口收入的1/3.这些天然资源的开采权全部掌握在外国公司的手里。1952年有47家外国公司在新几内亚经营矿产开采，其中最大的是美国布洛洛采金托拉斯。在西南太平洋岛屿地区的矿产资源开发中，英国一直是最大的受益者。在斐济，英国拥有全部矿产的所有权，因为该群岛的中央政府实际上是所有采矿业务中的一位合伙者。1958年，从图维里基的矿层开采出来的铁砂首次被运抵日本。在同一时间，英国开始在努库达穆矿山开采铜矿，并且绝大部分销往日本。

西南太平洋岛屿的工业生产不仅尚处在起步阶段，而且水平非常低下，工业化程度几乎可被忽略。由于初级农产品的生产和矿业的开发在殖民地的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极其有限的工业化便成了殖民主义经济的另一个基本特征——原料加工。这里的工业发展仅限于对初级农产品的加工方面，主要加工椰类产品，如椰干、椰干油等。同时，在这些地区也出现一些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制造企业，如啤酒厂卷烟厂、木材厂、火柴厂、家具厂、肥皂厂、服装厂、食品厂等，但门类、数量和规模都相当有限，如在制皂工厂的工人不过几十人。在殖民地最初的工业中，斐济的制糖工业算是发展较为突出的一个。到1913年，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比，斐济蔗糖的人均出口价值并不落后很多。在187年至1939年的65年间，有59年出现了贸易盈余。由于殖民者掌握着工业生产技术和控制着大量生产资本，所以，最初的殖民地工业也成了殖民者剥削当地居民的一种工具，因此，斐济制糖业的成功并没有显著地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准。有统计数据显示，19世纪初来自斐济蔗糖出口利润分配的比率相差悬殊：“殖民地制糖公司”得到62%，白人种植园主得到36%，而印度劳工只分得区区的2%。难怪在该公司工作的印度籍工人对“殖民地制糖公司”这种剥削性和歧视性的做法深感不满，多次举行罢工以示抗议。如1943年，印度族的制糖工人和蔗农为要求提高工资和甘蔗收购价格而举行罢工。罢工对政府的岁入和一般社会生活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1957年，印度制糖工人和蔗农又发生了三次罢工。但事情似乎远没有结束，强烈的不满情绪仍在蔓延，并在1960年达到了顶峰。

西南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商品交换还处在初级阶段，物物交换还很有市场，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补贴其生活所缺。商品交换是与一定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而一定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对商品交换必将产生重要影响。土著人长期过着与世无争、衣食无忧的生活，普遍缺乏货币经济的观念。虽然西方人给他们带来了现代商品经济的理念，但起初他们不仅对西方人的生意经不感兴趣，而且也不想知道有关这种生意经的任何东西。一个土著居民除了需要用金钱购买某种特殊物品外，别无所求。

在诸如斐济等地的农村经济中，农村商店老板不仅在销售方面起主要作用，而且是农村信贷的首选来源。他们在相当的程度上从属于城市的商品供应者，同时又不得不给农民提供一定数量的贷款，直至后者的商品作物获得收成为止。农村信贷的来源之二是几家收购农产品进行加工的公司。土地租借权、农产品收成或者财产权本身常常被当做抵押品。信贷来源之三是城市的放债人或商号。多数岛民必须获得与其经济作物几乎相等价值的贷款。偏僻地区的岛民可每年结伙出外贸易交换物品，或参加地区集市。他们也可以利用外出交换礼物的机会，进行各种物品的交换。

但在某些地方也存在一些较为复杂多样的销售制度。居住在新几内亚内地的阿拉佩斯人就没有人们所熟悉的一般销售制度。他们的整个生产、收获和消费的过程都是社会性的过程。田地由参加交换的双方共同耕种，他们的住处往往相隔很远。参加交换的一方把猎获的野兽或家畜以及田地的全部收成交给对方。没有人吃他自己杀死的动物或收成的作物，因为这被认为是不恰当的。

进出口贸易主要被西方殖民者所控制。收购商或经纪人充当了殖民者的帮凶。当地的生产与资本主义市场的中间人就是收购商，他们操纵当地的商业，垄断了岛民辛勤劳动的成果，残酷地榨取土著居民的血汗。在19世纪70年代，经纪人在美拉尼西亚北部的活动开始变得频繁起来。米克路霍马克莱写道：“当时，必须为劣等商品寻觅新的市场，……有些公司又过早地把太多的毫无价值的商品交给了它们的经纪人。”商业掠夺者的侵入与基督教传教士的同时“侵入”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两个“欧洲文明的因素有时还会溶成一体”，因为“传教士也经常从事实物贸易”。这位人道主义学者对此提出了一个颇为凄凉的问题：“土著们在谁的戒尺下消亡得更快，谁的影响更大呢？”商业经纪人起初只进行实物交换，他们向岛民推销各种无价值的东西和廉价的次货，并以这些物品“买到了”岛民手中的贵重物品。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简直是用暴力掠夺他们所需的东西而不付出一点代价。

殖民制度决定了殖民地经济的发展是脆弱的，尤其是当这些殖民地在帝国的建构中并不处于一个有竞争力的位置时就表现得更加突出比如英国对外直接投资从1825年的5亿美元增长到1900年的121亿美元，到1915年已达195亿美元。这些投资中的大部分都流向美洲，其他部分主要用于在亚洲的投资，西南太平洋岛屿很少能得到这样的资本注入。由于西南太平洋岛屿经济极大地依赖于世界市场，所以，经济危机对它的影响是最直接和最沉重的。以椰干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市场上每吨椰干的价格接近50英镑，但后来开始下跌，到1934年只有8英镑了。在大洋洲，这个价格自然还可能低几倍。1932-1935年是经济不景气的萧条年代。1936-1937年，每吨椰干的价格略有上升，但是“繁荣”没有到来。1939年椰干价格又跌到9英镑了。

由此可见，殖民主义势力来到西南太平洋地区的一个总的后果就是将这一地区的岛屿领土以适合殖民主义利益的方式合并到全球经济之中。在第一个所谓的资本全球化时代里，西方殖民者仅用有限的资本就将这一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廉价的劳动力绑架到资本主义经济战车上，资本家和商人几乎是毫不费力地赚取了大量的利润。由于殖民者实行了向当地居民收税的制度，货币要用来付税以及支付建筑教堂的费用等，当地居民要想得到货币，就必须栽培商品作物以及到欧洲人经营的种植园或采矿企业去做工。这样，他们就不得不在极其艰苦和肮脏的环境下为了那么一点微薄的工资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同时也不得不忍受残酷的市场对其传统产品的排斥、欺凌与剥削。


第二章　塑造澳大利亚：社会的变化与转型

一　澳大利亚民族的生成与特性

（一）民族认同：澳大利亚民族形成的标志

1.社会权利——民族认同的起源

形成于19世纪的澳大利亚民族是继美利坚民族之后的又一个脱胎于英吉利民族的新民族。纵览澳大利亚历史，其民族认同的内涵决定了澳大利亚民族与民族国家的特色，影响着澳大利亚人的思维与行为，它的变化也导致了澳洲社会属性的变迁。回首澳大利亚200多年的历史，尤其是在19世纪期间，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演进是澳大利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其轨迹与特点表现为澳洲人的自我认同从英国人演变为“澳大利亚英国人”，再转变为“澳大利亚人”，澳洲社会由此而相应屡次转型。这种民族认同是各种社会认同意识的结合体，它的内部互动与整体嬗变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自然方式与形式，不断生成诸多澳洲化的特有共性，进而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造就了澳大利亚民族与澳大利亚民族国家。

自1788年后，尤其是进入19世纪后，澳洲的英国移民按部就班地移植和复制英国社会，而不是致力于创造有别于母国的“新世界”，澳洲的社会面貌由此得以按照英国社会的形态式样而发生变化。英国移民并未因身处澳洲而淡忘了自己的权利问题，反而越发关心作为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们所拥有的共识是因为“我是英国人”，处处声张应在澳洲恢复“英国人的自由”和确立英国的制度。因此，他们不能忍受澳洲现行的流放制度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尤其不能忍受实为“大典狱长”的总督们的专权。这种制度限制并损害了他们的权利，因此，他们不仅有着强烈的自由主义思想，而且充满急切的社会改革愿望。虽然在这些移民之间钩心斗角激烈，但在反对英国在澳统治现状上则是一致的，矛头直指流放制度。他们自然而坚定地引用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和法律，要求重获作为英国人本应有的权利，而这样的权利实际上已经被“澳洲化”了。

相伴于“牧羊业大潮”的涌动，对“天赋权利”的认同酝酿出兴起于新南威尔士的自治运动，其目的就是争取“在故乡与生俱来的权利”。1世纪中期，奉行“自由帝国政策”的英国采取了顺其自然的态度，于是，用于维护权利的代议制得以顺利移植和引进，各殖民地的责任政府相继建立，英国的“恩赐”使移民们心满意足地得到了作为英国人而应有的权利。此时澳洲各地人们的“权利认同”是基于来自于母国认可并给予的权利，因此，他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来自母国的特惠和保护，乐于被称为“澳大利亚英国人”。在英帝国中，澳大利亚各殖民地是英国“自由帝国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澳洲人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条件几乎与母国同胞处于相同水平。正是这样的权利认同构成了导致澳洲的社会形态由流放犯殖民地转型为公民殖民地的自治运动的指导思想、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

19世纪中期后，英国逐渐难敌欧美国家的扩张势头，其海外领地面临愈加沉重的压力。“自由帝国政策”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抨击，英国人逐渐意识到殖民地与帝国的巩固是英国霸主地位稳定的基础，因此殖民地应由受母国的保护和扶植转变为拱卫和支持帝国。澳大利亚人逐渐感受到帝国政策的变化。虽然他们仍视己为英国人，但英国则将澳洲各殖民地等同于英帝国中的其他部分，强调殖民地应对母国履行种种责任与义务。英国既定的“殖民地自我防卫政策”令这些“澳大利亚英国人”最为敏感和不快。澳英之间排华问题、澳洲防务问题等方面出现了分歧，不满情绪增强。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围绕责任与义务等权利问题，澳大利亚人不仅不以为然地意识到自己与英国人存在着差别，而且也使他们明白母国的奉献已变为母国的索取。

澳大利亚各殖民地愈加感到不安，现实迫使它们逐渐脱离了对英国的依附，走上自立、自主与互助的道路。在这过程中，在昔日彼此往来甚少的“澳大利亚英国人”中间出现了利益相近的现象，人们更加关注和认同的是“澳洲权利”。联邦运动就是在这种权利认同的作用下，在不以意识为转移中生成，人们为了争取与维护相近或趋同的权利与利益而合作乃至联合，怀着酸楚的失落感走上了通往民族国家的不归路，“澳大利亚英国人”逐渐因“在故乡与生俱来的权利”的本土化为“澳洲权利”而转型为“澳大利亚人”。90年代，《澳大利亚联邦宪法》的制定与确定过程其实就是人们对共同权利的谋求与确认过程，也是故乡的“天赋权利”本土化为“澳洲权利”的过程。1901年元旦因是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之日而被称为是“光辉灿烂的一天”，对当时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来说，令人欢欣鼓舞的是“澳洲权利”终于得到确认。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自治运动和联邦运动都具有民族运动的性质并均导致了澳洲社会形态的转型，但人们主观上认同的是谋求权利，而不是争取主权，以致其形似英国国内的社会改革运动。它们与同期英国的宪政改革、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大同小异，但最后的客观结果却是澳大利亚社会争取的是自治权，但得到的却是独立主权，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在这过程中逐渐形成。

2.母国情结——民族认同的纽带

澳大利亚人乐于称澳洲为“幸运之邦”，甚至喜欢以此贬低英国，但在社会风尚和习惯意识中，“Mo the r England”的概念却刻骨铭心，人们崇尚和模仿英国人的风度和派头，为覆盖地球表面积1/6并控制着世界总人口1/5的英帝国而自豪。直到20世纪中期，许多澳大利亚人仍习惯或坚持使用“英帝国”一词，心目中的澳大利亚仍是“英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小学教学的世界地图上，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英帝国版图被标以醒目的红色。这一切显示出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中牢固而明确的母国情结，其影响深刻并深远。

在澳大利亚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人们共有并认同的意识，即对英帝国持自豪感，以种族亲情为纽带，维系着与英国的各种关系，认为“澳大利亚是一个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幸福的联合体”。在1890年2月召开的“澳大利亚联邦会议”上，虽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口号赢得了人们的拥护，但同时人们的共识与准则则是促进澳洲各殖民地“在英王名义下的早日联合”，建立一个以英王为国家元首的“联邦制共和国”。尽管各殖民地代表之间的观点分歧很大，但共同点是“澳洲人正在致力于建立的联邦并非意味着终止与母国的联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澳大利亚的民族精英集团仍倾向于认为澳大利亚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是西方文明和成就的象征”。

在英帝国及后来的英联邦里，母国情结在澳洲表现得相当浓厚，保存得也相当完整。就情感意识而论，19世纪是澳大利亚民族形成与发展的时期，也是英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英吉利民族显示出无与伦比的“种族优越”，而与其有着血缘与种族关系的澳大利亚人同样为之感到荣耀。除少数爱尔兰移民外，分布在澳洲各地的人们大都以母国为荣他们最喜爱的歌曲是《女王的战士》，而不是《羊毛剪子咔嚓嚓》。就客观现实而言，不同于北美十三州沿北大西洋西岸依次排列，散落在广袤的澳洲大陆上的各殖民地相距遥远，各自首都之间的距离可在达上千公里，交通通讯极为不便。直到19世纪后半期，澳洲各地之间的往来仍逊色于各自同英国的交往。“帝国关系”是指各殖民地分别与英国之间的紧密联系，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则大多通过英国而往来，或因受与英国关系的影响，属“帝国关系”的“连带物”。可见，母国情结原本是澳大利亚人之间沟通与交往的纽带。再有，在过去很长的时期里，澳大利亚的发展受惠于英国“母爱”般的扶植与恩宠，澳大利亚社会对英国充满感激与依赖，加之英国在近代以来的成功与成就更使澳大利亚人不仅引以为自豪地在澳洲复制母国，而且理所当然地珍视与母国的情感。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尽管澳大利亚已经成为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但是，这种独立被认为是英王的“恩准”，甚至是“恩赐”，带有殖民地与宗主国关系的色彩。这种色彩以“母国情结”的形式得以淋漓尽致地表现，以致澳洲的独立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自立和自主。以澳大利亚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反应为例，当英国忙于欧战时，远离战场的澳大利亚人则一心一意地支持英国，联邦政府立即决定将澳大利亚海军舰队的指挥权交付给英国，首批由2万人组成的远征军奔赴前线大战爆发伊始，执政的自由党与在野的工党在战争问题上保持一致，执政的自由党呼吁停止政党争斗，支持联邦政府的战争政策，联邦总理库克与作为反对党领袖的A.费舍竞相发表充满“爱国主义”的演说。191年7月31日，库克慷慨陈词：“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澳大利亚都是（英）帝国的一部分，只要帝国参战，澳大利亚就参战。”费舍积极地呼应了自由党的呼吁：“澳大利亚将站在我们所属的一边（指英国），去帮助和保护它，直到我们最后一个人和最后一个先令。”工党要员休斯声称：“一个团结一致的民族正在遇到我们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很明显，工党支持参战的言行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大于自由党所为，费舍的那句名言成为澳大利亚全国征兵运动中的宣传口号。在9月举行的大选中，费舍担纲联邦总理之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澳大利亚社会上虽然也有反对为英国而战的呼吁，但全然被淹没在效忠母国的喧嚣之中。在人们心目中，为英国而战就是为荣誉而战，是“爱国主义”的彰显。一位在土耳其加利波利地区战斗的澳军下士在牺牲前写道：“英国的军号回荡在海面上，现在，这响彻了千年的号声正呼唤着我，将我从黎明前的睡梦中唤醒，英国的军号——我怎能无动于衷？”在大战的4年中，有33万澳大利亚志愿兵在英国的指挥下战斗在海洋上、埃及、巴勒斯坦、法国、东线及达达尼尔海峡，有接近6万人战死。而战争对澳洲的影响一是澳军的战斗力有所提高；二是凭借着澳英关系，澳军占领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其中包括新几内亚。

20世纪30年代后期，当日本肆虐于中国，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蠢蠢欲动，世界大战迫在眉睫时，澳大利亚人关注的却是养老金等社会福利问题。可是，1939年9月1日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顿时激起了澳大利亚人对法西斯侵略的愤慨，但这是与“母国情结”相联系的“爱国主义”激情。9月2日，当英国的最后通牒送交德国时，时任澳大利亚联邦总理的R.G.孟席斯声称：“全世界的英联邦国家保持一致，联合在帝国的行列里——一位国王，一面旗帜，一个目标。”次日上午8时，英国对德宣战9时15分，孟席斯对全国发表广播讲话：“……英国已对德国宣战，因而澳大利亚也进入战争状态。”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如同当年加盟八国联军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澳大利亚作为英国的一部分介入了战争，是在为英国而战，因此，澳大利亚政府将参战的三军指挥权拱手交给了英国。在英军统帅部的指挥下，澳军英勇拼杀，战绩卓著。前线的捷报在澳大利亚国内激起人们的自豪与热情。但是，这毕竟是一场在远方的战争，澳大利亚人是怀着传统的“母国情结”和对希特勒侵略行径的义愤而投入战争的，可是，在具体行动上，他们除了听命和追随英国外“没有人能够知道应该履行什么义务，并对所采取的步骤也莫衷一是”。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的炮声破坏了澳大利亚的宁静，人们才目瞪口呆地注视着眼花缭乱的变化，以惊恐的心情接受了一个150多年来从未想到的现实——英国已经不能再被澳大利亚所依赖了，澳大利亚的安全和生存只有依靠澳大利亚人自己的努力了。

母国情结在英属移民型殖民地中本是与生俱来的，是殖民地社会对英国王室和英帝国抱有的民族情感。这种出于本能的情感不仅是他们与母国保持联系的天然依据，而且也是他们在海外拼搏的精神支柱，然而，它的延续或中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国所为。18世纪后半期，英国当局的强硬态度被认为重创了北美殖民地民众的母国情结，进而导致独立战争和北美独立，“旧殖民制度”因此遭遇英国朝野的质疑和责难19世纪初，出于自由主义的立场和对帝国利益的捍卫，英国的殖民问题专家们进行了广泛而系统的研究与探讨，以达勒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观点逐渐被接受。历史发展的趋势使他们愈加明白不仅“自由要比屈从更加能培育出忠诚”，而且只有自由才是保持帝国联系的手段。因此，“自由帝国政策”应运而生，“维持殖民地人民与母国的感情联系”被认为是维护帝国利益的良策。这些理论和政策在澳洲首获预想效果。

英国的具体做法是一方面努力维系现状，以维护英帝国的完整；另一方面尊重澳大利亚人的选择，以务实的态度和温和的策略来顺应澳洲社会的变化。1846年，刚出任英国殖民大臣的H.格雷勋爵明确表示赞成新南威尔士和澳洲其他殖民地实行自治，并打算将澳洲各殖民地联合起来，建立一个从属英国的联邦国家。他的这种言行甚至使“新南威尔士的殖民者们怀疑他的动机”。19世纪90年代，在《澳大利亚联邦宪法》制定过程中，英国政府开明的态度、适时的退却、明智的让步和明确的告诫对澳洲的稳定、制宪的顺利和帝国的平静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英国殖民大臣J.张伯伦在议会坦言：“凡是对澳大利亚有益的，也对整个大英帝国有益。”最后，澳大利亚人以和平的宪政改革方式获得了“应有的权利”，人们视那部宪法是英王的“恩赐”，“母国情结”依旧；而英国得到的则是英帝国的稳定和海外利益的保全，避免了重蹈北美独立战争的覆辙。

概览19世纪，澳大利亚社会对英国的母国情结产生了微妙的渐变同宗同源的民族情感在本土化中逐渐演变为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亲情意识，看似外表模糊但内涵明确。受其影响的澳大利亚社会转型是实质性的转变，但因变化细微而难以察觉或被感受。澳大利亚对英国不乏抱怨和不满，但却没有演变为决裂或分离，澳洲社会的变化与变革的过程大都与受益于英国有关；而结果则又常常保留着英国的印记，发展与革新的内容与内涵往往以继承母国的成功与成就的形式表现出来；接着，人们因颇有英国恩赐礼物意味的结果而感激母国，“母国情结”贯穿于全过程。本土化的运作过程其实就是围绕着这些要点而展开的。其印证之一是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的建立使澳大利亚独立成为事实，但是，“如果问及他们的国家是何时与怎样独立的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仅能做的反应是咳嗽或结巴。”澳大利亚首席大法官G.巴尔威克在1969年时的作答是：“要精确地确定其产生的时间则的确是困难的。“10年后他的解释是：“确定澳洲独立的具体日期或许是做不到的。”这就难怪澳大利亚的国庆日不是联邦成立日——1月1日，而是第一批英国移民在澳洲登陆之时——1月26日。

比较美国国旗与澳大利亚国旗的图案，对于澳大利亚社会意识中的“母国情结”，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在澳大利亚国旗上，英国国旗被置于左上方，南十字星座呈环绕状标以其他部分。保守的《悉尼新闻报》在1901年9月18日感慨道：“杂交的旗帜……是澳大利亚人观念的一个真正的象征，……表明尚未革除的旧习俗痕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澳大利亚人明知“我是谁”，明白澳大利亚民族有别于英吉利民族，坚信澳大利亚已是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但是饱含“母国情结”的传统观念仍有着强大的惯性，“澳大利亚人是英国臣民”的观念仍根深蒂固。由R.克莱顿编著的《我们的社会制度：澳大利亚文明导言》是一部在澳大利亚通用的学校教科书，在其1962年发行的第4版中，作者仍坚持使用“英帝国”一词，而不采用“英联邦”。194年，在一次问及在英澳两国国籍中如何选择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中，65%的澳大利亚人表示乐意选择英国国籍。尽管根据1949年海岸大利亚联邦政府颁布的《国籍与公民法案》，澳大利亚人均获澳大利亚国籍，但到1963年，许多澳大利亚人仍持英国护照出行。这反映出在澳大利亚人心目中，澳英国籍的概念不清。

1954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澳，这是第一位访澳的英国君主澳大利亚给予了极其隆重的迎接，出现了所到之处万人空巷的场面。在昆士兰，迎送女王的人数占总人口的75%。悉尼的一家百货商店挂出了一幅号称世界上最大的英国国旗。女王的造访将澳大利亚人敬重英王的热情推到了顶峰。据报道，女王的欢送仪式比欢迎仪式更加热烈。战后又东山再起并长期担任联邦总理的孟席斯一向对英国饱含热情，在政坛上素有“英国女王侍者”的称呼。在1963年女王再度访澳时，这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引用了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一位抒情诗人的诗句来欢迎英国君主：“仅只她从我身边走过，即令我至死不移。”他认为：澳大利亚社会对英国的效忠“是澳大利亚政治稳定的基本要素”。1953年，澳大利亚共产党党员R.契浦林撰文抨击英国女王。孟席斯闻讯大怒，以“有煽动企图”为由，下令联邦警察搜捕澳共官员和控告契浦林。

1993年7月，联邦政府以“皇家”称号“在20世纪末已经完全不适合于一个独立的国家”为由，宣布在澳大利亚的国家组织名称前不再冠以“皇家”称号。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要求澳大利亚能够成为共和政体国家，希望他们的国家元首是一位澳大利亚公民，而不是一位英国君主，即更希望以“我们自己的领袖”来取代英国国王。但这些做法是澳大利亚社会独立自主发展的客观现实所导致的自觉行为，而非意味着澳大利亚社会对“母国情结”的摒弃。换言之，在澳大利亚，“母国情结”的政治作用或许趋于弱化，但它的情感价值却依然如故。

3.经济利益——民族认同的基础

从19世纪中期开始，在相互衔接的两股强劲推动力——“牧羊业大潮”和“淘金热”——作用下，按照英国经济发展模式运作的澳大利亚经济稳步走上了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以牧羊业为主要内容的单一经济体制逐步被生产门类越来越多的多种经济体制所代替。19世纪澳大利亚经济发展趋势为：因作为英国经济的补充与延伸部分而兴起，又因澳大利亚民族的生成而本土化，转型为民族经济，尽管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但澳洲人对经济利益的认同逐渐由英国转向澳洲。

英国对澳大利亚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除了持续向澳大利亚提供资金、技术和劳动力外，英国所奉行的自由贸易和放任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为澳大利亚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便利和促进了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19世纪后半期，不同于“殖民地自我防卫政策”的影响，英国旨在使整个英帝国内经济互利互惠的“帝国经济政策”使澳大利亚能享受到“很大的优惠待遇”，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经济大为受益。但是，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又因经济实力愈加充实而表现出自主意识愈加明显，出现了澳洲经济的本土化和与英国的离心倾向等现象。在澳英贸易往来与关系上，澳洲人的利益与英国人的愿望日益相悖。

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形成与发展的标志并不仅是门类的增多、规模的扩大和产值的增加，而在于澳大利亚经济性质的变化，即作为澳大利亚民族形成的内容之一。澳大利亚经济在量变中逐渐质变，由补充英国经济转变为增加澳大利亚社会财富，进而形成围绕经济利益认同而自成一体的澳洲经济体系。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境内经贸往来的增多使各地澳大利亚人的经济利益出现越来越显著的趋同现象，澳洲的利益愈加不同于帝国的利益，澳大利亚经济逐渐有别于作为母体的英国经济，从而构成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在1888年的墨尔本博览会上，“前进中的澳大利亚”的经济贸易国际化倾向显著，殖民地经济属性趋于淡化，俨然具有自主的国家经济的架势。

自主性与澳洲化是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发展在这一时期最为明显的表象，澳大利亚的经济贸易活动由澳洲各殖民地唯英国马首是瞻转变为受澳洲各地经济利益趋同的影响和驱动，并由此进行本土化整合这是一种自然的经济利益认同，最初显示在各殖民地对关税问题的态度上。

19世纪50年代，澳洲各殖民地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而互设关卡，造成澳洲境内关卡林立。从当时澳洲社会政治与经济的角度而言，这般状况与澳洲各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与英国的关系是相吻合的。但随着澳洲境内经济往来日益频繁以及来自境外的商业竞争日趋激烈，越来越多的澳洲政治家和商人主张在全澳实行针对包括英国在内的欧美国家的统一关税，一些人还动议成立关税同盟，并为此多次召集各殖民地会议。维多利亚表现得尤为积极，屡屡扮演倡议者和组织者的角色1866年，维多利亚殖民地议会通过了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个保护关税条例。与其他殖民地意见相悖，新南威尔士主张“贸易自由”，但它追求的是具有国际性的“自由贸易”，而不是“帝国特惠关税制度”下的“自由贸易”。人们的分歧越来越拘泥于枝节问题和技术操作，而对共同的经济利益的认同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在财政上有联合的必要”；“撤除殖民地之间的界线对社会经济是有利的”。具体办法就是通过组成联邦求得澳洲统一，扫除交往中的障碍，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

19世纪初澳洲的殖民者是为了母国的繁荣而开发澳洲，时至19世纪末，殖民者的后代则是为了澳洲的繁荣而与英国保持着经济上的依附关系，快速发展的澳洲经济不仅领先于其他英属殖民地和自治领，甚至屡屡与欧美国家不分高下。1861-1891年，澳大利亚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4.7%，而在同时，英国为3.2%，美国为4.8%。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导致澳洲人对“帝国利益”与“澳洲利益”的界定与区别时常是混淆的澳洲著名政治家A.迪金坦言：我们“希望……（英国）能把殖民地（澳洲）的利益看作是帝国的利益，并感觉到它和帝国的利益是休戚与共的”。1890年代初，澳大利亚第一次遭遇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改变了这种情况。

1891年，经济危机在英国爆发，于是，“（英国对澳洲投资的）注入在1891年缩减了……接着便是危机在整个澳洲的蔓延”，维多利亚首先遭殃。“在1892年，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已经陷于最糟糕的经济萧条时期之中，这是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对于许多人来说……90年代成为一个悲惨的时期。”如果从数据等方面考察，澳洲所承受的打击大大逊色于英国的遭遇，但它却暴露出澳洲经济的致命缺陷——依附英国。即一是澳洲是因依赖英国而受“殃及池鱼”之灾，尤其是澳洲的金融系统；二是当危机发生后，英国只顾维护自身利益，任凭危机在澳洲肆虐，而澳大利亚人却束手无策。

为了获得贷款以解燃眉之急，澳洲各殖民地政府强压不满，祈求英国政府和取悦英国投资者，但英国投资者反应冷淡，英国政府甚至还为保护英国投资者的利益而从中作梗，以致直到1896年澳洲仍所获无几这意味着澳洲各殖民地再不能像以前那样可顺利获得英国的贷款“1891年以来，英国保持有对澳贷款的能力，但（英国）没有了这样去做的愿望”，这使澳洲人感到保持与英国的传统关系没有多少益处。“澳大利亚人心目中的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旧的关系不能继续下去了”愈加深刻地感到“帝国利益”等同英国利益，而不等同“澳洲利益”，维护“帝国利益”的实质就是“澳洲利益”为“英国利益”去充当牺牲品；只有在“澳洲利益”有利于“英国利益”时，澳洲才能得到“帝国的庇护”。

经济危机不仅使澳大利亚各殖民地面临相同的情况，即对母国的效忠无助于摆脱危机，而且促进了澳洲社会的变化，经济利益上的认同意识更加明确和明朗。在对付经济危机的过程中，澳洲各地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共同行动不多，但境遇相同，采取的举措也大同小异。澳大利亚人又由此联想到澳洲的联合，正如当时一家报纸所指出的那样：“联邦虽然不是灵丹妙药，但是，对于我们应对目前的困境则是有相当大的帮助。”相比其他几种认同，澳大利亚人的经济利益认同意识出现较迟，但在促进澳洲联合与催生民族国家中的作用则相当明显和直接，尤其是189年代经济危机爆发后。1893年召开的科诺瓦会议标志着在《1891年宪法草案》流产后趋于沉寂的联邦运动复苏，澳洲联合的速度随之显著加快。

从19世纪后期以来，虽然澳大利亚经济同英国经济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它已经从英国经济体系中派生和脱胎而出，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新经济体系，它的发展与健全过程与澳大利亚民族脱离英吉利民族的进程是同步的，经济利益的认同既是后者的经济基础，又是先决条件之一。

4.祖先无罪——民族认同的情感

当澳大利亚人为澳洲的繁荣而自豪，爱国意识因此油然而起的同时，前辈的罪犯身世则又使他们感到头痛与不平，甚至不少人为此“患上了偏头痛，其中不少人可能出现精神分裂症”。在社交场合里，如果谈及罪犯殖民有什么羞耻的话题，“就有可能有五、六个澳大利亚人会吵吵嚷嚷地不让谈下去。但是也可能会有一两人……坐在那里，奇怪地一声不响。”一位英国牧师写道：“在澳大利亚，没有哪一个英语单词用起来像‘犯人’这个词那样要仔细考虑。”1879年，一位来访的英国板球运动员口出狂言，傲慢地称呼与他比赛的澳洲球员是“罪犯的儿子们”。此话立刻激起澳洲人的反感，甚至是愤怒。澳大利亚人内心中骄傲与羞耻交织，由此生成一种特殊的情感意识。19世纪的一首诗将这种情感意识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

母亲的名声让我们把脸面丢尽，

她给我们的出生打上了羞耻的烙印。

我们原本是她的骨肉，

她亲生的儿女如今当家做主了，

我们的国家属于我们自己。

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英国人是以鄙夷的眼光看待着澳大利亚和澳大利亚人，特别是在19世纪。曾有英国人如此评价澳洲社会：“（在新南威尔士）当你尤其是在公共舞会、重聚联欢会和音乐会之类的场所发现你的右边是一个杀人犯，左边是个窃贼时，你不可能说在那儿存在着普通的社会。”人们普遍认为，不仅一个人一旦成为罪犯，那就一辈子都是罪犯，永远都休想抹去这个污点，而且罪犯的品质会代代相传。“在血统的玷污上，父辈的污点确实报应在儿辈身上”；“年青一代的父亲是（刑满释放的）囚犯，母亲是囚犯或妓女，从他们的宗教和道德方面指望不了什么……因为在地球上，没有哪儿像新南威尔士那样存在着成堆的犯罪活动，耸人听闻得无以复加”。……更有甚者还认为这具有传染性，那些本来体面的自由移民因遭受传染也变得越发“缺乏正直和荣誉”。1世纪40年代的总督菲茨罗伊和他的几个儿子以追逐女子而声名狼藉这就成为了一个佐证。

在英国作家狄更斯的言论中，不乏“好孩子长大后总是去银行存钱而坏孩子长大后总是被流放他乡”之类的说法。在他1861年出版的《远大前程》里对来自澳大利亚的人的描述定格了那一时代英国人眼里澳大利亚人的形象：“他拖着一条腿，仿佛上面还套着沉重的脚镣，而且这个人从头到脚都散发着囚犯的气质。”《爱丁堡周刊》上有过这样的议论“我们堆在这些遥远的海岸上的腐烂东西散发着气味，毁坏了世界上的一些最美丽的地方：新旧世界的邪恶在此汇聚，变成一堆发酵的杂烩。”1876年，一位英国的家庭主妇无意中与曾在澳大利亚服过刑的仆人的女儿一起进餐后表现出了惊恐，而旁人则讥讽道“无意中礼待了澳大利亚最卑鄙的恶棍和谋杀犯之女该不会让人太难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也常常以其罪犯的历史来攻击和羞辱澳大利亚人。20世纪中期，一位菲律宾的专栏作家在痛斥“白澳政策”时，指责澳大利亚人“仍然牢牢抱住从他们的祖先——英国监牢里的罪犯——那儿继承来的习惯”。

在过去的很长时期里，澳大利亚人因自己的犯罪经历或祖先留下的罪犯烙印而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压力。一位19世纪时的英国海军军官讲述过他在马车上与一位“归国囚犯”相遇并交谈时的情况：当海军军官提到自己去过新南威尔士时，“瞧！他（‘归国囚犯’）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没影了；他用一种非常怀疑的目光来回打量你；然后又带着一股子迫不及待的好奇的神情嘟哝着问：‘什么！先生，你到过那个地方？’”接着，他“趁着你的目光离开他的时候，渐渐地从你身边挪到车厢最远的角落里而且，在假装摸索袖珍折刀或牙签时，检查一下身上所有的衣袋是不是都没有被掏过。”一些犯人的后代想方设法把那些能够证明自己与自己祖先有关联的文件付之一炬。

澳大利亚人一直在以各种方式和形式进行着抗争和申辩。许多澳大利亚的学者致力于考察被遣送到澳大利亚的罪犯的情况，得出的结论无不是这些罪犯所犯的罪行往往是微不足道的。有人指出，罪犯仅偷了几只兔子，就被判处重刑，流放澳洲，其实，“他们比英国的那些暴戾的法官还要清白无辜”。这种说法被澳洲社会所接受，甚至被澳洲的学校教育所采纳。1970年，澳大利亚历史学家J.科布利出版了《第一舰队犯人的罪行》一书，其中列举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个案，某人因偷窃了“一件价值三先令的缎子背心和一件价值五先令的凸花斜纹布背心”，就被流放到澳大利亚。他指出，在流放到澳洲的犯人中，确有不少杀人犯和强奸犯，但其16万总人数中，仅有2万是妇女——大多数是妓女；男犯人中很多是少年——伦敦的弃儿、孤儿以及擅长偷窃的未成年人。

有学者考察了祖先犯罪的由来，无不为先人鸣冤叫屈。轻罪重判使得许多人的祖先蒙冤，而这是由于近代英国的“工业革命和圈地条例把社会搞得四分五裂，造成了一群又一群饥饿、失业和动辄犯罪的人”。这些人“对19世纪警察制度极不健全的英国社会竟然构成如此严重的威胁”，使得晕头转向的英国当局对那些碰巧被抓获的罪犯课以严厉惩罚墨尔本莫纳斯大学历史学教授A.G.L.肖写道：“在英国高等法院巡回审判庭和一年开庭四次的郡法院上被判有罪的人当中，大约1/5被关入监牢，他们之中大多数是城市小偷、扒手和店铺扒窃犯。”然而，官方的惩戒既不公正，又收效甚微，“在（伦敦）泰伯恩绞死扒手时，（其他）扒手却在观看的人群中大扒特扒”。

澳大利亚的学者们以悲愤的笔调，对流放犯们在澳洲所遭受的虐待与酷刑进行追述。在澳洲的流放地，犯人们“遭到了那些如狼似虎的人的虐待，这帮人常常由着一时的心血来潮，在权限之内去折磨或是杀死他们”。鞭刑是对罪犯进行管训的主要方法之一。仅在1815年3月到1817年9月，新南威尔士巴拉马塔地方法庭就对200多名犯人鞭笞过11321次，通常是当众鞭打几十下乃至上千下，场面惨不忍睹。英国官员声称：“最能说服人去工作和遵守秩序的便是鞭笞。”鞭刑之残酷使“每一个到澳洲任何一个殖民地去参观的人很可能认为，英国建立并维护这些殖民地的目的，并不是要改造犯人，而是要制造犯人”。1830-183年，在新南威尔士，有4.2万犯人被施以鞭刑。

一个被强迫陪看的犯人的记录被广为流传：“他们用鞭子抽犯人的办法，是把犯人的两只手捆在一棵大树上，胸膛紧贴着树，让他躲不开也动不得。”他逼真地记述了一次打300鞭的情景：“叫我站在打手们的下风，我不肯。虽然我站得离他们有十码多远，但是当甩开皮鞭的时候，飞起的皮肉还是溅到了我的脸上。”一些关于鞭刑的骇人报道至今仍使人毛骨悚然：“令人一见胆寒的邪恶的三角叉架了起来，鞭笞者走上前去。他膀大力粗，手执皮鞭，沾满鲜血的手指握住多结的鞭柄，九条可怕的鞭条落下来，一共抽打了十五鞭子，一鞭比一鞭快而叫人疼痛难忍，打得死去活来。”

在澳大利亚的文学作品中，有不少有关流放的多愁善感的叙事体歌谣，表达出对英国流放制度的憎恨和对流放犯的同情。《1842年在夏季巡回审判处流放的那些不幸的人》中的“告别词”，令人动容：

噢，对男人多么残酷的徒刑！

你判处罪犯抛弃比生命宝贵的妻儿与亲人，

从此也永远离开生养自己的土地，

去到遥远的彼岸，

悲惨度日，又镣铐加身。

当年英国建立的流放制度确实是非常残酷的，英国政府的目的就是“想方设法让任何可能会偏离正道的人对流放植物湾的威胁感到畏惧”。1833年，一位英国官员声称，他要让流放比死亡更糟糕，更可怕而澳洲殖民地的官员们行为的严酷又大大令他难以相信，罪犯的处境的确是痛苦得无以复加，原本表情冷酷无情的罪犯在被宣判流放澳洲即刻痛哭流涕。由此导致的恐惧与憎恨对澳大利亚人，乃至澳大利亚民族，产生了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中一种表现为“在澳大利亚有一种要把每一个身陷法网的人抢救出来的冲动，……澳大利亚人最恨看到把人投入监狱”

在为祖先申冤的同时，澳大利亚人又念念不忘抨击制造这种“悲剧”的英国人，其常见的做法是对英国人反唇相讥。早期的流放犯一直认为：罪行最大的不是他们，而是英国法官，“对这些罪犯所犯的罪过比他们自己犯的罪过更重”。澳大利亚历史学家G.A.伍德的学术研究就是出于这样的基调：“残暴的罪犯在英国呆着，而他们的清白、高尚的受害者却在缔造着澳大利亚的民主。”有人还引用英国作家、《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笛福的言论回敬英国人：英国人是“自有人类以来的最卑劣的民族；他们是一群可怕的到处游荡的窃贼和寄生虫。”对于英国人指责流放犯的堕落，澳大利亚的学者和作家们则以抨击英国的流放制度作为回敬，指出其野蛮有损的是英国而不是澳大利亚，“应该引以为羞耻的，正是许多犯人到达澳大利亚之后所给予他们的恶劣待遇”。

进入19世纪，澳洲的发展越来越引人瞩目，因此，这里的人们也越来越为此骄傲。尚在1819年，就有人无不自豪地赞美悉尼“这块囚犯和袋鼠之地开始发展成了一块非常美好的、欣欣向荣的殖民地”。这自然使得澳大利亚人对祖先的罪犯身世以及对澳洲的罪犯烙印的辩驳更加理直气壮。澳大利亚人一直在喋喋不休地强调：自己的祖先不是万恶的罪犯，而是伟大的开拓者，“他们确确实实不屈不挠地建设起了一个居留地，真好像他们是从‘五月花号’船上下来的”。

澳大利亚人非常反感英国人认为澳大利亚人有犯罪遗传的论调，一直在无休无止地进行着反驳。其实，英国人的这种说法与澳洲社会也多有偏差。早在19世纪，人们就看到“第一批犯人的孩子们一般倒都变得正直而勤勉”。1817年，一个对澳洲社会存有顽固偏见的英国律师来澳调查流放的情况，他大为吃惊地发现“在流放地出生的一代居民，在品行和体质方面都和他们的父母大不相同”。1822年，一份关于澳洲殖民地情况的英国官方调查报告就此写道：囚犯的子女“对于他们父母的道德品质与身体特点来说明显是个例外”。而澳大利亚人给出的解释简单而可信，又令英国人汗颜：“澳大利亚为犯人的孩子们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劳动的前途比犯罪更好。”

针对英国人的贬损，对于澳大利亚的土生白人，无论是罪犯的后裔还是自由移民的后代，澳大利亚人则是赞誉不绝，他们被视作“决定澳大利亚未来”的人们，是“鹏程远大的澳大利亚人”。温特沃斯曾如此描述土生的白人儿童：“一帮漂亮、有趣的小孩子”，他们“几乎没有沾染到他们父母中间非常突出的恶习！他们对酗酒几乎闻所未闻，而对诚实则尽人皆知”。一位移民是这样评论土生白人的形象的：“这个事实，在殖民地之外我从未听见过或看见过，但在这里却是尽人皆知的……即：从父母单方或双方是囚犯的血统中迸发出异乎寻常的殖民地的力量和美。“1世纪新南威尔士政治家、澳大利亚“共和主义之父”J.D.兰格豪迈的言论令澳大利亚人扬眉吐气：“甚至对囚犯流放地的第二代的道德，我也该毫无担心，对第三代、第四代照样也不怎么担心……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注定会在国际大家庭的道德以及其他各个方面占有优势的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观念的变化，澳大利亚人对“罪犯的烙印”的感觉与看法也逐渐产生了变化。2008年，一位名叫H.加恩塞的澳大利亚系谱学家协会官员说道：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很少有澳大利亚人敢于公开承认自己的祖先是英国流放来的罪犯，这成了一个“社会禁忌话题”。然而，在这之后，能有个罪犯祖先反倒成了某种“荣誉”。许多澳大利亚家庭在研究自己的家庭时，都希望自己的祖先和犯罪有所联系，哪怕是沾亲带故。他进一步说：“对于一些澳大利亚人来说，发现一个罪犯祖先，是件非常刺激的事，尤其是发现自己的祖先竟是坐1788年的‘第一舰队’被流放到澳洲的罪犯。许多人都认为那些流放罪犯的时代具有传奇色彩。”澳大利亚“祖先”网站负责人G.汉纳称，拥有“罪犯祖先”如今不再是家庭耻辱，这种风气的转变让许多澳大利亚人都开始研究他们的家谱。

2008年8月1日，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澳大利亚当地教会花了至少1年的时间研究于2007年11月24日当选澳大利亚联邦总理的陆克文的家谱，发现他的好些祖先都曾有犯罪记录，其中有人还险些被处死不过，陆克文并不为此感到不快，反而还颇为得意。最令他“自豪”的是父母两方都有重犯祖先，其中最“显赫”的当数陆克文父亲一系上溯第5代祖先中有一位名叫玛丽·威德的曾祖母。她幼年时生活在英国伦敦，靠在大街上乞讨和捡垃圾为生，后成为偷窃内衣裤的小偷。1788年年仅12岁的玛丽因涉嫌合伙偷窃了一个8岁女孩的衣裙和内衣裤而被逮捕。1789年1月，英国老城堡法庭判处玛丽死刑，不过3个月后，玛丽获得减刑，并与200多名英国女犯人一起随“第二舰队”被流放到澳大利亚。

研究还发现，陆克文父系的第4代曾祖父托马斯·陆德同样是个窃贼。他曾被指控“非法获得一包糖”，并被判处7年监禁，于1801年被流放到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托马斯与另一名被流放的女小偷玛丽·凯伯尔结了婚，而凯伯尔则是因涉嫌偷窃衣服在1804年被流放到这里的后来，托马斯成为悉尼郊区坎培尔镇的创建者之一。在这个镇上，有两条街道是以他的姓名来命名的——托马斯街和陆德街。陆克文还有一位名叫凯瑟琳·拉海的女祖先由于付不起房租而开始伪造假币，1789年被判刑，于1800年被流放到悉尼。

陆克文的前任、前联邦总理霍华德也被家谱学家揭出“家丑”，被查出其祖先曾经是“小偷和强盗”。霍华德父亲的高曾外公威廉·图利曾因合谋盗窃一块玳瑁表而于1816年被判刑，被流放到澳大利亚；霍华德母亲一脉的祖先托马斯·巴克曾在1835年被指控犯有两项抢劫罪而被流放到澳大利亚。

（二）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

1.乐观自豪的国家观

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是19世纪澳大利亚民族形成和发展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应。它以澳大利亚民族为载体，反映出澳大利亚民族的成熟程度和发展趋势，以自然的方式体现在澳大利亚人的言论和行为之中，并具有指导性作用。它还显示出澳大利亚民族由英吉利民族派生而来并与之逐渐脱离的过程。

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是澳大利亚民族形成的重要阶段，澳大利亚民族是在英国移民及其后代的基础上发展和演变而来的，其形成表现为英吉利民族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化。从种族血缘、文化传统、道德标准等方面来说，澳大利亚民族与英吉利民族一脉相传，但是，澳洲的现实和机遇则使它逐渐成为一个从英吉利民族中分离出的新民族，并形成与之相适应并决定澳大利亚发展的民族意识。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产生起源于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而19世纪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发展对澳大利亚民族的产生和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种民族意识的指导下，澳大利亚人真心诚意地一再表示对英国的忠诚和敬仰，在许多方面移植着英国社会，但是，他们又根据客观现实和自身需要，背离母国的意愿，变更着来自英国的一切，在自然渐变中与英吉利民族相分离。尽管他们总是喜欢别人把澳洲看作是欧洲放错位置的一部分，但他们已逐渐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英王的臣民”，而是越发关注本地区事务并与之共命运的澳大利亚人，他们不满于英国对澳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进而要求与英国平起平坐，昔日那种“澳人即英人”的心理渐渐让位于“澳大利亚人的澳大利亚”。共同的心理素质体现出民族意识已萌发而出。1888年英国《每日电讯报》写道：“最近，‘民族的’和‘民族性’的词汇已被应用于澳大利亚社会生活。”概括而论，这种民族意识是以“民主”、“平等”和“自立”为内容的澳大利亚民族价值观念。这个新兴的民族在立足维护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保留着与英国的母国情结，同时谋求着与英国的平等关系。它处处充满着英吉利民族的气息，但本土化使它在性质上有别于英吉利民族。

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核心是乐观自豪的国家观。这种思想意识是澳大利亚民族成熟的明显标志之一，反映出澳大利亚人对不同于母国但又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向往与追求。在19世纪50年代初，温特沃斯预言：澳大利亚进入了“一个一定会在短短数年之内促使我们从殖民地过渡到一个国家的时代”。兰格进一步指出，未来的澳大利亚是一个统一、自由和平等的共和国。人人都憧憬着澳洲大陆将出现一个没有丑恶和暴政的伟大理想社会，“在这个国家里，每个公民各尽其职，同时，因人们的自我防范，伤害也不复存在”。早期移民眼里“受神诅咒”的“极端荒芜的土地”，已在新一代澳大利亚人眼中成为生机盎然的乐土。

虽然，他们对母国仍怀有崇敬心理，“澳大利亚人是英国臣民”的意识依然存在，但对英国视他们为“二等臣民”的歧视态度则持强烈的不满情绪，并为此愤愤不平。英国认为在澳洲培养不出主教、教授和法官，甚至连这里的商品也被打上蹩脚货的烙印。“殖民地的果酒是酸的，殖民地的啤酒是掺水的，殖民地的乳酪是腐臭的，殖民地的蜜饯果子是稀烂的”。对此，澳大利亚社会的反应是：“谬论将被推翻，对本国力量的污蔑将被揭穿。”可见，他们是本着新的国家观念去反驳来自母国的歧视言论的，在观念上，澳大利亚与英国已分为两个民族国家。

乐观自豪的国家感是19世纪末澳大利亚联邦运动和20世纪民族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和驱动力。对理想国家的憧憬成为澳大利亚人奋斗的目标。这种国家感是澳大利亚民族主义与英国理性主义结合的产物。就广义而言，理性主义是新兴阶级的哲学，反对把一切既定制度看作是永恒不变的，强调世界并不完善，要使世界具有与理性相一致的内容和特点，就必须改变这个世界。而英国理性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致力于揭示那些把人们束缚于自己所处环境的各种关系，并表现为经验论和感觉论。19世纪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中的国家感奠基于澳大利亚的社会结构、发展趋势以及不愿“牺牲地方主权而去服从一个由联合王国支配的、遥远的中央政府”的社会意识，认为“澳大利亚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生产者国家”，因而对未来充满了向往。这种意识不是虚幻的，它的根据是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现实，是以经济的平等和社会平等为内容的。

澳大利亚人的经验论和感觉论简而言之就是：“只要澳大利亚不受旧大陆的坏影响，它就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诸如此类的言论在澳大利亚人为自己的罪犯祖先进行辩解，以及论证澳洲的美好中被再三使用。这实际上是英国人追求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社会意识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化，但它与英国对英帝国的理解是相悖的，即殖民地理应从属宗主国。

19世纪末的联邦运动是民族意识产生和发展的产物，愈加强烈的国家感使澳大利亚各殖民地为争取平等权利和维护自身利益而由分治走向联合，直至建立独立和统一的澳大利亚联邦。之后，伴随着民族意识的不断增强和现代化，澳大利亚的国家建设、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持续而深入地展开，使澳大利亚在一个又一个不显眼的渐变中发生了一个又一个的本质性变化，从而形成一个连一个的重大发展。在社会各种机制逐渐健全和独立自主意识逐步加强的过程中，澳英之间的从属关系逐渐淡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除了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等方面已取得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独立自主外，澳大利亚人对仅有象征意义的君主立宪制也越发不能容忍，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元首仍是一个外国君主。而正因如此这般的民族意识与社会向往，共和体制得以成为澳大利亚国家体制变化的趋势。

2.平等主义

平等主义是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精髓。在有关澳大利亚地位的问题上，它体现为要求与母国平起平坐。虽然澳大利亚深受英国的影响，澳大利亚人对英国大都怀有特殊的感情，但是，澳大利亚人对一个呼之欲出的民族国家居然仍被地球另一端的一个国家用旧制度统治着的现状，越发感到不可思议和不可忍受。1888年9月4日，《悉尼先驱晨报》发表新南威尔士议会议员奥沙利文的文章，文章声称：“不出40年澳大利亚的人口将达2000万，……如果认为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进步民族可以由远隔1.6万英里的一个国家来统治，这是不合理的。“1887年创刊的《飞旋镖》杂志不仅斥责殖民地总督是“可怜的有官衔的懒汉”而且将获得英国圣蜜契尔勋章和圣乔治勋章的澳大利亚人斥为英国的“下贱的工具”。

19世纪中期，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已经初显端倪，“民族主义”一词甚为流行，但显而易见的是，它的诉求与基调就是平等主义。它是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中颇具政治特色的一大主要内容，是19世纪上半期澳大利亚民主主义的延续和发展。前期的民主主义与现在的民族主义的共同之处是都以争取自由和平等为目标，而区别在于民主主义旨在继承“在故乡与生俱来的权利”，表现为移居澳洲的英国人向居住在英伦的英国人要求得到平等权利；而民族主义则认为澳英之间的隶属关系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把自由和平等与“要求完全的政治自由和民族独立”联系在一起。两者间关系的演变与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过程是相吻合的。

澳大利亚民族主义在政治观点上表现为独立民族国家的共和主义早在19世纪50年代，兰格就开始宣传共和主义，主张成立独立的澳大利亚共和国。他出版《为了澳大利亚金色土地的自由与独立》一书，指望能起到托马斯·潘恩的《常识》在北美独立战争中所起到的作用。他在书中援引美国的先例，认为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要想获得自由和独立，只有建立共和政体，而别无其他良策可循。在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像是一些孩子，它们由父母抚养成人，然后割断羁绊而独立”。他指出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在英国的统治下已经成熟了，应该向独立国家发展。因此，他强调：“澳大利亚共和政府应是建立在普选制、联邦制和代表制的民主政体柱石上的。”

进入8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关注澳大利亚的未来，共和主义逐渐弥漫于全澳。一位名叫G.布莱克的共和主义者写道：“我们通宵达旦地研讨政治经济和哲学问题……仔细研究每一个事关人类新生活的新计划。”1887年，“共和主义者联盟”成立，成为宣传共和主义的中心。它的政纲是：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结成联邦，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共和主义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加入，更使它具有民族性。虽然人们对共和主义的具体解释众说纷纭，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基调，那就是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隶属于英王的白人国家。曾先后出任维多利亚检察长以及维多利亚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维多利亚法学家G.希金博特拉姆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即“在英王名义下的独立”。这也是同期澳大利亚联邦运动的理论和行动指南1891年3月17日，《悉尼先驱晨报》刊登了新南威尔士政府总理H.帕克斯对此的看法：“共和主义的精神……不是反对君主政体，而是反对专制制度。”

由此可以看出，澳大利亚共和主义不同于美国、中国、法国等国家的共和主义，它并不把君主制完全置于平等、自由和民主的对立面，而是在平等的前提下把受法律约束的君主与自由民主相结合，这是敬重君主的英吉利民族文化心理在澳大利亚的体现。在英国，一个不犯错误，统而不治的君主被认为是社会稳定的象征，能够使人们在心理上形成一种安全感。伏尔泰称英国为“百姓自由和君主制并存的国家”。恩格斯坦言：“大家知道，没有一个地方比英国更崇拜统而不治的人们。”作为英国移民殖民地的澳大利亚，英国移民是以英王臣民的身份来到这块受英军护卫的英国海外领地的，并以这种名义与母国保持着联系。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任何人或任何机构能够有英王那么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所以，澳大利亚共和主义实质上是追求平等与崇尚自由的、作为英国文化一部分的英吉利民族心理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化，它反映出澳大利亚人在思想感情和思维方式上与英国的文化渊源关系。

这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新兴民族的社会意识，它在发展中不断强化并对澳洲社会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对澳大利亚的社会转型和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它在以“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思想推动社会演进促进民族国家建立的同时，又使澳大利亚始终不将自己与英国分开，造成澳大利亚人在独立等重大问题上概念不清，热情不高。当然，虽然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中充满了争取自由、维护平等和崇尚民主的气息与内容，但是，在澳大利亚的200多年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一切仅局限于白人移民，甚至只是以英国移民为主体的“白人澳大利亚”。这样的局面直到20世纪中期以后才逐步被改变。

3.伙伴关系

澳大利亚白人社会的人际关系有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是体现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源于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和社会现实，基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生存和利益关系，对于澳大利亚的社会风尚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隐性影响。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伙伴关系”是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一大内容，显示出在澳大利亚的英国移民之间的相互友爱关系。澳大利亚战史学家C.W.比恩为“典型的澳大利亚人”下过一个定义，称他们“很少显示出宗教信仰这个词通常所指的虔诚”，但却十分信奉伙伴情谊。按照比恩的说法，信奉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作出何等牺牲都应该站在伙伴一边”是“真正的澳大利亚人永不违背的一条法律”。这是澳大利亚民族性格中最根本的组成部分之一。它的形成可追溯到1788年“第一舰队”抵达澳洲，是19世纪移民们披荆斩棘和开荒垦地的产物。在那艰苦创业的时代，恶劣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迁徙流动的生活方式迫使移民们患难与共，团结互助。从到达澳洲开始，他们就处于互相帮助的状态，共同搭盖茅舍，开垦荒地，谁遭不幸，左邻右舍便竭力帮助。“因此，一个人总是乐于找到一个伙伴，一个自己能够信得过的人，而伙伴情谊也就作为一种澳大利亚人的品质而获得一种半神秘的意义”。这种伙伴关系情谊浓厚，以致在早期澳大利亚，异性之间的爱情都逊色于同性之间的友情比恩将它解释为英吉利民族性格在澳洲自然环境里经受磨炼和提高的创造物。澳大利亚人对这种伙伴关系大加讴歌，而与他们打交道的外国人则须认识到这种关系的重要性。前往澳大利亚的日本商人都会得到这样的嘱咐：“日本人必须懂得，澳大利亚……有着根深蒂固的‘伙伴情谊’的因素。”

这种伙伴关系是基于平等的社会意识之上的。由于来自英国的移民绝大多数是到此来谋生创业的英国社会下层民众（如伦敦东区的居民），因此，在英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贵族意识在此黯然失色，母国的社会等级关系也难以在澳大利亚生根。再有，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发展与移民们的同舟共济是紧密相连的，加之社会富裕水平的迅速提高，使得社会的两极分化不太明显，所以，社会成员之间的等级划分毫无意义在澳大利亚人心目中，平等的社会意味着每一个人都享有同等的权力没有地位的高低之别。“当权的澳大利亚人倾向于跟他们的顶头上司或下属保持像同事一样亲密的工作关系，大多数事情是通过讨论的商量而不是靠行政命令来完成的。”因此，澳大利亚文化虽然源于英国文化，但两者的区别在于澳大利亚文化是“去掉了上层阶级的英国文化”曾有一位初到澳洲的英国贵族在码头上拿出1英镑，示意一位过路的澳大利亚工人将其行李搬运到旅馆。这位工人随之掏出5英镑，嘴里含着烟蒂，瓮声瓮气地对贵族说：“给我擦皮靴。”由此可见，“澳大利亚是一个大多数人都接受平等观念的国家”。以平等为行为动机的英国移民在长期的相处中，自然形成了休戚与共的伙伴关系。

总之，19世纪澳大利亚社会变化与发展的历程就是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一步步增强的记录，澳大利亚社会由此从英国的殖民地演进为发达的民族国家。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活力还表现为，它对进步和发展的追求使其具有自我修正和自我完善的属性和能力，确保了澳大利亚的现代化发展。由于澳大利亚文明是从西方文明转化而来的新文明，因此一些西方社会中的弊端不可避免地也被移植而来，甚至在澳大利亚大行其道，给澳大利亚社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和巨大损失。但是，这些糟粕最终会随着民族意识的自我健全而被清除和抛弃。这一系列变化和转变从一个侧面表明民族意识的活力使澳大利亚民族不是一个受传统和陈规束缚的守旧民族。

（三）离心与向心：两次庆典的启示

19世纪至20世纪初，就一个典型的澳大利亚人而言，无论他从事何种职业，都可以被描写为英国化的澳大利亚人。他们往往将自己与母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不仅新来的移民自然地称英国为“家”，而且出生于澳大利亚的移民后代“也视自己为盎格鲁澳大利亚人，或苏格兰澳大利亚人，或爱尔兰澳大利亚人”。他们拥有一种双重心理，一方面出于种族亲缘和母国情结，对英国臣民的身份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他们又愈加热爱澳大利亚，因而有别于住在英伦的英国人。虽然“民族国家”的概念对许多澳大利亚人来说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但要求建立一个与英国平等并享有独立的国家的愿望则是社会共识。这就是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在澳大利亚人思想意识中的体现。在澳大利亚民族及其民族意识形成中，没有产生多少理论，也没有出现什么理论家，它一直受到英国各种理论和学说的影响，因此，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是英国社会意识形态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化，即澳洲认同感。

当具有向心倾向的认同感在澳大利亚人中间不断增进的同时，澳英之间的离心现象也大致同步出现，澳大利亚民族与英吉利民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明显地显示为“长大的孩子”与“父母的家”的关系。澳大利亚人在对待1887年6月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庆典和1888年月澳洲百年庆典的态度上形象地折射出了澳大利亚民族的生成以及澳英关系的变化。

此时的澳大利亚人不仅有双重心理，而且还具有双重身份，即英国的臣民和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居民，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前一个庆典涉及的是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帝国关系，而后一个庆典体现的则是正在形成中的民族关系。然而，他们对此的态度却显示出此时澳大利亚人更为关心的是澳洲的事务，虽然澳大利亚人心目中的母国情结依旧存在但是，这已经逊色于由澳洲的发展与辉煌所带给他们的荣耀感。这本是两场没有联系的庆典，但在时间上的如此接近则使它们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对比反差效果：澳大利亚人的自我认同提高了，他们的所思所想明显地进一步“从帝国转向民族”。所以说，这两场庆典实际上既是对澳英关系的检测，又是对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程度的考察，形成中的民族意识隐约可见。

1887年6月21日是作为英帝国首脑的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的纪念日，因而这也成为一个具有帝国特征与意义的节日。它被用于向世界昭彰英帝国的强盛和母国与殖民地之间及殖民地与殖民地之间的密切关系。英国殖民大臣、前“帝国联邦同盟”主席E.斯坦豪泼提议：各殖民地派遣代表前往伦敦参加庆典，并届时与英国的大臣和官员们探讨一系列各自关心的问题，而其中主要是关于殖民地支付英国皇家海军军费问题。

虽然女王庆典在英国举办得轰轰烈烈，但在澳洲却进行得并不成功和顺利。澳大利亚人对该庆典没有表现出多少兴趣和热情，澳洲各地的责任政府对此也多为应付，甚至是敷衍。以新南威尔士政府为例，尽管相关的准备工作早在一年前就已经着手，但直到7月份，用于庆典的大钟才安装完毕。在澳洲人眼里，英国利用它来达到帝国政治目的的意图过于明显，这反而使应有的感情色彩失色。而此时澳大利亚社会关心的是反对英国政府就海军军费问题向他们施加压力，各殖民地政府也正怀着“不满的情绪”就此同英国进行交涉。代表新南威尔士政府前往伦敦出席庆典活动的H.帕克斯明确表示此时反对谈论涉及帝国联邦事宜的问题。尽管他的这些言论大都表述于庆典活动的幕后，但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澳大利亚人对女王庆典报以冷淡态度的原因：他们更加关心的是与自身利益相联系的澳洲事务，而不是千山万水之外的英国和其他英属殖民地的事务。新南威尔士是澳洲各殖民地中对英国最为亲近的殖民地，连它都如此这般，其他各殖民地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1886年5月，悉尼的《新闻公报》不以为然地指出，英国政府是打算将“王室盛典当做治理不满（情绪与现象）的灵丹妙药”。但是，澳洲的现实和澳洲人的情绪却与英国的初衷有很大的出入。在新南威尔士，特别是在悉尼，对于为女王庆典而举行的庆祝活动，许多人缺乏热情，场面冷落，显示出应付差事的态度。在一次集会上，集会的组织者竭力动议给主日学校的孩子们赠送庆典礼品，如蛋糕和汽水。但这动议遭到反对，被以10:1的表决结果被否决。许多澳洲百姓还抱怨地方当局为举行女王庆典活动花费太大，不符合殖民地的民主精神。结果是热烈的庆典屡屡被激烈的争论所取代。新南威尔士的总督助理A.斯蒂芬出席了一场集会，但给他留下的印象不是人们的真情与忠诚，而是场面的混乱抱怨道：“一群憎恨法律和秩序的人……，必须以强硬的手腕……将他们打倒。”级别最高和规模最大的庆典集会是在悉尼展览大厅举行的，与会者达1.2万人。但是，会场上的气氛不是热烈而隆重，却是喧闹至始至终。集会主持者对此无可奈何，出席集会的新南威尔士总督卡林顿勋爵只能借助手势发表演说，再由别人使用旗语传达出去。而较为热烈而欢快的庆典场面仅出现在由总督夫人卡林顿女士到场的另一场庆祝集会上，集会的参加者是妇女和儿童，会议通过了为澳洲妇女设立一个庆典基金的决议。

虽然，在殖民地政府发往伦敦的电报中将这些在庆典活动中出现的不协调现象称作“良好的自然性混乱”，但是，这些通过“自然性”方式表露出的言行揭示了澳洲人心态的变化：（1）在他们心目中，英王的地位正在下降，而英王的实际作用则是连接澳英之间母国情结的纽带；（2）在澳洲出现的冷淡和混乱是对英国倾力举行女王庆典的真实目的的回应，表示出了澳洲社会对母国的不满和抗拒。

然而，澳大利亚人和各地政府对待接踵而至的澳洲百年庆典则是另外一种态度与情绪，表现出的是积极参与，是在欢度“自己”的节日，尤其是在新南威尔士。举行澳洲百年庆典的难度大于操办女王庆典，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各殖民地对自己“生日”的确定不一。在人们的眼里，将月26日作为百年庆典之日是庆贺新南威尔士的“生日”。可是，这并没有对百年庆典造成什么不利或逊色，只是显示为各地的热情程度有所差异，而这些差异又在庆典过程中淡化与弱化，进而使百年庆典成为全澳的节日，全澳的盛典。在庆典的筹办和举行过程中，“英国的”和“澳大利亚的”时常因人们的选择或认可而发生碰撞和冲突，而最后的结果往往是“英国的”让位于“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人的澳大利亚”的口号在此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

新南威尔士政府早在1886年就开始着手准备和组织百年庆典。最初的庆典设计方案是打算援引1876年美国在《独立宣言》颁布的所在地费城举办大型博览会来庆祝独立100周年的先例，也想大操大办一个能够显示澳洲百年成就的博览会。但是，这个方案未能得到广泛的支持其原因在表面上是新南威尔士政府和新南威尔士商人对举办博览会所需要的浩大费用多有顾虑，而实际上是新南威尔士害怕澳洲其他地区政府与民众对此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与举动。这种担心很快就得到证实1886年，英国在伦敦举办了一场“殖民地与印度博览会”，展览各殖民地和印度的产品、制造品和艺术品，其规模恢弘。澳洲各地对于在英国举办的博览会报以极大的兴趣，仅维多利亚就派出了一个由50人组成的参观团赴英。而此时澳洲人是以那场博览会的规格为标准来审视新南威尔士的设想的，有的人认为新南威尔士自不量力，有的人对新南威尔士抱有几分嫉妒，而总的说来，人们对新南威尔士举办博览会的动议反应冷淡。因此，相形见绌的新南威尔士决策者们再无举办博览会的信心和勇气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虽然澳洲人对英国多有不满，但各地澳洲人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尚逊色于他们同母国的关系。

接着，围绕百年庆典，帕克斯向新南威尔士议会提议：建造一座“国家大厦”和一处主题公园。按照帕克斯的设想，具有体现澳洲发展历程意义的“国家大厦”包括安葬已故著名政治家和代表澳洲出征的阵亡将士的纪念堂、展示澳洲土著人种研究的博物馆和存放澳洲历史档案的档案馆；主题公园将坐落在悉尼郊外的一处沼泽地边，是一座具有英国公园建筑风格的园林，建造资金来源于附近土地的销售。由于帕克斯的提议明显与女王庆典的筹备和举办颇为不协调，因此，在议会里立刻招致亲英势力的反对。经过一番议会里的唇枪舌剑和舆论界的口诛笔伐，结果是公园如期建造，有意义的是，公园被议会命名为“世纪公园”，而不是亲英势力所坚持的“女王公园”；而“国家大厦”的建设始终停留在一套套风格各异的设计图纸上，它在建筑设计师们无休止的技术争论中不了了之。

1887年11月，得寸进尺的帕克斯又提议：在举行百年庆典之际，将新南威尔士更名为澳大利亚。持新南威尔士社会舆论之牛耳的《悉尼晨报》随之附和，大力鼓噪，新南威尔士的反响热烈。新南威尔士人不仅感到这使澳洲进一步远离了作为“流放犯殖民地”的过去，使澳大利亚人不再被外界视为“西方的犯人与看守者”。一些人还试图将新南威尔士的称呼改为“澳大利亚，即新南威尔士”。这种意识和情绪最初出现于新南威尔士的中产阶级上层，进而在新南威尔士的各个阶层都引起了共鸣。

帕克斯的这番言论与新南威尔士的社会反响不仅具有旨在在澳洲内部确立新南威尔士在澳洲政治事务与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的作用而且可以被视作是为敦促英国对澳洲社会呼声的关注。帕克斯以此向英国政府显示出他代表的并非是新南威尔士一地，而是澳大利亚，即不是一批澳洲的地方政府在同英国的中央政府进行商谈，而是整体澳洲在同帝国从事谈判。在这一系列交涉中，帕克斯处处表现出澳洲在英帝国内的特殊地位和自立倾向。在要求英国继续承担澳洲的海防和积极寻求英国用于殖民地的帝国防务基金的同时，他对英国殖民部不屑一顾明确表示澳洲无意接受英国对殖民地议会的干预权，声称：“被责任政府授权的人们应该拥有和维护体现着他们意志的独立的议会权力。”

然而，不和谐的声音则是从澳洲内部传出的。这种帕克斯俨然摆出全澳代表的架势和新南威尔士自封澳洲之首的情况无疑在澳洲其他几个殖民地中间产生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应。虽然澳洲各地在对待英国的态度上是相近的，要求英国承担澳洲防务义务的意愿也是相同的，但是，它们之间关系的基调是合作，尚不是联合，因此，帕克斯的言行不仅是一厢情愿，而且招致了冷落和非议，甚至是抗议。维多利亚的反应尤其强烈，而且“墨尔本的反对呼声”是“通过英国唐宁街”传达到悉尼的“政府大楼”的。这表明，澳洲内部虽存在向心力，但缺乏凝聚力。

1888年1月26日，悉尼百年庆典活动如期举行，尽管其规模逊色于女王庆典，如同其他节日一样，最热烈的活动是人们在悉尼港举行了一场划船比赛。然而，在百年庆典的活动中使人关注的不是庆典的隆重程度，而是在此期间在悉尼发生的节外生枝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澳洲人的心理活动、澳英关系中的离心现象和澳洲内部的联合趋势，因而被后人视为“标志性冲突”：

——在贸易大厦奠基仪式上发生的情况引起英国舰队街的关注，被称为“这场庆典中最具有代表性特征的活动”。由悉尼各行业工人组成的乐队在行进中从卡林顿勋爵等政府官员面前通过时，一反常态，演奏的不是英国国歌《天佑女王》，而是日后被定为澳大利亚国歌《前进！美丽的澳大利亚》。此举违反了有着百年历史的惯例。

——新南威尔士政府主办的官方宴会在博览会大厅举行，这是一场由多任澳洲总督出巨资和有1000多位澳洲各地的政府要员与社会名流应邀参加的盛会。可是，操办会议的新南威尔士人则在大厅的两端分别悬挂起“欢迎回家”和“澳洲联合”的巨幅标语，其双关含义一目了然，使得宴会的气氛从一开始就因新南威尔士人的意愿与英国政府的旨意相悖以及与澳洲其他地区的想法相左而不协调。而帕克斯演说的寓意实际上与以前他建议更改新南威尔士名称的意图是一脉相传的，他将澳洲作为一个整体来追述自1788年以来的澳洲历史，按时间顺序讲述了澳洲各殖民地建立的过程，处处突出新南威尔士是移民们在澳洲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和它对其他殖民地的影响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而许多来自澳洲其他地区的与会者对此不以为然，他们对帕克斯突出新南威尔士，甚至将新南威尔士凌驾于其他殖民地之上的做法多有微词。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有许多反对派政治家参加的民间宴会则在庆贺“澳洲的生日”的热烈气氛中进行，宴会还向来自各地的穷人分发出1万份食物。

——举行“世纪公园”开工典礼是百年庆典活动之一，但这场典礼的进行过程则令人英国总督们和澳洲政治家们颇为难堪。组织者们计划先由总督们和澳洲的名流们发表演讲、种植树木，然后进行阅兵式，最后安排一场向失业者发放救济品的活动。发放救济品原本是典礼的次要内容，试图体现英国对澳洲民众的关心和显示澳洲民众对母国的感情然而，事与愿违，前来参加典礼的老百姓只对发放救济品感兴趣，而总督和政治家们的演讲是在一片嘈杂声中勉强完成的，表情尴尬的总督及随行的英国官员在人们冷漠的目光中草草种下了几棵树。事后，一位名叫W.考提尔的失业者在给帕克斯的信中写道：“……我不希望混迹于失业的行列。假如你能够仁慈地给我们2英亩土地……那么，我们将非常荣幸。”

……

在这一天中，在澳大利亚的其他地方也举行了一些气氛低调和规模有限的庆祝活动，这些活动大都是由“澳大利亚土生白人协会”操办的值得注意的是，从这场百年庆典开始，在澳洲的社会与政治中，全澳属性与特征日趋明显。几个月后，维多利亚耗费巨资举办了规模庞大的“墨尔本国际博览会”，而从其作用与意义上来看，这基本上是新南威尔士百年庆典的翻版，是一场实质上的“澳洲国际博览会”。值得注意的是，澳洲社会对这场博览会的反应是积极的，这与不久前新南威尔士举办博览会的动议遭遇冷淡反应的情况形成显著对比。

从表面上看，秩序混乱是这两场庆典都存在的现象，但是，这些混乱却显示出不同的含义。其一，对于母国来说，它们反映出澳大利亚社会的离心倾向，表现为澳大利亚人对英国的兴趣在逐渐减退。在两次庆典上，当英国官员在场或涉及英国时，相当数量的澳大利亚人（特别是民众）表现出的是冷漠与不满，甚至是对抗。新南威尔士政府在一处平时主要被大批失业工人和世俗主义者等社会中下层民众用于举行反政府集会的场所塑造了一尊维多利亚女王塑像，并在百年庆典之际举办揭幕仪式。在仪式上，卡林顿勋爵以一副占领了“敌人阵地”的架势发表演说，强调法律与秩序。然而，民众对此反应冷淡，劳工组织干脆拒绝派代表出席仪式。

其二，对于澳大利亚而论，混乱显示出的是澳大利亚人之间的向心趋势，反映出澳大利亚人愈加关心澳洲，因此而具有可调和性。这些庆典过程中，各地的澳大利亚人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在为澳洲的现状而骄傲的同时，他们也就澳洲的未来先是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接着是争执不休，甚至是相互攻击；进而是通过争论，各种观点开始接近。这些来自澳洲各地、代表着不同利益的澳洲人就像一辆辆正在举行赛跑的马车，互相不停地给对方溅上污泥，但在同一条路线上，向着同一个方向奔跑在口诛笔伐和推推搡搡中，澳洲人之间的了解增加了，共识增进了。比如，在澳洲的“生日”日期问题上，尽管澳洲各地对新南威尔士的百年庆典和新南威尔士人的言行反应不一，但是，在唇枪舌剑中，“1月26日”逐步被所有澳洲人当做一个具有共同性的纪念日。

在女王庆典和百年庆典的一系列活动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庆典活动为澳洲人之间的直接接触提供了条件和机会。此后，澳洲各地间的往来明显增加，特别是在解决冲突与纷争时，人们更多的是通过协商或论战来达成和解与妥协，而渐渐不再是“通过英国唐宁街”的斡旋。当然，这种现象是在澳大利亚民族生成的大环境中自然形成的，而不是政府有意引导或人们刻意追求。

虽然澳洲各地对百年庆典的重视与热烈程度不一，但是，在澳洲人的心目中正在形成一种尚不清晰的意识：这是“我们澳大利亚人”自己的节日。因此，相对于女王庆典是帝国的节日而言，百年庆典则是具有民族国家特征的庆祝日。1888年是澳洲历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一年，“无论是在维多利亚，还是在新南威尔士，或是在昆士兰，1888年使人产生了一种变化的感觉，一个时代的到来”。这般感觉表现为全澳性的自我认同感。

澳大利亚历史发展的特点是在平静中进步，在和缓的气氛中完成本质性的变化。女王庆典和百年庆典在澳洲的举办过程所显示出的是从新南威尔士扩展到澳洲各地的“澳洲自我认同感”，尽管它还是朦胧的，模糊的。它表现为澳洲对英国的离心倾向和澳洲内部的向心趋势正趋于明显，即在思想上，澳洲人正愈加关注“澳洲的联合”，而不是英国人正在竭力倡导的“帝国的联合”；在行为上，对“澳洲的”活动报以活跃与激情，而对“帝国的”或“英国的”活动则多有勉强与应付。

霍布斯鲍姆曾写道：“‘民族’最重要的涵义，是它在政治上所彰显的意义……‘民族’即是国民的总称，国民乃是由全体集合而成，是一个主权独立的政治实体，因此，国家乃民族政治精神的展现。”这两场庆典所反映出的现象并非是澳洲人“母国情结”的淡化，而是澳大利亚民族“在政治上所彰显的意义”。“母国情结”的依旧与政治立场和社会感情的变化构成澳洲人在这一时期的特定心理与行为。这种心理与行为的具体表现是一方面为了维护和争取作为“澳大利亚英国人”和英帝国的一部分而应该享有的权利，他们力主在帝国内部巩固能使他们获利的自由贸易制度，要求建立能确保他们安全的帝国防务体系，显示出对母国的依附，竭力维系与母国的“联系”；但是，另一方面伴随着澳洲人彼此之间认同感的提升，也就是民族意识的生成，他们越来越不满于接受英国的管理，不愿作为帝国成员而按照英国的意愿为帝国承担义务，显露出与母国的“离心”端倪。这种似乎矛盾的心理状态和言行举止反映出澳大利亚民族正在形成中，正处于与作为母体的英吉利民族的逐渐剥离状态。


二　从“海外监狱”到民族国家

（一）自治运动：“海外监狱”的终结

19世纪20-50年代出现于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自治运动是在英国移民遵循英国的自治传统，追求和争取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和义务中自然形成的社会运动，是一场循序渐进的社会变革。这场运动是澳大利亚本土化发展的重要阶段，英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移植于澳洲，并与当地的社会现实有机结合。这是一个相伴于经济发展的社会转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澳大利亚由流放犯殖民地逐渐转化为公民殖民地，由以英国移民为主体的居民群体逐步演进成为一个新的“健康社会”，进而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在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特别是在《达勒姆报告》问世后，一方面是英国政府通过司法程序，顺理成章地将殖民地内部的管辖权逐步移交澳大利亚人；另一方面，人们按照英国的社会模式再造了一个“澳洲版”的英国社会，澳洲成为了地道的英国“海外部分”。

移植英国的代议制是澳大利亚自治运动的第一个内容，同时也构成了运动的第一个阶段。直到1823年，在澳大利亚各地，总督一直执掌实权，不受任何限制，“在生命与自由，土地与工人各方面实操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在他的权威下，“奴隶也能恢复自由，自由民也能沦落到与奴隶不相上下的地位”。这些法定权力是在1787年由英王和英国议会授予的，与流放犯殖民地的社会结构与状况是相吻合的。然而，进入19世纪后，澳洲的社会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社会结构有了重大改变，社会政治正在向着英国式的民主化方向发展，因此，为维护流放犯殖民地而建立的总督专权政体和流放制度的不合理性已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流放犯殖民地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政策对来自英国的自由移民来说愈加不适宜，以致愈加令人难以忍受，因为它限制了他们的人身自由，侵犯了他们的民主权利，所以，总督成为众矢之的，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自然成为人们抨击总督的依据，而建立在这种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的英国的政治制度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人们用以维护自身利益和限制总督权力的工具。

在英国，人们以代议制将国王置于法律的控制下，创立了君主立宪制。那么，在澳大利亚，与前者同宗同源的移民们同样要以相同准则和制度，将英王的代表——总督——置于法律控制下。于是，人们纷纷就总督的权力是否符合英国法律而向英国政府提出质询，进而要求用立法手段对此加以限制。鉴于新南威尔士等地的社会变化，尤其是这些地区的经济已成为英国经济的一部分，为了稳定当地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英国政府同意在新南威尔士建立一个咨询性立法机关。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反对总督的专权正是对“海外监狱”的社会制度的否认和对英国民主制度的渴求，而不是反对英王。其原因一是人们坚持认为“我是英国人”，因而理所当然地是英王的臣民，“在一般正常情况下，人们对国王怀有一种敬重的心理”；二是尽管明知总督是英王的代表，但在人们的意识中仍习惯地将英王与总督加以区分，将种种不满与抱怨统统强加于总督，甚至认为“是总督伤害了英王”。这样的情况在18世纪北美独立战争期间也出现过。可见，英吉利民族特有的忠君意识随英国移民一起进入了澳大利亚。

1823年7月，根据比格的调查报告，英国议会通过了《改善司法条例》（又称《新南威尔士立法法案》）。依此条例：（1）成立新南威尔士行政会议，协助总督处理政务，负责向总督提供咨询意见。其成员由英国殖民大臣任命，仅对英王和总督负责。（2）成立新南威尔士立法会议由5-7人组成，协助总督从事立法工作。其成员由总督提名，英国殖民大臣任命。在表决中，必须有总督一票，立法会议的法案才能通过。（3）组建新南威尔士最高法院，以保证立法会议通过的议案不与英国的法律相悖，授予它刑事裁判权和民事裁判权。在某些情况下，允许由12位公民组成的陪审团参加审讯。（4）宣布范迪门地区正式脱离新南威尔士的管辖，成立独立的行政区，并建立相应的立法会议和最高法院。

尽管《改善司法条例》能否被认为是澳大利亚的第一部宪法目前尚有争议，但可肯定，它不仅是现代澳大利亚的司法体系的起源，而且是澳大利亚走上民主道路的开端。虽然总督仍大权在握，但其权力开始受到分散和约束，并被逐步削弱。也就是说，该方案开创了限制总督权力的先河。布里斯班成为澳大利亚第一位权力受到约束的总督。英国的国家政治权力机构中的制衡机制以总督权力受到殖民地法律限制的形式在澳洲显露出雏形。澳洲社会形态的转变以代议制的移植和确立而进入实质性阶段。由于代议机构所涉及的领域和所讨论的问题均是澳大利亚的，因此，英国的代议制在这里被澳大利亚化了。

此后，自治运动向纵深发展。以温特沃斯为代表的澳大利亚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成为运动的领导者。在当时的第一家不受殖民地当局控制的刊物《澳大利亚人》上，温特沃斯确定了自治运动要“独立而坚定——自由而不放荡”的行动原则。他认为：英国将会吸取美国独立的教训而在澳洲谨慎从事，因此，建议“把这些政治改革的要求同殖民地与母国的联系问题结合起来”，进而提出了一系列颇有价值和极具影响力的主张和观点。他的“自治、独立、民主”的思想成为自治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

1828年，慑于澳大利亚自治运动的发展和深入，为了缓解冲突，英国议会通过了一个修改《改善司法条例》的法案。根据该法案，立法会议的成员增至15人；取消前法案中关于总督一票决定立法会议的法案能否通过的规定，改为立法会议表决结果以多数赞成为准。这一修改法案的主要结果“是在立法方面明确地把立法会议置于总督之上，并加强了它拨款的权力”。作为1823年法案的补充和发展，它表明自治运动以代议制的进一步确立和完善为标志而向前又迈进了一步，也显示出英国政治制度和社会体制的澳大利亚化是澳大利亚自治运动的基调与趋势。

进入1830年代，民族经济的自然发展和土地恩赐制的自行解体，使得流放制度的瓦解已是大势所趋。1839年，英国政府下令停止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的犯人劳动指派制；1840年，英国殖民大臣罗麦宣布停止向新南威尔士输送流放犯。当然，废除流放制度的举措是不彻底的，仅在新南威尔士一地实施，直到20多年后才在澳洲全面废止这种“纯粹的奴隶制”。但它实际上宣告了流放制度的终结，排除了澳大利亚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一大绊脚石，使澳大利亚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840年代是澳大利亚自治运动进入高潮的时期，民族经济的孕育使以农牧业为特色的民族国家隐约可见。其他先后建立的澳洲殖民地在社会经济水平提高的同时，也都要求仿照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建立自己的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这使澳洲以英国为模式的政治制度逐步完全取代流放犯殖民地的政治体制势在必行，因此，继移植代议制后，移植英国的地方自治制度渐渐成为澳大利亚自治运动的主要内容。“解放论派”与“排斥论派”虽然还时常就刑释人员能否进入司法部门而争论，但是，双方在争取自治问题上则是观点一致，步调默契。为了推动自治运动发展，“解放论派”成立了“澳大利亚爱国者协会”，而“排斥论派”则组建了“排斥论者协会”。1840年，两派握手言和，“殖民地的政治联合一致，反对新的总督，反对帝国的土地政策”。“当英国的利益与地方上（指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利益关系不相吻合时，要求更大政治自治的呼声就会大幅度增长”。

面对这般状况，为了防止重蹈加拿大1837年暴力事件的覆辙，正逐渐奉行“自治原则”的英国政府采取了顺应发展的态度，“给予特殊的承认”。1842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按照选举原则建立新南威尔士政府的法案，即《1842年自治法案》。这是一份直接涉及新南威尔士政治体制转型的重要文献，根据该法案，代议制在新南威尔士得到巩固和完善，使其在走向自治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这份法案体现出澳洲由英国化转向澳大利亚化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依此，澳大利亚成立立法会议由12位英王钦定的议员和24位民选议员组成；选举人和被选举人有法定的财产资格条件；选举人须拥有价值200英镑的不动产或20英镑地租收入，被选举人须拥有价值1000英镑的不动产或100英镑的地租收入；立法会议有权为殖民地制定法律，有权划拨地区的财政收入；服刑罪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刑释人员享有上述权利。

1843年，新南威尔士依据该法案举行了第一次立法会议选举，结果是在24位民选议员中，3/4来自农村和牧场，使得立法会议基本上由这一地区的大地主和大牧场主所操纵。这与当时的新南威尔士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状况相吻合。对此，有人解释道：“当我想到，这是一个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国家时，我并不认为农业和畜牧业者占据优势是不恰当的。我们没有制造业中产生出来的商业，这里没有制造业，而商人不过是农业经营者和畜牧业者的雇员罢了。”可见，该法案是适合并能体现新南威尔士社会现实状况的。另外，在这一法案的一些具体细节问题上也表现出本土化趋向，例如，就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财产资格而言，其原则是英国的，恰是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在澳大利亚的体现，但其财产资格标准则大大高于英国，这是澳大利亚社会现实所决定的。

这一法案的颁布是澳大利亚宪政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它的重要作用在于使总督的权力受到进一步的限制和削弱，他已经不能够控制立法会议和殖民地政府。这是新南威尔士社会转型过渡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但是，它的不足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如严格的选民财产资格条件使2/3的成年男子没有选举权，因而，无论是从选举过程还是从选举结果来看，事实上，选民是拥有财产的选民，而立法会议是大有产者的立法会议。再有，该法案的实施范围仅局限于新南威尔士，其他地区尚未依此进行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然而，该法案无可争议地标志着自治运动已发展到较高水平，并进入以建立责任政府为目标的第二阶段新南威尔士处于运动的前导位置，其他地区则紧随其后。

1846年，H.G.格雷出任英国殖民大臣。他在莅任的时候就明确宣布：他赞成新南威尔士和澳洲其他殖民地实行自治。1849年和1850年格雷两次向英国议会提出澳大利亚政治改革法案。1850年的法案被通过，即《澳大利亚殖民地政府条例》。它是《1842年自治法案》的补充和扩大，适用于澳洲全境，这意味着澳洲各殖民地均可执行1842年法案它规定各殖民地的土地所有权、国防和外交仍由英国把持。1842年和1850年的两次宪政改革是澳大利亚人以立法的形式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削弱总督的权力，在摆脱英国控制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性进展；另一方面则通过殖民地立法权的扩大，使各殖民地的自治程度得到稳步提高，为民主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确保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环节的衔接。此时此刻，澳大利亚各殖民地责任政府的建立已是瓜熟蒂落，随之而来的“淘金热”则猛然加速了成立自治责任政府的进程。

随着羽毛的丰满，新南威尔士已不再满足于现有的代议制度，认为它形同虚设，深感不如取得完全自治。1851年，在温特沃斯的领导下按照《澳大利亚殖民地政府条例》组建的新南威尔士议会向英国殖民部递交了一份建议书，要求废除英王对殖民地议会所通过的法案的否决权，给予殖民地以赋税的支配权和公务人员的任免权。“这请愿书既有挑战的口气，又闪烁其词地提到美洲的起义”，意味着新南威尔士将成为一个脱离英国的独立国家。格雷予以严词拒绝。

地哗然，共同对英国施加压力。后来出任英国殖民部常务次长的雷·罗杰斯以当时流行的悲观论调预言：“令人遗憾的是，无论你怎样让步，只要不给予绝对的独立权，就难以使殖民地人民满意，因此很难预料怎样才能做到在保持良好的情况下最后分手，我想这是我们一致期望的。”

但是，“一种发展的自然规律很快就使英国政府不得不承认殖民地的自治”。1852年2月，J.帕金顿接替格雷出任英国殖民大臣。他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政策，12月，英国政府“允许各殖民地按照由威斯敏斯特立法通过的宪法来建立内部自治政府”，决定授予澳大利亚东部各殖民地仿效英国建立议会的权利。殖民地议会因此而拥有了立法权；拥有任免公务人员的权力，而不必与英国协商；它通过的法律若无损英国及英王利益，英国政府和英王就不干预或否决。1865年英国议会颁布的《殖民地法律有效性法》明确了英国议会与澳大利亚各殖民地议会之间在立法程序和立法有效性等方面的关系。就这样，责任政府在新南威尔士、范迪门、维多利亚和南澳大利亚分别建立。1853-1856年，上述四个殖民地的立法会议着手制定宪法，两院制的责任政府相继建成。为了纪念这一胜利，范迪门正式更名为塔斯马尼亚。昆士兰和西澳大利亚两殖民地随后也各自制定了基本上与新南威尔士宪法相同的宪法，组建了责任政府。澳洲社会性质与形态由英国的流放犯殖民地转型为英国的公民殖民地。

在这六个责任政府中，最高权力名义上仍归英国议会，但英国政府的实际权限仅在于殖民地政府和民众尚不关心和注重的国防和外交等事务上，而各地区事务的决定权基本上掌握在各责任政府手中，使之因此而拥有很大程度上的自治性。总督逐渐体面地放弃了权力，从主宰一切的独裁者成为一个单纯的英国王室的代表性象征，他已“无权做好事也无权阻止别人做好事”。这种在社会转型中形成的政治制度完全是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翻版。殖民地责任政府在组成结构和权限范围等方面都类似英国本土的郡级政府，对英国政府负责。换言之，在人们眼里，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等六个澳洲殖民地与英伦岛上的肯特和苏塞克斯等郡在英国的行政管理上并没有多少本质上的区别。英国殖民部代表英国政府监管着澳大利亚各责任政府，而作为“英国的海外延伸部分”的地方政府的各责任政府履行着与英伦的地方政府基本相同的职责：“环境、保护和个人”。可见，英国政治制度中地方自治原则在此得到移植和复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人是在着意复制一个英国社会但是，他们却无意识地，或不以意识为转移地造就了一个以自立为发展趋势的澳大利亚社会，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已见端倪。

自治运动对澳大利亚的影响是深远的。第一，它为民族国家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场运动的作用下，各地之间的交往与日俱增联合和统一成为发展趋势。对此，温特沃斯预言：澳大利亚进入了“一个一定会……促使我们从殖民地过渡到一个国家的时代”。第二，这是一场以争取自由和平等为内容的民主运动。责任政府的建立是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与澳大利亚的现实社会相结合的产物，对以后澳大利亚的变化与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导向性影响。第三，自治运动推动了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这渐进的运动进程也是切身利益趋于相近的人们相互交流、了解和融合的过程，民族感情和民族性格得以萌发，民族意识大有呼之欲出之势。

这场运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光阴，完成了澳大利亚社会形态从流放犯殖民地向公民殖民地的转型，“海外监狱”的历史由此终结。在此过程中，英国的社会意识和政治制度随英国的移民而被移植过来，并逐渐被本土化。这构成了澳大利亚社会发展中的一大特点。澳大利亚人自觉地保持着“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特征和风俗习惯”，“信奉英国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欧洲文化”，因此，他们自然会以此为依据，要求重获在英国所享有的自由与民主权利。平等意识成为澳大利亚社会意识的突出内容，自治运动实际上就是“澳大利亚的英国人”向英伦的英国人争取平等的斗争过程。1830年，温特沃斯在一份致英王的请愿书上写道：“应把英国宪法上的权利全部给予丧失了不列颠权利的英属殖民地。”

由于自治运动在主观动机上无意反对英国，而是要争取和恢复“生而自由”的民主权利，所以，澳大利亚人在思想意识上自然地遵循英国的理论，在行动上习惯性地全盘照搬了英国的制度，而不是去另行创造在这点上，他们与美利坚民族的意识和美国人的行为大相径庭。澳大利亚的自治运动不仅在进程上与英国的民主改革同步进行，而且在形式上也采取了英国的模式，即宪政改革。然而，每一种能够远渡重洋抵达澳大利亚的事物都已改装变样，英国的自由主义和民主制度在使英国的中产阶级逐步成为国家统治者的同时，也将移居澳洲的英国移民凝聚在一起，催生出一个新的民族——澳大利亚民族。所以说，自治运动是澳大利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具有标志意义的重要阶段——英国化转向具有民族化属性的澳大利亚化。

19世纪上半期，“澳大利亚英国人”对英国政府原本用于对付罪犯的现行管理制度愈加不能容忍，这种情绪以及要求改变现状的鼓动或许会导致与北美独立战争有相同或类似性质的暴动与分离。而英国“自由帝国政策”在澳大利亚的实施，成功地维系住了澳大利亚人的母国情结，在不知不觉中消除了“任何分离趋势”，“国王的谋士们总能够使气冲霄汉的不满改变成为冷静的运动”。澳洲的殖民地依然保持着对英国的依附，虽然，也有人意识到“迟早澳大利亚会走上自己的道路”

但“实际上，殖民地的人们并不寻求独立”。当时的维多利亚激进人物G.希金博特拉姆曾写道：“现在的这代成年人仍自然地与母国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澳大利亚人眼里，责任政府是英王“赐予”的礼物。澳大利亚的资深历史学家H·赫尔曾写道：“在1848年至1856年间，（英国）同意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责任自治政府。”而加拿大的权威学者R.M达伍森以相同的口吻写道：“（英国）对责任政府的认可……给予了英属殖民地以管理他们内部事务的权利。”在英国法定的管理体制上，此举使殖民地的责任政府与英国的政府部门平起平坐了。种族感情的纽带依然牢固而稳定地维系着英国与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澳大利亚对英国的依附。

对于这种依附，感情纽带是重要的，当年正是这种感情纽带的断裂致使北美十三州走向了独立，但是，更重要的是这种依附是建立在立法制度基础上的。塔斯马尼亚司法部长A.克拉克说道：“作为依附，我们与英国的关系不是基于对英王的承认，或是基于对枢密院的尊崇，伟大而威严的事实……是我们的立法体制是从属于英国议会的。”对于这种依附关系，英国是满意的，“自由帝国政策”被验证是行之有效的，“女王陛下对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统治的改良方案”实现了格雷的预想：“在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建立一种以……很好井井有条的自由的原则为基础的政府体制”；澳大利亚人是满足的，母国认可了他们作为一个英国人而应与生俱来的，但又一度被母国忽略的权利。

由于澳洲与英国之间存在着如此密切而正规的联系，以致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不正规的殖民地”。1867-1868年，爱丁堡公爵阿尔弗莱特王子出访澳洲，这是澳大利亚接待的第一次“王室巡游”。尽管在许多场合，澳大利亚人对英国殖民部显露出不恭敬的态度，但他们对他则抱以极大的热情，强烈的效忠情感尽显其中，特别是当阿尔弗莱特王子因遭遇一位爱尔兰移民的暗杀而负伤时，这种情感达到了“疯狂般的”程度。各种庆典仪式活动不仅体现出了澳洲的财富与力量，而且显示出澳大利亚人就是英国人，澳大利亚社会与英国社会一模一样。

在19世纪中期，在英国和澳大利亚，有不少政治家和学者预言澳大利亚将会逐步成为独立国家。1851年7月，已年迈的温特沃斯说道，“淘金热”将开辟一个预料不到的新时代，“一个一定会在短短的数年之内促使我们从殖民地过渡到一个国家的时代”。然而，澳大利亚不是美国美国人运用战争手段来维护自身的权益，进而建立起不同于母国的社会制度，彻底地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完成了创建民族国家的使命；而澳大利亚人则采用温和的手法来争取自治，通过移植英国的各种社会制度，再造了一个英国式的社会。尽管英国“赐予”澳大利亚人的责任政府是一个权力有限的地方政府，但是，澳大利亚人已经满足了，他们关心的是“权利”（right），而不是“权力”（power）。自治运动并没有损害澳洲各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的关系，而彼此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了，澳大利亚人一方面兴高采烈地享受着自治权利，另一方面又心安理得地继续依附着母国。

（二）公民殖民地时代：依附与不满

维多利亚时代（1831-1901年）是英帝国的黄金时代，也基本上是澳大利亚的公民殖民地形成与发展的时期。此时澳大利亚人对待英国的心态处于在依附中不满与在不满中依附的状态。不同于18世纪后期的英国与北美十三州殖民地之间的关系，自1788年以来，英国同澳大利亚各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始终是风平浪静，协调和睦，英国因澳大利亚而获利，澳大利亚因英国而发展。所以，澳大利亚的依附源于这里的人们理所当然地将英国作为自己依赖的靠山，进而理直气壮地强调澳大利亚是英伦本土的“海外部分”，顺理成章地要求英国政府对澳大利亚尽责尽职；而他们的不满则发端于认为自己仍未充分获得作为英国人所应享有的权利，英国政府未能像对待英伦本土那样对待澳大利亚，以及澳大利亚各责任政府的权力仍受到来自英国的不应有的限制。即使是在190年联邦成立时，依旧浓厚的母国情结使许多澳大利亚人仍然以为自己是身处海外的英国人，没有多少人明确地意识到澳大利亚民族已经脱胎于作为母体的英吉利民族，澳大利亚联邦已是一个拥有独立与主权的民族国家。

而在这一时期，英国则尽可能地顺应澳洲的需要，不断满足澳大利亚人的权利与权力要求；接着，澳大利亚人便继续心安理得地“享受”依附，于是，澳洲少了一份抱怨，英帝国多了一份稳定。这样的循环一方面使得澳大利亚人可以在其对英国的依附心理基本上不受伤害的情况下实现预期的政治主张，以致澳大利亚人是通过宪政改革的方式来处理与英国的事务的，而无需在“不自由，毋宁死”的气氛中与母国对抗；另一方面使澳大利亚在不知不觉中由殖民地演变成为民族国家，“澳大利亚英国人”变成了澳大利亚人。如果说北美人是在独立战争结束后才意识到自己已经独立了的话，那么，澳大利亚人只知道其自治权力在不断扩大却尚未意识到自己所为之奋斗的自治权力实际上就是独立主权，甚至对“独立”一词有着本能的抗拒，视其为“大逆不道”。

在英帝国里，“种族”是英国维系同移民殖民地的重要纽带之一。公民殖民地时代的澳大利亚人依然以自己的英吉利民族血统而自豪，但在自豪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自己与英吉利民族的关系因而在澳洲社会出现了关于种族问题的讨论。人们关注的问题首先是“他们是否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种分裂出的种族，是否是英吉利种族的一个部分？”其次是澳大利亚人是否是“带着罪犯烙印的种族”？再次是为什么澳大利亚民族不再与英吉利民族相同？此时，人们对“民族”问题的注意力显得逊色于种族问题。虽然，这场讨论的初衷是为了论证澳大利亚与英国之间一脉相传的关系，但是，从论证的内容上看，这已经多少反映出澳洲人对与英吉利民族的认同趋于动摇，而对澳大利亚民族的认同尚在形成中。

在这场自发的社会讨论中，土生白人显得尤其活跃。一般百姓强调澳洲人比英国人高大、健壮，更充满理智，热爱运动；而政治家和学者们则从不同的角度，将口号“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人的澳大利亚”演绎得愈加富有民族色彩，使它的社会共鸣效应不断增强。英国人对于澳大利亚人的傲慢和偏见经常激起澳洲人的反感，甚至是愤怒，尤其是涉及“罪犯的儿子们”等言辞与言论。总之，时至19世纪后半期，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现在和未来的澳大利亚已不再是移植来的英国。这场讨论一方面使澳大利亚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与日俱增，认为澳大利亚人是“继往开来的澳大利亚人”；另一方面也使他们越发要求自己管理自己土生土长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银行家G.莫戴尔的观点是种族的发展势必导致建立由土生澳大利亚人领导的政府。然而，澳大利亚人所要求的不是像北美人那样争取民族国家主权的独立，而是更多“与生俱来的权利”，以便更好地自治。

相比较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获得独立与主权的经历，澳大利亚人争取自身权利的活动实在是太顺利，太温和了，无需“抛头颅，洒热血”便可以心想事成。换言之，澳大利亚的独立与主权不是民族英雄们在具有纪念意义的暴动、战争或革命中卓绝拼搏的结果，而是澳洲各地的政治家和学者们按照澳洲的社会意愿，通过一系列不懈的宪政改革活动而取得的，甚至可以说是英国政府顺应了澳洲的发展趋势而给予澳洲人的但应予指出的是，在他们的主观上，所争取的权利与权力是在社会自治范畴内的，然而，在不知不觉的渐变中，客观现实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大大超出了这个范畴。在这渐进过程中，澳大利亚民族形成了，拥有主权的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出现了。在和平的气氛与温和的变革中，一方面是澳大利亚社会不断发展，民族意识逐渐丰满，社会形态因此而转型；而另一方面则是未受损伤的习惯思维、完好如初的母国情结以及正在澳洲化的社会意识与制度，本土化在潜移默化中尽显扬弃功能。自治权利在不断积累、叠加及相互作用中发生质变，成为了独立主权，但是几乎是全体“身在此山中的”澳洲人并未真实地感觉到自己的行为正在使19世纪的澳大利亚社会发生了本质性的变迁，其中的许多人还言之凿凿地否定出现了这样的质变。

代议制的确立使澳洲各殖民地拥有了按照英国的“威斯敏斯特体制”建立起来的立法和行政机构，组建了代表各自利益的责任政府，进而形成具有权威性的政治集体。作为不同于以前“海外监狱”的管理机构它们得到了来自英国政府和澳洲社会的认可与尊重。英国认为这是“一种以……很好的井井有条的自由的原则为基础的政府体制”；而澳大利亚人则因能够与英伦的英国人享受同等权利而满足，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越发以为自己是“鹏程远大的澳大利亚人”。

虽然责任政府的职能与权限等同于英国的地方政府，但是，随着澳洲的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在实际运作中，它们行使和发挥着国家政府的作用与功效。可是，它们的权限毕竟是有限的，受制于英国政府，因此，职能与权限同作用与功效之间不可避免产生不相适应，“针对‘责任政府’体制的受限制的属性和体制上的资格问题，逐渐受到关注”。于是，无论是责任政府还是平民百姓依然继续理所当然地臣服于英国，“现在这一代成年人依然亲近母国，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动摇对母国的爱戴与崇敬”，但是，澳洲各责任政府就权限问题向英国提出一个又一个超越出地方政府权限的权利与权力要求，于是，在19世纪后半期的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社会里，出现了如此循环——不断以英国给予或让予的权利与权力去争取更多和更大的权利与权力。换言之，追求自治与享受依附围绕着来自母国的权利与权力而交织在一起，新生的澳大利亚民族由此逐渐脱胎于英吉利民族，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的成立标志着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诞生。

在这般循环中，责任政府与总督的权限与地位仍是澳洲人与母国争论与矛盾的一大焦点，也是澳洲社会争取自治的内容之一。尽管总督们的权限已经被大大地削弱了，但他们在澳洲社会里仍扮演重要的指导性政治角色。在法律条文中，他们是英国“帝国政策”的执行者，英国政府给予了他们在紧急情况下独断独行的大权，可置澳洲人的意见于不顾然而，英国政府可以随意处置澳洲内政事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此，这种形成于19世纪中期的体制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澳洲人的不满，进而是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激烈的抨击。大多数效忠于英王的澳大利亚人并不认可总督能够作为英王的代表来统治自己，认为自己应该向生活在英国本土的英国人一样，直接臣服于英王。责任政府也愈加认为自己是直接受命于英王政府的，而总督的存在则阻碍了他们与英王政府的直接联系，只能通过总督来间接地与英国殖民大臣交往，因而，觉得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总督而下降。

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愈加不满于澳洲的总督听命于英国殖民部而不是对负责澳洲。希金博特拉姆从法学理论的角度指出：在这种制度中，总督与责任政府是不相容的。他认为，总督在内政方面行使职权时不应当以英国殖民大臣的训令为依据，而是应当完全以地方政府的意见为归趋。人们普遍认为总督仅需作为英王的代表而向澳洲的责任政府负责，而无需向英国殖民部负责，因为向英国殖民部负责无疑是给予了并不了解和关心澳洲事务的英国殖民部官员们干预澳洲内部事务的条件和机遇，这是不恰当的。

与自治运动期间的情形一样，此时澳洲社会对总督权力的质疑和责任政府与总督的权力冲突反映出的是澳洲人自主意识的增强，而不是对母国忠诚的减弱。而英国政府对此的处置也没有激化矛盾，而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满足澳洲人的要求。1872年，根据澳洲的要求英国对总督的赦免特权进行了修改，进而在1892年干脆将赦免罪犯的特权移交给责任政府。1877年，在维多利亚议会上下两院之间因党派之争再度形成僵局。对此，英国殖民部训令总督J.博温爵士按照责任政府内阁成员的意见处置争端，以免使充当仲裁的“女王的代表……被议会中的一派利用为压制另一派的工具”。在这一次次彼此之间没有联系的权力之争中，总督的权力不断被削弱，逐渐体面地放弃了权力，从主宰一切的独裁者成为一个单纯的英国王室的象征，愈加显得为统而不治。

澳洲殖民地责任政府的权力扩大致使其在作用与职能上越发成为主权国家政府，而愈加相悖于帝国疆域内的行政组织机构的性质。在这一渐变的演进过程中，没有变化的是澳大利亚人的母国情结和对英王的忠诚以及对英国的依赖。出现这般情况的原因在于英国政府基本上满足澳大利亚人对自主权力的要求。而在100年前，北美人是通过战争手段才从母国手中夺得现在的澳大利亚人所顺利享有的权利与权力的。

英国的政治制度体系逐步移植到澳洲，使来自英国的移民们找到了重获“与生俱来的权利”的感觉。然而，这种移植的过程并非是简单地复制和照搬程序，而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本土化进程。当澳洲人心满意足地达到了“应该把英国宪法上的权利全部给予丧失了不列颠权利的英属殖民地”的政治目的后，他们自然心安理得地保持着“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特征和风俗习惯”，继续“信奉英国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欧洲文化”但是，每一样能够远涉重洋抵达澳大利亚的事物都已经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改装变样。很快，澳大利亚人就感觉到他们所拥有议会缺乏针对澳洲的代表性，在权限上与澳洲的实际情况不适应，存在着对他们自由的实质性限制。

澳大利亚各殖民地所拥有的是一个权力有限的责任政府，它们的议会在地位上从属于英国议会，甚至它们的合法性与权威性都由英国议会来确定。虽然英国议会在制定与澳洲有关的法律前也会寻求殖民地议会的赞同，但是，英国议会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修改殖民地议会的职权和职能。

英国对澳大利亚各殖民地责任政府在立法方面的控制自然影响到这些政府司法方面的权力受到制约与限制。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英国习以为常地保留着这些与英国枢密院有关的制约与限制，认为这是保护英国在澳洲殖民地利益，特别是维护英国投资者利益的良策之一。然而澳大利亚人也大都没有考虑要突破这些制约与限制，他们往往更加信任英国的司法判决，将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当做是“更具有权威性”是一种“挫败对手自信心以取胜的策略”。而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人对此的不满是对这套上诉程序多有非议。其一，远在伦敦的枢密院对待澳洲的事务漫不经心，一个判决能够拖延几年；其二，针对相同的案件，澳大利亚人只能上诉到英国枢密院，而英国人可以上诉至比枢密院更高级的英国上院。所以，从中可见一斑的是，澳大利亚人对英国的不满不是同分离或决裂相关，而是同依附相连，是因抱怨英国的政策与行为有损这种依附而产生的不满。

虽然，对英国的不满愈加充斥澳洲各殖民地，但是，不满的言行表现为旨在为争取更多的权利而对英国当局越来越不顺从，但却完全不同于当时印度社会上的那种以分离为目标的反英情绪。维多利亚政要A.迪金的所作所为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不仅敢于公开严词抨击英国枢密院的决定，而且敢于将其言论变成为与英国当局对抗的行动。从187年起，在他的努力下，维多利亚皇家联邦委员会在维多利亚的社会事务中的职能和作用逐步取代了英国的枢密院。在1881年的澳洲洲际殖民地会议上，此举得到赞许并被其他殖民地的责任政府所效仿和推广。然而，这种替代是有限度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澳大利亚人依然将事关重大的立法终审决定权置于伦敦。

澳大利亚人的不满主要集中在澳洲的内政事务上，在得寸进尺的过程中向英国要求和索取权利和权力。这种行为与做法在有意识地使责任政府的自主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也无意识地使澳洲社会在争取自治中一步步接近独立，所以，就澳洲内部而论，依附性在不知不觉中呈逐渐弱化趋势。

由于争取自治的前提是认为澳大利亚是英国的海外延伸部分，因此享受母国的扶持与庇护自然也就是澳洲社会理所当然应拥有的权利，所以，习以为常地享受这样的权利就显示为澳洲社会对母国的依附。直到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前，这种依附现象存在于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方方面面，澳大利亚人心安理得地接受着来自母国的特惠与保护：

——在社会政治方面，各殖民地的责任政府彼此之间缺乏联系与沟通，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它们在不同程度上还有赖于英国的扶植、指点、保护，甚至是包办。

——在金融与贸易方面，英国的金融影响在英属海外殖民地的经济发展中产生着不同程度的作用，其中以其在澳大利亚的作用最具有显著效果。1851年，英国拥有澳大利亚银行资产的2/3.17家最为成功的澳大利亚银行均在伦敦开办业务，以直接获得资金、技术等。1854年，澳洲向英国的出口额为430万英镑，而进口额为1300万英镑。这巨大的贸易逆差与当时澳大利亚作为英属殖民地的依附地位是吻合的。此外各殖民地之间不仅经济生产水平和经济发展速度不一，悬殊较大，而且相互往来与联系不多，也就是说，澳大利亚内部市场尚未形成。

——在防务问题上，英国包办了澳洲各殖民地的海陆防御。尽管早在1863年，英国就以奖励手段，要求各殖民地责任政府自行组建军队但直到1870年，澳洲的地面和海上防御仍均由英国军队负责。澳大利亚人对此习以为常，既然英伦的防务是由英军承担的，那么，澳大利亚——“放错位置的英国国土”——的防务理所当然也应由英军承担直到1880年代初，从责任政府到平民百姓，都没有什么防务意识，政府组织的地方部队素质极差，只能用于围猎土著人，无意也无法执行防御外敌入侵的任务。

——在对外关系上，依附现象是最为明显的，即一味依附于英国，全然没有自主的意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澳大利亚人的普遍看法是”：“一旦发生外交问题，我们总是甘愿让英国外交官来处理。一般说来，他们处理得比我们好。”按照英国所规定的权限，责任政府的外交权归属英国。对此，澳大利亚的各殖民地责任政府和各地民众没有什么疑义，“在与外国列强就防务或重要的政治问题交涉中，英国和殖民地的政治家……从未想到殖民地政府能够独立地同他们进行谈判”。因此“这些（澳洲）殖民地从来都不……具有国际性”。他们关心的仅是对外贸易问题，即英国如何处置澳洲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商贸关系，而澳大利亚人的最大愿望也仅仅是希望在与列强举行事关他们的事务和他们的利益的贸易谈判时，英国谈判代表团中最好能有澳大利亚自己的代表成员。

……

澳洲在思想上和行为上对英国的依附与澳洲各殖民地的形成与建立的经历是相关的。澳洲殖民地同北美独立战争前的英属北美殖民地不同的是：（1）从历史沿革而论，不同于北美十三州的发展是依靠自力更生，澳洲殖民地与英国在政治上是隶属关系，澳洲经济发展的起步完全仰仗于英国用于建设“流放犯殖民地”的财政拨款，再加上英国就处理与殖民地矛盾而进行的政策调整，所以，澳洲与母国的关系没有因不满而决裂；（2）从地理分布而言，不同于北美十三州依次相连，澳洲的殖民地不仅人口分布稀疏，而且相距遥远，直到19世纪结束，各地的澳大利亚人虽然已经在同一个大陆上生活100多年，但彼此之间的往来却大大逊色于各自同英国的交往，甚至连殖民地之间的通讯联系也大多需要通过英国中转。这些因素使得澳洲人对母国的依附得以长期存留。

澳洲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这般关系此时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建立在“母国情结”的基础上的，然而，这与澳洲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则显得愈加不相适应。“母国情结”使澳大利亚人依然以为自己是英国人，理所当然地将英国君主认作自己的统治者，视远在北大西洋的英国政府为自己的中央政府，使得澳大利亚人在感情和思想上依附英国。可是，英国的政治制度与统治机构仅适合英国本土，难以与澳大利亚社会相吻合。在英帝国里，英国议会又被称作“帝国议会”，它的立法适用于帝国全境。依照这样的体制，这个议会的议员是按照英国的选举制度选举产生的，因此，“帝国议会”中自然没有一位来自殖民地的代表，其代表性实际上仅局限于英国本土，而不能代表殖民地。殖民地的不满正是由此而生成的，争取自治权便成为宣泄不满的表现。一个世纪前，英国人固执地维护这种状况，导致北美人揭竿而起，由要求自治演变为争取独立。而现在，虽然这样的体制没有改变，但英国人吸取了在北美的经验和教训而改变了相关政策与措施，以维护现状为宗旨，以致澳大利亚人的不满一次次被抚平，要求一次次被满足，因而，出现了一方面澳大利亚人的自治程度逐步加强，在自然的演进中走上了通向独立的民族国家之路，而另一方面澳大利亚人在主观意识上依旧以为自己是英国人。

当然，英国的政策调整在很大程度上较为完整地保存了澳大利亚人的“母国情结”，这不仅使澳大利亚人没有因此不满而抛弃对英国的依附，而且还加深了深刻而含蓄地蕴藏在澳大利亚人情感中的那种以英吉利民族为自豪的“种族优越意识”。澳大利亚学者W.汉考克和N.梅尼分别将其称之为“种族的骄傲”和“英吉利种族的爱国主义”。尽管澳大利亚民族正在形成，澳大利亚人的言行正在使澳洲走向民族国家，但是，在这种“种族优越意识”的作用下，在澳大利亚人头脑里，这些不满与依附被当做英国或英吉利民族的内部问题，而不是两个民族或两个国家之间的事务。

存在于澳洲的这种“种族优越意识”起源于早期来到澳洲的英国移民。不同于早年因躲避宗教迫害或不满贵族统治而移民北美和南非的英国人，前往澳洲的绝大部分英国移民的成分不是流放犯，就是生活在英国社会金字塔下层的民众。与以追求自由为迁徙动机的前者不同，这些移民谋求的是改善生活，期望日后能够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在澳洲他们并没有致力于创造“新世界”，而是移植和复制故乡的一切。在他们眼里，澳洲并非是殖民地，而是英国本土的海外延伸，是“一块放错位置的英国国土”。就这样，在主观上不加任何改动的情况下，移民们将英国的主流文化和社会制度自然地带到了澳洲。由于来自英国各地的移民在澳洲相对集中，因而，澳洲社会成为了英国社会的翻版与微缩，“（澳洲）殖民地生活的主要特点是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和威尔士人比在英国更为彻底地结合了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与英国）不同的社会当然，这种不同是微乎其微的”。

澳大利亚人对英国的“母国情结”不仅是思想感情的产物，而且与他们的实际利益是密切联系着的。首先，对英国经济上的依赖是维系澳大利亚对英依附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经历过“羊毛业大潮”和兴盛于“淘金热”后，“尤其明显的是，澳大利亚的经济繁荣依赖与国际经济，特别是依赖与英国的联系。……在整个19世纪后半期，约有2/3的（澳洲）殖民地出口产品的去向是英国，而2/3进口产品来自于英国”。其次，澳大利亚是英国的海外重要投资场所之一。1870年代后期，英国在澳洲的投资数量占其海外投资总量的一半，80年代是1/4.这一切使得在决定澳洲经济发展的资金、市场、劳力、技术等重大问题上，澳洲尚需依靠母国，澳洲人也没有考虑要改变这般状况。澳洲殖民地与英国的依附性经济联系构成了澳洲人“母国情结”的经济基础。

再有，19世纪后半期，欧美列强对南太平洋逐渐表现出贪欲，这使得澳大利亚人愈加感到不安。澳大利亚人认为，“英国的强大不会对他们构成打击，反而能够保护他们”。作为英帝国成员的身份更能够使澳大利亚人的安全得到保障，利益得到保护，尽管英国并不干预这些殖民地与其他欧美国家的交往，甚至在殖民地与其他国家发生矛盾时也不出面支持它的澳洲臣民。正是这些在情感和利益上的诸多因素，造成澳大利亚的“母国情结”始终保持着效忠英王和依附母国的特点。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对“独立”持淡漠的态度，希望自己的殖民地能够继续留在英帝国内，对保留依附于英国的状况感到心安理得。

而就英国来说，其态度与做法既易于造成澳大利亚人的不满，也利于他们对不满的宣泄。其一，进入19世纪后半期后，英国人对于澳大利亚人的“母国情结”不再予以多少关注，在他们的意识里，澳洲被视作一处迟早将走上独立发展的殖民地或自治领。因此，英国政府在澳洲事务和问题上，执行的自然是其帝国政策，有别于在英伦本土执行的国策而这点正是澳大利亚人所不满之处，以为自己的权利与利益受到了损伤。其二，英国对澳洲的殖民管理与统治是放任的和自由的，这给予了澳大利亚人一种宽松的自我活动空间，“（澳洲的）殖民地从来没有因固执的英国而被迫做出什么选择”。当帝国的利益或英国的政策与澳洲相悖时，英国基本上对澳洲没有强制，所以，澳英之间的分歧或矛盾从来没有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对抗地步。

（三）联邦运动：走向民族国家

19世纪中期是澳大利亚社会经济发达时期，“牧羊业大潮”和“淘金热”的兴起与迭加不仅使澳洲富甲一方，而且铸就了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特点与标志，以原料的开发与加工为特性，按照英国经济模式运作的澳大利亚经济稳步走上了工业化道路。拥有“英国人的权利”的“澳大利亚英国人”一边心满意足地享受着财富，“过着类似地中海人的生活”，另一边又心安理得地接受着母国的特惠与保护。然而，在这平静与惬意的表面之下，澳大利亚民族意识逐渐萌发，显示出尚在孕育中的澳大利亚民族正趋于脱胎于英吉利民族母体。此时人们喜欢称自己为“澳大利亚英国人”的原因是这既表现为出自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优越意识，又体现出来自澳大利亚发展成就的自豪情怀。有澳洲学者论证：“土生的殖民者优于移民的殖民者……，移民又比他留在身后的弱兄弱弟强”；澳大利亚是“堕落前的伊甸园”，因此，只要避免受到来自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坏影响”，“它就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依照澳洲的现状，认为自己正在“缔造着澳大利亚的民主”，正在建设比母国更自由与平等更繁荣与富裕的“独立生产者国家”，等等。因此，他们愿一如既往地效忠英王，却不愿放弃具有自治与自主涵义的地方主权。

因此，正是在依附与不满中，澳大利亚人越发认为澳洲社会应与英国社会平起平坐，并进而由此导致澳英在对英帝国概念理解上的差异英国强调这是拥有“最高权利与主宰地位”的宗主国与一群殖民地及附属国的联合体。而澳大利亚人却认为这本是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和睦与互助“大家庭”。依此理念，人们理想中的澳大利亚民族国家不是屈就于母国的“澳洲小伙计”，而是名为自治但实为独立的国家，因此它与英国拥有平等的地位与同等的权利。

这种意识从一个侧面体现着澳大利亚民族成熟程度，对未来的民族国家的向往与追求自然而本能地反映在人们的言行之中。“民族”、“国家”、“独立”、“自治”等辞藻频繁出现于刊物之上，流行于人们的言论之中。诸如温特沃斯、兰格等社会名流与政要对未来国家成立期限和模式频频预言，社会反响热烈。尽管人们的民族概念或许尚且模糊，但普遍认为联邦制的澳大利亚国家已近在咫尺。从19世纪60年代起，澳洲各地实行了男子普选权和秘密投票制，这使人们的国家意识大大提高“（澳洲）是世界上最早证明在当时被攻击为标志着‘自私、无知、民主’的胜利的制度下，社会依然能够生存的几个国家之一”。

尽管他们发自内心地赞美“英国的血统、坚毅和力量”，对英王充满敬仰，对英国饱含崇敬，但他们坚信自己是鹏程万里的“澳大利亚英国人”。悉尼的《公报》曾有这般说法，在“澳大利亚英国人”身上有着“这个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如此骄傲、如此顽强、自信和坚定”。也正因如此，他们越发不能忍受英国社会对澳洲的歧视与轻蔑，特别是对先辈的罪犯身世的愤愤不平。在绘画和文学作品中，澳大利亚人的形象往往强壮有力，而英国同胞的模样则纤细衰弱。在澳英之间的民族情感上，离心现象逐渐显现。因此，导致联邦运动的直接动因是澳洲社会和英国在观念和利益上的矛盾与冲突，这些矛盾与冲突的发生引起澳洲人对母国的日益不满，而不满的增多与积压一方面使澳洲内部因共同利益的产生与增强而走向合作，进而发展为联合；另一方面使得澳洲的自治日趋演进为名副其实的独立，澳洲由英国的海外部分逐步成为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

19世纪70以来，民族国家意识伴随澳大利亚民族的成熟发展而日趋明确地显露，社会注意力已“从帝国转向民族”，社会变化明显，趋同的经济利益使人们的共识从“在财政上有联合的必要”逐渐演进到“撤除殖民地之间的界限对社会是有利的”。人们对未来澳大利亚社会的自信程度有增无减，这是一个充满光荣、自由、友爱与美好的乌托邦式社会。虽然“澳洲自我认同感”是朦胧的，但却愈加明显地表现为澳洲内部的向心趋势与澳洲对英国的离心倾向，即在思想上更加关注“澳洲的联合”而不是英国倡导的“帝国的联合”；在行为上对“澳洲的”活动报以活跃与激情，而对“帝国”的或“英国”的活动则多为勉强与应付。在这种向心趋势与离心倾向中，联邦运动应运而生。它与自治运动构成了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两个阶段，前者志在争取“故乡的权利”，而后者旨在维护“澳洲的权利”。

此时澳大利亚民族尚在英吉利民族母体内，丰厚的经济利益与厚重的民族情感，特别是英吉利民族敬重英王的传统心理，使人们构想的澳大利亚联邦是一个具有自治属性的国家体制，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力。这样的自治与自主就是澳大利亚人所追求的是“在英王名义下的独立”，希金博特拉姆对它的解析是具有权威性的，并为澳大利亚建国问题定下了基调：“尽管在国内事务管理上殖民区立法议会要拥有完全独立的权利但是，殖民地与英帝国的联系应予保留。”

利益差异与分歧在这一时期澳英关系中一些具体的现实问题上接二连三地显露了出来。澳大利亚人愈加认为英帝国应该是一些平等国家的结合体，是“平等、和谐及互助的大家庭”，即“民主国家的联盟”；而英国则依旧确认英帝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与其附属国的组合体，双方地位有高下之分，“一方为宗主国而另一方为封臣。为什么我们应当让出我们的最高霸权地位……没有下属的殖民地，何来帝国？”如此差异决定了澳大利亚建立民族国家并逐步走向独立是不可避免的，澳英之间的离心倾向逐渐显露。一位澳洲政界要员1883年4月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澳洲社会上的激进观点：“在一个国家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帝国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不与英帝国保持联系的联邦制澳大利亚。”联邦运动由此在自然与自发中生成，一系列矛盾、冲突与事件构成了这场运动的内容。它们外表看似没有联系，但却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中相互作用着，促进着，合力促进着澳洲走向合作，走向联合，乃至澳洲统一与独立，澳大利亚民族国家最终生成。

在19世纪后50年中，如果说此起彼伏的排华运动开启了澳洲从合作到联合，以及澳英渐行渐远的演变过程的话，那么，澳洲防务问题则使其演变深化，速度加快。自1788年起，澳大利亚就处于英国军队的护卫下，澳大利亚人一向为此而感到安全和自豪。英国军队对澳洲防务的承担不仅有效地维护了澳洲的安全，使澳大利亚人长期生活在安宁之中，不受外患威胁，而且也有力地维系住了澳大利亚人的母国情结，使他们自然将此视为一种英国臣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在他们的心目中，既然英军保卫英伦本土是理所当然的职责，那么，英军对澳大利亚的护卫也自然是天经地义的。

然而，在19世纪60年代，英国提出了“殖民地自我防卫政策”，即（1）英国军队将逐步从殖民地撤出，集中保卫帝国的心脏地带；（2）殖民地应负责各自的地方防卫开支，等等。英国官员解释道：“殖民地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自治政府，他们应该承担国内的安全和维护国内秩序的责任，他们还应该帮助自己的外部防卫。”对此，澳大利亚人大为不满他们称英国的“殖民地自我防卫政策”是“冷淡政策”，说它应是“永远被诅咒的对象，因为它使澳大利亚各殖民区面临着失去依恃的危险”澳大利亚又一次感到了英国人的权利并非等同于澳大利亚人的权利。

1870年以后，尽管澳洲的海上防务仍由英国承担，但英国人已将澳洲的陆基防御留给了几乎空手赤拳的澳洲人自行解决，澳大利亚人逐渐感觉到外来威胁。他们因此而深感必须重新获得并着力加强英国在澳洲防务上提供的支持和保护，急切地向英国呼吁：“我们希望从现在起殖民地政策能被作为帝国的政策，殖民地利益能被视为帝国的利益。”可是，英国的态度则反之，声称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应尽自己之所能。

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自18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各责任政府愈加重视武装力量的建设。1883年，维多利亚责任政府设立了国防部，投资50多万英镑，用于实施以筹建陆军和海军为主要内容的“五年防御计划”。随后，其他各殖民地也如法炮制。一些地区的地方当局和居民还自发地致力于本地区的防务，如在格勒尼哥，人们修建了一条通往阿德莱德的铁路，从英国购买了两门大炮，并架设在海岸边。

在1880年代，澳大利亚各地军队建设的发展体现为军人的数量增加、军事人员的职业化与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英式武器装备的配备这些武装力量的战斗力较前有大幅度增长。1885年，新南威尔士派出一支部队前往苏丹，与英国军队协同作战。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军队的职能逐渐产生变化，即在警察角色退化的同时，其国防职能不断增强，逐步接替了英军，担负起了保卫澳洲安全的责任。1881年5月，一位英国商人在新几内亚海岸外遇害，对此，英国殖民大臣A.帕尔玛写道：“我保证昆士兰政府的军舰‘珍珠号’将有效地惩治凶手。”而在以往，这类事件是由英国海军负责处置的。

由此，在防务问题上，为了自身的安全，各殖民地一方面在怨声载道中建设自己的海军，另一方面以讨价还价的方式来求助于英国海军，共同出资“租用海军”来保卫海防。这不仅推动了澳大利亚各殖民地联合而且增强了澳大利亚人的自立能力和要求削弱英国控制的信心。尤其是在“租用海军”问题上，澳大利亚各殖民地之间的趋同与澳英之间的分离最为明显地表现出来。

进入1880年代，在对于英国要求澳洲各地承担和增加驻防于澳洲海域的英国皇家海军军费的问题上，澳大利亚人和各殖民地责任政府的态度逐渐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先后由本能地抵触和反对转变为被动地同意和接受。而这种变化并非出自殖民地对母国的忠诚而做出的自愿之举，而是澳洲人因无力担负沿海防务而作出的无奈之举，这无疑给澳英关系投下了一个阴影。

在地理位置上，澳大利亚与英国一样，都属岛国，因此，在防务问题上，海军的力量尤显重要。然而，虽然各责任政府开始重视海军的建设1880年代初，悉尼的海军基地业已建成，但是，澳大利亚各地海军仍是相当弱小的。这些海军的舰只大多是小型的木制舰船，航行半径短，火力配备薄弱，如昆士兰海军中的王牌战舰“珍珠号”仅配有两门火炮。它们仅适用于进行沿海警戒性巡逻和为岛际之间的民用船只护航，根本无力承担旨在抗击外来入侵的海上防务。此外，各地海军尚处各自为政状态，如遇战争，势必出现孤军抗敌的局面。尽管在1879年时就有人建议由澳大利亚六个殖民地共同出资组建一支澳大利亚的海军联合舰队，负责澳洲的沿海防务，但是，地域的分散和政治的分立使澳洲的联合舰队难以成军。因此，澳洲的海防还是只能求助于英国海军，为此，各地的澳大利亚人也只得答应英国关于澳洲各地共同承担英国海军澳洲舰队的军费开支。

就财力而论，澳大利亚人富甲一方，支付这笔费用本是绰绰有余但是，对于澳大利亚人来说，这笔费用意味着英国政府对“澳大利亚英国人”与英伦的英国人并非一视同仁，无法无偿受到来自母国的保护因此，防务问题，特别的海军问题，是一个尤为“不受欢迎”的话题，它大大伤害了澳大利亚人对母国的感情。如果说，100多年前，北美十三州的居民因税收问题而提出“自治”，进而逐步与母国分道扬镳的话那么，此时的防务问题则促使澳大利亚人也开始步其北美“表兄弟”之后尘。

尽管澳大利亚人“仅关心的是（将澳洲防务）与英国的防务联系在一起”，希望撤离的英国军队能够重返澳洲，强化两地军事联系，但是，面对难以重获英国防务保护的现实，澳大利亚人不得不加紧考虑防务问题，于是，这成为澳洲各殖民地关注的共同问题，势单力薄的现实促使它们走向合作，乃至联合。换言之，澳大利亚人是在英国的压力下，怀着诧异、困惑、不满和无奈的情绪，不情愿地走向自立的，英国意在加强“帝国联邦”的初衷歪打正着地促进了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合作与联合。在1881年召开的澳洲各殖民地政府总理联席会议上，就澳洲各政府分摊英国皇家海军澳洲舰队费用的问题，澳英之间的分歧显现出来：澳洲利益与帝国利益的冲突——就这支舰队的用途问题，澳英各有不同认识和解释。澳方的一致观点是，这支“租借”来的舰队是用于保卫澳大利亚的港口和海岸的，不应被调往澳洲以外的区域和执行与澳洲防务无关的任务，以防范澳大利亚随英国而卷入英国与别国的纠纷；而英国则指出澳洲防务是帝国防务的组成部分之一，作为皇家海军一部分的澳大利亚舰队理所当然肩负有维护帝国任何一处防务的使命。

应予指出的是，此时的英国政府仅注意到澳大利亚人效忠英王和以英国为荣的民族心理，却忽视了这些澳大利亚人是以往“自由帝国政策”的既得利益者，以及在澳大利亚人中间正在形成势必导致独立的自治意识，他们已经不愿意“牺牲地方主权而去服从一个联合王国支配的、遥远的中央政府”。英国政府鼓励澳大利亚人采取自卫措施的举措本来旨在利用殖民地的军事力量作为英帝国海外防务的补充，但这般举措所产生的实际作用却是造成在分散于澳洲大陆的各地澳大利亚人之间形成了愈加明确的共同利益和自我认同意识。1887年，在第一次召开的英国殖民地会议（又称伦敦殖民地会议）上，就防务问题，澳洲的联合和自主趋势与澳英之间的分歧和冲突淋漓尽致地显现在彼此间的唇枪舌剑与讨价还价中。在会议上，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代表就英国海军部提出的海防方案与英国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尽管这些代表在要求与策略等方面并不尽然相同，比如，新南威尔士的态度相对温和，而维多利亚和昆士兰的态度则较为强硬，但是，他们的一致性却更为明显，明确地向英国表示：接受英国的方案的前提是不因此而卷入与澳洲无关的国际纠纷即澳大利亚不能成为“欧洲的兵营”。

经过讨价还价，就澳洲的海防问题，澳洲各殖民地代表与英国达成了协议，签订了《澳大利亚海军法案》，同意在10年内每年与新西兰联合提供12.6万英镑，作为完全用于澳洲海防的皇家海军澳大利亚舰队的费用。对于澳洲要求英国承担澳洲英王乔治海峡和托里斯海峡防务的提议，英国的态度最初是推辞，而最终是同意提供武器，但不承担进一步的责任，理由是这两处海峡与帝国防务没有重要关系。此外，英国还同意派遣英国军官前往澳洲，负责各殖民地军队的标准化训练和统一指挥事宜。

对于这次会议的结果，澳英社会的反应大相径庭。热衷于帝国联合与帝国统一的英国人认为这是一次失败的会议，因为英国的意图未能实现，而澳大利亚的社会舆论则认为澳洲的利益没有得到维护。在昆士兰，《澳大利亚海军法案》遭到殖民地议会的抨击。在不久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提出反对“租用海军”以及任何形式的“海军捐献”的国民党得到绝大多数的选票。直到1891年，昆士兰议会才通过该法案。澳大利亚代表在伦敦殖民地会议上的言行和澳大利亚人对《澳大利亚海军法案》的态度反映出澳大利亚人对英国的帝国政策及英帝国事务没有多少兴趣，越发显得冷淡，而其注意力愈加集中于澳洲。这种情绪和心理又体现出在澳大利亚人之间正在形成以自我认同为内容的民族意识。他们清楚，澳大利亚的防务安全只能依靠澳大利亚人的联合一致，因此，澳大利亚人逐步因彼此的需要而走到了一起，不断增进的共同利益与认同意识促进了澳洲合作领域的扩大，并促使澳洲合作向澳洲联合提升，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呼之欲出。所以说，澳洲的防务问题是澳大利亚联邦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相关的争论相伴澳大利亚人进入20世纪。

此外，诸多原本寻常的偶发事件往往也会引发轩然大波，而结果大都使澳英关系越来越具有国与国关系的色彩，澳洲内部的联系也因此而大大加强，“合作”、“联合”、“统一”、“自治”、“独立”等词汇越来越频繁地充斥于澳洲社会各阶层。1883年2月，昆士兰总理麦克尔瑞斯爵士建议英国兼并与昆士兰仅一水相隔的新几内亚。而在此前，谢斯特已经奉命乘坐轻型兵舰“珍珠号”进入了这一地区，他的使命是在这里升起英国国旗，制造此地已处于英国殖民部管辖的既成事实。4月4日，昆士兰责任政府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宣布兼并新几内亚的东部。昆士兰政府此举原本旨在图谋新几内亚的劳动力，以确保制糖业的发展。对此，昆士兰人以为是一件自然而平常的事情，澳洲其他地区的反应也很平静。可是，由于此地涉及德国利益与英德海外势力范围的划分，因此，英国利用澳洲人虐待有色人种的坏名声，声称“难道我们还要把新几内亚的土著民族交给这些尽干坏事的人们去任意摆布吗？”表示绝不同意昆士兰政府的行为。

这在澳大利亚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在昆士兰。麦克尔瑞斯扬言“我认为应该考虑澳洲各殖民地是作为英帝国的一部分为好，还是建立自己的联邦制政府为好。”他号召人们以加拿大为榜样，建立“一个不与英帝国保持联系的联邦制澳大利亚”。澳洲各地的政府和民众在对昆士兰示意出支持的同时，也对英国表示出不满。尽管冲突后来得到缓解，但从狭义上讲，它加重了澳大利亚社会对英国的不满情绪，促进了澳洲各殖民地之间的合作，加快了澳洲联合的进程；就广义而论，它显示出澳洲人之间的认同感在不断深化和扩大，以及澳洲与英国之间的分离正由量变向质变演化。这一事件又一次验证了这样一个现实：大多数澳洲人与英国人在血缘和文化等方面是一脉相传的，毫无疑问，如果澳洲如同肯特郡，与英伦接壤的话，那么，它们是不可能分离的，然而，孤悬南太平洋的地理位置使澳洲人拥有自主乃至主权不仅更为方便，而且更为必要。时至19世纪后半期，虽然“民族”和“国家”的概念在许多澳洲人脑海里还是很模糊的，但是，这种概念已经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澳洲社会，而英国因对这种变数的忽视而导致的行为则使澳洲人脑海中和模糊的概念趋于清晰，以致澳大利亚人争取权利的行为逐步由“自在”演变为“自为”，换言之，由本能的反应演进为有意识的活动。

在整个19世纪后半期，特别是进入80年代，澳大利亚各殖民区责任政府威望、职能和能力的提高为联邦运动奠定了政治和组织基础。1世纪50年代，澳各殖民区的责任政府相继成立，并以较快的速度在实质上取代了英国委派的总督，成为各地事实上的统治集体和管理机构。到80年代，英国除仍保留各殖民区的外交控制权外，其余如防务移民、关税、教育等方面权力几乎均由各责任政府执掌，或正在向其手中转移。1888年，澳洲发生大规模排华运动，有关殖民区的责任政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英国政府出面劝阻时，帕克斯公开扬言，他“既不顾女王陛下的军舰，也不顾女王陛下派驻的代表，更不顾英国殖民大臣的干预”。新南威尔士总督德比尔无奈地说：“我们……只好随他们的意旨办事。”

各殖民区责任政府以积极方式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起着组织和保障作用。其表现为：（1）1860-1890年期间的经济高速发展使资金需求量大增，而各责任政府在吸引和筹措资金中以政府的信誉起着坚挺的担保作用。为了缓解劳动力不足的局面，它们成为移民工程的组织者，“资助移民以增加劳动力的供应”。（2）责任政府出面主持和承担兴建铁路公路、桥梁、电讯、水利等大型公共工程。这些工程虽然意义巨大，但由于耗资巨大和收回成本缓慢等原因而使私人企业难以承接。政府出面承揽这些工程一方面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使就业率居高不下，澳大利亚基本上无失业之忧。（3）责任政府用立法手段颁布新的公司立法，通过建立工业仲裁制度来规范经济活动，帮助金融和产业部门克服困难。（4）在澳大利亚经济的工业化进程中，各产业之间以及劳资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曾一度达到剑拔弩张的程度，但在责任政府的斡旋下，对抗无不在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化干戈为玉帛。19世纪末，在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被作为“文明的包袱”而被移植到新南威尔士等地的过程中，责任政府是主要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在取代英国殖民部自如而有效地行使职权，有序而稳妥地管理社会事务的同时，各责任政府充当了联邦运动的领导角色。这种角色作用首先明显地表现在防务问题上。各责任政府先是再三呼吁英国提供保护但英国的回应则是要澳大利亚各殖民区应尽自己之所能。于是，加强防务成为全澳关注的共同问题，并促使各殖民区走向联合。因此，防务问题是导致联邦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和这场运动中的一个敏感而迫切的主题。在这一问题上，各责任政府理所当然地担负起了建设武装力量的职责。值得注意的是，在防务事宜和军备建设上，各责任政府不再是各自为政，而是主动合作，共同发展，这对全澳的政治联合产生了积极影响。国防问题不仅增强了澳大利亚人要求自主与自治的信念，而且巩固和提高了责任政府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威望。

联邦运动不是一场由少数社会精英策划和导演的变法活动，而是一场具有民众广泛参与性的社会变革。19世纪后半期澳洲人口数量的增长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为联邦运动提供了牢固的民众基础。随着以工业化为内容的民族经济的发展，在19世纪60-70年代，澳大利亚工人阶级逐渐形成。在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居住在城市其中75%为工薪阶层。加之社会政治民主化水平的提高，特别是议员薪俸制度的实行，使工人阶级的代表有可能进入议会。在墨尔本，“一名石匠白天为议会大厦砌墙，晚上则在议会大厅发表关于劳工事业的演讲”政治热情高涨的澳洲工人阶级构成了联邦运动的民众基础，为联邦运动注入了强大的力量，发挥出主力军的作用，以其在见解上的一致与行动上的协调而构成澳洲联合中的先导。正是工人阶级的参与使得澳洲联邦运动具有鲜明的大众色彩与民族气息。

澳大利亚工人运动的发展与联邦运动的演进是同步的，前者是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表现为以下两点：第一，在联邦运动的发展进程里全澳走向联合的趋势首先出现于工人运动之中。排华运动就是这些白人工人所为，使运动自下而上形成并蔓延全澳。不仅促进了澳洲的合作与联合，而且对日后“白澳政策”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澳工人阶级队伍中，英国移民众多，特别是熟练工人。他们把英国的行业习惯和工会原则带到了澳洲，英国工联主义对澳大利亚工人阶级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强烈影响，突出体现为工会组织发展迅速，并很快走向联合1879年，悉尼和墨尔本的工会召开了第一届澳洲各殖民地代表会议。这是澳大利亚工人运动走向联合与统一的第一步。在全澳范围内的交往中，工会等工人团体合并与联合成为工人运动的发展趋势。“在没有联合起来的时候，这些殖民区的无数工人团体，在资方的有组织的力量面前显得十分脆弱，正像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和正规军相对垒，但一经联合起来，工人阶级在人数和精神上的力量是强大无比的。”“澳大利亚的各工人组织对某些社会政治方面的意见实际上是一致的。”正是在这种联合的趋势中，1891年4月，在“新南威尔士劳工选举联盟”的基础上组建了新南威尔士工党，并在当年的大选中获得新南威尔士立法议会中的36个席位。其他地区也相继建立了工党。在同年召开的第七届各殖民区代表大会上，各地工党实行大联合，统一的澳大利亚工党成立。各地工人的联合先于各责任政府之间的合作，这反映出作为一个新生的民族，社会成员之间在利益和心理上的共同点在不断增多。

第二，由“英国化”转向“澳大利亚化”的澳大利亚工人阶级是联邦运动积极而忠实的参加者。19世纪后半期，工人与政府和资方的冲突与矛盾主要集中在工会的合法性、八小时工作制及劳动立法等问题上，而在建立独立和统一的民族国家问题上，工人阶级的要求与政府的观点是一致的，甚至更为激进。广大工人将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共识为：一旦自主的联邦国家成立，“肉价将降低……将会有一个出售马铃薯和苹果的市场”。一份名为《蜂鸟》的政治刊物刊登了一位工人领袖的文章：“我们通宵达旦地研讨……仔细研究每一个事关人类新生的新计划。”作为议会党团的工党以改良主义者的身份进入议会其宗旨是参与国家管理，使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理想成为社会全体成员共享的现实。在联邦运动涉及“建立何种国家”的问题上，工党与政府和其他社会阶层仅在一些枝节问题上有不同解释，而在总的发展方向和基本原则上则是一致的，彼此之间是同盟关系。由于工人阶级是一支庞大的队伍，所以，联邦运动更显得声势浩大和具有民族特性。

时至1880年代末，澳洲联合已慢大势所趋，民族国家呼之欲出1886年，来自6个殖民地的澳洲体育爱好者们以“澳大利亚”的名义组团，外出参加国际比赛。1888年1月25日，在《悉尼晨报》上，有社论写道：“‘国家’是一个含义宽泛的词汇，其中包含着尊严和骄傲，虽然它现在仍然是一种未来的象征而难以进行具体的表述，但是，如果说（我们）何时适合使用这个词汇？那就是现在。”1896年4月6-15日，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在雅典举行，来自六个殖民地的人员联合组成了“澳大利亚队”，参加此次盛会。

19世纪末，利益上的差异导致“澳大利亚英国人”在无意识状态中转型为澳大利亚人，他们权利意识的价值取向也随之由英国转向澳大利亚，澳洲的联合已是大势所趋，新的联邦制民族国家大有呼之欲出之势。4月3日，悉尼的一份刊物上出现了这样一句发问：“我们是将澳洲造就成为一个值得世界尊重和羡慕的伟大整体，还是把它分割成为若干互不协调、支离破碎、争吵不休的国家？”在此时的澳洲各地，联邦问题成为了“不可回避”的最为热门的政治争论，越来越多的人们表示出“对独立自主的联邦制国家的强烈爱好”。

1890年2月6-14日，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昆士兰、塔斯马尼亚南澳大利亚及英属新西兰殖民地各派出2名代表，西澳大利亚派出1名代表，在墨尔本召开“联邦会议”，表示“在英王名义下的早日联合对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现在及未来的繁荣将产生最大的促进作用”。在会议上帕克斯明确指出：澳洲人正在致力于的建立的联邦并非意味着终止与母国的联系。帕克斯的观点被普遍认可，即不同于美国的合众国或法国的共和国，未来澳大利亚的联邦制国家是“隶属于英王的联邦”，是一个“化了装的共和国”，并仍是英帝国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的动机一方面明确地显示出自主愿望，不改变和不损坏与英国的从属关系是他们行动的前提，效忠英王的“母国情结”是澳洲社会的共同心理；而另一方面则朦胧地表现出澳大利亚的公民权利已经既不同于英国，也不同于前一时期的“澳大利亚英国人”。

1891年3月，45位来自澳大利亚六个殖民地和新西兰的代表在悉尼如期出席“联邦会议”，着手制定《澳大利亚联邦宪法》，由经选举产生的制宪委员会具体负责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昆士兰政府总理、法学家塞·格里菲斯为该委员会主席。会议一开始，代表们争论的焦点就落在未来澳洲的属性与主权和澳洲各地区的统一问题上。而所有的争论首先从确定澳大利亚的国家名称开始。在3月31日，在全体会议上，格里菲斯提出新生的联邦应有一个适合的名字。帕克斯和迪金建议使用“澳大利亚联邦”。由于“Commonwealth”一词使崇尚稳妥变革的澳大利亚人马上联想到与政治专权相联系的1649年英吉利共和国，因此，围绕对“Commonwealth”的解释与理解，激烈的论战由此展开。4月1日，迪金申辩：该词的寓意是“为了民众的共同利益而组成的政府”。最后，这个国名还是被“终于以一票的多数通过了”。其原因“至少有一半是由于没有其他较好的名称”。

在整个制宪过程中，追求人身自由和权利平等的民族意识发挥着指导和决定性作用。面对种种错综复杂的难题，澳大利亚的政治家们借鉴、移植和融合了英国及欧美国家的政体模式，在探索中设计着适合澳大利亚的社会制度。经过激烈的争论，联邦宪法草案（即《1891年宪法草案》）得以成型。它所构建的社会政治制度是一个根据澳大利亚自身情况和需要，吸收了加拿大和美国宪法的内容，对英国政治制度进行移植和改造的产物。

该宪法草案规定：（1）建立联邦制国家，各殖民地以州的身份加入联邦，定国名为“澳大利亚联邦”（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虽然政体为君主立宪制，英王为澳大利亚国家元首，但澳大利亚在主权上是独立的，这个联邦是“建立在一个国家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帝国的基础上的”。（2）国家机构按照英国议会制模式组成，即立法权归属联邦议会，议会由总督、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司法权隶属于联邦高等法院，作为各州的最高上诉法院；行政权由总督执掌，而实际上是由联邦行政委员会和内阁执行。在联邦议会的选举方法上，该草案根据澳大利亚的社会状况和结构，模拟美国宪法，规定参议院由每州选出的同等名额的议员组成，众议院则根据各州人口比例普选产生。（3）关于修改宪法的程序，该草案照搬了美国宪法的做法，以求保持其稳定性。（4）因关税等税收收入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授权联邦议会负责管理征收关税、消费税和其他赋税等事宜，各州之间的贸易是自由的。此外，为了保证该草案能够在各州议会通过，并被澳洲社会所接受，起草者们将在社会上较为敏感的权利问题做了删节，如社会福利、劳资仲裁和劳资调解的权限等。

从这些内容可看出这个草案是英国等欧美国家政治制度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化改造。它有以下特点：第一，这种代议制政府的建立旨在维护澳大利亚的公民权利，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意在争取“在母国已拥有的权利”。第二，此时对英国制度的移植已非照搬或继承，而是加以扬弃并吸取和兼容其他国家政治制度中的有用之处，“澳大利亚化”已取代了“英国化”。第三，从联邦宪法草案的内容来看，它是以澳大利亚人的利益需要为中心的，立足于通过自主与自立来维护澳大利亚人的权利，尽管澳大利亚人对独立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甚至还费尽口舌地表白自己没有独立倾向。

当该宪法草案被提交各殖民地审议时，人们认可了草案中关于“在英王名义下”的独立联邦的条款，但是，在涉及联邦政府与各州之间的权限分配、现实利益和未来地位等问题上时，则展开了无休止的唇枪舌剑意见分歧巨大，难以调和。1892年，新南威尔士议会就关税问题率先否决了该草案，塔斯马尼亚和昆士兰也紧随其后。

然而，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的打击，令澳大利亚人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清楚：澳大利亚人的权利需依靠自己维护。1893年7月底，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的政府要员和诸多民间团体的代表在新南威尔士边境小城科诺瓦举行了为期2天的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澳大利亚联邦的决议：“在一个具有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政府下，把它们（各殖民地）联合起来。”

1895年1月，各殖民地政府总理联席会议在霍巴特如期举行。会议就举行以起草联邦宪法为主要任务的国民代表大会达成了协议。其内容为：每个殖民地选派10名代表参加国民代表大会，代表不由各议会选派，而是由各殖民地普选选出，即直接通过人民选举产生；国民代表大会起草的宪法交由公民投票表决，如果被2/3以上的殖民地接受，则交送英国政府，要求完成必要的立法手续，以便生效。1897年3月，联邦代表大会在南澳大利亚首府阿德莱德举行，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塔斯马尼亚、南澳大利亚和西澳大利亚向会议派出了代表，仅有昆士兰因内部纷争而未能选派出代表。在作为东道主的C.金斯顿的主持下，代表们就起草宪法草案着手工作。

此时的制宪工作实际上是对1891年宪法草案进行修改和完善。在建立联邦问题上，代表们较为容易地取得了一致意见，同意建立联邦制国家。而在征税问题、联邦政府收入余额的分配、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关系、大州与小州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则出现了较大分歧。为使宪法条款能为各方接受，大会又先后于同年9月和次年1-3月分别在悉尼和墨尔本继续举行。经过长达一年的辩论和协商，各方才在诸多问题上达成妥协和认同。在随后进行的公民投票表决中，宪法草案在维多利亚、塔斯马尼亚和南澳大利亚以赞成票占多数而顺利获得通过；在新南威尔士，因赞成票为71595张，不足法定的8万张，宪法草案未被通过；昆士兰因未派出代表出席大会而未举行投票；西澳大利亚则采取了观望态度。1899年4-9月，略加修改的宪法草案在全澳举行第二次表决。除西澳大利亚外，其他五个地区都进行了公民投票表决，《澳大利亚联邦宪法》均以多数通过。

英国人对澳大利亚社会的制宪事宜予以高度重视，其关注的重点是联合后的澳洲与英国的关系，指望成为了联邦制国家的澳大利亚能够与以前一样。从1897年到1899年，澳英双方的政府官员就修改宪法草案进行了频繁的接触。1900年3月，包括E.巴顿、A.迪金、C.W.迪克森C.金斯顿等著名澳洲政治家的代表团抵达伦敦，将经过修改并由五个殖民地全民公决通过的宪法草案送交英国政府，要求英国议会予以批准。

就草案的修改，澳大利亚代表与英国人展开了论战。尽管英国的态度是坚定和明确的，但又是开明的，而不是顽固的。殖民大臣J.张伯伦一方面就修改事宜与澳大利亚人唇枪舌剑，而另一方面又在英国议会中积极活动，为该宪法的通过而进行游说。7月初，英国议会在强调建立澳大利亚联邦绝不能损害或削弱英帝国统治和统一的前提下，通过了《澳大利亚联邦宪法》。7月9日，维多利亚女王正式签署了这份意味着澳大利亚民族国家诞生的出生证，预示着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已经瓜熟蒂落。与此同时，在张伯伦的说服下，西澳大利亚加入澳大利亚联邦，但新西兰要求以基本成员州的身份参加澳大利亚联邦的要求遭到澳方的拒绝。

联邦制是澳大利亚人自己选择的社会政治制度。该宪法开宗明义写道：“本法为设立澳大利亚联邦的法律（1900年7月9日）。鉴于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昆士兰及塔斯马尼亚人民，蒙上帝赐福已同意在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统治之下及现在制定的宪法之下，结合成为永恒的联邦。”澳大利亚人既不赞赏建立在君主制废墟上的法国式共和国，也不认同脱离母国而建成的美国式联邦共和国，而是青睐“名义上忠君”的加拿大政治体制。在他们看来，美、法等国不仅为建立现有国家和社会制度而付出了过大的牺牲和损失，而且在这之后，社会仍长期处于不安定之中，而加拿大则处于持续而稳定的发展之中。因此，从澳大利亚联邦宪法的内容可看出，它所建立的社会制度是一个根据澳大利亚自身情况和需要，吸收了诸多国家宪法的内容，对英国社会制度实施澳洲本土化改造的产物，即作为一个国家，澳大利亚在澳洲内部事务上要拥有完全的权利与权力，但同时“（澳洲）各殖民地与英帝国的联系仍应保留”。正因如此，长期以来，对“自治”与“独立”澳大利亚人的认识与解答是相当模糊的，这甚至成为他们“最难回答的问题”。

作为对英国传统的移植，《澳大利亚联邦宪法》的显著特征之一是“英王至上”，按照联邦宪法第二条规定，英王为澳大利亚元首，“总督一人由女王任命，在自治联邦内代表女王，……行使女王所授予的职权”。在英国，“人们在一般正常情况下，对国王怀有一种敬重的心理一个不犯错误、统而不治和至高无上的君主被认为是英国民众的幸福长期受议会制约的国王还被视为人民自由和财产的保护偶像，使人们在心理上形成了一种在国王统治下的安全感。”这般情感与意识也弥漫于长期被认为是“错放南太平洋上的英国领土”的澳大利亚，因而自然在宪法中得以彰显，并延续至今。

“澳洲化”是该草案的鲜明特征。首先，它立足于澳洲，旨在维护澳大利亚人的公民权利，而不再是争取作为英国臣民“在母国已拥有的权利”，尽管澳大利亚人还在竭力地表白自己没有独立倾向。其次，博采众长，赋予舶来品以澳洲属性，本土化作用显著。如对英国制度的移植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注重扬弃，并吸取和兼容若干国家政治制度中可适用于澳洲社会的内容。联邦制是澳大利亚人自己选择的社会政治制度君主立宪制度的保留则是基于澳大利亚社会对英国传统的继承，符合澳大利亚的民族心理和社会现实。在这种具有分权机制的政治制度中，既有自由的崇高地位，又有王权的适当作用，权力在相互制约中取得平衡公民权利得到维护。

该宪法的起草者们从未着力于创造新的国家学说，开创新的国家模式，或是创建新的宪法体制之类的创新工作，他们的思路与行动就是围绕澳大利亚社会意愿与现实，移植和扬弃欧美现成的宪法内容与体系进而制定出适合澳洲的宪法，构建澳大利亚的社会制度。这种君主立宪制度基于英国的传统，但又超越了传统，是洛克的国家学说在澳大利亚本土化的产物，符合澳大利亚的民族心理和社会现实。

依据宪法，总督代表英王而拥有澳大利亚国家的最高权力，其归纳为：行使联邦行政权，任命包括联邦总理在内的各级官员；统辖联邦军队权；召开或解散议会；审批议会议案等等。但是，宪法也同时规定：“总督在行使这些权力前，必须征得联邦行政委员会的同意。”如果总督不遵守这一规定，联邦总理可以行使建议解任权，要求英王罢免总督。其实，作为维护澳大利亚人权利的手段与举措，从建国开始，总督的权力就很有限，他仅是以一种象征而存在，处于统而不治的地位。在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前夕，第一任澳大利亚总督霍普顿勋爵任命新南威尔士总督莱尔为联邦总理。但此举引起各州显政的反对，他们以拒绝出任政府要职为要挟，并反推澳大利亚政治家巴顿为联邦总理。霍普顿不得不让步，在联邦成立的前一天（即1900年12月31日）任命巴顿为联邦总理。

1901年1月1日，澳大利亚联邦成立，这是联邦运动的终极结果100多年的殖民地时代寿终正寝。它标志着澳大利亚的社会形态已从公民殖民地转型为民族国家，澳大利亚已成为拥有自主独立的主权国家。

按照1900年《澳大利亚联邦宪法》，澳大利亚联邦在政体上仿效的是英国的议会制模式，即“威斯敏斯特模式”，在结构上参照的是美国国会制模式，由此构成澳大利亚的议会制度。根据联邦宪法规定，澳大利亚最高立法机构是联邦议会。该联邦议会由英王（由总督代表）、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这种模仿、糅合和扬弃英美等国相关制度而成的澳大利亚议会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澳大利亚人心血来潮的“杰作”，它起源于19世纪中期以来澳洲各殖民地在仿效欧美国家建设责任政府中所获得的经验和教训，是澳大利亚人自己的选择。他们认为，这种两院制有这样一些优点：（1）防止立法的草率与武断。法律是政府与民众的共同行为规范，与公民权利密切相关，应当审慎制定。如果只设一院，其立法可能会因缺乏监督机制而难免草率或偏激。而设立两院可使每一个法案都经过两院多次研讨，慎重制定，法律就可能做到精密完备，适应需要。（2）防止议会专横武断。议会是民众行使国家权力的代表机构负有为民众的权利而制定法律和监督政府的责任。两院制可使两院之间相互产生制衡作用，进而构成“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局面，以达到防止其违背人民意志的效果。（3）平衡代表的利益。澳大利亚社会是一个多种社会利益共存的共同体，这使得各自利益不同的人们都希望自己的代表在立法机构能有一席之地，甚至可以主导立法。此外，澳大利亚又是联邦制国家，两院制议会还有维持联邦与各州之间平衡的特殊作用。

联邦众、参两院的关系类似英国的下院与上院。众议院的权力具有决策性作用，而参议院的主要责任是复议众议院所通过的议案。按照联邦宪法第24条的规定，众议院的职责主要是立法和制定政府预算，负责组成政府，并以质询财政审核来监督政府。参议院无权提出有关财政的议案，对于众议院提交的有关财政议案也仅有提出“要求修改”的权力而不可自行修改。联邦宪法还规定，一旦参议院对众议院通过的议案不予通过或要求修改，众议院不同意，再次通过原议案，参议院再次否决或建议修改，而众议院仍不同意时，总督必须同时解散两院。在进行大选后，如果众议院仍通过原议案，参议院也仍要求加以修改或否决，众议院依然固执己见时，总督须召集两院联席会议，共同讨论原议案及修改案如果两院联席议员过半通过，则全案作为通过。而事实上，众议院一向以慎重的态度对待参议院的决定和意见。再有，由于受政党政治的影响，参议员往往首先忠于他所属的党派，与众议院中同党议员呼应，对众议院通过的议案予以通过或否决。因此，参议院又被人们称为“橡皮图章”或“妨碍院”。

联邦众、参两院的组成则与美国众、参两院大致相同。众议院议员按各州人口比例遴选，每州人数不得少于5人。以1901年第一届众议员议席为例，新南威尔士26人，维多利亚23人，昆士兰9人，南澳大利亚7人，西澳大利亚5人，塔斯马尼亚5人。后因人口变化，议席数随之变化，1928年的议席为：新南威尔士28人，维多利亚20人，昆士兰10人南澳大利亚7人，西澳大利亚5人，塔斯马尼亚5人。议员任期3年众议院议长通常从执政党议员中推举产生，负责监督该院工作和主持该院的讨论。而“参议院由各州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参议员组成。……每州为一个选举区。……每一个州应有参议员6人。”这样，从1901年到1948年，参议员人数一直是36人。参议员任期6年，每3年改选半数以保证参议院的连续性。这种与众议院选举不同的方式旨在抵消众议院按人口比例选举而造成的大、小州力量对比的悬殊。参议院在开始议事前，选举出参议员1人为参议院议长，他的职责与众议院议长的职责基本相同。

澳大利亚议会议院的选举原则为：（1）实行普选制，凡本国公民，不分男女，年满18岁（原为21岁），在澳连续居住半年以上，而候选人则须连续在澳居住3年以上；（2）根据“强制性选民登记和投票原则”，选民不得无故不参加投票，违者必究；（3）“平等投票原则”，即每人投一票其价值相等；（4）“秘密投票原则”，实行无记名投票。对澳大利亚而言，普选制虽然可谓是舶来品，但在欧美国家普选制的基础上，澳大利亚的普选制在内容和形式上多有创造。第一，“秘密投票原则”在欧美国家本是通行的选举规则，但澳大利亚的改进则赋予它以新的形式。在举行投票时，为了既能加强保密性，又能便于操作，澳大利亚人仅要求投票人在选举人名字前划“十“（“cross”）字，这种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于19世纪中期。后来，它不仅被1903年《联邦选举法案》确认，而且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用，被称为“澳大利亚投票法”。

第二，争取妇女的选举权是19世纪期间欧美国家妇女运动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在澳大利亚，这一问题则在顺理成章中得以圆满解决。由于澳大利亚一直处于劳动力不足状态，因此，较多的妇女走出厨房，进入工厂，以致澳大利亚妇女的就业率高于欧美国家，并且社会地位较高。从选举制度上看，澳大利亚是世界上率先赋予妇女选举权的国家之一。189年，南澳大利亚议会通过授予妇女选举权的议案，其他各州随之效仿1901年1月，联邦总理E.巴顿“虽然对妇女选举权问题没有多少兴趣”，但它已成既成事实，因此，他同意将它列入相关的联邦选举制度中。当然，能够当选议员的女性仍为数寥寥。1943年，联邦议会才拥有了第一位女议员。时至1970年，总共才有32位妇女进入联邦和各州议会。

第三，选民以消极的态度对待选举是民主制国家在选举过程中常常遇到的棘手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选举过程中，澳大利亚政府也面临民众的政治兴趣淡化的尴尬情况。于是，政府官员们决定效仿昆士兰州在1915年实行的“强制性选民登记和投票原则”。1924年，联邦议会通过法令，规定联邦选举登记和投票都是强制性的，无故不投票的选民将被处以不超过10澳镑的罚金。有议员将1922年大选的投票情况称作“对民主政体的曲解”，认为实行“强制性选民登记和投票原则”的“主要目的是强制那些在澳大利亚享受着一切生活上的特权，享受着澳大利亚法律的一切利益的人比以前更加热切地去关心自己的国家的福祉”。这一选举原则的实施很快就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在实行强制性投票制以后的第一次选举中，投票率一跃达到91%。

责任制政府和部长负责制使澳大利亚的国家政治机构与英国如出一辙。联邦行政会议如同英国的枢密院，是名义上的联邦最高行政机构，由总督、总理和各部部长组成，其权限包括认可联邦政府所通过的决议和人事任命、接受官员的辞职、发布公告和规章制度、签署文件等。但是，宪法并未规定它的实际职权，因此，它是一个纯粹的宪法实体。而内阁则是联邦政府的最高决策与行政机构，它不见于宪法条文，是一个在法律上未曾规定而根据习惯存在的机关。在英国，枢密院和内阁的形成与变化相伴君主立宪制的演变而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程，但在澳大利亚，这可谓是一蹴而就。

联邦宪法并未规定联邦政府的组成办法，但与英国相同，它历来由在众议院中拥有多数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组成，对议会负责，并由执政党领袖担任联邦总理。在部长的遴选方面，各政党做法不同。工党是由该党全体议员组成的决策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选举方式，推举出部长，再由总理任命；自由党的做法则是由联邦总理全权决定。

联邦总理的称呼始于巴顿，其真正职务是外交部长。与英国首相一样，尽管该职务不见于宪法条文，因而也没有对其权限的规定，但它是联邦政府中最为举足轻重的要职。在政府的行政事务中，总理有权建议任命总督和解任总督；有权决定大选的日期和召集及解散议会的时间；他是政府的首席部长，有权任免各部部长，指挥和监督政府各部工作；他是内阁会议主席，有权决定内阁讨论的议题、时间和程序；他又是执政党领袖，是执政党内阁在议会的发言人，其举止言行对执政党的声誉有着巨大的影响。

按照《澳大利亚联邦宪法》而建立的澳大利亚议会制度则体现出了美国联邦制度的特性。澳大利亚联邦由六个大小不一且实力悬殊的州联合而成，其联合时的情形与北美独立战争后美国的十三州的状况相同。美国的“开国之父”们在构建国会时创造性地解决了各州在利益和权利上的争端，于是，澳大利亚人顺理成章地移植了美国人的做法，并取得了成功。

虽然澳大利亚联邦的建立与美国联邦制的确立基本相同，但是，独立前的澳洲人之间的联系远远逊色于独立战争前的北美人，各地的权利冲突与利益相悖现象突出，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人们还不习惯国家的概念，“对本地区及所在城市的忠诚超过了对联邦政府的忠诚”。因此，围绕对各地民众权利的维护，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与六个州政府在权力划分上所经历的磨合远比美国人遇到的类似问题要复杂得多。尽管它们的结局是一样的，即最高权力由各州转向联邦，但澳大利亚所耗费的时间与精力远远少于美国，表现为驾轻就熟地移植、参照与借鉴。

在联邦与六个州的关系上，联邦宪法明确规定：各州原有的宪法和法律只要不同联邦宪法相抵触，就可以生效；州议会和州政府的各项权利也可以继续行使。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权限有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其中国防、海关、外交、货币发行、征募军队等属联邦政府，教育、工农业生产、地方行政、土地管理等属各州政府。在两级政府与议会之间，有不少协商和协调性组织，其中最主要的是总理会议。它形成于19世纪后半期，本是用作加强和协调各殖民地责任政府之间的联系与行动，联邦建立后，它的职责变为协调联邦政府与州际之间的事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它仍由州总理控制，依然依次在各州首府轮流举行。

在联邦建立的初期，州政府的职权大于联邦政府，在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领域，联邦政府缺少干预权，常常处于从属地位。例如，各州在经济生产中拥有大量的自主权，而联邦宪法中的权限划分则阻碍了联邦政府和联邦议会过问州际经济合作和全澳工业生产。在这一时期，联邦金融系统也仅是因满足各州的需要而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状况与20世纪以来的澳大利亚社会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

澳大利亚历史是一部按照“自然的发展规律”发展的历史，处处表现出的是“不知不觉”和“顺其自然”。澳大利亚人对这部构建了联邦制度的宪法的反应生动地显示出这一现象。根据这一以和平方式完成的宪政改革的产物，人们的身份由“英国臣民”转变为“澳大利亚公民”，但在社会观念与情感中，“澳大利亚有关公民权的法律构架是混乱不清、模棱两可且自相矛盾的”。


第三章　建设澳大利亚：国家的发展与健全

一　国民经济：从原料产地到工业化国家

（一）工业化与政府的保护和支持

在“淘金热”后出现的民族经济全方位发展的基础上，工业化发展趋势不仅使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段时间成为澳大利亚经济加速发展的时期，而且使澳大利亚经济和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澳大利亚逐步演进为工业化国家。

20世纪以来，在澳大利亚国民经济中，农牧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1891年，畜牧业的发展达到19世纪的最高水平绵羊数量为106421048只。然而，接踵而来的经济危机使这一产业损失惨重，1901年时，绵羊数量降至72040211只。此后，畜牧业缓慢复苏，进而略有发展，1941年，绵羊数量达到125189129只。但是，由于畜牧及加工技术的提高，其产量仍大幅度上升，1891年，羊毛产量为6.34046亿磅，而1911年则为11.67153亿磅，1931年为10.07455亿磅，1941年达到11.67153亿磅。同时，畜牧业加工产品的种类和数量也有所增加。以外贸出口为例，1880-1890年，肉制品、油脂和皮革的出口占总量的6%，1898-1900年升至15%，1910-1913年为19.8%。此后，这一比例长期维持，仅略有升降。另外，广阔的草原使养牛业也有了新的发展，使澳大利亚成为牛肉及牛油主要生产国之一。

在外贸出口中，包括羊毛在内的各种畜牧业产品的出口比例占外贸出口的半壁山河，为1910-1913年总出口量的58.4%，1924-1925年的61.4%，1935-1936年的59.6%。它影响着其他经济部门的生产和发展，特别是对轻工业。以与国计民生有着密切关系的纺织业为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澳大利亚拥有毛纺织厂22家，其产量基本上满足了国内市场对绒布和毛毯的需求。相比之下，棉纺织业则显逊色。澳大利亚棉纺织业年产量30万澳镑，每年还需进口价值300万澳镑的棉纺织品。

从1900年到1940年，澳大利亚人口从3765339人增至7077586人尤其是非农业人口增加迅速。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人口上升1901年，大城市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为35.27%；而从1921-1941年，该比例波动于46.79%-48.55%之间。这一切对农业生产的扩大和农业产值的提高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在20世纪的最初40年，相伴新一轮的内陆垦殖浪潮，农业的发展表现为播种面积的扩大和农业产量的提高。据统计，1900-1901年，澳大利亚的播种面积为8813666英亩；1930-1931年达到25163816英亩。大面积的垦殖加上引进于英国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机械设备，使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以小麦为例，1902年为3900万蒲式耳，1915年和1916年猛增至1.7亿蒲式耳（如此猛增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及协约国军粮需求大增有关）1940年为8223.3万蒲式耳。农业产值从1900年的1230万英镑逐步增加到1940年的8393.86万澳镑。农业产出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而且还大量出口。澳大利亚由此成为了世界上重要产麦国之一。在澳大利亚外贸中，农产品出口逐渐处于仅次于畜牧业产品出口的位置。1898-1900年，谷物和饲料出口占澳大利亚总出口量的4%；而从1910-196年，小麦、大麦、面粉、水果、蔗糖等农产品和农副产品出口的比例一直波动于15%-23%上下。

曾因金矿开采而辉煌的采矿业仍是澳大利亚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部门，但此时其产业结构正向着多样化方向发展。在20世纪的最初3年，黄金产值呈下降趋势，1901-1910年，其产值为14200011英镑1921-1930年为2635487澳镑。因联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促进采矿业发展的措施，才使1931-1940年的黄金产值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升至10048069澳镑。与此同时，采矿的种类则随勘探及采掘技术的提高而增加，如银、铅、铝、锌、铁矿石、煤炭等。在1901-1910年，铁矿产值增长了10倍，锌产值增长了30倍。

总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澳大利亚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仍以农牧业和采矿业为主。这些部门在资金、技术和市场等方面基本上仍保持着与英国的传统联系。或者说，澳大利亚在经济上对英国仍有着很强的依赖性，即继续为英国供应食品和原料，换回工业品和资金。

作为新生的现代民族国家，工业生产在澳大利亚经济中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虽然澳大利亚工业化程度相对不高，并且在本国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也非优势，但是，它在使澳大利亚经济的独立性加强的同时，也使澳大利亚向着工业化国家发展。应予指出的是，澳大利亚工业化是从英国工业化中派生出来的，因而，在其发展过程中，与英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赖于英国在市场、技术和资金等诸多方面的支持。然而，较前有所不同的是，工业化使澳大利亚经济对英国的依赖性程度有所减弱。

工业生产部门在20世纪初尚未成为澳大利亚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但是，工业化是这一世纪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和发展趋势在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的发展是澳大利亚经济发生结构性变化的突出体现。在19世纪末，制造业的发展潜力已为人所知，而在联邦建立后这种潜力逐渐显露了出来，它的迅速发展产生了诸多连锁反应。澳大利亚工业化发展进程不同于美、德等国的工业化，它不是通过借鉴和引进先进技术，在高起点上起步，而是在前一时期发展的基础上，以农牧业产品的加工和其他初级产品的生产为起点和内容，而重工业及技术先进的工业部门则因对英国的依赖而无需或无法在澳存在。以1909年制造业产值构成为例，食品、饮料和烟草为24%，羊毛粗加工制品为3%，为传统的马车制作部门生产金属配件为主的金属制品业为8%，生产蜡烛、肥皂和提炼油蜡的化工业为4%，其他各类生产为42%。这样的状况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概括而论，从1901-1910年，作为澳大利亚工业化先导产业的制造业的基本情况为：（1）设备简陋，技术落后，规模狭小。（2）工业区域分散，大都分布于悉尼、墨尔本等大城市及各州首府，以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相对集中。（3）制造业市场有限，其产品仅有很少用于出口，绝大多数有赖于国内市场，但澳洲人口稀少，造成市场需求量不大。此外，英国制造业产品进口的竞争，更使澳大利亚工商业人士叫苦不迭。（4）工业产值增长幅度较大，从1900-1913年，其平均增长率为4.6%；1900-1901年的制造业产值为6465.1万英镑，1913-1914年为16398.4万澳镑。（5）在交通和通讯事业发展的伴随下，制造业的发展促进了各地之间的经济往来。虽然澳大利亚各州经济与英国经济往来仍然密切，但各州之间乃至全国的统一的共同市场正在缓慢形成，那种从墨尔本到阿德莱特的货运费用高于从墨尔本到伦敦的货运费用的情况正在逐渐被改变。总的说来，由于澳大利亚工业品的国际市场狭小，难以与欧美国家竞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乱了世界市场旧有的格局和英帝国内部的传统分工，这对澳大利亚经济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和催化作用，特别是对澳大利亚的制造业。在澳大利亚，工业品进口因欧洲的战争而数量下降，品种减少，而欧洲对澳大利亚农牧业产品及工业品的需求则骤然上升。这使澳大利亚工业基础薄弱的状况得以暴露，然而，这也为其工业发展提供了机遇。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建立了诸如联邦军事委员会等与军火生产和军需供应有关的机构，用于干预社会生产，调整产业结构在整个工业体系中，虽然轻工业仍占很大比重，但是，在制造业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以钢铁工业为核心的重工业逐步而自然地取代了以加工业为主的轻工业，进而成为澳大利亚工业化发展的主要内容。这表明澳大利亚制造业正趋于成熟。

大战开始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着手组建和改造了一批国有企业用于生产军火和军需物资，出口英国和协约国。联邦政府主张加速冶金工业的“民族化”，时任联邦总理的W.M.休斯任命H.B.希金斯为冶金业顾问。联邦政府发展冶金工业的政策并非仅着眼于一时的战争需要而是出于一种国家感和放眼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1915年9月，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建于1875年的布罗肯希尔钢铁有限公司在纽卡斯尔建立了大型钢铁生产基地，联邦银行向其注入了资金。它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钢铁企业，对全澳的钢铁工业发展与走势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纽卡斯尔也由此成为澳大利亚钢铁工业基地。

从此，澳大利亚工业的技术水平开始接近或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20世纪初，按照美国的最新生产标准，一个高炉日产600吨生铁而在布罗肯希尔公司，1915年高炉日产为350吨，1918年为450吨，192年为600吨。到大战结束时，该公司已经能够生产出可在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的优质钢材。大战爆发时，澳大利亚钢铁产量是13万吨，1919年则达到近100万吨。也应指出，起步于1915年的大规模钢铁生产仍不能满足澳大利亚社会生产的需要，直到50年代，这对供求关系才趋于平衡。总之，以冶金业为首要内容的重工业刺激和带动了制造业，使它在更广阔的领域里发展。到1919年，以前在澳洲没有制造过，而此时已能在这里制造的产品达400多种。

纵观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澳大利亚经济结构，以往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农牧业已经发展到了最高点，难有进一步提高，采矿业生产则有下降趋势；而工业化水平则大为提高，颇有发展潜力和前景，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制造业稳步走向繁荣，其固定资产总值在1913年为6500万澳镑，1920年已达1.2亿澳镑。虽然澳英经济关系依然密切，但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和独立性的提高使互利色彩趋于增强。

20世纪20-30年代是澳大利亚工业化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澳大利亚经济状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扩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13%，2年代为14%-15%，30年代为16%。虽然国民经济仍以农牧业为主体但是，在总的私人资本构成上，工业化趋势已很明显。1881-1890年，农牧业占37.3%，制造业为7.7%；1901-1910年，农牧业占18.3%，制造业为13.6%；1920-1930年，农牧业为16.1%，制造业为19.3%。

制造业的产业结构也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冶金业、汽车制造业、化工业、电器等现代工业逐步取代了服务于农牧业的加工业。在冶金业中，布罗肯希尔公司独占鳌头，形成行业垄断，它的产品以优质价廉而著称。1935年10月，经过长达10年的竞争，它以绝对优势兼并了由英国人控股的澳大利亚钢铁有限公司。化学工业的产品因农业和采矿业的需要，较前有了很大变化，炸药、农药、化肥和硫黄酸成为其主要产品汽车工业起步于20年代，其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另外，在澳大利亚从业人员中，制造业所雇人员的比例不断扩大，1906年为35.5%，1920-192年为42.9%，1938-1939年为47.5%。而在制造业集中的地区，这一比例更高。

制造业的发展对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产生了影响。首先是它为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提供了需求市场、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联邦政府一向注重交通运输业的发展。1925年，联邦总理S.M.布鲁士一再呼吁运输业及与运输管理有关的行业应与联邦政府团结起来，为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完善的运输系统”，共同“拟定一个计划”，以期“把生产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使澳大利亚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时至1938年，澳大利亚已拥有铁路4.3万公里，曾一度为世界上人均铁路里程数最多的国家。澳大利亚一直是英国机车市场上的大主顾。同时，它还有77万公里的公路，并已形成交通公里网络。此外，民用航空事业也初具规模其次，制造业产品逐渐满足了国内市场需求。从进口制造业产品逐年递减的现实便可看出这一点：进口制造业产品的数额在1913年为进口总额的39%，1929年为37%，1937年为25%。

总而言之，以制造业为前导的工业化生产促进和带动了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再次出现繁荣，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生产中的比重越来越大。1932年澳大利亚国民收入为5.28亿澳镑，1933年为5.5亿澳镑，1934年为6.09亿澳镑，193年为6.37亿，1940年为8.61亿澳镑。而同时，1931年的工业总产值为2.9亿澳镑，1932年为2.81亿澳镑，1933年为3.04亿澳镑，1934年为3.亿澳镑，1935年为3.64亿澳镑，1940年为6.44亿澳镑。工业从业人员也在不断增加，以新南威尔士为例，1901年工厂雇佣人员占总劳动力的64%，1911年为71%，1921年为74%，1937年为79%。这一切表明澳大利亚社会正向工业化国家转型。

然而，澳大利亚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制造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首要问题是资金不足。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所需资金大都来自以英国为主的国外资本，而英国的政府贷款和私人投资往往集中于能够直接为其提供原料并收益丰厚的农牧业和采矿业，因此，制造业缺乏直接的资金来源。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澳大利亚工业化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此外，制造业缺乏劳动力（尤其是熟练工人）是工业发展中的又一大难题，虽然澳大利亚也开办有不少技术培训学校，但难如人意。实际上，在20世纪20-30年代，具有一技之长的熟练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基本上都来自英国。澳大利亚国内市场分散而狭小的状况无疑对经济发展也起有制约作用。尽管澳大利亚的人均收入居世界前列，但因人口稀少以致消费量相当有限，国内消费市场也就难以扩大。而国内市场又主要分布于若干大城市，虽有交通网，但相距遥远，往来仍然不畅。例如从墨尔本到悉尼，铁路线长度为590英里，而海运线也达580英里；西澳大利亚首府珀斯与悉尼和墨尔本之间的距离均大于伦敦与莫斯科之间的距离。这不仅造成人员往来不便，而且也导致货物运费昂贵。制造商们对此大为不满，但又无可奈何。为此，联邦政府逐渐介入社会经济活动，以相应的法规和政策来干预和调节社会生产。

虽然在经济活动中，除了布罗肯希尔公司直接得到政府的支持外其他工业部门大都采用的是英国的管理方式，即自主独立经营，各级政府基本上不予过问，但是，这并非意味着联邦政府对国民经济采取了“放任自由”政策。自联邦建立后，历届联邦政府都将鼓励工业发展视为重要任务之一，并以立法的方式，建立对钢铁工业等事关国计民生的生产部门的奖励金制度。直接受联邦总理领导的“开发与移民委员会”是一个与生产管理有关的政府机构，它声称：“本委员会认为，为了实现旨在鼓励建立一个平衡的工业体系的国家政策，国家在适当监督下将援助……符合于国内公认标准的工业部门。对新生工业的这种援助可以为更多的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能扩大联邦工业体系的基础。”这是澳大利亚政府发展工业生产的既定政策。联邦及各州政府从宏观出发，积极地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法规和措施，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生产予以保护、扶植和调控。从效果上看，这些政策与举措对以制造业为主要内容的澳大利亚工业生产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大大加快了工业化的发展进程。政府加强宏观管理和监督是对移植而来的英国经济管理模式的扬弃，“扬”的是市场机制，“弃”的是“放任自由”。对于基础薄弱实力欠缺和缺乏竞争力的澳大利亚工业生产来说，这无疑具有保驾与促进的作用和意义。

联邦政府的国家经济政策首推保护关税政策。工商业人士和工人阶级是其有力的支持者和热烈的追随者。在第一届联邦政府中，联邦总理巴顿及各部部长在不同程度上都属保护关税派。巴顿竭力主张将保护关税确立为国家政策，表示要建立一个具有“纯粹澳大利亚特征”的“实用和有利于商人的关税制度”。经激烈的讨论和争执，进口货物的征收税率被确定为5%-25%。对此，澳大利亚工商业界拍手称快，弹冠相庆。墨尔本《时代报》写道：对于澳大利亚工商业来说，巴顿政府是“一个好兆头”。

迪金政府（1903-1904年，1905-1908年，1909-1910年）提出了新的保护法案。1908年6月，联邦议会通过了《海关关税法案》和《货物关税法案》，从此，保护关税政策得以以法律的形式而成为国家政策。依据这些法案，有440多种进口物品被课以较前增加1倍的关税；英国进口货物仅享有减免5%关税税收的优惠。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澳大利亚进口货物的60%-70%来自英国及英帝国（后为英联邦）中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在以后的若干次变动和调整中，关税税率又有提高，征收范围也有所扩大，仅1926年就有53种货物的税率被大幅增加。1921年，澳大利亚关税局作为联邦政府主管海关的机构而成立这标志着保护关税不仅是澳大利亚的国家政策，而且已作为一种制度得以确立。面对日益加剧的国外竞争，它“有条理地努力进行挽救……去满足我国国内产业的种种需要”，“充分地保护联邦各地的主要和次要产业”。

保护关税政策的确立和执行对澳大利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经济而言，它有力地保护、促进和推动了国内工业的发展，而首先的受益者就是制造业。由于受到关税保护，制造业一方面得以免受英国同行的竞争，另一方面可以尽其能力占有国内市场。20-30年代，在关税税率不断攀升的同时，制造业则在长足发展。1920-1929年，制造业生产提高了30%1929-1937年，尽管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但它仍提高了40%。

推行“人力、资金和市场”政策是澳大利亚政府的重大举措。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和扩大，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劳动力、资金和市场等问题日显突出，其中的劳动力问题因澳奉行排斥有色人种的“白澳政策”而尤其严重。1915年，休斯在就任联邦总理时坦言：“我们必须增加国内人口，否则，我们永远不能占有这个国家。”昆士兰议员科赛尔直言：“鼓励移民是联邦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因为我们不能希望由一小撮人来占领一片比美国还要大的土地。”于是，“人力、资金和市场”政策应运而生它开始出现于休斯政府，在布鲁士佩奇政府时期（1921-1929年）得到完善，并被大力推广。其基本内容为：通过吸引移民来解决劳动力不足以引进外国资本来缓解工业发展中的资金匮乏问题；组织各式各样的销售和保护关税来促进制造业和农牧业的发展，扩大海内外市场。依赖英国是这一政策的基础。

当澳大利亚急于得到移民时，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迫切要求借向海外移民的办法来减轻因军人复员而造成的人口过剩压力和消除劳动力积压现象。早在大战结束前的1917年，英国皇家自治领委员会就已未雨绸缪，拟定了向自治领移民的计划。大战结束后，英国采取了对愿移居海外的复员军人给予资助的措施。移民计划及其执行成为1921年帝国会议的专门议题。1922年，英国议会根据帝国议会的讨论结果，通过了《帝国殖民法案》，以资助的方式，向自治领输送移民。由此，澳大利亚迎来了新一轮的移民高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自英国的移民逐渐增多，1919年为245人，1920年为9059人，1921年为14862人。而在实施《帝国移民法案》的1922年，移民数量猛增至24258人。从1922-1931年，共有28.2万英国移民进入澳大利亚，其中21.2万人享受到根据上述法案而提供的资助。这轮移民潮的高峰时期为1921-1927年，即从1921年月至1927年12月31日，入境澳大利亚的英国移民数为170529人。直到30年代初，这一高潮才逐渐平息，1929年受资助的迁澳英国移民为13万人，1930年为2700人，1931年为275人，1932年为175人。对于澳大利亚而言，如此大量的移民进入，“成为重要，甚至是关键的劳动力来源”。在澳大利亚制造业中，1919-1920年的雇佣人员为368500人1926-1927年增至459800人，其中60%来自于这轮移民潮。同时，伴随着英国移民的到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方式也传入澳大利亚并在各生产部门，特别在制造业中，发挥出“突出的作用”。

作为移民潮的连锁反应之一，资金匮乏问题得到相应缓解。根据《帝国殖民法案》，英国将向接受移民的自治领提供数额可观的移民安置经费。澳大利亚因接受移民数量庞大，自然得益匪浅。1925年4月，澳大利亚同英国签订了后被称作“3400万英镑协定”的协定，双方商定英国向澳大利亚提供3400万英镑，期限为10年的贷款，用于移民的安置和提高澳大利亚接受新移民的能力。其利息分配为澳大利亚在前5年承担50%，后5年为2/3.此外，为了筹措资金，联邦及各州政府纷纷向国外大举借债。1925-1926年，因借款数额太大，英国无法满足，澳大利亚转向美国举债1500万澳镑。再有，海关关税不仅事关保护本国工业生产，而且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在市场方面，从1920年代以来，联邦政府一直致力于开拓新的市场。在牢牢巩固与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的贸易联系的同时，澳大利亚努力开发和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商贸关系。它既同加拿大签订了贸易互惠协定，又同亚太诸国建立了奶制品出口贸易往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澳大利亚的进出口贸易总值呈上升状态，贸易伙伴也不断增加。以1937-1938年度为例，澳大利亚与各国进出口贸易额占其总额的比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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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澳大利亚工业化的发展在技术、资金劳动力及市场等方面对英国仍有很强的依赖性，充当英国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的角色尚未改变，但是，因工业化而导致的产业结构变化已使澳大利亚国民经济的独立性较前大为提高，“随着自治领的工业化，在那里销售英国商品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母国与帝国其他地区之间的利益和谐看来难以取得。”从上表中也可看出，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对外贸易主要与英国进行的状况发展了变化，从19世纪占澳贸易额的大部分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50%左右，反映出澳大利亚对英国在经济方面的依赖性在减弱。

尽管澳大利亚工业化与英国有着紧密的关系，甚至存在着渊源联系，但是，从其经济发展的进程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上看，澳大利亚工业化在移植、求助、借鉴和扬弃英国制度和体制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发展特色，即虽然澳大利亚工业化与英国工业密切相连，但并未重蹈英国之覆辙。其工业化起步于传统的农牧业加工等初级产业，进而由轻工业波及重工业，没有出现类似英国那样因工业发展而造成农业衰退的情况农牧业的持续发展构成了澳大利亚经济的特色，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则使澳大利亚由农牧业国家演进为工业化国家，两者的和谐发展与平稳变化既确保了社会稳定，又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社会需求。因此，澳大利亚产业结构的改变不是在突变中进行，也不是在强势状态下的替代或取代，而是在农牧业仍占有重要地位的情况下逐渐完善新兴的工业生产体系，使社会生产免于震荡。这种渐进式的发展模式是澳大利亚社会得以长期保持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澳大利亚除了借鉴西方工业化的成功经验外，也注意到别国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多负面效应，并加以防范和杜绝，所以，在欧美国家工业化中常见的传统产业不景气、社会冲突、道德沦丧、环境污染等现象在澳洲并不严重，基本上未酿成不良后果。

（二）民族经济的特征与缺陷

澳大利亚民族经济是近代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化产物，它有着自身的特点：第一，它是在外力的作用下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澳大利亚经济不像欧洲国家那样，经历了资本主义萌芽、原始资本积累、工业革命等发展阶段；也不像印度等国家那样，殖民地经济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战胜当地传统农业经济的结果。它是通过英国的移民、资本和技术，使英国经济向澳洲大陆延伸，进而逐步形成了澳大利亚自身的特色，因此，它是英国经济移植的产物。但是，这种移植不是削足适履地生搬硬套，而是与澳大利亚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伴随着澳大利亚民族的产生，逐渐形成了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由于这一形成过程是在缓慢的渐进中完成，因而，难于以某一事件或某种显著变化为其形成标志但是，纵观19世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民族经济形成与发展过程的轨迹是清晰的：在“淘金热”之前，地广人稀和草原辽阔等因素使处于萌发状态的经济以单一的农牧业为主体，生产的目的是为英国服务；而“淘金热”之后，工商业逐渐成为经济的重要内容，尤其是进入20世纪，工业化趋势明显，生产目的转变成为本民族和本地区谋取财富。经济中原有的从属性和依赖性表面上未见多少淡化，但从实质上讲，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对市场的依赖正取代着对英国的依附，表现为经济生产的全方位发展，但以农牧业为主要经济部门的特色却并非消失再有，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的建立标志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因此，它赋予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以澳大利亚国民经济的属性与色彩。

第二，自1788年以来，虽然澳大利亚社会历经数次变革和转型，但均是通过一系列稳健的改革完成的，没有暴风骤雨式的暴力革命，没有造成摧枯拉朽式的社会动荡，因此，社会生产力从未因社会问题而遭遇破坏或停滞。这使得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始终在稳定与平静的社会环境中稳步进行，并表现为自然状态的渐进过程。

第三，澳大利亚经济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它始终与国际市场保持着联系，处于世界经济大循环之中。它从一开始就与对外贸易有关，如渔业、羊毛贸易等，而英国将澳洲作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而加以利用与开发，这无疑为澳洲经济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良机，使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得以与世界经济的发展相协调。澳大利亚人毫不迟疑地抓住了机遇，不仅使羊毛和黄金成为其社会经济的特色与特长，为澳大利亚在世界经济及国际贸易中赢得一席重要位置，而且以此刺激和带动起经济生产的全方位发展。外贸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1881-1890年澳大利亚海外贸易年均总值为5894万英镑，1921-1931年为2.54835亿澳镑，1931-1941为2.3796亿澳镑；而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国民收入在1886年为5100万英镑，1890年为6400万英镑，1930年为7.3亿澳镑1939年为7.79亿澳镑。

经济的外向性不仅有力地刺激与有效地调节了社会生产，而且还增强了经济的独立性。这表现在澳英贸易中，双方的进出口量趋于平衡英国是澳大利亚的主要贸易对象，1854年，澳向英国出口额为430万英镑，进口额为1300万英镑。如此巨大的贸易逆差与当时澳大利亚作为英属殖民地的境况是相吻合的，也反映出澳大利亚的经济实力还相当薄弱。而至1900年，澳向英国出口额为2380万英镑，进口额为2360万英镑。此后，大致的比例长期维持。这表明澳大利亚对英国的依赖性在减弱，澳大利亚的经济力量在增强，澳英之间的经贸互利关系业已形成这是本土化深入发展的结果与体现。

第四，如果说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出现是英国在澳殖民统治的副产品的话，那么，它的发展及发展趋势则出乎英国的预料，有悖其初衷。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是澳大利亚社会由殖民化向澳大利亚民族化转变过程中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组成部分，英国向澳大利亚移民和投资的本意在于使殖民地及其经济生产为英国的利益服务，围绕英国的需要而运作。然而，英国的经济体制和工业民族精神的移植及其与澳洲发展机遇的结合却导致了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生成和发展。这是一种不以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意志为转移的变化，并在不知不觉和顺理成章中完成。

这种变化首先表现为澳大利亚经济体制的性质在本土化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变化，民族性日趋明显。19世纪澳大利亚的社会生产是以畜牧业和矿产业为主，因此，在对外贸易中，澳大利亚大都是以畜牧业产品和矿产品换取英国的工业品，经济上的从属性和依赖性突出，甚至人们还认为澳大利亚经济就是英国经济的一部分。但是，在世界经济大循环和大分工中，羊毛和矿石逐渐成为澳大利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地区性特色的产品，并对英国毛纺织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决定澳英经济关系的因素由从属与追随英国逐渐转为市场经济调节，澳大利亚经济进而从英国经济的补充变为双方经济的互补，澳大利亚经济的自主性渐渐增强。

其次，澳大利亚经济起步于英国对流放犯殖民地的拨款，而诱人的高额利润则吸引来可观的英国资本，这自然成为了澳大利亚经济的主要资金来源。引进和依靠以英国为主的海外资金逐步成为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一大内容。从1861-1900年，英国向澳大利亚投资累计近3亿英镑。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投资数额与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呈正比例关系。1882-1891年是澳大利亚经济大发展的10年，而在这1年中，英国的资本投入是1.819亿英镑，占40年（1861-1900年）投资总额的60%左右。英国巨额投资的本意第一是为获取经济利益，第二是为加强对澳大利亚经济的操纵和控制。然而，此举在现实中则事与愿违。它有力地支撑和促进了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发展。面对这一现实英国人无奈地说：“孩子长大了。”而澳大利亚人则坚定地称：“我们长大了！”因此，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迅速发展是一个成功利用外资来发展自身经济的范例。

复次，英国殖民政策的变化在客观上有利于处于英国殖民体系内的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发展。这些变化原本意在维护英国的自身利益，促进英帝国的繁荣与稳定，然而，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未受这种政策变化的制约或束缚，反而受益于此。当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处于形成阶段时，英国的自由放任政策使它免受打击和压制，得以在宽松的环境中成长。而在19世纪后期，“英帝国内部愈来愈多地发展着专门化：加拿大生产小麦，澳大利亚生产羊毛，印度生产茶叶和黄麻，而英国就为英帝国制造主要的工业产品。”这种分工对澳大利亚民族经济无疑起到了促进和扶植作用。

然而，殖民化也给澳大利亚经济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就是对英国经济的依附性和长期以来农牧业为主要支柱。其原因一是澳大利亚经济是从英国经济中缓慢脱胎而来，尽管性质有所变化，但与英国千丝万缕的联系依然保存，英国仍是澳大利亚的主要海外贸易对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澳大利亚的海外贸易活动仍大致以英帝国（后为英联邦）为范围；二是澳大利亚经济独立性的加强主要体现在自主性的提高，而不是简单地独立于英国。资本主义殖民化使澳大利亚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由殖民地财政拨款逐步变为资本投资，但英国市场需求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澳大利亚的经济生产。所以说，虽然澳大利亚经济逐渐有别于英国经济，但从其生产内容上看，它仍是英国的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商品市场，而澳大利亚也需要英国的市场、资本和商品，以维持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人口、资金和市场”政策确实在经济管理体系中提高了澳大利亚的自主性，但在经济生产运行中则加强了澳大利亚对英国的依赖性。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澳大利亚的对外贸易仍主要是同英国进行，如在澳大利亚的农牧业产品出口中，90%以上被输送到英国。工业生产尽管得到关税政策的保护，但英国的技术、设备和资金对它还是举足轻重的。以铁路为例，1904年时，在澳大利亚铁路建设的贷款中83%来自英国；在1914年前，澳大利亚是英国机车的第一大买主。英国无论是从自身经济利益立场考虑，还是从地缘政治角度着眼，都努力想使这一太平洋上孤零零的“白种人文化的堡垒”“继续成为英国巨人的前哨”，以便维系“帝国生命线”的完整和畅通。这一殖民化烙印造成澳大利亚经济难以彻底脱离对英国的依赖。

这种缺陷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突出显示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中。澳大利亚当时初尝苦果，国民收入从1928-1929年度的7.68亿澳镑跌至1931-1932年度的5.28亿澳镑，低于1919-1920年度的5.5亿澳镑就此而言，国民经济后退了10年。危机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减25%。从工人失业率上看，这场危机对澳大利亚的冲击次于德国，高于其他国家。1932年是整个危机期间工人失业率的高峰时期，德国的失业率为43.8%，澳大利亚为28.1%，加拿大为26.6%，美国为24.9%，英国为22.1%日本为6.8%。而在1930-1934年间的平均失业率中，德国为31.8%，澳大利亚为23.4%，加拿大为20.7%，英国为19.2%，美国为19%，日本为56%。国际市场的急剧萎缩使澳大利亚农牧业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下跌1928-1931年，澳大利亚出口总值几乎下挫50%。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焦头烂额的英国已无暇顾及依赖于它的澳大利亚。1929年1月，澳大利亚向英国提出贷款计划，但英国只批准了计划的16%；而到了4月份，伦敦金融市场干脆拒发任何贷款。这无疑加重了澳大利亚的经济危机。1929年底，在国际贸易中，出现了澳镑贬值现象，澳镑与英镑的比价由100:100变为130:100.这对已债台高筑的澳大利亚来说可谓是雪上加霜。1932年举行的渥太华帝国会议确立了帝国特惠制，英国由此放弃了自由贸易政策。这又使澳大利亚由来已久的保护关税政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澳大利亚制造商协会对此大加抨击，竭力反对“英国进口货在澳大利亚市场上有合理竞争的机会”。在野的工党也提醒人们：英国的政策变化威胁着澳大利亚的工业和就业状况。

经济危机的打击使澳大利亚人有所醒悟。当时的澳大利亚贸易部部长F.H.斯特威特写道：“经济危机教训了澳大利亚人，那就是对外贸易不能再靠等待，而是自己去寻找。现在已显而易见，帝国市场的容量不是无限的。如果我们还打算重新获取我们以前的生活水平，那么，对外贸易必须得到繁荣和发展。”

1933年2月，澳大利亚政府作出了“向东方”派遣贸易专员的提议联邦议会予以通过。1934年，担任过驻日本大使的澳大利亚著名政治家J.G.拉萨姆“肩负贸易和外交使命”，率一代表团出访亚洲，访问了中国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并顺访了马来亚、新加坡、法属印度支那、香港和菲律宾。这是澳大利亚派出的第一个使团，也是澳大利亚独立于英国而做出的涉外举动。拉萨姆回国后，立即建议澳大利亚政府：“我们应尽力发展和改善同我们近邻的关系。他们的命运，对我们而言是极为重要的这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和平与战争这些重要问题上。”此举对日后澳大利亚政治和外交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国家政策趋于自主的大转变。随着贸易伙伴的增加，澳大利亚逐渐改变了在对外贸易中主要与英国交往的传统做法，推出了以保护本国经济利益为宗旨的“贸易转移政策”。在澳大利亚对外贸易中，澳英贸易占主导地位的状况开始出现弱化现象。从1936年开始，英日纺织品在澳大利亚市场上展开可激烈竞争。

由此可见，从经济领域，澳大利亚迈出了克服对英国依赖性的第一步。虽然其初衷仅是为了扩大澳大利亚的商业贸易，但是，它引起的进一步连锁反应则是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变化和本土化的深入发展。

（三）战时经济的突进与战后经济的发展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刺激了澳大利亚经济，促使澳大利亚工业化在前期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一次大飞跃，并导致了其经济结构的不可逆转性变化。由此构成的战时经济使澳大利亚经济的本土化程度大大加强，即“英国经济生活和外交政策的退步，迫使澳大利亚比以前任何情况下都更需要依靠自己。这对工业化的过程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具体而言，首先是大战爆发后，同军事和外交领域一样，在经贸方面，澳大利亚已无法再依赖英国了。大战使英国的劳动力和资金供应骤然停止，原有的市场贸易体系随之突然崩溃，这迫使澳大利亚以自力更生为前提，迅速作出反应。其次，在欧战中，英国工业生产因轰炸而遭受严重破坏，澳大利亚由此担负起向英国提供军需与民用物资的任务，接踵而至的太平洋战争又使澳大利亚成为了盟军的军事基地和物资供应站。这一切向澳大利亚的经济生产，尤其是工业生产提出了紧迫的要求，同时也为澳大利亚提供了一个空前开阔的国际市场和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面对压力与机遇，原本在澳英经济交往中扮演联络者或担保人角色的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直接介入社会经济生产，积极调控劳动力的配置资金的投向和生产部门的协调。1940年6月，联邦政府成立了军需部负责全国的军火和军需物资生产和供应。在战争的刺激下，以军火工业为先导，澳大利亚工业化迅速发展，澳大利亚很快就成为盟军在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兵工厂和军需生产地，致使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齐头并进在这时期，澳大利亚经济生产的本土化现象不同于以往依靠英国的资金，引进英国的技术，再根据自身需要加以利用和改进，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生产。简言之，国民经济本土化在战前以移植、引进和扬弃为内容，依赖性色彩浓厚；而大战开始后，它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自主性。

1942年，大约有50万澳大利亚人从事军火和飞机制造以及军需物资生产，约有20万人就业于食品、纺织和各类民用产品的生产部门。由于生产量骤增，造成劳动力匮乏，1943年10月，联邦政府不得不将4万多正在前线作战的军人调回澳洲，转业于工业生产。在大战期间，澳大利亚国民经济以空前的速度增长，1938-1939年度澳大利亚国民收入总值是7.79亿澳镑，1941-1942年度是10.78亿澳镑，1943-1944年度是12.95亿澳镑。从1941-1944年，澳大利亚工业总产值增加了42%，其中冶金业和制造业的产值上升了80%以上。

到战争结束时，澳大利亚已建立起了自己的机器制造、飞机制造、化工、钢铁、纺织一系列工业主干部门，交通运输系统也有了巨大发展和改观。从生产技术上看，澳大利亚已能够制造工作母机、各种大型机械及精密仪器，这些大都是战前澳大利亚从未生产过的。总之，工业化程度逐步提高和国民经济趋于独立的发展势态的形成可归结为战争的需要和刺激。除了保障战争需要外，这种发展直接作用于澳大利亚综合国力的提升，进而巩固了澳大利亚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有力地支撑了澳大利亚在国防和外交领域的独立与自主。

大战结束后，日益增强的国家独立性在国民经济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承袭了前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和接受了大战的刺激后，澳大利亚经济以西方市场经济体系为模式，与西方经济同步发展。以往其经济中的殖民地特征不是被有意识地消除，而是在本土化发展中逐渐转化为有益于经济持续发展的内容和特色。

战后初期，当欧洲国家忙于经济重建时，澳大利亚经济则迅速转轨军事工业生产被顺利地调整为民用工业生产，进而高速发展。1945-1946年度的国民财政收入达到13.63亿澳镑。随后，因欧美国家的国内物资需求和朝鲜战争的军需品订货，这种发展呈一路飙升状态。1950-1951年度的财政收入达到31.01亿澳镑。50-70年代是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澳大利亚经济也借此东风，交上了好运。从1952-1965年，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略低于5%的速度递增。这样的速度虽然仅及日本和西德的战后重建的一半，但却高于英国和美国。1969年，澳大利亚国民经济总值居世界第10位，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居世界第8位，跻身富裕国家之列。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采用凯恩斯理论，积极介入国民经济管理，以强调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为目的，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进入70年代，经济危机与经济滞胀困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澳大利亚也未能幸免，尤其是1974-1975年战后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同样也冲击了澳大利亚，造成其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猛增。通货膨胀率自1973-1974年度从前一年度的6.1%跳到12.9%后，直到1979年8月一直徘徊在9.5%-13%之间；失业人数在1978-1979年度高达40.4万，创下最高纪录；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则从1973-1974年度的5.1%跌落到1974-1975年度的1.4%，此后一直波动在0.4%-3.19%之间。时至1980年，联邦政府采取了扩大政府支出，增加社会保障和福利费用等措施，以图激活经济，产生了一定效果。在这一年，澳大利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西方发达工业国中排列第12位。80年代，澳大利亚经济由低速转为起伏。从总体上看，它正在走向好转，即一方面是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它的增长率略高和通货膨胀率略低；另一方面是政府及社会防范和克服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的能力有所提高。然而，经济状况不容乐观，它忽而陡升，忽而剧降，正如澳大利亚官方出版的一份材料所说：“澳大利亚经济常常像一个公园里供游人娱乐的滑行轨道。”联邦政府试图通过鼓励本国工业发展，减少对初级产品的依赖来控制经济的大幅度摇摆。

到了90年代，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走出阴影，澳大利亚经济逐渐恢复稳定发展。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公布的有关数据，1991-1992年度，澳大利亚的国内生产总值为38.6499亿澳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2107澳元。可见，澳大利亚既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又是一个消费水平较高的国家，而且澳大利亚经济已独立进入世界经济体系。

从总体上讲，澳大利亚社会的变化不是在带有突变性的革命或事件中完成的，而是在渐进的演进中进行，因此，澳大利亚经济在性质与发展趋势上的变化是在独立性不断加强的本土化过程中进行的，表现为嬗变。这种变化使澳大利亚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得以相互适应。同时它又顺应了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使澳大利亚国民经济不仅具有可持续发展性，而且拥有较高的发展水平。

200多年来，海外投资和海外市场对于外向型的澳大利亚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已成为澳大利亚经济的主要特点。然而，战后半个世纪以来，虽然情况依旧，但已有本质和结构上的变化。简言之，在本土化的作用下，澳大利亚经济由从属于英国的殖民地经济渐变为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经济。它已不再是简单地依赖于某一国家，仰赖外资，而是能够根据自身需要，自主选择资金的来源和产品的去向。其经济生产的目的由为英国创造财富转变为提高本国社会的富裕程度。

战后，澳大利亚仍是一个对外资需求量很大的国家。在1947-194年度，进入澳大利亚的外资为6.08亿澳镑，1967-1968年度至1971-1972年度达到60.52亿澳元。由于1972年末工党执政后，联邦政府对外资采取了限制政策，致使1972-1973年度的外资进入量猛降到4.71亿澳元。后几经震荡，在70年代末又稳定增长，1981-1982年度增至9267亿澳元。然而，较前所不同的是，海外资金的来源发生了变化。直到60年代初，尽管英国在澳大利亚引进的外资投资总量中仍占第一位但所占比例逐渐减少。在1947-1948年度引进的外资6.08亿澳镑中英国投资为4.16亿澳镑；在1961-1962年度引进的外资16.13亿澳镑中，英国占8.09亿澳镑。澳大利亚企业的一多半来自于英国。

然而，以后的情况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美国资本从60年代初开始大量进入澳大利亚，进而与英国平分秋色。从1962-1963年度到1966-1967年度，在澳外资总额为59.73亿澳元（镑），美国为21.9亿澳元（镑），英国为21.77亿澳元（镑）。60年代，美国资本在澳大利亚表现活跃，主要投资于金属加工、化工、农机、食品加工和汽车制造。仅在金属加工业，美国的投资量在1962年由4100万美元上升到1.44亿美元美国的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等几位汽车制造业巨子控制了澳大利亚2/3的汽车生产。1966-1967年，布罗肯希尔钢铁有限公司在美国顾问的建议下进行了改建和重组。澳大利亚被列为美国海外投资的第五大场所。有人写道：“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早点食品、化妆品，还是卫生间，大部分澳大利亚人都无法说出哪一样不是美国公司在澳大利亚的子公司生产的。”从7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的投资进入澳大利亚，成为居美、英之下的第三大投资者。其他各国所占比例也不断扩大。海外资本来源的多国化不仅使澳大利亚的资金获取量更大，而且改变了澳大利亚对某一国的依赖局面，或避免了某一国对澳大利亚经济的控制。这无疑有助于澳大利亚社会殖民性的淡化和独立性的加强。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澳大利亚社会独立发展的趋势。

在外资的使用与管理上，澳大利亚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自主性。联邦政府根据澳大利亚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有关政策，确保澳大利亚能从中获得益处和保持对外资管理上的独立自主。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以社会秩序稳定、投资场所安全和政府信誉坚挺而享誉国际投资界，1964年，伦敦《金融时报》把澳大利亚誉为世界上经济最健康的国家。从战后到70年代初，对外资的需求量因国民经济发展迅速而增长因此，联邦政府及各州政府一再表示欢迎外国投资。在外资管理上，除规定外国投资所进行的国际贸易须遵守有关的外汇管理条例和保留对被认为违反国家利益的外国收购进行干预的权力外，澳大利亚官方不仅没有多少限制性条款，反而提供了许多诱人的优惠条件。例如，为了发展制造业，澳大利亚对用于制造业主要设备的投资补贴29%的税金，这使国外私人投资大受鼓励，澳大利亚制造业立刻成为外资投资热点。财大气粗的美国投资者趋之若鹜。到1964年，澳大利亚20%的制造业企业由美国控股，1965年达到27%。

从70年代开始，由于经济形势的严峻，澳大利亚政府出于本国利益考虑，对外资采取了较前严格的管理政策。有关政策的制定和相关措施的执行由联邦财政部全权负责。为了加强管理，1975年9月，联邦政府设立了外资顾问委员会。半年后，联邦政府又设立了外资评议局，以取代前者。评议局的职能为：充当政府顾问，对外资提出指导性意见，协助政府修改投资方案并使之与政府的政策目标相一致；全面审查外国投资者提出的对澳投资方案，维护澳大利亚的企业与私人利益。从80年代开始，相伴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内私人投资的增加，加之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和微观经济改革，外资的流入量逐步下降，尤其是政府的对外借款锐减。1990-1991年，澳大利亚非但没有从国外借款，反而向国外输出资本32.97亿澳元。

从战后澳大利亚的引进与利用外资总的情况上看，其积极作用是显著的。其一，外国资本的流入弥补了澳大利亚国内资本的不足，有助于提高澳大利亚社会生产能力，对澳大利亚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其二，由于外资主要来自于现代工业技术的发源地——欧美国家，因此随着外资在澳大利亚开办工厂和购买澳大利亚企业，新技术和新工艺也随之进入澳大利亚。诸如汽车制造、石油炼制、化学工业、电子技术等资本集约化与技术集约化程度较高的新兴工业因此在澳大利亚得以迅速发展，大大加快了澳大利亚工业化进程。其三，外资企业的先进管理技术和制度也为澳大利亚所吸收、借鉴及移植。由于引进外资是在双方互利的公平原则下进行的，所以，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也使外国资本从中获得丰厚收益。从1968-1969年度到1978-1979年度，外资收益量相当于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量的1.7%-2%。因此，在澳大利亚的投资领域，外资的运作过程呈良性循环。

在战后对外贸易方面，澳大利亚的社会生产与海外市场依然联系紧密，但却发生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变化。第一，贸易格局在战后几十年中产生了重大变化。澳大利亚逐渐摆脱了对英国经济的依赖，进而从以往的英帝国或英联邦经济体系中分离出来，转而渐渐融入亚太经济体系，澳大利亚人“现在则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亚洲的一部分，邻国的繁荣昌盛和他们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从澳大利亚本身而言，这种变化受到战后澳大利亚民族意识和澳大利亚自身经济利益的影响与驱动；而从客观环境来看，当英国日薄西山时，环太平洋经济则走向繁荣。因此，这是澳大利亚独立自主发展的体现。它不是人为的有意识行为所致，而是澳大利亚社会发展的结果。

1950-1955年与1964-1965年澳大利亚外贸比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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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见，当英国在澳大利亚对外贸易中所占比例下降时，美、日及亚太国家对澳大利亚则日显重要。到70年代时，这种方向性变化的发展趋势更为明显，并使如此这般的澳大利亚外贸格局得以稳定。在1971-1972年度澳大利亚对外贸易的出口额中，英国为9.2%，美国为12%，日本为27%，东南亚为12%。日本迅速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澳大利亚“和日本有着生命攸关的经济联系”。在80-90年代澳大利亚致力于扩大外贸范围，同越来越多的亚非拉国家建立经贸关系，到90年代初，已同35个国家订有双边协定，同8个国家签订了双边科技协定。它还积极在国际经济中发挥作用，如参加了1973-1979年的关贸总协定第七轮多边贸易谈判（即“东京回合”谈判）和1986-199年关贸总协定部长级会议（即“乌拉圭回合”谈判），接受了有关协议在面向世界的前提下，澳大利亚立足亚太，尤其重视同该区域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1983年，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签订了“澳新进一步密切经贸关系”的协定，旨在在两国间实现全部产品自由贸易。澳新与诸南太平洋岛国也保持着特殊的经贸关系，签有诸如“南太平洋经贸合作协定”之类的条约。东南亚各国也一向为澳大利亚所重视。1974年，澳大利亚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即“东盟”）建立了正式关系，为双方在市场、科技贸易及援助等方面的交往提供了机会。澳大利亚积极倡导通过贸易自由化来加强环太平洋地区经济合作。1989年11月，它作为东道主召开了这一地区部长级会议。

第二，旨在独立发展和寻找市场的贸易格局变化使贸易互利冲淡了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中的种族主义色彩，克服了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战后以来，澳大利亚的贸易伙伴大都是有色人种，日本从澳洲进口工业原料，中东的伊斯兰国家从澳大利亚购买肉类和牲畜，中国内地是澳大利亚小麦和矿石的大买主，韩国、新加坡、泰国等国家与澳大利亚贸易往来也十分频繁。可见，贸易格局的改变不单是一个贸易问题，而且影响到了社会意识的变化，并且构成了本土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三，保护关税政策是澳大利亚长期以来的国策之一。它虽然对于澳大利亚国民经济发挥过重大作用，但是，战后以来，在国际经济交往和澳大利亚对外贸易发展中，它的弊端及与现实不相适应之处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因此，相伴于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水平的提高，以降低关税税率和拆除关税壁垒为内容的关税改革成为澳大利亚贸易政策重心转移的表现之一。1986-1987年度，澳大利亚约有38%的进口商品是免税的。从1988年5月起，澳大利亚分阶段将高于15%的关税削减至15%，将高于10%的关税削减至10%，这一过程在1992年业已完成。澳大利亚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商品的免税额占其全部免税进口额的60%左右。概括而论，澳大利亚是根据本国产品的实力情况来确定体现保护程度的关税税率的。在1988-1989年度，实力较强的农业部门的平均有效保护税率为9%，而与外国同行业相比较为薄弱的制造业部门的平均有效保护税率为17%。再以澳大利亚对工业品进口广泛使用的阶梯关税为例，在1989年7月，生皮、皮革和羽毛的简单平均关税为零，而其加工半成品税率为10.7%，制成品为23.4%。这些政策和措施增强了澳大利亚在外贸活动中的灵活性，表明澳大利亚经济已摆脱了殖民地时代的束缚，完成了殖民地经济向民族国家经济的转变。

总之，在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国民经济作为社会发展的一大组成部分，已被牢固地确立在独立自主的地位上。从最能够体现澳大利亚经济外向型特色的投资和外贸部门的结果和状况可看出，殖民地时代留下的残余已成为陈迹。澳大利亚不再简单地是西方国家的原料产地、商品市场或投资场所，而是地位平等和行动自主的贸易伙伴。它牢牢地掌握着本国的经济命脉，并且全力保护着自己的经济利益。1998年1月，美国借东南亚金融危机之际，为了控制众多东南亚农业品市场，向受危机打击的亚洲国家提供了20亿美元的贸易信贷，用于这些国家购买美国的农产品。美国农业部利用其商业信贷公司也向亚洲国家提供了出口保险，并在亚洲积极活动。面对既是贸易伙伴，又是竞争对手的美国的强有力的渗透，澳大利亚不畏经济实力悬殊，作出强烈反应，奋力抗争。月4日，联邦总理J.霍华德指责美国乘人之危抢占澳大利亚在亚洲的出口市场的举动是“十足的贪得无厌行为”。澳大利亚棉花局局长讥讽美国农业部的做法是“一场经济大旋风之后”的掠夺者。针对美国以对印度尼西亚的渗透为切入点的举动，澳大利亚政府的出口金融保险公司向出口印度尼西亚的商品提供无限额保险，联邦政府还拨款30亿澳元（约合20亿美元）用于资助向印度尼西亚出口的商品。此外，澳大利亚还扬言要“收集材料”，准备向世界贸易组织投诉美国。虽然日后事态并未扩大和激化，但这显示出澳大利亚经济独立和自主之一斑，而这一斑恰为澳大利亚本土化发展水平的标志，互利共存和独立发展是战后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状态与趋势。它已不再以依附与移植为内容，以及简单地在利益驱动下顺理成章地发展，而是顺应国际发展潮流和经济发展规律，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保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从战后的情况来看，澳大利亚的经济在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过程中，由依赖转为自立，由追随转为自主。经济本土化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不可避免地使澳大利亚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一系列变化不是移植英国等欧美国家的制度和经验所致，而是自身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现象。这样的变化基本上与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所造成的自身国内经济结构变化相同或同步。这一方面表明澳大利亚经济与西方国家经济为同一类模式和性质，另一方面显示出独立自主的澳大利亚经济在发展上与西方已并驾齐驱。这种变化较为深刻地体现出澳大利亚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发展的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原处于辅助地位的第三产业在澳大利亚国民经济中的所占比例扩大。与此同时，社会生产的职业分布逐渐变化，政府对社会经济的管理能力逐日增强，因此，澳大利亚社会具有了向后工业化社会发展的趋势。仅以劳动力分布为例，根据国际劳动组织对1960年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部门劳动力分布比例的统计，全世界平均为农业58%，工业19%，服务业23%。后工业化社会特征最明显的美国是农业8%，工业39%，服务业53%；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澳大利亚为主）为农业12%，工业40%，服务业49%。该统计显示，美国的服务业的百分比最高，澳新次之。时至1981年，澳大利亚的上述百分比已变为农业7.9%，制造业19.4%，服务业72.7%。可见，澳大利亚的后工业化社会发展趋势在20世纪60年代已见端倪，并且发展迅速；在出现时间的先后上，澳大利亚次于美国，早于欧洲国家。这从一个侧面彰显出在本土化发展进程中，澳大利亚社会已经成熟，它渐渐不再追随英国或某一大国，亦步亦趋，而是已开始独立发展，其发展水平并不逊色于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颇有“后来者居上”的架势。

依据澳大利亚统计部门的划分，澳大利亚经济结构中的第一产业（又称初级产业）由农牧业和矿业组成，第二产业由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生产构成，第三产业在澳大利亚经济文献中习惯称为服务业。服务业的覆盖面很广，统为各种各样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行业。战后，在澳大利亚国民经济发展中，三大产业部门均有大幅度增长。在第一产业中农牧业仍是发展热点，绵羊的数目增长空前，1950年为1.13亿只，196年为1.71亿只，1970年达到顶峰，为1.8亿只；同期的羊毛产量也随之上升，从51.8万吨，增至81.9万吨，再升至92.6万吨。“澳毛”成为优质羊毛的代名词。肉牛业发展惊人，从1949-1950年度的61.6万吨增至1977-1978年度的218.4万吨。种植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耕种面积的扩大，总产量的提高和种植品种的增多。40年代末至60年代末，小麦种植面积从140亿英亩增加到260亿英亩，产量平均稳定在2亿蒲式耳左右。1968-1969年度的大丰收时，其产量达到5.3亿蒲式耳。此外，澳大利亚还大面积种植了甘蔗、葡萄等经济作物，收获颇丰。

战后澳大利亚第一产业仍以为国外市场生产和出口率极高为特点羊毛产量的95%用于出口，占到国际市场上羊毛供应量的一半以上。小麦的出口量占总产量的74%。从1960-1969年，仅中国内地就从澳大利亚进口了6.6亿蒲式耳的小麦，占那一时期澳大利亚小麦总出口量的35%。牛肉的内外销量各占总产量的一半。但是，这一热点造成澳大利亚初级产业的脆弱性。例如，由于受化纤生产竞争的影响，羊毛市场出现疲软，造成羊毛业滑坡。1979-1980年度，绵羊数目降至1.34亿只羊毛产量降至69.9万吨。1977-1978年度，长期作为出口贸易中龙头老大的羊毛贸易在澳大利亚出口总量比例中，落至矿产和谷物之后。从7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欧洲经济共同体把不断增加的过剩农产品倾销于国际市场，这对澳大利亚构成了巨大压力。可见，第一产业在长期独占头鳌与独领风骚后，其发展空间已经很有限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既促进了以制造业为主体的澳大利亚第二产业的迅速发展，又为它的日后发展创造了条件。澳大利亚统计局从1968-1969年度开始，制订了与联合国采取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一致的“澳大利亚标准产业分类”。据此，澳大利亚制造业包括以下12个行业（1）食品、饮料及烟草；（2）纺织品；（3）服装及鞋类；（4）木材、木材制品及家具；（5）纸张、纸制品及印刷；（6）化学品、石油及煤炭产品；（7）非金属矿产品；（8）基本金属制品；（9）金属加工产品；（10）运输设备（11）其他机器及设备；（12）其他制造品。制造业的发展集中体现了澳大利亚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从战后至1963-1964年度，制造业以6.2%的年平均增长率向上递增。澳大利亚制造业得到了政府的种种保护和大力支持，1964年，一半以上的制造业行业处在保护关税政策的荫庇之下。同时，可观的利润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60年代，每年约有亿美元的外资在澳运作，其中一半流入第二产业，只有不足1/5投向农业。虽然澳大利亚制造业主要是为国内市场而生产，但随着水平的提高，它在外贸出口中所占比例有所上升。从1948-1949年度到1967-1968年度，其出口份额从5%上升到19%，出口收入由5800万美元增加到5.36亿美元。到70年代初，澳大利亚因工业化的发展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工业化国家。据1979-1980年度统计，澳大利亚制造业拥有经营单位27430家，从业人数1115.4万，营业额653.548亿澳元，增值256.14亿澳元，固定资本支出21.867亿澳元。

从战后澳大利亚制造业发展进程而论，50-60年代是它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带头者”。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一度达到29%，而在整个60年代基本上保持在28%左右。进入70年代，制造业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冲击，使经营单位和从业人数有所下降，但营业额和增值量却有增无减，而且增长幅度也越来越大。从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和各种产业的情况上看，重工业和新兴工业增长较快而传统工业则发展缓慢。从40年代末到60年代末，工业用金属、机器制造和运输设备生产在产值和从业人数上一直居于制造业各类生产部门的前列。

汽车工业是战后澳大利亚制造业的发展热点。它不仅受到政府的保护，而且因英美的投资竞争而得益。1948年11月，作为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澳子公司的产品，第一批“霍尔顿”牌轿车走下生产线，开始了旺盛的“汽车时代”。1961年，在全澳新注册登记的18.8万辆各类机动车中，“霍尔顿”牌汽车占8.7万辆。汽车业的发展对于石油提炼产业形成了刺激。1946年，澳大利亚生产了本国需要量6%的汽油；而到1955年4座壳牌等跨国公司在澳兴建的大型炼油厂提炼的汽油满足了澳大利亚社会需要量的64%；到1969年底，90%的澳大利亚汽车用油由这4家炼油厂生产和提供。1979-1981年间，澳大利亚制造业生产了原铝37.万吨，各类电机385万台，内燃机26.2万辆，电冰箱35.2万台，彩色电视机35万台，小型汽车38.4万辆，大型汽车3.8万辆，汽油180亿公升。

从战后初期开始，联邦政府推行的全面进口替代政策为建立多样化的制造业发展创造了条件，许多新兴工业由此得到保护和扶植。这是战后澳大利亚社会本土化发展直接而具体的体现。政府的政策及难得的机遇使得制造业蓬勃发展，造成在澳大利亚制造业产品的国内自给率提高和着重满足国内需求的内向性突出，同时，也使其行业门类趋于相对齐全。这又进一步促成澳大利亚制造业的一大特征——小企业众多在澳大利亚，“小企业”一词通常是指制造业中雇佣人数不足100人的企业，或者是第三产业中雇佣人数不足20人的单位。1990年，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编印的《澳大利亚》一书中写到，在非农业企业的私营部门中，小企业约占96%。据1991年有关资料估计，在全澳的大约60万家私人企业中，其中约有小企业55万家。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发布的《1993年澳大利亚的小企业》的报告，当时澳大利亚拥有小企业85900家，占90万个私人部门企业的95%；雇佣人数280万，约占私人部门就业人数的52%；从分布上看，主要集中在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和昆士兰3个州，3州的小企业的合计总数占全澳小企业总数的77%。

虽然小企业不足以发挥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效益，但它以效率高和经营灵活等能力和特点而成为社会生产力中的主力军。对此，联邦及各州政府持支持的态度。1993年，《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道：新南威尔士政府拨款800万澳元用于涉及小企业发展的三项计划，即训练计划、制造和技术计划以及未来增长计划。从世界范围看，自80年代以来，小企业以其效率高、竞争力强和适应性好等良好表现，成为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企业界中的一颗新星，在大企业之间强强联合的同时，小企业也遍地开花。这一现象同样出现在澳大利亚的社会生产部门。值得注意的是，战后小企业发展是澳大利亚经济及产业结构发展和变化的动向是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不是移植于英国等西方国家的舶来品本土化的结果。这说明澳大利亚经济与西方国家经济是在相同性质的经济体制中同步发展的，也反映出澳大利亚社会已发展到可独立发展的程度。

综上所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澳大利亚第二产业得到了全面而充分的发展，它不仅确立了澳大利亚工业化国家的属性，而且确定了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和所处位置。它的稳定与持续发展是各级政府和全体民众关注的焦点。在1998年10月的联邦总理大选中充满了这类呼声，霍华德正因在这方面工作卓有成效而连任联邦总理。

第三产业是战后澳大利亚经济产业中发展最快的经济部门。按照现行澳大利亚标准产业分类，第三产业（即服务业）部门包括：（1）水电、煤气；（2）建筑；（3）批发及零售商业；（4）运输及仓储；（5）交通（6）金融、保险、不动产及商业性服务；（7）公共行政及国防；（8）社会服务；（9）娱乐、文体、旅游。随着国家工业化发展，由于各部门生产率的差别，较大部分劳动力进入制造业，而随之而来的国民收入的增长造成对服务业需求的增大，导致整个经济结构乃至社会结构因这种发展方向而出现相应的变化，即在第二产业发展超过第一产业并得到充分施展之时，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影响扩大，其产值和从业人数都有很大增长。

澳大利亚第三产业的发展情况符合于西方后工业化理论中的有关论述，澳大利亚因此而较早地具备了后工业化社会的第一个最基本的特征与内容：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和制造业，而是就业于服务业从1964-1965年度到1977-1978年度，澳大利亚就业总数增加了142万人，其中99.6%，即140万人进入了服务业部门。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相应扩大，增长率高于其他经济部门。从1962-1963年度至1977-1978年度，服务业在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从58.4%上升到68.4%；相比之下，第一产业产值从13.1%降至9.3%，第二产业从28.4%跌至22.1%。在实际产值增长率上，从1966-1967年度到1976-1977年度服务业为4.7%，而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分别是1.8%和3.3%。在就业率增长方面，从1964-1965年度至1977-1978年度，服务业为3.1%，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分别为1.1%和0.3%。各产业部类在产值和就业数量上的差距在不断扩大。至1989-1990年度，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总数中所占比重分别为60%和75%。第三产业就业率的增加意味着社会分工的更加细致和专业化。例如，从1971-1981年，金融、房地产和商业服务的就业率从11.8%上升到17.7%，批零商业从12.8%增至24.5%，社会服务从19.7%升至27.5%。这就需要雇佣大量专业技术人员，如受过高等教育或专业化训练的会计师、计算机专家、医生、工程师、教师等，进而导致职业结构中白领人员的增多。

由于第三产业包括行业众多，因此，各自发展差别颇大，水平不均衡。从第三产业总体上看，社会服务和批零商业无论在就业人数，还是在产值上，均占其中最大比重，增长速度也最快。比较1963年与1973年上述两部门在整个第三产业的产出比重为：1963年分别为39%和27.3%1973年为41.4%和24.1%，其平均值高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同类部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居民个人消费和国民生活水平状况。相比之下，公共行政及国防和水电煤气等公共事业所占比重最低，1973年分别为5.8%和4.7%，1973年为5.55和5.7%。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发展虽然居中，但关系重大。在交通运输业中，除了海、陆、空交通总体发展外，值得注意的是，1970年1月，全长3963公里由悉尼直达珀斯的标准轨铁路网通车。这是一条横贯澳洲大陆的铁路线通车，它标志着实现铁路轨距标准化的规划已接近完成，殖民地时代造成的澳大利亚六个州铁路轨距不统一的遗留问题从此逐步得到解决，连接各州首府的标准轨铁路网的建设计划相继付诸执行。50-60年代，澳大利亚城市化的发展直接导致建筑业的兴旺。但由于澳大利亚城市化已达到较高水平，基本上没有继续发展的必要或需求，因此，建筑业在第三产业的产出比重有所下降。就第三产业的总体水平同欧美国家相比，澳大利亚逊色于号称“第一个成为服务性经济国家”的美国，与欧洲国家基本持平。澳大利亚后工业化社会发展趋势同样不同于以往对英国等欧美国家制度与体制的移植，而是经过本土化而确立的澳大利亚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以自然与自主的自我发展形态演进的产物。它与西方国家后工业化社会发展的相同与同步是前一时期的本土化发展的结果，澳大利亚社会经济因此而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及社会发展方向相适应。

澳大利亚经济属于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并存的混合经济，即它一方面由私人资产、利润动力和市场经济制度构成，另一方面政府通过提高税收、货币政策、工资政策、金融体制、政府支出以及对外贸易政策来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与管理。这是澳大利亚后工业化社会发展的一大内容和标志。澳大利亚政府对经济干预和调控的理论是以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学说为理论基础的。凯恩斯“让国家的权威与私人的策动力互相合作”的观点经本土化成为了澳大利亚混合经济的基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联邦政府职权的扩大，尤其是财政权力的扩大，为战后联邦政府干预国家经济提供了客观先决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大大加快了联邦政府行政能力的提升。战前，各州政府征收的所得税数额多于联邦政府，这是19世纪末筹建联邦时中央对地方不得不做出的让步。而在1942年5月，为了加强联邦政府对全国经贸的干预和调控，柯廷政府提出了四项法案，要求各州在战争期间不再征收所得税改由联邦政府以统一的税率在全国范围内征收，并许诺将为此向州政府提供资金作为补偿。这些方案自然引起州政府的反对。对此，联邦高级法院动用战时紧急状态法，做出了支持联邦政府现行接管权的裁决。这巩固了联邦政府的财政优势，使它可利用财政手段扩大和加强联邦政府的权限范围和发言权。一家有权威性的报刊写道：“各州都是‘独立王国’的神话就这样结束了。”而这仅是联邦政府一系列扩大职权行动的开始。1945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白皮书中规定澳大利亚经济的总目标是：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和经济较快发展。这可谓凯恩斯关于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节，以保持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的学术论断在澳大利亚国家政策中的体现和运用。

50-6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经济政策的目标在于提高经济增长率和加速工业化。政府一方面鼓励各方投资制造业，另一方面高筑关税壁垒，保护制造业，使得这一时期成为澳大利亚经济的快速发展时期。面对70年代以来国家经济的不稳定状况，凯恩斯关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得以运用。于是，为了克服经济衰退与抑制高失业率，联邦政府遵循该理论，在通货膨胀时期采取了紧缩财政的策略，即控制财政支出，增加税收，以增加社会保障和福利费用等措施来刺激经济。虽然，在80-9年代，澳大利亚政治家和学者对于凯恩斯主义和传统的国家经济政策进行了批判性反思，政府也就此采取了诸多修正措施，但凯恩斯主义仍被作为对国家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而所产生的变化是使这种理论更为适合澳大利亚社会现实，表现为凯恩斯主义与澳大利亚社会更加紧密地结合。

宏观财政政策是政府调控市场的杠杆。政府以财政手段调控社会总需求，从而达到调控经济的目的，以便抑制通货膨胀，进而保持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货币政策是澳大利亚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之一，其直接目的是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水平。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的首要任务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80年代以来，由于澳大利亚金融改革的深入，货币供应渠道已不再主要来自银行系统，为此，在金融市场上买卖政府证券的公开市场业务成为澳大利亚储备银行间接调控货币供应的主要工具。从战后到70年代中期前，为了刺激经济发展，政府一直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到70年代中期，这造成预算赤字，进而导致通货膨胀，产生了经济危机。于是，联邦政府又采取了压缩货币供应量和维持较高利率的紧缩政策，以期克服经济危机。时任联邦总理的M.弗雷泽（1975-1983年在任）强调：“政府的明确目的即继续恢复经济……达到此目的的先决条件就是控制通货膨胀。”

工资管理制度是澳大利亚干预社会经济的一大重要措施。接任弗雷泽出任联邦总理的R.J.霍克（1983-1991年在任）对以前的紧缩政策进行了修正，实行了国家管理的固定工资制，即工资按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化而指数化，使工资与提高工作效率和生产率挂钩。此举被认为是限制物价上涨的有效措施，为此，1984年，澳大利亚成立了物价监督局。固定工资制对降低通货膨胀和促进就业与投资的回升发挥了有效的积极作用。1987-1988年度，为了激活劳动力市场，加强自由市场的调节作用，霍克政府取消了工资指数化的做法，但国家集中管理的固定工资制度仍是将工资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保持平衡。此后，作为一种既定国策，固定工资制度在不断得到修正与充实中得以延续，它是澳大利亚国家经济政策的一大成就。其功能在于在控制物价的同时，又促进了投资和保障了就业，进而抑制了通货膨胀。这无疑是西方经济学说理论与澳大利亚具体实情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产业政策是澳大利亚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又一重要内容，具有长远性特点。战后澳大利亚为了改变其殖民地经济的性质与特征，着重工业化和工业多元化的发展，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对外依赖减少，独立自主性增强。但是，由于国内市场狭小，产业布局不合理，使得大多数产业未能达到规模经济，缺乏国际竞争力。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提高澳大利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性，从70年代起，以促进澳大利亚工业国际化为目的，澳大利亚对工业部门进行整顿，引导其向专业化方向转变。这一政策的形成表现为政府逐渐放弃了对制造业的保护政策。8年代以来，联邦政府一方面普遍降低了关税税率，另一方面逐渐取消对各工业部门的扶植上的差别。1988年联邦政府经济报告明确指出，其目的在于使澳大利亚工业变得更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全球观念。1991年月，霍克声称：要建立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澳大利亚”。这是一个长远的政策。70-80年代，澳大利亚工业品出口徘徊在全澳总出口量的20%左右；而到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工业品出口比重则呈增长势态。这意味着澳大利亚的产业政策初见成效，开始发挥作用，澳大利亚工业国际化进程取得进展。

战后澳大利亚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趋势是长期以来澳大利亚本土化发展的结果，西方先进的理论、制度和体制在澳洲得以确立，并拥有了新的内容和特征的同时，澳大利亚经济也因此而被纳入了西方经济发展的轨道，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部分。在这发展过程中，澳大利亚由尾随英国及欧美国家，而逐渐与之并驾齐驱。随着澳大利亚社会的发展与变化，本土化的内容也由颇为自然地引进和移植英国现成的理念、制度、体系或技术，逐渐转向独立发展。这是在非人为着意中进行和完成的，突出表现为澳大利亚的发展不再是简单地依赖于英国或某一大国，而是自主选择和决定发展的方式和方向。虽然澳大利亚人在社会发展中并无多少创举，一直是以借鉴和移植他国现成和成功的制度及经验为建设手段，但是，以今比昔，澳大利亚人的眼界已大为开阔，不再是唯英国马首是瞻，而是放眼更多国家成功的经验和范例这体现出的不是本土化的终止，而是本土化的深入，愈加显示出以澳大利亚民族利益和国家需要为中心的属性以及独立自主的发展趋势。


二　社会变化与制度完善

（一）内向性：殖民时代的痕迹

从性质上看，联邦运动是一场澳大利亚民族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社会变革，具有天翻地覆的意义，澳大利亚联邦的成立是澳大利亚社会的又一次转型，即由英属殖民地演变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而从进程上看这则是一个澳大利亚人争取自主与自治的社会改革运动，社会似乎依然如故，人们关注的往往仅是与既得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而不注意由此引起的社会性质变化。100年多前，北美人向母国要求同样的权利和权力，但是，被迫进行的残酷战争使他们在战后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居然得到了比自主与自治更彻底的独立，懂得了主权的含义，尤其是1783年《巴黎和约》的签订使他们明白了北美十三州已经不是殖民地，而是已脱离英国的美利坚合众国，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由英王臣民改变为美国公民。然而，温和的社会渐变则使澳大利亚人没有美国人的那般感受，他们对自主和自治的获得显示出兴趣，而对独立与主权的获取则表现出漠然。1901年后，澳大利亚人仍长期视自己为英国人，依然理所当然地是英王的臣民，而对澳大利亚公民的身份则表现出无动于衷，甚至是不屑一顾，以为澳大利亚还是英国的一部分。这种状况不是英国着意强加于澳大利亚的，而是在“母国情结”的作用下，基本上未受冲击的殖民地心态所致。其具体表现为澳大利亚社会有着明显而深刻的内向性，以至于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虽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但也多有缺失。

就英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关系及关联问题，澳大利亚人的认识基本上依然如故，而这种依然如故决定了澳大利亚联邦还是一个不成熟的民族国家。这突出表现为澳大利亚人对英国的依恋，澳大利亚社会对英国的依赖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内向性，即在唯英国马首是瞻的前提下，政府和民众只关注国内政治和经济，而对国际事务则漠不关心，往往把本国的外交和国防等事务置于国家政治的次要地位，仅是习惯地以英国为依托，按照或揣摩英国的意图来进行决策，甚至干脆将相关处置权托付给英国。

19世纪末以来，太平洋上的局势变化使澳大利亚人越来越感受到威胁，危机感逐渐上升。除了德国已在太平洋上占据俾斯麦群岛的北新几内亚，大有虎视澳属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澳洲大陆之势外，日本的崛起更使澳大利亚人感到吃惊。澳大利亚对日本存有戒心，视其为潜在的入侵者，尤其是目睹了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人的狂妄、凶猛和善战。“白澳”意识的矛头所向已由中国人转向日本人，日本一时间被称为“黄祸”。尽管这也激起一些要求加强军事防务的呼吁，然而，澳大利亚人只是一方面要求加强英国在南太平洋上的海军力量，另一方面指望着英国出面来采取外交手段，对日本进行防范。耐人寻味的是，澳大利亚政府的这种既定做法正好与这一时期英国的远东政策相吻合，特别是呼应了英国对日政策。在1921年的帝国会议上，澳大利亚联邦总理W.M.休斯力主签订一个英、美、日、澳四边条约，以维持太平洋地区的现状稳定。1937年，联邦总理J.莱昂斯再次在帝国会议上动议订立“一个地区谅解和互不侵犯”的太平洋条约。而此时澳大利亚对英国外交政策的不满主要是认为英国过分关注经济问题和欧洲事务，而未对太平洋地区的事务予以应有的重视。1939年4月，在惠灵顿召开的“太平洋防务会议”上，澳大利亚一再强调自己是“英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英国也重申了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保护义务。

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在大战中的贡献成为澳大利亚在国际政坛上昂首挺胸的资本。联邦总理休斯以捍卫澳大利亚民族利益和国家尊严的面目出现，力争澳大利亚的权益，锋芒毕露。这令美国总统威尔逊不以为然，以不屑一顾的口吻责问道：“总理先生，你为多少人说话？”休斯反唇相讥：“为了6万死难者，总统先生。”这番唇枪舌剑更使澳大利亚引人注目，其结果是澳大利亚得到了世人的尊重，因此，有人将这次和会视为“澳大利亚外交的诞生”。然而，休斯的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澳大利亚外交活动中仅为昙花一现。在澳大利亚国家政治中，处置外交事务的基调是依赖和追随英国，其外交政策的内向性是相当明显的。就在休斯在巴黎为澳洲的利益而施展浑身解数时，他的内阁成员们则因感到他的言行已经超出了英联邦国家在外交上从属英国的惯例而忐忑不安，特地给他发出一份急电，提醒他切忌不要伤害英国的感情。

1934年，澳大利亚政治家J.G.拉萨姆在《访问亚洲报告》中表达了这种倾向：“澳大利亚几乎不发生外交问题。我补充说，外交问题越少越好”；“我认为，我说的这些代表了澳大利亚人的普遍看法。”虽然，从联邦运动的后期到联邦成立初期，在澳洲内部也出现过关于外交权力的讨论，但是，澳大利亚人的争论焦点不是作为民族国家而应拥有外交独立处置权，而是外交事务是应由联邦政府统一处置，还是由各州政府自行其是。后来，还是由英国殖民大臣J.张伯伦在1903年一锤定音：“就其他殖民地在帝国或对外关系而言，澳大利亚形成了一个政治共同体。只有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能够为共同体说话，能够处理发生在政府管辖之内的影响外交或内政的任何事务。”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人“专心一致地从事开发澳洲大陆的工作，……几乎可以舒舒服服地完全集中精力于国内的事业上”。无论是政党，还是政府，对外交事务的处理既无经验，又无兴趣，他们心安理得地将国家外交大权交由英国掌管。移民殖民地的历史使澳大利亚只是与英国关系密切，而与其他国家的交往则很少，甚至还有意避免与别国交往。这使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不仅唯英国是从，而且受制于英国的外交政策。澳大利亚外交部是联邦政府中最先成立的机构之一，但是，它的职责仅限于解释与英国的关系。本来，在第一届联邦政府建立时，澳大利亚可以像其他殖民地那样实行外交自理与独立，但巴顿及他的政府则认为无此必要。这样一来，同独立前一样，澳大利亚仍听任英国代理其外交抉择甚至处置澳大利亚的对外贸易谈判。澳大利亚社会对外交问题也漠不关心，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澳大利亚的新闻媒体只热衷于谈论国内政治，而很少系统讨论国际问题。在民众中，外交事务很少被提及，因而，在此形成了所谓的“国内的真空”。

1916年，休斯以澳大利亚联邦总理的身份第一次与其他自治领总理一道出席了英国内阁临时会议。同年，他又作为英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一个协约国之间的经济会议。1919年，休斯获得在巴黎和会上的独立发言权，澳大利亚成为国际联盟的独立成员国，并取得了对原德属新几内亚的“C”级托管。在1923年的帝国会议上，澳大利亚与其他自治领一样，获得了任命外交代表和与别国谈判签约的权力。但这一切并未对澳大利亚产生多少影响，澳大利亚人对此也没有表现出多少兴趣。1921-1935年，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中，仍“没有哪个部比外交部再小了”。到1935年，它才作为一个单独的部门，独立于总理府，而正式官员仅有2人。自联邦成立后，澳大利亚没有驻外使节和外交使团，尽管它早已拥有这种权力与职能，仅是在伦敦派驻了一位高级专员，凡是涉及澳洲的外交和国防事务时，英国仅将处理决定通知该高级专员。也就是说，澳大利亚的外交仅同英国发生关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外交上，澳大利亚对英国依然是亦步亦趋。它虽然是国联成员国，但处处听命于英国。1935年，针对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澳大利亚随同英国对意大利实行经济制裁。30年代后期，澳大利亚支持英国的绥靖政策1938年夏，悉尼附近的坎布拉港工人为抗议日本侵略中国，拒绝向开往日本的货轮装载生铁，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澳大利亚政府则出面调解，将原定的30万吨生铁减为2.3万吨。

在英帝国各自治领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外交事务中对英国的依赖最为显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南非、爱尔兰等自治领明确要求提高自身的独立性，这使帝国内部关系出现了诸多变化。1926年的《贝尔福宣言》和1931年的《威斯敏斯特法案》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其“地位平等”的原则逐渐改变了英国与自治领之间的关系。《贝尔福宣言》宣布：“英帝国内部的自治实体地位平等，在内部和外交事务的任何方面彼此无任何隶属关系，虽以对英国王室的共同效忠为纽带联合成一体，却是各自作为英联邦的成员自愿地结合在一起。”这使得“帝国内的每一个自治成员都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了”。《威斯敏斯特法案》以法律的形式将这一系列变化肯定了下来，英联邦随之形成。

而与其他自治领热烈的反响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澳大利亚的反应相当冷漠，它仍一味强调澳大利亚是“帝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于《贝尔福宣言》，“澳大利亚政府当然不同于加拿大和南非，对于帝国关系中颇有影响的结构性变化没有表示出特别的兴趣。”而当意味着自治领完全独立的《威斯敏斯特法案》公布后，其他自治领很快予以批准时澳大利亚则无动于衷。联邦总理斯库林提出此事，但联邦议会却因忙于其他事情而将此束之高阁。1937年，后两度出任联邦总理的R.孟席斯在向联邦议会对此进行解释时说道：“我知道，相当一部分有责任心的人对批准《威斯敏斯特法案》心存疑虑，因为他们认为这很可能助长国家从大英帝国中分离出去的倾向。”直到1942年，该法案才在工党政府的过问下由联邦议会批准生效。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实际上是在伦敦决定的，而不是在堪培拉”，上述种种仅为典型事例在世人眼里，澳大利亚基本上“是一个统一家庭中的一员，而不是国际事务中一个单独和独立的成员”。直到大战结束后，英国势力逐渐退出澳洲的事实才促使澳大利亚人考虑自己的处境。孟席斯在1946年谈及时无不忧伤地说：“当我们在荒唐的疯狂中将我们强大的朋友从这块重要的土地上赶走之后，我们澳大利亚将开始明白什么是孤立。我但愿那一天永远也不会到来。”

国防问题在澳大利亚社会和政坛上曾为中心话题之一，激起过一阵又一阵的危机感和爱国热情。联邦成立后，联邦政府增加了国防经费承担起了组织陆海军以承担澳洲防务，此外还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加强军备。但总的说来，澳大利亚社会和政府的国防意识相当淡薄，人们普遍认为南太平洋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并普遍对英国皇家海军提供的保护感到满足。虽然澳大利亚已经拥有自己的海军舰队，但是，它作为澳洲自治乃至独立的政治象征作用大于其运用于国防的军事价值人们依然将澳大利亚的海防寄托于“租来的”英国皇家海军。

迪金继任总理职务后提出建立独立的国防体系。1907年，澳大利亚建立国防委员会专门负责国防事宜。同年，在帝国会议上，迪金力争成立独立的澳大利亚军事防务体系，提出建立海军和瑞士模式的民兵组织。英国只得做出让步。根据1910年《海军防务法》，在联邦政府中设立海军部，着手建设海军。澳大利亚联邦议会还通过《海军借款法案》向英国贷款建造军舰。1913年10月4日，由1艘战列巡洋舰、3艘轻型巡洋舰、3艘驱逐舰组成的皇家澳大利亚舰队驶进悉尼港，在科卡图岛安营扎寨。虽然社会上对组建澳大利亚海军一事尚有争议，但大多数澳大利亚人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我们自己的兵舰”。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在全国实施强制性义务军训制。1911年，有15.5万名青年应征，其中9.万人接受军训。1914年，联邦军费开支为300万澳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有10.7万人接受过军训。联邦政府还开办了诸如“皇家军事学院”等军事院校，培养职业军官。

就总体而论，此时澳大利亚的国防建设还是相当薄弱的，其象征联邦地位与国家主权的意义远远大于其纯军事价值。其意义一是在于向澳洲社会彰显联邦政府的作为，二是在于让英国人相信“无论遇到什么我们在陆地和海洋都能很好地保护自己”。而就澳洲防务的现实而言，英国的实力与承诺是澳大利亚所期盼与依赖的，澳大利亚自然因此而忽视了自身的国防建设。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刚刚发生，就政府采取了克服贸易逆差的措施，厉行节约，尽量压缩开支，于是，国防经费首当其冲，遭遇削减。1929年10月31日，联邦总理J.H.斯库林宣布废除强制军训。随着经济危机的持续和加深，国防建设陷于停顿，1932年初出任联邦总理的莱昂斯又多次大幅度打压国防开支。到1933年初澳大利亚的国防能力降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低点。在1931年和1933年的两次大选中，国防及相关问题几乎无人问津。

从1933年起，联邦政府力图重振军备，但国防建设因成为议会党派争议的内容而举步维艰，难有作为。虽然“澳大利亚的军事和战略计划必须成为英国和英联邦的军事准备的一部分”的看法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朝野的共识，但就如何加强国防力量则分歧重重。联邦政府不断加大海军建设的力度，逐渐增加其军费开支，而在野的工党则在J.柯廷的领导下，对此大加抨击，主张重点发展空军，认为空军是纯粹自卫性的，而发展海军会使澳大利亚介入本土以外的战争。正是这种内向性的态度使澳大利亚国防力量和军工生产一直处于薄弱状态。

1939年9月，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澳大利亚仅有正规军1.万人，而这还是英国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之一，受英军的统辖，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没有调遣和指挥权。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它的正规军也仅约10万人，而在1940年时，澳大利亚人口已达700多万。

综上所述，在历经几十年的联邦运动后，澳大利亚虽然已是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但是，它仍保留着许多殖民时代的残余，殖民地责任政府近似英国地方政府的状况与属性并没有完全改变，并对澳大利亚社会影响至深，以致新生的澳大利亚联邦多有缺失，表现为一个不完全的民族国家。而20世纪以来澳大利亚的民族成熟、国家建设、社会改革及制度完善则表现为改变与弥补这种种“缺失”和“不完全”。

（二）社会制度的本土化

1.联邦制度的变化与健全

澳大利亚联邦的成立标志着联邦运动的完成，但澳大利亚仍一如既往地在渐进中发展。如果说在这以前澳大利亚人的追求是建立一个自由和平等的理想社会，那么，从现在起，他们则面临着如何使理想向现实转变。从1901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是澳大利亚联邦国家成长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澳大利亚从殖民地政治向民族国家政治转化的过渡阶段。在这个巨大的“社会实验室”里，英国的社会政治制度被越来越多地移植到澳洲，随之又被逐步地本土化。这表现为联邦制度的健全政党政治的形成及国家管理的法制化的完善等方面，这些就是这一时期澳大利亚国家政治的主要内容。

澳大利亚联邦国家的各级与各类政治机构是根据《澳大利亚联邦宪法》而组建起来的。它移植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但又依据澳大利亚的具体情况，采纳了美国的联邦制和瑞士共和制的诸多内容。按照联邦宪法第二条规定，“总督一人由女王任命，为女王陛下在联邦的代表，在任期内遵守本宪法，在联邦行使女王陛下授予的职权。”这就是说，总督代表英王，拥有澳大利亚国家的最高权力，其归纳为：行使联邦行政权，任命包括联邦总理在内的各级官员；统辖联邦军队；召开或解散议会；审批议会议案等。但是，宪法也同时规定：“总督在行使这些权力前，必须征得联邦行政委员会的同意。”而按宪法第61条的内容，“联邦政府设联邦行政委员会，作为总督的咨询机构。”如果总督不遵守这一规定，作为该委员会委员之一的联邦总理可以行使建议解任权，要求英王罢免总督。

其实，从建国开始，总督的权力就已经很有限了，其价值存在于统而不治的象征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哪怕是那些已经很有限的权力也几乎丧失殆尽，而总理则愈加明确地操纵着大权。这与英国的君臣关系如出一辙。1930年，总督位置虚悬，联邦总理斯库林一反总督之职由英国人出任的常规，建议任命澳大利亚法官I.艾萨克斯为总督。英王乔治五世大为不满，通过秘书询问：“谁是I.艾萨克斯？”斯库林亲往伦敦，与乔治五世为此舌战45分钟。乔治五世让步：“作为一个立宪君主，斯库林先生，我只能接受你的建议。“1931年，艾萨克斯成为第一位出任澳大利亚总督（1931-1936年在任）的澳大利亚人。从这时直到1965年，时有澳大利亚人出任总督；从1965年至今，该职则全由澳大利亚人担任由此，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在澳大利亚被本土化了。

联邦行政委员会如同英国的枢密院，其委员“由总督任命和召集”而实际上由总督、总理和联邦政府各部部长组成。相比而言，内阁则是联邦政府的最高行政决策机构，它不见于宪法条文，是一个在法律上未曾规定，而根据习惯存在的机构。从1901-1956年，内阁一直由总理副总理及各部部长组成，集体对联邦议会负责。内阁的团结和合作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治的稳定与否。1956年，鉴于部长过多，不利于决策，澳大利亚引进了英国的内阁制，即部分高级部长入阁，称为“阁员部长”，其余部长则不入阁，称作“非阁员部长”。

应予指出的是，联邦宪法并未规定联邦政府的组成办法，但与英国相同，它历来由在众议院中拥有多数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组成，对议会负责，并由执政党领袖担任联邦总理。在部长的遴选方面，各政党做法不同。工党是由该党全体议员组成的决策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选举方式推举出部长，再由联邦总理委任；自由党的做法则是由联邦总理全权决定。

在联邦与六个州的关系上，两级政府之间有不少协商和协调性组织，其中最主要的是总理会议。它虽然在宪法中没有确切的规定，在运作中也没有正式的组织章程或议事议程，但是其作用重大。它起源于在联邦运动中的那个旨在加强联系和协调行动的澳大利亚各殖民地总理联席会议。联邦成立后，它的职责变化为协调联邦与州之间的事务。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总理会议仍由州总理控制，依然轮流在各州首府举行。后来，随着联邦权力的扩大和加强，联邦政府逐步操纵了该机构联邦总理负责召集会议，并担任主席。会议由过去的不定期在各州轮流举行，变成为每年至少要在首都堪培拉举行一次。

建国后，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如何划分权限范围是事关国家政局稳定的头号大事。在联邦运动中，六个殖民地联合一致，谋求扩大澳洲自治权的结果是获得了国家主权，但是，彼此之间在政治上的磨合和在经济上的合作远未完成。这造成在如今由各殖民地演变而来的各州之间因社会发展水平不一而存在大量棘手的分歧，人们还不习惯国家的概念，“对本地区及所在城市的忠诚超过了对联邦政府的忠诚”。例如在关税问题上，社会生产水平较高的新南威尔士主张贸易自由，而其他五个州则反对，于是，出现了“一个戒酒君子与五醉汉结为伙伴”的结果因此，在既要使联邦政府正常行使职权，又能尽量广泛保存各州权力的条件下，分权制成为澳大利亚建国之初政治生活中的一大内容。

建国初期，州政府的职权大于联邦政府，在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领域，联邦政府缺少干预权，常常处于从属地位。例如，各州在经济生产中拥有大量的自主权，而联邦宪法却阻碍着联邦政府和联邦议会过问州际经济合作和全澳经济生产。1901年，巴顿在上任后的第一次演讲中就提议建立一个州际委员会，处理各州之间的经济合作和协调问题，但是，联邦政府一直无法将此付诸实现，直到1913年这一委员会才勉强得以建立。而建国初期的联邦金融系统也仅是以满足各州政府的需要而联系在一起的。

这种情况与澳大利亚的进一步发展不相适应。随着国家的统一，各州、各地区以及各城市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与日俱增，州际合作增多，彼此间的趋同性也越来越显著。联邦政府自然而然地在国家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各州政府无能为力和无法取代的诸多原属州政府的职权开始自行或有意识地向联邦政府转移，联邦政府权力逐渐增强和扩大。从1901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是澳大利亚联邦国家成长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而这种转移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在澳大利亚这个巨大的“社会实验室”里，英国、美国等国的政治制度被移植而来，随即被本土化，转化为维护与保障澳大利亚的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这表现在联邦政府的作用及地位的提高、政党政治的形成及国家管理的法制化。而这一系列变化的依据则是人们对联邦宪法的解释以及对相关法律的修正与执行。这是澳大利亚本土化在社会政治发展方面的重大内容。

税收制度是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复杂问题之一，也是州政府权力向联邦政府转移的一个切入点。根据分权原则，联邦宪法规定联邦政府负责征收海关关税和消费税，州政府则掌管其他捐税的收取。但是按照1899年制定的《布雷登条款》，在联邦建立的最初10年内，联邦政府须将关税的3/4返还给各州政府，以补贴各州的行政费用。该条款后被列入联邦宪法，即联邦宪法的第87条。这成为了州政府的一笔固定收入。宪法还规定，联邦成立前各殖民地所欠内债和外债均由联邦政府偿还。由于各州大小各异，人口数量不等，以往的债务也不一，因此这笔税收收入的分配势必影响到联邦与各州的关系，并事关国家政局于是，在1908年，经各州商定，通过了《税收盈余法案》，确定了按各州人口多少分配的原则。次年，在《布雷登条款》临近期满时，各州达成了折中协议。依此，各州债务由联邦政府统一偿还；以“每年每人25先令”为标准，按人口将税收盈余发还各州；对经济落后的州发给特别补助金。由于国防和社会福利事业等开支增加，根据新的规定，“联邦政府的种种负担必然要使它在收入中保留更大的部分”，这就“促成了联邦政府有盈余而各州政府闹亏空的局面”。到了1914年时，联邦政府在税收等财政方面的优势地位已经不容置疑了。这意味着联邦政府在税收分配上开始逐步握有主动权，而各州政府则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使它们在税收赢利中得不到多少油水的财政条款。这一主动权的掌握一方面使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另一方面为联邦政府干预和调控国民经济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

联邦成立后，银行管理和货币发行划归联邦政府掌管。早在19世纪，英国的货币制度就被照搬到澳大利亚各殖民地，英镑流通于澳洲市面。此外，澳大利亚约有50家私人银行和新南威尔士及昆士兰政府发行的纸币和库券也参与流通。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08年。此后，联邦政府参照英国货币制度，建立起澳大利亚金本位制度，完成了澳大利亚货币及金融体制的本土化。1910年8月，联邦政府发布法令，规定澳镑取代英镑为澳大利亚唯一的法定货币。其单位名称、主辅币换算及含金量与英国币制相同，即：主币称镑，辅币称先令和便士；1澳镑=20先令，1先令=12便士；每1澳镑的含金量为7.322克纯金。1966年，澳大利亚政府废除澳镑制，改行澳元制，其基本单位是澳元，1澳元=100澳分。联邦政府还对私人商业银行发行的货币课以10%高额税收，使之因无利可图而停止发行货币。1910年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银行由联邦政府作后盾，在与各州立银行和私人银行的竞争中，立即发挥出巨大的优势，使联邦政府得到了干预和介入国民经济的有力武器。联邦银行成立不久便同意为尚在筹建生产基地的钢铁企业布罗肯希尔公司提供贷款“与工业冒险的这种联系在澳大利亚银行界中间实为少见”。正是在这一系列发展之中，州政府掌握的管理经济生产的职权逐渐转移和集中到联邦政府手中。

到1914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掌控国家政治和管理国民经济等方面居于优势地位已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联邦政府不仅越来越多地介入州政府权限范围内的事务，而且诸多州政府的权力也正向联邦政府转移。这与当时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吻合的，从1901年到1914年，各州间的经济交往日趋频繁，共同市场发展缓慢但大有长进，联邦政府的保护关税政策对国民经济起到了巨大的保护作用，全澳经济发展的趋同性越来越快速和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来，其中联邦政府的关键作用是州政府所望尘莫及的。同时，从政治演进的角度看，联邦政府具备驾驭全局的能力和领导资格，它的作用和地位不断提高，这进一步加强了民众心理上的国家意识，人们的期待逐渐从英国转向澳洲本土，对政府的关注也渐渐从州政府转向联邦政府。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联邦政府在澳大利亚的领导地位已经基本得到确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战争的需要，联邦政府收归了许多属于州政府的权力，原本是临时性的，但战争结束后，既成事实则使临时性顺理成章地转变为永久性，并不断巩固和健全。联邦政府进一步领导和调控着国家政治和经济。例如，在大战前，澳大利亚人关注的是如何通过政治手段去实现民族意识中的平等、自由和民主的理想；大战后，人们则越来越关注资源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这一变化的负面影响使人们对政治的热情趋于下降。在两院选举中，战后参加投票的选民明显少于战前，1913年参加投票的选民总数的73.49%，而到1922年却降至57.95%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联邦政府除了加大宣传力度外，还动用法律手段，颁布了“强迫选举制度”，以保证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进行。这是联邦政府职权扩大和职能提高的缩影。而在以后的选举中，投票率逐渐达到并稳定在95%-96%左右。

在一战后经济发展时期，联邦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已经相当巩固，行使权力的能力也在提高，尤其在改善交通运输、通讯联络、发展大型企业和国内市场方面。对此，州政府是不能胜任的。因此联邦政府在职能加强和职权扩大的同时，其权威性和重要性也与日俱增。比如，联邦政府提出的“人力、资金和市场”政策就是这一时期经济发展与联邦政府地位提高相结合的产物。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统一和交往的增多，各州及各地之间的差别日益缩小，而共同点不断增加，政治和经济的互助性和一致性愈加明显，民族意识中的国家观念逐渐增强。殖民时代留下的残余越来越少，旧时代的印记也渐渐被敷平。联邦政府的权力扩大和地位提高正是上述变化和变革的体现。以联邦政府为国家最高行政权力机构的联邦制被更多的人认可和理解。1927年，联邦政府组成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对联邦制的作用进行广泛调查，结果是：“它的大多数成员认为：‘联邦制基本上是一种令人满足的政体。如果稍加改革，便能成功地发挥作用。’”根据这一时期澳大利亚国家社会政治的演进，其所指“改革”就是进一步扩大联邦政府的权限和强化它的职能。所以说，改革的过程也是澳大利亚作为独立国家的自主性趋于完善和昔日殖民时代的依附性逐步消退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为澳大利亚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即更深层次的全方位本土化，提供了政治前提和社会保证。随着联邦政府地位的提高和作用的增强，总理会议逐渐被联邦政府所操纵，联邦总理取代州总理而作为主席来召集会议。

在从联邦建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40年期间，澳大利亚联邦制是遵循着适应澳大利亚实际情况和现实需要的指导思想而发展的，并趋于健全。联邦政府在国家管理上的权限和地位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州政府的权力被剥夺和地位的下降，而是在最大限度提高国家政策的准确性指导性和权威性的前提下，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根据社会现实和社会需要而进行职权调整，以求更好地发挥各级政府的职能。在联邦制中，州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不是配角，而是与联邦政府形影不离的另一个主角。首先，州政府的动议和要求往往对联邦政府的决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白澳政策”和保护关税政策起初就是各州执行的地方政策，后一步步发展成为由联邦政府推行的国家政策。这种决策程序决定了澳大利亚国家政策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其次，澳大利亚的发展是在不断的改革中进行的，而这些改革往往是率先在一个或几个州进行的。对于地方性的改革，联邦政府加以扬长避短，再逐渐向全澳推广，以至于地方性改革是全国性改革的先驱者、前奏曲和实验场。澳大利亚实施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就是从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开始的，进而不断深入、充实和扩大。在解决社会问题时，联邦政府也可借鉴和采用州政府已施行的方案，如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参加投票的选民人数下降问题而采取的“强迫选举制度”就起源于昆士兰州。这一制度的实行使参加投票的选民人数迅速攀升。这些事例表明各州的改革为联邦政府的决策提供了范例，总结出了经验与教训，从而提高了全国性改革的成功系数。这是在单一政体中不易做到的。

再有，联邦政府的法令及方针具有宏观意义，各州则依据本州的具体情况，在不与联邦政府的宏观原则抵触的前提下进行操作，无需联邦政府事必躬亲，从而提高了国家政策的可行性。总之，在澳大利亚联邦制度中，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但又无法相互替代的关系。对于处处移植和参照英国及欧美国家的社会制度的澳大利亚来说，这种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从一个侧面再度表明，澳大利亚对西方的移植不是简单的模仿和复写，而是通过扬弃使之适合于澳大利亚的实际，以利于澳大利亚的发展和稳定。纵观澳大利亚联邦制度，不难看出它具有英国、美国、瑞士等多国社会制度的特色，这些特色在适合澳大利亚社会需要的前提下，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文官制度是澳大利亚联邦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具有确保联邦政府的工作能力和提高其工作效率的作用。它是在移植19世纪中期英国文官改革所形成的文官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世纪后半期，各殖民地责任政府中的官员任用极不规范，有的是毛遂自荐，有的是议员推荐有的是将官职作为政治相助的回报。这在政府官员中造成工作效率不高和腐败滋生的现象。为了杜绝这类情况，1883年，维多利亚政府率先模仿英国文官制度，通过了《文职人员条例》，其他责任政府先后效仿1895年，新南威尔士议会颁布了更为完善的《文职人员条例》，为当时主要的社会改革举措之一。它规定成立一个独立于政府、对议会负责的文官委员会。该委员会掌管政府文职人员的有关事宜，即录用、选拔、考核评定、退休等等，它是握有实权的机构，不易被政府和党派所左右。190年，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通过法案，以新南威尔士的有关条例为基础，制定了《联邦文职人员条例》，确立了文官制度，并沿用至今。其主要内容为：进入联邦机构的文官均得通过竞争性的公开考试，方可予以录用；文官的提升视业绩和能力而定；联邦政府的文官在经济和政治上受联邦政府的保护1922年，联邦议会通过法案，建立“联邦文职人员委员会”，作为监督和管理文官的法定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录用文职人员；检查联邦各部人员配备与工作情况；设法为联邦政府各部节约开支和提高功效。早在其建立不久，迪金称该委员会的检查官员是“文官的业务医生”。

根据1922颁布的《联邦文职人员条例》，联邦政府的文官分为四级，第一级是指仅次于部长的各部秘书长、总监等，有“常务首脑”之称。依据有关法律规定，他们“负责抓总，处理一切有关事务”。他们长期居于至关重要的岗位，被视作“在政府的政治与行政机构间起连接作用的连词符，起加固作用的带扣”。第二级为各部副秘书长、正副司长、处长以及部分技术人员。第三级为各类专业人员，如工程师、医生、行政和秘书人员等。第四级为秘书助理、工人、驾驶员、杂役及其他机械操作人员。澳大利亚法律明确规定：文官不得为议员，不能参加党派政治活动，保持政治上的独立。

在文官的录用方面，澳大利亚的方式与英国文官录用中的公开竞争考试略有不同。第一，二级文职人员的录用，除通过晋升的途径之外，主要是靠推荐。例如，第一级文官出现空缺时，首先由联邦文职人员委员会开列出候选人员名单，由联邦总理从中圈定，最后由总督批准任命。候选人来源大致一则是在工作中逐步被培养成为专门人才的各部的高级官员，二则是诸如科学家、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第二级文官基本上是从第三级文官人员中晋升补充。第三、四级文职人员必须经过公开的竞争考试，择优录用。澳大利亚的文官通常不与政府内阁共进退，从而确保了政府政策的连贯性。

稳定的文官制度以及庞大的文官机构构成了澳大利亚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从不更迭的幕后政府。第一、二级文官处于这座金字塔性机构的上部，特别是第一级文官，身居顶端。他们人数不多，但作用巨大，因为他们熟悉本部门的业务，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才能，甚至还掌握某些主管的政务官员都不知晓的本部门的机密。相比而言，各部部长等政务官员不仅几乎不例外地不懂所辖部门的业务，而且由于长期关注政坛风云变幻而无暇顾及所辖部门的工作。因此，本部门的重大议案、法令、政务官的发言稿和对答词等，大都由高级文官起草。实际上，这些文官并不仅仅是主管部长的重要助手，而是握有“某些控制部门部长的权力”的幕后主管。虽然，决策是部长等政务官的职责但这些高级文官的作用和影响是重大的，甚至是具有决定性的。他们可以通过缄默不言，使主管部长不知所措，酿成失误；或用堆积如山的文件和接二连三的来客造访，使主管部长忙于应酬，疲于奔命。

法制化是澳大利亚联邦制发展中的重要内容，是各级政府行使职权的依据。概览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历史，人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在这里，宪法是准绳，法律是手段，各级政府通过立法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制定国家及地方政策。这一程序成为了联邦政府及州政府从事社会管理工作的定式。法制化建设是近代英国社会发展中的一大内容，后起的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在非常自然的过程中对它进行了移植和扬弃，进而形成了澳大利亚法制制度。由于英国的法制制度是一个成熟和完整的体系，因此，澳大利亚法制化建设方可驾轻就熟，加快和加深自身法制化建设的速度和程度。这表现为不仅在联邦建立不久，澳大利亚的立法和司法体系完善程度就可与西方国家相媲美，而且法制化建设对澳大利亚政治民主化的推动作用为世人瞩目。

全方位法制化是以国家的全方位发展为轴心的，对社会建设有着保障作用。首先，国家的法制化是同巩固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分权制的变化和联邦政府权限范围的扩大不是以行政命令及强行手段执行的，而是通过一个又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司法等内容的法案和法律来操作的。其次，通过法制化建设，培养起了充分民主和恪守法律的社会风尚。在法案的立法过程中，社会各界议论纷纷，各执己见，唇枪舌剑，但是，一旦法案在联邦议会或州议会通过，人们便自觉遵守。民众也越来越习惯地运用合法手段来解决冲突和矛盾，仲裁制度的形成和完善便显示出这一点。正因如此，澳大利亚国家和社会得以长治久安，自联邦成立以来，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尤其是流血事件。再有，由于国家法制化是澳大利亚社会共同意志的体现，所以，其社会影响力是巨大的。澳大利亚政治和经济的全面发展得到了法律的保护、支持和辅佐。最为明显的事例是以保护关税政策为内容的一系列法律和法规直接促进了澳大利亚工业化的高速发展。然而，民族意识和国家政治上的偏见也会在法制化中酿成能量可观的负面效力。有着法律效应的“白澳政策”在维护白种人的“自由世界”和“幸运之邦”的同时，却加深了澳大利亚国家政治的内向性和封闭性，妨碍了社会的发展其消极影响延续至20世纪中期。

总之，澳大利亚国家政治制度的形成和确立不同于英、美等西方国家。后者是其历史发展和变革的产物，有着一个长时间的形成过程。而由英国移民殖民地演进而来的澳大利亚则很自然地移植了母国的社会和政治体制，在较短时期内就完成了国家的制度建设。但是，这又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而是在许多方面既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又吸取别国的成功经验。例如，在处理联邦政府与各州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澳大利亚沿袭了英国的地方自治传统，又选择采纳了美国的联邦制，这是澳大利亚国家建设上的一个显著特征。

2.政党制度的形成与演变

作为国家政治中心，联邦议会自然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成为政党制度形成的温床。虽然，澳大利亚人并未着意引进西方的政党制度，但是，它是澳大利亚从英国移植议会制度和选举制度的必然产物。澳大利亚政党的性质、功能和结构与英国等西方国家政党的相关理论和概念是相同的。作为一种社会政治集团，它的主要作用为：组织民众选举、动员和协调国民、聚合社会各阶层为某种宗旨而奋斗；为国家政治机关提供和推荐公职领袖，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组建“自由民族的政府”。政党一直是澳大利亚社会活动中最活跃和具有政治导向性的部分，政党的活动及其政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能体现或折射出社会集团和阶级的利益，成为澳大利亚政治的基础，进而形成了政党政治，而政党政治的发展则促成了政党制度的出现。政党制度则成为了澳大利亚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及个人在政治活动中的行为规范和相互关系。

由于澳大利亚政治制度的主体是移植和借鉴英国制度的产物，因此，澳大利亚政党、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的演进在各方面与英国等西方国家如出一辙。所以说，澳大利亚政党制度是英国政党制度在澳大利亚本土化的表现。在澳大利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政党制度的形成是一个能够体现澳大利亚民族国家成熟与发展水平的标志。作为英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相当完善的英国政党制度被英国移民自然地移植到澳洲，并在这里逐步本土化，进而形成了一种具有澳大利亚特色和符合澳大利亚国情的政治制度。

澳大利亚政党制度的形成是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澳大利亚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大内容。虽然澳大利亚并未着意引进西方的政党制度，但是，它是澳大利亚从英国移植议会制度和选举制度的必然产物。自19世纪中期澳大利亚自治运动后，各级议会愈加成为了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中心。特别是在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联邦议会和各州议会越来越多地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这是澳大利亚政党制度形成的温床，与西方国家政党制度的形成一模一样。

从澳大利亚政党起源而论，可追溯至19世纪上半期。在新南威尔士等地的社会政治生活中，“解放论派”与“排斥论派”之争演变出了澳洲社会政治中党派的雏形。由此开始，各政治党派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在议会里唇枪舌剑，显示出各社会集团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热点问题人们也习惯地将审视各政党的政治观点作为过问政治的主要方式和内容，并逐渐视执政党的政治观点为现行国家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发展趋势。由于澳大利亚政治制度的主体是移植或借鉴英国的有关制度与模式，并且其再造水平“远远超过英国的任何一个殖民地，接近了英国本身的水平”，因此，澳大利亚政党制度在性质、结构及功能等方面与英国的政党制度也是基本相同的。两者的区别一是英国的政党制度有一个长时期的演进过程，而澳大利亚的政党制度的形成过程则短得多；二是英国的政党从一开始就具有全国政党的性质，而澳大利亚的政党则是由澳洲原各殖民地的地方性政党逐步联合，进而形成全国性政党。政党组织的出现和地方性政党的逐步联合与澳大利亚国家政治统一的进程是相吻合的，与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是同步的。

在19世纪中期，英国的代议制和地方自治制逐步植根于澳大利亚在澳洲各殖民地相继建立的责任政府中，出现了与英国相同的政党内阁，各地区的立法议会发挥着与英国地方议会相同的职能和作用。189年4月，在“新南威尔士劳工选举联盟”的基础上，组建起了“新南威尔士工党”。这是澳大利亚第一个符合西方国家政党概念的政党。它在当年的大选中，获得了新南威尔士立法议会中的36个席位。其他各地也相继建立起了工党。1891年，南澳大利亚的工会组织了“联合工人党“1892年，维多利亚的工会代表大会组建了“进步劳工政治同盟”，不久又进一步改组成“维多利亚统一工党”；塔斯马尼亚和西澳大利亚也成立了相应的工党组织。

在1901年召开的第一届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上，国家政治受到各州的政党政治的影响。然而，各州的政党政治不仅不稳定，而且在诸多方面差异很大。在澳大利亚政坛上，有代表熟练工人和工会组织的工党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自由党和代表农场主的保守党。由于这些党派大都代表所在各州的利益，因此，它们之间的争斗带有明显的地区性。以当时党派斗争的焦点——关税问题为例，新南威尔士力主推行自由贸易，而维多利亚和南澳大利亚则竭力主张采取保护关税政策。这场纷争的区分不是以政党为标志，而是大致以墨累河为地缘分界线。这时的政党政治几乎等同于地区利益之争，难以体现国家和民族利益。

此时澳洲各党派尚不属于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党模式，最显著的缺陷是都不具备完善的组织机构和稳定的社会取向，因此，政党制度尚未确立，只是处于“萌芽时期”。在这些党派中，仅有工党在政治上最具有实力，较其他党派成熟。在1901年联邦国家建立后，各州（原各殖民地）的工党联合组成澳大利亚工党。因此，在20世纪最初10年的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里，党派之争往往表现为工党与非工党集团之间的抗衡1909年5月，在A.迪金的领导下，非工党集团正式建立自由党，作为在联邦议会中工党的反对派，两党制格局初定。在1913年大选中，自由党以一票优势，意外地击败工党，其领袖J.库克出任澳大利亚第九任联邦总理。在这一系列变化与纷争中，各政党的地区性色彩趋于淡化，而面向全国的属性在强化，人们愈加将党派之争与国家政治联系在一起，澳大利亚的政党制度初见端倪。

1916年11月，工党因征兵问题发生第一次分裂，工党领袖人物休斯率追随者组成国家工党，有别于工党。次年1月，国家工党与自由党合并，组成国家党，休斯为该党领袖。在1917年5月的大选中，国家党大获全胜，得到了众议院里75个席位中的35个。而工党则元气大伤，自此在野13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西澳大利亚的农场主组成的“澳大利亚农场主联合会”跻身于澳大利亚政坛。在1919年12月的大选中，它在众议院中获得11个席位，居第三大党地位，并很快成为一个全国性政党。1920年1月，它更名为“澳大利亚乡村党”。至此，澳大利亚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基本形成，开始了澳大利亚政治上三党鼎立的时代。随着联邦政府在国家政治中地位的提高，各党派逐渐由地区性向全国性发展，其政治机构也趋于健全，逐步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错综复杂的政党联合、改组、重组、更名等一系列变化后，到80年代，澳大利亚政坛上的三党鼎立格局逐渐演变为澳大利亚工党、自由党和国家党。值得指出的是，100多年来澳大利亚工党是澳大利亚政党中历史最长的政党，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工党。

20世纪20-30年代，政党制度在澳大利亚国家政治中已取得支配地位。同英国政党制度基本相同，它首先表现为政府由执政党组阁，执政党领袖理所当然地成为联邦总理，党的施政纲领相应得到本党党员和支持者的遵循和维护。其次，一个或几个稳定的全国性反对党作为执政党或联邦政府的对立面而存在，它们的地位得到宪法的保护和社会的认同。它们以合法的手段同执政党进行政治竞争，联邦议会和州议会则是政党交锋的主要场所。再次，在个人政治生涯中，政党的作用重大，政治家必须参加某一政党，并依靠该党来寻求政治前途，而不是指望英王、总督、总理或某位政府要员的恩宠。大部分澳大利亚各级议会议员的竞选及竞选中的候选人已分属于各大政党，而无党派议员和独立的候选人只居少数，难有作为。

澳大利亚政党制度与英国政党制度一样，各党的趋同性是这种制度的显著特征。虽然各政党所代表的社会利益不同，它们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制定的政策存在差异，但是，它们的性质是相同的，它们所致力的社会目标也不存在本质上的对立。这些政党的纲领在理论上并无不同，都是以澳大利亚的国家独立、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为行动指南，力图最大程度和最大范围地体现国民的意愿，以争取社会支持。这使得各党派在诸多重大国家事务问题上不仅观点接近，而且在行动上步调一致。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战问题上，朝野各政党的态度是一致的。再有，在对待“白澳政策”问题上，工党的策略与做法既受制于澳洲的社会意识，又影响着其他政党。在20世纪建国之初，弥漫于澳洲社会的“白澳意识”决定了执政的工党将“白澳政策”作为澳大利亚的基本国策，该政策影响澳洲社会半个多世纪。其他政党无一例外地步其后尘。而到60年代，又因社会意识的变化，工党在1965年率先从党纲中删除了“白澳政策”的内容，进而又在1971年的第29届年会上通过决议，保证在移民问题上不再持种族主义的歧视立场。其他政党趋之若鹜，先后又改变了各自纲领中种族主义观点。于是，“白澳政策”被逐步摒弃于国家政治与政策之外。

这种情况使得澳大利亚政治具有稳定性和统一性，国家政策得以保持延续性和一致性。以澳大利亚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建立为例，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党派为了博得选民支持，竞相将它作为竞选纲领中的重要内容。1972年，以惠特拉姆为首的工党政府致力于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网络的建设，以至于1973年12月民意测验的结果显示，74%的调查对象认为“政府一下子想做的事太多了”。1975年，J.弗雷泽组成自由党政府。他并未要实现他在竞选时发出的豪言壮语：“要将澳大利亚……从工党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是抵制住压力，提高关税，增加福利事业的经费，扩大福利制度的覆盖范围，使失业救济金金额的增长率超过了失业率的增长。

政党之间的分歧表现为各党派都力争使自己所代表的社会利益集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能占据支配地位或充当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国家政治中，对于执政党来说，反对党的主张和抨击往往是有益的忠告再有，各政党为了赢得选民的支持和社会拥护，厉行社会改革，进而大大促进了澳大利亚现代化的发展。有人曾将英国两大政党比作两辆赛跑的公共马车，“互相不停地给对方溅上污泥，但在同一条线上，朝着同一个方向跑。”此话同样也适用于澳大利亚的政党制度。对于这种趋同性现象，澳大利亚历史学家G.格林伍德评价道：“如果离开了这种情绪而孤立地考虑这些（各党派行动纲领）目的，那就会像是听一个没有指挥的交响乐队的演奏一般，因为使这个政治乐队的演出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意义的是民族主义思想。”再如，自20世纪60年代，共和运动逐渐发展起来，共和国的建立已势在必行。对此，工党一直表现活跃，大力倡导共和主义，并抨击反对党妨碍着共和运动的发展进程。而国家党等党派一方面指责工党的有关政策和策略，另一方面也再三声明：“我也是共和主义者，但认为建立共和国的时机尚未到来。”尽管这种趋同性并非是澳大利亚的独创，而是英国及欧美国家政党制度中的共有特征，然而，它在澳大利亚表现得特别突出。尤其是随着澳大利亚社会中各阶层和各社会集团之间的差异趋于淡化和分歧逐步缩小，这种趋同性显得更加突出。

政党制度的趋同性特征导致了其又一个特征，即可变性。由于各党派之间基本上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和对立，使得可变性现象应运而生社会需要的变化和政治形势的变幻一方面在政党之间造成竞争，在大选期间，这种现象尤为显著；另一方面在政党内部引起种种争执和分歧这一切使得各政党随时可以重组，党的高层人物随时可以发生变化。如果说在英国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中这一特征体现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那么，在澳大利亚，它则出现于联邦建立至20世纪30年代之间。正是在一系列的分化、重组和更名中，形成了澳大利亚政坛上相对稳定的三大政党，即最初的工党、国家党和乡村党与后来的工党、自由党和国家党。政治家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与目的而流动或游走于各党派之间。可变性产生的作用一是大大促进了政党制度的趋同性，二是促使政治家致力于各种有益于社会的政治与经济改革，以争取更多的选民支持。所以，可变性没有造成社会混乱或无序发展，而是对发展和稳定产生了有益的影响。此外，澳大利亚政坛上还活跃着民主党、绿党团结党、裁减核武器党等几十个党派。

总之，澳大利亚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对澳大利亚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各路人马在议会大显身手，尽显才华，尤其是在大选期间议会因此而吸引着民众的注意力，国家政治也因此而表现出既灵活多变，又不失稳定的特色。作为“现代国家中最具效能的实体”，政党制度控制着澳大利亚社会，左右着澳大利亚的政局。

3.福利制度的移植与本土化

自19世纪后期以来，福利制度逐步成为欧洲工业国家为国民提供社会保障的社会机制，是公民权利中的重要内容。澳大利亚福利制度的形成可追溯到19世纪末。澳大利亚资本主义发展尚处起步阶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曲折发展中社会两极分化所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已充分暴露，使澳大利亚人感到不能重蹈覆辙。时任联邦总理的迪金在1906年的一份报告中写道：美国的效率是以“人体和生命骇人牺牲作为代价换取的”，绝不能使澳大利亚人“陷入这种可怜而绝望的境地”。同时，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建设、形成和发展，特别是英国现代福利制度的确立和趋于福利国家的社会转型，则使不少澳大利亚人感到可通过移植这种“文明的包袱”，用社会调节的方式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进而缩小差距，避免社会分化。因此，澳政府和社会一方面致力于建立和健全劳资仲裁制度，另一方面推行不同于慈善济贫的社会福利政策。而在联邦建立前，六个殖民地责任政府已认识到需要就卫生保健和教育问题进行立法。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两州率先实行了养老金发放制，这是澳大利亚福利制度的开端。1908年6月联邦政府效仿新南威尔士的养老金制度，制定了《残废抚恤金和养老金条例》，次年7月生效。据此，在联邦养老金委员会的管理下，经对申请人财产和收入等家庭经济情况调查核实，年满60岁或65岁、在澳居住15年以上的英国臣民（土著人除外），可获得每年26英镑的养老金。

然而，从1909年至30年代，除了养老金制度外，澳大利亚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并未取得多少进展。究其原因，首先是福利制度的建立并未成为澳大利亚社会的共识。虽然，不少政府官员和学者竭力鼓吹福利制度，但是，在许多人心目中这仅是一个“进口的时髦观点”。由于澳大利亚尚未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贫穷问题还未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因此，在西方颇受注意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问题在此不为人们所重视从1901年到1920年，各州相继制定了由政府向居民提供贷款购买住房的住房福利措施。然而，19世纪末建筑业的发展以及几十年来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使澳大利亚不仅不存在贫民窟现象，而且住房问题不成为社会问题。因此，这在欧美深受欢迎的福利措施在澳则可有可无，反应冷漠。相反，由于福利费用取之于税收，所以，工厂主们抱怨它增加了其负担，工会也代表工人指责它降低了工人的实际工资。其实，就连养老金制度也并非与澳社会问题相连。在澳大利亚，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1891年为总人口的2.8%，1901年为4%，1911年为4.2%，该比例及其增长速度均低于英国及欧美国家。因此，这一问题同样不成为令人注目的社会问题。

其次，当时澳大利亚福利制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内容及推行方式上，大都直接移植于英国等西方国家，忽略了与澳大利亚客观实际的结合。诚然，“英国是产生西方福利思想和福利政策的主要策源地”，但是，其理论是基于英国社会两极分化的现实，主要是针对贫穷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澳大利亚尚未严重到为人所关心的程度。1911年，澳大利亚第一位统计学家J.克利布斯在提出力争在澳推行福利制度计划后，就家庭开支问题进行了大规模问卷调查，社会对此反应冷淡，仅有不到10%的问卷返回，结果徒劳一场。1928年，在他的努力下，《国家保险法案》在联邦议会通过，但因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而难以实施，故随布鲁斯佩季联合政府的结束而寿终。与政府推行适合英国社会的福利救济项目和计划相比，澳大利亚社会关注的焦点是徘徊于5.7%-12.7%的失业率，但政府对此没有一个系统性救济方案。更为重要的是，澳大利亚社会思潮的主流未能为福利制度提供思想基础。除了因视澳洲为“幸运之邦”而不愿正视贫穷问题外，澳大利亚人对贫穷问题的看法还是旧有的观点，认为贫穷是个人行为，社会无须对此负责。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人们对用于福利救济的税收普遍表示反感，甚至担心福利制度会助长贫穷人口的增加及其对社会无休止的依赖。

再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澳大利亚缺乏一个有决心和有能力实施福利政策的中央政府。20世纪初，在澳大利亚社会福利救济中分散于各地的志愿机构和州政府是主要承担者。1910年，以慈善组织为形式的团体有4150个，主要从事为伤残人员提供援助。这种移植自英国的志愿体系虽然在澳大利亚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但在经济实力和富裕程度远逊于英国的澳大利亚，它常因经费上的拮据而难有作为。而各州政府则因在实施方法和程度上差异很大，加之州政府注重于人口和工业问题，对于福利事业招惹来的诸多社会问题顾此失彼，因此只想将社会福利救济“转移到堪培拉”。然而，本应充当创建福利国家行政工具的联邦政府却因权力有限和囊中羞涩而与慈善组织一样难有作为。

从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澳大利亚福利制度建立的重要阶段。经济危机使失业率骤然上升，居高不下。各级政府则对此束手无策，令全社会感到震惊。为了缓和和解决社会问题，在不改变社会性质和不进行社会革命的前提下，人们将注意力移至福利制度的建设上。尽管养老金问题仍是现代福利制度的中心问题之一，但在当时澳大利亚社会上，失业问题的影响远远大于养老金问题1930-1934年间，平均失业率德国为31.8%，澳大利亚为23.4%，加拿大为20.7%，英国为19.2%，美国为19%，日本为5.6%。其中，1932年澳失业率达到28.5%。“经济危机教训了澳大利亚人”，因此，澳大利亚社会保障和福利的重点由照搬英国的养老金制度逐渐转移到失业问题及直接事关澳大利亚社会需要的保障问题上。此外，联邦政府及各州政府对福利事业的重视程度较前加强。经多年酝酿，1938年，以旨在建立社会保险体系的《国家健康与养老金法案》出台。该法案在社会安全保障的体系等问题上多有突破原有福利制度之处，所以，尽管未能被执行，但仍然被认为是澳大利亚现代福利国家发展的起点。

二战期间，澳大利亚福利制度有了长足发展。1941年7月，联邦社会保障委员会成立，被授权就社会福利向联邦政府提供咨询，并对现行有关立法提出质疑和修改意见。该委员会在其第一份报告中声称：在澳大利亚实行福利制度的时机已经到来。在战争期间，澳联邦政府共推出7项社会保障及福利措施，涉及寡妇抚恤金、失业救济等社会关注问题。而在此前40年中，澳仅有3项有关立法。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战时的失业率仅为1%，但联邦政府制定的战后社会发展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依据凯恩斯理论，实行全民充分就业，增加政府对社会福利事业和国家发展项目的投资。1945年，联邦就业部成立。此举说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比西方更为重视就业问题，由此构成了澳大利亚福利制度在内容上的一大特点，反映出按英国模式建设的澳大利亚福利制度趋于本土化的发展趋势。

大战结束后，澳大利亚福利制度按照战时的既定政策和方向发展联邦政府成为福利制度建设的主要承担者和主持者。1948-1949年度澳大利亚福利事业经费为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1.8%，占联邦政府预算的14%；而在1977-1978年度，该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政府的保健费用又另占4%；从1968-1969年度到1977-1978年度，联邦政府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费用占联邦政府预算开支中总增加部分的一半以上。50年代因国泰民安和经济繁荣而为澳大利亚的“满意时代”，致使福利制度建设的紧迫感减弱，发展速度减慢。例如，享受养老金的比例仅从1959年的46%提高到1962年的53%。

70-80年代，由于经济发展出现起伏震荡，导致失业增多、物价上涨等种种社会问题的出现和加剧，因此，为了缓和经济震荡造成的冲击，澳大利亚朝野愈加重视福利制度的建设。1972年，惠特拉姆出任联邦总理，大刀阔斧地提出了“澳大利亚援助计划”以及一系列全国性的社会福利计划。1975年上任的联邦总理弗雷泽在稳定中求发展，扩大社会保障和福利范围。1983年，在澳大利亚经济处于30年来最严重的衰退之际执掌联邦总理帅印的霍克，积极推行和扩大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联邦政府的该类开支逐年递增。因此，60-80年代是澳大利亚福利制度发展和福利国家定型的重要时代。到90年代，澳大利亚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养老金、残疾人抚恤金、寡妇抚恤金、失业救济金、特别救济金、家庭津贴、残疾儿童津贴、孤儿津贴、居丧津贴、退伍军人残疾抚恤金、奖励教育基金、住房福利待遇、国家医疗照顾制等。

福利制度的发展必然造成政府财政经费开支增加。与许多西方国家一样，澳大利亚也面临福利制度导致的财政耗资巨大的重负。从8年代初开始，澳联邦政府已着手减轻财政压力。例如，在医疗保健方面政府增加了医疗保险受保人的支付费用和相关税金。在1990年国家医疗照顾制度的费用预算的120亿澳元中，27亿澳元来自澳大利亚居民向医疗照顾制交纳的税金。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福利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是澳大利亚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是澳大利亚现代化进程中主要内容之一。首先，这一时期澳大利亚工业发展大幅度提高，社会富裕程度有增无减，足以为构建福利国家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从战后澳大利亚全体居民的收入与支出情况来看，1949-1950年度，家庭总收入为44.34亿澳元，到1981-1982年度已达1263.88亿澳元；储备金额从4.54亿澳元增加至132.72亿澳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家庭收入在30年间增长了2.9倍。国家税收同步增长，仅所得税收入就从3.9亿澳增至212.24亿澳元。

其次，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冲击以及生产社会化不断提高的工业化的影响，使澳大利亚人对贫穷的认识逐渐发生变化。人们认识到贫穷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的懒惰，而是由于社会机制上的缺失造成劳动者不能自食其力，甚至根本没有劳动的机会，因此，社会应对贫穷担负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联邦社会保障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写道：“长期以来，贫穷被认为是个人的错误，仅归结于缺乏能力、没有远见、行为不轨、醉生梦死等。而现代的观点则认为贫穷基本上不是个人的错误而是其生活环境的责任。”几十年来，英国的有关理论和观点仍然受到澳大利亚人的推崇，并与澳大利亚社会实际相结合，为澳大利亚福利制度的建设提供了思想基础。60年代进行的贫穷问题调查反映出这种思潮和理论本土化的过程。澳大利亚学者J.K.盖尔伯拉斯、J.A.斯万、R.亨德森的理论虽源于英国，但他们的研究工作和成果则植根于澳大利亚社会，围绕着澳大利亚社会现实问题而展开和深入。英国学者的有关理论是针对构成英国主体的中产阶级，而澳大利亚学者则将目光投向澳大利亚社会下层，因而“发现了贫穷”。亨德森的调查显示，在墨尔本人口中有7%的居民在支付房租后即处贫困之中，4.2%的居民濒临于贫困，而养老金领取者构成了最大的贫困群体。他进而论证了现行福利制度的有效性，提出以增加社会福利措施来解决收入不足问题，减缓贫穷现象这些学者的理论和观点体现出了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中平等和互助的内涵，代表了全社会的共识。“在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企图仿效美国向贫穷宣战，但它只有8%的人口符合贫穷的标准。”而当时美国列入贫穷人口的比例则是总人口的20%。

再次，从30年代后期以来，澳大利亚拥有了一个有决心和有能力实施福利制度的中央政府。随着联邦政府权限的扩大和职能的提高，尤其是税收等经济权力的获得和对社会经济的干预，使其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管理中的地位逐渐上升，成为创建福利制度的主要承担者。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设福利制度已成为联邦政府战后国家建设中的既定政策。1944年，联邦战后重建部出版的联邦财政部部长B.奇夫利撰写的小册子《社会保障和重建》，阐释了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概念：“更为先进的观念是：应该有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为任何一位公民在从摇篮到坟墓的过程中遇到紧急难关时提供保护。”战后，联邦政府用于福利事业的费用开支呈上升趋势，从1964-1965年度至1985-1986年度，该项支出增长了350%。各政党为了博得选民的支持，也竞相将发展福利制度作为竞选纲领中的重要内容，而且在执政时都对福利制度的建设给予足够的关注和大力的支持。70年代以来，联邦政府的更迭更是形成了福利制度在建设过程中一个阶段与另一个阶段的交替，即发展——完善——再发展——再完善的上升趋势的循环。

同西方国家相比较，澳大利亚福利制度的发展速度显得颇为缓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的多组数据表明，1955-1970年，在其成员中较之国民生产增长率和税收增长率，澳大利亚用于福利事业的经费的增长率是最慢的。澳大利亚在60年代初与70年代中期用于社会保障和福利的经费分别占本国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9.6%和12.8%，低于18个成员国的平均值，即13.2%和18.8%，列倒数第3位。在福利制度的完备程度上，也多有逊色别国之处。虽然其受益范围在扩大，但仍有诸多盲区。以劳动力市场为例，在1990年澳就业人口中，20%是难以享受到就业保险的零工，而同期美国和日本的这一比例分别是16.9%和17.6%。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一是从历史上看，澳大利亚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其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和成熟程度尚不及西方国家而福利制度是西方资本主义成熟和发展的产物；二是就社会情况而言澳大利亚的贫富悬殊不大，社会富裕程度较高，因此，建设福利制度的迫切感不如欧美国家；三是就澳大利亚福利制度本身来说，它是基于英国福利制度的模式，在吸取经验教训和谨慎探索中，结合本国具体实际情况，逐渐建立起来的。这一方面避免了诸多失误和损失，但另一方面则导致其发展速度缓慢。

澳大利亚福利制度形成的历史从20世纪初算起，已有一个世纪作为澳大利亚社会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内容与特征之一，它是伴随着民族的成熟、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演进和社会的需要而不断提高、扩大、加深、修正和补充，并逐步得以形成、确立和完善的。在这过程中，澳大利亚民族意识所具有的本土化扬弃功能显示出巨大作用，使原本被澳大利亚人视作舶来品的西方福利制度逐渐植根于澳洲大陆，进而形成适合澳洲社会，具有澳大利亚特色，并促进澳大利亚社会转型的社会制度它对人们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观念、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关系的重新调整以及整个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而难以估量的。

4.仲裁制度的确立与完善就现代化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条件而论，对社会矛盾与危机予以有效干预与化解的相关机制与制度是必备保障，由此方可保证政治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乃至社会的和谐。同其他国家一样，在澳洲发展过程中，社会矛盾相伴而生，形影相随，但当别国的社会矛盾以调和，或无法缓解而不断升级，进而导致暴力冲突时，澳大利亚的矛盾冲突则因政府或社会团体凭借法律与制度所进行的干预，在超越与妥协中被逐步化解了，社会稳定由此成为澳大利亚的一大特征。仲裁制度在澳洲的移植与本土化为其范例之一。

消除和缓解社会矛盾是政府维护社会成员基本权利与利益，以确保社会稳定的必备职能。澳洲的居民大都来自于欧洲工业国家，澳大利亚也因此成为工业较发达的地区。当然，工业国家所固有的社会矛盾——劳资冲突——也随之进入澳洲。在澳洲各地都先后发生过规模不一的工人运动，罢工风波也曾风起云涌，矛头直指政府与资方，尤其是在经济危机发生时期。1891年2月，昆士兰剪毛工人罢工。尽管这场劳资冲突的规模很有限，只有1000多名剪毛工参加，仅涉及昆士兰全境150多个剪毛棚中的20多个，但是，双方的对峙相当严峻。2月18日的《悉尼先驱晨报》曾宣称：“在昆士兰，我们有武装叛乱的威胁，政府只有一条可行的途径，那就是不惜任何代价加以坚决而猛烈的镇压。”前方记者送回的报告的语气像是从战场发回的战报。

这样的情形在19世纪后半期的澳大利亚已经不是新闻。然而，这些冲突从未演变成社会骚乱，也没有造成人员和财产的损失。究其原因是，在欧洲国家的社会矛盾进入澳洲的同时，澳洲人也移植了欧洲人用于解决矛盾的良策——劳资仲裁制度，用以化解矛盾与稳定社会。当时，这种制度在欧美国家也仅是刚刚出现。因而，政治与社会的稳定成为了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一大特征，这无疑是有利于澳洲社会的，并大大促进了其发展。

劳资仲裁本是长期饱受劳资纠纷困扰的欧洲工业化国家经过艰苦探索而创造出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为此，它们蒙受了巨大的人员与财富损失。而在澳洲，人们则坐享其成，很快就将这种办法移植而来，并加以本土化。面对作为澳洲社会主要矛盾的劳资纠纷，从70年代起，各责任政府就着手运用劳资仲裁，站在中立者的立场上，插足工人与雇主之间，“干预经济事务，涉及范围之广，为任何国家前所未有”。189年，为了解决新南威尔士海员罢工，帕克斯向新南威尔士议会提出设置劳资调解和劳资仲裁机构的议案。这一议案成为新南威尔士最初的劳资仲裁法案。根据该议案，设置用于一个或几个调解委员会，委员会由工会和雇主（或雇主联盟）代表派出等额的代表（初定为各2位代表）组成。如果该委员会不能解决纠纷，可将原案移交仲裁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政府委派的3位委员组成。在这3位委员中，一位是从工会提出的名单中选派的，一位是从雇主（或雇主联盟）提出的名单中选派的，而委员会主席则是与双方都没有关系的中间人。虽然这个议案在调解和仲裁这次海员罢工中因劳资双方意见分歧太大而未能取得预期效果，但是它将劳资仲裁制度化了，责任政府越来越理所当然地成为纠纷的仲裁者。与此同时，在澳洲其他地区，类似的尝试也在进行并卓有成效，维多利亚议会就曾试图以“强行仲裁”的方式来处理纠纷。

除此之外，各地政府还制定，以有关的法规与条例消除和处置矛盾与纠纷，即制定工厂法。1873年，维多利亚议会制定了一项保护女性的法案，禁止女工或女童每日工作8小时以上，但因种种无法克服的缺陷该法案难以执行。1885年，维多利亚议会又通过了一个法案，抨击工厂中所存在的工作条件恶劣和工人遭遇虐待的情况。与此同时，在新南威尔士、昆士兰、南澳大利亚，各自的议会都曾制定和通过多项工厂法。这些工厂法虽各有不同，但原则是相同的，内容是相近的，并在立法过程中相互启发与相互补充。它们的主要内容是：（1）规定了工厂工作环境的最低卫生标准；（2）规定劳动保护，如对有危险性的机器必须安装防护栏；（3）限制妇女的工作时数；等等。

1891年，澳大利亚随英国而卷入经济危机，损失惨重。在危机期间各殖民区责任政府的过问和干预，以及彼此之间的协调和帮助，在缓和危机和减少损失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人们逐渐放弃了原先狭隘的价值观，开始认真思考有关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建立各殖民区之间的联合是确保经济持久发展的前提的观点逐渐成为社会共识。

仲裁制度的确立与完善是澳洲联邦建立初期国家政治中的重要内容。1904年3月，联邦议会通过《调解与仲裁条例》，奠定了由联邦政府充当“一个不偏不倚的权力当局”来调解劳资纠纷的基础。这是联邦有关劳动关系的第一部法律。根据该法案以及修正案的规定，作为联邦政府机构，设立调解和仲裁委员会及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劳资纠纷法庭，专门处理劳资纠纷。该委员会由一名主席、若干名副主席和委员组成。它有权通过调解或仲裁来防止或解决跨州之间的劳资纠纷；如果州级裁决与联邦仲裁法庭的裁决不一致，则以联邦法庭的裁决为准。另外，该委员会分成若干小组，具体处理某一个或几个产业部门中出现的劳资纠纷。委员会一般由个别委员负责某一产业部门的工作，但是，如果发生对委员会委员单独作出的裁决或命令提出上诉，则只能由裁判团负责审理。裁判团由一名委员或一名副主席组成，也可以由不少于3名的委员组成。

值得强调的是，澳大利亚仲裁制度的演进过程也是澳大利亚工会组织健全的过程，其健全的标志是代表性的加强与行为的规范化，以确保仲裁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澳大利亚政府相当重视工会组织在仲裁过程中的作用，并为此以法律手段来促进工会组织的健全，严格规范工会在产业关系中的行为。按照澳大利亚法律，成立企业工会应有50名以上的会员，不允许行业工会到没有会员的企业进行调查，并代表工人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或从事其他工会活动。此举与英国等欧美国家的相关举措如出一辙。换言之，这并非是澳大利亚人的创造，而是采取的移植行为。

这种制度被视作“打开劳资和平共处时代大门的钥匙”。联邦总理迪金认为通过“一个不偏不倚的权力当局”的调解，真理会战胜赤裸裸的强权。他进一步解释道：“这种法制增加了群众取得应有的权利的机会而这些权利在过去常常要在暴力、逼迫和大破坏的压力下，才能从对方的手中勉强夺出来。……它使雇主能够解决许多可能扩大为严重混乱和争执的小困难，并且也能将许多引起摩擦的零星因素排除，不然这些因素积聚起来势必会发展成为社会的脓疮，到那时即使不用开刀，也得施行比较彻底的治疗了。”

仲裁制度的实施是卓有成效的，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澳大利亚航运业巨头马尔克姆·麦克伊其思爵士在联邦议会声称：“我曾一度不但反对工会主义，而且对任何形式的调解仲裁办法都极端反对，……（现在）我希望这种能使我们这些雇主愉快地会见我们的工人，并以谅解的精神进行商谈的新工会主义会保持下去。”到1910年时，联邦仲裁法庭的权限已经扩大至有权确定雇员最低工资，它对裁判对象也从产业工人对雇主扩大到仆人、农民、牧民及政府公务员对其雇用人员。应予指出的是，仲裁制度与其他各种制度一样，并非是澳大利亚人的发明，它同样移植于英国等欧美国家。在欧美，经历过19世纪暴风骤雨般的工人运动和劳资冲突后，工厂主和工人越来越多地使用谈判、仲裁等手段来解决纠纷。这为后起的澳大利亚提供了解决劳资纠纷的经验。深受英国工联主义影响的澳大利亚工人阶级自然也就接受了这种制度。澳大利亚工党的首位联邦总理J.华森（1904在任）说道：“我相信，从长远看来工人从仲裁法庭的裁决中获得的利益，平均要比在旧制度下所获得的要高。”可以说，澳大利亚仲裁制度是欧美社会制度在澳洲经过本土化后的产物。

联邦仲裁法庭的仲裁工作一开始进展缓慢，在最初5年中仅作出了6项裁决。但随着联邦政府地位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在1909年至1928年间，联邦仲裁法庭的作用迅速提高，工作量也大幅度增加，成绩斐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澳大利亚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劳资纠纷案件与日俱增，斡旋与调解工作更加繁重与重要。1947年，联邦政府着手重新审订联邦仲裁法庭的运作，对《调解与仲裁条例》进行了修订，使联邦仲裁法庭更加重视对争议的防范以及争议调解的作用，并删改了多年来所建立起来的在条文上的形式主义问题。这次修订中的最显著改动是扩展了劳资事项的范畴，以确保联邦仲裁法庭的管辖范畴尽可能宽泛，进而鼓励人们通过仲裁方式解决劳资纠纷。接着而来的是对联邦议会的联邦仲裁法庭进行重新组合，将其分为两个不同的机构，即“联邦调解与仲裁委员会”和“联邦工业法庭”。1978年，“联邦工业法庭”归并入“澳大利亚联邦法院”。

根据1988年的《产业关系法》，新设立的“产业关系委员会”取代了“联邦调解与仲裁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职责是促进劳资关系的协调尽可能迅速而公正地解决劳资纠纷，以尽可能减少劳资纠纷对社会的破坏。在处理纠纷时，通常是先进行调解，如果调解无效，再实施仲裁；如果纠纷双方在仲裁前自行达成和解，亦可要求委员会确认其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应。这使得澳大利亚仲裁制度的以下特点更加显著：（1）仲裁调解的基调是劳资双方的友好合作；（2）仲裁职能与司法职能相分离，仲裁最后置于司法的监督之下；（3）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仲裁在劳动争议处理中起有主导作用。

1993年，澳大利亚议会制定并通过了《劳动关系改革法》。它对雇主解雇雇员和增加雇员补偿等方面的内容做出了重大改动。根据该法规定，雇主在解雇雇员时必须按照相关的法律条文审查解雇程序和决定。这使雇主的权限较前受到了更多的约束，而雇员的利益得到了更大的保护。例如，在解雇雇员之前，雇主首先必须数次书面提交合理与合法的理由，如是因不称职或违纪行为，雇主还须提出数次警告，并最好是书面警告；其次，顾主须给拟被解雇的雇员提供辩护和改进的机会；再有，如果解雇决定和行为被法院裁决为违法，雇主必须向雇员支付补偿1996年，《产业关系法》被修改为《工作场所关系法》，其目的是为了促使澳大利亚政府重新构造澳大利亚的产业关系，促进劳资双方更直接的关系。

澳大利亚没有专门的劳动保护法典。“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不能就所有有关劳动方面的问题进行立法。这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的传统”，因为不仅澳大利亚宪法只授予联邦议会制定调解和仲裁方面的法律，而且联邦调解和仲裁法庭的裁决不能成为“判例”而适用于各州。因而，关于工作时间、劳动强度、学徒制度、劳动保障、劳动报酬、工作环境等事项的立法是各州依据本地的实际情况酌情而定的。所以，构成澳大利亚仲裁制度的法律机制由联邦立法与州立法组成。又因在联邦立法与州立法的过程中难免产生冲突或差异，于是，联邦宪法第109条规定，“州法律与联邦法律抵触时，以联邦法律为准，州法律与联邦法律抵触部分应为无效。”

20世纪末以来，随着劳动关系的不断变化和劳资关系的日益复杂澳大利亚仲裁制度一直处于与时俱进中，其劳动争议解决机制愈加完善。1999年，经过一番机构调整、整合与更名，澳大利亚设立了联邦工业关系委员会和州工业关系委员会，专门处理劳动争议。这两种工业关系委员会均为政府建立，独立运作，互不隶属，并与联邦法院和州法院也无从属关系。两者在劳动争议案件的管辖和受理上的划分是细致而规范的，具体规定是两者都制定有类似于行业规则的文件，其内容主要是按照企业的类型分别规定了该企业应当采用的工资标准、工作时间、安全保护等等，具有强制性作用。由于企业的规模与实力以及社会作用不同，因此，国家工业关系委员会制定的行业规则适用于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而重大的企业（如国家铁路公司、邮电公司、大型钢铁公司等），而州工业关系公司制定的行业规则则应用于其他企业。具体的操作方法为企业根据自身类型与规模分别确定采用何种行业规则文件，即一旦需要进行劳动争议调解与仲裁，采用联邦工业关系委员会的文件的企业可向该委员会提出申请，该委员会将予以受理。反之，采用州工业关系委员会文件的企业的劳动争议则由州工业关系委员会受理。当然，在实际操作中，这样的案件管辖划分是比较模糊的，时常出现一些企业难以确定案件管辖的现象。

工业关系委员会是一个集劳动行政监督、司法审判、调解仲裁于一体的专门机构。其对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程序为：第一，案件的受理与庭前准备；第二，强制调解，即在仲裁或审判前，必须由委员会成员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第三，如果调解失败，则进入仲裁或审判程序，仲裁裁决具有法律效力；第四，当事人如对仲裁裁决不服，可以上诉，但因联邦工业关系委员会与州关系工业委员会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和审级关系，因此，上诉案件仍由作出一审判决的工业关系委员会受理，而所不同的是，一审案件由1名法官独任审理，二审则由3名法官共同审理。由于工业关系委员会的权限过大，澳大利亚社会对它的现状争议不断，许多人认为应当削弱工业关系委员会的权力，增强劳资双方谈判的能力发挥工会的作用。另外，也有不少外国同行对澳大利亚的这一套仲裁程序颇感兴趣，如将调解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的前置程序。有中国法官对此写道：“强制调解的优点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实行强制调解有利于化解矛盾，减少纷争；其次，实行强制调解养老院使劳资双方私下解决纠纷，从长远角度看，有利于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最后，实行强制调解有利于节省诉讼成本，缓解案件压力。”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影响

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澳大利亚社会所固有的内向性依然如故。虽然澳大利亚朝野对澳大利亚的国防和外交缺乏独立自主的状况多有抨击，“战争不可避免”的言论也日益增多，但总的说来，整个社会还是沉浸在“偏安一隅”的气氛中。1939年初，日寇肆虐于中国，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蠢蠢欲动，世界大战迫在眉睫时，澳大利亚人关注的则是养老金等社会福利问题。澳大利亚著名外交家H.V.伊瓦特感慨地写道“澳大利亚社会的文明是基于遥远的欧洲传统。但是，当我们的地理位置已显示出我们社会和政治概貌的地区性特征时……那就需要一场战争，迫使澳大利亚民族能充分地认识事实，即他们的责任和权利在于它是一个主要的太平洋国家。”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2日，当英国的最后通牒送交德国时，联邦总理孟席斯声称：“我们与英国在一起！"9月3日上午8时，英国对德国宣战。9时15分，孟席斯对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澳大利亚也进入了战争状态。”就澳大利亚而论，与以往参加战争一样，因追随英国而参战。从这时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是战争的第一阶段。

大战爆发后，不少澳大利亚人眼看英国的节节失利和处处被动，“担心会使澳大利亚处于危险的脆弱之中”。对此，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身处危难之时，仍信誓旦旦地保证，如果日本“大规模”地进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英国将会舍弃地中海，牺牲除了英伦以外的所有利益，前来予以援助。然而，丘吉尔的这一承诺是基于他认为日本的进攻矛头是指向亚洲大陆，而不是西南太平洋的判断。同年10月，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新加坡举行会议，一致同意将新加坡作为英联邦国家的防务中心和在马来亚加强防务力量。为此，澳大利亚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前往上述地区布防，担任执勤任务。1941年12月2日，英国战列舰“威尔斯亲王号”和战列巡洋舰“却敌号”驶入新加坡，组成了新的远东舰队，向日本以显示威力，澳大利亚人为之振奋。对此，工党领袖柯廷表示对新加坡的防务能力持怀疑态度，称它是“纸老虎”，然而，柯廷是立足于反对党的立场而不是出于务实的战略考虑。珍珠港事件后，现实让柯廷言中：澳大利亚只有天然屏障，没有有效的防御体系。

对澳大利亚来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标志着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紧接袭击珍珠港之后，日军在马来亚和菲律宾登陆，对新加坡形成钳形攻势。12月10日，“威尔斯亲王号”和“却敌号”在日本空军的狂轰滥炸下葬身海底，“英国的远东舰队遭到歼灭性的打击”。到12月底，日军已作好渡海占领新加坡的准备。新加坡这个曾被誉为“不可攻破的基地”原本预计可坚守半年，但在该地固守待援的英军仅抵抗了10天，就在1942年2月15日战败投降了，许多澳军官兵沦为日军的俘虏。澳大利亚社会将新加坡的陷落称为“澳大利亚的敦刻尔克”。

新加坡陷落后，澳大利亚孤零零地裸露在日军面前，2月19日，日本空军首次轰炸了澳大利亚的达尔文市。空袭虽然没有造成多少损失，但却震撼了人心。5月31日，三艘日本潜艇进入悉尼港，击沉一艘澳大利亚的海军修理舰。一周后，日本潜艇再度炮击了纽卡斯特和悉尼。太平洋上的炮声破坏了澳大利亚的宁静，人们目瞪口呆地注视着眼花缭乱的变化，现实迫使澳大利亚人走向名副其实的自立与自主。

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中，澳大利亚与其他国家一样，都摆脱不了军事形势的影响与制约。空前的外来威胁和孤立无援的境地使澳大利亚发生了重大变化：就社会舆论而言，战斗的目标由拱卫英国的利益转变为保卫澳大利亚的生存；就政府决策而论，由依赖与听命英国变更为根据自身利益来进行抉择。新任联邦总理柯廷在1941年12月29日的新年咨文中阐述了澳大利亚的国策：“我毫不保留地明白指出，澳大利亚指望着美国，但是这对我们与联合王国的传统血肉关系丝毫也没有损害，我们知道联合王国面临的问题，我们知道不断存在的侵略威胁，我们知道力量分散的危险，但我们也知道澳大利亚可能垮台而英国依然可以持续下去。因此，我们要决心不让澳大利亚垮台，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来拟定一个以美国为关键的计划，它将增强我国的信心，使我们能够坚持下去直到战争的浪潮向敌人反扑过去。”也是在12月，澳大利亚径直向日本宣战。

这篇咨文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关注，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基本国策转变的一个信号和转折点。丘吉尔大为恼怒，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不触怒英国，向澳驻美公使声称美国无意讨好澳大利亚，但是，澳美之间的军事合作随之全面展开，特别是在新加坡陷落后。美军将领D.麦克阿瑟从战略地位与价值的角度考虑，认为：“……太平洋进攻行动的最有利的路线应该是从澳大利亚出发，经过新几内亚到棉兰老岛。”在澳大利亚，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对此表示支持，拥护政府联合反法西斯力量共同迎击日本的决策，因此，“新加坡的沦陷为澳大利亚拉开了战争的序幕”。反对党领袖孟席斯一方面认为柯廷的咨文是一个错误，使用“荒谬”、“危险”、“愚蠢”等辞藻对柯廷政府大加抨击，而另一方面又向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记者解释：“为了对付日本的侵略威胁，澳大利亚现在必须依靠美国，而这并非标志着它对英国效忠的减弱。”

1942年初，针对太平洋战场上的严峻形势，联邦政府宣称：“澳大利亚政府认为维护本身的安全是它的第一责任，而不能指望不列颠会在太平洋上拥有更显著的作用。”基本国策的一反常态意味着传统的转变把维护母国的尊严改变成为了保卫澳洲的安全，是严酷的现实使澳大利亚人在思想和感情上有了这般重大的转变。它在行动上表现为澳大利亚人决心保卫澳洲大陆，并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坚持维护国家独立地位的前提下，采取联合美国共同抗击日本的方针。从这时开始澳大利亚社会发展越来越明显地加强自主性和减弱对英国的依赖性俨然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不是英国的自治领。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在新闻节目之前不再播送《英国掷弹兵进行曲》，而是《前进，美丽的澳大利亚》。

基本国策变化首先在国防和军事方针政策上显示出来，为澳大利亚而战斗成为基本国策的基调。2月15日，鉴于本土仅有20万战斗力不强的武装人员，国防兵力严重不足的状况，柯廷接受了澳军总参谋长斯图迪将军的建议，要求丘吉尔允许驻扎在中东的澳陆军第六师和第七师回澳，以加强澳洲防务。可是，丘吉尔联合罗斯福执意要将这两个师派往正在激战的缅甸。柯廷则坚定地声称新加坡保卫战的失败将被视做“不可原谅的背信”，坚持要将澳军撤回本土保家卫国，而不是去参加缅甸保卫战。2月22日，丘吉尔恼怒地对柯廷说：“我们不能想象你竟会拒绝我们的恳求，同时也是美国总统的恳求，要求把澳大利亚的主力师调往缅甸以挽救局势。”而柯廷口气坚定地回答：“澳大利亚的外围防御正在迅速消失，我们的弱点已经完全暴露了。”最后，丘吉尔让步，令英国海军护送澳军回国。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澳大利亚人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与英国分庭抗礼。此举表明澳大利亚收回了对澳军的指挥权不久，柯廷又决定将仍在中东作战的第九师调回本土，但因北非战役吃紧，该师直到1943年2月才班师回澳，接着就转战新几内亚战场。回国的澳军受到国内同胞的盛情欢迎。也因如此，澳大利亚人的情绪逐渐得到稳定，士气也大为高涨。一位澳大利亚小店员在给英国友人的信中写道：“我敢肯定，如果敌人胆敢入侵，我们一定会好好地教训他们一顿。”

与此同时，为了联合美国抗击日本，澳大利亚以完全独立国家的身份，主动与美国联系，这正中美国下怀。3月，按照罗斯福的指令，从菲律宾败退撤出的麦克阿瑟将军在澳大利亚落脚。4月，他接受澳大利亚的建议，将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设立在墨尔本。经谈判协议，澳大利亚政府与其他盟国政府认可他为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最高统帅；澳军总司令T.布莱梅出任战区副总指挥官。澳美军事合作由此形成。从此，澳大利亚不仅在西南太平洋上全力与日本作战，而且充当了盟军在这一地区的基地。这既使澳军成为维护本国和本地区安全的劲旅，又使澳大利亚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重要一员。这是澳大利亚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军事战略上抛开了英国。

在澳美的军事同盟中也存在冲突和矛盾，有时还十分尖锐和激烈根据双方协定，布莱梅的地位与权限仅次于麦克阿瑟，负责指挥战区内的全部陆军，但实际上，他得到的仅是一个荣誉职务。自高自大的麦克阿瑟根本不把布莱梅放在眼里，拒绝了罗斯福关于在战区司令部里任命澳方高级军官的建议。这造成了澳美司令官之间一直处于关系紧张之中，这又势必影响到各级官兵。两军下级官兵之间的口角和殴斗频频发生，最严重的冲突是发生在1942年11月26日晚的”PX仓库事件”，导致1名澳军士兵丧身，20多人受伤。从这一系列上上下下的矛盾和冲突中，可看出澳大利亚军人的思想感情较前产生了变化。以前，他们怀有效忠母国的观念和为英国而战的心情，因此，理所当然地听命和服从英军的指挥和安排。他们时常仅是英国用于渲染帝国气势的点缀，对此他们非但不抱怨，反而引以为荣。可是，今非昔比，现在的澳大利亚人（尤其是澳大利亚军人）虽然自知战斗力大为逊色美军，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军队与军人，他们已有了要与美军平起平坐的要求和愿望，不再甘当摆设。

虽然布莱梅因麦克阿瑟屡屡忽视或拒绝他的意见与建议而大为不满，甚至是愤怒；澳大利亚民众也因澳军常常被派去打一些难打而又不引世人注意的硬仗而对美国多有抱怨，但是，两军联合抗日的方针则从未改变，两国政府也总是以息事宁人的态度，调解彼此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太平洋战争中的珊瑚岛战役、中途岛战役、瓜岛战役就是在基于澳美联盟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三场战役的胜利使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由战略守势和相持转为战略进攻。在随后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全线反攻中，布莱梅统帅的澳军作为盟军的一部分，主要在新几内亚一带作战逐步控制了新几内亚北部海岸，为盟军进攻菲律宾扫清了道路。在收复菲律宾后，盟军矛头直指日本本土，澳又投入了7个师的兵力，协同美军作战。

除了直接参战外，澳大利亚承担了为在太平洋战场上作战的盟军提供军需后勤服务的任务，成为盟军在西南太平洋上最大的军事基地和物资供应站，先后有100多万美军在澳大利亚驻扎。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整个战争中，澳大利亚的给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西南太平洋战区的陆、空部队……都是自给自足。”在战争期间，根据《租借法案》，美国向澳大利亚提供了价值3亿澳镑的物资和服务，而澳大利亚的回报则更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这个人口仅700万人的国家里，有50多万人走向前线，其中33826人牺牲，180864人负伤，23000多人被俘，还有大量人员从事军工生产和军需供应。虽然，从1942年起，大部分澳军被调往太平洋战场，但仍有数千澳陆军官兵在北非和欧洲战场征战。澳空军则主要在欧洲和地中海地区作战，有5116位空军人员在同德、意交战中牺牲或被俘，而在同日本作战中的伤亡数是1331人。

总而言之，澳大利亚不仅为打败法西斯立下了不朽功勋，而且维护住了自己的国家安全。1945年9月2日，布莱梅代表澳大利亚参加了在美舰“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一周后，他在马六甲摩洛太岛接受了日军第二集团军的投降。就军队的性质而言，与以往远征的澳军相比较，太平洋战争后的澳军是一支代表澳大利亚国家的军队，而不再是英军的一部分；就澳大利亚参战的目的而论，澳大利亚是为保卫澳大利亚的安全与利益而加入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而不是以自治领的身份去为母国效力。

在澳大利亚基本国策的转变中，外交政策的变化尤为显著和影响深远。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实际上是在伦敦而不是在堪培拉决定的”。在世人眼里，澳大利亚基本上“是一个统一家庭中的一员，而不是国际事务上一个单独和独立的成员”。而在珍珠港事变后，如同在军事上不得不为自身安全而战一样，“澳大利亚政府和从所未有的那么多公民都终于意识到外交政策的需要”。此时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因与军事政策密切相关而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其基调同样是在自主维护澳大利亚的安全与主权的前提下，联合美国抗击日本。战时出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部长的伊瓦特以旺盛的精力活跃于外交领域，使“澳大利亚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大大地增强了”。他的言论和活动是这一时期澳大利亚外交的集中体现。

1942年1月1日，26个反法西斯国家在美国华盛顿签订了《联合国家宣言》，声明共同抗击法西斯势力，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澳大利亚作为独立国家参加了签字。针对英美阿卡迪亚会议确定的“先欧后亚”全球战略，澳大利亚表示不满，要求英美重视亚太战场。伊瓦特为使美国将部分力量转移到西南太平洋地区，除了要求美国将西南太平洋司令部设在澳大利亚外，还频频出访英国和美国，强调西南太平洋战场对全局的严重影响，努力使“大国能够听到澳大利亚的声音”。尽管他的活动收效不大，未能达到预期目的，还时常受到冷落和轻视，但是，这向世人显示出了澳大利亚已是一个奉行自主外交原则的主权国家。

随着战况趋于好转，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独立性越发明显地表现出来。1943年10月14日，伊瓦特在联邦议会说道：“澳大利亚在扑灭这场从欧洲点燃的烈火中尽了本分”，强调澳大利亚对西南太平洋地区有特殊贡献。他建议召集西南太平洋和南太平洋国家（如新西兰等国），共商防务和战后建设事宜。在与新西兰驻澳高级专员的会谈中，他力主将英国在这些地区的所有殖民地转归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澳大利亚管辖所罗门地区，新西兰掌管斐济等地。这显示出了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意向和特征，即在处理西南太平洋及南太平洋地区问题时，澳大利亚势必联合新西兰，执掌这一地区问题的主动权和决定权。英国立即作出反应丘吉尔提出在11月初在伦敦召开英联邦国家总理会议，讨论伊瓦特的建议。然而，到了11月初，丘吉尔前往埃及参加开罗会议去了，原定的会议不了了之。

伊瓦特在对未收到开罗会议的邀请而愤愤不平之余，积极加强了与新西兰的联系。1944年1月，两国签订了澳新结盟共同抗击日本的《澳新协定》。它在划分各自的防御地区的同时，强调太平洋国家有权维护太平洋地区领土的主权和控制权，坚持在战后处理这一区域有关问题上须得到澳新的同意。针对美国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北的马努斯岛上建立大型军事基地一事，协定规定，任何国家不能对战时占领并建有基地的岛屿提出主权要求。这一条款表明澳大利亚与美国结盟的前提是维护国家主权单位和权益，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虽然，新西兰多有勉强但《澳新协定》的签订进一步显示出了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独立性的坚强和它在太平洋地区扩大影响的意图。

《澳新协定》签订后，澳大利亚的外交视野更加开阔。针对在反法西斯同盟中，英、美、苏等大国轻视小国作用的态度和伤害小国利益的行为，澳大利亚着眼于战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率先提出了加强小国作用的策略。1944年9月8日，在论及战后国际组织时，伊瓦特阐释道“国际组织问题是要保证这些大国……认识到……国家平等原则。在任何国际组织中，他们应该给予小国代表以公平的代表权，这样才能获得对他们的信任和支持。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哪怕是小国，都不会愿意自己的命运被另一个大国所掌握，哪怕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因此，一个成功的国际组织会得到来自小国在意向和物质上的热情支持。必须记住，在某些地区和特殊环境中，所谓小国可拥有巨大的影响，即使不是决定性的。”这番论述在澳大利亚与各国商讨创建联合国问题上得到充分展示，并产生了可观的作用。

1945年4-6月，澳大利亚派代表团出席创建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在先期召开的英联邦国家总理会议上，伊瓦特力主各自治领与英国之间不存在政治依附关系，各自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前往旧金山。这一建议得到认可。在旧金山会议上，澳大利亚一再强调小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作用，竭力维护小国利益和权益。在如此重大的场合，澳大利亚处于反对大国的领头地位，甚至与其他中小国家一起反对英国，使自己在国际政坛上扮演了一个独特的崭新角色。这足以证明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自主性乃至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独立已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

对于由美国等大国起草的《联合国宪章》，伊瓦特认为它适合于大国，给予美、苏、法、英、中等常任理事国的权限过大。为此，他提出了3个修正案，其中26个得以采纳。他还进一步试图取消五大国对联合国大会决议的最后否决权，但未成功。很明显，出于小国利益的考虑，伊瓦特在力图扩大联合国大会的权力，缩小安理会的职能。正因如此，伊瓦特备受赞扬，被人们称为是国际事务中“小国的勇士和正义、民主的战士”。在旧金山会议上，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以其鲜明的独立性展示在国际政坛上，并有效而出色地行使了“在（英）联邦以外自由独立发言的权利”，发出了不同于英、美等大国的声音。这一方面为联合国的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另一方面大大提高了澳大利亚的国际地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先是追随英国，跻身于参战国之列，而太平洋战争则把它彻底“推下了水，不得不游”。英国的自顾不暇与无能为力迫使澳大利亚政府改变了长期以来依赖英国和颇有孤立主义色彩的基本国策，主动与其他反法西斯国家联系与合作。正是这些联系与合作使澳大利亚社会接受了以往不可想象的变化，对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产生了十分深刻的触动，其中最为显而易见的是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中传统的种族主义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而种族主义对澳大利亚国家政策一向有着决定性影响力。

从历史上看，澳大利亚民族具有鲜明的种族单一性和英国化特色“白澳”意识成为维系澳大利亚民族与英吉利民族密切联系的感情与血缘纽带，“白澳”意识在澳大利亚人头脑中根深蒂固。在大战期间，“白澳政策”显得与时局不符，无论在国际政坛上，还是在前线战壕里，澳大利亚人同包括有色人种的各国人民同甘共苦，协同奋战。广泛的共同利益取代了狭隘的种族偏见，澳大利亚人思想中的“白澳”意识被动摇。

在麦克阿瑟移师澳大利亚后，大批美军涌入澳洲。澳美政府曾担心美军中的有色人种官兵会引起澳大利亚人的不安，因此，将黑人数量多的部队安置在诸如昆士兰西北部等偏远地区驻扎。可是，事实证明这纯属多此一举，视美军为安全保障的澳大利亚民众与各种肤色的美军军人相处融洽。虽然，澳美官兵之间多有争执和冲突，但起因都不是种族和肤色问题。战争结束时，许多美国军人“带着对澳大利亚美好的记忆从战场回到家乡。他们认为……澳大利亚将是美国可靠的颇有潜力的同盟者与投资对象”。同时，有1万多澳大利亚新娘要求获准前往美国。

同样，澳大利亚政治家、高级将领和外交官在与外界交往中，只有盟友与敌人之分，而从来不受“白澳”意识的左右，更未遇“白澳政策”的限制。1945年9月，布莱梅在马六甲的日军第二集团军投降仪式上对日军慷慨而言：“在接受你们投降时，我不把你们视为可敬和勇敢的敌人，但你们将在各方面受到严格的礼遇。我回想起（你们）对我们的盟国中国的狡诈的进攻……我回想起1941年12月你们的政府在伪装和谈之时背信弃义，进攻英帝国和美国；我回想起（你们）残害我们各族人民的暴行。”从这段真情流露中，已不见种族主义的踪影。

当然，澳大利亚民族是不可能通过一场战争就能一蹴而就地抛弃种族主义包袱，直到大战结束时，澳大利亚社会中的种族主义气息依旧浓烈，澳大利亚人还“经常庆贺自己的国家99%是英国血统……它已经成为澳大利民族神话的一部分”。但是，这场战争使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意识遭遇到冲击，造成“白澳政策”的根基被动摇。尽管作为基本国策的“白澳政策”仍岿然不动，然而，根基的松动与缺失注定其寿终正寝已指日可待，“白澳政策”逐步成为社会改革的对象，“白色长城”趋于坍塌。

第二次世界大战还使联邦政府的行政能力进一步加强。自联邦建立以来，在澳洲政坛上，一直存在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争权问题，虽然联邦政府的权限在扩大，但进展缓慢。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大大加速了这种发展。而前文所论及的联邦政府取代各州政府，并以统一税率在全国范围征收所得税的举措，仅是联邦政府一系列扩大职权行动的开始在大战期间，联邦政府在国内政治、经济等方面“享有几乎是无限的权力”，“正如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所能做的一样，并没有受到司法解释的妨碍”。地方权力过大是英国在澳洲殖民统治的遗留物，也是20世纪以来澳大利亚移植西方的联邦制度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所以，各州都是“独立王国”神话的结束，标志着澳大利亚政治制度现代化改革与发展取得重大进展，西方联邦制度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化基本完成。

纵观澳大利亚历史发展，它表现为稳步而缓慢的渐进过程，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如一副高效能催化剂，骤然加快了其发展速度，形成了一个空前的社会整体飞跃。在这次飞跃中，澳大利亚克服了对英国的依赖，阔步走向自主，以至于有人认为澳大利亚的独立开始于这场大战。虽然，澳大利亚人在提及英国时仍备感亲切，但是，澳大利亚社会的殖民地色彩则因这种飞跃而大为消退，澳大利亚不再以英国为马首是瞻。伊瓦特曾阐释了一种“关于英联邦关系的全新概念”，即“使自治领的自主同与英联邦的合作调和起来”。大战以来，澳大利亚国家在政策和社会意识等方面的变化是巨大的，甚至连一些澳大利亚人都感到不解和不适。孟席斯在联邦议会说道：“澳大利亚的思想和行动断然独立起来，就好像与英国完全没有特殊关系一样，这对处在一个小岛洲的700万人民来说，是过于自负而不明智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加速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自主发展，将澳大利亚现代化推向深入发展的新阶段，即本土化发展水平的提高。在战前澳大利亚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中，澳大利亚人视自己为英国人，以英国人的眼光审视澳洲的一切，大有英国利益高于一切之势。因此，虽然本土化一直在进行，在扩大，但它主要表现为移植和借鉴英国社会的各种制度、体制和模式，再根据澳洲的现实和需要进行扬弃和修正。这一程序已成定式，社会意识中依赖英国的心理和传统“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就像决定其生存的澳洲气候和地形一样”，因此，本土化自然也是以此为立足点和出发点。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破了这种定式。随着国家和民族独立性的提高及社会意识的变化，本土化并未停止，而是其立足点由依赖英国转向自主，由移植和扬弃英国的舶来品转为根据自身具体情况和实际利益，自行选择发展道路，国家政策由“英国制造”转变为“澳大利亚制造”。

这种观念与行动的变化导致战争前后的澳大利亚形象的变化：在战火升腾之初，澳大利亚是作为英国的自治领而效忠英国，追随英国，依赖英国；而当硝烟散尽后，澳大利亚则是以独立和成熟的民族国家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自主成为其社会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由此，战后的澳大利亚逐步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


四　共和运动

论及事关社会制度变革的“社会运动”，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政治家或政客的鼓动与发动、广大民众的参与以及波澜壮阔的场面。但在澳大利亚，它却表现为社会成员们对某种观念或意识的认同、向往或追求，以及政府的相应作为。其运动程序是大致相对应于澳大利亚社会的变化与发展，针对由此引发的某些热点问题和社会思潮，社会活动家们的探讨与争论同民众关心与热议相得益彰，相互促进，逐渐形成社会共识；各个时期的社会共识对各个时期政府的立法与决策构成影响；久而久之，澳洲社会逐渐发生了明显或不明显的变化，澳洲的社会形态与制度看似在顺其自然中转型，在理所当然中变迁。澳洲社会的演变使澳英关系屡屡为这些社会运动的中心问题，结局均为澳英之间渐行渐远，表现为一方面是澳英情感的完好，而另一方面是澳大利亚自主独立的提升。继1世纪的自治运动和联邦运动之后，起伏于20世纪的共和运动又为一例。

共和运动是当代澳大利亚现代化发展中一件令人瞩目的重大事件这并非是以共和政体取代君主立宪制的革命运动，而是以共和主义考问君主立宪制的社会议论与探索实践。其影响和意义并不仅在于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而是更深层次地体现出澳大利亚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独立意识的加强和民族意识的成熟。虽然澳大利亚共和国的成立仍是遥遥无期，或者说共和运动尚无终极结果，但是，它的作用与影响则体现在澳大利亚社会中澳洲属性的逐渐增强之中。换言之，在当今澳洲，共和制与君主立宪制的区别仅仅局限于国家象征之分，即国家元首的身份而非国家属性、社会形态或政府性质的改变。

这场涉及国体变化的社会运动在平稳的演进中展开，在循序渐进中发展和深入，有别于常见于别国那天翻地覆的社会革命，如18世纪末1世纪初的法国和20世纪前50年的中国。19世纪后半期是澳大利亚民族与民族国家形成的时期，充满平等色彩的民族主义是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中颇具政治特色的一大主要内容，它在政治观点上即表现为独立民族国家的共和主义。早在19世纪50年代，兰格就开始宣传共和主义，主张建立独立的澳大利亚共和国。他出版《为了澳大利亚金色土地的自由与独立》一书，援引美国的先例，认为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要想获得自由和独立，只有建立共和政体，而别无其他良策可循。他认为澳大利亚各殖民区在英国的统治下业已成熟，应该向独立国家发展。他也由此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共和主义的先驱。

从兰格宣传共和主义思想到19世纪80-90年代H.劳森等人为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而鼓噪，再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G.达顿和D.霍内为创始人的共和派的呐喊和奔波，作为社会思潮的共和主义逐渐演绎出了共和运动，导致建立共和制成为20世纪后半期澳大利亚社会上的一大议题以及政治制度改革的内容之一。然而，尽管时间跨度较长，但这一系列政治观点和社会运动的中心内容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即围绕着澳大利亚国家元首如何产生而展开，核心议题是：（1）澳大利亚应成为一个共和国，由一个澳大利亚人充任国家元首；（2）选择和选举国家元首的方式和方法；（3）国家元首的权力与权限。在100多年来澳大利亚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中，澳大利亚人对它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显示出在澳大利亚现代化发展和演进中，澳大利亚社会的政治观念和心理状态的变化。

19世纪80年代，随着联邦运动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关注起澳洲的未来，共和主义逐渐弥漫全澳。1887年，共和主义者联盟成立成为宣传共和主义的中坚。它的政纲是：澳大利亚各殖民区结成联邦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共和主义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广大的工人群众对它的接受和拥护使它更具民族性。虽然澳洲社会对共和主义的解释众说纷纭，但就国家政体而论，人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基调无论是在思想感情上，还是在行为实践上，在向母国争取与伸张自治权利的同时，无意问津法国式的共和政体，仍向往保持与英国的既成关系，“殖民区与英帝国的联系仍应保留”。可见，澳大利亚共和主义并不把君主制完全置于自由和民主的对立面，而是把受法律约束的君主与自由民主结合起来，这是敬重君主的英吉利民族心理在澳大利亚的体现。

澳大利亚共和主义在反映出澳大利亚人在思想感情和思维方式上与英国的渊源关系的同时，又说明澳大利亚民族的独立意识尚不成熟因此，澳大利亚人自然将英国君主奉作自己的国家元首，效忠英国成为人们共同的心理，君主立宪制作为英国的礼物在一片感激声中被澳大利亚人接受。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建立后，在民族感情、经济生产及外交国防等方面对英国的依恋和依赖，使移植而来的君主立宪制得以确立在人们心目中，远在万里之外并统而不治的母国君主与上帝是相提并论的（Godand King），甚至连一向与英国为敌的爱尔兰天主教徒移民对英王也敬仰不已。由此，与英国的“联系仍应保留”成为澳大利亚的决定性国策。

联邦成立后，共和主义趋于消沉，共和主义者纷纷改换门庭。19世纪末，澳洲社会上有不少于10种宣传共和主义的刊物，而此时则大都停刊或转向。曾赫赫有名的共和主义者劳森陷于贫困潦倒之中，成为终日游荡于悉尼街头的醉汉。他早已放弃共和主义观点，时常以小诗赞美英王，美化君主制。在社会上，由于共和主义被爱尔兰和非英籍欧洲移民套用于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因此，它又被视为一种有害于社会的、激进的和反英的政治观点，颇受排斥和敌视。1920年，爱尔兰裔联邦议员H.马洪在墨尔本对1万多支持者呼吁结束“外国对爱尔兰的占领”，声称支持“建立澳大利亚共和国的所有运动”。为此，他被指控触犯了1914年《罪犯法》，犯有叛国罪，被逐出联邦议会。

然而，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战后澳大利亚社会的发展与同英国在政治的离心和经济上的分离是同步的，这不可避免地对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白澳”意识和“白澳政策”原本是维系澳大利亚对英依附关系的特殊纽带，然而，这道“白色长城”的崩溃意味着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重大变化和澳大利亚民族的趋于成熟，标志着效忠和依赖英国的社会价值观念被民族平等和国家独立的价值取向所取代，澳大利亚公民不再是“居住在澳大利亚的英国臣民”，而是基于独立国家和民族的立场，具有“来自于澳大利亚人基本自由的特征”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对澳大利亚国家元首不是澳大利亚人的现象提出质疑，并感到愈发不能忍受，人们认为：“澳大利亚应同几乎所有国家一样拥有自己单独的首脑，而不是与其他国家分享一个国家元首。”

其次，战后，大量移民涌入，特别是非英籍欧洲移民在数量上超过英籍移民和亚洲移民的比例不断扩大，以英国文化为主体的单一的殖民地同源文化逐渐发展成为基于英国文化传统而加之以多种文化融合的多元文化。以语言为例，有一位英国妇女乘火车在澳大利亚旅行时，曾如此评价澳大利亚英语：“一个希腊播音员，英语念得疙里疙瘩，再掺上些斯特莱因腔，由他来播送夹杂着土著站名的通知，你去听听看吧。”在多元文化的发展中，依恋英国的民族心理趋于淡化和弱化，而独立自主的愿望则随之上升，表现为独立自主的共和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尤其是非英籍移民及其后代。1976年一项民意测验显示，出生于澳大利亚的居民对共和制的支持率是39%，而出生于欧亚的居民则是67%。

再次，在国际交往中，澳大利亚不再作为英国的自治领而简单地追随和依赖英国，而是以一个主权国家的身份，站在平等和独立的位置上推行自主外交，这使得澳大利亚的形象与其国家政治制度日趋不相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澳英之间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关系较前逐步松散。1967年，英国将驻扎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英军分期撤回欧洲，在防务问题上，澳大利亚对英国的依赖宣告结束。伴随着英澳贸易额的下降，1973年，英国加入了欧洲共同体，这说明英国的贸易中心转向欧洲英澳之间特殊的贸易关系已不复存在。即使在亚太地区，英国关注的贸易伙伴也改为远东国家。1993年，英国查尔斯王子访问了韩国，却未前往澳洲。在澳洲颇具影响力的悉尼《公报》在这年的3月9日写道：“至今，如果（澳英）两国还强调拥有某种特殊关系的话，那主要是基于对过去的回忆。”在外交方面，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重心由欧洲转向亚太。

50-60年代，在冷战大背景下，澳大利亚的“前哨防卫”战略恰与美国的“多米诺骨牌”理论有着大体相同的地缘支点，因此，与美国接近是澳大利亚旨在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巩固和加强澳在亚太的地位。值得指出的是，澳大利亚在战后与美国的接近同以往对英国的追随是不同的澳英关系则是自治领与宗主国之间建立在从属基础上的依附关系，而澳美关系显示出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在平等基础上的互利关系。因此，太平洋战争以前的战争中，澳大利亚人是为“英王和英国而战”，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与英国血脉相连；而在太平洋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澳洲军人为美国流血丧命，其目的是为了换取美国对澳大利亚在国际政治中的支持和“保持美国参与亚洲事务而付出的代价”。

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上的独立自主性和其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更为显著地表现出来。以中澳关系为例，新中国建立后，澳大利亚追随美国进行反华，宣扬中国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尤其是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事件、1964年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和“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的造反行为更加深了它对中国的敌视和恐惧。但在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关岛发表演说以及中美关系的僵局出现松动迹象后，澳大利亚感到“担心澳大利亚在中国问题上走向孤立”。1971年7月，工党领袖惠特拉姆率工党代表团访华，拉开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序幕。次年年底，他就任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随即兑现了竞选时的诺言：把澳驻华使馆“从台北搬到北京”。具有独立自主形象的共和制与澳大利亚的国际地位、主权国家的身份以及现实的需要更为吻合，这已成为共识。

澳大利亚的君主立宪制不同于英国、瑞典以及日本等国的君主立宪制。在那些国家里，君主立宪制所确立的君主是由本国人充任，而澳大利亚的君主则是一个远在千山万水之外的外国人。这种社会政治制度使澳大利亚人愈来愈感到难以接受。澳大利亚共和主义的倡导者、南澳大利亚州学者达顿明确表示：“不能再继续忍受了，我们的国家元首竟是一个生活在伦敦或温莎的英国妇人。”在探索改变这种状况的多种活动中，沉寂多年的共和主义理论逐渐复苏，在60年代初成为社会焦点之一，共和运动再度兴起。

达顿和新南威尔士记者霍内成为这场共和主义问题讨论的发起者和共和运动的先驱。1963年，达顿创办了宣扬共和主义思想的刊物《民族》，简明地提出了共和主义的宗旨和共和运动的方向：“宣布澳大利亚为共和国，选举我们自己的国家元首。”接着，他又出版了论文集《澳大利亚与君主制》，其中收录了多位共和主义者的论文。霍内在1967年主办的《新闻简报》成为宣传共和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的主要观点是：（1）应明确澳大利亚国籍仅为澳大利亚人所有，与英国国籍无关；英国女王因无澳大利亚国籍而不应再为澳大利亚国家元首；（2）在国家政治制度上与英国君主制度的联系有碍于澳大利亚国家独立的实现，使澳大利亚对英国的依赖难以消除；（3）澳英之间在国家利益上的分离决定了澳大利亚宪法应作相应调整和修正，以恰当地反映出澳英关系的现状；（4）由澳大利亚人充任国家元首可使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具备确切的国家概念；（5）澳大利亚共和国的建立是不可避免的。这些观点和主张与澳大利亚国内社会和国际地位的变化是相适应的，而这些变化是澳大利亚社会进步与发展所致，所以，共和运动的开展是澳大利亚现代化深入发展的产物，也是战后澳大利亚社会民主改革的一部分。

70-80年代，共和主义与澳大利亚社会结合进程加快。它以较强的民族主义色彩愈加体现出民族意识的内涵，进而形成较大规模的社会思潮，使共和运动的波及范围扩大，影响加深。但共和运动的发展进程十分缓慢和不明显。尽管澳大利亚国家和民族的独立性在不断提高，民众对英国的母国情缘和对英王的效忠趋于淡化，例如，从1966-1973年赞成继续以英国国歌《天佑女王》为澳大利亚国歌的支持率从57%降至25%，但是，共和主义和共和制度仅是被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津津乐道地谈论，尚未被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因此，有人将当时的共和运动称做是一个“睡眠”议题。但正是在这之中，澳大利亚的社会发展和民主改革使澳大利亚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观念在不介意中逐渐被取代。澳大利亚人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中接受了共和主义思想，越来越多的人自觉站到了共和派一边，成为共和运动的支持者和参加者。联邦总理惠特拉姆就是一个典型范例。

惠特拉姆从不认为自己是共和主义者，人们也不视他为共和派人物，但是，他的言行与共和主义思想不谋而合，其推行的政策和措施实际上是共和运动在社会改革中的实质性步骤。在他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政治活动中，多处表现出与英国的分离倾向。他以澳大利亚荣誉制度取代了承袭英国的帝国荣誉制度，如以“澳大利亚勋章”替代了骑士称号；从邮票和邮筒上撤去了英国女王的头像，将英国女王在澳称号从一系列尊称构成的28个英文单词简化为3个单词，即“澳大利亚女王”（Queeno Australia）；规定除有英国王室和总督出席的场合外，以《前进，美丽的澳大利亚》代之《天佑女王》为澳大利亚国歌；决定在直接任命澳驻外使节时，删去须女王批准的程序，等等。这是孟席斯之后澳大利亚在通向共和国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令国人震惊。而惠特拉姆的解释是：如此行为“不是旨在反对英国……仅试图把我们（澳英）的关系置于更成熟的基础上，以便在世界上显示那更为独立的澳大利亚意识的发展。”可是，惠特拉姆的行为触怒了一向被他视做傀儡的澳大利亚总督J.科尔科尔于1975年11月11日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罢免了惠特拉姆。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次总督解除民选总理的事件，也是至今所发生过的唯一一次总督罢免总理事件。

科尔超越宪法行使职权的行为引发了一场宪法纠纷，澳大利亚人对此议论纷纷。澳大利亚联邦首席法官盖菲尔德表示：“虽然总督是女王的私人代表，但是，他的权力是由宪法而不是女王赋予的。”澳大利亚历史学家M.克拉克撰文质问：“我们难道是一个流氓的国家吗？”反对党也一再声称：总督应该依据宪法行事，而不是以其他理由为所欲为。英国议会立即表示：女王对科尔所为一无所知。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为了自身权利不受侵犯，澳大利亚国家元首应选举产生，并直接对人民负责。

这场风波后，共和主义者编写的《幸福国家之死》和《共和制的澳大利亚》两部论著出版发行，引起社会共鸣。1976年9月20日，有2500多人在悉尼市政厅以“科尔与后果”为议题举行会议，声称“为新宪法而斗争的时候到了”。这表明共和运动从知识分子的理论研究和政治宣传发展到了与宪政改革等社会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阶段。澳大利亚人开始“绝对谨慎地看待已行使了几个世纪特权的英国君主”，思考是否有必要继续保持“与女王的联系”，并愈加强烈地认识到共和国将是澳大利亚的未来。惠特拉姆在1977年写道：“我相信未来的历史学家将认为197年最重大的事件……是共和情绪的上升和新民族精神的成长。……这场运动将继续发展，它是未来的召唤。”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当时预料：“星期四（即1975年11月11日）后，将会出现比以前更多的共和主义者。”

此后，共和运动进入了进一步发展阶段，民众的参与热情明显高于以往。人们普遍认为80年代是共和运动继续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共和运动的发展往往是随着民意测验结果的波动而起伏。值得注意的是工党明确地打出了共和主义的旗号。1981年，工党声称建立澳大利亚共和国是它的特别使命，并将此列入党纲。而在惠特拉姆执政时期，工党尚无如此正式的表示，这说明共和运动又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在1983年大选中，工党获胜，该党领袖鲍勃·霍克组阁，建立共和国是霍克政府施政方针的目标之一。他在公开场合一再表示支持共和运动，设想在1988年1月26日移民澳大利亚200周年纪念日上宣布建立“澳大利亚共和国”。在霍克执政的八年中，共和运动大致在两个领域展开：（1）在澳大利亚社会上，人们对共和国问题的讨论大都集中在国家庆典和仪式中如何体现民族的象征。霍克基本上是继续和发展了惠特拉姆时期的有关措施，诸如宣布作为国歌的《前进，美丽的澳大利亚》可用于所有场合；力主在公民入籍的誓言中删去涉及英王的内容；在1988年更换国旗。但后两项建议因遭反对而流产。（2）宪法讨论仍在继续，但它不是出现在报纸杂志和人们的茶余饭后，而是在联邦宪法委员会以及学术机构那“一扇扇紧闭的大门”后紧锣密鼓地进行。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学教授G.温特顿1986年出版的《从君主制到共和制》是第一部对这类问题进行评述的学术专著。该书以澳大利亚共和国不可避免为前提而展开论述，从法学、行政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角度论证了共和政府的性质；参照美国、法国、印度、西德等多国的国家制度，探讨了澳大利亚共和国的模式和政府结构。可见，与以前相比，80年代的共和运动在表面上并无多大变化，但是，在深度和广度上它已有了长足的深入和扩大。

从80年代末开始，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剧烈变化，出现了大动荡和大改组的局面。同时，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加快，各国将自己置于全球大视野内谋求不断发展。在政治需要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澳大利亚更加明确而稳定地将发展重点放置环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亚洲部分。1989年2月，霍克提出召开亚太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的建议，得到热烈的响应。11月，第一届太平洋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在堪培拉举行，太平洋经济合作进入官方推进的新阶段。澳大利亚以一个独立的民族、自主的国家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的命运同亚太的繁荣联结在一起。自1990年以来，其对外贸易总额的70%以上集中在太平洋地区，澳大利亚经济成为亚太经济体中名副其实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澳大利亚从臣属于英国的“欧洲海外部分”向自立的亚洲近邻的转变业已完成，它不再对英国的利益报以特殊的关心而是十分关注自身在亚太的地位和作用。

这种“脱欧入亚”的演变是澳大利亚现代化发展的结果和标志，对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成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人们越来越多和越来越热情地使用诸如“一个民族”、“一个具有创造力的民族”、“我们的澳大利亚”之类的词句，澳大利亚人独具的民族特点也日益明显。M.克拉克在1991年临终前写道：“我认为判断一个澳大利亚人是有可能的……你可以通过他的谈吐方式，甚至是走路姿势和他的面孔对他作出断定。……尽管有大量的人来到这里，但存在着一种决定性的文化，即澳大利亚文化。”此时，在澳大利亚人心目中，英国及其英王的地位则在下降。到了90年代，更多的人考虑的是“我们是否还需要一个女王“1994年，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访澳时，澳政府给予的迎接规模和民众报以的热情程度大大逊色于1954年女王访澳。1993年7月，联邦政府宣布，澳大利亚国家组织的名称前不再冠以“皇家”称号，并解释道：“皇家”称号“在20世纪末已完全不适应于一个独立的国家”。民族意识的变化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使共和运动在90年代的方兴未艾表现为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实质性转变，以至于共和国处于呼之欲出的状态。民意测验的结果显示出共和制的支持率有了突破性的提高，在1992年超过50%后仍持续增长（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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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底，工党领袖保罗·基廷出任联邦总理，他是一位共和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在1992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澳时，基廷当面直言，陈述澳大利亚要独立，声称这是澳大利亚发展不可避免的前景。女王作出“十分温和”的反应。1993年4月，基廷组建了共和国咨询委员会，负责就共和制问题向联邦政府提供咨询，并对相关立法活动提出修改意见。1995年6月，基廷将共和国的成立正式提到了日程上，促成共和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就这届工党政府而言，“共和国为基廷提供了使政府恢复精力和标新立异的机会”。基廷被公认为是第一位直接参加共和运动的联邦总理。也在这一时期，由包括霍内在内的资深政治家和学者组成的澳大利亚共和主义者协会于1992年7月在悉尼成立，其社会影响可观，并得到工商业人士的慷慨资助。另外，由P.凯利主编的《澳大利亚人》杂志因宣传共和主义而名声大扬，它视“共和国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机遇”，大加赞扬基廷的有关政策和措施。

90年代中期，建立共和国已是大势所趋。自由党领袖约翰·霍华德原本为君主立宪派人物，但在1996年大选中，他收起了“上帝、女王和上帝”的旗号，许诺一旦当选即愿听取民意，举行宪政会议，讨论共和问题出任联邦总理后，他兑现了诺言。1998年2月，在霍华德的主持下，宪政会议在堪培拉召开。与会的152名代表舌战10天，于2月13日下午，以89票赞成、52票反对和11票弃权的投票表决结果，同意在澳大利亚建立共和国。最后，投下反对票的霍华德同样兴奋地宣布：“我本人毫无疑义地认为这一共和模式已得到了一个明确多数的赞同，可以交由明年全民公决。如获全民公决通过，澳大利亚将在建国100周年时，也就是2001年1月1日之前实现共和。”

在这次宪政会议上，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是总统的产生问题。共和派的主流以“澳大利亚共和运动”为首，主张总统由议会2/3的多数选举产生，理由是这样不会造成总统和议会两个权力中心，还可以消除倾向维持现状的人们对未来政治不稳定的担心。激进派则要求实行彻底共和力主总统由人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虽然激进派在会议上是少数派，但其主张得到会议期间的民意测验中56%的支持率。于是，共和派的各派别在协商后拿出了妥协方案——总统候选人名单在由地方政府和民间社团经广泛协商后提交，再由一个议会和民间代表委员会筛选，最后交总理确定一名候选人，在征得反对党领袖认可后，交议会2/3通过。这个被命名为“两党任命总统模式”议案以73票赞成、57票反对、22票弃权而被会议通过。这场争执过程反映出的是澳大利亚的国情和民众心理，这种选举方式显示出澳大利亚的总统选举制遵循着西方模式，但在具体操作上则是出于澳大利亚现实的考虑。

值得强调的是，澳大利亚青年人对共和主义和共和国始终持拥护和支持的积极态度。达顿在1965年写道：“对于澳大利亚青年人来说，将君主制作为社会象征是十分勉强的，以至于没有人予以关心。”1994年1月28日的一份年龄分类的民意测验显示出：18-34岁的青年人对共和制的支持率是59%，35-54岁的中壮年人为56%，55岁以上的老人是30%。1992年底，一位艺术专业的女学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其年长亲戚“热爱女王，热衷君主制”的情感“感到实在无法理解”。她渴望“澳大利亚为了向前发展而成立共和国……而不是停留在君主制”。一位法学专业的学生直言：“我希望我的澳大利亚共和国之梦能变成现实，希望澳大利亚是一个与任何国家都没有（隶属）关系的国家，向世界证明我们是独立的。”澳大利亚青年一代频频表现出的“叛逆”倾向，使不少认为“现在政体够好了，没有改变的必要”的年长者为之震撼，也使共和运动充满活力和朝气。

1999年11月6日，澳大利亚全民公决如期举行，1230万选民参加了表决，就“你是否同意修改宪法，把澳大利亚改变成为共和国，由议会2/多数任命的总统代替女王和总督担任共和国国家元首？”进行投票。然而，孕育已久的“共和婴儿”没有如人们所期盼的那样呱呱坠地，而是胎死腹中。当天深夜，投票结果揭晓，反对者占54.6%，赞成者为45.4%，共和制仅在维多利亚州和首都地区获得0.2%的微弱优势的支持率。保皇派兴高采烈，霍华德立即在办公室致电白金汉宫，向英国女王报告：澳大利亚人已明确无误地拒绝了共和制。而共和派则泪洒计票中心，“澳大利亚共和运动”主席特恩布斯在承认失败时说：“为澳大利亚人仍没有自己人做国家元首，仍要由英国女王来统治”而感到“悲哀”。

在这次全民公决中，共和运动的功败垂成出乎人们的预料，令人惊讶和困惑。而更令人费解的是，从紧接公决后的民意测验的结果来看仍有75%的人支持在澳实现共和制，90%的人主张由澳大利亚人出任国家元首，仅9%的人拥护英国女王为澳大利亚国家元首。然而，纵观近年来澳大利亚政治和社会情况，则可看出这次共和运动受挫和共和派败北的原因。第一，共和派阵营内部水火不容的空前大分裂是导致失败的直接因素。在共和派中，围绕“两党任命总统模式”，主流派与激进派的斗争越来越激烈，自相残杀。激进派很快走向极端，坚决要求由人民直接选举总统，坚持“宁愿维持群言立宪制，也不要议会任命总统的共和模式”的不妥协立场。这一分裂造成了共和运动的致命内伤。共和派之间的相互指责使民众感到反感和困惑，虽然大多数人拥护共和制，但却视两派的各种主张为“政客的伎俩”。

第二，以霍华德为首的保皇派的策略正确，行动得当，终于以弱胜强。在公决之前的多次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共和制的支持率一直保持在70%以上，可见保皇派明显难以同共和派抗衡，但是，共和派的分裂则给保皇派以天赐良机，特别是激进派愿意同保皇派联袂反对主流派。霍华德在10月26日发明声明，一方面高度赞扬澳大利亚的君主立宪制是“世界上最好的政体”，另一方面罗列“两党任命总统模式”的弊端。由于霍华德政府在两届任期中政绩显著，威望颇高，因此，他拥有良好的社会基础和可观的号召力。

第三，澳大利亚人同英国人一样，一向以稳重而著称，虽然拥护共和制的人是多数，但他们不愿意澳洲社会因实现共和制而导致天下大乱当共和派的唇枪舌剑使人忐忑不安、无所适从时，保皇派那“只要没有破碎，就不必修理它”的口号则迎合了陷于迷茫的民众的心理：既然“两党任命总统模式”未经考验，争论不休，何不暂且搁置，“何必劳民伤财为变而变”？英国保守主义思维在20世纪末的澳洲社会得到淋漓尽致的演绎与彰显。于是，他们赞同保皇派与激进派联合提出的口号——“不要信任政客，对政客的共和制说‘不’！”可见，公决结果并非表明澳大利亚人拒绝了共和制，而是反映出澳大利亚民众对由政府官员和议会议员构成的政治家们的不信任。

再有，澳大利亚现行政治体制是移植英国的“威斯敏斯特模式”，选民不能直接选举总理，而“两党任命总统模式”则与它又大同小异。人们希望在总统选举中拥有发言权和参与权，因而，激进派要求由人民直接选举总统的主张和保皇派对“两党任命总统模式”的抨击轻而易举地引起社会共鸣，恰好击中了主流派的软肋。由此看来，民主和自由意识浓厚的澳大利亚人正在考虑如何根据自己的意愿，对移植而来的母国政体进行本土化改革。《澳大利亚人报》在11月8日的社论中写道：“很清楚的是，公决的结果表明（英国）王室在我们宪法中的地位被进一步削弱了。”

尽管澳大利亚与共和制失之交臂，但是，共和运动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是蓄势待发。特恩布斯声称，澳大利亚共和运动将继续进行“直到一个工党政府的总理带领我们走进共和国那一天为止”。也是在公决之后，时任工党领袖的比兹利明确表示：工党将继续致力于共和事业，未来的工党政府将分步推进共和，即先进行全民意向投票决定要不要改行共和制，然后才是再次全民投票选出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共和模式。其实，在澳大利亚，包括保皇派在内，并没有人对实行共和制持怀疑态度，谁都明白这仅是时间问题。

在澳大利亚，共和主义的传播、共和运动的涌动以及共和国的酝酿是一个漫长而平稳的渐进过程。在法国、中国等国家，共和国的建立意味着摆脱旧势力的束缚和社会的脱胎换骨，是在天翻地覆的革命中进行和完成的。而在澳大利亚，共和主义所体现出的是“一个渴望离开家的孩子”的心理，共和运动就是这位已经长大的孩子为离开家而进行的活动和努力，共和国的建立自然也就表明离开了父母的孩子已拥有了自己的家园。它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可被视为澳大利亚殖民时代烙印的内向性趋于消逝。所以，澳大利亚共和主义体现出了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价值观的变化，即由臣服和依附转变为独立和自主。共和主义的宗旨是对原有的社会制度进行扬弃，而绝非是决裂，因此，共和运动不是在枪林弹雨中进行，而是在唇枪舌剑中演进，在社会稳定中发展，并因此成为澳大利亚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一个缩影。


第四章　新西兰与西南太平洋岛国：嬗变与转型

一　新西兰

（一）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形成

1.“把复制品造得比原件更好”

随着移民的有增无减，新西兰社会发生了根本变化，以英国移民为主体的新西兰民族自然进入孕育阶段。新西兰民族与澳大利亚民族之间的关系是盘根错节的，人员往来也是相当密切的。尽管新西兰人在体育竞赛等方面从不肯服输，口口声声一定要“战胜澳洲佬”，但在他们心目中“悉尼对于我们，就像纽约对于加拿大人一样”，“第一是感到羡慕第二是感到有点害怕……第三是有点自卑感。”因此，近200年来，这个既脱胎于英吉利民族，又与澳大利亚民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新民族如同尾随在家长和兄长身后的孩子，跟随着英国和澳大利亚，尾大不掉。

新西兰民族的形成过程与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过程呈相伴状态，两者的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的内涵也大同小异。如有差异的话，当属新西兰民族意识的“母国情结”色彩更加厚重，更加鲜明。可以说，在所有英联邦国家中，这份情感在新西兰显得最为显著，影响也最为深远。虽然也会有一些有着逆反心理的新西兰年轻人会学着澳大利亚人那样，在剧场里听到演奏《天佑女王》时不肯起立，但是，没有疑问的是，“新西兰是它（英国）‘最忠诚的’自治领，安安静静的，规规矩矩的，是‘英国教区牧师住宅的一角’”。长期以来，新西兰人习惯于以“我是英国人”的口吻说话。1953年5月29日，新西兰蜂农埃·希拉利在世界上第一个登上了珠穆朗玛峰。新西兰总理霍利奥克兴奋地说道：希拉利“将不列颠种族和新西兰推上了世界的顶峰。这是一件多么漂亮的给女王的礼物啊！"20世纪60年代后期，英国与欧共体的关系趋于密切，这势必对新西兰农产品出口英国构成不利，新西兰人因此而大为不满。1970年，一位新西兰政治家在伦敦慷慨激昂地说道：“我们古老的民族尊严和自豪感到哪儿去了？为了几块银币，正在牺牲我们的女王，以及女王所代表的和英联邦臣民所效忠的一切。……我们必须团结起来，齐步前进，这样我们才能永远像兄弟一样举杯祝我们女王陛下的健康。上帝保佑女王。”

在19世纪时，虽然新西兰隶属于澳大利亚管辖的时间很短，但是世人往往习惯地看待它与澳大利亚的六个殖民地同为英国的“南方大陆”，是“七姐妹殖民地”，把它们统称为“澳斯特拉西亚”。在澳大利亚各殖民地酝酿组成统一的国家时，不少新西兰人也表示出了很感兴趣，连英国政府都为此进行过积极的撮合。然而，新西兰却置身于190年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之外。尽管许多澳大利亚人可以有根有据地声称是澳大利亚拒绝了新西兰要求以基本成员州的身份参加澳大利亚联邦的申请，但实际上是新西兰公众对于这种意味着脱离母国而自治，乃至独立的事情的反应是相当冷漠的，甚至是反感。虽然新西兰社会处处仿效澳大利亚，但是，在澳大利亚人面前，“有点自卑感”的新西兰人不仅自认为自己的祖先不是罪犯，而是地道的英国绅士，而且还认为自己才是英国人当中的精华，是英属殖民地中真正的佼佼者。因此，他们又显得非常高傲，许多人对澳大利亚人不屑一顾，尤其是对澳大利亚人诸多有要与英国分离之嫌的言行嗤之以鼻。

尽管新西兰同英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都是处于密切的利益攸关和血缘亲情，然而，维系新英关系的是“母国情结”，而联系新澳关系的则是兄弟情谊。前者为有上下之分的宗法隶属关系，而后者为平起平坐的天然平等关系。因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虽然新西兰人经常表达出已经拥有建立民族国家的诉求，但是，他们更加注重维持现有的与母国关系的现状，根本没有脱离英国实现独立的念头。虽然他们相当重视与澳大利亚的关系，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新西兰人而言，这种关系是基于双方利益相关的合作，而不是意味着脱离英国，然后再组建独立自主的国家，更无意同澳大利亚为伍而组成势必与英国渐行渐远的国家。这也就不难理解新西兰人为什么放弃与澳大利亚人结成联邦，尽管英国人再三从中撮合。

由此可见新西兰人“母国情结”的纯正与厚重之一斑，或者说，他们在根本上就视自己是真正的英国人。此外，在直接体现利益关系的贸易往来上，这种微妙的区别也是一清二楚的，新英往来一定是优先于新澳交往。众所周知，澳大利亚是新西兰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尤其是在出口方面，但这种贸易关系却深受新英贸易的影响，其状况表现为交往频繁但不稳定。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作为贸易伙伴，澳大利亚与英国的地位差距不大，但随着航运技术的提高以及冷冻技术的成功，这样的差距明显加大。从70年代到80年代，新西兰对澳大利亚的进出口总额分别从35%和47%均降至17%，后又在1900年降至14%。而在1871年新英贸易约占新西兰外贸的50%；而到1891年，英国市场占新西兰出口的80%，这一数额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新西兰从英国的进口在187年以后一直维持在进口总额的60%以上，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份额还占到50%以上。因此，新英贸易关系轻而易举并越来越多地取代了新澳贸易关系。有人将这样的变化归结为一是新澳在建立联邦等社会政治问题上的分歧所致；二是由于冷冻技术的成功，使得新西兰对英国的冻肉出口量迅速增长。但显而易见的是，只要条件许可，新西兰人更愿意同英国人交往。

1907年9月，英国政府宣布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南非为“自治领”。但是，新西兰不为所动，依旧与英国保持着原先的关系。192年，各自治领得到了可自主同外国签订条约的权利，这意味着它们拥有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权利，但仅有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无动于衷。1926年召开的帝国会议上通过的《贝尔福宣言》标志着英联邦正式成立，宣布“英帝国内部的自治实体地位平等，在内部和外交事务的任何方面彼此无任何隶属关系，虽以对英国王室的共同效忠为纽带联合一体，却是各自作为英联邦的成员自愿地结合在一起”。这使得“帝国内的每一个自治成员都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了”。1931年的《威斯敏斯特法案》则是以法律的形式将这一系列变化肯定了下来。

然而，与其他自治领的欢欣鼓舞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反应是冷淡的，尤其是新西兰。直到1947年，新西兰议会才追认了《威斯敏斯特法案》。到1968年时，新西兰国民党才从该党集会时的讲台上撤去英国国旗。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都已坚持应由本国人担任总督之职后的很长时期里，新西兰仍接受英国委派的总督。它表现得就像是一个执意不愿离家独立生活的孩子，虽然他已经长大成年了。尽管新西兰时常被讥讽为“延长青春期”和留恋“母亲的照顾”，但是，它根本无动于衷，反之还以此为荣耀。在这样的民族感情作用下，新西兰独立问题更是难以界定。除了英属移民殖民地所共有的诸多因素外，新西兰民族意识中的“母国情结”生成的温床是新西兰社会对英国的传统性依赖，英国的庇护与扶持是新西兰社会稳定发展的条件。

新西兰民族对故乡英国的怀旧感和归属感是十分强烈的，在有意识与无意识当中，英国的一切都为新西兰提供了现成的样板，如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经济模式、建筑风格、生活方式……“有时甚至连英国人也对新西兰的英国风味感到吃惊”。1912-1925年间出任新西兰政府总理的W.梅西也视自己是在管辖“大英帝国的遥远的牧场”。然而，尽管“母国情结”深重，但是，新西兰的社会现实与自然环境毕竟与英国及欧洲有着天壤之别，“漂洋过海后，政治制度、社会习俗乃至文化艺术的表现形式，一切都与先前不尽相同”，使新西兰文化与母国文化存在着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这在其文化特征上显示为既以具有明显的英国文化属性的欧洲文化为主体框架，又以新西兰的地方文化为主要内容。换言之，称新西兰民族与国家是“新生民族”与“新生国家”是无可厚非的，但对其文化冠以“新生文化”则未必妥当，它本是被移植到新西兰的英国之树的某一段枝干，因而留有舶来品的特征；在落地生根后，它大量汲取了当地的养分，与当地的土著传统文化形成嫁接式的融合，因此，它又有绚丽的毛利文化色彩。

在新西兰，政府会经常抱怨或指责英国，言辞时常相当犀利，但这绝不是“国家要独立”的行为，它与英国地方政府批评中央政府的情形别无二致。一些新西兰人，尤其是青年人，也会在公众场合对英国表现出不满或不敬，但这同样不是什么“人民要革命”的显示，这样的现象在英国和澳大利亚也是习以为常的，或许他们就是在模仿英国人或澳大利亚人的这类举止。因此，这些看似有反对英国的现象表现出的非但不是“民族要解放”，而是以自然、自觉和下意识的方式显示出了“我是英国人”。

对英国所持有的“母国情结”不仅深刻地影响到新西兰民族特征，而且对新西兰的社会形象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在世界上，尤其是在英联邦国家中，新西兰成为民族国家的时间并不迟于其他国家，基本上是相伴或紧随澳大利亚完成了从殖民地向民族国家的转型，但是，它却因“母国情结”而迟迟在社会心理与社会形象上停留在殖民地时代，已新西兰化的社会意识仍保留着“英国”的外型与色彩。1951年，因新西兰是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参与签署了《澳新美同盟条约》，因此，这被认为是新西兰外交史上“最富有价值”的时刻。但是，“在惠灵顿，《澳新美同盟条约》并非被认为是对与伦敦联系的取代”，新西兰还是习惯于以帝国体系的思维来审视世界，效忠英国仍是新西兰的既定国策。正因如此，才会出现在1956年苏伊士危机爆发后，新西兰仍习以为常地本着履行自治领应尽的责任与义务而出兵支援英国。然而，在这次事件中，仅有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两个英联邦国家派出了军队。著名的资深工党领袖H E.霍兰还喋喋不休地告诫同事：新西兰对英国的支持与追随是基于“我们与母国的关系……这对我们意味着血统、传统和贸易”。

从新西兰的人格特征与民族特征来看，它明显地混合了粗犷豪放的新西兰开拓者气质与彬彬有礼的英国绅士传统的双重特点。这是新西兰人引以为得意地称这是两种传统的精华，既继承了英国人的遵纪守法、温文儒雅、冷静沉默和含而不露的品质，又以友善真挚、耿直谦虚和脚踏实地的新西兰开拓先驱的气质取代了英国人保守固执与自命不凡的缺点。他们一向心安理得与自鸣得意地接受，甚至是享受着这种具有文化优化组合色彩的自我评价。这也造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新西兰人不愿意别人将自己与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混为一谈，他们认为澳大利亚人鲁莽轻率，举止不雅，而美国人则缺乏教养和行为夸张。

虽然这种自我界定仅是新西兰人的一厢情愿，但是，这种由新西兰环境与历史造就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也作用于并反映出新西兰社会在不知不觉中与母国传统分道扬镳的运行轨迹。这种现象在20世纪3年代的民族文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显现。这是由一批青年作家和青年诗人组成的文学群体引发的文学现象，它对母国文化传统发起挑战，并以犀利的态度进行批判。诗人A.费尔伯恩在30年代曾去英国“寻根”进行“文化朝圣”，但结果发现自己就根本不是英国人，于是，他毫不客气地批判了自己之前的诗作，认为英国的文化传统是“新西兰诗人的绊脚绳索”。

理想主义与务实精神是新西兰民族特征中的又一表现与内容。这主要是新西兰历史中的移民经历所致，即新西兰的移民，尤其是早期移民是带着创建“幸福岛”的梦想而来。他们历经千辛万苦，远渡重洋来到几近是荒无人烟的“新世界”，于是，乌托邦式理想社会的概念从一开始就渗入新西兰的整个社会意识中。在这里，如同白纸一般的新天地诱发起富有想象力的大胆构想与设计，人们以英国社会模式绘制出了理想社会的蓝图——人人安居乐业，没有贫富两极分化，没有尔诈我虞……他们的确想“把复制品造得比原件更好”，于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致力于建立一个合理、正义的社会新体系。

正因如此，各种社会理想，如基督教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等，才能够纷纷在新西兰登陆，新西兰也因此被看做是世界的“社会实验室”或“国家实验场”。再有，对于置身于荒凉的新西兰原野的早期移民来说，没有任何机构能够有母国那么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拥有英王那么强烈的亲近感、安全感和感召力。因为他们当初是以英国臣民的身份移居新西兰，以后又是以这样的名义与英国保持着联系，所以，英国一直是这些移民及后代在海外殖民地开拓奋斗的支持者和保护者，英王则是他们理所当然的精神支柱。

在英国，平等的理想有着悠久的传统；在澳大利亚，平等的理想又被发扬光大。而在新西兰，这种传统不仅被移植和继承，而且也被再度放大了，并自然地体现在人们的言行之中。新西兰人在论及新西兰社会中的平等主义是不免以赞美的口吻将它归结于来自母国的缘故，然而，他们则在不知不觉中将这样的平等推进到大大高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水平。在这里，“我们的社会是平等的……我们彼此都很了解”，社会成员之间的种种差别并未导致森严的社会等级，因此，新西兰社会“不是属于那种多层的英国类型”。出身的贵贱并不能决定社会地位，“一些坎特伯雷的畜牧场主想把自己打扮成为乡村贵族”，“私立学校的‘老校友’从不联合起来把持某一部门”，“手艺人、工人、商人和自由职业者邻居杂处”，然而，人们则又会“以受到女王的封爵而感到自豪”。平等主义的张扬使民主发展到极致，“只要找个小小的理由，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去见总理，至于去见其他部长，那就更加容易了”。这个“复制品”不仅越来越貌似英国的“原件”，而且确实在一些方面比“原件”更完备。

1840年，新西兰正式成为英属殖民地，又在第二年结束了新南威尔士的托管，与澳大利亚各殖民地一样，直接受英国政府的管辖。在此之后，随着澳大利亚自治运动的影响，新西兰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自治权力，也建立起了责任政府。与同期澳大利亚的各责任政府一样，其政府的属性看似与英国的地方政府别无二致，但其作用则越来越类似自主独立管理一方天地的国家政府。虽然新西兰社会在内部问题上的自主性愈加明显，国家的内涵朦胧可见，但它几乎没有独自与英国或帝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往来的意识或行为，如同英国的地方当局无须过问国家外交事务一般。其唯一与之交往密切的地区就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在诸多方面也成为新西兰与外界联系的纽带或中转，如从新西兰寄出的信件是途径澳大利亚转送到英国等世界其他地方；伦敦与新西兰之间的电报电缆是经过澳大利亚的中转而连接。

在这一时期，新西兰在经贸方面的意识与作为也是如此，仍基本局限于帝国内部。继澳大利亚成为英属殖民地之后，新西兰因“亚麻、木材和鲸鱼”受到欧洲人的注意，英国凭借优势在这里捷足先登。这也使得新西兰是通过英帝国的渠道接触到外部世界，自然成为英帝国那广阔的商贸网络中的一部分。因此，对于新西兰而言，“国际关系”的概念开始于“帝国关系”。18世纪90年代，新西兰的优质木材和鲸鱼皮革首先被销售到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贸易市场之一——中国广州，也就是说中国清朝是新西兰的第一个出口商品市场。但是，这仅是英国在中国与印度的贸易内容之一，看似新西兰的“第一个帝国市场是大清国”，但是，这一系列商贸活动是在英国的帝国贸易与帝国市场中运行。换言之，新西兰的“第一桶金”实际上来自于英国。这样的情形与“牧羊业大潮”兴起前的澳大利亚对外贸易如出一辙。

农牧业的发展使新西兰成为举世闻名的“大农场”，但这是一个以满足“英国厨房”需要为目标的英国的“大农场”。英国的资本投入对于新西兰社会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增长幅度的变化与新西兰经济发展的水平总体上呈正比状态。来自伦敦的资金1870年为780万英镑1880年为2850万英镑，1890年为5000万英镑。“因方便、信誉、低廉的运输价格和运输联系的质量，对于新西兰来说，伦敦几乎就是内部市场。”在以后的一代人的时间里，新西兰成为英国最主要的农副产品供应地。而这样的贸易关系使新西兰获得大量的英国资本，从而在相关的产业和国际市场上独占鳌头。

在这一时期，新西兰社会表现出明显的内向性，处处以英国为马首是瞻。这不仅与当时作为英属殖民地的新西兰社会性质相吻合，而且更重要的是与新西兰的社会意识相符合。尽管新西兰人的自主与自治意识日益增长，但这里的人们比他们的“澳洲表兄弟”更认为自己是“英国人”，“有一点是最为明确的，面对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或甚至还有美国人，英国人不是外国人”。他们毫无疑问地认为自己的社会是“伟大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一部分”，种族优越理论甚嚣尘上，认为：“欧洲种族优越于非欧洲种族，而英吉利民族则创造了所有文明中最完美的文明。”因此，在维护自身利益上，维系与母国的联系被认为是发展新西兰地区利益的最好的办法，“在世界舞台上，对于他们没有经验的国家而言，保持帝国联系有助于在这一地区营建……不断增长的繁荣。”因此“新兴的新西兰民族主义的表现是帝国意识。”

从19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新西兰实际上已经完成了新西兰民族与民族国家的生成与发展的过程，表现为随澳大利亚亦步亦趋。但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政府与民众并未为此付出多少努力，甚至是多少关注，人们仅是根据新西兰社会发展的需要，移植澳大利亚人向英国争取来的权利与权力以及体制与制度——19世纪中期，通过口诛笔伐澳大利亚人建立起了拥有自治权力的殖民地责任政府，而新西兰人坐享其成，顺理成章地移植了这种体制；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而屡屡对此不屑一顾的新西兰人则不费吹灰之力地又顺理成章地获得了澳大利亚人费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的权力和制度，尽管新西兰现有的政治体制看似没有发生变化……

久而久之，在既无刀光剑影，也无唇枪舌剑的和谐演进过程中，新西兰逐渐完成了从英属殖民地到民族国家的转型，但是，因情感深沉的“母国情结”等因素，新西兰社会看上去依然如故，并未随之产生多少变化200年来，特别是在1907年后，新西兰的名称从未有过改动，仅此就可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如果说澳大利亚的社会变化与变革是在风平浪静中进行的话，那么，新西兰的这番经历则可谓是更加风平浪静，或者说是未见风的踪影与浪的波痕。美国学者约翰·根室在20世纪70年代末如此描述新西兰社会：在新西兰，“‘不必介意’是民族的座右铭，午后茶点是民族的点缀，周末享乐是民族的目标”，“它的外界是英国——只有一个英国……”

1907年，新西兰成为英国的自治领，但新西兰未曾表现出国家意识，人们仍视新西兰为英国的一部分，就连此时的毛利人也将这些白人认定为英国占领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新西兰人明确表示出为母国而战的意愿，并以是第一个向英国提供支持的自治领而沾沾自喜，对德属萨摩亚的占领也使新西兰军队成为第一支攻占敌国领土的协约国军队。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同为自治领的加拿大代表为所有自治领争取到单独代表权，使自治领可作为一个独自的国家去伸张自身权利及签署《凡尔赛和约》。新西兰对于单独代表权的解释与其他自治领的理解大相径庭，新西兰总理梅西说道：它证明大战已经使“英帝国铸就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对于南非、爱尔兰、加拿大进一步争取自治的图谋与活动，新西兰不仅坚决予以拒绝，而且斥责为“另一种伪装的脱离”。

在对外事务上，这样的内向性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比澳大利亚有过之而无不及。1919年，新西兰政府成立了规模很小的“对外事务部”主要处理与周边太平洋地区的事务。而公众对外交问题的看法则应由英国负责处理，外交政策被称为“在另一个星球上演出的戏剧”。在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上，新西兰的态度与其他自治领的态度也大不相同，议会为此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抱怨声此起彼伏，最后是以相当勉强的态度表示同意加入国联。正是如此这般内向性使新西兰社会的国家意识显得相当淡薄，致使人们对1926年《贝尔福宣言》和1931年《威斯敏斯特法案》报以淡漠，甚至是不以为然。

2.“战争路径”：民族国家意识的显现

从19世纪初以来，尤其是1840年后，新西兰的人口逐渐增长，并呈逐步加快状态。1952年，其人口总数达到200万，1973年超过300万，8年代后期逾320万，1996年3月5日的人口普查结果约361.8万，200年12月为400.9万。其中，80%是以英国移民及其后代为主的欧裔白种人，13%为土著毛利人，4%为太平洋岛国的移民及后裔。新西兰社会的变化与发展相随于澳大利亚，可用亦步亦趋和一模一样等词汇形容但在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形成表现上则有所不同。

19世纪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当民族运动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风起云涌时，就连澳大利亚也因此显得像是一个要求离家的“长大的孩子”，而新西兰则依旧标榜自己是英国“最忠诚的”海外领地，人们好似“是生活在上个世纪的英国”。然而，同澳大利亚一样，新西兰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存在无疑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比英国人还要英国人”的表象使“很少有比指出（新西兰）‘民族特征’这种尝试更为冒险的了”因此，与考察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与民族运动的思路及方法不同，政治家的言论、社会的诉求及民众的呼声往往显示的是“母国情结”，诸如热衷于赞颂英国的伟大，表达新西兰对英国的忠诚，显示自己与英国的亲情关系。虽然新西兰人拥有了来自坐享其成的独立与自主，但对于其他英属殖民地和自治领争取独立自主的群体行为或社会运动，他们轻则多有微词，重则大加抨击，甚至连澳大利亚都因“伤害母国”而屡屡遭遇来自这位表兄弟的抱怨。然而，新西兰毕竟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变化，而新西兰社会对战争问题所持的态度则相对明显地彰显出了新西兰民族利益与国家意识变迁的蛛丝马迹。就此而言，这一系列性质相同的情况同样出现或发生在澳大利亚等其他英联邦国家，或许这对于这些国家已不具典型价值而无需展示，但相比而论，新西兰对待战争的动机与表现则是最能够体现民族性质转变、国家观念变化以及新英利益逐渐相悖等重要线索与演变轨迹。

新西兰孤悬于南太平洋上，与澳大利亚还隔洋相距2000多公里除了本土上的毛利人战争外，它从未发动过对外战争，也没有遭遇别国的侵略，可谓与世无争。然而，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作为英国的附属或美国的盟国，它不仅屡屡现身欧亚多处战场，而且作战英勇，牺牲巨大。有新西兰学者通过罗列新西兰的参战经历，将此与普鲁士进行比较，认为新西兰有从事战争的专长，称新西兰为“太平洋普鲁士”；也有学者认为新西兰有“为别人的战争”而出生入死的传统。但越来越多的战史研究显示出的则是新西兰的民族利益与国家意识的变化，从中可见其独立性的增强，让世人明白新西兰“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地区”。

新西兰民族形成基本与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处于同一时代，但表现得更加朦胧。早期的殖民开拓塑造了新西兰人的形象，这在19世纪新西兰文学作品中的描绘远胜于历史学家们笔下的叙述。该世纪60年代的“淘金小说”充满着浪漫粗犷与惊险传奇的特征，颇为类似美国的“西部小说”。其中的人物也大致雷同美国的西部牛仔，“淘金人气质”是胆魄勇敢、冒险精神、乐天豁达、骑士风度的混合物。这些人物个个豪爽强悍，吃苦耐劳，恪守诺言，坚忍不拔。在1843-1872年毛利人战争中，夺取毛利人土地成为了白人移民的共同利益，这自然构成了新西兰白人社会，并造就了可观的社会凝聚力。在战争中，“新西兰白人军队的战斗力比毛利人的军队更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天生的战士’比英帝国的同行更强”。就这样，尽管这里的人们仍笃信自己是英国人，新西兰民族在人们的不经意间逐渐形成了。与母国社会管理中相同的自治原则使殖民地政府愈加形似英国的地方政府，但实际上它是在行使国家管理权力。换言之，早在1907年英国宣布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南非等地为“自治领”前，新西兰人实际上已经自主管理自己的社会，新西兰已经是事实上的独立自主国家，因此，新西兰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存在已是既成事实。

在毛利人战争中，新西兰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已经表现了出来。英国政府担心新西兰人会像澳大利亚人对待土著人那样对待毛利人，进而导致毛利人的土地被掠夺殆尽，甚至连毛利人本身都将遭遇灭顶之灾，因此，力图利用《怀唐依条约》中赋予总督保留处置毛利人事务有关权力，对新西兰人的行为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节制。然而，1860年新西兰议会通过决议，要求将这一权力交由新西兰政府内阁掌管。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达成妥协，即就毛利人事务问题，总督将会同新西兰议会进行协商，并接受新西兰中央政府的劝告。这意味着总督让步，以及新西兰人在新西兰事务中的步步逼近。战争期间，虽然英国出兵，但却将此作为负担，怨言不断，尤其是为出兵费用与新西兰纠缠不清。

从19世纪60年代后期起，国际局势的变化导致英国政坛上“新帝国主义”呼声鹊起，既定的“自由帝国政策”受到抨击，并逐渐被“殖民地自我防卫政策”所取代，英国政府正打算将原本英国在防务问题上对殖民地承担的义务与责任倒置为殖民地对英国及英帝国承担相应义务与责任。对此，新西兰人和澳大利亚人都大为不满，他们称英国的“殖民地自我防卫政策”是“冷淡政策”。新西兰人甚至把英国称做是“没有人性的母亲”。

毛利人战争后，英国开始逐步从新西兰撤军，最后仅留下了一个团的兵力。这引起新西兰舆论的一片哗然，认为母国不顾新西兰的安全“正在砍断缆绳”。议会通过决议，要求政府加强与美国的联系。更有甚者，有报刊报道说，新西兰有作为一个州加入美国的可能。其实，新西兰人的不满同样是感到自己的传统权利遭遇了母国的漠视。作为报复，在1882年苏丹战争爆发后，当英国的“殖民问题专家”戈登被围困于苏丹喀土穆，危在旦夕时，英国要求殖民地出力相助，澳大利亚出兵了，但与戈登家族有密切关系的新西兰则按兵不动，坐视戈登于1885年1月2日身首分离。他们的理由是“不愿让新西兰人承担任何海外军事义务并且拒绝派殖民地军队去苏丹援助英国”。好在此后新西兰寻找到与英国进行安全合作的新方法，使得因防御问题而引发的纠纷不了了之与母国的关系恢复如初，没有出现类似发生在澳大利亚社会上的连锁反应。

与澳大利亚人力图通过内部的合作与联合来加强防务的做法不同新西兰人仍将自己的防务置于英帝国防务体系之中，认为新西兰殖民地是“庞大帝国的薄弱边缘”，并一再强调新西兰安全的主要保障在于英帝国。那么，在已经无法指望英国单方面承担新西兰防务的情况下，新西兰试图以积极同英国进行安全合作的方式，积极参与到帝国防务中去借助英国的强大力量来加强新西兰的防务，这就是由日后成为新西兰总督的W.杰沃伊思提出的战略设想与理念，即“杰沃伊思原则”。其具体做法为：在和平时期，殖民地为用于帝国防务的英国皇家海军提供基地及相应的津贴；战争时期，殖民地为英国提供远征军，支持帝国的军事行动。1885年，新西兰人小试锋芒，参加了英俄战争，派遣了一支100多人的远征军前往阿富汗作战。1887年，新西兰、澳大利亚与英国达成共建一支海军的协议，商议该舰队平时担负南太平洋的安全防务，战时驰援英帝国的战事。对此，澳大利亚多有勉强和抱怨，但新西兰则始终是津津乐道。值得注意的是，“杰沃伊思原则”的内容充满着“母国情结”气息，看似是殖民地协助母国拱卫英帝国，但相对弱小的新西兰的初衷与立足点则是维护新西兰的利益，以付出一定的，甚至是巨大的代价使英国感到有亏欠新西兰的“道德债务”，进而换取英国对新西兰安全的支持。尽管当时人们怀着真情实感而视此为加强帝国防务的举措，但这番谋求双赢效果的谋略是基于国家意识基础上的，仅是在此双方分别披着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外衣，新西兰的角色实质上是一个民族——新西兰民族，一个国家——新西兰。

1899年布尔战争爆发后，9月21日，新西兰表示将出兵南非，协同英军作战，而当时其他英属殖民地却大都尚未就是否出兵表态。10月21日，在为第一批由215人组成的新西兰远征军举行的送行仪式上，新西兰政府总理R.J.塞登激动地说道：将为“一面旗帜、一位女王、一种语言，以及为一个国家——英国”而战斗。战争期间，即1899-1902年间，新西兰先后一共派出了10个团队的远征军，共计6500人，228人阵亡。

对于新西兰而论，这次战争确实与新西兰的防务无关，但它是作为帝国成员而参加这场“帝国战争”的，“杰沃伊思原则”首次得以被正式实践，“战争路径”由此成为维护新西兰国家利益的既定政策。这是新西兰参与国际事务的开始，而这种以参战方式涉足国际事务的目的则是以自己的贡献来换取某种形式与内容的集体安全，英帝国自然成为这种集体安全的载体。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以维护新西兰利益为意旨的“战争路径”日趋明显地体现出新西兰的国家意识，并显现出新西兰民族国家独立性逐渐增强的发展轨迹。在布尔战争中，新西兰以英国殖民地的身份出现，是追随英国的小伙伴；但它的作为则又彰显出国家行为的属性处处表现为是英国盟国的角色。

这是新西兰军队第一次成建制地在海外作战，它努力表现自己对母国的忠诚，并处处本能地表明自己就是地地道道的英国人。然而，“尽管是在一个帝国的范畴内，但战争激发出了新西兰民族主义情感”，也就是说，新西兰并非简单地是为英国而战，而是以为英国而战来换取新西兰的安全。一位新西兰学者说道：新西兰人在战场上已经证明自己是“更好的地道英国人”，而这种证明与感觉又促进了新西兰社会的一系列变化，国家意识得以滋生与提升，国家形象由此逐渐显现。换言之，新西兰的国家意识以及形象气质是基于“更好的地道英国人”，而这“更好的地道英国人”的体现则在于作为国家政策策略的“战争路径”，即新西兰人以更为地道的英吉利民族品质，在为新西兰的利益而血洒英帝国的疆场。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对德国宣战不到24小时，英国就向新西兰发出了参战的请求。新西兰随即响应，尽管新西兰人未曾与德国有过多少接触，但是，英国的敌人就是新西兰的敌人，5日，新西兰义无反顾地对德宣战。29日，新西兰远征军攻击德属萨摩亚群岛，旗开得胜。10月16日，首批由8574名军人和3818匹军马组成的新西兰远征军启程，开赴海外战场。这支部队在埃及亚历山大港停留，与一批澳大利亚军队编成一个师，承担苏伊士运河的防御。不久，它与另一个师建制的澳大利亚军队合编组成日后名声响亮的澳新军团。在以后的四年期间，新西兰先后向欧洲战场派遣出10万左右的军人，而当时新西兰的人口仅为100多万。在其男性人口中，有19.35%的人入伍，这比例仅低于英国的22.1%，高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自治领。

新西兰军人作战英勇为世人称道，但其人员损失则是巨大的，1.6万人死于战场，战死率占人口的15‰，4.2万人受伤、被捕或失踪。在英帝国中，这样的人员损失尤其是战死率，仅次于英国。英国的黑格勋爵把新西兰军队赢得的声誉概括为“无论是从作战上军队的勇敢行动方面看，或是从战场以外军队的良好行为方面看，在法国没有一个师能比新西兰军队所建立起来的声誉更高。新西兰军队的成绩给他们的国家赢得了荣誉，也给他们为之战斗的大英帝国赢得了荣誉”。无论是在新西兰，还是在欧洲战场上，英勇与战绩使新西兰人感到新西兰在世界上占有“非凡的地位”，民族认同感悄然生成。他们以自己是强大的英帝国军事力量的一部分而自豪，在庞大的英国战争机器中尽忠尽职，但又愈加明确地认为自己是在为新西兰的荣誉而战，而非纯粹地为母国而战，此时“新西兰人”的形象与内涵已同布尔战争时的“更好的地道英国人”有所不同：坚韧、勇敢、崇尚平等、注重伙伴关系与团队精神。

1915年4-5月的加利波里战役是以惨烈而载入战争史册的，这也是新西兰军队参加的最为激烈的战斗之一。在参战的8556名新西兰军人中，有2721名阵亡，4526名负伤，幸存者也受尽磨难。它在新西兰人记忆中留下的是荣耀与悲伤。新西兰军人的英勇与英军将领的失误使“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新西兰）部队中涌动”，而澳大利亚军人对新西兰战友表示出了极大的敬意。较之更为成熟的澳大利亚国家意识无不对新西兰产生着影响，其明显表象之一是为纪念在加利波里战役中牺牲的澳新军团军人，澳新政府决定将每年的4月25日设为“澳新军团日”。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澳新军团隶属于英军序列，但是，新西兰人与澳大利亚人一样，人们对于这场战役的情感记忆表现出的是两个国家的民众对于为国捐躯的烈士的崇敬，而其中没有帝国概念或效忠母国的意识；其纪念仪式的属性为国家节日，而不是帝国的节日。

在新西兰远征军中，毛利人在与白人并肩战斗中同样英勇顽强1917年组建的“毛利先锋营”更是以勇猛彪悍而引人注目。3-7月的墨西拿战役给人们留下的记忆不仅仅是协约国的又一次胜利，而是新西兰军队的善战与顽强，以及它的巨大伤亡。而其中尤以“毛利先锋营”令人赞叹，该营阵亡780人，共计伤亡3700多人。

战前，在新西兰，白人与毛利人处于隔绝状态；而现在，毛利战士也自然成为新西兰军人，并开创了消除隔阂与团结一致的先例。或者说，这场战争塑造出了新西兰种族关系的新模式，种族和解与和谐由此开端。这无疑对于新西兰的国家形象与国家意识的变化具有突破性促进作用——从单一民族向二元民族发展，单一文化向二元文化转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新西兰国家意识的演进与提高的影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毕竟又是有限的，“在没有放弃英国的意识与联系至上的情况下，第一次世界大战释放出了少量民族国家气息”。新西兰也越来越多地被称为“殖民地大熔炉”，此时新西兰人的概念与形象逐渐不再是单一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而是新西兰白人、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毛利人等多种族的“合成物”。然而，这样的影响作用的有限性很快就显示了出来。战争结束后，英国的势力江河日下，帝国内部的民族运动风起云涌，英联邦逐渐取代了英帝国。但是，与其他英联邦成员国的情形不同，新西兰则迅速恢复了往日的“常态”，人们依旧以自己是英王臣民而心满意足，新西兰的防务安全仍然依赖于英国的帝国体系1935年上台执政的工党政府表示：非常重视与英国的关系，“如果战争爆发的话，新西兰一定同英国站在一起”。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继英国9月3日对德宣战后，新西兰于5日也对德宣战。总理M.J.萨维格在议会中慷慨激昂地说道：“本着对过去的感激和对未来的信心，我们义无反顾地与英国站在一起，她走到哪里我们走到哪里，她站在哪里我们就站在哪里！……我们将跟随着英国的坚实盾牌，万众一心向前进！”在这场战争期间，有22.万新西兰人应征新西兰军队（包括1万名左右的女性），另有12万人加入英国的志愿部队，而当时新西兰的人口总数是160万。在参战人员中，11625人阵亡，1.7万多人受伤。在参战的英联邦国家中，新西兰军队参加的军事行动是最多的，伤亡率也是最高的。

在大战中，新西兰的角色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样，仍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安全而“依靠强大同盟的忠诚小国”。战争初期，尽管新西兰对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局势颇感担忧，但它还是接受了英国的整体防御理念即只要英国能够在作为“帝国心脏”的欧洲抵挡住法西斯的进攻，英国的盟国才能得以安全，无论它们地处何方。因此，新西兰军队服从调遣，在北非和欧洲等地投入战斗，甚至连势单力薄的新西兰海军也参加了在欧洲和地中海的对德作战。年轻的新西兰空军轰炸机部队是英国皇家空军中第一支英联邦国家轰炸机中队，一直鏖战在欧洲战场。在国内，从1942-1944年，国民经济收入的50%被用于战争。当然，也因战争需要自然形成的后方局面使新西兰的工农业生产出现大发展的景象。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西兰一直担心的局面出现了在它的军队部署到北非和欧洲时，它的本土则遭遇前所未有的威胁，而在亚太地区被日本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的英国对新西兰的本土防务已经无能为力了。与新西兰面临同样情况的澳大利亚立刻作出反应，不顾英国的反对，陆续将欧亚战场上不少澳军调回本土驻防。而新西兰本想尾随效仿，但在1942年初，议会还是作出了将军队继续保留在地中海战场的决定，而没有步澳大利亚之后尘。其主要原因并非仅是英国的反对而是美国替代英国，介入了新西兰的防务事务，取代英国而成为新西兰的保护者。在新西兰人感到来自日本法西斯的威胁之际，美国决定将它的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设在奥克兰，拥有2000多人的美军海军陆战队第一师被部署到新西兰。接着，中途岛战役的胜利使日本在太平洋上的侵略威胁被初步遏止。这一切使新西兰的恐慌逐渐平息。

虽然，新西兰人对英国的忠诚没有发生动摇，但战局的变化导致了新西兰转向美国。从这时起，为了自己的国家安全，新西兰实际上是从英国手中收回了军事上的指挥权，并将其转交给了美国。新西兰依旧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安全而“依靠强大同盟的忠诚小国”，但明显的变化一是这“强大同盟”已由英国变化为美国和英国，并且正逐渐以美国为主；二是现在的国家安全中的新西兰属性更加鲜明，而原先帝国的色彩却黯淡了。此时此刻，新西兰人确实是在直接为新西兰而战斗，即以在欧洲、北非和西亚战场上的战斗，换取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新西兰国家安全的保护。

“杰沃伊思原则”塑造的“战争路径”的理念并未发生多少变化，但新西兰参战目的中的国家意识则明显较前大为张扬，表现为民族利益与国家意识的洋溢。这一点突出显示在新西兰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中。新西兰人在大战中是英勇的，他们理所当然地愈加引以为骄傲认为这是一场新西兰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战争，因此，人们自然热衷探究它的来龙去脉，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呼唤出了“新西兰历史上最大的出版热潮”。为此，1945年4月，新西兰政府成立了战史出版局，负责编写新西兰的战争经历，出版了一套48卷的具有官方权威性的历史读物和24套短篇丛书。这种由国家资助的、规模庞大的史学研究项目无不聚焦于记录新西兰在战争期间的行为、功绩与贡献，使人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更加具有民族主义的气息与色彩，新西兰的名字越来越多地与“我们的”而不是“帝国的”等词汇相联系，人们也越来越明白“我们的”国家战争中所包含的民族意义。值得提及的是，新西兰研究战史的热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来自其他国家，尤其是澳大利亚的影响，甚至连战史出版局的成立也是效仿澳大利亚的举动。就这样，新西兰的国家意识因新西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为而被进一步彰显和放大。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新西兰追随美国参战，出动了4700多名陆军和1300多海军，其中33人丧生。然而，新西兰军人在这场战争中显得很平庸，没有能够续写过去的辉煌，以至于人们形容这是一支“被遗忘的部队”。在后来的诸多历史论著中，新西兰的这段经历或寥寥数笔，或仅在大事年表中标注，或未予提及。对于新西兰而言，这次战争经历并未使国家意识有多少显示或提升，而是美方对军需物资的需求使新西兰的不少经济部门得到了数量可观的订单。相比之下，1951年《澳新美同盟条约》的签订更具深远的影响，这是新西兰第一次参加没有英国的正式联盟体系。它显示出新西兰的国家安全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与发展，即不仅表明美国正式替代英国而成为新西兰的同盟者和保护者而且显示出新西兰的国家独立性提高了。1951年10月，新西兰外长韦伯在新西兰众议院有关《澳新美同盟条约》的辩论中婉转地指出：“当大不列颠在中东地区承担军事义务时，要求它到太平洋地区承担军事义务，这将是不公平的。”

这一同盟条约在大大提升了新西兰防御能力的同时，也强化了新西兰的外交与国防政策对美国的依附，“杰沃伊思原则”使新西兰成为冷战时期美国最坚定的盟国之一。10多年后，也是这个同盟条约导致新西兰第一次参加没有英国介入的战争——越南战争。

1965年，作为《澳新美同盟条约》的成员国，新西兰出兵越南，先后有3890名新西兰军人被派往越南作战。截止1972年撤军，有37名军人阵亡，187名负伤。与以往不同，从一开始，新西兰社会对这场战争的看法与议论可谓是众说纷纭。尽管议会以多数支持通过了参战的决议但反对派的呼声也得到了人们的注意，他们指责新西兰政府纵容了自私的美国对腐败的南越西贡当局的支持；还有人认为新西兰出师无名，因为这是干涉越南的内战，而不是阻击共产主义的蔓延。从前线回来的老兵谈论的不再是功勋与战绩，而是越南丛林的恐怖和战争的野蛮。凡此种种，再加上美军在战场上的不佳行为和累累败绩，导致新西兰国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反战运动，并促使新西兰人反思作为新西兰既定国家政策的“杰沃伊思原则”及与之相配的“战争路径”。以往，围绕新西兰的利益，国家意识与参战行为是一致的，即“如果新西兰期望得到盟国提供的安全保护，那么，它就不得不缴付‘保险金’，即使在自身利益并未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它也得积极地去维护盟国的利益”，而这种一致在越南战争中出现了错位。

与其他国家反战运动的内容是反对造成人员及财产巨大损失的战争行为有所不同，新西兰反战运动的主旨是要求新西兰的外交政策应有较大的独立性，而不能一味依附于美国。其实，与以往跟随英美参战一样，新西兰参加越南战争也是既定政策的延续。而在越南战争期间，这一执行了80多年的国策却遭遇置疑与抨击。基于新西兰国家利益的考量，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东南亚的共产主义根本没有对新西兰构成威胁而且也不可能构成威胁，因此，新西兰无须直接采取军事行动。因而，从反战运动中可感觉到独立性在新西兰国家意识中愈加鲜明——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新西兰已经无须以国民生命为代价来换取国家的安全，“杰沃伊思原则”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90年代，冷战结束，新西兰遭遇其他国家攻击的可能性更加微乎其微，于是，历届新西兰政府屡屡削减军费开支，压缩军队的规模。这意味着存在100年的“杰沃伊思原则”逐渐被放弃，新西兰人将不再会以“战争路径”向盟国支付“保险金”，不再以“道德债务”去换取盟国对新西兰的国家安全保证。有学者将这种变化称为“军事事务革命”。从20世纪末起，新西兰介入了多场冲突或战争，但它的身份不再是盟国的“小伙伴”，而是作为独立国家而参加由联合国授权的维和行动，新西兰军警在波斯尼亚、东帝汶、阿富汗、所罗门群岛等地频繁现身。21世纪以来，反恐又成为了新西兰执行军事任务的内容之一。“当问及当代国家意识的定义时，新西兰人几乎不会将它的概念与战争联系在一起，而更多的人则喜欢议论国家的坚定反核政策。”

国家意识的变化非但未造成对过去战争中新西兰的作为的否定或遗忘，反而使国家意识中的民族性更加张扬。在对过去参加过的战争的评论、解读和纪念中，新西兰学者或民众越来越少地关注当初参战的动机，即向强大的盟国支付“保险金”和制造“道德债务”，而是将新西兰军人的事迹与新西兰的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将他们的牺牲说成是为国捐躯，而不是为帝国或是为其他民族而献身。这也导致对于阵亡将士的纪念仪式越发隆重，如“澳新军团日”。通过对百余年来新西兰“战争路径”的考察，人们可以从新西兰国家意识发展与变化的轨迹中品味到一种气息，即新西兰的民族性在逐步增强，国家的独立性在不断提高。

（二）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

进入20世纪后，新西兰国民经济的殖民地经济属性依然如故。就产业结构而言，一是农牧业仍是社会生产中的主要内容，对国民经济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二是外向型经济的性质使它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有增无减。新西兰农牧业产品的市场仍是以英国为主的欧洲市场，如20年代初，新西兰75%的出口是在原本的“帝国市场”范围内，而50%的进口则来源于英国。在20世纪的最初20年，新西兰的“进出口价格领先于消费者物价指数，农民的实际收入稳步增加”。在以后的10年中，这样的领先愈加明显。

国内的生产发展与欧洲的需求增加带来了丰厚的财富，令新西兰人生活在安逸与惬意之中，“除了美国和加拿大以外，新西兰是世界上生活水准最高的国家”。久而久之，公众对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的国家政策的要求逐渐减弱，保守的政治家们提出了“生意中少一些政府，政府中多一些生意”的口号，国家干预政策的执行渐渐放松，旨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农场主们比过去更容易获得贷款。然而，这样的政策非但没能对经济发展产生多少推动力，反而带动了消费上升，推高了通货膨胀，使新西兰经济中积累了严重的泡沫成分。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使作为新西兰支柱产业的农牧产品价格大幅下跌，暴露出新西兰经济结构中的弱点——依赖海外市场和产品种类单一。长期以来，新西兰过分依赖欧洲经济，而欧洲经济则过分依赖美国资本，但美国资本却又过分依赖信贷，因此，1929年10月美国证券市场顷刻崩溃所引发的海啸般冲击则又迅速反向波及到新西兰，使其出口贸易遭遇沉重打击。欧洲市场的紧缩导致新西兰农牧业产品的大量过剩，接着便是价格暴跌。新西兰出口总值从1928年的5500万英镑跌到1931年的3500万英镑。从1928-1932年，新西兰出口价格下跌47%；进而产生的是国民经济的萎缩，从1930-1932年，新西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4.5%。在遭遇这场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农场主们首当其冲，不仅是收入大幅减少了40%，而生产成本仅降10%，而且大都成为银行的债务人，负债累累。因此，不管产品价格如何变化，为了偿付银行的债务，他们不能为减缓自己的损失而停止生产和销售，否则，他们的农场就有被作为借贷抵押品而被银行或抵押公司收走的可能。然而，祸不单行，由于物价的跌幅大大小于收入的跌幅，从1928-1932年的进口商品价格仅下降了14-19%，新西兰社会对进口商品的强烈依赖性自然加重了新西兰人的窘困，进而使新西兰的社会消费能力明显下降。由此引发的连锁性反应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因经济衰退而缩减，所得税和关税的锐减导致政府无力承担其他开支，不得不采取削减公共工程的措施，但这又使得失业率上升。

对于呼啸而来并迟迟滞留的经济危机，新西兰则采取加大国家干预的力度来加以应对。1933年，新西兰的经济危机逐渐减弱；1935年，经济萧条有所缓解；1936年，危机与萧条的后果趋于消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摆脱了下跌的颓势，较1930年上升了4%。危机过后，新西兰人痛定思痛，改革经济的呼声高涨。人们的共识一是要走出单纯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发展经济的思路，二是要利用国家力量来消除经济体制中的消极因素。灵活的政党政治使这样的改革得以不断修正内容与方式，有序推进深入。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围绕着国际市场的变化与国内经济的发展，新西兰政府不断变换着干预的理论与理念，忽而是信守自由主义，忽而是力主保守主义，忽而又奉行新保守主义；政府干预的方式与手段也是多种多样，适时变化，推陈出新，如价格政策、关税政策、税收制度、许可证制，等等，无不是充分利用市场的调节机制，促进生产的发展、效益的提高和财富的增加，以保障经济乃至社会的稳定。

经济危机结束后，新西兰国民经济的恢复速度为世界之首。从193年到1944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7.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6.7%；1938年，新西兰的人均收入高于瑞士和美国3%-5%高于澳大利亚和英国8%-1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朝鲜战争给新西兰社会生产带来了机遇，因而，这样的增长率得以长期维系直至50年代。50年代时，新西兰人自豪地认为新西兰是世界上第三富裕国家。

新西兰经济保持着以农牧业为支柱产业的结构，相对平稳地发展然而，作为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农牧业在战后新西兰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则在缩小。以从业人数比例为例，1938年，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与牧业雇佣人数占雇佣总数的1/10与1/3左右，1970年时则共为1/8由于劳动强度的减弱，其中的男性劳动力趋于减少，1952年为24%，197年为16.5%。这样的下降趋势同样体现在国民收入之中，1938-193年度，农牧业收入为总国民收入的30%；朝鲜战争期间为34%，但在5年代的其余时期大致为23%-25%；从60年代到70年代初为20%-23%；70年代中期为17%。

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第一产业的萎缩，传统的畜牧业产品的产量依然增长强劲，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坚挺，1960年时仍占新西兰出口总额的80%。从1945年到1970年，农业生产增长了一倍。因此，新西兰仍被世人认为是一个农业国家，其农产品和畜牧业产品成为新西兰经济最显著的标志。除了国际市场的不断扩大外，机械化、电气化以及科技水平的提高是20世纪新西兰农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以拖拉机的使用为例，1900年，新西兰拥有了第一辆拖拉机，而到1947年时的拖拉机拥有量为2.1万辆，1970年已至少有10万辆，况且它们的动力与功能得到不断提升与改进。各式各样适用于农牧业生产的机械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新西兰的农场和牧场。60年代时，一半以上的农场和牧场已使用飞机播种与施肥。在农牧业生产中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一方面使产量有增无减，农业收入稳步增加，如以1921-1922年度农业总收入为基数，1938-1939年度的增长率为32%，1966-1967年度为42%另一方面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有助于劳动力向其他产业的转移与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进而又巩固了作为支柱产业的社会经济与技术基础。

畜牧业一直为新西兰第一产业中的重中之重。从19世纪末以来尤其是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国际市场上对畜牧业的食物产品（特别是乳制品）需求的增加，以及化纤工业发展而造成的羊毛需求量的下降，直接导致新西兰畜牧业内部发生结构性调整。首先是畜牧业规模扩大。从1922-1940年，全国的羊、牛养殖数量分别增长了30-40%，其中奶牛饲养的发展速度快于养羊和肉牛。到1945年，全国的奶牛数已占全国养牛总数的65%，乳制品出口占到畜牧业产品出口总值的46%跃居全国出口产品之首。而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国际市场对肉类产品（特别是牛肉）的需要量逐渐增加，于是，新西兰畜牧业产业结构也随之调整，肉用牛羊的饲养迅速发展。60年代，肉牛数量占到全国总养牛数量的60%，肉用羊（罗姆尼羊）和肉毛兼用羊（考力代羊）等新品种取代了传统的专门产毛的美利奴羊在养羊业中的主体地位。到80年代，肉类产品出口在各类畜牧业产品出口总值中的比重升至40%。

值得提及的是，政府对农牧业生产的介入与管理主要是通过政策干预、价格调控以及财政手段，而其实施不仅体现在传统意义上的宏观层面，而且细致到具体的微观操作之中，通过发放津贴来引导农牧民从事生产是一种常见的方式。50年代期间，为了保护农田和牧场，政府组织和资助了对野兔的清除；出于对环境与产量的考虑，从1953年起，使用磷酸盐肥料的农民得到了政府的津贴；1969年，为了防御虫害，政府动用津贴鼓励农民使用除草剂和杀虫剂，但当发现这些药剂有害于环境时则及时将该项津贴用于鼓励环境保护；1970-1971年度，为了提高乳制品产量，政府发布了一个激励计划，以发放津贴的方式鼓励奶农更多地饲养奶牛。凡此种种，不胜列举。而通过这些津贴的发放，可看出政府在市场趋势等方面比个体的农牧业生产者更具有远见，从而不仅有效地提高了产量，满足了市场需求，而且切实地维护了生产者的利益与社会生产的秩序。总的来说，政府的这些政策与举措在70年代以前收到了理想的效果，但此后的国际市场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因此，尽管新西兰政府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效果并不理想。

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为改变国民经济中农牧业单一发展的局面，推进经济的多样化成为新西兰政府的既定政策。1936年，政府制定了《提高工业效率法》，它授权工商部部长实施许可证制度。根据这一制度，政府更多的是给进口的工业设备和工业原料发放许可证，而不是给进口的工业制成品发证，以此来推动国内的制造业和加工业的发展，进而达到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

从总的发展趋势上看，在经济危机前的20年代，包括矿业、制造业在内的工业生产约占国民经济的23%；30-50年代期间，该百分比明显上升；60年代至1980年期间，该百分比在35-40%之间波动；此后该百分比是不断下滑，2000年已至20%以下。与这一百分比变化相吻合的是新西兰的保护关税政策。有学者统计，在50年代期间，该政策涉及逾50%的进口工业品；60年代达到70-75%。又有学者更精确地统计1955-1958年为45.5%，1964-1967年为66.5%。关税壁垒使外国商品难以或是无法与新西兰货竞争，例如，一双在亚洲价格仅为15美元的进口靴子在新西兰的价格竟是100美元，因此，新西兰人自然就去购买售价50美元的新西兰靴子。购买进口汽车须交付相当于国产车价格将近两倍的各种税项。运用关税税率变化来推行积极有效的保护政策是新西兰政府促进国内工业生产的重要举措。“如果新西兰想要在它的田园基础之外发展的话，那么，它只能以某种方式实行工业化。”

应予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极大地刺激了新西兰工业生产的扩大与技术水平的提高。40年代至50年代初，新西兰大量生产无线电和小型船舶等工业用品，还制造了轻型武器等军需用品。汽车装配和橡胶工业也在政府的扶植与鼓励中建立了起来。而导致工业发展的原因主要是新西兰国内对工业品的需求，而非国际市场的推动，因此，新西兰的工业门类多以轻工业产品为主，如奶制品、毛毯、食品、皮革、烟草、服装、纸张、木材加工等。1969年，其工业品出口仅为1亿新元。战后，外资大量投资新西兰的汽车制造业，给新西兰带来了可观的就业率。但新西兰的汽车厂主要工序就是组装供内需的汽车，或仅生产诸如满足国内汽车组装需要的轮胎和刹车装置之类的次要部件。因此，战后工业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了新西兰社会在生活日用品等方面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使具有国际化属性的新西兰国民经济的自主性有所提高。

第三产业的发展是战后新西兰经济发展与结构变化的一大标志新西兰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比例在1936年为38%，196年为50%。在三大产业中，唯有第三产业增长最快。以新西兰从业人员分布结构变化为例，第三产业在1966年时的产业人员数量为505514人占总产业人数的49.1%；1978年时上述数据为705184，占55.4%。而在第一产业，同期数据呈下降趋势，为140936与133956，分别占13.7%与10.8%；第二产业的相关数据也显下落状态，为381589与433190，分别占37.2%与34.1%。产业结构的变化连锁性地带来了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1977年，全国314万人口中，一半以上居住在七个最大的城市，这使新西兰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度城市化国家。当然，这一系列发展与变化与世界经济发展与变化的总趋势是一致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西兰国民经济稳步发展，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新西兰已经根深蒂固，但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其总体的经济状况则渐渐显露出颓势。据世界银行估计，1965-1988年新西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仅为0.8%，而同期低收入国家的增长率为2.4%-3.6%，中等收入国家为2.4%-4.6%，高收入国家为2.2%-3.5%。其中1975-1982年竟几乎毫无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从50年代经合组织国家的第1位降到80年代的第19位。在整个70-80年代，新西兰一直处在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的困扰之中，如1971-1981年，通货膨胀率高达12.9%，1982年达到15%，为当时工业化国家之最。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突出的原因则是内部的经济管理体制问题与外部的经济形势变化。100多年来，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干预政策对于新西兰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起着关键性的保障作用，也使新西兰因发展与富裕而成为“最成功与最有特色的国家之一”。这又逐渐使新西兰成为发达国家中政府对经济控制最严的国家，尤其是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政府的期望与依赖越来越多认为政府应以其财政收入来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因此，为了保持国内应有的就业水平，政府应保护重点工业与支持农产品出口。为此，新西兰人要求政府高度参与民生、工业、商业、服务业的各项活动。然而，长此以往，结果却是企业的效率下降，成本上升；而政府则是不堪重负，顾此失彼，愈加难有作为。在经济合作组织中，新西兰的投资份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并不低于其他国家，但因经济资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进而导致社会生产增长率低下。而形成这种弊端的原因就是政府的过度干预，即新西兰的价格体系已经被政府的各种管制、补贴和税收等措施所扭曲，因此，它已经无法对投资的回报率产生正确的信号，抑制了企业的创新与进取精神。简言之，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鸠占鹊巢，过多地代替市场，充当起调节作用的角色。

20世纪以来，尽管新西兰同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地区建立起了贸易关系，对于英国的依赖因此而不断减弱，但是，英国仍是新西兰的“独占性”贸易伙伴，直到70年代初，新西兰几乎一半以上的贸易收入来自对英贸易。然而，1973年1月，英国加入了欧洲共同体，又经过四年半的过渡期而完全加入了欧洲共同体的关税同盟。此举赫然切断了新西兰与英国的传统经贸联系，新西兰失去了这个主要的出口市场。80年代初，输出英国的商品在新西兰的出口总量中不足10%。1973年后出现的石油危机则又雪上加霜，严重恶化了新西兰贸易环境与贸易条件。高价石油引发通货膨胀的加剧、重点工业的萎缩以及物价指数上升，使新西兰的福利与就业水平受到威胁。

面对经济衰退与颓势，仍以凯恩斯主义为既定指导思想的新西兰政府的基本思路与对策是通过增加干预力度，以期缓冲不利影响。于是在以后的10年里，政府不断加大对进口的管制，更多地以补贴和减税的方式来保护重点工业；为支持出口增长而继续对农牧业发放补贴；为避免因金融市场的波动而对政府财政政策的冲击，控制利息率和资本流动。虽然这一系列反冲击政策使就业率和福利水准未出现进一步恶化但新西兰的国际竞争力日趋减弱。1980-1985年，新西兰的农牧业出口停滞不前，1985年达到最低点。不良循环由此出现，即国民经济因政府的保护而更加脆弱，因而需要政府的更多保护；政府为了保护国民经济就不得不大举借债，愈加显得捉襟见肘。到1981年3月，官方外债高达48.09亿新元，债务负担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1%；1983年末，外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4%，其增长率为10%以上；1989年，政府总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1.6%。因巨大的债务，政府财政地位的下降影响到新西兰的信用等级，80年代后半期外债利息相当于出口收入的7-9%。

进入80年代，严峻的现实与不利的趋势使新西兰人意识到必须进行改革，以期寻求新的发展道路。与国际潮流相互呼应，人们以新自由主义责难凯恩斯主义，由此提出的替代性经济方针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最初的改革开始于政策方向从凯恩斯主义政策转向货币主义政策但这场被称为“新右派革命”的经济改革很快就因其深入而成为体制改革。应予说明的是，此时被标注为“新右派”的新自由主义并非是新西兰的“原创”，而是欧美相同或相近的理论与思潮在新西兰的本土化。例如，工党中主张改革的代表人物是后出任财政部长的罗杰·道格拉斯他受到美国经济学家汉弥尔顿·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学派”的影响，他的主张与观点被称为“罗杰主义”，但其实就是英国的“撒切尔主义”和美国的“里根经济学”在新西兰的实践。1984年，因新上台的第四届工党政府大张旗鼓地对新西兰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进行改革而成为新西兰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

由过多干预而带来的巨额债务已使政府无力继续进行干预了，因此，这次改革的目标就是期望由市场资源配置的优势与职能来替代政府的干预，并抵补政府退出造成的福利损失。由于新西兰的国民经济与新西兰政府联系密切，因此，这场改革主要在经济体制与政府体制内进行，两方面的改革既各有重点与特点，又相互关联，相互作用。

在经济领域，“放松管制与退出介入”自然成为改革的基调。在8年代的后五年中，奉行自由化政策的新西兰政府首先选择的是政府退出价格干预，让市场价格成为资源配置的信号，即用市场价格信号引导资源流向具有优势的产业，以此激活与加强国内竞争力，并随之逐步取消相应的补贴和保护。

在微观经济的改革中，提高市场机制的作用成为改革的主旨与内容，有关的步骤与措施相应出台，渐次推进，逐步扩展。（1）依据198年制定并颁布的《商业法》，严禁“不正当竞争”，从1987年开始取消价格管制，通过市场机制来自行定价。（2）旨在放松工资管制，增加劳动市场的灵活性，促进劳动市场的制度创新，分别于1987年和1988年通过并实施的《劳动关系法》和《政府部门法》规定，准许私人部门与政府部门的雇主和雇员自主选择谈判的方式，自主决定工资水平和工资形式此后出现的各种新工资合同，如计件、奖金、晋级等把工资与效率有机地连接在一起，有效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3）为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逐步放松市场进入管制，如取消运输管制，增强公路与铁路等运输企业之间的竞争，运输成本因此而降低了40%以上；开放航运业，促成国内公司与外国公司的竞争，使新西兰成为世界上44个订有沿海航运法的国家中第一个准许外国轮船公司在其沿海从事航运业务的国家，结果是相关行业的投资环境大为改善，增强了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放松对石油、燃气、电力和滩涂工业的进入与开发限制，以提高这些行业的竞争力。（4）取消壁垒，开放贸易。从1988年7月起，除了产业规划中规定的有待扶持部门产品的进出口外，取消进口许可证管制；按照1987年公布的税目表，到1992年底，平均关税下降1/3等等。对产业规划中受保护行业的进口许可证和关税采取动态递减的办法，如摩托车的进出口许可证于1989年1月1日被取消，其关税在此后一年中三度下调。到1996年时，受限制的进口商品不超过10%。

当微观经济已能够把市场价格和竞争当做资源配置信号和选择激励时，恰当的宏观经济改革就成为提高国家生产力的关键因素。货币金融具有的宏观调控性质成为价格机制发挥优化资源配置作用的必要条件，而无须政府的过度介入，进而从根本上解决新西兰的难题。因此，比放松价格管制更具“爆炸性”的放松金融管制成为新西兰宏观经济改革的内容，并与微观经济改革同步进行。1984年，新西兰政府废除了对国际资本活动和国内信贷的管制；1985年3月，停止了干预外汇市场，允许汇率自由浮动；1987年，撤销了外资进入新西兰金融业的限制与壁垒，增强了金融机构的竞争；1989年的《新西兰储备银行法》给予新西兰储备银行即中央银行行使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性，规定其主要目标是稳定币值。

这些举措虽是新西兰政府不得已之举，但却是恢复市场价格机制的开端，使新西兰有了一个能够发挥市场机制的经济结构。首先，通过金融改革，新西兰金融业可在自主经营与平等竞争的环境中生存与发展进一步密切了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新西兰银行系统因此而拥有大量外资，截止1992年，大约90%的资产属外国银行的总行拥有。其次，面对优胜劣汰的竞争，许多金融机构不断改善服务，提高效率，以增强生命力与竞争力。1987年时，新西兰只有4家注册银行，到了1992年增至2家；经过激烈的竞争，在1994年时，尚存14家有竞争实力的银行。再有中央银行替代中央政府而对于国民经济的重要性逐渐显露。例如，新西兰储备银行厉行货币政策，使通货膨胀从1987年的18.9%逐渐回落到1992年的2%。

此外，财政制度改革是新西兰进行宏观经济改革的又一重要内容通过对政府开支和收支、税收总量和税率、公债发行等调节，使总需求与总供给趋向平衡。其中的税收体制改革主要包括扩大税收，引入新税种，降低税率，调整税收结构等。由于税种和税率的变化，个人所得税在总税收中的比重由1983-1984年度的64%下降到1994-1995年度的40%；同时，公司税和其他税种所占比重则相应上升。新西兰的税制因此而被认为是经合组织国家中最完善的。

本着“政府向后走”的原则，政府部门的体制改革是1984年以来新西兰经济改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西兰政府进行改革的思路是在国民经济管理中，政府的任务不是直接管理经济，而是通过法律体系和宏观调控来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保证经济的发展与持续发展。围绕对“效益、效果和经济”的追求，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伴相随的政府机构改革得以有条不紊地展开。新西兰将企业经营的基本原则引入政府活动中，用以建立高效率的机制，以效益为内容的成绩考核成为标准的“首长责任制”，促使政府部门的职能与视角从重视政策目标和支出转向关注自己的产出数量与质量。政府部门的运作越来越像是“一个个‘好雇主’”；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由此而被调动，他们的工作动机不再是循规蹈矩地当“最好的公务员”，而是“要考虑别人，考虑不同的项目，考虑公众利益，最重要的是，他们要考虑别出心裁”。

根据1988年《国家部门法》，经过一系列“打破官僚制”和“清除官僚制”的改革举措，作为典型的服务型政府，政府部门被划分为三个层次。作为第一层次的公共服务部门由36个部组成，其规模只保留了原政府部门的一半左右，它的作用被定位于“导航而不应该划桨”。公共部门的责任分工不再是承袭传统金字塔式的管理体制，而是按照管制与执行相分离、赢利的商业活动与非赢利的政策活动相分离的“恒温模式”，严格划分为政策建设、提供服务和监督管制等职能。作为政府部门的核心，在公共部门中不引进竞争机制。改革之前，这些部门有人员8.万人；改革之初，精简到3.6万人；2002年时，人员总数为32838人，占2万中央政府工作人员的13%。

第二层次是公共组织，又有“皇家机构”之称，其职能主要是提供教育、卫生、交通与科研公共事业服务。2002年时，它由217个官方实体组成，包括医疗卫生董事局、高等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和2664所学校。

中最独立的机构是国有企业，如新西兰邮政、新西兰电视以及2002年以后的新西兰航空。在运行与管理中，竞争机制被引入其中，并力图远离国家政治。在它的构成中，有相当一部分由原政府部门或官方机构精简改制而来。1987年，新西兰的林业、电力、煤炭、邮电、铁路和国土等九个政府行政部门共有6万雇员，资产200亿新元，但它们上缴给国家的纳税后收入都几乎为零。于是，在随之而来的改革中，它们被改制为国有企业（即政府部门公司化），但其所有权仍归属政府。除铁路外，政府不再发放补贴，实行自负盈亏，结果是效益大增。政府还将一些经营不佳的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经营，如石油公司和钢铁公司，使这些企业通过私营化来提高效率和效益，并相应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从效果上看这一举措也达到了增效与减负的目的。

第三层次由私人或非营利性组织组成。它通过竞争的方式，从公共服务部门获得服务合同，并提高提供教育、卫生和社会等外包性服务而不断扩张，因而，这又被称为是“一个‘挖掘’过程”。这些具有二次承包性质的服务经营包括财产管理、信息技术、购买、工程、建筑性服务，以及员工培训与联系业务洽谈等活动。而在1988年前，这些工作基本上都由公共部门承担。

从1984年到1991年，这一场经济改革屡经波折与反复，罗杰·道格拉斯也正是在因这些波折与翻覆所引起的非议与置疑中不得不在198年辞去财政部长，一度离开政府。1992年，经历过改革的新西兰经济显露出转机，逐渐显示出比过去更加旺盛的活力，其经济结构更显得健全与完善。从1992年到1994年，新西兰的经济增长率从0.6%上升到55%，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进入90年代后，新西兰的通货膨胀率基本上被控制在2%左右或以下，其90年代的平均通货膨胀率比10年前的平均水平下降了9个百分点；相比而言，经合组织国家的该比率从1995-1998年分别为4.9%、4.5%、4%和3.6%。新西兰的失业率也从1991年的11%降到1994年的6.6%，再降到1997年的6%；而在1995-1998年期间，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失业率分别为7.6%、7.5%、73%和7.1%。90年代以来，新西兰的对外贸易保持着持续增长的势头1990年其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9.3亿新元，到1997年已达到40.5亿新元，增长率达38.2%。正因如此，1993年的《世界竞争力发展报告》将新西兰的总体竞争力从经合组织国家的第15位升到第8位，国内经济实力从第21位升到第7位，管理水平从第18位升到第8位，政府质量和商界乐观情绪分别列为第11位和第2位。

农牧业仍是新西兰国民经济的主要内容与显著标志，其国际竞争优势得以不断强化和巩固。它的发展是新西兰经济发展的缩影。80年代的经济改革以及1995年加入WTO，使新西兰农牧业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势，即一是随着鹿产品国际市场需求增长以及鹿饲养业高收益的明朗化，作为新兴产业的鹿饲养业发展迅速。其鹿养殖数从1980年的10.万头增加到1990年的97.6万头，在1995-2004年期间又增加了46.5万头，鹿饲养业一跃而成为羊、牛饲养业之后的第三大产业；二是适应国际竞争变化，新西兰愈加注重林业产品和园艺业的发展，使农牧业格局逐步由单一产品生产转向多元化。在1995-2002年新西兰农牧业产品出口总额提高了63.1%，其中林业产品和园艺产品的出口额分别提高了606%和66.8%。除了保护和改善环境之外，森林在全球木材日益缺乏的今天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新西兰木材每年出口额达26亿新元，与肉类和乳品并驾齐驱，成为新西兰三大主要出口商品。此外，传统的畜牧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趋势和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地位。1995-200年，新西兰的奶牛养殖数增加了107.2万头，1995-2002年新西兰的乳制品出口量增长了1.14倍。

可持续发展是现代化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内容，而这在新西兰的农牧业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新西兰农牧业生产的先进性体现为生产机械化、电气化及生产集约化水平的提高，而这样的提高又依赖于农牧业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创新与推广。根据国际趋势与自身优势，新西兰政府提出了重点发展生物技术、创新产业技术和信息通讯技术等科技创新目标，全面实现农牧业由传统经济到知识经济的转型。

完备的科研机构、强大的科研队伍和有效的创新体系为这样的转型提供了技术保障。农牧业科研被列为作为政府部门的科学工作部的首要项目，它负责联合农牧业部门所属实验室、技术台站一起开展具有原创性的研究工作。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中期，该部设有24个农牧业研究所，拥有2400多名高级专业研究人员。农渔部在北岛和南岛设有个农牧业技术研究服务中心，拥有5500多名科技人员。此外，全国的7所大学都设有农牧业系、草原系、园艺系和环境系，研究机构和院校科研人员之间有着密切的业务联系，从而大大提高了综合研究与创新的能力。

在政府的倡导与支持下，科研机构和专业学术团体有着明确的“科研定位”，强调需求、实用和高效原则，注重直接向农牧业经营者推广新技术。为了能够使新的科研成果更为迅速而便捷地被农牧场主接受和应用，新西兰政府的常见做法是帮助科研机构建立示范农牧场。此外政府还采取了多种办法与措施，如严格规定农牧场主至少应具备高中以上文化水平就是其中的一项。在新西兰，除了与科技水平相联系的畜牧规模的扩大和畜牧品种的优化，牧草新品种的培育和人工草场的扩大也表现出科技发展的作用。目前，新西兰人工草场的当家草种是已经过100年研究培植的禾本科植物黑麦草和豆科植物三叶草，其特点是环保优质与高产。在配以科学管理的人工草场，它们的平均产量是每公顷4995-15000公斤，平均每公顷可养羊19.5-24只。这般国际一流的水平使草场综合生产能力大为提高，增强了畜牧业生产的稳定。正是科学技术与科学管理的结合，确保了新西兰的农牧业始终保持着可持续发展势头，新西兰经济也因此是名副其实的“绿色经济”。

（三）国家现代化建设

1.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变革

当新西兰成为英国殖民地之时，正值澳大利亚自治运动蓬勃发展之际，新西兰移民同样也表现出鲜明的权利意识，致力于争取作为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民主权利。一时间，“移民宪政协会”、“殖民地改革协会”之类的组织涌现于各地。他们举行集会，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呼吁英国应尊重他们作为英国人而拥有的权利，强烈要求在新西兰确立代议制建立经选举产生的议会，等等。一些激进分子甚至提出要脱离英国，加入美国，但社会主流观点则是认为，为了社会的稳定，应当进行稳步的宪政改革，以达到实现自治的目的。

英国对待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可谓是一视同仁，因此，对于来自新西兰的呼声也同样给予了重视，将应对澳大利亚社会的做法又如法炮制了一遍。如有所不同的话，那仅是英国的政策更加有效，手法更加娴熟，效果更加明显而已，进而使得新西兰社会显得相当平稳与安宁，利益的实现、体制的改革与社会的变化似乎真是在“不必介意”的氛围中发生与进行着。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议会多次讨论新西兰问题，许多议员主张应该在新西兰进行宪政改革，于是，代议制被移植到新西兰，澳洲殖民地模式的责任政府在自然而然中应运而生。1846年，英国议会通过“新西兰宪法草案”，规定新西兰分为两个省，即新阿尔斯特省和新芒斯特省；每一个省设有一个由选举产生的省议会和一个同样是选举产生的省长；设有总督和一个全国议会，总督拥有整个殖民地的行政与立法权，原来的英国殖民当局自然转变为殖民地责任政府。由于担心这种制度一时难以推行，英国政府在1848年宣布五年内暂不执行该法律。

然而，新西兰社会对此多有微词。移民们要求限制总督的权力，建立经选举产生的议会，诸多情形与同时期澳大利亚人所为如出一辙1852年，英国政府让步，英国议会通过了《新西兰宪法条例》，赋予新西兰以自治权。依据这部“比澳大利亚殖民地宪法更为民主的新西兰宪法”，新西兰建立两院制议会，下院议员由选举产生，任期五年；上院议员由总督任命；新西兰划分六个省，即奥克兰、惠灵顿、纳尔逊、坎特伯利、奥塔戈和新普利茅斯。1853年，新西兰举行了第一次选举，建立了第一届议会。各级议会的结构和规则就是英国议会的翻版。

虽然，新西兰社会处处仿效澳大利亚，移植来自澳大利亚的种种制度与体制，然而，新西兰人则视自己所获得的发展与变化是英王的“恩赐”与英国的“礼物”，并因此而更加感激和赞美英国。反之，在澳大利亚人面前，新西兰人显得相当的心高气傲。许多自认为出身高贵的新西兰人瞧不起有着“罪犯烙印”的澳大利亚人，以为自己才是英国人当中的精华，显示出一副佼佼者的架势。它拒绝加入澳大利亚联邦的做法着实使英国觉得遗憾，令澳大利亚感到气恼，澳新关系一度低落，并相互抱怨和贬损。

其实，早在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前，尽管此时新西兰社会上还不时传出抱怨澳大利亚人的行为有损母国利益和情感的声音，但类似澳洲社会变化的情形也在新西兰出现并发展着，英国自然明白新西兰势必步澳洲后尘。1907年9月，英国政府宣布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南非为“自治领”，新西兰因此而具备了主权国家的属性，原殖民地责任政府自然转型为新西兰政府。对此，新西兰反应冷淡，依旧保持着原有的国家制度和法律构架。一位议员在议会的发言体现出此时的绝大多数新西兰人不仅仍忠实于英国，而且对澳大利亚并无多少好感或善意：“新西兰应当是一个新西兰人的国家，在大不列颠的翼护下，我们不需要向别的国家或殖民地寻求保护……在这里，我们是一个伟大国家的先驱，具有光荣的历史……有我们自己的国家身份……我们自己应该作为一种人民，并且为新西兰人维护这个国家。”

长期以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经过不断的移植与改进，新西兰的政治制度逐渐形成与完善。同澳大利亚一样，这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英王以新西兰国王的身份充当新西兰国家元首，由其任命的总督代为行使职权。任期五年的总督与英国君主相仿，“统而不治”，没有多少实际权力，不能否决政府的决定。总督任命在议会大选中获胜的政党领袖组织政府，国家的大政方针由总理、内阁和议会决策。议会是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在操作形式与运行程序等方面则处处模仿英国议会，惟妙惟肖。它原先也分为两院，但上院从1950年起就悄无声息地不复存在了。其原因一是各地方议会早已实行一院制，并运作自如，行之有效；二是这个国家太小了，各种事务又相对简单，无须上院的存在，因此，新西兰议会改为了一院制议会。这无疑是新西兰人对舶来品进行的本土化改造之举。

中央政府是指由总督和政府部长组成的行政委员会，是法定的中央行政机构，但政府大权实际上掌握在由总理和主要部长组成的内阁手中。政府由议会中获胜的多数党赞成，总理由多数党领袖担任，并组织内阁，负责管理政府各部工作。政府部长由总理在多数党的议员中提名，由总督任命。内阁是政府的核心机构，由各大部的部长组成。在新西兰并非是有多少部就有多少部长，总理和主要部长往往兼任几个部的部长。政府各部的主管官员同内阁共进退，只有主管官员下属的文官是政府内不随政府更迭而进退的官员。这些文官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扎实的专业功底，对于保证政府的工作效率和政策的连续性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新西兰实行地方自治原则，地方政府即是地方自治机构。新西兰全国现有12个大区和3个单一辖区。每个大区都由大区议会管理。199年，这些大区又分为74个地区政权、154个社区委员会和6个专门政权机构。74个地方政权中有15个市议会、58个区议会和1个县议会。地方政府基本上独立于中央政府，但在宪法上服从议会。作为国家政治制度中的重要环节，地方政府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有重要作用。地方政府所需经费的来源一是中央政府拨款，二是自己独立的收入来源——对土地财产征收的地方税。总之，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贴近民众，直接处理一些与百姓日常生活相关的事务。

约翰·根室在《澳新内幕》中写道：“从澳大利亚到新西兰去，有如从一个国际都市到内地一样，而旅游者很快就会明白，原来澳大利亚是五花八门的欧洲文化的一个大熔炉，而新西兰，除了那优美的毛利文化外几乎纯粹是英国式的——当然，这个品种并不坏，但显得太单纯了。”的确，20世纪以来，英国早已不将新西兰当做自己的殖民地，新西兰民族的存在也本是不争的事实，新西兰人的举止言谈也自然地显示出他们是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的公民，但同美利坚民族相比较，如果说澳大利亚民族特点的彰显已大为逊色的话，那么，新西兰民族就更显得不鲜明其原因在于历史的沿革——直接而单一地从英国移植新西兰社会所需要的一切，而其中许多却又是经过澳大利亚本土化的舶来品。这使新西兰显得几近亦步亦趋地跟随澳大利亚，一切都显得相当平和。一位新西兰主教的话或许是形象的描述：“我们的问题全部可以用水彩来描绘，不像别的国家那样要用更强烈的色彩来描绘。”然而，在新西兰，舶来品没有被简单地克隆为复制品，而是经本土化改进而自然而然地具有了新西兰色彩，顺理成章地为新西兰社会所拥有。这其中充满革新与创新。

地方自治原则是英国的社会政治传统之一，显示出英国的民主与自由。19世纪中期建立的澳洲各殖民地责任政府是这种原则的澳洲化产物，自然、合理并有效。《新西兰宪法条例》在1852年颁布实施后，这种原则立刻在新西兰社会政治中显现了出来，并有过之而无不及，即省级地方政府的大有作为令中央政府的殖民地当局相形见绌。到1853年底，洋溢着英国议会风格的各省议会“已很认真地掌握着各自的职责但是……直至1854年5月为止，这个全国议会还没有举行会议”。在坎特伯雷省，当时修建的省议会大厦至今都是新西兰最漂亮的公共建筑之一。各省议会取代全国议会，掌管了许多本应由全国议会承担的职责与事务。拥有负责经济发展和组织移民两大职能的地方政府与殖民地中央政府争权夺利，矛盾重重；在地方政府之间更是纠纷不断，相互掣肘。在全国议会中，形成了一个主张维护与声张地方权力的强大派系新西兰政坛上的“地方政治”坐大现象明显。

“地方政治”造成了新西兰政坛与社会的诸多乱象。富裕的省份因事关既得利益而竭力反对中央政府在财政等方面行使权力，主张加强各省自主权，被称为“行省主义”；相对贫穷的省份则要求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对资源与财富进行再分配，被称为“中央主义”。但是，如果中央政府未能满足“中央主义”的要求，它们势必即刻与中央政府反目。围绕土地政策、财政补贴等问题，“行省主义”与“中央主义”针锋相对，唇枪舌剑，而国家的全局利益却少有被问津。当时人写道：“参加（国家）议会的议员们似乎不是国家的议员，他们就像是一个省的代表……而每届殖民地政府甚至也不是因为其基本政策而上台下台——那样也许是很好的但现在他们提出的问题是——你打算让我们把什么东西带回我们自己的省里去？因此，就有种种勾当、相互利用和政治腐败。”50年代后期出于省内纠纷及利益平衡，在南岛和北岛分别又划分出索思兰省、韦斯特兰省与霍克湾省、马尔巴勒省。

60年代，围绕军费和作战等问题，毛利人战争使“地方政治”的弊端凸显了出来。1860年，英国政府再度任命H.G.格雷爵士出任新西兰总督，期望这位熟悉新西兰社会事务的殖民官员能够改变新西兰的这般政治格局。格雷上任后一再强调中央政府在这场战争中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并为强化中央政府而多次改组政府。他所采取的重要举措之一是迁都，将首都从北岛北部的奥克兰迁移到北岛南部的惠灵顿，使中央政府在地理位置上居于国家的中心。在交通与通讯并不发达的情况下，此举既促进中央政府与各省的联系，又使这种联系可呈平衡状态，并可进而导致中央政府处于主导地位。

进入70年代，新西兰经济愈加不景气，尤其是1873年欧洲经济危机使新西兰的农牧业受到沉重打击。这不仅使各省的政府财政收入程度不同地大幅减少，而且沉重的外债也使它们苦不堪言，就连以往财大气粗的奥塔戈省也因无力抗拒危机和承担债务而叫苦连天，于是，它们不得不向中央政府求助。也因如此，它们与中央政府争权夺利的动机逐渐消失，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也每况愈下。而与之相反的是中央政府的作用与地位不断提升。中央政府针对社会经济所采取的财政扩张与长效性干预的政策在有效提高新西兰经济抵御经济危机的同时，也使中央政府顺理成章地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出主导作用，各省对中央政府的依附与依赖也因此而成为定局。毛利人战争后，中央政府掌握了很多土地及资源，这更加增强并巩固了中央政府的实力。中央政府在经济领域中地位的提高与作用的增强使新西兰政治的变革成为必要与必须。

作为新西兰社会上的一位活跃的政治人物，J.沃格尔的作用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他原本是“地方政治”的积极主张者，但“地方政治”的弊端使他又成为反对“地方政治”的急先锋，坚决主张撤销行省建制。在他力主推行的大兴公共事业工程中，中央政府总揽了建设与生产中的各个环节，如交通通讯等大型工程的建设、新西兰内部市场的沟通及新西兰与海外市场的联系等。再有，通过他的积极努力，中央政府在引进移民等事务中愈加拥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凡此种种，中央政府在权力集中的过程中频频得手，而各省政府则相形见绌。1874年，就在北岛废除行省建制之举，沃格尔成功地赢得议会的支持；1875年，议会通过决议，废除了所有的行省；1876年，新西兰被划分为63个县，原省政府掌管的权力被下放与分散到各县的市政管理机构。

在行省制度废除后，“地方政治”仍以联盟或机构的形式残存在议会，一些下院议员的言行依旧带有“地方政治”的色彩。坎特伯雷省原是“行省主义”兴盛的地方，而现在，沃格尔则自然屡屡遭遇来自坎特伯雷议员们的攻击与非难。1884年，沃格尔等人采用安置坎特伯雷政敌营垒中的两员大将进入政府部门任职的办法，才化解了一次政治危机。直到80年代以后，这股政治势力才逐渐消散。

当新西兰中央政府在与行省势力抗衡并逐渐占据优势时，英国社会中的政治制度改革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如“文官考试制度”等。英国的成果很快在新西兰也得到了应用，使得新西兰政府的办事效率与专业化程度显著提高。在行省撤销后，中央政府的当务之急之一是为整个殖民地建立起统一的教育制度。1877年，《教育法》的颁布和教育部的组建使“普通的、义务的和公费的”初等教育制度得以建立。在19世纪7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公费教育制度实属一种大胆的尝试。此后诸如土地部等政府机构相继成立。在这些政府机构中，集中了一批专业能力颇强的官员，政府的管理水平由此大为提高。1876年，新西兰政府的雇员为5500人。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机构也相应建立，如依据187年的《教育法》，各地建立了地方教育局，负责本地区教育事业的具体事务。与中央政府机构一样，地方政府机构的改革、改组与调整一直在进行中，是新西兰社会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内容之一。

总而言之，“地方政治”所引起的纠纷以及废除行省制度是在结合新西兰社会实际的过程中，对移植英澳政治制度和地方自治传统进行改进的举措。“与新世界中的其他社会相比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新西兰的发展中扮演了更加重大的角色，然而，不同于美国和澳大利亚，在人口不多的新西兰无须支持‘州’政府体制。”这一系列改革与改进顺应了新西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趋势。

19世纪后半期，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联合逐渐成为大势所趋。与澳大利亚人相同，新西兰人对扩大自治与争取权利也颇有热情，因此，他们对澳大利亚的联邦运动相当关注。1880年创刊的《悉尼公报》被公认为是“代表澳大利亚精神的东西”，“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人的澳大利亚”的口号就出自该刊物。它不仅在澳大利亚发行家喻户晓，而且在新西兰也拥有大量读者，“你无论在哪里都能见到它，在所有的俱乐部和旅馆的桌子上，不但在新南威尔士，而且在所有殖民地，包括塔斯马尼亚和新西兰。如果你走进乡下人的茅舍，十之八九你可以看到最近的一期。”此时英国是出于对帝国稳定的考虑，认为未来可能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是建立在澳大利亚各殖民地与母国之间永恒的联盟基础上的，因此，英国公众对此报以赞同、宽容和支持。在英国人眼里，澳新同为“南方大陆”，都是英国本土的延伸部分，因而，它也指望新西兰能加入到这个联邦之中，并采取了诸多积极行动。然而，新西兰社会对联邦问题只有兴趣，而无行动。

1890年2月，澳大利亚的“联邦会议”在墨尔本举行，联邦运动进入到“动手阶段”。与大多数澳洲殖民地一样，新西兰派出了两位代表出席该会议。在后来一波三折的联邦宪法制定过程中，新西兰也是制宪者之一，人们有理由认为未来的澳大利亚联邦是包括新西兰的“七姐妹殖民地”的联合。然而，结果却是新西兰民众因高傲而不愿与澳大利亚人为伍，导致新西兰当局加入澳大利亚联邦的举措搁浅。1900年7月，在《澳大利亚宪法》送交英国议会通过期间，英国殖民大臣J.张伯伦为此再三进行斡旋与调解，但无济于事。

尽管如此，在20世纪初，世人同样认为：在实质上，与澳大利亚一样，新西兰同样是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虽然，它在观念与形式上仍习以为常地保持着英属殖民地的状态，自治领身份的获得仍未触动这种状态的变化。而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首先是虽然澳新两地民众的国家意识与建国诉求愈加明朗，但他们之间的交往在多方面尚处合作、互利和互通状态，如在经济、政治、防御等，而未曾上升到对联合的追求。换言之澳新之间的认同不是澳洲社会中的民族认同，而是共同对英吉利民族的认同，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的情感关系是一种“表兄弟”关系。其次，对于英国，新西兰社会中的“母国情结”明显比澳大利亚社会浓厚，因而，绝大多数新西兰人无意与英国脱离而独立，所以，当澳大利亚人还在喋喋不休地解释成立联邦并非是与英国分离时，新西兰人则已本能地排斥了这种国体。这从新西兰的正式国名上也可看出一斑，即100多年来，一直使用殖民时代沿用下来的名称“新西兰”（New Zealand），而不像世界上许多国家那样，在国名中注明国体，如“共和国”、“联邦”、“王国”等。

1923年，英国给予自治领可自主与别国签订条约的权力，这表明它们已拥有独立自主的外交权力。但新西兰依然淡然对待这种权力，执意表示英国所签订的条约对新西兰有着同等效力，以此显示与英国的特殊关系。1926年的《贝尔福报告》宣告英联邦成立，明示英国与自治领“在内政与外交事务方面并不相互从属”，而新西兰仍然不想脱离英国1931年，英国议会颁布《威斯敏斯特法案》，宣布英国不再对各自治领拥有主权。但因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坚持，英国又规定对这条法令的实施是可选择的，并在该法令中规定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可不必接受这种权利。1947年，新西兰议会方才追认了《威斯敏斯特法案》，勉强接受了自主独立的现实。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新西兰以嬗变的形式，逐渐完成了从殖民地到民族国家的转型。从其政体上看，与澳大利亚如出一辙，即为君主立宪制，英王以新西兰国王的身份充当新西兰国家元首；英王任命总督代为行使职权，他（她）与澳大利亚的总督一样，在新西兰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统而不治，国家的大权主要在总理、内阁和立法机构掌控。在澳大利亚，这种政治格局的形成还多少经历过一些波折和冲突而在新西兰，它则是在顺理成章中自然确立。

在法律制度上，新西兰与英国一样，没有成文宪法，宪法实践是基于议会通过的法律、英国的判例以及普遍接受的传统，如英国的1215年《自由大宪章》和1689年《权利法案》至今仍在新西兰具有法律效力1986年，新西兰颁布《宪法法》是新西兰成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文献它融合现行的法律与法规，明确划分了立法、执法及司法等部门之间的关系与权限。

如果说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生成过程显现于既自然形成又相互衔接的社会运动的话，那么，新西兰民族国家的生成过程则表现为相伴于新西兰社会的发展与健全，新西兰人以自己的方式与自然的形式，提出了同时期澳大利亚人伸张的权利与诉求；然后，在接受英国“赠与”的自主独立时，新西兰又表现得如同“一个执意不愿离家独立生活的孩子”在“家长”的一再劝导下姗姗走出家门。与澳大利亚社会渐进发展的趋势相同，新西兰也在走向自主与独立，但新西兰人对待这一趋势的看法比澳大利亚人更模糊，屡屡明确地表示无意与英国分离，甚至一再表示自己仍是英国的海外延伸部分，至少是再版英国社会。而对于新西兰英国则是履行既定政策，将应对与处置澳大利亚事务的做法驾轻就熟地再度操作一遍，明确地视其为具有独立国家实质的自治领而非殖民地不再认为它是英国的一部分。

2.社会政治与政党政治的形成

19世纪中期，作为英属殖民地，加之澳大利亚的样板作用，新西兰社会的政治制度得以通过移植与借鉴而顺理成章地建立，并运行稳定而自如。在这套政治制度中，主要以地区为特征的利益集团政治不断发生着分化、组合、冲突及磨合，各派别习惯地套用英国政坛上的党派称呼，给自己或对方贴上各种标签，如“辉格党”、“托利党”、“激进党”、“自由党”等。与英国有所不同，由于新西兰人崇尚自由主义，因此，“保守”一词在这里多有贬义，“保守党”自然成为贴在对手身上的政治标签。这样的局面看似较为混乱，但这则是具有新西兰属性的社会政治与政党政治的孕育阶段。

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80年代以后，虽然新西兰人一直认为自己是英国的臣民，新西兰的社会政治也充满英国的气息，但是，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社会自治的不断提高使社会政治的本土化愈加明显在越来越多的场合，提及新西兰，人们更多地是使用“国家”（nation）一词，而非“殖民地”（colony），一种不同于殖民地社会政治的政治生态与政治文化正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中产生，初显端倪。其显著的变化首先是随着选举权的不断扩大，以民众为主体的社会参政热情愈加高涨在奥塔戈省，从1879年到1887年，参加议会投票选举的数量比例从48%上升到85%。

随着新西兰社会的发展，各地之间的交往逐渐增多，原本各自为政的地区利益渐渐被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所取代，早期殖民时代利益集团政治自然逐步让位于以新西兰为主体并具有国家实质的社会政治。在19世纪后期，诸多引起社会关注和参与的社会政治问题使当时新西兰社会政治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涉及范围也越来越广泛。正因公众政治参与性与社会利益趋同性的逐步提高，体现新西兰政治现代化属性特征与发展趋势的政党政治在日益成熟的社会政治中逐渐成形。

工人与工人运动问题是吸引公众注意力的重要社会问题之一，因而也是当时社会政治中的重大内容之一。早在19世纪中期，因受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影响，在新西兰已出现以工联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工人运动并在社会上有着相当的广泛性和影响力，已远非仅是某地区或若干地区的地方性事务。正因工会的作用及工人的活动，70年代，新西兰参照英国的法律制定了《工会法》。为了对工会的组织与活动加以严格的限制立法者引入了“防止阴谋活动”的条款。在新西兰社会与政坛上，工人阶级逐渐成为一股“有意识与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在诸如奥塔戈省会达尼丁等工业城市，许多工会是英国工会的分支机构，颇具能量，实力与日俱增。作为一种正在形成并不断上升的势力，以工会为组织的工人阶级早已在新西兰政坛上逐渐崭露头角。以从地区性演进到全国性的发展轨迹，他们的政治诉求、政治活动及政治力量不仅表达与施展于报刊及公共场所，如《地球报》和《奥塔戈工人报》，而且愈加集中于各级议会以及相关的竞选，以至于工人阶级以及工人阶级的问题在议会和议会选举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1887年选举中，工人领袖们同工厂主和知识分子结成竞选同盟，力主为新西兰工业而实施保护关税政策，以及为解决失业问题而继续兴办公共工程。正是因工人阶级的参与，H阿特金森爵士以微弱的优势击败了J.巴兰斯，组建起“稻草人政府”。

1890年，旨在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一个规模与影响都很大的海运工会发起了海员大罢工，6000多名海员、码头工人及与海运业相关的工人参加。在当时的新西兰，如此规模的运动可称为声势浩大，其影响可谓是轰动一时。充满个人主义意识的罢工领导人提出了相当激进的主张：立即建立“完美的、协调的、繁荣的和公正的工人联邦共和国”。一些领导人甚至雄心勃勃地指望“在这个殖民地（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有可能包括英帝国，建立一个囊括所有劳工组织的联盟……（因为）结成联盟的工会是无敌于天下的”。然而，这次罢工因资方通过另行雇用工人而被瓦解。在罢工的两个月期间，政府不仅偏袒资方，而且处处防止罢工扩大，如在罢工扩大到铁路工人后，政府敦促铁路部门的官员不承认罢工的合法性。此后，这场罢工以失败而告终。

可是，这场罢工失败所导致的结果并非是工人运动的沉寂，而是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提高和运动规模的扩大。“在平等主义的原则下，一群新西兰人依据他们自己理解的工业民主，重新塑造了殖民地社会（指新西兰）。”相同或接近的利益促使各地及各行业的工人之间的往来、联系与合作日趋频繁与密切，工人运动的全社会性已经相当明显。以工会为组织，工人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积极性明显提高。除了沿用以罢工和谈判的方式与资方或政府就权利、待遇等问题讨价还价外，他们还主动参与到国家的政治活动中，工人政党之端倪在隐约中显现。在达尼丁作为巴兰斯的反对派的一部分，工人领袖们组织了工党，并有五位成员于1890年进入了议会。虽然这个地区性的工党还不同于日后成立的新西兰工党，但是，它的出现显示出新西兰政治的变化，工联主义、劳工问题与工人运动已是新西兰社会政治中无法回避并愈加重要的内容之一。1891年，巴兰斯出任总理，他以在任期间推行社会改革而著名，而其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劳工问题。1894年，议会修改了《工会法》，删除了“防止阴谋活动”等威胁性条款，使工人得以较为自由地组织工会及参与工会活动。

妇女的权利问题则是又一个在新西兰国家政治中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问题。新西兰的社会改革与政治创新的内涵是坚持社会公平与公正，至少是在白人社会中。而其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切身利益的保障则将这些内容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19世纪70-80年代，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歧视妇女的现象司空见惯，英国的女权运动也仅是尚处萌芽状态的初级阶段，而在新西兰，越来越多的妇女已经开始要求平等的社会地位，并且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功。1884年，新西兰法律允许已婚妇女拥有财产；80年代，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孩开始进入中学和大学接受教育；1898年的《离婚法》对妇女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进一步提供了保障。

1867年，议会通过了《市政管理法》，规定尼尔森和奥塔戈等省份的妇女拥有参加地区选举的选举权。虽然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但为开创给予妇女选举权的先河之举。此后，妇女的选举权与参政范围逐步扩大，与此同时，各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妇女团体在全国范围内奔走，呼吁所有新西兰妇女应拥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妇女基督教禁酒协会”是一批中产阶级妇女在1885年组建的民间组织，其本意是旨在希望通过立法来禁止生产和销售含酒精饮料。虽然其禁酒的努力不成，但它的活动则起到了动员妇女走出家庭，关心政治和社会。1887年，在该协会的“公民权与立法部”全国负责人凯瑟琳·谢泼德的领导下，新西兰妇女发动起了以争取平等公民权利为内容的政治活动。针对议会，她们举行大规模的请愿活动，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社会舆论动员，一场旨在为妇女争取参加国家选举权利的运动方兴未艾。

80年代以来，妇女选举权问题逐渐成为社会政治中的重要内容，也自然成为议会中的热门议题，议会内外的口诛笔伐与唇枪舌剑此起彼伏，愈演愈烈。不少议员认为，鉴于妇女的家庭角色，反对拥有参加国家选举的选举权，强调妇女“不适合公共生活”。议员W.格斯鲍尼的言论引起许多议员的附和：“妇女的议会是她的家庭！”他进一步解释：在家庭范围内，妇女可享受到“和平、秩序和良好的政府”；而妇女获得选举权则存在社会秩序被扰乱的危险。还有一些议员的言论更为危言耸听：妇女参政会使政治生活色情化。议员W.佩尔认为：议会中的女性议员会使“一些体面的绅士神魂颠倒”。

1887年，政府提出新的关于扩大选举权的议案，其中有希望妇女能像男子一样得到选举权，并使妇女也有资格当选议员的内容。但该议案在议会遭遇否决。这却激发起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的高潮。1891年出现了一场争取与支持妇女获得选举权的请愿活动，有1万多人在递交议会的请愿书上签名；1892年，请愿活动再度兴起，有2万人签名；189年，又一轮的请愿活动在签名数量上达到3万人。就运动的动态而论出现了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与工人运动交织与呼应的状态。在这一系列全国范围内的请愿活动中，总共大约有不到25%的白人妇女参加了签名，而在人口相对集中的达尼丁，则有50%的妇女签名。“熟练工人家庭中女性受教育比例的提高与城市工人阶级当中政治责任感的扩展，营造出一种强烈支持扩大妇女政治权利的社会氛围。”

经过一系列不懈的努力、广泛的论证、激烈的辩论和复杂的程序1893年9月19日，新西兰议会通过的《选举法》，给予包括毛利妇女在内的新西兰妇女选举权是其中诸多扩大选举权新条款中最引人瞩目的内容。新西兰妇女终于获得了选举权利，新西兰因此而成为世界第一个将选举权普及到女性的国家。1919年，新西兰妇女又争取到当选议会议员候选人的权利。妇女的参政很快对新西兰政治产生了影响。在当年的选举中，R.J.塞登获胜，而计票统计显示他获得了大量的妇女选票。在以后的几年中，多种维护妇女权利与权益的法律相继出台，而新西兰社会不仅没有出现丝毫混乱现象，反而因妇女的积极参与国家政治与社会活动而更加稳定与健全。

1896年，谢泼德又组建了新西兰“全国妇女委员会”，致力于争取进行提高妇女地位和保障妇女福利的社会改革。该组织为妇女的权益问题做了大量工作，并因此成为在新西兰社会上颇有影响的压力集团。1世纪90年代，新西兰法律允许女性进入医疗和法律领域工作，从此，越来越多的职业逐渐对女性开放。到1921年，在新西兰的所有就业人员中，妇女的比率是24%。新西兰在这方面的创新为世界首例，后来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学习的榜样。

新西兰妇女运动之所以能够引领世界妇女运动的潮流，则是由新西兰社会所决定的。首先，在早期殖民地社会里，人口稀少所导致的劳动力缺乏一直是令人挠头的问题，因此，作为新西兰劳动力队伍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移民中的妇女不仅身负着生育重担，而且还承担着繁重的体力劳动，较欧洲妇女更早地投入到社会生产与社会活动中。在当时的乡村生活中，如果没有女子的参与或协助，仅凭男子的单独努力则是难以维持的。一些移民手册提醒未婚的男性移民，花一点时间寻找妻子是他们开始乡村定居的首要事务。因此，社会职能的突显使新西兰女性的社会作用和社会地位自然上升。其次，在早期殖民地社会里，男女比例不平衡，最初为3:2，但后来则因男性移民的增多而使性别不平衡现象加重。为此，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但收效缓慢。1871-1880年，进入新西兰的男性移民为7.8万多人，女性为5.8万多人；1891年，男女比例为100:88;1936年才达到100:97.这样的社会现实使得社会对妇女的重视程度相对较高。

几乎与澳大利亚的排华运动在内容上相同，在时间上同步，在新西兰社会上也出现了排华运动，并逐渐成为社会政治中的一大问题与议题。1865年，为增加劳动力，奥塔戈当局和雇主主动引进华人矿工，但随之因华工的竞争力较强和生活习惯迥异而自下而上地招惹来当地社会对华工的敌视与反感，要求限制与排斥华工的呼声鹊起。接着，与澳大利亚的排华运动相同，当局转而顺应社会呼声，相继颁布涉及排华的法令和法律。诸多积极主张保护工人和妇女权利的政治家则成为反对华工的急先锋，如政府在1881年颁布的《反中国人法》的始作俑者就是以力主劳工改革与维护妇女权利而著名的W.P.瑞伍斯。他的有关言论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如：中国移民“肮脏、卑贱、麻木，是社会责任的逃避者，威胁着社会健康”；新西兰要想“在文明世界中保持前列位置”就必须“清除地上的浮渣”等等。就在1893年给予妇女以选举权的《选举法》中，以中国移民为主体的“外国人”被明文排斥于选举权之外。

排华运动又进而引起了新西兰人对新西兰的疆界和在世界上的地位等问题的注意，这一系列问题逐渐成为全社会关注的政治问题。作为社会政治的主要内容之一，19世纪后半期的新西兰政治家们大多是从帝国的角度来阐释与论证新西兰在南太平洋上的角色与利益，因此，声张新西兰在这一区域的作用既宣示了新西兰对母国的忠诚，又维护了新西兰的利益。在这种意识驱动下，作为政府行为，诸如G.格雷等“伟大的国家建设者们”更视自己是“帝国的建设者”，认为新西兰势必扮演“太平洋的未来女王”的角色，新西兰人将自己在这一区域的扩张行动视为英帝国的扩张。1883年，格雷在新西兰议会提出一个内容为应使新西兰能够在太平洋诸岛“采取步骤，以确立它的统治”，防止“任何外国强国占领这些岛屿”的法案。但因总督作梗，该法案未被英国政府批准。

而那些先后担任过新西兰政府总理的政治家们则个个充满扩张的豪情壮志。J.沃格尔力主将斐济纳入新西兰版图；R.斯托特则主张兼并萨摩亚；R.J.塞登更是将在太平洋区域的扩张当做自己应承担的“帝国使命”，并因此而被人们认为是“英帝国内最为积极主张帝国扩张的鼓动者之一”……他们“都积极地向英国政府提出建议。但是，英国的大臣们普遍地不愿意承担新的责任，而宁愿同其他强国达成协议，和平地瓜分太平洋群岛的领土”。于是，不顾母国的淡漠或劝阻，新西兰人自行采取了行动。1886年，新西兰兼并了克马德克群岛。1890年，新西兰宣布管理库克群岛，两年后，这里成为英国的保护领地。1900年，新西兰议会通过决议，宣称新西兰的边界应扩展到囊括库克群岛、纽埃、阿瓦鲁阿布加布加和汤加莱瓦。1901年，新西兰宣布兼并库克群岛。

新西兰的社会政治变化与发展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达到一定程度后而呈现出形式与内容上的转变，具有新西兰社会共性的公众政治逐渐取代了以往受利益集体影响的地方主义政治。于是，到19世纪90年代，以议会为舞台，具有全国属性并显现社会政治的政党组织相继出现，规模与影响也越来越大，新西兰的政党政治逐渐拉开了帷幕1891年1月，自由党人巴兰斯出任总理，组建政府，作为议会党派的自由党业已形成。他就此说道：“这在下院历史上是第一次，一个牢固和团结的自由党是由清晰明确的党的路线所组成。”他还就这一变化阐释道在新的议会中，自由党议员“要做的是为了党的利益而放弃个人野心，并且作为一个党要为了作为整体国家的幸福和利益而工作”。1893年他死于海难，自由党人塞登继任总理一职直到1906年。从1891年到1912年，尽管自由党内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政治主张，但组织上的“牢固和团结”使它始终在竞选与施政中保持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因而得以以坚实的多数获胜，连续执政21多年，令其他派别望尘莫及。

“新政党既带来了新的思想，又把许多新人物带进了新西兰议会，他们代表普通人，而不是代表那些早期在新西兰发迹起来的、每每具有优雅的英国生活背景的人。”自由党标榜的执政理念是“推进社会和不加区别的所有阶级的一般利益，反对贵族集团的特权”。自由党人处处表白自己不是为特定的阶级，而是为所有新西兰人谋取利益，强调自己的全民属性。早期新西兰政治中受利益集团影响的地方主义特征正在消退，取而代之的则是广泛而多样的全社会性。因此，这被认为是新西兰政党政治的开端。

19世纪末，尽管工业化已有长足发展，但农牧业经济在新西兰的产业结构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土地问题及土地政策依然为新西兰社会里最为关注的问题。自由党政府兑现大选时的诺言，针对大片闲置的被占土地，制定了《土地和收入评估法》，对“没有利用的土地按值课税或分级课税，也使得拥有未被充分利用的大面积土地变成无利可图”此举的意图是通过征税手段，迫使大土地拥有者出售其部分土地。接着，围绕土地的拥有与使用，自由党政府接二连三地颁布了有关土地的立法，如1892年的《定居土地法》、1894年的《推进定居法》等等。在新西兰，尤其是在其乡村，这一系列土地立法顺应了因农业技术进步而导致的小型农场发展趋势，以及由此出现的社会政治机构变化，使在国家政治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乡村政治逐步摆脱了长期以来由大地主和大牧场主控制的局面，中小农（牧）场主逐渐成为社会中的主要政治力量。

劳工问题是自由党政府社会改革措施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此专门设立了劳动部。1890年的海员罢工促使政府注意到强制性仲裁能为维护权利的工人提供一种比罢工更有效的办法，并可因此得到更好的保护1894年8月，议会通过了由劳动部部长W.里夫斯动议起草的《工业调解与仲裁法》。依据该法，只要拥有七位工人，即可组织一个工会；受法律保护的注册工会可依法与资方就工资及三年雇佣期内的各种条件进行交涉；将全国划分若干地区，分别设置对劳资纠纷进行调解与仲裁的机构；如劳资双方达不成协议，可将纠纷提交中央政府的仲裁法庭。189年，仲裁法庭处理的第一起劳资纠纷案件给予工会以极大的鼓励，因为法庭在裁决书中引用了“优先照顾工会会员”的条款。“总的说来……雇主们对仲裁法庭是敌视的，而工会会员们对这种法庭则表示同情。”而在仲裁制度发展与健全的同时，工人的罢工与资方的停工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在1905-1908年间，拒不接受调解与仲裁的联合罢工逐步被认定为非法。新西兰的仲裁制度也引起了世界的注意。一位美国观察家撰书对仲裁制度作了热情洋溢的描述，而其书名就是对新西兰的如实描绘——《一个没有罢工的国家》。一位欧洲的社会主义者赞扬新西兰是“社会主义和劳工立法的经典之地”。

此外，自由党的施政改革逐渐涉及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政党政治的内容越来越明确地体现出社会大众关注的问题，如妇女选举权问题福利制度等等。总之，自由党基本上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政党，这与中产阶级在新西兰社会中逐渐成为主流阶层的发展轨迹相吻合。

与此同时，在新西兰社会及政坛上，诸多代表不同阶层与利益的党派相继成立与成形。又因自由党的长期执政，使得这些党派的形成与变化与自由党政府的施政政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1899年，在塔腊那基和北岛地区，一些农场主组织建立了“新西兰农场主联合会”。起初由于在数量上占优势的中小农场主是自由党政府土地政策与土地改革的受益者，因此，该联合会是自由党的支持者。但自由党的福利政策则越发引起农（牧）场主的不满，认为自由党政府的福利政策都是为城市居民服务的，而他们却成了被福利政策遗忘的人群。虽然该联合会在新西兰政坛上的独立性不强，但不失为其他党派的有力支持者。在1908年大选中，该联合会完全转向支持反对派。此外，鉴于对《工业调解与仲裁法》等法律法规的不满，1902年，若干地区雇主协会联合组建了“新西兰雇主联合会”。雇主们抱怨这些法律是“社会主义的和毁灭性的”，指责自由党政府的劳动部部长是反雇主利益的，强调自由党的工业立法应受该组织的监督，要求在政府的仲裁机构中派驻它的代表。对此，里夫斯解释道：这些立法“通过保护工人来保护公正的雇主”。

20世纪初期，各地区及各行业的工会联合趋势趋于明了，而工会与自由党之间在解释劳资权利问题以及处置劳资纠纷等方面的分歧也越来越明显，于是，工会与自由党渐行渐远。为了声张与维护工人的权益以及推动有利于工人利益的社会改革，通过参加竞选来争取议会席位是工会组织的既定政策。在1908年大选中，惠灵顿地区的一位工会领袖W.麦克拉伦成功当选议员；在1911年大选中，有四位工人议员进入议会；在1913年的补缺选举中，又有两位工人代表当选议员。在以后的大选中，这一数目逐步攀升。1916年7月，不同的工会组织联合组建了“新西兰工党”。在国家政治中，这是一个有影响的政治党派；在新西兰议会中，它是自由党强劲的反对党。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20世纪初的新西兰政党政治中，这些党派一直在发生着分化、重组等变化，其实质上的趋同性逐渐明显，而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代表性则趋向淡化。1903年，“农场主联合会”的成员W.梅西组建“政治改革委员会”，以其保守倾向吸引了新西兰社会中保守势力的青睐。1909年，在该委员会的基础上，“新西兰改革党”成立，“使保守派有了一个全国性的政党组织”。由于自由党的长期执政导致诸多社会不满，因此，作为在野的反对党的改革党很快吸引来各个阶层人士的关注与支持，如农场（牧）主、中产阶级、城市工人等，连不少自由党人也改换门庭。在其后的大选中，改革党的得票率不断上升，1912年，改革党击败自由党，上台执政。至此，在以议会政治为表现的新西兰政治舞台上形成了自由党、改革党和工党展开竞争的格局。

除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改革党与自由党在1915-1919年组成联合执政外，改革党长期为执政党。1928年，自由党更名为统一党，并在当年重新赢得了大选。但接踵而至的经济危机令统一党难以招架。于是在1931年，统一党与改革党建立了联合政府，保守色彩明显。它的既定政策是追随英国，认为对英国好的政策对新西兰也一定是好的政策但是，面对经济危机，联合政府不仅显得束手无策，而且其紧缩政策还殃及了城市工人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对联合政府的不满与抱怨不断上升。

这一切加剧了统一党和改革党的分化与重组。1935年，旨在赢得即将进行的大选，为了改变不利处境，支持联合政府的统一党和改革党议员组成临时的联合阵线，即“国民政治协会”，它所支持的政府候选人因此被称为国民党人，新西兰国民党由此而来。然而，在大选中，面对“席卷而来”的工党，国民党已无招架之力，工党以绝对的优势获得执政党地位，首次组建政府。工党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并卓有成效，赢得社会好评。在1938年的大选中，工党再次击败大有卷土重来之势的国民党，获得53个议会席位，而后者仅得25个。这次大选被认为是工党在20世纪最成功的大选。此后，工党连续执政14年，直到在1949年大选中败于国民党。至此，在新西兰政治中，国民党与工党轮流执政的两党制格局形成。在2005年9月的大选中，工党获得50个席位稳居执政党地位；国民党获得48个席位，居新西兰党的位置。

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新西兰的政党政治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政党政治在属性、功能与结构上相同。新西兰工党标榜自己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主张实行民主社会主义，以及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人人平等。然而，它又处处突显自己的全民性，极力淡化它的工人阶级属性和社会主义目标。在其党纲中，它竭力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早在1927年就放弃了国家控制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的条款，因此它现在所提倡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和谐与合作的社会。1973年，工党政府总理N.科克在描述工党的哲学时，只字未提“社会主义”，而是强调要维系家庭的稳定，因为“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单位，家庭好了，国家也会好，应该保护和加强家庭单位。我们优先的目的是为了幸福的人民和稳定的家庭。一个国家基本上就是众多家庭的大家庭，世界是众多民族的大家庭。我们国家发展所需要的东西就是一个家庭发展所需要的东西。”在1977年的工党年会上，一位名叫F.奥福林的前工党议员对社会主义的界定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认可：“社会主义包括彻底的、有效的政治民主，充分的公民权，充分的人权，首先是实际上可以达到的最大限度的社会公正。社会主义不限制个体的或个人的自由；相反，它将产生的社会公正对实际和有效地运用政治和社会自由是至关重要的。”

新西兰国民党自称是“自由保守传统的继承者”，把捍卫个人自由的原则作为一个重要口号，宣称：“我们捍卫所有新西兰人的自由、财产、进步和安全。”该党的主要政策主张为：在经济上实行自由竞争，鼓励发展私人农牧业和工商业，紧缩国民消费，削减政府开支，提高所得税率；对外加强同美国、澳大利亚的同盟，把这一同盟当做新西兰国家安全的基石。在国民党党纲中，自由的概念得到详细的解释，即每一种法律都会限制自由，但没有法律，自由就不存在。它所阐释的自由包含有民族自由、政治自由、个人自由等若干层面。概括而论，民族自由——在英联邦内部的独立，政治自由——自由选举和秘密投票，个人自由——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和时间思考、行动、说话和传播信仰。

新西兰的议会选举始于1879年，是世界上最早采用无记名投票的国家之一。在每三年举行一次的大选中，工党与国民党均以争取选票为当务之急。由于新西兰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不大，因此，这两党都必须争取中产阶级的选票，这使它们的政策和主张相差也不大。有人曾如此概括——国民党的立场中稍偏右，政策是减税减福利，挣钱还外债；工党的立场中稍偏左，政策是加税借外债，以此提高福利。这导致富裕阶层往往支持国民党，低收入阶层大都拥护工党，而中产阶级则视国家经济的变化而两边徘徊。因新西兰政治生态的略不同于欧美国家和澳大利亚，执政党的长期执政成为新西兰政党政治的特色，这也自然更有利于国家政治的稳定性和政府政策的连续性。而当某个政党连续执政十余年后，大部分选民会产生厌倦情绪而将选票投给反对党。工党和国民党都曾遭遇过这样的情况。

此外，在新西兰议会中还活跃着诸如主张限制政府权力，维护个人权利与自由，呼吁增加福利金及提高个人所得税的新西兰社会信用党；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新西兰共产党；由新西兰共产党分离出来的主张通过“一个以工人经济为中心的群众性政治运动”走向社会主义的新西兰社会主义统一党；积极致力于反战、反核运动，主张加强环境保护和维护老年人、贫困家庭等弱势群体利益的绿党；以知识分子和学生为主体的主张建立分散的、在公社基础上的合作经济与社会的新西兰价值党；以在新西兰建立一个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为目的，为社会主义、平等和无剥削的国际关系而奋斗的新西兰工人共产主义同盟等十多个大大小小的党派。

3.福利制度的移植与改革

新西兰是名副其实的“高福利发达国家”，建设福利国家是新西兰现代化的一大内容，也是新西兰现代化的特色与水平标志之一。在整个2世纪，它的形成与发展逐渐波及新西兰的千家万户，“从摇篮到坟墓”的理念与现实使“新西兰人的生老病死全给国家包揽了”，其任何变化与改革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全体国民的切身利益。2006年6月，“新西兰广播电台”要求听众列举出20件“塑造当今我们所知的新西兰”的重大事件，投票表决的结果是“福利国家——健康、教育、住房等”名列第三。

19世纪中期，新西兰以机遇与繁荣愈加受到英国及欧洲的注意，并逐渐被青睐，于是，移居此地的移民越来越多。尽管新西兰殖民当局对移民的要求是身强力壮和一技之长，但一些缺乏技能的人以及体弱的病人与残疾人因指望在“新世界”里摆脱困境而跻身于移民潮。来到新西兰后，他们并未得到幸运之神的惠顾，处境艰难，进退不得。而新西兰的慈善事业则是围绕对于这些数量不大的社会弱势群体而生成，人们大都本着“伙伴关系”的精神对他们进行救济和救助，相关的款项与实物起初主要来自私人捐助与捐赠，教会在其中充当了重要角色，教堂被认为是交涉救济事宜的“最佳场所”。这一时期的慈善救济因受资金和物质等因素的影响而不稳定，表现为临时性及非正式性。殖民地当局（尤其是地方当局）对此也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当局采取的主要举措一是修建具有公益性质的公立医院，以便利贫困人员就医；二是颁布保护儿童救济贫困者及收治精神病患者的法规，其中一些法令几经修正，沿用至20世纪中期；三是提供财政资助，但其数量甚少，如在经济发达与人丁兴旺的坎特布雷，1875-1876年度，用于福利活动的款项为2.87万英镑而投资港口与铁路建设的费用则分别为24.8万英镑和22.7万英镑。各种慈善救助的受益者主要是儿童（特别是孤儿）和妇女，如在南岛的港口城市达尼丁，70%的被救助对象是儿童。应指出的是，因种族主义作祟，毛利人和亚洲移民往往被排斥于上述慈善救济之外。

19世纪晚期，与澳大利亚的情形大致相同，形成于英国等欧美国家的福利制度也影响到新西兰，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接受与仿效。其明显的表现是以往私人或志愿机构进行的慈善救济逐渐转变为国家政府提供的法定福利，因而具有制度性、集体性、普世性与稳定性，而慈善机构及志愿团体逐渐处于辅助或次要地位，乃至自然消失。于是，福利国家隐约成为新西兰国家建设的内容之一。

然而，欧美国家是为缓解与消除贫穷与失业而推行福利制度，但新西兰社会富裕，就业率居高，因此，需要这种福利的人数甚少。与欧美国家相比，对于新西兰社会来说，福利制度的建设与推行并不是紧迫的事情，因而未引起社会的多少关注。这与澳大利亚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即在理念上，福利的概念表现为对“国家实验”进行探索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意义更多的是在于为政府的职能建设作研究和示范，以供政府的其他制度化建设作借鉴与示范；在实践上，福利制度的内容主要集中于以法律制度来保护劳工、妇女和儿童为主体的弱势群体。在1891-1901年间，新西兰人口中65岁以上的人数增加了20%，其中许多人生活窘困因此，老人问题成为一大社会关注问题。1898年，政府以法律形式宣布：作为一种公民权利，每位65岁以上、已在新西兰生活了25年，且品行端正，没有前夫或前妻的生活接济，年收入不足34英镑的老人可以每年得到国家发放的18英镑津贴。毛利人被涵盖在该法中，而亚洲移民仍被排斥在外。这不仅是新西兰福利制度建设中的第一个举措，而且也是英语国家中第一份国家养老金，新西兰在发放养老金问题上开创了世界之先例。其数额大致是低收入工人工资的1/3，并随工资波动同步波动。虽然，此举的初衷仅是出于对贫困老人的同情，但它无疑是新西兰福利制度与福利国家的起点。

19世纪后期以来，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厨房”，妇女的就业率上升。但这也造成众多劳动妇女无暇照料自己的孩子，不得不以付费的方式，将孩子委托给他人照料，于是出现了代为照看婴幼童的私人营利机构，它们因粗制滥造和重利忘义而被人们称为“婴儿农场”。而新西兰缺乏劳动力的社会现实使这样的情况较其他国家更有过之。长期以来，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人口理论”则是“大量的、健康的和种族纯正的人口是道德与经济进步的关键”，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婴儿农场”的照看远不及母亲的养育，抨击之声不绝于耳。1893年，当其他国家还无动于衷时，新西兰的《婴儿生命保护法令》颁布实施，规定2岁以下的儿童应由自家人照看，付费委托他人照料的时间不得超过三天；警察负责该法的监督与执行。1896年，该法被修正儿童年龄限制提升到4岁。1907年，该法再度被修正，儿童年龄限制提升到6岁；警察的监督与执行权力移至教育部。而由此产生的连锁性影响是一系列国家鼓励优生优育政策与举措的相继出台与推行，进而推演到国家对困难母亲、残疾儿童的保护与资助等诸多福利措施的提出与执行。这些做法最直接的效果之一是婴儿成活率呈跳跃式上升。20世纪20年代，在“西方世界”里，新西兰的婴儿成活率居美国之后而列第二位。

总而言之，直到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前，新西兰的福利制度与福利国家建设在松弛的氛围中慢条斯理地进行。尽管人们明白福利制度与福利国家的内涵是国家对全体国民的生存与福利承担责任，但新西兰的国情则导致它在内容与表现上还多有以往慈善事业的形式，即关注的仍是社会上显而易见的弱势群体，主要是向处境窘困的老人、儿童和妇女提供生存与生活保障。简言之，对于需要社会帮助的弱势群体新西兰政府基本完成了对其“从摇篮到坟墓”的人生轨迹中两端的福利保障。这种状况是当时新西兰社会现实所决定的。

1929-1933年世界危机对新西兰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性影响危机直接造成失业率不断攀升，1933年时，不少地区的失业率达到40%甚至更高，并居高不下。当失业以及因失业而导致的贫穷突然间成为社会普遍问题，并日益扩大与恶化时，“政府的救济和现有的福利帮助已无能为力……支援团体和慈善援助机构无法应对越来越大的需求。‘混乱无效的国家制度与私人援助’已捉襟见肘”。而失业问题仅是危机所导致的诸多社会问题之一，但这已足以暴露出现行福利制度的缺陷——因受体制缺陷制约，受助群体过于狭小，国家福利的公民权利属性未得到体现与张扬。

危机过后，人们痛定思痛，“在没有人面对失业，以及拥有固定收入的人们享受不断切实上升购买力的30年代，最重要的后果是‘不断蔓延的不安全感’，即复苏经济气候与持续的‘追求保障’”。于是，新西兰福利制度的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工党以恢复国家繁荣与保障个人安全的竞选纲领而在1935年大选中获胜后，提出自己的施政纲要：“唾手可得的安全，体面的家庭日常生活，以及有礼貌的社会。”接着，它本着积极扩大平等的思路，在“非贡献性、普遍的、全面的和适当的”基础上，对福利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扩大福利制度的实施范围，体现出福利制度中的国家角色与全民属性，享受福利是公民权利的意识愈加鲜明和确定。

1936年的《工业调整与仲裁修正法案》确立了家庭工资的概念——足够维持一对夫妻及三个孩子的家庭费用，并以此标准发放家庭救济金；同年的《救济金修正法案》不仅取消了现有的救济金发放中的限制条件，而且增加了诸多新的发放对象；1938年的《社会保障法》使政府对家庭的支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水平，并依此设立了社会保障部……凡此种种，不胜列举。相关福利制度建设与完善的立法接二连三地颁布实施，政府提供的福利不断增加、扩大与提高，如失业津贴、家庭补助、养老金、义务教育与低廉的高等教育、免费医疗服务、住房抵押救济，等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得以健全与完善，政府的作为使新西兰的福利制度已明显不同于传统的慈善事业模式，新西兰也因此而成为一个典型的福利国家。对此，新西兰民众给予了一致好评，“对我而言，《社会保障法》就像是耶稣会会士信奉的信条，递上一把雨伞是真切的拯救，即在人生遭遇困难时给予及时的帮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福利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完善与升级。因为战争的需要使政府在国家政治及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与地位得到加强与提高，所以，“从‘战争国家’到‘福利国家’仅是一小步”除了不断完备战争抚恤等问题的处理外，安置与优抚退役军人成为福利制度建设中的一大内容。这些载誉而归的军人在求学教育、职业培训住房安置等方面得到了国家给予的大量优待与优惠，这些举措进而也被制度化和机制化。旨在保持社会繁荣与安全，鼓励生育与关注年青一代的成长成为这一时期福利制度中的重要内容。在40-60年代期间，相关的社会保障供给不仅有增无减，而且发放范围越来越大。1941年，每一个儿童都可领取家庭救济金，而不限于家中孩子的数量。1946年，家庭收入限制被取消，家庭救济金成为一种用于生儿育女和子女教育的福利供给，国家向每一个从出世到16岁的孩子发放每周16先令的补助金，由其母亲领取。该数额两倍于英国的家庭救济金。在人们的观念中，儿童和青年是社会未来的栋梁，寄希望通过他们来“医治社会的疾病”，而这样的一代人不仅应具有健康的体魄，而且应拥有健康而快乐的心理。

在经历过1929-1933年危机后，提高就业率与保证充分就业是历届政府所致力于的重大事务，将它视做是比救济金更为重要的事情，认为充分的就业既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又有效地降低了国家在财政上的福利支出，而且还使新西兰的“福利国家可像澳大利亚那样保持‘工人的福利国家’的特性”。在以后的几十年间，作为一种公民权利，劳动权益的意识得到最大程度的放大与张扬，被视为这是既神圣又理所当然的权利。在新西兰人的意识里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应当充分就业，而且工作岗位应当多于就业人员的数量。“在1968年那个坏年头里，当失业率达到0.7%时，新西兰所有的人都大为震惊。”

福利制度建设的深入与细化是战后新西兰福利国家发展的趋势与内容，对心理关怀的关注与投入即为典型一例。由于社会的发展、繁荣和富裕，在成功地保障了全体国民衣食无忧，并在最大限度上为全民提供了越来越先进的医疗保健后，受英国福利制度的启发与影响，新西兰政府对民众的心理健康问题，特别是对儿童和青年人的心理发育与心理健康给予了持之以恒的关心。其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也是新西兰福利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福利事业的管理工作逐渐不再仅是政府有关部门发放现金和物品，而担任福利工作的人员越来越多的是接受过专业培养的社会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不仅仅是以钱财帮助受助者，更注重的是确保后者的心身健康，由此体现出“福利”的概念“并非仅是支付账单和为受助者提供一片遮在头顶的树叶，而是意味着保持（受助者的）一种良好状态”。

新西兰的福利制度与福利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这个福利国家已经消灭了贫民窟、不必要的疾病、血汗工厂的劳动、垄断和贫苦”。但是，也是自战后以来，尤其是在70年代，出现于西方国家的“福利国家危机”也同样出现在新西兰，何况这样的危机因新西兰福利制度的力度往往大于欧洲国家而表现得更为突出与典型。福利制度与福利国家建设的初衷本是国家通过提供社会福利，保障国民的基本生活防止社会的分化，进而推动社会的和谐，但随着福利的提高，人口的增加以及社会的变化，国家因所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而不堪重负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在新西兰，以70-80年代的养老金为例，国民党执政时，领取养老金年龄由65岁提早到60岁；1972年，养老金法案通过时，工党政府为其支出的费用是2亿新元；1976年，国民党政府对该法案进行修正，导致养老金上扬，1984年达到25亿新元。在新西兰，50年代至70年代社会福利开支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从13%上升到23%。新西兰的社会经济与财政收入已经愈加难以承受如此增长，由此直接或间接导致的诸多问题逐渐显露，如通货膨胀。

作为一种公民权利，公平与均衡本是福利国家所奉行的原则，但因福利制度的结构性及机制性等问题所致，各种福利之间的不平衡现象则愈加突出。这表现为某种福利在整体福利中所占比例过大，或某一社会群体在某一时期享受过多的福利，使得其他社会群体的权益受损或遭遇不公平。养老金是新西兰福利制度中的重要内容，因而一向备受重视而到70年代时，则出现了社会福利费用的50%被用于仅占总人口比例15%的老人；相比而言，仅有18%被用于占人口24%的妇女、儿童等。为了得到选举上的优势，此时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将用于医疗费用、失业补贴及单亲家庭津贴的福利支出进行削减，以便勉强维系养老金制度有学者指出，新西兰人中最幸运的是1920-1945年间出生的那一代人青年和中年时期——国家进入了福利时代，他们享受着免费教育、免费医疗服务、全面就业等种种福利制度的好处；老年时期——国家的福利制度又开始向养老金方面倾斜，而家庭福利津贴、教育和住房贷款的福利都下降了。这一代人从减税和福利中得到的国家津贴占其收入的1/3.这一切是他们的前辈和晚辈所望尘莫及的。

再有，诸如福利制度在体制上的结构性问题等因素所致，在英国等发达的福利国家出现了保姆式的福利国家，它所提供的“从摇篮到坟墓”的全程服务不仅剥夺了人们社会服务消费的选择性和创造性，而且导致了人们对国家的过度依赖，使社会意识中的“资本主义企业精神”逐渐被消磨，社会上出现了所谓的“道德危机”。新西兰也未能从中幸免。福利国家中的社会进取心问题一直是社会议题，新西兰人原本对此信心十足。约翰·马歇尔认为：“当一个人在医病和失业问题上得到照顾后他对损失些银钱或遭受到失败的危险就不那么提心吊胆了。在这个国家里，一个人能够无所畏惧地面对生活。这样他就更加敢于进取，更加敢于尝试。”基思·霍利约克爵士说道：“当我在议会里还是一个青年的时候……担心社会福利可能会束缚人们的进取心。但是，最后我得到的结论是：在新西兰，社会福利并不曾妨害个人的进取心。”然而，现行的福利制度则已造成了一个养尊处优与不思进取的“福利依赖阶层”，而更为棘手的是，这个阶层可依赖现有的福利机制而不断扩大。1989年以现金方式支出的福利津贴高达119万余新元，而新西兰的总人口数量仅为330万。在这年的81.77亿新元的政府福利纯支出中，除了国家养老金上升到43.14亿新元外，9.87亿新元为失业津贴，单亲家庭津贴为9.62亿新元。而1968年的失业津贴为210万新元，1982年的单亲家庭津贴为2.52亿新元。为了维系发达的社会福利，新西兰实行了高额所得税，由于起征点较高而不会给大多数人造成什么困难，所以只有为数不多的人需要纳税。其副作用就是如此税收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不愿奋发努力，以谋取高薪。曾任毛利人事务与土地部部长的邓肯·麦金太说道：“社会保险的概念原来是为了要‘铺一层地板’，人们并不会因此变得贫穷。现在，为了要筹款维护地板，我们就不得不在上面盖一个天花板，也就不得不抽重税。而这样人们就不肯更努力工作了。”不少人据此指责福利国家的“特别照顾”滋生了新西兰社会中道德败坏的唯我主义。工作效率低下更是常被人们用来描述与抨击这种副作用。有人举例：如果有人在星期五夜里死去，他的尸体必须搁置到星期一等工人度完了周末休假后才能殡殓。一位中国人就其在新西兰的经历有感而发：“上帝给了这里优异的自然条件，国家又推行高惠福利政策，优哉游哉，岂不快哉，恐怕这就是这个社会慢吞吞的一个原因吧！”

自70年代末以来，为破解与克服“福利国家危机”，当包括英国和澳大利亚等福利国家还在苦思冥想时，新西兰人则已开始以行动来探求解决良策。1984年，新执政的工党推行全面经济政策改革，小心谨慎地将治理“福利国家危机”提上议事日程。工党明确表示新的福利政策将不有悖于“平等、效率和责任”原则，原有的国家福利服务内容也不会改变但有别于传统的国家大包大揽，“使用者付费”、“市场机制”的理念与方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相关改革的观念与举措之中。

1986年，工党组建“社会政策皇家委员会”，对社会福利状况进行研究调查，旨在使必要的变革与“获得更为公正、人道、持久、有效和经济的社会政策”的目的取得完全一致。在此提及的“有效和经济”成为此轮福利制度改革的关键之处。与其他国家的做法相同或相近，削减福利支出与防止福利支出过快增长是福利制度改革的当务之急，工党在一些开支庞大的福利项目上进行了小幅度的试探性改革。如在医疗服务上，工党建立了地区保健局，用类似企业的管理制度来管理医疗费用的支出企以防止费用的无度增长；对养老金的发放额度加以限制，实行“有保证的退休收入”，并将领取退休金年龄恢复到65岁。

逐渐改变国家在福利制度中的角色是新西兰福利改革的要点1989年的《公共金融法》和《储备银行法》等法案的相继出台，创立了公共服务管理中的“新西兰模式”，即通过引进市场机制，使国家在服务供应中不再大包大揽，越来越多的原本“免费服务”成为了付费服务，“使用者付费”使新西兰国民由福利的使用者成为了福利的消费者和纳税人。在阵痛、争论、置疑、抨击中，“国家在新西兰的作用正在发生基本变化”，人们对福利制度与福利国家中公民权概念中的国家包揽与公共拥有意识逐渐褪去。简言之，国家越来越少地向国民供给无偿福利服务，只为“那些显示出真正需要的人提供安全保障网”，就是仅向那些完全没有收入或只有很少收入的人提供社会福利。

新的福利政策逐渐在理念上改变了人人有权享有福利的观念，就国家福利的概念而言，“安全网”替代了“社会保障”。这也被抨击为“‘公民权的标志’被‘贫穷的徽章’取代了”。在1991年底，福利领取者和低收入家庭的每周津贴减少了1/3.就在“国家向后走”的同时，100多年前盛行的非政府救济又重新出现了，这些以实物发放为主的“食品银行”——教会与志愿团体等——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政府留下的空缺1994年，大约有365个这样的组织每月提供了4万多份包裹，全年总价值在2500万新元。

80年代末，工党政府选择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通过引进市场机制变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为卖主与消费者，或教育资源与产品的关系，实行“使用者付费”，进而开启福利制度的大规模改革。相关改革在学前教育和后义务教育与培训领域展开，反响强烈。虽然对学前教育的改革达到了预期效果，取得了成功，但在高等教育方面则引起社会震荡。大学学费大幅度增加和大学奖学金锐减导致学生怨声载道；而校董事会作用的提高及银行的学生贷款制度的建立则使校长们认为大学的自主性和学术的自由性将会因此被削弱。这些抱怨与不满是工党在1990年大选失败的原因之一。

后继的国民党政府在一片抗议声中开始了对诸多社会福利项目的改革。虽然养老金改革因阻力太大而搁浅，但在医疗服务制度方面的改革取得了进展。在前已取得成果的基础上，政府用四个由政府任命专员的地区权力部门代替了原来的地区保健局；这些部门同提供服务的公立医院、私立医院和志愿服务者机构签订合同，目的是使医疗基金与提供服务分开，把国家与医疗机构分开。此举使得绝大多数医院成为“公共健康企业”的一部分，并有一个受任命的董事局领导。从1992年起，完全免费医疗被终止，病人须为医疗服务支付部分费用。所有津贴领取者和慢性病患者须向有关部门申请公共服务卡，在经审核得到此卡后方才有权享有医疗服务津贴。这些改革举措确实有效地降低了福利开支改善了预算平衡，但也使中低收入者的生活支出增加，生活水平受到实质性影响。

在整个90年代，福利制度改革引起的唇枪舌剑在新西兰社会上此起彼伏，是两党之争的主要内容之一。尽管人们对80年代以前的福利制度与福利国家充满眷念，但在口诛笔伐中，他们也大都理性地认同了新的福利概念。在这过程中，各种改革措施的完善在经多次的或反复的争论、考问、否定、修正、补充，逐渐趋于完备，并在90年代后渐显成效。虽然，新西兰人对已经持续了20多年的福利制度改革尚有种种争议与分歧，但是，他们无不自豪地认为新西兰以“第一”和“最好”引领着世界范围内的福利制度改革，并为此创造了新的模式，视它为“我们国家的传奇”。

（四）走向世界

对于民族与民族国家的研究是20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课题，而研究的关注点大都是以争取独立和伸张主权为内容与线索的民族运动以及相关的社会运动。与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样，新西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族国家，但在从英属殖民地转型为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的过程表现则多有与众不同。它的政府与民众并未为此付出多少努力，或是给予多少关注，甚至还一再表示对宗主国的忠诚，批驳其他自治领及殖民地要求与英国分离的言行。它们所做的仅是根据新西兰社会发展需要，顺理成章地移植澳大利亚人向英国争取来的权利与权力以及体制与制度，再适当地对舶来品进行本土化改造。对英国的忠诚与依赖使新西兰社会也存在内向性现象，甚至比澳大利亚的这类现象更为明显与深刻。

进入20世纪后，英联邦逐步取代了英帝国，包括新西兰在内的英属殖民地相继以和平的方式成为自治领。尽管自治领与英国的感情和文化纽带未受多少损伤，政治和经济联系基本依旧，但是大多数自治领因谋求独立的国家主权与完整的国际地位表现出了越来越明显的离心倾向。对此，英国采取了宽容与支持的态度与政策，顺应了这一系列变化使其与各自治领的关系由隶属关系在平缓的过渡中逐渐转变为平等关系。虽然新西兰一再表示忠实于母国，并对其他自治领的分离言行多有微词，但英国并未因此而对它给予多少眷顾，至少是愈加视新西兰为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久而久之，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西兰民族国家走向成熟，如同父母以温柔的方式将长大了的孩子送出了家门。因而新西兰民族国家发展过程则更多的是体现在其与外部世界的各种关系中即通过考察新西兰外交政策的变化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可较为清晰地观察到新西兰民族国家发展过程的脉络与轨迹——在国际舞台上，从英帝国的殖民地到英联邦的成员国，再从追随大国的小国到具有独特洞察力和独特作用的独立国家。而与之几乎同步的是其内向性现象的逐渐弱化，乃至消失。

20世纪前半期，新西兰的利益所在仍与英国息息相关。换言之，新西兰的“对外”关系确切定义应为以英国为主的“英联邦内的家庭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出于战时给养考虑，英国加大了对新西兰畜牧业的投资与进口，导致在1915-1920年间的肉类和乳制品的生产与出口成为新西兰的一桩“相当重大的事情”。但是，1921年，新英间的相关协议相继期满，原有的市场戛然消失，而发达的生产能力造成相关产品的数量积压与价格暴跌。如此现实迫使新西兰为自己的产品寻找新的出路。1928年，通过官方谈判，新西兰与日本签署了一项贸易协定。这是新西兰基于“完全的新西兰主权”，第一次没有通过英国而与其他国家进行的直接接触。接着，新西兰又同若干欧洲国家签订了更多的贸易协定。虽然这些贸易协定所涉及的贸易数量还相当有限，但这可被视为对英国依赖减弱的开始，新西兰国家利益与国家形象得以初步显示。

然而，就在新西兰人刚有高兴的感觉时，接踵而来的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则使这刚开辟的国际市场顷刻间就对新西兰关闭上了国际间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使新西兰的出口收入在短短的两年间就损失了几乎一半。在1932年“帝国贸易会议”上，英国与各自治领签订了一系列双边贸易互惠协定，建立起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帝国特惠制”，使新西兰感到摆脱经济危机的出路还在于“与英国保持密切的关系”可是，依照互惠协定和“帝国特惠制”进入英国市场的新西兰肉类和乳制品却遭遇到英国农民的抵制，英国政府爱莫能助。可怕的危机与巨大的损失使新西兰痛定思痛，人们意识到需要对自己的产业结构进行多样化与工业化变革与改造，以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政府的“国家干预”再次当仁不让地在国民经济中发挥起作用。1938年，工党执政，旨在减少对海外市场的依赖是其施政举措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具体做法如有计划鼓励本国工业的发展、建立限制进口的贸易管理制度等。这些做法产生的直接影响不仅维护了新西兰的经济利益，而且导致了与英国利益的对立与相悖，因为英国毕竟是新西兰传统上最大的进出口市场和主要资本来源，但这些做法的最终效果则是新西兰在经济上的自立能力与其在国际贸易中的自主地位提高了。

与此同时，新西兰对待国际政治的看法与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新西兰人逐步开始从自身利益的立场上看待国际事务，理性主义与现实主义对新西兰对外政策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作用，外交问题逐渐被人们当做是自己的事情，而不再是表示简单地交由英国处置。在国联成立初期，许多新西兰人认为，新西兰的外交事务完全应该托付给英国，所以，这个国际组织对于新西兰来说可谓是无关紧要的，更何况它是由英国所掌控的国际组织。工党中一些激进的社会主义分子还认定它是“掠夺成性的富裕国家的俱乐部”。但自30年代以来，新西兰人则对它愈加重视，尤其是1931年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在国联引起激烈争论后。基于对小国安全的考虑，新西兰政府明确表示拥护“集体安全”的理念，新西兰与英国在对待国际事务上的离心现象趋于明显。相比较于以英国为首的“大国集团”尽量回避对日本侵华行径进行谴责的做法新西兰代表则明确地站在指责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小国集团”一边1935年，在国联围绕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讨论中，推行绥靖政策的英国承认了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吞并，但新西兰政府不但拒绝响应英国，而且还严词谴责了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和德意对西班牙的入侵政府总理M.J.萨维奇还为在自治领之间缺乏对这一系列事关集体安全问题的商讨而感到遗憾。在1937年的“帝国会议”上，萨维奇对英国的绥靖政策和加拿大的孤立主义提出了批评，强调在反对法西斯的问题上，帝国应比国联更重要。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新西兰义无反顾地追随英国，加入到反法西斯主义的世界大战中。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军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等地节节败退。新西兰颇感震撼，过去假设的安全威胁大有成为现实之势，而美国的适时进入使新西兰大有化险为夷之感。新西兰人意识到“美国有能力在两个半球进行战争——而英国的联邦和帝国则做不到。”新西兰依然效忠于英国，但它又必须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国家的名义面对世界，与帝国之外的国家进行交往，处置纷繁而复杂的事务，新西兰的国际关系理念与对外政策因此而发生了重大转变。美国逐渐成为新西兰又一位强有力的同盟者与保护者，并是一个大有以越来越重的分量而超越英国之势的同盟者与保护者。然而，对新西兰而言，对美国的依靠不同于对英国的依赖，区别在于新美关系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联盟关系，而新英关系则属依附关系，至少此时是表现在情感与心理上。这两种关系在新西兰国家政策与社会意识中的平行地位导致新西兰人的心态被世人视为“复杂的混合物”。为了适应新的需要，194年，新西兰政府重新组建了外交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是新西兰对外政策发生转变的时期，尽管它还是习惯地固守对英国的传统政策，但正在越来越自然以及越来越频繁地立足于新西兰的利益，独立自主地制定政策和采取行动在这期间，新西兰与澳大利亚都意识到它们的安全已无法再寄托在英国身上，因而都分别在基于平等的国家关系的前提下而与美国建立起了同盟关系。此外，战争也使新西兰与同样关心太平洋地区安危的澳大利亚越走越近，尽管双方对于某些军事行动尚有分歧。

1944年1月17日，澳新代表在堪培拉举行会晤。两国政府着眼于战争的进展及未来局势的变化，保证彼此间要进行充分的协商和合作同意“在处理西南太平洋和南太平洋地区上两国共同关心的各种问题方面采取一致行动”。1月21日，澳新签署《澳新协议》。紧接着，在1月24日和2月1日，两国政府分别批准该协议。这个协议强烈要求在太平洋安全安排中，澳新两国应该拥有发言权；“两国应通过协商，并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提高共同拟定计划来促进两国之间的商业和工业的发展；两国应通力合作，以实现两国国内的充分就业和达到最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为了保证根据协议所制订的方针进行继续不断的合作和便利于执行协定所规定的各种任务和职责”，双方互设“澳大利亚——新西兰事务秘书处”。

《澳新协议》不仅是这两个太平洋英联邦国家在解决战时及战后有涉自身利益问题方面所达成的共识，而且是在没有任何大国的参与下制定与签署的。这一切无疑是向英美等大国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在战后世界和平的安排中，尤其是涉及澳新两国战略利益时，忽视中小国的立场或利益不是明智之举。就这次外交举动而论，为了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新西兰是以独立自主的国家形象出现于国际政治舞台，其目的之明确，态度之坚定，行为之果敢可谓是前所未有，以往的“殖民地形象”明显消退。而作为该条约的延伸产物就是1951年《澳新美同盟条约》。对此，新西兰的出发点不是为美澳充当冲锋陷阵的同盟者，而是旨在通过集体安全来确保与维护自身安全。

1945年4月25日，由美、英、苏、中、法五国邀请《联合国家宣言》的签字国，在旧金山召开了联合国制宪会议。新西兰欣然接受邀请。会前，澳新政府进行了接触，就《联合国宪章》达成了12点意见。在会上，与会的新西兰代表团首席代表P.弗雷泽处处策应澳大利亚代表团首席代表伊瓦特，力主战后新的国际体系应建立在所有国家一律平等的基础上，强调小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作用，竭力维护小国的利益和权益在如此重大的场合，新西兰紧随澳大利亚，处于反对大国的领头位置，甚至与其他中小国家一起反对英美等国家。伊瓦特抨击《联合国宪章》只适合在安理会有常任席位的大国，认为给予美、英、苏、中、法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权限过大。弗雷泽对此予以支持，指责这些规定是“不公正和站不住脚的”。虽然澳新的这些努力并未在会议上产生多大的直接效果，但是，通过弗雷泽的言行所显示出的新西兰的策略成为日后新西兰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的组成部分之一——基于维护小国权益而发展集体安全体系。

从战后新西兰外交政策发展与变化来看，这是由一个专注欧美大国关系到逐步注重亚太地区，进而最终立足不断扩大的周边地区的渐变与渐进过程。这也是新西兰从依附英国的殖民地向主权自主的独立国家的明显转变时期，尤其是在大战结束后的最初20年间。在这一时期，独特的新西兰外交风格逐渐形成，既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审时度势地调整外交政策，秉持自己的道义立场，有所作为。围绕安全防务与经济发展，新西兰外交政策的基准是在同最强大的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重点发展与周边邻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们的历史、文明和利益应努力与我们的地理环境相一致”。

50-60年代，新西兰屡屡因参与欧美大国的军事行动而得不偿失如朝鲜战争、苏伊士危机和越南战争，这促使新西兰政府愈加注意避免卷入国际纷争，注重游离于大国政策之外的地区政策逐渐成为新西兰所奉行的外交政策。而远离世界政治权力中心的地理位置则大大提高了这一政策的可行性。然而，又因新西兰的安全保障和经济发展离不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因此，为了既不被世界“遗忘”，又不陷入外部冲突，新西兰将走向世界的方向确定为立足于南太平洋地区，积极发展与邻近国家的关系，重视开展与该区域内国家的合作。

对于独立自主性不断增强的新西兰而论，周边地区都是其战略设定的根本所在。首先，从新西兰的国家安全来看，由于远离冲突迭起的主要大国及热点地区，特别是在“冷战”期间，加之太平洋所构成的自然屏障，新西兰拥有了天然的安全保障。再就是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盟友关系更使得新西兰的国家安全不会遭遇外部威胁。因此，既然外来干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安全防务只需要维持在防御的水平上，无须全方位依赖外部军事介入。所以，新西兰将安全战略更多是依靠与区域国家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与安全伙伴国共同维护所在地区的安全。基于这样的思维与考量，新西兰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保持着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并签署有一系列军事安全条约。

其次，就新西兰的经济发展而言，新西兰是一个对海外市场依赖性很强的国家，对外贸易至关重要，因此，这自然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指向。由于国内市场狭小，以及生产品种相对单一等因素，新西兰经济生产主要是依靠海外市场。英国及英联邦国家是新西兰传统的主要贸易伙伴，尽管这些国家的市场对于新西兰仍是重要的，但是，这已无法向新西兰经济提供持续稳定增长的保证。于是，通过发展与外部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寻找新的贸易伙伴以及扩大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随之成为新西兰外交政策的一项当务之急。而此时正值国际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延伸时期，澳大利亚、日本、中国、东盟诸国以及南太平洋岛国顺理成章成为了新西兰商品可进入的市场，“新西兰的商界和政界精英认识到他们具有真正的地缘优势：他们正好处在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的大门口”。

作为利益攸关的近邻，澳大利亚对于新西兰有着特殊意义。新西兰将与它的关系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在政治领域，新澳关系超出了新西兰与其他任何国家的关系，双方合作的范围广泛，并逐步机制化。两国在一系列外交和经贸等方面的政策上密切合作，诸如涉及南太平洋和东亚等地区的事务，以及在联合国、WTO等国际多边组织中的密切协调在经济合作方面，澳大利亚一直是新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1966年，新澳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1983年，双方又签署了《进一步密切经济关系协定》；1990年，两国宣布建立澳新自由贸易区。与澳大利亚的经贸关系对于新西兰经济的长远发展非常重要。

在新西兰推行的集体安全体系中，澳大利亚被视为最为重要与密切的安全伙伴。两国的防务合作可追溯到殖民地时代，而作为独立国家之间的防务合作则开始于确定两国为准军事同盟关系的1944年《澳新条约》。接着，1951年的《澳新美同盟条约》、1971年的《五国防御条约》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等多边安全机制，无不是不断强化着新澳安全合作关系。在新西兰政府历次公布的《防御白皮书》中，每每提及新澳军事合作的重要性。80年代以来，因反核问题，新西兰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松动，甚至一度终止，这使新西兰更加重视与澳大利亚的军事合作问题，澳大利亚在新西兰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大幅度提升。1991年，新澳签订了《密切防务关系协定》，宣布建立更加紧密的防务关系。2003年两国国防部长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密切防务关系的联合声明，再次重申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在战后初期，亚洲地区屡屡成为“冷战”中的热战战场，各种矛盾冲突因美苏对抗而错综复杂，令新西兰人感到棘手和畏惧，“感到如果与亚洲国家接触，新西兰的相对富裕和它相对稀少的人口就会遭遇有被来自这些国家贪婪的目光所觊觎的危险。”因此，它仅同几个自认为相对安全的国家建立了往来，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而进入70年代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作为新西兰外交政策的独立性提高的内容与标志之一，新西兰对待亚洲国家的态度与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72年执政的N.科克政府被认为是“独立的对外政策发展的重要制造者”，而它针对亚洲国家所采取的举措一是从越南撤出了已为数不多的新西兰军队，二是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而新西兰最为关注的则是地理位置接近与经济发展良好的东盟集团。

1975年，新西兰与东盟建立了正式对话关系，双边往来日益增进，多层次合作有增无减。新西兰重视与东盟关系的根本原因是双边在战略利益上有着诸多共同点：第一是双方均希望保持南太平洋地区的持续稳定，都在谋求建立亚太地区安全机制，并支持建立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为无核地区；第二是双方都愿意促进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并致力于维护贸易环境安全。在新西兰逐渐将外交重点向亚太地区转移中，自然将东盟置于外交战略的重中之重。

概括而言，新西兰与东盟在政治与安全领域的合作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1）通过双边和其他区域性的国际调节机制，为和平解决区域性争端和纠纷而作共同努力；（2）在反恐、打击海盗和跨国犯罪等问题上加强合作；（3）在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输能力、裁军和反核扩散方面加强合作。除了与东盟整体合作外，新西兰还分别与东盟成员国进行交往。1994年，新西兰加入东盟地区论坛。2005年，新西兰加入《东盟友好合作条约》，并参加了东盟主导的东亚峰会。这是新西兰参加的第一个由东盟领衔的地区政治安全机制，显示出新西兰与东盟的政治关系非同一般。

谋求经济利益是新西兰发展与东盟关系的重要推动力。新西兰与东盟国家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利益趋同——无论是以出口导向战略为主还是以进口替代战略为主，都需要一个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自197年以来，双边经贸关系发展良好，各方都从中获得了较大的经济利益在APEC和WTO等国际组织中，双方为寻求共同的经济利益而保持着友好的合作。2006年，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额约占新西兰当年对外贸易总额的11%。其中对东盟的出口额约占当年出口总额的8%，对东盟的进口总额约占新西兰当年进口总额的14%。2001年，新西兰连同澳大利亚与东盟10国达成了《密切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决定建立相关的顾问委员会，以推动新西兰与东盟共建自由贸易区。与此同时，为了加快这一进程，新西兰还有选择性地与诸如新加坡、泰国等单个东盟国家进行加强经济合作及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签署更加紧密的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然而，新西兰人的目光不仅在注重周边地区，而且也在观察世界，其中以欧美为重点关注对象，这同新西兰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利益紧密相关。自殖民地时代起，新西兰经济作为英国经济的一部分而进入世界市场，并因此而受到世界经济变化的影响。此外，新西兰与英国在经济上的联系也是维系双方关系的纽带。可是，战后，新英各自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发生了诸多“越来越有意义的变化”，使传统的联系松懈，原有的纽带也自然松动。以传统贸易为例，英国人一方面对新西兰肉类制品的需求量仍居高不下，但另一方面则是对新西兰乳制品的需求则每况愈下，“英国的厨房”需求与口味的变化自然给“帝国遥远的牧场”造成损失和苦恼。1973年1月，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这对新西兰出口贸易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诸如此类的变化与影响，新西兰政府所作出的第一个反应是尽一切努力维护传统的新英经济关系，如商业谈判、外交配合、感情沟通等等。1982年，“马岛战争”爆发，英国与阿根廷大打出手。作为策应，新西兰政府立刻驱逐了阿根廷驻新西兰大使，并派出一艘护卫舰前往战区助战。政府总理R.穆尔顿是“以殖民地的语言”向记者解释“我们为什么支持我们的母国”。它的第二个反应就是努力在传统市场以外的经济领域进行拓展，于是，澳大利亚、美国、东盟等国家和地区逐渐成为新西兰越来越重要的贸易伙伴。在战后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美国的强大势力对新西兰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其对外贸易和外资投资的走向逐渐发生了变化。1958年，新西兰加入了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美国和澳大利亚进而取代英国而成为其最大的外资投资来源，并影响到新西兰的进口贸易。

尽管新西兰社会对英国的情感并非有多少变化，但是，经济利益的变化与贸易结构的变迁势必作用于新西兰外交政策的原则与目标。在国际政治中，新西兰与英国的关系已越来越充满着两个平等国家的气息，这意味着新西兰逐步脱离了对英国的依赖，在处置内政与外交等方面完成了从依附追随到独立自主的转变。

90年代初期，“冷战”结束。新西兰是以乐观的态度看待雅尔塔体系解体后的世界，充满自信地预料这是新西兰对外关系中的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其一，“冷战”的结束势必削弱大国对国际政治的决定性，取而代之的将是联合国作用的提升；其二，“冷战”时期的世界经济格局必因“冷战”结束而变更，而全球资本将因此出现可观的增长，并有助于亚太地区成为又一个世界经济中心。而这一切都将对新西兰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外交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换言之，新西兰已经敏锐地意识自己所面临的转折和机遇。

90年代初，告别结盟时代的新西兰政府确定其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务是继续积极参加联合国的机构改革，制定投资和贸易自由化计划，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执行乌拉圭回合决议，推进亚太地区安全机制及环境保护等。在国际政治中，新西兰逐渐将既定的集体安全政策基准点由国家之间的结盟移至联合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是这一政策的具体落实与体现。为此，新西兰已向联合国提供了数百位维和军人及军事观察员，他们的身影先后出现于卢旺达、前南斯拉夫、柬埔寨、索马里、海地等。1998年2月，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爆发，新西兰派出空军赴美国在科威特和印度洋的军事基地，参加了以美英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进行的军事行动。但在2003年，当美国再度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即第二次海湾战争，新西兰则以美国是绕开联合国的授权而对伊拉克动武为由而加以反对。此外，作为对联合国的支持，新西兰积极参与有助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活动，热心参与重要的国际或地区性组织。例如，新西兰在旨在降低关税的关税总贸易协定（GATT）谈判及1995年后的WTO中表现活跃，显示出了新西兰利益的重要性。

亚洲仍是新西兰所关注的地区，而较前不同的是快速发展的亚洲经济对新西兰产生了越来越广泛与强劲的吸引力。1990年10月，新西兰政府预见到“新西兰长远的未来无可争议地是与东亚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外交部长D.马克金诺呼吁新西兰应“以戏剧般的大幅度跳跃跳进亚洲”。新西兰与亚洲国家的经贸交往日益频繁与增长，其范围已由东盟国家扩大至许多亚洲国家。1996年，新西兰出口总量的1/3是销往亚洲。中国与新西兰的经贸关系持续提升：2007年，来自中国的游客达到逾17万；2008年，两国签署贸易协定，中国已成为新西兰的第三大出口市场。此外，新西兰与韩国、日本等国家的经济与贸易交往也进行得热火朝天。

新西兰在“冷战”以后与亚洲的交往对其社会产生了愈加明显的影响，即它身上的“欧洲”烙印越来越模糊，取而代之的是“太平洋”印记“白色新西兰”已是明日黄花。1986-1998年，有16.2万亚洲人移居新西兰，占移民净增总数的一半以上。在奥克兰，有20%的居民认为自己是亚裔新西兰人。大量亚裔人口的增加不仅使传统的种族主义意识与政策遭遇抨击与否定，而且使新西兰社会逐步认可了亚洲对新西兰的重要性，甚至使新西兰社会越来越像亚洲国家。1995年，政府总理J.博尔格在出访日本时说道：他为“作为一个亚洲的领导人而感到骄傲”。当然，他也因此言而遭到国人的嘲讽。

在战后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尽管新西兰是偏居南太平洋一隅的小国，但是，它却常常在某些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超出一般小国能力的作用表现出一种“积极进取”式的小国外交，显得相当活跃，甚至引领某种世界潮流。其中以70-80年代的反核运动最具有代表性。这场运动既符合当时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又对新西兰国家独立性的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

自日本广岛在1945年遭遇原子弹袭击后，破坏性巨大的核武器无不叫人心惊胆战。50年代以来，各大国不断增加，核试验、核威慑、核事故及核污染更使越来越多的人提心吊胆。而令新西兰人更为深恶痛绝的是太平洋已经成为了美、法等国的巨大“核试验场”，再加之美、苏的核潜艇在太平洋接二连三地发生事故。新西兰一向认为这一切已经对自己的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并担心作为西方盟国的新西兰会因大国间的核战争而遭遇殃及。法国于1966年在南太平洋法属波利尼西亚进行的第一次核试验终于在新西兰引起了反核运动的出现，人们强烈要求核大国停止核试验，令世界为之侧目。

民间的反核运动呈自下而上的状态逐渐升级，进而对国家政策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1972年，新西兰政府宣布支持反核运动，告诫法国停止即将在南太平洋地区进行的核试验。由于法国拒绝这一告诫，新西兰政府将法国告上了海牙国际法庭。反对核武器由此成为新西兰政府的既定行为以及国家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次年，在科克总理的推动下，议会通过了一项反对核试验的决议。同年，“新西兰绿色和平组织”成立，这是新西兰的第一个环境保护组织。该组织随之派出船队前往法国的核试验区进行抗议活动，并在与法国军舰的周旋中发生碰撞。不断扩大的事态导致新西兰社会和政府的抗议升级，新西兰工会宣布将拒绝为法国货船装卸。一艘新西兰海军的护卫舰奉命前往试验区，舰上还搭载了一位政府内阁成员，以此显示新西兰政府的重视。不久，执政的新西兰工党政府提出了建立南太平洋无核区的主张和计划。新西兰的反核运动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一个小国在向核大国挑战。

在以后的10年里，新西兰社会上的反核呼声此起彼伏，到80年代初，全国已有400多个反核团体。但是，自1975年国民党执政后，新西兰政府的反核行动则处停滞状态，建立无核区计划被搁置。其原因是按照《澳新美同盟条约》，长期以来，有大量包括核动力舰只及配备核武器的美国军舰访问新西兰，以此显示两国间的同盟关系，而无核计划势必激怒作为盟国的美国，进而危及新美同盟关系。因此，政府以模棱两可的“既不确认也不否认”的态度对待美舰的到访。可是，新西兰社会对此则不认同。在1984年大选中，仅有国民党支持美舰对新西兰的无条件访问，而其他党派均提出反核主张，要求阻止美军的核动力舰只及配备核武器的军舰进入新西兰，并力主为此修改《澳新美同盟条约》的相关条款。

新执政的工党政府试图采取一方面支持国内的反核运动，另一方面在保全与美国同盟关系的前提下，积极同美国政府斡旋，希望美方能够本着理解与克制而不向新西兰派遣与核动力及核武器有关的舰只。但是，美国朝野反应激烈，对新西兰的反核运动及政府的态度大加抨击，其中不乏威胁的声音。以为反核仅是新西兰冲动行为的美国政府打算采取冷处理的方式来对待此事，以图此事不了了之，自行平息。1984年底美国宣布将派遣“布坎南号”军舰在1985年3月澳新美联盟“海鸥”I-85海军演习期间进入新西兰港口。“布坎南号”本是一艘常规动力驱逐舰，然而，新西兰政府则要求美方提供该舰的非核化证明。而美国的反应是断然回绝，新西兰因而随之拒绝该舰的访问。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布坎南号事件”。接着，新西兰政府宣布将于1985年7月通过反核政策的立法提案，禁止所有与核动力及核武器有关的军舰和飞机进入新西兰。

美国政府立刻意识到新西兰反核运动与反核政策的严重性，并担心这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因此，决意对新西兰采取高压措施以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它相继宣布了一系列惩治举措：取消即将进行的“海鸥”I-85海军演习；取消新西兰国防委员会对夏威夷的军事访问撤销预定在悉尼召开的澳新美联盟交流会议；不再允许新西兰军官前往美国军事院校学习与进修；将新西兰的军事采购级别降低到“友好国家”标准之下，等等。而其中最为厉害的做法是宣布限制向新西兰提供情报。

美国的做法令新西兰社会群情激奋，也使新西兰政府感到了压力而1985年7月的“彩虹勇士号爆炸事件”更使冲突激化。就法理而论法国的行为可被视为针对新西兰的战争行为，而与新西兰有同盟关系的美国和英国政府则对事件保持沉默，只有澳大利亚对法国的行径予以了谴责。这使得新西兰清楚地意识到现有同盟关系的局限性与脆弱性，进而导致新西兰社会的反核立场进一步强化，致使新西兰政府只能在非核政策的前提下与美国交涉相关问题。12月10日，新西兰无核区裁军和武器控制提案第一次提交议会，并以48票同意比30票反对获得初审权。

当新西兰无核政策进入立法程序之后，美国颇为尴尬和棘手。如继续施加过大的压力，可能产生反作用；而减轻压力却有可能引起别国纷纷效仿的连锁反应。再有，美国意识到新西兰的政策并不涉及美国的核心利益，对于美国的全球战略也不会造成实质影响。由于拥有可替代的澳大利亚海岸，因此，美国明白是否驻泊新西兰并不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安全政策构成不利影响。因而，美国决定以适当的妥协来化解事端以免节外生枝。联盟条约的模糊性被用于美国下台阶的路径：《澳新美同盟条约》既没有规定驻扎核舰艇的义务，也没有规定美国是新西兰防务的当然保护者。

1986年6月，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与新西兰总理D.朗伊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举行会晤。这场会晤看似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成果，但其作用则是可观的。其一，以双方的实质性妥协使冲突逐渐平息。美国的政策由警告和惩罚转为默认和回避；而新西兰则适时相应让步，表明并非禁止任何船只到访，仅是取决于到访船只在进入新西兰海域时能否出示未携带核武器或核装置的证明。其二，澳新美联盟出现了裂痕已是明显的事实——美国与澳大利亚之间保持着核联盟关系，而美国与新西兰之间则仅是常规联盟关系，新美之间的安全合作关系终止。此后，新西兰为了弥补这一缺失，积极加强了与澳大利亚的军事合作关系。

有学者认为，这场危机对于新西兰来说如同是一场独立战争。作为一个小国，整个社会不得不面对真正的考验，在超级大国的庇护与国家的独立自主之间二者选其一，新西兰人选择了后者，社会共识是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国际社会因此而对新西兰表示出尊敬与佩服。从此，旨在维护人类和平与安宁的无核化与环境保护逐渐成为新西兰国家形象与国际角色的标志之一。


二　西南太平洋岛国

（一）走向自治或独立道路

1.民族主义的兴起

太平洋战场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之一，为抗击日本法西斯势力作出了卓越贡献。战争期间，太平洋岛屿不仅成为盟军作战的后方，而且还成为埋葬日本侵略势力的重要阵地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在很多方面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事件。无论是英国还是其自治领或殖民地，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二战的影响与冲击。这种影响与冲击对于它们之间关系的调整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大洋洲人民中间引起了新的政治觉醒，促进了争取自治和独立的运动二战后，联合国方面的督促，加快了许多地区实现自治或独立的步伐这一趋势在该地区的反应是不平衡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太平洋岛屿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这不仅表现在战争的进程之中，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战后形势的变化方面。正是这些变化触发了这一地区民族主义的兴起。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一次打破了太平洋岛屿的孤立和宁静状态。如果说几个世纪以前西方殖民者让土著居民成为殖民牺牲品，那么，日军的入侵则让他们感到有责任保卫自己的家园。这种责任意识就是当地民族主义的最初萌芽。

第二，太平洋岛屿居民在战争这种特殊的环境下与西方人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合作。在合作中，他们不仅对西方人有了一种新的认识而且从西方人那里认知了现代文明。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战争期间，太平洋岛屿前所未有地受到外来势力的影响他们的港口被用于战舰停泊，沿岸地带驻扎有军队，内陆空旷地带被辟为飞机场。岛民在这些军事基地不仅有了一份差事，而且他们的传统产品如手工艺品、水果、建筑材料甚至个人服务也找到了市场。因而，对一些岛民来说，战争不仅给他们提供了尝试冰淇淋、啤酒、雪茄和罐装肉类食品的机会，而且也让他们接触到衬衫、毛毯、信号灯、电影、机械等现代文明社会的其他产品。在分享白人士兵的食品、友谊、慷慨、幽默甚至是危险的时候，岛屿居民第一次洞察到了生活的新的一面。

罗伯特·金是美国和平队的一名志愿者。在20世纪80年代，他去所罗门群岛收集有关太平洋战争的口述史料。吉姆·贝内特就是他的采访对象之一。吉姆·贝内特是一位名叫比尔·贝内特的游击队员的弟弟。他回忆说：“美国人在军需配给方面相当大方——他们说我们给他们提供过帮助，所以，他们就把食物分给我们，有时他们与我们交换草裙和雕刻。……在战争结束前，我在霍尼亚拉——这不像我曾经见到过的那样——所有的军人俱乐部、电影院……你可以昼夜坐车沿着大路到任何地方。……军人俱乐部——你可以在乐队伴奏下翩翩起舞，军队的护士是主要的舞伴。……我感觉危险已经过去。我们第一次学会去了解白人——与他们交谈，一起抽烟。”埃沙·希勒却谈到了战争对他本人及其伙伴的影响。“战争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人们的思想开放，视野开阔，思维敏捷。人们不再觉得了解新事物是件困难的事。”他补充说“他们开始需要新的事物”。所以，“美国人和他的盟军不独给岛屿带来了数以千计的物品和机械，而且还带来了他们的电影、娱乐以及一套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全面影响。”

第三，大战改变了岛屿居民的思想观念，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他们自愿接受了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的平等进步的观念。这种平等进步的观念对殖民统治的维护是一个不小的挑战。1946年，联合国大会决议将新几内亚由澳大利亚托管。在新几内亚的马努斯，由曾任警察班长的帕里奥·马劳特领导的改革运动就颇有影响。战争期间，帕里奥·马劳特在民事管理方面就曾发挥过作用。在战争接近尾声时，他对社会改革也产生了兴趣。1945年回到马努斯后，他发现那里的人们愿意接受改革。对他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鼓舞。美国人在该岛的出现唤起了岛民实现经济现代化以及要求与欧洲人种族平等的愿望。对于马努斯人来说，美国的占领是“没有戒律的时期”。在帕里奥·马劳特的指引下，马努斯人尤其是该岛的南部居民，渐次放弃了很多陈规旧习。他们建立乡村议事会来密切邻里关系；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来改善住房和乡村卫生等。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试图撇开澳大利亚托管当局而独立地处理这些事务。在帕里奥·马劳特等人的努力下，马努斯人在教育、健康医疗、农业、商业、水供应以及地方政府管理等方面都有了较大进步。澳大利亚纳税人也愿意资助这些变化，主要是感激战争期间巴布亚新几内亚给澳新军团提供的援助。至于帕里奥·马劳特，在因妨碍议事而遭拘捕之后，他采取了一个更加实用的步骤：敦促其伙伴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与托管政府合作而不是持抵触立场。这一态度的转变使得他在1951年提出的政策建议被逐步吸收到由托管政府控制的规划之中。

在所罗门群岛，1946年，在被解散的劳工团中产生了“马辛加统治运动”。该运动倡导土著社会更大程度的自治和提高土著人的社会福利，而这一思想的渊源多半是受基督教思想的熏染。教会的教义，尤其是以《圣经》为中心的南海福音派布道团宣讲的教义在马拉提亚很有影响，被证明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图。1946年年初，马辛加统治运动传遍了整个马拉提亚。年底，该运动开始传播到附近岛屿。次年8月，英国对马辛加统治运动的支持者进行了大肆逮捕，并在新的行政首府霍尼亚拉对他们进行审讯。这些岛屿居民被指控的主要罪行是推行恐怖主义和抢劫，审讯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月，结果有六人被判无罪，其余则被判为1-6年的苦役。1949年，艾里尔·西西里牧师写的相关宗教文献在马拉提亚地区广泛传播：“《圣经》说人生而平等，上帝平等地把爱赐予全人类，不论其肤色或种族如何”，“然而，所罗门群岛的法律似乎是两种不同的法律，一个是白人的法律，另一个是土著人的……他们从没有（向我们）表露过任何真正的友谊”。

二战的爆发与英军的败绩导致太平洋岛屿上的居民不再信任英国人，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得到他们的保护。但是当敌人来到时，他们全都撤退了……”相反，美国人却被证明在实现《圣经》中的理想。“当土著人的希望彻底破灭时，一丝新的曙光出现了。美国人到来，并且勇敢地投身于反击入侵者，并把他们驱逐出境，解除了我们的恐惧……在美国人到来之前，我们从不知道《圣经》中所讲的真正的爱和友谊。”

作为解放者和恩人，美国人赢得了土著人的尊敬。美国人向岛民提供了有关自由的新的和激励的信息，这对马来提亚地区的反殖民运动是一个鼓舞。艾里尔·西西里在文献中呼吁包括言论、宗教、需求和恐惧在内的四大自由。1950年12月，艾里尔·西西里甚至颁布《马拉提亚独立宣言》。但不久，他被捕并被指控犯有叛乱罪，“马辛加统治运动”随即跌入低谷。但毫无疑问，这是一次倡导自由和平等、对英国殖民统治表示不满和要求自治的民族主义运动。

第四，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英国的经济、军事力量受到严重削弱，加快了英国的衰落进程。英国的日渐衰落使得英帝国与自治领或殖民地之间关系的调整不仅成为必要，而且日益成为现实。战争使得英国的经济遭受了空前的损失。英国虽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胜利的果实却是苦涩的。正如科雷里·巴尼特所指出的，“‘胜利’不是英国得以保持其力量的同义语。德国（及其盟国）的战败，仅仅是英国的力量得以保持的一个因素，尽管它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虽然德国可以被打败但英国的力量同时也被耗尽。重要的不是‘胜利’本身，而是胜利后的形势，特别是英国所处的环境。”外交是以实力为其支撑的。战后英国外交深深地打上了丘吉尔“三环外交”的印记。在三环外交构想中，英联邦和英帝国的关系只是英国外交中的一环，而不是二战前的唯一一环。这表明自治领或殖民地在英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英国奉行的这种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客观上为自治领或殖民地走上自治或独立之路创造了条件。

第五，国际社会支持民族解放、民族自治或独立运动，这给包括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在内的宗主国或托管国施加了不小的压力，迫使它们作出顺应时势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西方殖民主义体系造成了很大冲击。战后，殖民地人民要求民族自治、自决乃至独立的呼声此起彼伏。《联合国宪章》对殖民地人民的上述要求给予了明确重申与支持。新成立的联合国为中小国家反殖民主义、呼吁民族独立提供了论坛。非殖民化因此而风行南太平洋。

由英国树立的非殖民化模式被新西兰第一个应用于西萨摩亚。后者于1962年1月1日取得了独立，成为战后大洋洲第一个宣布独立的国家。西萨摩亚的独立对这一地区的非殖民化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库克群岛的非殖民化的结果是1965年建立了完全的内部自治政府，并与新西兰政府保持自由的松散联系。在瑙鲁，尽管有英国的不情愿撤出和澳大利亚的反对，但是，在瑙鲁民族主义政治力量以及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这个太平洋最小的岛国于1968年赢得了独立。70年代是太平洋地区非殖民化运动快速推进的时代。斐济和汤加均于1970年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1974年，纽埃获得了自治，并同新西兰保持自由联系1975年巴布亚新几内亚正式结束了澳大利亚的托管，开始了自己管理国家的历史。1978年，所罗门群岛实现了独立的愿望。在非殖民化进程中，自身族群矛盾较多的吉尔伯特和埃利斯群岛干脆一分为二，前者于1979年独立，取名基里巴斯，后者于1978年独立，命名为图瓦卢。198年，英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最后一块殖民地——新赫布里底，实现了非殖民化，改名为瓦努阿图。至此，西南太平洋岛屿的政治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由于这一地区的非殖民化运动起步较晚，并且是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来实现的，所以，获得独立或自治的岛屿基本上都与原来的宗主国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2.选择自治或独立道路

从60年代起，西方殖民者有关太平洋群岛独立的观点和政策都发生了变化。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均打算让隶属岛屿走向独立或“自由联盟”，而法国却拒绝这样做。由于人口、种族、历史、政治发展等因素的不同，西南太平洋岛屿在非殖民化进程中，选择了不同的自治或独立道路，有的显得较为顺利，有的则一波三折。

第一，宪制改革——斐济式道路。在西南太平洋岛屿中，斐济是个特殊的政治实体。由于在其殖民和开发进程中，大量地输入印度契约劳工，所以，它成了西南太平洋地区唯一一个外来人口超过当地土著人口的群岛。正是受制于人口这一特殊而又敏感的因素，斐济的非殖民化进程显得较为曲折，其中斐济与英国的关系在宪法层面的不断调整以及斐济内部土著人与印度族人的利益均衡是这一进程中具有关键影响的两个重要问题。很显然，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是不能诉诸武力手段的，宪制改革便成了一条不得不走的路径。但是，我们知道，在斐济的多元种族社会里，宪制改革始终存在很大阻力。印度人以人数上的优势呼吁全民公决，而斐济人和欧洲人则坚持维护现状，这就决定了斐济的独立道路只能通过宪制改革在不同种族所作的贡献——斐济人的土地、印度的劳动力和欧洲人的资本与管理之间寻找平衡。

然而，印度族人口不断增长的趋势却让斐济殖民政府的困境一步步加剧。到1946年，印度族人口数量已稍稍多于当地土著人。1956年，印度族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49%，而斐济人只占43%。尽管人口数量存在差异，但是非殖民化进程还是以“种族平等”为原则。1958年，来自主要民族的三名非官方代表被引荐到行政委员会。1959年“大酋长会议”被允许选举五名斐济人代表（以前是由总督从大酋长会议推荐的名单中任命）。1960年11月，斐济总督建议对斐济宪法进行某些修改。三个月后，有关宪法修改的各种建议纷纷出台。最先作出反应的是斐济国内三个最有影响的种族：斐济人、印度人和欧洲人。这三个种族都基于各自的种族权益来设定宪法改革方案。斐济人要求维护自己作为主体民族以及在政治上的特权地位；印度人要求给予自己与其他种族同等的永久居住权以及其他方面同等的权利；而欧洲人则支持有限的权力转移，并且保护在人数上处于劣势的欧洲人的利益尤其是在斐济社会经济中的地位。

三个种族各恃其优势而提出的利己要求无疑给殖民管理者提出了新的课题：必须在殖民政策及管理方面进行调整，否则殖民社会就会陷入混乱和无序状态。曾在非殖民化年代里在尼日利亚供职的肯尼思·迈道克斯爵士总督对此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说：“在公众舆论前而不是落后于它作出一些调整是明智的。”他认为应从印巴分治以及后来非洲的独立运动中吸取教训，走有序的非殖民化道路。1963年，公民权扩大到包括斐济人和所有种族的妇女。内阁制政府的第一步——部长成员制也适时推出，由三个主要种族中各选出一名成员组成，负责通讯、社会公益事业和自然资源管理等工作。同年，立法议员的数量在增加，但仍维持官方代表的多数。同年，斐济人被给予直接选举“立法会”成员的权利。1964年，“会员资格制”被引入行政委员会。

1965年8月，斐济召开了制宪会议，试图谋求“更大程度的自治”本次会议达成一般协定：尚不应讨论独立问题，但是希望“朝着更大程度的内部自治方向推进”，并建立代表制，扩大选举范围（因为当时罗图马人、华人以及其他太平洋岛屿居民均没有选举权）。本次会议还在下列问题上达成一致，如取消任命制、采用选举多数制，给予少数民族以公民权，实行成人选举权等。但各方在选举的方法上仍分歧很大，印度人坚持在普选制基础上的单一选区制，而斐济人和欧洲人则坚持维护现状。最终，英国政府的妥协建议被三方所接纳。在新立法会议中，斐济族人印度族人和包括欧洲人在内的一般选民在议会中的代表人数分别为人、9人和7人。这种方案的主要特征是强调了种族差别。较之于印度人，斐济人在人员上稍占优势，而欧洲人无疑处于特权地位，其人口不足总人口的5%，在议会所占议席却高达27%。

60年代也是斐济政党建立的时期，而选举参与制的采纳使得党派政治活动日益组织化。斐济人联合党是在斐济人协会的基础上成立的，时间是在1956年。1963年，该党派开始体现较高的政治姿态，不仅要保护斐济人的土地所有权和酋长会议的地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确保斐济独立后的发展，主张斐济总理一定要由斐济人担任；在未来的任何立法议会中，斐济人一定要处在对所有其他种族的绝对多数地位。不过，到了1964年，该组织在坚持斐济人利益优先的原则下，承诺斐济走多元种族之路。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1965年，联合党已发展成为包括斐济人协会、一般选举者协会、穆斯林政治前线、华人协会和罗图马人会议等在内的政治组织。

斐济联盟党1966年3月12日成立于苏瓦。拉图·马拉在该党成立的新闻发布会上阐明了成立该党的必要性，即“联合起来管理自己，为我们的人民提供一个将是诚实的和稳定的政府形式，维护我们已有的制度；如果有必要去审视这些既存制度，我们必须随时应对。我们希望以一个所有的民众都感到满意的良好政府的形象屹立在世界面前”。该党的首要目标就是希望结束长期以来由于种族之间的矛盾而给斐济带来的混乱、灾难和痛苦的局面，但该党内的斐济人和欧洲人不愿意割断与英王室的保护关系，视完全独立是一个遥远的现实。

1966年，A.D.帕特尔领导的国家联邦党迫切要求实现享有完全自治领地位的独立国家。该党相信，脱离英国是斐济人和印度人坐下来磋商以解决困扰两个种族诸多问题的关键。1969年接替帕特尔任国家联邦党党首的S.M.科亚被证明是一个务实的人，因为他并没有一味坚持普选制，也未强烈要求选举自己的国家首脑。另一方面，国家联邦党也相机行事，认为采取稳妥的保护斐济人利益的立场和措施去赢得独立是切实可行的。

1963年建立的印度人国家联邦党则表现得较为开明。该党认可由斐济人担任国家元首，并拥有对危及斐济人利益的法律的否决权，但提议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政府。1969年晚期和1970年早期，有关各方秘密举行了一系列旨在争取独立的宪法改革会议。此举意在与会各方开诚布公，避免公众监视所造成的压力。最后制订的宪法文本既未交于全民公决，也没有经过议会讨论。1970年4月在伦敦召开的制宪会议确立了议席的分配方案：在27个地方议员中，斐济人占12席，印度人为1席，其他为3席。在25个全国议席中，斐济人和印度人各占10席，其他为5席。10月10日，斐济宣布独立。拉图·马拉为斐济第一任总理。

斐济的独立宣告了英国对其96年殖民统治的终结。总体来看，斐济独立的降临是较为平静的，没有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地方对外来统治者的极度憎恨和激烈的民族斗争。相反，斐济脱离与英国的殖民关系是基于一种信任和合作的姿态，并以宪制改革的方式来完成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斐济相对迟来的独立并非英国不情愿撤离，而是斐济各政治派别在朝着完全自治方向迈进的性质和速度方面存在较大分歧的结果。

第二，结束托管——西萨摩亚、瑙鲁、巴布亚新几内亚取得独立“尽管各种托管的名目不同，但是，托管国对他们负有责任的基本思想标志着一种日益发展的（尽管也许并非出自本愿的）认识：自决权不可能仅欧洲享有。”相比较而言，西萨摩亚、瑙鲁的自治道路较为平坦。19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新西兰在英帝国名义下对德宣战并占领了西萨摩亚。1920年，国际联盟委任新西兰为西萨摩亚的托管国。1946年联合国又把西萨摩亚作为新西兰的“托管地”。1954年，西萨摩亚开始实行内部自治。1962年1月1日，西萨摩亚获得了独立。它是战后大洋洲第一个宣布独立的国家。西萨摩亚的独立，对西南太平洋岛屿的自治或独立进程产生了示范和推动作用。

瑙鲁的独立之路反映了瑙鲁人管理自己事务的坚定信念。二战后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三国被指定为瑙鲁联合管理当局。根据三国政府达成的协议，有地利之便的澳大利亚代表三国行使管理权。在联合国托管制度下，瑙鲁的行政管理权由一名行政长官行使，他通过澳大利亚领地部长向澳政府负责。行政长官有权颁布命令，维护领地内的和平秩序及良好管理。1951年12月，瑙鲁进行了第一次地方政府政务会议的选举。地方政府政务会议由9名成员组成，接替原来的酋长委员会但它在实践中只起咨询作用，是行政长官的助手。1959年，瑙鲁地方政府政务会议宣称，在未来十年内，瑙鲁的最高目标只是实现内部自治1961年，三个托管国曾向联合国托管理事会提出一项把瑙鲁人迁出瑙鲁岛的计划，但遭到瑙鲁人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担心，一旦迁出，瑙鲁族将丧失作为一个整体生存的权利。瑙鲁领导人及其公众的愿望是早日结束托管，实现自治。

随着形势的发展，瑙鲁人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越来越感到不满。在公务员方面，瑙鲁人担任高级职务的寥寥无几。政治和行政管理工作上的这种地位曾引起瑙鲁人的强烈抗议，他们多次向联合国托管理事会提出申诉另一方面，瑙鲁地方政府政务会议的成立以及一些坚强的领导人如首席酋长蒂莫西·德图达莫和日后担任国家元首的哈默·德罗伯特的出现，激发了瑙鲁人自己管理内政的愿望。到1965年年中，瑙鲁成立了行政委员会和立法委员会。行政委员会由行政长官和行政委员组成。行政委员有委派的，也有民选的。立法委员会由行政长官任主席，包括九名瑙鲁族代表和五名官员，有广泛的立法权，但无权涉及防务、外交或磷酸盐工业问题。

1965年和1966年，联合国大会两度通过决议，声明瑙鲁至迟在196年1月31日独立。1966年，瑙鲁获得了自治权。然而，与英国磷酸盐委员会就磷酸盐工业的支配权问题举行的谈判，使争取独立的运动遇到了阻力。在接下来两年的谈判中，瑙鲁人坚持他们对磷酸盐矿拥有合法的所有权，因此不接受英国磷酸盐委员会的提议。英国认为，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三国与瑙鲁是在合作经营的基础上开采磷酸盐矿，而瑙鲁却提出三国只是被委托来开采矿藏的。瑙鲁领导人希望得到新西兰方面的支持，认为在三个联合管理国中，新西兰是对瑙鲁人的政治愿望持友好态度的一个国家。澳大利亚本来希望对瑙鲁保留某种方式的控制，但最后仍与其他两个托管国统一行动，在1967年11月同意了瑙鲁的独立1968年1月31日，瑙鲁宣布独立，成为在大洋洲托管领土中第二个取得完全独立的国家。

与西萨摩亚、瑙鲁独立进程相比，巴布亚新几内亚结束托管之路就显得较为曲折。由于日本的入侵，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内政管理被终止1942年4月，在莫里斯比港，澳大利亚在其军队中建立了“澳大利亚新几内亚行政管理单位”，目的是为这两个地区提供统一管理，防止该地区出现管理真空。在严酷的战争条件下，由于该管理机构与土著居民并肩作战，因而赢得了土著居民的信任，使之成为管理新几内亚事务的中心自那时起，这两个地方作为一个管理单位接受澳方托管。

1945年晚些时候，一个由J.K.穆雷领导的“临时行政管理当局”应运而生。1946年中期，“澳大利亚新几内亚行政管理单位”被取消。作为联合国的成员国以及《联合国宪章》的签字国，澳大利亚遵守“关于非自治地区宣言”的原则，对推动新几内亚地区经济、社会、教育等方面的发展作出了一些努力。1949年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了《新几内亚法案》，确认了在托管原则下对新几内亚进行治理的途径。根据该法案，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两个互相隔绝的地方实现行政上的联合，巴布亚前首府莫里斯比港成为联合领土的首府。澳大利亚作为管理当局，对该领土的社会经济及政治发展承担责任，管理当局把这责任委托给领地部长，由在堪培拉的领地部协助治理。领地内的地方行政职责则由行政长官担任，行政长官由总督任命。

《新几内亚法案》还对政府的决策程序作了一些规定。由九名官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无一土著）为行政长官提供建议和帮助。该法案要求建立地方政府委员会。通过该委员会，土著民族被给予解决当地问题的机会。委员会有权处理诸如道路、水资源、公共事务和社会性服务等地方性工作。到1966年，一共建立了125个地方政府委员会。

1951年，新几内亚成立了立法会议，旨在为影响托管地政府的事务向管理者提供咨询。1960年，立法会议重组，无论是欧洲人还是土著人都在此拥有更多的发言权。重组后的立法会议包括1名行政长官、14名官方成员、12名选举成员（其中6名为土著）和10名被任命的成员（其中6名为土著）。欧洲人是按照通常的方式来选举，土著人则采取间接选举制度，由364人组成的选举团代表50万土著行使权利。

1962年，一支以休·福特率领的联合国访问团对新几内亚进行了考察，并发布了澳大利亚管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报告，称之为《福特报告》该报告就巴布亚新几内亚实行自治提出三点主要建议：（1）由于经济稳定和自给自足是独立的重要的先决条件，因此，应由世界银行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形势作一客观、全面的评估；（2）应把大学和更高级的教育作为培养有潜质领导人的手段，这是“当务之急”。这样，土著人就可以在管理自己的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3）朝着“立即准备代表制议会选举”方向尽最大努力。议会将由白人和土著通过选举产生的100人组成报告还提出了其他方面的建议：如给予地方政府委员会在处理地方事务中的更大权威；建议土著应更广泛地参与更高一级的公务员队伍；发展教育；消灭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如白人和土著人之间存在不同的酒法和电影检察制度等。

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澳大利亚政府于1962年修改了酒法，废除了酒法中的白人和黑人区别对待的条款。1963年，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通过了有关扩大巴布亚新几内亚立法会议的权限和建立议会的决议。196年，在总共64名“国民议会”成员中，有54人是不分种族地从选民中直选产生。1965年，联合国再次敦促澳大利亚加快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转变”进程。建议澳大利亚（1）制订建立全区域内地方政府委员会的计划；（2）给予巴布亚新几内亚人参与最高级政府管理的责任；（3）巴布亚应有自己的国旗和国歌。1968年托管地瑙鲁成为完全独立的共和国，这对澳方是个不小的触动。同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国民议会“9名成员中，有84名是由直选产生的。到1970年，土著“部长”开始在责任制政府中行使一些部门的领导权威。

当巴布亚新几内亚人在国民议会中取得行政管理经验时，政党开始出现。这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民族政治意识不断成熟的表现。政党的出现必将推动巴布亚新几内亚民族自治进程。第一个建立有稳定群众基础的党派是巴布亚新几内亚联盟党（简称“巴布里新几内亚盟”）。该党积极倡导尽快走自治道路。1971年，又出现了另外两个重要的党派：赞成因为需要澳大利亚的援助而放缓自治步伐的统一党和人民进步党。1972年3月，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了全国选举。巴布亚新几内亚联盟党、人民进步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民族党在米歇尔·索马雷领导下正式组建联合政府。米歇尔·索马雷担任首席部长。在英国议会模式中，统一党自然成了反对党。澳大利亚管理当局随后把内政的全部权力移交给米歇尔·索马雷及其内阁。同年9月，国民议会决定巴布亚新几内亚将于1973年12月1日成立自治政府。然而，澳大利亚仍然控制外交和防务，直至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时为止。

最终取得完全独立依赖于国民议会中各个党派和政治派别在为新国家提供法律制度而制订的宪法方面达成一致。现行宪法于1975年月15日制定，同年9月15日生效。9月16日，巴布里新几内亚正式独立。米歇尔·索马雷担任首任总理。

第三，结束共管——瓦努阿图建国。鉴于新赫布里底群岛存在英法共治的独特的政治历史，人们有理由相信非殖民化运动必将增加这两个共管势力之间的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赫布里底群岛的港口一度成为美国海空基地。大战结束后，由英法两国的高级专员组成联合行政委员会，恢复对新赫布里底的共管。英法两国还在此分别建立了各自的行政管理处，拥有各自的警察和监狱。英法两国国旗、国歌和英法两种语言在新赫布里底同时使用。从60年代开始，英国对待新赫布里底与其他西南太平洋岛屿一样，对岛屿选择自治——独立的发展之路采取了较为宽容或妥协的立场，而法国则视新赫布里底任何形式的自治为自己海外殖民地解体中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张牌，因而反对并且阻止权力的转移。

共管模式意味着非殖民化进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当1957年咨询委员会成立时，英国人、法国人和新赫布里底人各有四名当选。整个6年代，咨询委员会的非官方成员逐步增加。从1964年起，新赫布里底的代表人数就等于英法两国代表人数的总和。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尽管没有正式的权力，但该委员会通过对立法草案和共管财政等方面提出建议而逐步扩大它的影响。土地问题也日渐显出并成为60年代新赫布里底的焦点问题。1963年，新赫布里底土著人成立了第一个政党——乡村党。该党主张收回土地和实现民族独立。

1971年，新赫布里底民族党宣告诞生。该党由一批受过西方教育并且志在保护和推动当地文化、视土地为任何文化发展核心的新赫布里底人组建。从1971年首次抗议土地割让起，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就不断触及新赫布里底人不满的根源，而且将努力引向取得独立方面。在他们看来，独立是保护新赫布里底传统文化的唯一途径。起初，新赫布里底民族党以城市为基础，其领导成员都是在政府或教会担任职务的人。从70年代中期起，该党将其影响扩大到农村或基层。1974年，该党出台了新的土地政策，核心内容是实现土地国有化以及将土地出租给外国人经营。1975年，该党在全国性选举中赢得多数。

1977年1月，新赫布里底民族党更名为“瓦努阿库党”。11月，宣布成立民族临时政府，并有效地控制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民族临时政府不仅反对对独立持一贯抵触立场的法国政府，而且也反对英国政府。尽管英国政府与法国政府的立场有所不同，但在民族临时政府看来，前者还是在保护它与欧洲盟友的关系而非真心实意地支持新赫布里底人的独立事业。

由于英法殖民政府以及新赫布里底民族临时政府的同时并存，教会和党派与各自所拥戴的政府联合，这无疑给美拉尼西亚人在政治问题上的统一造成很大困难。但是，在公众示威、街头暴力以及民族临时政府不断施压的情况下，殖民共管势力别无选择。1978年4月，英法同意新赫布里底独立。1979年11月，瓦努阿库党赢得了议会39个议席中的2个。沃尔特·利尼出任总理。1980年7月30日，瓦努阿图宣布独立。

第四，分而治之——吉尔伯特和埃利斯各自独立。在非殖民化进程中，吉尔伯特和埃利斯这两个群岛选择了分治，建立了各自的主权国家有意思的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两个群岛实现了联合，而结束殖民统治时却出现了两个自治或独立的实体，从而违背了英国的意愿。

50年代晚期，吉尔伯特和埃利斯群岛的政治形势较为平稳。196年，吉尔伯特和埃利斯群岛诞生了一部新宪法，并出现了第一个咨询委员会。1964年建立了享有立法权的执行委员会。由于对参加该委员会的成员有语言条件方面的限制（英语熟练），所以吉尔伯特人和埃利斯人中有资格胜任此职的只有当地的公务员。该委员会中虽然有四位岛民参加，但它受制于常驻高级专员，是殖民统治的工具。埃利斯岛民虽占总人口不到15%，但在高级公务员队伍中，他们却几乎占了一半。埃利斯岛民视自己为进步的、开朗的和渴望抓住西方化机遇的力量，而视吉尔伯特人为文化上保守的、人格内向以及崇尚暴力的群体。吉尔伯特人对埃利斯人的看法也同样糟糕。他们谴责埃利斯岛民放弃自己的传统文化，为了进步而去巴结外国人，并对埃利斯岛民获取大量的教育机会以及在政府部门任职和从事磷酸盐矿开发业务感到不满。正是对这种形势的不满，1965年，一些公务员组成了吉尔伯特民族党。

社会的变化与发展不仅表明了吉尔伯特人和埃利斯人对他们各自族群和祖国岛屿的忠诚，而且暴露了两族之间越来越大的裂痕。朝着自治而在宪制上迈出的新的重要一步就是60年代中期成立的众议院，它由19名吉尔伯特人和4名埃利斯人组成。由于受到严格的争论规则的限制以及对使用英语的要求，众议院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只持续了短短三年时间。这一时期更为重要的变化是两种文化之间竞争优势的转化。人数上占优势的吉尔伯特人主张在奖学金和就业方面实行种族配额制，这让埃利斯岛民似乎从中看到了自己惨淡的未来，从而在他们当中出现了“自治前分离”的立场。

1969年，在殖民政府的倡议下，成立了有关宪法改革的选举委员会宪法改革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回到威斯敏斯特模式。立法委员会的成员大都由选举产生，而行政委员会则由被任命的政府官员组成，各部大臣由总督任命。为了消除埃利斯人与吉尔伯特人在代表人数组成方面的竞争，规定凡是由这两个种族组成的岛屿，不论大小，在议会中至少都有一名代表。这种规定虽然让埃利斯人在议会的代表人数增加至8人但吉尔伯特人在议会的代表人数还是超过了埃利斯人。

1970年，吉尔伯特和埃利斯群岛的人口约5.5万人。埃利斯群岛的居民住在一群小岛上，担心受到数量上占优势的吉尔伯特人的统治，因此并不希望与后者一起获得政治独立。当殖民当局于当年提出一部新宪法时，埃利斯人立即表示反对，因为新宪法规定，拥有约4.7万人口的吉尔伯特群岛，在新议会中占有19个席位，而约有7000人口的埃利斯群岛只占4个席位。伦敦方面对在这两个族群之间出现的分离迹象似乎缺少办法，便任命了特殊专员来负责研究和处理这两个族群的分治问题。全民公决似乎是唯一的选择。1975年10月，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有关这两个群岛的政治前途的全民公决如期举行，结果有92%的人赞成分治。1976年1月，分治协议正式生效。这就意味着分治的每一方都可以走上独立之路。1978年6月，埃利斯群岛（改名图瓦卢）实行完全自治，10月1日宣布独立，由陶阿利皮·劳蒂出任总理。图瓦卢承认英国女王为国家元首。独立之初，图瓦卢有人口7200人，陆地面积仅25平方公里。图瓦卢的立法机关只有12名成员。由于不存在党派，总理由议会成员选举产生，各部大臣由总督根据总理的提名来任命。而吉尔伯特人也于次年取得独立，改名为“基里巴斯”。

第五，所罗门群岛的独立之路似乎有别于其他岛屿，我们姑且称之为“所罗门之路”。如前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动了所罗门群岛政治运动的发展。建立地方委员会的活动是由战时在马拉提亚开展的“马辛加统治运动”的领袖们发动的。这场运动使管理当局开始认识到，把政治权力移交给岛民是一个明智之举。于是，他们在整个保护地减少了指派的乡长数目。各区的主要官员也不再从前保安队人员中吸收，而是根据职务之需选拔合适人才。到1950年，英属所罗门群岛保护地的大部分岛屿，都已建立了自己的地方委员会。地方委员会使分布极广的人民结合在统一的政治组织下面。到了1952年，大多数原来的民族运动领导人都因减刑而从监狱被释放出来。在这种背景下，西太平洋高级专员来到马拉提亚了解情况，当地土人向他提出要有他们自己的一位“头人”并给予马拉提亚自由等要求。高级专员建议成立一个马拉提亚议会，由议会选举的头面人物当主席，但该主席须在公众面前宣誓效忠英国女王，承认政府的权力并和地区官员合作。这个建议得到岛屿土人的同意。这样，马拉提亚就成立了由萨拉纳·加亚任主席的议会。

1960年，整个保护地分别成立了立法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196年，举行了所罗门群岛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间接选举。自此以后，立法委员会便由依据职权而产生的委员3名、官方委员8名、民选委员8名和提名推荐的非官方委员2名组成。执行委员会则由10名委员组成，均由高级专员从立法委员会中指定任命的。两年后，所罗门群岛举行了第一次全民选举。各方商定，立法委员会中的民选委员由原来的8名增加到14名，又规定追加提名推荐委员2名。执行委员会由高级专员从立法委员会中指派8人组成，其职能是就某些重大决议事项向高级专员提供意见。

尽管如此，所罗门群岛的文化多样性以及地理上的分隔使得政治意识的传播相当缓慢，除了极少数人有着西方教育的背景和在殖民时期的地方管理部门有过短暂的任职经历外，几乎没有什么人了解西方的政治制度。正因为如此，几乎所有的行政决策和司法方面的举措都与政府官员保持一致。所罗门群岛居民因不精通议会运作程序而作用有限，绝大多数时候只是局限在涉及当地问题和抱怨椰干价格等。然而，到了6年代末和70年代初，被选举的官员在政府决策中却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在集体负责制方面却鲜有进展，原因是所罗门群岛的政治家视自己为殖民政府的反对派。在殖民地官员看来，议会体制似乎与以个人和部族为基础的所罗门政府不相适宜，他们希望推行一个以一些委员会而不是部长为基础的政务会议来克服这些困难。这种新制度被普遍地认为是使民主政治适应于美拉尼西亚传统方式的一种有远见和真实的尝试。

1970年，所罗门群岛成立了统一的政务会议，下面分设若干执行委员会，分别管理财政、社会服务、土地和自然资源、交通和公共工程以及内政。政务会议由高级专员主持，政务会议作为立法机构开会时，高级专员可以自行指派一人代表他参加会议，这与它作为行政机构开会时有所不同。作为行政机构，它的会议是秘密的。政务会议通过的法案，高级专员有权批准或不批准，或者保留批准或撤销该法案的权利，等待英国女王来决定。此外，诸如防务、外交、内部安全、警政及人事制度等一律属于高级专员的职权范围，而且在处理这些事务时，高级专员不必征求政务会议的意见。新政务会议大部分成员是经过普选产生的，任期三年。

尽管各执行委员会开始行使其管理权限，但此时所罗门群岛的政治形势仍然一团疑云。所罗门群岛在未来宪法中的地位仍缺乏明确指向无论是被选举的官员还是殖民当局都没有公开谈论独立问题，他们都担心独立会导致英国终止对所罗门群岛的援助。但是，在新西兰与库克群岛之间就后者的完全自治以及未来独立的谈判中，新西兰政府将继续给予援助的承诺多少打消了所罗门群岛政治家们的疑虑。

由于对高级专员辖制下的委员会体制运作的失望，所罗门群岛决心走独立之路，而威斯敏斯特体制又重回所罗门群岛的政治轨道。政务会议被重组为立法机构，所罗门·马马罗尼被选举为首席部长。马马罗尼即位后的形势发展表明，英国已下决心让所罗门群岛走独立之路。经过系列谈判，双方于1975年5月达成协议。根据协议，所罗门群岛将于当年年底实现自治，并在未来12-18个月内走上独立之路。事实上，所罗门独立所花的时间是拟议中的两倍。1975至1976年间，在一个委员会的工作下，所罗门群岛的宪法结构基本得到解决。在这部广泛采纳威斯敏斯特模式的宪法中，也作了局部反映所罗门群岛当地需要的修改所罗门群岛选择了议会民主制。英国女王为国家元首，女王的代表——总督由议会选举；实行一院制议会，总理由议会选举并从议员中产生。

在走向独立的进程中，所罗门群岛所遇到的关键问题是独立后的财政安排、公民权、土地所有权以及所罗门群岛西部的分裂主义力量对国家统一以及独立的威胁。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或阻力，但英国政府在所罗门群岛非殖民化进程中还是采取了积极的合作态度，使得殖民地人民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去接受这些挑战并创造条件去实现自己的目标。1976年，英国承认所罗门群岛“内部自治”。1978年7月，所罗门群岛终于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宣告独立。

第六，主权移交——汤加独立之路。在非殖民化进程中，汤加算是最没有悬念的一个。这与汤加存在完整有序的传统管理制度有着很大关系。20世纪初，汤加与英国就签订了友好条约。在1958年和1968年对条约进行两次主要修改后，汤加取得了内部事务的自治，而英国仍对汤加的国防和外交事务负责。根据1968年双方修订的条约，汤加需在英国派驻一个代表机构，其地位相当于英国派驻汤加的专员。由于强烈的文化个性以及君主的统一力量，汤加从未失去在19世纪建立稳固政府时就已显露峥嵘的民族主义。世界范围内的争取民族独立或自治的运动使得汤加人非常渴望拥有自己的完全主权。他们要求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特别渴望获得政府要害部门的职位，这些职位一般由欧洲人占有。为了满足人民对独立的渴望，陶法阿豪国王于1969年11月宣布汤加希望在1970年获得独立。如汤加人所愿，1970年6月4日，英国把全部主权归还了汤加。由于汤加仍留在英联邦内，汤加驻英国的专员和领事成为汤加的高级专员，英国驻汤加的专员和领事也成为英国的高级专员。

到了20世纪80年代，除少数岛屿由于人口、面积或历史的原因仍处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政府的所辖之下，英国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绝大多数殖民地或附属地都走上了自治或独立的道路。这些取得自治或独立地位的岛屿国家均无一例外地留在英联邦大家庭之内，这表明英帝国的影响不可能一下子消除，并且对这些英联邦新成员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继续产生影响。英国殖民统治的结束，翻开了太平洋岛屿国家历史新的一页，也使得这些国家的发展面临一个全新的政治环境。

（二）国家建设与发展

1.政治：游走于现代与传统之间

在很多人看来，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水平，政治体制的属性与特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契合现代化的水准？多数人的观点是，威斯敏斯特体制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尺，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表明，威斯敏斯特体制尽管在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获得了成功，却并非是政治现代化的唯一途径或标尺，因为在亚洲的一些国家，威权政治同样体现了代表的选举制和管理决策程序的民主化等，并在促进所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如何看待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的政治体制呢？既然我们用“边缘”一词来概括这一地区现代化的特征，那么，这种特征在政治体制方面又是如何体现的？

首先，岛屿国家披上了西方民主制的外衣。

尽管现代化各种理论广受批评，但是它们仍然被人们所津津乐道西方人的一些政治思维在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很有市场甚至处于主导地位，正因为如此，对于去殖民化的“新国家”（'new states')来说，效仿其宗主国被认为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必要步骤。

由于殖民地新兴民族力量的软弱和大英帝国利益需求的缘故，西南太平洋岛屿殖民地在获得了政治独立之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沿袭了威斯敏斯特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架构是建立在党派政治基础上的议会制而议会制的基础则是选举制。在一些新独立的岛屿国家中，议会制度以两院制或一院制的形式而存在。

西南太平洋岛屿在取得自治或国家独立后，都留在英联邦大家庭内，但与宗主国宪政上的关系不尽相同。它们有的仍奉英女王为国家元首；有的沿袭古老的政治传统，如国王制；有的则干脆选举自己的国家元首（实行总统制或元首制）。

承认英国女王为国家元首的岛屿国家或属地有所罗门群岛、图瓦卢、巴布亚新几内亚、库克群岛、纽埃以及1987年前的斐济等。上述国家或属地的宪法都规定独立后仍为英联邦成员，保留英女王为国家元首。女王的代表或是总督，或是高级专员。不管女王的代表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其共同点就是他们对所在国家或属地的影响在逐步地减弱，其影响多半是象征性的或程序上的。如1986年6月图瓦卢修改宪法，总督就失去对政府所提建议的否决权。在上述国家或属地，首相或总理由议员选举产生，然后报女王的代表正式批准。首相或总理为内阁之首，内阁对议会负责。

基里巴斯、瑙鲁、瓦努阿图等群岛在取得民族独立后，便建立了共和国，选择了总统制，但仍是英联邦大家庭中的一员。在实行总统制的国家里，总统产生的方式和享有的权力千差万别。在基里巴斯和瑙鲁，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基里巴斯总统由议会提名，经公民投票产生，任期四年，连任不得超过三届。基里巴斯的内阁称部长委员会由总统、副总统、部长和检察总长组成，这与惯常的以总理或首相为首的内阁制有所不同。瑙鲁总统也是由议会选举产生的，但总统兼任外交公共事务、投资、工业、建设、住房和民航部长等。瑙鲁人认为总统的双重身份是合理的，因为国家小，没有必要分设总统及内阁总理。总统按照他的双重身份，行使宪法赋予的职权，如批准内阁或任命阁员担任各部部长，主持内阁会议等。瓦努阿图宪法是1979年制定的，1980年生效。宪法规定：总统由议会和地方委员会主席组成的选举团选举产生任期五年。立法权归议会，行政权归部长会议（内阁）。总理由议会选举产生，内阁部长由总理任命。

萨摩亚实行元首制。该国宪法规定国家元首由议会选举产生，任期五年。第一任元首为终身制。除元首外，还设立代表委员会，委员不超过三名其职能是一旦元首出缺或不能行使职务时，该委员会将代行国家元首之职。

实行国王制的要数汤加。汤加现行宪法是由国王乔治·图普一世于1875年颁布的。宪法规定汤加实行君主立宪制，政府由国王统辖的枢密院和内阁、立法院、司法部等三部分组成。现任国王陶法阿豪·图普四世是在1965年12月16日继承王位的，并于1967年7月4日登基在汤加，国王被认为是始祖嫡系的后裔，而全体汤加居民都是这同一始祖的后代，因而都是国王的亲族。汤加的政治统一是建立在对族长忠诚的基础上的。各个酋长对他们的传统职责也能自觉遵守。汤加国王掌握军政大权，其权力要远远大于欧洲的立宪君主。议长、内阁大臣和外岛的两名行政长官等高级官员以及地方官员均由国王任命。国王有权决定何时召开立法会议，并且享有立法议案的否决权。

众所周知，议会制度发端于西欧。议会制度是建立在政党制度之上。换言之，议会是平衡各党派政治利益的场所。西南太平洋岛国都采用了英国的议会制度，这是英国殖民制度的遗产，也是殖民地人民在经过不同形式的斗争之后参与国家立法和管理工作的重要方式。由于政党基础薄弱，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尽管照搬了英国的议会制度，但多数岛屿国家都实行一院制。在一些国家，国家元首也是议会成员。这样一来，议会就不仅仅是个立法机构，而且还是一个权力执行部门。

多党制是实行两院制议会的前提，但多党制的国家并非一律实行两院制。如瓦努阿图就实行一院制议会，每年只有两次例会。不过，应多数议员、议长或总理的请求，议会可举行非常会议。在多党制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也实行一院制议会。在岛屿国家中，只有斐济实行两院制议会——众议院和参议院，两院任期均为五年。议案由众议院讨论通过参议院认可后，交总统签字，并从政府《公报》公布之日起生效。众议院是斐济最高立法机构，有71席，其中民族议席46席（斐济族23席、印度族19席、罗图马岛人1席、其他族3席），按各自民族选区分别进行选举。除民族议席外，余下25席是开放议席，分选区但不分民族自由选举产生。每五年举行一次大选，获议席最多的党派组成多民族党派联合政府。拥有10%以上众议院席位的党均有权参与组阁。参议院有32席其中14席由大酋长委员会提名，9席由总理提名，8席由众议院反对党领袖提名，1席由罗图马岛酋长理事会提名，最后都须经总统批准，总统不参与提名。斐济是一个由总督制到总统制的国家。现任总统由大酋长委员会任命。

总体来看，在西南太平洋岛屿地区，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议会制，均存在名不副实的现象。其一，议会的召集或解散不是取决于该机制正常的运转程序，而是依赖于国家元首的个人意愿，议会成了个人操控权力的工具，甚至成为某个权力家族的聚会场所。其二，议会反对派要么不存在，要么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众所周知，议会运转的一个重要体现或特征就是反对派的存在。但在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反对派难有立足之地，这并非由于反对派自身存在问题，而是在很多人看来，它的存在本身就违背了岛屿国家传统文化中所倚重的集体一致的原则精神。1999年太平洋岛屿国家的政治家会晤后发表了一份有关太平洋岛屿议会的报告，对议会反对派概念的含混与矛盾之处进行了澄清：

“本届会议有关议会民主的反对派角色的热烈讨论显示，很多太平洋文化并没有领会议会反对派的性质。与会者一致认为，一个强大的反对派对一个健康民主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普通民众对此理解却有很大的困难。这种困难的很大一部分源于这样的事实，即在很多太平洋文化中，事情总是按照一致认可的方式来进行的……特别是在波利尼西亚，领导权是酋长的特权，甚至是对有酋长背景的政治领导们决策的合法批评都被认为不仅是对有关个人而且是对他或她所代表的那个地区、组织、部落或氏族的不尊重。”既然集体一致是传统文化所崇尚的原则，维护酋长的权威地位又被视为天经地义，那么，民主原则下自然出现的不同观点甚至争执就很容易给一致原则带来麻烦，这是岛屿传统文化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以体现民主原则的议会制如要存在下去，就必然以一种非正统的或异样的形式来体现。

与议会制存在密切相关的便是选举制的推行。尽管一些岛屿在赢得民族独立之前，就实现了选举制，如从1929年起，斐济就将投票权给予所有成年印度族男性，在20世纪60年代，又把选举权赋予所有不同种族的妇女（这一点领先于瑞士10年），但从结果来看，选举制推行得很不理想。在绝大多数岛屿国家，政治党派的选举不是基于意识形态或经济政策，而是基于对部落的忠诚、亲缘关系、个人品质甚至宗教因素。一些国家在取得民族独立后，其政治体制运转得并不好。如巴布亚新几内亚在1975年取得独立后，采用了“一轮通过”投票制，即在唯一的一轮选举中获得票数最多的人即宣布获胜。如在2002年选举中，有3000名候选人竞选109个席位。也就是说，一个政治家获胜的票数可能不及总票数的10%。

这种选举制度看上去很民主，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这样的政治游戏，但简单多数获胜的人所代表的仍然是少数，它与民主制度所体现的多数原则相违背，因而被指责为浪费政府的支出和官方腐败。除此之外，西南太平洋岛屿地区还存在一个普遍现象：那就是妇女的社会和政治地位的低下，广大女性得不到平等参政的机会，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就不存在性别代表权的平等。该国妇女人口占总人口一半左右，但在议会中很难发现妇女代表的影子。这与威斯敏斯特体制主张不同利益和观点的群体具有平等代表权的民主原则相违背。由此可见，选举制在不同的国家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着，甚至某些时候还得到一些国家政府的重视，但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使得选举制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形式，与平等意义上的选举制所体现的广泛参与性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其次，传统精英势力以及公众力量左右政治属性及其发展。

既然民主政治徒具其形，那么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的政治灵魂就必然是传统的酋长制。斯坦福大学研究亚洲及太平洋当代问题的专家杰弗里·M.怀特和拉蒙特·林德斯特姆曾对太平洋岛屿国家的酋长制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考察。他们一致认为，“酋长”一词已经成为太平洋地区各种不同的传统领导权类型的共同注释。他们把酋长解释为从当地传统文化中取得其权威和影响的政治领袖。在他们看来，这一地区的酋长可以划分成三种类型：代表国家的酋长，作为国家领导人履行其职责，如汤加；作为国家的中间人以及地方上的掮客，施行国家控制并提供国家服务；作为地方群体和希望的代表来反对国家的酋长。

从上述的研究结论中可以看出，尽管酋长的类型或者扮演的角色层次有别，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拥有的特殊地位与权力是毋庸置疑的。酋长这种几乎不受挑战的地位与权力是族群社会传统文化的产物，而西方殖民者利用当地人管理当地人的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酋长的这种特殊权势。在殖民时期，土著政治领袖们时常在殖民政府和管理机构中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如斐济，酋长们在1914年就被任命为立法会议的成员。而在取得民族独立之后，以族群松散联合为基础而产生的国家单位更是将酋长权力程式化和合法化。尽管该社会存在一定的社会流动性，但是，酋长在现代民主体制下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仍然是殖民后时期斐济的一个主要政治问题。在汤加，19世纪的宪制改革见证了由于采用基本的法制原则而使当地酋长的专制权力受到了一定的遏制，但当小酋长失去其绝大部分权力时，君主以及被挑选的贵族却在宪法中获得了高度的特权地位。有关重要的决策从不会在超过一次的会议上由酋长们作出。汤加社会精英所采取的专制态度似乎与该国长期存在的一种政治秩序相吻合，这种政治秩序就是以平民对酋长权威不受怀疑的服从为特征的。在西萨摩亚，1948年成立的“全国立法会议”增加了国家层面政治参与的机遇，但是，投票权被限定在玛他伊（即酋长）阶层。这种制度在1962年西萨摩亚取得独立时仍然有效，直到1999年普选制最终实现为止。尽管如此，候选资格仍然是酋长的特权。以酋长为代表的传统贵族势力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在政治上选择了保守主义，“保守主义因此与传统性相联系在一起，意味着在一个信仰的框架内构成了某种均衡（或者社会实践与信仰之间的均衡）。从其神圣性和古老性的角度而言，传统主义抗拒变革”。

政治制度往往是以个人的权力或意志来体现的，但如果就此认为政治制度是由个人意志或愿望来决定的，那就大错特错了。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的基础是那个社会的公众文化或民族文化。也就是说，政治制度是以民族文化为根基的，而“文化从来不会完全屈服于新的事物，不管社会革新的影响多么巨大。传统对现代化的不同反应解释了新兴国家中政治形式的诸多差异”。一个民族在其演化过程中，其对政治制度的选择一定是出于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爱护与弘扬，没有哪个民族会乐意选择否定自己传统文化的政治制度。虽然在殖民时期，岛屿居民受到了西方文化的侵染，而在以后时期，岛屿居民，尤其是年青一代，对外面世界抱着一种较为开放的态度，但这些外来文化如同调色剂一样，不会对岛屿地区的传统文化这一底色或主色起到颠覆性作用。此外，岛屿国家虽然存在相当数量的外来移民，但就其本质而言，它们都不是移民社会。土著居民仍是这些国家的主体民族，是这些国家选择政治体制的中坚力量。其他少数民族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如经济领域产生一定或较大影响，但在政治方面始终是一个弱势或边缘群体。由此可见，当传统精英势力与一般公民力量因利益趋同而形成合力时，任何外来的文化势力是很难对传统社会制度产生威胁的。

最后，政局不稳仍是多数岛屿国家的共同特征。

20世纪80年代前，西南太平洋地区给人们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和平与稳定。但自80年代末期以来，政局不稳成为这一地区多数国家的共生现象。进入21世纪，这一现象似乎更加加剧。概括起来看，这一地区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不稳定现象。一是选民对政府的不信任，造成政局动荡。如2006年4月19日，所罗门群岛因议会选举而发生骚乱。数千名示威者前往霍尼亚拉的议会大厦、总理府和中心商业区等地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新当选的总理斯奈德·里尼下台。街面出现多次打砸抢事件，唐人街由于距离议会大厦较近而损毁严重。二是部族或种族关系较为紧张，造成流血冲突。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布干维尔省，1988年至1997年的持续武装冲突摧毁了村庄，并使数以千计的人失去生命。在该国的其他地方，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族群冲突。在所罗门群岛，两个主要族群于1998年就兵戎相见，并致政局不稳。2000年发生的政变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无效的和平协定导致了该国经济崩溃以及法律和秩序的恶化。由于无力向所有公民提供安全保障，所罗门群岛被一些观察家贴上了“失败”（failing）国家的标签。2003年7月，一支由澳大利亚人领导的2000余名警察和军事人员组成的干预力量前往所罗门群岛，以稳定那里的局势。斐济是西南太平洋地区一个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但较为发达的经济并没有给本国居民带来和平与安宁的生活。自1970年宣告独立后，斐济国内深刻的民族矛盾未能得到有效化解，结果导致多次军事政变。如2000年5月19日，七名武装人员闯入议会大厦将印度族首位总理乔杜里以及内阁部长、议会领导人等八人扣为人质并宣布成立新政府。2006年10月7日，斐济武装部队总司令姆拜尼马拉马向恩加拉塞总理下达最后通牒，让他在三周之内撤销有争议的法案，否则就将被赶下台。11月30日，斐济军方发出24小时最后通牒，威胁要对政府进行“清洗行动”。12月5日，斐济军方发动政变，恩加拉塞总理遭士兵软禁。2月6日，恩加拉塞及其夫人被迫离开首都苏瓦，回归故里。政局不稳的现象似传染病一样波及其他国家。如曾经以富裕和稳定而著称的汤加近年来也状况迭出，群众示威游行活动不断，传统王权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考察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的政治文化后，人们发现，体现氏族部落特色的酋长制仍是岛屿国家政治体制的根本所在。由于各岛屿国家部族众多且具有一定的自治倾向，所以，无论是殖民前、殖民阶段还是殖民后时期，基于各部族之上的统一权威尚未也很难真正地建立起来。在殖民时期，这种较为分散的部族势力却在客观上有利于西方殖民体制的建立。西方国家长达一个甚至几个世纪的殖民统治给这一地区打下的烙印是深刻的，其中引人注目的便是威斯敏斯特体制在这个传统势力极强但又没有抱团的地区扎下了根。但发人深省的是，这里的土壤似乎没有为它的生长提供充足的养分，传统的贵族势力不愿意别人从他们的权力中分一杯羹，而普通民众也不愿从本质上去动摇这种制度。于是，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幕独特的画面：西方民主形态包裹下的传统政治体制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号召力。

2.经济：艰难转型与缓慢增长模式

殖民时期，西南太平洋各群岛的政治关系塑造了它们的殖民地型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岛屿殖民地不得不向有隶属关系的宗主国提供原料，后者自然担当向前者供应制成品的角色。二战后，随着自治进程的加快，西南太平洋各岛屿依托实际环境制定各具特色的发展方案，尤其在取得民族自治或独立后，这些新的发展方案的实施确实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好时机。新的民族国家政府在不断稳固政权的同时，把发展民族经济放在突出位置。在延续以农业、林业、矿业和渔业为支柱产业的传统经济模式的同时，力图通过技术创新来挖掘这些产业的潜力，并且鼓励新兴产业的发展，走多元产业发展道路。

（1）传统经济模式仍在延续

以农业、林业、矿业和渔业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是绝大多数西南太平洋岛国所遵循的经济发展模式。就岛屿经济的运作来看，这种经济模式是以自然资源来支撑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总量的大小都取决于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程度。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市场经济中，岛屿国家的经济无论其规模、产值还是其技术附加值，都处于缺乏竞争力的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又强化了这些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优势地位。

A.农业是太平洋岛屿国家传统的基础产业。农业的主导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事农业的劳动人口是劳动力的主体，一般都在半数以上。农业是斐济基本的经济活动，有55%的劳动力从事于农业生产。汤加全国80%的人口为农业人口，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7%。而在所罗门群岛，20世纪90年代以前，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近年来，农村人口又呈上升趋势，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高达90%以上。

第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农业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经济中的支柱，这种状况长期以来没有什么改变。2001年，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汤加有土地70万英亩，其中适宜农业生产的就有50万英亩。在所罗门群岛，耕地面积占土地面积的25%-30%，农业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农业是汤加经济的支柱产业，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西萨摩亚是个农业国。它的四大农作物是椰子可可、香蕉和橡胶。西萨摩亚政府在制订经济发展计划时，把农业放在重点发展位置，其主要措施是逐步扩大椰子种植面积。农业是瓦努阿图占优势的产业。农作物大部分种在沿海平原。主要的经济作物为椰子可可和咖啡。

第三，农产品是主要的出口商品。斐济是个典型的以农业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1958年，斐济农产品的出口占全年出口贸易总额的85%其中蔗糖和糖浆就占到63.75%，椰干和椰干制品占19.93%，香蕉占1.33%，生皮和皮革占0.14%。1962年，斐济制造食糖24.8万吨，出口23.4万吨。这一年食糖的销售给斐济挣得约1000万镑的收入。当时苏瓦市的市民说，“当制糖厂开工时，大量的钱就流通着。”食糖出口市场是新西兰、加拿大和其他英联邦国家。到了80年代中期，斐济农产品的出口占出口总收入的75%。巴布亚新几内亚是南太平洋很有影响的农业国，其中椰油和椰干的产量在这一地区居首位。农产品是大宗的出口产品。2001年，橄榄油出口32.6万吨，咖啡出口5.15万吨，椰干2.1万吨，可可豆2.71万吨。近年来，所罗门群岛政府强调利用本国自然条件发展粮食生产，开展多种经营。椰子是主要经济作物，也是最重要的出口物资，大约占出口总值的81%。汤加主要农产品有南瓜、山药、椰干西瓜、香草、香蕉、芋头等。其中南瓜、椰果和香草是主要出口商品。椰干是西萨摩亚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年均出口量在1万吨以上。可可是西萨摩亚占第二位的农产品，出口可可的收入早在1957年就达648562镑占同年该国海外收入的35%。近年来，西萨摩亚又培育了一种叫“拉菲7“的可可品种，质量很好，是国际市场上的畅销货，远销欧洲各国。

B.依托自身矿产资源优势，发展矿物经济。

受地质条件的影响，太平洋岛屿国家的矿产资源较为丰富，并且得到不同程度的开采。矿物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20世纪6年代，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现了一批蕴藏量丰富的铜矿。据勘探，布干维尔岛屿的铜矿储藏量大约有9亿吨，同世界著名产铜国赞比亚不相上下。进入70年代，铜矿的开采迅速取代了金矿的地位，成为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80年代，石油资源得到开采。库土布和戈贝两大油田的储量就达4亿桶。2002年1月，巴布亚新几内亚南高地省又发现一处储量达1700万桶的新油田。天然气储量14万亿立方英尺。2001年，巴布亚新几内亚产品出口总额为67.436亿基那，而铜、金、矿砂等产品是主要的出口产品，50%以上的出口收入来自矿业。

C.渔业是国民经济的优势部门。

太平洋各岛屿国家与海为伴，渔业资源丰富。仅金枪鱼产量就占世界总产量的1/3，并且有5%-8%的人直接或间接从事这一行业。历史上，岛屿居民曾以捕捉鱼虾为生。独立后，各国纷纷重视渔业资源开发。在岛屿国家中，巴布亚新几内亚无疑是渔业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1978年，该国宣布200海里经济区后，其捕鱼区达230万平方公里是南太平洋地区第三大渔区，盛产金枪鱼、对虾和龙虾等。金枪鱼储量占世界的20%，年均潜在捕捞量约10万吨，出口3万吨，其他各种鱼类出口达数千吨。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世界上唯一还有许多鳄鱼品种和相当数量鳄鱼的国家。所罗门群岛海域广阔，水产品种很多，沿海沼泽地多产鳄鱼，鳄鱼皮是所罗门重要的出口商品。金枪鱼年捕捞量约为8万吨。渔业产品为第三大出口商品。1990年渔业产品年产值达3120万所元。1996年，所罗门渔产品出口收入约为10532万所元，已大大超过同期椰干出口2351万所元的收入。图瓦卢渔业资源丰富，但自身无开发能力。该国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签有渔业协定，每年可获捕鱼费3万澳元。图瓦卢还是世界上重要的鲨鱼产地，鲨鱼加工以后可以制成鱼翅出口。基里巴斯经济落后，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磷酸盐矿被开采殆尽后，渔业资源成为其主要经济来源。

70年代，斐济政府在鼓励发展深海商品性渔业方面卓有成效。斐济政府为自助性的造船计划提供资金，并且在船员的培训方面提供帮助国家销售管理局负责鱼的收购、冷藏保存、分级和出售。1973年，共处理356吨鱼，其价值为4.8万美元左右。另外还出口了一些海产品（活的热带鱼、蝾螺、珍珠母贝壳和食用海参），其价值在20万美元以上。与此同时，为发展多种渔业经济，斐济政府积极引进淡水鱼，并且取得成功。1979年至1985年年底，渔业产量翻了一番，达到近6000吨，价值为100万斐济元。斐济还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有黑珍珠农场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现代的金枪鱼罐头加工厂和相对先进的金枪鱼船。2000年，渔业产值为3685万斐元，比1999年增加5.6%；2001年产值为4610万斐元增长25.2%。目前，渔业已成为该国重要的出口产业之一，也是外汇的主要来源和就业的主要产业之一。

汤加为加强对渔业资源的管理，成立了渔业部。该部下属三个主要部门：即行政管理与后勤援助、渔业调查和发展以及渔业经营。其中行政管理与后勤援助又细分四个支部：人力资源发展、政策与规划、金融以及信息等。渔业部必须不断通过它的渔业战略规划来优先安排其活动下属部门须各司其责，确保国家渔业发展战略的完成。1990年颁布的《渔业条例》，明确规定了每个渔厂必须制定管理计划。2001年，又出台了《汤加全国金枪鱼经营与发展规划》，规定渔业部要对优先发展问题尽快作出反应。由此可见渔业在该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D.林业在部分岛屿国家经济中占有一定的比重。

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大都位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多山地和丘陵雨量充沛，森林资源较为丰富。代表性的国家有斐济、所罗门群岛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

斐济的林业发展经过了一个转变时期。传统上，斐济的林木主要用于国内生产和生活所需。自70年代实行有计划造林以来，斐济已成为森林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热带雨林覆盖面积85万公顷，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一半，有开采价值的约25万公顷，出产优质硬木和松木。80年代中期，斐济每年约有30万立方米的木材用于当地生产，而同期出口的木材价值达800万斐济元。在所罗门群岛，森林已被视为一种重要资源。1996年1月，所罗门政府同绿色和平组织及一些国际公司合作实施一个为期三年的林业可持续发展项目。该项目现已初见成效。目前，森林覆盖面积占陆地总面积的90%，约263万公顷。近年来，林业发展迅速，热带阔叶林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大批圆木出口，林木加工以及林木产品制造潜力不小。1996年，所罗门木材收入为34936万所元。巴布亚新几内亚森林资源丰富，天然热带原始森林覆盖面积3600万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77%，林木总蓄积量约29亿立方米，可采蓄积量为5亿立方米。

（2）向现代经济的艰难转型

由于国内市场的需求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影响，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的经济正处在向现代经济的缓慢转型之中。

A.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渐变。

首先，发展多样化农业，改变传统的单一作物模式。殖民时期甚至独立之初，大部分岛屿国家种植单一的农业作物，椰子或甘蔗是主要的经济作物，椰类产品和蔗糖是主要的出口商品，但制糖工业和椰类产品加工易受气候变化和国际市场波动的冲击，其前景并不光明。如斐济，2000年的原糖产量为34万吨，2001年就下降为29万吨。因此，因地制宜发展多样化农业就成为大多数岛屿国家发展经济的重点。

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加快，太平洋岛屿国家充分利用其自身优势挖掘农业生产潜力，试种和引进其他作物品种。在这方面，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和瓦努阿图做得较为成功。

为解决粮食问题，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积极引进中国水稻品种，并且取得良好成效。中国援巴布亚新几内亚菌草专家组自2001年1月起开始旱稻丰产栽培试验。经过艰苦努力，已培育出“金山一号”宿根旱稻。该品种具有生长期短、适应性强等诸多优势，其最奇特的优点是“一次播种、多次收获”，即稻谷收割后还可以从根上再发出新的植株，从而进行第二茬、第三茬……的生产，省时、省力，成本也较低。几年下来，旱稻种植在该国迅速推广，种植农户日益增多。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对中国的援助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国选择小麦、菌草、旱稻等不少农业项目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展合作，是真正从农业基础上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经济的发展。这对消除贫困，有效地减少食品进口，保障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的食品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在农业方面的成功合作在太平洋岛屿地区产生了广泛影响。斐济希望借鉴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合作模式，来推动本国粮食生产。2001年8月8日，中斐两国农业“谅解备忘录”在苏瓦签署。同年11月，两国农业联合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在河南省农业厅的直接参与下，在斐济恢复水稻生产已被优先纳入计划。瓦努阿图视发展农业为经济多元化的基础。政府根据自然环境以及气候条件，制定了岛屿专业化生产规划。如马莱库拉地区种植可可、塔纳种植咖啡帕马等地生产胡椒。专业化生产不仅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有利于生产技术的改进。

第二，鼓励农业发展、并以科技来提高农业生产率。传统农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生产技术落后，靠天收是一种惯常的耕作方式。随着岛屿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的推广，岛屿居民开始认识到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各国政府在这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汤加等地的生产改进协会成立于60年代末期，目的是通过产销者的合作，从质量和数量方面提高生产。比如在改进出口香蕉的运输、经营、检查和贮存方法方面，生产改进协会就做了有益的工作。除此之外汤加积极寻求与中国在农业技术方面的合作。2010年11月18日，中国援助汤加小型生态示范农业项目技术培训结业典礼在汤加农业部研究中心隆重举行。在仪式上，汤加农业部总监马托托代表本国农业部对中方提供的农业技术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说，农业是汤加的重要产业，汤加政府非常重视农业发展和农业技术的改进。本次成功的培训使得汤加人民特别是学员受益很多，希望中国政府继续支持汤加农业。本次农业培训于2010年5月开班，为期6个月，共培训学员863人次。培训学员们自发组织了汤加养猪沼气协会。该协会在汤加大力宣传使用中国农业技术，并协助数家农场建设了养猪——沼气系统。培训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影响和实际效果。

近年来，斐济政府对发展农业给予了高度重视。2008年，斐济政府制订了农业发展规划。该规划的主要目的就是建设以市场为动力的可持续发展新农业。为此，斐济政府将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将现阶段自给自足农业转换为商业农业，不但要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更要鼓励出口，增加外汇，政府还将增加农业科技研发方面的资金投入，提高生产力，确保食品安全。

总之，现代化经济并不是抛弃农业，而是重视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重视运用科技来推动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运用市场手段来调节农业生产，并为其他产业的兴起与发展创造条件。

B.发展加工工业，调整产业结构。

第一，对兴办企业实行免税和奖励措施，并提供人力支持。1965年巴布亚新几内亚出台了《工业发展条例》，对新兴工业规定了奖励办法该条例对厂商实行低税率，对批准的新工业给予五年免税优待，并可免税进口成套器材、设备和必要的原材料。政府还负责对新企业提供基本设施建设及工业用地。针对新企业缺乏技术或熟练工人等情况，政府根据人力使用和未来需要实施各种训练计划。劳动政策为发展产业工人组织创造条件，承认它们的合法地位，鼓励企业之间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倡导建立合理工资标准和雇用条件，提倡举办技术和职业训练，并为职业上的危险规定了保护和赔偿办法。不同时期还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来贯彻这些目标的实施。1984年，政府又制定了《国家投资和发展条例》。为配合这一条例的实施，政府每年出版《国家投资优先项目》指南列出了政府鼓励投资以及希望巴布亚新几内亚人参与的保留领域。优先投资的领域是矿业、农业、林业、渔业、轮船制造和修理业、旅游业等。进入21世纪，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更加重视本国加工工业的发展2003年，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邀请国内外投资者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设厂，希望将原本作为初级商品出口的大宗农产品加工增值后作为制成品出口。目前，该项目主要由巴布亚新几内亚贸工部负责推动，并与农畜部、林业部等经济部门协商。主要加工的产品有可可、椰子、咖啡、香草纸浆、纸张加工、稻米加工和销售等。认识到充满活力的私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瓦努阿图政府承诺进一步发展私有经济。为鼓励国内私有经济的发展，政府计划加强对土著人办企业的服务。

斐济是南太平洋岛屿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私有经济的发展在政府的第九个发展规划（1985-1990年）中就开始占据重要地位，政府希望私有经济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加积极和有力的作用。近年来，斐济的私人服装加工企业有较快发展。为了吸引更多的私营企业投资，斐济政府制订了一揽子优惠投资政策。如折旧补贴——对所有的投资者所建的楼宇给以优惠的折旧补贴；对进口建筑材料和机械采取较低的进口税收——斐济优惠的进口税率低于3%，对于进口并用于基础建设的机械可以免除进口税；减征投资者出口获得的收入税收。为推动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斐济政府设立了免税区和免税工厂，规定对产品出口达95%以上的工厂给予13年免税的优惠待遇。斐济政府还对投资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一些经济领域给予优惠税收政策，这些领域是制造业、与旅游业相关的产业、与影视相关的产业、矿业开采相关产业、渔业农业、信息通信产业等。

第二，吸引外资，以弥补国内投资之不足和提高生产技术。国内资金短缺，已成为岛屿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一大制约因素因此，在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各岛屿国家都规划了一批吸引外商投资的项目，希望外资的注入来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多元化产业的形成。

巴布亚新几内亚油气资源较为丰富，但苦于资金不足和技术落后油气资源得不到有效开发。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到80年代初，在巴布亚盆地共钻井360口，仅对其中20口井进行了测试，有8口井见到油气1983年，政府吸引外资对巴布亚盆地油气潜力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勘察找出了油气远景区，并确立了未来的勘探方向。截至1990年，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颁发石油勘探许可证共41个，许可面积为23427平方公里进行油气勘探作业的公司和集团达24家。2008年10月，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还向中国推荐一批投资项目，包括稻米种植项目、橡胶园改造咖啡园复兴项目、妙亚肯油棕大开发、咖啡茶园改造、柚木种植合作、农林综合开发以及养牛牧场振兴等项目。西萨摩亚积极吸引外资，尤其对能取代进口和增加出口的外资项目提供免征进口税和营业税，合法利润可自由汇出等优惠政策。为方便外国投资，政府在协调各主管部门职能的基础上，设立了专门的登记审批机构和管理机制。斐济政府鼓励外商在初级产品加工、满足当地市场需要的大宗商品、在当地无法解决的技术和管理方面以及生产出口商品等方面进行投资。

早在1979年，所罗门政府就制定了有关吸引外资的法律。1984年又出台了新的政策，对那些能够促进所罗门经济发展、能够解决人口就业、能够在技能和管理水平方面为所罗门公民提供培训、能够利用当地原材料和资源等产业给予鼓励。优先投资的领域是农业、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农产品加工业、替代进口和有利于出口的高附加值的制造业、装配工业等。对那些先驱公司和所罗门人投资达到60%的公司给予五年的免税待遇。

第三，逐步推行国有企事业单位公司化或私有化政策。国有企事业单位曾在岛屿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缺乏竞争机制、企业职工生产积极性不高以及公有财产浪费等现象这些企事业单位的生产和工作效率普遍低下。因此，开源节流，支持优先发展项目，实现部分企事业单位私有化，鼓励企业与市场对话，已在一些国家政府中形成共识。

1990年以来，所罗门政府采取了旨在调整经济结构，鼓励加工出口等国营企业单位私有化政策。这一举措使得80年代中后期一度下滑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1990-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3.5%。从1997年开始，巴布亚新几内亚实行电力（发电、配电和供电）的公司化和私有化。同年实行电讯服务的公司化和私有化。政府与私人企业之间已经建立了对话制度，以促进争端调解机制的不断发展完善。汤加政府由于对公办企业不适当的干预，结果造成20世纪90年代末期43家公办企业中仅有4家营利。为改变这种现状，汤加政府对一些公有事业单位实行公司化，如汤加电信委员会、国际日期变更线饭店以及汤加电力公司都进行了改制。

第四，实行较为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瓦努阿图政府利用国内储蓄来增加生产投入，削减进口开支，平衡周期性的财政收入与预算。瑙鲁曾经是太平洋岛国首富，主要收入来源是向澳大利亚、新西兰出口磷酸盐。由于磷酸盐矿即将枯竭，瑙鲁近年来利用磷酸盐的出口收入在国外进行了大量的房地产投资，但多数项目经营不善，效益不佳。1989年，瑙鲁政府开始出现财政赤字。1995年，瑙鲁银行崩溃，瑙鲁政府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为解决财政危机，瑙鲁政府采取了出售其航空公司五架飞机和三艘轮船以及瑙鲁国护照、限制货币外流等措施，并在亚洲开发银行的支持下开始实行全面改革计划。此外，1994年，瑙鲁向国际法院起诉英国磷酸盐委员会在1920-1968年期间挖掘磷酸盐时毁坏耕地并造成环境恶化，结果获得澳方1.07亿澳元并在20年内逐年偿付的赔偿。对入不敷出的瑙鲁来说，这笔赔款对其经济改革的意义不言而喻。为了使银行和财政体制更加适合经济发展，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制定了《信贷担保方案》。该方案旨在帮助巴布亚新几内亚人取得商业信贷，支持小规模经济的发展以及个人住房建设。申请者不一定需要充足的条件或担保来满足银行的要求，但必须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这个方案的目的就是使银行和财政体制更加适合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经济发展。

C.积极发展旅游业，推进经济增长

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现代化就是第三产业的兴起和发展。岛屿国家独特的地理位置、优美的自然风光、多样的海岛风情和丰富的文化遗存，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旅游业的兴起，不仅增加了各岛屿国家的外汇收入，也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60-70年代是太平洋岛屿旅游的兴起阶段，表现为各岛游客人数增长迅速和一些旅游设施的兴建。1966-1967年度，西萨摩亚的游客人数增加了一倍；1968-1969年度，又增加了22.5%。1970年，来汤加的游客人数比1968年增长80%。为把旅游业作为一项产业来发展，加强政府对旅游业的宏观指导，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于1966年建立了一个由1人组成的旅游局。1965年以前，旅馆和空运设备基本上是为领土内的需要服务，可是在这之后，从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外地区来的游客比例不断增长。斐济的旅游业更是飞跃发展，在1958-1962年间，游客人数从12万人左右增至1.8万人，而在1963年，游客人数达到2.4万人。整个6年代，斐济每年的旅游人数增长率不低于25%。即便如此，斐济的旅游潜力远未被挖掘出来，巨大的不利条件是旅馆缺乏，但独特的风光还是吸引了外国旅游机构的浓厚兴趣。

这一时期，各地兴建了一批旅游设施和旅游景点。1966年，第一个具有国际标准的旅馆在汤加对外开放。1970年，汤加塔布岛上已有航空设备，塔布岛上的法奥尼鲁阿热带公园于1969年11月与游客见面。该公园拥有约30亩花木和树林，中间是一块椭圆形草地，草地周围是供游乐、饮食和销售手工业品的货摊。旅游设施为旅客观赏某些岛上的奇景（如60-70英尺高的喷泉，这是暴露在水上的珊瑚礁下面的波浪喷射而成）提供了方便。

旅游业带来了外汇收益，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并给岛民提供了就业机会。由于旅游的好处多多，而且竞争也日趋激烈，因此，80年代以后，各岛屿国家政府都在采取措施吸引游客，比如发展特色旅游项目、改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等，使得旅游经济在岛屿国家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一些国家，旅游业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汤加王国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充分利用文物资源，发展旅游业，是重振汤加经济的手段之一。汤加王国的王宫，每年都吸引大量的外国旅游者到此游览，摄影留念。在汤加首都，有一个重约40吨的大日晷。这个日晷的顶部刻有一年中最长的一天、最短的一天和太阳升起的标记，石面上刻着太阳移动时间的标志。这样大的日晷，在世界上还是不多见的，也成为吸引游者驻足观光的好去处。近年来，旅游业成为汤加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在1991-2001年间财政收支平衡中，旅游业的收入占整个财政年度收入的15%-20%。2001年，到汤加旅游的人数近3.3万人。1998-2000年三年间，有1100万汤加元用于宾馆、饭店和旅游设施建设，旅游业创造了300多个新的就业岗位。2008年汤加旅游收入较之上一年度增长80%，旅游人数增加了25%，达到6.万人次。

基里巴斯在发展旅游业方面更是享有独特的地理优势。基里巴斯是世界上唯一跨赤道、横越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唯一地跨南北半球和东西半球、世界上第一个看到日出的国家，因此，这里被称为地球的“中心”。基里巴斯充分利用这些地理优势，发展旅游业，提高国际知名度。该国最大岛屿圣诞岛是世界上最大的环状珊瑚岛，拥有世界著名的鸟类保护区和一流潜水场，每年有美国、西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的1500多名游客来此观光。

斐济政府把发展旅游业作为经济多元化的战略之一。斐济政府投资兴建旅馆，改善交通运输，并且充分利用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民族文化传统来推动旅游业的发展。塔弗乌尼岛是斐济风景最优美的一个岛屿把地球划分成东西两个半球的180度子午线正好穿过该岛屿。因此，斐济的东部就变成了西部，而西部却又变成了东部。这一有趣的情景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当人们从西往东穿过子午线时，就要失去一天相反，从东往西就可多得一天。因而，想多玩一天的游客都喜欢在岛上西行。70年代末，在维提岛的太平洋港修建了一座斐济古代文化村。村里的街道和建筑和当年第一批欧洲移民来到这里的情况完全一样。村子里还设有古代市场，旅客们可以选购各种古式木器、土产皮革、手工艺品，以及五光十色的贝壳和闪闪发光的珠宝。在海边还准备了独木舟供游人在珊瑚中畅游，领略岛国风光。斐济已成为南太平洋上的旅游中心之一。

为了增加旅游收益，斐济政府给予旅游业和旅游业设施以税收和关税特惠权。斐济的第五个发展规划就把旅游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之一放在突出位置。为此，政府制定了旅游业发展战略，鼓励建立更多的上档次的宾馆，推动地方参与，更多地吸引来自发达国家的游客，确保旅游收入逐年增加。1997年制定的《斐济旅游业发展规划》（1998-2005年）明确指出了斐济在发展旅游业方面存在的优势，即未受污染的环境、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文化遗产。为促进旅游业发展，斐济政府采取了下列步骤：建立旅游发展区，首先在纳迪湾建立试验区；增加对旅游业的投资；增加对斐济旅游局的资助；加强对几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等工作。旅游业现在是斐济最大的创汇产业，外汇收入中的75%来自旅游业。旅游业也是一个吸收劳动力最多的部门目前有4万人在旅游部门工作，占就业人数的15%。2001年，斐济旅游业收入达4.96亿斐元，占GDP总额的23.5%。入境游客人数为34.万人。

西萨摩亚在独立以后，其民族政府重视发展旅游业，鼓励当地居民修建旅馆，旅馆开业后即可享受五年免税优待，政府还在首都阿皮亚和乌波卢的西端建造了新型的旅馆和飞机场。1976年，到西萨摩亚观光的外国游客达到3.5万多人次。2000年，入境游客达87690人次，旅游收入为1.3307亿塔拉，较1999年增长6%。旅游业因创汇潜力大，被列为2000-2001年度优先发展领域。为此，政府采取加大宣传力度、促进饭店业发展等措施，大力发展旅游业。2001-2002年度，政府为旅游局提供270万塔拉的营运费用。政府还大力支持国家航空公司的发展，为旅游业发展提供必需的基础设施，但影响旅游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原因仍是国内基础设施不足和国际航班少。

巴布亚新几内亚在发展旅游业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如资金投入匮乏、运力不足，旅游项目单一等，但近年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在打造特色旅游项目、制定旅游发展规划和旅游宣传等方面大做文章。巴布亚新几内亚旅游促进局推出包括提供财政激励政策在内的一揽子方案，鼓励投资者前来开发特色旅游项目。可行的可供投资的探险旅游项目有潜水、冲浪、徒步旅行、山地车运动、浅水木筏等，可行的可供投资的趣味性项目有观鸟、赏蝴蝶、钓鱼比赛、自然风光摄影和生物学研究等。

南太平洋岛屿国家国小、人少，旅游资源较为孤散，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游客在此滞留观光的时间。因此，整合旅游资源，集聚规模效应，这在南太岛国已形成共识。为促进地区旅游业的共同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南太平洋13个国家共同成立了区域性旅游组织——南太平洋旅游组织。该组织的目标是推进本地区旅游事业的发展，因而得到各国政府的积极响应与支持。

各国政府越来越重视旅游业的发展，说明旅游业在岛屿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然而，有人担心旅游业可能给传统文化和本土道德带来消极影响；可能造成卫生和环境污染问题；导致有些经济部门把土地卖给外国资本家，使未来的农业发展因土地不足而受到损害等。事实证明，这些担心和忧虑不无道理。因此，正确处理旅游开发与文化保护、景点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对岛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D.改善交通，促进经济发展

岛国多山，丛林密布，河网纵横，交通不畅。殖民时期，管理当局不愿在发展交通方面倾注心力，增加投资，而控制殖民地经济命脉的各殖民地垄断公司更不愿舍资筑路，他们往往只关注通往种植园或工厂的道路是否畅通。所以，多年来，许多岛屿成了不与外界往来的世外桃源独立后，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融合，各岛屿国家都注意交通条件的改善。

由于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太平洋岛屿国家在改善交通状况时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把发展陆路和水路交通放到首位。

巴布亚新几内亚是南太地区的一个大国，改善交通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80年代中期，各主要地区的交通网已经形成，并且有较好的交通配套设施，连接各省的高速公路业已修建，例如修建了高地高速公路，把五个高地省份（南部、东部、西部、恩加和基姆布省与新几内亚沿海的莫罗毕和马当省连接起来。1995年，巴布亚新几内亚公路总长为2.36万里公里，2002年达到2.5万公里。水运方面，1995年有商船约300艘，与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南太岛国、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海运联系。主要港口有莫里斯比港、莱城和拉包尔等16个港口；主要航运公司有新几内亚澳大利亚运输公司、新几内亚快运公司和南太论坛运输公司等。空运方面，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大的航空公司为国营新几内亚航空公司，设有飞往巴布亚新几内亚各主要城市及澳大利亚、新加坡、菲律宾和所罗门群岛的航线。此外，巴布亚新几内亚还有六七家私营航空公司，多经营直升机等小型运输飞机。有注册机场492个，大多数为设在偏远地区的小型机场，只有少数机场可停降大型飞机。国际机场有莫里斯比国际机场、莱城机场、韦瓦克机场、哈根山机场和达鲁机场。

斐济政府意识到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拉动关系。70年代，斐济有各级公路2500公里，其中不到4%的公路是沥青路面或者是焦油沥青路面。铺上焦油沥青的主要公路段是从巴城到塔瓦以及苏瓦到瑙索里机场。而同期全国共有铁路700公里，其中560公里在维提岛上，有145公里在瓦努瓦岛上拉巴萨周围。这些铁路主要是用来运输已收获的甘蔗、肥料以及其他农用材料，也可以用来输送旅客。

独立后，斐济充分利用地处南太地区交通枢纽的优势，发展陆、水空交通。陆路交通更是飞跃发展。斐济现在的公共交通网络就其覆盖面来说被认为是较为充分的。交通的改善为乡村与城市的连接并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岛屿农民可以利用便利的交通而接近中心市场获取最新的市场信息来发展经济。交通的改善还可以减轻城市化的压力。乡村道路的改善对支持旅游设施的改进和旅游事业的发展都是必需的。90年代末，斐济公路总长达5300公里，其中沥青路面1340公里。铁路总长820公里（窄轨）。海运方面，苏瓦港系重要国际海港，可泊万吨巨轮。注册商船达747艘。苏瓦、纳迪、劳托卡、莱维卡为重要国际港口。在空运方面，1999年4月12日，成立了斐济民航管理机构，负责民航规则的制定和空运安全。同日也成立了斐济航空有限公司，这是一家政府所有的商业公司，负责瑙索里机场、纳迪机场及其分机场经营。目前，斐济拥有多条国际航线，“香港协定”确保了一条飞往中国的“通道”。斐中航空服务协定于1997年签订。有效期为五年，附有自动续签的条款。2002年底，斐济太平洋航空公司正式接洽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以探讨上海——南迪直航的可能性。

所罗门群岛公路总长1900公里，其中130公里是在首都霍尼亚拉奥基和吉佐地区，乡村交通甚为不便。80年代中后期，政府重视交通发展，制定了交通发展规划，计划在全国建立一个把港口、机场、开发区以及每个省的中心地区连接起来的桥梁和道路交通网络。由于岛屿众多人口多集中在沿海地区，而公路交通又不发达，所以，水路运输成为所罗门群岛最重要的交通方式。岛际之间的船运既有中央和省政府的运作又有私人的参与。海外运输有16条固定的国际航线和13家国际运输公司。霍尼亚拉成为主要的进出口港。

汤加虽是个小国，但在发展交通方面也不甘落后。该国现有公路总长约为1030公里。水运方面以各岛轮渡运输为主，共有六个海港。汤加塔布岛的努库阿洛法港和瓦瓦乌岛的纳阿夫港可停靠远洋货轮。空运方面，辟有至澳大利亚、斐济、萨摩亚和日本等国的航线。机场共有六个。皇家汤加航空公司同外国航空公司合股经营国际和国内航空业务，开设了汤加至奥克兰、悉尼、斐济、萨摩亚及夏威夷的空运业务其他国家如基里巴斯、瑙鲁、西萨摩亚、图瓦卢、瓦努阿图近年来都在重视海运发展的同时，对陆路和空中运输也都给予相当的重视。像瓦努阿图各主要岛屿都有机场。维拉港有国际机场，直飞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所罗门群岛和新喀里多尼亚。瓦努阿图航空公司是该国唯一经营国际航线的公司。国内航线近10条。瓦努阿图还是新兴的船旗国，目前有约600条船悬挂瓦努阿图国旗。中国与瓦努阿图的海运航线有天津或上海——釜山——维拉港，广州——香港——悉尼——维拉港。

值得一提的是，为有效利用有限的航空资源，太平洋岛屿国家目前正在执行一项称之为“开放天空”的战略。为此，有关国家达成了《太平洋岛屿航空服务协定》，允许协定成员国的航空公司更多地利用相互之间的航线。这一协定的生效必将推动太平洋岛屿国家航空业的进一步发展。

（3）经济增长缓慢或处于停滞状态

由于传统经济形态仍在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这些传统产业的发展及其前景。既然如此，那么这些传统产业的经营状况及其前景如何呢？种植业是农业的主要生产形态，种植的作物仍以热带水果为主。由于自然灾害的频发，这些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的作物深受其害，而国际市场的动荡又对这些季节性且不易储藏的产品极易造成严重冲击，所以，农业生产率低下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除此之外，移民还对传统的农业经济带来挑战。从事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工作正失去优势，年轻人当中从事这一劳动的人越来越少，他们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去找一份白领工作，年轻人涌到城市的后果是把重担压在那些仍然呆在农村的人身上。依赖于进口和加工食品是这些国家共有的特点。那些原本能够生产自己绝大部分粮食的国家现在却正进口绝大部分粮食。一些更为年轻的人正在受饥挨饿，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去种植庄稼或采集他们周围的食物。公共资金投向那些出口食品的生产而不是本地的粮食生产。

矿产资源属不可再生资源，矿产的开采虽然一度能改善一国的财政状况，并且给人们生活水准的提高带来帮助，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一地区渔业资源丰富，特别是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建立，使得渔业产品成为很多国家主要出口商品之一。但岛屿国家在渔业开发方面大都面临资金短缺或技术不足等问题，虽与一些外国政府或跨国公司开展过合作，但基本上无利可图。近年来，很多太平洋岛屿国家都把发展旅游业作为振兴经济的手段之一，但在吸引游客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如大多数航空公司属政府所有，客机数量少，客源严重不足，航空公司的财政基本上入不敷出。有些航空公司由于旅客少，为吸引更多的乘客，只得允许乘客携带更多的包裹和行李，这样，太平洋岛屿的乘客也许是世界上携带物件最重的乘客而航空公司却为此损失了可观的收入。正如萨摩亚国家航空公司——波利尼西亚航空公司总裁约翰·费兹吉拉德说：“我们不得不允许每位乘客携带92千克而不是77千克的物品。”

较为单一的经济结构模式决定了其产品出口基本上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初级产品为主，如农业以出口干椰肉、椰子油、可可、水果、卡瓦为主；海产品以鲜鱼和罐头鱼、珍珠和海草为主；林业以木材、矿业以黄金为主，如1993年，所罗门群岛仅林业产品出口就占出口总额的56.7%。即使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图和斐济，同期林业在出口产品总额中的比重也相当可观，分别占到16%、13%和7%。由于岛屿国家产业结构基本相同，它们之间发生贸易的可能性较小，交易的份额也不大。而在国际市场上，由于小国寡民并且远离世界主要市场，这些小国面临高昂的商品贸易成本，利润空间相对较小。在通常情况下，商品进口价值五倍于出口价值，因此，绝大多数岛屿国家都出现大量的贸易逆差。贸易逆差所带来的财政赤字只能依靠国外汇款、旅游收入以及海外发展援助资金来填补。财政赤字很可能扩大对收支平衡、外汇储备银行系统的机动性以及最终对信心、投资以及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几乎所有的国家在人口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却见证了经济的低增长或停滞不前的现象。在一些国家，现有的财政资源不得不用于与台风有关的重新安置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经济缓慢增长的后果在乡村地区体现得最为明显，成为改善人们生活水平以及促进人的发展的一个限制性因素。

（4）岛屿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地位更加突出

根据W.W.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1960年）一书中确定的模式，现代化过程可以分为五个时期或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社会阶段，它在经济上的特点是技术水平低，农业资源高度集中，生产率极低。第二阶段是为发展准备基本的先期条件的阶段，也就是形成了集中高效的民族——国家，人们对经济发展普遍抱有信心。在这个过渡阶段，资本被动员起来，商业活动高涨，技术得到发展，政府开始推动经济增长。这个阶段发展到一定程度，便进入第三个“起飞”阶段——社会“直接挂挡”由这个阶段，社会靠自己的动力开启第四阶段，即“走向成熟”，直到进入第五阶段——“群众高消费阶段”。根据现代化的这一发展模式，西南太平洋地区绝大部分岛屿国家尚未完全处在在第二阶段，也就是说，它们中的大多数仍处在第二阶段的初期或中间阶段。这就是西南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发展现状。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加快。经济全球化将各国经济卷入世界经济潮流之中，但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各种市场结构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一种不平衡发展的中心——边缘模式。处在中心的是富裕的、组织良好、强大的社会，处在边缘的是贫穷、无秩序的弱小社会。世界经济的这种不平衡结构由来已久。它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扩张而逐步建立的。当资本成为一种扩张的利器时，没有资本或少有资本的国家或地区就不可避免地沦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附属部分。当军事优势和政治霸权思想结合时，资本的扩张就无孔不入，无所不往了。

这就是“一种以资本主义核心区域为主导、而不是以各国各地区平等互利为基础的世界经济秩序，是一种令人称之为国际经济旧秩序的世界经济秩序”。这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在其构建之后虽在不同时段受到了来自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不同经济主体、不同部门的挑战但其基本架构依然牢固。虽然全球化为各经济体提供了参与全球生产贸易和投资的机会，但这看似平等的平等实则不平等。因为在这自然分工中，各经济体由于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份额存在差异，所以，它们在制定和影响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规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就有主次之分从世界银行统计的各项发展指标来看，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属当今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列。所以，在多边贸易体制谈判以及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中，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既不受重视又无法对其决策进程产生影响。

虽然岛屿国家一直在呼吁：它们是特殊的且理应受到特殊对待的国家，但是这一愿望与要求难以顺遂。因为全球化世界的新规则是由那些对小国或特殊状况毫无兴趣的人制定的。全球化的全部逻辑就是规则的标准化。对所有经济体来说，规则的标准化看似是一种公平的选择即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但当规则所作用的对象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而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有的国家已经非常发达，有的国家甚至连吃饭穿衣都成为问题时，那么这种不问青红皂白的一体化规则其实是在保护已富者的既得利益，并且在日益竞争的国际环境中，继续充当发达国家牟取不正当竞争利益的护身符。

由此可见，全球化似一柄双刃剑，它虽为所有经济体提供了一个参与全球经济分工的机遇，但极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使得不发达国家始终处在一个受人调配和任人宰割的地步，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尤甚眼下正值全球金融危机，当欧美发达国家因债务问题而导致全球资金链吃紧时，那些中小国家尤其是像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所面临的情况则更加窘迫，因为这些国家处在全球的边缘角落不被人们所关注，国际金融组织或集团已将主要甚至全部精力放在发达经济体上，中小国家的利益不仅得不到这些机构资金的照顾，而且还会出现原来的资本流出加剧的现象，造成这些国家的资金严重短缺，经济每况愈下，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地位更加显著。

3.城市化：自发与无序之路

城市化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城市化程度则高；反之亦然。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然而，独特的地理面貌、小国寡民的国家特质以及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不仅制约经济发展模式，也对这一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产生本质性影响，使得这一地区的城市化之路呈现一种自发特征，因而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水平较低。

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的绝大部分居民分布在农村地区，以靠食物和现金收入为生。在与西方人接触之间，这一地区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殖民期间，城市是围绕着西方人的行政和商业中心建立起来的。如在西方人到来之前，斐济的列武卡城曾是一个位于大海与高耸的山丘之间狭长地带的小村庄；欧洲人殖民50年后，列武卡有了相当的发展，并且取得了作为太平洋的一个主要港口和贸易中心的重要地位。1870年以后，它成为斐济的政治首府，直至1882年斐济新首府迁至苏瓦时为止。此间，列武卡是个较繁荣的城市。在城的南端建造了一个优良码头，还有许多从海滨街向外直接建造的比较小的码头。当地政府建立以后，城市街道、台阶、下水道和供水设施也得到了改善。1881年，列武卡有90家铺子，殖民人口1000人以上，而当时苏瓦只有200人。由此可见，早期的城镇居民绝大多数不是土著，而是殖民者和外来移民。

在西方世界早已完成城市化这一阶段时，作为西方世界的前殖民地，西南太平洋岛屿地区也在20世纪下半叶乃至晚些时候开始步入城市化轨道。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原因很多。首先也是最基本的因素是人口的自然较快增长。在美拉尼西亚地区，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的人口年均增长率超过2.8%，巴布亚新几内亚达到2.3%。人口的不断增加对陆地面积有限的岛屿国家提出了新的课题，因为乡村吸收持续增加的劳动力以及让他们呆在农村的能力非常有限。而在城市，一些新兴产业的兴起、政府官僚机关的集中以及逐渐发展的服务业对农村富余的劳动力是一个不小的吸引。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城镇化进展较快。196年，只有3%的土著人生活在城市，到了1980年，有28%的土著移居到城镇。斐济的城市化呈现稳步发展的特点。1976年有37%的人口居住在城市，1986年为39%。90年代经济的发展为斐济的城市化注入了新的活力。1996年，有46%的人生活在城市。经济机会以及服务的缺乏“迫使”人们离开乡村，而对有偿劳动和现代生活方式的渴望吸引他们进入城镇。一位来自劳群岛的年轻人说：“劳群岛不似维提岛现代化；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来这里找工作的原因。我把我应支付的金镑和税款向劳群岛缴纳我们劳群岛的农村依然是古老斐济的样子。”但总体来看，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城市化程度并不高，水平也较低。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人们对城市概念的认识较为模糊。

在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对于城市与乡村的划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不同的国家是依照自己的居住模式来划分的。在一些环礁国家由于规模小以及缺乏乡村安置的陆地，所有的田园乡村和城镇都被划为城市。瑙鲁就是由于它的人口分布的独特性以及密度较大而把所有的人口都视为城镇人口。在一些较大的国家，所有城市边缘区域都被纳入城市范围之内。如此一来，库克群岛、瑙鲁等有超过50%的人居住在城市区域；斐济、基里巴斯、纽埃、汤加和图瓦卢，城市人口占30%到50%。由此可见，这一地区的城镇与乡村尤其是与城郊的界限是相当模糊的。虽然在一些国家，居住在所谓的城市区域的人口比例较高，但这些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市民，他们既没有工作，也未享受到一般的城市市民的待遇，只是自然区域的位置或者是出于政府管理的需要，他们才稀里糊涂地成为城里人。

第二，城市发展缺乏有法律保障的规划指导。

城市是以规划需要为特征的。一个城市的有序和健康发展离不开合理科学的规划。在广泛的意义上，城市规划描绘了城市区域的发展前景，包括城市用地的大小以及作何用途、人口发展水平及其密度、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当然还包括如何来执行这些规划。在西南太平洋地区，除斐济外，很多城市发展都缺乏法律指导下的规划。如萨摩亚的阿皮亚以及汤加的努库阿洛法都没有适用法律的城市规划。

换句话说，这些城市即便存在指导其发展的规划，但由于缺乏法律保障，城市规划如同纸上谈兵，得不到真正有效的执行。有些城市拥有短期发展规划，但指导其发展的长期战略规划阙如。有些城市干脆就没有任何形式的发展蓝图。总而言之，这一地区的城市发展是处在自发或无序的状态之中。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当局，对城市发展均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其次，城市规划专家的缺乏、软弱的行政安排以及过分在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这些均对城市规划产生不利影响；最后，在一些传统领导结构在城市管理中仍有重要影响的国家，采纳法定规划程序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是相当困难的。

第三，城市的发展对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有限。

城市化是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在城市区域，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统计数据表明，国民生产总值中日渐增长的部分是由城市区域来完成的。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现象，因为城镇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得益于规模经济和外部世界的市场，并且享受比乡村生产的产品更有利的贸易条件。但在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城市规划和土地使用方案往往被中央和地方政府所忽视，很多规划和方案得不到切实执行或被更加广泛的社会所理解纠结于日常的土地边界以及所有权之争意味着城市的战略规划以及政策问题很少被纳入当地政府的决策议程。

在某些地方，城市规划被执行了一段时间，但在很大程度上它未与国家经济规划建立适当的联系，即使在形成国家经济发展规划期间，决策部门与所有相关部门以及政府内外的利益阶层进行了广泛的磋商，但将城市规划与经济规划有机联系起来的非常理想的程序并没有取得，结果造成了城市的自发和盲目发展。在这种环境下，首都城市自然是一枝独秀。如斐济首都苏瓦，在1996年的人口就四倍于第二大城市卢特卡。有人预测，苏瓦人口在今后40年还将翻一番。苏瓦的一个特征就是它不仅包括外围的拉米和纳西努镇以及所有城市边缘发展区域，还包括曾经是蔗糖主要生产中心的劳梭里镇阿皮亚是萨摩亚唯一的城市中心。在所罗门群岛，除了霍尼亚拉外就没有大的城市中心。在瓦努阿图，除了维拉港和卢干维里外，也没有其他城市中心。这些大城市或城市中心的各个区域之间联系较为松散，缺乏必要的行政联合和经济互动，这种条块分割和松散状态既不利于统一规划的拟定，对整个区域乃至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也非常有限。

第四，城市管理水平低下，滋生的社会问题较多。

由于政府管理者并没有就城镇的发展制定任何规划，这使得城镇的发展处在一种自发或无序的状态。如来自农村的斐济人往往是依靠那些已在城镇里定居下来的亲戚们过活，从而造成了住房严重拥挤的现象。由于他们的家庭一般都留在村里，所以，村里需要房屋的数量并没有减少。在一些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人们要取得盖屋的草料、竹子和其他木材的供应，都感到比较困难了。在城镇生活的人虽然不像往日那样在田间地头劳作，但衣食无着以及无所事事困扰着他们。在城市，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已够幸运的了，但没有稳定的住房倒是司空见惯，只有少数雇主有条件为其雇工提供住房，而绝大多数来自乡村的雇工不得不为自己有一个落脚之地而发愁。这样，擅自定居在城镇中的某一个疏于管理或不被看好的地方，就是司空见惯的事。如70年代的苏瓦市，极度拥挤、卫生条件不良、供水不足和类似的另外一些情况，是该市许多住宅区的特点。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意定居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已成为一个公认的社会问题。虽然很多定居地已是人口拥挤、肮脏不堪，房屋简陋，但是，这些地方逐渐发展类似于乡村的有着共同种族——语言背景的社区。如何加强对这一特殊群体的管理成为地方政府较为头痛的一个问题。有的地方政府是通过一纸契约形式将政府所有的土地分配给这些定居者，并在其周围修建道路、提供电力和水源等。

失业是南太平洋地区与城市化有关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很多就业政策和规划重视正规的部门，而不是非正规的部门或粮食生产部门。小型企业的发展潜力仍然没有得到开发。在莫里斯比港，有高达1/3的城市人口正在寻找工作。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其他城市中心，失业率超过10%。由于新的一批年青一代加入劳动大军，失业人数逐年攀升。城市定居者的无所归依以及巨大的心理落差导致了酗酒、吸毒和家庭暴力的上升，这已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众人知晓的一个社会问题。失业也成为大城市犯罪率上升的因素之一。在莫里斯比港，大约有69%的失业人员都曾有犯罪记录。由于城市化所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健康已成为穷人中最严重的问题。由于较大的市镇农业机会受到限制，以及传统食物供应制度不再产生作用，所以，穷人中总体营养状况近年来逐年下降在一些人口密集的环礁，过分拥挤正在导致呼吸道疾病的产生，如基里巴斯的塔那瓦，不充分的卫生设施导致水生有壳动物（如牡蛎、贻贝、蟹以及虾等可食用者）的污染，导致了胃肠疾病和传染性肝炎的爆发。

在城市生活的无序状态下，没有工作或其他消遣资源的人往往游手好闲、拉帮结派。他们抢劫房屋、商店，偷盗汽车。70年代初，这种社会问题仅限于莫里斯比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已向其他都市的中心甚至很多乡村地区发展，经常干一些无缘无故的暴力恐怖活动。中产阶级的城市市民被迫生活在用电线围成的高墙之内，低收入的家庭受条件所限，常常成为城市犯罪的牺牲品。在某些省份，这些犯罪团伙往往将触角伸向政治领域，一些政客利用这些黑帮势力替自己壮胆甚至威胁、打击其竞争对手。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动力，也是现代化的标尺之一。这是一种通常的标准。从广义上讲，城市化是指传统的、落后的乡村社会向现代的、先进的城市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从狭义上说，城市化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城市人口迅速集中、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功能更加适应工业化城市在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逐步强化的历史过程。以上观之西南太平洋地区城市化的发展是相对滞后的，但对于这样一个土著文化源远流长且深厚的特殊区域来说，过度城市化是不可取的。过度城市化不仅没有可能带来经济繁荣，相反还使农业衰败、乡村凋敝，使得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贫富悬殊；造成人口大量涌入少数较大城市，并在那里形成规模不断扩大的城市贫困区。而滞后城市化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如不利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居民生活水准的稳步提高。所以，联合国FPA的太平洋地区代表纳吉布·阿西夫就曾敦促太平洋地区的决策者去接受城市化并且积极地予以应对。他说：“如果城市化被很好地掌控的话，如果移民能拥有工作，那么它就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机遇。”


第五章　澳新现代化进程中的种族问题

一　“白色澳大利亚”的变化

（一）“白澳”意识与“白澳政策”

1.“白澳”意识的起源与内涵

单一种族是澳大利亚民族的突出特色。1947年的统计显示，澳大利亚民族结构中的89.7%是盎格鲁凯尔特人，98%的人声称自己是英国的后裔。澳大利亚民族是一个身处有色人种“包围”和以白种人为主体的新民族，在过去的英帝国和后来的英联邦里，它“比任何其他姊妹自治领都更具有不列颠特征”，“经常庆贺自己的国家99%是英国血统……这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民族神话的一部分”。这使得澳大利亚民族和国家背负着浓厚的民族偏见与种族主义色彩。直到20世纪中期，作为一种公众认同，以“把澳大利亚建成一个白人社会”为内容的“白澳”意识一直是推动其民族形成与民族国家发展的精神力量。澳大利亚人不仅傲视非英国血统的欧洲白人，而且将有色人种被视为洪水猛兽，澳洲的一些政治家鼓噪：有色人种的进入“就意味着澳大利亚文明和社会结构的毁灭”。

早在19世纪40年代，“白澳”意识就显露端倪，这是西方种族主义思潮在澳洲本土化的结果。它生成的原因在于：其一，英国移民及其后代中的母国情结使“白澳”意识成为维系澳大利亚民族与英吉利民族密切联系的感情与血缘纽带，因此，英国移民担心有色人种的进入会造成血统混乱，进而影响英吉利民族血统的“纯洁性”。曾出任过澳大利亚联邦总理的工党领袖J.华森说过：“我之所以反对有色人种同澳大利亚人混杂在一起……主要是因为这样会造成种族污染。”其二是着眼于自身利益，唯恐周围有色人种的移民进入会损害英国移民的既得利益。这种情绪主要出现于澳洲的普通民众中，并以自下而上的势态弥漫于整个社会。由此，构筑“白色城墙”，确保澳洲白人社会的种族单一的“白澳”意识就自然成为白人移民的共识。其三是承袭于西方种族主义的“白人优越感”在被视为“欧洲文明的孤独的海外驿站”表现得尤为突出，使得白人们认定自身文明是至善至美的，应保持其纯洁性。而他们所共同信仰的基督教文化更使这种意识显得神圣，摩西十诫中“除了上帝之外，不可信仰别的神。……凡恨上帝者，由父及子，罪究三代”的说法就自然成为了排斥，甚至是迫害有色人种的自觉行为。

从19世纪中期开始，“白澳”意识随着种族偏见的加深而系统化和理论化。它首先表现为白种人特有的种族优越感使种族主义成为澳大利亚民族显著的印记。一位政客撰文写道：“就澳大利亚人一词而言，我们不认为仅是那些出生于澳大利亚的人，所有登上这里海岸的白人都是澳大利亚人。……黑人、中国人、印度人、喀纳喀人以及廉价的有色人种劳工则不是澳大利亚人。”第一任澳大利亚联邦联邦总理巴顿声称“我不认为生而平等这一不辩自明的真理也包括种族之间的平等。种族平等根本不存在。根本的平等在白种人之间的比较。……这些种族（指有色人种）是（与白种人）不可相提并论的，是低人一等的。人生而平等之说不包括英国人和中国人享有同等地位。”所以说，为了保持澳洲社会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特征和风俗习惯”，“澳大利亚不允许在它的人口中加入任何本性和品质低劣的成员。……绝对不能促成或准许其他种族的人进入我们的社会，我们不准备把我们的选举权、公民权以及包括婚姻权在内的社会权利给予他们之中的任何人。”

其次，澳洲白人对邻近的有色人种心存恐惧，“世界上52%的人口生活在亚洲，因而世界人口的52%全威胁着澳大利亚”。这种危机感的内涵大致为一是害怕有色人种的进入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如民族矛盾和种族冲突，认为有色人种的进入“就意味着澳大利亚文明和社会结构的毁坏”。在澳大利亚颇有影响的《新闻公报》认为1902年英日同盟有“使英帝国沦为一个黑鬼国家的危险”。二是出于自身的利益，澳大利亚白人，特别是白人劳工，视有色人种的进入如同鸠占鹊巢，认为这些劳工因廉价而成为他们经济利益的威胁，“会降低白人生活水准”。三是担心有色人种“侵占”澳洲。多次出任新南威尔斯政府总理的帕克斯曾危言耸听：“中国政府支持了目前的中国人进入（澳洲）的运动。……其目的是为了组建中国的殖民地。”中日甲午战争后，尤其是日俄战争后，澳大利亚社会对日本也产生了这样的恐惧。一些政客鼓噪：澳大利亚是“建立在一个摆脱了压迫和奴役的、没有等级的社会理想上的……压迫和奴役则是古老国家所特有而新大陆也未尝幸免的东西”，因此，有色人种的进入“就意味着澳大利亚文明和社会结构的毁灭”。

虽然在澳洲白人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与纷争，但在排斥有色人种问题上，他们则具有潜在的一致性。“白澳”意识是他们的共识：将劣等民族一概拒之门外的办法是“最好的防范手段”。《新闻公报》喊出了一句获得社会共鸣的口号：“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人的——贱货支那人、贱货黑鬼和贱货欧洲瘪三一律滚开。”这种一致性显示为澳洲白人的单一种族认同，并由此成为强有力的社会主流意识，推动与引导着白人走向合作乃至联合，由此对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产生巨大的聚合与凝聚作用。

2.排华运动——“白澳”意识的作用显现

澳洲土著自然是种族主义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受害者，但在灭绝土著的过程中，由于白人处于绝对优势，无须当局提供帮助，所以，“白澳”意识未能得到充分体现的必要与机会。而从19世纪中期的“淘金热”起，澳大利亚白人感受到来自中国移民的竞争与压力，于是，以自下而上的运作走向，种族主义思潮如同井喷一般地爆发，“白澳”意识逐渐成型和显现，并为越来越多的白人所认同和推崇，“排华运动”由此引发愈演愈烈。它最初表现为各地民众遥相呼应的自发活动，进而发展为各地政府间的合作。可以这样说，“白澳”意识不仅在19世纪后半期的“排华运动”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彰显，而且由此显示出它的能量与作用——促成澳洲合作，并将这种合作进一步提升为澳洲联合，而澳洲联合的形成则导致了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生成；在“排华运动”中，这种社会思潮的涌动作用于地区乃至国家的政府政策，“白澳政策”由此生成并发展，进而成为澳大利亚的既定基本国策之一。

在“淘金热”期间，尽管华人占澳洲总人口的比例从未超过4%，但华人劳工因机敏与耐劳而成为一股不可低估的竞争势力，令白人惊诧。在1851年，“淘金热”兴起，华人随之蜂拥而至，并且收益丰厚。“据估计那时白人淘取黄金有130万盎司，华人亦有100万盎司。“1856年，仅在维多利亚一地，就有116903盎司和价值50万英镑的黄金“流到广州”在“淘金热”后，华人矿工率先转行，捷足先登进入城市谋生。家具制造业是当时华人与白人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之一，尽管白人的从业人员数倍于华人，但是，华人仍占有明显优势，长期处于生意兴旺发达状态。在80-90年代，当白人的家具生产经营因缺乏市场而不景气时，华人工匠制作的家具以货真价实而深得青睐。一些地方当局在这些产品上印上“中国人制造”的标记，意在提示人们不要购买，但结果是这些产品反而因此畅销，“华人的产品已分配到墨尔本以至维多利亚乡镇的各大家具货栈和商店中去，顾客来自欧洲的各个阶级。”白人同行相形见绌，望尘莫及，于是，他们纠集在一起，组建了“家具制造业反华联盟”，再度依靠人数优势和政府偏袒，运用非竞争手段来打压华人。而类似的竞争在澳大利亚各地的众多行业中多有出现。

凡此种种，进而导致对“华人竞争”的恐惧感油然而起，恐惧感转化为对“利益安全”的共识。于是，在19世纪后50年，白人以众欺寡，此起彼伏的排华运动由地区性的合作发展为全澳范围的联合，由民间活动升级为政府行为，澳洲联合由此步入付诸实质性行动阶段，“白澳政策”也相应逐步被确立为各殖民地政府奉行的国策。1855年6月，维多利亚议会通过一项旨在排华法案的法案——《为某些入境移民作出的规定》，规定凡经登记的船只，每10吨位准载华人一名，并且每一名入境华人须交入境人头税10英镑。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的第一个排华立法。这一法案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为澳大利亚其他殖民地树立了一个以立法手段排华的先例。

在“白澳”意识的驱动下，排华运动导致澳洲白人在利益上的相近和趋同，使他们愈加将澳洲大陆当做了共同所有的疆域，原本不相往来的各地白人为了自身需要而增进了交往，散居澳洲各地的白人群体逐步结合成为单一种族的整体。维多利亚政治家、后来的澳大利亚联邦第二任总理、“白澳政策”的始作俑者迪金曾表述：“没有别的动力能比下述愿望起到更广泛的更强有力的作用。这种愿望就是：我们应该是一个民族……没有其他种族的掺杂。”对待华人，澳大利亚白人（尤其是诸如工人之类的普通民众）的所作所为是相当暴烈，甚至是非常残暴的，只有极少数人对华人的悲惨境遇表现出怜悯，并对自己同胞的暴行表示出遗憾。虽然华人义愤填膺，但无可奈何，他们数量很少，寡不敌众，不足以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所以说，对于澳洲白人社会而言，驱赶、迫害和排斥处于澳洲主流社会之外的华人是有利可图的，不仅不会引起澳洲社会的分裂或动荡，反而可更好地维护澳洲白人的既得利益，进而增进澳洲主流社会的稳定。

澳大利亚学者们在研究19世纪后期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以及联邦运动的酝酿与运作时，都着重提出和罗列澳大利亚人的合作与联合问题，但是，尽管他们都提及了排华问题，但大都将其置于次要位置然而，在由白人为主体的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过程中，“白澳”意识所起的作用就是巨大的民族聚合与凝聚，它具体而明显的表现则显示在排华运动中。换言之，各地澳大利亚人的合作与联合开始于排华问题上观念上的共识与行为上的一致，表现在排华与反华问题上，各地的澳大利亚白人的整体认同并以自然的演进形式从合作走向联合。

首先，排斥华人的种族主义思潮在澳洲日益盛行，丑化华人的谣言甚嚣尘上。这一切逐步形成为一种具有号召力的政治鼓动，表现为一个白种人民族对另一个有色人种民族的排斥。中国人被视为劣等民族，被形容为个个都吸食鸦片，男盗女娼，其服装、外形、语言和宗教信仰都成为白人侮辱的对象。在城市里，华人居住区被认做是污染源，一旦出现传染病流行，华人必定遭遇无端攻击。当白人看到在澳华人中妇女仅占2%-4%时，他们惊恐地预言：这会导致华人与白人的混血，打破澳大利亚的白人血统。其实，这纯属危言耸听，造成在澳华人这种结构的原因是：他们并无意想在澳大利亚安家立业，仅是打算为养家而在此挣钱而已，因此，没有带妻子同行的必要。况且，他们也都无力为妻子支付赴澳路费。再有，绝大多数在澳华人财力不济，难以融入高于华人消费标准和承受能力的澳大利亚社会，迎娶白人妇女为妻则更是天方夜谭。

其次，进入80年代后，白人与华人之间的冲突有增无减，因此，利益的趋同使白人在排华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共同点，使排华越发成为他们的一种必须采取的行动。在“淘金热”后，当许多白人矿工还在为失业而苦恼时，华人矿工则迅速转行，大量进入城市。“在每一个谋生领域……华人似乎普遍都能适应。”在诸多行业中，他们以机敏、廉价和高效而受到白人雇主和顾客的青睐，并对白人同行构成了威胁，“华人……的成功引起了羡慕和反对”，白人们惊呼“华人竞争”。此外，在社会上和政界里，保护关税主义者也发现排华的目的与他们要保护澳洲经济利益和澳洲人就业的宗旨是一致的。

再有，排华运动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形成。虽然，时至80年代，澳大利亚仍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澳大利亚人的国家意识则在逐步增强。在排华问题上，这种现象初见端倪。白人仇视华人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预感到来自中国的威胁。“中国被视为具有掀起大规模移民潮的来源”，这使白人大有华人“和平入侵”的恐惧感。一些政客分析：“澳大利亚人烟稀少，又是一块潜在的富裕之地。因此，处于邻近地理位置的中国把澳大利亚作为解决他们国家贫困而人口又过于拥挤的安全阀来使用。”再有，这一时期中国政界上“洋务派”的宣传和清政府加强国防与军备的举措更使澳大利亚的白人想入非非，帕克斯曾危言耸听：“我不由得不认为，中国政府支持了目前的中国人进入（澳洲）的运动。……其目的是为了组建中国的殖民地。”1888年3月7日的《悉尼先驱晨报》声称：“中国可能派遣军舰来澳洲并令陆战队在澳洲北部登陆。”他们的这种感受愈加明显地是建立“在一个国家的基础上而不是帝国的基础上”。通过他们的言行，可以隐约领悟到此时各地澳大利亚人的利益已经不是局限于自己生活的澳洲一隅，而是与全澳洲的领土与疆界相连。

排华运动源于以英国移民为主体的澳洲白人在利益上的相近和趋同，而运动的进行与蔓延又使他们愈加将澳洲大陆当做共同所有的疆域，促使原本不相往来的各地白人为了自身需要而增进了交往，促进了散居澳洲各地的白人群体逐步结合成为一个整体的澳大利亚民族与民族国家。正是通过排华运动，澳大利亚民族和民族国家的概念以逐渐脱胎于英吉利民族和英国的形式而越来越清晰地显示出来。迪金曾作过具有代表性的表述：“以前，人为的而且带有任意的政治划分曾把我们分离开来……（现在）要消除这种划分”，因为“个人或国家最基本的本能——自我求生的本能——因为处在生死关头的正是国家尊严、国家性质和国家前途”。而就当时澳大利亚社会意识而论，这样的国家就是种族单一的白人国家。

澳洲的排华运动在导致澳洲各地利益趋同和促使澳洲白人走向联合的同时，也加深了澳大利亚各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利益冲突。

在19世纪，虽然在对待与英国的事务与关系上，澳洲各殖民地基本上是各不相同，各自为政，即使各地之间有合作，大都也仅是双边或三边等，而从未出现过各殖民地相互呼应和联合一致的现象，然而，在对待华人问题上，则出现了澳洲各地白人为了抵制英国的既定政策而联合一致和共同行动的现象。这种联合是澳洲利益与帝国利益冲突的表现之一。

英国政府对澳洲的排华运动颇为不赞同，因为对于英国而言，这是一个对英国与英帝国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问题。其原因在于：其一，英国政府与清政府签订过允许华人不受限制地进入英属领地的条约。在1860年10月订立的《北京条约》中，英国政府允诺：“以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与英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国船只，毫无禁阻。”其二，澳洲排华运动的最终目的是确保白种人的“纯洁”，进而在澳洲构筑“白色城墙”，建立“白色的澳大利亚”。这一系列行为符合澳大利亚人的意识与利益，但却与英国的“帝国理念”与“帝国利益”相悖，因为英帝国是一个包括了大量有色人种的大帝国，因此，虽然英国人的种族主义意识毫不逊色于澳大利亚人，但是，为了帝国的联合，英国人不会赞同或放纵澳大利亚人对有色人种的所作所为。其三，近代以来，英国与亚太地区（特别是远东地区）国家的交往逐步增多，在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成为“唯一在远东拥有较大利益的欧洲强国”，自19世纪中期以来，面对西方列强在亚远东地区的渗透与竞争，旨在维护既得利益的英国力主维持远东的“现状”。由于直到甲午战争爆发，中国一直被国际社会公认是当时亚太地区国力最强的国家，因此，英国将清政府当做其远东政策执行过程中一个颇有分量的筹码，这使得英国政府不会漠视清政府就澳大利亚人的排华行径所提出的抗议。所以，凡此种种，英国政府不会任凭其属地上的臣民们在将会有损英帝国利益的情况下为所欲为。可是此时的澳大利亚白人则已将澳洲的利益置于“帝国利益”之上，甚至将“帝国利益”置于对立面。因而，华人问题逐步成为澳英之间的利益冲突点之一，以至于澳洲的自治呼声更加高涨，分离倾向更加明显。

1876年，昆士兰的金矿区管理条例使澳英之间的这种矛盾冲突公开化与白炽化。对于该条例，英国政府予以否决，并要求昆士兰政府对此进行修改。英国殖民大臣卡那文伯爵致函昆士兰政府，提出两条修改意见：“第一……使之不至于成为直接专限对付英帝国某一友好国家人民的法律。英帝国正谋促进与这些国家的自由往来关系。第二……使之不致成为损害英帝国内亚洲与非洲两处属地人民利益的法律。”然而昆士兰的反应却是强烈的抗拒。它一方面不仅对英国干预其移民政策的做法大加抨击，而且在第二年正式颁布了《限制华人移民法案》；另一方面它呼吁澳洲的其他地区给予支持。针对昆士兰的呼吁，澳洲各地区给予热烈的响应。这次冲突回合的结果是澳洲各英属殖民地不仅没有向宗主国屈就，反而因共同利益的所在而加强了合作与联合，澳洲各殖民地驻伦敦总代表就此振振有词地表示：“如果要我们牺牲在政治和社会平等的原则上改进社会的希望，那我们是不会在没有作出最认真的努力以避免这样一场灾难之前，甘心这样做的。”

进入80年代后，澳洲的排华运动愈演愈烈，其中既是受意识与利益驱动，也包含着对宗主国的抱怨。1888年4月，载有60多位中国人的“阿富汗”号船在墨尔本被拒绝入境，接着又在悉尼被拒绝靠岸，进而酿成所谓的“‘阿富汗’号事件”。不久，深得澳洲社会支持的帕克斯扬言禁止中国人在新南威尔士的任何一个港口登陆。5月初，澳洲总督卡林顿告诫英国殖民部：中国乘客的任何上岸企图势必遭遇攻击。英国政府出面斡旋，但效果甚微。而帕克斯的气势则甚嚣尘上，声称他“既不顾女王陛下的军舰，也不顾女王陛下派驻的代表，更不顾英国殖民大臣的干预”。5月21日，卡林顿又向殖民部报告：帕克斯已经“孤注一掷了”英国的驻澳官员也无奈地说道：“我们都被操在殖民地人民手中，只好随他们的意旨办事。”

由于澳大利亚各责任政府不具有外交处置权，因此，澳洲的排华运动不可避免地涉及英国，表现为在中国的清政府依据中英之间的有关条约，向英国政府表示其对澳洲的那些“有损中国人”的立法正予以关注的同时，澳大利亚人则在要求英国政府能够像美国政府那样，就排斥华人进入澳洲而与清政府进行交涉与谈判，并订立相关条约。6月，澳洲各殖民责任政府的总理为协调排华事宜而聚首悉尼，旨在促成英国与中国的谈判，帕克斯为此使尽了浑身解数。对此，英国政府先是不理会，接着是拖延，再往后是外交部如此答复殖民部：中国政府无意就在澳华人而与英国签署“美国模式”的条约。而殖民部的意见是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外国劳工的限制与排斥的做法是不能够得到来自英国的赞许的，这种限制与排斥势必伤害澳大利亚的贸易。

英国的态度和做法令只能通过英国才能就移民问题与中国进行交涉的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大为不满，澳英关系中的对立因素增多，分离倾向加剧。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各位总理就进一步加大限制在澳华人一事达成一致协议，炮制出更加严厉而苛刻的排华决议：“1.要求英政府与中国商定移民条约，使其自动禁止华人入澳。2.要求英政府禁止香港和新加坡两殖民地默许华人入澳。3.任何船只每500吨限载华人一名入澳。4.禁止在澳华工从一殖民地进入另一殖民地。”而最后的结果是（1）作为让步与妥协，澳大利亚将第3条中的500吨改为300吨，英国则接受了第2条；（2）就移民问题，英国政府与清政府举行谈判，然而，从所缔结的协议上看，这实际上是一个中英贸易协定，其中的排华内容不仅有限而且勉强。澳大利亚方面对此颇为不满，新南威尔士政府动用立法手段，宣布在新南威尔士终止执行该协议，昆士兰等地的澳大利亚人又一呼百应，闻风而动。

在澳洲，除了政府和政治家在排华运动中摇旗呐喊和兴风作浪，将分道扬镳作为抗议英国政府所为的“口头禅”外，社会各阶层也愈加将对母国的不满与华人问题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工人阶级中间。“在劳工运动中，分离的话题适合于反帝国与反华的情感。”在80-90年代，伴随着澳洲社会的联合程度的提高与“自治”意识的增强，这种社会情绪愈演愈烈。“白澳”意识原为维系与英国的感情和血缘纽带，而现在更多的则是维护澳洲白人的利益，澳洲联合的呼声更加高涨，澳英分离倾向更加明显。

3.“白澳政策”

从19世纪中期起，澳大利亚各殖民地责任政府就应白人民众的要求，制定政策和采取措施，限制乃至禁止非欧洲移民进入，三令五申地驱逐有色人种。作为“白澳”意识的产物，“白澳政策”因“排华运动”而显露端倪，并很快成为各殖民地责任政府乃至后来的澳大利亚政府的既定政策。在愈演愈烈的排华运动中，这些当局充当了组织者的角色。不过，那时各殖民地各自为政，自然也就行动不协调，法令不统一，这多少给受迫害者留下了躲避的余地。然而，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国家统一了，政策与法律也就一致了，于是，联邦政府将强力推行“白澳政策”当做了既定国策。在第一届联邦会议上，“白澳政策”被正式宣布为国家政策，澳大利亚联邦因此而拥有浓烈的种族主义气息。从广义而论，这是排斥和歧视有色人种的基本原则和总体方针；而从狭义而言，限制乃至禁止有色人种移入澳洲。从1901年起，联邦议会在几年之内连续通过了一系列重要法案，从而使国家法律“白澳”化。

《邮政电信法案》在制定之初与“白澳政策”的宗旨本无联系，但在1901年6月中旬联邦议会表决时，西澳大利亚州的议员S.史密斯提议将“所有从澳大利亚开出的邮船，不论是否得到联邦政府的邮政补贴，也不论他们是否在澳大利亚注册，都必须无条件地只雇用白人船员”的条款增加到其中。经过热烈讨论，9月，这一充满种族主义色彩的条款作为第15款而被列入该法案。因此，尽管该法案并非是“白澳政策”的主要法律，但它具有开“白澳政策”国家法律化之先河的作用。

同年8月间，《移民限制法案》由众议院提出，这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推行“白澳政策”的最主要与最有效的法律，其矛头直指有色人种移民。它规定，对任何申请入境的移民都要进行英语测试，即在联邦海关官员的监督下，每位移民须默写出50个英语单词，不及格者不得入境很明显，这种移植于南非的规定只是对付有色人种申请者的，而不是针对白人申请者的。由于联邦政府担心它触怒欧洲某些国家，因而对有关条文进行了修改，将原测试语种由原限定的英语改为任何一种欧洲语言。

旨在允许驱逐来自太平洋岛屿的黑人移民，《太平洋诸岛劳工法案》更是洋溢着极端种族主义的气息。该法规定，从1904年起，喀拉喀人不得再进入澳洲，并指令已进入澳洲的喀拉喀人必须在1906年底以前返回原土著岛屿。该法案在众议院提出后，立刻遭到一些议员的反对，尤其是来自昆士兰州的议员，因为在昆士兰沿海地区雇用了大量廉价的美拉尼西亚劳力。1901年10月2日，联邦总理巴顿再次提议对此进行表决。又经过一番激烈的唇枪舌剑，该法案得以获得通过。

《邮政电信法案》、《移民限制法案》和《太平洋诸岛劳工法案》均于1901年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通过，并于1902年1月得到英国女王的批准。从此，“白澳政策”作为澳大利亚的基本国策，使澳大利亚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都带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澳大利亚也因此被国际社会认为是种族主义猖獗的国家之一，连包括英国人在内的欧洲人都无不为此惊诧。1902年《联邦选举条例》规定，在澳大利亚，任何亚洲、非洲及太平洋岛国（除新西兰外）的移民和澳洲土著居民不得列入选民名册1908年《残废抚恤金和养老金条例》中规定上述有色人种无权享受残废抚恤金和养老金。澳大利亚的工会组织也明文规定，不准有色人种入会。以前富有民族主义气息的口号“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人的澳大利亚”实际上已成为被充满种族主义色彩的口号“澳大利亚是白种人的澳大利亚”。尽管许多澳大利亚人时常为此良心发现，对有色人种多有亏欠感，但强烈的利己主义和深厚的优越意识使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支持和拥护“白澳政策”，以此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并不惜为此损害有色人种。

“白澳”意识和“白澳政策”是一种非常狭隘的种族主义偏见与产物，连非英籍欧洲白人及其后代也遭受株连与波及，他们的社会地位虽高于有色人种，但大大逊色于具有盎格鲁凯尔特血统的英国移民及后代。进入20世纪后，深受排斥与歧视的亚裔有色人种因不堪忍受而纷纷离开了澳洲，使得澳洲人口中的亚裔人数与比例大幅度下降，而无处可去的澳洲土著则陷于苦难深重之中。

“白澳”意识和“白澳政策”给澳大利亚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这种与殖民主义相联系的社会意识维系住了澳大利亚对英国的依附性，是澳大利亚人长期心甘情愿地与英国保持殖民关系的思想根源之一，因此，它们妨碍了澳大利亚摆脱英国控制并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

其次，“白澳”意识和“白澳政策”严重阻碍了澳大利亚同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各国的正常往来。这对于地处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是极为不利的，造成了澳大利亚的自我封闭和对英国的长期依附。

再次，“白澳”意识和“白澳政策”延缓了澳大利亚向多元文化国家发展的进程。各国的现代化发展已证实，吸收更多的其他民族与国家的文化以充实和发展自己，是使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走向富强、文明和强大的明智选择，所以，“白澳”意识无疑是误国意识，“白澳政策”当然也是误国之策。

（二）种族主义的衰落与“白澳政策”的终结

长期以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澳大利亚因种族主义而备受国际社会的指责，但它不为所动，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对澳大利亚人的种族主义意识与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性影响，“白澳政策”因此而遭遇到置疑。法西斯的暴行极大地刺激了澳大利亚人，他们看到不仅是德国纳粹分子不分肤色，把包括一向因是白种人而自命不凡的澳大利亚人和英国人在内的各种族一概斥为“劣等民族”，而且一直受“白澳”意识鄙视及“白澳政策”排斥的日本人也把澳大利亚人当做下等种族，频频对澳发出战争威胁。法西斯屠刀不分种族的事实不能不使澳大利亚人对种族歧视加以反思。再有，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大敌当前，人们不分种族肤色和天南地北，为了安全与和平而团结一致，携手并肩，共同抗敌。在大战期间，无论是在国际政坛上，还是在前线战壕里，澳大利亚人同包括有色人种在内的各国人民协同作战。相对于广泛的共同利益，狭隘的种族偏见黯淡失色，孤傲的“白澳意识”相形见绌，“白澳政策”的不合理性也逐步显现。澳大利亚人逐步意识到“无论从道德上还是从常识上来看，它都是对被这个政策排斥在外的人们权利的公然侵犯”。也从这时开始，英国势力逐渐退出太平洋地区的事实促使澳大利亚人考虑自己的处境。澳大利亚人逐步反思他们与亚太国家与民族的关系，“我们恐怕要问自己一个过去从未问过的问题，那就是亚洲会如何看待澳大利亚呢？……（澳大利亚）同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存在历史的或根本性的利益冲突。”

当然，大战中的经历还不足以改变澳大利亚种族主义传统与现实。虽然有色人种在战争中的不凡表现使澳大利亚人对他们刮目相看，但是，澳大利亚社会中的种族主义气息依旧浓烈。然而，作为种族主义产物的“白澳”意识与“白澳政策”同战后现实社会的不相适却逐渐显露出来了，因此，它们自然成为社会改革的对象。联邦政府新移民政策的确定与实施成为了改变“白澳”意识与动摇“白澳政策”的开端。

战时工业化的发展与转型决定了战后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内容和趋势，社会生产对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增长，使人们越来越感到有必要通过增加人口来改变地广人稀的现状。此外，防务上的独立和自卫也使人们把增加人口同国防安全联系在一起。而当时澳大利亚仅有700多万人。在此问题上，人们已形成一个共识：仅依靠澳大利亚自身1%左右的出生率无法满足澳洲对人口的需求。

战后的第一位联邦总理B.奇夫利上任后，旋即增设联邦移民局，由提出“增加人口，否则灭亡”口号的原新闻部部长A.卡尔韦尔出任该部部长。卡尔韦尔在大力鼓励提高出生率，倡议“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使母亲荣耀”的同时，提出了“移民就是繁荣”的理念。在联邦议会里，他以明确的言论阐释了战后移民的意图和方案：“如果我们要在世界事务中占据正当地位，如果我们要使我们的安全有保障，就必须用自然增殖和计划移民的方法使我们的人口大量增加。……我们孤立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自此，新移民政策全面付诸实施。

然而，种族主义意识根深蒂固的澳大利亚人并未从那厚重的英吉利民族心理中解脱出来，1946年11月，卡尔韦尔强调：“我希望每来一个外国移民（指非英籍移民），就有10个英国人到达。“1948年在墨尔本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人首先欢迎英国人，次为德国人，近一半人讨厌意大利人，一半以上的人反对犹太人和黑人，24%的人主张排斥中国人澳大利亚归国士兵同盟的L.休伊什危言耸听地说道：“距澳大利亚400英里之内的15亿亚洲人是一大威胁。”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声称：“两个姓王的抵不过一个白种人。”

可见，新移民政策仍洋溢着种族主义的气息。它侧重于英国移民为他们提供了种种便利条件；而对非英籍移民的接纳则是作为因英籍移民不足而作的补充，持施舍态度的“澳大利亚人偏爱北欧移民，对南欧移民是勉强接受，而亚洲人则被视做一种禁忌”。当时多数澳大利亚人的看法是：澳大利亚民族是一个基于英国文化之上的文化单一社会，这种单一性不会因大规模的欧洲移民所破坏，但却不能幸免于有色人种移民的到来。

当新移民政策开始执行，各项移民协定付诸执行后，却出现了与澳大利亚人的愿望相悖的情况。尽管澳方处处为英国移民提供资助和优待，但忙于战后重建的英国因劳动力不足而对向澳移民一事反应冷漠随着战后英国社会经济的复苏，英国人对移民澳洲的兴趣更是每况愈下，甚至出现了英籍移民回流的现象。这种情况在60年代尤为明显1967年，一位在澳生活了17年的英裔中学教师在返回英国时说道：“我最期盼的就是一种回归祖国的感觉。……在澳大利亚，我在心理上只是半个外国人。”

反之，不少欧洲国家（特别是东欧和南欧国家）则因局势动荡导致人口外流。因此，进入澳洲的英国移民的增长速度与人员数量逐渐低于进入澳洲的非英籍欧洲移民，反差与日俱增。同时，由于社会对移民的需求量不断扩大，使得澳大利亚对过去一向禁止入境的有色人种移民的限制也不得不有所放松。从1947年7月1日到1969年6月30日，澳大利亚总共接受了208.06万移民，其中英国移民78.8万，英联邦国家移民829万，北欧移民24.8万，东欧移民30.7万，南欧移民51.92万，美国和黎巴嫩等国移民7万。如果将非英籍欧洲移民得以越来越多地进入澳大利亚视做是澳大利亚政府移民政策开始发生变化的话，那么，有色人种移民的被允许进入则是这一政策的巨大转变。对移民需求的迫切和移民来源的变化等客观现实逐步改变了澳大利亚人的初衷，新移民政策中的种族主义气息渐渐自然趋于消散，以往的相关禁忌逐渐被回避、突破或搁置，“白澳政策”的社会基础出现了裂痕，澳大利亚文化单一性的变化初见端倪。

刚开始，澳大利亚政府和社会是以施舍态度勉强接受非英籍欧洲移民，而坚决排斥有色人种移民，“澳大利亚人偏爱北欧移民，南欧移民能勉强接受，而把亚洲人视作一种禁忌”。而后来，这种态度逐步产生变化，卡尔韦尔在行将就木时写道：“一个同族和多种民族相结合的澳大利亚是不可能的。澳大利亚必须两者居其一，而不可能两者兼备。”在1950年1月英联邦国家外长会议（即科伦坡会议）后，在对待有色人种移民及其国籍问题上，澳大利亚一再放宽入境与入籍的条件，屡屡修正原有的相关制度与规定。据澳大利亚移民部统计，1958年有175名亚洲人获得澳大利亚公民身份，其中有129名中国人和39名日本人；从1956-1962年，有2907名有色人种获得澳大利亚国籍；到1969年，该数字达到1.1万。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是具有排华传统的民族国家，而现在中国人又重新出现在了移民的队伍中，这无疑从一个角度折射出澳大利亚移民政策已今非昔比。

60年代后，由于欧洲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前往澳大利亚的欧洲移民逐渐减少，甚至出现了回流，而来自亚洲的移民则有增无减。以北欧移民与亚洲移民占移民总数比例的比较为例，1947-1951年分别为7.5%与1.6%；1951-1961年为26.3%与2.3%；1961-1966年为0.8%与5.2%；1966-1971年为4.9%与11.2%；1971-1974年为0.5%与227%。1976-1980年，来澳移民的1/3是亚洲人，"80年代早期，来自亚洲和中东地区的移民构成移民总数的40%，并且这一比例在人道的家庭团聚计划实施后还会进一步提高。”在亚洲移民中，香港富商在澳大利亚备受欢迎。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移民的数量增长迅速。按照澳大利亚统计局1986年人口和住房普查统计的数字，能够证明自己是华裔的人口为172483人；而据悉尼华侨文教服务中心1996年初的资料显示，华侨和华裔人口达到了35万多。如果按照澳大利亚移民局1992年公布的24万人的数字来计算中国移民增长水准，1994年中国移民数达40万加上近年准许定居澳洲的中国大陆新移民及其亲属，估计1995年底在澳华人人数达45万人。

战后几十年的大规模移民使澳大利亚人口得以增长。1949-195年度的移民和自然增值的人口加在一起，使澳大利亚的年人口增长率大于3%。1969年，澳大利亚人口已达1250万，1988年增至1619万。人口增加的最直接效果是对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它使澳大利亚劳动力匮乏的现象大为好转，为战后澳洲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从1947-1966年，澳大利亚劳动力总数由2479269人增加到3421808人，其中51%来自海外。再有，它使澳大利亚社会生产的技术水平提高。在入境的移民中，许多人受过高等教育或专业技能训练。从1960-1970年，在进入工厂企业的646550位移民中，有64971人是工程技术人员，188752人是熟练工人，230986人是半熟练工人，仅有16184人是非熟练工人。在移民中，工程技术人员的数量呈稳步上升势态1960-1961年度约为4000人，1969-1970年度则达到1万人。

凡此种种，因社会的需要和移民的作为，“老澳大利亚人”对“新澳大利亚人”的怀疑和排斥逐渐转变为信任和友好。澳大利亚最大的钢铁公司布罗肯希尔产业有限公司的贸易研究部经理N.威尔斯指出：“事实证明，如果没有1948年以后大量移民来到澳大利亚，在钢铁企业中数量充足的劳动力大军是不可能得以形成的。”

新移民（尤其是非英籍欧洲移民）在不长的时期里就逐渐融合于澳大利亚社会。在各种交往中，他们同战前就已生活在这里的澳大利亚人交上了朋友，其中不少人还因婚姻而成为亲戚，澳大利亚社会的利益趋同性越来越明显。许多移民通过努力奋斗，在澳洲开创了自己的事业澳大利亚哲学家Z.科维西的学术生涯是从他移居澳洲后，在西澳大利亚大学当园丁开始的。而进入政界和商海的非英籍移民更是大有人在在社会上，典型的澳大利亚人的社会方式成为众多移民效仿和追求的样板，即：“在一个家庭里，男人是家长，一个妻子，三个孩子，银行里有一张抵押契据，车库里有一辆霍尔顿牌汽车，冰箱里有福司特啤酒……抽支考林伍德或者乔治牌香烟提神。”这些移民带来了多种性质和形式的文化，从烹饪、服饰到文学、艺术，从生活习惯到伦理道德，令因有英国血统而自傲的老澳大利亚人惊叹和乐于接受，称赞亚洲移民“具有澳洲人所不具备的优秀品质”，并以唐人街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逐渐成为澳大利亚文化组成部分之一而引以为自豪。澳大利亚社会上出现的包容、兼容与趋同现象是导致战后澳大利亚民族意识开始产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源源不断地到来以及人们之间的交融，澳大利亚社会面貌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在20世纪5年代初澳大利亚社会的方方面面还同英国如出一辙的话，那么，时至5年代末，澳大利亚社会已经变成一个绝非英国化的白人国家，人们的习惯与观念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变化：在称呼上，褒义的“新澳大利亚人”称呼取代了贬义的“南欧佬”、“波兰佬”；在交往中，英语的流利程度通常是能否较快适应澳大利亚社会的前提条件，而不是以种族来论定是否被接纳，澳大利亚人与初来者之间对话的开场白往往是一字一顿地礼貌询问“Do you speak English”？而逐渐不再是操着有着浓浓的伦敦东区口音的澳大利亚英语高傲发问“你从哪来”？从平等对待非欧洲移民开始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中的种族主义渐趋消退，澳大利亚愈加对世界开放。

如果将非英籍欧洲移民在澳的发展与融合比作是在澳大利亚种族主义堡垒——“白澳”意识——的基础部位打开一个缺口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有色人种移民的到来则使这座堡垒摇摇欲坠。以种族隔离为内容和特色的“白澳政策”由此开始解体，因为它妨碍了澳大利亚的社会发展和对外交往，“使澳大利亚似乎变成了又一个落后于时代的白人俱乐部”，有悖于澳大利亚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国家不仅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日益上升，而且同澳大利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日趋频繁。作为亚太地区的一部分，独立发展的澳大利亚不得不正视与近邻们的关系——亚太的有色人种国家，因此，为了加强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的地位，旨在密切与亚太国家关系的策略逐步成为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重点。正如一位名叫R.瑞安的众议院议员所言：“它的（对外）政策第一个要点必须是非常聪明地选择朋友，选定后就要赢得他们的善意与友好。”而“白澳”意识则妨碍了澳大利亚人“非常聪明地选择朋友”和“赢得他们的善意与友好”，“白澳政策”开始受到质疑和抨击。一份1950年6月的政府备忘录强调废除对澳大利亚非欧居民的歧视和对有色人种移民的排斥将“有助于澳大利亚与东部国家（指亚太有色人种国家）的外交关系”这份备忘录的起草者在次年4月以联合国宪章为依据，再次提出废除对非欧居民及移民的限制不会有损于澳大利亚社会。

在澳大利亚社会上，一些民间团体和宗教组织出于人道主义的角度与立场，也明确提出了修改“白澳政策”的要求。特别是在青年人和知识分子中，“白澳政策”大受斥责和唾弃。在墨尔本大学，青年学者们成立了“移民问题改革团”，批驳“白澳政策”，反对种族歧视，要求实行民族平等原则。有趣的是，它的领导人竟是当年“白澳政策”的始作俑者迪金的外孙K.瑞威特。在50年代，该组织就是否同意“允许根据‘白澳政策’绝对禁止向澳大利亚移民的国家每年各向澳大利亚移民50人”设问，在社会上进行了问卷式的民意测验，持续数年之久。其结果为：195年时，61%表示同意，31%表示不同意，8%不表态；之后的比例则逐年逆转，1959年为34%同意，55%不同意，11%不表态。这表明种族主义思潮正处退潮之势，“白澳政策”正逐渐失去社会基础，趋于缓慢坍塌的状态。

这种社会意识的渐变不但在澳大利亚社会上引起了对“白澳政策”的攻击与否定，而且使澳大利亚国家政策发生了方向性转变，善待有色人种移民使新移民政策的内容与特征发生了微妙而重要的变化。在对待有色人种移民及其国籍问题上，澳大利亚政府以一再放宽条件的方式，修正原有的相关制度和规定。60年代后，澳大利亚政府不断取消对有色人种移民的限制，愈加放宽针对他们的入境条件。相比较于100多年前华工的遭遇，澳洲社会对中国移民的评价也趋于客观和中肯：“我们不否认中国留学生当中有少数人（可能仅占4万中国留学生中的0.1%）参与了澳洲犯罪活动”，实际上，“4万多中国留学生一直在用自己的汗和泪书写中国留学生在澳洲的历史。他们当中多数人在勤奋创业。他们当中有一些杰出人士为澳洲社会作出了卓越贡献”。

友善和信任的态度已经蔚然成风，传统的种族主义思潮趋于被各种族平等、友好与互助的意识所取代。一位来自印度的记者说道，刚到澳洲时，他的女儿遭到白人孩子的嘲弄，说她看上去需要洗个澡，但他的结论是：“一旦澳大利亚人逐渐了解了你，喜欢了你，他们就会完全接受你。”《新闻公报》曾是鼓吹“白澳政策”的急先锋。而在50、60年代，随着原本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逐步消退，它成为了反对种族主义和“白澳政策”的鼓动者，1960年，那句长期置于刊头的箴言“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白人的”被删去。它的诸多反对种族主义言论在社会生产了不小的影响，如：“澳大利亚所以没有沦为欧洲殖民主义的劣等弃儿，是由于移民们持续不断带来的富有生气的缘故”；“如果说，把土耳其人引进澳大利亚干某些重活这句话有道理，那么设法让一些日本人技术专家入境帮我们动脑筋想些事情叫土耳其人去干，又有什么不对呢”？等等当有色人种移民或土著人代表澳大利亚在国际体坛上取得优秀成绩时所有澳大利亚人都同样兴高采烈，称他们的拼搏是“民族美德的典范”美国黑人舞蹈编剧伯·拜尔斯1959年来澳，1970年取得澳大利亚国籍他“在这里没有感到过什么种族歧视”。可见，“白色长城”正在摇摇欲坠。

澳大利亚的国家政治随之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各个政党相继多次修改党纲，清除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观点。1965年，原先以种族主义为信条的工党率先从其党纲中删除了“白澳政策”的内容。在1971年该党第29届年会上，与会者以44:1的投票结果，通过决议，保证在移民问题上不再持种族主义的歧视立场。工党领袖惠特拉姆在1972年就任联邦总理后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变革中，最有意义的是宣布“种族或肤色将不再成为进入澳洲的一种标准”。其他党派也紧随其后，步其后尘。

自6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政府在对待种族问题上，公开摈弃了“白澳政策”，努力实现种族平等。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政府对亚洲移民政策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改变，放宽了入境限制条件；修改乃至终止了对澳洲土著的同化政策，提倡与土著人平等共处。在往后的10年时间里，政府明确表示，不能允许种族歧视的现象存在于澳洲社会，并对过去因种族主义作祟而留下的历史问题予以纠正和弥补，如拨款帮助土著人和移民团体，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与环境，改正了过去诸多种族主义行为与政策；针对因移民的进入而导致的文化多元化发展倾向，政府相关政策的理念逐步产生了变化，倡导多元文化发展的观念取代了原先力主各民族应“与统一的澳大利亚生活方式相统一”的概念。

战后的澳大利亚人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种族主义立场，而且还反对别国和其他民族执行种族主义政策。1971年6月，一个南非白人板球队访问澳洲时，所到之处都遇到规模浩大的反种族主义示威活动。当联邦总理戈登要求澳大利亚板球管理委员会设法出面解决问题时，该委员会主席的回答是：鉴于南非因种族歧视而名声太坏，希望今后政府不要让南非体育运动队来澳。所以说，战后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变化过程不仅与澳大利亚社会逐步摆脱种族主义意识和摒弃“白澳政策”的进程同步，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具体体现。

进入90年代后，强调各族人民的权利平等与各族之间的平等共处成为政府的重要既定政策。1997年，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了反对种族主义的法案，正式将种族歧视列为非法行为。每年国庆节时，澳大利亚政府都要嘉奖一批为国家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其中的“本年最佳澳大利亚人”和“本年度最佳澳大利亚青年”是两个最重要的奖项。1998年，澳洲土著人、女子田径400米世界冠军K.弗利曼摘取了“本年最佳澳大利亚人”的桂冠；19岁的越南移民、大学法律系学生黎坦因在为失业青年提供就业咨询和福利服务方面成绩卓著而获得了“本年度最佳澳大利亚青年”的殊荣。在2000年9月15日举行的悉尼奥运会上，弗利曼又得到殊荣——点燃主会场圣火。这说明有色人种已经融入澳大利亚社会，他们的业绩与贡献也已得到社会的公认。

然而，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在澳大利亚社会呈盘根错节状态，是难以彻底消除的，它仍然在许多方面依稀可见。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在澳大利亚社会上，不少人对70年代以来的反种族主义的国策与措施而提出非议，认为新移民政策超越了澳大利亚人所能接受的程度，力主限制有色人种移民入境。政府颇受其影响，这股逆流在1987年时才逐步被阻遏。1997年，在昆士兰州，众议员保琳·汉森组建了“单一民族党”，鼓吹种族主义，主张排除亚洲移民和压制土著人，力主恢复“白澳政策”。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个无名小党就跃为昆士兰州“起政治平衡作用的”第三大党。这场风波直到1999年才渐渐平息。再有，尽管澳大利亚社会上因种族主义而设置的限制在逐一取消，但澳大利亚军界则仍是“春风不度玉门关”。一项1993年澳大利亚国防力量研究院受联邦政府委托所作的调查研究表明，澳军方“成功地将澳大利亚社会中的非英籍成分”拒之于军队大门之外。这份调查报告承认：“就教养或‘世界观’方面而论，在澳大利亚军队与人口不断增长的澳大利亚社会之间，存在着一道仍在扩大的鸿沟。”此外，虽然土著人的社会地位大为提高，但是，因种种错综复杂的历史与利益原因，他们的权益要求往往难以解决如土地问题。

在战后时期，虽然有大量没有英国血统的移民（特别是有色人种移民）进入澳大利亚，但是，澳大利亚民族结构并未因此而发生实质性变化，到1996年，在1784万澳大利亚居民中，仍有95%是英国及欧洲移民的后代，98%信奉基督教。澳大利亚虽是一个年轻的民族国家，但却不是一个没有传统的国家，西方文化是澳大利亚的主流文化，英国的传统在这里无处不见。然而，作为澳大利亚现代化的特点的本土化则如同一只过滤器，对移植和继承的舶来品进行扬弃，根据澳洲的现实作出取舍虽然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端也时常出现于澳洲社会，甚至因特殊原因而表现得比在欧洲更为显著和刺激，体现种族主义的“白澳”意识与具体实施“白澳政策”就是典型一例。但是，这些弊端往往在本土化过程中被筛选淘汰，而没有发展成为既阻碍社会发展又难以消除的历史包袱。自1世纪中期以来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变化同样也是典型一例。这说明澳大利亚民族是一个有活力的现代民族。


二　澳大利亚土著人问题

（一）20世纪中期以前的澳大利亚土著政策

殖民入侵产生了澳大利亚土著人问题。白人殖民者对待土著人的态度是较为复杂的，虽然视土著人为野蛮的、未开化的、低人一等的这一总的看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没有本质性变化，但他们对待土著人的态度还是有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必然对他们的土著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由此形成了具有特定内容且带有鲜明阶段性特征的土著政策。澳大利亚土著政策的演化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各个时期分别奉行不同的政策：即屠杀和驱赶、保护与分离以及同化与融合政策。

第一个时期是从殖民入侵直至19世纪中叶，殖民者对土著实施屠杀和驱赶政策，造成土著几近灭绝。大约五六万年前，土著人就已生活在澳洲大陆。有些学者根据其外形特征认为土著人来自于东南亚。澳洲土著人的皮肤一般呈棕色，头发漆黑、卷曲且浓密，面部以眼睛深凹眉毛浓重、下巴较宽、鼻子扁大为其特征。在接受西方文明之前，土著人就发展了较为复杂的社会组织，包括与土地使用与管理有关的法律，但他们从没有发展过真正的农业，当然也就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他们笃信宗教，与欧洲人一样很早就有了崖画，也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很早就实行了土葬。殖民者入侵之前，这里的土著居民过着一种安逸和有规律的生活。1770年，J.库克作了如下描述：“他们过着一种平静的生活，这种生活没有被生活条件的不平等所扰乱。陆地和海洋慷慨地赐予他们生活所需的所有东西。他们并不垂涎于豪华的房子、家用物品等，他们在一种温暖和舒适的气候下生活，享受每一缕清新的空气……”然而，白人殖民者的到来却彻底改变了土著人的命运。1788年1月26日，英国“第一舰队”的到来拉开了英国在大洋洲殖民的帷幕。此后其他殖民地也相继建立起来。也就是说，英国当时既没有得到土著居民允许，也未与土著居民进行过任何形式的谈判，就占领了新南威尔士这片广大地区。

土著人和殖民者的早期接触造成了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根本对立土著人曾试图通过谈判和交流的方式将欧洲人纳入自己的社会模式，但欧洲人根本不愿意融入土著社会。即便如此，直到19世纪20年代，殖民地的有限规模与澳洲的辽阔幅员仍然使得双方有可能以某种形式共存，但殖民者的牧场边疆地区的迅速扩张扼杀了这种可能性，因为扩张导致了一系列创伤巨大的遭遇战。在殖民扩张下，土著人失去了打猎和捕鱼的场所，没有了食物，有时不得不偷捕殖民者的绵羊为生，再加上从监狱里逃跑的罪犯，有的躲在土著人当中，这就为殖民者大规模屠杀土著人提供了借口。1824年，欧洲殖民者与土著人的冲突不幸升级。有超过100名土著人在新南威尔士的贝塞斯特被屠杀。1825年，英国政府下令：有必要以暴制暴。殖民者把土著人当做打猎的对象，用步枪射击他们，并引以为乐。一位名叫梅杰的牧场主甚至说，土著人已经使用这块土地无数个世纪了，他们应该像灭绝的化石一样让路。在范迪门，仅1828年的一个月内，欧特兰兹附近地区就进行了28次土著人杀死白人定居者的调查，总督随即宣布实行戒严。在以悬赏猎人的方式进行打击未获成效之后，总督下令由3000人组成一条警备线，将土著人驱赶至南部海岸地区。

殖民者不止一次动用诸如新南威尔士军团等英国正规军进行战斗1830年，殖民地政府派遣500名士兵前往范迪门打击土著人。1834年刚刚成立的西澳大利亚殖民地总督率领当地驻军的一个分队在平贾拉与农戛人交锋，约30名农戛人在这场战斗中毙命。19世纪30年代根据英国的法律和习惯，殖民者不应与土地的原所有者签订条约。因此，在塔斯马尼亚的土著人被迫迁走，并被安置在弗林德斯岛。恶劣的生活条件导致很多人死亡。后来，土著人又被转移至开普巴伦岛。

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白人殖民者都对残害土著人的暴行感到心安理得。一些白人殖民者认为，这样的非人道行径包含了不公正的剥夺。他们提出警告：“我们的手上沾满了鲜血。“1836年，伦敦的基督教福音派教徒创立了英国与外国土著保护协会。协会还在英国议会中推进其事业，下院的一个调查委员会于1837年发现南非、澳大利亚和北美的殖民化给土著人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土著人“明确的、神圣的权利”、“对他们自己土地毫无争议的权利”受到漠视。“议会特别委员会”向议会递交了一份有关澳洲土著即英国殖民情况的报告。1838年1月31日，英国“战争与殖民地国务大臣”巴朗·格伦埃格爵士将这份报告转交给了澳洲总督乔治·吉普斯。报告建议在澳洲设立“土著保护者”。“土著保护者”被要求学习土著语言，其职责就是保护土著人权利反对剥夺土著人财产，保护他们免遭残酷暴行、压迫和非正义行为。“菲利普港保护者站”因此建立起来。乔治·奥古斯都·罗伯逊被任命为首席保护者，还有四名全日制的保护者，他们是罗伯逊的工作助手。

“土著保护者”的角色名义上是保护土著，特别是保护偏远地区的居民，其作用还包括对土著人婚姻、居所及其财务进行监管。但在殖民氛围下，区区几个土著保护者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或者说他们根本保护不了当地土著。如在“土著保护者”设置以后，残杀土著人事件仍屡见不鲜。1838年，新南威尔士北部的利物浦平原地区见证了一系列对土著的屠杀事件。为替几名被杀的牧羊人报仇，努恩上尉和他旗下的23名士兵在劳米河边的维尼伽山丘至少杀死100名（很可能是这一数字的三倍）土著人。6个月后，在迈耶尔克瑞克站，约有30名土著遭到12名牧场主的侮辱和枪杀，尸体被焚烧。这些牧场主中有11人是罪犯或有犯罪前科，其中7人后来被判绞刑。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次对犯法的殖民者进行惩罚。就在这次屠杀后不久，有200名土著在格莱伍森德附近被杀。1840年在朗拉贡就发生了对土著人的种族屠杀，整个土著人社区的人口被屠杀殆尽。

为了对付土著人，殖民者可谓机关算尽。在新南威尔士，总督部署了骑警部队来对付土著人。后来还征召不同部落的土著人加入骑警部队。这种武装部队的机动性和火力令人无法抗拒，而征召土著人入伍是大英帝国的一贯伎俩，即利用被征服民族去打击那些不肯就范的群体。1837-1853年间，殖民当局在维多利亚组建了“土著警察”，用收买、拉拢和欺骗的手段唆使青年土著屠杀与他们对立的土著部落。19世纪6年代，为了控制土著居民，昆士兰殖民地政府专门训练了一支“土著骑兵警察”。与枪杀相比，白人认为毒死土著更安全。殖民者在土著人的饮用水中放毒，给他们吃混有砒霜的食物。很多土著人因此含恨离世。尽管如此，在18-19世纪，最大的杀手无疑是白人给毫无免疫力的土著人带来的诸多疾病，如水痘、天花、流感、性病以及麻疹等。据估计，土著人口下降的90%是由疾病造成的。关于这一桩桩血腥残忍的历史事件澳大利亚的历史学家们一直讳莫如深。约翰·根室在《澳新内幕》一书中愤怒地写道：“白人得寸进尺，为攫取更多的土地开始实行‘驱散’，这是大屠杀的委婉说法。他们四处‘猎取土巴佬’取乐，这是他们周末的一种快活的游戏。”一些欧洲人大言不惭地声称土著人不仅仅是野蛮人，甚至不算人，“是一种没有尾巴的猴子”。在殖民者那里，杀死土著人不比杀死野狗更加糟糕。由此可见，在英国殖民时期，澳洲土著人过着比其他地区任何土著人都苦难的日子，他们被压在社会最底层，丧失了生存价值，没有社会地位。

第二个时期是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澳大利亚联邦建立前后殖民政府对土著人实行了保护与分离政策。在殖民者把维护殖民秩序视为己任的前提下，土著命运就更加凄惨。白人殖民者普遍相信，土著民族的消亡将不可避免，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又为土著人的消亡提供了解释性理论。作为一种回应，澳大利亚各殖民地政府纷纷出台一些所谓保护土著人的措施。

19世纪30-40年代，一些有影响的人道主义者相信，欧洲人比土著人优越，并且有责任“在地球上的荒芜之地进行殖民（如澳大利亚）”，但是，他们也承认，土著是“原先的所有者”，欧洲人是“入侵者”，他们“带有敌意的入侵”剥夺了当地人“以前的生活方式”并且差不多要铲除他们的“重要事实”。因此，土著人在取得“生活必需品以及生活幸福方面”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并且可以向殖民者提出“索赔要求”。他们认为殖民地政府所要承担的“首要责任”应该是对土著人进行“合适的赔偿或提供适当的生活所需”。这些人道主义者对范迪门的土著命运给予了特别关注，建议殖民当局应该把他们集中到保留地。在那里，土著将受到传教士的监管，传教士使他们“基督教化和文明化”，这样，他们就会变得对“国家和他们自己有用”。

19世纪50年代初，“淘金热”的兴起使得生活在维多利亚的土著人的处境更加艰难。于是，一些人道主义者又站出来替土著人说话。作为一种回应，维多利亚议会于1858年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目的是“去调查该殖民地土著人现状，寻找最佳办法减轻他们的绝对贫困”。在给议会的报告中，委员会建议殖民当局在有较多土著人居住的地区划出一片地作为保留地，强迫土著人去那儿生活，其目的是帮助土著人成为文明人和基督徒。这一时期，人道主义者赞成种族分离政策。他们意识到较早时期殖民政府的政策是基于如下信仰，即通过与欧洲人的密切接触，土著人可以被“文明化”，但实践证明，这一尝试已经失败。因此，他们建议把土著人与欧洲社会相分离，并把他们集中在由政府资助的保留地，由传教士和政府官员对他们进行教育和监管。在保留地内，欧洲人将教会土著人读书写字、照料牲口、看护庄稼，教妇女缝制衣服，教男人建造欧式房子。在澳大利亚，这被视为一项临时性政策。1860年，这种保留地首先建立于维多利亚州，后来其他各州纷纷效仿。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土著人大多远离其他澳洲人而居住在保留地。塔斯马尼亚岛屿是个例外。1803年，大约有5000名土著居住在该岛。而到1830年，这个岛上的土著居民只剩下50人。1869年3月日，该岛最后一位土著男性威廉姆·朗勒因患急性痢疾致死，而最后一位土著女性拉纳·洛克死于1876年。在70年的殖民时间内，塔斯马尼亚岛屿上的原住民就完全绝灭。尽管他们留下很多石制工具，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们是如何被使用以及作何用途。他们本可以在此世世代代地繁衍下去，但是殖民者的残忍让这一种族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并给后世留下了永久的哀叹。

在将土著人赶到保留地的同时，对土著人管理的机构也在不断地建立与调整。1886年，对殖民地事务的管理由殖民地大臣转移至“土著保护局”。“土著保护局”由五名成员和一名秘书组成，所有成员均由总督任命。该机构的职责就是监督“土著保护者”的行动。根据1886年的《土著人保护条例》，“土著保护者”是由总督或“土著保护局”来任命的“土著保护者”负责向“土著保护局”汇报土著待遇事宜，并被授权颁布法庭程序和代表土著人执行法庭裁决。土著保护者通常由常驻地方官员、监狱长、巡官、治安法官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宗教负责人来担任1898年，“土著保护局”被“土著部”所取代。

当土著人口下降，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文化遭到破坏时，土著及托雷斯海峡岛民就变得边缘化了。很多人被强迫带入宗教站或政府设立的保留地。一些人成为城郊边缘地区的居民，而其他人则努力在乡村和澳大利亚内地充当季节性劳动力，借以糊口度日。在北澳一些地区，土著人并未迁入保留地，而是留在当地牧场，提供廉价服务。迁入保留地政策旨在保护土著人不再受某些欧洲人剥削，并保证向土著人提供物质帮助，但从土著人角度出发，它仍有许多弊端。由于不少保留地离土著人传统居住地有几百英里远，他们根本无法再继承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保留地，土著人被迫学习欧洲人的语言，思维和行动也要与欧洲人保持一致。传教士们和保留地管理当局竭力破坏土著人的传统生活方式，禁止土著人举行传统的宗教仪式，但土著人并不准备接受传教士的布道。除此之外，未经允许，土著人不得离开保留地，朋友也无法进入；未经许可，土著人甚至不得嫁娶等。殖民当局把保留地作为土著人与其传统生活方式分开的一种方法，虽然暂时避开了土著人与白人的正面冲突，但两个种族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此得到缓和或消除，土著人也没有显露出快速灭绝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便对土著民族祭起歧视和同化政策的大旗。这就是所谓的同化时期。

第三个时期始于联邦成立前后，止于白澳政策被废除前夕，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土著实行了同化与融合政策。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在导致联邦成立的十多年的公开辩论中，土著及托雷斯海峡岛民并没有参与任何形式的磋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当联邦“奠基之父们”倾力推出治国宪法时，他们只在两处涉及土著人：（1）宪法第51条第26款规定：“为了维护澳大利亚联邦的和平、秩序以及良好的管理，联邦议会将依据宪法拥有对各州除土著以外的任何种族的居民制定特别法律的权利，而这被认为是有必要的。”（2）宪法第127条规定：“在统计联邦或州或联邦其他地方的人口时，土著居民不得计算在内。”这些规定反映了土著及托雷斯海峡岛民被从澳大利亚联邦社会整体排除出去的状态，土著人得不到非土著澳大利亚人所应享有的权利、承担的责任以及理应享有的福祉。

联邦成立后，白澳政策成为立国之本的基本国策。在这项政策下，土著居民与那些来自海外的有色人种一同备受社会歧视。由于经历了残酷的殖民屠杀时期，土著人口已所剩不多。于是，土著民族即将从地球上消失的言论便甚嚣尘上。但是，当土著民族并未像白人所断言的那样从这个地球上消失时，为了保持澳大利亚社会的纯洁性，联邦政府决定通过实施同化政策来达到实现澳大利亚社会统一性的要求。

事实上，早在殖民初期，就有不少土著儿童被白人强迫从他们的父母身边带走。1815年，殖民地政府试图在帕拉马塔建立土著人机构这个由“伦敦传教会”前成员建立的专门机构使得同化政策成为可能当时，4-7岁的土著儿童没有经过其父母的同意就被强行带走。191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开始推行旨在同化土著的政策。根据这项政策澳大利亚各地设立了众多土著养育院，强行领养土著儿童。1911年《土著人保护条例》的修正案为那些从父母身边被掳走的土著孩子建立了肯切拉男孩之家和科特蒙特拉女孩之家。被上述两个收养中心收养的土著儿童，有的被安排到农场劳动，有的则被打发到白人家庭做家务，其中一些土著孩子作为悉尼富裕家庭的佣人而终其一生。到了1912年，联邦政府决定，为了把土著民族同化到白人社会，所有混血土著儿童悉数被从土著保留地带走，而一些肤色较浅的混血土著儿童则由白人家庭领养。

“把土著及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孩子从他们的家庭强行带走的显著目的就是通过种族混合，把这些孩子吸纳或同化到非土著人社会。”正如1937年《布里斯班电讯报》所报道的，“在百年之内，纯黑人将消失。但是，混血土著问题将与年俱增。因此，他们的想法是把纯黑人隔离起来并且把混血土著吸纳进白人人口中。也许这将需要100年的时间，也许更长，但是，土著将走向消亡。”1937年，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负责土著事务的官员就对土著居民实行同化政策举行会议，并达成共识。他们认为，纯血统的土著居民终究要消失，问题是土著混血后代问题。为了使土著后代接受白人文化，混血儿童不能再由他们的母亲来抚养，而应该放在欧洲人居住区的孤儿院或白人家中抚养。

很显然，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前出台的一系列针对土著的所谓保护性立法不得不加以修改。在种族主义的臆断和自我利益的驱使下各州或地区政府以人道主义关怀为幌子，开始吹嘘同化是一种理想的目标。不过，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期而遇，这一政策并没有系统地付诸实施。

1951年，保罗·哈斯鲁克被任命为领土部部长。上任后，他立刻号召各州注意土著问题。而在一年前还是后座议员时，他就在联邦议会呼吁向管控土著事务的州政府提供权力，目的是推进土著与所有澳大利亚人的平等。他在议会发言时警告说：“在整个大陆，由于蜷缩在垃圾堆上的成千上万的堕落以及消沉的土著人的存在，澳大利亚对国际人权的保护受到了别人的挖苦。”接管领土部后不久，哈斯鲁克就召集各州磋商土著事务会议，即“土著福利会议”。这次会议采纳了同化政策。在向议会汇报时，哈斯鲁克把同化政策解释为“经过一段时间过后，在实际意义上，人们希望在澳大利亚的所有土著血统或混合血统的人将像澳大利亚白人那样去生活。”哈斯鲁克并没有将同化等同于文化（和种族）消灭“同化并不意味着压迫土著文化，因为几代以后，文化是会调整的。”然而，哈斯鲁克有着强烈的暗示，即澳大利亚是一个民主的和相对来说没有等级差别的单一社会。更为重要的是，哈斯鲁克把同化视为“一个机遇的政策。它给予土著以及混合血统的人塑造自己生活的一个机遇”这一时期，澳大利亚社会传递的一个信息是：成功的土著就是欧洲化的土著。事实是，哈斯鲁克有关土著人有机会去塑造他自己的生活并保持他的某些文化的同化概念成为白人管理的一种政策。这一概念同样在1961年的“土著福利会议”上得到进一步阐明：“在所有澳大利亚政府看来，同化政策意味着所有土著人和部分土著人被期望最终与其他澳大利亚人有着同样的生活方式，作为澳大利亚单一社会的成员生活，享有同样的权利和特权，负有相同的义务，奉行同样的习惯并受同样信仰的影响，与其他澳大利亚人一道拥有同样的抱负和忠诚。因此，任何针对土著和混血土著的特殊举措被视为不是基于肤色的暂时政策，而是试图帮助他们免遭突然变化而带来的不利影响，满足他们对特殊关心和援助的需求，并且以一个有利于他们未来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方式来帮助他们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化。”

四年之后，在1965年举行的“土著福利会议”上，与会者再次讨论了“同化”一词的定义，由此形成的共识：“同化政策寻求所有土著后裔将选择与其他澳大利亚人类似的和标准的生活方式，并作为澳大利亚单一社会的成员而生活着。”这个定义保留了政府建立单一社会的目的，但委婉地把“同样生活方式”易为“类似的生活方式”，并加上让土著人“选择”的概念。“同化”政策定义的这种微妙变化反映了澳大利亚社会结构的变化。由于战后欧洲移民的大量移入，澳大利亚社会的民族构成发生了较大变化，此时澳大利亚社会已经不是以英裔民族占绝对优势地位的社会了。

总之，在殖民时代的早期，对待土著最坏的做法就是把他们当成“危险的野兽”，或者毫不在乎地把他们的原始文化扔在一边，任意践踏；对待土著最好的政策也只是把他们看成是需要保护的人种，因而把他们隔离起来。正如彼得·科尔曼在《观察家》杂志上指出的：“不管官方说的是什么，我们对土著的政策根本上从来没有过变化。从前的想法是把他们全给杀了；接着比较仁慈的方案是让他们平静地死去，而我们则在他们闭眼之际为他们抚平枕头；如今的政策是同化他们。但是，对土著自身来说，所有这些的结果全是一回事。同化最终意味着被彻底消化，也就是意味着绝种。作为一个具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民族’，甚至作为一个种族，土著还是注定要消失。……这是我们的历史上充满讽刺意味的怪事之一：似乎为我们对这个种族所犯下的一切罪孽，我们唯一能给予的赔偿，就是帮助它消失。”

（二）土著人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

自英国殖民征服之日起，土著人的反抗斗争就一直持续着。但由于众寡悬殊以及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的作用，土著居民的维权之路可谓相当坎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组织对世界上的人权状况给予了较大关注，土著居民的社会地位问题日益成为国际政治舞台的主要议程之一，这给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有关国家施加了不小的压力；而澳大利亚土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无私奉献也为他们赢得了主流社会所给予的一定的同情与尊重。当然，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内掀起的民权运动为澳大利亚土著争取自身权益既树立了榜样，又提供了动力。澳大利亚土著民族为维护自身权益而与白人统治者的斗争形式多样，而争取自身利益的内容也相当丰富，但对土著民族社会地位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反对种族歧视与同化政策、争取公民权、要求归还土地而与白人社会的斗争。

首先，土著人反对种族歧视与同化政策。土著人争取自身权益的现代运动始于20世纪20年代。若干土著人政治组织的诞生及其在它们组织领导下的反对殖民者的运动显示了土著人群体政治意识的觉醒这些组织关注政府的所谓“保护”政策，因为正是这些政策有效地消灭了他们的社区与文化。与之前反对白人殖民一样，土著民族在反对种族歧视与同化政策方面同样毫不妥协。这些政治组织基本是在新南威尔士西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和南澳大利亚等地建立的，其中绝大多数组织都有选举产生的领导者、委员会以及正式组织的其他标志，如组织章程等而这些章程在很多方面是类似的。

第一个抗议政府实施同化政策的团体产生于1924-1927年的悉尼。该团体被称为“澳大利亚土著进步会社”。该组织的口号是“一个上帝、一个目标、一种命运”。在成立后的前两年，该组织发展很快，且主要关注土著孩子从父母身边被带走以及土著保留地的失去等问题。后来，由于警察的干预，该团体于1928年解散。在西澳大利亚，一位名叫威廉·哈里斯的农民于1926年发起了一场要求土著权利的运动。192年，哈里斯率代表团向州总理提交取消土著法的声明，抗议在行使公民权、进入公共场所或者让他们的孩子在州立学校接受教育等方面，政府推行的种族歧视政策。同样，他们攻击土著首席保护者A.O.内维尔所建立的控制土著人的专横制度。

1932年，威廉·库珀从库梅鲁甘加保留地逃跑到墨尔本，与艾贝内泽尔·拉法特一道建立了“澳大利亚土著联盟”。该联盟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土著人组织。这不仅体现在该组织存在的时间较长，而且影响的地区范围也广。“澳大利亚土著联盟”与“澳大利亚土著进步会社”在强调土著人权利以及土著人属性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1935年，“澳大利亚土著联盟”向英王乔治五世陈书，提议在联邦议会设立土著人代表以及联邦建立“土著人事务部”。因为自联邦成立后不久，土著人就对州政府尊重他们权利的能力失去信任，所以，他们不得不转向联邦政府寻求公正。

1934年，一批要求不受土著法约束而自由生活的混血土著人在西澳大利亚的海德兰德港组成了尤拉利昂会社。该组织主要关心混血土著人问题，地方色彩较浓。1937年，“澳大利亚土著进步会社”在杜宝成立。土著著名领导人威廉姆·弗格森为该组织秘书，杰克·帕特恩担任主席。该组织的目标就是改善处在“土著保护局”管制下的保留地的生活条件，给予土著人完全的公民权，重建“土著保护局”，使得土著人占其成员的一半，取消种族歧视法。该组织精心策划改革运动，并于1938年1月26日，即“第一舰队”在悉尼湾登陆150周年纪念日，与“澳大利亚土著联盟”一道组织了“哀悼日”活动，以对抗政府组织的庆祝活动就在此次活动五天后，杰克·帕特恩率领一个代表团去晋见联邦总理约瑟夫·莱昂斯，呈交了一个长期的包括联邦要对土著事务承担责任的十点国家计划。莱昂斯后来对这一要求的回答是双重的，即一方面认为联邦政府对土著事务的掌控在1936年的州和联邦官员的会议上就已讨论过，但被认为是“不适当的和不切实际的”；另一方面认为，如果不修改联邦宪法第51条第26款，那么联邦对土著事务的掌控是不可能的。

20世纪20-30年代诞生的这些土著人政治组织首先是一种地方性的，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多数组织对土著问题的广泛性甚至全局性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如新南威尔士中北部海岸的“澳大利亚土著进步会社”等。正是有了这样的大局意识，这些组织更像是一个州范围甚至带有全国性色彩的组织。如“澳大利亚土著联盟”为生活在中心和偏远地区的土著人制定了不同的政策，并且试图与全澳大利亚的其他组织和土著建立联系。

在土著人争取自身权益斗争的过程中，给予土著人事业支持的非土著人组织于20世纪30年代也开始兴起。这类组织通常被称做“土著进步联盟”。其中成立于1957年的“土著进步联盟（维多利亚）”是这类联盟中最著名的一个。为了向土著人提供更多的机遇和推进其权益，该联盟倡导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土著人社会、推进选举议会土著人代表以及形成自我组织的某种形式的土著联合。该组织主要成员是白人专家或白领工人，其中很多是清教徒或犹太人。该联盟成员在诸如就业、奖学金、住房等问题上向维多利亚土著人提供实际援助。该组织揭露了生活在沃布尔顿牧场的土著人部落令人吃惊的生活状况。

1956年，澳大利亚两名妇女皮尔·吉布斯和费斯·布兰德尔在悉尼发起成立了“土著澳大利亚人友谊会”。这是战后致力于为土著人和非土著人谋求权益而倡导社会和立法改革的新组织之一。其成员包括澳大利亚共产党成员、艺术家、作家、犹太社区成员以及基督教会成员等。之所以成立这样一个基础广泛的组织，吉布斯认为，在对新南威尔士土著福利局进行改革以及改善土著人生活条件方面，白人的支持是必要的。公众对这一组织的关注是在1957年4月27日。当时该组织在悉尼市政厅举行会议在那次会议上，著名土著人领袖多格·尼考尔斯、哈罗德·布莱尔、贝特·格罗菲斯、比尔·奥罗斯均在会议上致辞。会议呼吁就修改澳大利亚宪法而举行全民公决，这样，联邦政府就能够对土著事务承担直接责任1969年，当土著人准备建立自己的组织时，该组织遂告解体。

很多这样的组织起初是由白人来主导的，这就使得这些组织既有优势，又有劣势。比如“土著进步联邦委员会”在1958年时有成员40人而土著人仅有3人。它最初的三任主席都是清一色的欧洲人。然而，在1960年的年会上，土著成员请求安排一个小时的时间来专门讨论土著问题。1961年，约·迈克吉勒斯成为该组织第一位土著人主席，直到70年代末。1964年，为了承认岛民是一个鲜明的整体，“土著进步联邦委员会”更名为“土著与托雷斯海峡岛民进步联邦委员会”。此后，“土著与托雷斯海峡岛民进步联邦委员会”变得更具有目的性，曾于1964年呼吁北部地区进行立法改革，并且威胁说，如果这一步不马上到来的话，它将向联合国呼吁。到20世纪60年代末，当有能力的土著人迅速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时，绝大多数土著人组织由白人控制的局面就不复存在了。

土著人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还得到了白人进步学者的支持。悉尼大学的学者们无疑在这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1925年，悉尼大学建立了人类学系。1931年，《大洋洲》杂志创刊。悉尼大学第一位人类学教授兼《大洋洲》杂志编辑拉德克利夫——布朗和其他民族学家们在30年代撰写了一系列公正介绍土著居民的文章。在该刊物的创刊号上，布朗撰文指出，人类学并不只是学术课题，也是“一门具有现实实践价值，尤其是与政府以及对土著人教育有关的科学”。在这些人类学和民族学专家中，最著名的是A.P.耶尔金。早在30年代早期，耶尔金就主张联邦在处理土著事务方面要承担国家责任，因为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处境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事情，因此，他呼吁给土著提供更好的教育和改善他们的物质环境，并认为土著人有能力从沮丧和穷困的边缘中走出来。耶尔金坚决主张，土著文化的某些方面要保留下来。土著居民不但不会被同化，而且其他澳大利亚人还可以从土著文化中学到一些东西。50年代，耶尔金还对土著部落的社会文化联系及其文化的差异性进行深入研究。远在大洋的另一端伦敦，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的同行们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这些观点均通过相关渠道传递给了澳大利亚政府。

再有，土著人致力于争取包括选举权在内的公民权。何谓公民权公民权是指一国公民在法律上所具有的一种能力或资格，是国家规定的本国公民在国家和社会中所处地位的法律表现，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又称宪法权利和宪法义务。公民权应该包括身份权、生存权和发展权。在英国殖民时期，公民权是殖民者的特权。尽管土著是英王的臣民以及事实上的澳大利亚公民，但是对他们而言，公民权是受到法律和管理的限制。当其他澳大利亚公民行使公民权时，土著人却没有这种权利。为了获得公民权，土著从来没有停止过斗争。正是通过土著人与非土著人的共同努力，土著人的社会地位及其身份才日益得到了主流社会的确认。

1967年全民公决并没有给土著人以投票权，因为土著人已经有了投票权。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殖民者还是当地的土著人，都没有认真地对待这一问题。从法律上讲，土著人拥有的这种权利可以追溯到殖民时代。19世纪50年代，当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塔斯马尼亚和南澳大利亚等殖民地在拟定各自宪法时，它们就给予年满21岁以上的所有英国男性臣民以投票权，这当然包括土著人。1895年，当南澳大利亚给予妇女以投票权以及坐在议会的权利时，土著妇女分享了这种权利，只有昆士兰和西澳大利亚禁止土著人投票。不过，很少有土著人知道他们拥有这种权利，因此也就很少去投票站行使这种权利。第一届联邦议会是由州投票人选举产生的。但是当联邦议会开会时，它就不得不决定将来谁有资格参与联邦投票。当时在三种人群是否拥有投票权问题上，联邦议员们意见不一，即妇女的投票权在一些州有，而在其他州则没有；土著人也一样；还有在“白澳政策”颁布前，已经成为永久居民的华人、印度人以及其他非白人居民也存在类似情形。参议院赞成让土著人去投票，众议院则表示反对。《1902年联邦选举权法》给予了妇女联邦投票权，但是，土著和其他“有色”人种均被排除在外，“除非根据联邦宪法第41条有资格投票的人”。

联邦宪法第41条规定，有州投票权的人必须给予联邦投票权。南澳大利亚将这一条款写进州宪法，以确保本州妇女拥有联邦投票权，而不管联邦议会是否决定将选举权给予所有澳大利亚妇女。当时除了昆士兰和西澳大利亚外，联邦宪法第41条似乎保证土著人因为拥有州的投票权而能够在联邦投票。然而，有一些人并不这样看待。比如第一任副检察长罗伯特·伽兰就认为，此条款只适用于在1902年就已经是州投票人的人。这样一来，新的土著投票人将不可能拥有这样的权利。

20世纪20年代所使用的联邦/州的共同选举人名册就为那些能够在州议会投票但不能参与联邦投票的土著人留下种族不平等的概念。某个人名字旁边的“0”符号意味着此人“无权参加联邦投票”，而且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土著人身上。可是到了1924年，罗伯特·伽兰对联邦宪法第41条的解释首次遇到了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来自一位土著人，还有一位印度人。这位印度人被给予了维多利亚州的投票权，但得不到联邦投票权。这位印度人对此不满，诉诸法庭并且胜诉维多利亚地方行政官对联邦宪法第41条的理解是，任何时候获得州投票权的人都有权参加联邦投票。为了不服从这样的规定，联邦通过一个条例，给予所有印度人以投票权，但是仍继续拒绝土著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申请者根据对联邦宪法第41条的理解而享受这种权利。一些联邦官员变本加厉，越来越相信土著人没有联邦投票权。除了拒绝新登记外，他们还非法地剥夺了自1901年第一次选举以来给予土著人的各种权利。前有所述，在1938年1月26日的“哀悼日”当天，土著人就在悉尼公开表达了公民权问题，他们要求取得完全的公民权和种族平等，并且通过了下列决议：

“我们，代表澳大利亚土著，于1938年1月26日即白人侵占我们国家150周年纪念日在悉尼澳大利亚市政厅举行会议，以此方式来抗议在过去的150年中白人残酷对待我们的人民。我们呼吁今天的澳大利亚国家应为土著人的教育和福利制定新的法律，我们请求制定一个能给我们的人民在这个社会中以完全公民地位和平等的政策。”土著人发出的上述呼吁在澳大利亚社会产生了不小的反响。有人同情并给予支持有人则持敌视态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著人争取公民权的斗争迎来了一个良好契机。因为战争期间，土著人通过各种方式参与澳大利亚的战争努力，如1000余名有土著血统的人参军，有的甚至当上了指挥官，因此，战后土著人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得到了主流社会越来越多的同情与支持。各种各样的游说组织承担了它们的责任。1949年3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通过了新的《联邦选举权条例》。其中规定：“根据他所居住的州的法律而有资格参与更多议会投票的，或者现在是或曾经是国防军一员的澳大利亚土著，均有资格将他们的名字放置在选举的名册上。”这样一来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的土著人就享有了联邦议会选举权，而昆士兰、西澳大利亚和北部区的土著则不享有公民权但是，政府在对这种变化的宣传方面做得不多，结果长期被告知不能参与投票的绝大多数土著人对政策的这一变化并不知晓。1958年2月14日，“土著进步联邦委员会”在阿德莱德宣告成立澳洲大陆六个州均派代表参加。这个新成立的机构首先要取得的两个目标就是取消所有歧视土著人的法律，修改联邦宪法以给予联邦政府为土著人立法的权力。值得注意的是，12名代表中，3人是土著，其他皆是白人。越来越多的白人同情土著，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进步。委员会通过了七点原则声明：（1）废除歧视土著的一切法律；（2）修改宪法，授权联邦政府立法，保护土著；（3）改善土著居住条件；（4）同工同酬；（5）改善土著教育状况；（6）将现存保留区作为土著共有或私有财产；（7）提高必需品配给标准。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对消除种族歧视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国内，战后持续的经济繁荣有助于这种日渐发展的对其他种族的宽容；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因去海外游历而扩大了眼界，并对异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如美国和南非兴起的反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也刺激了澳大利亚人去检视自己的行为在这一形势推动下，土著人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从1960年开始，政府设立了土著人事务机构，承认土著人是澳大利亚原始居民，并把部分土地归还给了他们。1962年，孟席斯政府决定将联邦投票权给予所有土著人。同年，西澳大利亚给予土著人以投票权。1965年，当昆士兰作为最后一个州向土著提供公民权时，所有的州都向土著提供了公民权然而，给予行使选举权的机会并不必然带来充分的公民权。除了生活在城市的少数土著人以外，绝大部分土著人还是被迫在控制他们自由流动以及限制他们行使公民权的一系列保护政策或措施下生活和工作。

土著人及其支持者的斗争导致了1967年5月27日具有历史意义的全民公决。有91%的澳大利亚人投票赞成修改宪法，这是有史以来投赞成票最多的一次。作为这次全民公决的一个重要结果，联邦宪法中有关土著人口的歧视性条款必须摒弃。这就带来了两个方面的积极变化：一是土著居民在人口普查中将被统计进去。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不再回避土著身份问题。一些人重新恢复了曾遭歧视的土著身份而另一些人则发现了被遮掩的土著血统。二是土著事务被视为联邦与州的一项共同责任。这就意味着联邦政府不再因为土著问题的特殊性而回避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当联邦政府制定一项土著政策时，它必须通盘考虑各州和地区的土著的具体情况；而各州在制定具体的土著政策时不能违反联邦政府有关土著政策的原则精神。正因为这次全民公决在理论上可能带来的这些积极变化，所以，人们用“历史性的”、“重大影响的”、“转折点”等含义丰富的术语予以肯定。

从表面上看，1967年的全民公决反映了“澳大利亚的”原则，比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想，而不是“特殊权利”的概念以及一个多元主义未来的幻想。难怪一些人提议将5月2日定为“澳大利亚日”，其理由是“在1967年举行全民公决的那一天，所有澳大利亚公民，无论是土著还是其他人，均成为宪法赋予的具有相同权利和责任的公民。真正的国民地位在那一天诞生”。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土著人中间，特别是那些被全民公决激起很高期望的人在全民公决10年后渐感失望，他们往往以一种讽刺的方式来庆祝全民公决的周年纪念。因为在这些人看来，全民公决只是一个梦，而他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梦魇的现实，因此，他们呼吁政府作出更大的承诺以及付出更多的资源来解决土著人社会地位低下的问题。

土著人从没有停止争取土地所有权的斗争。土著人运用法律以及议会体制来重新取得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这期间有过一段漫长的历史。英国海盗和探险家丹皮尔、库克船长以及其他人的早期报告一般都把当时称之为“新荷兰”的“土著”描写成人数不多的群体，且过着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没有可认知的法律和习惯体制。相应地，殖民者把“无主地”的概念应用到澳洲大陆。“无主地”的论调是基于17世纪约翰·洛克有关财产所有权的学说。在他的《关于政府的两篇论文》中，洛克认为，土地的财产权源于对土地的使用。换言之，没有使用的土地就不属于任何人所有。这一认识使得“无主地”的概念在18世纪国际法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而加快了殖民扩张的步伐以及对土著人土地的剥夺。在无人居住的土地上，“无主地”概念的应用是显而易见的。欧洲国家一旦发现一块新的无人居住的区域，它们就立马声称这是它们的土地。在那些被“未开化的土著”居住的土地，英国人运用洛克的所有权理论去蔑视土著居民的基本权利。在试图把掠夺来的土地合法化方面，英王一般与当地居民缔结条约，如英国在美国、加拿大等地殖民就是如此不过，在很多情况下，这样的条约仅仅反映了土著人所处的不对等的讨价还价的地位，而且这些条约常常遭到违反。在澳大利亚，殖民者认为土著对土地没有投资，因此就没有合法的要求去占领它，并且认为他们太原始而不能成为土地的实际所有者。

政府对待土地权的态度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转变。在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启发下，澳洲土著人的抗议示威活动此伏彼起。斗争的焦点很快从争取平等而反对种族歧视转向了索还土地。土著人喊出了“我们不要施舍，我们要土地”的口号。

1960年，多格·尼考尔斯以及“土著进步联盟”开始为把690公顷被出租的库梅鲁甘加土地返还给继续靠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土地为生的土著人而斗争，其余土地仍由“土著保护局”出租给欧洲农场主们。196年，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取消了80公顷土地的租约，“土著进步联盟”很快把这块地用来饲养牛群。在由多格·尼考尔斯领导的代表团游说并给政府进一步施压之后，其余被出租的土地于1964年返还给了土著人至此，土著人占有的库梅鲁甘加的土地面积接近“土著保护局”将它出租之前的规模。

1963年，多格·尼考尔斯和“土著进步联盟”开始为收回特莱斯湖保留地而斗争，而“维多利亚土著人福利局”为了追求其同化政策而希望关闭这块保留地。5月22日，多格·尼考尔斯和特莱斯湖居民步行至州议会，呼吁当局归还他们的保留地，政府当局不为所动。多格·尼考尔斯、维多利亚土著人社区以及欧洲人中的支持者向政府施加压力，包括向联合国发出请求。

1966年，居住在北领地瓦维山畜牧站的100名操古里恩德贾语的土著人要求返回他们原来的住地，而不愿搬到较大的牧场。同年8月，由于对恶劣的工作条件以及不平等待遇的不满，在瓦维山的土著农场工人开始罢工。第二年，他们来到瓦提埃克里克。对古里恩德贾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地方。他们在此竖立了一个写有“古里恩德贾”的标牌意思是说，这是属于古里恩德贾人的土地。这次罢工表面上是为了提高工资和改善生活条件，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渴望回到传统的居住地。结果，在文森特·林吉阿里的领导下，他们在瓦提埃克里克建立了新的住宅区。1967年4月，他们向政府申请租赁1290平方公里的土地，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牧场。但是，总督根据政府的建议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并在回信中警告土著人不要以任何方式破坏法律或者干涉牧场租用法。这一事件以及其他类似事件的影响很快波及全国，并且推动了土著及托雷斯海峡岛民争取自身权益的现代运动。1970年，维多利亚州政府被迫作出让步，将特莱斯湖和弗拉姆林汉姆归还给土著居民。这是保留地的所有权第一次被给予它的土著居民。但令人遗憾的是，在维多利亚，土著人提出的返还其他土地的要求则不予讨论。

（三）种族和解之路

土著问题是澳大利亚联邦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长期以来，多数学者用一种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澳大利亚政府的土著政策，并以一种消极的姿态来观察土著人的现代处境。然而，人们在谴责种族歧视政策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自20世纪70年代“白澳政策”被废除以来，尽管土著居民与非土著居民以及与澳大利亚政府之间摩擦不断，但澳大利亚的种族和解之路仍清晰可辨。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的种族和解之路几乎均与工党执政联系起来。换言之，是工党在不同时期推动了布满荆棘而又充满希望的种族和解之路。

戈夫·惠特拉姆工党政府时期（1972年12月——1975年11月）。2世纪60年代中期后，同化土著人的政策遭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批评。批评家指出，这种政策是对土著文化的否定，是白人种族与文化优越论的蛮横表现。在各方压力之下，除昆士兰州外，其他各州政府开始修改否定土著与澳大利亚其他种族群体平等的法律。如在饮酒和购买酒精权方面对土著的限制性内容纷纷从各州的立法中被删除。这种变化在南澳大利亚州体现得较为突出。1965年至1968年执政的该州工党政府率先认可土著人拥有区别于白人社会的特征、保持与他们的土地的密切关系以及保护他们的文化的愿望。1971年，联邦工党作出了给予土著土地所有权以及保护土著人圣地的承诺。当工党开始将自己视为更加同情土著人处境以及比其对手更有可能作出政策承诺的党派时，那么，自联邦建立以来在土著政策方面所形成的两党一致就难以维系，双方立场与政策的分歧在1972年大选中暴露无遗，因为在这次大选中，“土著问题第一次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的一个政治问题”。

惠特拉姆虽然只当了三年联邦总理，但他给工党以及澳大利亚联邦留下的一笔最大的政治遗产就是废除了“白澳政策”。作为消除“白澳”意识和废除“白澳政策”的又一内容，当加拿大率先闯出一条“多元文化主义”之路时，地处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则毫不犹豫地予以借鉴。应予承认的是，工党此时奉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仍处在探索阶段，其着眼点并非用来解决本国长期积存的土著问题，而是如何有效地帮助移民融入主流社会，并借此消除“白人澳大利亚”的痕迹。很显然，虽然土著问题尚未成为多元文化政策眷顾的对象，但“多元文化主义”概念已不再是停留在人们的认知阶段，澳大利亚政府也认识到所有的种群及其文化都应该平等对待，因此，政府为构建一个包括移民在内的多元文化社会而采取一系列惠民政策或措施不再受到主流社会质疑，“多元文化主义”概念由此而具有了普遍的和实践的意义。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当中，土著问题便开始进入多元文化社会建设的范畴，种族和解之幕随之拉开。为落实多元文化政策并为种族和解搭建平台，在对土著人管理方面，工党政府在抛弃“同化”政策的同时，遂采取了土著“自决”政策。这一政策认为，土著人最终能够“决定他们未来发展的步伐和性质”，并“对他们自己的事务承担起一个真正的和有效的责任”。而在政治法律层面，惠特拉姆保证，在推翻任何州“歧视土著人，或者对土著人进行监管”等法律方面，工党政府不会犹豫不决。1975年，一部反对种族歧视的法律破茧而出。这是在保护土著以及其他少数种族权利方面，澳大利亚在立法方面跨出的关键一步。在土著土地所有权方面，工党政府上任后不久就任命大法官A.E.伍德瓦尔德作为就土著土地权利问题向政府荐言的皇家专员。A.E.伍德瓦尔德奉命起草一份能够为北部地区土著人接受的土地权法。伍德瓦尔德先生认为，应该制定归还北部区土著居民传统土地的法规。在土著人土地权运动的压力下澳大利亚参议院于1975年2月20日通过了下列决议：“参议院承认澳大利亚原住民（现称澳大利亚和托雷斯海峡诸岛土著人）是1788年白人首次登陆植物湾之前整个澳大利亚土地权的所有者，敦促澳大利亚政府根据原住民的要求承认其原先的所有权并制定赔偿澳大利亚和托雷斯列岛土著人的土地损失。”由伍德瓦尔德领衔拟定的法规作为提案于当年10月提交联邦议会审议，但未获通过。显而易见，联邦工党政府已决定将部分土地所有权归还给土著居民。与此同时，其他旨在减少种族不平等的立法措施也相继出台；一些由政府资助的确保土著人在健康住房和社会公正等方面的项目获批；在北领地以及其他各州，土著人医疗中心组建起来；澳大利亚法律援助办公室和土著人立法服务机构也顺利建立并发挥作用。所以，对土著人来说，惠特拉姆工党执政时期是一个伟大进步的时期。

由惠特拉姆领导的工党所开启的多元文化进程似乎并没有因为工党失去其执政地位而出现大的逆转。在弗雷泽自由党政府时期（1975-1983年），虽然在设计土著政策方面，自由党比起工党要缓慢得多，但关注土著人权益的政策仍在延续。1976年7月，《土著土地权（北部区）条例》提案再次提交联邦议会审议。当年12月，该条例获得联邦议会通过。基于土著人与土地的传统关系，联邦立法中第一次承认了土著人为传统土地的所有者。这就为北部区土著人要求土地所有权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政策框架。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多元文化社会建设有关的土著问题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给接下来的霍克政府带来了不小的考验。

霍克工党政府（1983年——1991年）是战后澳大利亚执政时间最长的工党政府，它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主要忙于国际事务。但事实上，土著问题是它最为关注的事务之一。在其第一个任期内，澳大利亚增加了对土著人的投入，以满足他们的生活所需。1984年，政府任命曾为教师并积极热心于土著事务的迈克·米勒为“土著人就业及培训规划考察委员会”主席。1985年，迈克·米勒向政府提交了诸多有关改善土著人经济教育、就业等方面状况的建议报告。作为回应，政府于1986年出台了“土著人就业发展政策”，其目标就是到2000年，实现土著及托雷斯海峡岛民在就业及收入方面与其他澳大利亚人平等的目标。自1987年格里·汉德被任命为土著人事务部部长后，土著人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土著人事务，霍克政府建立了“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委员会”，取代了以前的“土著人事务部和土著人发展委员会”由于建立了60个由选举产生的地区理事会以及在路易斯·O.多诺霍领导下的由20位土著专员组成的委员会，土著人第一次对影响他们生活规划的决定产生了有效的影响。

而在霍克的第二个任期，工党政府希望土著澳大利亚人与非土著澳大利亚之间达成合适和永久的妥协。1988年6月，霍克总理亲自参加了在北部地区巴仑加举行的一个土著人节日。在致答谢词时，霍克说：“我希望政府能够通过一个契约或条约使土著和非土著澳大利亚人达成一个合适的、持久的妥协……对此想法我丝毫未迟疑过……重要的是过程：即我们朝着能达成妥协的协议去共同努力。”霍克的这一倡议既反映出自惠特拉姆时期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启动的种族和解进程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又说明在解决土著问题方面，包括联邦政府在内的各方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种族和解对澳大利亚民族重构的迫切需要以及在制度或机制层面解决土著问题的重要性，澳大利亚需要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长效之径。

由于土地所有权等敏感问题一时难以化解，以一纸条约或契约来求得种族和解只能算是一种美好憧憬而已，但霍克的努力还是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他在赢得“土著人朋友”这一赞誉的同时，也为他之后的种族和解政策提供了一个导向。1991年12月20日，霍克在议会发表了又一次重要讲话。他说：“我不想利用这个时间来历数本届政府为土著居民所作的种种贡献……我们应当清楚的是，在这个世纪末，在这个我们首次作为一个完整的民族而存在的世纪之末，如果你们真的珍视这个国家，并且愿意骄傲地将澳大利亚带入21世纪，如果你们不进行妥协的话，那你们将没有机会实现这一切。我个人愿意看到将这一切诉诸文件形式。我想，我们更需要有勇气来做到这些。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必须承认，文件本身不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心。”同年，霍克政府宣布成立“土著和解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澳大利亚一些著名人士组成，其任务就是探讨白人与黑人之间实现种族和解的必要性等事宜。尽管土著社会对此反应不一，但此举的象征性意义值得后世充分肯定。

霍克在种族和解方面富有远见的构想给了他的继任者保罗·基廷以很大的想象空间，也赋予他为解决土著问题而施展决策能力的机遇这位自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财政部长”的政治家在其工党政府时期任期内（1991年12月——1996年3月）把关注土著问题与树立澳大利亚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良好形象紧密结合起来，并由此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时期土著政策的最大特色就是对以前政府的某些政策作出一定的反省，把解决土著土地所有权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基廷在其著作中这样写道：“我在雷德芬的演讲中说过，澳洲土著与非土著之间协调的首要任务是我们这些非土著人应承认：是我们霸占了他们的土地。我们夺走了他们长期拥有的土地，并且破坏了他们的生活模式。我们带来了疾病、酒精，我们杀害他们。我们从母亲怀里夺走他们的孩子。我们对他们搞歧视和排外活动。……我国有相当一些人把研究过去对澳洲土著的不公称为是给历史戴上‘黑色臂章’，或者是一项‘惭愧行业’。但是，这些标语无法掩盖事实。如果我们不承认已发生过的事实，又如何向前迈进。”

正是基于这种立场，1992年6月3日，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对久拖不决的“马宝案件”进行了宣判。八年前，来自莫雷岛的埃迪·马宝和其他四位托雷斯海峡岛民要求对其世代栖息的岛屿拥有的传统所有权给予法律上的承认。八年后，在这场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裁决中，高等法院推翻了英国殖民前澳洲土地无主权的谬论，在澳大利亚普通法范围内承认了土著人的土地所有权。随后，澳大利亚议会于1993年通过了《土著土地权法》。虽然该法后来被不断修改，并常常遭遇执行难的尴尬，但是在该法精神的指导下，土著人陆续获得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虽然归还的土地数量距离他们的预期还差得很远，但在法律上承认土著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就足以令他们倍感欣慰。由于土地对土著和非土著人都具有非凡的意义，所以，土地所有权之争决定了保罗·基廷时期的种族和解进程难以走得太远，以至于事后得到这样的结论：如果说以前的政府在行使权力主张土著人利益方面过于谨慎的话，那么基廷政府在作出承诺方面就过于浮夸。但是，基廷相信，“通过土著人土地所有权法、土著人土地基金、土著人协调委员会的工作、五年投入4亿美元给皇家委员会制定监管土著死亡法及1995年为被偷的一代……建立的国家调查小组，工党在优秀土著领导人的合作之下已取得了一些成绩，回顾自己所做的一切，应该有一份骄傲感。”

保罗·基廷之后是约翰·霍华德领衔的自由国家党联合政府时期这位以澳大利亚历史而自豪、对现状颇为满足的保守主义政治家对工党在种族和解方面所采取的创造性政策不以为然，所以，在约翰·霍华德长达11年的执政期内，澳大利亚的种族和解进程步履蹒跚，甚至出现倒退。2007年澳大利亚联邦大选注定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陆克文，这不仅是因为名不见经传的工党年轻领袖取代了想创造总理连任神话的自由党党首霍华德，而且还由于土著问题成为联邦大选中的一个焦点问题，这在澳大利亚联邦史上尚属首次。陆克文在竞选中打出了“全面提升澳大利亚整体水平”的口号，许诺一旦当选，他将以政府的名义向土著居民道歉。而约翰·霍华德以现政府无需替过去政府的错误政策担责为由而拒绝向土著居民道歉。如此差异使陆克文在竞选中频频得分，工党得以重返执政党地位，开始了陆克文领导的工党政府时期（2007年11月——2010年6月）。2008年2月13日是土著人翘首以盼的日子。陆克文就在当天开幕的新一届联邦议会会议上代表政府、并以议会名义向土著居民正式道了歉。

“道歉”是通过承认过去的错误或不公正以及承诺不再让它重演的方式来体现的。陆克文的政治道歉打开了土著人心中许久的心结，是治愈土著人心灵创伤的漫长征程中的重要一步。在某种意义上，道歉又体现了土著澳大利亚人与非土著澳大利亚人之间的平等。然而，在土著人看来，仅有道歉还远远不够。道歉只是陆克文政府在解决土著问题方面所表现出的一份诚意、一种姿态而已。土著人不仅需要口头上的道歉和言语上的安慰，他们更需要的是，在这种极富象征意义的道歉背后，政府在保护他们的权益方面应有一个切实的行动。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2009年4月3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发表正式声明，支持《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如果说陆克文政府的政治道歉有利于在政府、非土著人与土著人之间建立信任和沟通桥梁的话，那么承认《土著人民权利宣言》无疑是在种族和解的道路上迈出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一步。因为《土著人民权利宣言》是迄今为止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一个保护土著人权益的专门文件，内容之详尽，超过之前相关的任何一部法律文件。而澳大利亚是西方国家中唯一没有在宪法条文中对人权进行界定并给予合适保护的国家。在一个靠习惯法来维护人权的国度里，宪法条文的缺失对主流社会的人权保护显然无甚影响，但对于弱势群体特别是土著民族权益的尊重与保护则相当不利。从这个意义上说，澳大利亚需要一部保护土著人权益的专门性法律文件。所以，澳政府在发表承认这一宣言的声明时坦言：“在以信任的态度和真诚的信仰来推进人权以及消除土著与非土著澳大利亚人之间的差别方面，该宣言赋予我们携手并肩的新的动力。”

澳大利亚工党自2007年执政以来在关注土著人权益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澳大利亚的种族和解进程。然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种族和解并非朝夕之功，它需要土著及托雷斯海峡岛民与更加广泛的社会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接纳；需要主流社会给予持续的关注；需要政治家的智慧与胆识；需要长期形成的社会机制在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层次上有着良好的调适能力。总之，澳大利亚的种族和解之路并非坦途，但前景值得期待。


三　新西兰的毛利人问题

（一）《怀唐伊条约》的歧义纷争

在18世纪末欧洲的探险者和商人到达之前，毛利人主要分布在北岛各地。当时，毛利人作为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名字，也没有集体地把自己与其他民族区分开来，区分只存在于不同的部落之间，因为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独特的称谓。然而，殖民地的相互联系却带来了土著居民的概念化名称“毛利人”。约在库克与新西兰土著居民联系30年后“maaori”一词首先作为“taangata”的形容词被记录下来，意指“一般的”（usual）、“普通的”（ordinary）和“通常的”（normal）民族。直到19世纪30年代，“毛利”一词遂作为名词来使用。从那时起，欧洲人被叫做"pakeha"，该词是从形容词“paakehaa”演变而来，意思是“外部的”（foreign).整个19世纪，“毛利”一词由一个纯粹的族群名称逐渐演变成一个政治范畴。在为统一“毛利人”各部落以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政治进程中，“毛利人”成为一个中心的概念甚至成为土著居民团结的一面旗帜。

《怀唐伊条约》本是一个内容极其简捷甚至似乎是直截了当的文本但自条约签订之日起，在条约的翻译以及批准程序上的不一致性逐步困扰着历代新西兰政府、法院和法官、学者以及评论家们。问题的根源在于条约的英文本与毛利文本在释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例如，英文本条约第一款宣称酋长们绝对地和毫无保留地放弃主权，而在毛利文中，酋长们只给予英王“统治”（kawanatanga）的权力。英文本第二款特别提及酋长们将控制他们领地内的土地、森林和渔业，而在毛利文本中，并没有具体提及森林和渔业。相反，酋长们将对他们的土地、乡村以及他们所有的财富（taonga katoa/all the irtreasures）行使绝对的控制。

尽管该条约在新西兰宪法中从来没有正式得到体现，因此，它作为一个立宪文件的地位是相当模糊的，但它仍然被普遍认为是新西兰建国的奠基性文件。首先，《怀唐伊条约》在新西兰建立了英国的法律体系不管这样的法律体系代表着哪个民族或哪个阶层的利益；其次，它在根本上还是确认了毛利人对其土地和文化的拥有权，尽管条约的两个版本在对财富的内涵理解方面存在着分歧；第三，它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还是将殖民者与当地人之间的关系属性呈现出来。所以，在很多毛利人看来，《怀唐伊条约》是能够界定他们与欧洲人关系的唯一合同。然而在条约签订后的140年时间内，当毛利人成为新西兰“第四世界”（fourt world)公民时，该条约在很大程度上被历届政府所忽视。一个流行的法律观点是：由于条约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协定，一旦毛利人融入到帝国之中那么毛利文的《怀唐伊条约》就不会给予他们普通公民权之上或之外的任何权利。由此可见，在毛利人拥有完全统治权（Tino Rangatiratanga/ful chieftainship）与给予英女王的统治（Kawanatanga/government）之间的显著差别为一个半世纪有关主权的性质与定位之争埋下了种子，而这种纷争的最初体现或解决方式就是持续多年且影响深远的毛利王运动。

（二）毛利王运动

殖民者的强势地位使得英文版的《怀唐伊条约》成为白人掠夺土地与财富的法律依据，而处于弱势地位的毛利人利益却不断受损。这被英国人认为是一成功的范例，从此，《怀唐伊条约》成为英国殖民者同其他地区土著部落签订相关条约的范本。面对失去土地、失去传统的不堪境况，毛利人朴素的联合意识也日渐萌发，并在殖民主义的刺激和作用下发展成为一种带有明确政治目标的民族意识。毛利王运动就体现了这种民族意识。

《怀唐伊条约》签署后，新西兰毛利人开始了具有国家的历史。184年11月，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签署一项特许令，钦准新西兰从1841年5月起作为一个单独的殖民地而存在。然而在建国之初，《怀唐伊条约》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根据1852年《新西兰宪法条例》，新西兰议会宣告成立，但是，当时在议会中并没有毛利人的席位。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拥有土地的男性才有投票权，而毛利人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制，个人无私有土地，所以毛利人也就无法行使议会投票权。也就是说，虽然《怀唐伊条约》规定了毛利人同白人移民一样享有平等权利，但实际上，毛利人没有管理国家的真正权利。在白人垄断议席的情况下，殖民政府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有关法律，使毛利人的土地“名正言顺”地转移至殖民政府和个人名下，况且这些法律中不乏违反《怀唐伊条约》精神的内容。再有，该条例授权移民政府管理与土地有关的所有事宜，而毛利人则已经不被提及。

“淘金热”的结束以及澳大利亚农业生产的扩张对新西兰的农业市场形成了不小的冲击，其结果是毛利人社会遇到了来自欧洲的农场主越来越大的竞争。由于这些农场主靠转向养羊业来应对经济滑坡，而养羊业则需要大片土地，所以，毛利人与英国殖民者之间的竞争就从土地上的物产转向作为稀缺商品的土地上面。为此，各种不同群体的白人移民开始向殖民当局及后来的责任政府游说，要求它们向毛利人施压，让他们出卖更多的土地。在毛利人当中，有些部落愿意出卖土地，但反对出卖土地的声音则越来越高。毛利人对出卖他们土地的抵制导致了不同的部落把内部争斗搁置一边，转而磋商其共同的利益。比如，1854年月，约有1000名来自塔腊纳基的毛利人聚集在马纳瓦普，商讨缔结一个抵制出卖土地的部落协定。殖民者对毛利人中的大多数参与到这场反对出卖土地的运动中感到不安，担心毛利人会形成“土地联盟”，或者更糟的是形成“战争联盟”，然而，“联盟”一词意味着达成更大程度的一致和联合。实际上，这种叫嚣是殖民者的一个计谋，其目的就是对毛利人施加更多的政治压力，迫使他们出卖土地。

为了保护毛利人免遭殖民者的干扰并使出卖土地禁令行之有效，建立一个更加紧密的政治组织就显得尤为必要，成为当务之急，于是，毛利人为此陆续召开了多次会议。为了维持对新西兰殖民地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控制，毛利人各部落联合组建了一个制定共同战略的部落理事会出现了所谓“一体化”运动。运动伊始，部落理事会赞成对一定范围内的土地出卖施以禁令，但是不久就产生了毛利王的概念，毛利王运动由此形成。这是毛利人部落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最初的也是最直接的民族主义。有人把毛利人的民族主义解释为维多利亚时代市场经济滑坡的直接产物，但是，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因为这一运动早在1856年经济危机开始前就已开始，经济危机只是加强了毛利人阻止欧洲经济扩张的决心。因此，毛利王运动不应被解释为一种对经济失望的反应，或者甚至看做只是对殖民主义扩张所持的敌视态度，而应被视为捍卫毛利人主权以及毛利人对政治和经济形势控制的一种积极姿态。

起初，每个部落基本是各自为政，他们本能地为失去土地而战，并且反对将毛利人同化到正在快速形成的殖民社会中。虽然一些部落之间也形成一定形式的局部联盟，但大多持续时间不长。为了加强毛利人对新西兰殖民化的有效抵抗，以泛部落联盟的方式将毛利人联合起来就势在必行。毫无疑问，泛部落联合运动是由于殖民化的推进和压力引起的，它不是简单地反欧洲人的运动。它产生于毛利人社会内部，其目的就是保护毛利人的统治地位，其形式或标志就是选举自己的国王。

此时，毛利人需要一位领袖来统一各部落、保护土地不再被出售以及制定毛利人所遵循的法律。对毛利人来说，建立王权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为结束部落之间的纷争，19世纪10-20年代，第一位来自英国的传教士就曾敦促毛利人酋长们推举北部部落酋长弘基·希卡为王。弘基·希卡在造访伦敦之后就制定了欲成为第一位毛利王的计划，口述史传统也显示当时的英国国王有设立毛利王的意愿。尽管解释各异但毛利王概念的产生还是反映了毛利人的自觉意识已经超越了最初各自为政的部落阶段。

推动建立毛利王的运动是由来自纳伽提·罗卡瓦地区的两位酋长发起的。1852年，他们与其他部落酋长们一道组成一个代表团，并且在北岛传播毛利人国王的概念。他们的主要动机就是建立毛利人社会的统一，力图在由欧洲殖民而引起的混乱中形成一种毛利人所遵守的社会政治秩序。他们提议建立由所有部落参加的联盟，并由一位酋长充任毛利人总督或国王。在1854年至1856年期间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上，这一运动的目标得到了清晰的阐释，并就首位国王的权力和使命达成共识其具体内容如下：第一，拥有对土地的权威；第二，拥有对人的权威；第三，阻止流血冲突（部落战争）；第四，毛利王和英国国王协调一致，上帝位于他们俩之上。从毛利人国王的上述职能来看，管控土地是国王的首要职责，这一规定其实也阐释了毛利人概念产生的主要背景。而第四个职责显然是将毛利人国王与英王平等对待，在他们之上的则是上帝这清楚地表明毛利人的主权意识和平等的观念。

在明确了职责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确定毛利王的合适人选。从理论上讲，每一位酋长都有资格或可能成为毛利王，但由于是首位毛利王，血统、资历、品行及其个人威望等因素必然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怀卡托地区酋长特·韦罗韦罗有幸被选为第一任毛利王。特·韦罗韦罗之所以能够在众多酋长中脱颖而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有着尊贵的血统地位。他的族系与所有毛利人部落的上层都有渊源除此之外，由于他控制重要的土地和丰富的食物和渔业资源，这使得他的地位卓然于其他酋长之上。然而，出乎众人意料，特·韦罗韦罗似乎不大情愿接受这份荣誉。其中原因有二：一是他认为自己年事已高，无力堪任；二是他有一个主要的未了私仇，这不允许他超然于所有部落冲突之上。尽管如此，他还是在1858年接受了这份荣誉。同年，他成功加冕。起初，特·韦罗韦罗获得了23个部落的支持，绝大多数来自于特·韦罗韦罗所在的地区——怀卡托，少数来自塔俄普地区、东部海岸、霍克湾，甚至有三个来自南岛。

在维护毛利人权利以及处理与白人殖民者关系中，毛利人的立场并非一致。毛利部落精英们大致可分为三个群属：保皇派、极端派和温和派。保皇派认为，毛利王权与在《怀唐伊条约》中将主权让与英女王的内容是不相容的，担心选举毛利王有可能引发种族不和谐，并进而导致毛利人被排除在参与分享由欧洲定居者从外部世界带来的技术和资源所产生的各种福祉之外的后果，因而拒绝承认特·韦罗韦罗为王。极端派和温和派虽在王权的含义方面各有所表，但均赞成毛利人由一位国王来独立统治。除此之外，极端派并没有签署《怀唐伊条约》，因此竭力反对出卖任何区域的土地。温和派则更多地强调保留毛利人的自治权，认为只要毛利人的自治权得到保留，那么就没有必要去试图阻挠欧洲人的殖民。出于这一原因，他们愿意为了和平而放弃某些有争议的土地。

毛利人选举自己的国王，意味着英国王权在新西兰的地位以及对毛利人的影响受到了挑战，因为出现的一个容易理解的逻辑是，毛利人不可能同时接受两个国王的直接统治，更何况英王权还有强加于人的色彩。所以，英国所要做的就是不要让毛利人的这一计划得逞。

就在特·韦罗韦罗加冕称王前，新西兰总督奉命去劝说酋长们放弃选举毛利人国王的决定。英国殖民当局不能容忍一个带有半自治性质的毛利人运动，因为在他们看来，所有毛利人由于签订《怀唐伊条约》而自动放弃了主权，因此，毛利人运动显然与《怀唐伊条约》精神不符。然而，总督的劝说行动为时已晚，毛利人还是选举了自己的国王。1858年4月，毛利人开始建都，制定法律，设立议会，招募警察部队和选定国旗至此，一个毛利人国家所必需的基本构建已跃然纸上，并被按图索骥毛利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和政权，这是英国殖民者所不曾料到也不愿看到的结果。于是，双方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就难以避免。

其实，就在《怀唐伊条约》签订后不久，在塔腊纳基和北岛的东部海岸，当地部落与英国殖民者的冲突就时有发生。1860年，特·韦罗韦罗王去世，其子马图太拉嗣位，逐渐被称为塔维奥王。他的任命颇受争议因为在一些人看来，他没有能力取代其父称王。但是不久，他却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忠诚，因为很多毛利人开始确信，殖民者正计划凭借武力掠夺他们的土地，塔维奥王的领导地位正是将毛利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支柱。就在马图太拉登基当年，毛利人便揭竿而起，勇敢地与强大的殖民者展开斗争。这就是新西兰历史上的“毛利人战争”的开始。在反抗最为激烈的塔腊纳基，毛利人烧毁了英国人的农舍。英国殖民军队残酷镇压，夷平了毛利人的村寨。卡姆伦将军不惜下令英军动用炮艇、榴弹炮和恩菲尔德式步枪来对付手持燧发枪、猎枪和长矛的毛利人，坚守塔腊纳基的毛利人有150人战死。不久，反抗英国人的斗争逐步扩大到其他地区。

毛利人为维护自身权益而进行的斗争并没有让英国殖民者停止掠地的行径。相反，后者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使其殖民掠夺行为合法化英国人先是声称对“敌对的土著”施以“镇压”，以绝对优势的军事行动攻占大片毛利人的区域，随之就没收了毛利人的大量土地。接着，英国人通过颁布一系列法律条例，将没收来的土地占为己有。值得注意的是，被掳掠的土地主要集中在北岛最肥沃和最适宜耕种的地区，这里的毛利人失去了大约50万公顷（约125万英亩）的土地。而相比之下，绝大多数被森林覆盖的山丘却几乎未被英国殖民者问津，曼尼亚波陶部落所在的陡峭的石灰石山谷地带甚至未被没收。而在反抗英国人的斗争中，曼尼亚波陶部落比其他部落更为激进，或许说它是对英国最为“敌对的土著”。可见，英国人的目的是获取土地，而非是镇压毛利人。极度悬殊的实力对比使英国殖民者无须全力对付毛利人的反抗，更不会将应对与毛利人的战争放在首要位置。

1862年的《土著土地法》规定，英国殖民者可以直接购买毛利人土地。这是自19世纪40年代中叶以来的第一次。该法还规定，毛利人在决定土地所有权方面拥有很大的权力，如毛利人有权以个人或部落名义向政府申请及确定土地所有权，并可将其所属土地在市场上公开拍卖而无需酋长的批准；11名毛利人成为当地法院的法官。表面上看，该法是对毛利人个人权利的尊重，但实际上，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集体利益，这都是对毛利人的又一种侵害。因为英国殖民者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想让毛利人个人永久地拥有土地所有权，而是通过所谓的个人所有来瓦解毛利人的土地公有制观念，使殖民者可轻而易举地从毛利人手中购得所需土地。但即便如此，这个《土著土地法》还是无法满足白人殖民者对土地的贪欲，因为绝大多数毛利人无意出卖自己的土地，于是，通过寻找借口来没收毛利人的土地就成为一条捷径。“反叛”政府的毛利人部落的土地就成了牺牲品，理由就是惩治叛乱者。殖民者接下来所要做的就是在被没收的土地范围内进行殖民以及建立法律和秩序，实现国家居民的“永久保护和安全”。为此，新西兰殖民当局于1863年出台了《土地契约法》，规定议会议员和内阁大臣有权没收叛乱者所拥有的土地。据此，新西兰政府“理所当然”地没收了毛利人300万英亩的土地。

殖民者通过强买或没收等手段已经获取了毛利人的大量土地，但他们并没有停止掠地的步伐。1864年颁布的《土著保留地法》规定，所有毛利人土地置于土地局的掌控之下，白人移民只需向土地局缴付相应的租金就能长期使用毛利人的土地。该法还规定拥有5000英亩以上土地的土著业主不得多于10名；除这10人外，其他毛利人的土地将被化整为零，不必经过酋长批准就可自由卖地，等等。这些相关法律实际上都是帮助英国移民和殖民当局夺取毛利人的土地。同年，毛利人法官被降至从属地位，他们不再是对毛利人习惯的事务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人1865年建立了土著土地法庭，该法庭被要求任命不超过10名毛利人土地所有者作为法官，无论他们拥有土地面积的大小。这些新任命的土地所有者是作为个人拥有土地而非作为部落成员集体地拥有土地。土地所有的形式被逐渐改变后，新的土地所有者只要他们觉得合适就可以处置土地，包括出卖土地。在这样的规定之下，有些人出卖土地是出于自愿，而更多的人则是迫于各种压力与困难，毛利人渐渐丧失了对自己土地的保护能力。

大致而论，“毛利人战争”直到1872年才完全结束。在这场持续多年的战争中，有2000多名毛利人失去了生命，而英国人也付出了1000人的生命代价，英国的战费消耗高达300万——400万英磅。战争结束后，几个参与毛利王运动的部落与新西兰政府握手言和，而毛利人国王塔维奥与其亲信则遁迹丛林，与世隔绝地生活了近20年。塔维奥的执着赢得了多数毛利人的尊敬，但却招致殖民统治者的严惩。塔维奥自己所在的怀卡托部落的所有土地被没收，而其他部落则几乎未受影响。对于毛利人来说，19世纪的尾声是一个令人灰心的时期，由毛利人领袖所领导甚至有巫师协助的抵制白人的运动并没有阻止白人殖民地的扩大。至世纪之交，幸存下来的绝大多数毛利人（约有4.55万人）分散居住在整个国家的乡村地区，主要集中在北岛。部落之间依然彼此分离，就如同毛利人与欧洲人分离一般。毛利人统一运动或毛利王运动暂时陷入低谷。

（三）毛利文化的衰落

毛利人与欧洲定居者之间的矛盾与战争使得英国殖民者不仅夺走了毛利人安身立命的土地，而且千方百计地扼杀毛利人的语言和文化“语言是一个人意识其个性所凭借的手段。语言不仅是理性命题的传播媒介，而且是一种内在经验的外在表达，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一种独特传统的遗产。”语言也可以视为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人们借助语言保存和传递人类文明的成果。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语言是民族建构的重要属性之一。正因为如此，每个民族都有说自己本民族语言而有选择不说其他民族语言的权利。这可以被视为民族主权的基本形式之一，因而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和不可剥夺性，无论该民族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对毛利人来说，说自己的民族语言，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维系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是一项与生俱来的权利。然而，在英国殖民时期，毛利人的这项神圣权利却被人为地剥夺了。

在早期新西兰，毛利语是主导语言。早期的殖民者和传教士为了生存、贸易和工作不得不说毛利语，那时的教会学校是用毛利语来授课的在《怀唐伊条约》签订之后，以及随着越来越多移民的到来，殖民者觉得不再有必要去说毛利语了。从1847年起，一些招收毛利学生的教会学校也被要求用英语授课，否则就得不到州政府的资助。1858年，《土著学校条例》颁布，规定为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的毛利人提供资助。后因爆发“毛利人战争”，这些教会学校于1865年被迫关闭，《土著学校条例》也因此失效。在局势逐步稳定后，新西兰土著事务部长詹姆斯·里奇蒙德建议，政府现在应该为毛利人提供学校。1867年通过的《土著代表法》阐述了建立土著学校的一个理由，即毛利人要想坐在议会并且参与投票，那么他们就有必要做到能够熟练使用英语。就在《土著代表法》颁布几天后，重新修订的《土著学校条例》问世。新条例规定，政府向毛利人社区提供乡村学校。其具体规定是如果毛利人社区能提供一个固定的场所，那么他们就将有学校、教师和书籍。

此时，白人希望尽可能快地将毛利人同化到欧洲文化中去，因此，毛利语的使用是特别不受鼓励的。在1891年的人口统计中，毛利人口下降至历史最低点，为41993人。由于人口急剧减少，大家普遍认为，毛利种族将被欧洲文化所同化，径直走向消失。1900年后，英国殖民政府规定，严禁所有毛利学生在学校说毛利语，违者将遭体罚。久而久之，学生连回家也不愿与父母用母语交谈。与此同时，毛利人的城市化给他们的传统文化与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特别是在新西兰政府曾将毛利语非法化的情况下，毛利语日渐式微。1970年的一份调查显示，有40%的毛利人因为说毛利语而遭教师处罚过。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毛利人失去了讲母语的能力。到1960年新西兰政府放松对毛利语的压制时，会讲毛利语的大都是40岁以上的成年人，40岁以下的毛利人会讲本民族语言的已是凤毛麟角。幼童的情况则更糟，5岁以下的儿童会讲毛利语的不及1%。总起来看，只有26%的毛利人把毛利语作为他们的第一语言。毛利学生被要求学习英语和英国文化，产生了很多后果。由于英语在公众生活中得到了普及，毛利语自然不被视为一种值得学习的语言，这就导致了毛利语地位的显著下降。值得注意的是，一种民族语言如果长期处在孤立和原始的条件下，其语汇肯定无法满足在所有现代科学技术作用下的文明社会的需要。


四　澳新多元社会与多元文化主义政策

（一）澳大利亚

1.战后多元文化社会的发展

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想最早来源于美国犹太学者霍拉斯·卡伦191年在《民主对熔炉》一文和1924年《美国的文化与民主》一书中提出的“文化多元性”概念，不过这种新概念在当时并未得到人们的积极响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范围移民活动的加剧使得多元文化这个词汇逐渐在美国和加拿大浮出水面，人们倾向于用“色拉碗”而不是“熔炉”来比喻文化宽容的多元文化社会，“多元文化主义”这个词汇最终在6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中产生，并得到越来越多维护族群权利人士的关注和支持。尤其是1965年联合国通过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以后，多元文化主义受到了政府层面的可操作性关注。而加拿大由于内部法裔民族和英裔民族之间矛盾的加深，对多元文化主义表现出浓厚兴趣，1971年率先实践，制定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政策，把国家承认和维护民族文化与权利作为其核心内容。而在澳大利亚，持续的移民涌入不可避免地导致在社会上出现多种民族并存与共处的状况，并由此生成族群现象，如同北美移民国家一样，多元社会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澳大利亚的现实，多元文化主义思想逐渐融入社会主流意识。于是，在“白澳政策”被摒弃的同时，澳大利亚政府以积极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迅速引入了相关政策与策略，以应对社会多元化的变化。

移民是澳大利亚进行国家建设和社会设计的一个重要手段。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移民与多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詹姆士·雅普博士认为，澳大利亚150年的移民政策建立在三块基石上，即一是保持英国人的霸权和白人的支配性，二是通过选择性大规模移民加强澳大利亚的经济和军事，三是国家对这些过程进行控制。这三点在二战后表现得很明显，不过第一点逐渐变得弱化。在移民来源日渐丰富的过程中，白澳政策逐步被突破，有色人种移民逐步增加。1947-1986年间到达澳大利亚的移民达440多万，其中绝大多数是非盎格鲁凯尔特人。1947年，不列颠血统人口曾占澳大利亚人口的99.5%，经过大规模移民计划，这一比例到1988年下降到74.5%。2002年3月澳大利亚迎来了来澳的第600万名移民（一位菲律宾女信息技师）。20世纪中期，澳大利亚政府对于非盎格鲁凯尔特裔移民一直是实行文化同化政策。它要求非英语移民放弃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完全融入盎格鲁凯尔特文化中，使澳大利亚成为基于英国传统和文化的单一文化同质社会。这在50年代至70年代初体现为“好邻居”运动。该运动使用了同化整合这个术语，号召移民减少与周围邻居之间的文化差异融入周围社区，整合到澳大利亚社会中去。移民部还本着学校是推动同化的重要渠道这一思路，大力推行移民儿童英语教育。

尽管如此，移民们，尤其是源源不断来澳的第一代非英语移民是根本不可能断绝自己的语言文化传统的。他们除了使用本民族语言交流外，还出版本民族语言的报纸和期刊。60年代，在澳大利亚社会上，发行有大约70多种语言的报纸和20多种语言的期刊。在宗教界，也出现了多样化现象。澳大利亚长期以来是基督教国家，大部分人信仰新教少部分信仰天主教，战后非盎格鲁凯尔特裔移民的到来不仅使基督教内部派别多样化，新教徒减少，天主教徒增加，东正教及其他教派的信徒产生，而且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的信众也落户澳大利亚，非基督徒人口在1966年时占到总人口的0.7%。这些说明此时的澳大利亚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多元文化的现实。此外，老澳大利亚人对多元文化的态度也在这种现实中悄然发生着变化，例如饮食文化的多样性就因为给单调的澳大利亚饮食增添了味觉色彩，而受到澳大利亚人的欢迎，让他们看到了文化多元化中蕴藏着的价值。

经过多年的移民活动，到20世纪60-70年代，澳大利亚已经是一个多民族社会。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特别是第一代移民，保留着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文化习惯，形成了澳大利亚的不同族群分布。从族群语言上看，据相关估计，以1976年为例，说意大利语的有444672人、希腊语的有262177人、德语的有170644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有142407人，法语的有64851人，荷兰语的有64768人，波兰语的有62945人，阿拉伯语的有52184人，西班牙语的有48343人，马耳他语的有45933人。到1988年，澳大利亚大概有66个种族。

数以百万计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使澳大利亚的民族构成出现多样化的同时，也使澳大利亚社会面貌及布局逐渐发生变化。北方小镇黑德兰港的人口“1959年是1500左右，1969年增加到6000左右，1973年可望达到3万。……工人有34个不同的国籍——最多的是澳大利亚人，再次是英国人，其次是意大利人，再其次是南斯拉夫人。……在附近的汤姆普赖斯山工作的，竟然还有几个冰岛人”；在悉尼，出现了诸多以街区为单位的各民族与种族的聚居区，“图勃尔堂莱德芬区把几条马路让给那些住在城里的土著人了。泰勒广场是希腊人的中心。潘道尔山就是一个小马耳他”。在悉尼的南面，“来自四五十个国家的移民组成了”澳大利亚的第七大城市——伍伦贡。它是英联邦里最大的炼钢厂所在地，“在炼钢厂里移民占到了50%”。华人也广布澳大利亚各城市到1972年，澳大利亚的主要城市中除了阿得雷德外都有唐人街。

多元社会的表象不仅显现在人口与种族结构的变化以及移民对澳洲经济的作用等引人注目的方面，而且还彰显在平时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在饮食方面，在澳大利亚，人们可品尝到各种富有民族特色的菜肴，如法国菜、中国菜、意大利菜、土耳其菜、越南菜，等等，几乎是应有尽有。在建筑风格上，澳大利亚可称做是万国建筑博览会。在这里，人们尽可以在符合当地政府规定的一些基本建筑要求下，充分发挥各自的想象力，建造或装修具有各种特色的住房。

在这样的多元社会里，移民以及后代在思维、生活等方面也表现出多元现象，既拥有作为澳大利亚人所共有的意识与行为，又有原民族的习惯与举动：

——曾梯莱先生在8岁时随父母从意大利移居澳大利亚。他从事过翻译员和教师等多种职业，现为澳大利亚移民局的高级官员。从行为举止上看，他同周围的人们没有什么区别，勤勉地对待本职工作，热忱地参与社会活动，忙忙碌碌。但是，他仍保持着意大利人喜欢海边消遣的习惯，在周末时，只要天气晴好，他总会设法到海边去散步，晒太阳。他还承袭了意大利人喜欢男孩的观念，在生育了三个女儿后仍不罢休，直到终于生了儿子才作罢。其子被取名“马可”，意大利语中“停止”的意思。

——格兰沃太太是一位来自日本的女士。在与一位澳大利亚银行家结婚后，她一方面与澳大利亚妇女一样，参加大量的社会活动；另一方面又与日本主妇一样，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置于家庭。她对在澳大利亚的生活感到很满意，说澳大利亚的生活显得轻松，还可以做一些她想做的事，不像日本那么紧张。

……

这一系列社会现实的变化使澳大利亚的社会意识相应产生了转变澳大利亚人以往通常是以成功地在亚太地区创造了一个起源于欧洲的单一白人社会为荣耀，并竭力防止这样的成功被异族文化所取代的可能；而现在，则有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认为应该把澳大利亚建成一个拥有多元文化的国家，澳大利亚民族也应是一个多样文化的混合体，并致力于将澳大利亚社会建设成为“全球一致，无人种、肤色或国籍之歧视”的“幸运之邦”。作为一种因社会的多元化演进而生成的社会思潮多元文化主义逐渐从社会上的边缘观念发展为社会的核心理念。持这种理念的人确信，由于澳大利亚已不再是文化单一的国家，因此，多元文化主义是澳大利亚现代化发展的最佳选择，这对于维持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有促进作用。他们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解析大致内容为，澳大利亚在承认和接纳移民时，必须承认和接纳所有能够调节这个社会的各种因素，尤其突出的是移民的文化；外来的移民也必须承认和接受澳大利亚社会的生活方式，如法律、制度、语言等；澳大利亚应允许移民及其后代保留他们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

2.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实施

20世纪60-70年代澳大利亚社会的现实说明，同化政策并没有造成一个整合的单一文化的澳大利亚，反而导致新移民因语言隔膜和文化歧视等问题而沦为社会的下层，从事着水果蔬菜零售、流水线作业等被逐渐打上移民工种标签的工作，福利不受重视，族群性因此成为社会地位低下的代名词。移民们反对同化主义下的文化和社会歧视，希望自己的民族文化取得应有的尊重与社会地位。伴随着一个多元文化社会现实的出现，到了60年代末，多元文化主义逐渐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词汇。最早是维多利亚州墨尔本的工党支持者以及希腊福利协会特别积极地提倡多元文化主义，接着，其他州的主要城市，如新南威尔士的悉尼和南澳的阿得雷德，都出现了推行多元文化主义的呼声。

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政策最初出现于1972年，当时的工党领袖惠特拉姆提出了尊重移民地位的主张。1973年，澳大利亚政府正式宣布废除“白澳政策”，并通过了《澳大利亚公民权法案》，1975年又通过了《反种族主义歧视法案》，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歧视。这为多元文化社会奠定了法律基础。1973年，澳大利亚移民部长格拉斯比出访加拿大，回国后正式引入了多元文化主义概念。他从移民安置、社会福利和文化社会政策的角度出发，作了题为《一个为了未来的多元文化社会》演讲，主张把多元文化主义作为未来政府社会移民安置和社会经济文化政策的基础。这是“多元文化”一词首次正式出现在政府政策声明中。

这年年底，工党政府开始考虑相关的改革方案与措施，反对党领袖弗雷泽也赞同把多元文化主义作为澳大利亚移民安置和福利政策的基础。1974年3月20日，弗雷泽成为在联邦议会中使用“多元文化社会”术语的第一人。1975年，墨尔本和悉尼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族群社团运动。同年6月，新南威尔士的族群社团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大会很多有影响的族群领袖们都支持多元文化主义，如波兰裔的朱伯勒斯基和犹太裔的李普曼等。总理惠特拉姆和反对党领袖弗雷泽都参加了这个大会，多元文化主义获得了两党的支持。接着，移民部加强移民服务为新移民建造了更多的招待所。1975年，澳大利亚设立了电话翻译系统，多语种电台也出现了，相继创办的有位于悉尼的澳大利亚民族广播电台（2EA）和位于墨尔本的澳大利亚民族广播电台（3EA）等，它们是1978年建立的澳大利亚特别广播服务公司（SBS）的前身。不过，当时“澳大利亚广播管理委员会通过法律规定保证英语在播音中的绝对地位，规定其他语言的播音时间（包括广告）不能超过总播音时间的2.5%而且必须附有英文翻译”。

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旨在寻求英法族群以及其他族群的社会和谐，而澳大利亚引入了这个“多元文化主义”这个术语“但并没有引入加拿大的模式，当时的出发点只是为了移民”，希望以此改变移民被疏离于澳大利亚社会之外的状况。因此，当澳大利亚开始实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时候，这一政策与澳大利亚土著人无关，直到1989年土著人才被纳入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关照之下。

1975年底，自由党和国家党联盟在选举中获胜，弗雷泽出任联邦总理。他将多元文化主义概念引入政府政策，给格拉斯比的演讲《一个为了未来的多元文化社会》注入了实质性内容，从而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实施奠定了基础。在他任内，移民部被重新设置，增添了族群事务业务，新的部门名字叫做“移民与族群事务部”。弗雷泽政府还设立了一系列的咨询理事会，如1976年建立的澳大利亚人口与移民理事会、澳大利亚族群事务理事会以及1979年成立的澳大利亚难民咨询理事会。1981年，这三个委员会合并成澳大利亚人口与族群事务理事会。

澳大利亚族群事务理事会在推动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其成员大都具有非英语出身背景，当时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J.朱伯勒斯基教授任主席。1977年，澳大利亚族群事务委员会提交报告《作为多元文化社会的澳大利亚》，第一次正式界定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原则。这个报告明确提出了文化多元论，认为“澳大利亚建设的方向不是单一性，而是统一性；不是相似体，而是复合体；不是熔炉，而是共享着同一政治与体制结构的不同人们的自愿结合”。报告提出了建设多元文化社会的三个基本原则：社会凝聚力；文化认同；机会平等与参与平等。这个原则在其后20年中虽然经历了修订，但一直得到认可。

这些原则在1978年的《盖勃利报告》中得到具体化。1977年8月弗雷泽政府宣布对以往的移民计划与服务进行检查，并任命墨尔本律师F.盖勃利担任检查委员会的主席。1978年4月，弗雷泽向议会作了盖勃利提交的报告，把多元文化主义确认为未来移民政策的基本概念。该报告提出了贯彻多元文化主义的四条指导原则：（1）澳大利亚的所有成员必须具有实现完全潜能的平等机会，必须能够平等参与计划和服务（2）每个人都应该能够保持自己的文化，不受歧视，免予损害，并且被鼓励理解和接受别人的文化。（3）一般来说，移民的需求应该通过面向全体公众的计划与服务予以满足，但是目前必须有特殊的服务与计划来确保平等参与和平等地享有服务提供。（4）服务与计划的设计与运作应该与客户充分磋商，应该鼓励自助，目的是使移民能快速自立。

《盖勃利报告》被弗雷泽政府采纳，从而成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史中的重要文献。今天来看，它的贡献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首先，它重新确定了需要帮助的移民人群，不再是“好邻居”运动中的英国移民，而是不太懂或完全不懂英语的移居者，将原有的服务如财政补贴项目、成人移民教育项目、双语信息官员计划等服务内容强化并扩充为此，政府创设了移民资源中心，从族群和社团机构中抽取人员进行管理，供所有人们利用。其次，它创立了新的移民福利提供体系，族群机构的作用在新的体系中得到强调。按照该报告的声明，族群团体自身必须最终承担起任务，就移民的需要与当务之急向政府提出建议，确保族群文化得到促进和保存。因此，政府需通过扩充的财政补贴方案资助族群机构来提供建议与服务。再次，它确认了多元文化主义需要教育和语言文化的培育，重视传媒在族群文化中的重要性。从1979年开始，澳大利亚又将多元文化主义的哲学理念引入了教育系统，着手实施多元文化教育项目计划。首期五年就资助2871个多元文化项目，如英语作为第二语言项目，对新移民进行成人英语教育和儿童英语教育，又如在学校开设族群社区语言教育课程。从此，教育一直是澳大利亚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一个重要领域。此外，耗资1000多万澳元的广播电视特别播报服务的澳大利亚特别广播服务公司得以建立，并成功地成为多元文化传媒机构。最后，鉴于该报告认为澳大利亚缺乏相应的专家机构来为多元文化的发展提供支持和指导，澳大利亚1979年成立了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事务研究所，以期通过研究、建议、报告、提供信息、开办图书馆等形式推动公众与政府对多元文化的了解和接受。在成立之初，盖勃利出任该研究所主席，成员包括朱伯勒斯基和移民部部长。该报告被采纳后各州和领地政府也相应地纷纷建立起自己的族群与多元文化机构，制定和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

《盖勃利报告》出台后，澳大利亚政府的族群机构和社会福利机构不断增多，相关财政拨款也增加了。例如，1981年电话翻译服务经费15万澳元，移民福利经费170万澳元，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事务研究所经费140万澳元，而给好邻居委员会的基金减少到几近于无。直至8年代中期，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都是以推动新移民族群获得社会平等与参与为主要内容。族群团体得以接受到更多的资助，参与社会活动，并影响决策。1982年，考虑到很多澳大利亚人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含义不太清楚，澳大利亚人口与族群事务理事会专门出版了一份名为《全体澳大利亚人的多元文化主义》的文件，说明多元文化主义“不仅是给少数族群提供特殊服务，而是一种看待澳大利亚社会的方式，带着文化多样性的意识生活在一起”，提倡一种社会成员对“社会和国家理想具有共同承诺”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因此它给1977年以来的三个基本原则增补了第四条原则，即平等的义务、承诺与参与，以此强调“多元文化主义在澳大利亚的成功有赖于所有澳大利亚人的参与”。

1983年，工党领袖霍克执政。他一方面继续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如在1984年时设立澳大利亚全国多元文化教育顾问和协调委员会就实行多元文化教育进行提供意见；另一方面不满于继续《盖勃利报告》所奠定的计划和服务，希望寻求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新方向，于是，他任命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J.雅普博士主持对移民与多元文化计划和服务进行检查，就下个十年政府政策应该采纳的指导原则和战略提供合适的建议。然而，就在这时期，霍克政府因遭遇财政困难而不得不要求各部门减缩开支，结果分散在各个部门的多元文化主义项目和计划首当其冲受到裁减。多元文化事务研究所于1986年被取消，多元文化教育项目也大受影响，例如，英语作为第二语言项目也被削减了45%的资金，族群学校项目被削减了5%，成人移民教育项目被削减了4%，国家多元文化教育顾问与协调委员被削减了8%，等等。澳大利亚特别广播服务公司也被建议与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合并，后在族群社团强烈反对下才保留下来。

1986年，雅普完成了检查，并在检查报告中提出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新思路。他认为，除了继续寻求为文化多样性的少数族群提供基本资源和服务支持这一战略之外，政府还应该刺激制度变化，促进良好的族群社区关系。为此，他提出了政府政策的四个基本原则：作为澳大利亚共同体的所有成员，每个人都应该具有参与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的公平机会；都应该公平地使用政府代表共同体所管理的资源，并享有公平的份额；都应该有机会参与并影响政府政策、计划与服务的设计及运作；都应该在法律范围内有权享受自己的文化，并尊重他人享受他们自己的文化、宗教和语言。如果说以前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侧重于机会平等的话，那么，该报告则把多元文化主义界定为“公平的伙伴关系”。因此，可以说1986年是标志着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开始发生较大变化的一年，即从以前的面向移民族群创造的平等机会与平等参与转变为强调面向所有澳大利亚人的制度公平。1987年，在总理内阁部中，先后设立了多元文化事务办公室和人权与公平机会委员会，以协调全国的多元文化政策。

多元文化主义在澳大利亚的发展并非一路顺风顺水，而是伴随着不断的质疑声。1984年，墨尔本大学历史学家布莱内教授曾出版著作《一切为了澳大利亚》，反对输入亚洲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一时间影响很大。到了1988年，反对的声音有增无减。6月，自由党领袖霍华德在西澳埃斯佩兰斯讲话，打破之前两党在多元文化主义问题上的一致，反对继续使用多元文化主义的概念，强调“一个澳大利亚”。他认为这样一个澳大利亚尊重文化多样性，也承认澳大利亚人来自世界许多地区，但是会要求所有的澳大利亚人在任何时候都要忠于澳大利亚和澳大利亚的制度、价值与传统，这种忠诚要超越对世界任何地方其他价值体系的忠诚。同年，澳大利亚移民政策咨询委员会主席菲茨杰拉尔德提出《菲茨杰拉尔德报告》，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制造了分裂，呼吁政府明确澳大利亚的身份认同。这个报告还重点建议政府改革移民政策，强调经济理性，关注移民的经济作用，降低对人道主义难民和家庭团聚的考量，根据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要求选择“质量”好的移民。为此，它还引入了一套批准移民的规则体系，具体做法是将签证分成很多种类，通过打分系统进行移民筛选。

为了对质疑的声音进行回应，1989年，霍克政府发布了《一个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的国家议程》文件，明确说明多元文化主义是对澳大利亚文化多样性现实的一种必要反应，并考虑到澳大利亚社会对移民忠诚度的担忧疑惑，规定多元文化主义原则在包括三个权利的同时还包括三个义务。三个权利是：（1）文化身份认同的权利，所有澳大利亚人有权利在审慎规定的范围内表达和分享个人的文化传统，包括其语言和宗教（2）社会公正的权利，所有澳大利亚人都有权利享有待遇和机会平等摒弃种族、族群、文化、宗教、语言、性别或出生地的屏障；（3）经济效益的权利，要有效地维持、开发和利用所有澳大利亚人的技术和才能，不管其背景如何。三个义务包括：（1）具有高于一切的统一的对澳大利亚的承诺，首先最重要的是对澳大利亚的利益和未来的承诺；（2）接受澳大利亚社会的基本结构与原则——宪法与法制，容忍与平等，议会民主，言论和宗教自由，英语作为国家语言与性别平等；（3）一个人表达自己的文化与信仰的权利也包含着接受他人有权利表达他们的观点价值这样一种相互责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议程还开始把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纳入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关照下。因此，这一文件的发布成为多元文化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标志着多元文化主义最终被明确确立为澳大利亚处理族群和文化多样性问题的基本国策然而，土著人对此并不完全欢迎，因为很多土著人认为他们是澳大利亚的原住民，与其他后来的移民族群不应该归为一类。

在这以后，霍克政府采取了一些新举措，包括成立移民研究局，设立国家海外技术认定办公室，把政府的参与与平等战略扩大到所有群体继续支持英语教育与第二语言的学习，发动了促进族群社区关系运动等等。上述文件曾设想联邦议会通过一个关于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的法案，不过霍克政府因为认为不太可能获得联邦议会的支持而没有寻求立法提案。

1991年，新组建的基廷政府继续推进霍克政府的政策。1994年月，联邦总理基廷成立了全国多元文化咨询理事会，用以就多元文化问题向其咨询。基延政府还在1995年主办了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全球多元文化会议，其主要内容是讨论如何使不同文化的各民族和睦相处和互相促进的问题，在世界面前凸显了澳大利亚作为成功的多元文化主义国家的形象。为此，全国多元文化咨询理事会面向未来，提交了名为《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下一步》的报告。该报告不再仅仅关注容忍与平等的问题，而是关注权力与影响。他们的评估检查不仅发现非英语背景人群的失业率很高，而且发现政府和咨询部门任命的少数民族人士数量很少因此，建议政府增加对这些比率的关注，从而适应多元社会的现实。不过，该报告的建议还没来得及实施，工党就在1996年的大选中失败，以霍华德为首的自由党获胜。

不支持多元文化主义的霍华德上台自然使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面临挫折。上台以后，他便撤销了多元文化事务办公室以及移民多元文化和人口研究局，增加了移民申请的收费，还开始对移民实行两年的社会福利等待期，即移民抵达澳大利亚后两年内不能享有社会福利。20世纪90年代后期，保琳·汉森出现在澳大利亚的政治舞台上，其反对移民与多元文化的论调鼓噪一时。1996年，汉森作为奥克斯利区无党派议员在堪培拉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醒来吧，澳大利亚》的演说，认为澳大利亚正被亚裔移民淹没，澳大利亚人必须醒来。1997年4月，汉森宣布建立单一民族党，提出“团结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面旗帜之下”的口号。1998年6月，单一民族党在昆士兰州地方议会的选举中获得了23%的支持率，汉森还进入了联邦议院。虽然汉森的单一民族党当时受到惠特拉姆、霍克、基廷三位前联邦总理联名的公开批评，并遭到知识界和少数族群的反对，但在澳大利亚保守力量中很有市场。

不过，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浸润到澳大利亚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不可能那么简单地就可被否定或推翻的。在多元文化机构和少数族群团体的坚持下，霍华德在任内并没有明确宣布放弃多元文化主义这个词语，只不过他很少谈论多元文化主义，而是更多地使用社会整合这个概念。为了回应全国多元文化咨询委员会在报告《新世纪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主义：走向包容》中提出政府未来政策要确保文化多样性的建议，1999年底，霍华德政府发布了新的多元文化政策声明《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的新议程》，表示同意以“公民责任”、“文化尊重”“社会公平”和“生产的多样性”作为多元文化政策的基础原则。但是霍华德政府并没有通过提供项目经费或设立机构等具体措施来实施所提到的主张，只是设立了“促进多元文化澳大利亚理事会”来促进社区和谐，推行“和谐生活计划”。整合的多元文化主义促使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2000年出台了《土著教育（目标援助）法案》，旨在通过提供财政帮助使澳大利亚土著人接受更好的教育，促进澳大利亚社会的和谐。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每个州都早已建有处理族群问题和多元文化主义的相关机构，例如新南威尔士州的族群事务理事会（后来改名为社区关系理事会），所以，在霍华德联邦政府减少了对多元文化主义重视的时候，这机构就成为捍卫多元文化主义的主要公共部门。

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后，西方国家对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的疑虑增大。霍华德政府趁机对以往的相关政策进行了重新审视2003年发布了新的政策声明《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在多样性中团结》。这新的政策声明把战略重点转向国民团结与社会凝聚，强调所有澳大利亚人的责任、尊严与利益。其后，霍华德政府实施了族群社区管理战略，并于2005年建立了“穆斯林社区咨询小组”，旨在就如何有效加强政府与穆斯林社区之间的合作，推动实现一个更包容的社会等问题为政府提供咨询意见。此外，霍华德政府还制定了《国家建设社会凝聚力、社会和谐与社会安全行动计划》，支持各族群（特别是穆斯林）更好地融入澳大利亚社会，阻止极端主义和暴力思想对澳大利亚的影响。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霍华德政府增加了在移民安置服务方面的经费。2003年，他宣布将会在接下来的四年中额外增加1亿多澳元。新的战略转向把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事实上定位成了增进少数族群移民的团结，特别针对穆斯林，而不是面向所有澳大利亚人推进文化多样性。

伴随着这一战略转向，2007年1月，澳大利亚移民与多元文化事务部更名为移民与公民权部，名字中去掉了“多元文化”字眼。这个举动使得多元文化主义的支持者们进一步置疑霍华德政府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态度对此，霍华德解释说，部门名字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多元文化主义这个术语被弃用，名字的改变是因为“移民应该走向拥有公民权”。更名后的移民与公民权部也在2007年官方回应说：“政府的移民安置与文化多元性政策和计划实践着《盖勃利报告》的四个指导原则，在这一政策下，所有澳大利亚人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享有表达自己的文化与信仰的权利并反过来有尊重其他人这样做的义务。”这种辩解说明，尽管霍华德政府不愿意推行多元文化主义，但是它在公众面前也无法完全阻断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演进历程，无法完全背离沿袭下来的多元文化主义原则。

工党在霍华德执政期间一直呼吁支持多元文化主义。2007年，工党在大选中获胜，陆克文继任联邦政府总理后立即宣布对“和谐生活计划”等多元文化举措进行检查，以确认如何最好地促进并受益于澳大利亚的文化多样性。2008年12月，陆克文政府设立了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咨询理事会，其任务是向政府建议如何通过积极地参与多样性来促进社会凝聚力和克服种族主义与不宽容的现实途径。移民部部长C.伊万斯强调：“政府致力于确保未来的多元文化政策建立在参与和包容的基础上这是一种关涉所有澳大利亚人的政策，应该有利于所有人。”2009年多元文化事务与移民安置服务议会次长L.弗格森发起了“多样性澳大利亚计划”，重点处理种族主义和不宽容的问题。到了2010年，陆克文政府把“多样性澳大利亚计划”与之前的“国家行动计划”合并，组成“多样性与社会凝聚力”计划。这些行动表明，陆克文政府试图在顾及前一届政府政策遗存的同时，重新注入霍华德政府以前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原则，强调面向所有澳大利亚人的多样性、包容性、多元文化和社会凝聚力。

不过，2010年9月组阁的工党J.吉拉德政府似乎并没有打算立即这样做。吉拉德上台后，不仅认可了2007年将澳大利亚移民与多元文化事务部更名为移民与公民权部的做法，而且还将多元文化事务与移民安置服务议会次长的名称更改为移民与公民权部议会次长，也去掉了多元文化的字眼。此举使吉拉德政府受到族群团体的指责。不过，吉拉德政府并没有削减多元文化主义计划的举措，因此有人讽刺说吉拉德政府“执行着不敢明言名字的政策”。

而到2011年2月16日，吉拉德又宣布将移民与公民权部议会次长的名称改为移民与多元文化事务议会次长，并确定该职务的工作重点将是代表吉拉德工党政府在议会和澳大利亚联邦这个共同体中推进多元文化主义。紧接着，吉拉德政府出台了名为《澳大利亚的人民》的报告，阐释了新的多元文化政策，确认“多元文化主义是澳大利亚国家利益，代表公平与包容，加强对文化宗教和语言多样性的尊重与支持”。报告提出了新政策的四个原则：颂扬和珍重多样性，保持社会凝聚力，传播澳大利亚多样性的益处，处理不宽容和歧视问题；还宣布了五项新的创制，包括设立一个独立的咨询机构——多元文化理事会，消除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加强参与平等服务。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个报告中布满了包括土著居民等不同族群人们的26幅大型笑脸图片，这些生动的笑脸和报告内容本身都向人们传递着一个信息：澳大利亚政府保证所有澳大利亚人，不管他们来自哪里，都可以快乐地充分享有澳大利亚社会。吉拉德政府的这些新动向表明，在多元文化主义在美欧受挫和世界关注澳大利亚的时刻，澳大利亚政府正重新明确澳大利亚作为多元文化主义成功范例这样一种身份形象和闪亮名片。

3.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特点

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起源于加拿大，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提出与加拿大的启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澳大利亚现代化中的本土化功能则使这舶来品发生了变化。其表现为澳大利亚社会并没有效仿加拿大的模式和照搬加拿大的内容，而是用多元文化主义这个概念解决自己国家的现实问题，进而形成了属于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过去几十年中，对于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问题，相关议论此起彼伏，其中不乏唇枪舌剑的激烈场面。这些议论与争论既显示出澳大利亚社会的多元文化发展趋势，又对政府的决策与政策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每届政府都势必各有侧重地对该类政策进行修改与补充。久而久之，这个来自加拿大的舶来品逐渐显露出澳大利亚的属性与特点。

与加拿大不同，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长期以来的出发点是如何使新移民融入澳大利亚社会，而不是如何重新构建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和保存少数族群的文化。与美国相比，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不太强调民权和宪法权利。雅普认为，“最好把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作为移民政策的一个方面来理解，它产生于对移民定居的关注，而非对文化保持的关注。文化保持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留给了族群社团。尽管官方明确反对文化同化，支持文化保存，但从《盖勃利报告》到80年代的参与平等战略，再到1989议程和1995议程，核心焦点一直都是减轻非英语背景移民所面临的问题”。正是因为这一点，澳大利亚政府的多元文化机构在很多时候都被设置在移民与多元文化事务部内，而土著居民大部分时间都不处在这些机构的关照之下。

土著居民问题及与土著居民实现和解问题一直是一个与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不同的政策领域，属于和解与土著和托雷斯岛民事务部管理在多元文化主义应该适用于全澳大利亚人的思想影响下，2001年11月该部曾短暂同移民与多元文化事务部合并，即移民与多元文化及土著事务部，但土著事务部在2006年1月归并到了家庭、社区服务与土著事务部。土著居民社会地位与文化水平的提高，对多元文化和文化多样性的澳大利亚社会现实来说，无疑是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语言作为文化的核心要素受到特别关注。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多元文化主义的目标人群都是非英语背景的移民。雅普认为，“尽管198年制定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宣称多元文化主义针对所有澳大利亚人，但并没有得到有效执行或理解”。因此，对非英语背景人群进行英语教育一直受到重视，1981年移民部的成年移民英语教育项目获得经费29万澳元，2001年这一经费则为920万澳元。再有，族群语言的学习和使用也得到鼓励，被视做政府保持文化多样性政策的重要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强调澳大利亚社会原有的核心价值。所有的政府文件都强调澳大利亚现存制度、价值和英语的重要性，多元文化的保持不能超越这些核心的制度和价值。相对于其他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国家，澳大利亚对族群价值体系的认同程度不高。

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是在遭遇批评和攻击中不断适应着社会变化，在摸索中前行。这一点可以从政府相关部门和官员的频繁变化反映出来。澳大利亚政府往往通过调查来确定如何执行具体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例如1975年的全国人口调查，1978年的移民抵达后计划与服务评审，1980年对移民所需信息的调查，1982年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事务研究所对移民抵达后计划与服务进行的评估，1983年对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事务研究所的审查，1984年对特别广播服务的审查，1985年对成年移民教育的调查，1986年对移民、多元文化计划与服务的审查，1987年的全国语言政策，1988年的全国多元文化议程讨论稿，1988年对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建议，1991年对种族主义暴力的调查，1992年对机会平等的评估，1992年国会对难民与人道主义体系的调查，1994年国会对避难所和边境控制的调查，1994年对人口承载能力的调查，1996年国会对机会平等的调查，等等。另外，政府还普遍倚重族群组织、利益团体、学者等组成的各种咨询委员会的意见。因此，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显露出愈加旺盛的生命力。

澳大利亚推行多元文化主义的机构众多，除了名目繁多的有联邦与州等各级政府背景的机构外，还有大量的民间团体，如多元文化基金会族群社团理事会全国办公室。此外，还有不少社会服务机构，如土著人研究院、特殊广播电视服务局、多元文化健康中心等。它们的活跃活动在澳大利亚社会中营造出不可忽略的多元文化主义氛围。

这些特点使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主义比加拿大等国家显得更为国家至上、社会稳定至上，目标克制，内容明确，推行有力。或许正是因为这些特点，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实施给澳大利亚带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谐的社会。自1945年迄今，移民到澳大利亚已经有700万，今天澳大利亚2200万人口中每四位中就有一位出生在海外他国，44%的人口要么自己出生在国外，要么有出生在国外的父母，400万澳大利亚人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澳大利亚人使用的语言超过260种，认同的血统则超过270种。在澳大利亚，不同族群的人们践行着自己的文化习惯，彼此之间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享受着多元化带来的多彩生活。为了鼓励各种文化之间的了解和欣赏，澳大利亚政府把3月21日定为澳大利亚的“和谐日”。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下的澳大利亚的族群间和谐，除了2005年12月发生了小规模的悉尼海滩骚乱外，还未发生过大规模的民族冲突或种族骚乱多元文化主义也鼓励了少数民族更多地参政议政，以华裔为例，有联邦参议员陈之彬、新南威尔士州上议员何沈慧霞和黄肇强等。2000年，华裔澳大利亚人成立了团结党，黄肇强即由该党选入新南威尔士上议院。少数民族成员的参政议政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

进入2011年，欧洲各国热议多元文化主义的成败。例如，2月5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德国慕尼黑的一次安全会议上表示，多元文化主义在英国是一次失败，并将它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抬头联系在一起，表示英国将不再奉行多元文化主义。在这种国际背景下，澳大利亚政府认为自己的社会总体相对于欧洲社会的紧张显得一向和平稳定，这得益于自己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并为此颇显自豪。联邦总理吉拉德的发言人在2月8日表示，总理强调支持多元文化政策，并不相信这种政策会在澳大利亚失败。澳大利亚联邦移民部长鲍文表示，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催生恐怖主义的观点在一些国家很流行，但澳大利亚的情况不同，多元文化主义在澳大利亚行之有效，是社会自由的表现和标志。他强调，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政策是要加强社会的凝聚力，重视发展多元文化。

（二）新西兰

1.双元文化社会的形成

与澳大利亚相似，新西兰长期以来一直是英裔移民称霸天下，“白色新西兰”的移民政策和单一文化的同化政策一直执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因此，那一时期的新西兰是欧洲殖民地中最种族同质化的社会之一。二战后，尤其是70年代以来，新西兰也出现了文化多样性并迎来了多元文化主义思想的传播。但与澳大利亚不同的是，新西兰在迎来多种族、多元文化社会之前已经在走向一个双元文化社会即以英裔为主的新西兰白人与土著毛利人的两种文化，其后多元问题与双元问题一直交织在一起，使得新西兰没有像澳大利亚那样推出一套多元文化主义的官方政策以及建立相应的机构及服务。

如前说述，《怀唐伊条约》是一项对于新西兰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件，奠定了新西兰国家的基础，规定了白人与毛利人共存的局面。184年以后，由英裔移民组成的新西兰政府凭借其殖民强势，不仅通过了不少违背《怀唐伊条约》的法律，如1852年《新西兰宪法条例》、《1862年原住民土地法》、《1863年镇压叛乱法》、《1863年新西兰移民法》、《1865年原住民土地法》，等等，剥夺毛利人的土地和资源，而且还推行单一文化的同化政策，使毛利人社会遭到极大破坏，毛利语日渐流失。1840年《怀唐伊条约》签署时，霍布森曾傲慢地宣布“我们现在成为一种人”。此后打造“一种人”一直是新西兰同化政策的写照。

然而，不像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那样部落众多零散，语言纷杂不通并被长期排除在澳大利亚政治社会生活之外，新西兰毛利人在英国殖民者到来以前已经形成了语言统一的部落联盟，因此，他们得以能够以集体的力量和原住民的整体身份与英国殖民者对抗。再有，虽然《怀唐伊条约》存在着版本上的争议，但它毕竟使白人与毛利人共存的局面具有法律依据。努力保存文化传统一直是毛利人反抗斗争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毛利人种学研究会和毛利基金会的任务主要是整修集会所和会堂促进传统艺术工艺，其首任秘书是毛利领导人白尼维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把《怀唐伊条约》作为捍卫自己权益的凭借武器，要求政府尊重该条约的条款，对损害进行赔偿。1914年，毛利人历史学家托马斯·别克出版了著名的《怀唐伊条约》一书，强调该条约是“新西兰立国的基础”。该书后来成为新西兰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西兰经历了比较明显的城市化进程，毛利人也很快转变成为城市人。在城市生活中，毛利人不能在学校和工作场所讲毛利语，不能聚居，被像撒胡椒粉一样撒开在各处居住。这些似乎预示着毛利传统部落生活方式的终结，因而，城市化自然受到毛利人的抵制。1960年，毛利事务秘书长汉恩在向毛利事务部提交的报告（即《汉恩报告》）中提出从同化政策转变为整合政策，提议鼓励毛利人移居到城市中，并采取特别的措施帮助毛利人适应现代城市生活，缩小毛利人与欧裔新西兰人的社会经济差距，通过混合两种文化而使新西兰人成为一种人。政府接受了《汉恩报告》的建议并予以实施，但随后受到许多毛利人的质疑，他们认为这种将毛利人与欧裔新西兰人整合到城市生活之中的政策无疑是变相的同化过程，与以前旧的同化政策没有什么区别，需要予以抵制。可见城市化并没有消弭毛利人的种族认同，原有生活方式衰微的危险反而强化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和保留自身文化传统的意愿。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毛利部落中的长者以毛利集会所为中心加强组织部落活动，另一方面是在城市受教育的毛利人中出现了新的年轻的领导人，他们均以更为强劲激烈的态度组织起多种机构，抵制“汉恩报告”。

伴随着民权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涌动，毛利人更大声疾呼，不仅要求《怀唐伊条约》得到应有的尊重，就违反、损毁、篡改该条约的情况向政府进行索赔，而且尤其强调条约体现着毛利人与欧裔移民的伙伴关系精神。现在毛利人民权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改变长期以来的“成为一种人”口号，代之以“一个国家，两种人”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意味着毛利可以保留自己的语言传统文化，可以有自己的教育体系，可以有自己的经济管理体系和社会服务体系，还意味着毛利文化具有与欧裔文化相同的地位。

1960年，工党政府上台后，毛利人的抗争有了部分结果。首先，工党政府宣布尊重《怀唐伊条约》对于新西兰建国的重要意义，通过了《怀唐伊法案》，把新西兰定位为欧洲人与毛利人共同组成的国家，毛利人的地位得到官方确认，把2月6日《怀唐伊条约》签订的日子作为节日，此后2月6日成为新西兰一年一度的怀唐伊节。其次，1962年通过了《毛利社区发展法案》（开始时称为《毛利福利法案》），并根据该法案设立了新西兰毛利委员会，就毛利政策问题向政府提供咨询，促进毛利人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发展。第三，毛利语和毛利文化得到尊重和重视1961年设立了毛利人教育基金会，通过拨款和奖金鼓励毛利人接受高等教育。由此可以看到，新西兰人在接受《怀唐伊条约》原则的基础上，接受了新西兰是一个双元文化社会这个格局。由此，新西兰从60年代末开始呈现出“毛利复兴”的迹象。

2.多元文化主义与双元文化主义

就在毛利人凭借《怀唐伊条约》维护权益和要求地位之时，新西兰社会也因二战后持续增长的移民进入而呈现出种族多样性。20世纪50年代以后，新西兰相继开始接纳来自丹麦移民。从60年代起，因为国内对非技术人员和劳工的需求增加而引入了太平洋岛民。根据1976年的新西兰人口统计数据，太平洋岛民已经达到6.57万人，占总人口的2.1%80年代以后，新西兰相继接纳了来自印度、泰国、中国、非洲和中东移民新西兰社会的种族和文化多样性进一步显现。长期以来新移民一般被要求迅速适应新西兰的英国生活方式，德国和北欧移民就是因为被认为同化速度较快而相对受新西兰政府的欢迎。但是，这种同化政策遭到移民种族的反感。

70年代，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采纳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时，多元文化主义的概念也迅速传播到多族群的新西兰。这一思想认为移民们在成为新西兰公民的同时，可以保持自己的语言、饮食等传统习俗。多元文化主义所主张的民族文化平等的思想与毛利争取与欧裔移民平等地位的努力是一致的，因此，这一思想被毛利人接受并广为运用。此时的年轻毛利人已逐步具有了国际视野，意识到殖民主义对毛利人所造成的持续影响。他们结成了许多维护毛利人权利的团体，针对毛利人土地问题、文化问题和民族命运等问题发起了一些大规模的城市抗议运动，要求加强毛利人的语言文化和政治权利，实现平等。1974年，毛利人的“年轻战士和种族平等公民联盟”的多族群成员联合召开奥克兰大会，探讨多元文化社会的教育问题。他们在维护自身权益的斗争中，同主张多元文化主义的太平洋岛民移民团体联合在一起，挑战和改变单一社会模式的文化同化政策。

多元文化主义思想在新西兰的传播和少数民族的抗争促进了新西兰种族关系的整体改善。在多元文化主义思想影响下，新西兰政府和白人社会放弃同化政策。1971年，新西兰议会通过了《种族关系法》，该法“第一次整体表述了组成新西兰多元文化社会的各个种族和民族团体完全平等的政策”，并为此建立种族关系调节委员会。1972年，N.科克在当选总理后立刻宣布：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力，希望把新西兰的民族与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包容进来，把新西兰打造为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多元文化国家。在施政中，他加强与毛利人的和解，修改了原住民土地法，积极回应对毛利人土地的索赔。他和一个毛利人男孩手拉手走在毛利集会所的照片是他任总理期间的代表性图片。与此同时，他也表示出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认可。经他提议，从1974年起，怀唐伊节被更名为国庆节。在1974年首次国庆节庆典上，新西兰的民族多样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正是在这次庆典上，新西兰国旗代替了英国米字旗，同时飘荡在庆典上的还有新西兰联合部落旗帜的复制品。不过，毛利人认为这个新名字贬损了《怀唐伊条约》，于是，在1975年，国庆节又被改回为怀唐伊节许多毛利人认为，新西兰只有在双元文化的基础上才能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这导致人们开始探讨双元文化主义的概念。因此，新西兰的多元文化主义问题自落脚新西兰起就与双元文化主义问题缠绕在一起不过，“在70年代末，多元文化主义远远比双元文化主义的概念要流行对新西兰的流行描述就是多元文化的国家”。

事实上，自70年代以来，多元文化主义观念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毛利复兴事业。希望加强与毛利人和解的科克政府修改了原住民土地法，并积极回应毛利人土地索赔的要求。然而，由于毛利人所要求的土地问题并没有在科克任内得到原则性解决，况且在仍坚持“一个国家，一种人”观念的保守人群中“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力量仍然强大”这激起了毛利年轻人的进一步抗争。1975年，在魏纳·库珀的领导下毛利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游行队伍从特哈珀步行越过北岛直达首都惠灵顿，以此表达对失去土地的愤怒和抗议。同时，毛利人那提瓦图部落谋划重新占领奥克兰堡垒点的活动也引起了世人的关注。197年，新西兰通过了《怀唐伊条约法案》，规定毛利人部落可以对具体问题提出索赔，还专门为此设立了“怀唐伊法庭”。毛利人缘于土地问题的积怨终于有了解决方法，这成为“毛利复兴”的基础。

在“毛利复兴”中，除了土地权的获得和赔偿引人注目外，毛利语的复兴也是一个重要方面。70年代，毛利语的命运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由于自19世纪以来毛利孩子在学校中只能说英语，毛利语的使用人群逐渐减少，加上在20世纪40-70年代移居城市的很多毛利人把英语与财富地位联系在一起，使用毛利语的人数更加日趋减少。这一点到了70年代引起了一些毛利人的极大担忧，他们担心毛利语行将消亡，毛利人将成为不会讲毛利语的族群，于是，向政府争取民族语言与文化权利，建立重新振兴毛利语的语言教育体系。1975年，新西兰政府推出了“毛利语言周”，鼓励新西兰人使用毛利语，1977年第一所官方双语（英语和毛利语）学校创办。到了1981年，毛利领导人推出了“学前教育中心”计划，在新西兰毛利事务部的管理下为毛利幼儿建立教导毛利语的幼儿园，使孩子从小就在毛利语的浸润中成长。此后，学前教育中心在毛利人自己的资助下不断建立。在学前教育中心，毛利人长者教导小孩子们，让他们对自己的文化、语言感到骄傲。80年代毛利语中学也建立了起来。毛利语逐渐复兴，以毛利语为依托的毛利传统文化也看到了未来。

不过，很多毛利活动家和宣传家逐渐放弃了使用多元文化主义这个词汇，断然以双元文化主义这个词汇取而代之。其原因在于他们认为政府在流行的多元文化的旗帜下忽略了毛利人急需解决的问题，降低了《怀唐伊条约》赋予毛利人的地位，因此，他们强调双元文化主义是走向多元文化主义的第一步。例如，1986年，新西兰圣公会双元文化委员会曾直接宣布，“谈论多元文化社会可以被用来掩盖《怀唐伊条约》所表达的基本现实和遵守《怀唐伊条约》原则的义务”。

在各种毛利团体的压力下，新西兰政府作出了相应的回应，在推动多元文化主义的同时特别强调毛利人的特别权益。1983年，总理D.朗伊将“怀唐伊法庭”审理的案件扩大到对毛利人历史上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索赔要求，以解决历史积怨。此举强调了毛利人与殖民者在签署《怀唐伊条约》时的伙伴地位，凸显了毛利人与土地的特殊关系和新西兰社会的双元性。在此之后，毛利人问题被更多地以双元文化的视角考虑，“到了1985年明确出现了从多元文化主义追求双元文化主义的官方运动”。1987年，新西兰又通过了《毛利语言法》，将毛利语宣布为新西兰官方语言，规定在法院、调查委员会和怀唐伊法庭，任何法庭成员、当事人、证人或诉讼律师有权使用毛利语。新西兰随后还设置了毛利语言委员会，促进毛利语的发展，鼓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讲毛利语，使之作为活的语言和日常交流工具被越来越多的人使用。新西兰还致力于营造一个鼓励使用毛利语的社会环境，例如在国家会议开幕或闭幕时、节庆活动时，总有一段毛利语的致辞。毛利语官方语言的地位确立促使会讲毛利语的年轻人增加，"1971年只有17%的毛利学生学习毛利语，而到1989年有近1/3的毛利初中生在学习毛利语”。

80年代以来，《怀唐伊条约》在新西兰社会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怀唐伊原则”逐渐成为新西兰当代政治中出现概率很高的词汇。1987年上诉法院在一个案例中援引“怀唐伊原则”，并将其原则界定为：新西兰政府以向毛利族群提供保护为交换而获得新西兰主权；条约建立了一种伙伴关系，双方有义务采取理性和善意的行动；新西兰政府有治理新西兰的自由和保护毛利人的义务；新西兰政府有义务对过去的违约进行补偿；毛利人保留毛利族群的资源和宝物，并具有公民的所有权利。198年，郎伊政府则将“怀唐伊原则”解释为：毛利人用主权换取了政府保护政府因此有治理和制定法律的权利的原则；毛利族群自我管理的原则所有公民平等原则；理性合作原则，双元团结对于一个国家中的两族人民是重要的；补救赔偿原则，纠正过去的不公。毛利人一直在努力争取和维护“一个国家，两种人”这样一种双元合作关系和双元文化主义的结果，而新西兰的大小机构直到今天仍努力践行着双元文化路线，英语与毛利语双语的机构名字随处可见，毛利人对新西兰的称呼“Aotearoa”更是每每出现在各种官私场合。

需要指出的是，新西兰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双元文化主义政策主导的情况下，也并没放弃多元文化主义。实际上，新西兰也无法放弃多元文化主义，因为移民的不断增加使得多元文化已经是社会现实的存在到了2001年，新西兰人口统计显示，3586731新西兰人口中，欧裔居民2868009人，占79.9%；毛利人526281人，占14.7%；亚裔237459人，占6.6%，太平洋岛屿移民及后代231801人，占6.5%；其他种族24924人，占07%。各个民族都尽量维护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并用多元文化主义思想维护自己平等的文化权利，例如1989年新西兰许多城市成立了非政府的多元文化委员会。该年7月各地委员会联合成立了新西兰多元文化委员会联盟，主要任务便是在地区委员会和族群社区中宣扬、游说、支持和分享信息。2001年新西兰人口统计数据表明，其国人使用的主要语言明显超过了族群界限，如毛利人中存在着许多语言，参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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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双元文化主义已经收获了不少成果，所以，从20世纪末以来，有些毛利人思想家和活动家也开始思考如何在新西兰双元社会的基础上适应多元文化主义。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来，双元文化主义所取得的成就为其他族群平等权利的获得奠定了基础。毛利人历史学家迈克尔·金和活动家托尼·哈斯都持有这种观点，并且付诸行动，带动很多人推动政府实行“赞美多样性”政策。正如毛利人领导人爱德华·杜瑞在2005年所言：“双元文化政策或多元文化政策并非相互排斥，因为他们处理的是不同的问题。双元文化主义是关于立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多元文化主义是关于普遍地接受文化差异性。”

1999-2008年间，尽管从官方政策上看新西兰仍旧是一个双元文化的国家，但执政的工党政府一直在致力于推动文化多样性，倡导建设种族和谐发展的多元文化社会。近10年来，一年一度的印度节日“灯节”

逐渐成为新西兰社会上的文化盛事。奥克兰地区，华人的元宵节灯会也日渐成为当地最具规模和影响的主流庆祝活动之一。自2000年以来，它均由新西兰亚洲基金会和奥克兰市政府在奥克兰市中心的阿尔伯特公园共同主办，一年一届，年复一年。在每届开幕仪式上，新西兰总督、总理、民族事务部长、亚洲基金会主席、奥克兰市长等都将作为嘉宾出席。2002年2月12日，新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还首次率政府部长和议会议员为居住在新西兰的华人举行了新春招待会，表示新西兰政府重视华人社团在新西兰的地位。此后，参加每年举办的春节招待会对她和她后任总理约翰·基来说都成为了一种惯例。近年来，新西兰政府还资助成立了一些反映多元文化的公益性电台。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新西兰总理兼旅游部长约翰·基发表电视致辞时表示，新西兰是亚太地区充满活力、极富创新精神的多元文化国家。

浸润在国家推动文化多样性的环境里，普通新西兰人对多元文化也持开放与包容的态度。据最近的一项对2020户新西兰家庭的调查研究显示，新西兰人比澳大利亚人和欧洲人对多元文化的态度更为积极，更为支持多元文化主义。


结束语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所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然而由于各国国情不同，所以，在这阶段的发展情况多有差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后起的现代化发展国家中的先行者之一，自然而顺利的发展与理智而明确的选择是其现代化发展的特点，具有后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代表性。“渐进改革模式”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现代化发展的模式，澳新由此从英属殖民地渐进成为发达的民族国家。

澳大利亚是遵循着英国模式，由英国的移民殖民地逐渐演进而来的新兴民族国家。本土化是澳大利亚现代化的显著特征，表现为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是以英国为主的西方社会意识、政治制度及经济体系被自然而系统地移植于澳洲，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状态下澳大利亚化，澳大利亚由此逐步与母国分离，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在与澳洲社会现实结合的过程中，“澳大利亚化”则又是基于英国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英国意识”对来自英国的移植物进行改造，使之适合澳洲社会的需要，因而，“英国化”与“澳大利亚化”有着自然的渊源关系，即后者对前者的继承与扬弃。在本土化的作用下，澳大利亚社会在观念的渐变、制度的微调以及无数看似微观的变化中，一直保留着“英国的”色彩，但却又在发生着性质与属性上的变迁。这大大小小的变革的积累与叠加逐渐导致澳洲社会出现了如下走向的转型：相伴于社会成员的身份由英国移民→澳大利亚英国人→澳大利亚人，澳洲社会的形态由英国流放犯殖民地→英属公民殖民地→民族国家。由于一切变革的初衷仅是以改革的方式对现有制度、体制等变革对象进行改进、修补与完善，而不是用革命的手段破旧立新，因此，这样的转型是在和平氛围中循序渐进，而不是在天翻地覆中大破大立。

从表面上看，虽然澳大利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等方面并无重大的首创之举，但是，在具有扬弃功能的本土化作用下，被移植而来的西方文明转变为一种适合澳大利亚国情的新文明。这就是澳大利亚现代化中的创新之处。换言之，澳大利亚人在事无巨细地仿效以英国为主的欧美国家来设计与建设的同时，又在自然地根据客观现实和需要修改着舶来品，进而形成了自己的特征，“任何漂洋过海来到澳洲的东西都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但又有越来越明显的差别。在民族意识的驱动下，1901年前，在澳大利亚，出现了一系列旨在争取权利和平等的社会政治运动，最终导致建立起一个新国家——澳大利亚联邦；之后，澳大利亚进一步移植、兼容和扬弃了西方的多种制度，致力于建设平等和自由的社会。国家的独立与社会的成熟在平稳的渐进中加强，澳大利亚逐步跻身于现代化国家之列。

传统问题是各国现代化不可回避的问题。澳大利亚虽然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却不是一个没有传统的国家，英国的传统在澳大利亚无处不在。然而，本土化对移植而来的舶来品进行扬弃，根据澳洲的现实，取其精华。西方国家的种种弊端虽然时常出现于澳洲社会，甚至产生很大影响，但这些糟粕往往能够在本土化过程中被先后淘汰。“白澳”意识以及由此生成的“白澳政策”的兴衰及消逝即为典型一例。也就是说，澳大利亚民族是一个新生的民族，澳大利亚国家是一个新兴的国家，本土化使母国的传统基本上没有给它留下棘手的问题，因此，它的肩上没有历史包袱。这是澳大利亚现代化发展优越于许多民族和国家的先决条件，也是它可以顺利具备现代化发展必备条件的一大因素。

“渐进发展模式”最显著的特征是稳定与和谐。200多年来，澳大利亚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本质性的变化，这些在世界上其他地区大都导致枪林弹雨与尸横遍野的变化在澳大利亚则可用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理所当然、风调雨顺等词汇加以描述，社会一直处于安定之中。从1788年至今，澳大利亚没有发生过战乱或社会动荡，而外界的动乱不仅没有侵扰这块孤悬南太平洋上的大陆，反而为它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澳洲内部的各种关系易于协调，人们习惯于不使用激进的方式解决矛盾。澳洲白人对土著人及有色人种移民曾有的暴行虽令人发指但由于后者人数不多并长期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因此，这类行径不至于导致社会动荡。稳定的社会环境使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成为可能。

澳大利亚社会形态的转型是通过宪政改革来完成的，其过程均在平稳的过渡中进行，政府机构及国家政策得以保持连续性。无论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转型中，还是在同一形态的社会政治变革里，政策的变化与更改基本上是后者对前者的继承和完善，而不是后者对前者的批判和否定。例如，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在澳大利亚的建立历时100多年，各届政府对其态度大致相同。这一连续性使社会变革所造成的损失程度降到最低点，仅表现为少数人在心理上的一时不适应。

纵观澳大利亚今昔，澳大利亚竟没有一组足以导致社会不安定的社会矛盾存在。在这个国度里，宗教问题简单，民族成分相对单一，劳资矛盾与冲突可以调和，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合理谋利”是澳大利亚人共有的社会意识与共同的行为规范，因此，维护和谐发展成为人们的共识和自觉的行动。简言之，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民族和谐是当今各国现代化发展的必备条件，而澳大利亚恰巧都具备这些条件。渐进改革是英国社会发展的一种方式，而这种方式移植到澳大利亚后，则造就出更为平稳的澳大利亚版“渐进改革模式”，铺设出澳大利亚现代化之路。

值得指出的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人们推崇印度“圣雄”甘地的原因在于他倡导与领导了导致印度独立的“非暴力运动”，并认为这是他的首创。然而，通过考察澳大利亚的历史，不难发现，早在19世纪，这种运动形式已经出现在澳洲，并卓有成效。因而，澳大利亚应是第一个以非暴力形式获得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也导致了一个澳大利亚与众不同的现象：其他国家与民族往往是因拥有成千上万捐躯的民族英雄而自豪，可是，澳大利亚人则是为在其200年历史中仅发生过一次造成几十人伤亡的政治性社会冲突事件而得意。从民族意识和民族秉性方面而言，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澳大利亚民族秉承了英吉利民族的求稳心态，澳大利亚民族与英吉利民族一样，均以稳重守成而著称。这并不是一味顽固地反对进步，而是对变革的进程和方式持谨慎与持重的态度。

直观表象与速度，澳大利亚的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可谓是缓慢的，难觅具有标志性的突变事件，它的任何变化都需要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观察才能有所发现，但是，它的发展和变革则是深刻的。回首这20多年的历史，澳大利亚在一个又一个不显眼的渐变中，发生了一个接一个的本质性变化，形成一个连一个的突破与飞跃，从而呈现出连续与持久的进展状态。所以，从实质上看，澳大利亚的发展又是迅速的，它用20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用了更长的时间还未走完的路程。

澳大利亚社会发展是在稳打稳扎中进行，没有出现在别国常见的大起大落，表现出较强的持续发展能力和可观的发展前景。无论是19世纪的“牧羊业大潮”和“淘金热”，还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使澳大利亚在经济领域出现惊人的“大起”，然而，事后却没有出现可怕的“大落”，反而是在“大起”基础上的再继续发展，从而使澳大利亚大受其益。

澳大利亚的发展不是在封闭的环境里进行的，它从一开始就面向世界，融于时代，虽然其接触的范围并不广泛。这在客观上使澳大利亚有条件鉴别、筛选、借鉴和汲取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教训，在很短的时间里移植别国耗费大量精力与时间而探索出的成功举措和成熟体制，确立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和方式，从而大大加快了澳大利亚社会发展的速度如，在建立福利制度问题上，正是澳大利亚人目睹西方工业化进程中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而迫切要求背上这“文明的包袱”。在福利制度的建设过程中，澳大利亚人并没有着力创建有关理论，而是借鉴英国人耗费了“几乎半个世纪的光阴”而探索出的理论，经过本土化改造，建立起了适合澳大利亚客观现实的福利制度。

在与澳大利亚有着种族同宗和文化同源等关系的新西兰，其现代化进程的启动仅略微稍后。而新西兰现代化的特点仍是本土化，并表现得比澳大利亚更胜一筹，其主要原因是它对来自澳大利亚的舶来品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筛选与扬弃。因而，这使生成于澳大利亚的现代化的“渐进改革模式”在这里得到几近完整的移植，导致自19世纪以来的新西兰社会变化与现代化发展与澳大利亚所经历的情形如出一辙。如果试图描述新西兰现代化的特点，或许只需在澳大利亚现代化的种种特性与表象前加上这样的前缀词——“更加”，如“更加深入”、“更加细致”、“更加平稳”、“更加自然”、“更加和谐”，等等。此外，澳大利亚现代化中的缺陷与不足在新西兰则大都被修正或规避，如种族主义问题。因此，新西兰的现代化发展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变化看上去比澳大利亚更加平稳。

从表面上认识新西兰社会，往往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对创造与发明并无多少兴趣，只是顺理成章地移植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然后就是墨守成规地追随；在它的社会意识里，难觅崇拜英雄豪杰的蛛丝，也难寻向往突飞猛进的马迹，“不必介意”被认为是这个民族和社会的座右铭；人们并不着意追求提高生活水平，但求生活安逸，午后茶点是新西兰人的生活点缀，周末享乐又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对待世界上层出不穷的新事物，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新奇与兴趣，反而偏安一隅，沾沾自喜于自己还能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的环境中……这里的一切显得非常平静和安静，静得使不少人都感到无法忍受，一位澳大利亚编辑曾幽默地说：给重罪犯最恰当的惩罚是“判他流放到新西兰，不得改科罚金”！的确，也有一些人因此而离开新西兰。尽管新西兰的生活水平在世界上数上乘，而且新西兰政府也在推行积极的移民政策，但是，197年，来这里“准备永久定居的移民”人数竟不及“长期离境的新西兰居民”，26825:29822.

然而，如果因此认为新西兰民族是一个凡庸的民族，新西兰社会是一个静止的社会，那就大错特错了。综观不到200年的现代化发展经历，那就不难发现，看似保守安逸的新西兰其实充满着锐意进取的气息人们按照新西兰的现实和自己的需要，不断从世界各地移植着各种需要的东西，既有无形的精神文化，又有有形的物质财富；与此同时，人们又按照新西兰的现实和自己的需要，对舶来品进行着本土化改造与改革在许多大洋洲以外的国家，相同或类似的变化过程往往显得轰轰烈烈甚至是天翻地覆，但在新西兰，则在“不必介意”的状态下进行得那么自然与平常，自然得令人会在不经意间忽略了新西兰的内在变化，平常得使人一时间看不出新西兰的外表变迁。

其实，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相比较，新西兰的进取与创新并不显露在它有多少看似具有远大意义或深远影响的宏观计划或宏伟设计也不体现于深邃的学术理论或磅礴的豪言壮语，而是显现在根据现实需要和自身情况，对移植而来的舶来品进行具体的局部，甚至是很小的一个部分的改进与创新。回顾这些改进与创新，其中有的是立竿见影，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有的则具有开辟某种或某一领域先河的作用和价值；有的却见效于后来，给人大有细水长流的感觉……舶来品会因新西兰人的追求与创新而拥有或增添了新的内容、新的形式和新的价值；并因这样的创新性变化，舶来品的创造者与创造国又反过来从新西兰移植舶来品的创新部分。概括前面已叙述与论述的新西兰经济变迁与发展，即可看出这样的进取与创新。虽然新西兰人称新西兰是“上帝自己的乐园”，但上帝在这里留给自己最多的是森林和草地，最有商业价值的也仅是少许的金沙和煤矿，却没有埋下石油和贵金属矿然而，新西兰人在利用草地发展养羊业而富甲一方后，及时注意到需要调整产业结果，于是，他们倡导起经济的多元化构建，大力推动和保护本国工业发展。新西兰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围绕从依赖到自主，从单一到多样，进而从被动到主动的社会进步过程这从另一个角度显示出了新西兰社会从殖民地向民族国家演进与转型的渐变轨迹。新西兰因而拥有诸多世界“第一次”或“第一个”。

总之，新西兰因其独特的地位、处境和经历而对世界有着一种敏感而深邃的独有理解，并在移植与创新中显示出了他们务实求真的秉性与远见卓识的能力。

就世界现代化发展情况而论，每个国家和地区又都因独特的历史经历、文化背景和民族传统而各有个性，造成了现代化过程中的个性问题而个性问题的解决成功与否又关系到这些国家中的发展是否顺利与成功。西南太平洋岛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发展模式则说明了这一点。以自然环境而言，它们有着基本相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如小国寡民、资源匮乏并单一、气候湿热；从历史沿革来看，它们过去都有遭受欧洲国家殖民统治的经历；就独立后的发展情况而论，在现代化发展问题上，它们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产生了不同效果。

从地理大发现时代到20世纪初，相伴西方殖民者的进入，西方文明进入太平洋岛国地区，由此开始了现代化在这些区域的启动与发展，表现为文化融合的过程，即西方文明对土著文明的影响与改造。这种融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西方文化传统与当地文化传统相互碰撞与交融，进而形成新的民族和由西方文明占主导地位的新的历史文化传统的过程由于西方文明处于绝对优势，这就使得当西方殖民者按照母国的模式推行现代化时，其所遭遇的有意识的阻力势必较小；而现代化遇到的抵触则主要来自底蕴厚重的传统文明（这种传统文明常被西方人称为“不开化”），这种抵触大多表现为发展中的不协调性与不和谐现象。因此，这一区域的现代化进程大都表现为推进过程简单，基本未遇暴烈的抗争但收效甚微。

“处于现代化的边缘”是这些岛国现代化发展的共性。其“边缘”的含义一是在于尽管这些国家与地区的历史是悠久的，但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特别是麦哲伦航行后，它们处于世界现代化发展所波及的边缘地区；二是在于现代化发展使这里的社会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但这里的现代化发展往往因这些地区的贫困与落后而在世人的意识中被“边缘”了这种“边缘”特征表现为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低于世界上其他国家与地区，主要表现为：（1）经济发展迟缓，国民经济体系尚未形成（2）政治参与与其政治体制不相协调，西方的民主制受到传统贵族制的挑战；（3）缺乏较为和谐的社会环境，土著居民之间、土著居民与外来民族之间存在隔阂；（4）现代化发展使得这些国家与地区在被卷入全球化发展潮流的同时，则将这些不发达的国家与地区置于全球化的边缘。

除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基础薄弱、文化落后、资源匮乏等历史与客观因素外，造成这种“边缘”特征的关键因素是民族主义不成熟。而民族主义不成熟的原因在于：一是西方文明在这些地区的开化程度不高，而使处于受改造与被融合地位的传统文明得以大量保存（如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二是民族主义形成与发展的时期正值英国殖民政策产生变化之际，即主张殖民地自治，对殖民地的独立要求也予以尊重之际。英国的态度不仅使这些岛国的独立进程显得相当顺利，而且使这些地区的民族主义缺少磨砺，而这种不成熟的民族主义又进而影响到它们在独立后的国家与经济建设，表现为传统的频频显身与无处不在。

相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与地区而论，西南太平洋英属岛国的现代化发展在速度与水平上是逊色的，但这些岛国的现代化发展则验证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若干现象。第一，殖民地的经历使现代化成为了这些国家的选择，因为对于落后民族，现代化是一种为着民族利益和命运而被迫进行的选择。第二，西方殖民者的殖民活动使当地人在自在的状态下接触到了现代化，而这样的自在状态在进而形成的各种各样民族主义的作用下，逐步转化与演变为自为状态。第三，“边缘”的概念表明在当今世界只有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差异，而没有现代化发展的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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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乘旦

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大约从二十多年前开始进入高潮，到现在已趋平静，不像前一段时间那样火爆了。这种情况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化研究在国际学术界高度走红，涌现出一大批国际知名学者，也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后来，研究渐趋平稳，慢慢退隐成学术研究中的话语背景。但它的话语威力至今仍然强劲，现在，几乎每一个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现代化研究的话语逻辑，受到它的学术影响。有些人不一定赞成现代化研究的路径与方法，甚至不赞成现代化研究本身；但现代化研究的思维逻辑却深深隐藏在当代学术话语结构中，没有人能够忽视它，更没有人能够避开它的影响。

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现代化研究的话语逻辑渗透在各个学科中，甚至渗透在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思维方式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至今仍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化”仍然是无数中国人追求的目标。普通中国人也许并不明白理论上的“现代化”究竟是什么，但“现代化”对他们而言却是一种向往；在今天，现代化仍旧是国家的目标，是民族的追求，也是一种现实中的生活。

中国的向往与它近代的经历有密切关系。一百七十多年前，中国的大门被西方打开，几千年的文明遭受严重冲击，而冲击最强烈之处，是中国历史自身运行的轨迹被打乱了，中国被迫面对世界，并且去适应那个世界。经过一百多年的摸索，在经受了最深重的苦难之后，今天，中国已重新屹立于世界，成了这个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尽管已取得伟大的成就，但现代化仍旧在中国持续，它还有许多事没有做、而必须去做。这就是现代化研究在中国持续展开的时代背景与历史背景，一个学科的生命力就体现在这里：它一定要和历史与现实交融一体，体现出对时代的关怀。

因此，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和西方的现代化研究就有很大区别了，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的现代化研究是立足于本国的需要，因而着眼于本土；西方的现代化研究则把矛头指向别人，想通过学术方式把自己的判断传输给别人。我们都知道现代化研究起源于西方，二战后，西方面对一大批新出现的独立国家和新形成的世界格局，一方面想了解这些国家，另一方面想控制这个世界，就迫切需要创建一个新的学科，提供新的研究方式和新的视角，“现代化研究”于是应运而生。现代化研究是一个跨学科、多维度的新领域，综合着许多学科的共同努力；但西方的目标，是影响新形成国家的发展方向，用自己的形象去塑造世界。

但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却是为中国服务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全力以赴地投入现代化，它迫切需要了解外国，了解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它希望知道各国曾经犯过的错误，也希望知道各国所积累的经验。所以，了解其他国家、为自己提供借鉴，这是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地，也是它最大的特点。由于中国的现代化研究是为本国服务的，所以它的观察就带有明显的批判性，其选题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它用批判的眼光观察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也从批判的角度考察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的现代化。

从宏观角度看，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过程，时至今日，这一点已经很明白。几百年来世界的变化都可以用“现代化”这个词来概括，尽管人们对“现代化”有不同理解，词本身甚至文不达意、表意不明。但它所表达的内容和历史过程却是明了的，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有些人因为“现代化”这个词表意不准确而不承认现代化过程的存在，这个逻辑很奇怪，因为任何一种语言中的任何一个词都会有同样的缺点，这正是人类语言的一大缺陷。事实上，“现代化”所表达的那个过程不仅存在，而且是世界性的历史现象，在过去几百年中，在世界各地，都有先有后地发生着类似的变化，变化的方向一样，变化的结果也基本雷同，这就是世界现代化。世界现代化首先表现出巨大的共性，即相似性，是共性使“世界现代化”得以成立。但现代化在世界各地又有不同——道路不同，经历不同，模式不同，表现方式不同，成功与失败不同，经验与教训不同——这些都是现代化的特殊性。特殊性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可能表现，由于其文化背景不同，历史传统不同，置身于其中的当事人不同，时代与社会环境各不相同，主观与客观的因素相互交织，就演绎了世界现代化的多种途径，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不同“模式”。现代化研究离不开对“模式”的研究，而“模式”则既包括现代化过程中的共同性，也包括现代化过程中的特殊性，因此，现代化研究就是对现代化过程中的共同性和特殊性进行交叉和立体的研究，在研究中，共同性和特殊性都得到体现，从而使人们对现代化过程有完整的了解。

本书把着眼点放在“模式”上。十卷的分工，“总论卷”提供讨论的框架，对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学术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回顾世界现代化的总体过程，并提出一些共同问题。其余各卷按地域分工，分别讨论一个地域的现代化“模式”问题。在一个地域中，可能因为存在着某些比较明显的共同性特征而生成一种地域性“模式”；但也可能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模式”，分别由若干不同国家为代表。必须说明：“模式”与地域可以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处于不同地域、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也可以形成类同的“模式”。对“模式”的探讨使我们对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地区与国家的情况有更深刻、更具体的理解；而通过对不同的“模式”进行分析和比较，又使我们对世界现代化的整体过程有更好的把握。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在《世界现代化历程》这部书中所作的研究工作。

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希望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某些借鉴；同时，也希望对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做一个阶段性总结。

参与本书写作的有国内许多所高校的学者，他们都曾对现代化问题有过探讨，并且对自己所研究的地区和国家有深刻的了解，是各自领域的出色专家。改革开放后，国内已涌现出一批区域·国别研究的专家，他们的研究覆盖着世界上相当大的地域范围，这是值得欣慰的，没有这样的人才准备，就不可能写出这部书。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为这部书的写作和出版做了重要的工作，所有作者都对此十分感谢。

本书是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模式研究”的最终成果，也是完整的成果，体现着十年来数十位学者辛勤工作的成果。

我们希望这部书能够对中国的世界现代化研究做出一点贡献。

2015年2月，于北京


作者的话

跟艺术创作一样，历史研究中每一个课题、每一项著述的完成都会留有遗憾。回过头来看本书，最明显的缺憾恐怕仍然在于对既有发展观念的反思不足。众所周知，世界现代化进程已经发生过多次危机，包括20世纪上半叶的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今天，整个人类的发展正面临着人口爆炸、恶性竞争、恐怖主义袭击、核战争与核泄露的威胁、对自然资源的争夺与掠夺性开发、地球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等前所未有的危机，更不用说已经频繁发生并且还在继续发生的金融危机、粮食危机即生存危机、此伏彼起的大规模社会动荡与政治危机。在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自由与平等、民主与法治、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究竟应当如何妥善处理，这些都是需要认真反思的问题。东亚在和平与发展基础上的一体化进程才起步不久，进一步的多边合作、区域合作还有诸多待解的难题。最后，由于分工和研究领域的限制，对于中国大陆这一东亚最大甚至在许多方面都堪称世界之最的发展中经济体、社会共同体，本书着墨不多。但是，希望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发展成就和经验教训的总结能为我们身边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咨询和借鉴，为建设一个均富、和谐、强盛的现代化新中国添砖加瓦，则是所有作者的共识，也是本书出版的主要目的。


从多层次研究的角度审视东亚现代化模式（代前言）

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将近两个世纪里，东亚各国（地区）期盼通过现代发展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冀与西方发达国家平起平坐，期间经历了反复的模式选择。从学西欧、学德国、学苏俄、学美国……到不知道该再学哪一个；从部分的西方化到全盘西化，又从全盘西化回归民族化，从群起“激进”、竭力鼓吹跟传统“彻底决裂”回到集体“保守”、大张旗鼓地弘扬“优秀传统”；一幕幕历史活剧，情节起伏跌宕，悲喜交加；一代代引领风气的人物，无论成功失败，其经历都可圈可点，可歌可泣。从19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已经跨越两个世纪的东亚变革，在东亚史无前例；东亚或如西人所称“太平洋亚洲”（Pacific Asia）的重新崛起，也引起了近代以来的世界格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世界历史在东亚舞台上展现的这一宏大场景，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都值得大书特书一笔，都是值得史家坚持不懈做一些认真深入的探讨工作的。粗略地检索一下有关的中外文献就可知道，多年来这个园地已经积聚了不少辛勤的耕耘者，而且已经有了可观的成果。

然而，正如东亚的现代化仍在展开，对东亚现代化的研究也远远没有结束。就以二战以后的东亚发展论，虽有让世人赞叹的成就甚至“奇迹”，但问题也多多，前面仍有重峦叠嶂，一些领域前景仍未明朗，还有一些地方、一些领域恐怕仍然停留在“过去”。与此相似，东亚现代化研究的许多领域仍有待开发。如果要在挖掘材料和扎扎实实做好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检视既有的东亚历史叙述方式和史学理论，重新建构东亚历史的基本框架，则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笔者愚见，依靠眼下现有的资料，我们也可以变换视野，将多层次、多维多极——宏观的世界和区域格局变化的制约或影响、中观的民族与区域历史文化传统和国家发展战略策略，特别是在我们自己以前的研究中或多或少被忽视的基层社会组织、社会运动和社会发展——的观察研究结合在一起，重新审视、反思东亚现代化模式。本书对这种多层或分层的研究做了一些尝试。也许并不成功，但还是愿意拿出来，就教于关注东亚发展的同人和广大读者。以下是对本书基本内容的几点归纳和一些粗浅的编后体会。


一　如何看待“东亚现代化模式”？

首先是如何看发展与现代化的不同“模式”？我们知道，任何社会的现代化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离不开现代教育、现代文化知识的普及。如果死抱住以农为本和封建、专制的社会政治制度，没有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民主化、法治化，也就免谈“现代化”。这是所有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共性。但是任何现代化进程的内外环境、主体和客观条件都不尽相同，方向各异的内外动因在各个社会力道不一，它们之间相互的作用、矛盾冲突，最后必会塑造出不同的发展速度、发展轨迹甚至发展形态，这又使得各个社会的现代化都有其个性。现代化的模式正是这种共性与个性的统一。由于有个性，才有不同的模式；又因为有共性，才可以并列在一起，可以相互比较，可以称之为“现代化模式”。简言之，在“模式”问题上我们持一种看似折中的意见，既不赞成否定个性，不许讲“模式”、道路或“特色”，也不赞成只讲个性、特殊性，将模式、道路、特色僵化、绝对化。此外，模式应当只是个中性的概念，称谓一种模式，只是便于做类型学的研究，便于历史比较，总结经验教训和归纳一些带有共同趋势的现象，便于讨论问题，而无关乎褒贬，有积极的可以肯定的价值，也会有消极的应予批判的内容；既不能只看到成就、“奇迹”就一味叫好，也不能一看到问题、发生一两次动荡或危机就一棍子打死。还有，一种模式本身也是不断变化、不断弃旧图新的，但所弃之旧不一定不好，所图之新也不一定就好。东亚现代化的前景总该是光明的，而前进的道路则总是曲折的。

有没有一个“东亚现代化模式”？攻之者说无，以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他认为：东亚奇迹是虚构的神话，或者只是暂时的现象，因而东亚模式无从谈起。辩之者说有，说有者又在经济、政治或文化模式之间各有侧重。例如，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认为：“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但我们所有九个国家和地区（指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引者注）的经济都有着大体相同的地方。我们确实只代表着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美国学者彼得·伯格虽然不认为东亚“模式”只是一种“文化模式”，但也不赞成只把它概括为“经济模式”。针对解释东亚发展的“制度论”和“文化论”，他提出“正确的答案是否应该就在此两个假设之间”的疑问。当然，在经济、文化之外，还有政治体制、社会形态等问题，均与模式有关涉。迄今为止，有关东亚现代化的著述多数持两者甚至三者、四者之间或者之上的综合性模式说，认为东亚尽管地域辽阔，各国、各地区历史、环境、发展的内外条件各不相同，但其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总还有一些区域性的共同特征，比如许多共有的传统文化、价值符号，百余年来共同的历史遭遇，相近的重视家庭、家族和团队、集体关系的经济一社会结构，强国家大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强干预的政治模式，跟经济增长经济转型相伴随的相对社会平等，人力资本优势和劳动力密集型初级产业结构，高积累和高投资率，外向型发展战略，等等。所谓“东亚现代化模式”就应是上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不过，这里的共性是区域的共同特性，相对于世界现代化总体进程的共性却又是个性。西谚云“没有例外则没有规律”，模式如同规律，内部也会有例外，并不完全一律。如同我们经常讲“欧化”、“西方化”，并不等于有一个发展质地均一的欧洲或者西方等着人们从而化之。发达国家当年的发展道路乃至今天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均各有特色。在“东亚模式”概念之内，当然还会有“四小龙模式”、“东盟模式”、日本模式、新加坡模式、中国模式……以至“深圳模式”、“温州模式”，等等。“模式”如何界定，“东亚模式”究竟是单数（East Asian Model）还是复数（East Asian Models），端赖研究的范围和考察的角度。


二　东亚现代化的文化背景和国际环境

本书作者同意国内外学界流行的一种观点，即认为传统东亚文化的主流，是以汉字和儒学为象征、以朝贡贸易体系为纽带的华夏文明或称“中华文明”。它的特点包括历史悠久、范围广大、曾经长期领先前现代世界、世俗性、内陆型的农业经济与社会、社会政治组织的构造是由家而国，等等。东亚朝贡贸易网曾经涵盖了广袤的东亚大陆和海上区域，包括中国、朝鲜半岛、日本、琉球、中南半岛上的安南、占城（今越南）、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今日马来半岛的满剌加、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菲律宾的苏禄国，甚至远及锡兰（今斯里兰卡）。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曾经空前繁荣，加上地区间贸易和不断扩大的移民浪潮，形成一种内外共同发展的现象。历史上的朝鲜、日本、越南都曾“各自认为自身是保持中华正统的国家”。20世纪80-90年代主要由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提倡、建立在东亚“奇迹”基础上的“亚洲价值观”，其基本内容无论是在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还是在华人仅占1/4、马来人居多且以伊斯兰为国教的马来西亚，都打有儒家文化的印记。儒家思想甚至被认为是“亚洲价值观”的核心。以儒学为代表、兼容和吸收其他而形成的“东亚文化”，成为连接东亚广大地区和人民共同心理的强有力纽带。它是东亚区域文明和区域一体性的重要象征，也是我们在研究东亚现代化的时候必须考虑的区域性共同文化背景。环顾全球各个角落，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世界，传统的影响均无时无处不在而且生动鲜明。近现代世界历史一再证明，“现代化”不是割裂或抛弃传统，而是传统在新形势新条件下的再生和延续。东亚探索复兴之路需要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支撑，而东亚传统文化离不开以儒学为标志、“一元多体”的中华文明。正是东亚独特历史传统与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性”有机结合，构成了“东亚现代化模式”。

东亚的中国、日本、朝鲜等主要国家现代化的起步阶段，都没有、也不可能离开传统文化。无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或叫做“和魂洋才”、“东道西器”，都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保守”，也是传统文化自身革故鼎新的开端。一个多世纪以来东亚许多国家都曾一而再、再而三地激烈反传统，想要“彻底”抛弃传统，但都没有成功。这里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反复思考，认真总结记取。本书第一部分的前四章均为这方面的探索。

作为“外发”后起型现代化的典型，东亚现代化进程不仅涉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国际背景、国际格局变化的影响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19世纪中至20世纪初的东亚面对殖民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形成“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得不变且不断求变，无论是办夷务求自强、维新改良，还是革命，都是在反洋人的同时学洋人——学了西洋学东洋，学了欧美学苏俄，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结果似乎都不理想，失败的多而成功的少，一度成就骄人、企图变夷为华、用武力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日本，最后失败也最惨。这里面的教训，既有“先生欺负学生”和学不得法、学坏不学好，也有时代局限、形格势禁的原因。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力量仍然十分强大的情况下，多数地方沦为西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东亚难有现代发展的“奇迹”。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世界现代史的分水岭，也是东亚现代化进程的转折点。战后初期东亚危机四伏，困难重重，整体看上去毫无希望。是冷战的新格局带来了最初的变化。日本的重新崛起、“四小龙”的成功、东盟的迅速发展，乃至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大陆从相对封闭的反苏反霸走向最初的改革开放和追求“四个现代化”，都跟美苏冷战有剪不断的关系。过去人们谈论东亚经验或东亚奇迹，或多或少、或无意或有意地忽略了冷战格局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离开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区在美苏对抗和两个阵营对峙中“前沿阵地”般的战略地位，离开冷战中的两次热战——“韩战”和“越战”，离开美国的巨额“军援”和“经援”，离开美国的东亚战略和“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理论与方略，离开美国占领军当局、“国际开发署”（AID）及其派出使团、“康奈尔小组”与“康奈尔战略”（Cornell Strategy）、“晏阳初项目”（James Yan Program）与中美“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JCRR）以及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雷正琪（W.L.Ladejinsky）、罗斯托（Walt.W.Rostow）等等一大批美国专家、官员、名流学者，对战败国日本的迅速复兴，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土地改革与“公平增长”、“开发独裁”体制的维护和长期延续、经济成长“奇迹”的动因，等等，你怎么讲得清楚？本书第一部分后面两章以及第二部分的一些章节，正是想要在这方面做些功课。


三　经济政治发展与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

我们过去已有的研究比较侧重于自上而下地考察东亚的政治变革和经济增长模式，对文化的观察也多集中注意力于政治文化和官方提倡的意识形态，例如“亚洲价值观”之类；在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重视“威权主义”及其转型；在经济与社会方面则过于看重一些增长的硬指标，而忽视了一些难以用数字表示但关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软指标。这些又似乎囿于某种既定思维模式、某种发展观念。随着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中新问题的出现和发展观念的不断更新，在继续深入地探讨上述各领域问题的同时，我们今天似乎更应批判地看待既有的发展进程，检讨既有的思维方式，真正“以人为本”，以环境与社会为本，走向科学技术与人文关怀和生态关怀密切结合的发展与现代化。

本书作者对东亚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新视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威权主义”、国家强干预等共性特征之下，东亚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发展进程又各有其色彩。战后日本从“富国轻兵”的经济立国路线、从日美基轴主义和经济中心主义开始，走上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过渡，一部分保守主义政治势力企图继续推动日本走向政治大国，进而成为军事大国，甚至主张以强硬态度对待曾经受其侵略的亚洲邻国，表现了日本保守主义发展演变的轨迹。美国主导下的《对日和平条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排除了曾经长期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各国，使日本游离于亚洲之外。战后日本保守主义的强大，正是美苏冷战和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结果。

战后主权独立的菲律宾被界定为一个“依附性独立”国家，在黎萨尔的由菲律宾精英在现行政治体制框架内进行“好改革”主张中已经埋下伏笔。即使面临“革命”危机时，政治精英主流仍坚持以和平的“宪政革命”来完成对菲律宾社会政治的改革。中国台湾地区在从“开发独裁”体制到民主化的转型中，出现了台独宣传的泛滥和台独政治势力的壮大，七次“修宪”实际上是在践行一条“零存整取”式的“台湾独立”路线，民主化畸变为“黑金政治”和地方派系政治。

韩国政治转型亦即民主化进程中，青年学生和基层社会力量相结合的民主抗争，对从威权主义军人政权到民选军人政权再到文人政权的转变起了重要推动作用。长期以来，这一方面在研究韩国民主化运动的课题中常常被忽略。“韩国民主化进程”一章源自一位韩国留学生的硕士论文，作者当年曾经亲身参与了民众的抗争，在据实而述的同时，写出了对“自下而上的民主化”的切身体会。

（2）对市场与政府这一隐一显“两只手”的新思考。香港现在有一半左右的居民住在政府资助的“公屋”内。香港政府以创造了“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经济”而闻名，却对住房这一最大宗的社会消费品进行了密集的干预。与其类似，新加坡政府被认为创造了“世界排名第二的自由市场经济”，但它对住房市场干预更多，其居民的九成住在政府资助的“组屋”内。香港和新加坡政府积极干预住房市场的措施与情形相近，并且都有积极的效果，说明在直接关乎民生的衣、食、住、行问题上不可过于依赖市场化。“住屋局”模式可供正在从房价高企的困境中寻求突围的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借鉴。

对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城市农业”的考察另备一格，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重视并欲积极推广的大都市市区农业，或许可以启发在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中打开协调传统与现代、工业与农业、协调经济发展与保护生存环境的新思路。而对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农业为工业化作出牺牲的经历所做考察，则显示了政府作用的另一面和整个东亚由推行发展主义而带来的“三农”问题的严重性。第十五章的作者经过在韩国的实地研究考察，讨论了韩国“新村运动”的局限性——朴正熙发动新村运动的两个重要特征之一是大规模的政治性全民动员。运动的推进机构不是农林部而是内务部，所有参与新村运动的道、郡、乡等各级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受内务部的管辖。这些都决定了它的不可持续性。韩国新村运动取得的效果值得肯定。但它并不是成功的农村现代化模式。

第十六章重新考察了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改革及其在新加坡现代化过程中的影响。分流教育的明确目的是教育培养的效率化：把教育浪费降低到最低限度，把每一个人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从而使每一个人都能为社会所用，从而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努力把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所有国民都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新加坡精英与大众兼顾的教育制度是在其特殊国情下政府做出的明智选择，对我们和东亚其他国家推行“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很有借鉴意义。第十七章讨论新加坡社会基层组织的变迁。新加坡独立以后，人民行动党政府对独立前具有种族性质的社区组织进行改造和打击，并通过建设新的社区组织将多元化的种族平等思想贯彻到民众之中，通过基层组织的改造较好地实现了社会整合。在其后的几十年中，新加坡不仅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创造了平稳的国内政治环境和和谐的种族关系。其间，新的基层组织的力量功不可没。

（3）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培育市场经济新经验的探讨。1975年以来，越南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产品经济发展途径的推行与调整（1975-1990）、商品经济发展途径的定位（1991-2000）、市场经济发展途径的确立（2001年以来）三个阶段，最终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的方向。这是越南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一大突破，也是其革新开放事业不断发展和逐步深化的结果。本书第十八章的研究表明：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越南经济社会发展以市场机制的确立为目标已经促成了两个转变：一是从利用和限制私人经济、以建设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目标转变到允许、保护和鼓励私人经济参与市场竞争，以建设公有制主导的多种成分的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为目标；二是对经济成分的评判由原来以所有制为核心指标，发展到以资本和资源运营主体为核心指标，经济领域的区分由原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非社会主义私人、个体经济，逐渐过渡到国家经济、非国营经济以及外资经济等分类。前一个转变已基本完成，后一个转变还在继续进行中。

尽管越南经济最近出了一些问题，但改革的成就是不可否定的。越南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相比中国只能算是后来者，但两国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都有许多相同之处。“他山之石可以为错”，其经验教训对我们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4）对东亚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进程的探讨。全书最后一章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探索东亚区域合作的模式。在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经济实力最强的日本更愿意强调双边机制，与单个的东南亚国家的合作，而不愿意把东盟作为一个整体来谈判。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的经济交往不断加深。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不是一个封闭性的组织。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的爆发，加速了东盟与中国关系的发展。中国政府在危机中的表现赢得了东南亚各国的信任。

环顾“全球化”热浪中的今日世界，欧洲、北美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局部地区如东南亚，都已经有了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涵盖整个东亚甚至东亚与南亚、继而整个环太平洋地区的大合作区的建立，也是势在必行、或早或晚的事。打从开始，东亚现代化就是世界现代化整体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东亚发展跟全世界发展的关系今后也只能越来越密切，越来越不可分。我们在研究东亚现代化历史和“个性”特点的时候，不能不具备这种全球眼光。

本书是集体劳动的产物。作者中除了少数几位长期研究东亚的政治学、历史学从业者，绝大多数是入门不久甚至初入本领域的青年学者。奉献给读者的基本上是他们的学位论文或者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的阶段性成果；初次尝试，个别地方或不免青涩，但细细读来，却能感觉到他（她）们勇于进取的精神、对反思东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热心、尤其是对基层社会与人的发展的钟情。本书各章作者简介如下：

陈峰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第一章）

王泰历史学硕士、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讲师（第二章）

郑振清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第三章）

孙静涛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第四章）

董正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代前言、第五章、第十三章、文献索引的收集整理）

陈嘉渊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第六章）

王新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第七章）

昝涛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第八章）

周东华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后（第九章）

林震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福建莆田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第十章）

柳宗秀（韩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第十一章）

宋培军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第十二章）

袁卫东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广州《21世纪经济报道》编辑（第十四章）

董向荣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社科院亚太所副研究员（第十五章）

吕媛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第十六章）

严艳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中国旅游出版社编辑（第十七章）

游明谦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第十八章）

管晓宁北京大学历史系历史学硕士（第十九章）


第一部分　东亚现代化的文化背景与国际环境

东亚现代化的文化背景、东亚区域古典文明的现代命运，从来是东亚现代化模式研究的热点，同时也最容易引发争论。本书前四章集中讨论和反思与此有关的问题。

第一章“东化与西化关系新识”分析了既有的两种意见，认为现代化与东化或西化是两个层次不同的概念与问题。东亚现代化的源头来自西方，东亚模式则是现代化在亚洲地区的个性体现。现代化模式的划分标准不一，但各大类模式的诸变项都应包括其文化主体。

19世纪后期，中国在面对西方挑战而启动现代化运动时形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同时期日本有“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或“和魂洋才”，朝鲜有“东道西器”之说。第二章“对‘中体西用’思想的反思”以中国为重心，着重讨论东亚现代化启动的文化选择与历史困境。作者认为：“中体西用”是打破中国传统文化封闭性的起点。它开辟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传统，有利于中国的现代性转变。以“中体西用”为契机，中国文化逐渐成为一个开放的、多样的系统。

第三章“‘亚洲价值观’与东亚经验再探”以东亚“金融危机”以来围绕“亚洲价值观”的论说为重点，检讨了东亚现代化模式讨论中关于伦理体系/价值观的争论。“亚洲价值观”根植于东亚历史，具有东亚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的特征，在解释东亚崛起时强调“亚洲次序”、“家庭伦理”和“集体主义”，以及“好政府”和“强干预”等核心论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把这种价值观宣扬为促进民族认同与自立、社会凝聚与控制、政策制定与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是一种支撑社会经济、塑造国家形象的伦理体系。结合今日新加坡、马来西亚政治经济的发展现状，可以看出“亚洲价值观”在新马等国热土上还是强劲的官方意识形态。

第四章“从‘慕华贱夷’到‘脱亚入欧’——日本华夷观念的传承与变异”回顾了古代东亚儒家文化的传播和日本作为华夷秩序边缘地区对华夷观念的吸收与传承，以及日本“非实体性华夷观”的形成。18世纪后期以来日本向西方学习，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其间否定了传统华夷思想中的“中国中心论”，也为“脱亚”和“侵亚”埋下了伏笔。所谓“脱亚入欧”就是“华夷变态论”的发展。

第五章和第六章反思东亚现代化的国际环境。“东亚现代化的国际政治背景——以冷战与台湾‘奇迹’的关系为个案”，指出冷战对战后台湾土地改革，对台湾工业化的延续和转型、对发展战略的选择等等，都有直接的、有时是决定性的影响。美国在对战后东亚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包围“遏制”甚至局部“热战”的同时，推动台湾等地实行“邀请的发展”（Development by Invitation），其“冷战”绩效鲜明，对迄今为止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对东亚政治和亚太和平，均造成难以消除的深远影响。“美日资本与新加坡产业升级”正如题目所示，以新加坡工业升级中的外国资本中美、日资本面对新加坡政府的产业升级政策的不同反应为个案，着重探讨外部因素影响发展的机制以及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关系。


第一章　“东化”与“西化”关系新识

这里的“东化”主要指东亚国家的现代化。“东化”与“西化”的关系，意即正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东亚国家的现代化与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的关系。关于现代化与西化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这已是争论了一个世纪之久的老话题。但东化与西化关系却是旧话新提，而且在东亚崛起的今日意义非凡。这不仅是重大理论问题，更是当今世界大部分非现代化国家重大的现实问题。争论的焦点无非仍是东化是否等同于西化的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是二者可以划等号，即“东化=西化”，另一种是持否定态度，即“东化≠西化”。笔者以为这两种看法均有偏颇。

一　现代化、东化、西化三者是共性与个性关系

弄清现代化、东化、西化三者关系是探讨东化与西化关系的基本理论前提。“东化=西化”论者，在理论上的最大误区便是三者的混同。以笔者之见，现代化与东化、西化是两个层次不同的概念与问题，现代化是全球范围内所有地区和国家由传统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的发展进程。而东化与西化则是东亚国家与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前者是总体、后者是局部，因此现代化与东化、西化是总体与局部关系。从哲学上分析，实际是共性与个性或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各国家各民族必由之路，只不过有早有晚而已。这种必由之路的根本动因乃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集中体现。

但各国各民族由于历史发展、社会文化背景、政治经济结构等诸多因素的差异，因而不能不呈现出多元性，即特殊性。西方国家与东方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然有种种的差别。西方国家现代化即所谓西化是现代化的具体体现，二者既有等同部分，又有差异部分；同样，东方国家现代化也是现代化的具体体现，即有共性，也有异性。这就是现代化与西化二者间关系的最简单的概括。现代化既然是全人类社会发展普遍性规律的体现，那么它就不只是西化国家的专利品，著名社会学家维利称现代化是“普遍性的社会溶解剂”。意即西方国家可以实现现代化，东方国家同样也可以实现现代化，你有我也有，所不同的仅仅是有早有晚的不同，而非能与不能的问题。

现代化除了上述一般共性意义的概念外，更多的是特指东方现代化。在这种情况下，上述二者关系就变成了东方国家现代化与西方国家现代化即西化的关系，人们讨论的焦点实际上主要在这里。但人们往往将这两种关系混为一谈。把现代化简单地等同于西化，同时又把东亚现代化简单地说成是现代化，因而往往就把东化等同于西化。

“东化”与“西化”关系，依笔者之见可以概括为三个大的方面。一是密切联系，二是相同点，三是区别点。

“东化”与“西化”的密切关系体现在：其一，东方国家现代化的源头来自西方，西方是原生型现代化，东方则是后发型现代化，即东方的现代化来自西方的现代化，没有西方的现代化，很难有今日东方现代化。离开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教育、市场经济、竞争意识等诸多因素，古老的东方国家也将难以突破前现代的樊篱。

其二，东亚现代化是融合了西方现代化的全球化现代化之一部分。西方现代化与东方国家现代化是双向互相学习与融合过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东方国家现代化从表面或从时间顺序上是源于西方现代化，但西方国家现代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东方，没有指南针的发明，怎么可能有新大陆的发现，又怎么会有西方国家的航海的迅猛发展，没有印刷术和造纸的发明，怎么会有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高科技和教育的发展？没有火药的发明，又怎么会有今天的火箭、卫星和宇宙飞船？可以说，现代化的实质即全球化的现代化，即把现代化看成是一个历史的进程，是东西方社会发展交互作用、互相吸取各自经验为我所用的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因此，东化与西化密不可分，但彼此密切联系不等于二者相同。

东化与西化相同之处有：其一，西方国家已实现的现代化目标，诸如经济上繁荣、政治上的民主、精神的文明，恰恰是东方多数国家所追求奋斗的目标。西方各国依据本国国情通过不同的模式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并从其结果的共性中给出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这一内涵就是以城市化、工业化、市俗化、制度化、民主化以及民众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活动为内容的一个从经济、社会到政治的全面发展过程。可见，现代化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其内涵就是对西方社会新现象的一个特征描述。不仅如此，正是由于西方这种新生产方式所揭示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及其现实的发展趋势，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所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也就是说，西方所建立的那种现代化社会，是一切其他民族的现代化目标所在。

其二，如何实现现代化的某些具体措施、政策，甚至某些战略和体制等，也往往是东方国家实行现代化进程中学习或借鉴的楷模。这两点恰恰是西化论者的主要论据。

但东方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有共性和联系，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即二者的区别与特殊性。正是这区别与特殊性，我们不同意所谓“东化=西化”的说法。原因在于：

其一，东方国家追求的现代化目标、标准尽管与西方现代化在总体上有一致之处，但由于时代的变迁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也有许多不同之点。也即马克思所说的只是“未来景象”一致，但具体真实内容却有诸多变异。例如，污染问题、能源利用问题等过去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并不是什么问题，但现今却成为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就是在经济、民主、文化三个大的目标上也会因国因地而有不同特色，不可能千篇一律。在经济现代化标准上，如高科技含量、人均收入、城市化标准等均与过去有重要差别。如以19世纪中期时代的西方现代化作为标准衡量亚洲国家，中国、印度等早已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因为中印的当今现代化水平已远高于当年俄国。

其二，东方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即具体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道路、体制、政策等，与西方现代化有着重要的差别，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本质上的区别。如东亚国家的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政治上的威权主义政体、文化上倡导儒家传统与价值观等，均有悖于西方。

其三，在实践上，凡照搬、照抄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其害无穷。拉美国家是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起步最早的国家，但由于原封不动抄袭西方现代化经验与道路，尽管走了近一个世纪路程，结果成效甚微，甚至落后于起步比它晚2/3世纪的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这种不按国情照搬的例子，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在解体后的俄罗斯比比皆是。这一点应该说是“西化”不等同于“东化”的最主要原因所在，因此应特别强调。

关于二者的关系，季羡林先生的评说应是比较客观的。他说：“东方的现代化同西方的现代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东方国家的现代化当然不能百分之百等同于西方化，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却离不开西方化。眼前的西方毕竟是科学技术最发达最活跃的地区。东方大陆，不管有多少大龙多少小龙，其现代化进程都离不开西方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东方几条龙已经获得极大的成功，经济确实腾飞了，将来还会腾飞下去的。既然同为现代化，当然有其共同问题。既然有了东西之分，当然必有其不同之处，最大的或最根本的不同之处是在基本思维模式的不同：东方综合而西方分析。研究东方的现代化，不能离开这个基本思维模式。”

二　东亚模式是现代化在亚洲地区的个性体现

东亚的迅速崛起和东亚模式的出现，标志着东亚现代化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功。该地区持续近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和由此带动的社会变革，是当代落后国家和地区追赶型工业化、现代化的典型，它的成就和影响都是巨大的和难以消解的。这种成功绝非是西化的结果，这已为世界众多学者与舆论所公认。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其新作《亚洲大趋势》中对亚洲特别是东亚的崛起给予全面高度的赞颂。尽管这部著作有许多不足之处，甚至近于粗糙，但它的基本观点却是可取的。该书明确指出：“亚洲的现代化绝非等同于‘西化’，它呈现出的是特有的‘亚洲模式’。现在，亚洲踏上了富强发展之路，经济复苏使东方人有机会重新审视传统文明的价值。随着技术和科学的引进，亚洲向世界展现了现代化的新型模式，这是一种将东、西方价值观完善结合的模式，一种包容自由、有序、社会关注和个人主义等信念的模式，东方崛起的最大意义是孕育了世界现代化的新模式。亚洲正以‘亚洲方式’完成自己的现代化，它要引导西方一起迈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1世纪。”东亚的崛起与东亚模式的出现对西方传统的现代化模式和西方中心说以猛烈的冲击。正如法国《世界报》所说，另一种现代化模式取代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趋势正在“巨变的亚洲”出现，亚洲国家以不同的形式拒绝西方模式的霸权。美国另一著名学者霍夫亨兹等的著作《东亚之锋》一书便是揭示这种冲击的代表作品。该书目的在于揭示东亚的优势，并在承认东亚对西方构成了挑战的基础上，试图寻找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整体响应策略。

东亚现代化初步成功的理论价值在于：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或欧化，现代化道路并非只有一条，现代化的模式也并非只有欧洲或美国的经典模式，人类的社会发展具有多样性，现代化的模式同样也具有多样性，如果人类将现代化作为一个追求目标的话，“那么就应该允许东西方，或南北方等不同人群的各种各样的试验和追求，当然，所得到的结果也只能是原则上大体一致，具体构造因地因时因国而异。试想，一旦那些非洲黑人兄弟有一天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之后，那肯定也不是西欧经典模式的摹本，而必然带有浓厚的非洲特色”。美国现代化专家C.E.布莱克在其名著《现代化动力》一书中对多种现代化模式也有精辟的论述：现代化特征对于所有社会都是共同的，考查这些特征有助于揭示现代化过程的一般性质。然而，各个社会的差异非常之大，这些一般通则对于特殊社会问题的帮助是有限的。“没有两个社会以同一种方式实现现代化——没有两个社会拥有相同的资源和技术、相同的传统制度遗产、处在发展的相同阶段以及具有同样的领导体制模式或同样的现代化政策”。

布莱克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也应看到：尽管世界现代化没有完全同样的模式，如同克隆牛与羊一样，但却有大体类似特征的现代化模式。不能因此否定东亚模式的存在。现代化是全球各国共同发展进程与目标，这是现代化的普遍性，而东化、西化、南化、北化是世界几个大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与发展模式，是现代化的个性或特殊性。但普遍性与个性或特殊性又是相对而言的。由于现代化范围极其广大，发展具有无限性，所以，在一定范围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范围另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的东西，反之在一定范围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范围另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的东西。西方模式对世界现代化是特殊性，但对西方各个国家的模式，如美国模式、英国模式、法国模式、德国模式等来说，无疑又是普遍性的东西；同样，东亚模式对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模式，如日本模式、韩国模式、台湾模式、新加坡模式等来说，无疑也是普遍性的东西。

现代化模式到底分几类，由于划分标准不一，说法也不一。但笔者以为，不管如何分法，各大类模式均有四个变项：（1）现代化启动来源：内源型还是外源型；（2）经济的运行方式：自由市场经济还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3）政治主要运行机制：议会民主政治还是威权主义政治体制或混合体制；（4）文化主体：基督教文明还是儒家文明或印度教文明或伊斯兰教文明。

按照这四个变项世界现代化则可以有诸多类别，比如西欧模式、东欧模式、北欧模式、北美模式、东亚模式、西亚模式、南亚模式、拉美模式、非洲模式等等。然而至今从现代化成功的概率而言最大的莫过于西方和东亚两大模式。这两类模式可以在上述四大特征上形成显明对照：现代化启动来源西方是内源型，东亚是外源型；经济上西方模式是自由市场经济，东亚模式则是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相结合；政治上西方模式是议会民主制，东亚模式则是权威主义政治体制；文化上西方模式是基督教文化，东亚模式则是儒家文化。西方类型国家中包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东亚类型国家和地区包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马来西亚、泰国等，也在很大程度上包括日本和中国大陆。每个大类型中又有诸多亚类模式或国（区）别模式。东亚模式下有韩国模式、新加坡模式、中国台湾模式等等。亚洲类型模式虽然各异，但它们却均属于上述四大基本特征。而且，这些基本特征要远远超过或高于诸多各自的千差万别。不能因此而否定总体类别的一致性即共性，正如同不能因为美、英、法、德各自的差异而否定西方共同模式一样。

日本既可以作为西方模式，又可成为东亚模式，具有二重性格，但主要是东亚模式。而且，日本是东亚模式的源头。它在现代化发展程度上（包括议会民主政治）无疑与西方一致，而且成为西方七大国之一，并且引以为荣。但在现代化来源、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儒家文化基础等方面又无疑是东亚模式，即使是政治体制也带有相当程度的东方特色。把它归结为东亚模式理所当然。而且在20世纪50-80年代末，日本模式无疑是东亚模式中的成功楷模，它的诸多经验已为东亚国家和地区效仿。可以说它起到了“领头大雁”的作用。但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走向衰落，甚至在90年代末期出现经济危机，这种情况显示：日本模式已失去光彩。可以认为日本模式正处在从旧日本模式向新型的日本模式的转型时期，它的转型能否成功将是世人关注的焦点。

同样，中国也具有二重性。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在上述经济、政治与文化诸多方面有基本上一致的地方，因此，无疑可将中国划入东亚模式。而且中国与东亚模式有许多可比之处，这有助于探讨亚洲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共同规律和共同经验。但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并非是一般的东亚模式。从社会主义制度衡量，中国无疑是属于社会主义特色的东亚模式，具有社会主义的深深痕迹和象征。因此它不仅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模式，也不同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模式。其不同点在于：其一，从市场经济角度而言，不是东亚一般政府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在中国共产党政府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二，从政治体制而言，中国无疑有较多集权成分，但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中国是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其三，从文化上说，中国无疑是儒家文化的发端地，有深厚的儒家文化根基，但中国的意识形态其主流或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与儒家文化紧密结合，正在形成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既不是对传统文化的改头换面，也不是中西文化的简单拼凑或西方文化的变相移植，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充分吸收和继承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创造出的新文化。这种文化形态既具备了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又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特色，并以马克思主义贯穿民族文化的内核，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印度作为亚洲发展中国家中的一个大国，在现代化的道路和发展模式上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而且具有典型性，可以说是第三世界混合型发展模式的代表。它与东亚模式在外源型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是一致的，或基本一致，因此，也有人把印度模式归入东亚模式之中，但东亚模式与印度模式毕竟有着重要区别。在政治体制与文化方面则既有一致方面，又有显明的差异性。在政治上印度是西方类型的议会民主政治体制，但也有某种威权主义特征；在文化上，则是以印度教文化为主体，与儒家文化有诸多的不同，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是很不同的特点。即使在经济上，印度也与东亚有明显不同之处。印度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虽然也有相当的市场经济成分，但国家干预过多，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占有优势地位，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只是到80-90年代以后才逐步走上市场经济的轨道。因此，印度模式可以单列出来，作为亚洲另一种模式，与东亚模式并列。

当然印度的现代化步伐比较迟缓，或者说是刚刚起步。但它具有巨大潜能。可以想见，21世纪现代化进程步伐最快的地区很有可能就在中国、印度和整个亚洲，其前景令世人瞩目。将其现代化进程及其经验和教训与东亚现代化进行周详的比较，不仅在学术上、理论上具有开拓性，而且在实践上也具有非同小可的重要价值。这种比较无论对东亚、对印度、还是对中国、甚至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二章　对“中体西用”思想的反思——现代化启动的文化选择与历史困境

东亚传统社会在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都经历了某种持续的紧张状态。从理论上讲，一个长期停留在比较成熟文化形态中的传统社会比起其他社会更难实现现代化，因为文化因素正是最能保持该社会稳定性与传统性的核心。传统与现代化之紧张解决的关键，在于自己的文化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变动性和适应性。19世纪后期，中国在面对西方挑战而启动现代化运动时形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同时期日本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和魂洋才”，朝鲜的“东道西器”之说，与此如出一辙。这些对于反思如何恰当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纲领，学术界就这一思想对于洋务运动、中国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进行了不少探索，批评者有之。近几年来，随着“文化热”的兴起以及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的逐步深入，学者们对这一思想又有了新的看法，着重于探索其二重性。罗荣渠先生指出，“中体西用论的基本精神是以西学来补中学之不足，承认中学不是完善无缺而有可补之处，这毕竟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进步……但后来的研究者对中体西用颇多责难，仿佛洋务的失败、变法的失败，都是这一折衷理论的错误……其实这一口号对当时的现代化运动到底起了怎样的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以后他又进一步指出，“中体西用”是“现代化启动的东亚方式”，是“最早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框架”。那么如何透视“中体西用”对于广大落后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意义？“中体西用”是否有其独特的时代价值与合理化因素呢？

一　西方与“西力”

洋务运动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自强变革运动，由于其独特的实践内涵标志着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启动，之后中国相继出现维新变法、立宪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等。毫无疑问，洋务运动首先是中国边缘化的产物，正是伴随着两次鸦片战争，清末一代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有关西方史地、科技等方面的书籍被介绍并传播过来，到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遂得以兴起，此即所谓中国的“工业化变迁起源于西方的冲击”。“中体西用”作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纲领，从提出到发展直至形成体系有一个过程，例如魏源较早提出，“可变者势，不可变者道”，以后冯桂芬也指出，“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薛福成提出“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最全面总结与张扬的则是晚清大吏、《劝学篇》的作者张之洞，其基本表述为“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凡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人，虽然对于中学和西学的内容和含义有过不同的解释，但基本精神都在于强调如何使中学与西学相结合，使两者都能找到各自合适的位置去发挥各自不同的功用。

然而我们又必须明确，在19世纪中叶前冲击中国的，主要还不是作为知识和观念意识形态的“西学”，而是直接体现和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西力”，即近代工业文明，它可以外在地表现为坚强的军事力，也可以表现为以商品和贸易为代表的经济力，还可表现为强权政治的政治力、外交力、征服力。从洋务运动的具体操作方式来考查其目的，它是以中国的工业化抵制西方的工业化，直接继承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作为防御性质的现代化，我们可以看出，“中体西用”是某种历史发展共性与个性相交织的产物。

二　文化“脱胎”过程

“中体西用”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锋思想，与西方较早完成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它是面对工业化大潮做出的“中国化”回应。尽管西方文化具有适应新社会的现代因子，但也不必强求中国就抛弃自己之体。

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较早完成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基本有着共同的经历。现代化先是“由文化的深层酝酿，然后逐渐渗入外层，最后自然形成内外贯通的整体变革”。大体说来，首先是14-15世纪经济和社会前提的积累，它促使了16-17世纪文化的巨大进步，其标志先期是勃生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兴起于中欧的宗教改革，后期则是以法国为中心横贯整个欧美的启蒙运动，从而在文化和政治思想方面产生一系列批判传统社会的现代化理论和思想，文化的进步则成为17-18世纪欧洲政治革命的基础并进而成为18-19世纪农业和工业革命的强大动力，从而构成了气势恢宏的现代化大潮。上述一系列活动尽管贯穿几个世纪，但流畅自然，一气呵成。对于西欧而言，发端于15世纪的现代转型是在中世纪母胎内自然孕育而成的，因而有学者将之称为“内发自生型”，也就是说，西方资产阶级的现代文化发展是脱胎于前资产阶级的文化系统，现代化启动时尤其继承了古典优秀文化。就宗教改革而言，虽然新教对资本主义发展如马克斯·韦伯所说那样有如鱼得水之感，但新教也只是在西欧部分国家和地区取得胜利，而天主教也并未阻碍它所控制的地区同样实现现代化。由此看来，西方走出传统跨入现代社会经历了几个世纪，“西体”是始终坚持的。那么对于中国这样颇具代表性的“外发次生型”现代化在刚刚迈出其防御性的步履时就抛弃自己之体显然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如果说在现代化过程中，文化传承有一个“脱胎”过程的话，那么“中体西用”正可谓是这样的过程，确立“中体”是中国边缘化情况下，现代化命题中应有的逻辑。

面对工业化大潮的冲击，洋务大员及其思想家成为中国最早面对传统与现代性冲突的人物之一，历史在他们身上聚焦，使他们成为十分矛盾的人物。曾国藩尽管“背负着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把自己铸造成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偶像；但他又用实际行动第一个打开学习西方的窗口，成为洋务运动的奠基人”。李鸿章则以“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概括并突出外来军事威胁的空前严重性，在鸦片战争之后弥漫不散的天朝旧梦中显示了中国人观看外部世界的另一番眼光。在现代化这个艰深、硕大（但尚不自觉）的命题面前，他们不是手足无措，而是大胆地提出了“中体西用”。既然洋务运动所承担的历史任务只是在中国前现代社会中引入并聚合现代性因素，实现现代化的最初启动，那么，把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与初具规模的现代工业体系这种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引入中国，用于经济建设，但仍维护中学之体，这无论如何都是理论界、思想界的创举。“中体西用”在这个层面已达到了时代要求的理论高峰，满足了洋务运动所需要的思想批判水平。

三　非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与大致同中国处于一个层次的东方边缘化国家相比，如伊朗、日本、阿拉伯国家等都有着相对久远的文明史，欧洲人入侵之际，这些国家虽尚滞留在“前现代阶段”，却不同程度地拥有与外来文明相抗衡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因而，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并非欧洲文明的简单位移，而呈现出欧洲文明的强劲影响与本土文明对此既排拒又吸纳所构成的错综图景。因此在这些国家，它又“具有非西方社会现代化的一般特征”。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前后，在亚非地区的一些主要文明古国，由于受到西方工业化浪潮的冲击，在边缘化情况下大都发生了政治上层的改革活动，诸如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以1838年御园敕令为顶点的奥斯曼土耳其的一系列改革、1848-1852年伊朗密尔札·塔吉汗改革、中国的洋务运动以及日本的明治维新。就这些国家而言，保自己文化之本，借西方文化为用可以说是一个通例。改革措施基本上都是以推行工业化、编练新式军队开始，同时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但均不以改造自己民族的文化为目的。己学为体、西学为用在这个时期具有普遍性，上述改革目的主要是为“富国强兵”，其结果或为走上现代化揭示了方向、奠定了基础，或者直接启动了现代化，在客观上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进步作用。

“中体西用”基本和这些改革活动所体现的思想一脉相承，尤其是这一时期在朝鲜有“东道西器”，在日本有“和魂洋才”。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正是日本的“和魂洋才”口号。在日本开国后的一个很长时期，在知识界和其他有识之士以及中下级武士中，都意识到西方的科学技术，尤其是近代军事技术的进步，偌大一个中国，曾是日本人效仿的楷模竟然被西洋的巨舰大炮所击破，这对日本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和教训。因此在一般的日本人中间，对承认西方技术先进，并且要学习和引进持完全一致的态度与观点，但对西方的“精神”并不能完全接受。因而，由幕未的洋学家佐久间象山于1854年提出了著名的“东洋道德，西洋技术”，后来则又解释为“学问技术采于彼，仁义道德存于我”。这便是“和魂洋才”的思想原型。所谓“和魂”，原本指日本的“神国主义”思想，即认为日本本土是“神赐土地”，日本人得以生存是由于神赐给养育自身的土地；天皇其祖先是创造宇宙的天照大神，因此天皇是神的代表，所以要树立日本国和民族优越于他国的信念；所谓“洋才”是指西方的科学技术。因此“和魂洋才”的最初含义是只学西方的技术，保持大和民族的精神。就此看来，“和魂洋才”和“中体西用”没有本质上的差异。

问题是日本正是在这样的口号下推行的明治维新。他们在“发扬狂热的‘神国主义’保持自己的国本的条件下，急速建立起‘军国主义的工业制度’，建立了一个可与西方匹敌的准现代国家，通过侵略战争赢得世界声誉”，从而完成了所谓“日本精神加西方知识”的“畸形”现代化。“和魂洋才”在日本取得成功，“中体西用”在中国却招致失败，其责任又何能只简单地以“体”“用”而辩之呢？韩国学者金日坤则指出，日本“一心一意地吸取西方现代文明的养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就丧失了传统文化；恰恰相反，日本人一方面像熔矿炉那样贪婪地吸收西方的现代文明，另一方面又巧妙地调和了传统文化同现代文明及先进技术的关系。正是由于后一点干得很出色，日本才因此而获得今天的经济成果”。其实在日本政治思想界，人们对“和”、“魂”、“洋”、“才”如何组合也是有分歧的。在明治时代就出现了“洋魂洋才”、“和魂洋才”、“和魂和才”等三条道路。也就是说，正如我们已提到的，在日本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它也曾受到全盘西化的欧化主义和固有的神国主义思想的左右和影响。但正如刘天纯先生如下所言：“（日本）终于经过近百年的实践认识到西欧主义与日本主义都不能救国，只有根据本国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实际水准与基础，有选择地把西方的某些技术和思想移植和嫁接到日本来，经过改造和创新变成自己的技术和思想，达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日本化的技术和思想，或者说反映日本特点和需要的技术与思想。简言之，就是由西方化达到日本化目标。所以说，日本现代化的主要贡献不在于对世界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在理论上有多少突出的创新；而在于它主要创立了一个后进的东方国家，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如何能适时恰当地改造和吸收西方技术与思想，综合成适合于本国需要的技术和思想，并经实践验证是行之有效的。”

日本不论对西方的文化思想传统还是科学技术都非全盘接受，日本的成功正在于它通过对传统结构加以改造使之承担了某种现代的功能，从而产生了东洋道德与西洋技艺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在边缘化的挑战下，西方化的目标应是现代化，或许西力是民族振奋的催化剂，西学是民族文化整合的添加剂，但如果用它来彻底改变自己的文化则不太可能。中国由于门户开放前严重的闭塞状态，“中体西用”愈加体现了东方诸国在工业化浪潮冲击下所具有的代表性及普通含义。

四　过渡时期思想文化的二元性

一般而言，在各国现代化启动和初步发展中，现代化与传统的内在紧张表现得最为强烈，中国既无经验可鉴就更是如此（反倒是日本后来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中国）。以工业化力量为载体的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碰撞，调整好二者的关系不仅直接关系到上层统治者的利益，要求他们的理论家必须拿出解决方案，而广大下层民众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也逐渐走向觉悟和关切。中国以儒学为根本的文化系统已延续两千多年，其赖以生存的基础是虽已受到冲击但仍顽强的小农式自然经济。强大的外来工业化力量势必摧毁这样的经济基础并使其文化系统做出调整，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但现在却出现了某种两难：工业化力量既是我们要模仿的榜样却又成为民族生存的严重威胁。

洋务运动在历史的双重困难中显然面临着一种混乱。这种混乱不再是太平天国式的农民起义而将表现为整个国民心理结构的扭动和歪曲。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尚未诞生，更谈不上成熟，广大人民显然又缺乏适应新要求的社会心理准备。在理论的现实面前必然产生出现实的理论来，“中体西用”作为已被历史所证明的现实的理论，因为它正符合了理论所要求的中国现实。洋务运动既然是以工业化抵御工业化，那么理论要求就直接成为实践要求，最终的选择正是“中体西用”的出现。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理解，就是“文化系统的器物层面的变异不至于严重威胁到被冲击的社会体制与心理结构，因而遇到最少的情绪上的抵抗”。如果来势凶猛的工业化力量可以被称做是一种“急兵”的话，那么这种引进西方文化的“缓进”方式恰好就是“中体西用”所具有的独特的社会和时代价值。“中体西用”不仅在表面上而且在深层上比较恰当地处理好了这一难题，在一种可以称为中国“被迫——防御——外发生”的早期现代化结构中，使得西学与中学既相互砥砺，又能彼此相融，这当然是历史的进步。

“中体西用”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为如何更新中国传统文化指出了一条当时不失为切实可行的途径，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为基础去吸纳西学的科学技术文化，实现中西文化的融合，也就是说，“中体西用”把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活动推到了一个新阶段——中西融合阶段。正如罗荣渠先生所指出的，“在各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本土文化对外来异质文化的吸收，一般都会产生各种不同程度的调和或折衷模式”，“中体西用”正“可以看作是中西融合过程中的一种初级形式……，是过渡时期思想文化的二元性的反映”。陈旭麓先生则把它作为“一个不易为人们觉察而有很大约束力的历史隐秘”揭露出来，他说，“中体西用”，“一方面采纳西学，是进步的，却带来了崇洋思想；另一方面固守中体，是保守的，却又依托于民族性”。

作为一种二元性的文化反映，在洋务运动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特殊历史时期，其历史意义不仅在于使得时代挑战与文化回应在妥协的条件下相互依存，中西学保持接触与交流；更重要的是“中体西用”成为打破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以来相对一元性、封闭性的起点。事实上，文化的含混性（多元性）和活跃性是一个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说西方现代文化的揳入，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深刻激烈影响的程度就如人体器官移植必将引起排异反应一样，因为中国的现代转型，不仅要完成文化的时代性演进，还要处理文化的民族性保持与变异这一对矛盾，那么也正如只有保持多样性的生态才是活跃的生态一样，只有文化系统具备多样性后，在现代性结构转变中才会更具适应性和活跃性。可以说，正是以“中体西用”为契机，中国文化才逐渐成为一个开放的、多样的系统，它开辟了中国向西方学习先进的历史传统，显然有利于中国的现代性转变。

五　现代化在“两难选择”中不断深入

中国的工业化变迁起源于西方的冲击，使得边缘化与现代化几乎同步进行，这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早期现代化进程的突出特点和基本难题。中国既要启动现代化，但和欧美国家相比，不仅缺乏它们现代化的条件、环境和动力，反而增加了边缘化的危险。中国的现代化被深深地铸上了被迫性与防卫性的烙印。然而，在现代化的模式选择上却面临着极大的历史困境。为抵御西方就必须实现国强民富，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强国富民的唯一手段就是必须学习西方，模仿西方，这就形成某种独特的“两难选择”：实现工业化自然是强国之路；但现代化目前又为西方所独有，而学习西方工业化伴随而至的是边缘化，这又必然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似乎又解开其中所有的谜题，其哲学的意义在于表明“师夷”与“制夷”是可以统一的，也即以欧洲为榜样作为改革的基础，用这种方法来对付比较发达的西方的挑战。在这个“二难”命题的困惑与澄清过程中，“西方化”模式的选择与运用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甚至是广大东方国家）早期现代化显而易见的特征。

从洋务到戊戌再到新政，应该说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三次各具特色的西方化浪潮。事实上，“对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亚洲所有国家来说，现代化进程要求它们按照少数西方国家首先采用的技术模式和制度模式对自身进行修改和调整。现代知识造就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自愿接受也罢，由武力强加也罢，都在19世纪的岁月里变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这可能是广大落后国家在早期现代化进程中被迫选择西方化模式的根本原因之一。

事实上，马克思早就对殖民主义的双重历史作用做出过深刻的分析。西方化恰好与殖民主义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殖民主义对东方入侵，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帝国主义时期恰好正是东方国家掀起“西方化”的高潮时期，因此，就其实质而言，西方化和殖民主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一个运动的两个过程；我们之所以说“西方化”对广大东方国家来说既是榜样又是威胁正在于此。西方化不是单独对西方工业化的模仿与输入，它也包括西方文化向东方的传播、冲击、扩散和影响，而这些也正是殖民主义的应有之义。我们认为，首先，西方化是东方国家被迫在防御情形下做出的现代化模式选择，尤其在开始时注重更多的是工业化而非西方的政治制度、思想理论，具有历史的合理性。既然工业化是如此强大而有效的力量，东方国家当然希望自己也能拥有，从而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中、日及其他东方古典文明中心国家在边缘化情况下由于传统因素的积重，现代化尚不是历史的自觉。历史的悖论也正在于侵略者拥有更值得学习的东西，传统的滞重又使它们没有其他经验可学——既没有其他模式可循，自己又不能产生出任何新的模式（至少是暂时不能）——那么通过西方化，哪怕是移花接木式的，融入了世界现代化的第二次大潮，这是历史的进步。其次，工业化的初步启动，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崭新的经济力量，近现代工业文明的血液第一次在东方古国的母体中流淌，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受到重挫；适应新时代工业生产的知识力量也迅速崛起，它们注定要登上历史舞台，发起对传统社会的全面诘难和攻击。总之，东方各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结构发生前所未有的结构性断裂，现代化连同它的改造力量都初露端倪，在以后的发展中，势必将现代化进程进一步推向深入。

但是，西方化的消极作用也是十分巨大的，比较而言，其消极影响甚至要超过其积极影响。西方化模式选择的合理性是就东方国家早期现代化进程面临的客观外部环境而言，但若单纯从现代化的角度分析，它又有其不合理性，即东方各国在处理传统与外来挑战的关系时采取的策略方针不同，导致的结局大相径庭。西方化本身并不能从根本上改造本国以文化为核心的传统，这就必然造成传统与西方化的尖锐对立，直接体现为西方化同本土化（民族化）的斗争：例如文化的冲突、政府与民间的对立、上层内部激进与保守的斗争等。由于积极倡导西化者经常很难考虑到本国强大的传统结构改变的艰难程度而片面地、过分地引进以工业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尤其是没有认识到西方化背后隐藏着边缘化，这样就把对本国的西方化改造表面化、肤浅化，其实质是在西方化的同时，边缘化程度也在加深，危害的则是现代化本身——现代化的挫折。也就是说，西方化不可能从根本上拯救各国于落后与贫困，更不能最终导致现代化。如果说西方化还只是现代化的方式之一的话，那么对它的选择还要综合考虑到其他种种因素，特别是本国、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因素。


第三章　“亚洲价值观”与东亚经验再探

马克斯·韦伯的巨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人们开创了一条根据伦理体系/价值观来理解经济和社会发展动因的路径。关于这条路径的最新文献研究表明，韦伯的“新教伦理”作为一种经验主义的论点，是一个尝试性、临时性的假说，与其“知识学”、“理想型”观念一脉相承；“新教伦理”的背后其实还有更本质的东西，即合理化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对经济发展具有建构作用，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机和强烈愿望。除了促进17世纪荷兰经济发展的新教伦理以外，合理化的个人主义还可以体现为刺激19世纪英国经济奇迹的现代民族主义，以及其他伦理体系等。细研韦伯的这部开创性著作，其实质贡献在于指出现代经济的出现以一套新的动力机制（伦理体系/价值观）为动因或先决条件，而不是仅仅简单地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及现代经济增长之间建立联系。根据韦伯的思路，要使人们离散的社会活动（包括经济活动）一以贯之地导向某个特定的方向（重要的就如经济增长），就必须赋予这种活动以道德正当性、合法性、合理性等正面意义，为此就有必要探求出代表这种正面意义的具体的伦理体系/价值观，并给予具体的阐释。不过在20世纪末期的东方，这种对“正面意义”的探求却不幸走入了歧途。20世纪80-90年代，在东亚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盛极一时的“新儒家”、“东亚新文明”论，挖掘东亚“经济奇迹”中的“儒家文化”因素，努力在经济发展与文化背景中寻找联系，先是对简单的“经济决定论”矫枉过正，再一脚迈进了“文化决定论”的泥潭。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猛浪袭来，许多热衷此道的论者一下子被打懵以至“失语”了。

应该说，在东亚崛起的过程中，赋予社会经济发展活动“正面意义”的各种伦理体系/价值观，例如儒家文明、民族主义以及各种意识形态等，都十分重要。但在分析伦理体系/价值观的经济功能时，应该理清经济发展的“动因”和“条件”之分。伦理体系/价值观属于“动因”范畴——即许多人所说的“经济发展的魔力”；各种经济要素分析如劳动力、资金、市场、技术、产权制度等，属于“条件”范畴。只有“动因”与“条件”的适当结合，才有经济“奇迹”出现的可能。美国经济史家大卫·兰德斯（David S.Landes）批评了从马克思到库兹涅茨的大部分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们“对民族国家财富的来源并未付出真正的努力加以研究。反之，增长的过程被看成动因和解释；方式被认作原因”。他着重指出的，就是要分清楚经济增长的“原因/动因”和“过程/方式”这两组范畴。罗荣渠教授在探讨东亚崛起的新经验时也曾指出：“探讨文化问题的重点应放在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个时代的课题上，即文化因素是在什么条件下起作用的问题。”实际上也点明：作为发展要素的“文化”，不能脱离各种具体的“条件”而起作用。

本章要讨论的是在东亚现代化模式讨论中关于伦理体系/价值观层面众说纷纭的争论。之所以一开题就远追韦伯，似乎离题万里，其实是为了析分好“动因”与“条件”，在“动因条件”框架下理解梳理发展的价值观的争论，以便我们更好地辨析东亚“奇迹”与“危机”演变过程中的“东亚经验”。

一　 “亚洲价值观”如何看待东亚“奇迹”和“危机”？

什么是“亚洲价值观”？

“亚洲价值观”并非泛指地理概念上的亚洲的价值观，而只是特指东亚某些发展中国家（主要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具有威权主义色彩的官方意识形态及其倡导的“主流价值观”的代名词。目前研究“亚洲价值观”的文献指出它在政治制度、社会管理、伦理道德、生活方式等方面含有大量不同于西方的观点和立场，是一种成功结合西方“发展理性”和东方集体主义的混合型意识形态。它以家庭伦理和集体伦理为基础，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以个人纪律与社会稳定为辅助，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为中心，并在特定国家的实践中获得了良好的效果。这种“亚洲价值观”强调本地区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背景，从儒佛道传统文化和马来西亚伊斯兰文化中汲取“有用”的思想资源并结合现实社会经济发展加以提炼、弘扬。而这些思想资源中能够比较系统地为“亚洲价值观”提供理论依据的，还是源远流长、浑厚丰沛的新、旧儒家思想，特别是其中关于修身、齐家、治国的行动主义哲学。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参与创造“东亚经济奇迹”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是宣扬“亚洲价值观”的大本营，新加坡前任总理、现任内阁资政李光耀和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这两位活跃的政治家则是“亚洲价值观”的旗手。1991年1月，新加坡内阁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列出了五条主要的“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是新加坡式“亚洲价值观”精练的正式版本。同年，马哈蒂尔在一次演讲中，提到马来西亚要发扬尊严与自主、重视传统道德、重视家庭、主张宽容等本土价值观，此后他还在公开场合质疑：“亚洲人拒绝被奉为普世价值观的西方价值观，坚持自己的价值观，这难道错了吗？他们难道不能主张自己的价值观被当做普遍的价值观吗？”并大声宣告：“亚洲人必须证明其价值观、道德准则和文化有自己的长处，并且造福于这个社会……最好的方式就是务实地去维持和平、发展经济、实行民主。”类似的论述不胜枚举，构成马来西亚对“亚洲价值观”的集中阐释。

“亚洲价值观”怎样看待东亚“奇迹”？

一般而言，在东亚发展模式的类型划分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属于国家主导型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国家引导并借助市场机制以实现工业化，主要表现为国家通过理性的经济计划、产业政策以及战略性贸易政策等展开宏观调控，积极而适当地干预经济运行，实现“进口替代”型发展向“出口导向”型发展的顺利过渡。在这种发展过程中，一国的威权主义发展型政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体现在直接干预经济发展进程本身，还重点体现在利用各种意识形态完成文化建设、掌控国民情绪、塑造政权合法性上面。新加坡、马来西亚语境中的“亚洲价值观”，及时而适当地扮演了意识形态工具和文化建设手段的角色。这就是“亚洲价值观”在东亚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在这种发展模式中，“亚洲价值观”对东亚“奇迹”最深刻的阐释就是强调“先经济，后民主”、“先集体，后个人”的发展次序，即所谓的“亚洲次序”，并把这种次序当做东亚“奇迹”最重要的经验。新、马等国的威权主义发展型政府往往认为，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国家目标，为了满足这个目标，保证行政效率并从各个方面促进经济增长是非常关键的。这种“亚洲次序”能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达到“国强民富”、“藏富于民”，因此是应该优先选择的最为合适的发展次序。同时，它们认为西方竞争性个人主义、自由权优先等带来的就是今日社会道德沦丧、家庭观念淡薄、青少年犯罪等等不良后果。根据这种次序，西方学者所指称并针砭的“李光耀命题“——”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阻碍经济发展”和“李光耀推论“——”穷人不关心民主和政治权利”，在新、马等国确实很有理论市场和政策实践空间。

其次，以新、马两国为代表，“亚洲价值观”被当成对社会经济发展起整合作用的“黏合剂”，是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经济改革政策能顺利贯彻的内在“魔力”。新加坡官方在总结新加坡发展战略的同时，把“亚洲价值观”当成使这种战略塑造成型的关键黏合剂。新加坡贸工部经济计划委员会总结出新加坡“成功、恰当”的发展战略有：（1）良好的政府机构，政府是强健、稳定、有能力和廉洁的，必须对经济社会问题起领导作用；（2）有效的基础设施，其中主要是政府投资建设的；（3）重视教育，大力发展和利用好人力资源；（4）依赖市场和私营企业保持公开竞争的活力；（5）实行弹性政策，特别是在经济部门，如弹性工资政策等；（6）高储蓄率；（7）欢迎跨国公司参与发展制造业，面向世界；等等。这些战略中，第一、三、五、六条都直接与“价值观”相联系。李光耀强调指出，亚洲的奇迹来自在这里的人民，他们守纪律、重视教育，有高储蓄和高投资的习惯，并且为了下一代而辛勤工作。在此，“亚洲价值观”不是一种由经济发展而派生的“文化附属品”，而直接就是经济发展背后的动因，参与了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另外，马来西亚为了调和国内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之间的种族矛盾和发展不平衡问题，大力宣扬马来西亚人的“亚洲价值观”，为推行促进社会重组的“新经济政策”、提升马来人经济地位、强化社会控制、协调族群关系提供了极佳的意识形态工具和社会凝聚手段。这种整合社会经济综合发展的“亚洲价值观”的作用之大，实在不亚于指挥单纯经济增长的“魔力棒”。

再次，“亚洲价值观”大力推崇“好政府”和政府的“强干预”理念，认为这正是促进东亚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独特经验。新加坡当局以“好政府”为治国策略核心，宣扬好政府应该是强有力、高效率、施仁政的。1995年10月，继李光耀之后担任新加坡总理的吴作栋在分析“东亚发展模式的优越性”时指出，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只有两条，其一是良好的经济基本因素：竞争的市场、对外开放、经济整体的稳定、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其二就是良好的政府：政府在协助取得良好的经济基本因素方面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而且政府仅仅在经济方面做得好是不够的，必须在政治和社会辅助方面也做得好，如教育、住房、劳资关系和社会凝聚力等等。马来西亚的政党政治要比新加坡复杂，官方宣扬“强政府”。马哈蒂尔指出，“发达国家在有软弱政府和无政府的情况下可以运转。但发展中国家若政府没有很强的权威则不能运转。不稳定的和虚弱的政府只会导致混乱，而混乱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的”。在古典自由主义者看来，“好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是“守夜人”式的政府；而按“亚洲价值观”的论点，“管理最好的政府，就是那些管得最多的政府”。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亚洲价值观”本身是具有实用主义色彩的一整套治国策略，它并不否认自由市场、产权制度、技术引进、开放贸易、产业政策等经济要素直接促成“奇迹”的功能。1996年李光耀就坦承，“在不同程度上，亚洲人静悄悄地采取了西方不少有用的价值观、社会措施以及管理方法，因此现在他们的价值体系中有东西混合的成分。”李光耀、马哈蒂尔等领导人是不会放弃引进能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手段，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方法和制度的。

总的来看，作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的“亚洲价值观”，在解释东亚崛起时强调“亚洲次序”、“家庭伦理”和“集体主义”，以及“好政府”和“强干预”等核心论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把这种价值观宣扬为促进民族认同与自立、社会凝聚与控制、政策制定与落实、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动力因素，是一种支撑社会经济发展、塑造国家形象的伦理体系。当然，它根植于东亚土壤和历史，具有东亚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的特殊性，因此也获得和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相抗衡的理论资源厚度。

东亚“金融危机”以来的“亚洲价值观”

1997-1998年，以泰铢贬值为导火线，一场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席卷东南亚、东北亚诸国，甚至蔓延到亚洲以外的区域。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性冲击使得大部分“亚洲价值观”论者一时“失语”，不明白“东亚崛起”和“奇迹”的背后怎么会隐匿如此巨大的结构缺陷，也难以理解原先被吹捧宣扬的“东亚特殊性”、“亚洲价值”如何脆弱得不堪一击。相反，西方各路学者纷纷趁机指摘东亚发展模式背后的种种问题，并直指“亚洲价值观”在发展理路、政治策略以及具体政策各方面存在许多矛盾和缺陷。在东南亚、东北亚诸国内部，对“亚洲价值观”的质疑声浪也达到高峰。

以杜维明等为代表的“新儒家”，自80年代初起就为李光耀等政治家提供或补充“亚洲价值观”式治国策略的思想资源，并帮助对之进行哲学解读。1998年这场“金融危机”还在肆虐之时，杜维明先生接受专访，就“金融危机”对“工业东亚模式”提出几点辩解性的观点：（1）这场危机是全球性的问题，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困境”，而不单单是东南亚的“地域性灾难”；（2）这场危机的产生和金融机制密切相关，不是东亚发展模式所必然导致的；（3）金融危机没有完全涉及“与儒家有关的东亚模式”；（4）即使政府、金融、企业三合一的东亚发展模式出现问题，“东亚价值”（同于“亚洲价值观”）还是有生命力的，以韩国为例，解救危机的方式还得靠“政府宏观调控、企业和民间团队的协调”，而且“不可能有另外一个离开东亚价值取向的发展模式”。这些观点基本上反映了近期坚持“亚洲价值观”或“东亚价值”的学界人士的心声。

历经“奇迹”、“危机”的大起大落之后，1999年以来，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在经过调整后又强劲复苏，走上了发展正轨，不少“亚洲价值观”论者对所持的理念、观点还是保持自信的。2004年4月，马哈蒂尔在北京接受专访，坚持“亚洲价值观仍然是正确的价值观……仍然强调对家庭、对权威的尊重，强调对大多数人——而非个人——权利的保护……我们无须让个人为民主作牺牲，我们应该让民主为我们服务，因此，亚洲价值观比西方价值观更优越”。从马哈蒂尔这些坚韧的主张，再结合今日新加坡、马来西亚政治经济的发展现状，可以看出“亚洲价值观”在新、马等国热土上还是强劲的官方意识形态。

二　 世界银行对东亚“奇迹”、“危机”与“复苏”的反思

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常被视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阵地，它在1993年（东亚金融危机前的全盛时期）和2000年（危机后的复苏时期）两次公开发表书面报告，对“东亚奇迹”进行全面的探讨和反思，后一次报告即《东亚奇迹的反思》还对前一次报告《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的许多论点进行了修正。在《东亚奇迹的反思》这部论文集中，世界银行召集的经济学家们对东亚发展模式提出的反思，虽然没有直接涉及意识形态层面的“亚洲价值观”论争，但还是在不少方面打击了新、马诸国“亚洲价值观”中的文化民族主义观点。

世界银行的基本态度是肯定东亚在快速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绩。斯蒂格利茨和沙希德·尤素福这两位很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承认：无论我们是否称之为奇迹，事实上本地区生活水平的改善之快是全世界前所未有的。即使爆发了“金融危机”，“危机只是轻微地淡化了东亚创造的纪录”，而且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验相比，东亚的发展和危机后的复苏不仅势不可当，还有一些不同寻常的地方。这种“不同寻常”的东西是什么？这正是这次“反思”的重要内容。

首先是看到宏观经济环境中的弊端。1993年的报告指出东亚发展的“一般模式”中，首要的就是坚持宏观经济管理基础，包括稳定的商业环境、可持续的财政政策、维持出口竞争力的汇率政策、金融业的逐步发展、努力减少价格扭曲等，这些正是国家发展导向模式中“政府引导市场”的基本手段。“危机”过后的2000年的报告则进一步指出，稳健的宏观经济与合理的部门政策是必需的，但问题出在“这些政策的执行上”，特别是东亚国家（地区）在引入审慎监管、银行风险管理体系、加强银行监督以及在放松部分资本进入管制之前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的进展比较缓慢；而且，东亚国家（地区）采取的具体汇率政策和财政政策也出现了问题，所以政府和银行对大批游资突然性地涌进与抽出所引起的冲击难以防备。这是“金融危机”得以发生的主要隐患所在。

其次是产业政策的问题，以及以产业政策为中心的政府干预中出现的弊端问题。马来西亚经济学家K.S.乔莫指出，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积极采取产业政策，以应对东北亚日本、韩国实施新的产业政策的影响。这种产业政策上的回应，对及时大规模吸收来自东北亚的工业投资，要比所谓“中性”的经济自由化政策更起作用。乔莫通过分析，指出世界银行1993年的报告认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不需要产业政策也能达致快速增长、工业化和结构改变的论点是错误的。不过，乔莫也指出了东南亚国家产业政策制定中出现的主要弊端：东南亚产业政策出自最高行政首长之手，技术官僚较少参与其制定过程，因而有反复多变的缺陷。例如80年代早中期的马来西亚重工业化和90年代印度尼西亚的高科技重工业化就是如此。类似的这种随意性极强的“政府强干预”令东南亚的产业政策声名狼藉，1986年和1996年两个“马来西亚产业提升规划”以及1990年的“技术发展政策”等这些审慎制定的产业政策也因此受到不良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规范政府的角色，把干预理性化，要对产业政策进行严格的成本效益分析，才能形成有效率、有成效的产业政策，从而达到克服市场失灵、实现长期产业目标的效果。

再次，对东亚模式下政府管制方式和企业治理结构问题，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也提出了质疑的观点和修正的意见。管制是指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制度性、组织性关系和中间作用过程，它要解释的是决策与执行过程。“亚洲价值观”中关于政府、企业、工会三者间合作关系的论述基本属于政府管制范畴，而曾备受重视的东南亚“家族企业伦理”则属于企业治理结构范畴。1998年就有研究文献指出，1996以后，东亚国家管制表现的恶化以及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显示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从多种渠道融入全球经济时，原先的管制结构、家族控股、复杂的相互持股锁定等做法存在很大的问题，必须进行调整。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研究部研究主管沙希德·尤素福在世界银行2000年的报告中也综合多份研究文献指出，政府一味地强调“引导市场”，想依靠行政手段达到目的，最终会延缓建构法律和监管制度的步伐；此外在东亚的制度环境中，通过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来解决代理人问题的合理做法鲜有进展。至于东亚特有的“政府企业银行”三头紧密关系及其风险和隐患，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就有许多重要研究论及，世界银行2000年的报告重提了这个问题。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更是针对曾被大加赞赏的东南亚政企合作关系提出警示，指出这种合作会形成利益关系并引发腐败等各种寻租行为。

世界银行2000年发表的这份报告还从东亚经济发展的其他宏观和微观层面反思了“东亚奇迹”，这里且不一一列举。从上面分析的三个主要方面可知，“亚洲价值观”中关于“政府强干预”、商业企业中的家族伦理、政府资方工会三角共生型的管制以及名为“政企合作”实为“政府引导”型的关系等都在“金融危机”后受到这份综合报告的质疑和修正，近年来东亚发展经验和教训证明了这些质疑是必要的，这些修正观点也能针对原来发展模式中的一些缺陷和弊端，当然发展进程中类似的修正还要不断继续下去。不过“亚洲价值观”中关于“亚洲次序”以及把伦理价值体系作为动力机制的深层次观点，在世界银行的报告中没有涉及——世界银行报告更多的是就具体的经验和教训深入探讨，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或称“条件”问题。价值层面上的自由、民主、人权等都涉及到东亚发展的根本性矛盾问题，这些问题在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倡导的“自由发展观”中得到进一步且更直接的探讨和争论。

三　 阿玛蒂亚·森：“自由发展观”对“亚洲价值观”的批评

印度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经济哲学、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灾害研究等诸多领域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曾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顾问、世界银行总裁特邀研究员等多种职务。1999年森出版了《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书，系统总结了他关于自由、民主、权利与发展之关系的理论，提出了以“扩展实质自由”为核心的新发展观——“自由发展观”，批评了“亚洲价值观”关于东亚模式和经验的许多主要观点，也修正了新自由主义教条的“华盛顿共识”。长期以来，森被看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发展问题上的“左派”，区别于包括世界银行多数经济学家在内的新自由主义论者，在发展问题上对许多国际组织和各国学者、政治家有很大的影响力。

什么是“自由发展观”？

阿玛蒂亚·森继承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威廉·配第等古典经济学家关注人的生活条件和幸福的经济伦理传统，提出：“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更狭隘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狭隘的发展观包括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等的观点。”森不是要去寻找其他指标或新发展要素来取代“狭隘的发展观”中使用过的工具性要素，而是通过扩大发展内涵并从“实质自由”和“可行能力”的新视角来包容这些工具性要素，重构发展的“手段目的”框架，把发展的最高标准定位为以人为中心的实质自由，从而恢复了人自身在发展中本来应有的终极价值。“实质自由”是森的一个核心概念，指人们具有享受起码生活水平、免于各种困苦的能力，同时又包括诸如有机会接受教育、发表言论、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等等的自由。实质自由包括通常由法律规定的各种自由权利，它还进一步包括了各种“资格”，所以既包含了又超越了以往各种新老自由主义者口中的“抽象”自由理念。要扩展个人的实质自由以促进真正全面的发展，就要把关注的重心转向塑成个人“可行能力”的各种社会安排、环境因素。例如，教育和医疗卫生、参与民主和公开的社会讨论。

森的这种发展观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形成了，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总结其优点在于，以自由为基础的视角能够顾及功利主义对人类福利的兴趣，自由至上主义对选择过程和行动自由的关切，以及罗尔斯公平正义理论对个人自由权、对实质自由所需的资源的集中注意。此外，森还引入了对实质自由进行测量的“可行能力方法”——按照每个人实际具备的能力大小来衡量人们实际享有的实质自由的多少。1990年以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森的新发展观的指导下，根据与新发展观相适应的具体测量方法，每年都制定并发表《人类发展报告》。该报告采用了森的“可行能力路径”（Capability Approach），并将其完善成了一套独特的发展理论范式——“人类发展分析路径”（Human Development Approach），直接关注减少贫困、可持续发展、性别问题、全球化以及社会民主参与等问题。

“自由发展观”如何批评“亚洲价值观”？

森治学领域广泛而精深，自诩他的经济学研究有“趋于超越经济学界线的倾向”。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的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告也认为：“阿玛蒂亚·森在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做出了一系列可贵的贡献，开拓了供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新领域。他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森的学识背景和研究旨趣使他极为重视社会价值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其眼界高出了只看到经济要素作用的新自由主义“专门”经济学家，更能全面且深刻地理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复杂进程。

森指出，虽然资本主义常常被看做只是在每个人贪欲的基础上运行的一种安排，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效率运行依赖于强有力的价值观和规范系统。所以他十分重视商业伦理、诚信和契约在市场体制中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森认为自己追随了亚当·斯密优良的经济伦理传统，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也追随了马克斯·韦伯的研究理路，认真考查涉及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的各种价值观的重要作用。所以他对东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亚洲价值观”极为注意，并根据自己的立场和论点展开评论，这并非偶然。森还指出，“社会价值观对确保多种形式的社会组织的成功，可以发挥而且一直发挥重要作用，这些社会组织包括市场机制、民主政治、基本公民权和政治权利、基本公共品的提供，以及公共行动和抗议的机构和制度”。这个基本态度超越了具体的要素分析，指向了经济发展的价值观体系动力机制分析。他也确实在几部论著中用大量篇幅论述社会价值观的作用机制问题。

森根据其“自由发展观”，提出了关于社会价值观的两条主要的立场性观点：

（1）自由具有压倒一切的价值，是一种人们能共同分享的价值观。特别地，“实质自由”的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发展中所起的“建构性”作用——发展旨在扩展上面提到的以及其他的基本自由，发展的过程就是扩展人类自由的过程，人类自由作为发展的至高目的具有自身固有的价值；二是“工具性”作用——指关于各种权利、机会和权益是如何为扩展人类一般自由，从而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

（2）民主的价值观具有普适性，放之四海而皆准。民主的价值观包括这样一些内容：民主在人类的生活中具有内在的重要性，民主在产生政治激励方面具有工具性作用，民主在形成社会价值体系（以及关于需求、权利和责任的力量与可行度的理解）的过程中具有建设性功能。这些非常宝贵的特征并不受地域的局限，也不会被鼓吹纪律和秩序的主张所抑制。甚至社会价值观的形成也要依赖于发展进程中自由和民主的公共选择和公众参与。

主要以此两条原则为基础，森尖锐批评了主张“亚洲次序”的“亚洲价值观”，特别针对李光耀的一些言论展开评论。

首先是反驳“李光耀命题”，即自由、民主和权利妨碍经济发展，此即前述“亚洲次序”中的“先经济，后民主”论点的引申。森把这个命题称为一个“假设”，这个“假设”目的就是要为“威权主义政治”辩护。这个命题的基础实际上是个别国家中特选的、有限的信息，无法对更广泛的信息资料作全面统计检验以验证之。“不能把亚洲一些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看作是威权主义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的确凿证明，正如我们不能根据非洲增长最快的国家博茨瓦纳（也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一直是那个多灾多难的大陆上的民主绿洲的事实而得出相反的结论。事情在很多情况下取决于确切的具体情况”。而且，在判断经济发展时，仅仅看到GNP或其他经济指标的增长是不恰当的，还必须看到民主和政治自由对公民生活及其可行能力的重要影响。毕竟，发展的过程就是扩展人类自由的过程，人类自由作为发展的至高目的具有自身固有的价值。此外，东亚“金融危机”证明发展中国家还是很脆弱的，一旦遇到发展挫折，高速增长期虚幻的社会阶层、种族和谐状况就易于崩溃，产生社会裂痕。因此，需要自由民主制度以及时反映各阶层的吁求，避免而不是修补严重的社会断裂隐患。这就是民主价值和制度可以提供的“保护性功能”。

其次反驳“李光耀推论”，即第三世界的公民特别是穷人关心经济问题甚于民主、自由等政治权利。森指出这种论点是没有实证证据的，而且在普通民众没有机会（民主制度）来表达看法、更无法与掌权的当局争论时，完全无法验证这个推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权利和自由的轻视往往是第三世界政府领袖的官方价值观，很难说是人民的价值观。举例佐证：英迪拉·甘地领导的印度政府试图用同样的理由为她以前错误宣布的“紧急状态”辩护时，印度穷困选民用选票表明他们对否定基本自由和权利做法的抗议，绝不弱于对经济贫困的不满。韩国、泰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普遍存在着下层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这些都强化了印度例子的证明力度。而且，既然前述“李光耀命题”缺乏经验支持，理论上也讲不通，这个延伸的“推论”更是不能成立。

再次，森在人权问题上对“亚洲价值观”展开彻底的批评。森回到康德寻找思想武器，重提权利是作为人类的生灵天赋的资格，人权作为一种伦理要求，区别于立法权利，以此反对李光耀、马哈蒂尔等把人权等同于立法层次的法律权利的观点。而且，从规范性视角来看待，普遍人权应该“一般性的具有”，缺少人权和人权得不到落实，这两种情况应该分开。森还指出，亚洲具有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即使是李光耀一再强调的东亚，自身的多样化程度也很高，因此一味强调亚洲的文化特殊性和一致性，不仅错误而且是对广大人民的伤害。

以上三个方面是森对“亚洲价值观”主要论点的集中批评。此外，出生于印度书香世家的森还在文化交流层面对“亚洲价值观”的文化褊狭性做出反应。他并不反对亚洲文化的特殊性，反而不时地引用印度传统宗教和文化充实自己的论证。他反对的是违背民主、自由和权利基础的亚洲特殊性，是把价值观简单划分为“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模式，以及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治策略上的“亚洲价值观”。同时，他指出文化的相对性是存在的，西方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西方与东方有很多相似点，东方内部的差异就更大了，而“亚洲价值观”论者单纯强调亚洲某些区域传统伦理中的纪律与秩序、忠诚与服从、国家与集体权利，鄙视或忽视西方的政治自由、民主、个人权利，有意或无意地把自己打扮成内含东、西“文明冲突论”的狭隘民族主义者，这是错误的。他大声呼吁不同文化之间要有理性反思、相互融合以及交流欣赏。

“自由发展观”如何看待东亚发展？

森根据实质自由的“工具性”功能，即各种权利、机会和权益的获得可以扩展人类的一般自由，从而为发展做出贡献这一点来看待东亚已经取得的发展成绩，这样就把东亚发展的因素分析包容在自由发展观中。他指出东亚地区在发展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是五种“工具性”自由中的第二类和第三类，即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方面。而对第一类、第四类和第五类，即政治自由、透明性自由和防护性自由则做得并不成功，这也是诱发东亚金融危机并显得较严重的根本原因。

经济自由或经济条件是指个人享有的将其经济资源运用于消费、生产或交换的机会。在森看来，市场机制与自由之间存在着基础性的关系：市场机制是在“所提供的机会可以被合理分享”的条件下才能良好运行的，这里的“机会合理分享”指的就是实质自由的获得。在这个意义上他肯定东亚发展背后的经济条件，包括开放竞争、运用国际市场、高识字率和高就学率、成功的土地改革，以及对投资、出口和工业化积极性的公共支持。而且认为这些因素或政策与民主价值是相容的，未必须有威权主义政权才能维持。

社会自由或社会机会，指的是在教育、卫生等方面的社会安排，这些机会影响了个人享受更好生活的实质自由。森引用的正面例子就是亚洲“四小龙”的高速发展得益于教育的普及，而且在对比中国、印度两国的发展经验时，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印度，除了印度改革较迟及其他因素外，印度在教育、卫生等方面整体落后于中国是关键原因。反之，中国市场化改革后，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反而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将不利于长期发展。

透明性自由指人们的社会信用，它与健全、规范的市场机制紧密相连，金融危机中暴露出东亚诸国在这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缺陷。防护性自由或防护性保障指社会保障的安全网，在发展中国家建立防护性保障是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也是他们在危难时赖以求助的实质自由。这两者与政治自由一起，构成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制度，体现了自由和民主对人民的保障性功能和对统治者的监督功能。缺少这些，威权或专制的政权很难主动去防治天灾人祸，最后吃亏受损的还是普通人民。森在灾害研究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使用了历史和现实的大量实例来证明这些观点。

总而言之，森在否定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亚洲价值观”及其主要观点时，强调东亚奇迹的最根本经验是不断扩展的自由、不断完善的民主制度，以及不断增加的社会宽容，在此基础上才有人力潜力的发挥，才有市场机制的良好运作，政府合理适当的宏观调控也才有稳定的基础。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是发展的动力机制，东亚发展中出现的“危机”和挫折，说明这个动力机制还不完善。

四　动力机制与必需条件——透析“东亚经验”之争

东亚发展研究中主要有三支理论流派：新古典主义、依附世界体系论以及发展型国家理论。分属不同流派的专家学者们围绕着政府、市场、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三者的关系问题贡献出自己对东亚发展模式和发展经验的理解，各有长处和不足。不过，本文中“亚洲价值观”和“自由发展观”关于东亚发展经验之论争，以及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们对东亚奇迹的反思，提出的是作为发展动力机制的伦理体系/价值观与作为发展必需条件的要素分析之间的关系问题。回到本章开头，沿着韦伯、兰德斯、罗荣渠、格林菲尔德关于区分经济发展的动因与条件的分析理路，我们来总结和透析“亚洲价值观”、世界银行报告以及以阿玛蒂亚·森为代表的“自由发展观”三者论述的实质问题。

关于伦理体系/价值观在东亚发展中的地位问题。“亚洲价值观”及其背后的“儒学资本主义”、“儒家文明”极力宣扬它们的伦理体系/价值观对经济发展的“魔力棒”作用，对社会整合与发展的“黏合剂”作用。阿玛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看似与新古典主义者一样，极力推销自由、民主理念的普世化，其实他主张的“自由”已经在“实质自由”意义上落实为人们珍视并享有的各种具体权利和能力。他对人性本质的肯定、对伦理体系/价值观的重视，是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所不能比拟的。而世界银行2000年的报告虽然修正了1993年报告的不足之处，但还是囿于单一经济学科的视野，难以有效容纳文化价值观等非经济因素的分析。不过，世行2000年的报告确实在不少方面纠正了“亚洲价值观”一味主张“好政府”、“强干预”、集体主义、家族伦理等方面对经济健康发展的负面作用。这说明，伦理体系/价值观对东亚社会经济综合稳健发展的促进作用，必须建立在它与适当的经济条件、合理的政府调控相协调的基础上。

关于何种价值观起动力机制作用问题。阿玛蒂亚·森和世界银行对东亚奇迹的详细辨析，基本上支持了自由与民主理念对稳健发展的重要作用，森甚至把它们当做发展的“建构”性因素和最终目的。他们质疑、修正甚至推翻了“亚洲价值观”的许多重要论点，又在自己的立场上建构了自由民主的发展价值观。所以森与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在具体的发展策略问题上更有亲和性。不过他与新古典主义或新自由主义不同的是，他的自由发展价值观涵盖了实质性因素，富有伦理价值内涵，关注普通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正当发展权利。无怪乎森既被称为自由主义的“左派”，又被尊为“经济学的良心”。

关于伦理体系/价值观如何成为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伦理体系/价值观当然不是真的“魔力棒”可以点石成金，直接引发经济奇迹，而要与发展的必需条件紧密且合理地结合才能发挥作用。李光耀、马哈蒂尔等领导者的治国哲学决定了治国策略，并通过发展模式选择和具体产业政策实现他们的策略。在此过程中，伦理体系/价值观发挥了驱动国家建设、营造管制氛围、提供决策指导、协调社群组织、促成阶级合作以落实发展战略等动力机制功能。阿玛蒂亚·森更是详细分析了实质自由的“建构性”功能和“工具性”功能，从经济、政治、社会保障、文化体系等多个层面指出自由民主价值观对发展的关键性动力作用。世界银行报告没有直接涉及伦理体系/价值观的作用问题，但是通过指出东南亚产业政策、政府管制、企业治理等具体问题的优点和弊端，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对伦理体系/价值观结合适当条件以发挥作用的过程挑毛病。

最后，关于“东亚经验”的这些新争论，有没有可供综合的方面呢？世界银行2000年的报告从国家发展模式、政府管制方式、企业治理结构、产业政策作用限度等具体方面指出了东亚原有发展模式的缺陷和不足，主要是对东亚经济增长和金融危机赖以发生的各个条件进行切中肯綮的要素分析。东亚金融危机和复苏的教训和经验也表明，价值层面的动力机制在作用过程中吸收了在这些分析中概括的模式和政策调整，才有现在比较明朗的发展前景。这是世界银行的这份报告对东亚经验反思的贡献。但即便如此，斯蒂格利茨等不少有远见的经济学家也指出，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扩展，东亚发展模式曾遭遇过的旧问题和即将到来的新问题都会构成发展的巨大挑战。“本地区持续稳定增长的前景——增长的速度可能会有所放缓，但依然足以继续原来存在的进程，缩短本地区与发达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距”。而且，经济增长放缓自身也是一种挑战——毕竟许多经济结构已经习惯于快速增长的模式了，因而增速放缓就要求相应进行重大调整。这些睿智的意见对今天中国防止“经济过热”，促进“软着陆”很有预见性，对东南亚其他国家也一样有启发意义。另一方面，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的新发展观，对官方层面和政治意义上的“亚洲价值观”进行的严肃审问，富有洞察力和批判力，指出了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的褊狭、扭曲甚至错误之处。“发展就是扩展自由”这个论点和“实质自由”概念对人作为发展目标的重视，是对东亚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旧有发展形态的合理纠偏。在东亚各国（地区）的具体处境下把自由、民主制度化，发挥自由、民主的对民众的保护性功能和对统治者的监督性功能，同时又要避免“新自由主义”论中的“市场原教旨”、“市场自发扩展秩序”等极端走向，重新转向“市场机制”中本来必须的伦理关怀，确实是今天各国各地区发展的迫切任务。斯蒂格利茨也由于看到了“民主、平等、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在未来十年对本地区各个国家（地区）的意义”，与阿玛蒂亚·森不谋而合、惺惺相惜。


第四章　从“慕华贱夷”到“脱亚入欧”——日本华夷观念的传承与变异

华夷观念本来是指中国在华夷秩序下处理与周边政权关系的指导思想，是儒家文化自我评价的标准和处理对外关系的准则。“华”亦称为“华夏”、“诸夏”，其主体为汉族，“夷”则指居住于汉族为主的中原地区周围的少数民族。与其说华夷思想是族属上的分别，不如说它是文化层面上的分别。以文化为标准来区分华夷是华夷秩序的核心理念。总体而言，华夷之分，“族类与文化并重，而把文化作为判别华夷的最高标准”。“华夷秩序最重要的是文化的格差，即既静态地以文化高低判定华夷之别，又动态地以文化转移判定华夷之变”。

随着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华夷思想也随之传播到各个藩属国。这些国家吸收并接纳了华夷思想，这一理念逐渐成为了它们处理国家关系的指导思想。于是这种发源于中国的华夷思想逐渐变成了古代整个东亚国家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准则。同时华夷思想在这些国家也发生了一些变异，并形成了一些独特的表现形式。

日本华夷思想的渊源在中国，但由于日本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其华夷思想独树一帜，既取中华文化之要旨又形成独特的特征。

一　日本华夷观念之正统性：慕华贱夷

中日关系源远流长，早在东汉初年（公元57年），中日就已经有了正式的交往记录。隋唐时期的中日交往更可谓众人皆知。公元894年，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自此以后直至明初中日之间一直没有官方往来，日本长时间游离于华夷秩序的边缘。事实上在南宋时期，日本镰仓幕府已经显示出重回华夷秩序的愿望，但无奈于南宋王朝当时自身难保，只好暂时作罢。蒙元入主中原建立的秩序与真正的华夷秩序大相径庭。朱元璋建立明朝，迎来了华夷秩序的全盛期，日本主动表现出回归华夷秩序的愿望。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遣使通告日本的诏敕云：

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迩，一视同仁，故中国尊（奠）安，四夷得所，非有意与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网，天下征兵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扫群雄，定华夏。臣民推戴，以主中国。建国号曰大明，建元洪武。顷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统。方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用太平之福。唯尔四夷军长酋帅等，遐迩未闻，故兹昭示，想宜知悉。

《明太祖实录》中也简要地提及此事，“遣使以即位诏谕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诸国”。所以说明朝建立伊始，朱元璋是希望日本前来朝贡的。但可惜的是太祖所遣使诏谕的对象是当时控制博多、大宰府一代的南朝征西将军府将军怀良亲王。大宰府本是古代日本的律令机构之一，负责外交事务。14世纪时的大宰府因日本久无对外邦交，所以对外事务这一职能早已不存在。但是明王朝并不知晓此事，于是明朝使节仍指向了大宰府，错把怀良王当成了日本国王。《明史·日本传》中对怀良王的反应是这样记载的：

三年三月，又遣莱州府同知赵治责让之，泛海至析木崖，入其境，守关者拒弗纳。秩以书抵怀良。怀良延秩入。谕以中国威德，而诏书有责其不臣语。怀良曰：“吾国虽处扶桑东，未尝不慕中国。唯蒙古与我等夷，难欲臣妾我，我先王不服，乃使其臣赵姓者我以好语，语未既，水军十万列海岸矣。以天之灵，雷霆波涛，一时军尽覆。金新天子帝中下，天使亦赵姓，岂蒙古裔耶？亦将我以好语而袭我也。”目左右，将兵之，秩不为动，徐曰：“我大明天子神圣文武，非蒙古比，我亦非蒙古使者后，能兵，兵我。”怀良气沮，下堂延秩，礼遇甚优。

虽然由于明朝找错了对象，但是从怀良王的回答中我们不难看出日本在这一时期的思想中已经存在了“华”与“夷”的区分，蒙古来袭的阴影还笼罩在日本人的心中，日本人不承认蒙古作为蛮族入主中原的这种“以夷变夏”的行为，这种思想一直持续到清朝取代明朝时。可以说这是日本华夷思想中正统的一面，即“慕华贱夷”。但这种慕华贱夷具有狭隘性，“华”被特指为具有华夏文化传承的汉族建立的王朝。日本当时南北朝对立，内部纷争激烈，无暇他顾，而且误以为明朝是蒙元之续。由于朱元璋对当时日本政治情况的不了解，虽然遣使多次通好，但最终事与愿违。虽然其间怀良王由于经济缘故几次遣使入明通商，最终由于胡惟庸案牵连到日本以及倭寇犯边，使得朱元璋切断了中日两国的关系。

在日本南北朝之争中，足利义满逐渐占据上风。洪武朝末期（1394年），足利义满以武力统一了日本，基于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足利义满也希望与明朝建立正式关系。早在洪武早年，足利义满就曾经试探过明朝。《明史·日本传》中就有记载：

十三年（洪武，笔者按），复贡，无表，但持其征夷大将军源义满奉丞相书。书辞又倨，乃却其贡，遣使赍诏谯让。

十四年，复来贡，帝再却之，命礼官移书责其王，并责其征夷将军，示以欲征之意。

当时由于足利义满只能以征夷将军身份呈表，再加上朱元璋对日本的成见和日本治倭不力，足利义满的试探没能成功。建文三年（1401年），足利义满遣使巨商和亲信僧人祖阿赴明，建文帝正值激烈的皇权争夺战中，无暇顾及此事。次年二月，建文帝派使臣护送日本使节回国。足利义满再次受挫但仍未放弃，他趁明使节回国之际，又派僧人坚中圭密携带有“日本国王臣源”字样的国书再次赴明，永乐元年（1403年）九月到达宁波。靖难之变后，明成祖朱棣篡位夺权，迫切需要海外诸国的认可与支持，所以近在东隅的日本就成为建立友好关系的重要目标。成祖即位后遣使朝鲜、日本、爪哇等国，并对礼部职官说：“……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尔其谕之，使明知朕意。”足利义满所派的使节在明成祖派遣的使节未出发前就到了中国，明成祖对日本此举非常满意，并赐与厚赏，与日本签订贸易协定“令十年一贡，贡道由浙江宁波府，每贡正副使毋过二百人，若贡非期，人船逾数，夹带刀枪，并以寇论”。足利义满的不懈努力终于修得正果，中日朝供贸易正常化。诚然，足利义满如此之执著的努力是因为他看到朝贡贸易可能为日本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他同时也明白在传统的华夷秩序中，政治与经济是无法区分的，如果要想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就必须回归到华夷秩序当中去，向中国称臣纳贡。足利义满在当时已经看到了明朝的强大和与元朝的不同，传统的华夷思想在这一阶段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足利义满的几次努力不仅仅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他是想要通过与明的通交受封来加强对幕府的控制并确立其新政权的合法性。自永乐元年（1403年）起一直到足利义持中止向明朝派遣使节的应永二十六年（1419年）这段时间中，日本与明朝互派使节，往来不绝。日本每次都应中国的要求，剿伐海寇，并送还被捕的海寇首领以及中国沿海的被掳民，以表诚意。每次中国使节到日时，足利义满都会亲自出迎，在接见使节时身着明衣，坐明赐的轿子。这一举一动并非单用经济利益的驱使可以解释的，足利义满有某种程度的中国情结，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是只有义满一人如此。在日本国内，上上下下都充满着崇明慕华的气氛，足利义满的中国情结也不足为怪。足利义满的诚意打动了明成祖，在足利义满去世后，成祖在祭文及吊丧的诏谕中，给予了足利义满很高的评价：“故日本源道义，慈惠恭和，聪明特达，持身有礼，处事有义。好善恶恶，始终一志，敬天事上，表里一诚。”

日本在明初时为回归华夷秩序而进行的努力应该说只是个序幕，永乐六年（1408年）足利义满过世，其子足利义持即位，与中国的交往中断了20年。后足利义教继位，恢复了与明朝的关系。此后一直到16世纪末，由于幕府内部、公家与幕府之间、强势大名之间的权力斗争，日本不停地在华夷秩序中摇摆。1523年发生了中日历史上著名的“宁波争贡事件”，此后明朝中止日本来贡17年之久。1550年，日本主持派遣贡使、准备贡品的大内氏被杀，日本中世纪史中向明称臣纳贡也正式告一段落。16世纪后半叶，日本全国上下陷入一片混乱与杀戮之中，已无暇顾及向明朝贡的事宜，统一成为当务之急。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完成了日本的统一，为日本回归华夷秩序提供了契机。但丰臣秀吉的壬辰战争（1592-1598年）打破了这种可能性，日本自此一直游离于华夷秩序的边缘。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等人又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回归努力。

作为丰臣政权的继任者，德川家康通过武力统一了日本，他同时要面对的是游离于华夷秩序之外的孤立地位。德川氏为了回归华夷秩序开始了长时间的努力，但是由于壬辰战争的阴影，德川氏迎来的只有中朝两国消极的回应，直至清取代明，日本仍然被迫停留在华夷秩序的边缘。

1599年7月德川家康决定送还在壬辰战争后期被扣押为人质的明将。1600年德川家康派鸟原宗安护送茅国科回国，并投书希望恢复勘合贸易，这是德川政府首次正式向明朝表示回归华夷秩序的意愿。但由于德川家康在这封书简中一方面以送还人质和引渡倭寇来向明朝示好并强调德川政权与丰臣政权的不同，另一方面却以武力向明朝示威并且将壬辰战争的责任推到朝鲜身上，“……虽然内大臣不忍无大罪而诛杀来朝鲜大臣于日本，而不结盟者罪在朝鲜”。因此明朝对德川家康的诚意表示怀疑和戒备。

1602年发生了加藤清正致书事件，严重削弱了日明通好的可能性。《明神宗实录》中记载了这件事：


倭国清正，将被掳人王寅兴等八十七位，授以船只，资以米豆，并倭书二封，与通事王天祐，送还中国。天祐原莆田人，少而被掳，久住倭国，娶妻生子女二人，原无归国之意。来书复类华字迹，果否出自清正，皆不可晓。福建巡抚以其事闻，下兵部覆议。闽海首当日本之冲，而奸宄时构内讧之衅。自朝鲜发难，挫衅而归，图逞之志未尝一日之忘，今迹近恭顺，而其情实难凭信。与其过而信之，宁过而防之。除通事王天佑行该省抚按径自处分，王寅兴等听发原籍安插，及将倭书送内阁，兵科备照外，请移文福建巡抚衙门亟搠舟师，保固内地，仍严督将士侦探，不容疏懈。上然之。


《朝鲜宣宗实录》也有记载：

不意日本主计头平清正，令三官押刷人口，致书福建金军门。书辞甚慢，是以廷意不一，或以为乞款似出中情，权许之可也；或以为行长见败，清正得权，必掠申彼此事情，然后徐当处之云。

虽然加藤清正的致书不能代表德川家康的意愿，但是这件事可以说为日本回归设下了一道障碍。明朝对日本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日明交涉严重受挫，德川幕府只好寻找其他途径，但与明朝直接交涉的努力仍未中止。

1610年德川幕府通过向广东商船颁发“朱印状”向明朝示好。同年德川幕府再次向明朝福建总督致书，其中长谷川藤广书的书文中这样写道：

日本国长崎市舶使司长谷川左兵卫藤谨致书福建道总督陈御使台下：日本之通与贵国，上古而置不论，洪武、永乐已降，以勘合符，一岁一往还之，无负其信。而二三十年来，交临盟寒，异城路阻。今吾国主源君，平日爱华夏之风，而有意于勘合有日于此矣……。

本多正纯的书文如下：

日本国臣本多上野介藤源正纯奉旨呈书福建道总督军务督察院都御使所：吾邦之聘问于商贸于中华者，杂于汉隋唐宋元，明之史及我国记家乘者昭昭矣。然前世当朝鲜纷扰时，随中华贵价来我邦，而译者枉旨，执事抵牾，而其情意彼此不相通，比来海波扬而风舶绝，可谓遗憾。今吾日本国主源家康……。其化之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各无不上书疏賨，由是益慕中华，而求和平之意无忘于怀。……今将继前时之绝，而兴比年之废，欲修遣使之交，而索勘合之符，复古之功，不在于斯乎？我邦虽海隅日出，抑谚所谓蕞尔国。中华以大事小之意，想起不废乎。然则来岁所为请，颁符使来则海东之幸，而黎庶之所仰望也。中华设虽贵重，而不动遐迩博爱之意。感激之在于言外命旨件件，请宜领诺。岁舍康戍季冬十六日。御朱印。

德川家康在屡遭挫折后改变了文书的内容，从历史上回顾了中日两国的友好往来，强调日本在历史上就是华夷秩序中的正式成员。文中的措辞也再一次表现出日本对“华夏”正统王朝的崇拜羡慕之情，表达了日本希望通过努力可以得到大明王朝册封的殷切心情。本多正纯的文书虚构了日本与周边国家例如朝鲜、琉球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日本想独立于华夷秩序，倒不如说日本是在多次受挫之后改变了交涉方式，“德川幕府放言无稽之谈并非要独立于明朝的华夷秩序，充其量只是要加重与明朝交涉筹码而已”。同时日本的这种夸大和虚构做法也是华夷思想渗透的一种变相表现。

1619年，德川幕府在等待了近20年后，终于等到了明朝浙江总兵的一纸地方文书，这是明朝以日本为受信对象的唯一一封官方文书。但是令幕府失望的是，这份文书中并未提及日本提出的通贡之事，只是浙江地方官“为靖安边以杜伤患”而请求日本协助。无奈之余，德川幕府只好放弃与明朝的直接交涉，1625年林罗山以“长崎镇官末次政直”的名义最后一次致书明朝，其书曰：

日本国长崎镇官末次平藏政直奉复钦差总督府间道巡抚督察院都御史老爷台下：大明无私，远照扶桑日出之城，本国为善，久追中华风化之踪。我既有事大畏天之心，人岂无亲仁善邻之好。……

夫我邦之通与贵国，自古而然，载在方策，奈何至于拒绝之甚哉？……

显而易见，从这份文书的措辞来看，德川幕府依然对明朝华夷秩序充满了向往之情，“夫我邦之通与贵国，自古而然，载在方策，奈何至于拒绝之甚哉？”一句话表达了德川幕府对于明朝屡次拒绝日本的举动的忧怨之情。这是日本对明朝所交的最后一份文书，文书中日本对明朝仍不无期待。但是女真族的兴起，明朝的衰弱，明朝自保亦难，无暇他顾。虽然明朝拒绝与日本建立正式的通交贸易，但是日本逐渐与明朝的海商建立了密切的贸易往来，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郑芝龙和郑成功父子的福建海商集团。这也为清初郑氏南明政权向日本借兵埋下了伏笔。

德川家康虽然在与明朝直接交涉的过程中屡屡受挫，但是他仍然没有放弃，开始寻求间接路径——通过琉球和朝鲜为中介以求恢复与明朝的关系。

1605年，德川幕府在得知明朝册封琉球的使节抵达琉球后，德川幕府令岛津义久致书琉球，请求琉球在其中进行调解：

贵国之地邻于中华，中华与日本不通商舶者，三十年于今矣。我将军忧之余，欲使家久与贵国相谈，而年年来商舶于贵国，复而大明与日本商贾通财货之有无……。

书简中明确表示了德川家康的忧虑和通交贸易的目的。岛津家久还致书明朝册封使，表达与明朝直接通商的要求。书文如下：

日本萨摩州刺使藤源家久谨上大明天使两老大人钧座下：伏以天使奉招命，不惮万里鲸波，远致琉球小岛。我虽未接光霁，望盛德于万里外矣。先是华人茅国科，在朝鲜与日本者三四年矣，我恭敬皇朝之余，遣船并差喜右卫门尉送还于中华之地，未审国科勇健否，迄今令人起此思矣。今幸官船招喜右卫门，忻甚忻甚。想是两地不通商舶者三十余年，颇为慊矣。恭维天使两老大人感我恭顺之诚。自今以往，年年使中华商舶来于我萨摩州，阜通财贿，和幸如之？然则皇恩德泽当永矢而弗谖矣。谨此拜献金屏二双，小箧三重二个，伏乞各各笑纳，临褚不胜眷恋，仰祈遵照。不宣。

这份书简的措辞可谓典型，“我虽未接光霁，望盛德于万里外矣”，“我恭敬皇朝之余”，“恭维天使两老大人感我恭顺之诚”，“皇恩德泽”，“谨此拜献”这些词语的使用将德川幕府对大明王朝的崇拜与向往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德川幕府渴望回归华夷秩序的迫切心情跃然纸上。尽管如此，明朝仍然只是消极地回应，试图取道琉球与明朝通交这一路径也未能行得通。1609年日本萨摩藩派遣军队入侵琉球，琉球从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日本，形成了向日本和中国两国进行朝贡的制度。德川幕府再一次以琉球为中介进行交涉，1615年琉球进贡使自明朝返回，告知德川幕府斡旋失败，明朝拒绝日本的通贡要求，以琉球为中介进行交涉的计划宣告破产。

日本除了以琉球为中介外还试图以朝鲜为中介来恢复日明交往。众所周知，朝鲜自古以来在华夷秩序中就具有特殊地位，是华夷秩序中历史最悠久、与中原王朝关系最密切的藩属国。日本企图借助朝鲜为通道向明朝进贡，朝鲜关于这方面的记录有很多。早在15世纪早期日本就曾有过这样的想法，但遭到了朝鲜的拒绝。日本还以假道通贡不成为由将壬辰战争的责任推到朝鲜的身上，宗义智就曾说过：“南蛮琉球皆是外夷，而奉贡称臣于大明。日本独为弃国，为参其列，前以此意请朝鲜导达大明，而朝鲜牢不肯许，不得已举兵出来。”虽然日本这纯属强辞夺理推卸战争责任，但是我们换个角度讲也可以看出日本的确把与中国通交看得很重，积极谋求早日回归华夷秩序的行列。

壬辰战争后日本与明朝直接交涉未果，所以日本希望先与朝鲜通好，然后再假道朝鲜进一步完成与中国的通好。

1605年明朝官员单游击将军在釜山会见了日本议和使者橘智正，《朝鲜宣宗实录》记载了这次会见：

单游击设帐于草梁岸上，水路阵兵，唤出橘倭问曰：“尔有何事，往来如是乎？”智正对曰：“一以护送松云，一以刷还人口，专为通好一事而来也。”游击曰：“只要两国通好？”智正对曰：“若得朝鲜通好，则不可不进贡于天朝矣。”游击曰：“凡大小事，都在天朝处分，而尔敢强要先好朝鲜，而后贡于天朝耶？尔国若能到底恭顺，始终不变，而从原路进贡，纳款输诚，则帝王待夷之道，岂有终绝之理乎？”智正谢曰：“但海路遥遥，远不能以通贡，顾秀吉借道朝鲜，终不见许，至于动兵矣。今者家康之愿，不过通好两国，而进贡天朝而已。”

由记载可见，德川家康是将与明朝的通贡作为最终目的的，通好朝鲜只是德川家康达到最终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1607年，朝鲜派出第一次回答兼刷还使出使日本，朝鲜使节在日本逗留的一个多月的时间中，日本就四次提出假道通贡的要求，但朝鲜以无法擅自做主为由拒绝了日本。虽然说德川幕府的态度是相当诚恳认真的，但是朝鲜以壬辰战争为鉴，对日本采取了小心防范的政策。

鉴于朝鲜在华夷秩序中的特殊地位，日本在与明朝交涉不成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先与朝鲜建立外交关系。当然日朝议和是在日明议和的框架之内进行的，是以日明议和为大背景展开的。在日朝议和中有两个问题很有意思。其一是德川政权在接待朝鲜使节时的态度和礼节问题。其二是有关日本送还人质的问题。在这一阶段，主动送还壬辰战争中的中朝人质和流民是日本向明朝示好的主要手段之一，这一点正好和清朝为了吸纳日本进入华夷秩序而不断送还日本漂流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第二点笔者将在后面详细分析。

德川家康在壬辰战争后21次派遣使节并送还朝鲜被掳人，终于以不懈的努力换来了朝鲜的肯定。对于朝鲜提出的“先致国书”和“缚送犯陵贼”的议和条件，日本做出了迅速的反应。1606年11月日本基本满足了朝鲜提出的两项要求。1607年正月朝鲜派遣回答兼刷还使出使日本进行“传命礼”。这是壬辰战争之后朝鲜对日本派出的第一个正式的使节团。德川幕府对朝鲜使节团的到来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和很高的礼遇，派人全程护送悉心照料，可谓“沿途诸国，劳费难计”。在德川家康的精心策划之下，其继任者德川秀忠接受了朝鲜“传命礼”。朝鲜使节“上下具冠带陈仪物，三使臣联轿。平义智具其冠服，迎引入门。执政佐渡守及相模雅乐右京等倭官五六人，亦具冠服，相迎行揖。义智引升东侠堂小憩，承兑、学校等两僧来见，其他护卫倭官，皆具冠服，听于厅外堂者，不知其数。关白且冠服，坐西侠堂，左右无一人侍立，只有数三倭官云剑跣足传语而已”。德川秀忠与德川家康还赠与使节人员很多礼物。

1617年7月，朝鲜以吴允谦为正使、朴梓为副使总数共428人作为第二个回答兼刷还使节团出使日本。德川秀忠经历大阪之役后，希望利用这次使节团的来日巩固自己的政权。德川秀忠“自提关东兵十余万，不在倭京，而入据伏见；诸将来会，军兵几三四十万”，如此声势浩大迎接一个使节团，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借助朝鲜在华夷秩序中的地位来增强德川政权的国际认可。德川秀忠严令“六十六州将官，皆会城门之外，枪戟如术，人马辟易；城门之内，持铁仗枪戟者罗列左右，着公服将倭满堂盈庭，跣足奔走，而寂无喧哗”。德川秀忠赠送使节团人员丰盛的“私礼品”。

1624年朝鲜派遣的第三次回答兼刷还使节团也遭遇到类似情况，此时德川家光已继任将军，德川幕府仍想借助朝鲜使节团树立新任将军德川家光的权威。在朝鲜使臣前往会见德川家光途中，“倭人或持枪戟，或持剑铳，数十为群，处处罗立；持竹杖而跑者，列于诸门，呵禁杂人，洒浥尘，陈治道路”。在德川家光会见使节的厅堂，“渠等（指执政酒井忠世及宗义成等大名）退坐于厅外者，不知其几，豪勒跋扈之状，殊非碌碌辈也。将军前奉行给仕之类，亦以冠服侍候，环坐楹内外者，又不知其几”。此后德川秀忠接见朝鲜使臣，“诸将倭等奔走观光，前后执戟之士，森森如束”。德川家康处心积虑地安排了整个接待朝鲜使节过程，其隆重程度与前几次比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德川秀忠和德川家光两父子赠与朝鲜使节的礼物也可谓是空前绝后。这三次朝鲜派遣使节赴日是自两国恢复建交到1627年后金侵入朝鲜为止仅有的三次。

这里似乎有一个疑问，同是华夷秩序下的藩属国（虽然日本当时处于华夷秩序的边缘，但仍然未脱离华夷秩序），为何日本会对朝鲜这样的敌礼之国如此之殷勤？不难看出，对德川幕府而言，朝鲜使团的到来意味着对德川氏世袭政权的国际承认，从华夷秩序这一国际层面进一步确立了德川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德川幕府如此隆重庄严的接待仪式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向朝鲜示威，更多的则是借助朝鲜的威望、更确切的讲是华夷秩序的威望来稳定和加强自己的政权，这种做法来源于日本掌权者对华夷秩序的崇尚和向往。德川幕府的几代将军依靠大张旗鼓地举行盛礼迎接朝鲜使团的到来，卓有成效地在“人心不服”的地方大名面前彰显了德川氏的权威性，追其原因则是日本从上而下对华夷秩序在思想上的认同性，华夷思想深入人心。德川氏在企图与明朝交往未果后，退而求其次地选择了先与朝鲜通交。日本对朝鲜使节尚能如此，可想而知，假若明朝与其通好会受到何等礼遇！

在日本千方百计地为回归华夷秩序而努力时，女真族中的一支力量蓬勃发展，最终取代了明朝，建立了大清王朝。清朝作为明朝的后继者，也希望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一方面希望将原来明朝的属国吸纳进来，另一方面则希望将诸如日本这样被明朝排斥的国家也吸纳进来。但是由于德川幕府固守狭隘的“华夷思想”，不肯接受异族建立的大清王朝，视清朝取代明朝为“华变于夷”。日本对明朝正统性的认同使得它最终应南明政权的要求出兵协助驱逐满族政权。

这种视异族（非汉族）为“夷”的传统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战国就出现了以“四夷”指代中国周边的少数民族。在满族入关之后，受儒家思想长期浸染的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纷纷举起了“反清复明”、“光复华夏”的旗号，指斥满族为“鞑子”、“夷狄”。虽然随着清王朝的逐渐强大和吸收汉民族的文化，排满思想趋于沉寂，但在清朝刚刚取代明朝之际，传统的族属的华夷观还是影响了很多国家，其中就包括朝鲜和日本。朝鲜自满族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后，虽迫于形势向清朝称臣纳贡，但是深受儒家朱子学正统思想影响的朝鲜在其内心深处始终视之以“夷”。早在壬辰战争时，努尔哈赤就曾自告奋勇，主动请缨协助朝鲜“征杀倭奴”，但终因恪守狭隘的“华夷思想”视女真人为“胡贼”的朝鲜的坚决反对而未能成行。

1616年努尔哈赤“即位，建元天命，定国号为后金”。1618年与明朝分道扬镳。1620年皇太极继位，迫使朝鲜缔结江都之盟，约为兄弟之国。1636年皇太极称帝，清太宗诏敕朝鲜国王：

日本贸易，听尔如旧，当到其使者赴朝，朕亦将遣使致彼也。

1647年顺治“以浙东、福建平定，颁诏天下”：

东南海外琉球、安南、暹罗、日本诸国，附近浙、闽，有慕义投诚、纳款来朝，地方官皆为奏达，与朝鲜等国一体优待，用普怀柔。

清朝作为继明之后的新一代领袖主动向日本递出了橄榄枝，希望收编被迫游离于旧的华夷秩序之外的日本，它通过朝鲜作为通道向日本传递清朝希望通好的信息。但朝鲜并未将斡旋清朝与日本的关系提上日程，而且隐藏了大量信息。因为信息渠道的不畅，在清军入关前日本对清朝的主动态度一无所知。回归华夷秩序原本是日本自明初以来就梦寐以求的事情，但对日本而言，它希望回归的是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以异族为主体的清政权显然不是日本孜孜以求回归的目标。清朝的崛起，也唤起了日本人对13世纪蒙元入侵的回忆。因此可以想象，即便是朝鲜将清朝的“好意”毫无遗漏地通报给日本，德川幕府也很难表现出对明朝时的热情。自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后，朝鲜一直未能摆脱这次战争带来的阴影，对日本一直保持一种戒备状态，在向清朝上书倭情时会加上一些主观评价，清朝对日本的印象也会受到影响，这又增加了清朝通交日本的困难。同时日本由于明朝的排斥，被迫定位于华夷秩序的边缘，也就缺少与中原的联系，自身信息渠道也不畅通。满族入主中原后，日本由于信息渠道受限，对新兴王朝缺乏必要的了解，还在幻想着援明反清。

1627年清军入侵朝鲜，日本就指令对马岛相送武器以示支援，并进一步提出了“平辽通贡”的计划，还希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实现“假道通贡”，但遭到朝鲜的坚决拒绝。

1631年日本发生了“柳川一件”事件，德川幕府在无望回归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后，客观地将自己定位在华夷秩序的边缘，构建了新的幕府外交体制，即“大君外交体制”。“这既是日朝两国交涉妥协的产物，更是日本因未能完全回归华夷体系而被迫自我定位的结果”。

1644年清军入关后，日本对时局逐渐有所了解。《仁宗实录》（1647年）中记录的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出：

甲午，遣译官李亨、韩国相随倭使慰问对马岛主。橘倭尝因宴享见问于闵应协、任重曰：“鞑靼既得北京、南京，李将军［即李志成（自成）］见败云，然耶？丙子之乱王子被执云，国王与王子同在一处耶？王子今为还耶？使价币帛之数，一如事大明之时耶？鞑靼以顺治纪元云，朝鲜今用何年号耶？”应协等曰：“当初漂倭入送时，我国书契中以清国所送为言，而答书契中有鞑靼二字，放以为怪。今番又问鞑靼。所谓鞑靼曾所未闻，未知指何国而言乎？”倭曰：“大明或称江南，朝鲜或称高丽，此亦互相称号之语也。”应协曰：“两国书契，或书清国，或书鞑靼，大相不同，须即改书可也。且我国书契，尔等每请改书，而朝廷无不曲从。尔国书契，何异数字之改乎？”倭曰：“书契皆出于道春之手，岛主亦不得改一字，况俺等何可擅改。贵国若不受，则但当持还而已。且书契既传之后，不过为一休纸，将欲示之何处乎？”朝鲜欲以书契报知北京，故任重下去时使之开谕盖起二字，而倭答如此。倭又曰：“俺则初以鞑靼为清国之总称耳，今闻此言，按亦当以清国称之。清国之拘执王子，未知因何衅耶？”应协等曰：“出称和亲而来，由此不意之举。其后王子即还，今已卒逝矣。”

藤倭又书送小纸，有曰：“岛主在江户时，大君问于岛主曰：‘朱皇帝避乱于福州，请援于我国，南、北京皆为鞑靼之所据，而朝廷曾不言及于汝耶’岛主答曰：‘北京被陷，果已闻之。而南京见败，曾所未闻矣。’大君、叔父二人曰：‘宜假道朝鲜，出送援兵。’岛主曰：‘朝鲜兵火之余，连年饥馑，而途路险远，师行甚难’云。则大君曰‘军粮不必〉藉赖于朝鲜，当自我国船运。邻国之道，岂以假道为惮’云。”

这段记载中有几处值得注意。其一，这段记载的背景是，1646年顺治帝派朝鲜使节送还日本漂流民，日本误解了清朝的好意，派谢使赴朝并提出了“假道出兵”的要求。其二，在文书中，日本明显表现出对清朝的蔑视之情，多次称清朝为鞑靼，甚至在外交文书中也如此之称呼。文中所说“道春”即为日本朱子学的代表人物林罗山。林罗山同时也是德川幕府中的儒官幕僚，对幕府的决策取向有着重要的影响。众所周知，江户时代，朱子学在日本成为官学，占据着统治地位。显然德川幕府是接受了林罗山等人为代表的朱子学的大义名分论，不顾清朝不断强大的既成事实，视明朝为正统的“华”，清朝则为鞑靼“夷”。其三，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日本萌发了“勤王攘夷”的想法，并向朝鲜提出假道出兵的要求，企望可以助明一臂之力，完成“以华代夷”的大业。但假道出兵的要求还是遭到了朝鲜的婉拒。

清军入关后，在南方，各派纷纷拥立南明后裔继续进行反清复明的斗争。南明隆武政权1645年首先向日本借兵，1646年郑芝龙再次向日本请兵，两次借兵均遭拒绝。日本拒绝出兵的原因并不是反对南明政权的斗争，日本绝不甘心被排斥在“以华代夷”的进程之外，企图介入大陆事务。郑芝龙1646年降清后，其子郑成功与其分道扬镳，继续反清复明的斗争。郑成功有着日本的血统并且出生于日本，他的海上集团与日本有着密切的联系。1648年郑成功致书德川幕府，以明朝正统的身份表明了抗击清朝的决心。日本对郑成功政权的兴起相当重视，从长远的贸易利益角度考虑只能对其表示支持。日本虽然没有公开出兵，但是却允许郑氏集团购买武器、铜、铅等军事物资与武器设备。1658年，清军进攻西南，郑成功决心趁机发起北伐。与此同时，郑成功正式向日本借兵。其书曰：

大明龙兴三百年，治平日久，人遂忘乱，鞑靼趁虚而破两京，神州悉污腥膻。成功深荷国恩，不敢坐视。故渫血以报撝为念，徘徊闵、浙之间，以义感人，从者颇众。然孤军悬绝，千辛万苦，中心未遂，日月几何。成功生于贵国，仰望实际，今际艰难之际时，愿贵国怜之，乞假数万之兵，则感义无限。

德川幕府得知郑氏集团占领镇江、进逼南京的大好局势后，完全转向了支援郑军的立场，在明清对峙的战场上选择站在了南明政权一边，希望郑成功能够驱除鞑靼，恢复大明政权的统治地位。1659年，德川幕府出兵。

庚子夏初，日本大举兵，随汉人之客于日本者向北京矣。洋中忽遇狂风，舟不得前，乃回师。

在此之后，日本放弃了直接出兵，但还继续向郑氏集团提供物质上的援助，作为南明潜在的支援者，直至1683年清朝彻底剪灭南明势力。其间1633-1639年间，德川幕府发布了几次锁国令，切断了日本与国外的官方来往，实施“锁国”政策。

前面笔者具体叙述了明清时期日本与中央王朝之间的关系，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日本华夷思想中传统的一面——“慕华贱夷”。明清时代日本以儒家朱子学思想中的大义名分论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这种思想自然也就贯穿于日本的对外关系中。明朝时，日本竭尽所能向其示好，希望能够得到明朝的认可，回归华夷秩序的怀抱。17世纪20年代华夷秩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日本固守华裔思想中的民族偏见，视入主中原的满族政权清朝为“夷狄”，并对偏居南隅的南明政权抱有幻想，甚至直接出兵援助郑氏集团，期望能够扭转乾坤，驱除清朝在中原的势力，完成“以华代夷”。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的华夷秩序下中原政权和日本对于回归问题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清朝改变了明朝排斥日本的态度，主动敞开大门欢迎日本的回归；日本则是基于根深蒂固的传统华夷思想的影响，将清朝视为“夷”加以排斥，一改往日积极谋求回归的态度，消极被动地回应清朝的召唤，最终走向了锁国。

壬辰战争期间，日军掳掠了大量的朝鲜人口及一些明将作为人质。朝鲜被掳人和明人质的送还问题在战争结束后就成为了各国关注的焦点。德川幕府为了向明朝表示他们希望回归的诚意，不断地送还被掳明将和朝鲜被掳人，于是送还问题便成了朝日议和及向明朝示好的一种手段。从1598年到1606年间日本共出使朝鲜21次，由使节累计送还人质2349人，个别送还还有500人左右。在1607年日朝恢复交往后送还人质人数明显下降，虽然朝鲜使节以回答兼刷还使的名义出使，但刷还的使命并未很好地实现。可见，日本将送还人质问题当做与明朝和朝鲜议和的筹码，日本在送还问题上基本上还是主动态度。

17世纪40年代起，日本实行锁国政策，清朝与日本的来往仅限于民间。这一时期的海上贸易增多，海难事故也随之增多，送还漂流民便成为清朝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的一种手段，《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帝给朝鲜国王的上谕：

今中外一统，四海为家，各国人民皆朕赤子，务令得所，以广同仁。前有日本国民人以十三名，泛舟海中，漂泊至此。已敕所司，周给衣粮。但念其父母妻子远隔天涯，深用悯恻。兹命随使臣前往朝鲜，至日，尔可备船只转送还乡。仍移文宣示，俾该国君民共知朕意。

顺治帝是将自己作为中华皇帝自居的，送还漂流民是为了显示其仁爱之心。由于当时南部还存在着反清的势力，所以清朝决定将朝鲜作为中转站返还日本漂流民。日本误解了顺治帝返还漂流民的用意，不仅不表示感谢，还在致朝鲜的文书中称清为鞑靼，还要求假道出兵，对清的好意毫不领情。

自顺治帝第一次送还日本漂流民后，尽管日本表现出消极的态度，但大清王朝还是本着宗主国的“仁爱之心”继续送还漂流民。一直到清末咸丰年间，清朝还是坚持送还日本漂流民。前后清朝共送还59次漂流民，大部分的漂流民最终都得以返还日本。尽管如此，直至乾隆年间，日本仍然固守其立场，坚持与清朝的对等地位，来看两则文书的形式。

乾隆十六年厦门海防厅海防同知许氏致日本国王咨文为：

福建泉州府厦门海防厅加三级纪录四次许　为移

知事。（中略）

所有归国遭风抚恤缘由，理合咨明。为此备咨　贵

国王，请烦查照施行。

须致咨者，右咨

日本国王

大清乾隆拾陆年陆月初一日咨

日本长崎奉行的回文为：

大日本西海道肥前州长崎镇府下野守源　为复书

移知事。（中略）

此诚贵国怀远之仁，洋洋盈盈，莫以尚焉。因此该

商所载货物，即令贸易，格外越例，迅速回棹，以酬效劳。

拟谢眷爱之意，须致回咨者

右复

大清福建泉州府厦门海防厅许爷

大日本宝历贰年壬申贰月念八日

从这两则文书来看，形式几乎一样。可以看出，虽然在清朝多次送还漂流民后，清日关系有所缓和，但是日本仍没有承认清朝的在华夷秩序中的宗主国地位，而是将日本幕府和大清帝国放在对等的地位上。

比较日本送还人质和清朝送还日本漂流民时日本所表现出的态度可以看出，日本在明清册封体制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华夷思想，视明朝政府为“华”，清朝政府为“夷”，虽然在明清交替的过程中基本上保持了中立，私底下却是同情明朝的。这种狭隘的“慕华贱夷”的思想一直保持到日本开国，在某种程度上约束了日本的对外交往。

中国的华夷思想是以“贵华贱夷”为中心的，日本的华夷思想则以“慕华贱夷”为中心。日本自东汉与中国交往以来，就不断吸收中原文化，隋唐之后慕华思想就长期风行于日本社会中，直至江户时代仍是如此。

608年，隋派使者裴世清赴日，日本天皇激动不已，道出了日本对中华文明的向往之情：

我问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仪，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宫，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

到了唐朝，日本更是大规模地学习汉文化，出现了“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的景象。在长期师法中国后，强烈的“慕华”意识逐渐形成。江户前期，虽然朱子学、阳明学、国学思想林立，但直至19世纪中叶之前，慕华思想仍然是主流。前文中提到的朱子学代表人物林罗山就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

草木新荣绕圣宫，白英独秀一春中。中华礼乐花开遍，元气吹嘘日本樱。

江户时代，慕华也并非是朱子学家特有的感情，它是渗透到日本整个社会之中的。带有强烈的神国思想的贝原益轩也不得不承认：

本朝古来岁独立不臣服于中华，然资用于中华之风教者多矣，可谓师国。

江户时代日本朱子学成为官学，强调宋儒所谓的名分论：

鸢飞鱼跃，道在其中。盖上下定分而君有君道，父有父道，为臣而忠，为子而孝，其尊卑贵贱之位，古今不可乱，谓之上下察也。举鸟鱼微小，而天地万物之理具于此矣。

在以大义名分论为基础的朱子学的指导和慕华思想的长期影响下，日本孜孜不倦地努力，希望能够回归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这在前面日明关系的叙述中可清楚地看到。与此同时，日本形成了“贱夷”的思想。按照华夷思想，日本也是被列入“夷”之中的，这一点日本人自己也承认，荻生徂徕就曾称自己为“夷人物茂卿”，于是日本人长期以来形成了“万事不如异朝”的心理定式。在长期努力回归未果后，日本开始重新考虑自我定位问题，“贱夷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德川时代的日本人观念中“鞑靼”无论如何都是夷狄，是不如日本的：

“四方蛮夷广大与我日本者，不知其几数，而皆尊于我耶？如自鞑靼，最近圣国而广大者。夫尊于我耶？卑耶？知道于我耶？不知耶？如我神州者，秀出于四方万国，而神灵所之所开，世世传统而与天壤无穷，诚不可与他邦同年而语也。”林罗山的儿子林春斋就曾感慨道：“崇帝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夷变态之态也。”

当时一些日本学者（德川家囤所编纂的《大日本史》为代表）提出了区别于“华夷”观念的“神夷”观念，自认为“神国”。他们提出，清王朝建立后，汉族王朝已经衰落。原先居住于东北边远地区的“夷”入主中原，因此清王朝不是“华”而是“夷”，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体系的中心应该是日本“神国”。

基于这样的思想，满族入主中原后，无论怎样向日本示好，日本都无法承认这样一个蛮族的政权是“华”。日本于是重新审视自我，给自己定位。日本承认了自己所处的边缘地位，但或许正是这种边缘地位，使得日本更容易产生出新的思想，摆脱华夷思想的束缚，率先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二　日本华夷思想之变异：非实体性的华夷观

日本华夷思想既有传统的一面，也有其变异的一面。日本长久以来形成的华夷思想看似与中国相同，但仔细分析实际上两者在思维方式上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在中国，华夷思想是一种以文化为主体但仍未脱离地理依托的标准，华夷的范畴基本上还是一个实体性的政治地理范畴，“华”的中心地位是不可以被取代的。但是日本则不同，华、夷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关系。著名儒学家荻生徂徕就在他的《园十笔》中谈到：如果夷进而为夏，就该视其为中华；如果夏退而为夷，就该视其为夷。区分标准关键在于是否遵循先王礼教，是否传承了华夏文明。所以在日本人心中，华、夷的位置是不固定的，是可以互换的，这与日本长期以来处于华夷秩序的边缘是有关系的。日本一直处于华夷秩序的边缘，这种边缘地位使日本总有取中华而代之的思想，德川时代的国学派就已经有了“华夷变态说”，意思是日本才是东方文化的正宗。到近代国事强盛以后，这种意识就更加浓烈了，这就决定了其一方面将受到中华理念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容易生发出变异的华夷思想，日本发动壬辰战争就是这种思想初露端倪的表现。江户时代日本对待西方国家的态度也是以这种变异的思想作为指导的。这种非实体的华夷观念是“华夷变态论”出现的基础，其必然逻辑便是日本可以否定中国的“华”，并取而代之，以中华自居。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人看来似乎很陌生，文化认同与文化所由产生的区域之间可以相互独立，但这种观念一直在日本延续。当日本的大门被坚船利炮所敲开，当日本被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的失利所震撼时，日本人坦然地做出了转变，将先进的西方视为“华”，自己则退为“夷”，于是日本的“华夷观”就进一步发生了变化，“华夷变态论”具有了世界性，也就有了后来的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

壬辰战争是日本这一思想的最初表现。16世纪后期丰臣秀吉完成了日本的统一，实力大增，于是开始向传统的华夷秩序发起了冲击，想取代明朝的“华”的地位。1577年丰臣秀吉即向织田信长表示：

臣借军之武威迅速平定中国，而君家宿将老臣未取得领地者甚多，宜将中分予之。陈更拜命征伐九州，亲平该地并进军进入朝鲜，席卷明朝四百余州，以为皇国之版图。

国内的胜利使得丰臣秀吉的士气高涨，他企图将战争扩展到朝鲜以至最终吞并中国，丰臣秀吉致琉球国王的书信中将欲取明而代之的想法表露无遗：

我自卑贱膺运生，以威武定日本。六十余州既入掌中，远近无不共朝贡。然尔琉球国，自拥弹丸之地，恃险远，未聘贡。贵今特告，我将明春先伐朝鲜，尔宜率兵来会。若不用命时，先屠乃国，玉石俱焚之。

丰臣秀吉发动战争妄想取明朝而代之，这是日本非实体性的华夷思想的早期表现。丰臣秀吉的失败其结果不仅仅是失去了取代明朝宗主国的地位，同时也将日本排除在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之外。

德川幕府取代丰臣政权后，朱子学的名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日本这一时期的华夷思想还主要表现为传统的“慕华贱夷”。江户后期阳明学、国学、兰学兴起，“华夷”力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日本不再沉迷于传统的华夷思想中，非实体性的变异性又表现出来。尽管大部分儒学家还醉心于中国文化，但也受到国学等其他学派的影响，开始重视日本的民族文化传统和西方的科学文化。

林罗山的徒弟山鹿素行在1675年所写的《配所残笔》中就谈到他克服慕华思想的过程：“我等以前读中国书籍，日夜不辍，而近年则无新书运进。十年以前来自中国之书籍，大都读遍。故不觉间以中国诸事为好，本国系小国，以为万事均不及中国，且圣人亦只能出自中国。此种情况不仅限于我等。古今之学者亦复如此，羡慕并学习中国。近来始有人以此为错误。务必不宜信耳而不信目，舍近而求远。此实为学者之大病。”山鹿素行逐渐发展成为日本主义者，宣称唯有日本“才确实可称为中国之地”。原因在于中国“自开天辟地以迄大明，天下易姓，垂三十姓”，而日本则是“自人皇之初，神武帝平均天下祭祀天神地神之宗庙，表明执政万万世以来至今已二千五百年”，“其间人皇正统相机，未尝易姓”。所以“虽然四海广大而国家众多，但无堪和本朝相比之国土，即使大唐，已步入本朝之完美”。贝原益轩就曾说过：“本邦风俗，本自淳美，超逸华夏者亦多矣。如节义、骁勇、廉耻之类是也。”雨森芳洲说：“天下人心唯我国淳厚近古，以今日视之，唐之与韩有所不如。”连林罗山这样的大儒学家后来也摆脱了“万事不如异朝”的思想，认为日本胜于中国。更有些儒学家对传统的华夷秩序发起了挑战。山崎暗斋就曾指出：“中国之名，各国而言，则我是中而四外夷也，是故我曰苇原中国。”栗山潜锋也说：“华夏何尝之有？华而用夷礼则夷也，夷而进华也。”

如果说儒学家是比较温和的反叛，那么国学家则极力美化日本，批判传统华夷思想。本居宣长宣称：“世界万国中最优秀的国，只有我天皇统治的日本国。”他认为华夷秩序是盲目自大的中国人建立起来的尊己贱彼的国际秩序，因此他认为那些称日本是东夷，称中国为上国的思想应当坚决批判，他认为这种行为是一种罪人的行为。

18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兰学思想更加有力地冲击着日本的传统思想。兰学者借助地理等科学为武器，否定传统华夷思想中的“中国中心论”。杉田玄白指出：“地者，一大球，万国分布，所属皆中，任何一国皆可为中土，支那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

鸦片战争一声惊雷震醒了日本，中国的惨败惊醒了日本的锁国梦，同时也重创了传统的华夷思想。日本人开始重新认识中国、认识自己、认识世界，深刻地认识到今之蛮夷非古之蛮夷，今之华夏非古之华夏。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江户这个“华”与“夷”激烈变动的时代中，日本传统的华夷思想中“华”与“夷”的地位来了个大转变。原本的蛮夷成为日本师仿的对象，原本的华夏则成为日本蔑视的对象。

日本思想界的改变暗示了日本将要冲破传统华夷秩序的樊篱，也为后来福泽谕吉的“脱亚论”的出台埋下了伏笔。日本人在时代的大变动中，抓住机遇，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改变了封闭的状态，主动向先进的文明学习（这也是日本惯有的特性），避免了被他国欺凌的命运，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福泽谕吉本来是亚洲一体论的支持者，但后来出于对亚洲整体的失望和无奈，他选择了“反叛”。19世纪80年代初，福泽谕吉就提出了“日本东洋盟主论”，宣称“方今东洋列国之中，作为文明中心并堪任盟主以挡西洋诸国者，舍我日本国民又其谁也，必须觉悟保护亚细亚是我责任”。终于在1885年3月16日的《实事新报》上发表了《脱亚论》。他的核心含义是要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体系，特别是摆脱儒家思想和亚洲的封建性的关系，进而使日本成为欧洲型的民族国家。文章写道：“我日本国土，虽在亚细亚之东陲，其国民精神已脱却亚细亚之固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则不幸有近邻之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此两国人民皆为旧来亚细亚流之政教风俗所熏染”。“为今之谋，我国不能有等待邻国开明共兴亚细亚之犹豫，毋宁脱离其位与西洋文明共进退”。

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也是日本这种非实体性华夷思想的延伸。在福泽谕吉脱亚入欧的观念中，亚洲和欧洲的观念不单纯是一个地理政治范畴——它不能把日本搬到欧洲去——而是一个文明的概念，代表着不同的价值取向。脱亚的实质在于摆脱儒家思想传统华夷秩序的束缚。所谓“脱亚入欧”就是“华夷变态论”的发展，它是与西方世界的“中华化”并行的。日本目睹了大清王朝的衰败并且面临着西方的入侵，认识到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将西欧视做继中国之后重新兴起的“华”，而将日本符号化，作为一个非实体的概念从其地理位置上抽离出来，试图从“夷”靠近“华”，重新编排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江户时代的华夷观是试图将中华与日本的位置对调，并且重点在日本的中华化，中心还是在亚洲。而明治维新时期的“华夷变态论”则试图将日本符号化，将日本与西欧试图归为一体，将日本从亚洲中分割出去。这种非实体性的思维方式很容易再次发生变异并被某些政治家所利用。福泽谕吉的理论与日本存在的危机意识相结合，再加上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带来的强国的幻觉，使不少日本思想家产生了日本民族的优越感，进一步发展了福泽谕吉的脱亚论。种族主义优越感逐渐自我膨胀，很容易走上侵略的道路。从武力“征韩论”的出现到1876年的侵台、1879年的独占琉球（现冲绳）、1894年的甲午战争，彻底摧毁了传统的华夷秩序。

三　小结

在本章中，笔者以明清为时间段，对日本华夷思想的传统性和特异性作了分析。日本作为华夷秩序中的成员（完全的或者是边缘的），在中国文化的熏染下，思想中已经打上了一个深深的“中国的烙印”，长期以来“慕华贱夷”的思想在日本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日本长时间游离于华夷秩序的边缘的状态起到了双重的作用：一方面，日本在“慕华贱夷”思想的影响下，从明初开始一直以回归正统的华夷秩序作为目标，日明与日清的交往态度便是最好的例证。另一方面，处于边缘状态，华夷秩序的约束力量对于日本而言并不是很强，这样日本更容易吸收其他文化，日本的华夷观也更容易产生变异性，一旦有机会，日本就会脱离华夷秩序的束缚。鸦片战争后日本便冲破了华夷秩序的约束，打破了沉寂数世纪的静态的社会结构，走上了脱亚入欧的道路，日本现代化的契机也正在于此。

日本华夷思想中，非实体的变异性表现的明显与否是与日本自身力量发展的强大与否相对应的。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便萌生了取华而代之的想法，但由于日本当时的力量还不足以与明朝抗衡，所以这种思想如昙花一现很快就被主流思想淹没。18世纪后期，目睹了清王朝的腐败、西洋各国力量的强大，日本这种潜在的思想再次浮出水面。鸦片战争沉重打击了清朝的力量，日本的华夷思想开始发生彻底的转向，完全倒向了先进的西方文明，“师夷”成为社会的主流，通过明治维新，日本很快变成了亚洲的强国。相形之下，中国却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举步维艰，国力积弱甚至面临被分割的危险，这一现实使日本产生了对日本及西洋文明的优越感和对中国的蔑视感。随着日本力量的进一步壮大，蔑视感已经不足以满足日本的要求，在这种蔑视感与国家使命性的驱动下，日本逐步走向了侵略的道路。

从古至今，日本曾经在古代融入东亚文明区域，也曾经在中世纪时进入华夷秩序国际政治体系，近世早期日本仍在努力成为华夷秩序的正式成员国。日本也曾在近代“脱亚入欧”，后来又侵略亚洲国家，导致严重的历史悲剧。今天，人类正在努力建立一个各国平等的国际秩序，我们回顾历史，并不是为了缅怀过去，也并不是为了所谓的“复兴中华文明”。新的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是以承认文明的多元存在和共同发展为前提的。剖析昔日存在的华夷秩序以及日本独特的华夷思想，有助于了解日本人的思想特征，有助于解决中日关系史上的历史遗留问题，有助于构筑一个真正和平、平等、进步的世界新秩序。


第五章　东亚现代化的国际政治背景——以冷战与台湾“奇迹”的关系为个案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称“东亚奇迹”为“一种神话”，意在破除西方关于东亚高速经济发展的“常规智慧”与普遍乐观。他在1994年提出：东亚前景并不看好，所谓亚洲四虎只是“纸虎”。批评者则认为克氏不过是在推销“所有经济都只能走一条路”（即“我们的路”）的新古典经济学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克鲁格曼的文章不是发表在专门的经济学刊物上，而是刊于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杂志《外交事务》。台湾名列“亚洲四虎”，自然在讨论范围之内。但笔者认为：持新古典经济学观点的大量东、西方学者其实制造了许多关于东亚发展和“台湾奇迹”的另一类神话。

本章以20世纪50-80年代台湾社会经济发展为案例，探讨冷战对东亚战后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作者之所以把“冷战与台湾‘奇迹’”作为论题，是因为注意到：在国际学术界研究战后东亚发展的大量著作中，几乎看不见冷战的作用。例如：著名学者郑竹园先生颇有影响的《台湾模式与大陆现代化》一书视台湾为“第三世界经济的典范”，“自由企业经济一个最成功的范例”。其中的一章题为“台湾模式的辉煌成就”，首先以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S.库兹涅茨、F.哈耶克、M.弗里德曼——对台湾成就的称扬，引出并以数字证明了台湾30年创造的经济奇迹，随后分析了造成奇迹的所有三项因素：“政策因素”，包括和平土改、扶植民营、均衡发展等“合理的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成长因素”，如充足的劳力资源、资本（以农业发展所累积资金为主源、出口获利继之的“国内资本形成”）与技术（他在这里承认“亦得力于外国技术的注入”）等等；“外在条件”，“上述这些有利因素的出现，适逢世界经济进入战后扩张时期。50年代下半期到60年代中期，是美国西欧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台湾轻工业品在这时进入国际市场，可谓适逢其会”。分析得确可以说面面俱到，遗憾的是唯独没有提及冷战的因素。

其实，冷战对战后台湾土地改革、对台湾工业化的延续和转型、对发展战略的选择等等，都有直接的、有时是决定性的影响。美国在对战后东亚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包围“遏制”甚至局部“热战”的同时，推动台湾等地实行“邀请的发展”（Development by Invitation），其“冷战”绩效鲜明，对迄今为止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对东亚政治和亚太和平，均造成难以消除的深远影响。

一　冷战与台湾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作为工业化、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土地的平均分配和有效利用为农村发展和增加生产以解除贫困所必需”，这已经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共识。但在东亚，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土地改革又与冷战密切相关。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49年底正式形成的名为《美国在亚洲的立场》的政策报告，被称为美国在东亚推行冷战的纲领性文件。报告明确提出要在东亚遏制共产主义和确保“非共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实际上，美国在东亚的冷战政策，在此之前已经开始实行了。突出表现就是推动甚至直接参与发动土地改革。美国著名保守主义政治学家亨廷顿曾经以日本和韩国的土改为例指出：作为“革命的替代物”，二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最全面的土地改革，是由美国的军事占领造成的。台湾地区土改的情况与日本和韩国类似。直接参与了三地土改决策的美国东亚农地问题专家雷正琪更一再强调“土地改革是预防共产主义的最好方法”。在美国政、经专家眼里，土改简直就是冷战的一部分。冷战作为台湾土改的背景和动力，本来应当是毫无疑问的。

台湾一些学者和官员把战后土改的成功归因于国民党主张和推行“民生主义”，这是背离史实的。事实是，蒋介石为了维护其统治集团内官僚地主阶级分子的利益，早就背弃了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主张。著名社会学家杨懋春先生曾论及“民国二十年与以后，也有人提出土改法案，但因当时政府与政党内均有大地主占据要津，故每有这类提案，均被搁置，无疾而终”。主持台湾土改的陈诚和CC派地政专家萧铮都曾谈到国民党党、政高层的地主官僚分子在1927年以后极力反对“平均地权”的情况。如陈诚所说“国父所倡导之耕者有其田政策在大陆所以未能行者，……少数人蔽于私利，缺乏远见与勇气，实亦有以致之”。所以他要“以台湾土地改革之成就，稍补吾人过去之罪愆”。1929-1932年间，共产党人曾在福建龙岩发动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1932-1934年间十九路军也曾在这里推行自己的土改计划；蒋介石国民党挫败十九路军以后，地主马上复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蒋却答以“如果我们不把土地还给地主，为什么还要赶走共产党？”直到1946年，蒋还在敷衍晏阳初先生，说他“将在对共产党的军事胜利后进行农村的改革”。无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是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垮台的主要原因之一。

国民党“接收”台湾之初仍然无意于农村的改革。1947年2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宣布拍卖原日占土地，民众请愿要求让佃农优先购买或长期租用这些土地，却被当局以“现代需要实行大机器、大规模生产”为借口拒绝。1947年9月，中国共产党颁布“土地法大纲”，声势浩大的土改运动在大陆全面展开。而直到1949年4月，“台湾省政府”才颁布“私有耕地租用办法”，重拾“三七五减租”（亦即“二五减租”）的旧政策，作为“对毛泽东在大陆实行的政策的回应”。1949年5月起，台湾在美援支持下开始推行土改第一阶段的任务——减租，到1953年实施“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基本完成。至于土改的动因，还是陈诚说得明白：“时大陆局势日益恶化，台湾人心浮动，经济混乱，社会不安。在恶化的租佃制度下，农村不安现象已经极为显著，大有‘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之势。故欲确保台湾，必须先求安定。而欲谋安定社会，必须实施土改。”

台湾土改的内部考虑主要是“安定社会”、“确保台湾”以继续对抗中国共产党，外部动因则是冷战。台湾土改一开始，就被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为其冷战政策所推动。与1948年美国《援华法案》（China Aid Act）有关的文件，如1948年5月22日的一份备忘录即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给蒋介石的“关于改革的通报便函”，已经表明美国十分关心国民党能否实行土改。（此前美国占领军已经先后在日本和韩国推行土改。）从1949年5月起，美国就通过执行美援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JCRR）资助并直接插手台湾土地改革。土改第三阶段实行的对旧农会的改组，完全是按照美国专家的建议进行的。新农会的功能不仅是为农民服务和沟通农村社会与政府，更重要的是保证和强化当局对分散的家庭农民的控制。几十年间，台湾农会作为准政府机构，实际上成了训练培养地方各级官员的“官僚养成所”。

为什么美国致力于中国台湾、韩国这样一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亨廷顿给过一个有代表性的答案。他说：20世纪30年代美国在菲律宾就已经“表现出对确保更为平等的土地所有权颇有兴趣”。然而，这一突出美国推广平等自由理念的答案恰恰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比之中国台湾、韩国（以及日本），受美国控制时间长得多、因而美国影响也应当大得多的菲律宾，土改却迟迟不能完其功？美国学者T.R.Smith考察菲律宾土改以后，得出与亨廷顿相反的结论：“美国在其直接统治（菲律宾）时期对土改没有真正的兴趣。“Smith还认为，美国在战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推动或支持土改，基本目的都是政治性的，如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再现、抵消朝鲜土改的影响、帮助国民党巩固在台湾的统治。站在稍微客观一些的立场其实不难看出：冷战开始后美国积极支持甚至直接参与发动中国台湾、韩国的土地改革，其主要动因不是追求平等的理念，而是考虑到这些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所处的不同寻常地位，即冷战对峙的前沿地带。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是西方在东亚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而濒临失陷的两块滩头阵地，美国在这里的所作所为，正如魏德迈将军给总统的建议中所说，是要“保护美国的战略利益，对抗现正威胁这一利益的军事力量”。

二　美国对台经济援助及其冷战色彩

美国在战后最初几年通过提出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首先在欧洲达成了对苏冷战的战略部署。战后西欧在美国大力援助下的经济复兴和发展，当然应放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来理解。美国斥巨额援助台湾以造成台湾经济稳定和发展，遵循的是和在西欧同样的思维逻辑。有必要在这里首先指出美国对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度，以作对照：1956年8月，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中国提出美国解除对华封锁和禁运问题；9月，中方又提出促进双方人员交流，均遭美国断然拒绝。直到1971年3月，美国出于联华抗苏的考虑，才开始放宽对华贸易和海上运输限制。

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政界在“保台”问题上已经取得共识。1948年底，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提出“以适当的外交和经济手段确保一个对美国友好的台湾政府”，甚至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政治和经济手段防止它落入中共手中”。麦克阿瑟则在他于1950年5-6月间提出的两份意见书中强调台湾地理位置的军事战略意义，“相当于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补给船”。艾奇逊也改变态度，主张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以阻止毛泽东解放台湾。朝鲜战争一爆发，一连串的军事保护和财政经济援助马上付诸行动。

对台援助源自1948年的《援华法案》。当年11月，美国决策层开始讨论将本来计划运往中国大陆的援华物质调往台湾，12月底即付诸实施。“援华法案”内派拨的款项为1.25亿美元，援助内容包括直接物质援助、工厂改扩建项目、农复会所需费用等等。整个50-60年代美国援台项目繁多，军援与经援重叠交错，如军援名目下的交通通讯设施多有可资民用者。从1950到1967年正式的美援停止，台湾接受美援总额达39.7亿美元，军援和经援分别占60%和40%。其中绝大部分为“赠与”，贷款部分总计7.894亿元，不到20%，在1950-1955年间只占1.5%。运用如此巨额的赠与和贷款，美国在政治上支撑一个长期坚持反共反民主的独裁专制政权，在经济上也不是推行市场自由主义而是经济实用主义。

美国援台组织结构鲜明而突出地显示了美援服务于美国冷战目标的强势政治色彩。援台一开始就由“大使馆”、经援团（隶属美“经济合作署”，曾改组为“共同安全署”）、军援顾问团（直属美国防部，人数最多时曾达2347人）三方共同负责，由“大使”总体指导和协调，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政治决定考虑到军事和经济因素”。美援机构的工作以对台湾当局采取“更具强制性的政策”、“协调地施加压力”、“活跃地和坚定地施加影响”为原则。60年代中期以前，美援曾经是国民党政权最主要的经济资源，这使得台湾方面与美援机构对口的部门“美援运用委员会”独立于正常的立法和行政程序，有美国代表出席的“经济安定委员会”，也成为当局的“超级经济部”，台湾50年代的两个“四年经济建设计划”，就是由它制定的。至于委员构成2/5为美国总统直接任命的美方代表。全权负责美国对台湾农业方面援助事务的“农复会”（1979年结束工作，改组为隶属于“行政院”的“农业发展委员会”），更是台湾的“超级农业部”。

三　越战对台湾经济的刺激作用有待研究

笔者在2000年3-6月访台期间曾与台湾学界同仁谈及“越战与台湾经济的关系”，咸以为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目但做来不易，因为很难看到完整的档案资料，所以只能是“有待研究”。

我们现在只能就一些现象提出问题：

（1）越战是继朝鲜战争之后发生在亚太地区的又一次冷战中的“热战”，而且其规模远远超过朝鲜战争。相比当年，美国投入了远远超过在朝鲜投入的兵力和武器弹药。在越南的美军曾经多达54万余人。用于越战的巨额开支造成美元大量流出，加剧了美国的财政危机，甚至给世界经济带来动荡。但“越战特需”却使亚太一些国家（如日本）大获其利。对此，日本学者已有论述。台湾如何？我们先来追踪一下越战期间美国在台军事设施、驻军与军援的情况：

1970年1月，中美大使级会谈恢复，美国表示将随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增长，削减美国在台湾的军事设施。

1971年7月9-1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时承诺：目前美国在台湾的军力2/3与印度支那战争有关，将随战争结束先行撤出，其余部分随中美关系改善再撤出。

1973年1月27日，《巴黎协定》和《万象协定》相继签订，随后美国从东南亚撤军。7月，美国宣布中止对台无偿军事援助。

上述“2/3”的确切数字是个什么概念？"2/3"以及整个越战对台湾经济提出的需求有多大？这些都值得认真考查研究一番。

“台湾史料编撰小组”编撰的《台湾历史年表——终战篇》透露了一些有关越战期间美国在台军事设施、驻军、军援和台美、台越军事交往与商贸的情况，可以看出越战对台湾经济起飞作用的一些“蛛丝马迹”。这里只列出对1966-1972年的记载（按和注为笔者所加，其余照抄原文）：

1966.1.29.美C130型大力士运输机进驻台湾，以支援对越作战。

2.24.美国防部长麦纳玛拉国会作证，强调继续军援我国（按：此处及下面的“中”、“华”、“我”均指台湾地区），计划部分军援转为销售。（注：50年代末美国已经逐步将对台援助改为贷款，60年代中停止经援。）

5.10.“中美联合委员会”成立以实施美军在台地位协定。

6.27.外贸会核定“中华民国输美棉纺织品出口管制实行细则”。

7.17.本省纺织品全年外销总值今年可望达到七千万美元，将跃居输出品中第一位。

8.19.中、越签订空运临时协定。

12.3.高雄加工出口区兴建成功。（注：越战期间兴建高雄加工出口区是台湾实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最重要决策之一。）

1967.1.17.越南（按：指南越，下同）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阮友固访华。

4.2.越南商业部长阮景天恩访华表示：越南决以美援外汇，来华采购民生物质。

7.2.副总统严家淦与美副总统、韩总统、日首相在汉城谈论……越战及经济合作。

12.12.中美资源交换计划签约。

1968.2.5.财政部同意我国包商承建美军工程得免营业税、印花税。

2.21.中美基金削减1969年度赠、贷款五亿元。

3.9.外贸会同意以“PD31”（记账付款）方式，由驻越美军向我采购。

4.6.美同意我钢筋两千吨售越南。

5.17.美国海湾石油公司签字投资华夏塑胶。

1969.2.8.国贸局成立“美援采购临时工作小组”协助供应越南物质之商人了解美援规章。

5.20.国贸局宣布，除销往越南外，水泥将暂停出口。

1970.10.2.美军C130机于新竹插天山附近失事。

1971.1.26.驻台美军C46型运输机坠毁于新竹县蓬莱乡山上。

2.11.美国陆战部队再度调至越南布防。

12.26.美国决定延后至12月30日前出动一千架飞机轰炸北越。

12.31.美国务院表示驻台美军决不削减。

1972.5.30.中、韩、菲、越四国于台北税务及关务会议揭幕。

7.8.美陆军驻越财产管理处与国防部签约，在台设废品标卖场，处理越南美军超量工程设备。

（2）台湾医药业和服务业的繁兴，都是在越战期间。1953-1963年间台湾GNP年增率在5.5%到9.6%之间，平均年增接近7.7%；1964年突然激增到12.3%，1964-1973年间年均增长达到11.13%；1974年、1975年骤降为1.1%和4.2%，1974-1980七年间平均增长8.2%，大大低于此前十年。论者多注意到新技术革命和世界经济扩张造成的台湾经济起飞，和1973年开始的“石油危机”对1974-1975年台湾经济的不利影响。但有意无意之间忽略了一个重要背景：1964-1973年恰是“越战”时期——从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到1973年美军决定撤退，美国全面卷入了对越南的大规模侵略战争。越战与台湾经济发展速度激增在时间上难道只是巧合？

从以上简短的“消息报道”也许能窥见越战与台湾经济关系之一斑。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资料均采自当时或后来的公开出版物，而非有关的原始资料，因而只是表象，内中实情只能等待档案公布。

相比之下，日本史学家在20世纪70-80年代已经清楚地了解并分析了朝鲜战争对日本经济起飞的巨大作用。为什么日本的档案资料可以公开而台湾不能？希望只是时限问题，而非其他原因。不妨看一下朝鲜战争对日本经济的作用，以资对照思考“越战与台湾”：

冷战开始后，美国转变对日政策，修正甚至中断正在进行中的民主改革，通过巨额美援支持日本稳定经济和重建工业化（“再工业化”）。但是由于多年实行以煤、钢为中心，以基础原材料为重点的“倾斜生产”方针，带来严重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强力推行“道奇路线”对“倾斜生产”急刹车又导致生产停滞，大批中小企业倒闭，失业人数猛增，整个经济处于呆滞状态。恰在此时，朝鲜战争爆发了。这一场冷战中的“热战”给日本带来了“特需繁荣”。“特需”中约有70%属于军事物质，如枪炮、弹药、卡车、汽油桶、钢材、毛毯、棉布、麻袋、干电池、铁‘藜等等；此外30%为劳务，如枪械和车辆的修理、运输、保管、电讯等。大量的战争特需不仅将积压的货物一扫而光，而且使工业生产出现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战前的1950年第一季度比1949年同期生产增长仅为5.8%，1951年，生产增长达37%，其中制造业增长40%。“特需”定货的两个重点行业——纤维和钢铁业利润率增长都高达4-5倍。日本1950-1955年间“特需收入“35亿美元，占外汇总收入的27%。1949-1952日本外汇储备增加了5倍。

关于朝鲜战争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日本学者正村公宏曾这样写道：

朝鲜战争一爆发，以军需物质为中心的世界商品市场立即活跃，出现了所谓“动乱景气”。日本的出口也急增。日本成了出兵朝鲜的美军基地，也是美战斗部队的集结地、疗养地。军需物质的大部分在日本筹集，武器的修理也在日本进行。具有生产大量军需经验的发达工业国日本很容易地就适应了美军的要求。日本因朝鲜战争，从多种渠道获得了美元。这种美元收入被称为“特需”。日本贸易收支在1949年有1.92亿美元的赤字，但到了1950年反而有了3800万美元的黑字。其他的特需收入也达到6200万美元。特需收入在1951年以后进一步增大，1953年达到8.03亿美元。1952至1953年，特需收入超过出口总额的六成。正是朝鲜的大杀戮战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越战比朝鲜战争历时更久，侵越美军比当年侵朝美军数量更多。对比之下不难想象，作为越战期间美军集结地与军需供应地的台湾，从中获取了多大的经济利益。

四　台湾“邀请发展”对中国统一和亚太和平与安全的深远影响

冷战开始前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从维持和平促蒋容共走向放蒋内战，终使蒋介石兵败大陆、割据台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声浪日益高涨，迫使新中国宣布“一边倒”向苏联。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方面帮助蒋介石稳定台湾、发展经济，一方面对中国大陆实行长时期的封锁、禁运。此后几十年间，两岸发展道路、社会经济差别越来越大。直到70年代末以后，大陆得以重返世界市场，走上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现代化道路，两岸经济水平才逐渐缩小。但两岸因东西方冷战而分离半个世纪左右的状况，给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重新崛起造成困难，也给东亚和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

亨廷顿曾提出：东亚难以实现像西欧和北美那样的地区经济一体化。他把原因归之于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的文化差异。但亨氏的理论很难回答：第一，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都是容纳了多种文化、文明的体系；既然种族和文化都不相同、历史上又曾经是世仇、多次相互厮杀的法国和德国，今天也能走到一起，为什么近千年来与东亚广大地区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却成为地区一体化的障碍？德国和日本同为二战战败国，为什么今天对曾经侵略过的邻居、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常常迥然不同？第二，像台湾问题这样直接影响到东亚和平发展的热点问题，如何以“文明冲突”说注解？

简捷直说：妨碍东亚一体化的因素，无论是日本，还是朝鲜半岛问题、台湾问题，都是冷战遗留下来的问题。台海两岸识者不管其统独立场如何，其实心里都明白：台湾问题背后是中美关系问题。“台独”和“独台”分子所仰仗的，说到底，是美国和日本一些势力的继续支持。

冷战期间在美国扶持下形成的相对独立于大陆的经济体系和经济实力，确实曾经是台湾当局向国际和对岸要价的资本，但在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趋势下，已经难以继续作为抗衡大陆、拒绝统一的依靠。两岸经济整合作为推动和参加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必要一步，在企业界眼里已是大势所趋，加以大陆军事上与政治上的压力以及台湾岛内的反分裂压力，“台独”并没有多少生存空间。香港《大公报》的一篇文章从两岸在亚太经济结构中联系与沟通南北方经济的战略意义，支撑台湾经济成长的加工出口产业因在岛内失去生存空间而不得不进行重新调整，两岸经济合作的区位优势、经济优势、政策优势等各个方面指出了台海两岸产业的互补性和经济合作的互利性。有这些两岸经济合作的现实条件，两岸经济联系势将排除一切障碍而发展得越来越密切。而且只有这样，台湾才能最后走出冷战和“邀请发展”的阴影。


第六章　美日资本与新加坡产业升级

新加坡从独立之初的贫穷发展中国家迅速成长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如今已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到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国民生产总值从7亿美元增至847亿美元，增长121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435美元上升到24848美元，增长57倍，超过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英国等发达国家，跃居世界前列。

在论及新加坡作为一个地域狭小、资源匮乏的国家如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时，学术界以往有以下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新加坡的成功主要源于政府对于经济的巨大干预，包括引导经济顺利发展，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帮助引进外资（前期）以及推动企业对外投资（后期），积极扶持本地企业。第二种观点倾向于认为儒家文化或曰“亚洲价值观”对新加坡经济起飞、社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种观点认为新加坡能够在二战以来创造出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关键在于它们在进口替代工业化盛行的背景下率先转向了出口导向工业化。回看新加坡发展，既有的“模式”观点似乎都有不足之处。二战后的国际格局空前纷繁复杂，现有的一些理论流派单独均很难提供全方面认识和理解东亚战后新兴工业化经济发展进程的理论范式。面对这种现实，我认为有两种解决方法。其一是顺应国际东亚发展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综合趋势，在分析批判的基础上对现有理论流派采取综合平衡的理论姿态。当然这种方法需要很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学术素养。另外有一个办法便是充分发挥历史学科的特点，排斥那种对于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诉求，把复杂的问题足够细化，在一个点上深化对于问题的认识。

本章试图以新加坡工业升级中的外国资本中美、日资本面对新加坡政府的产业升级政策的不同反应为个案，着重探讨外部因素影响发展的机制以及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关系。

一　外国资本在新加坡的地位和作用

由于马来西亚政府一贯施行的不平等种族政策，1965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分家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必然的结局。新马分家后，新加坡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均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其中又以经济方面的问题最为棘手。当时面临的三个主要问题是：首先，如何让人民得以维持生计？其次，印尼当时出于冷战特殊时期意识形态的对抗，同新加坡的贸易停止；而马来西亚人则利用他们自己的港口不经过新加坡直接跟所有贸易伙伴和进出口商做生意，这些对于经济发展严重依赖转口贸易的新加坡是一个沉重打击。作为一个刚刚独立的国家，新加坡要怎么生存？再次，当时新加坡的失业率高达14%，而且有上升的趋势。

从1965年开始，新政府的工业化政策向鼓励出口转变，在吸引投资的同时，还要求其具有市场开拓能力。工业化开始初期，政府把工业化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国内资本和新加坡人的海外资产上，并不想完全依赖外国的资本（这一点是行动党与众不同之处）。但是由于历史上新加坡是一个以转口贸易为主要支柱的国家，国内的商业资本在工业化的浪潮面前却显得格外保守和裹足不前。在实践中政府很快发现本地企业及资本缺乏开拓市场能力。当政治领导者和计划者们意识到全球经济新一轮商业和外国投资时，一个稳定的、明确界定的发展战略在60年代后期渐渐浮出水面，政府就把新工业化战略依赖的重点放在外国大跨国公司之上。

于是，新加坡政府出于更好地利用外资的目的，在海外设立了一些推介服务机构。例如于1966年在美国纽约和旧金山设立了投资促进处，在西雅图任命了代表。1967年新加坡政府派出了引进外资的代表团赴各发达国家进行游说。1968年开始，大量外资涌入了新加坡。其中包括著名的加利福尼亚的国民半导体公司和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外国资本的大规模介入为新加坡带来了发展中国家往往最为缺乏的技术以及市场推广能力。

二　美、日资本的不同运作

由于新加坡政府发展诉求主要寄希望于跨国公司的身上，加之本土公司少有成功运作资本的案例，导致了国内资本无缘参与新加坡国内的政策制订。政府的发展政策本身很大程度上是被跨国公司所形塑的。

表1 新加坡制造业部门投资总量与来源，1972-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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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新加坡经济开发局，年度报告1982/1983,p.12；年鉴1988/1991,p.16.

由表1我们可以发现：到了70年代中后期，外国资本在新加坡工业化进程中无疑已经掌握了主导地位。1972年的时候新加坡工业投资中外资占到全部投资的80.4%。到了1977年和1978年这个数字已经分别上升到了91.4%和94.2%。所以Huff在他的《新加坡经济发展史》中认为，70年代中期，外国公司已经控制了新加坡所有的工业出口和制造业。

并且外国资本主要是由来自于美国和日本的资本构成。1972年时，美、日资本占所有外资资本的比率为66.7%。同样到了1977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77.9%。但是进一步观察附表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70年代新加坡政府已经逐渐解决了国内的就业问题，基本达到了充分就业，甚至出现了大量涌入外来劳工，约占到劳动力总量的12%。以创造就业机会为目标的工业化战略已需要进行调整，1970年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旨在推动工业向高附加值生产转变，实行产业升级。过去由于担心就业问题，新加坡政府在吸引外资时是来者不拒，很少选择。现在则通过提高被划入新兴工业门槛以及要求投资者支付较高的工资，这样投资者不得不选择一些技术比较密集、生产比较复杂且能够支付较高工资的工业。

1970年，新加坡政府采取了第一项促使工业向高附加值生产转变的措施：1967年的经济扩张鼓励法令进行修正，提高其适用条件，缩小适用范围。新兴工业享受所得税豁免的期限由过去的2-5年改为一律5年，但只有固定资本投资在100万新元以上的企业才能享受；扩大生产规模而享受免税优惠的期限一律改为5年，但享受资格由原来的新增资本100万新元提到1000万新元；原来新兴工业在税收优惠期过后可申请资产加速折旧，现在加速折旧只能在新兴工业优惠期内进行，且只有固定资本在10亿新元以上或在1.5亿新元以上的新兴工业才有资格申请；新兴工业出口税收优惠期从15年减为8年，非新兴工业则减为5年，那些固定资本在10亿新元以上或1.5亿新元以上的新兴工业企业的出口优惠期仍为15年。

1973年，财长韩瑞生在当年预算报告中提出了促进高附加值工业的十点计划，使升级战略得以具体化：

（1）中、高等技术工业的工资必须具有国际竞争力。

（2）通过推进工业培训，进一步开发人力资源。

（3）实行开放政策接纳合格的外国工程师、技术员和其他专业人员以及熟练工人。对那些在一定时期内所做的工作令人满意，并有意在新加坡定居者，给予永久居民身份。

（4）政府保障中等技术人员有合适的住房。

（5）给非熟练外籍工人发放工作许可证。

（6）把工业分散到全国各地，以便能够再吸引75000名新加坡妇女参加劳动大军。

（7）制订有关技术开发的风险资本条款，吸引西方和日本的中、小型专业企业来新加坡设厂经营，从而形成“现代工业结构的骨干”。

（8）对达到理想技术水平的工业给予特别税收优惠。

（9）对新加坡制造的商品提供出口资助。

（10）增加语言培训设施。

这一系列的措施表达了新加坡政府希望通过提高工资水平和实施一定政策导向从而促使本国产业向高附加值、高科技领域升级的意愿。

美、日面对这一政策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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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可以看出日本资本在新加坡工业化初期还是占据比较主要的地位的，但是进入70年代中期后，日本资本无论是在总体规模还是在增长的幅度上均远远低于美国。这里1978年和1979年是两个例外。并且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即使是在日本资本大规模涌入新加坡之后，日本的投资始终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在高工资政策的背景下，日本把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赶到了香港地区，并没有像新加坡政府设想的那样进入高附加值生产领域，造成日本承诺投资金额大幅度下降。70年代日资在新加坡外资中地位不断上升的势头发生逆转。

与之形成鲜明对应的是美国的各大公司纷纷响应新加坡政府的政策，开始把原来的劳动密集型生产转移到邻近的马来西亚，把新加坡作为高科技含量产品的生产基地。例如国民半导体公司在1972年开始把半导体组装生产转移到槟榔岛，把新加坡变为产品质量测试中心。原来几乎不存在的工业用电子产品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工业监控设备、电子测量设备、复杂通讯设备和计算机外围设备等高科技产品开始在新加坡进行生产。合金制品和精密设备工业也开始快速发展。以电子产业为首的这些高技术产业成为了新加坡吸收劳动力和生产产品的主要来源，并且这些产业主要是由美国的跨国资本所主导的。

另外1985年是一个分水岭，1985年以后日本资本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美国，并且开始向外输出了中等科技的企业。当发现在东亚的投资回报比欧美更高后，日本在90年代中期很快就成为了东亚地区最大的投资者。

三　两国资本不同表现的原因

薪酬

我认为薪酬是解释美、日资本表现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

表21969年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与美国同类工作薪酬比较

单位：美元/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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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s:US Tariff  Commission,Economic factors,p.A90.

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新加坡在半导体领域的工资水平是东亚四小龙中最低的，而在工业领域其工资水平也几乎是最低的。并且无论是在半导体还是工业生产领域，新加坡工资同美国工资的“性价比”无疑是最高的。新加坡的每小时工资水平折换成美元只有0.29美元，而美国本土的工资水平则要高得多，达到了3.22美元。做同样的工作在美国竟然要支付大约11倍于新加坡的工资。美国在新加坡投资的工资成本大约只有在南美洲投资的工资成本的一半左右。所以新加坡政府适当的加薪政策并没有引起美国资本的逃离。因为两者之间的差距太明显了。

让我们再观察表3.

表3 制造业劳动成本比较，1975-1990

单位：美元/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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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张表的比较我们发现虽然日本的工资高于新加坡，但是同美国相比，显然美国要高得多。当1975年日本对新加坡的每小时工资倍率为3.7倍，1980该倍率为3.8倍。而到了1987年，也就是我上文提到的1985年以后，日本对于新加坡的投资出现了惊人的飙升的那个年代，日本对于新加坡的每小时工资倍率竟然达到了将近5倍。

我认为关键还在于工资水平的差异。1985年前由于日本相对低汇率，所以日本的工资价格与新加坡的差异尚不明显。1985年后，由于《广场协议》的签署，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开始狂飙，日本的工资水平也节节上升。这个时候向海外大量投资，把以往不愿意在海外发展的中等高科技企业外移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所以在1985年以前，当新加坡政府试图通过提高工资水平从而实现产业升级的时候，日本的反应比美国激烈得多。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新加坡到了70年代便开始渐渐失去了原有的低工资优势。单单就工资因素而言把工厂设在离日本本土更近的韩国和中国台湾似乎更为有利可图。因为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在70年代中期新加坡的工资水平大约分别是韩国和中国台湾的2.6倍和2.2倍。即使到了80年代初期，新加坡的工资水平仍大约分别是韩国和台湾的1.5倍和1.5倍。所以仅仅从工资角度出发，在这个年代把资金投向韩国和中国台湾无疑比新加坡更为有利可图。一直到了80年代中期，新加坡的实际工资水平降到了大约与韩国和中国台湾差不多的水平，即1.4倍和1倍时，日本资本才大量流入新加坡。日本资本对于新加坡的工资弹性敏感性很高。

还有一个例子有助于说明日本资本对于工资政策的敏感性。从上文提供的柱形图中我们发现，在1978年和1979年两年间，日本对于新加坡的投资有一个小小的回潮，其比重略略超过美国的投资，但是很快日本的投资又出现了大幅度的萎缩。1980年的投资承诺金额比1979年下降了56%。我认为这同1979年6月8日新加坡贸工部部长吴作栋在视察一家日本公司时提出的要求有关。他对资方提出：“第一，提高工资水平，促进自动化、机械化和电子计算机的利用。第二，削减外国非熟练劳工。“6月15日，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迪万·奈尔表示，目前政府的紧急课题，就是要完成“第二次产业革命”，实现以技术密集型和高工资产业为主体的经济，因此在今后三年中，一定要大幅度提高工资，劳资双方都要有相当的心理准备。高工资的结果正如我前面所谈的那样，日本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搬迁到了香港。

与这个例子相对照的还有一个例子。由于新加坡政府70年代末期第二次产业升级的行动受挫，使其信心大受影响。从80年代初期开始，政策向后收缩，放松了对各种类型制造业投资的歧视态度。尤其为了吸引日本资本，1986年2月，新加坡政府副总理吴作栋说：“以后，政府将采取对各种投资都热烈欢迎的态度。不管投资高技术的还是低技术的，是制造业的还是服务业，都欢迎！”吴作栋的话讲完不久，日本对于新加坡的投资从1986年开始就出现了惊人的增长，这里当然有日元升值的影响，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新加坡政府放弃使用高工资手段迫使跨国资本产业升级的因素。

由此可见，工资弹性对于日本资本而言，还是异常敏感的。日本资本的逃离或进驻新加坡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东亚地区的相对工资水平比较后的结果。其最终目的是资本跨区域生产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然而对于美国而言由于其基数较大，东亚国家工资成本的比较对其成本核算影响不如日本来的大，美国相对更重视一些制度、环境、人力资源等其他因素。

市场准入

正如上文中柱状图显示的一样，70年代中后期，日本对于新加坡的投资呈现了一定程度的快速增长，甚至在1978年和1979年两年间投资比重超过美国。我认为分析清楚这其中的原因，同样有利于解释为什么日、美资本面对新加坡政府相同的产业导向政策有不同的表现。

日本由于国内市场相对狭小，在很大程度上它还是以美国和欧洲为重要的出口市场。从70年代中期开始，全球经济转入低速增长，前一阶段维持日本经济增长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在国际市场萧条，特别是在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盛行的严峻形势下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电子产品首当其冲。美国和欧洲威胁说要对日本电子产品的倾销行为进行制裁，结果70年代日本电子产品在美国市场的销售额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只得加快了对外投资的步伐，在东南亚地区大批投资兴建生产电视机、立体音响和收音机等电子产品的合资企业。利用这一地区的低劳动力资本和第三世界国家向发达国家输出的配额优势来积极拓展在北美和欧洲的业务。当时发达国家往往以相对优惠的条件向第三世界国家开放市场，作为帮助其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日本在自身贸易条件恶化的时候，往往可以通过在第三世界设厂投资，利用它们向发达国家出口的优惠市场准入条件改善日本不利的国际贸易环境。

7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日本电子工业资本输出的高潮，其基本动因在于绕过贸易壁垒，确保在美欧的市场份额。明确的市场目的是当时日本电子工业大企业纷纷投资海外从事跨国生产的启动动因，但这一因素的作用是有限的。当国际电子产品市场竞争趋缓，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收敛，特别是日美电子产品的贸易摩擦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以后，直接出口的优势显然超过了对外投资。这就是80年代前半期日本电子工业资本输出相对趋缓的基本原因。

1985年后由于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的签订，日元大幅升值，日元兑美元由1985年4月的240:1上升到1989年4月的130:1.这一方面暴露并加剧了日本国内过剩资本的压力，另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出口产品的成本，从而促使日本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电子工业因其产品严重的对外依赖性和技术上的优势，所以成为这一时期资本输出的主要产业。因此，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电子工业资本输出的飞跃增长是在日元升值压力下形成的必然。这点在本章中便不再展开。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日本对于新加坡的投资很大程度上在1985年前是受到市场准入的影响。

舆论环境

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和新加坡60年代开始推行出口导向工业化的时候，战后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经济独立的运动正处于高潮。与此同时，东道国对于外国公司的结构和式样的影响有了日益增长的警觉。特别是当这些公司被视为工业社会发展模式的强有力的传播者，而这种模式又不是用来满足发展中东道国的基本社会经济需要时，情况更是如此。虽然一直以来与跨国公司的交往中，东道国往往获得很大的利益，如经济的增长、技术的跃进和国家的安定等，但也有多数东道国对于继续依赖于外国的技术、资本货物与服务而感到不安。跨国公司对于产品选择、消费格局以及生活方式的深入影响，往往被看做是国家实体和意向的侵蚀。不少跨国公司被发展中国家的国有化浪潮赶回了老家，外国资本被看成帝国主义剥削落后国家的工具，大有“老鼠上街，人人喊打”之势。

这一点在新加坡就完全不必担心。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发展经济学学者当时普遍地把跨国公司看成廉价土地、劳工和原料的剥削者。这类“依赖学派”经济学家的论点是，跨国公司延续殖民主义的剥削方式：发展中国家把原料卖给先进国家，反过来向它们购买消费品；跨国公司支配科技和消费者的选择，勾结所在国政府一起剥削和压制人民。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相信新殖民主义剥削人民的理论，我和吴庆瑞却没有产生共鸣。我们有实实在在的问题要解决，不能受任何理论或教条的约束。反正新加坡也没有天然资源可供跨国公司剥削，有的只是勤劳的人民、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决心做到诚实称职的政府。我们的责任是为新加坡200万人提供生计。如果跨国公司能让我们的工人获得有报酬的工作，并教授他们技能、工程技术和管理的技巧，我们就应该把它们争取过来。

正是由于其他地方尚不能成为外国投资的地点，新加坡这类欢迎外资的少数国家和地区就处于一种有利地位。这一点对于日本并非很重要，因为日本在那个年代并没有被人当成发达国家来看待，而是一个落后国家奋起发展的典范。所以舆论不会对它有什么影响。但是对于美国而言就很重要了。在新加坡美国资本绝对听不到来自于媒体或学术界的批评。所以美国甘愿付出一些代价，如新加坡的实际工资水平略高于韩国、香港和台湾，但是美国依然愿意在新加坡加大投资并积极响应新加坡政府的产业政策，推行产业升级。这一点我认为也有助于解释日美资本的不同选择。

地缘及产业发展水平

东亚国家人口众多，且在那个年代经济迅速增长。这无疑是一个极有发展前景的市场。美国出于其全球发展的角度考虑，需要争夺这一庞大的市场。但是美国本土距离东亚极为遥远，如果产品由本土运输将大大增加其成本，不利于对这一市场的争夺。于是它需要在东亚有一个制度透明、政局稳定、劳资关系良好且生产成本较低的高科技研发和生产基地。新加坡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个年代（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东亚地区，香港受到中国内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局面很是混乱。另外，香港由于廉正公署尚未建立，贪污横行。台湾自从蒋介石统治稳定后便越来越不听美国人的话。李光耀认为“当时中国正处于疯狂的动荡时代。许多投资者认为台湾和香港太靠近中国（大陆），纷纷转到新加坡来”。韩国一方面由于军人专政，尚未建立民主体制，况且冷战的威胁天天存在，也不适合。本来一些美国公司在印度尼西亚设有一些地区中心，如美孚石油公司，但是印度尼西亚推行的国有化政策一步一步把外资挤了出去。

相对而言，新加坡政局稳定，政府清廉高效，对跨国资本友善，工人运动几乎被政府压制，且工人素质较高。如此看来东亚只有新加坡适合成为美国资本的地区中心。1997年，新加坡有将近200家美国制造公司，投资账面价值逾190亿新元，在所有的外来投资中高居榜首。不但如此，还经常提升本身的科技和产品，单位劳工成本因此降低，这使得它们有能力支付较高的工资而不至于丧失竞争力。

日本在60和70年代，其国家发展策略尚未上升为全球出击，并未形成生产的国际分工格局。而且那个时代日本的电子工业虽然增长速度惊人但是其规模还是非常有限的，尚无达到大规模向外输出的程度。据统计，1975年日本电子工业累计出口资本为5.3亿美元，仅相当于同期内纺织品工业资本输出的52.3%，其年度投资额占工业资本输出总额的比重仅仅为10.4%。所以日本人一直没有大批量到东南亚来设厂生产出口。加之那段时间日本人在海外投资仅限于满足当地市场的需求，新加坡的市场小，所以他们投资不多。如果不是如上文提到的为了追求市场准入方面的原因，在70年代中期前后，日本的电子工业并没有发展到需要向后发展国家梯度推移的程度。

四　结论

以上是对美、日两国资本面对新加坡政府产业升级政策时不同反应和态度的分析。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在这一简单的差异性表现背后是政治、经济、国际环境等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日本资本和美国资本面对新加坡政府迫使跨国资本产业升级的政策时截然不同的表现主要是出于生产的成本角度考虑。

从工资角度来看，日本的投资往往与新加坡国内的工资水平和其本土工资水平的比率存在一个正相关的关系。而美国则因为国内工资远高于新加坡的水平，故工资变化对其影响不大。日本对于新加坡的投资往往也同这一时期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呈现一定的正相关。而美国则比较看中相对良好的软环境，例如对待跨国资本善意的政府和非歧视性的政策。最后，日美之不同还在于其产业发展的不同水平。相对而言，发展水平较高的美国更愿意把一些次高新技术转让给第三世界；而日本本身的电子工业就刚刚起步不久，不愿意过早扩散技术。另外，当时舆论界纷纷报道新加坡将成为下一个日本，这也加剧了日本对新加坡的戒心。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日、美投资在新加坡的不同表现这一简单现象背后的原因往往是很复杂的。第三世界后发展国家的发展往往同冷战、世界经济分工和整合等诸多复杂进程相互伴随。试图用一种简单的模式解释东亚地区发展的努力是不可取的。为此，我认为对于东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复杂现象我们不应该轻易地下结论，必须充分考虑到问题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第二部分　国家发展战略、政治变革与国家干预

第二部分共六章，第七章探讨东亚政治发展与现代化的区域性、共性特点，后面的各章则分别以日本、韩国、菲律宾、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为案例，反思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政府）作用和政治变革趋势。第八章重新探讨当代日本国家战略中的保守主义，着力阐述保守主义关于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具体主张与具体实践。从吉田茂倡导“富国轻兵式”经济立国路线、反共、反对解散财阀、对美国主导的民主化改革持慎重和保留态度开始，冷战环境下的日美基轴主义和经济中心主义曾经是日本保守主义政治的基调。但1973年石油危机以后，日本政治家发出了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过渡的信号。后冷战时代，大国主义路线再度抬头，一部分保守主义政治势力企图继续推动日本走向政治大国，进而成为军事大国，甚至主张以强硬态度对待曾经受其侵略的亚洲邻国。这些都反映了保守主义的强大影响，表现了日本保守主义发展演变的轨迹。当初，保守主义的强大是美苏冷战和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结果。美国主导下的《对日和平条约》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排除了亚洲各国，这使日本游离于亚洲之外。考查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家战略的选择时，也不能不考虑后冷战时代新国际环境的影响。

第九章通过分析“第一个菲律宾人”黎萨尔的政治思想，讨论菲律宾现代政治变革模式的形成。黎萨尔认为暴力革命是“荒谬的”，至少不是最佳的变革模式。如果到了忍无可忍的阶段，菲律宾可以借助“革命”来获取自由，但是，现实尚不具备“革命”的条件。由此，黎萨尔确立了一条经由菲律宾精英在现行政治体制框架内进行“好改革”从而达致变革旧制度的政治变革途径。战后主权独立的菲律宾被界定为一个“依附性独立”国家，正是这种政治变革模式作用的结果。从战后菲律宾政治史看，即使面临“革命”危机时，政治精英主流仍坚持以和平的“宪政革命”来完成对菲律宾社会政治的改革。

第十和第十一两章分别讨论中国台湾地区民主化的畸变和韩国民主化的进程。1987年蒋经国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解除了在中国台湾地区实行38年的“戒严法”，标志着台湾地区民主化进程的启动。但民主化进程中出现了台独宣传的泛滥和台独政治势力的壮大，七次“修宪”实际上是在践行一条“零存整取”式的“台湾独立”路线。民主化甚至畸变为“黑金政治”和地方派系政治。第十章研究了韩国民主化的进程和阶段、政治转型中的社会力量、全斗焕的威权主义军人政权与卢泰愚民选军人政权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从民选军人政权向文人政权转变的主要动因。长期以来，这几个方面在研究韩国民主化运动的课题中常常被忽略。作者当年曾经亲身参与了民众的民主抗争，对自下而上推动的民主化深有体会，因而行文也特别着力，但同时也指出了韩国走向民主化的其他动因，分析了韩国民主化的道路和模式。

第十二章分析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的住房干预模式。香港政府以创造了“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经济”而闻名，却对住房这一最大宗的社会消费品进行了密集的干预，香港现在有一半左右的居民住在政府资助的“公屋”内。与之类似，新加坡政府被认为创造了“世界排名第二的自由市场经济”，但它对住房市场进行了更极端的干预，至今其居民的九成住在政府资助的“组屋”内。新加坡、香港地区政府积极干预住房市场的情形类似，效果亦相仿，其模式可供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借鉴。


第七章　政治现代化的另一类型——战后东亚地区政治发展

本章主要探索作为集中体现后发型现代化进程特征的东亚地区各国政治发展的规律性或普遍性问题，需要说明的两个概念是：第一，本章论述的东亚地区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东北亚及东南亚各国，但在行文中并未涉及东亚所有国家或地区；第二，所谓政治发展是指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中，政治体制的结构性功能逐渐分化、组织与过程逐渐制度化、政治主体逐渐多元化、决策程序逐渐民主化、政治参与逐渐扩大化等。但因该地区缺乏政治民主、自由经济的历史传统，而且绝大多数国家具有经历过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背景——即使最早进行现代化事业并成为唯一实现工业化的非西方国家的日本也是在西方压力下起步的，因而在现代化初期存在着政治发展逆行的现象。

一　建立国民国家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

在战后初期的东亚地区，虽然存在着时间上差异，但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命运，成为独立的新兴国家，而且均采取了民主主义式的政治体制，例如宪法、议会、内阁、司法、政党、选举等。但无论是采用干预市场型的国家，还是在政府计划型的国家，其政治发展均不顺利。在干预市场型国家中，民主的体制反而带来政治的不稳定，民族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进一步刺激了政局的混乱，结果为独裁型的政治体制所代替；而在政府计划型国家中，强大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虽然在短时期内保持了非民主体制下的政治稳定，但过度强化意识形态的行为导致短缺经济的出现，最终也不得不走向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道路。因此，归纳这一政治体制的特征就是：强有力的权威性政治人物的存在且国家权力向个人倾斜、有民主宪法而无民主政治但具有泛政治化倾向、以进口替代工业化为中心的民族主义经济政策等。

强有力的权威性政治人物是指那些在普通民众中具有强大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政治家，他们均为民族独立运动或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独立后成为新兴国家的开国元勋。例如韩国的李承晚、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马来西亚的拉赫曼、泰国的披汶、缅甸的奈温、菲律宾的哈罗斯等。由于他们具有领导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光辉经历，因而在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权力通过各种方式逐渐集中到这些政治人物手中。尽管存在着无视宪法存在或任意修改宪法的区别，但无论是政府计划型国家，还是干预市场型国家，其最高权力者均通过诉诸普通民众的泛政治化倾向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稍有不同的是，政府计划型国家的权威政治人物在组织严密的政党或军队的支持下始终把握最高政治权力，例如奈温等人，而干预市场型国家的权威政治人物却因民主体制带来的不稳定遂中途丧失最高政治权力，例如李承晚、拉赫曼、苏加诺等人。

尽管宪法、议会、内阁、政党、选举等政治形式是西方殖民者带入东亚地区的舶来品，但独立之初该地区各国多将三权分立型的政治结构继承下来，甚至出现在更早时期。例如，泰国和菲律宾分别在1932年、1935年制定了宪法，战后重新制定或恢复了原有的宪法，同时实施两院制议会、责任内阁制或者两院制议会、总统制；印度尼西亚在1945年制定了包括总统、人民协商会议、国会、行政机关及司法机关等内容的宪法，越南在1946年制定了旨在吸引南北统一的宪法；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均在1948年制定了各自的宪法，韩国的政治结构是一院制议会和总统制，而朝鲜则为人民会议与内阁制；中国是在1949年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人民民主主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国务院为最高行政机关；马来西亚在1957年制定了包括议会民主制、联邦制、立宪君主制、给予马来人特殊地位的宪法。

但是，无论在政府计划型国家，还是在市场干预型国家，宪政制度都极不完善。例如在中国，1958年到1976年的20年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除通过《1958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以及表决通过1975年宪法外，没有制定任何法律；而且从1965年到1975年的10年间，没有召开过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采取议会制的市场干预型国家中，议会成为各种政治势力相互斗争的场所，政党本身并不具有作为独立英雄的正统性，而且在缺乏制度性保障、政策实施主体官僚组织尚未完善、普通民众缺乏基本训练但过度政治参与的状态下，简单引进议会制民主主义只会增加国内政治的混乱。因此，权威性政治人物往往依靠“民族英雄”这一光环施展其个人魅力，试图通过集中权力的方式保持稳定。例如李承晚为连续当选总统，首先在1952年借口清除左翼分子威胁，将大批在野党议员赶出国会，通过了以总统直选制为主要内容的宪法修正案，以74.4%的选票顺利连任总统；为消除禁止连任三届总统的宪法条款，在1954年通过各种手段干预国会议员选举，使执政的自由党在国会中获得过半数席位，勉强通过宪法修正案，使李承晚第三次当选总统；其后为消除在野党以副总统身份接任总统职务的威胁，李承晚准备再次修改宪法，为此在1958年的国会议员选举中费尽心机。在印度尼西亚也是如此。1949年联邦临时宪法取代了1945年宪法，总统权力受到限制，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造成政局十分不稳。1950年共和国临时宪法仍然没有解决问题，1957年苏加诺提出“有领导的民主”，并颁布紧急状态令，对全国实施军管。同时解散议会，宣布临时宪法无效，恢复总统具有较大权限的1945年宪法。正如韩国的李承晚那样，苏加诺并没有稳固住自己的政权。

这些强人政治家维持其政权的另一种资源就是实施民族主义经济政策，即在努力提高初级产品出口数量的同时，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措施，以期达到经济自立的目的。具体地说，在独立以前，大多数东亚国家从属于殖民地经济体制，也就是将矿山资源和农林物资等初级产品出口到具有发达工业的宗主国，然后用其获得的资金从发达国家进口工业制品。战后初期，东亚新兴国家为从这种殖民地经济结构中摆脱出来，以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为目标，希望在国内生产最小限度的必要工业产品，即所谓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具体说来，就是对进口产品施加高额关税，以保护国内产业的发展。虽然市场干预型国家没有像政府计划型国家那样，彻底剥夺地主的土地，然后直接分给农民，但也进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造。例如，菲律宾1955年的土地改革法规定，由政府征购面积超过300公顷的私人土地和超过600公顷的公司土地，再转卖给佃农，使其成为自耕农。在韩国、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等国或地区，也实施了土地改革。在工业方面，通过设立国营、公营企业，加强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是东亚各国（地区）的共同特征，但在具体的政策上各有不同。在政府计划型国家，通过公私合营等改造方式确立国有经济；而在市场干预型国家，是将原宗主国的产业转化为政府控制企业。例如印度尼西亚1957年断然采取了将荷兰企业国有化的措施，而且将接受的大多数种植园、商社、制造业、矿山等置于军队的控制之下。菲律宾在50年代初也将公益事业和基础产业国有化，在电机、海运、造纸、食品加工以及砂糖等产业领域，实行政府出资或持股的公共企业。

无论在市场干预型国家，还是在政府计划型国家，土地改革措施与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最初均获得较好的效果，年均经济增长率甚至超过后来的高速增长时期。但这种形式的工业化在市场干预型国家很快就露出破绽，其主要原因是，为获得工业化的资金而必须廉价出口初级产品，由此造成国内市场的狭窄，反过来使进口替代工业化遭受挫折；而在那些政府计划型国家，凭借强大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同时在民心的凝聚力和民众的奉献精神支持下，经济发展速度比市场干预型国家更快，持续时间也较长，但因体制本身存在的弊端，而且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国家的工作重点很快转向“继续革命”或“国际革命”，使经济发展最终处在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经济上的危机导致了政治的混乱，因而权威主义政治体制不得不画上句号，尽管在时间表上各国略有不同。

无论如何，权威主义政治体制在东亚各国（地区）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在战后初期，对绝大多数刚刚独立的新兴东亚国家来说，其主要任务是形成能够履行安全保障及政治整合的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并在稳定政权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民族英雄式的权威性政治人物及其实行的民族主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赢得了普通民众对国家政权的认同，尽管其政治、经济、外交等诸领域的政策未能取得较好的实效，但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初步形成，为其后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政治共同体的地理范畴，这对从未形成政治实体的东南亚海岛地区诸国来说尤为重要。另一方面，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成果也为后来发展主义政治体制下的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　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主义政治体制

从时间上看，迁台后的国民党政权、1957年成立的沙立政权、1960年成立的朴正熙政权、1965年的新马分离、1966年成立的苏哈托政权、1970年成立的拉扎克政权、1972年成立的马科斯政权等分别标志着中国台湾地区和泰国、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进入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主义政治体制。这一政治体制的特征是以次权威性政治人物为中心、议会或政党政治变成民主主义的一种象征、军队或独裁性政党与技术性行政官僚成为稳定社会秩序及推动经济发展的两大政治主体，并在此体制下出现了被誉为“东亚奇迹”的经济高速增长局面。

如同前述，即使在发展主义政治体制时期，权威性政治人物仍然是国家或地区权力的中心，例如中国台湾地区的蒋经国、韩国的朴正熙、新加坡的李光耀、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马来西亚的拉扎克、菲律宾的马科斯等，但他们缺乏第一代领导人的“民族英雄”光环，难以用大众动员的方式稳定自己的政权，其执政的基础在于经济迅速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换句话说，采取各种措施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因一方面来自这些权威人物具有强烈的经济现代化取向，另一方面其政权的正统性及合法性也来自经济的增长。例如泰国军人独裁政权领导人沙立在1960年8月21日的演说中，强调“此次革命成功或者失败，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因此，经济发展是革命事业的心脏”。韩国军人政权领袖朴正熙认为：“今天我国面临的不安和混乱，全部来自赤贫状态。从贫困中摆脱出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最优先的课题。民主主义的健全发展也好，福利国家的建设也好，归根结底在于经济建设的成功与否。”

在发展主义政治体制时代，权威性政治人物通过军队或者独裁性政党、或者两者并用来维持社会秩序以及政权的稳定，议会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点缀，即使存在议会议员的选举，也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民主主义。例如在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国，执掌最高权力的权威性政治人物沙立、朴正熙、苏哈托等人本身就是军队高级将领，通过军事政变或在军队支持下取得政权，并在很大程度上利用军队维持政权的稳定；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其领导人拉扎克、李光耀等是通过独裁型政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人民行动党的绝对优势地位来维持其政权的；而在菲律宾，马科斯先是在政党的支持下当选总统，然后在1973年对全国实施军事管制。在这些强权政治人物的统治下，议会要么被取消，例如1959年到1971年的印度尼西亚、1961年到1963年的韩国、1969年到1971年的马来西亚、1972年到1978年的菲律宾，要么演变成形式上的选举。例如在新加坡，从1968年到1981年，人民行动党占据了100%的议会席位，即使在1981年以后出现少数在野党议员，也多为执政党的有意安排；在马来西亚，以“巫统”为中心的“国民阵线”始终控制着国会两院的绝对多数席位；而在印度尼西亚，自1971年恢复议会政治以来，直到1992年，执政的“专业集团”每次在国会议员选举中的得票率一直在60%以上，再加上由总统任命的议员，执政党占据多数国会席位并垄断着人民协商会议，在野党成为摆设，因而使苏哈托连续五次顺利当选总统，其中有四次是在无竞争者的状况下当选的。而在其他国家或地区，选举的形式也被取消了，议会成员多为任命制，不仅出现许多终身议员，而且其职务也大多成为一种名誉。

在利用军队或独裁性政党维持社会秩序的同时，强人政治家依靠技术型官僚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所谓技术型官僚是指官僚不仅仅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主要角色，而且也是政治权力的统治工具以及政治过程的全部参与者，特别是在有关经济发展的计划制定、政策立案、法律实施方面起到主导性作用，而且这些精英型官僚多毕业于欧美著名大学的经济学或行政学专业，与传统类型的官僚不同，以合理性作为其行为准则。例如在韩国，尽管朴正熙为让军人转化为公务员而在1963年修改了《国家公务员法》，使特别录用的高级官僚占到14.8%，其中军人出身者为20%左右，但在经济企划院、财务部、工商部等经济管理部门，完全由专业人员组成，几乎没有军人或军人出身者。特别是由技术型官僚组成的经济企划院，其任务不仅是制定发展经济的计划，而且监督落实经济计划并为此协调各行政部门的工作。该部门之所以在韩国经济起飞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权威性来自编制详细的政府预算方案，并由军队式的行政管理加以贯彻，同时还具有海外借款许认可权限；在官僚政治化现象较为突出的马来西亚，不仅行政官僚被编入执政党的支配体系，而且采取各种措施将国家公务员、特别是高级公务员培养成与“遵守法律与秩序”的传统官僚不同的具有专业知识、实干思想、注重效率、推进改革经济发展意识较强的技术型官僚；在政官一体化的新加坡，其技术型官僚的培养、使用更具特色。新加坡从小学阶段就开始实施精英教育，对优秀中学毕业生到海外留学提供政府奖学金，这些学生负有毕业后在政府机构工作一段时期的义务，同时担任公共企业的首脑。他们既是政府有关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又是这些经济政策的具体执行者，经过各种锻炼后发展为执政党的政治家乃至内阁成员。

一方面由军队或独裁型政党维持社会秩序，另一方面由技术型官僚制定并落实经济发展计划，同时采取市场经济体制、积极引进外资与技术、推动出口导向及重化部门进口替代工业化等较为合理的政策，东亚地区各国和地区从60年代开始陆续出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局面。60年代的出口导向工业化以及70年代以钢铁、石油化工、造船为中心的重化部门工业化导致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汉江奇迹”，在整个70年代，韩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9%以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0年的155美元提高到1980年的1643美元；1965年在高雄设立世界上第一个出口加工区的中国台湾，70年代实施推动重化产业、基础设施发展的“十大项目建设计划”，80年代进一步转化为以高技术为中心的电子产业，从而使中国台湾年均经济增长率从1960年到1989年保持在9%以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70年的389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7954美元；新加坡从1965年新马分离后就开始实施出口导向工业化，其主体是外资企业和政府企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0年的433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30897美元，为东亚地区最高。被誉为“东亚四小龙”的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等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最早进入发展主义政治体制并出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其土地及人口规模较小、资源较为贫乏、区域外压力太大有关。

尽管在泰国，军事政变接连不断，而且战后大多数时间国家政权掌握在军人手中，但从1961年开始实行“第一次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推行以外资企业和民间企业为主体的工业化政策，70年代政府大力促进出口产业，80年代又推动重化产业、电子产业发展。从1960年到1996年，泰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大体保持在7%-8%之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从1960年的97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2750美元。在马来西亚，尽管拉扎克政权实施“新经济政策”的目的在于提高马来人的经济地位，但设立自由贸易区推动出口导向工业化的措施，使马来西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其年均增长率在70年代为8%左右，80年代为5%左右，90年代前半期达到9%左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0年的275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4337美元。在以石油、橡胶、咖啡为中心的天然资源较为丰富、人口众多的印度尼西亚，尽管苏哈托在1967年制定了《外国投资法》，但主要依靠国内资本进行60年代的消费资料、70年代的生产资料进口替代工业化，直到80年代以后才积极吸引外资，扩大劳动集约型产业制品出口。其年均经济增长率在70年代为7.7%，80年代为5.7%，90年代上半期为8.8%。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70年的77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1140美元，在“东亚四小虎”中最低。尽管菲律宾亦被看做“东亚四小虎”之一，但经济发展状况不是太好，甚至被世界银行作为工业化失败的典型。因为1965年马科斯掌握政权后，制定了《投资奖励法》、《出口加工区法》、《出口振兴法》，1972年实施军管后更是大力推进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率亦为战后最高，但在特权阶层的把持下，发展的成果流失严重，阻碍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其年均经济增长率60年代为4.8%，70年代为6.1%，80年代为1.9%，90年代上半期为2.8%，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0年的253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1162美元，增长速度较慢。

东亚各国（地区）和地区尽管经济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但在发展主义政治体制下，存在着党政不分、军政不分、政企不分、各领域精英相互勾结的“裙带资本主义”弊端，遂造成市场经济不完善、贪污腐败盛行、金融体制漏洞百出、贫富差距过大等。不仅影响到经济到达一定水平后的稳定持续增长，而且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增强的状况下，很容易受到外来资本的冲击。1997年东亚地区爆发的金融、经济危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三　官民协调的精英主义政治体制

从东亚地区的历史背景来看，尽管各国存在着程度上的些许差异，但在传统文化中权威主义、集团主义色彩较浓的特征上具有共性，同时无论在经济发展的方面，还是在自由平等意识以及民主政治实践的方面，与西方国家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因此，即使在摆脱发展主义的政治体制后，从属性较强的政治共同体成员仍需要在国家的组织和主导下，进行赶超发达国家的急行军，从而在政治体制上呈现出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战后的日本正是这样一种政治体制，即所谓的“55年体制”。虽然在世纪之交前后，韩国与台湾地区出现了政党间权力交替的政治民主化现象，但正如其地方对立的“地域政治”以及本省人与外省人对立的“族群政治”所体现的那样，属于尚未稳定的精英主义政治体制。

比起东亚地区其他国家来，日本要幸运得多。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的最后一个环节，其受到的殖民压力相对较弱，而且传统的幕藩体制有利于接受西方文明影响的下层统治阶级进行变革；另一方面，对形成近代国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第一代领导人、即“维新三杰”——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在新政权成立后十年内相继去世，从而使权力从革命领导人手中转移到第二代的建设领导人手中，而且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被称为“元老”的政治家并未受到严重的挑战，得以集中精力去解决经济建设问题。从当时树立天皇权威并给予实际统治者以合法性、军人在政权中起到较大作用、利用文官制度推进经济迅速发展等特征来看，显然是一种典型的发展主义政治体制。当然，在“元老政治”因开国元勋逐渐谢世而趋弱势、军队尚未与社会运动相接合时，在工业化及城市化造成的中间社会阶层基础上，出现了短暂的政党政治。但在内外环境的影响下，即国际上殖民主义的盛行，国内因农民贫困而市场狭小，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进一步刺激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日本加快了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最终陷入全面战争的泥潭，并导致战败被占领的结局。

理想主义色彩较浓的麦克阿瑟在日本实施的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特别是和平宪法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日本社会的发展水平，因而世界冷战乃至朝鲜热战的爆发使保守派政治家吉田茂通过“逆流”的方式将日本战后政治体制拉回到恰当的精英主义模式上。具体地说，吉田茂内阁重新解释宪法并设置不称军队的军队——“自卫队”、重建中央集权制的警察制度、加强对整个社会的管理与控制、修改劳动法规、限制工人的合法斗争权力、镇压革新政治势力、剥夺共产党人的公职、恢复战争罪犯的政治活动及出任公职的自由、废除各级教育委员会的公选制度、加强“爱国心”教育、在经济领域停止解散财团改革措施等做法，比战后初期的民主化改革后退了一大步，但这是在日本实际发展水平基础上对美国按照西方自由民主模式改造日本的修正，并没有改变在民主化改革中形成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些制度保障了广泛的政治参与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多元政党政治体制。其特征是竞争性政党政治的存在、精英官僚制度化基础上的政府间接主导市场、政治组织与政治过程的制度化、候选人取向型的选民投票行动等。

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70年代以前的竞争性政党政治对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起到积极作用。作为革新势力的代表，在野的社会党在国会中与执政的自民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其议员利用各种合法乃至非法（例如拒绝审议、提出各种不信任案、拖延表决时间、甚至强占议长席位阻挠召开会议或进行肉体冲突等）的手段，阻止执政党提出的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法案通过国会审议；在社会上，该党领导或指导了各界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反对国会通过这些法案，正如在1956年的教科书审定、1958年的加强警察权力、1960年的日美安保条约等问题上体现的那样。这种竞争性政党政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体现在社会党在国会中的斗争以及社会党领导下的国民运动迫使执政的自民党从“政治重点主义”转向“经济重点主义”；在社会党及广大国民的压力下，自民党注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及福利制度，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而且也稳定了的社会秩序；针对来自社会党及其支持团体“总评”的压力，自民党不断采取有关措施，尽可能地将工人的斗争运动纳入体制内；社会党的存在及其对执政党的监督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合理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防止政治腐败泛滥的作用等方面。但是，由于社会党没有及时地根据社会结构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战略，结果在70年代以后其势力逐渐衰弱，失去了监督执政党的应有功能。

1885年日本实行内阁制的同时，也实行了考试录用文官制度，但也存在着直接任命的高级官僚。战后初期日本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规定所有的国家公务员必须经过考试录用，并将考试分为上级甲种的干部候补公务员、上级乙种的主管业务公务员、中级的一般性公务员和初级的辅助性公务员，前两者需要大学毕业文凭，后两者需要高中毕业文凭。国家公务员考试十分严格，竞争非常激烈，特别是1985年改为一级考试的上级甲种考试，合格率为5%，录用率仅为2%。因为干部候补公务员可升任课长以上的职务，直到行政官僚的最高职务——事务次官，而主管业务公务员最多升任到课长一级。干部候补公务员大多来自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法学部，这些人精通法律知识，善于学习，具有较强的民族使命感、责任感和立法意识。正是在这些精英官僚的主导下，制定了诸多的经济发展计划，其中包括最为著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同时制定了更为具体的产业政策，直接对企业进行软性的“行政指导”。虽然名为“指导”，但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因为行政机构所拥有的公共资金分配、许认可、财政投融资以及政策性减税等权限是企业难以抗拒的。当然，企业界并非百依百顺，在维护市场经济及企业经营自由的范围内听从政府的劝告，否则将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通过政治家维护企业界的利益，正如60年代初通产省三次提出的《特定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案》均遭到国会否决所体现的那样。无论如何，由制度化的精英官僚组成的行政机构，特别是在以通产省、大藏省、经济企划厅等经济主管部门的主导下，政官合作、官民协调对70年代以前日本经济的恢复与高速增长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从日本政治过程的角度看，其制度化的程度较为成熟。选民提出自己的利益要求，以“财界”、“农协”、“总评”、“同盟”、“创价学会”为中心的利益集团聚合这些利益要求，并将其提交各自在国会的政治代表——自民党、社会党、民社党、公明党等，同时利用选票、政治资金、人际关系、直接参与等政治资源对决策过程施加压力。与此同时，行政机构的各省厅以课为单位起草法案，经过各局与本省厅的协调后，提交执政党的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后以内阁提案的形式提交国会审议。议院运营委员会决定将有关法案交付常设委员会或特定委员会进行审议，审议通过后提交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然后提交另一议院审议通过。两院均审议通过后，正式成为法律，由行政机构加以执行。在国会审议过程中，执政党、在野党不断进行交涉，以求达成妥协，否则成为废案或延期审议。

战后日本成年男女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民主化改革并没有改变日本国民追随权威的传统行为模式，他们更多的是通过选择候选人的方式，而不是通过选择政策或政党的方式决定自己的投票行动，而地域型代议制又使其行为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所谓地域型代议制是指日本国会众参两院议员大多来自某个特定地方选区，多为自己的家乡，因而是一种地域型的政治代表。例如在战后绝大部分时期内，500多名众议院议员均来自全国130个选区，即使在1994年通过政治改革法案后，仍然有60%的众议院议员来自全国300个选区；在参议院，也有60%的议员来自以都道府县为单位的选区。出身这些地区的国会议员除平常利用各种形式与选民密切关系外，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如何为选区争取更多的政府财政和公共工程，而政府主导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又为他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和必要性。作为长期执政的政党，自民党最大限度利用了政府拥有的资源，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资源。即通过地区开发计划及其实施、农业保护政策、公共投资、补助金等形式建立了一套维持其政权稳定的“利益诱导体制”。简单地说，就是执政党的国会议员通过对行政机构的政治影响力，将有关地区或团体承包的公共投资项目纳入政府预算方案，遂将政府财政资金引导到自己的选区或支持自己的利益集团，从而形成稳固且可以世代相传的选举地盘，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著名政治家田中角荣。作为田中角荣出生地的新潟县，位于日本海北部有名的偏远农业地区，战前曾频繁发生佃农反对大地主的斗争，因而在战后初期一度是社会党的地盘。1952年田中角荣成为自由党的总务后，利用其在吉田政权中的政治影响力，为故乡带来许多道路、桥梁、隧道、河川、开垦等公共事业，得到选民的大力支持，不仅将社会党逐渐赶出该地区，而且也将原其他保守势力的选票拉到自己名下。即使在1984年田中因洛克希德案被判有罪，仍然以最高选票连续当选国会议员，在他1992年退出政坛后，其女田中真纪子立刻继承其地盘当选为国会议员。

四　各国（地区）不同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浪潮

尽管70年代后出现被亨廷顿称为“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90年代兴起的全球化浪潮、特别是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经济危机使东亚地区出现了新一轮的政治改革运动，但由于各国的发展层次不同，因而政治改革的形式与目标各有差异。即使较为落后的国家所具有的后发展效应以及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可以使其加快前进的步伐，缩短特定阶段的时间，但应有的发展过程则是难以跨越的必经阶段。

东亚地区政治发展层次较高的日本处在从精英主义政治体制向市民主义政治体制过渡时期，过去那种政府主导下的利益诱导政治结构造成了90年代后经济的持续衰退，在野党的多党化、软弱化也是这种政治结构产生诸多弊端的重要原因，当然，封闭的国内市场以及行政指导下的第三产业难以适应越来越明显的全球化趋势构成了改革的体制性原因。1994年国会通过的以变革选举制度为中心的政治改革相关四法案，1996年开始的以行政改革为中心的经济结构、金融体制、政府财政、社会保障、教育等六大改革，1999年实行的以废除政府委员国会答辩制为中心的国会制度改革等，其目的是通过实施小选区制，形成两大政党竞争并以政策吸引选民的政治结构；与此同时，最终将政治权力和责任逐渐“从政府转移到民间”、“从中央转移到地方”、“从官僚转移到议员”，确立政党在决策过程乃至政治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削弱行政机构的规模和权限，发挥地方政府和民间企业、市民团体乃至个体国民的主观能动性及其活力。当然，目前日本经济处在持续低迷状态、政治家与官僚及特定社会团体等既得利益者的反对、权威主义性较强的传统文化、知识经济领域的严重滞后、老龄化与少子化的社会人口结构等，均使改革与过渡伴有巨大的困难。

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设进入精英主义政治发展阶段后的政治制度以及新的政治体制。1997年底金大中当选总统是韩国宪政史上第一次政党之间的政权交替，标志着自卢泰愚以来的政治民主化过程持续进展，但正如金大中不顾国会的反对而任命金钟泌为总理所体现的那样，作为长期的民主斗士，权威主义政治仍然在韩国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尽管在1997年总统选举时许多政治团体或其他候选人打出“清算三金（金泳三、金大中、金钟泌）政治”的口号，但从选民仍然选择了金大中的结果中可以看出这一点。金大中在五年任期内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因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衰退，因而在政治民主化改革方面进展不大，即使约定2000年实施的议会内阁制亦无任何进展，因而在同年进行的国会议员选举中，执政的国民政治会议改名为新千年民主党，仍在议席上落后在野的大韩国党。从宪政体制及政党政治的确立、地方自治及新闻自由的扩大、完善社会团体参与政治的渠道等方面来看，韩国已经初步实现了政治领域的民主化，但总统制或内阁制体现出来的宪政体制不稳或总统与国会之间缺乏制约平衡机制、地域主义色彩浓厚的选举政治以及尚未成熟的政党政治显示了韩国政治民主化所具有的局限性。

在台湾地区也是如此。尽管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因国民党的分裂而以39.3%的选票侥幸当选，但因该党力量的严重不足，同时台湾政治也面临着类似韩国那样的总统制或内阁制的宪政体制问题，其政党政治也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因而在民进党的执政过程中遇到许多制度性缺陷问题，即五权分立下的双首长制造成的问题。例如党政关系混乱、定位不明；“总统府”与“行政院”职责不清，“行政院”有责无权，“总统府”有权无责；“总统”与“立法院”、“行政院”的职责界限不明等。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尽管存在一党独大、以党领政、党政一体的独裁性特征，但各政治权力机构之间容易协调、整合。民进党以少数党上台执政，如何协调政党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各权力机构相互之间的关系，需要较长时间进行磨合。例如陈水扁上台后，首先任命国民党籍的唐飞为“行政院长”，组成所谓的“全民政府”。但半年后围绕“核四”建设问题唐飞被迫下台，民进党籍张俊雄执掌“行政院”，并改组内阁，建立以民进党为主的少数政府，结果导致在野党提出罢免“总统”案和倒阁案，民进党甚至准备使用边缘暴力手段即动员民众示威的传统手段对抗在野党，引起宪法体制危机。重要的是，民进党上台具有较强的偶然性，建立在非成熟的民主化政治之上，即与“族群”有关的选举政治充分显示出精英多元民主政治的特征。

尽管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和地区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实行了诸多政治改革的措施，但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政治民主化的经验来看，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的60%以上、人均国民收入3000美元以上、中等收入阶层占全体居民的40%以上是政治体制发生质变的客观性指标。因为城市化的直接后果就是职业的多元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利益多元化，从而使得一些具有相同利益的社会成员为增加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而组织起来，形成利益集团，例如农业团体、工会组织、消费者协会、经营者团体、教师协会等等。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利益相互之间是冲突的，例如市民团体与农民团体、流通业团体与消费者团体、经营者协会与工会组织、企业团体与环境保护组织等，因此，各个利益集团均通过相关的渠道并利用选票、政治资金等手段对政治过程施加压力，或者直接选举自己的政治代表进入立法机构，参与制定保护和扩大自己利益的相关法律，这样就形成了现代政治民主化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生活水平及中等收入阶层比例达到一定程度是“政治诉求”的基础，例如东亚地区各国和地区中等收入阶层的共同特征是经济上的成功者即具有中等偏上收入、充分肯定自己的能力与业绩、对现存政治体制存在既希望进行变革又不期望发生急剧变化的矛盾态度、关心国际问题且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等。从这一点来看，除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主义政治体制尚没有走到尽头，因为无论在城市化方面，还是在中等收入阶层方面，均未达到上述指标。

即使如此，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等国家，政府在继续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亦应在政治领域采取完善政党政治、军队退出政治过程尤其是决策过程、行政官僚的制度化、确立政治结构功能化以及多元化等方面的改革措施。更为重要的是，对具有浓厚“非政治化倾向”的东亚各国（地区）居民来说，在政治民主化问题上，除建立必要的政治制度外，具有民主理念并为之奋斗的非体制内精英群体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在印度尼西亚，四年间换了四位总统，从苏哈托到哈比比，然后从瓦希德到梅加瓦蒂，极不稳定的政局显示出这个国家既缺乏与民主化相应的政治制度，也缺乏政治民主化所需要的社会基础。换句话说，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尚不足以产生使政治系统稳定的成熟的政党政治，为强势总统设计的政治制度在缺乏权威政治人物的状况下，势必带来政局的不稳定，并因此影响到经济的顺利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在已经超越政治民主化客观指标的新加坡，既无农业亦无地方政府的城市国家特征，使其发展主义政治体制实质仍未发生较大的变化。特别是作为具有实权以及强大政治影响力的政府资政，李光耀及其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控制这个城市国家的能力尚未受到挑战，其立法、行政、司法亦未实现功能的结构化及专业化，政治精英的多元化体制也没有形成，政策过程的民主化以及政治参与的成熟化仍然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尽管李光耀试图利用“亚洲价值观”来掩盖其独裁性政治体制的实质，但较小的城市国家规模、权威政治人物拥有的强大影响力、权威主义式的儒家文化色彩均使得改变导致经济现代化较为成功的政治体制十分困难，同时也显示了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作为范式国家的局限性。


第八章　保守主义与战后日本的国家战略——以吉田路线为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日本处于破败不堪的境地。但是，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迅速实现经济复兴，并在60年代末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在日本实现经济腾飞的“第二次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对日本的宏观发展战略的研究，本章试图以对吉田路线的论述作为切入点，对战后日本保守主义政治的发展作一概括性的阐释，旨在探讨保守主义对日本发展战略的贡献及其转变原因。本章认为，在探讨战后初期的日本发展战略时，不能只强调美国作为具有决定性的外因的作用，还要充分考虑到以吉田茂为首的保守政治家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战后日本保守政治之所以能够长期把持日本政局，跟其深得民心的发展战略是分不开的；战后日本保守政治对日本社会发展阶段的把握是符合当时日本国情的，而随着日本国情的变化，保守政治的战略也发生了转变，这些变化都与日本成长为经济大国有着密切关系，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同时，本章还认为，以吉田路线为主导的战后日本发展战略虽然有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实主义一面，但它也遗留下了很多问题，尤其是与日本侵略战争有关的政治与文化问题。

一　相关概念与研究方法

笔者在本章中所使用的保守主义是一个描述性（descriptive/idiographic）概念，而非严格的规范性（normative/nomothetic）政治学定义。在政治学家那里，保守主义被看做是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列的“当代世界三大主流意识形态”，他们多以英国的柏克作为保守主义的先知，把保守主义作为西方的一种政治思潮或意识形态。因此，在政治学上，保守主义更多地是一个符号，现在，这一符号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意识形态化，并作为一种模式化的概念去套用。

偏爱普遍性的政治学家这么做有他们的道理，最起码可以使人们的认识比较简单明了。但是，笔者认为，这么做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点，即一旦用符号化的标准去衡量任何一种语境下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事件，必将忽略特定个案中的异质因素。本章的论述对象战后日本保守主义不是一种抽象的政治哲学思潮，而是具体的政治理念与实践。因此，作为一种社会理论或哲学思潮的保守主义不是本章所关注的内容。

本章所提到的国家战略也不是一个严格界定的概念。本章中所谈到的国家战略，指的是在一个较长时段内各派政治集团关于日本战后发展思路的宏观考虑，比如，坚持轻军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种战略考虑，坚持重整军备就是另一种战略思路了。由于篇幅所限，本章在探讨战后日本的国家战略时，对不同阶段的论述侧重点有所选择：探讨吉田路线形成时，论述比较全面；而在探讨后吉田时代的发展战略时，选取其变化比较明显的国际战略进行考查。

在方法论上，笔者坚持罗荣渠先生所强调的“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互动”，罗先生说：“过去探讨文化动向只在文化层面打转转，不接触经济层面，最后就会回到把中国出路问题归结为一个文化问题的思路上来。为了避免这种泛泛议论，探讨文化问题的重点应放在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个时代的课题上，即文化因素是在什么条件下起作用的问题。”罗先生从唯物史观出发，把经济因素看成是“自变因素”，把文化因素看成是“它变因素”，强调文化的作用“始终限定在一定经济和政治条件与国际环境中”。他反对“脱离整体的时空环境（背景）和社会条件来孤立地考察文化因素的历史作用”，坚持“文化因素的探讨必须与制度因素首先是政治因素结合起来考察”。

上述思路是历史学家对思想文化研究提出的真知灼见。概括而言就是把抽象的研究对象放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充分考查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循着这一理路，笔者关于战后日本保守主义的研究就是强调具体过程与背景的、以多个个案进行综合说明的历史研究，而不是对某种思潮的泛泛而论。

日本学者北冈勋认为日本传统的保守主义思想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自然的保守主义、自觉的保守主义和政治的保守主义。以这三个过程为基本分析框架，林尚立认为，自然的保守主义普遍存在于日本的古代和封建社会，是一种社会态度和普遍的精神，即一种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心理。自觉的保守主义形成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日本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的工业社会转化为历史背景，有进步意义，它是政治保守主义的初始阶段，在现代化的选择上倾向于走君主集权专制的道路，表现为明治维新的保守性；近代政党又主张进步与发展，反对复古与守旧，但它的现代化与民主化都不彻底。政治的保守主义基于战后民主化改革确立的新的民主体制，这时的保守政党不仅对保守主义有自觉的意识，而且将其作为自身的统治纲领和主张，从而使保守主义上升为一种统治的政治意识形态；它是战前自觉的保守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日本社会中作为一种文化心理而存在的自觉的保守主义是其发展的深层的文化基础。

上面的论述认为，战后日本的保守主义是一种新事物，虽然有战前的所谓“文化基础”，但是，它已经成长为自觉的保守主义，而且借助于新的民主体制将保守主义作为其自身的统治纲领。笔者不想判断上述观点的是与非，但倾向于认为，保守政治虽然有其深刻的文化渊源，若离开具体的历史实践和历史条件谈保守主义则不免让人摸不着边际，因而，笔者仍觉得它过于抽象。本章的思路是，从战后初期日本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谈起，将吉田路线的形成作为重点，并论述后吉田时代日本保守主义向新保守主义的演变，在这一过程中，将着力阐述保守主义关于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某些具体主张与具体实践。

二　吉田路线的形成

1945年8月15日午时，日本天皇裕仁播放其“玉音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从此，日本开始摆脱其法西斯主义的梦魇，进入战后时期。日本在战后被美国单独占领，并在“盟总”指令下自1945年至1947年进行了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的民主化、非军事化改革。包括：解散原有军队，解除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取缔右翼法西斯团体，废除专制，保证妇女和工人的权利，实行经济民主化和教育自由化，解散旧财阀，进行农地改革，制订新宪法，等等。这一系列改革措施，特别是新宪法的制定以及相关的制度性改革，使日本确立了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这一政治制度与战前日本的政治制度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然而，美国的上述政策没有得到忠实地执行。40年代末50年代初发生了所谓的民主化改革“逆流”。从1949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占领当局在镇压日本进步势力的同时，积极扶植保守势力，特别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1951年5月1日，新任占领军总司令李奇微发表声明，要求吉田内阁对为实施总司令部的指令而发布的各项政令“进行必要的修改”。这些政令大都是日本被占领时期按照占领当局发布的一系列有关“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指令进行的改革措施。同年5月6日，吉田内阁成立了首相私人咨询机构——政令咨询委员会，并根据这个委员会的建议，采取了被称做“逆流”的反民主化措施。这一转变是服务于美苏冷战的需要的，同时也是日本国内以吉田茂为首的稳健的政治保守派积极促成的。

在以美国为主导的战后日本发展进程中，美国因素无疑具有决定性意义。但这里不把美国政策转变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作为论述重点。下面，将着重讨论以吉田茂为代表的政治保守派是如何坚持己见，灵活地与美国讨价还价，并最终在外部条件适合的时候将自己的主张变为现实的。搞清楚这些内容，才能真正理解日本保守主义的实质。为了进行综合考查，下面从内政、外交两个方面来探讨吉田路线。

从总体上来说，以吉田茂为代表的保守派追求的是复兴日本经济，保持社会稳定，他们积极主动地促成了民主化改革的“逆流”。吉田茂说，占领军“对于破坏旧的政治结构，实行彻底的社会改革，会给日本人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一点，也是抱着单纯的乐观主义态度”，这些人中的新政派“注重计划和理想并集中力量付诸实行，而对其是否符合日本的实际情况以及能否取得良好的效果，则似乎不甚关心”。这鲜明地体现出吉田对“盟总”的政策是持谨慎的保留态度的。

战后初期，日本满目疮痍，生产瘫痪，粮食和物资极度匮乏，物价飞涨。因战败和丧失殖民地，骤然有700多万军人及平民涌回国内，大批人员就业和吃饭问题无着落，困难局面更趋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吉田茂认为日本的首要任务是“振兴科学，引进美国资本，重建财界，最终进一步发挥帝国精髓……”，“……虚心而坦然地正视战败现实，尤应大胆打破累年积弊，决定开国进取方策，向国家重建的目标迈进”。在1946年时，吉田茂就讲到，“局势极为严重，特别是尽速解决粮食问题是我国国民生存之关键，不容瞬间延迟。我相信，解决粮食问题是本内阁的一大使命，为此，内阁的全部施政方针和全部工作都集中在这一点上。断然采取进步而又合理的对策实属绝对必要。据此信念，对粮食问题的内阁人选给予了特别注意，力图选拔能满足国民要求和愿望的最合适的成员入阁，我满怀诚意、披肝沥胆地进行了工作。粮食紧急对策的实际情况是，不得不伸手谋求盟军当局的善意援助，但我想强调的是，从根本上还需要国民和政府齐心协力，下定决心，拯救我们民族”。显然，严峻的客观形势使吉田把经济的重建和现代化的发展作为日本战后初期的最核心任务。

在政治上，吉田茂对美国主导的民主化改革一直持慎重态度。早在1945年9月20日，吉田作为外相就走访过麦克阿瑟。在谈到民主主义问题时，吉田茂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说，“‘民主主义’则是富裕国家的产物。为实现‘民主主义’，首先，使国民能够吃饭、给以工作并谋求生活安定发展至为重要。‘民主主义’并非一日可建成的”。吉田坚持的是穷国无自由这样的逻辑。

面对强大的“盟总”，吉田茂并没有一味妥协。他说，“对于占领军的政策，当对方有认识上的错误或不符合日本国情的主张时，我一向是明确地提出我方的意见，但尽管这样，问题仍按占领军的主张做出决定时，我所采取的态度是遵守这个决定，以等待能够纠正对方错误或过失的时机到来”。此时，吉田茂关心的重点是粮食与稳定的问题，是日本如何从战后的废墟里重建并恢复国力的问题，他没有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第一位。吉田茂的政策是立足于引进美资、与美合作，从而复兴日本。

还是在做币原内阁的外相时，吉田茂就一直反对解散财阀，他有自己的认识，“与军部连手大发战争财的是新财阀”，“旧财阀对和平产业极为关心并衷心欢迎停战的到来”；在整肃问题上，吉田茂也采取了抵制的态度，起初他以担心出现所谓“无政府状态、混乱及共产主义化”为由，向“盟总”表示整肃碍难进行，后来又向麦克阿瑟致函反对整肃的扩大化。

在对待共产党的问题上，吉田一直持反共立场，他说：“我的第一次内阁，实际上完全是在红旗的包围中组成的。”对此，吉田茂认为，战后日本工人运动的高涨，完全是盟军总部方面采取“纵容劳动政策”和鼓励共产党公开活动的结果。他对工人运动十分仇视，称工运领袖为跳梁小丑。他认为，占领军欢迎和鼓励共产党的发展，公然扶植和保护工会，这些措施“的确具有过火的性质”。工人运动与革新力量的活跃使保守政党感到一种强大的政治威胁，并产生“危机感”。吉田茂说，“盟总”的民主化措施“被破坏势力乘停战不久后的生活不稳定而加以利用，以至发展成颇有政治色彩的示威运动和劳资纠纷，从而助长了社会的混乱”。吉田茂为首的保守派认为，要防止这种威胁就必须建立强有力的保守支配体制。

到1948年，吉田茂认为，“人们的情绪逐渐安定下来了。一个方面从战败的打击中重新站立起来，另一方面从热衷于改革的情绪中清醒过来了。总之，人们都认真地工作，并逐渐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复兴日本的经济。”这成为吉田内阁在1949年1月获胜的重要原因，也说明在战败的条件下站立起来的日本人开始关注自身生活条件的改善，并认识到只有促进日本的经济发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吉田内阁所推行的一系列被称为“逆流”的措施也就具有了相当的社会基础。

第三届吉田内阁成立后，其政策导向是“为适应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并准备媾和、道奇计划下国内经济体制的转换以及对付势力急剧壮大的日本共产党”。在这种认识下，保守政党倾向于稳定的政权和现实的政策，最终把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作为最大的政治问题。而要迅速完成这样的任务，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是非常困难的。

与上述内政方面的内容相一致，吉田的外交政策也是围绕日本的重建而展开的。吉田茂战前担任外交官，主张与英美等列强协调，反对缔结三国同盟，反对与英美开战。战争期间他曾策划推翻东条英机的军人独裁政权，因而，他在战后受到美国重视是很自然的。在外交上，他清楚地认识到，一个被解除了武装的、没有军队、没有任何国际地位的日本是没有资格谈论实力外交的，要想获得在国际上的发言权，只有先迅速把日本的经济恢复起来，并且“背靠大树好乘凉”，日本必须借助于美国这棵“大树”。吉田茂常说，二战以来的日本历史是“有战争中失败和外交上胜利的历史”，而所谓“外交上的胜利”，显然是指他所确立的不以武力为背景、追求经济繁荣、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寻求日本生存之路的外交。

在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与美国抛出“杜鲁门主义”之后，冷战正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在这种形式下，吉田茂认识到，作为战败小国的日本，不仅不能再靠军事手段到达复兴的目的，而且还必须加入两大阵营中的一个，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而且，他也知道，只要冷战继续下去，美国就不会放弃日本，所以，无论是基于现实考虑还是未来打算，投入美国的怀抱，换取博大的媾和条件和安全保障，才是识时务的上策。这对于日本的经济建设也是一个上乘选择，因为，它可以尽量减少军备上的负担，专心致志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安全与繁荣都能在最大限度内获得保证，真可谓“一举两得”。站在日本当时的内外情况之立场上，我们不能不承认，吉田茂这种“小国主义”和“低姿态”的确是很现实的，而且，历史也证明，这一战略为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综上所述，吉田路线的实质就是以如下两大基础为支撑的发展战略：冷战环境下的日美基轴主义和经济中心主义。

三　后吉田时代保守主义的战略演变

以吉田为代表的保守路线最初并非是所有保守派的共识。继吉田茂之后上台执政的鸠山一郎和岸信介均以修改宪法、重整军备为执政纲领，企图利用“政治至上主义”代替吉田的“经济至上主义”。当然，在那时和平民主思潮占主流的社会环境中，此路显然走不通。

因此，在吉田茂的两个得意门生池田勇人和佐藤荣作执政时期（1960-1972年），吉田所倡导的“富国轻兵式”经济立国路线得到彻底的贯彻。池田当政时期，不但力图改变前任的强权政治形象，而且，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吸引人民的注意，使他们更加关注物质生活。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保证该计划的实现：充实社会资本、产业结构调整、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协作、提高劳动者能力和重视科学技术、调整双重结构和确保社会稳定、减少农业人口等。这些措施的目标是符合当时日本国内普遍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之要求的，国民的兴趣逐渐从政治转向经济方面。实际情况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推动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其速度大大超过了计划本身的预料。在高速的经济发展基础上，日本政局也实现了相对稳定，自民党的支持率也一直居高不下。

佐藤政权继续推行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战略，他致力于纠正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通货膨胀、农业衰退、公害等问题，制定了“中期经济计划”，“以期取得均衡持续增长”，并采取措施刺激消费与出口，其结果便是从1966年起，日本经济实现了持续57个月高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在1968年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在这种情况下，保守政治的支持率持续上升。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自佐藤政权始，日本国内已产生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意识。佐藤认为，对日本来说，“模仿、追随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进入了由自己选择自己的目标的时代”。佐藤内阁已经开始在政治与外交上“有所作为”：强行通过了与韩国缔结的基本条约；在联合国配合美国阻挠把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公布防卫力量装备计划概要，提高军备费用等。

1973年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造成巨大打击，使其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在此背景下，1975年日本政府动员十余家研究机构，研究日本“面向21世纪的（国家）综合战略”。这些研究机构于1977年向政府提出了各种政策建议。在此基础上，1978年9月，福田赴夫首相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时宣布：“明治维新后110年来，日本民族所追求的‘赶、超’（美欧）的目标”已经实现，经济上“今天已发展到同先进国家并肩而立的地步”，“当前（日本）政治的最大课题是确立日本民族的发展方向”。这一宣布是日本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过渡的信号。

随后的大平正芳在一次演讲中更清楚地表达了如下看法：“我国现在正面临着应该称之为战后总决算的转机。”他说：“迄今为止，我们一心一意地努力追求富裕，但得到的富裕中，未必发现了真正的幸福和生活的价值。我们虽毫不犹豫地沿着经济增长的轨道奋力前进，但正是由于增长甚快的缘故，现在不得不再度追求稳定了。我们曾不顾体面地尝试着将经济向海外扩展，但正是由于这种扩展急剧的缘故而受到了外国的嫉妒和抵抗。我们虽以对美协调为基调避免正视严峻的自主外交。我们曾举国一致，专心致志于经济复兴，但正是由于我国经济增长和跃进的缘故，不得不作为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充当促进经济国际化的主体。这应该说是一个伟大的转换期。”

大平的这段十分话清楚地表达了日本需要发生转变的原因，这里不必多费笔墨进行解释。我们想知道的是，大平到底干了些什么？他担任首相的时间是从1978年12月到1980年6月。在这期间，大平开始着手设计日本新的发展道路，用他自己话说就是“坚决大胆地修改迄今为止的政策轨道”。概括而言，他要做的是：在文化上修正明治以来尤其是战败以来日本轻视自己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倾向；在政治上改变日本“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际形象。

真正继承了大平正芳发展战略的是中曾根康弘，他在1982年11月登上了首相宝座。中曾根当选首相的前几天，就在《正论》上发表文章称：“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为追赶坡上的一朵云而努力，而现在这朵云已经消失，我们需要创造更新的一朵云。”中曾根的确意识到日本正处于重要的转折时期。他要做的是：“检查战前及战后的偏差”、“纠正战后40年的弊端”、“消除战败遗迹”，改变日本“经济大国”、“政治小国”的形象，把日本建设成“国际国家”，创造一个辉煌的“日本世纪”。中曾根的“三大改革”是80年代日本的重大事件，其中关于政治领域的一些理念与实践值得我们特别地注意。中曾根在大力主张强化国民的国家与民族意识，培养“爱国心”的同时，强调日本人必须摆脱战后以来“赶超发达国家”的落后小国心态，“大胆触动过去悬而未决的问题”。他在1985年7月的一次研讨会上说：“我们已经来到了这样的转折点，即面向21世纪，要在日本人一致同意的前提下，大胆触动过去意见纷纭或回避触及的问题，重新形成统一看法，以促进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上堂堂正正地前进。”中曾根在任期间还使防卫费用突破了占国民生产总值比率的1%，于1985年8月15日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在国际上改变以往仅涉及经济问题的被动局面，积极参加全球性政治问题的讨论；在文化上提倡日本主义，鼓吹日本文化的优越性，以此来激发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为实现政治大国的目的服务。

后冷战时代，大国主义路线再度抬头，一部分政治势力企图继续推动日本走向政治大国，进而成为军事大国。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在日本国内引起巨大震动。也正是在这时，以小泽一郎、《读卖》集团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势力提出一些新的主张。他们认为，海湾战争的爆发表明世界还存在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日本也面临着多种多样的危险，如果继续坚持“经济立国”的立场，日本的安全将受到巨大威胁。所以，必须修改宪法，使日本成为拥有独立军事武装权的“普通国家”。这一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是前自民党干事长、新生党代表干事小泽一郎，其政见集中反映在他所著的《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中。

小泽在谈及吉田路线时说：有人认为吉田路线导致日本优先发展经济，并取得成功，因此“不应该改变”，这是一种“误解”。他进而说：“日本优先发展经济的政策，既不是来自吉田首相的政治哲学，更不是一成不变的政治原则”，“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要毫不迟疑地摆脱对吉田路线的误解，树立新的战略”。在这里他提出了日本要成为“普通国家”的路线。所谓“普通国家”，按他的解释是：“在国际上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日本）也要视为理所当然，并理所当然地去做。”也就是说，日本要摆脱和平宪法的约束，像美欧发达国家那样在国际上发挥政治和军事作用，即要使日本成为同美欧发达国家并立的政治和军事大国。他所主张的“普通国家”主要包括如下一些内容：第一，主张日本在国际上发挥军事作用。他说，作为“普通国家”，不能把安全保障（军事）问题“排除在国际贡献的对象之外”，日本要“建立相应的体制，在安全保障方面做出与自己的（国际）责任相应的贡献”。第二，主张“改编自卫队”，使自卫队在日本“积极参加构筑（世界）新秩序”，并在保障本国安全中作为“核心手段”发挥作用。为此，要把迄今所采取的“被动的专守防卫战略”，改变为“能动的和平创造战略”。第三，要把自卫队作为“联合国机动部队”提供给联合国，使之能赴海外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第四，鉴于周围国家对日本在海外单独采取军事行动“抱有警惕，应十分重视发展同美国的关系”，“同美国步调一致，是日本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最合理、最有效的政策”，即要利用美国的国际影响，掩护日本在海外采取军事行动。第五，认为宪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千古法典”，主张为了使日本能将自卫队派往海外做军事贡献而修改宪法第九条。其办法是，或者在宪法第九条的两个条款之外增第三款，或者另外制定“和平安全保障基本法”。第六，小泽认为现有日本政治结构缺乏领导全国的能力和威信，主张打破现状，“实行政治改革”，建立“权力集中的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体制”。

综合前面的论述不难看出，小泽一郎的主张实际上不过是中曾根所推行的大国主义路线在新形势下的延伸和发展。小泽的《日本改造计划》发表后，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当时的发行量达70万册。小泽的政策主张在政府官僚和中青年阶层中引起共鸣和好感。据《朝日新闻》对日本政府官员进行的调查，该书是当年最受关注的政治家著作，在被调查的21名各省厅事务次官中，有13人读过《日本改造计划》，占62.4%。

桥本出任首相后即表示，战后50年，日本处于重大转折期，历史赋予的使命就是面向未来，重建充满活力与自信的社会，对政治、行政、经济和社会实行彻底的改革，建立与21世纪相适应的新体系。他表示要重建强大的日本经济，奉行“自立”的外交政策，使日本成为在世界上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桥本强调要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修改宪法、做政治和军事大国。他一直十分重视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发挥日本的国际作用。在就任首相后的施政演说中桥本即把外交的基本方针定为“自立”，表示要进一步为国际社会做贡献。这一姿态表明，日本将要改变它在国际事务中的“被动地位”，由“被动国家”转变为“主动国家”，要在世界上发挥主导作用。

小泉纯一郎出任日本首相后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一方面，日本经济持续十余年的低迷使其无法不正视经济问题，因此必须致力于改革，正如他自己所言：“没有改革就没有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日本仍然是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大国之一，其追求政治大国的目标不但不会改变，而且还有新的动向。小泉执政以来，不断以安全立法的形式突破“和平宪法”对军事行动的限制。“9·11”之后，日本通过了《反恐怖特别措施法》等三项法案，大大突破了日本自卫队向海外派兵的限制。特别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和朝核危机的爆发，对日本政府来说是天赐良机。5月和6月，日本政府借口朝鲜核武器的威胁，设法使国会通过了“有事三法案”，即《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改案》。其主要内容是说在“发生武力攻击事态”或者“预测到武力攻击事态”时，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国民如何应对，其中包括设置以首相为首的应对总部；经国会同意后，首相有权向自卫队、地方政府和公共机构下达进入战争状态的命令；地方政府和国民届时必须与中央政府合作等。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后，美国要求日本派兵参与维持伊拉克局势稳定。对此，小泉政府不顾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于2004年1月9日下达了出兵伊拉克的正式命令。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首次派遣武装部队登陆交战地区执行综合性任务，这标志着日本军事力量的任务由纯粹自我防卫转向在国际社会谋求更大作用。

四　吉田路线的现实性及其转变原因

战后的日本，各种政党纷纷建立或重建，各种政治势力都希望在百废待兴的转折关头使自己的主张获得认可，使日本走上他们所设想的道路。大致而言，除了吉田茂的“轻军备、经济优先主义”路线外，日本国内关于战后国家的发展战略还有另外两种重要主张：一是以革新势力为代表的和平主义与民主主义路线，其基本主张是拥护宪法，反对日美安保条约，反对自卫队；二是保守势力内部以鸠山一郎、岸信介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或传统保守主义路线，主张日本作为“主权国家”应当拥有主权国家所必备的统治力量和防卫力量，为此，必须修改宪法和“重整军备”。

吉田的路线在不同方面遭到了这两派的抵制。“占领政策的重点，在1947年至1949年之间，由进一步改革转为经济复苏时，左派人士也完全大失所望”。尤其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认为，占领当局在政策上已经作了180度的大转弯，由“保护人变成了敌人”，过分依赖美国会阻碍日本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且还有把日本再次卷入军国主义的危险。他们担心的是，过分依赖美国，会使日本介入美国的远东战略，甚至卷入美苏的全面战争中；即使在保守派内部，在多大程度上依赖美国，也存在不同意见的分歧。保守派内部的右翼民族主义一系则从日本安全的角度考虑，反对轻军备，他们要重新武装日本，根据日本国情修改宪法。

开始的时候，包括吉田路线在内的上述三种主张基本上是分别获得了1/3的支持，也就是说，日本到底走哪条道路并不是在一开始就确定了的。然而，短短几年内，形势急转直下。外部原因前面已经讲到了，那就是美苏冷战的全面拉开，使日本必须做出选择；清算战争余孽已不再是美国最关心的事情了，最主要的是要让日本稳定下来，成为可靠的军事基地和前哨。所以，不管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还是出于稳定的需要，革新势力尤其是日共在国内已经不再像开始时那样被认可与容忍。再加上革新派的内部意见分歧过大、宗派主义严重，经常处于分裂状态，这使他们难以掌握国家的发展方向。其实，这也说明，作为革新势力，他们在日本国内的发展时间比较短，政治上远不成熟，尚不具备掌握政权的能力。

吉田路线与鸠山主张的差别实为保守派内部的分歧，他们在使日本重新崛起这个大方向上几无差异，只是在具体的战略主张上不同而已，吉田走的是经济优先路线，在外交上追随美国，是实现日本复兴的重要手段，关于军备问题，吉田茂的看法是：“日本的现状不能只根据军事上的要求来决定兵力的数量。目前，充实国家的经济力量以安定民生乃是先决问题。日本由于战败，国力消耗殆尽，如同一匹瘦马，如果让这匹晃晃悠悠的瘦马承担过度的重载，它就会累垮。”故而他才乐得把安全问题交给美国人去打理；鸠山等人所走的则是政治中心主义的路线。70年代的所谓新保守思潮与冷战后的新保守主义在宏观方向上其实是鸠山路线的翻版，只不过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花样翻新了很多，但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因此，无论吉田路线也好，新保守主义或传统保守主义也罢，在战后初期都已经具备了雏形，而在此后的发展中，只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谁更符合具体历史现实，谁就有市场。

吉田路线之所以最终胜出，是因为它一方面符合了当时日本战败衰退的国情，另一方面也得到了渴望改善生活的日本国民的普遍支持。从当时日共失去群众支持，而吉田茂有较高的支持率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此外，随着战后经济恢复的完成，日本的钢铁、电力和电机等骨干产业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以此为基础的大企业垄断资本急需一个稳定的保守政权，并确保这一政权至少延续20年，以为其进一步“保驾护航”，这也是“五五年体制”形成的重要原因。在上述条件下，成熟而稳健的吉田路线一跃成为主导战后日本发展的主导战略可谓有其主客观上的合理性。

对“保守“/”革新“/”激进”这些标签，要历史地看待。保守并不就等于是反动与落后，它是相对而言的。具体来说，吉田的保守是相对于当时的革新派而言的。“逆流”“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日本传统文化背景上对美国按照西方自由民主模式改造日本的修正，……重要的是，吉田的修正措施并未触动在战后初期民主化改革中形成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些制度保障了广泛的政治参与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多元政党政治体制。也就是说，广大劳动者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革新政党在政治过程中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逆流”最主要的后果是，为“保守联合”与“五五年体制”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从而“为日本战后现代化的发展确立了一个稳定的、有权威的领导力量”。所以，对待保守与激进或者革新不能做意识形态化的轻率的判断。

70年代是日本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虽然经受了两次石油危机和国际汇率的冲击，日本进入低速增长时期，但日本这时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大国，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崛起和普通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低姿态”的吉田路线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在国家经济实力跃居世界前茅，国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制度日趋完善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国民对现有生活普遍感到满足。日本舆论界把这种生活满足感称为“中流意识”。这种意识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对现有生活的满足感；二是维护既得利益的保守心理。在这种意识的基础上，一种被称为新保守主义的思潮在日本开始形成，其具体表现为：保守政党及其政权获得相当稳固的支持；对《日美安全条约》和“自卫队”持肯定态度；民族优越感增强。

按照有关学者的分析，日本很快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国民收入迅速增加，物质生活富裕起来，绝大多数日本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由是，社会意识趋于保守化。自民党的支持率虽有所下降，但仍一直居各党之首位。在日美安保体制、自卫队、发展军备、修改宪法等问题上，民众对自民党的政策主张的支持率不断提高。自民党政府对宪法的扩大解释基本得到国民的认同。对日美安全条约持赞成和理解态度的人，在1972年仅为15%左右，进入80年代，认为日美安全条约、自卫队是“必要”、“合宪”者增加到80%以上。1993年日本政治变动，社会党政策转变，中道政党被新保守党新进党融合，日本政治保守化。这绝不能孤立地仅仅看做是政界领域里发生的事，应该说是日本社会总体保守化趋势的反映。

尽管中曾根在任内出现的一些言行，诸如“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黑人智力低下”、军费突破国民生产总值1%、参拜靖国神社以及教科书问题等引起国外尖锐批评，但国内舆论却十分平静，而且其国民支持率也呈上升趋势，一度达到59.6%，并在1986年7月的两院选举中大获全胜。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国民对中曾根所提倡的民族主义和大国主义的认同。

1986年的时候，日本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出版了一本名为《再见了，亚洲》的书。该书把亚洲国家看成是“垃圾场”，日本是高耸其间的“高楼大厦”，是自由、民主、富裕的“世界大国”，脱离亚洲是日本的必然。他还说，日本不必拘泥于过去的战争责任，应以毅然决然的强硬态度对亚洲各国施加影响。从这本书成为当年日本的畅销书并深受青少年的赞赏可以看出，由于保守主义主导的战后日本没有彻底清算战争责任问题，经济发达之后所带来的大国主义思潮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是多么嚣张！

80年代末90年代初，石原慎太郎再掀波澜。他不但断然对美国说“不”，而且在主张日本拥有独立的世界战略、进行自主外交的同时，还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然而，就是这位被亚洲其他各国人民所厌恶的石原先生却在日本社会受到相当广泛的欢迎。

日本政治向右倾保守化的方向发展，反映出的是战后一度占据主流的和平民主主义思潮某种程度上的倒退。用一位学者的看法来说就是，虽然和平主义社会思潮在日本没有消亡、未被取代，但随着历史的阶段性发展确也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在社会心理基础方面，从过去对侵略战争历史的内省转为对经济生活水平和社会稳定的追求，以及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认同。就表现形式而言，大规模群众运动高潮已过，体现和平主义诉求的社会政治活动，其剧烈程度减弱，影响范围缩小。

这些都从不同侧面说明了日本大国意识的上升，体现出“低姿态”的吉田路线发生变化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的。

因此，从“低姿态”的吉田路线转向对政治大国的追求，并非保守主义路线的质变，毋宁说这是在日本经济实力崛起的情况下，保守主义“相机而动”的结果。而实际上，就是吉田茂本人也从来没有打算让日本永远处于“低姿态”。吉田茂的女儿麻生和子作证，1945年9月就任外相的吉田茂茫然地望着因战争而化作瓦砾的市区，反复嘟囔：“日本要站立起来，日本早晚必定要站立起来。”

当代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亨廷顿也坚持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待文化转变的问题，他说：“日本80年代成功的经济发展与人们所察觉到的美国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失败和‘衰落’形成了对照，这使日本人日益摆脱了对西方模式的幻想，并越来越相信他们成功的根源一定存在于自己的文化之中。导致了1945年的军事灾难并因此不得不被抛弃的日本文化，至1985年已产生了经济成就，并因此可以被接受了。日本人对西方社会的日益熟悉使他们‘认识到作为西方的一员对其本身来说并非那样理想。他们是从自己的制度中得出这一结论的’。”他还引用了一位日本著名记者于1993年所说的话来佐证——“美国打喷嚏，亚洲就感冒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如果一味强调日本国内经济发展因素的决定意义，不免陷入经济决定论的窠臼之中。特别涉及到对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家战略的选择时，不能不考查后冷战时代新国际环境对日本的影响。一方面是美国的态度变化，日美之间虽然有安全保障关系，但是美国也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这种警惕是针对日本的军事力量有可能增强到对美国构成威胁的程度。东北亚地区地缘政治的变化也是影响日本战略选择的重要原因，“北朝鲜的核武器开发问题，对俄罗斯的戒备感甚至近年来再度被一部分新闻媒体渲染起来的中国的扩充军备等等，都是为日本迅速增强军事实力辩护时不可欠缺的托词材料。”日本学术界在谈到“新民族主义”的成因时，强调三方面：（1）“冷战体制崩溃造成的社会主义的破灭”。“新民族主义”的骨干“原来多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但后来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从和平主义运动的参与者转向民族主义立场，进而与极端民族主义者合流。（2）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日本国内不少人将其视为“美国旨在摧毁日本经济和社会的阴谋”而产生抵触。（3）日本社会中家庭、社区、学校的“空洞化”。为孤独感而苦恼的民众尤其是青年人“对政治的不满和对经济失控的焦躁、对日常和未来的担心都失去了表达的语言，产生了阻塞感”，最终“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发现了自己的希望”。

这些观点都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把日本民族主义抬头、追求成为政治大国的舆论完全归结为经济崛起也并非是全面的，还应注意到具体的人群、具体的主张都有不同的原因和动机。

五　对保守主义的批评

承认吉田路线更适合当时日本的国情，承认其发展变化有客观的现实原因，是否就意味着对以吉田路线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战略持全盘肯定的态度呢？答案是否定的。为了比较全面而客观地论述保守主义战略的影响，下文将着重探讨对保守主义的批评。

从实际情况来看，正是由于过分专注于国家利益与经济发展，吉田路线忽略了对日本的侵略历史的反省与客观认识，这造成了日本国民普遍的对待历史问题的暧昧态度，也从而在总体上使国民意识发生了内在的分裂，反映出战后日本改造的不彻底性，这其中一大部分是保守主义应该负责的。按照日本当代学者的概括，保守政治在内政与外交方面至少造成了三个直接的影响：

1民主主义的形式化

战后掌握政治权力的是战前的政治势力，这使民主主义的实现变得更加困难。甚至应该这样说，他们拖住与民主主义无关乃至敌对的思想不放，其用心只在于如何使为实现民主主义而导入的法制框架形式化。而日本国民在美国政策转变和保守势力上台的情况下，原本就不强的民主觉悟就被妨碍了，“作为主人翁的觉悟没有形成……日本国民在战后没有能确立起根据自己的意志决定日本发展道路的主体能动性”。

2国际和平主义被架空

“战后日本的保守政治彻底追随美国，唯经济利益是图，走上了与积极的国际和平主义南辕北辙的道路。宪法并没有‘一国和平主义’的思想，而日本的保守政治所坚持的正是‘一国和平主义’货色”。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只关注经济发展，而且由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加上保守派的长期掌权，“日本的战争责任、加害者责任的暧昧化造成了只以为自己是牺牲者、受害者的国民心理；而作为对近邻各国的加害者，虽然有逃脱不了的重责，但正视它的态度受到了弱化”。而今天日本国民普遍对于战争责任的麻木态度，也正是保守派政治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3日本从亚洲游离

美苏冷战导致的美国对日政策转变与保守政治的上台，使得原本应该彻底进行的肃清军国主义、追究战争责任半途而废，这直接使蒙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各国“以复杂的目光关注着日本”。美国主导下的对日和平条约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排除了亚洲各国，这使日本游离于亚洲之外。在这种情况下，保守政治也没有认识到要去弥补这一缺陷，反而把追随美国作为唯一的认识。因为，这些拒绝充分反省军国主义和日本战争犯罪的保守政客心里“原本就没有什么探索指定独自的亚洲政策的精神基础”。这也是影响深远的，导致大多数日本国民对自己加害国的反省以及对亚洲的认识是畸形的。

该学者还认为，倘若美国民主化、非军事化政策“被忠实执行了的话，战后日本的发展方向则可能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的对日政策转变使得与战前一脉相承的日本保守政治势力实现政治复权并得以长期占据了统治地位。日本保守政治所做的是，对外全面与美国的战略、政策协调，而在国内则极力使美国遗留下的民主制度成为空洞的形式以至于废止，导入并确立与自己的保守的意识形态相适应的制度”。

这是有良知的日本学者所做的负责任的检讨。当前日本所表现出的种种迹象莫不有保守主义政治留下的阴影。不管是吉田茂还是鸠山一郎，这些人不但是战后的新保守派，而且都与战前有着不可隔绝的联系，正是这种前后的延续性，使他们在战后反省历史问题时存在固有的不彻底性。而作为日本垄断资产阶级代表的、在战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其保守性也更体现在对历史的态度上。日本保守主义政治留给当代日本人的遗产，不仅是吉田路线，也不仅是大国主义追求，还有更深层次的历史问题，与此相关的就是在整体上日本国民意识中的矛盾现象。

这种矛盾现象具体体现在对待70年代以来保守主义战略的态度上。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无论是中曾根还是小泽都曾获得了很大的支持，但同时，在保守主义内部和外部都对这种大国主义倾向的国家战略提出了尖锐批评，这也是我们必须考虑到的。

比如，小泽一郎的主张在原保守阵营内部就遭到了反对。前副首相后藤田正晴发表谈话称：小泽的“普通国家”论是“大国主义、霸权主义，搞得不好有可能导致日本走向依靠军事实力的方向”。前首相宫泽喜一则担心小泽的主张“会突破迄今执行的路线，实行军事国家所需要的装备”，其结果“会引发一场（日本进行）核武装的议论”。武村正义在其著作《小而闪光的国家》中则主张，日本“要遵守宪法”，要向世界表明“不再进行侵略战争的决心”，“不谋求可能导致成为军事大国的、拥有军事实力的政治大国”。他进而表示：日本“没有必要使军事力量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膨胀”，不赞成日本在国际上“做出与国力相应的军事贡献”。他实际上不点名地对小泽一郎的主张进行了批评。

国民意识的矛盾心态还体现在对右翼势力的态度上。冷战结束后，日本右翼势力急剧抬头，活动日益频繁，它们经常制造针对政府、政党、企业、法院、报社以及社会进步团体的各类恐怖事件。据统计，在1989-1993年期间，右翼团体制造的恐怖事件就多达66起。另据估计，日本国内的右翼团体成员已有12万之多。这些右翼组织和右翼团体往往冠以“革新”“爱国”“进步”之名，行倒开“历史之车”之实。它们否认侵略事实，反对道歉；主张修改现行宪法，坚持“天皇至高无上”，反对和平民主；它们还通过蛊惑人心的舆论宣传迷惑大批对历史了解甚少不明真相的日本人民特别是年青一代。这些右翼组织在日本拥有不少的支持者，特别是得到了保守政治家、旧军人和他们的子孙以及战死者遗族等的支持。

尽管右倾保守势力十分强大，他们对日本政治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但是在国民当中支持进步、反对右倾保守的人也绝非少数。日本现行宪法对右倾势力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束缚作用，这部宪法总的来说反映了大部分日本国民的意愿，受到广大国民的拥护，尽管一些右倾势力屡屡掀起改宪之风，但和平宪法仍岿然不动。随着日本经济的日益发展，日本在世界各地拥有越来越广泛的经济利益，这也制约了日本政治的进一步右转。

这些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和平主义的思想原则已在日本深入人心，对国民意识的渗透也日久弥深，“成为多种衍生性思潮和战略设计的底色”。和平民主主义与右倾保守主义之间长期纠葛、互相制约的现象由来已久，而且还将继续伴随日本政治、社会发展的始终。

矛盾不但体现在民间，还体现在那些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身上。小泽一郎也主张，为使日本能在亚太地区发挥作用，应直面历史，不否认侵略责任，该反省的反省、该清算的清算，以消除邻国对日本的不信任和警戒感。倘若能够真正尊重历史，把这一套说辞付诸实践，那么，这或许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新保守主义”了。然而，紧接着在对战争的定义上，小泽畸形的矛盾心理便展现无疑了，他认为，“世界上有所谓‘侵略战争’或‘正义战争’，但是何谓侵略，何谓正义，依照‘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说法，这是非常抽象的、主观的。‘战争’事实上就是对人的杀戮行为，把这种行为加上价值的评价很明显是错误的”。由此可以看出，小泽的历史观貌似明朗，实际是为卸下包袱，轻装上阵，他两眼还是只盯着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这些更为“直接”的问题，保守主义的特质由此可见一斑。

2001年10月8日，小泉纯一郎参观北京西南的卢沟桥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血肉长城”巨幅雕塑前鞠躬、献花圈，并默哀，这是日本政府首脑第一次在这里献花圈。小泉表示，对过去那场侵略战争中的中国死难者表示道歉和哀悼，并称对过去的历史要反省。然而，卢沟桥畔的道歉与反省言犹在耳，半年之后小泉却参拜靖国神社，使日本失信于亚洲邻国。且不管小泉的参拜是出于什么目的，最起码这一行动表明，参拜是可以取悦日本国内某些人的。而同时，日本各界也不断发起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反对向伊拉克派兵的各种游行示威活动。而这正反映出保守主义政治在日本国民中造成的分裂。

近来，日本政坛所发生的种种变化，都与吉田保守主义的影响密切相关。有分析人士指出，作为小泉继任者的安倍晋三执政不到一年就被迫下台，其原因就是当代日本人因吉田路线所产生的分歧。然而，在东北亚没有出现大变动的情况下，日本不会放弃安全问题上依靠美国而专注于经济政策的吉田主义。正如著名日本问题专家理查德·塞谬尔斯所指出的那样：“吉田主义的某些方面会被放弃，但要看到，另一些方面是很难放弃的。比如没有人主张提高占国内生产总值1%这一防卫预算的上限。”塞谬尔斯认为，日本之所以会出现主张提高独立性、与美国保持距离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在亚洲的崛起和美国在这一地区影响力逐渐下降所致。笔者认为，塞氏的观点过于强调了外部因素的影响，忽视了日本国内特别是自民党内右翼势力的历史延续性。

本章对战后日本保守主义政治的国家发展战略进行了概括性的论述，笔者对日本保守主义持辩证态度。一方面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了战后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另一方面指出，保守主义要为当代日本的很多问题，特别是对与侵略战争历史相关的问题负主要责任。保守联合长期执政日本，先期正确的发展战略使日本成长为经济大国，后期则使日本在追求成为政治大国的过程中，国民意识领域出现分裂与矛盾，这都与保守政治主导下的日本对战争责任反省不彻底有关。而这在国际上，特别是在亚洲受到各曾遭日本侵略的国家的密切关注。对日本而言，无论是“脱亚”还是“入亚”，国家政治与国民意识层面上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与反省将是它无法逃避的。

目前的日本正处于冷战结束后的新时期，既面临重新审视和调整与主要盟国——美国及东亚周边国家的关系与政策的需要，又在文化与社会方面面对全球化、信息化与民主化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新局面，需要对80年代以来的“日本独特论”进行深刻反思和重新定位。总之，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现在的日本都正处于新的转折关头。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守主义及其遗产都是日本各界需要重新认识的重要课题，也是世界其他各国特别是亚洲其他国家认识日本、了解日本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


第九章　菲律宾现代政治变革模式的形成——黎萨尔的政治思想再思考

在菲律宾，何塞·黎萨尔博士享有非常的荣誉，他被誉为“第一个菲律宾人”，甚至被认为“没有他的菲律宾是无法想象的，他是国家和个人生活的基石”。黎萨尔在菲律宾的崇高地位，使得关于黎萨尔的政治哲学与菲律宾政治变革模式之间关系的研究，一直以来都为学术界所关注。其中，黎萨尔与菲律宾政治变革的途径，即经由“改革”还是“革命”来达致国家的独立、获取全民的“福利”，是争论不休的一个关键问题。

根据吉布伦的研究结果，早在1931年，赛德博士（Dr.Gregorio Zaide）在《黎萨尔反对革命吗？》一文中首先指出：“黎萨尔主张革命”，“黎萨尔相信独立是赢得的，而不是被赐予的，……黎萨尔的信条是真正的革命——一场最终赢得菲律宾自由的战争。”赛德博士所谓的“革命者”黎萨尔，在1934年被曼纽（E.Arsenio Manuel）所提出的“改革者”黎萨尔所修正。曼纽根据黎萨尔本人的著作和其他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认为黎萨尔坚决反对革命，是一位“改革者”。赛德和曼纽的辩论打开了学术界关于黎萨尔与菲律宾政治变革途径的论争，曼纽的研究成为至今为止未受挑战的正统观点，并且也成为60年代菲律宾民族主义史学家研究的基础。这些民族主义史学家提出了“革命改良主义者”的观点，既肯定黎萨尔的“革命思想”，也肯定了黎萨尔的“改良思想”。

事实上，在黎萨尔的政治思想中，关于菲律宾政治变革途径的设计，既不是单纯的“改革”或“革命”，也不是“改革和革命”的简单折中。在黎萨尔看来，单纯的“改革”或者“革命”都是行不通的。因为，单纯的“改革”容易导致为僧侣阶层利用，从而收效甚微；单纯的“革命”则容易导致“暴民政治”，这同样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革命和改革”的简单折中只会造成两面不讨好的下场。黎萨尔说：“我们要求秩序，我们希望政府的统治，传教士或僧侣应呆在修道院，遵守其法规，而不是去统治和使政府屈于教会统治之下。”“或许最好的办法是放手政府使它能够自我安排，让时间来决定谁是对的。如果我们攻击政府，他们将叫我们暴民；如果我们为他们辩护，我们变成自己信仰的叛国者，现行菲律宾的和平将被破坏。让太阳从它应升起之处升起吧！”

那么，关于“改革、革命与菲律宾政治变革途径”，黎萨尔究竟是如何设计的呢？黎萨尔倾向于经由菲律宾政治精英在殖民政府内部对现有不合理的旧制度进行一场彻底的、激进的“好改革”来实现菲律宾的独立和民主。如果这一条道路走不通，那么，“暴力革命”将是最后的手段。

一　黎萨尔论“暴力革命”

1889年10月10日，黎萨尔在《致我们亲爱的母国，西班牙》一文中写道：“当人民被钳制言论自由时；当人民的尊严、荣誉和所有自由被蹂躏时；当人民没有任何其他手段反抗压迫她的暴君时；当她的抱怨、请求和呻吟不被关注时；当甚至不被允许哭泣时；当甚至是最后的希望也被从内心歪曲时；那么……！那么……！那么……！除了把发狂的手伸向流血的恶魔的祭坛和革命的自杀的匕首外，别无他途。”在1899年的另一篇文章中，黎萨尔再次强调：“菲律宾，不是将留在西班牙统治下，但是拥有更多的权利和自由；就是用它自己的鲜血玷污它自己和母国之后独立。但是，没有人期望或希望这样一种割裂彼此的关系的不幸，这种不幸，是所有方案中最糟糕的，也仅仅只应该是最令人绝望的个案中的最后的办法。让我们检验和平进化方式，在这种方式下，菲律宾能够在不伤害两国最基本的权利、利益或者尊严的情况下仍旧居于西班牙统治之下。”

从黎萨尔的上述言论可以看出，黎萨尔最终还是乐意将“革命”作为“最后的办法”，正因为如此，黎萨尔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够容忍菲律宾独立运动中的“革命”行为。但是，黎萨尔对于“革命”有一种傲慢的偏见。“19世纪末黎萨尔领导的改良主义运动不止是没有群众基础，甚至是对群众的不信任”。正是这样一种偏见，使得黎萨尔从根本上不希望菲律宾政治变迁的途径是“革命”。即使“革命”无可避免，黎萨尔也希望是经由精英而非大众来完成。

黎萨尔说：“我从西班牙回来后，我知道我的名字已经被用于作为战争的号角，这些战争中有一些是武装叛乱。这些消息对我而言是悲痛的惊讶！但是考虑到事情已经发生了，对于这些难以改变的事情，我保持了沉默。现在，我察觉到谣传说起义仍在继续，一些继续的起义，因好的或不好的信仰利用了我的名字。为了阻止这些滥用，让群众从受骗中醒悟，我赶紧向你们作此声明，以便真相能被获知。”黎萨尔强调说：“我不否认有时暴动和惩罚思想已经占据了我的思想，尤其是当我的家人被迫害的时候。但是后来的反思、客观的事实证明了我想法的荒谬，使我重新恢复了理智。因为我相信我不会愚笨或愚蠢到寄希望于不可能的和无法意识的事情。”“直到1896年7月1日或2日，当华伦苏拉（Pio Valenzuela）来看我并告诉我关于起义的事之后，我才知道一场反叛已被计划了。我告诉他叛乱是荒谬的。……他没有告诉我他们利用我的名字或向我提及我是领袖或诸如此类的地位。这些（这些人我既不知道是谁也没有见过）宣布我是领袖的人，应该显示一些我已经接受为领袖的证据，或我和他们的联系或联合的证据。不是他们制造了我的名字为他们的目的服务，就是他们欺骗了民众。……自从1892年7月1日以来，我已经绝对地放弃了政治。很明显地，他们希望借用我的名字行他们乐意的苟且之事。”

在黎萨尔看来，暴力革命虽然是“荒谬的”，但是如果到了忍无可忍的阶段，菲律宾仍然是可以借助“革命”来获取自由的。但是，问题的关键是，菲律宾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和菲律宾的政治现实尚不具备这样一种荒谬的“革命”条件。

黎萨尔的好友雷特（Eduardode Lete）于1892年7月2日致黎萨尔的信中，批判了菲律宾独立人士关于黎萨尔政治思想的两种错误观念，即乐观派认为小心谨慎地努力工作就能获取独立；悲观主义者和怀疑主义者则认为黎萨尔倡导的新闻自由是无用的，“挽救我们的唯一途径是暴力”，希望放弃“和平道路”。雷特指出，“黎萨尔既不是与自己作战的革命的唐吉诃德，也不是一个相信拥有一个岗亭即可以开始革命的人”。对于“革命”条件是否成熟，黎萨尔是现实的。

在黎萨尔看来，“革命”途径不能实现变革，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物质条件的不成熟。黎萨尔说：“我唯一关注的是：无论何处，武器、船只和金钱对于从事革命是必需的，令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一点是有些幼稚的。这一点，如果不是古已有之，那么至少它已经被世界上众多不是很文明的国家的实践所证明。”黎萨尔说：“我过去理解，现在仍然明白，一个人没有居于第一位的物质繁荣是不可能有自由的。”第二，民众尚不具备赢取独立的素质。黎萨尔说：“在我的著作中，我已经重新开始研究公民价值，没有公民价值，拯救是不可能的。”第三，“革命”将为其他殖民国家所不允许。黎萨尔说：“我的梦想是我的国家的繁荣。我认为通过武力不能够赢得自由和少许的独立，因为其他殖民国家，例如英国、德国和其他国家将不允许它。”

黎萨尔对“暴力革命”的两分看法，解决了一个长期困扰学术界的问题，即黎萨尔究竟是“革命者”还是“改良者”。事实上，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黎萨尔很好地处理了有关“暴力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即前面所论及的“暴力革命”只是“好改革”无法实行情况下的替代方案。那么，黎萨尔关于“暴力革命”替代方案的“好改革”思想又是什么呢？

二　黎萨尔论“精英化的好改革”

由“暴力革命”并非最佳的变革模式，到暴力革命的推行需要诸多现实条件的支持，黎萨尔自然地引申出菲律宾政治变迁的最佳的和现实的途径是“精英化的好改革”。黎萨尔说：“说到底，我们也同意帕曲（La Patria）所诉求的好改革。……它们必须是好改革，因此菲律宾或许能通过一条和平的和进步的道路行进，占据她所祈求的地位，而没有打击和暴力。”那么，什么是黎萨尔认为的“好改革”呢？

在黎萨尔看来，“好改革”必须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好改革”是“治本而非治标”的改革。“我们正在再次重复和将经常重复的是：当政府正在面临需要激进修正的痛苦时，所有治标特征的改革不但是无用的，而且甚至是有害的”。第二，“好改革”必须由上层精英人士完成，而不是由下层人士来担当。黎萨尔说：“我们也认为，如果它是由群众组织的话，转变将是暴力的和毁灭性的；如果变革是由上层阶级做出的，那么结果将是和平的和富裕的。”

既然黎萨尔认为“好改革”即是菲律宾精英对现存制度的“激进修正”，那么，所谓的“激进修正”又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对此，马格拉帕斯参议员作了很好的概括。马格拉帕斯认为：“黎萨尔制定了成功地和平地激进变迁的两个条件——新闻自由和完全的民众代表。”用黎萨尔自己的话说，“真正的改革应该从在菲律宾宣布新闻自由和创设菲律宾人代表开始。”

的确，在黎萨尔看来，新闻自由是一个首要的条件。原因何在？第一，在黎萨尔看来，新闻自由是民主和公正的政治制度的捍卫者。他曾经非常羡慕地说：“在菲律宾没有新闻自由，但是在西班牙，它是作为好的理性、公正和自由的捍卫者而存在。”第二，新闻自由是改革者表达政治愿望和进行政治动员的媒介。黎萨尔说：“我们请求新闻自由，因为通过它，既能启蒙公众舆论，又能防止某些阴谋。”第三，新闻自由是“好政治”的工具。黎萨尔接着说：“相比于管理首府，政府从庙堂之上管理江湖之远是更为需要新闻自由的。……因为新闻自由是眼睛和耳朵。”

如果说黎萨尔认为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捍卫者，是精英动员民众的媒介和表达政治意愿的场所，因而对于“好改革”是必不可少的话，那么，对于“菲律宾人代表”这一项改革内容，黎萨尔认为是同样不可或缺的前提。因为这是菲律宾精英参与政治变革的实践依托。黎萨尔的这一政治思想，可以从两个具体的例子得到证明。

一个例子是，1890年3月6日的议会中，姆诺兹（Francisco Calvo Munoz）先生，被冠以西班牙代表的荣耀，请求在国会中设有菲律宾群岛的代表。对此，黎萨尔毫不吝啬地予以高度赞扬，他称赞该次会议“能够被作为菲律宾政治史的一个钻石”。选举菲律宾人代表，对于“把国家从贫困和淡漠中挽救出来”来说，“是势在必行的”。另一个例子是，1895年，黎萨尔被禁足于棉兰老岛，极大地影响了改革大业。他的两位改革主义同道兼好友在信中讨论了如何研究和利用西班牙发生的政治变迁以挽救黎萨尔，服务于改革大业。安东尼奥·雷吉多（Antonio Regidor）对何塞·巴萨（Jose Ma.Basa）说：“现在，将于1月或2月举行的新的国会代表选举将是一个可能和希望。我们能够非常秘密地把黎萨尔选举为西班牙某区的代表。如果成功，那么黎萨尔将被释放。”

这两个小例子说明，“菲律宾人代表”这项改革内容，不但可以使菲律宾人能够在决定国家政治生活的国会中公开表达自己的意愿，从而达致改革的目的，而且也可以作为在不利条件下挽救改革志士，从而推动改革大业的工具。

那么，为什么说黎萨尔的“菲律宾人代表”这项改革措施也是精英化的呢？黎萨尔本人强调说：“就目前而言，承认普遍投票将导致一个反动派的胜利。限制投票（即限制说土著语言的菲人），但是将承认殖民官员、陆军中尉，也承认巴朗盖的领袖，那么，我们相信改革将不会失败。”

黎萨尔在强调“新闻自由和菲律宾人代表”为中心的精英化的“好改革”方案时，已经预示了这场“好改革”进行的场所是现行制度框架内。并且，黎萨尔对于在现行制度框架内的“好改革”的前景也是十分看好的。黎萨尔肯定地说：“我们相信现在是给予菲律宾代表和新闻自由的时候，伴随这两项改革被大臣和总督明智地执行，所有其他的改革将随之成功。在他们的保护下，改革将成功。”

为什么黎萨尔认为“好改革”必须在现行制度框架内进行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第一，前文已经强调过，黎萨尔认为就目前而言，菲律宾只能走“精英化改革”的道路。第二，黎萨尔认为西班牙殖民统治的中心不在菲律宾，因此，西班牙将允许菲律宾独立，从而，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框架内通过“改革”是能够实现独立的。黎萨尔说：“正如我告诉华伦苏拉的，我一直以来就反对起义。因为我希望西班牙将很快给予我们自由；因为我能预见为了预防未来的事件，西班牙和菲律宾人之间的紧密联合是必需的。……现在，我相信经由一点一点的自治，独立将来临，并且最后成真。当西班牙认识到她的未来在摩洛哥，并将付出更多的牺牲时，甚至当菲律宾人试图阻止她如此做时，西班牙将放弃菲律宾。”第三，在现行政治制度下，统治者已经开始了一些必需的改革，这是改革能够成功的条件之一。黎萨尔说：“如果菲律宾不得不仍然居于西班牙统治之下，那么，作为历史进化进程的要求和居民的需要，她必须作政治转变。……一些统治者已经察觉到这个事实，在他们的爱国主义的鼓舞下，已经试图推行一些必需的改革。”

由此，黎萨尔确立了一条经由菲律宾精英在现行政治体制框架内进行“好改革”从而达致变革旧制度的政治变革途径。用1896年12月15日黎萨尔在《致一些菲律宾人的宣言》中的一些话说：“国人们，我已经证明自己是最希望我们国家解放的人，我继续这种期望。但是，我的期望以民众的教育为前提，经由教育和工作，他们或许拥有自己的人格和实现他们自己的价值。……我也曾经写下（我的话被多次重复）改革，为了有所成效，必须来自上层，来自下层的改革将是不可靠的、不规则的和不安全的。在这些思想引导下，我除了谴责还是谴责，我也的确谴责荒谬的、野蛮的起义和躲在我背后的阴谋，这些都会令我们菲律宾人蒙羞，也是那些企图调解我们的行为的人耻辱。我憎恨它的犯罪方式，我拒绝以任何方式加入它。……那么，回家吧，也许上帝会宽恕这些坏信仰的人！”

三　黎萨尔的政治思想与菲律宾政治变革模式的形成

黎萨尔关于菲律宾政治变革途径的设计，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时代并没有得到实现，但是，在美西战争后，美国对菲律宾进行殖民统治时，黎萨尔的政治方案成为美国政府统治菲律宾的蓝图，从而，所谓的“体制内的精英化改革以变革菲律宾政治”的“黎萨尔主义”开始成为20世纪初期以来菲律宾政治变迁的主导模式。经过独立初期打击“虎克起义”，“暴力革命”的政治变革模式更为体制内的精英化改革模式所取代。70年代初期，菲律宾面临独立以来最为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正是在此场景中，托伦多参议员（Sen.Arturo M.Tolento）指出，“黎萨尔博士生活在一个与我们的时代迥然不同的年代，因此，我们不能确切地说假如他处于目前这个时代他会如何做。但是，可以确定的是，黎萨尔博士所确信的和实践的一些原则和真理与今日仍然息息相关”。确信黎萨尔政治思想的菲律宾政治精英，提出和采纳了黎萨尔所倡导的“体制内的精英化改革以变革菲律宾政治”的变革模式，从而最终形成了菲律宾政治变革模式。

美国在菲律宾的统治首先必须破坏民众的独立气氛和鼓励独立的民族主义精神，为此目的，殖民政府必须同时赢得菲律宾精英和大众的支持。如何才能获得两者的支持？吉布伦认为“黎萨尔的象征是适当的和可引申的”。为什么是黎萨尔？因为黎萨尔在菲律宾民族主义运动中具有其他人所不能比拟的地位，他是菲律宾民族主义运动的象征。而尤为重要的是，黎萨尔主张“体制内变革旧制度的精英化改革”的政治变革途径。这一变革途径，不但能够消解菲律宾革命以来对美国的武装反抗，赢得菲律宾民众的支持；并且能够形成一种精英参与文官政治以通过自治的方式逐渐获得独立的“官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从而赢得菲律宾精英的支持。

1900年1月1日，以康奈尔大学校长苏尔曼博士（Dr.Jacob Schurman）为首的第一届菲律宾委员会（Thefirst Philippine Commission）向美国总统麦金利提交的报告中称：“1.在已经与美国和平的地区，撤销军事统治，建立文官政府；2.组织自主的市级和省级政府；3.建立两院议会，下院由选举产生，上院一半由选举产生，一半任命产生；4.在菲律宾全岛开办免费的公共小学；5.任命高贵的菲律宾人担任重要的政府职务。”应该说，被称为“美国在菲律宾殖民统治的蓝图”的第一届菲律宾委员会所提交的报告内容，与黎萨尔主张的精英化的“好改革”内涵是一致的。菲律宾精英参与殖民政府，以从自治中获取独立所需的政治经验，正是黎萨尔所谓的“菲律宾人代表”改革方案；而开办免费的小学正好是黎萨尔所期望的通过教育民众以奠定独立之基的设想。由此，“黎萨尔主义”传统在菲律宾政治史中正式确立。也就是说，从美国殖民菲律宾伊始，黎萨尔确立的“体制内的精英化改革以变革旧制度”的政治思想，逐渐成为菲律宾正在变革的主导模式。

根据1902年的“菲律宾法案”，菲律宾的自治特征更加明显，已经被允许建立政党、派遣两名菲律宾人代表常驻美国国会等等。到30年代，塔夫托于1905年宣称的“当你们准备好的时候，你们将获得你们的自由”在菲律宾似乎已经具备了。1934年，美国在菲律宾的最后一任总督Frank Murphy沾沾自喜地说：“自由教育、宪政原则，自由意识和观念、物质进步、经济发展、稳定的金融、负责的政府——一个健全和持续的民主的这些本质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美国政府允许建立菲律宾人的自治政府。在这样一种判断支持下，菲律宾的政治精英于1934年召开制宪会议，为自治共和国和未来的菲律宾共和国制定了一部立国的根本大法：1935年宪法。

作为建国根本大法的1935年宪法极其修正，将黎萨尔确立的“体制内的精英化改革”模式又具体为经由政治精英主导的“宪政革命”来完成对菲律宾社会政治的变革。例如，独立之前菲律宾宪法的两次重大修正——1940年4月25日被批准的自治共和国517号法令，规定于1940年6月18日，就三项宪法修正召开人民公投，这三项宪法修正为“建立两院制的立法机关；总统和副总统可以再选一次；选举委员会问题”。结果，人民以压倒优势通过修正，并于1940年12月2日为美国总统批准。这一次宪法修正正式确立战后菲律宾政府的结构：采纳两院制和四年制可以竞选连任一次的总统制度。第二次影响深远的修正是1947年4月26日，人民公投承认国会通过的“平权法案”修正案（the Parity Amendment），给予美国人利用菲律宾自然资源以及管理和运行公共设施的同等权力，使得战后主权独立的菲律宾被界定为一个“依附性独立”国家——即是这样一种政治变革模式作用的结果。

独立以后，由黎萨尔的政治思想所引申出来的关于精英主导的“宪政革命”的政治变革模式，可以经由两方面的案例来表明。一方面，自从30年代以来，虽然有主张“暴力革命”变革菲律宾政治的左派，特别是菲律宾共产党的存在，但是这一种变革模式始终未能占据主流。因为主张“暴力革命”的激进民族主义者或左派势力，在菲律宾一直处于非法状态。无论是30年代自治共和国时期的奎松宣布共产党为非法，还是共和国建立初期的季里诺政府甚至通过中止人身保护状特权的方式镇压“虎克起义”；无论是1957年6月“反颠覆令”即共和国法令1700号的颁布，再次宣布菲律宾共产党为非法，还是马科斯上台后对菲共和新人民军的围剿，都证明了“暴力革命”是非主流的政治变革模式。另一方面，即使菲律宾面临“革命”危机时，菲律宾的政治精英的主流仍然主张以精英化的“宪政革命”来完成对菲律宾社会政治的改革。

从战后菲律宾政治史看，1970年1月份是菲律宾政治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刻，马科斯赢得再选的1969年大选直接将菲律宾推向革命爆发的边缘。在关于马科斯“耗尽了政府的外汇贮备，留给国家少得可怜的资金去应付巨大的贸易赤字和支付外债的利息”的指控声中，青年学生率先掀起了要求变革菲律宾政治不良的运动。1970年1月6日，新当选的菲律宾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易牙·福逊（Edgar Jopson）说：“执政当局将得到我们的全盘合作，如果他们真诚地为一般民众的福利工作。但是我们也将使学生权力的全盘力量，反对任何节制基本权利与自由的行动，反对任何有损国家福利及国家尊严的政策。”结果，由青年学生发动的这场旨在变革菲律宾政治的“一月运动”，演变为菲律宾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暴动。《武力镇报》形容：“这是本国所目击最恶劣的一次暴动，未曾有这么多的群众发泄这般无法抑制的狂暴和骚动，……许多人在电视上看到此过程，以为革命正在发生。也许它确是一场革命。”

面对一触即发的“革命”，菲律宾政治精英的应对措施是一场“和平革命”、一场精英主导的“宪政革命”。例如，1970年1月3日《马尼拉时报》社论指出：“在1935年，任务是使国家独立。今日，根本任务是变革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已经不能通过逐条的修正宪法来达致变革。根本大法自身必须变更，变得更好，以使它不仅仅能对70年代负责，更能够对今后年代的问题更好地负责。”当“一月事件”发生后，《马尼拉时报》立即发表了题为“清醒的民众是我们自由的保护者”的社论，明确地否定了“暴力革命”，呼吁民众通过宪政变迁获得国家改革的成功。文章说：纵然示威引发了警报，人民没有丧失他们的清醒，让他们的精神游离。那些告诉我们除了革命别无替代方案的人正如那些闭眼不见变迁的人一样，都是不负责任的。……变迁势在必行。但是如果要使我们的人民不被陷入流血，变迁必须来自我们的制度框架之内。一些制度的变更能够经由修正法案实现，但是一些制度的变更必须经由修正或重写宪法来实现。我们确信我们的人民有通过合法的、非暴力的方式讨论改革的智慧；我们确信他们能够通过人民公投，和平地使用其投票权，接受或者拒绝宪政变革的结果。

《马尼拉时报》所折射出来的经过修正或改写宪法来完成国家的社会政治变革，成为了菲律宾政治精英的主流意识。例如，1月22日，参议院法令和宪法修正委员会主席帕雷智（Sen.Emmanuel Pelaez）参议员在菲律宾宪法协会（the Philippine Constitution Association）作了《制宪会议的形成》的演讲，强调“‘政治意愿’是什么意思？它是人民的声音。……因为人民才是我们宪政体系的真正主权者，我们只是他们的代表和委托人”。为此，“我所提议的制宪会议法案是一个无党派制宪会议”。1月25日，菲律宾天主教协会（the Catholic Bishops Conference）发表一道联合声明，呼吁一个无党派的制宪大会。该宣言称：“我们，作为菲律宾的公民，认为支持一个无党派的制宪会议是良心之举。我们承认政客关于宪政事务的资格，但是人民拥有发言权，……因为我们坚信在一个民主社会，主权在人民一边。……我们的人民希望作为制宪会议代表能够献身于他们所有的福祉——道德、精神、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请求你们，我们法律的制订者们、国家社会的领导人们，维持我们人民的民主信仰和信心，这是必须的。人民的自由和尊严被尊重，这对我们的国家生活至关重要。”2月7日，自由农民联盟（Federationof Free Farers）秘书长查尔斯·艾维拉（Charles R.Avila）代表该协会提出一个广大农工参与的“文件革命”作为解决国事的最佳方法。他说：“如果我是一名毛主义者，我会说：‘目前菲律宾的状况是如此糟糕以致于人民已经不耐烦了。他们希望通过各种方法达致社会秩序的变更，甚至是通过暴力方法。但是我们必须使人民明白，不是所有的希望都已经烟消云散，我们还有制宪会议。我们仍然能够在暴力革命和无党派的制宪会议之间选择。经过尝试后，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重新起用前者。’这就是说，一部好宪法，如果这样的事情有可能，能够最佳地提供我们一个文件革命。”2月8日，基督教社会运动和青年基督教社会主义者（Christian Social Movement and Young Christian Socialists）发表一份题为《和平革命》的联合声明。声明首先肯定“一月运动”的性质是青年人，特别是青年学生要求变革的“和平行动”。接着，声明说：“如果新时代的到来非但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反而使问题恶化，那么，我们还能做什么？是不是我们唯一的道路是伸手抓住任何可以利用的武器，走上街头或上山，最后公开叛乱呢？20年前，伟大的民族主义者何塞·劳雷尔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劳雷尔竞选总统，因为大量的欺诈和恐怖主义，竞选没有成功。他的参谋们，包括他的政党的高级官员和候选人，建议他上山，领导革命。但是劳雷尔没有使国家陷入无助的流血。他知道暴力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他的想法被证明是正当的。……让我们冷静地用和平的、民主的方式战斗。”2月23日，英苏拉格科公司（Insuragcc Company）公司总裁克鲁兹（Delfin R.Cruz）也在《马尼拉时报》刊登论文，呼吁“和平革命”以修正第一次制宪会议遗留的容易被腐败左右的宪法。

甚至马科斯在接受《自由周报》（Philippines Free Press）记者马尼拉（Quijanode Manila）采访时也提出了“宪政革命”方案。马科斯说：“我们曾经改革那个制度，及正在改革它。但我认为，一个突然的变革将会摧毁每一件事情。我与主张快速变革的人的基本不同点是：他们宁愿从灰烬中重建，而我主张修补现有房屋的缺点。……现在，我也正和任何人一样不能容忍了，我也提出一个革命：重建城市中的贫民窟；复兴经济；敦促富裕者参与给予贫民教育的行动；通过土地改革，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工业；改善民主。”5月2日，马科斯再次重申，“我们相信社会公理，在民主程序内部，通过有秩序地变革，拉近贫富之间的距离”。

到1970年4月到5月，亚洲调查组织（the Asia Research Organization Inc.)联合菲律宾出版协会（the Philippine Publishers Association）在菲律宾全国范围作了一次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59%的人不认为唯有暴力，政府才会改革，24%的人同意政府改革唯有通过暴力才能达致，其中4%的受调查者特别赞同这一点。这就表明，经由政治精英主导的“宪政革命”完成对菲律宾社会政治的变革，成为了菲律宾政治变革模式的主流。


第十章　中国台湾地区民主化的畸变

美国学者亨廷顿指出，“第三波”民主化进程中，通常会出现三类问题：转型问题（transition problems）、情境问题（contextual problems）和体制问题（systemic problem）。转型问题直接产生于从威权主义向民主政权转型的变革现象，包括如何对待以前的威权官僚、如何减少军队对政治的介入和建立以职业制为基础的文武关系；情境问题产生于该社会的性质及经济、文化和历史，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个国家（地区）所特有的，包括叛乱、社会冲突、社会经济不平等、低经济增长率等；体制问题产生于民主体制的运作，包括各种社会力量僵持不下、难以作出决策、蛊惑宣传容易得手和既得经济利益者暗中操纵等等。

在中国台湾地区的民主化进程当中，三类问题都存在。因此，“对台湾的民主政治不能估计过高”。有学者认为，台湾民主化进行了20年，“选举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已经是比较成熟了，但是，离民主化目标——“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本章选取台湾民主化进程中最突出的问题进行考察：（1）民主化进程中，出现了否定国家统一、主张“台湾独立”的蛊惑性宣传的泛滥和“台独”政治势力的壮大，这是台湾地区民主化所特有的情境问题，对台湾民主化构成了最大的危险。（2）由于李登辉的操纵和“台独”的干扰，台湾民主制度化进程（“宪政改革”）逐渐背离了“一个中国”原则。这个体制问题的出现，不利于民主的巩固。（3）民主化进程中发生某种社会力量或组织的畸变，既是转型问题也是体制问题，但主要是体制问题。在台湾地区，这种畸变表现为“黑金政治”和地方派系政治。

一　“台独”误区

本章所使用的“台独”是一个特指的概念，特指日本投降以后，由于美日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光复初期国民党治理台湾的失误，在岛内外出现的一种思潮和运动，主张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把台湾人民从中华民族分裂出去，表现在政治层面则以建立所谓的完全独立的“台湾共和国”为其根本的政治诉求。

“台独”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有一系列相应的理论和纲领，其核心理论是“台湾民族论”、“台湾（法律）地位未定论”和“台湾住民自决论”。“台湾民族论”的基本内容是否定台湾人属于中华民族，主张在台湾生活的族群（福佬人、客家人、原住民和外省人）是一个有独立性格的民族即“台湾民族”，此论的代表人物是所谓的“左派台独”史明。“台湾民族论”的要害在于“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这既违背了两岸人民同宗同祖的共识，许多台湾人在感情上也很难接受；“台湾（法律）地位未定论”的核心是坚持所谓的《旧金山和约》（1951年9月8日由美国主导的“对日和平条约”）的“合法性”，代表人物是陈隆志。陈隆志认为，根据《旧金山和约》的第二条，日本正式放弃对台湾澎湖的一切权利和领土要求，但没有提到向谁放弃，台湾虽由日本脱离，但并未并入任何一国。所以，台湾的真正归属一直悬而不决，台湾的法律地位未定；“台湾住民自决论”是“民族自决论”的翻版，它的“法律依据”是所谓的“人民（民族）自决原则”。在“台独”分子的心目中，“住民自决”权利最便捷的实现途径是“公民投票”，只要让全体台湾人就台湾前途问题投票表决，就一定会实现“台湾的独立”。

李登辉执政后，为了巩固权力基础的需要，对“台独”势力采取“不支持、不鼓励、不取缔”的政策，实际上是放任和纵容“台独分子”。解严之后，“叛乱罪”的管辖权，由军法部门移到司法部门，“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成了追诉“叛乱罪”的主要机关。“高检署”虽然也依据“叛乱罪”，起诉了蔡有全、许曹德等数名“台独分子”，并由法院判刑，但是，总体上当局对公开传播“台独”主张的行为，仍采取较以往宽松的政策。这种情况使得台湾社会对“台独”的观念逐渐混淆，认为当局有接纳主张“台独”团体或成员的倾向。于是，“台独”团体的组织和成员陆续返台“访问”、“开会”，甚至公开谈论、推动“台湾独立”活动。1989年底三项“公职”选举期间，“新国家运动本部”总干事黄华，公开宣布了“台湾国”正式诞生的“七年参考时间表”。这些活动，标志着“台独活动”不再止于一般的诉求，已进入有具体纲领、具体内容、具体行动的更高层次。民进党通过“台独党纲”以后，国民党一方面威胁要“解散民进党”，另一方面派人和民进党沟通协商。民进党抓住国民党的“独台”路线做文章，迫使国民党让步，将作出“解散民进党”决议的“行政院政党审议委员会”降级隶属于“内政部”，所谓的“解散”决议以“自行消解”了事。

从1949年国民党“播迁来台”到蒋经国去世，台湾当局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共反台独”，“台独”运动在岛内无法生存，形形色色的“台独”组织基本都在海外活动（其活动中心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日本，70年代以后在美国）。海外“独派”人士首次返台是在1979年，全球性的“返乡”运动是在1991-1992年才发生。到1993年初，所有因从事“台独”活动而被捕坐牢的人都获释，“独派”各组织也都有权在岛内活动。海外“台独”势力迁回岛内，一方面增强了“台独”分子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推动民进党进一步强化“台独”的诉求，以此来吸收这些“德高望重”的海外“独派”分子、巩固岛内最大反对党的地位。

在岛内，1986年成立的民主进步党，在党纲中标明“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自决”，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提出“台湾独立”。此后，随着民主化和本土化的进一步推进，民进党在“台独”的泥淖里越陷越深：1988年，民进党召开“临时全会”，以陈水扁提出的“四个如果”（如果国共片面和谈，如果国民党出卖台湾人民的利益，如果中共统一台湾，如果国民党不实施真正的民主宪政，则民进党主张台湾应该独立）来彰显“台独”主张；1989年底“三项公职人员”选举，民进党内形成了“新国家联线”，提出“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利用国民党不敢在选举时期对异己言论进行镇压的心态（因为那样做等于帮竞选对手拉选票），公开挑战“中华民国宪法”；1990年，民进党“四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台湾主权决议文”，主张“我国主权不及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自行修改“宪法”第四条，缩小“中华民国领土”的管辖范围；1991年，民进党“五大”，通过陈水扁提出的基本纲领修正案——“依照台湾主权现实独立，建立台湾共和国并制定新宪法的主张，应交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选择决定”，这就是“台独党纲”，民进党从此蜕变为“台独党”。

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台独”分子充分利用了台湾民主化的大环境，志在必得，得寸进尺，从海外到岛内，从主张“住民自决”到“台独党纲”的催生，使得“台独”无论作为思潮还是运动都已经成为台湾社会一股强劲的逆流。

简略而言，“台独”言行对台湾民主化进程的危害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宣传台湾分裂意识，塑造“台独话语霸权”，散播反中国思想

“台独”分子在思想文化领域，以“言论自由”、“政见”为掩护，宣传台湾分裂意识，把“台独”等同于“台湾自主性”的发扬。在“台独”分子看来，台湾意识就是“台湾独立意识”（台湾分裂意识），除了“台湾独立”，台湾意识没有其他的内容。“台湾独立意识”的核心是“台湾主体性”，“台独”理论家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建构这种“主体性”：其一是“中国=中心=统治者=外来=不独立=非主体性”，另一个是“台湾=边陲=人民=本土=独立=主体性”，第一元包含负面价值，第二元包含绝对的正面价值。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系统，就是：为了建立“台湾主体性”，必须排除“中国性”。

“台独”分子还说，“台独思想是自然而正常的，不具有台独思想的台湾人才是不自然”。这种把“台独”主张“道德化”的做法，强行塑造了“台独话语霸权”：不管什么性质的运动，也不论其层次高低，动辄都要扯上什么“台湾人的命运与尊严”，比如，在民主化过程中只是纯粹的农民问题，用“台独”的有色镜来看却变成了“种族独立问题”。

在国民党逐渐台湾化和本土化的情况下，“台独”的对象从国民党变成中国共产党和祖国大陆政府，这样，“台独”必然要反中国，这是“台独”的一体两面，他们说，“台湾与中国中止（来往）四十多年来，台湾反而繁荣发达，何必与落后又专制的中国发生瓜葛呢？”，无端污蔑“台湾果真沦入中国之手，我们台湾人民多年来胼手胝足的成果，将毁于一旦”；在经济上，则妄称台商到大陆发展，“之所以能有利可图，很明显的是拜中国基于并吞台湾的战略性运作所致”，给代表台商利益的政治势力戴上“中共代言人”的“红帽子”。这样没有根据地歪曲宣传，很明显的是要“藉着提倡‘台湾意识’和‘台湾人意识’来转化做‘反华’的思想武装”。

2.激化省籍矛盾，破坏台湾社会的团结

省籍矛盾的本义是指“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出现的不融洽和隔阂，主要表现在政治领域方面，但在“台独”势力的有意煽动下，逐渐蔓延成社会族群间的对立。“独派”进一步提出，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称呼是基于台湾是中国一省的前提，是错误的，所谓“省籍矛盾”实际上是国家认同矛盾，即：认同“台湾（国）”的“台湾人”和认同“中华民国”的“中国人”之间的矛盾。根据这种解释，“独派”又给对“中华民国”忠心耿耿的外省人戴了一顶“台奸”的帽子。

在“台独”分子的内部，有一批心胸狭窄、充满仇恨报复心理、蔑视中华文化、否认中华血缘关系的极端“台独派”，他们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因其积极主动敢冲，服膺‘爱拼才会赢’的真理”，且动辄诉诸暴力，“往往会控制多数”，他们的能量是不可低估的。1991年5月16日，“台湾建国运动组织”在台中市宣布成立，其发出的文件声称将发动“全民叛乱”，以“完成台湾独立建国大业”，是岛内第一个公开主张用武力实现独立的“台独”组织。9月，“台建”宣布成立武装的“台湾革命军”，其成员都是“敢死队员”。在“台独”分子的影响下，某些大资产阶级也在自己的企业中推行“省籍歧视”政策，只培养台籍青年不用外省青年。

3.将民主化和本土化歪曲为“独立化”，扰乱台湾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台独”运动多是假借民主的名义进行的。实际上，民主运动与“台独”运动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是为了建设民主的台湾，后者则是“使台湾成为一独立国家”，“民主是我们必须要走的路，台独则不是”。台湾学者杨开煌认为，民主带给台湾社会的最大好处并不是普选，而是“造成一种宽容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考虑，激进、暴力的“台独”与民主化的本意是格格不入的。

比较政治学理论指出，民主化不同于所谓的“本土化”。但是，由于国民党几十年来将台湾人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使得台湾的本土化和民主化紧密相连，也就是说，在台湾这种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本省人、外省人权力分配和各自所占的人口比例不相匹配的情况下，民主化必然包含本土化的内容，落实到政策上，在民主化的初期，国民党应该向本省人打开权力之门，直到对本省人在政治上的歧视消失为止。所以，就台湾的情况而言，本土化是通向民主化的必经之路。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本土化不能取代民主化。本土化是有时效性的，是暂时的，不能用新的省籍歧视（歧视外省人）代替旧的省籍歧视（歧视本省人），因为，在民主社会中，只有公民与非公民之别，权利之有无依此而判，不能依照无法选择的“本籍”（祖籍）来划分享有权力的有无或多少。

在民主化、本土化和“独立化”三者的关系上，“独派”旗帜鲜明地提出：民主化=本土化（台湾化）=独立化（“台独”），反之亦然。“台独”分子还宣称，“台独即改革”，只有“台独”才能消除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与弊端。但是，台湾民主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以情境问题和体制问题为主，涉及台湾社会深层结构的变动和新民主体制成熟运作的重大课题，要围绕民主巩固的核心任务（建立、健全民主政治文化），凝聚台湾社会的共识，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如果寄希望于非理性、反中国的“台独”主张，则无异于缘木求鱼。

实际上，台湾人民并非要脱离中华民族去搞“独立”，只是希望获得真正的民主，盼望有清明的政治，渴望能自由地来往于海峡两岸。海峡两岸的分离，是历史悲剧，也为“台独”的形成提供了历史条件。化解“台独”的唯一之道，在于早日实现统一，消除这一历史条件。

二　“宪改”误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进行了7次“宪政改革”（以下简称“宪改”），10年之内修改了6次，14年之内修改了7次，岛内学者戏称其为“宪法年刊”。更奇特的是，第5次“修宪”的“增修条文”，由于被认为出了程序问题，尚未实行就被以“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四九九号解释”的方式宣告无效。台湾十多年来的“宪改”进程显示，“修宪”是台湾各种政治势力竞争、妥协的结果，包括了政党分赃、权力斗争和“台湾独立”等复杂因素。从“修宪”的内容来看，既有推进台湾民主化进程的进步内容，又有削弱国家统一、助长“台独”势力的消极部分；既有规范权力竞争程序、开放权力竞选的民主内涵，又有利益分赃、权谋算计的反民主现象。

国民党退台以后，一方面在“宪法”中保留“一个中国”的架构，另一方面用“临时条款”来确保“自由地区”继续发展它的政府体系，以便解决内在的问题，进而强化影响未来中国方向的能力。但是，到1987年进入民主化时期以后，台湾社会再也不愿意“临时”下去了。“宪政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并成为台湾民主化的中心议题。

从七次“修宪”的背景和进程分析，可以总结出台湾“宪改”的两大基本特点：

第一，建立了“总统集权制”。“中华民国宪法”本文偏向“内阁制”，但是六次“修宪”后却偏向“总统制”，“总统”不但直选，而且权力大增：“总统发布行政院院长与依宪法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员之任免命令及解散立法院之命令，无须行政院院长之副署”；“总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发布紧急命令，为必要之处置”；“总统为决定国家安全有关大政方针，得设国家安全会议及所属国家安全局”；“总统于立法院通过对行政院院长之不信任案后十日内，经咨询立法院院长后，得宣告解散立法院”。“总统”拥有最高的人事任命权，可以发布“紧急命令”，可以设置对自己负责的“国家安全机关”，可以解散“立法院”。“总统”权高位重，最关键的是几乎不受任何监督，简直称得上是“超级大总统”，其权力甚至比“动员戡乱时期”还要大得多。在这种体制下，“国家权力”运作核心，即“总统、立法院和行政院”的关系存在着严重的“权责不符”的现象，如“行政院长”对“立法院”负责，但实权却在“总统”手中；责任在于“总统”，但“总统”又无需实际负责政务。

第二，逐渐背离“一个中国”原则，体现在：首先，以台湾一个地区片面“修宪”，用台湾人民的自由意志取代全中国人民的自由意志来变动“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缺乏保留大陆人民参与中华民国国家主权决定的机制，是使分裂国家的状态永久化”，既严重冲击了“一中”原则，又无助于解决台湾所面临的“宪政困境”；其次，将“台湾省”虚级化（“冻省”），将“省政府”的权力收归“中央”，取消了“台湾省”在地方自治上所提供的协调对话机制，台湾看起来更像一个“国家”了；第三，“总统公民直选”使“中华民国”名存实亡，实现了所谓的“中华民国第二共和”，“一个中国”原则再受重创；第四，“国民大会”是孙中山所设计的“五权宪法”体制的重要象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历史延续性，削弱“国民大会”的作用直至最后彻底废除，暗含着台湾政治权力结构与“中国民族主义者”孙中山撇清关系的企图，是“台独分子”在“直接民主”的幌子下推行“台独”路线的阴招；最后，推动“公投入宪”，好像是抬升了“直接民权”，实际上是为“法理台独”创造“宪法法理”依据，“将更方便台独势力藉公投炒作民粹，推动台独”。

对这两个特点，我们有以下的评析：

首先，从西方宪政民主的理论出发，民主社会应该有一套符合权力分立和制衡原则的政权体制，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既独立运作又要互相制衡，以实现“权责相符”。台湾学者朱云汉认为，台湾“宪政改革”的内容应该包括：（1）基本人权保障的落实；（2）民间社会自主性运作的保障；（3）政党间的公平竞争；（4）“国家机构权力关系的重组”，特别是立法机关的立法职能与行政监督功能的正常发挥，文人政府对军情机关的指挥权与监督权的确立，以及司法机构的独立。如果能完成这些内容，台湾的政治发展将会步入一个新阶段。

但是，我们看到，台湾并没有出现这样的“宪改”。台湾经过了七次“宪改”，却形成了一种很奇特的“宪政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权力”运作核心，即“总统、立法院和行政院”的关系存在着严重的“权责不符”的现象，如“行政院长”对“立法院”负责，但实权却在“总统”手中；责任在于“总统”，但“总统”又无需实际负责政务。在这种体制的主导下，陈水扁执政八年来，可以运作“少数政府”，可以不因贪腐而受“弹劾”，可以一意孤行推行“去中国化”政策，可以“终止”“国统会”，其根源在于“宪政体制”缺乏对“总统”的有力制衡。这与借助“宪政”建设将民主制度化的本意是背道而驰的，影响了台湾民主的巩固。

其次，民主化是以国家统一为“唯一前提条件”的，体现在“国家认同”上，无论反对派还是当权派，都应该是一致的。综观台湾七次“修宪”，从“总统直选”、“冻省”、“废除国民大会”直到“公投入宪”，可以发现实际上是在践行一条“零存整取”式的“台湾独立”路线，最终目标在于毁弃“一个中国”原则，将“宪法一中”改为“法理台独”。这样的目标显然超出了民主化的范围，成为台湾民主化“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麻烦的是，由于逐渐背离“一中原则”，整个“宪改”进程呈现了越改越乱的特征，特别是数次修改“宪法增修条文”及冻结本文规定，使得“宪法”条文充满矛盾及不和谐。这样的“宪改”，无论进行多少次，都不可能达到促使台湾民主制度化的目的，而只会加剧原本就存在的“宪政困境”。

三　地方派系政治和“黑金”政治

所谓“地方派系政治”，是指派系成员通过各种关系在派系内部进行利益的互惠和交换，同时与其他派系进行对抗，并通过“恩庇侍从”的方式与政治权力进行交换；所谓“黑金体制”（其全称应是“黑权金权体制”），是指台湾在进入民主化时期后逐渐形成的一种畸形的政治活动机制，在这种机制中，黑道和金钱势力渗入政治领域，通过介入选举、关说等等手段谋取自身的利益，民主政治的本意被扭曲，人民的利益和要求被严重忽略。

民主化启动以后，威权时代就已经根深蒂固的台湾地方派系乘机进入“中央”，和黑金一起，盘踞了台湾政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台湾式民主”。

长期以来，派系主宰了台湾的政治体制和官僚政治体制，成为除了政党之外影响台湾政治最重要的团体。根据台湾学者的统计，台湾全省21个县市，先后出现的县市级派系有将近90个，山地与离岛除外的275个乡镇市中，213个乡镇市有派系，其中166个地方有明显派系对立的情形。解严后，派系政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国民党虽然还是台湾政坛的主角，但随着地方派系的“中央化”、财团化和黑道化，派系的力量更加强大，其影响力大增，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加强和派系的合作，甚至连李登辉在选前也要以“总统”身份接待帮派山头。同时，民进党的势力不断成长，特别是民进党制定了“地方包围中央”的战略，这个战略的核心是瓦解国民党和地方派系的“同盟军”关系，于是，派系政治的运作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最大的变化是，地方派系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为国、民两党拉拢的对象，国民党虽然还能用“党德”、“党纪”来约束党籍派系领袖，但显然过去那种上令下达的威风已经不再。民主化初期，国民党仍然掌握着最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因此，在很多地方，国民党提名以及随之而来的辅选仍是最大的胜算因素，地方党部充当地方派系和国民党中央的中介，在提名问题上拥有很大的决定权，是各派系争取的对象。但是，随着民主化的深入开展，党、派之间恩庇侍从的主从关系悄悄地在瓦解，虽然尚未达到完全决裂的程度，但是地方党部的权力和威望已经开始衰退。在一些地方，每逢选举，往往由各派系自行协调产生候选人，然后由地方党部加以提名。在一些县市，比如澎湖县，国民党和军方的势力消退以后，派系势力占据了地方政坛，其中，“霖派”代表人物林炳坤的服务处“似乎有取代国民党澎湖县党部的迹象”。第二个变化是地方派系的经济地位发生了蜕变，从转型前地域性经济（金融保险、汽车客运等）的垄断经营者转变为涉足证券、房地产炒作、建筑业等高利润行业的财团。据统计，台湾的15个县市，37个派系，经营（参与经营）的实业共214家，其中，20家建筑业、45家证券业、29家银行业和信用合作社、28家综合性企业（企业集团）、10家农会和水利会、14家娱乐旅游业（主要是饭店）、9家交通运输企业、28家工业企业（含轻工业和重工业）、其他（医院、媒体、农业等）15家。其中，银行证券业有74家，约占34.5%；建筑业20家，约占9.4%；综合性企业和工业企业56家，约占26.2%。三者合计共占70.1%。也就是说，地方派系经营的行业中超过2/3是台湾资本主义经济中利润丰厚或垄断性很强的行业。2000年民进党执政以后，台湾经济出现迟滞，“地方派系的经济力量正在逐渐失血中”，派系的力量已经大不如从前，但是某些派系（如基隆市谢派）的影响力却有增长。第三个变化是随着派系经济地位的上升，“派系倒戈”反对国民党的现象屡屡出现，给民进党制造了发展空间。派系倒戈是国民党和地方派系关系紧张的表现，表明地方派系已经能够通过公开的行动挑战国民党的权威。如在1989年“三项公职人员”选举中，在彰化县，国民党提名白派的施松辉出来竞选，红派心生不满，在选举时故意不支持施松辉，甚至暗中帮助民进党候选人周清玉，红派的“放水”使施松辉败选而周清玉坐收渔翁之利。

黑社会的地域性比较强烈，从地域上划分，台湾黑社会组织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是“角头”，大多是以某一区域为界，很少向外发展，在地盘内坐收保护费或自行经营生意，独霸一方；二是“帮派”，不以区域为界，进攻性强，组织也较庞大，可打入其他地盘。从力量的变化看，进入民主化时期后，原来被地方派系收揽门下的黑道势力，在财力壮大后自立门户或是反客为主；部分采取企业化经营的黑道势力或出钱抬轿，或由重量级的黑道兄弟亲自披挂上阵，成为县市“议会”的主导或县市行政机关借重的谈判对象。黑道介入政治的途径大约有：（1）受候选人的收买或掌握之后，替候选人到各地去要挟“桩脚”（选举时能掌握选票取向的人）和对手，以暴力的手段“搓圆仔汤”或是强迫配票；（2）运用自己的实力，支持候选人并且帮助他当选，日后再从当选的“民代”身上获取方便和利益；（3）亲自下海参与选战。黑道介入政治，以彰化、云林、嘉义、高雄等地区最严重。在台湾中南部，派系问题特别严重，派系经常和黑道相结合，甚至有些派系本身就是黑道。1989年举行“三项公职人员”选举，其中，“立法院”选举是台湾有史以来“国会”第一次全面选举，国民党要“保政权”，民进党要“夺政权”，选战空前白热化，黑道分子开始大规模介入选举，并形成惯例，此后愈演愈烈。黑道介入政治的结果，形成了“黑白共治”的局面。

“二蒋”统治时代，官大于商，政商勾结不是很严重。李登辉上台后，积极寻找多金的大资本家的财力支持，上行下效，政商勾结蔚然成风。长荣集团董事长张荣发被李登辉视为“在民间最好的朋友”，张荣发出资设立的“国家政策研究中心”，被视为是替李设立的幕僚机构，参与“国统会”的研究人员名单及采用的研究报告很多出自“国策中心”。商人以其财力提供给李登辉“金脉”，弥补了民主化初期“总统”权力基础削弱的缺陷；反过来，商人也从对“总统”的效忠里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张荣发麾下的长荣集团受李登辉的恩庇，享有许多特权，如原先政策规定货柜场仅准设在港口附近，张荣发第一个打破这项规定，获准在桃园南坎一带设货柜场；原来政策规定国际航线不得民营，张荣发也是第一个打破这项禁忌的。政商勾结中最重要的是“总统”和商人的关系，李登辉如此热衷于广结“商”缘，上行下效，“立法院”、“监察院”，国民党、民进党，主流派、非主流派，纷纷寻求商界的朋友，使得“这种‘金脉’控制‘人脉’，更进一步控制‘权脉’的趋势更加浓厚”。

“立法委员”中，几乎大部分都同时拥有企业主身份，这些商人为何纷纷以商入政？原因在于：民主化时期台湾的行政权力下降，“立法院”成为政治活动的中心，只要能进入“立法院”，就能为自己的企业争取更多的利益，善于利用政商关系理财者甚至可以为企业创造新的发展机遇。最典型的是沈世雄，近12年的“立委”生涯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立委”身份使他名利双收：经济上，从一个高尔夫球场的挂名负责人逐渐变成横跨钢铁业、银行界、证券业的大企业家，享有“钢铁守护神”的声誉；政治上，由国民党提名，成功上垒，成为“立法院副院长”。沈世雄的故事，被台湾媒体称为台湾版的“麻雀变凤凰”。民进党号称“制衡”，抨击国民党在地方搞“金权政治”，但是他们为了实现“地方包围中央”的理想，不但无法改变金光闪闪的地方政治生态，还要大力延揽地方上的“金牛”、“金象”加入民进党。2000年“总统大选”，民进党以“阿扁没包袱、黑金一定除”为号召夺取了政权，但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民进党就开始了“黑金化”，接纳“黑金”力量。到了2004年“总统大选”时，民进党已经被指为“黑金进行式”，“总统府”更成为“新黑金中心”。

总之，地方派系政治和“黑金”政治构成了“台湾式民主”的两大基本内容，其对台湾民主化的危害主要体现在：

1.使台湾的选举变成了一场交易，选举政治“黑金”化，同时妨碍了正常的利益政治格局的形成

在派系的运作下，台湾的选举变成了一场交易：贸易商（地方派系）透过大盘商（大桩脚）、中盘商（中桩脚）、小盘商（小桩脚）向选民收购客户（候选人）所需商品数量（当选票数），然后标价出售，卖给出价最高的客户（候选人）。这样的民主选举已经市场化，偏离“选贤与能”的本意而带有“选钱与情”的含义，徒有一个“程序民主”的外壳而缺乏真正的民主的内涵。

选举的本意是通过公平的自由竞争，选出贤能之士，代表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但是，在黑金体制下，选举的本意被扭曲，选举变成了金钱游戏和暴力游戏。台湾的民主，“不是民主（Democracy），而是有钱人在当家作主（Plutocracy）"。暴力介入是台湾选举的另一个特色。选战“白热化”之时，敢动用暴力，“表示他敢违法，能打击特权，还确实能争取到选票”。

正常情况下，民主化的推进，必然导致利益团体的复苏和兴起，从而形成利益政治格局。但是，由于台湾地方派系的私人、人情、侍从关系等非公共性质，使得地方派系不像西方的利益团体那样，具有公共讨论空间的市民社会形态。此外，地方派系的运作虽然具有现代的外衣，但是内容却是旧社会的人情和封建，因此，利益只分配到人情圈内的人，而不具备利益团体的公共性质。

2.议会政治“街头化”

“国会”是民主化时期台湾政治活动的中心，它是议会政治的象征。黑金势力的渗入，使得议事殿堂街头化，各级“民意代表”动辄谩骂开打。各级“民代”的行为营造了一种粗俗的“打骂文化”，善打者即会有掌声，拒绝打就成了狗熊。影响所及，社会上也充满了暴戾之气，甚至影响到了下一代的成长。花莲市明义国民小学四年级男生在作文里写道：“我在电视里看到立法委员一言不合，就用上钩拳和飞龙腿来踢，真是好精彩”，“我要上山练武，学会武功，来当立法委员”。

3.政企勾结公开化

企业化政客已经成为“立法院”内真正的主流派，随着连任次数增加，“立院”里出现了类似日本“族议员”的成员，他们盘踞交通、经济等重要审查委员会，凭着日积月累的交情，和财团、行政官僚建立密切关系；而由职业团体选出的代表也并不能代表本团体的利益。比如，由农民团体选出的苏火灯被华隆集团聘为该集团旗下农林公司的董事长，而在苗栗县、台中县、南投县等承租农林公司林地耕种的农民北上陈情、抗议农林公司有意收回土地改作他用的行动中，本该为农民说话的苏火灯，却躲起来不见踪影。

各级民意机构均被金钱文化侵入，家资巨富、出手大方的“民意代表”在各级“民意机构”都变成同僚们喜爱的“议会角头”，拉帮结派。“议会”宛若青红帮的香堂，议员们互相帮助，一旦有事，则互为后援，帮忙解困。“华隆案”闹得满城风雨时，一向凶猛的“国会”却都变成了驯犬，包括“监委”、“立委”，甚至国民党各中常委，大家都“静观其变”，等到不得不采取行动了，“立法院”和“监察院”却只是“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国会”的敷衍使本来很简单的“华隆案”拖了55天之久，最后以“交通部长”张建邦辞职草草了结。在基层，金权现象有过之而无不及。新当选的“彰化县长”周清玉指出，上年度的公共工程分配款8000万，早在她上任前就已被议员分配完了，这个现象造成她的施政无法开展，而工程招标时，则常有黑道介入。

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台湾民主巩固时期所面对的重大问题，解决得好，台湾民主质量（quality of democracy）就会得到切实的提升。台湾社会也一直在探索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如通过“阳光法案”减少“黑金政治”的生存空间，民间团体和媒体的监督权在不断扩大，通过推动“三通”来密切两岸的关系从而压缩“台独”的生存空间，等等。2008年3月22日，马英九高票当选台湾地区新一届领导人，民进党及其“台独政策”被否决了，这标志着“台湾的选举政治性质将发生重大的变化”，长期以来，以假民主、真民粹方式操控选举的最恶劣的、最丑陋的选举政治应该可以得到全面有效的遏制，民主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也会被重视，并寻求积极的解决办法。选后，香港媒体期许：“如果马英九、国民党在今后治理得当，树选举新风气，树民主新标志，真正推动选举政治走上民主正轨，那么，台湾的选举政治能够获得重生！”对此，我们表示同意并抱持谨慎的乐观。


第十一章　韩国民主化的进程

本章研究韩国民主化的进程和阶段、政治转型中的社会力量、全斗焕的威权主义军人政权与卢泰愚民选军人政权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从民选军人政权向文人政权转变的主要动因。长期以来，这几个方面在研究韩国民主化运动的课题中常常被忽略。在韩国学界，研究20世纪80年代韩国民主化的动因及阶段论的书籍至今也不多见，且主要是比较或综述几个不同的问题。关于韩国政治史的文献也只是分别地论述某些与民主化相关的问题，例如“6月民主化抗争”、“6·29民主化宣言”、军人政权和经济关系等的研究，缺乏关于转型中的各种矛盾、力量和问题的分析。因此，笔者要考查全斗焕军人政权、卢泰愚民选军人政权、金泳三文人政权在韩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民主化运动与经济的关系，并集中论述民主化进程的动因和民主化的阶段。

一　民主化的启动

韩国民主化的原因是全斗焕军人政权的合法性危机。自下而上的民主化的推动力是作“6月民主化抗争”。政治家们的重要举动（“6·29宣言”）是妥协性的策略。

使全斗焕政权酝酿体制转换的原因是缺乏合法性。全政权与朴正熙政权相比没有本质上的变化，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带有军部-官僚为支配阶层、强迫劳动、压制人权、政经结合等典型的军人威权主义特性。此外，全斗焕获取政权的进程是通过军人政变，所以从上台开始就面临合法性危机，数次试图加强其合法性，却未获成功，而且在其执政期间一直出现反政权运动。结果，尽管全政权实现了经济发展以及七年总统短任期的历史使命，但还是在民众的反对声中下了台。全政权在执政的七年间，任意采取政变、拷打、暴乱、背后伪造等非民主的、违背道德的行为。以“一举消灭社会之恶”的口号，强制38000多名人民到被称为“三清教育队”的军队，进行了地狱般强训。作为言论控制的一环，韩国新闻协会和广播协会在全政权的强大压力之下，决定整合言论机关。通过了学院安定法，试图扼杀学院运动。这些压制遭到了来自市民、学生、宗教界、甚至是舆论界的对抗，也因此形成了转换体制的推动力。

在多数威权主义国家，经济动荡往往会加剧民众对政府合法性的质疑。但韩国的情况有点特殊，人民对全政权的质疑是在经济繁荣的条件下发生的。全政权为了改善因为缺乏合法性引起的政治气氛，始终重视经济安定和成长，在七年在职期间可以维持政治稳定，应归功于经济因素。在全政权时期，韩国经济克服了之前达到两位数的通货膨胀，1983年以后更是维持了低于5%的低物价。1980年韩国的经济增长率是-3.7%，但是1982-1986年第五次经济开发五年计划期间，其增长率达到了9.8%。接着1986-1987年的三低（低油价、低利率、低美元兑换率），实现了12%的高度增长，在对外贸易史上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顺差。1985年全政权推行部分开放和自由化措施，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成功举办1988年首尔奥运会，获得国内外的好评。全政权时期良好的经济状况多少减少了人民的不满，令人民期待七年以后通过选举而产生的和平交替和民主化进程。其次，全政权在人民大和解的名义下，施行了教授复职、学生学习自由化措施和解禁金泳三和金大中等政策。在这些自由化措施下，出现了很多威权主义的解冻和民主化的萌芽现象，开放和自由化措施使得当时由于压制和恐怖行为而保持沉默的学生、工人、在野党、宗教人士的政治活动大为活跃。但是全政权并未考虑通过选举来移交政权。

全政权采取了上述策略，是为了在1985年的“2·12总选”（国会议员选举）中获胜。但是选举的结果让全政权大失所望，创党还不到一个月的在野党新民党获得了国会276个席位中的67席。第12届议员总选的得票率：民正党35.3%、新民党29.3%、民韩党19.7%、国民党9.2%（参见表1），新民党成为第一在野党，可谓政治格局的大变革。新民党的意外成绩成为了人民渴望民主化的契机。

表1 1985年韩国第12届国会议员选举结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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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总选”后，全政权面临修改宪法、由直接选举产生总统的强大压力。坚持间接选举方式的民正党和对此持反对态度的新民党、在野团体、学生、市民在改宪问题上形成了对立。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内阁制和总统直选制间的意见差异而使得合议未能进行。

随后，由于统一民主党的创立，内阁制改宪受挫，全斗焕为了停止讨论改宪而采取“4·13护宪措施”，其内容是中止改宪的讨论以及全政权依据第五共和国宪法转移到新政权。全政权的这一做法无视人民要求直选制的改宪要求，使所有关于改宪的讨论都在原地打转，从而做出这一反历史的、反民主的决定。这一计划激起了人民反对其政权的斗争。人民对“4·13护宪措施”的反对，表现为对全政权爆发性的、全民性的抗争。学生、在野党、在野势力、大韩律师协会、韩国基督教协会、妇联、民主舆论协会等对“4·13护宪措施”的批评漫天飞扬。

强烈的不满发展成为“6月民主化抗争”。从6月10日开始到6月29日止，抗争持续了19天，以学生、市民和中产阶层为中心，在全国23个城市展开，有450万以上的人民参加。打倒军人独裁和实行直选制改宪的口号也就此开始。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不同，这种对抗采取的是微弱的暴力人民示威的形式，这也取决于韩国特殊的社会状况。首先，南北朝鲜的分裂格局，从结构上降低了国民反对的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其次，中产阶层想要维护自身的财产和职位，所以在当时前所未有的大好经济形势下，他们完全没有发动抗争的念头。第三，当时人民对于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经济发展持肯定态度，并表现出希望发展成为先进国家，所以人民对全政权的反对是以维持这种经济发展为前提的，它只是一次要求基本体制不变，而只变换统治方式的体制转变运动。

如此看来，它是各派势力为了掌握国家权力而形成了政治斗争或军事对峙的暂时性妥协局面。这次全政权和人民间全面的对抗，通过总统直选制这样的措施就可以解决，是有限的、形式的民主化形态。

是谁发起和领导了“6月民主化抗争”？对于这一问题基本上可以区分为市民势力、中产阶层和在野党领导论。

第一，市民势力主导论。在韩国民主化进程中，诚如“民主主义是被压迫阶级的斗争史”的论断，民主主义正是由被排挤的社会阶层参与并发展起来的。这是因为人民中占大多数的市民势力的要求成为了议题，并且指出了解决方案。

20世纪80年代，韩国市民势力是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工业化，乃至军人政权的压制性统治的最主要力量，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也是时代变革的主体，即作为资本主义产业化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应该要注意到市民势力作为领导民主化运动的社会变革的主体所发挥的作用。

第二，中产阶层主导论。中产阶层显示了通过制度的妥协和平稳变化的意图。这是因为中产阶层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获得了经济上的稳定、经济上的富裕之后，又想参与政治进入上流社会，但又害怕急剧的变革。

事实上，"6月民主化抗争”具有学生、市民和中产阶层联合组成的市民抗争特征，是一次为结束军人独裁政治和威权主义而团结斗争的抵抗运动。但是，一直宣扬传统意义上的安定的社会秩序的中产阶层要求民主化并加入游行示威，是基于“废除4·13护宪措施，恢复其参政权”这一消极目的。崔章集指出，“不能说它是中产阶层发起的抗争，市民的作用大于中产阶层。学生一直投入斗争是因为市民势力不断给予关注”。在抗争中，中产阶层为自身的利益参加的比重较以前有所增长虽是实情，但不能简单地认为中产阶层领导了这次运动，不能忽视学生和市民势力不为人知的斗争和联合的影响力。

第三，在野党主导论。首先，查看韩国现代政治史上在野党的作用，可见政治形态的积极性一面和消极性一面并存。一个是作为反独裁、反军人政权民主势力的积极性一面；另一个是与历史进步无关，仅仅作为“党利党略”而离合集散的保守政治家集团的消极性一面。当然，在80年代民主化过程中在野党多少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这些并不能掩盖在野党的症结和缺陷。

在野党不能主导民主化，这是因为新民党的分裂和“4·13护宪措施”的实行，全政权的镇压加强，民主化势力感到了反独裁联合的必要性，因此，具体发起了国民运动联合。在野党是为了达到与全政权协商的目的而与市民势力形式上联合在一起的。由不属于“二金”或在野党的市民势力结成了民主联合势力，进行抗争的。所以说，在抗争中，在野党虽然多少有些影响力，但并不是主体。

随着朴钟哲被拷打致死和捏造事实事件的暴露，反政权运动超出单纯的撤回“4·13护宪措施”的要求，而更有组织、更具爆发性地发展成为要求全斗焕立即下台的运动。不但大学生、在野党、新闻界、法律界、宗教界等，连中产阶层也加入了反政权示威。结合反对“4·13护宪措施”和“朴钟哲事件”而引发的“6月民主化抗争”，是韩国民主化进程中的推动力。它除了具有一般市民涉足政治这一特征外，大学生完全投入斗争，以民主大联合形式形成的国民运动总部，基督教和天主教也发挥了一定作用等，也是此次运动的特征。

拷打朴钟哲致死事件一暴露，就结成了“指责朴钟哲拷打致死，暗地捏造事实”的全人民大会准备委员会，此后，成立了由工人、农民、妇女、教育界、新闻界、在野党等150多名各届代表组成的“民主宪法争取国民运动总部”，以谴责朴钟哲事件、撤回“4·13护宪措施”、争取民主改宪等为目的，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在民主化运动中，包括社会各阶层，被称为“民主大联合”的国民运动总部，作为全人民的联合机构，推动形成了广泛的联合战线。6月10-16日在明洞圣堂内举行斗争，6月18日举行催泪弹驱逐大会，6月26日全国130多万人参加人民和平大游行，至此，全政权面临爆发性民主化示威热潮，不得不寻求新的解决危机的方法。

当时，全斗焕和美国认为不可能只用警力镇压全国性的国民示威热潮，因而丧失了自信。于是，美国迎合韩国人民对民主化的渴望，一边压制全政权发动军队，一边提议全斗焕作出政治让步，在美国的一定程度的压力下，全政权答应妥协。

人民在体制转换上的三次动因虽然具有爆发性，但是难以单方面地引导自下而上的抗争。同样，全政权通过动员军队再次强化威权主义的自上而下的尝试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正因为有了全政权和作为人民代表的国民运动总部间的力量均衡，才能通过“6·29宣言”进行民主化。

韩国社会对外开放的核心在于维持跟美国的友好关系。由于韩美关系的特殊性，在政治、军事、经济领域全都依赖于美国的韩国，无论哪一届政权在美国对韩政策上都很被动，这也可以看做韩国政治的脆弱性。韩国对美国的依赖性虽然是韩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不幸，但就是这样的对外依赖性在1987年的民主化抗争中，给韩国的体制转换带来了重要的推动力，这也再次确认了对外关系的发展和美国的影响都相当重要。

从颁布“4·13护宪措施”后到“6·29宣言”，美国对韩国政府的影响从初期的只在幕后施加压力这一隐秘的方式，逐渐发展为公开而直接指示的方式。美国在颁布“4·13护宪措施”后到6月18日催泪弹驱逐大会，对韩国仍然主要实行幕后外交，强调“对话和妥协”。但是美国一直在关注1987年6月10日到18日韩国事态的发展状况，开始表现出更公开的、直接指示的影响力。首先，1987年6月18日，向美国参众两院提交了“1987年韩国民主主义的相关法案”，内容是在韩国基本人权得到改善之前，对韩国实行经济制裁。

第二，美国行使公开的影响力，在6月19日里根总统要求“全斗焕要不顾一切地采取一切措施制止流血事件”，并警告说“如果采取强硬的措施将很难保障当局的安全”。

第三，6月23日美国国务院东亚太长官凯斯丁·斯歌也明确指出“为了缓解韩国现在的局势，美国反对戒严令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军队介入，也不愿看到出现这样的介入”。如此一来，6月18日之后美国国务院再三明确表明反对军队介入的立场。

卡明斯认为1987年韩国的民主化分散了由美国的市场开放压力而引起的责任，是为了使更多的人来分担由此带来的苦难而制定的政治对策。他的这一总结看似独特却是将韩国民主化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尤其美国经济相联系的深刻的探讨。

1987年韩国自下而上的挑战，依靠民主联合的力量，还不能把军人政权赶下台。在威权主义政权和民主联合间力量均衡的情况下，要求民主化的自下而上的挑战和打算维系权力的自上而下的策略相吻合，并在和谈的基础上展开。在这意义上，大部分第三世界的民主化都带有“在妥协基础上的民主化”的特征。也就是说，政治领导人们通过协商达成政治协定，承认威权主义政权的既得权力，同时实现体制转变。

"6月民主化抗争”能够通过政治协定成功实现民主化有多方面的因素。首先，通过威权主义政权的开放和自由化措施发展壮大起来的在野党力量，“二金”的寡头结构以及在野党领导人的卓越的才能。此外，政治协商中重要的一点是“让步的程度”。当然，由于执政党和在野党都想掌控大权，产生了分歧。

其次，韩国想要实现经济发展和与世界排位相符的政治民主化，体现这一政治意识转变的就是这一事件。郑大和指出了在韩国的民主化抗争中经济状况的重要性体现为如下，“它是以资本主义外部的问题——撤回“4·13护宪措施”和实施总统直选制等类的政治问题为中心展开的”，使之成为可能的就是1987年前后繁荣的经济状况。这样良好的经济情况缓解了资本家和劳动者以及中产阶层的矛盾。可以说韩国的民主化是在良好经济局面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和妥协的方法在向前发展。

第三，实际主导它的国民运动总部把自身的目标修订为“确立民主宪法，并在此基础上成立民主政权”，显而易见，这一举动的发端就是反对“4·13护宪措施”。这一运动的主要目标是“采取总统直选制”，即，抗争的目标不是军人政权的立即下台或者急剧的体制变革，而是强调总统直选制的温和内容。

第四，韩国国际局势的发展对民主化的压力。1988年首尔奥运会的举办与国际方面的压力使全政权采取的方案受到限制，这就给予了民主化不小的帮助，而且，美国对韩国民主化希望的是总统直选制。在美国眼中，即使允许总统直选制，当时政治情况下，除了执政党和在野党以外，也没有别的势力来执政。

它尽管显现了自下而上的动员力和组织化，但是通过直选制结束的消极的体制转换，是威权主义政治家的周密计划成功地发挥作用的结果。因此，在韩国的民主化进程中，自下而上的挑战非常重要，在威权主义政权和民主势力之间的均衡中，威权主义政权采取的策略也一样重要。事实上，全斗焕通过自上而下的策略即“6·29宣言”成功实现了军人政权的再生产。

"6月民主化抗争”的局限如下：

第一，以在野党和执政党政治家之间协议的方式告终，但这并不是民主化运动的最终目标，甚至不能达到民主主义的巩固阶段。

第二，因为消极的目标以及对“卢泰愚的6'·29宣言’即自上而下的政治策略”应对方式不成熟，所以抗争的热情很容易在执政势力的控制中，而且这场抗争未能强化民间力量对军人政权的抑制。

第三，因国民运动总部观念上的局限性和独立能力的丧失，既没有进行彻底的民主化，又没有得到确切的结果。

第四，在野党的独断的妥协政策，削弱了应在扩散民主主义中起主要作用的人民的组织力量，从而导致了彻底排挤主导民主化的市民势力的结果。

"6月民主化抗争”的意义如下：

第一，它是对搞压迫政治、拷打等反历史性的全政权的抗拒，不是特定的阶层或力量主导的，而是学生、市民势力形成一个抗争轴心而对军人政权有效地斗争。这一点明显地证明它所具有的市民抗争的性质，而且加强了市民社会的自律性。

第二，它意味着政权由威权主义过渡到民主主义体制，但是当时韩国政治势力依然有巩固民主主义的课题。

第三，它是在韩国多个地方同时崛起的全人民的民主化抗争。因而在韩国形成了全政权难以应对的国内环境，使其接受直选制改宪的要求，而且，它针对暴力政权，努力坚持非暴力和平主义路线的民主化抗争。

总之，它提出的全人民的要求绝不是为特定阶层服务的，而是决定民族共同体的未来方向的试验台，在韩国民主化历史上成为决定性的力量。

二　民主化的发展

"6·29宣言”是面对政治危机的军人政权采取的最后选择，是逆转“6月民主化抗争”进程的关键。经过这个转折点，全政权的政治危机得到缓解，而国民运动总部却丧失了相当部分的推动力和抵抗力。

关于卢泰愚发表“6·29宣言”的背景，存在几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1987年的民主化不是统治势力内部的稳健派与强硬派之间妥协的结果。执政党原来是强硬派，但是民主化运动与美国对民主化的支持引起执政党分化出稳健派。稳健派的代表性人物就是卢泰愚。

第二，“二金”未能使在野党候选人单一化，而且全斗焕认为通过调动执政党的组织和资金，在直选制上也能够获得胜利。所以它是一种有计划的行为。

第三，由于朴钟哲拷打事件使抵抗运动更过激，警察的镇压能力有限，因而准备投入军队，但是，由于美国的压力阻止了军队的动员，而产生了“6·29宣言”。

在媒体资料上也可见美国的压力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引起韩国政府变化的第一个因素是市民意识的成长，第二，美国在幕后施加压力，而催促在军队的干涉以前，首先政府与执政党达成妥协”。在如此的情况下，全斗焕考虑了整个社会氛围以及市民意识的变化，推举了当时的民正党代表卢泰愚，使其发表“6·29宣言”。有人提出“6·29宣言”由卢泰愚起草而成。但大多数学者认为，由于推选卢泰愚为总统的工作核心班子均为全政权之人，所以宣言不可能出自卢泰愚个人的决定。

由全斗焕自上而下的策略所创制的“6·29宣言”，可谓全政权通过“直选制的不可避免论和‘二金’同时出线的必胜论”说服卢泰愚的杰作，从而成为终止“6月民主化抗争”，并带来巨大政治效力的策略性对应及突破性决策。

关于“6·29宣言”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地位有三种主张：第一，认为它是实质上的民主化宣言，这是卢泰愚阵营的主张；第二，认为它是实质性民主化的一个契机；第三，它仅是政治的自由化或开放。笔者倾向于第二、三种看法。在实际性的措施只停留在宣言的形式尚未付诸实践的情况下，可以将释放金大中和善良的人等视为自由化措施，因此将宣言本身理解为包含自由化的民主化体系会更好一些。

关于韩国民主化的路径，在野势力强调市民势力的作用，而且主张“自下而上的民主化”（replacement）。军人政权强调“自上而下的民主化”（transformation）。依据亨廷顿的分类，韩国的民主化是由“自下而上的民主化”和“自上而下的民主化”折衷地结合的“通过妥协做成的民主化模式”（transplacement)。韩国的民主化模式是集亨廷顿民主化模式的三种类型于一身的独特的民主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民主化势力的分合：

第一，国民运动总部的解体。以国民运动总部为中心的民主联合势力，在“6·29宣言”以后，由于内部的混乱而陷于分裂，从而宣告了抗争的终结。其结果是自动抛弃了通过“6月民主化抗争”所得到的有利的政治局势，引起了军人政权的权力移动、全政权霸权的恢复以及国民运动总部的政治无力化等一系列问题。

第二，政治精英和民众的分离。从全政权的立场来看，它的最大成果是把部分政治精英引入到体制内部，孤立在野势力和市民势力。

第三，国民运动总部和中产阶层的分离。“6·29宣言”使中产阶层急速脱离了民主大联合。中产阶层的脱离暴露了中产阶层的政治目的，表现出中产阶层明哲保身、双重性、投机主义的本性。中产阶层既要维持经济发展还要改善政治。中产阶层在“6月民主化抗争”中追求的目标仅仅是政治程序的民主化。

第四，政治势力和在野党的地域主义分裂。“二金”因为候选人单一化问题而分手，其原因是在民主化的决定性时刻，政治人物对权力的欲望超过对民主化这个国民性大问题的重视，不能让步于对方候选人，这是一种低水准的对决意识。“二金”的分裂带来了互相伤害的地域感情，在选举当中地域对立格局被军人政权所利用。

因为“6月民主化抗争”带有依照直选制改宪、恢复步骤性民主主义的性质，所以，“6·29宣言”具有丝毫没有提及工人的团结权和罢工权、被解雇工人的复职以及农民的负债豁免及禁止农畜产品的进口等工人和农民的权力等局限性。

从国民运动总部的观点来看，"6·29宣言”是通过民主抗争争取民主力量的胜利，而且让处在政治危机下的全政权屈服。但是，它是为了削弱大众的民主化热情，通过与相对来说易妥协、协调的在野势力的直选制改宪协议，欲拓展威权主义政权的危机突破口。这是一种“战术性后退措施”。全政权把“6·29宣言”作为威权主义政权突破危机的对策，试图把作为执政党的民主党引进改宪及选举法协商的圈子里，从而在“实际瓦解6月民主化抗争的历史框架民主联合”当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在野势力和国民运动总部因为对政治格局认识的局限性，从而暴露出民主联合解体、丧失国民赋予的政治上的主导权的弱点。

从军人政权的立场来看，通过“6·29宣言”，军人政权脱离了从“6月民主化抗争”开始的政治危机，分裂了国民运动总部，再次形成了对军人政权有利的条件。在如此的情况下，“二金”与政治势力的地域主义分裂，通过军人政权的安定化和民主选举，对给予军人政权再生产政权作出决定性贡献。

三　1987年7月、8月、9月工人大斗争

1987年7月、8月、9月的工人大斗争主题是要求增加薪水和劳动组合，御用工会的民主化和劳资关系成为主要的问题。它是在完全不同于“6月民主化抗争”的状态中展开的。

1987年夏爆发的巨大工人运动浪潮，是韩国工人斗争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在此期间，韩国资本主义发展进程所有隐蔽的矛盾和工人长期积累的悲愤通过工人的战斗表现出来。进入总统选举的时候，要开始民主化运动的就是在韩国社会里成为最大的集团及承担了经济发展大部分任务的工人。

工人大斗争很大的程度上是一次自发的、无组织的、无协调的大爆发。数以千计的劳资冲突在没有系统计划、战略或领导的情况下，几乎在全国同时发生。没有全国性的或地域性的组织可以协调这次工人行动的大爆发。尽管没有组织和领导，但工人利用独裁控制突然放松造成的这次机会来释放他们长期受到压制的怒火和悲愤。

1987年7月3日，在韩国最大的工业城市蔚山，作为工人斗争的导火线，现代公司的劳动组合组成了。这次斗争提出了诸如修改不民主的劳动法、提高工资、民主劳动组合的组成等，在全国开始了斗争。当时的斗争没有特别的政治目的，只是为了改善经济条件和工作环境。因为缺乏组织和理念上的未成熟及缺乏中产阶层的支持，斗争在9月份便草草结束了。

这场工人斗争与以前的斗争有着质的不同，这不仅体现在冲突的类型和组织力量方面，而且体现在主要行动者、地域、行业和性别构成方面，自从这场大规模工人斗争发生以来，韩国工人斗争组织得更好了，变得更加强大、更具有进取心了。因此，1987年的工人战斗性，使劳资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使普通产业工人的工人阶级认同和意识发生了重大变化。

四　卢泰愚民选军人政权的产生

1987年韩国以选举的方式选出了总统。选举并不代表民主的实现，只有有意义的选举才算得上是民主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看，第13届总统选举属于民主化的一个进程。选举结果有太多的消极因素，例如被换候选人的票、代理投票、地域主义性得票等。因此很难肯定那次选举达到了民主主义的要求。

关于韩国社会问题的症结，许多人指出韩国政治的落后与畸形。韩国于1996年成为OECD的一员，虽然经济有如此迅速的增长，但是政治文化和意识仍然落后。韩国政治为什么落后，什么原因带来了韩国政治的倒退呢？重要原因是政治上的分裂。关于政治上的分裂，几位学者主张“地域主义的全面化”、新的冲突结构的“地域冲突结构”、“地域主义是韩国政治的基本冲突之一”。这些分析表明，1987年以后地域主义在政治分裂中占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这种地域主义的原因是什么？第一，因地域间的经济差距，全罗道在所有领域中落后于首都和庆尚道；第二，内在于整个社会的人事政策的差别待遇，导致在国营企业单位或公务员的采用上，庆尚道的人远远多于其他地域的人；第三，政治家为了自身的利益通过政治理念来强化地域主义感情，试图利用那些地域。

通过“6月民主化抗争”，民主势力有过不能把政权交给军人政权的思想。当时执政党不能保证选举的胜利，所以会在选举中不择手段。在野党有足够的胜利条件，但是由于地域主义分裂以及候选人之间利益较量而带来的单一候选人的失败，仍然没拥有拼命抗战的思想准备。

在执野之间协商改宪之后，全国正式地进入了总统选举的局面。“二金”的分裂是韩国民主化的转折点，“二金”不是追求民主化的大义，而是追求自己胜选，不能让步给对方候选人的对抗意识就是败北的原因。“二金”互相强烈地竞争，并最终决裂。随后，金泳三建立了统一民主党，金大中建立了和平民主党，双双宣布参加总统选举，在野势力陷入分裂。“二金”的分裂带来了中产阶层的脱离，让对抗军人政权的民主势力力量弱化，地域主义的对立结构兴起，使军人政权有机可乘，成功地实现了权力的再生产。

在第13届总统选举中执政党候选人是卢泰愚，在野党的核心人物金泳三与金大中各自以岭南与湖南为基础独立参选，金钟泌以忠清道为基础参选。选举结果也清楚反映了地域主义倾向。卢泰愚得到36.6%的有效票而当选，金泳三获得了28%的票，金大中拿到了27.1%的票，金钟泌得到8.1%的票。他们在各自的出生地域都得到了相当高的支持：卢泰愚在大邱、庆北的得票率是68.1%，金泳三在釜山、庆南的得票率是53.7%，金大中在湖南的得票率是88.4%，金钟泌在忠清道的得票率是34.6%。

“二金”的分裂不仅是单纯的在野势力的分裂，也是试图建立民主政权的民主势力的分裂。在韩国的民主化进程中的过渡期，地域主义如此露骨地表现出来，这是非常不幸的事件。

1988年2月卢泰愚正式上台，其意义如下：第一，他是从威权主义到民主主义、民选军人政权到民主政权转型的过程中具有中间性质、过渡性质的政权。可以说卢政权是通过合法的民主主义程序选举出来的军人政权。因为卢政权没有完全消除军人政权的干政，却又遵守了外在形式上的民主化过程。第二，它是军人政权与民主势力之间斗争与历史性妥协的产物。“6月民主化抗争”达成了政治协定，也就是“6·29宣言”。其成果是直选制，卢政权正是根据这个结果上台的。第三，因地域主义分裂而产生的一个政权。如果“二金”间形成一个候选人，几乎不会发生地域主义性的选举结果，也就是卢泰愚当选的这种结果。第四，“6·29宣言”是军人政权溃退的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卢政权逐渐禁止军人介入政权。

从薄弱的人民支持基础开始的卢政权为确保政治的合法性，与民主化改革一起提出了经济社会改革、北方政策和统一政策。

第一，经济社会改革的措施。典型的经济改革的努力在于金融实名制和土地公共概念制度的采用。但是因既得利益势力的抵抗、经济界的反对和改革意志的弱化而失败了。如此的结果意味着卢政权没有改善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状态。

第二，北方与统一政策的措施。卢政权为追求合法性，作为一个临时手段，积极地追求北方政策和统一政策。这是为了与前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协调脚步，按照这种国际情势，卢政权提出了野心勃勃的对外政策。特别是1988年的“7·7宣言”，带来了对北关系进展的新的希望。

在卢泰愚任职的后半段，国际局势的最大变化是“冷战”的结束。1989-1992年间，韩国先后和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捷克、苏联、中国等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南北关系方面，1990年9月第一次召开了南北总理会谈以及历史上第一次召开了高层会谈，而且组成南北共同体育队等，在改善南北关系方面有所进展。

卢泰愚政权采取了一些巩固政权的措施，其中一些有政治民主化倾向：

第一，清算第五共和国（即全斗焕政权时期）的国会听证会。对“五共”的种种不当行为和措施进行调查，并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在野三党的主导清国是为了清算过去的五共不正之风和调查“光州民主抗争”，在国会听证会成为顶峰。光州听证会的核心问题是五共的合法性以及正统性。

这里处理的主要问题是：查明和处罚全斗焕与亲戚的不正真相；查明日海财团的设立内容和全斗焕退任后行使政治影响力的真相；政经勾结和政治资金的强制筹措活动以及处理不良企业；追究军人政权对人民残暴镇压的法律责任，包括“光州民主抗争”和“三清教育队”事件，为此，卢政权专门设置了“五共非理特别搜查部”，查明军人政权政治报复的真相。

如此说来，卢泰愚上台后，为清算过去的事情比以前有过更多的努力，而且减少了政治上的弹压，撤销了限制言论的基本法和社会安全法，改正了国家保安法与集会或示威关系法。还有推进五共清算跟威权势力断绝的努力，带来了一些成果。卢政权试图跟五共断绝是1989年12月1日，由全斗焕的国会听证会的证言完成。但是，这不是对威权主义的清算，因为对光州民主抗争的形式上的解决和对全斗焕亲戚的处罚都有局限性。所以并没有完全消除卢泰愚和军人威权历史的联系。

第二，三党合并为民主自由党。民主联合势力与在野党因为总统选举失败而遭受重大挫折，但是并没有一蹶不振。在“4·26总选”中，执政党的得票率只不过是41.8%，未能过半数，在野党成功地取得了国会中的优势，形成了“朝小野大”的格局，这意味着执政党的失败。出现朝小野大的选举结果的原因在于人民的牵制心理和对第五共和国的批判心理发挥了作用。

如此，因为野大朝小的局面，卢泰愚和执政党面临着深刻的统治危机。为了消除野大朝小的情况，要跟一部分在野党势力联合以加强统治。1990年1月22日，通过三党合并组成民自党，在299席中占218席的巨大的执政党出现了，从朝小野大转换到朝大野小。民自党由卢泰愚任总裁、金泳三与金钟泌任最高委员，由此建立了领导体系，开始了所谓具备保守大联合理念色彩的崭新的政党，成为巨大的执政党，掌握政治的主导权。

三党合并后，卢泰愚面临着更复杂的局势。一方面，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考验：（1）必须深化改革，实现军人政权向文人政权的转变；（2）在民主化的进程中，要保持市民社会的稳定；（3）要在南北之间建立稳定的互相信任的沟通机制；（4）在驻韩美军减少的情况下，确保韩国的国家安全。另一方面，要整合执政党内部三大派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能够顺利确立卢泰愚退任后的继承人。

民自党掌握政治后，在1991年的基层议会选举和广域市议会选举中，分别获得70%和65%的选票。但是在1992年3月24日第14届国会总选中，由于人民的牵制，民自党只取得了116席的地域议员与33席的全国区的议员，未达到国会总席位299席的一半。郑周永创立的统一国民党占据了31个议席，无党派22个议席。新民党占据97个议席，成为第一在野党，在野党再次显现出地域的局限。朝小野大不是民主化的选择，而是地域矛盾的结果。韩国政治转型在民主化的课题里加上了如何解决地域矛盾的问题，因为固定了地域主义政治，因此在政治发展方面，面临着很大的障碍。

之后，卢政权保障了安定，开始以行政部、国会与政党为主轴作为制度扎下了根，所有政治势力开始走上了民主的制度化进程。当然，在韩国建立民主制度的艰难进程中，民主力量的斗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卢政权的政局治理能力在提供稳定的政治条件方面起了很多积极作用。卢政权是通过人民直接选举这一民主主义方法诞生的。由于它为保全民主主义步骤的确立和各种各样的民主化措施及自身弱点的合法性而做出了努力，所以在韩国民主化过程中，对金泳三文人政权走向巩固阶段不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卢泰愚虽然做出了走向民主主义巩固化道路的努力，但是，如果放弃三党合并，以真正的民主方法改革所有的过去及制度，再以进一步发展的方法克服朝小野大的困难、解决地域主义的深化和清除军人政权的不彻底性以及选举过程中各种各样的不正当性等一系列问题，那么，韩国民主化的进程就会更加迅速，也许早已进入了民主主义巩固化的阶段。

五　金泳三文人政权

1992年第14届总统选举是建立在对三党合并的人民直接评价基础上的选举。第14届选举和第13届选举不一样，不是金权和官权选举，而是履行中立形态的选举。选举运动期间没有引起地域矛盾的事情，可是，从选举的结果来看，地域分割的倾向比过去更为明显。

这次选举是将军人出身的人排除在外的民间政治领导之间的较量。这是“5·16军人政变”后30多年来第一次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个原因，这次选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后来选举呈现出“二金”两强相争的格局，国民党的郑周永候选人和朴灿钟新政党候选人成了黑马。

民自党诞生以后，金泳三经过议会内阁制波动，跟月桂树朴哲彦权力斗争，民自党内原民政、民主、共和三党的党派分歧等几次危机，最后通过跟卢泰愚总统的默契和自己的力量，确保了总统候选人的资格。但是他的最大障碍是金大中。金大中在三党合并后带领平民继续与巨大的执政党斗争，后来将在野势力吸收以后，于1991年4月创立新民主联合党，在代表在野党和在野民主势力的全国联合的支持下，成为在野党单一候选人。

金泳三候选人提出“新韩国创造”和“安定和改革”的公约，金大中候选人重点提出了“地域间、贫富间、城市农村之间的敌对感的消除”。选举结果是金泳三得票率为41.4%，金大中33.4%，郑周永16.1%。选举以执政势力的胜利与在野势力的失败告终。

金泳三胜利的原因第一是三党合并的地域效果，即得到民政党的大邱和庆北地域、民主党的釜山和庆南地域、共和党的忠清道地域的选票。第二是操纵舆论的结果。从此在选举中开始有了电视游说。尽管有很多问题，第14届总选比过去公平。

金泳三1993年2月25日正式上台。他的政治课题是清算威权主义残余，将从卢泰愚开始的政治民主化进行下去。同时，他的执政带有在军人政权下固定的政经勾结、腐败结构，以及各种社会、行政、司法的弊病。

金泳三政权不被称为第七共和国，而被称为文人政权。文人政权是脱离军人势力的意思，即非军人政权。包括总统、权力的核心人物在内都是出身于民间。除此以外，它还包含民主政权的意思。如此，这种文人政权的历史意义如下：

第一，文人政权结束了从朴正熙开始持续了32年的权威主义军人政权时代（除了崔圭夏前总统）。它是通过民主选举程序产生的第一个文人政权，是积极反映人民的意识和思想的第一届政权。

第二，长久以来，作为在野为韩国民主化而斗争的“二金”，通过公平的竞选，通过真正的民主选举成为总统，开辟了在野党可以执政的道路。

第三，在民主化的转型进程中，文人政权进入了民主化的巩固期，而且为韩国的民主化经过巩固阶段进入成熟阶段提供了基础，而且人民的政治权力与自由得到保障，带来了市民社会的多样化。

第四，为后来在韩国选举历史上第一次由在野党执政的1997年第15届总统选举奠定了基础，促进了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制度的确立。

文人政权跟军人政权不一样，可以正确处理历史问题了，如卢泰愚不能做的事情，纠正历史事件和军人政权遗产的清算等。金政权和卢泰愚前政权有几个不同点：

第一，公职人员财产公开，标榜道德政治。从金政权建立之初就开始进行反腐，减少了政治家的贪污腐败和不公正，首先改变公职人员。出于这种考虑，不仅是金泳三自己，所有公职人员都应当公开自己的财产。

第二，军人政权残余的清算。为清算军政遗产和完成民间化，金政权消除了“一心会”等，强力推进了军人改革。它把从朴正熙到卢泰愚时期维持军人政权的国军保安司令部，改组为与文人政权适应的机构，而且多次坚决推行了军队人事调整。从卢泰愚开始的终止军人介入政治的措施，到了文人政权成为明确的原则。军政遗产的清算通过对全斗焕和卢泰愚的逮捕和监禁达到顶峰。全斗焕和卢泰愚等主持的“12·12军人政变”和对光州民主抗争的弹压被确定为非法。由此，在宪政史上留下来了所谓“成功的政变也受到处罚”的判例。

第三，纠正历史问题。金泳三一上台就把“12·12事件”定为军人政变。还将“4·19事件”、“釜马抗争”、“5·18光州民主抗争”和“6月民主化抗争”合法化。但是他没有处理“12·12事件”和光州民主抗争弹压的主谋者。因为对他们的司法处理有可能引起政治动荡。

第四，南北统一问题。韩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消除分裂和完成民族国家的建设。这是跟民主主义的稳定联系在一起的，是韩国政治发展的两大课题。卢泰愚发表了一个民族共同体方案，在跟朝鲜的关系上，有了相当的进展，但是由于军人政权的合法性的问题，南北关系进展有限。文人政权有充分的合法性和朝鲜商讨统一问题，在许多方面有优势。文人政权的上台对于和平统一与民族繁荣拥有巨大的意义。其意义如下：

第一，文人政权的合法性为自主地、民主地解决统一问题奠定了基础。过去因为人民对政权不信任，导致了社会的深刻对立和分裂。但是，在人民的支持和信赖下上台的文人政权团结了统一力量，准备了推进统一的条件。

第二，由于文人政权的合法的代表性，在解决统一问题的时候，具有对朝鲜的协商力。到目前为止，朝鲜一直提出政权合法性的问题。现今，朝鲜失去了提出代表性问题的理由。

第三，由于文人政权的上台，韩国在国际社会拥有了开展统一外交的力量。金泳三上台以后对美、中、俄、日等国的访问和两次的APEC首脑会谈，让人民看到与以前不同的新局面。

虽然文人政权的诞生在韩国历史中极具意义，而且它上台后处理了许多问题，推动民主主义在韩国扎根，但是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主义的文人政权，还存在许多问题。

第一，曾经通过三党合并，背叛了支持自己的力量。所以，之后的政治不可避免地脱离了他们。

第二，在选举过程和执政过程中使用了缺乏合法性的地域主义问题、颜色论等。这种情况是通过渐变走向民主国家的共同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金政权。

第三，没有摆脱南北对抗的处境以及保守的支配结构。国家保安法以及安全计划部仍然存在，而且，人们对政治的参与以及政治平等、扩大福利等，也存在有许多未能解决的问题。

第四，在政策的执行方式上，他未能摆脱一人支配的政权结构，因为改革力量的联合工作的失败，导致来自保守派与进步派两方面的攻击，所以，人们批评金泳三的威权主义色彩比卢政权还要浓，被称为文人独载。

第五，他在改革政策的实施上欠缺领导力，而且他的改革政策不系统，有许多随机应变的内容。所以，政策成为一种制度伴随着许多艰难。

由于上述原因，金政权在走向民主化成熟期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果其处理这些问题时不是独断专横，而是与野党势力及民众共同协商妥善解决，那么，不管文人政权诞生时的三党合并有多少弱点，它也会走向民主主义的成熟期，也可能成为韩国历史上实现民主主义的政权。

六　韩国民主化的特征

韩国的民主化进程是在快速的经济成长中开始的。韩国民主化的特征如下：

第一，面对军人政权的拷问、暴行、压迫，经过了“以社会众多阶层为中心，带领着民主化运动的民主化”的历程。

第二，在制度权外的市民、学生、工人、中产阶级主导带领着民主化运动。由于政党政治体制的低发展、低成长，虽然在野党的领导人“二金”有着卓越的能力，但是缺乏指挥能力。长期的威权主义下的地域主义、盛行的党利党略、缺乏人力物力资源等原因，使民主政党在决定性时刻失败。

第三，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不同，韩国是在产业发展的经济成长中发生了民主化，在政治发展要符合经济发展的期待中进行了以政治妥协为主的民主化。韩国的民主化是在人民期待着政治自由化和向先进国家的飞跃，而且国民运动总部要求采取总统直选制等一次性要求下进行和完成了民主化的。

第四，随着地域主义的深化和“二金”单一化的失败，民主大联合的支持势力分化为民主政权，花了很长时间才解散了军人政权，而实行了对全斗焕、卢泰愚前政权的司法处理。

第五，受到美国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美国希望朝韩半岛保持稳定和成功举办1988年奥运会，而通过经济报复措施和抑制军队动员等压制了军人政权，直接或间接影响了韩国民主化。

第六，韩国的民主化模式是集亨廷顿民主化模式的三种类型于一身的独特的民主化进程。（1）"6月民主化抗争”作为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运动，起到民主化最重要的动因性作用；（2）通过作为所谓自上而下策略的“6·29宣言”刻画出民主化的可能性；（3）“6·29宣言”以后，军人政权和在野党之间自从修改宪法协商起，开始形成了妥协性的民主化类型。可见，韩国民主化进程中三种类型共存的特征是逐渐呈现出来的。


第十二章　住房干预的东亚模式——新加坡、香港政府进行经济干预的途径分析

在东亚“四小龙”中，新加坡与香港可谓两条“城市小龙”。一个令人瞩目、令人困惑、又令人着迷的问题是它们的住房问题。香港政府素以创造了“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经济”而闻名，却对住房这一最大宗的社会消费品进行了密集的干预。与之类似，新加坡政府被认为创造了“世界排名第二的自由市场经济”，但它对住房市场进行了更极端的干预，至今其居民的九成住在政府资助的“组屋”内。在新加坡，这九成中有八成是业主，而香港的五成中有七成是租户。可以看到，新加坡、香港政府积极干预当地住房市场的情形类似，效果亦相仿。那么，两地独特的住房干预模式有什么共同之处？其背后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对我们又有一些什么启示呢？

一　新加坡、香港住房干预模式的同构性

新加坡、香港的住房都可以分为两大类：公共住房和私营住宅。其中，公房是政府通过公房一级市场有计划提供，供广大中低收入家庭长期自住的廉价和廉租住房。私宅是指私人房地产商投资兴建，完全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的，供应高中收入群体的高级住宅。在土地由政府控制的基础上，政府以福利价提供公房，私宅市场以市场价提供私宅。新加坡、香港政府对最低标准线以下的住户提供廉租公房，对中下收入群体则尽量资助其购买公房，对高中收入群体采取“有益的疏忽”态度，让他们自行购置市场提供的私宅。

一元决策模式：政府公共住房的发展和管理事权都集中到一个法定部门手中

在新加坡，建屋发展局作为法定机构，是根据国会1960年《建屋发展法案》设立的，在行政上隶属于国家发展部。建屋局设委员会，由主席、副主席以及3-5名委员组成，成员由国家发展部长任命，为建屋发展进行政府贷款的批准权、年度或追加预算报告的否决权也随之由议会转到国家发展部长手里。委员会下设局长（Chief Executive Officer），负责与委员会沟通联络和对所属各部处的日常管理工作，建屋局职员不是国家公务员，在担任国会议员和政府公务员之前必须辞职。1974年有职员6540人，1985年达到1.4万人，1993年降为7514人（内含下属机构土地管理局155人），平均每万新加坡人中有25人在管理公共住房事务。

在香港，房屋委员会是因应庞大的“麦里浩十年建屋计划”、根据立法局《房屋条例》于1973年成立的，其前身是1954年成立的屋宇建设委员会。把市政局的徙置事务处和市政事务署的屋宇建设处合并成房屋署，作为房委会的执行机构。房委会主席由港督任命的政府“房屋科”长官“房屋司”担任，副主席由房屋署署长担任。1988年，为应对“长远房屋策略”的需要，房委会改组成自负盈亏的法定机构，“房屋科”与“房屋司”被取消，主席一职由政府委任非官方人士担任。但不久即设置政府“房屋局”（1991年），重置“房屋司”（1994年）。2002年，根据《公营房屋架构检讨报告书》的建议，政府“房屋局”并入房屋署。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兼任房委会主席，成为香港总领房屋事务的问责官员。房委会成员包括主席、副主席、2名官方及28名非官方委员，全部由行政长官委任。所有非官方委员都是以个人身份接受委任，在房委会中并不代表他们所属之机构或团体。与新加坡不同，房屋署职员属于公务员，但是人数相当，2001年达到1.2万名，平均每万港人中有18人在管理公共住房事务。

二元发展模式：以政府公共住房为主、以私宅市场提供为辅的住房供给体制

在香港，房屋委员会是最大的住房提供者。香港政府提出的建屋计划，比较突出的是以十年建屋计划为主的中长期计划，比如“屋宇建设委员会十年建屋计划”、“麦里浩十年建屋计划”（1972-1983年）、“长远房屋策略”（1987-2001年）以及“特区政府十年房屋计划”（1997-2008年）。就计划的落实来说，仅1964-1972年间就新提供公共住房20.3万套，使公屋占到住房总数的53%，而同期私宅市场仅提供12.9万套，私宅占住房总数47%。后来，公共住房无论存量还是增量，都长期占到半数。尽管战后香港人口增长很快，但是政府为半数港人成功提供公共住房，这一记录从1972年开始基本保持至今（参见表1）。

表1 英美传统影响下的住房消费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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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建屋发展局是最大的建筑商。建屋发展局成立之初，就到香港取经，考察其廉租公屋的建设经验，并制定了第一个五年建屋计划（1961-1965年）。而新加坡第一个完备的都市发展基础规划“通盘规划”（the Master Plan），早于1959年获得议会通过，涵盖1953-1972年达20年时间。1971年“概念规划”（the Concept Plan）出台，设计目标是满足人口从340万增长到400万可能带来的需求。新加坡的建屋计划以五年计划见长。就计划的落实来看，在1966-1980年间，建屋局提供的组屋从占全体住房类型的25%，上升到67%，而私宅则仅仅由11.1%上升为12.9%。而住进组屋的人口比例由1960年的9%上升到1965年的23%。1974/1975年度，组屋居住人口占50%。1976年，建屋局已经成功地为占人口80.2%的工人提供了住房。1982/1983年度，组屋居住人口占75%，1985年3月，居民对所住组屋的自有率占74.4%。

三大板块模式：形成与社会阶层相适应的“住房阶梯”，力避“住房旋转门政策”

在新加坡，起初主要建设用于出租的小套型住宅，1964年实行“居者有其屋政策”，对象是月收入少于1000元的家庭。“三五计划”开始兴建四室一套（25层以上楼房，75平米）的住宅。另外，在1968年，裕廊管理局（Jurong Town Council）开始提供类似组屋的经济开发区住房。从1974年开始，新加坡房屋与城市发展公司（HUDC）专门负责兴建大型居室住宅（HUDC?SUITE，青年公寓，大型五室一套，120平米），比组屋贵比市价便宜，供应家庭月收入4000元以下的中等收入群体。1979年，建屋局宣布开始建设楼面面积145平米的高级公寓组屋。从1982年开始，无论是建屋局自己主持建造的一般公共住房和高级行政人员住房（由直属建筑公司、中标建筑商或外资公司兴建），还是上述其他类型的公共住房，其出租与出售事宜都归建屋局统一管理。1995年吴作栋在国庆集会上正式公布了“执行共管公寓计划”（Executive Condominiums），这是国家发展部精心设计的产物。它使业主拥有停车场等设施，物业由管理法团管理和维护，其设计和设施可与私人公寓相媲美，但价钱更便宜，价位介于私人公寓（Private Condominiums,PC）和组屋高级行政人员住房（Executive Flats）之间，政府补贴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居住。这可以新加坡职工总会所建“共管式公寓”为代表，一部分供应会员，大部分提供给建屋局出售。

在香港，公营住房的建设和管理一开始也没有统一的机构来做，直到1973年房屋委员会的成立。1954年，根据《徙置条例》成立徙置事务处，在石硖尾火灾原地兴建徙置大厦，安置灾民。同年，根据《房屋条例》成立屋宇建设委员会，兴建公共屋村廉租屋，对象是月收入900港元以下的中低收入家庭。1961年，又推出政府廉租屋计划，由政府工务科兴建、屋宇建设委员会管理，对象是月收入400港元以下的家庭。房委会成立后，除了把上述不同类型公共住房的管理权收归自己掌握，大力建设供出租的公屋之外，还推出了供出售的新型公屋——“居屋”。在新加坡1964年开始实行的“居者有其屋”，在香港直到1978年才推出。据当时担任房委会助理秘书长的钟丽帼回忆，1975年她和几位同事一起策划了“居者有其屋计划”，其对象是月收入3500-5000元的家庭。与公屋轮候方式不同，采用了与新加坡抽签制度类似的公开摇珠方式决定配售对象。居屋居住不满10年要以原福利价卖回房委会，住满10年并且补地价后才能自由出售，在未补地价前甚至不能私自出租。计划推出一年后，接受“地产大亨”李嘉诚的建议，把拍卖官地的做法倒转，由私人开发商以最低价投标获得部分居屋发展权，这样又推出“私人参与居屋发展计划”。另外，非营利组织住房协会推出的面向中高收入群体的“住宅发售计划”和“夹心阶层计划”住房，也按照房委会的公屋发售政策执行：对于购买满2年的房协住房，不需补地价就可以发售给房委会的公屋租户，但是该租户必须把原居公屋交回房协或房署。

公房消费模式：在新加坡以出售为主、在香港以出租为主，但都坚持公共住房的大众福利性

在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出售组屋的价格由政府确定，不仅不包括征地成本，而且低于建筑成本。例如，按照建屋发展局的规定，1981年申请购买组屋的家庭月收入不得高于2500元。我们可以看到，80年代组屋价格比私人公寓低50%-70%。另据1982-1983年建屋发展局年度报告，新镇组屋3室和4室新房型建筑成本分别是3.8万元和5.193万元，而售价分别是3.04万元和4.64万元，分别是建筑成本的80%和90%。加之“月供”占月收入的比例并不高（低于20%，少于公积金余额），新加坡公众普遍感觉购房压力不大。在新加坡，廉租房以家庭为申请资格单位，对象是月收入低于800新元的家庭，而且允许以折扣价、公积金方式购买所租住房，到1982年，三室的月租金只是略低于购屋所需的分期付款额，住进组屋反而激发了人们努力就业增收的热情。总之，“居者有其屋计划”是使大部分中低收入家庭都有能力购买政府组屋的政策。

在香港，从1947年“房租冻结法令”开始，香港对私宅租赁市场进行低房租控制。一般来说，旧公屋租金只占家庭收入的7%，新市镇新公屋占13%，市区新公屋占15%，一般相当于市值租金的1/3，而公屋售价比同类私宅低30%，在新镇又比市区低10%-25%，居屋折扣30%-40%。这就基本保证了公共住房的大众福利性。但是还应该看到，1962年新加坡郊区的强占定居者有25万人。与之不同，大陆移民在香港的强占定居者1954年为30万人，到1965年涨到60万人。这些人并非都是穷人，很多是机会主义者，企图利用都市拆迁项目获得住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香港当时拆迁安置政策的疏漏。另据1986年调查发现，有45%的公屋租户，其家庭收入已经超过公屋的入息限额，但只有少数迁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香港公屋相对的低租金、高售价使香港租户更倾向于留置其中。为了克服公共住房租售政策的这种分割性，1987年实施“公屋租户资助政策”，对于公屋居住满十年的租户，须每两年申报一次家庭收入，超过限额的租户须缴付额外租金。1996年实施的“维护公屋资源合理分配政策”也规定，超过限额的租户须缴付市值租金，并于一年内腾出所住的公屋。

公房市场化模式：公房私有化进程循序渐进，把私宅市场的作用局限于为公共住房的发展和定价提供参照

在新加坡，建屋局对私宅市场的态度基本属于一种“有益的疏忽类型”。组屋市场与私宅市场在住房供给上的结合，体现的是一种“锚”与“帆”、“缰绳”与“动力”的关系。一方面，私宅市场创新了多样的住房类型，并充当了住房市场的体温表。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申请购买新建组屋的家庭月收入上限标准也不断提高：1971年1500元，1979年2000元，1982年3500元，1989年6000元，1994年为8000元。这也就相应规定了自购私宅的最低收入标准，标准线以上的家庭由私宅市场解决住房。大量提供、不断升级的组屋实际上提供了牵制私宅市场的一条“缰绳”。组屋市场化是两个市场的连接部分，但是新加坡的公共住房市场化并没有操之过急，它经历了三个时期，且有比较严密的制度保障。以1987年“特准住宅产业计划”为标志（允许居民把住房作为一份产业进行投资，收取房租补贴家用），开始了组屋资本化的进程，并把1975年开始的组屋市场化推向高潮。

可以看到，1975年以前组屋户主对于已经居住了5年的组屋要出售必须按原买价卖给建屋局或以建屋局同意的条件卖给买主。1975年建屋局对组屋的转售放松了限制，规定对于居住了5年的组屋或青年公寓可按市价自由出售，但是青年公寓要交售价30%的税，三、四、五室组屋要分别交10%、15%、20%的转售税。后来转售税率调整到二室组屋15%，三室20%，四室22.5%，五室和公寓式组屋25%。1985年7月规定：对于从转售市场自购组屋或自购私宅的组屋住户，出售现住组屋不再征收转售税，但对于售后还要申购新组屋的住户仍要征税，另外把“转售组屋”最低居住年限降为2.5年，组屋转售市场进一步放开。1989年8月，建屋局规定购买“转售组屋”取消收入限制，“转售组屋”的所有者被允许投资私人居住产业，私人房地产的所有者也可以购买“转售组屋”，但不能居住在原来私人产业内，而必须居住在组屋内。1999年“科技企业家住宅办公计划”更进一步，鼓励人们利用住家地址注册公司创业，进行以知识产权、科技产品的开发和服务为主的高增值商业活动。这改变了70年代中期以来禁止在组屋从事实业商务活动的政策，组屋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个人投资产业，意义重大。

但是，随着80年代中期大量的组屋转为私有资产，加之1994年新加坡引进以消费税为核心的税制改革（规定对于私宅的销售和出租收入免交消费税），这些都促使房地产投机活动在9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1990-1996年组屋转售价上涨四倍还多，私宅市场也在1996年初达到一直以来的最高价位，投机过热导致价格“脱缰”——房产涨价增幅曲线大大偏离经济增长率曲线（参见图1）。1996年5月14日，政府推出三项干预住房市场的新方案。这被认为是建屋局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冻结”住房市场的行为。第一，卖楼利润中要征收所得税，购楼后，一年内出售要全缴，第二年缴2/3，第三年1/3，三年后不用缴。第二，印花税。除一般的印花税外，出售或转售未完成的住房以及在买楼后三年内出售也要缴。第三，购楼贷款最高为房价80%。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家发展部宣布从9月1日起大幅度提高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的开发费，增加开发用地数量（从47到108块），政府还拿出资金控制市场房价和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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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私有住房价格走势（RPPI）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偏离曲线图

虽然新加坡在东南亚各国中受危机损害最小，但考虑到转售组屋的投机性，2002年仍作出规定：从2003年1月1日起，没有向建屋发展局贷款，也没有领取公积金购屋津贴（housinggrant）的屋主，可在住满1年后出售或住满10年后出租整套转售组屋。这是建屋发展局为了促进组屋贷款市场化，决定不再提供市场利率贷款的配套政策。虽然新建组屋的居住年限仍然是5年，但是1.5万名屋主由此获权出租整套组屋。对此，国家发展部部长马宝山在国会通过《建屋发展（修正）法案》时强调说：“政府没有放弃‘组屋是供屋主长期自住’的基本原则。因此我们并没有完全取消出租组屋和最低居住期限的限制。”

在香港，申请“居屋”家庭的月收入限额也不断提高：1980年5000元，1989年10000元，1992年18000元。但是，公屋的市场化远比新加坡为晚。房委会1992年推出“出售公屋予住户计划”，直到1997年6月才成立“居屋二级市场”，允许居屋在首次出售日起满2年后，出售给现公屋住户或公屋轮候人士，不过买方必须承担将来在公开市场出售补地价的责任。但是，时机选择似乎很不好，正赶上香港楼市高峰期：1986-1996年房价增长与经济增长出现不合拍，指数为2.4，而1997年8月相对年初则达到3.6-5.0.为了打压房价，刚刚成立不久的特区政府提出了每年提供8.5万套公私住房的严厉措施。加之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住房市场陷入长期低迷状态。这使随后出台的旨在促进公屋私有化的两大措施都没能显现出多大成效：一个是1997年12月推出的“租者置其屋计划”，该计划提出至2007年的10年内，让至少25万个公屋家庭以折扣价购买现租住的公屋；另一个是1999年推出的“可租可买计划”，其政策目的是为公屋轮候册上的准租户提供协助，让他们能够购买轮候到的公屋。之后，则出现了很大的政策逆转：居屋的“售转租”，停售乃至停建居屋。2000年6月，港府宣布未来4年内把1.6万套居屋转为出租，把已经落成的1.2万个居屋，半数于本年度出租，半数推迟出售。2001年，房委会宣布停售“居屋”及“私人参建居屋“10个月，直至2002年6月底。为与市民共度时艰，还宣布公屋住户豁免租金一个月。可以看到，从1999/2000年度开始，公共出租住房建屋量超过公共出售住房建屋量，2002/2003年度、2004/2005年度、2005/2006年度公共出售单位建屋量甚至锐减为零。这样，从1995-2005年的10年间，私宅的租售比基本没变，由13%∶40%变为14%∶41%，而公屋的租售比虽然由37%∶10%变为29%∶16%，但是售出仅仅增加了6个百分点，维持了公屋和私宅的大致均衡。

公房收支平衡模式：住房政府补贴不等于财政亏损，其关键在于摒弃“居者有其地”，实行“以地补屋”

在新加坡，政府不仅要给建屋局亏损津贴，还要给居民购房补贴、翻新补贴。但是大量的补贴并没有导致政府财政亏空。原因何在呢？拿地产税支撑财政补贴是其一大奥秘。建屋局每年向政府交纳的地产税，再加上私宅地产税，不仅补亏，还有盈余。在新加坡，国家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土地征用法案》（The Lands Acquisition Act,1966）规定：发生火患后非法木屋区的木屋即使还在，建屋发展局也有权以无需包空的价格征购有关土地，实际上仅付包空价的1/3；建屋发展局有权强制购买任何用于建屋发展的私地，价格低于市价20%。这样，政府拥有的土地从1968年的26.1%上升到1980年67%，1985年达到75%。当然，征用土地的赔偿标准也并非一成不变，先后以1973年、1986年、1992年、1995年的地价为依据进行调整，使之更接近市价，从而使私人地主也从土地的增值中获益。从法律传统上来看，无论是1825-1869年间授予的999年期地产，还是1869年后授予的99年期地产，上面修建的房屋在租期内都神圣不可侵犯，政府无权采取开发和治理措施。随着国家掌控的土地越来越多，地契年限也被大大缩短，虽然还有永久地契、999年地契，但是大量实行的是99年组屋或私宅地契。一般来说，同样的私宅，有没有地产其房价相差20%-30%。1994年3月1日，新的“地契法令”生效。与习惯法地契制度相同，已占据有关土地12年者可申请获得土地。但是，不满12年者则再也无权申请。这改变了“反向占据“——”居者有其地”的英国殖民传统。

在香港，政府是唯一的土地所有者，以批租的形式交给私人开发商或房屋委员会使用。对于无主争议地，一般人的诉讼期为20年，港府的追索期是60年，超过时限就实行“先占先得”。对于政府官地，批租虽然还有999年期、99年期，但是主要是75年期或者再续75年期。《1973年官地租约条例》规定，续期土地不再支付一次性的地价，但是要每年以差饷税的3%支付地税。自20世纪60年代起，政府总收入中有超过21%来自卖地、印花税、差饷及物业税，70年代后期达30%-40%。香港私宅建筑总成本中，地价占到80%。政府对私人开发商用地的这种“高地价”政策，一方面保证了对公屋建设用地的“免费”批租，使房委会租屋或居屋价格中都不包含地价（只是将地价记入房委会的资产负债表中，作为对房委会的资助），另一方面保证了政府公屋发展基金的充足，基金贷款为40年期，年息5%（利息也是只记账不支付）。但是，房委会租金收入往往不能弥补自身总支出，用与公共屋村配套的工商物业以及停车场的出租收入来抵补，是其基本实现自负盈亏的重要一环。应该看到，即使如此，房委会很多年份还是出现很大的亏空。这就说明，香港政府把房地产业作为经济支柱并不等于把经济适用类住房建设作为经济支柱，后者在总体上是需要政府补贴维持收支平衡的。

二　两地住房干预模式的成因分析

新加坡和香港何以如此大规模地干预住房市场，进而形成了同构性很强的住房市场模式呢？

对此的回答，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一是“灾变论”。难民潮和火灾、病灾的多发可以归入此观点，其不足之处是没有看到灾害的发生往往只是政策变化的导火索。二是“工业化论”。转口贸易萧条、初级工业化成长需要降低工业成本，因此公共住房的低房价、低房租、免地价政策应运而生，这确实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纯经济主义的观点往往忽视了政策变化的政治社会条件。三是私人地产市场的“供给不足论”。资金的限制、房租的管制导致了这种不足，而开出的药方往往是放松管制。香港房屋署署长苗学礼1997年的自问自答，可谓对这几种观点的综合。他说：“政府当初兴建房屋，乃为应付燃眉之急。数以十万计从内地涌至的难民急需栖身之所，却适逢联合国对中国实施禁运，截断了我们一向赖以维生的方式，令香港的经济陷入困境，当时实在没有发展商具备雄厚的资本担当兴建房屋这项重任。经济萧条之余，再加上接二连三的难民潮，令住屋问题火上加油。直至70年代中期，才冒起一批能够筹措足够资金进行大规模发展项目的发展商。时至今日，发展商在新市镇兴建大型私人屋村只是平常事，但犹记当年，又有几多人想到会有美孚新村，甚至在太古及黄埔船坞原址兴建私人住宅。”

我们要问的是，这些因素都存在，也确属实情，但它们是否就是政府直接介入住房市场的最主要原因呢？恐怕还很难这么说。

可以看到，在自由港制度下，香港主要是通过干预社会再分配尤其是住房干预政策来弥补经济干预不足的缺失。在整个60年代，财政司郭伯伟以异常的诚意来推行“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但是，当他1962年对将要实行的新的住宅租务管制政策提出异议时，政府的态度是：管制是必要的，因为这是一个“当前存在困难和潜在危险的方面”，经济考虑必须退居次要位置。在西方福利国家，住房被视为是公民的一项“社会权利”。应该说，港督麦里浩受到了这种住房权利思想和中国传统社会“行仁政”思想的双重影响。他在提出“十年建屋计划”的《施政报告》（1972年）中就说：“房屋的短缺和不足够……是我们现今社会里众多官民摩擦和不悦事件之中最常见的一个根源。这不单侮辱了我们人类的尊严及民权，以致良好的政治意识……总之，这样的一个处境是我们不能够长此地容忍的。”当1977年财政司夏鼎基提出“积极的不干预主义”时，政府已经在着手制定一个从1976/1977到1980/1981年度的全面性的五年发展计划（被分为16个领域75个发展计划），更为重要的是，“麦里浩十年建屋计划”已经实行有年，并且卓有成效。这样，到计划结束时，不仅满足了100万人的住房需要，还有效地减轻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就基尼系数来看，1976年未包括公屋津贴时为0.5054，包括时则降为0.3939，约减低贫富差距3%，而1981年由0.4075降为0.3655，降约一成。

在新加坡，吴庆瑞曾说过英国殖民总督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把新加坡引入了死胡同”，并且因此成为李光耀“居者有其屋”政策最大的支持者，但是还是允许私宅市场继续存在。建屋局制定的建屋五年计划的连续性以及“通盘规划”、“概念规划”的全局性，比新加坡国家实行的“非公开的特别经济计划”要正规、稳定得多。在新加坡，住房仅仅作为“个人意义上的财产所有权”而存在，新加坡公民只是作为严格商业意义上的组屋顾客而存在，每个人都被认定自愿接受卖主和地主所确定的租售条件。新加坡居民主要通过雇员与雇主按同样比例缴纳的公积金来支付购房款，对于政府的居民购房补贴政策，尽管体现了组屋的社会福利性质，但作为一项收入再分配政策的作用是次要的。新加坡奉行“补贴投资”的政府投资理念，坚持人民的事由人民自己掏钱的理念，决心不使“施舍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李光耀指出：“我们只在卫生、教育和建屋方面加以补贴……这些其实是投资而不是消费。……补贴消费，不但是错误的，而且会有害。”对于居民的补贴分为两种：购房补贴和翻新补贴。购房补贴是分级提供的，例如一室一套成本价1.1万元，售价3000元左右，政府补贴2/3；两室一套补贴1/3；三室一套补贴5%；四室一套不仅没有补贴，还要按照成本价加收5%的利润；五室一套则加收成本价15%的利润。对1989年开始的大规模组屋翻新工程则投入了翻新补贴。在示范阶段，政府从预算盈余中为每套组屋补贴5.8万元，屋主只需支付4500元。

通过以上的对比可知，香港和新加坡的住房市场模式是内化于其市场经济模式之中的，前者的稳定性很好地平衡了后者的波动性（参见图1）。1995年，新加坡建屋局负责管理着70万套住房以及各种工商业设施5.5万项，包括商店、工厂、停车场和休闲娱乐设施等。因此，计划提供的组屋是新加坡经济面对市场经济风浪冲击的磐石阵地，正如吴作栋所说：“公共住房是新加坡社会的重心。”由于自由放任政策对香港工业成长的不利影响，加之其房屋委员会与新加坡建屋局同样的住宅区建设、管理职能，也造成了房地产业成为香港经济重心的局面。因此，对两地的“重心问题”——住房问题进行政治社会学的考查是必要的。在我看来，住房问题政治化正是两地住房问题得以解决的根本原因。分述如下：

1.住房问题首先表现为带有殖民色彩的社会问题（住房问题脱殖化）

在香港，这集中表现在战后的50年代。1951年11月21日，九龙城东头村木屋区发生大火，1万多人无家可归。广州市人民团体组织“粤穗慰问团”拟于1952年3月1日乘车赴港慰问。港英政府一面加强军警布防，阻止慰问团入港，一面出动军警拦截“欢迎粤穗慰问团筹备委员会”的200多名代表前去迎接。这导致香港华人强烈不满，与警方发生冲突，结果1死多伤，100多人被捕，其中18人被判有罪，12人被遣出境。应该说，正是港英政府对救灾工作的无所作为——“英国治权缺失”——以及分化华人互助团结的立场引发了这起严重事件，并且通过引发中国方面的关注和抗议，显示了住房问题在作为“中国主权飞地”的九龙城寨地区所特有的“中国性”。1953年圣诞节前夜，九龙石硖尾木屋区再次发生大火，5万多人无家可归，火灾震动全港。鉴于事态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港府工务科在短短的50天内，就在灾场原地紧急地兴建了楼高两层的临时建筑以供灾民栖身。不久，八幢六层高的徙置大厦也先后落成，并由徙置事务处安排灾民入住。可以说，直到此时，住房问题还隐身在社会救害问题之后，证明港英政府只是把解决住房问题作为社会济贫扶困措施。1956年10月10日，作为徙置区的李郑屋村悬挂出国民党旗，徙置事务处出面干预，最终引发“九龙暴乱”。这是省港大罢工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社会事件，进一步突显了在住房问题上的反殖性。还可以看到，尽管屋宇建设委员会早在1954年就成立了，但是由它兴建的第一个廉租屋村——北角村1958年才落成，并且与“徙厦”的免地价不同，要收1/3地价。这是与直到1958年香港才获得相对于英国的财政自主权分不开的。

在新加坡，自治前、甚至到独立前，住房问题的社会化、政治化都是在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大旗下，不同政党表达各自的反殖自治或反殖建国主张、进行选举竞争的结果。可以看到，1947年建屋委员会报告指出：住房短缺已经到了“匮乏的程度”，并且伴随着很高的犯罪率和发病率。在新加坡改善信托局（the Singapore Improvement Trust,SIT）1927年成立后的30多年里，它仅仅建了23917套低价公共住房，其中1947-1959年的12年里建成20907套。“匮乏本身不是原因”，很多学者把它归结为改善信托局缺乏必要的威权支持和财政保障。可以看到，信托局获得政府贷款（Government Loans）的权力机制从1948年才正式启动。正是这一年，1000万元的信托局创办基金（the＄10millionfund）宣布告罄。1947年，为了庆祝伊丽莎白女王结婚，从这笔基金中预留出80万元作为“伊丽莎白女王基金”，到1951年这笔基金也都用于劳工住房建设。正如1919年英国提出“让英雄住下来”，为一战退伍士兵提供公共廉租房一样，在新加坡，信托局仅仅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本身，正说明英国殖民政府只是把公共住房作为一个社会济贫项目，住房问题还只是被视为一个社会问题，这也许是更为根本的原因。

根据“林德宪制”，新加坡政府治理模式从总督直辖制变为首席部长制。1955年，新加坡进行了第一次普选，产生了“劳工阵线”政府。当时的立法议会强调：“现政府和未来政府面临两大主要问题，一个是教育，另一个是住房。“1959年灾难性的甘榜中巴鲁（Kapong Tiong Bahru）大火烧毁了700所棚户小屋，政府认识到它对即将到来的大选所具有的重要政治意义，立即为火灾居民安置了在加冷（Kallang）机场区能获得的1000套信托局住房。几周后，政府宣布3个月内在原地新建740套住房。这被人民行动党批评为利用灾难达到选举目的。在1959年5月的大选中，住房成为所有参选政党关注的一个主要的“选举课题”。人民行动党把它列为“选举纲领的第一条”，一方面批评执政党的无能，另一方面列举了大胆而全面的公共住房政策。当时的执政党“劳工阵线”也宣布，如果再次当选，将建设第一年1万套，次年1.5万套政府公房，但是由于以前的表现不佳，它只获得了新议会全部51席中的4席。人民行动党以43席成为执政党。1959年6月5日组成以李光耀为总理的自治邦政府，结束了最后一个殖民地合法政府，开始了新加坡“自治建国”时期。

但是，人民行动党执政并不马上意味着房子。1960年新申请租房需求2627套，建屋局组屋提供仅1682套，比前“劳工阵线”政府每年2000套的提供量还少，比1万套的目标就更少了。这里有一个插曲——“王永元事件”。1959年大选获胜后，王永元被任命为国家发展部部长，但他与建屋局主席林金山有不同的建屋发展理念。王永元想把建屋局变成建筑工人的“一个模范雇主”，借以打压剥削工人的中产阶级私人雇主；林金山更强调建屋局的建屋职能，建筑承约商是直接的雇主，享有自主的雇工权。李光耀支持林金山。在1960年6月党员大会上，王永元与李光耀的政治分歧公开化，先被解除部长职务，然后开除出党。1961年，另立新党的王永元参加芳林补充选举，“劳工阵线”的大卫·马绍尔参加安顺补选，双双击败行动党候选人，当选反对党议员。“社阵”（Barisan Socialis）反殖的着眼点在于反对新马合并，这时也从行动党中分裂出来。受到政治情势的激发，行动党更加强调通过建屋绩效赢得合法性支持。正是这一年，发生了河水山（Bukit Ho Swee）火灾。火灾使47英亩非法木屋区成为废墟，1.6万户3万人无家可归。建屋局很快在第二年完全解决了这些人的住房，使之搬进新组屋。这样，1961年建屋局建屋猛增到7320套，1962年12230套。行动党最大限度地利用住房建设的成就为新马合并前夕的1963年9月大选服务。大选前李光耀动员林金山参加竞选，大选后林金山成为国会议员，出任国家发展部部长。大选结果行动党战胜“社阵”和新加坡“巫统”，显示了自身的力量。李光耀后来总结说：“要是没有林金山使得整个组屋建立起来，整个党也许早在1963年9月就被击垮。”

在“联邦建国”时期，新加坡还保留着一定的自治权，选举获胜的行动党得以立即开始第二阶段的社会革命，集中于工业化、住房、教育和提高社会生活水平等“四项基本建设目标”。随着建立新马共同市场成为泡影，1965年8月9日李光耀含泪宣布“独立建国”。在新独立的关键时期，吴庆瑞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从事更为急迫的国防建军工作，接替财政部长重担的正是林金山。“我注意到各国首都的选民总是倾向于投票反对政府，因此决心让新加坡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否则政治就不会稳定”。正是鉴于此，李光耀指出：“让那些儿子必须履行国民服役义务的父母觉得新加坡有他们的份，值得他们的孩子去捍卫。如果国民服役人员的家庭没有自己的住房的话，那么，他们迟早会得出结论：他们所捍卫的是有钱人的财产。我深信拥有的感觉至为重要，因为我们的新社会并没有奠定深厚和共同的历史基础。国防部长吴庆瑞给予我最大的支持，其他部长却认为居者有其屋虽有需要却不是关键。”这样，“居者有其屋”政策即建屋问题成为新加坡国防建军乃至独立建国的“关键”。

2.住房问题成为持续存在的政治问题（住房问题制度化）

在香港，住房问题通过持续的社会化成为政治问题。居民自己召开记者招待会、露宿抗议乃至示威请愿，是居民反映住房问题的重要途径，而且长期以来，这些居民运动几乎是底层人民唯一的政治活动形式。例如，1955年6月，深水埠白田村居民召开记者招待会，反对拆迁屋村；1961年6月，调景岭居民集会示威，要求港府收回拆屋建公共屋村成命；1966年4月，牛头角村居民召开记者招待会，要求安置及发拆迁补偿；1970年5月，博爱、潮平、培民和东头4村居民，反对迫迁，初开记者招待会，继而前往徙置事务处请愿，最后因阻止拆屋，6人被拘控；1971年4月，亚公岩火灾灾民召开记者招待会，不满迁往秀茂坪新区，要求入住柴湾新区或准予原地重建；1973年5月，九龙仔木屋居民和工商业户请愿，要求以厂换厂、以铺换铺、以住屋换住屋办法安置；1973年10月，柴湾新区居民发动签名运动，要求在旧型徙置大厦之浴室和厕所，加上门户和门锁；1976年1月，马仔坑安置区居民多次请愿，要求安置，最后入住公共屋村；1977年4月，10个公共屋村及安置区居民往房屋署请愿，要求参与讨论房屋重建的会议；1977年10月，“公共房屋租金政策行动组”与十区居民组织联合主办“公共房屋租金政策公开论坛”，召开记者招待会，批评现时公屋租金政策；1977年，大坑东居委会召开“抗议房屋署伪做事实欺骗居民及漠视民意”之记者招待会；1978年11月，“公屋评议会”召开反加租大会；1982年“木屋政策评议会”及学生团体多次行动，要求政府公布危险斜坡地点，及安置受威胁的居民。

值得注意的是，居民运动的诉求未必都符合政策规定，但为了吸引媒体和社会关注，却要经常变换请愿花样。例如，1977年1月4日早晨，有80多名西洋菜街天台木屋的居民代表，就拆建安置问题冒雨前往港府请愿。居民代表扯起白布黑字的横额，上写着“要求房屋署立刻分配安置区”和“临时收容所无间隔妨碍家庭生活”等字样，并打算送给房屋司黎保德一个载有七只白鸽的白鸽笼。居民代表说：“我们住天台木屋的，十足系关进白鸽笼的白鸽，如今就连白鸽笼都没得住了。”事件的起因是：房屋署以居民不符合分配公屋的资格，只能安排暂时入住临时收容所，令居民深感不满。对于这次事件，当时报章给予标题：“请愿新招层出不穷，一笼白鸽赠房屋司。”

在新加坡，住房问题通过持续的政党选举竞争成为政治问题。就建屋局政治中立性的制度设计来说，建屋局1960年的成立本身标志着建屋威权治理在政府开始的同时，也意味着住房问题政治化的终点是议会。但是问题是，公共住房的大规模提供也没有使住房问题“非政治化”，住房问题依然保持高度的政治化。这在于新加坡对住房问题的制度性设计。1964年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林金山宣布实施《居者有其屋方案》（Home Ownership Scheme），并把该方案作为建设“拥有财产的民主体”（property-owningdemocracy）的一部分（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1964:9）。有的学者径直把它叫做“居者有其屋民主体”（home-owningdemocracy).

在新加坡独立后，住房问题像从前一样，在每四年一次的大选和中期补选中一再得到表达。但是，李光耀认为这与以前的选举有根本的不同：“大选便成为行动党探测支持度的全民表决，不再是输赢的问题。”1968年、1972年、1976年和1980年大选，行动党都没有受到反对党的有力挑战，独占全部议席。这与新加坡的建屋成效是密切相关的。1972年大选前夕，李光耀宣布建屋局每年建屋将从2万升为3万套，把新加坡建成热带地区最好的大都市。1976年大选中，李光耀指出：1961年河水山大火后共建了22.5万套组屋，其中一半是售出的。“在亚洲，除了日本没有别的地方能做到或已经在做”。

新加坡在80年代基本实现了“居者有其屋”的目标。但是，严重的涨价问题也出现了，并且引发了1981年“安顺补选危机”，行动党遭受独立以来第一次失败，工人党领袖惹耶勒南胜出，成为议会中第一匹“黑马”。李光耀后来总结教训说：“人民要拥有自己的住家，建屋局房子的价钱和分期付款额，应该是几乎每家人用他们的中央公积金存款都能够付得起的。”但是，他在维护建屋局的威权地位上分寸不让，保持清醒。他说：“如果建屋发展局牺牲其他申请人的利益，给予港务局工人优先权，将会制造很大的政治问题，……我们为了遵守条例、坚持原则，而付出了代价”。

问题还不仅于此，承包商疲于应付导致的组屋质量问题，住房大量提供导致的贬值问题，也招致居民不满。加之中产阶级和年轻一代选民的崛起，民主诉求也呈现多元化趋势。1984年大选，李光耀采取软、硬“两手政策”应对选举。其中硬的一手表现为，李光耀威胁说反对票将被登记在案，并且派吴作栋坐镇指挥，行动党最终还是兵败安顺，议会反对党议员增至2人。惹耶勒南早已对建屋局的分房政策、家庭人口计划歧视穷人等一系列方面提出尖锐批评，大选获胜后又要求反对党议员介入社区基层管理，自然成为了行动党的“眼中钉”。到1986年11月，他涉嫌财产诈骗被法庭判处一个月监禁，从11月10日起不再担任议员。作为软的一手，1984年大选中李光耀首次提出反对党选区将失去一些政府服务项目。1985年3月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宣布对于行动党选区的电梯、水管、排水和屋顶等设施，建屋局将优先提供维护。这自然会对反对党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1988年大选后，民主党领袖詹时中赢得波东巴西区（Potong Pasir），成为唯一的反对党议员和第一个反对党市镇理事会主席。

1991年是吴作栋接任总理后第一次国会选举，行动党赢得77席，反对党上升到4席。1997年大选中，吴作栋政府真正亮出“竞选之饵”：支持行动党候选人的选区给予组屋翻新优先权。结果，两个反对党选区倒戈，剩下的两个反对党选区——波东巴西区和后港区（Hougang）的组屋翻新被推迟。2001年又是一个大选年，行动党提出“政府将提供市民45%-50%的选择性组屋翻新补助”，工人党则以西方式的“福利国家”相号召。早在2000年，詹时中就着手把所在选区的组屋粉刷一新，这无疑增加了选举获胜的砝码。吴作栋把粉刷组屋戏称为“选举花招”，但还是肯定，“他在国会内外都是一个君子”。工人党新秀刘程强蝉联三次赢得后港选区，主要利用的就是当地以潮州人占多数，而自己又是潮州人这种乡籍观念，目前尚没有资料显示住房问题的民主表达在这里占有多少位置。这似乎也说明了1964年以来新加坡所着力构建的“居者有其屋民主体”遇到了新情况的挑战。

3.住房问题的解决呈现出民主化取向（住房问题民主化）

在新加坡，住房问题民主化是住房问题政治化的重要手段。新加坡从1965年独立到1979年，学术机构和新闻媒体对住房问题基本是没有发言权的。一些媒体，例如《马来前锋报》被认为1964年借徙置问题在拿哥罗福区制造种族恐慌，但是因为受到当时“联邦建国”框架的限制，直到1969年吉隆坡五月种族暴乱后才被勒令停止在新加坡国内发行。一些学者，例如汉桑（Riaz Hassan）早在1972年的研究中就指出一些建屋局职员歧视一、二室组屋住户，态度恶劣的问题，但是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湮没无闻。

1979年补选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行动党击败反对党候选人，赢得所有七个补选选区。这次选举一个最鲜明的特征是反对党第一次在住房问题上保持沉默。这与行动党选举策略的转变有直接关系，蒙特巴腾（Mountbatten）选区行动党候选人尤吉尼（Eugene Yap）使居民对组屋的各种抱怨广为新闻媒体所知。他告诉媒体他在6天挨家挨户的竞选活动中，收集了人们对组屋的194条抱怨（排在前列的是：要求更大的组屋，组屋等待时间太久，建材的质量低劣比如前门和厕所门木质腐坏，电梯经常毁坏，蚊子引起的麻烦以及一些建屋局职员态度傲慢无礼）。仅仅在3天之后，这位候选人就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公布：建屋局已经拿出了一个包括建设1000套3-4室组屋在内的投资2400万元的住房计划。这是行动党候选人第一次发表关于居民抱怨的公开而明确的声明。正是行动党自身出于选举策略的考虑，才开启了舆论监督威权的大门。1981年《南洋星报》对11个政府部门进行的“职员文明礼貌调查”显示，建屋局是最靠后的。1983年3月的国会辩论中，一些行动党后座议员也批评某些建屋局官员是没有表情的“机器人”。面对批评，建屋局表示要做相应改进。1983年，建屋局物业管理处实施“迈向高效率的地区分局管理体制”。实施第三年，供电问题、卫生设备经常损坏引发的居民抱怨几乎消失了。1984年调查显示，86%的人对地区分局的服务满意，96%的人对居住环境非常满意。

新加坡的组屋配售采用登记抽签制，实行“分地区登记、中央统一编号”，并由国会议员主持本选区的组屋出售抽签活动。国会议员先从抽签箱中抽出一个申购者的登记后，再从抽签筒中抽出房屋号，对于三次抽签都不满意的申购者，则需要重新登记。由于各部部长和总理都首先是国会议员，他们也都需要亲自操签，李光耀本人就经常光临自己的选区丹戎巴葛。“议员操签”正是其“议员在选区”制度的一种具体实践。1989年7月3日，由登记制改为订购制，每季度开始时公布一次16个新镇的建屋计划，供要买屋的人申请。一个月后，如果某一地区或某一型号的住房供不应求，再进行抽签。与信托局时代实行的分房打分制度相比，建屋局时代实行的分房标准更为单一（只有家庭收入一项指标），轮候抽签程序更能避免暗箱操作。可以看到，配售制度操作层面的改进无疑加重了民主选择的砝码，但全国统一编号的坚守也使只有开发商最了解市场的“政府免责无为论”无所遁形。

在香港，住房问题的政治化伴随着民主化。1982年，香港观察社民意调查显示，36%的人认为港府在照顾市民利益方面有好表现，比认为政府表现欠佳者（24%）为多。市民认为政府有好表现的方面，首先是住房问题，占30%；其次是福利制度，占20%；教育与医疗制度居第三位，各占12%。但同时，在市民认为政府表现欠佳方面，住房再占首位，为24%。这说明住房问题在80年代初依然不容乐观。

随着1982年香港普遍成立了“区议会”，加之1985年立法局间接选举的开展，1998年屋村管理咨询委员会计划的全面启动，使香港所谓的“咨询型民主政体”得以进一步完善起来。这样，公屋每逢加租，房屋署高级人员都要在总办事处会见“区议会”议员和新闻界人士，而屋村办事处职员则要约见“街区互助委员会”委员和住户代表，以便通报情况，说明因由。进入90年代以后，私宅市场楼价不断攀升，出现与经济发展不合拍的现象。在民主议员的压力下，港府不断推出限制乃至打压楼市炒作的措施。其一，1991年8月，一些房地产专业人士通过“消费者委员会”给港府提出的建议被采纳，这些建议包括私宅发售方式采用抽签制度，以取代先到先得的排队制度，以及限制内部优先认购、限制预留批售楼花等专卖行为。抽签售楼方式70年代从新加坡引进后，首先应用于居屋配售中，现在又引入私人楼花买卖市场，可见其反专卖反垄断的民主本质及其巨大生命力。其二，1991年底港府通过“银行公会”强制降低按揭成数，执行七成按揭，并于次年获得直接干预利率协议制定程序的法定权力。其三，1997年6月，负责房屋问题的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梁振英说：“居住问题是一个积患已久、千头万绪的民生头号大问题，为了改善市民的住房问题，不排除采用任何手段的可能。”这无疑成为了当年董建华《施政报告》提出今后10年每年提供8.5万套公私住房以平抑楼价的政策先声。不过，与1990-1995年6年间公私住房实际建屋量仅仅8.2万套相比，这样的重拳声势确实一度造成了楼市低迷，但是住房问题上的民主因素的威力即在于此。对于只宜运用经济手段而不宜直接干预的政策建议则无疑是一个反例。

三　由两地住房干预模式引发的对于东亚模式的新思考

房地产经济的特殊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它的政治性与社会性。住房的持久耐用性、独特唯一性、价格的昂贵性、作为生活必需品的保障性、墙体外面乃至配套设施的公共性、住宅人权的国际性都决定了其公共商品属性，必须由家庭和社会共同分担相关的费用，才是合理的。在香港，早1921年就出台了房租限制法令；在新加坡，1927年就设立了公共住房建设机构。二战后，在保存私宅市场的前提下，两地的住房干预（包括巨大的公房供给数量和严格的租售限制措施）更是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

由此也引发了我对于东亚模式的一点新思考。赵自勇通过对政府在新加坡、香港工业化过程中不同作用的分析，认为：前者的积极干预与后者的消极态度形成鲜明对比。1952-1970年的香港初级工业化得益于它的转口贸易地位，其后制造业升级的延滞则要归咎于“积极的不干预主义”，而90年代财政司麦高乐提出“选择性干预主义”是出于撤退前的政治策略考虑。在以两局（行政局、立法局）为核心的咨询型权力结构中，相对于早在1896年就进入行政局的地产商代表，制造业代表1964年才进入立法局。“积极的不干预主义”的背后是商业集团利益的左右。这些都是非常精到的分析，但是由此破除“自由放任的繁荣神话”，似乎还需要中间环节的论证。不干预经济生活不等于不干预社会生活，住房政策传统上被归入社会政策范畴，但房地产经济则属经济领域无疑。我们选择这样的中间领域来思考，或许可以避免只就制造业政策探讨政府干预的理论尴尬。过去，我们经常强调的是在东亚模式的研究中政治与经济政策的不可分割性，现在又添加了政治与社会政策的维度。在这样的维度下，住房对于新加坡中产社会形成的标识意义（2000年，68%的家庭居住面积在四室以上），才同今天住房对于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的强调以及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社会目标相契合，也才有可能不再继续漠视新加坡和香港干预住房市场的宝贵经验。


第三部分　经济、社会与区域发展模式

第三部分共七章，一仍前两部分从历史细处着手、论从史出、不著空言的原则，分别反思东亚经济、社会发展与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前两章从台湾地区和韩国为工业化作出牺牲的农业谈到日本、新加坡、香港地区的“城市农业”，希望能在既有的有关讨论中另备一格，启发思路。第十五章讨论韩国“新村运动”的局限性。朴正熙发动新村运动的两个重要特征之一是大规模的政治性全民动员。运动的推进机构不是农林部而是内务部，所有参与新村运动的道、郡、乡等各级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受内务部的管辖。这些都决定了它的不可持续性。韩国新村运动取得的效果值得肯定，但它并不是成功的农村现代化模式。

第十六章尝试以更多的历史学的眼光，重新考察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改革及其在新加坡现代化过程中的影响。分流教育的明确目的是教育培养的效率化：把教育浪费降低到最低限度，把每一个人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从而使每一个人都能为社会所用，从而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努力把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所有国民都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新加坡精英与大众兼顾的教育制度是在其特殊国情下做出的唯一的、同时也是明智的选择，对东亚其他国家很有借鉴意义。第十七章讨论新加坡社会基层组织的变迁。新加坡独立以后，人民行动党政府对独立前具有种族性质的社区组织进行改造和打击，并通过建设新的社区组织将多元化的种族平等思想贯彻到民众之中，通过基层组织的改造较好地实现了社会整合。在其后的几十年中，新加坡不仅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创造了平稳的国内政治环境和和谐的种族关系。其间，新的基层组织的力量功不可没。

第十八章分析当代越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1975年以来，越南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产品经济发展途径的推行与调整（1975-1990年）、商品经济发展途径的定位（1991-2000年）、市场经济发展途径的确立（2001年以来）三个阶段，最终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的方向。这是越南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一大突破，也是其革新开放事业不断发展和逐步深化的结果。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越南经济社会发展途径以市场机制的确立为目标促成了两个转变：一是从利用和限制私人经济、以建设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目标转变到允许、保护和鼓励私人经济参与市场竞争，以建设公有制主导的多种成分的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为目标；二是对经济成分的评判由原来以所有制为核心指标，发展到以资本和资源运营主体为核心指标，经济领域的区分由原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非社会主义私人、个体经济，逐渐过渡到国家经济、非国营经济以及外资经济等分类。前一个转变已基本完成，后一个转变还在继续进行中。

全书最后一章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探索东亚区域合作的新模式的形成。在世界的三大经济区域中，欧洲和北美都已经有了区域经济组织，在亚洲却迟迟建立不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经济实力最强的日本更愿意强调双边机制，与单个的东南亚国家进行合作，而不愿意把东盟作为一个整体来谈判。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的经济交往不断加深。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的爆发，加速了东盟与中国关系的发展。中国在危机中的表现赢得了东南亚各国的信任。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不是一个封闭性的组织，它目前的组织形式是“10+1”，但是并不排除其他国家的加入。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均有机会同东盟国家进行自由谈判，甚至直接加入这个自由贸易区。这个自由贸易区也不排斥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因此，美国没有理由反对它。


第十三章　从“以农业培养工业”到牺牲农业——对中国台湾和韩国农业与初期工业化关系的比较分析

一　引言

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也就是农业与工业部门此消彼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的农业已经失去了旧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封闭性，而与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紧紧连为一体。这种联系突出地表现在农业对工业化的贡献和工业化进程对农业的影响两个方面，两个方面的作用又常常是密不可分的。如库兹涅茨所总结，欠发达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农业部门对工业化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具有提供多种形式贡献的能力：（1）产品贡献：非农部门的扩大依赖农业提供粮食和原料。（2）市场贡献：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农业人口不可避免地构成本国工业品——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国内市场的主要部分。（3）要素贡献：农业是向其他经济部门投资的主要资本来源。发展的过程包括资本剩余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也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就业转移。此外，还可以单列出一种“外汇贡献”，即农产品出口换汇对平衡外贸收支的重要作用。

当代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现代化，不可能像西方早期发展那样依赖外部积累，从而，“榨取”农业就成为它们的普遍特征。问题在于农业部门有无剩余资源可取，以及渠道是否畅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东亚，曾经有一个席卷各国家各地区的土地改革浪潮。当时有人担心，土改后的农民会因为不再缴地租而更加无视市场，更加自给自足，产品剩余率会因农村人口增加而减少，农民与外界的联系（包括出售农产品）将更少。事实证明，这一类的担心或责难是多余的。战后同时摆脱了日本长期殖民统治的南朝鲜（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先后实施了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土地改革，不仅达到了稳定农村社会的目的，而且造成农业生产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的高增长。1952-1971年间两地农业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0%（中国台湾）和3.5%（韩国），在国际比较中均名列前茅。更重要的是，农业被完全纳入整体经济发展的轨道。当局通过各种措施，使农业密切配合、服务于工业化的需要，“以农业培养工业”，甚至最终不惜牺牲农业，以强力推行高速工业化。

经济学家指出：当工业部门的劳动力超过农业劳动力时，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过渡或“转型”即算完成。按照这一标准，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应是中国台湾和韩国经济转型亦即初步实现工业化的时期。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这一时期在台湾应为1952-1980年，在韩国应为1954-1980年。这一时期中国台湾和韩国工业化的进程基本相似，都经过了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再到重（工）化（学）工业化这样三个发展阶段，大体上10年转换一个阶段。在这经济结构发生巨变的将近30年间，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农业都对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贡献充分显示：土改所建立的新型家庭自耕农制度，是能够适应初期工业化的要求的。但是，30年间，台湾和韩国农业对工业化的贡献，情况不尽相同。本章将首先分别考察两者，然后在讨论影响农业与工业化关系的制度因素时，对它们做一些分析比较。

二　中国台湾：以农业培养工业方针的实施及其成果

战后台湾工业化进程以1961年为界，分为“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两个阶段，对经济起飞起了带动作用的，依次为食品加工、纺织、机电三个部门。以此三个部门的迅速发展为特征，形成了所谓“台湾的特殊工业化模式”。特殊之处恰在于：这一模式与农业增长及其对工业化的贡献密不可分。三种工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都可以从农村大量吸收剩余劳动力，而食品加工和纺织业本身就可视为农业的延伸。

台湾工业化模式与农业的关系又是和政府的发展战略分不开的。20世纪50年代初“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提出了“以农业培养工业，由工业扶植农业”的经济发展总方针。此后几十年间，台湾农业政策可以“发展的榨取”为特征，亦即采取措施促进农业产量的提高，以制造人力与物力的剩余，并将此剩余转移到非农部门。在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两个经济增长阶段，农业扮演的都是“培养工业”的角色。

农业增长首先带来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从农业与工业化关系的角度来看，由农民的生产剩余构成的农业商品，正是农业的“产品贡献”。只是因为行政部门在许多方面起了替代市场的作用，农产品的商品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非市场渠道实现的。农民从资金方面对工业化的贡献主要也是以向政府和“公营企业”低价提供农产品实物的形式作出的。在50年代台湾出口总额当中，农产品占85%以上，60年代仍占50%。出口的农产品究其来路，基本是通过政府的赋税征收。根据台湾税制，正式的农业直接税有16类，如田赋、地价税、遗产税、综合所得税等。其中田赋一项，国民党政府接收伊始就作出决定，依照日据时期地租旧制，以原有地租额作为赋额，但是改征货币为征收农产品实物，此即所谓“田赋征实”。征收数量1950年为耕地每赋元（中等水田1甲含27赋元，其他等则农地比照此增减）14公斤稻谷，1961年提到19公斤，1977年《土地税法》规定为27公斤（或小麦25公斤）。根据对1960年农业统计的推算，仅田赋征实一项就占农业总产出的14%。如果把其他税目加上，农民贡献之大、负担之沉重则显而易见。据台湾统计局1971年的资料，总收入3万元以下农户的税务负担，是相同收入非农家庭的2倍。又据统计，1960-1975年仅田赋一项占农民所得（包括非农就业所得）的比重，从1.23%增加到2.49%。这就足以说明，农业对工业化的贡献是以牺牲农民的应得利益为代价的。而且70年代农民的贡献比之50-60年代有增无减。

农业部门流出的资本，在1950-1955年间约占农业总生产额的22%。年均流出资金从1950-1960年间的9.16亿元（新台币，下同），增长到1961-1965年的13.46亿元，再增到1966-1969年的20.79亿元。农业资本净流出年增率，1951-1960年已达10%，大大超过日本殖民统治下（1911-1940年）的3.8%，按固定币值计算的每年资本净流出也大大超过日本统治时期。资本流出中，以直接税收为形式的有形流出，50年代以后比日殖时期略有减少，而由对农民不利的交易条件——不平等交换亦即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造成的无形流出，则大大增加。1952-1972年间农民的资本贡献增加20余倍。其中直接税从29.5%降到26.3%，以间接税等为形式的“贡献”所占比重，则相应地从70.5%上升到73.7%。间接税或称“隐形税”，包括土地税“征实”以及“随赋征购”和“肥料换谷”当中的官价/市价差及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按照1948年的《收购粮食办法》，耕地每赋元须向政府交售12公斤稻谷，1972年增加到35公斤，此即“随赋征购”。征购给价一般相当于市价的60%-70%，最低时仅为市价的38%。1974年征购价每公斤低于市场时价1元左右。这就是说，农民耕种1公顷田（这是户均可拥有耕地面积），除了缴纳田赋，还须再交出少则数百多则上千公斤稻谷，并且为此牺牲数百至上千元的利益。至于“肥料换谷”，在化肥短缺的情况下，这本是一项分配肥料的应急措施，却成为当局长期用来控制粮食来源、平抑粮价的手段，同时也是造成资本从农村隐蔽地流向城市和工业部门的重要机制，被称为“一种农业生产的严格控制”，“强迫农民种植稻谷，在规定的时间以规定的价格向规定的对手卖谷、买肥”。在整个50年代台湾当局所掌握的稻米中，59.6%来自于此。1950年的肥谷交换比率为1:1.2，到1965年，虽然这项比率已经降到1:0.85，台湾农民实际所付肥料价格仍然高于同期日本、荷兰、美国农民所付肥料价格的40%左右。1969年，1吨尿素的价格在日本是110美元，台湾农民在肥谷交换中实际所付相当于161美元。这一年，仅肥谷交换差价一项就占农业税收总额的16%。

如此“多种贡献，一种形式（农产品实物）”，“多种贡献，一条渠道（政策措施）”，是台湾“以农业培养工业”的重要特点。

20世纪50-60年代台湾主要农产品自给有余，60年代末以后自给率下降，但1977年仍有87%。农民以其廉价提供的产品基本满足了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促成了城市低粮价和工业部门的低工资。1953-1978年间扣除农业投资以后的农业年净储蓄额，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55倍。统计数字说明：认为70年代台湾农业已经失去活力、成为工业负担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农民对工业化进程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包括外流城市与农村地区非农就业劳动力两种。台湾工业化模式与韩国不同，大量小型而分散的制糖、蔬菜与水果加工等工企业，为农民在农村地区的非农就业创造了条件。到60年代后期，农村劳动力中已有近半数（46%）转入各种非农部门（主要是农村工业部门）。这对于台湾经济结构的转变和基本实现工业化，意义自然重大。

农产品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出，一方面是对工业化进程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是农业增长和农村发展的需要。然而，由不平等交换所造成的资本流出，完全是农民被迫出让自己的应得利益。60年代末以前，由于农业增长迅速，农民虽因价格差牺牲部分利益，收入仍能每年有所增加，不平等的“肥料换谷”制度得以维持。此后农业增长停滞，“肥料换谷”与农民的矛盾尖锐化，迫使当局在1973年将其废止。

三　韩国：工业带动还是牺牲农业？

韩国学者就如何看待战后30年间农业在工业化中的作用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韩国农业没有像中国台湾农业那样，以生产力的增长和农业剩余资助工业化。农业部门对现代部门的贡献只有剩余劳动力，而这是高速工业化城市化吸引的结果。这一观点在韩国以及国际学界影响较大。另一种观点以曾任韩国经济学家协会主席的Kim Dong?Hi为代表，批评前者忽视了50和60年代中期以前农业为工业起飞准备前提条件的重要作用。美国学者Burmeister也以韩国农业的成就，批驳“新正统派”以市场、私营部门和出口导向揭示韩国经济发展，而对农业却一笔带过的倾向。

“无贡献”说的主要论据是：韩国农民劳动收入扣除生活支出以后的剩余，在60年代末以前一直很少，50年代甚至常常入不敷出，因而，农民储蓄很少，甚至根本谈不上储蓄。70年代以后农民有了较多剩余，但大部分用于自身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一些持农业无贡献说的学者公开承认农业间接税“不在研究范围之内”，这就留下一个很大的漏洞；另外，他们也承认土改以后韩国农业增产成就突出，这又提出一个问题：农业增长的成果难道都被农民自己消耗了？

答案其实很明显：仅仅根据直接税收，根据有形的资本流通数量，并不能如实判断农民和农业部门对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贡献的有无或者大小。因而，需要从农业贡献于工业化的几个方面，对此做一历史的考察。

先看“产品贡献”。50年代韩国农产品输出主要有四条渠道：（1）强迫征收：按照1950年开始实行、此后长期作为基本法规的《粮食管理法》，农民必须把所收获谷物的1/3交售给政府；（2）农业税：1951年，李承晚政府把土地税、收入税、教育捐、房屋捐等各种农村捐税合并为单一的农地收入税，税率依占地面积多少从15%到28%不等，要求以实物缴纳；（3）地价：土改以后，农民须在5年内以实物分期偿付所得土地的地价，每年缴纳收获量的30%；（4）肥料换谷：和在中国台湾的情况一样，韩国政府以不平等的比价用化肥向农民换取粮食。农民从“农业组合”（农会）分得肥料，以现金支付肥料价格的40%-50%，其余部分到收获时以稻谷实物支付。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1977年才予废止。上述措施使农民的大部分剩余被抽取，其结果是：50年代，韩国国内农产品满足了城市居民粮食需求的90%和纺织业所需棉花的一半；1952-1958年间，农业税一直占政府总税收的20%左右，最高曾达30.4%。由于是按政府规定的低比价折算的，这些数字实际低于应占比重。

再看资金贡献。50年代韩国政府征购稻米付给农民的米价一般不到市场价格的50%，最低时仅为市价的31%。只此一项，1950-1955年间就从农民手里拿走50亿韩元。1956-1959年粮食批发价格进一步下跌近30%，农民出售农产品的价格指数是其生产与生活支出价格指数的93%。1952-1960年间，农民交售稻谷所得平均只有生产成本的80%，农民实际上一直在赔本经营。因为长期实行上述低价征收和不平等交换措施，所以，在农民的“产品贡献”当中即包含有大量资本贡献的因素。看不到这一点，就很容易得出农业无贡献的结论。

60年代以后，情况有所变化。一方面，农产品价格有所提高，但政府收购价仍比市价低15%左右；另一方面，朴正熙继续实行李承晚的粮食管理政策，并且增加了征购数量。除了征收和肥谷交换以外，政府还通过要求农民以农产品偿还非救援性贷款，或者干脆要求以稻谷做抵押申请贷款等方式，从农民手里获取粮食。直到1975年，在农民的生产剩余中，50%的稻谷和90%的大麦仍由政府直接收购。通过低价征收取得的粮食和资金，并非都能流进工业部门。实行低粮价政策首先考虑的是维持城市消费低价格，粮食的首要供给对象是“军公教”人员及其家属，然后才及于一些关键性工业部门的工人。然而，由于国家（政府）发动、计划和组织参与高速工业化的作用，我们可以一般把农民向政府低价提供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看做是农民从实物和资金两个方面对工业化作出的贡献。

此外，还应特别指出，无论是50年代还是60-70年代，韩国政府都通过不断增加进口美国剩余农产品来维持国内低粮价，结果当然是牺牲国内农民的利益。韩国接受美援比台湾早开始而晚结束。1946-1974的29年间共受援55.885亿美元，其中，以农产品为形式的援助占32%（16.875亿美元）。以美国小麦为主，韩国每年进口粮食从50年代后期的50多万吨激增到70年代的260多万吨。人均进口数量50年代中期为10公斤，1970年为80公斤，1979年达145公斤。大量增加进口并非由于国内生产减少或者粮食大量短缺：1960-1979年间，韩国人口增加50%，粮食产量则从420万吨（1960年）增加到810万吨（1979年），几乎翻了一番。因此，可以认为，急剧增加的粮食进口是政府蓄意造成的，其中目的之一，就是维持国内低粮价，结果当然只能使农民利益受损。农业对工业化的贡献和农民利益的牺牲，实际上是一块硬币的两个面，这一点在韩国表现得非常清楚。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仅就农产品和隐蔽的资本流出两项来看，韩国农民和农业对工业化进程所作的贡献或者说是牺牲就是相当可观的。如果再考虑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考虑到农村青年外出带走的资产和农民教育投入，则贡献的规模更大。韩国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的。1965-1979年农村人口外流总计达500万，其中，以拥有耕地0.5公顷以下的“过小农”户和有一定文化知识的青年居多。韩国农村人口流动的特点是集中涌向少数几个工业中心城市：先是在汉城周围形成大片的贫民窟、棚户区，然后又大批涌向釜山。1974年马山自由出口区和汉城出口加工区所用工人，90%左右是主要来自农村的青年。他们没有固定工资，雇主可以随意延长他们的劳动时间，还可以无补偿地解雇他们。农村劳动力外出带走一大笔资金，据估计约占农业资产的10%-20%，等于每年从农村流出3100亿——3200亿韩元。由于外流者多为青年，假定他们中只有40%读完小学（1970年普查全国适龄儿童就学率为98%），45%读完中学，10%念过大学（基本不回农村），则这部分青年的移出等于每年带走农民的教育投入780亿韩元（按1978年价格推算），这些不能不看做是农民和农业部门对工业化的又一重要贡献。

四　影响农业与工业化关系的制度因素分析

战后中国台湾和韩国通过土地改革，建立了新型的家庭小农制度，它与农业对工业化贡献的关系，大体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1）这一制度使工业所需资源从农业部门的流出渠道畅通无阻；（2）贡献的结果是农业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下降，家庭农民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农业贡献于工业化的过程，实即农民被卷入资本积累的过程。在台湾和韩国，追求高速经济增长与工业化的发展性政权利用其“看得见的手”从农村大量抽取资源。在自耕农家庭经营的制度框架内，一端是数百万、上千万分散的本身势单力薄的家庭小农，另一端是急于工业化的威权主义政权。这个政权通过它的各级官僚机构、农业主管部门和受其控制的农会组织，自上而下地推行其增产与征收计划、政策、措施，使小农的生产经营与交换活动密切配合服务于其经济与社会目标，这就为从农村“榨取”各种经济资源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放在国际环境中来看，与东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盛行大农场制、以大农场压迫自耕小农的拉丁美洲。由于极少数农场主控制大部分土地与人力资源，从而形成强大的经济政治势力。其结果不是农业对工业化贡献的扩大，而是不公正不平等的扩大、社会的不安定与现代化的挫折，奉行“双元农业战略”（bi-modal strategy）的拉美国家，成为失败的“冲突性现代化”（crash modernization）的典型。相比之下，东亚土改使中等以上的地主基本消灭，搬去了不利于发展型政权直接控制农村和从农业抽取资源的障碍，从而使农业贡献于工业化的渠道畅通无阻。

对家庭小农制度与农业“贡献”的关系，可以从不同角度解释。台湾学者萧新煌等以“宏观交换理论”为分析工具，提出小农制的实行与对农民的“挤压”，是农民、政府与工业部门三者之间交换经济政治利益的结果，强调“以农业培养工业”方针背后的社会政治因素。这种意见是深刻的。笔者认为：

第一，“榨取”或曰“挤压”农业以推动工业化，的确反映了以推行家庭小农制度为中心的农业政策和农业战略，本质上即是优先工业化和“发展第一”的总体经济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具体化。这一点，曾经主持台湾经济政策的尹仲容在1953年，韩国领导人在1975年都讲得很清楚。尹仲容提出：

“工业与农业孰先：……本省农村大量剩余劳力之出路（问题）甚为严重，如农业再机械化，不但增加大量之投资，且对就业的问题愈形尖锐化，鄙意解决之道，舍工业化以外，实无他途。”

这就是说，必须建立劳动集约型而非资本集约型的农业，以集中资金保证工业优先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依靠农民大量投入不计薪酬的家庭劳动就可实现农业增长的小农制度自是最佳选择。

韩国副总理南德佑（音）提出：“在我看来，第一阶段应先使经济得到发展，第二阶段考虑社会福利。首先要有增长和效率，然后才有平等。”

为了实现增长第一，当然必须尽量榨取农民，以高速发展工业化。为使被榨取的农村不致发生动荡而危及经济增长，地权比较平均的“耕者有其田”制度也是最佳选择。

第二，“以农业培养工业”可以看做发展型政权对农村“投入”的产出。“投入”主要有两方面：（1）运用政治力量推动土改；（2）以投资、信贷、科技推广等措施扶助小农。在这两个方面，台湾均高出韩国一筹。因而，台湾农业对工业化的贡献比韩国突出，究其主要原因，恐怕也是制度方面的。

如果说家庭小农制度下农业劳动力的解放和农民被迫牺牲其利益贡献于工业化，是两幅色调对比鲜明的图画，那么，土改和家庭自耕小农制度的建立和维持对于工业化的积极作用，以及农业“贡献”对农业与农民的消极影响，也恰成鲜明对照。消极影响之一是农业地位随工业高速增长而急剧下降。“农业的秋天”、“农村的黄昏”很快来临。之二是农民务农意愿的动摇。当然，农业贡献于工业化对农民的影响也不全是消极的。工业化进程扩大了农民同外界的联系，拓宽了农民的视野，引起农民传统价值观念的变化。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与外流改变了人地比例，为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劳动生产力创造了条件，从而使人多地少的农业部门和家庭小农经营制度面临新的转机。


第十四章　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农业”

一　引言

长期以来，东亚高速工业化、城市化的眩目成就，遮盖了“城市农业”所经历的发展与变革，以及与之有关的课题。这种状况的出现，首先是因为城市农业本身便是一个极需“自我辩护”的事物和概念框架。城市农业在习惯的认识中常常遭到人们的误解、轻视。联合国开发署在其出版的开拓性著作《城市农业》一书中，开篇便以“养活自己的城市：神话与现实”为题为城市农业作了辩护。事实上全书完全可以作为有关城市农业的长篇申诉书。在当代东亚城市农业的发展中，始终伴随着对其表示怀疑甚至否定的议论。在工业化城市的急剧扩张过程中，“城市农业”究竟是暂时的，还是持久的现象？学界的主流意见以“萎缩”、“惰素”、“夕阳农业”、“残存农业”等等来判定香港、东京等大都市城市农业的发展前景，将新加坡作为没有农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认为由于城市农用地被工业和城建用地大量蚕食，农业人口大量转入城市部门就职，农业劳动力减少，城区农业的GDP贡献“微不足道”，因而，“城市农业”是“过渡性质的农业”，“其重要性日趋下降，乃至最后消亡”。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东亚城市农业的发展进程不仅在剧烈变动的城市化空间中面临着种种复杂的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而且也伴随着有关发展内涵的观念与认识论的持久性的冲突。这些相互作用的因素是塑造东亚城市农业过去、现在、未来样式的不可规避的力量。

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国际学术界对亚洲城市化、工业化热切关注的伴生物，东亚“城市农业”以“城市食物供给”者的面目出现。“亚洲城市能否自己供养自己”的设问，表明了战后致力于工业化发展战略的东亚各国和地区共同面临的处境：工业化的早期，在城市经济尚未发达，货币支付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快速城市化导致的巨大食物需求与现实供给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由于解决矛盾和问题的现实手段牵涉到如何克服技术、社会政治、经济和城市管理上的困难，因而某些带有“对策建议”色彩的研究从一开始便强调政府对城市食物供给和分配的干预以及计划性。而对同期典型城市的分析表明政府干预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它既是政策属性的，也具有制度安排的特征。同样是“城市食物供给”的问题，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和地区会有相当不同的反应。尽管这样，“城市食物供给”与“政府干预”的思路还是一直存在下来。

80年代后期，香港中文大学的杨汝万教授以《亚洲城市农业——对真实存在的事实与政策的回顾》一文，第一次将亚洲城市农业作为整体进行考查。这篇以亚洲城市农业为题目的论文，主要考查的对象还是东亚的城市。在该文中，作者进一步完善了“政府干预”的思路，经过对城市农业发展面临的困难以及一般政策建议的分析，结合成功的案例，指出了在良好政策引导下利用亚洲城市农业使亚洲城市供养自己的目标并非不可能实现。这是对“亚洲城市能否自己供养自己”的回答。

90年代以来，以“城市食物供给”来理解东亚城市农业愈来愈显示出其局限性。东亚现代化的新阶段与城市农业自身发展的新情况，都预示着扬弃单纯以“城市食物供给”涵盖东亚城市农业发展的理论与历史实践的可能。揭示城市农业与工业化城市化的相互关系，进而作出比较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前景判断，应当说是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笔者称之为有关东亚城市农业现代化“转型”的问题。事实上，在东亚工业化发展的早期阶段，以“城市食物供给”问题而受到关注的城市农业背后的问题便是：如何将与传统农业技术相适应的小农家庭生产经营的农业转变为与日渐发达的现代城市经济相匹配的农业活动？就其本质而言，当代东亚城市农业的发展史，就是东亚城市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历史，它是当代东亚现代化总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尝试以一定制度条件下的市场、农民、政府三者之间的互动而形成的“网络关系”来理解这一“转型”，认为“转型”主要是在两个层面：（1）传统小农家庭经营的城市农业，转变为吸收现代发展要素的具有相当规模的家庭经营与农业企业；（2）以“城市食物供给”为主要功能的传统城市农业，转向兼具经济、生态、社会、文化功能的现代城市农业。为此，本章以50年代以来，香港、新加坡、日本东京等都市圈城市农业的发展作为个案，探索当代东亚城市的现代化转型问题。选择香港、新加坡、日本都市圈的根据在于：（1）战后以来，它们是东亚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现代化成就最高的国家和地区，对城市农业发展起主导作用的工业化、城市化阶段完整，而且快速、剧烈。（2）它们的城市农业本身具有完整的发展阶段，使我们可以作出比较一般性的结论。对香港、新加坡的城市农业主要侧重于产品型城市农业的转型考查，而对日本都市圈则侧重城市农业在高度工业化都市社会中功能转化的考查。

二　香港和新加坡的城市农业转型

香港和新加坡作为土地面积狭小的港口城市，战后特别是最近30年来经济飞速发展的成就，使它们成为举世瞩目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其奇迹般的经济发展往往使人们忽视了它们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城市农业转型的同样令人骄傲的成就。80年代以来，两个城市本地农业相当程度的食物供给能力引起了人们“惊讶”之余的赞赏。杨汝万先生称它们是以密集型生产和科学方式追求城市食物供给的成功例证。在两个土地资源相当有限的城市，是如何实现这些“奇迹”般的成就的呢？

香港和新加坡的农业有不同的历史背景。香港的渔农业历来处于自给自足状态，保持着中国乡村的古老传统。种植业中稻米占绝对优势，占用了80%的农用地。农民在有限的土地上生产蔬菜，也基本是为了家庭消费。城市食物的供应通常依靠中国大陆以及其他贸易伙伴。新加坡的农业则有三种传统形式：（1）由华人经营的高度风险性的短期出口作物种植（棕儿茶、肉豆蔻等）；（2）由欧洲殖民者经营的种植园农业（甘蔗、椰子、橡胶等）；（3）主要由华人农民经营的“应市园艺业”。其中，前两种一直占主导地位。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与殖民地种植园农业向郊区农业转变呢？既有的研究表明主要是外源性因素导致的城市化引发了转型的开始。香港与内地息息相关，新加坡则有英国的背景。

二战以后，香港、新加坡的农业先后经历了两次“转型”：（1）从二战结束到60年代由种植园农业转变为“郊区混合农业”；（2）60年代至80年代“郊区农业”的现代化转型。

1941-1945年太平洋战争期间，香港为日本占领，居民从164万降为60万人。而从1947年起，由于内地移民的涌入，至1951年，香港人口已达207万人。新加坡的情况也大致类似。短时期内迅速膨胀的城市人口，导致了巨大的城市食物需求，形成了巨大的农产品市场。而现实供给不足的状况又带来了农产品相对的价格优势。在经济利益驱使下，小农们逐渐放弃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稻田生产，转向为城市食品市场进行密集型生产的市场菜园。在香港，一个蔬菜园平均仅为0.2公顷，有研究者指出，菜农可以获得比经营稻田多达8-9倍的收入。同时，由于鸡、猪的售价上涨，如到50年代中期，鸡的售价为1947年的两倍，养猪、养鸡业也迅速发展起来。高涨的价格，靠近市场的便利，都吸引本地生产者扩展投资与生产。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转型”主要是农产品市场供求关系引起的比较利益差别，促使追求市场利益回报的小农自发地调整传统的农业经营结构，转向日渐以城市需求为中心的商品化郊区农业，逐渐形成以经营蔬菜、水果、花卉及猪、禽等畜产品为主要方向的商品性城市农业结构。生产经营形式主要是具有蔬菜种植技术的外来移民租用本地人手中的农地，进行劳动密集型的市场菜园生产。由于新的移民几乎没有资本，而种菜能够快速周转资金，而且地主也可以获得较高租金，所以这一时期蔬菜种植十分流行。但市场菜园还有两种辅助形式：应季蔬菜种植和家庭菜园，其中，家庭菜园主要是经营猪禽养殖的农民为自己的消费而经营的，也包括那些主要收入来源于非农部门的人们。这表明，小农以“混合农业”的经营形式来避免市场风险的冲击。同时，非专业化的生产经营也显示商品化并不彻底。

这一时期在新加坡被称为“自由种植和不干预时期”，香港政府也基本采取“不干预”的态度。但是，随着工业化战略的推行，这一局面大大改变了。

在60年代，香港、新加坡的发展战略由“转口贸易”转变为“加工贸易”，即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以出口创汇，鼓励引进外资和新技术，投入国际市场的竞争，以此来带动整个经济的“起飞”。在发展战略转变的大背景下，本地工业化与更深入的城市化共同作用于城市农业，使香港、新加坡的城市农业与工业化、城市化产生了持续的尖锐冲突。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城市农用地由于城建和工业用地的侵占而大规模缩减。再加上工业部门收入的吸引，农户大量弃耕，城市农用地占总土地面积的比例剧减。来自香港的数据显示，从1963年到1977年因工业扩张而损失的农地为总农地比例的15.8%。农民撂荒的土地比重越来越大，到70年代末已达总耕地面积的40.9%。从1970年到1980年，新加坡城建及工业用地从占总土地面积的30%增加到44%，农用地则由22.8%下降到仅占13%。（2）农业从业人口大量转入工业或城市其他经济部门，工业的快速增长决定了劳动力对农业供应的紧缺状况。既有的研究表明，在1967年香港的农业劳动者与工业工人的工资差别形成了规模。在小工厂的非熟练工人每天获得工资港币10-15元，而同样的农业劳动力却为每天8-10元。因而，仅1965-1968年，香港城市农业便失去30%的农渔业人口，70年代末，香港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1.3%，新加坡到1980年仅为0.7%。（3）城市农业GDP贡献比重微小。1965年香港、新加坡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为3.2%和2%，而到1985年只有1%和0.5%。

60年代后期以来，香港、新加坡工业迅速扩张，城市农业被挤到十分窘迫的地步。由于奉行自由贸易政策，本地农产品又要面对进口农产品的激烈竞争。城市农业“怎么办”已是不容回避的课题。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将与传统农业技术相适应的小农家庭生产经营，转变为与日渐发达的现代城市经济相匹配的农业生产经营，以使城市农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继续生存和发展。在土地、劳动力等要素“萎缩”的情况下，现实的选择只能从技术手段、设施投入、市场灵敏度着手，由劳动密集型农业向技术密集型、资本集约型农业转变，实现适度规模化经营，从而达到生产、运销成本的合理化和产品的优质化，参与市场竞争。那么，问题的关键便转化为“机械从哪里来”、“技术从哪里来”、“资金从哪里来”、“农业人才从哪里来”等等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规模中立性”的现代农业技术与政府在信贷投资和农业科技试验、推广上对小农的扶持是同样有效的思路。

此外，60-70年代的香港、新加坡不约而同地结束了“自由种植和不干预”政策，一方面继续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不设关税壁垒，靠进口农产品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对本地农业经营没有直接补贴，在价格政策上不人为提价、限价，让农产品完全按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实现价格。遵循土地、资金的投向完全按经济上的比较利益原则确定，以此推动农民参与市场竞争。另一方面，两地政府都在农业科研、技术推广、培训农业人才、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等方面为城市农民提供服务，在狭小的海岛城市形成了组织系统比较完整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及农业管理体系。

对比新加坡政府主导式的干预政策，香港政府更像一个灵活的农民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公司”。它几乎考虑到了农民在生产、经营、销售各个环节中可能遇到的所有困难，提供帮助而又不干预农民的生产经营本身。为此，政府着力于“三大服务体系”的组建：

农业科研体系由“渔农处”附设的一些专业研究科、室、试验场构成。负责农作场、猪、禽、鱼类的育种、疾病防治、资源调查、技术开发研制等工作。

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由渔农处设农业部和渔业部统管，同农民、渔民保持直接联系，提供咨询服务，进行技术指导，农民有问题可向新界各区的农业推广办公室提出，该室每天研究，马上行动给予帮助。另设立农业咨询委员会，由渔农处有关官员与农民代表组成，加强官员与农民之间的联系等等。

在建立较完善的产前、产后社会化服务体系方面，香港政府从生产资料和种苗供应等生产中的重要环节到产品运销都有政府促农机构与专门的公司、合作组织一起为经营者服务。这些服务行业深入到农户送货，送技术上门，产品销售也有专业公司上门运销。政府又设立了两个主要的统营机构：蔬菜统营处、鱼类统营处负责批发。统营处的宗旨是尽量降低菜农、渔农的运销成本，使农民获得最高利益。这些政策和措施无疑使本地农民的生产和运销成本能够降低，增强了本地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香港政府还通过发放贷款来扶持农户扩大再生产。渔农处负责管理低息贷款，资助农民进行灌溉工程、农业机械和渔船的购置更新等基本建设及技术改造等。到1989年底，共贷出2.72亿港元。几十年来，平均每户得贷款3万多港元。此外，香港政府重视农业人才的培训，农、渔民职业教育发达。鱼类统营处、蔬菜统营处为农、渔民子弟设立中学，提供专科以上教育的奖学金。渔农处经常举办各种技术培训班，组织参观实验农场等等，提高农渔民的技术水平。

70年代以来，香港的城市农业在市场竞争与政府对农业体系性支持的双重作用下，实现了以下两个层面的转变：（1）农业生产转向市场利益回报高的部门——满足城市副食品供应的市场菜园、池塘养鱼、海鱼捕捞、猪禽养殖。先前粮食与副食品生产混合经营的状况转变为专业化生产，农业地域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稻田大部分转为菜地和鱼塘。（2）具有相当规模的市场化、科技化、专业化的家庭农场形成。这种情况在对现代化程度要求更高的猪、禽养殖业表现得更加突出。1968年，养猪不足50头的养猪场占总数的90%，到1979年仅剩11.9%。养猪达几千头甚至上万头的农场正在大量出现。1973年前，香港养鸡业主要由小业主经营，平均每个鸡厂不足3000只鸡。而到1979年，在1192个养鸡厂中，拥有3000-10000只的占56%，还有25%的鸡场超过10000只。80年代以来，香港城市农业中的家庭经营已经颇具规模。养猪户一般为有3-4个劳力的家庭，再雇工2人，年产肉猪1000多头，户养鸡场规模一般为年产肉鸡4万——6万只，户养鸽场规模一般为产鸽1万——2万只。户营菜、花、果规模一般为10亩至数十亩。渔业也以家庭经营为主，船员主要是家庭成员，亦雇用其他船员。80年代，约2.4万渔民拥有渔船4773艘，其中83%为机动船。

规模化的经营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现代农业设施和技术手段的支持。80年代的资料显示，香港城市农业广泛应用了现代技术设备，畜禽饲养多采用节省劳力的密集型舍饲法，使用机械排粪和配合饲料，劳动生产率高，一个劳力能养7000-8000只鸡。菜农耕作普遍使用小型机械，拥有小型耕耘机5900部，自动喷水机2375部，平均每公顷2部。香港渔农处设计各种不同结构的塑料大棚，供菜农冬夏培育菜苗使用。渔船采用现代卫星导航系统、新式渔具等等。而且电子计算机新兴技术也应用在农业中，颇有成效。与现代化设施相应的是农业生物技术在育种、品种改良、作物病虫害、畜禽瘟病方面深入推广而成就斐然。

在香港的经验中，政府在很长时期内并没有提出城市农业发展的总体规划，而是致力于“服务式”的工作，卷入市场化生产的小农，在市场竞争和政府支持的双重作用下，克服小农家庭经营的消极性因素，转变为具有市场化、科技化、规模化的家庭经营形式，与香港高速发展的城市经济相匹配。

对比香港政府颇具苦心的“积极不干预主义”，新加坡政府在市场、小农互动的自发关系中介入了强大的政府意志，采取政府主导式的农业政策推动郊区混合农业向现代化城市农业转型。政府一开始便鼓励发展大规模现代化、市场化的农企业。在政府看来，只有低成本大规模和集约型的农场、高素质的劳动力、良好的知识和资本投入，才能应付国内外的压力。因而，它选择了保留郊区农业，但通过迅速提高资本集约与技术集约化程度，组织现代化的企业型生产，实现城市农业转型。

为此，从1957年起，新加坡政府实施了三个阶段的战略推进：其一是“农业重新安置计划”时期（1957-70年代中期），其二是“永久农地计划”时期（70年代中期——1986年），其三是“农业科技园计划”时期（1986年至今）。新加坡政府以整体规划为蓝本，通过兼具“压制性”、“示范性”的政策，直接推动城市农业在地理布局、部门结构、经营规模和技术体系等方面的改造和转变，将小农家庭经营的郊区混合农业转变为“城市企业化农业”。

“压制性”政策的特征在于政府一方面以商业或行政的手段，将分散的郊区农业集中布局，形成集约化城市农业区域。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对经营者资格的规定，限制和淘汰不符合政府认可标准的农场和经营者，将城市农业的发展与城市的生态环境协调起来。

“示范性”政策的特征在于政府提出十分明确的城市农业现代化转型战略，并亲自进行超前的城市企业化农业经营的试验，取得成功经验后，再推广到各个农业部门。而且推广工作并不以行政手段强制执行，而是政府先投入大量资本为农业企业提供基础结构，而后以较低价出租给能够组织生产经营的农场主、企业家和国家的其他成员，进行市场化经营。

在“农业重新安置计划”时期，政府主要采取的是“压制性”政策，由“国家改建托拉斯”（The Singapore Improvement Trust）负责在岛的西半部和北半部挑选若干地区，建立“农业重新安置区”，将布局分散的郊区农业集中起来。到70年代中期，在岛的西半部和北半部已形成一个不连续的农业地带。同时，政府通过商业等途径将经营品种和生产部门调整集中到养猪、禽蛋、蔬菜、兰花栽培四大方面，并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专门化程度。但是，农业重新安置区仍保持着小农的色彩。

在“永久农地计划”时期兼具“压制性”与“示范性”。这一时期，两个诱发性因素，使新加坡城市农业的改造发生历史性转折。其一是1975年以后大力推行的“净水运动”。该运动旨在保护和开发相当有限的淡水资源，因而在岛的西部、中部、北部一些主要河湾，相继建成淡水水库。这样，位于汇水区的农牧场，尤其是养猪场，只有达到政府所规定的处理废物标准，才能继续经营，结果，许多小农因缺乏资本投资废物处理设施，不得不转入其他非污染型农业活动，或者停止农业经营。其二，政府为了探索在净水区之外建立现代化企业型的大规模工厂化农业发展道路，在岛北部的蓬戈尔（Ponggol）着手实施一个试验性计划，在此建立一个占地100公顷，可养750000头猪的现代化大型商品性养猪场。政府投资为这个养猪场提供所有基础设施，而后向农场主、企业家或这个国家的任何成员出租，只要他们有必要的资本、经验和技术能力来承担这种集约经营的农业生产，并达到政府所规定的一系列专门化生产指标。1979年，这个试验性计划证明是成功的，即把“净水运动”中搬迁的养猪场，都定位于蓬戈尔，建立了“蓬戈尔养猪场”（Ponggol Pig Farming Estate），又导致许多经营者转入其他农业活动，或放弃经营。这样，在兼具“示范性”与“压制性”的政策指导下，在“永久农地计划”时期，城市企业化农业在养鸡、兰花栽培、蔬菜、蘑菇种植等部门相继建立起来，城市农业地理布局进一步集中在岛西北部和北部的四个地方：蔡厝港、林厝港、林巴旺、蓬戈尔，总面积为3500公顷。城市农业在地域分布上完全融合在城市国家中，形成了集中的城市企业化农业地域。两个阶段的战略推进，使新加坡发展出新型的城市企业化农业，城市农业的现代化转型，取得阶段性成就。

三　日本都市圈的城市农业“转型”

日本战后高速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引起产业结构的巨大变革与经济重心的地理重组、人口分布的地域空间转换，形成以东京为中心的大都市带，集中了绝大部分的日本城市人口、工业企业、就业人数、工业产值、国民收入。东京被认为是“纽约+华盛顿+硅谷+底特律”型的世界大都市。在这种成熟的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尽管大都市区的农业活动一直受怀疑论、否定论“简单粗暴地对待”，但在实际的进程中，它经历了比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更为完备的发展阶段，形成了市民农园、农业公园、民宿农庄、观光农业、农村留学、自然休养村等多种样式的都市农业。下面主要对市民农园做典型分析。

市民农园，在法国称为“家庭农园”（Jardins familiaux）。目前在欧洲高收入国家及我国台湾十分流行。市民农园并非由专职农业工作者经营，而是供没有土地所有权的市民来投入与耕作。市民也可委托农业工作者来完成一些日常的或共同的田间作业，但要支付相应的费用。用户和农园经营单位之间是契约和租凭关系。前者作为承租人往往需要加入当地的协会组织，成为会员，遵守章程，交纳会费。日本的市民农园既受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影响，又具有自己的特征：（1）土地的提供，既有由政府或公营事业单位提供，也由农民提供。（2）原以一二十平方米的生产性菜园为主，自1991年考察德国的市民农园后，便开始推动二三百平方米的农园。并完成“市民农园整备促进法”的制订，该法规较德国“市民农园法”更为宽松，允许在100米的土地上建盖10平方米的木屋且供水电，并可度假住宿。（3）日本市民农园类型更多。发展出银发族农园、教育农园、福祉农园、学童农园、残疾人农园等新形式。（4）市民农园一般用于蔬菜、果树、花卉生产，或用做观光，其产品可自给，也可出售。日本市民农园拥有多样性的经营主体，既有市民家庭，也有社团组织（学校、老年人协会、城市消费者协会），还有社区市民集体合作经营，经营者中既有专业经营者，也有兼业与休闲经营者。这些情况都表明，在高度发达的都市空间中，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正在丧失固有的身份概念，转变为城市中的农业工作者，或者出于自身生活方式考虑的市民。

日本市民农园的发展不能脱离政府的支持和管理。市民农园主要由日本建设省管理。政府的职能是为市民农园提供支持、保护和实施限制。日本有专门的法规、政策保护市区农地，并给予经营者以税收优惠。政府在市民农园经营管理和生产技术上提供帮助，同时，根据城市的功能要求，对市区农园的经营项目、空间布局及生产技术实施限制。比如，1990年9月20日颁布的“市民农园整备促进法”连承租市民与承租农园之间的乘车距离都作出规定：原则上在30分钟的车程以内，东京都可为两个半小时车程距离等等。

以上的特点使日本政府在推动城市农业转型的角色中，具有比香港、新加坡政府更独特的贡献：以法律的形式使城市农业的发展制度化、规范化。为此，联合国发展署赞赏其为“世界上相当少数的对城市农业进行法律规范的国家”。

日本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城市政府在工业化、城市化推进的不同发展阶段，提出明确的法规来确认农业在大都市发展中应有的地位，并推动城市农业朝着与都市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相协调一致的方向发展，使日本的城市农业不仅能够在最为剧烈的工业化、城市化扩张中生存下来，而且最终演化为今天兼具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功能的都市农业。这无疑有其制度性的框架在支撑。

在矛盾重重、利益复杂的城市化空间中，城市农业的转型除了农民、市民、政府的力量之外，还有赖其他团体的参与推动。日本学术界对城市农业的研究不仅为政府政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而且也引导本国农民、政府、市民在认识论的高度上理解城市农业。为此，从60年代起日本学者相继提出六种有影响的城市农业理论：“都市第三空间理论”、“环境农业论”、“稀有性经济财理论”、“新田园城市构想”、“绿色地区论”、“城乡融合系统理论”。这些理论不仅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将农业与都市空间耦合在一起，而且已日渐将城市农业与整个国家的国土规划结合在一起。同时，有关专家定期召开学术研讨会，并就城市农业与城市规划、土地利用、农村环境、农村与城市的新关系等问题撰写大量论文、专著引导城市农业发展。主要报纸如《朝日新闻》设有“农的方向”专栏，经常将都市农业列为讨论话题，视其为有希望的农业。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在城市农业发展的实际进程中，在市场、农民、政府的框架中还应有的那些力量：市民、公众团体（学界等）。这些组合性的因素和力量促使我们对日本都市农业的未来抱有信心。同样，城市农业转型正在台湾、新加坡、香港等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变为事实，而中国大陆的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区也有新的发展，这些发展趋势都促使我们对当代东亚城市农业的发展前景保持并不过分的乐观。当然，正如杨汝万教授和UNDP对城市农业发展所抱有的审慎乐观那样，我们也要认识到东亚城市农业本身存在的问题。

四　未来之路

当代东亚城市农业的发展不仅使我们突破了在工业化、城市化早期以“城市食物供给”为视角建构理论与实践体系的固有藩篱，而且，随着世界范围内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深刻反思的思潮，对东亚城市农业的认识和实践完全可以摆脱“农业工具论”的传统认识误区，推动城市农业在可持续发展中做出贡献。

当代东亚城市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根源于东亚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所出现的严重城市病。上海、香港、东京、汉城、台北、雅加达、吉伦坡、马尼拉、新加坡、曼谷都显示出环境污染、城市食物供给（城市贫民的食物、营养问题）、贫民窟、建筑拥挤、交通混乱、恶化的基础设施服务等等共同问题。如何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战略时，又能保持城市区域和谐、有序的发展，是东亚发展的共同课题。

当代东亚城市农业的发展可以有如下几种思路：（1）东亚城市农业依旧是解决城市区域食物供给与营养结构问题的重要途径。香港、新加坡、日本都市圈的农业都曾以其相当程度的食物自给率支持了中心城市经济功能的发挥。而今，高科技、规模化的城市农业必将能够为城市提供高品质、高营养的食品供应。以新加坡农业高科技园区发展为例，计算机技术、生物工程技术、自动化技术等在农业中的应用探索，使其能够超越传统的耕地型农业，成为采用现代管理手段、以资本密集型工厂化农业经营获取食品的农业。这里蕴涵着人类获取食品方式的重大变革。（2）东亚城市农业对东亚城市区域合理布局与发展的贡献。杨汝万教授的研究表明，50年代以来东亚的大城市为了控制日益恶化的城市环境与大都市扩张，都在大城市进行过绿带建设。例如，东京在1956年开始建立从中心城市到郊区长达30公里的绿带；汉城在1972年开始营造，1982年已达369.5平方公里；曼谷1981年营造的绿带是在12公里宽的农地上；上海的绿带营造是围绕中心城市与卫星城的蔬菜与水果生产带。这样既保证了环境的清洁，也保持了蔬菜的供给。控制城市环境恶化更成功的例子来自新加坡的“一带一圈”计划。在东亚大城市，城市农业以“生产绿带”的面目出现，同样起到了英法等工业化先驱国以“绿带”控制城市“摊大饼”式的恶性蔓延的作用。

对比发达国家先驱性的实践，战后东亚城市农业发展的新形式和相关理论的提出，都显示着在东亚城市区域，农业与城市结合的新形式的到来：融合农业发展的都市空间地域形成——有农的都市。经过现代化转型的城市农业在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精神文化关系、地理布局等方面都融合在城市社会中。19世纪末，在工业化的先驱国英国，有人曾提出“田园城市”的模式，第一次打破了城市与农村在空间和形态上截然对立和分隔的旧观念。到20世纪下半叶，东亚“有农都市”概念形成，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弗兰兹·舒尔曼由此看到“世界乡村化”的前景。这一发展脉络不仅一般性地表明农业与城市能够在产业形态和地域空间上融合，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农业文明”的精神气质能够融合在“现代性”的扩张中。而那种以“侵略性”的“彻底工业化、城市化”为支柱的发展思路应该寿终正寝，诚如有的学者提出的：城市化实质上是城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趋同，而不是“城市占领农村”的无限扩张。

表1 1980-1995年新加坡城市食物自给率表

[image: ]


资料来源：Yue-man Yung:"Urban Agriculturein Asia"，1990.

表2 80年代后期日本部分都市区农产品（前五位）及占其产值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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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家之光协会《日本农业年鉴》1987年；转引自王海鹰编著《日中农业发展比较》，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


第十五章　韩国新村运动经验的局限性

长期以来，韩国新村运动被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一种成功范式，引起第三世界国家有关部门的广泛关注。到韩国当地学习和借鉴的国际友人络绎不绝。据称，单是1982年，就有来自15个国家的百余人在韩国接受新村运动教育，当年去参观学习的则高达16000人。学界对新村运动也是赞不绝口，介绍新村运动经验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遗憾的是，至今尚没有一个国家通过模仿或复制新村运动实现农村现代化。难道这么多国家里就没有一个“好学生”？还是所谓的新村运动神话根本就不存在？本章认为，新村运动只是韩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小的环节，其经验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在短期内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其他诸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新村运动并没有给韩国的农业带来国际竞争力。因此可以说，新村运动并不是一个独特的农村现代化模式。

一　韩国农村发展的起点不是新村运动

在对韩国农村现代化的研究中，存在这样一个误区，也就是将韩国农村的现代化完全或主要归功于新村运动。实际上，韩国农村发展的起点是战后初期的土地改革，在确立了严格的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次农村地域开发的尝试，新村运动只是这些尝试的一部分。

1947-1952年间，韩国在美国的支持指导下，依据“耕者有其田”原则，采取和平渐进的方式，对土地进行了再分配。政府规定私人拥有土地最多不能超过3公顷，并将没收的曾为日本人占有的土地和赎买的地主土地出售给农民，废除租佃制。根据土地改革法，地主得到的补偿大体相当于稻田年均收成的150%，在5年内用政府发给的土地价券领取现金收入。农民则被要求在15年之内每年上缴稻谷平均产量的20%。韩国自此形成了产权关系明晰的现代家庭农业经营制度。在广大的农村建立新的土地所有权关系，缓和了农村的社会矛盾，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的大发展，并且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资本、劳动力和市场的支持。由于战争期间严重的通货膨胀，地主手中的土地价券迅速贬值，作为一个整体的地主阶层经济实力被大大削弱。

战后土地改革使土地这一重要资源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前实现了较为平等的分配，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向乡村的蔓延，农村土地的增值很快，特别是从70年代开始。有学者观察，1971年每坪（大约3.3平方米）耕地的价格大概是500韩元，到1990年每坪涨到15000元左右，也就是说，在20年的时间里，耕地的价格上涨了30倍之多！耕地是农民最主要的财富，耕地价格的上涨自然带动了农民的财产的上升。还有许多并不适合耕作的山地、坡地，被城里人高价购买来作为宅基地和墓地。对农民而言，收入也相当可观。

土地改革后，韩国政府一直继续推进农村地区的发展。1957韩美合同经济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指出，韩国的农民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改善农村，农村社区建设发展需要外部的物质和技术支持。该委员会还提出选定社区建设示范村，在限定区域进行试点的建议，并设定了农村区域发展的具体内容，建议：提高农业技术，鼓励饲养家畜；鼓励修筑道路、桥梁和水利设施；建立农村成人教育体系，建立农村文库，成立农业合作社；改建农村的厕所、水井和厨房设施；改变生活方式部分，破除迷信，简化传统服装，控制饮酒等。这样的社区建设概念在1958年9月第1384号总统令《地域社会开发委员会规定》中有充分的表达。1961年朴正熙发动5·16政变后，发起再建国民运动，把上述农村社区建设内容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并进一步表述为建设福利国家，全民协同团结，以自助、自力精神开发建设家乡，确立新生活体制等内容。同年6月30日公布了《再建国民运动体制》，在全国着手推行社区建设事业。这一阶段主要以社会教育和社区体系构筑为主，开展了设立青年会馆、开发农田、铺设农村道路和农村联谊等活动。但是由于急功近利，过于追求结果，开展的活动过多以及国民自发参与的意识不足，机构庞大，造成不少预算浪费。1964年8月停止了该体制的运作，改设以民间为主导的再建国民运动中央会，提出了以创造性的自助活动建设生活美好的家乡，以协同奉献精神改变社会风气的新纲领及目标，虽然结局并不如意，性质上与之后的新农村运动的理念已经非常接近。

应该讲，在多方的努力下，韩国的农业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从1960年到1979年，韩国农业部门以年均近4%的增值率增长。在国际农业发展领域，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但是，与朴正熙政府上台后飞速发展的制造业等工业部门相比，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迅速下降，城乡差距明显拉开。从60年代中期开始，城乡差别成为知识分子讨论的一个新的话题，也成为1967年总统选举中的一个重要政治议题。在野党总统候选人尹潽善提出要在提高大米收购价格的同时降低其销售价格，并许诺将化肥的价格减半。这一政策代价很高，也不切实际，因为在60年代韩国政府用于大米和化肥补贴的开支已经处于很高的水平了。但是，这一主张在吸引被执政党忽略的农村选民方面显示了巨大的威力。尽管朴正熙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此次选举，但还是给他很大的触动。此后，他开始重新审视和重视农村发展政策。1968年，韩国政府开始推进农村地区的“农业收入增长专门项目”，开发建设桑蚕生产区、蘑菇生产区、塑料大棚生产区、苹果生产区、肉牛生产区等专业区域，各政府部门通力合作，积极推进农村的专业化分工和农民的收入增长。

在1970年4月的全国干部会议上，朴正熙总统全面地阐述了其农村发展的基本思路，提出要在农闲时将农民组织起来，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开展一些拓宽村庄道路、修建小桥等单个农民无法完成的事情。根据朴正熙总统的指示，内务部自1970年冬至1971年5月半年间展开了“新农村整治美化事业”，选定包括修建进村公路、修建跨河小桥、拓宽村内公路、改善排污系统等在内的16个项目。1970年冬天，政府向全国33267个村每村发放335袋水泥，由各村统筹安排开展上述项目。这是新一轮农村发展的开端。尽管政府只是将生产过剩的水泥发给农民，但农民的积极反应令政府喜出望外。价值41亿韩元的水泥产生了约122亿元的成果，也就是说，农民的无偿劳动投入高达81亿元。如果农民的反应不是这么积极，也许此轮的农村发展措施也就停留在“新农村整治美化事业”的阶段了。但是，农民的积极反应以及活动立竿见影的效果将这项“事业”升级为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表现出明显的政府强制性、大规模性、全民性。政府自1971年冬天开始着手进行农村的环境改善、生产基础改善、住边环境改善、流通设施改善、副业扩大等大规模的农村开发事业。70年代中期，新村运动的重点由环境改善转向提高农民收入，运动的对象区域由农村地区扩散到城市。政府主导的新村运动对增加农民收入、减缓人口大规模转移期间农民和农村的困难发挥了很大作用。对于当时处于落后状态的韩国农民来说，新村运动的思想启蒙的意义不可小视。运动号召农民的自我努力，对积极参与、谋求自立的村庄给予奖励，采取了“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简单扶贫）的措施，使广大农民迅速动员起来，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作为原有的推动农业措施的一部分，或一种扩展，新村运动取得的效果值得肯定。

二　新村运动的强制性与不可持续性

称这项庞大的农村发展事业为“运动”，其暗含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大规模的全民动员，二是不可持续性。

在197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44.7%。这是一个巨大的集团，是政党在选举中积极争取的选票。但是，农民的组织程度较低，没有独立的利益表达机制。传统社会里农民一直是执政党的群众基础，而在野党的支持基础一般在城市。随着城乡差距的拉大，执政党在逐步失去农村选民。以新村运动的方式来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提高农民收入，是执政党动员农民、扩大支持基础的明智选择。从这一点来看，新村运动的政治性目的自不待言。

政治性运动必然伴随着强制性的手段。这正解释了为什么新村运动的推进机构并不是负责农牧渔业发展的农林部，而是控制着强大的警察系统的内务部。所有参与新村运动的道、郡、乡等各级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受内务部的管辖。同样，由于农民以往就对内务部比较服帖，因此也容易参与到内务部负责的这场运动中来。正是这个部门，被认为是“中央政府管理新村项目最合适的部门”。实践中，内务部的强制力得到很好的体现。比如在水泥和钢筋的发放过程中，内务部通过当地的行政渠道对各村发放和使用水泥进行指导，从一开始就命令物资不得分配到个人，而应该作为村级财产，并且只能用于列表中推介的新村建设项目。不发给个人一是因为有些农民把发给的各种物资偷偷卖掉的现象很多，二是因为撒“胡椒面”给个人产生不了任何可观的效果。新村运动不仅要把其对象——农民动员起来，还要让所有的国民一起来认识新村运动，支持新村运动。从1974年到1980年，有一万余名高级官员和社会精英被要求到新村运动研修院参加培训，其中包括2272名教授、213名总统卫队成员、786名牧师和僧侣等，甚至还包括147名外交官，它们负责向国外宣传新村运动。

当然，对于农民而言，新村运动的强制性并非意味着政治的高压。韩国政府采取的是以“鼓励先进”为主的方式。在运动的第一年里，水泥是被均分给全国两万多个村庄的，也就是“村村有份”。而到了第二年，只有积极参与新村运动并取得明显效果的村庄才能得到政府免费供应的水泥和钢筋。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扶贫，而是一种很有效的激励模式。在运动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在全国表彰中会被戴上大红花，甚至能够在总统主持的月度经济评论会上介绍自己的先进事迹，还可以与总统共进午餐，当然也少不了在电视上露露面。这对普通农民而言相当有吸引力。正因为如此，广大的农民被很快动员起来。

但是，“不管是新村运动本身还是与其相关的政策都是不可持续的”。有三因素决定了新村运动的不可持续性。第一，运动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当核心人物离开政治舞台后，运动即失去动力。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由政府发动、组织实施并充当主要出资者的全国性乡村建设运动，而且也是一场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并重的运动，是朴正熙总统强力推进的结果，有深深的个人烙印，是增强其政权合法性的一种工具。朴正熙总统是农民的儿子，对农民有着朴素的感情，所以研究者一般会强调，新村运动源于朴正熙总统的一个朴素的心愿，即“让农民过上好日子”，所以有人也称新村运动为“过好日子运动”。朴正熙总统的军人特质在新村运动中也有很好的体现。他坚定地推进新村项目，直接向地方官员甚至农民施加压力。据称，在70年代的一年一度新年新闻发布会的总统演说中，有关新村运动和乡村发展的主题占总演说时间的比重为第二位，仅次于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主题所占用的时间。而在朴正熙总统于1979年遇刺之后，新村运动也随之失去活力。全斗焕总统曾投入数倍于前任的政府财力想恢复新村运动的活力，结果却以其弟卷入经济腐败的丑闻收场。

第二，美化和改造农村本身就是有限的。新村运动初期改善乡村居民生活环境条件的项目，主要包括修葺屋顶，修院墙，绿化荒山，修整村中的小巷，建公共澡堂、公共洗衣处、公共饮水设施，以及卫生保健等福利项目。批评者往往批评政府把大量资源浪费在这一类“消费性”项目的建设上是为了突显政绩和收买人心。因为这一类改善生活环境的项目比较直观，而且立竿见影，所谓“看得见摸得着”，的确利于政府各级负责人彰显其政绩。同时从运动策略的角度看，也有利于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和培养其“勤劳、自助、合作”精神，为运动的精神启蒙项目打下基础。政府推动的重心在京釜铁路等主干道的沿线，由于新换的水泥瓦屋顶多为蓝色或红色，完全不同于茅草屋顶，非常打眼，因此可以非常简单而直接地通过茅草屋顶被替换的程度来评价一个村庄新村项目的成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从1971年到1975年期间几乎所有的茅草屋都消失了！

当路已经修好，房顶已经换好，短时间内就没有必要再去动它。随着农村人口的外迁，不少村子成了所谓的“空壳村”，只有很少的人居住或没有人居住。在新村运动中，积极参与的人往往是年老体弱或者其他竞争力不强的人，他们要在农村长期居住，所以更关心周边环境的改善，而其他人则尽可能早地涌向城市。新村运动失去了为之服务的大部分主体。

第三，从政策上来看，新村运动时期使农民收入得以快速增长的主要措施有两项。一是政府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继续以低价格向城市消费者提供农产品，这在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同时保护了城市消费者的利益。这一政策，加上韩国此时大规模推进高产杂交稻，在短时间内大大提高了农民的人均收入，缩小了城乡差距。随着这一政策的负担越来越重，政府不得不进行逐步调整。由于通货膨胀的因素，大概在1976年，实际的政府水稻收购价格开始下降。政府放任或欣然接受了这种下降，以降低补贴的负担。高产杂交水稻的种植面积在达到高峰后出现下降，农民的家庭收入重新回落。二是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鼓励搭建蔬菜大棚，发展畜牧业等。新村运动同时以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家在农村投资建厂，结果并不如人意。当这些以农副产品的深加工为主的新村工厂建成后，由于其在技术、人力方面的优势，很快就使农民一家一户的蔬菜生产或乳品生产陷入衰退。而其他多数的新村工厂或者由于远离城市而招不到足够的人力，或者继续围绕在首尔、釜山等核心城市周边，边远地区的农民依然没有在这些工厂就业以增加收入。韩国农民的“黄金十年”匆匆结束。

表1 韩国农户和城市居户收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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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尹保云《韩国的现代化》，第225页，东方出版社，1994年。

三　美化农村、提高农民收入并不能扭转甚至减缓城市化进程

短期来看，新村运动立竿见影，农村面貌焕然一新。“新村运动成功地取得了农村社会的经济发展，并把现代意识引入农村社区。但是，新村运动的成果掩盖不了农民的大规模外迁和农村社会的衰退”。

新村运动的实行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稳住农村，在收入增长的同时更多的农民（特别是青年人）涌向城市。城市文明对人们的吸引力可见一斑。1965年，韩国农业人口的绝对数量达到顶峰，其后开始出现负增长，这是大规模的城市化的结果。以1965年韩国农业人口为基础，20年后的1985年农村人口下降到基年的53.9%。这是一个极其迅猛的人口迁移过程。背后的支撑点一个是教育的普及使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大幅度提高，另一个是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城市中的新移民提供了充分的就业机会。在韩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初级阶段，主要发展的是纺织、服装、制鞋、假发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大批从农村转向城市、缺乏大工业熏陶的青年人在这些行业中获得了就业岗位。这些年轻人每年都向农村汇去大量的金钱，以补贴在家务农的亲人的生活。城市化势在必行，并不因为农村环境的美化而有丝毫改变，也不因农民收入的增加而减速。

农村人口的迅速减少使劳动力出现短缺，不得不引进农业机械进行代替。从每个农户耕种的土地面积来看，从1975年的0.9公顷增加到1993年的1.3公顷（增长了44%）。实际上，如果考虑到每户人家的劳动力的减少，每人所耕种的土地面积还是有了很大的增长。由于此时仍旧留在农村的大多是老年人，人均耕种大概6亩多地，尽管这仍被称为小农制，但与东亚其他国家农村的高密集区相比，已经是相当可观了。

表2 1965-1994年韩国农业人口下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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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MAF,《农业统计年鉴》。朴振焕著，郑靖吉等译，《韩国新村运动》，中国农业出版社，第68页。

概括而言，新村运动的经验是有限的，不能任意地扩大或美化。归根结底，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城市化是农村现代化的主要出路。建设农村并不能减缓城市化进程，强制性的、运动性的举措并不能带来农村的持续发展。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财富，是维持农村稳定的重要法宝。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农业的竞争力是有限的。尽管新村运动号称塑造了“勤勉、自助、协同”的农民，但事实上韩国的农民和农业至今仍然很脆弱，需要国家的津贴和保护，依靠所谓的“身土不二”号召国民消费本国的农产品。很难说韩国摸索出了一条独特的农业发展之路。


第十六章　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改革

教育与一个社会的各个层面息息相关。当今世界各国发展无不重视教育的基础性作用，一个合理的行之有效的教育制度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新加坡无疑是这方面最好的成功先例。

新加坡国土面积只有639平方公里，自然资源极为匮乏。当初新、马分家，英国人留下的是律政荒废、经济凋敝、社会动荡的烂摊子，但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新加坡经济迅速走过了工业化国家一二百年才走完的发展之路，成为了“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即使是在1997亚洲金融危机中，新加坡仍连续六年保持了世界竞争力第二的排名。如果说，80年代以前，新加坡主要是依赖其所处的有利的地理位置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话，那么进入80年代以后，则主要发挥了“高度技术和知识化的头脑”的作用取得持续的发展。新加坡的发展依赖于人才，人才的产生则依赖于新加坡成功的教育。新加坡的教育战略最大的特点就是因地制宜，适合本国实际状况的实用主义。本章选取新加坡教育战略中最有特色的制度之一——教育分流制度作为研究对象，来说明新加坡的成功与这种实用主义教育制度的关系。总之，在智缘政治时代，决定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核心因素是知识，知识的载体是人才，人才的培养靠教育，要发挥教育服务于社会发展的功能，就要实行适合本国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制度和政策。我国正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教育改革也正在不断深入进行，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或许能为我国的教育改革提供某些启发。

在分析教育制度的变革和影响时通常有“一硬一软”两种流行的解释方法。第一种“硬性”的方法将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作为分析的关键。这些因素包括：自由的经济市场或者受控制的市场，出口导向的贸易政策，强有力且目标明确的政府和高效廉洁的行政机构，以及对物力和人力资本的投资等等。近年来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分析的观点越来越多地被采用（Harbison＆Myers,1964），这里又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是强调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对教育变革的压力和要求以及对高层次人才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特别强调，这就产生了重视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政策性建议；另一种是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分析密切相关的，它认为初等教育的收益率更高，初等教育的适应性变革更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因此主张发展普通教育。

第二种“软性”的方法是从社会心理角度来解释教育变革的原因和影响。因此它更多关注那些被视为发展之先决条件的态度和价值观，如北欧的新教伦理（Weber,1952）、东亚地区的儒教伦理（Hung,1989）和新儒教伦理（Vogel,1991）、成就动机（Mc Clelland,1961）以及守时和竞争的规范价值观（Dreeben,1968）。这种分析方法将教育视为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予以提供；反过来，教育能够传递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态度和价值观。

实质上这些分析方法并不矛盾，只是从不同的学科背景认识同一个事物的不同侧面而已，前者侧重于经济学，后者植根于社会学、历史学和心理学。虽然目前占主流地位并且被广泛采用的是强调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载体的作用，但我个人认为这些分析方法是各有所长的。因此本章有关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以及社会影响的分析兼采这一硬一软两种方法，即既有制度结构性因素的分析，又有社会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分析。

此外，鉴于上文提及的对新加坡教育分流制度的现有研究大多是从教育学的角度着眼的情况，本章尝试以更多的历史学的眼光来重新考查这一制度及其在新加坡现代化过程中的影响，同时借鉴和引入一些社会学、教育学的相关概念来辅助分析。

一　新加坡教育分流制度概况

新加坡历史上至今曾有过多次教育分流制度改革，最主要的有1979年、1980-1981年和1990年改革。教育分流制度在多次改革的不断修正完善中逐渐得以稳固确立。

1978年，李光耀任命了一个教育研究小组，并且任命当时的副总统、教育部长吴庆瑞博士为组长。该小组深入细致地研究了新加坡当时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系统解决的方法。“现行统一的6-4-2体制要求所有的学生在相同的时间内完成相同的课程，并且参加统一考试。这就忽视了学生在接受能力和学习速度方面的差异。这种体制导致大量学生中途辍学或者无法升入高一级学校，从而造成教育的巨大浪费。”（《教育报告书》）因此吴庆瑞建议实行“分流制”，即在小学和中学根据学生能力和考试成绩，把他们编入不同的班次。在实施“分流制”的同时，教育部进一步扩大职业和工业训练局、工艺学院及其他培训机构的招生范围，那些通不过学术课程的学生仍有机会在技术与商业课程中接受教育获得知识。

小学教育从6周岁开始，学制为6-8年，学生在前三年都学习同样的课程，着重打好英语、母语和数学基础。三年后进行统一的分流考试，然后根据考试成绩、前三年的期中和期末成绩以及平时成绩，把学生依次分流进入三种不同程度的班级。

（1）普通双语流（Normal Bilingual）。这部分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90%，他们再经过3年学习后参加教育部举办的全国性小学毕业考试（PSLE），考试科目有英语、母语、数学和科学。

（2）延长双语流（Extened Bilingual）。约有5%-6%的学生进入该流别，主要是分流考试不及格、但前三年成绩尚佳者。他们的学习内容和范围与普通双语流基本相同，只是把学习年限延长到5年，然后再参加PSLE考试。

（3）单语流（Monolingual）。这部分学生约占4%-5%，主要是分流考试不及格、前三年学习成绩又较差、被视为将来难以通过PSLE者。他们只选读一门语文，第二语言会讲即可，同时课程安排放松，同E流学生一样再经过5年学习后参加全国性的小学水平考试（PSPE），考试科目有英语、母语口头测试和数学。

普通双语流和延长双语流学生中考试合格者将继续接受中学教育，未通过者与单语流学生一同进入职业工业训练局（VITB）举办的职业技术训练班接受初级技能培训。

小学毕业考试合格者在进入中学时将按成绩优劣被分流进入三种不同类型的班级。

（1）特选课程班（Special course）。新加坡的9所特选学校共接纳10%左右的PSLE通过者。该课程班在中一和中二期间设置的课程有英语、母语、数学、科学、文学、历史、地理、工艺、美术与家政，还有非考试科目：道德教育、音乐和体育。中三和中四必须修读强制性科目：英语、母语、一科数学、一科理科与一科文科科目。此外，学生还要从许多科目中任选不超过四个考试科目，其中包括文学、历史、地理、高数、物理、化学、生物和第三语文（日语或法语、德语）。同时，该班学生还必须学习大量的课外补充教材。他们的学制为四年，期满后参加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O”级水平考试（GCE“O”Level）。

（2）快捷课程班（Express course）。这部分学生约占40%，所学课程与特选课程班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他们同时只学习两种语言，四年后也参加GCE"O"Level考试。

（3）普通课程班（Normal course）。这部分学生约占50%，四年后参加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N”级水平考试（GCE“N”Level），成绩优良者可留校学习一年，然后参加GCE"O"Level考试。

特选课程班、快捷课程班和普通课程班的五年级学生都可以参加GCE"O"Level考试，成绩佳者可进入初级学院、大学预科中心或工艺学院学习，差者和那些不能上完普通课程班或者只获得GCE"N"Level考试证书的学生，可接受职业训练，或就读私立学校，或就业。

初级学院是进入大学学习的准备阶段，只有那些学术性强的学生可以进入初级学院学习，接受两年完整的大学预科教育，再通过“A”级水平考试决定是否进入新加坡大学或者南洋理工大学学习。大学学习结束后一少部分成绩特别优异的学生还可以获得政府资助的奖学金去牛津大学或者剑桥大学继续深造。初级学院的课程有理工科、商科和艺术科等各种课程。一些获得“O”成绩的学生可以进入三年制理工学院学习，课程的设置偏重于理工和商贸类科目。

1980-1981年的分流基本保持了原来的做法，只是将原来的标准课程、基础课程取消，新的教育制度以培养有科学文化知识的学生为目标，小学前三年学习主要是为以后打下进一步学习数学、科学以及其他课程的基础，所以这一阶段的学习重在学习语言而不是获得实际知识。

1990年的改革的主要变动是：首先，将正式的分流改在四年级末进行，根据学校组织的分流考试的成绩，把学生分流进三种语言学习课程班就读五、六年级：一级语言流，英语和母语为第一语言；二级语言流，英语为第一语言，母语为第二语言；三级语言流，英语为第一语言，母语要求达到会话水平。其次，为了使更多的学生能接受中等教育，特别是照顾到20%学习能力较差的学生，回顾委员会建议修改小学离校考试以使之标准多样化和富有弹性，从而把后者也“过滤”进入中学继续学习。修改的PSLE考试中，这大约20%的较低能力水平的学生仅仅参加把英语、数学和侧重口语检测作为第二语言的母语的考试。对于另外80%中等及以上学习能力者，修改的PSLE考试与以前标准保持不变，他们仍然参加英语、母语、数学和科学四门学科的考试。最后，特别课程流为有学术能力和语言才能的学生提供具有高级水平的英语和母语的教育，同时补充大量的课外阅读材料以拓宽知识面和加强阅读理解能力。快速课程流为具有学术倾向的学生提供中级英语和母语的教育，其中英语为第二语言。为了使学生能按照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志趣特长对课程有更大的选择范围，普通课程流中再细分为学术性课程流和工艺性课程流，二者学生比例为约20%-25%和15%-20%。前者学习4年后参加中学普通教育证书的“N”级水平考试（初级水准），合格者再学一年参加普通教育证书“O”级水平考试（普通水准）。后者在原PSLE考试中没有机会接受中学教育，现在在普通工艺性课程中接受英语和数学的学习，并同时接受职业技术训练和职业工业局的培训，少数优秀者仍有机会参加和学术流的学生一样的“N”和“O”级考试。

二　新加坡实行教育分流制的社会影响

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是适应新加坡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它对整个经济社会所产生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可能超过了它的设计者们最初的用意。正如Foster所说“教育对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必须从更阔的历史和社会的角度去考察，以期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探讨教育与发展的关系”。

社会分层和社会系统的有效性

一般认为，社会分层的标准有两大类：一大类是以外显地位为标准，一类是以潜在地位为标准。前者以职业、收入、声望、权力等为代表，后者则集中反映在教育程度、技术水平和智力等方面。而最为理想的、合理的、公平的社会分层应该是人们的潜在的分层，即知识、能力与外显的分层最大可能地接近。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很好地实现了潜在分层与外显分层之间的对接。整个分流教育的过程实际上本身就是一次次不断对潜在分层的实施与认同，具有不同学习水平和学习能力的学生被分流进不同的课堂，不同层次的不同的教育内容有极强的针对性，它客观上又是在不断强化着每一次潜在分层的结果并为下一次分层提供依据。通过这多次的分流——强化分层——再分流的过程，分流教育造就了公正合理的潜在分层。同时，每一次分流后的不同的层次将学习不同的内容，而由于这些内容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因此分流制下不同层次的学生便拥有了不一样的技能和能力，具有不一样的职业取向，一个最终只通过“N”考试的人是很难胜任一个获得大学学位的人的工作的。也就是说，教育分流实践强化了潜在分层，同时也极大地操控和影响了外显分层的方向，并努力使得潜在分层与外显分层相一致。

在教育分流制度下，学生的潜在分层有四层：那些小学单语流的学生，未通过PSLE的其他流学生和在初中普通课程中只取得“N”级水平的学生，以及后来1990年改革后接受普通工艺性课程学习的学生将一同进入职业工业训练局（VITB）举办的职业技术训练班接受初级技能培训；那些获得“O”成绩但未能进入初级学院学习的学生可以进入三年制理工学院和经济发展局下设的各类技术学院学习，课程的设置偏重于理工和商贸类科目；那些学术性强的学生可以进入初级学院学习，接受两年完整的大学预科教育，再通过“A”级水平考试进入新加坡大学或者南洋理工大学学习；大学学习结束后一少部分成绩特别优异的学生还可以获得政府资助的奖学金去牛津大学或者剑桥大学继续深造。

与此相对应的是严格的社会外显分层。以上每一个层次都对应着一定的职业和社会位置，因而大体上社会的职业体系也分为四个层次：那些经过职业技术训练的学生拥有一定的技术，学成后成为社会上大众普通劳动力；那些理工学院或者各类技术学院毕业的学生初步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他们大多从事技术员、监工、文秘等职业；那些拥有国内普通高校学位的学生成为了新加坡社会事务公务员的主力；最后，那些特别优异的出国留学归来的学生成为了这个社会最核心的精英分子，他们大多是高级的技术人才，或者政府的技术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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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分流制度下的教育具有极大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从而使这种社会在功能意义上的分层获得了极大的高效性。例如，那些留学归来的人员在国内分流教育制度下一直接受最良好的教育，他们在同龄人中一直拥有极大的优越感和成就感，养成了他们中大部分人自信的处世态度。他们多年留学海外发达国家，从先进发达国家学到的不仅是某种专门的技能和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到了新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现代经济发展的管理涉及大量专业知识，更需要依赖大批专业人才的参与，这部分人要么成为高级技术人才，成为新加坡在知识经济时代的领军人物和核心力量，要么成为政府的技术官僚，使得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更加专业化和准确化，减少了决策的失误性。这些知识起家的人才注重实务、不注重搞关系的作风，有力地推动了政府机构的职能化、理性化，加快了由传统的“官”向现代政务官员的转化。而那些技术院校或者职业学校毕业的学生都有能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他们是新加坡经济建设的基本单位，从事着普通的工作，这种专业化的劳动者在学校体系下并不是出类拔萃的，因此他们一般对自身有着客观的认识，对职业也有着客观的定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能安于本职，勤奋认真，再加上一定的专业知识，使得他们成为新加坡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真正竞争力所在。

竞争与宽容并存的社会价值观

教育分流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竞争与宽容并存。在每个学生的学习生涯中要面临多次分流，因为教育资源是有限的，为了能够获得接受更良好教育的机会，就必须在每一次分流时参与激烈的竞争。这使得新加坡人从小就生活在竞争的观念中，相信只有凭自己的能力才能获得有限的资源。

同时，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并不主张“一锤定音”式的分层，比如在小学的语言分流中，所有学生除参加分流考试外，还必须参加智力测验，作为分流参考的依据之一。而那些即将进入单语流的学生还得参加教育部的一般成就测试（AT），以证明他们的确不具有学习规定课程的能力。通过AT者，则可进入延长双语流。教育部还要通知学生家长，共同协商决定学生的入流问题。另一方面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转流。如果普通双语流学生成绩不佳则转入延长双语流，延长双语流不佳者则转入单语流。反之，单语流成绩佳者可转到延长双语流，延长双语流成绩佳者可转入普通双语流。这种分流上的宽容充分考虑到了一些发育较迟缓的学生的实际情况，通过不同课程流之间相互转流的制度，使得一些勤奋的学生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也为一时在分流考试中没发挥好的学生提供了自我补救的机会，反过来由于表现不好可能降流，也督促学生不断努力向上，学无止境。

教育分流制度在承认个人禀赋不同的基础上，为每个人提供了适合个人发展的教育计划，“教育分流是为了避免学生过多地流失，使那些在学术高峰上攀登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学生，也能去体验和享受从另一侧峰（其他流向）攀登成功的喜悦，这是一种‘人人皆可成功’的思想”。这就避免了大部分学生在分流制下可能产生的自卑感和沮丧感，有利于形成良好的个人心态和自信心，树立了“每个人都可以是这个社会不可或缺的一分子”的社会观念。

新加坡的国民从小在这种既富有竞争精神又不乏宽容，且能给人自信激励的环境下成长，使得他们既懂得不断竞争进取，又懂得宽容与自我努力补救。新加坡地小物缺，要想生存发展就得不断竞争，保持旺盛的社会生命力，同时要有包容的心态，宽容别人，海纳百川。新加坡今天所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可以说与这种既竞争又宽容的社会价值观分不开。

教育分流淡化种族隔阂

新加坡是个多种族多元化的社会，各个种族之间的团结是新加坡安定富强的前提和保证，然而由于历史原因，种族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矛盾依然不容忽视，新加坡的教育政策一贯也以促进种族融合为目标之一。除了新加坡很有特色的双语制度以外，教育分流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消弭种族之间的隔阂，淡化不同种族之间心理上的界线，促进种族的融合。这是因为传统社会容易按照种族将人们加以分类，不同种族之间在心理上有很深的界线感，而“教育的不断扩展使得社会各个部分相继合并于现代社会之中，并获得经济增长的成果，而且尽管教育是竞争性的、英才性的，但它向社会所有部门提供了不断向上的社会经济流动的潜力。总之，教育很明确地被‘强有力的政府’用于培养强烈的社会凝聚力和认同感”。

从小开始的教育分流打破了原来的与生俱来的种族分化，人们开始不太重视种族的身份标签，而将目光转向教育的流向，因为在各个课程流中有各个种族出身的人，大家是凭学习能力被分流，而不是根据种族被分流。只有通过竞争取胜，不可能凭借种族出身取胜。更进一步，由于教育的潜在分流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以后的社会外显分层，人们也就更在意教育分流所形成的社会分层，而淡化了种族界线感。因此虽然不能说教育分流制度彻底消除了种族的对立，但在一定程度上它确实有助于促进各个种族在新的追求下的汇合以至融合。

三　教育分流制度实施的必要性

一个合理的行之有效的教育制度体系是一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条件。切合本国国情、适应发展要求的教育制度才是真正有效的教育制度。可以说，教育分流制度的实施在新加坡有着现实的需要。

人力资源的高效开发：精英与大众兼顾的教育宗旨

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都十分匮乏。李光耀曾经多次指出，除了人，新加坡可谓一无所有。人是新加坡可以挖掘和开发的最重要的资源，如何利用好“人”这个要素就成了经济发展战略是否事半功倍的关键。事实证明，新加坡的成功也正在于通过行之有效的教育体系有效开发新加坡的人力资源。新加坡的教育制度的最大特点在于精英与大众兼顾，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进行教育分流，通过不断优化的教育，力求把每一个人都培养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新加坡之所以走精英与大众兼顾的道路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小国寡民”的新加坡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国际角逐场上求生存与发展，就必须要培养出大量的适合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而新加坡对于人才的定义是十分宽泛的。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一批世界级的政治家和科学家来导航、来创新，创造出具有新加坡特色的无与伦比的优势，从而为新加坡的发展开拓出空间，“争当第一”和“追求卓越”。“第一”和“卓越”需要一流的人才来创造，“他们思维敏捷，判断准确，有很强的感召力，能够把周围的人组织起来去完成艰巨的任务，作风廉洁而富有牺牲精神，是治国和管理各种社会事务的栋梁之材，他们是社会的精英”。一流的人才只有通过精英教育来培养，因此新加坡保留了宗主国英国精英主义教育思想的精华。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也需要大量拥有一技之长的普通劳动者，是这些普通劳动者承担起了经济建设的最基础的工作，他们虽不是全才，但是他们凭借他们的特殊技艺，同样在社会岗位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另外，新加坡的“小国寡民”和“除了土地和人口之外，其他一无所有”的特殊国情，使得新加坡不可能像其宗主国和其他大国那样大范围地实行精英教育，1979年以前旧的教育制度不仅产生很高的辍学率，而且教育资源极大浪费。弹丸之地经不起大面积的教育损失，更必须兼顾精英和大众进行全民培养，从而使每一个人都通过适当的教育而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因为未来社会的发展，不仅要依靠某些杰出人物的素质，而且更取决于全民的素质：不仅未来人的命运决定于教育，未来社会的兴衰也愈来愈依赖于有多少人接受过教育。李光耀就曾经说过：“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跨入发达国家之列，必须进行全民教育，必须拥有一个广泛的教育体系，保证一个有文化劳动力队伍，可以在今后被培训以满足工业社会的需要。”

正是在这意义上，可以说，新加坡精英与大众兼顾的教育制度是在其特殊国情下做出的唯一的、同时也是明智的选择。分流教育的目的很明确——教育培养的效率化：把教育浪费降低到最低限度，把每一个人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从而使每一个人都能为社会所用，从而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努力把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所有国民都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

新加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需要

R.Murray Thomas和T.Neville Postlethwaite关于教育变革的动力提出三个“sufficient”：sufficient dissatisfaction（充分的不满），sufficient fear（充分的担忧），sufficient inducement（充分的激励）。“充分的不满”是指个人对现实状况不满足，对未来的良好预期使他乐于付出努力；“充分的担忧”是指一个人乐于去变革是因为他担心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损失性的后果；“充分的激励”是指一个人之所以乐于变革，是因为他预期到变革后潜在的收益，并受到这种收益极大的诱惑。用这三个sufficient可以很好地解释新加坡第二次工业革命对教育制度变革的需要。

1979年教育改革之际恰逢新加坡经济面临新的挑战、新的机遇，逐渐转轨的时期。此前20年的工业化历程使得新加坡建立了以制造业为主的多元经济结构。但在70年代末新加坡经济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从外部环境上看，世界经济开始结束此前的繁荣局面而走向低迷。各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这使得新加坡的出口业受到极大打击。更为重要的是，这时候新加坡的邻国开始纷纷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利用自己的丰富的人力资源和物产资源在世界初级品市场上与新加坡展开竞争。从内部经济环境上看，国内劳动密集型产品趋于饱和，又难以实现技术上的突破，技术工人缺乏。如果不改变现状，走经济发展的新路，新加坡将会被世界经济所淘汰，这使得新加坡人产生“充分的担忧”。而新加坡当时的教育制度下失学率居高不下，更不用说无法培养出适应经济转轨的人才，整个新加坡社会对现有的教育制度有着“充分的不满”。同时李光耀等领导人看到了日本由教育兴国的成功先例，“李光耀曾多次赞扬日本年轻一代很高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以及在高等教育部门接受技术教育的普通民众的高比例，他认为新加坡应该学习日本”，这种教育的潜在收益使得李光耀政府对教育变革产生极大的热情，可以说这是一种“充分的激励”。为此李光耀政府发起了新加坡历史上“第二次工业革命”，提出全面开展技术革新，淘汰劳动密集型产品，发展资本密集型、特别是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高科技工业，促进工业升级。这无疑对劳动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对技术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根据1979年新加坡劳工部的预测，1981-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若要达到10%，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必须提高到7%-8%，按这个要求计算，新加坡每年仍将缺少工程师400名，其他大学生1050名，技术人员910名，熟练工人1980名。”现实的发展需要专门的技术人才和大量有一定技能的普通劳工，就使得教育分流显得迫切而又实际。

四　新加坡教育分流实施的可能性

教育分流制度之所以能在新加坡几经改革而最终保持下来，除了新加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以外，新加坡社会自身也为这一制度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在社会文化和价值观方面主要依赖于新加坡特有的东西合璧的社会文化认同，在结构制度方面主要是强有力的政府为这一制度的顺利实施所提供的外围保障制度。

东西合璧的社会文化认同

新加坡位于东西方交通的交会点上，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新加坡成为东西方文化的冲击、交会和融合点。殖民的历史造就了新加坡文化中的西方因素，东方的血统保留了深厚的母文化传统。新加坡的政治和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亦东亦西、东西合璧。

东方社会传统的儒家政治文化的特征是皇权主义、等级观念和集团意识。这为教育分流提供了充足的社会心理准备。首先，人们对于精英与权威有着特殊的心态。一方面人们渴望得到精英与权威建立的稳定秩序的保护，另一方面他们又畏惧这种精英和权威。在这种社会文化机制下，少数精英的主导被看做是理宜固然的，而他们自己也抱着救世型的心态理念，认为管理国家只能依靠自己，这是一种义不容辞的义务。广大下层民众对精英有着强烈的依赖，他们对精英只是敬而远之和安心服从的态度。

儒家政治文化创造的对精英和权威的认同保证了社会分层体系的稳定性，为教育分流的实施提供了民众心理上的认同。

其次，儒家文化强调一种集团意识。儒家的伦理倡导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对更大团体的，比如家庭、集体乃至国家的承诺，它强调一种强烈的，有时是有意识的社会化的责任意识。人们习惯于恪守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很少表现利己的动机和欲望。人们大多是怀着纪律与约束的意识，遵循着社会认可的模式进行人际交往。“这种伦理强调的与其说是一种竞争的模式，倒不如是一种和谐的模式。因为它重视舆论一致的达成，不是通过把一种特殊的意志强加给社会各阶层，而是通过共同磋商的渐进过程，让团体中的大部分人参与其间，并诱发一种合作精神，这是一种‘信用社区的群体’”。“理想的儒家社会是每个人忠诚地履行角色，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总是问，需要我们做什么，而不是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这种社会角色的自我积极定位保证了教育分流不至于引起学生心灵的失衡，保证了学生健康的心态，服从于社会的需要和安排而非出于私利。

与此同时，新加坡也深受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西方政治文化强调平等、天赋人权等。西方人虽然也崇拜权威与精英，但是在他们心中没有天生的权威和精英，也没有永恒的权威和精英。他们相信并欣赏那些凭借个人努力也可以成为权威和精英的人（self-mademen），崇尚通过个人奋斗而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认为这部分人理所应当得到更多的社会财富与权力。总之，西方政治文化鼓励机会均等基础上的自由竞争。这使得同样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新加坡人将教育分流不是看做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一个积极的激励机制，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把握自己的流向，在竞争中胜出的人自然有权利得到更多的社会资源。

总之，西方文化强调的机会均等、自由竞争为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提供了内在的激励机制，保证了分流的积极性；同时东方传统文化宣扬的精英服从和社会忠诚又为这一制度提供了稳定机制，它有利于善化不同流向学生之间的关系，加强社会凝聚力。

强有力的政府的外围制度保障

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看，新加坡的教育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教育现代化。这就决定了新加坡不可能遵循发达国家的早发内生型教育现代化的道路，简单借用其发展策略。由于新加坡国内传统的力量很强大，不可能等待全体民众的觉悟，实行自发性的、渐进性的和自下而上的革命性的强行启动方式，再加上新加坡独立之初经济能力有限，资金积累缓慢，因此只能依靠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推行有目的、有计划、由上而下的教育改革运动。并且政府不但要担当起推行的使命，更要用制度来保证教育改革的顺利推行。对于教育分流制度，新加坡政府为之提供的外围保障制度主要有：

（1）大力度的教育投入支持。新加坡教育部长Ong Pang Boon认为：“新加坡的国家财富在于它的人力资源，必须在最大潜力上开掘人这一资源。一个受教育的国民群体将是我们国家繁荣富强未来的保证。政府必须大量投入于教育以至于在这个技术时代建立一个良好的教育基础。”

为此，新加坡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1959-1970年为适应当时经济发展、技术市场和人口增长的要求，其教育经费每年保持在13%-14%的中等增长速度。随着经济调整，进入高技能工业发展阶段，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迅速加大，1979-1982年每年增长23%-30%。1997-1998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需要，即使处于金融风暴中，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仍激增在30%以上。而目前新加坡的教育投入占政府财政支出的20%左右，占GDP的4%。

大力度的教育支出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资金上和物质上的硬件保证。

（2）终身教育制度。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展开，即使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当他原有的知识不能适应新技术发展需要时，也必须重新接受训练，在信息社会知识已经成为一种不可穷尽的财富。为此新加坡坡政府在实行教育分流制的同时还大力提倡终身教育。人力部长李文献呼吁将“终身雇佣”的观念转变为“终身可佣”，他说：“革新正在改变着市场并加剧了竞争的程度，即使古老的传统行业亦是如此。为了应付这种革新并充分发掘技术潜能，我们必须获得新的知识和技能。”为此，人力部、教育部和贸工部成立了“人力21世纪委员会”，建立了一整套全国性的终身学习体制。这使得新加坡人能够不断用新的知识武装自己，既有弹性的创造力，又有柔韧性的工作能力。

终身教育制度使得教育分流制度所造成的社会分层结构在稳定中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使那些即使是在学校阶段的教育分流中流向职业教育接受专门的技术学习和训练，而后成为大众劳动者的人也能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接受新的教育，获得新的知识。

（3）社会福利。新加坡是个福利社会，但是它又不同于西方式的福利，新加坡领导人反对像西欧的社会民主党那样过分地实行福利主义，认为在福利主义方面走得太远，就会导致绝对平均主义，而挫伤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新加坡的社会福利是一种既保持公平又兼顾效率的体制，也就是既有社会温情，又有社会激励。这使得教育分流所导致的社会功能分层更加稳固，社会福利使得处于较低位置的社会成员的福利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特别的保证，他们能够安心从事本职工作，避免不恰当的社会分化（如“工人赔偿法”和“公共援助计划”）。同时，福利激励使得每个社会成员在享有一定水平的社会福利的基础上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争取更好的福利水平，也就是说，即使是处于较低位置的社会成员也能够通过勤奋工作，参与到更好的福利计划中（如“教育储蓄基金”）。


第十七章　新加坡社区基层组织的变迁

社区组织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由于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的移民社会，民众的结合力弱，因此立足于社区的组织在满足民众需要、营造归属感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基层组织的力量，对新加坡的成功向来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从60年代到80年代，基层组织协助政治领袖和人民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同时也协助培养共识。……经过了一场又一场激烈和艰苦的斗争后，人民行动党终于赢得了1963年的大选。我决定把基层组织制度化，成立选区公民咨询委员会和民众联络所管理委员会。这些组织成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桥梁。”这番话是李光耀在1991年10月4日由基层组织发起的“全国人民向李光耀致敬”的晚宴上的致辞。李光耀在这里一再提及的基层组织指的就是公民咨询委员会、社区中心、居委会这样的社区组织。在李光耀的治国策略中，社区组织被赋予重要的地位。从现实的角度上来看，社区组织作为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得力助手，一方面替政府政策辩护，减少不必要的误会；另一方面沟通民情，将普通民众的期望和不满反映给政府，及时化解这两级间的矛盾，具有社会控制的意义。

社区组织的另一个意义体现在它对社会整合的贡献上。对于多种族的东南亚国家来说，社会整合是其独立后的首要任务，社会整合的程度对国家能否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社区是社会的一部分，因此，社会整合在微观层面上就体现为社区整合。社区整合的重要载体是社区组织，社区组织的建设是整合的必要手段。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上台后建立或强化的一系列社区组织对社会分化产生的异质性因素的吸纳和消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社区组织的变化、社区的整合出于多种族并存的社会现实考虑。新加坡虽然面积很小，但其种族构成却与其他的东南亚国家一样复杂。新加坡的主要种族有三个，即华人、马来人、印度人，除此之外还有欧洲人、欧亚混血人、阿拉伯人、日本人、泰国人、缅甸人、尼泊尔人、菲律宾人和犹太人等被新加坡官方统称为“混种人”的种族。在这样的一个多元社会中，由种族的多样性所带来的语言、文化、政见、价值观和经济利益的差异导致了许多社会问题。在殖民时期及独立后初期，新加坡各种族呈现的是相互隔绝的状态，其间甚至还发生过激烈的种族冲突。因此，解决社会的异质性成为独立后新加坡政府的工作重点。1965年2月8日新加坡第一届国会召开时，总统尤素福即宣布：“新加坡将以更大的决心，实现多元种族、多元语言、多元宗教的容忍社会。这种政策将建立人人满意的社会，使原住民与在英国殖民时期移入的人民同感满意。”这项以多元文化为核心的基本国策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推动新加坡的社会整合。

新加坡独立以后，人民行动党政府对独立前具有种族性质的社区组织进行改造和打击，并通过建设新的社区组织将多元化的种族平等思想贯彻到民众之中，通过基层组织的改造较好地实现了社会整合。在其后的几十年中，新加坡不仅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创造了平稳的国内政治环境和和谐的种族关系。其间，新的基层组织的力量功不可没。新加坡基层组织发展变迁的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整合也有借鉴意义，因而值得做一番研究。

一　民众联络所和人民协会

民众联络所（Community Centers）的概念源于1945年9月英国重返新加坡后设立的一系列社区康乐机构。当时，新加坡是一片民生凋敝、百业不兴的景象，许多孩童因无所事事而参加私会党，从事不法行为。为了遏制这种势头，殖民当局于1946年恢复了原有的几所学校，将一些粮食分发站改建为学童中心，由社会福利部、公共工程局和乡村局等机构来管理。随后又设立了康乐中心少年俱乐部，开设英文班和基本技能培训班。这些都是民众联络所的雏形。

人民行动党上台后，民众联络所渐渐步入正轨。1959年，以劳工及律政部部长贝恩为首的巡视组着手改组联络所。9月19日，贝恩率政府9个部门的政务次长和福利总长视察了全岛28间联络所。随后在政府大厦文化部举行了联席会议，对联络所及全民康乐活动进行了一次总研讨。在这次会议上，政府决定担负起管理民众联络所的责任，同时计划扩展康乐活动的项目，增加联络所的数量。针对联络所放映对青少年身心不利的影片的行为，政府从当年7月30日开始在新加坡各联络所内放映内容健康的、具有教育意义的影片，影片由本土的国泰和邵氏兄弟两大电影公司免费提供。通过此举，政府可以从视听上主导民众。

人民行动党强化民众联络所的另一个计划是发展乡村联络所。乡村地区多为贫困的华人，与代表受英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人民行动党具有自然的隔阂。因此乡村地区是行动党的薄弱之处。吴秋泉1959年在合乐路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申明了行动党的乡村发展计划。他说：“现在我们的乡村区亟须有更多的中型但设备齐全的联络所。这可以用很快的速度来大量兴建，而且成本只需过去政府在市区兴建昂贵却很少用于其原来用途的建筑的九牛一毛。”先前邵氏兄弟公司曾向政府捐赠20万元作为发展联络所之用，行动党政府将这一笔款项全部用来发展乡村联络所。因此，旧有的联络所得以扩充、修葺，新的联络所在人口众多的亚答屋集中区兴建。乡村联络所发展计划有如下几个内容：

（1）村民可以利用民众联络所举行集会，进行各种健康文娱活动；

（2）开办各种语文夜学校；

（3）以联络所为中心，向乡村地区实施医药服务计划；

（4）在联络所附设职业介绍所分站；

（5）附设牙医诊疗所，驻有医生和护士，向村民提供各项医药服务；

（6）联络所中附设国家图书馆分处；

（7）放映免费电影。

虽然乡村联络所都是锌片屋顶的木板房，条件简陋，但对乡村地区来说意义却很重要。它负责的都是和普通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活动，从政府的发展计划来看，乡村联络所承担了部分的社会福利功能。

1960年1月，人民行动党上台后兴建了第一间联络所——克罗卜区民多路联络所。其后，甘榜格南、万拿街、合乐路、新马来村、乔治五世大道、义顺村及通和村等地的联络所也相继建成。与先前造价惊人的联络所相比，人民行动党所建的中小型联络所每间建筑花费不超过1?5万元，选址充分考虑到周围地区的人口密度。联络所由专职的组织秘书负责管理，白天它是孩童的活动中心，晚上用来开办成人夜校。

联络所的发展带来了管理上的问题。林有福时期的联络所由社会福利部管理，但内部结构混乱、人员关系复杂，致使联络所引起民众的反感。为了有效地管理联络所和其他社会团体，避免重蹈覆辙，1960年劳工及律政部部长贝恩提出了《人民协会法案》（People's Association Ordinance）。该法案获得了最高元首批准的紧急处理，当天就通过了二读和三读的程序，辩论通过。根据《人民协会法案》的规定，人民协会不仅是民众联络所的管理机构，也是新加坡所有重要志愿社会组织的法定机构。人民协会的主席由总理李光耀任职，副主席为劳工及律政部部长贝恩，另有财政部长吴庆瑞、社会福利厅总长温华想等8人任委员。人民协会设立后，依靠新加坡青年体育中心的资产来推动社区康乐活动，培训联络所管理人员。

成立后的人协马上投入到联络所的管理工作上来。首批人协职员中的70%是从社会福利厅属下的民众康乐署借调过来的。与此同时，贝恩透露，人民行动党在五年内要建100间联络所，需要300名领袖负起此项工作任务。因此发掘、训练基层领袖是人民协会担负的一项重要任务。为培训自己的职员，行动党政府在乌敏岛上展开了对第一批20名联络所管理人员的密集培训，使其能够担当联络所所长之职。随后，人民协会于1960年11月8日在人协总部、合乐路民众联络所和蒙巴登民众联络所三地举行领袖训练班资格考试，录取了50名民众联络所所长和80名助理所长，这批新职员受训后被分配到各联络所服务以充实人协的基层领袖队伍。

此后的一年中，联络所发展迅速，几乎每个月都有一间新的联络所建成，而李光耀则马不停蹄地为新建的联络所主持开幕仪式。截至1961年上半年，新加坡的35个选区共有联络所45间。

但是，随着60年代新加坡政坛的动荡，人协和联络所也无法获得正常的发展。1961年下半年至1962年，围绕着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关系问题，行动党内部出现了分歧。李光耀等温和派坚持新加坡应与马来西亚合并，林清祥等激进派则主张新加坡独立。人协及联络所支持新马分离方案，掀起了长达半年的罢工运动。虽然在1962年9月1日的全民投票中以71%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合并法案，但人协、联络所的倒戈对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来说不啻一个惨痛的教训。

人协、联络所和建国队是李光耀用来对付共产党在基层的势力的两道防线。首届人协董事会的名单中，总理（李光耀）、劳工部长（贝恩）、人协理事长（温华想）、财政部长（吴庆瑞）、内政部长（王邦文）、议员（陈新嵘、盛南君、拉欣依萨）和总理公署政治秘书（易润堂）等高级行政长官赫赫在列，看似组成了牢不可破的阵容，但实际上陈新嵘、盛南君和易润堂都是激进派。李光耀指派陈新嵘和盛南君（时任卫生部次长）分别担任职员遴选小组的主席和委员，使其得以将大量激进派分子招募进人协内部，并进而酿成罢工，最终使首届董事会不欢而散。建国队接受劳工及律政部的督管，但它的直接负责人却是激进派分子黄信芳。这两道防线在人民行动党内的激进派另组“社阵”后相继崩溃，以至于行动党在芳林和安顺两个选区补选失败后，李光耀被迫走出一步险棋，表示要自动引退。

人协的倒戈反映了60年代初期新加坡社会基层组织的性质和特点：基层组织是温和派与激进派斗争的主要战场之一，这是60年代初期新加坡特殊的政治气氛造成的。激进派非常清楚人协、联络所等基层组织的重要性，通过人员渗透的方法掌握了这些基层组织。多年之后，李光耀仍然对此耿耿于怀，指责“他们在整个组织中布满了自己人；后来转入地下的陈氏，就亲自雇用了很多共产党干部。很多人不知道，甚至恐怕连陈氏本身都不知道，其他共产党干部也被地下组织训示去渗透人民协会”。

人协职员的罢工具有明显的政治取向。李光耀曾以人协主席的身份劝告罢工职员，表示人协职员不应该偏向任何政党。但是李光耀所不希望联络所带有的政治色彩是指联络所不应该采取反政府的政治立场。而实际上，在60年代初期“社阵”与行动党势均力敌、难分胜负的情况下，基层组织是难以摆脱它的政治工具作用的，正如曾任人协副主席的李炯才在人协《20年回顾》特刊中所坦言的那样：“人协创立初期……基本上的目标，是要把深受共产党影响的乡村区人民争取过来”。不可否认，虽然在政府的长远规划中，联络所被塑造为民众康乐机构，但在当时的政治情形下，李光耀等人的确将联络所当做与“社阵”斗争的武器之一，向民众提供娱乐健身项目的目的更多的是拉拢人心，瓦解“社阵”的支持力量。

因此，从1964年开始，人协一手加速建所计划，一手整顿联络所。这一年，联络所管理委员会（Community Centre Management Committees）成立。它的成立是联络所进入新时期的标志性事件。

50年代的联络所就有了设置管理委员会的先河。那时的联络所，除了社会福利部直接兴建的由福利部管理外，其他的都由选举出来的地方领袖组成的管理委员会来具体负责联络所的运作。人民行动党有感于这些管理委员会操纵在其他政党人士手中，在执政后便废止了这种管理模式。

随着数目的快速增加，联络所在行政上出现了顾此失彼的混乱现象，采购与审计混同，甚至出现在未付清地价的土地上建立新联络所的事情。人民行动党政府自觉，虽然人协增加了职员以应对不断增加的联络所，“但却很少照顾到维持职员的一定水准、资格或训练，……除非当局更照顾和注意人事和行政上的问题，否则人协的活动将会因内部行政的混乱而陷入瘫痪状态”。不久，吴庆瑞（时兼任财政部部长）责令财政部组织与方法署负责检讨人协行政程序和财政程序，委任一位助理理事长以12个联络所为样本，研究分析新加坡联络所的运作并提交研究报告。该报告从“外勤和组织”两方面建议“设立管理委员会，以指导和监督各联络所的工作”。为慎重起见，人协首先拟定了管委会章程以阐明职责。在这个章程中，管委会的职责有四个：

（1）促进成年、青年与儿童在联络所内的康乐活动，并鼓励联络所附近的居民参与这些活动。

（2）按照人民协会董事部所定的条规，替人协管理联络所。

（3）下情上达，把居民的需求传达给人协或政府。

（4）上情下达，让人民了解和知悉政府对这些事情所采取的政策和行动。

接着，人协设立特别委员会，对候选的管委会委员的背景详加考察。在一切准备工作停当之后，1964年10月2日，达士敦坪联络所等16间联络所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1965年年初，第二批的21个管委会也建立起来了，下半年又相继建立了44个管委会。

联络所管理委员会是联络所的管理机构，但它不负责联络所的具体管理和行政工作。虽然同为联络所的管理机构，但管委会与人协的职责分工不同。管委会有权决定联络所的活动，但必须在人协的政策范围内，当然它可以从人协得到固定的财政津贴以偿付活动开销，也有权因某些特定用途向社会募捐。联络所职员与管委会委员，如同吴庆瑞在管委会委员委任仪式上所说，“犹如公务员和部长之间的关系”。管委会委员选自地方上有名望的首领，包括许多华人组织的领袖，委员任期一年，可以连任。而联络所职员是人协的雇员，要担任联络所的管理和行政工作。在任职前，他们必须参加青年领袖训练所的培训。在工作中，他们除了定期向人协呈报业务报告，还要与管委会委员保持联系、参加管委会的会议（担任会议记录）、执行管委会的正当指示，但不受管委会的任命、雇用以及解雇。

联络所管理委员会的意义在于民众参与社区管理的概念得以操作，李光耀曾说，“公民的产生以及公民领袖的出来接管与指挥民众联络所，是新加坡由三个渔村逐渐发展成为东南亚最大城市之一的进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人协和联络所职员罢工的日子里，不少联络所出现了社区义工。为了维持联络所的正常开放，这些义工挺身而出，协助管理联络所。在罢工结束后，联络所的义工仍然以非正式的管委会方式存在，成为1964年联络所管委会的前身。国立新加坡大学的夏济民先生曾撰文指出联络所管理委员会成立的深层原因。一是政府利用联络所加强居民对行动党的认识，让持有不同想法的居民不必心怀戒备；二是利用“居民自治”的方式，让居民分担部分活动费用；三是人民行动党为发展本党势力的需要，必须让基层组织了解政府的政策、方针，并让管委会委员担负起百姓与政府桥梁的工作。

1964年的另一件重要事件是第二届董事会的成立，吴庆瑞担任第二届董事会副主席一职。可以说，以李光耀、吴庆瑞为首的第二届董事会的工作才真正使人协和联络所走上了正轨。吴庆瑞是一位才智出众的谋略家。在林有福政府时期，他就已经任职于社会福利部，主管联络所事务，对当时联络所的种种弊端深恶痛绝。人民行动党执政后，作为李光耀的左膀右臂，他提出了许多政治措施，如开办公务员政治训练班、设立建国队、成立人民协会等。在人协内部，吴庆瑞亲自督导了机构改组。吴庆瑞的改革是卓有成效的，在1964年的种族骚乱期间，新聘用的人协职员仍然照常工作，接受调遣，不仅没有出现1962年那样的“人协动乱”，还积极协助政府渡过难关。

第二届人协董事会整顿联络所的举措还包括设立一系列的附属机构。青年领袖训练所、外展学校以及联络所幼儿园这三个机构的设立，反映了政府在培养接班人问题上的务实和高效。政府官员在众多场合也多次呼吁年轻公民为地区服务，协助改善民众联络所的素质和工作。

从联络所管理委员会到联络所幼儿园，人协设立这些机构的用意非常明确：一是取得民间领袖支持，为联络所增加砝码；二是从青年一代人着手加固反共防线。当时的新加坡，21岁以下的年轻人超过总人口的60%，如何使新加坡青年人将精力用在国家建设上，是李光耀政府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幼儿园、外展学校和青年领袖训练所将新加坡的儿童、少年和青年都纳入到国家的教育体系中，减少了共产党思想与青年一代的接触。另一方面，在新加坡的历史传统中，尤其在华人群体中，社区领袖拥有极高的威望和影响力。这种社会动员力使得地方领袖可以促使更多居民参与联络所活动，而联络所的活动策划若有他们的参与，也能更好地照顾到当地居民的需要及解决地方上的问题。连吴庆瑞也不得不指出“为了使民众联络所之服务更加有效起见，就应该取得当地社会领袖支持和积极地参加联络所的活动”。

二　联络所角色的转变

1960年，在为民多路联络所主持开幕仪式时，李光耀说：

社会福利厅有意利用这些联络所充作各种用途，使它们白天和夜晚都得到充分利用。早上，联络所会用作儿童社会中心，让数以千计过去失学的孩童在这里接受教育。其中一间课室可以作为托儿所，为工作的妇女服务，下午，联络所将充作青年俱乐部和体育中心，让年轻人使用。黄昏和夜晚则用为成人的联络所，可以开办识字班、唱歌班、舞蹈、戏剧等康乐活动。

李光耀的演讲展示了人协及联络所在社区福利方面发挥的功能。但李光耀所期望的功能在充满政治斗争的60年代没有机会发挥。初建时期的联络所具有强烈的政治动员组织的风格，至70年代联络所才渐渐回归到行动党上台之初为其设定的民众康乐组织的轨道上。

60年代的新加坡政治跌宕起伏，“社阵”的存在是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最大威胁。在与“社阵”角力的日子里，基层组织的政治功能得到了优先发挥。无论是行动党政府还是“社阵”，都将联络所这样的基层组织作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工具来使用。“人协史上的动乱期”中所发生的罢工事件反映了早期的人协和联络所被“社阵”利用的一面。

另一方面，人协和联络所更多的受到行动党政府的控制和鼓动，多次承担动员群众的任务，政治服务功能显著。仅在1962年8月28-31日全民投票的最后4天里，人协便派出百名职员，以25间联络所为基地，举行了4000多次街头和乡村会议，向少有机会参加政治集会的华人民众解释合并中仍有争执的问题。

政治动员是联络所组织员日常的主要工作。为了迎接1963年的大选，李光耀决定从1962年11月到1963年9月，对全国51个选区进行访问，人协责无旁贷地担任了这场政治活动的组织者。在每一次选区访问之前，人协职员和联络所组织员都要将地方领袖和社团组织代表发动起来，组成“欢迎委员会”，召集人民出席会议，或到机场迎接总理。

60年代初创时期，联络所都设在乡村，只有两三间房和一个篮球场，条件简陋，活动有限。60年代后期，摆脱了政治斗争的联络所，其角色也逐渐向俱乐部的形式转化，有些提升为民众俱乐部，将重点放在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和休闲趣味上。联络所的设备也有所改善。1963年电视机在新加坡出现，那时是作为电影的补充而使用的。到1967年，全新加坡共有168间联络所配置了电视机，文化部的活动电影组在各联络所放映新闻电影的数目从1966年的801次降到了1967年的300次。步入70年代，由于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人口分布情况大大改善，因此，联络所的功能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它的政治意义渐渐淡化，而原本的康乐和教育功能得到了发挥。在这种情况下，新一代大型联络所应运而生。它们每间耗资数百万元，设备齐全。基本的设备有一间办事处、两间委员会办事处、会议室、家庭手艺室、游戏室、阅览室、两间多种用途活动室、礼堂和舞台，还设有休息室、语言中心、音乐室、健身房、幼儿园教室；户外设备有篮球场，有些还设有网球场。

1965年，人协成立了文工团，开始重视推广社区文化工作。为提高文化活动的层次，人协鼓励联络所音乐、舞蹈和戏剧班学员参加人协文工团。在文工团的鼓动下，民众联络所举办的活动日渐繁多，包括马来鼓、华乐、马来铜乐、儿童流行乐队、儿童合唱团。为了扫除文盲，人民协会设立了成人识字班。直落亚逸民众联络所开办的“李氏新式珠算讲习班”，邀请珠算界著名的李开正教授等为学员免费授课。

人协及联络所还积极组织了社区内的各种体育竞技活动。对于不同年龄的居民，联络所也分别开展活动，满足各年龄人士的需要。1979年，联络所在幼儿班的基础上，又开办了日间托儿所，支持政府鼓励妇女参加工作和生育更多子女的政策。另外成立儿童俱乐部，为招募青年团员做准备工作。1978年，创办了乐龄俱乐部，专为社区的退休老人服务。

总体来看，脱离了国内政治斗争的联络所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充实人民精神生活以及教育良好公民的工作上，但作为政府设立的半官方机构，在人民行动党的紧密控制下，联络所的活动依然以促进种族和谐、建立共同国家意识为根本目的。与早期摇唇鼓舌的政治动员相比，通过举办文娱竞技等活动来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要隐蔽得多，也迎合了新加坡人不愿参与政事的心理。

三　公民咨询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

公民咨询委员会（Citizens-Consultative Committees）的设立不是偶然提出的，它是李光耀下乡访问的“副产品”，是李光耀“在每个村庄、街道和社区创立全套的基层组织”计划的一部分。

1963年的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在51个席位中确保了37席，虽能继续执政，但“社阵”也获得了37%的得票率，在议会中享有13个席位。据调查，这37%的选民大多居住在乡村地区。这一情况令李光耀意识到潜伏的危机，于是采取下乡访问的形式了解民意。在听取了居民反映的市镇问题后，李光耀决定成立基层组织，方便听取民众呼声。李光耀的用意是把当初下乡访问时成立的欢迎委员会组织起来，使其成为永久性的委员会。李光耀认为，暂时设立的委员会在他结束访问后就被撤销，“这样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将不会密切。如果每一区有自己的委员会，就可以通过这个委员会提出人民的要求，人民在向政府提出要求之前也可以先同委员会讨论”。同时李光耀考虑到，每个社区里政党组织的活动大部分只是青年人参加，而另一部分民众很难照顾到，“因此，如果每一个乡村与每一个区能有公民咨询委员会的组织，利用民众联络所为总部，自己负责有关本区的要求，那么……我们的关系将会更密切”。

1965年，各个选区都相继成立了公民咨询委员会。全新加坡51个区的咨委会组成了7个秘书处，直接向政府负责。各秘书处设立一个总部，将各分部（分站）的要求整理分类，呈给政府。咨委会的开会地点一般都是在联络所中，因此这两个组织也发生了联系，咨委会委员往往也兼任联络所管委会委员。陈庆珠的调查表明，蔡厝港、武吉班让、甘榜景万岸、卡福和直落亚逸等5个选区的327名联络所管理委员会委员中有71人同时担任公民咨委会委员。1月14日，李光耀邀请51个选区的临时咨委会的150多位代表在文化馆举行会议，亲自向他们解释咨委会的任务、地位和工作方法。李光耀强调“公民咨询委员会乃是一个非政党的民间志愿工作团体，协助政府照顾人民的利益。这个组织将有独立自由思考的地位，向政府提出建设性的批评和建议，以便改善政府对人民的工作方法。”咨委会被认为是新加坡的“区议会”。它要把选区内居民的愿望反映给政府，就要跟政府交往。咨委会委员每月要和本区国会议员商议一次本区的福利事务，讨论各种议案或预算。这个过程也是咨委会委员参与政府决策的过程。因此，咨委会委员被认为是“人民行动党的手脚或耳目”，而咨委会无疑也是支持人民行动党的重要组织。咨委会的规模从最小不少于12人到最大不超过56人，一般维持在20-30人左右，因此运作和管理起来较为方便。

挑选咨委会委员的过程也很谨慎。政府需事先了解各代表的履历和身份，确定没有共产党背景，才由总理正式任命，授予青色的身份证。委员任期一年。起初，法律规定咨委会委员必须是年满21岁的新加坡人。1976年，政府在修订法案时又增加了一个先决条件，即申请人必须满足居住在所服务选区或在该选区内拥有商铺这两个条件之一。咨委会选取地方上有影响力的领袖担任委员的目的是方便委员会筹款。许多咨委会委员认为，资金缺乏是许多问题产生的根源，如果能够增加选区的年度预算，他们的工作也将更有成效。但早年各选区只有政府的津贴，数量有限。吴庆瑞在1965年的人协研讨大会上指出，新加坡当前的发展阶段没有足够的资金建立福利国家，因此不能够增加国家供给的福利服务。这一部分的工作便由新加坡人民在公关活动范围中自行解决。以自筹资金为主的方式举办活动，大大节省了政府开支。自筹款项发放居民福利救济金和奖助学金是咨委会的一项重要使命。由于咨委会中超过80%的委员是商人和店主，因此每逢主办活动筹措经费时，通常由主席带头签名认捐，其他委员群起响应纷纷解囊，而政府的社会福利功能便巧妙地转移到了基层组织身上。

政府要求咨委会委员必须是有经验、有能力、受人爱戴的地方领袖。新加坡有2000多个社团，它们的负责人虽然不参加政党，但却是社团和合作社的代表，是经验丰富的民间领袖。人民行动党的计划是将这些热心的社会活动者纳入咨委会的工作中。这也是人民行动党与反对派斗争策略的一部分。它可以使人民行动党在党派斗争中掌握动员民众的技巧，同时通过此举排除了传统的领袖被反对派笼络的可能性。而政府的回报就是赋予民间领袖较高的荣誉、威望和实际权力。此外，李光耀要求“咨询委员会的立场必须要自由，政府如果做事有错，你们可以提出批评”。理论上，咨委会独立于政党组织，但实际上咨委会是人民行动党获取支持、吸收新鲜血液的一个途径，也是基层组织中政治色彩最浓的一个。

咨委会至少每周举行一次会议，频率由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定。在会议上，委员把选民的要求和抱怨汇总，共同讨论解决方案，同时将新政策或政策变化传达给选民，如全国性运动、教育政策、住房和环境政策等。自从实施1976年的修正案后，咨委会委员与本选区选民的接触就容易多了。较为积极的影响是，咨委会尝试通过守望相助（gotong-royong）小组的募集联络所重建资金项目培育共同意识。

李光耀曾列举了咨委会所担负的两项主要任务：一是促进种族和谐和社会意识，二是协助政府推行全国性运动。早期的公民咨委会的最大贡献是促进和维持种族和谐、社会团结。甚至在其成立前由于形势所迫他们已负起了这项任务，1964年种族骚乱的平息少不了基层领袖的努力。在公民咨询委员会成立后不久，来自巫统的极端种族主义分子便在新加坡煽动严重的种族冲突，而襁褓中的咨委会也发现其所要解决的第一件事便是协助创造和谐的种族关系。

在华巫人口比例接近的选区，咨委会委员不得不对种族关系保持高度敏感。1969年5月，马来西亚发生种族冲突，暴乱随即威胁到新加坡。有报道称，许多武装的华人从马来西亚进入新加坡，要为在吉隆坡暴乱中丧生的华人报仇。6月，几名居住在大成巷的华人砍伤了20个马来人，致使马来族村民情绪高涨，扬言要进行报复，形势几近失控。咨委会委员及时出面干预，沿家走访，往来奔波，极力平息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为了示意友好，咨委会委员邀请大成巷代表会谈，以中间立场对其劝说，终于使双方达成谅解。

另一方面，作为选区里的最高基层组织，咨委会在解决普通的人事纠纷案件上不负众望，咨委会委员则充当了民间纠纷的裁决者。马来族的咨委会委员认为公民咨询委员会取代了村长，成为许多马来人世俗事务的代言人、调解人和决断者。华人宗乡会馆的领袖称，在1965年以前，许多华人在处理与政府关系时会求助于传统宗乡组织，而现在他们却转向公民咨委会。蔡厝港选区的咨委会主席称，选区内至少有60-70件争执案件是由其解决的。而直落亚逸咨委会还有一套正式的调解程序，纠纷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必须签署三份调解书，双方当事人与咨委会各保留一份。

公民咨询委员会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全国性运动中。从60年代开始，行动党政府开展了名目繁多的全国性运动，如清洁运动、礼貌运动、讲华语运动等。许多运动都是在基层进行的。任何一个全国性运动都必须有一位部长负责，而议员和咨委会则在选区中起领导作用。负责该运动的部长向议员和咨委会发布一份简报，概述本次运动的目标，提出宽泛的组织建议，而具体的活动安排则由各选区自行拟定。议员、咨委会、联络所管委会连同行动党党员便一起起草活动方案。接下来，议员的咨委会委员必须对选区居民进行家访，告之以运动的目标，并沿途将所察觉的相关问题记录下来。

对于咨委会来说，更多的工作则是协助政府做出决定。一位咨委会领导认为，咨委会的重要性在于其有能力向国会议员提供及时有用的信息，使其能够从整体上把握选区发展情况。此外，优先把每年拨给各选区的有限款项用来修建马路、沟渠，装置街灯、自来水管等基础设施，取得选区民众满意，并通过这些行动来塑造政府的亲民形象也是咨委会重要的工作职责。

从60年代中期开始，咨委会的另一项贡献是协助安顿重建的居民。在人民没有完全了解和接受建屋发展局的重建安顿计划之前，公民咨询委员会须要设法劝说人民接受重新安顿和赔偿金，并且搬到新的建屋局住宅区。1964年，市区重建计划遭到了马来传统社群的反对，政府打算在加冷河流域修建一座综合的住宅区，马来人认为这个计划破坏了200多个马来家庭世代生活的定居点。这个时候，咨委会委员以甘榜的马来首领为突破口，耐心对其进行劝导，终于解决了这一问题。

作为政治控制的机制，咨委会对人民行动党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形成了支持政权的网络系统。一位行动党党员认为，“人民行动党并不在乎这些地方领袖是否曾是党员或是政府官员。这样做足以让反对党感到是无可挽回的损失，我们在反对党下手以前已经赢得了地方领袖”。甚至在某些选区，行动党支部的影响力还不及公民咨委会。蔡厝港咨委会的委员普遍富有亲和力、威信较高、执行力强，因此该选区的国会议员将许多原本应该由党支部组织的党派活动交给咨委会操作，而他的咨委会秘书也兼任党支部秘书。但是，也并非所有的咨委会都与行动党支部展开合作。在市区，由于经济发展快速，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经济领域，同时国家发展部属下的公共工程局处理了社会发展建设方面的事务，因此，公民咨委会要处理的事务就非常少，其结果就是咨委会委员的工作热情低落。在另一些选区，由于选区内的马来人和华人难以共事，使咨委会的工作很难开展，因此咨委会的人员流动率也相当高。

不过，在人民行动党政府的评价中，咨委会是支撑和维系政权的必要因素。这种赞赏的态度体现在1967年重新划分选区分界的讨论中。有一项提案建议取消某些选区及公民咨委会。但政府坚持认为，“在咨委会存在的几年中，它们在传递信息、向政府报告人民需求、解释政府在相关事件上的行动和政策以及提高公民素质方面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咨委会委员与选区人民建立亲密的关系，取消选区将会瓦解这种关系并破坏已经取得的工作成果”。可以说，在提高行动党支持率方面，基层组织巩固了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基础。它们对人民行动党的重要性突出表现在1968年以前，那时的人民行动党还没有完全控制所有选区。在反对党议员控制的选区，总理公署选派的公民咨询委员会委员有能力提供比反对党更好的政治服务，一定程度上使选民对反对党的效用产生了疑问。

四　组屋计划造就居民委员会

70年代中期，新加坡最大的转变是市区重建和人口迁徙计划将旧社群打乱，原来同住一村或社区的人口纷纷搬到新市镇组屋区，组成了新社区。政府在每一个新市镇建完后立刻组建联络所管理委员会和公民咨询委员会，然而现有的组织运作起来却不再顺利。居民对住宅或社区的设施、设备有意见也常常直接向建屋发展局等相关机构交涉，而不再向两个基层组织反映。因此，在全新的社区中，新的社区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但旧的公民咨委会和联络所管委会失去了原先的活动地域，无法继续在新镇中发挥影响力。新加坡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陈寿仁在1976年的一项调查中发现，组屋区里的自杀、离婚、精神失常、少年犯罪和吸毒等社会病态率相当高。这一系列的现象不能不令李光耀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而积极寻求改变基层真空状态的对策。

居委会概念提出前，新加坡国内的有识之士也注意到了新组屋区的问题，但人们的思维都没有打破现有基层组织的框架，包括政府领袖在内的大多数人仍寄希望于联络所。例如1977年4月，阿裕尼区举办了一个题为“民众联络所与组屋居民”的座谈会，探讨如何更好地组织居民参加民众联络所的活动。又如，1978年4月第三届联络所管委会研讨会召开时，面对市区重建和人口迁移所带来的传统社区分崩离析的问题，李光耀仍然认为：“人民协会有责任通过管委会和新成立的居委会，使所有被安顿的人民互相认识，迁就彼此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并且互相体谅和帮助。”但实际上，传统社区的人际关系已经打破，基于此基础上的联络所和咨委会的运转也并不顺利。组屋以居民的申请顺序为分配依据，不同种族、不同地区的居民往往会被分配到同一个居住空间内，因此居民间缺乏社区意识。而高楼大厦的封闭式格局使居民之间的接触机会少之又少，加剧了社区居民的隔阂。这样一来，动员基层群众成了行动党领袖担心的问题。

1976年大选后，新加坡成立了一个以惹兰加由区议员黄树人为首的工作小组，主要任务是协助刚中选的新议员在区内设立公民咨委会等基层组织。这个工作小组注意到一些组屋区已出现居民自发组织的协会，提出了诸多要求。小组成员觉得这种情况在组屋区泛滥将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因此必要加以控制。工作小组考虑到马林百列是一个新区，多数为四房、五房式组屋，租赁组屋少，建议将马林百列作为试点，设立居民委员会，以便协助国会议员和公民咨询委员会委员推行和促进整个选区的福利事务。工作小组的建议获得了李光耀的首肯。李指示当时的建屋局局长郑章远协助小组工作，还指派内政部长蔡善进主持一个小组，探讨提高组屋区安全和减少犯罪的问题。蔡善进后来提出的概念便是邻里守望小组，它和居委会计划结合起来，由居委会总体负责。因此，居委会的出现不是一个凭空萌发的念头，它的产生是受到了自发性居民协会的启发，而制度化则是李光耀积极推动的结果。

随后政府着手调查民意。马林百列区议员吴作栋向居民发出调查表格征询居民对选区建设和发展的意见，结果寄回的表格几乎一致同意设立居委会。接着，吴迅速设立了7个居委会，以组屋居民为委员，每一个居委会负责区域内的500-2500个单元。为防止新成立的居委会出现意外，吴作栋安排一部分居委参加公民咨询委员会，保证居民的利益和意见能够反映到咨委会，方便议员洞悉民情。当1977年8月，新当选的吴作栋在该选区的国庆晚宴上宣布马林百列区决定成立居民委员会时，居委会已经进入试行阶段了。

尽管政府已经决定以新的基层组织为突破点解决社区问题，但是居委会是否有建立的必要性以及是否会出现基层组织间叠床架屋的现象，行动党领导层也没有把握。李光耀小心翼翼地先在马林百列和丹戎巴葛区试行，隔年又挑选了宏茂桥、红山、哥南亚逸、大巴窑和文礼5个选区试行。李光耀小心翼翼的做法还体现在居委会委员的选择上。选区议员向全体居民发出调查表格，了解居民需要并邀请有意加入的社区服务者面谈，挑选合适者组成临时居委会。这种做法的缺点显而易见：一者居委会委员的可靠性和工作能力难以通过面谈确定；二者居委不是当地已获得承认和接受的地方领袖，没有既定的群众基础。

1979年3月，国会辩论总理公署的开支预算时，李炯才指出，由于去年（1978年）在5个选区实验组织居委会获得成功，政府已决定把这一计划推广到其他选区。从试行到推广的过程也是居委会的目标逐渐明确的过程。1978年7月，启蒙区议员何思明在该区居委会成立仪式上的讲话提到居委会成立的目的和宗旨：其一，它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桥梁，社区里一旦发生什么事，居民无法找到他们的代议士，也没法找到管委会委员，他们最容易找到的就是居民委员会委员……；其次，是守望相助，互相合作，维持治安。同年9月9日，时任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的吴作栋在马林百列区居委会主办的研讨会上认为，如果居委会组织成功的话，它将取代现有的宗亲会和与现代社会无关的传统社团。而在这次会议上，李炯才也明确地列举了居委会的三大任务：

（1）提供更好的沟通方式。当公用设施发生故障时，方便居民及时反映，促使有关部门及时采取行动；

（2）加强安全感和防止犯罪行为，如破坏公物、吸毒和其他反社会行为；

（3）通过文化、体育和其他活动，促进睦邻关系。

居民委员会成立后，开展了多样性的活动，以促进邻里和睦和种族和谐。这些活动包括挨户访问、同楼共往联欢会、乐龄人士（老年人）聚餐会、防止犯罪展览、讲习班等等。同楼共往联欢会是居民委员会定期开展的一项活动。

居委会的创立虽然化解了组屋区的部分问题，但它也带来了基层组织间的关系问题。联络所管理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作为新加坡最主要的三个基层组织，在职责和活动上出现了一些重复，引起了社区领袖和国会议员的关注。

在居委会出现之前，咨委会和联络所管委会的分工界限分明，管委会负责联络所的活动，咨委会负责选区内的活动。而居委会出现后，这种平衡局面被打破。居委会代表着全新加坡80%的人口，在与新镇居民的关系上，比咨委会更直接。1977年居委会成立后，咨委会在选区中的影响力渐有被其削弱甚至取代之势。这种状况也招致了咨委们的不快，工作积极性受到打击。谢志淼在《新加坡基层的政治参与》一文中指出：“在最近将来，公民咨询委员会和联络所管理委员会似乎将失去其重要性。它们在过去所扮演的动员和中介性角色，将由居民委员会取代。”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居委会的活动是地方性的，咨委会则是全区性组织；居委会一般偏重于睦邻活动，而联络所则主要承办社交文化活动，两者主办的活动性质也不完全相同。总理公署高级政务次长李炯才在参加《民众组织》的电视讲座时也认为，居委、咨委和管委三者不会相互取代。80年代，政府成立了社区组织筹划指导委员会，由第一副总理吴作栋担任主席，负责协调三个基层组织的活动，避免产生叠床架屋的现象。

但不可否认的是新成立的居委会与早先的咨委会和管理委员会存在着差异。首先是成立背景。咨委会和管委会成立的60年代有一个动乱的社会背景。在经历过长期的政治动荡和两次种族冲突后，民众都渴望安居乐业，因此村长、社团领袖都愿意担当重任，恢复社会秩序，左派和种族主义分子则成为众矢之的。而居委会的成立缺乏这样的背景和共识。咨委会与居委会的差异还表现在领导成员处事风格上。咨委会委员一般都从属于传统社会集体，商人、店主和专业人士居多，年龄较长，工作语言仍以华语和方言为主。他们在联络所基层和收集民心方面的工作对政府的帮助很大，因为在自己的社区里，这些委员都是众望所归的领袖。而居委会委员多是成长的中青年一代，受英文教育，在思想和行为上西化程度较深。

政府也意识到了这种代沟，企图通过专业培训挖掘勇于承担基层组织领袖责任的后继人才。但民众的反应低于预期，基层组织中的专业人员仍然很少。许多专业人员在与老一代基层组织领袖共事中，不仅存在心理障碍，还有语言障碍，专业人员不是受英语教育者就是中文运用不流利。同时，专业人员有自己的职业社交圈，因而参加基层组织的时间有限。随着文化水平提高，新加坡人寻求基层领袖帮助的情况越来越少，人们愈来愈趋向于与政府组织直接交涉而不希望基层组织领袖的介入，因此，基层领袖渐渐失去了在社会事务中的号召力。如果说联络所管委会和公民咨委会在培养选区中的社区归属感上作出了贡献，那么它们在组屋区的贡献就不那么有效了。

五　基层组织与国家建设

基层组织往往以大众为基础，它是动员民众或团体实现某个特定目标的志愿性组织。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上台后，在提升国家统一和团结的策略下建立了联络所管理委员会、公民咨询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等一系列基层组织，并迅速形成密集的政治网络。这些组织与传统的宗乡会馆相比，具有很大的不同。作为传统的社团组织，宗乡会馆是移民在艰难的生活条件下自发组织起来的社团，目的是在异乡结合起来求得生存和发展，因此具有内在封闭型和排外性，它对成员的种族、姓氏和出身等进行鉴定，只对符合条件的成员开放。而联络所管委会、咨委会和居委会则是人民行动党出于统治需要建立的，非天然形成，同时这些基层组织又是开放的，提倡不同种族多元发展。由于基层组织被政府预设的功能以及它们与政府密切的关系，因此新加坡的基层组织更多的被学者称为准政治机构。人民行动党通过人事任命和资金资助等形式对各个基层组织实施政治控制。许多基层组织与人民行动党分部联系密切，甚至有两个机构人员交叠的现象。

负责监督准政治机构的法定机构是新加坡人民协会。作为半官方机构，人民协会的主席和董事具有浓厚的人民行动党色彩。五六十年代，马共的地下组织控制了商会、学生组织、农会和乡村居民，甚至渗透了某些行动党支部。一位政党领袖回忆道：“我们为了将来民主社会和共党公开正面斗争时……怕人民行动党的支部会倒向共产党，所以我们成立了人民协会。”李光耀在国会辩论中解释人协成立的原因时也指出，非政府的运作方式“是人民比较习惯的”。新加坡国内虽有中央区、市内区、市外区、新镇、内郊区和外郊区的称谓，但这些只是地理概念，并无地方政权机构。因此，“人民协会”等基层组织实际上担任着准地方政府的任务，行动党也借此推行政府政策。

人协下属的民众联络所虽然不是一级政府，但实际上也被拉入了政府的行政系统。联络所对于人民行动党的意义在于通过其开展的活动发动民众支持国家政策。在早期，联络所的主要任务是向人民传达散布政府正在执行或将要执行的政策，同时也将重要的意见反馈给政府，政府将后者当做一项评估支持率的方式。因此，政治交流是联络所主要的功能。新马分裂后，在实行征兵制、开展全国性运动等问题上，联络所依然承担了这个重要的功能。

咨委会几乎与联络所管理委员会同时建立，建立它的人民行动党的初衷是发动民间领袖支持政府、巩固执政基础。相对来说，公民咨询委员会的政治色彩更浓一些。与管委会不同的是，咨委会主要联络的是政府和选民。它由总理公署管辖，以选区为基础，带有地方议会色彩。咨委会的主要职责是将政府的措施和政策转告民众，并根据民众的需要向政府提出建议。例如，新加坡政府每年都会注入一定资金用于次要的发展项目，而这些项目就是咨委会收集的选民反馈，也是咨委会希望能够在选区中实施的项目。总体而言，咨委会已经超过了政府所赋予的支持性的角色。例如在发起全国性运动工程中，咨委会常常负责前期准备工作，并确保每个阶段顺利开展。此外，选区的公民咨委会还负责将本区议员介绍给民众，并邀请国会议员或政府部长出席基层组织的会议，宣布或辩解国家政策。选民们在与议员品茶进餐的空隙将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大到医疗保险、子女教育，小到水管生锈、窗台上落鸟粪——一一反映给议员。这个做法不仅便利了上下沟通，还塑造了执政党的亲民形象，而反对党领袖则享受不到这种待遇。因此有人说：“公民咨询委员会是一种扮演着重要政治角色的社区组织，自1965年成立以来，便一直担负起向政府反映地方民意和向人民解释政府政策的任务，在促进新加坡的政治稳定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作为准政治机构，实现人民行动党为其预先设定的目标是它们存在的重要意义。人民行动党创立这些基层组织，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方便政府与民众的双向沟通，即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交流。其一是向民众解释、说明政府制定政策的原因和政策将给民众带来的利益，帮助民众了解政府政策及执行情况，以争取民众对政府政策意图的理解、认同、信任和支持。其二是搜集民众对政府政策的反映和态度，了解民众的意见和要求，为政府完善政策、改进政府行为提供信息。在政府的引导下，基层组织的工作的确以此为中心。例如，新加坡政府于1971年颁布了禁止燃放爆竹的条例，违者处以重罚（放一枚爆竹罚款1500新元）。民众难以接受这一规定，不仅因为燃放爆竹是华人社会的风俗传统，还因为禁放爆竹就要关闭几家爆竹厂。针对这种状况，基层组织向民众做了大量的工作，反复向民众解释和宣传新的生活方式，告诉人们废除这一习俗的必要性，同时也把民众的要求反馈给有关部门，提出妥善解决关闭爆竹厂遗留问题的建议，使禁放爆竹的政策得到了落实。又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新加坡人有条件购买小汽车，但新加坡国土面积小，拥有太多的小汽车容易对交通造成压力。因此，政府制定了提高进口税限制小汽车的政策，基层组织也及时与民众沟通，取得人民的谅解，为政策的实施起到了良好的铺垫作用。

虽然“创建准政府机构并不断修正是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但半官方性和准政治性也限制了基层组织效用的充分发挥。早期的档案记载，反对党领袖即使当选为国会议员，也不允许加入基层组织。对此，工人党的J.B.贾惹日南和新加坡民主党的詹时中曾高声抗议，但政府置之不理。詹时中曾抱怨，当联络所成为社区发展和国家建设的工具后，它们应该对人民选出的所有代表开放，而不论其政治派别。1987年，他谴责联络所已经成为政府的宣传工具，时任人民协会副主席的李玉全回应道：“联络所是政府的代理机构，如何利用它们是政府的权利。”

因此，尽管王邦文等政府官员称，“公民咨询委员会和联络所管理委员会都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桥梁，它能将政策传播到民间去，又能将民间的实情传达给政府”，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在许多问题上，基层组织单凭一己之力很难圆满完成上传下达的任务。人民行动党的根本政治原则就是实用主义，在处理人民的要求时，遵循的是“在恰到好处的时候，对人民施以适当的恩惠以安抚民心，消除任何不满的风暴的酝酿”。即使基层有一些不满的意见，人民行动党也仍然按照自己既定的安排，按部就班地解决。这就制约了基层组织作用的有效发挥。人民行动党的党内人士对此也有所认识。1967年，国防部长林金山在出席人协第三届常年会议时宣称，人协目前所面临的难题是上、下层间缺乏足够的联系，下层的意见，没有办法反映给上层认识，而上层阶级的意见也往往无法传达给下层组织。

公民咨询委员会和联络所管理委员会更像是宣传机构，其委员更多的被看成政治结构中的公务员而不是人民的代表。咨委会和联络所设有情报站（listening-post），提供上下交流的场所，但大多数的交流是向下的，即政党领袖将情报站作为解释官方政策的场所，而民众批评或反对的声音很少。在新加坡盛极一时的网上社群（Sintercom）论坛上，一位在组屋区生活多年的网民写道：“我几乎看不到基层领袖，也分不清谁是谁……仅有一次见过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在卖滑稽剧的戏票。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也怀疑他是否知道我的名字。因此所谓的反馈谈何而来？这种反馈的真实性有多少？目标是什么？人民行动党的基层组织真的能够反映基层的意志？”

将向上沟通的滞阻归罪于基层组织或基层领袖也并不公平。基层组织毕竟是人民行动党的控制工具，它们起到的作用也只是对民众提供咨询、对政府提供建议。另一个例子就是卡福区的一位居民抱怨组屋区内的道路太少而咨委会却拿不出任何解决办法，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政府决定的”。总体上，一旦政府机构做出了决定，改变是不可能的，地方领袖所能做的最好的努力就是尽量拖延实施。直落亚逸选区的公民咨委会直接指出，人民行动党的态度就是——我们需要这么做，你来执行。委员们将选区民众的愿望报告给政府，但政府在执行政策时很少考虑这些报告，这使咨委会的效能大打折扣。因此咨委会委员处于两头受挫状态。民众往往认为委员口头上表示为人民服务，但实际上什么都做不了。除了威权主义体制造成了基层组织双向交流功能的削弱，政治表达的多元化也考验了基层组织。联络所曾是人民行动党凝聚权力的主要工具。随着新加坡的发展，新的专业组织如雨后春笋，针对某一社会问题而召开的研讨会也日渐增多，政治交流的通道也就随之增加。同时电视的普及使民众轻能而易举地获取信息，以往民众聚在联络所里一起收看政党领袖发表政治演说的场景一去不复返了，联络所的政治功能也随之退化。

在英国殖民时期，新加坡各种族社区独自发展，自我实现社会控制。马来人居住在东部地区，印度人聚集在“小印度”一带，而华人的分群更细致，闽、潮、广、客等帮都有自己的居住地盘，各自形成自己的社群空间。当时的新加坡，不仅没有共同的国家意识，不同的族群之间还经常发生械斗。可以说，人民行动党上台前的社区定义局限在种族性之中，社区安全终止于种族界域内。人民行动党政府要实现紧密的、直接的控制，就必须使社区超越种族界限。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将居民个人的注意力引向新的环境和社会现实。联络所和邻里组织发展了社区的定义。对于个体来说，“社区”意味着“扩大他与邻里的联系和交往网络，并由此认识到他的命运通过种种方式与他的邻居紧紧联系在一起”。用人民行动党的语言来说，进行社区建设首先要塑造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而社区建设的必要性与新加坡社区的历史变化尤其是组屋计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新加坡自治后，全岛虽然仅有158万人口，但屋荒问题严重，市区84%的家庭住在店铺或简陋的木屋，其中40%的人住在贫民窟和窝棚之内，只有9%的居民能够住上像样的公共住宅。1965年独立时，人均居住面积不过6.9平方米，居住条件仍然很差。1960年2月新加坡设立建屋发展局，负责规划、组织和建造公共组屋，以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困难。1964年2月，新加坡政府宣布实施“居者有其屋”政策，到1965年时政府已经建造了5万多套公共组屋。新镇的建设和市区重建计划的推行使新加坡人口的分布情况完全改变。过去方言族群和不同种族聚居的情况已被组屋区的混居模式所取代。建屋发展局范佑安主席在工作报告中说，截至1977年3月31日，约130万人居住在政府组屋中，占全国人口的56%。到1978年底，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了60%（140万人）。

李光耀政府如此积极地解决民众住屋问题，一是希望广建公共住宅解决人民居住的需求，增进人民对新独立国家的认同；二是希望通过种族混居来调和族群关系，消除隔阂。因此在组屋区内，政府刻意将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的组屋交叉安排。李光耀设想通过市镇重建计划和组屋计划调和种族问题，创造融洽的种族关系，培养新加坡人的国民意识和归属感。但是这种做法却破坏了传统的村落共同体，给居民带来了精神压迫。

在居委会建立之前，居民对组屋区的描述仅限于“干净和安静”，而丝毫不提“像是住在一个大家庭”或“居住安全性”等对以前居住环境的描述，“组屋区居民没有安全感，大多数居民害怕强盗和青少年犯罪，组屋社区缺乏社会控制”。一位国会议员曾说：“同一社区中的住户之间缺乏密切的交往。他们对彼此都不了解，其结果就是大人和孩子之间都很少往来。”同期的建屋发展局的调查显示，居民的邻里意识很薄弱，居民的疏离感远比传统部落严重。曾任李光耀新闻官的阿历克斯·乔西形象地描述了组屋区内的居民疏于联络的场景：“他们住在大厦里，邻居很少来往。在电梯里是一片沉寂。因为不知如何面对邻居，大厦的住户在电梯里只好看地板、看指甲，或者看电梯的指示灯。最近一次的调查显示，大厦中约有1/3的住户从来没有拜访过隔壁的邻居。大部分接受访查的住户们都认为邻居只不过是凑巧住在附近的人，大部分的人并不关心邻居的事。”

组屋社区大量形成后，不仅没有出现李光耀所设想的各种族和谐居住、其乐融融的局面，反而连原来的社群认同都消失了。以往在社区中居核心地位的华人宗亲组织受到了严重打击。组屋计划一方面破坏了传统种族居住社区的格局，使华人组织与所属社群脱离，成员的联系也因分配到不同组屋区而变得疏远。另一方面导致了种族象征消失。组屋计划成功的前提是土地征用制度。根据1966年的《土地征用法》（Land Acquisition Ordinance），建屋发展局按商品经济原则购买组屋用地，但由于新加坡实行土地国有政策，土地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带有强制性质的征地，使许多过往在华人群体中具有象征意义和凝聚作用的宗族墓地被强行征用，划归为住宅区用地。

社区意识是国家意识的前提，居民之间的冷漠降低了社区认同感，最终会危害新加坡的稳定和安全。组屋式的单元房强化了核心家庭的概念，也强调家庭的私密性，对大家庭内部依赖的降低和社会化需求的降低加剧了冷漠和畏惧的社区氛围。因此培养社区意识，营造社区归属感是新加坡国家建设的必不可少的过程。政府希望通过社区基层组织的努力，保持社区和政府的联系，培养出一种社区意识。

为保持组屋区内各族人口平衡，人民协会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人民协会和政府一起改变了种族聚居的居住模式，规定各族人口的比例为：华人84%，单幢楼房不超过87%；马来人22%，单幢楼房不超过25%；印度及其他民族10%，单幢楼房不超过13%。组屋区幼儿园学龄儿童的构成也考虑到各族的比例问题。居委会、联络所不仅提供居民社区自治的机会和训练，还不定时地举办各种体育、文艺和美化社区等活动。值得一提的是社区文化艺术活动在社区认同和归属感的形成和维持上也发挥了作用。这些文化活动不一定可以创造收入和就业，却改善了民众的生活质量，尤其是促进了社区的发展和形成了融洽的精神氛围。

随着新加坡的地方建设形成了街区（precinct，约400-800套组屋单元）——邻区（neighbourhood，约6000-7000套组屋组）——新镇（new town，约40000套组屋）的梯级结构，基层组织也相应发展成了居委会——联络所管理委员会——公民咨询委员会的控制网。

组屋中的社区被称为“规划社区”（plannedcommunity），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杂处。哈桑等人认为，组屋给居民带来了自来水、电和结实的屋顶，却让他们失去了相互帮助的亲密团体和社区精神。这种新的居住环境为社会控制带来了意义深远的影响。社区居民缺乏安全感导致难以形成社区归属感。为此，政府改组了近7000人的新加坡警察力量，但是“警察巡逻队的效力也不足以战胜早期甘榜邻里间的内聚力和扶持模式的瓦解带来的破坏”。许多事例表明，新加坡人往往避开正式的警察机构而趋向于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机制，不希望有官方记录或警方介入，解决邻里纠纷很少依靠正式的法律和政府的干涉。“即使是在最好的时间里，警方的介入都是不受欢迎的”。因此居民委员会服务网络就发挥重要作用，它与邻里警哨（Neighbourhood Police Post）合作，共同维系社区安全。

新加坡社区的邻里警哨成立于1983年，它源于日本的交番（koban）制度。邻里警哨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与公众和社区中的公民咨询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的合作。居委会的办公场所就设在邻里警哨附近，方便两者合作。在邻里警哨的合作和帮助下，居委会成立了守望相助小组。截至1988年10月，居委会已经成立了71974个小组，为288217个组屋家庭维持治安。此外，考虑到新加坡人的普遍心态，每个居委会都培训了一支10-30人的志愿者队伍，专门解决家庭成员或邻里间的矛盾。居委会在中间层次上的卷入避免了直接的警方介入。在居委会和邻里警哨共同负责的组屋区内，报告显示少年犯罪和个人争吵事件的发生率下降了1/4.

居委会等基层组织能够在社区居民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并如此有效地实现社区控制是与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可接受性分不开的。在新加坡，政党作为大众动员机制显然存在很大不足，尤其是对那些刻意回避政党政治的人来说。李光耀曾言：“一般新加坡人，无论个人的感情和效忠对象如何，总不愿公开和任何政党发生关系，与其说对政治的冷漠，毋宁说他们害怕（共产党）。”而成立社区基层组织，“人民可以不必和人民行动党那样的政党或社会福利厅那样的政府部门公开发生关系。但他们可以和半独立的与半官方的法定机构打成一片”。

维持社区安全、实现社会控制是居委会等社区基层组织培育居民社区归属感的重要方式之一。居委会与邻里警哨的合作即组屋区内基层组织和治安管理的整合表示住房福利、政治效忠和国家暴力机关已经紧密地联系起来了。政府通过基层组织培养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其结果是，作为个体的居民自愿或不自愿地形成了邻里间的共同命运感。渐渐地，超越了狭隘的种族和地区群体的“社区”含义成为了众人接受的现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为组屋计划护航的社区基层组织成功催生了广泛接受的社区意识。李光耀曾说：“在80年代，没有哪一个社区组织像居民委员会这样重要。……居民委员会通过把社区内彼此陌生的居民组织到一起而促进了社区精神。”不仅是居民委员会，组屋区内的其他基层组织也得到了李光耀的高度评价：社区中的“国会议员、居委会、联络所管委会和咨委会就像神经和传感器一样检测、反馈、往返发送信号。是这些无形的纽带为新加坡创造了归属感和安全感”。

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与现代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形成密不可分。“民族国家的创立，常常（即使并不永远）引起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学术界有时把这些变化称为‘现代化’。国家建设是这些变化的政治方面”。国家建设体现了一个社会共同体政治现代化的主要方面，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也规定了国家建设的方向。在多种族、多文化、多宗教的社会里，政府和社会学学者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战胜种族、文化、语言和宗教的差异，这也是如何培养国家认同的问题。一致的认同是化解差异的良径。格尔茨认为，建国是创造共同国家意识的艰巨任务，这个过程也是将对内族群的原始的忠诚渐渐扩大直到包含了全部人口的过程。简言之，它是家庭、宗族、社区、地区认同的扩大化。在新加坡，国家建设是将华巫印社群认同扩大为新加坡认同的过程。

作为一个多种族、多宗教的移民社会，新加坡的“国家独立早于民族主义的发展，国家成了民族认同的第一个象征”。在殖民时期，没有“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当时的新加坡居民，大多数将新加坡作为谋生的落脚之地，只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缺乏政治参与的意识，更没有国家认同的概念，他们把英国殖民者看成是保护者，“新加坡仅仅由于英国法律的存在和英国旗帜的保护，异质的社会才有秩序，……假如没有政府大楼的旗帜以及它所象征的一切，当潮汐来时，整个新加坡社会就会像儿童堆砌的沙堡一样分崩离析”。1963年的新马合并事件足以说明“新加坡”缺乏国家认同的意识。

但在这样的社会中却存在着强烈的族群认同。早期自愿结社的人们根据地缘或种族的群体利益组成各种地缘宗亲团体，并从中得到归属感和安全感。这种种族意识是培养共同的国家意识的障碍。在新加坡，种族主义如同紧箍咒，使人民行动党时刻提防正常的国家建设遭到中断。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出版的《今后的任务》这本手册中，将培养国家意识，克制各种种族主义势头作为建国的两大要务之一。因此，创立于60年代的基层组织担负了“创造种族和谐的新加坡社会”的重任。这个任务就是培养新加坡民众的公民意识，协调不同人种，建立符合各民族利益的社会。基层组织运行后，身体力行多元主义的思想，例如管委会和咨委会的委员都按照种族构成比例选任，即华人76%、马来人10%、印度人8%、欧亚混血2%；人民协会出版的书籍、发行的杂志也都是英文、华文、马来文、泰米尔文四种文字并用；为避开各种族宗教节日的时间，基层组织大多在星期日举办活动，召开会议。

在李光耀看来，人协和联络所在建国过程中发挥了催化作用。它们形成了最初建设用的砖块，把不同种族和相互隔离的社会群体糅合在一起，再从中炼出新的国民关系。在主题为“公民与民众联络所”的人协五周年纪念研讨会上，李光耀指出：“在一个多元种族社会里，联络所已经成为街坊或甘榜中的多元种族组织。警卫队便是在联络所里建立起来的，而自愿人士加入人民卫国军也是在联络所登记的。当我们仍是马来西亚一员，而发生种族问题时，联络所则是亲善委员会召开会议解决的地方。……联络所是建国的一方面。自强不息，主人观念，乐意与国内公民分享集体努力所得之利益和成果，这些将建立起我们的国家。”

1965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分裂的时候，马来西亚首相东姑曾向新加坡的马来人表示，如果受到歧视、压迫，可以迁移到联邦来，结果没有马来人迁离新加坡，因为他们在新加坡受到比平等还好的待遇，有工作，生活安定，无需迁到一个不可预知的生活环境。这个事例反映了曾困扰多民族国家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在新加坡已经被人民行动党政府有效地遏止了。但去除了狭隘的种族主义、确立了多元政策并不代表国家意识的形成。对于新加坡，培养公民的国家意识不仅要倡导多种族平等生活、共同发展的观念，更重要的是要形成民众对新加坡国家的依赖和归属感。人民行动党政府意识到民众中共同意识的缺失，因而通过基层组织“控制性的动员”，使民众参与到国家建设中来，在参与过程中培养公民对新加坡的认同和依赖。人民行动党政府认为，新加坡的各项国家发展项目都需要活跃的民众参与。但在政治过程中，民众参与的结果往往是重新分配社会权利。动员的技巧可以“增强领袖的权利和支持，反之则会带来混乱和政治倒退”。李光耀政府非常清楚动员的负面效果，因此，人民行动党来制定民众参与的框架，将民众的动员控制在政府可接受的尺度内。

基层组织出现和发挥功能有助于形成有效的民众参与。联络所的出现标志着新加坡认同的开始。李光耀观察到，每一间联络所的落成都受到人们的欢迎，人们在人手缺乏时挺身而出志愿承担联络所管理员工作。在李光耀看来，联络所管理委员会的成立，社区领袖挺身而出、参与联络所的管理和决策以及人民参与社区活动，表明大家已经抛弃了移民意识而对这块土地的认同。谢志淼博士认为，联络所可以被看作是促进人民积极参与各种程度的政治发展进程而作的制度努力。这种政治参与包括不同族群的整合、反复灌输认可的社会标准以及培养国家认同。这些将超越狭隘的联系，从这方面讲，联络所又可以看做形成政治社会化和政治控制的一种机构。

被认为是最具效果的动员性参与当数全国性运动（national campaigns）。在东南亚，新加坡是最重视国民运动的国家。如果说联络所管理委员会、公民咨询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是促进居民参政的一种制度，那么全国性运动则是非制度的参政形态。全国性运动的实施开展，一方面可借此改善人民生活习惯与行为态度，另一方面则可以贯彻李光耀正确价值观的理念，将人民从外表行为到内在思想型塑成政府所希望的样貌。连续的全国性运动向国人传达了这样一个信号，即只有政府才是引导新加坡社会改变的领导力量。有时为了配合国家政策而进行的宣传具有明显的政治目标，因此全国性运动在建国过程中也就担负了重大作用。例如，70年代末期，占全国人口3/4的华人，大多仍然只会讲英语和福建、广东或潮汕的方言而不会讲普通话，政府考虑到长此以往将丧失华人特质，为了配合政府的“讲普通话运动”，三大基层组织除了在社区中张贴“我会说华语”、“多讲华语，少说方言”等宣传标语外，还常常举办普通话演讲比赛等活动，推动全国性运动的开展。在80年代以前这些运动效果显著。人民愿意配合参与国家的政策，如同社会发展部部长丹那巴南所说：“在这些活动中，更多的说服技巧显得特别重要，柔性的促销在一个教育水准高和富裕的社会中，比强迫的要求接受所受的抵抗较少。”

全国性运动在塑造新加坡公民的国家认同上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每一项运动都是政府为实现建国目标而精心设计的步骤。一个个运动的开展的确使民众的心理产生了变化。例如一系列改造城市环境的运动为新加坡人创造了优雅舒适的居住环境，不能不使民众对社区和国家产生归属感。而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基层组织的工作，政府经常借助基层组织召开研讨会之机，宣扬建国目标。例如，1968年9月第二次联络所管委会研讨会召开之际也是全国性清洁运动开展的前夜。在大会的开幕词中，卫生部部长蔡善进宣布了政府将从10月开始推行全岛清洁运动，并号召管委会委员利用自身影响力动员民众支持政府。许多全国性运动在开始前都要征求基层组织的意见。国会议员在没有试探过基层领袖前，绝不会轻易冒政治风险发起政治运动。到了运动的具体实施阶段，基层组织更是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基层组织的组织工作是否得力直接决定了运动的成败。比如，60年代新加坡政府制定了既学英语又学习本种族语言，继承本种族的道德价值观的“双语”政策，开展“双语运动”。“双语”政策开始推行时，阻力很大。很多民族感极强、观念保守的人，不愿意学习英文，而不少年轻人又认为母语无用，只要精通英语就可走遍天下。针对这些看法，人民协会为开展“双语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举办学术座谈会，宣传“双语”政策的重要性；举办各种培训班，推动“双语运动”。又如，鉴于民众之间的冷漠态度和某些不文明的言谈举止，新加坡政府开展了“礼貌运动”，提倡文明优雅的生活状态，为配合此项工作的开展，人民协会在民众联络所等基层组织举办礼仪课程，张贴宣传文明举止的招贴画，从而起到了教化和引导的作用。

但对基层组织乃至新加坡政府而言，培养新加坡公民的国家意识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联合早报》的记者吴俊刚曾以组屋区的国旗为例，指出新加坡尚未形成强烈的国家意识。组屋区的人口占新加坡总人口的大多数，组屋区居民的心态基本上反映了一般新加坡人的心态。在国庆日来临之际，“组屋区国旗的多少，可以反映一般居民对国家的认同感有多强”。每个选区的基层组织如居民委员会，都会选择几座组屋来打扮一番，委员们会到这几座组屋家庭悬挂国旗，制造国庆气氛。虽然基层组织有意通过此举带动组屋区的其他住户也悬挂国旗，制造热闹的国庆气氛，但除了临街的组屋悬挂国旗外，组屋区内的国旗却稀稀落落。

当然，国家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新加坡是一个在偶然的历史和政治因素交错之下产生的国家，从独立至今还不到两代人的时间，期望400万人都有很强烈的国家意识是不切实际的。这就意味着塑造国家意识还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建国工程。

针对基层组织对国家建设的贡献，李光耀曾经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将新加坡国家喻为“一个庞大的神经网络”，而基层组织则是新加坡政治躯体中“把各个有关联的部分都连接起来”的“中枢神经系统”。他说，三个基层组织携手合作，“有助于消除忽然之间被聚集在一起的陌生人之间的隔阂。它们能逐渐地消除大家的疑虑，并建立起密切的社会关系和凝聚力”。国防部政务部长黄循文进一步指出，基层组织“在日常的康乐活动中进行培育多元种族民主社会的观念，提高新加坡人民作为一个新兴独立国家公民的素质，因而在建国的工作方面发挥了很可贵的作用”。有学者认为，没有这些中枢系统，人民行动党就不可能在20多年的执政生涯中提供如此高效和稳定的政府。不难看出，在今后的新加坡国家建设中，基层组织还将扮演着人民行动党维系政权、凝聚社会的得力助手这样的角色。

六　结语

联络所管理委员会、公民咨询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是60-80年代新加坡社会中最重要的三大基层组织。这三个基层组织产生自人民行动党的建国目标，虽然不是一级政府或政治机构，但在实质上已经被纳入政府的行政系统，是人民行动党的外围组织。

联络所是人民行动党建立的第一个基层组织。它的建立是人民行动党与社会主义阵线斗争的策略之一。人民行动党希望通过联络所提高支持率、扩大统治基础。在联络所成立初期，新加坡国内的政治斗争愈演愈烈，联络所作为李光耀政府的外围组织，肩负着维护人民行动党政权的重任，因此在60年代局势动荡的新加坡，联络所站到了与“社阵”斗争的前线。1963年人民行动党赢得大选后，国内政治气氛缓和，联络所的组织管理也发生了相应变化。联络所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提升了联络所存在的意义。作为联络所的管理者，联络所管委会选取民间威信较高的地方首领担任领袖，这种做法一方面便利了人民行动党的政策在地方上的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动员了民间领袖等地方上的精英人士，扩大了行动党的执政基础。

与联络所管理委员会几乎同时建立的公民咨询委员会是选区一级的基层组织。它是人民行动党建立的一个政治色彩最浓的基层组织。在成立之前，公民咨询委员会的工作任务就已经被政府规定好了，即自上而下地向民众解释、说明政府制定政策的原因和政策将给民众带来的利益，帮助民众了解政府政策及执行情况，以争取民众对政府政策意图的理解、认同、信任和支持；自下而上地搜集民众对政府政策的反应和态度，了解民众的意见和要求，为政府完善政策、改进政府行为提供信息。作为60年代成立的基层组织，公民咨询委员会与联络所同样担负与反对派斗争的重任。政府选用热心公共事务、有财力有威望的地方领袖担任咨委会委员，切断了反对党与他们的联系，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反对党。咨委会被认为是新加坡的“区议会”，它的直接联系人就是本选区的国会议员的选民。咨委会委员沟通上下的过程也是其参与政府决策的过程，在一些选区，咨委会的工作人员还是行动党支部成员，因此，咨委会是与人民行动党联系最紧密的基层组织。

进入70年代，新加坡的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政治斗争的色彩在基层组织中渐渐褪去，联络所的康乐性质凸显出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某些城区咨委会的政治功能有所退化。但对于这两个基层组织影响最大的变化是新加坡的市区重建和组屋计划。原有的社区格局被打破，新的组屋区建立，因此给联络所和咨委会的管理和运作带来了困难。旧社区的居民随着组屋分配方案散落到不同的新社区中，同时委员们也离开了所管辖的社区，因此，基层与行动党的联系出现混乱。在吴作栋等人的提议下，居民委员会诞生。居委会作为专门的社区基层组织，在新加坡的社区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它的设置也使原本平衡的基层组织间的分工产生了重叠。但是，居民委员会成立于新加坡经济飞速发展时期，无论是成立目的还是人员构成都与前两个不同。因此，在80年代的发展中，这三大基层组织仍然各司其职，保持了和谐共处的良好关系。

从总体上看，由于这三大基层组织是由政府出于一定的政治动机而建立的，其任务也是按政府所设定的完成，因此，学术界多将其称为准政治机构。从实际的运作来看，这些基层组织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作用更大，三者是人民行动党布下的控制网络。它们的建立和运转，一方面加强了对基层民众的控制，另一方面也增强了与基层群众的联系。

民众联络所管理委员会、公民咨询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都承担了双向沟通的任务，只不过比重不同而已。来自民间的委员会委员是实现沟通功能的关键。从实际的情况来看，自上而下的沟通执行较好，而自下而上的沟通有时失灵。基层组织向上反映的民众需求不一定能得到政府的首肯或重视。这与人民行动党的统治方略有关，也从侧面说明了人民行动党对人民的动员是有限的、控制性的。

对人民行动党及新加坡来说，基层组织最大的贡献在于它们将控制与动员结合起来，一来维护了人民行动党的统治，保持了新加坡几十年来的稳定和平和；二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加坡社区和国家两个层面上的建设。居委会和联络所这两个组织是社区建设的主要力量。居委会辅助人民行动党政府建设社区最重要的措施是与国家暴力机关合作，一起进行社区控制。这种控制保持了社区的安全和平静，是培养社区归属感的不可或缺的一点。

新加坡的国家建设分为两步：一步是塑造多种族共同发展的社会，另一步是培养公民对国家的归属感及认同感。而人民行动党政府进行国家建设的手段则是控制和动员，其中最典型的方式就是全国性运动。政府有时为了统治目标而开展名目繁多的全国性运动，政府也号召民众积极参加这些运动。表面上这是一种全民动员的努力，但实际上，民众的参与是被动的，这些被动员起来的民众仅仅是按照政府所希望的目标而运动。其结果是使社会更加接近人民行动党的要求，也意味着人民与执政党的认同一致。这种控制性的动员可以保证社会的平稳发展而不至于出现较大的波动，但它的负面效应就是可能降低动员的有效性而使效果大打折扣。归属感和认同感是国家意识的必要基础，培养国家意识是国家建设系统的组成部分。在新加坡，强烈的国家意识尚未形成，因此，无论是对人民行动党政府还是对基层组织，塑造一个具有强烈国家意识的社会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建国工程。


第十八章　当代越南经济社会发展途径

一　产品经济发展途径的推行与调整（1975-1990）

产品经济发展途径的推行：社会主义改造与工业化

1976年底召开的越共“四大”认为，北方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形态，拥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初步的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但是，党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工业化任务没能很好落实，社会生产未能摆脱小生产状态，社会主义制度未能建立在大工业的基础上。南方解放后，在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正在有力地推进，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基于这种认识，越共“四大”制定的越南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是“掌握无产阶级专政，发挥劳动人民集体做主的权力，同时进行三大革命运动：生产关系革命，科学技术革命，思想和文化革命，其中以科学技术革命为关键；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做主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大生产，建设新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新人；取消人剥削人的制度，消除贫穷落后状态……”。并确定其经济建设的路线为，“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使国家从小生产走向社会主义大生产，在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基础上，合理地优先发展重工业，把全国的工业与农业结合建成一个工农业经济结构；……使越南成为一个拥有现代化工农业经济、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强大的国防，拥有文明和幸福生活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提出“争取在大约20年内基本完成我国从小生产走向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过程”。

可以看出，统一后，越南共产党试图根据北方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经验教训，强力推行计划体制下的产品经济发展途径。其基本指导思想是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不经过资本主义，迅速地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其根本手段是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取消商品流通，否认和消除竞争，实行产品配给制度，大力开展劳动竞赛；其具体内容落实在实现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使农业和轻工业为重工业发展创造条件，重工业为农业、轻工业发展奠定基础，形成注重使用价值，忽视价值，否认交换价值的产品经济体系；而前提条件则是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公有制，实现社会化大生产，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大发展。所以，以推行产品经济发展途径为目标，在经济社会方面集中推动两方面的工作：公有制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改造和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

1.以公有制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越南共产党人看来，“越南革命以抗美救国战争的完全和彻底胜利转入了新阶段——全国独立、统一，执行唯一的战略任务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快、猛、稳地走向社会主义的阶段”。“有了社会主义，我们祖国才有现代化的经济、先进的文化、科学、强大的国防，从而保障我国永远独立、自由和日益发达繁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我们祖国最高度和最充分地统一，在领土上、政治上和精神上、经济、文化、社会上统一，在权利和义务上统一，人们真诚地、深切地团结友爱”。

越南统一后经济社会发展的公式可以描绘为：激进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公有制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体系→推动社会主义大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完成工业化并迅速向社会主义过渡→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首要的和基础的工作是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主义改造以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建立公有制为目标，不仅要改变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资产现状，而且要抛弃此前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的成果，把耕者有其田的小土地所有迅速转变成社会主义集体所有。这种改造是在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前提下展开的，有国家政权的强制力为背景，并通过党、政府和群众组织进行动员，因而表面上并没有遇到激烈的对抗，在比较平稳的状态下缓慢地进行。但是，在实施过程中，消极怠工，甚至出逃海外等不同形式的抵制现象十分普遍，抵触情绪相当严重。许多南方人从自身基本生活需要而非制度建设热情出发，利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脆弱和经济管理的不完善之处，顽强地为私营和个体经济等非社会主义成分寻求着生存的空间。

在南方大力推进的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调整土地占有，很快转向推行农业集体化，废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于南方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而且此前南越政府和南方解放阵线都曾进行过土地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由于这些成果与统一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并不一致，因而社会主义改造在南方实施的难度很大。但是，因为南方私营经济较为发达、地主和农业资产阶级实力较为雄厚，对他们的改造有利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壮大，所以有些地方在调整土地工作进展缓慢的情况下，不经过土地调整直接推行合作化，以加快社会主义改造步伐。在农业领域进行合作化的同时，国家迅速对铁路运输、航海、航空、银行、对外贸易、粮食、燃料、金银宝石买卖等行业和部门实行了国有化；以公私合营和不合理的没收手段对民族资产阶级私营企业进行改造，几年之内将其转化为国营企业；引导手工业者走集体化道路，组成工业合作社；废除私营资本主义商业，扫荡露天市场，把大量小商贩赶到农村或荒芜的“新经济区”从事农业生产；还通过1975年9月和1978年5月的两次兑换货币进行货币剥夺。上述政策措施因脱离南方实际，政策不当、动机不纯等原因，使南方的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九龙江平原地区农业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展缓慢，而且在1979年前后出现反复，大量生产集团因为组织不合理、效益差等原因解体。1980年不得不重新加强集体化工作，但效果始终差强人意。

由于北方曾经进行过社会主义改造，统一后主要是巩固社会主义改造成果。70年代初开始合作社重组，至此进一步加快了扩大合作社规模的步伐。从60年代以村为单位扩大为以乡为单位或者更大规模的合作社，在有些地方生产和经营改由县级统一安排与管理，目标是使县成为基本经济单位，以期把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迅速转变为社会主义大协作生产，使整个农业生产的经营和管理更集中。

社会主义改造的直接目的是迅速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实施过程中很快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南方合作化的进展与工农业生产效益逆向运动。合作化进展得越快的地区，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越差，合作社规模越大，经济效益越低；经济效益越低的地方，政府越要求扩大生产规模，从而陷入恶性循环。

2.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

1976年的越共“四大”把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提出从小生产走向社会主义大生产，以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为目标，在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基础上，合理地优先发展重工业，把全国的工业与农业结合建成一个工农业经济结构。在这一发展战略布局中，虽然部分修正了越南劳动党“三大”时的提法，把“合理地优先发展重工业，推动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转变为“在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基础上，合理地优先发展重工业”，但在实施过程中，并没有把农业和轻工业放在重要的基础地位。究其原因，在越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中，重工业与社会主义改造相结合，被赋予多方面的重要性而备受越南党和政府的推崇。首先，重工业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大生产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国家独立自主经济体系建立的重要保证，是全国经济领域发展的龙头和主战场；其次，重工业既是社会主义大生产这一特征的集中体现，又是社会主义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主阵地，关系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和国家经济与国防安全等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只被定位在有利于推动重工业的发展，有利于工农联盟这一国家基础的巩固，因而是从属性的。

从实质上看，越南上述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是其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它的建设方针是以农为本的传统思想与重工业为基础的工业现代化思想的结合。在这种经济建设体系的设计中，国家集中进行工农业生产，尤其是重工业生产与建设，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服务于工业，为工业的发展提供食品和原料；商业流通更多地被视为不创造财富的末业，作为一种物资流通手段，主要服务于生产和生活需要，这种需要被认为可以全部由政府统筹安排，以配给的方式供应，以期有计划地达到最优配置。而商人，尤其是南方大量小商贩被认为是食利阶层而成为改造的对象。

这种以前苏联为原生模式的工业化与现代化，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指令与有限市场结合+集权型现代国家机构”为基本格局，坚持以政治革命带动经济革命，把国民财富和资源分配转移到国家权力手中，以形成独立自主性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进而通过国家有计划地发展国营企业和集体化农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追求高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以实现赶超发达工业国的目标。但是这种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主要借助于政权的强制力来推行指令性计划，加强对贸易的中央统制，推行公有制、国有化及加速的农业集体化，以计划方式集中调配国家建设资源，使粗放型的工业得到一定发展，但国民经济的积累主要依靠农业，而且往往造成结构失衡严重，远期效益很差。这种模式最初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并为越南所仿效。

但是，越南统一后初期，经济基础薄弱、社会生活困难，南方资本主义主要以小经营者为基础，并不具备迅速推进上述工业化的各项条件。首先，要求农业的发展为工业领域和工业化建设提供足够的粮食保障和经济原料。但是，连续的自然灾害和消极怠工却使得越南粮食供应不足，需要大量从国外进口。其次，要求人民劳动的积极性大大激发。但是，农业与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却引起了南方大规模的出逃海外等消极抵抗，北方华侨工人离境也使工矿业的发展遭受很大损失。最后，要求大量的投资注入，在薄弱的经济基础上以重工业为中心建设工业化，需要大量的投资以解决基础设施和引进设备与技术等迫切问题。但是，当时越南国内投资能力低下，国际援助又因为外交失误等原因而萎缩。先是由于中越关系恶化，中国撤出了对越南的援助，随后因越南出兵柬埔寨而引起西方国家等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柬埔寨战争又迫使越南不得不把外来援助的一部分用于军事目的，投入重工业建设的资金远远不能满足工业化的目标要求。当时，越南和许多新独立国家一样不得不面对战争结束、社会安定之后经济发展与人口迅速增长不相适应的严峻局面，粮食等基本生活需求随人口激增而迅速增长，供应严重不足，人民的不满与社会不安定随之扩大，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越南不得不考虑延缓其工业化步伐，解决基本的消费品生产，从而调整经济社会发展途径。

产品经济发展途径的调整

社会主义改造与工业化建设受挫，使越南计划与战时体制相结合推行产品经济发展的步伐严重受阻途径。为了解决生产与生活方面的实际困难，越南开始逐步调整产品经济发展途径：放慢社会主义改造，减小重工业投资比重，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承认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商品流通的必要性等等，并逐步开始了革新开放的历程。

1.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与调整

1979年9月，越共四届六中全会开始提出经济调整的初步构思与措施，认识到当时的紧急任务是提高生产力，并决定修正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在农业、工业和流通领域实行一些新的政策。由于当时越南的形势与过去苏俄刚建立的时期比较相似，这些措施与列宁在20世纪20年代指导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措施也有相似之处，其重要思想主要来源于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述。所以，人们通常称之为越南的“新经济政策”。还有人进一步强调：“起码要认识到，越南的社会主义方向是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作为重要前提来更新社会主义的观念，补充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

新经济政策的出发点是解决当时生产衰退、商品匮乏、流通不畅、经济混乱、生活困难、温饱不济等一系列严重的现实问题。它的实行从某种程度上修正了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左的错误，向耕者有其田政策和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妥协，从而在生产和流通领域开始了对产品经济发展途径的调整。1980年夏，北方重要港口城市海防市的市郊农民首先自发进行农业生产承包试验，得到党政领导的支持。1981年越共中央第100号指示对农业产品承包形式予以肯定（称为100承包），并在全国推广，带来了越南农业生产的复苏。承包的具体方式是由北方的合作社和南方的生产集团与农民分别负责一定生产环节，进而发展到包产到户，鼓励发展家庭经济。1982年，南部隆安省试行一种新的管理方式，取消定量供应，支付货币工资和奖金，企业自己购入原料，销售产品。不仅初步改变了国家对企业的“统包供给制”和对个人的配给制，开始了越南经济运行体制中的战时体制向平时体制的转移；而且直接促进了商品流通领域的政策调整。政府强调发展日用工业品和地方工业，放慢南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步伐，鼓励企业进入市场，实行著名的“三类计划”（Ba kehoac）：计划A——由国家安排投入、产出和产品价格，按国家指令性指标生产；计划B——由企业自主安排投入，协商产品价格；计划C——由企业完全自由组织生产和销售，发挥职工劳动积极性，提高职工收入。在给予国营企业更多自主权的同时，国家部分放宽了私营企业的限制。相应地，商业流通领域也逐步允许开放自由市场和私人在一定范围内经营，并逐步调整不合理的价格和税率。上述三方面改革措施主要集中在对原有发展途径的政策性调整：从政治总动员式的战时体制转向经济刺激的平时体制，从急剧、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到部分缓行改造和灵活经营，从国家大量配给到鼓励个人挖掘潜力，解决部分食品和生活必需品，进而承认商品流通的必要性。产品经济发展途径被部分地缓期、缓速执行。

但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主要是部分地拓展产品经济发展途径的宽度，并没有实现发展途径的方向性转变：一是不改变追求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农民承包，但并不拥有土地的经营权，遑论所有权。二是工业企业的生产很大一部分还要靠政府统包或控制（如前述计划A和计划B）；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的活动只是社会主义工商业在特定时期的一种补充，随时有被取缔的可能。作为临时性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政策调整很快显示出潜力有限和信用不足等诸多弊端，群众中出现了不满情绪和进一步改革的要求，也产生了一些社会不安定因素。三是政府的新经济政策在整个“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过程中，只关注到“生产——流通”环节的变革，将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同自由市场联动和大幅提高的同时，却维持了生产资料和市场生活供给的固定低价，使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财政补贴，渐成不堪重负之势。很快，新经济政策潜力殆尽，并呈现与已有社会主义改造成果相左，与官僚统包供给制水火难容之势。国家无法控制产品源头，尤其是一些战略产品；无法有效控制商品物资流通，特别是无法控制货币流通和社会市场，出现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失控的苗头。在内部斗争中，改革者认为原因在于改革政策不彻底，而反对者则认为是改革政策本身存在严重错误。80年代初，反对变革的意见占据上风，并在妥协中开始实施许多调整新经济政策的措施。

1982年的越共“五大”上，主张经济改革的阮文灵却被排斥于政治局之外，而主张从党组织与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着手加强管理，而非减少计划控制来解决经济社会危机的黎德寿等人的主张占据上风。越共中央再度强调要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继续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建设，实行严格的经济控制，限制地方自主权和私营企业的发展，加强对投机等不法活动的打击，强化市场管理。但是这种整顿不仅不能解决经济混乱，反而使经济领域的一系列问题更趋严重。

2.工资、价格、货币的改革与挫折

1985年6月召开的越共五届八中全会集中讨论并通过了价格、工资、货币改革的新决议。以当时担任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的素友等人为代表的改革主张得到重用，确定以废除价格和工资中的官僚主义统包供给制为“转入社会主义核算经营的具有决定性的突破口”，强调“这次价格、工资、货币大调整必须紧张、坚决地进行”，务必使“价格与价值及货币的实际购买力相符合”，并视之为“在计划化基础上完全转向经济核算和社会主义经营，大力发挥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发挥全国各级、各部门、各基层生产单位的主动性、创造性的具有决定性的突破”。在这一利用商品流通与货币规律的思想指导下，越南迅速公布实施了新的价格体系，相应地实行新的工资制度，废除票证制度，取消实物定量供应，并发行新币，回收旧币。这次改革设想以价格为突破口，以价格、工资、货币三位一体的变革为龙头，带动整个经济领域的革新，迅速以经济手段代替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使企业转向独立经营核算；调动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解决流通分配领域中的一系列问题，改变经济社会混乱局面；消除巨额的财政赤字，并逐步从内部获得积累；完成战时体制向平时体制的转轨，推动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

尽管改革的发起者对这场改革有一套理论上看似严密的设计，价格体制的变革从零售到批发逐步展开，也比较有序、合理，但是，这种大规模的一揽子改革在当时并不具备相应的物质基础和国内国际环境，也没有与之配套的管理措施和经验，人民明显缺乏足够的承受能力。尤其是货币改革，政府限定12小时内清点完手头的旧币，向国家申报，过期不报者作废；然后以10:1兑换新币，且只能兑现2万旧越盾，余款交存银行保管；同时实行货币贬值，汇率由1美元兑12旧越盾贬为兑15新越盾（即150旧越盾），相当于一下子将人民手中的货币掠夺走了80%，而余下存放在国家银行里的20%，命运如何亦未可知（随后多年高达三位数的通货膨胀又使这部分存款基本上化为乌有）。货币兑换当天，人心惶惶不安，气氛异常紧张。工厂停工、学校放假、政府机关关门……人民群众严重不满，新经济政策给人民带来的一点实惠瞬间被夺走，整个社会秩序大乱，价格与工资改革的努力和成就很快化为泡影。价格、工资、货币改革以失败告终，不仅没有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体制的迅速转变，反而使经济社会发展遭遇重大挫折，并陷入严重的危机。

3.全面革新与产品经济途径的初步转向

在经济社会近乎崩溃的发展危机中，1986年底召开的越共“六大”总结经济社会政策调整的经验教训，宣布实施全面革新的政策。此后五年的革新，初步实现了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折。

在坚持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不变的前提下，商品经济是作为一种过渡形式被提出来的。它的存在和充分发展，进而形成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向的重要理论前提是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长期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初期阶段的理论认识。早在越共“五大”时就已经认识到，“在基本建设、生产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上，我们主观、急躁地提出了一些过大、过高的指标，特别是在初期阶段”。“当前这一阶段包括1981-1985年和延续到1990年这一时期，是有特殊意义的一段时间”。1986年的越共“六大”则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初期阶段的概念，指出，“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的过渡时期是一种客观必要，其长度取决于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条件。我国的过渡时期，从小生产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走上社会主义，当然要长期而且十分困难。这是一个实现深刻、全面、彻底革命变革，旨在从头建立一个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新的社会制度”。“初期阶段是大过渡中的一个小过渡。列宁说：‘这个时期（过渡时期），我们的政策中，又分成许多更小的过渡期……立足点在于解决逐步过渡的特殊任务’”。越共进一步确定，“初期阶段剩下几年的时间的核心任务与总体目标是稳定经济社会形势，继续为下一阶段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必要的前提”。

过渡时期初期阶段的理论最重要的成就并非理论上的突破，而是在实践上有助于较为务实地、客观地认识越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和过渡时期的长期性，从而确定了经济社会发展起点低、任务重、不发达状态持续时间长等最基本的指导思想，为商品经济的长期存在和充分发展，进而实现向商品经济发展途径的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一理论认识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相对宽广的实践空间，但是并没有形成初期、中期、后期阶段等成熟的理论体系。

越共“六大”本着“正视事实，正确评价事实，说明事实”的方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过程中带有严重教条主义、“主观唯意志”的方针和政策进行了严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时提出了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全面革新的主张，认为“多年来，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许多落后的观点，尤其是有关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管理体制和分配流通等方面的观点，都是落后的。这是过渡时期第一阶段总路线和经济路线得不到尽快发展和具体化的原因”，而“经济社会领域中的错误、缺点，无不源于党的思想、组织和干部工作中的缺点，这是所有原因的原因”。由于存在着“总的政策、主张方面的严重而长期的错误”，“必须革新思维，首先是经济思维；更新组织，更新干部队伍，改变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坚决废除官僚集中的统包制，同时按民主集中制原则，构建并逐步形成实行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新经济体制”。实行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就是从不讲利润与竞争的产品经济转向利润核算的商品经济。

在经济社会发展途径转向的思想指导下，越共“六大”制定了稳定经济社会等比较务实的目标和任务，采取了一系列革新的措施，并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初步实现了商品经济转向的落实。一是集中人力物力，努力实现粮食——食品、日用品和出口产品生产三项互相联系、互为前提的任务；二是为实施三项任务，量力而行地发展一些重工业部门和基础设施建设，如能源、原材料、交通和邮电等，切实服务于农业和轻工业，使之密切结合；三是稳定物价，按物价变动实际来调整公职人员的工资，制定适当的财政政策，正确解决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问题，控制通货膨胀，严格信用体系管理；四是把科学技术作为加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巨大动力，尤其是要服务于前述三大产品生产；五是切实解决就业、计划生育等社会和人民生活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六是调整国家投资方向和结构，多渠道开发投资资金来源，尤其是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更有效地使用投资，集中于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七是革新计划体制，把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特别是束缚生产力发展，造成经济混乱和消极现象的官僚集中统包供给制的改革，作为转变经济社会形势，创造发展条件的强大动力。

越南在1986-1990年间，随着各种革新措施积极稳妥地推行，人民生活及相应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成为中心任务，社会主义改造与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在事实上被冻结，商品流通被确认和利用。最终完成了战时体制向平时体制的转轨，初步实现了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换，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尤其是1989年3月的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新经济体制的主要精神是按照社会主义方向的、发展多种成分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同时确认要在制订计划和经济政策时运用市场机制，初步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途径的转向。

二　商品经济发展途径的定位（1991-2000）

1991年召开的越共“七大”确立了按市场机制运行的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发展途径。此后经过1996年的越共“八大”等重要会议，又不断补充、完善革新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市场机制的作用逐步得到比较充分的肯定和发挥，商品经济发展途径进一步完善，从而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途径的基本定位。越南这一时期促进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使商品经济发展途径得到进一步合理化和具体化。

社会主义方向商品经济途径的确立

1991年的越共“七大”是在越南经济社会发展出现转机的形势下召开的。1986年开始的革新开放取得了应对危机的初步成效，危机恶化的形势得到遏制，革新开放政策开始深入人心。1988年开始实施的《外资法》及其实施细则使越南吸引外资工作取得了良好的开端。在苏东剧变、国际形势动荡之中，中越关系逐步实现正常化，柬埔寨问题最终得到政治解决，从而使越南在外交领域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也为进一步的革新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

越共“七大”通过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到2000年稳定和发展经济社会战略》、《政治报告》与《党章修订案》等重要决议，在肯定革新开放事业取得初步成就的基础上，务实地做出越南尚未摆脱经济社会危机的基本评估，并提出了稳固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加强政治稳定，制止消极与社会不公平现象，使国家基本摆脱危机的总目标和愿意成为世界各国朋友的外交总方针。大会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理论建设方面的突出成就在于总结了革新开放的经验教训，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途径，并明确导入了市场机制。

1986年的越共“六大”在肯定社会主义改造成果的基础上，肯定了农业领域中出现的承包经营等方式、现实存在的多种经济成分。虽然提出了革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强调在巩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同时，正确利用和改造多种经济成分，并从小生产向大生产转变的角度提出国家管理的、有过渡时期特点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是，仍然强调计划是第一特征，运用商品货币关系是第二特征，要在计划工作中遵守价值与供求关系等经济规律。可见其认识仍在计划体制的框架下，讳言市场机制的重大和基础性作用。故计划经济体制尚没有实现根本性变革，商品经济概念主要是适应生产流通领域革新的形势，旨在利用商品经济的相关规律来加强计划的效益，应对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包括政府对经济失控的危机。市场机制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手段之一，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有时还不得不靠加强行政干预的力度来调控经济。

1991年的越共“七大”肯定越南“初步形成了有国家管理的按市场机制运行的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导入市场机制，发挥其调节经济、配置资源的作用，使商品经济真正具备了应有的实质性内容，从而实现了越南经济社会发展途径的历史性突破。但市场机制不完善，市场体制尚未建立起来，计划体制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因而还不是市场经济。1994年1月越共中期全国代表会议，指出“遵循社会主义方向、有国家管理的市场机制正在成为经济运行机制”，提出之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继续建设新的经济体制”，而强调国营经济是“国家调控和引导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的一个有力的物质工具”。

1992年，越南国会通过1992年宪法，实现了革新开放政策与商品经济发展途径、私有财产入宪，使之国策化、法制化，将越南共产党在新时期的革新开放与发展的政策和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为经济社会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2年的越南宪法强调，“自1986年至今，越南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倡导的国家全面革新事业获得极其重要的第一步成就”，肯定了“按照国家管理的市场机制和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以及“国家把土地交给集体和个人长期稳定地使用……拥有土地转让权”，“允许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鼓励发展家庭经济”，“所有经济成分都可以依法与国内外个人和经济组织合作经营”，鼓励国外组织和个人到越南投资等政策。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确立了越南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发展路线，从中可以更为深入地认识越南经济社会发展途径。其基本观点包括：（1）重视社会主义国家的作用与本质，在过渡时期特别注意国家政权的建设；（2）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个领域全面、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其中首要的中心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以便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准备稳固的经济前提；（3）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从低到高逐步建立所有制形式多样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按照国家管理的市场机制方向来发展商品经济；第四，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社会主义革命，使马克思列宁的世界观和胡志明的思想、道德在社会精神生活中保持主导地位。“可以说，《纲领》所提出的目标和方向，从整体上来说正是我国人民建设的社会主义的模式”。这一模式与以前相比，核心的转变就在于改变了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变革生产方式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指导思想，暂缓了国家政治强制力推动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战略，调整了产业发展结构布局，确定了发展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指导思想和市场机制的商品经济发展途径。一方面，在强调国家作用的同时，明确提出大力发展生产力为生产方式变革提供前提，改变了过去以生产方式的变革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观点；另一方面，把商品经济定位于按市场机制发展，并建立在充分肯定所有制形式多样化的基础上，使得市场机制以多种所有制的竞争为条件，商品经济建立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真正实现了发展途径的根本性转变。

至此，统一后越共“四大”所强力推行的产品经济发展途径才得以全面革新，越南经济社会发展走上新的商品经济发展途径，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二者的重要分水岭是对市场机制及其作用的认识和利用。

商品经济发展途径的拓展：促进工业化、现代化

在有利的国内、地区局势和国际形势的鼓舞下，1996年召开的越共“八大”充分肯定了“七大”的路线、方针、政策，要求继续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在进一步肯定商品经济的同时，突出强调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市场机制，提出到2000年形成相对协调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机制的目标，并在实践中不断拓展商品经济发展途径。大会提出了1996-2000年的总任务：“全力以赴、把握时机、经受考验，全面配套地大力推动革新事业，推动社会主义方向、有国家管理、按市场机制运行、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继续发展；经济快速、高效、稳定增长的同时，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维护国家与国防安全，改善人民生活，提高经济内部积累，为下世纪更高的发展创造条件”。商品经济发展途径的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集中并具体体现于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理论与实践中。可以说，工业化、现代化是越南商品经济发展途径的具体化。

越共“八大”明确提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标，是把我国建成具有现代物质技术基础，合理的经济结构，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先进的生产关系，高水平的物质精神生活，国防安全稳定，民富国强，社会公平和文明的工业国家。从现在起至2020年，努力奋斗，基本上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同时指出，工业化、现代化必须贯彻下列观点：（1）维护独立自主，同时扩大国际合作；以国内力量为主，同时最大限度地争取国外力量。（2）融入地区和世界经济，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战略并举。（3）以国营经济为主导，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潜力。（4）坚持以人为本，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公平、环境保护相结合。（5）以科学技术为动力，争取重点领域、重点地区和重点环节的突破。（6）以经济社会发展效益为基本标准。（7）优先发展技术先进、就业机会多、收效快的中小型企业，同时建设迫切需要和有较好效益的大工程。

大会还部署了90年代最后几年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基本任务：“特别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工业化、现代化。全面发展农、林、渔业，与农林水产加工业相结合，发展消费品和出口商品的生产。有重点地升级、改建、扩建、新建基础设施，首先是解决阻碍生产发展的那些最棘手的薄弱环节。在资金、技术和市场允许迅速发挥高效益的条件下，有选择地兴建急需的重工业设施。扩大商业、旅游和服务业；大力推动对外经济活动，逐步形成农、林、水产加工，油气开采加工等尖端产业以及机器制造、电子工业、通讯技术和旅游业；大力发展教育培训事业和科学技术。”

不难看出，越南工业化、现代化战略思想深受世界上多种发展理论的影响，在坚持民族力量与时代力量相结合的基本方针，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同时，加强自主发展能力，使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相结合，不均衡发展与协调发展相结合，以人为本，注重科技进步与环境保护，以经济社会效益为基本标准，追求综合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越南以政府强有力的主导与推动来推进工业化、现代化，通过国家企业改革来增强国家经济的主导地位。将工业化、现代化作为一项全民事业，动员全民的力量参与，形成多种经济成分良性竞争。抓住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机遇，充分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其中，外资在越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现代化战略中被寄予厚望，同时也表现出对外资利用的审慎态度。

1996年，越南再度修改了《外国在越南投资法》。这一修订案是在外国投资迅速增长，国际游资活动频繁，国家管理与调控能力明显不足，金融形势可能出现混乱的情况下通过的，旨在进一步加强对外资的管理，提高外资使用效率和确保国家经济安全。虽然给越南吸引外国投资的工作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外来投资额迅速下降，但是国家借机加强对外资的监管，很快在不期而遇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由于对外资管理的加强，国家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较低、汇率可以自由浮动等原因，越南幸免于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从而有利于工业化、现代化事业的持续推进和商品经济发展途径的继续拓展。

三　市场经济发展途径的确立（2001年以来）

2001年的越共“九大”终于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的概念，成为越南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一大突破，这也是其革新开放事业不断发展和逐步深化的必然结果。从此，越南经济社会发展途径的探索就从是否发展市场经济，转变为发展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尽管理论认识上还比较混乱、仍在探索之中，但越南目前的相关理论和实践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家、非国营与外资三种资本和资源运营主体的协调发展正在成为越南当前市场经济的应用模式；越共“九大”以来一些新的政策取向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这种应用模式，并使之成为越南正在确立的经济社会发展途径。

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

越南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与确立经过了一个较长的过程，表现出其理论发展的连续性和渐进性。1982年的越共“五大”是在经济政策调整出现挫折的情况下召开的，继续1976年越共“四大”所推行的产品经济途径，着重强调国家调控，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完成南方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社会主义大生产和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实现工业化等。对分配与流通领域则强调要把商品，尤其是重要商品集中到国家手中，掌握大部分的商业流通，保障供给；仅仅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要“很好地运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关系，其中以使用有秩序的市场为主，切实管理好自由市场”。1986年的越共“六大”在肯定社会主义改造成果的基础上，同时肯定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并强调正确利用和改造多种经济成分；虽然提出了国家管理的有过渡时期特点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但强调计划是第一特征，运用商品货币关系是第二特征。1991年越共“七大”肯定越南“初步形成了在国家管理下按市场机制运行的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强调商品经济要按市场机制来运行，“市场具有直接引导经济单位有效地选择活动领域和组织生产经营方案的作用”，从而切实导入市场机制，实现了发展途径的一次突破。1996年的越共“八大”肯定了“七大”的路线、方针、政策，要求继续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突出强调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市场机制建设，要求到2000年形成相对协调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机制。

越共“九大”召开前，越南全面总结革新开放15年的经验教训，酝酿革新开放理论，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突破。越南理论界对越南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完成了多个相关课题，还与中国有关方面进行了广泛交流，系统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问题。2001年的越共“九大”政治报告在越南初步形成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概念，并把它界定为“社会主义方向、有国家管理、按照市场经济机制运行、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方向与有国家管理的国家经济的主体地位相一致，是越南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建设中的体现，是前提；所有制中的多种经济成分、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机制是革新开放经验的总结，在这些内容基础上明确提出市场经济概念是经济社会发展途径的理论突破，是实质内容。而国家管理与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及其应用模式等则是新时期要解决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

2001年越南宪法修正案把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理论认识入宪，从党的指导思想变成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在发挥内力、主动融入国际经济的基础上建设独立、自主的经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国家一贯实施发展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经济，多种经济成分与多样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建立于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私人所有基础上，其中全民和集体所有为基础”。 

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发展途径的确立

依据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理论，21世纪初的越南确立了新的经济社会发展途径。越南党、政府和理论、实业界都在以不同的形式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着这一发展途径的丰富内容和越南特点。越南党和政府多次提出，要到2005年建成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体制，事实上是要形成较为完整的越南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从越南当前的理论与实践来看，现阶段的越南正在逐渐形成一种以多种成分的经济运营主体来划分、管理和调控的应用模式，并且落实到一些具体政策上。尽管尚处于形成的过程中，相关概念的使用仍然比较混乱，许多问题还在探索，但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发展途径已经确立下来，并在逐步拓展与完善。

越南自北方社会主义改造以来，一直坚持把发展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公有经济成分主要包括国营和集体两种形式；一直到越共“六大”、“七大”政治报告中仍然沿用国营经济（Kinhtequocdoanh），“六大”强调与集体经济一起对国民经济的决定作用，“七大”强调与集体经济、家庭经济、私人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但都强调发挥其主导作用。到1996年的越共“八大”才改用国家经济（Kinhtenha nuoc，相当于中国的国有经济，但强调的重点略有不同），与之并称的还有合作社、个体与小业主、私人资本、国家资本经济等，也相应地把国营企业改称为国家企业。此后，对于越南经济成分的探索与认识逐步深入，趋于合理与完善。2001年越共“九大”的政治报告在论述经济成分构成时，列举国家经济、集体经济、私人经济、个体与小业主经济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并特别确认近年发展起来的外资经济为一种新的经济成分。但是，这种以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成分划分方式仍然比较混乱。为了管理与统计等实际工作的方便，职能部门与学者等往往将多种成分的经济区分为国内经济与外资经济，国内经济分为国家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混合经济，后四者又合称非国营经济。具体到工业等经济产业情况时，直接使用国家工业（含中央和地方）、非国营工业（含集体、私人、个体与混合成分）和外资工业。以至于越共“九大”报告论述过去几年中经济成分的结构变化时，认为越南“经济成分结构向着重组和革新国家经济（Kinh te nha nuoc）、发挥非国营经济（Kinh te ngoai quoc doanh）的潜力方向转变”，"2000年GDP中国家经济占39%、集体经济（也就是合作经济）占8.5%、私人经济占3.3%、个体经济占32%，混合经济占3.9%，有外资的经济占13.3%”；但列举1996-2000年5年中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时，则直接使用国家工业产值增长9.5%，非国营工业增长11.5%，外资工业增长21.8%。

这样，把国内经济分成国家经济与非国营经济，概念界定标准不一；国家经济、非国营经济与外资经济并列使用，将两级分类混用，又明显不符合逻辑；至于非国营经济中包括的混合经济可能是国家经济与非国营经济的混合，又可能是国内与国外经济的混合，外资经济中包含了内外合资等，更无法详细和准确区分。这种概念上的混乱今后一段时间还将持续下去。一方面，越南民间学者与职能部门并不绝对与中央的文件保持一致，往往是中央文件总结民间学者和职能部门的实践而做出调整；另一方面，如上所引述，越共“九大”文件本身也在使用这些混乱的概念。而且有些越南人的随意性更强，在近期发表的一些论文中仍继续使用国营经济、国营企业等概念。这是随着国家对经济的管理职能的转变，对经济成分的区分发生变化过程中的现象，也是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模式形成过程中的过渡问题；说明以所有制来区分经济成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已经不合时宜，只有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结合越南实际，按照越南的市场经济模式来确定新的宏观经济成分区分方式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至此，经过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越南经济社会发展途径以市场机制的确立为目标实现了两个转变：一是从利用和限制私人经济，以建设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目标，到允许、保护和鼓励私人经济参与市场竞争，以建设公有制主导的多种成分的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为目标；二是对经济成分的评判由原来以所有制为核心指标，发展到以资本和资源运营主体为核心指标，并继承了所有制的一些因素，从而使经济领域的区分由原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非社会主义私人、个体经济，逐渐过渡到国家经济、非国营经济以及外资经济等分类。前一个转变已基本完成，后一个转变还在继续进行中，并在现阶段集中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问题上。这一问题的逐步解决将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理论的完善和发展途径的拓展。相应地，国家的经济职能就由原来的所有，逐渐演变为管理与调控。国家的角色也就有可能从对资本和资源的占有、运作，变成社会与公共协调、服务，以培育和发掘内外动力，为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协调发展服务，以适应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我们认为，到实现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时，越南将形成以国家、民间和外国资本与资源为主体成分参与市场竞争与运营的宏观经济体制，三种运营主体的协调发展将构成越南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发展途径的核心内容，也正在作为一项合理的选择而逐步成为越南比较统一的认识。但是在概念使用上因为越南已经约定俗成，仍将沿用国家经济、非国营经济与外资经济的大致分类，强调其资本与资源的主体资格和运营能力等经济性，而弱化其所有制区分等政治性。这样既有利于逐步理顺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也有利于与国际市场接轨。前述越南2000年GDP中三种经济成分的比重可以分别表述为国家经济占39%，非国营经济（含集体、私人、个体和混合经济）占47.7%，外资经济占13.3%。

按经营主体来区分越南经济成分，作为越南过渡时期的一种经济体制的应用模式，一方面适应了当前越南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一目标要求，也为多种成分经济的发展和公平竞争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空间。从当前越南党和政府的所有制追求方面，它进一步明确了各种所有制并存和多种成分共同发展，并且通过重大产业政策的实施等确保国家经济的主导地位；同时还可以动态地掌握经济发展动向，尤其是资本流向，以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从国家管理方面，可以通过区分不同主体的重点投资领域和协调资源配置，避免相互间的恶性竞争；坚持国家经济的主导地位，将与国计民生和经济发展大局相关的产业和项目掌握在国家的手中，以确保转型期各项政策的落实和有效管理；鼓励和扶助非国营经济的发展来扩大就业和增强国内经济实力，抵御外资经济的压力；鼓励和有效管理外资经济来协调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等。从分配来看，国家可以通过三种运营主体的明确区分比较充分地了解到第一次分配的实际情况，并合理安排再分配。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上述三种形式运营主体，只是比重、产业分布及管理政策等方面有所不同而已。合理地引导与安排三大运营主体的规模与产业分布，有的放矢，不仅可以平衡经济发展，兼顾社会公平，较好地保证国家经济安全，而且可以确保越南党和政府始终强调的一些政策取向，如加强国家经济和集体（合作）经济，促进国家经济与其他经济成分的合作，以扩大国家经济的影响，增强国家经济的主导地位等。未来引导个体与私营经济走合作化道路等都可以依据明确的政策来进行，以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则和对政策透明度的要求，使越南的经济发展实际与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相适应，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市场和游戏规划，保护自身的利益与安全，赢得较好的发展效益，进而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

尽管也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的因素，而且将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混合经济不断增长，这种以运营主体划分经济成分的方法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化。但是，在现阶段的革新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中，尤其是在政府主导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种区分方式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由此形成的三种经济成分的协调发展是今后一段时间越南经济工作的重心，也是考验越南政府经济管理、宏观调控能力与革新开放魄力的关键。

总的看来，越南经过多年的革新开放实现了向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并且具体体现于按资本与资源运营主体区分多种经济成分，分别形成了现阶段的对策。国家经济，主要是国家企业仍然在国民经济中起着支柱作用，重点是抓大放小，转换机制，提高效益，确立其支柱地位，增强市场竞争力。非国营经济，数量大而分散，力量薄弱，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比较脆弱，但关乎民生和社会稳定，是解决目前就业问题的主力，是国家扶助的对象；要明确其法律地位，提供更大的机遇和空间，充分发挥群众的创造性。外资经济，主要是外资企业对越南的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有可能对越南的经济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尤其是大量国际游资的存在，使发展中国家必须在充分利用外资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防范可能的金融风险。集中搞好国家经济，放开鼓励非国营经济，有效利用和监督外资经济，形成综合配套的经营管理体制是越南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主要方针，也是越南经济社会发展途径拓展的主要内容。


第十九章　探索东亚区域合作的新模式——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

一　两极格局下的中国与东盟关系

国家很少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尤其是进入20世纪之后，各国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大多数国家置身于独立国家组成的相对稳定的体系中，体系的大环境影响了国家的行为，中国与东盟也不例外。如果把冷战时期美苏的对抗视为两个体系的对抗，那么东盟与中国的关系则深深地印上了这种两极体系对抗的烙印。这时双方关系发展更多的体现是对抗，合作虽然是有限的，但却是以后双方关系发展的不可缺少的一环。

中国与东盟双方严重对立时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东盟与中国全面对立，双方的对立明显带有美苏对抗的痕迹。这一时期中国与苏联结盟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同时与美国存在着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冲突。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中国与美国处于直接的军事对抗状态，中美之间关系极端恶化。同时，中国与东南亚除了有领土上的争端之外，在对东南亚国内一些问题上的某些举动，也引起东南亚国家的不安和激烈反对。作为美国在东亚的盟友，东盟对中国采取的是全面对抗、敌视与反华的政策。因此美国的对华“遏制政策”以及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成为支配东盟与中国关系的主要因素，东盟实际上成了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一个前沿阵地。

在这个时期，东盟各国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实行反华排华政策，对国内的华侨华人则进行严格的限制和打击。在国际上，个别东盟国家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些东盟国家代表在联大会议等重要场合反对中国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在“西藏问题”上谴责中国“侵犯人权”。1962年中印（度）边界战争爆发，东盟站在印度一边，攻击“中国入侵印度”。在贸易上东盟对中国诸如纺织品等轻工产品实行“反倾销”政策。双方的关系降到了冰点。

中国与东盟双方关系有所改善时期

60年代末期，中国与苏联交恶，逐渐从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中脱离出来，美国迫于与苏联冷战的需要，认识到中国在美苏东方对抗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同时由于美国陷入印支战争的泥潭，不得不考虑从印支撤军，在东南亚实行战略收缩，因此逐渐开始重视与中国关系的改善。另一方面中国为了摆脱苏联的控制，也为了在国际上有更大的作为，也有同美国改善关系的意愿。终于“乒乓外交”为中美关系的和解提供了机会，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关系朝着改善的方向发展。中美关系的缓和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也为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作为美国在东南亚的重要盟友，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东盟与中国关系也逐渐缓和，东盟的对华政策也相应有所改善。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国际地位逐渐提高，实力不断增强，多数东盟领导人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世界格局正从两极向多极发展，中国在地区和世界政治与安全中的作用日益重要。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也逐渐地放弃了在60年代对东盟国家的一些政策。70年代中期，东盟一些国家与中国建交，1975年中国正式承认东盟。

70年代末，越南入侵柬埔寨这一事件，为中国与美国关系最终正常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发展进一步的关系找到了突破口。越南对柬的入侵使中国的地区平衡以及地区战略利益受到很大的破坏，也使印支地区的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对此事反应十分强烈，美国虽然反对，但是由于刚刚从印支撤军，以及迫于国内的压力有些力不从心，反应相对低调。然而东盟国家对越南入侵柬埔寨表示了极大的担忧，认为是对本地区安全的极大的威胁。东盟在1967年成立时，正处于美苏对抗的冷战形势中，其直接对抗的就是越南在该地区的威胁。面对这一形势，中国积极同东盟国家改善关系，在东南亚寻找支持者和同盟，另一方面也为了即将到来的改革开放创造机会。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东盟三国。期间，邓小平强调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加强和发展同东盟国家的友好关系，建立经贸和科技交往。特别是中国在柬问题上的态度，使东盟各国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种形势下，东盟开始调整对华政策。为了对付地区扩张主义的威胁，以及前苏联在该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东盟开始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东盟各国纷纷解除了对华贸易禁令，废除了“中国货入口准证”制度，放宽了对商人来华的限制，开通了到中国的航班，双边的贸易额逐年增加。在政治上，东盟各国相继解除了对华人和华文教育的限制。

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为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奠定了新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双方合作的基础。然而1989年越南退出对柬埔寨的侵占，使双方在这一阶段的合作结束，同时也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因素，如何定位对方，如何继续发展双方之间的关系成为双方共同面对的问题。

二　多极化趋势下的中国与东盟关系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在80年代末期世界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多极化的趋势。在经济上，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愈发明显。虽然美国仍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但是在世界市场上却从70年代开始就面临着欧洲与日本越来越强劲的挑战。欧洲、日本的许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同美国展开竞争，某些产品甚至已经超过美国。中国经过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增长十分迅速，GDP年均增长超过10%，东南亚的经济增长也非常迅速，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的一份报告中还指出，日本、中国、亚太新兴工业国和地区包括东盟各国1990年以前的年均增长率可达5.8%。因此，许多学者对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持乐观态度。经济的增长增强了东盟国家的信心，也促使东盟国家多从经济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在政治上，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迫于国内外的严峻形势不得不推行改革，减少军事开支，对外采取收缩战略，从东欧撤军，同时缓和与美国以及欧洲国家的关系。苏联同美国进行了一系列军事上的谈判，在核问题上取得了一些共识。1989年苏东集团解体，东欧国家内部发生政局变动。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一切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要求东盟国家已不能完全按照冷战时期的思维去思考和面对这些新情况，它们需要寻找新的战略去应付国际新形势的变化。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这更加深了东盟国家对新的世界形势的认识，老的世界格局已经不存在，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正在逐渐清晰。

1989，关键的一年

这一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印度尼西亚宣布要求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同样新加坡和文莱也提出要与中国关系正常化。随后1990年8月8日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正式恢复外交关系；同年10月30日中新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991年9月30日，中国文莱正式建交；同年11月，中越关系恢复正常化。尤其是1993年，几乎所有的东盟国家的领导人都访问了中国，这一年也被称为中国的“东盟年”。

历史现象是错综复杂的，有时并不容易理解。这时期国际关系和大国力量的对比一再地变动，1989年在国际大变动的局势下，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面临考验。美国与西欧等主要国家极力谴责中国，尤其是在人权问题上，中美关系受到严重影响。然而一向唯美国政策马首是瞻的东南亚国家此时与中国的关系却在不断地改善，而且似乎没有受到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影响。为什么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呈现加速的趋势呢？

为了把这一问题说得更清楚，我们先来从东南亚国家的角度来着手，看看东南亚国家所面临的具体情况。

1.东盟在政治与军事上面临的情况

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由于国家比较小，安全问题就尤显得重要。与东南亚经济政治关系密切的美国，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经济衰退，国内经济发展遇到很大的问题，同时，随着冷战的接近尾声，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趋于弱化。在同东盟国家的贸易中，美国并没有得到它们的让步，因此美国也越来越不情愿维持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

90年代初苏联迫不得已在亚洲实施战略收缩，已经减少了在西太平洋的海军。从1990年1月开始，苏联从越南的金兰湾基地撤出海军和空军。同时，美国的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对海外驻军防务分担不公的不满以及菲律宾和日本民众不断地反对美国军队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特别是美国政府对东亚驻军的认识发生了转变，即从过去集中力量对付苏联转为在东亚地缘政治中起到的平衡器的作用，促使布什政府全面考虑东亚驻军的前景，对东亚地区美国驻军方式提出了长期计划。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助理威廉·克拉克说，预计由于与菲律宾不能就基地问题达成协议，将从菲律宾撤走1.48万人。但是东南亚国家由于经济的增长以及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等综合原因，导致外交战略也在逐渐变化，与美国的新的军事谈判并不成功，反映出越来越多的分歧。美军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的关闭，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双方的态度和利益的变化。虽然美国仍然保留着与东盟国家在区域外的最主要的关系，包括经济和政治方面，但是东盟国家普遍比较担心美军的撤出将会在东南亚留下真空，而中国、日本、印度等地区性大国会竞相填补美国撤出后留下的空白。东盟国家希望美国能继续在东南亚地区尽义务，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保证这一地区的安全，同时，东盟国家也越来越倾向于寻找更多的途径去发展自己的政治安全框架。美国对70年代和80年代东盟与中国关系的默许，也为东盟国家考虑如何与中国进一步发展关系提供了背景。

中国与东盟最大的分歧在于中国南海的领土争议。1988年中国与越南在南海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在东盟国家看来，中国有用武力解决南海冲突的意愿，从而增加了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1992年中国与东盟关于南海问题的宣言，中国作了一些在修辞学意义上的让步，表明中国方面在寻找一种对话的战略来解决双方的分歧。尽管双方的分歧很明显，而且东盟国家对中国抱有怀疑的态度，但是几乎没有东盟国家相信中国会立即对它们进行领土侵犯，认为中国在领土争执的问题上不会对东盟国家马上诉诸武力。

2.东盟在经济上面临的困境

在这一时期，东盟国家同样面临着寻找更大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合作机遇的问题。80年代东盟国家经济起飞，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对美国以及欧洲国家的贸易的增长。但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世界上就开始出现所谓的经济区域主义的潮流，这股潮流愈演愈烈，在客观上也给东盟如何与区域外那些即将或已经建立区域经济组织的国家发展经济往来提出了现实的问题。在80年代末期，担心美国以及西欧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话题就已经充斥着东盟国家的内部。1992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欧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通过，加深了东盟国家对这一问题的忧虑。更让东盟国家放心不下的是，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将把东欧也包括进来，北美自由贸易区包括具有廉价劳动力的墨西哥，并且已经确定了具体的成立日期。因为东盟经济对欧洲、北美这两大经济中心具有非常大的依赖性，东盟国家的外向型发展战略本身也非常容易受到进口国经济的影响。欧洲和北美经济政策特别是贸易政策的细小变化对东盟国家来说都将是重大的，直接影响到东盟国家的贸易数量以及欧美国家在东盟地区的资本投入。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后，不仅它们市场的封闭性越来越强，而且它们在对外谈判中尽量作为一个整体用一个声音说话，这就使东盟国家显得势单力孤，在多边谈判讨价还价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一切都促使东亚地区主义的抬头，倾向于建立一个排外的、独立的经济体。不但如此，欧美国家在抬高东盟国家进入本国市场的门槛的同时，美国还把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同人权问题联系在一起。

东盟国家的出口贸易在受到区域化组织影响的同时，还面临着来自越南和中国的竞争。中国和越南都有着比东盟国家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同时自然资源也非常丰富。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对这种新的经济和政治安全局面，东盟国家积极地作出反应，探索与东北亚三国发展双边和多边的合作关系，推进区域合作进程，来补充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开始考虑如何使自己的经济发展不那么依赖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寻找替代的市场。早在1987年的东盟峰会上，东盟国家就已经把兴趣点放在探索和发展除美国以外国家关系的可能性上。1992年的新加坡峰会再次确认了同亚太国家发展建立合作关系的共识。根据1992年的《新加坡宣言》，建立这种合作关系，不仅可以维持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且可以维持地区的安定。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为东盟最重要的竞争者，但是东盟国家也不得不去考虑与中国发展进一步的贸易关系将可能获得的潜在的利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发展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也越来越不利于欠发达国家的发展。而中国的崛起，无疑会对东南亚的经济增长起到带动作用，中国有可能成为东南亚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3.合作的历史契机

事实证明，1989年的政治事件，为中国与东盟的外交发展提供了契机。事件的发生，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上都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至少在西方人眼中，事件的发生增加了与中国发展关系的不安全性，这也将影响西方人对中国国内稳定性甚至政权合法性的看法。这之后中国的外交也遇到很大的困难，对外关系处于不利地位。中美关系又一次跌入低谷。西方利用人权问题对中国加以指责以及制裁者增多。这也是中国调整对外战略的重要开始。

东南亚国家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对这一事件表现得那样反感，相反却保持相当的沉默。而新加坡则在众声反对中国的时候发表了有利于减轻中国压力的言论。李光耀认为，“中国学生在争取民主化方面也许在同一个时候提出太多的要求”，指出“西方对中国的制裁并不能使她让步”。

这里面除了上文所分析的背景因素外还有具体的原因。因为东盟国家与中国不仅存在潜在的巨大经济利益，而且在政治上也有一定的同盟关系。东盟国家在同美国的交往中也越来越受到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指责，而且美国把人权问题和贸易状况联系在一起，限制东盟的发展。在这一点上，东盟和中国有很大的类似性。双方都反对把人权问题和贸易联系在一起，双方都认为人权问题是美国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盟国家“分享”着美国对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指责。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把推行自己的价值观看做外交政策的核心之一，对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民主和人权问题横加指责。而东盟和中国在这一问题上观点和立场基本一致，都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大的人权，民主不能妨碍和破坏社会和政治稳定，只有稳定才能发展，而只有发展才能逐步推进民主。为了抗衡来自美国的压力，东盟国家在许多国际场合同中国相互支持配合。1993年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以来，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东盟国家常常同中国站在一起，共同抵制美国的人权攻势，捍卫亚洲价值观。这方面，马哈蒂尔表现得最为突出。1994年5月他访问华盛顿，向克林顿强调亚洲主体性，并反对以人权问题对中国施压。接着，他访问北京，向中国政府转述了他同克林顿的谈话。当时他在北京的高级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公开声称对中国人权政策表示理解。他说，“作为亚洲人，我们能直观地理解中国人所做的事。西方发达国家要求东亚国家确立人权和民主是不希望亚洲国家强大，成为其竞争对手”。同时在对待APEC的问题上，中国和东盟的许多国家都认为APEC是美国控制亚太地区经济的工具。东盟更是认为，美国利用APEC和人权问题向东盟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其实行经济和政治的自由化，同时利用人权状况作为借口去限制东盟的贸易和经济发展。

因此，在面对1989年中国政治事件的时候，东盟国家的态度与欧美相比有明显的差异，中国方面当然心领神会。中国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时摆脱在外交上的被动局面，积极推动同东盟国家的关系。1990年，李鹏总理访问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老挝，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1991年中国开始同东南亚国家展开双边和多边的谈判，显示自己的诚意。同时东盟国家也同中国拉近关系，于是90年代初期中国与东盟国家纷纷建交，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的局面形成，也为在90年代双方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和政治往来奠定了基础。

从90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到亚洲金融危机以前这一段时间里，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总的来讲沿着和平发展的道路前进。双方的友好往来不断，经济交往不断加深，贸易额持续上升，领导人会晤以及国际会晤频繁。1991年7月，钱其琛外长应邀出席了第24届东盟外长会议开幕式。自此，中国外长每年都出席东盟外长会议的后续会议。1994年7月，中国作为东盟磋商伙伴国参加了在曼谷举行的首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在会上提出中国对亚太安全合作问题的五项原则。1995年4月，中国与东盟高级官员（副外长级）首次磋商会在杭州举行。1996年7月，第29届东盟常设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将中国由过去的东盟磋商伙伴国升格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在此期间虽然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出现争端，特别是1995年美济礁事件的出现，给双方带来了麻烦，但是中国实行更为灵活务实和克制的政策使事态平稳下来。

经济危机为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提供了更大的机遇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1997-1998年亚洲爆发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危机。其实随着东南亚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已经潜伏着危机。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投资不断地流向了房地产行业，致使房地产的市价不断升高，远远超出了房地产本身的价值。人们竞相购买房地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大量的投资和银行贷款压在房地产行业，因此，一旦经济停止增长或者发生经济危机，大量的财富犹如泡沫一样顷刻间便化为乌有。另一方面，迫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的压力，也为了更好地吸引外资，东南亚国家大多实行不同程度的金融自由化，允许货币的自由兑换。在金融制度和金融监管尚不成熟的东南亚，这就为金融投机留下了隐患。1997年7月2日，在泰国爆发了一场金融危机，并迅速扩大到整个亚洲，波及到整个世界，由金融危机迅速地演变为经济危机。

但是，危机并没有阻碍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反而是中国在危机中的表现赢得了东南亚各国的信任，促进了双方关系的发展。前文中也已经涉及到，东盟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之下积极寻找双边和多边的经济合作框架，东亚的区域主义也积极要求建立一个区域性合作组织，从而促进东亚各国（地区）的发展。在世界的三大经济区域中，欧洲和北美都已经有了区域经济组织，可惜的是，在亚洲却迟迟建立不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区域内的原因也有区域外的原因。但是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在1997年之后，关于区域合作的问题更迫切地摆在了东亚各国（地区）的面前。在这一问题上，中国显然与东盟国家走得更近。1997年12月，中国参加首次东盟中、日、韩（"10+3")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议就21世纪东亚地区的前景、发展和合作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广泛共识。随后两年，中国分别出席了第二次和第三次“10+3”、“10+1”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2001年，中国与东盟决定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设立专门的机构主管这一事宜，双方的谈判已经列上日程，并进入实质性阶段。这一切都不能不使我们重新审视1997-1998年横扫亚洲震荡世界的那场经济危机。

1.经济危机给东南亚国家带来的新认识

亚洲1997-1998年的经济危机不但破坏了地区经济的稳定，而且严重削弱了投资者的信心，许多国家政府更迭频繁，政局不稳，政治组织脆弱。但是，也正是这场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至少在三个方面对东亚区域合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方面，危机使东盟国家的注意力从政治安全转向了加强区域合作促进经济发展。东盟国家的合作与发展自1967年东盟成立就已经开始了，但很可惜合作更多的是为了冷战的需要。80年代东盟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发展令世界振奋，但是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却寥寥无几，区域内贸易远远落后于区域外。有学者认为正是这种政府之间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没能制定出联合政策统一政府之间的行动，才没能有效地制止危机的扩散。危机暴露了这些国家的分散和无能力，它们没有能力去应付这样的危机。整个危机的爆发和产生的后果严重地刺激了东盟国家领导人的神经，他们逐渐认识到形成一个有效的区域性合作机制的重要性，只有建立这样的合作机制才能应付在未来出现的类似的经济危机和保证以后经济的稳定与增长。正是这场灾难性的危机给东亚各国（地区）提出了现实的要求，这也为区域经济的合作提供了背景和意愿。

第二方面，东盟国家对美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了新的认识。这些在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的国家有理由认为对于这场危机美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负一定的责任。这场灾难性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是金融自由化导致的恶果，而金融自由化政策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在90年代强加给东南亚国家的，而且正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危机发生的初期强烈反对东亚国家创建亚洲货币基金。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给东南亚国家金融自由化的“药方”，不但没有制止危机反而将危机扩大，这一切的一切引起了东盟国家的愤怒。这也增加了它们探索更好的区域经济合作方式的愿望，逐渐弱化美国在该地区经济的主导地位。从1997年年中至1998年年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遭受金融危机打击较重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提供了约1100亿美元的援助。但在提供援助的附加条件中，该组织也像过去对待拉美国家那样，要求受援国提高利率、增加税收、紧缩开支。但东南亚国家中存在的问题与拉美国家有着较大的差别，这些政策的实施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恢复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提高利率、增加税收和紧缩开支虽然对稳定本国货币、抑制通货膨胀和平衡财政收支有一定的帮助，但由于这些附加条件所规定的具体指标过严，导致资金成本上升、国内需求不振、进口大幅减少，给很多仍有生产能力的企业带来了经营困难，加剧了生产下滑、经济萎缩和失业增加的问题。东南亚一些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上述政策进行了批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就曾表示：“马来西亚最初处理经济危机的方法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制定的，可是却发觉有关方法使得局面更加恶化。”建立亚洲基金（AMF）这个计划是日本提出来的，但是一开始就受到了美国的强烈反对，这和几年以前墨西哥遇到金融危机的时候判若两人。在墨西哥经济危机中，美国不仅建立一个基金去帮助它的邻居，同时还与墨西哥建立强有力的同盟关系去帮助其克服危机。在1998年经济危机中，美国已经做好准备去帮助巴西和俄罗斯，但是却不愿意感受一下亚洲伙伴的痛苦，甚至还被叛他们，而亚洲的伙伴却如此的忠诚对待他们冷战时期的同盟。东盟国家不能不去质问美国，为什么在压迫东盟国家打开资本市场之后，当他们遇到危机的时候不去帮忙？有学者认为，美国之所以不愿意帮忙解决亚洲的金融危机，是因为这场危机对美国自身有好处，它可以增加美国在经济上和贸易上的支配力量。

第三方面，亚洲金融危机同时暴露了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ASEAN（东南亚国家联盟）组织的弱点和组织结构的无效，因为它们并没有满足这些国家最基本的经济发展的要求：促进经济的稳定和繁荣。虽然APEC的目的在于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共同的利益，但是这个组织在实现它自身的宣言的时候却越来越显示了它的无能。90年代中期，在经济自由化的指导下，这个组织内部已经明显出现了成员国之间的巨大差异：盎格鲁美利坚国家和东亚国家之间。经济危机来临，在APEC框架内，东亚国家处于经济的无保护状态。APEC的合作并没有为亚洲经济危机带来有效的解决办法，这自然引起人们对APEC合作机制的怀疑，甚至怀疑它的存在对东亚经济的发展是否是积极的。同样对于ASEAN，人们通常认为它是一个组织性很强的机构，然而它却远远不能代表整个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在90年代，ASEAN扩大成员国，增加了ASEAN内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分歧。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政策倾向，这些都逐渐破坏了ASEAN内部政策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在经济危机中，印度尼西亚的衰落造成了东盟在领导机制上的危机。大多数东盟国家领导人都对金融危机以来东盟的发展感到不满，认为金融危机后的东盟已是今非昔比，“往日在区域中领袖群伦、在国际上一言九鼎的雄姿已不复见”，呈现出一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样子。以致不少东盟国家领导人产生了这样的忧虑：东盟是否会沦为一个“夕阳组织”？由于经济结构的相似，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竞争而不是合作。因此，ASEAN成员国之间的经济相互合作很少，但是在市场、技术资本等方面对区域外的组织和中心有更多的依赖。这些不利的因素都严重影响了在危机发生的时候东盟采取有效的措施去控制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促使东盟国家去寻找与区域强国加强合作，增强自身力量，扩大自身在区域乃至全球影响的方法。

2.东盟与日本合作的挫折、延滞

在东盟国家有意愿寻找区域合作伙伴的背景下，日本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区域影响力成为东盟国家寻找合作伙伴的首选。

日本是东亚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经济危机以前在东南亚的投资已经超过美国。鉴于日本的经济实力，它曾被东盟国家在经济上寄予厚望，而日本本身在政治上要求成为一个大国的愿望也十分强烈。但是，在199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中，日本像美国一样让东盟国家失望了。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亚洲第一经济强国的日本，其外汇储备长期以来一直雄居世界首位，在经受了近一年的金融危机冲击后，到1998年8月底，其外汇储备仍高达2080亿美元，并掌握有2933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刚开始时，人们曾普遍希望日本能假以援手，阻止危机蔓延，然而日本对此反应冷淡，并一再任由日元贬值，给周边国家的经济不断带来冲击。日本在危机发生后提出关于建立亚洲基金的建议，提出用1000亿美元作为基金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亚洲国家，结果这个建议由于遭到了美国的反对而最终失败。美国不希望在东南亚成立一个排除自己的经济组织，这样会降低自己在东南亚的影响力（马哈蒂尔提出“东亚经济集团”设想时遭到了美国的反对而不了了之），尤其坚决反对日本通过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控制东南亚、整合东南亚。因为日本本身的经济势力十分强大，如果日本的经济能够整合东南亚，那么会使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受到影响，严重影响美国的经济发展。虽然日本在经济上对东盟国家的贡献是最大的，但是它在政治上的亲美和经常迫于美国的压力而改变政策，这些都逐渐破坏了日本在东盟国家中的信誉。

影响日本作为一个地区领导者的最重要因素还是来自于日本本身。它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能力开放自己的经济，特别是它的农业，这就阻止了它与东南亚国家进一步的经济合作。同时日本经济的不景气和中国经济的日益飞速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甚至日本的对东盟外交的工具“国家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也逐渐取消。在经济危机中，日元贬值以求经济自保，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日本的经济合作能力和诚意。同时在区域合作中，日本更愿意强调一个双边的机制——与单个的东南亚国家的合作，而不愿意把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来谈判，这就严重违反了东盟国家的意愿。对此，一些东南亚国家的舆论公开批评日本是“不负责任的大国”，认为“日本没有为摆脱危机而发挥作用”。

3.中国抓住机会与东盟国家走得更近

（1）中国的援助。中国能在经济危机之后和东盟各国走得更近，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在经济危机中的不凡表现。在危机中，中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双边渠道向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受灾国提供了约45亿美元的援助。中国还通过双边渠道向印尼等国提供了无偿药品援助，并与东盟有关国家积极探讨在双边贸易中扩大易货贸易等变通方式，减轻东盟国家对外支付美元的压力。1997年12月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虽然中国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一直坚持在危机中屹立不倒。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受经济问题的困扰，东盟在国际上的地位面临被削弱的危险，在此情况下，中国仍与东盟国家保持着政府高层接触，对维护东盟组织在国际上的地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1997年底至1998年底，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家副主席胡锦涛、总理李鹏、政协主席李瑞环、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副总理吴邦国、外交部长唐家璇等政府高级官员分别对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等东盟国家进行了访问，并多次接待了来访的东盟国家政府要员。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于1997年12月在吉隆坡与东盟国家首脑签署了联合声明，其中指出：中国“对东盟地区经济及其未来前景表示充分的信心，……愿与东盟国家加强联系、扩大合作”。中国在经济危机中逐渐培养起自己作为地区领导者的威信，让东盟国家感受到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风采。

（2）化解东盟国家的顾虑。在经济危机后期，中国继续在这个地区施加它的影响力。虽然东盟国家能够理解中国的这些举动，但是东盟国家仍对本国产品同中国的竞争表示担心——这也不是什么新的话题了。当中国加入WTO后，东盟国家的这种担心就更加明显。因为，中国与东盟的产品都主要面对的是欧洲、北美和日本，它们出口的产品大多数是相同的。东盟国家面临着资本不断流入中国、丧失更多工作机会的现实。面对东盟国家的担心，中国的反应是强调合作给双方带来的机会和利益，以此来表明加强东盟与中国关系会确保东盟国家长期和持续的利益。2000年新加坡召开第四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10+1"），会上东盟一些国家对中国即将加入WTO感到担忧，认为“入世”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将促使国际投资从东南亚转向中国，从而对东南亚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对此，朱镕基总理解释说，中国“入世”不会对东盟经济构成威胁。为了进一步解除东盟的担忧，朱镕基总理又主动提出双方成立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在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东亚领导人会议上，中国与东盟双方正式达成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协议。中国许诺这个自由贸易区将会给东盟成员国优先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在低关税率适用于所有的WTO成员之前，可以先适用于东盟国家。东盟国家领导人认为，这个自由贸易区将会保证东盟国家进入中国市场的优先权。

即便如此东盟国家的担心并未停止。比如对中国持续增长的地区影响力的担心，对中国产品在自贸区内市场竞争力的担心，以及对中国与东盟国家交往中对新成员国待遇的担心等等。而中国用自己的加强地区合作的意愿和实际行动打消了东盟国家的疑虑。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10国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中国与东盟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相互投资，增强中国和东盟对外资的吸引力；扩大市场规模，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促进资源有效配置，提高企业和产业竞争能力。中国提出“早期收获”（earlyharvest）的主张，提早降低一些商品的关税税率（包括一些农业产品），到2005年关税为零。协议关于其他商品的部分，也要分阶段来实现，从2005年开始到2010年结束。但是，中国作出的最具重大影响的让步是那些直接影响东盟新成员国（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的措施。对于这些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来说，它们对于自由贸易区的关注以及担心要超过其他老成员国。因为它们的经济更弱小，很担心在开放市场之后被中国质量好价格便宜的商品全部占领国内市场。东盟一些成员国也担心，除非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或措施，否则在东盟内部将会在这些新成员国和老成员国之间产生越来越大的差距，这将严重削弱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影响力。针对这些担心，中国决定扩展最惠国待遇给这些东盟新的成员国（没有成为WTO成员），并采取非常灵活且非常特殊的政策来对待这些国家，并允许这些国家直到2015年才完全执行协议中的某些义务。因此这些新成员国就可以利用这个自由贸易区较早地进入中国市场，而在以后才打开自己的市场，同时中国同意减免这些国家的债务。

（3）经济形势的推动。从2000年到2001年，美国经济持续下滑，对美国经济有严重依赖性的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受到严重的影响，然而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持续上升连创新高。因此，与中国经济进一步合作也可以作为东盟与美国经济关系的重要补充。新加坡学者说，当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日益失去动力的时候，以出口为导向的亚洲国家都把眼睛盯向了有13亿人口的中国。同时东盟希望通过这个自由贸易区可以增加区域外对东盟的投资。因为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所以区域外资金为了向中国市场增加出口一定会增加在东盟的投资。东盟同样希望自己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首选地。最后，通过经济危机，东盟国家认识到了同中国的联合不单单是一种可以将投资重新吸引回东盟国家的方法，而且也是东盟国家面对全球化挑战的一个有力的应对措施。一位前泰国高官后任WTO官员的Supachai Panitchpakdi指出：“随着日本的逐渐退出，我预见到中国的日益崛起将会刺激东南亚经济在2005-2015年更加繁荣，而且这种增长将会有持久力，能够极大地摆脱外部经济的波动。”

2000年下半年以来，随着美国经济的大幅减速，日本经济进一步衰退，欧元区经济增长下降，这些国家和地区不同程度地实施了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而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强，给东盟国家的经济以致命打击。随着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和公司财务造假的诚信危机打击，原本复苏无力的东盟经济又备受打击，区域内经济合作也陷于停顿。这对刚刚摆脱亚洲金融危机、还未完全消除其阴影的东亚各国（地区）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这些经历使东盟国家认识到要想再创经济奇迹，必须加速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增强自身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为摆脱困境，东盟把目光转向中国，东盟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表示出与中国扩大贸易交往的愿望。相比之下，中国与东盟各国经济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双方贸易在逆境中仍以年均约15%的速度增长。2001年，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及“9·11”事件的影响，中国与东盟贸易仍保持增长势头，全年进出口贸易额达416.1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3%。其中，中国出口183.85亿美元，进口232.29亿美元，比上年分别增长6%和4.7%。目前，东盟占中国对外商品贸易总额的8.3%，中国占东盟外贸总额的3.9%，东盟现已成为中国的第5大贸易伙伴，中国已成为东盟的第6大贸易伙伴。

（4）起决定作用的区域外因素。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往往会被一些现象所蒙蔽。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如火如荼地建立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只要双方政策恰当、态度正确，就能保证这个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因为，我们只考虑了那些明显的持反对态度的因素和那些积极的因素，往往会忽略那些很重要但是目前没有持反对意见的因素。

中国与东盟间的自由贸易区建设之所以会如此顺利，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在里面，那就是迄今为止，美国并没有对中国与东盟间的自由贸易区表示明确反对。美国虽然不属于亚洲国家，但是凭借其强大的实力，世界上的任何事务它都想插手，而且能够插手。鉴于美国在亚太地区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安全战略利益，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样的大事必然引起美国的关注。但不知是否由于忙于反恐战争而无暇他顾，并未看到美国对此做出任何正式评论。

参看冷战后东亚一体化的进程，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东亚的区域合作迟迟没有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的区域外原因就是美国的影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于1990年12月对到访的中国总理李鹏首先提出“东亚经济集团”的构想。1991年马哈蒂尔又向到访的日本客人提出了这一构想，并明确指出该集团所包括的成员只限于东亚各国（地区），并期望由日本起主导作用，中国发挥重要作用，而且马来西亚愿意出面组织。但是“东亚经济集团”被认为是一个排他的组织，尤其是将美、加、澳等国排除在外，遂遭到美国的非议和批评。为了淡化集团色彩，又更名为“东亚经济核心论坛”，以体现自愿合作、平等开放、非歧视和非排他性质，这个建议得到了东盟各国的赞同。尽管马哈蒂尔愿意让日本发挥主导作用，但是日本顾及到美国的反对态度以及日美的特殊关系，最终未明确表示支持，这一计划也不了了之。在经济危机之后，日本提出要建立亚洲货币基金，建议设立一个1000亿美金的基金，日本提供其中的一半，其余的由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提供，以防备本地区货币遭到国际货币投机性袭击。这本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对在经济危机后恢复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有着巨大的帮助，并且可以防范潜在的经济危机。但是，美国对这个建议坚决反对，最后这个建议也胎死腹中。从中就可以看出美国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仿佛美国拥有了东亚经济合作中的最终否决权。

从以上事例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的推断——美国没有明确反对中国与东盟间建立自由贸易区。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考虑。首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不是一个封闭性的组织，目前的组织形式是“10+1”，但是它并不排斥其他国家的加入。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均有机会同东盟国家进行自由谈判，甚至直接加入这个自由贸易区。这只是具体的谈判细节，原则上并不排斥。同样这个自由贸易区形式上也没有排斥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因此，美国没有理由来反对建立这样一个自由贸易区。其次，我们清晰地看到了美国反对日本作为领导者的东亚合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的经济十分强大，与美国同为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从经济实力到技术实力，日本都有能力与美国竞争。如果日本的经济与东南亚整合，其实力与效果应该不亚于美国与墨西哥的经济整合，那么美国在整个世界上的经济地位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甚至动摇，这绝对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而中国虽然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实力日益壮大，但是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国内的经济结构以及技术实力与日本和美国都有很大的差距。同时中国的很多产业与东盟国家很相似，二者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有很大的竞争关系。虽然中国与东盟间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在经济利益上有益于双方日后的发展，但是这种经济利益到底能有多大，还是个未知数，大家都在观望中。

虽然美国没有明确反对，但是“10+1”的创立与东亚地区次经济领域内部的合作，不利于美国在该地区霸权地位的确立。同时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也必将扩大，这也不利于美国主导东南亚事务。以美国为主导的APEC在东亚经济危机之后陷于停滞，"10+3"在美国的牵制下亦难有所作为，美国绝不希望任何与之相抗衡的力量在东亚兴起。因此，在自由贸易区以后的建设过程中，很难讲会受到美国多大的影响。东盟媒体已经对此表示出担忧：“不能忽略的是美国对这一建议的反应。美国主导成立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其目的之一是以泛太平洋经济合作为名保障美国在这一区域的经济利益，因此，美国若动用其影响力，延搁这一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并不令人惊异。”

4.中国的收益

当然，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于中国来说，也将获得巨大的收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无论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首先，中国和东盟这种合作的关系，可以为中国在同其他区域一体化组织谈判的过程中增加谈判的砝码，可以减轻欧洲一体化进程和北美一体化进程带给中国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压力。同时，也有利于中国的政治稳定。在当代，一个政权的合法性越来越多地建立在它维持经济稳定和国内安定的能力上。对比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国际社会在政权合法性上曾对中国存有质疑，而十年来经济的繁荣和稳定，可以说是对这种质疑的一个有力的回击。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内环境和周边环境，中国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国内，致力于国内的改革与发展。中国与东盟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也可以刺激中国西部和南部少数民族很多省份的经济发展，使这些地区更快地赶上东部省份。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也在不断地扩大开放，如何在未来防止在东南亚发生过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也是中国面临的问题。因此，同东南亚国家保持进一步的经济合作也有利于增强中国在未来抵抗风险的能力。

中国的收益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利益，对中国来说更具有战略意义。由于中美关系的波动不定，美国把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虽然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拉近了二者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美关系，但是面对美国以反恐战争为借口增加在东南亚的影响，中国不能不谨慎应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可以稳步增加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从而在一定程度达到某种战略平衡。

三　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生，是双方关系在实践中发展的结果，也是双方战略利益使然。1989年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东盟与中国都调整了对彼此的战略，这也为双方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十几年以来双方在经济上的交往不断加深，贸易额不断扩大。虽然在90年代影响双方关系的主要因素是军事和领土问题，但是双方都保持了相当的克制。在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有力地支持了东盟国家的发展。虽然付出了代价，但是也为自己赢得了东盟国家的好感和信任，“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从那时开始确立。为了给自己赢得一个更好的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同时为了进一步打消东盟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中国加紧同东南亚国家展开合作，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一主张与东盟由来已久的区域合作的主张不谋而合。自由贸易区的一步步建立，不仅仅为双方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在战略上也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在东北亚三国中，在与东南亚的关系方面中国远远走在日、韩的前面，为自己赢得了外交上的主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将大大加速东亚地区的合作化进程，同时还要看到这个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第一，我们要看到，正是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的爆发，加速了东盟与中国双方关系的发展。2001年、2002年美国经济下滑，世界经济形势低迷，东盟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这也加速了东盟与中国确定成立自由贸易区并签订了协议。东盟与中国关系的进展与国际经济和政治的大背景是分不开的，美国以及世界的经济形势低迷是东盟发展和加强与中国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也表明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易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美国经济形势的影响。当美国经济下滑的时候，就会促使东盟加速和中国发展经济往来；当美国经济复苏时，势必会影响东盟追求与中国经贸往来的动力。另一方面，东盟从来未消除过对中国经济竞争力的疑虑，还有与中国在领土方面的争端，东盟并不希望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扩大，因此当世界经济形势好转、对外贸易扩大时，东盟就有可能放缓与中国发展进一步经贸关系的步伐，甚至挑起其他事端。虽然总的来说近两年中国与东盟在建设自由贸易区的道路上发展平稳，合作进一步深化，但是未来如何发展我们仍要密切关注。

第二，一定要考虑美国的因素。美国在东亚有着特殊重要的利益，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利益上，因此美国绝不会轻易放弃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权，美国绝不允许任何亚洲经济合作的主导力量和任何能与美国相抗衡力量的崛起。鉴于美国目前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东亚的区域合作最终能否成功还要看美国的态度。同时，中国、东盟国家和美国之间暂时可以形成某种战略平衡，但绝不稳固。美国的态度同美国的战略利益和战略布局关系密切，一旦某些因素使这种平衡被打破，那么整个局面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第三，也要考虑日、韩的影响。中国先于日、韩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理所当然不会受到日本和韩国的欢迎。尤其是正当日本政府、学术界和企业界正在研究重塑东亚金融危机之后日本企业在东南亚的形象，并改变日本企业在东南亚的经营策略之时，"10+1"协议的达成，对日本企业而言无疑是一种挑战。日本国内发出了“不能让中国轻易地成为地区的领导者”的呼声。同时，日、韩分别加强了同东盟的接触，也在商谈关于自由贸易区的问题。东盟之所以同意同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旨在刺激东盟自身的合作与发展。如果东盟在今后几年与日本和韩国达成协议，甚至捷足先登，分别建立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和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那么必将给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带来不利影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能不能再扩大成为东亚自由贸易区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但这无疑是对东亚的发展和合作模式进行的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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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世界现代化历程》总序

钱乘旦

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大约从二十多年前开始进入高潮，到现在已趋平静，不像前一段时间那样火爆了。这种情况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化研究在国际学术界高度走红，涌现出一大批国际知名学者，也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后来，研究渐趋平稳，慢慢退隐成学术研究中的话语背景。但它的话语威力至今仍然强劲，现在，几乎每一个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现代化研究的话语逻辑，受到它的学术影响。有些人不一定赞成现代化研究的路径与方法，甚至不赞成现代化研究本身；但现代化研究的思维逻辑却深深隐藏在当代学术话语结构中，没有人能够忽视它，更没有人能够避开它的影响。

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现代化研究的话语逻辑渗透在各个学科中，甚至渗透在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思维方式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至今仍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化”仍然是无数中国人追求的目标。普通中国人也许并不明白理论上的“现代化”究竟是什么，但“现代化”对他们而言却是一种向往；在今天，现代化仍旧是国家的目标，是民族的追求，也是一种现实中的生活。

中国的向往与它近代的经历有密切关系。一百七十多年前，中国的大门被西方打开，几千年的文明遭受严重冲击，而冲击最强烈之处，是中国历史自身运行的轨迹被打乱了，中国被迫面对世界，并且去适应那个世界。经过一百多年的摸索，在经受了最深重的苦难之后，今天，中国已重新屹立于世界，成了这个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尽管已取得伟大的成就，但现代化仍旧在中国持续，它还有许多事没有做、而必须去做。这就是现代化研究在中国持续展开的时代背景与历史背景，一个学科的生命力就体现在这里：它一定要和历史与现实交融一体，体现出对时代的关怀。

因此，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和西方的现代化研究就有很大区别了，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的现代化研究是立足于本国的需要，因而着眼于本土；西方的现代化研究则把矛头指向别人，想通过学术方式把自己的判断传输给别人。我们都知道现代化研究起源于西方，二战后，西方面对一大批新出现的独立国家和新形成的世界格局，一方面想了解这些国家，另一方面想控制这个世界，就迫切需要创建一个新的学科，提供新的研究方式和新的视角，“现代化研究”于是应运而生。现代化研究是一个跨学科、多维度的新领域，综合着许多学科的共同努力；但西方的目标，是影响新形成国家的发展方向，用自己的形象去塑造世界。

但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却是为中国服务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全力以赴地投入现代化，它迫切需要了解外国，了解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它希望知道各国曾经犯过的错误，也希望知道各国所积累的经验。所以，了解其他国家、为自己提供借鉴，这是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地，也是它最大的特点。由于中国的现代化研究是为本国服务的，所以它的观察就带有明显的批判性，其选题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它用批判的眼光观察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也从批判的角度考察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的现代化。

从宏观角度看，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过程，时至今日，这一点已经很明白。几百年来世界的变化都可以用“现代化”这个词来概括，尽管人们对“现代化”有不同理解，词本身甚至文不达意、表意不明。但它所表达的内容和历史过程却是明了的，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有些人因为“现代化”这个词表意不准确而不承认现代化过程的存在，这个逻辑很奇怪，因为任何一种语言中的任何一个词都会有同样的缺点，这正是人类语言的一大缺陷。事实上，“现代化”所表达的那个过程不仅存在，而且是世界性的历史现象，在过去几百年中，在世界各地，都有先有后地发生着类似的变化，变化的方向一样，变化的结果也基本雷同，这就是世界现代化。世界现代化首先表现出巨大的共性，即相似性，是共性使“世界现代化”得以成立。但现代化在世界各地又有不同——道路不同，经历不同，模式不同，表现方式不同，成功与失败不同，经验与教训不同——这些都是现代化的特殊性。特殊性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可能表现，由于其文化背景不同，历史传统不同，置身于其中的当事人不同，时代与社会环境各不相同，主观与客观的因素相互交织，就演绎了世界现代化的多种途径，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不同“模式”。现代化研究离不开对“模式”的研究，而“模式”则既包括现代化过程中的共同性，也包括现代化过程中的特殊性，因此，现代化研究就是对现代化过程中的共同性和特殊性进行交叉和立体的研究，在研究中，共同性和特殊性都得到体现，从而使人们对现代化过程有完整的了解。

本书把着眼点放在“模式”上。十卷的分工，“总论卷”提供讨论的框架，对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学术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回顾世界现代化的总体过程，并提出一些共同问题。其余各卷按地域分工，分别讨论一个地域的现代化“模式”问题。在一个地域中，可能因为存在着某些比较明显的共同性特征而生成一种地域性“模式”；但也可能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模式”，分别由若干不同国家为代表。必须说明：“模式”与地域可以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处于不同地域、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也可以形成类同的“模式”。对“模式”的探讨使我们对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地区与国家的情况有更深刻、更具体的理解；而通过对不同的“模式”进行分析和比较，又使我们对世界现代化的整体过程有更好的把握。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在《世界现代化历程》这部书中所作的研究工作。

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希望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某些借鉴；同时，也希望对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做一个阶段性总结。

参与本书写作的有国内许多所高校的学者，他们都曾对现代化问题有过探讨，并且对自己所研究的地区和国家有深刻的了解，是各自领域的出色专家。改革开放后，国内已涌现出一批区域·国别研究的专家，他们的研究覆盖着世界上相当大的地域范围，这是值得欣慰的，没有这样的人才准备，就不可能写出这部书。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为这部书的写作和出版做了重要的工作，所有作者都对此十分感谢。

本书是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模式研究”的最终成果，也是完整的成果，体现着十年来数十位学者辛勤工作的成果。

我们希望这部书能够对中国的世界现代化研究做出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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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苏联俄罗斯和东欧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与现代化模式，既具有相近的共性，又具有各自的特质。共性是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具有后发性，特质是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具有个性化形态。由此，在解析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时，易于陷入两种误区。一是强调共性，笼而统之地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归入一种大而化之的“模式”；另一种是突出特质，千里莼羹地把这些国家的现代化罗列为多样性的“珍馐”。事实上，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没有脱逸出现代化的普遍规律，相反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来的特质，更加印证了现代化既是世界历史不可逾越的阶段，也是每个国家或地区以各自的方式必经的历史阶段。因此，用特质否定共性与用共性否定特质，都是片面的，都偏离了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立场。

从文献与学术积累的角度出发，我们选取俄国、捷克、波兰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互有交集，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同在社会主义阵营生活了四十多年。通过解析这三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捕捉出其现代化特质，进而概括出它们的现代化模式，这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学术工作，对于这三个国家、特别是俄国，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灿若星汉。站在前辈与时贤的肩上，既不拾人牙慧，又能有所前进，把这三个国家现代化模式概括出来，是我们的任务。


一、俄、捷、波三国现代化模式的二律背反

俄、捷、波三国乃至整个东欧地域的现代化，都是以西欧的变化为背景的。在现代化历史运动的结构性形态，即国家与社会层面上，西欧现代化原发地域呈现为民族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互动性推进。东欧是现代化大潮溢出西欧最先波及的地区之一，因而东欧国家现代化模式是现代化后发地域的原初形态，其中内蕴的传统性与现代化的异化与扭结，对于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既是启示，也是警示。

自彼得大帝启动现代化进程以来，俄国一直在寻觅、尝试、实践一条与西欧不同的现代化道路。17世纪末18世纪初，彼得大帝启动了以“西化”为特征的俄国现代化，但它在“以欧化俄”的同时，也“以俄化欧”。以欧化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以俄化欧，则冷僻一些。所谓以俄化欧，就是彼得大帝在“欧化”改革的同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利用西欧的技术、制度、物质与精神资源，构建出具有俄国特质的现代化样貌。17世纪末18世纪初，政治方面，西欧国家正在由绝对主义君主制向立宪君主制过渡，而彼得大帝通过“欧化”改革，彻底消除了俄国延续近800年的等级君主制，建立起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制，把贵族制封建国家转变为君主制专制帝国；经济方面，西欧普遍已经废除农奴制，生产要素市场配置机制运作百余年以上，而彼得大帝大大地强化农奴制，建立起生产要素权力配置的沙皇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社会方面，西欧市民社会发育成形，由封建等级社会向资本主义阶级社会转型，而彼得大帝以农奴制为经济基础，用中央集权制国家取代社会，构建了官僚贵族主导的社会结构。彼得大帝成了俄国现代化的初始符号，也规定了俄国现代化的路径依赖。彼得大帝造就的俄国，既不是西欧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没有西欧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彼得大帝的现代化举措，“化欧”的一面与“欧化”的一面同等重要，两者互为前提与结果。历史地看，彼得大帝的逻辑是在现代化后发地域，以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推进现代化，用国家建设替代社会建设。彼得大帝的逻辑也是俄国现代化的逻辑，从此，“欧化”和“化欧”以共性和特质的话语形态，贯穿俄国现代化进程迄今未了。

捷克现代化进程极为特殊，在民族国家未建成的条件下开启现代化，作为奥匈帝国最先进的一部分率先启动工业化，并一举在奥匈帝国范围内拔得现代化的头筹。捷克现代化模式显示，在不具备民族国家的条件下，也有可能实现特定地域的现代化。捷克现代化与周边帝国、大国密不可分，其现代化既具有自生性，又具有外附性，自生性与外附性结合构成了捷克现代化的特质。捷克每一次克服外附性，现代化就发生路径转换，即由一种现代化的“共性”转换为另一种现代化的“共性”。今天的捷克共和国是波西米亚的继承者，波西米亚是中世纪东欧斯拉夫民族海洋中的拉丁文化孤岛，它曾经是西欧宗教改革的先声，15世纪初，捷克神学家胡斯发起宗教改革，成为16世纪宗教改革的前哨战，开始颠覆罗马教廷的普世权威。1618年，波西米亚新教徒举事，引发了“三十年战争”，导致以《威斯特法利亚和约》为标志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创立。19世纪初，随着拿破仑解散神圣罗马帝国、法国大革命理念的传入，捷克逐渐滋生民族认同感；19世纪，捷克地区出现了两种取向的民族主义思潮，一种是上承胡斯改革的文化民族主义，另一种是利用沙皇俄国打击哈布斯堡王朝的泛斯拉夫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突出捷克的文化特质，泛斯拉夫主义强调捷克的斯拉夫民族属性。尽管两者着眼点不同，但是都彰显了捷克民族企图独立于奥匈帝国的意愿。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捷克独立了，走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政治上实行代议制民主，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捷克经济突飞猛进地发展，进入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行列。但是，地缘政治区位决定了捷克现代化多舛的命运，通过《慕尼黑协定》，英、法放任纳粹德国攫取捷克，捷克又一次被纳入到德意志帝国范围，民族国家得而复失。1945年5月8日，科涅夫元帅指挥的苏联红军打垮纳粹德国军队，解放布拉格，捷克民族国家光复了。在解放捷克的苏联红军中，有一位集团军政委叫勃列日涅夫，此人在1968年扼杀了“布拉格之春”。1945-1989年，在华沙条约的保护、亦是监护下，在“经互会”国家分工体系中，捷克现代化蜿蜒前行，照搬了苏联现代化模式的“共性”。尽管如此，捷克仍然在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自生性，其标志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1989年东欧剧变后，捷克并没有像其他一些东欧国家那样完全照搬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是从本国实际出发，采纳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社会政策，以相对小的代价和相对平稳的方式完成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的过渡，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捷克与斯洛伐克和平分手。

波兰现代化一波三折，地处欧洲地缘政治的核心区间，其现代化进程与俄国和西欧形成鲜明对照。18世纪末波兰被瓜分前，政治方面实行贵族民主制下的君主制，而西欧普遍是绝对主义君主制，这从制度上决定了波兰亡国的命运。经济方面，封建贵族庄园经济加上重商主义，根本无法同俄国的沙皇资本主义和西欧的重商主义竞争。社会方面，波兰是典型的封建贵族等级社会，面对外来入侵势力一盘散沙，形不成全国抵抗力量，只能被列强肢解。亡国后，波兰民族意识逆势生长，反而异乎寻常地强烈起来，特别是对周边大国、主要是俄国与德意志的仇视与日俱增。波兰现代化首先表现为亡国条件下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是复国的民族认同。波兰现代化的首要特质是护国，在列强环伺中争取恢复国家独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复国，实行远交近攻的国策，交好英、法，警惕德、苏，这使得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波兰现代化摇摆于英法模式与德苏模式之间，波兰愿意走英法式现代化道路，但是由于对亡国历史的集体记忆，波兰认识到必须加速现代化才能保障民族独立，于是它选择了与德苏模式接近的“萨纳齐”护国性现代化模式。但是，它未能避免再次亡国。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17日，波兰政府出逃，德军占领波兰。同日，苏联按照《苏德密约》，占领波兰东部，将其划归白俄罗斯、乌克兰两个加盟共和国。

1945年，波兰裔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率领红军解放波兰，波兰无可选择地进入社会主义阵营。在苏联现代化模式的藩篱下，波兰仍会下意识地时常展现出自己的特质，从哥穆尔卡的“波兰式社会主义道路”到雅鲁泽尔斯基先发制人的“紧急状态”，从“波兹南事件”到“团结工会”，波兰对苏联现代化模式时不时地表现出背离。1989年上半年，雅鲁泽尔斯基领导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放弃国家领导权，由“团结工会”组阁。“团结工会”政府采纳西方理论家提供的新自由主义方案，全力推动波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但结果是灾难性的，全民财富大幅度缩水，贫富差距日益拉大，民怨沸腾。1993年大选，由统一工人党转化而来的社会民主党获胜并组阁。社会民主党采取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转型方案，稳定了局势，缓解了矛盾。1995年总统大选，“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被社会民主党领袖取代。从此至今，无论波兰政府如何更迭，社会民主主义的国策没有动摇。从亡国到复国，从“萨纳齐”到社会主义，从新自由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波兰现代化九曲回肠。


二、俄国现代化模式的特质

“天下动之至易，安之至难。”俄罗斯现代化自彼得大帝启动以来，既采纳西欧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又兼顾俄罗斯的特质，进而内化为路径依赖。正如钱乘旦教授指出的那样：俄罗斯现代化标志着现代化浪潮第一次向“东方”挺进，进入一个“非西方”国家。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与西方不同，它形成以东正教和沙皇专制主义为特征的“俄罗斯文明”，尽管在其他“非西方”国家眼中，它仍是一个“西方”国家，但俄罗斯自己却不这么看，因此它在接受西方传来的“现代化”时，它便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俄罗斯特殊性”，并时时力图把它清楚地表达出来。尽管俄罗斯在寻找它的“特殊性”，但在它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却清楚地看到了这样一个“共性”，即一切“非西方”国家，其现代化都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对抗特征，这种对抗不仅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对抗，而且表现为“本土”与“外来”的对抗。俄罗斯现代化就是在这两种对抗的激烈冲突中踯躅向前的，其激烈的程度，历时之长久，都是“西方”国家所无可比拟的。西方国家现代化也充斥着转型的冲突，但不会存在“本土”与“外来”之争，也不会像俄罗斯那样始终困惑于是否应坚守一个“俄罗斯特殊性”。在坚持“本土特性”方面俄罗斯尚且如此，那么其他“非西方”国家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俄罗斯现代化至少表现出两大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作为一个庞然大国，俄罗斯回避不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这是一个“共性”；另一方面，作为有自身传统的真实文明，它又时时刻刻要表达自己，表现出自己的“特殊性”。这样，就使俄罗斯现代化道路漫长而曲折。

世界历史范畴的现代化发端于西欧，西欧是现代化的原发地域。一般而言，欧美学术界对于现代化原发地域的研究，很少使用“现代化”一词，而是更加偏爱“现代性”。在现代性的话语背景下，欧美学术界的现代化研究是针对其他地区的，这本身就内置了现代化研究的偏好，异化了现代化研究的取向，使得无限丰富的人类现代化进程抽象为屈指可数的若干“范式”。即使在现代化原发地域，现代性的历史演进也不支持单一“范式”。而现代化越出原发区域，向其他地域推进时，就出现以“西方”与“本土”为表现形态的“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冲突，这样就使现代化驶入“中体西用”或“和魂洋才”的历史漩涡。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性化解现代化的方式与手段渐趋高明，升华出另一种现代化的方式，它突出历史的传统或民族的特质，局部更改或整体替代西欧取向的现代化。俄罗斯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引人注目，钱乘旦教授指出：“俄罗斯特殊性……揭示了一个普遍现象，即现代化向非‘西方’文化地区推进时，将和当地固有文化发生冲突，因此现代化过程就会表现出种种多样性……但现代化的潮流是不可改变的，现代化总体方向也不可改变。俄国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什么特殊性，它必须服从现代化的共性。”

俄国内蕴拜占庭的余绪与鞑靼蒙古的遗存，以“第三罗马”自居，以欧亚性（Еврозия）自诩。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打开了面向西欧的窗子，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洞开了俄国面向西欧的精神门户，也就在这时，西欧化与斯拉夫两种取向纠缠上了俄国，历经300余年，直至21世纪仍难解难分。三百多年来，无论沙皇俄国的现代化还是苏联时期的现代化，都具有历史与传统给定的特质。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既不甘于平庸，也不认同于追随，而是独辟蹊径，历经百转千回，始终如一地追求特质，彰显特质，运用国家机器，强力地推进现代化。

19世纪，通过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哲学与辩证法的批判性超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历史”学说体系。经典作家认为，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各个地区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相互隔绝是分散的。进入到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通过开拓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进行生产要素与非生产要素的利益最大化配置，彻底消除了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相互隔绝与孤立，各个国家、地区与民族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及其消费彻底变为世界性的。这为文明变迁与社会转型提供了物质基础、制度空间和精神资源，资产阶级作为这一历史进程的主体而出现了。“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这就是现代化的全球拓展，从彼得大帝开始的俄国现代化进程就置身其中。

20世纪苏联的现代化实践与社会主义经典理论之间存在差异，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性并未充分体现出来，社会主义本质优越性也未充分发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高度成熟后出现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西欧，关注在新的、更高生产力的驱动下，资本主义通过何种途径、应用何种方法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及其初级形态——社会主义，是社会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远高于资本主义的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是完成现代化，为共产主义及其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提供物质基础、制度前提与精神铺垫。

但20世纪在苏联出现的社会主义实践并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预言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相反，它是与资本主义同时存在的又一条现代化道路，也就是替代资本主义道路的另外一种现代化模式。俄国十月革命，标志着在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全球现代化格局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现代化形式，就是在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地域，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通过创造工农联合专政的政治前提及国有财产制度，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苏联现代化模式在20世纪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仅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两个半五年计划（苏德战争打断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执行），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打败了法西斯，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也扩展到东欧及亚洲、拉美、非洲一些国家。毋庸讳言，苏联现代化模式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不能科学地审视自身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更没有形成一种机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于问题或是讳疾忌医，不许触及；或是只在技术层面上修修补补。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治标不治本，造成了更大、更难化解的问题，致使问题层累叠加，最终压垮了制度本身。

从彼得改革到普京执政，对于俄国而言，改革既是现代化的驱动器，也是俄国特质的彰显机制。俄国现代化进程由彼得改革所启动，以后各种名目的改革纷至沓来，与俄国历史如影随形。这表明，俄国现代化内在的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需要由改革来解决，到了改革也无济于事的阶段，革命就不期而至，既有的一切推倒重来。如此往复，根源于俄国现代化的路径依赖。


第一部分　俄国现代化：寻找俄国特殊性

第一阶段　沙俄时期资本主义现代化

第一章　沙皇专制制度下的改革

第一节　彼得改革

一、彼得执政

在18世纪的历史语境中，现代化由空间特质来界定，现代化就是西欧化。彼得大帝发动的西欧化改革，是俄国现代化的肇始，却与西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现代化大潮逆流而行，空前强化了沙皇专制主义制度。由于俄罗斯传统和既有利益格局，只有实行中央集权，克服等级君主制的羁绊，沙皇才能集中全社会资源，启动并推进现代化。

17世纪末18世纪初，俄国正处于关键性历史阶段，“要日益提高社会成员通过公私机构动员和分配资源的能力，以期把随着知识的增长和技术的进步而出现的各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在所有的情况下，这一过程都需要越来越多地统一使用和控制人力和物力”。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出现巨人的时段，这个巨人就是以“彼得大帝”尊号青史留名的彼得·阿列克塞耶维奇·罗曼诺夫（1672.5.20-1725.1.28）。彼得大帝是“一个事变性人物”，所谓事变性人物就是：某一个人的行动影响了以后事变的发展；而如果没有他的行动，事变的发展进程将会因之而完全不同。彼得大帝是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的第二个妻子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出身于纳里什金家族）所生。1676年，沙皇阿列克塞病逝，由其长子、15岁的费多尔·阿列克塞耶维奇继位。费多尔政祚命短，在位不过六年，于1682年4月27日撒手人寰。费多尔母系的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同纳里什金家族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皇位的斗争。经过一个月的宫廷斗争，1682年5月26日，缙绅会议立彼得同父异母兄长伊凡·阿列克塞耶维奇为第一沙皇，称伊凡五世；彼得为第二沙皇，称彼得一世。彼得同父异母姐姐索菲娅摄政。彼得与其母避居克里姆林宫七俄里外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村。伊凡五世有名无实地在克里姆林宫里做“沙皇”，实权操于长袖善舞、专擅弄权的索菲娅之手。经过数年的生聚教训，1689年9月，彼得率亲信部队粉碎了索菲娅唆使射击军的谋害企图，索菲娅权力被褫夺净尽，人被送入修道院监禁。在血雨腥风中，彼得掌握了最高权力。

彼得一世以西欧化改革，成为“事变性”历史人物。彼得与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有着某种天然的契合，“彼得在理性时代初始阶段登上大位，这是西方历史上一个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时期，旧有的信条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受到质疑，宇宙物理法则的发现相继导致了科学、社会关系和政治的突破性进展。吸引彼得倾向启蒙运动观点，不是那些哲学原理，而是增强国力的实用性对策。”而且，彼得大帝“主要是从直接和实际效用观点来看待启蒙运动的”。彼得改革，强化了沙皇专制主义经济基础——农奴制，在“欧洲农奴制衰落时，俄国却反其道而行，利用国家力量加强农奴制”。加强农奴制，巩固了沙皇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彼得统治的悲剧，在于他的欧化俄国政策，除了表面上增进了国家利益而外，其余一无所获。国家控制俄国改革的每个方面，妨碍了独立的利益集团的兴起，例如资产阶级全力捍卫自己的特权，反对国家的强权。彼得的统治巩固了农奴制，加强了专制统治的一切方面，时至今日，俄罗斯仍能感到他的铁拳的重量。”尽管如此，“俄国在十八世纪初彼得大帝统治时期成了‘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彼得大帝以独特的方式，开了现代化后发地域“西欧化”的先河。资本主义在西欧诞生并取得优势地位，“西方仍然被认为是决定性地取代着世界上其他各地的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发展进程中，西欧民族和英语民族产生出了最适应现代生活方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这些制度是普遍适用的。这个论点的力量基于下述事实，即作为现代特征的知识迅速增长，首先发端于西欧，而西欧一些社会……一般地说是最成功地利用了这些知识去改进人们的生活。这些社会……已得到普遍的承认，作为一个群体，它们已经成为衡量其他社会的榜样。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最‘现代化’的社会。……认为它们的制度应当最适合于其他社会去仿效，也就毫不足奇了。”资本主义新的生产方式以前无古人的壮阔规模，创造出此前时代无可比拟的物质与精神财富，时代大趋势的直觉判断和少年时期命运多舛的人生遭际，使得彼得大帝对于莫斯科弥漫的拜占庭式僵化氛围以及冷漠、低效、盲目自满、粗陋无知、内争不休、敌视变革的陈习陋俗深恶痛绝，“彼得推进俄罗斯西欧化的努力，使他成为沙皇中最具冒险精神和创世冲动的第一人。这不仅使得他在世时成为最不寻常的沙皇，也使他身后成为最具争议的君主。”18世纪历史语境中，“西欧化”的内涵是“西方或欧洲的制度本身是现代化的根本内容，其他社会可以忘掉自己的历史传统采纳西方或欧洲式的现代价值标准和制度，就像他们把牛车换成汽车或把土耳其帽换成大英帽一样。但事实是，必须由每个社会的成员自己来改革他们的社会以前的制度。”彼得大帝遭遇到改革领导者共同的“悖论”性困境：改革的中坚力量是改革的最终对象。同时，彼得大帝还面临更大的困境，俄罗斯各阶层普遍对“西欧化”隔膜、甚至敌视。

彼得大帝“西欧化”的现代化模式推动俄罗斯逐渐脱离传统社会的发展轨道，但是面临重重艰难险阻。彼得大帝的最大困境，是缺乏社会整合这一关键性操作环节。彼得大帝的“西欧化”改革引入外源性资本主义，不是俄罗斯社会的内在要求。彼得是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系统变量的源泉，彼得是系统论意义上的控制变量、输入变量、状态变量、信息变量，作为专制主义君主，彼得是专制主义绝对权力的人格化身，“专制系统的特点是在上级与下级（的行动者）之间具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即是指下级行动者的目标可以从上级行动者的目标中派生出来。在专制系统中最高级的目标称为组织目标，系统中的全部成员都必须服从这个目标。”

彼得大帝“西欧化”改革不是俄罗斯社会的共识性选择，而是其个人的偏好。由于从小就与所谓“德意志帮”的外国侨民孩子厮守、玩耍，加之对于玩具兵和各种现代化兵器的痴迷，导致彼得当政后，本能地选择了“西欧化”政策。彼得大帝儿时形成的向往西欧的冲动，变为改造俄罗斯的历史性实践，似乎印证了罗素关于“冲动比有意识的目标在形成人的生活方面有更大的影响”的论断。

二、国家取代社会

彼得执政之前的俄罗斯，尽管沙皇专制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局限于国家政权领域，社会仍处于传统贵族主导之下，国家与社会尚未叠加，更谈不上国家取代社会。彼得为了强力推进现代化，克服抵制现代化的传统障碍，打破旧贵族与旧的社会结构的羁绊，致力于用国家取代社会。彼得大帝选择的突破口就是衣食住行，从日常生活领域切入，运用国家强力规制社会生活，进而把社会完全驯服。彼得开启了现代化的沙皇国家主义路径，强大的国家吞没社会，社会国家化，国家强权化，强权独占化。

易服色既是彼得用国家取代社会的初始路径，也是引入现代化的初始路径，更是现代化与传统交锋的最初战场。在镇压射击军的腥风血雨中，彼得大帝拉开“西欧化”改革的历史帷幕。彼得改革从“断须割袍”起步，从日常生活层面到政治制度层面，从衣食住行到宗教信仰，几乎无所不包。贵族与平民、农奴消极对待改革，甚至反抗。彼得从欧洲回到莫斯科，强迫男性臣民无论官阶大小、身份贵贱一律剃须，宣布：“剪胡子是全国居民应尽的义务。”

胡子既成了传统俄罗斯的象征，也成了反对彼得“西欧化”改革的标志。蓄须是东正教信仰的象征，东正教认为，胡须是“上帝赐与的装饰品”。东正教“阿德里安大主教把没留胡子的人比做公猫、公狗和猴子，并宣布剪胡子的做法是一种大逆不道的罪孽”。剃须与否成为改革与守旧斗争的焦点，不但僧俗两界对此不以为然，就连彼得的亲信集团也不赞同。彼得在全国开征“胡须税”，迫使人们在纳税与蓄须之间做一抉择。若留须，富商每年纳税100卢布；官员和领主年纳税60卢布；城市居民每人纳税30卢布；农民进出城每次缴纳1戈比。当时一个农民一年的赋税额为6个卢布。彼得的“胡须税”，一举两得，既打击了守旧意识，又增加了国库收入。但是，“胡须税”收入的增加，意味着改革阻力的加大。

彼得对于俄罗斯社会弥漫的东方传统，特别是服饰文化难以接受。

更重要的是，这种东方传统是阻碍国家取代社会的抵制机制，是国家主义沙皇专制制度的敌人。1701年，彼得发布法令，要求全国除僧侣外一律穿着西欧式服装：“（男性）上衣为法兰西或撒克逊式，下衣和袜子为德意志式；（女性）穿着西式（德意志式）的帽子、外套、紧身衣、裙子和鞋。从现在起，任何人不得再穿着俄式服装。禁止使用俄式马具，工匠不得制造之，不得在市场销售之。（注：法令规定在城门收取违禁罚金：赤足者罚40戈比，使用俄式马具罚2卢布。）”以彼得为人格化身的沙皇国家铁拳，敲碎了传统社会的蚌壳，把社会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三、军事改革

彼得改革面临着来自贵族与农奴的双重挑战，在其改革的每个阶段都充满着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与斗争是社会转型的产物。彼得大帝对改革作过时段的划分：“改革是分三个阶段进行的，每一阶段为七年：1700至1707年为积蓄力量阶段；1707年至1714年为俄国跃进兴盛的阶段；1714年至1721年为建立良好秩序的阶段。”彼得改革的全过程，始终存在着贵族利益与改革政策的矛盾。“18世纪的欧洲社会仍然是贵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俄罗斯更是如此，与西欧不同的是，俄国贵族大多是官僚贵族、军功勋贵。由于俄国贵族大多不赞同西欧化改革，彼得无奈只得启用来自社会下层或有外国血统的亲信，擢拔为贵族，用这些所谓的“事功贵族”取代“世袭贵族”。亲信贵族对于改革的理解，是从既得利益出发，有利的就拥护、执行，不利的就拖延乃至抗拒。由于被抛出权力圈外，旧贵族对于彼得改革拼命反对。旧贵族的反对是“明枪”，而新贵族的拖沓则是防不胜防的“暗箭”，对于改革的破坏性更大。

彼得在位的大多数时间，俄国处于战时状态。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彼得改革的性质、规模和成就。彼得亲政后，执行扩张性对外政策，四面出击，攻城掠地，拓展了俄国疆土，奠定了现代俄国的疆域轮廓。1685-1696年，彼得率军南下，亲征亚速夫，击败土耳其守军，占领之。1700-1721年，彼得挥军西征，与波罗的海霸主瑞典作战，夺取了爱沙兰、里夫兰等省和维堡、开克斯保耳姆等城，“彼得至少在这个地区只是夺得了对于他的国家的正常发展所绝对必需的东西”。北方战争的胜利，不仅使俄国获取了多达812000平方俄里的土地，而且直接导致俄罗斯帝国的建立和彼得荣膺“大帝”称号。1721年10月22日，彼得被封为“全俄罗斯大帝”和“祖国之父”。波罗的海之滨的彼得堡成为俄罗斯帝国的首都。这标志着俄国作为欧洲大家庭的一员，站在欧罗巴的东大门。俄罗斯这艘艨艟巨舰，在扩张征服的战火中驶进世界历史。彼得东伐西伯利亚、中亚和波斯，取得了一些斩获，但未持久，死后得而复失大半。在这样严峻的局势中，社会转型很难保持整合的良性心理与物质状态，加之彼得本人对于社会整合缺乏理性的认识，使得整个改革进程困局连绵，危机丛生。

彼得西欧化改革，以“制度创新”为特征。这里所说的“制度”是广义的，也是功能性的。“制度创新”在旧的社会空间中，进行新制度的构建过程，是制度化的复杂过程，是社会转型的质的规定性。其主要结构性内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确立共同的价值理念；第二，制定规范；第三，建立机构。三者互动运作，形成新的制度功能，即运行功能、控制功能、组织功能。彼得的“制度创新”，侧重于机制性建制，忽略或当时还不具备进行整体性重建俄罗斯社会的主客观条件。

彼得改革的起动点与切入点是军事改革，把军事制度创新作为政治制度重建的基础。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对国内和国际的既定秩序进行调整。因而，彼得统治时期大部分处于战争状态。由于战争和巩固沙皇专制制度的需要，军事改革列于所有改革之首，彼得大帝并没有军事改革的预案，而是随着战争的发展而逐渐形成了军事改革的轮廓。纳尔瓦战役的失利，是彼得大帝创建新式西欧化陆海军的起点，“纳尔瓦会战是一个正在兴起的民族的第一次严重的失败，这个民族善于甚至把失败变成胜利的武器。”军事改革的第一个举措是实行新的征兵制，1699年，彼得大帝颁布敕令，征招新兵，确定在一定数目的自由民中抽丁一人。1705年明确规定，在一般农户和工商户中每20至30户中抽丁一人。1699至1725年期间，总共征兵53次。这53次征兵，征得284187人入伍。彼得穷兵黩武，连年战争使得人民不堪其苦，也使贵族难逃军役之缚。彼得规定，“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贵族每50人出一名步兵，每100人出一名骑兵。”

彼得大帝仿造西欧军制，建立一支职业化军队，有统一的组织建制、军服制式、武器配系和规范的后勤体系、垂直的指挥系统和科层的军衔制度。军队人事制度，打破平民与贵族界限，凭能力而非血统晋升。彼得“自1701年至1712年期间，在莫斯科开办了航海学校、炮兵学校、工程技术学校、医科学校。在彼得堡也建立了炮兵和海军学院（1715年）”。彼得派遣年轻军官去法国、意大利、荷兰及其他西欧国家学习军事和相关知识。军事改革没有改变军旅生涯的残酷性，逃避服役率和逃兵发生率都很高，成千上万的士兵没有在战火中倒下，却死于饥饿、寒冷和上司的虐待。彼得在军队培养起勇敢、坚定、忍耐、勤勉的军事爱国英雄主义精神，这种俄罗斯军魂激励着将士在其后二百多年的抗击侵略者的战争中，先后粉碎了横扫欧陆的拿破仑、希特勒大军。“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不赞叹俄军已经达到令人惊异的职业化水平，这应归功于沙皇。”到1725年，俄罗斯陆军兵员达20万人，另有10万名哥萨克和其他非正规武装。俄罗斯陆军是当时欧洲最大的一支军队。

彼得创立陆军的同时，也缔造了海军。彼得大帝的“两手论”说得十分明白：“任何一个统治者，如果只有陆军，他就只有一只手，如果他也有海军舰队，他就有两只手了。”彼得大帝之前，俄国没有海军。“到彼得大帝执政末年，俄国波罗的海舰队有35艘大舰、10艘巡洋舰、约200艘帆桨战船，水兵28000人，而且在里海也建有舰队，约100艘小战艇。”

按照西欧军队模式，彼得主持制订军队条令和军事章程。在1716至1722年期间，分别颁行了“军事法规”和“海军章程”。这两部军事法规，确定了陆、海军的编制编成、组织结构、战法原则、战术要领、官兵职责等。

四、君主专制制度

彼得建立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必然选择。彼得大帝分别对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的政权结构进行改革，打击旧贵族势力，稀释大官僚权力，提携、奖掖拥护改革的下层出身的官僚。这种努力遭到旧贵族和新官僚程度不同的反抗或抵制，因为改革是一柄双刃剑，既触犯旧贵族既定权益，也损害了新官僚既得利益。“彼得大帝也彻底改组了中央政府，用联合组织来替代政府机构重叠的混乱现象。但是，他在改革地方政府方面，收效甚微，他曾做过两次努力，但均告失败，结果省的行政管理机构主要掌握在驻扎在各地的团队指挥官的手中。”

彼得大帝对中央政权机构改革，把应急功能性办事机构转变为常设职能性官僚机构。由于莫斯科中央权力机构——波雅尔杜马由旧贵族组成，他们反对改革。1699年，彼得大帝建立“近臣办公厅”，作为波雅尔杜马的办事机构，握有实权，把杜马悬置起来。俄罗斯政治权力从君主议会二元化向君主专制一元化方向发展。近臣办公厅只受彼得大帝的领导，统辖全俄军政要务。1721年2月22日，彼得大帝发布诏令建立参政院。同年3月2日，彼得大帝颁布诏令规定参政院的权力和职责，共有九项内容，从司法、税收到发展同中国、波斯的贸易。参政院由9名参政员组成，均为彼得大帝的亲信。为保障参政院这个最高行政机构绝对忠于自己，彼得大帝设立了凌驾其上的总检察官监督它的活动。

随着中央最高行政机关逐渐官僚化，中央衙门也开始职能化。1718-1721年，建立了11个委员会，实行委员会制，取消了近臣办公厅。每个委员会由10名成员组成，主席、副主席、四名委员和四名助理委员，重要问题投票决定。新机构重蹈了旧衙门的覆辙：扯皮不断，效率低下，官僚主义取代了旧贵族惰性。

地方行政改革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699年建立市政院到1708年第一次省政改革，是以城市自治为突破口的启动阶段；第二阶段从1709年到彼得逝世，为建立俄罗斯统一地方行政系统阶段。1699年，彼得大帝在莫斯科成立市政院，后改为市政厅，其他城市建立地方自治署。这些市政自治机构不隶属于地方行政长官和中央衙门，是管理市民机构，负责向民众征税，往往由地主豪强势力来把持。官方调动不灵，人民不堪其压榨。市政自治闹得民怨鼎沸。1710年后，彼得大帝不得已将城市自治机构划归省行政机构管辖，取消了市民民主自治的组织形式，使城市资产阶级和市民对其改革政策丧失信心。

1708年12月8日，彼得大帝把全国分为8个大省。省设总督，统掌军政大权，由亲信近臣充任。为制衡总督这些封疆大吏，彼得大帝设立省级参议会，地方贵族充任议员，监督总督施政。1713-1714年，又设立3个省，共11个省。由于俄罗斯幅员辽阔，省辖区域过大，1719年，彼得将全俄划为50个州，保留省，以州为主要地方建制。省总督掌管军事，类似后来的军区司令。州长执掌行政全权，对中央负责。随着行政建制呈几何级数膨胀，官僚激增，人民负担日重。彼得政治体制改革对于社会发展，由建设性力量转变为否定性力量，激起了人民的反抗，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

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下，彼得大帝的中央集权从世俗领域扩展到宗教领域，囊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前彼得时代，俄罗斯以“第三罗马”自居，独尊东正教。教会享有至尊地位，还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18世纪的头二十年里，教会和修道院拥有的农业劳动力约占全国农业人口1/5,1718年在主教和其他高级僧侣领地上的农户增长37%，而在修道院领地上的农户增长36%。教会成为与国家并立的另一实体权威，这是彼得西欧化改革、建立世俗国家的政策所不能容纳的。1721年，彼得颁布宗教管理条例，废除总主教，设立中央政府宗教委员会，统管全俄宗教事务。教会从此依附于世俗政权，后来宗教委员会改称宗教事务管理总局，总局长由政府官僚充任。彼得坚持“教会的使命仅限于精神领域开展活动，绝不容许它干预政治。俄国的主人只有一个，即沙皇，而教会也必须听命于他”。彼得大帝认为，“国家具有非宗教因素的性质，而且以人民的意志为基础”。彼得认为僧侣是寄生虫，强迫他们交纳双倍人头税，没收教会的不动产与动产。僧侣阶层对于彼得大帝也充满了敌意与仇视，在下层人民起义，以及上层反改革势力中，都有僧侣混迹其间，煽风点火，激化矛盾。僧侣从宗教上否定西欧化改革的合法性与道义性，给彼得大帝造成很大的困扰。

制约贵族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构建的制度性预付成本。1714年3月23日，彼得大帝颁布“一子继承法”。这项法令规定，贵族的不动产只能传给一个儿子，其他子女只能继承动产。贵族若无子女，可随意把不动产传给他所认定的一个人，动产亦悉由其传给所欲给的人。未分得不动产的贵族子弟只能到政府服务或到陆、海军中服役，以维持生计。丧失继承权的旧贵族对西欧化改革颇多怨恨，认为彼得大帝剥夺自己的权益。在历次反对改革的斗争中，旧贵族子弟都是中坚力量。彼得不但限制旧贵族的经济特权，还限制他们政治上的垄断权。1722年1月24日，彼得大帝颁布《官秩表》法令。法令把文武百官分为14个等级，文官从14等文官到1等文官，武官从准尉到元帅。法令规定，无论俄国人，还是外国人，贵族、平民，一律从最低一级干起，非贵族出身的人任八品官衔，可获得贵族称号。旧贵族在政府中传统的特权地位被取消，彼得实行“量才施用”和“论功取仕”的官僚路线。这对俄罗斯传统社会结构造成了冲击，因为“只有历史资本主义制度下才按照个人的长处来分配职位”。丧失特权的旧贵族与被淘汰的新官僚结合在一起，形成反对改革的障碍势力。

五、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认同危机

彼得启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不仅旧贵族和官僚集团不认同，而且由于官僚重压、苛税重负和承担绝大部分改革成本，人民群众更加不认同。民欲求生，唯有揭竿而起。彼得统治期间，人民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其中较大的有：1705-1706年的阿斯特拉罕起义；1707-1708年的布拉文起义和1705-1711年的巴基什尔起义。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负面社会后果，集中体现在城乡人民起义上。阿斯特拉罕是俄罗斯东南部的港口，是工商业、政治、军事中心。人民和驻军遭到沙皇政府的残酷的重税盘剥和克扣粮饷的虐待。1705年6月29日，由莫斯科流放至此的射击军和劳动者发动起义，1706年3月13日，被政府军最终镇压下去，历时8个月，起义者在政治上存在着复旧倾向，如要求蓄须、穿着传统服装等。

1707年10月9日，哥萨克康德拉特·阿法纳西耶维奇·布拉文率领200多人在顿河流域发动起义。1708年7月7日，布拉文自杀，起义失败。尽管如此，“布拉文领导的起义是拉辛起义之后最大的一次反封建起义，……乃是封建俄国的一次农民战争。……这次起义囊括广泛地区，席卷了广大的被压迫人民群众。”巴什基尔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彼得大帝推行民族掠夺和民族歧视政策，导致这一地区各族人民奋起反抗，从1705-1711年进行长达6年多的起义斗争。彼得大帝启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造成了俄罗斯社会延续不断的分裂，“群众还停留在贫困愚昧状态中，固执于根深蒂固的保守心态，西化的上层说着完全不同的语言，想着完全不同的事情，追求完全不同的目标。”

第二节　开明专制

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时代精神

彼得大帝死后至叶卡捷林娜二世登基之前，资本主义现代化陷入困局，俄罗斯宫廷政变频仍，皇冠几易其主。争夺王位的纷乱场景背后，是封建旧贵族与新官僚集团在整合中斗争，斗争中整合。彼得作为一个激进改革家，留给身后俄罗斯更多的是改革的激情，而非理性的变革，徒具西欧化的表象，而没有深入到俄罗斯心魂之中。在他身后，改革出现反复，既是历史的客观必然，也是彼得改革局限性的体现。

后彼得大帝时代终结于叶卡捷林娜二世政变上台，同时开始“开明专制”为特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时代。这是一个充满了精神悖论与历史矛盾的时段，“叶卡捷林娜的统治被看做是俄国贵族的黄金时代，帝国宫廷奢侈淫逸，广大社会下层穷困无比。为了赢得贵族的支持，叶卡捷林娜大力拓展令人憎恶的农奴制，她努力使俄国成为欧洲文化的一部分。她发起了公共关系攻势，为自己赢得欧洲著名人士的赞誉，确立起开明的、自由主义改革者声誉。”从此，资本主义现代化在俄罗斯精神或者叫做俄罗斯心魂的深层次展现出极具特色的范式。

叶卡捷林娜二世以奉行“开明专制”著称于世界历史。叶卡捷林娜二世对于俄国的意义是巨大的，因为“这个国家最光荣的几页历史，正是靠叶卡捷林娜获得的”。如果说彼得一世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埋下奠基的巨石，叶卡捷林娜二世则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大厦搭设了巨大的框架。

叶卡捷林娜二世出生于德意志，兼具德意志与俄罗斯两种文化的特质。叶卡捷林娜二世在普鲁士度过少女时光，沉浸在军国主义与开明专制的政治氛围和启蒙思潮风云际会的文化环境中。启蒙思潮对叶卡捷林娜的精神成长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启蒙运动在普鲁士受到官方的礼遇，而大多数著名启蒙思想家在自己的祖国——法国则受到官方的敌视。“法国启蒙时期作家只能匿名发表作品，直到大革命爆发前，这些人被视为从内部颠覆国家的特洛伊木马。”

18世纪俄罗斯是历史内在张力与社会外在冲突的地缘文化带，“俄罗斯是矛盾的，是二律背反的。……而每个人都在按自己的方式信仰着俄罗斯，每个人都能在俄罗斯充满悖论性的存在中找到事例来支持自己的信仰。唯有立刻承认俄罗斯的悖论性，它那骇人的矛盾性，才有可能揭开隐藏在俄罗斯灵魂深处的那个秘密。”俄罗斯的根本矛盾是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始于彼得启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全部彼得大帝时期俄罗斯的历史就是西方与东方在俄罗斯灵魂中斗争的历史”。在精神的空间维度上，还存在南北矛盾与上下矛盾。在基辅罗斯时期，存在着南北两个中心的矛盾，南方以基辅为中心，受拜占庭文化影响，具有较强的东正教宗教文化意蕴，而北方以诺夫哥罗德为中心，受斯堪的纳维亚影响，具有强烈的世俗商业文化色彩，两大文化板块互相碰撞。由于鞑靼蒙古入侵和莫斯科公国的兴起，两种价值取向对立的文化共存于俄罗斯精神深处，构成了俄罗斯悖论性的精神性格。上下矛盾，是上层贵族与下层平民、特别是农奴的矛盾。这一对矛盾，在彼得改革后更加激化，彼得大帝及其后继者大力强化农奴制，把农奴劳动制度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形式，同时加强贵族阶级，将其作为国家依靠的力量。上下差距逐渐拉大，形成巨大的社会鸿沟，使俄罗斯社会处在矛盾性结构之中。俄罗斯的悖论性像巨大的历史旋涡，使人不由自主地裹挟进去。俄罗斯的悖论性的显性表象，就是空间内容与表现形式的矛盾，俄罗斯人对此安之若素：“形式的天才不是俄罗斯的天才，他难以和空间对俄罗斯灵魂的统治相配合。”

叶卡捷林娜的“开明专制”有着感性的根源。1745年，她同彼得三世做一次横穿俄罗斯西部旅行。这位被狄德罗喻为“奉献她那个时代之光的烛台”的未来女皇在广袤的俄罗斯大平原上，看到了俄罗斯社会的症结所在。俄罗斯的专制制度登峰造极，“沙皇的统治似乎和古代亚述的国王一样专制，他对臣民的生命和财产，似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而臣民对他却像奴隶一样俯首听命。”

叶卡捷林娜二世把启蒙思想视为精神之友，她登基后，写信给伏尔泰：“我可以告诉您，从我可以支配自己的时间以来，即从1746年以来，我在很多方面从您那里得到教益。在此以前，我只看小说，但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您的著作落到了我的手里。从此以后，我就不断地阅读您的著作，再也不想看写得不好的书籍了。”她的阅读面是宽泛的，不限于伏尔泰，“叶卡捷林娜在登基前已经阅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伏尔泰的《论国家的风俗和精神》”。《论法的精神》使她了解了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从《论国家的风俗和精神》中领悟了军国大事不可操之过急，要明辨慎行，行善攻心。叶卡捷林娜二世宣称，《论法的精神》是“每个头脑健全的国君的案头必备书”。伏尔泰“纯属理性的自由思想，使人得出结论，证明各种不遵守习惯和当代风俗的行为是正当的。伏尔泰世界观中的这一方面，也是他的思想得以风行的原因之一，这也吸引着叶卡捷林娜”。同时，“叶卡捷林娜的一些好思想，也是从他（伏尔泰）那里取得的。……她当时从伏尔泰、孟德斯鸠……身上获得的主要东西，是她在处理巨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时的某种人道主义精神和灵活性”。叶卡捷林娜二世不仅应用启蒙思想治理国政，而且在日常生活甚至情感生活中也深受启蒙思想的熏陶。18世纪50年代中期，她遇到波兰贵族波尼亚托夫斯基。这个青年打动了她的芳心，因为“叶卡捷林娜读了伏尔泰……的著作之后曾经向往的精神文明和高贵风度，在他身上得到生动的体现。他到处旅游，是巴黎上流社会的一员；巴黎上流社会，正如当时还无人觊觎的国王威信一样，以其崇高的声望和迷人的魅力而誉满欧洲。……他的一举一动都使叶卡捷林娜倾倒”。这位体现启蒙时代风范的情夫，后来被她扶上了波兰国王的宝座，又在瓜分波兰时被赶下了王位，女君主的情夫结局大都不妙。

叶卡捷林娜二世登基后，把启蒙思想的朋友与专制主义的女皇悖论性双重角色一并担当起来。她登基前精神上更加倾向于启蒙思想，执政后行动上则更偏向于专制主义。在一封致下属的信中，她阐述了专制主义治国理念和个人信念：“治理俄罗斯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只能用专制君主制，舍此皆为下策。因为其他统治形式很难使皇命付诸实践，而且会为那些妄图使一个强大的国家四分五裂的野心活动者提供土壤。一个国家内部制度总应该适应本国国情。此外，俄罗斯政权机关里是很少有一个人敢于独立思考和采取果断行动的。我们国内某些官员中目前还存在的惰性也说明：完全有必要建立一个坚强的中央政权。”

叶卡捷林娜二世不可能超越其所处时代俄罗斯社会发展水平、精神成长程度，但她在短短的时间就赢得了启蒙思想家的青睐。叶卡捷林娜二世对生计维艰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多方关照，《百科全书》编者狄德罗晚年家境困难，打算变卖藏书，她闻讯后，立刻委派专人出资16000里佛，买下狄德罗出价15000里佛的藏书，并且附加一个条件，只要狄德罗健在，这些书就不从法国运到俄罗斯。这一小小的善举，居然让启蒙思想家们欣喜若狂。“《百科全书》主编感激涕零，伏尔泰和达朗贝尔祝贺有加。”这出乎叶卡捷林娜二世的意料，从中她看到了启蒙思想家不但是精神上的朋友，而且也能够成为政治上的盟友，让他们在西欧吹捧自己，塑造俄罗斯女皇的新形象。俄国翻译出版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卢梭的《新爱洛伊丝》、爱尔维修《论精神》等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作，俄罗斯俨然成为启蒙运动的另一方重镇。俄罗斯的启蒙运动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激进民主主义贵族知识分子启蒙运动，另一个是叶卡捷林娜二世的官方启蒙运动。官方启蒙运动担负着整饬国内思想秩序和影响欧洲舆论的双重使命，1762年她即位时，俄国的启蒙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女皇无法公然反对这种运动，她之所以登上宝座，不仅仰仗有反动农奴主撑腰的近卫军，而且还多亏了受到启蒙思想熏陶的贵族知识分子。叶卡捷林娜不得不两面讨好，既向自由派作一些模棱两可的许诺，同时又不采取会激起农奴主不满的行动。在她所玩弄的这套两面权术当中，关键的一点是，赢得欧洲进步舆论的支持，在俄国搞一个官方的启蒙运动，实质上是为了对抗真正的启蒙运动，不仅是为了对抗民主的启蒙运动，而且是为了对抗激进贵族的启蒙运动。叶卡捷林娜在欧洲启蒙思想家面前，十分乖巧地扮成一个爱好自由的开明君主。

在争取启蒙思想家同情方面，叶卡捷林娜二世总体上是成功的，她的每项重大国策行动都会得到来自启蒙思想家的赞誉，甚至瓜分波兰这样的恶行也不例外。1768年，俄军进攻波兰。伏尔泰说：“俄罗斯女皇做出了当今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表率。她慷慨地派出4万名俄罗斯军人开进波兰，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去宣扬她的宽容精神，恢复那里的秩序。女皇之所以让她的军队出动，是为了迫使那里的人民互相忍让。”

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立法构建

在叶卡捷林娜二世主导下，资本主义现代化走上了开明专制的历史路径。开明专制的实质是现代化与传统的妥协之道，通过专制君权，集中国家全部资源，不进行根本性变革，在给定的社会空间与利益格局中推进现代化。立法是国家重要的职能，立法彰显开明专制特质。叶卡捷林娜二世引进资本主义法理，同时又不能脱离俄罗斯的传统。由于1767年成立新法典编纂委员会及为该委员会工作发布的《指导书》，叶卡捷林娜二世被启蒙思想家欢呼为：“北方的塞米拉米达”（塞米拉米达系传说中的亚述女王，她领导了亚述多次征服活动并建造了“空中花园”）。

《指导书》体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立法构想。法典编纂委员会不同于18世纪西欧国家出现的立法委员会，虽同为编制法典，但俄罗斯的法典编纂委员会充其量是一个秘书班子兼咨议机构，立法权操于叶卡捷林娜二世一人之手。这是开明专制君主与立宪君主制的根本性法理区别所在。

1766年12月14日，叶卡捷林娜二世发布《建立法典编纂委员会的诏令》，在陈述了旧法度的弊端后，她宣称：“我们的根本目的是我国人民的福祉，为此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人民的需求与渴望。本诏令发表半年后，各个地区选一名代表，来到我国旧都莫斯科。每个地区选出代表后，应给代表成文的条陈和委托书。召集代表开会，不仅要听取他们关于各个地区的匮乏与需要的说明，而且要他们起草新法典，提交朕御批。这个委员会将在朕的指导与带领下开展工作。建立这个委员会，为帝国臣民提供一个检验自己的真诚及对祖国的热爱的机会。”在这个诏令中，叶卡捷林娜二世使用了许多启蒙运动蛊惑人心的语句，“叶卡捷林娜召集法典编纂委员会不过是为她个人制定新法典，提供咨询”。

法典编纂委员会的组成结构，以贵族阶级为主体，辅之以新兴的资产者、市民阶层、国有农民及自由农民的代表组成，“新法典编纂委员会经选举产生，具有等级性质。贵族（地主）代表每县一名，市民代表每个城市一名，国有农民分（乡、县、省）三级选举，每省两名，哥萨克和非俄罗斯族代表每省一名。教会由正教院派代表参加。此外，中央机关、参政院和各委员会都有代表参加。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地主农民被剥夺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全体代表总数是596人。其中中央机关28人，贵族216人，农民24人，独户农43人，哥萨克45人，非俄罗斯族51人。……委托书共有1465份，反映了各个阶级的政治和经济要求。”1767年8月10日，法典编纂委员会在莫斯科开幕。会议的第一项议程，与新法典无关，大主教季米特里提议授予叶卡捷林娜二世“英明伟大的皇帝和国母”称号，获得通过。叶卡捷林娜二世，继彼得一世是俄罗斯帝国历史上第二位大帝。叶卡捷林娜二世对于该委员会发布了多达500余条的指导意见，从立法目的到具体细则详加指令，反映了开明专制君主的绝对权威与事必躬亲的专制作风。针对俄罗斯内部东正教原教旨主义势力强调“第三罗马”的文化特性，与西欧分庭抗礼，实行“拜占庭化”的图谋，叶卡捷林娜二世在《指导书》第六、七条明确指出：“6.俄罗斯是欧洲大国。7.这一点已经为下列观察所证实：彼得大帝对俄罗斯改造之所以顺利取得成功，原因在于俄罗斯的旧俗已经不符合时代的潮流。彼得一世把欧洲的风尚与习俗引入俄罗斯，将俄国人改造成为欧洲民族，这一进程在他的时代进展顺利得超乎他的期望。”这表明，叶卡捷林娜二世坚持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以西欧为背景的。

叶卡捷林娜二世对于俄罗斯社会的皇权崇拜，有着深刻的洞察。她强调，专制君权是国家最高权力，是不可分割的，集于君主一身。她在《指导书》中以不容置疑的决断式语句写道：“9.最高权力是专制的。这项威权集于君主一身，权威所及遍于国事各个方面。10.国家的广袤疆域要求专制君权统御万民，统管万事。12.另一个（实行专制君权的重要）原因是，服从（君主）一人的律法要比服从多人的律法为好。”叶卡捷林娜二世为专制主义涂上一层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想的油彩：“13.专制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剥夺人民的天赋自由，而是指导他们的行为，以便其获得最大的益处。15.专制的意旨和目标是市民的荣耀、国家的繁荣。”

在罪与罚问题上，叶卡捷林娜二世表现出了启蒙运动的现代刑罚意识：“使用肉刑与健全的人类天性相抵触。人们对于这种刑罚怨声载道，特令全部废止肉刑……”事实上，在叶卡捷林娜二世当政期间，俄罗斯的肉刑不但没有废止，反而更加严酷，具体情况后面述及。叶卡捷林娜二世在《指导书》中把理想与现实的诡辩论，玩弄得炉火纯青。这套诡辩论，把她推向了18世纪欧洲开明专制君主荣誉的高峰。叶卡捷林娜二世进一步阐述刑罚准则：“为了不使刑罚蜕变为对市民的暴力，刑罚应是公开的、必需的、适度的和迅疾奏效的，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温和一些，刑罚要与所构成的犯罪相一致，罪名要在法律中详列之。”

叶卡捷林娜二世在俄罗斯社会的痼疾——农奴制问题上，言辞之激进足以与19世纪民粹派相媲美：“216.法律应能够赋予奴隶拥有私有财产。”但她为此设置了一个先决条件：“260.突然地、或经过一般法律使大批（奴隶或农奴）获得自由是不适当的。”

叶卡捷林娜二世维护农奴制，一方面是其贵族君主的阶级本性使然，另一方面也是俄罗斯农业发展离不开农奴劳动力所决定的。尽管叶卡捷林娜号称“开明君主”，但正是在“叶卡捷林娜二世执政时期，人民终于落到农奴制的权力统治之下”。叶卡捷林娜二世虽未对农奴制进行变更，但不主张对农奴竭泽而渔。她认为：“295.如果农业凋敝，就没有人还能拥有财富。”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危局，"299.奖励那些把土地耕作得比其他人好的农民是很好的做法。”叶卡捷林娜二世谙知启蒙思想，俄罗斯的社会现实使得她在农奴问题上很难有所作为，并在历史惯性作用下，把农奴制推向了高峰。农奴制与启蒙运动理念是冰火两重天，封建农奴制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却在叶卡捷林娜二世那里兼容并蓄了。这就是开明专制的内在悖论。

贵族是开明专制的依靠力量，在《指导书》中对于贵族权益，给予多方面的界定。在贵族经济利益方面，《指导书》针对俄罗斯出现的资本主义货币关系，贵族地主肆意盘剥农奴货币租赋，指出：“贵族使用新的收取租赋方式，削弱了俄罗斯农业和人民。贵族很少或根本不住在农村，向每个农奴征收一个、两个，甚至高达五个卢布的租赋，根本不考虑农奴能否拿得出这笔钱。”俄罗斯是一个农奴制农业国，叶卡捷林娜二世不希望贵族地主的残酷压迫，导致农奴丧失生产积极性，起来反抗，威胁其统治和贵族集团的整体利益。《指导书》要求：“220.法律必须明确规定贵族向农民收取租赋数额，其数额应是公正和精确的，这是绝对必须的。惟其如此，农业才会发展，人口才能增长。”

叶卡捷林娜二世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同样表现出了启蒙运动倾向，她写道：“494.在这样一个大国，统治如此众多的民族，如果错误地禁止或歧视不同的（宗教）信仰将极大地损害国民的安全与社会的稳定。”叶卡捷林娜二世对于不同信仰做了理性的分析：“496.人类心智会被迫害激怒，应允许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信仰缓和最僵化的想法，远离根深蒂固的偏执，抑制那些损害国家稳定和国民团结的争论。”

叶卡捷林娜二世对于异端和民间巫术的立法态度也是很谨慎的，表现得比较理智：“497.应该十分审慎地审理涉及巫术和异端的案件。如果对于这两种行为酿成的犯罪不加以适当的法律约束，就会损害国民的自由与安宁，导致国家动乱。”

叶卡捷林娜二世对于荒诞不经的封建迷信以及巫术魔法兴趣索然，但相信现代科学。18世纪后期，俄罗斯民众乃至宫廷都不愿意接种牛痘，叶卡捷林娜二世不顾冥顽的贵族大臣的阻拦，在法典编纂委员会开会期间，接种了牛痘，"1768年，她是彼得堡甚至是全俄国接种牛痘的第一个人。”叶卡捷林娜二世对于代表们和贵族大臣赞美她接种牛痘的阿谀之词不以为然，她说：“我想，伦敦街头的任何一个小孩都有这样的勇气。”在东正教传统深厚的俄罗斯，叶卡捷林娜二世虽皈依了东正教，对待现代科学的态度却不受东正教传统的羁绊。叶卡捷林娜二世对西欧最新科学成果贪婪地持拿来主义态度。器物层面的科学硕果，是专制君主的好朋友，科学发展的物化成果，有利于巩固君主专制。

叶卡捷林娜二世企图把自己的立法普及到全俄罗斯各个角落，她在《指导书》中要求：“158.法律应用通俗的语言写成，法典应把所有法律包容在一本书中，法典的售价应像小学课本一样低廉。”叶卡捷林娜二世在《指导书》中，把开明专制的立法目的表述得天花乱坠：“520.不能让那些整天吹捧自己君主的人得到恩宠。我庄严地宣告，人民不是为君主创造的，相反，君主是为人民所创造的。基于这样的原因，我必须实事求是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愿我们的立法工作结束后，世界上再没有任何国家比俄罗斯更公正、更繁荣；如若不然，那就是我们的立法目的没有达到，我不希望出现这种不幸的局面。”

《指导书》既是开明专制的政治宣言书，也是反映叶卡捷林娜二世精神境界的文本。理想与现实，超越与权势，使得叶卡捷林娜二世在悖论性的泥淖中越陷越深，以至完全丧失了自拔的自觉。叶卡捷林娜二世身上比较明显的启蒙思想特点，是一种立法狂热，“叶卡捷林娜毕生始终对法律知识感到兴趣。她本人也永远是一个立法者，不过是一个‘即兴式’的立法者”。《指导书》是开明专制悖论性质的标本，“渗透着伏尔泰关于专制制度的学说。这一学说，也给那个必须执行女皇旨意的委员会的工作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指导书》就是要用女皇的个人意志来代替俄国人民的集体意志，伏尔泰认为，“叶卡捷林娜一个人就比所有的代表都能胜任这项工作”。叶卡捷林娜二世的《指导书》，使她赢得欧洲知识分子的尊重，在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心目中，叶卡捷林娜二世是“开明专制”的代表。

开明专制条件下，“言论自由”是君主的恩赐，不是天赋的人权，取决于君主的“开明”程度。这种“言论自由”是由专制君主制向立宪君主制过渡的中间状态，既有别于专制君主制的“言论一律”，又有别于立宪君主制的“言论自由”。贵族是法典编纂委员会的强势集团，在会议讨论中表达了维护和扩大贵族特权的要求。贵族要求兴办资本主义性质的制造业，表明贵族在一步一步地向新兴的生产关系靠拢，并力图用封建特权方式改造之。这种状况造就了开明专制的悖论性经济基础，先进的生产方式与落后的生产关系融合在一起，两种互为逆向的社会作用力在内耗，极大地损害了社会运行机制。这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经济后果，也是俄罗斯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内在症结。

新兴的资本主义商人和市民阶级对于社会现实是不满的，但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开明专制君主——叶卡捷林娜二世。这是俄国资产阶级形成时期就带有的妥协性。俄国资产阶级产生于农奴制社会结构之中，有着挥之不去的农奴制胎记，它是新的生产关系的阶级性代表，同时又是旧的社会结构的承载者，因为“在农奴制社会内，随着商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出现，随着货币流通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即资本家阶级”。俄国资产阶级对于开明专制是欢迎的，开明专制内蕴的悖论性质符合俄国资产阶级的双重本性。

对于农奴制问题，叶卡捷林娜二世表现出了开明专制君主激进的一面，把顽固坚持农奴制的人直呼为“畜牲”。但是，她没有把这种想法转化为国策准则和施政举措。叶卡捷林娜二世的倾向，传染给了贵族激进势力。

法典编纂委员会于1768年2月从莫斯科迁到彼得堡，由于代表素质良莠混杂，参政议政能力参差不齐，在关乎农奴制、国家立法原则等重大问题争执不下，莫衷一是，会议成为清谈馆。叶卡捷林娜二世以俄土战争爆发为由，于1769年1月“暂时”解散该委员会，由其下设的专门委员会继续立法工作。1774年12月4日，她下令专门委员会停止工作。尽管法典编纂委员会一事无成，但叶卡捷林娜二世却通过此举在西欧赢得了启蒙思想家和知识分子的好感，柏林科学院聘请她为院士。叶卡捷林娜二世的《指导书》没有变成法典编纂委员会通过的正式立法，代表们在喧闹的争论中使它丧失了效用。《指导书》在启蒙思想家那里产生了震动，伏尔泰、狄德罗等人认为：《指导书》不仅是为俄罗斯起草的，也是为世界起草的，任何走向文明、开化的国家都可以直接利用它。普鲁士的腓特列大王对《指导书》赞扬备至。开明专制的立法理念与立法实践表明，俄罗斯沙皇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法理悖论。

三、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贵族体制

叶卡捷林娜二世在其34年的执政生涯中，顺应俄罗斯社会的官僚贵族主导趋势，并将这种趋势推向高峰，建立起贵族专政的国家体制。叶卡捷林娜二世登基伊始，就对“有功”的贵族，大行封赏，比她的前任更为慷慨。在受奖的贵族中，原小俄罗斯统领基·拉祖莫夫伯爵得到5000卢布，参政院成员尼·潘宁得到5000卢布，近卫军中尉格·奥尔洛夫得到800农奴，近卫军少校阿·奥尔洛夫得到800农奴，叶·达什科娃大公夫人得到24000卢布。叶卡捷林娜二世在这一次共赏赐了18000农奴和186000卢布。她在位34年里，共赏赐80万农奴。像奥尔洛夫兄弟、格·波将金、彼·鲁勉采夫等宠臣，都成为拥有数万农奴的大农奴主。

叶卡捷林娜二世不但对贵族给予农奴财物赏赐，扩大经济特权，还强化贵族的政治特权。首先，建立起贵族主导的地方政权体系。1775年11月2日，叶卡捷林娜二世为恢复被普加乔夫起义所摧毁的地方政权，更加有力地维持专制统治秩序，发布《全俄帝国省政管理法令》。该《法令》调整了地方政权建制，明确了行政、司法主官的权责及机构设置事项。《法令》取消了省、州、县三级政权建制，改为更有利于专制皇权直接统辖的省、县两级建制，减少了中间层次。全俄被划分为50个省，省下辖县，县级建制比原来翻了一番还多。省、县的设置，以人口规模为依据，每省为30万——40万人，每县为2万——3万人。这种区划的实质是“中世纪的、农奴制的、官僚行政的划分”。

《法令》规定，省的行政主官是省长，另有副省长和两名参事辅佐。省长由沙皇任命。省长、副省长和参事组成省级权力机关——省行政管理局。省级财务机关是税务署，负责管理财政。省级民事管理机关是社会救济厅，负责国民教育、公共卫生、慈善事业，并兼行使警察职能。省级司法机关为刑事法院和民事法院，并设三个等级法院，即贵族的高等地方法院、市民的市政局、国有农民的高级农民法院。各法院院长由省长任命，陪审官按等级选举产生，每三年选举一次。另设有良心裁判法院，该法院监督法院的判决和警察的执法，有权释放无辜被捕者，并为被捕者作担保。

由于俄罗斯地域辽阔，省级建制庞大，不便于沙皇逐个地具体掌握。为此，《法令》规定，沙皇任命的总督管理2-3个省，掌握辖区的全权，既是军队统帅，又是行政长官，在中央，他还是参政院成员。

县级主官是行使行政与治安双重职权的县警察局长。县级行政机关是初级地方法院，隶属于省行政管理局。县级司法机关是县法院和初级农民法院。法院的法官和陪审官分别由贵族和国有农民选举产生。只有拥有1万——3万名国有农民的县才能成立初级农民法院，并经省长批准。初级农民法院的领导权往往为当地贵族垄断，很难保护国有农民的利益。

《法令》规定，城市为独立的行政区划。一般城市的主官为市长或城防司令，两个首都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主官为警察总监。城市的司法机关是市政局。市长和市政局，由商人和市民选举产生。

叶卡捷林娜二世对中央政权进行改造，使之更加有利于沙皇专制统治。叶卡捷林娜二世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把权力把持在自己手中。叶卡捷林娜二世撤销几个委员会，把它们的职能下放给省的相关署、厅。参政院的作用大为削弱。女皇直接通过总检察官传达圣谕和听取汇报，而不通过参政院。重要委员会的主席直接参加参政院和最高宫廷会议。叶卡捷林娜二世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整套的贵族官僚机构，“沙皇的专制就是官吏的专制”。

叶卡捷林娜二世不仅建立起完整的贵族官僚体系，而且通过立法把贵族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特权法规化、固定化。1785年4月21日，叶卡捷林娜二世颁布《贵族宪章》。这个《宪章》是开明专制的贵族政治倾向的集中体现，从《指导书》的自由主义色彩到《贵族宪章》的贵族政治倾向，表明叶卡捷林娜二世无力超越俄罗斯社会强力结构作用下、界定给自己的历史方位。《贵族宪章》从维护贵族官僚帝国的基本利益出发，确认了贵族占有土地和农奴、享有免除肉刑和人头税等政治、经济、司法诸方面特权；县、省都要建立内部自治的贵族团体；县贵族每三年集会选举贵族理事。省贵族集会，从县贵族理事中推选省贵族理事，并推荐为省各衙门官署的候任人选。贵族有权把自己的要求提交总督，或通过特别代表呈交参政院或沙皇本人。

叶卡捷林娜二世在颁布《贵族宪章》的同日，发布《城市宪章》。这是18世纪俄罗斯第一部系统地关于新生的资产阶级的法令。美籍俄裔历史学家维纳德斯基说：“叶卡捷林娜特别希望资产阶级发展起来，因此，她把《城市宪章》和《贵族宪章》同时发表。”《城市宪章》把市民分为六类。第一类是所谓“真正的市民”，包括所有在城市拥有不动产（房屋或其他建筑物、土地）的人，贵族、官僚和僧侣须在城市内有不动产方可列为“真正的市民”。第二类市民包括第一类行会商人（拥有1万——5万卢布资本的商人）、第二类行会商人（拥有5000-10000卢布资本的商人）、第三类行会商人（拥有1000-5000卢布资本的商人）。第三类市民包括行会手工业者（工匠、助理工匠和学徒）。第四类市民包括在本地从事手工业或其他职业的外埠人和外国人。第五类市民包括拥有五万卢布以上的资本家、银行家和船主以及学者、艺术家、作曲家、建筑师等有名望的市民。第六类市民包括靠手工活、矿业、渔猎糊口的市民群众。“上述六类市民是严格按照财产资格划分的。……在城市经营工商业并拥有房产的农民，被排除在市民之外。”

《城市宪章》规定城市实行市民自治，"29.市民可召开市民大会，组建城市联合会，享有下述权益。30.市民每三年的冬季，在得到总督或省长的允许后，选举市政长官，须听取总督或省长的推荐。31.市长和高级市政官每三年由城市联合会投票选举产生；法官和陪审官由城市联合会每年投票选举。”城市选举是有财产资格限制的，凡缴纳50卢布以上资本税、年满25岁的市民才有权参加城市联合会。也就是说拥有5000卢布资本、年满25岁的市民才能成为城市联合会的成员。有限的选举制，特别是财产资格的限制，是开明专制的普遍特征。叶卡捷林娜二世道出了开明专制君主对于富人的共同看法：“富有者对于人类拥有惊人的权力，因为君主们自己归根结底也将尊敬那些发财致富的人。”城市自治权实质上被富有商人和市民操纵着，他们与贵族官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城市宪章》提高了市民的政治地位，城市上层从中获益匪浅，城市中下层市民的状况并没有明显改善。叶卡捷林娜二世发布《城市宪章》的目的，在于调动市民、商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为贵族官僚帝国提供物质支持，并扩大统治阶级的范围，巩固专制皇权与官僚贵族的政治体系。叶卡捷林娜二世时代，在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层面，资本主义现代化进入既彰显俄罗斯特质，又融汇现代化共性的新境界。

第三节　农奴制改革

一、改革启动

1861年农奴制改革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内蕴的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变频的历史产物。19世纪，俄罗斯激进知识分子对于农奴制深恶痛绝，与之相映成趣的，还有官方知识分子。无论是否定性批判的激进知识分子，还是建设性批判的官方知识分子，两者在西欧的背景话语下，针对农奴制，展开持续的抨击。

亚历山大一世率领俄军及反法联军开进巴黎，结束了拿破仑一世的法兰西帝国，既为俄国赢得“革命终结者”的“反革命堡垒”的“殊荣”，也为现代化观念形态渗透到其统治支柱——贵族军官集团洞开了闸门。19世纪初，拉吉舍夫对于俄国贵族具有巨大的影响，许多青年贵族和青年军官，都认同于拉吉舍夫废除农奴制的理念。1812年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使贵族先进分子认识到，农民群众是维护国家稳定与安全的支柱，农奴制是不利于巩固国本的，因而必须改革。随后追击法军，进入到中欧、西欧，贵族军官看到俄国落后的症结就在于农奴制。后来的“十二月党人”发出浩叹：“难道我们解放欧洲是为了把欧洲的脚镣手铐戴在自己身上吗？难道我们拿宪法给法国是为了我们提也不敢提到它吗？难道我们用鲜血换来了头等国际地位是为了在家里受凌辱么？”“十二月党人”在俄罗斯知识分子中，第一次把批判的武器，变为武器的批判。1825年12月14日，“十二月党人”发动起义，遭到沙皇当局的残酷镇压。“十二月党人”的“思想和斗争，甚至连他们的失败和死亡，都对俄罗斯社会的精神和文化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列宁中肯地指出：“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同人民的距离是非常远的。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

“十二月党人”失败后，俄国知识分子陷入深刻的反思与精神危机之中，撤出了武器批判的战场，重操起了批判的武器。对于俄罗斯走什么样现代化道路的分歧，使得知识分子分别被标识为“西欧派”和“斯拉夫派”。19世纪30-40年代，两派展开大论战，争论的焦点在于现代化路径和特殊性路径，何者为俄罗斯未来发展的道路。斯拉夫派认为，俄罗斯的历史发展道路完全不同于西欧，俄罗斯文化禀赋了“第三罗马”东正教基因，天然地优越于西方文化。斯拉夫派认为，“村社”是整合性、无阶级的俄罗斯社会的历史基因和现实基石，西欧社会处于阶级分裂、阶级对抗之中。村社避免了阶级分化，从根本上避免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与革命局面的出现。斯拉夫派更激进地对农奴制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农奴制破坏了村社世界的和谐，导致阶级对立的出现，从根本上动摇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必须废止。斯拉夫派留恋前彼得大帝的“纯粹罗斯”，对其后的欧化改革多有指责，甚至彻底否定。尽管如此，斯拉夫派不是一般地反对现代化，而是试图充分利用俄罗斯传统的文化资产与精神资源，构筑一条俄罗斯资本主义现代化自我演进、自我完善的天使之路。斯拉夫派就其思想归旨而言，仍是现代化背景话语下，试图超越并替代西欧现代化模式的新的现代化模式。斯拉夫派追求的是替代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第三罗马”是它的发生学源头，第三国际是它的类型学范式，两个阵营全球对峙是它的现象学界定。对于西欧派来说，俄罗斯特殊性是认识论命题；对于斯拉夫派来说，俄罗斯特殊性是本体论存在。斯拉夫派思想在后来分别被泛斯拉夫主义、民粹派、布尔什维克所传承。斯拉夫派成员大都是开明贵族出身，在精神上是“十二月党人”的后裔，但又与之不同——“十二月党人”是否定性贵族革命家，他们是建设性贵族派。斯拉夫派的政治思想更加接近于君主立宪制，而不是民主共和制。

斯拉夫派坚持“村社”理念的核心，在于否定农奴制。斯拉夫派理论家萨马林在1856年秋所作的《论农奴地位及其转向公民自由》札记中写道：“农奴制度已经过时，变成了累赘，人民不能再容忍了。”另一位斯拉夫派活动家科谢列夫认为，“一种习惯，一种东方的（我不想说得更强烈些）惰性使得我们在摆脱农奴制度方面裹足不前。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自由劳动优于徭役劳动，自愿服役胜于被迫服役，但我们都抱残守缺，知善不从。”

斯拉夫派在改革农奴制问题上，主张分给农民土地，分给农民的份地是解除农民对地主人身依附关系的前提与结果。斯拉夫派改革农奴制的方案，是半封建主义与半资本主义的大杂烩。一方面，他们坚持连带土地解放农奴，为资本主义土地关系的形成和工业化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他们主张，收取超市场价值的高额赎金，用封建主义超经济强制，掠夺本已一贫如洗的农民，使农民在改革后，既失去农奴人身依附关系所提供的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又丧失独立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斯拉夫派的主张，对于农民意味着资本主义剥夺和封建主义掠夺双重灾难。从已有社会结构既得利益集团本位出发的社会转型设计，其未来收益是以损害社会转型的主体支持力量——下层民众可能的获益为代价的。在这一点上，斯拉夫派与农奴主对待改革的想法殊途同归了。

有的农奴主甚至早在改革前，就自己解放农奴。如贵族M.B.彼得谢夫斯基在自己的领地，为农民建立了一个自我解放、自我管理的法郎吉庄园，而农奴们认为这是主人为抛弃他们设下的骗局，将其付之一炬。由于农奴主直接面对农奴，对于俄罗斯农民的封建依附性有着切身感受。农民与农奴主互为依存，是俄国农村封建性社会结构的主干。相对于农奴主来说，农民先天地缺乏自在自为的品质。农奴主是农民的直接代表，沙皇政府是农民的最高主宰。

农奴制改革前俄罗斯农村的封建宗法性，由农民家庭这一社会基本细胞放大为专制国家，西方学者指出：“农民家庭是一个微型专制社会。”俄罗斯农民封闭性的精神特征，是城市与农村二元分离的产物，“由于传统的对城市和市民的不信任，农民几乎都不愿意搭理城里来的各类官员。有教养的人，往往是城里人，如果他想改变农民的想法，使其了解新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几乎是对牛弹琴。”农奴主利用农民处于自在状态，尚未有自为的觉悟，打着保护农民的旗号，提出改革，使本阶级利益在改革性利益结构调整中，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并争取收益最大化。

农奴主的代言人一方面承认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另一方面大谈农民与地主的宗法亲情，试图冲淡阶级压迫的残酷性质。创刊于1858年的《地主杂志》在改革前夜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在开明和善意的地主那里，对改善自己农民生活的关怀占据业务经营的第一位。……不少农民承认他们完全满意自己的目前处境，他们不懂得文件，他们甚至不认为他们会从即将来到的变革或改进中得到更好的待遇。……很少地主利用自己对农民的所有权来为非作歹。……在农民生病时，谁是唯一帮助农民的人呢？当然，是地主和他们的妻子。”农奴主阶层拼命洗刷农奴主的罪恶，同时顺水张帆，在改革中继续谋取强势地位，把自己的意志转化为官方的决策。

西欧派的代表契切林认为应该采用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形式——雇佣劳动，取代俄罗斯封建主义的农奴制度，“我们努力达到的（改革）目的是：用以个人契约为基础的自由劳动代替中世纪权力基础上的强迫劳动。……目前经济方面农奴制度的实质在于：地主享有农奴的强制劳动，为此他或者供给后者土地，或者供以糊口之资。”契切林主张建立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行农奴享有土地的解放方式。他认为，带土地的解放，为地主经济转为资本主义农业经济提供了前提条件。带土地的解放，为农民劳动的再生产提供了必要的资料，免除了地主维持农奴制所付出的经济与社会成本，使地主能够集中资源发展资本主义规模化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带土地的解放通过赎买来进行，赎金构成地主经济转型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货币形态。契切林主张以土地贵族的大地产的货币转移作为向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转型的主要载体。

农奴制与沙皇制是孪生子，农奴制的危机就是沙皇制的危机，农奴制改革也就是沙皇制的改革。16世纪，莫斯科留里克王朝在服役贵族的大力支持下，建立起沙皇制，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始称“沙皇”，史称“伊凡雷帝”。最初的沙皇制是君主与贵族博弈的结果，贵族为沙皇提供服务，以获取沙皇的封地赏赐或对其领地所有权的法律认可。沙皇并没有取得绝对高于贵族的、对于全部资源的绝对掌控，暴烈如伊凡四世这样史所罕见的沙皇，也在贵族的压力下，不得不暂时离开莫斯科，避居异地。16世纪，沙皇制确立的前提，是对贵族特权的认定，否则，沙皇制无以建立。贵族特权，集中体现为农奴制。任何特权，首先体现为经济上的特惠制度安排，否则，特权也不成其为特权。

农奴制是沙皇对于贵族在政治、军事、经济等社会各方面的服务的“赎买”，不是沙皇单方面对贵族的“恩赐”，是沙皇与贵族基于共同利益协调基础上的“契约”安排。伊凡四世称“沙皇”不久，在1550年法令中，规定农民离开一个领主的村子到另一个领主村子的“出走权”，只限于尤里耶夫日（11月26日）前后的一周内，且必须完成田间耕作。这样，就把农民几乎年复一年地限制在了固定领主的势力范围之内。尽管如此，农民逃亡的事件频繁发生，伊凡雷帝统治末期的1580年，颁布“禁年法”，规定从1581-1586年为“禁年”，禁止农民在“尤里耶夫日”期间行使“出走权”，出奔他处。莫斯科留里克王朝的末代沙皇费多尔把“禁年”永久化，农民沦为了农奴。“禁年”原为沙皇政府查明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确定税额，编制土地劳动力清册。因此，须在调查的年份禁止农民流动，以便沙皇当局准确地掌握土地、人力资源状况。农民被登记为地主名下，便丧失了“出走权”，地主有权追索逃亡农民。1597年，费多尔沙皇颁布法令，要求所有地主和世袭领主把过去5年内从他处迁来的农民送归原主，这一法令标志正式取消“尤里耶夫日”和农民沦为农奴。

在留里克王朝绝嗣后的大混乱（1598-1613年）期间，朝纲崩溃，内乱外扰，但农奴制未受影响，1607年，把持朝政的叔伊斯基颁布法令，规定追索逃亡农民的年限为15年。1613年2月7日，俄罗斯缙绅会议选举贵族罗曼诺夫家族17岁的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罗曼诺夫为沙皇。前彼得大帝时期的罗曼诺夫王朝，是等级君主制的政治结构。贵族在国策制定中享有很大的权力，是罗曼诺夫家族登上皇位的选举者，也是其合法性的来源。贵族给罗曼诺夫家族戴上了皇冠，沙皇则回馈贵族土地和农奴。罗曼诺夫王朝为了扩大统治基础，抗衡大贵族势力，大肆封赏为之服务的中小贵族。1649年《法典》规定，世袭土地是所有者的私产，分为继承的、服务获致的和购买的，取消地主追索逃亡农民的年限，有无限期的追索权。地主对于农民的人身享有完全的宗法支配权。1714年，彼得大帝颁布的《一子继承法》，把世袭土地权与服务获封土地权统合为土地私有权。

在1812-1814年卫国战争中，农奴冲在抗击拿破仑军队的前线，愚昧的农奴把对异教徒和外族的仇视，狂热地发泄到了先进的法兰西民族头上。19世纪上半叶，尽管有“十二月党人起义”和“斯佩兰斯基改革方案”，但尼古拉一世总的态势是全面反动。特别是在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俄罗斯成了镇压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宪兵，是反动势力的堡垒。沙皇尼古拉一世“是个自我陶醉的庸人，他的眼界永远超不过一个连级军官的眼界，他错误地把残酷当做毅力的表现，把任性执拗当做力量的表示”。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在位）说“革命到了俄国的门槛，但我发誓，只要我还有一口气，绝不会让它闯进来”。尼古拉一世从体制上全面加强反动性职能，撇开大臣会议和最高会议等程序化的政府机构，全面加强皇帝办公厅，此厅其下又分为六个厅，分别掌管公文、立法、警政、教育、农民和高加索。特别是“第三厅”专司监控革命人士、知识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

国民教育大臣乌瓦罗夫提出的东正教、专制制度和国民性三位一体的教育纲领，被尼古拉一世采纳为官方的人民性意识形态。这是极大的倒退，从彼得大帝的“西欧化”政策、叶卡捷林娜二世的“开明专制”，退回到前彼得时期的传统意识形态。这种官方人民性意识形态是绝大多数农奴的精神状态的反映，绝大多数农民具有浓郁的宗法和宗教情结，“俄国农民日常生活的重心是教堂，教堂是天堂、尘世、地狱的交汇处。从天堂、祭坛到地狱，是农民生命的轴线”。

尼古拉一世对于改革农奴制的要求，并不是一概拒绝。“1826年12月6日委员会”和“1835年委员会”，分别提出了带土地或不带土地、分阶段解放农奴的建议，尼古拉一世并未否决，但迫于土地贵族的压力而未予采纳。1846年，迫于波兰人民的反抗斗争，尼古拉一世颁布了波兰农民法令，规定波兰无土地的自由农民，农民与地主订立契约，地主须为农民提供土地，农民须完成对地主的义务。这一法令预示着后来的农奴制改革。

民族失败是现代化后发地域社会转型的直接催化剂，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的失败，对于尼古拉一世的打击是致命的。尼古拉一世的专制统治经受了“十二月党人起义”、“波兰独立起义”和1848年欧洲革命，走向了专制统治的高峰，“为了在国内实行专制统治，沙皇政府在国外应该是绝对不可战胜的”。尼古拉一世没有勇气面对败局，于1855年2月18日服毒自尽。其子亚历山大二世即位，但他给儿子留下的却是内外交困的烂摊子。

亚历山大二世上任伊始，接手令人沮丧的败局善后工作。这从执政的政绩方面，迫使他尽快地拿出震古烁今的创制，否则他的政治生涯将无法持续下去。亚历山大二世很明晰历史留给他多大的体制创新空间，那就是进行以农奴制改革为核心的大改革。1856年3月30日，他从巴黎签署完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和约，返回莫斯科，下车伊始对莫斯科贵族会议发表演说，指出：“你们大家都知道，现存的农奴制不改变是不可能的。自上而下地取消农奴制总比自下而上地进行要好。”亚历山大二世为改革订下了基调——“自上而下”。

二、改革进程

以农奴制改革为核心的大改革虽然始于1861年，但基本原则是由亚历山大二世亲自制定、农民事务总委员会于1858年12月16日通过的七点改革原则：“一、自新的农民法规发布之日起，农民成为享有全权的农村自由等级，享有人身权、财产权、言论权；二、农民成为国家的自由农村等级；三、农民必须组成村社，进行行政管理；四、农民必须服从由其选举的村社管理人员的管理，不得违抗；五、地主只同村社发生联系，不得同农民个人发生关系；六、村社成员必须履行对国家和地主的义务；七、农民必须有序地成为土地的主人。”亚历山大二世的开明之举得到知识分子的赞誉，“在俄国革命的准备时期起了伟大作用的作家”——赫尔岑在其主办的《钟声》杂志上撰文说，亚历山大二世制定的农奴制改革原则，将被未来世代铭记。

1861年1月28日，帝国国务会议讨论农奴制改革法案。亚历山大二世说：“解放农奴法案提交国务会议审议，我认为这是俄国最重大的事件，关系到国家未来的长治久安。再拖延下去，只会更加激起狂怒，并且只会给整个国家、特别是给地主造成有害的、灾难性的后果。……凡是为保障地主的利益能够做的，都做到了。”沙皇一言九鼎，大改革的沉重帷幕徐徐开启。

1861年3月3日，亚历山大二世颁布解放农奴法案，为此发表特别宣言。

《解放农奴法案》第一条宣布：“农奴对地主的财产和人身依附永久性地取消。”法案第一条体现了资本主义立法精神，是对封建主义宗法关系的否定。第二条规定，则把第一条精神加以法权化：“农民和解放的农奴享有农村自由等级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在法理上农民与地主是平等的主体。农民生产和生活资料最重要的是土地，农民土地在改革中的获取方式，法案的规定既有资本主义的契约交易方式，又有封建主义的国家指定方式。第三条规定：“地主具有土地全部所有权，地主须分给农民永久所有的宅旁园地和耕种的份地，以便保障农民的生活和保障其履行对国家和地主的义务。农民获得土地资源的数量由各省制定标准，但不得与本法令相抵触。”在规定了农民取得土地的原则的同时，也规定了土地获取的办法，第四条规定：“农民从地主那里取得土地，必须以劳务或现金方式赎买，其额度由各省制定。”土地的所有者——地主，按照国家法令，把土地分给农民，是产权交易。法理上，产权交易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等价交易，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既有利益格局的不平衡，地主与农民处于起点不平等的交易过程中，使得资本主义产权交易成为封建主义超经济剥夺的一种形式。农奴在与地主未订立赎买契约前，称“暂时义务农”，仍履行对地主的原有义务。地主不得与农民个人订立契约，只能同村社集体订立契约。沙皇把农民从地主的超经济强制之中解脱出来，又放到村社这种传统的集体强制之中了。据刘祖熙先生统计，通过1861年3月3日的地主农民解放法案、1863年8月7日宫廷农民和1866年11月24日国有农民法令，农民改革使地主农民平均获得3.4俄亩份地，付出赎金8.67亿卢布，实际土地价格应为5.44亿卢布，赎金比实际价格高出3.22亿卢布。在非黑土地带，赎金高于市价120%，在黑土地带，高出市价56%。到1906年，地主农民已偿付15.65亿卢布（包括利息和各种费用）。宫廷农民平均获得4.2俄亩份地，偿付赎金1.15亿卢布。国有农民平均获得5.7俄亩份地，向国家支付赎金9.64亿卢布。三类农民共付出赎金26.44亿卢布。

大改革对于农民是双重剥夺：一、剥夺了农民对地主的宗法依赖关系，及其最低限度生存保障；二、通过赎买把农民货币化或劳务化资源剥夺殆尽。地主经济摆脱掉了农奴的宗法依附关系，使土地经营由超经济的封建主义社会职能转变到纯经济的资本主义赢利职能，通过赎买方式，积聚资金；通过剥夺依附关系，整合资源。地主经济走上了保守的资本主义地主经济道路，即“普鲁士道路”。经济的“普鲁士道路”，必然在政治上导致民族失败。

农民解放法案具有俄罗斯特质的举措，是建立“村社”体制。从此，村社由古老传统的遗存转变为现实社会的体制建制和思想资源。法案第43条规定：“每乡人口为300-2000名男性公民，辖地原则上不得超过距乡治所12俄里。”乡是沙皇政权的基础建制，中央集权要求县与乡整齐划一，便于指令的直接下达，迅速落实，中央政府能够在成本最小化的前提下，保障全局的掌控能力。这是俄罗斯与西欧县、乡自治建制大相径庭之处，也是俄罗斯特质性的组织建制。乡由若干村社组成，村社是俄罗斯君父主义载体。村社之所以体现为君父主义，就在于解放农奴的目的，不是使其成为自有小农，而是由对地主个人化的人身依附，转变为对村社集体化的人身依附，村社成为社会组织形式与基本功能单位。沙皇是村社的最高保护人，也是农民的慈父。村社从基层保障了自上而下的社会转型不至于陷入无序、无政府状态，使沙皇政府获得农村社会稳定，其代价是伴随沙皇王朝始终的社会性肿痛。因为，村社实质上是反现代化的实体。法案第46条规定：“村社管理权由村民大会和长老共同行使。”村民大会由每个农户的户主组成，村民大会选举村长和公职人员（税务征收员、粮库管理员等），负责定税、征税、征兵、划分土地、调节纠纷等村务管理。一个村社通常由同属一个地主领地上的农民组成，为了更好地保持国家对村社的控制，使村社农民不致脱逸出秩序的轨道，法案强化了地主对村社的监管作用，第149条规定，地主“享有维护所属领地范围内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全的监督权”。国家利用地主制衡村社，地主有权要求撤换村长和其他管理人员，有权把“危害秩序与安全”的农民开除出村社。但是，地主在改革后，大多把自己的寓所搬离农民聚居的村子，迁居城市，成为“不在地主”，对村社的事务大多不关心，逐渐地富裕农民在村社中取得话语权与决策影响力。

“解放农奴这一改革本身就要求一些相应改革，取消农奴制就是消除地主的特权，因而要求新制度的建立。”伴随农奴制改革的其他方面改革有：军事、财政、高等教育、司法、书刊检查和地方自治。

军事改革：俄罗斯军队的军官大多是贵族出身，“十二月党人”是其杰出代表，他们对改革“充满了热情”。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老派军人舒克霍茨涅特将军任陆军大臣，他“接手军事事务中数百项自由化改革措施”。民族失败的痛楚使冥顽的脑筋也开窍了，但是军事改革仍踟蹰不前。1861年11月，亚历山大二世任命开明官僚季·米留亭为陆军大臣。

米留亭按照现代军制，从军令和兵役两方面进行改革，把全俄划分为16个军区，由陆军部管辖；把兵役期由25年缩短为16年，废除士兵的体罚。1874年1月13日，米留亭主持制定的义务兵役条例颁行。条例规定：“保卫沙皇和祖国是每个俄罗斯人的神圣职责。所有男性成年人，不分阶级，一律应服兵役。”服役期，陆军现役为6年，预备役为9年；海军现役7年，预备役3年。现役或预备役期满人员编入民军，直到40岁。和平时期，军队员额少于应征人数，服现役人员只占应服役人员总数的30%。新的兵役制和军令制，是现代军事制度在俄罗斯的雏形，但是贵族仍是军官的主体，1893年数据显示，贵族在近卫骑兵军官中占96.3%，在近卫步兵军官中占90.5%，在近卫炮兵军官中占88.7%。

财政改革：统一定制的财政体系是现代国家的构成要素之一，也是现代国家与传统社会的本质区别所在。1860年，亚历山大二世设立帝国银行。1862年，实行“预算统一”、“收支统一”的统一财政制度，取消各部门、各地区的财政独立权限。一切预决算由财政部审理，国务会议批准，定期公布国家收支状况。1864年，财政监督制度改革，在各省建立国家财政监督局，每月检查所有地方权力机构的财务状况。1868年起，定期公布国家财政稽查员报告。沙皇通过财政状况公布，加强了对各地区、各部门的财政监管力度，强化了统一集中的财政权，减少了国家财产流失和贪污公款，但加大了体制监督的社会成本，使本已臃肿不堪的官僚机构楼上架屋，由此造成的支出远大于监督的收益。冗员冗吏的负担，迫使沙皇政府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大肆举借外债，“俄国所欠外债从1861年的53700万卢布增加到1900年的396600万卢布”。冗员是封建主义的痼疾，是人身依附关系的“官本位”的必然产物。“官本位”的人身依附，呈层级递进动态结构，下级依附上级，上级依附总督、大臣，总督、大臣依附沙皇。沙皇为了扩大统治的阶级基础，大肆封官晋爵。上行下效，依此类推，层层增设官位，招亲纳故，形成一个个的官官相护的圈子，花国家俸禄，养自己亲信。1796年，俄罗斯人口3600万，官吏约16000人，2250个居民中有1个官吏；1851年人口6900万，官吏74330人，929人中有1名官吏；1897年人口1.29亿，官吏385000人，即335人中有1名官吏。在19世纪官吏增长是人口增长的7倍，其中大改革后，增长近4倍。

司法改革：农奴制改革是法律关系的调整与变革，因而司法改革势在必行。司法改革体现现代化的法理准则，在应用法律时，强调程序法与实体法的普遍性准则。对所有人依照同一法律，遵循同一秩序，在同一类法院审理。一般刑事案件由区（省）法院审理，如不服，可上诉至区（省）法院的高等司法厅。高等司法厅的判决为终局裁定。只有在违背程序法的情况下，才可上诉至终审法院——参政院。民事诉讼或轻度刑事犯罪，归地方治安裁判所审理。

确立了现代程序法的法庭控辩规则，由传统的究辩式“有罪推定”转变为现代化的抗辩式“无罪推定”。建立陪审员与律师制度，法庭陪审员须达12人，才可开庭审理案件，由陪审员投票决定是否定罪，再由法院院长和两名法官量刑。律师必须受过法律专业高等教育并有5年以上司法实践经验的人士充任，不是国家官员，但在业务上受高等司法厅的监管。司法独立，法官不受行政机构的任免，审判完全在程序法的规定下进行，不受行政权力支配。

司法改革仍留有俄罗斯特质的空间，1864年12月2日颁布的司法改革章程第204条规定：“案件涉及到反对国家罪行，由高等司法厅和参政院审理。”为了迅速地扑灭人民反抗的革命火焰，该章程第1051条规定：“高等司法厅的任一成员均可独立地审理反对国家的案件。”

大学改革：高等教育是现代国家的培养基，是社会进步的晴雨表。1863年6月30日，亚历山大二世颁布《大学章程》，授予大学自治权。章程第4条规定：“大学校长（在大学内部）行使全权。”大学管理机构包括：

“（第5条）除了系外，校务会议、行政管理委员会、校内纪律法庭和副校长或监察员。”大学教学与科研的核心是系，该章程参照普鲁士大学的做法，在第6条中规定：“每一个系由系主任、教授、副教授、讲师、讲座讲师按组织机构表组成。另可聘用不受机构表数量限制的无薪讲师。”大学自治的基础是管理人员的选举制，第8条规定：“系主任每三年由全系大会选举产生，除特殊情况，系主任人选须为教授，选举结果报教育部长批复方可生效。”大学章程特别强调了外语语种教育的重要性，第19条规定：“所有大学均须设立现代外语的讲座讲师，语种为德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语种的排序，反映了俄罗斯官方与知识界对欧洲的感知程度。西欧对俄罗斯官方的影响以普鲁士为大，对知识分子的影响以法兰西为巨。大学章程把教授治校观念加以俄罗斯化，第24条规定：“校长每4年由全体教授大会选举产生，报沙皇批准。”章程还有一些开放办学的内容，第90条规定：“除在校生外，大学应允许外来人旁听。”章程规定了普适性学位获得制度，第114条规定：“俄国籍和外国籍学生均可获得学位。”章程规定大学自治不受侵犯，大学用图书资料不受书刊检查。可以自由地从国外输入，第130条规定：“大学从国外进口的图书、期刊资料不受书刊检查。”

书刊审查制度改革：沙皇政府对待书刊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希望借重舆论力量推进改革，另一方面又希望舆论能够限制在许可的范围。1865年4月18日，颁布《书刊法案》，第一条规定：“下列出版物免于书刊检查：A？两个首都（彼得堡与莫斯科），1？所有表达出版者观点的期刊；2？长度不超过160页的手稿；B？全国，1？所有政府出版物；2？所有大学、学术团体及机构出版物；3？所有古典语言及其译本出版物；4？图画、图表、地图。”法案接着在“出版自由”的头上，加上紧箍咒，第二条规定：“免于书刊检查的期刊或其他出版物发表触犯刑律的文章，书刊出版者要受到连带的行政处罚。”法案把书刊检查权集中于中央，第三条规定：“书刊检查事宜集中于内务部新设的专职部门负责，由内务大臣直接领导。”沙皇政府一方面扯起“出版自由”的大旗，另一方面，在加以诸多政策性限制的同时，提高出版界的市场准入门槛。第15条规定：“期刊出版者欲免于书刊检查，必须向内务部交纳保证金。”第16条具体规定保证金的数额：“日报须交纳5000卢布，其他期刊须缴2500卢布。”第19条规定保证金的用途：“保证金主要用作对刊发违规文章的罚金，直接上缴国库。”法案还规定，内务部主管部门和大臣有权警告发表违规文章的期刊，直至查封。

大改革的各项措施兼具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两重性质，特别是农奴制改革，沙皇利用宗法建制——村社来整合农业社会，使农民从地主的超经济强制中解脱出来，又落入到村社的宗法强制之中。现代化后发地域的社会转型，往往跨过改革对象的制度设施，从传统遗存中发掘可资利用的资源。这既是客观给定的制度创新的空间限制与文化局限使然，又是改革中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导致的必然结果。改革是人类历史上无法破解的悖论性道路：改革是利益调整过程，其最大利益受损者恰恰是操作、实行改革的中坚力量——既得利益集团，从直观上和可预期的成本——收益比较来看，他们的利益将受到具体的损失。但是改革的逻辑结论在此之上，还把由此引发的整体性秩序解体的危局加诸其身，改革者集团就不能考虑改革体制的根本目的问题了。改革不是要彻底革除旧体制，而是改掉其不合时宜的部分，是既有体制的调整与完善。如果改革导致社会利益格局的解体与秩序体系的崩溃，改革者集团面临这样的危险趋势，必须做出预防性制度安排。村社就是这样一种控制改革所可能产生的无序动荡的制度安排，也是适合宗法农民价值诉求的现实形式。“村社被设计为防止农民反对从前的地主，但也不是地主专横的替代物，它倾向于防范农民的自发的无序的反抗。”村社是宗法条件下传统的组织形态，也是现代化的解构对象。

第四节　斯托雷平改革一、解散村社

进入20世纪，俄罗斯在“特质”与现代化“共性”的缠斗中彳亍，村社作为“特质”社会建制，成为俄罗斯现代化亟待破解的症结，也就是说，俄罗斯要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共性”去除这一“特质”。由此，斯托雷平改革应运而生。

村社顽固地坚持宗法制集体主义生产方式。1892年，在欧俄粮食产区5个县土地租种情况调查数据显示，村社是土地租种大户。在切尔尼戈夫省科泽列茨县，村社租种土地为2304俄亩，农民个人（以富农为主）租种土地为481俄亩；塔夫利达省第聂伯县，村社租地38391俄亩，个人租地7476俄亩；塔夫利达省别尔坚斯克县，村社种地9452俄亩，个人租地3459俄亩；塔夫利达省梅利托波尔县，村社租地32163俄亩，个人租地16422俄亩；喀山省亚历山大里县，村社租地10040俄亩，个人租地1457俄亩。村社通过租种土地，扩大村社的耕作面积，应付农业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生产商品化率的提高，并拴住农民。

村社对农民进行集体主义宗法控制的政治前提是土地，经济基础也是土地。1905年，欧俄12297950户农民，拥有土地138767587俄亩，其中村社农民9479912户，拥有份地115390383俄亩，占农户总数的77.2%和土地总量的83.4%。1900-1905年，20世纪头5年，欧俄地区村社大举购置土地，共购买536890俄亩，农民个人购买95159俄亩土地，村社购地量是农民6倍。

村社占有的土地越多，它对农民实行宗法制集体主义控制的能力就越强，阻碍富农经济向资本主义农业经济转变的力量就越大。20世纪初，沙皇政府认为村社不但在经济上效率低下，而且在政治上成为农民命运的主宰，是对沙皇权威的“分割”。“村社严重妨害农民经济更进一步发展，同时它又保护农民经济，使其无破产之虞。由于一户农民的条田分布在不同地块，农民每年都可以获得中等的收成，旱年在低洼地带得到收获，涝年则从高地取得收成。”沙皇官方农业经济学家李梯恩指出：“村社不仅在经济是无效的，而且它是一个强制性组织，把国家与农民的直接联系给分割开来。正是这种‘分割’，使得村社农民不能高效地进行农业生产，也不能进入亟需劳动力的工业领域。”1904年，时任萨拉托夫省省长的斯托雷平，向尼古拉二世呈递奏章，要求取消村社制。他指出：“村社丧失应用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能力，也丧失了对于农民生活的基本保障作用。……农民一旦可以自由地退出村社，他就会成为独立的、拥有财产的、为国家尽义务的公民。村社已经丧失了存在的理由。”

斯托雷平出身于西欧化贵族家庭，虽醉心于现代化，却毫无顾忌地使用传统手段来达到目的。同为“西欧派”大臣的维特讥评他道：“斯托雷平的力量在于他有一个无可置疑的优点，那就是他的气质，就气质来说，斯托雷平是一个治国之才，……斯托雷平尽管具有高度的气质，但他的思考极为肤浅，几乎完全没有从事国政的修养和教育。斯托雷平的这些品质很不平衡，就所受教育和思考能力来说，他只有一个士官的水平。然而，皇上和宫廷人士显然赏识他那种毫不畏惧的勇敢精神，至于别的品质，没有人能做出足够的评判。”斯托雷平改革的目的，通过强制解散村社，从社会经济基础上，消除宗法制的君父主义建制，建立农村资本主义体制。沙皇尼古拉二世对此很清楚，全权授予斯托雷平推行农村资本主义改革。

斯托雷平把他的改革方案提交给第二届国家杜马审议时，“俄罗斯所有政党毫无例外地反对他的改革。保守政党和革命政党都要求保存村社。前者从斯拉夫派的理念出发，把日趋衰落的村社作为俄罗斯古老传统的一部分加以保留。社会主义党派认为村社土地占有制比千百万小农土地占有制更容易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的两派都反对斯托雷平改革，因为这一改革将造就出强大的约曼（yeomanry）阶层，危及革命进程。他们认为，改革不能局限于解决土地问题，还应解决更深层次的贫富差距问题，因为只有少数人有能力按市场价格购买土地。社会革命党坚持土地交给村社，由村社租给农民耕种。立宪民主党批评改革不够激进，斯托雷平方案为广大的自耕农提供了反对给地主提供适当赔偿的法律文件。立宪民主党参加到左翼批评阵营，因为他们需要左翼支持其政治改革计划，即把不健全的君主立宪改造为真正意义上的国会君主制。”

农民以暴动方式，表达渴求土地的绝望心情，仅1905年秋，全俄1/3以上的县份发生农民起义。1905年10-12月，农民起义达1590次，相当于1905年全俄农民起义总数的一半，农民捣毁地主庄园达2000个。农村呈现出爆炸性局面。第二届杜马拒绝审议斯托雷平的改革方案，左派在第二届杜马占优势，在全部528个席位中，由社会民主党、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劳动派组成的左派，共获222个席位，占总数的43%。左派阵营，在社会发展取向上不尽一致，社会革命党是19世纪后期民粹派的继承者，主张以村社为载体，经过革命，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阶段。社会革命党组建于1901年，以土地社会化和建立联邦政府为政治纲领。社会革命党更加具有吸引广大贫苦农民的亲和力，坚决主张实行以村社为载体的土地社会化或国有化，以农民利益代表自居。社会革命党在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中是坚决的，继承了民粹派的革命恐怖主义斗争路线，对沙皇政府要员进行过几百次成功与未遂的刺杀活动。

社会革命党同社会民主党都是信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政党，但是社会革命党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不适合俄罗斯实际情况。此时的社会民主党则在列宁领导下，全面地实践着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认为俄罗斯与其说是受资本主义之苦，不如说是受资本主义不发达之苦（列宁语）。社会民主党对于一切可能导致增强沙皇政权力量的图谋都予以反对，因此，可以说，虽然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同样对斯托雷平改革方案持反对态度，但出发点完全不同。社会革命党坚持村社立场，反对斯托雷平改革。社会民主党反对斯托雷平改革，是认为这种改革举措将在农业领域极大地拓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增强沙皇政权力量和合法性。因为斯托雷平改革前的俄罗斯土地制度，“不仅地主土地占有制是中世纪式的，而且农民份地占有制也是中世纪式的。”“要在俄国建立起真正自由的农场主经济，必须‘废除’全部土地——无论是地主的土地或是份地——的‘地界’。必须打破一切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必须为自由的业主经营自由的土地铲除一切土地方面的特权。”斯托雷平改革正是为了达成这样的目的，这是俄罗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斯托雷平用暴力的强制手段，来推行农村资本主义改革方案，并得到尼古拉二世的首肯。1907年6月3日（俄历），斯托雷平迫令55名社会民主党代表离开杜马，逮捕其中16位著名的代表。他的借口是社会民主党企图发动起义，推翻沙皇政权。斯托雷平的指控是缺乏法理依据和事实根据的，维特指出：这一指控是“为解散杜马找个借口。……在很大程度上是故意炮制出来的，是有夸大的，不存在这样的图谋，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内务部搞的。……这样做是为了造成一个国家面临危险的假象，为了使舆论更容易接受1907年6月3日的国家政变”。维特认为这次国家政变是不合法的，“这次政变从形式来看，完全违反了1905年10月17日以后我在任时颁布的国家根本法”。

同日，沙皇颁布了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诏书。尼古拉二世煞有介事地在《诏书》中表示：“我痛惜地获知，第二届国家杜马中某些代表彻底地辜负了人民和我的期望。许多人民选出的代表，没有热情为增进人民的福利，增强俄罗斯国力，改善俄罗斯社会而努力工作，相反却执着于分裂国家，制造动乱。……沙皇有权撤销本届杜马，进行另一次杜马选举取代它。”沙皇认为，第二届国家杜马给斯托雷平内阁进行改革的工作，造成“难以逾越的障碍”。

1906年10月5日，帝国政府在斯托雷平主持下，发布《农民权利法案》，揭开了斯托雷平改革的帷幕。斯托雷平改革之所以是国家资本主义取向，就在于他通过国家政权的暴力力量，强制实现资本主义农业的两个前提条件——土地自由积聚，农民与生产资料自由地直接结合。该法案规定，农民在权利上与社会其他等级一律平等，免除村社对农民人身自由和基本权利的任何形式的限制，农民有脱离和继续留在村社的自主决定权，农民有选择村社的权力，农民有自由迁徙的权力，废除村社法庭对农民的司法管辖权等。

斯托雷平内阁把改革的利益动员转到土地上。1906年11月6日，斯托雷平内阁发布《农民份地法案》。该法案第一条规定：农民有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将其所占有的村社份地，作为自己的私有土地。法案还规定，农民可以自由地、不受任何限制地退出村社，其所占有的份地，应确认为私有地，村社无权收回。该法案是一项国家强制推行的土地私有化方案。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方案，只是解决村社土地占有制问题。在该法案发布前几个月，斯托雷平为了避免出现夺取贵族、地主私有土地的革命态势，通过政府公报，昭示天下：“在农村居民中散布这种观念，要求将一切私有土地强制国有化，政府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政府保护所有的人和每一个人的合法权利，同时认为，私有土地强制国有化，将使农民受到损害。”该法案经修改后，在第三届国家杜马获得通过，1910年6月7日，尼古拉二世正式签署颁布，成为帝国法律。

斯托雷平认识到，光靠沙皇颁布法令是无济于事的，必须使用国家强力工具去推行。他派出军队，到农村强迫农民退社。但是，农民退社比例仍然不高，俄罗斯农民宗法情结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开。M.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披露：截至1913年5月1日，全俄份地已私有化的农户为178.7万多户，已申请份地私有化的农户为250.6万户，加上350万户因所在村社长期未实行土地重分而被1910年法令确定为“自行私有化”农民。“总的说来，村社社员的人数由于推行1906年和1910年法令大约减少了一半。1906年前，农民约有75%占有归村社所有的土地，而现在占有归私人所有的土地的农民人数却大大地超过了占有村社土地的人数。”巴拉诺夫斯基这部著作撰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时研究条件的限制，将退社农民的数量估计过高。

其后陆续发表的数字更接近于实际，1929年，C.斯达诺维奇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题为《村苏维埃与土地公社》的论文，指出，在1917年初，欧俄47个省800万户农民实现了土地私有化，另外740万户农民仍留在村社。20世纪60年代，苏联学者整理出较为客观、准确的数字，到1916年初，总共退社的农民为2478224户，占有土地15919208俄亩，占村社农户的26.1%，占村社土地的13.8%。斯托雷平改革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成效呈边际递减，社会成本呈绝对增大的趋势。改革初衷是保存国体的制度性创新，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却从制度基础上，解构了国体的合法性，把改革的成效，转化为社会成本，迫使制度吸纳，改革持续时间越长，社会成本就越大。改革无法解决社会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因为改革恰恰是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所在。

1907年“6·3”政变后，斯托雷平完全甩开了第二届国家杜马的制约，强力推动农民退社。农民退社，1907年，全俄仅有4.83万户，1908年，激增至50.83万户；1909年，再攀新高，达57.94万户；其后至1915年，逐年回落。截至1915年年末，农民共有200.93万户退社，1908、1909两个年度退社农户占其中54%。在斯托雷平遇刺后，1911-1915年，农民退社户数仅占1907-1915年总退社户的25%。

二、贫农抵制改革

斯托雷平改革把村社集体土地占有，转变为个体农民私有土地，同时维护业已存在的贵族、地主、商人私有土地的合法性。但是，宗法制农民天然地缺乏资本主义私有财产观念，农民自发地抵制斯托雷平摧毁村社的改革，围攻退社的农民，维护村社的集体主义宗法建制。斯托雷平改革，解放的对象，恰恰是最广大的反对力量。斯托雷平改革头4年，农民反抗活动由1890-1906年的平均每年80次，陡增至平均每年3000次，增加38倍。农民反抗斯托雷平改革，集中在主要粮食产区中央黑土地带和非黑土地带，这一地区粮食商品化程度高，对国内外市场依存度大，个体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由于规模小、成本高，难以为继，因而村社组织生产，具有生产规模和基本生活保障的优势，绝大多数农民，除富农外，都依赖于村社。斯托雷平打碎村社的改革，等于打碎了贫下中农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汪洋大海中栖身的舢板，把他们完全抛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惊涛骇浪之中。农民运动的反改革性质，是农民经济宗法性质决定的，也是资本主义农业改革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性质所迫使的。一方面，农民反改革的反抗不利于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另一方面，斯托雷平改革具有反人民性。正是这种体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羊吃人”本质的反人民性改革，迫使农民起来反抗。在以沃罗涅日为代表的黑土产粮区，反改革的农民运动在农民骚动总数中逐年上升，由1907年的1.6%升至1910年的64.3%，其他地域农民反抗斗争大多由斯托雷平改革引发，因此，可以说绝大多数农民反抗都具有对抗改革的性质。

在非黑土地带，1907年农民反改革的斗争占农民运动总数的50%，1909年增至67%，1910年及其后诸年份达100%，所有农民反抗斗争都是针对斯托雷平改革。在伏尔加河流域，农民反改革斗争由1907年的7.7%，升至1911年的50%。斯托雷平改革，破坏了平均主义的农村生活世界，引发农民内部的尖锐冲突，贫下中农与富农矛盾凸显出来，1907-1914年，反对富农的起义占农民起义总数的34%。

斯托雷平改革，引发了保卫村社运动。贫农对富农退社的要求予以制止。截至1914年9月1日，向村社递交占有份地转为私有（即退社）申请的269万农户，只有71.8万户得到村社的允许，占总数的26.6%。183万户不经村社允许，自行退社，占67.8%。另有10%的申请者害怕村社的迫害，撤回申请。虽然斯托雷平改革法令明确赋予农民自由退社的权利，但是强大的村社宗法力量对于农民的束缚，使得农民对于送门上的自由，有如烫手的山芋拿不住。斯托雷平可以给俄国农民与西欧农民同样的自由与权利，却给不了实现这些自由与权利的物质条件、制度空间、精神资源。

从1904年上奏尼古拉二世，倡议废除村社，到1911年6月11日，沙皇颁布土地规划条例，宣布凡在实行土地规划地区，农民份地自动成为其私有土地。斯托雷平改革历时7年，斯托雷平为其倡导的改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11年9月1日，斯托雷平陪同尼古拉二世在基辅大剧院观看演出，遭到枪手的射伤，不治而亡。维特就其遇刺，不无幸灾乐祸地写道：“过去也有国务活动家死于革命者之手，但从来没有哪一个人像斯托雷平那样树敌之多。尽管如此，他还是受到丧失正义感的人的尊重。”

列宁指出：斯托雷平改革“是很彻底的，因为它是在彻底摧毁俄国的旧村社和旧土地制度”。列宁把斯托雷平改革与农奴制改革作比较，说斯托雷平改革“贯穿着纯粹资产阶级的精神”。列宁认为：斯托雷平改革“丝毫没有提到要维护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丝毫没有赞扬宗法式的农业等等”。“用暴力来摧毁陈腐不堪的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形式，……为俄国的发展扫清道路。”列宁肯定道：“斯托雷平和地主勇敢地走上革命的道路，最无情地摧毁了旧制度。”世界历史对于斯托雷平改革综合症的诊断：打破宗法制社会建制的改革，必须同时保障绝大多数下层群众的生存无虞，把改革的成本以适当的限度，在新构建的社会二次分配机制中予以化解。否则，改革必将蹈入摧毁既得利益集团的革命大潮。历史与逻辑的对立统一规律决定了斯托雷平改革将俄罗斯带入1917年革命，这是沙皇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无法挣脱的政治宿命。

第二章　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

第一节　彼得大帝时期的经济状态

俄罗斯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以西欧为赶超目标的，因此，它的经济模式必须比西欧经济模式更具有积聚效应。沙皇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经济职能是合法性的源泉，沙皇国家资本主义就成了必由之路。

彼得大帝在第一次访问西欧期间，招募了数百名外国技工和工程师到俄罗斯，同时派遣几百个自己名下的青年农奴去西欧学习各种实业科目。依靠西欧专家的帮助，彼得在俄罗斯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发现了工业矿藏。彼得劝业工商，激赏实业。彼得对于发展工商业“抱有下列的目标：1)应减少外货输入俄国的数量，同时又增加国货输出的数量；2)防止偷税、漏税，把税收搞得最妥善与最合理；3)应把海上贸易从外国人的控制下夺取过来，并鼓励俄国人用本国的商船把货物运到外国去。”为刺激工商实业发展，彼得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的举措，“为了达到第一个目的，他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的途径，即在国内发展矿业和创办有如外国通常开设的那些工厂企业”。

西欧现代化起步于轻纺工业，而彼得大帝是一位不自觉的重工业优先论者。当时，重工业与军事工业内涵大致吻合。彼得优先发展冶矿业，实现区域经济结构重工业化，使得俄罗斯将冶矿业重心放在乌拉尔地区。“到1725年，俄国的铁产量已达2万吨，其中一半以上出自乌拉尔。”“彼得大力开发乌拉尔矿区，发展冶金工业，铸造大炮，加强军事实力，1701-1702年，俄国铸造大炮368门。”彼得大帝时代工场手工业有三种基本形式：使用农奴的官营手工业企业；私营的，主要是商办的工业企业；贵族的世袭领地工业企业。彼得沿用落后的生产关系——农奴制，推进工业化。这从经济基础上决定了彼得西欧化改革的困局在所难免。手工工场大量使用工资价格低廉的农奴劳力，莫斯科官营帆布制造手工工场有1162名工人，官营米克廉耶夫制呢手工工场有742名工人，谢郭林制呢手工工场有730名工人。

彼得大帝奉行重商主义政策，1724年颁布进口贸易关税法，实行关税壁垒政策，抑制贵族奢侈消费品的进口，鼓励出口。彼得大帝强调：“如果国内某种商品的生产超过了该商品的输入额，则对这种输入品应按其输入价格的75%课税，如果国内某种商品的生产达到了输入额的25%，则对这种商品按25%课进口税等等。”俄国对外贸易顺差激增，“到彼得执政的晚年，俄国每年输入商品额约为210万卢布，而输出商品额则达420万卢布”。俄罗斯经济畸形化，偏重于军事工业和原材料、半成品加工业。“彼得统治时期，近180家新工业企业建立起来，包括冶铁、有色金属、军事工业、纺织业、皮革、火药、木材、造纸、糖业、玻璃和烟草。”广大民众没有从彼得工业化中得到好处，只是在农奴制枷锁上又添加了一道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残酷盘剥，导致农奴工人的反抗，“在很多情形下，农奴工人起来反抗施于他们的非人待遇，都遭到政府的残酷镇压。总而言之，俄罗斯人民为彼得的国家工业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俄罗斯各阶层民众承受着巨大的税赋负担。1723年，政府规定家用奴仆同农奴一样，也必须交纳人丁税。按规定，地主农民每人课税40戈比，国家农民为1卢布14戈比，城郊居民为1卢布20戈比。1701年，国家收入只有250万卢布。1724年，国家收入达850万卢布，其中460万卢布来自人丁税。

第二节　开明专制时期的经济状态

叶卡捷林娜二世在不触及农奴制的根基的前提下，实行所谓“自由经济”政策。这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路径，也是开明专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体现，更是18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经济基础新旧因素斗争与妥协的产物。“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开明专制内蕴的悖论，在经济领域得到了解答。18世纪俄罗斯社会阶级结构由三个主干构成：贵族、市民、农民和农奴，其中强势集团由贵族和少数富裕市民、农民构成。

18世纪俄罗斯，特别是叶卡捷林娜二世执政时期，贵族既是举足轻重的政治集团，又是翘楚硕望的经济势力。1785年4月21日，颁布的《贵族宪章》中规定：“28.贵族可支配在其土地上的作坊与工厂；29.贵族可在其世袭领地上建立交易中心，……但其开市日期应与邻近市场错开；30.贵族有权在城市拥有、建筑或购置住房与工厂……32.贵族可销售符合法律规定的任何货物……不得禁止贵族拥有或建立各种作坊、工厂……36.贵族免缴人头税。”

叶卡捷林娜二世不仅在立法上保护贵族经济特权，而且为贵族集团经济利益提供财政支持。国家设立专门为贵族服务的银行，“一七八六年开设新的贷款银行，它向贵族提供期限二十年的贷款，年息为百分之八，但如借高利贷，年息高达百分之二十，甚至更多。银行的资本由国家预算中拨款”。叶卡捷林娜二世大力扶植贵族经济，使国家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向贵族集团集中。当时，俄罗斯最富有的贵族切列梅捷夫“拥有100万英亩土地和近19万名农奴”，与其富裕程度相似的还有奥尔洛夫兄弟等女皇的宠臣。“衡量每个俄罗斯贵族的地位与财富，不是根据其官阶与世系，而是依据其拥有的土地和农奴的数量”，“中等贵族拥有1万英亩土地和1000名农奴，下中等贵族拥有1000英亩土地和100名农奴。成千上万的下等贵族其财富为不超过100人的农奴”。在叶卡捷林娜二世时期，贵族地主拥有农奴的数量，有了巨大的增长，根据第三次人口调查（1762-1766年）的资料，俄国人口为1800万——1900万。在第五次人口调查（1794-1796年）时，俄国人口为3600万。这一时期，人口增长一倍，贵族拥有农奴的数量则增长了两倍。1762年，贵族为49777人，农奴为3783327人；1795年贵族为193132人，农奴为9997625人。同时，出现了大贵族地主积聚农奴的现象，少数大地主占有80%的农奴。中等地主和小地主，各占农奴的15%和5%。

整个叶卡捷林娜二世统治时期，贵族控制着俄罗斯的农业。这一时期，农业仍然是主要经济部门。到18世纪末，农民占人口的96%。同时，农村人口基本是农奴。俄国农村的劳动资源主要由贵族支配。贵族通过控制农村，进而控制了俄罗斯国家的经济基础，巩固了在政治上的权势和经济上的地位。贵族的经济地位是由开明专制政策性质所决定，由于贵族在农业经济中的垄断地位不断加强，从农业生产中获取的剩余价值也就越多，加之俄罗斯资本主义生产与交换关系的不断扩大，贵族集团出现了“自由经济”的要求，“贵族因为已控制了大量土地，巩固了自己对于土地与农奴劳动的垄断权，也就非常愿意使自己的农奴制经济去适应市场商品流转的条件，愿意使自己的农产品在市场销售，并且愿意将这些农产品在自己的世袭领地工厂加工以便出卖。所以，贵族领导集团的要求，归根到底是要工商业自由”。贵族的“自由经济”是要“工商业自由”，而不是触及其垄断地位的整个经济领域的“自由”。

叶卡捷林娜二世所禀持的启蒙思想的经济理念，也要求实行工商业自由。法国启蒙运动的经济学家布阿吉尔贝尔主张遵从经济的自然规律，反对封建主义的工商业限制政策，要求实行自由竞争的工商业政策。俄罗斯贵族阶层要求工商业自由的主张与叶卡捷林娜二世的理念不谋而合。因而，叶卡捷林娜二世“取缔了垄断权，主张工商业自由”。她在1767年的敕令中要求：“任何与商业和工厂有关的事宜都不得使用强迫手段，要物价降低先要有大批贩卖商品的人而且数量要能自由增加。……在任何场合下，都要避免垄断。”

叶卡捷林娜二世鼓励经济理论研究，为了改善农业和国内经济，于1765年建立自由经济学会。这个组织一直存续到1917年俄国革命。维纳德斯基教授把“自由经济学会”，称为“18世纪俄罗斯科研机构的奠基性标志之一”。1766年，叶卡捷林娜二世匿名地为学会设计了一个有奖征文活动，主题是：“农民拥有土地或只拥有动产，何者对社会更有利？”这个主题激起了农奴主的愤怒，却引起了西欧学者的兴趣。贵族农奴主萨马罗科夫应征论文的观点，代表了贵族集团对这一问题的基本立场。他写道：“俄罗斯农民是否可以拥有土地？（土地所有权）是贵族的权力。如果农民和土地都不拥有了，那么贵族成什么了，还有什么留给贵族？农民解放对于社会来说，不仅有害，简直是致命的。因而，这个问题没有讨论的必要。”这种论调虽有悖于叶卡捷林娜二世的初衷，但真实地表达了贵族农奴主阶级的切身利益。来自西欧的应征论文，合乎叶卡捷林娜二世的胃口。欧洲各国寄来了160篇应征论文，其中法国第戎科学院院士阿比约的论文获得这次征文的最高奖。阿比约的论文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雇佣劳动观和人身自由的理念，他写道：“如果只拥有动产，这几乎不能叫做产权。这样是不能够吸引农民的，还必须给他土地。但是农民必须是自由的，自由与产权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农民在强迫劳动环境中总是设法逃避艰辛的劳作。”

“自由经济学会”成立之初的几年里，在叶卡捷林娜二世的授意下，围绕着“自由经济”这个主题展开了学术研究，形成了一大批学术成果。“自由经济学会”的领导之一冯·克林施迪特在1770年出版的学会文集中，发了一篇题为《扩展激励农学家的方法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的论文。在该文中，克林施迪特论述了人身自由对于发展工商业的作用。他写道：“自由与财产所有权无疑是人类实业最好的刺激物。”18世纪后半叶，围绕在“自由经济学会”周围的人大多数是贵族，还有少数资产阶级代表人士。他们在增强俄罗斯经济实力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刺激经济增长的方法上严重对立。贵族主张巩固农奴制，用超经济强制，无代价地榨取农奴劳动的剩余产品，进行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资产阶级代表人士则认为，“发展生产力问题的症结还在于农奴制问题”，主张改革农奴制。

叶卡捷林娜二世在1775年《贵族自由书》中宣布工商业自由，允许“一切人创办各种作坊并生产各种各样的手工业品”。这种以“自由经济”为名的经济政策，实质并不是资本主义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一种鼓励贵族并使其领地经济适应资本主义的措施。贵族要求保留并保护其农奴制贵族工业及庄园产品贸易的权利和经济特权。这些措施并没有带来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相反，保护贵族及其企业利益的政策仍在继续实行，并日益加强。在18世纪历史条件下，叶卡捷林娜二世宣称的“自由经济”政策，客观上只把“自由”赋予了贵族农奴主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农奴和下层市民不但未受其惠，相反却承受农奴制压迫与资本主义剥削的双重负载。叶卡捷林娜二世在社会经济领域，也贯穿着开明专制的悖论性。她一方面高喊“自由”，另一方面又强化垄断。苏联历史学家诺索夫针对此种状况指出：“政府的政策与国内的经济发展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叶卡捷林娜一方面否定了工业垄断权，一方面又实行这样一种重要的阶级垄断权，即例外地规定贵族有酿酒权（见一七六五年的酿酒章程）。”叶卡捷林娜二世把俄罗斯社会日常消费的大宗商品酒类垄断权交给贵族，1765年，157名贵族酿酒生产者提供了供应全国的1859857桶酒。这些贵族从酒类专卖中，大获其利。

贵族为增加收入，大规模兴办实业，开展贸易活动。贵族依仗特权，养尊处优，荒时废业，缺少经营本领，其兴办的实业大多采取以下三种形式：“①如果贵族个人具有经营才能，可以毫不困难地借到资金，兴办实业；②如果资金和其他资料齐备，贵族就会利用地产从事制造业；③地主与能够提供他所缺少的资金、经营经验的商人或农民合伙办实业。”在叶卡捷林娜二世的经济政策鼓励下，贵族实业有了长足的发展，1773年全俄328个手工工场中，有66个贵族的手工工场，即约占总数的20.1%。1787年，贵族手工工场使用工人的人数占工人总数的60.7%。由此可见，贵族手工业在俄罗斯经济生活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贵族在经济领域追求特权地位，这势必导致贵族与新兴的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处于上升阶段，贵族利用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弱点，在经济领域实行垄断，严重阻碍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育、成长。其代表性的领域，是酿酒权与农奴贸易权。

酿酒是贵族从事农产品加工业的最普遍的形式，酿酒业要求的工艺水平不是很高，也不需要熟练劳动力，成年农奴都可以从事这项工作。原料是农产品，包括大麦、麦芽、黑麦等。政府承包酒税制度为酿酒业主带来稳定的市场和收入，使酿酒业成为无风险的高赢利行业。商人与贵族在酿酒业的竞争，从18世纪50年代初开始加剧，双方各有优势。贵族有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的优势；商人生产更有效益，组织得更好，更灵活。“大约在1750年酿酒业实际生产能力是市场需求的1倍。商人生产170万桶酒，满足俄罗斯全部需求尚有余富。贵族生产酒的能力是100多万桶，也可以满足全部市场需求。”迫于贵族的压力，叶卡捷林娜二世于1765年颁布《酿酒章程》，把酿酒垄断权赋予贵族，取缔商人的酿酒作坊。

贵族享有酿酒特许权的人数从1765年的157人上升到1783年的211人，酒类产量从1765年的1859857桶增到1783年的2153159桶。1795-1796年，俄罗斯567名贵族从事酿、贩酒业，提供3348278桶酒。贵族一方面通过酿、贩酒，增加了收入，使土地产出的粮食商品化程度提高，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另一方面，抵消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带来的竞争压力。

如果说在酿酒业问题上贵族集团取得垄断的胜利，那么在农奴参与贸易问题上，贵族赢得了打破垄断的胜利。贵族阶层为了获取更多的现金收入，鼓励农奴参与零售业，要求取消国内关税壁垒，打破商人阶层的垄断贸易的特权。1754年，叶丽萨维塔女皇取消了国内关税。1766年4月12日，叶卡捷林娜二世颁布敕令，宣布地主可以免税6年向国外输出小麦和面粉。叶卡捷林娜二世赋予贵族集团“不受限制地批发和零售自己庄园和农民的产品的权利和在口岸从事批发的权利”。名义上，对于农民从事贸易活动有商品品种的限制，由于缺乏有效地监控，这种限制有名无实。叶卡捷林娜二世这一敕令，打破了限制贵族与农奴经商的禁令。从此，贵族及其属下的农奴可以自由经商。贵族与农民建立的市场遍及俄罗斯农村地区，贵族控制了国内贸易额的大半和对外贸易额的一半左右。贵族与其属下的农奴合伙做生意，少数农奴因而暴富。农奴由于没有支配自己财富的合法身份，往往把财产寄托于其依附的贵族名下。18世纪80年代，大商人巴雷什尼克拥有10万俄亩土地和9000个男性农奴，在1786年获得贵族证书以前一直把财产登记在莫斯科显贵伊·格·奥尔洛夫的名下。舍烈米杰夫伯爵名下“发财的”农民，虽是农奴，却拥有几万俄亩土地和几百个农奴。“这些新富翁在法律面前仍是农奴”。这些农奴出身的“新富翁”，不是向着实业资产阶级方向发展，而是出巨资购买一个贵族身份，成为贵族阶层的一员。俄罗斯农民具有浓厚的封建宗法意识，正如马克思所说：农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在开明专制的经济政策影响下，俄罗斯工业中的资本主义有机构成的比重逐渐加大。1762年，手工工场为663家，1799年增加到1200家。在这些手工工场中，广泛使用雇佣劳动。应该说，这些手工工场具有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特性。据苏联学者梁士琴科统计，在叶卡捷林娜二世执政最初的几年，仅1767年手工工场有45500工人，其中农奴、编入的农民和买来的农民共占工人总数的60.7%，雇佣工人约占39%。由于叶卡捷林娜二世的维护贵族农奴制的垄断政策，使得手工业工场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仍达到近40%。1767年，叶卡捷林娜二世政府负责手工业的部门已经发现，“许多‘工厂’都只用雇佣工人做工”，断定“将来一切工厂都会这么做”。

18世纪后半叶，俄罗斯手工工场主要有四种类型：国家手工工场、世袭领地手工工场、商人私营手工工场、农民手工工场。国家手工工场大多为军工、矿山、冶金等大规模企业；世袭领地企业，大多为贵族农奴主开办的纺织、酿酒、呢绒等部类企业；商人私营手工工场，除国家和贵族垄断与特许行业外，商人按照法令允许的范围开办的各种部类企业；农民手工工场，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企业，虽然这种工场使用的是雇佣劳动，并且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但却是与农奴制关系紧密联系着的一种手工工场，是农民家庭工业逐渐向资本主义手工工场转变的典型形式。

冶金是俄罗斯的基础工业。1750年，俄罗斯生产200万普特的生铁；1790年生铁产量增长到795万普特，同年英国生产生铁480万普特；在整个18世纪下半期，俄国的冶金业一直居世界第一位。乌拉尔地区是俄罗斯的冶金业基地，18世纪80年代，在该地区投产的炼钢厂、炼铁厂和铁工厂共84家，产出的铜占全俄产量的90%，铁占65%。从此，乌拉尔地区成为沙皇俄国和前苏联的重工业基地区域。乌拉尔地区不仅在生产规模居世界前列，而且在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率生产方面也居世界前列。当时，乌拉尔有世界最大的炼铁炉，高达13米，直径4米，每周产铁2000-3000公担，1800年，乌拉尔炼铁炉平均产出为9万普特，英国熔铁炉则为65000普特。

18世纪，在开明专制政策的影响下，俄罗斯工业发展与同期西欧情况有所不同。西欧在重商主义政策支配下，偏重于轻工业。俄罗斯则既有轻工业，又有重工业，其中以冶金业的高度发展为特征。但是，俄罗斯没有在这一时期发生工业革命，冶金业仍停留于手工业阶段。英国所有工业部门，从18世纪末就已开始迅速地由工场手工业向工厂过渡。在俄国，18世纪末，工场手工业的生产装备仍很简陋，手工劳动占主要地位。18世纪末，俄罗斯工业衰退的原因在于，农奴制经济在新兴的工业方面已充分暴露出消极作用。

叶卡捷林娜二世对于农业生产比较关切，劝课农桑，巩固农本。叶卡捷林娜二世信奉启蒙运动的经济学思想——重农主义，并与农奴制封建生产关系相结合，使农奴制在新的理论基础上得到强化。重农主义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经济学分支。重农主义反对当时欧洲各国普遍奉行的重商主义政策，认为土地或农业是一切财富的源泉。重农主义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超过生产费用的净剩余，而其他生产形式只是将农产品改变为可供消费的形式，非农行业的生产都是非生产形式；农产品应该高价出售，而工业品应该低价出售，因为农业收入增加就是净产值增加，国家就会进一步繁荣。重农主义承认地主本人及其先辈是开拓土地使其适于耕种的人们，他们是有权出租土地的合法阶级。重农主义重视自然规则，坚持“自然经济法则必胜”的信条，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叶卡捷林娜二世在工商业领域标榜的“自由经济”政策，其理论源于重农主义。俄罗斯贵族集团，甚至开明的自由贵族也认为重农主义是俄罗斯封建生产关系的理论守护神。开明贵族哥利津说：“社稷、王位、财产，总之，这（重农主义）原则是最贤明、思想是最公正的、最为众人所深刻了解的。”农奴制严重地阻碍了俄罗斯农业生产的发展，压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的衰退，不是叶卡捷林娜二世的主观愿望，但却是她强化农奴制政策所带来的必然的客观结果。

根据俄罗斯全国土地测量资料（1766-1798年数字），农地与农作物分布情况如下：中央黑土地带北方各省，耕地面积占41%-67%，草地面积为7.5%-12%；中央黑土地带新移民区各省，耕地面积为35%——38%，草地面积为26%-38%；非黑土地带的各工业省，耕地面积占33%，草地面积为4%-8%；森林地带各省，耕地面积为10%-19%，草地为2%-6%。耕地主要播种黑麦，小麦只在极少数地区占据首位。在丰年的情况下，可获得种籽的2-4倍，如遇歉收，全国就会发生严重的饥荒。1778年和1786-1787年的歉收是18世纪下半期最严重的两次歉收。俄罗斯农业在农奴制生产关系的制约下，尽管土地资源丰富，但农业生产技术“比荷兰和英国的农作技术落后得多，三圃制在各地都占有统治地位，粗犁和耙仍然是耕田人的主要工具。撂荒耕作制和伐林耕作制还在实行。许多土地荒闲着，或者灌木丛生”。

叶卡捷林娜二世在经济领域也向新兴的资产阶级倾斜。资产阶级化商人和富裕市民大多集中在商业和贸易领域。18世纪下半叶全俄市场最大的中心是旧都莫斯科，在这里集中了3700名商人，其中93人专司对外贸易，新都彼得堡是第二市场中心，有1868名商人，其中仅8人专司对外贸易。俄罗斯国内商业通过店铺、集市和市场来进行，在商业流通领域，商人大获其利，"1795年，商人资本总额估计为7140万卢布（不算潜在资本）”。

叶卡捷林娜二世在对外领域，执行重商主义政策。叶卡捷林娜二世的开明专制在经济领域也充满了悖论性，是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大杂烩。重商主义坚持一国的财富必不可少的是贵重金属，对外贸易必须保持“顺差”，也就是出口必须超过进口。在整个叶卡捷林娜二世执政时期，俄罗斯对外贸易一直保持顺差：1761-1765年，每年平均顺差为200万卢布；1791-1795年，每年平均顺差为950万卢布；1762年，俄罗斯出口约1273万卢布，进口约817万卢布，贸易额约为2100万卢布；1793-1795年，出口约为4363万卢布，进口为2789万卢布，贸易额约为7116万卢布。在这20年中，贸易额增长3.5倍，扣除货币贬值因素，实增额为2.5倍。在贸易领域出现垄断积聚现象，93个从事对外贸易的莫斯科商人，拥有的资本近1175800卢布，约为18世纪末全年对外贸易额的2%。

叶卡捷林娜二世的开明专制寅吃卯粮，在财政赤字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财政收入在1763年为1850万卢布，1796年增加到7310万卢布，即增加4倍，而同时期全国人口只增加一倍。国家的财政支出在1763年为1723万卢布。从1769年起，国家财政开始出现赤字，在1787年至1791年的第二次俄土战争期间，财政赤字达到顶峰。1787年收入为5490万卢布，支出为6674万卢布，1791年收入为5940万卢布，支出为8487万卢布。1791年的财政赤字达到2547万卢布。为弥补巨额财政赤字，叶卡捷林娜二世采取货币贬值、举借外债、增加赋税等办法。“十七年中叶卡捷林娜发行了一亿五千七百七十万卢布纸币。”叶卡捷林娜二世举借内外债，肆意使货币贬值，18世纪90年代中期，俄国外债总额达到3310万卢布。从1769年发行纸币以来，纸币发行额逐年增加。1796年，纸币发行额已达15680万卢布。1个卢布已贬低到银币的68.5戈比。全部内债（包括纸币的发行在内）达21600万卢布。1781-1796年期间，（国家支出）行政费用占48%，陆军和海军总支出占40.7%，宫廷开支占11%，而国民教育的开支只有54万——130万卢布，占1.7%。开明专制使人民群众一贫如洗，使专制国家靠借债度日，使权贵利益集团坐大自肥。

第三节　农奴制改革后的经济变化

农业农奴制改革至1905年，资本主义现代化导致俄罗斯农村中资本主义因素滋长，现代化“共性”在农业领域侵蚀俄罗斯的“特质”。

俄罗斯农民由宗法制村社社员向自耕农（yeomanry）转型，农业生产方式由集体劳动向个体劳动转换。但是，农村资本主义因素受到村社体制强有力的遏止。随着人口增长，农民从农业生产中剥离出来的比例增加。1863年，全俄人口为69959500人，到1897年增至12564万人，翻一番。同期，城市人口由1863年610万人增至1680万人，增加近3倍。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863年的8%增至1897年近14%。农业人口仍是全俄的主体，占76%，达9700万人。

人口压力迫使农业加快发展。1861-1890年，欧俄农业区粮食播种面积由8250万俄亩增至10380万俄亩，净增25%。这一时期，俄罗斯粮食增产，主要是靠外延式再生产方式取得，扩大播种面积，加大人力、畜力的投入。同期，每俄亩粮食产量由29普特增至39普特。年均粮食总产量由19亿普特增至33亿普特。农民人均粮食产量，19世纪60年代为20普特，90年代增至25普特。同期，畜牧业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马由1550万匹增加到1970万匹，牛由2100万头增到3090万头，羊由4420万只增加到4630万只，猪由940万头增到1300万头。

农业生产商品化率提高，参与国际市场分工。19世纪50年代后期至20世纪初，俄罗斯农业生产结构的商品化与外向度逐年提高。1855年，俄罗斯出口谷物为6900万普特，到1875年增至25700万普特。1876-1880年，谷物出口量为28700万普特；1896-1900年，出口量增至44400万普特。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俄罗斯谷物出口增加近7倍。

农业高涨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畜产品的商品化与外向度同样大幅提高，1866-1894年，黄油出口由189700普特增至367800普特。1901年，欧俄地区铁路运送的奶及其制成品达700万普特。

农业高涨刺激了机械化应用水平的提高，1876-1894年，全俄农机消费量增长2倍多，俄制农机产量增长3倍多。俄罗斯农田辽阔，收获季节人工不够，因而收割机广泛应用，1870年全俄有780台收割机，1895年增至27000台。农业发动机由1878年的1351台增至1901年的12091台。人工打谷，每天脱粒不超过200普特，马拉脱粒机日脱粒量不超过800普特，10匹马力的蒸汽脱粒机日脱粒量最高达2500普特。机械化是俄罗斯农业生产在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期高涨的重要支柱。

农业生产方式在村社体制下，发生了“悄悄的革命性”变化。雇佣劳动成为日益普遍的农业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因素渗透进村社，19世纪60-90年代，农业生产中雇工由70万人增至360万人，占农业男性劳动力的20%。大批农民转入商品化农业产区当雇工，每天劳动最多达15个小时，工资比在村社的报酬高20%，而“业主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劳动量要高50%”。

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增长与农民分化成正比，农奴制改革头20年，村社势力强大，农民分化并不十分明显。进入到19世纪80年代，随着农业商品化程度提高，生产全面高涨，农民的分化加快、加深了。农民分化为富农、贫农及游移其间的中农。据1890年抽样统计，全俄富农户占全体农户的20%，贫农户占50%。20%的富农户占份地总量的32%，50%的贫农户只占37%。购买土地的农民中，富农户占74%，贫农户仅占9%。租地户中，富农占60%，贫农占11%。富农是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承载者，富农生产转变为资本主义农场生产经营，需要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自由购买土地，积聚土地；第二，自由雇佣劳力，集约生产。

村社制度是富农进行土地积聚与劳动积聚的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活动的瓶颈。1877年，欧俄土地总量为39100万俄亩，其中13100万俄亩为村社中的农民份地，9340万俄亩为私有土地，其余为国有土地。9340万俄亩私有土地中，贵族地主在1865年占有7910万俄亩，1905年减持到5320万俄亩。40年内贵族地主出卖了近2600万俄亩土地，这些土地落到了商人和富农手中。贫农人口增加，人均占有土地却在减少。1861年，欧俄农民男性人口为2360万，人均占有土地为⒌1俄亩；1900年增至4420万人，人均占有土地缩减为⒉7俄亩。农民与土地的矛盾十分突出，富农经济的发展已不可逆转。村社体制既保护不了贫农的利益，又阻碍富农经济的集约化、规模化发展。

斯托雷平改革造就了俄罗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私有小农群体，2478224个退社农户取得了法律认可的16919203俄亩的私有土地，成为个体小生产的自耕农（约曼，yeomanry）。这样庞大的小农群体，“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斯托雷平改革，既造就了农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促使农业生产达到一个新境界，总产量、人均产量、亩产量均有大幅提高，农业生产资本有机构成也大为提高，农产品出口量居世界市场优势地位。农业生产增长得益于私有自耕农的大幅增长。1912年，普斯科夫省同一县三个乡统计，黑麦，约曼65普特/俄亩，村社44.6普特/俄亩；燕麦，约曼88.6普特/俄亩，村社72.8普特/俄亩；黍，约曼84.7普特/俄亩，村社39.4普特/俄亩；荞麦，约曼64.1普特/俄亩，村社48.2普特/俄亩；豌豆，约曼46.5普特/俄亩，村社30.2普特/俄亩；土豆，约曼730.9普特/俄亩，村社632.1普特/俄亩。由此可见，约曼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远高于村社，单位产出量居优势。

在农业生产有机构成方面，自耕农虽是个体，但比村社有优势。1913年对欧俄12个县统计调查显示，每百户农民在村社只有播种机1.7台，退社后有3.4台，筛分机由19.8台增至26.2台，脱粒机由3.1台增值5.1台，铁耙由6.1张增至12张，收割与割草机由8.3台升至11.9台。在普斯科夫省的农田施肥面积，自耕农为68.3%，村社仅为7%。自耕农的粮食生产商品率远高于村社。19世纪，地主生产90%的商品粮。1913年，50%的商品粮由富农生产。

斯托雷平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高涨，带动了土地利用率的提高与播种面积的扩大。俄罗斯由于地域广袤，农业生产方式比较粗放，生产技术比较低下。斯托雷平改革前，没有改善农业生产技术的政策性推动，粗放式生产，效率不高。斯托雷平改革后，引入市场导向，刺激农业生产迅猛攀升。1901-1905年，全俄播种面积8830万俄亩，1911-1913年增至9760万俄亩。同期，俄罗斯中亚地区播种面积增加最为引人注目，由510万俄亩增至950万俄亩。播种面积扩大与单位产量提高同时出现，黍由1895年的27.6普特/俄亩增至1915年的47.1普特/俄亩，荞麦由1895年25普特/俄亩增至1915年的30普特/俄亩。商品化农作物增产迅猛，用于出口的小麦增产11.8%，大麦增加33.7%；经济作物增长更快，甜菜增幅达46%，油料作物增幅高达165.4%。

农业高涨带动农业机械工业的增长，农业机械购买力由1906年的2790万卢布激增至1912年的13116万卢布，增幅达342.4%。化肥使用量，由1905年的1470万普特增至1912年的3890万普特，其中磷肥增加35倍。农民的资本积累有了大幅增加，主体为富农，村社的经济实力也有所增长，在银行存款总额由1912年的16.13亿卢布增至1916年27.94亿卢布，增长71.3%，同期贷款储备金由1.55亿卢布增至2.27亿卢布，增长50%，农业信贷合作社储备金总额由0.38亿卢布激增至30.31亿卢布，增幅高达8倍。农业中的商品化、市场化、资本化倾向大大高于改革前，农村全面资本主义化似乎指日可待。

斯托雷平改革，使俄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输出国。1901-1905年，俄罗斯粮食出口额为7.01亿卢布，1911-1913年增至11.26亿卢布，增幅达61%，其中谷物出口居世界第一位，达5亿卢布。1904-1908年，谷物年均出口额为4.7亿卢布，1909-1913年增至6.73亿卢布，增加46%。同期，俄罗斯小麦出口量由2.05亿普特增至2.59亿普特，大麦出口由1.47亿普特激增至2.6亿普特。经济作物出口增长更为迅猛，亚麻出口量提高75%。出口谷物的货运量占铁路总运能的50%。1913年，俄罗斯小麦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25%，黑麦占50%，大麦占34%，俄罗斯农业生产总量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农业成为俄罗斯财富的主要创造源泉，为工业化提供了原始积累的资本。

工业农业高涨拉动了工业生产的增长，这一时期俄罗斯国民经济增长循着农业牵动的良性轨道前行，工业发展稳健，工农业比例趋于协调。工业生产体现出了较明显的农业拉动倾向，农民由于退社独立生产，改善居住条件的能力得到提高，工业生产的屋顶用铁的总量，在农民购买力的刺激下，由1905年的22万吨增至1913年的42万吨，几乎增加1倍。由于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和出口量增加，铁路运输总额由1905-1909年的1740万吨，增至1910-1914年的2000万吨，增幅达23%。俄罗斯基础工业、重工业也有所增长，同期炼铁量由2630万吨增至3630万吨。

俄罗斯19世纪后半叶的经济高涨，既有大改革后的国家推动，又有大改革前的产业基础。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经济是机器装备工业主导的起飞，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手工业完成历史使命、机器工业登上历史舞台的必然结果。俄罗斯在工业化基础上的经济高涨，循着现代化产业层次性递进的规律。纺织工业是工业化的第一主导产业形态，俄罗斯亦不例外。纺织工业大机器化是社会转型的产业标志。纺织业是人类由自在转向自为的关键性产业，人类只有掌握纺织术，才能进入文明社会。纺织对于人的意义，是类的规定性上的。人们常说“衣食住行”，衣——纺织被排在人类文明基本需求的第一位，纺织决定着人类社会层次性递进的面貌。手工纺织术使人类进入到前资本主义农业文明社会，机器纺织业使人类进入到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社会。纺织工业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因为“在这一进程中，纺织品……的制造是在以蒸汽为动力、效率大为改进的工厂里进行的”。

俄罗斯的工业革命始于19世纪上半叶的纺织业，动力由以人手、畜力等自然力为主转向以机器为主。彼得堡城郊的亚历山大国有手工工场设立于1798年，1805年装备第一台蒸汽机，1808年安装第一台织布机，成为俄罗斯最早装备机器的工厂。该厂有棉纱、织布、织袜、漂白、染色、机器制造和维修车间。由于应用机器生产，1810-1828年，棉纱产量增加1.3倍，其产量占全俄总产量的55%以上。1834-1835年，该厂达到鼎盛，拥有3000名工人，其中雇佣工人占53.7%。

俄罗斯工业化是官民并举，由于俄国参加拿破仑大陆封锁体系，英国的廉价纺织品进口被阻断。进口替代型的民营企业趁势脱颖而出。1808年，莫斯科出现第一家私营机器纺织厂，1812年莫斯科一地此类工厂增加到11家。1812年拿破仑入侵，莫斯科大火，使得这些企业被付之一炬，纺织企业元气大损，1822年前，俄国每年需进口5万普特原棉和25万普特棉纱。1822年实施保护性关税，刺激棉纺业的复苏，但到1834年俄国自产棉纱只能满足国内需求的12%。俄国棉纱业发展受到沙皇政策的鼓励，1835年成立第一家机器纺纱股份公司，股本金为350万卢布，股东为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工商人士和英国资本家。1841年，为保护国内幼稚产业——机器棉纺业，沙皇政府将棉纱进口关税提高到30%。1842年，英国解除机器设备出口限制，俄罗斯可以自由地进口英国的纺织机器。俄国政府对于纺织机器的进口予以免税。1847年，俄国有64家棉纺机器化工厂、76.5万纱锭，棉纱实现完全自给。

棉纱机器化是纺织工业机械化的基础，印花机器是纺织工业产业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沙皇政府为了维持其资源垄断的特权，对印花业实行特许权制度。1815年，彼得堡资本家维别尔等从沙皇政府取得了独家使用机器印花布的特许权。这种特权遭到了莫斯科资本家的强烈反对。1827年，沙皇政府迫于资产阶级的压力，取消机器印花布的特许权。

机器印花布产业的最大对手，不是沙皇政府的特许权，而是遍布农村的手工印花布。手工印花布无法同机器印花布竞争，这是一个常识。机器效率高于手工100倍，机器印花每昼夜可印300块布（每块长35.5米），手工则只能印同样大小的布3块。机器印花挤压了手工印花的生存空间，1820年，弗拉基米尔省伊凡诺夫村有7000名印花匠。1850年，整个弗拉基米尔省才有2000名印花匠。手工印花之所以绵延不绝，原因在于劳动力廉价。伊凡诺夫村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这里有5家机器印花工厂，占全村总产量的36%，其余产量皆为手工产出。1849年该村印花布企业采用手工、机器或两者并用的分别为61家、19家和20家，总产量占全俄的39.2%，居全国第二位。农村手工印花成本远低于机器印花，1843年，农村家庭手工生产平纹布每俄尺成本为4戈比，莫斯科机器工厂为6-8戈比，家庭手工纺织长盛不衰导致全行业工人劳动报酬下降80%。

俄罗斯纺织业工业化，在19世纪上半叶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封建宗法自然经济的制度性桎梏。同一时段，是工业化在全球经济结构中，取得压倒性优势时期。1850-1860年，世界工业生产，英国占36%，成为名至实归的“世界工厂”；法国、德国、美国合占45%，其他所有国家占19%。俄国纺织工业通过大规模应用机器，成为俄罗斯工业革命的前导行业。1850-1860年，机器纱锭达160万枚，增加1.5倍。棉纱工厂数量只增加21%，工人数量增长85%，产值猛增150%。

俄罗斯纺织工业呈现出特殊性的性状，即积聚与低效并存。生产数量规模积聚化，大型工厂（工人数量超过1600名）激增，1860年大型工厂共有54个，拥有机器纱锭153.5万枚，占全俄总锭数的96%。平均每家工厂拥有机器纱锭为28400枚，蒸汽动力10万马力。俄罗斯棉纱厂纱锭的原棉消耗比美国、德国高4-5倍，比法国高7-8倍，比英国高1.5倍。

彼得堡在工业化中再次起到引领的作用。彼得堡纺织工业大多实现了现代企业制度建制——股份化、机械化程度为全俄首位。工人人均拥有机械纱锭比莫斯科同类企业高2.6倍，蒸汽动力指标比全俄平均水平高9倍。彼得堡棉纱工厂都装备了蒸汽机，莫斯科省和弗拉基米尔省棉纱厂水力传动的比例还很高。彼得堡棉纱厂年人均产值为1150卢布，比莫斯科同类企业人均产值高2.6倍。19世纪50年代全俄2000台机械织布机半数集中在彼得堡，彼得堡棉纱生产工人和产值分别占全俄的22%和39%。

莫斯科是俄罗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1850-1860年，莫斯科纺织行业进行规模化积聚，棉纱厂数量减少30%，产量提高30%。1860年，莫斯科省棉纱工人和产值分别占全俄的37%和24%。

1861年农奴制改革开始，全俄已拥有机械织布机近万台，彼得堡和莫斯科分别占有39%和22%。机械织布机对手工织布机形成了强大的压力，但手工织布生产方式仍以顽强的生命力存在着。1860年，莫斯科省522家织布企业，有34877台手工织布机、2275台机械织布机、33305名工人，产值770万卢布，每台手工织布机和机械织布机创造产值分别为250卢布和1602卢布。

19世纪50年代，弗拉基米尔省和科斯特罗马省手工织布工人15万名，生产300万匹布（每匹长35.5米），机器织布只有15万匹。手工织布比机械织布成本低85%，手工织布之所以成本低廉，这是手工劳动的宗法自然经济性质决定的，它的可计算成本起点远低于资本化大机器生产的成本起点。1862年，俄罗斯棉布产量为230万普特，其中机械织布量仅为20%。

棉纱生产机械化牵动了印花生产的机械化，莫斯科省和弗拉基米尔省是全俄印花和色染中心，19世纪50年代集中了这一行业54%的企业、87%的工人和91%的产量。机械印花对产业积聚、降低成本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830年降至2卢布，1860年降至80戈比。1830-1860年，机器印花工人劳动消耗下降近90%。

农奴制改革后，纺织工业成为俄罗斯产业结构的支柱。1861年，纺织工业占全俄加工工业产值的36%、工人数的49.3%，1879年，分别为55.4%和51%。俄罗斯纺织业主要从美国南方进口原棉，1861-1864年美国内战，南方原棉产地遭受重创，导致国际市场原棉价格居高不下，使得俄罗斯未形成规模效益的中小棉纺织企业大批倒闭，大型企业更加壮大。1860-1863年，40%的棉纱和棉布企业破产；1863年，注册的659家棉布企业仅存388家，棉纱和棉布产量分别下降了10%和15%，棉纱和棉布价格上涨75%-100%。国际市场原棉危机，引发了俄罗斯手工织布的反弹。1866年，科斯特罗马和弗拉基米尔省手工织布产量分别占本省棉布产量的71%和30%。手工织布比机械化大生产直观可计算成本要低得多，因而手工织布又大行其道。大型企业把机器停下来，采用手工织布。莫罗佐夫棉纺厂采用机械织布的工人有2000人，1878年，该厂另外雇佣5000名手工织布工人，后者生产成本比前者低30%。当时一位官方经济学家评论说：“在目前极低工资情况下，任何机器都不能与廉价的手工织布抗衡。”

从总体态势上看，机械织布逐渐占居主导地位。1866-1879年手工织布机减少33%，手工织品减少53%。1879年，欧俄地区棉纺织工厂有50500台织布机，生产布432.4万匹，占全俄产量的58.4%。同年度，俄罗斯全部注册的棉纺企业有76200台纺织机，机械织机和手工织机分别为58100台和18100台，1859-1879年间机械织机增长46倍，手工织机减少23%，两种生产设备的比例为3.2:1.统计数字表明，无论落后的生产方式如何廉价，一旦新的生产方式突破稀缺的价值瓶颈，落后的手工生产方式就将隐没在历史地平线的深处。俄罗斯纺织工业克服原棉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后，向着产业结构综合化方向发展。1866-1879年，欧俄地区综合型棉纺厂由18家增至32家，加工棉纱由11万普特增加至235万普特。所谓综合型棉纺企业，即纺纱、织布、印染、修整一体化完成。

俄罗斯纺织企业工业化，既有与世界纺织工业率先机械化的共性特征，又有其落后的个性特质。纺织业是日常消费品生产部门，长期积累了可供本行业工业化的启动资本，拥有技术人员与熟练工人，国内市场需求巨大，资金回笼快、回报率高，比起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资本有机构成低，活劳动消耗高，劳动力又很廉价。这些有利因素导致纺织业成为工业化的启动产业。但俄罗斯纺织业也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体制上，沙皇政府对纺织品实行高额保护性关税，使整个行业丧失了进入国际市场的冲动和接受国际市场竞争考验的条件；国内消费市场的主体——农民和工人购买力低下，无法成为支撑纺织工业扩大生产规模的需求支柱，从需求渠道无法获得工业化深度发展的资金；纺织企业普遍资本构成与机械构成偏低，仍侧重于低廉的活劳动投入的粗放式扩大再生产。1874-1879年，俄国棉纺织业总产值增加8.5%，工人数量增加75.5%，人均棉花加工量减少23%，人均产值下降38%。

重工业是工业化的装备工业，俄罗斯的重工业是由机械装备工业起步的，受到社会经济条件的局限，农奴制改革前长期缓慢发展。直到19世纪50年代，俄罗斯机器制造业还处在萌芽状态。彼得堡是萌发中的机器制造业的中心，19世纪初，国有彼得堡铸造和机械工厂（普梯洛夫工厂前身）为制呢和棉纺织企业生产蒸汽机和机械设备。1842年，这家工厂有6台蒸汽机，总功率126马力，117台机械化车床。这家工厂的王牌产品是船舶蒸汽机，1827-1837年为各种船舶制造45台蒸汽机，总功率达1600马力。

私人资本、外国资本纷纷涌入机器制造业中。彼得堡别尔德机器制造厂是该行业第一家私营企业。1804年，该厂开始生产蒸汽机。1820年，该厂有3台蒸汽机，总功率为42马力，年产船舶蒸汽机10台。1833年，英国工程师麦克尔在莫斯科创立机器制造厂，生产纺织设备和零部件。19世纪40年代，该厂有80名工人和2台小型蒸汽机。1833-1842年10年间，该厂为纺织企业生产1000余台机器设备，价值达122万卢布。仅伊凡诺夫村商人巴布林就向该厂订制了90余种机器，价值达10余万卢布。

19世纪40年代中期，英国政府取消机器出口限制，英国制造的机械设备潮水般涌入俄罗斯，使得俄国机器制造业面对英国先进机器设备的竞争步履维艰，加之农奴制的制约，更是雪上加霜。1830-1850年，全俄俄国资本的机器制造企业从7家仅增至25家，多为小型企业，工人总数1475万人，产值为42.3万卢布。1826-1860年，俄国进口机器设备增长86倍。

19世纪50年代是俄罗斯机器加工工业历史性转折时期。1854年，全俄只有29家机器制造工厂，3813名工人，产值200万卢布。到1860年，全俄机器制造企业增加3倍，工人数量增加7倍，产值增加18倍。1860年，彼得堡作为全俄机器制造业中心，该行业工人占全俄总数的56%，产量占91%。同期，莫斯科该行业工人数和产量只相当于彼得堡的17%和11%。机器制造业的增长，为工业化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大规模应用机器生产成为可能，机器价格降至普遍应用所必需的程度。1860年蒸汽机价格只相当于1830年的20%。但是，国产机器远远满足不了工业化的需求，1850-1860年国产机器增长2.3倍，进口机器增长1.4倍。

冶金工业是工业化的基础行业，19世纪工业化从物质形态来看，就是冶金制品的广泛应用，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从18世纪下半期叶卡捷林娜二世“开明专制”时期始，直至农奴制改革前，历代沙皇政府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生铁及相关产品征收惩罚性高额保护关税，使得俄罗斯冶金业处于与国际市场隔绝的缓慢发展之中。1800年，俄国冶金高炉数量和产量与英国基本持平，俄国为142座，英国为150座；生铁产量，俄国为9971千普特，英国略低，为9836千普特。1860年，俄国已经落后了一大截：俄国高炉只增加3座，达145座，比1800年增长2.1%，而英国高炉增至565座，增幅达276.7%；生铁产量，俄国增加到18198千普特，增幅达82.5%，而英国增至241900千普特，增幅达2359.3%。19世纪50年代，由于工业化和克里米亚战争，导致冶金制品需求激增。沙皇政府分别于1850年、1857年和1859年三次调低冶金制品的进口关税税率。1852-1860年，生铁进口从375普特增至547000普特，8年间增幅达1500倍。

进口产品的涌入，迫使俄罗斯国内冶金企业采用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19世纪中期，冶金生产应用搅拌法炼铁技术。1840-1860年，乌拉尔应用该法的冶金企业由2家增至35家，高炉数量仅增6.4%，生铁产量增加33.4%。乌拉尔是俄罗斯黑色冶金工业基地，集中了85%以上的高炉，产量占全俄90%以上。乌拉尔地区森林茂密，水力充沛。乌拉尔黑色冶金工业的动力以木制水力磨轮为主，1861年该地区冶金企业动力容量为37000马力，蒸汽机容量为2600马力，仅占7%。乌拉尔黑色冶金企业的体制，早在18世纪初彼得大帝时期就初步形成，后经历代沙皇政府的完善，这种体现俄罗斯特殊性的工厂区体制，将森林、矿产和农奴工人编入企业，使劳动、土地和工厂结为一体。丰足的矿产、森林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乌拉尔冶金企业使用木制燃料达200年，保护性关税措施使厂主对技术进步毫不敏感，根本不关心。

农奴制改革后，俄罗斯重工业没有受到改革的牵动而高涨，主要由于旧体制的惯性，使改革产生的产业牵动效益降至负数。农奴制改革后，乌拉尔黑色冶金企业不但没有出现生产高涨，反而陷入长达20余年的危机。原因在于，改革后冶金企业主仍集厂主与地主于一身。1883年，乌拉尔27个大地主拥有729.6万俄亩土地，土地与工厂一体化体制未随大改革而破除。厂主向工人和农民提供宅旁园地，不要求以现金赎取，以到工厂做工的劳务形式换取。厂主通过这种途径，稳定地获得了廉价的劳动力，陷入简单扩大再生产的低水平循环，靠加大活劳动的投入来提高产量，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极度低下。1880年前，乌拉尔黑色冶金企业沿用木炭加热、水力驱动的“中世纪”技术，1860-1879年，该地区冶金企业蒸汽容量仅从7%增加到23%。乌拉尔远离欧俄工业中心区域，对欧俄地区工业化的需求不敏感，相对封闭，阻塞了扩大市场份额的可能性。欧俄在农奴制改革后20年的工业化中，大量进口冶金制品，使得1860-1877年乌拉尔生铁产量仅增加20%。

乌拉尔冶金企业的落后状态，使整个工业化的产业联动、效益递进的链条出现断档。西欧、北美铁路建设热潮导致冶金业产量增加250%-300%，而俄国铁路建设热潮（1870-1875年）仅使生铁产量增加24%。1870年，全俄冶金产品产量仅为2190万普特，是国内需求总量的33%。1875年前，俄罗斯铁路建设所需冶金制品自给率仅为9%。1875-1878年，在冶金基地乌拉尔地区建设铁路，所需的70%钢轨、54%的货车车厢、50%的客车车厢和绝大部分的铁轨零配件全靠进口。

尽管冶金工业发展滞后，但农奴制改革后俄罗斯机器制造业仍取得长足进步。这得益于工业化进程加快，铁路建设和工业技术升级需要大量机器设备，为机器制造业提供巨大发展的需求空间。沙皇政府鼓励工业化，1861-1875年共特许141家机器制造企业免税进口冶金制品。1860-1879年，全俄机器设备制造企业增加1倍，产值增加5.5倍，平均每家企业产值增长7倍。这一时期俄罗斯制造业集中于彼得堡和莫斯科等欧俄中部地区，大多制造业工厂资本有机构成低，技术含量不高。由于冶金、机器制造业等生产资料生产骨干行业发展水平不高，俄罗斯工业化的外向依存度始终居高不下。列宁说，俄国居于“一等国，但是不是完全独立的”。俄罗斯金属、机器、煤炭的自给率只有33%-50%不等，工业生产依赖进口，19世纪70年代，重工业产品进口总值达10亿银卢布。

铁路是工业化的大动脉，在19世纪历史语境中，没有铁路的工业化是不可想象的。俄罗斯地域广袤，铁路成为沙皇政府号令全境的现代化工具，因而沙皇政府对于修建铁路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1857年1月26日，亚历山大二世颁布《铁路法令》。该法令指出：“在过去10年中，铁路的重要性经常被质疑，现在社会各阶层都认识到了铁路对于国家、民族的极端重要性。为社稷及全民福祉计，修筑铁路应为不可动摇之国策。”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接着在法令中勾廓铁路网的宏大远景：“铁路网：从彼得堡，经华沙，抵达普鲁士边境；莫斯科至尼兹雅——诺夫哥罗德；莫斯科经库尔斯克，沿第涅伯河低地，至菲奥罗波尔；从库尔斯克或奥廖尔，至奥德萨。这样，无间断伸展的铁路网，把26个省联结起来了。联结起三个首都（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引者注）、可通航的主要河流、富庶的产粮区、黑海和波罗的海两个不冻港。”

铁路网的拓展是现代化的客观要求，1860-1880年，世界铁路长度从10.8万里增加到37.3万公里。同一时期，美国铁路建设速度最快，铁路长度从1860年的4.9万公里增到1880年的15万公里。铁路带动美国经济的起飞，使美国在较短的时期内克服了内战的创伤。1870年美国工业产值占世界总产值的23%，排第二位；英国占32%，居第一位。到1885年，美国跃居第一位，占29%；英国退居次席，占27%。1870年俄罗斯占4%，到1885年，仅占3%。

农奴制改革后的20年，共时性横向比较，俄罗斯工业经济在世界工业产值所占份额微不足道。农奴制改革启动的60年代，俄罗斯工业生产受到社会经济体制调整的影响，不升反降。生铁产量由18世纪末占世界总产量的32%跌至仅占4%。煤炭开采量，仅占世界开采总量的1%。由于铁路建设的滞后，大宗货物只能依靠水路和畜力运输。从莫斯科到彼得堡，经水路运输生铁，运输成本占其总成本的70%以上。畜力运输粮食在200-400公里内，其运费与成本持平。19世纪60年代，顿涅茨克的煤炭，运往350公里以外地方的运费超过成本的5倍。交通运输的落后，制约着工业化进程，阻碍经济高涨，加大了农奴制改革的社会成本，侵蚀了农奴制改革的合法性与现代化的合理性。

铁路建设成为带动俄罗斯经济走出困境的“火车头”，沙皇政府认识到“铁路建设缓慢将对国家构成严重的政治威胁，建设铁路是俄国的迫切需要，在这方面越拖延就越落后于西欧，国家的完整与统一将受到严重威胁”。1865年，沙皇政府设立专门委员会制定铁路建设政策。该委员会主张，鼓励私人投资建设铁路，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并重。1867年，沙皇政府设立私人建设铁路的专项基金，为私人资本提供贷款、贴息与国外融资服务。允许外国资本投资于铁路。1861-1880年，俄国铁路长度增加13倍，达到21000俄里，形成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欧俄铁路网。莫斯科、彼得堡、基辅三个工业中心同欧俄农业产区、港口、河流、矿区，通过铁路网联结起来。1880年，铁路连结欧俄、南俄、乌拉尔、高加索等59个省区，铁路运营里程覆盖欧俄45%的面积。

铁路网打破了封建自然经济的封闭孤立状态，用铁轨编织出全俄统一市场，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代封建主义宗法经济的社会转型提供了物质前提。铁路网使城市的功能复合化，不再是单纯的政治中心，而是物质集散地、工业制造中心与人员流动中心。彼得堡地区铁路网络发达，彼得堡至华沙、柏林、巴黎的国际干线以这里为起点，彼得堡至莫斯科、至基辅等地国内干线。铁路把其周边20%的居民点联结起来，带来工业产值达100万卢布以上。

铁路运输以其货运量大、速度快捷、交货准时、运费低廉、受气候影响小等的比较优势，迅速成为陆上运输的主要工具。西欧早期铁路使陆上运输量提高5倍，运费比畜力低15%-25%，货运保全率提高10倍。欧俄铁路网的建成，使货物运输成本大幅下降。1875年，铁路运输煤炭的运费仅为成本的25%，到1895年更降至15%。便捷的运输与低廉的运费，刺激了煤炭工业的迅猛发展。1860年，全俄煤炭开采量为2000万普特，1880年为2亿普特，1900年激增到9.86亿普特。

铁路网使农业生产在农奴制改革后商品化和市场化速度加快。欧俄铁路网把中部产粮、产棉区同国内加工工业中心、波罗的海、里海港口联结起来，便于粮棉的深加工和出口。1862-1879年，俄罗斯粮食出口增长4倍；1879年，粮食出口占全俄出口总额的56.2%。

铁路的迅猛发展，导致内河航运衰落。1861-1877年，铁路货运量增长24倍，内河航运则仅增长81.5%，1879年铁路货运量就增长81.5%。铁路运输业成为俄罗斯工业化的骨干行业，是由其地域广大的特质所决定。铁路建设面临着一个基本矛盾——广袤的地域与短缺的资金。沙皇政府在铁路建设中，推行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外国资本“三资并举”。俄国的铁路网络建设在19世纪末基本形成，这得益于“三资并举”的决策。但是，同时也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铁路不同于其他行业，它是一个要求高度组织化、高度精确化、高度标准化的行业。由于投资主体的多元化，19世纪80年代后期，全俄有52个铁路公司，各家铁路公司设计标准千差万别，路基、铁轨、站场设备等五花八门，根本无法统一起来运行。各家公司为尽快收回投资，画地为牢，恶性竞争，导致全俄铁路网络不能充分发挥效用。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沙皇政府有步骤地将铁路实行国有化，到1895年，国有铁路占铁路总量的60%。铁路总长度在1861-1891年间，由1488俄里增加到28093俄里，到1900年猛增到47800俄里。沙皇政府的财政支持是铁路建设的主要支柱，1857年颁布《铁路法案》的当年，政府财政支出6163.3万卢布支持铁路建设，1892年增加到10088.8万卢布，占国家总支出的10%。

沙皇俄国是陆地扩张型帝国主义国家，经过克里米亚战争，俄罗斯向欧洲和西南方向的扩张基本停止，它最大的扩张所得在于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这些地域资源不能说不丰富，但受当时技术条件局限，直接转化为有价值的资源比例不大，因而农奴制改革开启的社会转型，所需的经济起飞的启动资金，只能寄希望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外资来填充。如果没有外资的净流入，俄罗斯社会转型将会更加步履维艰。1861-1917年，俄罗斯利用外资由5.47亿卢布增加到156.67亿卢布。外资流入的形式，依俄罗斯国内局势的状况而变化。在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稳定时期，外资以直接投资为主；在俄罗斯形势不稳定时期，则以贷款为主。由于俄罗斯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同西欧差距较大，外资以投资办厂形式出现的直接投资，回报率很不稳定，因而，直接投资在外资总额最高未超过26%；1914-1917年世界大战期间，外资贷款增长77.5亿卢布，直接投资降至外资总额的14.3%。

由于铁路是建设周期长、资金回报率高、资金投入额度大的基本建设项目，俄罗斯急于在较短的时期内建成覆盖欧俄的基本路网，因而在沙皇政府的财政担保下，大量外资涌入铁路建设。1861-1917年，全俄铁路建设投资额度为48.16亿卢布，外资占75%。在铁路建设高涨的两个时段，1861-1881年间，外资占92%；1883-1900年间，外资占83%。1901-1914年，欧俄地区铁路网络大规模建设基本完成，外资在俄罗斯铁路的投资额度占全俄铁路总资产的50%。

外资对于沙皇政府的日常财政支持是极端重要的。1769年叶卡捷林娜二世首次向荷兰提出财政借款，从此，向外国借款成为“维护专制制度的最重要条件”。1801-1913年，沙皇政府有82年是财政预决算赤字年，1845-1872年连续28年出现赤字。沙皇政府举借外债，是其维系非生产性、庞大的军费开支所致的。1802-1889年，军费开支始终占国家财政预算的35%。1903-1913年，俄国军费占财政支出的29%，共90亿卢布，其中日俄战争耗费25亿卢布。1861-1914年，外资生产性资金投入额度为57.76亿卢布，其中直接投资为19.6亿卢布，其余被沙皇政府用作填补财政赤字的转移支付手段。1904年、1905年、1906年、1907年4个财政年度，沙皇政府举借外债总额达19亿卢布。到1914年，财政性外债占俄罗斯外资总额的20%以上。

1861年农奴制改革直至1917年2月覆灭，沙皇政府奉行赤字拉动型财政政策，使国家深陷在外债的泥潭，最终丧失了偿付能力，导致沙皇国家资本主义破产。1917年10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正式宣布废除沙皇政府的外国债务，对外债不予继承和承认。这固然是革命政府合法性与沙皇政府没有继承关系的体现，更实际的原因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实在无力继承这样巨额的债务。这也是14个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原因之一。

外资大举进入俄国的股份制企业。1861-1914年，俄罗斯股份制企业股本金总额为47.08亿卢布，外国资本占41.6%，俄国资本占58.4%。在信贷、保险、商贸、运输业，俄国资本占优势，外国资本主要投向生产资料生产行业。外国资本在参与俄国股份制企业的过程，与俄国资本不断融合，“外国资本家没有熟悉本国情况和善于适应这种情况的俄国资本家与行政当局的配合，在俄国寸步难行”。外资企业在1900-1903年俄罗斯经济危机中蒙受重创，这一时期164家外资企业，分布在17个行业，盈利的为84家，盈亏相抵的为17家，亏损的为63家，盈利与不盈利的企业数基本相当。分布在电力、煤气、化工、运输业的外资企业，盈利的较多；在煤炭开采和冶金工业中，亏损较多。英国资本的企业40%亏损，法国资本企业33%亏损，俄罗斯的普鲁士道路的原型——德意志资本的企业表现突出，适应俄罗斯特殊性国情，仅有20%亏损。

俄国资本通过与外资的合作，参与国际市场，在国外设立子公司。资本合作的载体是金融合作。1895年，巴黎尼德兰银行、巴黎国际银行同彼得堡国际银行、彼得堡贴现银行联合成立俄国黄金总公司，1896年又创立了乌拉尔冶金公司。1898年，巴黎洛希尔私人银行与彼得堡国际银行合作创立“马祖特”公司，该行还分别同德国和法国的银行在彼得堡创立两家股份合作公司。

金融合作，使俄国取得了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路径。俄罗斯开始大规模地使用金融衍生工具，俄国金融机构与外资金融机构合作组建证券公司。1897年，法国银行总行与俄国工商银行、彼得堡亚速银行合资在比利时组建俄罗斯采矿和冶金股份有限公司，股本金为2500万法郎，法国银行总行占普通股的66%和优先股的50%。该公司主要业务是购买俄罗斯工业证券，第二年，拥有俄国企业股票4120万法郎。1899年2月，以财政金融手段扶持俄罗斯电力企业的多国银行财团“俄罗斯大辛迪加”创立。法国银行把购买到的俄国企业股份和债券投入到巴黎证券市场，套现获利，但巴黎证券市场很快大量推出俄国企业股票，超过了购买力。这些跨国银行财团不甘心自己受损失，便在英国组建新的合资公司，把这些证券投入到伦敦股票市场。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企业股票在西欧的保有量，比在俄罗斯还高。持有俄国股票的除了大财团和大证券商，就是广大的中产阶级。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对这些股票不予承认，遭受打击最惨重的是西欧中产阶级，这也是西欧社会在很长时间里敌视苏维埃政权的重要原因。

俄国资本与外国资本在金融领域的融合，金融合作的重点领域是基础建设项目，铁路建设是重中之重。1860-1914年，银行发行铁路债券，仅平价外汇债券达125笔，17家俄国银行和45家西欧各国银行参与其中，总金额达23.09亿卢布。20世纪初，俄国银行开始涉足外资居主导地位的电力行业和铁路电气化工程，彼得堡国际银行和俄亚银行在俄国电力工业领域取代外资银行，居主导地位。俄国银行财团主导的俄国石油垄断集团，在国际市场上向老牌西方石油垄断集团发起竞争攻势，迫使美国洛克菲勒石油公司让出其占有的28%的世界市场份额。

俄罗斯银行财团把东方作为资本输出的重点。1914年俄国向东方各国输出资本达7.49亿卢布，投入到西欧金融市场的外汇储备约为6亿卢布。俄罗斯金融业外资参与度是很高的，很难找到没有外资介入的银行，但可以找到外资不居主导地位的所谓“俄国资本的银行”。20世纪头十几年，俄罗斯“商业股份银行资本的42%在外国人手中。当时彼得堡有外资参与的银行地位步步升高，而俄国资本的银行则被排挤：伏尔加卡马银行从第一位降到1913年的第六位，莫斯科商人银行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1917年，俄国数个银行财团完全控制了铁路运输业、机器制造业，还控制了60%的冶金工业、石油开采、森林工业等。

工业化导致社会结构细分化，既为社会转型创造了结构性前提，又为社会转型注入新的结构性矛盾因素。资本积聚以股份制的方式实现。1831-1856年，全俄共有74家股份公司，股本金为6670万卢布；1857-1860年，又创立108家股份公司，股本金3.17亿卢布。农奴制改革前的这些股份制公司，13家主营铁路和轮船航运，占全部股本金的65%；52家主要从事工业加工领域，仅占全部股本金的12.4%。农奴制改革前，俄罗斯的股份制企业，股本金偏低，数量较少，行业领域限制较大，与西欧国家差距较明显。1859年，俄国股本金总量只相当于德国的一半，俄罗斯在金融领域没有一家股份制企业，德国有55家股份制银行，法国有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

农奴制改革前，俄罗斯国家信贷银行掌握的10亿卢布资金，不向工商业投入，专门面向国家财政投向和官僚贵族借贷。商人和厂主无法取得低息的国家信贷，为了日常周转和扩大再生产，只得求助于高利贷，工商业发展在资金上受到极大的限制。1860年，沙皇政府设立资本主义金融机构——国家银行，沙皇政府为国家银行规定了信贷投资方向——投资铁路建设，发展工业生产能力，资助进口替代的国产化工业品，资助采矿业，资助机器制造业。

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是社会转型的基础性要素。农奴制改革前，在工业经济领域，随着工业化的深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取代封建主义生产关系，成为工业生产方式的主导形式。工业劳动者与土地脱离了宗法依附关系，成为自由的雇佣工人，工业部门的劳动形式以自由雇佣劳动取代了宗法强制劳动。1825-1860年，工业领域自由雇佣工人由114500人增长到456000人，1860年自由雇佣工人占工人总数的80%。乌拉尔冶金企业工人仍处于强制劳动状态，这是一个例外。

生产工具的质的跃升是社会转型的物质保障，机器生产方式是解除宗法强制劳动的历史进步工具。在手工劳动条件下，宗法强制劳动的手工工场与自由雇佣劳动的手工工场，势均力敌，甚至更具有优势。因为宗法强制劳动手工工场，直接的产品成本比自由雇佣手工工场低得多。但应用机器生产方式后，强制劳动丧失优势。1833-1861年，宗法强制劳动手工工场由132个降到43个，农奴工人由46000人减至26500人。1800-1860年，农奴工人占工人总数由41.1%减至4.7%。

生产方式是社会结构性分化的催化剂，工业大机器生产方式使宗法的自赋社会分层转变为自由的自致社会分层，俄罗斯出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是因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俄罗斯大多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出自于改革前的农奴阶层，这是俄罗斯独特的社会分层的发生学来源。农民出身的资本家一是具有雄厚的资本，二是从事实体性工商业。旧式城市商人已不再是城市资产阶级的中坚力量，而被移居城市的农民资本家取而代之。莫斯科是俄罗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农奴出身的资本家在取得自由身份后，大都迁居这里。莫斯科在农奴制改革前，63个大工商业家族中33个是农奴出身，并且都从事工业生产活动。1850年，莫斯科90%以上的商人拥有工业企业。俄罗斯资产阶级对沙皇政权的依附，是其发财致富的保障。沙皇政府制定高额保护性关税，使资产阶级的工业产品免遭西欧同类产品的竞争压力。沙皇政府通过大量的国家订货，给资产阶级带来了稳定的利润。沙皇政府在农奴制改革后的反动时期，政治高压措施使工人运动受到压制，资产阶级可以比西欧的同侪更加残酷无情地榨取剩余价值。资产阶级成为沙皇政权的最大受惠者和坚决的拥护者。沙皇政权通过农奴制改革，自己统治的阶级基础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资产阶级作为整体被整合进改革后俄罗斯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去。社会转型创设的主导集团，同时也是既得利益集团。改革是既存利益结构的调整和解构——重构，但是主导集团的利益不是绝对的削减，而是绝对的同比增大。

农奴制改革后，无产阶级形成并壮大，主体来自于农民。1860年，300万人外出打工，农民占90%。农奴制改革使手工工场的农奴工人摆脱了宗法依附关系，成为自由雇佣工人，这类工人总数达100多万人，直接转为工人阶级。农奴制改革后，农民外出打工，补充进工人阶级，1861-1880年，政府颁发的农民外出务工证增长3倍，达500万件。大机器生产使工人阶级，克服了小农的分散孤立性，有机地组织起来，不允许工人亦工亦农，农闲来厂，农忙回乡，这类现象在工业中心基本被杜绝。彼得堡工人总数的90%是外来的农民，但是这些工人基本脱离了农业生产。在矿区，季节工现象还存在。顿涅茨克煤矿季节工占70%，农忙季节，矿井停产。

俄罗斯无产阶级在空间上比较集中，这是社会转型的空间不平衡的必然结果。1879年，欧俄40座城市集中了35%的产业工人，彼得堡的工人数量占全俄工人总数的12%。1880年，全俄产业工人达125万，其中91%以上集中在欧俄工业城市。俄罗斯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原始积累的残酷性体现在大量使用童工和女工，使无产阶级队伍遭受的痛苦比西欧更深重。农奴制改革后的20年，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女工稳定在占工人总数的20%左右，童工则无法统计。在群众的反抗和西欧人道主义组织的压力下，1882年沙皇政府颁布法令，限制工厂使用12岁以下的童工。由于俄罗斯工业化的非均衡性，农奴制改革后，手工工人不但没有消失，反而略有上升1860-1880年手工工人增加0.9倍，达150万人。

农奴制改革后，社会经济经历20年的调整与徘徊。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高涨，一直持续到20世纪来临。铁路是经济高涨的火车头，1893-1900年，俄罗斯平均每年建设2800多公里铁路，1898年，欧俄所有省份、芬兰8省和亚洲部分的7个大区及44%的城市都通铁路。铁路网络的建设牵动工业经济的全面高涨。工业基础行业广泛使用蒸汽动力，活劳动的比例绝对地下降。冶金工厂1900年比1890年增多20个，蒸汽动力功率增长489%，生铁产量增加216%，工人员额仅增加65%。冶金工业的工艺技术水平有了飞跃性提高，矿物燃料代替木质燃料，采用热吹与平炉炼钢法。新技术促进了冶金工业生产能力的大幅攀升，生铁产量从1860年的2010万普特激增到1900年的1.79亿普特，增长8倍。钢产量从1890年的2400万普特增长到1900年的1.35亿普特，比同时段世界炼钢生产增长率高出3倍。

蒸汽动力的广泛使用，使煤炭、石油等能源基础行业劳动生产率迅猛提高。煤炭开采量从1860年的1820万普特猛增到1900年的9亿普特，增长48倍。石油工业的工艺技术装备大为更新，广泛采用了一系列新技术，俄罗斯石油采出量大幅攀升，从1890年占世界总产油量的38%上升到1990年的51%，同一时段，美国则从68%降至43%，把头号产油国的金交椅让给了俄罗斯。

能源工业、基础工业的高涨，带动了整个工业产业链条的全面高涨。但是，重工业在动力资源配置比例上远高于轻工业，由此导致其后一个世纪俄罗斯重工业畸重、轻工业畸轻的沉重的产业结构。1890-1900年，重工业蒸汽动力功率增长345%，轻工业只增长190%，重工业和轻工业动力设备人均指标分别为0.7马力和0.5马力。轻、重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受此影响而产生出较大差异。重工业人均产量提高83%，轻工业则只有30%。

生产资料生产的重工业部门比生活资料生产的轻工业部门发展得更加迅猛。1896-1900年重工业产值增长53%，轻工业只增长14%。1900年，俄罗斯工业产值，重工业占40%，轻工业占60%，重工业的支柱冶金业占其中的23%，轻工业的支柱产业纺织业占其中的26%。冶金业的迅猛发展，使俄罗斯金属制品自给率由1890年的47%增加到1900年的80%。建立在冶金基础上的俄罗斯经济，振动着沉重的钢铁之翼，向着未知的前方飞去。在世纪之交，俄罗斯随着资本积聚而出现大规模的产业积聚趋势。1890年，8大工业部类中年产值在10万卢布以上大企业的产值占全俄工业总产值的43%。1908年，23个工业部类中的大企业产值占全俄工业总产值的87.1%。大企业在工业生产中的垄断地位已经确立起来了。

在工业内部，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在工、农业之间，也是比例失调的。1890-1900年，俄罗斯工业增长速度比农业高出8倍，工业增长130%，而农业只有17%。从此，农业在一个世纪之内都是困扰俄罗斯的经济坎陷。由农业引发的政治斗争、政策争论、革命、叛乱层出不穷，从“静静的顿河”到“未开垦的处女地”，恬适旷达的俄罗斯田野风情笼罩着腥风血雨的灰色云幔。

俄罗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济高涨，改变了世界经济地图的格局，俄罗斯铁路总里程居世界第二位，钢铁产量居世界第四位，1885-1900年工业年均增长率超过西欧北美地区，达6.7%。俄罗斯“工业总产量已居世界第五位”。1861-1913年，俄罗斯工业产值增加11.5倍，同期，德国增加6倍，法国增加2倍。俄罗斯经济对外依存度较低，1909-1913年，年均进口额为11.39亿卢布，占世界进口总额的3.5%，年均出口额为15.02亿卢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4.2%。

工业高涨，带动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结构的转型。1860-1900年，工人人数由300万增加到1400万人，增长3.4倍；同期，全俄人口增加90%。20世纪初占全俄企业总数18%的大企业，集中了80%的工人，11个工业中心城市集中了工人总数的40%。

在工业高涨时期，全俄的产业分布得到进一步优化，更趋于合理。19世纪80年代前，重工业主要集中在乌拉尔地区。进入到90年代，南俄第涅伯河流域成为新的重工业中心，产值超过了乌拉尔地区。1902年，南俄生铁产量占全俄总产量的53.1%，乌拉尔则占28.12%。20世纪初，乌克兰顿巴斯成为全俄最大的煤炭开采中心，其产出量占全俄的60%以上。这里的煤矿工人具有悠久的革命传统。20世纪，后斯大林时代的开创者——尼·赫鲁晓夫就曾在这里做过矿工，正是对井下工人艰苦生活的体验，使得赫鲁晓夫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世界上率先实行每周5天工作、每天工作7小时的劳动作息制度。亲身经历是塑造政治领袖最好的学校。里海之滨的巴库成为石油开采中心。1900年，其石油开采量占全俄总产量的95%。这里同样是布尔什维克的摇篮，巴库“26委员”和奥尔忠尼启泽这些彪炳联共（布）党史的名字，因巴库而熠熠生辉。巴库林立的钻塔、永不熄灭的天然气，象征着俄国无产阶级创造未来新世界的永不止歇的探索。第一代布尔什维克，既出自大学、神学院的书斋、西欧流亡者之家，更出自彼得堡的工厂、莫斯科的车间、顿巴斯的矿井、巴库的油田。经济高涨的社会后果，是造就了一大批新型工人运动领袖，使工人运动成为20世纪沙皇俄国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经济高涨使俄罗斯工业化程度有所提高，人均工业化水平由1880年的10，提高到1900年的15,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1860年的178美元，提高到1890年182美元，俄国在世界工业产量中的比重由1860年的7.0提升至1900年的8.8.经济高涨尽管有诸多的问题与不足，但却把沙皇俄国推上了市场经济的不归路，使得残存的宗法制社会经济形态难以为继，同时，也为沙皇政府培植了新的强大的否定力量。这一否定力量在发展中分化，在分化中强化，在强化中走向极端化。这一否定力量在20世纪前17年，对沙皇政权屡屡施以重拳击打，最终把僭称“恺撒”的罗曼诺夫王朝小丑送回到尘土归处。

1917年前的20世纪俄罗斯，从人口分布、产业结构等硬件指标和精神文化等软件指标来看，都是一个发展中的工业大国。斯托雷平改革实行5年以后，俄罗斯资本主义化程度仍不高。1913年俄罗斯国民收入比1900年增长78.8%，工业中国民收入增长为83%，农业中国民收入增长为89%。资本主义经济基本规律是工业中国民收入增长高于平均增长率，农业中国民收入增长低于平均增长率。沙皇俄国国民经济总量增长落后于西方国家，1900-1913年，俄罗斯人口增长22.3%，钢铁产量增长48%，煤炭增长121%，棉花增长62%，出口总额增长112%。1907-1915年，全俄资本性投资总额由26亿卢布增至51亿卢布，其中外贸额度由9亿增至19亿卢布。俄罗斯经济增长具有后发型特点，起点低，增幅大，总量小，持续时间长，人均值低。1913年，俄罗斯工业总量居世界第5位，工业总产出只相当于法国的40%、英国的22%、德国的17%、美国的10%。1913年，全俄产出生铁28300万普特、煤22亿普特，生铁产量相当于美国的13%，煤产量只及英国的20%。俄罗斯工业单位产出量也远低于西方国家，人均产煤量只为美国和英国的3%，生铁为美国的8%，织布为英国的7%。横向共时性比较，俄罗斯工业劳动生产率极为低下，1900-1913年，全俄劳动生产率虽然提高50%，但也只相当于美国同期水平的10%。人均工业产量分享率，远远低于西方国家。电气化是20世纪初期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核心指标。1913年，全俄发电量19亿千瓦时，人均11千瓦时，美国人均千瓦时同期高于俄罗斯20倍以上。

从产业链条比较来看，斯托雷平改革对工业的拉动作用不明显，是典型的“富农导向”，使以农业为原材料的轻工业得到长足发展。加加夫索夫伯爵在《回忆录》中说：“纤维纺织业产量由1905年1500万普特增至1913年2300万普特，棉花同期由1300万普特增至2000万普特。1905-1913年，糖产量由5000万普特增至18000万普特。香烟由1905年的120亿只增至1913年的260亿只。”

俄罗斯工业由于劳动生产率低下，资本有机构成不高，加之斯托雷平改革导致大批农民被从土地上剥离出来，需要工业来吸纳。因而，工业的劳动力积聚现象与俄罗斯工业发展水平不匹配。这反过来，更加降低了劳动生产率，使工业扩大再生产，只得使用投入活劳动的外延式方法，极大地损害了俄罗斯企业应用新技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努力。1910年，全俄拥有500人以上的企业，拥有工人占全体工人的53.4%，同年美国仅为33%。全俄拥有1000名工人以上的大型企业，1900-1910年增加50%，1910年大企业的工人有70万人。在棉纺织行业，1000人以上大企业，占1913年工人总数的75%。1900年，南俄3500名工人以上的大企业只有3家，1912年增至9家。这9家企业占南俄冶金工业动力设备总量的80%，生铁产量的75%，工人总数的80%，占全俄生铁总产量的50%以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工业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57.9%，工业占42.1%。

斯托雷平改革只侧重解决农业中宗法制度桎梏问题，没有同时推进国家工业化。工业落后，使得俄罗斯经济的总体水平与西方国家差距巨大。这是斯托雷平改革症候的社会性后果，改革创造出的社会效益没有物化为工业化，反而积淀为体制的社会成本。这种后果直接表现为国家工业经济水平的低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工业设备的总马力，只有美国的1/15、德国的1/8.1913年，俄国工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只有美国的10%。人均国民收入，1914年，俄国为94卢布，美国为680卢布，英国为473卢布，法国为360卢布，德国为284卢布。俄国人均国民收入，只及美国的13.9%、英国的20%、法国的25%、德国的33%。俄国工业经济在1917年前，严重依赖西方资本。外国资本对俄罗斯主要工业部门控制的比率，由能源部门到装备工业部门，对工业的产业链条实行全程控制，黄金开采100%，化学工业几乎100%，顿巴斯煤田的95.4%，电力和电机制造业的90%，五金工业的75%，石油总产量的60%。西方资本不但控制工业，而且操控俄罗斯的金融业，从财政源头上控制了俄罗斯的经济命脉。20世纪初期，俄罗斯商业银行职能资本约有40亿卢布，其中外资占有30亿卢布。截至1913年，外资在俄罗斯工业投资额达13.22亿卢布，占全俄工业基金总额的34%。外资中，英国、法国资本比重较大，在俄罗斯全部外资总额中，法国占33%，英国占23%，比利时占14%，美国占5%，四国合计共占75%。另外，德国占20%。外资对经济的控制，直接影响到沙皇政府的战略抉择。由于英法两国资本在俄罗斯工业、金融中居主导地位，当然还有其他的地缘政治方面的因素，俄罗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英法协约国集团并肩作战，对抗德奥集团。

波克罗夫斯基认为，斯托雷平改革的结局是部分农民脱离了土地，也就是农民部分地无产阶级化。农民无产阶级化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前提条件和社会后果，农民被从土地剥离出来，导致两方面的积聚，土地向大土地经营的农场积聚，无地的、自由的农民向工业积聚。

在中央农业区，出卖自己土地的农户占退社农户的20%，在新俄罗斯占退社农户的34%，出卖土地的都是贫农。里亚赞省的农民说，改革“使富裕农民有可能购买份地从而更加富裕，也使贫苦农民有可能出卖份地，因而从贫农变成穷光蛋，而这并不是因为挥霍或愚蠢，只是因为倒霉”。康波夫省农民说：“出卖份地往往使全家一点土地也不剩，出卖了份地的农民使得他们的两三个儿子连同家属既没有大田，也没有了园地。”出卖土地的农民，自有土地不超过5公顷的占58.2%，占有10公顷以上的农户为18%。图拉省三个乡的农村调查显示，自有土地12公顷以上的农户出卖土地的不到1%，自有土地不到3公顷的农户出卖土地的高达64.4%。萨马拉省的一个县，全部卖出的农民土地的86%被自有土地10公顷以上的富农买去。农民土地售价比地主土地售价低得多，地主土地每公顷121卢布，农民土地则为79卢布。农民占有生活资料的平均额度，改革后比改革前降低了。农民每百人1905-1914年拥有马匹由22匹降至20匹，牛由35头降至29头，羊由45只降至32只，猪由11头减为10头。对于贫农来说，虽然摆脱了村社的宗法集体主义束缚，但生活水平却“自由地”下降了。斯托雷平改革造成了沙皇政体主导下的社会转型的死结，只有用革命的利剑才能将其斩开。1906-1910年曾任斯托雷平内阁外长的伊萨沃尔斯基说：“斯托雷平农业改革取得了非同凡响的成就，……这些成就使俄罗斯在极短的时间建立起农业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但是，革命无情地摧毁了这些成就。”

第三章　民粹派与白银时代

第一节　知识分子阶层兴起

叶卡捷林娜二世统治时期，俄国知识分子阶层出现了，这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精神文化标志。由于叶卡捷林娜二世倡导启蒙思想，推崇法国启蒙思想家，使得“上层贵族社会法语甚至开始代替了俄语。青年贵族法语说得很流利，……在贵族家庭的家庭教育中，还要读外国书，主要是法语书”。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贵族中的少数先进分子在开明专制的自由主义基础上，走向了革命的民主主义，其中杰出的代表是“俄国第一个贵族革命家、天才的作家和思想家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拉吉舍夫”。他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惨遭叶卡捷林娜二世迫害。他对于叶卡捷林娜二世的开明专制有这样的评价：“（叶卡捷林娜二世）将通过她在《指导书》中所揭示的社会建设的基本准则，而名垂青史。她希望统治恭顺的人民，往好里说，希望人民能够自我管理，她只承担监督一切的任务。”正是在贵族中“叶卡捷林娜二世帮助培养了后来以俄罗斯知识分子闻名于世”的激进革命家，这是开明专制结出的革命性硕果。这个知识分子阶层受西欧思想的影响，对俄国的落后状态十分不满，对于社会持批判态度，并把言论的批判转化为行动的批判，为19世纪改革和20世纪的革命准备了意识形态的基础。

在叶卡捷林娜二世开明专制政策影响下，18世纪俄罗斯文化发展也呈现出悖论性状况。叶卡捷林娜二世以启蒙思想的信奉者自居，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社会上层贵族集团。“叶卡捷林娜认为自己及其宫廷是俄罗斯欧化的媒介。她比独断的彼得有知识得多，积极地赞助文学、艺术、戏剧和报刊。她虽然不是有创见的思想家，但乐意吸收其他人的思想，尤其是哲人们的思想。事实上，她以自己是一个开明的专制君主而自豪，并常常引用启蒙运动的箴言。在她统治期间，俄罗斯高等贵族已经开始欧化到脱离民族传统的程度。”在叶卡捷林娜二世的默许下，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在俄罗斯得到广泛的传播。18世纪60年代，这些著作已开始被译成俄文出版。1767-1777年，翻译出版百科全书学派的单独文集，收进的文章达400篇以上。影响最大的是伏尔泰的著作，18世纪最后30年内，伏尔泰的著作译成俄文的达60种以上。此外，俄国还翻译了孟德斯鸠的《法意》（《论法的精神》）、狄德罗的戏剧著作，卢梭的著作亦被介绍给俄国读者。

在叶卡捷林娜二世和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下，俄罗斯出现了“启蒙运动”。俄罗斯启蒙运动有着独特的品格，正如苏联学者所说：“在俄国，启蒙运动反映了18世纪中期开始出现的农奴制的危机。在俄国的启蒙运动中没有出现像法国启蒙运动那样反对封建农奴制基础的激烈言行。俄国的启蒙运动者除拉吉舍夫以外，揭露农奴制祸根所用的语调远不及法国哲学家和政治家作品中那么愤慨，那么尖刻。这是因为处于革命前夜的法国专制政权的危机比在俄国深刻得多。”俄国启蒙运动人士借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多为政治理念上接近开明专制的人士，其中伏尔泰最受推崇。“俄国启蒙运动者在反对农奴制的斗争中，为了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常常求教于伏尔泰，俄国有一个反对农奴制国家的社会政治派别干脆就称为伏尔泰派。”但是，“俄国的启蒙运动思想是由远离沙皇的集团传播的”，对农奴制国家颇多批评。俄国启蒙思想家创办了大量讽刺性杂志，其中著名者有H.N.诺维科夫（1744-1818年）出版的《雄蜂》和《画家》杂志。这两份杂志“在讽刺的深度上和尖锐程度上都居于首位”。

诺维科夫杂志的抨击矛头直指叶卡捷林娜二世的统治，在一篇题为《出卖》的短文中写道：“一个新近被任命为省长的官员在赴任前，想出售他的良心。那些想要购买新省长良心的人发现，他就在本城（莫斯科）。”19世纪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认为，诺维科夫的杂志“抨击的不是罪恶的渊薮，不是罪恶的基础，而只是人们自然而然认为是罪过的恶行”。

俄国启蒙运动活动家和思想家把农奴制度作为批判的靶子，他们认为农奴制是俄罗斯发展的最大障碍。俄罗斯启蒙运动最激进的批评家是拉吉舍夫，他的“社会政治观点比西方的启蒙学派更富于革命性。他的出发点是：必须进行农民革命和推翻专制制度”。1790年，拉吉舍夫出版批判农奴制的激进著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

拉吉舍夫在这部书的序言中写道：“我环顾自己的周围，我的心已为人类的痛苦刺伤。”他在书中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农奴主对农奴的剥削与压迫：“贪婪的野兽，贪得无厌的吸血虫，我们给农民留下的只有拿不走的空气。是的，只有空气。……就对农民的关系来说，地主就是立法者，法官，判决的执行者；原告可以随心所欲，被告不敢口出一言。”拉吉舍夫在书中表达了推翻农奴制沙皇政府的革命愿望，“他在《旅行记》中的一首《自由颂》里写道：人民要起来，成为严厉的复仇者，砸烂‘铁宝座’。……在书中表现出他是第一个贵族革命者，共和政体的拥护者和启蒙主义者。他热烈地主张农奴制的俄国走进步的资本主义和文明的道路。”“拉吉舍夫把对农奴制的明确谴责同哲学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观念结合起来，深刻地影响到《旅行记》和其他作品。”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叶卡捷林娜二世在俄罗斯撒下了意识形态禁锢的罗网。她对启蒙运动的故乡爆发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怕得要命，恨得要死。法国大革命为叶卡捷林娜二世精神世界的二元对抗——启蒙思想与专制主义的矛盾，提供了解决的出路，那就是抛弃启蒙主义，固守专制主义。她诅咒大革命的精神源泉启蒙思想，她在风烛残年之际彻底地蜕化为一个专制君主。“除伏尔泰以外，她咒骂了18世纪所有的作家。她也没有放过狄德罗、达兰贝尔，甚至孟德斯鸠。”叶卡捷林娜二世对革命法国充满仇恨，她在日记中写道：“这些强盗夺取了法国政府，要把法国变成恺撒时代的高卢。但是恺撒当时征服了他们！这位恺撒什么时候再来呢？啊，请不要怀疑，他是要来。”叶卡捷林娜二世试图充当镇压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18世纪“恺撒”，她认为，“干涉法国革命是欧洲各国君主的责任。她同普鲁士、奥地利、瑞典的君主进行谈判，讨论共同向法国革命发动进攻，……俄国同法国的通商协定被废除了，法国船只禁止进入俄国港口。齐恰戈夫海军上将的舰队也被派往北海去制止革命，封锁法国。”叶卡捷林娜二世鼓噪消灭法国革命，她写道：

“如果法国革命在欧洲得到传播，那就会出现新的成吉思汗或帖木儿来教训它，这就是它的命运。”1793年1月21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府处死了国王路易十六。这一“噩耗”使叶卡捷林娜二世惊吓得卧病在床，但她仍不忘诅咒革命。她狂叫：“必须永远铲除掉法国人这个名称！”1793年2月8日，叶卡捷林娜二世发表“同法国决裂的声明”。该声明宣布，废除同路易十六国王达成的俄法通商条约；禁止法国船只进入俄国港口；仍效忠革命政府的旅俄法国人即刻离境；禁止俄国人去法国旅行；禁止法国出版物在俄国销售等。叶卡捷林娜二世反对法国革命的言词多于行动。18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俄瑞（典）战争（1788-1790年）和第二次俄土战争（1782-1791年），使得俄罗斯没有余力远征革命的法兰西。

叶卡捷林娜二世虽未兵燹法兰西，却对俄罗斯启蒙运动大加围剿。拉吉舍夫因《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一书获罪，叶卡捷林娜二世认为他“沾染了法兰西的谬论”，“传播法兰西瘟疫”，是一个“比普加乔夫更加厉害的恶棍”，“十恶不赦”。叶卡捷林娜二世下令，销毁拉吉舍夫的全部著作。法院判处拉吉舍夫死刑，后改为流放西伯利亚十年。多年的牢狱之灾和流放生活，严重地损害拉吉舍夫的健康。因不堪忍受专制政权的迫害和身体病疼的折磨，拉吉舍夫于1802年服毒自尽，时年53岁。

另一位著名的俄国启蒙运动活动家诺维科夫也受到了叶卡捷林娜二世的“关照”，“诺维科夫积极而广泛的活动，引起了叶卡捷林娜的注意，她开始以各种限制和禁令对他进行迫害。法国大革命促进了事态的发展，1792年诺维科夫被关进了施吕瑟尔堡要塞，直到叶卡捷林娜死后获释。”

18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启蒙运动活动家的出现标志着知识分子阶层开始形成。拉吉舍夫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特质的人格化身，“拉吉舍夫的献身精神，成为其后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主题。逐渐地，他们不把自己看作是不富裕的贵族或牧师的儿女，而是作为解放俄罗斯人民的新阶级的一员。”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出现于18世纪末，他们对俄罗斯落后状态极度不满，对于改造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有强烈的使命感，而中央集权沙皇国家对其排斥、镇压。理想境界与现实境遇的巨大反差，使得俄罗斯知识分子同样具有那个时代的悖论性禀赋。俄罗斯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现状的积极批判，与对专制统治的消极应对同时并存。拉吉舍夫以自杀抗争，诺维科夫则把刑期服完。这些俄罗斯启蒙活动家仍处在自发地反抗专制统治阶段，不能够苛责这些可敬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这是他们所处时代的局限性的体现。恩格斯准确地指出他们悲剧性命运的症结所在：他们“只能在……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便认识到什么程度”。

第二节　知识分子的现代化方案

农奴制改革之后，由于受到西欧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大多数俄罗斯知识分子都把社会主义作为俄罗斯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不是资本主义。俄罗斯知识分子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在于实践，首要的是解放农民，践行人民至上的理念，形成民粹主义。德意志著名学者阿·卡茨格乌兹男爵在游历俄罗斯后，于1843年出版了关于俄国村社的专著，这部著作深刻地影响了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坚信，村社能够使俄国避免西欧资本主义血与火的痛苦煎熬。

首先，民粹主义提出通过村社形式，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方案，至今仍有常思常新的理论价值。这涉及立论的前提，农村公社是不是俄罗斯独有的特殊性，古代社会是否还有类似现象。对此，马克思做出了科学的解答：“近来流传着一种可笑的偏见，认为原始的公社所有制是斯拉夫族特有的形式，甚至只是俄罗斯的形式。这种原始形式我们在罗马人、日耳曼人、克尔特人那里都可以见到，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印度人那里遇到这种形式的一整套图样，虽然其中一部分只留下残迹了。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会得到证明，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人所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社所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马克思认为，俄国村社是前资本主义时期普遍存在着的一种劳动与分工的原始形式，西欧生产形式亦可前溯至此，俄罗斯和其他非西方地域，农村公社也会自然地步入前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生产形态。资本主义现代化把传统的依托——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统统予以解构，还把前现代的社会纽带——宗法性的自然关系予以拆解。

村社被民粹主义用作解决资本主义弊病、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的载体，作为替代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工具，需要满足一系列充分必要条件，而这些条件的满足，又是客观历史发展进程所无法提供的。

村社“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块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地块劳动向合作劳动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得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用到公社中来”。经典作家在这里为村社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规定内部与外部的充分必要条件，这些要件缺一不可。否则，这种超越将产生灾难深重的历史悲剧，俄罗斯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

19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所需要的大工业生产力，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尖锐，“这时，在西欧不仅一般的商品生产，甚至连它的最后和最高的形式——资本主义生产都同它本身所创造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它不能再继续支配这种生产力，它正是由于这些内部矛盾及其造成的阶级冲突而走向灭亡。”经典作家与民粹主义知识分子在村社问题上，有着本质的区别。经典作家为村社超越资本主义，规定了充分必要条件，而民粹主义从替代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角度出发，盲目肯定村社作用。经典作家一方面指出：“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告终。”另一方面，经典作家否定村社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可能性，指出：“在商品生产和单个交换以前出现的一切形式的氏族社会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式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最独特的最后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这一点对于俄国的公社，也同对于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鲁加、印度的氏族公社，或者任何其他以生产资料公有为特点的蒙昧时期或野蛮的社会形式一样，是完全适用的。”经典作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发生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完成这一革命以前，俄国公社如何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而掌握起来呢？在俄国公社已经不再按照公有原则耕种自己的土地之后，它又怎么能向世界指明如何按照公社原则管理大工业呢？”经典作家的结论是：“目前的俄国无论从公社那里还是从资本主义那里，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

民粹主义把村社作为超越资本主义的载体，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马克思指出：“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农奴制改革的双重悖论性取向，使得“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马克思明白无误地指出了农奴制改革后的俄罗斯困境的根源：封建主义宗法制超经济强制性的灾难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灾难，同时压在绝大多数人民头上。经典作家寄希望于在俄罗斯发生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法兰西式革命，“如果发生这种情形，俄国的1793年就会来到；这些半亚洲式农奴的恐怖统治将是历史上空前的现象，然而它将是俄国历史上的第二个转折点，最终将以真正的普遍的文明来代替彼得大帝所推行的虚假的文明”。

村社作为俄罗斯的社会建制特质，经典作家予以的关注是超乎寻常的，对其做出的具体判断却是十分谨慎的。马克思在致俄国民粹主义女革命家维拉·查苏利奇的信中说：“在《资本论》中所做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证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证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所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马克思在这里并未改变经典作家关于村社的结论性看法，而是说利用村社的形式，消除掉以宗法集权主义为核心的前资本主义形态对它的“破坏性影响”，并且保证它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这种前提下，村社有可能成为超越资本主义的载体。

“米尔”是村社的俄文口语称谓。民粹主义者认为，米尔是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精神资源。民粹主义者阿·普·夏波夫写道：“古老的、不朽的、永恒的农民米尔，即整个俄国米尔的支柱是我们自我发展的本原和初型。……我们什么也不需要，只需要米尔的联合、接近与和解的精神，只需要米尔的会议和协商的精神，只需要米尔的主动精神和米尔的连环保精神……”由人民至上的民粹主义蜕变为文化至上的民粹主义。村社是前资本主义宗法制的基层建构，是文化民粹主义坚持俄罗斯特质的精神载体。村社已不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在文化民粹主义话语中，承载着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语境。早期的普列汉诺夫信奉民粹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是一种倒退，村社是俄国消灭专制制度后，超越资本主义，跃迁到社会主义的现实载体。他从民粹主义立场出发，质疑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学说。普列汉诺夫这篇写于1879年民粹主义运动高潮期间的著作，是他后来思想发展的否定性前提。普列汉诺夫这时代表了民粹派知识分子的普遍倾向，既然资本主义是封建主义的否定性替代，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否定性替代，那么为什么不利用传统村社这种传统载体，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阶段，避免遭受资本主义的灾难。应当说，这种设想的人文关怀是正当的，但问题的症结在于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是不能够人为的省略的，这是世界历史的史实性结论，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

民粹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精神资源，是意识形态化了的古风遗存，是一种纯粹的真善美的统一体的“托古幽思”，是民粹派知识分子普遍认同的意识形态语境，民俗学与人类学的考证在这里是不起作用的。民粹主义神化土地与人民，圣化古风，在深化臆造中设计超越资本主义的捷径。

如何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痼疾，米哈伊洛夫斯基给出一剂传统宗法式生产消费组织形式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同大多数人的需要的这种不相适应，对于居民和整个国家有可能造成有害的后果，以致除了以下的办法外没有别的办法，这就是依靠从过去的历史遗留给我们的生产的物质条件来停止摧毁我国数世纪以来形成的，建立在直接生产者自己占有生产工具基础上的生产方式，‘以便消除正在威胁准备走上放弃’自身福利的‘古老’根基的‘道路的那些人民的危险’，集中全副力量把农业和加工工业统一在直接生产者的手里，但不是在分散的小生产单位的基础上的统一，……而是在公共的、社会化的大生产的基础上的统一，这种大生产将建立在自由发展社会生产力、应用科学和技术并旨在满足真正的需要和为全体居民谋福利的基础上。”民粹主义知识分子明确否认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规律性。民粹主义思想家瓦·巴·沃龙佐夫运用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引证大量经济统计数据，论证俄罗斯特质，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援引丹尼尔逊的论点，说：“他的结论同我的结论相一致，……他的研究结果同样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在我国布下的罗网的广泛性和巩固性表示怀疑，那么这就十分有力地证明，所谓一切民族的工业都不可避免地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是错误的。……马克思本人假如着手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进行研究的话，也不可能选择更好的研究方法，并且也未必会比本文作者研究得更加透彻。”民粹主义制造了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神话，并沉溺于这个神话之中。

民粹主义提出了超越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的纲领。民粹主义政党——民意党在其《工人党员纲领》中宣布：“国家制度应建立在所有村社的联盟条约的基础之上。每个村社在处理内部事务方面享有充分的独立的自由。村社的每个成员在信仰和个人生活方面享有充分的自由；这种自由只有在变成暴力侵犯本村社的其他成员或其他村社的成员时才会受到限制。”村社被民粹主义者作为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型政权结构性基础，民意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政治结构变革思想：“用人民政权来取代俄国的沙皇政权，即政府由人民代表组成；人民自己可以任命和撤换代表；选举时人民详细地指示代表们应当做什么，并要求他们汇报自己的活动。按照居民的生活特点和生活条件，俄罗斯国家划分成一些在内部事务方面各自独立的州，这些州联合成一个全俄罗斯联盟。州内事务由州执行委员会管理，全国事务由联盟政府管理。用暴力强行并入沙皇俄国的各个民族，有脱离或留在全俄罗斯联盟内的自由。”民粹派在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建立人民性民族联盟国家政权思想和少数民族享有民族自决权的主张，这是超前性思维的结晶，是民粹主义思想在现代世界中具有恒久魅力的闪光点。民粹主义主张的人民至上、人民联盟国家、民族自决至上等超越特定历史阶段的华彩思想，是人类精神宝库的瑰宝。人们可以不同意民粹主义具体的论断，但如果连民粹主义的人民至上的人文关怀取向也予否定的话，就彻底地站到专制主义官方意识形态立场上去了。这是区别学术立场与人文立场的试金石。人民性民族联盟国家在20世纪的俄罗斯大地上终于出现了，但只是徒具形式，在它开始向着实质性内涵自我变革时轰然解体。因为这个联盟的基本价值取向，不是人民至上。

在社会经济领域，民粹主义强调：“制度的变革应当使生活更接近于社会主义制度。”民粹主义的传统理念不是拒绝大工业，而是以公社为核心的，实现社会生活公社化，其基础是农业与工业中的公社建制：“村社（村庄、农村、城郊、工厂劳动组合等）在全体大会上决定自己的事务，并通过选举出来的负责人员……付诸执行。全部土地归劳动人民所有，并视为全体人民的财产。各种工厂都视为人民的财产，交给工厂公社使用，收入归这些公社所有。……凡成年人都有选举联盟政府和州执行委员会代表的权力；同样，凡成年人也都可以被选入联盟政府和州执行委员会。所有俄国人都平等地享有宗教自由、言论与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与竞选宣传自由。人人享有免费初等和高等国民教育的权利。现在的军队和一切部队都由地方民兵代替。建立俄罗斯国家银行并在俄国各地设立分行，以使支持和帮助工厂的、农业的和一切工业的、文教的公社、劳动组合和团体。”民粹主义富于幻想的全面公社化，存在着内在的悖论，一方面充分肯定人民的个体主权，享有一系列自由及其实行权力，另一方面又把集体主义公社建制，作为制度上的权力主体。这样两个主体势必在实际生活中发生矛盾，终局的裁决由集体主义的人格化身公社负责人乃至联盟负责人做出，使理念上的人民平等转变为事实上的不平等。

民粹主义在现代化后发地域，第一次提出了农民是社会变革主力军，只有工农联盟，革命才能取得才能取得胜利的思想。民意党明确提出：“城市工人更应牢记，如果脱离农民，他们将总是受到政府、厂主和富农的镇压，因为人民的主力不在他们而在农民之中。如果他们能永远和农民在一切，把农民吸引到自己一边并向他们证明，只要团结一致，共同努力，那么全体劳动人民一定会成为一支坚不可摧的力量。”

经典作家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对民粹主义做出了思辨性结论。恩格斯在1894年所著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一文中，指出：“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狂热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刚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呢？或者，他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解体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恩格斯认为，如果没有经历过西欧式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政治革命的洗礼，村社不会自然地成为超越资本主义的载体。在这一点上，经典作家同民粹派有着本质的分歧的。恩格斯接着指出：“一个由德国开创的新的时期，即自上而下的革命的时期，同时也就是社会主义在所有欧洲国家迅速成长的时期到来了。俄国参加了共同的运动。正如预期的那样，这一运动在这里采取了坚决进攻的形式，其目的在于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争得民族的文化发展和政治发展的自由。对于农民公社的深处能够而且应该实现社会新生的信念……起了自己的作用，它鼓舞起了英勇的俄国先进战士的热情和毅力。这些战士虽然不过几百人，但由于他们的自我牺牲和大无畏精神，竟然弄得沙皇专制制度也不得不考虑投降的可能性和条件了，对于这些人，我们并不因为他们把俄国人民看作社会革命的天之骄子而去同他们争论。但是我们完全没有义务去跟他们抱同样的空想。天之骄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前进而且愈来愈接近恐怖主义者所未能达到的目的：迫使沙皇制度投降。”恩格斯完全不赞成民粹派把农民作为推翻沙皇制度的主力军以及把农民宗法社会主义载体——村社，作为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的替代物。恩格斯在这里明白无误地指出，既不是农民斗争，也不是民粹派的恐怖主义行动，而是俄国内部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迫使沙皇制度不得不考虑投降。经典作家明确地规定了对俄国村社历史性改造的主体不是农民，而是西欧意义上的工业无产阶级。“对俄国公社的这样的一种可能的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社会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既不赞同民粹主义，也不能溶解于民粹主义。凡是民粹主义大行其道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必然遭到扭曲、甚至阉割。由于思想内蕴的多样性与悖论性，民粹主义预示着20世纪俄罗斯现代化的曲折进程。

第三节　白银时代

在沙皇俄国最后20多年的精神文化领域，出现了白银时代。西方学者说：“俄国学研究者一直在积极地寻找思考和描述20世纪初形成的种种文化模式的新方法。……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被看作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时代，其间曾发生了一场文化上的革命。在最通常意义上，这一时期——西方文化总体发展上的一个独特时期——是作为现代主义时期而被提及的，而白银时代这个习语常常用来标志俄罗斯的20世纪初。”这一时期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重新发现俄国的历史并迅速与西方融合”。俄罗斯知识分子走出书斋和思辨的象牙塔，把理念付诸实践，“对于创造了我们所谓的白银时代的精英来说，精致的唯美主义与社会关怀和革命精神共存”。

白银时代是俄罗斯时代精神变异、演化的时段，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化胜景。俄罗斯特质丧失了原质态的合法性，它的合法性话语策略发生重大转折性变化，即应用现代化“共性”的话语与言说方式，精心构造俄罗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实体语境，即具有俄罗斯特质的现代性。因为，“现代性是一个特殊的文明形态，它不同于传统，即不同于先前的或传统的文化：传统文化在地理上和符号上是异质的；而现代性发轫于西方，然后传遍全世界，世界由此成为同质的世界”。

白银时代知识分子的工作，具有巨大的艰巨性。俄罗斯传统精神文化是复杂的矛盾综合体。从空间形态来看，俄罗斯文化既非西方文化，亦非东方文化，而是处于两者之间、兼容两种文化的一种特质文化。俄罗斯地域广阔，横跨欧亚，兼通东西。在中世纪，从9世纪基辅罗斯建立到16世纪伊凡四世称“沙皇”，俄罗斯受到拜占庭文化的洗礼和东方游牧民族——鞑靼蒙古的征服，东方化是从基辅罗斯到莫斯科公国的文化基调，如果没有彼得大帝启始的、历经300年至今反反复复的西欧化进程，俄罗斯可能就是一个东方专制主义帝国。俄罗斯的西欧化也是其向西领土扩张导致的必然结果，西欧化反过来强化了俄罗斯把自己特质普世化的顽强信念。这种信念是俄罗斯地缘政治地位的逻辑延伸，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提出了著名的“麦金德”定律。这一定律把全球分为两大岛：由亚、非、欧大陆构成的世界岛，美洲大陆构成的美洲岛，西伯利亚至东欧平原是世界岛的核心地带。谁控核心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全世界。俄罗斯恰好坐落于世界岛的核心地带，地缘政治的天然区位优势，使其油然而起联结世界，以自己为轴心充当东西方桥梁的崇高使命感。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俄罗斯就其历史地位和民族特征而言，它既不是纯亚洲式的，也不是纯欧洲式的。东西方两种世界之流在这里碰撞，使俄罗斯成为世界的一个完整部分”。俄罗斯站在自身特质的立场上，对西欧正在进行的现代性普世化进程，充满悲悯之情：“谁一旦进入内部，在欧洲认识发展过程的最深层，而不是从虔诚的角度来观察，他就可以理解欧洲理性和欧洲科学的内在悲剧性，它的深刻危机，令人痛苦的贪婪，对新道路的探索。”

针对俄罗斯特质普世化的图谋，大文豪高尔基坚持必须从特质性道路转换到现代性道路。他指出：“我们认为，历史庄严地要求正直而理智的人们去对这种独特的存在进行全面研究和大胆地批判的时间已经来临。我们需要和我们心理结构中的亚细亚积层进行斗争。”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内在要素结构，决定了特质性与现代性的斗争具有绵亘的文化张力与灵活的互易能力。“俄罗斯是矛盾的，是二律背反的。俄罗斯精神是任何学说所无法解释的。丘特切夫如是评述自己的俄罗斯：俄罗斯并非理智可以悟解，普通的尺度无法对之衡量：它具有的是特殊的性格——唯一适用于俄罗斯的是信仰。……而每个人都在按自己的方式信仰着俄罗斯，每个人都能在俄罗斯充满悖论的存在中找到事例来支持自己的信仰。”俄罗斯特质性普世化的目标是：“俄罗斯的创造精神终究会在世界精神舞台上赢得伟大强国的地位。在俄罗斯精神内部所发生的东西，将不再是地方性、个别的和闭塞的，而要成为世界的和全人类的，既是东方的，也是西方的。对此，俄罗斯潜在的精神力量早已有了准备。”

广袤的空间，造就俄罗斯文化品格。别尔嘉耶夫指出：“俄罗斯民族轻易地接受了一个巨大的空间，……俄罗斯人民已为此付出了大部分精力。俄罗斯国家的规模赋予了俄罗斯人民几乎难以承受的重任，使他们处于过度的紧张状态中。……俄罗斯无边的空间依然像一个沉重的负担，压迫着俄罗斯民族的灵魂。俄罗斯国家的无界性与俄罗斯土地的无界性进入了它的心理结构。俄罗斯灵魂被辽阔所重创，它看不到边界，这种无界性不是解放，而是奴役着它。由此，俄罗斯人的精神能量就向内转，走向直觉，走向内省；它不能转向总是与构形有联系，与标示出界限的道路有联系的历史。……俄罗斯的惰性、满不在乎、缺乏首创精神、责任感薄弱，都与此有关。……恰恰是俄罗斯大地统治着俄罗斯人，而不是他统治着它。”白银时代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深刻地揭示出俄罗斯特质的成因与基因。

俄罗斯特质性替代的是现代性，现代性理念肇始于文艺复兴，勃兴于启蒙运动，从19世纪开始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力量的推进，成为话语霸权。现代性的机理是以理性统摄一切，在自然界，人类借助理性工具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崇尚“知识就是力量”的进取主义，用理性手段控制自然界，为人类服务。在社会领域，坚持线性进步观念，历史发展是以进步为目的的进化过程，主张把资产阶级平等主体的契约意识从经济范畴推广至政治制度等社会生活的诸领域。以社会契约形式，建立君主立宪制和代议共和制两种形态的民族国家。现代性是现代化的观念形态和目标指向。现代性是内在超越与外在泛化的精神运动，它秉持“进步”的线性理念，认为现在比过去要进步，将来比现在更进步。它的内在超越性，是超越自己既存的状态。它的外在泛化性，是用现代化的方式改造与之相对的、作为消极否定力量的特殊化传统性。因而，现代性是积极否定性的进步思维机制与价值取向。

白银时代思想家强调人的主体性。“别尔嘉耶夫认为，社会、民族、国家并不是个性，人的个性是比社会、民族和国家更高的整体性。因此人有权利也有义务捍卫自己的精神自由，对抗国家和社会。在国家、民族和社会的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遇到黑暗的恶魔般的自发力量，想要使人的个性服从自己，并把它贬低到仅仅充当自己的工具的水平。”别尔嘉耶夫深刻地揭示俄罗斯特质性及其社会机制对于人的摧残，针对俄罗斯特质性善于制造崇拜偶像，并将其作为对人实行精神控制的有效手段。俄罗斯特质的社会践行是残酷的。那么为什么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俄罗斯人没有自觉地抛弃之呢？因为，传统宗法制为农民提供保护，使其免受资本主义化原始积累的剥夺和市场经济竞争的威胁，以民粹派为代表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对于资本主义的恐惧远大于对于俄罗斯特质性残酷体制的憎恶。别尔嘉耶夫道出这些知识分子的心理成因：“在俄国知识阶层的意识和情感中，对分配和平等的需求总是凌驾于对生产和创造的需求之上的。这一表述无论是对于物质层面，还是对于精神层面都是同样正确的：……知识阶层总是乐于接受一种意识形态，在这一意识形态中分配和平等问题处于主导地位，与此同时所有的创造活动都被摒弃。在此，他们充满无限的信任。对于将创造和价值置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他们总是持怀疑的态度。并且，在意志上早已决定对之加以驳斥和揭露。”俄罗斯知识分子天然地倾向于分配与平等的取向，是现代化后发地域知识分子的共性倾向。这是宗法制集体主义基因积淀的精神特质，别尔嘉耶夫说：“由于自身的历史地位，俄国知识阶层存在着某种不幸：对平均主义的公正、社会之善和民众利益的崇高消解了对真理的崇尚，甚至近乎扼杀了对于真理的兴趣。”

俄罗斯知识分子在与专制主义做斗争的过程中，同时受到现代性取向与俄罗斯特质性价值内在冲突性的煎熬，他们不得不把现代性与俄罗斯特质性协调起来。别尔嘉耶夫指出：“俄国历史造就了具有如此精神结构的知识阶层。这种精神结构与客观主义和普遍主义相悖离，具有这种精神结构则不可能去崇尚客观的宇宙真理和价值。俄国知识阶层不太相信普遍法则……俄国知识阶层这种与生俱来的品质造就了他们悲剧的历史。……俄国知识阶层的品质导致他们对欧洲哲学学说的误读，同时也使得这些哲学学说成为迎合知识分子特别需要的手段。与此同时，最为杰出的哲学思想却完全被置于一边。在我们这里，科学实证主义、经济唯物主义、经验批判主义、新康德主义和尼采主义均受到歪曲，并与当下的具体情境取得了一致。”

别尔嘉耶夫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从特质性观念转变为现代性取向的典范，他的精神世界充满艰辛与痛楚，社会民主主义革命活动是完成了这一质的转变的触媒。他说：“当我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者从事革命时，实质上我一直也没有成为彻底超出宗法制度、贵族世界的人。以后我就自觉地与这个世界断绝了关系。”别尔嘉耶夫比较彻底地克服了俄罗斯特质性的精神异化，以明晰的现代性取向，判断白银时代俄罗斯精神结构由特质性位移到现代性。在这一取向性变迁过程中，俄罗斯特质性的异化与对现代性的误读交织纠缠在一起。他以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为剖析对象，揭示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社会或不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相遇而出现的某些共性现象。他说：“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知识阶层，正是在生物唯物主义这一特殊层面上对阿芬那留斯的经验批判主义进行接受和解释。因为，这有利于对历史上的唯物主义范畴进行确证。经验批判主义不仅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哲学，而且甚至成为‘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哲学。”别尔嘉耶夫的这段阐述，充分展现了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对于现代性精神产品的误读，以及结合俄罗斯特质加以简单化的应用所带有的一系列问题。

俄罗斯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精神的内在对立——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不甚明了，包括卢那察尔斯基等早期布尔什维克理论家，像别尔嘉耶夫所谈到的那样，对现代性精神产品作出依据特质性语境的话语移入与重构，闹出了变唯心主义为唯物主义的笑话。列宁指出：“马赫和阿芬那留斯都是19世纪70年代出现于哲学舞台的，当时德国教授中间的时髦口号是：‘回到康德那里去！’这两位经验批判主义创始人在哲学上的发展正是从康德那里出发的。”康德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大家，阿芬那留斯的经验批判主义是康德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发展。他以实证话语，论证唯心主义的实质结论。他强调经验的哲学作用，让俄罗斯相当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误以为他是唯物论者。列宁指出：“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整个学派愈来愈明确地走向唯心主义。”别尔嘉耶夫从另一个角度，得出与列宁一致的结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化胜景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阶段　苏联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

引言　边缘帝国的遗产与苏联现代化的特殊道路

1917年10月革命后的俄国，虽然政权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它的边缘帝国性质却不会因此改变。俄国具有所有边缘国家的特点，也具有俄国才可能具有的独特性。

尽管已经向着现代化努力了200年，1917年的俄国，其经济具有所有边缘国家的特点。这些特点首先表现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成分，人口的绝对多数依赖农业生产生活。1927年的俄国，农业总产值占国民经济的比例高达70%以上，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更高达80%以上。按照西欧或者美国标准衡量，俄国的农业体系和农业生产方式极端落后。在俄国的绝大多数地区，农业耕作、管理与农产品收获基本依靠畜力和人力，农业机械在农村数量有限。这就决定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民的生活条件与中世纪没有根本差别。

与其他边缘国家不同的，是俄国经过200年的努力，已经建立了一个高度集中的工业，工业部门规模不大却资本高度集中，在农业俄国的汪洋大海中形成了几个工业集中的孤岛。俄国工业的独特性在于，它的主要部分属于国防工业，而且从来不缺国家订货。俄国自17世纪开始，每个世纪初期都会遭遇外敌入侵，而地跨11个时区的领土使得国防问题始终是俄国统治者不能不关注的第一问题。俄国的工业从彼得大帝开始即以服务国防为目标。虽然俄国的工业发展起步远远早于大多数边缘国家，但在一战之前的50年间，俄国的发展速度不仅慢于西欧诸国，也慢于原来落后于它的边缘国家如德国、奥匈帝国、日本。“俄国明显地落后了，这就意味着在形成中的新的国际分工中，它将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越是努力追赶就落后得越多，似乎已经成为俄国现代化努力的魔咒。即使发展缓慢的工业，也被外国资本控制，形成对中心国家的依附，因此，俄国的工业的发展实际上却在为外国资本的积累服务，依附与落后构成俄国现代化的必须克服的两大难题。

发展缓慢的工业意味着低水平的城市化。在1917年，俄国85%以上的居民居住在农村，而农村依然保持着古老的村社制度。村社已经存在了几百年，长期在村社环境中的生活，使农民形成了对它的依赖，斯托雷平领导的改革，下了极大决心要瓦解农民对农村公社的依赖，结果遭到农民顽强的抵抗。即使被移民到西伯利亚的农民，不久也加入了村社。“俄国农村的社会生活以落后为特点。农民的视野非常狭隘，他对于发生在村庄外部的一切几乎没有兴趣，他对外部世界和俄国各地发生的各种事件，只有极其微弱又含糊不清的理解。”这是一种反对农村生活发生剧烈变化和一切重大社会变革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一种抗拒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发生的社会变迁的保守思想力量，是俄国现代化最难克服的障碍。

工业落后伴随着俄国基础设施的落后，这包括：交通运输、教育、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卫生保健、文化设施、城市住房、通讯等等。其结果是，在1917年，俄国人口的80%以上是文盲。但与大多数边缘国家不同的，是俄国建立现代学校与科学研究机构的时间比日本、中国和印度等边缘国家要早一个多世纪。这又构成俄国这个边缘国家的独特性：在一个到处都是文盲的社会中，存在着一个其学识和教养绝不亚于西欧国家的文化精英阶层。与西欧国家不同的，是这个精英阶层一方面在内部对俄国未来走向何方存在尖锐分歧与激烈争论，彼此间毫不妥协；另一方面与普通知识群体和底层社会出现了文化断裂，即文化精英的活动既不能被普通知识群体和底层社会所理解，也基本上不能对他们发生重大影响。“俄国人生活在不同的层次甚至不同的世纪里。“20世纪初的创造性思想不仅没有吸引人民群众，而且也没有吸引更广泛的知识分子。“在俄国革命中，高文化阶层与低文化阶层的知识分子和人民之间的断裂，与法国革命比起来是无比地大。”尽管存在着文化断裂，从皈依东正教开始，在俄国形成的弥赛亚传统却一代又一代继承下来，并被用于为国家利益服务。

1917年的革命推翻了沙俄帝国，帝国随之分崩离析，但帝国传统并没有因此消失。与西欧国家现代化进程不同的，是俄国在彼得大帝开始现代化进程以后，并没有形成新的民族国家，反而通过领土扩张形成了地跨欧亚大陆的帝国。虽然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领导人倡导国际主义与民族自决，但俄国人民内心的帝国情感却不会因此而改变，当布尔什维克党希望建立一个新国家时，他们将面对革命与帝国遗产的矛盾。

在政治上，俄国人对政治强人的崇拜，并没有随着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所减弱，而是继续牢固地存在于俄国人的心灵深处。俄国人将专制主义、国家至上与无政府主义、自由放纵、个人主义、强烈的个人意识与无个性的集体主义这些对立的价值集于一身。政治宽容与理性一直未能在俄国社会中扎下跟，绝大多数民众习惯于被动地听从政府的命令，“除了无政府主义，农民宁可选择专制主义而不是别的政府形式”。虽然俄国较早引进了西欧的司法体系，整个社会藐视法规以及社会对违反法规行为的宽容并没有改善。

取得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党如同其他欧洲社会主义政党一样，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坚定不移并充满了信心。当他们满怀自信地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时，遭遇的却是马克思主义与欧洲社会主义理论中从来没有分析过的另一种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环境。他们希望创造新的历史，但他们却无法超越作为边缘帝国的俄国留给他们的遗产。“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布尔什维克党希望创造社会主义新社会，但他们无法脱离俄国的条件来建设社会主义，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际也是基于对俄国条件的认识形成的。

第四章　苏联政治体制的兴衰

当十月革命胜利，布尔什维克党着手建设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由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时，他们充满了理想也充满了信心，但他们却面临着与理想相去太远的政治环境，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政治思潮的挑战与党内对苏维埃政权建设不同主张之间的斗争。这些都对苏维埃政权政治制度的形成发生了影响，而国内战争与通过计划经济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努力，则使苏联的政治制度远离了布尔什维克党建立新型民主的政治理想。

第一节　苏联政治体制的最初形态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写作的《国家与革命》中强调，未来的苏维埃政权，“把全体公民变成一个大‘辛迪加’即整个国家的工作者和职员，并使这整个辛迪加的工作完全服从真正民主的国家，即工兵代表苏维埃”。列宁的这一设想实际上带有极大的空想成分，在革命后却立即进行了苏维埃式的直接民主的试验。在工厂建立了由工人组成的工人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可以讨论或者审查工厂内部的一切事务。大量优秀的工人、士兵和农民群众被吸收进国家的管理和领导机关。旧制度下将人区分为不同等级的一切称号被“公民”、“同志”的称号所取代。而新的苏维埃政权的领袖们，“总是平易近人地对待地位最低的工人、水兵及记者”。然而，事实很快就证明，在当时的俄国完全不具备实行这种直接民主的条件。内战的爆发以及社会革命党的敌对行动，使苏维埃政权的制度建设迅速转向权力的集中制。

国内战争与苏维埃政权体制的初步形成

在十月革命后召开的全俄苏维埃大会上形成的苏维埃政权，实际上是一个多党联合政权。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62名布尔什维克、29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10名其他社会主义者组成。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最后一次会议上，通过成立人民委员会即第一个工农政府。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完全由布尔什维克组成，政府成员都由布尔什维克指定。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建立联合政府的谈判一直在进行，“但由于各方面坚持强硬路线者的不妥协态度而告吹”。最后，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了人民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实际上构成了权力的双重化，这两个权力机构的运行方式不同：执行委员会通过选举产生，它是工农兵苏维埃的代表机构，按照自下而上的方式参与政治过程；人民委员会是指定的，它实际履行的是政府的功能，因而按照自上而下的方式参与政治过程，其矛盾自然难免。特别是因为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加入，执行委员会人数达到366人，效率问题因此产生。内战爆发后，为了应对战争，必须提高政府效率，权力向中央集中，人民委员会逐渐凌驾于执行委员会之上，“人民委员会日益单方面进行活动，颠覆了‘全部权力归苏维埃’的所有理念”。十月革命所追求的工农大众直接民主的理想，不得不让位于现实的需要。

关于在新的政治制度下，资产阶级政党和其他政党应该占据什么地位，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完全没有涉及，马克思的所有著作也没有论述。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后采取的措施，是继续允许俄国过去的政党与各种政治派别进行活动。当时的俄国，除了布尔什维克党，还有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左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政党。

立宪民主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十月革命后没有立即取缔它，1917年11月底由于该党公开支持卡列金进行叛乱的准备工作，被宣布为“人民敌人”的政党，并依据人民委员会的法令禁止其进行活动。“尽管政府发布了禁令，立宪民主党在1918年春季前仍然可以充分自由地活动。党的中央委员会可以召开会议，出版报刊。在这个时期，立宪民主党的基本活动就是为反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武装斗争进行组织工作。”

社会革命党虽然是以农民为社会基础的政党，但在1917年2月——10月期间，该党的政治立场越来越接近立宪民主党。他们反对给农民分土地，公开参加反苏维埃政权的政府，进行反苏维埃政权的活动。但直到内战初期，社会革命党还在参加苏维埃政府的工作。

左派社会革命党参加了苏维埃政府，孟什维克虽然退出了苏维埃，但一直能够公开活动，并参加苏维埃的工作。

在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苏维埃俄国实际上存在一个多党制，而且苏维埃政权也具有某种多党合作的性质。

内战的爆发与其他政党对苏维埃政权态度的变化，改变了整个形势。

在内战刚爆发时，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表示：坚持对反苏维埃政权的捷克人的友好态度与对布尔什维克的敌视态度。左派社会革命党则在第五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号召造反，并表示对军队破坏纪律行为的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回应是在1918年6月，将孟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成员，从苏维埃驱逐出去。随着在1918年11月30日解散了1918年6月14日成立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它们对俄国政治进程的影响就消失了。”

不过，即使这些政党在政治上与布尔什维克党对立，他们之间甚至存在着武装对抗，但这些党派仍然可以继续存在，并进行活动。特别是孟什维克党，它的活动一直持续到内战结束，而且，它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活动在内战时期还得到了发展，继续发行一些小报等等。1920年8月，它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苏维埃的报纸还报道了这次大会的情况。在1920年的地方苏维埃选举中，孟什维克获得几百个席位。

内战时期，苏维埃俄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态势是，其他政党已经从政权中被驱逐出去，但这些政党并没有被消灭。布尔什维克党一党执政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其他政党仍然在活动，只是再无法进入国家政权。

内战除了改变了俄国的政党格局外，还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内部组织结构、领导方式等方面产生了根本影响，苏联未来的政治体制，就由内战时期形成的体制发展演变而来。

布尔什维克党在这个时期新建或者发展的体制主要有：民主集中制、宣传动员体制和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打击投机与怠工非常委员会）。

民主集中制是列宁提出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制度，但在十月革命前，这个制度并没有形成完整的运行机制，而且，由于党内长期存在的派别斗争，这个制度的执行也不理想。在苏维埃政权形成后，所有的实际工作都落到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身上，这样的领导状况，正是布尔什维克党内机制与苏维埃政权机制不健全的反映。这种状况既不符合民主的原则，也影响到效率。在俄共（布）八次代表大会上，奥辛斯基在发言中批评了中央工作，他说，地方党组织从来就不了解中央委员会下达的政治路线，作为一个集体机关，中央委员会显然实际上并不存在，决策完全依靠少数几个人，如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也许还有其他几个官员。奥辛斯基提出的问题，得到大会的重视。大会作出决议，决定设立中央政治局，专门负责重大问题的决策；设立中央组织局，负责干部选拔与党的发展工作；设立中央书记处，负责处理党的日常工作。在八大以后，俄共（布）的领导体制逐步建立完整，理顺了内部关系，提高了党的领导效率，也保证了民主集中制的执行。同时，权力集中到中央机关，极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也逐步建立起来。

宣传与群众组织工作，在布尔什维克党建党初期就受到特别重视，但在内战时期，才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宣传与组织群众的动员体制。这个体制包括：设立专门的宣传鼓动机构（后来的宣传部），出版发行进行宣传动员的报刊、传单、宣传画、标语等等；组织各种文艺表演，将宣传动员的内容贯穿到文艺表演中；在红军内部各个层级建立党的组织，设立军事委员一职，专门负责军队政治工作；在社会基层各个领域建立党组织，设立宣传鼓动员等。在内战中，布尔什维克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一支500万人的红军，即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宣传组织与动员能力最好的体现。

“契卡也对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恐怖在红白双方都是血腥的，双方都表现出令人难以想象的野蛮。”契卡曾经被布尔什维克党称为保卫革命的利剑，在苏维埃政权中占据了特殊的重要地位。在内战中，它负责打击一切被认为是破坏秩序的活动，特别是反苏维埃的地下活动，具有独立的特别行动权。

上述体制的建立以及人民委员会取代中央执行委员会，形成了苏联体制的最初形态。苏维埃政权在内战中获得胜利，依靠的就是这种政治体制。

内战对苏联后来发展的最大影响，就是对无产阶级民主的追求让位于极严格的集中制、铁的纪律和无产阶级专政。这就像一位俄国历史学家所说：“我们年轻的苏维埃国家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严格的集中化的基础之上的。这是因为苏联人民当时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他们必须把被已经消耗殆尽的遭到破坏的国家的全部资源动员起来，以对付敌人，在这时期政权的集中和对民主的某种限制不仅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且是必须的。”

内战结束之际与内战结束后，其他政党的厄运接连降临。立宪民主党与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在白卫运动失败后，失去了可以依靠的势力，又缺乏群众基础，其成员只好逃亡国外，从此结束了它15年的历史。

在内战时期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的一些成员被捕，但他们仍然可以活动。在1920年与1921年之交的冬天，他们因为颠覆活动招来了对他们的镇压，苏维埃政权不但限制他们的组织活动，也开始限制他们报刊的出版发行。

在与孟什维克党参与鼓动、组织了坦波夫省和喀琅施塔得暴动以后，许多社会革命党的领导成员被捕，苏维埃政权在1922年6月对他们进行了审判，其中许多人被判刑。但这些政党并没有完全丧失生存的机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项法令含蓄地承认了这些政党存在的合法性。从此，这些政党的合法存在逐渐成为一种梦想，虽然他们没有被正式解散，却越来越难以活动，他们的领导人不断被捕，其他人大多数逃亡国外。没有逃亡的后来都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已经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关系中给予这些‘民主’政党一席之地的设想最终失败了。”“在新经济政策初期，俄国变成了‘一党执政’的国家。”布尔什维克最初的设想未能成功，原因之一，或者说主要原因也许是双方都缺乏妥协精神，相互间绝不宽容，而这恰恰是俄国的政治遗产，也是俄国知识分子的特点——俄国所有的政党，不论其社会基础有多大差别，但所有政党的创立者与领导集团，却都是知识分子。“如果说布尔什维克政权在最初几个月后，确实不准备宽容有组织的反对党，那么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没有反对党准备在法律限度内行动，专政的前提在争论的双方都是相同的。”建立新型民主的设想与努力的失败，说明了在俄国的社会环境中，建立一种西方式或者从理论上看比西方式民主更先进的民主，实际上只是一种革命的想象，只要遭遇现实，这种革命想象的乌托邦性质立刻显示出来，并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被迫放弃，真正起作用的，是从历史经验中获得的灵感，而这种灵感与基于理论的革命想象往往完全相反。

执政后苏共的第一次党内危机与列宁的“政治遗嘱”

俄共（布）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派别活动，这些派别活动对俄共（布）的消极影响表现为，在十月革命前党多次发生分裂。即使在俄共（布）执政初期，党内不同派别的争论造成的最大不良后果，是延误了与德国的和谈，最后不得不签订让步更多的《布列斯特条约》。

在1920年11月，当内战结束，国家面临经济破产、人民的忍耐已经达到极限，需要对党的路线和政策进行根本转变时，党内却发生了围绕工会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导致党内形成了八个政治派别，引发了列宁格勒与莫斯科两个苏共最大地方党委之间的公开对立，反对派在中央到基层的各个组织层面都进行了大量活动，全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派别斗争，党实际上处于一种组织分裂状态，党陷入了执政后的第一次严重的组织危机之中，并把党的实力消耗在空想色彩极浓的争论中。列宁后来把这次激烈的争论看作是党发了一场“高烧”，是党的“致命之症”，认为其在政治上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他指出：“任何分歧，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分歧，如果有可能发展成为分裂，发展成为严重的分裂而足以动摇和破坏整个政治大厦。”英国学者李博曼也认为，反对派有组织的鼓动，“严重动摇了党的统一”。而且，“工人反对派观点的根本弱点在于他们的愿望与实现这些愿望之间存在着巨大矛盾”。他们也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

这次党内危机使得列宁认识到党内意见分歧如果演变为派别斗争，将对党构成致命打击并可能导致党的分裂，而党的分裂则有可能造成党的瓦解，他在对矿工代表的讲话中就指出：“如果由于我们的过错而造成了分裂，那就一切都完了。”派别斗争总是会按照自身的逻辑演变为无原则的煽动，一旦派别斗争演变为无原则煽动，正常的意见与路线分歧将非常可能演变为基于利益得失甚至个人恩怨的政治对抗，这种政治对抗一旦从中央蔓延到全党，党的分裂并最终瓦解将不可避免。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列宁坚持要通过一个关于保障党的统一、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在俄共（布）十大，列宁亲自起草并提议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该决议在俄共（布）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责成中央委员会彻底消灭任何派别活动。“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并责成所有组织密切注意，消灭任何派别活动。”“不执行大会这个决议的，应无条件地立即开除出党。”

然而不同的认识、思想永远会在各种政党内部存在，在苏共党内，派别活动长期存在并被许多领导人认为是党内民主的一种形式。因此，在苏共十大通过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后，仍然有许多人表达了反对或者保留意见，即使投票同意该决议的一些代表也心存疑虑。列宁的回答是：“对革命的适宜性高于形式上的民主。”经历了苏共执政以后的第一次严重组织危机后，列宁显然对党内民主有了新的认识，即过分注重形式上的民主，至少会带来两大问题：第一，在需要党迅速作出决策时，转移全党的注意力，浪费党的精力，使党无法对已经降临的危机及时作出反应；第二，造成党内派别林立，最终导致党的分裂，对于像苏维埃俄国这样的刚刚建立了新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党的分裂则意味着国家的瓦解乃至分裂。当然，列宁并非认为形式上的民主不重要，相反，列宁认为，党内发生分歧并不是多么大的问题，但分歧演变为派别，则是大错误。对于围绕工会问题发生的争论，列宁也认为，其错误在于过早进入了派别斗争。

克服党内危机以在党内建立起更严格的纪律，而不是给党内民主以更大的空间而结束，再次反映了在俄国的条件下，革命的想象一旦遇到革命的现实，想象只能让位于现实，来自西方的现代性不得不让位于俄国的现实条件，让位于对革命前途的考虑，让位于革命现代性。

列宁在1922年12月23日到25日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在这封信中，列宁对当时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所有成员进行了评价。因为这是列宁留下的最后几篇文献之一，故它与列宁口授的另外三篇文献被认为是列宁的政治遗嘱。在1923年1月4日，列宁对这封信进行了最后补充。在最后补充的内容中，列宁表示：“斯大林太粗暴”：建议将他调离总书记的岗位。英国苏联学家摩舍·莱文在对列宁“遗嘱”的研究中将“撤换”斯大林作为列宁最后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同时认为：列宁在生命的最后时期已经准备进行改革，而这个改革一定会遭遇反对，“国内的反对将来自官僚机构，即由组织局任命的官员们。但如果像列宁所打算的，通过撤换斯大林集团，这种反对至少会暂时受到削弱”。

莱文的研究的确富有想象力，但他对列宁“政治遗嘱”的解读却忽略了最为重要的内容，因而是片面的。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并非斯大林或者实际上当时并不存在的斯大林集团对列宁改革设想的反对，而是如何防止党的分裂。因为斯大林粗暴而建议撤换斯大林，列宁的理由是：“这一点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可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在列宁看来，当时最有可能引起党分裂的因素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关系。列宁对他们两人的评价是为了说明两位杰出领袖的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所以，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一开始即提出增加中央委员的数量，目的在于，“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前途产生过大的影响”。列宁还谈到：一个白卫分子说得对，“第一，在他们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博中他把赌注押在我们党的分裂上，第二，在这种分裂方面他又把赌注押在党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上。”列宁还特别强调，他所提出的建议，“指的是能够采取的防止分裂的措施”。

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将防止党分裂的行为寄托于增加中央委员会的人数，而没有提出党内派别问题，是一个比较令人费解的问题，但从他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又可以看出，他对党内派别活动特别是有组织有纲领的派别活动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仍然没有遗忘。

基于对党内民主的新认识，列宁在其“政治遗嘱”中将防止党的分裂作为核心问题提出来。提出这个问题具有预警性质，苏共当时已经建立了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的组织和领导制度、党委选拔和委派干部的干部制度、禁止党内有组织派别活动的制度与相关的纪律。只要这三个制度能够发挥作用，党的统一就可以得到维护，任何人包括曾经在党员和干部中具有崇高威信的领导人要在组织上分裂党，都是不可能的。列宁没有预见到的，是苏共已经建立的制度，防止了党的分裂，却最终将苏共引向了党内权力高度集中的方向。苏联的形成沙俄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在沙俄帝国晚期，帝国的统治危机悄然显现。“其最引人注目之处，是缺乏帝国对意识形态明确的并能被广泛接受的解释。”对俄罗斯帝国主义的解释，从民族主义到泛斯拉夫主义，再到欧亚主义和西方派等等。“这种含混不清，使得帝国秩序在面临危机时，更加脆弱，也更容易用一种新的方式恢复它，即帝国想象可以适应新的战略与新的结构。”在革命前的俄国，俄罗斯民族主义与非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同时获得了发展。在十月革命前，只有少数民族地区的知识分子期待建立独立国家。然而，“在帝国失败与1917年革命过程中，中央政权解体，局势迅速发生了变化，少数民族突然成为潜在的力量”。

从过程看，俄国革命经历了二月与十月两次革命，如果从革命性质分析，俄国革命实际上经历了三种革命：即发生在彼得格勒与莫斯科等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革命，发生在广大农村的以农民夺取土地为主要方式的农民革命，发生在民族地区的民族革命。在内战中，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在力量对比不利的形势下获得最终胜利，除了其体制优势，还在于它采取了支持农民革命与民族革命的政策，赢得了多数农民和民族地区人民的支持。布尔什维克颁布的土地法令以及俄国各族人民权力宣言，肯定并推动了农民革命与民族革命，这些政策有效地分化了敌人的阵营。这两种革命进程，使原有的帝国秩序完全解体，出现了乡村极力摆脱国家和民族地区摆脱中央的趋势。内战结束时，乡村与民族地区都获得了自治或者独立。内战中，乌克兰的局势最为复杂。民族主义在乌克兰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乌克兰政权在内战中数次易手。1919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起草了乌克兰宪法，宣布了乌克兰的“主权与独立”。于是，“布尔什维克党接过了旧秩序遗留下来，在1917年使他们获得极大收益的两个至关重要的难题：难以驯服的乡村社会与不平衡发展的多民族政策”。如何解决这两个难题，实际上关系到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能否巩固。

内战的最后阶段是苏维埃俄国与波兰之间的战争，在与波兰的战争中，“布尔什维克党痛苦而失望地发现，绝大多数工人首先是波兰人，而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根本没有”，“俄国与波兰的战争激起了双方的民族主义热情”。布尔什维克党提出的民族自决政策面临挑战。

1920年底，内战基本结束时，原沙俄帝国的领土上波兰、芬兰和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已经取得完全独立。在沙俄帝国余下的领土上，存在着六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在中亚建立了两个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布哈拉和花剌子模（即后来的乌兹别克共和国）；在远东地区成立了远东苏维埃共和国。在这些独立的共和国中，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组成了外高加索联邦。在俄罗斯联邦内部也成立了一些自治共和国：巴什基尔、鞑靼、吉尔吉斯哈萨克、达格斯坦等。这些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与中央的联系，主要通过布尔什维克党的系统来维系。1919年夏季，加米涅夫被指定负责联邦建设，他建议将各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的一些行政机构统一起来，以便更好地协调工作。经过协商，国防、经济事务与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但在其他领域，地区仍然希望保持已经获得的权力，这就与俄罗斯联邦发生了摩擦。

所以，当内战完全结束后，苏维埃俄国或者说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在新的苏维埃国家建设中，超越苏维埃俄国的地域，在原帝国领土上建立一个新的统一的苏维埃国家，而不是维持在内战中形成的民族地区相对独立于中央的格局。布尔什维克党因此又面临帝国传统与社会主义理想之间的冲突。

在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作了民族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斯大林赞扬了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辉煌成就，并认为这是共和国联盟的理想形态。斯大林认为，非俄罗斯民族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与自治共和国和各州一起，必须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与伟大的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统一在一起。他还强调，这个过程在1918-1920年间已经在顺利进行，现在布尔什维克党需要做的，就是采取措施，使落后民族的群众能够享受先进民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成就，使他们能够赶上走在前面的中心的无产阶级的俄罗斯。来自土耳其斯坦的代表萨法洛夫在发言中则认为，中央一直无视民族问题，在中亚已经犯了许多错误。意见的分歧，反映出俄共（布）由于党员数量的增加以及红军的壮大，沙俄的帝国传统在党内已经较为广泛地存在，而已经在内战中获得独立或者至少是自治的民族地区，不愿意返回帝国时代的状况。这就决定了建立新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

1922年8月10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建立以斯大林为主席的联盟条约起草委员会。其任务是在俄罗斯联邦与其他共和国的关系方面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规则，以作为起草联盟条约的基础。斯大林领导起草的决议草案的基本原则是：“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采取适当的方式，成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组成部分。”关于布哈拉、花剌子模和远东共和国的各种问题，留待以后解决。斯大林的方案遭到除了阿塞拜疆之外的其他共和国的强烈反对，斯大林将方案送交所有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决定10月5日开会讨论这个草案。

列宁对这个方案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坚持建立一个新联盟，所有的共和国包括俄联邦在内，均以平等地位参加。斯大林对列宁的批评进行了同样措辞严厉的反驳，他写道：“几乎毫无疑问，这种轻率只能为‘鼓吹独立的人火上加油’。”经历了反复的争论与冲突之后，斯大林接受了列宁的建议。俄共（布）中央决定按照列宁的建议，起草新的联盟条约。

1922年12月30日，包括四个主要共和国的第一届苏维埃大会召开，批准了新的国家联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言。在莫斯科的中央政府，获得了国防、国家预算、国家安全、边界控制、国际代表、对外贸易和交通运输方面的权力，共和国保留了内务、医疗保健、教育和司法方面的权力。

按照列宁设想建立的苏联，从一开始就出现了矛盾。民族人民委员会成员苏丹·卡利耶夫注意到，新联盟的建立，将苏联的各个民族划分为两部分：“一些民族有权进入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另一部分民族无权进入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各个民族因此被划分为亲儿子与继子两部分。毫无疑问，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形成，在1922年12月仅仅是起步，还有一些共和国没有加入联盟，而党内思想并没有真正统一。在1923年1月提交给中央政治局的特别说明中，斯大林再次表示，对于在苏联形成过程中，共和国是通过现存的联邦形式（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和外高加索联邦），还是以独立国家的方式加入联盟的问题，不要给予明确的答复。这个问题显然是针对需要平衡各个共和国的地位提出的。

然而，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在俄共（布）十二大，相关的争论仍然在继续。俄共（布）十二大批判了俄罗斯大国主义，这就鼓励了希望更多权利的加盟共和国代表。在代表大会上，主张独立的共和国的代表，要求改组联盟结构，以更有利于共和国。乌克兰代表拉科夫斯基认为，对苏联1?4亿人民来说，真正理解国际主义的人非常少。大多数的农民所了解的是民族文化。他在发言中指出：在会议上难道没有流露出俄罗斯人的强权情感？他们从来就不理解民族压迫，难道不是已经压迫了数百年？最后他直截了当地表示：“联盟建设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也许我们还会通过10个决议，但除了充实图书馆和档案馆，没有任何用处。应该走上正确的道路，应该坚决地走下去，应该取消全联盟共产党90%的权力，将它们移交给民族共和国。”这说明，虽然具有共同的政治理想，但由于不同的民族经历带来的对帝国遗产完全不同的理解，各方对建设新的联盟国家的思考也会存在巨大差别。这显然是革命现代性遭遇帝国现代化遗产必然会发生的矛盾与冲突。

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斯大林的主张得到大会绝大多数代表包括加盟共和国代表的支持。会议转而批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主张共和国获得更多权利甚至主张共和国独立的拉科夫斯基被解除了乌克兰政府首脑的职务。在俄国（布）十二大以后，苏联形成的过程得以继续，已经建立的联盟结构也得到了巩固。

从1924年到1929年，中亚各共和国陆续加入联盟，苏联的形成才基本结束。1924年1月31日召开的全联盟第二届苏维埃大会，通过苏联宪法，宪法第二条规定，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有权退出苏联。1924年的苏联宪法，是按照革命能够逐步扩大到其他国家的设想制定的，它表明，苏联是一个国际主义的国家。宪法的精神就是在未来建立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将《国际歌》作为苏联国歌，也体现了苏联宪法的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的理想。这强化了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身特点：以世界社会主义胜利为目标的革命现代性。

苏联的形成，开始了原沙俄帝国的民族化过程。在各个加盟共和国与民族地区，实行宽松的民族政策，干部本土化成为民族化的主要内容。民族文化得到尊重，民族语言开始作为正式的官方用语。在一些没有文字的民族地区，语言学专家甚至帮助这些民族建立了文字体系。在旧帝国基础上形成的苏联，进入到一个民族间关系较为良好的时期。

苏联的形成和苏联第一部宪法，巩固了1917年开始的进程，也结束了战争与革命的动荡时期。革命与战争带来的旧秩序的崩溃及其影响，以苏联的形成基本消除了。但新的矛盾也随之出现，即按照列宁思想形成的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虽然形式上拥有更大的独立性，但俄共（布）却是按照列宁提出的，并在内战时期以更加严厉纪律约束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领导活动的，即执政党的极严格的集中制与加盟共和国的相对自由之间，总是存在矛盾。实际上，通过党的民主集中制，联盟中央可以有效地防止共和国和民族地区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发展，苏联的统一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高度统一的党这个基础上的。一旦党的统一被破坏，苏联形成的原则将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苏联宣传动员机制的最终形成及其向农村的延伸

在解决了革命遗留下来的第一个难题以后，苏维埃政权着手解决第二个问题，即如何在难以驯服的农村为新政权建立广泛的社会基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加强苏维埃在农村的政治基础，苏共首先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即首先取得在乡村的文化领导权，通过文化领导权加强对农民的思想影响，以便潜移默化，让新常识最终战胜旧常识。在这个过程中苏共的宣传动员机制从城市向农村扩展，形成了完整的宣传动员体系。

文化领导权的实现需要有效的手段，“俄国文化围绕东正教而形成，其核心是对已写成文字的极端尊重”。基于对俄国文化这一特点的清醒认识，苏共认为，报纸就是文化领导权的最重要体现。针对不同人群创办不同报纸，成为苏共宣传动员机制的主要内容。在新经济政策初期，苏共为了扩大在农村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影响，所采取的重大措施之一是在1923年创办了一份专门面向农民的报纸《农民报》。《农民报》的读者对象是那些“没有能力阅读更严肃材料的读者”。对《农民报》的要求是，充分考虑到农民的文化水平，特别是农民表达自己利益和愿望的特点。为了帮助农民更好地理解报刊传播的信息，编辑部注意将那些农民无法理解的词汇专门列表解释，有效解决了这些问题。《农民报》在当时苏联的中央报刊中发行量高居榜首，其订户在1923年就超过50万，最多时达到300万份。

与创办《农民报》相呼应，苏共在1923-1924年，发动了农村通讯员运动。运动的主要目的，是要建立一支在农村扩大苏共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的“引导与组织力量”。苏共要求农村通讯员要支持党的总目标并促进这些目标在农村的实现。组织这个运动的苏共中央组织局要求农村通讯员，协助党组织和苏维埃扩大自己的影响，加强对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同时，苏共还要求农村通讯员批评地方干部的错误，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特别是阴暗面。农村通讯员运动是苏共针对农村的特点而形成的宣传动员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

随着农村通讯员队伍的建立，《农民报》形成自己引人注目的特点。除了传达苏共的政策与思想理论等相关信息外，一方面，报纸大量发表来自农村通讯员的报道与各类文章，包括对村、区领导机关的批评，另一方面报纸专门开辟了农村读者来信的专栏，每一期报纸的读者来信专栏都要刊登农民来信。结果，《农民报》因此成为农村与农民情况和思想状况的信息集中地。在新经济政策期间，《农民报》共收到农民来信约80万封。从《农民报》收到的农民来信可以发现，几百万份《农民报》进入到过去近乎与世隔绝的村庄，在将普通人的现实感和活生生的新的意义价值观体系传播到村庄内部的同时，也将苏共的政治、政策主张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到村庄内部，逐渐寻找到接受者和进一步的传播者。

为了在农村扩大政治与意识形态影响，苏共还在每一个村庄建立了小型图书馆或者读报室（阅览室），这就为了农村青年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过去的聚会与活动场所。在这里青年人谈论的不再是那些在村庄谈论了几百年的话题，而是过去为农民所不知道、不了解的话题，这些话题已经远远超出了村庄的范围甚至区和县的范围。一个人只要经常到这样的场所，其思想意识的变化就不过是时间与程度问题了。

鉴于在农村中组织力量的薄弱，加强党在农村的发展成为苏共的主要工作之一。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农村党员队伍的发展始终缓慢。在这种情况下，大力发展共青团在农村中的组织，就成为苏共壮大在农村的力量的基本任务，因为青年人的思想受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要小得多，而且比较容易接受新的观念。发展共青团组织还有更长远的思考：为未来的农村变革做好干部准备。由于得到苏共的重视，也由于农村青年已经不满意农村单调乏味的生活，共青团在农村的发展远远超过共产党的组织。到1927年，共青团在农村的团员总数已经超过了100万，占当时全部共青团员总数的50%，而在1927年，苏共在农村的党员不到17万人，其在党员总数中比例仍然只有10%。苏共在农村的党员多数集中在各级政权机关、学校和国营农场等，而共青团员则大多数存在于各个村庄。因此，苏共在农村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存在主要是通过共青团组织实现的，共青团成为苏共动员机制重要的组织环节。

苏共所采取的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改变仍然存在于农村的传统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关系，但苏共也认识到，传统形式同样也可以在形成新的社会关系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举行节日庆祝活动并进行戏剧演出，是俄国人民的传统。罗曼洛夫王朝曾经以其庆典的雄伟和礼仪的丰富而闻名于世。苏共认为，“传统被证明可以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适应”。使苏共领导人入迷的庆典政治可以扩大党的政治与思想影响，也可以将国家与社会主义的欢乐融为一体。通过节日庆典和其他的宣传媒体，党就能够使新的政治认同逐渐发展，从而奠定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基础。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就确定了新的与革命相联系的节日，并每年都举行盛大的节日庆祝活动。传统的东正教等节日庆祝活动首先在城市被取消，随着与新制度相联系的节日庆祝活动在农村的展开，这些庆典在农村被削弱。新的节日庆典的戏剧演出，主题发生了有利于苏共扩大意识形态影响的根本性变化，但在语言与演出风格上却保留了过去的传统，从俄国历史中选取的恰当主题，被重新解读，从而建立起革命与历史的连续性。

政治宣传画作为一种视觉宣传手段，苏共的创新是显而易见的。苏共在政治宣传中运用了各种方式，但宣传画却被给予了特别的重视。除了视觉宣传具有更直接的冲击力外，当时俄国绝大多数人是文盲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苏共领导人认为：“在现在和不久的将来，农民通过视觉榜样所学到的就可以帮助他改善生产。农民更多地是根据形象而不是抽象的公式进行思考。”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由艺术家创作的新型工人和农民形象的宣传画进入到每一个村庄，以新的偶像替代了过去农村常见的宗教偶像。虽然其实际效果在今天已经难以估价，但作为苏共在农村扩大政治与意识形态影响的方式，显然不能说毫无效果。

到新经济政策晚期，苏共的宣传动员机制已经基本形成，其在农村取得的成效表现为，一批具有新的观念、希望过新生活的青年人在村庄中出现聚集，虽然其中也混进了一些乡村的小流氓，但共青团在农村的组织已经可以发挥联系和团结青年的作用。受共青团影响的青年人使用着新的政治话语，用新政治概念思考苏联的社会生活，向往着更美好的生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潜移默化地对这些仍然生活在农村环境中的人们发生影响，在他们身上，新的常识正在取代旧的常识。这个群体的集体认同建立在对传统的拒绝与对苏维埃国家、党和共青团认同的基础之上。他们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对社会流动的期待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农村的状况不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村庄内部实际上没有什么向上流动的机会，而国家如果不发生经济社会方面的巨大变化，也不能给他们提供向村庄外世界流动的机会。当苏联农村青年中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新思想观念时，他们对苏共政治认同与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的期待同时加强，这是斯大林实行“大转变”时，在农村中可以依靠的有组织的力量与可以使用的干部储备，而这种宣传动员机制后来被大批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政党学习借鉴。

第二节　苏联政治体制的定型与转变

1924年1月21日晚，列宁逝世。此时，苏联的政治体制与苏联社会仍然处于演化过程中，国家正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但关于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仍然没有确定。与此同时，对于世界革命的期盼与想象，在党内仍然盛行。世界和苏联的现实却与这种期盼和想象完全相反，未来国家的发展方向成为党内争论乃至斗争的焦点。苏联政治体制的最终定型，正是在期盼和想象与现实的矛盾和冲突中逐步实现的。这一过程充满了激烈的斗争，不管如何认识这个过程，“所有这一切，都是建设一个新的、特殊的社会主义式现代性这一宏大历史使命的组成部分”。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真诚地追求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他们的行动却依然受到俄国现实条件的约束，他们的行动也必然充满矛盾。

基层诉求、党内斗争与党内权力集中

列宁去世后，苏共开展了“为纪念列宁吸收党员运动”，在很短时间内，苏共党员人数增加了25万多人，占当时苏共党员总数的1/3，到1928年，苏共党员中有80万名党员是在1924年开展的吸收党员运动以后入党的。新加入苏共的党员，大多数都是新工人。苏共开展吸收党员运动的目的，是通过扩大党的队伍为日益增加的对干部的需求提供组织基础，也是为了体现苏共的工人阶级性质。但这些新党员的诉求，在很大程度上与苏共的想象并不一致，但却成为影响苏共党内斗争结果的重要因素。

在“为纪念列宁吸收党员运动”结束后，各个地方党委给苏共中央的报告显示，新吸收的党员，与经历了革命和内战的党员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别，即新加入苏共的党员入党动机多种多样。一份报告中写道：“新吸收的党员中有一半入党是因为害怕被裁员，而技术熟练的工人，很少有入党的。”布良斯克州委的报告也谈到了同样的问题：“还有一些新党员，是为了保证自己不会被裁员或者失业。”几乎所有地方党委给中央的报告都谈到，有许多党员入党是为了改善生活条件，莫斯科州委书记扎斯拉夫斯基说：“‘为纪念列宁吸收党员运动’吸收了一些最贫困的工人，因为他们对谁生活得好更敏感。”而内战结束后开始执行的新经济政策，在老党员中激起了强烈的不满。扎斯拉夫斯基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政策转变太突然，企业又还给了以前的老板。而且，创造重工业基础的计划已经被毁了。”新经济政策也引起了工人对苏共的普遍不满。一位失业冶金工人写道：“今天有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已经取代了过去的贵族和大公。”许多新党员则根本不理解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由于新经济政策时期，除了具有专业技术的熟练工人外，大多数工人的收入并没有得到提高，在有的企业工人收入还出现了下降，工人的不满也同样强烈。特维尔省的工人表示：“给我们面包，也不要引入所谓的‘合理化管理’，你们用它制造了无情的失业。我们不需要你们的代表，这些代表从来就不保护我们。”

新经济政策时期苏共面对的主要政治难题，已经是如何继续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不能停留在给予工人阶级更高的社会地位，执行工人阶级优先的社会政策，也不能停留在给工人阶级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将工人阶级作为党员和干部的主要来源。如果要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必须解决就业问题，并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并使国民经济恢复以后，苏联的就业形势没有好转反而恶化。因为，无论是私人企业，还是国营企业，只要进入市场，只要进行合理化管理，就会有极强的成本意识，减少用工常常成为企业降低成本的主要手段。当城市就业形势恶化时，农村也出现了劳动力过剩，特别是接受了新思想的农村青年，由于农村没有流动的机会，开始大量涌向城市，使得城市的失业问题更加严重，就业问题转变成为政权稳定问题。新党员、老党员与工人阶级大多数的共同诉求实际是相同的，即工人阶级的政治与社会地位，需要通过经济地位来体现，需要通过稳定的工作与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来实现。这恰恰是革命曾经做出的承诺。

不过，苏共在政治上仍然高度重视工人阶级的作用，在大批吸收新党员后，为了提高新党员的政治意识，也为了提高所有党员的知识与文化水平，苏联政府专门拨款建立了政治教育体系，这些学校专门培养宣传鼓动员以及党与国家的中层干部。苏联政府还建立了工人夜校，对工人进行业余培训，以提高他们的技能水平。工人夜校的退学率很高，只有少数人能够坚持下来。但无论如何，这些学校对培养新的知识分子和鼓励社会流动做出了贡献，而这些学校，特别是政治教育体系构成苏联政治体制的一部分。

虽然苏共采取了一些措施，以给工人阶级更多的机会，包括主要从工人阶级中选拔干部等，但这毕竟只能解决工人阶级中有雄心也有能力的工人寻求发展的问题，对于大多数工人，这些措施与他们没有任何直接联系。而在苏联报刊上不断出现的对社会主义的描述，再次激起了一部分工人的革命想象。这正如西伯利亚一位工人所说：“我们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列宁没有完成这项工作。”当时发生的一些罢工，也表明工人阶级的不满正在增强。

对于工人阶级与普通党员的诉求，苏共领导人当然不会一无所知。斯大林在1927年就认为，工人罢工是因为他们希望从企业利润中得到更多份额，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充分的注意。然而，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即使得到恢复，也无法满足工人阶级的诉求，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通过世界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的期盼与想象，使得苏共无法在短期内确定国家工业化的道路，而不断发生的党内斗争，也白白耗费了苏共大量的时间与精力。

从列宁逝世到斯大林开启加速工业化进程的五年时间内，苏共党内共发生了三次严重的理论争论与政治斗争，争论与斗争的中心问题，都是苏联应该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一次争论发生在1925年的苏共十四次到十五次代表大会前后，斯大林在依靠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回击左翼反对派的进攻，并取得组织上的胜利后，在十五大提出“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取得了理论上对左翼反对派的胜利，并将世界革命的想象暂时搁置一边，为按照自己的设想实现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了有利的组织和思想条件。1924年通过的苏联宪法体现的仍然是世界革命的想象，而实际上，在内战结束后，苏联的革命势头已经失去了动力，新经济政策显现的是革命的退却，党内与工人阶级的不满日益明显。国家需要新的理论和政策来指明方向，激发革命的想象力。这个理论就是“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论”，这个政策就是斯大林阐述的苏联工业化道路与工业化战略，“它在党内激起了新的热情，而且，这种干革命光荣的热情还扩大了党外。它宣告不依赖西方，相信自己的国家有能力前进，独立自主地创造自己的未来”。斯大林提出“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论”，考虑的不是苏联当时是否具有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而是为了使苏联摆脱世界革命的想象，使党和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国内问题上来，将精力和资源集中于解决工业发展问题。这一理论的提出并被全党接受，斯大林就成功地将苏联从对世界革命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在这方面，斯大林更近似于斯拉夫派，他本能地反对对任何外国的依赖，包括对世界革命的依赖。

而且，斯大林也许是苏共领导人中第一个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多数对发生在中央的争论没有兴趣的人，当时的实际上情况也的确如此。“80万新党员中的大多数既不能理解，也不关心在老布尔什维克中间发生的理论争论。”而且，“布尔什维克高层中间发生的争论，对于外省的干部而言，也无重要意义”。其原因在于，反对派的纲领已经脱离苏联社会实际，正如一位反对派成员所说：“不可能在一国内建成社会主义，你们已经忘记了世界革命。”这种不切实际的想象显然与基层的诉求相去太远。但苏共党内的反对派特别是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和联合反动派，从1923年到1927年11月，与苏共中央基本上一直处于争论和斗争之中，并自以为能够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虽然他们提出的问题并非没有道理，他们的理论观点也并非没有意义，但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案，是依据世界革命胜利为前提的，因而逐渐失去了工人阶级与基层党员的支持。在每一次各级党组织会议上，都会出现绝大多数党员抨击个别左翼反对派的情况。“我们党已经极端厌倦从1923年开始的没完没了的争吵，经济在增长，情况在好转，但分歧并没有因此趋于减少，相反是越来越多，而且激化为争吵。大家的厌烦情绪已到了极点。”

当然，对于苏共而言，党内存在反对派可能是党内民主得以存在的条件，问题在于，苏共党内的左翼反对派，与俄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继承了不妥协同时蔑视法规的俄国传统，这使得左翼反对派走上了挑战和破坏既定的党内纪律和规则的道路。斯大林最终击败左翼反对派和联合反动派，依据的恰恰是列宁制定的党内制度和纪律，坚持的是列宁在政治遗嘱中提出的防止党分裂的原则。但斯大林在与联合反动派的争论与斗争中，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除了将所有主要的反对派领导人开除党，还将其骨干分子流放到遥远的中亚。对联合反对派的斗争，保持了党的统一，符合绝大多数党员与干部的意愿，却使得处理党内矛盾走上了逐步升级的道路，最后发展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端方式。在打垮布哈林为代表的右翼后，党内的不同声音也逐渐消失了。反对派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社会在多年的动荡后需要的是秩序和安定，“事实上，这个国家的主流政治气氛是非政治化的”。

在右翼还没有被完全打垮的1928年底，苏联全国庆祝斯大林50大寿，盛况空前。虽然没有实际制度，但从这一刻开始，党内权力已经实际上集中于斯大林个人，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在这个时期形成了。

大转变与苏联政治体制的定型

1929年11月7日，《真理报》发表斯大林的文章《大转变的一年》，标志着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正式结束。苏联转变到以计划经济方式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时期，苏联政治体制的各个环节随之按照计划经济的要求，发生了转变或者得到进一步发展，在革命初期与内战时期初步形成的苏联政治体制，在大转变的年代最终定型。由于苏联最终定型的政治体制，是按照斯大林的设想并在斯大林领导下形成的，因此被称为“斯大林模式”。

首先发生转变的，是苏共的宣传动员体制。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报刊追求的是重塑大众的语言、文化与思维过程，并将他们转变为具有政治意识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民，塑造新的苏维埃人这一极其严肃的任务。因此，报刊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发挥的作用是对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的启蒙。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报刊的形式和内容就必须多样化以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需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真理报》和《消息报》的版面所刊载的新闻题材对今日西方的读者很熟悉，文章与通讯报道体现了‘客观’的风格，编者按语、经济分析以及关于日常生活的短小精干的讽刺作品等。”大转变开始后，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将塑造新的苏维埃人这一任务暂时搁置一边，所有的文化工作与资源都被用于动员人民特别是党的积极分子，投身于加速国家工业化的紧迫任务。这一转变，按照列宁主义的术语，“这是从启蒙转向了动员”。转变后的报刊版面上，不断出现的是，“惊叹号、命令、军事象征和党的领导人对工厂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的祝贺”，“黑体的通栏大标题，工人突击队的胜利，‘动员’青年共产党人奔赴建设工地，以及‘生产战线的其他胜利”。正是从大转变开始，苏联的媒体完成了从社会主义启蒙到社会主义动员的转变，其内容基本由党的宣传动员部门确定。

在大转变时期，苏联政治体制使苏共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的变化之一是，苏共终于在难以驯服的农村普遍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共主要通过宣传机制，将新的思想观念灌输到乡村社会，接受新思想的主要是青年农民。在组织基础方面，苏共在农村建立起完整的共青团体系，但村苏维埃多数并没有被苏共所掌握，许多村庄仍然按照传统的村社习惯管理，即经过多年的意识形态渗透，乡村依然具有相当程度的自治，国家力量依然未进入村庄。大转变开始后，“有二万五千名‘有充分的政治和组织经验’的工人作为突击队被派到农村”。这些被派到农村去的具有政治与组织经验的工人，与内战时期被派往农村的工人征粮队不同，他们的任务不是临时性的，即不仅仅是在农村建立集体农庄，然后返回城市。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长期留在农村，在集体农庄建立后，担任当地基层政权与集体农庄的领导，并协助地方党委在每一个村庄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运用这种方式，苏共与苏维埃国家打破了乡村社会的自治，使国家力量延伸到乡村社会基层，也使国家的动员组织能力能够达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苏共的动员能力得到极大的扩展。

大转变使苏联所有的经济活动基本上都纳入到国家经济计划，国家管理体制也按照计划经济的要求实行重建。1929年12月7日，成立了新的土地人民委员部，其职能是领导农业集体化，并对农业与林业生产进行长期领导。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在1921年即已成立，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它的主要工作是对经济形势进行预测并制定工业部门的计划。大转变开始后，苏联国家计委的职能由预测转变为对经济进行计划指导。1931年，国家计委的地位得到提高，它被赋予制定法令的权力，其机构也得到极大的扩张。苏联国家计委成为实际的经济内阁，拥有极大的经济权力。与此同时，重要工业部门的管理权限，也从共和国转移到联盟中央，形成了统一的全联盟国民经济联合体，地方经济管理权限被削弱，经济权力进一步向中央集中。部门管理得到强化，而职能管理被弱化，巩固了人民委员部对企业的直接领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被改组分拆为重工业人民委员部、轻工业人民委员部和森林工业人民委员部。1936年，从重工业人民委员部中分拆出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1937年，又分拆出建筑工业人民委员部。到1940年8月，苏联政府包括全联盟经济管理部门24个，全联盟共和国经济管理部门16个。为了改善对国民经济的管理，苏联人民委员会在1940年又建立了6个经济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拥有对人民委员部发号施令的权力。苏联劳动人民委员部从全苏工会理事会中分拆出来，负责社会保险、疗养、休假、科研机构等部门管理。这样，苏联就建立起世界上最为庞大的政府，对经济社会与文化等进行全面管理。在1930年代形成的国家机关与机构系统，一直存在到1989年。

庞大的政府机关，在政治上与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等方面并不具有充分的权力，它要根据苏共中央的决议或者决定来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计划。这些部门和机构的权力，集中在对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具体管理方面。当苏联政府机构新建与改组完毕，并通过组织渠道接受苏共中央的领导，苏共组织体系在生活各个领域形成完整的网络，苏共的所有机构完成了转变，苏联的政治体制就基本定型了。已经定型的苏联政治体制的特点是，权力高度集中，运用行政命令方式管理经济活动，运用动员方式调动社会力量和资源，在短时间内完成国家面临的紧迫任务，这是它最为突出的优势。这个体制的核心是执政的苏联共产党，这时的苏共，既不是革命前后也不是内战时期的党，而是政权系统中的党，甚至更广一些说，是社会相互联系中的党。国家各个方面的发展，都来自于党的主动性。

权力高度集中与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式，一方面具有极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另一方面产生的是官僚主义与办事拖拉。到1930年代中期，官僚主义在更大范围内发生，而且具有更多的形式。“苏联领导人对官僚主义的批评比任何其他人都多得多。斯大林对官员队伍的批评体现出对官僚主义进行全方位批评的特点，‘官僚主义’这个词在苏联词汇学中总是具有特殊的含义。”即苏联出现的官僚主义并不完全是一个作风问题，而是伴随加速工业化出现的各种混乱和不合理现象，当然也不能排除作风问题。美国工程师维特金，在苏联工业化时期到苏联工作了几年。他在回忆录描写了他所见到的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十多种不同类型的墙体构件被运送到同一个建筑工地，导致造好的墙出现强度与隔热性不同的问题，门窗与建筑物的框架不一样。“数以百计的类似的未能协调好的发展，随处可见。”当工地一个工作人员对自己的岗位表示出不满意时，工地领导立刻要解除他的工作。直到维特金找到党委书记，问题才得到解决。

斯大林解决官僚主义的方法是，加强计划工作的科学化，包括提倡在经济建设中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维特金曾经就建筑工业发展给相关刊物写过文章，文章发表后，建筑工业发展中的问题迅速减少。斯大林对付官僚主义的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在基层定期开展对领导工作的批评，而领导人则必须接受批评并进行自我批评。“在会议上，在企业内部和在苏联的出版物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官僚们被贴上了各种有损声誉的标签。”虽然这些方法不能解决由于体制导致的官僚主义，但也的确可以暂时抑制官僚主义的膨胀，而更重要的在于，它给工人与基层党员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即自己并不完全是上级命令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具有一定权利的参与者。“许多老共产党员在回忆过去的党内生活并理智地承认曾经存在的过去的体制的一切消极特征时，常常谈到党的集体生活的生气勃勃的创造精神，常常谈到党员关心党的工作等等。这就是说，那种体制曾经允许甚至培育了不久之前称之为‘群众的生气勃勃的创造力’，而现在却把似乎互不相容的特征——组织的僵化、死板和个人的自我实现的可能性连接在一起。”出现这种情况，实际并不奇怪，俄国文化传统的一大特征，就是经常将各种对立的事物集于一身。斯大林模式也不例外，它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现代性与俄国文化传统结合的典型之一。作为斯大林模式核心的苏共，既可以是苏联一切创造性活动的发源地，也可以成为扼杀创造性因素的机器，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反复证明了这一点。由于斯大林最初提出的方法不能真正克服官僚主义，他从1934年开始思考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这一改革对苏联后来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

大转变时期，苏联政治发展中的另一个特点，即阶级原则的激进化。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执行了阶级歧视政策，即苏维埃政权颁布法令，剥夺富农、耐普曼和教士的选举权。同时，针对富农、教士和耐普曼的子女入学、参军和入党等，都制定了歧视性规则，这些社会群体都被污名化，成为事实上的“不可接触群体”。大转变时期，这些群体成为社会主义革命——集体化、经济全盘国有化与文化革命的对象。集体化的政治目标，是消灭作为阶级的富农；经济全盘国有化取缔了耐普曼的经济活动，其中一些人被驱逐或者被逮捕；文化革命打击了教士以及在各个部门的旧知识分子。这些行动持续到1931年。

斯大林的宪法改革与大清洗

1935-1938年，是苏联政治发展最为复杂也最为矛盾的时期，一些发展方向看似完全相反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发生。

在1935年1月召开的全苏斯达汉诺夫运动大会上，一个来自农村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抱怨说，因为其富农出身而受到歧视。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在讲话中表示，现在应该朝着所有公民平等，取消一切阶级限制的方向发展，他还指出，当初采取的这些措施都是临时措施，是为了防止剥削者维护与恢复自己的特权。一位苏联监察委员会委员在发言中指出：为了使一个人忘记他的社会出身，富农的后代就不应该因此受到责难，所以，现在应该说，一个人不应该因为其社会出身而受到困扰。斯大林插话说：“儿子不应该因为父亲而受到惩罚。”苏联1936年的宪法，恢复了富农、教士以及其他被污名化和被剥夺选举权的所有那些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然而，为这些社会群体正名的政策，在整个1930年代，面临各种抵制。地方干部没有系统地执行这项政策，基层社会对这项政策也充满了疑虑。在1935年召开的集体农庄积极分子大会上，苏共中央负责农业问题的书记在会议上提出允许曾经被强制迁走的富农返回故居，但大会对这个建议的反应极其冷淡。这项政策的遭遇，说明了苏联社会经过多次革命，已经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任何新的政策如果触及到已经形成的利益关系，都难以贯彻到底。

斯大林在1935年提出对曾经的阶级敌人正名，恰恰是他正在准备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组成部分，他准备进行的改革，俄罗斯历史学家称之为宪法改革。在此之前的1934年5月27日，已经进行局部特赦，恢复了部分富农曾经被剥夺的权利。在1930年代中期，已经取消了十月革命后对过去的统治阶级成员在教育领域受到的限制。

1934年6月2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两个决议，其中关于国内事务的决议，中心问题就是宪法问题。1935年1月25日，斯大林给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最高苏维埃领导人叶努基泽等送去自己的一封信，在信中斯大林写道：“我认为，宪法问题比最初的设想要复杂得多。选举体制的改变，不仅应该取消多级选举，而且还应该从公开投票改变为秘密投票。在这方面，我们能够也应该走到底，不要半途而废。”1935年2月7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以斯大林为主席的宪法委员会，起草苏联宪法修改草案。

斯大林宪法改革的核心理念是，所有苏联公民权利平等，以此为基础，“实现普遍、平等、直接与秘密的选举”。俄罗斯历史学家认为，斯大林的宪法改革与苏联新1936年宪法，是苏联政治民主化的开端。“自1917年以来，新宪法第一次给予全体苏联公民以平等的权利”，“从苏联各民族利益出发，斯大林引入以差额选举为基础的自由选举，真正开始了国家民主化的进程”。斯大林的认识非常清楚：“民主不能自上而下的强加，也不能作为礼物赠送。对于民主，人民应该逐步学会它，特别是在我们国家。在起草宪法时，斯大林积极地学习。按照他的计划，经过一段时间，人民就可以掌握民主的基本知识。”“最重要的是，斯大林建议引入差额选举，他建议，最高苏维埃的选举应该预先对每一个职位推选2-3名候选人。他想和平地、不流血地使政权摆脱党官僚。”所以，斯大林的宪法改革还有一个目的，即打击官僚主义。对此，莫洛托夫指出，改革选举制度，“是为了给官僚主义者以强有力的打击，给他们以有益的震动”。斯大林也表示：“选举斗争将非常活跃”，“在苏联实行的普遍的、平等的、直接与秘密的选举，将给居民们抽打政权机关工作恶劣者的鞭子。”

宪法改革采取了直接诉诸人民的方式，宪法草案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在党和苏维埃机关里宣读，有55%的苏联居民提出了修改意见。200万人给宪法委员会写信。绝大多数人建议要使社会制度真正确立起来，确定公民的权利与义务，选举制度的原则，解决民族问题以及宗教问题和教会的地位，保障公民的工作权、休息权、社会保障、教育等。

在宪法起草与讨论的过程中，苏共与苏联政府开始了对革命、内战和集体化时期斗争对象大规模的平反工作。1935年7月2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恢复曾经被剥夺选举权的一些群体的选举权，7个月后，有76万名农民和哥萨克被撤销了过去的法庭判决。在此期间，检察机关重新审查了11万多件案件，认定其中9万多件的判决不公正而被撤销。1936年5月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再次要求北高加索边疆区、列宁格勒和伊万诺夫斯克州检察长尽快采取措施，撤销对正在服刑农民的法庭判决。“当时的大规模平反并不仅仅限于农民与哥萨克”，1936年4月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要求纠正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对知识分子的错误处理。“斯大林希望通过所有这些决定和决议，实现自己的主要目标，从根本上改变选民的群众基础。”

斯大林的宪法改革及其准备工作，在党内遭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反对：“列宁的老近卫军”对斯大林以坚定的措施引入新宪法的最主要设想惊恐万分，“因为，他们认识到，他们的时间不多了，而且是以最和平、最民主的方式结束他们的政治生命”。“如果新宪法提出的措施付诸实施，他们在十月剧变后得到的所有特权，将付之东流。当然，最主要的，是他们将失去权力。”同时，“在新的选举体制下，许多以前的地方领导人，‘领袖的第二梯队’可能在选举中失败，无法进入新的政权机关。这就使得和平的、合法的、不采用强制手段更新执政精英成为可能。可以消除地方精英与领导人谈交易，并可以用有才干的青年人替换他们。”地方领导人很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进行秘密的差额选举，他们将面临被投反对票，并失去政权与特权。“正是地方党的领导人，正是在现在，在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秘密的，而且是差额的选举中，产生了最为巨大的恐惧，他们可能失去两个职务中的一个：苏维埃的职务。这个职务保证他们以前所具有的全面领导权，保障他们无限的权力。”

因此，一系列的密谋活动就开始了，“根据一些当代历史学家的研究，正是在1933-1936年，斯大林以前的一些支持者，开始寻找与过去的反对派活动家接近的途径”。这样，在准备起草宪法和1937年选举期间，不仅苏联社会在民主化，而且高层秘密斗争也在激化。1935年1月，对斯大林宪法改革概念的替代方案，从另一位苏联领导人叶努基泽身边的工作人员中传递出来。他反对放弃宪法的革命原则，也反对举行秘密选举。托洛茨基也在国外抨击新宪法偏离了十月革命的共产主义原则，而基洛夫被刺杀后开始的清洗规模相对有限，而且，目标针对的都是前反对派集团的代表人物。

为了阻止即将实行的新选举制度，“列宁的老近卫军”和地方主义领导干部，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出于不同利益考虑的各方，会合在一起，不但阻止了苏联的宪法改革，也使得因基洛夫被刺杀而开始的小范围针对原反对派的清洗，转变为无法控制的大清洗，造成了苏联历史上最大的悲剧。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朱可夫通过对档案的研究，认为的确存在针对斯大林的阴谋，或者准确地说，是针对五个人：斯大林、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的阴谋。这个由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叶努基泽为首的集团，计划逮捕斯大林等五人，并任命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为国家临时首脑。“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不同层次的具有反斯大林特点的政治与军事反对派。”然而，叶努基泽的计划被破获。1936年12月苏共中央全会在这个时期苏联政治演变中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次全会既要论新宪法问题，又要讨论与清洗有关的问题，“很遗憾，12月中央全会的基本材料，仍然没有开放”。

由于发生了叶努基泽事件，清洗的范围就扩大到在任的党政军领导层。而且，俄罗斯历史学家的研究说明，进行大清洗的倡议来自地方领导人，而他们的目的，就是破坏即将按照新规则进行的选举。“在1937年春末，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政治局，都没有强调清洗。而是地方党的工作者，要求中央委员会采取预防性措施，即把那些被他们认为在下一年的选举中可能妨碍选举的人，更准确地说，是那些妨碍他们使自己人当选的人，关入监狱，并处决。第一个提出具体清洗要求的，是西西伯利亚州委第一书记罗伯特·埃赫，紧接着，其他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委书记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埃赫在给苏共中央的书面报告中强调：“到处都有狂热的敌人，试图使用一切手段进行斗争。”埃赫在1937年6月29日要求苏共中央赋予他特别行动权。紧跟埃赫给苏共中央提出类似要求的，包括后来以大反斯大林闻名的赫鲁晓夫。时任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到：“毫无疑问，在城市和农村，活跃着一些敌对集团。在梁赞，不久前出现了社会革命党分子。他们正准备参加以新宪法为基础的选举。”实际上，在苏共中央给予正式答复之前，有些地方领导人已经开始大清洗了。在莫斯科州，赫鲁晓夫居然找到了2万名富农，并提议将他们处决。“在一年多前，这些人刚被斯大林通过法律，撤销了法庭判决，赋予了选举权。他们得到苏维埃政权的宽恕，正准备投票支持新的宪法制度。”“对于许多地方党委第一书记来说，与埃赫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必须尽快消灭那些可能会投自己反对票的人。”

1937年7月1-2日，斯大林在去外地巡视时，一些地区的领导人再次要求赋予他们特别行动全权，于是就产生了叶若夫的第00447号命令。“因此，‘大恐怖’的发动者，不是斯大林，而是那些害怕在选举中失去权力的地方领导人。”俄罗斯历史学家叶里谢耶夫也指出：“发生在1937-1938年间的大规模政治镇压，无论如何都不能认为斯大林是发动者。‘大恐怖’是不同政治集团党内斗争极端尖锐化的结果。”斯大林集团希望加速从政治舞台上清除各类反对派，“他们并不喜欢以理论争论的方式进行斗争，于是诉诸以选举方式实现政治更新的体制”。地方领导人加入斗争，却对自由选举不感兴趣，“因为这会削弱他们的地位”，“地区领导人集团拥护对布哈林分子采取具有镇压性质的措施”。

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的叶若夫，恰恰是一个从党务部门成长起来的官僚，在担任内务人民委员后，他选择了与地方领导人保持一致的立场，并在大清洗中推波助澜。7月30日，第00447号命令发出，清洗就是从这一天升级为大清洗。

由于获得了特别行动全权，地方领导人不断扩大打击面，造成了越来越多的无辜牺牲者。按照俄罗斯历史学家的统计，在大清洗中受到镇压的人中，仅仅应该由赫鲁晓夫个人负责的人数达到161833人，其中，在莫斯科担任党委第一书记期间，他就清洗了55714人，在乌克兰工作期间，清洗了106119人。地方领导人之所以扩大打击面，不仅因为他们害怕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秘密选举，还因为他们希望用大清洗恐吓人民。“就如许多历史学家客观指出的那样，在大清洗达到高潮时，选举运动最重要的参与者早已惊恐万分了。尽管大清洗对选举造成影响的规模和程度的评价仍然没有进行，但是，在大清洗的环境下，再谈进行真正的竞选辩论，已经不现实了。在这种矛盾中，苏联‘被掐头去尾’的选举制度，一直保持到1980年代前半期。”

在清洗开始的一段时间内，斯大林还能控制整个事态，在1937年7月以后，他已经无法控制事态的发展。“在1937年3月，斯大林还能够对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人开除出党并处决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斥责，那么，到1937年夏季，这种方式被用于镇压对手就已司空见惯了。这证明，以斯大林为首的国家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对正在发生的事件已经失去了控制。”德国历史学家里特尔斯本通过对斯摩棱斯克档案的研究，也认为，“斯大林并不总是能够控制事件的过程”。他确定，“在这一年，斯大林遭遇了政治失败”。“实际上，这一年，在政权结构内的各个集团之间发生了内斗。内务人民委员部被作为清除对手的工具。”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集团，“获得了真正的独立性，他们认为，大规模清洗可以使他们获得国家政治权力”。“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分领导人也认识到，已经形成的局势使他们面临危险，他们思考了对斯大林采取预防性打击的可能性。”针对斯大林的罪名已经制定出来，按照该计划，将把斯大林与沙皇暗探局联系起来。“可以说，在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已经摆脱了斯大林的控制。”所以，俄罗斯历史学家洛莫夫认为，大清洗实际分为“大清洗”与“大恐怖”。如果说大清洗是政治局实际可控的，那么对大恐怖的控制，就纯粹是形式上的，它实际是不可控制的。可以认为，“大清洗”是党内斗争的武器。由地方领导人实行的“大恐怖”，就是要从整体上压制整个社会。只有这样，才能使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名存实亡，他们就可以尽量地保住权力。

“就这样，斯大林集团力图实现的苏联政治体制改革，完全失败了。过了两个月，他们不得不绝望地采取措施，试图停止大规模镇压。”协助斯大林准备宪法改革的雅科夫列夫、斯捷茨基和塔利亚也在这个时期被清洗。1937年底，当时实际领导党的机关的马林科夫准备了一份关于镇压达到如此大的规模、威胁到国家未来的报告，并准备起草给全党的密信。斯大林回答说：“不能写密信，应该召开中央全会，讨论镇压问题。”1938年1月11-20日，召开了苏共中央全会，讨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规模的、难以想象的镇压，但全会并没有能够使大清洗停止下来。“克里姆林宫也无法停止大清洗，尽管在1937年底和1938年初，曾经两次试图停止大清洗。”

俄罗斯历史学家雷巴斯认为：斯大林的宪法改革失败，对苏联造成了毁灭性后果。“扼杀了斯大林的政治体制改革，党阀们就冻结了经济的未来发展，而且也未能形成可以协调不同群体利益的政治机制。苏联1991年的崩溃，是从1937年的悲剧开始的。”而这个悲剧首先是斯大林的宪法改革被扼杀。“众所周知，苏联的极权性，一方面，既是保存国家的最有效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又需要具备自我发展能力。”斯大林的宪法改革如果成功，无疑将消除或者至少缓和其体制的缺陷，给苏联提供自我发展能力。

在矛盾中转变的苏联政治体制

1938年11月17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与苏共中央通过《关于逮捕、检察官监督与侦查行动的决议》，指出，内务人民委员部在1937-1938年的行动中，由于简化了侦查与审判程序，“不能不导致一系列最为严重的缺陷与扭曲”。在更换护法机关的领导人，并任命贝利亚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以后，开始了对被清洗者的平反过程。

大清洗最充分地暴露了苏联政治体制的缺陷，或者说，曾经保证苏共在内战中胜利的体制以及其他条件的共同作用，使得最初的小范围清洗发展成为大清洗。

苏共胜利的第一个条件是极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在内战结束后，这个制度并没有发生变化，反而在工业化时期进一步强化，权力进一步集中。由于苏联是一个大国，在中央的斯大林虽然权力集中，但每一个地方的党委第一书记同样权力集中。在没有权力制约机制的情况下，权力被随意使用的可能性随时存在。到1936年，当斯大林准备进行宪法改革时，地方党的领导人已经担任各种领导职务近20年之久。革命后，特别是在内战后，苏联出现了一个从事政治、军事领导活动的阶层。这个阶层拥有巨大的权力，在社会中享有盛誉，甚至还具有传奇色彩，他们的名字被用于命名城市和集体农庄。围绕这些人，逐渐分别形成了类部落的支持者，不同的支持者完全依靠不同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的权力随着党的权力不断集中而日益巩固，其影响不断增强。由于他们在地下工作或者内战时被委托独立行使权力并负全部责任，其纪律性与独立性同样强烈。关键是，这些领导人，“一部分已经背叛了自己的事业，但他们的功劳在党和国家面前，仍然是实实在在的功劳”。居功自傲，官僚主义乃至腐败，在他们中间发生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而苏联的政治体制并没有提供自然选择的可能，执政精英的更新就成为最大的难题，因为每一个寡头只可能选拔自己信得过的人，即自己的支持者。斯大林显然看到了这一点，他进行宪法改革，目的之一就是解决执政精英的更新问题。虽然他们仍然有极强的纪律性，但如果国家进行的改革与他们的思想或者利益发生冲突，他们将会以各种方式进行不同程度的抵制。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央，事实上并不能控制地方的所有行动。清洗转变为大清洗，就是体制中的所有这些因素同时发挥作用的结果。当这些领导人中的劣迹斑斑者被清洗时，民众表现出对清洗的支持，“因为他们把顶头上司和官僚们的突然垮台看作‘受害者梦寐以求的借助于上级判决的报应’”。俄罗斯历史学家科尔杜斯科也认为，1936-1938年间，在乌拉尔发生的干部选拔制度革命，“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干部入口，是摧毁以前在地方形成的整个组织体系，摧毁传统的类部落体制的结果”。实际上，当时的苏联社会整体上对苏共党内发生的清洗持支持态度。“如果没有苏联社会所有阶层的支持，清洗不会发展到如此大的规模。”这种支持，当然不全是出于对某些劣迹斑斑者的痛恨，而是因为，工业化为数百万的青年人打开了流动的大门，其中一些希望在政治上获得发展的青年人，也梦想着快速上升，而大清洗为他们创造了条件。这实际也是苏联体制不能为青年人提供自然选择机会的结果。

苏共在内战中胜利的第二个体制是建立了具有独立特别行动权的契卡。苏共中央对由契卡演变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行动失去控制，是苏联政治体制致命缺陷的另一个标志。契卡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内战时期，即形成了以红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的传统，而且将俄国革命中的恐怖主义传统进一步发展。在俄国革命中，一直存在着由民意党开启，由社会革命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继承下来的恐怖主义传统。1905年革命失败后，社会革命党与无政府主义者进行的暗杀活动导致了12000人丧生，其中包括俄国首相斯托雷平的儿女。内战中红白双方的恐怖主义都达到惊人的程度。契卡在内战中的经历，后来被用各种方式加以歌颂、宣传，使得由契卡演变而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不但在苏共党内和苏联政府内是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部门，而且在民众中享有名望。契卡建立时，就有一个原则，即它是对外进行斗争的部门，其工作人员不得卷入党内斗争。这毫无疑问是一个约束掌握强力大权的契卡的机制。问题在于，内战结束十多年后，契卡的名称虽然改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其地位并未降低，权限不断扩大，其内部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派别，深深地卷入到党内斗争，而且其工作人员甚至产生了进入政治领导层的强烈冲动。叶若夫的前任雅戈达，成为布哈林与左翼反对派之间的联系人，“而且具有自己特殊的非常强烈的野心”。雅戈达被揭露，强化了高层领导人的警觉。叶若夫暗中整理斯大林的罪名，当这份材料摆到斯大林办公桌上时，斯大林的心情如何是不难想象的。正是由于国家安全机构享有非同一般的权力，如同苏共地方干部中一部分人早已背叛了自己的事业，契卡当中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出于自己的利益和野心，他们就会利用清洗的机会，为自己创造进入政治领导层的机会。只有使国家安全机关与政治斗争隔离，才能使政治斗争以和平方式进行，理论争论、选举等等都是和平斗争的方式。而且，在内战结束后，内务人民委员部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经济帝国，这就是著名的古拉格（劳动改造营管理局的缩写）。在1940年，在古拉格中关押了168万多人，其中47万人是大清洗时被判处反革命罪送入古拉格的。贝利亚接管内务部后，经过平反释放了23万多人，但还有47万多人未平反。

斯大林的宪法改革失败了，但俄罗斯历史学家认为，苏联1936年宪法的制定并实施，是苏联制度演化的真正的转折点。“从1936年宪法实施那一刻起，就开始了缓慢的、矛盾的但却坚定不移的，将中央政权从党转移到苏维埃（国家）机关的进程。”这一转变，意味着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与苏联人民委员会之间进行了权力的重新配置，人民委员会在形成国家政治与经济方针上的权力大大增强。对于苏联政治体制的这种变化，俄罗斯学者也是在过去保密的档案开放后才认识到的，这就引起了对1930年代苏联政治体制的重新研究与认识。这些学者注意到，当时的苏联实际出现了双重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曾经在1934年苏共十七大拒绝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斯大林，在1941年5月出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形成个人专权。学者们普遍注意到，正是在大清洗年代，各级党委权力被极大地削弱。“可以确信，从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到1941年法西斯入侵，苏联政治体制，经历了从阶级专政向传统的公民民主的演变。这个过程是艰难的，经常伴随着大张旗鼓的强制。”“正是这个深层的矛盾，说明了在我们国家确立的社会所具有的独特性。”

重要的是，1936年宪法，实际上废除了自1917年开始执行的阶级原则。“就为数以百万计的苏联人提供了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可能性，展现或者实现自己的创造才能，使自己从底层进入到国家、艺术、科学界的关键岗位。”对于1936年宪法，俄罗斯历史学家认为，它的作用在于唤起了人民对未来生活的乐观主义。“正是由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乐观主义与人民各个阶层的主动性，1930年代的社会气氛，才不仅充满了悲剧色彩，而且也充满了由那些在创造性岗位上工作，具有健康世界观的人们建功立业的激情。”“在1930年代下半期，对苏联社会一部分人的压制伴随着源于苏联新宪法的改革，就促进了苏联社会思想与政治上的团结。因此，这个改革具有巨大的积极作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苏联人民表现出的爱国主义就证明了这一点。”

苏联政治体制变化的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斯大林逝世。而且，苏联政治体制变化的总趋势，是强制逐渐减少，控制逐渐放松。这个趋势也扩大到其他领域。“斯大林采取了一些了措施来反对由革命产生的虚无主义，恢复了爱国主义的地位，促进了艺术特别是采用古典形式的建筑艺术的发展。……他采取措施巩固了家庭制度。为许多俄国过去的历史活动家‘正名’，停止了对教会的调查。”当然，与此同时，对“人民的敌人”的惩罚也一直在进行。

战争是对苏联政治体制可靠性与有效性的检验。历史证明，苏联政治体制经受住了检验。这不是因为苏联政治体制加强了强制性，而是因为从1936年宪法改革开始，苏联政治体制变化的总趋势给了人民以希望，而对俄国历史传统的重新肯定，也激发了人民的历史自豪感。“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没有在1930年代建立的巩固的经济与政治基础，要取得战争胜利是不可能的。”“苏联集中化的行政命令体制，在战争的极端条件下，具有充分的效率，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下，能够将国家的所有力量、所有资源动员起来投入到战争中。”在战争期间，东正教会获得了更多的活动自由。

战争结束后，苏联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胜利感使人民产生了巨大的、统一的、对光明未来的期盼。然而，与美国不同，苏联遭受的战争损失太大，人民的期盼与国家现实之间的差距，就是潜在的危险，1945年7-9月，在西伯利亚发生了工人骚动，工人们要求改善劳动条件。为庆祝胜利，苏联政府实行大赦，也带来了犯罪上升的问题。从西欧战场返回的官兵们，带回来自由思想。这一切都与国家重建的艰巨任务相冲突，也与当时苏联的政治体制相矛盾。“毫无疑问，1946-1953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残酷行为、不公正行为和强制行为。但正如事实所证明的，国家的‘政治气候’比战前年代要宽松，更不要说比集体化年代和革命年代宽松多了。”实际上，战后苏联社会出现的改革要求，并不是因为社会环境更严厉了，而是苏联人民的需要经过战争发生了变化，但改革的阻力已经来自各个方面。

1948年，斯大林准备在莫斯科举行俄国东正教教会自主500年庆典，这引发了党的基层组织的不安，因为这将出现思想竞争。“所有这一切，在高层导致了一次不大的冲突。”“重新开放的教堂又被关闭了。直到斯大林逝世，没有再开放新的东正教堂。至于赫鲁晓夫，他就是进攻教会了。”这说明，苏联政治体制已经出现固化现象，对其进行改革绝非易事。

战后年代先后发生了“列宁格勒案件”和“医生案件”，使得社会又开始出现紧张气氛。但俄罗斯历史学家的研究说明，这两个案件都是战争时期形成的新的党内派别争夺领袖继承权而展开斗争的结果。对于“医生案件”，“斯大林并不倾向于开始调查，因为他知道日丹诺夫得了重病”。通过“医生案件”，“形成了新的政权中心：马林科夫、贝利亚与赫鲁晓夫”。“医生案件”对于新的权力中心的意义在于，苏共中央可以控制国家安全部的工作。根据《关于国家安全部的决议》，“第一书记‘应该知道所有特工的名单’，这就破坏了特工工作的基本原则：所有特工都要尽可能地匿名”。权力争夺能够造出社会紧张，但并不意味着社会仍然停留在1930年代，再出现大清洗的社会条件实际已经不存在。

斯大林晚年发表了两部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两部著作理论价值如何，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他为什么要发表这两部著作，特别是第一部。俄罗斯历史学家巴兰金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的出版，大多数苏联学者，首先是人文学者的理解是，斯大林的见解，使学者们摆脱了当前由于意识形态教条造成的学术研究中的谨小慎微。“这说明，斯大林非常不满意由党的机关和大量‘书呆子’与‘学究’所进行的意识形态工作。他试图激发他们的生机与活力，使他们摆脱停滞状态。”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按照俄罗斯学者的研究，这是在为经济改革进行理论准备，因为这部著作提出了重视价值规律问题，即提出了价格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

1952年10月，苏共召开了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马林科夫代表中央作了报告，在政治部分，他用了1/3的篇幅批评了苏联社会和苏共党内存在的种种弊端，提出了反对腐败的问题；在经济部分提出了调整经济比例问题，强调了注意发展生活资料工业；在文化部分，提出了要有苏维埃的果戈里与谢德林，即文艺要干预生活的问题。在大会后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建议将苏共中央政治局改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并建议增加主席团成员。最后，斯大林提出，他太老了，不能履行所有的职责。他可以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并参加政治局会议，但不再担任总书记，也不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在斯大林提出这个要求后，“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一片喊声：‘请留任！’‘不要离开！’”，更有中央委员泪流满面，哭喊着要求斯大林留下。个人崇拜是俄国历史传统的一部分，实际上也是苏联体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苏联的政治发展中，个人崇拜始终存在，甚至延续到普京时期，其差别仅在于程度而已。

实际上，苏共十九大前后，斯大林又在思考改革问题。马林科夫的报告已经提出了问题，批评了党内各个方面的弊端。既然问题提出来了，必然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斯大林已经没有时间了。晚年斯大林是否回忆起宪法改革的失败，无人知晓，但他显然希望继续进行改革，这正如俄罗斯历史学家雷巴斯所说：“斯大林回到改革苏联政治体制的思想，是在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力量时，即他的生命将要完结时。”但斯大林一直没有采取措施来纠正大清洗的遗留问题，这就留下了许多矛盾。由于宪法改革的失败，斯大林留下的就是一个弊端已经充分暴露，而政治体制始终在矛盾进程中变化的遗产。

第三节　在改革与稳定中走向衰败的苏联政治体制

斯大林去世时，苏联政治体制的弊端已经充分暴露，虽然苏共十九大提出了初步的改革设想，但改革进程还没有启动。由于苏共十九大没有解决斯大林身后的继承问题，在改革迫在眉睫的形势下，苏共领导集团却首先陷入了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

两次政治密谋与被延误的改革

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二天，1953年3月6日，苏联部长会议与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会上，贝利亚提名马林科夫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会议顺利通过了这一建议，马林科夫当选为苏联新的部长会议主席。会议选举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林和卡冈诺维奇为部长会议副主席。但苏联的继承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仍然没有产生。

曾经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谢皮洛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最有可能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是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在党内和国内，没有一个人认为，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贝利亚，将可能成为斯大林的继承人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或者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当然，他们使用了其他方法：许愿、阿谀奉承、阴谋和诽谤，朝着一个确定的方向行动。”“在领袖去世的那天，所有人，除了赫鲁晓夫和贝利亚——他们正在谋划自己的路线图，都认为，应该防止在党和国家体制中再次出现个人专权的现象。不过，经验告诉我们，需要做好准备，不要贸然行事，这样才能在行动上而不是在口头上恢复党、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列宁主义原则。”所以，必须实行改革实际是当时所有苏联党政领导人的共识，包括贝利亚在内，而并非是后来被称为改革者的赫鲁晓夫。而且，贝利亚和赫鲁晓夫都希望能够成为党的领导人，但两人的行动方式表面不一样，目的却是一样的。而且，他们都准备通过非斯大林化来达到目的，他们当然都知道宪法改革是如何失败的，但似乎都不准备说明真相。

在3月9日斯大林葬礼后，苏联领导人立即开会讨论如何对待斯大林及其政策的问题，会议持续近一周。会议上多数人都提出了政策需要大幅调整与体制改革问题。

会议结束后，“贝利亚发起了一系列自由化与非斯大林化的改革，特别是非俄罗斯化的民族政策。这些改革有一部分是为使新领导人获得广泛支持而提出的”。他还明确向其他领导人表示，要恢复法制，要限制国家政权机关滥用权力，不能平白无故地将人关进劳教营，要缩减安全部门的编制；比马林科夫更明确地提出反对个人迷信；主张给加盟共和国更多的权限，更多地使用民族干部；主张缓和国际局势，不要强迫东欧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至少速度不要那么快；他还主张削减军费，将更多资金用于人民生活等等。而且，贝利亚认为，所有领导人都必须坦诚地向人民讲清楚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初国内到底发生了什么，自己在大清洗中的表现，那时一切才能真正开始。

斯大林葬礼后不到半个月，新领导人对斯大林的态度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3月22日起，斯大林的名字从报纸上消失了，不久，“斯大林宪法”被改称为“苏联宪法”。在贝利亚主持下，苏联发布大赦令，大赦判刑5年以下的犯人，100多万犯人被释放。几天后，报纸发布内务部公告，宣布“医生的阴谋”不存在，为所谓的“医生谋杀案”平反。“贝利亚开始了摧毁古拉格系统的行动，致力于使人获得自由，尽管是部分自由。根据贝利亚1953年的建议，古拉格系统实际上被摧毁。”这些都表明，贝利亚准备在对苏共的历史遗留问题进行清理的基础上进行政治改革，但他以非斯大林化入手，表明他的改革不会走得太远。

在贝利亚采取实际措施来解决斯大林遗留下来的问题，缓和国内紧张局面时，赫鲁晓夫却不断地在其他领导人之间进行密谋反对贝利亚的活动。通过一系列的私下交谈，赫鲁晓夫成功地使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两位苏联主要领导人以及国防部长布尔加林支持自己清洗贝利亚的计划。然后，赫鲁晓夫成功地说服朱可夫等苏联高级将领动用国防军来实现自己的计划。作为国家安全机关首脑的贝利亚，对这些密谋毫无所知。

6月26日，当贝利亚完成平息东德骚乱从柏林返回时，立即被清除。这就是在俄罗斯至今仍是悬案的贝利亚案件，他到底被使用什么手段、在什么时间被处决的，至今没有可靠的说法。赫鲁晓夫对贝利亚的指控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捏造罪名，比如指控贝利亚是英国间谍、贝利亚准备搞政变。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贝利亚如果要搞政变，不可能对针对自己的阴谋毫无所知。苏联解体后开放的档案文件也说明，对贝利亚的指控中没有发动政变的具体内容。对贝利亚的其他指控全部涉及贝利亚的改革和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苏共中央1953年7月全会对贝利亚进行了全面批判，恰恰这些批判使后人得以了解贝利亚提出的那些改革举措。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安德列耶夫在7月全会上的发言中说道：“千百万人都知道，天才的个人具有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也都知道，列宁与斯大林的作用是什么。现在居然提出什么个人迷信问题，这就是贝利亚的招数。”这充分地说明了，对贝利亚的清除与批判恰恰与当时苏联的发展要求背道而驰，但也说明，贝利亚并不准备说明全部真相。

从斯大林去世到贝利亚被清除掉，时间共113天。对贝利亚在这113天中的改革，俄罗斯历史学家洛莫夫写道：“一批当代作者积极评价贝利亚在斯大林去世后的行动，贝利亚的行为被看作是非斯大林化的第一个尝试，是走向解冻的第一步。”而美国历史学家陶博曼也认为：“他的改革预示了赫鲁晓夫甚至是戈尔巴乔夫的行动。”问题在于，贝利亚长期情报工作的经历，使他对问题的判断更准确，行动也更严密，类似赫鲁晓夫后来那样的草率行动，可能不会发生。而且，由于要除掉贝利亚，贝利亚提出的改革要求就必须停止，因为这些要求已经在苏共中央7月全会上受到全面批判，于是，苏联的改革被延误了三年。清除作为苏联第二号领导人的贝利亚，同时清洗了一批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其手法与大清洗一样，这就再一次将苏联政治体制的致命缺陷暴露出来，即苏共和苏联政府包括军方最高领导人完全不受任何制约，几乎所有政治行为包括决定国家最高领导人命运这样的政治行为，都可以由个人意志所决定，蔑视法律的俄国传统，在苏共领导人身上鲜明地表现出来。

除掉贝利亚，赫鲁晓夫向着获得苏共的最高领导权接近了一步，但他并没有完全的把握，他面临的下一个障碍就是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按照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分工，苏共中央主要从事政治、宣传与组织工作，部长会议主要抓经济建设。马林科夫成为部长会议主席后，立即提出调整经济政策，减轻农民负担，注重发展轻工业等等，在民间有了良好的口碑。1953年11月，赫鲁晓夫的朋友、国防部长布尔加林向马林科夫建议，选举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马林科夫无法拒绝，因为当时苏共党内和苏联国内已经对一人兼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的个人专权现象不满。于是，在随后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终于如愿以偿地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从1954年开始，在莫斯科和外省，召开了一系列领导干部和专家参加的会议，这些会议不但讨论农业问题，也讨论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问题。赫鲁晓夫马不停蹄地走遍苏联各地，到处发表讲话，干预地方领导工作。这样，赫鲁晓夫就成功确立了自己的声望。他明确宣布，要将党的职能转变到对所有国家与社会机关实行绝对领导方面来。马林科夫被排挤到第二位，他已经明白，自己厄运难逃。

对马林科夫的第一次打击很快就来了。1954年1月24日的《真理报》发表了谢皮洛夫的文章《党的总路线与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文章强调了党在所有重要生活领域的领导作用，并将优先发展轻工业和消费品工业的政策定性为修正主义，是一种右倾思想。谢皮洛夫批判的思想正是马林科夫在1953年提出，并受到欢迎的思想，当时也未发生争论。在第二天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会议一开始就直接对马林科夫提出批评，马林科夫被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在1月31日的报告中，赫鲁晓夫说，马林科夫作为政府首脑，缺乏足够的政治敏锐性和布尔什维克领导者的坚定性。马林科夫提出加快轻工业发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所以，一些无能的经济学家抓住马林科夫同志的错误讲话，就苏联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提出了反马克思主义的、反斯大林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优先发展轻工业。”马林科夫辞职后，赫鲁晓夫的朋友布尔加林出任部长会议主席，曾经在关键时刻支持他清洗贝利亚的朱可夫重新当上国防部长。从布尔加林建议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到布尔加林当上部长会议主席，包括谢皮洛夫的文章，显然都不是毫无关联的偶然事件。赫鲁晓夫在自己的报告中将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将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并列，其政治形象显得更是一个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而不是改革者。不论其动机是什么，他扳倒马林科夫的第二次密谋，使得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向的转变被推迟了，而且特别有害的，是此后的苏联没有人再敢于提出优先发展轻工业的思想，苏联经济因此长期不能摆脱加速工业化时期确立的发展战略。他将斯大林宪法改革后已经实行的党政分工重新转变为党领导一切，不但扭转了斯大林开始的符合国家政治发展趋势的改革，使苏联政治体制特别是领导体制重新回到1936年以前，实际上也就将苏联的政治改革引入了死胡同，同时，也对后来苏联经济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停滞，在很大程度上是苏共对经济生活过严监督造成的。”

从苏共二十大到苏共二十二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困境

赫鲁晓夫通过密谋，如愿以偿地登上苏联的权力顶峰，并重新将苏联的经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置于苏共的领导之下，而且让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布尔加林当上部长会议主席。密谋活动可以获得权力，却不能解决苏联面临的紧迫的政治问题。从1953年到1955年12月，苏联政治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变化时期。在这个时期，一些大清洗时被处理的党员干部得到平反，但数量不多。斯大林在苏联报刊上的宣传又回到1953年3月22日以前的状况。尽管苏共领导人将大清洗的责任全部推倒贝利亚头上，然而，许多受害者及其亲友却清楚地知道情况并非如此。要求说出真相，给受害者以公正的信件在党政机关堆积如山。赫鲁晓夫及其盟友虽然夺得了苏联的党政大权，却没有在政治与社会生活方面取得令人信服的成就，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势必影响到他们权力的稳定性。赫鲁晓夫并不打算也不可能说出全部真相，他的选择就是将所有的责任推到斯大林头上，而回避清洗如何发展为大清洗的问题。

在决定要否定大清洗后，赫鲁晓夫采取的方式一如既往，即在极小的圈子内进行准备工作。所需要的材料准备就绪后，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前，召开了一个参加人数不到十人的历史学家会议，就起草完毕的报告讨论了三天。在苏共二十大前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准备的报告遇到了不同意见。在苏共二十大实际上已经结束的当天晚上，在只有苏共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一个令所有代表震惊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赫鲁晓夫透露了30年代大清洗以及后来几次清洗的细节，描述了斯大林的粗暴，斯大林被指责为白痴，对军事一窍不通等等，但对于斯大林的动机、大清洗能够发生的原因、苏共各级干部在大清洗中的作用却没有涉及，特别是斯大林宪法改革前后发生的事件，赫鲁晓夫只字未提。而且，报告也有不少伪造的内容。美国新泽西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格罗夫·弗尔对赫鲁晓夫的报告与其他档案文献进行对比研究后指出，赫鲁晓夫“为了获得自己希望的‘结论’，只能借助欺骗与伪造”。他还指出，“赫鲁晓夫的谎言给西方提供了丰富的想象”，而且，“争夺权力的斗争，在促使赫鲁晓夫决定在苏共二十大作揭露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报告起了不小的作用”。由于赫鲁晓夫根本不敢说出真相，而是想将大清洗的责任完全推到斯大林身上，他要进行的所有改革，都不可能达到斯大林宪法改革的程度。而且，他提出的恢复列宁主义原则，恰恰不符合苏联政治发展的要求。因为列宁主义的政治原则，带有浓厚的革命现代性的想象，其与现代国家建设之间的矛盾，已经被苏联1930年代的历史证明。

二十大后，仅在一年内，就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走出劳改营，大批大清洗的受害者被恢复了名誉。但事态的演变马上使赫鲁晓夫陷入困境，一方面，在党组织的会议上，对赫鲁晓夫报告的讨论，“很快就从对斯大林的批判转变到对苏联体制的批判。在莫斯科热电实验室、科学院社会科学部、东方与民族学研究所和列宁格勒作家协会，讨论了苏联体制的失败”。另一方面，在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近万名群众举着斯大林画像示威，反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指控，在党内对赫鲁晓夫报告的指责也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作家柯切托夫在小说《叶尔绍夫兄弟》中直接指责二十大后活跃的都是那些拉关系、搞阴谋和一心向上爬的野心家。而了解内情的受害者并不领情，而是要求说出真正的真相。从集中营获释的罗莎·特雷沃斯在克里姆林宫遇到赫鲁晓夫后说：“是你，而不是斯大林要为处决我叔叔，将我关进集中营负责，是你，而不是斯大林要对大清洗负责。”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动荡与中国共产党的不同意见，西欧国家共产党出现的党员大批退党等情况，使得赫鲁晓夫不得不向后退缩。

在195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讨论了赫鲁晓夫提出的改革工业管理体制的方案，即撤销绝大多数联盟与共和国的工业部，代之以地方经济委员会，而且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改革。由于分歧太大，全会未能通过这个方案。在继续讨论的过程中，莫洛托夫准备了一份说明，特别强调要注意中央的监督。在3月全会上，赫鲁晓夫批评莫洛托夫“不相信这个事业，完全脱离了生活”。赫鲁晓夫要求全会谴责莫洛托夫，罪名是“不尊重集体”。这表明，赫鲁晓夫不能接受不同意见，而后来的发展却说明，莫洛托夫的说明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如果采纳其中的合理部分，苏联的工业管理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混乱可能就不会那么严重。

1957年6月18日，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提出，由于赫鲁晓夫专横粗暴，个人说了算，改革措施轻率，建议撤销赫鲁晓夫的职务。主席团中7人反对赫鲁晓夫，3人支持赫鲁晓夫。利用会议争论不休的机会，赫鲁晓夫召集书记处会议，认定反党集团已经形成。赫鲁晓夫通过其支持者将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员集中到克里姆林宫，又通过朱可夫用军用飞机将外地的中央委员集中到莫斯科。于6月22-29日召开中央全会，会议主题——讨论赫鲁晓夫在第一书记岗位上的工作。这一次，赫鲁晓夫又通过密谋转危为安。会议第一天，首先发言的是朱可夫元帅。他在发言中避而不谈会议主题的内容，而是转而指责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在大清洗中的责任。于是，会议讨论从预定的针对赫鲁晓夫的话题，转向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的批判。最后，会议通过关于马林科夫等人反党集团的决议，以撤销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委员职务而结束，赫鲁晓夫信任的人填补了新的空缺。原来准备在会议上发言批评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一见风向已转，立即转变立场。而朱可夫得到的回报是，进入苏共中央主席团。一位与会的中央委员许多年后写道：“不公正是显而易见的，想一想‘反党集团’这个谎言的标签。难道能够称这些人为反党集团？他们许多年来就是著名的党务工作者。他们中一些人与赫鲁晓夫不同，在革命前就已经入党了。”对不同意见予以无情打击，表明赫鲁晓夫并不具备领导苏联改革的基本素养，而且是一个新的环境中的独断专行者。1958年，曾经帮助赫鲁晓夫登上权力顶峰的布尔加林被撤职，赫鲁晓夫亲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在斯大林刚去世时苏共党内形成的不能再次形成个人专权的理念，被赫鲁晓夫完全破坏，而且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在此基础上，赫鲁晓夫一方面大力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同时又在制造对自己的个人迷信。这是苏共走向衰败的第一个迹象。

因为没有人敢于对赫鲁晓夫提出批评，加上赫鲁晓夫行事轻率的作风，从1957年开始，赫鲁晓夫的几乎每一个决策都存在问题，有的决策则根本错误。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导致了经济混乱，造成消费品供应紧张；五年内在肉类生产方面赶超美国的口号导致了弄虚作假之风的蔓延，他树立的肉类产量一年翻一番的典型——梁赞州委书记因造假无法继续自杀，成为影响巨大的丑闻，食品供应出现下降。这使得赫鲁晓夫的个人威望在1961年急剧下降。

不满情绪的蔓延，使赫鲁晓夫担心已经被打倒的莫洛托夫等人在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提出审查党的路线，“以便对6月全会进行反攻倒算”。面对政治上的困境，赫鲁晓夫再次乞灵于非斯大林化，以转移全党和公众对其政策的不满。他再一次擅自修改已经过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通过的大会报告，加上了揭露大清洗中斯大林行为的内容，并将莫洛托夫等人拉出来批判。本来主题是讨论新的苏共党纲的二十二大，再次变成了谴责斯大林的大会。“所有的人赶忙改写已经准备好的发言稿”，紧跟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最后，苏共二十二大通过决议，将斯大林的遗体迁出列宁墓，葬在克里姆林宫的墙下。

二十二大以后，苏联再次进入非斯大林化的高潮。所有的报刊都在发表回忆录和对斯大林进行批判的文章，全国各地的斯大林塑像都被拆除，斯大林格勒被改名为伏尔加格勒。但非斯大林化再次陷入困境。“在斯大林格勒，重新命名城市遭到了广泛的抗议”。“使用了多种手段之后，抗议才被平息”。在1962年6月，因为食用油涨价而引发的诺沃切尔卡斯克的工人罢工中，罢工工人散发的题为《论假列宁主义者》的传单，指责赫鲁晓夫是骗子、假仁假义者，许诺改善人民生活，却降低了工人的实际工资。传单写道：“斯大林和他的追随者，全心全意地奔向共产主义，不像你们这些整天只知道指手画脚的骗子。”另一方面，对苏联体制的质疑比1956年更加强烈，赫鲁晓夫不得不再次后退。

非斯大林化再次陷入困境，除了没有抓住关键外，根本原因还在于，赫鲁晓夫使用的仍然是苏共从1917年来一直使用的革命动员的方式。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日常生活水平能否得到提高。从这个角度进行分析，可以说，赫鲁晓夫仍然是革命现代性的体现者，而苏联人民现在需要的是另一种现代性。

在苏共二十二大以后，赫鲁晓夫在政治领域推出了两项改革措施，恰恰是这两项改革措施，最终成为他下台的主要推动力。

苏共在二十二大以后进行的第一项改革是实行干部轮换制，即在每次例行选举中，苏共中央委员和主席团成员，每次更换1/4，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和州一级的党委，每次更换1/3，其他各级党委每次更换一半。赫鲁晓夫进行这项改革的动机同样复杂。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格里申认为：“赫鲁晓夫总是对人充满怀疑，不相信干部，害怕有人取代他在政权中的地位。”改革的结果是：“在领导机关同时在地方开始了无休止的干部轮换，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府成员、州委书记和其他干部经常更换。这造成了干部地位的不稳定，降低了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人们习惯于按照上级命令办事。”

赫鲁晓夫的另一项改革也许是世界上最为奇特的改革，将地方各级党委，按照生产原则改组为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即除了中央之外，所有的地方党委都一分为二，地方各级苏维埃也按照这个原则进行改革。同时，在苏共中央和共和国中央成立中央工业生产领导局和中央农业生产领导局。苏共自立党开始，擅长的就是宣传、组织与政治决策，而不是具体的行政管理。将地区的党委分为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文教卫生、司法等部门如何领导？所以，这项改革实行不久，苏联就在已经出现经济混乱的同时，出现了政治混乱。“将州委划分为工业党委与农业党委同样产生了许多冲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失去了工业企业的支持，不同党组织之间出现了相互推诿的现象。党自身出现了不稳定。”

经济与政治混乱，使苏共党内对赫鲁晓夫的不满与日俱增。“形势的急剧恶化，产生了更换党和国家高层领导的必要性。在苏共中央形成了一个领导人的集团，准备实施一项艰巨的任务，撤换赫鲁晓夫中央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这是一项有风险的任务，如果失败，将承担极严重的后果。”

1964年10月12日，当赫鲁晓夫正在皮聪大度假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克里姆林宫开会，同时通知苏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到克里姆林宫大厅开会。主席团会议仍在进行时，中央全会同时召开。当会议达成一致意见后，勃列日涅夫通过电话通知赫鲁晓夫前来参加会议。在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建议赫鲁晓夫退休。赫鲁晓夫仍然希望用过去的手段搬回局面，但除了米高扬，所有的中央委员都对他的工作提出批评并建议他退休。最后赫鲁晓夫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表示愿意签署一份退休声明。声明很快起草完毕，赫鲁晓夫签字后，从此离开了苏联的政治舞台。以政治密谋上台并以政治密谋击败一个又一个对手的赫鲁晓夫，在他人的政治密谋中黯然下台，反映出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与所有改革并没有改变苏联的政治生态，俄国政治传统仍在继续起作用。

赫鲁晓夫签署退休声明后，苏共中央全会继续召开。会议选举勃列日涅夫接任赫鲁晓夫的职务，同时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选举柯西金出任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在赫鲁晓夫不断失败的改革后，进入到政治稳定时期。

干部稳定政策与苏联的政治稳定期

勃列日涅夫曾经被研究者认为是一个平庸的行政领导人，但新的研究证明，并非如此。尽管勃列日涅夫和其他人迫使赫鲁晓夫下台，却没有在上任后不久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上批评赫鲁晓夫的错误，“但又寻求克服赫鲁晓夫‘唯意志论’在各个重要方面的表现”。勃列日涅夫不认为自己什么都懂，重视更有知识更有经验的人的意见。二十三大报告的草稿在定稿前送给领导干部们讨论，政策顾问的作用和地位都大大提高了。勃列日涅夫追求通过协商而不是个人创意来制定政策，“这为他赢得了来自地区领导人的支持，他与这些领导人保持着密切接触”。“勃列日涅夫领导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避免走极端”。

勃列日涅夫领导作风的这些特点，决定了他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既纠正赫鲁晓夫那些造成混乱的政策，同时又明确表示将继续坚持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路线，并且否定了那些要求全面恢复斯大林时期政策与继续更加深入的非斯大林化的建议，这种平衡策略使勃列日涅夫获得了党内多数人的支持。

勃列日涅夫首先采取的措施，是纠正赫鲁晓夫那些不得人心又造成混乱的改革与政策。将地方党委划分为工业党委与农业党委的改革、干部轮换的制度等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措施被废除。造成经济混乱的工业管理体制改革也被取消，重新恢复了中央经济计划的统一管理。在苏共中央的领导中，自斯大林以来第一次形成了真正的集体领导，所有重大问题都要拿到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他是一个注意团队作用的人，而不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勃列日涅夫行事谨慎，不急不慢，习惯于听取同事的意见。”在政治局或者书记处开会时，勃列日涅夫几乎从来不首先发言，如果会议上发生较为严重的意见分歧，他也不会立即表态结束争论，而是将争论放到下一次会议继续。这一切似乎都显示出勃列日涅夫是一个具有良好民主作风的领导人，其消极后果也逐渐显现，即没完没了的争论导致一个问题讨论十几次仍然不能达成一致，影响工作效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这种集体领导实际上变成了一种不负责任的对一些棘手问题陷入没完没了空谈的工作作风。

在对赫鲁晓夫改革造成混乱解决完毕之后，勃列日涅夫采取了干部稳定的政策，即在废除干部轮换制以后，对于干部队伍的主体保持稳定，既不轮换，也不频繁调动工作。从苏共二十三大到苏共二十五大，苏共领导干部的更换率不到10%。自苏共执政以来，苏共干部队伍第一次保持了长期的稳定，消除了自革命以来，在党政机关中始终存在的紧张状态，体制具有了稳定性。在体制稳定的情况下，勃列日涅夫也对党政关系、党与群众组织的关系、党与苏维埃的关系进行改革。这些改革中，特别强调发挥苏维埃的作用。苏联为此颁布了一系列法律，不管这些改革的效果如何，但改革对这些关系的调整，也起到了稳定体制的作用。

勃列日涅夫稳定干部队伍的政策，使苏共领导干部第一次可以在没有政治恐惧和人事焦虑中安心地开展工作。干部心态的这种转变，对于1965-1973年间苏联经济再次出现较高速增长，无疑起到了组织保障作用。

如同对待党内关系以稳定为主一样，勃列日涅夫对国家治理的思考也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完全不同。勃列日涅夫将自己的国内政策概括为一句话：“保障苏联人民的平静生活。”他认为：“斯大林的清洗与赫鲁晓夫的改革，使人民不能确定明天会怎样，现在必须使人民能够确定地看到未来。”基于这种认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全民动员以实现某个目标的情况，苏共也没有再提类似于赫鲁晓夫提出的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的口号。保持社会稳定，同时使苏联人民享有更多的工作选择自由、社会迁移与流动自由，就成为勃列日涅夫时期主要的政治特点。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居民自由流动的限制虽然还没有完全取消，但已大大放松了。到了1970年代中期，苏联公民每年出国的人数已经达到270万，其中175万前往社会主义国家，其余的前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者第三世界国家。社会流动的程度也大大提高了，任何人只要具有应有的才能与需要，都有可能沿着社会阶梯向上流动，甚至也有可能进入党政机关，其开放程度超过了英国。这些变化部分是苏共政策改变的结果，部分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同时，经济的继续发展，也使得苏联的社会福利体系更加全面，苏联人民第一次可以平静安逸地生活且没有后顾之忧。

俄罗斯历史学家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对于苏联普通劳动者，那些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内，饱受磨难的大多数人，是最有利的时期，是他们的天堂。没有战争，没有革命，没有动荡，没有饥荒，生活悠闲”。因此，他们将勃列日涅夫称为黄金时期的领导者。当然，这个评价只能适用于1964-1975年的苏联，而不能用于评价1980年的苏联。

如果从现代性角度来认识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其理解可能更准确。从1917年革命，到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都是不断革命的过程，没有转变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具有革命现代性的特点。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一直受到苏共为实现其目标所进行的革命的影响。但革命现代性并没有成为苏联人民期待的日常生活的自然的组成部分，相反，其日常生活还经常受到革命现代性的影响。长期的革命动员，到了1960年代，已经不被新一代所理解。赫鲁晓夫并不理解这一点，仍然大规模使用革命时期形成的动员机制，其所有努力最终使社会反感。勃列日涅夫的政策出发点，就是从满足普通苏联人的日常生活需要出发，苏联的革命现代性，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转而体现为普通苏联人安详的日常生活。“这样，勃列日涅夫时期作为革命现代性日常生活化的标志，就可以得到最准确的理解。”

苏联政治体制的衰败

勃列日涅夫实行的稳定政策，虽然实现了革命现代性的转变，但也使得苏联的日常生活逐渐与革命现代性的制度体现之间出现脱节，或者说断裂。这不仅体现在苏共的意识形态未能发生相应的转变，渐渐失去了对苏联人民曾经具有的号召力，而且也体现在苏联的政治体制越来越难以满足注重日常生活的苏联人民的政治需要。相反，由于长期执行稳定干部队伍的政策，苏共的干部队伍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整体性的保守化趋势，但稳定政策并不能自动消除苏联政治体制存在的缺陷或者说弊端。如果说，在革命现代性占据支配地位时，这些缺陷有时可以被革命现代性激起的热情所减轻甚至暂时克服，那么，在革命现代性日常化后，苏联体制的缺陷，将因为干部队伍的整体保守化而成倍放大。由于勃列日涅夫对进行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缺乏认识，苏联政治在1975年以后，逐渐走向衰败。

苏联政治衰败的第一个迹象是，苏共的意识形态到1970年代后期，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对客观世界的分析和符合实际的说明，对苏联人民特别是对苏联青年已经完全失去了影响力。勃列日涅夫为了纠正赫鲁晓夫20年实现共产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口号，在干部队伍稳定以后，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但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仍然缺乏对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和苏联社会变化的实际分析，因而在最初发挥了纠正赫鲁晓夫错误、重新确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功能外，在绝大对数时间内，这个理论基本上属于自说自话。当然，这并不妨碍一些学者和理论家继续鼓吹“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用两种理论说话，是他们的行为准则。理论能力的衰退，使苏共失去对苏联人民的影响力的同时也不能正确认识变化不断加快的世界与苏联社会，其对社会变化的回应，越来越脱离实际。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设立了更多的国家荣誉奖。在1975年以后，在长期的稳定与苏联制度缺陷的共同作用下，勃列日涅夫的虚荣心迅速膨胀，而初期谨慎的作风被追求虚名所取代。于是，对勃列日涅夫的个人迷信又被制造出来，而勃列日涅夫也开始热衷于对自己的个人迷信，并热烈地追求各种国家荣誉。1976年，在勃列日涅夫70岁生日时，勃列日涅夫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元帅军衔。同时，他不断给自己颁发各种荣誉勋章。在执政18年的时间里，勃列日涅夫共获得勋章64枚，其中包括文学奖和苏联科学院颁发的专门表彰学术与理论贡献的卡尔·马克思金质奖章。这些现象的出现，“对个人迷信及其对苏联政治生活的消极作用，是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关键问题。赫鲁晓夫以及后来的苏联领导人鼓励对自己的个人迷信，说明对领导人的迷信是苏联政治体制的必要条件”。

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在执行干部稳定政策的同时，恢复了曾经被取消的干部特权。“1970-1980年间，国家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被称为职官名录：一群能够进入领导集团的精英。”权贵集团享有各个方面的特权：国家为他们建立了专门的内部商品，商店里各种商品应有尽有；他们不但在市内拥有住房，而且还在郊区拥有别墅；他们的子女比普通人的子女更容易进入教育质量高的学校；他们最大的特权，是可以定期到西方国家旅行，返程时可以带回各种外国商品。到1970年代中期，仅莫斯科就已经开设了100多家这样的商店。职官名录上的干部特权并不一样，它以干部级别进行分配，级别越高，特权就越多。这个概念最初并没有政治含义，而且，苏共各级干部也自称是这个名录上的成员。这是一个俄国特有的名词，在苏联时期出版的多种词典中都收录了这个词汇，它成为一个贬义词是普通苏联人对特权制度不满的反映。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列入权贵榜的干部一共有大约50万名。苏联科学院院士萨哈罗夫认为，“在20-30年代，最终在战后年代，我国已经形成了按照其自称的‘职官名录制’，按照吉拉斯所说，即‘新阶级’。”

特权与职官名录上的职务相联系，而不是与特定的个人相联系。要想得到特权，就必须进入职官名录，要想保住已经得到的特权，就必须保住已经获得的职务。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获得与保持职务的最佳途径，就是找到一个上级保护人。这就导致了裙带关系、庇护与依附关系和腐败的迅速蔓延。勃列日涅夫在干部任免中首先开了这个头，到1981年，苏共中央政治局13名成员中，有8名曾经与他有上下级关系。

这种做法在苏共一些领导干部中流行。干部稳定的政策，使得苏共的大多数干部长期在一个地区或者部门工作，1970年代末的一次调查显示，苏共70%的干部一生只在一个州工作。这就使得一些干部逐渐将自己主持工作的地区或者部门变成了个人势力范围。他们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挑选了能力很差但很听话的人，目的在于在党的例行选举中保住职务，个人势力范围由此形成。在个人势力范围内，形成一种庇护与依附的关系：以一个高级干部为中心，形成一个类似于家族的私利集团，在这个集团内，这个高级干部庇护他的下属，其下属反过来也保护他。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拉西多夫在乌兹别克担任了20年党的第一书记，乌兹别克所有领导部门的干部选拔，主要依据对他个人的态度。他的亲属有14人在乌兹别克党中央机关中任职。尽管拉西多夫领导下的乌兹别克出现了许多问题，但由于勃列日涅夫对他的信任，拉西多夫在乌兹别克的地位就无法动摇。虽然苏共中央收到了大量乌兹别克的群众来信反映乌兹别克的各种问题，拉西多夫仍然因“工作出色”获得了多达12枚勋章。

个人势力范围的形成，瓦解着苏联的社会与政治稳定。它使领导集体中特定利益与地区利益的代表开始形成自己的势力基础，地方主义（在加盟共和国则是民族主义）开始顽强地表示自己，苏联谋求政治与民族关系稳定的努力都受到威胁。

最终，干部稳定政策与势力范围的形成，导致腐败无法遏制。“没有任何政治体制会对腐败网开一面，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对腐败的鼓励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失去了崇高信仰的这些人，在尽可能地利用自己的权位获得个人利益时，没有心理障碍。”“这是一个为了达到实用目标，普遍使用欺骗与贿赂手段的社会。”腐败在中亚各共和国和高加索各共和国特别严重，一些党的领导人已经变成了百万富翁，而且他们的财富都已兑换成美元。腐败在苏联政权的中枢苏共中央也蔓延开来。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女婿都卷入了腐败。“这是苏共历史上新的一页，肮脏的恶性疾病削弱并毁坏了党的免疫系统，破坏了党的巩固。许多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和中央委员都卷入了不同类型的欺诈活动。赠送昂贵的礼品，包括向总书记赠送礼品，都被看作是正常的。”“这种现象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流行。”

当腐败在苏共与苏联国家机关的各个层面蔓延时，自然规律也在苏联的政治衰败中发挥作品了。长期的干部稳定政策，导致的另一个不良后果是苏共干部队伍的老化。到1980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70岁，是苏共建党以来年龄最高的中央政治局。苏共领导层的老化使苏联政治迅速衰败。苏联的体制决定了没有来自中央的推动，地方就会逐渐陷入无所事事的状态。已经老化的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的大多数已经没有了任何进取心，也就没有任何长远的国家发展的设想，更没有改革的念头。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国家的各个机关都采取了官僚体制在过渡时期最常用的方法，他们谨慎小心地等待新的领导人提出新的方针。苏联精英们的态度又一次与普通苏联人一致了，“每一个人都在等待勃列日涅夫的去世”。苏联政治走到这种险境，其根源在于，自斯大林的宪法改革失败之后，苏联所有领导人的改革，都没有能够达到宪法改革设想的高度。

第五章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取得政权后的苏共，在经济方面面临着两个任务：建设一个人类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苏共面临的难题在于，是首先建设社会主义，还是首先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经过12年的探索和争论，最终苏共选择了将两个目标在一个过程中完成的战略：将国家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纳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范畴，即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又通过现代化提供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物质基础。这个战略在人类历史上同样是没有先例的，没有可供借鉴的路径与经验。为了实现这个战略，苏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计划经济体制，通过国家力量迅速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并由此创造了完全不同于西欧北美国家的现代化模式。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最初试验

1918年3月8日，列宁表示：“要论述一下社会主义，我们还办不到；达到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个什么样子——这我们不知道，也无法说。”列宁的话反映了苏共执政后面临的窘境，只有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激情却没有具体的路线图。由于缺乏理论上明晰的路线图，也因为需要不断应付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苏共执政后的最初12年，在经济领域的政策选择一直带有试验的性质，其政策选择经常发生矛盾。

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

苏共一掌握政权，“立即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他们力图消灭私有制，将分配中的商品货币关系改变为配给制”。通过一系列国有化法令，俄国所有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已经被国家所控制。一个专门从事经济管理的国家机构——最高经济委员会建立起来，以对全国的经济进行集中统一的指令性管理。此前，苏维埃政权已经在工厂建立起工人监督制度，赋予工人监督生产的权力。在取得政权后仅仅七个多月，苏共已经在俄国建立起一个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都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在新的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内战爆发。到1918年夏秋，反苏维埃力量已经占领俄国75%的领土，苏维埃政权同主要经济区的联系被切断。1918年9月2日，苏维埃政权宣布全国进入战时状态，所有的人力物力都要用于战争。战争在导致产品极度稀缺的同时，也导致了卢布的完全崩溃，在国家控制的工业部门出现了“无货币”经济，企业间进行易货贸易。为了保证对产品交换的控制，使稀缺的产品能够有效地用于战争，苏维埃政权宣布取缔私人贸易，实行国家对贸易的垄断，配给制、固定价格、易货贸易、交通邮政等服务的免费获得和居民免费居住房屋等成为苏维埃俄国日常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商品货币关系在经济生活中不复存在，苏维埃政权已经宣布的要实现分配平等化的政策现在真正成为现实的制度和俄国人民生活的组成部分。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形式，“‘战时共产主义’是对由世界战争和国内战争带来的严峻环境的回应，它是战争时期造成的一种非常经济形式，其目的是保证在极端尖锐的社会矛盾中形成的苏维埃政权的胜利”。

因为粮食在所有战争物质中具有头等意义，而苏维埃政权所掌握的粮食储备不能保证对军队和城市居民的供应，即使实行保证最低需求的粮食配给制，也往往不能保证及时供给。为了保证军队与城市的粮食供应，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余粮征集制。按照余粮征集制的法令，国家所需要的粮食以指令性计划下达到各省，再由各省苏维埃按比例下达到下一级政权，最终下达到村。国家所需的粮食指标按阶级原则落实到户，主要由富农和中农承担。到1919年1月，国家向农民征集的农产品范围从粮食、草料扩大到糖、土豆、肉类、鱼、蔬菜等。为保证征收到所需的农产品，苏维埃政权派出由工人和贫苦农民组成的征粮队直接进入村庄征收农产品。仅1919年1月，彼得堡市就派出共由7200人组成的189支征粮队，莫斯科市派出的征粮队与彼得堡大体相近，全国派出的征粮队多达2700支。

余粮征集制使苏共与农民的关系出现复杂的矛盾。农民因为苏维埃政权的土地法令使他们获得了土地而在内战中支持苏维埃政权，然而，苏维埃政权的余粮征集制，从一开始就在农村遇到了农民的抵抗，这种抵抗有时采取了暴力形式。而且，即使站在苏维埃政权一边同白卫军作战的农民也对余粮征集制不满。

在实行余粮征集制的同时，苏共还开始进行另外一种试验。在1919年2月15日，苏维埃政权颁布法令，授权国有企业、企业集团、市苏维埃和工会获得土地，组建苏维埃农场并生产供自己使用的农产品。采取这一措施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出现了工人为了逃离饥饿从城市返回农村的情况。到1920年，仅俄罗斯就已建立了4000个苏维埃农场。虽然建立苏维埃农场，“是为了解决紧迫的问题，但它也粗略地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依靠小农经济体系是无法最终解决城市粮食供应的。”这个试验对后来苏共制定农村经济政策影响巨大。

苏共在企业中实行工业民主的决策带来了消极后果，“工人感觉自己是企业和工厂的主人，他们就不再工作”。一位外国工程师估计：“工人花费在工作上的时间，不超过法定工作时间的20%。”为了加强劳动纪律，苏共决定在企业建立一长制。建立一长制的主张在苏共党内引发激烈的争论，最终，一长制的主张在苏共党内占据了上风，一长制在企业中普遍建立起来。确立一长制对苏共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意味着专家治国论者的决定性胜利”，“也为后来兼顾‘红专’从党内，而不是从无产阶级中选拔专家铺平了道路”。几乎与建立一长制同时，苏维埃政权开始实行劳动军事化管理。1919年12月，托洛茨基建议，为了解决即将到来的战后重建所面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在俄国建立类似军事征用的劳动动员体制。此前苏维埃政权已经颁布了年龄16-50岁的公民有义务参加劳动的法令，根据托洛茨基建议颁布的法令在将大批红军转为劳动大军的同时，使强制劳动成为一种制度。托洛茨基自己也承认：建立这样的制度，“不可避免地要靠强制措施来支持”。相关法令规定，蓄意旷工者将立即予以纪律处分，在极端情况下，可将旷工者送交革命法庭审判。

“战时共产主义”的许多制度是为了应对各种意外情况而建立的，但其中也有一些与社会主义理论对未来社会的想象高度一致，加上这个制度保证了苏共在极端困难的内外环境中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虽然这个制度的许多措施不可持续，但苏共领导人却未能看到这一点。相反，苏共在战场上的胜利使他们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和经济战线上的成就，他们相信可以使用在内战中用过的方式来建设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俄国已经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

与苏共领导层的乐观情绪相反，苏维埃俄国此时的经济社会形势已经极度严峻，社会政治关系极度紧张。国家在结束内战以后，已经处于新的危机边缘，而“战时共产主义”的继续，导致苏维埃俄国出现一次新的政治危机。

1920年春季播种面积大幅下降，在中部农业区播种面积下降一半。余粮征集制对于农民来说已经越来越难以忍受，它导致农民政治情绪恶化。在内战基本结束后，农村经济政策仍然未能及时调整，从而引发了新的政治危机。

1920年8月15日，坦波夫省爆发了农民暴动。暴动的农民喊出“废除余粮征集制”和“自由贸易万岁”的口号。暴动蔓延到沃罗列日省，参加暴动的农民最多时达到5万人。坦波夫省发生的农民暴动，是农民政治情绪恶化的标志，也是新的政治危机的表现。暴动农民的口号说明“战时共产主义”在农村已经无法继续。

坦波夫农民暴动后，苏维埃政权本来应该立刻对政策进行根本调整，但此时的苏共却因为工会问题爆发了激烈的派别斗争，党因此陷入执政后最严重的党内危机，无法集中力量研究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危机的新方案。

与此同时，农民关于以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的建议通过各种方式提交到苏维埃政权的各级领导机关，包括一些农民亲自拜访列宁提出这类建议，而新的政策却迟迟没有出台。一位在1921年2月登门拜访列宁的农民得出结论：“这一切说明，轮子还不到转向的时候。”

政策转变的延误最终引发了更为严重的政治危机。从1920底开始，工人中间的政治不满情绪日益强烈，在俄共（布）十次代表大会之前，危机终于爆发：1921年3月位于彼得堡的喀琅施塔得要塞发生了水兵暴动。喀琅施塔得要塞的水兵在十月革命和内战时期，都是苏维埃政权最可信赖的力量，喀琅施塔得要塞暴动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提出的要求是：“取消国家对食品供应的垄断，废除劳动军事化制度，工人有权与农民交换产品，赋予工人自由选择工作的权力，给农民充分的权利等等。”一直是苏维埃政权依靠力量的喀琅施塔得水兵进行暴动，提出了与坦波夫暴动农民一样的要求，说明“战时共产主义”再也无法继续了。

在喀琅施塔得炮声隆隆的气氛中，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决定以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这是苏共进行经济政策根本转变的开始。在随后的一年中，一系列新的政策法律出台，其中包括：创立稳定的货币体系平衡预算，在一切企业中实行经济核算，在国家监督下实行国内贸易自由化，将中小国营企业租给私人与合作社经营，允许私人开办小型工商企业，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同时，继续保持土地、大型企业、运输业和信贷的国有化，实行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这些法令和政策使得苏维埃俄国再次出现了一个新的经济体制，它既不同于“战时共产主义”，也不同于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却又同时包含了这些体制的若干要素，这个新的经济体制被称为“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导向的是一个混合的货币经济，在这个经济中，国有工业企业与私有的农民通过市场进行贸易，国家将制定农民可以接受的价格，同时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市场经济在一个严格的政治结构中运行。”所以，苏共转向新经济政策，是为了让它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者说运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建立社会主义，一旦它不再能够为社会主义服务，经济体制或者政策的根本转变将是不可避免的。新经济政策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当制定具体政策时因为要同时满足两方面的要求，这些政策总是会存在矛盾。

虽然已经转向新经济政策，但“战时共产主义”的影响仍然巨大而且是多方面的，这些影响的存在，是新经济政策时期苏共政策选择与制定经常存在内在矛盾的原因之一。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宏观经济

1921年4月，苏共建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计委被授权制定全国性计划并协调各部门的计划，监督计划的执行情况。在农业仍然是农民个体农户经济，其产品依靠市场交换的情况下，国家计委的工作对象主要是国有大型工业企业，因而，它成为工业发展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也成为国有企业生产经营计划的制定者和执行情况的监督者。在新经济政策初期，苏联出现了工业主要按照计划经济方式运行，农业主要按照市场经济方式运行，两种经济运行方式并存的局面。这就带来了苏联政府中两个最为重要的机构，“工业的主要维护者国家计委与对新经济政策兴趣极大的财政人民委员会之间的激烈竞争”。竞争的焦点是加强经济的计划性还是进一步利用市场来调节经济。两个主要的经济管理部门之间的竞争，不但在党内激起争论，也带来新的经济矛盾，给宏观经济稳定带来困难。

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苏联经济迅速恢复。这使许多共产党人开始相信，不受管制的市场是可以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但是，1923年发生的危机使苏联共产党对新经济政策实际效果的认识发生了变化。1923年，苏联经济出现了极高的通货膨胀，而且没有能够进行有效的价格控制。“在有些省，一双鞋的价格相当于44普特粮食的价格，农民不可能按照这个价格购买工业产品。”工业制成品价格相对于农产品价格急剧上升，市场上的食品减少，城市的工人罢工则充分说明了粮食供应对于政治稳定的重要性，保证粮食供应成为苏共最关心的问题。危机对苏联共产党产生了深刻影响，一个工作小组开始对市场的作用重新进行评估。1923年12月，工作小组建议，为了使农民从新经济政策中继续获益，应该对商品的批发价格和食盐等商品的零售价进行管制，即实行产品定价的计划性。危机对后来苏联发展的影响在于，苏共认为，不受控制的市场将与农民的利益相抵触。为此苏联共产党建立了一个专门的价格控制机构，对国有部门的产品实行价格控制，但这个控制的效果仅限于城市。苏共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因为新经济政策被看作是实现工农联盟的有效途径，工业产品价格也必须为加强工农联盟服务。但是，在国家计划范围以外的商品价格实际上如何变化以及变化的原因，政府却无法掌握。为苏联政府完成这一任务的是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

当1923年危机发生时，康德拉季耶夫认为，危机发生的原因除了货币流通量的增加，还因为商品流通水平的下降，这两个因素共同导致了价格的上升。而且，由于许多工业企业在价格形成中的垄断地位和政府采取的宽松的信贷政策，这促使工业品价格比农产品价格上升得更快，并可能对农民出售农产品造成消极影响，甚至对农业生产造成消极影响。康德拉季耶夫的分析对政府为克服危机而采取的政策起到了一定作用。与此同时，在1923年9月，苏维埃政权还采取政治措施来稳定物价，从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驱逐了投机者、走私者、货币交易商和‘其他社会危险分子’。在1924年2月，莫斯科有一千多名被指控为投机者的耐普曼被放逐到北方”。

新的措施采取以后，经济形势暂时恢复了正常，但到1925底，通货膨胀压力再次出现。而苏联农业在1925年以后几乎进入停滞状态，工业的快速发展却要求更多的农产品。整个国民经济在1927年前后遇到新的严重困难。

经济困难在苏联共产党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争论的双方仅仅停留在党的路线与政策是否正确方面，争论的双方都没有对经济形势进行真正科学的分析，即便被认为是经济学家的布哈林也没有（实际上是不可能）提出一个真正建立在经济学分析上的意见，所以党内的争论更多地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而缺乏足够的科学精神。对于1926年秋季出现的工业品零售价格上涨，苏联共产党认为是“投机”的结果，几乎没有人思考宏观经济的变化。从宏观经济角度对苏联面临的经济困难进行了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的是康德拉季耶夫建立的行情研究所。

从1925年9月开始，行情研究所将注意力集中到苏联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并在1926年提出自己的分析结论：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应该归因于对货币供应的限制和商品市场均衡的恢复。但是，苏联共产党对经济问题的注意力却集中在对工业产品价格的控制上，而且在1926年12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进一步降低工业产品价格。当时负责农村工作的米高扬认为，如果要维护工农联盟，使工业产品的价格有利于农业就是非常关键的。行情研究所在1927年2-3月的报告指出，国有企业与合作社的价格在下降，但私营企业的价格在上升，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贸易条件在恶化。在1927年5月，研究所的报告更加明确地指出，价格运动证明，国家采取的降低价格的政策虽然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降低工业产品价格的政策的后果是，这些产品中的大多数分配给小商人，他们将这些产品运到农村，再以高价卖出去。所以，农民抱怨说，农村的工业产品价格并没有下降，反而大幅上升，“物价上涨和不断提高的税负，被认为是农民生活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农民因此认为：“苏维埃政权对工人和农民实际并不一样。”在引起政治消极后果的同时，工业产品价格上涨还对农业造成了新的压力，而这个压力实际上是苏联的宏观经济可能再次失控的警报，但苏联政府的政策反应仍然是降低工业产品价格，进一步控制私营商业活动，增加货币发行量。所有这些措施导致的结果是对商品的需求进一步加强。

1927年经济波动的深层原因是苏联经济工农业发展比例失调，即工业发展过快。工业发展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同时工业发展又需要大量增加劳动力，新增劳动力需要发放工资，其必然结果只能是货币发行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为了实现工农联盟，产品出厂价并不能完全根据市场供需关系进行调节，而只能由国家定价出厂。又因为国有企业无法直接与每一个农户进行交易，只能通过私人贸易商将产品运送到农村，但私人贸易商在拿到产品以后，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都会将产品提价出售，获取高额利润。所以，出现新的经济危机，其根本原因正是新经济政策两种体制并存的制度安排，导致了宏观经济难以实现平衡，即工业按照计划经济运行，农业和贸易按照市场经济运行，两者之间无法实现有效对接。

宏观经济难以平衡，显然只能加强苏共领导人对经济计划的信赖。他们的经验是，计划总是可以控制的，而市场却经常出现无法控制的局面，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发生的经济危机，他们已经从书本读到或亲身经历过。眼前出现的难以控制的经济困难，无疑强化了他们的这种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计划，如果我们放任工业由市场支配，它一定会触礁。”这种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就已在党内盛行的观点，由于宏观经济不断出现的危机大大强化了。

农村经济政策的内在矛盾对农业发展的制约

鉴于当时苏联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比例在80%以上，农业产出占国内总产出的比例在70%以上，因此，苏共对农村经济政策的制定给予了特别关注。由于新经济政策是作为一种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手段而提出的，即列宁和苏共其他领导人都将它看作是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创造条件的一种方法。从这个认识出发，苏共在制定农村政策时，就必须考虑采取何种经济形式更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已经形成的小农经济被认为更可能向社会主义过渡。当时苏联农村中贫农和中农的比例（包括人数和所拥有的土地数）占绝对优势，苏共的几乎所有领导人都认为，这是建立工农联盟的基础。通过工农联盟，在苏维埃政权的引导下，将最终在农村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因此，新经济政策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还包含着更为深刻的政治目标，新经济政策首先是工农联盟的一种特殊形式。基于这种认识，苏共决定，在农村恢复小农经济，同时保持土地国有化。为形成以个体农户为主的农业经济，苏维埃政府在1922年11月15日制定了土地法，这个法令主要致力于创造一些满足个体耕种发展的条件，因为这种个体耕种在农村中已经占绝对的统治地位。

苏共采取的政策从经济角度分析，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这些政策只是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1925-1928年，苏联的粮食总产量一直在1913年的水平上下波动，除了1926年略略超过1913年水平外，其他年份的粮食总产量都略低于1913年。这说明，苏共所选择的农村和农业政策，仅仅起到了恢复农业生产而非促进了农业发展的作用，却推动苏联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符合苏共目标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就是后来粮食危机发生的根源。

新经济政策实行六年以后，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下，苏联农村发生了迅速的社会分化，但这个变化却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农村的社会分化几乎完全不同。到1924-1925年，农村中的贫农人数大约占25.9%。在农村中人数最多的是中农，他们的比例为61.1%，富农的数量为3%，其余的为农业无产者。但1927年，农村中贫农的数量下降为22.1%，中农的数量上升为62.7%，富农的数量也有略微上升，为3.9%，农业无产者的数量为11.3%。这是限制富农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必然结果。

由于中农和贫农占据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因此成为农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商品化农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在1925年，贫农和中农提供了全部商品粮的88%还要多，而富农提供的商品粮不到12%。贫农和中农在商品粮销售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他们往往缺乏现金，而苏联已改粮食税为货币税，为了纳税和购买必需的生活与生产用品，他们不得不将一切可以节省出来的粮食出售，而小农人数的剧增也消费了大量的粮食。这就使得贫农和相当一部分中农很难有剩余产品用于积累，因而他们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苏联的农业生产在1926年超过1913年的水平后，连续几年产量徘徊，原因就在于苏联当时形成的小农经济基本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其农产品的商品率大大低于1913年以前的俄国。

苏共在整个新经济政策期间的农业税政策是服务于限制富农，保持一个小农为主的经济这个目标的。苏联的农业税根据土地耕作面积来区别确定税率。耕作面积越多，税率就越高。在1924年，苏联农村中纳税最高与最低者之间的差距达到10倍之多。对富农进行限制的同时，苏共对农村无产阶级和贫农采取了免税或者降低赋税的政策，这些政策虽然对于恢复农业生产和加强苏维埃政权在农村的影响起到积极作用，但在1925年以后，这些政策的消极作用逐步显现出来。为了避免纳税，许多农民选择在满足自己需要的情况下尽可能少耕作土地，农民收入也因此增长缓慢。按照俄罗斯联邦的统计数据，在1928-1929年度，有56%的农户年收入为250卢布，人均为36卢布，略低于1913年农民的人均收入。

虽然受到政策与制度的限制，但富农利用自己拥有生产工具和更高文化水平的优势，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影响并力图进入苏维埃基层政权，以维护甚至扩大自己的利益。在1925年的基层苏维埃选举中，“在一些地方，强有力的富裕农民和哥萨克，有的甚至是真正的富农，牢牢地掌握了领导权”。这引起了苏共的不安，为了防止富农在基层苏维埃选举掌握政权，苏共采取的措施是剥夺富农的选举权。在1924-1925年的选举中，有54.1万人被剥夺选举权，占全部农村选民的1.3%。新经济政策允许富农存在，但富农却被视为敌人。尽管富农受到政治与经济多方面的限制，但仍然有农民对新经济政策表示难以理解，一位农民给《农民报》的信中，非常认真地讨论了苏联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他根据自己对社会主义的判断发现，在他去过的所有地方都没有看到社会主义，他认为，可能是弄错了，本来应该是苏维埃资本主义共和国联盟，结果错写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农民中出现这样的认识，原因在于，经历了革命与内战，大多数农民按照“公平与不公平的原则来评价政权的行动”。他们在写给苏共中央和各级党委的信中表示，苏维埃政权对农村的政策是不公平的，当时在苏联农村一种有代表性的呼声是，“把土地拿走吧，让我们像工人一样，每天工作8小时，只要保证我们的衣食就行”。

限制富农的政策与取消富农选举权的行动对那些有能力通过发展生产进一步富裕的中农产生了影响，使他们不愿意尽全力发展生产，以避免成为富农。因此，苏联在出现了一个贫农和中农占绝对优势的小农经济的同时，也使苏联的农业生产在超过1913年的水平以后，就陷入停滞。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苏联农业经济的潜力已经耗尽，但已形成的农村经济政策却无法释放这些潜力。随着国家工业化战略的确立，农业的作用亦被确定为服务于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服务于在苏联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在这样的大趋势下，农村经济政策选择的回旋余地较1920年要小得多，因为对政策选择的限制性条件更多也更严厉了。

苏联工业化道路与斯大林的国家工业化战略

转向新经济政策并取得农业的初步恢复后，如何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工业就成为苏维埃政权更为关注的问题。恢复农业只需要对政策进行调整就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恢复工业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资金问题。苏联外贸人民委员克拉辛认为，鉴于恢复工业所需的资金数量巨大，只能通过引进外资才能恢复被破坏的工业。“如果没有来自外国的信贷和借款，经济恢复将是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同时，俄国将面临变为一个纯粹农业国的危险。”为了加快工业恢复，苏共决定引进外资。

为了实现引进外资以加快工业恢复的目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参加了热那亚会议，并派出代表团前往主要的西欧大国商讨如何安排这些国家到苏联投资的问题。由于主要的西欧大国将苏联政府偿还沙俄政府所欠国家债务和补偿被国有化的外国私人投资作为先决条件，苏联政府认为，没有必要为实现引入外资的目的作出如此重大的让步，即使作出了重大让步，也不一定能够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真正的互利关系，因而无法保证西方国家会提供信贷并消除贸易歧视。经济独立被置于优先位置，“实现经济独立的目的在于，保证国民经济免受外国资本的干涉”。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的对外经济关系仅限于与欧美国家建立了贸易关系。这种贸易关系基本上与沙俄时期相同，即苏联出口原材料和粮食，从欧美国家进口机械等工业制成品。因为与西方大国的经济交往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苏联却很快实现了工业重建的目标并在1924年生产出俄国历史上第一辆拖拉机和第一辆汽车，经济孤立主义就在苏共领导人中逐渐占据上风。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从这种经济孤立主义中演变出关于苏联工业化道路的理论和斯大林的国家工业化战略。

1925年6月21-28日的《真理报》连载了斯大林与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员的谈话，在这个谈话与后来的文章中，斯大林集中论述了苏联实现工业化的道路问题。斯大林认为，历史上强大工业国的形成与发展有过三条道路，即侵占与掠夺殖民地的英国道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实行军事破坏和索取赔款的德国道路；资本主义落后国家在奴役性的条件下将经营权租让给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并在奴役性条件下向这些国家借款的沙皇俄国道路。斯大林还认为，这三条道路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交错的，美国的发展历史就是几条道路相互交错在一起的例子。尽管三条道路不同，却都导向资本主义，同时，都是以采取某种方法从外面流入“追加资本”为前提。与三条发展道路相联系的是资本积累的三种方法：英国的工业化靠数十年数百年掠夺殖民地，收集“追加资本”投入本国工业；德国由于19世纪70年代对法战争的胜利获得50亿法郎赔款而加速了工业化；俄国通过借款来积累资本，结果是成为半殖民地。在对世界工业化强国的不同发展道路进行分析后，斯大林明确提出，既然苏维埃国家不能走旧的国家工业化道路，而要在不受奴役的条件下流入新的资本又不可能，那么苏维埃国家究竟有什么道路可走呢？“剩下来的只有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条别的国家完全没有经历过的道路，不靠外来的贷款而发展大工业的道路，不一定要流入外国的资本来使国家工业化的道路”，这就是“第四条工业化的道路，依靠本国节约来发展工业的道路，即社会主义的积累道路”。斯大林对苏联工业化道路的分析，将苏共需要实现的两个目标——国家工业化与建成社会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即通过社会主义方式来实现国家工业化，通过国家工业化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其他目标。

斯大林对主要大国工业化道路的分析，不管是否具有学理依据，但他能够看到各国现代化走过的不同道路，看到了沙俄现代化道路的致命弱点，就把握住了苏联工业化道路选择的关键。在许多人看来，不能获得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贷款，构成苏联工业化的巨大困难，但在斯大林看来，如果这些贷款是奴役性的，那么无法获得这些贷款反而是苏联工业化的优势，因为这将迫使苏联寻求新的工业化道路，而且也摆脱了沙俄在经济上所处的被外国资本奴役给国家现代化带来的限制，即边缘国家的发展实际上在为中心国家的资本积累服务。“被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排除出去，俄国从一个边缘国家转变为仅仅是一个落后国家。”对苏联而言，摆脱了边缘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附，需要解决的问题只剩下一个——落后。

既然苏联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落后”，如何使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国家成为一个先进的国家，就成为斯大林制定苏联工业化战略的核心问题。

斯大林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先进得多的现代化工业技术，苏联要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就必须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在资本主义包围下，为了建立足够的国防基础，就必须高速度发展工业。“延缓速度就要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将发展速度放在第一位是斯大林工业化战略的主要特点。

对先进技术的强调是斯大林工业化战略的第二个特点，也是斯大林所认识的社会主义制度先进性的特点，“当我们使苏联坐上汽车，使农夫坐上拖拉机的时候”，“我们还要看看，到那时哪些国家可以‘评定’为落后的国家，哪些国家可以‘评定’为先进国家。”

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斯大林工业化战略的核心。斯大林认为，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就是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其目的在于保障苏联不至于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保持苏联经济的独立性。

无论是高速度的发展，还是优先发展重工业，都无法通过市场经济来实现，而只能通过国家制定发展计划，由国家决定投资方向，由国家进行动员，将一切可以节约的资金和资源都集中于国家手中，投入到国家最需要的工业部门，为此，需要在一段时间内实行高积累，并且将资金主要投入到生产资料部门。

斯大林的苏联工业化战略，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以高速度发展实现赶超目标，以国家控制资源决定投资方向，以计划经济作为完成上述两项任务的具体方式。这种现代化模式后来被概括为“赶超型发展”与“国家主导型发展”，实际上这两种发展是无法分开的，即要想实现赶超，必须国家主导。二战以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基本上都是模仿斯大林的苏联工业化或者说现代化模式，其差别仅在于国家主导的范围和程度。

1927年9月召开的苏共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加快工业化速度，1928年召开的苏共第十次代表会议，批准了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这说明，苏共已经接受了斯大林选择的苏联工业化道路与工业化战略，但对于何时全面落实这一战略，斯大林也没有具体时间表。最后决定实施斯大林工业化战略的，是国际形势的突然变化与新经济政策的内在矛盾引发的粮食危机。

第二节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确立与扩张

1928年发生的粮食危机成为苏联历史的转折点。在危机初期，斯大林重申继续坚持新经济政策。在进行多方面的权衡并研究专家建议后，斯大林选择了结束新经济政策，开始推进苏联农业集体化和加速工业化。苏联从此进入“大转变”时期。斯大林发动的这一“大转变”，“首先是一场经济革命，是残酷的强迫命令、难忘的英雄主义、灾难性的愚蠢行为和蔚然壮观的成就的大杂烩。”“大转变”的十年奠定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也付出了惊人的代价。正是在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两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定型。苏联加速国家工业化起步时，恰逢西方各国普遍陷入大萧条，因此，苏联工业化的成就引起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检验了苏联体制的有效性，二战结束后，苏联经济体制和经验在世界范围得到扩张。

新经济政策的危机与斯大林新的政策选择

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形成的小农经济，受政策的约束，在1926年以后已无法取得粮食产量大幅增长。而在这个时期，苏联工业建设的加速和城市发展都需要提供更多农产品。与1913年相比，1927年苏联的城市人口增加了20%，伴随城市人口增加的是农产品商品化率下降到仅为1913年的50%，其结果是农产品供应不能满足城市的需要。由于当时农业产值占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约70%，农业生产陷入徘徊就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工业发展造成直接的影响，导致城市出现大量失业人口。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不能吸收农村的全部青年参加农业生产，大批农村青年离开农村，来到城市。整个国民经济在1927年前后遇到新的严重困难，到1927年底，国家陷入了深刻的危机，危机在1928年以粮食危机的爆发达到顶点。

为了全盘研究和解决农村与农业发展问题，苏共于1927年10月建立了由莫洛托夫担任主席的农村发展委员会。莫洛托夫上任后开展的一项工作便是就农村与农业问题征求苏联经济学家的意见。恰亚诺夫、康德拉季耶夫等苏联当时最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及时提交了对农业发展的意见。他们两人都认为高商品性生产在农户中的消失，是苏联农业发展遇到的严重问题。同时，苏联农业发展中刺激因素太弱，而扩大对农户的刺激因素，是经济最起码的要素之一。恰亚诺夫认为苏联农村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要以不同形式促进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康德拉季耶夫则认为苏联农业发展主要取决于市场条件和农业机械化程度。

对斯大林进行新的政策选择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是当时苏联著名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涅姆钦诺夫。涅姆钦诺夫运用统计方法对革命前后农产品的粮食商品率进行分析后指出：在1917年前，70%的商品粮是由使用大量雇佣工人（1913年人数为450万）的大经济提供的。革命以后，这种经济的土地被分割，家庭农户的数量增加了800万——900万。1928年家庭农户生产的粮食比革命前增加了差不多40%，但这些粮食几乎全被他们自己消费了，家庭农户出售的粮食仅为其产量的11.2%。涅姆钦诺夫通过计算指出，在1917年前，农民所生产的粮食的商品率只有14.7%，而现在农民生产的粮食的商品率比革命前还下降了3.5%。革命前大地主经济的粮食商品率为47%，已经在苏联建立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粮食商品率更达到47.2%。所以，当时经济困难的真正原因不是小农有粮食，却由于种种原因不想出售，而是因为小农没有多少可以出售的粮食。

在认真研究了涅姆钦诺夫的报告后，斯大林提出了问题：“出路究竟何在呢？”回答是，首先出路在于从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能生产最大量商品粮的联合的公共的大农庄；其次在于扩大和巩固原有的国营农场，建立和发展新的大规模国营农场；最后，出路在于不断提高中小农户的单位面积产量。在反复对比了各种政策建议以后，斯大林决定采纳涅姆钦诺夫的建议作为新的经济政策选择的基础，同时也采纳了恰亚诺夫、康德拉季耶夫建议中的个别观点，形成了苏共新的经济政策：推行农业集体化，建立能够实行机械化作业的大农业，以保证为即将开始的加速工业化提供必需的农产品。

在1928年斯大林面临的是如何为苏联建立一个能够提供最大量商品粮的农业经济的选择。经济学家的研究都证明，苏联当时农村经济存在的问题是农产品商品率过低，革命前以大地主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大经济和苏联为数不多的以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大经济，都拥有远远高于小农的粮食商品率。作为革命者，斯大林不可能选择已经被革命否定的大地主经济。他的政治立场和当时的政治形势都决定了，他只能选择另一种被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能够提供最大量商品粮的农业生产方式——农业集体化。实践证明了苏共过去的农村经济政策不能提供最大量的商品粮，没有最大量的商品粮就不能尽快实现工业化，而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取决于苏联的工业化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实现粮食商品率最大化就成为斯大林进行政策选择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对于继续保持小农经济，提高其劳动生产率的政策方案，斯大林也曾经作为可供选择的政策提出过。然而，这个政策的实现需要一个完整的农业服务体系，但只有实现国家工业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完整的农业科学技术研究体系，这样的农业服务体系才有可靠的物质技术基础，历史显然没有为这种选择提供机遇。所以，结束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是俄国“历史进程的产物（正如涅姆钦诺夫的研究所揭示的），而不是斯大林个人的行为”。

新经济政策时期是一个留下了无比宝贵教益的试验时期。因为是试验时期，苏共对许多问题的解决就处于探索中。在整个1920年代，有许多创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革命热情依然激昂，这构成了苏共政策选择时不能逾越的政治正确性的底线。其政策设计既要考虑现有的条件，又不能放弃党的理想，而且政策选择的后果不可能马上表现出来。到1920年代末，党内外都产生了广泛的迅速实现革命承诺的强烈要求，“他们召唤党的革命英雄主义传统，呼唤十月的列宁而不是1921年的列宁”。农村经济的停滞也产生了对新经济政策的强烈反应，“因为新经济政策并没有快速实现经济现代化，社会主义迟迟没有到来”，这两者都在斯大林实行的大转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所以，当斯大林决定结束新经济政策时，他绝不是孤立无援的，他的决策反映了党内多数人的要求，也代表了工人阶级和部分农民特别是已经接受了新观念、渴望过上新生活的农村青年的愿望，恰恰是党内外的这些群体构成了斯大林实行“大转变”的支持力量。依靠这些力量的支持，斯大林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快速实现苏联的现代化，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制度在苏联形成，在后来的几十年中，这个制度将产生广泛影响，受到广泛关注，得到广泛研究。

社会主义进攻：农业集体化与农村中的革命

"1930-1934年间，充满了具有非凡意义的历史事件。布尔什维克党在这个时期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最为艰巨的任务——农业集体化。在农村全面展开了社会主义建设。”这是苏共在1930年代末对农业集体化的认识，它既说明了农业集体化对苏共之重要，也说明了农业集体化实际上进行的非常艰难，其艰难程度，在斯大林与丘吉尔会谈中得到了的披露。斯大林说：集体化政策是一场艰难的斗争。丘吉尔说：我想这对你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们没有数万个贵族或者大地主，只有数百万小农。斯大林说：这是非常可怕的，它持续了四年。为了摆脱周期性的饥荒，俄国必须用拖拉机耕作土地。我们不得不这样做。

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最初以温和的形式缓慢推进，它变成了一场可怕的斗争，这出乎斯大林的预料。1927年召开的苏共十五大提出了发展各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社，在新的技术基础上逐步地将农业转为集体耕作。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到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吸引23%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起初，苏共认为，通过运用各种宣传方式，将说服农民自愿实行农业集体化。在使用各种宣传方式进行了大规模的关于农业集体化优越性的宣传运动之后，农民自愿加入集体农庄的人数仍然十分有限，到1928年末，一共只有1.8%的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农业集体化推进方式的转变是1928年的粮食收购危机和斯大林的工业化战略全面落实而带来的苏联工业化的加速。粮食危机减少了国家的粮食采购数量，工业化加速从两个方面提出了增加国家粮食储备的要求：满足工业化带来的城市人口增加对食品需求的增加；增加粮食出口以换取外汇，工业化加速要求国家拥有更多外汇以购买必需的工业设备。

1929年4月，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开始全面推进，尽管这时一些强制措施已经被运用于农业集体化，但总体来说，采用的仍然是宣传方式，而且苏共领导人考虑的还不是全盘集体化，而是部分农户的集体化，到1929年9月，7.4%的农户实现了集体化。

农业集体化转变为一场可怕斗争的转折点是1929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在会上，莫洛托夫提出，对于集体化，“我们现在不应该按照五年的时间来考虑，而是应作为明年的任务来考虑”。苏共1930年1月中央全会决定，到1930年春季，最迟到1931年春季，在苏联最重要的地区实行全盘集体化。在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建议，将农村政策从限制富农的剥削倾向转向消灭作为阶级的富农。1930年2月4日苏共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向地方党和政府机关发出秘密指示，将富农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从事反革命活动，参与暴力袭击；第二类，没有参与反革命活动，但剥削程度很高；第三类，忠于苏维埃政权。对于第一类富农将逮捕并进行审判，第二类将被强制迁移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第三类将在本地区进行迁移。所有富农的财产将被剥夺。1930年3-5月必须完成非富农化的任务。

1929年11月至1930年1月，农业集体化的任务、目标和方式已经完全明确：实现社会主义关系在农村的胜利，消灭私有制，建立起大规模农业生产企业，用现代农业机械装备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保障对城市的农产品供应；依靠粮食出口，形成新的资本积累项目；最终将农业纳入到计划经济体制。

为了保证全盘农业集体化目标的实现，苏共动员了2?5万名城市共产党员到农村，与苏共在农村的基层组织、苏维埃基层政权、农村的共青团组织一起推进农业集体化。斯大林所说的大转变，即社会主义的进攻，准确地讲，应该是从1930年1月才真正开始。

来自城市的共产党员中，“许多人充满了当时正达到高潮的文化革命精神，他们充满进行变革的热情，却又蔑视农民群众的愚昧和落后。他们认为自己肩负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使命，而且采取最极端的措施来实现这个目标”。其结果是，在建立集体农庄的同时，经常伴随着激烈的广泛的反东正教斗争，强制关闭乡村教堂，当众毁坏农民敬畏的宗教偶像。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苏共认为：“完成经济任务与解决文化革命的问题紧密相联。”“而文化革命首先是社会精神生活的巨大改变，是社会意识的重构。”所以，当集体化强力推进时，作为现代工业文明体现的拖拉机、农业技术、医疗卫生机构与相关的文化教育机构也先后被带进农村。集体化不但要以拖拉机耕作土地，“且要同时打破当地的迷信宗教禁令和习俗”。农业科技与现代机器这些俄国历史上闻所未闻的事物，“竟被应用到一群原始的全无教养的人民头上来，破坏了一切他们所熟悉的。它重重地打击了他们的所谓财产本能，破坏了他们的宗教社会之习惯。它惹起贫农和青年们的兴趣和热心”。当然，也同时激起了传统观念更强烈的农民们的不满、反对和抵抗，激起了“富农之决死抵抗”。

然而，真正激起富农之决死抵抗的，最后使集体化转变为可怕的斗争的，主要是苏维埃政权消灭富农的政策。这一政策在1930年初正式实施以后，地方党政机关，在乡村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共青团员的支持下，使用屡试不爽的口号“剥夺这些骗子们”，将这一政策贯彻到极端，而且很快就越出了苏共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划定的界限。根据苏共中央的估计，富农数量约100万户，占苏联农户总数约3.8%，其中需要强制迁移的为21万户，占农户总数不到1%。在集体化的过程中，被强制迁移到西伯利亚等荒凉地区的农户达到31万多户。“在强制农业集体化过程中，被作为富农处理的不仅有富农，而且还有那些不愿意加入集体农庄的中农。在有些地区，非富农化涉及的农户达到农户总数的10%-15%。”随意抓人、抢劫等胡作非为不断出现，地方党的领导人想限制这些过分行为，却无人理睬。在一些地区还出现了不但将生产资料集体化，而且将农民的生活资料比如住宅、宅旁的菜园、家畜等都集体化的现象。强制集体化，使集体化的农户数量以极快的速度上升，到1930年3月，已经有50%的农户实现了集体化。

以强制手段推进集体化，引起了农民的激烈抗议和抵抗。这些抗议或抵抗在苏联中部地区表现为武装对抗，包括武装袭击党政干部、暴乱等形式。在某些地区，农民以盲目的疯狂破坏来表达对集体化的抗议和抵抗，谋杀案和纵火案大量发生。农民的武装抵抗遭到苏维埃政权的严厉镇压。更多的农民，主要是在集体化中受到损害的中农采取斯科特所说的“弱者的反抗”来抵制农业集体化。其表现形式为将牲畜大量杀掉，在加速集体化的最初几个月，就有1400万头牛和1800万匹马被杀掉；同时农民在农田耕作中表现消极，这造成了农产品产量在集体化初期的下降并直接影响到城市的农产品供应，苏维埃政权与农民的关系再次处于极度紧张状态，苏共不得不采取措施纠正集体化中的极端行为。

1930年3月2日和3月15日的《真理报》发表了斯大林的《胜利冲昏头脑》与《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两篇文章，文章阐述了苏共农业集体化的方针，强调在集体化中坚持自愿原则，批评了使用行政强制手段的做法，提出要通过给集体农民提供个体农民无法享受的经济优惠措施来推进集体化。在3月14日，苏共中央做出决议，要求立即停止强制集体化的行为，允许农民退出集体农庄，保留农民宅旁的自留地、自留畜以及果树等私有财产。苏共中央的决议下达后，已经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有一半退出了集体农庄。从1930年3月开始，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进入到以经济手段推进的过程，到1937年末，93%的农户已经加入集体农庄，90%以上的土地已经纳入到国家计划经济之内。与此同时，以现代技术手段改变农业生产方式的目标也基本实现。到1938年，苏联农村已经装备了48万台拖拉机、近16万台联合收割机和近20万辆运输卡车，苏联的农业生产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

农业集体化初期的强制措施给农业生产造成了破坏，使得苏联的粮食总产量在1931-1932年出现下降，经历了1933-1937年的增长，在1937年达到俄国历史上的最高点。从1938年又开始下降，1940年的粮食总产量比1928年仅有10%的增长，此后直到1953年，粮食总产量都没有实质性增长。其间除了战争年代需要排除，可以说，集体化与斯大林在1929年以后的农村政策对苏联农业的消极影响是长期的、巨大的。但斯大林推进集体化的其他目标应该说都实现了，当然，这些目标的实现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

集体化的主要目的是提高苏联粮食的商品率，保障城市食品供应，形成新的资本积累项目，这些目标应该说都实现了。国家收购粮食的问题解决了。1930年收获了7720万吨粮食，出口480万吨粮食；1931年只收获6820万吨粮食，却出口了520万吨粮食。“1929-1934年间，出口粮食1417万吨，获得了价值17亿8千万卢布的外汇。”这些外汇对苏联的工业化极其重要，因为大萧条，国际市场上各类为苏联工业化急需的机械装备价格下降了30%以上，斯大林认为这是稍纵即逝的机遇，要求加大出口换取外汇以进口装备。集体化完成以后，苏联城市再也没有遇到过食品供应危机，而在这个时间内城市人口增加了3000万以上。此外，在农业集体化时期，在西伯利亚建设了新的农业生产基地，使苏联除了传统的粮食产区外有了新的粮食生产基地。可以说，没有农业集体化，就不可能有苏联的加速工业化。

集体化与加速工业化也给接受了新思想的农村青年以更多的社会流动机会。1928-1937年的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一共有2500万农村居民其中大多数是农村青年，进入新建立的工业中心甚至是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他们中的出类拔萃者进入大学或其他学校学习。当集体化严重损害部分农民利益时，它也为接受了新的思想观念又迫切希望改变生活状况的农村青年开启了社会流动的大门并提供了机会。进入工业企业、大学和各类学校及基层领导岗位的农村青年成为集体化的获益者，他们也因此成为苏维埃政权的坚定支持者。

斯大林改造苏联农民的目标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在农村中开展的文化革命将科学技术、现代教育和苏共的意识形态强行灌输到数百年不变的农村，“的确是把农民从几千年的惰性中唤醒来”，“革命在农民身上发生了，打破了他的财产本能和他的生活基础，他永远不能再回到旧的去了”。这就意味着，曾经是俄国历史上对现代化抗拒最强烈的社会力量被强力推入了现代化并进行现代化改造，俄国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尽管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伴随工业化而发生的农民生活的破坏，与英国的圈地运动有着某些相似性，只不过它不是花费数十乃至数百年的时间，而是压缩在几年时间里完成的。”

计划经济与苏联的工业革命

使用经济计划发展苏联的国民经济，是苏共一贯的追求。但如何使用经济计划发展国民经济，在一段时间内苏共并不清楚。1921年4月建立的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在一段时间内主要任务是负责已建立的工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所以它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计划委员会。1926年，苏共提出了推进工业化的任务，于是如何建设新的工业企业成为新的问题，国家计委的地位迅速上升为实际上的经济内阁。1926年苏联开始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与过去的经济形式不同的，是经济计划强调“指标控制”。由于此前世界上还没有过计划经济，如何编制经济计划成为一个大难题。在广泛收集资料和专家研讨的基础上，苏联国家计委第一任主席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对经济计划给出了精确和完整的定义：“年度计划主要是经营计划，跨度为10-15年的总体计划首先是建设概念的计划，五年计划部分是经营计划部分是建设计划。”费时两年，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1928年制定完成。当然，所有类型的计划虽然都被称为经济计划，但实际上也包括文教、科技和社会发展计划。

经济计划的整个概念被假设为体现了对经济过程的自觉和理性的控制，它为经济决策提供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科学构想，以克服市场所存在的非理性的、自发的浪费行为。在苏联经济计划的制定过程是，苏共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制定经济发展的总方针，确定需要优先实现的目标；国家计委根据收集的经济和其他数据，按照总方针的要求进行协调制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各经济管理部门制定企业的年度和月度生产计划。

在1928年，虽然苏联工业发展已经超过了沙俄帝国在1913年的水平，但与西欧和美国相比，苏联工业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按不变价格计算，苏联在1913年的工业总产值为美国的8.4%，到1927年下降为美国的5.6%。而且，对国家工业化最为主要的装备制造业，在苏联基本上属于空白，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装备基本依赖进口。因此，速度和重工业的地位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已经成为关注的重点。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一年后，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斯大林提出必须加速国家工业化。1929年4月23日，苏联人民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批准了经过修订的新的五年计划。新的五年计划预计总投资645亿卢布，相比于最初制定的五年计划，投资额增加了3倍，其中1/3将投入到工业的1500个重点建设项目。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所有指标都在报纸上发表，第一个五年计划向苏联人民承诺，当五年计划完成时，苏联将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强国并扫除文盲。以计划经济为手段，以加速工业化为特点的苏联工业革命就此开始。注重增长速度、建设大型项目、以最先进技术建设新的工业中心，成为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特点。

苏联的加速工业化为许多苏联人带来了希望，“年轻的一代早就梦想俄国成为‘另一个美国’，一个社会主义的美国”。而五年计划所描绘的蓝图“就像魔法一样在他们面前招来了新文明的远景。大量的青年工人，特别是共青团员，都自愿去不毛之地打先锋”。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恰恰需要大批这样的青年人。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将工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合理布局作为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大量新建设的工业企业将布局于过去荒凉的乌拉尔山以东地区、西伯利亚、中亚、高加索各共和国和远东地区。这些地区人烟稀少，如果不能动员大量的年轻人到这些地方去，工业化将遭遇劳动力短缺问题。加速工业化的资本来源完全依赖于节约，在加速工业化初期，所有新建工业中心物质条件极度艰苦，在这种情况下，工业建设的推进很大程度上依靠对青年人热情的激发，而苏联青年和工人在加速工业化的最初年代表现出极大热情。《剑桥二十世纪俄国史》写道：“苏联工业革命的那些年是以世界上一些最大的建设项目名称闻名于世的，这是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一个拥有10万名工人及其家庭的冶金城市——的时代。”“结果是一个历史规模的、激动人心的、真正的英勇行为。”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建设集中体现了苏联计划经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特点：

一、工业化与工业城市建设相结合，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是计划建设的钢铁工业中心，制定建设计划时，也确定了未来的城市建设计划：包括学校、科研中心、图书馆、剧院、露天舞场、工人与居民住宅区、医院等等的建设。其他新建工业中心都按照这样的计划来建设。

二、在艰苦条件下依靠激发工人的热情来完成建设任务。一个从美国来到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专家斯科特，“毫无疑问地为原始的生活条件所震惊，但他同样被无处不在的热情和目的感所震惊。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他看到目不识丁的工人在学习阅读，缺乏技术的工人在学习操作机器。他看到了，在冰冻的条件下，食不果腹、衣难御寒却在工作岗位上连续工作16个小时的工人。热情！”在1929年4月，由列宁格勒工人倡议最终在全国形成的社会主义竞赛，成为一种主要的动员方式。

三、利用大萧条，从发达国家引进为工业化所必需的工业装备和技术。1944年，斯大林告诉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苏联2/3的大型工业企业是用美国技术建设的。苏联领导人认真研究了西方技术，选择最好的产品作为在苏联大规模生产的样本。与西方公司签订的合同，要求提供使企业能够运转的所有要件包括管理方式和全套技术，然后，在有限的外国帮助下，开始复制这些工厂。苏联的技术研究部门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来。在与外国公司进行贸易的同时，苏联仍然保持经济上的独立性。“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是由这个事实决定的，即苏联没有参与资本积累的国际过程，正是与世界体系的隔绝或者说脱钩，使得苏联能够集中资源去完成工业化的主要任务。”

工业的迅速发展使大批农民成为工人，但这些工人大多数目不识丁，更不要说能够熟练地操作机械设备，包括一些干部也不懂技术，建设中不时发生各类事故。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提出“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各类速成班和技术学校被建立起来以尽快解决新难题。

工业的迅速发展使农民以每年280万人的数量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给城市带来了一系列需要尽快解决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城市居民的迅速增加，要求制定城市发展计划，1931年，莫斯科提出了第一个城市发展计划，1935年这个计划被批准实施。”随后，明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都制定了城市建设计划。改善城市交通运输条件，建设更多的学校、住宅、文化设施等一系列任务被列入经济计划。1932年莫斯科开始修建第一条地铁并在1935年营运。

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实际执行中，特别是新建工厂的建设，由于交通运输条件和员工素质等方面的差异，出现建设进度不同步的情况，这就导致了某个大型工厂完工却因为配套工厂还未建成不能投产的结果。1930年6月17日，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建成并举行了建成投产庆典，但在庆典结束后却发现无法生产出整机，原因是为拖拉机厂提供发动机的工厂仍然处于建设之中。同时，大批新的工厂建成，特别是使用引进技术建成的工厂，其技术和管理要求对许多干部包括技术干部都是他们没有见过的新奇事物，如何管理成为工业化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于是，加强计划的科学性和干部决定一切的要求被提了出来，加强对技术干部、管理干部的培养促使苏联政府新建了大量各类工农业技术类院校。

工业发展明显的改变了苏联工业的地理分布，在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都建立起新的工业中心。在乌拉尔和库茨涅茨克建立起大型工业城市，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建立了数以百计的工业城镇。工业空间的扩张要求改善运输条件，交通建设于是成为重点。1932年一年，苏联修建了5300公里铁路和12800公里硬路面公路。

根据工业化过程中遇到的新的难题，采取紧急应对措施，说明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诸多方面都具有即兴之作的特点，因此，它还不能看作是严格根据事先制定的经济计划来推进国家的工业化。但从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情况就有了好转，其原因在于指标降低了。但从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长期的艰苦条件下的工作使得工人的热情逐步降低，在工厂建立起一长制和等级工资制，开展以注重工人劳动效率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将个人收入与劳动成果紧密联系。这个运动调动了有技术能力的工人的积极性，“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祖耶夫在1936年获得劳动报酬18524卢布，而当时工人的月均收入为170卢布”。祖耶夫和他的三个儿子（也是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一年共挣了54000卢布。平等主义不得不让位于效率原则。

尽管遭遇到各种未预料到的难题，苏联的工业化仍然加速前进，而苏联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亦逐渐改变。由于大量新建机器制造企业投产，苏联机械装备的进口在进口总额中比重从1928-1931年间的32.5%下降到1932年的17%，而在1913年，这个比重为64%。从彼得大帝以来俄国的现代化基本依靠西方提供工业技术装备的局面已经出现根本性改变。到1940年，即苏联第三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第三年，苏联已从落后的农业国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在13年里，苏联新建了9000个大型工业企业。在这期间，除了继续扩大原有的钢铁、煤炭、纺织、石油等工业，苏联还新建了化学工业、汽车拖拉机工业、航空工业、电子工业、大型工业装备制造业等新的工业部门。到1940年，苏联已经建立起一个完备的工业体系，各类工业产品的数量都成倍增长。与1913年相比，1940年，苏联生产的石油增长了25倍，钢铁增长了7.7倍，整个生产资料生产增长了13.4倍，消费资料生产增长了4.6倍。1940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从1927年相当于美国的5.6%上升到30.3%。

当然，苏联加速工业化的成就是以牺牲农民利益和在加速工业化初期降低人民生活水平为代价取得的。在1929-1931年间，对社会与文化领域的投资被忽视；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得消费品生产的投资下降，即使计划规定的轻工业产品生产计划也仅仅完成了80%，导致消费品供应不足；高投资导致了通货膨胀，人民的实际购买力下降；最突出的问题是这期间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8%。从1928年开始，城市各类商品供应紧张，不得不再次实行商品配给制，这种情况一致持续到1935年才得到根本改善。从1935年开始，商品逐渐丰富，人民生活水平重新开始得到提高，一些新的消费品进入苏联人民的生活。

尽管存在各种严重的问题，但以计划经济的方式，加速国家工业化所取得的成就却是史无前例的，这不仅表现为苏联工业的迅速增长，还表现为更合理地在全国范围进行工业布局，在促进落后地区工业发展的同时，也保障了苏联的经济安全。“无论用什么样的历史标准来衡量，这都是无比辉煌的成就。尽管资本主义大国的工业发展具备更好的外部融资条件与更有利的外部政治条件，但世界所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都未能达到近似的速度。在整个世界都处于‘大萧条”之中时，苏维埃国家的成就显得特别令人震惊。”

苏联能够实现加速国家工业化的目标，与计划经济的特有的优势分不开。苏联计划经济的优势是：国家能够集中国民生产总值的大部分用于建设对国家未来发展和国防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业部门；中央计划控制可以保证先进技术迅速的在苏联所有工业部门得到扩散，在极短时间内极大程度地提高国家的工业技术水平；重要领域的规模经济可以通过国家强制的产品标准化来实现。当然，计划经济的缺陷在苏联加速工业化时期已经表现出来：资源集中投入重工业短期内乃至长时期都会损害农业与轻工业的发展；如果领导人或者计划制定者犯了错误，经济上的损失将成倍增加，因为计划是在全国范围内执行的；集中的经济计划天生对消费者的需求反应迟钝，难以充分满足消费者的需要；由于企业没有生产自主权，在热情消失后，企业发展的动力逐渐消失。因此从长期发展看，计划经济缺乏可持续性。苏联以计划经济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与苏联的落后和孤立分不开，即苏联加速工业化取得的成就，是苏联在特定时期特殊国情的产物。然而，苏联领导人却将其看作是可以替代市场经济的一种新的代表未来的经济体制，这就妨碍了他们对计划经济的缺陷进行研究并加以克服。

战时经济与战后经济恢复和重建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军队入侵苏联，苏联进入长达四年的卫国战争。战争是对苏联战前加速工业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实际效果的检验，也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效性的考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国家的重工业基础进行的战争，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特别是其最重要的部门——武器与军事装备的生产能力构成军事行动的物质基础，国家最大限度动员经济资源用于战争的能力对于战争的结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此，德军统帅部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在战争初期，德军迅速占领了集中了苏联33%工业和素有欧洲粮仓之称出产苏联38%粮食的苏联西部地区。德军统帅部认为，占领了苏联西部的工业与农业地区，就消除了苏联进行长期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能力。在四年的卫国战争中，“苏军平均每天损失30架飞机、68辆坦克、224门火炮和1万1千支枪械。在重大战役期间，这个平均数还会翻几番。”仅仅在战争开始后的18天里，苏军就损失了3500架飞机、6000辆坦克和9500门火炮。这一切都构成了对苏联的经济体制和国家领导体制的严峻挑战，结果证明，“指令性经济尽管带有各种缺陷，却最适应战时环境。与其他交战国相比，苏联最迅速、最彻底地将整个经济动员起来，为战争服务”。

战争一爆发，苏联经济转向战时经济的行动就开始了。1941年6月23日，加速弹药生产的动员计划就被付诸实施。6月24日，苏联组建了疏散委员会，其任务是将位于苏联西部边境地区的工业企业以及相应的工程技术人员、农业技术人员和数以百万计的技术工人以及艺术品和文物紧急疏散到乌拉尔、西伯利亚、伏尔加、中亚等地区，并在这些地区建立新的工业中心。在1941年夏秋两个季度，疏散委员会从苏联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转移约1000万各类人才、2600家工业企业（其中有1523家大型企业）和240万头牲畜。整个疏散转移工作，共动用91万节火车皮，通过内河航运运输了87万吨物质和设备。在如此短时间内完成如此大规模的疏散转移工作，“使所有各方都认为，这个体系运转非常出色”。

1941年6月30日，苏联建立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苏维埃国家的所有权力都集中于国防委员会。国防委员会决定，将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在东部地区大规模展开武器与军事装备生产，一批生产民用产品的工厂转为生产军事装备。为了适应战时经济的需要，苏联国家机构也进行了相应改变，根据军事工业的特点，分别成立了坦克工业人民委员会、迫击炮工业人民委员会等。战前苏联经济计划都按照年度制定生产计划，转入战时经济后，经济计划按照年度、季度和月度编制并经国防委员会批准，主要军工企业的生产按照日进度表组织生产。由于战争已经达到千万人参加的规模，国家的资源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军事工业部门，战前的1940年，军工生产在工业中比例不足15%，到1942年已经达到50%。

虽然苏联转入战时经济的速度比英美快三到四倍，但无论是转移到东部的企业，还是新建的企业或者转产的企业，它们要达到最大生产能力都需要时间，加上德军占领或破坏了苏联工业20%的工业生产能力，这一切都导致苏联在1941年末工业生产包括军工生产能力的急剧下降。“在1941年8月，苏联生产了500万发炮弹，到11月就下降到320万发；8月生产作战飞机2046架，11月下降到448架；冲锋枪则从22100支下降到3345支。”这是苏联战时经济形势最严峻的时期，也是战场上苏军形势最危险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苏军能够坚持下来，依靠的恰恰是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建立的重工业基地生产的武器和军事装备，依靠的是在农业集体化时期在西伯利亚建设的新的粮食生产基地。如果没有两个五年计划在苏联东部部署建设的重工业和粮食基地，苏联在1941年的战争中可能就完全失败了。

到1942年初，苏联国民经济向战时经济的转变基本完成，苏联军事工业能力迅速超过德国，并最终取得了压倒优势。如果将苏联军事工业生产能力的变化与苏德战场形势的变化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即随着苏联战时经济开始充分发挥作用，苏军亦开始由防御转入进攻；当苏联军事工业的生产能力取得对德国的压倒优势，德军连防御作战的能力都基本丧失。1941年，苏联生产火炮和迫击炮53600门、作战飞机11500架、坦克4700辆。1942年生产火炮和迫击炮28万多门，增加4倍以上；生产作战飞机2?5万架，增加一倍半；生产坦克2?4万辆，增加近4倍。在整个战争期间，苏联战时经济体系共生产火炮和迫击炮52万门，坦克近10万辆，作战飞机12万架。在所有主要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生产方面，苏联的产量都超过德国一倍以上。转为战时经济后，苏联在工业化时期建立的科研部门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苏联不但能够生产数量远远超过德国的各类武器和技术装备，而且能够迅速研发出新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其性能大多超过德国同类装备。“加速工业增长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显示出效果，在对1928-1940年间工业化的结果与1900-1913年间工业增长的结果进行比较后，自由派社会学家戈登和克罗波夫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的现代化远比维特和斯托雷平的改革成功”。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俄国经济崩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在战争时期，工业生产经历了战争初期短暂的下降之后就逐步增长，在战争结束前，苏联的工业生产能力与技术水平都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进行军事科技研究的过程中，苏联不但在军事科技一些领域迅速赶超德国，而且形成了许多未来可以用于民用工业的技术，包括航空技术、化学工业技术、机械加工技术。对苏联未来成为超级大国最为重要的，是在战争期间建立了原子能研究机构和原子能工业。在战争期间工业和科技得到进一步发展，在俄国史无前例。苏联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经济制度和经济实力的优势取得规模在世界上没有先例的战争胜利，证明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有效性。即便苏联已不复存在，当代俄罗斯学者依然认为：“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与苏联的社会制度。”

当战争以苏军攻占柏林而告结束时，苏联面临极其艰巨的战后经济恢复与重建的任务。战争使苏联损失了2700万人口，相当于战前苏联总人口的14%强。1710座城镇、7万个村庄、3?2万家工业企业和600万座建筑物以及大量的交通、电力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在战争中被毁。战争给苏联造成的物质损失相当于苏联国民总财富的30%。另一方面，战争也促进苏联的技术水平大大提高，这使得苏联的战后重建并不是简单地将苏联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而是将重建变为新工业化。战争时期对军事技术的大量投资，“促进了科学思想的发展，大批在秘密实验室里形成的科学观念，可以成功地运用于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1950年代，所有工业国包括苏联经历的经济高速发展，就是运用这些科学技术潜力的结果”。

1946年3月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了第四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要求1946-1950年，不但要恢复国民经济，而且工业生产水平要超过战前水平48%，计划向国民经济投资2500亿卢布，相当于前三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这又是一个看起来无法实现的高指标，而且又一次没有外援。苏联雄心勃勃的第四个五年计划引起广泛关注，更有观察家认为：“俄国利用苏联体制的优势，可以在一切领域包括技术领域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尽管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已经高得惊人，但到1950年，苏联的工业生产却超过战前水平73%，比计划确定的指标还要高出25%。为了更好完成地新的五年计划，起初苏共和苏联政府强调需要加强经济杠杆（价格、货币、信贷、利润和奖金）在组织生产和分配中的作用，但在五年计划实际开始执行后，又更多地回到加速工业化年代的动员方法。在经济建设中广泛开展了不同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如生产能手、优秀生产者运动等。在物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苏联工业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精神激励。“整个民族勒紧裤腰带，平静地忍受生活的艰辛。青年人和前线返回的士兵，表现出高度的劳动热情。”但由于没有相应的足够的物质激励，精神激励的效果随时间推移呈递减趋势，因此难以长期持续。

在战后重建时期，苏联不但在短时间内使工业生产大大超过战前水平，而且重新进行了工业布局，建立起新的工业部门。在工业重建中，苏联取得的最重要的技术进步，是原子能技术的突破与原子能工业的建立。1949年8月29日，苏联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世界第二个核大国。此前，苏联已于1947年成功发射了远程火箭，1950年苏军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俄国千年历史上不断受到外部强国军事入侵的威胁因此永远结束了。

不过，苏联的经济重建仍然同加速工业化时期一样，存在严重的比例失调。第四个五年计划将工业投资的88%投入到重工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仍然依照剩余原则投资，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1946-1950年，苏联工业翻了一番，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仅增长23%。具有积极意义的趋势是，基于军事技术转型批量生产的新商品出现在苏联人的生活中，“胜利”牌和“莫斯科人牌”小汽车、摩托车、照相机、电视机和收音机等。到1950年，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才达到1940年的水平，但由于城市人口剧增，住房问题成为战后城市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几户人家合住一套住房的情况在城市较为普遍。

农业发展依旧是苏联经济最薄弱的环节，苏联农村遭受的战争破坏不仅表现为农业基础设施的严重破坏：13万台拖拉机和近5万台联合收割机被毁，马匹损失700万匹，牲畜损失1700万头。农村与农业遭受的破坏并不比城市与工业轻，但第四个五年计划对农业的投资安排却极少，仅占总投资的7%。战前苏联农村还没实现电气化，由于对农业的投资安排过低，到1953年，只有15%的集体农庄用上了电。农业生产条件艰苦繁重，但农民的负担却比战前更加沉重。“通过税负和其他义务交售方式，国家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50%以上的农产品拿走。自1928年以后，农产品的收购价就没有变过，同期工业产品的价格上涨了20倍。集体农庄庄员一年的劳动收入比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还低。”到1940年代末，农业税又进一步提高。这些都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批农民离开农村到建筑工地、工厂或者林场工作。1950年的农村人口比1940年减少了一半，农业生产的局面因此更加严峻了，农村政策已经到了必须进行根本性调整的关键时刻。

苏联经济重建中的比例失调问题终于引起了苏共的关注，1952年8月召开的苏十九大，在提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任务的同时，“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确定了生产资料生产（A类）和生活资料生产（B类）几乎相同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3%和12%。更为符合逻辑的是，大会提出了建设人民福利增长的物质基础的任务”。1953年2月，一个关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决议草案已经起草完毕，该草案提出，提高国家的农产品收购价格以增加对集体农庄的物质激励是必不可少的。斯大林在其领导生涯的最后时期已经认识到苏联经济建设中存在的比例严重失调，并组织力量开始进行相应的研究，准备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乃至进行必要的改革。这意味着，苏联领导人包括斯大林已经认识到苏联经济存在的问题，因此，无论是有限的政策调整或者更大范围的改革实际已经提上苏联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了。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影响的扩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与英美等西方大国形成了盟友关系，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大大改善。在战争即将结束时，美苏两国都形成了自己的构建新的世界体系的设想。

美国的设想是，将西半球主要是西欧以及西欧大国的前殖民地整合进美国主导的体系，同时，这个体系不应该将苏联排除在外。按照美国的设想，将与苏联达成全面的政治经济安排，以将苏联拉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缓和苏联的外交政策，抑制苏联的意识形态狂热。

而苏联的设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为苏联彻底打破国际孤立，形成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创造了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苏军在东南欧履行的解放者使命。对此，斯大林非常明确地表示：“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当然，苏联的设想并不包含与美国立即进行直接的对抗，相反，它非常希望得到来自美国的援助，但前提是，这个援助不能附加政治条件。

1944-1945年间，苏联红军在进军柏林时，沿路解放了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占领了德国东部地区。上述各国共产党的领导成员随苏军回国。同时，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利亚共产党则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政权。到二战结束时，在东南欧已经有八个国家的共产党直接或者间接地掌握了政权。这八个共产党与苏共的关系复杂，虽然他们之间现在互称兄弟党，却并无真正的平等关系。到二战结束时，苏联的影响已经到达中欧地区，西方大国明显地感觉到来自苏联的威胁不是军事威胁，而是经济、心理的威胁。

二战结束后，苏联为了巩固在东南欧已经获得的地位，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仍然向这些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由于战前东南欧国家与西方国家形成了密切的经济联系，因此他们希望继续从西方国家获得援助。1947年，美国提出了帮助欧洲经济复兴的“马歇尔计划”。苏联起初参加了相关会议，在弄清该计划的真正目的是控制受援国后，拒绝参与该计划并阻止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参与该计划。于是美国开始实行对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封锁，并迫使西欧盟国一起参加对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封锁，政治冷战升级为经济冷战。

作为对冷战的回应，共产党在所有苏军解放的国家直接掌握了政权，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这些国家全面建立。1949年1月，苏联与保加利亚等五国决定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1949年8月，经互会第二次会议作出了限制与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决定，斯大林则提出两个世界市场的理论对此予以支持。斯大林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两个对立的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1949年后，亚洲的中国、朝鲜和越南新建立的经济体制，也都以苏联模式为样本。到1953年，苏联经济体制已扩张到从中欧到东亚的12个国家，世界1/3的人口生活在苏联式经济体制下，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形成。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对于苏联和经济落后国家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事件。因为苏联通过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获得了新的市场，而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从苏联获得无法从西方国家获得的对国家安全极其重要的技术援助，从而迅速提高本国的技术能力和国防能力，比如中国。对于经济更为发达国家的部分民众，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是苏联强加于他们的，所以，这些国家内始终存在不满和抵抗，比如民主德国、匈牙利、波兰等。

苏联经济体制的扩张并未止步于被苏联承认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在二战以后兴起的第三世界国家中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扩张。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尼赫鲁在回忆印度对独立后经济体制进行选择时曾经写道：“我们想到了美国，甚至也想到了正在前进的东方国家，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有苏联这个榜样。”在1950年代获得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多数都建立了计划经济，当然，这些国家的计划经济与苏联的计划经济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因而，在战后一段时期内，大批第三世界国家派出留学生前往苏联学习苏联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建设经验，于是，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第三世界新独立国家对苏联体制和经验的学习乃至照搬，实际上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边缘国家的分化，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代表着从国际市场经济的第一次脱离，并且是取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个可行的模式”。

苏联经济体制在二战后开始向世界其他国家扩张，但苏联以计划经济实现工业化的努力，在二战前已经引起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者的关注。“1931年夏天，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了大规模的国际计划编制问题代表大会。在议事日程的主要问题中列有一项：苏联的计划工作经验。苏联代表团处于注意的中心，它所带来的报告和资料在会议参加者中间很快就散发一空。”二战前，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开始采用经济计划的方式来解决国家的发展问题，甚至罗斯福新政在某种意义上也受到苏联工业化经验的影响。二战结束后，受到战争破坏最大的西欧国家和日本广泛采用经济计划来恢复经济。战后日本专门建立了经济计划局。经济计划局负责制定五年计划，确定日本经济发展的重点，其所制定的经济计划中最为著名的是池田政府宣布的“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法国在1946年建立了中央计划署，“它成功地使法国经济摆脱了战后的困境，并确定了法国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发展路径”。当然，日本与法国的经济计划与苏联完全不同，它是基于市场经济的一种指导性计划，而不是苏联式的指令性计划。但这种区别并不能否定苏联计划经济思想对发达国家的影响，这恰如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所说：“苏联对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影响可以概括为一个词：‘计划’。”

如果将苏联经济体制及其经济计划思想的扩张放在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国的现代化历程中来认识，毫无疑问，它使得俄国200多年来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达到顶点：自彼得大帝甚至从俄罗斯国家形成开始，俄国都是从外国进口制度和思想，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开始向其他国家出口制度和思想，这样的国际影响力在俄国史无前例。俄罗斯自国家形成以来，第一次成为一个国际性体系的中心，成为学习的对象，这无疑使得苏联领导人自信膨胀，并认为苏联的一切都是世界上最好的，这种心态使苏联领导人无法对苏联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当体制与发展的矛盾日益明显时，无法取得理论与实践的突破。

第三节　发展与体制的矛盾：走向困境的苏联经济

斯大林去世时，苏联已经是工业实力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级大国。新的苏联领导人提出在经济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口号，而且还以肯定的口气表示，苏联一定会在不长的时间里超过美国。因为苏联领导人对苏联的体制有充分的自信，即使以反斯大林著称的赫鲁晓夫，也“坚信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当然，他们也非常明白，他们从斯大林手中接过的遗产，是一个比例严重失调的经济，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十分低下。所以，“在斯大林以后的苏联领导人对经济体制的绩效是非常不满意的”。于是，苏联新领导人本身就是矛盾的，对经济绩效不满意却又坚信苏联经济体制的优越性，这种矛盾决定了，即使发展面临体制性障碍，其解决发展难题的方法也仅仅是政策调整或者是有限的改革。

农村政策调整与农业经济形势的好转

1953年的苏联经济各个部门中，农业的形势最为严峻。斯大林去世不久，一份关于农村税收政策的报告就被送交当时苏联实际上的一号领导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这份报告分析了1949-1953年苏联农村的税收变化，指出，农业税的大幅增加从经济角度看，是没有理由的。根据苏共十九大已经提出的调整重工业和轻工业比例的精神，从解决苏联经济存在的突出问题出发，在1953年8月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马林科夫提出了对苏联经济政策进行调整并对农业税进行改革的报告，马林科夫报告是苏联经济改革的第一份正式文献。马林科夫提出：改变经济建设的重点，将整个国民经济转到面向人民的方向；调整重工业和消费品工业的增长速度和比例，将更多资源投入到轻工业；发展公共事业，包括发展住房建设、贸易和加强公共卫生设施建设，降低农业税，提高国家收购农产品的价格并鼓励农民个人开垦更多的土地等。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农业税的新法律，这是苏联自1929年大转变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个举措。

马林科夫的讲话立即在苏联社会特别是农民中得到广泛的呼应，在村庄里，人们贪婪地读着刊有马林科夫讲话的报纸。在一封寄往苏共中央的农村来信中，农民说：“这家伙，是咱们自己人。”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苏联农村流传着一种说法：“马林科夫来了，咱们吃到煎饼了。”马林科夫的讲话受到苏联社会特别是农民的欢迎，却成为他下台的原因。

马林科夫的讲话发表后，在苏共党内引起了激烈的反对意见。赫鲁晓夫对马林科夫的行为非常愤怒，他“既不会忘记也不能原谅马林科夫获得的‘荣耀’”。1955年1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解除了马林科夫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理由是马林科夫犯了政治上的重大错误，歪曲了列宁主义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线。

马林科夫虽然作为苏联事实上的第一领导人仅仅主政两年，但这两年开启了苏共十九大已经提出的经济改革，正如贝利亚开启了苏共十九大已经提出的政治改革一样。“马林科夫在提出农业新方针时，他绝对不是一个人在单独行动。这条新的路线得到主席团的支持，从1950年开始的农业困难是任何一个稍微了解农村情况的人都清楚的。”

对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在1953年9月开始：包括降低农民自留地、自留树和自留畜的各种税收，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加化肥和农机生产，提高拖拉机站工人的工资，提高对轻工业的投资比例等等。这些措施对苏联经济特别是对农业的积极作用几年以后就表现出来了，苏联农业生产情况因此得到好转。1953年，苏联的消费品生产增长率自1929年以来，第一次超过重工业的增长率。到1956年，苏联农村平均每头奶牛的产奶量从1953年的1016公斤提高到1611公斤。粮食总产量从1953年的8000万吨提高到1958年的1.38亿吨，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也提高了50%。农产品产量的增加和农产品价格的提高，使得苏联农民的生活水平自工业化以来第一次接近低水平的城市工人的生活水平。

马林科夫改革涉及的是已经耕作的土地，要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需要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可以立竿见影的发展农业的方案——开垦生荒地。这是一个大胆而缺乏深思熟虑的计划，虽然遭到莫洛托夫的反对，赫鲁晓夫仍然在1954年发起了开垦生荒地运动，他使用的方法是工业化时期的动员方法。赫鲁晓夫向苏联青年发出号召，号召他们去条件艰苦的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开垦荒地。当时的苏联青年充满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单纯、天真，仅在1954年一年就有30万青年人参加到垦荒大军中。“这是一种大规模的英雄主义事业，是为了美好的未来号召人民作出牺牲的群众动员，在很大程度上，它体现出一种寻常的苏联风格。”五年后，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前往一个垦荒者集中的农场，发现“他们中许多人已经失掉信心，眼睛里充满沮丧表情，他们缺少生活必需品——样样都缺”，“把持那里大权的是工人供应处的头头——经常喝得烂醉，而且胡作非为”。这样的情况即使不是普遍现象，也绝对不会是个别现象。它实际上反映出，制约苏联农业发展的根本因素是农业生产体制问题，赫鲁晓夫解决农业问题的方法却是继续使用工业化时期的群众动员方式，在短期内可以取得一些显著的成效，从长远看却是不可持续的。赫鲁晓夫的第一个重大经济决策已经说明，他熟悉的是工业化时期依靠群众动员的领导方法，在他这一代干部把持各级领导权的情况下，要对苏联的经济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是完全不可能的，何况计划经济的潜力还未耗尽，只要进行政策调整就能够取得新的经济增长。

开垦生荒地运动，在初期取得了巨大成效，3000万公顷新开垦的耕地急剧地提高了苏联的粮食储备，从而使苏联避免了1956年恶劣气候导致的苏联传统产粮区粮食减产可能引起的饥荒。然而，10年后，被开垦的生荒地因为缺乏水源，气候恶劣，最终出现了大规模沙漠化。许多被开垦的土地不得不重新抛荒。但在生荒地刚被开垦时，带给苏联的是粮食产量的大幅度增加。开垦生荒地与政策调整带来的苏联农业的变化，使苏联在1953-1956年期间，农产品生产每年增长25%，这无疑使苏联领导人认为，苏联农业终于出现了奇迹，这进一步大大强化了苏联领导人的自信。在1957年1月，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了“赶上并超过美国”的目标。

赫鲁晓夫的改革：新的高速增长与经济混乱

政策调整改善了农业经济状况，苏联经济的内在矛盾却未解决。在苏联领导人不断宣称苏联将赶超美国的情况下，维持大大高于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到1950年，虽然苏联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但其国民生产总值仍然仅为美国的33%。为了尽快赶超美国，苏联必须保持经济的高速发展。由于经济中矛盾日益尖锐，这就迫使苏联新的领导人不能不在计划经济体制的范围内进行有限的改革。由于苏联工业化初期对民生工业投入有限，同时由于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只要进行政策调整，计划经济也有继续发展的空间，这就使得苏联领导人进行以改革管理体制为主要内容的有限改革加上某些政策调整就带来了新的经济快速增长。

1957年2月的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改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撤销原来管理工业和建筑业的各联盟部和共和国部，将苏联划分为105个经济区，在每个经济区设立国民经济委员会，接管原属联盟部与共和国部的职权，领导地方的经济工作。经此改革，除了国防等少数工业外，其他工业企业全部下放到地方管理。这项改革使地方获得了直接的经济权力，刺激了地方领导人的积极性，使苏联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动力，同时，苏联领导人对工业经济发展进行了政策调整。改革与政策调整推动苏联经济出现了一个新的高速增长时期。到1960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0.4%以上，工业总产值相当于1950年苏联工业总产值的三倍，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6%，其中纺织工业、建材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增长速度高于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这是更多资金投入到民生工业的结果。因为更多的资金投入到住房建设、民生工业和农业，苏联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自二战以来有了实质性的大幅提高，1956-1965年共有1亿8百万苏联人住进了新建的住宅楼。对苏联领导人来说，最令人鼓舞的，是苏联在1960年，经过10年的追赶，与美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1960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已相当于美国的58%。所以，1950-1960年的10年，是苏联经济发展的黄金10年，这10年不但经济增长速度不亚于大转变的10年，年均增长达到10.3%，大大高于同期美国的增长速度，也高于被认为创造了奇迹的联邦德国和日本的增长速度，而且还是苏联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10年。新的经济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极大地增强了苏联领导人追赶美国的信心，他们在没有进行认真研究的情况下，提出了赶超美国的具体时间表。

在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方案通过仅仅8个月，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引起全球轰动，令世界不敢小瞧苏联的工业与科技实力。又过了一个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产党与工人党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宣布接受并劝说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接受苏联共产党在国际共运中的为首地位，赫鲁晓夫的自信进一步膨胀。他对经济改革中已经出现的问题无暇顾及，而是急急忙忙地在1957年5月向苏联人民也是向全世界宣布，在3-4年间，按人均计算，苏联的肉类、奶和黄油产量要超过美国，“开始了在肉类和奶制品生产方面与美国的竞争，这显然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因为1957年苏联的人均肉类产量为36公斤，而美国的人均肉类产量为96公斤，如果要在3年内赶超美国，苏联肉类产量的年增长速度必须达到40%以上，这样的增长速度是无法实现的。当莫洛托夫提醒赫鲁晓夫注意计算问题时，赫鲁晓夫说：“这些怎么能用数字计算，这是个政治奇迹。”

到1957年11月世界各国共产党齐集莫斯科时，赫鲁晓夫宣布了更为雄心勃勃的目标：在15年内，苏联在主要产品的生产方面要赶上并超过美国。在1958年1月，赫鲁晓夫又宣布：苏联“正在科技进步领域超过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在4月，他进一步补充说：“现在该美国想一想了，它将如何追赶苏联。”为了将赶超美国目标正式确定为党和国家的目标，赫鲁晓夫决定将这个目标写进党纲。一个专家小组专门对苏美两国在未来10-15年的发展前景进行了比较研究，专家组成员、曾任苏联国家计委副主席的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反对“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试图匆忙解决问题的做法”。尽管遭到专家反对，赫鲁晓夫还是在1959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一大宣布，苏联大概在1970年就能超过美国。

就在赫鲁晓夫将赶超美国的时间不断提前时，他推行的改革却遇到了麻烦。改革虽然激发了地方的积极性，给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但破坏了经济秩序，带来了经济混乱。因为地方领导并不关注全国问题，他们关注的是地方利益。同时，工业化时期建立的大型工业企业，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解决产品生产的配套问题，它涉及的是部门与部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而赫鲁晓夫的改革结果是，破坏了几十年时间内建立起来的企业间的生产联系，破坏了很久以前就已在不同地区建立的企业与部门之间的联系。这就使得作为经济发展主体的企业要解决问题比改革前更加困难。

不过，在1958年，虽然改革带来的新矛盾开始显现，但经济仍然在继续增长，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暂时还顾不上对改革的后果进行认真的评估，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尽快赶超美国。在已有改革并未稳定推进的同时，赫鲁晓夫又在1958年底推出了一项重大改革：撤销拖拉机站，合并集体农庄，发展国营农场。在相关的改革决议通过后仅三个月，大多数机器拖拉机站已经被撤销，它们的所有机器和拖拉机都要求集体农庄买下来。于是，新的矛盾出现了：集体农庄买下了机器和拖拉机，就没有资金用于再生产；苏联的农机产业因此遭遇灾难，因为农机生产企业生产的农业机械，一直是向拖拉机站供货，现在拖拉机站没有了，只能卖给集体农庄，但集体农庄却无力再购买新的农业机械，因此，在一年内，苏联各类农机销售量下降了60%-96%不等。特别严重的，是随着机器拖拉机站的撤销，训练有素的农机手中有50%离开了农村，集体农庄无法提供足够的技术熟练的农机手，农机由于使用不当而损害率不断上升，农机大量损坏。这一切都使得已经好转的农业又开始走下坡路。这次改革的结果再次证明，赫鲁晓夫的改革，总是操之过急，缺乏对细节的研究。“这种未进行经济分析，缺乏试点的改革，最终不但未能使国民经济获益，反而给它造成危害。”

到了1959年，苏联经济的混乱已经达到极为严重的程度，苏联领导人不得不采取补救措施。一些下方给地方的权力被中央收回，规定要坚决制止地方主义。国家计委重新担负起协调地方经济的责任却无法对资源进行调配，于是一些不同的委员会建立起来，行使以前各部的职能，地方经济委员会的权力逐渐减少。在赫鲁晓夫下台后，地方经济委员会就被撤销了，中央计划机构又重新接管了经济管理的权力，一切又回到改革前的状态。

在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出现混乱的同时，赫鲁晓夫在农业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不仅将农村政策调整和改革取得的成果一笔勾销，而且将苏联农业引向困境。

提出在肉类产量赶超美国的目标以后，苏共向各地方党委发出要求高度重视肉类生产的通知。梁赞州党委第一书记保证使当地的肉类产量在1959年翻一番。梁赞州的保证立刻引起了赫鲁晓夫的关注，其他地区被要求以梁赞为榜样。但梁赞州党委第一书记知道这样的目标是无法达到的，于是在全州出现了造假行为，包括农民购买肉类然后再卖给国家。1959年，梁赞的肉类产量终于翻了一番，州委书记获得嘉奖，他承诺1960年将继续翻番。但是，到1960年底，造假终于无法继续，梁赞州党委第一书记自杀。此后数年，直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苏联的肉类产量一直未能达到1959年的水平。

受到美国经验启发，赫鲁晓夫决定对农业管理体制进行根本改革。1961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改组农业部，缩小其权限，规定其工作主要是技术性的。于是整个农业部被迁往农村。整个改革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反而导致了农业生产的混乱，这就对农业生产产生了不利影响。但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却认为，这是农民花在自留地上的时间太多、在集体土地上工作时间太少造成的，所以，对农民销售自留地产品的限制加强了，到后来，在自由市场上出售自留地产品的农民被视为投机倒把者，遭到禁止。到1962年，自1953年开始的政策调整与改革的成果基本被取消了。

严峻的经济形势使得赫鲁晓夫决定采取经济手段刺激农业生产，1962年5月1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采纳了赫鲁晓夫的提议，将肉产品价格提高35%，食用油价格提高25%。对于苏联民众，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是难以接受的，涨价很快变为一次政治危机。涨价消息一公布，莫斯科就出现了内容为“今天涨价，明天我们指望什么”的传单，类似的传单很快出现在苏联其他城市。到了6月，民众的不满引发了诺沃切尔卡斯克电力建设工厂的工人罢工。罢工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食品供应，不久罢工浪潮席卷整个城市。起初，罢工工人进行和平示威，但很快就转变为占领政府大楼。受命前往解决问题的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发现无法“和平调解”，最后出动军队才平息了事件。“参与示威的民众大多数都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他们高举红旗和列宁画像，唱着国际歌。”肉产品和油料涨价引发的政治危机真切地说明，赫鲁晓夫在1958年以后进行的改革已经在民间失去了支持，激发了强烈的不满。

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赫鲁晓夫的改革热情却没有丝毫下降，也未对已实施的改革措施及结果进行冷静思考和总结。在1964年，他又提出了一项重大改革方案，在莫斯科建立12个专门委员会，分别对粮食、畜牧业、农机等12个领域的生产进行指导。赫鲁晓夫希望通过这些改革加强领导机关的专业化，但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这项改革将彻底瓦解原有的管理体制，给苏联农业造成新的混乱。这项改革原定在1964年11月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然而，他永远等不到该方案通过了，因为各级领导干部都心知肚明，他的这项改革带来的只能是新的混乱，苏共干部队伍中他的支持者锐减，他不得不黯然下台了。

从掌握全部实权到下台的九年间，赫鲁晓夫一直在改革，除了初期政策调整带来的经济新的高速增长，1958年以后的改革基本都失败了，还造成了经济混乱。这当然不是赫鲁晓夫的本意，而是因为他认识不到，苏联完成了工业化初期的任务以后，计划经济的优势正逐渐递减，如果要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就不能停留在对计划经济的修补，而需要引入市场机制，赫鲁晓夫一代人显然没有能力认识到这一点。但无法否定的是，赫鲁晓夫办事轻率的作风是其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恰恰是赫鲁晓夫在农业领域的轻率举措，“造成了苏联1962-1963年间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稳定时期的改革与经济增长

由于赫鲁晓夫改革导致的经济混乱，苏联经济在经历了1950-1960年的高速增长以后，经济增速从1961年开始下降，1961-1965年，苏联的工业年均增长速度从1951-1960年的11.8%下降到8.6%，国民收入年均增长速度从1951-1960年的10.4%下降到6.5%；同时，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实际收入，相比于1951-1960年，也下降了两个百分点。虽然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属于较高增长速度，但要实现赶超美国的目标，就需要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为了实现赶超美国的目标，苏联新的领导人，在执行稳定干部政策的同时，也在考虑经济改革问题。一旦干部稳定政策见效，苏联领导人就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

1965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对经济体制（主要是工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因为改革由苏联总理柯西金主持，故被称为“柯西金改革”。作为赫鲁晓夫的同时代人，与赫鲁晓夫不同的是，柯西金非常熟悉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具有良好的经济工作经验与素养；与赫鲁晓夫相同的是，柯西金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充满信心。所以，柯西金主持的改革克服了改革的随意性，赫鲁晓夫时期不断发生的经济混乱随着被克服。但柯西金的个人特点也决定了他主持的改革要么浅尝辄止，要么各项改革措施之间将出现矛盾。

柯西金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改革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撤销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恢复工业管理的部门原则；建立计划矫正机制，依据产品销售而不是产品产量来评价企业经济活动的结果；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将更多利润留给企业支配，建立企业基金；改革工资体制，提高工资在企业收益中的比例，部分收益可以用于生产刺激；改革价格形成机制；建立产品供货方与需求方的直接联系；企业建设所需资金由过去的国家拨款改为银行的长期贷款；减少企业计划中固定项目的数量，从过去的20项减少为8项。与赫鲁晓夫的改革相比，柯西金改革的重点在于经济的微观层面，将企业运行方式作为改革的主要方向。

柯西金改革汲取了赫鲁晓夫改革的教训，在改革方案通过后，首先进行试点，然后逐步在全国推进。从1966年第一批企业试点开始，到1972年在全国基本实现改革的目标，花了6年时间。因此，柯西金改革没有引起宏观经济的动荡，反而在改革推进的同时实现了苏联经济新的快速增长。1966-1970年，苏联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7.8%，比1961-1965年的年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提高1.3个百分点。在1970年，苏联的铁矿、拖拉机、煤、石油产量超过了美国。在工业自动化、原子能科学与技术、空间技术、电力建设技术等领域，苏联也取得了巨大进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966-1970年间，苏联在国民收入、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方面的迅速增长非常引人注目。普通城市居民普遍拥有了电视机、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而享有某些特权的人甚至开始拥有小汽车。”

然而，柯西金的改革虽然相比于赫鲁晓夫的改革更为稳健，也具有更多的刺激经济增长的因素，但这次改革本身就包含着矛盾：在引入市场因素、赋予企业一定自主权的同时，宏观经济仍然完全由经济计划调节；决定企业行为的关键环节——价格确定机制并没有真正进行改革，企业不能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对产品进行定价。“1965年的经济改革，将生产效率的指标定为利润而不是价格（成本），就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形成了一种对立的局面。从国家利益出发，就应该降低商品的价格（成本），从企业利益出发，则需要扩大利润。结果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出现了失调。”这种失调表现为，企业负责人总是想方设法提高利润，却对降低成本缺乏兴趣；为了保证能够完成计划指标，企业负责人总是设法降低计划指标，有时甚至造假；由于企业没有定价权，也就没有真正意义的商品竞争，所以，苏联企业生产的耐用消费品不但外观粗糙，而且产品质量不稳定。同时，因为企业仍然不能决定生产什么，苏联尽管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大幅提高，但某些商品的短缺始终是苏联经济未能解决的问题。于是，苏联经济又出现了新的矛盾，收入的增加并未伴随商品的极大丰富，民众手中的货币没有足够的商品可以购买，如何实行商品与货币的平衡成为苏联政府不能不面对的新难题。“柯西金小心谨慎地尽力保持商品与货币的严格的平衡。”但他所做的仍然是通过政府部门采取措施来保证为苏联人手中的货币提供足够量的商品，而不是通过企业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动进行生产以满足市场需求，从长期看，这是不可持续的。

柯西金改革并未突破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它的效果因此具有时间性，如果要保持苏联经济继续较高速度增长，就需要继续推进改革。在当时的苏联，沿着柯西金改革的方向继续改革缺乏政治基础，而且柯西金的改革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在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后，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的思想日益保守，继续深化改革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当柯西金因为健康原因离开总理岗位后，不但继续改革不可能，连已经进行的改革也无疾而终。到苏共二十五大以后，苏联工业经济又基本上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

无论是柯西金改革时期，还是改革结束以后，苏联的经济发展战略都没有放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从1928年开始坚持的发展战略。1966-1979年间，苏联对重工业的投资始终占工业总投资的85%以上，重工业的总产值也始终占工业总产值的74%以上。到1976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达到美国的80%，在军事工业的一些领域，苏联甚至取得对美国的优势，苏联还在数控机床等20多种产品的产量方面超过了美国。这是苏联经济的鼎盛时期。

在柯西金主持工业经济改革的同时，勃列日涅夫领导制定了苏联农业新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的基本方针是，实现农业的工业化。根据农业工业化的方针，1965-1980年间，国家对农业投资的平均水平增长4倍，投资总额达到5000亿卢布，农业投资占国民经济投资总额的比例从1965年的20%上升到1976年的27%。1965-1980年，国家向集体农庄提供了600万台拖拉机，集体农庄平均拥有的拖拉机数量增加了3倍。同期，苏联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增加了两倍。到1970年代末，苏联农业生产的机械化与化学化已经基本完成，农村生活的电气化目标基本实现，大多数村庄已经用上了天然气。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勃列日涅夫农业发展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1966年5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对集体农庄庄员实行有保障的劳动报酬制。“古老的日工制度被废除，月度工资制替代了日工制度。对于超时工作将支付奖金。集体农庄庄员还获得了城市工人所享有的权利，拥有护照，享受养老金和社会保险。”此外，国家还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零售价仍保持不变，超计划交售的农产品价格还要增加50%。提高农产品收购价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刺激农产品生产。1965-1980年间，苏联农民的月收入从40卢布上升到118卢布，增加了近两倍。到1980年代初，如果再加上自留地的收入，苏联农民的收入与城市职工的收入已经相差无几。

为了清除农业发展的障碍，勃列日涅夫的农业发展战略大幅调整了农民自留地和个人副业政策，增加农民自留地的面积，每户农民最多可以拥有0.5公顷自留地；取消对个人副业的所有限制，要求相关部门对个人副业提供帮助，农民个人出售的农产品可以自由定价。到1980年，农民拥有的自留地总面积已达苏联耕地面积的3%，提供的农产品则高达苏联农产品总量的25%，1965-1980年间，自由市场上销售的农产品增加了两倍。农民从自留地获得的收入，到1980年户均达到1114卢布。政策调整对于增加农民收入效果明显。

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产品收购价和放宽对农民个人经营活动的限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也出现了严重的新问题。政府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使苏联1980年的粮食总产量比1960年增加50%以上，同期肉类产量增加了78%，但投资却增加了3倍。巨额投资没有产生相应的投资效益，反而降低了投资收益率，大大提高了农产品生产成本。1970年，集体农庄生产一吨羊肉的成本为1166卢布，到1980年就上升到2117卢布，10年间成本上升近一倍，羊肉销售价格却没有提高，其他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也存在类似情况。这导致了农业债务的上升与国家补贴的剧增，到1980年代中期，农业债务达到144亿卢布，国家每年至少要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给予至少70亿至75亿卢布的补贴。到1970年，苏联民众的饮食结构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即转变为以肉类消费为主的饮食结构。尽管苏联粮食产量有了明显的增长，却仍然不能满足以肉类为主的饮食结构，因为随着居民对肉类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农业对饲料需求的增长速度快于粮食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苏联的农业生产尽管仍然在增长，但增速却呈现递减趋势：1966-1970年的五年，农产品总量增长了21%，1971-1975年的五年农产品总量只增长了13%，1976-1980年的五年，农产品总量仅仅增长了9%。为了保证食品供应，苏联政府只能从国际市场大量进口粮食、肉类产品、食用油、糖等农产品。在1980年代中期，苏联城市出售的面包中有30%以上是由进口粮食生产的，而苏联人民消费的植物油和糖的25%都依靠进口。苏联拥有足够的土地和发达的农业科技体系，却不能充分满足人民对农产品的需求，说明勃列日涅夫的农业发展战略虽然对农民利益给予了高度重视，但其具体政策并未创造农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条件。

赶超美国目标的落空与陷入困境的苏联经济

1973年是苏联经济发展的转折点。“1928-1973年的长期发展过程表明，尽管美国因为没有遭受战争损失而具有巨大优势，但苏联经济正走在有朝一日赶超美国的道路上。”在这45年的时间里，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大大高于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1973年以前，苏联每完成一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它与美国的差距就有了较为明显的缩小。然而，从1973年开始，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滑。虽然1973年也是战后全球经济下滑的起点，但苏联经济下滑的幅度比西欧和美国严重得多。苏联的国民总收入在经历1966-1970年的高速增长后，一直呈逐年下降趋势：1971-1975年的国民总收入年均增长率为5.7%，1976-1980年为4.3%，1981-1985年仅为3.6%。实际年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也从1966-1970年的5.9%下降到1981-1985年的2.1%。面对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严峻局面，苏共领导人每年都通过决议，这些决议谈到了科学技术进步，谈到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谈到了生产效率，不过却未采取实际步骤来落实这些决议。1979年6月的苏共中央全会终于再次通过了经济改革的决议，但这个决议随后便被束之高阁。

当苏共面对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犹豫不决时，即在1970-1980年间，世界范围内的科技革命进入新阶段，这场革命被称为“微电子革命”或者新技术革命。在微电子革命时代，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再是煤炭开采量和钢铁产量，而是微电子技术在经济活动与日常生活中的运用。“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苏联不仅落后于西方国家，而且落后于新型工业国（韩国等）十年以上。”1980年的苏联经济结构与1940年相比几乎没有变化，它仍然集中注意力于那些早已在世界上取得产量第一的产品，完全没有注意到“微电子革命”将带来新的经济革命，更没有认识到新技术革命对计划经济将构成最为严峻的挑战。实际上，在世界所有大国中，苏联是对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准备最不充分的国家，在随着新技术革命所产生的每一个新的高技术产业中，苏联基本上都处于落后状态。在苏联仍然停留在以传统工业增长为主体的经济发展阶段时，美国已经通过新技术革命建成了信息社会。当苏联与美国处于经济和技术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时，同时因为苏联经济增长速度的不断下滑，而美国借助于新技术革命，其经济增长速度甚至超过苏联时，苏联追赶美国的梦想就彻底落空了。如果使用人均GDP来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1973年以后，苏联的人均GDP与美国的比例基本上未发生值得关注的变化。从1929年到1973年，苏联的人均GDP从1386美元增加到6058美元，增加了近3倍，与美国的差距大幅缩小。到1989年，苏联的人均GDP为7032美元，16年共增加15%左右，同期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与苏联大体相当，在这16年期间，苏联按人均GDP计算与美国的差距基本没有变化。

赶超美国目标的落空，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与新技术革命的要求相对立。计划经济本质上是动员型经济，其突出的是经济活动的统一，个人对整体利益的服从，要求的是大工业所特有的命令、纪律和服从。新技术革命时代，个人的创造性、个人获得新知识和信息的能力，成为发展的主要源泉。动员型经济与新技术革命的这一要求显然是对立的，苏联在1973年以后与美国的差距重新拉大的真正原因就是计划经济无法应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计划经济体制被证明不能满足新技术革命的需要，它能够使苏联在1930年代实现工业化，并且能够与此后的工业增长相适应，但在新技术革命时代，当进步主要依靠人的创造性、主动性和创新的时候，这个体制就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了。新技术革命必然使计划经济陷入困境。

坚持从斯大林时期形成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而且在重工业中又优先发展军事工业，是苏联在1973年后人均GDP与美国的差距无法进一步缩小的根源。因为只有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才能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空间。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特别是1973年以后，“苏联经济是在军事动员体制下运行的：科技进步首先服务于军事需要，大量的技术手段和最好的技术力量都被投入到军事工业，80%的工业生产服从于军事工业综合体。”“国家将国民收入的34%-36%投入到军事需要，而美国相应的投入仅占国民收入的9%。”苏联对军事科技和工业的投入产生了大量科研成果，但这些成果90%以上无法转化为苏联经济增长的技术基础，也无法增加苏联人民的福利，不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苏联农业改革中的一些具体措施，从中长期看，由于没有真正赋予农民支配土地与农业生产结果的权力，最终成为苏联经济发展的障碍，导致苏联在农业生产方面无法实现赶超美国的目标。苏共和苏联政府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与生活水平，在农村实行与城市一样的工资制，包括建立起与城市一样的福利制度，对农产品实行巨额补贴，在短期内起到了正向激励作用，但最后却形成反向激励，即农民责任心的下降和“搭便车”行为的普遍化。这些问题的存在，决定了苏联农产品的增长无法满足苏联饮食结构变化带来的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也使得苏联无法在农产品生产方面赶超美国，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一度接近美国以后，与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相比，差距又开始进一步拉大。

赶超美国目标的落空与苏联经济陷入困境是相辅相成的，或者说这两个现象是同一事物的两种表现。1981年，苏联经济仅仅增长1.5%，这样的增长速度以任何标准来衡量，都可以看做是低速增长。恰恰在苏联经济进入停滞时期后，苏联的影子经济却发展迅速。苏联的影子经济是经济官僚与党政官僚合谋，利用国有资产（机器和厂房）进行地下生产的一种经济形式。它是“在与国家经济的紧密结合中形成的特殊的‘犯罪性质的市场’，即事实上的‘犯罪性质的资本主义关系’，它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摧毁力比持不同政见的人权运动要强大100倍”。影子经济的形成，是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失灵并陷入严重困境的体现。

当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陷入困境时，苏联社会的变化使得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都产生了实行变革的要求。“大多数工人和职员都希望进行与改善劳动组织和劳动报酬相联系、更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的变革，部分农民则希望成为土地和自己劳动成果的真正主人。”这些要求变革的愿望实际表达了苏联社会大部分成员对经济现状的失望，也是苏联经济陷入困境的一种社会反映。曾经使苏联迅速缩小与美国差距并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已经无法继续实现过去的高速增长，要实现赶超美国的目标，就必须进行真正的改革。

第六章　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与演变

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俄国文化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苏共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与社会主义经济，实现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同时，还以极大的努力进行了一场文化革命，力图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

第一节　从无产阶级文化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取得政权的苏共，其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俄国的无产阶级立即进军文化领域，开始建设一种他们认为是代表未来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从无产阶级文化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体现的正是苏联革命现代性在文化领域的追求。

无产阶级文化派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维埃文化

1919年10月，在军事形势危急的彼得格勒，一个受人尊敬的剧院导演正在一个名为“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组织举行关于艺术史的系列讲座，他的听众因为军事行动而不断发生变动。同时，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剧院还在准备上演一出由一位红军战士创作的戏剧来纪念十月革命两周年。“这种政治动荡、物质贫乏和文化创作引人注目地混合在一起的现象，在革命俄国比比皆是。类似的现象可以很容易地在当时的杂志、报纸和文化工作者的回忆录里发现。它们生动地描绘了，革命的支持者们并不打算将其目标限制在建立新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它们还希望创造新的文化秩序。”无产阶级文化派就是为实现这种理想而形成的文化组织，它是成立于1917年10月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俗称。

1918年召开了全俄无产阶级文化组织大会，会议确定了建设苏维埃文化的方法与路径。其纲领的原则是：艺术家独立于党和国家，新文化只能通过摧毁旧文化才能形成。1920年，成立了“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后来该组织改称为“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简称为“拉普派”。在革命初期和新经济政策时期，“精神文明是由两种不同文学流派之间的矛盾决定的，这两种不同的文学流派分别叫做‘拉普派’和‘山隘派’”。“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拉普派’和‘山隘派’都是20年代文学艺术整个过程中的两个极端”。无产阶级文化派则是拉普派的文化思想先驱，而且，无产阶级文化派因为成立在前，到拉普派成立时，它已经有了巨大发展。在1920年代初，无产阶级文化派已经在全国建立起1381个文学和艺术协会，全盛时期拥有会员40万人，出版杂志20种，还有自己的出版社，其中《号角》、《工厂的霞光》和《无产阶级文化》在群众中具有强大影响力。无产阶级文化派提倡绝对的人道主义，符合广大群众了解文化与创作的要求，但其领导者的文化虚无主义，却将无产阶级文化派引向了死胡同。

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领导人波格丹诺夫等人认为，任何一种艺术都只能反映某一个阶级的经验与世界观，而不适合其他阶级。按照这一理论，所有前人创造的文学艺术作品都不属于无产阶级，所以必须建立崭新的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化派成员的创作基本上反映了这一观念，诗人基里洛夫写道：“以我们明天的名义——我们要把拉斐尔烧成灰，把博物馆统统捣毁，把那艺术之花踏得粉碎。”还有的无产阶级文化活动家提出要把普希金、托尔斯泰、格林卡、柴可夫斯基和列宾的作品统统抛弃。

无产阶级文化派是在与临时政府的对抗中形成的，在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政权以后，他们仍然希望保持自治，不愿意接受苏共的领导，而且坚持认为，独立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将增强无产阶级在新的政治秩序中的地位。它的领导人还认为，无产阶级有四个组织，党、工会、合作社与文化组织，而这四个组织同样重要。

无产阶级文化派对文化艺术创作充满空想，他们认为，只要接受适当的教育，每一个工人都可以成为作家和艺术家。因此，无产阶级文化派为工人开办了许多形式的艺术讲座。

1920年12月，在受到苏共中央的公开批评并被撤换领导人之后，无产阶级文化派开始走向衰落，其成员不断减少，其对苏联文化的影响被“拉普派”取代。“无产阶级文化派未能创建一种未来的文化，然而，它体现了革命初期令人欢欣鼓舞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培育出一种信念：任何一个厨师都可以管理国家，任何一个组织都可以管理经济，任何一个工人都可以写出十四行诗。这种乌托邦观念未能熬过1920年代，但它是寻求政治、经济与文化转变而进行的革命重要的组成部分。”

“拉普派”在思想上与无产阶级文化派并无太大区别，有时他们甚至走得更远，高尔基都曾经是他们批判的对象。他们与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区别在于，他们自觉接受苏共的领导，不寻求无产阶级的文化自治。

与“拉普派”对立的“山隘派”是1924年围绕杂志《红色处女地》而形成的一个文化派别，这个派别吸引了后来在苏联文学界成就非凡的卡达耶夫、马雷什金等作家。这个派别坚持俄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传统的继承性，同时，“他们号召同时代人要面向未来，使他们对未来产生非常专一的兴趣，而少对眼下的现代性感兴趣”。他们的文艺理论自相矛盾，他们认为艺术与科学一样，都能认识生活，却又将文学艺术都看作是生产和日常生活的附属品。

1921年2月，彼得格勒出现了一个新的文艺流派——谢拉皮翁派。谢皮拉翁派坚持传统的艺术思想，传统的创作价值和文学为全人类服务的思想。

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的文化环境相对宽松，革命前已经存在的文学艺术流派仍然在继续进行创作，新的作品也在不断推出。革命前即以《彼得堡》等作品闻名的象征派作家别雷创作了新的作品《处于危险境地的莫斯科》，创办了杂志《思想家论丛》。现实主义作家柯罗连科完成了长篇自传体小说《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象征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品得到了广泛传播。“他们继续以自己所固有的风格，遵循自己过去的创作原则进行创作。”先锋派艺术在这个时期甚至还得到了发展，1926年在列宁格勒成立了一个名为“真实艺术协会”的文艺团体，它是由列宁格勒一批作家建立的。这个文艺团体，“在1920年代晚期，是苏联文学中先锋派最后的、当然也是最奇异的，无可争议的也是最重要的展示”。这个团体之所以被认为是奇异的，是因为他们的创作方法在当时根本无法被人们所理解，后来的研究认为这个团体所运用的创作方法实际上处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尽管不同的文学艺术流派依然可以进行创作，但毕竟俄国——苏联已经是一个不同于过去的国家了，它需要新的文艺作品来反映过去不久的革命与内战，反映新的社会制度下新的观念。这样的作品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参与者所创作的作品之外，具有艺术感染力的新型文艺作品在这个时期崭露头角，并深刻影响了后来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

1923年，伊万诺夫创作了以一个人在革命前后的发展线路鲜明的长篇小说《蓝色的沙滩》，这部小说被认为是第一部关于革命时代的史诗性作品。此后，绥拉菲莫维奇根据内战经历写成的长篇小说《铁流》，革拉特科夫根据内战结束后经济建设状况写成的《水泥》，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费定的《城与年》、《兄弟们》和拉夫列里约夫的《第四十一个》，都是不同于以往俄国文学的新型的文学。而法捷耶夫根据内战经历创作的长篇小说《毁灭》，开始了苏联文学创造的新阶段。从伊万诺夫到费定、法捷耶夫，这些属于真正意义的苏联文学作品，经历了从注重环境、事件到注重个人心理刻画和生活道德论证的转变，这个变化可以看做是新的苏联文学形成并正在走向成熟的标志。同时，苏联的讽刺文学也逐渐成熟，伊利夫和彼得罗夫的《十二把椅子》，作品“依据果戈里的经验，独创性地发扬了世界文学中描写骗子活动小说的传统”，这篇小说讽刺的是从旧制度进入新社会后，仍然梦想通过意外之财一夜暴富的各种类型的冒险家，却在结尾与工人的形象进行对比，其暗含的对传统思想的批判与对新的思想的肯定，恰恰是后来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表现的主题。

文化革命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文化革命是苏共用革命现代性改造俄国文化的方式，它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就开始了。“文化的基本指标是识字率。在革命前的俄国，75%以上的居民既不能阅读，也不能书写。”有些地区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苏共领导人认为，高文盲率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最危险的障碍，消灭苏联人中间广泛存在的文盲成为文化革命初期的首要任务。

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尽管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国家财政紧张，苏维埃政权仍然将大量资金投入到教育发展之中，而且很快就收到成效。到1925年，全苏联的识字率已经达到55%。“在一些民族共和国，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1925年与1922年比，乌克兰的在校学生人数增加了28倍，格鲁吉亚增加了15倍，哈萨克斯坦增加了5倍。”同时，还建立了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厂子弟学校，以提高成年工人农民的文化水平。苏维埃政权在1918年即在大学实行免费教育，还专门为生活贫困的大学生提供奖学金。“图书馆、俱乐部、小组、工厂集会、报告会、生产与技术会议、妇女代表大会、出版物和电影都被广泛用于传播新的技术和政治学说。“1924年有1050万人次到俱乐部参加活动，到1925年增加到3200万人次。到1925年，全苏联共建立了约3.2万个俱乐部。

苏共对教育的改造首先是清除宗教内容和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内容，将共产主义思想作为教育的基本内容。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就对教会实行非常强硬的政策，除了做礼拜之外的其他宗教活动都被禁止。许多宗教人士被捕，大批教堂被毁，剩下的教堂中一部分被辟为“无神论博物馆”，一部分改为仓库或者礼堂。在1925年，创办了拥有广大读者的《无神论者》和《反宗教者》杂志，成立无神论战斗者联盟。1925年，这个联盟已经拥有25万人。对于俄国过去的知识分子，苏共的政策是较为复杂的、矛盾的。苏共希望更多的知识分子与苏维埃政权合作，也随时对政策进行调整。在内战时期，对参加白卫运动的知识分子，苏维埃政权予以镇压。在内战结束后，苏维埃政权对于参加过白卫运动，在白卫运动失败后逃亡国外，最终接受苏维埃政权现实的“路标转换派”采取了宽容乃至欢迎的政策，允许其代表人物回国演讲并在政府中安排工作。但对当时仍然留在国内的一些坚持独立立场的知识分子，苏维埃政权将其驱逐出国。这其中最著名的事件，是在1922年，将200多名俄国人文学者驱逐出境的“哲学船事件”。由于缺乏苏共认为合适的历史学教科书，大学的历史系被停办。同时，苏共创办了《无产阶级革命》、《苦役和流放》、《新东方》和《红色档案》等历史刊物，并于1926年经苏共中央批准创办了专业史学期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新的杂志是第一份既研究祖国史，又研究世界史的马克思主义期刊。”“杂志是作为科学中心而创办的。”这显示了苏共建立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的新的历史学科的雄心。

为了加强对工农大众的政治教育，苏共创办了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报纸和杂志，如《农民报》、《工人报》、《共青团真理报》等。为了增强报刊内容的通俗性可读性，苏共在基层开展了工农通讯员活动。在大学开设了历史唯物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史、苏维埃国家史和司法史等新的课程。由于大学没有这方面的师资，苏共中央派出一批著名的党务活动家去大学授课，并在1921年设立了红色教授学院，专门为高等院校培养马克思主义专业人才。1929年开始的加速工业化是伴随着新的文化革命开始的，这一次的文化革命仍然首先从教育入手，但范围更广，力度更大，并由此决定了后来苏联社会主义文化的演变方向。

加速工业化对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需要迅速增加，这时的文化革命在发展基础教育的同时，将高等教育置于更重要的位置，并对建立为工业化服务的国家科学技术研究体系给予了高度重视。随着工业化推进而带来的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苏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立了规模宏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和国家的科学研究体系。到1939年，全苏联已经建立760所大学，在以前没有大学的民族共和国都建立起综合性大学和专业院校。从1928年到1940年，苏联受过高度教育的专业人才从23万人增加到近91万人，受过中的专业教育的专业人员从18万人增加到150万人。“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苏联在校中小学生和大学生人数都跃居世界第一。”"1933-1937年共新建了2万多所中小学，相当于沙俄200年所开办的学校。“5-10年级的学生从1927年的150万人增加到1940年的3500万人，在校大学生从35万人增加到180万人。1930年，所有儿童都可以免费享受四年制教育，1937年，所有七年制的学生开始享受免费教育。1940年，苏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文盲率为零的计划。在高等教育中，苏共与苏联政府同样实行阶级政策，在大学招生时尽可能为工农子弟创造有利条件。“这样一来，苏联第一代知识分子就诞生了，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都特别忠实于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党。”而且，“对广大民众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任务也就顺利完成了”。1934年，大学开始恢复历史课，原来分散的隶属于不同部门的历史研究机构合并为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恢复了历史系。到1930年代末，中学和大学都增设了历史课，更多的大学开设了历史系。苏联开始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历史研究。

苏联的科学研究体系也在这个时期建立，苏联科学院是苏联科学思想的中心，同时，在加速工业化时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也建立了各自的科学院。到1930年代末，苏联已经建立起1800个科研机构，拥有科研人员9.8万人，而在1914年，俄国一个才有1万名科研人员，289个科研单位。而且，苏联学者在1929年就出版了《载人宇宙火箭》的著作，这是世界第一部航天火箭技术方面的专著，苏联在许多学科已经走在世界前列。

苏联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到1930年，苏联基本已经消灭了失业现象。1913年，一个医生要负责5700人的医疗和健康，到1940年，平均1200个人就有了一个医生；1913年，750个人才有一张病床，到1940年，已达到250人一张病床。

苏联还建立了一个覆盖所有城市和村庄的图书馆网络，每一个村都建立了阅览室。到1939年，苏联全国建立了11万个图书馆，相当于革命前俄国的500倍。

与革命初期的文化革命一样，工业化时期的文化革命继续开展了反宗教斗争。在继续以前做法的同时，这一次的反宗教斗争还采取了其他更能收到效果的方法。1929年6月召开了全苏联反宗教团体大会，并正式改名为无神论战斗者联盟，到1931年，该组织发展到550万人，比苏共全体党员人数还要多得多。随着现代机械在在农业与工业中的大量运用，无论工人还是农民都希望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苏共通过加强科学普及来推进反宗教运动。“莫斯科省有20个农民，走18英里路，去一个乡镇听讲座，问一位共产主义讲师，人与宗教怎样到世上来的？在另一个地方，几百个工人在听完一堂生物学演讲后，列队去看显微镜，直到半夜两点才看完。”东正教会受到了更严重的打击。

在文化革命高潮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创作的方法被提了出来。1932年4月23日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按照这个决议的精神，所有民间自发的文艺团体都被取消，成立统一的在苏共领导下的全苏作家协会以及其他各类文艺协会，苏联的文艺创作也被全面纳入到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之下并受专门的部门管理，一切个人的出版机构都被取消。在全苏作家协会的章程中规定：“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革命的现实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文艺创作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和改造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苏共提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目的无疑是为了使文艺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即文艺创作也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其出发点显然与无产阶级文化运动是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从此之后，苏联的文艺创作被置于社会主义体制之中，成为体制的一部分。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出，无疑使那些无法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有才华的作家和艺术家的创作更深地陷入困境，如布尔加科夫等作家；也使那些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仍然能够进行自由创作的作家无法继续进行创作，比如先锋派等等，新经济政策时期存在各种文艺流派从此被统一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这个角度看，“斯大林的体制是为了将社会变为一个在思想上政治上一元化的社会”。然而，对被认为是苏联文艺创作受到最严厉压制的斯大林时代，“体制的一元化，也未能扼杀丰富性”。实际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后，苏联的文艺创作呈现出矛盾的现象，它既是封闭的又是开放的，后来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就成为：“真实地再现生活的历史性的开放美学体系。”所以，“超越对苏联官方艺术的反讽解读，曾经产生了作品数量巨大的苏联文学，其文学实践中开放与封闭的问题，就值得重新评价”。

俄罗斯当代历史学家认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正式确立前，许多艺术家已经开始使用这种方法进行创作了，他们还创作出真正的不朽之作。“在30年代的文学界，有一个在苏联体制下成长起来的时期的焦点人物。”这个新人就是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作者H.A.奥斯特洛夫斯基，他根据自身经历写成的这本小说，“塑造了一个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生命无私奉献给革命事业的年轻的共产党员的形象”，“小说一经出版，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1930年代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不朽作品还有马雷什金的《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这部小说以令人折服的心理描写，“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复杂的思想改造过程，尤其是对这些早已习惯了工业生产的‘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的思想改造过程进行了描写”。苏联著名教育家、作家马卡连柯根据自己改造违法儿童经历写成的《教育诗》，展示了对违法儿童进行群众性改造的教学实践，使那些儿童第一次真正认识到在社会生活中的责任。除了这些作品，在当时苏联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还有卡达耶夫的《前进吧，时间！》、克雷莫夫的《油船“德宾特号”》等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小说。

当然，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作品中，更多的还是那些粉饰现实，应景的、口号多于内容的粗制滥造之作。比如伊林的《大传送带》，描写的是当时大型工业企业生产线的建设情况，全书给人的感觉更像新闻报道，而不是文学创作。

正如苏联的计划经济曾经影响了世界一样，虽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出压制乃至取消了苏联国内文艺创作的其他方法和流派，但它也产生了世界影响。法国作家巴比塞、阿拉贡，德国诗人贝希尔、戏剧家布莱希特、作家西格斯以及智利作家聂鲁达，都被认为是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创作的著名作家、戏剧家或者诗人。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在本质上是苏共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完成人的转变，即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而提出的一种文艺创作方法，它与苏共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未来图景相一致，因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方法，实际也是当时世界历史进程与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产物，对它的认识和判断，不能脱离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历史语境。正如普林斯顿大学斯拉夫学专家艾默生所说：“我们倾向于忘记，在1930-1940年，因为其世界范围的萧条、不可阻止的军事侵略和令人厌恶的种族关系，西方的资本主义看起来是多么的恶劣。我们也倾向于忘记，苏联在全新的文学与政治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造出鼓舞人心、引人注目而又令人耳目一新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

1920年代到1930年代，“是苏联史诗小说的全盛时期”。国内战争刚刚结束，“苏联文学家就开始了向史诗小说的顽强挺进的历程”。这一时期，史诗小说在文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些作品中，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最具代表性。这些作品很难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如《静静的顿河》中的主角格里高利，显然与经典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主角完全不一样，到小说结尾，他也没有转变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人，而仅仅是一个旧制度或者说是一个反抗新制度的失败者。《苦难的历程》第一卷创作开始于1917年，并在国外出版，作者当时并未接受苏维埃政权。作者回国后，对第一卷进行了修改，但书中的文雅之气，却是当时许多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作品难以企及的。

儿童文艺在文化革命时期得到迅速发展。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儿童剧院，苏联作家则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儿童文艺作品。所以，1920-1930年代被当代俄罗斯学者认为是苏联儿童文学大发展时期。阿·托尔斯泰创作的《布拉吉诺历险记》、奥列沙的《三个胖子》、卡达耶夫的《雾海孤帆》、卡维林的《船长与大尉》、巴诺夫的《孔雀石箱》等，都是儿童文学的精品。而且，这些作品中有的也难以归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比如《孔雀石箱》，对乌拉尔民间艺术艺术形象进行了独特的创造。

苏联电影在这个时期发展迅速，苏联电影艺术家还首创了蒙太奇的电影拍摄方法，并形成了与好莱坞的商业电影、欧洲的艺术电影并立并产生世界影响的独特的苏联风格的政治艺术电影，即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拍摄的艺术电影，《战舰波将金号》和《夏伯阳》是苏联政治艺术电影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而且，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等苏联电影艺术家还对电影理论进行了研究，出版了研究性专著。

苏共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领导地位，并不仅仅是为了对国内的文艺创作进行控制，虽然在苏联政权对文艺创作的控制更严厉了，但另一方面，“斯大林和许多文化官僚以及许多知识分子都是弥赛亚传统的继承者，他们渴望创造一种优越的文明，使自己的祖国在其所处的世界——欧洲大陆能够占据首要地位”。这就决定了，苏共必然在文化方面保持一定程度的开放。在1934年召开的苏联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邀请了许多外国作家参加，大会发言人表达了“形成世界文学宝库的目的”，并表示，苏联文学的目标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将他们转变为全世界文化的继承者。苏联公民将生活在美好的事物之中，他们熟悉“世界文化”最伟大的成就，这包括建筑、城市设计、与民族叙事相联系的修辞等等。正是在这个时期，“苏联的文化世界变得更为世界主义，对来自西方的作品也更为开放”。“在大清洗的年代，西方文学在俄国占据了显著地位。”西欧和美国主要作家的作品被苏联大量翻译出版，苏联科学院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世界文学研究所。这个时期苏联翻译的外国作家文学作品的数量和发行数量在当时的世界上绝无仅有：左拉300万册、雨果300万册、莫泊桑300万册以上、巴尔扎克200万册、狄更斯200万册、莎士比亚120万册等。西方现代派如普鲁斯特、乔伊斯的作品也被翻译出版。“也许还没有一个国家像苏联那样，青年们对于别的民族的古典作品怀着最大的崇敬和喜爱。”而这与斯大林对“西方文化遗产”鼓励和提倡学习是分不开的。普希金、果戈里、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的作品，“其中对于过去的专制的讽刺和批评，和今天的情况经常是相同的，却照印数百万册交给青年阅读”。

1930年代下半叶，随着工业化的实现，苏联文学中的主角也开始发生变化，历史小说和电影开始兴盛。阿·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第三部未完成的情况下，写作了《彼得大帝》、《伊凡雷帝》、《沙皇鲍里斯》。曾经参加过对马海战的诺维科夫写作了《对马》。苏沃诺夫、库图佐夫和涅夫斯基等都成为苏联文学中的主角，对这些俄国历史人物的描写，显然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1930年代下半叶，苏联的报刊与文化明显地转向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专门面向大众消费的《真理报》的文章和电影里甚至出现了俄罗斯精神独特性的概念。”而那些更多是面向知识分子的报刊，如《文学报》、《苏联艺术》，特别是那些以世界主义为特色的《文学批评》、《文学艺术》以及《国际文学》，发表的是民族主义或者俄罗斯复兴色彩更浓厚的文章，它们与对西方人物和动态表示同情的文章充斥着这些报刊。

1938年，由斯大林亲自主持编写并修改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这本作为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教育的教材出版后，苏联社会科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和苏共历史的研究都必须按照这本教材确定的基调进行，苏联社会科学研究的教条化趋势日渐严重。

所以，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旗帜下，尽管苏共对文艺界严格管控，但苏联文化并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统天下，而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旗号下，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多样性。苏共对创作自由的限制集中于对苏联社会现实、苏共历史等题材，在这些方面，苏共不能允许任何与苏共认识不一致的作品出现，对文学艺术家的压制也主要集中在这些领域，而且时常以矛盾的方式出现。比如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等作品禁止出版，但《白卫军》却可以出版，而根据《白卫军》改编的话剧《图尔宾》经过磨难也允许公开上演。苏共对文艺创作的限制甚至压制，对于那些有才华又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是痛苦的。但如果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置于苏联现代化的语境进行分析，从苏联工业化的特定历史语境出发，就可以发现，苏共的文艺政策弥合了文化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文化断裂，当然这里指的是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创作的文化精英，从而为苏联的现代化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文化条件，没有这个条件，苏联的工业化特别是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建设新的工业中心的计划基本无法实现。维特与斯托雷平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未能得到草根社会的支持，也无法将其动员起来。苏联工业化能够成功，从社会文化角度分析，就是苏共使社会大众认识到工业化对国家和他们自身的意义，从而能够成功地进行社会动员，这其中，苏联社会主义文化起了重要作用。1937年2月5日，《共青团真理报》发表了一个在远东地区工作的苏共领导干部的妻子赫塔古诺娃的来信，这封信呼吁单身女青年们到远东那片神奇的土地去。其真实原因在于，工业化初期大批苏联西部的男青年响应苏共的号召来到远东建设新的工业基地，几年以后因为女青年太少，出现了婚姻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封信发表后，有30万人报名要求去远东，其中不但有女青年，也有男青年，甚至还有已婚的夫妻。最终，有2万名女青年和5000名男青年去了远东。“这不仅是对苏联出版物中边疆神奇描写的回应，也突出反映了妇女参与国家建设的志向。”这恰恰反映了革命现代性对苏联普通人的影响。

使文化服务和服从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文化革命的出发点，俄罗斯军事科学院教授克列姆廖夫认为：“阿基米德需要一个支点以翻转世界，改造即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这就是斯大林和俄国人民能够在短时间内，即五年内翻转俄国的支点。”

当然，使文化服务于政治目标必然会压制文化的多元化与文化的创造力。本来就严厉的文化控制，在1946年苏共组织对期刊《星》与《列宁格勒》的批判以后，变得更加严厉了，文学只能对现实进行美化，如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等描写农村的作品，完全无视农村的艰苦生活与农民所承受的严重的经济负担，展现的是实际不存在的农民的幸福生活。而且批判之风蔓延到其他文化领域，接着蔓延到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最终自然科学的一些领域也兴起了批判之风。整个文化与科学界真正出现了死水一潭的状况，苏联的文化科学生态急剧恶化，苏共的文化政策也到了不能不进行大幅度调整的时期。

第二节　社会主义文化中的矛盾与冲突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共产党在政治上非斯大林化之前，已经开始对文化政策进行调整。在苏共二十大以后，随着非斯大林化的进程，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进入到文化思想冲突不断的时期，这些冲突反映了苏共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也影响到苏共的政策。

从“第一滴融化的水”到“解冻”

“解冻”是苏联作家用于形容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社会与文艺界所发生变化的一个概念，一般都认为这个时期从1956年开始，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解冻”本身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它从斯大林去世前即已开始。1952年4月7日，《真理报》载文批评文学作品一味粉饰现实的现象。1952年10月召开的苏共十九大上，在苏共中央的报告中，几乎用了1/3的篇幅批评苏联社会中存在的弊端，提出文学家艺术家应该运用批评的武器，揭露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我们需要苏维埃的果戈里和谢德林，他们运用讽刺的烈火，将生活中那些消极的、腐朽的、垂死的和一切阻碍进步的东西都烧毁。”就在1952年，作家奥维奇金发表的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既描写了积极工作的苏共基层领导干部，也描写了官僚主义者的种种不良行为。这篇特写，“坦率而大胆地批评了农村的社会与经济状况，明确地指责了政府机构的行为，在斯大林仍然在世时，是一个极富勇气的行动”。作品在苏联社会和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从此，“农村官员消极的形象与积极的形象这两种角色，就长期并列出现在苏联文学中”。

1954年，作家阿布拉莫维奇发表题为《战后苏联文学中的集体化村庄中的人》一文，抨击战后以来苏联文学中对农村生活描写的虚假性，他还特别挑选出著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巴巴耶夫斯基进行批评。波梅兰切夫发表《文学中的真诚》一文，拒绝文学中的意识形态特权，坚持将作家的直觉作为特定文学作品中本真性的标志。“波梅兰切夫转而攻击共产主义宣传的旗舰，如贝耶夫斯基粉饰1950年代集体农庄生活危机的电影《库班哥萨克》。”所以，在解冻前，“融雪的第一滴水，在斯大林去世后几个月就已经出现了”。

被称为解冻的社会与文化现象，在赫鲁晓夫时期，始终与政治上的非斯大林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即非斯大林化的程度决定文化解冻的程度，而且，文化解冻往往是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的组成部分，其过程充满矛盾。所谓解冻，即社会与文化的自由化，它源于作家爱伦堡195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解冻》。

苏共二十大后，随着政治上的非斯大林化，“放松了对创作知识分子活动的控制，扩大了他们与西方的联系（解冻），激发了艺术创造的活力，促进了思想自由的发展”。这种变化既表现在文化艺术领域，也表现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然而，苏联社会与文化方面发生的这些变化，也激起了新的矛盾，出现了接连不断的冲突，苏共的政策也因此像钟摆一样，不断地左右摆动，解冻的过程随着政策的摆动交替出现前进与停顿乃至后退的状态。文学界的《日瓦戈医生》事件与史学界的布尔扎罗夫事件是这种状态的典型反映。

1956年初，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将书稿送交《新世界》杂志，杂志虽然感觉有风险，仍准备发表。4月，《旗帜》杂志发表了该书的内容简介，帕斯捷尔纳克也收到该书的广告宣传材料，但《新世界》后来没有发表这部小说。5月底，帕斯捷尔纳克将书稿交个一位意大利记者，1957年在国外出版，并在195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此，小说和作者都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作者还被作协开除。尽管塔斯社在1958年12月2日发布消息说，苏联政府将不会阻挠帕斯捷尔纳克前往国外领奖，帕斯捷尔纳克却在12月6日的《真理报》发表了一封信，表示一个作家能够获奖是令人高兴的，但他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事件，是将导致‘严重恶劣后果’的政治战役的信号”。最终，帕斯捷尔纳克未领取奖金，不久之后去世。

布尔扎罗夫是《历史问题》主编，在苏共二十大前一个月即参加了一个小范围的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讨论。在1956年1月的一次有600名历史学者参加的会议上，他直截了当地提出，要重新评价东欧各国和俄国的封建主义问题、俄国帝国主义的性质、苏联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问题、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问题等。他还指责党的历史学者至今不能摆脱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结论。苏共二十大以后，布尔扎罗夫和《历史问题》编辑部组织了一系列研讨活动，这些研讨活动对苏共历史问题的讨论已经远远超出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范围，到了赫鲁晓夫也不能容忍的程度。1957年3月7日，苏共中央做出关于《历史问题》杂志的决议，布尔扎罗夫因为在历史学中偏离了列宁主义的党性原则，被决议点名批判。随后他被解除《历史问题》主编职务。“根除布尔扎罗夫主义的运动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末，通常被用于窒息‘不同政见火花’的党性原则再次得到重申，而且还因为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得到加强，在这种环境中，大多数历史学者重新回到苏联历史学的正统。”

在苏共二十二大以后的新一轮非斯大林化中，文化界的解冻又向前迈出了更大的一步，其标志是从古拉格释放回家的索尔仁尼琴反映古拉格内生活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被批准出版。但过了几个月，赫鲁晓夫又向后退了一大步。

解冻之所以出现这种左右摇摆，其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社会还没有为大幅度的转变做好准备，“当时开始的制度自由化的过程既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支持，也未能得到精英应有的支持”。所以，解冻带来了新的矛盾。其对苏联文化发展的影响表现为，在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文艺界的再次出现了类似于新经济政策时期对立，但这个对立并不是文艺流派的对立，而是政治主张的对立，自由主义色彩更浓的文艺界人士以特瓦尔多夫斯基主持的《新世界》为阵地，更多地坚持社会主义传统的文艺界人士以柯切托夫主持的《十月》杂志为阵地，形成苏联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直到1960年代末的两军对垒的局面。哪一派能够占据上风不是取决于谁能够推出更受社会欢迎的作品，而是取决于苏共中央的文化政策。这两个派别在苏联社会中都有自己的社会基础。这种文化对立现象的出现，实际上是苏联文化从苏共控制下的有限多元化走向真正的多元化的开始，也是后来苏联出现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源流。如果对这种对立不采取行政手段，而是让双方通过自己的作品去竞争，苏联文化的转变也许会更平稳。

虽然苏联文化中的解冻是一个跌跌撞撞、不断经历放开与收紧的反复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苏联文化的变化仍然是非常明显的。

乡村生活与农民的心理、价值等在苏共二十大后成为众多苏联作家关注与书写的对象。与工业化时期的苏联文学描写农民如何接受现代化事物不同，新的苏联乡村文学更多地关注农民与农村在现代化背景下的意义和价值。这些新的农村题材的文艺作品，力求最真实地再现当代苏联农村的生活图景，有的已经接近自然主义的描写。在这些作品里，农民心理和文化的顽固持久性得到强调，而且展现出农民所具有的俄国特性并没有被革命改造多少。“乡村文学的作者们全都认为，俄国农村的文化与道德价值是解决现代苏联问题一个主要因素，他们认为，绝对需要保留民间传统。”转向俄国乡村文化传统寻求解决现代苏联问题，实际上可以看作斯拉夫派的某种现代体现，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遭遇现代化困境的标志，正如在资本主义国家在进入现代以后，现实主义遭遇困境被现代主义取代一样。

为了突破这一困境，一些艺术家对如何表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要求的宏大叙事，进行了新的探索。卡拉托佐夫的电影《雁南飞》就是这种探索的代表。《雁南飞》的时代背景是卫国战争，但全片并无激烈的战争场面，整个影片叙述的都是后方人民的艰苦生活，却没有传统的英雄形象。影片不但在苏联国内反响强烈，而且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这部影片广受欢迎的主要原因是，苏联观众需要对战争问题新的表述与思考，而《雁南飞》恰恰做到了这一点。当代俄罗斯文艺评论家也认为，在苏共二十大前，这样的影片拍不出来，但“《雁南飞》和《战舰波将金号》、《夏伯阳》都是伟大而深刻的影片，这些影片里的主角，关注的首先都是宏大思想的战场，轻视共产主义思想，是不可能理解这些电影的”。

不过，无论赫鲁晓夫怎样左右摇摆，当时苏联文艺界的主流仍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却已经明显地加入了人道主义的精神，大多数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依然主要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其变化主要表现为，作品中多了对社会矛盾和人的关注与描写，苏联社会在作品中也不再是没有矛盾、没有阴暗面的人间天堂，党的干部也并不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焦虑，他们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官僚主义者、野心家、以权谋私者、吹牛拍马者等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这种变化，应该说更符合现实主义的要求，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作品仍然受到大众欢迎的原因。

解冻年代的苏联距离十月革命已经40多年，距离二战结束已经将近20年，新的一代正在成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和平年代而且在没有巨大社会动荡的环境中成长，加上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其文化需要已经完全不同于新经济政策、工业化与二战年代的青年，社会的这种变化不能不反映在文化需要上。因此，在斯大林时期已经出现的对娱乐文化的需要在解冻年代更加强烈，而苏联文艺界也回应了社会的这种需要，以纯粹消费为主的文艺作品在苏联出现而且迅速扩大自己的阵地，这类文艺作品的目的就是娱乐大众。作家阿达莫夫创作了《侦查员洛谢夫》系列侦探小说，塑造了一个苏联的福尔摩斯，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成为畅销书。这是苏联社会即将进入消费社会的一个信号。消费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将一切宏大叙事解构。消费社会中的人们最为关心的是日常生活，而不是宏大思想与远大理想。比如，在解冻年代，苏共妇女部的主要工作体现在：“第一，参与广泛的住房建设计划，第二，参与改善基本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与供应。”这与斯大林时期动员妇女参与工业化的作用完全不同了。

解冻年代，苏联的科学技术与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个时期苏联科学发展最为出色的成就，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成功地发射了地球人造卫星和载人宇宙飞船。此外，苏联还首先将核动力成功地运用于民用工业，造出了核动力破冰船。苏联的航空工业与航天工业在这个时期都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在弹道导弹研制方面也走在美国前面，这也是在1956年苏伊士危机期间苏联敢于对英法威胁使用导弹攻击的原因。社会科学研究虽然处于不断的摇摆中，但这主要集中于对苏共历史的研究，对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尽管也有各种束缚，与解冻前比，开放度还是大多了。一些曾经被停止的学科如社会学、国际关系、世界经济等学科都建立起来，一些新的学术刊物被创办，如《苏联历史》、《苏共历史问题》、《近代史与现代史》、《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语言学问题》等等。苏联在这个时期的高等教育发展特别迅速。战前，苏联大学每届入学新生数为46万多人，1951-1956年间，每届入学的新生人数达到100万，1956-1960年间则增加到170万。高等教育的发展，改变了人口的文化结构，也改变了社会结构，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实际上也就培养了自己的挑战者。

后工业社会中的苏联文化

“每个社会都设法建立一个意义系统，人们通过它来显示自己与世界的联系。”苏联文化从无产阶级文化派到拉普派，再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直到在解冻时期加入人道主义内容，实际上都是为了建立一个革命现代性的意义系统，在苏联人民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建立起意义联系，为实现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提供精神动力。但任何社会，不管其原来的文化基因如何，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原来的意义系统都将遭遇无法满足新的社会需要的挑战。观察世界现代化的历程可以发现，无论哪一种现代化道路，在走过工业化阶段以后，原有的意义系统都陷入了危机。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恰恰经历从工业化国家向高度工业化国家的转变，苏共的政策又鼓励了革命现代性的日常化转变，苏联文化随之发生变化，变化中的苏联文化与苏联自革命时期开始形成的革命文化或者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化渐行渐远。

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总书记不久，世界就送给苏联文化一份大礼。1965年，苏联作家肖洛霍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奖不一样，肖洛霍夫的作品自斯大林时代开始，就被苏共认为其作品是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学的代表，曾经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肖洛霍夫获得诺贝尔奖，无疑成为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文化令人自豪的开端。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科学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日益重要。到1980年，苏联拥有140万名科学工作者，占世界全部科学工作者的1/4，其中科学博士与副博士43.4万人。到1980年，苏联有500名科学家被聘为外国科学院的院士，有81名科学家获得各类著名的国际科学奖，仅在物理学领域，苏联就有7名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与美国相比，苏联的总体科学实力仍有差距，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同样是一个科技超级大国。苏联解体后，西方专家估计，“主要集中在俄罗斯科学城的俄罗斯知识产权就值4000亿美元”。这足以说明苏联科学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技术发明数量之巨大。

苏联的社会科学研究也是在这一时期取得巨大成果的。在这一时期，苏联的经济学、社会学和人文科学研究都取得了苏联立国以来的最大成就。“正是在这一时期，苏联的历史学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这些成就之一，就是出版了卷帙浩繁的《苏联共产党历史》、《从古代到现代的苏联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出版了革命史、内战史和卫国战争史百科全书。苏联历史学家在对古代和现代俄国历史的研究中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然，这些学术成果仍然不同程度地带有某种教条味。

苏联教育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发展，使苏联的教育规模跃居世界第一。1980年，苏联的普通中小学有学生4430万人，职业技术学校有学生366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有学生461万人。高等学校数量达到883所，在校生超过500万。教育的发展，提高了苏联人力资源的文化水平。在1980年，集体农庄庄员中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的比例为63%，工人中的比例为75%，经济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中，这个比例为83%。

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苏联的文化政策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些在赫鲁晓夫时期正在写作的非斯大林化的文艺作品或者学术研究成果得以继续出版。不过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出于政治稳定的目的，勃列日涅夫停止了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1965年，纪念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斯大林的形象出现在为庆祝胜利而拍摄的影片中，他对战争的领导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那些专门为非斯大林化写作的文学作品与历史学著作被禁止出版，如积极参与持不同政见运动的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等。停止非斯大林化，并不意味着苏共的文化政策回到斯大林时期，而是在对一些涉及苏共历史与苏联体制的题材设定禁区，在其他方面甚至比解冻时期更加开放，比如对创作形式与方法的探索。同时，斯大林时期被禁止出版、赫鲁晓夫时期也未开放的一些作家的作品在这个时期也都陆续出版，如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以及曼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等人的作品。

苏联文化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一个新品种，是二战时期的苏军统帅们纷纷出版了战争回忆录，如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什捷缅科的《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华西列夫斯基的《毕生的事业》、巴格拉米扬的《战争是这样开始的》等等。这些战争回忆录对斯大林充满了赞扬之词，认为战争的胜利与斯大林的领导分不开，实际上起了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作用，这也对后来文艺作品中斯大林形象的塑造产生了影响。

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最初十年，经历了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与社会结构的迅速变化。到1980年，苏联已经有70%以上的居民生活在城市里。在1950年代末，城市居民70%以上在工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工作，属于传统的蓝领工人。到1980年，苏联40%的城市居民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即属于白领工人，在工业等传统领域就业的城市居民开始迅速下降。虽然，由于苏共仍然将工业发展放在首位，但苏联实际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苏联社会学家认为，从革命到1970年，苏联城市人口经历了三代人的变化：第一代出生于1910年代，在1930年代开始工作；第二代出生于1930年代，在1950年代开始工作；第三代出生于1950年代，在1970年代开始工作。这三代人中，每下一代城市居民中，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数都大幅度减少，每下一代的城市居民中，都会有1/3的人沿着社会与职业的阶梯向上流动几个台阶。第一代人经历了革命、内战、工业化和卫国战争，文化水平不高，所以，从无产阶级文化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无论何种社会主义文化，都能够满足他们的文化需要，并能够为他们提供意义系统；第二代人经历的是战后恢复与1950-1960年间的经济快速发展，纯正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化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而解冻后苏联文化的发展恰好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并仍然能够为他们提供意义系统；而第三代，当代俄罗斯学者亦称其为七十年代人，对文化有着全新的需要，这种需要是一种分散化的、多元化的需要。

苏联出现这些变化恰恰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然产物，虽然国家的历史传统与国情会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产生决定性影响，但国家实现现代化以后，出现的问题却大体相同，类似文化转变在每一个国家都发生过。这是因为，文化水平的提高自然会增强人们对自我价值的期待和肯定，闲暇时间的增多使得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选择富于变化的活动，从事自己的业余爱好活动以及那些受社会尊重的活动。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革命与工业化时期形成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已经无法引起七十年代人的共鸣，也无法满足他们的文化需要。“对七十年代人来说，重要的是外在于宏大思想的家庭问题与职业问题。”这是苏联革命现代性日常生活化的动因，也是它的结果，是苏联革命时期结束的真正标志。

与社会的这种变化相一致，“国家的文化生活仍然焕发出活力，表现出多样性”。在这个时期，“知识分子发生了分裂”，“按照对国家发展道路的不同理解，知识分子分裂成几个集团，在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些不同方向，进行着激烈的有时甚至是不妥协的争论”。知识分子的分裂中，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多元文化，当然，在这个多元文化中没有给反苏反共留出空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仍然被一些文学家坚持，而文艺表达形式的探索就更多了。

坚持传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也仍然在继续出现，但这些作品对问题的认识已经落后于时代，因而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将苏联青年不再阅读法捷耶夫等作家的作品归因于西方文化的渗透，这种认识显然没有把握住问题的本质。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在这一时期的一大变化是作品的主观化，即文艺作品更注重对个人、对内心世界的关注。如冈察尔的《你的朝霞》、邦达列夫的《选择》、《岸》和艾特马托夫的《一日长于百年》都属于这一类作品。这一时期文艺作品的一大特色，是对苏联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反映。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些作品并不都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因为这些问题在所有现代化国家无一例外地都遇到，而且无一例外地都无法解决。如青年人的颓废、物质主义盛行、婚姻危机、宗教复活等等，不断出现在苏联作家发表于1970-1980年代的作品中，并不断引起苏联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如作家利帕托夫的小说《伊戈尔·萨沃维奇》，从艺术角度看价值不高，但因为该书描写一个干部子弟在家人的安排下，一路顺风走上领导岗位却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寄生者而引起了苏联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报刊上进行了包括大量读者参与的持续两年的讨论。所以，在这个时期的苏联文艺作品，即使对美好事物的表现，也与过去差别极大，或者说，这些作品与经典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距离越来越远，而离普遍的人性越来越近，比如，电影《两个人的车站》、《办公室的故事》、《湖畔奏鸣曲》等等。文艺作品的这些变化，反映的恰恰是革命现代性日常化以后，社会所面临的新的矛盾。

后工业社会的特点之一，是文化成为真正的消费品，由于苏共仍然将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所以，苏联进入后工业社会后，商品化的文化没有马上形成绝对优势。但这一时期苏联的流行文化已经崭露头角，通俗小说在这一时期发展特别迅速，除了阿达莫夫的《侦查员洛谢夫》外，比库里的历史小说也是受到苏联人民欢迎的大众小说。流行音乐与其他来自西方的流行文化开始在苏联社会盛行，而对时尚的追求也成为苏联青年男女的一种生活方式，一部分青年的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发生变化。

对于因为国家现代化与革命现代性日常生活化产生的新问题，苏共的理论不能给予充分的解释，已经分裂的苏联知识分子，按照各自对苏联出现问题的理解在作品中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从而形成了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旗帜下能够被苏共接受的多元化文化。

回到俄国传统，是苏联这一时期文艺作品提出的一种主要选择。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主张。影片通过1958年全苏青年人蜂拥而至莫斯科，观看法国电影节放映的影片和1970年代青年人开始热衷于摇滚乐，表达了一种类似于俄国传统中的观念：俄国人过于迷恋西方特别是西方文化中那些肤浅的内容。给孩子取一个外国名字的时尚也受到含蓄的批评。至于影片充满的乐观主义，有苏共领导认为，这与《夏伯阳》是一致的，而实际上，“影片所充满的乐观主义，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许多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经典的乐观主义，这是一种主张人必须忍耐，必须经受苦难，然后在看起来已经没有希望的时候，发现了意义，发现了爱”。电影导演的目的之一，就是传递俄国的民族特性，“从观众的热烈反映来看，他获得了成功”。

在1970年代的苏联文学，“出现了一个在世界上并无类似情况的流派”，“这个流派聚集在《我们同时代人》杂志”，“获得了乡土派的称号，尽管他们与现实的乡村并无联系”。乡土派是赫鲁晓夫时期乡村文学的继续与演变，却将乡村文学对乡村传统的怀念与苏联的现代化对立起来，而且加入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元素。其代表者为拉斯普京和别罗夫。拉斯普京的成名作《告别马焦拉》描写了在苏联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具有300年传统的村庄如何在抗争后淹没在水电站大坝的水下，“所有淹没在水库蓄水下的马焦拉的一切，代表着一个消失的黄金时代，也代表着衡量当下衰落的基准点”。别罗夫在《我们同时代人》发表的小说《一切在前》，本质上是一部反现代化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这部小说牢牢地坚守乡村小说的传统，却不是将乡村理想化，而是将城市妖魔化。这部小说有着强烈的反犹太人情绪，对俄国的社会弊病，不仅归罪于城市生活方式，而且归罪于犹太人的‘有害’影响。”苏联在1970年代出现的乡土派，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批判现实主义，即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对传统造成破坏的批判。

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其主张不能被苏共容忍，其作品也无法在苏联的报刊发表或出版，而且，他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立场，于是在苏联形成了体制外的文化——持不同政见运动。

持不同政见运动与苏联社会中思想多元化的潜流

所谓持不同政见，即这个运动的参加者对苏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持不同的政治见解，其本质实际上是苏联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反对派的新的表现形式，但他们从不将自己称为苏共的反对派，而是自称为持不同政见者。“在1950年代，苏联不存在公开的反对派，在1970年代已经有了。而且，苏联社会总是再生产着对制度持有敌意的人群。”现在的研究则发现，“在30年代已经出现了个别的地下小组，他们最初的尝试就是拒绝宣传”。

1965年底，苏共在实现了政权稳定之后，部分恢复斯大林的名誉，结束了赫鲁晓夫时期的政策，引起了反斯大林的知识分子的疑虑，而苏共和苏联政府重新采取的对持有不同见解的知识分子的压制乃至镇压措施，成为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形成的直接推动力。

1965年9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指控作家西利亚夫斯基和丹尼尔使用化名在国外出版“反苏”小说而逮捕了他们。对这两名作家的逮捕以及接下来的审判，引发了维护权利运动和持不同政见运动。“这个运动通过底层文化人士与文化知识精英的结合而形成。维护权利运动的参加者绝大多数是从年轻的共产主义者——理想主义者转变为革命与政治强制的反对者”。他们认为，继续苏联的制度将不可能实现创造性的知识发展与道德净化。1965年12月5日（苏联宪法日），一小群知识分子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普希金广场举行集会示威活动。出现在集会上的有苏联的氢弹之父、科学家萨哈诺夫和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一个在赫鲁晓夫下台前刚刚开始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共青团的一位领导人也出现在集会现场。后来的历史学家都将这一天发生在普希金广场的抗议示威活动作为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形成的标志。

1966年2月10-14日，莫斯科州法院对这两名作家进行审判后分别判处西利亚夫斯基和丹尼尔7年和5年监禁。在同年3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正式提出要反对“抹黑”与“粉饰”现实这两种极端倾向。会上，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包括在赫鲁晓夫时期发表的《伊凡·杰尼索维奇》受到公开批判。此后，对电影、剧院演出的剧目和文学创造的选题都进行了内部调整，对作者的高收入进行了限制，这给创作探索形成了新的困难。审查的强化，事实上使得那些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但被认为在政治上具有反苏倾向的作品无法出版或者发表。这引起那些在解冻时期已经感受到创作自由的作家与其他知识分子的不满。

于是，在1960年代晚期到1970年代初期，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以两种形式进行活动。在这个时期，苏联出现了“苏联人权委员会”、“苏联知识分子革命党”、“为恢复列宁主义而斗争联盟”、“为民主权利而斗争联盟”、“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等等。参加这些持不同政见组织活动的主要是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等，同时，也有青年大学生、工人参加，甚至还有权势集团的个别成员和官员参与其中。“然而，这类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参加者人数并不多，按照本身也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家估计，数量不超过1万人；而当代的历史学家估计，数量不超过1千人。”虽然持不同政见运动的人数不多，但由于有院士萨哈诺夫与作家索尔仁尼琴参加，“他们的观点能够得到最完整和最全面的反映”。而且，他们的国际声誉使得这类持不同政见运动具有国际影响，持不同政见者也经常将作品送到国外出版。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另一种活动形式，是通过写作表达与苏共不同的各个方面的见解，其范围从对苏联历史事件的研究到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论的重新阐释。参加者主要是从事研究的学者或者是作家，因为其作品不能公开出版，他们就自行印刷，然后再通过各种亲密的人际关系传播，如同学、同事、亲友或者是朋友，这就在苏联形成了被称为“萨米日达”的出版物（非正式出版物）。这些出版物有历史著作、理论著作等等。其中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罗伊·麦德维杰夫和诺列斯·麦德维杰夫兄弟。这些出版物有的学术水平较高，理论也多有创新。非正式出版物的出现与在民间的交流意味着，“在苏联出现了与官方文化界限分明的地下文化”。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并无统一的思想理论基础，也无统一的行动，分散化与思想理论的多样性、目标的多样性是其最为突出的特点。虽然在1960年代末，“在后斯大林时期出现的持不同政见运动的主要流派，从完全分散的结构统一于‘民主运动’之中，却仍然提出了三种意识形态：麦德维杰夫兄弟代表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萨哈诺夫为首的自由主义、索尔仁尼琴捍卫的‘基督教思想’”。除此之外，还有民主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爱国主义以及民族——爱国主义等思想流派。

在持不同政见运动之外，也出现了其他不同政见的思想者，但这些思想者从来没有在主观上将自己看作是持不同政见者。在当代俄罗斯享有盛誉的新欧亚主义者古米廖夫可以看作这类思想者的代表。古米廖夫是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儿子，曾经被捕入狱，后来专门研究欧亚问题。1974年，他为了超越苏联对民族与地理关系问题的僵化学术体系，写作了题为《民族起源与地球生物圈》的著作，但该书被禁止出版。“1979年，他决定将书稿放在科技情报研究所，让那些希望读这本书的人能够复印该书，结果，这本书以这种方式印了2000册。”类似古米廖夫的新的思想者，并不参加任何不同政见活动，他们所希望的就是将自己对世界、对俄国历史的思考传播给社会，这同样构成苏联社会中思想多元化的多彩图景。

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出现，同样是苏联随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带来的社会变化的结果。1970年代，苏联消费品供应不如西方发达国家丰富，却也进入了消费社会，但苏联的商品短缺问题却始终不能得到根本解决，疑问自然会产生。更多的闲暇时间，都使得苏联人越来越希望有更多的个人自由与个人空间，苏共虽然对社会的控制已经放松，却仍然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同时，人民的需要也逐渐地多元化，需要的多元化必然要求思想的多元来满足，这是持不同政见运动出现的客观条件。苏联共产党却看不到，“科技革命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需要新的能够将人民团结起来的有成效的理论”，但苏共却被意识形态偶像弄得昏昏欲睡，继续坚持过去的立场，不愿意在已经变化的世界中革新自己的思想。这使得苏共不能正确对待持不同政见运动提出的各种思想、理论，并从中汲取有益的成分来发展自己的理论，反而将其看做是敌对势力予以打击，这就进一步加剧了苏共的思想僵化。

由于将持不同政见运动看作对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苏共采取了分化瓦解与镇压相结合的策略，限制不同政见者的活动范围，不断地批判其观点，将其代表人物逮捕、放逐到边缘地区，驱逐出境或者送进精神病院。这些措施压缩了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活动空间，到1970年代末，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在国内基本陷入沉寂，其活动中心转移到国外。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虽然陷入沉寂，但苏联社会思想多元的潜流并不会因此停止流动，正如官方允许出版的文学作品实际上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定的原则，出现了官方意识形态能够允许的相对过去的文学表现形式与内容的多元化一样。恰恰是因为苏联社会已经出现的社会思想的多元化，未能在恰当的时间得到准确的分析、研究，并采取正确的对策加以对待，当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的政策时，已经多元化的社会思想才会像火山喷发一样，以剧烈的思想爆发带来社会意识的剧烈动荡。


第三阶段　苏联解体后的曲折起伏

第七章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联解体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逝世后，安德罗波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的行动，激起了苏联社会对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期待，使经济得到明显增长。安德罗波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仅仅一年三个月就在1984年2月逝世，继任的契尔年科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年一个月后，于1985年3月逝世。三年内苏共三任总书记逝世，是苏共领导危机的集中表现。“社会已经厌倦了国家首脑的葬礼，将变革的希望寄托于走上苏共领导岗位的‘第三代领导人’。”“第三代领导人”的代表戈尔巴乔夫在期待变革的社会氛围中于1985年3月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终于有了一个年轻的领导人，苏联社会主义的命运也由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

作为“第三代领导人”代表的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满足了苏联人民的愿望。戈尔巴乔夫提出，必须进行与时代要求相一致的社会变革。虽然知道苏联经济要进行变革，但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并没有进行经济改革的蓝图，这与苏共在1917年刚建立政权时的情况非常相像。在苏共历任总书记中，戈尔巴乔夫是学历最高的，却是判断能力与行动能力最差的。与历任苏共总书记相比，他是唯一一个提出的行动目标最多，最终却一个目标也未实现的总书记，他进行的改革因此成为目标与结果完全相反的改革。

第一节　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及其后果

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基础的瓦解

在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后，戈尔巴乔夫强调的是对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忠诚。在1985年的一次讲话中，他明确表示：“许多人倾向于将市场作为我国经济的‘救生艇’，我们不需要任何‘救生手段’，我们有自己命运的航船：社会主义的航船。”赶超美国也仍然是他的目标。所以，戈尔巴乔夫在经济领域首先采取的措施，是实施“加速战略”。加速战略试图通过科技进步和对苏联生产力的根本改造来提高经济的增长速度，它突出了科技进步的作用，其重点在增长而不是改革，“加速战略”注重的仍然是经济增长速度。“加速战略”被大张旗鼓地宣传了一阵，执行了一段时间后，“渐渐地，‘加速’这个词不再被使用，而实际上，在1986年以后，国家的发展不但没有加速，反而日益陷入到危机之中”。

在实施“加速战略”的同时，戈尔巴乔夫还开展了反酗酒运动。反酗酒运动并未达到目的，反而造成了经济与政治多方面的不良后果。反酗酒运动使得苏联政府在3年内损失了670亿卢布的税收。由于政府发布了禁酒令，国有企业禁止生产和销售酒类产品，在苏联早已存在的影子经济因此更加活跃，有组织的犯罪也因此突然大幅增加。反酗酒运动，“以行政强制措施消除民族几个世纪形成的传统，只能以破产告终，并引起消极后果。而整个国民经济继续按照旧的模式运行”。

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两年后的198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党的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任务》的决定，苏联新一轮经济改革终于开始了。新的改革方案并没有放弃中央对经济的控制，而是打算逐渐以更加民主化和分散化的经济计划与更大程度的市场作用相结合的体制替代原有的经济体制，其核心是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国营企业（公司）法》。该法律赋予企业充分的生产经营的自主权，特别是销售、采购、追逐利润和支配利润的权力。几年后，被称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灰衣主教”的雅科夫列夫承认：“政府在实施企业法时犯了巨大的错误。”正是这些错误不但导致苏联经济陷入危机，而且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

1987年的经济改革方案存在多方面的缺陷：其一是，未能建立新的制度协调获得自主权的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其二是，赋予企业支配利润的权利，将引起企业的短期行为；其三是，由于未能同步建立新的税收体制，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

在实施企业法后不久，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又推出了一项改革措施——制定并通过了《合作法》。这项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劳动者建立合作企业，向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该法律允许合作企业开饭馆、各类修理店、零售商店、批发贸易公司、银行以及生产小商品。合作企业的成员必须在企业中从事实际工作，非合作企业成员的资本不得进入。该法律作出的规定其动机自然是保持合作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

按照《国营企业（公司）法》获得充分自主权的企业，一方面立即大幅提高员工收入，同时，还为了现在的盈利降低企业未来发展所需的投资；而生产消费品的企业为了追逐更高的利润转而生产高品质同时也是高价格的产品。企业的这三种行为导致的后果：一是，企业员工收入的增长高于消费品生产的增长，购买力的增长导致中高端产品的短缺更加严重。企业放弃生产利润低的产品，低收入者所需的低端产品同样严重短缺。“日益突出的短缺对政治气氛产生了复杂影响，它使得国家从乐观主义的气氛转变为危机状态的气氛，从而使主张激进改革的鼓吹者更容易获得支持。”二是，从1988年开始，对于推动经济增长极为重要的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了1921年以后的首次下降，1988年，苏联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7.2%，1989年又下降6.7%。相应地，苏联GNP的增长速度在这两年也分别下降为2.2%和1.5%，低于被戈尔巴乔夫称为“停滞时期”的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平均增长速度。三是，国家财政赤字大幅上升，1985年，政府财政赤字为GDP的1.8%，到1988年已经上升到9.2%。四是，因为企业领导人的选择不是基于专业能力，而是基于由政治体制改革引发的不断强化的民粹主义，导致企业经营状况恶化。在1988年，有30%强的企业亏损，25%的企业只有微利。“由于已经转向自主融资，失去了国家支持，这些企业就面临破产的危险与失业爆发的威胁。如何应对这些变故，无论是社会还是国家都没有任何准备。”更为严重的是，与此同时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使得原有领导体制崩溃，造成了整个国家经济秩序的破坏，1990年苏联在和平时期第一次出现GDP下降2%的情况，1991年则下降10%。商店里已经空空如也，短缺愈加严重，这就使得苏联人民不但对苏共领导的改革彻底失望，也对苏共的领导能力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彻底失望，并转而支持许诺能够解决苏联经济问题的激进改革派。

当苏联经济由于不当改革步入危机时，一个新的有产阶级也在这个改革中形成，并成为苏联经济危机的推手和瓦解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关键性因素。

苏联新的有产阶级形成的途径是依据《合作法》兴起的合作社运动。“合作社是行政体制的附庸，它依附于行政体制得到发展。”合作社需要从国营企业租赁资产，国营企业通过提高租金增加利润。由于难以获得原材料，“合作社就使用非法手段获得原材料，于是腐败迅速蔓延”。合作运动中迅速致富的，正是苏联的权力精英——党政官僚和经济官僚。1991年以后俄罗斯顶级商业精英，17%来自于共青团，23%来自于苏联工业部门的各实业家（其中近一半来自工业部和委员会），14%来自苏联国家银行，8%来自苏联时期的精英家族。叶利钦时期著名的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曾经是苏联共青团的官员，他在1987年参加到合作社运动中并挖到了第一桶金。他认为，俄罗斯的商界成功人士，"90%来自于过去的权势机构以及同权势机构关系密切的人”。1987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在苏联“产生了新资本家阶级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这表明，“改革为党——国精英摇身一变为富有的大资本家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些过去的苏联精英一旦成为有产者，他们关心的已经不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命运，而是个人的财产能否安全，以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目标的改革显然不合他们的心意。

瓦解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第二个因素，是伴随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进一步繁荣的早已在苏联存在的影子经济（第二经济）。“在1960年，第二经济占国家GDP总量的3.4%，1988年，这个比例达到20%。”影子经济破坏了经济秩序，加剧了苏联的经济危机。此外，“影子经济几乎同时完成了两件对于自身存在非常重要的任务，第一，强化了对社会主义的批评；第二，确立了对无所不能的金钱的强烈的崇拜。”打通所有执法环节是影子经济存在的前提，因此，腐败、违法和舞弊总是与影子经济相伴随行。“经济活动领域日益加剧的腐败和违法行为，引起了对苏联体制最大限度保障民众必需的物质福利的能力和成功管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能力的巨大怀疑。”当苏联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形成了对金钱的崇拜，当民众对苏联经济体制的有效性产生了巨大怀疑，苏联经济体制存在的社会基础就遭到了破坏。

当然，经济领域里的这些变化并不一定使整个苏联体制被改变，只要政治体制能够保持稳定，经济领域的变化就可以受到限制，但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消除了所有的限制，随着苏联在政治体制改革中陷入全面的政治社会动荡，苏联经济体制的基础被彻底瓦解。

第二节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与苏联的解体

公开性的影响

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结果产生最复杂影响的，是他提倡的“公开性”政策。公开性是沙俄晚期斯拉夫派倡导的一种非西方式的知识自由，以民众公开讨论公共事务为特征。斯拉夫派希望俄罗斯人民能够就自己关心的问题发表意见，又同时保留君主专制。戈尔巴乔夫从俄国历史中发掘出已经被遗忘的概念，目的是克服决策中的随意性和主观性。按照戈尔巴乔夫的理解，公开性意味着，“政策形成必须反映现实，考虑各个方面的意见”，“党必须学会克服在现实与党的政策之间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矛盾”。所以，公开性政策的提出，强调的是对政策的公开讨论，允许不同意见的发表等。但后来的结果表明，公开性与戈尔巴乔夫的其他改革一样，不但没有达到政策设计与现实一致的目标，反而成为苏联解体的推动力。

起初，公开性按照戈尔巴乔夫设想的轨道运行。1986年10月，苏联新闻媒体报道了苏联婴儿死亡率的统计数字，显示出比西方国家要高出3倍；报道还特别指出，自1970年代晚期，婴儿死亡率已经下降了。同时，新闻媒体开始报道，在企业发生的抗议活动和反酗酒运动带来的不良后果。实际上，公开报道这些消息，是来自顶层的压力，而不是来自草根的压力。总体而言，更具革新性的报道出现在中央而不是共和国的报纸上。

公开性并未止步于讨论公共话题，它很快转为对苏共前任领导人的评价。这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被戈尔巴乔夫指责为“停滞时期”后，苏联报刊发表的大量对勃列日涅夫及其执政的评论中被充分展示。这只是公开性一个短暂的被称为“非勃列日涅夫化”的插曲。在这个短暂的时期，勃列日涅夫被极度丑化，“这个名字变成了一种诅咒，勃列日涅夫的孙子安德烈说，与他们家有联系的人都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1988年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对勃列日涅夫及其时期持否定评价的高达67%，成为苏共历任总书记中评价最低的。对戈尔巴乔夫持肯定评价的则高达60%以上。不过，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进行的历次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对勃列日涅夫及其执政时期的评价都远远高于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时期的评价。“对作为整体的俄罗斯人民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黄金时期，而不是停滞时期。被西方普遍接受的停滞假设，只不过是戈尔巴乔夫用话语压倒俄罗斯人民生活现实感的体现”。在苏联解体以后，主管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雅科夫列夫承认：“在改革初期，我们不得不说谎，假装出于善意，捏造事实，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紧接着，非勃列日涅夫化迅速演变为新一轮的非斯大林化。“而且，现在走得要远得多，所有事件都被重新审视和有选择性地进行研究。斯大林、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者在历史出版物、小说和电影中成为中心话题。作家、记者和出版家被称为‘改革的建筑师’。”文学成为非斯大林化的主要方式，不是因为苏联作家新创作了这类主题的作品，而是一批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创作而未能出版的作品被允许出版。这些作品中最有影响的是，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杜金采夫的《白衣人》、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非斯大林化迅速演变为对斯大林模式的批判，“兵营社会主义”、“扭曲的社会主义”等概念被那些仍然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的理论家、作家用来批判斯大林。问题是，对斯大林乃至对斯大林模式的批判实际上是对苏联现行制度的批判，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只是进行了政策调整并对斯大林时期处理各种问题方法的改变，1953-1985年间的苏联，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制度转变。于是，新一轮非斯大林化继续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能是非列宁化，最终对整个苏联历史给予全盘否定。实际上，在格罗斯曼、特里丰诺夫、西里亚夫思基和阿克什诺夫的作品中，“传达给读者的印象是，从列宁一直延续到现在的苏维埃文明，没有什么值得保留的。这些作家或公开或含蓄地表示，他们所向往的更好生活的模式在自由的西方”。以否定自身历史为主要内容的公开性，改变了苏联人首先是苏联精英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一位最高苏维埃代表说：“过去，我们相信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社会，现在年轻的一代认为，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最糟糕的社会中。”更多的人开始变得对政治冷漠。

当然，在苏联也存在另外的看法。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工学院讲师安德列耶娃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的来信，表达了对公开性的另一种看法。来信认为，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攻击正在否定祖国那些史无前例的伟业：工业化、文化革命和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一个世界大国的成就。信中写到：“无论斯大林在历史中的形象多么富有争议，多么复杂，他建设与保卫社会主义的真正作用或迟或早会得到客观的评价。”作者认为，公开性否定的不仅是斯大林主义，而且还有俄罗斯的民族自豪感，“真正的俄罗斯价值观正在丧失”。

一封群众来信不管是个人见解，还是反映了社会中相当一部人的看法，当然不可能改变公开性的演变方向，反而激起了戈尔巴乔夫的强烈反弹。苏共中央宣传部专门组织了对这封来信的批判。这也说明，公开性并没有给苏联各种不同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提供发表自己意见的空间，它实际上仍然是政权操纵的单方面言论自由。不过后来的历史证明，安德列耶娃的来信至少在一个根本问题上看到了公开性的消极后果，对苏联历史的全盘否定，瓦解了苏联在几十年时间内形成的苏联人民的国家认同。

在整个公开性时期，有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在所有否定苏联历史的作品中，鲜有真正的历史学家的作品，即使风靡一时的历史出版物，也大多由作家和记者写作。历史学家在公开性早期也有许多争论，但大多限于论坛和会议。“这些争论大多非常激烈，但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要理解这些争论隐含的内容，经常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对于那些重大事件，争论参与者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与作家和电影制片人相比，历史学家要谨慎得多。”如果要分析其中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历史学家还不能完全接触到对于历史研究必不可少的苏联历史档案。即使少数几个能够接触这些档案的，也是戈尔巴乔夫挑选出来为非斯大林化服务的历史学家。这些历史学家对档案的使用，如赫鲁晓夫一样，是有选择性的，而且有时也会编造所谓的事实。比如对贝利亚的指控，在苏联解体后，有许多都被历史学家所推翻。实际上，公开性时期苏联的历史出版物，对过去的揭露是片面的，但其逻辑却有足够的理由，即其目标并不是要对历史事件进行理性化的解释，而是以揭露过去的问题为现实政治服务。“没有人可以指望，整个过程能够做到客观与超然。”

1989年以后，苏联社会的主流思想已经不再关注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完成改革任务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及其身边人缺乏取得实际成果的能力，在社会意识中被理解为苏联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制度不具备自我完善的能力。”于是，以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替代苏联社会主义的思潮在苏共党内逐渐有了市场。戈尔巴乔夫则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构想，但他仍然没有思考，在苏联是否有条件实现这一目标。在苏联社会中，以自由资本主义替代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呼声也日渐响亮，持这样观点的人虽然不多，却掌握了话语权，可以影响并主导社会意识的变化。如同苏联的经济改革一样，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公开性不但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反而瓦解了苏共执政与苏联体制的意识形态基础。然而，公开性对苏联的最为重大的影响，是它将潜藏于苏联社会中的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思潮激活，戈尔巴乔夫显然低估了公开性对一个具有帝国遗产的多民族国家的影响，恰恰是公开性激活了苏联境内的民族主义包括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为苏联解体创造了条件。

民主化：苏共的分裂与社会政治对抗的形成

改革开始不久，戈尔巴乔夫就明确提出：恢复党内民主是党的主要目标。党要真正保持其先锋队作用，就必须推动和引导社会民主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党就需要首先在党内民主发展中作出榜样。党内生活的民主化被苏共领导人认为是整个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

在戈尔巴乔夫提出扩大党内民主后仅仅10个月，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因为在政治局会议上两次当面对戈提出了批评（实际上是比较平和的批评），使得戈勃然大怒。当场进行反批评以后，戈组织了两次对叶利钦的批判，并撤销了叶的党内一切职务，将其打发到国家建委担任副主任。而且，他还私下向叶利钦建议，永远不要再重返政治舞台。戈尔巴乔夫对待叶利钦批评意见的举动充分说明他缺乏基本的民主素养，因为叶利钦对他的批判，其程度和语气都远远低于60多年前苏共党内各种反对派对列宁的批评。叶利钦遭此打击，“仍然相信（至少原则上相信）党的领导作用，并相信在苏共的领导下，人民将有美好未来”。虽然叶利钦在会议上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接受对他的批评，但他与戈尔巴乔夫却因此产生了无法消除的恩怨。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种恩怨成为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政治对抗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叶利钦渴望进入戈尔巴乔夫的核心圈子。未能实现这个愿望使他的挫折感和怨恨日益强烈，在被戈尔巴乔夫撤销职务后，他的愤怒迅速增强。当局势翻转，叶利钦获得优势后，他对戈尔巴乔夫没有半点怜悯，而是公开采取报复”。

为加快政治体制改革，1987年6月的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召开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并决定参加代表会议的代表通过秘密投票产生。在选举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代表的过程中，普通党员并没有尝试积极参与党代会代表的选举，竞选主要在党内精英中进行。选举竞争成为精英争夺的战场，党内形成政治派别进而演变为政治对抗就是个时间问题了。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决定转向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同时在党内、苏联政权内和苏联社会中同时展开。

根据苏共中央的决定，从1988年开始，党内选举自下而上，差额选举在1989年8月到达州委一级。这样的改革将对苏共和苏联国家的统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戈尔巴乔夫与苏共其他领导人都没有思考过。历史证明，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是苏共走向瓦解的直接转折点，苏共所有领导人都是这一转折的失败者。在这个转折中最大的获益者是已经被逐出政坛的叶利钦。差额选举和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不仅给叶利钦提供了重返政坛的机会，而且他还利用会议发言的机会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受压制的改革家形象，由此获得了来自民间的大量支持，因为“俄罗斯人民总是同情为真理受难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是唯一一位与政权有个人恩怨，同时能够在足够高的层次上对无所不能的官僚制度提出挑战的人”。因此，叶利钦重返苏联政坛就为开始在苏共党内出现的反对派准备了领袖人物，“他决心为自己的政治复兴而战，也准备为自己对于苏联未来政治秩序的日益激进的观点而战。”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后，党内政治派别的形成已现端倪，即一些不满意选举结果的党员组成了党内的各种俱乐部。到1989年下半年，在苏共党内已经出现了至少八个具有自己政治目标的派别。苏共对派别活动视而不见的态度，鼓励了党内破坏既定制度的趋势，派别活动逐渐活跃，而“那个曾经以自己钢铁般统一而自豪的党现在开始逐渐裂为碎片”。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认为，苏联政治改革的全部任务就是将权力中心从党转移到苏维埃，实现“全部权力归苏维埃”。这是戈尔巴乔夫所有改革中最轻率的改革，因为苏维埃是一个立法机构，无论它拥有多少权力，也无法履行决策与执行机构的职能，这一改革是苏联陷入政治对抗与政治混乱，国家政权却无力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根源。

在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高潮中，正式的政治反对派组织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成立，他们宣布，将致力于推翻苏共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此后，大批的非正式组织和反对派政党出现，而根据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决定举行的苏联人民代表选举则为反对派在政权机构内形成提供了机会。在1989年3月举行的人民代表差额选举中，许多党的领导干部未能当选。叶利钦本无竞选资格，但一位候选人将自己的名额让出，叶利钦成功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在第一次人代会期间，形成了名为“跨地区议员团”的反对派。它以叶利钦为首，包括几乎所有在人民代表选举中胜出的激进改革派成员。会议上，议员们争抢话筒发言，而且绝不允许反驳的情况说明，匆匆忙忙实现的民主更多的只具有形式，并不利于解决实际问题。

党内派别与其他反对派形成后，如果没有组织形式的障碍，按照其自身演变的逻辑或者规律，将迅速向“无原则的煽动”和日趋激烈的政治对抗转变。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一切以前所表达的誓言、承诺都会让位于获取斗争胜利的手段。1989年的下半年，派别活动迅速演变为全面的政治对抗，这些政治对抗主要围绕政权的争夺。政治对抗的加剧，不但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经济活动，而且无法在解决国家的紧迫问题上形成共识。

进入1990年，“苏联的政治经济危机已经蔓延到所有领域：生产与分配、国家机构、人的社会生活、世界观与文化、伦理与道德、联盟中央与各共和国的关系、民族间的关系等都陷入了危机”。在苏联已经陷入全面危机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没有专注于解决危机，而是将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在1990年3月的非常人代会上，通过了取消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款）的决议，同时，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总统。非常人代会上，“实际发生的事情，立即被称为‘苏共自杀’：事实上没有建立新的政权体制，苏共就自我解除了权力。这也许可以同尼古拉二世放弃皇位相提并论。但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国家既未陷入长期的世界战争，社会中也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利益矛盾，更不存在‘革命形势’”。戈尔巴乔夫误认为，只要自己成为总统，就可以掌控苏联的改革进程，这又是一次一厢情愿、结果与目标完全相反的改革，因为这次改革在苏共已经分裂的情况下，创造了新的国家分裂的条件。

到1990年5月召开俄罗斯联邦人代会选举新的俄罗斯领导人时，苏共已经出现事实上的分裂并正在滑向瓦解的深渊。由于俄罗斯联邦在苏联举足轻重的地位，戈尔巴乔夫为保住对俄联邦的控制，亲临大会，对出席大会的苏共代表发表讲话。虽然叶利钦得到苏共党内民主派的支持，但当时这个派别的力量仍然有限，如果苏共代表按照中央的要求投票，叶利钦是无法获胜的。在关键时刻，叶利钦打出俄罗斯主权高于一切的旗号，导致200多名苏共代表违背党组织要求，临阵倒戈，投票支持叶利钦，从而使叶利钦获得了更有实际价值的权力。叶利钦获得俄联邦的最高权力，加快了苏共瓦解的速度，也开启了苏联解体的闸门。此前，苏共党内的政治派别主要通过宣传舆论和街头政治进行政治对抗，现在，通过叶利钦掌握的政治权力，这种对抗就引入到政权内部，形成中央与俄联邦的政权对抗。而叶利钦则利用自己的权力，将本派别的人任命为俄联邦政府各机关的负责人，还利用已经掌握的各种资源支持反对派的活动。苏共正式开始推进党内民主后不到两年，已经深陷全面而深重的组织危机之中，其严重程度在苏共历史上前所未有，而且，党内的政治对抗已经演变为政权对抗，思想、理念等等的争论虽然还在进行，却没有多大意义，权力争夺成为政治对抗的主线。

苏共在全面的政治、组织危机中迎来了第二十八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这次大会除了向全世界展示了苏共的分裂与虚弱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在大会前，苏共发布了新的纲领草案，苏共党内两大政治派别苏共民主派和苏共马克思主义派也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纲领。会上的情形跟人民代表大会一样，也是不容人反驳，争抢麦克风发言。而来自地方单位和基层党组织代表的发言却说明，自1988年后大规模推进的苏共党内民主化，没有取得真正的实际效果，这些代表都是支持改革的，因此，他们有深深的挫败感。他们的挫败感来自于他们对党的政策和党的领袖的决策没有多大的影响。莫斯科市委书记普罗科菲耶夫观察到，戈尔巴乔夫从来就没有打算真正实现党的民主化。而党的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也发现，党的领导并未建立一个机制来听取或者他们从来就不打算听取党的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的意见。这说明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更多地是一种形式，它并未解决党内民主发展的问题。在会议最后一天，叶利钦以抗议的姿态宣布退党，“对形成不再信任党的局面及后来党的瓦解起了巨大的作用”。大会通过了许多决议，但代表们都感觉，这些决议是没有生命力的，它们不会得到执行，不会有人为实现它们而斗争，也不会有人要求实现它们。

苏共二十八大一结束，苏共的瓦解就开始加速。一年内，400万党员离党而去。其中一些党员是因为发现加入苏共不再是实现个人梦想的条件而退党，更多人的则是因为对苏共的失望而离去。在退党潮中，更多的党内政治派别公开亮出了自己的旗帜。苏共在二十八大后实际上已经处于瓦解状态，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像苏联这样的多民族大国，国家的统一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首先是苏共的统一。一位立陶宛的老共产党员曾经向斯大林提出为什么在宪法中要写上共和国有退出苏联的权利，而这可能导致国家分裂，斯大林回答说：“统一的党的存在，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位俄罗斯学者就此指出：“只要党的凝聚作用在，它就会避免国家的分裂。”当苏共实际上已经处于瓦解状态，苏联的解体就不可避免了。

主权争夺战与苏联的解体

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一开始就引发了潜藏于苏联社会之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其表现为民族间的冲突。而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使得民族主义迅速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南高加索国家兴起，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人民阵线运动。但在1989年3月前，这些运动主要是民间运动。1989年3月26日的人民代表选举，给了激进民族主义者进入国家政权的机会。在人民代表选举中，坚持苏联立场的候选人首先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遭到严重失败，具有浓厚民族情绪的政治家、学者与社会活动家进入三国最高苏维埃。紧接着，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共产党公开宣布支持人民阵线的活动。在1989年行将结束之际，立陶宛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非常代表大会，宣布退出苏共并宣布党的目标是实现立陶宛的国家独立。戈尔巴乔夫终于感到国家面临危险，他于1990年初亲赴立陶宛，试图阻止立共独立，却空手而归。立陶宛人则再接再厉，于1990年3月11日宣布正式独立，并宣布更改国旗和国歌。立陶宛人的行动立即产生了连锁反应，到1990年5月12日，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宣布联合起来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苏联自1922年建立以来，第一次真正面临国家分裂的危险。

虽然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宣布独立进一步激发了苏联境内的民族主义，特别是南高加索三国的民族主义，对苏联全局的影响还是有限的，因为这些共和国都是小国，无论人口还是经济实力都不足以动摇苏联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根基，而且，即使所有这六个共和国都独立，也不足以使苏联解体。促使苏联解体的决定性因素，是俄罗斯联邦对中央展开的主权争夺战。“紧随波罗的海共和国单方面宣布建立独立民族共和国的，是共和国的精英们开始逃离中央，这是中央被削弱的起因。“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发表国家主权宣言，宣布俄罗斯的法律高于一切，在苏联出现了双重政权。俄罗斯政权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并宣布限制苏联法律在俄罗斯联邦实施，“这个宣言发出了苏联解体的起跑令”，“它首先瓦解了国家的经济，接着瓦解了整个国家”。以俄罗斯联邦为榜样，乌兹别克、摩尔多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先后发布主权宣言。紧接着，俄联邦境内的卡累利阿、鞑靼、布里亚特、阿布哈兹等等也发布主权宣言。他们都宣布，隶属中央的在本共和国的企业属共和国所有。“1990年，主权宣示的结果产生的，已经不仅是革新苏联的问题，而且还是苏联能否存在的问题。”不同类型的主权大战，导致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组织的迅速发展，提出了“俄罗斯共和国联盟扩张”和“俄罗斯退出苏联”的问题。其根源在于，相当部分的俄罗斯精英和民众认为，俄罗斯资源丰富，文化和科技发达，如果摆脱了其他落后的共和国，将发展得更快更好。为了制约叶利钦而紧急建立的俄罗斯共产党，在俄罗斯人代会上同样投票赞成通过主权宣言。俄共中央书记库普佐夫表示：“通过主权宣言，这是俄联邦第一次人代会工作的主要成果。重要的是，这个原则性文件事实上得到俄罗斯全体人民的支持。”

在1990年底，叶利钦决定在1991年俄罗斯将减少原来属于联盟的税收1000亿卢布，他还开始与其他加盟共和国谈判并签署双边经济协议，并先后与乌克兰、哈萨克和白俄罗斯签署了双边经济协议。叶利钦继而倡议签署四边协议，建立主权共和国联盟，然后邀请其他国家加入联盟。“因此，在1990年12月，已经进行了瓦解苏联的第一次尝试，不过显然没有成功。”但俄罗斯采取的经济措施则意味着，“俄联邦不仅走上了独立制定经济政策的道路，而且开始了对联盟中央的经济战”。

在主权大战的浪潮中，联盟中央已经名存实亡。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只好一方面通过签署新联盟条约，一方面通过在全联盟范围内举行全民公决来决定苏联的未来。1991年3月17日，举行了是否保留苏联的全民公决。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及摩尔多瓦抵制了全民公决。除这六国以外的其他共和国80%的公民参加公决投票，其中76%的人赞成保留联盟。引人注目的，是俄联邦在参与投票的九个共和国中投票率最低，赞成保留联盟的人的比例也在九国中排倒数第二。投票结果令戈尔巴乔夫十分满意，他依然认为只要大多数人同意，就能够防止苏联解体，其政治天真与幼稚，在世界政治史上十分罕见。全民公决结果出来之后，俄罗斯领导人加大了对联盟中央的指责，这说明，他们对全民公决的结果，特别是俄罗斯人民的投票结果有自己的理解。

为了挽回危局，俄共决定在3月28日召开的非常人代会上罢免叶利钦，叶利钦则希望人代会授予他总统的权力。本来俄共与亲叶利钦的力量对比大体平衡，双方准备达成妥协。在关键时刻，以俄共中央委员鲁茨科伊为首的170多名俄共代表再次临阵倒戈，转而支持叶利钦。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叶利钦的根本变化，叶利钦抓住机遇提议在6月12日进行俄罗斯总统选举。非常人代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叶利钦的提议。戈尔巴乔夫再尝党内分裂的苦果。

不断的失败并没使戈尔巴乔夫汲取教训，即现在能够挽回局势的唯一可能途径，是形成党内的统一行动。在俄罗斯第一次总统竞选中，苏共与俄共分别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苏共与俄共力量的分散使得叶利钦的胜选基本没有悬念。1991年6月12日，叶利钦以57.3%的绝对优势当选为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当选为俄联邦总统迅速改变了两个总统之间的力量对比，他们之间的矛盾达到沸点。”叶利钦最关心的是：“摆脱戈尔巴乔夫，必要时摆脱戈领导的国家。”戈尔巴乔夫最关心的，是能否签署新联盟条约。

鉴于戈尔巴乔夫在保持联盟国家的统一，使国家摆脱经济、政治和民族危机方面毫无作为，以叶利钦替代戈尔巴乔夫出任苏联总统的设想被提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对外情报局长在苏联解体后写道：“认为戈尔巴乔夫能够保持联盟的统一并使国家摆脱危机是不现实的。不管是否喜欢叶利钦（我本人不喜欢他），委员会和我们所有人都倾向于叶利钦。"KGB主席克留奇科夫“不仅没有反对这种设想，而且提出要在各个层次与俄罗斯政权发展接触”。“总理帕夫洛夫周围的人也考虑了这一问题。”同时，KGB等强力机关根据国内局势的不断恶化的情况，提出了实行紧急状态的设想。克留奇科夫亲自前往白宫会见叶利钦，提出了这些设想，双方建立起联系渠道。在8月9-15日期间，克留奇科夫“与俄罗斯总统成功地达成了明确的协议”。这个协议是，“叶利钦将不会积极地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

与此同时，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7月29-30日，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达成协议，决定在8月20日签署新联盟条约。如此重大的改变国家政权的协议，是在秘密情况下，由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哈萨克斯坦总统决定的。新联盟条约第二十三条的内容是，新联盟条约一旦签署立即生效，1922年建立苏联的条约就被废除。新的联盟将称为“主权国家联盟”。戈尔巴乔夫原想一直保密到条约签署，造成既成事实，但《莫斯科新闻》在8月15日发表了条约文本，“戈尔巴乔夫对发生泄密事件愤怒不已，要求查明这一行动的‘罪犯’”。《独立报》发表文章指出：“8月20日，在苏联领土上将出现两个联盟，旧的联盟与新的联盟。”

鉴于8月21日将召开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如果条约在20日签署，将意味着苏联在21日已不复存在。8月18日晚，苏联政府总理帕夫洛夫和KGB、国防部、内务部以及苏共、苏联政府的一些领导人与苏军主要将领在KGB总部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从8月19日起，在苏联部分地区实行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派总理帕夫洛夫与国防部长亚佐夫前往白宫会见叶利钦，就实施紧急状态进行磋商。因为帕夫洛夫突发急病被送往医院，紧急状态委员会未能与叶利钦进行面商，但紧急状态委员会一直与白宫保持着接触，“俄罗斯领导人的代表极力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圈内人士建立秘密联系”，“以寻求可接受的解决方案”。起初，叶利钦等俄联邦领导人极度紧张，害怕紧急状态委员会将对他们采取强硬措施，但实际上，紧急状态委员会根本就没有抓捕俄联邦领导人的方案。在与俄联邦领导人的接触中，“克留奇科夫明白，叶利钦与他周围的人已经开始组织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斗争”。因为双方已经达成协议，紧急状态委员会根本就没有如果遭遇抵抗如何处理的预案，加上参与实施紧急状态准备工作的苏联空降兵副司令格拉乔夫突然倒戈，加入到叶利钦阵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实施紧急状态三天后就结束了。在苏联解体后，叶利钦表示，“他欺骗了克留奇科夫”，“不是我改变了主意，而是我欺骗了他”。但叶利钦已经从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中获得了他所需要的一切，他将自己打扮成反抗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英雄，人气高涨到极点；他争取到苏军部分将领的支持，使他不再担心戈尔巴乔夫以武力对付他；在紧急状态委员会失败后，他将联盟中央的几乎所有权力抓到自己手中。而戈尔巴乔夫则是最大的失败者，当他返回莫斯科时，真正成了孤家寡人。“8·19"事件曾经被描绘得精彩绝伦，但实际上，“它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首长与俄罗斯总统合作开的一场PARTY."其真实情况至今仍然不能说已经完全清楚，但不管真实情况如何，"8·19事件”后，任何保留苏联乃至保留任何形式的联盟都完全不可能了。

1991年12月8日，俄联邦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总统斯坦科维奇在明斯克郊区的别诺维尔进行秘密会晤后，决定签署退出苏联，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三国总统同时发表声明指出，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的苏联已不复存在。苏联的正式解体，应该从这一天算起，尽管戈尔巴乔夫在17天后才宣布辞去苏联总统一职。从8月19日开始，他已经不能被看作是总统了。在8月19日以后，他已经无法支配苏联境内的任何资源和任何政治力量。戈尔巴乔夫带着革新苏联的勃勃雄心登上苏联政治舞台，却以在形式上正式终结苏联的存在而结束政治生命，也许只有1917年2月的尼古拉二世可与之相比。

苏联的解体，意味着从1917年开始的俄国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现代化努力的结束，在经过70多年的努力后，俄国——俄罗斯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第八章　从叶利钦到普京

1991年12月25日，当苏联正式宣布结束存在时，俄罗斯再次站在了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曾经满怀信心认为十月的选择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国家发展道路的俄罗斯人民陷入了迷茫，但刚刚亲手结束了苏联存在的新俄罗斯的权力精英却真诚地相信自己已经为俄罗斯找到了民富国强的康庄大道，他们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不惜代价，在极短的时间内为国家走上这条康庄大道扫清一切障碍。俄罗斯就在这种矛盾的思想状态下走上了激进改革之路。

第一节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经济与政治

在俄罗斯取代了苏联的国际法地位以后，叶利钦的注意力马上转移到通过激进经济改革尽可能快地在俄罗斯建立一个与西方完全一样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使俄罗斯重返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回归西方就是叶利钦为俄罗斯确定的终极目标。“巨大的世界经济体系业已实实在在地形成。70年来，俄罗斯远离了世界文明”，“需要再一次急起直追，抓紧去做，拼死奋斗，为的是——跻身于世界各国之行列”。这是叶利钦的真实心声，反映了他急于融入西方、实现俄罗斯繁荣富强的紧迫感。这说明，叶利钦仍然表现出典型的力图以快速突击方式在极短时间内实现复杂目标的俄国风格，而且叶利钦在对改革目标进行选择时，对客观条件的估计更加不足。这就决定了，尽管叶利钦相信，他的选择符合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在实践中却必定会带来巨大的破坏而难以达到目标，反而给实现预期目标制造了更多的障碍。

“休克疗法”与持续的经济危机

俄罗斯的改革方案在1991年末已经制定完毕。该方案由一批年轻的激进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提出改革的主要目标，在得到叶利钦首肯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派往俄罗斯的专家组对方案的制定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个改革方案被称为“休克疗法”。

所谓“休克疗法”强调的是改革的全面与深刻性，但它更加注重的是改革的快速性，即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所有的经济改革与经济转型任务，一步跨入市场经济，避免出现双轨制，“你不可能通过两次跳跃跨过一条壕沟”是俄罗斯激进改革家们的格言。“休克疗法”的另一个特点，是限制政府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政府的作用仅限于“废除中央计划体制，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建立一个新的有利于市场和私人产权的法律框架”。“休克疗法”之所以限制政府的作用，原因在于，“信奉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家坚信，只要国家离开经济活动，市场经济就会自动兴起”。这种信念充分反映了俄罗斯改革方案的制定者及其支持者对大国经济转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缺乏基本认识。

俄罗斯改革的目标是私有化、价格的自由化、宏观经济的稳定、全面放开国内商品与资本市场。对于同时实现这些目标可能遇到的困难及带来的严重后果，改革的设计者与执行者包括叶利钦本人都缺乏最起码的认识，叶利钦为了安抚对即将进行的改革感到恐慌的俄罗斯人民，亲口许诺：“大家只会经历大约半年的困难。然后物价就将下降，消费品市场将货物充足。到1992年秋天前，经济会得到稳定，人民生活会逐步得到改善。”正因为苏联解体而惊恐不安的俄罗斯人民接受了叶利钦的承诺，他们同意再忍受半年到一年，就像俄罗斯人民在历史上一样，他们再次没有多加考虑就轻信了政治家的美好许诺。

俄罗斯的经济改革首先从价格改革入手。1992年1月2日，俄罗斯政府放开了80%零售商品的价格。与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关于放开物价后一个月内物价可能上涨70%的预测完全不同，一个月内物价上涨了3.5倍，在整个1992年物价上涨了2500%，投资下降40%，GDP比1991年下降14.5%。俄罗斯由此陷入了持续的超级通货膨胀。到1995年，俄罗斯的消费品价格相当于1991年末的1411倍，相当于1990年末的3668倍。全面放开价格导致的超级通胀将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长期积累的为数不多的财富洗劫一空。

1992年，俄罗斯政府开始了经济的私有化。两年后，俄罗斯政府宣布他们的计划已经获得成功，因为有10万家企业已经转入私人手中。“但私有化并没有产生有效率的所有者，也没有产生能够赢利的企业。”相反，内部人（即苏联时期的企业经理）仍然用对过去陈规的忠诚通过共谋控制了全部大企业份额的3/4.“这些内部所有人首要的和最大的兴趣，是确保他们对自己所在公司的控制，以便保住他们的职务。吸引投资或者扩大市场份额，对他们只不过是遥远的第二位的目标。”这就使得俄罗斯的两年私有化改革没有在俄罗斯造成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经济，而是造就了极少数的经济寡头。他们与叶利钦家族和政府官员通过共谋在很短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激励机制没有因为大规模的私有化而形成。在一小撮经济寡头暴富的同时，多数人陷入贫困，拖欠工资的情况十分普遍。“叶利钦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典型的政治化的经济。用一种与宫廷政治相联系的并因此而获得财产所有权的个人化的与世袭的由官僚统治的经济取代了过去命令式的官僚化的经济。那些真正在经济上成功的企业对自己的产出却没有所有权，不得不被迫去行贿。”私有化改革的这一结果决定了俄罗斯无法按照改革的时间表实现经济复苏，反而使俄罗斯经济从1992-1996年出现了长达5年的负增长，这个结果说明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实际上失败了。

到1999年，俄罗斯几乎所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都显示，“休克疗法”给俄罗斯带来的是全面的灾难，其严重程度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苏联的破坏。1998年俄罗斯的GDP总量仅为1989年的52%；经济大幅下降，导致居民贫困的普遍化。按照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公布的数据：1999年，俄罗斯农村居民的46.2%，城市居民的57.6%，人均收入低于维持生存所需要的水平，在富裕的莫斯科，这个比例是23.3%，而在贫困的图瓦，这个比例达到78.6%；与此同时，俄罗斯的人口指标也持续恶化，在和平年代，从1989年到2002年，俄罗斯人口减少了180万，如果不是同期有550万人移居俄罗斯（主要是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返回的俄罗斯人），俄罗斯人口的减少将达到700万以上；男性预期寿命从64.9岁下降到58.8岁，女性从74.2岁下降到72岁；在俄罗斯改革的最初8年，俄罗斯的犯罪率增加了将近一倍，从1990年每10万居民1240起上升到2000年的每10万人2028起。

“休克疗法”对俄罗斯未来发展的最大危害，在于从根本上破坏了苏联曾经强大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础，“俄罗斯所有工业部门长期深刻的衰退导致了对经济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干部基础的严重破坏”。从1991年到1999年，俄罗斯的科技工作者人数下降了2.6倍，而设备更新的资金投入下降更多。其原因在于，经济持续衰退引起大批科技工作者移居国外，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不愿也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投资。所以，“改革摧毁了俄罗斯的科学实力——知识生产力，而这是国家发展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也是俄罗斯工业技术水平持续衰退和科技进步对生产的贡献不断下降的原因”。其消极影响在叶利钦执政时代并没有充分表现出来，但在普京执政的第三个任期就充分表现出来了。

“休克疗法”未能实现预定的目标，其根本原因在于，叶利钦同20世纪所有从事变革的领导人一样，都是迷信某种他们自己都没有真正理解的学说，不经任何准备，以闪电般速度完成变革。叶利钦的“休克疗法”只不过是俄国旧传统在20世纪末的一次再现，其愿望、其方式乃至其口号和过程，连其结果都是完全符合俄罗斯传统的，是纯粹俄罗斯的：它总是先将光明未来的希望带给人民，然后又让他们陷入深深的失望和长久的等待中。

叶利钦执政九年交出的显然是俄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经济增长成绩单，而且，在付出经济持续下降的惨重代价之后，俄罗斯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反而形成了寡头与官僚紧密勾结控制经济活动，中小企业受到各种压制因而仍然缺乏活力的经济体制。在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方面，“俄罗斯改革者融入世界经济和全球共同体的梦想实现了，但俄罗斯却再次成为西方的原料供应地”。这使得20世纪即将结束时的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1913年非常相似。“在21世纪来临之际，俄罗斯社会所有后苏维埃社会的特征，都具备边缘资本主义的典型特点，其活动也服从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逻辑。”

超级总统制的形成与俄罗斯政治格局的变化

“休克疗法”导致的经济形势迅速恶化，使俄罗斯的政治形势恶化，到1992年底，反对“休克疗法”改革的群众游行日渐增多。在政权内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与总统之间曾经良好的合作关系由于人民代表们对“休克疗法”的批评越来越激烈逐步转变为政治对立和政治斗争。“总统与最高苏维埃之间的斗争主要是围绕改革方案的斗争，总统寻求经济的快速市场化，而立法机构则对其持审慎乃至敌视的态度。”到1992年12月俄罗斯人代会召开时，在人代会中形成了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反对派，而继续支持“休克疗法”的代表已下降到20%。在这个时候，最高苏维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也改变立场，站到反对派一边，最高苏维埃完全成为叶利钦改革方案的反对派，在1992年12月，它成功地迫使叶利钦所信赖的“休克疗法”的制定与执行者俄罗斯总理盖达尔下台。

在成功迫使盖达尔下台后，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又在1993年3月10日召开的俄罗斯第八次非常人代会上成功地否决了叶利钦提出的两大权力机关分权的法案和叶利钦坚持的在俄罗斯建立总统制的新宪法的原则，通过了最高苏维埃有权撤销总统令和对政府实行控制的法案，从而构成了最高苏维埃对总统和政府的强有力的法律制约。这也表明，最高苏维埃所追求的是在俄罗斯建立起议会制的民主制度，与叶利钦所追求的目标尖锐对立，于是，“对经济改革的方案的意见分歧转而引发了议会与总统之间的宪法危机”。

在遭遇多次挫败之后，叶利钦开始反击。3月20日，他通过电视台宣布，他刚刚签署了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取消了最高苏维埃撤销总统令和通过与总统令相抵触的决议和法律的权力。但是，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宪法法院院长、总检察长、俄罗斯副总统都对叶利钦的命令给予了谴责，副总统拒绝在命令上签字。两天后，宪法法院宣布该命令与俄罗斯宪法相抵触，叶利钦只好退却。最高苏维埃随即在3月28日发起对叶利钦的弹劾投票，但投票结果让叶利钦松了一口气，虽然有66%的代表投票同意弹劾叶利钦，却未达到需要的75%的票数。接下来，叶利钦在4月25日举行的关于对总统和政府的信任投票中取得胜利，并于6月5日召开了制宪会议通过在俄罗斯确立总统制的新宪法草案。

面对叶利钦的反击，反对派利用改革带来的新的困难，同时在议会和街头展开斗争，打击叶利钦依赖的激进改革派，动摇叶利钦的执政基础。叶利钦终于认识到代议制民主可能导致他正在推进的改革从此无法继续，国家将陷入永无止境的政治对抗中，他决定以非常手段结束俄罗斯又一次出现的“双重政权”并存的混乱局面。

1993年9月21日，叶利钦发布《告俄罗斯人民书》，宣布解散人代会和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拒绝了叶利钦的命令，并通过决议终止叶利钦的总统职务，指定副总统鲁茨科伊暂行总统职权，议会所在地白宫再次成为抵抗中心。在对峙10天以后，经教会的调停，双方开始谈判，叶利钦也宣称不会诉诸武力。但在10月4日凌晨，按照叶利钦的命令，俄军炮击并攻入白宫，逮捕了所有在场的人，以枪炮给俄罗斯的代议制民主画上了句号。

对白宫的炮击和进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俄罗斯政府公布的死亡人数为147人，而反对派、民间组织、外国记者和俄罗斯学者根据各自的信息来源提供的死亡人数从500人到5000人不等，受伤人数则还要多得多。这无疑是俄罗斯现代化进程中的又一次悲剧，俄罗斯社会在对该事件的认识上再次发生分裂，在政治对抗中失败的哈斯布拉托夫多年后仍然坚信：“在炮击议会后，叶利钦的克里姆宁宫获得了不受人民监督的‘充分自由’来执行他们不受控制的、敌视人民的经济与社会政策。在腐败过程日益严重的同时，形成了一个与急剧膨胀的政治官僚集团紧密联系的寄生性的‘有闲阶级’。这一切都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时期所存在的民主运动荡然无存的情况下发生的。”哈斯布拉托夫的认识不无道理，却充满了政治浪漫主义色彩，他仍然没有认识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和最高苏维埃时期的民主运动是引发激烈政治对抗和高度社会动荡的根源。在这个问题上，叶利钦的见识显然更为高明、更符合当时俄罗斯的社会心理。所以，俄罗斯的“许多专家都认为叶利钦所采取的行动违法（按照法律条文总统犯的是属于国家政变的刑事罪），但由于相对多数公民对全民公决的支持，因而叶利钦的行为具有合法性”。

叶利钦使用坦克炮弹废除了议会，就为在俄罗斯建立总统制扫清了道路。1993年12月12日，在新的议会进行选举的同时，俄罗斯通过了加强总统权力和限制议会权力的新宪法。

新宪法赋予总统至高无上的广泛权力和特权。总统实际上集内政、外交、立法、行政和人事大权于一身，却不会受到任何实际的制约。按照新宪法的规定，总统拥有任命政府总理的权力，如果议会下院即国家杜马连续三次否决总统提名的总理人选，总统有权解散议会并组织一次新的议会选举。总统还拥有单方面颁布具有法律力量的命令，该命令只能在议会上院和下院通过了相应法律并由总统签发后才能够被废除。俄罗斯新宪法所建立的，“是一种超级总统制，在这个制度中，行政首长拥有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机构和制度通过正式的或者非正式渠道获得的所有权力”。所以，按照新宪法集中于叶利钦手中的权力高于苏联时期政治局的权力。俄罗斯的一切重大决策，只要叶利钦同意就可以付诸实施。

超级总统制的建立显然与民主派追求的西方式民主相去甚远，却与俄国的历史传统和俄罗斯的政治现实高度吻合。从沙俄到苏联时期，俄罗斯实行的一直是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的制度，个人化的集权制度在俄罗斯有深厚的政治与文化基础。无论是某个政治人物还是某种政治力量，都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其基础，遏制其惯性。在1992-1993年，发生在俄罗斯大地上的议会与总统之间的政治对抗，以主张总统集权的叶利钦大获全胜，恰恰再次验证了俄罗斯所具有的无政府主义、自由放纵和专制主义、国家至上共存的文化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一旦俄罗斯民族追求自由和民主，其结果就是各派政治力量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社会进入动荡；随着动荡的延续，人民又开始寻求秩序，这个时候他们希望出现的是一个能够恢复国家秩序的强权人物。经历了多年的政治对抗与冲突带来的社会动荡后，大多数俄罗斯人转而寻求稳定的生活。一位自由派杜马议员在评论新宪法时表示，这个宪法提供给总统的权力太强大了，但他马上补充说：“当然，它仍然比以前的宪法好，因为它压缩了发生公开政治冲突的空间。”叶利钦正是抓住了俄罗斯人民心理的新变化，以果断措施结束了以混乱为特征的政治浪漫主义时期，在俄罗斯初步恢复了政治秩序。

1992年12月12日，俄罗斯进行了独立后的第一次按照新宪法规定的议会选举。按照新宪法的规定，俄罗斯议会分为下院（国家杜马）和上院（联邦委员会）。国家杜马代表的50%按照比例代表制从政党、社会团体和其他政治组织中选出，另外50%按照多数选举制从每个选区单选一名代表的方法产生，任何政党如果希望获得进入杜马的资格，必须在选举中赢得至少5%的选票。联邦委员会主要由地方行政长官组成。

解散最高苏维埃以后，叶利钦希望支持“休克疗法”的政治力量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全胜，建立一个与总统保持高度一致的议会，保证他确定的改革能够顺利推进。选举结果却使叶利钦大失所望。民族主义的自由民主党成为最大的黑马，恢复活动时间不长的俄共一跃成为议会第三大党，而盖达尔领导的“俄罗斯选择”在按政党名单进行的选举中仅获得12%的选票。1993年议会选举的结果即表明了“休克疗法”不得人心，也表明自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民主化”开始形成的自由民主派主导俄罗斯政治的格局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1995年进行的议会选举结果则意味着俄罗斯已经形成了左翼政治力量兴起，中派政治力量影响缩小，极端主义政党影响下降，自由民主派力量衰落的政治格局。

俄共是1995年选举的最大赢家，在杜马450个席位中，俄共及其盟友总共获得186个席位。亲叶利钦的由盖达尔的“俄罗斯选择”领衔的由多个自由民主派政党组成的“联合民主派”总共只获得3.9%的选票，未能进入国家杜马。日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失去了过去的风光，所得选票仅为1993年选举的一半。而中派政治力量所得选票也有小幅下降。

自由民主派政党拥有远远超过俄共的资源，却在选举中全面失败，其原因除了他们推行的不得人心的“休克疗法”，还在于自由民主派“未能在新的环境中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政党，白白浪费了许多机会”，而且，“在选举中，呈现四分五裂的状态”。

俄共的胜利首先在于“休克疗法”失败导致的大批俄罗斯民众对倡导“休克疗法”的自由民主派的不满；同时还在于俄共在不利的环境中恢复了苏共留下的组织体系，成为俄罗斯唯一具有完备组织体系的政党，能够较其他政党更有效地开展党的活动；还有一个常常被忽视但却十分重要的因素是，在1993年全民公决和选举中，大多数左翼政党拒绝参与的情况下，“久加诺夫领导的共产党垄断了代表俄罗斯左翼反对派的权力，正是从这一刻开始，俄共不但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而且也成为俄罗斯唯一‘严肃’的左翼党”。

1995年议会选举的结果充分显示了俄罗斯人对自由民主派所推行的改革的不满，选举结果本身不会改变俄罗斯的权力结构，但因为五个月后将进行俄罗斯成为真正独立国家以后的第一次总统选举，所以议会选举就具有总统选举预演的性质。俄共的胜利与“联合民主派”的全军覆灭，不仅使得俄罗斯的执政集团，也使得在“休克疗法”时期暴富的新贵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威胁，左翼政党则从议会选举的胜利中看到了取得政权的希望。议会选举一结束，俄罗斯的所有力量都开始了行动，以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进行再次较量。

寡头、媒体、政权与1996年总统选举

1996年1月的民意调查显示，对叶利钦的支持率只有8%，对久加诺夫的支持率为24%。此时距预定的总统大选日期已经只有5个月的时间，俄共似乎已胜券在握。面对不利形势，“叶利钦及其顾问认同了‘不惜任何代价赢得胜利’的理念，无论是政治代价还是金融代价，都可以付出，同时不考虑法律规定是什么，也不顾及未来的长期后果是什么”。叶利钦决定借助新的超级富有的商界精英们来赢得选举，“他们使叶利钦能够避开所有的金融约束，还使叶利钦能够随意使用为竞选必不可少的新闻媒体”。同时，叶利钦开始最大限度地使用自己掌握的行政权力来增加竞选获胜的筹码。

新的超级富有的商界精英即活跃于俄罗斯政商两界的经济与金融寡头。寡头这个概念在1994年前后开始在俄罗斯社会流行，意指拥有巨额财富又能在政界呼风唤雨的商界巨头。他们是巨型企业集团的主要所有人，与总统保持着密切联系。

1996年10月，在俄罗斯几乎家喻户晓的寡头别列佐夫斯基透露，从1996年2月开始，他和另外六个商界巨头每周都要举行会议，他们与总统办公厅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另外六个寡头是霍多尔科夫斯基、斯摩凌斯基、弗里德曼、埃文、波塔宁和古辛斯基，他们控制了半个俄罗斯的财富，掌握着俄罗斯的主要银行和媒体。埃文曾经担任俄罗斯政府的外贸部长，认识一切有交往价值的人。波塔宁曾经担任俄政府副总理。别列佐夫斯基与叶利钦的亲信科尔扎科夫和女儿妮娜是好朋友，曾经送给妮娜两辆豪华轿车。在为叶利钦出版回忆录并给叶利钦带来了惊人收入后，他与叶利钦的关系更紧密了。后来他控制了俄罗斯航空公司，立即任命叶利钦的女婿担任该公司的CEO.霍多尔科夫斯基很早就与叶利钦建立紧密关系，在1993年他采取了一个具有预见性的措施，要求叶利钦给他一个政府职务，结果他得到了能源部分管石油的副部长。两年后当国家将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私有化时，他就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所以，寡头与政权紧密交织在一起，两者之间形成了无法分割的相互依赖关系。

1996年总统选举临近时，叶利钦与他的盟友发现，如果要想在竞选中获胜，他们急需大量的现金流来维持经济运行，还需要大量资金用来改善民生以暂时收买部分民心，这需要寡头们的鼎力相助；同时，为了击败势头正猛的俄共，还需要媒体——报纸、电视、广播和广告的支持，而这些媒体的绝大多数都控制在寡头手中。而寡头们也发现，如果俄共获胜，他们将面临他们非法获得的企业再国有化的噩梦，还面临对他们腐败的审判与政治复仇，这种前景显然是他们不能接受的。因此，当1996年总统选举来临之际，叶利钦政权与寡头都认识到两者之间在此时的利益高度一致，他们应该而且必须联合起来，共同行动。恰恰是霍多尔科夫斯基提出了一个双方都在寻找的行动方案。霍多尔科夫斯基和波塔宁到克里姆林宫，向叶利钦提议借给政府所急需的大量资金，但条件是政府出让国家战略产业如石油天然气和钢铁企业的股权，这就是在俄罗斯引发激烈争论的“以借款换股权”的交易。但这笔交易最终成交，叶利钦政权获得了急需的现金，而寡头们又可以得到一笔国家的优质资产。

当霍多尔科夫斯基以实际行动解决叶利钦政权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时，别列佐夫斯基则出面组织协调寡头们的行动，以解决叶利钦政权面临的第二个难题。在1996年2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召开期间，别列佐夫斯基召集前述其他六位寡头达成了后来才为世人所知的“达沃斯协议”，按照该协议，七位俄罗斯最富有的寡头，“将他们之间的尖锐分歧（主要是因为争夺财产而发生的分歧）搁置一边，帮助叶利钦在六月的选举中再次当选”。媒体对竞选活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俄罗斯两大全国性电视台——ORT由别列佐夫斯基所控制，NTV则为古辛斯基所拥有，叶利钦在竞选中对媒体的运用将不会存在任何困难。寡头们还决定，每周举行一次会议，并与总统办公厅保持密切接触，以协调行动，为叶利钦提供全面支持。

1996年3月，总统竞选正式开始。寡头与政权共谋的效果充分显示出来，几乎所有的俄罗斯媒体都不顾一切地转向了叶利钦。在关于总统竞选的报道中，叶利钦独占了75%以上，其他所有竞选人加起来也无法与他相比。ORT和NTV在第一轮和第二轮投票中都支持叶利钦。在竞选的关键时刻，NTV总裁宣布加入叶利钦的竞选团队，电视评论员也会谈及有关久加诺夫的信息，但这些信息却被关于叶利钦的更密集的信息所压倒。

为了保证叶利钦在电视竞选演说中能够给选民留下良好印象，公关专家提出了建议，叶利钦在竞选中需要消除或者减少对他的消极印象，“叶利钦的形象必须改变。第一，总统的体重要减少20磅，停止饮酒并开始经常到公共场所露面。第二，改变那些带来消极影响的政策”，“其中最突出的是拖欠工资”。专家的这些建议是针对叶利钦健康不佳，已经在选民中造成了他的身体状况可能使他难以胜任总统繁重工作的印象。

根据专家的建议，叶利钦开始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各种公众场合。“竞选开始后的‘新’叶利钦与竞选开始前的‘老’叶利钦有着巨大的差别。所有人都看到，他在一天之内身体状态和行为举止将会发生的急剧变化。经过长途跋涉之后，他显得精疲力尽，满面病容，但仅仅过了三个小时，他又在舞台上随音乐起舞。”叶利钦还在4月1日建立了一个政府委员会来负责解决工资拖欠问题。一些声名狼藉的地方政府官员被解职，包括政府副总理丘拜斯。同时，借助寡头提供的资金，叶利钦发出一系列总统令，做出一系列的承诺，如争取补发拖欠的工资和退休金，提高助学金和退休金，追加大量资金用于科学机构、中小学、大学和医院，开始对退休老人贬值的储蓄进行补偿等等。叶利钦采取的这些措施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民意调查显示出对他的支持率稳步上升。

然而，尽管叶利钦及其盟友动用了俄共和其他候选人无法动用的资源，但在6月16日的选举投票中，叶利钦仍然未能顺利的第二次当选俄罗斯总统。6月16日的投票结果显示，叶利钦获得35.8%的选票，久加诺夫获得32%的选票，其余选票被列别德等获得。虽然叶利钦得票排第一名，却是他实实在在的失败，也是选民对他执政五年绩效的否定，因为他所能动用的资源如果为其他候选人特别是久加诺夫使用，也许一轮投票就可以产生最终结果。

第一轮投票结果一出来，俄共和叶利钦立即开始了争夺选民的第二轮较量。鉴于寡头和媒体已经竭尽全力仍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叶利钦决定动用自己掌握的政权力量将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14%选票的列别德争取到自己的阵营。他任命列别德出任手握重权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一职。这一举措终于奏效，在7月3日举行的第二轮投票中，叶利钦获得53.8%的选票，久加诺夫获得40%的选票，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第二任总统。

1996年的选举再次证明，俄罗斯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其政治发展将沿着自己独有的道路前进。“俄罗斯1996年选举破坏了许多自由和公正选举的前提，也破坏了国家的选举规则。”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西欧和北美国家，法律将会自动发挥制裁作用，民众也会因此产生反感，对破坏规则的候选人将产生不利后果。在俄罗斯，破坏规则可以赢得选举，只能说明，支配多数俄罗斯人行为的仍然是根深蒂固的政治传统——对蔑视和破坏法规行为的宽容。

叶利钦在1996年选举中获胜，金融家们起了决定性作用。在第二轮投票中，叶利钦能够胜出，在于成功地将列别德的支持者吸引过来。寡头们和列别德是叶利钦第二次当选总统的功臣，所以，叶利钦成功当选后，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更多的回报。列别德野心勃勃又高傲自大，并显示出要当下届总统的意图，而叶利钦则一直在寻找值得信任的人选作为自己的继承人，既已成功当选，列别德就失去了利用价值，经过一番密谋，列别德仅仅上任四个月就被解职。别列佐夫斯基在竞选仍在进行时，就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如果你们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帮你们掌权，那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们，就是要你们为我们的金钱服务，为资本服务。”在叶利钦胜选后，别列佐夫斯基等寡头得到了以极低价格收购国有资产和石油等战略资源的回报。俄罗斯进入了寡头与政权关系最为密切、寡头干政最为严重同时最肆无忌惮的时期，俄罗斯的政治腐败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1996年总统选举充满了丑闻和违法行为，却不能认为选举毫无意义，因为“选举结束了俄罗斯发展的革命周期。俄罗斯接受了政权合法性与社会物质利益关系调整的新模式”。“所有政治力量都承认选举结果，说明他们都接受已经确定的游戏规则”。令人感兴趣的是，俄罗斯社会支持民主并参与其中，却不相信选举过程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即他们并没有将民主与自己的物质利益联系起来，这显然是不利因素。然而，“积极因素在于，俄罗斯社会习惯了民主形式”。这可能成为未来俄罗斯顺利发展，避免革命性反复的重要前提。

1998年危机与叶利钦时期的结束

1997年，俄罗斯在经历了连续六年的经济负增长之后，终于第一次实现了0.4%的增长。叶利钦及其盟友感到终于可以用经济绩效来证明自己改革方针的正确了。叶利钦政权的乐观也感染了外国专家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斯坦利·菲舍尔就在一次关于俄罗斯经济形势的会议上宣布：“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正在进入一个没有多少悬念的时期，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和创造一个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的战斗已经取得胜利。”

这种盲目的乐观主义使得俄罗斯政府不但忽略了东亚危机可能对俄罗斯造成影响，也忽略了俄罗斯经济中已经出现的，而且还在不断加剧的迅速发展的金融市场与不断衰落的实体经济之间的断裂。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均处于十分严峻的形势下，叶利钦又用一个年轻的、具有商业头脑并支持自己改革方针、但对宏观经济什么也不懂的基里延科替换了他认为在改革上缺乏作为的切尔诺梅尔金。

在1998年夏天，“迅速发展的金融市场与不断衰落的实体经济之间的断裂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结束”。面对危机，俄罗斯政府采取的所有救急措施都未能奏效。到了8月中旬，俄罗斯股市开始跳水，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金融只能要么货币贬值，要么债务违约，才能得到拯救。1998年8月17日，俄罗斯政府同时采取了这两项措施。这样，俄罗斯政府违约拖欠国内债务达700亿美元，卢布很快就贬值75%。此外，政府宣布债务违约暂停支付俄罗斯银行的外债，这实际上相当于全面冻结了银行账户。俄罗斯银行的那些普通储户们在银行的储蓄再次被洗劫，他们只能排成长队等候在银行外面，希望能够挽回自己的存款。随之而来的是再一次的超级通货膨胀，1998年，俄罗斯的通货膨胀高达85%。而股市与1997年10月的最高点相比，已经跌去93%。就在1998年的夏天，俄罗斯的金融崩溃了，一位西方的投资银行家说：“他宁可吃核废料也不会再次到俄罗斯投资。”

与“休克疗法”的主要受害者是工人阶级不同，“1998年的危机毁灭了中产阶层并将寡头们置于金融崩溃的边缘”。中产阶层长期以来一直是叶利钦政权的最主要的社会支持者，而没有寡头的鼎力相助，叶利钦不可能赢得1996年的大选。1998年危机使这两个阶层也失去了对叶利钦的信任。由于这次金融危机的打击面太广，叶利钦已经不能指望任何社会阶层对他的支持。“在1998年金融崩溃时，民意调查显示，对叶利钦的支持率徘徊在2%左右。而且人们以讽刺和嘲弄的口气谈论叶利钦。”

在面临全面信任危机的情况下，叶利钦仍然竭尽全力，以图控制局面。但他已经没有任何有效控制局面的手段，因为他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社会力量。在国家杜马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以俄共为首的左翼政治力量决定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扭转俄罗斯的改革方针。他们一再否决了叶利钦提出的总理人选，并宣布即使叶利钦解散议会，也绝不妥协。因为他们知道，即使杜马被解散并立即开始新的选举，他们也将大获全胜，叶利钦的支持者没有任何胜算。

内外交困之下，叶利钦只能选择妥协，被迫提名得到左翼政治力量支持的普里马科夫出任总理，俄共党员马斯柳科夫出任分管经济的第一副总理。这个由中左力量组成的政府在1998年10月19日一开始履职，普里马科夫就宣布，国家必须确定重振工业的条件和方向，并立即支付被拖欠的工资和退休金。马斯柳科夫则建议设立一个新的国家银行，为受到伤害的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信贷支持。普里马科夫还准备对寡头们展开调查，以消除寡头插手政府决策的现象，改变叶利钦时期形成的不利于市场竞争的政商关系。这意味着在实际意义上叶利钦时期已经结束，虽然叶利钦的总统任期还有一年半时间。

普里马科夫政府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它所采取的稳定俄罗斯经济的政策却为后来俄罗斯经济改革方针的转变奠定了基础。普里马科夫政府并没有全盘否定1998年以前的改革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但它提出新的经济改革和实现经济增长的纲领却与1992-1998年的改革方针有根本性的变化，虽然新的改革纲领仍然是要实现经济的市场化，但其重点已经转变，加强俄罗斯工业部门的国际竞争力成为普里马科夫政府经济工作的重点。

新的方针很快见效，多年萎靡不振的俄罗斯工业出现了初步的繁荣。俄罗斯工业生产的产品开始在世界与国内市场显示出自己的竞争力，俄罗斯生产的钢铁批量销售到世界市场。随着俄罗斯经济形势的好转，普里马科夫的民意支持率不断上升，以绝对优势压倒了叶利钦。1999年4月的民意调查显示，赞成普里马科夫担任总统的人已经达到64%，赞成叶利钦担任总统的只有7%。而90%的人反对叶利钦担任总统。如果让普里马科夫担任总理到2000年总统选举，那么普里马科夫胜选基本上没有悬念。

“对于叶利钦来说，让普里马科夫取代自己将意味着改革的失败。”所以，1999年5月，没有提出任何理由，叶利钦解除了普里马科夫的总理职务，任命斯捷帕申担任政府总理。斯捷帕申担任总理三个月，就被叶利钦免职。从后来事态的演变来看，叶利钦此时挑选总理人选的标准是，这个人能否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阻击普里马科夫和久加诺夫。当时俄罗斯政治形势的发展已经显示出2000年的总统选举胜选的非常可能是他们中的一人。如果普里马科夫胜选，寡头将会感到威胁；如果久加诺夫胜选，寡头、腐败官员和叶利钦家族都会感到威胁。因此，无论是寡头和官僚还是叶利钦家族都有足够的理由选择一个能保证大家安全的人出任总理并保证他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能够获胜。

叶利钦最终选择了普京担任总理。这在当时是唯一能够被官僚、寡头都接受的人选，而且俄共对他也没有特别的反感。叶利钦选择他，是因为他被视为“叶利钦的效忠者”，官僚接受他，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官僚中的一员，寡头接受他是因为他与寡头特别是与别列佐夫斯基关系密切，普京能进入叶利钦的选择范围也与别列佐夫斯基的游说有关。

1999年12月，叶利钦辞去俄罗斯总统职务，普京提前履行总统职责。叶利钦时期不但在实际上而且在名义上都正式结束。2002年，戈尔巴乔夫说：“叶利钦担任总统八年，对于大多数俄罗斯人都是一场灾难”，“国家一切领域都处于混乱”。这是无法否定的事实，这个事实直接影响到俄罗斯人对叶利钦的评价。2006年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就其在俄罗斯历史上所起作用的评价，对叶利钦给予肯定评价的为25%，给予否定评价的为57%；而对于斯大林，给予肯定评价的为47%，给予否定评价的为29%。这个结果说明了俄罗斯人评价历史人物具有自己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领导人的所作所为与国家兴衰的联系。

选择普京担任总理，是叶利钦做出的最后一个重大决策，无论对于俄罗斯国家还是对于叶利钦家族，这个决策也许是他所有决策中最为正确、最为重要的决策。普京保证了叶利钦家族的安全和富贵，却坚决地扭转了俄罗斯的改革方向，这显然出乎叶利钦的预料。更出乎叶利钦预料的，是普京一站稳脚跟，立即打击那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寡头，并结束了寡头干政的局面。而无论俄罗斯民众与国内各派政治力量，还是外国观察家，都从中认识到，叶利钦时期的确是全面结束了，其结束之快，也是叶利钦与所有其他人都没有预料到的。

第二节　普京与俄罗斯改革的新方向

当普京正式成为俄罗斯第二任总统时，他接过的是一个矛盾更为复杂的俄罗斯，经过八年的改革，“国家没有克服以前存在的许多矛盾，反而出现了新的矛盾，这些矛盾阻碍了国家向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福利国家和真正的民主制度的转变”。普京就任总统之后，不得不面对这些复杂的矛盾并进行新的政策选择。虽然普京是叶利钦选择的继承人，但他与叶利钦却属于两类完全不同的政治家。他们的差别在于，第一，普京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对俄罗斯面临矛盾的严重性及其根源的理解比叶利钦更为深刻，他认为：“国家忍耐力、生存能力和开展建设性工作的能力都达到了极限。”俄罗斯只能通过“渐进的谨慎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第二，普京对俄罗斯发展的独特道路有着深刻的认识，不会迷信任何其他国家的经验和学说。他认为：“俄罗斯应该寻求自己的道路，拒绝‘使用任何来自外国教科书的抽象模式和计划进行试验’。”而1992年开始的改革，则被普京认为是“对其他国家经验的机械复制”。第三，普京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和强国主义者，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是他制定政策的出发点，重建强大的俄罗斯是他追求的主要目标。尽管普京并不否定自由、民主等价值，但他不会以国家利益为代价来追求这些价值的实现。相反，如果对自由、民主等价值的追求将损害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他一定会对这些价值的实现进行限制。客观形势与普京的个人特点相结合，决定了普京一旦开始行使总统权力，俄罗斯的改革方针和方向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俄罗斯经济改革方向的转变：建立新型政商关系

2000年3月，普京当选为俄罗斯总统后，立即要求相关专家根据他对俄罗斯发展的设想制定了《俄罗斯联邦到2010年的发展战略》（以下简称《发展战略》）的研究报告。

《发展战略》非常突出地强调：“保证所有的企业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废除经济中的特权。”“所有工商业活动都将受到同样规则的约束。”《发展战略》保证将为建立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创造条件。《发展战略》许诺，将关注在改革中承担了巨大灾难的弱势群体。《发展战略》体现了一种新的改革思路，它的目标是要在俄罗斯建立起新的激励机制，这种激励机制将激励人们去从事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而不是激励人们通过与政府官员的勾结来获得自己的利益，从而实现国家的经济增长。这说明，普京准备继续进行的改革，目的在于创造一个所有人都能够平等地进行市场竞争并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获取利益的经济体制。为达此目的，普京必须解决在叶利钦改革时期出现的新矛盾：经济改革并未建立起具有活力的竞争性市场经济，而是形成了独特的俄罗斯史无前例的“寡头资本主义制度”。

在俄罗斯，所谓寡头，意指在私有化改革时期形成的大资本集团。寡头按照部门与地区原则形成，并遵循苏联时期资源配置的组织结构，在莫斯科和各个行政区域出现了联邦范围和地区性的寡头。寡头们控制了俄罗斯几乎全部的经济战略资源（拥有90%以上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和政治资源（控制了俄罗斯几乎所有主要的媒体），“没有寡头的批准，对任何资源都无法进行分配。”寡头们拥有从国家攫取的巨额资本，富可敌国，但他们的资本并未投入到实体经济以扩大再生产，他们仍然主要依靠对国家资源的掠夺来积累资本，而他们不断增值的资本被大量偷运到国外，数额在1500亿至3500亿美元之间。寡头们寄生于羸弱的俄罗斯经济，并实际上掠夺了俄罗斯。

在1996年总统选举中，寡头与政权实现了紧密结合与相互渗透，在俄罗斯形成了“听命于富豪的政权”，“在这种类型的国家制度中，寡头们不仅拥有经济权力，而且还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寡头在1996总统选举后，在继续掠夺俄罗斯经济的同时，还大规模进入已经衰落的社会领域，破坏了国家的执法能力，也破坏了国家对公民履行职责的能力。通过提供资金和各个方面的帮助，确保叶利钦总统的政治生涯的安全，寡头们为自己的活动找到了最为可靠同时对实现自己的财富目标最强有力的庇护者。在叶利钦的庇护下，寡头们得到了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国商人从未获得过的荣耀，但他们的野心绝不限于得到政权的庇护，相反，他们还想直接控制政权，在1998年，寡头们也的确实现了这一目标。“寡头不但控制了国家的现金流动，而且国家重大政治问题的解决亦为他们所掌控，甚至国家最高层干部的任命也要征求少数商界代表的意见。”这种扭曲的政商关系，破坏了市场竞争环境，压抑了市场活力，妨碍了企业竞争力的形成，最终阻碍了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也削弱了国家处理经济社会问题的能力。当普京在2000年5月正式就任俄罗斯总统时，他无法回避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如何处理政权与寡头的关系，即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政商关系。

普京依靠情报机关等强力部门的官员组成了新的被称为“强人政府”的新政府，他与新政府的成员认为，叶利钦的私有化改革是俄罗斯的灾难，将国家战略资源石油天然气储备出售给私人是一种发疯的行为。当普京了解到国家仅控制了4%的石油后，私下抱怨道，世界上任何一个自重的国家都不会处于这样一种境地。2000年1月，普京宣布，寡头不要再期待从他那里获得任何特殊待遇，他与商界巨头的关系就如同他与小面包房和小修鞋铺店主的关系一样。2000年7月，普京召见了主要的寡头们，向他们解释了新的游戏规则。普京说，只要他们不插手政治，他就不会干涉他们的商业活动，也不会改变使他们成为富人的私有化的结果。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应该资助任何政党，也不应该谋求个人的政治权利。普京对寡头们提出的要求，实际上限制了寡头们的活动范围，取消了他们过去曾经拥有的行动自由，缩小并将最终消除寡头们对政治决策过程的直接影响。普京的目的很明确，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必须首先建立符合市场竞争要求的政商关系，以形成基于规则的正常的市场竞争环境，激发各类企业的活力，为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通过确立新的游戏规则，普京强加给寡头们一份非正式的“社会契约”，即他们如果希望保住自己的财富，继续从事商业活动，就必须守法经营，按章纳税并远离政治活动。在此基础上，普京通过对寡头们进行选择性打击，迫使寡头们最终接受了新的游戏规则。首先受到打击的，是对新的游戏规则表示藐视并热衷于政治活动的媒体大亨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为避免刑事犯罪的指控，两人流亡国外，他们拥有的媒体被国家接管。随后，1996年参与“达沃斯协议”的波塔宁等人遭到检察机关传讯或调查。但俄罗斯最富有的寡头、占俄罗斯石油年产量26%的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却公开对抗新的游戏规则，他似乎认为自己可以建立强有力的政治权力基础，他和尤科斯公司的一些高管成为国内几个反对党的主要金融支持者。借助于金钱诱惑，他成功地同多达100位杜马议员建立起紧密联系，这些议员随时准备支持他的一切要求。他还挫败了政府对石油公司增税和加强环境约束的努力。由于国际油价从1999年开始成倍上涨，尤科斯的财富急剧膨胀，霍多尔科夫斯基对抗新游戏规则的行动也逐渐升级，普京确立的新的游戏规则可能因此成为一纸空文。对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打击终于降临，他于2003年10月23日被捕，2005年3月31日因犯欺诈、侵吞国家财产和逃税被判刑9年。尤科斯事件显示出普京政府建立新型政商关系，限制寡头行动，拒绝将经济与政治寡头化的决心，所有寡头都感受到了这一点。

普京采取的措施收到了双重成效：

第一，新的政商关系在俄罗斯开始出现。各类商会的作用显著上升，大资本建立了“俄罗斯实业与企业家联盟”，作为转变政府实践制度化的形式，普京定期与该联盟主席团举行会议。为中小企业服务的组织建立起来，借助这些组织，他们的意见可以及时得到反馈。“旧的非正式的政商关系让位于新创造的政商关系制度，这种制度具有政商关系非政治化的特点，并减少了商界内部的冲突。”新的政商关系的出现为形成规范的竞争性市场环境创造了先决条件。同时，普京继续推进经济改革，一系列旨在使俄罗斯的市场环境“文明化”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的法规得到通过，这些立法给俄罗斯商业活动带来了秩序与稳定。

第二，国家重新获得了对石油天然气等战略资源的控制，也因此获得了国际油价继续成倍上涨带来的巨额收入，使得俄罗斯政府有了足够的资金来解决社会福利、国防建设、偿还外债等等问题，同时可以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部门。

从普里马科夫开始到普京执政最终完成的改革方向的转变，终于为俄罗斯带来期待已久的经济持续较快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恢复。1999-2008年，俄罗斯取得了连续9年平均年增长7%以上的经济成就，到2008年，俄罗斯GDP总量恢复到改革前的水平，人均GDP达到6800美元，略低于1989年的水平；资本市场总值从2000年的400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3500亿美元，2007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520亿美元；外债从1998年相当于GDP的130%下降到2006年的18%，2006年外汇储备达到2680亿元，仅次于中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经济增长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物质基础，2000-2008年，俄罗斯的贫困率从35%下降到10%，低于2008年法国13.7%的贫困率；2000-2007年，人均月工资收入从139美元提高到529美元。虽然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但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平重新进入不断提高的时期，他们由此真正认识到改革的意义，这就使俄罗斯重新形成改革的社会基础。

政治改革的转向：重建垂直政权与可控民主的形成

普京在第二次当选为总统之后的一次新闻访谈中谈到自己在第一任期的主要成就时表示：“毫无疑问是加强了国家政权。”普京自认为取得的成就反映出他不能不解决的在叶利钦改革时期出现的另一个新矛盾——弱国家。当普京通过确立新的游戏规则限制寡头时，他还必须加强国家建设，使国家具备履行自己职能的能力，否则，他无力击败寡头的抵制与对抗，而他接手的俄罗斯国家却缺乏这些能力。

俄罗斯弱国家的形成起源于叶利钦与最高苏维埃斗争时期，为了取得斗争的胜利，叶利钦对地区政治和经济精英做出了巨大让步，这保证了叶利钦在斗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当俄罗斯民众因为“休克疗法”的后果在为生存而挣扎时，由于叶利钦的让步，“组成俄罗斯联邦的许多共和国和地区转变成为半独立的或者新封建的政治实体”。整个国家的政权结构向分散化方向发展。由于地方分离主义不断得到强化，出现了事实上将俄罗斯转变为邦联的趋势，地区公开表示对联邦法律的蔑视并经常违反联邦法律却不会受到惩罚。虽然俄罗斯建立了超级总统制，总统可以随意罢免总理和部长，但他在地区毫无权威可言，“实际上，总统的权威仅限于莫斯科市区”。随着寡头干政的深入，“俄罗斯完全失去了中央权威”，“但权力的分散化和国家失去中央权威却制造出民主的幻觉，这种幻觉通过媒体的宣传进一步强化：缺乏能力的国家最符合公共利益”。当普京第一次正式履职时，“一个在所有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中已知的政权结构中最糟糕的政权结构已经在俄罗斯形成”。

这样的国家只能成为普京转变经济改革方向，实现既定战略目标的政治障碍。普京就职后在政治改革方面所能采取的措施也因此只能是强化国家政权与政治体制的稳定，“目标明确地恢复遭到破坏的垂直政权，并借助其巩固对国家的实际控制”。

普京是一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他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巨大差别之一，就是他不会为了获得虚幻的名声与赞誉无视俄罗斯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条件。他对俄罗斯面临的历史上早已出现过而现实中更加严峻的政治困境的理解，远远超过自斯大林去世后的所有苏联与俄罗斯领导人。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如果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其前提条件是国家的统一与秩序，这就要求国家政权具有超强的整合能力，而这种超强的整合能力只能源于国家对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和政治资源的控制与政治权力的集中化，对此，普京显然有着清醒认识。因此，2000年总统竞选仍在进行时，普京就表示：“俄罗斯从一开始就建立了高度集中化的国家，这是俄罗斯遗传密码的一部分，是俄罗斯的传统，也是俄罗斯人民的心态。”在当选为总统后，普京进一步强调，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之间争夺权力的竞争具有毁灭性，他宣布：“俄罗斯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们必须拥有一个强大的国家。”

2000年5月13日，普京就任总统后不到一个星期就签署总统令，决定将组成俄罗斯联邦的89个行政区域（共和国、州与边疆区）划分为七大联邦行政区。这构成普京将要建设的垂直政权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构想显然来自彼得大帝在1708年将俄国划分为八大行政区并向每个行政区委派总督的历史经验。按照总统令，联邦总统向每个联邦大区派遣一名总统全权代表，他直接隶属于总统并向总统负责。设立联邦大区并由总统任命全权代表，削弱了地区行政乃至立法机构的权力，而且间接地将原属地区的一部分权力转移到中央。

四天以后，普京向国家杜马提交了一份法律草案，该法案主要内容是，剥夺178名地方行政长官联邦委员会议员的资格。因为地方行政长官作为联邦委员会议员，一身兼具执法和制定自己应该执行的法律的职能，违反权力分开的原则，也与联邦宪法相抵触。这一法律直接剥夺了地方行政长官作为联邦议员所享有的豁免权，也间接地使他们丧失了由地方政治领导人向国家政治领导人发展的机会，因而遭到地方行政长官的抵制，联邦委员会在6月30日以绝对多数驳回了普京提出的法案。普京加强中央权威，建立垂直政权的努力遭遇第一次挫折。在坚持主要原则不动摇的前提下，普京对法案某些无关大局的问题进行了修改。杜马在7月18日通过该法律，普京成功地剥夺了地方行政长官在联邦委员会的权力。与此同时，普京还成功地使国家杜马通过了一项法案，该法案授予总统在地方行政长官出现违法行为时撤除其职务的权力，同时授权国家杜马解散地方立法机构的权力。普利莫尔斯克州长纳德雷田科成为总统新获得新权力后的第一个牺牲品，在滥用权力10年后，他于2001年1月5日被解除州长职务。俄罗斯宪法法院在2002年4月4日批准了总统解除地方行政长官职务和国家杜马解散地方立法机构的权力。而在此前的2000年6月7日，宪法法院通过了一项决议，终止联邦境内大多数共和国在苏联解体前后宣布的主权，宪法法院明确宣布：“俄罗斯联邦宪法不允许任何类型的国家主权超越联邦主权”，“各联邦主体并不拥有属于俄罗斯联邦的主权”。宪法法院还进一步明确，只有联邦政府拥有建立法庭和确定司法程序的权力。在主权宣示的1990-1991年曾经向共和国倾斜的权力杠杆，在10年后重新回归中央。这意味着俄罗斯再次进入由弱国家向强大国家转变的新周期。

2004年9月13日，普京提出了新的举措：由总统提名地方行政长官人选，由地方立法机构予以批准，取消选举产生地方行政首长的制度。12月3日，杜马通过了普京提出的关于地方行政首长选举的新法案。按照新法律，在地方行政首长任期届满前35天，总统将向地方议会提名候选人，地方议会须在两周内做出决定。如果地方议会两次否决总统的提名，总统可以解散议会并指定一名临时行政首长。这是普京第二次就任总统之后进行的最重要的政治改革，“改革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俄罗斯联邦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关系，而且改变了联邦的全部政治体制”。通过这次改革，原属地方的主要政治资源转到中央手中，所以，这次改革的另一个显而易见的目标是，“在新的政治结构框架内形成地方精英集团”。

新法律的实施，意味着普京恢复遭到破坏的垂直政权的目标最终实现，中央政权的权威和执行能力显著增强，普京也成为名副其实的超级总统。他不但拥有宪法和其他法律赋予的比叶利钦更广泛的权力，也拥有执行这些权力的制度、机构和能力等政治资源。“实际上，超级总统制的管理形式基本依赖于政权的垂直化，政权垂直化的资源则是公民对国家领导人的高度信任。”这使得他的执政绩效与叶利钦相比形成巨大反差：叶利钦的构想几乎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而普京提出的构想，基本都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这其中的原因除了普京的目标更具可行性外，至关重要的是，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比叶利钦治下的俄罗斯具备更强的国家能力。

普京的这些改革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反对派批评，他在政党制度方面的改革使他受到了更多的批评。从1995年到2001年，国家杜马内部的各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分配，都是由杜马第一大党俄共党团与其他杜马党团按照“一揽子协议”进行分配。由于俄共在杜马议员中占据多数，杜马中半数委员会主席和议长职务都由俄共党员担任，而且俄共是政府不妥协的反对派。在普京指定的专家小组制定的《俄罗斯联邦到2010年的发展战略》提交杜马后，受到俄共党团的激烈批评。于是，过去的“一揽子协议”被废除，并重新确定杜马各委员会的主席。结果，俄共失去了大多数委员会的领导职务。俄共以召回自己议员表示抗议，但普京对俄共进行分化，担任杜马主席和两个议会委员会主席的俄共党员拒绝执行党的决议，普京成功地在没有自己政党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多数议员有望支持自己改革方案的议会。

在改变了议会内部力量对比以后，普京建议制定俄联邦政党法。由于缺乏法律机制，作为反映社会群体利益的政党，除了俄共之外，其形成和行动都缺乏社会群体的信任和支持，这些政党的活动主要借助大众传媒，与社会基本没有形成互动，而且政党数量太多。2001年，杜马通过了《政党法》。2003年7月14日，《政党法》进行修订，新版的《政党法》为政党参与杜马选举设定了党员数量门框。“在政治改革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联邦《政党法》的制定，该法律将政党党员的最低数量提高到5万人。”

据俄罗斯司法部长对《政党法》实际效果的评价，它起到了政治力量集中的作用：在《政党法》生效前的2001年末，俄罗斯有199个全俄社会政治组织（58个政党、36个政治组织和105个政治运动），到2004年，继续活动的还有46个，其中包括“统一俄罗斯”党。

统一俄罗斯党由普京提议，由“统一”和“祖国——全俄罗斯”合并组成。从1991年6月第一次俄罗斯总统选举开始，到普京就任总统，俄罗斯总统的产生都不是基于政党竞争，而是个人竞争。同时，现有政党的政治功能仅仅表现为带有政治浪漫主义色彩的政治对立乃至政治对抗。这种情况，无法保证俄罗斯政治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但历史演变总是具有惯性，当俄罗斯人民已经对政治浪漫主义不感兴趣时，俄罗斯已经存在的政党，特别是自由主义政党，仍然停留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的政治浪漫主义时期，白白浪费大量时间与宝贵的建设性资源。恰恰是俄罗斯其他政党不妥协的政治立场与脱离民众，给统一俄罗斯党的建立和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统一俄罗斯党建党之初，吸引了大部分地方行政长官加入，同时，在俄罗斯地方建立起党的分支机构和大量的基层组织，在建党后的短时间内就吸收了近70万草根党员。这就使得统一俄罗斯党的性质难以判断，它既被看作是“政权党”，也被看作是温和版的苏共。到2012年，统一俄罗斯党已经拥有党员200多万，取代俄共成为俄罗斯第一大政党。

统一俄罗斯党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它建党初期的口号是“统一的俄罗斯，强大的俄罗斯”，但恰恰是将俄罗斯的国家统一和强大作为党的纲领，“反映了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与‘左’‘右’极端立场区别开来”。统一俄罗斯党的党员结构，为普京的政治改革提供了双重保障，“在新世纪，统一俄罗斯党在恢复‘垂直政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批地方行政首长成为其推动者”。拥有远远超过其他政党的草根党员，统一俄罗斯党在2003年的杜马选举中大获全胜，它的议会党团加上它联合的独立代表，共有325人（占议员总数的三分之二强），同时，自由主义反对党第一次未能进入国家杜马，左翼的俄共在杜马中席位下降到仅占12%的席位”。《政党法》“加强了对国家选举的控制功能，也就帮助加强了统一俄罗斯党的地位”。在此后的两次杜马选举中，自由主义反对党再无机会进入国家杜马，被彻底边缘化，俄共也从此不能再对政权构成真正的挑战。自从统一俄罗斯党建立，国家杜马就成为一个政党的、实际上忠于总统的杜马。普京得以顺利地将自己所有改革设想转变为实际行动，而不会在杜马遇到实质性挑战，这也是普京的目标能够基本实现的主要原因。

当然，普京为此付出的个人代价是，他被俄罗斯国内所有反对派和一些媒体与学者以及所有西方媒体视为威权主义者并遭到猛烈批评，他的改革被认为是破坏了民主。但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普京建立的新体制，既不是民主制，也不是威权主义，而是兼具这两种制度的特点。他们将其称为“可控民主”或“威权民主”，也有学者称其为“民主制的仿制品”，并且认为，“总体而言，2006年来临之际，俄罗斯类型的民主仿制模式基本形成”。

普京似乎并不在意将他称为威权主义者，而且明显很欣赏“可控民主”这个概念，认为这恰恰是现阶段俄罗斯需要并能保证俄罗斯推进现代化的政治体制，他明确表示：“俄罗斯应该沿着市场经济、国家调节和可控民主的道路前进。”俄罗斯人民和它的领袖能否创造本国版本的民主制，需要时间来证明，而这个过程可能需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

可控的多元化：普京治下的媒体与社会思潮

普京就任总统以后的几乎所有举措都充满了争议，特别是西方媒体几乎对普京的每一项新的改革措施都持批判态度，而普京对俄罗斯媒体采取的措施，则受到西方媒体最为猛烈的批判，即使在俄罗斯国内，也是反对声不断。

普京在2000年3月宣誓就任俄罗斯总统后首先采取的新的措施之一，就是针对俄罗斯媒体的。2000年9月，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批准了《俄联邦信息安全条例》，紧随这个条例的，是一系列限制大众媒体行动的媒体规范法规，如2002年颁布的《反极端主义法》。该法律的第11条规定：“禁止通过大众媒体传播极端主义的材料。”在2006年经过修改的《反极端主义法》将极端主义的定义范围进一步扩大到：“针对担任俄联邦国家职务和担任联邦主体国家职务的个人的诽谤被视为极端主义行动。”英国学者戴维·莱因认为，由于该法律内在的含糊性，使得对极端主义的判断存在随意性，而政府也可以随时出于政治目的使用该法律惩罚某些媒体。“无论如何，官方能够以违反《反极端主义法》对媒体进行警告。”例如，《独立报》因为刊登了与车臣叛军首领的访谈而受到警告。2007年4月，颇受欢迎的报纸网，也由于发表了对被取缔的民族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访谈受到警告。

但一些俄罗斯学者却持有不同看法。在普京就任总统前不久，俄罗斯学者利西奇金等刚出版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提出了媒体与信息战之间的联系问题，引起俄总统办公厅的重视。这也许是普京担任总统后制定《反极端主义法》的起因。这时俄罗斯正在进行与车臣的新的战争，而第一次车臣战争，俄军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信息战的失败。当时，正是媒体发布的信息极大地影响了俄罗斯民众对战争的态度。在第二次车臣战争开始后，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所有在莫斯科的亲车臣和亲西方的报纸、广播和电视都采取了行动”。“大量的谎言和虚假报道不仅充斥着西方的报纸和杂志，也充斥着俄罗斯相当部分的大众媒体”。第二次车臣战争一开始，俄罗斯领导人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打赢信息战，总的来所，不能不承认，这一次国家和军队领导人在这方面做得相当成功”。

除了制定《反极端主义法》和其他一些相关法律，普京针对媒体的第二个举措，就是将几乎所有节目覆盖全俄范围的电视台通过各种方式逐渐国有化。对媒体大亨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的打击，迫使他们逃亡海外，国家通过不同方式，将原属他们的媒体国有化。在2002年，俄罗斯TVS接管了独立电视第六频道。TVS由私有化的实际执行者、后来的寡头丘拜斯等所有。仅仅过了一年，俄联邦新闻主管部门以TVS的资金问题为理由，停止了该电视台播送节目。几天后，一个得到国家支持的电视频道取代了TVS.但是，这里出现了法律程序问题，有权力停止TVS节目播放的，应该是法庭。到2004年，所有的全国性电视节目的播放都已经处于国有机构的控制下。俄联邦的反对派对于普京将电视台置于政府的有效控制下特别愤怒，他们认为：“普京和他的团队，完全不是为了打击电视寡头，而是为了消灭理解我们行为的观念多样性，即为了消灭言论自由。”

普京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对俄罗斯的大众传播媒体进行了重新组合：电视和广播都是国家所有，其领导人和主要的节目制作人都是忠于政府或者依靠政府的人，这就保证了电视节目在政治上与政府保持基本一致；报纸和期刊除了因为发布不当信息会受到警告外，俄联邦政府并未给予更多的限制；对于互联网，俄联邦政府的限制也非常有限。从普京针对不同媒体形式采取的不同举措来看，不能说普京在俄罗斯完全消灭了言论自由，准确地说，应该是控制着新闻自由。实际上，普京建立的俄罗斯媒体管理体制，同样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体制：“它在支持多样性的同时，也限制多样性。因此可以将其称为可控的多元化。”“可控的多元化与民主制的区别在于，在民主制下也存在确定的边界，而在可控多元化制度性，这个边界的形成与改变缺乏制度性程序。”实际上，在普京治下，俄罗斯的独立报纸得到了迅猛发展，2001年俄罗斯注册的报纸为16930种，到2006年就已经增加到26558种，增加了8000多种。特色期刊从10239种增加到19503种，增加了9000多种。

普京针对不同形式的媒体采取的不同举措，很可能是因为不同形式的媒体对民众的影响不同。俄罗斯民众接受信息的途径也具有俄国特色，即电视是俄罗斯民众接受信息的最为主要的途径。98%的俄罗斯人观看电视，66%的人阅读报纸，53%的人听广播，38%的人阅读期刊。虽然俄罗斯人当中阅读报纸的人比例极高，但俄罗斯的全国性报纸发行量已经急剧下降，地方性报纸占据了大部分市场。期刊中发行量高的都是生活类、时尚类杂志，文学和政论类期刊的发行量与公开性时期比都下降95%以上。俄罗斯人对互联网的使用率较低，全俄罗斯只有11%的人使用互联网，在农村使用互联网的仅2%，在大城市也仅为15%。控制电视节目的播放，又放开报纸等媒体，使得普京能够有效地将他的观念和意图传送到几乎俄罗斯的每一个角落，却将反对派的声音限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俄罗斯媒体生态的变化，达到了制止极端主义思潮传播的目的，也增强了普京和统一俄罗斯党的政治竞争力。

伴随俄罗斯经济恢复和发展，政治逐步稳定与媒体生态的变化，俄罗斯人彻底告别了政治浪漫主义，俄罗斯社会对一系列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又一次较大幅度的转变，众多似乎已经有了定论的问题又被重新讨论，俄罗斯的主流社会思潮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2011年末到2012年初，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就过去20年俄罗斯人民对改革的理解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在1991-2011年间，俄罗斯人民对苏联改革以来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认识有了根本性变化。在2011年俄罗斯人民对于1991年的“8·19事件”，肯定叶利钦行动的下降到41%，而否定的上升到35%；对苏联解体，持否定意见的为73%，持肯定意见的为14%；对“休克疗法”，肯定的为19%，否定的为66%；对解散最高苏维埃，肯定的为23%，否定的为37%；对1993年宪法，肯定的为44%，否定的为17%；对于1996年总统选举，肯定的为24%，否定的为59%；对于1998年金融危机，肯定的为2%，否定的为91%；对叶利钦在1999年末辞去总统职务，肯定的为77%，否定的为11%；对普京在2000年当选为俄罗斯总统，肯定的为82%，否定的为10%。该调查报告还指出：“正是金融危机促使了先是普里马科夫政府，然后是普京政府的形成，这两个政府被社会理解为对1990年代改革的建设性替代方案。”2011年俄罗斯社会对国家重大事件的评价，说明在俄罗斯人民的认识中，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时期的改革带来的基本都是消极的影响，社会认识的这种变化，不能不带来主流社会思潮的变化。

从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性开始，自由主义逐渐排挤社会主义思想，最终占据主流社会思潮的位置，并成为执政精英寻求俄罗斯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基础。“休克疗法”和私有化改革带来的持续经济危机，寡头与政权的勾结和自由主义者一如既往地对寡头的支持，使自由主义声誉扫地，但还没有被彻底边缘化。普京的所有改革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恰恰与自由主义提倡的基本原理相悖，却取得了成功，使俄罗斯摆脱了持续的危机和社会动荡，因此，到普京第二个任期时，自由主义已经彻底失去了对社会的影响力。在自由主义被边缘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的影响重新增加。民族主义在公开性时期兴起，至今一直是最为强大的社会思潮。所有秉持其他思想的政治力量，为增强政治影响力，都不能不借用民族主义的概念理论。2001年的社会调查的结果已经说明了民族主义的影响，有71%的受调查者认为：“俄罗斯属于‘欧亚文明’，西方模式不适用于俄罗斯。”只有13%的受调查者认为，俄罗斯是欧洲文明和西方的一部分。2011年调查结果则显示，49%的人认为，西方国家希望削弱俄罗斯，认为西方对俄罗斯命运并不关心的占27%，认为西方国家想要帮助俄罗斯的仅有8%。对俄罗斯独特性的认识与对西方国家意图的普遍怀疑，是民族主义持续发挥影响的结果。

当俄罗斯社会对戈尔巴乔夫改革以来的主要重大事件持基本否定态度时，对苏联历史的重新认识就随之而来。这次的重新认识没有官方背景，所以，更加客观也更加理性。对苏联历史进行了重新研究，出版了数以百计的著作，这些著作使用过去未公开的档案，肯定了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就，其中有的著作成为畅销书，发行量达数十万册。曾经被否定的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得到了更多的肯定性评价，勃列日涅夫时期甚至被称为黄金时期。

与此同时，在俄罗斯民间重新出现了亲斯大林情感。在斯大林去世50周年时，俄罗斯的多家报刊发表了文章，其中不乏赞誉之词。到2013年斯大林去世60周年时，这种情感似乎更加强烈。俄罗斯社会调查机构列瓦达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42%的受访者认为斯大林是对世界历史产生最大影响的领导者，而在公开性时期对斯大林持肯定评价的只有12%。由于普京的改革以坚持秩序和稳定以前提，因此，无论对普京的行动给予肯定还是否定评价的各方人士，都自觉不自觉地将普京与斯大林联系起来。对于普京转变俄罗斯经济政治改革的方向，自由主义反对派认为这是“重新苏维埃化”，斯大林将为普京感到自豪。2013年8月23日，当普京来到伏尔加格勒参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打响71周年纪念活动时，一位二战老兵说：“他是个不多见的人物，还不大像斯大林，但是快了。”来自世界各斯拉夫国家的25万人参加了集会。亲斯大林情感的复活，说明支配俄罗斯民众历史观的，仍然是对国家领导人与国家强大之间联系的认识，是能否实现社会的稳定、秩序与国家强大，这与一百年以前的俄国社会相比，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其对俄罗斯未来现代化历程的影响不能忽略。

第九章　俄罗斯未来的发展

2013年的俄罗斯是世界所有国家中最为特殊的国家，在经过1999-2008年的较为快速发展后，它被列为“金砖国家”之一，俄罗斯也接受了这个现实。从1913年到2013年俄罗斯的百年现代化历程来看，这种国际地位实际上并不是俄罗斯的荣耀，无论在1963年还是在1983年，国际社会和苏联都不会将苏联的现代化水平与中国、巴西和印度相提并论。从昔日的超级大国转变为金砖国家，实际上是俄罗斯重回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成为边缘国家的体现，2013年的俄罗斯与1913年的俄罗斯非常相似，而且它仍然在继续寻找能够使国家实现对先进国家赶超的途径，但其所处的内外环境却已经完全不同于1913年了。

第一节　俄罗斯的政治难题与俄罗斯的政治发展

从2000年开始，俄罗斯解决了许多从戈尔巴乔夫时期遗留下来在叶利钦时期严重恶化的政治难题，但另外一些政治难题，经普京的前两个总统任期和梅德韦杰夫，到普京的第三个总统任期，却一直没有解决，而普京的改革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制造了新的问题。

俄罗斯政治上面临的第一大难题是政治腐败。按照透明国际发布的2012年世界各国廉洁指数，俄罗斯在180个国家中排第133名，处于腐败最严重国家行列，与其他三个金砖国家比，排名分别落后64-39位。俄罗斯的腐败始于叶利钦的私有化改革时期，在1996年后达到高潮。俄联邦政府认真对待腐败问题是在普京就任总统后，但真正地开始反腐败，是在2003年9月普京建立了“隶属于俄联邦总统的反腐败委员会”才形成反腐败的机构。尽管采取了各种措施，2000-2012年间，俄罗斯的腐败仍然继续蔓延。

国家杜马议员伊柳辛认为，腐败日益严重，“普京负有直接的责任”，“许多领域的腐败都以总统领导形成的扭曲的制度为基础，联邦政权结构和管理不是遵循办事效率原则，而是遵循熟人关系、个人效忠、阿谀奉承和裙带关系原则”。这个分析显然是有道理的，而且切中要害。在普京为重建垂直政权对政权结构进行改革后，“从2000年起，国家和市政公务员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半，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是不知不觉地）落入了腐败的网络”。

除此之外，俄罗斯的腐败也有其经济基础。“21世纪初，在俄罗斯的现实条件下形成的新的生产关系与制度只能是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当然，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巨大的危险与缺陷，其中包括官僚主义与腐败的危险。在当代俄罗斯由于不存在历史形成的阶级和阶层，主要的执政阶级由官员组成。又由于缺乏代表不同阶级与阶层的有影响力的政党，国家的掌权者基本不受监督。”所以，俄罗斯的腐败实际是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带来的独特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与政权结构的产物，与其他国家不具有可比性。而且，俄罗斯社会对腐败的看法也较为独特。“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腐败现象的长期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众对腐败认识的二元性。一方面，社会理解腐败具有致命性，公众将其视为消极现象，梦想有一天能够摆脱它。另一方面，许多公民已经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腐败现象，并认为，腐败没有太大危害。相反，腐败已经变成某种熟悉而普遍的事物，并被看作理所当然。最普遍的观点是，即使将所有的官员都由另外一批人代替，情况也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腐败被看作是现实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几乎等同于某种社会规范。”

俄罗斯现行的经济、政治体制和社会对腐败的独特态度，决定了俄罗斯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注定将始终被腐败问题所困扰，它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俄罗斯未来的发展，俄罗斯是否会因为腐败成为一个失败国家，都是难以回答的问题。

俄罗斯未来政治发展将面临的第二个难题是，俄罗斯已经形成的可控民主将如何满足俄罗斯人民的意愿并成为一个有效率的制度。俄罗斯在政治形式上已经采用了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这个制度建立之初，虽然有许多政党，但当时的政党处于高度碎片化的状态，非党政客拥有比政党更多的资源，在选举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在普京时期，统一俄罗斯党一党独大，使得俄罗斯自2003年以后的所有选举，无论是总统选举还是杜马选举，基本上都没有悬念。统一俄罗斯一党独大局面的形成，保证了俄罗斯的政治社会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消除了将大量时间和资源浪费在党争的现象。但无论是叶利钦时期还是普京时期，俄罗斯的民主制度并没有使俄罗斯人民真正感觉到这是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制度。俄罗斯社会学家的调查显示：“俄罗斯人对在俄罗斯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最主要的抱怨是，它缺乏效率。俄罗斯人的抱怨所涉及的首先是那些应该表达和保护人民利益的机构。”“调查数据显示，俄罗斯人最不信任的，是政党、司法机关、警察、国家杜马、媒体（包括纸媒体和电子媒体）和社会服务机构。”“最信任的是各级政权：总统、政府和州长。”调查结果还显示，只有28%的俄罗斯人对“民主制运行的方式”表示满意，78%的人表示不满意。“俄罗斯人坚信，俄罗斯版的民主制与市场经济远非完善，他们还坚信，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明显已处于‘停滞状态’，发现自己正陷入某种恶性循环。由于缺乏来自大众和精英的支持，新民主制的各项制度就不可能变得有效率。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这些制度无助于解决社会面对的问题，它是无效率的，从而无法获得支持，也因此失去了合法性。”可控民主的形成实际上与俄罗斯的国情特别是俄罗斯的社会心理变化高度契合，未来不太可能发生根本性变化，如何提高其效率，不仅将影响俄罗斯民众对这个制度的支持，而且也将影响到俄罗斯的经济发展。

俄罗斯已经形成的统一俄罗斯党一党独大，未来很可能在俄罗斯形成类似于日本战后自民党长期垄断政权的局面。这种局面对于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具有有利因素，同样也会带来挑战。统一俄罗斯一党独大依靠的首先是普京的个人影响力，其次是“统一俄罗斯党对‘行政资源’的运用：在媒体空间的绝对统治地位，对金融工具的控制和对司法机关的影响”。构成统一俄罗斯一党独大的这两个基础，将会在未来给俄罗斯政治发展带来挑战：普京之后统一俄罗斯还能否一党独大？在普京就任总统之前，统一俄罗斯的前身“统一”和“祖国——全俄罗斯”在总统和杜马选举中都不敌俄共，说明普京对于统一俄罗斯一党独大具有决定性意义。这反映出俄罗斯政治实际上仍然带有强烈的个人化政治的色彩。个人化政治具有多方面的危害：“它破坏了政治代表机会的平等，削弱了政治竞争，还会对基于不同利益的协调来制定重大决策遇到困难。”尽管存在这样的挑战，统一俄罗斯一党独大的局面不太可能被改变，因为曾经是俄罗斯第一大政党的俄共，在发生多次党内分裂后，其党员人数与社会影响力均大大下降，已无力构成对统一俄罗斯的有力挑战。俄罗斯其他政党包括在1993年杜马选举中大出风头的自由民主党，在杜马选举中都是比较勉强地获得进入杜马的资格，其领导人要问鼎总统，基本上不存在可能性。俄罗斯未来非常可能形成类似于日本自民党一党独大，连续执政四十多年、其他政党扮演政治配角的政治格局。

俄罗斯政治发展的最大难题在于，自1985年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到现在，在放弃原有理论之后并没有形成俄罗斯自己的政治理论。“自由主义西方派尽管总是吵吵嚷嚷地存在于首都知识界，却没有能力独立地从民众的不满中获得优势。这表明，自由主义模仿者在理论上太过深奥，太过脱离民众。”“此外，精英主义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对建立政党和政治运动也不合适。”“同样，社会民主主义也不适于引入俄罗斯。”既然外来的理论不能解决问题，就只能转向俄国历史来获取灵感。彼得大帝因此成为选择的对象，但“他的政府与当今时代相距太过遥远”，“尽管进行了某些向斯大林回归的尝试，但其形象总会引起太多的争议”。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组织编撰的《俄罗斯2020：发展方案》认为：“从政治观点看，列宁的形象具有四个方面的优势。第一，他无可争议的在国家建设方面取得了成功，使俄罗斯帝国摆脱了失败的深渊、外国干涉和地方分离主义。”“第二，列宁扫除了曾经挡在维特伯爵改革道路上的障碍，并将改革继续进行。”“第三，列宁事实上解决了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间的争论，即他将这两者综合起来。”“第四，民族英雄应该是坚决的富有远见的领袖。”而列宁就是这样的领袖。“我们预测：胜利者只可能是，以不同方式认识到列宁主义潜力的政治力量。”

俄罗斯未来的经济发展

1999-2008年间，俄罗斯经济保持了10年较快速度增长，这使得俄罗斯政府和专家都认为，俄罗斯已经完成了经济改革任务，俄罗斯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并重返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但2009年，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俄罗斯经济下降7.2%，2010年俄罗斯经济仅增长2.4%。2009年俄罗斯经济出现较大负增长，已经暴露出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问题，但并未引起俄罗斯政府与专家们的重视。相反，在俄罗斯专家中，对俄罗斯经济前景总体持乐观态度。俄罗斯专家估计，在克服了经济危机的影响之后，俄罗斯经济增长速度将高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2012-2016年间，保守估计，俄罗斯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将达到4%-4.5%，乐观估计，将达到6%。然而，在克服经济危机以后，俄罗斯经济并未达到预期增长速度，2011年，俄罗斯经济增长4.2%，2012年仅增长3.4%，比保守估计的增长速度还低。2013年1-3季度，俄罗斯经济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6%、1.9和1.2%，大大低于俄政府和专家的预期。对于经济发展的长期远景，在2013年春季，俄罗斯政府估计，到2030年，可保持4.3%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在2013年9月，俄罗斯政府对未来长期经济增长前景重新进行研究后，"2013-2030年间的增长速度被下调了1.5个百分点，即年平均增长2.8%，而不是4.3%，低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到2030年，俄罗斯的GDP在世界GDP总量中比重将从2012年4%下降到3.4%”。“高等经济学院发展中心的21名专家一致认为，未来10年，俄罗斯的增长速度将低于3%，仅仅在不久前，这个速度都被认为是危险的低速度”。

俄罗斯经济从连续10年保持近7%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到突然严重失速的转变，其实并不奇怪，俄罗斯已经完成了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其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程度显然要大大高于中国和印度，所以，俄罗斯经济增长速度的突然大幅下降，不能再归咎于体制约束了经济增长的动力。既然俄罗斯已经有了一个市场经济体制，却不能保持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说明市场经济体制仅仅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充分条件还包括经济增长方式、国家的基础工业能力（从原材料开采到产品设计与制造以及零部件的配套能力）、国家的科技潜力与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国民的劳动态度、投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认为只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能立刻实现经济发展的飞跃，甚至可以在短期内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是不切实际的，而叶利钦及其经济顾问的最大问题恰恰是不切实际。他们在俄罗斯以激进的休克疗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却破坏了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如国家的基础工业能力和国家的科技潜力，同时又未能建立起有效率的政治体制，提高行政效率，俄罗斯的投资环境对投资者的吸引力远不如其他金砖国家。

1985年苏联开始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建立一个能够回应新技术革命的经济体制，在新技术革命中继续实现赶超目标。从1985年苏联开始改革到2013年，经历了从苏联到俄罗斯的剧变，28年过去了，俄罗斯在任何一个高新技术产业中都没有形成自己的竞争力。这并不是苏联与俄罗斯缺乏相应的技术基础，而是剧烈的政治斗争与社会动荡耗费了大量宝贵时间，等到俄罗斯终于稳定下来，开始认真思考经济增长问题时，当年基础工业能力与技术水平比苏联落后得多的中国、印度分别在不同高技术产业中形成了国际竞争力，并加强了国家的科技实力。而俄罗斯在剧烈动荡中失去宝贵时间的同时，也削弱了国家的基础工业能力与国家的科技潜力。

苏联时期形成的科技潜力在改革中因为三个原因被削弱：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开始出现的一轮又一轮的学术移民潮，按照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的数据，从苏联解体的1991年到2000年，有20多万名俄罗斯科学家离开俄罗斯移民其他国家。在学术移民潮中，甚至出现了科学研究机构全体人员整体移居外国的情况，“在1990年代初期，俄罗斯科学院的几个生物实验室整体移居国外。在以色列和美国一些大学中数学系的专家全部由来自俄罗斯的科学家组成”。“在激进改革年代，俄罗斯丧失了它的相当大部分的科学潜力，特别是失去了那些最优秀的专家”。二、相比于苏联时期，俄罗斯对科学研究的投入大幅减少。2003年，俄罗斯的科研经费投入仅为12亿美元，而美国高达2800亿美元，中国为380多亿美元。俄罗斯的科学研究水平因此被进一步削弱。如果说俄罗斯还有一些学科保持世界先进水平，也是苏联留下的遗产。三、俄罗斯改革的矛盾性质对社会价值观产生重大影响，科学工作的声望在俄罗斯社会中大幅度下降。“社会的价值取向转向了立即获得个人成功，却损害了教育、科学与文化、提高专业能力、以创造性劳动获得成功与社会威望等永恒的人类基本价值。”社会价值观的转变使得报考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的青年人数量不断减少，而腐败侵入教育与科技领域也对俄罗斯的科技进步造成了不良后果。

科学技术潜力被极大削弱的消极后果就是俄罗斯工业技术水平的下降，其对经济的直接影响，是俄罗斯的经济结构失调甚至比苏联时期更严重。

在世界大国中，俄罗斯的最大优势是其拥有的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资源。普京就任总统后，为了加快经济发展，在打击寡头的同时，也进行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2001-2002年之交，俄罗斯从面向国内的经济增长转变为原料出口型的经济增长。”俄罗斯在2000-2008年间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成的，俄罗斯在2009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滑，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结果。2000年，国际原油价格徘徊于每桶20美元以下已近20年，从2003年开始，国际原油价格一直呈现成倍上涨的趋势，到2008年7月达到每桶147.5美元的高点，相比于2000年初，国际石油价格上涨7倍。这使得俄罗斯资源出口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获得巨大收益，俄罗斯在此期间的原油和天然气出口量也大幅上涨。“俄罗斯GDP的一半依靠资源工业部门的出口和其他贸易实现。”“原料出口的增长和石油价格上涨对俄罗斯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但俄罗斯学者在2009年危机前已经看到了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潜藏的不良后果是：导致国家制造业的衰落，从而使进口替代战略无法实施，而且国家整体经济依赖于其出口商品的价格波动；结构转型失去激励，导致经济结构的退化，经济对高油价的依赖使得经济可能因石油价格下降而崩溃；对高等教育需求的下降，因为矿产资源开采等工业部门是典型的对学历和技术能力要求不高的部门，原料部门在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降低了对更高级教育的需求，这将产生长期的危险后果。

仅仅过了一年，上述不良后果就充分表现出来。所以，尽管俄罗斯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其发展方式和原料工业主导的经济结构却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较高速度发展。“俄罗斯经济存在严重的结构问题，它降低了国家经济政策的效率。”

俄罗斯经济遭遇新的难题与世界经济的新变化，促使俄罗斯政府和学者重新思考其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新的发展战略被提出来，以技术变革和制度变革相结合为基础，实现俄罗斯经济的现代化被作为未来的发展方案提出来。“在未来12-15年间，创新发展的方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以高技术为基础改造国家所有的经济部门，包括原材料工业部门。俄罗斯的经济增长要以战略创新和资源结合为保障，改造为能够生产具有高度竞争力、最终为国内和世界市场所需要的产品。”“实施这个战略需要俄罗斯经济的技术、制度、干部和组织管理基础的根本现代化。”“中国的经验证明，国家在落后经济体的现代化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没有国家的积极作用，俄罗斯的经济与俄罗斯的现代化将是不可能的。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国家的作用是非常消极的。”“没有国家的支持，农业、机器制造业的结构调整和为提高经济在21实际的竞争力实现向创新发展的转变都是不可能的。”

从理论上讲，这些新的发展战略更符合21世纪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要求，如果俄罗斯能够转变发展方式，进行结构调整，其经济增长重回年均4%或者以上的速度也并非不可能。不过俄罗斯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即由超级大国重新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国家，实际使俄罗斯面临非常不利的国际市场环境，俄罗斯之所以选择资源出口型增长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得已的选择。由于俄罗斯在1985年以后有将近15年的时间不能集中精力于经济发展，使得重回世界体系的俄罗斯在国际分工中，在制造业的任何一个层次都不具备强大竞争力。在高端制造业的所有产业部门，除了军事工业，俄罗斯无法与西欧国家、美国和日本竞争，在中端和低端制造业领域，俄罗斯无法与中国等其他金砖国家竞争。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除了军事工业，俄罗斯没有出现一家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制造业企业，俄罗斯的制造业也无法向世界各国提供受欢迎的工业产品的原因。俄罗斯能否改变在国际分工中以提供资源、进口制造业产品的地位，取决于它能否真正实施新的发展战略，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结合俄国——苏联——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俄罗斯经济政治社会现状，考虑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与变化，俄罗斯未来的经济发展有三种可能：

一、一切照旧。即国际经济形势包括国际石油价格都保持不变，俄罗斯政府的所有经济政策也维持不变，经济结构也继续以资源工业部门为独大，俄罗斯经济只能在未来维持低于3%的年经济增长速度，那么，虽然在未来俄罗斯可以依靠资源达到人均更高的收入，但却无法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只能成为海湾石油国家那样的、有着极高的人均GDP，但仍然是处于世界体系边缘的国家。

二、好运再次降临。即国际石油价格和其他资源价格突然再次大幅上涨，利用油价再次上涨带来额外收入，解决科技研发的欠债，加大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投入，并利用有利时机转变经济结构，俄罗斯也有可能因此获得新的国际竞争力。

三、对经济进行根本性改造。即真正将新的国家发展战略迅速落实，形成国家新的科技潜力，进而形成国家新的经济竞争力。这样才能保证俄罗斯经济未来的持续较高速度增长，从而保证在2030年前使俄罗斯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之一。

在上述三种可能性中，最终将出现那种可能，取决于俄罗斯领导人，也取决于俄罗斯人民是否能够形成共识。


第二部分　捷克现代化：依附条件下的国家发展

第一章　捷克国家的起源与早期工业化

一、胡斯运动：捷克民族意识的萌发

现代化的载体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历史产物。马克斯·韦伯指出，新教伦理产生资本主义，“只有它（新教）创造了宗教的动机，恰好在世俗之内的‘职业’中，去致力谋求救赎，……方法上合理化地履行职业”。新教是16世纪初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后各宗派的共同称谓，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又是从何而来？“胡斯的活动在中世纪与宗教改革时代之间起了桥梁的作用，是100年后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先声。”胡斯运动既是宗教改革的先声，也是捷克民族国家的先导。民族认同是民族国家形成的前提，民族国家是主权国家。捷克现代化的特殊之处，在于民族认同并未直接造就民族国家，捷克现代化的物质载体——工业化恰恰先于民族国家而出现。

研究捷克现代化模式，胡斯运动是不可绕过的。因为，胡斯运动预置了捷克现代化的前提与路径。

从“神甫”经“宗教改革家”、“宗教异端”，最终成为捷克的“民族英雄”，胡斯称谓的历史性演进，反映了捷克民族逐渐形成的历史进程。

约1369年，胡斯出生于捷克南部胡斯涅兹地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391年，他进入布拉格大学攻读神学，在教堂唱诗班维持生计。1394年毕业，两年后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401年，他当选文学系主任，同年被任命为神甫。1402年，胡斯在布拉格任教区长兼伯利恒教堂宣士。他鼓励信众过基督徒的生活，宣教道：“至公正的审判者要常在你面前，好使你既不有意让义人受苦，也不有意奉承不义之人。”在布道时，胡斯使用捷克语而不是拉丁语，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

1400年前后，英格兰神学家威克利夫的神学著作流布到布拉格。威克利夫的作品在布拉格大学引起广泛的争论，大学当局将威克利夫的45篇文章定为异端。教会将胡斯划归为威克利夫学说的支持者加以谴责，胡斯对所受指控十分愤慨：“我常常不断自言自语，不久前，尊贵的教皇陛下就任后，立定规则，我一伺发现行政管理的过失，立即向您汇报。”但是，“如今，这项规则迫使我表白：与人通奸的神甫或犯有其他罪行的神甫何竟自由出入，未曾受到严格的管教……那些谦卑的神甫……以虔诚之心，为您尽忠尽责，也无贪婪之心，但为上帝的缘故，不求报酬，劳苦地宣传福音——却被作为异教徒……因宣传福音饱受流放之苦？”然而，胡斯的申辩是徒劳的。1411年，布拉格大主教将胡斯开除教籍。1412年12月，波西米亚国王卢森堡王朝的瓦茨拉夫四世将胡斯驱逐出布拉格。1414年11月，胡斯被召至康斯坦茨会议（即天主教第十六次普世会议，1414-1418年）。1415年7月6日，胡斯拒绝放弃自己的信仰，遂被判处死刑，在康斯坦茨城门前的火刑架上烧死。

终其一生，胡斯针砭教会和神职人员的各种腐败现象，维护基督教信仰的神圣性，保持教会纯洁性。但是，教会宣称：“约翰·胡斯执迷不悟，在布拉格城的学校里，并公开布道时，传讲威克利夫的错误观念，并为之辩护。”对此，胡斯始终予以否认。

胡斯离开布拉格后，来到了波西米亚南部（捷克中世纪前期称波西米亚），住在友人的城堡中。在“隐居”的两年期间潜心写作，其中最重要的著述是《论教会》（Deecclesia）。在这本书中，他明确论述教义。对胡斯而言，现世的教会已经处在以教皇和红衣主教为代表的基督者的控制之下，他不是“废除”教会，而是寻找“真教会”。他认为，如果真教会仅仅是由选民组成的话，那么这个教会就是基督隐藏的身体，没有瑕疵，也没有皱纹，是不可见的。因此，现世中以教皇为首脑的教会已不再是真教会。教会对于宗教改革者，一贯置于死地而后快。火刑焚烧了胡斯的肉身，同时引燃了捷克民族国家认同的星星之火。捷克地区骑士和贵族抗议判处胡斯火刑，表示愿意庇护因宗教信仰受迫害的人们。胡斯的“蹈火”为捷克的民族认同提供了一个人格符号载体。如今，胡斯逝世的7月6日被定为胡斯日，是捷克的公共假期。虽然捷克的天主教信徒要远多于胡斯派信徒（Hussites），但胡斯仍然被认为是国家英雄。

1417年，教皇马丁五世批准康斯坦茨会议关于镇压捷克异端的决议，号召十字军讨伐胡斯派信徒。波西米亚国王瓦茨拉夫四世严厉打击胡斯运动。1419年，瓦茨拉夫四世强迫胡斯派信徒辞去神职，胡斯派信徒被逐出议会，让位于反胡斯运动的天主教耶稣会信徒。同年7月，胡斯派信徒要求释放被捕人员，遭到拒绝后，冲进议会，把一些反胡斯派的议员拉到广场上烧死。布拉格的反抗运动得到了捷克全境的胡斯派信徒的响应。不久，约4万名群众集结在波西米亚南部的塔波尔山举行宗教仪式，后在此建立新城塔波尔作为根据地。年底，瓦茨拉夫四世卒，其同父异母的弟弟西吉斯蒙德继位，称罗马及匈牙利国王，于1420年公布教皇马丁五世的通谕，宣布发动十字军，征讨胡斯派。由布拉格等城市的市政当局和波西米亚主要军事力量组成的胡斯派联盟，宣布废黜西吉斯蒙德，击退了十字军对布拉格的两次进攻。在随后数十年里，历次十字军对胡斯派的征讨，均以失败告终。1431年，教会不得不对胡斯派做出让步，和谈随即开始。经过双方漫长的讨价还价，1436年，双方达成“布拉格共同协定”：胡斯派信徒大多恢复了教籍；波希米亚教会名义上属于罗马教皇；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被接受为波希米亚王。

1420-1431年，胡斯派内部的两大派系——圣杯派和塔波尔派挫败了五次十字军进攻。但随着运动的发展，由于两大派系的主张和理念的对立，终于决裂。温和派以布拉格为中心，主要代表中小贵族和上层市民的利益。由于他们主张在圣餐礼中平民信徒和教士一样，不但可以领饼，同时也有权用圣杯领酒，故称饼酒同领派或圣杯派。圣杯派于1420年提出“布拉格四条款”：第一，传教自由；第二，圣餐采用两种形式；第三，神职人员绝财，教会财产充公；第四，惩罚重大罪人。他们主张捷克独立，建立胡斯派自己的教会，在宗教礼仪中用捷克语代替拉丁语。激进派即塔波尔派，主要由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组成。他们主张建立没有特权阶级的自由教会公社，没收地主的土地，取消农奴封建义务，废除封建等级特权，建立民族自治的共和国。1433年，教会接受圣杯派的部分主张后，圣杯派便着手与教会媾和。圣杯派与塔波尔派的分裂已成为定局。但是，捷克民族认同日益增强，表现为在神圣罗马帝国范畴内反抗德意志统治的斗争。

二、民族认同：反抗德意志统治的斗争

从14世纪中叶开始，捷克不仅有发达的手工业、麻织业、呢绒业以及采矿业，对外贸易也十分兴盛。由于居欧洲要冲的地缘位置，捷克成了教会和封建诸侯竞相争夺的对象。在诸多势力中，以德意志在捷克的影响最大，反对德意志人的斗争标志着捷克民族自觉的觉醒和民族国家意识的萌发。德意志人控制着捷克的教会，教会占有大量土地，通过征收什一税、出卖教职和“赎罪劵”等手法压榨和掠夺捷克人。1437年，捷克出现一本宣传民族主义的名为《波西米亚历史述略——愿忠实的波西米亚人引为借鉴》的小册子，写道：“波西米亚人千万要提高警惕，严加防范，绝不能再受德国人的统治；因为波西米亚的历史已经证明，德意志民族是波西米亚人和斯拉夫人最凶悍的敌人。”

随着卢森堡王朝的垮台，哈布斯堡王朝重新夺取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1526年，统治波西米亚的雅盖洛王朝路易二世与奥斯曼军队在莫哈奇激战中阵亡，奥斯曼势力深入到中欧。哈布斯堡王朝的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I）借机与雅盖洛王朝联姻，击退奥斯曼军队，顺理成章地获取波西米亚。同时，他还成为波西米亚王国境内的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的世袭统治者。斐迪南一世致力于在哈布斯堡王朝全部领土上树立君主权威，建立新的王朝机构和加强中央集权。在波西米亚地方贵族的反抗下，斐迪南一世建立统一的最高会议、实行单一货币和统一赋税的计划受到挫败，维也纳还是极大地扩充了王朝的权限。尽管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捷克仍被纳入哈布斯堡王朝的版图。

1609年，捷克国会发表声明，如果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保证捷克人的政治和宗教权利，捷克人就不承认他为国王。然而，1617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蒂亚斯任命狂热的天主教教徒斐迪南二世为捷克国王，信奉新教的捷克人拒绝承认并向皇帝提出抗议，但皇帝诬称新教教徒是暴民。同年，波西米亚天主教会违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关于宗教自由的保证，关闭布罗乌莫夫和赫罗布两城公民所建的新教教堂。1618年5月23日，新教权利保卫官在布拉格召开新教教徒大会，公审帝国摄政维特拉法塔和马蒂尼茨，认定他们有罪，把他们和秘书从哈拉德坎尼（布拉格堡）的窗户扔了出去。这就是著名的“掷出窗外事件”。被掷出窗外者虽未受重伤，但这一事件是捷克人反抗哈布斯堡王朝起义的导火索，也是欧洲历史上著名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的起点。

三十年战争经历了四个阶段（1618-1624年捷克起义阶段、1625-1629年丹麦干涉阶段、1630-1635年瑞典入侵阶段和1636-1648年法国参战阶段）。最后，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正式结束了三十年战争。随之诞生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格局：西班牙失去尼德兰及其在西欧的主导地位，法国成为强国，瑞典控制了波罗的海，荷兰被承认为独立国家。神圣罗马帝国的成员被授予充分主权。神圣罗马帝国各邦邦君的领土主权得到国际法的承认。皇帝和帝国会议昔日的权力几乎被大约300个诸侯的权力所取代，瑞典和法国作为和平的保证国，获得了干涉帝国内部事务的权力。

三十年战争中的前五年，交战方是捷克新教同盟与斐迪南二世的军队，是捷克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而进行的战争。1619年，捷克军队一度攻到维也纳附近。斐迪南二世借助天主教同盟，1620年在布拉格附近的白山战役中打败捷克军队，捷克由封君邦国降为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一个省。捷克贵族阶级在政治上失去原有的权势，在经济上被剥夺了大部分的地产。波西米亚一半以上的庄园被没收，分给了在战争中兴起的德意志贵族、外族雇佣军军官和异族亡命徒。17世纪末，只有不到20%的捷克贵族出于宗教原因忠于哈布斯堡王室而得以存续，绝大多数贵族是外族血统，有意大利人、德意志人、奥地利人、斯洛文尼亚人、瓦隆人、洛林人和爱尔兰人。三十年战争诞生了国际法意义上的欧洲民族国家体系，却使捷克的民族国家夭折于襁褓之中。从此，捷克民族国家幻化成海市蜃楼，但这不妨碍捷克地区在哈布斯堡版图内发展现代化。捷克现代化模式的特质由此形成，工业化先于民族国家。

三、开明专制启动捷克的现代化

18世纪中后期，依托哈布斯堡王朝的“开明专制”，捷克启动现代化进程。进入18世纪，哈布斯堡王朝囊括了从比利时到波斯尼亚、从意大利北部到西里西亚的辽阔区域。幅员辽阔的帝国，列强环伺觊觎。1733年，波兰王位继承战争爆发，法国、西班牙军队进攻哈布斯堡帝国，英国和普鲁士作壁上观，帝国在各条战线上节节败退。1735年10月，维也纳被迫与法国、西班牙议和，失去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等地。1737年，哈布斯堡王朝与土耳其爆发战争，连遭败绩，1739年9月，订立《贝尔格莱德和约》，将包括贝尔格莱德在内的塞尔维亚、波斯尼亚之一部和小瓦拉几亚划归土耳其，以多瑙河和沙伏河为界。这使得哈布斯堡帝国在巴尔干地区威望扫地。1740年，查理六世去世，普鲁士、法国不承认其长女玛利亚·特雷西亚的继承权，挑起两次西里西亚战争。虽然玛利亚·特雷西亚统治了波希米亚的大部分地区，1743年在布拉格加冕为女皇，但在西里西亚高度工业化的地区中，除捷欣、奥帕瓦和克尔诺夫外，都割让给了普鲁士。此后，普鲁士日益强大，成为哈布斯堡帝国的主要对手。七年战争中，哈布斯堡帝国为夺回富庶的西里西亚同普鲁士进行战争，亦败多胜少。1763年，双方无力再战，签署了《胡贝图斯堡和约》，普鲁士依然保持对西里西亚的占有。

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哈布斯堡统治集团深感改革刻不容缓。在玛利亚·特雷西亚和其子约瑟夫二世统治时期，母子锐意改革，实行开明专制。由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影响，玛利亚·特雷西亚和约瑟夫对波希米亚的行政统治体现了高效率、合理化的特点，他们抑制贵族特权和领主权力，通过帝国政府机构实行统治。同时，进行改革，在宗教方面淡化“反宗教改革”的残暴性，允许世俗社会的进步。“开明专制”为捷克启动现代化奠定了制度基础。

在工商业方面，发展制造业，在流通领域豁免国内通行税和关税等税收，刺激工业与贸易发展。失去西里西亚纺织工业基地后，哈布斯堡王朝寻找纺织工业的替代产地，波希米亚成为首选。在此之前，捷克的亚麻布、棉布以及棉织品已经输出到海外市场，此时纺织业生产部门更加繁荣。波希米亚的手工工场采用的是工资劳动的形式，而不是徭役劳动，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简单的机器，实行有一定计划的分工，因此生产发展较快。波希米亚发掘晶体矿，玻璃制造业发展起来。到18世纪上半叶，波希米亚玻璃取代了威尼斯玻璃在国际市场的地位。此后，波希米亚玻璃制造业享誉世界。18世纪末，波希米亚玻璃制造业衰退，玻璃输出受影响。不久，波希米亚北部发现晶体矿，玻璃制造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玛利亚·特雷西亚和约瑟夫二世开明专制统治时期，多措并举促进工商业发展。玛利亚·特雷西亚设立补助金制度和贸易保护壁垒，鼓励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业迁往波希米亚，对其他工业部类也有类似的鼓励政策，尤其是奢侈品工业。同时，削弱行会特权。1775年，奥地利波希米亚的内部关税被废除。约瑟夫执政后，继续推行玛利亚·特雷西亚的关税壁垒政策。1784年，他对多种商品强征禁止性关税，解散行会，同时允许个人（包括犹太人）创业致富。

在宗教政策方面，玛利亚·特雷西亚和约瑟夫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尽管玛利亚·特雷西亚对新教教徒和犹太人抱有偏见，但倡导推行宗教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未满24岁不得加入教士团、审查帝国境内教士与罗马教廷的联系、取消神职人员的免税特权，1751年剥夺了耶稣会士对出版审查委员会的控制权。

1781年，约瑟夫颁布宽容特许令，规定帝国内所有非天主教（新教派、希腊正教）徒与天主教徒平等，保证居民的信仰自由，非天主教徒可以拥有自己的教会，可以自由举行宗教仪式等。宽容法令“标志着奥地利宗教政策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最终将导致一切被承认的宗教团体享有完全的平等权利”。针对犹太人的宽容法令1781年在波希米亚、1782年在摩拉维亚、1783年在匈牙利、1789年在加里西亚实施，犹太人可以从事贸易、工业等方面活动，可以进入高等学校学习，歧视性的服装规定和限定居住区的规定被废止。尽管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帝国境内的犹太人仍认为这项法令是一个重大进步，但是保守派为约瑟夫取了一个“犹太人的国王”绰号，这也反映出欧洲根深蒂固的反犹情结。

约瑟夫取缔其成员仅仅过着隐修生活而不从事教养儿童、教育青年、医治和护理病人的修道院，大约有700个，占哈布斯堡境内修道院的1/3.幸存下来的修道院与境外教会的联系受到制约，修道院的豁免权被取消。约瑟夫重新规划教区体系，为方便信众，建立了许多新的教堂。从1783年开始，由国立总神学院负责培养教士，为国家培育出有一定职业水准和文化水平的教士，这些教士领取固定的工资。宗教游行、朝圣进香受到限制，许多宗教节日被取消，宗教兄弟会被解散，民间各种陈规陋习被禁止，宗教仪式的程序也被严格规定（如祭坛上的蜡烛数等）。最激进的是对葬礼仪式的改革，以布口袋代替棺材。约瑟夫主张教会应服从国家，“教皇是道德问题的权威，而不是教会法问题或者国家问题的权威”。教会人员同国家官吏一样受君主的控制，教皇的指示应由君主批准。这些措施招致教皇反对，教皇亲赴维也纳同约瑟夫谈判，无果而返。

科学与教育方面，玛利亚·特雷西亚奖掖科学与教育，1746年，成立特雷西亚学院。1749年，盖哈德·凡·斯维滕对维也纳大学进行改革。1751年，维也纳新城建立军事学校；1754年，成立培养外交官的东方学院；1760年，设立帝国教育委员会。1773年，教皇克莱芒十四世解散耶稣会，哈布斯堡王朝没收耶稣会的财产，并用其创办了包括初等义务教育、中等教育及师范学校在内的教育体制。这一世俗教育体系，虽然遭到了贵族和农民的抵制（农民更想让孩子在土地劳动），但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学校“课程设置强调社会责任、社会纪律和工作伦理，以及如何让学生运用理性来理解问题，而不是死记硬背”。玛利亚·特雷西亚使教育体系国有化和德意志化，削弱了耶稣会的控制，使教育重心从神学转向了科学。1780年，帝国境内大约有6000多所学校。

四、捷克现代化的初始特征

开明专制对捷克地区的现代化起到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进一步削减了波希米亚贵族特权，导致贵族的德意志化，德语的主导地位压制了捷克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宗教宽容、社会和教育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增强了社会流动性。许多贵族转租自己的土地，将所得利润投资到纺织、煤炭和玻璃制造等工业企业中。捷克农民可以自由地离开土地，搬到城市和制造中心，城镇数量因此不断增加。教育普及使得捷克地区入学比例增加，大学教育质量提高，捷克知识分子开始形成。波希米亚的人口增加近四倍，摩拉维亚地区也出现类似的增长。客观地说，开明专制为捷克民族的复兴做了准备，特别是促进了捷克地区的经济现代化——工业化，捷克成为哈布斯堡帝国境内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19世纪，哈布斯堡王朝在政治上已成为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但是捷克经济社会发展则较为迅猛。


农业
 播种面积扩大，产量提高，农具完善。农作物种类增多，特别是甜菜栽种面积迅速增长，催生出制糖业。玉米的大量播种，为畜牧业提供了大量的饲料。烟草的广泛种植，促进了烟草工业的发展。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打破了三圃制的封建生产经营方式。“从18世纪末期起，生产率高得多的不间断的土地播种方式，即各种谷物、饲料植物和根茎植物定期轮换开始逐渐传入，并取代了落后的三圃制。”


工业
 19世纪30年代，捷克地区工业化兴起，工业各部门的分工加强，手工业生产向机器工业大生产过渡，大批工厂出现。公路和铁路的兴建，蒸汽机车和汽船的使用，促进了地区间交流，提高了物流效率。1791年，欧洲第一个工业博览会在布拉格举办，这标志着捷克地区的工业化跃居当时世界前列。


城市化
 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捷克经济的发展，对当时的社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工业化使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创造出许多新城市，布拉格是捷克地区最大的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其次是利贝雷茨城。这一时期，捷克地区的人口也有明显的增长。“在1780-1840年间，捷克地方的人口（包括摩拉维亚在内）增长了60%以上，达到六百万之众。”工业化产生新的社会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时期，封建主阶级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冲突不断，农民集体反抗封建主的斗争此起彼伏。同时，由于资本家肆无忌惮地降低工人们的工资，随意解雇工人，引发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和群众示威。1844年，布拉格和利贝雷茨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达到高潮。但是，“那时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是薄弱的、无组织的，并且缺乏阶级觉悟。他们的阶级斗争具有愤怒和反抗的盲目自发性质，没有自觉的政治领导”。


民族文化复兴
 虽然捷克地区现代化不断发展，但付出巨大的代价——民族国家迟迟得不到实现。在开明专制条件下，捷克人民在哈布斯堡帝国与民族国家独立之间，走出异变的现代化道路：一方面，借助哈布斯堡帝国推动捷克地区经济社会成长；另一方面，在哈布斯堡帝国范围内，构建捷克民族国家的合法性言说。“19世纪中期，中东欧国家普遍处于民族觉醒时期，它们的口号是‘祖国和进步’，开始具有独立和现代化意识。”哈布斯堡帝国对捷克民族的语言、教育、习俗和宗教信仰进行同化，大大激发了捷克人的民族意识。捷克语言改革者、历史学家、诗人等把复兴捷克民族文化作为民族解放的前提，他们撰写本民族的历史书籍，创办用本民族语言授课的世俗学校，提升本民族语言的地位，出版赞美民族精神的文学作品。“他们的目的是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将对现实的不满转化成为恢复到历史辉煌时期努力的动力。”

1784年，捷克皇家科学协会在布拉格成立，捷克英才辈出。语言学家约瑟夫·多布罗夫斯基（？——1829年）完善了捷克语语法，为现代捷克语文法奠定了基础。同时，多布罗夫斯基宣扬斯拉夫文化，促进捷克民族复兴。约瑟夫·容曼（？——1847年）在其所编的捷德词典里搜集新旧捷克语的丰富词汇。捷克历史学家弗朗蒂舍克·帕拉茨基（1798-1876年）在其名著《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捷克民族史》中，阐明捷克民族历史的意义。著名解剖学家和生理学家、布拉格查理大学教授约瑟夫·普罗察兹卡（1749-1820年）所著的多卷生理学手册，在19世纪初就已经被译成欧洲多国文字。细胞学理论的奠基者、生物学和生理学专家杨·伊万格里斯塔·普尔基涅（1787-1869年）享有国际盛誉。捷克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不断深入，文学艺术作为时代的一面镜子，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捷克地区的社会生活。文学、诗歌、戏剧等方面的众多作品在唤醒捷克人的民族意识，恢复和发扬捷克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捷克在建筑、雕塑、绘画、音乐等领域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涌现出众多天才人物和享有世界盛誉的作品。位于布拉格伏尔塔瓦河畔的布拉格民族剧院的落成，“不仅使捷克戏剧音乐艺术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而且也是捷克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集中体现了捷克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炽热感情”。捷克民族试图从历史、文化等方面找到其存在合法性的证据，“具有无比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重要性”。捷克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对于形成捷克民族国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民族独立运动
 1845年，捷克小资产阶级在弗里奇（1802-1868年）的领导下，成立名为“列比里”的激进革命团体，“该组织不仅主张废除封建专制和贵族特权，而且要求民族独立”。1846年，捷克资产阶级在布拉格成立政治组织“市民会”，主张通过妥协和改良的方式来扩大捷克的自治权限。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后，捷克地区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列比里”号召人民武装起来，争取各项民主权利，召开全捷克的统一议会，取消检查制度，提高工资等。6月，布拉格组建以弗里奇为首的军事小组，发动武装起义，学生、工人、市民等起义者筑起街垒，同奥地利军队展开浴血奋战。但是，捷克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害怕发生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他们站在哈布斯堡王朝反动势力一边，血腥镇压革命运动，导致1848年6月布拉格起义失败，捷克民族抗争运动陷入低潮。

1866年，哈布斯堡王朝与普鲁士的战争爆发。哈布斯堡王朝试图求得议会中的反对派捷克和匈牙利议员的支持。匈牙利议员们要求成立自治政府，实现民族自由，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的话，匈牙利就拒绝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援。捷克议员们再次沿袭布拉格六月起义的做法，表示效忠哈布斯堡王朝，捷克资产阶级再一次丧失独立的机会。普奥战争导致奥地利被逐出普鲁士主导的德意志联邦，哈布斯堡王朝不得不满足匈牙利议员们的要求。1867年，帝国被分成两部分，以来塔河为界，以西为奥地利，以东为匈牙利，形成为二元制奥匈帝国，捷克地区在奥地利的领土范围内，斯洛伐克则属于匈牙利。匈牙利的要求得到满足，捷克却一无所获。“二元体制的建立，以及在这个体制中德意志资产阶级在来塔河以西所有奥地利地方居于统治地位，意味着捷克资产阶级政策及其努力投靠封建主义的失败。”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匈帝国与德国结成同盟国，与英法俄“协约国”作战。捷克资产阶级政党领袖们各自寻找靠山，多数捷克政客选择支持维也纳政府，他们相信德奥同盟会取得胜利。由克拉马什博士领导的一部分捷克资产阶级则公开站到沙皇俄国一边。许多捷克和斯洛伐克人在参加奥军开到前线的时候，自愿投向俄军成为俘虏，他们希望同俄国人一起攻打哈布斯堡帝国。资产阶级的另一部分投靠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工人阶级则站在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前列，举行游行、示威、罢工。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颁布和平法令，宣布所有民族都享有自决权，极大地促进了捷克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捷克各地工农运动风起云涌，人民群众要求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国家，士兵反战示威此起彼伏。1918年5月，一个斯洛伐克军团和一个捷克军团分别在李马夫斯卡-索伯塔和伦堡起义，奥匈帝国的各条战线都开始崩溃，捷克民族国家呼之欲出。

第二章　第一共和国：发达的现代化与夭折的民族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捷克资产阶级夺取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制止捷克向社会主义革命方向发展。1918年7月，不顾捷克人民的反对，由资产阶级操纵的民族委员会开始履行最高民族权力机关的职能。奥匈帝国投降后，民族委员会同维也纳政府达成协议，立即接收了政权。1918年10月30日，捷克同斯洛伐克合并，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亦称“第一共和国”，马萨里克（1918-1935年在位）担任第一任总统。

第一节　捷克现代化走向发达阶段


工业化
 19世纪下半叶，捷克的工业化已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捷克机器制造业超过纺织工业，进入工业化繁荣阶段。工业的迅速发展使人口增长较快，城市进一步扩容。1890年，捷克人口增长到大约900万，城市人口激增。1867-1873年繁荣时期，银行业发展迅速。1869年创立了“工艺银行”，是捷克历史上第一个银行，随后银行和股份公司大量涌现。对外贸易迅速发展，捷克的工业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大受欢迎，进口贸易激增。在铁路、采矿业、冶金业和机器制造业中，外国资本发挥重要作用。由于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哈布斯堡帝国西半部与匈牙利之间的关税障碍废除，帝国境内统一的关税区域形成。1876年，奥匈帝国实行统一的米制度量衡。

1874年，维也纳股票交易所的破产引发了全面的经济危机，这是一场席卷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大规模经济危机。危机一直持续到1879年，捷克工业遭受沉重的打击。农业陷入困境，同时银行信贷也受到冲击。危机过后，捷克经济继续发展。

20世纪初，捷克开始第二次工业化，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自动化工具和应用化学方法，捷克成为欧洲机器工业生产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电车、电厂设备以及电气技术向整个欧洲输出。这一时期，捷克工业产量占奥匈帝国工业总产量的60%以上。

1910年，捷克地区人口超过1000万，其中从事农业的只有1/3，大多数从事工业、商业和运输业。捷克资本开始向东欧和东南欧国家输出，捷克资产阶级大力支持奥匈帝国对外侵略扩张。捷克工艺银行在维也纳、切尔诺维策和的里雅斯特设立分支机构，成为全欧性银行。这一时期捷克地区已基本实现工业化。


文化教育
 1868-1869年法律规定，捷克实行八年义务教育制，捷克文盲数为欧洲最低。1890年，创设捷克文理学院。捷克涌现出大量杰出的文艺作品，诗歌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约瑟夫·瓦茨拉夫·斯拉戴克和雅罗斯拉夫·弗尔赫利茨基，既是诗人又是优秀的翻译家，他们把外国的作品译成本国文字，大大促进了捷克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融。捷克建筑师约瑟夫·杰蒂克和年轻一代的艺术家们设计并建造了布拉格国立剧院，剧院舞台上面铭刻着“民族自己的风格”铭文。米考拉什·阿莱什通过对捷克人民生活的描绘，用艺术形式表达争取民族独立的决心和斯拉夫民族对捷克人民的深切同情。除诗歌、戏剧、艺术方面成就斐然之外，19世纪捷克音乐继承18世纪古典音乐的传统并有惊人的进步，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贝德里赫·斯美塔那创作八部歌颂祖国、歌唱自然与生活的民族歌剧。安托宁·德沃夏克使捷克音乐享誉国际，他的交响曲作品《新世界》、《伦敦曲》、大合唱曲和其他作品，成为国际顶级音乐会的保留曲目。


第一共和国的建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没有残余的军阀、贵族寡头和民粹主义领袖，加之中产阶级居于社会中坚，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甫一面世，就建成了当时欧洲民主制度完备的政治体制。战前民族独立运动的“三驾马车”，成为第一共和国领导核心。父亲为斯洛伐克人、母亲为捷克人的马萨里克众望所归地当选为第一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捷克人贝奈斯任外交部长，斯洛伐克人什特凡尼克任国防部长。“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生活中的一个巨大进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捷克斯洛伐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英国、法国、德国不相上下，是当时世界最发达的十个资本主义国家之一。

建国初期，建立临时国民议会，选出包括所有政党的联合政府，捷克金融资本的代表克拉玛什博士担任政府首脑。鉴于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情绪，资产阶级政府实行土地改革，从大地产所有者手里收回1000万英亩土地。

资产阶级政党在1919年6月的市议会选举中被击败，社会党获得多数。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弗拉斯提米尔·图沙受命组织新政府。这个政府背离人民对它的期望，没有满足工人阶级实行关键性工业部门国有化的要求，继续执行以前的政策。直到1920年初，政府才把宪法草案提交议会审议，国民议会通过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部宪法。宪法规定三权分立的原则，这部宪法“在许多方面堪称民主的典范”。1920年4月，举行第一次国民议会选举，社会党获胜。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左翼，宣布拥护共产国际，并且在1920年9月召开代表大会，组建了独立政党，社会民主党内的许多成员参加进来。资产阶级同社会民主党右翼勾结起来，采取限制社会民主党左翼的措施。1920年12月初，奉马萨里克总统之命，警察占领左翼社会民主党总部，用武力镇压工人的总罢工，数百名工人代表被逮捕，并被判处徒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继续依靠法国，推行极端反苏政策。

工人阶级从这次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必须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于1921年5月成立，加入共产国际。在反对生活费用昂贵、生活水平下降的罢工斗争中，共产党的影响越来越大。在1925年的议会选举中，捷共成为第二大党。

在经济上，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承袭了奥匈帝国80%的采煤业和75%的工业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捷克斯洛伐克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由于奥匈帝国解体，工业品输出市场丧失大半，加之贸易壁垒的影响，捷克斯洛伐克生产萧条，失业大军激增，工人工资收入不断下降，人民生活日趋恶化。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第一项措施是实行股份“归化”。虽然独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继承了奥匈帝国75%的工业，但控股公司主要在奥地利。股份“归化”，就是把控股权收归捷克资产阶级。“归化”使大量资本集中到捷克银行，特别是工艺银行。工艺银行因此成为捷克最大的金融集团。第二项措施是1919年币制改革。币制改革使捷克斯洛伐克的货币同日益贬值的奥地利货币脱钩，同时实行高度紧缩的金融政策，遏制输入性通货膨胀。第三项措施是实行土地改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军火工业发展处于欧洲先进行列；机械工业尤其是汽车生产突飞猛进；轻工业出现许多大型企业。在工业企业中，80%的资本集中在25个康采恩手中，工业企业越来越受到金融资本的控制，金融寡头对政府影响很大。与工业相比，农业相对滞后，从1927年起就处于危机状态。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繁荣的是争夺世界市场的斗争，从而加深了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逐渐恢复起来，德意志复仇主义严重威胁着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安全，德国工业产品逐渐挤占捷克斯洛伐克在东南欧的市场。捷克斯洛伐克不得不廉价倾销，这严重损害了捷克劳动人民的利益，劳动强度提高，工资降低，生活水平每况愈下。


第一共和国危机与终结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苏联是这次危机中唯一没有受到波及的国家，威信大大提高。1933年德国纳粹党党魁希特勒上台执政，大大增加了欧洲的不稳定因素。捷克斯洛伐克力图改善同苏联之间的关系，1934年6月，正式承认苏联。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这次经济危机对捷克的打击更为惨重。曾在对外贸易中占第一位的纺织工业，在危机中一蹶不振，导致捷克斯洛伐克对外贸易的衰落，所有输出品工业部门生产停滞下来。经济危机大大了降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上百万工人失业，在岗工人的工资降到最低水平，农民和手工业者更是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人民贫困，国家动荡，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各种矛盾随之尖锐起来。

右翼社会民主党重新参加政府，带有法西斯色彩的联合政府于1932年建立，实行限制议会的权力、限制出版自由并没收共产党的报刊等反民主措施。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反对限制人民民主自由权利，组织工人进行罢工，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32年波希米亚北部矿工罢工。德国法西斯上台后，共产党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呼吁捷克斯洛伐克群众组成人民战线，为维护民主权利而斗争，坚决反对法西斯主义。1935年底，马萨里克总统因病辞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工人和农民中做了大量工作，坚决支持民主派候选人贝奈斯，最终贝奈斯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第二任总统。

捷克斯洛伐克地处欧洲大陆腹地，历史上是德意志势力的禁脔，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虽属西斯拉夫人，偏偏与英法交好。捷克斯洛伐克一战后联合立国，得益于当时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倡导的十四点和平计划中“允许奥匈帝国境内各民族自治”的规定。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在精神气质、制度结构和民众偏好上，更接近英法美，而不是德国和苏联。尽管经济现代化达到当时发达国家水准，但是地缘政治环境导致第一共和国夭折。第一共和国建国20年的时间，与捷克民族千年历史相比较而言，太过短暂。由于工业化以来，在欧洲中部地区，捷克经济现代化成就斐然，然而这种成就的取得并非依托于民族国家。捷克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的自主要求与经济成长的外向性、外附性兼容并行。第一共和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的演进显示，捷克摆脱外部控制的努力并未取得成功，伴随着现代化路径的转换，从英法模式转变到苏联模式。

捷克斯洛伐克面临黑云压城的国际环境，希特勒公开要求修改《凡尔赛和约》，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为了保护领土主权，1935年5月同苏联签订互助条约。英法等国只想利用德国来反对苏联，对其侵略行为实行绥靖政策。1938年3月，德国占领奥地利，矛头直指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慑于希特勒的军事威胁和英法的巨大压力，未经议会讨论，贝奈斯总统决定妥协。9月底，在没有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英、法、德、意在慕尼黑召开会议，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谋求相互勾结与妥协。德国利用“苏台德德意志党”为侵略工具，向捷克斯洛伐克施加政治军事压力，迫使捷克斯洛伐克接受慕尼黑会议的协定。慕尼黑会议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形势急剧法西斯化。1938年10月，农民党领袖贝伦组建法西斯性质政府，取缔共产党，将其余的各个政党合并为国家社会党。同年11月19日，捷克斯洛伐克议会通过关于斯洛伐克自治的法律，向斯洛伐克议会和政府移交部分立法权和行政权。同年10-11月，德军占领了苏台德地区。1939年3月，希特勒建立所谓“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全部领土。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捷克斯洛伐克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国家发展受到灾难性的影响。德国占领当局实行野蛮统治，对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文化生活实行德意志化，大工业被德国垄断组织吞并，农业羸弱不堪。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产所有者是傀儡政府的主要依靠力量，工人阶级和中小农民是反法西斯的主力，以克里门特·哥特瓦尔德为首的捷共中央委员会留居莫斯科，组成民族解放战线，在国内开展抵抗运动。在英国，成立以贝奈斯总统为首的临时政府，得到西方各国的承认。“从大的方面看，捷克斯洛伐克的抵抗运动和波兰的相似，也可以分成共产党领导的和流亡政府领导的两部分，它们也在不同程度上依托着苏联和英国，它们之间龃龉和冲突同样映射着苏联和西欧盟国的复杂关系。”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闪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与英法站在同一战线抗击法西斯。捷克斯洛伐克伦敦流亡政府转变了对苏联的态度，1941年7月，《苏捷互助条约》签订。1943年1月底，苏军赢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捷克斯洛伐克抵抗运动。1943年，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成立第一支游击队。傀儡政府越来越不得人心，苏军击败德国、解放中欧指日可待。伦敦流亡政府迫于形势，于1943年12月12日签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该条约共六款，其主旨是“为了在战后协助维护和平并防备德国的新侵略，以及为了保证两国间永久的友好和战后的和平合作”。这个文件表明，伦敦临时政府“把捷克斯洛伐克的国际政治地位置于靠拢苏联的基础上”。1945年春，伦敦临时政府代表前往莫斯科，同捷共领导人就建立新政府和改变战后国内政治关系谈判。伦敦临时政府同捷共在支持国内武装游击战争，解放后国家实施的经济和社会措施等方面达成一致。

为了配合苏军的进攻，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抵抗运动风起云涌，他们破坏德军交通线，骚扰纳粹的后方。1944年8月，斯洛伐克爆发了反法西斯武装起义，10月苏联红军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贝奈斯流亡政府、社会民主党、人民党、斯洛伐克民主党，同捷共一起，按平分席位的原则，在斯洛伐克的科希策城达成战后组建临时国民议会和民族阵线联合政府的协议，即《科希策政府纲领》。“从性质和作用上看，这是一个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也是为新的人民民主国家奠定基础的纲领。”不久，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政府在科希策成立，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兹德涅克·费林格出任政府总理，共产党主席克里门特·哥特瓦尔德担任第一副总理。

1945年5月5日，布拉格爆发起义。苏军从东南和西北方向攻入布拉格，彻底粉碎了德军的顽抗，解放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也随即宣告全国解放，捷克斯洛伐克反法西斯运动取得胜利。解放者——苏联红军的坦克，不仅打垮了负隅顽抗的德国法西斯军队，同时为捷克带来了苏联模式。


文化
 第一共和国时期，捷克斯洛伐克科学文化有了新发展。捷克语成为官方语言（在斯洛伐克，斯洛伐克语是官方语言），民族文化发扬光大。捷克斯洛伐克形成完备的国民教育体系，除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外，还兴办职业学校，以满足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随着天主教势力的日渐萎缩，教会对学校的影响日趋减少，促进了教育的世俗化和民族文化的复兴。

“无线电广播的出现、电影的拍摄和放映、出版社的创建、许多城镇图书馆的建立，对从整体上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繁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文学方面，一些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作家走上文坛，产生重要影响。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抨击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随着苏联文学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广泛传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不断加强。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1945年在捷克出版后，被译成80多种文字，成为世界文学宝库的珍品。惨遭法西斯杀害的万拉丘是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进步作家，为了鼓励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斗志，创作了《捷克民族历史图画》。

在第一共和国时期，除文学、诗歌外，捷克斯洛伐克的绘画艺术、建筑艺术、雕塑和音乐也有很大的发展，产生了一批有才华的艺术家，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来造型艺术和音乐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绘画作品都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马克斯·什瓦宾斯基的作品《八月的中午》、《森林之神》、《丰收》等享誉欧洲画坛，特别是其彩色玻璃画《最后的审判》堪称艺术精品。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曲家、演奏家和指挥家。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民歌和民间舞蹈深入人心。在著名的捷克作曲家维杰斯拉夫·诺瓦克的作品中，既保留了19世纪捷克音乐的优良传统，又汲取了印象主义等流派的长处，成为这一时期捷克音乐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第三章　苏联模式的建构与解构

一、苏联模式的确立


政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政治生活发生深刻变化。1945年4月初，捷克共产党、天主教民主党、国家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贝奈斯任总统，社会民主党人费林格（1891-1976年）任总理，共产党人哥特瓦尔德、西罗基和两个无党派人士担任副总理。1946年5月，捷克斯洛伐克举行战后第一次议会选举，共产党获得35%的选票，成为议会中第一大党。同年6月举行的制宪会议选举中，贝奈斯任总统，哥特瓦尔德被授权建立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一直存在到1948年2月。

联合政府中的一些党派对共产党缺乏信任，对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缺少信心，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未来缺失信念。联合政府原决定派观察员出席1947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美国援助欧洲复兴的“马歇尔计划”会议，但是苏联反对东欧国家接受“马歇尔计划”，捷克政府不得不取消参会。苏联政府为了防范西方通过“马歇尔计划”渗透东欧，向捷克提供必要的援助。7月上旬，捷克政府同苏联签订了长期贸易协定。根据协定，苏联将供应捷一些过去从西方国家进口的重要原材料，并应允1948年年内供应捷20万吨小麦和20万吨饲料，以帮助解决由于旱灾造成的经济困难。但是，参加联合政府的其他党派和一些民众并不愿放弃“马歇尔计划”的援助。1948年2月20日，参加联合政府的国家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斯洛伐克人民党坚持接受美国“马歇尔计划”，而与捷共尖锐对立，三党的12名部长向贝奈斯总统提出辞职。他们事先与贝奈斯总统达成默契，欲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搞垮哥特瓦尔德政府。由于多数部长留任，阴谋受挫。1948年2月21日，捷共在布拉格古城广场召集10万人群众大会，将政府危机的真相公诸于众。捷共领导的内务部公安部队搜查三党总部，宣称破获了资产阶级武装暴乱的计划。捷共迅速动员和武装1.5万名工人民兵，配合公安部队维持公共秩序。22日，工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坚决支持政府，要求将反动分子从政府和各级民族委员会中清洗出去，建立新的民族阵线，会后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2月24日中午，全国250万人举行一小时的总罢工，要求贝奈斯接受资产阶级部长辞职，从新的民族阵线中推举新的部长来接任。2月25日下午，贝奈斯被迫批准12名资产阶级部长的辞呈，同时批准了捷共提出的新政府名单。“在24名政府成员中，12人来自捷共，4人来自社会民主党，国家社会党、人民党和无党派各两名，斯洛伐克民主党、自由党各1名。比起上一届政府的人员构成，捷共增加3名，社会民主党增加1名，三个资产阶级政党各减少两人。”史称“二月危机”，这一危机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掌权为终结。这再一次印证了捷克现代化的特质，即民族国家主权不完整，很难独立自主地决定本国命运，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与捷克民族的集体性格有关，捷克人民对于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的认知是诗性的。正如198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捷克著名诗人塞弗尔特（1901-1986年）所作《故乡之歌》吟咏的：

她像细瓷花瓶中的鲜花一样美丽，

我的祖国、我的故乡；

她像细瓷花瓶中的鲜花一样美丽，

又像你刚刚切开的、

香甜可口的面包瓤。

尽管你一百次地感到失望和沮丧，

你还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尽管你一百次地感到失望和沮丧，

你还是回到了富饶、美丽的故乡，

回到像采石场上的春天一样贫穷的故乡。

她像细瓷花瓶中的鲜花一样美丽，

她也像自身的过失那么深沉，

她便是我们无法忘记的祖国！

当生命的最后一刻来临，

我们将长眠在她那苦涩的泥土之中。

1948年5月9日，捷克斯洛伐克制宪国民议会通过新宪法，史称“五九宪法”。“‘五九宪法’使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实行人民民主和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一个斯拉夫民族即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均享有平等权利的统一国家的事实，得以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6月7日，贝奈斯辞去总统职务，国民议会选举哥特瓦尔德为共和国总统，以安托宁·萨波托茨基为总理组成新政府。6月27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与清除右派领导人的社会民主党合并，仍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随后，捷共在全国征集党员。截至11月，党员人数达到250万，占全国人口的18%。苏联模式的政治基础得以确立。重组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严格遵循苏共模式，实行民主集中制，被称为“工人总统”的哥特瓦尔德同时担任捷共领袖，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1948年夏季，斯大林与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发生意见分歧，导致苏共与南共决裂。斯大林粗暴地破坏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准则，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1947年成立的共产党情报局，并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清洗所谓“铁托分子”。对于各国共产党内不同意斯大林做法的领导，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极大地破坏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极大地影响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哥特瓦尔德被昵称为“摩拉维亚的斯大林”，秉承莫斯科的旨意，制造了“斯兰斯基反党反国家阴谋中心案”等一系列冤、假、错案，把以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为首的14名党政领导人和高级干部打成反党叛国集团。斯兰斯基等11人被判死刑，其余3人被判无期徒刑。斯兰斯基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地位仅次于总统哥特瓦尔德，二战后担任捷共总书记。他是莫斯科路线的积极追随者，在清洗“铁托分子”的初期阶段，不遗余力地深挖隐匿在各个角落里的“铁托分子”，并把他们交给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秘密警察，深得斯大林和贝利亚的信任。但是，斯兰斯基威胁到了哥特瓦尔德的领袖地位，这是惯于“一言堂”的哥特瓦尔德无法接受的。因而，卖力捕捉“铁托分子”的斯兰斯基总书记，却在1952年12月被以托洛茨基分子、铁托分子、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等罪名送上了绞刑架。哥特瓦尔德清除斯兰斯基集团后，压制不同声音，独断专行，紧跟斯大林，把捷克斯洛伐克完全带入苏联模式之中。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哥特瓦尔德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突发急症，于1953年3月14日病逝。

1953年9月，捷共中央主席团成员、政府副总理诺沃提尼当选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1957年11月，诺沃提尼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并担任捷民族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从而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诺沃提尼是苏联模式忠实的拥护者与积极的实践者，紧跟苏联，亦步亦趋，唯恐走样。1956年2月，诺沃提尼参加苏共二十大，听取赫鲁晓夫揭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回国后，照葫芦画瓢。3月31日，他在捷共中央全会所作的报告中对哥特瓦尔德大加抨击，指责哥特瓦尔德大搞“个人崇拜”，错误地把“属于党和人民的功绩”据为己有。这表明，面对苏联模式，从哥特瓦尔德到诺沃提尼的捷共领袖丧失了独立思考和科学认知，盲目地围着莫斯科的指挥棒转。诺沃提尼按照苏联模式，大力强化计划经济体制，极大地禁锢了捷克经济的良性发展能力。


经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捷克斯洛伐克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捷克斯洛伐克工业在东欧国家中是最发达的，主要掌控在大资产阶级手中，他们与国际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45年秋，民族阵线政府根据《科希策纲领》，没收法西斯分子、纳粹德国的帮凶、投敌分子的财产，削弱了大资产阶级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对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实行国有化。1945年10月28日，政府对银行、保险公司、矿山和钢铁等大工业实行国有化，将50%以上的工业收归国有。这一举措遭到民族阵线中资产阶级代表的反对，但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当时，“依法实行国有化的部门包括了拥有75万多名职工的三千个重要工厂。这意味着60%以上的职工已正式转入社会主义工业部门。”钢铁、采矿、动力企业的全面国有化，操纵全国2/3以上工业的大资产阶级被剥夺了，从经济基础上确立了苏联模式。

1946年6月，捷共领导的联合政府向国民议会提出恢复国民经济的两年计划，该计划于1947年1月1日开始执行，主要是恢复发展经济、医治战争创伤、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斯洛伐克经济赶上捷克。同时，实行土地改革，将170多万公顷的农田分给17万个小农和雇农。随后，宣布新的农业纲领，建议将所有超过50公顷的大庄园进行分配，实行统一的农业税，对所有可能用来进行投机的土地赎买，制定有关劳动农民的国民保险法等。资产阶级囿于自身利益，阻挠、破坏两年计划的实施，1947年7月，国民议会在广大农民群众的压力下，通过修改土地法的法令，进一步打击大地主。

布拉格“二月危机”后，新的民族阵线政府于1948年2月28日召开了农民委员会代表大会，在农村继续进行土地改革，依法对50公顷以上的所有大地主的土地进行分配。大会还表示支持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的所有决议，在工业企业各部门进一步实行国有化，从公共生活中清洗附逆法西斯分子，改造农民统一联合会，使其成为劳动农民利益的真正代言人。布拉格“二月危机”以工人阶级的胜利而告终，捷克斯洛伐克沿着苏联模式一路前行。

二、苏联模式从凯歌行进到举步维艰


经济
 由于良好的工业基础，捷克斯洛伐克战后经济恢复与发展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一直居于前列。捷克斯洛伐克在1949年开始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1949-1953年）期间，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4%，国民经济总值平均每年递增15%以上，其中机械、化工、轻工业等部门都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经济结构，在战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照搬苏联经验，片面高速发展重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生产年增长率仅为3.2%，市场供应十分紧张，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制约工业优势进一步发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弊端日现。首先，国民经济管理高度依赖中央下达的指令，广大劳动群众被排斥于经济社会管理之外。其次，干部队伍中官僚主义作风逐渐滋长，人浮于事，会议成灾，公文泛滥，效率低下，工艺水平停滞，技术落后，削弱产品竞争的能力。再次，捷克斯洛伐克对外贸易的70%以上是同苏联和经互会国家进行的，苏向捷出售石油、铁砂矿和谷物等初级产品，购买捷出产的机器和其他制成品。由于价格是苏联单方面规定的，捷克斯洛伐克在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苏联一直阻挠捷克斯洛伐克同西方国家的经济来往，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要求进行经济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捷共固守苏联模式，漠视经济规律和人民呼声，继续强化计划经济体制。

1956年6月，捷共通过实行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1960年）的指示。1957年9月30日至10月2日，捷共中央全会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指示的执行情况，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基本任务的决议，强调这一五年计划的目标是建成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1958年10月，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通过第二个五年计划法案。根据该法案，1960年同1955年相比，工业生产增长54.4%，农业生产增长27%，个人消费至少提高33%。1960年，上述计划数量指标基本完成，诺沃提尼在捷共中央七月全会上作了题为“争取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进一步繁荣”的报告。全会宣称，社会主义已在捷克斯洛伐克取得完全胜利，即将开始的1961-1965年第三个五年计划是为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物质和文化基础的计划。1960年，捷克斯洛伐克通过新宪法，改国名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CSSR）。诺沃提尼提出“我们这一代将生活在共产主义”的口号。捷克斯洛伐克流传的一则政治笑话说，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CSSR）等于一个捷克人（C）加两个斯洛伐克人（SS）加一个俄国人（R）。

1956年6月，捷共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改革委员会，由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领导。改革委员会制定出《关于计划和财政管理的新体制》的改革方案，提出改革的原则和步骤，引发党内外的广泛讨论。1958年2月，捷共中央全会制定《提高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经济效能的原则》等文件。1959年，全国试行“新体制”改革。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减少管理层次，取消中央各专业部与企业之间的总管理局，把全国1417个工业企业改组成383个由各部直接领导的生产单位；第二，取消总产值指标，代之以劳动生产率指标和其他一些指标；第三，在计划工作方面，中央工作的重点放在远景目标的规划上面，给生产单位一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特别是投资方面的自主权，如年度计划可由企业根据国家计划的指令性任务来具体编制；第四，实行普遍的奖励制度，从物质利益上对企业和职工进行刺激。这些改革效果不甚理想，未从根本上触动苏联模式。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捷克斯洛伐克经济陷入严重困难，生产停滞，市场供求关系严重失衡，许多大型基本建设项目无法完成，财政赤字高达50多亿克朗（合6亿多美元），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多次发生罢工。


政治
 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派大批“安全专家”到捷克斯洛伐克，直接插手1951-1953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铁托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清洗，造成大量冤假错案，“受迫害者近10万人，被清洗的党员达82万余人”。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和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胡萨克都是其中的受害者，"1949年捷共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到1954年十大时，45.3%被清洗”。“捷共中央书记以至州委第一书记的人选都要得到莫斯科的认可和批准。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关键部门都安插了苏联军官，军队的部署乃至通讯密码，苏联军官也全部掌握。”诺沃提尼依仗苏联的支持，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大搞个人崇拜，培植个人势力，压制党内民主，破坏集体领导。诺沃提尼积极推行亲苏政策，“在1954年捷共十大上竟宣布将‘一五’计划延长到1956年，以便使捷克斯洛伐克第二个五年计划与苏联的‘六五’计划（1956-1960年）同步，力图将捷经济纳入苏联经济轨道”。捷共在处理捷克与斯洛伐克两个民族的关系上也存在诸多不妥之处。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特别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为东欧各国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揭开了序幕。苏南关系改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相继爆发，触发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要求变革的意愿。苏联公开承认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独立平等、互不侵犯等原则，而且尊重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国内外形势变化与党内外不满情绪的日益高涨，迫使诺沃提尼等捷共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性措施。

1956年3月捷共中央全会，迫于形势，诺沃提尼不得不提出发扬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成立“复查斯兰斯基案件委员会”。由于诺沃提尼的阻挠，重新审查斯兰斯基案件的工作在波、匈事件后中止，诺沃提尼把要求重新审查冤假错案的人称作“宗派主义者”。1957年2月，捷共中央重申斯兰斯基为“反党集团”的罪魁。苏共二十二大后，1962年捷共十二大决定重新审查以往的政治案件。1963年6月，捷共中央宣布恢复胡萨克等人的党籍，同年，最高法院撤销了对斯兰斯基的判决。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国际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发表莫斯科宣言，强调对所谓以民族特点为借口的修正主义的批判，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夭折。1958年6月，捷共十一大提出高速度发展工业经济和合并中小农庄、建立大型农庄。1960年7月，捷共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并通过第三个五年计划（1961-1965）草案，提出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物质和文化基础，制定一系列高指标。由于指标定得过高，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难以落实，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新的严重失调，工业发展速度下降。在1962-1963年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国民收入、支出、生产力甚至连就业率都在下降，这些都反映出了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国民收入的增长指数从1961年的6.77%降到1962年的2.17%，1964年的0.89%”。“三五”计划被迫暂停执行。面对经济困难，诺沃提尼等又将困难归罪于改革。1962年，捷共十二大彻底否定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改革，全面恢复到以前的管理体制上去。

中断改革，进一步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恶化和社会矛盾的尖锐，加之南斯拉夫的企业自治改革令经济高速发展，使得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诺沃提尼等捷共领导人决定在不触动原有体制的情况下重新进行改革。1963年，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奥塔·希克领导的经济改革委员会，该委员会与各部平级并且受中央直接领导，有很大权力。1964年1月，该委员会制定《关于完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原则草案》，主张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用方向性的计划代替指令性的计划，扩大企业在生产和投资方面的决定权；逐步向市场经济机制过渡；企业收入，包括职工的收入必须同市场上实现的经济成果联系起来；利改税，企业利润总额中用于投资的比例由国家统一规定，但在比例限度内如何具体使用则由企业自己掌握。”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放宽对报刊的审查。政治上普遍给大清洗中的受害者平反，恢复名誉。

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斯洛伐克族要求扩大民族自治权，实行联邦制，但1960年宪法取消了斯洛伐克的民族自治权，激起斯洛伐克人的不满，诺沃提尼指责联邦制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假民主主义”的残余。经济、政治上的种种问题使社会各阶层对现状的不满日益增加，要求进行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同时捷克斯洛伐克领导集团内部出现严重分歧，党内矛盾趋于激化。

三、从“布拉格之春”到两族分家


“布拉格之春”
 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日益尖锐，改革派主张摆脱苏联模式，他们将矛头对准诺沃提尼，提出进行政治改革。诺沃提尼等保守派对改革持否定态度，极力加强对各方面的控制。在1967年10月底召开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当时身为斯洛伐克共产党书记的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要求改革党的组织结构，提出党政应该分开。一些中央委员要求诺沃提尼辞职，诺沃提尼则求助苏联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通过他于12月8日将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请到捷克斯洛伐克。由于捷共党内大多数人的抵制，勃列日涅夫企图进行干预的计划失败。飞回莫斯科前，他只好留下一句：“同志们，这是你们捷克斯洛伐克内部的事。苏共和苏联不会干涉你们的内政。”1968年1月初，捷共中央做出了两项重大决定：一是将中央第一书记和共和国总统这两个职务分开，诺沃提尼辞去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只担任共和国总统；二是选举杜布切克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3月21日，诺沃提尼又被迫辞去共和国总统和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职务，由著名反法西斯战士斯沃博达将军继任总统。同时，党政领导阶层中一些保守派也纷纷辞职。至此，在捷克斯洛伐克党和政府内，以杜布切克第一书记为代表的改革派取得领导地位，“布拉格之春”拉开了帷幕。

杜布切克提出“走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具有人道主义面貌的社会主义”的口号。1968年3月28日到4月4日，捷共中央全会通过实行全面改革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行动纲领》（以下简称《行动纲领》），宣布走捷克斯洛伐克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将一批支持改革的人充实到领导核心中去，并为冤案彻底平反。

捷共中央四中全会公布《行动纲领》，提出国家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改革要求和主张。纲领指出：“我们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开辟和试验新的道路，赋予社会主义发展以新的形式。”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社会主义法治，保障宪法规定的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实现党领导下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强调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反对以党的组织代替政府机构、经济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重视知识分子和干部培养，把政治和业务能力强的人提拔到重要岗位上，使干部更换制度化；重视国家政治体制中民族阵线的作用；国家体制的改革中贯彻民族平等原则，实行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共和国的联邦制，满足斯洛伐克对自治权力的要求。切实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恢复市场的积极作用，主要用税收、利润、价格等手段指导生产；建立职工委员会；取消对外贸易的垄断经营，允许农业生产自由和个体经营。在对外政策上，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在尊重主权完整、平等协商和坚持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奉行和平共处的政策，同一切国家发展友好互助的关系，尤其要执行更加积极的欧洲政策，发展互利关系，保障欧洲大陆的集体安全。《行动纲领》提出，改革是综合性改革，不仅要克服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在内政外交方面追求独立自主，而且要冲破苏联模式，摆脱苏联的束缚，探索符合捷克斯洛伐克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行动纲领》公布后，轰轰烈烈的全面改革在捷克斯洛伐克展开。改革在1968年5-6月期间达到了高潮，捷克斯洛伐克广大共产党员、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以空前的积极性投身于改革，人民积极要求加入捷共，许多人把自己的金银首饰捐献出来支持改革。

“布拉格之春”超出了苏联所能容忍的底线，引起了苏联领导集团的不安。1968年3月23日，在民主德国的德累斯顿召开苏联、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等国参加的多国首脑会议。从此次会议直到8月军事干预为止，除罗马尼亚外的华约五个成员国多次就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举行会谈。在会上，除匈牙利之外的四国代表团一致认为“布拉格之春”是反革命的先兆，最终将使共产党丧失领导地位。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为了取得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谅解和支持，声明改革加强了共产党的领导，得到绝大多数国民的拥护，强调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好处，然而并没有得到与会各国的理解。1968年3月5日，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社会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正走向崩溃。那里的人们要求摆脱苏联的束缚。“5月15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为“布拉格之春”定性：“局势是严重的，这类似于匈牙利事件。”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在劫难逃，“布拉格之春”危在旦夕。

苏联担心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会引起东欧各国的连锁反应，造成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崩离析，进而影响到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特殊的地理位置在苏联的欧洲战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苏联担心捷克斯洛伐克失去控制。苏联抓住捷克斯洛伐克舆论上的片言只语，大做文章，无限上纲上线，指责“布拉格之春”离经叛道，是“三反之春”——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苏联以捷克斯洛伐克报刊中出现的某些带有“自由化”言论和对苏联的公开批评为借口，指责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运动是“反苏的”，“越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范围”，这是受捷共四中全会出现的“非马克思主义和非社会主义观点的影响”。

为了阻止捷克斯洛伐克偏离苏联的轨道，1968年5月3日，苏联召唤杜布切克到莫斯科，逼迫其改变政策。同年5月17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率领军事代表团来到捷克斯洛伐克，以“苏捷友好”和共同防御联邦德国为由，提出派一个师的苏联军队驻扎在捷克斯洛伐克西部边境的要求。这一要求遭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拒绝。格列奇科又以华沙条约的名义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举行了一次小规模“参谋人员训练”的军事演习，有意拖延参演苏军的撤出，还进驻许多军事要地。

苏联的压制激起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强烈不满。1968年6月27日，由瓦楚利克起草的《两千字宣言》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议论报》上刊登，宣言号召人民按自己的首创精神和决定行事，加速各方面的改革。宣言提醒人民注意“任何来自外部的干预”，呼吁在必要时用武力支持政府。宣言内容与《行动纲领》并无多少变动，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苏联则视这一宣言为“反革命的号召书”，谴责“反革命势力”正在捷国内蔓延。

7月14日，苏联、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等华约五国在华沙举行会议，讨论捷克斯洛伐克局势。五国领导人还分别致信杜布切克，要求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参加。捷共中央经过讨论，谢绝了“邀请”。7月15日，苏、波、匈、保、民主德国五国向捷克斯洛伐克发出联名信，以强硬的口吻威胁说：“我们不能坐视敌对势力把你们的国家推离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引起捷克斯洛伐克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危险。这已经不仅是你们一国的事情了。这是我们参加华沙条约所有国家的共同事务。”捷共中央复信逐一驳斥了联名信的观点，答复说：“我们有充分理由说明捷克斯洛伐克没有所谓的反革命局势，社会主义制度也没有受到迫在眉睫的威胁。我们也没有看出捷克斯洛伐克外交政策有根本的变化，也不存在将我们国家从社会主义联盟中分裂出去的威胁。”“实际上，联名信是在苏共中央的精心组织和一手策划下出笼的，它毫不掩饰地对捷克斯洛伐克党和政府直接施加压力，清楚地表明苏联试图粗暴地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内政，践踏捷克斯洛伐克的主权和独立，为以苏联为首的华约五国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埋下了伏笔。”

为缓解日趋紧张的局势，捷共中央同意举行双方会谈。7月29日至8月1日，以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为首的苏共中央代表团和以杜布切克、切尔尼克为首的捷共中央代表团在捷克斯洛伐克东部距苏联只有3公里的切尔纳举行会谈。在此期间，苏共领导人继续对捷方施加强大的压力，指责捷克“背叛了国际主义事业”，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按苏联的要求改组领导机构，试图迫使捷克放弃改革的立场。捷共代表团据理力争，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双方决定于8月3日在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发举行捷克斯洛伐克与华约五国领导人的联席会议，就有关事宜继续商谈。8月3日，苏、捷、波、保、匈、民主德国六国会谈因分歧太大，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苏联主导发表一个联合声明，强调不允许任何势力离间社会主义国家，破坏社会主义阵营，重申“保护苏联和东欧各国人民取得的成果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国际主义义务”。捷克代表要求加上“同时要尊重各国主权和民族独立”，被苏联等国断然拒绝。武装侵捷已箭在弦上，不可避免。

1968年8月20日23时，苏联纠集波兰、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匈牙利共25万大军从东、南、北和东北四面入侵捷克。由于力量对比悬殊并且又是突然袭击，华约五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控制了包括布拉格在内的捷克斯洛伐克大部分领土。出兵之后，华约五国政府公布了一份《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的呼吁书》，它声称受捷克斯洛伐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邀请，来保护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事业。8月21日凌晨1时左右，捷共中央主席团立即广播《告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全国人民书》，宣布苏联等五国军队已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界，这是在党政领导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这一行动“违反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破坏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在华约五国入侵之时，捷共中央正在开会讨论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主席团未下令武装部队保卫国土，同时呼吁共和国的全国公民保持平静，不要抵抗正在开来的武装军队。

21日晨，苏军冲进捷共中央大楼，劫持了杜布切克等捷共领导人并用飞机将其押送至莫斯科，同时要求捷总统斯沃博达组织“工农革命政府”，遭到斯沃博达的拒绝。同一天，苏联塔斯社公布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和民主德国等五国的联合声明，称苏联及其盟国应捷克斯洛伐克的请求，给予其“紧急援助，包括武装部队的支持在内”，因为“反革命势力威胁着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制度，影响到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切身利益”。与此同时，塔斯社授权发表声明，公然宣称五国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间缔结的同盟条约规定的各国有权单独或集体进行自卫的原则”。

1968年11月，勃列日涅夫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大会上提出“有限主权论”：“当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危险、对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构成威胁的时候，这就不再仅仅是那个国家人民的问题，而变成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关心的问题，就有必要提供军事援助，采取军事行动。”“有限主权论”的目的就是为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控制、干涉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将社会主义大家庭纳入苏联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轨道。

1968年8月22日，捷共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在切卡德工厂大礼堂秘密开幕。这次非常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由27人组成的中央主席团和由144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等被苏军劫持的捷共领导人均入选新的中央主席团。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响应捷共非常代表大会的号召，同苏军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8月23日，捷克斯洛伐克全体劳动人民举行了一小时的总罢工，严正抗议苏军的暴行。“在国际上，苏联的侵略行径亦遭到了世界舆论的普遍谴责，中国、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发表声明，强烈要求苏联等国迅速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军，让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处理内部事务。”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苏联放弃在捷克斯洛伐克组织一个亲苏傀儡政府的幻想，转而通过谈判，迫使捷共就范。8月23-26日，捷苏两国领导人举行了多次会谈。捷方参加人员除被“邀请”来的斯沃博达外，还有被劫持到莫斯科的杜布切克、切尔尼克。苏方出席的有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等。双方围绕捷克斯洛伐克局势展开激烈的争论，苏联方面对捷共中央试图冲破苏联模式、摆脱苏联控制的改革政策表示强烈的不满，苏方认为出兵是为制止反革命活动而提供的“国际主义援助”，要求捷共宣布“十四大”是非法的。捷方则强烈要求五国必须首先撤军，在此基础上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可以考虑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共同利益，但要以《行动纲领》为基础制定方针路线。鉴于苏联的军事压力和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形势，捷克斯洛伐克做出重大让步，双方于8月26日在莫斯科签署《苏捷会谈公报》。在公报中，苏共中央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承认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共中央，但其扼杀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进程的立场并未改变。捷克斯洛伐克则被迫承认苏联等五国是在“帝国主义加紧策划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阴谋”的情况下才采取行动的，并宣布五国军队待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局势正常化”后撤离。同时捷克斯洛伐克将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和加强同苏联及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友好关系，以提高防御性的华沙条约的效力。公报激起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无比愤怒，布拉格人民连续举行游行示威。10月16日，苏捷在布拉格签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军队暂时留驻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条件的条约》，该条约使苏军占领合法化。来自克里姆林宫的严寒摧折了“布拉格之春”，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19世纪伟大的捷克诗人扬·聂鲁达的诗句预示着未来：

即使雷鸣电闪，筋骨寒彻，

尽管多少世纪以来，我们遭受过多少苦难。

我们仍然要前进……


正常化
 “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开始“正常化”进程，各个方面全面复归到苏联模式。在政治上，改革派被清洗，亲苏派执掌政权。1969年1月，在苏联的直接干预下，斯姆尔科夫斯基被解除国民议会主席职务，不久又被解除一切职务并开除出捷共中央。1969年4月，根据苏联的授意，杜布切克下台，1970年又被开除党籍并被发配到边远的国家森林管理局工作。1970年6月，切尔尼克被解除政府总理职务，并被开除党籍。反对杜布切克改革的胡萨克在苏联支持下掌握捷克斯洛伐克的党政军大权，全面否定“布拉格之春”，大肆迫害拥护和支持改革的广大党员干部。通过谈话和党证更换，大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消极党员”被清除出党，在150万党员中近1/3的党员遭到清洗。“在被清洗的党员中，有4名捷共中央书记，10个州委第一书记中的9名，59名县委第一书记。1/3的中央、州委和县委委员。”遭到清洗的党员的亲属、子女也受到株连，导致直接遭受迫害的人数超过全国总人口的1/10.在经济方面，恢复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扩大中央指令性指标，生产经营决定权和投资权重新集中到中央，改变销售制和税收制。数万人逃到了西方，数十万人被从党内和原来的工作岗位上肃清下来。在胡萨克“正常化”时代，大学教授、记者、编辑、律师、艺术家被迫从事蓝领工人的工作。这是继20世纪50年代大清洗之后，对捷克斯洛伐克科技文化的又一大摧残，是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及整个国家遭遇的又一巨大灾难。随着“布拉格之春”的凋谢，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运动再次跌入低谷。“然而历史却有其自己的道路和自己的逻辑。对捷克斯洛伐克来说，1968年所预示的东西跟克里姆林宫教条主义者理解的完全不同。1968年激起的希望是入侵及其长期的戏剧性后果所消灭不了的。当黑暗再次降临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土地上的时候，希望看来仍然存在。”

捷克斯洛伐克被迫回到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深刻的政治危机。以胡萨克为首的捷共中央在彻底否定1968年“布拉格之春”改革的同时，也否定了改革政策本身。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了负增长。20世纪8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国民经济陷入困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经济发展乏力，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东欧各国的经济增长在70年代中期达到极限，此后开始大幅度下滑，1973-1987年的年经济增长率从3.9%下滑到了1.9%，到1988年几乎停滞不前甚至负增长。以1988年官方公布的GDP增长率为例，捷克斯洛伐克是2.2%。”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短缺经济”特征更为明显。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福利遇到很大的困难，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给匮乏的现象更为突出，凭票的分配方式都难以维持。价格改革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普通劳动者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对经济体制乃至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了信心。捷克斯洛伐克同社会主义阵营的贸易困难重重。一方面在同苏联的贸易中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地位，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苏联；另一方面，由于经互会相对封闭，捷克斯洛伐克的商品无法顺利地进入西方市场，缺乏竞争力。

深刻的政治危机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出现反对派组织。“布拉格之春”之后，胡萨克、雅克什等人在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口号”下，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拒不为受害者平反，这种长期的高压政策造成了人民与政府的对立，社会政治生活极不正常。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极为冷漠，而一些在“正常化”期间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和被开除的共产党员，则逐渐形成政治团体，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七七宪章”。“七七宪章”是1977年初签署的一份要求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同政府对话的文件，后来成为反动派社会运动的名称。“正常化”后的捷克斯洛伐克，不可能重新评价1968年事件，而“七七宪章”运动就成为对苏联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的一种隐晦的抗议，因此得到许多人的同情和支持。随后，许多反对派组织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陆续出现，如由1968年后遭清洗的捷共领导人和党员组成的社会主义复兴俱乐部、独立记者协会、马萨里克协会等。另一方面，共产党内部分歧严重。在1986年12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雅克什当选为总书记，胡萨克被迫下台，这次全会通过了综合改革机制的决议。1988年2月，雅克什接任联邦民族阵线主席一职。同年10月，什特劳加尔被解除了政府总理职务，拉吉斯拉夫·阿达麦茨组建新政府。这些重大的人事变化表明，捷克斯洛伐克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中保守派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被打破，温和派的力量在逐渐增大。


剧变与分家
 20世纪80年代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开启苏联改革进程。戈尔巴乔夫提出要反思历史，尊重东欧各国独立探索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在此基础上，戈尔巴乔夫默许东欧各国摆脱苏联模式。与此同时，西方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利用资金、媒介等方面的优势，推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向多党议会制和市场经济方向发展。


告别苏联模式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国民经济恶化，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人民对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1988年8月、10月和12月，在“布拉格之春”和苏联侵捷20周年、捷克斯洛伐克独立70周年和联合国人权宣言40周年暨世界人权日，布拉格连续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集会和抗议活动。参加活动的人们要求重新评价1968年事件，要求苏联军队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出，取消新闻检查，尊重人权，呼吁民主和自由。

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游行示威更加频繁。“七七宪章”和“社会主义复兴俱乐部”等反对派组织要求为“布拉格之春”平反，多次组织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公开向当局挑战。1月，纪念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系学生杨·帕拉赫抗议苏军入侵自焚身亡20周年之际，反对派在布拉格组织数万人举行持续一周的游行示威。数百名示威者被逮捕入狱，“七七宪章”运动领导人哈维尔也因此被逮捕。6月，“七七宪章”等反对派组织发表《几句话》宣言，要求“为1968年事件平反，承认反对派的合法地位并同它们进行平等对话，释放政治犯，实行新闻言论自由”。捷克斯洛伐克当局拒绝反对派的要求，把《几句话》宣言看作是“反改革、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纲领”。8月21日，布拉格爆发数万人的示威游行，示威群众要求宣布苏联入侵非法和为“布拉格之春”平反，高呼“自由万岁”、“杜布切克万岁”等口号，遭到镇压。与此同时，苏联报纸连续发表文章，承认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是“干涉内政”，破坏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革新进程”。另外，波兰、匈牙利等华约成员国也对1968年出兵侵捷表示遗憾。但是，捷共领导人一再坚持其强硬立场，不愿对1968年事件做出重新评价，这极大地伤害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感情，人民群众对捷共彻底失望。

1989年11月17日，为纪念捷克斯洛伐克大学生反法西斯斗争50周年，近4万名大学生在布拉格高校学生组织及全国青联的组织下举行集会并示威游行。学生游行队伍离开指定的集会地点，试图向市中心的瓦茨拉夫广场进发，途中遭到警察拦截。在冲突中，100多名学生被打伤，许多学生被捕。

"11·17"事件发生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大学生继续进行示威游行，同时为了配合大学生，布拉格的工人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总罢工。布拉格剧院宣布支持大学生的行动，打开剧场大门，把剧场变成讲坛。11月19日，“七七宪章”、社会复兴俱乐部等12个反对派组织的两百多名代表在布拉格召开会议，成立了一个松散的政治组织——“公民论坛”。该组织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提出：“‘布拉格之春’负有责任的人下台，结束捷共一党的统治，进行自由选举和实行政治多元化。”在“公民论坛”组织的号召下，11月20日，20多万布拉格学生、工人、市民和部分警察在瓦茨拉夫广场举行游行示威。“捷共中央书记处成员、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主席莫霍里塔也参加了瓦茨拉夫广场的示威活动，公开表示站在学生一边，谴责警察对学生施用暴力，要求进行彻底改革和对话。”

面对捷克人民群众和反对派的强大压力，捷克斯洛伐克党和政府通过发表电视讲话、举行会谈等方式寻求摆脱危机的途径，但均不奏效。11月24日，捷共中央召开全会，以雅克什总书记为首的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集体辞职，卡雷尔·乌尔班内克继任捷共总书记，主张以政治方式解决社会危机。全会通过决议，“对1989年11月17日事件表示遗憾”，承认“干预是政治错误”。但是，反对派并未满足于捷克斯洛伐克党和政府的让步。11月26日，在“公民论坛”的组织下，布拉格提纳广场50万人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宣布27日实行全国总罢工。杜布切克在集会上发表讲话，要求捷共现任领导人为“1968年事件”平反，还要求苏联、民主德国、保加利亚等国家就1968年武装侵捷问题道歉。为了缓解日益紧张的局势，捷共中央非常全会于当日召开，解除群众反映强烈的领导人的职务，明确提出要与“公民论坛”对话，并表示要建立广泛的政治联盟。同时，乌尔班内克在向公众的电视讲话中表示：“捷共愿走一条新路，对人民说真话，不脱离群众，同所有愿意合作的人进行协商，包括1968年离开和不得不离开党的人。”

11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同“公民论坛”的代表就如何解决社会危机进行两轮协商，双方就在12月3日前组成多党联合政府，修改宪法中关于捷共领导作用的条款，进行自由选举和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制，重新评价“布拉格之春”和谴责苏联侵捷等问题达成协议。根据这些协议，11月29日，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两院批准宪法修改案，取消关于捷共领导作用的条款。11月30日，捷共中央主席团决定成立一个重新评价“1968年事件”的专门小组。12月1日，明确表示1968年华约五国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是没有根据的和错误的。12月3日，阿达麦茨总理宣布改组政府，吸收5个非捷共人士入阁。“公民论坛”等反对派不满足于政府的局部改组，发表声明说，“新政府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符合修改过的宪法中取消共产党领导作用的规定，以此为由在12月4日再次发动20多万群众举行游行示威，要求阿达麦茨彻底改组政府，胡萨克总统在12月10日之前必须下台，否则将于12月11日再次举行全国总罢工。

12月6日，阿达麦茨表示，政府不能在罢工和示威的压力下工作，并于7日辞去总理职务。12月10日，经过与其他党派协商，以捷共党员马里安·恰尔法为总理的“民族谅解”政府宣布成立。在这届政府的21名成员中，捷共党员占10人，其余11人来自于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捷共成为政府中的少数派。随后，胡萨克辞去总统职务。12月15日，捷共中央主席团决定停止捷共在国家关键部门的活动。12月22日，捷克斯洛伐克各派政治力量举行圆桌会议，一致同意分别提名“公民论坛”代表哈维尔和“布拉格之春”领导人杜布切克为共和国总统和联邦议会主席候选人。28日和29日，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根据圆桌会议达成的协议，分别选举杜布切克和哈维尔为联邦议会主席和共和国总统。1990年1月18日政府总理恰尔法宣布退出捷共。“11·17"事件后短短一个多月，捷共失去了执政地位。

1990年3月29日，联邦议会决定，将原国名“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名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4月20日，又改名为“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同时修改国徽。6月，捷克斯洛伐克举行了40年来首次多党制议会选举，参加竞选的政党有23个，结果“公民论坛”和公众反暴力组织大获全胜，获得了300个议席中的170个议席，捷共只获得47个议席，居第二位。新议会继续选举杜布切克为新联邦议会主席。6月27日，组建以“公民论坛”为首的联合政府，恰尔法继任总理。在新政府中，捷共被完全排除出去，沦为在野党。11月16日，联邦议会通过没收捷共财产的法律，要求捷共从1991年1月1日起将动产和不动产、现金、档案材料全部上缴国家。


捷克与斯洛伐克和平分家
 1991年1月，联邦政府推出激进的经济改革措施，冲击经济相对落后的斯洛伐克地区，失业率飙升，激化了捷克与斯洛伐克的民族矛盾。1992年6月大选中新获胜的执政联盟两大党——捷克公民民主党和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就联邦组阁问题举行了几轮谈判，均无结果。6月20日，两党领导人同意捷克和斯洛伐克一分为二。7月17日，斯洛伐克民族议会宣布了《主权宣言》。同日，联邦总统哈维尔辞职。11月25日，联邦议会以一票的优势通过《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终止法》。1993年1月1日，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各自独立，形成了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主权平等的国家。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分离，被称为“天鹅绒分离”。著名作家哈维尔当选为新独立的捷克共和国总统，至2003年卸任。

在哈维尔总统的领导下，捷克开始全面融入欧盟的历史进程，以西北欧福利国家为模板。1995年，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建议捷克总理克劳斯学习“亚洲虎”，削减社会保障开支，以国家资本主义促进经济起飞。克劳斯断然拒绝这种“亚洲思想”，称社会党式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体现了“欧洲文明”，改变这种社会政策并使之“降低到那些亚洲国家的水平”是不能允许的。

捷克斯洛伐克于1991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经济一度严重衰退，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市场经济框架基本建成。1993年1月1日，捷克成为独立的共和国。自1994年起，捷克经济逐步好转，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4%。1995年和1996年，经济转轨进一步深化，私有化已基本完成。经济立法不断健全和完善，国民经济各个部门都呈现不同程度的复苏。

1995年，GDP同比增长4.8%。1996年GDP按1994年不变价格计算为13860亿克朗（约合51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8%，人均GDP5051美元。1996年与上年同期相比，工业生产总值增长6.8%，捷克外汇储备增至1996年底的161亿美元。1998年以前，捷失业率和通胀率保持较低水平，1996年失业率为3.5%，通胀率为8.8%。1999年GDP同比增长1.2%，失业率增长到9.37%，通胀率减少到2.1%。2001年捷克经济增长率为2.6%。2002年外汇储备为244.75亿美元；外债为262.81亿美元；GDP同比增长1.5%，达698.68亿美元，人均GDP为6788.6美元；失业率为9.8%，通货膨胀率为1.8%。2003年外汇储备为267.95亿美元；外债为348.61亿美元；GDP同比增长3.1%，达769.06亿美元，人均GDP为7538美元；失业率为10.3%，通货膨胀率为0.1%。2004年，经济增长4.4%，GDP为1070亿美元，外债总额453亿美元，平均工资约合659美元，外汇储备为248亿美元，失业率为9.5%，通货膨胀率达到2.8%。

捷克工业产业结构是按大中型企业（100人以上的企业）的产值统计的：能源性原料开采占整个工业的6.2%，其他矿物原料开采占0.3%，电、天然气和水的制造及输送占7.5%，加工工业占86%，钢铁和钢铁产品加工占19.04%，食品加工占17.58%，车辆制造占10.14%，机械和设备占8.78%，化学和制药占6.77%，煤炭、原油加工占6.14%，电器和光学仪器占5.85%，纺织品和服装工业占5.63%，造纸、印刷和出版业占5.40%，玻璃、陶瓷和建筑材料占5.32%，橡胶和塑料工业占2.89%，木材加工工业占1.73%，皮革加工占1.50%，其他未分类的加工工业产品占3.24%。捷克机械制造工业在世界市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据欧盟有关机构的研究，捷克机械制造工业的竞争力在欧洲排在前5位，在世界排在前15位。在工业部门中，纺织业、航空、汽车、环保和食品加工工业更为突出。捷克的机械制造以各种机床、动力设备、船舶、汽车、电力机车、轧钢设备、军工、轻纺为主，化学、玻璃工业比较发达，纺织、制鞋、啤酒酿造均闻名于世，工业基础雄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原有工业结构发生改变，重点发展钢铁、重型机械工业。1999年，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占40%。捷克是啤酒生产和消费大国，其出口的主要对象是斯洛伐克、波兰、德国、奥地利和美国。1996年啤酒总产量达18.3亿升。1999年捷克人均啤酒消费量达到161.1升，比啤酒消费大国德国多30升。按人均啤酒消费量计，捷克连续7年位居世界榜首。

2004年5月1日，捷克正式加入欧盟，2007年12月21日成为申根公约成员国。这又一次印证了捷克现代化的特质，在摆脱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后，捷克融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后民族国家形态的联合体——欧盟。


第三部分　波兰现代化：从失国到转型

第一章　波兰民族国家的生成与解体

第一节　民族国家的生成


基督教化
 波兰位于中欧东北部，北濒波罗的海，西与德国接壤，南与捷克和斯洛伐克为邻，东衔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东北部既与立陶宛接壤，又含有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原东普鲁士）。地理环境是波兰现代化的自然给定，波兰与周遭互动的历史，使得波兰通向现代化之路异常艰难、曲折。波兰人是西斯拉夫民族，但其文化类型属于天主教拉丁文化而并非东邻的东正教斯拉夫文化，固守天主教而非南邻、西邻的新教，据2004年数据，波兰94%的人口为天主教教徒。天主教对于波兰民族的形成具有特殊意义。波兰民族一经基督教化就与罗马天主教携手至今。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1920-2005年，1978-2005年罗马教皇）就是波兰人，原名卡罗尔·沃伊蒂瓦，1958年任克拉科夫教区大主教，1967年7月任红衣主教，1978年10月16日当选为罗马教廷第264任教皇，是457年来第一位非意大利籍教皇。

波兰基督教化始于公元10世纪中期，梅什科一世于965年与波希米亚博莱斯瓦夫一世的女儿杜布拉娃结婚，并于次年带领宫廷人员按照拉丁仪式接受来自波西米亚的神职人员的洗礼，皈依基督教，教皇同时确认其公爵的头衔。由此，波兰自上而下逐步皈依基督教。拒绝拜占庭的东正教，转而接受来自罗马的基督教，是波兰所处地缘政治区位造成的结果。梅什科一世皈依罗马基督教，有着实用战略考虑。

首先，波兰不可避免地与神圣罗马帝国发生接触和冲突，而神圣罗马帝国认为，消灭异教、异端是基督教诸王与生俱来的使命。梅什科一世认为，与其被迫皈依基督教，不如主动皈依。皈依后，梅什科一世消除了神圣罗马帝国对其发动征伐的可能性，神圣罗马帝国则利用皈依基督教的波兰遏制帝国东部地区诸侯不断膨胀的实力和野心。980年，梅什科一世又迎娶了神圣罗马帝国北部马克的狄特里希之女奥德，与帝国结成更为紧密的政治关系。

其次，基督教符合波兰统治者自身的利益需求。皈依基督教前的波兰还处于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阶段，“波兰斯拉夫人信仰火神，特别信仰太阳神。此外还信仰雷神、风神。他们崇拜祖先，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他们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祭祀神灵和祖先，希望保佑他们来年五谷丰登，人畜平安”。放弃原始宗教信仰是清除社会组织的部落建制、建立集中化的政治权威和等级制度的前提条件。世俗权力与基督教相结合，为统治者加强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和延续性披上了神圣的宗教外衣。同时，教会成为仅次于波兰君主的地产拥有者，而一个分裂的波兰不符合教会的利益。波兰教会更倾向于维护波兰的统一，从而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为了保持自身领地的独立性，避免臣服于968年新划出的帝国北部马克大主教区马格德堡，梅什科一世从隶属于雷根斯堡巴伐利亚主教区的波西米亚接受基督教，并于968年在波兹南建立主教区，隶属于罗马教廷。公元100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三世与梅什科一世之子鲍莱斯瓦夫一世，在当时的波兰首都格涅兹诺会面，前者将鲍莱斯瓦夫一世统治下的波兰视为协助其将斯拉夫族群基督教化的盟友，同意在格涅兹诺建立大主教区，并在克拉科夫、弗罗茨瓦夫和科沃布热克建立三个主教区。波兰从此脱离神圣罗马帝国范畴，走上既不同于德意志、也不同于俄罗斯的历史路径。

罗马教会在波兰的传教为当地带来拉丁语和基督教文化，拉丁语成为波兰的官方语言，这是波兰向更为先进的文明体系转变的标志。波兰这一时期的关键词汇几乎都来自于拉丁语或日耳曼语，如波兰语表示“国王”之意的“krol”，来源于查理曼的拉丁文名字“Carolus”；波兰语表示“封地”之意的“tan”，来源于日耳曼语的“lehen”一词；但还有一些古老的词汇被保留了下来，如波兰语中表示“武士领导者”之意的“wojewoda”，指的是部落军事酋长，这个词语被保留下来直至中世纪演变成一个正式的头衔。

宗教改革运动高峰期，罗马教廷把反对宗教改革的重任交给耶稣会。1564年，耶稣会在波兰建立第一个分支组织。17世纪中期，波兰已经有40个耶稣会分支组织，拥有近1000名会员。在此期间，耶稣会掌控着波兰的教育机构，这使得基督教信仰通过教育得以巩固，在波兰的民众中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此同时，波兰卷入多场战争，基督教的影响力在战争中得到进一步强化，1655年11-12月的明山圣保罗修道院保卫战就是典型例证。传说，由于修道院内收藏了黑色的圣母像，圣母玛利亚奇迹般地介入了战斗并保护修道院不受战火的蹂躏。这次带有浓重宗教色彩的胜利团结了波兰各阶层人士，投入反抗瑞典军队的战争中。尽管14-17世纪波兰王权不断衰微，但教会威信并没有减退，政局的不稳反而使基督教变成了人们对国家统一的精神寄托。波兰弥赛亚主义在这一时期产生，它认为“波兰不只是反对伊斯兰主义的堡垒，而且是向东方传播基督文明，照亮东方黑暗的火把”。在波兰亡国期间，波兰教会充当起“影子政府”，担当起传承波兰文化的重任。


贵族政体
 14-15世纪，波兰贵族势力不断膨胀，形成贵族政体。重建的皮亚斯特王朝统治者卡齐米日三世，扩大城市自治权，1337-1346年进行币制改革，稳定物价。他建立以德意志法为裁判依据的最高法庭，禁止波兰城市去德意志境内的马德堡法院上诉；1339年，波兰与匈牙利结盟；在通过多年的战争后，波兰于1343年与条顿骑士团缔结《永久和平条约》，收回库亚维亚，作为交换，将波莫瑞东部割让给了骑士团；波兰与立陶宛大公国和加里奇公国爆发冲突，1340年至1350年间还入侵并占领了一些富庶的罗斯小公国；1364年，建立克拉克夫大学。卡齐米日三世将王国视作男性世袭财产，一直努力延续自己的血脉。但是，四次失败的婚姻并未给他带来男性继承人。他在1370年11月5日去世之前，将波兰一分为二，分别留给了他的外孙卡兹克和外甥匈牙利安茹王朝的路易，立卡兹克为王位继承人。但是，国王的决定并不符合波兰贵族和教会的利益。卡齐米日三世去世后，波兰贵族宣布不承认卡齐米日三世遗嘱的合法性，通过桑多梅日城市法庭宣布其无效，推举身在异邦的路易为国王，而将路易的封地多布任公国作为补偿，给予卡兹克。

路易对波兰的统治完全依赖母亲——卡齐米日三世的姐姐埃尔日别塔。作为波兰贵族支持他继承王位的前提条件，路易于1355年签署《布达特权法令》（the privilege of Buda），宣布免除贵族和神职人员在日后开征的所有新税。身体孱弱的路易未能生育男性子嗣，而这对波兰贵族们来说则是一件喜事。为了获得波兰贵族对他女儿继承权的确认，路易于1374年签署《科希策特许令》（the privilege of Kosice），将耕种骑士和贵族土地的公民税收永久性地降低至2格罗什，承诺日后若有战事将对出征的骑士支付酬劳。1381年，此特许令适用范围扩展到神职人员。

1384年10月15日，路易10岁的女儿雅德维加（1384-1386年为波兰女王）被加冕为国王，1386年嫁给了立陶宛大公亚盖罗（1386-1434年为波兰国王）。亚盖罗成为波兰的统治者并皈依基督教。波兰立陶宛王国是一个等级君主制国家，波兰贵族成功地确立了一个原则——国王必须由贵族选举产生，从而确立了波兰的贵族政体。

亚盖罗在1410年的格伦瓦尔德战役中击败条顿骑士团，骑士团从此一蹶不振。在第二次《托伦和约》（the Second Peace of Torun）中，骑士团统治的普鲁士变成了波兰的一块封地，其团长作为封臣向波兰国王效忠。为了确保自己后代的继承权，亚盖罗于1425年在《布热希奇特许状》（Privilege of Brzesc）中确立了贵族免遭任意逮捕的原则。其子卡齐米日四世（1447-1492年为波兰国王），在十三年战争中，为获得贵族在军费问题上的经济支持，于1454年授予贵族《涅沙瓦特许状》（Privilege of Nieszawa），规定各地乡绅贵族定期召开议会，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征召军队和征收税款。卡齐米日四世之子——杨·奥尔布拉赫特（1492-1501年为波兰国王）统治时期，贵族议会规模进一步扩大，于1492年成立了全国议会“瑟姆”（Sejm），分为众议院和元老院两院，前者由地方议会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后者由僧俗两界显贵组成。1505年，通过“无新”（nihil novi）宪法，剥夺了国王立法权，大臣的权力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尽管国王保留随时召开等级会议的权力，但王权的衰落已不可避免。这部宪法终结了等级君主制，正式确立贵族民主制。

纵观波兰14-15世纪的历史进程，贵族权力不断上升，而国王权力节节下降，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14世纪得益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波兰达到文化和政治发展的高峰。15世纪，波兰立陶宛的联合焕发出勃勃生机。由于贵族势力日益坐大，王权不得不向贵族势力妥协。国王被迫与贵族分享权力，对中央权力的分割出让成了国王换取贵族支持的交易形式，该形式愈演愈烈，形成贵族政体。而这一时段正是西欧民族国家在绝对主义君主制主导下勃兴的历史阶段，在政治制度领域，民族国家首先表现为君主的专制与主权战胜了贵族的自治与分权，而波兰则背道而驰，在最需要君主集权制度的时候，却出现了贵族民主制度。这就使得波兰无法集中力量与环伺的君主集权国家抗衡，亡国是这种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


再版农奴制
 从15世纪晚期开始，波兰的农奴制卷土重来。这是波兰在经济领域的背道而驰之举，这时的西欧在农业领域已经开始废除封建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实现资本主义化。波兰贵族却把既得利益固化，置历史发展的大势于不顾，不合时宜地重拾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并将其推向极致。在波兰与条顿骑士团的战争中，波兰贵族获得了包括司法权在内的诸多特权，封建自营地面积迅猛增长，在通往波罗的海的河流航道的沿岸地区特别密集。由于贵族土地资源丰富而劳动力资源匮乏，特别是几百年前波兰农民就取得了人身自由，于是贵族推动农奴制复归。1496年，《彼得库夫法案》（Statues of Piotrkow）明令禁止农业劳动力离开村庄，每年每个村庄只能有一个农民离开村庄。在波兰历史上，该法令第一次正式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之上，禁止城镇接纳他们。1501年、1503年、1510年与1511年，连续颁布法令强化对农民人身自由的约束性措施。1520年的封建捐法令规定，波兰农奴（wloka）每周要服多达6天的劳役。从此，波兰农民的地位迅速下降。1574年，贵族获得了对自己农奴的正式“生杀大权”（jus vitae et necis），允许在法律范围内处死农奴。恩格斯把易北河以东地域土地制度的这种变化，称为“再版农奴制“——”农奴制重新复活了，再版了”。

16世纪，波兰农民的农奴化与出口农业的扩大化是同步的。西欧人口的增长以及价格革命所带来的通货膨胀，使西欧的粮食供给依赖于从东欧大量进口。16世纪后半叶，波兰粮食输出量翻了一番。在1550年至1629年的谷物交易繁荣时期，西欧的通货膨胀使波兰贵族地主阶级从贸易中获得暴利。作为易北河以东的粮食生产大国，波兰在16世纪初每年出口量约为2万吨裸麦。在100年之后上升了8倍，1618年则达到了17万吨。同一时期，通过松德海峡的船只数量由年均1300艘增加到5000艘。

波兰贵族通过“再版农奴制”赚取巨额利润，然而这些收益没有用于再生产性投资，更没有资本主义化，大多数贵族对贸易、运输等没有兴趣，只对全欧洲的商人争相前往他们的领地和庄园感到心满意足。尽管波兰是欧洲的粮仓，但农业生产技术仍十分落后，人均产量很低。粮食出口的增长得益于波兰立陶宛联合国家向东南边界地区的扩张，是单纯依靠农奴耕种的土地面积的扩大而非依靠在原有土地上的精耕细作而实现的。波兰土地贵族利用膨胀的经济实力，推行遏制城市政策。16世纪早期，贵族们通过了城镇制造业实行最高限价的法令。1565年，外国商人被授予特权，当时波兰的商人群体主要以德意志人、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等为主，尽管如此，波兰贵族仍不遗余力地削弱本土商人阶层。虽然出口贸易的发展促使部分贵族进入城市生活之中，但城市的市政自治受到贵族的压制。发展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的机遇也遭到贵族的剥夺。波兰逐渐形成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工业品从西欧进口。

依靠“再版农奴制”获得巨额财富的波兰贵族，明显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的贵族。波兰贵族没有明确的分封等级制度，氏族的关系网络在波兰社会中长期存在。纹章学彰显了波兰贵族的特质，“不论职位大小，波兰贵族都能共享一整套纹章，因为贵族间的地位是平等的”。氏族在农村地区仍然保留着亲缘和庇护网络，由此产生人数相对众多的贵族阶级。16世纪波兰大约有70万贵族，占人口总数的7%-8%，并且没有区分不同等级的头衔，这种贵族便是乡绅贵族。

1569年，波兰与立陶宛签订《卢布林联合条约》（Union of Lublin），将两个王国融为一个政治实体（即波兰共和国，Rzeczpospolita Polska，史称“第一共和国”），被波兰贵族文化和制度同化后的立陶宛乡绅阶层获得了与波兰乡绅相同的特权。这种贵族内部法律的平等现象，在近代早期欧洲其他地区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对东南部地区的征服，在波兰这些法律名义上平等的贵族中，还是出现了一些欧洲最大的土地贵族。他们领有分布在白俄罗斯、乌克兰、立陶宛的广大土地。尽管这种经济实力悬殊的事实与法律的平等意识间一直存在着矛盾，但在价格革命中，波兰贵族比其他集团受益更多。中世纪末期，西欧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德意志陷入宗教改革的混乱之中，瑞典还是一个小国，俄罗斯尽管有所扩张但还不稳定，奥斯曼土耳其则将主要目标放在匈牙利和奥地利，波兰有摩尔多瓦作为缓冲区，虽然克里木鞑靼人经常在东南部进行袭扰，但只是区域性的问题。波兰贵族没有建立中央集权和常规军事力量的需求，乡绅作为军事力量似乎可保国家无虞。波兰贵族阶级把16世纪描述为“黄金时代”。“再版农奴制”带来的丰厚收益使波兰乡绅贵族不思进取，沉溺于盲目乐观之中。

第二节　民族国家消亡


契约国王
 波兰贵族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将波兰王权作为挂牌出售的商品，以此换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1572年，亚盖罗王朝的统治者西格蒙德·奥古斯特（1548-1572年为波兰国王）去世，王位空缺，波兰贵族趁机为王位举行了一次国际性拍卖。1573年，四万乡绅在华沙集会，选举法兰西安茹的亨利（1573-1574年为波兰国王）为国王。亨利心猿意马，只是将波兰作为暂时栖身之地，时刻觊觎其兄查理九世（1560-1574年为法国国王）的法国王冠。1574年6月18日晚，查理九世去世四天后，亨利从波兰出走，返回法国。他在波兰贵族的胁迫下，颁行《亨利条例》（Henrician Articles）。该条例明确规定波兰君主之位为非世袭性，君主之权为非独占性，不得任意罢免文武官员，不得任意扩充定员3000人的军队，每两年召开一次议会，并在议会上经讨论做出重要的政治、财政决策。这实际上剥夺了国王的治权。同时，君主与贵族间的国会协定（Pacta Conventa），确立国王契约的规则，即波兰国王在即位时必须签署一个写明具体内容的、有约束力的国王义务协议。这些协议明示波兰国王的权力受到严格的限制，只要国王违反其中任何一项，废黜国王就是合法的。《亨利条例》使波兰成为贵族共和国，而国王只是契约国王，有名无实。

16世纪，波兰不存在对专制王权的崇拜和依赖，而是洋溢着对贵族共和国的赞美之声。尽管巴雷托（1576-1586年为波兰国王）亲王和“士兵国王”索别斯基（1674-1696年为波兰国王）曾带领波兰成功地对外扩张和抗击外敌，但是波兰王权从未有过实质性的强化，一切试图加强王权的尝试最终都被强大的贵族群体消弭于无形。每一次强化王权的尝试，都反而使王权进一步削弱。

17世纪，乌克兰哥萨克起义此起彼伏，沉重地打击了波兰，瑞典人的入侵又使波兰陷入民族危机之中，粮食的滞销和产量的下降使波兰贵族的经济实力一落千丈。在文化层面上，为了逃避残酷的现实，乡绅贵族们陷入一种集体“失范”的状态之中。城市文明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对臆想中的萨尔马提亚人祖先的狂热崇拜，妄称波兰是上帝的选民，反对国王与改革，保卫波兰共和国和基督教文明是波兰人神圣的使命；对天主教信仰越来越偏执，反宗教改革情绪愈发激烈。把国家的不幸归咎于“异端”，把新教徒看作是“内部的敌人”。乌克兰哥萨克起义和瑞典人的入侵，把共和国那看似坚固的脆弱外壳击得粉碎。波兰贵族集团一蹶不振，普遍陷入自暴自弃的消极状态。消极的心态的政治后果，是在17世纪中期达到顶峰的无政府主义，其表现形式便是“自由否决权”（liberum veto）。顾名思义，“自由否决权”就是只要有一个议员在国会上投否决票，议案就不能通过。1652年，一名议员在国会第一次使用了自由否决权，从此以后，对自由否决权的使用日益频繁，并扩展到省级议会。国家的行政权由于对王权的限制而无所作为，自由否决权又使立法权形同虚设。而波兰之所以没有在这种毫无秩序可言的混乱状态下解体，则是由于中东部权贵势力在动乱中得到加强，才勉强维持住波兰在形式上的统一。由于他们拥有在罗塞尼亚和白俄罗斯由农奴耕种的大面积土地，在实力上压倒西部陷入混乱之中的乡绅贵族，形成了大土地贵族集团。这就迫使乡绅阶级形成一种庇护体系的组织架构。东部显贵们相互之间竞争，经常使用“自由否决权”。与“自由否决权”对应的制度被称作“会盟”（confederation），这种法律设计允许贵族集团武装声讨政府。1665年至1666年期间，大贵族卢波米尔斯基（？——1699年）起兵造反，成功阻止了国王杨·卡齐米日（1648-1668年为波兰国王）推举继承人的尝试，并罢黜国王。这预示着更大的混乱即将到来。

17世纪是波兰的混乱时期，贵族的“自由否决权”使波兰蹈入无政府主义的泥淖，无力自拔。虚弱的王权，混乱的政局，国家秩序荡然无存，相对于同时期普鲁士、瑞典和俄罗斯的崛起，波兰未来的命运已如俎上鱼肉，在18世纪终被俄、普、奥三国瓜分。复国是波兰现代化的前提，没有民族独立，就没有波兰的现代化。贵族的“自由否决权”以异化的形态，超前预示了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制度建制——代议制民主。在波兰复国的漫长、曲折的历史进程中，实现民主与争取独立如影随形，交织纠缠，最终争取独立压倒了实现民主。


民族国家消亡
 17世纪末，波兰在政治上愈发依赖于俄罗斯的强权，在18世纪初被迫屈服于沙皇俄国的霸权。1696年，波兰国王索别斯基在华沙郊外的维兰诺夫宫逝世，波兰王位由俄罗斯支持的来自萨克森韦丁家族的腓特烈·奥古斯特二世继承。在其统治期间，波兰被迫卷入了与瑞典长达21年之久的第三次北方战争。1704年，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占领波兰，强迫波兰议会罢黜奥古斯特二世，另立本土继承者斯坦尼斯拉斯·列斯津斯基为国王。这引起波兰贵族的分裂，东部大贵族倾向于瑞典，而西部的乡绅贵族则倾向于萨克森和俄罗斯。1709年7月，在波尔塔瓦战役中，俄国击败瑞典，奥古斯特二世返回波兰复位。奥古斯特二世在1713年至1714年借助萨克森军队扩大王权，波兰贵族组成武装反对联盟，并请求俄罗斯的军事干涉。奥古斯特二世在俄罗斯的军事压力下，被迫于1716年11月签署《华沙条约》。根据条约，波兰军队人数固定为2.4万人，而萨克森在波兰的军队仅限于1200人的国王私人卫队；行政机关中的德意志籍官员被遣返回国。这是第一共和国历史上国王最后一次加强王权的尝试，俄罗斯从此开始主导波兰。波兰贵族为了避免萨克森与波兰联合王朝的出现，避免强有力的王权出现，宁愿接受俄罗斯的“保护”。

与此同时，西欧启蒙思想传入波兰。1733年，奥古斯特二世逝世。虽然法国极力支持波兰本土的列斯津斯基继位（列斯津斯基的女儿于1726年成为法国国王的妻子），但最终还是由俄罗斯和普鲁士支持的萨克森继承人奥古斯特三世继承波兰王位。尽管他性格软弱，但这也正是俄罗斯和普鲁士支持他的理由。在其平庸无为的统治期间，波兰恢复了些许生机。


救亡图存的改革
 彼亚斯特会（Piarists）的教士斯坦尼斯瓦夫·康纳斯基在1761年至1763年间撰写《实现有效议会的方法》（On the means to efficacious councils）一文，呼吁建立一个能够有效制定法律、决定政策的强大议会，取代维护贵族特权的守护型议会。虽然他遭到绝大多数贵族的强烈反对，但还是得到了一个强大家族的欣赏，这就是查尔托雷斯基家族。这个家族是古老的立陶宛贵族，在奥古斯特二世统治时期通过联姻成为了王室的保护人。查尔托雷斯基的外甥——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斯基，是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夫。查尔托雷斯基认识到，要挽救波兰的危局，首先要重建波兰政体，即建立绝对主义君主制。

1763年10月，奥古斯特三世在德累斯顿去世。而俄罗斯单独出面为波兰安排王位继承人选。1764年9月，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斯基在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支持下当选为波兰国王。这位受过启蒙思想熏陶的国王，立志成为一名改革者。波尼亚托夫斯基追求的是“开明专制”，在波兰建立一个“开明共和国”。他启用安德烈·扎莫伊斯基为首相，踌躇满志地开始改革。

1764-1766年，根据扎莫伊斯基提出的改革纲领，波兰开始改革。内容包括：悬置自由否决权，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议会表决原则；整顿财政，废除私人关税；扩充军队，建立培养军事人才的骑士学校；发展工商业，改善城市地位等。

尽管波尼亚托夫斯基雄心勃勃，可叶卡捷琳娜二世并不以为然，只是将他作为一个玩偶，玩弄于股掌之中。叶卡捷琳娜二世不能接受悬置自由否决权，更不允许废除。俄国大使在她的授意下对波兰改革发出警告，除非波兰议会完全保留自由否决制，否则俄罗斯军队将把华沙夷为平地。波兰国王和内阁屈服，改革不了了之。


三次瓜分
 由于波尼亚托夫斯基国王致力于改革，重建波兰，触碰了贵族的既得利益，引起贵族对改革的愤恨，并将国王视为敌人。1767年，波兰出现由贵族组成的“巴尔会盟”（Confederation of Bar），提出展开宗教圣战，独尊罗马天主教，反对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和波兰的新教徒。法国和土耳其为了掣肘俄罗斯，支持这支力量。经过四年的鏖战，会盟军被强大的俄罗斯军队击败。俄、普、奥三国达成解决方案，即是对波兰的第一次瓜分。1772年8月5日，三国签署瓜分条约。霍亨索伦王朝普鲁士获得西普鲁士，哈布斯堡王朝奥地利获得加里西亚，罗曼诺夫王朝俄罗斯夺去白俄罗斯大部分。波兰丧失了30%的领土和35%的人口。

第一次瓜分后，波兰贵族集团意识到只有改革，才能救亡图存，但又担心改革损害其既得利益。于是，波尼亚托夫斯基国王为了救亡图存，推进改革，继续向贵族们妥协。1788-1791年，在普鲁士鼓动下，波兰议会通过新的改革提案，制定《五三宪法》，提出废除议会自由否决权和选王制。俄罗斯认为这是一种挑衅行为，招致其1792年的军事惩罚，接踵而来的是第二次瓜分。

1793年，波兰被俄、普两国瓜分，丧失残余领土的60%，人口减至400万。俄罗斯获得乌克兰的全部，普鲁士吞并波兹南地区。1794年，塔代乌什·科希丘什科将军发动起义。科希丘什科曾在法国留学，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参加过北美独立战争，是美国荣誉公民并荣升为将军。起义爆发后，许多贵族投身进来，市民和农民踊跃参加。后起义被绞杀。1795年1月3日，俄、普、奥三国签署第三次瓜分波兰协议，波兰民族国家消亡。

从18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俄、普、奥三国对治下的波兰领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政策。俄罗斯由于缺乏普鲁士那样精密复杂的官僚统治机器，无法在占领区实行彻底的俄罗斯化政策。当地的乡绅保留了许多社会和法律的特权，波兰学校继续存在，从16世纪开始实行的立陶宛法律体系继续施行。俄罗斯强化波兰的农奴制，客观上使波兰地主阶层获益匪浅。普鲁士在占领区引入中央集权的管理体系和普鲁士法律体系，贵族的特权得以保留，但农奴因普鲁士法律的引入而得到一定程度上的保护。在文教方面，波兰的中学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被废除，德语教学得到推广。柏林银行向波兰地主提供信贷业务服务，使得波罗的海港口的粮食出口商人获得可观的利润，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波兰贵族的怨恨情绪，但许多资产到期未还贷落入德意志人之手。这使得普鲁士占领区的波兰民族抗争运动主要集中在文化和经济领域。在奥地利占领区，波兰贵族被迫按照奥地利模式重新划分等级，成为有着不同等级头衔的阶层。波兰原有的学校体系遭到遗弃，审查机构被引入到文化领域。奥地利通过减轻劳役和授予财产，使得农奴阶级对帝国的向心力得以加强。三个帝国分别对旧日波兰的三个部分，实行不同的治理策略，这使得波兰地区间的差异进一步拉大。

第三节　波兰复国的曲折演进

1798年，亨里克·东布罗夫斯基将军在法国组建波兰军团。1801年，法国与奥地利、俄罗斯缔约。波兰军团主力编入新成立的伦巴第国家军队。一部分波兰部队被解散，而另一部分被编进入法国军队。令波兰人失望的是，拿破仑将5000名波兰军人派往海地，镇压黑奴起义。法兰西共和国褪去耀眼的光环，致使许多流亡者返回波兰。

对法兰西感到幻灭的波兰人，尤其是波兰贵族精英阶层，将希望寄托到1801年3月登基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身上。因为他曾谴责过祖母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波兰政策，公开宣称自己秉承“自由主义”理念。波兰贵族仿佛看到了波兰复国的希望，转而将民族独立的希望寄托于沙皇。他们将亚历山大一世看作是创建正义和道德的欧洲新秩序的改革者，期望通过波兰与俄国的联合而达成光荣的和解，使波兰得以复兴。查尔托雷斯基家族的达姆·查尔托雷斯基是亚历山大一世的密友，曾到俄国去收回其家族的财产，并接受亚历山大的邀请，任维尔诺学区督学的职位。他主持了维尔诺大学的改革，使其成为波兰俄占区波兰语学校的重镇。在政治方面，查尔托雷斯基希望沙皇俄国与普鲁士在日后发生冲突，并在沙俄获胜的前提下，将普鲁士占领下的波兰地区与俄国占领下的波兰地区合并，重新建立一个波兰国家。这种幻想被拿破仑击碎了。1806年11月28日，法军占领华沙。几周后，拿破仑在波兰民众的欢呼声中进入华沙。1807年，在拿破仑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进行谈判之后，决定将普鲁士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瓜分中所得到的波兰领土合并，成立华沙公国，指定来自萨克森韦丁王室的继承人腓特烈·奥古斯特为国王。1809年法奥战争，奥地利战败，奥地利被迫将其在瓜分波兰中获得的一半土地，转交华沙公国。拿破仑为华沙公国带来以《拿破仑法典》为蓝本的宪法：废除农奴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允许离婚；恢复两院制的全国议会和地方议会。拿破仑首次将非贵族的阶层纳入议会之内，他们可以参加选举，参加全国议会并担任公职。华沙公国为拿破仑提供2万名士兵，跟随他参加征服西班牙的战争，另有10万波兰人在1812年与拿破仑一起进入俄国境内作战。1815年，随着拿破仑的彻底失败，华沙公国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由俄国沙皇兼任国王的波兰王国。

尽管波兰民族国家消亡，但波兰文化却凸显出来，以弗里德里克·弗朗索瓦·肖邦和亚当·密茨凯维奇为代表的波兰艺术家，成为标举波兰民族文化的旗手。尽管波兰民族国家不复存在，但是19世纪波兰民族文化却流光溢彩、熠熠生辉。

拿破仑战争期间波兰军事传统复兴，使波兰走上武装复国的道路。1830年11月29日，波兰王国军队军官地下革命组织发动起义，起义军在第二天傍晚便攻占了整个华沙市。1831年1月19日，波兰议会废黜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兼任的波兰国王，宣布波兰独立。在12万俄军的镇压下，历时10个月的十一月起义失败。沙俄政府取消波兰王国的自治，将波兰军队编入俄军，没收起义者的财产和土地，强征赔款。波兰没有屈服，1846年2月，波兰革命者发动针对俄、普、奥的总起义，但只有克拉科夫的起义得以发动，建立国民政府，发表《告波兰人民书》。这场起义只坚持了39天，便被俄、普、奥三国联军共同镇压了下去。1863年，波兰民族发动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起义。这次起义由左翼的“红党”（Reds）领导，在1863年1月22日夜发动。是夜，波兰起义者向10万驻波俄军发动了30多次袭击，由于俄军强力镇压，被迫转为游击战。这次起义一直坚持到1864年8月才被沙皇俄国镇压下去。起义领袖杨·东布罗夫斯基逃往法国，后来参加了巴黎公社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失败后，沙皇取消波兰王国，将其彻底并入俄罗斯，成为俄罗斯帝国的边区，由沙皇委派总督直接统治。沙皇政府成立“波兰王国事务委员会”，取缔一切与“波兰”有关的事物，甚至禁用波兰语。

由于独特的历史、地缘区位，中世纪早期，波兰民族认同萌发了，并基于此，建立了封建主义民族国家。这早于中欧大多数民族，但是波兰没有把握住中世纪末期的历史机遇，没有像处于现代化第一波的西欧国家那样，从封建贵族主权分割共享状态转变为绝对主义君主制主权国家，在需要以民族国家为载体推进现代化的历史性时刻，波兰民族国家却消亡了。贵族民主制是三次瓜分亡国前波兰国家的特质，民主是波兰封建贵族的特权，波兰封建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葬送了波兰民族独立和民族国家。波兰现代化面临着复国和建立强有力的主权国家的双重任务，加之波兰特殊的地缘政治区位，使得20世纪波兰的现代化进程波澜壮阔，曲折起伏。一百多年的复国运动锻造出波兰人民捍卫民族独立的炽烈情感，两次世界大战后分别建立的波兰国家又都是欧洲国际关系战略格局大调整、大改组、大分化的产物，波兰国家的主权程度不同地受到欧洲国际关系的战略结构的制约，也就是说，波兰探求独立自主的现代化之路，荆棘丛生，艰难坎坷。

第四节　护国性现代化模式：“萨纳齐”及其终结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既终结了瓜分波兰的三个帝国，也使波兰复国水到渠成。1918年11月，波兰共和国建立，史称“第二共和国”。

鉴于亡国的历史教训，第二共和国推行护国性现代化模式。1918年底，波兰第二共和国的地理范围只包括原来的俄占区和加里西亚西部地区，而且边界尚未划定。时任波兰国家元首的毕苏斯基提出恢复1772年第一次瓜分前的“历史边界”口号，主张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波兰组成联邦制国家，组成从波罗的海至黑海的“海间联邦”。毕苏斯基认为，波兰西部边界是欧洲列强意志的结果，而东部的边界则需波兰通过自身努力得到。此时，苏维埃俄国正处于内战之中，无暇顾及波兰对其领土的要求。1919年7月，波兰占领兹勃鲁奇河以西的西乌克兰地区，与苏俄直接对峙。通过与苏俄、立陶宛、乌克兰的冲突后，波兰控制整个乌克兰西部，并向基辅进军。1920年，苏俄红军在图哈切夫斯基的率领下展开反击，一路攻至华沙城下。1920年8月15日，苏军发起的华沙战役失败。1921年3月18日，波兰和苏俄在里加签订和约，规定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并入波兰版图。《加里和约》所确定的波苏边界一直保持到1939年。

波兰的西部边界，在1919年6月28日签订的《凡尔赛合约》中被部分确定，承认波兹南归波兰所有。在上加里西亚地区，经过数次居民起义后，波兰与德国于1922年在日内瓦签约，确认两国在此地的边界划分。1920年7月，瓦尔米亚的5个乡和马祖尔的3个乡被划入波兰版图。1920年，在经历过数次流血冲突之后，波兰与捷克在斯巴会议上确定了双方的边界。

波兰之所以在边界问题上与如此多的国家发生冲突甚至不惜开战，源于对第一共和国的追怀和继承，毕苏斯基自诩为第一共和国的继承者。


立宪
 1921年3月，波兰颁布宪法，史称“三月宪法”。这部宪法确立了公民的民主权利；制定了广泛的福利政策；规定波兰实行三权分立原则，立法权属于由参众两院组成的议会，行政权由总统和政府掌握，司法权归独立的法院。为了避免集军队统帅与共和国总统于一身的毕苏斯基权力过大，宪法对总统权力做出了限制。尽管“三月宪法”被欧洲舆论界赞誉为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比较民主的一部宪法，但还是存在缺陷。它规定的议会政府体系太过繁复，当时的议会由至少18个政党组成，宪法规定议会不只拥有全部立法权，而且决定政府的组成。政府在得不到议会多数支持的情况下，必须提交辞呈。这一制度设计导致不稳定的联合政府，成为第二共和国时期波兰政体极不稳定的症结所在。


重建
 由于长期的瓜分状态，波兰的三个部分存在各自不同的政治经济模式。经济方面，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高，西里西亚的采矿业和重工业较发达，而东部地区则以较落后的农业为主。从总体上来看，波兰第二共和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工业欠发达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波兰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农田荒废，工人失业，粮食供给不足。为了摆脱经济困境，波兰从1919年7月起实行土地改革，这对于1/3田地都是小于2公顷的小农经济而言，意义非常重大，农业生产由此逐步恢复。1924年，波兰进行财政改革，建立波兰中央银行，发行新货币，用兹罗提代替马克。财政改革稳定了物价，提高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减少了国家财政赤字。建立国民教育体系和国家军队。第二共和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20世纪20年代初发动了反抗波兰的地下战争，白俄罗斯人也有不认同波兰国家的倾向，德意志人则从1921年开始大批离开波兰。民族问题一直困扰着波兰第二共和国。


威权政体
 资本主义议会民主政体在波兰第二共和国严重水土不服，威权政体（Authoritarianism）应运而生。“威权政体”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指的是在民主的外壳下，以威权的手段取得政权、治理国家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既不同于民主政体，也有别于独裁政体，既有某些民主的成分，又有集权的强制，是处于民主政体与极权政体之间的一种非民主、非极权的政体形式。其特点是强化政府的权威，政府运用强制性手段，进行社会动员与社会规制。毕苏斯基无法接受《三月宪法》，认为这部宪法是导致波兰消亡的贵族民主制的翻版。波兰的威权政体就是“萨纳齐”（Sanacja），意为“健全化”。1926年5月，毕苏斯基发动政变，其政权被称作“萨纳齐”政权。毕苏斯基将政变行动的代号命名为“萨纳齐”，意指要使波兰的国家体制恢复健康。“萨纳齐”政权不是法西斯政权，它是军人掌权的资产阶级专政，没有像法西斯那样消灭议会制、废除宪法、取缔一切党派活动，而是保留议会民主制、多党制以及宪法。

波兰出现“萨纳齐”威权政体，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第二共和国的人口结构中，少数民族约占人口总数的33%，其中乌克兰人占14%，犹太人占7.8%，白俄罗斯人占3.9%，德意志人占3.8%，立陶宛人、俄罗斯人和捷克人占1%。按照宗教划分，波兰人信奉罗马天主教，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信奉东正教和东仪天主教，犹太人信奉犹太教，德意志人信奉福音主义新教。多民族、多信仰导致波兰社会不稳定，毕苏斯基用铁腕政策来解决民族问题。1930年9月，毕苏斯基政府派出大批军警前往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镇压民族主义运动。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抵抗组织“乌克兰军事组织”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遭到残酷镇压，民族主义文化团体被解散，少数民族学校被关闭，少数民族文物遭到破坏，民族主义活动家遭到逮捕和杀害。

第二，波兰第二共和国议会制度的弊端，导致共和国时常处于瘫痪状态。第二共和国的议会有18个党派，不同的党派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来自三个地区的党派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使得议会决策机制陷于瘫痪，流血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国家民主党在1921年6月推翻中左派组成的联合政府。而一个月之后，他们竞选总统失败，这使得一些极端分子恼羞成怒。一名国家民主党的狂热分子暗杀刚当选、尚未就职的总统。波兰人民受够了这种议会民主政体的折腾，期盼一个稳定且有效的政府。

第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得波兰大受到打击，人民生活水平直线下降，民众对议会民主制政府失去信心，渴求稳定的强大政府。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影响，波兰陷入恶性通货膨胀，1923年6月至12月期间，波兰马克对美元的汇率从7.1万比1狂跌至430万比1.波兰政府实行紧缩的金融政策，进行货币改革，但与德国进行的“关税战争”又将波兰经济拖入泥潭。1925年，“赫耶拿彼亚斯特”联合政府贪污腐败。所有这些都为毕苏斯基重登政治舞台创造了机会，毕苏斯基“萨纳齐”政权呼之欲出。

约瑟夫·毕苏斯基生于1867年，出身于立陶宛大公国贵族世家，家乡位于俄占区什文乔尼斯自治区。少年时期曾在维尔纽斯的俄罗斯学校学习，与兄弟们一起在母亲的教导下学习波兰历史和波兰文学，而这是俄罗斯当局所不允许的。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大学学习医学期间，毕苏斯基因参与其兄策划的刺杀沙皇亚力山大三世的计划而被判流放西伯利亚五年。1892年，毕苏斯基刑满释放，返回波兰。1893年，他加入波兰社会党（PPS）。1895年，他成为社会党领导人。毕苏斯基将社会主义思想与民族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为后来实行威权政体奠定了思想基础。1900年2月，沙俄当局逮捕毕苏斯基，将其囚禁于华沙城堡。1901年，他逃到奥匈帝国的加里西亚，领导社会党同沙皇俄国进行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的独立。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毕苏斯基看到波兰独立的希望，在奥地利当局的允许下，他建立了一支独立的波兰军事力量，配合奥地利对俄国作战。毕苏斯基在作战之时，进行波兰独立的宣传工作，引起奥匈帝国当局的警觉。1917年，维也纳当局要求毕苏斯基宣誓效忠帝国遭拒，把他关押在马格德堡监狱中，直到1918年11月同盟国战败，才被释放归国。毕苏斯基的经历，使他成为波兰的民族英雄，获得了波兰人民广泛的支持。

毕苏斯基对议会民主制不以为然，认为议会民主制在波兰只能带来混乱，导致国家虚弱，波兰的强大必须由强大的政府来缔造。

毕苏斯基的施政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26-1928年，“萨纳齐”政权过渡阶段。毕苏斯基在卡齐米日·巴尔泰尔教授组建的新政府中出任军政部长一职，1926年8月2日，他操纵议会，修改1921年共和国宪法。宪法修正案强化总统的权力，削弱议会的权力，总统有权解散议会两院，规定总统在议会休会期间或根据专门法律，有权颁布法令，但需经议会追认。1926年8月，毕苏斯基的密友莫希齐茨基担任总统，发布法令，设置军队总监和总司令一职，总司令不对议会和政府负责，只对总统负责。这两个职务均由毕苏斯基担任。毕苏斯基还在军队和政府中清除反对派，扩大支持者队伍。经济方面，萨纳齐政权大量引入英美资本，以贷款的形式，借助外国资本发展本国经济。1926-1928年间，波兰工业生产增加41%，1928年的煤产量达到1913年的4100万吨的水平。工业有了较大发展，格丁尼亚钢铁建设工程展开，上西里西亚与格丁尼亚之间铺设铁路。1928年，工人的失业率降低到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最低水平，登记失业的人数为126400人。政府实行土地改革。1925年，拍卖128000公顷的地主土地，1926年、1927年和1928年，分别增加到210000公顷、245000公顷和228000公顷。工农业发展使波兰的社会矛盾得以缓和，萨纳齐政权得以巩固。

第二阶段：从1929-1935年。1928年议会选举中左翼政党的获胜，使毕苏斯基大为光火。政治方面，1929年4月，建立以军官卡齐米日·西维塔尔斯基为首的政府，毕苏斯基仍任军政部长。14名部长中，有6名是军官，他们都是毕苏斯基的亲信，史称这届政府为“上校政府”。1930年4月成立第二届“上校政府”。面对议会中左翼联盟的挑战，1930年8月25日，毕苏斯基亲自接任总理一职，宣布在11月举行新的议会选举。9月9日夜，他下令逮捕反对派领导人，并将其关进布列斯特要塞军队监狱。毕苏斯基集团在11月的议会选举中胜出。经济方面，20世纪30年代初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给波兰造成重创，1932年工业生产下降到1929年的54%，煤产量从1928年的4860万吨降到1932年的2880万吨，钢产量由1928年的140万吨降到1932年的56万吨。1933年，将近1/3的产业工人失业，失业工人只有20%能够拿到补助。农产品的价格下降导致农民破产。“萨纳齐”政府实行通货紧缩政策，试图稳定货币，加紧对司法部门、地方政府和学术机构的政治控制。宗教方面，由于经济的萧条和政府的独裁，民众寻求宗教上的解脱。波兰天主教的道德威信空前提高，天主教机构迅速发展，天主教工会成员数量超过世俗工会。学校引入宗教教育，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神父进入大学授课。天主教会缓解了社会压力，强化了波兰民众的虔敬之心。

1935年，“萨纳齐”政府推出新宪法，强调国家至上，授予总统巨大的权力，议会权力大为削弱。选举法将议员人数减半，授权政府当局挑选议会候选人。毕苏斯基没有坐上总统宝座。1935年5月12日，毕苏斯基去世。他的死使“萨纳齐”政权失去了轴心，分裂成两派：一派以莫希齐茨基和著名经济学家克维特科夫斯基为首，强调效率至上和专家治国；另一派以斯米格韦为首，带有军人专政和威权主义色彩。1936年，两派达成妥协，组成以斯克瓦德科将军为首的看守政府，这届政府一直持续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36年，波兰政府实施“四年国家投资计划”，在维斯瓦河与桑河之间人口密集的战略安全区域建立中央工业区、水电站、飞机场、橡胶厂、汽车厂、化工厂，以及在斯塔洛瓦沃拉的新工业中心，计划在1942年将波兰军队全部现代化，1954年实现波兰交通、农业以及教育的现代化。1938年，波兰工业产量和实际工业收入已经远远超过1928年的总量；人均收入与西班牙相当；文盲率从33%下降到15%；死亡率下降一半。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希特勒法西斯军队摧毁了波兰第二共和国。纳粹德国占领波兰，实施令人发指的法西斯统治，暴虐惨绝人寰。德国占领期间，波兰牺牲600万人口。1944年的夏季起义被德军镇压，希特勒疯狂叫嚣要把华沙从地球上抹去，波兰首都沦为废墟，回到“石器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波兰是东欧牺牲最惨重的国家。

第二章　苏联模式下的国家发展

第一节　通向苏联模式的曲折道路

1945年初，苏联红军击垮德国法西斯军队，解放波兰全境，新波兰诞生了。1945年6月28日，波兰民族统一临时政府成立，新政府由21名成员组成：波兰工人党7名，波兰社会党6名，农民党6名（其中4名属米克拉伊奇克集团），民主党2名，政府总理是爱·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副总理是瓦·哥穆尔卡（从1945年11月起兼任收复地区部部长）和斯·米克拉伊奇克（兼任农业和土改部部长）。临时政府一方面体现了战后波兰复杂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苏联关于波兰未来走向的构想。

1944年，苏联与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关系恶化，当时国际舆论认为苏联会完全抛开流亡政府，把一个“傀儡政权”用刺刀强加给波兰。英国首相丘吉尔就是这一舆论的代言人。他在1944年3月7日致斯大林的信中，希望苏联不要关闭同伦敦波兰流亡政府签订协议的大门，建议苏联红军到达寇松线时，征得波兰流亡政府的同意后，再进入波兰领土。暗示用武力不可能征服“全世界善良的意志所支持者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澄清苏联对波兰问题的意图，就显得非常重要。为此，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先后会见波兰裔美籍活动家奥斯卡·兰格教授和天主教神父奥尔列曼斯基。莫洛托夫谈到组建波兰新政府时，兰格认为，组成这样政府并不难，这只是个“技术性问题”，“但是，波兰人民接不接受是个更重要的问题。坦率地说，切不可让这个政府被视为‘苏联的傀儡政府’”。他说，在美国和英国“有一些人认为，苏联并不力求将波兰并入苏联，而是想建立一个有名无实的独立的波兰，主宰波兰的是苏联的傀儡政府。麻烦在于波兰无论建立什么样的临时政府，都是在红军占领波兰时建立的。回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是来自伦敦的贝奈斯，而回到波兰的人则是与红军在一起，可能有人会议论他们说：这是‘傀儡’”。兰格提出，相对好一点的办法是吸收伦敦政府的一些成员参加新的政府，例如米克拉伊奇克。他认为像米克拉伊奇克这样的人，虽然“‘不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这样做能解决国际问题’，否则就会授人以柄。‘假如能和米克拉伊奇克达成一致意见，那么成立波兰政府的问题就解决了；这样的话人们就会说这不是苏联的傀儡政府。’莫洛托夫表示，‘苏联领导人对兰格的建议持肯定态度，而且他们认为，他这一建议作为基础是有益的’”。米克拉伊奇克不满意自己的职务，试图改变政府人员结构。

波兰解放不意味着以民族国家为载体的现代化路径的明晰，相反，对于这一根本性问题，波兰工人党与伦敦流亡政府的立场南辕北辙。伦敦流亡政府试图恢复战前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战后波兰已经别无选择，只能融入苏联模式。波兰工人党为了提高群众的觉悟和孤立流亡政府人士，决定在1947年议会选举前举行一次全民公决。1946年4月27日，全国人民代表会议颁布1946年6月30日举行全民公决的法令。每个公民将对下面三个问题做出回答：“同意”或“不同意”。这三个问题是：一、你是不是同意取消参议院？二、你是不是同意在未来的宪法里写上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基本部门国有化所建立的经济制度，同时保留私营企业的合法权利？三、你是不是同意把波兰国家的西部边界定在波罗的海、奥德河和乌日茨尼斯河？在全民公决前，组成民主阵线的四个政党（波兰工人党、波兰社会党、波兰农民党和民主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要求人民群众表示三个“同意”。全国各地举行拥护人民民主制度的群众大会和各种集会。1945年6月9日，波兰农民党发生第一次分裂，组建波兰农民党“新解放”派别。“新解放”号召党员支持人民民主制度，在全国投票中写上三个“同意”。波兰农民党则号召党员在第一个问题上投反对票。劳动党要求党员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反对派要求他们的支持者写上两个或三个“不同意”。在1946年6月30日的全民公决中，有投票权的13604451人，参加投票的有11857986人，占投票总数的85.3%，其中有效票数11530531张。对第一问题回答“同意”的有7844522人，占总数的68.2%；对第二个问题回答“同意”的有8896105人，占总数的77.1%；对第三个问题回答“同意”的有10534697人，占总数91.4%。1947年1月19日，波兰人民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参加解放后的第一次议会选举，有89.9%的选民参加了这次选举。以波兰工人党为首的民主阵线获得选民总数的80.1%的选票，444个议席总数中得到394个议席；波兰农民党获得10.3%的选票和28个议席；劳动党获得4.7%的选票和7个议席；其他社会社团体（包括天主教会）获得1.4%的选票和3个议席。1947年2月4日，议会选举农民党领袖瓦·柯瓦尔斯基为议会议长，议会选举工人党领导人鲍·贝鲁特为共和国总统，制定《关于波兰共和国最高机构的体制和活动范围的基本法规》，简称“小宪法”。7月2日，议会批准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1947-1949）。1947年10月，波兰农民党领导人米克拉伊奇克出走西欧，后在美国定居。

新的疆界是波兰融入苏联模式的合法性支撑，也是波兰新国家的合法性界定。波兰东部边界问题在1945年2月4-11日的雅尔塔会议上得到确认，罗斯福和丘吉尔同意以寇松线为波兰东部的边界线。波兰西部边境的划界陷入纷争，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的波茨坦会议着重讨论这个问题，以鲍·贝鲁特为首的波兰代表团应邀与会。斯大林重申以奥德河和西尼斯河为波兰的西部边界，贝鲁特向美英两国首脑和外交部长提交备忘录，强调波兰政府对于以奥德河和西尼斯河为波兰的西部边界的态度。由于斯大林坚持这一边界线，三国首脑最终达成一致意见。1950年7月，波兰人民共和国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缔结了确认波兰西部边界的条约。1970年12月，波兰人民共和国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缔结了同样的条约。

新波兰学习苏联，实行土地改革。“1946年9月6日颁布了实行土地改革的法令。根据这个法令，德国、德国公民和波奸的土地和房屋、牲畜、农具等财产以及耕地面积超过50万公顷以上的地主土地都被没收，其主要部分由土地改革委员会在农民群众参与下分给农业工人、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以及一部分中农。获得土地的农民必须在10-20年间向国家缴纳相当于一年土地平均收获量的现金，国家用这笔资金发放农业贷款和兴修水利或发展农业生产的其他措施。……土地改革的补充法令，将土地改革推广到维斯瓦河以西的地区。”“经过两个阶段的土地改革，共没收了610万公顷的地主土地，约有110万农户分到了土地，其中814000户是新建的，254000户中小农扩大了土地。农户的平均耕地为5.4公顷，在收复区为7.9公顷。”工业企业国有化也同步进行。1946年1月3日，波兰通过关于国民经济基本部门国有化的法令。法令规定，对原属德国和投靠德国的波兰企业，不论国有的还是私人的，无偿地实行国有化；对雇佣50名以上工人的企业或者雇工不足50人的对国家经济生活有重要意义的企业，通过购买的方式进行国有化。

1945年12月5日至13日，波兰工人党在华沙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一部分代表主张照搬苏联模式，这种主张遭到多数代表的反对。多数代表认为，目前波兰的政权不是苏维埃政权，而是人民民主政权，应当通过波兰自己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爱·奥哈布指出：“对于我们来说，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不是一句空话，如果我们真正希望，我们就不能按照别人的模式前进，我们必须沿着波兰的特殊道路前进。……我们面临的不是作为当前任务的社会主义问题。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当前任务上。”哥穆尔卡指出：“我在政治报告中已经指出，目前我国具有人民国家的性质，最重要的任务是坚持地沿着人民民主的路线走下去。”但是，多数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波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600万人死亡，国民财产损失占国家总财产的38%，工业企业的破坏程度高达60%-70%，农业损失达到35%，文化财产的损失为43%，学校和科研机构的破坏率达到60%，城市破坏率更高达75%。照搬苏联模式，有利于迅速恢复战争创伤，有利于发挥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947年7月，工人党党员、矿工普斯特罗夫斯基向煤矿工人发出开展劳动竞赛的倡议，得到波兰工人阶级的热烈响应。普斯特罗夫斯基每年以超过二至三倍的定额完成自己的生产任务，为波兰工人阶级树立了榜样。1947年，工业生产超额完成5%，比1946年增长33%；农业生产比1946年增长8%。1948年工业生产超额完成14%，比1947年增长37%，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增长40%，按人均计算，比战前增加1倍。

截至1949年11月1日，波兰战后恢复的三年计划提前两个月完成。“1949年的工业生产比1948年增长了22%，工业总产值超过战前48%，按人均计算为战前的1.5倍。工业的高速发展与高投资是相辅相成的，3年内工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1947年35.4%，1948年36.2%，1949年40.3%。高投资同时带来了高就业，3年内工业就业人口从124万增加到180万，为战前的1倍。三年计划只有农业总产量没有达到战前水平，为战前的92%，但按人均计算，则超过战前27%，国民收入比战前提高25%。”

三年计划期间，波兰文化教育发展迅猛。“1945-1946学年，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为93.6%，1949-1950学年，入学率达到96.7%。小学生总数为335万，中学生总数为22万。在此期间，各类职业学校的学生人数从17万增加到53万，大学生人数从56000增加到116000.除了恢复原有的44所高校以外，还新创办了许多高校，其中有弗罗茨瓦夫大学、罗兹大学、卢布林大学等，波兰大学增加到66所。图书馆从1947年的934个增加到1949年的3883个。各种专业图书馆从535个增加到851个。图书发行量比战前增加1倍，1949年共发行7290万册。”

1948年6月，波兰工人党召开中央全会，决定与波兰社会党合并。合并后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围绕现代化的取向发生了重大分歧，贝鲁特指责哥穆尔卡在这次全会上所作的关于波兰工人运动传统的报告是“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的传统的重大让步”。苏联倡议建立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是这一事件的导火索。1947年夏季，斯大林会见哥穆尔卡，提出由几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创办一种情况通报性质的刊物，交流经验、互通情况、探讨各个党所面临的问题，哥穆尔卡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1947年10月5日，东欧各国代表来华沙参加会议，哥穆尔卡听了联共（布）中央书记丹诺夫的报告后恍然大悟：斯大林的目的不是创办一个刊物，而是成立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协调机构——情报局。“哥穆尔卡觉得自己好像当头挨了一棒，十分失望，因为他被斯大林捉弄了”。哥穆尔卡坚决反对成立情报局，在苏南冲突中，对于南共的态度温和，这触怒了苏联。1949年11月11-13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三中全会，哥穆尔卡参加这次会议。贝鲁特作了题为《警惕性》的报告，再次指责哥穆尔卡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会议还指责哥穆尔卡在波兰西部边界问题上“不相信苏联”。三中全会上撤销了哥穆尔卡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资格，不久又吊销了他的党证，波兰完全纳入苏联模式之中。


经济文教
 实施六年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此过程明显分为三个阶段：1950年，1951-1953年，1954-1955年。第一阶段执行得比较好，工业生产超额7.4%完成计划，产值比1949年增加30.8%。1950年的投资比1949年增长38%。这一阶段之所以超额完成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三年计划投资的结果，计划中的失误还没有暴露出来。第二阶段由于对重工业（首先是国防工业）的投资过多，对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相应减少，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在这三年里，国民收入只增加45%，而积累则增加161%。1953年的投资总额为658亿兹罗提，比1949年增加1倍多。积累增长的速度为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3倍多。由于人口的自然增长和工业就业人口的猛增，职工的实际工资增加很少或没有增加，一部分职工的实际工资反而有所减少。第三阶段由于朝鲜战争的结束，国际形势趋于缓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也做了一定的调节，工业生产平均增长速度降为11%，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12.3%，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10.4%。这两年对农业的投资增加到10.3%和13.5%。1954年农业生产比1953年增长9%，比1949年增长13%。”"1955年，在波兰的国民收入中，工业占44%，而农业只占27%；国民收入比1938年增长1.7%，但是，在国民收入中（包括农业生产、消费品生产）和职工的实际工资方面的增长还没有完成计划；农业生产只比1949年增长13%。这一年大部分职工的实际工资都没有提高，只有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职工的工资稍有提高。”强制性集体化措施及其反复，导致农业一直是薄弱环节。“工业化的这种进程，通常落后于极端封闭的知识分子小群体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所提出的要求与愿望，但却先于广大阶层在文化与政治领域中开始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六年计划期间，文化教育得到很大的发展。高等学校增加到76所，在校人数达到15.8万人。高等学校的教师从1948-1949学年的3000人增加到1955-1956学年的16618人，其中教授和副教授有4118人。


政治
 1951年5月26日，立法议会成立以贝鲁特为首的宪法起草委员会，1952年7月22日颁布了《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此宪法以1936年苏联宪法为为蓝本，带有明显的苏联印记，不符合波兰历史传统。”“波兰政治局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从事国家安全工作，委员会的主席是贝鲁特，负责人是贝尔曼和拉德凯维奇，他们无视波兰宪法，凌驾在任何政权之上，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一批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做出贡献的原人民近卫军、原人民军、原农民营和原国家军的官兵，审讯并迫害他们。在干部工作中实行宗派主义的政策，选拔干部任人唯亲，很多优秀干部受到不信任和怀疑。在个人崇拜的气氛下，党内关系和党群关系比较紧张。”波兰宪法赋予议会广泛的监督权力，但是由于权力高度集中于党，议会对政府的监督权形同虚设。第一届议会任期期间（1952年11月20日到1956年11月20日），议会的立法活动很薄弱。这一届议会制定通过42个法律，而其中31个是在1956年通过的。第二届、第三届和第四届议会分别通过了174、93、60个法律。波兰统一工人党同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的平等协商原则遭到破坏，民族阵线名存实亡。“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1954年召开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集体领导原则和党内生活民主化。在这次会议上，贝鲁特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他辞去了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由西伦凯维兹接任。但是，党内生活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第二节　苏联模式与波兰特质的纠结

波兹南事件是波兰人民对照搬苏联模式的第一次抗争。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揭开了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盖子，在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都产生极大的反响与震荡。在波兰，"1956年6月28日，波兹南采盖尔斯基工厂的工人因领导没有调整不合理的劳动定额和工资制度上街游行。9小时左右，在城堡广场及其附近聚集了几万人。愤怒的工人冲进监狱，释放了犯人，占领了武器库，又进攻法院、检察院大楼以及公安厅的办公楼。工人同警察发生冲突。波兹南市当局无力控制局面。中央派国防部副部长斯·波普瓦夫斯基将军率军队赶往波兹南恢复秩序。下午5时，全市秩序恢复。6月30日傍晚，军队撤出。在波兹南事件中，有55人丧生，500人受伤，在受伤的人中又有19人死亡。”稳定局势，恢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带领党迅速摆脱困境，哥穆尔卡是不二人选。哥穆尔卡临危受命，重新回到波兰党的领导岗位。


改革
 哥穆尔卡主导的改革在经济领域，主要是“下放中央权力，实行非集权化，扩大地方自主权和企业自主权。1956年12月1日，议会建立经济委员会，由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教授领导，提出波兰护国性改革的中心思想是中央计划同地方管理相结合，在中央计划的领导下，实行工人自治和农村合作自治。在价格问题上，坚持尊重价值规律，但价格主要由国家来规定，使经济规律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具体措施：一、建立工人委员会，使企业职工参与对企业的管理，提高全体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具体职能为：制定企业的生产计划；确定企业的发展方向；监督企业行政，对企业行政做出评价，交上级机关审核；对企业的结构和规章制度的改变提出意见；对企业的分配提出意见；规定劳动定额、工资等级和奖励办法。二、设置企业基金，用来鼓励劳动集体，资金一部分用来发放奖金、建筑住宅、托儿所或维修职工住房。法令规定，以货币形式分配给集体的那部分基金，不得超过全部工资的8.5%。三、对国营农场的改革。首先削减指令性计划指标，国家只规定下列指标：商品产值的增长、种马和种畜的生产任务、国家投资的数额、工业基金的数额、国家补贴的最高限额，以及化肥和农机等生产资料的配给量；其次，为了使计划更好地适应自然的生产周期，把原来实行的日历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改为经济年度（7月1日至第二年的6月30日）。1958年1月，国家对国营农场实行新的补贴制度，称之为客观补贴，即国家对不是由于国家农场的主观因素造成的生产成本增加的补贴，或对农产品价格的补贴。四、政府对供应企业的奖励制度改革。限制奖金在整个工资中的比重，设立奖励基金，它可以占基本基金的10%-25%，发放给职工个人的奖金不得超过基本工资的30%-35%。奖励基金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给领导干部的奖金，另一部分是给企业职工的奖金。五、农业政策方面。1957年1月9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和统一农民党最高委员会共同发布了指导方针，主张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互助和各种形式的农民联合，以及个体农民的自由发展来提高农业生产。指出城乡之间与工农之间关系应该建立在不断发展的合同订购基础之上，不断扩大农村的销售市场和通过国家以经济手段加以调节的市场交换。决定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但规定种植业户不得超过15公顷的土地，而畜牧业户不得超过20公顷的土地。还规定减轻农业的负担：取消牛奶的义务销售，削减粮食义务交换量的1/3，同时提高粮食交换的义务价格（提高1倍）；降低大农户土地税的累进率，从48%降为40%；主张解散那些通过行政命令建立而造成混乱、经济效益不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建立诸如农业小组这样的农业组织。共计解散了80%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广大农村普遍建立了农民自治组织——农业小组。这种农业小组的作用类似城市的工人委员会。1957年时共有11600个农业小组，391000成员，1960年为23100个农业小组，803000成员。

哥穆尔卡执政时期的三个五年计划（1956-1970），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56年至1960年，第二个阶段为1961年至1970年。第一阶段，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各项指标：国民收入增长46%，职工实际工资增长23%，农业生产增长23%，工业生产增长49.6%。五年计划的总投资额为4172亿兹罗提，超过三年计划和六年计划之和（3930亿兹罗提）。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可分为两个阶段：1956年至1958年为前一阶段，这一时期工业生产每年以9%的速度稳步增长，轻工业产品的增长速度也大大加快，两大部类的增长速度趋于平衡。当时，众多工业项目已经陆续投产，开始生产市场所需要的商品。正是有了这样的条件，尽管工业投资规模没有显著增加，但生产却得到很大的发展。五年计划的头三年的平均投资增长率为6%左右（整个五年计划的增长率为9%左右）。由于缩小投资在可分配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用于消费部分的国民收入增加，使第一阶段的实际工资增长约为25%。后一阶段形势发生变化，六年计划的项目大多完成，加之就业压力逐步加大，同时还要巩固外贸支付的平衡，诸多要素造成投资增加，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工业两大部类的平衡性发生变化，1959年第一部类的产值增长33%(1958年为9%），第二部类仅增长5%(1958年为11%）。1956年至1957年的消费基金年增长率为11%，实际收入增长14%左右，而1958年至1966年间仅仅增长3.2%，实际收入增长约3.5%。尽管如此，第一个五年计划同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相比，所提出的各项指标完成得比较好，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显著的提高。工业生产增长59.6%，超额完成10%的任务，煤的产量突破1亿吨，钢的产量达到668万吨，农业生产增长20%，职工实际工资平均增长23%。职工住房达到60万套以上，是六年计划时的两倍，医生人数到1960年达到29万人，中学生人数在1960年达到39万人。

后两个五年计划呈现明显下滑，职工实际工资增长速度不断下降，最后陷于停顿状态，实际积累的支出却不断增加。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投资增长速度加快，用于重工业基础设施的投资显著加大，光是燃料和电力的投资就占投资总额的32%，还不包括化工和有色金属的开采。1965年，燃料工业的投资占工业投资总额的21%，电力工业占11%，化工业占12%。1960年至1965年，从工业产品结构看，第一部类产品明显比第二部类产品增长速度快很多，前者增长55%，后者只增长了37%。这些项目投资大、周期长，抑制消费产品生产。这一阶段，年平均消费增长率为约5%，按人均计算只有3%-4%，并且实际工资的增长率很低，实际工资年增长率只有1.5%左右，其中1962年增长率为0.4%，而1965年为零。第二个五年计划绝大部分没有完成规定的指标。生产资料的生产比1960年增长59.9%，而计划为57.2%；国民收入增长35.2%，而计划为40.6%；职工的实际工资增长8%，而计划为23%；消费资料的增长为37%，而计划是44%；农业生产增长14.5%，而计划为22%。农业生产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62-1964年连续三年歉收，尤其1962年是战后歉收最严重的一年，另一个原因是以牺牲个体小农为代价，片面强调发展集体经济。由于农产品和大众消费品的不足，出现市场供应紧张和日用消费品匮乏的情况，群众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第三个五年计划仍然是递减趋势，国民收入虽然增长3.4%，但增长的趋势缓慢。国民收入头三年增长率为7%，后两年为4%。同国民收入比，分配性国民收入增长幅度更小，5年只增长3.2%。同时，投资额增长速度却很快，平均增长9.2%。消费增长速度更糟，1966年至1968年消费的年增长率为4%，到1969年至1970年消费增长率为2.5%，实际工资增长率从1966-1967年的2.6%减少到1968-1969年的1.5%，到1970年竟是零。尽管1969年投资额降为6.9%，甚至1970年降到2.3%，但经济社会危机仍无法避免。

与此同时，居民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1965年每1000对新婚夫妇能分到853套住房，到1970年每1000对新婚夫妇只能分到693套住房。第三个五年计划中规定的指标除工业生产和投资任务超额完成外，其余都没达到规定指标。农业方面，1970年农业生产比1965年增长9.5%，而计划为17%，导致食品和肉类供应日趋紧张，成为1970年“十二月事件”的经济根源。波兰经济学家M.米夏克指出：“总起来说，60年代经济遭到挫折的根源在于没有采取坚定的一贯政策进行经济改革。十月转折之后，在经济政策中曾出现过的建设性因素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势头，因而导致经营效果下降，在消费领域也出现了种种消极现象。这就是发生1970年12月沿海地区悲剧性事件的根本原因。”

哥穆尔卡改革先成功、后失败，究其根由，哥穆尔卡意识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但是又无意或无力彻底摆脱。苏联模式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既是经济体制，也是政治体制，更是社会体制，国家取代社会，国家集权于党，党集权于中央，中央由政治局领导，总书记负总责。如此，自下而上，层层递进，集权于顶层。苏联模式的特质是政治集中化、社会单位化、农业集体化、工业国营化、金融国有化、科教文卫国家化、国家整体化和运行机制指令化，不受客观经济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限制，政治先行，把经济社会发展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用政治权力取代劳动能力和创造能力，极大地窒息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增值潜力。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用政治权力分配，通过权力垄断经济社会发展的收益，使得实体财富创造者处于被分配的状态；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被分摊到财富创造者而不是分配者的身上。哥穆尔卡改革局部松动了苏联模式的刚性，并未突破，仍然囿于苏联模式的架构，无法根本解决苏联模式带来的危机，只能有限度地缓解或迟滞危机的爆发。其结果适得其反，用制造新的、更大的问题去解决当下的问题，使得问题层累叠加，积重难返，走向初衷的反面，哥穆尔卡改革夭折是命中注定的。

哥穆尔卡作为维护波兰民族利益的卓越代表重返政权中枢，结果却因站到民族情感的对立面而黯然下台。1968年1月，华沙民族剧院重新上演19世纪伟大爱国诗人密茨凯维奇的反俄诗剧《先人祭》。《先人祭》的上演，轰动华沙，每场演出座无虚席。台上演员朗诵反俄台词：“我深知莫斯科鬼子的恩赐是什么货色：坏蛋们只是摘下我的脚镣手铐，我的灵魂却会被他们钉得更牢”；“莫斯科给我们派来的全都是些公驴、白痴和特务”，台下观众一起朗诵，全场热烈鼓掌、大声欢呼。波兰著名哲学家沙夫指出：“波兰人对俄国和俄国人有一种特殊的‘过敏症’。……正如多少世纪以来共同生活中非常不平静的邻居的关系一样，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受这种历史的支配。波兰有一个半世纪是被瓜分的，这是波兰受俄国的民族压迫时期，同时也是不断起义反对压迫者的时期，从18世纪末开始，平均每一代人都举行过一次起义。波兰的大部分古典文学和几乎全部浪漫主义诗歌都凝结着对俄国压迫者的仇恨。现在，在学校里就讲授这种文学。……有一件事情可能会起到积极作用，这就是红军把波兰从纳粹手中解放了出来，这是可以用来改变波兰人态度的一张王牌，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伤害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苏联驻波大使认为，《先人祭》是“反苏的低劣演出”，向波兰政府提出抗议。苏联领导人致电波兰，要求马上停止演出。1968年1月16日，哥穆尔卡下令禁演。3月8日，华沙大学的学生占领校舍，要求再演《先人祭》，集会者通过抗议政府剥夺人民“保卫民族独立传统权利”的决议。政府派出警力，对学生进行暴力镇压。波兰执政党站到了民族情感和群众情绪的对立面，“十二年前曾经以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的共产党领袖的姿态启发过波兰人思想的哥穆尔卡，在3月19日的广播和电视讲话中说：‘华沙和其他城市高等学校的青年学生中的大多数是受了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的欺骗和蒙蔽。’”3月30日，波兰政府停办华沙大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七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系，大学生要重新申请入学。历时近一个月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抗议示威运动被压制下去。1968年1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五大在指示提纲中说，这是一次“社会主义敌人力图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反对党和人民国家”的反革命活动。哥穆尔卡政权失去了伦理合法性，丧失了波兰人民的认同，垮台只是时间问题。

哥穆尔卡的多舛命运，是苏联模式与波兰特质纠结的人格化写照。这不仅是哥穆尔卡的个人悲剧，也是东欧苏联模式的悲剧。1970年12月12日，波兰政府决定从13日提高食品价格，其中肉和肉食品提价17.6%，面粉提价16%，牛奶提价8%，奶制品提价25%，鱼提价11.7%。大多数的食品和商品不同程度地提价。14日，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人罢工并走上街头要求物价下调，遭到政府拒绝后，他们到北方造船厂、工业大学和广播电台，呼吁支持、参加他们的罢工。大批市民参加到游行队伍中，政府出动警察镇压，暴力冲突不断上升，造成几十人死亡，几百人受伤。19日，格但斯克罢工结束，其他地区还持持了一段时间。直到1971年2月，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和政府联席会议决定从3月1日起恢复上涨前的价格水平，这样各地罢工游行才真正停止。这次罢工造成的直接损失，格但斯克沿海地区为1.05亿兹罗提，什切青为3亿兹罗提。这是对苏联模式的反讽。苏联模式宣称消灭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与通货膨胀，是低物价、高福利的“工人阶级祖国”。波兰工人阶级不堪忍受物价飞涨，起来抗议“工人阶级祖国”的政府。哥穆尔卡领导波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十余年，到头来既没有消灭经济危机，也没有消灭通货膨胀，反而在工人阶级的抗议浪潮中黯然下台。

“十二月事件”以后，波兰统一工人党五届七中全会选出新的领导集体，哥穆尔卡被免职，爱德华·盖莱克担任党中央第一书记。爱德华·盖莱克（1913-2001年）与贝鲁特、奥哈布和哥穆尔卡等前任领导人比较起来，完全不一样。哥穆尔卡和奥哈布都出生在加里西亚地区，贝鲁特出生在卢布林地区，加里西亚和卢布林地区均属波兰的经济、文化落后地区。盖莱克出生在卡托维兹，是社会主义波兰历史上第一位来自波兰西部地区的党的领导人，也是在西欧侨居22年的波兰共产党领袖。与前任领导人相比，他是在完全不同的经济和文化环境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科尔邦斯基教授曾对盖莱克做出这样的评价：“他给波兰的政治生活带来了新的、带有个人标记的、明快的作风，同哥穆尔卡的冷酷、迟钝的作风形成鲜明的对比。”盖莱克首要的是稳定国内局势，改善人民生活。为此，波兰统一工人党成立特别委员会，1971年2月，向中央委员会提交题为《对12月事件的评价和从中得出的结论》文件。文件指出：“沿海地区各城市中发生的事情，从其实质来说，具有工人的特征，工人是事件的主要参与者。这些行动的基础是，对物质状况和社会福利条件的不满，因此，其矛头是针对党和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中的某些问题。在传单和各种口号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福利和经济要求，以及人事和政治要求。其次是对行政机关，尤其是对工会工作的尖锐的评判。”在五届八中全会上，盖莱克指出党的领导人对“十二月事件”起因和性质的判断有误：“形势的悲剧在于不理解事件的特点，特别是不理解它的原因，把沿海地区所发生的事件的根源，也就是说存在的紧张局势的根源，归结为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活动，甚至对当时存在的局势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即这一事件具有反革命性质，所持的这种立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其后果是灾难性的。”盖莱克时期，文化政策的开放度也较高，非官方出版物大行其道，“切斯瓦夫·米沃什、维托尔德·贡布洛维奇和莱斯泽克·科瓦可夫斯基这些流亡作家的作品，以及像奥威尔这样当时仍然遭禁的国外作品的译本得见天日。在波兰作家的违法出版物中，最为杰出的就是塔杜施·孔维茨基的《小启示录》，书中用调侃而又发人深省的讽刺手法描述了波兰人民的生活”。

1971年12月6-11日，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制定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国民收入增长38%39%，即从1970年的7560亿兹罗提增加到1975年的10450亿兹罗提，工业生产增长48%-50%，农业生产增长18%-21%，实际工资增长17%-18%，对工业的投资增长53%，达14000亿兹罗提，其中消费品工业要增加一倍，就业人数要增加200万。大会提出发展纲领是高投资、高速度、高消费，即“三高方针”。“三高方针”在开始实施阶段效果明显，1971-1973年，由于工人和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加上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计划实行得特别好。前三年计划执行得特别好的外部因素是世界市场上有利于波兰的行情。同1970年相比，1971年和1972年波兰贸易条件的指数分别是104.3和106.2.贸易顺差使波兰有可能扩大消费品的进口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三年里，实际工资增长24%，每年平均增长7.6%，比上个五年计划增长近3倍。国民收入依次增长8%、10%、9.5%，三年共增长近1/3.随着前三年计划的成功，波兰统一工人党进一步提高六项指标：“国民收入为55%，工业生产为66%，农业生产为25.5%，实际工资为38%，投资总额为79%，出口额为102%。第四个五年计划最终完成的指标为：国民收入增长了62%，年增长10%，工业生产增长了73%，年增长10.4%，农业增长了33%，年增长3.7%，实际工资增长了40.9%，出口增长了66.4%，就业职工增加了230万。”

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第一次石油危机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滞涨，波兰经济过分依赖西方的资金、技术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盲目追求“三高”，加之国内农业歉收，商品供应紧张，导致1976年6月事件，“哥穆尔卡的悲剧”又上演了。1976年6月，雅罗谢维奇政府决定大幅度提高食品的价格。其中，肉、肉制品和鱼价格提价69%，黄油提价60%，糖提价1倍。24日，雅罗谢维奇在议会上作了关于提高基本食品零售价格的报告。报告刊出后，立即引起广大民众的反对。25日，拉多姆市瓦尔泰尔将军机械厂的工人首先举行罢工。随着规模不断扩大，一些示威者开始冲击省委并放火把它烧毁。在与警察的冲突中，两人被打死。华沙郊区乌尔苏斯拖拉机厂和其他十几个省的许多工厂也都有工人举行罢工和游行。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波兰党和政府撤销了涨价的决定，从7月起实行凭票供应制度。

“六月事件”只是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并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民间组织与政府分庭抗礼。1976年9月，知识分子雅采克·库龙、亚当·米赫尼克等人组建了“保卫工人委员会”。1977年3月，法学家和历史学家莱舍克·莫楚尔斯基组织了“保卫人权和工人权运动”。1978年，格但斯克等沿海工业城市出现了自由工会组织。其中，格但斯克自由工会的领导人就是瓦文萨。波兰社会矛盾已经达到了临界点，苏联模式潜力枯竭，境况堪忧。

第三节　苏联模式的终结

1980年9月5-6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八届六中全会，解除爱德华·盖莱克第一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选举斯塔尼斯瓦夫·卡尼亚为第一书记，选举卡·巴尔齐科夫斯基、安·扎宾斯基为政治局委员。党的领导人更迭，并未缓解波兰的爆炸性局面。1981年10月16-18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九届四中全会，卡尼亚辞去了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选举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为中央第一书记。鉴于苏联威胁出兵平定波兰社会动乱，雅鲁泽尔斯基先发制人，采取非常手段，宣布波兰进入战时状态，取缔“团结工会”等反政府组织。同时，雅鲁泽尔斯基进行经济改革，政府制定了1986-1990年经济发展战略，计划在五年内，国民收入增长16%-19%，工业产值增长16%，农业产值增长10%。在新政府执政的头三年里，国民收入继续增长：1985年3.4%，1986年5%，1987年2%。通货膨胀率从1982年的104%降到1985年的15%和1986年的17.5%，1987年又上升到26%。雅鲁泽尔斯基急于求成，匆忙进入经济改革的第二阶段。1987年4月，公布《第二阶段经济改革问题提纲》。“保证国有企业真正自主，为私营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整顿价格体系，完善工资和社会保障体系，改变中央的计划工作，减少各级管理机构的数量等等。”但是，改革的结果却适得其反，“扩大企业自主权后，很多企业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不顾社会和国家利益，擅自提高物价和工资，使物价、工资轮番上涨，很快出现了投资失控、消费失控、物价失控、工资失控等严重问题，毁坏了改革形象。特别是在1988年价格改革失败后，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外债达到390亿美元，通货膨胀率为70%-80%。1988年物价水平比1987年同期提高74.9%，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如此局面导致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威信降至谷底，而“团结工会”的威信骤然上升。

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波兰人民对苏联模式彻底丧失了信心。1984年，波兰社会科学院对格但斯克大学一至三年级的大学生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在回答“应实行何种社会制度”的问题时，赞成社会主义的占47.5%，赞成资本主义的占3.5%；在回答如何看待“波兰目前的社会制度”时，仅有9.8%的人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48%的人认为这不是自己理想的社会制度，25%的人认为是与社会主义没有多少共同之处的社会制度，4.9%的人认为是极权制度，5.1%的人认为是共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回答“波兰社会政治现实中需要如何改变”时，72.8%的人要求更换干部，42.3%的人认为要改革政治制度，46.2%的人认为要实行多党制，57.3%的人主张扩大社会对政权的监督，39.8%的人主张扩大立法机关的权限和作用，21.4%的人要求国家独立，还有59.8%的人认为将国有企业改为私有制，波兰的经济将会好转；在回答“调查者的近期目标是什么的问题”时，有0.3%的人把反对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近期目标。

“团结工会”的崛起：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执政地位被“团结工会”取代，标志着苏联模式的终结。1980年8月16日，时年37岁的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电工莱赫·瓦文萨组织成立厂际罢工委员会。次日，罢工委员会提出组织独立工会、罢工自由以及言论自由等21条要求。罢工委员会得到反对派和许多社会精英的帮助和支持。8月26日，罢工蔓延到重工业基地西里西亚，政府同罢工委员会谈判。8月底，政府与罢工委员会达成协议，同意罢工委员会成立独立工会。9月17日，工会领导人投票决定成立全国性工会，命名为“团结工会”。仅三个月的时间，团结工会会员数就发展到800万，是当时波兰成年人口的1/3；一年之后，会员就超过1000万人。同时，团结工会不仅得到了罗马教皇的支持，也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团结工会“正在逐步演变成一场大众社会运动，它旨在实现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消除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实现企业自主经营”。1981年3月27日，团结工会领导了一场全国性罢工，罢工持续整整四个小时。

团结工会不仅是一支新兴社会力量，而且也是统一工人党的瓦解力量。“300万名党员，有大约三分之一脱离统一工人党的领导，甚至有70万党员加入团结工会。”团结工会在纲领中宣称，他们的追求没有仅仅停留在面包层面，他们追求正义、民主、真理、合法性、人性尊严、信念自由以及共和国改革。团结工会走上波兰政治舞台，宣告了苏联模式在政治合法性与公共伦理上的破产。瓦文萨是产业工人，团结工会的主体也是产业工人。团结工会要求结束波兰统一工人党一党专政，这是工人阶级要求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政治代表——波兰统一工人党下台。这说明，波兰统一工人党在政治上已经无法取得工人阶级的信任和授权，已经蜕变为既得利益集团，势必被工人阶级和波兰人民抛弃。

为了维护政权、避免苏联出兵干预，1981年12月13日，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宣布戒严，建立救国军事委员会（Wojskowa Rada Ocalenia Narodowego），镇压团结工会，团结工会领导人被捕，次年10月8日被正式取缔。团结工会转入地下继续存在，在波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发展新的成员。1988年，波兰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状况比8年前还要糟糕，工人们发动两次大规模罢工，政府镇压罢工。8月21日，始于西里西亚煤矿的大规模政治性罢工在全国蔓延开来，政府意识到镇压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军管后，波兰立即遭到西方全面的集体制裁。这令波兰经济雪上加霜，只能依靠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输血，惨淡维持。

1988年，美苏首脑在华盛顿会晤，应苏联的提议，重点讨论中欧问题，尤其是波兰问题。苏联希望美国来拯救波兰经济，美国政府提出拯救波兰经济的政治条件，即波兰必须取消军管，恢复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实行全面变革。1988年7月，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问波兰，对雅鲁泽尔斯基大加赞赏。雅鲁泽尔斯基抓住这个时机，提出团结工会合法化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没有反对，并让雅鲁泽尔斯基就此问题上交一份报告。美国副总统布什也在同年访问波兰，并会见瓦文萨。布什许诺，在1989年1月取消对波兰的所有制裁。作为回应，波兰政府取消对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之音电台的干扰。

1988年8月31日，时任波兰内政部长的基什恰克与瓦文萨举行会谈，谈判到10月破裂。无论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还是团结工会内部都存在反对和谈的力量。波兰主教发挥积极作用，进行多方斡旋，雅鲁泽尔斯基和瓦文萨分别以辞职相威胁，瓦文萨在10月份成立100人的公民委员会（Komitet Obywatelski）协助谈判，保证谈判顺利进行。1989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十届十中全会，通过《关于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的立场》决议。

1989年2月6日，历史性和谈在华沙揭开帷幕。参加和谈的有统一工人党、团结工会、波兰罗马天主教、统一农民党、民主党、全波工协等多个党派组织，共有57人参加。会议主要讨论：加薪和物价指数问题、多元化选举问题、限制总统权力问题、未来的众议院和参议院权限问题和反对党取得大众传媒的路径问题等。瓦文萨到全国各地巡回演讲，进行宣传鼓动。

4月5日，和谈终于达成共识，签署四份文件，分别是《关于政治改革问题的立场》、《关于社会和经济政策以及体制改革问题的立场》、《关于工会多元化问题的立场》和最后议定书。会议决定摒弃苏联模式，走议会民主制道路，实现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实行总统制和议会两院制；转变经济模式，走市场经济道路。会议重申团结工会的合法化地位。会议决定，当年7月份进行一次半自由的议会选举，并为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制定新的选举法，对波兰的宪法做几处修正。修正宪法旨在建立一个制衡机制，保证未来四年政治上的平衡，避免政局动荡。修改选举法，实行代议制民主，引进竞争机制。总统和参议院得以恢复，总统由参议院和众议院共同选出，参议院则在全民自由选举的基础上选举产生。总统和参议院都可以对众议院行使否决权。众议院的席位除波兰统一工人党及其联盟占有299个（占总数的65%）席位外，剩下的161个（占总数的35%）席位则实行民主选举，新成立的团结工联公民委员会（Komitet Obywatelski"Solidarność”）也可以参加竞选这些自由席位。虽然选举法的修改有维护统一工人党统治地位的倾向，但也为团结工会和波兰其他党派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合法的平台。

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一致认为实现全面民主至少要花费四年时间，因此双方考虑一个更具操作性的行动方案。波兰统一工人党保证三四年之内实现经济社会的民主化改革，而团结工会则保证在四年内，支持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保持有利于改革的稳定的社会环境。4月7日，波兰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议会选举法》、《参议院选举法》、《个体农民法》和《工会法修正案》等六部法案。

议会选举赢得席位（1989年6月4日和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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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4日，举行全民半自由选举。团结工会支持的公民委员会几乎囊括了所有参议院的席位（100个中的99个）以及众议院所有的自由席位。而政府支持的候选人中，超过议会保留席位所需要的50%有效得票率的仅有2人。众议院出现33个空额，而宪法规定，众议院由460位代表组成。雅鲁泽尔斯基完全可以取消这次选举，统一工人党内部也出现宣布选举结果无效的呼声。雅鲁泽尔斯基不为所动，宣布选举结果有效。

7月3日，戈尔巴乔夫的特使声明波兰可以自行决定政府组织形式。雅鲁泽尔斯基作为唯一候选人竞选总统，于7月19日以49.63%（544票中的270票）得票率当选为波兰共和国总统。10天后，他辞去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的职务。雅鲁泽尔斯基选择团结工会活动家塔·马佐维耶茨基担任总理。9月12日，马佐维耶茨基及其内阁履职。统一工人党的联盟党——农民团结和民主党站到了团结工会一边。马佐维耶茨基成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位非共产党员总理，学术界把这次大选作为波兰第三共和国诞生的标志。

第三章　社会民主主义尝试

第一节　迈向代议制民主的政治转型

1989年12月29日，议会对宪法第二次修订。波兰重新命名为“波兰共和国”，国徽恢复为戴王冠的白鹰，确定波兰共和国为“民主法治国家”，是为“波兰第三共和国”。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地位被取消，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结盟也从宪法里面删除。同时，通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决议。

1990年内阁改组，由统一工人党人担任的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被团结工会成员所取代。5月举行完全自由的地方选举，团结工会委员会所支持的候选者获得全胜。至此，团结工会在波兰的政治影响力已远远超过统一工人党。

1990年9月27日，议会通过《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由普遍、直接、秘密、和平的方式选举产生。获得10万公民的签名支持，年满35岁的公民皆可参加总统竞选，获得50%以上选票的候选人即当选为总统。如在第一轮选举中没有一个候选人获50%以上选票，进行第二轮投票，由票数最多的两名候选人进行竞选，获多数票者即当选为总统。11月25日总统选举提前举行，6名总统候选人中，有两名来自团结工会——马佐维耶茨基和瓦文萨。1670万公民参加选举，参选率为60.6%。但由于第一轮无人得票率超过50%，进行第二轮选举。瓦文萨以74.3%的得票率在第二轮选举中获胜，当选为波兰总统。

总统选举（1990年11月25日和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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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瓦文萨没有从即将离任的雅鲁泽尔斯基手中领受共和国印章，而选择了从雷·卡乔罗夫斯基（Ryszard Kaczorowski）手中领受。雷·卡乔罗夫斯基是波兰最后一位流亡总统，专程来到华沙移交共和国印章……这个移交仪式，象征着第三共和国和战前第二共和国的正统接班人建立起了合法的联系。波兰流亡政府完成历史使命，并随后自动宣告解体”。随后，长期流亡在西方的波兰人陆续回国。

瓦文萨当选总统，团结工会却分裂了，频繁上演瓦文萨所说的“上层战争”。7月28日，议会通过政党法，规定15人联名在华沙省法院注册即可成为合法政党，小党派如“雨后春笋”般在波兰涌现。截至1990年10月30日，波兰已有154个政党。1991年，团结工会分裂为若干相互敌对的工会组织、民粹主义政党和民族主义天主教集团。

1990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停止活动的决议》。1月27日，波兰统一工人党自行解散。1月28日，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宣告成立，它基本上继承了原波兰统一工人党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机构，领导班子大多来自前执政党中的少壮派，年轻而又不缺乏经验，领导人大多是专家和务实主义者，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社民党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是经济学家。会上通过《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宣言》和党章，其宗旨是实现社会民主主义，最高价值是实现社会公正和自由平等，维护公民权利和劳动人民的团结一致。社民党保证致力于加强波兰的国家独立、捍卫波兰主权、促进民族谅解。社民党明确支持多党制议会民主制度，遵循议会斗争的基本规则。社民党积极发展社区组织，建立2587个支部，遍及全国49个省。经过两年的时间，其成员就从2万发展到6万。社民党虽脱胎于原统一工人党，但是其性质已经转变为西欧意义上的社会民主党。

社民党作为左派势力中最有影响力的党派，在1990年的总统选举之前，其领导人克瓦希涅夫斯基提出成立民主左翼联盟的倡议。1991年7月16日，民主左派联盟（SLD）终于成立，包括波兰社会民主党同工会全波协商会议、波兰共产主义者联盟“无产阶级”、波兰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波兰社会党、民主妇联、波兰绿党等19个政党和社会团体。此后，这一联盟逐步发展为由33个政党和团体组成的强大政治力量。社民党发表社会政治纲领——《民主与公正》，阐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其基本政治立场与团结工会一致，支持社会的民主化改革，支持从苏联模式向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转变。经济政策方面，在波兰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强调转轨过程不能追求速度、急于求成或者走过于极端化道路，而应该从波兰实际出发，走一条保证国内稳定的温和改革之路。社会政策方面，该党认为经济转轨不能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尤其强调不能把社会转型成本转嫁到底层民众身上，应尽量均衡社会转型成本，健全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切实保障中下层民众利益。

1991年10月，波兰举行选举，共有111个党派参加了选举，其中29个党派赢得议会席位。民主联盟虽然赢得了议会中最多的席位，但是没有相对的优势。在没有政党获得稳定多数的情况下，只能组建短暂的联合政府，这是波兰政局动荡的根源。政府成员大多是当年团结工会的专家顾问或支持团结工会的知识分子，其社会基础是工人阶级，议会成员多数也是团结工会活动家。经济体制转轨，必然与工人阶级发生利益相冲突，冲突得不到妥善解决，议会通过不信任案，逼迫政府下台。马佐维耶茨基、别莱茨基、奥尔舍夫斯基、苏霍茨卡四届政府由团结工会送上台，又被团结工会赶下台。

第二节　新自由主义主导经济转轨

20世纪80年代末，波兰经济千疮百孔：通货膨胀率持续升高，1989年8月为39.5%，10月上升为54.8%，到年末竟超过2000%；财政赤字为49亿兹罗提，占GDP的8%，兹罗提的信誉度急剧下降，黑市兹罗提的交换汇率比官方高出8倍，金融秩序紊乱；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生活用品供应不足，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像所有1989年发生在中欧和东欧的重大政治突破那样，波兰的政治突破也创建了一个特殊的思想氛围并缔结为了公共利益而行事的共同条款……特殊时代的初期，正是出台一些执行起来比较困难的政策的最佳时期，这个时期的政策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波兰人民愿意勒紧裤腰带，迎接严酷的改革，因为领导改革的政府是波兰人民自己选择的合法政府，而不是外来的力量强加给波兰人民的政府。他们心中充满了对新政府的期盼与信任，相信痛苦都是短暂的。

1989年，时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巴尔采罗维奇组织波兰和西方经济学者的团队，设计经济改革方案。他接受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政策建议，采取“休克疗法”。1990年1月，一揽子计划出台。该计划旨在对波兰经济作根本的体制性变革，着力解决三个方面问题：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实现微观经济自由化以及深化制度变革。主要包括：放开价格机制和私人经营权；改革外贸体制；适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维持社会稳定；修订商业法；提升私有化效率。波兰颁布《私有化法》，为私有化提供法律上的依据。波兰政府成立国库部，专门负责经济私有化。

1989-1993年波兰国营和私有企业雇佣工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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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波兰国家统计局各年度统计年鉴。

1989年前，波兰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国家控制超过80%的社会生产总值和70%以上的劳动者。1988年，波兰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27.8%，从事工业的占32.2%，从事建筑业的占7.9%，服务业的占32%，而此时瑞典分别占5.0%、22.7%、6.0%、66.4%。物价与市场供需状况无关，由国家规定。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商品销售是受价格管制的，包括食品、住房等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商品。市场调节的缺位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轻工业严重滞后于重工业，产业集中程度过高；大量资金流向非经济领域；物资短缺现象十分普遍”。当时，波兰的制造业和建筑业分别占GDP的45%和11%。1989年，波兰共有4992家企业，但社会总产值的50%来源于其中的141家企业，只占企业总数的2.8%。

波兰经济转轨，主要采取以下几个方面措施：

（1）改变所有制结构，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充分引进市场机制。国有企业也要充分接受市场的挑战，那些常年盈利较低或者是没有盈利的国有企业可以通过破产处理。（2）改革价格机制，实现市场自由定价。1990年初，取消价格体制的所有限制，市场定价的范围覆盖90%以上的商品。（3）改革财政，力争预算平衡。波兰政府通过削减对面包、肉类等的补贴，降低财政支出；通过提高酒类价格、增加商品和企业的税收等途径，增加财政收入，降低财政赤字。（4）开辟资本市场，吸引外资，实行外贸体制改革，引进兹罗提内部互换机制。允许外国企业和私人在波兰投资，废除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垄断权，所有企业实行统一关税。（5）金融改革，对贷款额度实行限制政策，取消国有企业信贷的优先权，利率与通货膨胀率挂钩。禁止中央银行为财政预算赤字进行融资。（6）改革税收制度。取消对私有企业的特殊税收，所有企业实行统一税收，营造公平竞争氛围。对国有企业征收超额税（popiwektax），限制工资上涨，阻止恶性通货膨胀。

1985-1994年波兰选择性消费品拥有数量（每100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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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波兰国家统计局社区调查统计年鉴，1994，第228页。

波兰经济改革的主要设计师巴尔采罗维奇指出：“改革过程更强调为合同和产权建造一个透明的法律基础，私有化过程并没有产生新的掠夺性的资本主义的寡头。”

波兰财政状况及相关数据（1989-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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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波兰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波兰中央银行通讯报告，达布罗夫斯基（Dabrowski1996）；国际金融统计数据。

苏联解体前，波兰已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西方国家对波兰经济转轨给予大力的财政支持，美国提供货币稳定基金10亿美元。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萨克斯不仅为波兰争取贷款，还呼吁西方国家支持波兰改革。资本主义世界金融财团给予波兰缓期偿还债务或者减免债务的特殊待遇。欧盟国家为波兰提供全面支持。瓦文萨任命克尔泽斯托夫·斯库比斯泽夫斯基为外交部长。斯库比斯泽夫斯基是无党派人士、国际法权威，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奠定了波兰加入北约和进入欧盟的基础。波兰迅疾地投入西方的怀抱。

波兰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初期，通货膨胀率得到控制。通货膨胀率从1989年的653.0%降到1990年的192.9%，而且呈继续下降态势，到1992年降到31.4%。商品短缺、排队和票证完全消失。GDP增长率在1990年虽然下降，但是很快回升，到1993年时已达到3.5%，是欧洲增长率最高的国家。波兰是东欧转型国家中，经济恢复所用时间最短的国家。1989年财政赤字达到政府支出的20%，而半年之后实现“扭亏为盈”，盈余达到了GDP的约3%。1991年、1992年，波兰分别吸收外国直接投资1.17亿美元和2.84亿美元，在东欧集团，波兰是仅次于匈牙利、居第二位的吸引外资的国家。同时，出口额大幅增加，从1989年逆差转为1990年40亿美元顺差，外汇储备增加到40亿美元。外贸体制的改革虽然引起兹罗提的大幅度贬值，但是黑市交易断绝，汇率重新统一并保持稳定。兹罗提坚挺起来，重新成为信用货币。私有化改革虽然受到工人委员会的阻挠，但国营和私营企业所占比重仍出现逆转，到1993年，波兰超过50%的产量都是来自私营企业，雇佣大约56%的劳动力。1989年，波兰有813500个个体工商户；到1993年猛增了966700个。波兰工业增长主要由私营经济贡献，1989年私营企业工业增长率为22%，虽然1990年下滑，但之后一直呈增长态势，到1993年达到50%。从下表中，可以看到工业增长率一直处于比较低靡的状态，1989年为0.5%，到1993年才达到8.3%的增长率，且1990和1991年都处于负增长的状态。到1992年年中，3000家大型国有企业的大部分在新的环境下做出重大调整。

波兰GDP、人口和人均GDP变化情况（1990-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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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1993年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是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基础，存在很多方面的局限性。宏观经济在1990年上半年出现上涨，下半年便出现滑坡。财政收入从1990年的3.5%的盈余到1991年猛然逆转为5.6%的赤字，外贸也从1990年的47.94亿美元顺差变为1993年的46.91亿美元逆差，刚稳定下来的兹罗提不断贬值，1990年的兹罗提与美元的汇率为9500，到1993年贬值为21000.1991年GDP仍旧处于负增长，人均GDP相对于1990年也下降7.4个百分点。1990年失业率为6.3%，1993年增加到9.4%，其中1/3失业者为18-24岁的青年，在49个省中有13个省失业率超过20%。由于通货膨胀，工人实际工资明显下降，1990年工资下降30.2%。尽管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1993年工人工资实际增长水平仍旧处于负增长状态，超过40%的波兰家庭生活在最低水平线之下。1992年7月社会调查表明，只有5%的工人认为波兰国内状况很好，然而有77%的工人认为差或者是很差。

1990-2008年波兰GDP实际和预期增长率（%）

[image: ]


“休克疗法”导致经济滑坡，工人阶级和社会中下层群众实际利益和利益预期俱受损，引发了广泛的抗议，1990年共发生250次罢工，115687人参加，造成159016个工作日的损失，抗议事件有314起。据统计，1989-1993年，共发生1476起抗议事件。参加抗议者包括工人、农民、学生、商人、教师、医生、公务员等，其中工会表现最为活跃。在此期间，成立5000个新的工会，其中200个是全国性的。一个职工最多可能参加10个以上的工会。“工会吓跑投资者”是波兰转型期的突出现象。波兰国有大企业的私有化方案往往反复修订也不为工会所接受，产权改革过程步履维艰。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煤矿企业转制，关闭煤矿和裁员因屡遭集体抗议而阻断。政府不得不给经营不善的煤矿企业划拨补助金。集体抗议逐渐变成民众参加公众生活的重要形式，并且制度化，成为“市民和国家交流的合法化的工具”。

波兰经济转轨陷入困局，主要原因：首先，改革之初波兰没有国有资产整体处置方案，私有化进程仓促启动，加之波兰工会力量强大，产业部类间的私有化不均衡，以私有化进程为区隔，形成了两类产业组团。其次，由于政府完全退出经济领域，在市场逐利性诱导下，一些投资见效慢的基础产业和部门筹集不到充足资金，发展严重滞后，这既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又导致经济发展比例失衡；只有一些效益较好的企业被收购，效益较差的企业无人问津，成为政府的财政负担，每年国家都要为维持这些企业的运转和工人的生计支付大量的补贴金。失业率持续上升，政府财政困难进一步加大，政府发放的失业补助金占到劳工总预算基金的90%。因此，政府用在重新培训、求职指导、启动金贷款、雇主补贴和公共工程等促进生产力持续发展领域的资金就极度匮乏，从而形成了一种失业与补助之间的恶性循环。再次，改革产生了悖论——原本最支持改革的工人成为经济转型成本的最主要承担者。国有企业私有化，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意味着剥夺国有企业提供的住房、医疗保健、日托甚至每日膳食等福利。

团结工会的最大支持者是工人，实行私有化改革必然要触及工人的切身利益。1989年10月，波兰议会通过团结工会主导的临时社会保障措施，包括：（1）新的总体的失业人员保障计划；（2）针对穷人的公共援助系统；（3）由于裁员，扩大提前退休的范围；（4）建立新的养老金制度。这与1952年波兰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和国家社会保障的权利相比，有很大差距。例如对公费医疗制度的改革，政府以财力匮乏为由，1989-1993年个人公费医疗平均支出从110美元下降到76美元，政府还削减食物、能源和运输等方面的补贴。福利锐减加上通货膨胀，大量平民生活水平沦落到贫困线之下，抗议浪潮风起云涌。

波兰抗议事件数量（按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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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外交政策是通过加入欧盟和北约，融入西欧，对俄罗斯保持距离与警惕。1989-1992年波兰的对外关系主要以改善与邻国的关系为主。在苏联解体之前，波兰就积极加强与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联系。1991年11月，波兰第一个承认乌克兰独立。波德关系也取得极大进展。1990年10月中旬，在讨论德国重新统一的“4+2”会议结束后，波德签订条约，并确认了两国之间的奥德尼斯边界。1991年6月17日，两国签订合约，宣布历史和解、睦邻友好、开放合作。波兰与苏联的关系微妙而复杂。1990年4月13日，苏联塔斯社发表声明，正式承认卡廷森林惨案中被害的波兰军官为苏联内务部所杀。1991年4月，戈尔巴乔夫承认苏联政府对卡廷大屠杀负有的重大责任。1993年8月，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访问华沙，以个人名义为卡廷惨案和苏联对波兰人民的其他压迫道歉，他向波兰政府移交了1940年发生在斯塔罗别里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的两起屠杀波兰人事件的档案资料。同年，波俄签署修建一条贯穿波兰的主要天然气管道以及俄罗斯向波兰供应天然气的合约，苏联时期进驻波兰的军队全部撤离波兰。但是此后，波俄关系急转直下，双方抵牾不断。

与此同时，波兰积极靠拢西方。波兰政府声明，要“通过迅捷和灵巧地把波兰纳入西欧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发展的轨道，超越落后的历史，成为发达国家的平等合作伙伴”。1989年，波兰与欧盟建立外交关系。1990年9月至1991年12月，波兰与欧盟经过八轮艰难的谈判，签订《欧洲协定》。1991年6月，经济互助委员会解体。7月1日，《华沙条约》缔约国在布拉格做出结束华沙条约组织活动的决定，《华沙公约》失效。1991年9月，波兰总理访问美国，宣布波兰申请加入北约。次年10月，波兰总理访问布鲁塞尔北约组织总部，再次重申加入北约的决心。1992年9月11日，波兰提出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申请。1991年2月15日，波兰总统莱·瓦文萨、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瓦·哈维尔和匈牙利总理约·安托尔在匈牙利布达佩斯附近的维谢格拉德会晤，就三国合作和欧洲一体化问题发表宣言，建立维谢格拉德集团，确定四个主要目标：（1）全面恢复每个国家的独立、民主和自由；（2）全面废弃集权体制下的经济和精神结构；（3）建立议会民主和现代法治国家，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4）全面融入欧洲政治、经济、安全和法律秩序。同年10月5-6日，三国领导人在波兰克拉科夫会晤，就三国加入北约问题交换看法。11月30日，三国领导人在华沙举行会谈，探讨加入欧盟和建立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自由贸易区问题。波兰分别同两国签订了睦邻友好合约。1993年6月，欧盟理事会在哥本哈根首脑会议上为包括波兰在内的中东欧国家制定入盟的总体框架，要求这些国家赞同和支持欧盟政治、经济和货币联盟的目标，实现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国家法治化等，贯彻欧盟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

波兰转轨初期，“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机构被低估了”。1993年是波兰转轨的分水岭，这一年举行了第二次议会选举，针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福利政策等方面做出相应的改革，初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制度体系。这一年也是波兰外交政策的分水岭，维谢格拉德集团停止存在，波兰进一步靠拢北约和欧盟。

第三节　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确立

1993年9月19日，波兰提前举行第二次议会大选。新的选举法规定，得票未超过5%以上的政党和8%以上的政党联盟不能获得议席，并且增加选区数量，采用顿特法（D'Hondt system），许多小党被拒之门外，大的政党和政党联盟则从中受益。

1993年9月19日议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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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选举共有1442万公民参加投票，出人意料的是团结工会因为有效得票率（4.9%）没有超过5%，而无缘议会。只有5个政党和1个联盟顺利进入了议会，民主左翼联盟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获得有效选票率为20.41%，赢得了37.2%（171个）议会席位；居于第二的是其盟友波兰农民党，分别为15.4%和28.7%。在参议院100个席位中，民主左翼联盟获得37席。在21名政府成员中，波兰农民党7名，民主左翼联盟6名，亲民主左翼联盟和波兰农民党的无党派人士6名，劳动联盟1名（后转入民主左翼联盟），支持改革无党派联盟1名。10月，议会中最具实力的两派——民主左翼联盟和波兰农民党组成左翼联合政府。除了波兰农民党这一强大盟友，民主左翼联盟还得到波兰全国最大的工会——波兰全国工会联合会的支持，这次选举中获得的171个席位中有61个席位就是来自该工会。

1993年3月，波兰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张建立一个公正、民主、安全的波兰，提出以调整经济、增加社会保障、减少失业、改善人民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竞选纲领，以及“波兰需要一个好管家”等一系列平民化的竞选口号，深得民心。他们不仅表明将实行新的政治经济政策，改变人民群众生活现状，还根植于民主和多元化的欧洲。“他们不想仅仅被当做后共产主义政党，而是想被视为合法的欧洲社会民主党。”20世纪90年代，左翼联盟强调欧盟与波兰社会民主的相似性，这自然地强化了其亲欧政策。

查理大学的弗拉基米尔·皮诺切克曾对波兰的经济做过十分形象的比喻：波兰的社会主义经济就像到达了一座小山的顶峰，它需要去攀援另一座更高的山峰。但是在这座山峰之间，有一个又大又深的峡谷，因此，他们必须从这座小山上下来，才能登上另一座更高的山峰。也就是说，必须要打破过去旧的经济体制，创建一个新的经济体制。“休克疗法”引领波兰人一路狂奔到了山底，艰辛地越过峡谷，到达西边山脚。这时，波兰人已经疲惫不堪，很多人都在奔跑的途中付出惨重的代价，“伤势”很重，需要及时疗养和休息。上山比下山需要耗费更多的“体力”，急行军是行不通的，只有掌握好合适的行军速度，才能保证行军的持久性，也不至于使太多人掉队。瓦文萨后来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回答法国《世界报》提问时，他承认波兰在改革中犯了错误，大量人口失业，机器停转，如果波兰的经济改革起步能放缓一点，至少有一半的失业者是不会失业的。

左翼联盟致力于建立强有力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把国家对经济的有效干预和市场的基础性资源配置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所有制的多元化和权利的平等。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国家公共权力机构必须承担社会福利责任，尽量保证社会转型成本的平均分配，切实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缓和社会矛盾。“新自由主义的经典教条被基于经济理性的务实做法所取代”，左翼政府以提高微观经济效率和国民收入最大化为目标，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把更多的资金用于发展上，把国有部门推到市场竞争之中；基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征税点也随之提高，税收率降低，企业家的税收从40%降到32%，直接减少20%的税收。

1994年6月，针对“休克疗法”带来的失业人口大量增加、人民生活水平降低等问题，波兰政府制定中期（1994-1997年）经济发展计划——波兰策略，主要强化社会方面的改革。左翼联盟没有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推荐的快速私有化政策，而是采取稳健的渐进式转轨政策，在社会福利、就业、失业救济、医疗保障、教育等方面实施积极的举措，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阻止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赢得民众对改革的支持，为波兰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在社会福利方面，政府全面提高弱势群体的补贴，上调养老金和工资的最低标准。政府根据通货膨胀率，对于物价上涨保值。左翼政府把福利制度法律化，通过立法程序固定下来。1994年，波兰政府增加对包括国有和私营在内的企业社会福利资助，减少企业负担，降低企业破产率，防止更多的工人失业，同时增加防止企业破产保证金。政府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通过增加住房、交通、电信和能源等公共设施的建设，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政府发放小额贷款，鼓励私人创业，自主创业，有效地缓解就业压力。医疗方面，1994年，波兰卫生和社会保险部制定《保险战略》，规定医疗保险制度是普遍性、义务性与社会承担相结合，国家给予必要的补贴。医保基金由国家、社会和个人共同承担。国家主要负责扩建保健设施、培养医务人员、实施全国性保健预防计划，为卫生保健主管部门日常活动提供资金和为医疗保险事业提供必要的补助。领取医疗保险金的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分为不同等级和类别。经济越窘困的群体，国家和社会承当的医疗费用就越多。

转轨以来波兰工业生产和累计出口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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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左翼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措施，波兰经济有了起色。失业率从1993年的16.4%（290万人）下降到1997年的10.9%（190万人）。通货膨胀率下降2/3，从1993年的37.6%降到了1997年的13.2%。政府财政赤字从1993年的88.7%，下降到1997年的44%。GDP迅速增长，1993年增长率为3.5%，四年期间保持着持续的增长态势，到1997年达到7.1%。人均GDP也上升3个百分点，从1993年的5018美元上升到了1997年的6366美元。左翼执政的1993-1997年，GDP实际增长率与GDP预期基本保持一致，工业增长率从1993年的持平到1997年提升10.1个百分点。从一个连续发展的时期来看，1994-1997年工业生产增长率比上个时期提高18.5个百分点，累计出口增长率也为前一个时期的2.48倍。1996年以后，波兰吸引外资的速度已超过捷克、匈牙利。1996年和1997年，波兰分别吸引外资27.49亿美元和30.44亿美元，而同期捷克只有13.88亿美元和12.75亿美元，匈牙利只有19.86亿美元和21.0亿美元。从1994年开始，波兰经济中的资本更新速度加快，投资增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投资消费也趋于活跃，在1993-1996年间，私人消费连续增长5.2%、4.3%、4.5%、8.7%，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2.9%、9.2%、18.5%、20.6%。1990-1994年波兰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年平均变化率为42.9%(5个中欧国家平均值为42.4%），1994-1998年为15.5%(5个中欧国家平均值为11.5%）。贫富之间的差距没有进一步拉大，基尼系数接近0.33，加权平均值为0.29.

1995年11月5日，波兰举行第二次总统选举，共有1820万人参加投票，投票率为64.7%。团结工会的瓦文萨和社民党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是最受关注的两位候选人。两人都承诺将延续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宣称积极申请加入欧盟。社会民主党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在第二轮选举中，以比瓦文萨高出3.4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当选波兰总统。这时，波兰的总统、总理和议会都掌握在了民主左翼联盟手中，形成了所谓的“红三角”。

1997年4月2日，国民大会以451票赞同、40票反对和6票弃权的结果通过波兰共和国宪法，随后进行公民投票，43%的公民参加投票，赞成票为52.7%。7月16日，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正式签署宪法。三个月后，宪法正式生效。宪法序言强调尊重不同的信仰，全民团结起来为了共同的波兰而奋斗，为了伟大祖国的今天和明天而奋斗，并且要和海外的同胞一起分享。宪法把波兰定义为市民社会而不是民族国家，在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保证少数民族的权利，禁止歧视和带有种族仇恨的组织蔓延。宪法主要内容：（1）波兰是民主法治国家，所有国家机关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执行权力；（2）波兰政府一分为四：由众议院和参议院领导的立法部门、总理领导的行政部门、主要负责外交的总统府和完全独立的司法部门；（3）通过保障传统的个人自由和政治权利构建自由民主社会的框架；（4）通过保障自由的市场经济活动建立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5）公民有获得安全和卫生工作环境的权利、获得社会提供的初级卫生保障金的权利、接受教育和有权知道环境状况和政府采取的保护措施的权利；（6）从源头上维系波兰民族的认同性，尤其要加强同海外波兰同胞文化上的联系。波兰新宪法根植于波兰悠久的宪法史，一直可以追溯到16世纪，甚至更远。引人注目的是，波兰宪法第一次在国内法律程序范围内，规定国家法和超国家法的一般规则。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波兰共和国应尊重国际法的约束力。”对总统的权力做进一步的限制，规定总统仍可执行签订外交文件的权力，但是一些重要的外交文件必须经过议会的批准。

由于政府福利支出的增加，财政负担进一步加重，发展资金严重不足，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影响到财政收入，财政的可持续性破灭。失业率高企，社会不满情绪弥漫。1997年发生罕见的水灾，左翼政府灾难处置能力令民众失望；左翼政府联盟内部出现严重分歧，农民党甚至提出对总理的不信任案。1997年9月，第三次议会选举，右翼势力“团结选举行动联盟”以33.83%得票率，成为议会第一大党，组阁执政。民主左翼联盟得票率虽比1993年还高近7个百分点，但是失去继续执政的机会。

2008-2011波兰经济：年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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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波兰市场回顾（Polish Market Review），2011年1月

1998-2001年右翼政府执政期间，波兰经济出现下滑，GDP增长率从1997年第二季度的7.5%下降到2001年第四季度的0.2%。1997年财政赤字占GDP的3.2%，1999年财政赤字猛增，上升到7.4%。1994-1997年期间减少的100万失业人口，又反弹回来。2001年议会选举，无论是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联盟（UW），还是民粹主义的团结选举行动（AWS），都没有获得超过5%的选票，无缘议会。左翼在1997年选举失败后，进行重组。1999年12月，以社会民主党为中心的民主左派联盟解散，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更加紧密团结的左派联盟党，提出把波兰建设成一个公正、平衡和持久的国家的政纲。2001年议会选举，左翼重新上台执政。他们延续务实政策，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发展上，波兰经济重新被拉回到向前发展的轨道上。在这个时期内，工业生产总值增加6.7%，外贸出口增加64.4%。到2003年中期，GDP增长4个百分点，2004年第一季度增长7个百分点。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在这个阶段加速，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由于这个阶段是波兰申请进入欧盟的关键时期，欧盟规定成员国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5%，波兰政府不得不紧缩财政开支，福利支出大幅度减少。大量失业人口、福利减少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降，罢工浪潮风起云涌，政府贪污腐败，丑闻不断，左翼执政联盟内部争权夺利、分崩离析。2004年，贝尔卡临时政府取代左翼政府。人民群众对临时政府同样不满意。2005年3月，社会调查显示，74%的波兰人认为当时的局势很糟糕。

2005年，举行新一轮议会选举，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重合。9月议会选举投票率为40.5%，为有史以来的最低点。最终6个党派进入议会，两个右翼党派派法律公正党（Pi S）和公民纲领党（PO）分别以26.99%（49席）和24.14%（34席）赢得议会最多的席位。左翼联盟得票率仅为11.3%，比2001年下降近30个百分点。经过两轮总统选举，法律公正党的卡钦斯基以54.04%得票率当选为总统。2001年新组建的党派法律公正党以法律和秩序为旗帜，反对腐败，强调波兰需要一个以传统价值观为基础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是典型的保守主义政党。法律公正党致力于建立与“第三国共和国”区别开来的“第四共和国”，强调强化总统权力，建立真相与防腐委员会和反腐机构，彻底改革司法系统。他们宣称，“第四共和国”是一场新的道德革命的开端，这个开端抹去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残余以及团结工会和前政府在圆桌会议上签订的可耻协议。法律公正党把主要精力放在反对腐败和反对共产主义上，把经济发展置于次要地位。他们对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持消极态度，是软欧洲怀疑论者（s of teurosceptic），反对欧洲联邦。法律公正党基本理念与大多数波兰人相去甚远，两年后，公民纲领党在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以41.5%的得票率上台执政。外交政策上，1994年波兰应邀参加“北约和平伙伴计划”，1995年波兰成为欧盟联系国，1996年波兰被接纳进“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7年7月欧盟委员会的“2000年行动计划”把波兰列入欧盟谈判国家之列。北约16国马德里首脑会议也在同年把波兰列入首批加入北约的东欧国家。1999年，波兰总统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在总统宫正式签署加入北约的条约。2003年，波兰全民公投，76.8%的人支持波兰加入欧盟。2004年5月1日，波兰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波兰国内几乎所有报纸都用大字标题写着“波兰重返西方世界”。波兰加入欧盟后，很多波兰裔以色列人都申请了波兰护照。2010年，以卡钦斯基总统的遇难为分水岭，波兰的外交战略悄然转向，由过度亲近美国向“回归欧洲”转变。

波兰人类发展指数（199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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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表示无数据

b：从1993年开始HDI计算方法改变

c：从1997年开始HDI计算方法又有改变

d:1992-1996年的数据是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7年确定的方法计算的，使用这个方法可以在1992-2004的时间范围内进行对比。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1992-2007

波兰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由新自由主义启动、落脚到社会民主主义的全面转型，是波兰现代化进程的新阶段。社会民主主义在不触动私有制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公民的社会参与。1990年，波兰只有1/3的家庭有私家车，2006年这个数字翻一番；1993年，73%波兰人感觉生活拮据，2006年这个数据大约下降40个百分点。波兰经济结构经也发生巨大的变化。2000年，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工业占36%，服务业上升到60%。波兰在加入欧盟后，经济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发展态势。2004-2006年，欧盟投入波兰17293.1百万美元，而欧盟投入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资金仅为总共10241.02百万美元。2011年，波兰的经济自由化指数为64.1，在全球排第68位，这个分数比上一年提高0.9个百分点，反映出在投资自由、个人财产和廉洁从政方面有巨大的改善。这个分数在欧洲43个国家中排名第31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席卷全球，欧洲经济更是危机重重，深陷衰退之中。2009年，波兰经济增长率虽然只有1.7%，但它是唯一经受住危机考验，经济没有下滑的欧洲国家。兹罗提与美元的兑换率保持比较稳定的状态，反映出波兰国内经济的稳定性，1990-2008年19个波兰经济年年均增长率达到5.5%。波兰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哥泽克·科勒德克说：“波兰的成功得益于对华盛顿共识教条的明确拒绝。”

波兰政治参与度调查：2003

[image: ]


当然波兰经济还存在很多问题，巨额财政赤字，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是社会发展的痼疾，2010年仍有12.1%的失业率；波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受到很大的制约。据欧盟统计局（Eurostat）的数据，2005年欧盟国家财政用于福利支出平均为27.8%，波兰为19.6%。2003年，劳动基金给提前退休的人发放50亿兹罗提，失业员工发放50亿兹罗提，而只剩下13亿兹罗提来活跃劳动市场。这种补贴方式，导致恶性经济循环。提高工人素质，减少失业率才是治本之道。波兰整体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贫困率仍居高不下。1987-1988年，波兰贫困率仅为6，此时中欧国家（包括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波兰）的平均贫困率为1.4;1993-1995年波兰贫困率上升为20，而中欧国家平均为12;2008年，波兰仍有12.3%的家庭生活在最低水平线之下，18.1%仍停留在贫困线上。波兰的人类发展指数的世界排名从1990年的43名，上升到2004年的37名。但波兰人的主观幸福指数（Subjective Well?Being index）排位偏低，仅为197，和克罗地亚一起并列世界第198-199位，介于伊朗（200）与韩国（193）之间。

进入21世纪，随着公民社会不断成熟，波兰人对政治参与由转型初期热烈的投入转为理性的淡漠，对政治生活保持理智的距离。波兰民众对政治的信任度偏低。2004年，欧洲社会调查机构，实地抽查结果显示：波兰人民对政党的信任度为3，对议会的信任度为7，对政治家的信任度为3，总体政治信任度达到13，为欧洲国家中对政府机构信任度最低的国家。政治参与度的总分为36，欧洲国家中仅比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和葡萄牙稍高。另外，选民投票取向的波动性很大，2001-2005年多次选举，大概有40%的选民放弃对以前政党的支持，转而选择新的政党。波兰现代化模式的整体历史样貌，还需经过时间的积淀，才能全面揭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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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乘旦

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大约从二十多年前开始进入高潮，到现在已趋平静，不像前一段时间那样火爆了。这种情况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化研究在国际学术界高度走红，涌现出一大批国际知名学者，也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后来，研究渐趋平稳，慢慢退隐成学术研究中的话语背景。但它的话语威力至今仍然强劲，现在，几乎每一个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现代化研究的话语逻辑，受到它的学术影响。有些人不一定赞成现代化研究的路径与方法，甚至不赞成现代化研究本身；但现代化研究的思维逻辑却深深隐藏在当代学术话语结构中，没有人能够忽视它，更没有人能够避开它的影响。

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现代化研究的话语逻辑渗透在各个学科中，甚至渗透在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思维方式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至今仍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化”仍然是无数中国人追求的目标。普通中国人也许并不明白理论上的“现代化”究竟是什么，但“现代化”对他们而言却是一种向往；在今天，现代化仍旧是国家的目标，是民族的追求，也是一种现实中的生活。

中国的向往与它近代的经历有密切关系。一百七十多年前，中国的大门被西方打开，几千年的文明遭受严重冲击，而冲击最强烈之处，是中国历史自身运行的轨迹被打乱了，中国被迫面对世界，并且去适应那个世界。经过一百多年的摸索，在经受了最深重的苦难之后，今天，中国已重新屹立于世界，成了这个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尽管已取得伟大的成就，但现代化仍旧在中国持续，它还有许多事没有做、而必须去做。这就是现代化研究在中国持续展开的时代背景与历史背景，一个学科的生命力就体现在这里：它一定要和历史与现实交融一体，体现出对时代的关怀。

因此，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和西方的现代化研究就有很大区别了，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的现代化研究是立足于本国的需要，因而着眼于本土；西方的现代化研究则把矛头指向别人，想通过学术方式把自己的判断传输给别人。我们都知道现代化研究起源于西方，二战后，西方面对一大批新出现的独立国家和新形成的世界格局，一方面想了解这些国家，另一方面想控制这个世界，就迫切需要创建一个新的学科，提供新的研究方式和新的视角，“现代化研究”于是应运而生。现代化研究是一个跨学科、多维度的新领域，综合着许多学科的共同努力；但西方的目标，是影响新形成国家的发展方向，用自己的形象去塑造世界。

但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却是为中国服务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全力以赴地投入现代化，它迫切需要了解外国，了解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它希望知道各国曾经犯过的错误，也希望知道各国所积累的经验。所以，了解其他国家、为自己提供借鉴，这是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地，也是它最大的特点。由于中国的现代化研究是为本国服务的，所以它的观察就带有明显的批判性，其选题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它用批判的眼光观察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也从批判的角度考察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的现代化。

从宏观角度看，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过程，时至今日，这一点已经很明白。几百年来世界的变化都可以用“现代化”这个词来概括，尽管人们对“现代化”有不同理解，词本身甚至文不达意、表意不明。但它所表达的内容和历史过程却是明了的，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有些人因为“现代化”这个词表意不准确而不承认现代化过程的存在，这个逻辑很奇怪，因为任何一种语言中的任何一个词都会有同样的缺点，这正是人类语言的一大缺陷。事实上，“现代化”所表达的那个过程不仅存在，而且是世界性的历史现象，在过去几百年中，在世界各地，都有先有后地发生着类似的变化，变化的方向一样，变化的结果也基本雷同，这就是世界现代化。世界现代化首先表现出巨大的共性，即相似性，是共性使“世界现代化”得以成立。但现代化在世界各地又有不同——道路不同，经历不同，模式不同，表现方式不同，成功与失败不同，经验与教训不同——这些都是现代化的特殊性。特殊性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可能表现，由于其文化背景不同，历史传统不同，置身于其中的当事人不同，时代与社会环境各不相同，主观与客观的因素相互交织，就演绎了世界现代化的多种途径，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不同“模式”。现代化研究离不开对“模式”的研究，而“模式”则既包括现代化过程中的共同性，也包括现代化过程中的特殊性，因此，现代化研究就是对现代化过程中的共同性和特殊性进行交叉和立体的研究，在研究中，共同性和特殊性都得到体现，从而使人们对现代化过程有完整的了解。

本书把着眼点放在“模式”上。十卷的分工，“总论卷”提供讨论的框架，对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学术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回顾世界现代化的总体过程，并提出一些共同问题。其余各卷按地域分工，分别讨论一个地域的现代化“模式”问题。在一个地域中，可能因为存在着某些比较明显的共同性特征而生成一种地域性“模式”；但也可能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模式”，分别由若干不同国家为代表。必须说明：“模式”与地域可以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处于不同地域、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也可以形成类同的“模式”。对“模式”的探讨使我们对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地区与国家的情况有更深刻、更具体的理解；而通过对不同的“模式”进行分析和比较，又使我们对世界现代化的整体过程有更好的把握。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在《世界现代化历程》这部书中所作的研究工作。

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希望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某些借鉴；同时，也希望对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做一个阶段性总结。

参与本书写作的有国内许多所高校的学者，他们都曾对现代化问题有过探讨，并且对自己所研究的地区和国家有深刻的了解，是各自领域的出色专家。改革开放后，国内已涌现出一批区域·国别研究的专家，他们的研究覆盖着世界上相当大的地域范围，这是值得欣慰的，没有这样的人才准备，就不可能写出这部书。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为这部书的写作和出版做了重要的工作，所有作者都对此十分感谢。

本书是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模式研究”的最终成果，也是完整的成果，体现着十年来数十位学者辛勤工作的成果。

我们希望这部书能够对中国的世界现代化研究做出一点贡献。

2015年2月，于北京


作者的话

在学术界，“现代化”是一个充满歧义的词语。更重要的是，由于它特有的意识形态内涵，从它开始出现就不断受到学术界的质疑。从本书的章节内容即可看出，有的学者对“现代化”这一含有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的用语的排斥心理。就我本人而言，80年代后期在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做“第三世界的兴起”这门课程的助教时，大部分师生对现代化理论的批评声就不绝于耳。回国后，在发表的著述中我极少使用“现代化”一词；我在担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第三世界发展学”的本科生课程教学中，“现代化”理论一直是作为诸多发展理论之一且具有反面含义的概念而出现的。

同理，潘华琼博士在她负责的本书的“非洲法语国家的发展道路”一章中，明确指出了“现代化”概念的西方中心论含义。她认为：“西方的现代化论，无论从经济学还是从社会学角度的研究，在实际运用中都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即把本来仅仅是一种西方发展的历史过程视为其他国家通过努力也能到达的目标，西方的现代化由此成为衡量其他社会发展的标尺。……笔者倾向于把非洲法语国家的发展道路视为现代化的内涵，这是合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因为现代化理论只局限于解释欧美国家的发展模式。但发展不等于现代化，也不存在固定的发展模式，而是动态的历史过程。再者，发展的方向是多元的，世界也是多元的，由此可以避免从传统到现代的单线发展模式。所以，非洲法语国家的发展与欧美国家、亚洲国家、甚至其他非洲国家的发展方向并不一致。”当然，参与“世界现代化历程”丛书的写作是一种选择，但并不意味着大家都同意对“现代化”这一概念的使用。

如果将非洲历史纳入现代化研究框架的话，非洲与世界现代化历程的关系可谓千丝万缕，至少表现为以下五个层面。

1.从奴隶贸易起即为世界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英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作出了贡献。按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英国现代化“起飞”阶段是在1783-1802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中阐述18世纪英国经营的非洲与英属西印度群岛之间的奴隶买卖时明确指出：“奴隶贸易是它进行原始积累的方法。”他还揭露：“欧洲的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需要以新大陆的赤裸裸的奴隶制作为基础。”

2.少数一些非洲国家如北非的埃及、摩洛哥、突尼斯和撒哈拉以南的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等国家在与欧洲接触后开始了早期现代化的尝试。可想而知，它们这种充满希望和艰辛的早期尝试均以失败告终。

3.欧洲瓜分非洲后将其强行纳入了世界现代化的轨道。诚如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历史学家所言：“到了1884年，非洲的殖民版图已经划定，欧洲的文化、学术、经济扩张已形成了世界性的规模，简而言之，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已经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当时，地方社会的认同和社会学意义上的落后社会组织已经让位于强大的世界性的工业文明。”

4.殖民主义统治使非洲经历了现代化的虚拟起步。

5.独立后的非洲开始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现代化历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非洲与世界现代化历程紧密相联，它自身的发展历程深刻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交融。这也是本书将要论及的重点。

“世界现代化历程”这套丛书开始设计时未将一个有49个国家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纳入其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正如《世界现代化进程·东亚卷》的“作者的话”所言，“回过头来看本书，最明显的缺憾恐怕仍然在于对既有发展观念的反思不足”。现在能将撒哈拉以南非洲补充进这套丛书，不啻为一种明智之举。

面对西方列强瓜分厄运的中国人，一直尝试着跟着世界潮流走，而近代以来的所谓“世界潮流”，只不过是“西方潮流”的代名词。这也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人家走在前面。建国后的十多年，中国为了加快建设步伐，曾调整了方向，尝试着跟着苏联走。然而，历史再一次教训了国人。值得深思的是，新中国成立后，被明智的西方学者称之为“浸透着冷战高潮中美国人对自身的某种信念”的现代化理论，居然成为了中国政府有关发展的指导思想之一。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们说，一种概念的运用并无专利。西方人可以用，我们也可以用，如“民主”、“人权”等概念。然而，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赋予这些概念以符合自身条件和价值观的内容。

从某种意义上看，世界近现代史就是一部所谓的“现代化”史。布雷默的新书《各自为政：“零国集团”世界的赢家与输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作者指出：二战以来经历的全球化进程显然是由美国主导的。这一论点并不准确。一方面，美国企图主导这一进程；另一方面，一只看不见的手使得一些美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其中包括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综合现代化理论各个流派的《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的编者在归纳早期现代化理论家的观点时提到现代化具有的一个特点：“现代化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它从欧洲开始，通过传播等途径扩散到全世界。所有的社会都曾经是传统社会，而所有的社会也都将转变成现代社会。”如果说二战以后美国一直企图主导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这一说法应该是站得住脚的。为了巩固核心国家的地位并从意识形态和物质利益上控制非洲，西方特别是美国企图主导的现代化进程确确实实在非洲发生。然而，这种现代化进程并未为非洲带来西方学者所承诺的福祉。

我们知道，人类历史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一个直线型过程，各个社会循着自身的规律演进。作为一个生造的概念，“现代化”一旦被作为强者的西方世界赋予一种意识形态内涵，成为维护其权力地位而构建的一种知识体系，它便具有生杀予夺之权。当美国空军的李梅将军曾声称美国应该把越南人炸回“到石器时代去”时，亨廷顿这位政治现代化理论大家的想法是美国能将他们“炸进未来”，这种说法充分揭示了“现代化意识形态是在何种程度上把推动社会政治发展的问题和军事战略问题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强加的现代化已经不是一种学术，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强盗逻辑。

正是在这种以“力”和“利”为主导的现代化理论的构建、主导和实践中，非洲——这个充满活力和生机的大陆，不仅被这种统治着现代化进程的生杀予夺之权判定为“传统与落后的大陆”，也正是在世界现代化理论的绞杀声中变成了一个“失败的大陆”、“无望的大陆”。“现代化”带来的问题已日益明显。将一个复杂的世界按自己的思维习惯分为“先进和进步的西方国家”与物质和文化有缺陷的“欠发达”社会的理论，将社会强行撕裂为“传统”与“现代”两个部分的观念，将工业化和城市化等同于发展和进步的看法，农村也由此成为落后的代名词……这种理论是不可能持久的。

这些观点或理念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打下了深深的铬印，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也在各个国家留下了诸多弊病。中国人在不断对真理和谬误的认识中成长。看来，理论只能从自身历史的演变中总结，照搬他人的教条只会吃亏。

最后，有必要说明本书选择国家个案的问题。萨米尔·阿明将资本主义“外围地区”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大致分为三个部分，“老殖民地经济的非洲”、“拥有租借地的公司的非洲”和“劳动力后备军的非洲”及一个特殊地区。

1.以贸易经济为特点的“老殖民地经济的非洲”，由“传统的西非”（包括加纳、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冈比亚、利比里亚、几内亚比绍、多哥、前法属西非）、喀麦隆、乍得以及苏丹等国构成。

2.“拥有租借地的公司的非洲”主要指传统的刚果河流域地区，包括扎伊尔（即刚果（金））、刚果（布）、加蓬和中非共和国。

3.“劳动力后备军的非洲”主要指非洲的东部和南部，包括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卢旺达、布隆迪、赞比亚、马拉维、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和南非等国。

4.特殊地区。他认为，埃塞俄比亚、索马里、马达加斯加、留尼汪、毛里求斯和佛得角群岛均不属于这三大地区。尽管这些国家（地区）可找到与以上三个部分相似之处，但这些地区却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即奴隶重商主义（佛得角群岛、留尼汪和毛里求斯）和拟封建主义（埃塞俄比亚和马达加斯加）。

萨米尔·阿明的地区分类并不能说准确反映了非洲各国的特点，但他从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的世界角度作出的概括多少刻画了这些国家受到的世界现代体系的影响，并为我们的“现代化历程”研究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

为了使个案国家更能代表上述这些地区，本书选择了加纳和尼日利亚作为第一个区域的代表，非洲法语国家代表了第二个区域（当然这些国家中也有属于第一区域的国家），南非、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分别代表了第三部分的南部非洲和东部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代表了第四个部分。

本书分为两篇，第一篇将从非洲大陆的宏观视角探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现代化的虚拟起步”、政治变革、经济发展、民族建构和非洲一体化进程等五个方面。第二篇从不同角度分析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赞比亚、非洲法语国家、尼日利亚、加纳、南非和安哥拉等八个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进程中取得的成就、遭遇的问题以及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非洲研究虽然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但经历了多种曲折和坎珂，至今研究水平还处于较为落后的阶段，这是我们应该敢于承认的现实。西方学者的研究水平我们目前无法相比，早期苏联学者的研究我们也是望尘莫及。波铁辛和奥尔洛娃对非洲民族的研究、奥尔迭罗格对西非古代史及豪萨城邦的研究、马尔蒂诺夫对比属刚果的研究等，对照起来，我深深认识到中国非洲研究与世界学术界的差距。目前，虽然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大力推进了中国学术界对非洲的重视，但这种研究多集中于当代中非关系。值得庆幸的是，目前一批中青年学者正致力于非洲历史与现状的研究，既重视实地考察，也注重档案研究，出版了一批有实力的研究成果。

在本课题的研究中，我们参考了国内和国外现有的研究成果，学者们的研究为本书的写作和完成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观点。在此，我们课题组向这些同行表示感谢和敬意。

由于撒哈拉以南非洲部分在多卷本“世界现代化历程”的最初设计中未列入课题计划，本书是在没有经费的基础上起步的（后来拨划了很少一笔钱），这在目前物质主义盛行的学术界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各位同仁以非洲研究为己任，克服了诸多困难，在较为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本书的撰写。作为主编，我要向参与本课题的各位同仁（包括已故的李保平教授和他的妻子徐勤霞老师）表示衷心的谢意。可以说，是对非洲的热爱和对学术的敬畏让我们走到了一起，我们还将携手走下去。

本书的作者简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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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山

2012年10月1日于北京大学博雅西苑


绪论

非洲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处于何种地位？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如果说，“拉美国家是最早获得独立的国家，也是最早开始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国家”，那么，非洲可以说是最早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作出贡献的大陆，然而它也是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严重滞后的地区。

可以肯定的是，第一，非洲大陆有过灿烂的文明，这一点就连早期接触非洲文明的欧洲人都承认。第二，非洲大陆为世界现代化进程贡献诸多，这种贡献可以从奴隶贸易算起。在长达400多年的奴隶贸易里，对非洲青壮年的强迫迁徙为美洲的种植园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以奴隶贸易为基础的三角贸易为欧洲和北美工业现代化的迅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这一点随着研究的深入日益明显。本章将论述五个问题，一是对现代化理论在非洲的谬误进行学理和实践的分析；二是对非洲灿烂文明史的简略勾勒；三是描述非洲在奴隶贸易中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作出的贡献；四是对非洲国家的早期现代化尝试进行剖析；最后，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同一性与多样性作一概述。


一、现代化理论在非洲的谬误

（一）学理层面与实践层面

现代化理论的谬误既可从学理层面上分析，也可从实践层面上解释。

从学理上看，现代化理论在运用过程中形成一种悖论。一方面，这种包罗万象的发展理论不断受到学术界的批判；另一方面，它一次又一次地被用来描述发展过程，特别在发展中国家的学术界。显而易见的是，这种理论是一种建构在西方发展的经验和冷战时的实用理性基础上的概括。之所以说是西方发展的经验，因为以罗斯托、亨廷顿等为代表的诸位现代化理论大家均是从西方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总结出相关的阶段、经验和理论，并力图将这种概括演化为一种一般性理论以指导新独立的亚非国家的发展进程。之所以说它是冷战时的实用理性的概括，是因为这种理论概括与冷战时两个阵营对立的现实和西方为争夺新独立的国家的战略谋划紧密相关。

自然界与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是其多样化。现代化理论之所以站不住脚，是因为这种理论的制定者在特定的冷战历史环境中，力图用西方发展的理论和模式来分析、计划、规范和评价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而这种意识形态又千方百计地将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政治发展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战略结合在一起。两者的结合过程在以罗斯托为代表的美国学者的推动下确实取得了某些成功。

罗斯托的职业背景表明了他的意识形态倾向性。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后曾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史教授。在美国战略活动局和国务院任过职，20世纪50年代曾在麻省理工学院讲授经济史并主持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工作。60年代，他因深受肯尼迪和约翰逊的赏识，曾在两位总统的任期内先后担任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副特别助理，国务院顾问兼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他关于现代化的理论主要表达在《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1960）这本著作中。从书名的副标题可看出其研究的倾向性。他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既表达了关于经济成长的观点，又是一种关于整个现代化的一般性学说。罗斯托力图说明，西方特别是美国给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以效仿的模式。

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文化、发展背景、社会条件、生存理念以及国际环境等都大相径庭。除了上述的意识形态内涵外，现代化理论试图用西方工业国家现代化的模式和概念来解释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预测甚至规划它们的现代化进程。这种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色彩的现代化理论已受到多方批判。这种理论忽略不同社会在发展时所处的外部环境，单纯从一个社会的内部来分析发展过程，并将分析框架建立在“传统与现代”对立这一假设上，将社会硬性划分为“传统”与“现代”这一根本对立、互相排斥的二分体系。我们知道，外部环境对一个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所处的时期不同，奴隶贸易、瓜分世界、殖民统治已成为人类发展史的肮脏一页。双方发展的条件也不同。研究已经表明，人类不可能用发达国家已经消费的庞大资源来支撑整个世界走同样的现代化道路。

从实践上分析，非洲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悖论：现代化是一个使人过上好日子的历程，但现代化也是一个使人日益贫困的历程。从非洲近代史的演变来看，这是一个非洲民众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被剥夺的过程、社会结构逐渐解体的过程和大规模贫困化形成的过程，这并非言过其实。这种被剥夺的过程在奴隶贸易这个阶段表现得非常明显。正是在与欧洲人的交往中，非洲失去了政治独立从而变成了欧洲的殖民地；经济上进入一种依附于宗主国和国际市场的“欠发展”状态；社会结构逐渐解体。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稳稳地建立了自己在非洲大陆的强权。这种面向宗主国经济的“生产力被误导的发展”正是非洲经济结构畸形的一种真实写照。这种被误导的发展在奴隶贸易殖民主义统治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

（二）二战后对非洲关注的三个原由

战后对非洲的关注可从三个方面来解释。首先，是战略谋划。二战以后，世界进入冷战时期。在各方面与共产主义作斗争成为美国战略考量的主要目标。卷入越南战争后，“许多美国决策者和社会科学家都把越南战争看成是检验美国在‘新兴世界’击败共产主义的能力的一个非常显眼的‘试验场’，同时也把现代化作为一种最有效的回应手段”。美国不遗余力地推行这种现代化理论并将其作为全球战略的一部分，主要是为了在国际范围内巩固核心国家的地位，从意识形态和发展进程上控制新独立的国家，并从全球范围内保护自身利益。从力图主宰战后世界发展进程的杜鲁门于1949年1月20日就职演说中提出的关于“公平政策”的计划，到为现代化定调的罗斯托于1960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阶段》，到世界银行为抗衡非洲寻求独立自主的《拉各斯行动计划》而制定的以结构调整为主轴的《伯格计划》，西方特别是美国企图主导的现代化进程确确实实在非洲发生。非洲的现代化被描述为一种现代战胜传统的过程。在现代化的透视镜下，非洲人行之已久的政治制度成为一种过时的与现代性相悖的传统制度，非洲人对欧洲瓜分的反抗成为了一种“反动的”“不合时宜”与现代潮流背道而驰的举动；欧洲列强的殖民主义统治成了理所当然在非洲实现现代化的捷径，存在了无数代的非洲人的生活习惯成为了与现代性格格不入的习俗……

其次，经济考量。新独立的非洲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新型市场。老牌殖民宗主国被逐出后并不甘心，美国则正在寻求为更高的海外利润率获得地缘政治上的保障，确保对世界各地重要原材料的控制，使美国商品的海外市场得以拓展。第三，学术兴趣。新独立的非洲国家面临着各种实际问题。它们中绝大多数的国家的形成不是一种自然发展的状态，而是非殖民化的结果，这种从殖民地到现代国家的“突变”转型造成了国家管理层面的一系列困境，包括国家建构的艰难、经济发展的难题、民族融合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等等。此外，由于这些国家的划分是从殖民地的边界因袭下来的，并不是以它们的文化、民族（种族）或历史传统为依据，有时一个民族被划分在多个国家，这些问题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地区研究以及各种跨学科领域的学者们的兴趣。这些因素使非洲落入现代化理论的影响范围之内。

人们可能认为，用其他的名词如“发展”来代替“现代化”是一种可行的方式。然而，有关对“发展”话语的解构和批判早已开始。我们大可静下心来，仔细品味“现代化理论”在非洲的影响。毕竟人类的心智是在对自身的批判中不断促进的。


二、非洲文明：被人遗忘的历史

只有证明了一个地区、国家或大陆的落后，才能使它成为西方主导的现代化的目标。这种证明需要一种普世标准吗？如果需要，西方发展道路理所当然地被作为这种标准。非洲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是一种历史的谬误。更准确地说，这是现代化理论的逻辑前提的谬误。实际上，与其他地区一样，非洲曾在人类发展进程上扮演过适合自己的角色，有过辉煌的历史。

（一）非洲的古代文明

非洲是人类发源地（之一），在这里产生了最古老的文明。它是世界上现存古老岩画最多的大陆之一，共有超过1000万幅岩画存在于广袤的大陆，也是拥有历史最早的岩画的大陆之一，南部非洲的有关动物的岩画已有27000年的历史。伟大的努比亚文明曾产生过打败古埃及王朝的国王佩耶，这位历史上被称为“黑人法老”的佩耶于公元前8世纪中叶建立了包括古埃及在内的库施帝国。兴起于公元前5世纪的阿克苏姆帝国于公元1世纪至7世纪统治非洲东北部和南部阿拉伯半岛，成为当时与古罗马和中华帝国齐名并立的三支世界性力量之一。古代的西苏丹（指西部非洲，与今苏丹无关）曾兴起过加纳、马里和桑海三个帝国。根据阿拉伯学者巴克里的记载，被法扎里于公元722年称为“黄金之国”的位于西非的古代加纳帝国可随时征集20万兵力的强大军队，并有4万名以上的弓箭手。

最早出现在欧洲人历史记录中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君王是马里国王曼萨·穆萨（1312-1337年在位），他于1324年进行的麦加朝圣之旅因沿途挥金如土并大量施舍扰乱了开罗的金融秩序，导致金价下跌12%。穆哈默德·阿斯基亚大帝（1493-1528年在位）的伟大不在于使处于现今西非地区的桑海帝国的疆土扩张、军力强大，而是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设和改革。他改组了帝国会议，确立了官阶和礼仪制度，给所有的穆斯林城市指派了卡迪（Kadi，行使穆斯林民事、法律和宗教职能的地方行政官），从而保证了阿斯基亚权力基础上政治与宗教的联盟；他鼓励贸易，引进精确的量具，依靠市场监督员以确保市场的秩序和稳定。东非古代的斯瓦希里城邦国家丰富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曾使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过客流连忘返。姆塔帕王国的大津巴布韦遗址因其特有的构造和风格成为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最大史前建筑”。刚果王国的丰饶及对整个地区的权威使1642年来访的荷兰外交团不得不跪地拜见刚果国王。统治着远比现今加纳版图更为广袤疆域的阿散蒂帝国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控制了当地的贸易，曾八次抵御英国人的入侵……

（二）欧洲人的早期记录

实际上，一些初次来到这一大陆探险的欧洲人或对非洲早期的文明有所认识的欧洲学者均被非洲诸古老王国的强大和富庶所震撼。

英国人在1897年曾洗劫了西非的贝宁王国（位于今尼日利亚境内）首府贝宁城，掠走了2500件精美的早期铜雕艺术品。欧洲探险者戴珀（O.Dapper）在谈到17世纪的贝宁王国居民时提到了该国的法律和警察：

这些尼格罗人，比海岸边上的要文明得多，他们有自己的法律和组织完善的警察，他们与来到他们中间做生意的荷兰人以及其他的外国人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并对他们表示出极大的友善。

英国人芒戈·帕克（Mungo Park）在18世纪末这样记录了他所见到的尼日尔河上的塞古（Segu，位于今马里）那种“文明壮丽的景象”：

这个广大城市的情景，河上无数小船，拥挤的人群，附近农村的耕作情况，这一切构成了一幅文明壮丽的景象。我万万没有料想到在非洲的腹地会看到这样的情况。

巴尔特（Heinrich Barth）在19世纪中叶谈到位于今尼日利亚的卡诺城邦国的纺织工业时认为卡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之一”：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种工业并不像欧洲那样在一些使人们的生活堕落到最下贱的地步的巨大的公司中进行的，而是给许多家庭以职业和支持，并不牺牲他们的家庭生活习惯的话，我们必然会认为卡诺应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之一。

于1895-1896年在尼日尔河流域考察的法国殖民考察队队长乌尔斯特（Hourst）在参观桑海帝国首府加奥遗址后颇有感慨：“在当时，桑海帝国不仅是非洲最强大的国家，而且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帕麦尔（H.R.Palmer）在评论12世纪的博尔努王国时认为，一些当地酋长的文明程度要高于同时期的一些欧洲国王：

在这些世纪中，当基督教的西方还处于无敌、尚未开化和野蛮状态的时候，撒拉逊文化已把文明的火炬传给了后世。从加涅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生的博尔努国家从埃及和北非得到了启示。虽然它对于周围的非洲各族人民无情而且残暴，但是它的一些早期的酋长所达到的文明程度，看来比同时期的一些欧洲国王还要高一筹。

然而，非洲大陆的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却由于建立在种族主义观念之上的奴隶贸易和殖民主义而被淹没。西方文明需要教化的是没有历史的人民，基督教需要传播的是落后的蛮荒之地。从近代史以来，世界上多个地区被建构成居住着“没有历史的人民”的“野蛮之地”。这是契合现代化理论的一种模式。非洲大陆正是这样一块被欧洲列强建构的“落后”和“野蛮”的土地，从而为它们的殖民征服提供了合理的借口。


三、非洲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贡献：奴隶贸易

（一）“威廉斯论点”：有关奴隶贸易对西方工业化贡献的辩论

非洲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关联性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更为密切。为什么我们说非洲是最早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作出贡献的大陆？西方的现代化过程是与原始积累紧密相联的。作为奴隶贸易的主要受害者，非洲对世界现代化进程作出的贡献不言而喻。

历史学的任务是要如实地记载人类已发生的事情。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研究如果将使西方工业化革命成为可能的奴隶贸易置之不理，那是不客观的。具体分析非洲的奴隶贸易给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带来的重要贡献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有几点是必须认识的。一是西方奴隶贩子从奴隶贸易中所得的利润为工业革命提供了资金。艾里克·威廉斯认为，奴隶贸易和殖民地经济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资本积累发挥了巨大作用。谢里丹的研究表明，西印度群岛的大量资本源源流入英国，加速了工业资本积累的速度，导致了18-19世纪工业革命的扩张。他对牙买加的研究表明，虽然殖民地经济在形成阶段（1630-1680年）吸收了大量商业资本，但此地区资本很快达到自足并随后为英国提供了一百多年的资本回流。这种利润大于英国任何一个行业的资本积累。他的结论是在18世纪末宗主国的收入有8%-10%来自西印度群岛，在美国独立战争以前，这个百分比更大。

奴隶问题专家英格曼和所罗分别探讨了奴隶贸易的利润在何种程度上提高了英国社会的投资水平。英格曼使用的是迪安和科尔所编英国国民资本形成的统计资料与柯廷和安斯蒂对奴隶贸易的统计数字。其研究表明，在1688-1800年间，奴隶贸易对英国国民收入的贡献任何时候都未超过0.5%，奴隶贸易对国民资本形成的贡献大约为2.4%到10.8%之间。他因此得出结论，无论从哪一方面看，18世纪的奴隶贸易不可能成为英国资本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尽管他的研究十分严密，方法无懈可击，但所罗一篇针锋相对的文章指出英格曼的计算结果恰恰证明了西印度群岛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贡献不可低估。他通过比较英格曼的统计结果和1980年美国的几项经济指标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如果将两个世纪前奴隶贸易利润占英国国民收入的比重以及它占国民资本的比重和上述数字相比，那么，毫无理由说奴隶贸易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贡献微不足道。此外，非洲著名历史学家英里科利等人曾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西方从大西洋奴隶贸易获取了巨大的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这些利益为西方的崛起作出了部分贡献。这种有关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一贸易带来的利润如何推进了西欧和北美的工业现代化进程这一焦点上。这种讨论我们称之为“威廉斯论点”。

（二）奴隶贸易对西方工业化的作用

然而，更重要的是，奴隶贸易作为一种历史因素，刺激了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发展。换言之，持续了四百多年的奴隶贸易给当时正处于初始阶段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机会、改革和变化。

首先，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角度看，通过大西洋奴隶贸易抵达美洲的大量非洲奴隶的商品生产，第一次在世界历史上为大西洋经济圈的各个地区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劳动力分工的发展机会。这种劳动力分工使得原料的生产（甘蔗、烟草等）、粮食作物的生产、加工业（制糖业、烟草业）、运输业、销售业、金融业、船舶制造业等行业迅速发展。大量的人口迁移以及随之而来的市场以及消费机会带来了巨大的利润空间，从而将欧洲和北美大量的自给自足的食物生产者转化为为市场需求和市场流动而生产的商品生产者。大西洋沿岸的各个国家的农民和农业生产被卷入到这一场跨洋范围内的生产贸易体系之中，小型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逐渐被大规模生产所取代，各个人群被纳入庞大的“大西洋体系”之中应大量出口以及国内消费而生的制造品扩张为国内提供了不断增长的非农业行业的就业，从而刺激了国内的消费市场。西印度群岛的殖民政府对这一贸易和生产结构的支配权力、殖民国家对利润流向的指导政策、欧洲国家之间为这一体系而产生的冲突与调和大大改变了国际贸易与国际政治的关系。世界现代化进程与权力和利润的结合更为紧密。这种世界现代化推进的大环境为生产技术的提升和改造、金融制度的完善、世界资本主义的形成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从而使现代化先后在北欧、西欧和北美得以实现。

从对英国这个在奴隶贸易中收益最大的国家而言，奴隶贸易以及随之而来的三角贸易大大刺激了英国工商业的发展。对这一问题在学术界似乎还在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奴隶贸易和奴隶种植园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并不明显。安德森和理查森则认为，由于奴隶贸易的风险很大，这种商业活动的利润不可能超出常规。

罗斯托曾将英国现代化“起飞”的阶段定在1783-1802年。这一时期正是奴隶贸易走向成熟的后期。我们可以从以下史实看到，奴隶贸易带来的财富无疑加速了英国现代化的步伐。首先，17世纪中叶颁布的《航海法令》明确规定，英国从事海外贸易的商船必须是英国船舶，进口产品只准英国船只或生产国船只运送；出口产品必须由英国船只运送；运往殖民地或运往非洲换取奴隶的工业品必须全部或大部分由英国生产，而从殖民地运往英国的产品必须是原料和非制成品。这一法令以及随后造成的早期殖民贸易的垄断地位从各方面促进了英国现代化的发展。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大大刺激了自身的造船业和航运业。1707-1787年间，英国经营外贸船舶增加4倍，驶往非洲从事贩奴的船舶增加12倍，吨位增加11倍。与此相联系的是煤炭业、金属业、军工业、酿酒业、制糖业和纺织业的兴盛。此外，英国的一些大城市正是靠着奴隶贸易发达起来，如伦敦、布里斯托尔、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等。利物浦奴隶贸易研究所的G.威廉斯对利物浦商人贩卖奴隶的情况进行过统计。他的计算结果表示，在1783-1793年短短十年间，利物浦商人可以从将奴隶卖给西印度群岛这一笔买卖中得到纯利润1229.4116万英镑。然而，这还只是三角贸易中的一角所得的利润。如果再加上这些商人从利物浦将有关廉价货物运到非洲后所得的利润和他们将贩卖奴隶所得再在西印度群岛买一些棉花、糖和香料再运回英国出卖之后所得的利润，那将是一笔数额大得多的钱款。

在18世纪中叶以前，英国皇家非洲公司一直扮演着负责非洲贸易的官方机构的角色。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其他贸易公司的崛起和私人奴隶商人的日益活跃，英国皇家非洲公司的处境开始变得艰难。18世纪上叶，英国在非洲设立的要塞有7个在黄金海岸，一个在冈比亚，一个在维达。虽然有这种官方要塞作为支撑，但英国皇家非洲公司的业务受到私人奴隶贩子“无形帝国”的冲击，“私商贩运到种植园的奴隶数量大大超过公司经营的奴隶数”。1750年，私人运营商最终打破了英国皇家非洲公司对非洲奴隶贸易的长期垄断。

他们的胜利，结果在恰到好处的时机给英国的奴隶贸易带来适应性和进取心，因为这时英国经济正在变得特别适应于给奴隶贸易提供价格合理的宜于出口非洲的商品。1750年以后，由于印度政治混乱而竞争衰落，兰开夏的纺织品就得到了机会。英国奴隶商人抓住时机，在1750年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逐渐控制了整个非洲贸易。在这段时间内，他们把英国向非洲进口（和再出口）的商品价值额提高了400%；在北美战争以前，他们每年贩运奴隶的数量近5万人。他们在贸易中不受节制的性质有助于这种惊人的发展，因为正是那些离开旧有的奴隶买卖中心做生意的贸易行，才能买到大宗奴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艾里克·威廉斯在他的著作中提到的这一时期英国相关行业的发展。这一研究结果也得到了其他学者的证实。英国最主要的商业银行巴克莱银行和劳埃德银行在18世纪中叶的快速发展都得益于这一时期来自奴隶贸易的利润。这两所银行后来都成为英国工业贷款的重要提供者。威廉斯还特别指出了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和利物浦的奴隶贩子对英国工业的推动作用。这表现在以下方面：18世纪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兴起的一大批银行都是通过三角贸易所获得的资金建立起来的。例如，建立于1773年的海伍德银行（利物浦），一个世纪后被利物浦银行兼并；托马斯·莱兰也是在18世纪后期通过买卖非洲黑人发迹后混身于银行业。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布里斯托尔、格拉斯哥和伦敦。其次，重工业也受到奴隶贸易和西印度群岛种植园利润的推动。一些钢铁巨头的财富正是从奴隶贸易和与此相关的经营活动中积累起来的，如英国巨富安东尼·培根和威廉·贝克福德等。保险业也是通过三角贸易发展起来的。

（三）奴隶贸易对非洲发展的影响

一方面是奴隶贸易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特别是英国和北美的工业现代化带来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则是这一牵涉到强迫迁徙的奴隶贸易为非洲带来的导致其在历史上倒退的重要作用。在这里，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奴隶贸易对非洲的影响。

1526年，刚果国王阿丰索一世在写给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的信中抱怨葡萄牙商人的行径，并要求葡萄牙停止在他的国土上进行奴隶贸易：

贵国代理商与官员放纵获准前来敝国的水手和商人，听任他们开设店铺，出售敝国禁售之多种商品杂货，使此种商品在敝国及各领地充斥于市，致令原本听命于我之诸侯多人自恃较我富足而抗命不遵……损失之大，不可胜计，盖上述商人每日掳我臣民，内有本地人、敝国贵族、诸侯与亲戚之子弟。窃贼为丧心病狂之徒，其所以掳我臣民，乃欲窃据敝国财物。他们掳人以之出售。陛下，此辈胡作非为，放纵无度，已令敝国人口锐减。……为避免［此等行径］，此后舍教士与教习之外，舍圣餐所用酒类与面粉之外，不用贵国一人一物。为此，恳请陛下惠予协助，责成贵国经纪商等不得再遣商货前来此地，因我等但愿敝国此后不复再有奴隶买卖或奴隶市场。

刚果王国曾是一个强大的王国。然而，在与葡萄牙人交往以后，刚果王国日益陷入困境。当葡萄牙人将奴隶贸易引入刚果后，一切都变了。这是一部刚果王国兴衰的惨痛历史。加纳学者阿尔玛托这样评价刚果王国：

16世纪初，它［刚果］成为了基督教国家，它的富庶繁华震惊了整个基督教世界。刚果皇帝和宫廷官员的奢华足以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高级贵族相比；当地神甫的任职由罗马批准。今后永远也不会有任何非洲王国像它那样讲究文雅。根据古代编年史家的记载，在举止行为方面，在服饰、仪态和言谈技巧方面，刚果居民跟有教养的欧洲人没有任何区别。随着17世纪的到来，刚果宫廷的力量开始衰落，仅仅一个从欧洲来的教区神甫就可以提出废黜皇帝的威胁。到18世纪，刚果王国崩溃了，所有关于它过去的记忆甚至被新的一代忘记了。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奴隶贸易给非洲大陆带来了极大的厄运，从而阻碍了非洲的发展或“现代化进程”。这种消极后果主要表现在非洲人口的损失、社会政治制度的摧毁、对当地法律的冒犯、对人的生命和生命价值的漠视、种族主义的流行和欧美对非洲黑人的歧视。在这场持续了400年的三角贸易中，共有1200万至2000万的非洲人被运到了美洲大陆。如果考虑到为了得到这些青壮年并将他们安全运到美洲，非洲大陆损失的人口不在1亿以下。当然，还有其他的严重后果，而最重要的社会后果是种族歧视的开始和非洲社会因劫掠奴隶而造成的各种悲惨后果。

大西洋奴隶贸易对非洲现代化的具体影响是什么？从经济上看，上面提到的非洲青壮年劳动力的损失是最重要的负面影响。此外，还有商品内容和交易形式的改变。以前的长途贸易主要是生活必需品的引入（如盐）和奢侈品（如黄金）的输出，现在则是人口贩卖。以前的贸易是非洲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和平交易，商站也成为双方交往的联络点和休息站。奴隶贸易将抢掠和暴力引入了交易过程。由于这一过程牵涉到对人口的贩卖以及伴随着的偷袭与反抗，相当多的人口死于这一交易过程之前，从而使非洲人的正常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例如，人们被迫迁移以躲避战乱而造成的生产的中断、技术的流失、恐惧的产生、对他人的不信任以及对生命的蔑视。

奴隶贸易的一个直接的经济后果是使非洲长途贸易重心从萨赫勒地区转移到大西洋沿海地区。在此之前的所谓前重商主义时期，非洲存在着具有独特系统的长途贸易——直通地中海沿岸和本部非洲的穿越撒哈拉沙漠贸易，也存在着为争夺跨撒哈拉贸易商道而引起的战争。在约公元前6世纪的早期撒哈拉沙漠岩画上，已经出现了驰骋疆场的战车，这说明了撒哈拉沙漠南北之间的某种交往。在传统的长途贸易体系中，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黄金、象牙、宝石、奴隶和其他商品通过位于萨赫勒地区的枢纽商站（如廷巴克图和杰内等城镇）直达地中海沿岸，然后通过这些城市销往亚洲和欧洲。与此同时，处于西部非洲的（古代称为“西苏丹”）王国或诸帝国也起着这种作用。例如，作为一个贸易和交通枢纽，加纳帝国（公元前8世纪至8世纪）所扮演的中介角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国王通过对北部输入的食盐和南部生产的黄金等贸易商品流通的控制不仅使加纳帝国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也大大加强了国家的活力和国王的地位，赋予统治者以更高的威望、更大的权力和新的合法性。然而，这种贸易和交往的记录却只是随着后来伊斯兰教的传播才被阿拉伯人保留下来。

奴隶贸易推动了大西洋沿海城镇的兴起，加速了萨赫勒商业中心的衰落，最后导致了非洲内陆贸易联系的中断。这是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向大西洋转移的一个直接后果。这种转移也使非洲从一个自身掌握着以阿拉伯世界贸易为主的网络的主动者转为由欧洲人掌握的跨越大西洋的贸易网络的被动者。非洲就是这样被纳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之中的。我们从贸易中心的转移看到了欧洲对贸易中心的控制。在大约16-17世纪时，以前以地中海为中心的由阿拉伯人控制的贸易系统转移到了北欧地区，“穆斯林地区原来担任的中转贸易地位也被取代”。这是第一次由以荷兰人为首的北欧人完成的转移。随后，以英国为首的其他欧洲国家将大西洋作为了重商资本主义的中心。“新生的欧洲重商主义资本主义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也引起了非洲的一场危机。”

不可否认，大量的人口流失使非洲社会遭受了劳动力的损失，为了躲避奴隶贩子的浩劫，非洲村社不断的迁移使生产过程断裂和生产技术难以继承。奴隶贸易同样阻碍了非洲国家的发展进程，政治制度和政治演进过程被破坏，一些传统的地区政治权威被摧毁，新的政治权威随着欧洲人的到来而被树立。这些都使非洲社会遭受到重大的创伤，或面临着新的变革。这种破坏集中在两个层次：一是王国内部。权力从国王手里逐渐转到处理涉外事务的大臣手里，从贵族转到中间商人；二是在王国之间，旧的王国对臣属的酋长国逐渐失去控制，一些新的王国以奴隶换回火药武器，勃然兴起。

当然，持续400年的奴隶贸易在非洲社会的影响绝不仅只是权力的转移和王国的兴衰。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人口地理与地缘政治的变化，掠奴战争的兴起导致无政府状态的出现，随之而来的是躲避战争和逃难，部落、民族文化的冲突，集体心态的改变，社会结构的演变等。由于奴隶贸易集中在一小部分非洲人手中，财富相对集中，靠贩奴富裕起来的少数非洲上层人士成为对欧洲势力的依附力量，他们在武器、奴隶输出和运输链等方面对欧洲商人的百般依赖形成了后来欧洲人控制非洲人的重要社会基础。非洲已经建立的工业基础（炼铁业和铁器制造、黄金冶炼、食盐业、纺织业）遭到破坏，社会制度因奴隶贸易而近乎摧毁，贩奴活动大大破坏了非洲社会的价值观，降低了人们对生命的尊重。在奴隶贸易以前开始的民族融合过程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各民族之间的争斗、分裂和隔绝，这成为非洲发展过程中最严重障碍之一。


四、非洲早期现代化的尝试

与亚洲和拉丁美洲一样，非洲的现代化可以说始于与欧洲人的接触。当非洲面临欧洲列强瓜分的危机时，一些早期的非洲政治家认识到改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他们勇敢地面对急剧变化的世界局势，毅然开始了早期现代化的尝试。这些非洲国家包括埃及、摩洛哥、突尼斯、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等。当然，非洲的这种早期现代化并非整个社会的一种全面改革，而只涉及某些方面，特别是在器物层面。正如《世界现代化历程·中东卷》的作者在分析埃及早期现代化时所言，它主要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它已经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开始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程”；第二，“它还是现代化发展较早的时期，仍主要停留在器物和制度层面而很少涉及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层，尚不是一个社会的全面转型”。

（一）穆罕默德·阿里改革

埃及不属于本书范围，这里只稍带一笔。对于埃及在19世纪初开始的被称为“穆罕默德·阿里改革”的这一运动，学界公认为它是一场现代化运动，有的学者将这种现代化定义为“埃及的早期现代化”，有的学者则将其直接定义为“现代化”。“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揭开了埃及近代史和埃及现代化的序幕。由于法国占领和统治埃及的时间很短（1798-1801年），对埃及影响不大。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出任埃及总督后，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启动了埃及的现代化。”外国学者也坦然认可这场在世界历史上可以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埃及改革，“对于在奥斯曼帝国内部享有法律上的自治权的埃及来说，哪怕是从西方意义上来看，也算得上是一个进步年代……那个时候，埃及政府在行政管理、法律制度和财产法等方面实现了现代化。”

穆罕默德·阿里的最终目的是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建立一个以埃及为中心的阿拉伯帝国。穆罕黙德·阿里改革的内容十分广泛，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实行土地制度改革，大力发展农业。他通过镇压马姆留克并没收他们的土地，将部分土地分给一些农民，从而形成依附于他的社会基础，另一部分分给无地农民耕种，并要求他们缴纳税收。第二，改革原有的税收制度，简化了税收项目和纳税手续。税收在一段时间内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并给予一些优惠条件（如发放贷款和种子等）。第三，大规模兴修水利，革新农业技术。阿里通过维修水塘、修筑水坝和挖掘运河，大大改善了埃及的灌溉系统。他特别重视棉花生产以扩大出口，并建立了埃及的第一家纺织厂。第四，他一方面派出优秀人才到西方学习各种先进技术，另一方面从西方引进人才和技术，创办近代机器工业，从而大大加强了埃及的工业水平。早在19世纪的头20年，对欧洲工业革命进步极其羡慕的穆罕默德·阿里将埃及使者派往欧洲，希望将欧洲人的工业技术学以致用，这大大早于日本代表团或中国政府派出使者到欧美学习先进的技术。他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学习欧洲人的各种先进做法和经验，翻译他们的著作和学习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最重要的是，穆罕默德·阿里实行一系列的军事改革。阿里对征兵制、军事训练、军种设置和武器装备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大大加强了埃及军队的战斗力，在抵御西方的殖民入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捍卫了民族尊严。当然，他还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方面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虽然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因为英土联军的军事干预而失败，但埃及的现代化尝试并未停止。后来上台的赛义德和伊斯梅尔继续阿里的遗志，将埃及的早期现代化进一步推向深入。“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的三代改革是为实现埃及富国强兵而发动的一场早期现代化运动，给埃及社会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萨米尔·阿明曾认为，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的改革与日本的改革一起是19世纪这一期间在欧洲世界以外所进行的“唯一的现代化尝试”。这种结论是不正确的。当时在亚洲还有泰国的拉玛五世改革和土耳其的坦志麦特改革以及其他国家的早期现代化尝试，非洲大陆也有类似的改革。除北非的摩洛哥和突尼斯的改革外，撒哈拉以南非洲比较明显的早期现代化尝试有埃塞俄比亚的皇帝特沃德罗斯二世（TewodrosⅡ，1855-1868）和孟尼利克二世（MenelikⅡ，1889-1914）在社会、军事和经济诸方面的改革，以及马达加斯加国王拉达马一世以及继任者的改革开放。

（二）埃塞俄比亚的早期现代化

被认为是现代埃塞俄比亚先驱的特沃德罗斯二世皇帝的功绩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他统一了埃塞俄比亚全境。第二，他打破了埃塞俄比亚传统历史上分区而治的制度，剥夺了地方王子和封建首领对地方控制的权力，削弱了他们的权威，并从军队里挑选一批忠实的军官和皇室成员，任命他们作为地方的长官。通过引进新的行政制度，加强对封建贵族进行有效管理。第三，特沃德罗斯二世创建了一支装备有现代枪支和火炮以及训练有素的职业化军队，这也是埃塞俄比亚历史上第一支领有薪水、穿军装和装备常规武器的军队。为了加强军队的火器装备，他建立了自己的军工业，通过生产武器来补充提格雷的军械库。他还从欧洲和土耳其聘请了军事专家训练士兵。第四，积极拓展外交空间，注重发展与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外交关系，既希望打破埃及人对红海上具有经济价值的马萨瓦港口的控制，也力图将先进的欧洲技术引进埃塞俄比亚。然而，英国人的势力扩张已经难以容忍特沃德罗斯二世的改革。英国派出的纳皮尔（Napier）将军率领的远征军最后在提格雷首领卡萨（Kasa Mercha，即后来的约翰尼斯四世，YohannesⅣ）的帮助下，打败了特沃德罗斯二世，这位致力于改革的皇帝以自杀殉国。

继位的约翰尼斯四世（1827-1889）虽然在位期间也竭尽全力加强军事建设，巩固与欧洲的关系，将自己的统治范围从提格雷地区的首都向西推进，并先后打败过埃及军队和英国人支持下的军队，但后来在抵抗马赫迪入侵时身亡。他的继任者孟尼利克二世在埃塞俄比亚的历史上谱写了更为华美的一章。他的现代化措施更为全面。首先，他以组建一支强大的武装部队而著名，并因此而打败了意大利侵略军。他先后通过从意大利和法国购买武器装备，大大加强了埃塞俄比亚军队的战斗力。此时，欧洲对非洲的瓜分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一些欧洲国家对埃塞俄比亚也垂涎欲滴。意大利希望利用孟尼利克的信任将埃塞俄比亚列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双方于1889年签订《乌查利条约》（Treatyof Wichale），根据这一条约，意大利官方正式承认孟尼利克为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皇帝，孟尼利克将一些地区对意大利开放，双方互有所得。然而，在处理外交事务的第17条上两种语言出现分歧。根据阿姆哈拉语文本，如果愿意，埃塞俄比亚可以在其外交关系中以意大利为自己的代言人；而意大利文本则宣称，埃塞俄比亚外交关系必须交意大利处理，这就意味着埃塞俄比亚成为意大利的保护国。由于双方无法就这一涉及自身利益的条款达成一致，加之意大利一直蓄意吞并埃塞俄比亚，双方开战。开战前，孟尼利克二世在进行战争动员时表示：

现在，敌人要来摧毁我们的国家，改变我们的宗教信仰……敌人已经像[image: ]
 鼠挖洞一样进入我国并挑起事端，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决不会将自己的祖国拱手让给他们……今天，请你们中的强者给我力量，你们中的弱者给我祈祷。

在这场1896年发生在阿杜瓦的被称为“现代殖民主义历史上最惨痛的失败之一”的战役中，25000人的意大利军队被埃塞俄比亚军队打败。阿杜瓦战役不仅使意大利宣布放弃了《乌查利条约》，还通过与埃塞俄比亚签订《亚的斯亚贝巴和平条约》承认埃塞俄比亚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并不得不支付1000万里拉的战争赔款。埃塞俄比亚不仅大扬国威，也使得自身免受帝国主义瓜分的厄运。这种军事上的胜利给埃塞俄比亚带来了巨大的外交胜利，赢得了西方列强的尊重。除了与法国保持友好关系外，埃塞俄比亚1897年和1903年又分别与英国和美国签订了友好条约，埃塞俄比亚还与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和马赫迪素丹签订外交条约。

孟尼利克二世同时进行了行政改革。省级行政区成为埃塞俄比亚最大的行政区，孟尼利克任命自己最信任的将军作为各省总督。他还建立了相当完善的税收制度，被埃塞俄比亚历史学家称为“第一位实行税收上交到各级皇家税收机关的税收制度的君主”。1886年建立起来的亚的斯亚贝巴5年后成为国家首都。为了加速现代化，孟尼利克批准建造埃塞俄比亚的第一条铁路（1894），将亚的斯亚贝巴与法国在吉布提的港口连接在一起。这一工程得到了法国资金的支持，也使亚的斯亚贝巴成为了一座主要城市。

1890年代，埃塞俄比亚派出青年学生留学西欧国家、俄国和苏丹，学习各种先进技术。

1892年，埃塞俄比亚改革税收制度，并于两年后第一次发行全国流通货币。

1894年，埃塞俄比亚发行自己的货币；第一枚邮票在法国巴黎印刷成功并举行了庆祝仪式。

1903年埃塞俄比亚在首都建立了自己的制币厂。

1905年，埃塞俄比亚第一家现代银行——阿比西尼亚银行建立。

1907年，埃塞俄比亚第一家政府饭店建成。

1908年，第一所现代化学校——孟尼利克二世学校建立；埃塞俄比亚被国际邮政联盟接受为成员国。

孟尼利克的早期现代化措施还包括电话和电报系统的建立，供水管线的铺设，现代化医院的建设以及疫苗的引进。随着这些改革和发展措施，各种设施如旅馆、饭店和裁缝业等也在兴起，外国的投资也在增加。“所有这些都是城市化和现代的标志”。然而，随着1913年孟尼利克的去世，埃塞俄比亚开始步入了欧洲列强在非洲建立殖民主义统治的时期。

埃塞俄比亚于1896年在阿杜瓦战役中打败了入侵的意大利。这一结果使得世界开始重新认识现代非洲与欧洲的关系。此次胜利成为现代军事史上第一次非白人击败白人的战争，不仅确保了埃塞俄比亚的独立地位，也为世界上的黑人保留了希望，特别是在那些种族歧视和不平等的地方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反响。主张提高黑人种族地位的国际思想家认为，非洲人的物质和精神进步将有助于减少种族偏见。具有名望的一些黑人学者和作家对埃塞俄比亚的政治抗争史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非洲人格”。（关于埃塞俄比亚早期现代化的努力，第七章有所论及）

（三）马达加斯加的“前工业化”努力

另一个有类似经历的国家是马达加斯加。1820-1895年间，马达加斯加经历了一场工业化的尝试。尽管有人将这一场早期现代化称为“前工业化”，但它在非洲大陆“现代化历程”中的历史意义不可忽略。在所谓“前工业化”的讨论中，国家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正是因为这种工业化与欧洲的模式不合，因而总是被贴上非正统的标签。

马达加斯加的工业化正是这样一种典型。18世纪时，早年建立的梅里纳王国分裂为四。1791或1792年，安德里亚纳姆普安伊梅里纳（Andrianampoinimerina,1787-1810年在位）将塔那那利佛定为首都，并在国内划分了贵族、自由民和奴隶三个阶级。其子拉达马一世（1810-1828）继位后称“马达加斯加国王”，于1817年夺取了法国在东海岸的塔马塔夫，随后迅速将王国扩张到除西部一部分和南部以外的整个马岛。1825-1826年，拉达马一世拒绝了英国提出的自由贸易联盟的建议，坚持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独立的贸易。他希望通过控制本地资源，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以保证自主的工业化，特别是在纺织和军工工业方面。尽管他在多方面模仿西方，但其更长远的目标是为了生产纺织品、经济作物和林产品（如蜡和橡胶等）作为出口商品，同时加上阉牛、肉类和水稻以及兽皮等传统出口产品。

在1826-1837年间，马达加斯加的关税大致从5%增加到20%-25%，并先后与欧洲和马什克林群岛约20家公司和辛迪加签订了工业合同。面对外国纺织品的竞争，拉达马一世于1827年采取了两种措施以保护和促进国内的纺织业。第一，以前英国可以用布匹来支付马达加斯加出口到英国的牛，拉达马一世将布匹改成现金，从而阻止从英国（特别是兰开夏）和印度进口布匹的竞争。第二，为了加大生产规模，他建造了一座以水力为动力的纺织厂，加上从英国进口的机器，从而使年生产量达到5000匹棉布。拉达马一世还专门派人到英国学习最新的军工技术，阻止法国兵器的进口以用国产武器取代外国进口武器，甚至指定不同区域负责生产不同的军工武器或装备。他还通过修建运河和道路加强国家内部的交通运输能力。为了抵御法国人的进攻，拉达马一世还动员国内民众修建了各种工事和防御设施。1834年，马达加斯加第一个出版社建成。1830年代后，流行多年的奴隶贸易开始转向，奴隶职能由消遣开始转向为东部沿岸的种植园或制糖厂服务。尽管人数难以统计，但在19世纪后期可能达到6万人。

拉达马一世特别重视向西方学习各种技术，并建立了多所现代教育设施。从1816年到1830年，拉达马一世选派了27名马达加斯加青年工匠，将他们分别派往英国和毛里求斯，学习火药和兵器制造，纺织技术和机械技术以及有关金、银和铁器制造，木工技术、制鞋技术和涂漆技术等，另外50名青年被送到英国军舰上接受水手训练。为了更有效地利用那些在伊梅里纳提供服务的20名外国工匠，他分配给每个外国工匠两名马达加斯加青年在他们手下当学徒，并要求这些青年在最短时间内学会技术。马达加斯加的现代教育是从来自威尔士的传教士1822年设置3所学校开始的，但拉达马一世于1824年决定将教育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他开办了30所学校，招收了200多名学生。到1828年，马达加斯加已经开办了100所学校，学生人数已达5000人。1829年，贝齐利奥和安齐哈纳哈两地也开设了学校，首都塔那那利佛甚至准备为地方省份的学生建造寄宿宿舍。拉达马一世将学校建成国家培养和招募士兵、公职人员和技术专家的机构。从1827年到1835年，从学校毕业的识字者人数从4000人增加到15000人。

拉达马一世的妻子拉纳瓦洛娜一世（1828-1861）继位后因袭其丈夫的政策，并于1845年在塔马塔夫击败了英国和法国远征军的军事干涉。拉达马二世于1861年继位后，曾一度实施与英、法妥协的政策，但遭到国内民众的不满。1863年，军事首领赖尼来亚里沃尼推翻了拉达马二世后登上了马达加斯加首相的职位。他上台后，先后进行了各方面的改革，包括政府体制、法律、宗教和教育方面，这些改革被称为“现代化改革”。在经济方面，最重要的是马达加斯加黄金业的兴起。然而，好景不长。1895年，法国再一次向马达加斯加发动侵略战争。法军于1895年1月在马任加登陆，9月30日攻占了塔那那利佛。马达加斯加的这场由国家主导的建立现代工业部门、发展经济作物种植园和开发矿业、林业资源的早期现代化尝试被迫中断。

（四）非洲早期现代化的特点与失败原因

实际上，在阿散蒂、苏丹等其他非洲早期国家，也有过类似的早期现代化尝试。这种“早期现代化”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这些早期现代化的启动都是一种驱动性的，都是在西方列强的威胁下被迫采取的行动。这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面临欧洲列强的入侵，认识到加强国力和改变旧有制度的迫切性，从而奋起改革。当然，这种所谓的“被迫”中却含有主动的因素，反映了非洲政治领袖的睿智和果断。第二，虽然这些改革涉及面较大，如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涉及经济、军事、政治等层面，埃塞俄比亚的现代化尝试也涉及多个领域，但这些早期现代化主要集中在军事方面，特别是武器装备水平的提高（包括军工业的建设和先进武器的引进）和战术的训练（包括军兵种的设立和外国军事教官及先进军事训练方法的引进）。由于在军事方面的改革和军事力量的提升，埃塞俄比亚军队还战胜了来犯的意大利军队，取得了阿杜瓦战役的胜利，马达加斯加也曾击败过英法远征军的武装干涉。

这些早期现代化的第三个特点与非洲领导人认识到自己国家的落后状态有关，即他们的改革都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推行的，特别是向欧洲学习的开放态度非常明显。为此，他们或是走出去，将有才干的本国年轻人士派到欧洲去学习技术，或是请进来，聘请西方各方面的专家（特别是军事和工业专家）来进行指导或培训。第四，这些早期现代化的尝试都具有国家指导的性质，均是由皇帝、国王、总督等封建国家元首领导的，他们往往力图用各种现代化的措施来加强自身的皇权或封建统治地位。因此，这种早期现代化有两面性，即往往将国家的改革（特别是器物层面）与巩固维持原有政权结合在一起。第五，他们的这种早期的现代化尝试（除日本外）的直接结果以失败告终，但留下的遗产被历史所继承。

这些早期现代化的尝试为何均以失败告终呢？萨米尔·阿明分析了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失败的原因，认为有两点原因：“靠近欧洲，这使得他没有时间改革国家并使之现代化，加上本地的社会条件不够成熟。”经济学家伊萨维认为：“穆罕默德·阿里计划的失败，表明埃及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是缺乏政治上的自主权，经济发展通常需要大量的各种形式的帮助：关税保护、免税、减少运输费、提供廉价劳动力、对某些部门提供特别信贷便利、以及教育政策等等；唯独在很大程度上享有政治和财政独立的国家才能提供这种帮助。”艾周昌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水土不服和先生打学生。所谓“水土不服”，是指西方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只适合于欧美国家，而不适合于绝大部分亚非国家，移植来的西方发展模式在亚非国家难以适用。所谓“先生打学生”，是指殖民主义者无法容忍亚非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独立和军事上的强大，随之而来的殖民主义入侵和统治打破了亚非人民向西方学习的迷梦。

我们不妨从世界史发展的角度来考量这一问题。除了这些国家本身的原因外，从三个角度即时间、空间和结构三个方面来分析这些早期现代化失败的原因。

从时间上看，19世纪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欧洲已经完成早期的海外扩展及对拉丁美洲贵重金属的掠夺，在非洲大陆进行的奴隶掠夺和由此产生的三角贸易成就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资本主义也完成了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的发展进程的转移，再从荷兰转移到西欧大陆，欧洲列强的工业革命和国内的产业分工已初步完成，发展了一套在资本主义早期行之有效的竞争模式，并开始了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向海外的扩张，而其他大陆或是沉睡未醒（如中国），或是成为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受害者（如非洲）。即使这些已经有所觉悟的国家这一时期也远非西方国家的对手。

从空间上看，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完成了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以探险为主的早期发展准备阶段。按照肖尼的说法，在1535-1540年5年中西班牙就实现了对西半球的控制。到1670-1680年，欧洲人控制的地区从大约300万平方公里增到约700万平方公里。再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扩张，欧洲世界经济体系逐渐形成，资本主义面临着新的挑战，使得其海外扩张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殖民地将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前景。这种前景对西方而言极具吸引力，它们不容许这些有待拓展的空间有其他的打算，更不愿意这些空间成为它们未来扩张的障碍甚至是竞争对手。欧洲列强往往强行介入非洲事务，并已经形成了对一些国家的威胁，从而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从结构上看，欧洲这一世界现代体系的中心已经确立了对边缘地区的强势地位。经历了17世纪到18世纪中叶的发展相对停滞阶段后，欧洲世界经济体系得以巩固。亚非诸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有机部分或外围（边缘）结构，它们成为快速发展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原材料供应地、欧洲廉价商品市场和日益壮大的欧洲金融资本的理想投资地，从而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对西方国家而言，处于边缘地位的亚非国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这种外围地位是不允许改变的。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加剧了中心地区之间的斗争，随之而来的是对殖民地的争夺和殖民主义体系的建立。

我将这种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发展称为“现代化的虚拟起步”。


五、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同一性与多样性

（一）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同一性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同一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历史经历相同。非洲诸多国家都经历了多种文明的交会，本土文化的璀璨、伊斯兰文化的渗透、奴隶贸易的冲击、基督教的传播和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二是内部的现实挑战相同。各个国家目前大都面临三重挑战，即国家建构与管理的问题、经济资源的合理分配以及国家民族建构的特殊挑战。三是对合理的世界秩序的期盼相同。近代以来所建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极不合理，相当部分已经过时，非洲国家热切希望对现存的政治经济秩序进行改造，使自身的利益得到适当反映。当然，种族肤色相同，发展阶段相似以及自然资源丰富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共同特征。

非洲是国家最多的大陆，分为北部非洲、东部非洲、西部非洲、南部非洲和中部非洲五个部分。北部非洲包括埃及、苏丹、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亚速尔群岛和马德拉群岛（均属葡萄牙）。需要说明的是，2011年苏丹南部经过全民公决，一致同意脱离苏丹。7月9日，领土面积65万平方公里、人口826万的“南苏丹共和国”正式脱离非洲第一大国苏丹，宣布独立。北非部分已在《世界现代化历程·中东卷》中论及。东部非洲包括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吉布提、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和塞舌尔。西部非洲包括毛里塔尼亚、西撒哈拉、塞内加尔、冈比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几内亚、几内亚比绍、佛得角、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科特迪瓦、加纳、多哥、贝宁、尼日尔和尼日利亚，以及加那利群岛（西班牙属地）。中部非洲包括乍得、中非、喀麦隆、赤道几内亚、加蓬、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刚果（金）、刚果（布）。南部非洲包括赞比亚、安哥拉、津巴布韦、马拉维、莫桑比克、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南非、斯威士兰、莱索托、马达加斯加、科摩罗、毛里求斯、留尼汪（法属）、圣赫勒拿（英属）等。

表1 2009年非洲各国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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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The World Bank,Africa Development Indicators2011,Washington D.C.，2011.

http://data.worldbank.org/sites/default/files/adi＿2011web.pdf

·此为陆地面积，原表中无面积，此为作者所加。

1.南苏丹共和国于2011年7月正式宣告成立。

2.位于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一些属于英、法、西的岛屿未被列入。

（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语言文化的多样性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情况各不相同，语言文化相当复杂，现代发展历程的情况也迥然相异。有的非洲国家人口已达到1.5亿以上（尼日利亚），有的只有10万人（塞舌尔）。有的国家国土面积达到200多万平方公里（刚果（金）），也有小到只有约2000平方公里以下的国家（毛里求斯、科摩罗、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舌尔）。

从语言来说，非洲大陆的语言远比拉美国家的语言复杂。有的国家用一种欧洲语言和一种（或多种）本地语言作为官方语言。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有22个国家，用法语的有21个国家，用阿拉伯语的有12个国家，用葡萄牙语的有5个国家，用斯瓦希里语的有3个国家，用西班牙语的有1个国家。此外还有其他的官方语言如阿姆哈拉语（埃塞俄比亚）、提格瓦尼亚语（厄立特里亚）、索马里语（索马里）、奇契瓦语（马拉维）、塞苏陀语（纳米比亚）、斯瓦提语（斯威士兰）等。在南非这个被称为“彩虹之邦”的国度，竟有11种官方语言，即英语、阿非里卡语、祖鲁语、科萨语、斯瓦提语、恩德贝莱语、南索托语、佩迪语（北索托语）、茨瓦纳语、聪加语和文达语。此外，豪萨语是西部非洲和中部非洲使用的通用语，斯瓦希里语是东非的通用语，还有多个国家用欧洲语言作为通用语，有6个国家通用法语，5个国家用英语作为通用语，1个国家用意大利语作为通用语。当然，还有用其他语言作为通用语的情况。

从文明的角度来看，非洲文化也是异彩纷呈。首先，作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非洲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本土的文化哲学和宗教信仰数千年来一直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即使在今天，一些基督教徒在生命的最重要的典礼中仍然采用传统的宗教仪式。我们知道，基督教在500-1500年期间逐渐传播给罗曼人、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等民族，并在欧洲建立起中世纪基督教文明。然而，在早期基督教时期，非洲已经有人接受了基督教。埃塞俄比亚的古代王国阿克苏姆皇帝厄查拉（Ezana,320-356）统治时期，他皈依了基督教，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基督教，最后使基督教成为阿克苏姆王国统治地区的官方宗教。因此，基督教在非洲的传播大大早于欧洲。当然，在殖民主义统治时期，西方列强将基督教强加给非洲人，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做法一方面破坏了非洲本土的文化积累，但欧洲文化的输入从另一个角度也大大丰富了非洲的文化。伊斯兰教创立后，开始随着长途贸易的线路逐渐渗入非洲。

近些年来，有些国家（如尼日利亚）不断发生宗教冲突。何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治权力和社会分配不公引发了不同宗教社区的矛盾激化。我们可以这样说，非洲人有很强的文化和宗教包容性。著名的西非加纳帝国曾经在首都建两个居住区，其中一个住的全部是穆斯林。两个不同的文化社区和谐相处。现代国家成立以来，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塞内加尔。塞内加尔第一任总统桑戈尔是一名天主教徒，他从1960年担任总统到1980年主动引退，而塞内加尔90%以上的人信仰伊斯兰教。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总统统治了信奉伊斯兰教的国民长达20年之久竟然相安无事。曼德拉的出现是当代世界的一个奇迹。他是唯一一位既得到东方国家赞颂、又受到西方世界尊敬的政治家。这种事情出现在非洲绝非偶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全球文化研究所主任马兹鲁伊是非洲学者中的翘楚，被誉为“非洲最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他被选为历史上100位最伟大的非洲人之一。马兹鲁伊注重研究非洲政治与社会，认为非洲文明是本土文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结合，这一观点对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实际上，非洲也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与这块大陆的政治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现代发展的差异性

从现代发展的道路选择看，撒哈拉以南非洲也并不相同。有的国家早在19世纪即已开始早期现代化的尝试（如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绝大多数直到独立后才开始探索发展或复兴之路；有的已经开始“起飞”（如毛里求斯、加纳、安哥拉等），有的仍在内战中苦苦挣扎（如刚果（金）、索马里等）。有的曾通过发展农业及相关加工工业，促进出口贸易发展，使经济在独立后20年得到较为快速的发展（科特迪瓦、喀麦隆、肯尼亚等）。有的则靠着丰富的石油或其他矿产资源取得经济高速增长，但人民却并未能普遍享受到国家发展的成果（尼日利亚、加蓬等），本书中有关对尼日利亚现代化的分析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有的国家独立后标榜走“非资本主义道路”，或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但经济发展并不理想（几内亚、坦桑尼亚等）。在分析现代化的各种类型时，有“矿产驱动资源型的现代化”（南非），有“出口导向驱动型的现代化”（毛里求斯），有“农业资源驱动型的现代化”（科特迪瓦）。，还有的由于开创了适合自己的政治制度，将传统与现代的政治制度有机地融为一体，取得了较为稳定的发展（博茨瓦纳）。

从现代发展的程度看，撒哈拉以南非洲有的国家已经比较富裕，有的则相当贫穷。例如，有的国家的人均GDP已经达到4000美元以上（塞舌尔、毛里求斯、博茨瓦纳、加蓬），有的则非常少。根据美国智库布鲁克林研究所在2008年发表的名为《发展中世界的国家贫弱指数》的报告指出，在发展中国家的28个“极端贫弱”的国家中，有23个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即使在同一个国家，贫富悬殊也达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以南非为例，它既具备世界一流的交通和通讯设施，也有无正常道路、供水系统和公共厕所的贫民窟。

从现代发展的历程看，非洲各国的发展也很不一样。艾周昌在分析南非现代化历程时曾认为，世界现代化经历了三次大浪潮。英国革命启动了第一次浪潮，英国成为第一个现代化国家后，与其他的西方国家一起将第一产业转到了包括非洲沿海地区的贸易殖民地。第二次现代化浪潮约在1860-1930年，分为追赶型、依附型和防御型三种，南非属于追赶型现代化，而非洲的埃及、摩洛哥、突尼斯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属于防御型现代化。第三次浪潮是“一次真正世界性的大浪潮”，始于1940年代，迅速波及第三世界国家。

从现代发展的模式看，在独立以后一直保持政治稳定而经济持续发展的被称为“和平与安定的绿洲”的博茨瓦纳，其成功经验之一就是保持政局的长期相对稳定，维护国内的安定团结局面，为经济建设和寻求国际合作与援助创造一个良好的国内环境。科特迪瓦因在20世纪60-70年代以超过7%的年平均增长率而引起世人瞩目，曾被誉为创造了“经济奇迹”的“西非经济橱窗”。然而，政治强人、第一任总统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逝世后，科特迪瓦的政治经济开始走下坡路，目前已经陷入政权分裂和经济崩溃的边缘。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已有一些学者在概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发展的模式和战略，如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几内亚，实行“公平增长”发展战略的津巴布韦，实行“高速增长与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尼日利亚，实行“统一平衡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喀麦隆，实行“有计划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加蓬等。然而，这些概括并不能如实表达这些国家的发展模式。

由此看来，撒哈拉以南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迥然相异，要用某种或某些“模式”来概括无异于盲人摸象。

让我们首先来探讨非洲现代化的虚拟起步这一论题。


第一章　非洲现代化的虚拟起步

奴隶贸易持续了400年，欧洲列强正是在这一阶段建立了工业化的重要基础。16-18世纪为原始积累阶级，欧洲列强先后侵占了整个美洲、亚洲的一部分和澳洲的一部分；而“三角贸易”则是以非洲为中间站的。奴隶贸易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马克思认为它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之一。正是在这一阶段，欧洲殖民者在非洲建立起第一批贸易商站据点，更有利于从事以奴隶贸易为主的对非洲的贸易活动。然而，正是这些商站为殖民瓜分提供了跳板。

随之而来的欧洲列强的殖民瓜分再次给非洲带来复杂的命运。

在世界近代史上，资本主义列强瓜分非洲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西方学者对于瓜分非洲的原因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诸如“精英说”、“外交说”“声誉说”“地区危机说”等等，但最有影响且最有代表性的则是英帝国史学家、英国学者罗宾逊和盖拉格提出的“战略说”。他们认为，1879-1882年埃及赫提夫倒台造成的危机和南非德兰士瓦的兴起影响到欧洲在非洲的战略关系，从而导致了瓜分浪潮；而对非洲的瓜分在很大程度上（至少在英国）是由于官员们的失算、对埃及问题处理不当而引起的，“埃及的危机引起了争夺”；因而，“对非洲的瓜分是一个奇怪的反常现象。将整个大陆抛入到剧烈变革的几个事件是如此偶然地造成的。”总而言之，他们认为，应该从非洲内部不是从欧洲去寻找列强瓜分非洲的原因。

将瓜分非洲这一事实摆到世界历史的范畴去考察，并联系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全过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欧洲列强瓜分非洲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而不是什么“失算”“反常现象”。首先，我们认为，对非洲的瓜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也可以说是欧洲现代化过程中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和社会文化活动在领土上的扩展。


一、现代化噩梦的开始：殖民瓜分

（一）殖民瓜分的预备阶段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各民族或地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不可能建立在相互平等的关系上，而只能靠一些民族征服另一些民族，比较发展的民族压迫、剥削和奴役其他民族的不平等关系来实现。从原始积累到商品输出，从保证原料供应到占有劳动力资源，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占有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殖民扩张活动，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步进行的，主要表现为原始积累和工业革命两个阶段。

如前所述，奴隶贸易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马克思认为它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一阶段欧洲殖民者在非洲建立的第一批贸易商站据点主要包括詹姆士岛（1618年英占）、荷兰西非据点（1637年，共16处）、开普（1652年荷占，1781年法占，1795年英占）、圣路易（1659年法占），还有葡萄牙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建立的一批商站。直到18世纪末，欧洲殖民主义者在非洲只是占领了沿海一带几块小地方，目的是要建立商站、粮仓和军事据点。

在工业革命时期，欧洲列强继续进行殖民扩张，力争把亚洲、非洲、澳洲和美洲变为它们的产品销售市场和农业原料附庸。到1870年代为止，英法等欧洲强国又攫取了不少新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亚洲大多数国家先后遭到吞并或为外国殖民势力所控制；幸存下来的伊朗、中国和土耳其也沦为半殖民地，欧洲列强各自确定了自己在这些国家的势力范围。同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沦为英国殖民地。在非洲，欧洲殖民强盗在沿海侵占了一部分土地，建立起殖民地（或“保护制度”），作为向内陆渗入的基地，而这些殖民地大部分是打着“禁止奴隶贸易”的幌子建立的。主要的有：塞内冈比亚殖民地（1821年英建）、阿尔及利亚（1830年法占）、黄金海岸保护领（1844年英建）、几内亚沿海（1849年法建“保护制度”）、拉各斯（1861年英占）、加蓬沿海地区（1862年法占）、波多诺夫（1863年法占）、科托努（1869年法占）。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欧洲在非洲进行的领土扩张还是局限于沿海。虽然有几次侵占更大领土的企图（如英国对阿散蒂和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及法国对马达加斯加的战争），但都未能得逞。到1876年，欧洲列强在非洲所占的殖民地只有全部领土的10.8%。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作为商品市场和原料来源地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仅以三个殖民地为例：1863-1872年拉各斯进口额为383255英镑，出口额为545433英镑；黄金海岸同期进口额为223578英镑，出口额为297910英镑；1868-1869年开普殖民地进口额为4635098英镑，出口额为4536906英镑。

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和1873年的经济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英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开始动摇；德国由于普法战争的胜利而加速了工业化；法国由于国家的大力扶持和物价上涨的刺激，在付清战争赔款后工业逐步恢复；美国在南北战争扫清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后，工业开始突飞猛进；日本和俄国也随后相继进行工业革命。在欧洲，德国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与不列颠帝国相比，其发展速度惊人。国家的统一，普法战争结束后对法国矿产资源、工业基地和战争赔偿的掠夺，军火工业的加速发展以及先进技术的采用，这一切使德国迅速成为与英国抗衡的头等工业强国。从1871年起，德国工业生产的增长比英法两国快三倍。这种不平衡打破了旧的均势，引起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惊恐，一位英国学者对此作了极其深刻的概括：英国在对德竞争关系方面“饱尝了由于惊讶而产生的苦恼”，这是80年代的特点，而到90年代这种苦恼却变成“惊惶失措”了。

这种不平衡在对殖民地的要求上也体现出来，“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来源的斗争愈尖锐，那么占据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德国在1884年7月到9月短短几个星期，就用缔约的方式侵占了多哥和喀麦隆，这种速度是前所未有的。1873年的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开始向垄断阶段的过渡。危机首先在美国和中欧展开后，迅速波及欧洲大陆。虽然英法德各国所受冲击程度不同，但这次危机的深刻程度是以往任何一次危机所不能比拟的。此次危机，就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和强烈程度来说，是英国以往经历过的危机中最大的一次。随后的两次危机连接得如此紧凑，加之中间高涨时期的短暂，以致很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将1873年至1896年统称为“大危机”时期。

（二）殖民瓜分进程的加速

垄断的进程加快了，同时也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高潮”。“过剩”商品开始寻求市场，资本在寻求新的出路。一方面，欧洲国家开始为保护国内市场实行关税，另一方面列强将贪婪的目光转向了非洲这块尚未瓜分的大陆。听听“国际非洲协会”的绅士们在1878年11月25日向刚从非洲探险回来的斯坦利提出的问题吧：“刚果在多大程度上可使轻便船只实行通航？友好的土著酋长能对商业活动提供什么样的保护？刚果河沿岸的部落是不是十分明智地懂得为了他们的利益保持与白人的友好交往比限制交往要好些？若需要的话，土著酋长对于获得他们的通行权会征收什么样的贡品、税款或进口货？土著用来与欧洲纺织品交换的产品的特性是什么？假使将来在刚果河下游某处与斯坦利普尔之间修一条铁路，能够提供多少这种产品？”正是这些先生们在12月9日正式成立了一个“上刚果研究会”，协会资金为50万法郎，部分由利奥波德二世提供，部分由私人银行提供。由于这一时期在非洲，特别是西海岸的争夺逐渐加剧，欧洲列强不得不在1884年召开柏林会议来缓和冲突。从柏林会议最后议定的内容，我们也可以看出欧洲列强关心的主要是什么。第一章第一条就规定：“各国贸易在下列地区将享受绝对自由：（1）刚果河流域及其支流的各个地域……（2）从南纬2度30分纬度圈到罗格河口的大西洋沿海地带。（3）从刚果河流域上行……到印度洋地区……”。

比利时在瓜分非洲时采取了“进攻”姿态。这是因为它从1840年代起就靠着法国的投资稳步发展，首先是产煤业，随后纺织和其他行业也奋起直上。1848年至1884年，工业化出现了飞跃，动力从1845年的48000马力，上升到1885年的781000马力。1839年起为大国所承认的中立地位使比利时国内经济发展得到保障。一方面是工业产量居于世界前列，生产的多是半成品，需要出口；另一方面，工人工资低微、国内市场狭小，这样，寻求国外市场的要求就更加急迫了。利奥波德早在1863年就跃跃欲试了，“为了国家的利益比利时应该有自己的殖民地”。代表着国内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家这时也纷纷为寻求商品市场、侵夺殖民地制造各种舆论。

翻开历史，我们几乎在同一时期听到这些声音：“在当前像飓风那样吹遍全世界的激烈的贸易竞争中，丢掉市场就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取得市场对于国家的强盛来说是一种极好的收获。”（英国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寇松语）“殖民地问题，对于由工业性质本身所决定必须大量输出产品的国家来说，是个市场问题。在欧洲各项工业遭到危机的时候，开辟一个殖民地就是开辟一个市场。”（儒勒·费里在被称之为“第一篇提到议会论坛上的帝国主义的宣言”中这样说。）“我们也要求阳光下的地盘。”（德国的皮洛语）“使我们地球上那唯一文明没有渗透的大陆向文明敞开，冲破那笼罩着当地全体居民的黑暗，我敢说，这是一场与我们这个进步的世纪相称的十字军东征。”（比利时国王语）这些都反映了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向帝国主义过渡时对殖民地的渴望和要求。非洲被最后瓜分的历史命运就是在这阵喧嚣声中决定了。

1880年代前后，第一批掠夺非洲殖民地的欧洲垄断组织成立了。它们主要有1876年成立的“国际非洲协会”，1878年由利奥波德二世出资成立的比利时“上刚果研究会”，1878年柏林“德国非洲协会”作为“国际非洲协会”的一个分会宣告成立；1882年，“德国殖民协会”成立；1883年组成了“德国西南非洲公司”；1885年创立了“德国东非公司”。1880年，“法国赤道非洲公司”成立；1881年成立了“塞内加尔与法属西非海岸公司”。在英国，1849年为在今尼日利亚的通称“油河地区”的贸易而成立“联合非洲公司”，1881年改组为“国家非洲公司”，后又改名为“皇家尼日尔公司”；1886年特许成立了“英帝国东非公司”；1889年特许成立了“英国南非公司”。1891年葡萄牙人建立了“莫桑比克公司”。

商品输出和投资的增加是另一个特点。仅在19世纪最后20年内，英国输入西非地区的商品额增加了50%，往返于西非与英国之间的商船船队的吨位增加了三倍。1884年贝努河以北的包奇高原发现锡矿，10年之后，约70家英国公司从事锡矿开采，资本达4000万英镑。到1910年，英国在非洲的总投资额已达45500万英镑。法国对非洲市场也寄予很大希望，1880年代侵入西苏丹时，法国曾乐观地估计西苏丹将是一个拥有8800万人口的庞大市场，而后来发现仅有近1000万人，而且交道不便，发展落后的状态使得西苏丹对法国工业品的需求很少。德国虽然起步较慢，但到1860年代，它在东非的贸易已超过所有的欧洲国家，仅次于英籍印度人；在西非的商站已达60个。著名的黑人学者布莱顿1880年就明确指出，“现在，欧洲正被生产过剩搞得筋疲力尽，人们指望着非洲来提供新的市场”。

再次，则是向非洲加紧榨取原料和资源。几内亚湾的棕榈油，沃尔特河地区的金矿资源，塞内冈比亚的橡胶、花生，南非的金刚石，包奇高原的锡矿，加上贵重木材、胡椒、可可等，这些都成了欧洲列强的囊中之物。19世纪最后25年，仅英国商行就在几内亚湾设立了近60个商站，从1870年到1890年的20年间，从油河地区输出的油增加了1倍；1890年到1900年，西非地区输出的原料增加了1倍。以1884年为例，从拉各斯输出棕榈油2382656加仑，从塞拉利昂输出橡胶810198磅，从冈比亚输出花生18396吨。

（三）推动殖民瓜分的三项科技成果

19世纪后期，欧洲各国工业革命已基本完成，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非洲内陆探险的完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瓜分非洲创造了前提条件。1860年代的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技术成果对后来欧洲列强瓜分非洲具有很大影响，即美国横贯大陆铁路的建成、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和奎宁的发明。

1869年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建成了。虽然欧洲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开始兴建铁路，但横贯大陆的铁路却还是世界上第一条。这条铁路给人们以启示，非洲内陆的开发可以通过铁路来进行。70年代，这样的建议先后提出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事业已使它尝到了甜头，有人提出要开辟一条穿越撒哈拉大沙漠的铁路，连接阿尔及利亚和西非内陆，以控制非洲的内陆贸易。这一计划得到了查里斯·费雷西内（后于1879年出任总理）的支持。1878年，当保罗·索内耶特为寻找合适的南方终点站到达塞内加尔时，布里埃尔总督又说服他将塞内加尔尼日尔线纳入他的铁路计划。1879年，毛里斯·卢维尔成为专门报告这两条铁路情况的议会委员会报告人。虽然这些线路的计划后来被搁置，但非洲铁路的前景大大刺激了列强瓜分和掠夺的野心。据统计，欧洲殖民者在非洲投资修建的铁路在1855年只有140公里，1865年才有760公里，到1885年已达7030公里。

苏伊士运河的通航为世界经济的沟通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欧洲到亚洲和澳洲的贸易航程大大缩短。伦敦到孟买的航程缩短了7300公里，汉堡到孟买缩短了7400公里，马赛到孟买缩短了8600公里，这就相应缩短了航运时间，节省了运费。对于运河的开凿，英国人坚决反对，所以雷赛普先生筹集的资本中，英国人未出一便士。但运河修成后，英国人很清楚地认识到它的重要性。1870年英国人就预言，它的成功“恐怕远远超过它最热心赞助人最乐观的希望”，这一预言很快得到证实。难怪1875年英国首相狄斯累利在没有经过议会批准的情况下毅然决定通过罗德希尔德公司以高于票面价值的价格买下了埃及总督伊斯梅尔握有的全部股票。

英国人关心这条运河的控制权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因为这条运河位于通往印度的主要航线之上；二是由于美国南北战争的刺激而兴起的埃及植棉业大部分是英国资本掌握的。为此，英国不遗余力地控制埃及，首先从财政入手，最后实行了武装占领。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大和货运量的增加，运河的经济价值和战略意义更大了。以1879年为例，通过运河的船只已达2263300吨，其中1752400吨是英国船只，占总吨位的77.4%。这些船只来往于英国与远东（特别是印度）之间，而在1880年代，1/5的英国海外投资在印度，近1/5的英国出口商品在印度销售，这条运河对英国资本的利益关系太大了。而海底电缆把非洲与欧洲连到一起，钢铁暗轮的出现也使运输更为便利了。

随着科技的发展，医疗技术也不断提高，而对于在非洲活动的探险家、传教士和商人来说，最大的福音还是奎宁治疗热带病的效用。在此以前，热带病对欧洲人威胁之大可从以下一些数字看出来：在黄金海岸，1719-1760年欧洲人的死亡率是20%，其中最高的1720年为40.8%。柯廷对西非地区的各种类型的欧洲人作了较详细的统计，其中包括传教士、探险家、官员和士兵，得出的数字是：1787-1850年到西非访问或定居的欧洲人死亡率为43.3%，其中，1804-1825年到塞拉利昂的传教士的死亡率高达60.5%；1830-1832年、1835年、1841-1842年到尼日尔河的三支探险队的死亡率平均为44.7%；1822-1825年，黄金海岸的政府官员的死亡率达45%。塔罗奇通过对英军医部门的记录和陆军部记录的整理，曾提出了一个报告，塞拉利昂（包括冈比亚）驻军1817-1836年的死亡率为48.3%；开普殖民地驻军1823-1826年死亡率高达66.8%。1854年英国政府和商人莱尔德共同赞助的一支勘察队在拜基医生的率领下在尼日尔河和贝努埃河上航行了4个月。由于适当地服用奎宁，整个探险队无一人死亡。由于奎宁的普遍使用，放弃了用放血和水银治疗热带病的旧方法，欧洲人的死亡率下降了50%-100%。

这些科技成果大大加快了瓜分的步伐。这样，在非洲内陆的探险陡然增加了。19世纪上半叶共进行了21次考察，1851-1860年进行了27次，1861年——1890年则进行了160次之多。

综上所述，欧洲列强瓜分非洲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而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的不平衡性和1873年深刻的经济危机加速了这一进程的到来，对欧洲在非洲的商业资本瓜分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科技的进步和勘察非洲的完成则为瓜分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些就是资本主义列强瓜分非洲的内在原因。

（四）瓜分非洲的方式与直接后果

欧洲列强对非洲的瓜分主要有三种方式：采取武力实行占领，与非洲统治者签约（在大部分情况下以欺骗的手段），与其他列强协商瓜分。在很多情况下，武装占领后的政治条约和与非洲人签约所取得的土地未必得到其他欧洲列强的认可，这仍需要与其他欧洲国家用谈判的方式并通过双边条约来解决。这样，各种条约的合法性便成了一个关键问题。

在论及欧洲人与非洲人之间各种政治条约的合法性时，非洲学者乌佐伊圭是这样评论的：这些条约有的在法律上站不住脚，有的在道义上完全破产，有的是合法取得的，三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实力支配下的法律。那些所谓的“合法条约”主要是指一些非洲统治者在情况紧急时（受到其他欧洲国家或毗邻非洲国家的威胁时）寻求与欧洲人联盟，而这种情况无疑是考虑到欧洲人的实力。其他的条约更是五花八门，有的是以欺骗的手段获得，有的是以强迫方式签订，有的甚至是伪造的文件，还有的则是在曲解条约意义的基础上达成。对这些条约的合法性，即使在欧洲列强中间也未达成共识。至于欧洲国家的各种双边条约的合法性更成问题。这些条约基本上是在欧洲国家的首都签订的，与这些条约有直接关系的非洲人对这些条约的制定既无所知，也未曾同意。

这些条约的直接后果是将人为的边界引入了非洲。由于非洲被强行分割，给这个大陆带来了四种严重的后果。第一，过去属于相同的种族、民族和部落的群体，现在分散居住在各个国家实体之间，从而使非洲许多国家边境地区出现了跨境民族问题。第二，非洲大陆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大的国家的国土面积达到200多万平方公里，小的如冈比亚则只有10350平方公里。自然资源的分布也极不合理。第三，非洲边界一般是大体上划分的，这在当时是为了避免列强争夺的权宜之计，却为独立后的非洲留下了各种矛盾和隐患。第四，殖民列强通常按经、纬度来划分非洲。这种划法易于在地图上标出，但很难用地形测量图线表示，这就为独立后非洲国家的边界确定埋下了无穷的后患。

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政治地理布局在独立后的非洲产生了严重的问题，这一点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新边界分割了原来早已存在的族体、酋邦、王国或国家，造成了大量的民族分离和流离失所，从而为独立后的国家冲突、民族矛盾和社会动乱埋下了祸根。这种人为的边界将一些文化语言各不相同、传统习俗迥然相异的人们糅合在一起，又没有采取任何方式来促进民族的一体化，这一问题成为非洲国家民族一体化的主要困境，也为独立后的非洲发展设置了意想不到的障碍。

欧洲殖民列强对非洲的征服主要发生在1880年至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在短短的30多年里，非洲被瓜分完毕。


二、不平等关系的制度化

为了瓜分和统治，殖民宗主国必须从理论上证明自身文明的优越性。它们自称建立殖民地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使殖民地的“劣等民族朝着文明和平演进”；为了征服非洲，不惜付出“溅血的代价”；优等种族如法国，“有权利与劣等种族相对”“有权利使劣等种族文明”。用霍米·巴巴的话来说，［殖民话语］如同一台机器，设有承认或否认种族、文化和历史差异的开关。它最显著的功能就是通过创造知识，为受他国支配的“臣民”构建一个空间。根据这些知识，这些臣民被监管着，他们愉悦或忧伤的复杂体验被刺激着……殖民话语的目的，就是根据种族起源，将被殖民者描述为一个不断退化的群体，从而证明征服他们是有道理的，证明建立管理和教导的体系是必要的……我所指的，就是这样一种形式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它划定“附属国”，窃取附属国的财富，指挥和统治着附属国在许多领域里的活动。

殖民主义者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为了执行所谓优等种族的使命，为了使劣等种族“文明化”，他们不惜在殖民地使用强制和暴力。执行文明使命的意识形态和帝国主义的野蛮做法发生在各个殖民地，这种文明的使命遭遇到了非洲人民的反抗。

殖民主义统治建立后，宗主国以各种方式榨取殖民地的财富，以满足殖民宗主国的利益，突出表现在包括商品市场、原料供应和金融投资方面的宗主国的经济利益。除赤裸裸的超经济手段外，这种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往往辅之以传播基督教为主要形式和建立在种族主义基础之上的文化渗透。在殖民主义统治早期，这种需要主要表现在殖民宗主国贸易或生产商与殖民政府的联姻上。利物浦商会非洲贸易组在1917年6月26日致英国贸易大臣的信函中明确表示：“必须将当地人民的所有精力引导到原料的生产上来，从而鼓励他们生产品种广产量多的当地产品。”这种宗主国的殖民当局与贸易商或生产商的联姻是一种从商业利益上的联姻，从而导致了一种不平等经济关系的建立。

（一）不等价交换与对本土工业的摧毁

在殖民统治的早期，欧洲人曾用各种劣质商品和廉价小商品来换取非洲的原料，包括黄金、矿产品、木材、象牙等物产，然后带回本国出卖以获取高额利润。1856年，英国的棕榈油主要进口商约翰·托宾在议会的一个委员会上作证说：“从前，白人习惯于想象无论什么东西对黑人来说都有是好的，所以就企图欺骗他们。现在，他们也像我们国家任何人一样，能够区分真假优劣。”尼日利亚的著名历史学家戴克根据托宾的证词，提出如下看法：

回顾西非在同欧洲进行的长达400年的贸易中，没有得到多少含有永久价值的东西。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他们为欧洲的工业化提供了优秀的劳动力、棕榈油、象牙、木材、黄金以及其他许多供应和支持正在兴起的工业主义的商品，得到的只是一些最低劣的杜松子酒和华而不实的东西。当旧卡拉巴尔的酋长们要求提供基本设备创办制糖厂和种植棉花时，据欧文说，西印度群岛利益集团成功地抵制了这一“合法的要求”。

无疑，这种从非洲输出到欧洲的“供应和支持正在兴起的工业主义的商品”为欧洲的现代化提供了原料和资本。相反，加拉巴的老酋长意识到进行本土“现代化”的重要性，他提出的提供创办制糖厂和种植棉花的相应设备时，却被拒绝。

由于欧洲列强需要保持制造业的优势，殖民政府对殖民地的需求主要是原料和市场，它对殖民地的工业化采取一种忽略的态度甚至扼杀的举措。在殖民主义统治时期，欧洲列强通过压制殖民地的加工和制造业的发展，竭力限制殖民地内部的生产联系。在19世纪，法国禁止塞内加尔提炼石油。同样，英属东非也为了限制坦桑尼亚的剑麻生产而设置障碍，以防止非洲的生产商对英国的麻线工厂构成竞争。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市场对剑麻的需求，英国资本向英属东非殖民地坦噶尼喀投资剑麻生产，建立了三座工厂以生产麻线出口。根据英帝国内的优惠制度，他们可以将剑麻制品自由出口到英国或英帝国内的其他市场。1934年，当500吨麻线运到英国市场出售后，立刻引起英国本土麻线生产商协会成员的警觉。他们向英国殖民部提出抗议，并威胁要采取行动。殖民部考虑到帝国内部的利益，要求坦噶尼喀的剑麻生产商与英国麻线生产商协会协商解决。最后商谈的结果是双方达成一致，坦噶尼喀可以任意出口麻线到英国，但价格需由英国生产商制定。可想而知，由于失去了价格优势，坦噶尼喀的这一新的工业很快失去了竞争力，1938年就倒闭了。由于那些英国投资者对这一结果十分不满，加之投资者康纳德·沃尔希很有背景，英国政府内部不得不就这一问题展开辩论。最后，决定在肯尼亚新设立一家麻线厂，但主要是为殖民地内部服务。

在英属西非，英国的非洲榨油公司和利物浦商会反对鼓励当地建立棕榈榨油工业，原因是英国已经有了这类工厂。布莱特在他对东非殖民主义和欠发达状态的研究中专门探讨了这一问题。他在题为“殖民主义与非工业化”一章中指出，殖民政府属下的殖民地发展咨询委员会（Colonial Development Advisory Committee）关注的是如何利用殖民地为宗主国服务，尽管并未特别制定限制工业化发展的政策，但实际上忽略了殖民地的工业化问题。“到1939年3月，它只花费了800万英镑，其中15.1万英镑用于工业项目。”在尼日利亚，本土工业化的问题也被长期忽略。有的殖民官员不得不承认尼日利亚的某些制造业（如纺织品）不论在质量上还是价格上都优于英国的产品。尽管如此，殖民政府对当地的制造业和工业化仍采取一种不鼓励政策。尼日利亚在殖民统治时期的“工业化”被尼日利亚学者称为“表面文章”。为了保证殖民地对经济作物的稳定生产，殖民政府甚至限制英国企业在西非的投资举动，阻止它们在殖民地购买土地以建立种植园。虽然这种政策的制定部分是由于大公司的买地计划受到当地可可农或棕榈种植农的抵制，因此被批为“为了政策稳定牺牲经济利益”，但保持稳定的经济作物生产应是主要因素之一。

殖民主义统治确实为非洲的现代化提供了某些先决条件。然而，不同的殖民宗主国有不同的工业政策。虽然殖民宗主国奉行自由贸易的政策，但由于欧洲国家的自由资本远比殖民地的本土资本强大得多，这种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主要是对欧洲资本有利，西方的企业资本在非洲殖民地占着支配地位。在英属殖民地，除了极个别地区（如南罗得西亚）外，几乎所有的殖民地都没有建立起现代工业的基础。英国政府在1929年殖民地开发法案的基础上，又于1940年通过了殖民地开发和福利法案。法令规定了开发的范围，扩大了开发的规模。然而，这一开发计划却由于缺乏人员而不得不推迟实施。

（二）单一作物制的引进与确立

我们在讨论殖民主义时应该注意其统治方式与现代化进程的相关性。殖民统治与后来的现代化进程的最大关联性是单一经济作物的引进。单一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生产是殖民主义带来的“现代化”后果之一。这种现代经济方式带来一系列的变化，如货币的引进、廉价劳动力的产生、种植园的出现以及交通网络的建立等。这些因素将一些非洲殖民地直接引入世界市场，其中一些殖民地很快成为某种经济作物的主要生产地，如尼日利亚的棕榈油、黄金海岸的可可和塞内加尔的花生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以下因素。

首先，是宗主国的需要。例如，西非原来是奴隶贸易中奴隶的主要来源地之一。随着奴隶贸易的衰落，棕榈（尼日利亚等地）和花生（塞内加尔等地）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出口商品。这种油料作物的大量出口主要产生于欧洲肥皂工业和各种机器润滑油对油料的需求。黄金海岸（即加纳）在引进可可20多年后即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可可生产地，也是由于巧克力生产的需要。此外，马里的棉花，赞比亚和比属刚果对黄金、铜、镁、铁、钻石和铀等矿产的开采，英属东非的剑麻，肯尼亚和科特迪瓦的咖啡等，都是为了满足殖民宗主国的需求。

这种单一经济作物的生产导致更多的非洲人参与到这种为出口而生产的交换经济之中。例如，在肯尼亚，一半以上的吉库尤人和附近的罗族人的强劳动力都在充当欧洲人的廉价劳动力。在1950年，中非和乍得至少有150万成年劳动力被卷入棉花生产，部分或全部地依靠生产和出售棉花为生。这意味着更多的非洲劳动力被转移到国际劳动分工链的低端。有的殖民地还实行强迫劳动制，或是以威胁的手段逼迫农民种植经济作物，或是以贩卖奴隶的手段为矿井或其他行业招募工人。比属刚果的强迫劳动制可谓臭名昭著。一份提交给比利时第二次殖民会议的报告中陈述：“一大批脖子套着绳索的黑人被送到建筑工地去。用拉夫式招募民工有功的酋长都得到奖赏。行政当局很和蔼地接待那些替它送来民工的人。”一位名叫皮埃尔·奥特斯的人直言不讳地表示：“由于行政当局和当地酋长的同谋，加紧招募民工使殖民地荒无人烟……建筑工地的死亡率，在某些地方竟达总人数的一半，整个说来，招来的民工大约死掉了30%。”

其次，殖民政府的强迫和鼓励政策所致。通过经济和超经济手段，使农民不得不参与到单一经济作物的生产过程之中。例如，人头税的设立是将传统农业生产者转移到经济作物生产中的最佳途径。塞拉利昂的茅屋税的设立、以现金方式收取税款等都是为了将农民驱赶到经济作物的生产过程中。此外，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原来的原料供应地产生了问题。例如，美国南北战争以及美国自身纺织工业的崛起使欧洲纺织工业的原料供应出现严重短缺。1899年，法属赤道非洲成立了“租让公司”，其目的是为了对殖民地的原料进行开发，主要是棉花及其他农产品。到1950年，法属赤道非洲提供的棉花占到法属殖民地棉花生产总量的80%，可满足法国对原棉需求的11%，每年替法国节省3000万美元。1902年，英国成立“棉花生产协会”，以鼓励坦噶尼喀生产棉花。1912年，从该地区输出棉花的价值已达50万美元。1923年，英国专门成立了多个研究机构从事在殖民地开发经济作物的前景。

表1-1 1920-1939年肯尼亚税收主要项目

单位：千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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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A.Brett,Coloni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East Africa,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Change1919-1939,TABLEXII,p.192.

三是当地的自然条件，如尼日利亚的有利条件使棕榈制品（如棕榈油和棕榈仁）、花生、可可、棉花和橡胶等均成为尼日利亚的主要原料产品和出口商品，还有塞内加尔的花生、坦桑利亚的剑麻等。有的原是本地的产物，有的是引进的。需要说明的是，殖民政府并非鼓励所有的殖民地都从事单一经济，它们的主要目的还是攫取当地的原料。例如，在马达加斯加，虽然咖啡占到出口农作物的近一半，但生物多样性使这一地区的出口农作物品种甚多。

1.粮食作物：大米、玉米、木著、豆类、花生、马铃薯、芋头、高梁、香蕉、糖；

2.植物油：干椰子核油、蓖麻油、烛核油、花生油、桐油；

3.纤维：剑麻、拉菲亚树叶纤维、锦葵属香草、棉花；

4.兴奋剂：咖啡、烟草；

5.香料和调味品等：伊兰香精、柠檬草、丁香、胡椒、香草。

表1-2 1938-1954年非洲单一出口经济

单位：百万当地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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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Economic Surveyof Africasince1950,New York,1959,p.167.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殖民主义统治后期，各殖民地的单一经济作物占总出口的比例都超过了50%，在有的年份，这种比例甚至达到95%以上。在英国殖民地冈比亚，单一经济作物花生所占出口比例出奇的高，1950年达到97.2%，1952年和1953年也分别达到96.2%和95%。以加纳为例，1878年，一位名叫泰特·奎希的农民从费南多波岛引进了可可树和豆荚；1886年，黄金海岸总督威廉·布兰德福特·格里菲斯从圣多美引进了可可种植术。1891年，从黄金海岸出口的精制可可豆为80磅。从1911年起，黄金海岸成了世界最大的可可生产国，其产量在1936-1937年达到顶点。可可出口占这个国家农产品出口量的90%。直到1950年代，可可的出口一直占加纳总出口量的2/3-3/4.例如，在1950年，可可占到其整个出口收入的71.7%，到1954年，这一比例提高到74.7%。从上表可以看出，可可一直是加纳的主要出口产品，也一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到独立前，它在加纳出口总值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

表1-3 1938-1957年非洲国家和殖民地主要出口商品

单位：百万当地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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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a.利比里亚使用的是1937年的数据。

b.利比里亚使用的是1951-1956年的平均数据。


c.
 中非联邦使用的是1950-1958年的平均数。



d.1938年的货币单位是法国法郎。



e.
 包括其他矿石。



f.1954年以前的数据是之后组成联邦三国（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独立后分别为津巴布韦、赞比亚和马拉维）的总和？原文为16.7，属计算错误，特更正为76.7.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Economic Surveyof Africasince1950,p.168.


上述表格表明，单一经济作物在一些非洲国家或殖民地已经占到出口总值的50%以上，例如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加纳和苏丹。在塞拉利昂，经济作物的出口在1938年占到总出口量的91.8%，到1950年代仍占总出口收入的76%。这种畸形的经济结构使得这些国家在独立后的经济发展中遭遇了极大的困境。然而，也有这样一种情况，宗主国的私人企业公司的利益可能危及殖民当局培育下的单一经济作物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殖民政府毫不手软，采用超经济手段对这些私人企业进行限制。诸多非洲殖民地正是通过这种不平等关系的建立为西方社会完成了现代化进程中所必要的财富积累过程。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利比里亚生产的橡胶。在1951-1956年的出口均值中，橡胶的出口占到了76.3%。

作为殖民主义统治给非洲带来的最重要后果之一，单一经济作物的生产促成了一系列现象的产生，如人头税的设立、货币经济的引进、强迫劳动力的使用、土地的商品化、对当地工业和手工业的摧毁等，这些成为几乎每一个殖民地所经历的转变。在失去政治上的主权后，这种经济上的依附状态还伴随着殖民地的各种社会经济矛盾的产生，如殖民宗主国的资本与非洲小资产阶级的矛盾、殖民政府的权力与非洲本土社会首领的矛盾、西方建立在种族主义基础之上的文化与非洲文化的矛盾、资本与劳动力的矛盾、资本与农民的矛盾等。这些后果都成为非洲国家独立后的“遗产”，也可以说构成了非洲现代化的“虚拟起步”。

在整个殖民统治过程中，非洲成为了一个庞大的单一经济作物的生产场。为了以最小的成本和代价攫取最大的利润，殖民政府根据不同的需要将殖民地分化为不同的用途：有的气候适宜被作为殖民政府的统治中心，如肯尼亚的内罗毕；有的处于枢纽位置被作为殖民政府收集和发送经济作物的地点，如卡诺；有的靠近海岸则直接成为将经济作物运往宗主国的关键港口，如达累斯萨拉姆、蒙巴萨、拉各斯等地。这样，在非洲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将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收集、加工、运输这一整个流程汇成一体，直接为宗主国的经济服务。正是这种殖民宗主国掠夺的需要促使了一些基础建设的完成，如铁路运输线、水力供应、电信通讯、公路线路、欧式建筑等。

（三）三种经济区域的形成

正是在这种单一经济作物生产的强化过程中，非洲形成了三个经济区域：沿海地区、单一经济产品区和粮食作物生产区。这种划分不仅是一种现代经济所要求的劳动力的划分，而且促成了同一个殖民地各个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并形成了以民族为基础的社会不平等。


沿海地区
 沿海地区由于以下三个因素很快成为殖民宗主国经济的附属体。第一，它具有早期商业的经历，如几内亚沿岸的一些城镇很早就有丰富的贸易经历。同时，持续400年的奴隶贸易也加深了这一地区的商业习惯，使得这一地区形成了一批对西方经济利益和运作规律相对较为熟悉的非洲人群体，这些人成为了非洲人与欧洲人之间的中间人。第二，从16世纪到19世纪早期，欧洲人的公司或商号在这一地区先后建立了各种商站和据点。这些商站有自己的仓储和运作方式，有的甚至形成了欧洲人的社区及其服务设施，欧洲人对沿海地区较为熟悉。第三，几乎所有的欧洲殖民地的政治中心都设在沿海城市，如法国西非殖民地的首府达喀尔、英属西非的主要据点拉各斯和阿克拉、葡属殖民地的首府卢安达和洛伦索马贵斯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沿海地区率先成为将非洲殖民地与世界经济中心联系起来的关键枢纽。


单一经济产品生产区
 这包括经济作物生产区和矿物生产区。在一些内陆地区，经济作物的生产成为殖民地经济的主要特征。这些经济作物大部分是经过种植的，亦有天然作物。举其要者，埃及的棉花、加纳的可可、尼日利亚的棕榈产品、塞内加尔的花生、比属刚果的橡胶、坦桑尼亚的咖啡和棉花等。这些经济作物的唯一用途就是用于出口。概括而言，五种因素促成了这些经济作物的集中生产：税收、自然环境、交通贸易网、产品价格和原有的农业生产结构。第一，如前所述，殖民政府根据自身的需要，以各种手段（包括强迫）迫使当地的大量居民从事经济作物生产，最为常用的手段是通过税收。第二，当地较为适宜的自然环境为这些经济作物提供了良好的生产条件，如黄金海岸（今加纳）的可可是1878年引进的，到本世纪初，黄金海岸就成为世界第一大可可生产地区。这与其良好的自然环境是分不开的。第三，殖民地的各种基础设施为经济作物的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特别是交通与贸易网络的形成。第四，经济作物直接与世界市场相连，市场价格刺激了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第五，这些殖民地早在欧洲入侵前就以农业生产为主，对农作物的生产可谓是驾轻就熟。

矿产品的生产区一方面吸收了更多的投资，同时各种交通网络和基础设施也相对发展。这些基础设施在殖民统治时期并未为从事矿产品生产的非洲人带来什么好处，但在非洲国家独立后却为这些地区的民族带来了相对便利的条件。


粮食作物生产区
 更多的地区则是以粮食作物生产为主。出口经济作物生产对非洲传统生产方式的摧毁力是巨大的，一些非洲人纷纷从传统的农业耕作转向经济作物的生产。然而，用于出口作物生产的土地和人力资源越多，用于粮食作物生产的土地和人力资源就越少。这样，粮食作物的生产在有的地区被遗忘，有的地区在1930年代即出现了粮食短缺。从整个殖民经济体系而言，这一地区是投资最少的，基础建设最差的。可以说，欧洲人通过出口经济作物或矿产品摧毁了非洲人自然形成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却漠视广大人民的生存。由于这种历史的原因，这些地区的民族的发展程度相对较低。

从现代经济结构的角度看，这种劳动力分工并非坏事。遗憾的是，由于对不同地区采取的厚此薄彼的差异经济政策，因此带来了以民族集团为基础的社会分化。如肯尼亚的基库尤族（虽然他们在殖民军队中不如坎巴人那样受到殖民当局的信任）和乌干达的巴干达族在就业和教育等方面均优于当地其他非洲民族，这种优势也反映在殖民地公务员的职位方面。由于这种优势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在独立后的国家行政管理和人力资源的分配上，这两个民族都占有优势。这种以民族集团为基础的不平等使独立的非洲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更为复杂的难题，亦为地方民族主义提供了滋生的条件。


城市化的因素
 殖民地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非洲殖民地的城市化。殖民主义统治的基本目的是榨取殖民地的资源，社会后果之一是促进了城市化。殖民税收制度将从事农业或牧业的非洲人驱赶到城市。土地对非洲人的生存十分重要。来到城市后，他们的生存方式起了根本的变化。一般来说，他们希望找到与自己的故土有关系的人，这是一种共同的愿望。在都市环境没有根基的非洲人处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成立了一些地区或族体组织，以联络故土的乡亲。这些组织最初成立时是一种福利组织，为自己的成员提供生活保障或就业机会，提供殖民地当局不能提供的福利条件和心理依靠。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有些组织逐渐发展成为压力集团。有的在独立后成为地方民族主义的阵营，如约鲁巴的行动派。殖民统治下的一些措施也加强了各族体的自身意识。这些措施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将传统统治方式引进城市，使部落制度得以强化。1950年代，数万劳工来到卢安夏亚（Luanshaya）从事矿山工作。这些人作为契约劳工从事井下作业，分别来自英属、比属和葡属殖民地。如果他们签订几年的合同，矿山主提供食宿，并发给相应的工钱。为了对工人进行管理，矿山主决定建立一种与传统社会服务系统相适应的体系。他们在各个招工地区以优越条件雇用了一批当地的贵族或长老，由公司提供特别的住房和服装。这些人来自各个地区的皇室家族，是传统政权的代表者。公司要求他们代表矿山劳工，并通过他们来管理劳工。这些人在矿山仍保持着在农村地区的那种尊严和权威。这实际上是将“部落”制度移植到工业环境中来的一种尝试。

（四）畸形的“现代化”因素

在殖民主义时期，在诸多国家或多或少已经开始了铁路的建设。有的是为了对付竞争对手，有的则是为了掠夺当地自然资源。例如在法属几内亚，殖民政府于1900-1914年修建了科纳克里尼日尔铁路，即是为了阻止英国人从塞拉利昂到达尼日尔河上游地区。对殖民地经济作物的掠夺可参考加纳。1900年，可可种植在黄金海岸东部省已经铺开，新朱阿本、阿基姆阿布阿夸、克罗波和阿夸平等地都种植了可可。可可很快又传到阿散蒂地区及其黄金海岸殖民地的中部省和西部省。随着这一经济作物的引进和广泛种植，与之相配套的基础建议也随之开始建设。1906年，阿克拉到阿夸平的铁路建设开工。到1927年，塞康第库马西和阿克拉库马西的铁路线开通。此外，还有中部省的铁路连接上述两条铁路线，为阿基姆这一重要的可可生产区服务。

表1-4 1905年、1920年和1945年部分非洲国家的铁路长度

单位：公里

[image: ]


a1921-1922年

数据资料来源：B.R.Mitchell,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Africaand Asia(London:Macmillan),pp.498503.

引自John Senderand Sheila Smith,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in Africa,(Londonand New York:Methuen,1986),p.14.

然而，这种基础建设的畸形发展却十分明显。一切为经济作物开路，一切为经济作物输出到宗主国服务。这种畸形的经济造成了非洲国家对少数几种经济作物的依附、对国际市场的依附、对宗主国金融制度的依附、对宗主国财政的依附。这种运输系统的建立完全是为了殖民剥削。在刚果河一带进行过探险的欧洲探险家斯坦利曾公开表白：“没有铁路，刚果就一文不值。”对非洲殖民地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建立交通运输网相联系的，这种运输网络除铁路之外，还包括港口、水路和公路。

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非洲不同的殖民地，学校的建立、通讯设备和电话网络的铺设也是从殖民统治的角度来考虑的。诚如罗德尼所言：殖民地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殖民地的管理培养人才，这种教育不是为了增强非洲青年人作为非洲人一员的自信和骄傲，而是树立他们对欧洲人和资本主义的崇敬和顺从。即使是将从非洲剥削得来的剩余价值的极少一部分用来教育，这种教育在分配上也是极不公平的。以1959年的乌干达为例，当地政府为每个非洲学生花费11英镑，为每个印度学生花费38英镑，为每个欧洲学生花费186英镑。在肯尼亚，这种歧视更为突出。

殖民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对殖民地的工业化有所尝试，但主要是根据当地条件来进行的。例如，英国因国土遭到严重破坏，曾充分利用殖民地的工业原料，通过私人资本的运作，但这种资本运作主要发生在南罗得西亚，因为那里的白人移民一直在实业界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法国战后在殖民地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和基础设施，但这些努力很快由于宗主国自身的重建而停止。较为突出的是比利时统治下的刚果。

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比属刚果的工业特别是加工工业发展很快，这一方面是因为海上交通在双方交战时被封锁，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比利时被希特勒占领，一些人力和财力资源转到比属刚果。1939年，刚果工业企业的数目只有2538家，1946年已达3701家，其中冶金企业从61家增到94家，造船厂和船舶修理厂从140家增到183家，森林工业和木材加工企业从357家增到642家，化工厂从10家增到15家，食品厂从422家增到628家。战后，工业企业和农业企业均快速增加。1945年，比属刚果各种工业企业（未包括农业企业）约3900家（原文如此），1950年有工业企业6800家，农业企业2800家；1955年有工业企业13600家，农业企业4600家。1957年，企业总数为22600家，其中农业企业占7400家。这些企业主要与采矿业和农业加工有关系。随着殖民地工业的扩展，大批的农民成为廉价劳工。

殖民主义统治给非洲带来的经济影响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首先，非洲传统贸易中心的转移以及欧洲列强对贸易中心的控制。其次是对原材料的开发和单一经济作物制的形成。第三，传统的村社制度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土地被剥夺后，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迫成为经济作物的生产者或矿业公司和开采业的工人，还有的成为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廉价劳工，或流落城市的无业游民。第四，货币经济的引进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银行活动使非洲的一些城市被卷入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为了殖民统治的便利和保证处于世界生产链低端的非洲殖民地的原材料供应，一些基础设施和通讯设备也建立起来。尽管有布局不合理和主要为经济作物出口服务这些因素，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仍为独立后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些条件。必须提到的是，与殖民主义统治时期的城市化相对应的是，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导致了非洲人口的增加。

确实，正是在殖民主义统治时期，非洲失去了自尊，也失去了自我发展的机会，而欧洲的工业革命的拓展和现代化条件的成熟正是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欧洲人的殖民主义统治打断了而非促进了非洲的技术进步。根据非洲学者的分析，“欧洲传给非洲书面和口头的技能充其量是传播方面的，而不是生产和发展方面的”。非洲为蓬勃发展的欧洲资本主义提供了足够的作为工资劳动者的廉价劳动力，欧洲贸易公司的出现和对原材料的需求将广大的非洲农民变成了单一作物的生产者。随之而来的是航运业和银行业的兴盛。殖民机构也为这一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夺过程提供了各种便利，如殖民政府制定的税收制度使历史上以物易物、自给自足的广大农民不得不走上出卖劳动力以换取现金的道路。

非洲的经济在殖民主义时期产生的重要变化之一是它成为殖民宗主国的工具。“非洲国家的经济（和通讯网络）的发展主要是为了配合殖民宗主国的需要。主要的产品——不管是如可可和咖啡等的经济作物，还是像铜和铝矾土等矿产品——都是未经加工就出口到了欧洲市场；而相对应地，殖民地则从国外，主要是‘母国’进口制成品。”尽管非洲的自然资源极其丰富，以殖民宗主国的工业企业为主的外国资本开办的采矿业发达，却没有冶金工业；有大批的经济作物农场，却很少有本地加工工业。这些说明，垄断资本在这里需要的是殖民宗主国需要的原料，而不是将对自己的工业品构成竞争威胁的制成品；是可供随时调遣随时填补的廉价劳动力，而不是能利用本地资源发展的民族资产阶级。殖民统治的后果之一，是使一部分非洲人从自给自足的状态转入到经济作物生产上，仅此而已。随后，最好的发展是量的扩展，而从未有过质的变化。用对东非殖民地经济素有研究的布雷特的话说，这是一种“殖民的非工业化”（colonialnonindustrialization）。


三、非洲独立后面临的挑战

1960年以非洲的“独立年”而载入史册。

在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中，除了加纳（1957年）和几内亚（1958年）较早独立外，共有17个国家在1960年独立，它们是喀麦隆、多哥、刚果（金）、马达加斯加、索马里、贝宁、尼日尔、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乍得、中非、刚果（布）、加蓬、塞内加尔、马里、尼日利亚、毛里塔尼亚。正因为如此，1960年被称为“非洲年”，以纪念众多的非洲国家赢得独立。

非洲独立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最好由非洲人自己来回答。

1974年几内亚比绍推翻了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宣布独立。几内亚比绍的36岁的卡洛斯·米兰达是一位普通人，参加过反抗葡萄牙人的独立战争，并被葡萄牙人俘虏过。他在回答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戴维·拉姆时谈了自己的感受：

你问我殖民主义和独立对我来说有什么不同。好，我告诉你吧，差别大得很！现在夜里我可以放心地上床睡觉了，睡得很香。我不用害怕秘密警察。我也不用向葡萄牙人致敬了。现在，我可以毫无畏惧地同白人谈话。以前，白人与黑人从不交谈。但是，此刻我很愉快地同你这位白人坐在一起，以作为一个人的身份同你谈话。这就是我们为之斗争的目的——受人尊敬的权利。我们并不恨葡萄牙人民，只恨葡萄牙政府。即使你是葡萄牙人，我也仍然乐于同你坐在一起，因为现在我们平等了。

戴维·拉姆的评论是“独立给了他一件无价之宝——自尊”。

就非洲大陆而言，从隶属于他国的殖民地转变为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这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的大事，也标志着从殖民地的政治体制演变为独立国家的政治体制。殖民主义被推翻为新独立的非洲国家提供了政治前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然而，殖民主义的终结并不会导致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只有充分利用这一机会，非洲国家才能真正发展。

殖民主义统治时期对非洲的关键影响之一是非洲大陆依附特征形成。

依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张。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但是结果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加强则仅是前者扩展——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和/或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不管怎样，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这样一种局面。

这一后果构成了我称之为“现代化虚拟起步”的重要特征。

殖民主义统治造成的这种依附性严重影响了非洲大陆独立后的发展。1960-1980年，尽管非洲的发展一直在持续，并在有些方面取得了不可忽略的成就（后面将提及），政治制度的确立和经济结构的完善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非洲发展进程缓慢而曲折。萨米尔·阿明曾经在分析从1960-1980年这20年里非洲发展中的问题时特别指出了这种“依附性”，并认为这种依附性造成了广大人民的边缘化。这种依附性表现在区域之间日趋不平等，非洲国家间的贫富悬殊在扩大；非洲社会内部的收益不增的情况更加恶化，占人口极少数的“特权”阶层占有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财富；公共财政日益困难；国际收支逆差日益增长；在经济管理中“非洲化”程度极有限；农业生产的相对停滞。

这种依附性在后来的发展中并未完全克服，反之，非洲的贫困似乎在加深。如果我们取1981年到2004年这一段时间看，非洲生活在1美元贫困线以下的非洲人口在1981年为1.6753亿，1984年为1.9978亿，1987年为2.228亿，到2004年，贫困人数已达2.983亿。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公民并没有享受正当的政治权利，政治利益寡头集团往往与外国势力相勾结，使国内政治演变为国际政治的一部分，从而给国家带来不稳定局面，甚至造成动乱或战乱。非洲人民的经济利益也受到跨国公司的掠夺和本国财团的盘剥。尽管传统社会在努力地调适自己的社会功能，但在现代化的冲击下颇显无力。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急剧变化带来各种消极后果。

独立后的非洲面临着各种挑战。如何处理民族和国家的基本挑战，这实际上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独立的国家面临的“现代化”挑战。这些挑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如何管理现代国家的挑战、经济资源公平合理分配的挑战和国家民族建构的挑战。

现代国家的建构和管理对任何一个新独立的非洲国家而言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即如何通过加强国家政治权力的集中化将一个毫无约束力的殖民地领土和体制接收过来并进行有效管理？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政策和措施使国家能集合在一起并发挥最大的效率？这是政治现代化的根本问题。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人民团结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下，反对殖民主义的口号和泛非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最有影响力的黏合剂。然而，独立后的非洲国家面临着新的任务：如何对国家疆域内的广大民众进行政治动员，使他们参与到新的国家建设中来？非洲国家的发展面临着十分艰难的局面。既有从殖民主义统治时期继承下来的各种遗产，也有前殖民宗主国为保持自身优势设置的各种障碍。本书第二章将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问题进行分析。

经济发展是目前国际社会评价一个国家成就的重要指标。本书第三章将探讨非洲经济发展历程。经济资源的合理分配是一个必须体现在各个公民身上的实在不过的问题。这也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面临的实际问题。不言而喻，非洲国家在各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公平正义成为加纳等国家取得进步的动员口号，也成为广大人民从改革中得到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国家个案中有关罗林斯统治时期的加纳复兴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罗林斯政权的肯定。尼日利亚作为石油大国，虽然经历了发现蕴藏着巨大自然资源的欢愉，却也因为这一巨大自然资源的分配问题而饱受指责。同样的问题发生在安哥拉。有关资源国家尼日利亚和安哥拉的研究给予人们一张清晰的图画，说明了资源分配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任何国家的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国家民族（下文简称为民族）建构的完成。民族建构的挑战对非洲国家而言更为严峻，因为相当多的国家是在以前没有联系的殖民地的框架中产生的，各种地方民族、部落、村社以及社会集团以前都聚集在殖民地政府之下。然而，推翻殖民主义统治以后，这些不同的民族、社会集团需要新的吸引力。如何整合这些人以形成现代民族是一个极其艰难的任务。本书将在第四、五章中对有关现代民族建构的问题进行理论和个案的探讨。通过对坦桑尼亚的乌贾马运动对国家民族的整合作用、新南非和津巴布韦民族政策的比较以及卢旺达民族政策的负面影响等方面的分析，力图分析非洲国家面临的现代民族建构的挑战。

非洲的一体化进程具有与其他大陆不同的特点。主要特点之一是非洲的大陆性与种族性，另一个特点是其历史进程的相似性。这从根本上决定了非洲一体化进程的历史合理性。从非洲统一组织到非洲联盟的非洲一体化进程既是对持续一个多世纪的泛非主义运动的具体落实，也大大激发了非洲人民的解放和发展意识，加强了他们对自身政治经济权利的要求。虽然其发展曲折，但这一组织为非洲大陆共同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前景。


第二章　非洲政治发展：曲折与前行

殖民主义统治给非洲留下了各种历史遗产。从历史角度看，这一时期建立了相对持久的和平与稳定，从而使人口增长成为一个典型特征。尽管在非洲之角和大湖地区存在着冲突，但绝大部分撒哈拉以南现代独立国家在地理上的形状基本是在殖民时期确定的。殖民主义统治的另一个重要遗产是在一些殖民地引进了各种新体制（文官制度、法律制度等）和职业军队。非洲大陆在这一时期遭受的最大伤害是失去了主权，这种状况使得非洲人民在发展过程中失去了诸多机会。当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非洲形成了新型的民族主义，人们在借用“平等”和“自由”这些西方鼓吹的概念时提出了民族之间应追求平等和殖民地人民要赢得自由的理念。这些理想成为引导非洲人民争取独立的主要精神动力。


一、政治制度的选择与政治变迁

非洲独立后面临着各种挑战。如何管理国家，这是最重要的挑战。

新独立的非洲国家面临着巨大的转型。由于与殖民宗主国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任务的完成并非易事。从非洲大陆层面而言，模仿其他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是一种战略，或是与社会主义苏联和中国发展关系，或是与西方国家保持联系；寻求不结盟道路是另一种战略，非洲统一组织的建立是力图通过全大陆的力量，团结一致共同维护独立的一个重要的尝试。从国家层面而言，国家主权的巩固是非洲独立后面临的首要任务，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进行政治方面的非殖民化，同时确定一个适合自身发展的政治制度，建立一个较为完整的国家管理体系。

（一）初期的选择

在20世纪60年代，存在着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由于殖民宗主国的长期历史影响，相当多的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与宗主国保持着密切关系，继续留在英联邦或法兰西共同体内。这类国家在非洲占多数。另一种与西方国家保持联系，既一方面继续与老殖民主义国家保持关系，同时又与美国等新殖民主义国家发展关系以谋取援助。这种国家为数不多。第三类国家是比较激进的国家。它们中有的宣称社会主义，但它们并没有公开宣布马克思主义为官方意识形态。非洲国家希望保持真正的独立地位，但殖民宗主国却极力维护自身的传统利益，美国则希望通过其他方式在非洲建立自己的利益范围。西方国家对非洲独立意愿的恐惧导致了在60年代以及随后的日子里的一系列谋杀，如法国警察对摩洛哥独立运动领导人梅迪·本·巴尔卡和喀麦隆人民联盟领导人的暗杀，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支持对刚果（金）第一位独立选举的总统卢蒙巴的枪杀，还有葡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阿米卡尔·卡布拉尔和蒙德拉纳的战友的被害等等。

在这一阶段，非洲国家的政治进程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第一，政治体制逐步确立，集立法、行政、司法于一体的政府成立，各种国家机构分头负责。由于非洲国家受到西方政治制度的影响，原英属殖民地多采取英国的议会内阁制，原法国殖民地多采用总统共和制，还有的国家学习美国的总统制。第二，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采取多党制。在撒哈拉以南独立的35个国家中，只有几内亚、马里和马拉维三个国家是一个政党，其余国家都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党。这些政党参加竞选活动，或监督政府，或参与联合执政，大都活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在后期，一党制日渐增多，一些国家很快转向专制主义。第三，相当多的政党以地方民族为基础，在全国范围内缺乏感召力，并成为国家政局不稳的重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军事政变开始出现。除前面提到的卢蒙巴领导的刚果（金）政权被军事政变推翻以外，刚果（布）（1963年、1968年）、贝宁（1963年、1965年11月、1965年12月、1967年、1969年）、坦桑尼亚（1964年）、布基纳法索（1966年）、中非共和国（1966年）、尼日利亚（1966年1月、1966年7月）、加纳（1966年）等多国政府相继被军人推翻，发生政变的还有苏丹（1958年、1964年）、多哥（1963年、1967年）、马里（1968年）、索马里（1969年）、乌干达（1966年）、布隆迪（1966年）、塞拉利昂（1967年、1968年）。这些军事政变或是直接推翻文官政府，或是推翻王室政权，或是推翻军人政权。由于独立后建国时间不长，政权并不稳固，加之政治利益分配存在不公的现象，各地方民族之间的角力加剧，致使矛盾激化，加上原殖民宗主国或美国的军事干预等因素促成了军事动乱和军事政变之风蔓延。当然，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是由于非洲民众对独立的期望值很高，独立后的经济困难和一些政策的不得当使人民大众产生不满，加上军人在政治体制中的特殊地位，从而促使军事政变频繁。

（二）从分权到集权

1970-1980年代的非洲仍面临着严峻形势，三种现象比较突出，对非洲政治发展产生了冲击。一是地区冲突，如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的欧加登之争、乌干达与坦桑尼亚的冲突、埃塞俄比亚开始向厄立特里亚民族力量发起进攻。二是政权更替。如加纳总统阿昌庞被推翻后罗林斯上台；中非皇帝博卡萨被推翻后“中非共和国”名称恢复；赤道几内亚总统马西埃·恩圭马被推翻。更多的军事政变带来了军人政权的上台。此外，《兰开斯特大厦宪法》确立了罗得西亚新政权产生的途径，伴随而来的是津巴布韦的诞生。这是英帝国主义在非洲的又一次惨败。三是议会民主制向集权制转变。由于大多数非洲国家认识到政府权力的分散难以控制局面，加之频繁发生的军事政变助成了一种专制趋势，促使非洲政治体制开始从分权制向集权制过渡。

这种集权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除原来一直实行一党制的国家继续实行一党制外，在第一阶段实行多党制的国家多数改为一党制，有的甚至实行禁党制，如加纳、尼日利亚、塞拉利昂等非洲国家自独立以来基本上都经历了多党制——一党制（或禁党制）的过程，且后者所经历的时间远远多于前者。一些在1970年代中期独立的国家（特别是前葡属殖民地）如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安哥拉、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国建国之初就直接采用一党制。第二，政治权力开始向个人集中。由于对独立初期模仿西方民主制的弊病深有体会，随着一党制的采用，执政党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执政党领袖的专权也就成了题中之义。很多执政党主席（或总书记）的权力大大加强。他们或是理所当然地成为总统，有的将党政军大权控制在一个人手中。据统计，1988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45个国家中，有36个国家的国家首脑直接兼任政府首脑或内阁部长，是政府当然成员。还有的非洲国家首脑利用手中的权力以各种借口犯下了滔天大罪。中非共和国的博卡萨称帝后的骄奢淫逸，乌干达的阿明上台后肆无忌惮地屠杀异己，刚果（金）的蒙博托不择手段地排斥异己。第三，军队政权开始流行，到1970年，已有19个非洲国家的政权掌握在各式各样的军人的手中。到1980年代，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军人政权有增无减。第四，集权制的另一个表现是文官政权通过军人干政或军人直接干政的情况有所增加。这一阶段的军事干政明显增多，这是非洲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三）军事政变与军人干政

亨廷顿指出：军事制度和军人政治化的程度，是国家政治组织脆弱和文职政治领袖无力处理国家所面临的基本政策的一个函数。从政治学的角度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应加上一句：军事政变的次数或军人干政的频繁程度与一个国家现代政治制度的成熟程度成反比，军人干政的可能性与文官政府的可信度和合法性成反比。换言之，一个国家的现代政治制度愈成熟，政府的合法性愈大，军人干政的可能性愈小；而越是一个缺乏能力、缺乏民心的文官政府被军人政权取代的可能性愈大。当一个民族在内忧或外患的苦难中挣扎时，它往往需要一个鼓舞整个民族的理想，并希望看到可能实现这种理想的实力。军事领导人往往能提供这种理想和实力。这与军队的性质（暴力的工具）和组织特征（具有凝聚力和纪律性）有直接的关系。

表2-1 非洲国家成功的军事政变（1952-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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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力量进入政治领域的原因有多种。首先，从军队自身的性质而言。军队是一种具有高度组织能力和纪律性的力量。军人特别是军官集团具有用暴力摧毁旧制度和创建稳定的政治秩序的能力。政变成功后的下一步即是通过各种手段动员组织群众，其中使用得最多的也是民族主义的口号和纲领；军人政权希望适应人民的愿望或是打着这种招牌，对国内的政治经济进行必要的改革，使国家在相对平稳的政局下平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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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政治生态和社会因素，即由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而产生的原因，包括社会政治结构的分裂、领导权纠纷、领导集团的无能、经济政策的失误和各种社会弊端等因素。也包括军队与社会的矛盾导致这种军人干政，既有军队内部矛盾也有社会与军队的矛盾。例如，由于集权制和个人集权化的加强，一些文官干预军方的事务，或是调动军队进行各种与国防无关的事务（如对游行活动或反对派活动的镇压等）；统治者利用属于自己政治派别的军事领袖来干预政治事务。这种政治家利用军事力量来达到个人或党派目的的做法引起军人的不满。还有一些军人内部如不同军种或军营之间的矛盾都可能导致军人干政。

再次，非洲外部的因素。这主要是指在国际形势的不同因素影响下，国外力量通过本国的军队或利用非洲国家的军队进行干预，这种情况主要指前殖民宗主国利用各种渠道包括历史传统、培训军官和军事援助等手段进行干预。另外是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即其他非洲国家的军事政变也会对军人干政产生推动作用。从非洲发生的多次军事政变来看，外国势力的干涉是极重要的因素，特别是法国和美国。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或是军事首脑对政府首脑的领导不满，或是政府领导人的能力有限导致民众呼声等其他因素。这种政治现象既是对非洲政治状况的一种自然校正，同时也对非洲国家政治进程形成一种反动。军事力量对政治事务的卷入导致了各种弊端，如军事预算的增加不是为了国防，而是为了加强镇压异己力量；军队的讨价还价的地位提高；政治家与军事力量的互相利用；等等。这些都使军事干预、军人干政、军事政变和军事政权的建立更为频繁。

非洲国家为何会从所谓的西方民主制转向集权制？首先，殖民主义制度本身就是一种集权制。殖民地总督集立法、行政和司法于一身，对殖民地的管理完全是一种专制制度，依靠具有警察、法院、税收和军队的一整套现代国家机器对殖民地实行高压统治，它既有驻本地的欧洲军队和本土军队的军事支撑，又有远在宗主国的殖民政府的政治支持，还有从殖民地榨取的经济资源。然而，独立后的非洲国家从长期习惯的殖民专制统治马上转为西方的所谓分权的“民主制”，既排除了传统制度的合理成分，又无西方民主制的内生传统、政治文化和过渡培训。当这种移植的制度不仅不能满足非洲本土的需要，还产生了诸多不满情绪时，易弦更张是很自然的事。其次，非洲国家的政治家如埃及的纳赛尔、坦桑尼亚的尼雷尔、马里的凯塔、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刚果总统恩克瓦比都对从西方引进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制度是“殖民主义的遗产”，是“新殖民主义统治的机器”。他们从多党选举和议会民主制带来的民族冲突和社会分裂的实践中认识到，引自西方的制度并不适合非洲；相反，一党制似乎与非洲的现实更为契合。陆庭恩还注意到，当时苏联在非洲的活动以及苏联及东欧集团强调执政党作用的做法从某种意义上加强了非洲国家对一党制的认识，这也是从分权制转向集权制的另一个原因。

葡属殖民地的独立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经过长期的斗争，先后取得了独立。这个时期与非洲政治发展相关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是马克思主义的流行。一些国家明确宣称信奉马克思主义，如取代海尔·塞拉西一世的埃塞俄比亚政权；有的国家在口头上表示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如马达加斯加、刚果、贝宁等。葡萄牙殖民帝国的崩溃也使一些前葡属殖民地明确宣布成立马列主义国家，如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独立后的十年并未给非洲经济带来值得骄傲的成就，而葡萄牙殖民政府的残酷统治和对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镇压将寻求民族独立的非洲民族主义领袖们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四）民主化浪潮的冲击

非洲的民主化从1990年代开始，至今仍在继续。非洲政治发展在这一阶段的最主要的特征有三个：遍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民主化浪潮、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非洲一体进程的加速以及政治局势的相对稳定与经济稳步发展。

从20世纪末期起，非洲政治体制变革的钟摆再一次从一党制和禁党制摆向多党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民主化浪潮是由内部和外部两种因素促成的。一方面，始于1980年代初期的由国际金融组织在非洲强行推动的结构调整计划使诸多非洲国家经济受挫，民众不满情绪日增；另一方面，苏联崩溃为西方国家在全球推行西方民主制度创造了条件。1990年2月，贝宁政府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下不得不采取改革行动，召开有贝宁各党派的全国有生力量会议（National Conference of Active Forces of the Nation），并成立了具有民主特点的过渡政府。这种以“全国会议”（Conference Nationale）的组织形式而闻名的“贝宁模式”成为后来非洲法语国家（如马里、尼日尔、刚果（布）、马达加斯加等）进行民主化改革的榜样。2月2日，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在议会宣布，无条件释放黑人领袖曼德拉，解除对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南非共产党等反种族主义组织的禁令。这一决定为政治解决南非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同一年，喀麦隆、加蓬、科特迪瓦、马达加斯加、马里、刚果（布）、莫桑比克、赞比亚等国的总统或议会宣布实行多党制，布基纳法索和几内亚政府进行了为多党制选举作准备的立法改革；坦桑尼亚和加纳等国政府在全国发起对国家未来政治体制的讨论，为后来进行的民主化奠定了基础。目前，以多党制为特征的民主政体在非洲已经确立。截至2005年底，除利比亚、斯威士兰和厄立特里亚三国外，非洲50个国家均已实行多党制。必须指出：非洲的民主化并非“西化”，而是非洲国家在社会条件并不充分的基础上探索政治发展的尝试，是在下层民众的要求和西方大国的压力之结合下促成的。民主化涉及意识形态取向、国家结构、宪制改革、议会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人事制度等，这一进程也涉及到民族问题。

表2-2 非洲国家政治体制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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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一党制国家向多党制过渡或转变的途径与方法多种多样：由原执政党或政府宣布实行多党制，修改宪法或通过全民公决颁布新宪法，举行多党参加的总统选举及议会选举，组织新政府（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几内亚、加纳、毛里塔尼亚等20余个国家）；由全国各党派及政治势力举行多党谈判及协商会议，建立过渡性质的国家机构，负责筹备及监督国家总统及全国立法机构的多党选举，组织新政府（贝宁、刚果（布）、刚果（金）、多哥、尼日尔、南非、马达加斯加等国）；由反政府武装或军人以武力或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一党制政权，成立过渡机构，组织多党参加的总统及立法选举（埃塞俄比亚、索马里、马里、莱索托）。非洲民主化进程中的突出正面例证是加纳于2008年年底举行的选举。在各党派竞选过程中，程序合法，秩序井然。第一阶段，竞选双方得票相近，需再次投票。在第二阶段，执政党并未利用手中特权进行暗箱操作，局面稳定。这充分体现了加纳民主选举制的逐步成熟。

非洲民主政体主要是以选举制和多党制为特征。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也集中在政党体制和作用的转变。一个重要现象是政党重回政治舞台的中心。在非洲国家独立后的20多年里，作为权力中心和决策中心的政党的地位一度衰落，官僚权力取而代之。政党或因国家机器的扩张而削弱，或为军政权所瓦解。非洲民主化浪潮的基本条件之一是政治多元化，即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存在。由于民主化是西方提供援助的条件，这一进程表现出急功近利和完成程序（主要是多党制和选举）两个特征。其积极后果表现为政治体制从人治向法治转变；建立了具有自身特点的民主体制；政权更替逐步程序化；推动了良政和人权事业。同时，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日益明显。

然而，民主化浪潮只是一个过渡阶段，一些非洲学者对其反应比较理性：有的认为不能夸大其作用，民主化效果从总体而言并不理想。还有人指出，虽然民主化有内部要求，但主要由外部压力促成，这仍是一种精英游戏；民主化主要局限在选举制；随着选举而产生的多党制同时带来了自由和混乱。在相当多的国家里，由于经济发展缓慢，加上政府功能较差，人们只能依靠其他社会网络（族群、村社、家庭、工会或非政府组织）来保护自己。目前，非洲政治的根本问题在于民主基础尚未具备，大部分政党不够成熟，其意识形态基础薄弱，缺乏基层基础，动员能力较差，外部压力促使仓促变革。在政府行政能力较差的情况下，反对党或非政府组织往往将反对现政府作为自己的目标，这样，政府行政能力被进一步削弱。因此，要客观看待民主化的作用，这一进程还有待完善。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政治文化表现出一些好的征兆。政治制度的改革一般都提高了议会的地位，加强了对政府的制衡和对国家总统权力的制约。由于采取选举制度，议会议员的广泛代表性有所体现，同时也加强了议会内部的互相制衡。更重要的是，民众的参与使地方民众的利益得到更多的重视。当然，众多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既为非洲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带来了活力，也给民主政治带来了更多的变数。

（五）南部非洲的新生

新南非的诞生是这一阶段的一个重大事件。南非种族主义变成了一个具有国际意义的问题，1994年新南非诞生的历史意义已经超出了南非和非洲。不言而喻，它是南非人民用正义战胜邪恶的伟大胜利。对饱受种族歧视之苦且经历了殖民主义统治的非洲人民而言，这一政治局面的形成有四点经验：领袖（曼德拉）、政党（非国大）、战略（以统一的南非为目标）和策略（以和平谈判为手段）的重要性。曼德拉具有远大理想和博大胸怀。他忍辱负重，审时度势，以坚定的意志和高超的斗争艺术赢得了最终的胜利。非国大在整个斗争中坚持从南非人民大众的角度思考问题，善于团结黑人和白人，充分利用国内外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各党派组织，求同存异，在曼德拉的领导下以娴熟的政治技巧保持了南非统一和稳定的局面。在斗争中，尽管要推翻种族隔离制，但“统一的南非”这一目标始终不变，并成为非国大政策目标的重中之重。在策略上始终坚持和平谈判，只将暴力作为一种辅助手段。无论曼德拉在狱中或出狱后，他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最终取得了胜利，成为以和平方式取得政权的非洲黑人领袖。

新南非的诞生具有三重意义。一种看来任何手段也难以解决的问题，竟然通过政治方式解决，不仅没有经历许多人所害怕的暴力，也没有导致痛苦的争执与分裂，反而激起了一种民族的团结和凝聚力。这是南非人民的胜利。它通过和平手段和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保持南非统一的情况下摧毁了标志着种族压迫和歧视的隔离制，从而结束了非洲大陆的殖民主义统治局面。这是非洲人民的胜利。南非人民通过长时期的斗争，摧毁了种族主义的最后堡垒，并达成种族和解与建设新南非这一目标的共识，不能不说是一种人类奇迹。这是人类正义力量的胜利。

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是这一阶段的另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国家主权的确立是政治现代化起步的根本条件之一。对整个地区更具影响的是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等南部非洲国家进步力量的胜利标志着殖民主义的崩溃、白人政权的垮台和非洲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胜利。它标志着非洲大陆民族解放运动的完成（关于南非现代化的具体分析，参见后面专章）。

何以会发生这种变化？除了广大民众坚持不懈的斗争外，还有四个因素。首先，人类进步与世界形势的发展使然。殖民地已成为一种与人类发展不适应的现象，种族隔离制更遭到人类唾弃。西南非洲、津巴布韦和南非这三个殖民地（国家）的共同特点是白人政权对广大黑人的政治统治、经济剥削和社会隔离。这种统治方式遭到世界人民的谴责和国际社会的制裁。其次，非洲局势发展使然。1970年代葡属殖民地先后独立，南部非洲成为最后的殖民地；在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持下，以坦桑尼亚为首的前线国家加强了对南部非洲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再次，这与南部非洲社会特点有关。这种社会的统治者为白人集团，他们作为移民，与黑人的矛盾有一种共生的特点。由于历史原因，他们最终不得不同意通过政治解决的方式，以免自身利益受到更大侵害，这是一种历史的妥协。最后，南部非洲白人政权的崩溃得益于这些地区的民族主义领袖的作用，如罗得西亚的穆加贝、西南非洲的努乔马和南非的曼德拉。

（六）毛里求斯：多元民主政治发展的典范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现代政治发展中，也有一些成功典范。我们在此对毛里求斯作一剖析。自从独立以来，毛里求斯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相当大的提高。经济的持续发展不仅改变了国家贫困状况，而且经济发展的成果为全社会所共享，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经过多年的发展，毛里求斯不仅获得了“阳光国度”、“非洲经济的雄狮”和美名，也取得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的模式。

在这种稳定与发展的过程中，多元民主政治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1968年，毛里求斯宣布独立。独立后，毛里求斯仍然走的是君主立宪制，英国女王作为象征性的国家元首，拉姆古兰领导的工党赢得大选，拉姆古兰成为毛里求斯总理，这意味着政治权力从毛里求斯法国人和克里奥精英份子手中转到毛里求斯印度中产阶级手中。拉姆古兰执政后，邀请竞选中获得44%选票的竞争对手社会民主党参加联合政府，从而形成了由工党、社会民主党和穆斯林行动委员会联合执政的政治格局。这反映了拉姆古兰这位政治家了不起的勇气和智慧。

毛里求斯的政治民主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特点：制度民主、共识政治、权力共享。第一，在独立前，由于有一段时间的自治（1961-1967），几次宪政改革使一些制度上的安排已经逐步确立，为后来的平稳过渡奠定了基础，从而建立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框架。第二，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各种政党逐渐产生了一种政治共识：抽象的教条和主义没有意义，实用主义成为他们纲领的中心内涵。“左右两翼政党纷纷以实用主义为原则，向一种中间形式的政治原则靠拢。维护和发展毛里求斯现存的民主制度，推动经济的发展，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成为各政党的竞选纲领。”第三，由拉姆古兰开创的一种“权力分享”机制，使各派政治力量从竞争变为合作，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各个政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一机制也成为毛里求斯民主政治演变中一项重要的制度遗产。

当然，民主制度并非万能。蒋华栋分析了毛里求斯民主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和负面效应。尽管有学者认为毛里求斯自独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源自其民主政体的建立与完善，或民主政体是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制度性因素基础，蒋华栋通过三个案例分析后认为，议会民主制对国内经济发展确有影响，但利弊兼之。“一方面，由于各利益集团妥协于社会共识，这保证了毛里求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不可能较大地偏离发展这一政策核心；另一方面，由于各政党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使得国家政策也不可能紧紧地扣住发展这一核心，而在一定时期会出现相对于核心的偏离。”民主制度既可以通过政党对于选民的要求来制约经济发展的潜力，也能通过保证国家经济政策的延续性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和可预见的宏观经济环境，促进经济的发展。

毛里求斯的政治发展证明，制度的保证非常重要，但民主政治的局限性也很明显。概而言之，政治领导人的民主原则和妥协精神，使毛里求斯在制度选择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中逐渐发展出一套并非完美却能较有效地解决毛里求斯实际问题的政策，从而完成了从“糖碗”到包括制造业、蔗糖业和旅游业三大支柱产业的混合型发展模式。


二、从非洲统一组织到非洲联盟

（一）非洲一体化：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

非洲一体化逐步推进是非洲大陆政治发展进程的另一个重要标志。

非洲与其他大陆的一个最大的不同点是它从整体上经历了相同的历史命运，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政治上的殖民统治、经济上的残酷剥削、文化上的种族歧视和社会结构的解体）也十分相似，独立后的发展也具有共同的目标。正因为如此，在相当多的非洲领导人看来，非洲一体化是非洲发展或非洲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对非洲的一体化进程，我们应有两点基本认识。其一，强调种族性与大陆性是非洲国家独立前所产生的民族主义的重要特点之一。其二，非洲民族主义具有四个层次，即大陆民族主义、地区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大陆性构成了非洲一体化的自然基础——地理要素；大陆民族主义则正是非洲一体化的心理情感、意识形态和实践运动的具体表现，它先后通过泛非主义运动、非洲统一组织的成立以及向非洲联盟的转型来体现。

非洲一体化的意识形态是非洲历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非洲一体化的理想和现实的交错表现在多方面。非洲一体化的先驱布莱登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出生在美洲的圣托马斯岛，后来移民到利比里亚。这位“世界闻名的学者和作者”“19世纪黑人最伟大的战士”“对西非命运有影响的政治家”是西非早期的教育家，后成为利比里亚的国务卿。令人诧异的是，他最早的一篇学术文章却发表在北美。他在题为“古代历史上的尼格罗人”的文章中提出，黑人应该回到非洲去建立一个“基督教非洲帝国”。这大概是最早设想非洲一体化的文字表达之一。埃塞俄比亚1896年抗击意大利入侵所取得的胜利，也成为了非洲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瓜分非洲并取得成功的典范。“在埃塞俄比亚现代化的进程中，还面临着与欧洲民族主义者在非洲经济、资源、市场控制方面的地缘政治冲突的问题。欧洲列强介入非洲事务并已经形成了对埃塞俄比亚的包围之势，这也阻碍了埃塞俄比亚的现代进程。”埃塞俄比亚在阿杜瓦战役中的胜利注入了非洲抵抗欧洲的典范，其历史意义在于埃塞俄比亚成为了“非洲独立和民族自治的唯一典范”。

20世纪初开始的泛非主义运动曾激励非洲殖民地走向独立。在非洲独立运动中，一些著名的黑人领袖以泛非主义激励着世界各地的非洲人，非洲民族主义领导人也多以非洲统一的思想鼓舞人民的斗志。如早期美国黑人领袖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发起的“回到非洲去”运动，“泛非主义之父”杜波依斯（W.E.B.Du Bois）关于黑人种族对人类历史作出贡献的观点，尼日利亚民族主义之父阿齐克韦（Nnamdi Azikiwe）提出的“复兴的非洲”这一口号，南非祖鲁哲学家伦贝迪（Lembede）提出的“非洲主义”的思想，反殖运动斗士帕德莫尔（Padmore）对泛非运动的鼓吹，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关于“非洲统一”的提法，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对“黑人性”（Negritude）的推崇，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关于“非洲合众国”的设想，还有肯尼亚总统肯雅塔、马里民族主义领袖凯塔、几内亚首任总统塞古·杜尔、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埃及总统纳赛尔等人对非洲统一的向望。这些历史伟人留下的精神遗产是今天非洲一体化的基石。

（二）非洲统一组织：理想与现实的互动

如果说，在非洲独立之前，非洲一体化只是一个理想，一个美丽的梦，那么，在非洲国家赢得独立后，理想与现实开始互动。1958年4月，加纳独立后一年，第一次非洲独立国家会议在加纳首都阿克纳举行，会议提出了“非洲统一”的号召，并一致同意了四项原则：

1.在联合国的协调下，在不结盟和积极中立的基础上，为致力于非洲自由和世界和平建立一种共同的外交政策；

2.致力于建立平等的社会经济政策，从而为全体公民提供民族繁荣和社会安全的协调的经济发展；

3.非洲独立国家为解放所有仍处于殖民主义统治下的非洲领土而采取联合一致的行动；

4.非洲独立国家为反对社会歧视和种族隔离制而采取一致行动。

这可以说是非洲一体化最早的实践活动，也是独立国家的非洲领导人为实现统一的非洲所作的最早努力。在随后的岁月里，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但非洲一体化的理想一直存在，为实现非洲一体化的努力也一直在进行。从非洲统一组织的成立，到国际政治舞台上非洲国家的统一行动，再到充满希望的非洲联盟的诞生。

约瑟夫·奈在1970年代对地区性组织及其积极作用的看法大致可分为五种。第一，地区性组织可防止权力集中在两个超级大国手中。第二，地区性组织可将具有主权地位的弱小国家组织起来，以制止外来的干涉和由此引起的冲突。第三，通过建立超越国家并限制国家主权的制度，地区性组织可以减轻主权国家体系所面临的传统威胁。第四，通过将国家纳入一个紧密的经济社会文化体系之中，地区性组织可阻止地区内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第五，由于成员国距离相近并在理解地区性冲突问题上比全球性组织更具优势，地区性组织可以控制地区内国家间的冲突。这一观点从强权政治的角度分析问题后的理化概括，主要是从防止过分集权、制止外来控制和冲突危机管理的方面考虑。

这些强调地区性组织正面作用的观点不无道理，但明显带有意识形态背景：强烈的冷战气息与传统的冲突论色彩。难道地区性组织只能为克服冲突阻止战争而存在吗？未必如此。非洲学界的泰斗安塔·迪奥普早在1970年代就提出了历史意识统一、语言统一和政治统一的“非洲联邦”的理想，并从能源统一的角度进行了规划。从今天强调和平与发展的观点特别是从非洲一体化的现实看，地区一体化的积极正面作用更加明显。同一地区的国家完全可以为增强互补优势而结合，从而使经济更为快速地发展；可以为加强地区的合作并更好地发挥优势而结合；可以为遏制地区内的非正常趋势而结合；也可以为促进地区整体的社会经济发展而结合。非洲统一组织的建立正是为了促进非洲大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整体发展。

非洲统一组织40年的工作主要包括引导非洲走向政治解放、促进非洲的团结和统一、维护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捍卫非洲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以及致力于非洲社会经济发展。一直致力于推动非洲一体化的南非前总统姆贝基表示：列强们打错了如意算盘，与他们的企图相反，“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惊涛骇浪从开罗一直汹涌奔腾到开普敦，非洲重新回到了非洲人民手中”。

自非洲统一组织成立以来，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1975年）、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1978年）、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1983年）、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1992年）、东非共同体（1999年）等次区域性组织的成立为非洲一体化作了前期准备。1991年通过的《非洲经济共同体条约》为经济一体化提出了具体的实施目标。

1995年出版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八卷探讨的一个主题是“泛非主义及其非洲解放与统一的目标，还有为这一目标而采取的不同途径”。这一目标涉及到两个方面。其一是非洲统一的广度，它应包括哪些地理范围，是否有阿拉伯国家与黑非洲的结合。其二是非洲统一的深度，它仅限于经济上的合作，还是包括军事、外交甚至政治制度上的统一？这两个问题是地区一体化在形成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非洲联盟的成立至少部分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其成立的最终目标是为了非洲国家的共同发展。

（三）非洲联盟的成立

2001年7月，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召开的第37届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上，与会非洲国家一致通过旨在促进非洲复兴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这是非洲自主制定的第一个全面规划非洲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蓝图。非洲国家希望借助这一战略发展框架，共同应对非洲大陆面临的挑战。2002年7月，非洲联盟宣告成立，从而在非洲自立自强的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从成立之日起，非洲联盟就期待由非洲人主导，用自身的力量来解决非洲地区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为全面落实“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创造条件。

从过去十年的实践中，从布隆迪到刚果（金），从利比里亚到索马里，从苏丹南北内战的结束到西部达尔富尔地区的维和任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非盟在平息战乱、阻止冲突、维持和平方面所起的作用。更令人鼓舞的是，非洲联盟在主导非洲内部事务的过程中，依靠次地区组织和地区大国，以推动解决索马里和多哥问题，向苏丹和刚果（金）派遣维和部队，其领导权威已得到非洲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公认。这种在非盟框架内努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自身问题的积极态势，为非洲国家保持稳定、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同样，非洲国家相互审查机制的建立、泛非议会的成立以及其他一些相关制度的确立，从制度上保证了非洲联盟作为一个大陆一体化的机制保障。从这一系列新制度的创建至少可以说明三点：非洲各国的领袖和人民迫切希望改革；非洲各国的领袖和人民十分乐意与其他非洲国家在互相合作、互相督促、互相促进的基础上一道前进；非洲各国的领袖和人民决心保持一种开放的胸襟来面对任何批评，只要能使非洲大陆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一些有影响力的非洲国家领导人正在大力推进非洲一体化。利比亚原领导人卡扎菲和尼日利亚原总统奥巴桑乔都提出有必要建立统一的非洲政府或成立“非洲合众国”，非洲地区大国的领导人也大力推动非洲联盟的各种设想和行动。2006年1月23日，非洲联盟首脑会议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开幕。非洲首脑会议主席、苏丹总统巴希尔在讲话中表示，非洲的所有领导人为了非洲的团结、应对非洲的安全与和平事业、加强非洲在文明繁荣中的作用来到了喀土穆，并呼吁非洲领导人重新撰写非洲文明。我们有理由相信，非洲大陆经过殖民主义统治的磨难和民族国家创建的阵痛，新一代领导人肩负着领导非洲大陆顺应历史潮流的重任，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和非洲联盟以及一系列次地区级组织，将带领非洲人民走向新的胜利。

非洲联盟于2002年正式成立以取代非洲统一组织。正如非统组织前任主席萨利姆所言：“毫无疑问，非洲联盟的成立是这个大陆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政治承诺变成具体行动。”非洲以整体实力重回国际舞台是非洲独立自强的重要表现。近年来，欧、亚、美一些国家的元首和政要一改前些年对非洲的边缘化态度，先后访问非洲。虽然他们的目标不一，但非洲国际地位的提升不言而喻。从国际事务中用“一个声音说话”到维护非洲整体利益，从资源和市场潜力优势到促进南南合作的积极态度，从对苏丹问题、津巴布韦问题的一致态度到共同拒绝美国非洲司令部的选址，非洲自主和全方位外交日益走向成熟。

这是在短短50年里一个曾经遭受奴隶贸易摧残、殖民主义肆虐并受制于当前各种有限的国际环境的大陆在一体化方面取得的成就。不可否认，作为一个整体的非洲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作用因利比亚问题而遭遇重创。新的非洲联盟主席的选出为非洲扮演更有力的角色提供了新的契机。这一主题在后面的章节中将专门论及。


三、非洲发展的重要障碍：内部危机与外部干涉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这种环境包括国内和国际。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的内部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甚至是一些大国的干涉，从而大大恶化了其国内的政治环境。这种干涉可分为直接干涉和间接干涉两种。

（一）直接干涉

直接干涉指外国（或国家行为体，或其他势力）从军事、政治、经济、宗教等各方面对别国事务直接插手进行干预。由于这种对主权国家的干涉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因此这些干涉的主体只能通过某一载体或某种借口来进行。这些借口可以是阻止混乱局面或独裁政权，也可以是防止国家分裂或宗教冲突，还可以通过援助附加条件的方式来进行。近年来，“人道主义关切”和“反对恐怖主义”是两个使用率极高的干涉借口。1965年刚果（金）的所谓加丹加和开赛的分离是外国干涉导致民选政权倒台、非洲领导人被枪杀的例证。一直被我国学者作为“部族冲突”例证的乍得内战是外国干涉的另一个典型。大国在非洲的冲突直接与乍得内战有关。一位英国学者对乍得的分析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解决乍得国内目前的民族冲突需要作大量的协调努力，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排除来自外部的插足者”。

（二）间接干涉

间接干涉是外国或外来势力通过自己的代理人进行的干涉，或是外国势力通过各种手段达到影响其他国家政治局势的行为。这种干涉有的以经济援助为筹码，有的通过军火贩卖来实施，还有的则是通过新闻媒体来进行。这种干涉之所以称为“间接”，一是因为这种干涉行动并未由干涉国直接出手，而是通过其他个人或机构来进行，或是通过新闻媒体来进行宣传鼓动。在有些情况下，新闻记者的报道也助长了地方民族势力。这种报道虽然与事实不符，由于是现场报道，更具煽动性或说服力。通过国际非政府组织来干涉他国内政是一些大国达到自身目的的另一种惯用手段。

（三）达尔富尔危机剖析

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是一个典型。这是21世纪前十年非洲发生的一起对国际政治颇具影响的事件，同时也使苏丹的发展进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并引发了后来的南北分离。2003年达尔富尔冲突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2004年美国政府将其定性为种族灭绝，认为这是苏丹政府和“金贾威德”民兵造成的，并推动国际社会对苏丹进行制裁。为了调查真实情况，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于2004年10月派出五人调查委员会前往苏丹达尔富尔三个州进行实地调查。在与政府和军队高官、叛军和当地首领、国内难民和受害人等各方广泛接触后，委员会于2005年1月25日向安南秘书长提交了著名的《达尔富尔问题国际调查委员会给秘书长的报告》。报告并不否认在达尔富尔出现了某种类似灭绝种族的行为，但并不认为这是苏丹政府有意为之。委员会的结论认为，苏丹政府并没有奉行灭绝种族的政策。《报告》的这个结论实际上否定了美国的官方立场，同时指出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灾难。报告发表后，非盟、阿拉伯联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及发展中国家大多表示支持。美国等国家表示反对。达尔富尔冲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牵涉到历史、环境、民族、宗教和发展等方面。联合国环境署的最新报告指出，其主要根源是环境恶化。这一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制裁和干涉只会使问题更复杂。达尔富尔危机是一个地区问题，对当地居民产生了灾难性影响。然而，除美国外，各国政府、联合国和地区组织都未将其视为“种族清洗”或“种族灭绝”。危机也反映出民族国家建构的艰难。现代国家的建构是一个长期过程。

达尔富尔危机对非洲大陆的现代政治发展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经济与政治的互动。达尔富尔处于撒哈拉沙漠南缘即萨赫勒地区，由于水资源的缺乏在撒哈拉南缘地区是普遍问题，达尔富尔问题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这种资源缺乏引发的矛盾甚至冲突只能通过发展经济和加强基础设施来解决。同时也向处于萨赫勒地区的各国政府发出了强烈的信息：只有妥善处理好经济发展的问题，协调解决好资源与发展的矛盾，一个国家才能巩固发展成果。第二，民族矛盾的影响。达尔富尔游牧民与定居者的矛盾牵涉到民族矛盾，而民族矛盾在非洲具有普遍性。这个问题在达尔富尔的恶化以及随之带来的冲突一方面使非洲国家领导人认识到民族政策与现代政治的密切相关性，另一方面也提醒了非洲人民，将民族矛盾政治化和国际化只会激化矛盾，破坏国家的稳定，从而为发展带来极大的障碍。第三，国家稳定与周边关系的互动。一个国家的不稳定会给周边国家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从而不仅使国家的发展出现阻碍，也会给地区一体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由于本国民族政策和发展政策的不妥当以及大国的干涉，与达尔富尔局势有着密切关联的南苏丹问题开始出现重要转变。南部苏丹通过全民公决，于2011年宣布独立。目前，苏丹与南苏丹就石油的生产与运输及分成问题达成协议。这一问题的解决将为苏丹和南苏丹的正常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就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整体情况而言，这一阶段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政治形势的相对稳定。热点问题开始缓和，苏丹南北和谈在2005年达成全面和平协议，达尔富尔和平协议于2006年签署，南苏丹于2011年正式宣布独立。塞拉利昂、安哥拉、利比里亚、科特迪瓦、布隆迪等国的政治局势趋于平稳；刚果（金）问题正朝有利方向发展；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的冲突、津巴布韦的政治解决，都表现出一种地区合作和平解决冲突的态势。多党选举的成果逐步稳固。2006年的刚果（金）选举被称为“历史性”的选举；尼日利亚等多个国家在近年内顺利完成了选举。加纳2008年选举秩序井然，在因竞选双方得票相近而再次投票时，政治局面稳定，表现出加纳公民政治素质的提高。2012年，马拉维总统穆塔里卡、加纳总统米尔斯和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因病去世后，三个国家的权力移交平稳实现。这种继任既维护了国家的团结、和平与稳定，也表现了非洲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逐渐成熟，为其他非洲国家权力的和平移交作出了表率。

然而，科特迪瓦和马里因选举和利比亚事件引发的动荡值得高度关注。这两个国家的局势都充分说明了内部危机与外部干涉的互动关系。


四、非洲政治变迁：成就与问题

对非洲国家独立以来的政治变迁进行概述，如果没有对这一地区政治发展的成就和影响未来发展诸因素的客观分析，那将是不完善的。

目前，非洲大陆确实存在着诸多问题：内乱肆虐（刚果（金）、索马里），民主化停滞（喀麦隆、几内亚、尼日尔等），受资源“诅咒”的困扰（尼日利亚、安哥拉等），国家的治理能力有待提高，广大民众难以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等等。然而，从非洲大陆整体而言，独立后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基础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还应看到一些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博茨瓦纳、毛里求斯等国家自独立以来由于采取适合于本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尼日利亚近年来不仅偿还了外债，也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步；苏丹一方面保持了经济较为稳定的发展，也偿还了所有外债；加纳、安哥拉等国从军政权统治或长期战乱中恢复过来，保持着持续的发展势头。同时，如果我们用一种比较历史的观点来观察整个非洲，我们会看到一个硕果累累、生气勃勃的非洲。略举几例。

（一）非洲一体化

非洲大陆一体化是非洲现代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非常特殊的方面。由于特有的历史，一体化在非洲表现为发展过程中理想与现实的互动。泛非主义一直是激励非洲一体化的崇高理想。非洲历史上有两种一体化。一种是在殖民体系下存在过的英属西非、英属东非、法属西非或法属赤道非洲等，这是殖民宗主国为有效管理殖民地而强加的“一体化”。另一种是独立后非洲自愿进行的一体化，它涉及三方面。一是非洲统一的广度，它应包括哪些地理范围，是仅限于撒哈拉以南非洲，还是阿拉伯北非国家与黑非洲的结合。二是非洲统一的深度，它仅限于经济合作，抑或包括军事、外交甚至政治上的统一？三是非洲统一的步骤。区域一体化是非洲一体化的必经之路。目前南部非洲的一体化进展较快，其次是西非区域，东部非洲的一体化进程近年也在加速。

独立50多年来，非洲一体化经历了两个阶段。非洲统一组织的成立是非洲一体化的体现，也在制止边界纠纷和加强地区联系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2002年7月，非洲联盟宣告成立，从成立之日起，非洲联盟就期待由非洲人主导，用自身的力量来解决各种矛盾和冲突，为全面落实“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创造条件。

地区一体化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势。自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欧洲经过近350年的努力，其一体化进程虽在政治上蹒跚不前，但欧盟的成立总算有所成果。同样，北美贸易协定的建立也表明美、加、墨建国约200年后达成了某种形式的经济一体化。然而，非洲在短短50年即向非洲一体化方面迅速迈进。从非洲统一组织成立到向非洲联盟的成功过渡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次区域组织逐渐拓展，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东非共同体等次区域性组织的成立既成为非洲一体化的有效网络基础，也为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作了铺垫工作。这些一体化组织的机制建设不断推进。从非洲统一组织到非洲联盟是非洲一体化进程中一次质的转变。它不仅反映了非洲国家顺应全球化发展大势的决心，也是非洲大陆力图通过联合自强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适时应变的举动。

作为继欧洲联盟之后成立的第二个重要的地区性组织，非洲联盟不仅承载着联合自强的历史使命，也肩负着维护和平与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对外合作等多种实际责任。非洲联盟除了在机制上有各种保障外，也进一步确立战略目标和非洲共同价值观。2009-2012年非盟战略目标包括以下内容：

（1）减少冲突，实现非洲大陆安全和稳定；

（2）实现必要的全洲安全和稳定，为非洲发展和一体化提供前提条件；

（3）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4）促进社会和人类可持续发展；

（5）构建开发共享非洲统计数字、研发能力的平台；

（6）增强非洲一体化；

（7）建设和打造全洲性和全球性合作；

（8）促进良政、民主和人权；

（9）增强全非范围内的人道主义反应和行动；

（10）推动非洲内部团结；

（11）推动非洲文化复兴，保护非洲文化遗产；

（12）促进非洲社会所有力量积极参与非洲的发展和一体化，并做出应有的贡献；

（13）推动各国批准和落实非盟大会所有法律条约；

（14）推进性别平等；

（15）增强非盟委员会的能力，强化非盟委员会的行动效率和效能；

（16）推动非盟下属各组织间的协调、联系和良好工作关系；

（17）推动非盟同各成员国、地区经济共同体的有效合作与协力；

（18）推进战略伙伴关系，以获得可持续的资金来源和比较优势。

2012年1月召开的第16届非盟首脑会议将构建共同价值观确立为“加速非洲一体化进程的手段”，这也是非洲一体化进程有别于其他地区组织的独特之处。由于从根本上强调以非洲复兴、联合自强、民族和解、民主、法治、良政、尊重人权等理念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非洲联盟不仅增强了非洲各国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增强了非洲联盟在非洲事务中的影响力和领导力，从而加强了全大陆共同发展的能力。非盟还多次参与非洲国家的维和行动，自主维和能力得到增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非洲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以一个声音说话”，这是目前其他大陆所不能做到的。

随着非洲经济的发展，跨国跨区域的经济一体化保持着强劲的动力，基础设施合作是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努力方向之一。目前，在这方面比较活跃的次区域组织有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东非共同体等。这些次区域组织在努力推进地区间的合作。当然，次区域组织的合作往往会促使成员国让渡一定的主权，同时也可能要求一些国家作出经济让步。坦桑尼亚由于担心自己的竞争力不够，对东非经济一体化有所犹豫，而肯尼亚政府对此非常积极。虽然这两个重要国家对东非一体化进度的看法有所不同，但双方都意识到在深化经济社会等相关领域合作的同时，有必要将建设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作为深化地区一体化的重中之重。

在非洲联盟与非洲次区域组织合作制定“非洲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的这一框架下，东非共同体制定了完善的区域公路、铁路、输电网线等的总体规划。目前在建工程包括非洲南北走廊项目（达累斯萨拉姆至德班）、非洲东西走廊项目（坦桑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设立西非交通和能源设施专项基金，大力推进西非电网和西非高速公路网建设。非洲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在展开，博茨瓦纳有极其丰富的煤炭资源，蕴藏量高达2000多亿吨。经济发展迅速的亚洲国家是它瞄准的巨大市场。目前它正与莫桑比克磋商，希望借助东部沿海的港口作为自己煤炭出口的港口。2007年创立的南非的“泛非基础设施发展基金”（PAIDF）是由南非政府担保的。南非拥有的良好信誉有效地承担了整个大陆的风险。该基金在整个非洲大陆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如交通通讯、能源、水和卫生设施。由于有南非政府的信誉担保，加上前景广阔的投资预期，成立几个月就筹集了数亿美元的资金。赞比亚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认为，非洲国家在通过债券发行来融资方面应该形成组织或地区联合体，作为一个整体来发行债券和分配收益，通过使风险集中来减少风险，而不是单个国家独自涉足债券市场。

对于非洲国家来说，地区一体化可以提高非洲大陆在国际社会上的分量，加强国际关系中的交往能力和谈判能力，从而为整个大陆争取应有的地位和权利。其次，有助于优势互补，加强非洲整体竞争力。有的国家缺乏出海口，但有丰富的资源；有的国家人力资源非常丰富，却缺乏一个更大的发挥空间；有的国家具有充足的水利资源却得不到充分的利用。通过区域整合，各个国家的优势将会得到效应的最大化。目前，区域之间的封闭现象和关税壁垒限制了非洲整体优势的发挥，也为各个国家的发展带来不小的障碍。例如从日本进口一辆汽车到科特迪瓦的阿比让要1500美元，但要将车运到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要花费5000美元。丹比萨·莫约指出，从1970年代以来，非洲签署了诸多经贸合作协议，如特惠贸易协定、东南非共同市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东非共同体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但这些协议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她认为，从整合地区优势和提高地区一体化而言，一个简便而有效的办法是从消除大陆内的关税做起。

不可否认，非洲一体化还有漫长的道路，也会有诸多挫折。然而，地区一体化进程可以加速非洲国家对人力资源、智力资源、财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运用，从而与国际市场的对接中能够实现双赢，促进非洲从有利于自身的角度融入全球化进程。当然，这会出现多种困难，如适度放弃主权、对各种资源的合理分配以及地区领导权的归属等。（关于非洲一体化，第六章将专门论及）

（二）人权的促进

非洲国家在人权问题上一直受到欧美国家的指责。“人权”是西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批评非洲国家的根据，也是它们对非洲国家进行经济援助的重要条件。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或多或少都受到过西方国家对其人权问题的指责。不可否认，对人权的尊重确实是衡量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然而，在使用“人权”这一概念时应注意两点：其一，人权在内容和适应对象上有着不同理解。换言之，世界上没有抽象的人权，只有具体的人权，如公民权利、妇女权利、移民权利、少数民族的权利等。其二，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对人权的要求和尊重有不同侧重点。

虽然非洲仍然存在着稳定与公正等问题，但非洲独立以来人权方面的成就不容置疑。社会发展是西方所强调的现代化过程中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内容是性别平等，这也是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社会平等的标志之一。我们来看看人权问题中一个重要方面——妇女权问题。大家知道，欧洲的妇女经过了长期的斗争才赢得了选举权，整个欧洲到1950年才普遍实行男女平等的普选权（其中德国1918年，英国1928年，法国1945年，意大利1946年，比利时1948年）。美国妇女在独立后经过了一个多世纪才争得宪法所赋予的选举权。

然而，非洲国家的妇女在独立后几十年内整体上享受到的权利远远超过欧洲和美国妇女。除了享有投票权外，她们中有的当上了联合国大会主席——利比里亚的安吉·布鲁克斯于1969-1970年当上了联合国大会主席；有的成为政府部长——伊丽莎白·巴加亚公主早在1970年代就任乌干达外交部长；有的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肯尼亚环境和自然资源部副部长旺加里·马塔伊于200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还有的成为总统——利比里亚的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在2005年的大选中胜出，成为非洲第一位女总统。2012年4月5日，马拉维总统宾古·穆塔里卡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两天后副总统乔伊丝·班达女士宣誓就任该国总统，成为继利比里亚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之后第二位在任的非洲国家女元首。

非洲学者曾于1990年提出这个有关妇女政治权利的问题：“将来，非洲统一组织一位女秘书长的产生，究竟会先于还是后于任何非洲国家的第一位女总统，我们拭目以待。“2012年7月15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第19届非洲联盟首脑会议上，南非内政部长德拉米尼·祖马被选为新一届非盟委员会主席，非盟委员会主席第一次由一位非洲妇女担任。现在，这个问题已被非洲的政治现实所回答。此外，非洲一些国家的妇女在就业方面也享有与男人同样的权利。以南非为例，目前在南非外交部任职的妇女甚至超过男人。截至2010年，南非外交部现有组成人员2382名，其中女性人数为1300人，男性人数为1082人。这种性别平等程度优于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中国）。非洲妇女的这些权利与成就都是欧美妇女无法比拟的。

同样，在一个国家里不同族体享有的权利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世界“民主典范”的美国也并非事事如意。它是全球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05年美国的暴力犯罪事件达520万起。白人种族歧视制度持续了200余年，至今仍阴魂不散。在种族隔离制度统治下的南非，黑人曾毫无政治权利可言。然而，曼德拉赢得权力后采取各种措施消除种族歧视。虽然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但南非在短短十多年即已基本消灭了这种不人道的制度。

（三）相对稳定的边界

边界战争成为近代主权国家之间为确立、变更或维护本国国界而进行的战争，与国家版图的变化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边界战争的多少可以反映出近代国家的发展程度。从这一点上看，比较一下欧洲与非洲在近代民族国家建立后的版图变更以及为改变边界而进行的战争，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欧洲现代独立国家体系的出现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1648年）为标志，至今已有350多年，其间经历了无数次战争，其中许多都是为更改国家版图而进行的惨烈战争，仅就法国与德国而言，两国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就经历了多次攻城掠地以确定边界的战争。

非洲国家版图和边界的确立是殖民统治的产物。非洲边界问题专家、原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指出：研究非洲边界问题的学者均认可两种观点，非洲从没有过严格的边界概念，因为非洲地广人稀，游牧民族迁移和地形极为复杂；非洲的边界是人为造成的，是殖民主义列强强加的。根据原苏联专家阿·葛罗米柯的研究，非洲边界44%是按经纬线划的，30%是用直线或曲线的几何方法划的，只有26%的边界是由河流、湖泊或山脉构成的自然边界线。这种由殖民主义者划定的边界使非洲的一些民族或部落被分离。例如，巴刚果人被分割在安哥拉、比属刚果（今刚果金）、法属刚果（今刚果布）和加蓬；埃维人分开居住在加纳、多哥和贝宁；索马里人被分割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和吉布提；塞努福人被分割在马里、科特迪瓦和布基纳法索。这一殖民遗产按理说应该引起无数次边界冲突和战争。

然而，非洲的政治领袖从独立始就十分关注边界问题这一“严重的和永久性的不和因素”。《非洲统一组织宪章》明确规定：“尊重各个成员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和独立生存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成员国保证以和平手段解决它们之间的一切争端”；“郑重宣布所有成员国保证尊重它们取得民族独立时存在的边界”。非洲独立至今50多年，虽然也有少数几个国家发生过边界冲突，但主要是因为跨界民族因素引起。迄今只有两个国家改变了版图——厄立特里亚以公民投票的方式从埃塞俄比亚独立出去，南苏丹通过全民公决取得独立。可以说，非洲人民以自己的智慧避免了现代国家为了边界冲突而经历过的灾难；非统组织的明智之举避免了因殖民时期留下的不合理边界可能引发的无数纷争。欧洲国家在这一点上大概无法与非洲国家相比。

当然，非洲的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不仅是以上三个方面，还包括现代国家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现代教育制度的逐步完善，公民社会的逐步形成等。

不可否认，非洲大陆目前也存在着影响地区政治未来发展的一些因素，对这些因素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非洲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历程和曲折。

（四）良政与治理

这是目前非洲国家政治现代化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非洲国家独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政权建设，但在有的国家效果不佳。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衡量非洲国家的良政：政府的规模、政府的作用、政府的效率和政府的合法性。对民族和地区代表性的平衡考虑使政府官僚机构规模扩大，从而使公务员队伍日益臃肿。规模过大会产生不必要的矛盾，并在规模、程序和效率关系上产生恶性循环。政府规模过小可能缺乏代表性，还会影响社会福利，难以提供职责范围内的服务。政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能否通过计划、指导和分配经济生活从而真正改善人民生活。这一任务须通过政治与经济的良性互动来完成，将是非洲国家需要努力的方面。政府的效率往往与政府管理工作是否合理有直接关系。在过去的30年里，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都实行了私有化。私有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政府状态的私有化，即人人可以随意争夺、浪费甚至侵吞国家权力与财富。

没有程序和章法的私有化带来腐败，可能形成权力与财富相结合并为私利服务的局面。这只是造成腐败的原因之一。丹比萨·莫约认为，腐败与持续了数十年的援助有直接的关系。援助有时直接支持一些腐败国家，从而在资金和道义上支持了腐败，如美国对蒙博托政权的援助。援助助长了寻租行为，即政府或官员将援款分配和利用作为获取财富的额外手段。

随着援助，腐败日益猖獗。非洲国家沦入援助的恶性循环。外援撑起了腐败的政府——为它们提供自由使用的资金。腐败的政府妨害了法律法规执行，阻碍了透明的市民机构的建立，不利于保护公民自由，使其本国及外国投资者都对这样贫穷的国家缺乏兴趣。严重的不透明、愈来愈少的投资减缓了经济增长，这导致就业机会减少并增加了贫困的程度。贫困的加剧，又导致援助者们给予更多的援助。而这些援助则继续让贫困蔓延。这就是援助的恶性循环。”她的结论是：援助不仅助长腐败，而且滋生腐败。

腐败是存在于非洲社会的一个痼疾，它也与政府的合法性相关。尼日利亚前总统阿布巴卡尔曾认识到尼日利亚存在着的严重的腐败问题：“对尼日利亚来说，腐败问题并不特殊。任何地方都存在腐败现象。我们似乎在公然指责国家的政府工作人员，认为他们都是腐败的。与腐败作斗争是尼日利亚人民的责任，以确保我们的工作态度真诚。……腐败问题是个严肃的问题。”各级政府存在着腐败问题成为影响政府公信力的一个毒瘤。腐败已经成为侵蚀整个社会机体的社会痼疾，政府只有采取强硬手段，根除腐败现象，通过提高效率，取信于民，才能产生凝聚力。政府的合法性曾是诸多非洲国家面临的困境。如果不努力克服腐败问题，政府的合法性仍会存在问题。

（五）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是民主化以来的一种非常突出的现象。相当多的非洲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热衷于非政府组织。根据联合国相关机构的统计，非政府组织在非洲的增长很快，1999年非洲有1896个非政府组织；2002年有2459个，2004年非洲的非政府组织达到3776个。两年增长高于50%，这种速度令人惊异。然而，这种统计可能很不完善。例如，2001年埃塞俄比亚的公民社会组织已达910个，除35个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外，其余都是本土的非政府组织以及行业协会和地区性自助组织。根据专门研究西方援助的罗杰·里德尔2007年出版的《外国援助真的有用吗？》中的统计，肯尼亚一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已超过300个。

一般而言，非洲国家政府欢迎那些致力于发展的非政府组织，但对那些独立的思想库以及媒体方面的组织则多持否定态度，因为这些组织不仅给施政带来困难，而且在接受援助方面成为政府的有力竞争者。一项近期调查显示：非洲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援助是政府的3倍多。法国大使馆曾与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乌干达签订了向卡拉莫加地区发放救援物资的协定；美国国际发展署对艾滋病的援助款也多是通过国际非政府组织发放的；英国对乌干达的救援物资也是通过乐施会或拯救孩子等非政府组织发放的。

当然，非政府组织的功能不仅是援助，它的政治作用特别是在民主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值得注意，如限制国家权力、防止滥用权威、监督选举、教育公民、扶持边缘集团、提供发展机会等。根据青年学者胡志方和肖玉华的研究，非洲的非政府组织的主要功能表现在三个方面：提供减贫救灾等社会服务、参与国家民主进程以及调解冲突与稳定社会。非政府组织广泛参与到各种冲突的解决活动中，从事冲突预警、人道主义救济、促进冲突解决、冲突后的和平建设以及灾后或战后重建等活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实际上，非政府组织在非洲扮演的主要角色是西方援助款项的接受者。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帮助建立一个有助于政治经济改革的公民社会基础。

然而，非洲的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发育不成熟，“理性的公民社会的许多特点在非洲并未得到充分发展”，加之适应能力较差，脆弱性较明显，其发展和完善将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更重要的是，非政府组织的资金大部分来自国外，从而使其活动多受外国捐助者的影响。以肯尼亚为例，1993-1996年间建立的120个非政府组织中只有9个的资金来自肯尼亚。这样，它们很容易被看做甚至当做国外干涉者或颠覆者的工具。由于非洲的非政府组织和西方援助者在目标上存在差异，双方关系不断出现紧张的情况。然而，作为援助资金的提供者和援助资金的接受者，西方国家与非洲非政府组织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关系。非洲非政府组织的这种对外来资金的依附性，使得它们往往不得不接受西方资助者提出的条件，从而大大限制了它们自身的正面作用，即不利于发挥自己深入民间开展服务的长处，也不利于非洲非政府组织与本国政府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并使西方捐助者掌控非洲相关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进程。“尽管非洲非政府组织在运作中想方设法减少来自国际资助者的影响，但从整体看，由于非洲非政府组织在资金上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性太强，这种依附性难以在短期内消除。”非洲政治家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如何合理地将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引导到解决国家的实际问题（特别是良政治理、民族建构和经济建设）中来，并防止那些以“自由主义”为旗号的组织成为国外资金提供者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

（六）人口与健康

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人口和健康问题。人口问题是任何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核心要素。非洲人口增长形势严峻，主要表现在生育率高、儿童比例高、低龄化等方面。非洲人口增长率约为3%左右，大大超过1.2%的世界人口年均增长率。非洲国家的人口构成呈现低龄化趋势，15岁以下的儿童占总人口的一半，有的国家甚至高达2/3.据最新统计，2008年非洲人口已达9.67亿，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增至19亿。非洲妇女的生育率居全球之冠，其中肯尼亚妇女平均每人生育8个孩子。在避孕措施普及较快的南部和北部非洲，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已从1980年代初的近6个减少到2005年的3个左右，从而使当地人口增长率有所下降。然而，在东部、中部和西部非洲的绝大多数国家，由于家庭较少采用节育措施，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仍维持在5-6个之间。在人口高速增长的背景下，许多非洲国家在减少贫困和提高入学率方面面临严峻挑战。

人口发展趋势是人们对历史和现存的政治经济形势的一种理性反应。由于公共卫生系统不完善，全世界每年700万死亡婴儿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占500万；截至2007年底，非洲地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占全球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总数的67%，死亡人数占全球死亡人数的72%。非洲婴儿死亡率高，艾滋病肆虐，这些都成为非洲妇女生育率高的原因之一。解决非洲人口和健康问题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包括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教育卫生水平的提高以及生育政策的导向等。有一点必须明确：人口是经济长期发展的核心要素。这一问题的妥善解决将大大促进非洲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不可否认，非洲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但都是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的问题。目前，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有待建立，非洲政治变迁的内外条件有待完善。从另一个角度看，非洲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挫折并不仅仅是非洲人的责任。从1960年代以来，西方大国在千方百计对非洲的发展过程施加影响，替非洲国家提出各种发展战略，制定各种发展计划，并以提供援助或技术支持为条件迫使非洲各国接受西方的发展设计。从罗斯托的现代化理论到各种发展战略，从“伯格报告”到“华盛顿共识”。为了得到发达国家的援助，非洲国家不得不按西方国家的意志进行各种并不适合本国实际情况的“改革”。然而，当这种尝试失败后，受到指责的却是非洲国家领袖。这是不公平的。在考察非洲政治与社会变迁时，我们应该注意到以下两点。其一，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主要具备以下内在条件：或是民主制度相对完善（如南非和毛里求斯），或是政府权威相对稳固（如苏丹和安哥拉），或是资源丰富且政府行政能力较强（博茨瓦纳和尼日利亚）。其二，一些国家的发展困境主要受到外来因素的干扰，或是资源型国家受到外来干涉（如刚果金），或是过多地依赖外来援助（如马达加斯加、坦桑尼亚），或是受到外来影响而导致国家行政能力的弱化（如索马里）。

自独立以来，非洲的政治发展经历了各种变化。有的国家逐步摆脱贫穷走上符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如毛里求斯和博茨瓦纳等）；有的国家在经历了多年的军事政变和政治动乱后开始实践民主选举制并趋于平稳发展（如加纳和贝宁等），有的因政治、经济、民族或宗教矛盾仍陷入战乱之中（如索马里和刚果金），还有的正在经历经济起飞（如尼日利亚、苏丹和安哥拉等）。当然，非洲国家情况复杂，发展各异。虽然一些国家仍受到政局不稳、发展不平衡、过分依赖国际市场及民族宗教矛盾的影响，但非洲多数国家已开始进入政治发展的相对稳定期。


第三章　非洲经济发展：波折与探索

在经过殖民主义统治这一现代化的虚拟起步阶段以后，非洲进入了一个特殊的阶段。正是在与欧洲人的交往中，非洲变成了欧洲的殖民地；经济上进入一种依附于殖民宗主国和国际市场的状态；传统的社会结构逐渐解体。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稳稳地建立了自己在非洲大陆的强权，非洲进入了一种“欠发展”状态。所谓“欠发展”，指诸多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现代发展进程中成为一种受害者，这种状态不同于传统的落后状态，也不是生产力未充分发展的结果。欠发展是“生产力被误导发展”的一种表现。更确切的说，“欠发展”与“发达”是世界“现代化”进程这个硬币的两面，发达的西方国家的发展造就了发展中国家的“欠发展”状态。

从历史角度看，西方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主要包括内在的和外在的两种形式，外在的形式直接影响到亚非拉地区，或是奴隶贸易，或是鸦片贸易，或是种植园经济。这些形式在殖民主义统治时期有所改变，但不平等的关系却逐渐形成，从而在相关地区的发展历程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独立后，这些地区的很多地区之所以停滞不前或发展缓慢，与从殖民主义统治时期已经确立的世界政治格局和经济体系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将在这一章分析独立以来的非洲经济发展。


一、现代化起步：模仿与工业化

这种面向殖民宗主国经济的“生产力被误导发展”是非洲经济结构畸形的一种真实写照。这种误导发展正是在奴隶贸易殖民主义统治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随着政治上的独立，非洲国家开始了自己艰难的经济非殖民化过程。

杜蒙教授是一位对非洲深有研究的法国人。他因发表批评非洲领导人盲目模仿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黑非洲步入歧途》（1969）曾经受到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等领导人的指责和抵制。然而，他后来却被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诚挚邀请，到他们国家进行经济状况的调查研究。他指出，“西方的发展模式只有依靠输出通货膨胀和污染，依靠对第三世界的加紧掠夺——例如压低赞比亚的铜价，才能继续存在。”

我们知道，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和一个世纪之前的英美两国处于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中。英国和美国启动现代化时能够制定游戏规则，从而在发展道路特别是工业化过程中掌握了充分的主导权。同时，它们能够从各自的殖民地榨取财富，虽然并非永远都可以榨取，也不是从所有的殖民地都能榨取，但这种对殖民地的控制一方面保证了它们可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也建立了它们对殖民地的优越地位，而这种地位在殖民地独立后仍然保持。独立的非洲国家则完全不同。它们不得不在逆境中求发展。

1960-1980期间，非洲的经济发展有以下特点。首先，非洲国家独立后都注重发展经济，并都进行了相应改革。通过“国有化”、“本地化”和“计划化”等措施将原殖民宗主国和外国垄断资本控制的经济命脉和主导权收归国有，由本国政府经营和管理。此外，大力促进国家的工业化。然而，从197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些因素影响甚至损害了非洲经济。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国际市场的不稳定伤害了非洲经济。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危机导致的大幅涨价使相当多的非洲国家因进口石油而大受损失。一些农矿产品的价格下跌也造成非洲国家的损失，如1977年铜的价格下跌到20年来的最低点。第二，自然灾害严重。1968-1973年的旱灾使撒哈拉萨赫勒地区遭受严重损失，1981-1984年持续3年的特大旱灾致使非洲的受灾国达到21个。第三，西方国家的转嫁危机。1974-1975年和1979-1982年，西方国家两次遭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为转嫁危机，西方国家在国际市场蓄意压低农矿产品价格，制造关税壁垒，限制非洲产品进入西方市场。在这种较为艰难的情况下，非洲国家的民族经济逐渐形成。然而，非洲国家经济的不足主要体现在盲目照搬他国模式，一味强调工业化政策，单一经济作物的生产体制未得到改善以及过分重视城市化而忽略农村。

（一）在模仿中前行：资本主义抑或社会主义？

什么是“发展”？对于相当多刚独立的非洲国家而言，发展被解释为通过“现代化”赶上西方国家。首先，它们要找出可以模仿的目标。由于它们长期在殖民宗主国的统治之下，第一代非洲领导人也多有在伦敦、巴黎和华盛顿留学的经历，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对他们颇有吸引力。在他们看来，虽然政治上独立了，但文明只能是英国式的、法国式的或美国式的，发展模式只能是西方式的，因为这是他们所了解的唯一模式。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从政治上摆脱了殖民宗主国的统治并赢得独立后，非洲国家要更紧密地融入到西方市场中去。这样，大部分非洲国家根据西方热衷的现代化理论，盲目照搬原宗主国或美国的发展模式，从而一步步地融入了“现代化”的陷阱。当然，也有极少数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由于也是一种模仿或照搬，结果并不理想。

在非洲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知识分子的作用十分突出。第一代执政的非洲民族主义领导人几乎都是民族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在西方受过教育，比较著名的有塞内加尔的桑戈尔、加纳的恩克鲁玛、科特迪瓦的乌弗埃博瓦尼、坦桑尼亚的尼雷尔、肯尼亚的肯雅塔、尼日利亚的阿齐克韦等。他们亲眼见证了西方国家的发达状态，转而致力于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因此，在发展过程中，他们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的做法渗透到每一个方面，即使在要求充分反映本土条件的农业上，也经常出现盲目照抄他人耕作方式和耕作模式的情况，包括作物的引进。例如，在赞比亚南部的土地适合玉米的生长。然而，北部的土地几乎全部都是受到淋蚀的酸性土，并不适宜种玉米。这里的传统作物是小米、木薯、高梁、甘薯、菜豆。全国农业销售局却不收购农民的传统作物。为了实现“现代化”，政府提供大笔肥料补贴，推行化肥的使用。这样，长期有效的有机肥被忽略，以豆类作物为主的轮作制或是用菜豆、花生和大豆等作物实行轮作的方法都得不到发展。一位赞比亚的年老酋长曾这样抱怨：“正是你们白人用自己现代化的农业把我们给毁了。过去我们还有自己世代相传的玉米。起码有饭吃。可是你们说化肥能解决一切问题……现在我们比从前更穷。”在一味模仿西方的过程中，一些在非洲历史上长期行之有效的本土制度被破坏。实际上，西方的影响并没有随着非洲国家的独立而停止。这种模仿并不局限于对西方的制度。

对社会主义的模仿也是一样。尼雷尔曾在坦桑尼亚实现社会主义。1967年，尼雷尔政府颁布了《社会主义与农村发展》条例，主要原则是走以农村发展为基础的民粹派社会主义道路，即建立农村合作社或实行家庭承包，同时要求国家控制工业，防止工业资产阶级的出现，并使农业资源掌握在农民手中，反对通过大量工业投资特别是引进外资来促进发展，等等。这种实验并不成功。虽然存在一些客观原因，如农产品价格下降和石油价格飞涨，但尼雷尔相信社会主义可以复制是对制定坦桑尼亚国家发展战略的指导性失误。尼日利亚著名学者克劳德·阿凯指出，非洲国家有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有时这种目标还十分清晰，它们也有自己的经济发展政策，有时也是可行的。然而，非洲国家缺乏发展战略。这实际上是这些国家无法按照自己的愿望改变其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应该加上一句，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发展战略是对“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或“东方社会主义模式”的简单模仿，这种削足适履的发展战略是难以奏效的。

（二）工业化尝试与城市化

工业化在相当多的非洲国家成为独立后的首要目标。几乎所有的非洲政府都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工业化进程之中，有的继承了殖民主义统治后期的一些工业化设施，有的则由于发现了新的出口资源产品而卷入了新兴产业，如尼日利亚和加蓬的石油开发、毛里塔尼亚的铁矿和博茨瓦纳的铜矿等，都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工业化的新机会。然而，这些致力于工业化的国家出现了一些失误，从而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种情况是因强调工业化而忽略农业。由于缺乏农业的相应支持，这种工业化有很大的缺陷。

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有的是将重点投资方向放在资源产业，如尼日利亚和加蓬的石油、赞比亚的铜矿等，从而形成了产业的单一化和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铜曾在赞比亚占到出口产品的90%。1977年，世界市场上铜的价格大幅下跌，实际价格下跌到20年的最低点。这种原材料价格的下跌给赞比亚政府带来了极大困境。1975年以前，赞比亚政府的岁入一半来自铜，到1978年1月，铜所提供的收入等于零。有的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兼顾以当地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如肯尼亚和博茨瓦纳。独立前的肯尼亚需要从外国进口多种城市用的生活必需品。独立后，肯尼亚政府利用本国原料和从外国进口的原料与中间产品来生产这些原来需要进口的产品，如纺织品、化学产品、纸张、油漆、肥皂、糖、塑料、汽车配件等。制造业发展迅速，1964-1970年间年增长率为7.7%，1970-1982年的年增长率为9%。加工工业也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内市场。

这种由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政策无疑对独立后非洲的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其消极作用也非常明显。第一，工业化发展战略片面强调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广大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未能得到根本改善。第二，片面强调发展工业，忽视农业，使农业生产停滞不前，这种现象促使一种恶性循环的产生。农业落后不仅使粮食短缺，也大大降低了农村的购买力，影响了国内工业产品的销路，反过来又影响了工业发展的后劲。第三，与重视工业相联系的城市化使城乡差距迅速扩大，不仅使农民的生活更加艰难，也促使更多的农民向城市迁移，从而进一步加快了一种畸形的城市化。第四，一些国家选择的工业项目，规模和技术水平与本国现有的经济水平相差太大。由于缺乏资金，政府过度依靠借债和外来投资，从而加强了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第五，在以资源工业为重点的国家，过于依赖石油或矿产使国民经济围绕资源产业发展。用托因·法洛拉的话来说，在尼日利亚，“来自石油的收入形成了国家发展的‘单一经济’模式。石油成为经济的中心，来自石油的收入确保了国家对进口的依赖”，这种形成中的资源依赖的格局就是所谓的“资源诅咒”。

从独立以来，非洲人口的增长率快速增长，这为粮食供应带来很大压力。虽然农业生产增长率有所增加，但非洲的农业生产增长率却是全球各地区最低的。从1970年到1977年，非洲农业年增长率为1.3%。相当多的非洲国家将发展重点放在工业发展上。以尼日利亚为例。

尼日利亚是非洲的人口大国，粮食生产至关重要。然而，农业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在1960年为63%，到1976年，下降到23%。由于忽视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地位逐年下降，农产品出口值在出口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1960年占80%，1970年占30%，到80年代初，出口值仅占5%左右，主要是可可出口。独立后人口不断增长（增长率2.5%），而粮食增长率却只有1.8%。由于粮食的增长率远远低于人口增长率，其结果只能是通过进口来解决问题，从而导致进口费用快速增长。1962年为1698万奈拉，1971年为8791万奈拉，1975年达到2.78亿奈拉，1981年已超过20亿奈拉。食品进口费用在进口总值中所占比例也不断增大，1971年占10%，1979年占20%，1982年进口粮食300万吨，其中谷物进口量比1974年增加了近6倍。虽然尼日利亚政府意识到粮食自给自足的重要性，并先后于1972年实行过“促进全国粮食生产计划”，1976年开展过“养活国家运动”，但因缺乏切实可行的措施，收效不大。这种过份依赖石油工业的发展战略既给尼日利亚带来了短暂的繁荣，也使其经济陷入了危机（参见第十一章）。

表3-1 1960年和1982年部分非洲国家工业和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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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980

b1959-1961年的平均值。

资料来源：John Sender and Sheila Smith,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Africa,(Lon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6),p.96.

在工业化过程中，一些非洲政府采取的政策实际上鼓励了跨国资本的渗透，而对本国的民族资本并未提供多少机会。以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喀麦隆和塞内加尔为例。从1959年到1970年，埃塞俄比亚工业实收资本中，外国资本占43%，由外国控制的股份还不断增长。肯尼亚工业产品中外国公司的也占多数。据统计，1971年肯尼亚的工业产品中，外国分公司生产的至少占43%。喀麦隆的情况更为严重。从1974年到1975年，喀麦隆的工业公司中有71%属于外国所有。在1970年代初期，塞内加尔85%的现代工业属于外国所有。《非洲秘闻》在1979年8月1日的报道中引用的一项资料认为，法国资本控制了科特迪瓦现代经济中企业资金的45%，法国资本攫取了科特迪瓦全部工业利润的81%。

表3-2 1969年和1984年部分非洲国家的公路长度

单位：千公里

[image: ]


资料来源：John Sender and Sheila Smith,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Africa,(Lon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6),p.92.

当然，也有一些国家试图规范或降低外国资本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尼日利亚在1973-1977年曾多次发布旨在促进国内企业发展的修正案。特别是1977年的补充法案将尼日利亚的工业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种包括技术含量比较低、要求资本也不多的门类，这一类共有40种行业，全部留给尼日利亚人。第二种57种行业，外国人可以作为经营伙伴，但尼日利亚人至少要占到股份的60%。第三种属于高技术类型，共有39种，如造船业和机动车制造，这些行业容许外国人经营，但40%的股份需由尼日利亚人掌握。在一些关键的行业如石油开采和银行业，尼日利亚股份必须占到60%以上。然而，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寻求经济独立的努力并不十分奏效，主要因为外国人掌握着技术，这种对技术的垄断使得尼日利亚的经济独立政策难以贯彻落实。

表3-3 1960年和1982年部分非洲国家公共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及1960-1970年和1970-1982年部分非洲国家的年均增长率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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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公共消费包括所有各级政府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出以及用于国防安全的投入。

b1970-1981

资料来源：World Bank 1978 and 1984.John Sender and Sheila Smith,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Africa,(Lon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6),p.83.

上述表格说明各非洲国家政府在公共开支方面的扩大。根据实际情况，一些非洲国家政府在独立后掌握了各个方面的权力，它们一方面用各种手段支持相关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或与国家有关的机构，另一方面也通过这种方式来支持本国企业的投资，如补助、保护或是某种刺激手段。我们注意到一些国家的公共开支在1982年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0%-30%，这从某个角度说明了政府对垄断权力的运用程度。

独立给非洲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人口的增长以及城市化的迅速发展。据联合国的统计，1950年非洲的人口为2.19亿，1980年，这一数字增加到5.6亿，非洲人口在30年内增长了一倍多。人口增长导致了城市化的膨胀。这种情况在独立后的非洲尤其突出。在同一时期，非洲城市人口从3200万增加到1980年的1.33亿，相当于1950年的5倍。

表3-4 1950-1980年城市人口在非洲总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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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Patterns of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growth",Population Studies,1981:68,p.159.

从上表可以看出，非洲城市人口呈膨胀趋势。南部非洲的城市化最为突出，但这一情况早在1950年代即已存在。虽然后来有所增长，但增长速度比较平缓，其主要原因是从19世纪末发现了钻石和黄金以来，矿业的开发将大部分农民转化为廉价矿工。白人农场主对土地的占有和流动劳工的形成是城市化的另外两个原因。北非的城市化有历史的原因并受生态的影响，因为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绿洲地区。中非的城市化主要也是因为铜矿及其他矿业开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西非的城市化集中在拉各斯、达喀尔和阿克拉等几个重要城市。东非的主要产品是农产品，因此它的城市化人口比率相对较低。撒哈拉以南非洲一些国家的首都成为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例如，从1960年到1970年，金沙萨的人口每年递增12%，阿比让每年递增11%，蒙罗维亚每年递增10%，达累斯萨拉姆每年递增9%，内罗毕、拉各斯和洛美每年递增8%。整个非洲的城市人口从1950年到1980年大约增加了一倍。

（三）单一经济作物的格局

从殖民主义统治继承下来的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一种直接影响到非洲经济发展的遗产。独立后的国家政权能否存在下去，非洲社会能否稳定发展，非洲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能否建立在一种平等的基础上，这些问题与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紧密相联。发达国家对原料和热带产品的要求，使得一些具有特有产品的国家能得到由外国公司提供的大量资金，从而在短期内刺激了一种外向型发展模式。这种单一商品（主要是矿物和农作物）的出口可以从以下表格中看出来。

表3-5 1970-1975年非洲国家？的20种出口商品

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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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阿尔及利亚、贝宁、博茨瓦纳、布隆迪、中非、乍得、刚果、埃及、埃塞俄比亚、加蓬、冈比亚、加纳、科特迪瓦、肯尼亚、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摩洛哥、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斯威士兰、多哥、突尼斯、乌干达、喀麦隆、坦桑尼亚、布基纳法索、刚果（金）、赞比亚和东非共同体。

资料来源：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UNECA），Survey of Economic and Social Conditions in Africa,1976,p.92.引自Claude Ake,A Political Economy of Africa(Essex:Longman House,1981),p.98.

在上述出口产品中，相当多的国家的出口产品集中在一两种产品上。例如，1970年代中期，乍得出口产品的2/3是棉花，可可占加纳出口产品的2/3，利比里亚3/4的出口商品是铁矿石，毛里求斯出口商品的9/10是食糖，铜占到刚果（金）出口物资的2/5，咖啡占卢旺达43%的出口，埃塞俄比亚的48%，乌干达的61%和布隆迪的84%的出口总值。

表3-6 法郎区非洲国家的主要出口商品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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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节选自West Africa,No.3295,15September,1980,p.1751.Claude Ake,APolitical Economy of Africa(Essex:Longman House,1981),p.90.

从上述表格可以看出两点。第一，所有国家的出口商品的主要种类都由三个种类构成：主要经济作物、资源产品和家禽。主要经济作物（包括农产品）包括咖啡、花生、可可、棉花和棕榈油及其相关产品。资源产品有油矿产品，如石油、铀、锰、钻石、木材、磷矿盐等。第二，在这12个非洲法语国家中，11个国家的某一种产品占到了出口产品的1/3或1/3以上，只有贝宁例外。这种单一经济作物的特点在加蓬最为显著，石油输出占到总出口的73.5%，乍得第二，其棉花出口占到出口的68.6%，刚果（布）位居第三位，它的石油占到总出口的53.3%。第三，2/3的国家（8个）都有一种或多种资源产品出口，只有4个国家（贝宁、布基纳法索、马里、乍得）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农产品和家禽。加蓬情况最为突出，其三种主要出口商品均为资源产品（石油、锰和木材），占到出口的98.7%之多。刚果（布）的两种也是资源产品，石油和木材占总出口的69.8%。

表3-7 1961-1970年和1970-1982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出口商品的数量与价格的年均增长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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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orld Bank,Towards Sustained Development in Sub-Saharan Africa:A Joint Programme of Action,Washington:World Bank,1984,p.68.

1970年代后期至1980年代初期，国际市场的原材料特别是农产品的价格大跌，其中铜的跌幅最大，而这正是赞比亚和刚果（金）的主要出口产品；花生油和棕榈油的跌幅也相当大，这两种油料作物都是西非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国际市场价格的这种变化给非洲国家的经济带来巨大损失，其结果可想而知。首先是许多矿产公司出现巨额亏损。用外汇购买所需进口物资导致赞比亚的国际收支出现巨大赤字。为了节省开支，不得不在预算中对政府开支进行削减，人民的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食品补贴也被取消。为了应付时局和偿还贷款，赞比亚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举债，而条件是赞比亚的货币必须大幅度贬值。哈里斯指出，赞比亚的问题并非是自身的问题，“当前国际经济秩序的喜怒无常才是真正的原因”。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

（四）科特迪瓦的“奇迹”

我们可以看到，有的国家为了使发展相对平衡，鼓励产品的多元化，以缓和国际市场突变的冲击。科特迪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殖民主义统治时期，科特迪瓦的出口农产品主要有咖啡、可可和木材。独立后，由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领导的科特迪瓦政府先后提出了1960-1970年、1970-1980年两个十年经济发展目标，并相应制定了1960-1965年、1967-1970年、1971-1975年、1976-1980年和1981-1985年的5个发展计划。在第一个十年，政府提出的总目标是高速发展国民经济，并特别突出了农业的地位，强调要利用土地资源，优先发展农业，即实现农产品的多样化和鼓励农产品就地加工。这种因地制宜的政策不仅发挥了自身的特长和优势，还解决了国家的粮食安全，也大大保证了就业人口。科特迪瓦政府的主要经济政策是强调大力发展出口作物，除了传统的咖啡、可可和木材外，还大力发展了油棕、甘蔗、椰子、香蕉、菠萝和橡胶。它还努力发展加工工业，重视发展民族资本，积极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劳动力，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条件。

在建立进口替代工业方面，科特迪瓦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独立以前，科特迪瓦没有工业，到1968年，科特迪瓦已经建立了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加工工业，如仪器、油脂、纺织、橡胶和木材等加工厂。1960年，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4%，1979年增至12%。工业企业在1960年只有50家，1979年增至619家。1960年至1970年，科特迪瓦的工业产值增加了9倍，1970年至1979年又增长3倍。然而，科特迪瓦并未因为重视工业化而忽略农业。1960年至1979年，科特迪瓦农业产值增加了4倍多。以1977年同1961年相比，咖啡的产量增加了1.5倍，可可增加了4倍。粮食产量也增加不少。1965年稻米产量6.2万吨，1976年达到46万吨。正因为有这种统筹规划，科特迪瓦的经济发展良好，成为非洲的奇迹。1960年，科特迪瓦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407亿非洲法郎，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53美元，1979年增至19420亿非洲法郎，19年增长了11.9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1169美元，平均年增长率为4%。

这些成就的取得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政局稳定和以农为本。然而，科特迪瓦的经济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愈来愈依赖前殖民宗主国——法国。工业的发展和农业多样化并未改变出口商品的构成，约3/4的劳动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农产品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3/4.传统的殖民宗主关系使法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科特迪瓦的经济命脉，这表现在科特迪瓦对法国资金、市场和人员的依赖。科特迪瓦经济发展的一个刺激因素是外来投资，而相当部分来自法国。1980年，法国投资占科特迪瓦工业资本的40%以上，科特迪瓦欠法国财政部的债款高达1200亿法郎。由于科特迪瓦的出口主要是农产品或农业加工品，其主要市场仍是法国。科特迪瓦进口物资的1/3-2/3来自法国，出口商品的1/4输往法国。法国资本控制了科特迪瓦对外贸易的50%。由于过于依赖国际市场，国际市场价格下跌极大地影响了科特迪瓦的经济。

对法国人员的依赖更为突出。独立后在科特迪瓦的法国人甚至多于独立前。据美国报纸1981年的统计，独立后居住在科特迪瓦的法国人比独立前增长了6倍。1980年代初在科特迪瓦的法国人数达52000人，其中30000-35000在私人企业工作，主要担任经理、工程师、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此外，6000人在科特迪瓦政府任职，他们占据了重要的计划、技术、管理等职位。他们的工资远远高于科特迪瓦人。尽管有的西方媒体将科特迪瓦的发展称为“奇迹”，但有的学者已经认识到这种现象不仅不是非殖民化，“反而已经超殖民化”。科特迪瓦经济的脆弱性已经被中国学者注意，并被后来的发展所证明。

从1970年代后期始，非洲经济遇到困难。一是一些非洲国家的前期政策开始产生负面影响。大部分非洲国家独立后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有的逐渐蜕变为独裁体制；加之照搬西方（或东方）的发展战略，这些政策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经济发展遭遇困难。二是多年的自然灾害特别是自1968-1973年连续5年非同寻常的旱灾对非洲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冲击，农作物枯死、牲口饿死和大量的难民流离失所，萨赫勒地区受灾特别严重。三是1973年的石油危机。由于1973年阿以战争的爆发，原油价格从年初的每桶3美元涨到1974年的12美元。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使一些非洲的石油进口国雪上加霜，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马达加斯加、塞内加尔、苏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等国进口石油金额在出口收入中所占比例从1970年的4.4%增加到1980年的23.2%。四是国际贸易环境的恶化。1974-1975年和1979-1982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发达国家为转嫁危机，蓄意压低农矿产品价格和石油价格，制造关税壁垒，限制非洲产品进入西方市场。非洲农产品与西方工业品之间的差价日益拉大。1972年非洲用38吨剑麻或7吨棉花可换回一辆卡车；1980年138吨剑麻或28吨棉花才能换回一辆卡车。非洲领导人不得不承受这种经济震荡。


二、非洲自主意识、国际金融机构的阻击与替代方案

（一）《拉各斯行动计划》：没有机会实践的纲领

在1970年代末，非洲领导人开始认识到非洲发展的困境，提出了自力更生的观念。在《蒙罗维亚宣言》中，他们明确表示：共同承担义务，促进社会与经济发展和经济一体化，以不断增强自力更生和自足能力；促进和加强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流；建立国家的、区域的组织和机构，以便有助于达到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的目标，并致力于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加强各国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自主能力；实现粮食生产和供应的自给自足，区域的和地区内部的工业发展，在自然资源的管理、勘探、开采和利用方面进行合作，并为此目的而建立适当的机构；发展本地企业、技术力量和工艺能力；在保持、维护和改善自然环境方面进行合作；确保发展政策充分地反映非洲的社会文化价值。这一宣言强调了两点：自力更生和地区合作，依靠非洲自身的力量渡过难关。

1980年，非洲统一组织与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在发展战略上取得一致意见：减少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在非洲实现粮食自给的基础上朝内向性发展转型。非统组织与联合国非洲经委会在强调自力更生方面达成一致，于1980年4月在拉各斯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特别首脑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切合非洲本土实际的《1980-2000年非洲经济发展拉各斯行动计划》（以下简称《拉各斯行动计划》），全面阐述了非洲未来20年的发展计划，包括粮食与农业、工业、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科学技术、交通运输、贸易与金融、建立与加强经济技术合作的措施、环境与发展、最不发达的非洲国家、能源、妇女与发展以及发展规划、统计与人口等13个方面的内容。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提出代表非洲自我意识的《拉各斯行动计划》呢？主要有内在因素与外来推力两个方面的原因。1970年代下半期国际市场的原材料价格下跌的结果可想而知。首先，这些受到伤害的国家必须面对大量公司和农民巨额亏损甚至破产的局面。其次，由于这些国家的政府岁入一直靠着主要出口商品，价格下跌使得政府往往要大幅度削减开支，在公共开支相对比较高的情况下（参见下表），最先受到冲击的往往是文化、教育和卫生方面，或是人民的生活必需品涨价。为了应付局面，政府不得不向国际金融组织举债，而条件往往是本国货币的贬值。这种处理方式往往预示着潜在的新危机。由于国际市场的影响、政策的失误、自然灾害的损失和1970年代后期原材料价格的下跌，非洲的粮食和农业形势急剧恶化，人均粮食的生产和供应难以自给，而大量进口粮食使非洲国家的财政陷入困境。

表3-8 1970年和1982年部分非洲国家对外公共债务及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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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John Senderand Sheila Smith,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Africa,(Lon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6),p.89.

另一个重要因素来自联合国。1979年8月27日至3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厄瓜多尔的基多召开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新的发展观念。与会者提出了三个概念，即整体的发展、内源的发展和综合的发展。非洲人对这些概念有自己的认识。所谓“内源”，实际上代表多层意思。首先，发展应是内源的，不能指望从他人那里得到东西来满足自己。西方过度消费已经为人类敲响了警钟。其次，非洲人在发展的规划制定上也应该是内源的，自己制定的规划才是最好的规划，因为只有自己最了解本地的情况。再次，内源的发展还意味着发展的动力和解决方式也要来自内部。如果一味照搬他人的模式，只会走弯路。最后，非洲人而不是国际机构必须在经济发展中起主要作用。非洲国家既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扭转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也是在接受了新的理念后力争创造自身的发展模式，《拉各斯行动计划》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

难而可贵的是，非洲摆脱了西方灌输的那种“昂贵的现代化”计划，开始认识到农业在非洲发展中的重要性。非洲粮食问题的根源是非洲国家通常没有把农业置于必须优先考虑的地位，没有在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时给予足够的重视，缺乏促进农村生产的发展和改善农村生活的具体措施。在这一划时代的战略制定中，农业被摆到了首位。《拉各斯行动计划》要求成员国进行制度更新，采取新的农业政策，从而引导小农和农业合作社提高生产率；减少粮食的浪费，强调农业生产的多样化，促进粮食生产。《拉各斯行动计划》还要求在1980-1985年间应迅速改善粮食形势并为实现谷物、畜产品及渔业生产的自给奠定基础。“优先的行动应该是保证真正减少粮食的浪费，实现明显高水平的粮食安全保障，强调农业生产的多样化，促进粮食生产，特别是热带谷物大量的和持续的增长。”行动计划对各成员国提出了要求。

各成员国应该采取必要措施贯彻执行非洲农业部长们制定的非洲地区性粮食计划。近期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在数量和质量上改进粮食作物的生产（谷物、水果、块茎作物、油籽、蔬菜等等）以便替代当前占相当比例的进口产品。同时，这些粮食品种的生产应该在这些作物有生产潜力的国家受到鼓励。玉米、小米和高粱的种植应受到特别的注意，以便代替对小麦和大麦日益增长的需求。

除了对粮食作物的要求外，行动计划还对家畜生产、渔业生产和林业生产提出了可行性建议，并就收入与价格政策、研究工作、推广工作、农业服务工作、资金来源和实施和监督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和规定。

这一行动计划最核心的内容是强调用适合本土的办法解决自身粮食问题以及在工业、交通运输、人力和自然资源以及科学技术方面寻求自力更生的办法。然而，由于西方集团的阻击和其他历史原因，《拉各斯行动计划》成了一个没有机会实践的行动纲领。

（二）国际金融组织的干预：《伯格报告》与结构调整

非洲国家这种有意识的行为对现成的国际经济体系形成了严重的挑战。早在1979年秋，当时《拉各斯行动计划》正在起草的最后阶段，作为世界银行非洲部门主管人员的非洲财政部长们将一份备忘录送给世界银行行长，他们要求世行准备一份有关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问题的特别报告，报告应同时包括解决这些经济问题的办法。一份题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加速发展：行动议程》的报告应运而生。这份报告实际上代表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主要西方国家的观点，也是后来非洲国家结构调整的指导性文件，因艾略特·伯格（Elliot Berg）受命负责组织和起草这份报告而得名，被称为《伯格报告》。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对非洲经济发展所遇困难的看法与非洲国家不同。它们认为，必须从非洲国家内部找原因，即非洲国家必须放弃对经济的控制，对外开放经济，并对国家体制和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在此基础上，《伯格报告》要求非洲政府进行结构调整，鼓励非洲经济外向发展，并将重点放在扩大非洲经济作物出口上。迫于经济危机的威胁和财政的需要，30多个非洲国家为获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不得不接受《伯格报告》，开始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简称SAP）。

国际金融组织提出的短期稳定经济政策包括改革汇率，实行货币贬值，紧缩信贷，取消物价补贴和控制，撤消最低工资法，税制改革和外债重组。在非洲国家执行了短期稳定经济政策后，世界银行才进一步推出结构调整政策。这一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改善受援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恢复还债能力，“明显地改进公私投资和支出的质量”“通过发展人力资源和组织、机构、制度等，尽快提高非洲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能力”“为健全的经济增长提供一个基础”，主要包括政府部门的减缩和公共开支的削减；国营企业私有化；汇率和价格体制的改革；贸易自由化和资本自由流动。国营企业的私有化是为了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取消国家垄断，推行自由经济；汇率和价格体制的改革是为了加强市场化，其结果是取消消费补贴和价格控制，本地货币的大幅度贬值。这一计划虽然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还涉及到对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方面经费的大量削减，严重影响了非洲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三）几内亚结构调整的实践：案例分析

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几内亚的情况相对较好。然而，这一调整的结果也给几内亚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后果。几内亚在独立后一直奉行“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根据第一任总统塞古·杜尔的政策，几内亚政府期望建立一个重视人民利益和使人民在各方面实现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政策包括实行国有化，确立国家对经济的控制；通过制订经济发展计划，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实行农业集体化和农畜产品宣征购制；限制私人经济的发展；同外国资本建立合营企业。经过20年的发展，几内亚不仅建立了以国家所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经济体系，除铝土开采业和一些矿业取得一定进展外，几内亚还兴建了纺织、榨油、制糖、制茶、卷烟、火柴、肥皂、印刷、家具、砖瓦等一批企业，运输业也得到发展。然而，几内亚的经济问题也不少。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十分缓慢，国营企业长期亏损，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不能满足国内需求，通货膨胀，财政困难。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几内亚政府也在试图进行改革。然而，塞古·杜尔总统于1984年3月26日猝然去世，一周内，军人政变上台。由于经济状况不佳，军政府不得不求助于国际金融组织的援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几内亚开始了世界银行主导下的结构调整。

以孔戴总统为首的军政权经过与世行的几轮谈判后，达成了结构调整的最终方案，并于1985年底分三个阶段开始实行结构调整计划。主要内容涉及价格政策的调整、金融体系的改革、自由市场的规范、国营企业的私有化和经济法规的制定，行政改革还包括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和削减公共开支等。几内亚结构调整进行了币制改革并颁布了汇率政策。汇率贬值是币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几内亚货币名称由西里改为几内亚法郎。汇率改革虽然在反映实际价值、平抑私下交易和引进外汇来源方面有所成效，但贬值带来的负面效应却对几内亚市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金融改革虽然使中央和专业银行的分工明确并因信誉提高而大大增加了储蓄额，但同样产生了信贷不振和贷款走向不合理等问题。农业改革虽然使农产品价格大大提高，市场机制逐步活跃，但导致了物价大幅上扬，从而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私营化的进程的最大恶果是使一批国营公司被清理或整顿，主要骨干企业和经济要害部门均被外国资本渗透和控制。行政改革一方面裁减了冗员，公职部门的人数从1985年的9万余人减至5.2万人，但政府功能的削弱和数万名被裁减的公职人员成为政治不稳定的社会基础。

在世行主导下的几内亚结构调整使经济有所恢复，国力有所增强。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有所增长和外贸保持增长势头。结构调整也带来了西方官方援助的增加。然而，结构调整方案带来的负责影响不能小视。债务负担在这一阶段不断加重。1985年几内亚的外债为12.9亿美元，1992年增至19亿美元，外债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80%。债务成为几内亚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和严重障碍。国际收支状况持续恶化。1985年的收支逆差只有1500亿美元，1991年增至6700亿美元。财政状况也没有好转，财政赤字巨大。1993年，虽然几内亚政府实施财政紧缩政策，但财政赤字仍达2878亿几内亚法郎。货币贬值仍在继续，通货膨胀仍高居两位数，对人民生活造成极大的危害，对生产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几内亚后来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结构调整带来的不良影响。

（四）结构调整的效益分析

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困难在整个非洲大陆随处可见。尼日利亚的遭遇更为悲惨。货币贬值，价格飞涨，内债与外债攀升，生活水平下降，失业率上升，教育水平下滑，腐败增加，从而导致了政局动荡。尼日利亚历史学家托因·法洛拉指出：“结构调整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意见与本国政府的计划结合了起来。这是自独立以来，经济改革中最具有深远影响的一次尝试。它导致经济上出现无法想象的灾难、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抗议与暴力活动盛行。尼日利亚与债权国的关系虽因此得到了改善，但结构调整计划削弱了国家的外交政策，增加了外债，允许资本外流。”尽管尼日利亚政府当时不断吹捧结构调整计划所取得的收益，但“这些政策在医治国家严重的经济病症上彻底失败了”。“经济改革最终失败，尽管政府拒绝承认”。

结构调整计划对非洲各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在非洲发展中非常关键的减贫方面，它的影响也主要是负面的。结构调整的负面效应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贫困人数的增加。以日均生活在1.08美元以下的国际贫困线来看，撒哈拉以南非洲贫困人口总数1981年为1.68亿，1987年达到2.17亿，1998年增加到2.98亿。第二，人民的生活质量严重下降，贫富差距扩大。由于结构调整取消了各项社会福利措施如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失业救济、价格补贴等，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加剧。1980-1997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小学净入学率下降了一个百分点。第三，就业机会减少，贫困民众生计更加艰难。在1975-1995年间，失业率大幅上升，从10%升至20%-22%。在1980-1986年间，非洲地区人均国民收入平均每年下降3.6%。婴儿成活率（即每千例成活率）有所下降。坦桑尼亚中央银行行长恩杜鲁的研究发现，1980年代中期，非洲人的寿命增长过程有所减缓。

第四是债务问题。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非洲国家的外债不断增加，特别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实施的结构调整过程中，非洲的外债形势严重恶化。1980年代初，非洲的外债为1200亿美元，到1995年已经达到3400亿美元。《非洲发展报告》的统计数字有所出入，但也反映出非洲外债的严峻形势。1980年非洲外债总额为1233.39亿美元，1990年达到2887.73亿美元，1996年上升到3385.10美元。1980年外债还本付息额为189.77亿美元，1990年为277.38亿美元，1997年上升至325.30亿美元。1980年代，非洲外债总额平均年度上升9.1个百分点，债务本息支付额平均年度上升14个百分点。虽然美国在1989年巴黎七国首脑会议后减去了16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10亿美元债务（占其撒哈拉以南非洲债务43亿美元的小部分），法国也在会前宣布1990年代减免35个国家近24亿美元的债务，但1993年非洲外债仍然高达2004亿美元，1994年为2107亿美元，是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82.8%，相当于当年非洲出口总额的254.5%。根据1995年世行报告，1994年底，28个非洲国家的债务/出口之比高于200:1.

在进行结构调整的30多个非洲国家中，绝大部分经济发展状况不佳。从理论上说，经济自由化应该为那些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带来好的效应，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即使是在那些实行所谓社会主义政策的国家如刚果（布）、马达加斯加、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调整和改革的效果也不理想。结构调整要求深化经济自由化和加快私有化进程，加上中央政府简缩编制和下放权利，因而出现了政府职能萎缩、非政府组织涌现和民众参与政治等现象。经济自由化破坏了国家控制（垄断）资源的基础，也刺激了重新分配资源的要求；精简机构和放权可以减少公共开支，但却使政府工作效率降低，加之政府自主能力逐渐丧失，从而大大减少了社会福利和相应的公信度。结构调整带来的生产滑坡使得相当部分的中产阶级贫困化，不少知识分子和专业技能者加入贫困化队伍。这些累积的社会不满既成为了非洲经济改革和寻求非洲自我解决办法的动力，也成为非洲民主化的推动力量之一。

结构调整给非洲带来的诸多恶果可以通过1990年1月15日联合国副秘书长兼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阿德德吉教授在亚的斯亚贝巴非洲大厦的讲话中看出。他指出公共开支的削减导致非洲的社会发展方面受到各种影响。教育与卫生费用在1980年占总开支的25.2%，到1988年，这一比例下降到21.9%。1960年，非洲文盲人数约1.24亿，到1985年为1.62亿。独立以来，非洲曾在儿童入学和医疗卫生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这些成就“在80年代几乎丧失殆尽”。他也通过各种数据抨击了结构调整在经济方面造成的负面效应。1980年非洲经常项目赤字为39亿美元，8年结构调整之后，赤字已达成203亿美元。在1980年代，非洲出口额和出口单位价值每年平均下降1.6%和2.3%，进口额年均下降2%，后半期年平均下降3.5%，进口单位价值则年均上涨2%。贸易条件年均下降4.1%，相当于出口收入每年损失10%。通货膨胀率从1980年的15.1%上升到1988年的21.9%。“‘正统’结构调整方案据称能够消除国际收支赤字和通货膨胀，但是非洲经验证明恰恰相反。”

尽管世界银行不承认结构调整计划的失败，并尽一切努力来补救，但这一计划的结果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却是不言而喻的。结构调整计划为何会失败？首先，这是一个出自世界银行的报告，由熟悉西方改革并持有“西方中心论”的学者完成。由于没有考虑非洲的实际情况，加之存在各种偏见，这一计划的失败不可避免。第二，结构调整计划设想非洲的改革可在真空中完成，即它丝毫未考虑非洲的现实如持续内战、环境恶化、基础设施缺失等内在条件的存在。第三，非洲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联系非常紧密，因此经济改革在没有政治改革（包括多方面的改革，特别是司法改革）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成功的。第四，这一计划将复杂的经济改革等同于一种典型的技术改革，似乎只要完成一些可计量的指标即可。这是非常不现实的，因此也是不可能完成的。阿伊特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医生”和“错误的护士”通过“错误的方法”用“正确的”药品去治疗非洲的病症。不管他的分析是否完全正确，结构调整计划的失败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情合理的。

非洲在忍受结构调整的阵痛时，却经历着边缘化过程。这突出表现在投资减少和债务增加两个方面。在1980-1990年间，外资减少或投资撤出。以英国为例，139家公司中的43家开始从非洲撤资；日本对非洲经济也持悲观态度，1980年代驻肯尼亚的日本公司从15家降到2家。美国也减少了它在肯尼亚的投资。正如阿德德吉指出的：“1989年非洲所获资金注入继续减少，主要是商业银行借贷、私人直接投资和出口信贷逐年减少。虽然各种官方发展援助略有增加，但无论在实际价值和名义额上都不足以扭转资金流入净额下降之势力。”他在综合了国际金融组织的净流出、资本抽逃、实际还本付息额和贸易盈亏的总数并与官方援助净额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1989年非洲的资金损失总额为55亿美元。私人贷款和出口信贷严重下降。私人贷款占非洲资金流量的比例从1980年的24.6%下降到1989年的6.8%。

对结构调整计划的间接影响须要从更广阔的角度来认识。虽然结构调整计划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极其有限，但它对后来出现的所谓“民主化浪潮”却有所推动。研究表明，尽管新自由主义学派曾预言结构调整将促进非洲的经济增长，实践证明这一预言并未落实。然而，它对非洲的政治发展有所促进，主要表现在那些欢迎结构调整计划的独裁国家或军人统治政权。这些国家在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早期的政治气氛的变化与结构调整直接有关。结构调整对非洲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由于国际金融机构和西方势力要求放松国家控制的压力，非洲国家权力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大大削弱。这种国家权力的削弱既表现在政府公共开支的减少，也有政府管理人员的削减，还有相应政府部门的删减。这种削弱不仅大大削弱了本来就不强的政府管理能力，更重要的是减少了政府的公信力，使政府在多方面无法施展自己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只能通过其他渠道或方式寻求帮助，从而造成了地方民族主义和非政府组织力量的扩展。结构调整计划对动员公民社会这一方面的影响也相当明显。

（五）联合国非洲经委会的替代框架

十年的结构调整并未为非洲带来国际金融组织所承诺的美好愿景，反而将非洲经济推向更困难的境地。为了纠正结构调整带来的不良后果，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于1989年制定了《替代结构调整计划的非洲方案：变革和复兴的框架》（以下简称《替代框架》），提出了以人为中心平衡发展的战略原则，强调非洲国家自己在经济中应起主要作用，以取代结构调整计划。这一《替代框架》的最主要的特点是认识到非洲经济结构、社会政治结构和政治环境有自己的基本特征，因此“不对非洲的政治经济条件进行结构分析，就不可能找到解决这些根深蒂固办法。”经济特征主要表现在自然经济和进出口贸易占据了非洲经济的主导地位；生产基础狭窄导致资金、人才和技术严重依赖国外；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环境不断恶化；畸形发展并存在二元现象；经济存在分割性；开放性与对外依赖的矛盾；缺乏制度化能力。

《替代框架》认为非洲发展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持续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来保障他们的各种福利。要达到这一点，必须实现具有自我持续能力的发展，这由三个分目标相互联系：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改造非洲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和保持一个持久的资源基础。非洲认识到根据传统的经济理论制定出的结构调整计划与非洲的现实脱节，其结果证明：“传统的结构调整计划不足以消除非洲经济、财政与社会问题的真正根源，这就急需在非洲有一种替代当前的稳定计划和高速计划的方针。”《替代框架》认为，新的变革性调整应尽量同时加强收入来源、分配和国民收入支出这三个过程，并就加强非洲的生产能力及生产率投资并使其多样化、要素收入分配的类型与水平以及开支格局方面提出了具体政策的方向。

冷战的结束使非洲在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地位有所降低，加之苏联崩溃后东欧国家的转型大大吸引了西方国家的注意力，西方国家对非洲大陆曾一度有所漠视。然而，我们不应忘记，弗兰克等人对二战中欧洲国家与拉丁美洲的关系的研究表明：一旦摆脱与西方的关系，发展中国家的依赖程度降低，这种情况反而会促使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发展。我们需要继续研究这一时期非洲的发展与西方的注意力转移（对东欧的重视）有何关系。不容忽略的是，这种建立在自身基础上的计划开始从宏观上促进了非洲人对经济发展的认识。新兴经济体的刺激和带动效应，特别是对原材料的需求进一步推动了非洲的出口，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对非洲的援助和重视从另一个方面提升了非洲的国际地位，这些为非洲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从1995年开始，非洲的整体形势开始有所变化，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经济呈增长趋势。自1995年起，非洲经济开始步入持续增长阶段，1995-2005年，非洲经济年均增长3.9%，非洲人均收入也从1995年的674美元增至2004年的805美元。2005年全非经济增长率由2004年的5.3%升至5.4%，2006年增长率与2005年持平，2007年经济增长率预计达5.9%。200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率由2004年的5.3%增至5.8%；2006年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慢，预计为5.2%，2007年将回升至6.3%。

不容忽略的是，非洲的经济增长是否落实到了普通民众的身上？在相当多的国家，民众的生活质量未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在新的形势下，非洲经济发展面临许多挑战，例如发展援助问题、资金缺乏问题、投资环境问题、粮食安全问题、经济一体化问题以及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等。由于篇幅的问题，这里只想探讨最引起争论的发展援助问题和最为迫切的粮食安全问题。


三、博茨瓦纳：成功典范

（一）博茨瓦纳的发展历程

博茨瓦纳经历了英国80年的殖民统治后，在1966年独立时是一个百孔千疮的贫穷国家，当时位居世界最不发达国家的第三位，人均收入只有50美元，被一些西方人士称为“无发展希望”的国家。然而，到1974年，博茨瓦纳就摘掉了“最不发达国家”的帽子，并逐渐走上小康之路的国家。1975-1984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1.5%，1985-1989年为10.6%，1994-1998年为6.2%。2006年，博茨瓦纳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10.4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6459美元。200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达134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6833美元。经过40多年的努力，博茨瓦纳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近年来，其经济自由度、国际竞争力和经商环境等方面位于非洲国家前列。

博茨瓦纳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66-1975年。在这一过渡阶段，博茨瓦纳完成了机构的设立，并确定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方向，并奉行一种开放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以尽力获得外援。

第二阶段是1975-1989年，以市场为导向和国家指导下的发展战略得以巩固，多党制的政府使博茨瓦纳避免了转向一党制和军事独裁统治以及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模仿。博茨瓦纳在这一阶段吸收了大量的外来投资，特别在采矿业方面。这时期见证了博茨瓦纳国家主导的快速经济发展和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但经济多样化方面做得不够。

第三阶段起于1990年，可以说开启了一个新的政策转型期，即从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转到私营企业为主导的发展战略。这一阶段由于快速发展而积累起来的诸多问题和因政策转型带来的新问题，博茨瓦纳将面临新的挑战。

（二）博茨瓦纳的幸运因素

从博茨瓦纳的发展经历看，三个关键因素对其稳定的政治局面和持续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幸运因素、政治体制与发展战略。

所谓“幸运因素”是指博茨瓦纳有英明的领袖、民族的同一性和丰富的矿产资源。首任总统塞雷茨·卡马总统是一位英明睿智的领袖。他不仅作为民主党的领袖领导了博茨瓦纳的独立运动，也对国家制度的确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民主党在他的领导下制定了“民主、发展、自力更生和团结”的原则，并成为执政党。他于1980年因病去世后，他的好友、副总统马西雷继任总统。马西雷曾任民主党总书记，也是一位民族主义运动领袖。他在1998年退休后，由当时的副总统莫哈埃继任。这三位领袖不仅都能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且保持了国家制度和政策的延续性。

博茨瓦纳的人口构成中95%是茨瓦纳族，民族同一性增强了博茨瓦纳的民族认同感，这种情况在非洲很少见，从而使博茨瓦纳独立后的现代民族建构过程颇为顺利。博茨瓦纳得天独厚，其丰富的矿产资源（主要包括钻石矿、煤矿、铜矿、镍矿以及苏打灰和盐矿等）为国家独立后的迅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基础，矿产业成为国家发展的支柱产业。

（三）适合国情的政治体制

就政治制度的选择而言，博茨瓦纳建立了基本适合本国国情的多党制民主议会制度。为什么说是适合本国国情呢？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博茨瓦纳除了制定了多种与切合自己国情的法律，如《地方政府法》《酋长法》《部落土地法》等，在采纳现代制度的同时也将传统的酋长制度和民众参与政治的制度（Kgotla）很好地结合进国家政治制度之中。在制定区域与国家发展计划时，规定的程序之一即必须通过民众参与政治的制度获得基层民众的意见。这种通过与地方民众沟通和协商的制度设计不仅使各种合理化意见得以表达，还使国家的建设避免了计划与现实脱节。从经济方面而言，政府设立了一个具有相当权威的专门指导经济发展的部门——财政发展计划部（Ministry of Financeand Development Planning），对全国的经济规划和发展进行全面指导。它的设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广大的私人企业创造更好的经营环境，从而使这些企业能够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服务。

第二，它的多党议会制度既有民主成分，也有中央集权的成分。多党选举和三权分立的制衡是制度中的民主成分。这种制度设计使执政党在支持率下降时能调整政策。1994年，博茨瓦纳民主党的支持率从1989年的67%下降到55%。民主党不得不进行适当改革，制定了一些新的政策（如独立选举委员会的成立、总统任期限制为两届等）。这种适时应变不仅减轻了反对党和市民社会的压力，还加强了自身的执政能力和合法性。集权成分指博茨瓦纳民主党一党独大，从独立至今一直执政。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的席位一直在60%以上，1965年、1979年和1989年都在90%以上，最低的1994年也获得了67%的席位。其次，中央政府掌握着地方官员的任命，这些都是中央集权制的表现。1974年前，地方权力机构在任用公职人员方面曾有过很大的权力。然而，当中央政府发现这种制度为裙带关系和滥用权力提供了各种方便后便收回了权力。除了产业类的雇员外，地方权力机构人员的录用、定岗、调动、提升和培训成为中央政府的统一地方政府服务部（ULGS）的责任。政府还设立了各种制度以利于管理和防治各种弊病。例如，为了打击经济犯罪和防止腐败，博茨瓦纳成立了专门机构，从而为争取国外投资和合理利用外援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了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博茨瓦纳政府保护私有财产和允许多种经济制度并存，从而保持了经济的活力。

（四）发展战略与政策设计

具有本土特色的发展战略和国家政策是博茨瓦纳成功的第三个要素。独立后，博茨瓦纳并未像有的国家那样陷入意识形态的争论，而是采取实用主义精神，制定了一种切合实际的发展战略。它力图与国际上各种力量保持良好关系，特别是与原殖民宗主国和敌对邻国稳定和务实的关系，从而为自己赢得了各种援助。为了克服畜牧业这一单一经济的弱点，掌握国有资产的命脉，第一任总统卡马说服各部落首领同意并使博茨瓦纳国民议会在独立后第二年即通过《矿山与矿产法案》（Mines and Minerals Act），将部落领地里的矿产资源明确规定为国家所有，从而为独立初期吸引外来投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种产权的明确避免了可能的冲突，既降低了经济发展中的交易成本，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持续稳定的环境。正是由于这种政策的制定，博茨瓦纳于1969年即与南非德比尔斯公司签订协议，成立德比尔斯博茨瓦纳公司，合作开采钻石矿。随后又与多家外国公司开展在矿业方面的合作，从而改变了主要依靠农牧业的单一经济局面。此外，博茨瓦纳还注重制定国家发展计划并将其与年度预算融化一体，从而保证了资源行业的所得能花费在最需要的地方，克服了“资源诅咒”的可能性，并有力地推行了经济多样化的战略。

当然，博茨瓦纳也面临着诸多挑战。首先是尽管人口只有170万左右，但失业问题和贫富悬殊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二是人才的缺乏在博茨瓦纳非常明显。尽管可以利用一些白人作为管理人员，但长期这样必然影响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当国家经济主导变为私人经济为主导时，私有化的政策可能会带来新的问题。


四、西方发展援助：规模与效益

援助有多种形式，主要有贷款、借款和捐款，也有多种目的，如政治、外交、经济、人道主义援助等。由于现代国际体系仍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每一个民族国家为自己的利益与他国打交道也在情理之中。然而，日益增多的人认识到，西方对非洲的援助并未使非洲摆脱贫困，反而使这个丰饶的大陆越来越穷。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在2007年9月接受《时代》杂志的采访中明确指出：

现在，摆在我们的捐赠者和伙伴面前的问题是：已经花了这么多钱，结果有什么不同呢？过去的50年，你们已经花费了4000亿美元援助非洲。但是有什么可以展示的吗？捐赠者应该问问：我们做错了什么或者我们正在帮助的人做错了什么？显然，有些人没有做对。否则，你花了钱应该有东西拿出来展示。捐赠者也犯了许多错。他们多次假定他们知道非洲国家需要什么。他们想成为那些可以选择在哪里投钱并经营它的人，而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在其他情况下，他们只是简单地与错误的人选合作。结果，钱丢了，最后落进了这些人的口袋。我们应该纠正这些情况。

2009年，赞比亚学者丹比萨·莫约发表了《援助的死亡》，对西方国家提供的援助进行了猛烈的鞭挞，她顿时成为非洲之星。然而，我们不应忘记那些对援助进行批判的前人。

（一）对发展援助的批判：历史回顾

早在殖民主义时期，一些欧洲国家即以促进殖民地发展的名义对殖民地进行各方面的投资，英国为此还多次颁布法令，如1929年的《殖民发展法》，1940年的《殖民地发展和福利法》以及1945年的《殖民地发展和福利法》。法国也有类似举动。从1960年代以来就出现了对援助体系的各种质疑和批评。例如，加纳前总统恩克鲁玛在《新殖民主义》一书中将援助看作是殖民宗主国控制新独立国家的一种手段，他不仅批判了法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所谓“援助”，还指责这种援助成为独立国家经济发展的一种障碍。他还指出：“这些就是最新采用的阻挠新兴国家真正发展的一些方法。这些就是新殖民主义的随身法宝，它表面上说是要提供援助和指导，骨子里却是以新老各种办法使有关的援助集团和它们所属的国家取得实惠。”保罗·巴兰的批评直接将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与发展援助挂上钩。他认为，“发展援助”包括直接和间接的私人资本流动，私人和官方信贷，包括不发达国家在资本市场筹措的借款。经济援助是帝国主义控制的一种武器。

1981年的两部著作奠定了对发展援助进行批判的基础。一部是《平等、第三世界与经济幻想》，作者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自由贸易理论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鲍尔。虽然他的“欧洲中心论”观点非常明显，但他对发展援助的批判值得注意。他有关援助的观点大致可以概括如下。首先，作为一名崇尚自由贸易的学者，他认为在一个开放和自由的社会，有意去缩小或消除经济差异的政治行动会导致普遍的强迫行为，从而社会的自由和开放将会停止。第二，第三世界有其发展的优势，西方世界刚发展时甚至没有这种优势；第三世界应该充分利用外国资本市场和大量过去不曾有的技术和技能。“官方援助并非是进步必不可少的东西”。第三，援助会带来各种弊病，援助带来依赖，给经济增长造成严重危害。援助本身就是物质增长的障碍。

另一部著作是《作为帝国主义的援助》，从标题可以看出作者的激进主义的态度。作者海特本人曾在世界银行管辖的一个援助机构工作，由于她揭露的情况非常有杀伤力，欧洲共同体的海外开发署曾拒绝发表她提交给该组织的关于1960年代拉丁美洲援助经费发放与使用情况的报告，因为这个报告对援助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海特指出，作为一种手段，援助对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方针施加很大影响，使发展方针最大限度符合资本主义的利益。强迫受援者接受的条件看上去是为了振兴受援国的经济，实际上却是为了使其长期保持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是帝国主义的媒介。这两位先行者一位是理论家，一位是实践者；一位认为援助是资本的无效使用，另一位认为援助是西方资本主义攫取第三世界的一种方式。两派意见在一点上相同：援助是第三世界发展的障碍。

21世纪以来，发展援助一方面几乎成为过街老鼠，学术界几乎人人喊打；另一方面，各个国家对非洲的援助虽有起有落，但兴趣未减。那么，为什么丹比萨·莫约的《援助的死亡》会引起如此大的轰动呢？原因似乎在于莫约的双重身份：既在非洲出生，又在美国成长；既有在非洲独立后的1970年代的童年亲身感受，又有在西方最著名的高等学府接受的一流高等教育；既有在受援国的成长经历，又有在受西方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和援助国的工作经验。这表明了一个事实：终于有一位熟谙国际援助体系的非洲女性挺身而出，脱去了援助这一长期以来迷惑非洲民众和国际舆论的“皇帝的新衣”。虽然莫约无情地鞭挞了援助给非洲带来的种种弊端，但她对西方援助的意图这一点却是手下留情。然而，只有清楚地认识到非洲在援助过程中的遭遇，才能更好地说明为何援助往往在非洲无效，甚至起到了反作用。

（二）发展援助的统计

虽然西方对非洲的发展援助始于独立初期，但援助开始成为一个问题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则是在1970年代。在这一时期，一个重要的现象是，非洲对外来援助的依赖开始出现。到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这种现象日益严重。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1970年的债务为60亿美元，1980年增至843亿美元，1989年增至2500亿美元，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85%。非洲的战略地位因冷战结束受到重大影响，加剧了其边缘化进程。

表3-9 1974-1975年和1979年部分非洲国家官方发展援助占进口和投资的百分比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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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John Sender and Sheila Smith,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Africa,Lon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6,p.91.

从总的趋势看，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1970年代对外来援助的依赖性提高了，不论是官方发展援助占进口的比重，还是官方发展援助占投资的比重。在以上6个国家中，只有埃塞俄比亚官方发展援助占进口的比重在1979年比1974-1975年有所下降。坦桑尼亚在依赖外来援助方面特别明显。它接受的官方发展援助占进口的比重在1974-1975年为30%，1979年为57%，均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平均值（22%和40%）；它接受的官方发展援助占投资的比重在1974-1975年和1979年分别为44%和73%，也大大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平均值（31%和54%）。根据法国学者卡特琳·科奎里·维德罗维奇的观点，这种对西方的依附关系是现代非洲的主要特点。

这种趋势在1980年代后日益恶化。仅官方援助一项，1975-1984年间年均增长2.7%，1985-1989年间年均增长6.2%。进入1990年代后，外部对非洲的援助呈下降趋势。这主要由于以下几个原因：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冷战结束导致非洲地缘政治地位丧失；国际社会的援助大量流向前苏联、东欧地区。然而，这种下降的趋势又很快回升。以1994年和2002年为例，埃塞俄比亚的外来援助占国民收入的22.2%和21.7%，援助分别占总资本的144.4%和105.2%；在几内亚比绍，这两年援助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分别为77.7%和30.5%，援助占总资本的比例分别为335.5%和198.7%；在马拉维，这两组数字的增长非常快，前一组数字分别为40.0%和120.2%，后一组数字分别为135.7%和160.0%；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塞拉利昂，两个年度的援助占国民收入分别为33.9%和47.0%，援助占总资本的比例分别为348.6%和514.7%，这与塞拉利昂国内局势不稳，经济生产陷入困境有很大关系。然而，卢旺达的情况却正好相反。在卡加梅总统的领导下，各方面取得一定进展，经济状况大大好转。1994年，卢旺达的外来援助占其国民收入的95.3%，到2002年，这一数字下降至20.8%，1994年援助占卢旺达总资本的809.8%，到2002年下降到109.5%。

一些非洲国家近年来接受外援的情况仍然非常明显。以布隆迪为例，在2005-2008年这四年中，它接受的经合组织（OECD）官方发展援助分别占到国民收入的46.9%，47.3%，48.8%和43.7%。在利比里亚，这种情况更为严重，由于前些年的战乱影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民选政府的任务非常繁重。资金严重不足一方面影响了恢复稳定的工作，也使依赖外国援助的程度大大增加。虽然相当多的非洲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收入的比例逐年下降，但利比里亚却不降反升。在2005-2008年这四年里，经济组织提供的官方援助已经分别占到其国民收入的53.3%，58.7%，125.2%和185.8%。可以看出，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援助已经在一些非洲国家的经济成分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表3-10 2000-2008年流入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净额

单位：10亿美元，时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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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African Union,Economic Report on Africa2010:Promoting high'-level sustainable growth to reduce unemployment in Africa,p.101.转引自张永蓬：“国际发展合作与非洲中国援助非洲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11年，第36页。

表3-11 2001-2008年流入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金额

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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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DAC,Development Co'-operation Report2006,Table25;DAC,Statistical Annex of the2010Development Co'-operation Report.转引自安春英：《非洲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89页。

上面两个不同的表格，一个是来自非洲联盟，一个是来自经合组织。虽然两个表格的类别稍有不同，但都说明一个问题：国际上对非洲的官方援助在逐年增加（2007年有所降低）。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21世纪的前9年里，流入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呈上升趋势，总额从2000年的145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420亿美元。这些援助主要是由西方国家提供的。

（三）援助者的态度：坦白、虚伪与自以为是

早在援助体系逐步成型的冷战时期，一些西方领导人就明确表达了发展援助的用意。

肯尼迪在1961年宣布：“现有的外国援助远不能让人满意，我们要在下一个发展的十年中，改变世界欠发达地区人们的命运，使有朝一日，人类不再需要所谓的外国援助。”这种宣示冠冕堂皇。然而，在同一年，他也没有掩饰美国援助的真实意图：“对外援助是美国在全世界保持影响和控制、并且支持许多本来肯定要垮台或落入共产主义集团的国家的一种方法。”尼克松总统在1968年竞选时也明确表示：“让我们记住，美国援助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帮助别的国家，而是为了帮助我们自己。”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官员科芬（Coffin）说得很明白：“我们基本的、广泛的目标是一系列政治上的目标，决不是为发展而发展。一个重要的课题是如何为受援国的私人企业创造尽可能多的机会，从而确保在国外的私人投资，特别是确保美国的投资受到欢迎和优待。……问题在于要估量用哪种方式可以使发展项目给美国的总体利益带来更大的贡献。”

今天的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掠夺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援助的目的也主要是政治、外交、经济和人道方面。这种充满着自身利益的目的往往在“援助”的光环下去争取达到。现今的西方领导人似乎更具有“道德”感。2005年7月在英格兰举行的八国峰会上，戈登·布朗和托尼·布莱尔将消除非洲贫困的议题列在议事日程的首位。戈登·布朗在向非洲人解释他的大推进援助计划时说：“我们不得不说，‘我们将帮助你们获得开展贸易的能力，这不仅是打开一扇门，更是让你们获得跨进大门的能力。’”这种表态很有意思。首先，他对非洲经济史一无所知。非洲人的贸易经验早于英国的诞生，穿越撒哈拉的商道早已存在。其次，他对早期英国与尼日利亚之间的贸易史一无所知。早在英国占领尼日利亚前，尼日尔河河口的贾贾国王不仅控制了当地棕榈油贸易，而且要求英国商人要缴纳税款，并自行将大量棕榈油直接运到英国销售。当英国代理领事约翰斯顿命令贾贾停止向英国商人征税时，贾贾派遣一个外交使团去英国外交部提出抗议。约翰斯顿在得到英国外交部关于放逐贾贾的批示后，决定用欺骗的方式和超经济手段将这位颇有头脑和能力的本土商业竞争者制服。1887年9月18日，这位代理领事致函贾贾，邀请他到哈里森兄弟公司的商站开会：

我以友好的精神请你参加会议。因此我向你保证，无论你明天接受或拒绝我的建议，都不会对你施行监禁，你一听完英国政府的指示，就可以自由离开。如果你不来参加，那就要对你毫不客气，把你当作英国的敌人看待。我将宣布把你废黜，并把你的市场转交给博尼人。如果你明天参加会议，我立誓担保你能来去自由，决不食言，但如果你不来参加，我就要按照你被控的罪状给你判罪，并立即执行惩罚。

贾贾就这样上当受骗了。为了消灭这位强大的竞争者，英国人用阴谋将他骗到船上后送到黄金海岸的阿克拉进行审判后，被送往西印度群岛。再次，布朗有意忽略了援助给非洲人带来的各种弊端。用英国贸易和工业部首席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他们知道援助的胡话，但他们仍然如此兜售。”

对外国援助的害处，一些理智的非洲人心知肚明。一位肯尼亚的议会议员曾尖锐地指出：

外国援助给非洲带来的坏处远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要大得多。它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的形成：非洲无法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制定自身的发展速度和方向。今天，非洲的发展计划已经在国际货币金融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回廊里划了数千英里。令人悲哀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制定这些发展计划的‘专家们’是那些与当地非洲现实毫无接触的人。

他的话一语中的。对援助理论进行过激烈批评的威廉·伊斯特利对制定发展援助或改革计划的人最精典的一句批评是：“计划者们最让人不能忍受的就是他们自以为是的态度（通常是无意识的）。”这两位的评价可谓异曲同工。

威廉·伊斯特利既是一位实践者，也是一位学者。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曾在世界银行工作了16年。作为熟谙国际金融机构的援助运作方式的学者，他近年来多次对国际援助体系提出批评。他发表的一部专著《白人的负担》的副标题是“为何西方援助他国的努力为害甚多而增益甚少”（中译本将副标题翻译为“为什么西方的援助收效甚微”）。伊特利斯在这本书中对援助的计划者提出了各种批评，如援助者指手画脚的行为，援助供养着糟糕的政府，援助官员不能及时为穷人送去他们急需的东西，盛气凌人的态度和自以为是的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缺乏问责制等，但他的批评读起来有点隔靴搔痒之感。他在探讨最有效的援助方式时提出了以下五点具体措施。

（1）让每一个援助者对单独的个人负责，采取具体可行的措施帮助贫困者发展。

（2）让援助机构根据以往的经验来探索什么样的援助有效。

（3）根据探索的结果进行试验。

（4）根据从目标受益人群得来的反馈和科学的检测进行评估。

（5）奖惩分明。为有效的干预取得更多的资金，对无效的干预拨回资金。每一个援助者都要在所做的好的方向上进行不断的拓展和专业化。

能够对以往的经验进行反省当然很好，但为什么除了“从目标受益人群得来的反馈”这一条提到了受援助人的作用外（这还是一种被动的作用），其余都与受援者无关呢？为什么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受援者的主观能动性呢？这不还是援助者在自我设计吗？一个与援助者无关的计划是否会成功，我持怀疑态度。很显然，伊斯特里自己在同一本书中犯了西方国家存在的习惯性的“自以为是”的错误。

（四）发展援助的效益分析

首先，应该肯定，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在形式上是将一些财富（资金和货物）从富国转移到了穷国。从上面的各种统计也可看出，以富国为成员的经合组织每年不断地援助非洲。

然而，受到西方半个多世纪援助的非洲情况如何呢？

对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对非洲的援助，安春英做了系统分析。通过介绍世界银行的《哥本哈根宣言》(1990）、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通过的《千年宣言》(2000）、联合国发展中国家筹资大会通过的《蒙特雷共识》(2002）、八国峰会的多个计划和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巴黎援助效益宣言》（2005）以及《阿克拉行动议程》（2008），她指出了国际社会对非洲减贫问题的关注，分析了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对非洲的援助。她认为，国际援助成为大多数非洲国家解决减贫问题的重要补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减贫资金压力；国际援助直接作用于减贫项目，从而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用于自然灾害、艾滋病、冲突的紧急援助或专项援助使处于困境中的民众及时受益。然而，国际援助也存在着诸多缺陷：首先是国际援助的不稳定性与承约的脆弱性，其次是国际援助的欠协调性与管理费用的高成本性，再次是援助机制的无约束性和政治偏向性，最后是国际援助的附带条件性。

发达国家在1970年就公开承诺其官方发展援助将不低于国民总收入的0.7%，但2010年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发表的统计资料显示：22个成员国中只有5个国家（挪威、丹麦、卢森堡、瑞典和荷兰）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主要援助国（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均未达标。美国和日本当时的官方援助只占国民收入比率的0.18%。有时，发达国家承诺的援助非洲的年度计划，也因种种原因而不能落实。其次，由于各个国家都宣称自己在援助非洲国家，也都有自己的议程和计划，致使非洲国家应接不暇，特别是自然风光和自然环境比较好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等国。韦伯斯特曾指出，相当一部分援助经费用于支付外国技术专家的薪金和为专家们配备高级住宅、交通工具及他们的饮食。“西方援助的25%耗费在专家们身上。除了工资以外，还有旅游费，子女的学费，各种津贴和高级住房等等，全部由受援国包下来。英国专家平均每人一年就得耗费15万美元。”这种高成本必须由受援国承担，也成为它们日前增多的债务的一部分。难怪，战后的西方国家很快形成了一门与发展援助紧密相连的学科领域——发展研究，学校纷纷成立有关院系，各部门成立相关机构，各种项目取得资助，这门学问很快成为一个显学，成为一个行业，为西方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就业机会。这样，西方的学术与政治有机地在发展援助的节点上结合起来。一批通过学校培养的所谓“发展问题专家”被各种发展机构或国际金融组织派到非洲去制定国家发展计划和指导发展援助的实施。

由于多方卷入，对援助国、援助流量、援助项目、援助重点以及受益方等多种牵涉面缺乏一种协调机制。由于援助国的偏好和目的性，援助的领域甚至难以纳入受援国的国民经济计划之中。黛博拉·布罗蒂加姆曾在她的著作中引用了一位非洲国家前外长的话来说明了中国与其他捐助国的区别：“区别有，大着呢。他们想帮助你的，是你所确定的你自己的需要，而英国、美国，则是由他们来确定你的需要。他们说：‘瞧，我们认为这里有需要。’德国总统访问了，他们承诺1250万欧元的援助。卡巴总统说我们将会用于农村电气化。然而，几个月后，德国援助署说援款将用于他们的人身安全项目。”

国际援助附加各种条件也引发了非洲国家的诸多怨言。这种条件有的是经济上的，例如贷款时提出的附加条件通常是受援国用这些援助经费来购买援助国的商品。这种情况使得援助国因为援助计划而大大增加了就业机会。这种捆绑式援助受到国际舆论的一致反对后，近年来有所收敛，但仍然存在。“接受援助的国家需要购买援助国的或援助国指定的某一团体的特定商品和服务。这种方式还扩展到工作人员的雇用；援助者雇用自己国家的人而不是符合条件的受助国家的穷人作为工作人员。”“援助者对他们想要援助的部门和项目享有优先选择权。”此外，援助国在援助监管、政策执行等方面也设立诸多条件，从而使受援国承受极大的财政负担。

当然，更具杀伤力的是随援助而来的诸多政治和社会条件。2004年初，布什政府设立了“千年挑战账户”，以加强与非洲的合作，由国会拨款10亿美元作为启动资金。千年挑战集团对援助对象国有极苛刻的要求，受援国政府必须统治公正，致福人民并鼓励经济自由。该集团参照“自由之家”、世行、世卫、传统基金会等机构的统计数据制定了16项指标来确定受援国。这些指标分为三大类，“公正统治”包括政治权利、公民自由、腐败控制、有效治理、法治、负责任的政府；“予民福祉”包括免疫比率、医疗卫生、初级教育、女孩完成初级教育比率；“经济自由”包括监管质量、开办企业的成本、开办企业的时间、贸易政策、通货膨胀、财政政策。很明显，处于发展中的非洲国家要达到由这些发达国家智库设计出来的指标并非易事。如果这些指标都能达到，非洲国家还需要外援吗？

正是这种不平等的地位使受援国承受着各种经济负担和政治压力。然而，世界银行的非洲副行长在分析非洲的能力由于接受援助而受到影响时认为，捐助者和非洲政府事实上一起破坏了非洲的能力，他们破坏这种能力比他们建设这种能力还要快。

莫约在《援助的死亡》一书中对援助给非洲带来的负面作用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她为所谓的发展援助列出了一系列负作用。

⟡　援助在非洲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　援助导致腐败，助长腐败，最后摧毁希望。

⟡　援助阻碍一个国家正常的公民社会的建立。

⟡　援助摧毁了一个国家社会资本的基本面信任。

⟡　援助催生一个国家内部的战争，并培养了一种军事文化。

⟡　援助从各方面限制了经济发展，减少储蓄和投资，引发通货膨胀，扼杀出口行业。

援助在非洲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首先援助支撑腐败的政府，妨害了法律法规的执行，阻碍了透明的市民机构的建立，不利于保护公民自由，从而也妨碍了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所有上述不利因素均不利于经济增长，导致发展停滞，从而使贫困加剧。这种结果反过来导致对援助的更多要求和援助者们提供更多的援助，而这些援助进一步使贫困蔓延。援助的负作用不只如此，它还导致了腐败的增长，在缺乏监管的资金的侵蚀下，援助会导致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在一个依赖援助的环境里，本可以建立繁荣经济基础的那些有才能、受过良好教育、有原则的人，逐渐会变得不讲原则、不再高效工作，最终侵蚀这个国家的成长希望。”她对现存的援助体系十分失望，将援助称为“发展的杀手”。她断然指出：“整个援助惨败中最令人沮丧的是：捐赠者、政策制定者、政府、学者、经济学家和研究发展的专家心里明白，援助现在没有效果，过去没有效果，将来也不会产生效果。”

西方对非洲提供援助已达半个多世纪。然而，结果如何呢？两组数字可说明问题：

1970-1998年，在对非洲的援助资金达到高峰时，非洲的贫困率从11%增长到66%，即非洲约10亿人口当中的6亿陷入贫困；

⟡　"1970年以来有超过3000亿美元的援助流入非洲，但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证明这些援助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如是说）

为此，莫约提出了自己对削减援款以促进非洲经济发展的办法：像亚洲一样进入国际债券市场；鼓励中国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呼吁发达国家停止各种补贴，以实现农产品方面真正的自由贸易；鼓励金融中介特别是小额贷款机构的发展。她期待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一个没有援助的世界”。（关于非洲法语国家的国际援助问题，第十章将专门论及）


五、长期困扰的粮食问题

在非洲，粮食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非洲地域辽阔，是粮食生产的发源地之一。然而，农业一直是非洲大陆的棘手问题。虽然有的国家（如肯尼亚等）在独立后一段时期内曾解决了粮食问题，但由于国内外因素的干扰，至今绝大部分国家粮食不能自给，需要援助或进口。非洲的粮食问题十分复杂，主要与高贫困率、农业发展水平低、不公平的国际贸易规则、气候变化、环境破坏和国家发展战略有着直接关系。一旦主要的农产品依赖进口或援助，不论是价格还是条件上都要受人控制。以加纳为例。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借贷条件上强迫加纳开放国内稻米市场，加上世贸组织施行不公平的贸易规则，以致大量美国廉价米进入加纳。虽然加纳农民生产的糙米营养价值较高，但加纳人宁愿选择受美国政府补贴的进口廉价米。尽管布什政府表示要对非洲农民进行援助，但遭到拒绝，他们宁愿要公平贸易。非洲棉农的经历与此相同，他们几乎被享受美国补贴的棉花摧毁。非洲共有33个国家2000万棉农依靠种植棉花为生。自2003年以来，西非的棉花价格逐年下跌。在美国，每英亩棉花地享受政府补贴230美元；2004-2005年度，美国政府共补贴棉农42亿美元，同年，布基纳法索的棉花虽获得丰收，却遭受8100万美元的损失。

2007年，根据粮农组织的资料，非洲大陆处于粮食危机境地而需要外部援助的国家共有20个。其中大致可以分为严重和较严重两种。一些国家主要民众在获取粮食方面都有困难，这属于严重缺粮食的国家。这些国家有9个，即莱索托、索马里、斯威士兰、津巴布韦、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毛里塔尼亚和塞拉利昂。这些国家有的是因为长期战乱而使农业生产限于停顿，如索马里；有的是处于战乱后的恢复期，如厄立特里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等国；有的是由于自然灾害频繁，如南部非洲和北部非洲连年不断的干旱使莱索托、斯威士兰、津巴布韦和毛里塔尼亚都处于严重缺粮的状态。另一类是局部地区处于粮食安全受到威胁的非洲国家，这些国家有11个，布隆迪、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金）、刚果（布）、科特迪瓦、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苏丹和乌干达。这些国家有的是因为难民很多，有的是因为内乱，还有的则是自然灾害所致。一方面是人口增长率高，另一方面是粮食生产不足，长期如此，必生内乱。

只有解决粮食的自给自足，非洲才有条件稳定发展。近年来，多种因素导致国际粮价飙升，如粮食需求增加、灾害导致减产、生物燃料的消耗、市场投机行为以及金融危机等，从而给非洲造成了极大困难。联合国的一份报告发出警告：非洲环境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非洲降雨从1968年以来因全球变暖一直在减少，从1990-2000年，非洲森林面积减少了5000万公顷，因而在近30年内遭受了多次旱灾，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使这一地区的粮食短缺问题更加严重。为了缓解困难，非洲开发银行在2008年决定拨款10亿美元，以促进非洲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及农业研究等。

下一章将探讨非洲国家的民族整合这个既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却又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问题。


第四章　非洲现代民族建构：理论探讨

为什么要将国家民族建构作为非洲现代化的一个主要内容来分析，这是基于非洲的特殊情况。无论对非洲、西方还是国际学术界而言，非洲民族的多元化是一种公认的现象。在一次对尼日利亚大学生的政治信仰的问卷调查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何者更为重要？（在下列两种回答中标出其一）”，两个选项分别为“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这意味着被调查的尼日利亚大学生要在经济问题与民族问题中选出他们认为更重要的一个。结果如下：在阿赫马杜·贝勒大学，选择经济发展的只有11.9%，而选择民族团结的占88.1%。这种情况在伊巴丹大学和恩苏卡大学也是一样。前者选择经济发展的只有14%，而选民族团结的为85.9%，后者对两种选项的百分比分别为12.3%和87.7%。可见民族问题在尼日利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其重要性甚至大大超过经济发展。虽然我们不能将尼日利亚等同于整个非洲，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对一个曾被肆意瓜分的非洲大陆的国家而言，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认识。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长期从事非洲问题研究的利特尔和另一位资深教授奥康奈尔在分析“非洲的机会与选择”这一问题时明确表示：非洲社会具有不同于其他的地区的两个特点，其中之一是高度多元化的民族构成。有鉴如此，我们将国家民族建构作为非洲现代发展过程中除政治演变、经济发展之外的第三个重要问题来阐述。本章拟从非洲国家民族建构（也可简称为“民族建构”）的理论依据、文化措施、法律保证、意识形态与权力分配等方面进行分析，重点强调非洲发展进程中的现代民族建构的理论与实践。


一、国家民族建构的理论依据

所谓国家民族建构（简称为“民族建构”），是指承认国家内存在多个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事实，致力于建设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的过程，它包括政治经济的一体化以及民族文化的一体化、国民性格的培养、国民心理的孕育等方面。在非洲，民族建构最主要的手段是民族整合政策（如坦桑尼亚和喀麦隆等国）和民族同化政策（如埃塞俄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等国）。有的国家也采取民族文化自治和多元文化政策（如南非和毛里求斯等国）。

非洲的独立国家是多种因素互动的产物。它既有非洲传统政治的成分，也包含着殖民主义的遗产；它既是非洲人民长期斗争的成就，又是殖民宗主国政策演变的结果。正是由于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独立后的非洲国家的民族一体化经历了十分复杂甚至痛苦的过程。近50年独立后的过程即是国家民族建构的经历。正是这种痛苦的经历使非洲人民逐渐认识到民族冲突不仅影响到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也是对既定社会秩序和民主政治的威胁。国家强盛需要统一的民族，民族建构成了很多非洲国家的重要任务。

（一）民族建构的6C理论

当代非洲的四位著名学者基泽博、马兹鲁伊、翁吉和博亨在他们撰写的关于非洲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的章节中认为，在民族建构的过程中，生活于一个国家的不同文化和族体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可经历六个层次或阶段：共处（co'-existence）、接触（contact）、竞争（competition）、征服（conquest）、妥协（compromise）、聚合（coalescence）。由于在英文中这6个单词均以“C”字母开头，我们权且将这种理论称为“6C理论”。这种理论多少受到由美国学者罗伯特·帕克于1921年提出的“种族关系循环论”的影响；然而，非洲学者却在非洲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加上了自己的理论成分。可以说，6C理论是对非洲一个国家内各种文化和不同地方民族关系的最好概括。

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层次是共处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主要特征是一个国家存在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化与族体互不了解，同时对与其他文化或民族进行接触及了解他人也持保守态度。在共处的环境下，各方都有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和趋向保守的思维范式，有自己的生活习俗，并乐于保持这种本土的文化和传统。这种互不了解有多种原因，或是一种刚抵达的迁移者与当地定居者的关系，或是受地理条件的各种限制而缺乏接触，或是由于历史上的交恶而长期保持敌对关系所致。需要说明的是，在今天的非洲国家，这种情况只能说是特例（如个别生活在热带森林中的民族）。

第二个层次是接触的关系。不同文化或民族开始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接触，有的通过贸易交往，有的是不同民族的成员在一起工作或学习，有的参加同一政党，有的互相欣赏对方的音乐或艺术。在各种社会生活中，不同文化开始接触。这些接触包含各种内容，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包括宗教仪式和意识形态）的接触。在这一过程中，一些非洲人的价值观、处世哲学（如对最高神的敬畏和对祖先的崇拜）和文化传统（如长者和智者的观念、武士的习俗和圣人的道德等自古以来的共同传统）可以在各个文化之间的不同层面互动。值得提出的是，在“接触”的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相互交流”和“相互了解”。不同民族或文化在接触过程中必然导致交流，这种交流将促进相互了解。在有的情况下，这种交流将促进一体化，即双方的相互接受和融合；在有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取长补短或相互补充的过程。概而言之，民族的交流可以引发诸多良性互动。

族际关系的第三个层次为竞争。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在自然资源的分布和经济资源的再分配过程中是不可能完全平等的。这种再分配与政治权力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从理论上说，独立为各个民族进入社会各种领域提供了平等的机会，但由于殖民政策（如“分而治之”与“间接统治”制度）遗留的问题，各民族的机会在实际上并不平等。这样，对资源、权力或机会的竞争不可避免。其表现形式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隐晦的。这种与分配方式紧密相联的竞争以政治形式表现出来往往是意识形态的争论：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或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争。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这种竞争往往带有过渡性，很快就会得出结果；而且由于有各种新的机会和各种因素，这也将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过程。第二，如果仅从民族或文化的角度来解释这种不同意识形态的竞争而忽略不同阶级或集团的需要，这种解释有简单化的倾向。

征服是不同族际关系的第四个阶段。在激烈的竞争中，某种文化或族体在意识形态之争中占据优势时即会出现这种情况。一种思想可能比其他思想更有影响力，或一种新的价值系统在对资源、权力和机会的分配过程中占有更为有利的地位。当某一个地方民族在整体上占据优势时，其成员的机会比处于劣势的民族更多。居于优势的民族在竞争甚至政治斗争中可能占据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各种特权可能产生，裙带关系和腐败现象可能盛行，从而出现某种程度的政治霸权和个人专制。这种“征服”在一些国家导致了恶性循环，使原有的竞争机制（尽管不平等）和多元化逐渐消失。在所谓的“征服”过程中，我们不应忽略同一个民族集团中各成员由于社会地位和财富的不平等也同样存在着机会上的不平等。

征服的后果往往是引起反抗，因而“征服”的状态不可能持久。达到新的平衡的途径是各种不同民族、文化或意识形态之间的妥协，这是不同文化或族际关系的第五个阶段。被征服的结果意味着失去权力，失去权力意味着失去资源和机会，处于劣势地位的民族往往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抗，以保持或夺回失去的权力，甚至不惜以“分离”为代价。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度里，因民族冲突而引发的任何形式的反抗和斗争均是一种两败俱伤的结局。不同的意识形态、政治理念、文化传统在斗争中逐渐发现一种双方（或多方）均可接受的方式，族际关系乃至各种社会伙伴关系达到一种新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多元体系取代了征服带来的专制，个人主义可以与集体主义并存，民族主义可以与多元文化共存。

第六个阶段是聚合。文化与民族的融合不仅是一种理想的结果，也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经过妥协达到的平衡使各种文化和不同民族有机会重新去审视其他文化或其他民族。由于相互交流和相互妥协，各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在互相吸收的过程中趋于一种新的“非他非我”的新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思想和价值观往往以一种更为宽阔的容量和空间及更大的认同感来容纳不同观点。“那种扩大的认同感可能将成为民族意识。族体性与民族意识融为一体。一种民族意识形态可能正在形成。”当然，这是最为理想的结果。

（二）民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的互相转化

我们必须看到，民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尼日利亚的比夫拉战争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伊格博人感到自己在政治权力和自然资源的分配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而要求分离。1966年7月底，伊龙西政权被推翻后，先后发生了两次屠杀伊格博人的浪潮。数以百万计的伊格博人被赶回东区。1967年3-4月，为了打击地方民族主义，戈翁将军的新政府制定了新的行政区划草案。这一计划将东区内盛产石油的地区划给以贾瓦族为主的东南州，伊格博人只分到一块资源贫乏的内陆地区——中东州。伊格博人除失去了原来属于自己的石油资源和对石油的控制权外，还失去了出海口——哈科特港。5月30日东区军事长官伊格博人奥杜梅格伍·奥朱古宣布脱离尼日利亚联邦，成立“比夫拉共和国”。同年7月，政府军向比夫拉进攻，内战爆发。在内战持续的两年半里，“比夫拉共和国”有自己的政府、军队和驻外代表，有代表国家的各种现代标识。最后，比夫拉战败，国家重新统一。

尼日利亚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因卡在内战爆发后一个月发表的题为《让我们想想这次战争的后果》的文章中一方面谴责奥朱古的分离行动是一种失算，同时也要求联邦政府拿出一种对未来负责的态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目前的冲突中无人可以获胜，只有人力物力的不断浪费和一种表面的控制权，这种控制迟早必将在我们面前爆炸，将国家炸得粉碎。”这是多么深刻的见解。虽然这是一次由军队首脑领导的分离事件，但我们仍可以看到东区伊格博人认同感的两次转变：从认同于尼日利亚人转变为认同于伊格博人；又从认同于伊格博人转变到认同于尼日利亚人。换言之，当伊格博人认为作为尼日利亚人所得到的利益小于作为伊格博人的利益时，或伊格博人从整体上感到在尼日利亚联邦中所受不公正待遇已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他们可能愿意作为伊格博人而放弃作为尼日利亚人。如果从思想上分析这种认同，这是从民族主义向地方民族主义的转变。比夫拉事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伊格博人重新接受尼日利亚人的身份，重新对尼日利亚作为自己所属国家的合法性的认可，尽管这种认同对某些人带有强制性的成分。

概而言之，国家民族与地方民族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政权的强大和民族政策的适当。国家的宪法往往规定人民的福利是政府的首要目的。例如，尼日利亚1976年宪法草案的第8条明确规定：“人民的福利应为政府的首要目的；政府必须对人民履行义务并承担责任。”如果国家政权弱小，它就不能为公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证和福利条件；有时公民的生存也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只能寻找其他的保护者，从而为地方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反之，强大的国家在政治经济上为各个民族的发展提供所需的环境和资源，为不同文化的交流创造条件，这将有助于现代民族的形成过程。


二、国家民族建构的文化政策

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现代国家的建立往往是以资本主义经济、统一的政治体系和民族文化的一体化为先导的。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和全国市场的建立为现代国家创造了物质条件，统一的政治体系（包括政体、国体、政权和边界等）使现代国家有一个躯体，民族文化的一体化为现代国家提供了一种精神。以德国民族为例。普鲁士确实是通过铁血政策和一系列的战争在关税同盟的经济基础上建立了德意志帝国。然而，如果没有从18世纪就与渗透德意志骨髓的法兰西文化进行的斗争，没有在这种冲突和斗争中逐渐形成的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没有歌德、莱辛、赫尔德等一批致力于创立德意志民族精神的知识分子，德意志帝国能够诞生吗？推而广之，每个国家都有值得骄傲的民族文化一体化的推进者。

非洲的国家形成有所不同。在非洲，绝大部分国家是殖民统治的催生物；现代国家的产生虽然也有传统政治的成分，但殖民主义遗产是主要因素。换言之，非洲的现代国家是在缺乏现代经济政治体制和民族文化的母体上由殖民统治这一“助产婆”催生的“早产儿”。然而，独立国家的存在已是现实。非洲国家领导人只能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加速实现民族文化的一体化。独立后，非洲国家采取了旨在民族建构的多项文化措施。我们之所以强调这种政策的重要性，主要是因为这些政策既代表了非洲政治领袖们促进民族一体化的意志，也在广大普通民众中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一）民族性建筑物

我们注意到，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在独立后均修建了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大型建筑物，如索马里国家剧院（1967年11月竣工）、苏丹喀土穆友谊厅（1976年5月）、扎伊尔人民宫（1979年5月）、喀麦隆会议大厦（1981年10月）、刚果（布）会议大厦（1984年6月）、埃及开罗国际会议中心等。由中国援建、帮助建成或承建的体育场就有塞拉利昂体育场（1978年10月峻工）、坦桑尼亚桑给巴尔阿曼尼体育场（1970年代末）、索马里摩加迪沙体育场（1970年代末）、贝宁友谊体育场（1982年6月）、摩洛哥综合体育设施（1983年6月）、毛里塔尼亚奥林匹克体育中心（1980年代初）、塞内加尔友谊体育场（80年代初）、肯尼亚莫伊国家体育中心（1987年4月）、扎伊尔体育场（1993年1月）、利比里亚综合体育场、布基纳法索体育场、塞舌尔国家游泳馆、卢旺达国家体育场、吉布提哈桑古莱德体育场、冈比亚国家独立体育场、津巴布韦国家体育场等。

如果仅将这些举动看作非洲领导人好大喜功的表现，是十分肤浅的。这种做法具有更深层的政治和文化意义：它既可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成就，也是非洲国家的独立标志，同时是新的民族象征物。更重要的是，这是文化上的非殖民化的重要表现，也是非洲国家民族建构的具体行动。当外国人赞美索马里国家剧院时，他们绝不会说“瞧！英属（或意属）索马里的国家剧院多漂亮”，而是“索马里共和国的建筑多漂亮”。同样，当索马里人自己看到这一剧院时也绝不会说“这是萨马勒人的建筑”或“这是萨卜人的建筑”，而只会说，“这是我们索马里人的建筑”。同样，当全国各族人民来到塞拉利昂国家体育场参加比赛时，他们可能会想到要与其他民族的比赛，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亲眼看到自己国家的体育场，从而感到作为塞拉利昂人的骄傲。这是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识形成的过程，也是民族建构的过程。

（二）地理名称的民族化

殖民者自称“发现”了非洲，殖民统治者自称“治理”了非洲。在这种“发现”和“治理”中，非洲地名的民族语称呼被抛弃，而代之以殖民宗主国的各种名称，如城市、街道、河流、湖泊、港口、瀑布等，均换上了非洲人陌生的殖民名称。有的是以殖民宗主国的统治者（国王、女王、王朝）的名称命名的，如津巴布韦的维多利亚瀑布（以英国女王命名）、萨达班代拉（以葡萄牙总理命名）、伊丽莎白港（以英国女王命名）、波旁岛（以法国王朝命名）等；有的是以殖民者或探险者的名字命名的，如纳米比亚的吕德里茨（以德国殖民商人命名）、安哥拉的席尔瓦波尔图镇（以葡萄牙殖民商人命名）、刚果的斯坦利瀑布（以英国探险者命名）、赞比亚的小镇利文斯敦（以英国探险者命名）；还有的是以殖民总督或行政官的名字命名的，如罗得西亚（以英国殖民主义者、开普殖民地总理命名）、木萨米迪什（以葡萄牙驻安哥拉总督命名）等。

这些非洲地名原来均有自己的名称，例如津巴布韦人将“维多利亚瀑布”称为“曼吉昂多尼亚”，赞比亚人将其称为“莫西奥图尼亚”，意思均为“声若雷鸣的雨雾”。用西方语言和殖民者命名的这些殖民统治遗产就像留在非洲独立国家脸上的疤痕，一些非洲国家独立后相继对这些地名进行了更改。以安哥拉为例。从1977年起，安哥拉政府开始逐步废除葡萄牙殖民主义留下的地名，用本民族语言和文字规范地名，以实现全国地名的“安哥拉化”。1977-1980年间，安哥拉更改了上百个地名，大部分为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留下的地名。这种改变殖民统治遗产的做法在其他国家也比较普遍，如乍得的拉密堡被改成了恩贾梅纳，阿尚堡改为萨赫尔。这既是进行文化非殖民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民族建构的具体措施。

（三）民族文化运动

在一些国家，民族文化运动即“民族化运动”，（也有的国家称为“文化革命运动”）成为很多国家独立后的一项主要运动。当然，这种运动有极强的政治含义，但这种政治含义却是以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在这一运动中，殖民主义统治的各种象征物被摧毁，代之以民族主义的各种象征。非洲各民族宝贵的文化艺术遗产被发扬光大，一直在非洲知识界中流行的西服和领带让位于被重新推崇的民族服装，一直在非洲人中间颇为引以自豪的西方姓名被非洲民族姓名所取代。一些国家组织各级宣传机构，建立新的音乐美术学校，利用民族歌舞和非洲美术进行民族感的培养。大学开设了研究本地文化的科目，一些国家开始修建国家博物院，以宏扬民族文化遗产。

非洲的民族服装是很有特色的。然而，长期的殖民统治使非洲人丧失了对自己民族服饰的自豪感。独立后的非洲领袖在这方面的表率作用相当重要。有的领导人认识到，非洲民族服装也可以成为民族文化一体化的工具。为了推动坦桑尼亚的民族建构进程，尼雷尔在衣着上煞费苦心。他喜欢经常戴一种桑给巴尔地区居民称为“科菲阿”的阿拉伯便帽。1966年他在塔波拉视察时戴着这种便帽，并自豪地称之为“坦桑尼亚便帽”。当时，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合并才两年，坦桑尼亚的民族整体意识并不强。很明显，尼雷尔戴“桑给巴尔便帽”既是为了对桑给巴尔的文化传统表示尊重，也是为了传达一个信息：作为一个整体的坦桑尼亚民族将吸收各个地方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几乎所有在西方受过教育的非洲知识分子都喜欢西装革履，他们一方面以西服为荣，一方面也以此作为地位的象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则与众不同，他喜欢穿一件无领的外套式衬衫，配上一条用自挺衣料裁剪的裤子。这是种制服穿着既方便又凉爽，很适合坦桑尼亚的气候条件。由于尼雷尔的亲自推广，达累斯萨拉姆有地位的人都学着自己总统的样子穿起了这种被称为“坦桑尼亚服装”的制服。

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十分重视教育与文化事业对民族建构的作用。为了发展教育和文化事业，政府每年度的预算支出中，文化教育方面的支出经常占据首位。同时，政府实施了“文化分散”政策，鼓励地方发展文教事业，政府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为了推动民族建构，发展非洲文化和艺术事业，先后创建了高等艺术师范学校、国立美术学校、音乐舞蹈戏剧学院和建筑城市规划学校等艺术院校，为国家造就了大批文化艺术人才。与此同时，政府还大力发展博物馆事业，注意收藏和保存有价值的文物和艺术品，积极发掘民族艺术宝库。这些政策对铸造民族文化、培养民族自豪感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推进民族化方面比较突出的是在扎伊尔推行的“真实性运动”。这一运动于1970年代初由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发起。蒙博托在1972年3月欢迎罗马尼亚总统的宴会上曾对“真实性运动”作了说明：“我们采取真实性政策，绝不是闭关自守的民族主义，并不仇视外国有价值的东西，而是经常研究我们自己的特点，以扎伊尔的方式探讨目前的问题。”“真实性运动”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将所有用外国名字命名的人名和地名改为扎伊尔名称。蒙博托率先将自己的天主教名字“约瑟夫·德西雷”改为“蒙博托·塞塞·塞科·恩关杜·瓦·扎·邦加”，意为“扎伊尔河边一位不可战胜的勇士”。第二，拆除殖民主义者的铜像和纪念碑，代之以民族主义者的铜像和纪念碑。第三，打击教会势力，将教会学校的领导权收归政府；大力扶持民族宗教金班古教。第四，禁止西方黄色文艺，提倡民族文艺，收集整理民族文化遗产。第五，禁止西方服装，提倡民族服装。

这种探讨非洲民族的自身文化价值的做法在非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称“真实性”是“非洲人民的一个重要原则”；乍得总统托姆巴巴耶在乍得开展“文化革命运动”，并在服饰上效法蒙博托总统；多哥总统埃亚德马也以扎伊尔为样板，在自己国家开展名为“回归真实性”的文化革命运动。此外，布隆迪的总统米歇尔·米孔贝罗和上沃尔特（今布基纳法索）的总统阿布巴卡尔·桑古尔·拉米扎纳等人也采取了类似蒙博托“真实性”的制度。

客观地说，这一运动具有强化个人权力的实用主义因素，为蒙博托加强自身的统治地位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对西方文化的否定，这一运动进一步刺激了扎伊尔的排外情绪。然而，这一运动的积极作用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第一，蒙博托总统在“真实性”学说的指导下，“树立了扎伊尔人的民族意识”，增强了扎伊尔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第二，这一思想在非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扎伊尔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因之大大提高。第三，这种对非洲文化价值观的重新探讨为非洲的文化非殖民化指出了一条道路。可以说，“真实性运动”在发掘民族文化遗产、整合民族精神意识、推进民族建构方面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四）国语与宗教的作用

语言和宗教在民族建构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独立后的非洲国家有些宣布原宗主国的语言为国语，有的使用本地语言（如阿拉伯语和斯瓦希里语）作为国语。这种确定一种（或两种）语言作为国语的做法无疑对民族的一体化有着积极的作用。在有的国家，政府极其重视国语的作用，专门成立政府机构负责国语的研究、发展和推广。坦桑尼亚语言繁多，除外来的英语（还有德语）、阿拉伯语和南亚有关语言外，主要民族（占总人口的95%）说班图语，此外存在着120多种语言（分属尼罗特语、库希特语和科伊桑语）。坦噶尼喀于1961年独立后，在第二年即宣布斯瓦希里语为国语。1964年与坦噶尼喀合并的桑给巴尔的母语也是斯瓦希里语。

这种以非洲语言为国语的情况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并不多见（主要有使用斯瓦西里语的东非国家、使用阿拉伯语的北非国家和使用各民族语言的新南非），并迅速成为团结各族人民的纽带。坦桑尼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以使斯瓦希里语成为民族一体化的工具。文化部文化艺术司下属的“国语处”在各级政府均有相应机构。在教育文化部下设有“国家斯瓦希里语委员会”（简称BAKITA），负责斯瓦希里语的推广、发展和完善；该委员会还负责协调全国的斯瓦希里语科研机构，出版各种刊物，主办各种有关斯瓦希里语的会议。毫无疑问，斯瓦希里语成为国内各民族进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便利工具，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坦桑尼亚民族意识的形成，对消除地方民族主义，推动坦桑尼亚民族建构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斯瓦希里语成为国内各民族进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便利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以单一语言为国语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一体化。换言之，使用地方语言会阻碍民族的统一。然而，强制性地在学校和其他部门（如司法部门）实行国语的政策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1953年的报告中就针对那种要求一个民族无条件地使用非本民族语言的做法提出过警告：这种做法有可能导致“地方集团将不参与民族生活”。这只是消极后果之一，更为严重的后果将是拒绝认同于国家民族，从而为地方民族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埃塞俄比亚的强制语言政策即成为厄立特里亚的分离原因之一。

在一些用英语或法语作为国语而某一本土语言又相对发达的国家，一些具有优势的本土语言有可能取代英语而成为国语。例如，加纳存在着47-62种语言，但国语却是英语，这与加纳一些语言使用中的客观情况相矛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加纳教育中实行了有区别的语言教育政策。在民族成分较为复杂的地区，从一年级开始以英语作为教学工具，而在民族成分相对单纯的地区，开始的三个年级以当地语言作为教学工具。从一次调查的结果看，会讲阿肯语的人多于会讲英语的人，选择阿肯语作为未来国语的人大大多于选择英语的人。

在塞内加尔，虽然独立后的教学语言一直是法语，但迪乌夫执政后，开始在小学采用本国通用的民族语言授课。当然，用非洲本土语言取代原宗主国语言并非一件易事，特别在民族成分复杂的国家。由于各个文化民族并存这一客观事实，全国通用某一种语言往往意味着对说其他语言的民族的忽略或歧视，这很可能引起其他民族的不满。因此，国家政策对于政局的稳定至关重要。在实施新的语言政策前，必须清楚用非洲语言取代英语（或法语）的优势及将产生的社会后果。

在非洲，宗教的作用不可忽略。诚如恩克鲁玛所言，“宗教是一切非洲文化的基础”。本土宗教具有持续的生命力，伊斯兰教从其创立起即在北非、东非和西非地区传播，基督教传教士早在奴隶贸易时期就开始向非洲大陆渗透。如前所述，宗教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极大，在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中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独立以来，由于宗教信仰而引发的民族矛盾导致不少国家政局动荡。尼日利亚之所以经常爆发较为激烈的冲突，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宗教信仰的不同。同样，在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宗教因素也明显影响着民族一体化过程。反之，在有的国家，宗教则起着良性作用。

在赤道几内亚，绝大多数居民在语言和文化方面比较接近，又都信仰天主教，其民族建构的过程明显较快。俄国学者普奇科夫认为，北非地区的宗教因素明显地影响同化速度。摩洛哥的柏柏尔人在全国人口比例中逐渐减少。他排除了语言的作用，十分有把握地认为“柏柏尔人之所以能够较快地被阿拉伯人同化，基本原因之一就是宗教信仰的同一性”。在坦桑尼亚，信奉本土宗教的占人口的37%，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占32%，信奉伊斯兰教的占30%。政府坚持“信仰自由、各教平等、教政互不干涉、教辅政和教为民”的政策，从不干预正常的宗教活动，这使宗教活动和与宗教团体相联系的各种社会福利事业已成为坦桑尼亚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成为有利于民族建构过程的一种工具。


三、国家民族建构的法律保证

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宪法均强调各民族之间的平等。1977年8月通过的《贝宁人民共和国根本法》（宪法）中明确规定：“贝宁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各族在权力和义务上一律平等。”“各族在权力和义务上一律平等。各族享有使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以及发展自己的文化的自由。”坦桑尼亚是由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两个地区合并而成的，两个地区的语言和文化有一定差异。为了防止一族专权，宪法中明文规定：国家总统和内阁总理不能同时来自一个地区，必须各出一人。根据宪法第24(D）条和（E)条，总统有权任命最多32名桑给巴尔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20名其他非革命委员会成员的桑给巴尔人为议会成员。在坦桑尼亚1300万人口中，桑给巴尔人只有35万人，桑给巴尔专区比大陆17个专区中的任何一个都小，但比1967年起，22名内阁成员中7名为桑给巴尔人；在183名议会成员中，有40名是桑给巴尔人。按尼雷尔的传记作家史密斯的说法：尼雷尔一直努力使桑给巴尔人深信他们正在从联合共和国中得到好处。坦桑尼亚长时期没有出现民族冲突，桑给巴尔没有提出过分离的要求，与尼雷尔制定的包括重要政治职务的分配等内容在内的优惠政策有相当重要的关系。

（一）乌干达的法律

在殖民统治下，有的地方民族曾受到殖民政府的某种优待。这些民族在独立后往往希望保持原来对其他地方民族的优势，这为国家民族的整合带来一定的困难。国家的宪法必须适当处理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以乌干达为例。1966年出现的“布干达叛乱”使奥博特开始了对巴干达族的限制。1966年临时宪法从根本上限制了巴干达人的特权，加强了中央政府特别是总统的权力，对地方民族主义是一次打击。1966年宪法在对付地方民族主义方面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地区和各州政府的自治权力被大大削弱。第二，布干达政府失去了多项自独立以来拥有的特权——间接选举当地国民议会成员的特权、将官方土地作为赠品给予任职酋长和布干达各部长的特权，以及卡巴卡与其他国王不同的特权。第三，宪法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首脑的权力。1966年宪法继承了1962年宪法中关于总统权力的大部分条款，但通过赋予总统实权大大加强了其权力。以前仅具有立宪意义的总统现在开始与总理职权融为一体。同时，其可以在议会休会期间行使立法的权力。

可以看出，乌干达的1966年宪法对遏制巴干达人的地方民族主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作为一个过渡性宪法，它也为1967年正式通过的宪法奠定了基础。这一宪法的公布激起了布干达政府的不满，他们拒绝了这一新宪法。卢基科（布干达王国议会）于5月20日命令中央政府撤出布干达。两天后，3名布干达酋长被中央政府的警察逮捕。巴干达人进行了顽强的反抗，开始攻击警察局。一些复员军人来到被乌干达军队和特别部队包围的卡巴卡的宫殿。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峙，战斗于5月24日爆发。政府军很快击败了卡巴卡的手下，占领了王宫。卡巴卡逃到英国，直到1969年逝世。

1967年6月，乌干达政府针对新宪法草案在全国进行公开讨论。这场讨论本身即说明了乌干达政治力量的重心已从倾向地方民族的集团转到了赞成民族统一的集团。1967年通过的新宪法在限制地方民族主义，加速民族建构方面更进了一步。宪法规定，乌干达境内的王国全部废除，由政府向所有国王（除卡巴卡外）提供一笔养老金。布干达王国被划分为四个行政区，与其他地区一样属于地区行政部长（Ministerof Regional Administrations）管理。中央政府对地区行政管理的权力进一步加强。国民议会有权决定地区管理的形式。同时，以前的地区官员均由地区议会（District Council）成员选举担任，现在由国民议会任命。此外，中央政府对地区的金融管理政策也变得更加严格，特别表现在对地区行政费用的控制上。废除对议会议员选区的要求可以说是清除地方民族主义滋生土壤的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以前的宪法规定，议员所属的选区边界由地区边界限定，这实际上为地方民族主义提供了条件。这一规定废除后，如果议员要争取选票，他必须对两个以上的族体成员进行宣传鼓动。这样，在竞选活动中，他必须尽可能避免那些引起民族纠纷或民族矛盾的问题。

可以看出，乌干达的1967年宪法为消除地方民族主义奠定了基础。奥博特政府的政策很明确：乌干达坚决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国家民族的建构是建立在团结和统一的基础之上的。遗憾的是，奥博特的政权在1971年被陆军司令伊迪·阿明推翻，乌干达的民族一体化进程遭受到严重的挫折。

（二）尼日利亚法律

尼日利亚政府通过制宪进行的行政区划、地方政府改革和经济改革则是对“分权原则”的落实，也为民族建构提供了保证。戈翁将军上台后，为了消除地方行政区对中央的威胁，宣布了新的行政区划。他将全国划分为12个州，北区分为6个州，南部地区的西区分为2个州，中西区分维持现状，东区分为3个州。接替戈翁上台的穆罕默德军政府又新增加7个州，其中4个在北部，3个在南部。这样，尼日利亚的州达到19个。巴班吉达军政府上台后，进一步实行改革措施，两次对行政区划进行调整。最后，全国共划分为30个州，共辖地方政府500个。这些行政区划的改革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遏制了各地方民族主义的发展，为全国的平衡发展，进而促进尼日利亚的民族建构铺平了道路。

当然，通过法律手段来促进民族建构的过程还表现在其他很多方面。有的国家通过法律重新确立了酋长或地方首领的政治权力。有的国家以法律形式加强地方行政改革，以促进国家与地方各民族的关系，如上述乌干达60年代后期的改革即是通过立法对地方政府制度进行改革，其目的在于通过削减或限制地方政府的权力来加强中央政权，改变殖民统治区划遗留下来的不合理因素，统一规划全国的行政管理，以便有利于民族一体化进程。当民主化浪潮在非洲引起冲突时，一些国家通过制定法律对政党制度进行改革，通过制定法律来确立政党的组建、竞选和行为规范，禁止那些以参加议会和总统选举为目的、以地方民族为基础的政党组织和地区协会，以防止各政党以地方民族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这将在下一章论述。


四、国家民族建构：意识形态与权力分配

不言而喻，在绝大多数国家，总统的权力在民族建构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独立后的第一代非洲领导人多为具有崇高威望的民族主义领袖。他们在民族独立运动中以所属殖民地的全体人民的利益为重，与殖民统治者进行了抗争。为了全殖民地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中很多人都在殖民政府的监狱里呆过，或受到殖民统治者的威胁和伤害。在这种意义上，他们可以声称代表着国家民族的利益，尽管这个“国家民族”与国家同时诞生。

（一）作为意识形态的非洲社会主义

我们注意到，独立后相当多的非洲政治领袖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在有的国家还以法律的形式将各种非洲社会主义的理论确定为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以此来统一民众的思想，推动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建设，促进民族的一体化。在这一方面比较突出的有纳赛尔的社会主义，尼雷尔的“乌贾马社会主义”，卡翁达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桑戈尔的“民主社会主义”，塞古·杜尔的“能动的社会主义”、恩克鲁玛的“实证社会主义”，凯塔的“现实社会主义”，布尔吉巴的“宪政社会主义”，本·贝拉的“自管社会主义”，所谓的“阿拉伯社会主义”以及莫桑比克、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家奉行的“科学社会主义”等等。

民族主义可以说是非洲社会主义最显著的特点。这是国内外学者将其称为“民族社会主义”、“民族的社会主义”或“民族性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因。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与非洲当时的社会发展和政治现实相同步的。这种政治现实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长期以来，推翻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一直是国内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主要目标；（2）在民族独立运动中，各派政治力量围绕上述目标结成长期同盟；（3）非洲工人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强大到足以成为人民大众的领导力量；（4）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权一般掌握在一批代表全民族利益的民族知识分子手中。非洲社会主义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非洲人民向往平等生活、追求理想社会的迫切愿望，另一方面则表现出他们希望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希望有一种反映非洲社会特点、表达自身价值观点的思想意识。非洲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特征主要表现在强调本民族的传统价值体系，强调自己独特的“中间道路”或“第三种理论”，强调对外的民族解放斗争而忽略内部的阶级分化和阶级冲突。

从1980年代初以来，“在世界性的‘私有化’和‘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在世界社会主义开始走向低潮的情况下，非洲社会主义普遍遇到挫折和失利，尤其是一些自称科学社会主义的非洲国家全面陷入了危机。”然而，作为独立后一种具有自身特点的意识形态，非洲社会主义在民族建构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容否认的，它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这种意识形态可以说同时满足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双方的精神需要。新兴的非洲国家不是一个虚体，它是由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构成的。随着民族独立这一目标的实现，民族主义已失去了昔日的神圣光环，非洲社会主义应运而生。它既反映了政治领袖力图用一种具有非洲特点的意识形态来加速民族建构，整合民族精神的愿望，也迎合了人民大众的普遍要求，因为民族认同是独立后的非洲国家每一个公民所面临的问题。由其领袖创立的思想（如尼雷尔主义、恩克鲁玛主义等）无疑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可以依赖的精神支柱。

其次，非洲社会主义为这些国家提供了一种易于理解和便于操作的思想理论基础。独立后的许多非洲国家面临着实际问题，既无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力量，又无民主政治的经历与经验。民族主义的理论的感召力不复存在。新领导人可以利用的就是意识形态的统一和政治权力的集中。在这方面，强调一党制、国有化和中央集权的非洲社会主义提供了最佳选择。无怪乎有24个非洲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对于新领导人而言，这种意识形态成为对全体国民的一种新的感召力，对政治秩序的稳定和国有化经济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保障。可以说，非洲社会主义提供了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一体化的一面旗帜。

再次，非洲社会主义为新兴国家的中央政权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进行干预提供了一种制度保证。在殖民统治时期，行政管理从来就是自上而下，这种体制与传统的非洲政治和典型的西方政治均毫无共同之处。独立后大部分非洲国家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一种历史上形成的抵触情绪，而非洲社会主义的实用价值在于它“可以充任官方的政治学说而成为各国追求统一国民文化体系的理论基础，而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它又便于各国领导人以国家的政治权力进行社会动员和社会控制，便于各国领导人运用政府权力进行社会资源的配置”。

最后，几乎所有选择非洲社会主义的国家对外国资本控制的工厂矿山和其他重要的经济部门均实行所有权的国有化和管理人员的本土化。这对民族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这些国家绝大部分确立了比较激进的经济政策，如经济的非殖民化；政府全面控制国家经济并对经济发展进行各种干预；致力于经济和社会机会的平等化；对私有经济的作用进行适当限制。尽管这些经济政策有的未能全面实施，有的结果并不理想，但这些政策对整合全体公民的国家意识，促进国家经济的一体化和推进民族建构的过程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权力分配中的平衡原则

非洲国家独立后即面临着权力的分配问题。在任何一个国家政治权力的分配中，最重要的的是平衡原则，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算术原则。在各个非洲国家的权力分配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基本原则：“平衡原则”与“分权原则”。前者是指处理各个地方民族相互关系的原则，后者是指处理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之间关系的原则。这两个原则一方面在宪法中有明确规定，同时也通过政府的具体政策来体现。

在正常情况下，政府的能力和信誉表现在既不强调各地方民族的利益，又不忽略历史遗留下来的地方民族间的不平等状况。喀麦隆曾受过德、英、法三个殖民宗主国的统治，又有复杂的民族矛盾（共有236个地方民族），存在着较为突出的“东西”与“南北”的矛盾。所谓“东西”矛盾是指东喀麦隆是原来的法属托管地，西部为英属托管地。两地分别用法语和英语为官方语言；所谓“南北”矛盾是指法国殖民当局曾利用北部信仰伊斯兰教的富拉尼人来维持其殖民统治，在政治上歧视较为发达的南部的杜阿拉族和芳族，从而形成了南北各族间的历史宿怨。值得注意的是，喀麦隆在独立后避免了大的民族冲突和政治动乱，这是难能可贵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采取了平衡发展的政策。喀麦隆首任总统阿希乔的政策包括四个原则：有计划的自由主义、自主发展、社会正义和地区平衡。发展经济过程中更注意地区平衡，即让社会的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阶层均衡协调地发展。尽管从80年代后期以来多党民主化对喀麦隆造成了冲击，但独立后相对稳定的发展是不容否认的。

一些政局相对稳定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权力的分配上注意各民族和地区的平衡。坦桑尼亚的宪法明文规定：国家总统和内阁总理不能同时来自一个地区，必须各出一人。在科特迪瓦，政局相对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领导集团中的民族成分平衡：乌弗埃博瓦尼总统是包勒人，执政党总书记是塞努福人，总理则是马宁克人。在喀麦隆，南部的杜阿拉人和芳人等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相对发展，北部的富拉尼人信仰伊斯兰教，在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受到重视，而西部的巴米累克人在独立初期曾举行过反政府的起义，后来一直是政治不稳定的地区。为了平衡各地方民族的利益，权力各方在分配总统、总理和议长等国家最高领导职位时均从均衡原则出发，充分考虑南部、北部和西部这三个主要地区的地方民族的利益，特别注意不使总统与总理或议长出自同一族体。与此同时，在任免政府部长和各种高级管理人员时也注意从权力平衡的原则出发。甚至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也注意到平衡讲法、英两种语言的各个民族的利益。例如，喀麦隆政府在80年代末宣布正式参加法非首脑会议，不久又向英联邦提出加入的申请，并于1994年正式成为英联邦的成员国。这种平衡政策无疑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在其他国家也存在这种权力分配时注意民族平衡的政策。

津巴布韦的两大主体民族分别为绍纳人和恩德贝莱人。绍纳人占人口的75%，恩得别列人占19%。恩德贝莱人是从祖鲁王国中分离出来后移民而来的，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对两个民族又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在民族独立运动中，两个主要的民族解放组织“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简称“人盟”）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简称“民盟”）又分别以恩德贝莱人和绍纳人为主。因此，两个民族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民盟”主席穆加贝于1980年出任总理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注意协调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他在改组内阁时，注意保留一定的名额给代表恩德贝莱族的“人盟”；在享受福利待遇方面，“民盟”和“人盟”的残废游击队员均可享受抚恤金；新政府甚至废除了殖民统治时期的普遍做法——用“族体”来辨别人们的身份，希望以此来消除地方民族意识，努力营造民族和解的气氛；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坚决打击少数极端的民族分裂者。由于积怨甚深，两党的矛盾不断加剧。在1985年的选举中，在马塔贝莱地区发生了激烈的民族冲突。1987年12月，两党达成“合并协议”（Unity Accord），组成“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其政治局的12名成员中，有4名为前“人盟”党员，其中3名为恩得贝莱人。两党合并后，民族建构的过程明显加快。

（三）权力分配与酋长制

独立后非洲国家权力的分配还体现在对酋长制的处理上。事实表明，那些采取过激政策全面否定传统制度和酋长作用的国家和原封不动地保留或全面恢复旧制度的国家，一般效果都不佳。相反，那些保留酋长制但限制其政治权力的国家（如博茨瓦纳、坦桑尼亚、喀麦隆、津巴布韦等国）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坦桑尼亚，所有的部落酋长都被解除了他们的政治权力，但允许他们保留头衔，还有的由政府安排在地方上工作。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在独立后不久曾亲自召集主要民族的酋长开会，呼吁他们当好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和人民一起建设新津巴布韦。他还分别从绍纳族和恩德贝莱族中各任命5名酋长担任政府参议员。独立后的喀麦隆对传统势力采取承认、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将酋长制度整合进行政制度之中。1977年的法令规定，一级酋长由总理任命，二级酋长由领土部长任命，三级酋长由州长任命。各级酋长的职责包括“向人民传达行政当局的批示并保证其贯彻执行”，“在维护公共秩序和保证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等方面起协助作用”，“为国家和其他公共单位征收税款”。酋长制度是非洲的传统政治制度。保留酋长制是在尊重历史和传统以保持稳定的同时削弱传统势力以促进国家的统一。

几乎每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希望本国的民族问题能得到较圆满的解决，并采取各种措施加速民族建构的进程。然而，他们往往处于一种两难境地。如果领导人无视地方民族的因素而强调国家的整体利益，往往会引起各个地方民族（特别是较落后的地方民族）的不满；如果他一味强调公平竞争，只讲竞争的条件和资格，启用最合格的人选和地区，更会引发落后民族的不满，因为他们在殖民统治时期被剥夺了准备的机会。反过来，如果他们对不发达的地方民族采取简单的优惠政策，又会引起其他民族的不满，因为后者往往具备更好的发展条件和在平等条件下竞争的资格。独立后的非洲国家都采取了各种政策，如政体上的“联邦制”，分权上的“民族比例原则”，国家政府首脑的“分配制”或有利于普通民众相互融合的各种措施。这些政策或措施或是推进了民族建构的进程，或是为这一进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五、国家政策的消极作用

上面我们主要谈到国家民族建构政策的积极方面。然而，不恰当的国家政策也会带来消极影响，成为国家民族建构的障碍。不容否认，国家政权的不稳定为地方民族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和条件。民族国家的一个最大任务是保护每个公民的生存条件。一旦这种保护不存在，人们的起码的安全感就失去了。出现这种情况的直接后果是公民失去对国家的信任。为了保护自己，他们有的依靠宗教或巫术（不稳定的非洲国家往往存在着复杂的宗教或巫术活动），有的则借助民间社会组织（如十分活跃的移民社区或组织），有的则力图利用现代组织（如各种专业团体和待业组织），更多的则是借助在规模上仅次于国家、在传统习惯上更易于置身其间的地方民族势力。换言之，在公民需要保护时，国家不能提供；民族建构需要加强时，政府不能提供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民族主义以其特有的方式向本民族的成员提供应有的保证和服务，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尽管它的表现形式不同，但地方民族主义确为非洲现代政治中客观存在的事实。

（一）国家权力的滥用

人是社会性极强的群体，归属于各种血缘群体、民族集团、社会团体和政治组织——家庭、氏族、民族、宗教（或学术）团体、政党、国家等。正是通过这种组织或团体，人们找到了基本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在任何国家，政权的首要责任是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也是一个政权存在的合法依据。政权通过各种国家机器维护公民正常的生活，并制定法律来保护公民的各种正当的活动。然而，在一些内聚力相对较弱的国家，法律的非道德性使一些地方民族的基本权利遭到损害。

一个地方民族对另一个地方民族的歧视甚至仇杀不仅受到本族的支持，也丝毫未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例如在卢旺达或布隆迪；有时这种歧视或迫害还受到国家机器的支持，例如在南非。这种在国家法律庇护下对本国公民实施伤害的行动必然为被伤害的民族所不容，他们有两种选择。力图推翻这种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的政权，这是一种主动积极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存在着现政权的支持者，民族冲突在所难免。还有一种消极的选择——退出国家的保护。既然国家不仅不能对我实施保护，反而支持对我的伤害行动，我还能指望什么？在后一种情况下，地方民族或以地方民族为基础的政党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家的替代者。在白人种族主义统治下的南非，由于黑人民族的根本利益得不到保障，他们只能靠传统的自身保护机制来维系自己的利益。祖鲁民族意识在这一时期有很大程度的发展，但由于当时的客观情况，推翻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首要任务暂时掩盖了祖鲁人的民族主义，所以这种民族主义的表现在1993年后开始突出。

（二）国家权力的削弱

在非洲，国家是殖民主义统治的遗产，民族主义的政治目标已经达到，政治上的独立使非洲领导人认识到政权的重要性。赢得独立后，非洲民族主义那种急功近利的缺陷性开始表现出来，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号召已经难以继续作为动员人民的工具，各民族集团开始以人们以前熟悉的组织方式重新整合政治力量。由于非洲社会的阶级关系并未成熟或处于不明显的状态，地区的利益或民族的利益（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这两种利益可以重叠）成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整合工具。相当多的非洲国家出现过这种情况。

然而，为什么在有的国家这种整合最终没有形成气候，而在另外一些国家，这种整合却形成了国家政权难以控制的地方民族主义势力呢？这里的根本原因是领导人（或集团）的品质、意识和能力。在一些国家，第一代民族主义领导人以廉洁的个人品质、超越本民族的远见和卓越政治智慧将国家引上了一条稳定发展的道路，民族一体化也逐步进行。在另一些国家，由于政治机构的不成熟和游戏规则的不确定，权力开始成为个人集敛财富的工具，贪污腐败成为一种具有传染力的时尚。在这种情况下，权力成为各种政客或野心家的政治目标。这种情况往往引起一些较有分量的社会集团的反感，为军人夺取政权提供了机会。这种军事力量的运用必然使国家的正常运作遭到破坏，“军人干政”也往往容易形成恶性循环。战争使国家政权短命，使地方民族意识增强。

（三）政治方面的权力分配

在独立后的非洲国家，由于权力和利益具有直接的关系，政治权力的分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掌握实权意味着占有资源和机会，占有利益和好处，占有获取财富或社会荣誉的手段。占据政治职位不仅可以为个人带来权力和利益，而且为其家庭、地区和民族也带来了荣誉和好处。这种权力与利益的关系在实际运作中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两者的关系是成正比的，即权力愈大，利益愈多；权力愈小，利益愈少。第二，两者的关系是互动的，互相促进的。权力愈大，利益愈大，所能掌握的再分配的资源愈多，以此换取的权力也就愈大。反之亦然。第三，权力与利益之间的互动可以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政治领袖的权力为本民族获得更多利益，本民族可以支持他获得更多权力。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所谓的“良性循环”对国家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是不利的。当然，在多民族存在的国家，这种互动也可能使政治家失去其他民族的支持和选票。

为何非洲的政治家会如此熟练地运用“部落主义”即“地方民族主义”这块王牌呢？政治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任何统治者都会竭尽全力保住自己的权力；而达到这一点的关键是将自己的对手在政治上置于死地。同时，只要存在别的途径，任何统治者都不愿意公开镇压自己的政治对手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必须找到某种政治借口。“部落主义”成为了他们俯首可得的武器。我们注意到，所有对“部落主义”大加鞭挞的政权或地方民族主义十分盛行的国家几乎都是腐败透顶怨声载道的政权。在有的情况下，统治者为了保持自己对政治局势的控制，有意激化甚至制造民族矛盾。以卢旺达为例。

经过20多年的统治，胡图人贵族政权日益腐败，并逐渐失去了民众的支持。1990年的卢旺达政局不稳。由于国内经济情况恶化，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均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哈比亚利马纳政府面临危险的境地。当时，流亡在乌干达的图西族难民组织卢旺达爱国阵线（RPF,Rw and a Patriotic Front）正在准备打回国内以夺取他们失去的权力。卢旺达负责东北边境的军事负责人曾在爱国阵线进攻发生两个星期前向中央政府提出过警告：流亡乌干达的图西族部队马上会从东北边境入侵。然而，他却没有从政府方面得到要求的增援部队。哈比亚利马纳似乎在等待合适的时机来重组自己的权力基础。可以说，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他不惜用民族冲突的代价来达到目的。

正是利用这一机会，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对国内反对他的图西族人和胡图族人进行了清洗，他们全成了暗地支持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帮凶”。在爱国阵线发起进攻后的48小时内，卢旺达政府拘捕了约1万人，罪名是“帮凶”和“同谋”，并在没有正式手续的情况下将他们囚禁数月。美国非洲史学家艾莉森·德斯·福吉斯曾在卢旺达收集口头史料，后来卷入人权组织的活动。她在与卢旺达难民谈话时发现，一些谴责杀人行为的人自己也参与了这种犯罪行为——因为那是政府分配的任务。实际上，卢旺达政府在这次入侵后的两个星期内发动了对图西族人的清洗。这种屠杀是由地方政府负责，镇长（burgomaster）告诉自己社区的人：他们在1990年10月份的杂役（corvee）就是杀图西人。换言之，一个组织有效的政府组织了一场有效地杀害自己公民的行动。这一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挑起民族仇恨以转移公民对政府的视线。

由于国家是人为的国家，力图维护本族体或本地区的利益成为国家政权内部各个政治领袖的重要目标之一。这在那些国家民族的内聚力尚未达到足以整合地方民族的国家里尤其如此。在国家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他们尽可能地争得中央级和地区级的各种政治权力。每个地方民族都力图控制各级行政管理或国营企业中的各种职务。在某个主体民族占优势的地区（以尼日利亚为例，如北部的豪萨族富拉尼族、西部的约鲁巴族和东部的伊格博族），本族人往往控制着绝大部分官僚职位。

（四）经济方面的权力分配

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一个国家各民族在经济上都是平等的，这些地方民族的分歧应该比较容易消除。只有在那些自然资源分布极不平衡同时财富的再分配又极不平等的国家，民族问题才会变得格外突出，并转而成为用来增强本民族经济利益的保护主义。

政治权力与经济权之间可以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领袖的权力可以对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制定起直接的影响。这主要包括国家的经济计划（发展的重点和主要目标）、国家的投资方向及对国外投资的利用、国家的基本建设（国有企业的项目及交通和通讯设施的建设）、国家经济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国家自然资源的控制权等。以国外投资（包括国际金融组织的项目）为例，包括资金如何利用，由哪个部门在哪个地区利用，投资比例如何安排，在哪个民族地区安排多少，劳动力如何解决等。

地方民族主义势力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也有两种情况。在缺乏凝聚力的国家，权力持有者总是竭尽全力争取本民族的利益。除了在国家计划上尽可能满足本民族的需要外，他们还力图将本族的亲信安置在各个重要的公共企业的董事会，将贷款或契约给予本族人，并尽可能地掌握如铁路、航空和港口等重要的基础设施的控制权。在尼日利亚，伊格博人和约鲁巴人曾经在1964-1965年间就尼日利亚铁路公司等问题出现争执。各个民族对政府有限的发展项目和年金分配也经常展开争夺，如在1962-1968年的尼日利亚国家发展计划中，各地方民族在尼日利亚钢铁联合企业厂址的选择问题上曾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还有一种情况。从中央政府来看，它力图综合全国计划的需要和地方民族的特点，加上纯技术性因素，对一些大的项目进行整体规划。然而，地方民族主义者不满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力图争取本民族的自身利益。1964年，苏联决定对乌干达进行援助，同意借款为其建造一个纺织厂。在选取厂址的可行性调查过程中，阿乔利和兰戈两个地区均在考虑之列。后来，兰戈的首府利拉被最后选定。政府的选择主要是从技术方面考虑。第一，利拉有充足的水利资源和其他可供使用的设施。第二，兰戈生产的棉花大约是阿乔利的两倍，这样，可以减少运输费用。

阿乔利人对政府的这一决定极为不满。他们认为，本来属于阿乔利的东西被兰吉人（兰戈地区的人）占去，这主要是因为奥博特总统来自兰戈。为争取这一项目，阿乔利人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去据理力争。代表团成员包括乌干达人民大会党成员和一名民主党成员。政府对阿乔利人的请愿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这主要是因为政府方面在考虑阿乔利人的利益时已经超过了对其他地方民族的平均标准。政府方面同时认为，地区必须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绝不能形成自己的政策。阿乔利代表团的团员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职责，他们成了一个“部落”的代表，而不是政党的成员。结果，乌干达人民大会党的成员（总书记）和他的助手被革职，由人民大会党的其他阿乔利人领袖取代。

一般而言，对权力的控制可以影响到各种政策的制定和社会利益，这包括本族人对行政和企业职位的占有、制定对本族有利的法律以及各种社会职务和社会荣誉的获得。而这一切往往最后都要从经济利益上体现出来。作为殖民主义遗产的民族间的不平等也在独立后的经济方面体现出来。以肯尼亚为例。吉库尤人男性占全国男性的20%，但在肯尼亚工商发展公司（ICDC）对各种贷款的发放中却占有远远超过此数的比例。到1966年为止，吉库尤男性得到的工业贷款为64%，商业贷款为44%。这种经济资源分配的不平衡自然也在收入上反映出来。在其他非洲国家里，这种情况也经常发生。

（五）文化政策的消极面

由于地方民族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文化民族，即以自身的语言文化和传统习俗为其主要标志，因此，国家文化教育政策的制定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演变至关重要。学校使用何种语言教学，学校教材和课程设置以什么为主，学校招生的各民族比例等等，这些因素对国民文化的建构和地方民族文化的取向是十分关键的。在尼日利亚，1964-1965年间，伊格博人和约鲁巴人曾经就伊巴丹和拉各斯各个大学的民族构成的比例问题出现争执。在奥博特时期，乌干达的兰吉民族主义者（Langi nationalists，兰吉人是居住在兰戈地区的人）曾经对在兰戈地区的小学使用阿乔利语表示不满。

语言对民族一体化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1990年12月28日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报道了阿尔及利亚国家新的立法规定：“以阿拉伯语为阿尔及利亚国语，与官方接洽时若使用其他语言，将处以巨额罚款。”我们知道，阿尔及利亚的官方语言早已规定为阿拉伯语，而法语是通用语。因此，不排除这一立法含有非殖民化的因素；然而，这一立法对阿尔及利亚的第二大民族柏柏尔人来说，却是一个明显的歧视政策，民族矛盾的产生或加剧由此而生。在这方面，埃塞俄比亚是一个教训。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短暂占领过外，埃塞俄比亚没有成为殖民地的经历。这在非洲是非常特殊的。为了推行民族沙文主义路线，埃塞俄比亚当局曾在学校规定只能使用阿姆哈拉语，而禁止使用其他民族的语言。一位埃塞俄比亚老人在1976年追忆以前的情况：

很多年前，我是用提格雷语接受教育的。我们提格雷的学校还以盖兹语、阿姆哈拉语和英语作为教学科目。因此，上学的提格雷人可以掌握本民族语言和其他三种对他们有用的语言。后来，埃塞俄比亚教育部没有经过任何讨论和协商，也未征得公众同意，就下令必须用阿姆哈拉语授课，除此之外只有英语作为语言课程教授。我们的母语提格雷语，还有盖兹语都是具有书写文字的丰富的埃塞俄比亚语言，却被彻底抛弃了。教育部长到我们学校视察，当听到学生们在课堂外用提格雷语谈话时，他气急败坏，命令我们不得讲提格雷语，只准讲阿姆哈拉语。后来，厄立特里亚也尝到了这种帝国政策的苦头。这种压制居住在埃塞俄比亚北部、提格雷和厄立特里亚讲提格雷语民族的文化以及埃塞俄比亚南部如盖拉人文化的行为，是不断引起民族冲突的根源。

埃塞俄比亚的民族成分相对比较复杂，其中奥莫罗人占总人口的40%。阿姆哈拉人占30%，提格雷人约占18%，此外还有索马里人、阿法尔人和锡达莫人等民族。三个主要民族各有特点：奥莫罗族人数最多，提格雷族曾在历史上占据重要的领导地位，而阿姆哈拉民族则可以说是现代的强势民族。从上面叙述中可以看出，埃塞俄比亚政府曾在教育政策上采取了不适当的政策。这种政策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只许使用阿姆哈拉语言这一强制措施来遏制地方民族的分离倾向，促进民族一体化的进程。然而，这种强制措施带来了两个消极后果。

第一，强制用阿姆哈拉语进行学校教育的政策已经极大地伤害了使用其他语言的民族，特别是使用提格雷语和奥莫罗语的一些民族，而官员们将这一政策推到极致——学生们在课外说自己的民族语言也遭到训斥，这极大地伤害了这些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可以说，这一政策加剧了本来存在的民族矛盾，成为后来各种民族冲突（如厄立特里亚的分离）的原因之一。第二，这种民族沙文主义实际上摧残了埃塞俄比亚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既是一个无视历史发展和国家存在的民族基础的历史虚无主义，又从根本上削弱了正在形成的埃塞俄比亚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挫伤了各地方民族建设一种埃塞俄比亚文化的创造力。

利用各种文化工具特别是新闻设施来推行民族歧视也是一些政客常用的手法。在民族冲突中，占强势地位的民族利用掌握的宣传手段对“敌对”民族进行攻击成为动员本民族的强有力的工具。在1990年，卢旺达的胡图族政权掌握的宣传工具对图西族进行了“妖魔化”。广播电台一遍又一遍地将图西人形容为“蟑螂”（Inyensi），或是“英科坦尼“(Inkotanyi).”英科坦尼”是一个专用名词，表示19世纪图西人的民兵组织，正是这些图西人军事组织在比利时殖民统治时期用暴力将胡图人置于被压迫的地位。这种宣传的目的十分明显，它要说明的是：今天的图西人与19世纪压迫胡图人的图西人是同一个民族，毫无区别。当时广播的基调是图西人正在打算打回来，夺取胡图人的土地，杀害胡图人，重建封建主义。这种手法在1994年又一次使用。在民族屠杀愈演愈烈的6月份，广播反复地强化图西人的威胁，不断重复比利时人与图西人封建统治下胡图人的苦难，以挑起胡图人对殖民时期受压迫的回忆和对图西人的仇恨。广播员坦率地表明：他是在对“那些能听懂他的话的人”进行广播。谁是“那些能听懂他的话的人”呢？他指的是“农耕者之子”，并警告：对游牧者之子要当心，“保卫你们的权力，起来”，“保卫你们的权力，起来反对那些想压迫你们的人”。

这种利用媒介进行强化宣传的手段有多种形式，如对“敌对”民族进行恶意诋毁，这种手法有时被称为“妖魔化”，这是第一种。对冲突双方的紧张关系肆意夸大，以激起本民族人民的警惕，这是第二种。反复回顾历史上冲突双方的仇恨和敌对，对本民族进行动员或煽动。这是第三种。对对方的领导人进行攻击，或揭阴私，或造谣惑众。这是第四种。凡此种种，难以计数。在1994年卢旺达胡图族与图西族的冲突中，胡图族在广播中反复地使用各种办法，对民族冲突的激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非洲的领导人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有意识地消除地方民族主义因素，致力于民族建构。这种领导人在独立后从各方面致力于国民文化的建构。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可说是典型之一。第二种以巩固国家政权为主要目标，对民族问题以维持现状为主。科特迪瓦总统乌弗埃博瓦尼可列为这一种。第三种是充分利用任何一种可以利用的条件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为此不惜对反对派实行报复、排挤、打击、镇压等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攻击对方有“部落主义”倾向是常用的手法。在那些民族矛盾最为突出的独立非洲国家，其统治者以“部落主义”的借口来打击对手可谓司空见惯。这种做法不仅刺激了地方民族主义，同时也为用“部落主义”解释非洲政治提供了条件。第四，掌权者在自己的政权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为了保住自己的个人利益，不惜激发甚至挑起民族矛盾以坐收渔翁之利。始于1980年代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可谓“双刃剑”，它既可促进非洲国家的民族一体化，也为地方民族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

下面我们对非洲现代民族建构的三个案例进行具体分析。


第五章　非洲现代民族建构：个案分析

由于现代民族建构与一个国家的政策密切相关，我们有必要对非洲国家的民族政策作一些个案分析。这里的“民族政策”是“政治主体为规范国家范围内的民族事务而采取的策略、准则和措施”；特指一个政府为解决多个民族存在所产生的相关问题的应对策略、机制和方法。历史悠久的中国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处理民族关系的策略和机制，当代中国政府极重视民族问题。有的学者提出了“民族政治学”的概念。这种观念既包含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积淀，也是学界为应对民族问题而提出的策略思考。可以说，从中国政治文化的角度看，中央政权的民族政策往往对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非洲国家的民族问题

如前所述，非洲各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不容置疑，如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多样性（或一个主体民族与多个少数民族，或几个主要民族，或跨界民族，或迁移民族与定居民族共存等），民族问题与阶级关系的交叉与重叠，民族、部落、种族等多种人民共同体的共存等。唯其如此，非洲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的研究更显重要。然而，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非洲这一具有民族多样性特点的大陆，相当多的国家既无特有的处理民族事务的政府行政部门，也无具体的民族政策。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多种原因。具体分析大致有四种情况。

其一，有的国家一个主体民族占有绝大多数，如博茨瓦纳的民族主要为茨瓦纳族，民族问题并不构成国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因素。这是例外。

其二，有的国家的政治文化趋向于弱化而非强化民族问题。例如，南非长期存在的种族隔离制剥夺了黑人的权利，黑人与白人这两大民族的矛盾处于极尖锐的状况。1994年成立的民族团结政府努力消除种族隔离制的恶劣影响，注重从保障平等权利与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层面来解决民族问题。

其三，有的国家的民族问题的实质更多体现为地域和政治权力分配问题。尼日利亚的约鲁巴族（西部）、豪萨富拉尼族（北部）和伊格博族（东部）等三个主体民族之间及与其他小民族的关系问题往往反映在政治权力的分配之中。这样，民族问题的解决逐渐融入到政治问题之中。

其四，有的国家的民族问题的症结在经济问题。例如，在津巴布韦，黑人与白人的矛盾与冲突主要表现为土地占有方面，可以这样说，津巴布韦的民族问题突出反映在土地问题上，并逐渐转化为城市与农村的矛盾。

我们已经从理论上对国家民族建构问题进行了分析。下面通过分析坦桑尼亚的社会运动“乌贾马”对国家民族建构的作用、南非和津巴布韦的相关民族政策的比较，以及在卢旺达发生的因民族政策不当而引发的惨案来进一步理解这一问题。我们认识到：由于殖民主义统治与种族和民族歧视政策，民族问题成为非洲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巨大障碍。为了有利于国家发展，合理明智的国家民族一体化政策直接关系到国家各民族间的和谐与团结，利用各种办法和途径加速国家民族的一体化进程至关重要，应充分利用本地健康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以加强对民族的整合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国家民族的建构，并有利于国家的整体发展。


二、乌贾马运动在坦桑尼亚民族建构中的作用

有的学者认为：在坦桑尼亚，“部落主义不是问题”。这与坦桑尼亚在民族建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分不开的。为了向其他非洲国家提供一个范例，同时有利于我们研究非洲领导人及其发起的运动在非洲民族建构进程中的作用，我将在考察坦桑尼亚各种政策的同时，重点分析一下乌贾马运动在民族建构中的重大作用。

（一）坦桑尼亚的客观条件

坦桑尼亚有两个较为突出的客观条件。第一是统一的语言。这一点前面已经谈到。第二个因素是尼雷尔的领袖作用。坦桑尼亚之所以没有出现其他一些非洲国家频繁出现的现象如政治动乱、军事政变或民族冲突，尼雷尔的个人因素是不可忽略的。首先，他来自一个小的族体（其父为扎纳基族的酋长），由他担任坦桑尼亚的总统对其他几个大的民族并未构成威胁；他“用人唯能”的政策也可因此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指责和猜疑。早在60年代末，坦桑尼亚有人提出“部落主义”的问题。尼雷尔在庆祝坦桑尼亚独立9周年的广播讲话中说到：“我已经开始听到关于部落主义的流言；刚独立时我们听到一些抱怨，认为被任命到政府工作的人是以部落为依据的。我们立即委任了一个委员会调查这一传言。委员会毫无疑问地证明在政府职位的任命上不存在部落主义。”有的人对很多瓦哈亚人（Wahaya）、瓦查加人（Wachagga）和瓦尼亚丘萨人（Wanyakyusa）担任需要较高文化的职务有看法，尼雷尔毫无忌讳地回答：“他们是那些在殖民早期受过较高教育的人。”

其次，他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卓越表现（最突出的是他在独立前两次前往联合国为坦噶尼喀的独立争取国际进步力量支持的举动）、独立后领导坦桑尼亚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卓越表现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这也是他后来成为不结盟运动领袖的重要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以其辉煌的施政业绩表明了他的价值，他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成为每个坦桑尼亚人的骄傲。尼雷尔在执政时期的一系列政策大大促进了坦桑尼亚民族认同感和民族精神的培养。

（二）坦桑尼亚的民族政策

坦桑尼亚自从建国以来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加强国家民族意识的培养。从自然条件、历史经历和文化民族的角度看，桑给巴尔地区（包括桑给巴尔和奔巴两个岛屿）是一个有自己特点的共同体，确实具有成为一个单独政体的潜力。从自然条件看，两个岛都有足够的降雨量和肥沃的土地，适合各种粮食和经济作物。从历史上看，桑给巴尔一直享有自己独特的地位。很早以前，阿拉伯人和欧洲商人就在这一岛屿进行贸易。1890年，阿曼素丹将此岛置于英国人的保护之下（英属桑给巴尔保护国包括桑给巴尔和奔巴岛）。在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中，桑给巴尔的阿拉伯政治家在传播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这里众多的来自非洲各地的劳工又构成了民族主义的良好群众基础。从文化上看，95%以上的桑给巴尔人是穆斯林，从文化上构成了一个相对和谐的社会。

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联合后，尼雷尔并不急于从各方面进行民族一体化。直到1977年，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使用的还是两部不同的宪法。在国民议会中对桑给巴尔席位采取的是非选举的方式。为了推进民族建构的进程，坦桑尼亚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一体化的政策，如前面提到的国家总统与内阁总理不能同时来自坦噶尼喀或桑给巴尔，必须各出一人；议会席位的“平衡”和“周全”原则；在县级以上实行“他族主政”（即县长和省长避免用当地民族的人来担任）的干部政策；对各民族的文化习俗和传统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有助于民族团结的宗教政策。在民族建构的过程中，大的民族集团并未构成一种分离因素，这与尼雷尔领导下的坦桑尼亚政府明智的民族政策是分不开的。

（三）乌贾马政策对民族建构的作用

我国学者指出：乌贾马运动对坦桑尼亚的发展有以下重要影响。第一，乌贾马运动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设本国经济文化，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强、民族复兴的民族主义信念。第二，乌贾马运动消灭了传统的部落制度，使广大的农民摆脱了部落酋长的统治；使广大农民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传统私有观念受到冲击，程度不同地受到集体化思想的影响。第三，乌贾马缓和了非洲国家独立后出现的阶级分化现象。第四，它建立了一批具有一定生产能力的民族工业企业。第五，它在向公民提供社会福利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些结论固然不错。然而，乌贾马运动对国家民族的建构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略的。

首先，促进民族经济和民族经济意识的形成。作为乌贾马运动政策纲领的《阿鲁沙宣言》可以说是一个坦桑尼亚民族国家的全面发展计划，其内容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方面。宣言对坦桑尼亚的经济作了全面规划：对土地、自然资源、工矿、外贸、金融、交通、运输等实行国有化，建立由国家掌握的经济体系；对城镇的小商业和手工业实行合作化；逐渐消灭外国资本的势力；限制非洲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一个由国家制定的经济发展规划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这对于在一个以家庭和村社为经济单位的社会消灭传统的小生产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建立一个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在农村有公田和私田两种，而且私田在农民生活中占有更为重要的作用，但乌贾马村的建立是一种政府干预的行为（在1984年的统计有9230个村庄）。各级政府对乌贾马村的建立和发展（从低级村向高级村发展）的关注，以村庄为单位从国家贷款以购买农具，村民根据计划指标种植农作物，这一切表明：乌贾马运动对民族经济意识的形成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其次，在政治上有助于消除地方民族意识。“乌贾马”（ujamaa，斯瓦西里语）的原意是指非洲社会中集体劳动、共同生活的家族关系。尼雷尔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首要目标是关心人，“首先，也是所有事物中最为中心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目的。为人服务，对人性的促进事实上是社会本身的目的。”“家族主义是我们非洲人所需要的社会主义。”实行乌贾马的社会将照顾到每一个人，“只要他乐意工作，就不必为明天发愁，也不必去积累钱财……这是过去的非洲社会主义，也是今天的社会主义。”从其本质而言，乌贾马运动的目的是在非洲传统的村社制度中加上新的内容，来实行经济平等和政治民主，改变农村的贫困面貌，从而大大促进坦桑尼亚的社会发展。虽然乌贾马运动的基本单位是村社，但它已大大超越了村社的范围。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尼雷尔反复强调，他所谓的“家庭（或家族）”，是扩大了的“家庭（或家族）”，它可以超越“部落”、“共同体”、“民族”，甚至非洲大陆。第二，运动的规模、范围、动员和组织，都是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通过在广泛的宣传和讨论以及在各级领导中层层传达和落实，乌贾马成为一个尽人皆知和广泛投入的运动。一个乡政府主席说：“我们乡有9个乌贾马村，查尼卡是搞得最好的一个，现在它是省里挂号的模范村。”当这位乡主席考虑如何增加乌贾马村时，他并不是以自己所属的氏族、部落或地方民族为参照系，而是在以坦桑尼亚全国范围内其他的省作为自己的参照系。

再次，从文化层面上激发了坦桑尼亚人民对自身文化的热爱。奴隶贸易使非洲人的心理受到严重摧残，殖民主义几乎将非洲文化贬低到一无是处的地步。非洲的重新崛起必须首先对自己的传统重新认识。乌贾马运动力图将非洲传统的平等和民主的成分利用起来，在坦桑尼亚实行非洲人理解的社会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非洲传统价值观的重新肯定。尼雷尔多次在《乌贾马——非洲社会主义的基础》中表示：“我们非洲人既不再需要被说服去‘皈依’社会主义，也不需要别人‘教’我们民主。这两者都起源于我们的过去，起源于我们的传统社会。”他还一再指出，坦桑尼亚人民的首要任务就是重新启发自己，重新发现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念，并强调建设非洲社会主义可以也完全应该从传统的遗产中吸取营养。这种重新认识非洲文化价值观的思想对加强坦桑尼亚民族自豪感起着重要的作用。

最后，促进了民族意识的形成。作为一场涉及整个国家的社会运动，乌贾马进一步加强了坦桑尼亚民族一体化的进程。乌贾马运动的基本原则是：没有剥削现象；基本的生产资料为全体成员所有；人人必须参加劳动，按劳分配；每个成员的权利是平等的，成员之间发扬民主互助的精神。乌贾马村的管理基本上是一种村民自治的方式，“村管理委员会”由村民选举产生，但主席和书记由坦盟任命。国家对乌贾马村的资助包括兴建学校、医疗站、俱乐部和商店等社会福利设施。一位在乌贾马村教书的青年教师说：“我们实行小学义务教育，学生不缴任何学杂费，教师从国家领取工资，校舍也是政府资助建的，……”一位从省医学院毕业的医生谈到自己在乌贾马村的工作时说：“我是唯一的医生，已来这时八年，另有四名助产士、两名护士和一名看护，负责全村的医疗卫生工作。……近几年来药物缺乏，现在已大为缓解，因为从7月起我们成为卫生部实行‘常用药物计划’的试验点，县里从优分配常用药物。”通过乌贾马运动，坦桑尼亚人民对自己的国家和政府有了切身感受，对国家和政府在自己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十分清楚。这一运动对坦桑尼亚民族意识的形成、民族精神的培养和民族文化的熏陶是显而易见的。

乌贾马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强调自力更生的精神。这种“自力更生”并非以个体或以村社为单位的自力更生，而是在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领导下由国家政权统一组织全国公民立足于本国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基础上的自力更生。即使在最超脱的文化教育界，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也是十分明确的。尼雷尔曾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必须将其工作重点放在对它所在的国家最为迫切的科目上。它必须致力于那个国家的人民和他们的人道主义目标上。……发展中国家大学的作用作出以下贡献：为促进人类的平等、人类的尊严和人类的发展提供思想、人力和服务。”当时，坦桑尼亚缺乏国家建设的思想和规划，在知识分子中存在着严重的与现实社会和劳动界脱节的现象，同时也缺少有知识的技术人才，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不仅为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提供了各种思想和服务，还培养了一大批自己的专业技术人才。这些知识分子成为民族建构的推动者，在自力更生精神指导下的大学教育也培养了全体公民的民族意识。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以乌贾马运动来发展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尝试并不十分成功，但对坦桑尼亚民族一体化的贡献功不可没。这一运动从非洲本土的文化传统出发，自上而下调动了坦桑尼亚的民族热情，将全民族各个层次的积极性引导到一场试图创立一个符合坦桑尼亚实际情况的社会制度的运动之中。乌贾马运动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层面，对坦桑尼亚人民的影响是深远的。从国家范围内调动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和管理资源，对全国人民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福利进行统一管理，这种做法无疑加速了坦桑尼亚的民族一体化进程。正如长期从事坦桑尼亚研究的学者马丁指出的：通过强调打破族体界线的各种非洲人的象征，坦桑尼亚在进行民族一体化方面的努力是相当成功的。


三、卢旺达的民族政策及对大屠杀的反思

如果说，乌贾马运动对坦桑尼亚的民族建构起到了积极作用的话，卢旺达的民族政策则提供了一个反面例证。卢旺达民族大屠杀是1994年4-6月发生在卢旺达的一场约100万图西人被由胡图人主导的政府杀害的民族大屠杀。在卢旺达历史上，从未有过持续一贯的关于胡图人和图西人的定义。这种定义随着卢旺达主权的变更以及权力的转移而变化。独立后，胡图人/图西人的矛盾被新政权继承下来。胡图人政府通过意识形态灌输，将图西人“妖魔化”，从而为自身统治和政治行为提供合法依据。民族身份被当权者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大屠杀是这种政治运作的极端表现。这是一次由国家机器策划、资助和操控的针对本国公民的恐怖行动，也是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民主改革的一种反动。作为大湖地区的地缘政治特点，民族问题影响到周边国家。国际政治诸因素的参与及国际社会对卢旺达局势的干预直接影响到大屠杀的产生、演变及其结果。

（一）卢旺达事件的典型性

卢旺达事件在三个方面具有典型性。其一，在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殖民地经历干扰了现代民族的形成，民族整合往往滞后于国家的建立，这是与西方过程的最大不同点。其二，近30年来，不少非洲国家经历了民族冲突（这种冲突往往与宗教矛盾纠合在一起），卢旺达政府利用民族矛盾来维持自身统治的做法颇有代表性。其三，由于胡图人/图西人的矛盾是大湖地区的特点，这一从民族矛盾演化成民族屠杀的事件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相影响，至今仍对地缘政治留下后遗症。跨境民族的存在使国内矛盾转化为地区政治，布隆迪、乌干达、坦桑尼亚和刚果金都卷入冲突，这表现在三个方面：民族冲突的直接影响；难民问题；非洲国家的调解。民族问题与政治关系密切。一旦权力参与运作，民族认同可变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话语，少数民族可成为政权合法性危机的替罪羊，民族情感可成为排外主义的利器，民族文化可成为对外扩张的工具。殖民主义造成的民族分离及边界设置，殖民统治下的族体身份认定和政治化，民族矛盾的历史遗产和继承，跨境民族造成的民族认同困境，因现实危机对政权合法性产生的怀疑，领导集团对民族心理因素的操纵，都为民族冲突准备了条件。这一事件也从多方面影响到国际政治。非洲国家的反思更为具体：民族国家应如何应对因殖民主义统治遗留下来的自身矛盾。

当《民族主义与族体政治》创刊时，威廉·萨福兰提出有关民族、族体和族体政治的56个论点，或是关于政治独立与民族建构的关系，或是民族与族体的异同，或是国家建构对民族存在的影响，或是关于族体意识的产生等，并提出了28个需要进一步思考的课题，从而对民族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章拟通过个案来解释民族问题、国家权力与国际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看作是对萨福兰先生的一个回应。

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的座机回国途中在基加利上空被击落。当晚，总统卫队对图西人的大屠杀开始。在三个月内，约100万卢旺达人惨遭杀害。民族冲突已过去十多年，人们对它的记忆不会消失。学者对卢旺达事件的反应从愤怒、谴责到冷静后的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人类的悲剧？民族问题何以转化为互相屠杀？民族与国家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又如何？十多年来，学术界对导致这一惨案发生的历史、思想、民族、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力图找出其主要原因。这些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外因论”与“内因论”。“外因论”认为殖民时期的相关政策是根源，1980年代中期国际市场咖啡价格的急剧下降、西方强加的“民主化”进程、军火的蔓延和对屠杀计划无动于衷是惨案发生的主要原因。“内因论”则主要从卢旺达国内的各种因素入手，如人口密度大、耕地面积少、两个民族的历史积怨、卢旺达人民的屈从心理、国家权力的强化等。我认为，民族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政治问题，它与国家权力有着密切联系；在一定条件下，一个国家的民族问题与国际政治之间将产生重要的互动关系。

（二）民族：“想象的共同体”抑或“制造的共同体”

1994年，与西方媒体用“部落战争”形容卢旺达大屠杀一样，中国报刊也多以“部族大仇杀”、“种族仇杀”、“部族大灾难”为标题。对“部族”一词的误用且不论，用“部族”或“种族”来形容大屠杀是否反映惨案的实质？看看卢旺达的历史与现实。

在定义“民族”时，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历史文化特征均为重要标志。卢旺达主要由两个民族构成，胡图族（占人口85%）和图西族（占人口的14%）。这两个民族是怎样形成的呢？它们属于文化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抑或政治共同体？卢旺达王国建立于16世纪。在国家形成过程中，两个民族的祖先生活在一块土地上，创造了单一的文化，说着共同的语言（即卢旺达语，Kinyarwanda），信仰同一种宗教，拥有同样的神话体系和礼仪法典（乌布维鲁，Ubwiru）。两个民族长期生活在一起，互相通婚，不断交流。概言之，他们具有共同的地域、经济生活和历史文化背景。研究表明，胡图人早于图西人定居卢旺达，图西人何时到达此地尚无定论。可以肯定的是，图西人的上层在卢旺达国家建立过程中曾一直占据统治地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有人认为这是种族差别所致。早期殖民官员建构了一种印象：卢旺达存在两个主要共同体：从东北部迁来的图西人与属班图人的胡图人。作为种族主义解释非洲文明现象的通则，此观点的理论根据是“含米特理论”。为使这一观点更具说服力，他们将两者外表差别夸大，用褐色/黑色皮肤，高大/中等身材，优美/粗笨体态来强调图西人与胡图人的体质特征。然而，两个民族的差别并不明显。有的胡图人因具有所谓图西人特征（高个头、高额头、直鼻子）受到迫害，尽管持有胡图人的身份证。一位参加国际会议的尼日利亚学者曾表示，他可以闭上眼睛通过聆听对方对图西人与胡图人是否存在差别的表述来判断其是图西人还是胡图人。认为两者无差别的是图西人；声称两者有差别的是胡图人。这种表述虽有些极端，但却从侧面反映了一个事实：两者体质特征差别并不明显。这与双方普遍通婚也有关系。

有的则认为图西人确立其统治地位是因为他们是游牧者，拥有牲畜，胡图人是农耕者；图西人富有，胡图人贫穷。然而，以游牧者与农耕者来划分图西人与胡图人的观点不能成立。因为胡图人早在图西人出现前已拥有牲畜；胡图人与图西人同时占有牲畜和土地的现象确实存在。在殖民统治初期，两个民族的劳动分工并非一种永恒的、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职业，而是在卢旺达国家形成过程中由政治权力强加的分工。就经济地位而言，有的胡图人富裕程度并不比图西人差，而图西人中也有穷人。一旦富裕或有权势的胡图人威胁到图西人酋长的权力，其家族便被吸收到统治集团，其胡图族身份则被“遗忘”，他们就成了图西人。此过程称为“奎胡图拉”（kwihutura，即抛弃“胡图族性”），指那些胡图人通过积敛财富（主要是牛群）来提高社会经济地位，最后取得图西人的政治身份。相反的社会演变也存在于图西人中间，失去财产也会失去图西人地位而成为胡图人，这一反向社会过程称为“古普皮拉”（gupupira）。在卢旺达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图西人上层占有了统治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占有财富资源的统治集团成为了图西人，而非因为是图西人才成为统治者。

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它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且享有主权”。国家政权的集权化与社会演进过程相同步，图西人和胡图人成为一种政治身份，“想象的共同体”逐步形成。图西人占有统治权；胡图人是被统治者。殖民主义的到来不仅认可了这种权力分配，并通过一系列政策使这种政治身份制度化。当德国人建立殖民统治时，他们利用已形成的卢旺达国家体制和官僚结构，借助图西人酋长进行统治，而白人殖民者的种族主义思想进一步加固了图西人原有的政治身份。比利时殖民当局接管卢旺达后，于1933年进行人口统计，决定通过登记来实施身份证制度，以确定卢旺达人的“部落”身份。由于缺乏任何标准，殖民当局以占有牛群数量来决定身份，该方法被称为“10头牛标准”，即占有10头牛的人被划为图西人，其余的人再根据其职业分为胡图人和特瓦人。“10头牛标准”虽十分牵强，却从一个侧面说明从体质特征上难以区分图西人与胡图人。然而，正是这种划分强化了因传统政治身份带来的经济差别：相对富有的图西人和相对贫困的胡图人。为了培养忠于比利时政府的统治地精英，殖民当局将酋长几乎全部换成图西人。这样，民族身份（按殖民政府的说法是“部落身份”或“种族身份”）的凝固使“奎胡图拉”和“古普皮拉”的现象不可能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民族身份的政治化。

当时酋长职位绝大多数由图西人担任。根据1959年的统计，图西人在45个酋长管辖区中占有43个，其余两个空缺。在559个小酋长辖区里，图西人占有549个，胡图人仅占10个。大部分殖民政府辅助人员也由图西人担任。图西人在殖民统治中的重要地位一直维持到1959年的“社会革命”。在殖民统治后期，比利时殖民政策有所改变。殖民政府开始倾向于支持胡图人及其反对图西人统治的斗争。有学者将这一政策变化归于比利时殖民官员地区身份的改变。我们认为，这种改变的直接原因是胡图人独立运动势不可当，比利时力图通过制造民族矛盾为以后的调解角色留下余地，从而保留自己的影响力。

将殖民地人民分为“受重用民族”和“受歧视民族”分而治之是惯用的殖民统治方式，这在非洲表现得特别明显。殖民政府通过殖民教育和意识形态的灌输以及一系列的具体政策，使“种族集团”（这一用词在官方文件中正式采用）的界线进一步明确：它包括“种族”身份的法律化、政治地位的制度化和经济地位的标准化。民族身份的转变再也不可能出现，占统治和被统治地位的民族划分成为殖民制度的有机部分，两者在经济上的区别日益明显。自我“想象的共同体”在这里变成了他人“制造的共同体”。

（三）民族政治与国家权力的互动

非殖民化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卢旺达的非殖民化有其特征，它包括了两个内容：结束比利时的殖民统治和摆脱图西人一统天下的局面；这可以从1957年的《胡图人宣言》（请注意，并非《卢旺达宣言》）表现出来。虽然宣言的立场温和，但它认定胡图人与图西人的冲突是卢旺达问题的核心。占人口85%的胡图人的这种反图西人的观点来自于现实体验：图西人酋长在胡图人眼里成了殖民统治者的帮凶。1959年的“社会革命”加快了第一目标的实现，也为后来的冲突留下祸根：图西人遭到迫害，一部分被迫逃到邻国，正是这些人及其后裔后来成为入侵卢旺达的主力。

卢旺达于1960年取得自治地位，并于1962年独立。胡图人成为新国家的主导力量。随着胡图族精英登上统治舞台，民族问题成为政治的一部分。国家权力有意识地将民族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这是通过一种看似自相矛盾的做法来实现的——在否定殖民主义政治制度的同时继承了殖民主义“种族”划分的意识形态。从1959年持续到独立的革命推翻了比利时殖民统治。卢旺达成为主权国家，赢得了国际社会应有的尊重；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机器（包括军队）；胡图人的掌权可以说是从少数人统治转到多数人统治；进行了重要的社会改革，如废除强迫劳动制、土地分配等。然而，在处理民族问题这个重要方面，新政权却继承了殖民遗产：种族主义与国家主义。

对种族主义的继承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通过确立胡图人的统治地位，卢旺达政权承认了殖民政府确定的图西人/胡图人这种二元体制，即卢旺达社会是由两个互相对立的“种族”集团组成的。这是对种族主义划分标准的继承。在对胡图族/图西族关系的处理上，胡图人集团将政权建立在对图西人的统治之上，这种模式并未彻底否定殖民主义制度，而只是将其倒置过来，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地位互换。这是对种族主义统治理念的继承。

对国家主义的继承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胡图人对图西人的统治继承了殖民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而这种压迫正是建立在有效的国家机器之上的。国家政权从统治到镇压，再到直接策划、制造、操控大屠杀。第二，任何人都必须为国家利益服务，连教堂都成为贯彻国家意志的工具，卢旺达的大主教竟然成为执政党的中央委员。第三，培养对国家权力的崇拜成为胡图人上层集团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也使政府将图西人作为替罪羊的策略得以实现。从胡图人大众而言，他们认为自己的命运不再由图西人掌握，他们可通过国家权力体会到种族优越感。领导者体会到权力的重要性，他们可以利用国家机器来维持和巩固自己的地位。

从统治图西人到屠杀图西人这一演变过程主要通过两条渠道来完成：理论与实践。

作为权力的意识形态。一个政权必须具备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是指一种政治秩序被人民认可的价值，政权能对民众进行有效、持久和稳定的统治。政权要确立其合法性，一个重要途径是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在这里，意识形态本身可以成为一种权力。这种权力源于三方面：认知体系的定义、价值观的确定和宗教或思想的实践。

在卢旺达，意识形态权力的实施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如何理解和定义“图西人”和“胡图人”？如前所述，“图西人”与“胡图人”在前殖民主义时期与殖民主义时期有不同的定义；卢旺达的新政权对两者的理解基本上继承了殖民统治时期“制造的共同体”概念。

第二，价值观的定位。殖民主义者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制定者，而“含米特理论”是殖民政府的主要理论支柱：与外来的白人相似，图西人也是外来者，他们高人一等。这是殖民主义者为了重用图西人和维护其世袭地位的一种虚构的合法性。独立后，这种殖民遗产正好成为将图西人赶走的理由：胡图人是大湖地区的原住民，是真正的主人；图西人是外来者，应该回到埃塞俄比亚去。由欧洲人制造的神话成了胡图人新政权建立“种族”压迫的理论依据。在国家政治的发展过程中，社会演变同步进行。胡图人掌握政权后导致了一些图西妇女与胡图族男子结婚，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随之出现了一个新名词：胡西人（Hutsi），指胡图人和图西人通婚产生的后代。然而，这种民族融合的现象却被用作攻击图西人的证据。胡图人报纸《坎古拉》（Kangura）在冲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90年第6期发表的“胡图人十诫”将图西人的妻子们比喻为胡图人伊甸园里的“含米特”夏娃，指责图西人利用妇女引诱胡图族精英为奴。“十诫”要求胡图人与图西人划清界线，不要怜惜图西人；胡图人争取全面解放可得到大湖地区所有胡图人的帮助；任何不同意“十诫”的胡图人都会被作为内奸。国家的卢旺达电台也竭力传播民族仇恨。1993年，胡图人极端派的“米勒·科林斯解放电台电视台”开播，它与政府关系密切，在大屠杀前后起了极重要的宣传和煽动作用。

意识形态的灌输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在历史上，卢旺达人通过举行类似宗教仪式的活动来表达对神圣王权的敬仰。这种方式也被运用到卢旺达的现实生活中。为了加强国家精神和忠诚意识，人们组成各种小团体，通过歌舞形式来颂扬国家、哈比亚利马纳和执政党发展革命运动（1973-1989年间的唯一政党）的成就。比较流行的是每星期三下午的“激励”（animation）活动，国家工作人员和私营企业职工以脱产方式参加这种文娱活动以表达忠诚。将图西人“妖魔化”是官方广播的惯用手法。1990年，卢旺达电台不断将图西人形容为“蟑螂”（Inyensi）或“英科坦尼”（Inkotanyi），即在殖民统治时期协助比利时人用暴力将胡图人置于被压迫地位的图西人民兵组织。这种手法在1994年再次使用，对图西人的攻击愈演愈烈。谣言也成为意识形态宣传的武器。卢旺达电台曾报道：一个总部设在内罗毕的人道主义组织发现了图西人流亡组织卢旺达爱国阵线阴谋杀害胡图人著名政治家并准备对胡图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证据。后来的调查表明，这一消息与所谓的人道主义组织都是捏造的。这种通过杜撰、捏造和人身攻击将图西人“妖魔化”的手法在宣传中不断使用。

这种意识形态宣传有多种意图。以此来加强执政者的合法性，表明政府行动的正义性；增加胡图人的信心，从而达到动员民众的目的；通过宣传对图西人产生震撼力，使对手从心理上处于劣势；向国际社会传达信息：作为一场“社会革命”，它具有社会基础。它也反映出执政者的肆无忌惮，对国际社会的干预毫不顾忌。

作为实践的国家行动。思想或学说通过国家政策转化为物质力量。独立后，新政权的种族歧视政策开始显现。在第一共和国时期（1962-1973年），图西人被作为一个外来的“种族”；1963-1964年图西人流亡者的入侵为政府的歧视政策提供了依据，图西人被迫退出政治领域。总统卡伊班达警告图西族难民：如果他们还想寻求政治权力，那么，“整个图西人种族将被消灭”。胡图人认为卡伊班达政权对图西人在教育、工商、宗教等方面保持优势未采取有效政策进行遏制，政权内部的南北矛盾和贫富悬殊，以及相当一部分受过教育的胡图人找不到工作，这些危机引发了军事政变，第一共和国于1973年被哈比亚利马纳推翻。1972年邻国布隆迪发生的胡图人大屠杀也是促成政变的因素之一。第二共和国对图西人的限制政策从政治延伸到公务员领域，一系列政策打着“公正”的幌子，在侵犯图西人权利的基础上实施对胡图人的优待。当然，军队的介入为卢旺达带来了暂时的稳定。在1980年代中期，卢旺达有“非洲的瑞士”之称。然而，1980年代世界市场上咖啡价格的急剧下降、世界金融组织对卢旺达结构调整的不合理要求使各方面矛盾激化。1980年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带来了新闻自由和多个政党的出现。哈比亚利马纳政府的合法性开始受到质疑。

1990年，乌干达的图西人难民已达20万。鉴于卢旺达已向多党制发展，卢旺达爱国阵线（1986年成立）决定向国内进军。虽然卢旺达政府军很快击败了入侵者，但爱国阵线在北部建立了基地。入侵为现政权提供了更好的借口，它不惜以制造假象来动员群众。“图西人威胁”成为动员胡图人的口号。在哈比亚利马纳夫人阿加斯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被称为“阿卡祖”（akazu）的小团体，主要由西北部胡图人高级干部和军官组成。他们在1990年代初期已占据中央和地方绝大部分关键职位。各地先后发生极端派胡图人对图西人的清洗惨案。这些是政府策划冲突行动的步步升级，也是1994年大屠杀的预演。

民主化带来的局势变化、爱国阵线的步步逼近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促使哈比亚利马纳总统与卢旺达爱国阵线于1993年8月4日签署了《阿鲁沙协议》。这一协议激起了极端派胡图人特别是以阿卡祖为代表的核心集团的极度不满。他们将协议看作是对军队权力集团的致命打击。1993年，布隆迪胡图人总统恩达达耶的当选意味着掌握政权28年之久的图西人统治的结束。然而，这位民选总统4个月后即图西族军人杀害。这一事件为卢旺达的极端派胡图人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成为他们拒绝与图西人合作的理由，也为“图西人威胁”的提法提供了例证，更为大屠杀创造了适宜的气氛。极端主义组织“胡图人权力”应运而生。

除意识形态的宣传作用和国家的直接行动外，国家政权在大屠杀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还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民族身份的认定。这既是歧视政策的表现，也是大屠杀的依据。通过身份证来辨别民族身份，所有胡图人必须依此对大屠杀做出道德选择。第二，屠杀一旦成为国家行为，则不许任何人提出疑问。在短短100天杀害约百万国家公民，这既需要中央政权的领导，也需要地方政权的效率。第三，在整个过程中，现政权的批评者和人权运动者都受到攻击，不论属何族体。国际调查委员会在1993年发现，针对政权反对者的迫害是由总统属下的保安机构领导的。屠杀开始后，反对种族清洗的胡图族官员遭到迫害。可以看出，大屠杀并非民族冲突，一切以所谓的“国家利益”即执政集团的利益划线。

“国家政权的滥用和国家政权的削弱均可导致地方民族主义的加强。”卢旺达民族冲突的爆发正是国家权力的滥用所致。这种滥用是就权力的合法性而言，并非无理性的滥用。胡图人领导人穆杰塞拉指出，必须将所有图西人送回他们“在埃塞俄比亚的家”。尽管大屠杀的执行者大部分是普通农民，但无论在城乡、首都或内地，任务都是由“中央政府的公务员即县长、乡长和地方议员控制和指导的”。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事件的可悲之处在于“它是理性计划的一部分，而非一次非理性事件”。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国家权力的“滥用”。

不可否认，胡图人与图西人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关键在于强调哪一面。我们发现一个矛盾的现实：两个民族既共生共存又互相对抗。这是与国家权力的运作分不开的。将卢旺达大屠杀说成是一场因历史形成的“种族”或“部落”冲突的延续，这如果不是蓄意掩盖真相，就是无知。这是一次由国家机器策划、资助和操控的针对本国公民的恐怖行动。

（四）民族、国家与国际政治的关系

在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殖民地经历干扰了它们的民族形成过程，民族的整合往往滞后于国家主权的建立，这是与西方国家很大的不同点。然而，民族问题仍是一个棘手的世界性问题，大致分为三类。在比利时、加拿大、英国、西班牙、塞浦路斯、巴基斯坦、马来西亚、黎巴嫩、尼日利亚等国，因文化、宗教、资源或民主化引发的民族问题困扰着国家的团结统一，民族冲突不断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东欧、中欧国家也属此类；有的国家虽以民族凝聚和政治稳定引为自豪，但移民的大量涌入产生了民族认同的困惑，亨廷顿在新著中质疑美国的民族认同并对此提出严厉警告；在一些热点地区，由于外国军队的占领引发了新问题，旧的民族矛盾激化，支持或反对外来势力成为冲突的新聚焦点，如阿富汗和伊拉克。从某种意义上看，民族问题成为国际政治问题。这些民族问题都从某个角度成为国际政治的一部分。有的本身即国际问题，有的从国内影响到国际，有的是某民族本身就遍布世界。当然，并非所有的民族问题都演变为暴力冲突，亦非所有存在民族问题的国家都需要国际干预。然而，全球化的趋势使民族问题的国际化日显突出。

卢旺达大屠杀如何牵涉到国际政治呢？需要从三个层次理解这一问题。


地区政治的角度
 跨境民族的存在使国内矛盾转化为地区政治。胡图族/图西族问题是大湖地区的突出问题。布隆迪、乌干达、坦桑尼亚和刚果（金）等国都卷入冲突，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民族冲突的直接影响。布隆迪曾多次出现民族冲突，其中两次对卢旺达影响至深。1972年，10-20万胡图人被杀害，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胡图人逃离布隆迪。1993年，胡图人恩达达耶在当选为布隆迪总统4个月后被图西人掌握的军队杀害，40万胡图人逃到卢旺达。布隆迪政府对胡图人的迫害成为卢旺达政权进行反图西人宣传的最好范例。

第二，难民问题。从卢旺达“社会革命”开始，图西族难民就源源不断地流向周边国家，大致有三次高潮（1959-1961年，1963-1964年，1973年）。大部分图西人难民在1959-1964年间逃离卢旺达。1961-1966年间，难民游击队不断从邻国发动袭击，1972-1973年的政治危机引发了另一次难民潮。1983年，卢旺达与乌干达签定协议，前者同意安置3万难民，后者同意再建一个难民营。1990年代初，卢旺达难民已达50万。在乌干达，图西人成为穆塞维尼夺取政权的重要力量；1993年，乌干达居民有100万为卢旺达人，多为1960年代的难民及后裔。1960年代和1990年对卢旺达的入侵都是由图西族难民发动的。由于卢旺达政府不容许难民回国以造成资源紧张，它与邻国的关系比较紧张。

第三，非洲国家的互动。在胡图人/图西人的冲突中，我们可以看到非洲国家的介入。伊迪·阿明于1972年通过政变上台，他将卢旺达已废黜的国王带到乌干达，扎伊尔（今刚果民主共和国，即刚果（金））总统蒙博托也卷入了两者的冲突。穆塞维尼于1986年通过武装斗争成为乌干达总统，图西人难民大受鼓舞，将原来的难民组织“卢旺达民族团结联盟”改名为“卢旺达爱国阵线”以扩大社会基础。1990年，爱国阵线向卢旺达发动进攻后，乌干达、扎伊尔和坦桑尼亚出于对大湖地区安全的考虑，均对卢旺达政府表示支持。在调解矛盾的过程中，布隆迪、扎伊尔、塞内加尔和乌干达积极参与，坦桑尼亚大使姆蓬格维在阿鲁沙谈判中贡献良多，尼日利亚驻联合国大使甘巴里在惨案发生后竭力制止大屠杀。1994年5月底，7个非洲国家出兵1200人听从联合国援卢使团的派遣，由于资金缺乏，未能及时行动。


大国因素的介入
 民族问题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大国的介入。法国对非政策的重要特征有两点：保护亲法政权和追求大国地位。它一直支持哈比亚利马纳政府。1993年，在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军队逼近基加利时，它立即派遣伞兵部队以保护卢旺达政权，并力劝哈比亚利马纳与爱国阵线谈判。然而，法国在大屠杀发生后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只到6月底才开始“绿松石行动”，2500名执行任务的法国干预部队开进卢旺达西部，将吉孔戈罗周围占卢旺达约1/5面积的地区划为“人道主义和平区”，禁止任何武装力量进入。

最令人深思的是美国的行动。美国应是得到有关卢旺达大屠杀的情报最早的国家，却也是一直不愿意干预并极力阻止联合国进行干预的国家。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舆论的漠视、定调与控制显而易见。大屠杀发生后，美国难民委员会主任罗杰·温特的一篇关于卢旺达种族灭绝的专稿被美国各大媒体拒绝，最后在1994年4月14日的《多伦多全球邮报》上登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决定不用“种族灭绝”（genocide）一词来形容卢旺达大屠杀，理由很简单：如果将其定义为“种族灭绝”，美国和国际社会即有责任根据1948年联合国《防止和处罚种族灭绝罪行公约》采取援救行动，而美国并不准备这样做。1994年5月3日，克林顿签发了第25号总统令，对维和行动的范围、人数、期限、资金及危险程度都有严格规定。参议员西蒙和杰福兹于5月13日与联合国负责卢旺达事务的官员通话讨论卢旺达局势，随后要求美国敦促联合国安理会批准派兵阻止正在发生的大屠杀。克林顿总统竟然在27天后才正式回函，此时大屠杀已近尾声。联合国曾要求美国提供装甲运兵车帮助援卢使团的行动，美国国防部表示：联合国可用400万美元租用美国存放在德国的48部运兵车，但须先签约再运输；美国将运兵车送到乌干达机场，再向联合国追加600万美元运费。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美国之所以不出兵干预是害怕索马里事件重演。我们并不想排除这种因素，但地缘战略和地缘政治的需要始终左右着美国的外交行动，特别在维和事务上。该国的紧急情况是否对美国的商业利益有重大影响？它是否设有美国的军事基地？是否控制着美国海上运输线的通道？它是否在一个欠稳定地区是美国的重要伙伴？这些都是美国政府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卢旺达缺乏可利用之处的战略考虑对解释美国的行动似乎更有说服力，否则我们难以解释为何美国在同年9月19日出兵海地。

（五）联合国干预的局限性

很多学者责备国际社会对卢旺达大屠杀没有进行干预。可真如此吗？不对。只是干预的方式不同。国际社会的干预可分为负面干预与正面处理。凯瑟林·纽伯利在指出卢旺达大屠杀的四个教训中，三个与国际因素有关：军火在非洲的蔓延；“民主化”进程的危害；出现类似事件威胁时国际社会应采取坚决行动。军火的大量流入使卢旺达局势更趋严重。一方面，卢旺达政府通过正常渠道购买军火，另一方面，军火在其邻国难民营蔓延，这不仅加剧了胡图族/图西族冲突，而且使大屠杀成为可能。琳达·默文认为，国际社会不仅未能及时制止大屠杀，它向卢旺达提供的援助资金虽意在帮助其经济，实际上为大屠杀创造了条件。“在种族灭绝的计划过程中，整个国际社会也参与其中。”然而，在调动资源或出兵维和的过程中，国际社会的态度十分消极。

实际上，不论是主权国或联合国，都不愿国际干预发生。换言之，国际干预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办法。不容否认，在处理卢旺达危机时，联合国未尽到责任。首先，得到情报后，联合国未采取行动。《阿鲁沙协议》签订后，联合国于1993年10月成立了援卢使团，负责人是达莱尔将军。他于1994年1月11日向联合国报告了胡图族在囤积武器准备大屠杀的情报，要求授权收缴这些武器，但维和部队以超出权限为由拒绝。达莱尔又将情报通告比利时、法国和美国。然而，没有一方采取行动以制止惨案发生。其次，大屠杀开始后，各国使馆忙于撤走侨民。4月2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912号决议，将原驻卢旺达的1500名士兵减少到217名，并授权他们调解停火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再次，5月17日，安理会通过918号决议，将援卢使团兵力增至5500人。由于美国方面的阻挠，这一计划始终未能落实。

可以说，联合国在处理民族冲突问题上存在五大局限。第一，名称的局限。联合国虽被称为“United Nations”，但实际上是一个主权国家（states）联合体，维护各成员国的利益成为联合国的主要目标之一。从组织的名称与实质看，联合国存在“亲国家”和“排民族”的倾向。第二，宪章的局限。《联合国宪章》一方面将“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尊重”作为其宗旨之一，但它也明确指出：宪章的任何规定均不得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项。这些约束使联合国在其成员国发生民族冲突时实施干预行动受到严格的限制。

第三是方式的局限。如何选择？何种方式？这是对联合国的严峻考验。一般认为，联合国在介入民族冲突时有四种方式：维持和平、调解和平、建构和平、避免冲突。实际上还存在一种方式：惩罚暴力，“在有的国家发生的民族冲突中，一方实施的行动明显地违背了人类良知和基本道德，引起世界人民的一致谴责。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采取的行动带有鲜明的立场。为谴责和制止种族隔离制而对南非实施的制裁禁运和为伸张正义设立的‘卢旺达国际法庭’属于这种方式。这可以说是联合国介入民族冲突的第五种方式。”为审判大屠杀的罪犯，联合国在坦桑尼亚设立了国际法庭，法官来自多个国家；比利时、喀麦隆、赞比亚和肯尼亚等国已将逃到自己国家避难的已被起诉的大屠杀组织者交给国际法庭。然而，这一法庭的局限性显而易见。第四，组织结构的局限。联合国组织复杂，事务繁多，各部门有自己的管辖范围和行动重点。如无特殊命令，各部门难以对其他事务发挥作用。卢旺达危机是联合国面对的一种新范式，遏制骚乱成为紧迫任务，既要维和，又要调解；既要军事支持，又要人道援助。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的作用在无战略意义和经济利益的地区尤显重要，因为大国对这种地区不感兴趣。第五，资金的局限。维和行动除了需要各成员国的良知和共识外，还需要经费（每年维和经费约30亿美元）。经费的缺乏使联合国很难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有所作为。更重要的是，联合国在卢旺达的维和行动受到美国的阻挠。

（六）民族与政治

在卢旺达历史上，从未有过持续一贯的关于胡图人和图西人的定义。这种定义随着卢旺达主权的变更以及权力的转移而变化。独立后，胡图人/图西人的矛盾被新政权继承下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民族身份互换及政治地位的变化引起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民族身份被当权者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大屠杀是这种政治运作的极端表现。作为大湖地区的一个地缘政治特点，民族问题也影响到周边国家，而国际政治诸因素的参与及国际社会对卢旺达局势的负面干预与正面解决直接影响到大屠杀的产生、演变及其结果。

民族与政治关系密切，民族问题可以成为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一旦权力参与运作，民族认同可变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话语，少数民族可成为政权合法性危机的替罪羊，民族情感可成为排外主义的利器，民族文化可成为对外扩张的工具。帝国主义造成的民族分离及边界设置，殖民统治下的族体身份认定和政治化，族际矛盾的历史遗产和继承，跨境移民造成的民族认同困境，因现实危机对政权合法性产生的怀疑，领导集团对民族心理因素的操纵，都为民族冲突准备了条件。20世纪的人类历史目睹了各种类型的大屠杀，如对原住民的绞杀、对犹太人的灭绝、南京大屠杀、柬埔寨的惨案、波黑战争中的种族清洗。不管行凶者冠之以何种借口，他们犯下的是反人类罪，受害者总是处于弱势的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说，卢旺达大屠杀不是一个国家的惨剧，也非大湖地区或非洲的悲哀，它是人类的耻辱。

可以说，卢旺达大屠杀不仅中断了卢旺达的发展进程，而且使这个国家的各个方面出现倒退现象。虽然大屠杀发生后，卢旺达人民以惊人的勇气面对自己国家的困境，国际社会在事后也对卢旺达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但发展的道路还需要卢旺达人民自己来走。


四、南非与津巴布韦的民族政策比较

之所以将南非和津巴布韦为个案进行比较，主要是因为两国在黑人掌权后出现的情况既有相同点，又有差异。文中的“南非”主要是指新南非，即1994年成立的南非民族团结政府。由于新南非实行相对稳定温和的政策，在转型过程中并未出现政治动荡。人民生活逐步改善，长期处于劣势地位的黑人的社会地位得以提升。津巴布韦的情况有所不同。自津巴布韦1979年独立后，穆加贝较合理地处理了种族主义制度遗留下来的各种矛盾，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津巴布韦一度被称为“非洲奇迹”。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积累下来的矛盾未能及时化解，加上英国政府拒绝兑现曾经做出的许诺，津巴布韦政府难以应对各种经济问题（特别是土地问题）和政治困境。这样，解决土地问题成为当务之急。然而，相对激进的土改政策使一部分白人的利益受到威胁，黑人的根本利益也未得到相应提高。政策的失误致使民族问题逐渐转为政治问题。津巴布韦与西方的关系日益恶化，穆加贝总统受到各方面的压力。

（一）南非的民族与民族问题

根据2006年南非政府的统计，南非共有4740万人，包括四大民族，即非洲黑人（约3770万，占79.5%）、白人（440万，占9.2%）、有色人（420万，占8.9%）和亚裔/印度人（120万，占2.5%）。其中黑人又包括多个民族。

南非的黑人主要包括科伊桑人和班图尼格罗人。南非最早的土著居民为科伊桑人（Koisan），分为科伊人（Koikoi，亦称霍屯督人，其东界为乌姆齐姆布河）和桑人（San）（亦称布须曼人，分布在奥兰治河以北）两个支系，已不构成单独族体。班图尼格罗人从非洲中部移民到南部非洲，经过长期融合、演化，形成以下9个主要族群。祖鲁族（Zulu）系恩古尼人的北支，是南非第一大族，人口约920万（1996年普查数，下同），操恩古尼语系的祖鲁语。现主要分布于夸祖鲁/纳塔尔省、姆普马兰加省及豪登省。科萨族（Xhosa）系恩古尼人的南支，为南非第二大族，人口约720万，操恩古尼语系的科萨语。现主要分布于东、西开普两省。索陀族（Sotho）又分北部的佩迪人（Sepedi）和南部的索陀人，操佩迪语和索陀语，人口680万。佩迪人主要分布于北方省和姆普马兰加省，索陀人与莱索托王国的巴苏陀人同族，现主要分布于自由州省和豪登省。茨瓦纳族（Tswana）是索托人南迁的西支，人口330万，操茨瓦纳语，现主要分布于西北省和北开普省。聪加族（Tsonga）是恩古尼人的北支，操聪加语，与莫桑比克境内的聪加人同族，人口176万，现主要分布于北方省。斯威士人（Swazi）为恩古尼人的北支，与斯威士兰王国的斯瓦茨人同族，操恩古尼语系的瓦提语，人口101万，现主要分布于姆普马兰加省。恩德贝莱族（Ndebele）属祖鲁人支系，人口59万，现主要分布于姆普马兰加省。文达族（Venda），人口88万，操文达语，近似津巴布韦的绍纳语，文化传统与索托人相通，现主要分布于北方省。

白人主要包括阿非里卡人（Afrikaners，占白人人口约57%）和英裔非洲人（Anglo-Africans，约占白人的39%）。现今阿非里卡人中，荷裔占40%、德裔40%、法裔7.5%，英裔7.5%，其他欧裔5%，操阿非里卡语（以古荷兰语为基础），信奉基督教，传统上多事农牧业。现大都居住在北方、姆普马兰加、豪登、西北及自由州五省。英裔非洲人操英语，信奉英国国教（圣公会），经营矿业和工商业为主，现主要分布于西、北和东开普三省和夸祖鲁/纳塔尔省。此外，南非白人还包括希腊人、意大利人、葡萄牙人和犹太人等。

有色人主要分为格里夸人（Griquas）和开普马来人（Cape Malays）。前者为早期布尔人与霍屯督人的混血后裔；后者系霍屯督人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从马达加斯加、爪哇岛等地运来的奴隶（印度人、华人、僧加罗人、印尼人、马尔加什人）的混血后裔。现多分布于开普三省，是西开普省第一大族。此外，还有纳塔尔有色人（欧非混血人、圣赫勒拿人和毛里求斯人）。有色人87%集中于开普半岛，75%居住在城市，80%讲阿非里卡语，其余操英语，90%以上信奉基督教，7%为穆斯林（多为开普马来人）。

亚裔绝大多数为印度人，故南非人一般将两者互用。南非印度人85%聚居于德班和彼得马里茨堡地区，10%居住在比陀约堡地区。印度教徒约占68%，20%为穆斯林，大都操英语，老一代用印地语、泰米尔语、泰鲁固语、古吉拉特语和乌尔都语等。还有少数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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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南非人口的种族比例

资料来源：http://www.southafrica.info/ess_info/sa_glance/demographics/population.htm（2006年的统计数据）。


官方语言
 为了满足各族人民的需要，宪法规定了11种官方语言：阿非里卡语、英语、恩德贝莱语、科萨语、祖鲁语、佩迪语、索陀语、茨瓦纳语、瓦提语、文达语、聪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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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南非人口的语言比例

资料来源http://www.southafrica.info/ess_info/sa_glance/demographics/population.htm（此表格为南非政府网站提供，系2001年的统计数据）。

在新南非的民族团结政府成立时，在黑人中间曾一度出现祖鲁族要求独立的情况；黑人与白人在历史上存在的统治与被统治、占有者与无产者以及富裕与贫困的关系在现实中也表现出来。尽管南非存在多种民族（种族和部落），但从政府的构成以及相应的政策文件看，南非官方对多民族这一事实采取的是低调处理的方式。首先，从政府部门的设置看。政府并未设置主管民族事务的部门，有关民族事务由文化艺术部（Ministry of Artsand Culture）处理。其次，官方一般避免使用“多民族”这一提法，在政策文件中也较少提及这种现象。再次，针对多民族存在的客观事实，政府文件或网站一般用“文化多元性”（cultural diversity）或“多语言”（multilinguistics）来描述或解释多民族或各民族的相关现象。用“彩虹之国”来形容南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二）南非的民族政策

白人种族隔离制在南非存在了300多年，这种制度以排斥和剥夺原住民族及其他“非白人”族群的生存和发展权利来维护欧洲移民后裔对南非土地与资源的控制。这种排他性的制度是以不平等为特征，以“白人是上帝的选民”为价值判断的种族歧视制度，它建立在压制人口的多数这一基础上，因而是不可能持续的。新南非成立后，政府在保证国内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从各个方面努力消除种族隔离制的影响，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南非执政党非国大的民族政策实际上源于曼德拉的民族和解思想。曼德拉在1989年3月从监狱中写给白人总统博塔的信中要求政府和非国大在谈判中须重视两个中心问题：在一个统一国家实行多数统治的要求；白人对这一要求的关注和多数统治不意味黑人对白人施加统治的结构保证。在与博塔会见时，曼德拉表示，黑人反对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斗争可看作是“一场不同肤色的兄弟之间的斗争”。此时的曼德拉已开始考虑政治解决的前景。他希望看到一个统一而非分裂的南非，黑人摆脱白人少数政权的统治而当家作主，白人与黑人并肩参与国家管理。他明确表示，“当我从监狱走出的时候，同时解放被压迫者和压迫者成为我的使命。”对日益临近的以非国大为代表的黑人的胜利，白人政府忧心忡忡。

20多年来新南非的发展从根本上解除了白人的忧虑，使南非的民族和解政策得到落实。在民族问题上，南非过渡政府的主要挑战来自两个方面：因卡塔自由党代表的祖鲁族传统势力要求实行联邦制与阿非里卡人中的白人保守势力要求建立“民族国家”。面对这些复杂的局面，曼德拉领导的非国大通过谈判和合理的权力分配，逐渐化解了因卡塔自由党的强硬要求，并使白人极端派的力量日渐削弱。

在国家政策层面，与民族问题有关的法令、规定或措施体现在以下方面。


对种族隔离制时期的罪行持揭露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
 1995年11月29日，根据曼德拉总统签署的《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1995年34号法令），南非政府建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简称TRC），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斯蒙·图图任主席，由各界著名的中立人士17人组成。委员会被赋予的历史性任务包括：（1）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以理解的精神超越过去的冲突和分裂，通过调查与听政，对1960年3月1日至种族隔离制度废止期间发生的粗暴侵犯人权的罪行进行认定。（2）对于彻底坦白全部相关犯罪事实者给予赦免，但其行为必须是出于政治动机，其坦白符合法令要求。（3）确认并公布受害者的下落，通过给予受害者机会讲述自己受害的情节以恢复其人格和公民尊严，并对给予他们的赔偿措施提出建议。（4）编写一部报告，记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履行上述三项职责时的活动和结论，包括对今后避免发生侵犯人权问题的措施建议。

我们注意到，尽管“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处理的是种族问题，但委员会在审理过程中是以人性、人权和人格为原则的，并未刻意强调种族或民族问题。“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始于1995年12月16日（南非和解日），报告完成于2003年3月21日（南非人权日）。从1996年到2003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共审理212万多个案例。到2003年3月“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提交最终报告时，共有1200人获得大赦，当时大赦的申请与审定仍在继续。


各族语言的使用受宪法保护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重要文化特征。“由于地方民族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文化民族，即以自身的语言文化和传统习俗为其主要标志，因此，国家文化教育政策的制定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演变至关重要。学校使用何种语言教学，学校教材和课程设置以什么为主，学校招生的各民族比例等等，这些因素对国民文化的建构和地方民族文化的取向是十分关键的。”根据1996年的统计数据，占全国人口22.9%的人的母语是祖鲁语，说科萨语的有17.9%，说阿非里卡语的14.4%，说佩迪语的有9.2%，说英语的8.6%。到2001年，说祖鲁语的已达23.8%，科萨语的比例下降为17.6%，阿非里卡语的有13.3%，也下降了1个百分点，说佩迪语的有9.4%，说英语的有8.2%。为了尊重南非公民的权利，满足各族人民的需要，宪法规定了11种官方语言。对不同民族使用不同语言有以下具体措施。

第一，语言的使用受到宪法保障。南非宪法（ACT108,1996年）规定，每人都有权根据自己的选择说某种语言或参加某种文化生活，但任何人都不许在行使这些权利时违背《权利法案》的有关规定。政府专门为保持多种语言成立的泛南非语言委员会可根据自己的创议或收到的书面投诉对任何违反语言权利、语言政策或语言实践的行为进行调查。

第二，教学语言受到宪法保障。宪法规定，每一个人都有权在任何可实施的条件下自己选择用某种语言教学。使用某种特定教学语言必须遵守国家有关保持多元文化的政策。

第三，政府部门使用语言受到宪法保障。宪法规定，国家和省份可使用任何官方语言来进行工作，但必须考虑到使用情况、可行性、成本、地区环境以及整个民族或特有省份人民喜好与需要的平衡。政府至少必须使用两种官方语言。所有的官方语言都应该享有同等地位，受到尊重，并在使用中受到平等待遇。

然而，一些当地语言由于长期缺乏行政上的支持已呈现出消亡的迹象。为了保护这些文化传统与文化遗产，政府采取了一些积极可行的政策以加强这些语言的使用度，同时也力求平等和公正的政策。尽管存在着关于多种语言的规定，但在公共社会生活中开始出现转向一种语言的趋势。在多个政府部门，英语开始成为交流的主要工具。这种趋势也出现在政府发行的对全国具有某种重要性的出版物和文件中。记录南非议会每场辩论并定期出版的《议会议事录》（HANSARD）保持着议员发言使用的即时语言，但在必要处往往附有英文翻译。议会也准备以其他语言发行《议会议事录》，并正在考虑有关语言的各种政策取向。


不同宗教信仰受到宪法保护
 南非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根据2000年的统计数，南非约3/4的人（3250万）信仰基督教，约占总人口的75.49%，其中又分为十余个教派。其他宗教的信仰者约有148.1万，占总人口的3.44%。其中穆斯林约有59.8万人，占1.39%，印度教徒有58.1万，约占1.35%，犹太教徒有7.3万，占0.17%，持非洲传统信仰者约有1.7万人，占0.04%，还有其他信仰者20.7万。无宗教信仰者和不确定者共有907万人，所占比例相当大，约为21.07%。从南非不同民族看，白人、大多数有色人和60%的黑人信奉基督教新教或天主教；亚裔中约60%信奉印度教，20%信奉伊斯兰教；部分黑人信奉原始宗教。概言之，多于3/4的南非人口信仰基督教。其他主要的宗教人口为印度教信徒、穆斯林和犹太教信徒。其他很少一部分人不属于任何主要宗教，他们将自己界定为传统主义者或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

在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宗教矛盾既不可能避免，也不可能永远消除；只有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宗教矛盾，才能构建和谐宗教关系，促进国家民族建构。否则，很容易引起政局动荡、族际关系紧张甚至导致内乱。南非宪法在第一章基本权利第15款保证宗教、信仰和主张的自由，但是规定宗教活动必须遵循自由和自愿的原则，必须符合宪法有关条款的规定。这样，信仰自由受到宪法保护，官方政策不干涉宗教实践。


对白人极端主义者采取宽容政策
 对于一些白人极端主义者的做法，新政府并未一味抵制，而是采取宽容的政策。临时政府成立后，一些坚持白人种族高于黑人种族的阿非里卡人根据临时宪法成立了阿非里卡人“民族国家理事会”（Volkstaat Council），为以后建立所谓的“阿非里卡人家园”作准备。新政府建立后，为保障这些白人的权利，专门制定了《民族国家理事会法》（1994年30号法令），使按照临时宪法成立的“民族国家理事会”成为正式的法定机构，其职责是向政府提供有关“阿非里卡人家园”的合理性和现实性。该理事会在1996年初也未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尽管如此，1996年南非新宪法仍然保留了有关阿非里卡人对“民族国家”问题继续探求的条款。

阿非里卡人保守势力并未放弃建立“民族国家”这一企图。一些白人极端主义者甚至买下北开普省的一块不毛之地，建立一个排斥黑人的阿非里卡人“敖兰尼亚村”（Orania),600多村民（包括妇女儿童）在铁丝网围绕的村庄生产、生活、学习。这些人的目的是保存阿非里卡人的文化和特征，并打算将敖兰尼亚扩大和发展为一个“民族国家”。这种试验虽然缺乏现实可行性，但是它成为一些固守阿非里卡民族主义的人们的精神寄托和文化象征。南非政府采取宽容的态度，容许敖兰尼亚存在，并鼓励它参与地方政府的选举。


旨在全面消除种族隔离制遗产的社会政策
 新南非政府在1994年接收的是一个经过种族隔离制长期统治的现实，种族歧视在各方面均有所表现。为了根治这些社会痼疾，提高受压迫民族的社会地位，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以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政策，取得了积极的成果。首先，给予长期受压迫的黑人各种新的机会。新宪法对公民财产权利有如下规定（第一章第25条）：除非依据普遍适用的法律，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并给予赔偿之外，任何人的财产不可被剥夺，任何法律不可强制剥夺财产。“公共利益”是指国家对土地改革的承诺，以及为平等获取南非所有自然资源而进行的改革。该条款特别规定对1913年6月19日《土著土地法》颁布后被剥夺土地的个人和团体有权恢复对该土地的财产权或达到合理的解决。《土著土地法》所造成的后果是广大黑人土地权的丧失，该条款是对这一种族歧视法令的否定，是将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其次，增加黑人的就业机会。政府规定，单位（主要是公共部门）雇员比例要逐渐反映南非的种族构成。这使非洲人在寻找工作时处于某种优势地位，而白人中缺乏专业技能的人失去种族隔离制度的保护，处在就业竞争的弱势地位。当然，长期遗留的问题不可能立即解决。黑人和白人对失业等问题都有失望和抱怨。黑人认为就业的机会不多，白人的不满主要针对新的就业政策，即政府鼓励雇用黑人和妇女的照顾性计划。

再次，针对黑人城镇各方面远远落后于白人的局面，新政府对黑人城镇地区在住房、电力供应、供水、教育、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方面进行了巨大的投入。同时，新政府取消了对白人农场主的补贴，社会救济也面向全体人民。仅养老保险和贫苦儿童救济金等社会救济款项，10年间南非政府支出增加315倍，受益人口从260万增加到680万。

新政府就业政策的受益者并非只有黑人。依照政府规定，旧政府白人公务员的权益得到保护，不能随便辞退。他们如果提前退休，可有两个选择，领取退休金或一次性补偿。亚裔/印度人因文化程度较高，他们在政府部门的职位也有所增加，在各种高层的任职比率也在增加。南非总统办公室（the Presidency）于2007年公布了一份题为《一个正在形成的民族：关于南非宏观社会发展趋势的讨论文件》的报告。这份109页的报告使用了广泛的资料，对各种调查、统计资料和许多独立机构的研究进行了综合。它关注不带倾向性的事实与数字，用一种清晰和不带偏见的方式来阐述这个国家的现实。这一报告描绘了南非社会动态变化的图景，提示了迅速的社会流动以及生活条件和种族关系的巨大改善。报告并未一味赞扬南非现状，而是强调南非经济的分化依然同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断层线保持着重合。

值得注意的是，南非的国家民族意识正在提高。53%受调查的人认为自己是南非人，18%的人认为自己是非洲人，14%的人按照他们的母语来定义自己的身份，只有4%的人按种族来定义自己的身份。另一项研究显示，57%的南非人相信种族关系已经得到了改善，虽然这集中于南非最穷的省份。西北省和林波波省认为种族关系已改善的人比例最高，豪登省和西开普最低。导致这种差异很可能是因为较穷的省份发展的基础较差，种族间的互动较少；而较富裕省份由于人口的高密度和更高程度的种族互动导致了人们更为消极的看法。

1999年的调查表明，大部分黑人和亚裔/印度人对种族关系改善持肯定态度，33.4%的白人和19.9%的有色人认为种族关系有所恶化。2003年的调查表明，有色人（61%）、黑人（59%）、印度人/亚裔（58%）和白人（42%）对种族关系的改善均持肯定态度。可以看出，新南非政府实行的民族和解政策不仅加强了国家民族的凝聚力，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新南非的实践证明了多民族国家的活力。（关于南非的情况，第十三章将专门论及）

（三）津巴布韦的民族与民族问题

津巴布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人口约为1310万。全国约有15个民族。非洲人占98%，主要有绍纳族（占79%）和恩德贝莱族（占17%）。白人不足10万，有色人2.5万，亚洲人1万，各民族的比例依年份不同而不同。根据1980年代末的统计，绍纳人当时占75%，恩德贝莱人占19%；小民族通加人、文达人和尚加尼人共占人口的4%。

官方语言为英语，属于班图语系的绍纳语（Shona）和恩德贝莱语（Ndebele）是广泛使用的当地语。绍纳人分为6大支系，都有自己的方言，但各自均可听懂。

津巴布韦的宗教也呈多样化。混合宗教（即基督教与本土宗教的融合）信仰者占50%，基督徒为25%，信奉本土宗教的为24%，穆斯林与其他宗教信仰者占1%。

津巴布韦的民族问题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绍纳人与恩德贝莱人之间的矛盾，二是广大黑人与占人口极少部分的白人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是多民族共存，另一方面是长期的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的统治，这些在津出巴布韦的民族历史和当代政治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痕迹。

绍纳人与恩德贝莱人均有过辉煌的历史。对绍纳人建立的津巴布韦晚铁器文明有各种解释，但其影响力不言而喻。绍纳人曾建立过高原南部的津巴布韦国家（12-15世纪）、北方的穆塔帕国家（约1420-1884年）、高原西南部的托尔瓦国家（15世纪末至17世纪末）和继托尔瓦存在到1860年的昌加米腊国。1866年，从南非迁来的恩德贝莱人灭亡了昌加米腊国，征服了其他绍纳人。恩德贝莱人沿用祖鲁王国的军团体制，战斗力大大超过其他以政治团体为单位的非洲人，其统治维持了约50年。19世纪后期白人移民至此，占领了非洲黑人的土地，开始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白人种族主义政权。

英国殖民政府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史密斯白人政权1969年制定的宪法提案规定，占当时罗得西亚非洲人口不到20%的恩德贝莱人在参众两院的议席同绍纳人相同，企图将黑人对白人统治的不满转化为黑人之间的冲突，从而使恩德贝莱人在独立后仍因袭殖民时期的分权原则。白人政权还将非洲人禁锢在部落保留地里以维持原有部落关系，经济上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使非洲人的部落意识保持原有的社会基础，从而阻碍了独立后国家民族意识的形成。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非洲人先成立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简称“人盟”），后来从这一组织又分出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简称“民盟”），这两个组织一直不和。虽然两个政党的政治路线有所不同，但民族矛盾是重要因素之一，因为恩科莫领导的人盟的主要成员为恩德贝莱人，穆加贝领导的民盟的主要支持者为绍纳人。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胜利，两个非洲黑人民族的矛盾也在加深。在1980年的第一次大选中，恩德贝莱人的三个政党中，有两个政党提出了实行联邦制、建立马绍纳兰和马塔贝莱兰两个国家的主张。

恩德贝莱人集中在南马塔贝莱兰和北马塔贝莱兰，绍纳人集中在中部和东部的5个省。绍纳人又分为6大支系。卡兰加人占21%，分布在津巴布韦的中南部；泽祖鲁人占17%，分布在中部；马尼卡人约占13%，分布在东部；科雷科雷人占12%，主要集中在津巴布韦的北部；恩达乌人占3%，分布在东南部；罗兹维人占人口的9%，分布在中部与他族混杂居住。在第一次与第二次大选中，恩德贝莱人与绍纳人基本上都投了本族政治领袖的票。这一点引起了津巴布韦政治家的惊讶。这种地方民族主义的表现在非洲的其他国家也比较普遍。

（四）津巴布韦的民族政策

独立后的津巴布韦的民族政策与其政治发展紧密相连。津巴布韦独立至今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80-1990年），津巴布韦新政府面临着各种困难：种族歧视制度带来的种族不和，长期战乱留下的废墟，面临崩溃的经济等。《兰开斯特大厦协定》对穆加贝政府有各种限制。根据协定，英国同意在“愿买愿卖”原则的基础上为土地改革提供资金支持，那些不愿意留在津巴布韦的白人农场主，其土地将通过津巴布韦政府由英国出资购买。同时，津巴布韦政府承诺在独立后10年内不进行大规模土改，因而土地问题为后来的各种矛盾留下隐患。民族分歧主要表现为绍纳人与恩德贝莱人之间的分歧和非洲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分歧。在1980年选举中，穆加贝领导的民盟获得多数票。白人对新政府十分担心，认为穆加贝的社会主义思想会在实践中通过剥夺白人财产表现出来。恩德贝莱人的政治领袖恩科莫及其领导的人盟则担心被边缘化。然而，穆加贝领导的新政府奉行民族团结与种族和解政策，注意协调各民族之间的关系。1987年，民盟与人盟合并为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简称“民盟爱国阵线”）。独立后十年，政治相对稳定，据非洲发展银行的发展报告，津巴布韦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在1980-1990年间为3.5%。

在第二个时期（1990-2000年），民盟爱国阵线在1990年的选举中赢得胜利，获得120个议席中的116个席位，穆加贝赢得78%的选票。1990年，政府不再受《兰开斯特大厦协定》的约束，进行了修宪，规定土地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分配。同时，津巴布韦政府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以偿还1980年代的借债和进一步引进外资。由于放宽政府的控制，失业人数增加，物价急剧上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更重要的是，由于政治放开，反对党应运而生，对民盟爱国阵线的统治地位提出挑战。1992年，南部非洲发生大旱，有南部非洲“粮仓”之称的津巴布韦不得不进口粮食。1998年，民盟爱国阵线坚持还地于民政策，召开土地改革与重新安置国际捐助会议，启动第二阶段土地改革计划，赢得农民的支持，但引起反对党、工会和右翼势力及西方大国的不满。1999年9月，以工会为依托的争取民主变革运动（Movementfor Democratic Change，简称“民革运”）成立。该党利用选民求变心理和土改等问题，逐渐扩大影响，成为第一支对民盟爱国阵线构成威胁的政治力量。津巴布韦在南部非洲共同体的支持下出兵刚果（金），这在国内引起反对，在国外也引起了西方大国的不满。这十年的经济发展遇到困难，据非洲发展银行的1999年发展报告，1991-1998年的经济发展为负增长，年均增长率为-2.6%。

第三个时期（2000-2007年），1998年，对津土改进行过金融支持的国际捐助国召开了一个有关津巴布韦政府征用土地的会议。这些国家制定了一整套原则以指导津巴布韦第二阶段的土地改革。这些原则包括尊重法律、透明、减贫、连贯性以及确保能征到土地并分配补偿金。然而，津巴布韦政府与国际捐助国的关系并不稳定，津巴布韦指责后者试图维持殖民时期的财富分配状态。2000年，政府就无偿征用白人农场土地的修宪条款举行全民公决，结果未过半数。在随后的议会选举中，民盟爱国阵线以高出3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险胜民革运。政府开始实行“快速土改计划”（Fast Track Land Reform,FTLRP），强行征收白人土地，引发冲突。大批白人出走或撤资，使作为津巴布韦经济支柱和主要外汇来源的烟草业以及玉米生产遭到重创。经济出现两位数的负增长。在2002年的选举中，民盟爱国阵线再次推举穆加贝为候选人，遭到国内反对派和西方的指责。穆加贝获胜后，西方国家纷纷指责大选不公。2005年，穆加贝从治安和卫生角度对哈拉雷的棚户区进行整顿（一些人认为是为了清除反对派）。由于措施不到位，一些贫困户无处居住，在国际上再次引起批评。由于土改、出兵刚果（金）和对国内政治反对派采取压制手段等多方面的原因，西方大国对穆加贝极为不满。它们对津巴布韦实施制裁措施，国际组织又停止经援，津巴布韦陷入政治、经济和外交的严重危机。

第一次选举胜利后，穆加贝曾发表电视讲话，声明将在新的津巴布韦实现平静、团结与和解，呼吁津巴布韦的白人与黑人一起重建国家，并让原来领导过镇压游击队的种族战争的白人将军沃尔斯中将继续留任。他明确表示：“我们不想把任何人赶出这个国家去。”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概括起来，独立后，特别是在第一个阶段，津巴布韦采取了以下政策来缓和民族矛盾，加强津巴布韦国家民族的凝聚力。


保障各民族的基本权利，尊重各族传统领袖和保护各民族语言
 1979年宪法用《权利宣言》的形式规定，不分种族、部落和性别，每个人都享有基本的权利和自由。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代表了在白人统治下所有弱势群体的共同期望。尽管存在资金问题，它还是向农村地区的选民提出土地改革的前景。穆加贝在独立后不久即召集主要民族的酋长开会，呼吁他们当好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一起建设津巴布韦。他还分别从绍纳族和恩德贝莱族中各任命5名酋长担任政府参议员。宪法规定，按《酋长与首领法》，部落酋长和首领保留一定的行政权力，在省级酋长议会以咨询者资格行事。酋长制度是非洲的传统政治制度。这种保留酋长制是在尊重历史传统以保持稳定的基础上促进国家统一。

近年来，政府在极困难的条件下仍在实行一些照顾少数民族的政策。津巴布韦教育体育文化部和津巴布韦土著语言促进会正致力于制定少数民族土著语言课程大纲，以便将这些语言纳入学校的考试计划。津巴布韦土著语言促进会成立于2000年，一直致力于游说政府将6种地方少数民族语言纳入本国的教育体系中。土著语言促进会秘书长伊弗里姆·马可瓦提表示，此课程纲要涵盖6种土著语言，即文达语、卡兰加语、通加语、索托语、纳姆比亚语和尚加尼语。通过不同地区的酋长、地方社区、议员以及教育体育文化部官员的合作，政府已通过决议，同意在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地方小学里教授这些语言。这无疑是一种建设性政策，既可保护少数民族的利益，也可维护多元文化。2009年，政府通过《本土语言法案》（Indigenous Language Bill），以保障土著语言的存在和津巴布韦的文化多元性。


对恩德贝莱族采取合作态度
 穆加贝自己出生于一个绍纳族家庭，并一直担任曾以绍纳人为主体的津巴布韦民族联盟主席。在组建内阁时，他安排了5名人盟成员担任部长职务。在享受福利待遇方面，民盟和人盟的残废游击队员均可享受抚恤金；新政府甚至废除了殖民统治时期的普遍做法——用“族体”来辨别人们的身份，希望以此来消除地方民族意识；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坚决打击少数极端的民族分裂者。在1985年的选举中，民盟在绍纳人占统治地位的5个省的得票率都在90%以上，而在恩德贝莱族居住的南北马塔贝莱兰，民盟只获得12.9%和14%的选票。同时，在马塔贝莱兰地区还发生了激烈的民族冲突。冲突之后，津巴布韦决定成立民族联合政府。这一明智之举将恩德贝莱人纳入到建构民族国家的社会契约中。实际上，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在有关民族发展等核心问题上的政策与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是一致的。1987年12月，两党达成“合并协议”（Unity Accord），组成“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其政治局的12名成员中，有4名为前“人盟”党员，其中3名为恩德贝莱人。人盟的原领导人恩科莫曾表示：“我们以两党合并作为民族统一和国家统一的基础。”两党合并后，民族建构的过程明显加快。


对白人实行了“宽恕和不咎既往”的政策
 新政府对白人实族的“宽恕和不咎既往”和“赎买”政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宪法在保障白人的权利上有特殊规定（这些规定在兰开斯特开会协商期间确定）。议会分众议院和参议院，众院共100个议席，其中80%经普选产生，20%由白人单独选举。参院共40个席位，其中10个由白人选举产生。其次，吸收原罗得西亚政府总理史密斯参加议会工作，穆加贝与史密斯保持工作联系。此外，政府还保留原白人政府军队司令沃斯特的职务。再次，白人农场主一直享受着大笔低息贷款的优待，这种补助多达6905万罗得西亚元，“而且还允许他们当中的钱以后拖欠不还”。根据农业资金公司1979年的报告，倒账和令人怀疑的债务达到其收入的24.6%。如果按照正常的经营规则，相当多的白人农场主会因为经营不善而陷入破产的境地。最后，穆加贝的新政府还包括两名白人领袖：作为工商部长的罗得西亚阵线党的戴维·史密斯和农业部长的丹尼斯·诺曼（经济作物农场主联合会主席）。内阁的这种人员安排保证了白人的利益，使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的白人集团松了一口气。1987年9月，津巴布韦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了白人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享有保留席位的规定。政府在1988年又增补了白人部长，致使政府内共有3名白人正副部长。这种制度安排的意图十分明显：津巴布韦既需要白人的管理技能、科学技术和私人资本，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局面，还需要以此来吸引西方政府的援助。


在土地问题上对白人采取权宜之计
 土地问题是独立时的津巴布韦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1920年代初，平均每个白人占有的土地是黑人的30倍，1940年代是37倍，1970年代是19倍。根据统计，在罗得西亚单方面宣布独立时，黑人与白人的比例是20:1，到1980年，两者的比例是25:1.在人口比例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将总数为9640万英亩的土地划给白人和黑人各4500万英亩。这种不合理的安排并非出于经济考量，但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安排。当时的白人农场主约6000名，他们占有的土地则是黑人的数十倍。更有甚者，这些农场主有的根本不在津巴布韦，只是挂名的土地所有者。这些土地包括大批外国拥有的庄园，属于英美公司、伦敦罗得西亚公司和利比格斯公司之类的英国和南非的公司。兰开斯特谈判历时3个月，在土地问题上几乎失败了。英国最后同意在“愿买愿卖”原则的基础上为土地改革提供资金支持。这种政策安排为后来的矛盾与动乱埋下了种子。

尽管白人控制了经济命脉，种族矛盾尖锐，由于新政府采取相对宽容的民族协调政策，不仅避免了国家经济的崩溃，也未出现莫桑比克独立时大量白人外逃的局面。然而，正确的分配土地对新政府来说是重要的。这一工作只能留待以后来做。由于“愿买愿卖”这一条规定的约束，政府无力面对白人农场主的抵抗。在1980-1990年间，只有71000户家庭分到了土地，而计划目标是162000户。

不容置疑，津巴布韦独立后的民族政策带来种族和谐、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教皇也对津巴布韦的政策大加赞赏。他指出，津巴布韦制订种族协调政策，既让白人参与政治，制止了种族冲突的发生，又给予白人充分的宗教自由，这些都堪称非洲楷模。


土地问题：从民族问题变为政治问题
 进入1990年代后，政治开放带来不稳定状态，经济进入困难时期，民盟爱国阵线执政以来一直未能解决土地问题。1990年代初，大批参加过独立战争的黑人老战士已届退休年龄，纷纷向政府提出“分地”要求，解决大部分黑人的土地问题成为政府迫在眉睫的重大任务。1992年，津巴布韦议会通过《土地征购法》，废除了“愿买愿卖”这一条款，以加速土改进程。该法授权政府可以强制征购土地，以用于再分配；同时对被征购的土地给予公平的补偿。土地所有者如果不同意征购当局提出的价格，他们有权向法院提出上诉。政府计划通过“自愿”的原则赎买白人的土地，安置16.2万户黑人家庭。然而，白人农场主援引法律条文拒绝出让土地，在1992-1997年间，土地所有者的反抗加强。英国政府也不兑现提供资助的承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也出面干预，土改进程远未达到既定目标，黑人群众特别是退伍老兵中的不满逐渐滋长。1980-1995年间，津巴布韦政府仅购得白人农场土地330万公顷，安置了7.3万户黑人农民。

民众特别是城市居民开始对民盟爱国阵线的长期统治产生厌倦情绪。1996年选举投票率只有31.7%，这说明了民众对穆加贝政府的支持已趋冷淡。国外的批评也在增多。针对国外的不满，穆加贝在会见记者时表示：“如果我发现我的人民将我看作是压迫者或暴君，我会恨死我自己。我们的制度尽可能地允许个人享受自由。我们不仅仅是容忍白人，我们接受他们。“1997年5月，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上台后断然否认保守党以前在《兰开斯特大厦协定》中所作的承诺。穆加贝对英国政府背信弃义的行为十分气愤，他表示：“我们将拿走这些土地，同时我们不会为此付款。我们的这些土地从未出卖过，我们何以能将它们买回来？如果英国政府想要赔偿的话，请她给我们钱，这样我们可以将这些钱转给她的孩子。”

1998年，民盟爱国阵线坚持还地于民政策，召开土地改革与重新安置国际捐助会议，启动第二阶段土地改革计划，赢得农村黑人的支持，但引起反对党、工会和右翼势力及西方大国的不满。民主变革运动（简称“民革运”）于1999年成立后，很快就开始挑战民盟爱国阵线的统治地位，在2000年议会选举中，民盟爱国阵线仅以3个百分点的优势险胜民革运。“一个动员起来了的农民阶级和一个拥有解放斗争历史的民族主义政党将不会接受这样一种局面：4500名白人农场主控制了42%的农业用地，而120万户黑人家庭靠41%的土地维生。”这是津巴布韦进入21世纪时面临的现实。

2000年，津巴布韦政府就无偿征用白人农场土地的修宪条款举行全民公决，结果未过半数。民盟爱国阵线在随后的议会选举险胜后，穆加贝将土地修宪案交给议会表决并获得通过。与此同时，上万名老战士强行占领了1200个白人农场，因此发生多起冲突事件，相当多的白人离开了津巴布韦。津巴布韦国内事务部长要求老战士从占领的农场撤走，最高法院也通过裁决：命令占地者在一天时间内离开所占农场，并指示警察帮助将占地者撤离。穆加贝却对黑人老兵的做法表示支持：“我们要让白人知道，土地属于津巴布韦人。”这种态度引起英国政府极大的不满。英国政府甚至准备了飞机，以在必要情况下将白人农场主撤离津巴布韦。津巴布韦政府在所谓“快速土改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征用了约980多万公顷土地，安置了26万农户，因而对安抚无地黑人农民、稳定局势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然而，这种强行征收白人土地而不付赔偿的方式以及过激求快的手段使白人农场主受到伤害，大批白人离开了津巴布韦。这些白人的撤资或出走不仅损害了津巴布韦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同时使作为津巴布韦经济支柱和主要外汇来源的烟草业和玉米生产受到严重损失。与此同时，由于白人的农场分到农民手上，这种化整为零的转变使农业生产力受到很大影响。更为复杂的是，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和农业生产的下降引起了大量农业工人的失业，西方国家大肆抨击津巴布韦的土改政策，一些国际组织也对津巴布韦停止了经济援助。

2002年津巴布韦大选前，欧盟派观察员监督津巴布韦大选的建议遭到穆加贝总统的拒绝。2002年2月，欧盟和美国宣布对津巴布韦实施制裁：对穆加贝总统及他的19位亲信实行制裁，一年内不许他们到欧洲旅行；冻结了他们的财产；停止出售或供应武器及相关商品给津巴布韦。2002年9月，被制裁的津巴布韦官员增加到79名。2003年和2004年，美国政府分别对违犯制裁规定的美国公司实施处罚，并列出实施制裁的津巴布韦公司名单。

2005年9月12日，由民盟爱国阵线控制的议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规定土地国有化并剥夺土地所有者的上诉权利。这一行动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并损害了一部分津巴布韦人的生活条件。穆加贝表示，这一重大决定是为了履行执政党民盟爱国阵线上台时的诺言，这是一项关键性的改革，目的是为了矫正前英国殖民主义者留下的种族主义结构；不能允许白人农场主在津占据所有肥沃土地。2006年11月，政府给予黑人农民99年的土地租赁期，并指出白人农场主不要指望得到政府的补偿。尽管有500名白人农场主仍然决定留在津巴布韦，数千名白人移往邻国甚至尼日利亚。2006年11月，津政府宣布了一项针对被剥夺土地的白人农场主的赔偿方案。白人农场主的商业组织号召其成员不要理睬这一方案。

土地问题已经超出了民族问题的范畴，它直接关系到津巴布韦的稳定和发展。土改对津巴布韦的发展至关重要；对抗不能解决问题，强制或能暂时解决问题，却后患无穷；合理、合法、有效和有序的土改才能真正促进津巴布韦全民的利益。津巴布韦政府已经遇到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民联爱国阵线与民革阵经过长时间的谈判，获得了对政权分享的一致看法，最后以组建联合政府渡过危机。

（五）南非与津巴布韦民族政策的得失比较

从南非和津巴布韦两国的民族问题的产生以及新政府民族政策的制定过程、实施情况和实际效果看，两者有以下相同点和不同点。首先，让我们来看南非与津巴布韦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的相同点。


历史经历相似
 南非和津巴布韦都经历了种族歧视时期，白人政权实施的各种歧视或隔离政策造成了深刻的民族隔阂和尖锐的民族矛盾，这种隔阂和矛盾遗留下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在新政府建立后曾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阻碍着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行。两国都通过长期的民族独立运动或武装斗争取得胜利，最后迫使白人种族政权不得不同意通过民主选举来决定新政权。南非的非国大和津巴布韦的非洲民族联盟都是在第一次民族选举中赢得胜利，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黑人为主体的民族团结政府。


机构的设置和对与民族问题有关事件的处理上态度相同
 两国政府都未在政府机构设置上过分强调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在南非是由文化艺术部主管，在津巴布韦则由教育体育文化部处理（当然还有其他部门协助）。官方一般避免使用“多民族”这一提法，而是用“多元文化”或“多种语言”来解释这种现象。津巴布韦在独立后废除了殖民统治时期的普遍做法——用“族体”来辨别人们的身份，希望以此来消除地方民族意识，努力营造民族和解的气氛，这种政策对国家民族的建构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对民族问题的处理上，两国都尽量采取低调方式。


对黑人种族主义进行抵制
 民族主义在民族独立运动中是一面旗帜，在独立后往往成为一项选举原则。新南非诞生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民选举，废除了白人至上的种族隔离制；津巴布韦首次选举是对白人种族统治的一次全民公决。在独立初期，主导民族试图扮演单一（政治）实体的倾向十分强烈。然而，曼德拉和穆加贝极力避免这种情况，且非常成功。当时，白人对日益临近的以非国大为代表的南非黑人的胜利忧心忡忡。曼德拉明确表示：“我们新的民族将包括黑人和白人，祖鲁人和阿非里卡人，以及说其他任何一种语言的人们……要达这一目的，我们必须消灭一切形式的派别活动和地方主义。”穆加贝从开始即实行和解政策。白人被允许保留公民身份；那些参与零星暴力行动的反政府的持不同政见者得到赦免，并且可以重新参与公民生活；前总理史密斯甚至赢得了议会席位并担任了一届任期。虽然成千上万的白人带着恐惧离开了这个国家，但他们后来又回到津巴布韦。


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开始下降
 经过10-20多年的国家民族建构过程，民族问题在两国都逐渐失去了独立时的重要性，开始被政治问题取代。换言之，随着对国家民族认同感的加深，民族问题——即因为种族、地方民族或部落等不同属性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的问题——的重要性开始减弱，人们开始对政治问题或政策层面的内容更感兴趣。通过一个政党来代表某个民族的要求已经不可能。

南非与津巴布韦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的不同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外部势力干预的程度——政策制定过程不同
 津巴布韦的大部分白人都持有英国护照，津巴布韦又曾是英国殖民地（后来是英联邦国家），因此英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新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各方的谈判也在英国进行。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兰开斯特大厦宪法”也是在英国政府的主导和积极参与下完成。《兰开斯特大厦宪法》对土地问题有照顾白人农场主利益的特殊规定，津巴布韦政府制定政策时往往要考虑到这一因素。目前，西方国家对穆加贝必欲除之而后快，给津巴布韦摆脱困境带来了更大的难度。在南非，有关民族政策的制定主要是在执政党非国大的主导下进行。由于曼德拉的崇高威望，加之新政府保证土地政策将遵循1993年的各政党会谈通过的基本原则和市场规则，非国大在国内外的反对者较少，政策制定过程较少外国势力的干预。


内部势力的分化与整合——政策制定的国内政治环境不同
 在津巴布韦，穆加贝领导的以绍纳人为主的非洲民族联盟与恩科莫领导的以恩德贝莱人为主的非洲人民联盟曾在民族独立运动中各自为政；在选举中又以所代表的民族为主要力量。白人农场主由于有英国作后盾，对穆加贝政府并非采取配合的态度。大部分白人对自己通过种族歧视制度所取得的财产毫无愧疚之心，反而在《兰开斯特大厦宪法》的支持下有恃无恐，有的静观其变或伺机反扑（如沃斯特策划政变），有的直接加入到反对派行列（如史密斯的保守派联盟）。不同民族对权力的不同诉求，加之英国的干预，民盟爱国阵线制定政策的政治基础不稳。从1990年代以来制定的有利于黑人农民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过激倾向引起白人农场主的反抗。民革阵的崛起对民盟爱国阵线的执政地位形成有力挑战。而在南非，曼德拉可谓众望所归，他领导的非国大在选举中赢得巨大胜利。除绝大多数黑人外，一些白人积极参与到反对种族隔离制的斗争之中，他们对曼德拉表示支持，或成为非国大党员。虽然布特莱齐曾在独立前期表示过祖鲁族独立的倾向，但这只是权力谈判过程中的一种姿态。这种坚实的政治基础使执政党得以独立制定各种政策，并通过姆贝基的权力继承使政策保持了一种连贯性。


清算种族主义——对白人种族主义政权遗产的处理方式不同
 在津巴布韦，穆加贝领导的民盟曾在1978年宣布史密斯为战犯，并要在独立后对他宣判定罪。新政府成立后，一方面受到英国政府的压力，另一方面为了稳定，对白人政权的首要人物不但没有进行惩处，反而将他们作为合法的反对党领导人对待。令人遗憾的是，不仅在政策上处理从宽，在意识形态领域对种族主义也未彻底清算。南非则不同。1995年11月29日成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对1960年至种族隔离制度废止期间发生的粗暴侵犯人权的罪行进行调查与认定，提出处理意见。从1996年到2003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共审理212万多个案例。8年的工作可以说是南非的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运动，对种族隔离制的罪恶和造成的灾难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图图主教在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后感慨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成功，“确保我们避免了众多生命遭受涂炭的种族冲突的灾难”。这一独特的清算方式可谓重证据、重教育、轻处理，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扬，也为南非构建一个和谐社会奠定了价值基础。


族际分野与政治分化的敏感性——两国面临的政局不同
 在新政府成立之初，非国大代表的主要是南非黑人的利益，民盟的支持者主要是绍纳人。然而，这种民族属性逐渐被政治代表性所取代。从投票看，政党已经不能直接反映某一民族的要求。从选举结果看，人们对政党的选择是根据其政策取向，而非其民族属性。南非非国大成员中已经包括了大量的白人，非国大在三次大选时的得票率稳步上升，2004年大选则超过修改宪法所需的多数，达到近70%。津巴布韦则有所不同。一方面，我们看到族际分野的重要性在减退，另一方面，这种分化在政治利益的感召下重新组合。从2000年的土地修正案公决和后来的议会选举看，选民开始根据自己的政治意愿投票，各民族的选票大大分化。首先，津政府在2000年的全民公决中失败，投票结果表明：大多数城市居民投票反对政府，而农村地区的民众则支持政府。在2001年的议会选举和2002年的总统选举中，恩德贝莱人的选票开始分化。马塔贝莱兰地区的城市支持民革阵，但穆加贝在该地区农村选区取得重大突破。津巴布韦媒体的一篇文章指出：“这些趋势表明，族际分野在津巴布韦政治中的重要性日益降低。现在主要的政治分界线是城市和农村，两大主要政党反映的正是这种分野。”这种分析有一定道理。


反对派力量的消长——政策导致的政治后果不同
 大凡多民族国家发生族群纠纷和对抗，根本上是对生存资源占有权的争夺，其他诉求都是派生的。土地以及附着于土地的资源是争夺的基本内容。津巴布韦和南非都经历了白人种族主义的长期统治，这一统治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在对黑人财产的剥夺之上的。这样一种制度被推翻后，土地的占有者白人与土地的需要者黑人之间产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南非政府较平稳地逐渐解决了这一问题。截至2001年，政府为贫困黑人新建120万套住房，向失地和无地民众重新分配100万公顷土地。这样，非国大获得了广大南非人民的认可，原来代表白人利益的国民党分化后成立的新国民党，2004年大选后竟然提出与非国大合并。津巴布韦的情况则迥然相异。政府在处理白人土地等方面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土地问题逐渐演变为政治问题。政府的快速土改计划虽然解决了一部分黑人农民的问题，但作为后果之一，大量白人的出走或撤资却导致了相当一部分黑人农业工人的失业。修改宪法、出兵刚果（金）、土改的快车道政策，加上对反对派的过激措施等引起了国内的不满，也引起了西方的制裁。政策的直接政治后果之一是反对派力量的聚集。

1999年9月，莫根·茨万吉拉伊领导的民主变革运动宣告成立，成员主要来自津巴布韦最大的工会组织津巴布韦工会大会（Zimbabwe Congressof Trade Unions），莫根·茨万吉拉伊则是原该工会的领袖。2000年，穆加贝的土改公决未获通过，城市居民以及民革运等反对力量的整合是一个重要因素。在2001年的议会选举中，民革运作为反对党赢得57个席位，而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只赢得62个席位。目前民革运约有120万党员，成员除工会会员和城镇居民外，还得到一些白人的支持。在2002年3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其候选人获得42%的选票。目前，津巴布韦的经济状况也有所恶化，2007年1月，津通货膨胀率已达1593.6%。最后，穆加贝政府与民革阵通过谈判，组成联合政府，通过双方都可接受的方式来解决津巴布韦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

南非和津巴布韦在历史经历和民族问题上有所相似，两国的民族政策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点。通过对两国情况的分析和比较，可以得出三点基本结论。

第一，民族问题处理是否得当对一国的政治稳定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民族问题上的失策可以引起经济上的损失甚至倒退；民族政策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关联和互动作用。

第二，在两国的政治舞台上，民族主义的鼓动性在下降。这既体现在国家民族的诉求上，也体现在次民族的诉求上。由于国家民族的建构已经在广大民众中产生作用：一方面，人民要求实实在在的好处即与他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好处；另一方面，两国人民都愿意在既定的政治框架中解决问题。换言之，是政策而不是族际分野或民族情感在驱动南非或津巴布韦的政党竞争，民族问题仅仅是影响政治行为的诸因素之一。

第三，学者在解释非洲发展问题时往往过于强调多民族的消极作用。在学术界和政策圈子内有这样一种倾向：将民族问题作为一种病态现象看待。发展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和罗斯·列文（Ross Levine）甚至将民族分裂作为“非洲发展悲剧”的一个主要原因。然而，非洲国家的民族问题并非千篇一律，各国民族分化和离散的情况并不相同，对多民族社会政治的这种传统解读未必有效。我们可将多民族国家区分为不同的类型。从一些个案分析来看，如果一国之内最大的民族占据了人口的绝大多数，该国的小民族容易离散，即社会容许来自较小民族的成员在主体民族建立的政党中发挥积极作用，尼雷尔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与那些人口由两个或三个民族构成的国家相比，这种社会的民族问题成为消极因素的可能性较少。代表南非多数的非国大以其符合南非发展的政治和解与经济稳定政策，必然成为绝大多数人的政治选择，并吸引一部分白人选民的支持。南非将多民族的现实变成一种值得骄傲的文化遗产，它也获得了“彩虹之邦”的称呼。同样具有多民族的津巴布韦虽然在独立后十多年获得了“非洲奇迹”的赞誉，但由于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其民族问题正在转变为政治问题。这种差异为探讨多民族共生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课题。


第六章　互动中的非洲一体化与非洲现代化

在一定程度上，世界历史的演进就是不同文明互动加深、彼此借鉴，走向一体化的过程。现代化进程加速了这种广义一体化趋势。就狭义而言，一体化是指：现代国际关系的最重要行为主体，即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与合作逐渐密切与加深，国家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有了全面的互动，以至于出现主权让渡与共享的状况及进程。这种超国家的区域一体化既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发展的客观结果，也是各个主权实体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一种反映。狭义一体化的核心是国家主权的让渡与共享。唯有国家主权的让渡与共享，才能有各个社会、各个国家和各种经济体超越现存的各种界限而互相接近。显然，两种意义上的一体化都与现代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互为促进，这在非洲大陆尤为突出，正是非洲一体化的思想启动了非洲现代化的进程。


一、非洲一体化思想准备与现代化启蒙

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非洲一体化，即非洲整个大陆的一体化，或者说是超区域一体化，非洲大陆内的五大地理区域即东非、西非、中非、北非和南部非洲的区域一体化，还有五大区域内的次区域一体化。

（一）泛非主义思想与非洲现代化的主体意识

启动非洲现代化进程的思想是泛非主义。起源于19末的泛非主义运动是一场黑色人种的思想启蒙运动，是黑色人种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一种思想表达，构成非洲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泛非主义为非洲认同、非洲人治理非洲提供了合法依据，也向世界展示了作为一个整体的非洲存在的意义，表达了非洲的一体化思想。泛非主义思想为非洲人作为世界现代化的主动参与者进行了精神的准备，其本质内涵是非洲民族主义。人们普遍认为泛非主义既是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又是一种政治运动，基本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主张非洲各国人民联合起来，摆脱殖民帝国主义的统治，达到‘非洲由非洲人统治’的目的；第二，结束殖民主义统治之后，非洲国家需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进行改造，最终建立一个泛非联邦或非洲合众国；第三，在承认非洲人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了特殊贡献的同时，恢复和发展非洲的语言和文化。”

泛非主义不仅为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提供了思想资源，而且培养了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为非洲大陆争取独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先行者西方发达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凭借资本积累和雄厚的经济基础成为现代化进程的领导者。而后发达国家，广大的亚非拉国家，现代化启动时的被动性和反抗性是显而易见的。西欧资本主义通过奴隶贸易将非洲纳入全球资本的一体化，非洲大陆和人民遭受了最深重的屈辱，因而对自己主导现代化进程和发展道路的渴望与需求也更为迫切，改变被动地位的迫切性令非洲民族主义集种族局限性与泛非主义于一身，分别体现为“种族性和大陆性特征”。尤其泛非主义兴起早期借助种族性表达反抗性的特征更为突出，故有学者指出“从泛非主义诞生至20世纪的前45年，泛非主义运动基本上属于‘泛黑人运动’（pan-negro movement)或泛黑人主义运动（pan-negroist movement）范畴。泛黑人主义者宣扬全世界的黑人同源同种，其要旨是联合全世界的黑人，反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捍卫黑人的种族特性和尊严，争取黑人的一切平等权。”

奴隶贸易、西方人对非洲探险与瓜分将非洲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布尔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1930年代埃塞俄比亚抗击意大利法西斯的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加剧了泛非主义思想的传播和运动的扩展与深入，并使非洲一体化进程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系起来。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加深，推动了联合国的非殖民化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非洲的一体化发展。

泛非主义的基础源于非洲被动卷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遭遇，其凝聚人心的动力在于其对非洲未来前景的描绘，即非洲现代化的实现。泛非主义构成非洲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指导思想，从而成为“非洲一体化的心理情感、意识形态和实践运动的具体表现”。同时为非洲一体化进行了思想动员，启动了非洲现代化进程。每到非洲发展呈现危机时，一体化思想就成为化解危机，重新调整发展方向的动力。

作为一体化思想基础的泛非主义，是非洲民族主义先驱留给非洲大陆的宝贵精神遗产，这些精神遗产指导了非洲现代化实践，促进非洲大陆和世界各地黑人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发展。无论是散居世界各地的非洲人，还是被殖民者分割为英语非洲、法语非洲和葡语非洲的非洲大陆，都拥抱了泛非主义。泛非主义是非洲人寻求成为非洲大陆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宰者的一种表现，旨在动员非洲人民及散居于世界各地的黑人联合起来，争取黑人的自由与平等，进而争取非洲大陆的独立与统一。泛非主义思想的传播为非洲的民族解放和独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影响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进程。第一次泛非大会决议在管理非洲土著居民和非洲裔的各族人民的国家原则中提出“按照非洲人的意愿来治理非洲……”。1920年的英属西非国民大会有关教育的决议富有远见地意识到了非洲发展道路的民族属性问题，提出了培养非洲民族意识的教育规划。

泛非主义表现了非洲人民的理想。“泛非主义是所有在非洲本土以及移居在世界各地黑人的愿望，他们通过黑非洲文明的属性在文化上得到体现，竭尽全力投入到黑人几个世纪抵抗奴隶制和殖民化的运动中去，这种愿望在非洲合众国的形式下形成了大陆的政治统一”。在西非国家塞内加尔总统看来，泛非主义包括了三项内容：启发了非洲人民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构筑了非洲不同地区和整个大陆的经济基础；规划了非洲大陆政治与经济一体化的蓝图。

泛非主义是非洲人为改变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从属者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全新思想与哲学，这种思想与哲学的历史使命是培养非洲人的自尊，使非洲人成为自己土地上的主人，完成非洲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这种思想表面上是模仿西方的民族主义，是黑人的种族主义，但实质上是非洲人的创新，是非洲的民族主义，因为它试图塑造非洲认同感，把对整个非洲的忠诚放在第一位，并促成非洲大陆的独立与统一。

泛非主义的先驱们意识到非洲历史上缺乏统一的政治实体，非洲大陆因几百年的奴隶贸易而被摧残的精神，被不同殖民者所分割而治的现状，从反白人种族主义这一形式出发，把非洲大陆及散居于世界各地的非洲后裔联系起来，从而使泛非主义成为非洲现代化进程的精神资源，成为非洲独立运动的思想武器。

泛非主义思想是非洲大陆现代化进程中的启蒙思想，为20世纪下半叶非洲独立与解放的群众动员提供了思想的武器。泛非主义运动及其五次大会的召开，成为联结非洲大陆精英分子的平台，其中的优秀分子成为非洲独立运动的领导者。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的非洲知识分子成为这个思想的传播者与运用者，是泛非主义运动初期的主力。

非洲对西方的模仿是显而易见的，尤其体现在言辞与价值观上。1920年加维所领导的世界黑人促进会通过的《世界黑人权利宣言》是仿照美国独立宣言的非洲独立宣言。宣言提出“要让所有的人都明瞭，一切人类都是生来平等，并享有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种模仿不仅是形式的，更是内容的，内容是对现代化理念“民主与民族原则”的认同，尽管对民族的理解更多地与种族性相关。宣言明确宣布“全世界凡属于我们血统的男女老少都是自由公民，并要求将他们视为非洲这个全体黑人祖国的自由公民”，“按照欧洲人的欧洲和亚洲人的亚洲的原则，我们也要求非洲应成为所有非洲人的非洲”。但“从表面形式的模仿到实际内容的借鉴，这是任何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学习先进文明的必由之路，而时机的把握和觉悟的迟早却要由一个民族的先进分子决定。”

（二）非洲一体化与非洲区域合作组织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非洲一体化思想的体现也各不相同。非洲一体化思想表现了非洲人民和非洲大陆之梦，即实现非洲团结并建立非洲合众国。这个梦想实现之日，就是非洲现代化实现之日，也是非洲彻底清除殖民主义恶果之日。这个梦想首先来自散居于美洲的黑人觉醒，其历史根源是非洲大陆共同的历史遭遇，是对奴隶制和白人种族剥削的一种反应，是一种救亡图存的意识形态。

加纳共和国领导人恩克鲁玛关于非洲合众国的设想，是非洲人民对政治自主与经济依附现象的一种理想化的解决模式。这一设想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却为非洲国家解决政治与经济二者之间的矛盾指明了一种方向，即非洲独立国家需要相互合作与团结。恩克鲁玛指出了非洲大陆彻底摆脱殖民统治“分而治之”的途径就是非洲国家之间的联合，直至实现统一。

理想的非洲合众国模式在残酷的事实面前的挫折，促使非洲国家选择了另一种形式的合作，即区域层面和次区域层面的合作，非洲五大地理区域都建立了各种层次的区域与次区域组织，如北非的马格里布联盟、东非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大湖国家经济共同体等。这是非洲国家学习运用国家主权促进本国经济发展、走向现代化的一种尝试，是一种更为务实的方式。非洲国家试图借助这种方式协调本国民族主义冲动与区域合作的关系。

全球化虽然不是区域性共同体兴起的唯一动力，但无疑促进了区域共同体的发展。伴随20世纪后半叶全球化的深化，不同国家组成的区域共同体开始兴起。选择区域一体化的目的是促进本国的发展，改变经济上的弱小和被边缘化。非洲大陆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的。阿桑特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区域一体化实际上应该被称作“发展的区域主义，或者说，集体改善的工具”，因为这种区域一体化“不仅是为了扩大贸易，而且也要提倡新产业，有助于国民经济多元化，提高区域同发达国家的谈判能力”。这种发展的区域主义从目标上看是经济的，但是政治在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非洲的经济学实际上就是高级政治”。用瑟德鲍姆的话，发展的区域主义实际就是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政治反应，团结起来的凝聚力量是后发赶超者能够成功追赶强者的有效手段。非洲的区域主义主张更强调政治的作用，故一体化是主观与客观的结合或互动，其发展动力源于“参与各方所认识到的共同需要”，是一种主观的合作性安排，其成功的重要条件是人民有能力把一体化变成一种观念或信仰，并把这种观念贯彻到实践中。尽管有人把这种区域一体化称作是“国家主导的精英工程”。但是在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大陆的非洲，如果不以区域主义为指导国家政策的核心，就无法改变经济上的依附与政治冲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也无法应对日益深入的全球化挑战和发达国家咄咄逼人的态势，更无法把握全球化所提供的机遇。

（三）非洲一体化与非洲现代化进程的互动

非洲一体化的发展以泛非主义兴起、非统成立、非盟取代非统为标志，经历了思想准备、政治共识建立与制度建设探索、一体化深化三个阶段。对应这种一体化发展过程的是非洲现代化主体意识的确立、政权巩固和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一体化和现代化共同突破。一体化成为非洲现代化过程中应对危机克服现代化障碍的选择，为非洲现代化起飞做的准备。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区域一体化与日益加深的全球化如影随形。这种新的发展趋势已经并必将进一步迫使每一个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同时参与到国际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这两种趋势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概莫能外。非洲作为世界不发达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已经意识到非洲大陆一体化的迫切性。非盟取代非统就是这种意识的体现。1990年代初非洲人认为，区域一体化将决定非洲的未来生存，“区域一体化不是备选之一，而是有关生存的必须”。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泛非思想的一种理性回归，就如当初以泛非思想引领非洲走向独立。近一个世纪后，非洲人认识到非洲的发展同样需要泛非思想的引领，泛非主义的机制成为“记忆、资源和半永久居住之地”，仍然是“今天非洲一体化的基石”。

非洲大陆一体化与大陆内的各区域一体化的目标是要促进现代化在非洲大陆的实现，是赶超发达国家的一种现代化战略选择，或者说是非洲国家寻求发展的一种战略选择。用非洲方法解决非洲问题，是非洲探索非洲发展道路的简单概括。非洲首先通过政治的解放、主权的获得为发展道路的探索奠定了政治前提。非洲发展道路的探索问题就是非洲现代化的实现方式问题，就是非洲如何实现工业化、政治民主化、社会治理法治化和文化包容开放的问题。就此而言，人们对何为现代化，或者说发展的目标是有愿景的，这种愿景来自现代化理论研究者对先期现代化国家和地区经验的概括与总结。

人们对发展的认识由最初注重单一经济增长，到注重多层面的综合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包括经济的增长、贫困的消除、不平等的减少，还包括社会结构、公众态度和国家体制的变化，与此同时，旧的社会文化价值观逐渐被人们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现代文化价值观。无论是单一的经济增长还是全面的发展都要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者罗荣渠指出了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和基础。他说，“广义的现代化主要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引起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大趋势，具体地说，就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

如果说，先期进行现代化的国家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目标还不明确的话，那么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则是确定的，因而主要是如何实施、采取何种措施，走何种道路的问题，因而是一种追赶型的现代化。既要追赶发达国家，又要同其他后发型国家进行竞争，从而赶超成为了“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轨迹”。

追赶远非易事，更不用说超过先期出发的那些领先者了。自非洲大陆摆脱殖民统治获得政治独立以来，非洲在各个方面都获得了进展，然而问题是发展的速度赶不上其他大陆与地区。自1960年代以来，工业化竞赛越来越激烈，以至于1960年代被联合国称为“发展的10年”。有非洲学者认为，非洲要获得发展，需要“优秀的领导，好的经济计划和稳定的政治环境”，这种观点有些强人所难，如果三个条件同时具备的话，更可能是现代化实现的结果，而非原因。在亨廷顿看来，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去稳定化的过程，只有在现代化基本完成，“现代性产生稳定，现代化造成不安定”。

另一些现代化理论研究者认为缺乏有力的领导是导致第三世界工业落后的根本原因。如果这里的领导不是指个人，而是指精英群体，一个对国家发展道路有着共识的领导阶层的话，这个观点就是正确的。后发赶超国家更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因而对领导层的要求更高。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难以靠单个天才人物取得成功，必须靠群体的力量，才能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第三世界国家“推行现代化的动机可能各不相同，但工业化似乎已势在必行，因此它们越来越需要进行急剧的变革。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已开始的过程也许直接介入，加以管制，也许是对之进行调节。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根据历史所提供的工业化先决条件来分析国家介入的作用和动机”。国家对工业化无论是介入还是管制或调节，都需要具备很强的领导力，这远非个人的力量所能做到，需要一批在非洲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优秀领导者。

非洲民族知识分子意识到了自己有资格代表全体黑人，有能力且有责任领导非洲现代化进程。《世界黑人权利宣言》呼吁“世界各国政府接受并承认黑人选派的代表。这些代表将派往上述政府以代表世界黑人的基本利益”。第二次泛非大会伦敦宣言，“应承认维护正义的知识分子是他们群体的天然领袖”。他们在争取非洲大陆独立的过程中，团结在泛非主义的旗帜下，赢得非洲大陆摆脱殖民统治的政治独立。非洲在寻求独立过程中，涌现出一批以恩克鲁玛为代表的优秀领导者。

然而，非洲大陆独立前后，在寻求各国发展道路的问题上，受制于国际政治经济的冷战背景以及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与优先发展目标的不同，还受制于意识形态分歧，尤其是各国领导者价值导向上的个体差异，最终在如何实现非洲团结及其团结的形式上产生分歧，这种分歧源于非洲大陆自19世纪开始设计非洲未来的发展愿景时就存在的“‘文化西化’、‘文化非洲化’和‘文化融合’等几种不同的理论或倾向”。其经济现代化程度有限，社会阶层分化不明显，没有形成稳定的代表现代化发展需要的精英集团，换句话说，非洲国家“缺乏既了解本国国情、有丰富治国经验，又能为国家而努力奋斗的领导核心”。

在非洲大多数国家独立后，泛非主义作为反帝反殖的非洲大陆民族主义，对于非洲各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选择的指导意义明显降低，独立后的非洲国家试图创造一种指导本国民族一体化、经济工业化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各种思想意识形态仍然交互存在，在非洲，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部族主义、封建主义和地方主义似乎都在发挥作用，似乎又都没有发挥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充满着激烈的冲突、暴力，甚至内战”。基于部族、种族或地方的传统更有号召力，故大多数国家的政党均以部族为基础，加上外部势力的插手，国家政权反复更迭，政局动荡。也可以说，这是非洲现代化道路上必然经历的一个摸索的过程。

（四）非洲一体化政治上的成就——非洲统一组织的成立

二战结束后，1945年10月召开的第五次泛非大会，距离第四次泛非大会已间隔18年。这次大会与以往四次会议的不同在于非洲人起了主要作用，其中有来自西非的恩克鲁玛、东非的肯雅塔等，有着比较广泛的代表性。会议讨论的内容反映了非洲社会各阶级、阶层的要求，体现了非洲人的意志，提升了泛非运动的目标，确立了非洲摆脱帝国主义控制、争取政治和经济自由的斗争纲领，推动了非洲独立运动走向高潮，并在泛非运动史上“首次提出了非洲统一、非洲殖民地人民联合进行反殖斗争的问题”。

第五次泛非大会的历史意义在于，作为现代化主体的非洲人成为运动的领导者，并将运动“与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起到了加速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历史进程的作用”。泛非主义影响下的非洲大陆的民族独立运动在1960年达到了高潮，该年有17个非洲国家独立，使“非洲年”载入史册。尽管非洲大陆的发展及一体化进展遭遇了重重波折，但泛非主义运动确立的目标在非洲大陆和非洲人民心中扎下根，在非洲大陆，非洲特性（Africanness）已经深入人心。

伴随非洲独立运动的高潮，非洲统一问题也摆上议事日程。非洲大陆的政治独立是非洲自身推动现代化的新起点，非洲独立国家第一代优秀的领导者清醒地意识到，要借助各国的独立推动非洲一体化的发展。1950年代后期，泛非运动发展为全非人民运动，连续三次召开全非人民大会（All-African Peoples?Conference）。三次会议的决议，均谴责新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支持各国的民族解放斗争，要求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对正在争取独立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全非人民大会的召开为非洲统一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同时，非洲的劳工运动也体现了超族群性和非洲团结的思想。1949年第一个东非工会联盟诞生，它是东非区域的超族群组织，致力于工人阶级的团结，工会与公民/政治议题和政党存在密切关系。东非的劳工运动显示了第五次泛非大会以来非洲社会在致力于团结的问题上达成的共识。

1950年代，泛非运动的目标是克服殖民统治分而治之造成的恶果，把非洲整个大陆凝聚在一起，来确保非洲的安全与和平，这得到多数非洲国家领导人的赞同。虽在非洲统一的实现方式与步骤上产生了分歧，但最终非洲国家克服了分歧，1963年5月成立了非洲统一组织（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简称“非统”或“非统组织”），通过了《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宪章签署的5月25日被定为“非洲解放日”。明确了该组织的宗旨是：促进非洲国家的统一与团结；协调与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保卫非洲独立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与独立；改善非洲各国人民的生活；根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同时促进国际合作。非统组织的成立意味着泛非主义思想落实在了行动上，是泛非主义广泛传播的结果，也顺应了非洲人民渴望非洲统一的要求。

非统的成立是泛非主义思想影响下的非洲一体化的重大成就，也是非洲现代化的政治进步。在非洲国家边界问题上，非统为避免非洲大陆的战争，维护大陆的和平，承认了19世纪末西方列强对非洲边界的划分，接受了这一殖民地遗产，并在1964年非统第一届首脑会议上通过了《关于非洲国家之间边界争端的决议》，该决议提出了解决非洲边界争端的一个基本原则：在非洲范围内解决边界冲突，反对外来干涉。非统为解决非洲边界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1977年和1978年，非统组织首脑会议通过了《关于反对外来干涉非洲国家内部事务》的决议和《反对一切外来干涉》的决议，显示了非洲国家的决心。泛非主义促使非洲国家和非洲国家联盟成为非殖民化的主体。

非洲国家为发展民族经济而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1973年非统组织首脑会议通过了《关于合作、发展和经济独立的非洲宣言》，首次明确提出非洲国家实行“集体自力更生”的方针。1979年初，非洲国家参加七十七国集团的部长会议，通过了《阿鲁沙自力更生纲领和谈判纲领》，强调实现发展中国家集体自力更生的关键是要发展它们之间的经济合作。同年，第十六届非统首脑会议通过了著名的《蒙罗维亚宣言》，提出了非洲国家加强经济合作的具体目标和措施。


二、非洲一体化的机制建设与非洲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一）非洲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与一体化面临的挑战

非洲大陆的独立由非洲一体化思想即泛非主义的指导而获得，但收获的果实是各个国家在原殖民帝国的行政划界上的分别独立。殖民前，非洲大陆的族群与文化还没有开始自身的一体化进程，如科林所指出的，“同世界其他大洲相比，非洲在种族、文化和语言方面更加复杂多样。因此，在非洲形成民族的过程也比世界上其他地区更加复杂和更加混乱”。几百年奴隶贸易阻断了非洲大陆自身的一体化演进过程，且加剧原有的族际矛盾，并制造出新的矛盾。殖民化摧毁了非洲自身的经济基础，重构了非洲社会，为非洲独立发展资本主义制造了巨大的障碍。殖民遗产对独立后的非洲的消极影响无处不在，非洲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重重困难都与这种消极影响密切相关。殖民政权的本质是服务于殖民宗主国的需要，“至二战前夕，非洲已完成了向殖民地化的过渡，非洲经济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沦为西方经济的附庸”。殖民宗主国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改变了非洲各地区和人民的联系。

1.经济依附性

最突出的消极影响是造成了非洲经济不是服务于非洲本地人民的经济，而是服务于宗主国的殖民地经济。殖民地经济的结构是畸形的，殖民地经济与宗主国经济的交换基础显然是不平等的。这种殖民地经济表现为：各殖民地经济片面发展少数几种供出口的农作物或矿产品，从而瓦解了那些地方早已存在的经济结构，改变了非洲传统社会的自给自足型经济；以商业为中心的城市经济得到了发展，而广大的农村经济却趋向衰退破产。殖民地经济的性质是依附的，宗主国决定着经济政策的导向；输出的是农矿原材料和初级产品，进口的是这些原料的制成品；对外贸易的主导权完全在宗主国，难以发挥贸易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作用，难以形成社会化大生产。且各个殖民地的经济联系主要是其宗主国，这种殖民地经济使得非洲地区原有的横向交流与联系减少，直至消失。殖民依附经济结构与外向联系机制的单一性成为制约非洲现代化的根本因素，也是非洲国家一体化的巨大障碍。

2.半独立的政治和未完成的社会整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所依赖的这样一种经济结构与机制必须加以改变，这是所有被压迫民族和国家获得独立后迫切想要完成的历史任务。但这种改变需要政治上的真正自主，国内社会的相对稳定。

然而非洲多数国家的政治自主是有缺陷的，大多数非洲独立国家是半独立的，因为它们“继续维持同宗主国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密切联系”，还有少数国家仅仅是“形式上的独立”。非洲国家这样一种非完全自主的政治主权必定影响着国家发展道路和政策的选择，也使其改变经济依附性的努力受到制约。这就是说非洲独立国家仍然带有殖民性质，这种殖民性质很难与非洲社会相协调，从而也成为独立后非洲大陆动荡不安、各种冲突不断的一个根源，同时必然影响这些国家的彼此团结合作、促进一体化的努力。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时间短暂，无论在民众动员，还是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和政党深入了解社会以取得社会的共识方面，做得还不充分，乃至对于独立后的国家框架设想都还没有，使得非洲国家不得不在独立后进行“补课”，完成民族独立运动未能完成的任务。与此同时，非洲传统社会中的部族意识和酋长制度，在非洲争取大陆解放与独立过程中，发展为非洲地方民族意识，对国家统一与政权合法性构成威胁，“建立民族国家的主观愿望和努力与族体和文化的多元性这一社会现实，每每构成黑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一对基本矛盾”。

政变与政权的频繁更迭破坏了国内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环境，使得非洲国家无暇顾及区域合作。“国家政权对迟发展国家民族资本主义的快速形成，扭转欠发达的恶性循环，抗拒和分解国际资本压力，以及实现民族整合和政治发展有着极端重要的作用”。政治的动荡必然影响各国政府推动一体化的政治决心与履行承诺，使得各国领导人更多关注国内政治，难以对国家乃至区域的长远利益进行战略谋划。

3.殖民遗产的危害

泛非主义从思想上武装了非洲人，使非洲人成为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自觉者，开始了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推动了世界非殖民化的进程，但第五次泛非大会召开以后，泛非运动的特征逐渐体现为各个殖民领地争取独立的领地性民族主义，以往的非洲大陆性民族主义色彩淡化。领地性民族主义在获得独立后，转化为各国民族性特征，在独立前后泛非主义的影响力显然下降了。

民族独立运动思想准备、民众动员的不足导致非洲独立国家政治的“非殖民化”不彻底，殖民体制被“解放的”非洲继承下来，进而影响到非洲国家在经济、历史和文化心理上的非殖民化。如果认同非洲学者马兹鲁伊对“非殖民化”所下的定义“非殖民化系殖民统治终结、殖民机构解散和殖民价值观与殖民方式摒弃的过程”，那么可以说，殖民统治仅仅是在形式上终结了，权力的掌控者变成了非洲人，但掌控权力的非洲人依然靠的是殖民时期形成的权力运作机制控制社会。因此在克服殖民统治“分而治之”对非洲社会的破坏性影响，推进非殖民化进程上步履维艰，进而影响到非洲现代化和大陆一体化发展。

经济的严重依附，政治的半独立状态，独立过程中社会动员的不充分，尚待完成的非殖民化是非洲现代化要克服的障碍，也是非洲一体化面临的挑战。摆脱了殖民枷锁获得独立后的非洲国家面临的本国政权巩固与建设和社会整合问题妨碍了经济一体化的努力，独立前期在泛非主义感召下的一致对外的团结合作明显减弱。然而非洲现代化的实现与非洲一体化又是相辅相成的，二者是互动的，构成了一个硬币的两面。这是非洲大陆的共识，也是非洲统一组织能够成立的前提条件，因而表明了非洲人认同恩克鲁玛的观点，“如果脱离了整个非洲大陆，加纳的自由与独立，就是毫无意义的”。

（二）非洲国家现代化的探索与一体化的建构

虽然非洲人意识到经济一体化及非洲各国的密切合作与协调是应对非洲国内市场狭小，改变不发达状况，革新不合理经济结构的出路所在，但将这种意识落实到行动上，则面临着各种有形与无形的障碍。有形障碍可能体现为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不同、人力资源和技术的不足、关税水平的不同、生产结构与产品的相似、彼此进行联系与交流所需的基础设施的缺乏。有形的障碍基本是可以克服的，但无形的障碍，如对涉及主权问题的过度敏感、原殖民宗主国的影响、彼此之间的竞争与猜忌、利益及代价的分摊、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等，克服起来则有着相当的难度。独立建国后的10多年里，非洲各国都致力于改变不发达的状况，但主要侧重的是国家自身的发展，在彼此合作促进一体化方面比较消极，且刚赢得主权，各国领导人都有一番雄心与计划，想不受约束地自我做主实现国家的发展计划。再者，1960年代初期处于冷战相持下的国际形势有利于非洲国家获取大国相争的好处。

但不久1970年代石油危机引发了世界经济危机，经济基础薄弱、依赖初级产品出口收入的非洲各国经济受到沉重打击，使非洲国家切身感受到自身经济结构上的弱点。在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同呼吁改革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同时，非洲国家开始反思本国发展与邻国发展的关系，把本国的发展与区域合作及区域一体化相联系，非洲各种区域组织开始活跃发展起来。直到冷战结束前，非洲国家不仅自身在调整国家发展战略，而且构建起非洲一体化的体制框架和愿景。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以及非洲大陆自身的变化，尤其是非洲人逐渐在西非稳定方面积累的经验和新南非的诞生，为非洲现代化道路和一体化实践展现出美好的前景，这是非盟取代非统的背景。总体说来，非洲国家探索合作和推动一体化的进程与其探索非洲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模式是相辅相成的，可从三个阶段上看待这种探索过程。

1.现代化的探索时期与一体化合作的酝酿阶段

这个阶段是非洲政局相对稳定，经济发展呈现生机的阶段。这一时期正是经济上推崇赶超工业化战略，大国冷战处于相持，亚非拉不结盟运动蓬勃兴起之时。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相对有利于非洲独立国家的发展。非洲国家的民族经济在这一时期基本形成，工业化得到迅速发展，构建了大陆一体化的组织框架和合作原则，开始了区域与次区域一体化的初步探索。

世界各国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下都加大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多数发展中国家无论是选择资本主义道路，还是非资本主义道路，都推崇经济计划。非洲国家也不例外，实现经济独立，成为非洲国家获得政治独立之后的首要任务。1961年3月在开罗举行的第三届全非人民大会通过决议，强调“享有完全政治独立的国家，必须以获得经济独立来保卫和巩固它”。对于现代化的后起追赶者即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国家工业化的国内外历史条件和环境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早期的自由竞争环境，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无论是国内的垄断还是国际垄断都在加强，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不再单纯地取决于市场力量的自然进化，而越来越借助于政府的发展意识和外部的推动力”。

独立初期的国家和社会都处于期盼与希望之中，各国立足于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政权基本保持了稳定。非洲独立各国在巩固政权、加强国家认同感和构建社会共识上进行了初步探索，但新的秩序、体制的建立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探索自己的发展模式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无论是确定自己的发展目标，还是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计划和战略步骤，非洲国家的能力都尚待发展。

非洲多数国家都制订了国家发展计划，将原本由外国资本控制的金融、贸易、工矿业、交通运输、种植园国有化、进行土地改革等成为非洲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共同选择。“历史的遭遇、现实的基础和未来的任务，使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发展战略，都集中在实现工业化上，形成以赶超为特征，以进口替代为中心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因为工业化对现代化进程起着关键的作用，“影响着城市化、社会变化和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

然而发展中国家政府在致力于赶超过程中忽视本国的经济及历史现实，不是从本国发展的需要出发而制订发展计划，且匆促拥抱并试错当时流行的经济理论和意识形态。“在制定具体的现代化步骤时，他们往往过于强调精神的力量，过多地采取了理想主义的作法，从而出现了较大的偏差。”城市是社会和文化价值产生及传播的中心，国家偏重城市的政策，使得非洲城市化过度发展，城市的文明与乡村的落后形成鲜明对比。“非洲农村家庭移居城市主要是由于干旱、饥馑、内战，及初级农产品出口条件恶化所致”。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使非洲国家没有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能力与经济基础。

现代民族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同为一体的民族情感和政府权威。非洲多数国家建立在族体界限与政治疆界不相吻合的领土范围内。这个阶段非洲国家更多关注的是国内政权的巩固和社会凝聚力的培养，无暇也无心顾及彼此之间的合作。在这一阶段，泛非主义强调彼此团结的立场弱化了，正如伊赞维对西非一体化在独立初期阶段的遭遇所评述的，“独立不是西非解体的结果，而是其原因所在”。独立后的非洲各国都有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内政成为优先事务，而区域合作和非洲大陆的团结成为次要事务。成立于1967年的东非共同体在成立10年后的解体，反映出非洲一体化的艰难曲折进程。曾愿意为非洲大陆的统一解放而表示可以延迟坦桑尼亚独立的尼雷尔，在评述东非共同体的解体时说，“我们每一个政府都要对自己国家的人民负责……。区域忠诚有时不得不让位于我们的国家责任”。尼雷尔的话反映出国家利益高于区域利益的现实。因而非统的成立是从超国家的层面来维护独立的非洲国家的稳定，故非统组织是一个把领土完整作为基本原则的国家卡特尔组织，不是要超越而是要巩固国家制度。这是因为非洲国家社会基础的脆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之缘故，用阿克（Ake）的话就是，非洲国家要在没有企业家阶层的情况下发展经济，同时还要进行国家和民族的双重建设，推动本国政治一体化。

一体化进展受制于国内政治的现实，受制于各国政治的动荡，各国在自身政治问题重重的情况下，其致力于一体化的政治意愿、政治行动能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政治动荡基本没有造成非洲国家的解体，甚至内战也没有导致西非大国尼日利亚的分裂，这本身就是年轻的非洲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一个成就。

虽然这个阶段非洲国家更多关注的是国家自身的发展，但对于自身经济上的弱点和联合自强的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没有忘记泛非主义的理想，且开始尝试各个层面的合作。非洲统一组织的成立是这个阶段一体化最大的成就。此外，北非、西非、东非和中部非洲相继出现了形式多样的区域合作组织，从功能性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组织、政治外交合作组织到致力于建立邦联的合作，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环境、卫生和教育等各个领域，如1960年成立的非洲国家咖啡组织（Inter-African Coffee Organization），1962年建立的西非货币联盟（Union Monétaire Ouest Africaine），1964成立的中非关税和经济联盟（Customsand Economic Union of Central Africa），1964年9月建立的非洲开发银行（African Development Bank），1967年成立的东非共同体（East African Community），1973年建立的萨赫勒地区国家间常设抗旱委员会（Permanent Inter-State Committeefor Drought Controlinthe Sahel），从而开始了非洲一体化的初始阶段。这些合作尝试既有对过去殖民统治时期旧有组织的改造与继承，也有克服殖民统治影响跨英法不同语言的国家之间的尝试，如加纳几内亚马里三国联盟等。虽然有些组织最终解体，多数实践效果有限，但这些尝试为非洲一体化积累了实践经验，且展现出非洲一体化思想的基础与活力。

在这一阶段，恩克鲁玛的影响至关重要。在他的影响下，西非国家的区域合作探索与实践成为非洲一体化实践的先驱。西非国家在努力进行各自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也在努力进行着区域合作的实践与探索，西非各种性质的区域组织，尤其是1975年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The 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简称“西共体”）的成立，就是这种区域合作的尝试。西非国家领导人各自克服了诸多障碍与困难，显示了联合起来的勇气与决心，在区域合作上达成了共识，加纳领导人罗林斯的看法就是代表，“我们能够取得某种程度的独立的唯一道路是某种形式的一体化，我们需要在西共体的框架下实现这样的一体化”。

2.非洲一体化框架形成与非洲国家经济结构调整阶段

这个时期先是各种区域与次区域组织相继成立，且一体化目标进行宏观设计的欣欣向荣阶段，接着是一体化努力遭遇挫折阶段，但两个阶段实质构成了非洲一体化组织框架的形成阶段。

1970年代是非洲区域与次区域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的时期，主要是因为非洲各国经济受到1974-1975年世界经济危机的重创。在外部条件日益不利的情况下，非洲各种区域组织活跃发展起来。非洲国家开始反思本国经济发展同邻国发展的密切关系，反思1960年代早期孤立地进行工业化的实践。这种反思体现在1973年非洲统一组织第十届首脑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合作、发展和经济独立的非洲宣言》中，这是非洲第一次明确提出集体自力更生的方针，开始把各国的发展与非洲各个区域合作及大陆一体化相结合。非洲国家开始加强彼此的经济合作，成立了许多各类合作组织，这些组织在打破独立前的殖民地结构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如西共体打破了英语国家和法语国家的界限，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覆盖整个西非区域的区域组织，收获了西非区域一体化的最大成果，为西非区域一体化提供了区域合作的体制性基础。

不止国家政府层面加强了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建设，且社会层面的一体化也在加深。1970年代中期，工人阶级的文化技术素质有了明显提高。1973年，全非工会联合会、非洲工会联合会和泛非工人大会三大工会组织联合成立了非洲工会统一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Trade Union，简称“非工统”），成为全非性的唯一工会组织，几乎所有非洲国家的工会组织都成为其分支机构。“非工统成为唯一的全非性工会组织。这在全世界各大洲也是绝无仅有的。”

“非洲地区经济合作的兴起与发展，有主客观双重因素，既有人民的主观愿望，也有在国际经济旧秩序中，迫于形势，不得不实行穷国互助的客观因素。”主观因素来自泛非主义思想的影响，寻求摆脱经济依附，加强南北对话中的地位。泛非主义不仅推动了非洲的民族解放与政治独立，同时也构成了非洲经济一体化的指导思想，促成了《拉各斯行动计划》的出台，该计划拉开了非洲经济改革的序幕。

非洲一体化理想一直是非洲国家加强合作的潜在思想源泉，《拉各斯行动计划》的出台，是非洲一体化思想实践的成果。非洲国家相继通过1968年阿尔及尔会议、1970和1973年的亚的斯亚贝巴会议、1976年关于在15-25年间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的《金沙萨宣言》、1977年的利伯维尔会议、1979年第16届非统首脑会议讨论了非洲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会后发表了关于进行集体自力更生的《蒙罗维亚宣言》。1980年特别首脑会议通过的《拉各斯行动计划》就是为了具体贯彻和落实《蒙罗维亚宣言》所制订的战略，是非洲国家诉诸区域主义的宏伟规划。1985年第21届首脑会议通过《亚的斯亚贝巴经济宣言》、《1986-1990年非洲经济复苏优先方案》。1987年7月第23届首脑会议着重讨论非洲经济和债务问题；同年11月举行特别首脑会议，专门讨论非洲外债问题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1990年第26届首脑会议，通过关于非洲政治与社会经济形势以及世界形势变化的宣言；还通过了关于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的决议。1991年6月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举行第27届首脑会议，签署《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条约》（也称《阿布贾条约》）。条约在非统组织2/3成员国批准30天后即生效。从条约生效之日起，非洲经济共同体将在34年中分六个阶段逐步建立。《阿布贾条约》的重要性堪比非统宪章。如果说非统宪章是非洲一体化的政治宪章的话，《阿布贾条约》就构成了非洲一体化的经济宪章，此条约强调通过社会、文化、经济一体化促进非洲经济发展，但缺陷是忽视了政治一体化不可或缺的作用。自此非洲一体化的组织框架与合作原则基本形成。

非洲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开始形成共识，且逐步将共识诉诸计划。然而，共识本身不能保证有利于区域一体化的国家政策的制订与实施。

首先发展中国家试图改善南北关系的努力遭到挫折，世界经济危机的恶果在非洲继续发酵，加上连年自然灾害，非洲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空前危机。大多数非洲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靠举借外债弥补本国资金的不足，使非洲国家的债务逐年递增。在债务危机之下，许多非洲国家放弃了非洲联合发展经济的思路，陆续开始接受来自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外部援助，并被迫实施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

其次，非洲国家被迫放弃了自主制订的一体化发展计划。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压力，使得非洲国家放弃了《拉各斯行动计划》。而代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主要西方国家意愿的《伯格报告》（《撒哈拉以南非洲加速发展的行动纲领》）所确立的经济结构调整却成为20世纪80年代非洲国家经济政策的指导纲领并被付诸实施。在结构调整计划中，各国的经济发展政策更多是为了促进出口贸易，换取外汇以抵付国家的外债，而不是促进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变，减少经济的依附性，这种自由主义原则主导的结构调整方案最终使西方金融垄断资本获利，而非洲的经济依附性和在全球经济中的边缘化趋势却在加深。非洲国家没有因为自由化而实现经济增长，许多国家独立以来的工业化成果遭到破坏，出口的增长并非由于生产能力的提高，而是获得资助的结果。《伯格计划》实际上挫伤了非洲国家一体化的努力。该计划不仅削弱了非洲国家对资源的控制，限制了政府权力，使非洲国家的权威性受到质疑；而且使得非洲各国经济对外部的依附性加深，及非洲在国际劳动分工中进一步被边缘化。

任何有意义的经济合作都要求成员国对其经济政策加以调整，无法想象经济政策不做任何有助于区域内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改革，一体化会自我实现。1980年代非洲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政策自主性受制于国际金融机构，各国政府未能也无力制订与区域一体化经济目标相适应的政策，故非洲一体化的计划与目标止于言辞与文件。同时，非洲各国进行合作，推动一体化的政治决心不足。如从西非区域一体化实践来看，西共体成员国没有把加深彼此合作、推动一体化进程当做国家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没有从国家政策层面向区域合作倾斜。

非洲国家宏观政策的制定需要领导者能够理性把握国家的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平衡，需要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但年轻的非洲独立国家还处在一个寻求构建政治稳定的过程中，国家处在政治制度化和合法化的艰难探索过程中，政变频繁发生，“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过程很大程度上是寻求制度化和合法性的努力。……只有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权力中心，能够发挥权威作用，制度化才能出现”。故独立后的二三十年中，非洲一体化进程的受挫源于“独立后建立的有缺陷的经济及政治制度”。

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使得非洲一体化组织非统的实际作用有限。冷战时期非洲的和平与安全环境受着两级政治格局的控制，无论是和平还是非洲的动乱都有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子。

3.一体化实践与现代化探索的双重突破时期

20世纪最后10年，经济结构调整的消极影响开始发酵，破坏了非洲社会的稳定。接受调整方案的非洲国家实质上是把经济政策的决策权交给了这两个国际金融机构。结构调整方案是处理发展中国家经济危机的一种应急措施，而并非致力于调整接受方案的国家的经济结构，尤其没有触动非洲经济的单一性特征。

让市场自行解决资源的生产和分配，可能会使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产生巨大的不平衡，并且产生迅速破坏国家经济的全球性资金流。实际上，是用缩小国家的管辖范围、削弱其管制能力的方法，来增加市场在社会的作用。结构调整的严苛条件，使得国家减少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进而引起了社会的动荡，加大了非洲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国内动荡加剧。从这方面看，结构调整方案对非洲国家来说是负面的。

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使非洲失去了在美苏之间左右逢源的机会，前苏联的解体、东欧国家的转型，增强了资本主义模式的吸引力，政治自由化、多党民主制成为1990年代非洲大陆政治发展的方向。这个方向的选择不是出于非洲各国统治者“善意的给予，也不是出于民主的治理考虑”，而是在面临内外压力下为寻求执政合法性而不得已为之的结果。发端于南欧的世界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席卷非洲，多数非洲国家卷入这种民主化变革。虽然这种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浪潮带有西方意图对非洲再次殖民化的阴谋，这种图谋借助的是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对非洲国家实施附加条件的贷款政策，逐渐蚕食接受结构调整计划的国家制订政策的自主性；但是非洲政治民主化趋势更多地还是反映了非洲人民的觉醒且顺应了非洲人民强烈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其中城市贫民的参政意识和“工会和宗教势力这两支比较独立而有组织的力量在民主化浪潮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民主化在客观上形成社会内部的一种民主气氛，猛烈地冲击着那些专制腐朽的统治，对新老当权派都起着某种监督和遏制的作用”。甚至有学者认为，这股民主化浪潮是非洲大陆独立以来的“最大规模的政治变革运动”，其在“促进非洲国家的法治化建设、扩大公民的参政议政意识”以及“加强反对党、舆论对执政党的监督等方面均有力地推动了非洲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

非洲国家的政治转型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利比里亚为代表的拒绝型，最终导致自己下台，国家几近毁灭，这类国家还有马里、索马里、卢旺达；二是以贝宁为代表的顺应型，统治者与国家都收获了良好的结局，这类国家还有赞比亚、中非共和国、佛得角和南非；第三类介于前两种类型之间，掌权者设法使政治的变化有利于继续控制政权的同时，实行了一些民主化措施，如加纳、科特迪瓦、肯尼亚、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坦桑尼亚、刚果（金）和津巴布韦等国。除了主动顺应型的国家外，整个1990年代政治动荡乃至战乱成为非洲多数国家的经历，西非利比里亚的内战引发的区域动荡、中非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东非的索马里内战，成为非洲呈现给世界的画面，这是因为“当社会大众仍处于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已经受到发展中的经济和社会的压迫的时候，他们怎么才能采取集体行动呢？以种族或宗教动员民众比起以社会和经济计划动员民众要容易得多”。民主化不仅激发了人们参政的热情，而且激活了这些基于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的宗教与部族因素，导致了卢旺达、布隆迪等国发生的惨绝人寰的族群仇杀。

民主化造成许多非洲国家政治持续动荡，甚至西方媒体都这样评价非洲民主化的后果：“伴随民主化的到来，是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很多非洲人是比以前更自由，但同时也比以前更贫困。”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都在加快，欧洲、北美、亚太区域一体化深化。世界范围的区域一体化同现代化一样都构成了一幅你追我赶的场景。快速变化的科技，全球自由市场体系的确立，政治民主化浪潮的冲击，非洲的边缘化趋势愈发突出。冷战结束虽然使非洲获得了自身独立发展的机会，但非洲面临的挑战也是严峻的。在人口增长率成为世界最高的同时，人均粮食产量却在下降，工业化水平降至世界最低，外债负担日益严重。

相比独立初期，非洲国家选择的余地、与外部力量博弈的空间都大大缩小。冷战的结束，东欧剧变和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爆发，超级大国对非洲的关注减弱，非洲大陆的地缘战略地位下降。最突出的事例就是，国际社会对发生于卢旺达的种族屠杀事件、索马里内战无动于衷。而在非洲，由于各个成员国缺乏集体安全责任，非统组织对发生于乌干达、安哥拉、乍得的内部冲突无所作为。缺乏集体共识与政治整合，也没有致力于长期合作的机制，非洲区域合作的成效有限，“没有集体安全、民主、和平、发展、稳定”，非洲对全球政治的作用，仅是“一种抱负而非事实”。

从另一个方面说，外部势力对非洲的影响减少了。正是这个时期，非统及非洲大陆的区域组织如西共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简称“南共体”）的作用才日益重要起来。非洲获得了自己解决非洲问题的一个难得机遇，一体化进程在维护非洲大陆和平和政治稳定上取得突破，表现在西共体维护西非和平的成功；非洲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也取得了突破，这就是新南非的诞生。

1994年南非结束300多年种族主义制度造成的社会分裂和对抗，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统一进程，且经过10年的建设，多元一体民主制度和健全的法律体系与监督机制基本建成，这为南非“依法有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新南非诞生为泛非主义和非洲团结清除了种族隔离的障碍。南非通过对旧体制的改造与继承、新原则的确立等很好地解决了国家统一与权力分享，多数统治与少数人利益保障的问题，使新南非成为“彩虹国”。新南非的诞生结束了南部非洲的两级安全结构，和平政治过渡向世界展示了南非人民的智慧和南非政治现代化的重大进展，向世人展示了南非宽容、合作与和解的多元文化魅力。新南非不仅为非洲而且为世界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新南非的政治影响力和文化吸引力，加上其本身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把其推上了引导非洲一体化的领导地位。1994年刚刚就任新南非总统的纳尔逊·曼德拉就开始倡导复兴非洲的思想，为非洲一体化思想注入了新的元素与活力，这种新元素与活力减少了非洲一体化思想的空想性，赋予了非洲一体化思想坚实的实践基础，这种实践基础就是新南非在政治与社会过渡上的成功经验。

新南非对非洲一体化的促进首先体现在南部非洲区域。冷战的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南部非洲国家摆脱了外部军事威胁与内战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有了保障，推动成立30年的南共体成为非洲最成功的区域组织。该区域组织在政治问题上致力于用一个声音说话，不论是对于布隆迪和刚果（金）的维和、津巴布韦的政治改革，还是对破坏宪法法治通过政变上台的马达加斯加政权，都是如此。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5年工作报告，新南非诞生后，南非对南共体的投资在1994-2003年间占该区域接受的直接投资的1/4.米勒（Miller），指出“南非多国公司成为新型区域主义的代理者，……这些有着区域主张的南非公司正在非南非国籍的工人头脑中构筑着区域愿景”。世界杯在南非的成功举办，激发起南非以及全体非洲人民的自豪感，增强了非洲的团结和凝聚力。

新南非在现代化上的成就不是非洲大陆唯一的事例。在西非，21世纪的加纳政治民主制度化基本巩固且经济保持了良好增长，利比里亚2005年11月的选举赢得了非洲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瑟里夫的胜出不仅标志着饱经内战的利比里亚民主进程的前进，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非洲妇女在冲破传统习俗、追求自身解放历程上的又一座里程碑，开创了非洲民主政治的又一先河”。

4.西非区域一体化在区域安全与和平维护机制上的突破

在安全和政治领域的合作及一体化方面，西非一体化在20世纪90年代的实践为非洲大陆一体化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面对由利比里亚内战而引起的塞拉利昂、几内亚比绍、几内亚和科特迪瓦的西非动荡局势，西非国家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区域合作取得突破。1991年西共体发表尊重民主、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政治原则声明，从而在法律上确认了西共体组织对成员国内部的政治进行干预的权力，或者说西共体组织成员国开始在政治安全领域共享主权。1993年对西共体条约进行修正，尤其是有关政治和安全合作方面的条款，从根本上改变了西非经济区域主义的性质、规模和层次，这个修正条约确认了西共体的超国家性，从而赋予了共同体机构以更大的权力，并设立了区域法庭。进而在1999年签署了《预防、处理和解决冲突及维护和平与安全条约》的执行议定书，从而为预防、管理、解决区域内冲突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体制的框架。

西非维和机制的创立是从战略高度思考国家安全与区域安全的相互关系。阿德勒克（Adeleke）指出西非维和机制的建立开创了国际政治关系上的一个先例，是联合国区域维和机制的首次实践。西非区域一体化在区域维和上对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都做出了贡献。西共体干预任何成员国所产生的可能危及整个共同体安全与和平的内部武装冲突，是对神圣的不干涉内政条款的发展，也是对集体安全和国家安全的正确认知。

西共体先后于1990年、1999年和2003年在利比里亚，1997-2000年在塞拉利昂，1999年在几内亚比绍，2003年在科特迪瓦实施维和行动，在区域危机管理方面积累了经验，并具备了某种体制化的能力。西共体的维和在阻止冲突恶化、或者改变冲突的性质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西共体通过在塞拉利昂的维和实践，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区域性”，尤其是“从国际政治的客体转变为能够表达非洲利益的国际政治的主体”。为整个非洲大陆的一体化积累了经验，显示出非洲人掌控自身命运、摆脱盲目模仿、积极创新的尝试。

西共体停火监督组织对西共体成员国国内政治的干预，是西非国家对西非区域政治环境与西非各国政治状况的关系在认识上的一种深化。西非国家确认彼此之间共处于一个“安全综合体”。在这样一个安全综合体里，区域共同体利益与国家利益、区域共同体的外交与国家的外交聚合在了一起。贝宁前总统索格洛的话最能反映这种认识，他说：“在此区域内的每个国家作为一个稳定链条中的一环，只要任何一环的稳定出现问题，立刻就会波及其余。我们任何国家的和平与稳定问题都不能仅仅被当作一国内部的主权问题”。

如果说诉诸区域主义是对全球化的一种政治反应，那么西共体在区域安全上获得突破，是全球化环境下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形成过程中出现的不稳定的区域政治状况的需要。西非集体安全机制不同于传统的针对某个假想的外敌的集体安全机制，因为它针对的是区域内国家间的争议与冲突，以及成员国的内战及其在区域内的影响，是一种积极的区域安全主义。西共体停火监督组织的出现正是西非各国领导人在发展问题上认识提高的表现，是对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区域合作三者辩证关系的确认。

西共体1990年代以来的维和实践是非洲人试图探索出自身解决非洲大陆面临的安全与稳定问题的一条非洲路径。西共体维和成功的经验在于有一项保证交战各方实施有效的全面停火的协议，参与解决冲突各方在政治上达成的共识，维和部队的公正立场。各交战方都被解除了武装，区域大国领导人具有强烈的解决冲突的政治意志，不再依赖区域外力量的介入。西共体的维和实践是非洲大陆区域一体化的一大成就，展示了非洲人解决非洲问题的信念与信心。非洲国家靠自身的资源与力量确保了自身的和平与稳定，在主权共享与灵活把握主权原则上积累了经验，并在集体安全机制的探索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是非洲自主能力增强的表现，非洲的自信得到增强，表明非洲一体化进程实现重大突破。

虽然独立后的40年中，西非多数国家政局持续动荡、政权更迭频繁，西共体却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即使是在共同体发生严重政治危机的时刻，多数成员国也不愿脱离出去，除1999年毛里塔尼亚的主动离去外。西共体组织为了确保权力转移的宪法化原则，曾先后中止一些成员国资格，2005年中止多哥的成员国资格，迫使非宪法程序继任的福雷辞职，在多哥恢复了宪法；2009年先后中止发生军事政变的几内亚和总统寻求连任而强行推动制宪公投和立法选举的尼日尔的成员国资格；2010年中止了总统选举发生争议的科特迪瓦的成员国资格。中止成员国资格等制裁措施有助于遏制军事政变的发生，促进西非国家政权的平稳转移，对非洲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西共体的区域安全实践推动了非洲大陆安全机制的确立，并与非统组织形成了良好的互动。非统于1992年建立了“冲突预防与解决机制”，设立了应对冲突的“和平基金”。1993年向利比里亚派遣了非洲维和部队。1993年在埃及首都开罗非统召开第29届会议，着重讨论了非洲当时面临的和平、稳定和经济一体化等问题，发表了《1993年非统成立30周年开罗宣言》，并通过了关于建立预防、处理和解决冲突机制等17项决议。

（三）非洲一体化与现代化进程的融合发展——非洲联盟的成立

非洲独立以来的发展在20世纪末越发严峻，独立后的前15年，横向比较来看，非洲的发展是世界最差的，但纵向比较而言，这15年竟然成了非洲发展的黄金期。因为后25年里，整个大陆的经济增长基本是负数，发展比前15年更糟。用非洲人自己的话说，就是非洲在新世纪面临着生态、人口、经济、社会政治、数字化技术五大挑战。非统变身为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简称“非盟”），颇有被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味。

1997年非统通过了关于非洲外债危机的共同立场，1999年9月非统特别首脑会议通过《苏尔特宣言》，决定于2001年正式成立非洲联盟。2002年非统组织第38届大会宣布成立非盟，非统组织完成了反帝反殖、争得非洲政治独立的历史任务后退出了历史舞台。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和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对非洲国家的发展与非洲现代化进程构成了多重挑战，非洲大陆被边缘化的危险加大。非盟正是为了因应这些挑战而诞生的，与非统一脉相承，形成泛非运动的第三次高潮。泛非主义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复兴，即非洲复兴思想，是要通过经济一体化壮大非洲的力量，寻求非洲在全球化世界中应有的位置。

20世纪末，非洲重新审视自身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认真对待巴尔干化事实对非洲发展的制约，“非洲和世界发生的变化重新激发了非洲人民之间大团结的感情，特别在青年人身上激发了支持恩克鲁玛提出的泛非主义的态度”。

世纪之交的非洲确信只有区域主义才能使非洲大陆为新世纪做好准备。非洲各国政府为维护大陆和各国区域的和平与安全从各个层面进行了合作，如就小型和轻武器的控制进行了成功协商，并建立了政府间执行机构，一些国家率先进行了武器收缴与销毁，一些国家进行了相关立法及改革，这些措施与行动“构建起非洲国家之间的彼此信任，促进了一体化和非洲大陆的安全”。

非统的诞生促进了非洲国家摆脱殖民压迫的解放斗争，捍卫了非洲国家的主权，但仅解决了政治承认与生存权问题。非统在成员国国内出现冲突、成员国之间爆发冲突时无所作为，如索马里国内、苏丹国内、安哥拉国内、刚果（金）及利比里亚等国内的冲突，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之间的冲突；在经济上通过的各项计划与声明对成员国缺乏约束力，从而无法落实；组织上对成员国的拖欠会费行为缺乏制裁措施，没有权威性。非统本质上是一个政府间组织，缺乏执行力，而非盟相比而言，有超国家机构的性质，力图纠正非统组织的缺陷，如非漠视原则的启用及互查机制的运行等。

非盟取代非统也是因为非统的原则与运作不再适应形势的要求，用前布隆迪总统布约亚的话，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世界确立非洲的位置，解决非洲的贫困和发展的挑战是非统必须改变的原因所在。故非盟既是“非洲从政治团结走向政治、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客观驱动的结果，也是“非洲国家和人民的普遍共识”。

非盟取代非统是要促进非洲发展，解决经济主权问题，构成“非洲联合发展的新起点”，“是非洲国家应对全球化挑战，探索新的发展道路的重大决策”。非盟是非洲对于发展问题重新思考后的选择，联合才能自强，区域和大陆的合作是非洲21世纪寻求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是要在非洲大陆缔造出和平、稳定、安全的发展环境，促进非洲大陆一体化。非盟是非洲国家缔造可持续的非洲大陆发展环境，实施新的现代化战略的必备工具与机制。这种新的现代化战略的目的是要增强自主性，是在“探索一条遵循客观经济规律而又自觉地探求的发展导向”。

相比非统，非盟在处理成员国的关系、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和非洲大陆同外部的关系上都更为积极与进取。首先推动成员国的关系由注重政治外交的合作转向经济一体化；其次开始将一体化建设与非洲人民的需要结合在一起，提供非洲社会和人民参与一体化设计与讨论的渠道；再者，积极主动寻求与非洲外部的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的合作，以获得援助与投资。

非洲独立后的现代化实践也为非盟取代非统奠定了客观基础，“以多党制为特征的政治民主化加速了非洲国家的经济自由化，从而消除了以往非洲各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发展道路方面存在的差异和分歧”，促成了“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出台。2001年发起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n Development，简称“新伙伴计划”），在推动各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和争取外资及援助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着非洲大陆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其中作为新伙伴计划一项重要内容的“非洲国家相互审查机制”（以下简称“互查机制”），致力于推动非洲国家采用正确的政策和标准，促进政治稳定，加快经济增长，深化地区和经济一体化。互查机制的自愿性显示了非洲国家的自信与非洲国家开始勇于正视自身的问题，并愿意彼此监督的勇气，有助于彼此加深信任；互查机制还展示了非洲国家促进非洲大陆政治现代化的积极探索精神。近半数国家的自愿加入更展示出非洲大陆未来发展的良好前景。21世纪前10年，大部分非洲国家强劲增长，非洲人均收入增长率自1970年代以来首次超越发达国家。

在维护地区安全、调解地区战乱与冲突方面，非盟也采取了积极的行动。非盟计划组建一支由1.5万人组成的非洲维和常备部队，以应对非洲大陆可能发生的冲突事件，使非洲大陆出现了“摒弃暴力，寻求和平”的良好势头。拉克索（Laakso）认为当卷入冲突的国家为该区域的主要领导角色时，或者区域内邻国之间对抗激烈时，非盟的作用就突显出来；而且非盟更能在全球层面上代表非洲安全利益，更有能力赢得国际机制的持续支持。就解决西非大国科特迪瓦的动乱来说，西共体组织的作用就赶不上非盟及联合国的作用。无论是对该国2005年10月的选举结果还是对2010年12月的选举结果的影响，联合国和非盟的表态都对局势的发展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2009年7月，非盟第13届首脑会议决定将目前非盟常设机构“非盟委员会”提升为“非盟权力机构”，并赋予更大、更广泛的权力，统一负责非盟的防务、外交和对外贸易谈判等重大问题，这标志着非洲朝着团结统一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在国际合作和对外交往方面，非洲国家力图用一个声音说话。非盟为非洲复兴和新伙伴计划的实施寻求国际支持，展开全方位的自主外交活动，积极参加国际经济谈判，敢于发出与西方不同的声音。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非洲国家领导人呼吁“构建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但这一体系不仅仅应包含新兴国家，而且应包括非洲”，强烈希望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针对国际刑事法院2009年对苏丹总统巴希尔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各项指控及此后不久对他发出的逮捕令，非盟成员国在支持苏丹方面的立场空前一致，认为这一指控对苏丹和平进程和地区稳定不利，呼吁国际刑事法院推迟诉讼程序，并决定集体抵制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一决定。

非盟在平息战乱、阻止冲突、维和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主导非洲内部事务的过程中，非盟与非洲大陆内的区域组织和区域大国密切合作，并协调彼此的关系，非盟的领导权威已得到非洲各国和国际社会的认可。这种在非盟框架内努力靠和平手段解决自身问题的积极态势，为非洲国家保持稳定、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大陆一体化机制的强化相应地也促进了非洲大陆各个区域的一体化发展。如2009年10月西共体快速反应部队进行首次后勤保障军演，这意味着西共体将拥有统一的武装力量，区域集体防务已现雏形。这有利于西非地区共同打击贩毒、买卖人口、海盗和其他跨国犯罪活动，保证人员和货物流动的安全与顺畅。


三、非洲一体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评析

非洲一体化与现代化进程在一体化思想启蒙与现代化主体意识确立、非洲一体化框架构建与国家政权巩固和发展模式的探索、一体化实践与现代化实践共获突破这三个阶段上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没有一体化思想，便没有非洲现代化的启动；没有非洲国家的彼此合作与一体化的深化，非洲现代化进程就难以推动。作为一体化思想的泛非主义实际上是非洲争取政治独立的现代民族主义思想，泛非主义思想对于凝聚非洲现代化共识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作为非洲一体化组织形式的非洲统一组织为巩固非洲国家的政治独立与非洲大陆和平保驾护航。非洲一体化实践的成就，非洲人民的解放与国家独立，推动了非洲政治民主化进程，提升了非洲的国际地位。致力于集体安全与合作的各项一体化机制的逐步完善，促进了非洲认同感的形成和非洲意识的培养。西部非洲一体化在区域合作上获得重大突破的同时，位于非洲大陆南端的南非挣脱种族主义的枷锁后，一跃而为倡行政治民主、文化多元、社会和谐的“彩虹之国”。

非洲一体化基础与非洲现代化实践相辅相成。检验一体化是否成功的标准是看一体化是否能够促进非洲大陆经济从依附到自主的转变，是否能够促进非洲国家政治远离政变与动荡，使民主与法治逐渐成为治理国家的原则，是否能够充分利用国际经济形势变化所提供的发展机会，让非洲人民不再遭受贫困与饥饿。有规律、守秩序的理性政治是现代政治的标准，是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国家政治的逐步现代化，将促进非洲各国政局的稳定，权力的和平移转，减少外部势力的干涉，增强各国自主外交的机会，为各国政府制订长远的区域合作和大陆一体化战略与政策奠定基础。与此同时，非洲现代化的成功离不开非洲一体化的深入，巴尔干化的非洲大陆难以摆脱经济的依附与脆弱性，更难以保证政治上的自主。非洲国家互查机制就是非洲大陆对于现代化与一体化进程相互促进的确认。

（一）非洲一体化与现代化进程良性互动的根本条件

非洲一体化与现代化进程的良性互动取决于非洲国家政权的稳定与非洲一体化机制作用的发挥。如果一体化是非洲现代化的必然路径，那么这种路径所需要的前提条件首先就是良好的政治环境。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发展都是一系列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可能包括国家的政治制度、政府政策、国家与国内社会的互动关系、国家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在这些复杂因素的互动过程中，能够驾驭互动关系，使互动关系向着良性方面发展的国家或政府，总能创造出发展的奇迹。但驾驭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的能力需要在反复试错的长期积累中才能逐渐获得。

非洲大陆独立之时，就有着以一体化促进现代化的共识，但是在把共识落实到国家的具体行动上，在经济、外交政策上向一体化倾斜方面，非洲国家还做得很不够。经济的依附性使得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的选择余地有限，在制订政策方面走的弯路多，缺乏自主性与自信心。自主性不强、自信心不够始终是非洲国家国家现代化实践的软肋。即使政策设计合理，但政权的频繁更迭又使得政府重点转移，难以保持持久的承诺，难以将良好的计划与政策真正落实。

泛非主义为基础的区域主义主张与维护非洲国家主权是相互依赖的。在一体化的初始阶段，主权意识与不干涉内政意识主导着非洲各国，也是非统捍卫的原则。这个阶段一体化进展受制于非洲各国的政治发展。各国在自身政治问题重重的情况下，其致力于一体化的政治意愿、政治行动能力都是有限的。在这个阶段，非洲国家对非洲一体化前途信心不足，各国关注点在于自身民族国家构建与政权稳固。即使如此，非统没有解体，更有西非国家尼日利亚克服了内战分裂的威胁，与其他西非国家一道促成了区域合作组织西共体的成立。

从国家的角度看，非洲一体化受阻的原因在于各国并没有将一体化导向政策视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政权合法性机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而是随时可以被抛弃的权宜之计。如果一体化发展促进了民主的发展、主权需要分享，那么新父权的国家特性将受到威胁，这是国家政权掌控者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摆脱殖民主义而独立的非洲国家在构建现代主权国家过程中不可避免会走许多弯路，表现出来的某些特征用西方现代的标准看是落后的，但如果把非洲与17世纪新建立的专制君主制的西欧国家相比，二者存在某些共性，如对绝对主权的维护。

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程表明，完成国家内部的政治一体化，现代民族国家政权基本巩固、权力移转、去暴力化是国家能够进入现代化道路的关键。从西非来看，西非的区域一体化与西非各国的国家构建过程是相辅相成的，西非不是在各国都完成了国家构建后，变得足够强大才成立区域组织，而是一体化与国家建构的相互促进，才促成了国内政治和区域局势二者都趋向稳定。区域合作与团结有助于减少乃至排除外部势力的干扰，进而也有助于成员国国内政治的稳定。

尽管“国家民族建构是一个非常复杂、漫长，甚至痛苦的过程，但却是尼日利亚不得不努力去完成的一项艰巨任务”。西非大国尼日利亚在独立后仅仅10多年的时间里就战胜国家分裂的挑战，构建起现代尼日利亚国家的认同感和国民意识，成为非洲国家克服基于族群、地域与宗教等冲突的成功实践，也克服了邻国企图趁火打劫的危险。因为内战中，尼日利亚的两个法语西非邻国科特迪瓦和布基纳法索受法国影响，公开承认了比夫拉地区主义分离政府。这使尼日利亚意识到，本国政治的稳定同所在的西非区域各国有着密切关系，尼日利亚战胜内战威胁的信心转为塑造西非一体化的动力。

西非小国塞拉利昂正是在西共体组织的帮助下结束了内战，开始致力于非洲团结和地区合作；支持西共体在本地区发挥作用，以巩固国内和平以及与邻国的合作关系。西非一体化的深化就是西非各国都认同了一体化的追求有利于本国的利益，并能潜在地有助于本国政权的存在。

非洲区域大国自身的现代化发展对于区域一体化乃至整个大陆一体化起着主导作用。西共体的成立是在西非大国尼日利亚克服内战分裂的威胁之后，南共体的迅速发展是在新南非诞生之后。从权力分布与权力结构来看，西非和南部非洲这两个区域的权力更集中且有层次，促成了1990年代这两个区域和平与安全问题的解决，并且这种权力架构也导致了解决这两个区域和平与安全问题的非洲化与多边主义倾向。正是西非大国尼日利亚有着强烈的对威胁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冲突进行干预的意愿，以及西共体1990年代的维和部队在维和中秉持公正，才促成了西非地区冲突危机的解决。

非洲一体化进程必须考虑各国国家利益，使其同各国人民的需求紧密联系起来，才能保持一体化进程的可持续性，“未能让加纳人民看到理想同人民现实生活需求的关联，实施的对外政策也未使其他非洲国家领导者信服非洲大陆的团结所带来的实惠要大于各国坚持自己主权所带来的实惠”，是恩克鲁玛的泛非主义理想在加纳遭遇失败和受到其他非洲国家冷落的原因所在。

哈里森曾指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存在的多数问题是由政府政策的歧视所造成的，原因是在国内复制了西方殖民主义。正是这种内部化的殖民主义阻碍着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这是西方主导的结构调整战胜《拉各斯行动计划》的原因所在。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结构调整维持并深化的是非洲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边缘化地位，削弱了本身就很脆弱的国家体制，从而打击了靠国家推动的区域一体化和大陆一体化。结构调整计划使非洲国家制订本国发展政策的自主性受到了限制，强化了非洲各个国家对国际金融资本的依附。对政府主导的区域一体化是一种打击。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主导的结构调整计划，强调的是自由市场、私有化、限制并减少国家的作用。非洲一体化的目标是要争取非洲各国、各个区域和大陆的共同发展，是要克服非洲经济依附性，要改变被边缘化的趋势，促进生产多样性，尤其是非初级产品的生产与出口，是想克服自由市场解决不了的非洲各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二）作为现代化内在组成部分的一体化战略

非洲大陆要避免将一体化战略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的做法，而要将一体化战略作为各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

非洲一体化的思想源泉泛非主义虽然是团结非洲大陆和世界各地黑人的桥梁，但是共同的命运感和共有家园的特性无法掩饰泛非主义思想内容的贫乏，泛非主义无法构成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没有“对现存世界给以科学的解释，也未能提供一个行动的指南，更没有对未来的世界进行必要的思想与知识准备”。这是非洲国家独立后，泛非主义被“民族主义、独立时的妥协、新殖民主义、领导者的腐败无能、族群主义、地区主义、派系主义”所挫败的原因。不管怎样，20世纪60-70年代立足于各国的自主选择发展战略不敌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和1980年代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结构调整战略未能挽救非洲被边缘化的命运，迫使非洲重视联合自强的发展道路。

无论是1980年代《拉各斯行动计划》的出台，还是21世纪初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制订，历史背景都是在世界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下，非洲经济发展遭遇严重危机之时。这使人们不由得想到，非洲一体化思想成了非洲应对危机的思想。但危机过后，一体化计划就被弃之一旁，或者说，非洲一体化是非洲国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不到万不得已，非洲国家不会求助于这个选择。非洲大陆要避免这种应急式的一体化历史的重演，每个国家都应把促进一体化作为一种长期的国策，使其不随领导人或政权的不同而改变或放弃，不随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非洲现代化实践的指导思想始终跟随的是不同时代流行的世界发展理论，无论是19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和1970年代的依附论，还是1980年代与1990年代的市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都未能引导非洲大陆在现代化实践上积累起飞的物质条件。同样受制于类似发展理论的一体化成果也都极其有限。因为这些发展理论所针对的社会基础并非非洲社会，不是对于非洲现代化发展所立足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基础的分析与总结，故无法解决解决非洲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无法令非洲政府和人民认真思考大陆一体化与非洲现代化的辩证关系，不能认识到“任何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议……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发展的工具”。

相比以往的各种一体化方案，《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更多地考虑了非洲的现实，从而被当做了21世纪的非洲发展战略计划。该计划旨在通过集体的行动解决非洲发展问题，是非洲“第一次面对”自身的实际情况，开始审视“自独立以来，我们做对了什么？我们在哪里出了错？我们应该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腐败问题、冲突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贫困问题、卫生问题、教育问题和农业问题”。这个计划是非盟试图吸取非洲以往的发展教训与经验，利用好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新机缘，借助一体化来促进非洲大陆的发展。

非统成立之时，国际政治经济处于冷战的格局，作为整体的非统未能很好地利用冷战格局，未能将两大超级大国的影响挡在非洲大陆之外。非盟仍然存在卡萨布兰卡派和蒙罗维亚派的分歧，前者希望建立统一的非洲政府，后者提倡渐进主义的方式，从经济合作入手。

新伙伴计划的一个很大缺陷是把外部援助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援助作为计划实施的一个主要前提，因为如此一来，非洲追求自力更生和可持续发展必须遵守的原则被破坏了，在全球化的水域中，非洲这艘小船就可能被西方发达国家绑缚在其新自由主义的大船上。非洲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边缘性地位、对外援的依赖和沉重的债务使得非洲国家的经济自主权受到很大限制，国家的政策和规则往往不得不在外部压力之下做出调整，缩小了非洲国家之间政策协调和合作的空间，加大了非洲一体化进程的难度。

外部的援助与承诺从来就不是可靠的，正如莫桑比克前总统希萨诺所说，“解决南方普遍存在的、尤其是非洲国家的脱贫问题，不可能也不应该仅仅依赖于北方国家的仁爱之心。它首先依赖于我们的决心，我们是自己的发展进程的主人”。2007年马里负责非洲债务和发展的联盟主席巴里阿米纳塔杜尔在西非六国和欧洲一些国家举办的最贫困国家论坛上指出，“由资本家控制的‘光做样子’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再起作用”。八国集团未能兑现2005年英国格伦伊格尔斯首脑会议上做出的援助承诺，她说，“这些富国说话不算数，这就是为什么非洲国家、南半球国家要想掌握命运，必须靠自己”。非盟认识到外部力量只能是非洲一体化和现代化发展的辅助力量，必须增强非洲经济社会自主发展的能力。增强自主发展的能力，并非是拒斥全球经济体系，而是要摆脱非洲参与国际劳动分工的模式，“把建立自我中心的经济和社会与参与全球体系结合起来”。

关键在于非洲是否自身能够承担起责任。非洲国家坚持解决本国事务的主导权，出现危机也以非洲大陆的调解为主。非盟驻苏丹维和使命防止了达尔富尔局势的恶化，但在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上的作用有限。仅仅军事维和而不处理造成问题的政治、经济及历史原因，难以确保长久的和平。

无论是一体化还是现代化，非洲国家都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世界里，边缘资本主义不可能形成古典意义上的国家，也不可能完成原始积累。非洲国家要想完成工业现代化的原始积累过程，就必须加强合作、深化一体化，才能真正克服经济的依附性。首先一体化的合作有助于吸引投资，改善资金短缺的状况。非洲从不缺乏自力更生的发展蓝图，缺的是落实蓝图的实际行动。

非盟在制度构建、资金运作、泛非主义信念及其领导力方面都面临挑战。非洲一体化无法自动实现，需要强有力的领导，“领导力是非洲国家发展的真正障碍”。但无论是就国家而言，还是就领导者素质而言，非洲一体化的进展受到质疑。布约亚指出非盟能否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作用，取决于它是否能用一个声音说话，是否能够确保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非盟的五个有功之臣，四个未能履行其誓言，南非姆贝基、尼日利亚奥巴桑乔都试图继续第三任期，阿尔及利亚的布特弗里卡成功修宪使自己无限期连任，埃及穆巴拉克在国内抗议与西方双重压力下不光彩下台，使非盟遭受重挫。

在本质上，非洲的联合尤其是一体化的深入将削弱西方大国的影响，不利于西方控制非洲。非盟的成立及其新伙伴计划的制订并不自动保证非洲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解决自身发展存在的问题。作为非洲版马歇尔计划的新伙伴计划的关键是资金来源的不稳定性。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是在冷战背景下实施的，美国为了争霸世界，对欧洲的支持能够尽力，但如今非洲大陆缺乏资金的保证，国际多边援助的附带条件就是例证。新自由主义构成非洲复兴思想的哲学基础，故向世界行销非洲是非洲新伙伴计划的实施战略，因而维护与北方富裕国家的关系是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北方国家在非洲重建计划中拥有了发言权，如接受了国际多边援助的附带条件，这与非盟极力要放大非洲在全球政治经济事务中的声音构成了一对矛盾。

非盟的非漠视原则仍然受到主权原则的挑战；非盟的权威不足以解决成员国间的政治分歧、战争，成员国自身内部的政治动荡，为外部势力介入提供了机会。非盟对2010年底由突尼斯骚乱蔓延至埃及、利比亚的北非动荡局势显得无能为力，尤其在利比亚战争中，作用和姿态比不上欧盟与北约。

外援的流入构成许多非洲国家投资的来源，进而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促进因素。以国家为重点的外援对于非洲的一体化起着负面的作用。无论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援助还是各个援助大国的援助，都围绕国家进行。如1976-2000的25年中，世行针对西非区域进行的援助项目只有13个，仅占世行援助西非资金总额的1%。美国对非援助的“千年挑战账户”，强调援助的效用而强化了受援方为国家的倾向。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同样也是以国家为中心的资助。附加条件的以国家为基础的外援加深了非洲国家的外部依附性，不利于非洲的一体化。

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在两个方面对非洲一体化产生不利影响。第一，来自这些机构的资金的使用受到这些国际经济组织的控制，只注重推动市场化，不顾及国家在市场中的调节作用，削弱了国家的权威，削弱了国家对自身发展道路的选择权，进而影响了国家对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发展的承诺。第二，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援款并不着重于区域层面，而是以单个国家为对象，在国家层面上进行，缺乏区域范围的协调，客观上不利于非洲国家的合作，甚至还会加剧各国之间的竞争。

（三）政治上的挑战与经济一体化的深入

1997年元旦，安南推动了一个新概念R2P(Responsibilityto Protect)——政府有责任保护平民，如果一国政府做不到，国际社会可以采取行动。非盟是第一个把R2P纳入地区组织指导原则的组织。国家对待主权原则的观念开始变化，主权不再仅仅是目的，而且是手段，是获取权威性分配的一种工具，正如基欧汉所观察到的“主权与其说是一个规范领土的屏障，不如说是在复杂的跨国网络政治中的一种讨价还价的资源”。世界变化所提供给非洲的机会也从来没有消失过。经济上客观的依附地位、边缘状态不是非洲人放弃努力、改变的借口。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未来发展与他们本国人民的福祉不仅依赖目前正在指导他们行动的竞争能力原则，而且依赖与本地区其他国家进行大规模协调与合作。而这种合作的成功与否有赖于国家主权原则的灵活运用。为了确保成员国将权力移转置于宪政之下，非盟分别于2005年、2008年、2009年和2010年暂时中断了毛里塔尼亚、几内亚、马达加斯加和科特迪瓦的成员国资格。

在当今全球化新趋势下，国家的工具作用的局限性已经显现，区域合作和一体化成为一种趋势就说明了这一点。区域一体化既是目的，又是一种工具，从宏观的意义上，是人类社会发展要借助的工具，从微观的意义上，也是国家要借用的工具。区域一体化成为现代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趋势后，区域集团就成为处于相对衰落地位的国家的防御工具。“非洲要真正摆脱边缘化和碎片化危机，首先要强化区域认同意识，建立新型洲际经济合作”。

欧盟就是这样一种政治经济防御工具。即使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在驾驭这种防御工具时也经历了种种曲折与考验，欧洲一体化的经验表明，真正的经济与政治一体化是费时费力、旷日持久的。它是几代人的政治意志与智慧不断努力的产物。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之际，北非政局开始动荡，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先后出现政局不稳、领导人更迭，尤其是利比亚的局势更是前途未卜。非盟对北非局势的发展作用有限，且曾经倡导非洲一体化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离去，是非洲一体化进程的一个不利因素，且在资金上少了一个有利的支持者。

北非动荡之际，西非国家科特迪瓦遭遇选举危机，马里、几内亚比绍先后出现军事政变。这些发生军事政变的西非国家都比较小，军人权力不能得到有效制衡，近年来接连发生的军人政变事件对非洲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影响了非洲正在推行的民主化进程。21世纪初的十年中西共体的维和成就显然不如20世纪最后的十年：首先在本区域大国科特迪瓦的维和使命上遭遇挫折，2002年将维和任务交给联合国；其次几内亚比绍自2003年、几内亚自2008年以来直至2012年始终动荡不安。虽然西共体组织显示了行动的意愿和决心，以确保成员国履行有助于和平与安全的共同体原则，但是因为西共体可用的资源有限，没有从长计议，从战略上合理分配资源，故未能确保几内亚、几内亚比绍长久和平局面的出现。组织的缺陷及组织内部的政治分歧造成预防冲突爆发的早期预警和反应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未能从法律和早期预警等方面采取措施，遏制非洲军人政变的重新抬头。

即便非洲出现了这些动乱，但这些动乱是非洲现代化转型的问题，这和七八十年代的政变、动乱情况已有所不同。总体趋势上看，非洲已实现了区域稳定，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无论是现代化还是一体化进程，非洲都在走向进步。

21世纪初，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总体上呈现出有利于非洲一体化的因素。首先非洲丰富的资源和潜在的市场开始吸引世界，世界银行认为2012年外国资本会大举投向非洲。其次，新兴国家的兴起，既为非洲对外关系和国际市场提供了崭新的机会，也为非洲现代化的资金来源提供了新的选择，增强了非洲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博弈空间。“为了更快地实现千年目标，非洲当然应该充分发挥自主能力，将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再次，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国际社会逐渐意识到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待非洲的发展，非洲的边缘化和贫困将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

虽然政治一体化遭遇暂时挫折，但非洲经济一体化开始向前迈进，在西非，成立20周年的西非银行（ECOBANK）成为了非洲第一个真正的多国银行集团与泛非金融机构，拥有遍布22个国家的450个分支机构，业务遍及除北非和南非共和国之外的整个非洲大陆，是非洲最成功的跨国银行。西非银行成为推动西非区域一体化及非洲大陆一体化的有效工具，其首席执行官艾克比（Arnold Ekpe）明确指出，西非银行肩负双重使命，商业的和促进非洲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的使命。在东非，肯尼亚航空公司逐步扩展其在东非的业务。南共体在南非的引领之下，成为非洲经济一体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性组织。2008年南共体、东南非共同市场和东非共同体三个区域合作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了非洲自由贸易区。


第七章　埃塞俄比亚现代化：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埃塞俄比亚的现代化表现出与多数非洲国家不同的特征。作为非洲大陆唯一没有被瓜分和殖民过的国家，埃塞俄比亚在抵御外来侵略的同时又不断地开疆扩土，压缩着地区邻国的“势力范围”。构建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与各民族间的矛盾一直是埃塞俄比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不管是封建帝制、德格时期的社会主义，还是当前的族群联邦制（Ethnic Federalism），埃塞俄比亚的现代化都有着强烈的政治威权的身影，这既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也构成推行现代化改革的巨大阻力。族群民族主义是埃塞俄比亚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此问题的解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各界政府的合法性。本章论述的主要是埃塞俄比亚如何从古老的封建帝制进入现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的过程及其面临的挑战，并对当前埃革阵政府实行的族群联邦制做进一步探讨。


一、埃塞俄比亚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早期努力

与大多数非洲国家不同，埃塞俄比亚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开始得比较早，整个19世纪都是埃塞俄比亚民族国家发展比较迅速的时期，出现了数位致力于国家统一和打击外部侵略的英明君主。当海尔·塞拉西在1974年的军事政变中被赶下台时，作为一个统一政治体的埃塞俄比亚国家已经得到了较大范围的认同。

（一）19世纪以前埃塞俄比亚的政治基础

埃塞俄比亚是非洲大陆为数不多的有着辉煌古代文明的国家之一。繁荣于公元1-7世纪的阿克苏姆帝国是当时环印度洋世界体系的重要成员，其势力范围伸展到阿拉伯半岛南部。统治阿克苏姆帝国的所罗门系王朝，在历史过程中也逐步成为埃塞俄比亚封建帝制的正统。不过，从7世纪中叶起，阿克苏姆帝国就开始走下坡路，虽然她与埃及和地中海世界的贸易联系还在继续，其对红海贸易的控制权却被力量不断强大的阿拉伯人所取代。自此之后，埃塞俄比亚国家政权的领导者在开疆扩土的过程之中就不得不同时应对来自沿海地区伊斯兰素丹国的挑战。

终结阿克苏姆帝国历史命运的扎格威王朝（公元1150-1270年）保留了许多其前身所尊崇的文化传统，如神圣血统的观念、基督教的信仰和建筑风格等。著名的拉里贝拉教堂群也是这一时期被建造起来的。所以，当扎格威王朝灭亡之后，原有的埃塞俄比亚文化和宗教传统并没有受到破坏，埃塞俄比亚国家又很快地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在漫长的中古（1270-1632年）和贡德尔王朝（1632-1769年）统治时期，埃塞俄比亚民族国家构建一直处在北部收缩和南部扩张的缓慢进程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埃塞俄比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与外部世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但是它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却直到19世纪中叶才真正开始。政治现代化的发生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推动。

首先，资本主义急剧上升的历史潮流迫使事实上处于分裂状态的埃塞俄比亚国家必须完成民族国家的统一，以迎接时代的挑战。在1755年伊雅苏二世去世以后，贡德尔地区的政治中心地位就结束了，埃塞俄比亚的政局进入了所谓的“列王时代”或“士师时代”（Era of the Princes or Judges）。虽然原来的地方统治者并没有寻求从埃塞俄比亚分离出去，地区性的权力中心却开始发展起来。贡德尔在名义上仍旧是国家的首都，但是地方首领却在背后操纵着皇帝的废立。埃塞俄比亚帝国留下来的仍旧可以感受得到的遗产就是对基督教的信仰和对阿克苏姆文化的认同，这些遗产成为埃塞俄比亚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基础。秘密的宗教争论震动了当时的教会，但是在政府中取得重要地位的奥罗莫族穆斯林不仅没有趁着“政出多门”的机会谋求将埃塞俄比亚国家伊斯兰化，相反，他们中有许多人接受了基督教信仰。

其次，列王时代的埃塞俄比亚积累了国家整合和重新繁荣的条件。正当贡德尔陷于崩溃边缘的时候，埃塞俄比亚的另外两块地区——提格雷和绍阿——的地位开始上升。绍阿成为19世纪埃塞俄比亚最为稳定、最有活力的地区。在一连串阿姆哈拉统治者的带领之下，绍阿的势力范围得到了迅速的扩张。值得注意的是，在绍阿发展的过程中，阿姆哈拉民族与奥罗莫民族之间的融合得到加强。与南部非阿姆哈拉民族的融合使绍阿地区的民族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这么说，绍阿地区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其他族群的包容和接纳。此外，绍阿地区的地方统治者因为外患较少，所以可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和改善政治统治。他们不仅扩展自己的领土，还积极建立商贸网点，争取西方世界的支持。

（二）19世纪构建和维护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

撒赫勒·塞拉西（Sahle Selassie,1813-1847年，孟尼利克二世的祖父，海尔·塞拉西一世的曾祖父）在夺得王位后进行了一系列开疆扩土的战争：多次攻打阿瓦什低地地区，征服奥罗莫人和阿高巴人（Argobbas），在萨拉勒（Selale）和木格尔（Muger）巩固自己的地盘，对居住在阿瓦什以南地区的卡拉由人（Karayu）、阿希人（Arsi）、马查奥罗莫人（Macha Oromo）和古拉格人（Gurage）也发动了战争。不过，撒赫勒·塞拉西并不仅仅依靠武力去扩大自己的统治。奥罗莫民族本身就有很多的支派，他巧妙地利用派别之争而坐收渔翁之利。他还通过与贡德尔和提格雷地区的贸易广聚财富。英国和法国也非常支持绍阿地区的贸易发展。1841-1843年由哈里斯（W.Cornwallis Harris）少校为首的英国使团受到了塞拉西的热情接待，双方还签订了一份正式的条约。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北边的阿姆哈拉地区——如沃洛（Wollo）、戈贾姆（Gojjam）和贝格姆德尔（Begemder）——对未来埃塞俄比亚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已经不再像中古时代那么显著。由于与奥罗莫首领及旧王朝政治势力内耗严重，北方地区的阿姆哈拉人的政治影响力在1820年代后逐渐衰落。

与此同时，北方的提格雷地区也日渐跟不上南方绍阿地区的发展步伐。由于内患较少，绍阿地区的农业经济平稳发展，为后一阶段该地区地位的上升提供了基础。这种情况是符合埃塞俄比亚历史发展趋势的。自阿克苏姆帝国衰败以来，埃塞俄比亚的政治和经济重心就一直处于往南迁移的过程之中，南方地区民族融合的程度明显要高于相对因循守旧的北方地区。再者，北方强国埃及的多次进犯使提格雷地区不断受到威胁，这比起外部威胁较少的南部地区——尤其是处于上升阶段的绍阿地区——来说，又是一个极为不利的因素。

然而，撒赫勒·塞拉西并不是埃塞俄比亚现代化事业的开创者，他的统治更多地表现出中古君主的特点：不断扩张国土，加强中央集权。埃塞俄比亚现代化的大任需要具有现代思想的统治者来实现。这个人就是特沃德罗斯二世。

特沃德罗斯二世（1855-1868）所处的时代是埃塞俄比亚列王时代的晚期，但是他的政治思想要比当时的地方贵族先进得多。他试图重新建立统一的埃塞俄比亚国家，改革行政和教会制度。为了推动国家发展，他设立总督，推行法官任命制和薪水制，建立常备军以代替战时向地方首领借兵的做法。特沃德罗斯还曾试图改革教会，因为他认为教会中的神职人员是愚昧而且不道德的。但是，当他想要向教会征税以支持政府运作的时候，却遭遇了巨大的阻力。他没收教会土地的做法使自己在国内和国际上树敌太多。

特沃德罗斯在结束埃塞俄比亚的分裂状态、完成国家统一方面有着重要的历史功绩。他为人慷慨，足智多谋，在1845年时就已经建立了一支不容忽视的军队。他娶了阿里王公（Ras Ali）的女儿特瓦比克（Tewabech）为妻，并且担任科瓦拉（Qwara）的统治者。在经过1852年11月到1855年之间四次主要的战役后，他最终击败了过去25年间在埃塞俄比亚东北部发展起来的地方分裂势力，基本上完成了构建统一民族国家的任务，为埃塞俄比亚的政治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当他在1855年被加冕为埃塞俄比亚列王时代结束后新一任皇帝之时，特沃德罗斯意识到了埃塞俄比亚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迫切需要。斯文·罗本森认为：“特沃德罗斯超越了其所有的前任（皇帝），……他认识到（埃塞俄比亚）人民在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道德的松懈和技术的落后威胁到了国家的生存。他所宣布的改革、他所努力推行的政策以及他处理问题的一心一意和坚定不移都表明他的目标是民族的复兴，并且将其祖国转变成现代国家。”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特沃德罗斯采取了一系列亲西方的政策，改善政治制度。他开始着手修缮与教会的关系，对西方传教士大开国门，以便实现传统的埃塞俄比亚国家与西方世界体系的对接。但是刚刚登上皇位的特沃德罗斯缺少处理国际关系的经验，他以为奥特曼土耳其是基督教的死敌，英国就会愿意与埃塞俄比亚联合攻打耶路撒冷。英法两国在克里米亚战争（the Crimean War）中与土耳其联手对抗俄罗斯的事实，使特沃德罗斯开始对西方世界心生芥蒂。更让他失望的是，虽然他优待在埃塞俄比亚境内的西方人，并希望他们成为拉近埃塞俄比亚与西方关系的桥梁，英国政府却对他三番五次的友好提议置之不顾，这极大地伤害了其作为一国之君的尊严。此后发生的震惊世界的人质事件只是特沃德罗斯争取英国支持的一种更为失败的尝试，并最终导致了自己的灭亡。

幸运的是，由特沃德罗斯开创的埃塞俄比亚的现代化事业并没有随着他个人的失败而终结。历史证明，有着特殊文化传统的埃塞俄比亚有着极强的自我恢复和重新崛起的能力。特沃德罗斯之后，继续推进埃塞俄比亚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人物是约翰尼斯四世和孟尼利克二世。

特沃德罗斯自杀身亡后，埃塞俄比亚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局面。不过，人们对和平与统一的向往以及特沃德罗斯时期奠定的国家统一的根基使得那些觊觎皇位的竞争者不敢也不能继续各自为政的统治方式。

在特克拉·吉尤尔吉斯皇帝（Tekla Giyorgis）被卡萨·莫查（Kassa Mercha）消灭之后，后者于1872年年初加冕为埃塞俄比亚的新皇帝，帝号约翰尼斯四世（YohannesⅣ）。1870-1880年代的埃塞俄比亚是很幸运的，国家南北两地各有一位充满远见和活力的统治者来完成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大业：孟尼利克在南方不断扩大地盘，凿通商道；而约翰尼斯四世则在北部抵抗埃及和意大利的侵略，防止苏丹东南部地区混乱局势的蔓延。虽然这两位统治者在埃塞俄比亚的中部地区有利益冲突，并且发生过正面战争，但是每当军事对抗升级的时候，他们都能够考虑到埃塞俄比亚国家政治发展的大局而抛弃前嫌，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双方争议。他们甚至还通力合作促进埃塞正教内部各派之间的和解，控制传教士和外国冒险家过于狂热的宗教活动。

约翰尼斯四世面临的挑战较之特沃德罗斯时代更为紧迫。特沃德罗斯时代的埃塞俄比亚与外部世界的接触非常少，埃及虽然经常侵扰埃塞俄比亚北部边疆，但是地区外大国侵略的魔爪还未深入此地。摆在约翰尼斯面前的任务，一是要稳定其在国内的主导地位，二是要抵制野心不断膨胀的埃及、苏丹东南部的马赫迪武装力量（Mahdists）和刚刚走上民族国家行列的意大利的侵略。伊斯梅尔（Ismail）成为埃及总督（khedive）以后，积极推行往南扩张的政策。欧洲国家不愿意采取行动阻止埃及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伊丽莎白女王甚至写信跟约翰尼斯说，埃及总督只是在追捕劫掠财物的罪犯。但是，埃塞俄比亚在抗击外国侵略方面成绩非凡，埃塞军事上的胜利最终导致了伊斯梅尔1879年的下台。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约翰尼斯未能像孟尼利克一样成功地利用当时的国际局势，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1880年代的英国在非洲最为关心的是它在埃及的主导地位和对红海的控制，其次才是埃塞俄比亚的稳定。但是，英国也担心，在意大利的军事攻势下，埃塞俄比亚转而支持马赫迪武装会伤害到英国在非洲东北部的整体利益。为了防止此种情况的发生，英国积极斡旋，埃塞俄比亚最终与埃及达成和解，合作对付马赫迪武装。作为交换条件，埃塞俄比亚对博格斯（Bogos）的主权得到了埃及方面的承认。此后，埃塞俄比亚不得不花费更大的精力对付马赫迪分子和意大利的侵略，由此带来的巨大消耗给埃塞俄比亚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在约翰尼斯积极维护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孟尼利克却在绍阿地区积聚着自己的力量。在约翰尼斯抗击意大利侵略之时，孟尼利克拒绝直接支持任何一方，但是他也意识到了意大利的侵略野心。在与意大利的争议中，孟尼利克废除了《乌查利条约》，致函欧洲各国领导人告知其登基的消息。虽然主要的欧洲强国在埃塞俄比亚与意大利的冲突中举棋不定，另外两个重要的国际力量——土耳其和俄罗斯——却给予埃塞俄比亚公开的支持，后者还给埃塞俄比亚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武器。在阿杜瓦战役中战胜了意大利侵略军后，孟尼利克巧妙地利用有利的局势取得了暂时的和平，为埃塞俄比亚的发展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1906年6月，在伦敦举行的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三方会谈基本解决了欧洲列强在非洲之角的利益分配问题，埃塞俄比亚和意大利也同意将马里布河（Mareb）作为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的边界线。到海尔·塞拉西一世上台的时候，埃塞俄比亚民族国家的疆界已经基本确定。

（三）海尔·塞拉西皇帝的改革

海尔·塞拉西一世统治的时代，世界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海尔·塞拉西沿袭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政策，力图突破被排除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外的不利局面。1919年，他作为埃塞俄比亚的摄政王，派遣使团前往欧洲祝贺协约国的胜利，试图赢得欧洲强国的国际认同。针对西方世界对埃塞俄比亚奴隶制的批评，他还积极推动废除奴隶制度。1923年9月28日，埃塞俄比亚终于成为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正式成员。由于早年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海尔·塞拉西当权后便频繁访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如何发展经济，以图摆脱国家的落后局面。

在国内建设方面，海尔·塞拉西大力推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他的自传中记述了1916年至1935年所推行的主要政策：1920年开始推动行政管理的规范化，为政府工作人员提供专门的办公条件，聘请外国顾问；制定成文法，废除残酷的断手足的刑法，促进司法公正；发展教育、出版事业，建立出版机构；建设基础设施，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建立军事院校，培养专业军官；以及其他各种旨在促进国家现代化的政策措施。

海尔·塞拉西的另一个成就就是他颁布了埃塞俄比亚第一部成文的宪法，1931年和1955年宪法的颁布表明了埃塞俄比亚建设现代国家的决心。在成功镇压了阿巴·维考（Abba Weqaw）的反叛之后，海尔·塞拉西最终于1930年11月称帝。

但是，海尔·塞拉西推进埃塞俄比亚政治发展的意图却难以摆脱体制的局限，他所赖以为生的封建帝制已经远远落后于埃塞俄比亚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况且，海尔·塞拉西改革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建立现代的民主政体，而是维护封建皇权。这正是他被历史淘汰的根本原因。统治晚期，尤其是1960年的未遂政变之后，维护政权稳定成为海尔·塞拉西的主要目标，政治统治日益僵化起来。


二、德格集团的统治

（一）德格集团上台与政权合法性危机

1974年，由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德格集团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海尔·塞拉西长达半个世纪的专制统治。

德格集团上台后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就是政权的合法性危机。数千年来，埃塞俄比亚国家得以保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普通民众对封建帝制——尤其是所罗门系王朝——有着一种文化心理上的认同。德格集团在革命的初期利用了人们对经济状况的不满，以军事政变的方式推翻君主专制制度，使得统一民族国家的文化根基发生了动摇。德格夺权过程中，政治自由主义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对旧政权的批判导致那些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才被并入埃塞俄比亚版图的奥罗莫人、阿法尔人和索马里人开始觉醒，进而批判占主导地位的阿比西尼亚民族沙文主义，一些人甚至认为埃塞俄比亚国家本身的存在就没有合法性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新政权必须构建新的国家认同，以赢得社会对其统治合法性的承认，并以此为依据推进社会政治改革。德格集团上台之初，保守主义在其领导层中占据主导位置，其领导人门格斯图在社会改造方面比较谨慎。他认为，海尔·塞拉西皇帝名义上的存在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因而并不主张废除皇帝。可是，这种保守、温和的气氛在德格集团内部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面对国家发展诸方面的困难，人民大众的革命热情日益高涨，不断推动德格集团开展大刀阔斧的改革。1975年8月，海尔·塞拉西一世被秘密处死，传统的政治图腾退出了埃塞俄比亚的政治舞台。

与大部分非洲国家的社会主义经历一样，埃塞俄比亚的社会主义也强调平等、公正、自立、尊严、合作、文化自豪感以及民族团结。临时军政府在统治初期也注意照顾普通埃塞俄比亚人对于“社会主义”的陌生感和怀疑情绪，因此特别保留了埃塞俄比亚的“村社体制”。临时军政府在其声明中指出：“政治哲学应该由埃塞俄比亚的文化和土壤中、尤其是广大群众的愿望中生发出来，而不应像装饰性的商业品一样从国外进口。”

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村社体制表现为村社自治。不过，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权力是不存在的。虽然认识到帝制统治时期政治边缘民族倍受压迫，但是在夺取政权后，德格集团并不承认各民族的分离权。维护民族国家的统一成为政治统治的第一要务。德格集团的上台延续了数千年封建帝制的专制传统，在这种传统的统治方式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

1974年12月20日，德格集团宣布实行“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政府也更名为“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临时军政府”，推行大规模的国有化改革。

（二）社会主义改革及其影响

在经济方面，解决贫困成了新政权的首要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德格政府大举推行经济资源集体所有制化，发展教育和卫生事业，同时承认传统的宗教和民族文化。从1975年1月开始，德格集团宣布实行更为全面的经济改革方案。所有的银行和保险公司以及大部分的大型企业被收归国有。至1982年年底，国有企业在工业部门中的比重上升到80%。

在农村，对农村土地所有制的改革是国有化的核心内容。1975年3月4日，临时军政府发布了《提供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声明》，将所有农村土地收归国有，并且制定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具体条件及规定。为了进一步废除根深蒂固的农奴制度，《声明》规定农民占有的土地面积不能超过其实际所能耕作的土地面积，雇佣劳力只允许在国有土地和丧失劳动力的土地所有者所拥有的土地上使用。这一政策的实行废除了封建权力和依附关系的存在基础，在埃塞俄比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政府还鼓励农民组成各种农民协会，以推动改革的顺利实行。海尔·塞拉西在位之时，他曾以埃塞俄比亚缺乏完善的土地登记制度为借口而推迟土地改革，但是秉行“社会主义”的德格政府却大刀阔斧地强制推行土地改革。虽然限于行政管理能力的不足，德格政府不能直接派出行政官员监督土地的重新分配，但是政府却推动建立了大量的农民协会。通过“泽马查运动”（Zemacha，即全国合作发展运动），有约6万名大中学生被派往农村向民众解释革命的目标，以便使全体埃塞俄比亚人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念，建立与革命精神相一致的基层组织（如农民协会）。

德格集团始料未及的是，这些年轻的泽马查运动宣传者对社会主义的热情要比政策制定者高得多。在政府缺乏足够的基层行政官员以保证土地改革有序进行的条件下，学生们往往把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和唤醒农民的权利意识当做首要任务。局势的发展背离了德格集团的预期。起初，德格集团只是想利用民族主义赢取民众认同，但是土地改革过程中，许多宣传者开始动员农民从事典型的大公社集体劳作方式，在南方有些地区甚至发生了农民抢夺地主土地的暴力事件。参加泽马查运动的青年学生与德格集团的既定方针发生矛盾，一些学生与反对派联合起来，甚至回到首都，挑战德格集团的政治权威。由于冲突的加剧，政府不得不于1976年7月终止泽马查运动。整个泽马查运动成了德格政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一出闹剧。

面对这种局势，德格集团又于1975年12月发布一项声明，明确农民协会的职能，以适应农民运动的新要求。新规定承认了农民协会的合法地位，并确定进一步建立以农村合作社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农业的目标。生产性的合作社和集体公社逐步取代了服务性的农民协会，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开始在埃塞俄比亚起步。

土地改革不仅在农村地区进行，城市中的闲置地也被重新划分成单个行政区，进入国有化的过程。城市居民协会（kebele）成为国有化土地的管理机构，充当国家权力的代表，同时负责社区的发展和安全事宜。有20000个最为重要的城市居民协会为中央政府直接管理。

不过，农村和城市土地改革的效果并不理想。为了实现向苏联式集体农庄的转变，在农村地区开展的土地改革迫使许多农民拆掉原有住房，搬进规整的小块聚居地过集体生活。在新的环境中，基础设施不能满足基本的生存和生产需要。个体家庭缺乏饲养牲畜家禽的条件，而提供水井、学校和诊所的承诺却一直没有兑现。不仅如此，农民的人身自由也受到限制。在未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农民不得擅自离开聚居地。虽然大部分埃塞俄比亚人有着强烈的宗教信仰，教堂和清真寺在新的村庄内却并不多见。另一方面，为了开发低洼地区，德格集团还尝试进行人口迁徙。被迁徙的人口大部分来自于北部地区的提格雷、沃洛等地。给土地改革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和大部分欧洲国家批评强制性人口迁徙，认为这种做法迫使许多家庭成员离散，浪费经济资源，因而拒绝提供经济支持。

对于掌握国家机器的德格集团来说，土地改革和人口迁徙在短期内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村社式的管理为政府收取税赋、组织政治活动、进行政治教育和惩戒反叛提供了方便。在安置城市和农村人口的过程中，虽然出现过一些反抗，但是严格的政治控制和安全检查在较长时期内有效地避免了叛乱的爆发。

（三）德格集团实行的民族政策

民族问题一直是大多数非洲国家面临的棘手问题。德格集团上台后，厄立特里亚地区族群民族主义的反抗已经非常严重。在阿克苏姆时代（公元1-10世纪），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文化、政治和经济联系要高于其与南边边疆的大部分地区。但是经过意大利对厄立特里亚的殖民统治（1890-1941年）之后，厄立特里亚人的民族意识极大地增强，越来越视埃塞俄比亚统治者为外来殖民势力，认为厄立特里亚是这种关系中的受害者。厄立特里亚的多次反抗总是引来埃塞俄比亚政府军的残忍镇压，加深了厄立特里亚人民对埃塞俄比亚政权的排斥感。

意大利殖民时期，厄立特里亚在文化教育方面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而埃塞俄比亚在这段时期发展的步伐却缓慢得多。由于民众心里长期的被压迫感和殖民统治的经历，厄立特里亚民族主义情感与日俱增，建立独立的、拥有自我主权的民族国家成为大多数厄立特里亚人的政治追求。

二战后的最初十年，厄立特里亚由英国接管。1952年，联合国做出裁决，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结成松散的联邦。但是，海尔·塞拉西于1962年解散了厄立特里亚议会，并宣布将厄立特里亚划为埃塞俄比亚的一个省，这与大部分厄立特里亚人的政治愿望是背道而驰的。海尔·塞拉西统治晚期，厄立特里亚地区民族解放运动日渐高涨起来。

德格集团上台后，名义上承认埃塞俄比亚各民族的自决权。在《全国民主革命计划》（Program for the National Democratic Revolution）中，德格集团首次明确提出了具体的民族政策：

各民族的自决权将被承认和完全尊重。根据社会主义的精神，每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和宗教将得到同等的认可，任何民族不得主宰另一民族。埃塞俄比亚各民族的团结将以他们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的斗争为基础。这种联合斗争的愿望就是构建一个以平等、相爱和互相尊重为基础的新生活和新社会。

厄立特里亚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给刚刚夺权的德格集团出了一道难题。以何种手段解决厄立特里亚问题，维护国家的统一是德格集团的燃眉之急。德格集团主宰的临时军事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阿曼·安东姆主张和平谈判，寻求政治解决方案。在1974年11月被害之前，安东姆曾两次亲临厄立特里亚考察当地情况。但是，由于其所奉行的政策迟迟不能解决当地的紧张局势，安东姆逐渐被统治集团中的强硬派视为软弱无能的代表。11月24日，安东姆被秘密处死。“大埃塞俄比亚”的民族沙文主义开始主导政府的政策取向，军事征服的意见成为政府意志。

德格集团上台之后，在厄立特里亚的军事行动日渐频繁，而厄立特里亚的反抗力量也不断壮大。1982年年初，德格集团发起“红星运动”（Red Star Campaign），企图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赢得厄立特里亚普通民众的人心。根据该运动的指导意见，埃塞俄比亚政府将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当地的经济建设，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改善食品和商品的配送渠道；训练工人和农民，并给他们提供武器装备以及政治和技术培训的机会，避免他们被反抗武装招募。但是，这项运动的代价是巨大的。为了推行这项运动，政府总共投入了6600万美元的资金，这几乎占到了国家非军事支出的10%。另一方面，政府军加紧对“分裂主义暴徒”的战争。

厄立特里亚民族解放武装组织的游击战术让德格集团派出的军队损失惨重，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Tigray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TPLF，简称“提人阵”）和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Eritrean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EPLF，简称“厄人阵”）的合作使德格集团在北方地区的军事行动连连受阻。种种迹象表明，德格集团发动的“红星运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北部提格雷地区和厄立特里亚的族群民族主义力量逐渐发展为推翻德格集团专制统治的核心武装组织。

激进的政治改革和穷兵黩武的镇压政策，使人民大众对革命的热情逐步转变成了对现状的不满。越来越多的人发现，革命不仅没有解决海尔·塞拉西统治时期经济发展滞后和饥荒频仍的问题，反而使原有的困难更加严重。各种形式的国内反抗正是在德格集团统治日渐衰微的过程中成长壮大起来的。


三、族群民族主义在埃塞俄比亚政治嬗变中的作用

族群民族主义是现代埃塞俄比亚政治发展中的关键因素，在推翻德格集团的专制统治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埃塞俄比亚虽然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但是在社会结构方面，人们更多地是以民族和宗教归属来看待自己在整个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和角色。在缺乏活跃的公民社会的现实条件下，民族认同成了人们彼此联合以追求共同政治目标的重要依据。封建帝制和德格集团统治时期，政府推行由上而下的统治模式，统治阶级的民族构成总体上比较单一。因此，在反抗中央政府统治的过程中，那些处于政治边缘地位的民族运动领导人通常会利用跟随者在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地域利益上的共同性或相近性，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强化当地人对于专制政权的敌视情绪。在德格集团统治下，族群民族主义表现得最为强烈的是北方的提格雷和厄立特里亚地区，以及南方的奥罗莫人地区。下文将分别讨论。

（一）厄立特里亚地区的族群民族主义

德格集团统治初期，政府就特别注意照顾厄立特里亚人的民族情感，临时军事管理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阿曼·安东姆就是厄立特里亚人。但是，在北部地区叛乱与日俱增的情况下，德格集团最终杀害了安东姆，并且发动了对厄立特里亚地区民族主义武装组织的残酷战争，这加深了厄立特里亚人心中长期以来积累的被压迫感。反抗组织较好地利用了普通厄立特里亚人的受害者心理，动员了更多的基层民众加入革命队伍。

在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战争期间（1977-1978），厄立特里亚的反叛分子抓住时机，占领了一些战略要地（包括克伦和德卡米尔）。至1977年底，厄立特里亚只有5%的地区处于德格政府控制之下，马萨瓦和阿斯马拉等地只是由于反抗武装力量的内斗和国际势力的反对才得以保存。而德格集团的反扑则是在苏联重型武器的支持下进行的。即便如此，厄立特里亚的族群民族主义力量也没有减弱，德格集团有限的资源不足以扑灭厄立特里亚地区的武装反抗活动。

在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过程中，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Eritrean Liberation Front,ELF，简称“厄解阵”）和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简称“厄人阵”）走向分裂，经过1980-1983年的几次战斗，厄人阵最终取代厄解阵成为厄立特里亚地区反抗力量的绝对领导。在冷战对抗的背景下，利比亚、也门、伊拉克和叙利亚以及苏丹等国向厄立特里亚地区武装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到1987年底，厄立特里亚和提格雷90%的地区都为反抗势力占领。在反抗战争的晚期，为了避免反德格势力的内部分裂，提人阵与各派达成共识，在推翻德格集团的专制统治之后，由厄立特里亚人民举行全国公投，决定厄立特里亚是否独立。

（二）提格雷地区的族群民族主义

在提格雷地区，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势力快速发展起来。提格雷地区是埃塞俄比亚古代文明的摇篮，辉煌的阿克苏姆文明就是在提格雷的高原地区发展起来的。基督教在公元4世纪被确定为埃塞俄比亚国教，而提格雷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早接受基督教的几个地区之一。直到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之前，阿克苏姆帝国一直在红海地区的国际事务中扮演着主导地位。拉里贝拉曾是封建王朝的重要根据地。约翰尼斯四世皇帝（1872-1889）就是提格雷人，并将其行政首都建在默克莱（Makelle），而抗击意大利侵略的英雄皇帝孟尼利克二世（1889-1913）虽然身为阿姆哈拉人，却与提格雷人有着重要的文化和政治渊源。

由于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在提格雷地区发生、成长的族群民族主义对普通埃塞俄比亚民众来说具有更广泛的感召力，该地区的反德格势力也逐步成为未来国家政权最有力的竞争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领导人在早期都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是在斗争过程中，他们不断修正政治目标，族群民族主义逐渐扩大为国家民族主义，争取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

德格政府也认识到“天下未乱此先乱”的提格雷地区的重要性，因此想用军事手段打击活跃在该地区的反叛分子。随着军事行动的开展，德格政府不仅将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游击武装作为打击目标，还严厉惩罚那些给反叛分子提供帮助的平民百姓。政府军在多次清剿行动中，极大地破坏了人口稠密的提格雷中部地区的农业生产，加强了对盛产乳香、阿拉伯树胶和谷物的西部地区的控制，想以此切断反叛分子的经济和人力来源。这种坚壁清野的残酷战术迫使很多提格雷地区的居民在政府军到来的时候逃往森林加入游击队伍，在政府军撤离后又回到原来的村落建设被毁的家园。德格政府军的残暴镇压刺激了提格雷地区族群民族主义的壮大。

另外，德格集团在北部地区陷入孤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推行的宗教政策。提格雷地区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教徒分别是这两种信仰最为忠实的信众，他们都异常看重其宗教的超世俗价值。德格集团对宗教的敌对态度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采取的宽松的宗教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许多加入游击队伍的宗教人士都视自己是为宗教而战，为其斗争赋予了一层神秘的色彩。约翰·杨在考察了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对宗教的政策后总结道：

由于受到在埃塞俄比亚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权的教条主义的限制，德格集团没能理解农民的宗教情感。像其在城镇中对受教育的年轻人的攻击一样，德格集团对教堂、清真寺和他们的农村代表的侵犯是引起农民疏远的主要原因。虽然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在农村取得成功并不是因为德格集团处理农民的价值和体制的方法不近人情，但是，如果德格集团没有先通过（攻击）宗教而触怒他们的话，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要想取得农民的支持是难以置信的。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在提格雷这一为宗教所裱饰的社会中穿梭运作，证明了其对农民宗教情感的高度关注。

到了德格统治的后期，提格雷地区的人心向背已经非常明显。政府军不可能通过武力镇压解决当地人民的反叛，而苏联对德格集团军事支持的减少则加快了其覆亡的进程。

（三）奥罗莫人的族群民族主义

除了厄立特里亚和提格雷地区的族群民族主义之外，南方的奥罗莫民族主义在德格集团统治时期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奥罗莫民族主义问题代表了非洲民族主义中常见的一个悖论：在埃塞俄比亚人口总数中，他们超过40%，但是在政治上，奥罗莫人却一直是少数派。奥罗莫人居住的地区在19世纪后半叶才被大规模并入埃塞俄比亚版图。进入20世纪，越来越多的奥罗莫人为了接受教育或是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来到城市。这些人有一部分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学生、知识分子、官僚和小商人，拥有一定社会和经济地位，更多的人从事的是比较辛苦的职业，还有一些人找不到工作，成为城市的流民。但是，城市生活使这些在故乡各自为政的奥罗莫人意识到了彼此命运的相关性，这种民族的自觉逐渐与奥罗莫人的本土意识结合起来，成为族群民族主义分子可资利用的精神纽带。

奥罗莫人的政治边缘地位使许多知识分子投入到唤醒民族认同的事业中去。在1970年代奥罗莫人的政治运动中，许多宣传文章和文件被秘密印刷出来，广为流传。海尔·塞拉西一世大学的奥罗莫族学生积极组建奥罗莫人社团，并参加了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在斗争的过程中，有一部分激进分子着手将学生运动升级为革命运动，研究组织的构建和游击战术等问题。1973年，奥罗莫解放阵线（Oromo Liberation Front,OLF，简称“奥解阵”）成立。这个组织为奥罗莫族群民族主义分子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组织支持。

奥解阵宣称斗争的目标就是使全体奥罗莫人通过公投决定他们的政治前途，认为不管是加入联邦或邦联国家，还是成立独立的奥罗米亚共和国，都应该是奥罗莫人自己的选择。外族人的殖民统治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奥解阵成立之后，多次发动军事行动，但是因为缺少外部援助，他们的行动主要是袭击农村居民定居点、绑架外国人和劫掠政府驻军的据点，组织性一直比较差。1991年，在厄解阵的帮助下，奥解阵夺取了阿索沙（Asosa），但是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守住城池。1989年以来，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领导人曾多次试图协调与奥解阵的地面行动，但是发现其内部纪律涣散，最终没有实现有效的联合。

由于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均无法与奥解阵达成一致意见，提人阵组建了奥罗莫人民民主组织（Oromo People's Democratic Organization,OPDO），以作为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Ethiopi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Democratic Front,EPRDF，简称“埃革阵”）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德格集团倒台之日的临近，新建的奥罗莫人民民主组织吸引了一部分德格政府的背叛者和南部的奥罗莫人。但是，该组织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取代奥解阵在奥罗莫普通民众中的地位，提人阵仍然不得不争取奥解阵的合作。

在德格集团统治时期，除了以上所提到的几个较为典型的族群民族主义运动外，埃塞俄比亚境内还出现了许多别的以地方性民族认同为基础的反德格运动。如阿法尔地区和索马里地区的族群民族主义武装，不仅得到了本民族成员的支持，还引起了民族统一主义（如泛索马里主义）的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零星的反抗运动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可能担当起推翻德格政权的历史重任。在这一方面，提人阵起到了关键作用，埃革阵的建立为各股反抗势力的联合行动创造了必要的平台。也正是在它的领导下，地方民族武装最终于1991年推翻了统治埃塞俄比亚17年之久的德格集团。


四、“族群联邦制”与埃塞俄比亚的现代化进程

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以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为首的族群民族主义力量于1991年推翻了专制的德格集团，揭开了埃塞俄比亚政治发展的新篇章。作为族群民族主义的政党联盟，埃革阵开始执掌国家政权，主导当代埃塞俄比亚政治发展的方向。

1994年埃塞俄比亚宪法确立的联邦民主制度因为对民族分离权的承认而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但是也为民族分裂主义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据。上台之后，埃革阵的统治方式表现出明显的威权主义倾向，引起国内和国际社会的诸多批评；分裂性的族群民族主义仍然有着较大的生存空间，并危及到国家的政治稳定。

埃厄冲突给生活在边境地区的两国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在与厄立特里亚交战的时候，埃塞俄比亚的国家民族主义却得到了加强，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族国家凝聚力的增强。

（一）埃革阵的构成及其上台之路

在德格集团不断加强其专制统治的过程中，提格雷地区和厄立特里亚地区的民族主义反叛势力急剧地成长起来。自然灾害刺激了地方反抗的发生。1983年埃塞俄比亚的降雨较之一般年份要少得多，到1984年，饥荒的发生已经不可避免。但是，门格斯图等德格集团的领导人却忙于筹办革命胜利十周年的庆典活动和埃塞俄比亚工人党的建立。相关部门并没有将农村地区严重的危机汇报给他们，因此拖延了领导层对该问题的及时关注和处理。在1983年后半年，越来越多的西方媒体、非政府救助组织、外交官员和外国使团了解到埃塞俄比亚饥荒的消息，国际社会对门格斯图政权的批判不断增多。当全国1/6的人口由于受到饥荒威胁而流离失所之时，德格集团却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这引起了各个阶层的不满。革命力量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得以发展壮大起来的。

1960-1970年代，埃塞俄比亚学生运动发展得非常迅速。接受过中学和大学教育的年轻人一般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看作导致埃塞俄比亚落后的主要原因，将布尔什维克的俄国革命、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胡志明领导的越南革命和切·格瓦拉的国际主义看作埃塞俄比亚未来发展的方向。这种革命的热情为德格集团夺取政权提供了最为有利的条件。

但是，这种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的革命主张并不能阻止埃塞俄比亚族群民族主义的发展。相反，马克思有关爱尔兰民族主义的观点——英国无产阶级必须先解决爱尔兰民族问题才能进入社会主义——成为埃塞俄比亚各民族争取民族平等和自决权的理论依据。列宁和斯大林有关民族问题的言论也被用来作为反对德格集团统治下民族压迫的思想武器，学生运动中的激进分子经常称埃塞俄比亚为“各民族的监狱”。

这种民族主义思想受到了几个因素的刺激。首先，海尔·塞拉西时期封建王朝的统治使绍阿地区的阿姆哈拉人在国家的政治格局中的地位逐渐上升，这使处于政治边缘的诸民族形成了相同的奋斗目标，即改变单个民族独占国家政治权力的不公平局面。其次，帝制时期不断发生的各族叛乱打破了中央权力的神话。在德格集团推翻了阿姆哈拉人为主体的海尔·塞拉西政权后，原来占统治地位的阿姆哈拉人也开始宣扬民族自决的主张。

埃革阵的核心力量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就是族群民族主义的积极倡导者。该组织诞生于1975年2月。它开始只是北部提格雷人地区一支势力较小的游击队伍。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早期的斗争纲领具有族群民族主义的特征，追求提格雷人在埃塞俄比亚政治体中的自决权。其前身是于1974年9月14日在亚的斯亚贝巴建立的提格雷民族组织（Tigrayan National Organization,TNO）。成立大会在亚的斯亚贝巴一家不起眼的咖啡馆里举行，参会的七位代表都是大学生。在该次会议上，发起者明确了对德格政府的意见，提出争取提格雷民族自决和在埃塞俄比亚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主张。该次会议还提出了斗争的具体方针：一、建立民主的埃塞俄比亚，以使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得到尊重；二、发动全国性的武力斗争，将提格雷农村地区的反抗发展到城市；三、在大规模的武力斗争开始之前，反德格集团的运动应该由位于城市的提格雷民族组织领导。

该组织与许多激进的提格雷民族主义者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与他们的联合，该组织于1975年2月成功地改组为武装斗争的组织，易名为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受过教育、接受了各种现代政治思想的中学和大学毕业生在提格雷民族组织早期的活动中表现得非常活跃，他们在唤醒普通民众的民族主义意识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经过农村锻炼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更加成熟，成了族群民族主义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

提格雷民族组织在改组为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过程中，加紧发展与厄立特里亚地区反对德格政府的民族解放组织的合作关系。虽然厄立特里亚民族解放组织的最终目标是厄立特里亚的独立，而提格雷民族组织是在埃塞俄比亚国家框架内的政治斗争，但是为了争取到更多的支持，提格雷民族组织却不得不做出让步。由于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厄立特里亚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中已经有人开始宣传全埃塞俄比亚人民的反专制运动，这使厄立特里亚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在提格雷民族主义者中也有了许多同情者。由于地缘上的接近，提格雷民族组织与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和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之间的联系相当频繁。

值得注意的是，埃塞俄比亚境内各股族群民族主义组织之间常常有着一种微妙的竞争关系。当提格雷民族组织向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表示合作愿望之时，后者的反应并不积极，因为此时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已经与提格雷地区的另一支力量提格雷解放阵线（Tigray Liberation Front,TLF）建立了工作关系。在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看来，提格雷解放阵线追求的“提格雷独立”与它自身的政治诉求更加合拍，因而双方有着更为坚固的合作基础。不过，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并不是提格雷民族组织可以选择的唯一合作对象，与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争夺地盘的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积极接受了与提格雷民族组织的合作。一些此前加入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的提格雷人开始返回提格雷地区，加入本地民族解放组织的反压迫斗争。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也开始加紧训练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士兵。

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成立后，特别强调提格雷人的合法权利，以与德格集团所宣扬的“埃塞俄比亚至上”相区别，谋求在埃塞俄比亚政治中建立提格雷人的“永久空间”。武装斗争成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手段。

在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成立之初，“自决”指的是通过民主程序，在多民族埃塞俄比亚国家框架之内的提格雷自治。但是，随着武装斗争的加剧，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中的一部分极端民族主义者开始将“自决”提升为与埃塞俄比亚政治体的分裂，建立独立的提格雷国家。这种主张并没有赢得太多提格雷人的认可，就连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也公开反对将提格雷从埃塞俄比亚分离出去的政治主张。此外，极左斯大林主义者提倡的激进革命的政治主张在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中也曾引起不小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组织内部的分化。当代埃塞俄比亚宪法中保留了各民族的分离权和“革命民主”的原则，就是受到了反德格集团统治时期族群民族主义和极左革命思想的影响。

由于看到东欧地区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和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逐渐放弃教条的社会主义，接受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和多党制的民主理念，着手发展与美国的友好关系。为了增强反德格集团的力量，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将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运动（Ethiopian People's Democratic Movement,EPDM）升格为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成为联合更多反德格集团游击队伍的重要平台。

在1980年代末，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和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在与门格斯图的战斗中取得了不断的胜利。1988年3月，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在北部阿法贝特（Afabet）取得了打击德格集团军事进攻的重要胜利，没收了大量的武器装备，鼓舞了后一阶段的反抗斗争。1989年2、3月间，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在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的帮助下，击败了德格政府派出的清剿部队，迫使德格势力退出除东南角外的提格雷全省。在这种情况下，德格政府派出的部队要想打击厄立特里亚的民族主义武装，就必须越过提格雷这一地理屏障。在军事上取得成功的同时，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还将其在提格雷地区实行的家庭自治推广到了新占领的阿姆哈拉地区，赢得了当地人普遍的支持。这种人心向背的变化对于德格政府是极为不利的。

在游击队伍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德格政府的内部危机日益严峻。1989年5月，为了取得更多的武器援助，门格斯图前往东德。在其访德期间，一些高级军官发动了一次失败的军事政变。门格斯图闻讯后马上回国，逮捕了许多参与此次事件的人员。这次政变动摇了很多前线作战的普通士兵，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叛逃。1990年，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占领马萨瓦港口，切断了德格政府与阿斯马拉的海上通道。为了报复，政府军发动空袭，将各种港口设施毁坏殆尽。此后，德格驻军和平民只能通过空运到达厄立特里亚。此外，苏联的武器援助也随着苏联国内局势的恶化而减少，大量的武器装备落入游击队伍手中。

面对如此艰难的局势，门格斯图开始寻求自救之道。1990年5月在对议会的演讲中，门格斯图终于承认世界局势已经发生改变，埃塞俄比亚必须进行改革，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解决危及民众生活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在随后推行的改革措施中，计划经济的特点已经大大减弱：引进混合制经济形式，平衡国家、集体和私人在农业、工业和商业中的地位；废除农民将谷物和其他农产品义务交纳给农业营销联合体的做法；停止集体化、村社化和重新安置居住地项目；在国有工业企业、贸易公司和国有农场中引进自负盈亏制度；吸引外国投资；建立有着更广泛代表性的埃塞俄比亚民主联合党（Democratic Unity Party of Ethiopia,DUPE）以代替被指为政府附庸的埃塞俄比亚工人党。

但是这些改革措施在执行过程中却举步维艰。政府官员设置重重障碍限制私有企业的生存空间，国有企业的改革迟迟不得推行，外国资本对埃塞俄比亚的投资前景并不乐观。改革的失败加速了德格集团的败亡。

在斗争过程中，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避免与德格重装部队的正面交锋，逐步将德格集团控制的势力范围缩减到几个主要的大城市，加重了政府军后勤保障的困难。在游击队伍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组织加大了对埃塞俄比亚难民的救助，活跃在饥荒地区的国际援助组织所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在客观上提高了反德格集团的士气。1991年5月21日，在反抗势力层层推进、自救无望之时，门格斯图秘密逃离亚的斯亚贝巴，前往津巴布韦开始政治流亡的生活。

门格斯图的逃亡象征着政府军与游击队伍之间武装对抗的基本结束。残余的德格势力已经不能维持首都的政治稳定。5月28日，在几乎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反抗军进入亚的斯亚贝巴，接管国家政权，避免了首都的混乱局势和人员的伤亡。为了给梅莱斯领导的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重组政府的时间，避免反德格势力在斗争的最后关头内部分裂，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的领导人伊萨亚斯·阿费沃基（Isaias Afwerki）同意推迟两年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厄立特里亚是否脱离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在进驻阿斯马拉后成立了厄立特里亚临时政府，维护了该地区的社会稳定。

1991年7月1日，以组建临时政府为目的的国民大会如期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奥罗莫解放阵线和所有宣布放弃暴力的流亡组织都被邀请参加会议，共同商讨建立新政府的相关问题。德格集团的国家机器至此已经完全分崩离析，埃塞俄比亚国家的政治进程掀开了新的一页。

（二）过渡政府统治时期的现代化改革

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是作为德格专制统治的推翻者而登上历史舞台的。对于饱受德格集团专制之苦的广大埃塞俄比亚民众来说，埃革阵的统治具有更大的合法性。有鉴于德格集团统治时期实行的民族政策的失败，埃革阵在掌握了国家机器之后，接受民族建构主义（ethnic structuralism）的主张，力图通过联邦制规避此前中央权力过于强大而倾轧地方民族利益的弊端，为各族群提供平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机会。

7月1日至5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国民大会通过了指导过渡政府运作的国民宪章，并且成立了由不同派别参加的议会。在议会中，埃革阵及其支持者共占据44个席位，奥罗莫解放阵线占据了12个席位，其余的席位被参加会议的其他民族主义组织取得。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领导人梅莱斯·泽纳维被选为国家总统，古拉格人（Gurage）菲卡达·葛达姆（Fekadu Gedamu）被选为议会副主席，科姆巴达人（Kembata）特斯法耶·哈比索（Tesfaye Habbiso）当选为议会秘书，而阿姆哈拉人塔姆拉特·雷尼（Tamrat Layne）则被任命为国家总理。在内阁成员的分配上，国民大会也注意照顾到各个族群的政治要求。不过，埃革阵在新政府和议会中具有绝对的优势：总统、总理及国防、外交和内政部等关键部门的部长均为埃革阵的成员。在德格集团的军队瓦解后，维护国家安全的重任也顺理成章地落入埃革阵手中。

在厄立特里亚问题上，埃革阵承认厄立特里亚与其他生活在埃塞俄比亚境内的民族一样，享有民族自决和独立的权力。不过在两年的过渡期内，厄立特里亚仍将在亚的斯亚贝巴派驻长期代表团，埃塞俄比亚将可以自由使用阿萨布港口。由双方共同组成的多个委员会将负责安全、经济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并保证各项社会事业的正常进行。但是，厄立特里亚方面对于独立的诉求更为急切。伊萨亚斯·阿费沃基认为公投其实只是一个形式，国民大会后，他所领导的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很快就开始在边境地区建立驻防点，并且在敏感地区驱逐非厄立特里亚籍的居民，埃塞俄比亚方面因为忙于国内政治重建而对这类事件的发生不加制止。

在过渡时期，奥罗莫人的民族主义运动高涨起来。过渡政府将埃塞俄比亚划分为12个省。这12个省份的划分基本上是以语言和民族构成为依据的。但是，这种制度设计并不能完全解决埃塞俄比亚境内复杂的民族问题。许多在政治上处于边缘地位的族群只能生活在说另外一种语言的省份里面，这尤其以人口总数最多的奥罗莫人为最。对于许多激进的奥罗莫人来说，埃革阵为首的政府所实行的民族政策的目的之一就是消减奥罗米亚的地盘，将奥罗米亚分化到具有不同语言和族群的行政单位中去，以此加强对奥罗莫人的政治控制和压迫。在他们看来，埃革阵主导的政治统治就是对奥罗莫地区的国内殖民。

在奥罗莫人居住的地区，奥罗莫解放阵线与效忠于埃革阵的奥罗莫人民民主组织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前者在南部和东南部地区实行比较严厉的统治，压迫打击非奥罗莫人，禁止本族人与过渡政府合作；而后者则着力夺取基层的政府公职，禁止奥罗莫解放阵线登记参加预定于1992年6月21日举行的选举。双方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奥罗莫解放阵线退出即将举行的选举和过渡政府，埃革阵的人员很快进驻南部和东南部地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两万多名奥罗莫人的战士、支持者和同情者被拘捕，该组织在埃塞俄比亚政治上的影响力降到了最低点。与此同时，奥罗莫人民民主组织则趁虚而入，在原来奥罗莫解放阵线的地盘上不断壮大着自己的力量。

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得6月21日的选举受到各方面的批评。奥罗莫解放阵线的退出使奥罗莫地区的选举缺乏了最为重要的群众基础，埃革阵及其支持者通过操纵选举取得了重要的实权部门。在新的政治体制下，族群分离主义倾向不仅没有消减，反而愈加滋长起来了。

在多数情况下，对政治权力控制得越牢固的政府对国家的经济资源的垄断欲望也就越强烈。过渡政府在1991年11月通过了《新经济政策》，开始与世界银行商讨结构调整计划。但是，新上台的统治者的改革决心并不大。在土地所有制方面，过渡政府认为土地私人所有制会导致大规模的土地自由买卖，农村人口会大量地涌进城市而加重城市的经济负担，因此延续了德格统治时期的土地国有制度。《新经济政策》中提出政府的首要功能是提供足够的服务、熟练工人以及能够吸引投资者的基础设施，但是政府在这些方面的业绩是不如人意的。许多原本想在埃塞俄比亚投资的资本家发现，当局更加热衷于保持现有的政治经济制度，而不愿意进行可能削弱其政治权力的现代化改革。

过渡政府在厄立特里亚问题上的态度引来了大部分埃塞俄比亚人的批评。1993年1月，亚的斯亚贝巴爆发的学生运动遭到了政府的残酷镇压，许多参与这次学生示威运动的大学教授也被解职。政府还采取措施控制新闻自由，在大选之前打击反对派。

在1994年6月5日举行的选举中，新的以民族联邦制为基础的宪法草案出台，并选举出了立宪委员会（Constituent Assembly）。在反对派参选人受到严重打击的情况下，埃革阵及其支持者取得了立宪委员会547个席位中的484个，而另外一些赢得席位的独立参选人也与埃革阵关系紧密。10月28日，新选出的立宪委员会通过了此前制定的宪法草案。立宪委员会还确定于1995年5月7日举行选举，选出新的国民大会，成立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与之前的立宪委员会选举一样，主要的反对党没有参加，参加选举的59个政党多是与埃革阵有着密切合作关系的民族主义组织。最后埃革阵赢得了议会中的483个席位和超过90%的选票，并且控制了七个地区委员会。

新的宪法确定阿姆哈拉语为国家的日常用语，并承认其他民族语言的合法地位。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的土地都归“国家和埃塞俄比亚人民”所有，不得自由买卖和随意转让，并确立政教分离的原则。总理将从人民代表院（House of People's Representatives）的成员中选出，与议员一样，总理的任期为五年，在任期间有着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联邦政府实行名义上的三权分立。

1995年8月24日，人民代表院投票通过新的宪法，批准成立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过渡政府的总统梅莱斯·泽纳维成为共和国的新总理，尼加索·吉达达（Negaso Gidada）成为国家总统，埃革阵得到了部长委员会的八个职位。新政府还对国家的军队进行了改革，来自提格雷的许多军人加入到国家的警察力量中，以消除人们对于军队代表性的质疑。此外，新政府还开始恢复国家的空军部队。

经过了长期的经济停滞，和平的政治环境使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在1992以来取得了较快的增长。埃革阵上台后，世界银行向埃塞俄比亚提供了40亿美元贷款，支持国家战后重建。受世界银行援助的激励，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也开始向埃塞俄比亚提供贷款，支持该国经济重建。与各方面的援助相适应，过渡政府放宽了农业市场和装运的规定，并将国家的军事开支降到了财政预算的10%。过渡政府还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10%左右，并且较好地协调了政府各部之间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预算和开销。

到1995年，人员和物资在埃塞俄比亚已经能够比较自由地流动，外国观察员和官员的考察不再受政府各部门的阻挠。埃塞俄比亚本国人管理的非政府组织开始发展起来，并且在社区建设和社会福利事业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独立的新闻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比较健康的发展状态，新闻自由得到一定的发展。新闻媒体对国家领导人歌功颂德的内容明显减少了，国家公民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机会了解到国家司法、反腐、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体制和经济问题的真实情况。城市和农村的各种消费品价格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埃革阵上台后，个人权利的保障得到比较明显的加强，政府的统治方式较之德格政府统治时期要温和得多。

不过，过渡政府统治时期埃塞俄比亚的政治发展也存在一些与民主和宪政相背的地方，并且对当代埃塞俄比亚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若是得不到妥善的解决，这些问题甚至会影响到埃塞俄比亚政治现代化的前途。人民代表院的席位主要由隶属于埃革阵的四个政党所把持，立法权实际已经为埃革阵所垄断。在埃革阵中，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占着主导地位，这也引来了其他民族的不满。提格雷人在过渡政府中的优势地位尤其招致在封建帝制统治时期占主导地位的阿姆哈拉人的憎恨。政府在选举过程中采取的一些打击异己的做法使奥罗莫解放阵线最终离开了过渡政府，并拒绝参加1992年的选举，该组织的激进分子转而走上暴力反抗的道路，使相关地区的安全局势趋于紧张。

（三）1995年以来的政治形势及埃厄边境战争的影响

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成立之时，埃革阵基本完成了政治上破旧立新的工作。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作为国家的执政党联盟，由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阿姆哈拉民族民主运动（Amhara National Democratic Movement,ANDM）、奥罗莫人民民主组织和南部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组织（Southern Ethiopia People's Democratic Organizaiton,SEPDO）四个政治派别组成。除了这四个主要的成员外，埃塞俄比亚还有几十个登记在册的政治党派，影响力较大的有阿法尔人民民主组织（Afar People's Democratic Organization,APDO）、甘贝拉人民解放组织（Gambela People's Liberation Organization,GPLO）、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人民主联盟（Ethiopian Somali Democratic League,ESDL）、哈拉里人民民主联盟（Harari People's Democratic League）、古姆兹人民解放运动（Gumuz People's Liberatin Movement,GPLM）和贝尼山古尔人民解放运动（Benishangul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BPLM）。新宪法确定联邦政府的职责为：国防、外交和制定促进公共利益的政策。联邦政府由九个具有自治权的地方州组成，实行两院制，其中人民院是立法机关，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而联邦院则代表各民族和族群的利益。两院的成员都通过民主方式选举产生，任期为五年。联邦国家的首脑为总统，而政府元首为国家总理，总理向人民院负责。每个拥有自治权的州都有由州议会选举出的州总统。


1995年以来，虽然埃塞俄比亚的政治发展总体上比较顺利，但是与厄立特里亚的关系问题却不断给埃塞俄比亚的政治发展带来麻烦，并使非洲之角的地区安全局势变得异常复杂。

通过1993年4月的投票，厄立特里亚最终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但是，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的边界问题迟迟未得解决，种下了两国交恶的种子。在反德格集团的斗争中，两国的执政党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和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有过紧密的合作关系：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在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发展早期为它提供过重要的军事训练和支持，而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则在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最为困难的时期提供大量的战斗人员。在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一步步走向政治顶峰的过程中，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一直是它最重要的盟友。

厄立特里亚从埃塞俄比亚政治体中独立出来之后，力图通过进口埃塞俄比亚的原材料发展本国贸易、服务业和制造业，从而返销到埃塞俄比亚市场。1992-1993年，厄立特里亚生产的66%的制造品被销往埃塞俄比亚，从埃塞俄比亚进口的商品主要有谷物、工业原材料、木材、棉花、糖、油菜籽、烟叶、铁及纱线等。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指出，厄立特里亚食品消费的55%来自于埃塞俄比亚。双边贸易中使用的都是埃塞俄比亚的货币，这为那些在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之间从事转口贸易的商人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厄立特里亚独立后，政府采取了发展转口贸易的战略。许多厄立特里亚人在埃塞俄比亚政府中任职，并且参与到货物转运和流通行业中来。厄立特里亚商人可以平等地得到埃塞俄比亚的银行贷款，他们大量买进埃塞俄比亚的农产品（咖啡等），再利用厄立特里亚的销售网络，将商品卖到世界各地。他们还通过隐瞒收入或是将钱汇回厄立特里亚，躲过埃塞俄比亚政府规定的各种税收。埃塞俄比亚人在这种贸易关系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厄立特里亚人的贷款使银行资金流动性不足，利率上升。埃塞俄比亚本国人发现，取得银行贷款越来越困难了。有些埃塞俄比亚人认为，把持埃塞俄比亚政府职位的厄立特里亚人夺去了他们的从政机会，因而把厄立特里亚人看作外来的殖民主义者。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厄立特里亚的埃塞俄比亚人要想经营自己的生意、申请工作许可证或是进行投资，就必须花钱购买厄立特里亚代理人的名字才行。由于这种情况的存在，厄立特里亚可以从阿萨布和马萨瓦港口攫取大量的利润，而埃塞俄比亚方面多次提出由联合经济委员会商谈价格变动的主张却一直没有得到厄立特里亚的回应。商业投机使得进出口货物运费不断上升。许多有着丰富管理经验的埃塞俄比亚籍管理人员逐渐被对港口事务不熟悉的厄立特里亚人所取代，港口工作效率大幅下降，运输成本攀升，埃塞俄比亚国内的各项消费品价格随之高涨。从1996年开始，许多的埃塞俄比亚商人为了节省转运成本，避免通过厄立特里亚境内的港口，逐渐选择吉布提作为转口贸易港，并从吉布提市先进的炼油厂进口大量的石油产品。厄立特里亚阿萨布炼油厂的生意大幅下降。这种做法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埃塞俄比亚商人所采纳。

在逐渐失去了转口贸易的经济优势之后，厄立特里亚于1997年开始发行纳克法（nakfa），将之作为与埃塞俄比亚比尔等值的本国货币。但是，埃塞俄比亚方面拒绝了厄方的提议，宣布此后两国之间的贸易将被纳入一般性国际贸易的范畴，进出口商品都将以硬通货的方式报关。1997年12月，在厄立特里亚正式宣布纳克法为国家唯一的合法货币时，埃塞俄比亚已经发行了新版货币，使得厄立特里亚政府手中持有的旧版比尔成为废纸，这种做法激怒了厄立特里亚政府。更加严重的是，新版比尔上的地图将厄立特里亚的一部分纳入了提格雷省的地域，这对于刚刚赢得独立的普通厄立特里亚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在边境地区，农牧民有关牧地和耕地的争执往往发展成严重的武斗。1997年8月，巴达（Bada）地区发生了严重的边民冲突，引起了双边政府高层的重视。在伊萨亚斯的提议下，两国于当年11月13日在阿斯马拉举行了第一次联合边界委员会（Joint Border Commission）会议，决定成立由专门的技术人员组成的二级委员会到边境地区进行调查，并提交总结报告。

随着民间冲突的增多，两国政府对边境地区的领土要求也越来越明确。主要存在争议的地区有以下几块地区：巴德梅（Badme）及其周边，西部的胡米拉（Humera）地区，阿迪格拉特（Adigrat）以北的特索罗那（Tsorona）和扎勒姆比沙（Zalembessa），阿尔帖那（Altiena）和伊罗布（Irob），阿法尔洼地的巴达（Bada）以及布雷（Bure）。厄立特里亚方面强调，意大利统治时期的边界应该作为与埃塞俄比亚边界划分的依据，而埃塞俄比亚则坚持1900年和1908年埃塞俄比亚与意大利签订的两个条约的有效性。在厄立特里亚人看来，1952年到1991年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的统治只是前者对其邻国的殖民，海尔·塞拉西统治时期和德格统治时期的行政区划没有合法依据。

虽然两国就边境划分的磋商一直在进行之中，但是厄立特里亚方面对于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却非常怀疑，认为埃塞俄比亚方面不可能作出让步。1998年5月12日，厄立特里亚的重装部队占领了巴德梅及其周边地区，和平谈判中断，两国开始了长达两年的边境战争。

战争爆发后，埃塞俄比亚政府利用这个机会，清除在政府重要部门供职和参加埃塞俄比亚政治投票的厄立特里亚人，那些曾经把在埃塞俄比亚赚得的收入汇回厄立特里亚的人以及在运输、交通、教育、使馆、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有关机构工作的厄立特里亚籍人员被大批遣返回国，被迫离开他们的亲人，放弃他们的财产。在这些被遣返的人员中，有些人的父母分别来自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甚至他们的配偶也是埃塞俄比亚人，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对埃塞俄比亚的认同远远超过对厄立特里亚的认同。但是在政府排斥厄立特里亚人的过程中，他们不得不去到一个他们完全陌生的国家重新开始生活。在厄立特里亚，许多埃塞俄比亚人也纷纷返回祖国。在国际红十字组织的帮助下，22000名长期在厄立特里亚工作的埃塞俄比亚人于1999年年初回到埃塞俄比亚。

在与厄立特里亚交战的过程中，埃塞俄比亚的国家民族主义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人力和财力方面，埃塞俄比亚各州积极支持政府为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而进行的战争。越来越多的埃塞俄比亚人将厄立特里亚的进攻看作是意大利殖民主义侵略的延续。他们认为，二战后海尔·塞拉西将厄立特里亚纳入埃塞俄比亚的版图，有助于防止外部势力借此进攻或是控制埃塞俄比亚。从这个层面上说，埃塞俄比亚在此次战争中得到的国内支持显然要比厄立特里亚方面多。在埃塞俄比亚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双方最终坐到了谈判桌前。2000年6月10日，和平谈判在阿尔及尔召开，双方达成了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

总的说来，从1995年一直到埃厄战争结束是埃塞俄比亚国内政治发展比较稳定的时期。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建立后，普通民众期待国家的复兴和繁荣，对推翻德格集团专政统治的埃革阵政府比较认可。虽然有些族群对埃革阵的民族政策意见很大，但是这种不满往往是在埃塞俄比亚国家框架内的政治诉求，民族分离主义的倾向并不强。厄立特里亚的独立曾使很多埃塞俄比亚民众对政府当局的不满增多，但是当厄立特里亚挑起边界争端以后，这种不满转变成了反对厄立特里亚侵略的国家民族主义，埃革阵在与厄立特里亚战争中的表现为它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者，增强了其政权的合法性。但是，国内民主化的要求也随着与厄立特里亚矛盾的平息而逐渐显露出来，这些都是后一阶段埃塞俄比亚政治发展中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四）埃厄战争后埃塞俄比亚的发展现状

与厄立特里亚的战争结束之后，埃塞俄比亚国内政治中的诸种问题就开始凸显出来。埃塞俄比亚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发展署2005年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埃塞俄比亚在177个受调查国家中位列170位；在发展中国家人类贫困指数中，埃塞俄比亚列为103个受调查国的99位。多数关注非洲发展的专家认为，除了小学入学率外，埃塞俄比亚很难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00年以来，埃塞俄比亚的民族问题也日益严峻起来。环境的恶化和大规模的贫困使相邻的民族为了争夺有限的自然资源经常发生暴力冲突，联邦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存在竞争关系的民族之间的矛盾。许多平民在这种冲突中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

战争的胜利使埃革阵领导的政党联盟在2000年以压倒性的胜利赢得了大选，反对党只取得了区区12个席位。但是埃革阵在2000年大选后的统治却日益表现出威权主义特征。虽然反对党在埃塞俄比亚一直拥有合法地位，但是它们争取平等政治参与权力的努力却经常受到限制。新闻媒体播送的政治类栏目一旦与政府的立场相左，就可能受到打压。2006年无国界记者组织列出的践踏新闻自由的国家名单中，埃塞俄比亚位列168个受调查国家的160位。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埃革阵政府在2005年大选后对反对派人士的镇压是埃塞俄比亚政治发展的倒退，专制主义的影响在埃塞俄比亚当代政治发展中不时抬头，民主政治的实现仍然任重而道远。

虽然埃革阵一直致力于将其所领导的埃塞俄比亚国家描绘成西方式的民主政体，但是其统治国家的具体做法却表明，在推进国家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上，埃革阵并不积极。埃革阵不愿意轻易地弱化其对国家权力的控制，那些在政治上处于边缘地位的利益集团在争取更多的政治参与权的过程中，不得不考虑如何应对威权主义统治下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团结与民主联盟（Coalitionfor Unityand Democracy,CUD）的多位领导人在2005年大选后遭到逮捕，这种做法是与民主的基本精神相违背的。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埃革阵直到2007年7月才将其中的38人释放。在这期间，该组织的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公民社会的成长受到严重的压制而难以得到健康的发展。

2005年5月举行的大选虽然存在种种不民主的做法，但它却是埃塞俄比亚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一次选举。埃革阵在选举后保住了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反对党没能夺取国家政权。选举之前媒体的自由度显然要高过其他时期，较高的投票率和反对派赢得席位的增多也反映了近年来埃塞俄比亚政治多元化的发展和进步。卡特中心提交的最终报告称：“以5月15日的投票为基础的各选区的结果大体上是可靠的，反映了竞争的条件。”

2005年大选之后，埃塞俄比亚的政治气氛发生了消极的转变。执政的埃革阵开始加强对新闻媒体的控制，选举结果的迟迟未得公布使许多人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加深。由于对选举结果的不满，团结与民主联盟在选举后号召人们举行罢工，联合抵制政府宣布的选举结果。政府则逮捕了大批煽动暴乱的联盟成员，这更加激化了反对派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暴力事件频繁发生。政府方面变本加厉，大部分反对派领导人、批评政府的记者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组织的活跃分子被拘禁，亚的斯亚贝巴和其他城市的一些学生也被逮捕。

从埃革阵上台开始，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实力悬殊就非常明显。2005年的选举结果震动了埃革阵，反对派不仅在各自的民族根据地赢得了不容忽视的支持率，还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日益广泛的认可和支持。

除了政党政治的发展之外，埃塞俄比亚境内的族群民族主义武装组织仍旧保持着较大的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支就是奥罗莫解放阵线和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Ogaden Natinal Liberation Front,ONLF）。

从1993年起，奥罗莫解放阵线一直是反对埃革阵政府最为坚决的族群民族主义武装派别。该组织的领导层经常驻扎在厄立特里亚境内，指挥对埃塞俄比亚政府军的武装斗争，而其武装人员则在埃塞俄比亚南部和索马里地区开展武装抵抗的活动。该组织还时常在亚的斯亚贝巴发动针对政府的袭击，所以经常被埃塞俄比亚政府冠以“恐怖主义组织”的称号。2006年3月，梅莱斯与奥罗莫解放阵线前主席列克·利塔（Lencho Letta）举行秘密会晤，商讨和平解决争议的可能性。但是迄今为止，该组织武装抵抗的根本主张仍旧没有改变。

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是由欧加登地区激进的索马里民族主义者创立的，其斗争目标是争取欧加登地区的民族自决。该组织认为埃塞俄比亚是外来的殖民者，因而不承认其在该地区统治的合法性。2007年4月24日该组织对中国石油设施的攻击及造成的人员伤亡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恐怖主义做法的强烈谴责。

在公民政治衰微、民族政治高涨的条件下，当代埃塞俄比亚政府面临的政治任务尤为繁重。从政府最近的多次表态看来，埃革阵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放松对反对派的打压。埃革阵仍然操纵着议会，当2005年团结与民主联盟赢得亚的斯亚贝巴市政委员会的选举后，政府利用议会限制亚的斯亚贝巴的财政开支，给亚的斯亚贝巴的市政工作制造麻烦。许多关注埃塞俄比亚政治发展的人士注意到梅莱斯个人权力的膨胀将会导致埃革阵政党联盟分解，族群民族主义的发展可能葬送得之不易的国家统一。


五、结论

如何将多民族的社会整合到统一的政治体制之内，是19世纪后期以来埃塞俄比亚政治现代化的主题。结束了埃塞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后，靠军事政变上台的德格集团面临着政治合法性的危机。社会主义改革成为重建国家权威和政权合法性的必然选择。但是激进的改革忽视了埃塞俄比亚现实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因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在德格集团统治时期，埃塞俄比亚的族群民族主义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低劣业绩和连年的自然灾害迫使处于政治边缘地位的民族寻找新的出路。当小规模的叛变引来的是专制政府更为残暴的镇压时，无以为生的农民也就更愿意支持甚至加入有着相同民族认同的当地反抗武装，希望以此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不受侵害。虽然在夺取政权后，这些由反叛者转变而来的新统治阶层可能反过来背弃斗争时期的诺言，但是族群民族主义的激励却可以在短期内为民族间的权利角逐提供思想上的支持。

族群民族主义的联合在推翻德格集团专制统治的过程中有过重要的历史功绩，但是在埃革阵掌握政权后，族群民族主义却与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形成了一对悖论。奥罗莫解放阵线一直将以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为主的埃革阵看作殖民统治的工具。结束德格集团在埃塞俄比亚的统治之后，奥罗莫解放阵线只能掌管教育、信息和商务几个没有多少实权的政府部门，而且还被命令解散其武装力量，这对曾经在反德格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奥罗莫领导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该阵线最终退出政府的根本原因是对埃革阵主导下的埃塞俄比亚政治现状的不满。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族群民族主义的发展往往是与公民社会的觉醒同时发生的。在德格集团统治的后期，居住在城市里的各行各业的政治活跃分子认识到埃塞俄比亚国家面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层面的问题，逐渐认识到了公民参与的重要性，他们对于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了解得并不全面，但是却开始思考并学习西方的统治经验。由于威权主义统治的挤压，公民社会中的积极分子所提倡的政治主张在城市里很难得到发展，族群民族主义组织成了他们实现政治抱负可以依赖的力量，武装抵抗逐步取代和平的政治参与，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流，从而阻碍国家政治的健康发展，这将是当前埃塞“族群联邦制”面临的最大挑战。


第八章　从传统走向现代：坦桑尼亚政治体制的嬗变

坦桑尼亚是人类发源地之一，大量考古发现证明，古人类在300万年前就活跃于包括坦桑尼亚在内的东非、南部非洲广大地区。公元前坦桑尼亚就同阿拉伯、波斯和印度有贸易往来。7-8世纪，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大批迁入，阿拉伯人于10世纪末建立伊斯兰王国。1886年，坦桑尼亚的大陆地区——坦噶尼喀（Tanganyika）被划为德国势力范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7年11月，英国占领坦噶尼喀全境。1920年，坦噶尼喀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194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坦噶尼喀改为“托管地”，仍由英国统治。1961年5月1日，坦噶尼喀取得内部自治，12月9日宣告独立，1962年12月9日改为共和国，仍留在英联邦内。桑给巴尔（Zanzibar）于1890年沦为英国“保护地”，1963年6月24日获得自治，同年12月10日宣告独立，成为阿拉伯素丹统治的君主立宪国家。1964年1月12日，桑给巴尔人民推翻素丹统治，成立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1964年4月26日，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组成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10月29日改国名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独立后，坦桑尼亚政治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61-1965年，多党民主制；第二阶段，1965-1992年，一党制；第三阶段，1992年至今，多党民主制。

1965年起，坦桑尼亚摒弃了建国初期仿效英国建立的多党民主制，规定实行一党制，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坦盟）成为大陆唯一合法的政党。1977年，坦盟与坦桑尼亚岛屿部分的执政党非洲设拉子党合并成为坦桑尼亚革命党，当年通过的新宪法申明它是坦桑尼亚唯一合法的政党。

在新独立的国家中，政治权力的相对集中，对于维护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增加国家的凝聚力，使全体人民万众一心、同心同德从事国家的建设，对于培养共同民族意识，进行民族构建和民族整合，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是十分必要的。坦桑尼亚实行一党制的近30年间，政府采取协商一致的决策程序，注重营造社会和谐气氛，增强民族团结，执政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政局长期保持稳定，民族一体化发展进程较为顺利。

另一方面，在一党制之下，国家发展战略出现较大的偏差，经济长期得不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坦桑尼亚被联合国划入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列。在缺少竞争和监督的环境下，执政党活力逐渐削弱，官僚主义、贪污受贿、假公济私等现象肆虐于执政党、政府机关，并蔓延到整个社会。国际大环境也不利于坦桑尼亚继续实行一党制。

尽管最初尼雷尔和坦桑尼亚执政党反对实行多党民主制，认为它不符合国情，但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尼雷尔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他严厉谴责西方企图把多党制强加给非洲，并以经济援助相威胁的做法；另一方面，尼雷尔意识到一党制的弊端，并号召执政党加以剔除。他指出，“如果革命党人认为多党制不适合自己的国情，就应该纠正自己的弊端并使人民对它领导国家发展经济的能力信服。”“多党制将不可避免。“1990年代初，尼雷尔表示，坦桑尼亚实行多党制的时机已经成熟。


一、坦桑尼亚民主化的进程

（一）模式的选择

1990年，作为执政党主席的尼雷尔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讨论，各界就是否在坦桑尼亚实行多党制问题发表意见。1991年2月，姆维尼总统宣布成立总统委员会，负责调查对未来国家政治体制的意见。同时派团出国考察英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国家的政治体制的运行情况。11月，总统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揭晓，主张继续实行一党制者，大陆占80%，桑给巴尔占45%；余者主张实行多党制。尽管如此，总统委员会仍认为，在当前条件下，实行多党制对国家有利。1992年2月，坦桑尼亚革命党召开全国特别代表大会，接受了总统委员会的政策建议，通过了实行多党制的决议，并完成了党章和宪法的修改工作。4月，坦桑尼亚国民议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明确提出坦桑尼亚是多党民主国家，坦桑尼亚开始向多党制过渡。

1995年10月举行首次多党民主选举，全国有13个政党参加，有4名候选人参加了角逐。结果，执政党候选人、原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本杰明·姆卡帕以61.8%的得票率当选为坦桑尼亚总统；在桑给巴尔，执政党推选的候选人萨勒明以微弱优势连任桑给巴尔总统。在同时进行的全国议会选举中，坦桑尼亚革命党获得232个议席中的186席，占80.2%。2000年10月，坦桑尼亚举行第二次多党选举，姆卡帕再次当选总统，得票率为71.1%。在同期的桑给巴尔总统选举中，执政党又以较大优势胜出，革命党候选人卡鲁梅当选桑给巴尔总统。

与非洲大部分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导致前政权的瓦解和政治局势的强烈震荡不同，坦桑尼亚的政治转型比较平稳。以下将分析坦桑尼亚民主化的主要特点，并从法治、政党、媒体和公民自由等方面考察其初步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现状。

自上而下的渐进民主化

1992年启动的坦桑尼亚多党民主化进程，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转型，因此也是有控制、有秩序、没有根本改变执政党地位的民主化过程，同时也是渐进的、步履缓慢的政治变革，是“爬行的民主化”。坦桑尼亚革命党继续保持着有效的政治权威，在既满足那些急剧增长的参政要求和权利要求的同时，又适当地遏制和平衡这种要求，使其不至于越出执政党所能承受和容许的范围。

政府和执政党倡导、设计和控制着坦桑尼亚的民主化进程。直到1992年7月正式解除党禁之前，政府的监管都是很严厉的。尼亚拉里委员会日程安排以外的所有政治活动都是非法的。反对派力量不得组织和动员群众的支持，否则将遭到拘禁。姆蒂基拉牧师（Reverende Mtikila）因为其散发的传单上载有“民主党”的信息而被捕入狱。还有其他反对派领导人被捕，如冯迪基拉（Abdulla Fundikira）和马帕拉拉（James Mapalala）。革命党领导人多次警告反对派组织的活动须收敛，要尊重国家的宪法和现行法令。比如，1991年11月，副总统兼总理马莱塞拉（Malesera）指出，“现在坦桑尼亚仍然是一个一党制国家，因此，成为一个作为反对派的政党成员是非法的。”

执政党对政治转型过程的驾驭，突出地表现在对制宪问题和选举委员会组成问题的处理上。在反对党的策略中，仿效“贝宁模式”进行转型和要求改组选举委员会是两个最突出的步骤和最强烈的要求。对此，革命党寸步不让。

拒绝“贝宁模式”

“贝宁模式”是指执政党或军人政府难以左右形势，在野的反对党或其他反政府势力对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结果按他们的要求或在他们的领导下，通过召开全国会议、实行全民公决来达成一种带有契约性质的民主过渡协议，进而建立多党民主体制、实行多党自由选举，实现政治体制转换和政权更迭。“贝宁模式”成功后，许多非洲国家竞相效尤，在1990年3月至1993年1月间，除贝宁外，另外有加蓬、刚果、多哥、马里、尼日尔、扎伊尔、马达加斯加和乍得等8个国家召开了全国制宪会议，成为“贝宁模式”的第一批试验场。其中尼日尔、马里和马达加斯加的反对派通过召开制宪会议夺权的尝试取得了成功。

“贝宁模式”对坦桑尼亚的反对派而言也同样具有诱惑力。早在多党制付诸推行之前，反对派领导人就多次要求解散坦桑尼亚联合政府，成立一个“最终导致多党制建立”的过渡政府。1992年以后，这一要求越发明确和强烈，反对党就这一问题向执政党发起了一次次的挑战。在1995年1月25日，联合民主党（United Democratic Party,UDP）等五个反对派政党在首都达累斯萨拉姆举行大型群众集会，威胁抵制定于10月29日举行的议会和总统选举，“除非一部新的、所有政党参与制定的宪法在此之前制订出来。“1995年3月26日，联合民主党再次呼吁召开制宪会议，由所有合法政党参加制宪会议，重新审查宪法。一些宗教人士也加入了要求召集制宪会议的合唱。坦桑尼亚基督教参议会的主教公开发表声明，呼吁政府在国民议会和总统选举之前召开制宪会议，并要求废除所有侵犯人权的法律。

“贝宁模式”的要义在于反对派否定原执政党的合法性，试图通过与群众运动呼应的全国制宪会议夺取政权。无论最终颠覆原政权与否，这一模式势必因为对原政权的拒绝而引发信任性危机，导致国家政局的混乱。坦桑尼亚执政的革命党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为了使政治改革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以确保政局稳定，断然拒绝交出政治改革的主导权，坚决否定反对派要求召开全国制宪会议、组建过渡政府的主张。1992年4月3日，革命党总书记何雷斯·考利姆巴（Horace Kolimba）说：“没有必要按照那些尚未登记的政党的要求召集一个制宪会议。这些人的话是一派胡言，国家的宪法可以按照形势的需要，由国民议会随时予以修订。而关于举行大选的要求，这是不合宪法的，否则会摧毁政府的权力，而政府的权力是宪法所赋予的。“1993年6月9日，司法和宪法事务部部长维塔（Hon.Samwel Witta）在他的办公室举行记者招待会，重申坦桑尼亚政府的一贯立场：不能采纳召开制宪会议的主张。维塔指出反对党要求的制宪会议是不必要的，因为现行联合共和国宪法规定，保证法治和尊重人权。他指出：“制宪会议只有在非常时期，社会需要摆脱内战或社会整体失序的状况时才是必要的，坦桑尼亚目前不是这种状况。“1992年12月17日，革命党总书记考利姆巴发表谈话，拒绝组建“过渡政府”的建议，指出当今的革命党政府具有人民所赋予的统治权力，规劝反对派领导人克制自己“强烈的权力欲”，“耐心等待1995年的议会和总统选举”。对一些宗教人士要求举行制宪会议等干预政治的主张，姆维尼总统发表讲话予以回应，他强烈批评坦桑尼亚基督教参议会“将宗教带入政治领域”，责令其立即停止其举措。他警告该组织的主教不要发表煽动性的“政治声明”，停止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避免宗教冲突和政治混乱。革命党进行斟酌、讨论后确定了宪法文本中认为有必要进行修改的内容，拟定了相应的修订意见，交由完全由革命党议员组成的国民议会予以表决通过，从而保持了主动。

拒绝改变选举委员会的组成方式

反对派力量提出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与执政党形成强烈的言辞交锋。按照1977年宪法，坦桑尼亚全国选举委员会（National Electoral Commission）的主任和成员由总统任命。对此条款，执政党不准备进行改动。反对派强烈质疑这一安排的合法性和公正性，要求改变选举委员会的组成办法。不仅国内的反对派力量对此提出强烈的呼吁，国际社会和国内外的非政府组织也提出各自的看法，表达了对选举委员会组成形式的不满。但是，革命党控制的议会最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没有包含改变全国选举委员会组成方式的内容。

1995年4月5日，全国选举委员会在达累斯萨拉姆市召集各个政党举行会议。其间，12个反对党中，有11个政党退席表示抗议。这11个党的领导人其后齐聚一堂，表达了他们对全国选举委员会的不信任，因为该委员会是由执政党政府任命的，肯定会偏向革命党。这些反对党决定继续对全国选举委员会进行抵制，除非它改变组成结构，吸收反对派政党成员参加。尽管压力很大，为了确保在多党民主制的实施过程中保持对局势的控制，保持革命党的优势地位，执政党我行我素，在选举委员会人选的组成方式问题上没有做丝毫让步。直到今日，坦桑尼亚全国选举委员会成员依然是由总统任命的。

从这两个重要事例可以看出，在政治转型过程中，执政党审慎务实地关注操作上的现实问题，尽量利用旧制度中可利用的制度资源，逐步改造现行政治体制，避免了政局的急剧起落和政治权威的真空，避免了许多非洲国家曾出现的社会剧烈动荡的局面。

形式多于内涵的民主政治

李安山先生在《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一书中指出，“非洲的民主化进程在一些国家形式多于实质”，这一评价是很到位的，对坦桑尼亚的民主化也是适用的。随着1992年反对党的合法化和1995年的第一次多党选举，坦桑尼亚开始了政治自由化进程，以总统和国民议会议员的直选为标志的民主制度再次成为政治体制的框架。然而总的来看，坦桑尼亚的宪政、法治与制度建设相当欠缺，“与1992年朝向多党体制的转变伴随而来的不过是有限的制度改革”，坦桑尼亚“在巩固民主的进程方面乏善可陈”。“在政治行为的运行规则上，几乎没有什么有意义的改造”。以下从宪政与法治、媒体、政党、公民权利与政治自由（自由之家报告）等几个方面，分析坦桑尼亚的民主机制及运作情况，并大体评估坦桑尼亚民主政治的水准。

（二）宪政与法治

1.修宪与立法

民主化意味着政治行为基本规则的变革。因此国家基本大法——宪法领域的变更极为重要。在修宪问题上，前文已述及革命党执政当局拒绝拟定新宪法，而是采用“旧瓶装新酒”的做法，在1977年宪法的基础上进行局部改动，加入实行多党民主政治的内容。1992年《尼亚拉里报告》中提出，有近20部法律文件需要进行修改，以适应实行多党民主政治的要求。然而，政府只采纳了部分建议，很多有争议的法律仍被保留下来，如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反对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预防性拘留法》（Preventive Detention Act）。根据该法，警方和检察系统有权凭主观判断认为某犯罪嫌疑人对政府在政治上或安全上构成威胁时，在缺乏足够证据的情况下不经审讯或其他法律甄别程序而予以拘捕。对于坦桑尼亚宪政方面的缺陷，研究非洲问题的美国著名学者海登于1999年评论道，“坦桑尼亚宪法可能在下个世纪仍不符合自由民主的要求”。

2000年2月，执政党提出新的宪法修正案，除了重新界定社会主义外，重要的内容还有：第一，改变总统当选的规则，将原先宪法规定的总统候选人赢得50%以上的多数方可当选，改为获得相对多数者即可当选；第二，增加总统任命议员的数量，总统指定的妇女特别议席由15%提高到25%。显然，上述宪法修正案有助于争取女性选民的支持，有利于革命党在2000年大选中顺利获胜并增强在议会中的力量。修宪建议公布后，立即引起广泛的争议，并遭到反对党的强烈反对和抗议。唇枪舌剑的辩论之后，修正案付诸表决，反对党议员全部投了反对票。然而执政党在议会中的优势是无法抗拒的，宪法修正案最终得到通过。反对党联盟就此向上诉法院提起诉讼，但作为革命党成员的议长拒绝签字，使诉讼程序无法展开。

2.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

自1990年代初坦桑尼亚实行民主化以来，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建设被提上日程，执政党和政府形式上倡导改革并予以掌控，反对党和民间力量积极推动，社会大众有更多的机会提出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关的问题与建议。然而，实际状况令人失望。法治的核心问题在于司法独立和对基本自由的广泛尊重。在这些方面，坦桑尼亚的政治改革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反而有所倒退。其主要表现在行政和立法机构对司法决策的干预。

司法改革的优先目标并不是提高司法服务的水准，而是在已经高度官僚化的司法系统里面再增添一些新的机构和部门。政府强调，司法改革的重点是提高基层法院的能力和效率。然而，司法改革的经费大多来自国际捐助者，受此影响，外界希望改进的规范和调整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则和部门得到优先考虑，因此，坦桑尼亚的司法改革侧重于建立商业性的法院，以及在高等法院内划分专司土地、劳动和妇女事务的部门。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政府已经成立了人权与良政委员会，认识到在发展、人权、良政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然而，人们怀疑政府倡导法治的诚意。1990年代以来，警察、地方法院和监狱在人权方面的记录相当糟糕。比如，警察虐待和殴打犯罪嫌疑人和囚犯，这受到当事人及家属的广泛指责和控告；警察为了索取贿赂而故意延长调查时间，导致司法裁决久拖不决。地方法院腐败和滥用职权的情况同样严重，比如对一些犯有轻微罪错的嫌疑人，法官们也拒绝保释；为了索取贿赂故意拖延诉讼时间；长期羁押导致监狱人满为患。尽管政府对警察和法院侵犯人权的行为予以指责，但司法系统的官员依然故我，表明坦桑尼亚司法体系和机制上存在着严重缺陷。“即便已经有了一个司法机构改革纲要，高等法院只审理了30宗案件的事实表明政府要在司法领域实施真正变革的承诺仅仅是一个幌子。”

行政部门与司法部门间的不平衡也是非常明显的，后者受到非常严格的制度上的和财政上的限制。地方法院在公众眼里的可信度低，手中掌握的资源相当有限，而且被认为存在大规模的腐败行为。这并不足为奇，因为地方法官每月的薪俸还不足100美元。

3.司法独立的问题

相比地方法院，最高法院和上诉法院法官更为公正和有效率，较少腐败。近年来，最高法院也尝试在一些重大案件的审理上坚持维护自己的独立性，但最终往往屈服于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的权力。

比如，1994年10月，坦桑尼亚高等法院针对姆蒂基拉（Mtikila）的诉讼作出裁决，指出禁止独立候选人参与竞选是违宪的，1992年《政党法》中规定各政党举行政治集会须经当地政府首长批准并签发同意书也是违宪的。但时隔不久，议会便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规定只有政党支持的候选人才有权利参与竞选；并通过《政党法修正案》，规定非注册政党不得举行政治集会；合法政党若要举行政治集会，必须至少提前48小时通知警察部门。这也就意味着警察可以以“安全”为理由拒绝该政党集会。2002年，高等法院作出裁决，宣布国民议会关于“任何人怀疑选举结果并欲对此起诉必须向法院交纳5000美元保证金”的规定违宪。作为革命党骨干的国民议会议长皮阿斯·姆塞克瓦（Pius Msekwa）随即作出强烈反应，指责司法部门亵渎议会规定的神圣原则。革命党议员很快拟议了一项相关法案，并在议会获得通过，实际上否定了法院的判决。反对党议员尽管强烈反对，但毕竟寡不敌众。

这些贬抑法院的权限和作用、否定司法独立的举措，使司法部门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受到严重破坏，也警示公众：挑战政府的权威是徒劳和不能容忍的。这说明民主政治在法治尚付阙如、分权制衡没有效力的情况下是得不到保障的；而通过民主方式选举出来的议会，由于一党独大和缺乏制约，往往会以貌似合法的方式否定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甚至否定民主本身。

总体而言，坦桑尼亚处于人治、党治向法治转型的缓慢过程中，目前尚未实现司法独立，也基本上没有实现法治。

（三）党派的分化

同非洲多数国家一样，坦桑尼亚还没有出现强大、成熟和负责任的反对党。除了卡夫党、全国建设与改革会议和劳动党外，其他政党都没有全面的政治纲领。这是由于选民们更看重的是各个党派推出的候选人，而不是各党推出的竞选纲领和政治经济计划。鉴于单个的政治人物比竞选纲领更容易赢得选民的注意力和选票，反对党往往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社会基础薄弱，而且偏向城市，缺少农村基础。不仅如此，由于逐权追利、经费短缺和执政党的打压与分化，反对党在竞争过程中日趋分化。

坦桑尼亚政治党派的分化组合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一些政党成立后迅速壮大，势头颇强，但往往持续时间不长。某些政党之所以在短期内获得较快发展，是因为政党里面总有一些颇有魅力和政治感召力的知名人物。而人们加入该党往往并不是因为有共同的理念，而是因为有特定人物动员的热情所致。倘若这个人物脱离该党，会导致该党的迅速衰落。为迅速发展党员、壮大宣传鼓动的声势和力量，各党的纪律很宽松，组织也相当松散，个人无需缴纳费用便能得到党员资格。在领袖人物充满激情的号召下，众多的骨干成员可以很容易脱离一个政党而加入到另一个政党，他们可以欢呼雀跃着将原先的党证扔进篝火中，欣喜若狂地领取新政党的成员证书。全国建设与改革会议领导人姆雷马（Augustine Mrema）及其追随者的情况便是如此。当姆雷马发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为全国建设与改革会议的其他领导人所阻碍时，便转向了坦桑尼亚劳动党（TLP），一大批支持者也随他加入劳动党。原全国建设与改革会议的影响迅速缩小。姆雷马未脱党时，姆雷马作为该党总统候选人角逐1995年大选，获得27.8%的选票，该党获得16个议席；姆雷马脱党后的全国建设与改革会议，在2000年未能推出候选人进行总统选举，仅获得1个议席。而原劳动党默默无闻，在1995年的选举中一无所获，姆雷马加入后，该党在2000年大选中获得7.8%的总统选举票（姆雷马为该党候选人）和5个议席。

反对党力量的削弱还与经费不足有关。在1995年的选举中，政府向各政党拨出等额的资金，以用于竞选。大选之后，政府宣布大幅度减少官方提供的各党经费，并将不再以这种形式提供资助。政府的解释是，以往的资助方法造成浪费，尤其是某些政党的领导人将资金挪做他用。实际上，的确存在着政党资金管理不善的问题，甚至引起反对党内讧，以至一些反对党的领导人说，这些津贴引起的问题比它们解决的问题要多。革命党政府指出，各政党应该有足够的能力自食其力，而不是依赖于公共部门的资助。政府宣布，自1995年大选后，官方提供给各党的经费不再以等额方式分配，改为按照各党在议会中的比例分配。因为革命党议员占据83%的席位，因此获利最大，进一步扩大了对于反对党的优势地位。而反对党只分得政党资助的很少份额。对反对党而言，这些津贴是他们的主要经费来源。一些反对党的官员抱怨说，这些津贴并不足以支撑它们开展活动。那些在议会中没有席位的政党则得不到任何津贴而日益边缘化，而新政党则因缺乏资金而难以建立和发展起来。

长期以来，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实力存在明显的不对称。在一党制时期，革命党因其执政地位而独占大量资源。尼亚拉里委员会曾经建议革命党放弃一些包括体育馆在内的不动产等豪华设施，使其降低到与一般运动场一致的水平，但这个建议没有得到回应。革命党候选人在组织、场地、交通设备和其他器材提供上，都拥有来自本党的强大的支持。相比之下，反对党掌握的资源非常有限。国际社会除了荷兰外，坦桑尼亚的其他捐助国都不向各政党提供资助。经费拮据成为制约反对党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凭借雄厚的财政资源，革命党在竞选运动中可以倾销自己的竞选宣言和其他材料。而资金窘迫的反对党则必须精打细算，2000年大选时，卡夫党只能拿出有限的资金印制宣传材料，为节省经费，竞选纲领只印了1500册。

执政党还实行了进一步加剧不平衡的新的措施。1999年颁布的新法令规定，即将离职的议员可领取一笔金额为2400万先令的津贴，无论他是否竞选连任都予以支付。这样，所有任期届满的国会议员都得到了这笔钱。在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教师每年薪俸不过1百万先令的国家，这是一笔不菲的数目，并且支付的时间正值新一届国会议员竞选运动开始之时。这笔钱保证了离任议员竞选连任的十分优裕的经济基础。而反对党由于占据的议席只占不到20%，在新一届国民议会选举时自然处于下风。

反对党在农村的基础十分薄弱。在乡村，民众普遍对反对党成员怀有歧视和偏见。当村里发生犯罪活动时，反对党成员往往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而税务人员往往首先要他们缴税。一位反对党领导人认为，这是民众不了解了多党民主的意义造成的，一旦他们提高了政治参与意识，情势会大为改观。他认为，“如果我们要加强和巩固民主，就必须到基层去”。然而，缺乏足够的财力支持使得反对党深入广大农村地区的计划难以实施。总之，财力上无法同执政党匹敌，影响了反对党力量的壮大，使之无法形成对执政党有力的监督、竞争和制约。

除了经费不足之外，反对党力量的弱小与执政党的打压有关。原有的一党制立法并没有取消或作出适应多党民主制要求的修正。目前仍然有很多法律约束反对党，在行政程序上和媒体上也对反对党多有掣肘。按照规定，所有的游行示威、所有的文化团体的组建和演出，都需要行政部门的特别许可，而政府对游行示威批准的比例很小。

全国选举委员会的组成方式一直是反对党诟病的话题。总统任命全国选举委员会的主席，并可以随时将其罢免。历经两次大选，选举委员会的成员都没有同情反对党的人选。对此人们当然会提出疑问，这些人肯定会倾向执政党，肯定会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使那些任命他们的人保持权力。

各个政党之歧异不在于政策，而在于分享权力的机会。因此，政治人物在政权内部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在政权之外的反对党阵营中。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更多的反对党人士乐于投奔革命党。1995年大选结束之后，总的来说，人们对反对派运动和反对党的兴趣大大下降。转党现象更为普遍，反对党骨干纷纷抛弃他们原先参与创立的政党，加入其他政党，为数不少的政治人物转入执政党阵营。2000年5月，拉姆瓦伊博士（Lamwai）背弃全国建设与改革会议而加入革命党，他是当时仅有的几个仍留在反对党中的著名人士之一。同他一样，在2000年大选前，一些有较好政治能力但没有权力的反对派领导人加入了革命党。自然而然地，他们在原来政党中的追随者也跟随他们来到新党，尤其是执政党革命党。由此，执政党通过各种手段，吸引了更多的反对党的政治精英加入了自己的阵营，同时分化了反对派阵营。

如此一来，经过12年的分化组合，坦桑尼亚形成了这样的政党格局——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执政党，和一些支离破碎的、对执政党不构成威胁或潜在威胁的小党。目前，14个登记在册的反对党中有5个在议会中有代表议席，另有两个新的政党在注册过程中。只有卡夫党和劳动党两个反对党拟定了较为完备的政策纲领和行动规划，其他十余个反对党均不成气候。执政党不存在真正有威胁、具有实质意义的反对党。坦桑尼亚有的学者指出，坦桑尼亚正在“向一个事实上的一党制国家的倒退”。

（四）媒体的作用

1990年代后，在公共领域、新闻出版、媒体方面，国家严格的控制逐渐放宽。以往坦桑尼亚仅有两份日报，其中英文日报《每日新闻》为政府主办，《自由报》是革命党的机关报。斯瓦希里语报纸《工人报》为周报，是坦桑尼亚工会机关报；《我们的祖国》是政府办的斯瓦希里语周刊，主要向农村发行。有一家国家通讯社、一家全国性的官方广播电台和一家主要覆盖桑给巴尔的桑给巴尔政府电台，境内没有电视台。1992年实行多党民主制之后，媒体的数量剧增。截至2002年9月，坦桑尼亚登记在册的斯瓦希里语日报有9种，英文日报4种，均为全国发行，还有41种每月发行1-8次的报纸。最大的报纸《马吉拉》（Majira，斯瓦希里语，季节之意）是斯瓦希里语日报，有3万份的发行量。与之相比，《乌呼鲁》（Uhuru，斯瓦希里语，自由之意）作为实行多党制之前唯一的日报，现在发行量只有1.1万份。执政党机关报《每日新闻》和民营报纸《卫报》各有1.2万份的发行量。有12家登记在册的广播电台和7家电视广播公司。

媒体数量的增加和覆盖范围的扩大，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空间，加强了社会大众和反对党对政府的监督。另一方面，政府对媒体的控制以及对结社、游行示威的控制是相当严苛的。政府仍然对报纸等媒体实行新闻审查，而且这种干预并没有受到这些媒体的强烈抵制。这是因为，来自政府的广告收入对私营报纸而言是十分关键的进项，各报都担心失去这笔可观的收入来源，因此它们乐于接受书报审查制度，而不是采取抗拒措施去激怒政府。同理，因为担心失去有利可图的、利益丰厚的政府合同，私营企业一般不在那些被政府认为是不顺从的私营报纸上刊登广告。这极大地限制了新闻报业在监督和制约政府方面的作用。唯一传遍全国各个角落的媒体是政府控制的国有广播电台网络。至今，没有任何一家民营电视台或广播电台获得覆盖全国的业务许可。1999年，全国媒体委员会建立，该委员会由媒体代表和独立人士组成，他们代表和服务于记者的权利和公共利益，保护公众的利益不受违反职业规范行为的侵害。新闻界希望这一机构能有效地限制国家对媒体的干涉，但收效甚微。

实行政治转型以来，虽然坦桑尼亚政治改革的进程相对缓慢，但很多观察者都注意到，在扩大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放宽新闻管制等方面坦桑尼亚有长足的进步，违反自由和民主价值行为的频度和程度都比以前大大降低。

在公民权利与政治自由方面，许多观察者也都指出了欠缺之处。比如，坦桑尼亚法令规定，所有的游行示威、所有的文化团体的组建和演出，都需要行政部门的特别许可。而事实上政府对政治性的示威、集会活动予以批准的比例很小。政府对新闻媒体的严格控制，妨碍了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2002年，在马拉（Mara）省的塔里梅县，当地警方按照县行政专员（Commissioner，即县长）的指令拘留了7位记者，原因是他们试图就当地大麻种植者之间存有世仇这一新闻进行采访报道。该地专员还涉嫌下令骚扰和责难当地的一些卡夫党人，这些卡夫党人在当地的影响日盛，使该区有可能成为卡夫党的一个重镇。

针对坦桑尼亚自由和民主的情况，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作出了坦桑尼亚是一个“半自由国家”的评价，并对其进行了定量化打分。2003年，坦桑尼亚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分别为4分和3分。（最高7分，表明该国提供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保障最差；最低1分，为状况最好。两项平均为2.5分或以下的国家，便是完全的“自由国家”。）该组织认为，目前非洲达到“自由国家”标准的有贝宁、博茨瓦纳、佛得角、加纳、莱索托、马里、毛里求斯、纳米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南非等11国。自1993年以来，“自由之家”对坦桑尼亚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的评价如下表。

表8-1 1993-2003年坦桑尼亚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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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自由之家网站http://www.freedomhouse.org.本表下一行中，每格中的前一项数字为政治权利分数，后一项为公民自由分数，PF表示部分自由（Partly Free），NF表示不自由（Not Free）。2004年、2005年的情况与2003年相同。

非洲大部分国家的政治转型是自下而上的，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运动是政治变革的主要驱动力。然而，坦桑尼亚的政治民主化并非如此。坦桑尼亚作为长期以来非洲一党制楷模的国家，其政治领导层决定倡导和实施政治体制的变革。由于尼雷尔的威望和影响，促使执政集团内部就执政者的利益维护达成共识，使“统治层中新的价值观逐渐机制化”，形成政治变革之势。固然，其他的因素也起了一定作用，如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等。当地市民社会或政治反对派的因素是诸因素中比较弱的。相反，执政党掌控的改革一方面缓解了日益积聚的要求变革的压力；另一方面，政府对民间力量予以严格掌控，确保变革的内容和程度都置于革命党严格的约束之下，从而限制了民间力量的扩展和冲动，削弱和遏制了民间要求变革的压力。

执政党的主动改革保持了社会安定和政治稳定。坦桑尼亚的政治转型，借用塞缪尔·亨廷顿的术语，具有“转化”（transformation）而非“代替”（replacement）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受到现任领导层的自上而下的控制。这与苏联东欧的情况、与非洲大部分国家的情况都有很大的不同。坦桑尼亚的民主转型没有导致与过去的决裂、对前任政府合法性的否定、统治政权的更迭，也没有导致强烈的社会动荡。

尽管它是一场体制外的改革，但又是执政党倡导并驾驭的、没有走得过远的改革。正是由于政府的启动和控制，政府设计民主化的时间、阶段、范围，控制民主化的发展程度，使之渐进、有序，保持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保持政局稳定。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种理想的民主化道路。它是一种对现行政治体制进行逐步改造的渐进的民主化方式，可以使民主的转化限定在政治和相关领域，和平、稳定地进行变革，避免政治权威的真空，减少由民主化带来的社会冲击和剧烈震荡。另一方面，这种民主化方式可以优先考虑执政者的需要，因此，政治变革往往是步幅不大的。两次大选革命党均以压倒优势赢得总统选举和议会多数席位，获得了有力的授权以巩固其执政地位。在缺乏有效的司法独立、分权制衡的情况下，执政党以议会中的绝对多数控制着立法，自上而下的改革失去了驱动力。这显然无助于弱化革命党的垄断地位，无助于进一步改变原先一党制国家的结构和基础。更有甚者，利用在议会和行政上的强势地位，革命党修改运行规则，强化了执政党的权威，被一些非政府组织讽喻为“威权主义的重新包装”。然而，由于革命党议员在行政系统和议会中的强势地位，并且由于司法独立地位和法治的缺失，反对党力量和市民社会均对此奈何不得。“其后果是，尽管举行了1995年和2000年两轮竞争性的正式的多党选举，尽管有近40%的选民自1995年以来持续地投票反对革命党，这一反对依然没有找到有效的机制来表达他们的声音。”可以说，自上而下的改革，使得政治民主化过程稳定有序，同时也使得民主政治体制流于形式。


二、民主化与民族一体化

尼雷尔曾深刻地指出，“尤其对于年轻国家来说，多党制会带来不必要的分裂危险，……很容易造成分裂，导致国家软弱，使别有用心的投机者有机可乘，无视国家独立。”“最大的担忧是如果政党多了可能危及我们的联合，我们不能不考虑这一点，我们的联合是我们最大的力量。同时，也应始终警惕产生宗教和部族分歧的可能性。在任何时候，要作出一个推行多党制的计划必须充分意识到这些危险。”不幸的是，尼雷尔所担心的情况已在坦桑尼亚显露端倪。

伴随多党民主制而来的是中央权威的弱化，这对一个建国历史不长的发展中国家的消蚀作用是显而易见的。1990年代以来有过民主化经历的非洲国家大都伴随着政局动荡和国内民族冲突加剧。对于坦桑尼亚大陆而言，民主化也带来族群界限明晰化、原教旨主义活动加剧等问题。

（一）民主化带来的困境

实行多党制之前，坦桑尼亚是非洲大陆处理民族关系、在多民族国家中实施民族一体化进程方面堪称楷模的国家。同大多数非洲国家一样，坦桑尼亚独立时尚未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全国共有大小120多个族体。坦桑尼亚独立以来，在尼雷尔的领导下，坦桑尼亚采取了符合国情、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努力克服地方民族主义，加强民族团结。坦桑尼亚从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大局出发，重视对后进民族的帮助；在宗教问题上，贯彻宗教信仰自由、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各教平等、政教互不干涉等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方针政策，从而使基督教教徒与穆斯林友好相处；在大陆与桑给巴尔关系问题上，桑给巴尔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利，尽管在桑给巴尔一直存在着某种离心倾向，但尼雷尔的正确领导、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和审慎、宽容的举措，使各种矛盾得到及时化解，分离主义者的活动并未对国家前途构成威胁，大陆与桑给巴尔的团结和联合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坦桑尼亚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国家，独立三十年来，社会安定，政局平稳，国家统一和民族一体化得到顺利发展。

然而实行多党民主制之后，一些不负责任的政客利用政治多元化带来的政治空间，以民族自决、宗教自由等口号以及通过重提历史积怨等方式煽动族群情绪和从事分离主义活动，使国家的团结和统一受到严重侵害。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相当活跃，他们无论在桑给巴尔还是在大陆都有活动基地，经常散发一些煽动宗教仇恨的宣传品，并与境外的宗教极端势力来往，不时制造事端。仅在达累斯萨拉姆，就发生数起爆炸、猪肉出售点被砸等恶性事件。恐怖主义组织“基地”组织借机在坦桑尼亚发展成员，其坦桑尼亚成员有一人直接参与了1998年美国驻坦桑尼亚使馆爆炸案。另外，1990年代以来公共开支的减少和财政调拨的困难，使以往政府对落后民族的扶助政策难以为继，令落后民族失望，也不利于统一民族的构建。

议会和总统选举是充分释放族群政治能量和表现族群意识的重要场合。1995年、2000年的两次大选之前，各政党在竞选造势活动中，以强化族群分野为手段的事例很多。比如1995年大选，全国建设与改革会议推出的总统候选人姆雷马来自查加族（Chaga），其竞选活动得到来自全国上下的查加族选民的支持。查加族传统的聚居区——乞力马扎罗山区是重要的咖啡产区，姆雷马的竞选口号之一就是允诺上台后提高咖啡价格，加大政府对咖啡种植农户的扶助。查加族的造势活动和政策诉求引起其他族群的不满，在一些农村地区，发生了相邻民族与查加族的言辞和肢体上的冲突。查加人被称作“坦桑尼亚的犹太人”，重视教育，精于经营商业活动，他们的生意网点已经遍布全国各地。在达累斯萨拉姆，“达拉达拉”（daladala，小型公共汽车）的营运主要由查加族经营。1995年大选期间，所有由查加族经营的达拉达拉都动员起来，免费拉载去参加全国建设与改革会议召集的竞选活动，此时他们似乎忘却了商业利润。大量达拉达拉集中于竞选集会活动，正常的公共交通无法维持，一度造成达累斯萨拉姆市民上下班和中小学学生上学的严重困难。最终姆雷马获得了27.8%的总统选票，与本族人的强有力的支持密不可分。

还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天主教会、伊斯兰组织也介入了选举，这些组织的神职人员在召集信徒做祷告时发表倾向于某个候选人的讲演。在达累斯萨拉姆的清真寺冲突和桑给巴尔的危机清晰地表明，在如今的坦桑尼亚的某些地区存在着严重的紧张状态。仅在2002年春，40个清真寺选举出了新的、更为激进的宗教领导人。尽管出现了一些不利于族群和谐相处，以及宗教干预政治的情况，总体而言，在坦桑尼亚大陆地区，没有出现政局失控和严重社会分裂的情况，矛盾与冲突是局部的和暂时的。

（二）桑给巴尔的选举与社会分化

与大陆部分相比，桑给巴尔的情况大相径庭。自民主化以来，桑给巴尔的族群矛盾有加剧的趋势，社会分裂日甚一日。1990年代以来，以桑给巴尔岛、奔巴岛为基地的反对派人士公开打出了分离主义旗号，加紧进行反对联合体制的活动。在这一背景下，1992年12月，桑给巴尔政府擅自加入伊斯兰会议组织，遭到联合政府的强烈反对，尽管迫于联合政府的压力桑给巴尔退出了伊斯兰会议组织，但合分之争并未平息，联合问题表面化。1995年选举时，执政党推选的候选人以仅高出对手0.4%的得票率胜出，当选为桑给巴尔地方政府总统，反对党称执政党有舞弊行为，一直拒绝承认选举结果。五年之后的总统大选，桑给巴尔再度出现政治危机。反对党公民联合阵线指责选举委员会受执政的革命党操纵而蓄意破坏选举，拒不承认执政党候选人获胜，多次组织反政府的示威游行，要求在全部选区重新投票，并要求修改1964年制定的宪法中关于桑给巴尔岛与坦噶尼喀合并的部分。桑给巴尔政局动荡持续数月，引发流血冲突，造成300余人伤亡。桑给巴尔的社会分裂，以及大陆与桑给巴尔的矛盾成为影响坦桑尼亚团结和稳定的重大隐患。从某种意义上讲，坦桑尼亚民族一体化进程已经发生了局部逆转，国家的团结和统一面临严峻的挑战。

桑给巴尔的民主化过程充满了动荡和混乱，多党民主化试验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在一党威权型政体之下的桑给巴尔民族整合的努力几乎前功尽弃，大陆与桑给巴尔的联合也面临严峻的挑战。有不少学者认为，桑给巴尔的民主化进程出现政治僵局和政治危机，是由于民主程度不够造成的。笔者认为恰恰相反，正是民主政治固有的弱点导致了桑给巴尔的社会分裂和政治危机，尤其是民主政治的首要内容——选举使然。数年一度的选举是非洲人的盛大节日。从政治学的角度而言，选举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特色之一，甚至是首要的机制，是民主皇冠上最耀眼的钻石。同时我们也无奈地看到，选举也是腐蚀民主制度的关键步骤。在桑给巴尔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中，选举不可避免地导致族群界线清晰化，进而引发社会分裂。

从某种意义上看，发源于西方的民主政治是一种很无奈的政治安排。既然人性不可靠，就要用其他力量来予以制约。要用权力来制约权力，要用政党来制约政党，所以有多党的存在和竞争。政党之间的相互攻讦、政客不择手段地获取选票，是民主政治中的普遍现象。政治人物为了当选，不惜利用社会里最敏感、最具爆炸性的问题，如宗教、种族、民族，以及历史宿怨。“在非西方国家的选举，常常诱使政治家去提出那些最能为他们带来选票的诉求，而这些诉求往往带有种族主义、宗教教义和民族主义色彩。这些诉求会加剧国家的分裂，并导致反西方的政治领袖和政策的胜利。”

在非洲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政治人物为了获得选举胜利，往往不择手段、不顾后果地进行族群动员，强化自我意识，导致族群矛盾激化和社会分裂，破坏民族一体化进程，损害国家的稳定甚至危及国家的统一。在桑给巴尔，最容易获得选票的手段，莫过于挑起民族积怨，激发本族认同感。事实上，在竞选的过程中，卡夫党利用两大民族群体的对立大做文章，他们在竞选过程中竭力煽动选民对大陆非洲人和中央政府的不满，提出重新评价1964年革命和坦噶尼喀桑给巴尔联合，允诺上台后为桑给巴尔争取更大的自治空间，并利用各种手段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造势。

在桑给巴尔民主化的发展过程中，民主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目标固然是重要诉求，主宰桑给巴尔政治的两个政党——革命党和卡夫党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从下表所列革命党和卡夫党各自竞选纲领的具体内容来看，在经济、社会、文化、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政策上，两党十分接近，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表8-2 桑给巴尔革命党与卡夫党政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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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对非洲国家而言，经济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由于国际市场农产品和初级产品价格持续低迷，严重依赖农矿产品出口的非洲国家难以扭转不利局面。基础设施薄弱、教育落后、主要靠丁香生产的桑给巴尔在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上空间不大，难有很大的作为。1995年大选后，政治局势的动荡和国际社会的制裁加剧了桑给巴尔的经济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难以拟定真正有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策，拿不出比现政权更好的、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与执政党经济社会政策上的细微差别难以争取社会大众广泛的同情和认可；而通过挑起历史积怨和族群矛盾，强化族群认同以赢得选票、获得政治权力，就成为政治人物最容易、最方便的手段。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较少使用理性的、和平的、有远见的方式，而往往诉诸情感的号召，利用人性褊狭、自私的族群情感进行政治动员，以最大限度地获取自身的政治利益。

（三）反对党的策略

具体而言，反对党的策略主要有以下途径。

1.翻历史旧账，激发民族宿怨，丑化革命党政府

为了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身份认同被用来激发和动员某些特定的人群。而唤起本族认同感的方式，除了正面强调本族的同一性外，很重要的方面是要找出一个共同的敌人，形成“同仇敌忾”之势，增强自我认同感和凝聚力。因此，美国学者盖伊指出，民主政治经常伴随着“仇恨政治”；英国学者曼恩则说，民主政治与穷兵黩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台湾政论家南方朔指出，“民主经常需要敌人来痛恨或仇视”，“民主的花朵其实是以仇恨为营养而灌溉出来的”。卡夫党正是以一种莫须有的仇恨观念，通过“记忆重塑”将革命党妖魔化，藉此强化敌我之分，实现排他性的认同来博得同情，获取选票。

在对1964年革命的评价问题上，历史积怨被政客充分利用，已经愈合的历史疮疤重新被揭开。1964年“一月革命”推翻了代表阿拉伯人利益的桑给巴尔民族党政权和阿拉伯苏丹王朝，确立了代表非洲人利益的非洲设拉子党的执政地位。近30年来，“一月革命”被主流意识形态所肯定。1992年坦桑尼亚实行多党民主制之后，以阿拉伯学者为主体的人士利用多党制提供的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进行宣传鼓动，质疑“一月革命”的正当性，认为是非洲人以野蛮的暴力方式劫夺了一个合法政权。在1990年代出版的一本历史著作中，阿拉伯作者的论述充满了对“一月革命”的斥责和非议，“在非洲设拉子党和乌玛党的授权下，相当多的财产被没收或被销毁。革命的惨烈造成了无以言状的痛苦，在那些日子里，桑给巴尔到处火光冲天，充满刺耳的尖叫声。”“1964年的革命是非洲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事变之一。”否定了这场革命，也就意味着否定非洲设拉子党及其后的革命党执政的合法性。1995年和2000年两次大选前的竞选活动中，以及在历次补缺选举中，卡夫党人自然不会放过这一话题，他们利用对“一月革命”非法性的渲染，煽动选民对革命党的仇恨，凝聚本族情感。

事实上，对这场革命的评价成为政治人物的首选话题。在公开的群众集会上，卡夫党人对这场革命大张挞伐，有的候选人指责革命是对一个合法的政权的武装颠覆，非洲设拉子党通过非法手段篡权窃国；指责暴动者残害生灵，使大批无辜者死于非命，而非洲设拉子党执政后，没有采取和解的与人道主义的做法，没有对那些在革命中受到伤害和致残的人提供救助，使很多伤病者得不到就医的条件而病情恶化，有的失去了生命。“对于那些在革命中受到残害的人来说，执政者没有提供必要的抚恤救助，而另一方面，许多执政党的高官一旦生病，就去国外接受治疗。”卡夫党人激烈批评执政党在“一月革命”后实行的“继续革命”政策，指责国有化运动对工商业者和土地所有者的剥夺，明确承诺将向在革命后的土地改革中被剥夺土地的人给予补偿。卡夫党总统候选人哈马德还将革命党军警部门的做法与“一月革命”相比，激烈抨击革命党在大选前后“使用国家机器滥用暴力”，称“革命党一旦获胜，极权主义统治将会恢复，正如1964年的经验所证明的那样”。

2.丑化和挑衅联合政府，塑造自己英雄式魅力

否定桑给巴尔“一月革命”的合法性，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坦噶尼喀桑给巴尔联合的合法性。事实上，卡夫党一再质疑1964年4月桑给巴尔与大陆联合的合法性，对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存在提出挑战。反复强调桑给巴尔的独立性，强烈反对大陆“将桑给巴尔变成另一个玛菲亚岛”的企图。哈马德呼吁解散桑给巴尔革命委员会，代之以一个合法和规范的政府。哈马德还通过强调任桑给巴尔总理期间因坚持桑给巴尔自治而被革命党打压的境遇，倾诉悲情，以赢得公众同情。

卡夫党极力渲染大陆对桑给巴尔的剥削和侵夺，声称联合政府觊觎在桑给巴尔海域发现的石油资源，并允诺如果卡夫党执政，将马上进行石油开采。此外，卡夫党政府还抱怨联合政府对桑给巴尔向大陆输入的商品实行港口增值税。然而，与坦噶尼喀大陆丰富的资源相比，桑给巴尔的经济资源确实是有限的，桑给巴尔的经济基础严重依赖旅游业、丁香种植和港口贸易。很多反对派支持者似乎忘记了联合给桑给巴尔带来的种种益处，比如大陆方面多年来一直免费为桑给巴尔供电。

在历次竞选过程中，卡夫党都大力鼓吹由三个政府组成的联邦框架：一个桑给巴尔政府、一个坦噶尼喀政府和一个联合政府；即桑给巴尔与大陆形成并列的政府，其上是联合政府。这其实是通向脱离联合共和国的第一个步骤。

卡夫党的激烈言辞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唤起强烈的族群情绪。一位卡夫党的支持者激动地说，总有一天，毁于1964年1月政变的桑给巴尔旗帜会在政府大楼上重新高高飘扬，这将象征着桑给巴尔民族主义者的胜利。事实上，民主政治在桑给巴尔表现为族群政治、民族主义，卡夫党对内拿阿拉伯设拉子族群认同做文章，以群众情绪激发族群意识；对外则以桑给巴尔民族主义激情地对抗坦桑尼亚民族主义。

革命党在竞选运动中也表现出强烈的对抗性。由于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乏善可陈，革命党也尽力利用族群问题吸引选民的支持。他们使用非理性的言辞和举措回应卡夫党的族群政治，有的言论不乏强烈的族群政治情绪。革命党方面严辞指责卡夫党企图倒转历史车轮，希望阿曼素丹王朝复辟，指责卡夫党是1964年革命前的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的继承人。坦桑尼亚总统姆卡帕的夫人赴桑给巴尔为革命党助选，在竞选集会上告诫自己的选民要提防卡夫党，卡夫党梦寐以求的是复辟“一月革命”前的政权：

1964年以前，桑给巴尔的人民是自己国家的奴隶；因此我提醒大家，在决定支持哪一个政党时务必谨慎，因为有的政党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它在羞辱你们独立的人格和尊严。

革命党继续倡导一项两个政府的政策，说卡夫党所主张的联邦制将会破坏联合政体。总统姆卡帕在另一次竞选集会的演讲中指出，卡夫党的主张“无论如何都是不允许发生的事情”，强调革命党引进和启动多党民主制是为了推动坦桑尼亚向前发展，而不是为了破坏国家的联合与团结，也不是为了制造混乱和使国家倒退。他还暗示，如果两个政府之间的联合遭到破坏，奔巴岛的商人及其家庭将被驱逐出坦噶尼喀。革命党的另一个领导人在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卡里奥考（Kariokoo）的一次集会上说得更加直白：“奔巴人，你们在大陆拥有的商店比在桑给巴尔还多，因此如果你们执意破坏联合体制，遭殃的还是你们！”

（四）族群政治与社会分裂

1.从群众基础和社会组织上看族群政治

革命党和卡夫党都有一批坚定的支持者，他们毫不犹豫、无条件地支持自己的政党，表现出政治参与中非理性的一面。在桑给巴尔的政党政治中，大部分选民对各党的政策并不十分关心，他们关心和认同的是本族群或代表本族群利益的那个政党。坦桑尼亚学者马利亚姆克诺的分析表明，在桑给巴尔的两大政党中，都有一个核心成员群，相当于选民总数的40%-42%。事实上，在两大核心群体中，没有任何人会投另外一个党的候选人的票，无论本党候选人的品质、素质、能力、政策如何，他们都会毫不迟疑地投他们的票。而任何一个政党都肯定可以获得40%左右的票，无论其素质高低，无论是在议员中抑或在总统选举中都是如此。

卡夫党阵营的中坚力量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而清真寺则是卡夫党的重要活动基地。文古贾岛的非洲人设拉子人和两岛的基督教徒构成革命党的群众基础。在文古贾农村地区的很多人认为，卡夫党获胜将意味着在1960年代被国有化的土地会重新回到阿拉伯人的手中。革命党人在文古贾岛农村挨家挨户进行宣传动员，努力灌输和强化这一意识，并努力劝说居住在文古贾岛上的大陆人不要害怕被驱逐。从宗教来看，占总人口2%的基督教徒都是革命党的积极支持者，他们十分担心卡夫党上台后会以伊斯兰教义和相关法律进行治理。革命党干部一方面利用这种焦虑情绪为自己拉选票，另一方面努力平息他们的焦虑情绪，为基督教徒撑腰，让这些革命党的支持者感到革命党的强大与可靠。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力量，在桑给巴尔各族的政治生活中潜伏着巨大的能量。宗教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往往意味着一种无形而巨大的凝聚力，容易获得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但同时也会成为挑起纠纷、引发事端的重要原因。不幸的是，同样信奉伊斯兰教并没有弥合桑给巴尔两大族群的裂痕。基督教近年来在桑给巴尔的发展却引起阿拉伯穆斯林的强烈嫉恨。后者激烈批评政府厚此薄彼，在宗教建筑的修建和公职人员的选用上向基督教倾斜。对此卡夫党人愤怒地指出，现在是基督徒而不是穆斯林占据着国家领导职位。这在一个伊斯兰教徒占人口总数98%的地方，无论如何是不正常和不能接受的。

2.选区与族群政治

对立情绪使竞选活动难以正常进行。卡夫党事实上不能进入革命党支持者居多的文古贾岛农村地区进行竞选活动。桑给巴尔西南部贾姆比阿尼（Jambiani）镇是哈迪木设拉子人聚居区，这里的多数人往往说卡夫党是一个制造动乱的政党。他们说，我们“禁止”卡夫党人在这里集会。同样，在夸哈尼（Kwahani）省的恩格阿姆博（Ng'-ambo）选区（距石城不远的郊区），卡夫党也遭到排斥，他们从未在这里成功地举行过宣传集会。革命党的积极分子大声嚷道，“我们决不会允许他们在这里搞活动，我们宁肯冒着丢掉性命的危险也要阻止他们。”警察不得不把坚持在这里进行竞选宣传的哈马德弄走，以免出现不测。卡鲁梅后来说道，如果哈马德硬要冒险再次进入革命党控制的夸哈尼，他将会被当地民众剥得精光。

另一方面，革命党人也难以在奔巴岛的大部分地区开展活动。严重的族群和党派对立是数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而1990年代桑给巴尔实行多党民主化以来，党派之争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困扰着当地社会，助长了桑给巴尔各地的种族矛盾和地区间的对立。

3.从选票取向上看族群政治

族群政治始终贯穿于立法和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过程中，也反映在选举的结果上。1995年大选，朝野两党的得票数十分相近。议会选举的结果：50.1%的选民支持卡夫党，49.3%支持革命党；总统选举的结果：49.8%支持卡夫党，50.2%支持革命党。对这一结果，人们纷纷用“震撼”、“历史重演”、“戏剧性”、“不可思议”来形容。这一结果是惊人的历史再现，与三十多年前两大民族营垒的对立，而且是势均力敌的对立局势十分相像。

坦桑尼亚学者姆塔基分析道，“结果显示，对所有的实践意义而言，这个国家是政治上和地理上一分为二。这一分野业已导致一种复杂的政治死结，一种在过去30年从未经历过的政治死结。执政党业已‘赢得’了选举，但是没有赢得这个国家。”“桑给巴尔人中的绝大多数属于两大群体中的一个，并且这两大群体是由族群界线（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主观感觉上的族群界线）划定的。但凡多党选举在桑给巴尔举行，这些群体就会因为预先设定的部族界线而陷入争吵。”“如果你问一个桑给巴尔人两个问题，那么其答案将给你80%的机会来正确识别其政党归属。这两个问题是：

1.你属于哪一个族体（阿拉伯族，设拉子族，非洲设拉子族，还是非洲族），居住何处（奔巴岛，还是文古贾岛）？

2.你认为1964年革命是可以避免的吗？

那么，你正确地判断该人所属政党的可能性会达到90%。”

总的来讲，那些认同于阿拉伯人或设拉子人的人是卡夫党的成员，尤其是居住在奔巴岛的人。那些认为自己是非洲人或非洲设拉子人的人则很可能是革命党的成员，如果他居住在桑给巴尔岛的话。进而言之，几乎所有的革命党支持者都认为桑给巴尔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而几乎所有的卡夫党支持者都认为是可以避免的。

如今，这些群体几乎同独立前于1961年和1963年举行的三次选举时的政治态度一模一样。卡夫党成为阿拉伯人政党——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及其同盟者奔巴设拉子人党的继承者，继承了阿拉伯人政党的性质，也继承了它们的支持者，尽管今天的成员的绝大多数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革命党则是非洲设拉子党的继承者。“信仰和归属问题上的裂痕一直保持下来，尽管历经30多年时间的一党制统治。”尽管时过境迁，在与最后一次多党选举时隔32年之后，当你考察时却惊奇地发现，人们生来就属于他们父母的政党，就像人们生来就信奉他们父母的宗教那样。1961-1963年和1995年的投票模式清楚地表明，两大派系的敌意业已从一代传递到下一代；桑给巴尔的绝大多数人甚至在1963年对立和1964年革命时还没有出生，他们还是具有和他们的父母一样的投票取向。

4.从对选举结果的认可看族群政治

从对选举结果的认可的角度来看，选举结果也往往成为引发族群冲突的导火索。两次大选揭晓后形成的政治僵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1995年第一次大选，在投票过程中和计票时，双方都指责对方作弊而声称将不承认大选结果。大选结果揭晓并表明革命党获胜后，革命党认为承认大选结果对自己有利，遂放弃抵制态度；而卡夫党则一再予以抵制，并呼吁国际社会对执政党实行制裁。由于双方都以取得政权为目的，争夺权力的欲望高于一切，这样，在选举中充斥着非理性、舞弊和暴力；选举结果公布后，败者不会体面地接受选举结果，理性地承认失败。

这与民主的基本原则——多数决有关。只要取得了多数选票，哪怕只多对手一票，按照桑给巴尔总统选举的规则，执政党就可以继续执政；而反对党也存在以微乎其微的优势夺得政权、扭转乾坤的机会。为此，各党在竞选过程中，不惜一切代价吸引选民，争取选票；而一俟结果公布，落败者绝不会有风度地认输，而是会迅速质疑选举结果，力图挽回败局。1995年总统大选，桑给巴尔选举委员会公布的结果是，执政党与反对党分别获得165271和163706张选票，分别占有效票的50.2%和49.8%，革命党多出1565票，从比率上多出0.4%；卡夫党人不同意选举委员会的数字，他们根据本党监票人的记录结果进行统计并公布了结果，革命党与卡夫党分获157351票和166522票，卡夫党多出8171票。按照卡夫党人公布的数字，他们比革命党也不过多出3.2%的选票。即使卡夫党公布的数字属实，如此微小的差距实际上是很难看出真正的人心向背的，以此来定夺政权的归属，无疑是对国家命运的赌博，是不负责任的。这实际上反映了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缺陷。

两次大选后都出现失败一方的强烈抵制，导致严重的族群冲突和政治危局，政府则以政治镇压还以颜色。此外，萨勒明政府还开除同情卡夫党的公务员作为报复。在石城，政府派出推土机将卡夫党支持者的房屋摧毁，理由是“非法建筑”。多年在桑给巴尔生活和从事研究的学者格雷格·卡梅伦（Greg Cameron）2000年大选前后在桑给巴尔以观察员身份目睹和考察了选举的整个过程。选举前后，他同当地人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从中感到因选举而产生的严重社会分裂。一个从大陆来的妇女对他说，一旦桑给巴尔回到阿拉伯人手中，她将会离开这里。很多人则希望卡夫党获胜，从而能为他们带来一份白领工作。当地的年轻人说他们已经厌烦了终日无所事事，因为他们还要供养自己的父母。还有的年轻人则悲观地表示，如果卡夫党没有胜利，他们将离开桑给巴尔。另一位卡夫党的支持者说，卡夫党将会获胜，因为安拉不会帮助那些作恶多端的革命党领导人；并称革命党关于卡夫党上台后会剥夺非洲人的工作权利和侧重发展奔巴岛、罔顾文古贾人的利益的宣传是谎言，是对文古贾人的欺骗，革命党试图使轻信者恐惧卡夫党而倒向自己。成千上万的当地年轻人在街头载歌载舞庆祝革命党获胜，他们反复呼喊一些富有挑衅性的口号，如“让他们滚回阿拉伯去！”等等。激烈的党派之争和族群政治斗争使当地人疲惫不堪，人们怨言四起。有人感慨道，何苦采纳多党制，劳民伤财、浪费资源，还造成社会分裂。很多人都说，如果革命党不允许有一个自由公正的选举，那还不如继续维持一党制，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能力实行多党民主。人们感到民主化不过是一场无谓的闹剧，对此精疲力竭，十分失望。

诉诸民粹，激化对立情绪，导致桑给巴尔社会严重分裂。族群矛盾和积怨由于同党派斗争交织在一起，而更加肆无忌惮地暴露和宣泄出来，于是，社会重新分割为两大对立的集团。1992年以来的民主化运动不仅严重地撕裂了当地社会，也破坏和恶化了桑给巴尔与大陆的合作，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对桑给巴尔的长远发展也毫无裨益。

2005年大选，执政党将面临两难选择。若公平自由地进行选举，反对党的候选人很有可能在桑给巴尔赢得多数选票而上台执政，一旦卡夫党执政，势必重新评价1964年“一月革命”，进而否定与大陆联合的合法性；会更多地照顾阿拉伯群体的利益，加剧桑给巴尔的社会分裂；并将兑现承诺，推动成立与桑给巴尔并列的坦噶尼喀政府；与大陆的关系定然会渐行渐远。执政党若要阻止反对党上台，也势必利用法律的、行政的手段为卡夫党获胜制造障碍，则会再次激怒反对党及其支持者。五年一度的大选，五年一个周期的乱局，已成为坦桑尼亚政局的一大祸患。

桑给巴尔问题似乎是一个局部问题，表面上看，坦桑尼亚大陆地区的民族关系和民族一体化并没有因民主化受到剧烈的和全局性的影响。但是，桑给巴尔问题处理不好，会发展为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卡夫党一旦上台，会进一步扩大阿拉伯人同非洲人之间的政治裂痕，受到排挤的非洲人会涌向大陆，形成难民潮，给大陆带来很大的冲击。另外，在达累斯萨拉姆、坦噶等大陆沿岸地区，集中居住着阿拉伯人后裔，他们对桑给巴尔的阿拉伯群体一直怀有同情心理，是卡夫党的坚定支持者。未来的“桑独”运动肯定会得到他们的策应，进而造成大陆地区的不稳定局面。更为严重的还是桑给巴尔从坦桑尼亚分裂出去的潜在危险，有可能成为引发大规模动乱甚至武装冲突的导火索。多党民主化大潮裹挟非洲大陆十余年，但在不成熟、不适当的条件下搞选举，给非洲带来的未必是福。


三、民主化与经济社会发展

（一）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

1.经济增长方面的成绩

在进行经济调整的过程中，坦桑尼亚从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获得了资金支持的便利，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后者。坦桑尼亚注意密切与西方捐助国、债权国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关系，以谋求吸引外资、减免外债、获得更多的贷款和援助。其宏观调控成果受到国际金融机构和债权国的肯定，坦桑尼亚的外债因此多次被重新安排或减免，西方的贷款和无偿援助得以持续。1999年，国际金融机构基于各种经济指标，如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率、公共支出等指标，指出坦桑尼亚是非洲宏观经济绩效最好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于2001年年底确认坦桑尼亚达到了重债穷国优先权（Heavil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 Initiative,HIPC）的标准，承诺在未来20年内减免坦桑尼亚外债30亿美元，占所欠外债的54%。坦桑尼亚因此成为继玻利维亚、莫桑比克和乌干达之后第四个享受这一优惠的国家。

从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长速度等指标上看，坦桑尼亚经济形势有所好转，经济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开始显露一些积极的效应，国民经济出现恢复和增长势头。从1990年到1998年，坦桑尼亚国民生产总值以平均低于3%的年增长率增加；1999年到2003年，平均年增长率高于5%，2003年比上一年增长6.3%。政府先后出台的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增收节支、严格控制货币超常发行等举措取得明显效果，宏观经济形势趋于稳定。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0%以内，政府财政支出已连续三年控制在预算范围内。国有企业私有化增加了坦桑尼亚财政收入，截至2002年底，已为国库增加了1955亿先令（相当于23亿美元）的进项；财政收支从1998/1999财政年度开始出现盈余；较为成功地维持了本币自由兑换，并实现了坦桑尼亚货币的有序贬值，坦桑尼亚先令汇率从1995年底的1美元兑换595先令逐步贬为1998年底的1美元兑换665先令和2001年的1美元兑换820先令。对外经济环境有所改善，对外贸易有较大发展。2003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9.7亿美元，其中进口14.2亿美元，出口5.4亿美元。进出口总额较20世纪90年代初增长了1倍多，有效地带动了经济作物、矿产品等出口行业的增长和发展。与此同时，外来投资逐年增加。矿业吸引外资最为突出，在非洲国家中居第七位。坦桑尼亚极具潜力的资源优势可望得到进一步开发和利用。

从实际效果来看，各项改革已经显现作用，宏观经济形势逐渐好转。另一方面，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和困难。

2.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和困难

在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上，总体看来，坦桑尼亚尚未步入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缺乏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总体看来，坦桑尼亚现行国民经济发展政策，是1985年以来政府为了应对经济困难的严峻局面，获得必要的外部资金援助而制定的，具有应急特点，过于关注短期效果而忽视长期发展目标。近20年来，坦桑尼亚政府始终没有拿出一个长远的规划和战略来谋划坦桑尼亚的发展并切实有效地施行，高屋建瓴地指导坦桑尼亚经济的运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如削减行政开支、减少财政补贴、放开物价、举借外债等等，在短期内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坦桑尼亚的改革显然缺乏长远的政策措施，如改革发展体制、整顿国营企业、改进分配方式、扩大国内需求、刺激消费等，虽然有一些思路，但是没有拟定出系统的政策方针，不利于坦桑尼亚经济形成良性的、长远和可持续的发展。

第二，发展资金短缺。多年来，坦桑尼亚经济规模有限，每年税费和国有企业收入除了应付政府经常性开支外所剩无几。国民收入水平较低，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50%以上，储蓄能力严重不足。巨额外援在弥补坦桑尼亚资金缺口的同时，绝大部分又被外国企业通过工程承包或技术合作等多种形式重新流向国外。资金极度短缺仍然构成坦桑尼亚经济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

第三，农业基础薄弱状况尚未明显改观。国际金融机构设定的政策框架偏重制度改革及各种人道主义领域，对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关注不足。坦桑尼亚政府在紧缩性政策框架下动用财政、货币政策工具的余地有限，导致作为支柱产业的农业长期被忽视，生产率低下，技术落后，甚至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平均水平。全国现有耕地600万公顷，其中仅约23万公顷拥有灌溉设施，即只有3.8%的农田是有灌溉设施的水浇地，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水平相同。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总体水平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4.0%上升为1995-1997年的4.2%。目前世界平均水平为19.2%。1995-1997年，坦桑尼亚每千人中只有一人拥有拖拉机，与1979-1981年的情况相同。但是，同一时期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拖拉机拥有率的平均水平为2‰高出坦桑尼亚一倍，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为20‰。可见，坦桑尼亚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灌溉水平很低，多数农民仍然依靠手工耕作，甚至刀耕火种，基本上靠天吃饭。受财政投入紧缩影响，农村信用社解体，大量合作社倒闭，导致农用物资及农产品供销渠道堵塞。农药、化肥等农用物资亦因政府取消补贴，使用量逐年下降。国有农场除了几个仍然在外国援助下维持运营外，其余的已经处于停产状态。

第四，民族工业受经济结构调整计划冲击，生产力普遍下降。过于严苛的货币财政政策导致坦桑尼亚发展资金奇缺，引发了高利率、高税率等金融问题。坦桑尼亚贷款利率长期以来超过20%，居高不下。增值税税率为20%，与肯尼亚、乌干达等周边国家相比普遍偏高。贸易自由化使坦桑尼亚市场门户洞开，走私猖獗，外国商品蜂拥而入，严重冲击了民族工业。目前，除了啤酒、烟草、电讯、能源等少数行业的个别企业私有化后得到较好恢复和发展外，大部分国有企业仍然未摆脱困境。其中，曾作为坦桑尼亚支柱产业的纺织业原有35家企业，目前仅存3家苦撑局面，市场占有率仅为10%。腰果、皮革等加工行业关闭殆尽，多数农、林、畜产品只能以初级产品出口国际市场。制糖、造纸等传统产业因缺乏资金、设备陈旧等问题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上述情况严重制约了坦桑尼亚工业的发展，导致60%以上日用消费品仍然依赖进口。

第五，外债负担沉重。多年来，坦桑尼亚政府积极寻求国际援助支持改革与发展进程，但亦导致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截至1999年底，坦桑尼亚外债总额仍然达到73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90%和年出口收入的13倍。1999年全年还本付息2.67亿美元，占当年财政支出的35%。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统计，坦桑尼亚历年偿债支出高达卫生支出的九倍，教育支出的四倍。上述指标大大高于国际公认的安全线。过于沉重的债务负担不仅严重制约了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空间，而且直接加剧了国民贫困化，阻碍了经济发展，陷入举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

第六，进出口不平衡现象严重。在贸易自由化政策的作用下，坦桑尼亚对外贸易近年来取得长足进展，较好地带动了国民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国民生活。但出口主要依赖经济作物的状况尚未根本改观，农产品出口创汇占出口总额的70%以上，且易受气候等自然因素影响。此外，坦桑尼亚对外贸易条件持续恶化，部分初级产品国际市场价格不断下跌，进出口不平衡状况呈不断扩大趋势。1997-1999年贸易赤字分别为3.95亿、7.78亿和8.77亿美元。

第七，基础设施落后。坦桑尼亚现行供水、供电、交通及通讯设施均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坦桑尼亚现有公路8.5万公里，大部分破旧不堪。在全部公路线路中，属于硬质铺设的路面仅为9000公里，约占公路总长度的12%。即使属于硬质路面的公路，也大多由于缺乏养护而路况较差。去本国的西部地区，如穆索马、姆旺扎、基戈马、塔波拉等地，乘坐火车要三天左右的时间，且时常晚点；乘坐长途汽车，则因为大多是泥土路而颠簸严重，因此，乘客往往宁可选择乘坐长途汽车至北部邻国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然后西行经肯尼亚大城市基苏木（Kisumu），再向南返回国内，到达本国的西部地区。如此所花时间反倒短一些，旅途也舒适一些。坦桑尼亚迄今无一条高速公路。达累斯萨拉姆市内的过街天桥是全市也是全国唯一的过街天桥。许多工厂、饭店和矿山企业需要自行解决水电和交通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制造业、旅游业和矿业等领域的投资，水电通信费高昂致使工业生产成本偏高。受交通运输限制，农业生产物资供应和农产品供销不能适时进行，不仅直接威胁全国粮食安全，而且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正是构成发展生产和吸引外资的重要障碍。

3.社会发展的停滞和倒退

姆维尼和姆卡帕执政时期，坦桑尼亚政府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荐的以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为核心的“增强结构调整计划”进行经济调整，全面推行财政、货币紧缩政策。改革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政府丧失了利用财政、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宏观经济和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手段和能力，导致各项社会事业裹足不前，部分国民生活质量恶化。经济增长也并未给社会发展带来很大的帮助，长期以来，坦桑尼亚人口增长率居高不下，1980-1989年为3.1%，1990-2000年为2.8%，近年来经济低速增长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被过高的人口增长率所抵消。

坦桑尼亚财政收入大部分用于经常性开支，发展开支及社会福利支出严重不足，教育、卫生、医疗、饮用水等公共事业被长期忽视，一些关系国民生活的指标逐年下降。国民生活质量指标目前位于世界末列，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甚至撒哈拉以南国家相比亦有一定差距；与本国20世纪80年代甚至六七十年代相比反而下降了。

例如，坦桑尼亚小学入学率1983年在义务教育制度下曾达到93%，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低速下降趋势，至1998年仅为46%，不仅远低于80年代的水平，而且比70年代中期还要低1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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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坦桑尼亚小学入学率的变化

城市人口安全饮用水拥有率1980年曾达到90%，1990年降为75%，1997年降为66%。在全国范围内，享有安全用水的人口在1980-1993年为52%，1994-1997年降为49%。

1992年以来，人均预期寿命呈逐年下降的趋势。2002年坦桑尼亚人均预期寿命为43.1岁，甚至不及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倒退到60年代中期即40年前独立初期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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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坦桑尼亚人均预期寿命情况

不仅与发达国家相比望尘莫及，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65岁也相差甚远；即使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该指标也是相对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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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坦桑尼亚人均预期寿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水平比较

中下层国民及大量失业工人因社会保障跟不上，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统计数字显示，占总人口50%以上的坦桑尼亚国民生活在每天0.65美元贫困线以下，其中36%生活在每天0.5美元以下的赤贫状态。绝对贫困人口比例甚至高于建国初期水平。

失业率居高不下，大批无业游民流落街头，增加了维持社会治安的压力。童工问题相当严重，进入2000年，坦桑尼亚有35万——40万童工，他们的年龄在15岁或15岁以下，从事农业、矿业和国内服务业。农村日益恶化的生活条件驱使大量的青少年涌向城市，而且，居住在城市的家庭，养家糊口度日是很艰难的事情，于是那些正值学龄的孩子们被迫放弃学业去打工。还有许多失去双亲又得不到其他亲人帮助的孤儿们被迫流落街头。在城市的民营单位的打工者中，15岁或15岁以下的孩童占了一半。许多父母因为支付不起学费或其他学校费用而无法送孩子入学，这部分人成为童工的主力。而已报名入学的学生则有大约45%的人经常旷课，他们往往是因为打工而旷课甚至辍学的。孩子们打工的时间不同，有的承担全天的或部分的工作，而有的同学则是在放学后、周末或假日里打工。他们别无选择，因为他们不去打工赚钱，家里就揭不开锅。

在小矿井工作的童工很多，有在地上作业的，更多的是在地下作业，工作环境十分恶劣。在街头流浪的孩子中有的被短期雇用做洗车、摆摊叫卖或餐厅服务等工作。童工中最悲惨的是沦为童妓的少女。在城市童妓的人数还不断攀升，大量少女从农村地区被招募而来，沦为娼妓。还有不少女童被迫从事家庭仆役，在与自己的亲友完全隔绝的情况下，他们承担着巨大的压力，从事超时的工作，经常受到虐待甚至是性虐待。

全国医疗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婴儿死亡率达14.9%，人均预期寿命仅为44岁（1980和1990年分别为52和56岁）。艾滋病呈蔓延趋势，感染率为8.8%，为此坦桑尼亚每年失去大量年轻劳动力，2001年有约14万人死于艾滋病。有媒体报道，有些人认为宁肯死于艾滋病也胜过死于贫穷；而一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则宣称自己更乐意传播疾病，“让大家一道去死”。可见，贫穷和艾滋病都会导致某种社会恶果和心理病态——不平、绝望、对社会的报复。各种社会问题的存在和恶化既危害社会安定，也为反对党煽动和加剧不满情绪提供了口实。

不容否认的是，社会发展方面出现的问题显然与政治经济体制转轨密切相关。物价放开使国内消费品价格和服务价格猛涨，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更为重要的是，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以及政治的多元化等，削弱了政府管理的效能和社会调控的能力，用于社会福利、医疗保健、教育等方面的政府公共支出被大幅度削减，由此引起社会福利和教育卫生条件的恶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坦桑尼亚处在一种经济有增长、社会无发展的状态。民主化之后的坦桑尼亚与尼雷尔时期形成看似奇特的比照：尼雷尔总统任职时期经济虽然没有显著增长，社会发展却颇有成效，包括清洁饮用水的提供，医疗条件的改善，中小学教育的发展，成人文盲率的降低等方面的成就，曾为许多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所称道。

（二）民主化导致依从外国

坦桑尼亚推行的民主化将自力更生的原则抛弃无遗。民主化取悦了西方，换来的是西方附加条件的援助，如此坦桑尼亚只能继续按照西方捐助国和国际金融组织既定的改革思路和方案走，推行具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经济改革，从而更深地被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


民主化满足了西方提出的条件，得以继续获取西方援助
 坦桑尼亚是按照西方的要求进行民主化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西方捐助国都向坦桑尼亚提出直接和间接的要求，作为提供经济援助的条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两大阵营冷战的终结，“西方援助国越来越坚持非洲国家的政府推进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认为民主化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条件”。援助成为给予实行民主化的国家的奖励，停止援助则是对受援国拒绝多党民主化的惩罚性措施。事实上，到1992年所有坦桑尼亚的主要援助国都将民主化作为持续经济援助的附带条件。在政治转型前的1987年到1991年间，主要援助国为：瑞士（11280万美元），意大利（9560万美元），挪威（8020万美元），荷兰（7500万美元），丹麦（7480万美元），德国（6320万美元），日本（6080万美元），英国（5020万美元），芬兰（4960万美元），加拿大（3340万美元），美国（1920万美元）。在这些国家中，加拿大是第一个正式将民主的条件包含到其援助政策中的国家。加拿大国际发展局（CIDA）援引1986年的联合国大会发展权利宣言，从1987年开始鼓励受援国采用西方的政治模式，宣称其“建立人权和民主发展机构的设想”的基础是，“所有发展的伙伴国的政策和方法都须反映人权、民主发展、良治以及其他可持续发展的要素之间的共生关系”。意大利在1989年正式将是否实行民主作为接受援助的前提。丹麦也在1989年宣布，民主和人权是其援助计划的主要目标。在1990年北欧发展合作部长会议上发表的联合公报中，也强调了对民主的关注。在1991年末欧共体部长理事会关于人权、民主和发展的决议中，再次将其定为一种综合性的政策，并指出“民主在发展和进步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民主化进程中止步不前将影响援助国参与合作发展的意愿”。按照部长理事会公报的精神，芬兰、挪威、瑞典、丹麦等国均从1990年开始将发展援助与民主化联系起来。继而，英国和美国也于1990年相继将民主作为援助的附带条件。“那些对于民主化的普遍要求不予回应——甚至更糟，对其进行压制——的国家将在争取援助和私人投资的竞争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地。”这样，坦桑尼亚的11个主要援助国无一例外地提出了援助与民主化挂钩的原则。

除了主要捐助国以外，世界银行也倡导将民主化、良政与经济发展相联系。世界银行在1989年的报告中第一次直接提出，为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中实行政治改革，在这个报告中，世行建议非洲“不仅需要缩减政府，而且需要更有效的政府——将注意力更少地投到直接的干预，更多地投向赋予人们生产能力。……行政管理方式的改善要求政治更新。这就意味着从最高层到基层一致打击腐败。这需要树立一个好榜样，鼓励公开辩论以加强责任感，培育自由的媒体”。这种对受援国政治的关注和建议意味着世界银行背离了其之前更多地纯粹关注经济问题的角色。随着援助国和世界银行援助政策对受援国民主化的关注，包括坦桑尼亚在内的受援国的政治体制都受到了仔细的审查。

坦桑尼亚是一个高度依赖外援的国家。它在1991年——改制的前夕——接受的外界官方发展援助额为1038亿美元，为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7.1%。在此前一年的1990年，坦桑尼亚接受了1155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助，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48.2%。以官方发展援助的比例来看，坦桑尼亚是当时世界上接受援助比例排在第二位的国家，仅次于莫桑比克。

倘若失去了西方的援助，坦桑尼亚经济势必出现更严重的困难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坦桑尼亚于1991年指定尼亚拉里委员会进行考察，并于1992年开始实行多党民主制。对于坦桑尼亚承诺和实施多党民主制，西方主要捐助国深表赞赏，继续向坦桑尼亚追加援款、免除部分债务，如美国一并免除了包括坦桑尼亚在内的、表示要进行“民主化”的八个国家的4.19亿美元的债务，以示褒奖。而像其他国家，如刚果（金）、肯尼亚等，因为没有按照西方的要求进行民主化，而受到西方的制裁，致使经济走下坡路。总的来讲，世界对非洲援助逐年下降，从20世纪90年代初每年的190亿美元降到现在的120亿美元，但对坦桑尼亚的援助却十分稳定，每年将近10亿美元。外界继续向坦桑尼亚提供援助，解决了坦桑尼亚的燃眉之急，经济发展有了较为充分的资金保障和驱动力。另一方面，坦桑尼亚对西方援助资金的依赖也日渐加重。


对外援依赖的加深，迫使坦桑尼亚继续实行强调效率、忽视公平的政策
 从预算比例上看，每年坦桑尼亚得到的发展援助额相当于坦桑尼亚国内生产总值的10%。坦桑尼亚国家预算的1/3以上来自外援。在坦桑尼亚2001-2002年国家预算中，来自外援的比例竟高达48%，其中用于发展的预算，90%都来自外援。援助国的资助无论从款项上还是从政治上都增强了执政党的实力和资本。其中的一个例子是，2000年4月，当总统候选人内部提名开始时，瑞典和日本启动了曾被拖延的预算支持，这给现任总统在党内外竞选活动中增加了一张强劲的底牌。2000年10月选举前三周，援助国又在重债穷国援助方案的框架中作出决定，削减坦桑尼亚的债务份额。捐助国的举措某种程度上突出了执政党驾驭经济的能力和外国对其执政能力的嘉许，为执政党注入了强有力的竞选支持。这些资助表明了援助国对坦桑尼亚执政党继续进行经济改革政策的奖赏。另一方面，援助也继续加深了坦桑尼亚对外经济和财政依赖，加重了政策制定上对外部的依从。像许多非洲国家一样，随着结构调整方案的实施和政治民主化的推行，坦桑尼亚放弃了原先的社会主义取向，国家经济主权受到严重侵蚀。西方推行的发展模式成为无可替代的选择，坦桑尼亚在经济政策选择上已丧失了部分自主权。

依赖外国援助发展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外部力量的牵制，损害国家独立。对此，尼雷尔曾生动形象地指出：“我们怎么可能依赖外国和外国公司的赠款、贷款和投资而又不危及我们的独立呢？英国有这样一句谚语，‘谁付给笛手钞票，谁就点曲子。’我们怎么可能既依靠外国政府和公司来实现我们发展计划中的主要部分，而又不把我们的大部分自主行动的自由交给这些政府和国家呢？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即使我们能够得到我们所需要的钱，这种对他人的依赖势必危害我们的独立，损害我们选择我们自己的政治方针的能力。”因此，尼雷尔力主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

多党民主化之后，坦桑尼亚政府的治国思路与尼雷尔所坚持的《阿鲁沙宣言》所宣示的社会主义精神和自力更生原则渐行渐远。坦桑尼亚经济管理已经出现“外在化”现象，在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上已无多少自主的空间。一位学者曾尖锐地指出非洲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民主化以来国家主权受到侵害的情况：“至今，国家对非洲人来说仍然没有国际援助机构和捐赠团体重要，因为他们能够帮助制定发展政策，并使他们有钱花。当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处方而制定时，这个国家的教育、医疗保健等政策的制定也需要同世界银行协商以便能够得到‘减贫项目’资金的援助，国内外的非政府组织在国家开支方面比政府的影响力还要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民选的总统和议会对制定政策也发挥不了多少作用。”坦桑尼亚也陷入了这样的境地。

坦桑尼亚不仅要按照西方的要求搞民主，也要按照西方的要求进行行政管理和制定经济政策。各援助国除提出一些具体的援助条件，如要求坦桑尼亚提供配套资金或保证所聘工作人员的条件外，各捐助国都制定了明确的提供发展援助的原则和领域。如欧盟向坦桑尼亚提供援助的指导思想之一，是发展和巩固坦桑尼亚的民主与法制；美国的指导思想是，促进民主和人权，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据此，援助国还提出其他条件，如坚持限制坦桑尼亚政府机构的规模，要求建立透明的核算制度等。另外，人权状况也是援助国的一项政治条件。1995年桑给巴尔大选引发朝野争端，欧美援助国便以不民主为由中止对桑给巴尔的援助。直到2001年10月，两党签订和解协议后，一些国家才恢复援助。

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推行民主化之后的坦桑尼亚，出于对西方经济上的严重依赖，继续唯西方捐助者之命是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所竭力鼓吹的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经济政策取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出的新自由主义色彩的经济调整方案成为无可替代的选择。而这一方案的特点便是压缩公共开支，削减社会福利，是以强调效率、忽视公平为特点的，势必造成坦桑尼亚更深地陷入“经济有增长、社会无发展”的窘境。

援助背后有大量的经济利益。联合国贸发会议指出，发达国家通过援助、贷款和投资，每注入非洲100美元，最终要从非洲拿走106美元。这也是坦桑尼亚状况的最好写照。这些年来，欧盟、日本和美国同坦桑尼亚的贸易都处于增长势头。这些国家都通过力促坦桑尼亚政府修改有关海关、税收和移民等方面的规定，为其投资创造条件。

（三）民主化导致否定社会主义

自1992年实行多党民主化以来，坦桑尼亚否定并放弃了社会主义原则，进而导致效率优先、忽视公平的政策畅行无阻。

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政策受到社会主义原则的制约尼雷尔执政后期，曾对乌贾马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某些方面作出调整。1985年接替尼雷尔担任坦桑尼亚总统的姆维尼，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参与下，加快了国民经济调整的步伐。但是，在实行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过程中，一直受到传统乌贾马社会主义理论和道德经济的制约。

在一党威权型政治体制之下，长期以来，革命党自称是社会主义政党，将建设“乌贾马社会主义”作为其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坦桑尼亚革命党奉行国有化、计划经济等传统社会主义的政策主张，其思想理念与原苏联、东欧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所遵循的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相近。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推行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的主旨在于强调市场化、推行自由经济、减少政府直接干预，这与以往的乌贾马社会主义原则是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革命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上都进行过一些调整，但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姆维尼执政后，坦桑尼亚政府于1986年起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经济调整方案，先后实行了三个“三年经济恢复计划”。1987年革命党召开三大，通过了《1987-2002年革命党工作纲要》，对乌贾马社会主义原则进行了重要修订，确定坦桑尼亚处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即“从落后的、新殖民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和自力更生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分为不同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采取坚定措施消灭资本主义和剥削，并在经济、社会服务事业方面建立社会主义和自力更生的基础”；坦桑尼亚经济含有四种所有制形式：国家、资本主义、自食其力的个体劳动者和合作社，其中国家所有制经济是发展社会主义和自力更生经济的钥匙。然而，对传统计划经济小幅度的调整，难以贯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经济结构调整方案的精神，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难以迈开步伐。

通过搞民主否定社会主义

20世纪90年代的民主化运动构成了对社会主义原则的全面摒弃。在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非洲国家中，如果说多党民主化政治上是以否定执政党的法定领导地位为特征的话，那么这场运动在经济上就是以彻底否定计划经济、公有经济主导地位、社会公平优先等社会主义原则为特征的。

1992年坦桑尼亚实行多党民主化，为坦桑尼亚进行新的政策调整，以排斥社会主义、纳入资本主义体系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契机。当时外部环境不利于坦桑尼亚继续奉行社会主义理念。社会主义的大本营——苏联先是放弃社会主义，而后瓦解。解体前的苏联还对一些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非洲国家直接做工作，要它们也实行“公开性”和“政治改革”。1989年苏联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贾丕才明确声言，发展中国家依赖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已行不通。社会主义的苏联的变化，带动了原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欧国家改旗易帜。西方更是对社会主义极尽贬抑之能事。1991年8月，美国总统布什提出《国家安全战略》，进一步强调：“起初，民主与市场经济的观念曾因社会主义时兴而遭到排斥；而今社会主义失败的试验已经走完了它的路程。民主与市场经济的观念必须在非洲大陆加以应用。非洲上层政界人士重新发现政治和经济自由是进步源泉的基本真理，我们需要支持这股正在发展的现实主义思潮。”无论是西方大国，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援助组织，无不要求非洲国家放弃一党威权体制的同时，放弃社会主义的政策主张。

苏联东欧局势的变化使坦桑尼亚国内的反对党也受到鼓舞和启示。他们乘变革之风，利用国内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弊病造成的社会不满情绪，提出取消执政党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同时也猛烈抨击执政党奉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政策。不少学者认为，必须放弃社会主义的理念，才能保障结构调整计划的实施。有的学者指出，“政治民主化是不可避免的。经济结构调整包括贸易自由化、私有化、允许市场力量自由运行等等，没有国家政治体系的自由化，经济的自由化是不可能的”。面对国内外的压力，尼雷尔表示，“如果东欧发生了变化，其他一党制国家难免不变。这意味着社会主义也将受到影响”。他还说，他的国家将从欧洲吸取“一两个”教训。但是，尼雷尔坚持社会主义的决心是十分坚定的。鉴于他在国内的崇高威望和重要影响，在其在世的时候，执政党对这一政策的否定还是留有余地的。

尼雷尔的继任者姆维尼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尼雷尔，“他没有自己的政治构想，并不真正坚信社会主义，也缺少强制推行社会纪律的倾向或能力”。在公开的政策阐释场合以及在竞选运动期间，姆维尼和革命党的其他领导人多次声言，尽管执政党目前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的提法，但与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无关。经济体制转型之后的坦桑尼亚事实上已放弃社会主义的政策取向。坦桑尼亚政府领导人或政府文件都强调私有经济的作用：“私有经济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我们改革的目的就是促进私有化，”“创造一个私人经济活动的有利环境，增强私有经济部门的作用。”

1995年6月首次多党民主选举在即，革命党内部出现了路线斗争，形成两大派别：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和主张变革的温和派。1995年6月，在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执委会茨姆瓦加（Chimwaga）会议上，为推选革命党总统候选人，两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斗争达到了顶峰。最终，主张改革的姆卡帕击败总理姆苏亚，后者代表了党内的保守力量，主张继续走乌贾马社会主义道路。姆卡帕则代表着改革力量。

姆卡帕在读中学时是尼雷尔的学生，曾任尼雷尔总统的新闻秘书，与尼雷尔交往较多，关系密切。他一方面力主贯彻尼雷尔的“社会主义”和“自力更生”的治国方略，同时又主张进行以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得到尼雷尔的信任和支持。他对社会主义与私有化和市场经济进行了糅合，试图自圆其说。然而，继续强调社会主义和自力更生只是一种策略或权谋，是取悦尼雷尔、赢得其信任和支持以获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手段，是权宜之计，在对社会主义抽象地予以肯定的同时，在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姆卡帕对社会主义的精神内涵事实上是持否定态度的。尼雷尔逝世后，革命党决定对社会主义原则进行大的变更，提出了新的修宪动议。此前坦桑尼亚宪法虽然几经修改，社会主义的内容已经多次被更改，但宪法中以《阿鲁沙宣言》原则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原则基本上得以保留下来。革命党认为，这些内容与坦桑尼亚全国范围正在普遍实施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多党民主体制是不相符合的。为了不为反对党所利用并取悦国外捐助者，革命党中央决定对这些条文进行相应修改，明确宣布坦桑尼亚放弃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

2000年2月，坦桑尼亚国民议会再次修改宪法。宪法修正案并未对正文中坦桑尼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表述作改动，而是在1977年宪法末尾增添了“社会主义”一词的重新界定——“社会主义是指平等、民主、和平与正义。”而《阿鲁沙宣言》中对“社会主义”的权威性界定为：

人人平等；任何个人都有保持尊严和受到尊重的权利；每一个公民都是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都有权参加县、省和中央各级政府的工作；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在法律范围内享有言论、行动、宗教信仰和结社的自由；任何个人都有权从他付出的劳动中得到公正的报酬；全体公民受其子孙后代委托共同拥有国家的全部自然资源；为了保障经济方面的正义性，国家必须对主要生产资料实行有效的控制；国家有责任对国家的经济生活进行积极的干预，以保障全体公民的利益，防止人剥削人、一个集团剥削另一个集团，防止财富的积累达到与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不相容的程度。

新的宪法修正案的界定无疑是釜底抽薪，意味着坦桑尼亚从根本大法上确立国家已经不再具有实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性质。大多数议员对此没有表示异议。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此次宪法修正案的另外两项内容，即实行总统简单多数当选制、增加总统任命议员的名额，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和反对党的抗议。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要求，坦桑尼亚执政党拟采取的是一项不受束缚的、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忽视公平的方式求得经济增长的政策。此时对坦桑尼亚政府来说，对社会主义的否定意味着从理论上、指导思想上、意识形态上彻底取消了限制，为全面纳入资本主义体系铺平了道路。


对社会主义实质性的否定，为推进忽视公平的政策铺平道路
  
 对社会主义内容一步步地抽空和最终对社会主义原则实质上的全面放弃，意味着坦桑尼亚被一步步地纳入资本主义体系。

正是因为坦桑尼亚彻底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原本定义，放弃了公平和道德经济，坦桑尼亚执政党才得以采取名义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而事实上单纯追求增长、忽视公平的政策，以资本主义的手段、不惜牺牲社会大众福利保障的手段来发展经济。

社会发展的停滞势必危害经济增长。财富越来越向城市少数人手中集聚，农村依旧普遍落后，事实上陷入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过度扩大的“现代化”陷阱。广大农民、城市下层低收入者和失业人员由于失去教育、医疗、住宅、社会保障等福利而衣食无着，生活拮据，形成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救助显然不能治本。这对国内需求甚至对整个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是相当明显的。它造成购买力低下，居民储蓄率低，严重制约了国内消费需求，很有可能切断国民经济低速增长的链条，使国民经济难以实现良性循环；并且会导致社会严重分化，引起社会大众的强烈不满，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而进一步恶化经济发展的环境，制约经济发展。

概括而言，民主化以来的坦桑尼亚处于一种经济低速增长、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社会发展恶化的情势，其原因主要是被迫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方案，紧缩财政开支，片面强调效率，忽视社会公平；而民主化导致对西方依赖加深和对乌贾马社会主义原则的放弃，对这一局面的出现则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外，民主化本身的其他方面也分别对坦桑尼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会绝对地导致经济绩效差，尽管是局部的和短期的。比如，出于选举需要的短视考量，执政党争取选票的努力往往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竞选运动中，执政党出于收买人心的短期效应，扩大公共开支，允诺增加就业和最低工资保障，造成选举一时的经济繁荣。然而，当选后，福利支票并不兑现。两次大选后，首都均出现了经常性的停电、断水现象，与选举前的虚假繁荣形成反比。在多党大选临近时，坦桑尼亚国内各种政治矛盾往往较以前突出，政府无法集中精力处理经济问题。1994年坦桑尼亚经济的下滑与此有密切关系。高额的选举费用对一个贫穷的国家而言也是重大的财政负担。两次大选，政府都支付了相当于5000万美元的经费，用以提供选举器材和选票、选举工作人员的津贴、各个政党的经费补贴等，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在桑给巴尔，可以更明显地看出民主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消极后果：民主导致动荡、执政党政令难行、外国制裁、外国投资和捐助以及游客减少，严重妨碍了经济发展。

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也包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的改善。从长远的眼光来看，经济和社会能否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能否使人民群众因改革而得到实惠，是决定执政党能否继续保持和巩固执政地位的关键，也是检验坦桑尼亚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是否可取的重要标准。


四、民主化与反腐败问题

腐败是坦桑尼亚的一大社会痼疾，坦桑尼亚公众无不希望当局整饬政风，惩治腐败，形成弊绝风清的良好社会氛围。各界对通过民主化的方式解决政府官员徇私舞弊问题抱有很大希望。通过民主化来治理腐败也是许多学者和政治家的愿望。比如，有的学者指出：“在民主制度下政客对自己再次当选的渴望能够限制其贪欲；而通常伴随民主程序产生的对公民权利和言论自由的保护，则能够使政务公开和透明成为可能。相比之下，非民主国家则特别容易受到腐败的侵蚀，因为其统治者所组成的政府缺乏对权力的制衡。”一位知名政治活动家这样说：“在民主制度下，腐败就得到了彻底的曝光和沉重的打击。只有在一种多元主义的、宽容的、言论自由的和人身安全的环境中，腐败才能被审查、被清除。而只有民主制度才能保证这样的环境。”坦桑尼亚有的学者也指出：“民主努力的结果是，政府结构和运作中的弱点得到暴露、政府的透明性增加，以及议会的警惕性（vigilance）加强，所有这些都有助于遏制腐败现象。”

包括尼雷尔在内的坦桑尼亚政治家也持这种看法。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尼雷尔明确指出，“革命党内确实存在腐败、官僚主义等许多问题，正在使党的形象受到玷污，使之丧失战斗力。这些问题仅仅靠本党廉政机制已无法加以解决，唯一的出路是建立众多政党并存机制，以使革命党在竞争和挑战中得到净化，获得新生。革命党必须主动实施变革，迎接挑战，否则将被人民所抛弃”。事实上，通过多党民主化来控制腐败，正是尼雷尔倡导改行多党制的重要动因之一。

然而事与愿违，民主化以来的实践表明，坦桑尼亚并没有有效地遏制腐败，国家公职人员收受贿赂、贪赃枉法的现象有增无减。民主化并没有减少腐败，反而增加了新的腐败源——充斥贿选、舞弊的竞选和选举。有的学者评论道，“尽管姆卡帕政府在反腐败运动中付出了诸多努力，坦桑尼亚的腐败现象仍然根植于该国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之中”。下文将在考察坦桑尼亚控制腐败的历史和现状之后，对通过民主化来克服腐败的绩效作一评估。

（一）坦桑尼亚反腐败的历史回顾


独立初期
 1961年，坦桑尼亚获得政治独立。对于一个刚刚从外国殖民统治下获得自由的年轻国家而言，坦桑尼亚公职人员是受人敬重，并且待遇较高、衣食无虞的体面的职业。20世纪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坦桑尼亚的生活费用相对较低，公务员能获得一份像样的收入。高级公务员自己有能力购买汽车和住宅，而那些工资级别较低的公务员也可以用自己的工资养活其家庭，不必借助于第二份工作或兼职。更重要的是，国家政治上的独立赋予坦桑尼亚公职人员一种使命感，那时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和各级领导干部都珍惜自己的名节和尊严，具有一种忠于职守的责任心和为国服务的神圣意识。

民本主义是官场道德的核心，道德要求是所有政体都拥有的特征。但是显而易见，缺少分权制衡的政体比其他政体更依赖道德要求来维持廉洁。尼雷尔意识到这一点，他在坦桑尼亚大力提倡勤政和廉政，并以身作则。贪污受贿在非洲国家是普遍现象，不少领导人拥有“奔驰”汽车，在西方银行有巨额存款。但是，在坦桑尼亚，没有人会说尼雷尔总统利用权势发财致富。他为政清廉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在非洲大陆的领导人中，尼雷尔被称为“非洲贤人”，深受人民的爱戴，成为廉洁奉公的楷模和象征。担任总统20多年来，他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他没有像其他非洲国家领导人那样的高薪，没有国外存款，1981年获得“第三世界基金奖“10万美元，也全部献出来用于修建国家图书馆。他没有高级别墅，住在郊外一所普通的公房里。房子与普通民居没什么两样，摆设和窗帘都十分简陋。尼雷尔总统的家乡布蒂亚玛村距离马腊省首府穆索玛有40公里，都是崎岖不平的土路。国会议员考虑到尼雷尔的健康，为减轻他在旅途中的颠簸，同时也为沿途村民提供方便，曾多次提出动议，把这段土路改建为柏油路面，而每次尼雷尔总统都以“国家还不富裕”为由回绝了。至今这段路仍然是土路。

尼雷尔十分重视对子女、亲属的教育，不允许他们借父亲的声望搞特殊化。1978年，尼雷尔的长子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工程系读书时，因参加了学生组织的、反对议会通过给议员和部长加薪决定的示威游行，按政府规定，凡参加示威游行者一律遣送回家乡。当时，警察把他的儿子送到总统官邸。尼雷尔当即表示，他与其他学生一样对待，遣送回家乡劳动。尼雷尔总统的第三个儿子在大学工科毕业后，曾到朝鲜和中国进行过短期学习。1983年，被尼雷尔总统动员回乡务农，在村子里推广农业新技术。尼雷尔的长子后来成为空军飞行员，曾参加过1979年反对乌干达阿明的军队入侵的战斗，后因身体不好复员回家务农，过自食其力的生活。尼雷尔总统的大哥原是酋长，自从废去酋长称号后，就一直在老家务农。同样，尼雷尔总统的弟弟约瑟夫·尼雷尔和姐姐也在家乡从事农业生产。与非洲大陆某些利欲熏心的领导人不同，尼雷尔没有被权力所腐蚀。

尼雷尔努力强化对公职人员的道德要求，给他们规定了较高的道德水准，并通过政策文件予以强化。1967年2月，尼雷尔起草了《阿鲁沙宣言》，并根据《阿鲁沙宣言》的精神制定实施了《领导人道德准则》，以防止公职人员利用职权谋取商业利益，确保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忠于职守、廉洁勤谨，促进全国的道德建设。《领导人道德准则》要求党政各级领导及其家属必须坚持革命的原则，必须廉洁奉公，为民众服务，拒绝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的权力和物质诱惑。《领导人道德准则》明令禁止执政党高级官员经商或在任何企事业单位兼职或担任任何名誉职务，公务员、国家领导人以及国营企业的管理人员不许拥有双份或多份薪金，不得在任何公司中拥有股份，不得在私人企业中担任经理，不许出租房屋或从事其他获利活动。《领导人道德准则》公布后，共计35名议员为了保留议员资格而放弃了额外收入。尼雷尔的妻子将“用于弥补家庭开支”而经营的一家规模很小的家禽饲养场上缴政府。但也有些中高级官员，为了保留超过规定的房地产和其他高收入而宁愿弃官经商。

1975年6月，坦盟开除了希尼安加省党委主席和阿鲁沙省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等四名违反《领导人道德准则》的高级官员。在尼雷尔执政时期，坦桑尼亚长期实行计划经济、“道德经济”，个人私利远远没有像后来在市场经济体系里那样重要。因此，《领导人道德准则》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得到了有效的实施，缩小了工资收入者的收入差距，限制了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以尼雷尔为代表的高级干部两袖清风，而坦桑尼亚在非洲国家中也保持着清正廉洁的形象。有的学者认为，在独立后的历史上，坦桑尼亚一度完全没有出现腐败。在那一时期，高级官员中没有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低级官员间或有腐败现象发生，他们索取和收受小额的钱财，为此受到处分，但腐败的影响较轻微，尚未破坏政府机关的整体形象。


经济崩溃带来道德危机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随着乌贾马社会主义运动受挫，坦桑尼亚出现了严重的商品短缺，几乎所有基本生活品的供应都十分紧张，商店排起了购物长队。日用生活品的极度短缺迫使政府实行商品配给制，并放松对私营经济的限制，放宽进出口管制，鼓励私人经营国内外贸易，以促进消费品进口、丰富商品供应。此时国家控制经济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变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重体制并行，单一的国营经济、集体经济所有制形式变成国营——集体经济与私营经济并存。1978年，私营资本在社会固定资本构成中所占份额上升到五成以上。经济结构中的重要部分受公共权力支配，而另一部分受市场支配，这种经济结构是滋生腐败的温床，为官商勾结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开办企业、从事进出口贸易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开具许可证，为数相当多的党政军官员利用职权向商人、企业主索取钱财。领导干部还利用职务之便和政策宽松的环境开办企业。此时，“坦桑尼亚政府部门的效率、敬业精神和廉正性开始急剧下降，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总的来看，全国范围的腐败问题积重难返，逐渐成为革命党的一大痼疾。政府虽然力倡反腐，但腐败风气未能根本扭转。1983年3月，坦桑尼亚政府发动了一场“反经济破坏”运动来控制腐败，主要目标是打击那些从事黑市交易和侵吞公款的“经济破坏分子”。警方在两周内逮捕了数百名涉案人。一个月之后，议会颁布《反破坏经济法特别条例》，后代之以《有组织的经济犯罪控制法》。但这场运动未能控制腐败的蔓延。“如果说它有什么影响的话，只能说腐败作为办成一件事情必需的基本手段已被更广泛地接受。”


姆维尼政府时期的腐败问题和反腐败斗争
 姆维尼执政初期曾痛下决心惩治腐败，将反腐倡廉列为施政的主要任务之一，并采取了一些重要步骤，比如成立反腐败调查委员会，要求革命党高级官员公开个人财产等。1990年3月，姆维尼宣布改组内阁，责令七名涉嫌腐败的部长限期辞职，一批违法乱纪的政府部门高级公务人员被调任、撤职或传讯。

但是总的来说，姆维尼政府的反腐败措施仅仅限于几次集中整肃，并没有形成机制性的、依法进行的监督与惩戒，平时则疏于对政府工作人员的政治监督和管理。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姆维尼不仅未能在廉政勤政问题上以身作则作出表率，而且对其子女和亲属疏于管教，对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谋求私利视而不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予以纵容。尤为糟糕的是，姆维尼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推出了助长腐败的政策。1990年2月，在姆维尼的授意下，革命党全国执委会在桑给巴尔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废止《阿鲁沙宣言》中关于禁止党政官员从事任何与本职工作无关的任何经济活动的规定。会议作出决议，允许各级革命党官员兼职、受雇于公司或出租房屋，以正当收益弥补工薪之不足。这是对《阿鲁沙宣言》所规定的政治路线的首次调整。这一新的政策举措出台后，政府并未着手建立相应的监督和管理体制，更未指示政府相关部门相应修改党政军官员行为准则或制定相应的行政条例，以强化公务人员队伍廉政建设机制，导致官员腐败成风。此后坦桑尼亚政治体制进入转型时期，新旧制度碰撞，政治和经济秩序混乱，管理失序，莫衷一是，控制腐败无章可循，更为相当一部分公职人员谋取私利提供了可乘之机。结果是腐败盛行，大批官员以权谋私，官商勾结成为风气，导致社会各阶层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败坏了革命党的清廉传统。法律形同虚设，甚至司法部门也参与了腐败活动，“警察行使法官职权，法院从事商业活动”。鉴于姆维尼放任自流导致腐败肆虐，舆论界讥讽地称姆维尼为“绿灯先生”（Mr.Ruksa）。政府官员的招权纳贿、腐化堕落引起社会大众的强烈不满和愤慨，成为革命党继续执政的一大障碍。

为了在1995年举行的首次多党制大选中取得胜利，革命党又一次大张旗鼓地开展整肃行动，鼓励群众举报腐败官员，撤换了一些舆论反应较大、有腐败嫌疑的部级和司局级高官和军界要员。此举作为权宜之计收到一定的成效。

（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反腐败措施与绩效

姆卡帕在赢得总统选举后，履行竞选期间作出的打击腐败的承诺，迅速推出了一系列反腐败措施。

1995年12月，新成立仅一个月的姆卡帕政府颁布了公共机构领导人道德准则，要求内阁成员和高级公务员申报私人财产，并在道德准则上签字。同时成立直属总统管辖的道德秘书处（Ethics Secretariat），其职责是处理公职人员违反道德、滥用公权的行为。所有选举上来的或未经选举的高层官员都必须填写有关财产情况的表格，交给道德秘书处。秘书处共有六名调查人员，它可以调查高级官员滥用权力的行为。

1996年1月17日，姆卡帕下令组建由前总理瓦里奥巴（Warioba）负责的反腐败委员会（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Corruption），亦称瓦里奥巴委员会。该委员会对总统负责，其工作重点是：评估有关征税的法律、规则和程序以减少征税过程中的腐败现象，颁发公司和企业营业执照，以及负责投标、招标等事宜。该委员会还要负责评估各反腐败机构的办事能力以及向它们提供如何加强自身能力的建议。委员会于1996年12月向社会公布了其调查报告，公布了一批涉嫌腐败的高层官员名单，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问题，如法律的有效执行问题、行政机构的无能和缺乏可信度、民众获取公共服务的困难和冗长程序以及国家机构领导能力的衰微等，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自1998年开始，预防腐败局（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Bureau,PCB，成立于1975年）扩大权限，有权进行立案调查并直接把腐败案件呈交法院。其预算和编制也大幅度增加，工作人员从1995年的256名增加到2000年的1461人，各领域接受过高级培训的调查人员如律师、审计师被吸收进来。预防腐败局在各主要省份都设立了办公机构，受理腐败案件也迅速增多，从1995年的168件上升到2000年的1128件。

2001年，政府还成立了人权与良政委员会（Human Rights and Good Governance Commission），负责接受举报和上访，并采取调查等反腐败措施。姆卡帕政府还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运动引起公众对腐败问题的关注，要求一些专业机构参与到反腐败运动中来，以监督公职人员的活动。在基层，政府进行了一些民意调查，以获取在各级政府机构中有腐败行为的公务人员的信息。

根据瓦里奥巴委员会的调查和其他反腐败部门的报告以及群众举报，姆卡帕责令对涉嫌重大腐败案件的高官进行调查、审理和处罚。最终，共逮捕、审判和处分了20多名涉案人员，包括时任正副财长、自然资源部部长、总统办公室国务部长和前任劳工部部长等部级官员。

较之于姆维尼政府，姆卡帕反腐败的力度有所增强。执政党反腐败的努力是有成效的，然而又是有限的。总的来讲，推行民主化以来的坦桑尼亚，腐败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腐败之风日甚一日。政府官员招权纳贿、贪赃枉法，贪污腐败大行其道，百姓侧目而视。坦桑尼亚公众认为尽管政府作出了很多努力去控制腐败，但几乎没有改变什么，腐败活动仍然像以前一样猖獗。还有人认为姆卡帕并没有真正去努力消除腐败现象。报纸几乎每天都载文揭露最新的腐败指控，比如，一位流亡国外的坦桑尼亚人（他曾经是坦桑尼亚一座金矿的总经理）向议会透露，在2001年4月，很多政府高官来到他负责管理的金矿，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索取黄金。2003年，媒体披露了预防腐败局官员的腐败行为，令人触目惊心。公务人员的廉洁受到严重侵害，腐败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公务人员只有当接到贿赂时才肯提供服务；政府官员只有在拿到回扣时才肯履行合同。甚至因为腐败，伸张正义的法庭作出的判决也无公正可言。批评家们指出，政府只是口头谴责腐败行径并作一些敷衍了事的变革；高层领导人并没有承诺要根本改变现存体制、给予公众权力使得他们能够监督那些滥用公权的官员。国际捐助者指出，坦桑尼亚的腐败状况，尽管尚不能同肯尼亚或其他非洲国家等量齐观，但也已达到了一种令人忧虑的程度。2000年，欧盟在坦桑尼亚的前首席代表敦促坦桑尼亚政府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打击和清除腐败。一年后，在有关非洲发展的第三届东京国际会议上，坦桑尼亚被列为没有有效利用日本援助的国家。对很多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很难接受腐败已经减少的说法，因为他们每天都要面对索取贿赂的官员。

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的坦桑尼亚的清廉指数一直很低。1997年，即实行多党民主制度五年之后，坦桑尼亚清廉指数仅为1.9，在90个国家中居倒数第四（与以贪污著称的尼日利亚相同）。1998、1999、2000年，坦桑尼亚的这一指数分别位居倒数第7、13、10位。2001和2002年，透明国际调查的范围加大、国家数目增多，坦桑尼亚仍然位居倒数第23和35位，分值仍然在2.5分上下，位于严重腐败国家之列。坦桑尼亚的腐败由此略见一斑。

表8-3 1998-2003年坦桑尼亚廉洁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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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纯民主的手段无法控制腐败

为遏制腐败、整饬社会风气，执政党似乎下了很大决心，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收效甚微。坦桑尼亚各界通过改行民主制遏制腐败的期望落空了。在1995年的选举中，腐败曾是一个中心话题，最大的反对党全国建设与改革会议在其主席姆雷马的率领下，以抨击政府腐败和承诺严惩腐败为旗帜，一举夺得27.8%的总统选票和6.9%的议席。而执政党也抓反腐败的旗帜以改善形象。人们似乎看到了通过民主化的方式控制腐败、重新回到独立初期那种弊绝风清局面的希望。然而，在2000年大选中，人们对反腐败问题已没有太大的兴趣了，人们既对执政党反腐败不抱希望，也不相信反对党能有效地处理腐败问题，因为全国建设与改革会议作为大陆最重要的反对党没有解决自己的廉洁问题，该党资金管理不善，姆雷马被指控私自挪用经费牟利。为什么人们会对民主化失望呢？为什么坦桑尼亚没有能够在民主化之后控制腐败呢？


民主在控制腐败问题上的作用有限
  多党民主制带来的竞争，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政府管理、遏制腐败。一方面，反对党必然会把实行良政和加强反腐败作为竞选纲领以争取人心，并对执政党的腐败行为进行抨击，起到了某种监督作用；另一方面，执政党为赢得选举继续执政，也需要在改进治理、反对腐败问题上有所承诺以改善形象，争取民心。但总的来说，在遏制腐败问题上，民主政治的资源是很有限的。民主在遏制腐败问题上的积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民主制造的腐败抵消了。

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内容——普选是催生腐败的制度源泉之一。普选制造政客、选民和捐助者之间的金钱交易机制。一方面，为了接触和说服尽量多的选民，取悦选民，政客需要钱。一些有钱缺权的人愿意资助政客当选。另一方面，当选的政客既需要以公权回报投票支持他的选民，也需要兑现选举前的许诺，向利益集团送上具体的好处，以公权回报捐助者的“投资”。

坦桑尼亚的选举过程受到腐败行为的严重侵蚀，候选人公开用各种礼品取悦、贿赂选民是非常普遍的事情。为吸引选民，竞选班子在举行集会时往往免费赠予选民肯加（khanga，坦桑尼亚服饰）、T恤衫、食物和饮料等礼物，这显然是一种贿赂方式。更有政客赤裸裸地使用现钞收买人心。在2000年7月底至8月初革命党遴选议员候选人的初期选举中，多次出现参选人手提成袋的钞票贿选的情况。在有些地方为了分配这些钱，工作人员和选民间发生争吵和哄抢。在初期选举结束的时候，姆卡帕总统宣布三个选区的结果无效，因为富有的商人用钱影响了这些选区的选民投票。姆卡帕声言，“我们不能接受革命党被一小撮人收买”。这并不足以取信于民。尽管革命党取消了这三个选区的选举结果，但仍然存在更多的腐败行为，以及那些不够资格的候选人以后又被邀请去为新的候选人负责竞选宣传。竞选议员的候选人使用贿赂手段当选后，其廉正性受到质疑，他们当选议员后能否公平地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是备受质疑、大打折扣的。

尽管有姆卡帕的声明以及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的大力宣传——他们要求民众拒绝贿赂或者接受钱，“凭良心投票”，大众还是希望候选人给他们钱和礼物，然后才去参加竞选集会或者参与投票。在一些贫困的地区，由于经济条件的日益恶化，“人们不知道牛肉和啤酒的滋味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因此这时的宴请就格外有诱惑力。选民被请到餐厅大快朵颐、酒足饭饱之后，这些人就会盲目地投宴请者的票，无论他的品行和能力如何。


有的学者在考察了1995年竞选活动后指出，坦桑尼亚此前的历史上从未有使用如此多的钱物和如此不现实的允诺用来贿赂选民的。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一位学生对布恩达（Bunda）、泰麦克（Temeke）等九个选区进行调查后指出，腐败、舞弊行为在这些选区十分普遍，包括双重提名、胁迫、请客取悦选民，以及使用种族歧视手段。1995年的大选之后，各地法院先后接到134项选举方面的诉状，指控选举中的腐败和其他违法问题。


坦桑尼亚法治的薄弱造成腐败肆虐
 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制体系和法治手段，坦桑尼亚在限制官员掌握的公共权力方面成效不大。在市场经济时代，分权制衡是控制腐败最根本、最有效的手段。而缺少分权制衡的政体必然使反腐败的法规形同虚设。上文已指出，坦桑尼亚的政治体制缺乏分权制衡机制，司法和行政执法系统受到执政党的控制和影响。这极大地妨碍了反腐败措施的贯彻。在人治为特征的政体——无论是一党威权制，还是缺乏法治的民主制中，任何反腐败机构都不可能成为独立机构。在坦桑尼亚，预防腐败局的工作总是受到那些有权有势者的严重影响。“预防腐败局的工作人员经常抱怨高层官员干预他们的调查取证工作，并在一些非正式场合怀疑这些官员打击腐败的承诺。”

另一方面，由于司法和执法部门缺乏独立性，其公正性是令人怀疑的。人们普遍认为，把一件案子送到法院去，能得到公平审理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在警察、律师、原告、证人、法官以及审判官这一链条上贿赂横行，足以摧毁整个诉讼过程。反腐败斗争本身往往要依赖那些参与腐败活动的政府官员。这在1999年的一次事件中体现得非常明显，那时举行了一次民意调查以确定在政府各部门中有哪些人存在腐败行为，然后将调查结果呈送给负责反腐败的官员和各部门的负责人。在恩扎加（Nzega）县，政府秘书强迫群众在本该是匿名回答的调查问卷上署上自己的名字。被调查的群众填写了调查问卷，但大多数回答是不真实的。他们感觉到该秘书是想知道究竟是谁检举他有腐败行为，然后伺机进行报复。此后再进行类似调查的时候，出于厌恶和害怕其中有诈，群众拒绝参与。凡此种种，对反腐败斗争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那就是在缺乏法治的环境下，反腐败机构本身的廉洁性是难以得到保障的。


缺乏法治导致缺少严惩腐败官员的步骤
 由于缺少法治，坦桑尼亚虽然制定了若干反腐败措施，但执行不力，形成了一个支持、纵容官员滥用职权的社会环境。姆卡帕政府抓了一些大的案件并进行处罚以儆效尤，但总的来说，政府对腐败官员采取的措施不够严厉。政府在反腐败运动中经常面临的一个批评是，反腐败只是抓到了一些下层官员和失去权势的人作为“替罪羊”而已。尽管演说中、报刊文章里、社论中以及会议上都在强调反腐败的必要性，事实表明，“高层官员的行为非常清楚地表明：那些总抓住腐败问题不放的以及力图让官员向民众负责的人将自食其果。在坦桑尼亚，没有任何措施保护那些检举揭发腐败或对腐败分子采取合法行动的人”。政府官员们处理腐败案件的方式令民众沮丧和失望。很多进行腐败活动的人都是有权势的人，那些揭发腐败行为的人比那些从事腐败活动的人更可能遭受惩罚。

1992年政治转型之后，坦桑尼亚建立的是一个有民主、缺法治的政体，是以人治为主的政体。缺乏法治的民主政治在控制腐败问题上的能力是有限的，它的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被它带来的消极作用冲淡或抵消了。以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和严格执法为特征的法治是控制腐败最关键的手段。尽管实行了多党民主化，坦桑尼亚仍然是人治多于法治的社会。没有法治，反腐败的成效必然是有限的。因此，贪污腐化并没有随着一党权威制的摒弃而一同消逝；腐败蔓延、弊风不绝与民主政体并存局面的出现是不足为怪的。

（四）坦桑尼亚参与全球化的得与失

在2001年初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坦桑尼亚总统姆卡帕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政界和商界领袖，发表了对全球化的看法。他指出，倘若游戏规则可行、公正和人道，坦桑尼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可以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所作为并得到益处的。他批评发达国家“奢谈全球化带来繁荣，却缺少政治意志和真诚，未能帮助非洲摆脱贫困”；指出增加对非投资、减免非洲债务，改善贸易条件应与全球化相伴而行，呼吁发达国家拿出诚意，提供无偿援助和优惠贷款，在建设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在控制艾滋病和疟疾、肺结核等疾病以及其他方面给予非洲更多的帮助。他指出，“只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和跨国公司帮助最不发达的国家增强能力和竞争基础，全球化才有可能惠及穷国”。姆卡帕总统的这番话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坦桑尼亚对参与全球化的态度。坦桑尼亚积极倡导和推动区域合作、南南合作、南北对话，在国际讲坛上大声呼吁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在防治艾滋病、打击国际恐怖活动、环境保护等问题上，坦桑尼亚积极利用国际社会治理全球性问题的各项措施，谋求国际合作，得到国际社会的赞许和帮助。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强，政治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西方挟经济、政治和军事强势，欲将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给发展中国家。压力之下，弱小的非洲国家难以抵挡。对于包括坦桑尼亚在内的大部分非洲国家而言，问题已经不是搞不搞市场化和民主化，而是以怎样的方式进行，怎样审时度势，趋利避害。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对非洲的影响，集中表现在国际金融组织推行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和多党民主化问题上。在这些问题上，坦桑尼亚的对策有自己的特色，也有颇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

1986年和1992年是坦桑尼亚历史上两个重要的年份，坦桑尼亚先后开始了以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政治民主化为内容的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经济转轨和政治转型过程艰难而曲折。坦桑尼亚长期以来以社会主义为政策取向，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自1967年起实行对私营银行、工商企业的国有化，并在农村开展“乌贾马社会主义”运动，动员分散的农户迁移，集中居住和耕作。通过国有化，坦桑尼亚已经拥有一批具有相当生产能力的国营企业和准国营企业。伴随“乌贾马社会主义”运动，国家在向公民提供社会福利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如普及中小学教育、开展成人扫盲教育成绩显著，农村清洁水供应设施、医疗卫生设施也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此外，坦桑尼亚为追求社会公平作了很大的努力，比如采取了限制各级行政官员物质特权的措施，缩小了个人收入间的差距。但是，乌贾马运动的消极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乌贾马运动中部分地区强制农民迁移、集中，并没有激发起农民的劳动热情。国有化造成大量外资抽逃和经营人才流失，国营企业及国营农场因缺乏资金、管理不善而生产率下降，陷入困境。20世纪70年代世界石油市场油价上涨、资本主义世界的持续滞涨、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东非共同体解体和连年的自然灾害，使坦桑尼亚经济雪上加霜。70年代后期以来，坦桑尼亚经济开始走下坡路，工农业生产持续下降，对外贸易赤字激增，外汇储备告罄，市场商品匮乏，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财政入不敷出，国民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坦桑尼亚采取了一系列振兴经济的措施，如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取消乌贾马村庄的集体耕地，允许农民返回原有土地，鼓励发展小农经济，鼓励兴办私营农场，改造农业合作社体制；大力整顿国营企业；注意发挥私人工商业的作用；放宽进出口管制，鼓励私人经营国内外贸易。经济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有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如通货膨胀没有得到有效的抑制，债务负担加剧，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外汇储备枯竭引起能源危机。为缓解外汇短缺、刺激经济振兴，寻求外援、获得资金支持成为当务之急。然而，国际金融组织的援助是以接受其结构调整方案为前提的，遭到尼雷尔总统的强烈抵制。尼雷尔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成为殖民帝国的化身”，是“一个经济帝国控制别国经济的工具”。在尼雷尔总统任职期间，坦桑尼亚一直拒绝以放弃社会主义的指导方针为条件接受国际贷款和外援，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权力以国际“金融警察”的身份行事。

1985年11月5日，姆维尼接替尼雷尔任坦桑尼亚总统，随即恢复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对话。1986年10月，坦桑尼亚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协议，接受了该组织拟订的结构调整和财政金融稳定的措施，因此得到西方的援款和重新安排债务的允诺，缓解了外汇紧张的难题，为恢复经济增加了推动力。这样，始于80年代初期的与国际金融组织的艰难谈判终于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坦桑尼亚成为最后接受国际金融组织方案的非洲国家。

姆维尼政府和后任姆卡帕政府均执行经济结构调整、改革政策，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压缩政府财政开支，控制货币发行量，强化税收，采取贸易自由化措施，以扩大生产，增加外汇收入，平衡国际收支与财政预算，平抑通货膨胀；颁布鼓励外国投资、私人投资的法律法规，建立自由港、出口加工区和经济开发区，兴建基础设施，为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创造条件；加强银行的作用，进一步放松外汇管制，允许私人开设外汇兑换所，减少对外贸的控制，鼓励出口；推行私有化，着手对400多家国营企业进行改革，采取合资、售股、租赁和承包等管理方式，减少国营企业的数量，减少国家对亏损企业的补贴，对无法赢利的企业进行清理和关闭。同时推出减税、小额信贷等措施，扶植本国中小企业的发展。通过上述调整措施，坦桑尼亚经济出现缓慢回升趋势。

经济体制转型之后的坦桑尼亚事实上已放弃社会主义的政策取向。坦桑尼亚政府领导人或政府文件都强调私有经济的作用：“私有经济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我们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私有化，”“创造一个私人经济活动的有利环境，增强私有经济部门的作用。“2000年2月，坦桑尼亚国民议会通过的第十三次宪法修正案，对“社会主义”的含义进行重新界定，明确坦桑尼亚不再具有社会主义国家性质。

必须指出，尽管与许多非洲国家相比，坦桑尼亚执政党是主动地实行变革，把握着民主化进程的主导权，但事实上，执政党受形势逼迫而作出无奈选择的成分仍然是相当大的。冷战后的非洲面临西方世界的巨大压力。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将人权、政治多元化等作为向坦桑尼亚恢复提供经济援助的前提条件，原先曾对坦桑尼亚提供援助的北欧国家甚至公开支持坦桑尼亚反对派造势。然而，坦桑尼亚经济发展所需资金的80%源于西方。为了继续获得经济发展必需的援助，坦桑尼亚政府只能面对现实，像当年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改革方案那样，按照西方援助国的要求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进程。

通过体制转型，坦桑尼亚执政党赢得了政治合法性，也赢得了国民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援助资金。经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扭转了经济连年下滑的局面，国民经济走上复兴的轨道。近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保持在4%-5%的增长速度。出口多样化取得进展，黄金、钻石等贵重矿物的勘探、开采和出口成绩斐然，为赚取外汇作出了重要贡献。坦桑尼亚成为非洲继南非和加纳之后的第三大黄金生产国。

尽管参与全球化进程使坦桑尼亚获利颇多，但全球化带给坦桑尼亚的不仅是成功和喜悦。像许多非洲国家一样，随着结构调整方案的实施和政治民主化的推行，坦桑尼亚放弃了原先的社会主义取向，国家经济主权受到严重侵蚀。事实上，西方推行的发展模式成为无可替代的选择，坦桑尼亚在经济政策选择和发展战略的制定上已丧失了部分行动自由。作为一个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在参与全球化问题上比其他非洲国家表现出更多的自主性，坦桑尼亚注定要体验全球化的苦涩。

第一，民族一体化进程发生局部逆转，国家团结与统一问题上面临严峻挑战。在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进行民族一体化建设，还是进行经济建设，一个能凝聚全国人民的意志，有效动员社会资源的强劲有力的中央领导，和一个同心同德、专心致志地从事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稳定的政局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坦桑尼亚实行多党民主化之后出现党争，联合政府的权威和施政能力受到削弱，导致政治危机，这给统一民族的构建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相当大的消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坦桑尼亚民族一体化进程已经发生了局部逆转，国家的团结和统一面临严峻的挑战。

第二，经济虽有增长，社会却无发展。从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长速度等指标上看，坦桑尼亚经济形势有所好转，经济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开始显露一些积极的效应。而另一方面，调整和改制的代价也是很大的。货币贬值和贸易自由化等措施引起进口产品、进口原料尤其是石油价格的上升；财政紧缩造成投资下降，企业开工率不足，国有企业效率低下，造成经济增长，尤其是工业增长的速度相当缓慢。

不容否认的是，出现社会发展方面的问题显然也是与政治经济体制转轨密切相关的。物价放开使国内消费品价格和服务价格猛涨，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更重要的是，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以及政治的多元化等，削弱了政府管理的效能和社会调控能力，用于社会福利、医疗保健、教育等方面的政府公共支出被大幅度削减，由此引起社会福利和教育卫生条件的恶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坦桑尼亚处于一种经济有增长、社会无发展的境况中。经济政治转型之后的坦桑尼亚与尼雷尔时期形成看似奇特的比照：尼雷尔总统任职时期经济虽然没有显著增长，社会发展却颇有成效，包括清洁饮用水的提供，医疗条件的改善，中小学教育的发展，成人文盲率的降低等方面的成就，曾为许多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所称道。从长远的眼光来看，经济和社会能否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能否使人民群众因改革而得到实惠，是决定执政党能否继续保持和巩固执政地位的关键，也是检测坦桑尼亚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是否可取的重要标准。


第九章　赞比亚酋长制度与现代化进程

赞比亚这片土地早在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4世纪，这里逐步成为索托族和恩古尼（现称恩戈尼）族黑人的定居地。12世纪，绍纳族来到这里。15世纪以来，说班图语的居民开始进入赞比亚，16世纪前后，班图语系一些族群开始在这一地区定居，17到19世纪达到高峰。16世纪到19世纪，境内先后建立过隆达王国、卡洛洛王国和巴罗策王国。18世纪末，葡萄牙和英国殖民者和传教士开始进入此地。1889年，英国殖民者罗得斯的“英国南非公司”进入赞比亚东部和东北部，挤走葡萄牙人。1911年，英国将赞比亚东部地区和巴罗策兰地区合并，并以罗得斯的名字将之命名为“北罗得西亚保护地”。1924年，英国政府从“英国南非公司”手中接管北罗得西亚的行政管辖权，派驻总督直接统治，定都利文斯顿，1935年迁都卢萨卡。1953年9月3日，英国把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现名马拉维），强行合并为“罗德西亚与尼亚萨兰联邦（中非联邦）”。1963年12月“中非联邦”解体。1964年1月，北罗得西亚实现内部自治，同年10月24日正式宣布独立，定国名为赞比亚共和国，仍留在英联邦内，政治上实行多党制，历史上称为第一共和国，联合民族独立党领袖卡翁达任总统。1973年卡翁达取消多党制，实行由联合民族独立党执政的“一党民主制度”，赞比亚进入第二共和国时期，卡翁达继续担任总统。1991年8月赞比亚修改宪法，政治上恢复多党制，赞比亚进入了以多党民主制度为特征的第三共和国时期，“多党民主运动”领导人奇卢巴（1991-2001）、姆瓦纳瓦萨（2001-2008）、班达（2008-2011）和“爱国阵线”领导人萨塔（2011——）先后担任总统。

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对于现代化来说，传统文化是一笔宝贵的、巨大的资源。在当今赞比亚，酋长制度作为传统的文化遗产，与赞比亚的现代化进程始终如影随形，它既有与现代化相悖的地方，也能够与现代化进程相契合。酋长制度与现代化进程在冲突与合作中彼此互动，酋长制度本身也在现代化的发展趋势面前不断地调适，融入现代性的因素。这项古老的传统制度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体现出很大的适应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传统绝不意味着落后。酋长制度经历了殖民统治时期和国家独立发展时期的洗礼，酋长的权力和权威已经大为削弱，其地位和影响已经今非昔比。但是，在赞比亚的现代化进程中，酋长制度作为传统因素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和作用。

现代化进程并没有消除赞比亚酋长制度赖以生存的根基和土壤，酋长制度存在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仍然存在；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殖民统治时期和国家独立发展时期，各族群的大小酋长都是自身及其属民利益的维护者，都是凝聚基层社会认同的中心角色；酋长制度是赞比亚各族群的社会传统符号和文化象征，代表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延续；酋长制度具有很强的制度弹性和调适能力，历经传统社会、殖民地社会和独立后的现代社会，从社会的主角到配角，酋长的地位和作用都不可替代。酋长制度正是凭借其强大的适应性，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地进行调适，成为赞比亚现代化的促进因素。


一、赞比亚酋长的传统地位与至高权力

传统社会中，赞比亚的酋长制度是一种具有等级特征的社会管理制度。各个部落、族群都由各等级的酋长来进行管理，一些酋长不过是村里的头人，而权力最高的还被称为国王，他们被认为是酋长等级中的高级统治者。古代赞比亚社会的酋长制度还没有发展成为成熟的君主制度，这既与赞比亚生产力发展水平长期低下有关，又与黑人传统文化中的传统宗教因素有关。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说：“在早期历史上，王的前驱——酋长——往往都担负着双重职能：他是家族或氏族的家长，但也是狩猎或战争的超凡魅力领袖、巫师、求雨法师、巫医——因而就是祭司兼医师，最后，他还是一个仲裁人。凡此种种超凡魅力，往往都是有一个专门的体现者。平时的酋长（氏族头领），其权力来源于家政，他主要承担经济职能，仅次于他的则是狩猎与战争领袖。”在殖民主义到来之前的非洲传统社会里，酋长是祭司和巫师，是统治者和立法者，是战争的指挥者和财富的赐予者，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大权于一身，他还是祖先和神灵的代表，拥有至高地位和神圣权力。但是，酋长并不是专制的君王，没有绝对的、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酋长职位给他带来了特权，也带来了责任。而与古代许多地区的封建君主不同的是，酋长的至高地位和权力并不是无边无际的，更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使，而是要受到本部落或族群人的监督和制约。因此酋长不是绝对的，他有可能被赶下宝座，这也是酋长制度沿袭到今天仍保留的一个特点。

（一）酋长的宗教神权

对神圣王权的信仰是以宗教的早期形式出现的。霍卡特认为，“有一种神性环绕着国王”，也许没有神圣的国王就根本不会有任何神。公元前3000年以前，古代两河流域的城邦王就自称是神的后裔，人民把他们视为神遣的救星。在古埃及，国王是神的儿子或者神的化身；有一种理论认为，这些“太阳的孩子”是靠自称拥有神圣头衔和具有玄妙的知识来确立其统治的。因此，在非洲许多地方人民对国王或酋长的敬畏带有宗教意味，就不足为奇了。非洲传统宗教信仰众多的神灵，非洲人都相信祖先的神灵是永生不灭的，他们尊敬已故的祖先，而酋长被认为是祖先的神灵在现世的代表，所以酋长被认为是具有神灵性质的人物。人们像尊敬祖先一样尊敬自己的酋长，他们对酋长的尊敬包含着与神灵之间的联系。非洲人信仰的精神力量之间的关系可以恰当地用一个三角形来表示。三角形的顶点是象征至高神的天，世间万物皆源于他，最后还要回归于他。三角形的一边是祖先，已故国王和酋长是祖先的领袖；另一边是众神，或自然力。三角形的底边是地，有时被人格化为女神。在人类生活的地面上，酋长和国王是通天的梯级。

在班图人中，绝大多数崇拜祖先神灵，每个家庭和群体均崇拜自己的祖先，家长或头人则主持祭仪。一般情况下，在祖先崇拜方面主持献祭的人是村中最年长者或者酋长，他们作为祖先在阳世最有资格的代表。酋长是他的属民的祭司，因为他是神圣的人物，是代表部落或族群与祖先打交道的人。由于在权力等级中他仅次于祖先，因而是世人与祖先灵魂之间的天然纽带。不过，酋长可以找一个神职人员做助手，他负责在举行仪式和使用土药方面指导酋长。在一些重大的部落活动中，酋长往往代表所有的成员祈祷的祖灵。人们膜拜祖灵以保证活着的子孙们平安无事。而且，一个地位重要的酋长死亡意味着他的国家就要四分五裂。尽管有一些摄政方式，但是王位继承战争司空见惯，有时还会延续很长时间。首都会有一个法定的无首领的混乱时期：法律和命令暂停实施，这更加突出了酋长存在的必要性。酋长的葬礼要比普通人的复杂，在酋长的葬礼上可能杀人殉葬，酋长死后埋葬在王室墓地或圣林里。

非洲传统宗教实际上并不存在欧洲人通常所设想的那种宗教与世俗之间的明显分界线。物质和精神是交织在一起的，物质好似承载精神之车，现世与来世之间仅隔着“一条狭窄的冥河”。酋长并不单纯是能被其他人取代的统治者，而且他的身上还笼罩着神性。酋长可能是个坏人，并可能被合适的人取而代之，但是酋长的职位不受这种变动的影响，它一直是神秘准则的中心点。如果中央政权任命一个不合格的人担任酋长职务，人们可能会反对，他们会以隐秘的借口进行反对。他们会说：“不能叫这样的人当酋长，否则我们的土地将寸草不生，女人不再怀孕，老天不再下雨，所有的人都会断子绝孙。”对其他大陆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对非洲人来说，这是彻底搅乱秩序带来的直接后果。“反常的行为找来反常的灾难。”

在赞比亚东部省与马拉维接壤，契瓦族在这里跨国界而居，皮里是这个族群中比较普遍的姓氏，而马拉维就是契瓦语中“火焰”之意。契瓦人与火关系密切，火在契瓦人的生产劳动、日常生活和宗教仪式以及在政治统治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生活在低地地区的人主要从事畜牧业和农业。在旱季，人们多从事狩猎。为了猎获更多的动物，他们常常放火烧林。在雨季，人们主要从事农业。在旱季行将结束时，人们要烧荒以便耕种。火与人的成长、死亡也有关系。进入青春期的人和死人的茅屋及其所用之物都要烧掉；同时还要举行化装神鬼戏仪式，之后要放火烧掉面具。在契瓦人神话里，只有酋长才能守护火并使火永不熄灭。酋长只有在火庙中才具有神圣力量，才会得到人们的尊敬和服从。他从火庙中分发的芦苇草垫是生育力的象征，女孩子在青春期仪式结束时得不到它就不能生育。酋长去世，火也就熄灭了。圣火一灭，部落便处于混乱状态，人们会随意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只有当新酋长即位回到火庙后，火才重新点燃，部落和族群就会恢复正常状态，人们也就能安居乐业。火还是已死酋长的灵魂具有能力的象征。旱季结束时，人们在草地丛林放火，产生的浓烟与已死酋长的灵魂一起升天。烟云因灵魂的存在而化为雨云。人间如果需要雨，就要由酋长率领黎民百姓向已死酋长的灵魂祈求。例如，在布恩达山上的契瓦人神庙，当地酋长每年9月都要上山放火“求雨”。

总之，酋长拥有的宗教神权带有神圣性，这种神圣性直接与祖先崇拜联系在一起。祖先是人与神的中介，而酋长则是沟通人与祖先联系的渠道。各种宗教仪式（特别是求雨和祭祀祖先的仪式）使酋长职位的神圣性更加明确。同时，人们普遍相信，酋长的健康身体和完美德行与本族群以及本王国或酋邦的繁荣昌盛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默契的关联。自然灾害往往成为人民奋起反抗或废黜酋长的充分理由。

（二）酋长的政治军事权力

酋长的地位具有神圣性，他不仅是宗教首领或大祭司，更是军事统帅和政治领袖。酋长作为本部落、族群的领导者，在所属部落长老的协助下维护法律和习惯、惩罚犯罪、保护属民不受敌人侵犯，那些处于更重要地位的酋长还要负责繁重的行政管理事务。所有的酋长都征收贡赋，包括劳动力、猎物、粮食作物、鹿和当地的手工艺品。这通常使他们能够比其属民生活得舒适，但是他们也要善待他们的属民。酋长制度不同于欧洲和亚洲古代的君主专制制度，酋长也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君主，他们没有“朕即国家”的观念，他的神圣地位和至高权力要为本部落和族群服务，酋长更像是一个为本部落、族群所有属民服务的“公务员”。他们要满足外来人的需要，也迎合了那些不能自食其力的属民的需要；他们保管着储备粮以应对饥荒时的需要，一个酋长接受贡赋往往会返回某些东西作为回报：这种“互相的”交换是分配稀缺物品（如盐、铁器和外来布匹）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在赞比亚传统社会，奔巴王国之所以能保持统一是由于人民强烈信任国王的权力。所有的地方酋长都是由王族王公充任的，他们根据家系辈分相继地从一个酋长职位调到另一个酋长职位。

在传统社会，在部落迁徙的过程中，各部落之间的杀伐征战经常发生，这既是维持本部落生存的需要，也是酋长维护自身地位的重要途径。在部落间杀伐征战的过程中，酋长是部落武装力量的统帅，掌握着军事指挥大权。恩戈尼人是以征战闻名赞比亚的族群。1835年，1000多名恩戈尼人在酋长兹旺根丹巴的率领下，在赞比西河与卢安瓜河汇合处附近渡过赞比西河，长驱北上，横扫恩森加人和塞瓦人的地区，所到之处网罗了许多归顺者。赞比西河流域原住民陷入了混乱，从赞比西河到北部坦噶尼喀湖一带的人，在今后的20年中都对恩戈尼人的入侵望而生畏。1845年，恩戈尼人已经到达马拉维湖的北端。兹旺根丹巴死后，他的一个儿子姆佩泽尼酋长率领的恩戈尼人，袭击了湖边的通加人，与通布卡人以及恩卡曼加的居民交战，进攻马拉维各族群，甚至西去奔巴人的地区，两个同样以骠勇善战著称的族群发生了剧烈的战争。在姆佩泽尼的率领下，恩戈尼人向高原北部和东部的奔巴人边缘地区和归顺奔巴人的比萨人进行攻击。此外，他们还进攻塞伦杰地区的拉拉族、今天铜带省的兰巴族，并沿着卡富埃河上游攻打伦吉人。然而，恩戈尼人的扩张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一些地区受阻。在姆韦鲁湖附近的塔布瓦地区，他们被高级酋长恩萨马击退。在东南方，恩戈尼人也遭遇到了契瓦族的坚决抵抗，而奔巴族也在奇蒂姆库卢（奔巴族最高酋长的称谓）奇尔希·切佩拉的领导下团结起来驱逐恩戈尼人。奇蒂姆库卢领导的奔巴族在高原上仍然保持了最高霸权，而姆佩泽尼领导的恩戈尼族在19世纪后半期一直是东部一支强有力的力量，直到被英国人打败和削弱。

恩戈尼人的掠夺和洗劫，破坏了原先存在的社会平衡。这样，他们实际上为欧洲人的最后征服铺平了道路。许多恩戈尼酋长各自统治的地区互相不关联，但都是由各个杂居在一起的臣服族群所组成。恩戈尼人抓到俘虏后，不是卖掉当奴隶，而是让他们种庄稼或编入军队，新的战士受到与恩戈尼人同样的对待，并有同等机会升到领导职位。恩戈尼人是通过使被征服者依附于征服者而创立起他们的政权的。被征服者往往在数量上超过征服者，因而恩戈尼人的战士只得娶臣服族群的女子为妻。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是，恩戈尼人在一定程度上被他们臣服的居民所并吞。至少在赞比西河下游，连恩戈尼人的儿童也说他们非恩戈尼母亲的语言，恩戈尼人的语言反而不通用了，因此族群的迁徙和融合得以加强。

（三）酋长的司法和经济权力

在赞比亚这片土地上，历史上各族群、部落以简单的农业为生，人们的生活受到神秘的传统宗教、巫术和各种行为准则的约束。除了传统宗教的约束之外，一般每个族群都有一套规定得很清楚的传统习惯法。酋长在必要时充当法官，根据部落习俗和习惯法作出判决。酋长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既有立法权又有判决权，尽管地方上的首领和头人也有权断案，但是死刑的裁决却在酋长的手里。犯法者要受到酋长法庭的审判，违法行为主要有纵火、斗殴、通奸和谋杀。通奸和谋杀被认为是极其严重的犯罪，处罚非常残酷，执行死刑时用矛刺死、用火烧死或者用水淹死。对于不太严重的犯罪，则普遍采用截肢等刑罚，盗窃者可能被砍去一只手，通奸者被挖掉双眼。屡犯不改者可能被驱逐出本部落，或者作为奴隶卖给阿拉伯人或奇孔达（Chikunda）人。有时原告可以把犯法者收为家奴，即使这个罪犯是他的邻居。对小偷小摸的行窃，酋长或头人可以罚他们进行赔偿，如孔珠或粮食。如果有人认为本级酋长的法庭判决不合理，他有权向上级酋长提出上诉。但是，在赞比亚传统社会中，犯罪并不像那些更发达的社会那样普遍，这或许是因为族群、部落传统宗教的神圣威力和酋长所作出的残酷惩罚。酋长作为权威的领导者，管理着本地区传统社会的司法事务。

酋长是“人民之父”，人民的福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酋长，他根据习惯掌管着土地、牧场和鱼塘的分配权，是本部落土地的监护者，土地由他分配给每一个成员。在听取他的至亲及主要下属酋长的建议后，由他自己来对部落的福利作出决定。首先，酋长有权决定土地或耕或渔，掌握着土地的使用权，他也要关心土地的产出能力，如果雨量太少或者太迟，或者如果庄稼遭遇虫鸟之害，牲畜遭到有害动物的侵袭，酋长就必须代表其属民进行祈愿活动，组织祈祷仪式，向祖先或者其他被认为掌握这片土地权力的神灵提供祭品。有时，酋长制度的宗教功能更大，一些酋长被认为是“神圣的土王”，他们的身体被认为是整个国家状况的缩影。如果他们病了，或者不能遵守某些传统仪式，犯了禁忌（特别是有关性和火方面），这片土地及其人民就要遭殃。甚至，如果酋长的病不能康复，为了防止即将降临的灾难，酋长就会被勒死。其次，酋长有权调整住宅地和耕地的分布，掌管农耕时节的经济活动，从而取得应有的贡物。与此同时，酋长对自己的帮手们赏赐牛羊和其他物品以示酬谢，救济贫困者，在一些大型公众活动中向云集本村的所有人们提供饭食和啤酒。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酋长必须是宽仁大方的，如果不具有这个品质，则很快会失去民心而毫无威望。

在已出现高度集权的洛兹王国，利通加（国王）在名义上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但实际上他不能任意剥夺臣民的土地，“不能随便收回已经赐给其臣民使用的土地和鱼塘，除非为了公共事业需要征用这块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必须赐予另一块土地以代替被征用的土地”。酋长作为部落的最高首脑，通常以全体人民代表的身份充当公有土地的保护者、管理者和分配人的角色。每个部落成员有权从公有土地中分得一份耕地，并有权使用公共的牧场、森林、猎场和捕鱼水域。他对分得的土地只有占有权和耕种权，没有所有权，不能转让、出售和继承。古代赞比亚广泛存在的酋长制度对口传传统具有很大的影响。只有酋长才愿意保存和掌握过去事情的集体记录，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臆想出来的。与其他统治者一样，他们需要这样的记录来为当前的掌权提供先例，也为他们主导的政治体系提供合法性依据。所以，大部分赞比亚的口传文化传统的题材都是酋长的活动：王国的兴起，酋邦的建立，征服战争或者继承权的争夺。而且，这些传统主要在酋长的领地内或周围被保留下来，通常情况下是被官员保留下来，或者被那些已经简单地掌握了这些知识的人保留下来，作为他们在为酋长服务方面作出贡献的例证。


二、赞比亚酋长制度的传统政治文化特征

在非洲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它对非洲各国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在非洲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酋长制度是非洲传统政治文化的代表，是非洲大陆传统的政治管理制度，反映了非洲传统社会管理及其权力运作机制。酋长是非洲传统社会中的政治领袖（有的还兼任宗教领袖），他们管理着大大小小的不同部落，他们的权力和地位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权力比较集中，酋长个人掌握着他人的生杀大权，有的则较为民主，公共事务要有多数人或者多数人的代表（议事会、长老）决定，酋长一人不得独断专行。在有的部落和族群，酋长的权力受到属民和长老会议的监督，受到一定的制约，而有的地方酋长的权力很大，他可以颐指气使，甚至恣意妄为。由于各地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的差异，酋长制度是极其复杂多样的，不能用一种模式来概括和解释。对于赞比亚来说，情况同样如此，在班图黑人大迁徙过程中，在赞比亚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各族群、部落、王国也经历了此消彼长、兴衰交替，并且在不断的分化组合中形成了现在73个族群共处的局面。赞比亚在成为“北罗得西亚”之前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地理概念，这里的酋长制度同样也具有多样性的特点，然而赞比亚酋长制度同样能够反映出非洲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包括权力基础的神圣性、权力结构的等级性、权力范围的有限性、权力机制的民主性，这些传统的政治文化特征至今仍然在赞比亚社会中有着很大影响。

（一）权力基础的神圣性

千百年来，凶险莫测的自然环境使生产力水平低下的非洲各族人民面临着严峻的生存考验。而且，部落之间为争夺生存领地时常兵戎相见，征战讨伐连绵不绝。在这种情况下，“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在非洲人民看来，共同的祖先造就了部落共同体，是形成同一个群体的根据，这个共同的祖先就是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始祖，以及那些对共同体有重大贡献的先辈，尤其是部落酋长。在非洲人的传统信仰中，酋长被视为祖先神灵的使者和化身，他沟通着氏族、部落属民与祖先的联系，并代表祖先统治本氏族、本部落。因此，传统的非洲人对酋长的敬畏是同宗教信仰、特别是同祖先崇拜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宗教与政治、神权与政权的结合使酋长手中的权力日益膨胀并最终被推向权力的顶峰，成为凌驾于共同体之上的神圣统治者。宗教信仰赋予权力以神圣的起源，而源于宗教的权力是一种神圣的权力，构成了酋长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因此作为最高祭司，酋长是本氏族、部落团结的象征，并通过祭祖等宗教活动和仪式使这种团结得到加强和巩固。

在非洲传统社会，祖先崇拜是与宗法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并通过祭祀仪礼来表达的。祖先崇拜使氏族、部落成员将其对祖先神灵的敬畏之情移植到酋长身上的，但其目的还是为了巩固氏族、部落的团结和强化酋长的地位。在体现祖先崇拜的祭祀活动中，并非所有氏族、部落成员都有祭祀权。根据非洲传统宇宙观中存在的力量法则，即等级观念及宗法制度中的“长子继承法”原则，只有酋长及其指定或认可的祭司拥有祭祀权。因为在非洲人的传统观念中，酋长是“有形世界”中生命力最强大的人，是祖先在阳世最有资格的代表，被视为祖先神灵的使者和化身，他沟通着氏族、部落属民与祖先的联系并代表祖先统治着本氏族、本部落。简而言之，“首领之所以成其为首领就在于他是祖先的后裔”。由于酋长具有深刻的宗教特性，因而其至尊地位和权力都是不容置疑的，酋长集政治和宗教的双重身份于一身，体现了政治与宗教或权力与神圣的紧密结合。人们认为，如果酋长权威遭到侵犯，不仅会引起人间混乱而且会使乾坤颠倒：地不产粮，天不下雨，女人不生孩子。

酋长既是氏族、部落的政治首领，也是宗教首领和最高祭司。人们对酋长的敬畏往往是与祖先崇拜联系在一起的，祖先崇拜虽然以鬼魂观念为基础，但仍然是对人的崇拜。神人关系，即祖先与氏族、部落成员及酋长的关系是血缘上的同族关系。据此，祖先无非是血亲先辈的神化。这种由氏族、部落成员对酋长的敬畏溯及祖先崇拜；又由祖先崇拜及至膜拜其在阳世的代表——酋长的轮回，遂使酋长被神化并在本氏族、本部落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权威。非洲传统宗教在非洲人的精神世界和世俗生活里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尽管传统宗教五花八门，但其核心价值是“万物有灵论”。非洲人相信太阳、星辰、风暴、河流、岩石和树木都有自己的生命和性格，即“精神力”或“生命力”。正是传统的宗教信仰赋予非洲传统社会的政治权力以神圣的起源，而源于这种传统宗教信仰的权力则是一种神圣的权力。两者的结合遂构成了非洲传统社会权力的来源和合法性的基础。

（二）权力结构的等级性

酋长制度诞生于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制度逐渐瓦解，社会分化逐渐显现。酋长制度的等级特征明显，在非洲的古代王国中，国王就是王国的最高酋长，地方分别由各级大小酋长来统治。作为沟通人民和祖先的使者，酋长持有的权力带有一定的神圣性，但是在世俗层面他们的权力则是从国王或上一级酋长那里获得。在上一级酋长的授权下，下一级酋长可以裁决、收取贡品、发布法令，甚至可以发动战争，他们一般被认为是他的属民及其劳动商品和土地的“主人”，下级酋长以同样的方式从上级酋长那里获得授权，他们再进一步将权力授予村头人。如果王国较大，那么这种授权在国王之下最多三级，有的两级甚至一级可能足够，这样国王可以直接授权给村头人。酋长或头人对国王或其他大酋长政治依附关系的确认，是以传统仪式进献贡品和宣誓效忠的方式进行的。国王或大酋长接受贡品，就是对于酋长或头人地位和权力的认可，而且贡品总的来说经济价值有限，而更大的意义在于其象征性。

各级酋长拥有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权力，其中所拥有的经济权力主要表现在对土地的掌管和分配权上，土地的分配也具有明显的等级特征。“地产的等级制度看来像是一个基本地产管理代表团：从国王或最高酋长到地区酋长，再到专区酋长，再分到区头人，甚至村庄头人。……它的主要后果是：像公民权给予一种要求土地的权利一样，如果一个人开始使用土地，那么上层地产持有者也可以根据权利要求他效忠。”同样，在赋税征收上，上级酋长都要求下级提供贡品、劳动力和各种税目。一般来说，贡品包括食物或各类当地产品，下级酋长一旦收集起贡品，就上交上级酋长，然后沿着金字塔的结构依次而上，直至拥有最高权力的大酋长或国王。非洲国家独立后，酋长的权力结构仍然带有明显的等级性，具体到赞比亚来讲，从上到下依次为大酋长、高级酋长、地区酋长和村头人，每一个等级的酋长权威和作用仍然有较大差距，酋长制度的等级性一直延续至今。

历史上，生活在赞比亚西北省姆维尼隆加（Mwinilunga）地区恩德姆布人（Ndembu）的酋长卡农格沙（Kanongesha）是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他曾控制着隆达人和姆布韦拉人（Mbwela）生活的地方。恩德姆布人的政治体制也是一个复杂的金字塔式的权威体系，卡农格沙占据着最高位置，其下面依次是高级头人（Senior Headmen）和村头人（Chiefs of the village），高级头人的头衔包括伊克林治（Ikelenge）、姆维尼尼伊兰巴（Mwininyilamba）、恩亚科瑟亚（Nyakaseya）和姆坎噶拉（Mukang'ala）。有时卡农格沙也被称为大酋长，而高级头人被称为小酋长。根据传统习惯，高级头人有权从生活在其地区的头人们收取贡品，在其地区猎杀的猎物也要有一部分上交，而且其中的一半还要上交给卡农格沙。“高级头人们可以展示某种权力象征，例如短剑、带有珠子的王冠、细长的勋章、木琴和镯子。”他们也可以主持上诉法庭，开庭审理本地区上诉来的案件。他们比村头人有着更繁琐复杂的就职仪式，某些头人还给他们贡献“妃子”。他们拥有特殊的药物，在自己所在的村子里可以不受巫术的侵扰，他们掌握着许多秘密手法来惩罚那些冒犯他们的人。

（三）权力性质的相对性

非洲传统社会的酋长制度属于传统的一元集权制政治体制，远未发展到现代性质的多元分权结构。在这种制度下，国家的权力是统一的，并未明晰地分解为行政、立法、司法等各个部门，而是集中掌握在国王或酋长手中。国王或酋长一般控制着起草及发布诏令的大权、处理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事务的行政权力，还把握着审理案件、裁决刑罚的权力。国王或酋长权力的主体及其主要公职人员不是通过定期普选产生，而是因为血缘关系世袭，并且往往终身任职。

塞内加尔前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Abdoulaye Wade）曾说：“我认为，决不能不加反驳地任凭西方流传黑人文化没有自由观，只有长官意志的权力观念。……事实上这个论点是错误的……在权力层面，非洲并没有其他大陆那么多的专制君主。”对于班图人来说，酋长就是一个慷慨的首领，一个给人民带来福利的人，“当庄稼绝收，他要分发礼物给属民，还要救济挨饿的人。在一个无法长时间贮藏食物的社会里，慷慨大方就是真正最好的政策”。酋长的权力取决于他的个人能力，通过能够确保其宗亲的忠诚和其他属民的拥护。酋长的权力也带有一定的经济因素，酋长经常从事短期的义务劳动，以保证遇到灾害之时能够储备一定的剩余粮食。此外，酋长作为一个有权力的领导者经常收取贡赋，但这最终还要以礼物的形式重新发送给自己的属民。虽然酋长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掌握着政治、经济、宗教等权力，但这些权力远没有达到专制君主所拥有的绝对和无限权力的程度，其权力性质是相对的，而且权力的实施还受多方面限制，不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专制君主相比。

虽然酋长的权力日益扩大，地位也日渐上升，但在传统社会的历史条件下，酋长的角色更像是其所在的村庄、部落或族群的“秘书长”和军事指挥官，负责召集部落会议或长老会，指挥军事行动。首先，早期酋长的权力受习惯法的约束，必须遵循祖先流传下来的传统习惯和行为规范实施权力，对本地区或部落进行统治，若违反传统习惯而自行其是、独断专行，便被认为是逾越法度，人们可以通过类似长老理事会的机构对酋长进行处罚，甚至罢黜他。因此，“依法从政”是酋长权力的特点，这就限制了酋长权力的无限膨胀。其次，酋长权力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与其同时并存的公民大会、贵族会议或元老院之类的权力机构以及宗教的制约。再次，酋长与其所在的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关系，虽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但由于尚未完全形成上下级从属关系，因而在法理上还或多或少地带有平等的意味。在殖民主义到来之前赞比亚的传统社会中，社会生产力尚不发达，酋长在经济上虽然很富有，但是没有庞大的财产，税收还没有制度化，酋长所掌管的国家机器尚不完备，军事组织也只是“全民皆兵”的状态，没有常备军，也没有一套政治管理体系及其机构。因此，酋长的地位与权力还受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同时也受到自己所在的政治共同体的制约。

（四）权力机制的民主性

在非洲传统社会里，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松散的血缘共同体是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在殖民主义到来之前，这些原生形态和次生形态的共同体是非洲普遍的和基本的政治单位。在早期的传统黑人社会里，部落成员权利平等，往往没有固定首领，一切事情在全体氏族、部落成员中协调解决，年高德劭的长者起一定的调解、仲裁作用，权力运行机制带有氏族社会和部落组织的平等原则和原始民主色彩。在传统社会发展过程中，部落议事会或长老会成为议事机构和最高权力机构，酋长的地位和作用也凸显出来，他们指挥军事行动，负责召集部落会议，为属民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但酋长的权力是受到很大限制的，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在部落会议或长老会，酋长只是这些决议的执行者和属民利益的代言人。

早在19世纪下半叶，西非民族主义先驱爱德华·布莱登认为，非洲传统社会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的，在传统社会中，土地、水源等财富为村社所有，强调集体主义原则和合作互助精神，有公正民主的管理系统，不存在剥削现象，没有互相对立的社会集团。塞古·杜尔认为，“非洲从本质上来说是个村社共同体，我们的社会联合、社会利益优于个人利益的观念，共同的责任感，规定并支配村落生活的真正的民主主义传统——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我们社会生活的基础”。桑戈尔说，“我们非洲社会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是一个以公社为基础的社会。其等级制度（权力）是建立在精神和民主价值之上的，是建立在长子继承制和选举之上的。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各种决定都要在请示祖先神灵后拿到议事会上进行讨论”。在这样的传统社会里，酋长的角色更像一个部落议事会协商决定的实施者，而不是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决策者。酋长在几个可信赖的参事和各个地方的首领组成的“领导班子”协助下行使权力，酋长遇有重大事项还需与部落中广大成员“集体协商”。在部落会议上，属民们可以就共同体的大小事务展开讨论，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讨论没有时间限制，直到最终达成一致意见为止。由于非洲各地天气炎热，人们喜欢在户外进行公共活动，枝繁叶茂的大树下是举行部落会议的理想场所，故这种政治参与和决策方式被称作“大树下的民主”。这一传统文化特色在非洲现代社会仍然被保留下来。


三、赞比亚酋长制度的适应性与现代生命力

酋长制度从传统社会延续至今，作为传统因素始终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保持着自己的生命力，甚至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推动力量。它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因素，却不断与现代因素水乳交融，成为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力量。以酋长制度为核心因素的各族群传统仪式，既是传统文化的符号和象征，又在现代社会中承载着现代性的广泛内涵。赞比亚东部省契瓦族大酋长卡龙加·加瓦·翁迪十世信奉了基督教，但是作为传统领导者他没有完全摒弃本土宗教信仰和文化模式。相反，他通过原始宗教习惯来感悟基督教。这样，他给予基督教新的解读，对基督教进行本土化塑造。通过在就职仪式上祈求上帝的保佑，酋长给基督教赋予了新的功能，因而有利于基督教对人的教化、本土化和大众化。因此，酋长制度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面对外来现代化因素的影响和挑战，具有很强的制度弹性和调适能力，它没有因固守古老的历史传统而湮没在历史发展的车轮中，反而成为殖民政权和独立后的国家政权都离不开的传统社会力量，依然能够焕发出时代的活力和生命力，成为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力量。

（一）酋长制度受到现代化潮流的侵蚀

英国殖民主义的到来，使赞比亚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逐渐发生了变化，有些族群受到的影响较小，而有些族群的变化十分巨大。殖民主义时期，酋长依然继承了祖先神灵化身的“身份”，能为庄稼带来雨水，身上具有超自然的力量，他掌管着土地的分配，占有着公共财富。但是，殖民当局设立的公署取代酋长掌握了各地的最高权力，酋长所代表的传统统治者成为依附于殖民当局的力量而存在。恩戈尼族的传统政治结构已经被英国人的武力征服所破坏，兰巴族地区涌入了大批白人移民。殖民者不但带来了欧洲商品和枪炮，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基督教文化，赞比亚传统社会在殖民主义的影响下，作为传统领导者的酋长角色和形象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早期殖民当局的行政长官公署“博玛”（Boma）通常设在酋长所在的村镇附近，更是对酋长的权力和作用形成了很大制约。同时，作为殖民地管理体系中的一个环节，酋长一定程度上成为英国维持殖民统治的一种工具。英国逐渐成为赞比亚的殖民宗主国，殖民管理体系代替了传统的政治结构，酋长不再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不再具有行政管理权和军事统帅权，但在本部落、族群中仍然保留着代表祖先的神权，保留着一些政治、经济和司法权力。英国的政治、经济、技术、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强制性地移植到赞比亚，打破了部落社会固有的社会秩序，使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结构上产生了质的变化。这些变化对赞比亚传统的酋长制度带来了巨大冲击。

首先，英国殖民主义通过文武兼施的手段，迫使赞比亚沦为自己的殖民地，瓦解了酋长统治的权力结构。白人成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殖民政权取代了酋长王国的中央集权，成为殖民统治的国家机器。广大黑人沦为无权决定自己命运的被统治者。英国殖民政权先后颁布一系列削弱酋长权力的立法，1894年南罗得西亚殖民政府开始派驻土著专员替代酋长统治，1896年又颁布土著事务条例，所有酋长都需要经殖民政府任免，而这些做法也在赞比亚所在的北罗得西亚推广实施。英国殖民统治带来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对传统的非洲人生活方式的冲击，对于地处内陆的赞比亚来说，外来因素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是渐渐产生的。而对另外一些族群来说这种影响是巨大的，如恩戈尼人的政治组织形式已经被殖民者的军事征服破坏，兰巴人的领地已经被白人定居者占据。然而在所有的部落中，殖民主义都使酋长在各自属民中的名望迅速下降。早期的殖民政府管理层在酋长的村庄附近设立“博玛”，作为殖民统治权力机构进行管理。在殖民统治下，酋长仍然继承了祖先的神灵，身上拥有超自然的力量，能够为农作物带来雨露，他还是土地的分配者和象牙的拥有者。但是“博玛”拥有大量实权，往往无所顾忌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酋长。

在经济方面，私有财产观念和货币经济的传入使酋长集体财产拥有者的地位产生动摇，酋长的经济地位受到挑战。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各族群、部落、村社几乎完全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他们从外面取得的物品，都是通过物物交换或者战争夺取的。而且酋长统治的传统社会没有财产私有的观念，所有的财产都归集体公有，就连纳贡也是以集体的名义缴纳的，酋长接受和赠送礼物并不是以个人身份，而是作为族群或部落的代表。殖民主义带来了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财产观念，也使酋长首次接触到了货币经济，而且殖民当局掌握了经济规划和税收权力，使酋长的经济功能被边缘化。随着采矿业的发展，现代工业在赞比亚出现，大批青年劳工成为劳动力，客观上削弱了酋长的经济掌控能力。酋长制度的变化，还表现在酋长臣民的大量流亡，社会结构的激烈改变。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农民流入城市、工矿区和大型建筑工地的数量更大，以致使许多酋长“失业”，被迫改行，另谋生计。

20世纪初，英国南非公司殖民当局强行征收茅屋税，一方面是为了增加税收以支付行政开销，同时也是为了迫使男人们到劳动力奇缺的南罗得西亚去做工。南非公司一边征收茅屋税，一边招募劳工。酋长不能替他的属民交茅屋税，而本部落、族群的许多青年人离开家乡去“打工”，酋长就不能再将这些青年人组织成军事力量进行战争。1914年——1918年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波及到了英属北罗得西亚和德属坦噶尼喀的边界地带，分属协约国和同盟国的英国和德国在这里爆发了军事冲突，在历时四年的战斗中，炮火和疾病夺去了6万人的生命。英国还在北罗得西亚各地强征民夫，据估计战争期间该地区成年男子有1/3为前方搬运粮食和装备，一部分妇女也应征而来。搬运工中因疾病死亡了至少数千人。“在战争时期，不久前才各罢刀兵的非洲人却被迫为了他们所不知道的理由帮助白人打白人。”英德在东非的冲突以及英国强征民夫为战争服务的行为，对于酋长的传统社会职能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在本族群和部落的传统方面，酋长仍然是传统文化的维护者和社会生活的管理者。在司法方面，酋长在传统生活领域仍然具有仲裁权和审判权，且可以使用习惯法进行审判。除此之外，在精神层面，传教士传播的基督教正在取代信奉祖先的传统，这也给作为祖先神灵代表的酋长带来了压力，其“精神领袖”的地位正在不断被外来的基督教所侵蚀。

（二）酋长制度与现代性因素的融合

殖民主义的到来，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文明，给长期处于传统社会的赞比亚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无论是在物质文明层面，还是在精神文明层面，伴随殖民主义而来的西方先进文明都给传统的赞比亚社会面貌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特别是殖民主义提供了一种作为交往手段的通用语和西方教育，而这也给作为传统政治制度的酋长制度注入了新的血液。

在殖民化之前赞比亚基本处于无文字社会，英国随着殖民征服将欧洲的拼音文字输入其殖民地，将英语作为通用语进行推广，改变了赞比亚众多语言的无文字性，这对于提高当地文化水平和促进地区间、族群间的交流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随着教会学校的建立和西式教育的传播，培养了一批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马克思在论述英国在印度的“建设性使命”中所提到的“政治统一”、电报电讯系统、作为改造旧社会的“新的强有力的因素”的自由报刊、“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接触了欧洲科学的新的阶层”等都在殖民统治下的赞比亚出现了。殖民主义给赞比亚酋长制度带来了许多新因素。基督教的传播和教会学校的建立，揭开了传播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序幕，培养了一批具有现代思想意识的黑人知识分子。现代经济的发展也培养了一批适应现代经济的知识技术人才和黑人无产阶级，改变了酋长制度下的人口结构，而且使酋长也逐渐受到现代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从殖民统治中孕育出来的一些酋长具有比一般民众更强烈的民族和民主意识，其中有些酋长还成为反对殖民统治、推动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物。酋长在现代经济和思想意识的影响下，其身份和地位也逐渐向“现代化”方向转变。

契瓦族大酋长卡龙加·加瓦·翁迪十世一直认为他“是基督教堂养育”出来的，他特别指出西方教育是“最不可或缺的因素”，他请他的下属和子民认真地“考虑一下”。对于这位契瓦族最高统治者来说现代教育是一把钥匙，能够为他的下属和子民开启创造潜力，找到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上所遇困难的解决之道。他用不够标准的英语说道，只有“教育发达的国家”，“才能够找到发展的最佳答案”。这位契瓦族大酋长还认为，只有实行现代教育，才能为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制定更多的创造性计划，走上提高生活水平、文明程度和现代性的康庄大道。于是，他希望契瓦族的下属酋长们与欧洲殖民当局紧密合作，努力“把尽可能多的男孩女孩”送到学校。1964年赞比亚独立后，这位契瓦族大酋长仍热心于教育，受乡村理事会的委托，在奇帕塔成功地领导了一个筹资委员会，为赞比亚大学的建校在东部省筹资2500英镑。

卡龙加·加瓦·翁迪十世在继任契瓦族大酋长之前就已经皈依了基督教。他信奉基督教可能是受到弗敏·考特曼彻主教的勉励，考特曼彻主教1946年到1971年在赞比亚东部主管奇帕塔教区。与大多数来非洲的欧洲传教士一样，他认为一旦当地传统统治者信奉基督教，非洲人就很容易皈依基督教。他预想基督教的酋长将能够成为传教士的同盟者，一起来瓦解非洲“异教徒”文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位天主教的主教与这位契瓦族大酋长一生都保持着联系。卡龙加·加瓦·翁迪十世确实深深地皈依并支持基督教。首先，在东部省，当天主教的租地契约到期后，他经常批准延续天主教的租地期限。其次，用大酋长自己的话说，他有“强烈的渴望”去见天主教会的精神领袖教皇。最后，他请求考特曼彻主教帮助安排，1950年他首次访问英国后，在回北罗得西亚途中，这位传统统治者在梵蒂冈中途停留。这位大酋长没有能够亲自面见教皇。然而，他热情地收到了这位天主教教皇在阳台送来的祝愿。多年以来，每当酋长回忆起在罗马和梵蒂冈的经历，都有一种自豪感。

但是，卡龙加·加瓦·翁迪十世并不反对传统的一夫多妻制。同样，他也不能疏远在任的下级酋长。这位契瓦族大酋长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参加新任下级酋长的就任仪式，这是一件盛大的例行公事。除了其他事务之外，他还要为去世的酋长祷告祈福，向其尸体上洒祭酒，并祈求他们保佑活着的人。与他那些没有信奉基督教的前任一样，卡龙加·加瓦·翁迪十世必须参加这些仪式。尽管如此，那些天主教传教士仍然轻蔑地把这些仪式当做“异教信仰”的堡垒。翁迪大酋长信奉基督教几十年，但是他2004年去世前两年才接受了洗礼。卡龙加·加瓦·翁迪十世早年的生活、信仰和阅历就是一个兼容了传统和现代因素的混合体。他成长在独立前赞比亚的一个母系社会，时值英国殖民霸权的鼎盛时期，他的经历深受他成长时期社会的影响，对殖民主义、西方教育和基督教有了深入的了解。他身上不仅带有体现契瓦族社会和契瓦酋长地位的本土文化价值观，而且也利用他们作为载体，认识并接受了基督教和现代性因素。殖民当局把西方教育和基督教视为消灭非洲文化的武器，与他们不同的是，卡龙加·加瓦·翁迪十世却赋予西方教育和基督教新内涵和功能，使其体现出本土文化的逻辑。这样，他把基督教和欧式教育为己所用，在不抛弃他们自己文化根基和习俗的前提下，他和他的子民利用基督教和欧式教育重塑自己的信仰、身份和权力。因此，英国殖民当局原本寻求按照西方价值观念和准则去改造非洲社会，这位大酋长使英国的殖民主义计划落空了。

（三）现代化对酋长制度的影响

现代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酋长制度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兴起和发展使传统社会结构逐步解体；第二，现代社会还将受过高等教育的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及商人等渗透到酋长队伍中去，从而使酋长的素质发生了变化。这些人不仅生活欧化，思想上也深受现代文明的熏陶。他们不再是那种孤陋寡闻、思想闭塞的土王，而是见多识广、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有的酋长，特别是各类矿产资源丰富地区的酋长，已经步入商贸领域，在外国投资的带动下成为富商巨贾，而一些新兴的资本家又被封为酋长。在这种情况下，酋长便与资本家融为一体了。由于酋长依然掌握着大量的土地分配权，外国资本来赞比亚开办各类厂矿、企业，需要土地和劳动力，这样掌握大片土地和劳动力的酋长便成了外国资本的重要合作者，酋长也能够从外国的投资收益中获得一定的报偿。而外国投资者也需要与这些在当地有权有势的酋长搞好合作，以保证投资顺利进行和企业的良好运转，酋长还可以帮助企业处理劳资纠纷、土地占用等事务。

赞比亚契瓦族大酋长卡龙加·加瓦·翁迪十世是一个“把基督教和传统遗产轻松地融于一体”的人，通过原有的宗教知识吸收基督教，对基督教给予本土化的解释、语言和应用。他在就职仪式祈求祖先的保佑，他还用同样的程序祈求天主教的上帝保佑土地丰产丰收、人民幸福安康。他敦促他的子民去接受西方教育，也鼓励他们转而信奉基督教。他在1953年继承大酋长职位后，利用自己的影响，将转信基督教的酋长和议员吸收到土著权威委员会。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位大酋长已经在有意或无意地把基督教当做那些想升任酋长职位的人的重要条件。换句话说，卡龙加·加瓦·翁迪十世用这一新的宗教信仰为条件，来授予其下属酋长合法性和新的社会身份。他也把基督教改造成为区别新旧事物的工具，最终再造本土的政治、文化和身份认同。这位传统统治者对基督教和原始宗教的宇宙观所采取的措施显示，他并没有让基督教这一新的宗教信仰和契瓦族的传统宗教信仰水火不容。而那些欧洲传教士们往往把基督教视为清除一切非西方的宗教形式、用他们自己的想法再造非洲社会的手段，与此不同的是，这位传统统治者信仰基督教而没有完全摒弃本土宗教信仰和文化模式。相反，卡龙加·加瓦·翁迪十世通过原始宗教习惯来感悟基督教。这样，他给予基督教新的解读，用那些白人传教士既不理解也不拒绝的含义对基督教进行塑造。通过在就职仪式上祈求基督教上帝保佑，酋长给基督教赋予了新的功能，因而有利于基督教对人的教化、本土化和大众化。那么，大酋长已经在有意或无意间参与到了全球现代化的潮流中来了。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帝国的臣民窃用西方的信仰、习惯和技术，同时对其给予新的解释，一次来让其适应当地的文化逻辑和具体情况。结果，这位契瓦族大酋长化解了传教士们来势汹汹的传教活动。这些传教活动想方设法要征服一切非西方的文化形态，使殖民地人民更加顺从欧洲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主导地位。

酋长制度的变化，意味着一场历史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这是因为这一改革符合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潮流。现代资本主义大生产，和酋长统治下贫困落后的单一小农经济相比，具有明显的进步性。事实上，各级酋长早已开始向现代资本主义“转化”。他们有的名为酋长，实则企业家。不少人已发财致富，成了富商巨贾。他们白天西装革履，斡旋于富豪大贾之间；晚间，则身着长袍，潜身于泥墙土屋之中，重温传统式生活。近年来，赞比亚酋长开始向中产阶级转化，并逐渐出现酋长与中产阶级相互交错与融合的过程。随着赞比亚经济的发展，有许多酋长及其家族拥有外资企业股份，或向外国投资者提供土地合办厂矿，或经营工商业。而赞比亚许多新兴中产阶层也出身酋长家庭，也有一些本身就是酋长，他们一身二任。有许多政府要员、党派领袖、军队高级将领和高级知识分子都是出身于酋长家庭，而且他们之中也有不少人继承或被封授予酋长身份。而且，有不少酋长在生活上也逐渐开始中产阶级化。此外，赞比亚现在也有不少中产者仍然十分向往酋长的地位与荣誉，有些原来出身平民的官员和商人，不惜向酋长提供巨额捐献，以便获取酋长的欢心而被授予酋长的头衔。综上所述，赞比亚的酋长与中产阶级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两者日益结合于一身，这是赞比亚酋长制度一种新的时代特征。

在现代赞比亚，有的酋长在继任前或继任后还去欧美留学，接受西方教育，获得欧美学历。有的酋长在担任酋长前还曾在政府机关中担任要职。根据笔者的调查，在卢萨卡几家中资企业联合创办的赞比亚中文国际学校中，就有“酋长学员”定期到那里去学习汉语。在现代经济文化关系的影响下，酋长的身份和角色出现了新的变化，因此，酋长们往往考虑的是如何为其辖区人民做好事，以保住酋长的地位。尽管赞比亚政府取消了酋长征收人头税的权力，但许多受过国内外高等教育，甚至担任过政府要职的人仍然愿意去当酋长。例如，雅各布·姆万萨·卡宾加曾于1997年至1999年出任赞比亚驻华大使，他后来被封为卢阿普拉省的科西巴酋长。


四、赞比亚传统酋长的现代职能

非洲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后，为了安定局势和稳定政权，大多数国家对酋长制度采取了既限制改造又尽量利用的政策，以保证政府的方针政策能够在酋长势力强大的广大乡村地区得以贯彻执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酋长和政府之间建立起了相互合作的新关系，古老的酋长制度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赞比亚独立后，在现代化潮流的影响下，古老的酋长制度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原有的状态。赞比亚独立后保留了酋长制度，对酋长的权力和地位又作了种种限制，把这种传统的社会管理制度纳入现代政权的组织结构之中。同时，在现代文明的影响下，酋长的身份和角色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目前，酋长依然是赞比亚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掌管着本地的一些公共事务和土地管理分配权。同时，酋长制度作为传统文化的符号和象征，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酋长制度作为赞比亚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整合因素发挥着影响。

（一）酋长是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角色

自赞比亚独立以来，酋长就一直是国家政治的重要角色，是乡村事务管理和社会事务的重要参与者。在赞比亚的对外关系中，酋长扮演着一定的外交角色，为国家的外交事业作贡献。酋长的传统政治和社会职能在现代赞比亚仍然得以发挥，成为赞比亚现代化进程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第一，赞比亚酋长自从独立以来就是国家政治的重要角色。1973年，赞比亚第一共和国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指出，酋长、头人和其他村社领导者有责任完成乡村重建的目标，这是联合民族独立党在第二共和国初期为了提高乡村人民的生活而提出的计划。因此，对卡翁达总统来说，只有在党和政府领导、酋长的全面参与和支持下，乡村地区的发展才能够实现。从那时起，酋长就被认为是国家发展进程的参与者。从第二共和国到第三共和国，酋长在为政府发展项目提供方便方面始终发挥着关键作用。作为回报，政府通过为酋长发放报酬和提供服务来激励他们，确保他们的荣誉感。为酋长发放津贴清楚地表明政府对酋长给予了很高的尊重。2002年，姆瓦纳瓦萨政府决定建立宪法检查委员会（CRC），高级酋长因亚姆博·耶塔被任命为委员，因此，传统权威在政治管理中的作用得以重新确认。因亚姆博·耶塔还担任宪法检查委员会副主席。这些任用凸显了酋长在赞比亚政治中所拥有的权力，政治领导层普遍认为，没有传统领导者参与国家事务，就没有国家良好的政治管理。

在赞比亚“新的多党政治环境”中，政党政治引发的竞争多于相互间的一致，因为多党政治下政治权力是各党派竞争的焦点，而有些党派政治家的合法性经常备受质疑。在这种多党民主制度的政治环境下，以酋长代表的传统权威的认可成为公众领导者合法性的可靠基础。2010年1月初，“爱国阵线”主席萨塔公开谴责总统班达热衷于翻修奇帕塔到姆富韦通达动物生活的野生动物园的公路，是以牺牲所有省份的均衡发展为代价的。而东部省恩戈尼族大酋长姆佩泽尼在2010年1月7日接受采访时说，萨塔的关于公路铺设的言论使自己蒙羞，会让国家的发展出现倒退。萨塔向东部省人民和班达总统的道歉非常重要，如果萨塔不道歉，他会将其传唤到自己的“王宫”。

第二，赞比亚酋长是乡村事务管理及其他社会事务的参与者。酋长还是他所在地区属民的“发言人”，可以向国家表达当地的需求。当政治家们造访他们的地区时，特别关注他们提出的问题。尽管酋长不再参与政党政治，但是在国家的政治活动中，不同党派的政治人物也希望得到酋长某种形式的支持，特别是在酋长发挥着巨大影响的乡村地区。可以明确的是，赞比亚独立后选举制度的出现并没有损害酋长在赞比亚的政治影响。酋长可以通过酋长院向政府提供咨询建议，管理各自所属民众的一些地方事务。酋长在赞比亚许多地区都保留着重要的影响，他们常常被候选人和政党发展成有用的盟友。其中政治家获得酋长支持的一个主要途径是参加、有时是帮助组织和捐款给一年一度的传统仪式。酋长们都非常重视这些传统仪式，因为这是他们向当地人民展示自己的一个舞台，通过人们的参与和贡献，来展示他们对地区福祉肩负的责任和义务。凭借参加传统仪式和资助酋长，酋长们作为回报会默默地显示他们对政治人物的支持。尽管从正式的法律来讲酋长是不能涉及政治的，但这种利益关系可以带来不言而喻的回报。当然，并不是参加和赞助传统仪式的政治人物都能够得到酋长的支持。不过基于潜在的收益，政治人物通常对这种投资乐此不疲。赞比亚一个非政府组织的主席希普拉·卡班耶（Sipula Kabanje），很好地描述了这一现象：“这些传统仪式都是有政治气息的，这相当于他们给那些需要一个乡村座位的人一个支持。如果你想要获得政治职务这是千万不能忽视的。”

除了在本地乡村事务管理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之外，酋长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事务的重要参与者。2007年12月，南方省各地的八名酋长齐聚希亚丰加（Siavonga），来参加挪威政府主办的“拯救儿童”研讨会。在研讨会上，他们共同承诺在各自的酋长领地内提高对儿童的保护，有效地保护未成年人，防止他们受到虐待，例如性侵犯和各酋长领地中其他形式的虐待。他们也将采取传统的措施，来防止艾滋病的传播，例如生殖器官的清洁。这八位酋长包括利文斯顿地区的穆库尼酋长，希纳宗韦地区的希纳宗韦（Sinazongwe）酋长，卡洛莫地区的姆姆巴（Moomba）酋长、塞库特（Sekute）酋长和恩亚瓦（Nyawa）酋长，格温贝地区的穆恩亚姆布韦（Munyumbwe）酋长，希纳宗韦地区的希曼巴（Simamba）酋长和奇皮普（Chipepo）酋长。研讨会的推动者摩根·萨卡拉告诉赞比亚新闻通讯社（ZANIS）说，这次会议也将会让酋长们重视儿童权利，并对儿童权利有全新的认识。萨卡拉在会议结束时说，酋长是非洲传统和文化的监护者，将在自己的领地内采取明确的措施来制止虐待儿童。

第三，在赞比亚的对外关系中，酋长也作为传统的力量活跃于外交舞台。酋长院常组织酋长代表团出国访问，或者酋长随政府代表团出国访问。2009年2月，赞比亚酋长委员会访华，作为赞比亚传统的领导人和农业发展的促进者，赞比亚酋长委员会希望进一步促进两国之间的合作，尤其是要加强两国在农业方面的合作。酋长委员会主席穆梅纳指出，酋长来自农村，代表农民的利益，促进农业发展是酋长的兴趣所在，赞中两国可以致力于开发农业发展项目，赞比亚可以多学习中国农业发展的经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赞比亚也希望多学习中国的扶贫经验，以促进赞比亚农村的发展。赞比亚酋长委员会副主席恩扎马内指出，酋长在赞比亚农村很有影响，掌握土地等资源，能够在赞中农业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2009年11月10日至17日，赞比亚酋长院兼制宪委员会成员、前驻华大使科西巴酋长率领由六名酋长组成的卢阿普拉省酋长代表团访问了北京、桂林和深圳，访华期间在北京出席了第二届中非友好贡献奖颁奖典礼。2010年8月2日在利文斯顿举行的穆库尼酋长节上，来自赞比亚、津巴布韦、刚果（金）、坦桑尼亚的100多位酋长参加，这一传统节日也成为赞比亚与邻国关系的一个平台。

（二）酋长掌管着国家的土地管理和分配权

酋长依旧在赞比亚的土地管理中起着重要作用。酋长把土地分配给村民使用，虽然各个地区管理土地的习惯法都不尽相同，但是土地分配权都掌握在酋长手中。酋长按照传统充当本族群的“发言人”，向政府反应本族群的意见和要求，调解民事纠纷，组织领导本地的公益劳动或募集资金兴建学校、道路等公共设施。而且，赞比亚大部分土地仍然由酋长掌握分配和处理，对土地依然具有管理权和分配权。

1995年赞比亚出台的土地法案将全国土地置于总统的管理之下，土地部门负责人代表总统管理全部土地事务。这个法案也规定了传统的土地所有权在获得所有权契据后可以转化为租借制。2000年7月出台的土地政策指出，赞比亚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有两种基本形式：传统土地所有制，适用于原住民保护地和信用土地，统称为传统土地，在传统权威的管理和掌控之下；租借制土地所有制，个人可以得到国家土地的所有权契据。目前赞比亚现行土地制度仍为双重土地所有制。其中，实行传统土地所有制的地区占赞比亚总国土面积的94%。在实行传统土地所有制的地区，土地的管理和分配权由各级酋长掌握，部落成员可通过下列途径获得所在部落的土地：开垦新的土地、礼物馈赠、购买、货物交换、某种服务的付款或嫁妆等。个人土地所有权依靠酋长的确认来得到保证，非部落成员如果想获得某部落的土地，首先要获得酋长同意在部落的范围内定居下来才有权获得土地。解决传统土地纠纷没有正式的官方程序，一般由当地酋长在长者协助下裁决。如果这个程序失败，可提交土地法庭解决。事实上，在传统土地制度地区，土地纠纷极少。

此外，在传统的土地所有制下，酋长有权将土地留作特殊用途，例如墓地、公共牧场以及其他公共用途。酋长在了解村民和熟悉村民需要的头人的协助下开展工作。村民对土地的占用是永久的。一旦村民死亡，土地按照该地区习惯法进行继承。需要指出的是，在地区层面，个人申请购买土地需要由酋长决定，他们可以提出建议，或者提交地区理事会来裁决。酋长在当今的赞比亚仍然享有威望和尊严，特别是在乡村地方具有权势。酋长领地所在的地区大部分都是农村，农业是赞比亚仅次于铜矿业的第二大产业，与土地资源密切相关的农业发展离不开酋长的贡献。同时，由于酋长掌握着本地的土地分配大权，外国资本对赞比亚进行投资，酋长也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合作者，他可以在土地划拨、劳动力资源、劳动纠纷等事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赞比亚的酋长至今仍然在乡村地区对传统的土地有着较大的控制权。正是因为如此，在酋长管辖的地区，赞比亚政府把酋长纳入了正在履行的发展规划之中。一个范例就是“行政管理规划”项目，在这个项目中，乡村地区及其酋长在野生动物保护计划及其相关的开发计划中起着关键作用。“行政管理规划”项目始于1987年，已经在全国34个野生动物管理区中的18个进行实施。通过当地人参与到野生动物园管理区的工作，村里的野生动物工作人员的人数达到了420人，远远超过了管理区政府公务人员的170人。在“行政管理规划”项目履行得好的地方，其好处得到当地人的赞扬，因为通过颁发狩猎许可证收入的68%返还当地，用于当地的发展项目，提高当地人的生活水平，包括新建和改建了26所学校、13个医疗诊所，打新水井15眼，提供了13种面粉厂，购买了7台用于地区发展的车辆。“行政管理规划”建立了相当典型的、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地区自然资源管理模式。在这种情况下，狩猎远行也带来了大笔的财政收入，这也需要地方政府管理的责任和义务，例如监督管理、公共教育、法律实施，以及地区发展项目，如建设新学校和卫生机构。

由于酋长仍掌握着着全国大部分土地的使用权，因此外国企业到赞比亚投资设厂离不开酋长的支持，其程序中就有一条是必须获得当地酋长同意，取得酋长的同意函。酋长掌握的土地分配权，对于赞比亚的对外经济交往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中国和赞比亚经贸关系的发展，离不开酋长的支持与协助。2010年11月，新兴铸管浙江铜业有限公司从瑞娜金矿区酋长手中取得了矿区4平方公里土地所有权的授让同意书。该公司在面包山、瑞娜金两矿区的地质物探及钻探工作，也得到了酋长及当地各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

（三）酋长制度是赞比亚传统文化的符号和象征

酋长制度作为赞比亚传统文化的集中表现就是各族群一年一度的传统仪式，这些仪式已经不再是传统社会展示酋长崇高地位和神圣权力的舞台，而是已经演变成了历史与现实交织、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文化盛典。赞比亚各族群的传统仪式起源于前殖民时期，但是在殖民统治时期，这一仪式或者被取缔，或者自己消失了，因为各地的传统仪式被传教士丑化成“非洲文化堕落和懒散的顽固堡垒”，英国殖民当局为了宗主国的利益也取缔了一些传统仪式。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些传统仪式在赞比亚政府的支持下再度复兴，而且承载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广阔内涵。

恩通古（Ntongu）仪式是生活在西北省的卡温德族一个采摘第一批果实的仪式，每个村子的头人都带着一个以葫芦盛装的、用新收获的高粱酿制的啤酒献给他们所效忠的酋长。西北省姆富布韦（也称契载拉）地区的契载拉酋长说，这一仪式起源于殖民主义到来之前的传统社会，由祖先创造，而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被禁止，赞比亚独立后恩通古仪式在联合民族独立党政府的支持下于1986年得以恢复，而现代的恩通古仪式不应该只被看作是保留延续至今的卡温德族认同，而是在独立之后的赞比亚国家一种“卡温德特色”的特别展示。虽然恩通古仪式借用了一些想象中的“传统”，但是它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现代性的盛事，成为促进国家民族认同、促进经济发展、展示传统文化的平台。在20世纪80年代，“做卡温德人”的含义不可避免地与做赞比亚公民相互交织，而且也与追求强权和真正主导地位的卡翁达政府密切相关。卡温德酋长从来没有强有力的权力，与赞比亚乡村地区的许多酋长一样，他们仍然被视为在本地拥有至高的道德权威——一项联合民族独立党渴望得到的权威。得到这种权威的一种方式就是鼓励当地的“部落”仪式，这有助于树立“真实的”赞比亚认同，既了解历史上多种多样的地区“传统”，又能将其稳固地纳入独立后的现代国家政治之中。在国家政治的框架内，这些仪式所承担的角色就是把本地特有的酋长合法性融入“联合民族独立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合法性之中。

契瓦族人的库兰巴（Kulamba）传统仪式1934年被英国殖民当局取缔，1984年在卡翁达总统的支持和翁迪大酋长的主导下，库兰巴仪式得以恢复。他对复兴传统仪式所做的贡献是一项文化爱国主义行动。通过库兰巴仪式，他希望马拉维、莫桑比克和赞比亚的契瓦族属民保护他们的文化遗产，不让其受到腐蚀性影响。但是，即使被认为是契瓦人的一个文化盛典，库兰巴传统仪式现在已经不单是一项族群事务。自从1984年恢复以来，库兰巴仪式具有了新的含义、新的特点和新的功能。对于经济规划者、政治人物和酋长来说，它提供了一个提高南部非洲人民经济、社会和政治福祉的必要平台。单就赞比亚来说，库兰巴仪式让来自赞比亚及邻国有关地区的契瓦人和非契瓦人每年都相聚一次，它有助于消弭族群之间的差异和对立。尽管一般认为它只是契瓦族的一项文化事务，但是今天的库兰巴仪式已经成为推进民族国家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可靠工具。

20世纪80年代以来，赞比亚政府将殖民统治时期被废止的各族群的传统仪式、节日等均予以恢复，并将这视为赞比亚传统文化而加以扶植，每逢重大的传统仪式、节日，国家领导人都要出席。各族群的传统仪式以显示对酋长的忠诚为中心内容，彰显了对各族群传统的纪念。据笔者的了解，恩克瓦拉仪式是恩戈尼人为了庆祝北迁之后每年收获的第一批果实，恩通古仪式也是卡温德族人采摘第一批果实的仪式。库姆布卡仪式是洛兹族为了庆祝雨季结束后，大酋长利通加率领洛兹人从低洼地区的“夏宫”迁移到地势较高的“冬宫”。库兰巴仪式是契瓦族下属酋长向皮里（Phiri）家族大酋长的朝贡仪式，他们要向大酋长进贡物品，表达对大酋长的敬意和效忠。族群的传统仪式是族群认同的重要手段，自从电视出现以来，这种族群认同的表演能够扩及大量新的观众，它的观众是全国范围的而不仅仅局限于当地。传统仪式的形式和特征通过全国的电视屏幕逐渐被塑造成一个重要的外延符号。这种方式被用于把不同的传统文化盛事传递到全国各地，这种形式不是个人的、地方的产物，也不是仅仅局限于赞比亚本国。

酋长制度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在当代赞比亚还具有相当大的经济价值。传统节日及仪式逐渐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为当地带来经济发展和就业契机。每年各族群举行的传统仪式、节日都会吸引大批游客来领略非洲的传统文化。因此，传统的酋长制度在当代发展经济的背景下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2007年，在东部省契瓦族的库兰巴传统仪式上，赞比亚总统姆瓦纳瓦萨在讲话中指出，这一传统节日是赞比亚及其邻国吸引旅游者和投资者强有力的工具，能够为当地带来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契瓦族大酋长卡龙加·加瓦·翁迪十世也曾指出，传统的酋长仪式能够逐渐成为南部非洲经济一体化的媒介。2010年8月2日，来自赞比亚、津巴布韦、刚果（金）、坦桑尼亚四个国家的100多位部落酋长，与1万多名由各国游客和当地居民组成的狂欢人群齐聚赞比亚南方省利文斯顿市的维多利亚大瀑布景区，庆贺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穆库尼酋长节。赞比亚总统班达参加了庆典活动，并呼吁赞比亚社会各界加强非洲部落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通过传统习俗的展示吸引更多游客。穆库尼酋长莫诺卡亚·穆库尼在祈福仪式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他希望通过举办这次活动，推动当地旅游业进一步发展。

（四）酋长是赞比亚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促进因素

酋长是赞比亚各族人民的精神领袖，在反抗殖民统治、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中做出了贡献。赞比亚独立后，73个族群之间的和睦相处和团结友善也离不开这些传统酋长，酋长依然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具有很大的作用。从赞比亚独立后的历史发展来看，酋长制度是赞比亚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促进因素。

首先，酋长被纳入现代政权组织结构中，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与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一样，赞比亚独立时也存在着二元政治结构，即现代政治结构与传统政治结构并存。赞比亚政府对传统的酋长采取了团结、利用、限制的方针，将酋长制度纳入政府的管理和监督框架内，利用酋长对本族群、部落居民的权威、公信力和感召力去完成某些具体任务，并负责各自辖区的一些民事案件和宗教礼仪等传统事务，还专门成立酋长院，将各省有声望的酋长吸收到酋长院中，向政府提供咨询，包括进行某些立法。在赞比亚现代政治制度框架内，酋长成了政府的助手，协助政府工作，接受政府监督。1983年洛兹族大酋长利通加和奔巴族大酋长奇蒂姆库卢被吸收到联合民族独立党中央委员会，担任执政党的中央委员，这是联合民族独立党政府把传统权威纳入国家的政治体制的举措。这一举措能够在“一个赞比亚，一个民族”（联合民族独立党箴言）的旗帜下加强国家的团结统一，同时也是为了把传统权威从传统主义者转变为民族主义者。接受了这一任命后，两位大酋长为国家独立后的政治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这正是联合民族独立党政府所追求的目标。

其次，酋长是各种不同共同体的领袖和中心人物，是共同体成员团结的象征。在非洲一些国家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其他的一些传统社会组织（诸如家庭、家族、氏族、部落、酋邦）的因素确实仍在起作用，在个别地区，这些因素还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赞比亚，73个族群中包括了大大小小的酋长领地，酋长制度依然是赞比亚现代社会不可替代的社会组织形式。按照1996年宪法修正案，赞比亚在全国9个省中共划出286个酋长领地。赞比亚现在拥有286个酋长，包括大酋长、高级酋长、地区酋长，其中大酋长（Paramount Chiefs）有4个，分别是北方省奔巴族的奇蒂姆库卢、东部省契瓦族的翁迪、东部省恩戈尼族的姆佩泽尼和西部省洛兹族的利通加，他们代表的这四个族群在赞比亚全国人口较多，影响较大。政府对酋长实行的怀柔、利用、扶植的政策，对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稳定政局起到了良好的效果。酋长传统仪式是赞比亚各族群几百年来的传统，是各族群团结和互助的象征，但现代的酋长传统仪式均已融入了爱国的因素。例如，在隆达族和恩德姆布族的酋长就职仪式中，增加了一项新内容：弘扬赞比亚的国家统一和爱国精神。所有参加仪式的人都热情地、有节奏地唱国歌。国歌的旋律是“上帝保佑非洲”（Nkosi Sikelele Africa），源自南非国歌，但是配上了赞比亚的歌词，能够用英语或当地族群语言演唱。用奇隆达语演唱时，特别动人。男女老少都会唱。可见，传统的酋长传统仪式本身就已经成为弘扬爱国主义的舞台。

再次，酋长制度能够遏制地方民族主义，促进民族国家的整合。卡翁达总统十分重视各族群间的团结和民族国家的建构，在政府机构的人员配置上，他努力做到维持各族群之间的平衡。在赞比亚独立前夕，巴罗策兰地区的洛兹人有着强烈的地方民族主义分离倾向，但是到了独立之后他们已经不再寻求独立建国。卡翁达认识到地方民族主义是危害社会的疾病，能够毁掉一个新生的国家，于是他提出了“一个赞比亚，一个民族”的口号，并将其作为联合民族独立党的箴言，镌刻到赞比亚的国徽上，凸显了赞比亚民族国家整合的重要性。赞比亚独立后，政府始终借助酋长的地位和权威，促进族群之间的团结，努力消除地方民族主义。“赞比亚政治家们越来越意识到，适度的族群认同展现是民族国家的整合因素，而不是分裂因素。”尽管赞比亚族群众多，而且历史上相互之间也曾经有过一些杀伐征战，但经历过殖民统治时期和独立后的发展，目前各族群之间基本上不存在历史上遗留的矛盾和问题，各族群之间一直和睦相处、友好往来，相互之间的杂居、通婚更是相当普遍，这为赞比亚的民族国家整合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历史根基。在各族群举行重大节日和传统仪式时，其他兄弟族群的酋长一般都互相邀请参加，赞比亚政府在维护酋长权威的同时，发挥酋长对各族群的整合作用，推进族群之间的和睦相处。这体现了酋长能够促进各族群间的和睦相处，从而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团结，促进民族国家的建构。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酋长制度是赞比亚社会一项活跃的制度因素，既反映了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和社会转型，又不断对社会的发展变化作出反应。它经受住了殖民主义及其随之而来的英国殖民统治的冲击，顽强地延续下来。同样，它也经历了殖民统治结束后新国家诞生和发展中的风云激荡，与现代政治和经济制度并存。“经历了多年社会政治体制的政局动荡和社会动乱和不确定性，以及西方文化和外来宗教信仰、价值观和实践强烈的文化和社会冲击，酋长制度作为一种制度仍然是独特的社会稳定力量。这是一种继续能够团结人民的制度，是社会凝聚力和稳定性的焦点和枢纽。它是关系到人民的义务与奉献的一项制度，它旺盛的生命力并不是因为新的政府机关所创立的新权力基础形式，它是一项适应性强的制度。”把酋长和酋长制度看作社会的稳定力量，对未来的展望必须包括对酋长制度的考量，在现代民主制度的社会背景下应该以增强和促进其作为社会稳定力量的作用为目标。此外，酋长在土地管理和乡村地方政府事务中的纠纷解决中具有非凡的作用，在今天和可以预见的将来评估和展望酋长的作用时，这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五、酋长制度：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互动与调适

传统文化对于非洲现代化来说是一项重要的影响因素，“正确地审视非洲文化传统，择其优者而取之，择其劣者而弃之，趋利避害，才是正确的选择。”排斥非洲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中的作用是错误的。这是因为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的矛盾，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文化的否定，现代化要求改造旧的文化，吸收和创造新的文化，要求有新的文化与之相适应。但是，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又有相辅相成的一面，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传统文化正是现代化的基础和起点，是非洲实现现代化所面临的国情的重要内容。酋长制度是非洲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它把人们的眼界局限在某一地域或族群的狭小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保守性和排外性。但是，酋长制度对现代化又有促进作用，它作为一种强有力的传统力量，构成了非洲社会共同体形成的心理基础和精神纽带。非洲传统文化具有的那种以集体为重、互助分享、重义轻财的道德标准，在酋长这一传统权威的领导下，强调对共同体的效忠，注重集团意识和群体归属。这些对于保持各族群的稳定，强化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均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现代化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来出现的事物，现代化过程中的异质文化碰撞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悖论关系，它们是可以兼容并蓄的。赞比亚现代化进程，是在继承非洲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同时，有选择地吸纳世界先进文化，逐渐转化为自己新文化的过程。一方面，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文化的否定，然而否定并不是断裂。传统文化是在旧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它不可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甚至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现代化要求有新的文化与之相适应，它要改造旧的文化，吸取和创造新的文化，构筑现代的社会文化体系，要冲破习惯势力的阻碍，超越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受到巨大的挑战和考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又是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一笔重要资源。传统文化虽然不能自动地充当现代化的动力，但只要利用得当，就能够成为现代化的助力而不是阻力。很多非洲学者、政界人士都认识到，非洲传统文化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宝藏。在努力吸收外来文化精华的同时，大力开发自己传统文化的宝藏，激发出新的活力，对促进非洲社会的现代化，使非洲政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具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是大有益处的。酋长制度是赞比亚以及非洲土生土长的传统制度，这种孕育于非洲本土自然、人文环境的传统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社会基础。赞比亚获得独立后，酋长制度依然存在着很大的社会影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酋长制度将在赞比亚及其他许多非洲国家保持其独特的地位，并持久地在各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第十章　非洲法语国家的发展道路

虽然法语本身带有很强的殖民主义烙印，但在部分非洲人看来：首先，当前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法国的法语，换句话说，非洲人已将法语当做自己的语言。其次，非洲人因为都是从书本上学来的法语，他们自信比母语是法语的人说得更好、书写得更准确。塞内加尔首任总统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1906-2001）早年在巴黎获得法语语言和文学硕士学位，并于1983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就可以证实上述两个观点。

非洲法语国家（La francophonie africaine）包括撒哈拉以南17个国家，印度洋上的马达加斯加、科摩罗和塞舌尔，以及东非之角的吉布提。这些国家在殖民主义时期为法国和比利时的殖民地或托管地。独立后，法语仍是这些国家的官方语言，但主要用于行政和教育。另外，卢旺达的历史虽然与法语非洲长期连在一起，但因2009年11月底加入英联邦并宣布取消法语为官方语言，为尊重其主权起见，就不列在本章范围内。

作为非洲国家的现代化中的一个章节，要求对上述20个非洲法语国家（不包括卢旺达）的发展道路进行概述与分析，笔者面对的首要困难就是对“现代化”的定义。虽然因人而异，学界至今对“现代化”没有统一的定义，但为适用于本文的写作，需要加以规范。

西方以其近现代的发展经历，通常把世界分成了传统与现代二元论，进而又把现代化简化成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因为随着工业的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发展的工业所吸收，城市也相应扩大，城市化进一步将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所以，“城市化伴随着现代化与快速的工业化”。社会学家把这一过程归结为“合理化”，经济学家提出这一转变的关键有二：一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二是经济的增长，这是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最后是进入大众消费阶段。

西方的现代化论，无论从经济学还是从社会学角度的研究，在实际运用中都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即把本来仅仅是一种西方发展的历史过程视为其他国家通过努力也能到达的目标，西方的现代化由此成为衡量其他社会发展的标尺。

如果按此标尺探讨法语非洲国家的“现代化”，那就“无话可说”了。为此，笔者倾向于将非洲法语国家的发展道路视为现代化的内涵，这是合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因为现代化理论只局限于解释欧美国家的发展模式。但发展不等于现代化，也不存在固定的发展模式，而是动态的历史过程。再者，发展的方向是多元的，世界也是多元的，由此可以避免从传统到现代的单线发展模式。概而言之，非洲法语国家的发展与欧美国家、亚洲国家，甚至其他非洲国家的发展方向并不一致。

为进一步明确本章的主题，可以参照笔者在马里莫普提（Mopti）市的泥土建筑中心（Centre de l'architecture en terre）拍摄的照片（见下图）：画面向我们展示的是杰内城的大清真寺及其广场的闹市，充分表明神圣的宗教信仰和充满生机的“大众经济”是马里人日常的精神和物质生活。这说明即便是在所谓的“重债贫穷国”（HIPC-Heav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非洲人民和发达国家的人民在对物质和精神的追求方面没有本质上的差距，因为欧洲天主教国家的教堂及其广场同样如此，只是各国人民所需要的具体精神和物质各异。因此，我们很难用“传统”或“现代”来进行区分。同样，非洲法语国家的发展道路和程度不尽相同，很难用“先进”或“落后”来加以区分。但西方学术界却经常站在高人一等的立场、创造一些专门用来形容他国的术语。有鉴于此，本文力图摒弃这些基于“西方中心论”及其“现代化论”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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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是围绕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四个方面来叙述非洲法语国家的发展道路，可以初步归纳为边缘化、民主化、城市化和多元化，总结其已经取得的成就、经验教训以及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一、经济发展道路：工业和农业，孰轻孰重？

（一）非洲法语国家经济发展概况

首先要强调的是，非洲法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不是因为法国或比利时到来才发展起来的。当非洲初遇近代欧洲时，非洲并非除了奴隶别无其他商品可以交换。非洲不仅有黄金、象牙和皮革，还有相当成熟的铁器制造业。在与欧洲人进行贸易的初始阶段，非洲人制造的铁器在技术上也并不处于劣势，但由于生态环境的变化，西非的冶铁技术无法克服因过于依赖木材作燃料所引起的生态危机，加上西方后来的技术革新，才导致欧洲的进口替代。

无可置疑，法国和比利时在殖民统治时期发展了部分工业、修建了铁路并深刻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及其独立后的发展道路，特别是比属刚果的矿业发展使其成为“工业化程度最高”的殖民地。但经过400年的黑奴贸易及半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欧洲出于避免竞争的目的摧毁了非洲本来可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又因攫取非洲大量廉价的工业原料和劳动力、加上自己的技术而成为“发达”的工业国。

按地理位置及特点，我们可以把20个法语国家分成五大地区：一是几内亚沿海地区，包括几内亚、科特迪瓦、贝宁和多哥；二是自塞内加尔向东至乍得的撒哈拉萨赫勒地区，包括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和乍得；三是赤道非洲地区，包括喀麦隆、加蓬、刚果（布）、中非、刚果（金）和布隆迪；四是印度洋上的马达加斯加、科摩罗和塞舌尔群岛；五是红海出口的吉布提。

几内亚沿岸地区的农业最发达，独立前主要是出口象牙、奴隶和黄金。1960年独立后，在原殖民主义种植园经济的基础上，各国主要出口经济作物，如可可、咖啡、棕榈油、木材和棉花等，力图发展农产品多样化并出口多元化，譬如科特迪瓦开始种植大豆。但除了几内亚，各国仍然偏重原宗主国法国和欧洲市场。在工业发展领域，除了矿产资源之外，以农产品加工业为主，譬如菠萝汁罐头。科特迪瓦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石油，视其为工业化与发展的发动机。

几内亚独立前，香蕉是主要出口作物。后因与法国断绝关系，发展了一套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有自己的货币，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铝制品工业，取得了贸易收支平衡。四大农业区有各自的农作物：自西向东分别是大西洋沿岸的玉米、木薯、油棕和可乐果，中部富塔贾隆的玉米带，尼日尔河畔的水稻，东南高原地区的咖啡和香蕉及畜牧业。几内亚富有铝矾土（占世界储量的30%以上）和高品质的铁矿石，目前黄金和钻石产量增加，矿产是外汇的重要来源。

多哥有65%的农业人口，北方以小米和高粱为主食，南方主食有山药、木薯、玉米和水稻，主要经济作物是咖啡和油棕。贝宁自独立后政权不稳，1975年宣布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在首都波多诺伏（Porto Nove）发展了一些规模较小的国营企业，如炼油、农产品加工和水泥等。多哥的情况与贝宁相似，主要在首都暨重要港口洛美发展起类似的小型工业。

在广袤的撒哈拉萨赫勒地区，制约这些国家发展的最大因素是降水量。独立后，先后经历了两次严重的旱灾，特别是第一次自1968至1973年连续五年非同寻常的少雨，成为考验这一地区人民承受力的最大一次挑战。大批农作物枯死，数百万的牲口和不计其数的人倒在了干裂的大地上再也没站起来，数万饥民开始逃难……1972年，马里的粮食收成减半，塞内加尔圣路易地区的小米产量从1968年的6.3万吨减至四年后的1000吨，乍得和马里北部损失90%的牲口。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肖特（Nouakchott）1971年的人口是4.5万，翌年新增12万（难民）。正是这场灾难，开始了持续不断、愈来愈多的国际粮食援助。20世纪80年代初的旱灾比70年代的更严重，但是非洲人口和牲口数量，甚至农产品数量都有所增加，粮食援助也达到了高峰。这说明非洲人从第一次旱灾种吸取了很多教训，国家和人民开始重视粮食生产并宣传防旱抗旱的重要性，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改进作物品种，改善农田基础设施，甚至改善部分日常行为以增强抗旱的能力。但长期援助毕竟不解决根本问题，一方面导致粮价下跌，农民没有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同时养成了依赖心理，农民及农业也就进一步被边缘化了；另一方面，对援助粮食的长期分配，形成了一套腐败的机制，地方上掌握粮食资源的人会分配给与自己利益相关的特殊群体。

塞内加尔工农业发展较为全面。早在1974年就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制造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3，主要是当地的农产品（花生、棉花、大米）加工业、纺织业、化工、金属制造及卡车装配等。到2000年，制成品出口占总出口额的30%，其中13%是高技术产品出口。2003年，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降到18%，但仍占全国70%的劳动力。农产品主要是花生，但其产量呈总体下降的趋势，1975年是140万吨，2001年是50万吨。

毛里塔尼亚可以分为渔业发达的大西洋沿岸地区，种植水稻的塞内加尔河流域以及主食为小米和高粱的撒哈拉萨赫勒地区。全国有70%是阿拉伯人或阿拉伯——柏柏尔人，故1973年脱离西非货币联盟，加入马格里布经济联盟。有高品质的铁矿石，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8%、出口总额的92%。毛里塔尼亚重视发展渔业加工业，但农业始终处在边缘地位。

马里在独立初期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实行国有化和农业合作社，棉花和牲畜是国家的经济支柱。1932年法国殖民政府设立的尼日尔河办公室（Officedu Niger），在沿尼日尔河畔开发了10万公顷土地，目的是为宗主国的纺织业发展提供原料。但因为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不合适，加上劳动力不够，耕地和棉花产量均未达到预想的目的。马里独立后，政府把它改造为水稻生产基地，计划年产约50万吨，以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马里的矿产资源有限，2000年成为非洲第三大金矿出口国。

布基纳法索（1984年前国名是“上沃尔特”）以农业为主，独立后消灭了许多病虫害，如河盲和昏睡病，使一些原来无法居住的地方得以开垦和定居。很多农业人口成为流动劳工，他们在收获庄稼后，前往邻国科特迪瓦（原中文译名为“象牙海岸”）和加纳寻找工作，等到播种的季节再回国。锰矿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只在交通沿线得到了开采。布基纳法索有直通阿比让出海口的公路。

尼日尔有丰富的铀矿，产量居世界第三，仅次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2003年占尼日尔出口总额的32%，主要出口对象国是法国和日本。另外，尼日尔还有煤，是非洲法语国家中少见的，虽然质量不高，但可以充当能源来提炼附近的铀矿石。全国由于2/3是沙漠和无人居住带，农业处于极度边缘的境地。对外经济倚重法国和南部的“出海口”尼日利亚和贝宁，主要出口作物是花生，主食是小米和高粱。

因道路状况很差，乍得是该地区最大、最难进入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西方开始在乍得勘探石油，因1979年内战而撤离。90年代中期再次勘探并开采石油，建设从多巴油田（Doba）至喀麦隆的输油管，2003年开始出口石油。之前，棉花一直是主要出口作物，2000年还占出口总额的65%。但到2004年，石油出口已占90.5%的出口收入。目前玉米和块茎作物产量增加，只要气候正常，粮食能够自给。

赤道非洲地区因石油和矿产资源丰富，工业得到相应的发展，除了喀麦隆，农业没有受到重视，粮食不能自给。我们先以刚果（金）和喀麦隆为例来说明这一地区的情况。

近代殖民主义之前，古代刚果（包括今天的刚果共和国、民主刚果的西部和安哥拉北部）可能是非洲为数不多的有流通货币的国家。自葡萄牙人1483年到来之后，人力、物产和经济均被卷入大西洋贸易体系——全球化经济的先导。今天的刚果（金）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Ⅱ，1865-1909在位）统治时期的“刚果自由邦”（l'Etat indépendnant du Congo,1885-1908），是由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1841-1904）以“上刚果研究委员会”（Comitéd'études du Haut-Congo）与当地酋长签订的协议获得柏林会议承认而划定的，主要出口作物是象牙和野生橡胶。1908年，残酷的“利奥波德制度”被英国记者凯西门揭露，这一制度用杀戮、残害、绑架和鞭打等手段迫使殖民地人民去采集野生橡胶、为宗主国创造财富。利奥波德由此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在这种情况下，比利时政府接管了刚果自由邦，改称比属刚果（Belgian Congo,1908-1960）。

比属刚果时期，橡胶出口在1913年下跌了50%，而1906年成立的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UMHK）开始开采并提炼出口铜、锌、铀等矿产资源，主要出口由橡胶改为矿产品，殖民地经济对加丹加地区的依赖日益增加，吸引了大量投资，建起了四条通向该地区的铁路并形成卢本巴希（Lubumbashi）、利卡西（Likasi）和科罗维兹（Kolwezi）三大工业重镇。在1960年独立前夕，加丹加铜矿生产的48%经西部的马塔迪港（Matadi）、30%经东部印度洋沿岸的贝拉港（Beira，今莫桑比克第二大城市）、22%经大西洋沿岸的洛比托港（Lobito，安哥拉本格拉铁路的终点）出口。比属刚果的矿业发展使生产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但这毕竟还是掠夺性的经济，依靠欧洲的资本和技术，剥削非洲的劳动力并掠夺当地的矿产资源。

1960年独立后，卢蒙巴总理（Patrice Lumumba,1925-1961）试图将资源掌握在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手中，让这些丰富的矿产资源来为其国家和人民服务。后来靠美国支持上台的蒙博托也试图控制资源，先后进行了扎伊尔化（Zairization）和激进（Radicalization）化，如UMHK在1966年被国有化，改名采石与矿业总公司，简称矿总（Gécamines），1973年宣布所有经营种植园的公司和比利时矿业公司（MIBA）立即收归国有。为了减少对邻国的依赖，加丹加省的矿总开辟了5000公顷的农田种植玉米，城镇未就业者被重新安置到农业生产项目中去，力求解决粮食自给。

目前，虽然农业只占GDP的55%，但刚果（金）有9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绝大多数都是小农。全国73%是森林，仅有10%的土地用于农业，其中3%用来种植一些经济作物和三大主食：木薯、玉米和水稻，7%是牧场，所以人均耕地有限。刚果（金）的矿产资源占出口总额的3/4，占GDP的25%，仅铜一项就占出口的60%。虽然有石油（1.87亿桶储量）、天然气（10亿立方米）和煤（8800万吨），但该国最大的能源还是水力资源，具世界13%的潜力，可只有7%的人用到了电。因加第一期工程（IngaⅠ，351MW）于1972年开始发电，第二期（IngaⅡ，1424MW）于1982年开工，目前总发电量1775千瓦，其中1/3供本国用，其余向赞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输送。正在筹措中的第三期工程（IngaⅢ，3500MW）电力输出将连接尼日利亚的拉各斯，被称作“西部能源高速公路”（the Western Energy Highway），但“大因加”（Grand Inga,39000MW）项目更吸引投资者，被称作“北部能源高速公路”（the Nor the rn Energy Highway），即向北经刚果（布）、中非共和国和苏丹至埃及，已被非洲发展银行认定是可行的，约需40亿美元的投资。这再次让世人看到刚果（金）——非洲大陆的心脏可能迸发的能量和信心。

喀麦隆和刚果（金）因其人口规模、地理面积、社会结构和历史文化特点，被视作非洲国家的“缩影”。1914年以前，德属殖民地喀麦隆的主要出口作物是可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除了可可，还出口棉花、花生、玉米和油棕。2002年，喀麦隆的3C(cotton,cocoa,coffee）出口占69%的农产品出口。因初级产品价格低，可可加工产品出口占1/4的可可总量出口。喀麦隆的制造业产值占非洲法语国家的第三位，仅次于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但从事制造业生产的劳动力很少，而且只有5%的工业产品出口，其中最大的出口产品是石油，占出口总额的35%。喀麦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第六大产油国，早期工业有石油提炼、造纸和纸浆、水泥、化肥、制糖和铝制品工业等。2003年建成的乍得（Doba）至喀麦隆（Kribi）输油管道，增加了当地的就业和政府的收入。

喀麦隆积极发展与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CEMAC）成员的联系，为其内陆邻国特别是乍得修筑便于通向海洋和工业资源产地的通道，如1974年由美国和欧盟国家资助修建的从雅温得（Yaoundé）到恩加温德雷（Ngaoudéré）的铁路，为乍得开启了往南的出口。另外，喀麦隆还实行出口多样化途径，西班牙和意大利占其出口的30%，而原宗主国法国只占13%。总之，喀麦隆矿产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值得非洲其他有类似条件的国家借鉴。

马达加斯加兼有非洲和亚洲的属性，因其祖先约在1500年前来自印度尼西亚，接着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来到北部从事贸易活动，可能更多的是亚洲属性。然而，因为加入了南部非洲经济共同体，所以自我认同是非洲一员。更重要的是，其地理特点，如海岸线平直、少良好的天然港湾，均属非洲特性。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位于中部高地、今首都安塔那那里佛（Antananarivo）周围的梅里纳人（Merina）队伍壮大，安德里亚纳姆普安伊梅里纳（其名字的含义是梅里纳人希望的国王）于1794年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统一的梅里纳王国。1810-1828年，国王拉达玛一世（RadamaⅠ）在位期间，与英国合作终结了奴隶贸易，作为回报，拉达玛一世拥有一支现代化装备的军队，征服了整个高地。但他的妻子拉纳瓦罗娜一世（RanawalonaⅠ，1828-1861）即位后，实行孤立政策，1835年停止与欧洲的贸易并禁止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后继者拉纳瓦罗娜二世（RanawalonaⅡ，1868-1883）则欢迎欧洲人和传教士，还举行了公开的洗礼仪式。拉纳瓦罗娜三世（RanawalonaⅢ，1883-1896）组织抵抗法国军队的占领，1895年战败。翌年，梅里纳帝国被废除。马达加斯加在法国殖民地中的地位并不高，20世纪20年代掀起赞成同化并要求使马达加斯加获得法国行政区的地位，遭到法国的拒绝。独立前夕，法国残酷镇压马达加斯加民族主义运动。

独立后，茨拉纳纳（Philibert Tsirinana）总统与法国关系亲近，还与实行种族隔离制的南非发展经济关系。1967年他再次当选，后因政策偏向沿海地区的人及不重视梅里纳人而遭到反对。1975年，拉茨拉卡中校（Didier Ratsiraka）接管政权后，与法国和西欧国家关系恶化，实行社会主义和国有化经济，出现了粮食短缺和价格上涨，引起民众的不满和游行示威。数年之后，接受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

马达加斯加的基础设施非常薄弱，出口作物主要是咖啡、丁香等。工商业主要由出生于当地的印度人、华人和科摩罗人经营。除了1970年代中期实行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时期，马达加斯加和许多其他法语非洲国家相似，独立后依然严重依赖法国的援助、技术支持和市场。马达加斯加农业的特点是规模小、土地分散，精耕细作。农业占用了全国3/4的劳动力，1990年农产品占出口的85%，到2000年已降到48%，而制成品出口从14%上升至50%。丁香是主要出口作物。20世纪90年代以来，香草的需求量增大，所以出口随之增加，而且价格越来越贵，于是人造香草应运而生，这使自然香草价格下跌。这两种香料主要种植在东部沿海狭窄的低地，有时会受到龙卷风的袭击，加上其他生产地区的竞争，如桑给巴尔和印度尼西亚，世界市场的价格很不稳定。但马达加斯加畜牧业发达，全岛有3/4的土地是用来放牧的，有1100万头牛和350万头猪。牛、山羊和绵羊的数量基本稳定，但近期猪的数量大涨。虽然人均拥有一头牛，但当地人主要喝奶不吃肉，只有在做仪式时才会吃牛的肉，所以人均摄入肉食量很小。马达加斯加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空间上的阻隔，最大优势是生物多样、良好的生态环境与气候。

位于红海出口、亚丁湾的吉布提，国内有2/3是索马里人，1/3是埃塞俄比亚人，因夹在两国中间，所以深受这两国及其相互关系的影响，经济以转口运输为主，没有发展起自己的农牧业体系，粮食严重依赖进口。

除了上述各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概述之外，我们再看与法语国家经济发展有密切联系的国际贸易状况及其衍生的援助问题。

（二）国际贸易

1963年，非洲17个法语国家和索马里与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六国签订了《雅温得协定》（La Convention de Yaoundé），为期五年，以确保非洲与欧洲的自由贸易及获得欧洲六国的资助。因英国于1973年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1975年，洛美协定（La Convention de Lomé）取代了《雅温得协定》，也是为期五年，有46个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简称“非加太国家”（ACP countries）参加，形成欧洲经济共同体与非加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非加太国家出口到欧洲市场的产品免税，但对那些与欧洲市场构成竞争的商品，如蔗糖和牛肉，实行配额制；二是欧洲国家提供30亿欧洲货币单位（ECU）的援助和投资基金，主要用于稳定出口产品（Stabex）和矿产价格（Stabmin）、解决粮食危机等。但因后来遭到世界贸易组织（WTO）和美国的反对，其理由是该协定实行与自由贸易原则相违背的贸易差别政策，《科托努协定》（La Conventde Cotonou,2000）应运而生。《科托努协定》为期20年，每5年修订一次，由27个欧盟成员国和79个非加太地区的国家参加，明确提出了援助是有条件的，其主要目标是减少并消除非加太地区的贫困，将非加太成员国纳入世界经济的同时尊重其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从《雅温得协定》到《科托努协定》，如果法国或所有欧洲国家真是考虑非洲国家的发展的话，非洲的状况不可能进一步边缘化。实际上，欧洲国家是出于保持与前殖民地国家的贸易联系，虽然提出免去关税，但商品的价格最终是由它们规定的。

自20世纪70年代起，初级产品价格的下跌，伴随接踵而至的旱灾，导致非洲法语国家的农业产量（农作物和牲畜）的急剧下降和农产品出口停滞。接着是粮食进口（小麦和稻米）和援助迅速增加，导致这些国家对援助的依赖。

洛美协定的稳定出口机制在70年代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即补贴那些因出口产品价格下跌所受的损失。随着80年代经济结构调整的开始，为偿还债务并获取新的贷款，非洲国家在欧洲的压力下被迫放松外汇管制、贬低本国货币并加大出口，由此形成相互竞争之势，使商品价格不断下降，洛美协定的稳定出口机制很难奏效。譬如，1985-1986年，马里的主要经济作物棉花出口产量增加了28.6%，而出口总额却下降了26.2%。

在工业发展问题上，根据法国激进社会党、20世纪30年代两任总理的阿尔贝特·萨罗（Albert·Pierre Sarraut,1933年和1936年）关于“发展殖民地”的信条，工业只是私营部门的事情，国家无需插手。但1929-1933年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占主流，国家开始纷纷干预市场，发展经济。法属殖民地也不例外。1934年，法国与其海外领地首次强调国家在殖民地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并向殖民地介绍了“工业动力”（Industrial Impetus）的概念，其含义不是创造或发展与其宗主国竞争的殖民地工业，而仅仅是在比邻的生产地区，发展工业有可能使那些无法使用的原材料价值提高。10年后，布拉柴维尔会议（1944年）指出法属国家的工业化“作为一个总的原则，必须由私营部门来推行”。这一原则也是后来针对非洲的国有化进行结构调整的原则。

对绝大多数人口仍生活在农村、以农牧业为主的非洲法语国家而言，没有比发展农业更重要的事情了。可是，受西方教育或思想熏陶的非洲精英们照搬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的理论，使本国的农业进一步边缘化。如恩克鲁玛早在1945年指出：“工业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日常任务之一，而且是一个国家主权和真正独立的必要条件。”就连非常重视农业的乌弗埃博瓦尼（Félix Houphouët-Boigny,1905-1993）也知道“科特迪瓦不能没有工业，发展就是实现工业化”。

至于非洲法语国家工业化的道路，刚果（金）加丹加省的矿总100年的历程就是一个缩影。在整个非洲法语国家，除了刚果（金）的矿产工业发展有相当的规模，以及石油生产和输出国加蓬和刚果（布）之外，其他基本上都是农牧业国，包括农产品加工业较为发达的科特迪瓦，其发展道路也是属于由农业资源（主要是可可、原木、橡胶和棉花等经济作物）驱动型的现代化。

虽然科特迪瓦前总统乌弗埃博瓦尼认识到农业和农民的重要性，但在工业化主要由私人经营的思想主导下，他自己成了大庄园主，而广大小农的利益并没有受到保护。20世纪70年代受经济危机影响，初级产品价格大跌，造成该国的四大出口产品（咖啡、可可、香蕉和原木）从1964年的91%跌至1976年61%。为此，科特迪瓦开始发展经济多样化，以农促工，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据1965-1980年期间的统计，传统的大宗作物在出口收入总额中又大幅度减少。

（三）国际援助

从援助方来看，国际援助非洲农业的项目大多数是根据自己的意图设计的，试图用高技术来提高作物的产量，而这些作物很多是为出口增加收入。这些援助项目均由政府与国际组织商定，从事生产的农民没有任何参与和决定的权力。其结果可想而知，农民生产的剩余被权利阶层所控制。更为严重的是，这些靠国际银行贷款、试图用现代技术手段提高农业产量的项目，需要获得大量的土地来做试验，由此开启了囤积土地的现象。国家通过颁布法律，把土地给予那些有势力的军人和政府官员及有钱的商人，而投机者本身可以通过滥用职权、官商勾结、贿赂村社头人等以达到获得土地并成功地注册成为土地的所有者。这就进一步打击了处于边缘化的小农。后者被迫离开农村、来到城市，流落在街头或在矿场卖命。于是，“农民”的称呼逐渐沦为“穷人”，他们由自食其力的生产者转变成了需要救助的弱势群体，其身份认同因此受到严重的社会歧视，特别是国际社会的歧视。

希维尼认为援助与发展政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这样一种事实造成的：即殖民统治时期的乡村剥削、迫使农民为出口生产的结构，在独立之后并没有得到改变。

虽然那些援助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当地的农民利益，但非洲农民不乏自己的积极性。在农村，以莫普提的马纳科村（Manako）为例。1984年遭遇大旱时粮食颗粒不收。全村聚会讨论后，决定一半人到城里去谋生，另一半留在村里种地，每户都得到一块耕地，实行集体耕种、互助合作。农民们还决定卖掉牛，改买毛驴，后者不仅省粮省水，而且可以提供奶和肉。翌年，由于西瓜丰收，农民们把西瓜拿到莫普提市场上去出售，然后从那里买回粮食，共渡难关。这种基于传统的分工合作，说明农民有能力战胜一定的灾害，当然也得益于政府的部分贷款。然而，粮食援助特别是紧急援助所必要的人力动员以及粮食发放过程本身，确实产生了很多问题（上文已提到的腐败现象）。

对外部市场的过份依赖及对本国农民的严重忽视，是导致非洲国家工矿业发展模式无法持续的根本原因。如果不纠正这一趋势，那只能是被世界经济进一步边缘化。再以刚果（金）为例。作为一个位居非洲中心的大国，刚果（金）有着巨大的农业发展潜力：8000万公顷的可耕地，变化多端的气候，重要的水利网，估计年产可达70.7万吨的鱼，对畜牧业至关重要的热带大草原（4000万头大型牲畜）……刚果民主共和国凭借其农业就有养活这个世界的能力，但她却被列为今天世界上最贫困和最饥饿的国家。这是一个十足的悖论。

从20世纪80年代起，刚果（金）就开始出现争夺土地的现象，政治家、军人、商人等都以此作为权力的保障，到了90年代，基伍省的农民不再有充足的土地可以养家糊口。然而，刚果（金）的小农在经历了殖民主义阶段之后，特别是在90年代后期的内战颠覆了后殖民政权、即1996-1997年劳昂·卡比拉（Laurent-DesiréKabila,1939-2001，俗称老卡比拉）起兵推翻蒙博托政权之后，刚果（金）在被边缘化的同时也走向了自治，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殖民主义者和现代国家试图将其抹杀或遗忘之后，今天却仍然肩负着国家重建的重任。

在班顿杜省（Bandundu），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改善其荒芜的农场道路；在北基伍省（Nord-Kivu），农民去寻找乌干达的咖啡种子，以取代现有的病虫害种子；在东开赛省（KasaïOriental），农民用牛来耕地，以扩大种植面积；在南基伍省（Sud-Kivu），农民开发当地的农药，战胜蹂躏其作物的病虫害；在东方省乔波地区（Tshopo），养猪的农户配备了兽医服务；在下刚果省（Bas-Congo），农业生产者已兴办可可产业。所有的妇女也都组织起来了，通过改良品种或把农产品出售给最好的买家而提高农业生产力。再如，位于刚果（金）的加丹加省和赞比亚铜矿带的非洲人面临工业生产的下滑，他们积极恢复当地的渔业生产，以此重新连接城市和乡村，开创自己的发展道路。由此出现了“再农业化”（Ré-ruralisation）的现象。因此，我们不可低估农民的积极性。

农业与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土壤和水利的联系非常密切，是多数法语非洲国家的经济支柱。农民是农业发展的主力军，在经济学术语里，农民不是“穷人”，而是生产者，还可能是农产品的销售者，是非洲社会人数最多的劳动力。为此，有学者将刚果（金）的千年历史及其文明视为“当地的居民，包括农民、猎人和渔民学会控制自己的自然环境的过程”，展现了他们自创的当地生活、社会和政治调节的复杂机制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认同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只有保障这三方面的协调，才能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政治发展道路：村议事会与多党选举，谁更民主？

（一）传统村社民主与当代民主困境

当今世界充满了不平等，从个人到国家，有些是与生俱来的，有些则是人为的，没有什么政治学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就偏爱民主，而另一些国家就偏爱专制王权。法国学者艾曼纽尔·托德以家庭结构为研究对象，从人类学的角度解释了这个问题。他把世界上的家庭分成四类：即自由与平等，自由与不平等，权威与平等，权威与不平等。平等是指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而权威和自由是指家长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如果按照他的分析模式，法国的家庭是自由和平等的，但其非洲殖民地的家庭却是权威和平等的。由此推理，非洲国家的基层并不缺乏民主，但独立后非洲法语国家的政府普遍存在或多或少的专制或独裁现象。

非洲人有自己的民主传统，如根植于马里的邦库马纳村（Bancoumana）的“通替规”（tontiguis，简称ton）和“通博罗姆瓦”（tombolomois）已有200多年的历史。“通替规”是一种地方自治组织，相当于村理事会，由村里的理事、有声望者和不同职业的代表参加，如“格里奥”（Griot）等。“通替规”负责维护村里的公共秩序，譬如调解纠纷、调查事故，等等。组织村民讨论村务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再作决定。这是一种直接的民主。“通博罗姆瓦”是村里的法官，由“通替规”指定两名负责人审理村里的诉讼案件，但谋杀和重伤不在其审理的范围内。他们作出的判决代表村集体的意志，因而得到全体村民的拥护。最后的判决出来后，还可以由“格里奥”来说情，以减轻对有罪者的判罚，这时的“格里奥”相当于现代的辩护律师。这些制度沿用至今，而西方的多党选举到20世纪末才开始植入，很多非洲人还很不习惯。这充分说明：民主不是外来的，选举不等于民主。

非洲法语国家挣脱殖民主义统治、赢得独立之后，国家领导人开始致力于本国及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对广大小农来说，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没有质的变化。国家通过制定发展政策过多地干预了农民的日常生活，譬如走社会主义的集体化道路。非洲农村广大地区本来就是集体化的，虽有浓厚的家族（clan）、部族（tribe）甚至王族（如贝宁）色彩，但其集体性是显而易见的，其纽带就是一系列的宗教和庆典仪式。

到2010年，除了吉布提（1977）、布隆迪（1962）、科摩罗（1975）和塞舌尔（1976），其他非洲法语国家独立已有50年，但一些国家的粮食安全依然十分脆弱。很多学者认为这是非洲国家领导人无能造成的，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除了气候和价格因素之外，多数非洲的粮食问题其实质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世界上有很多粮食剩余的国家，如果联合国粮农组织是真正为解决世界上贫困人口饥饿问题而设立的，那么这个问题应该早就解决了。譬如，2011年世界谷物总产量估计是23.27亿吨，同年世界总人口刚超过70亿，人均有330多公斤的粮食，已差不多够吃了。如果再加上非谷物类的粮食，如木薯、山药和大豆等根茎与豆类作物，粮食危机是可以避免的。然而，世界上仍有约9亿人口处于饥饿状态，其中有2亿多人生活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联合国粮农组织在援助其实施粮食安全战略计划的同时，更多时候是在为那些发达国家的技术寻找实验场，或为那些发达国家的剩余农产品寻找出口市场。

20世纪80年代末，法国与美国一起高举“民主”与“人权”的旗帜，对非洲国家的政府施加变革的压力，使非洲国家的主权受到严重的威胁。今天，法国也不得不受制于美国的经济评估，后者按市场的准则对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财务状况评价后给予降级，欧洲国家不得不屈从于美国、屈从于市场经济的准则，又何谓国家主权和民主？从这一趋势看，美国的霸权将颠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民主和主权。

（二）多党民主选举浪潮

然而，正如16世纪开启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未真正战胜过非洲的小农一样，西方的民主与人权模式也不可能将世界每一个角落纳入受其限制的轨道。

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贝宁首当其冲，开始了多党民主选举制，随后在整个非洲大陆形成民主化浪潮，造成社会的急剧动荡。克雷库（Mathieu Kerekou）早在1972年发动政变上台后，实行人民革命党一党执政和一系列过激的政策，导致80年代后期出现全国性的危机，仅1988年就有三次未遂政变。1989年12月，人民革命党执政的贝宁政府在“街头革命”和债权国的压力下作出让步，宣布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实行多党制。全国有50个政党进行了注册。1990年2月在科托努召开了社会各界、各政党组织代表共524人参加的全国会议，历时10天，经过激烈辩论，最后通过决议，认为人民革命党政权已经完全失去人民的信任和合法性，应全部解散。会议决定成立临时最高权力机构“共和国最高委员会”和以索格洛（Nicéphore Soglo）为总理、为时一年的过渡政府，负责筹组未来多党选举事宜。

1990年公民投票通过新宪法，1991年2月经普选产生64个议席的国民议会。3月贝宁开始多党选举，索格洛以67.61%的得票率胜出，克雷库坦然接受了这一结果，从而使贝宁完成了一次不流血的政权更迭。许多非洲法语国家的政治反对派纷纷仿效，即通过召开全国性的国民代表大会来和平夺取政权。1990年3月至1993年1月，加蓬、刚果（布）、多哥、马里、尼日尔、马达加斯加、乍得等法语国家先后召开了全国会议。

非洲法语国家的民主化与法国的态度变化密切相关。当贝宁的全国会议在科托努召开时，巴黎市长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在布基纳法索发表声明说，多党制也许并不适合非洲。但数月之后，法国总统、社会民主党人密特朗在拉波勒第16届法非峰会上一再强调“民主是普遍原则”，公开宣布法国对非援助要同非洲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挂钩，强调其提供援助的多少取决于受援国民主化和尊重人权的程度。他提出的民主模式是“代表制度，自由选举，多党制，新闻自由，司法独立，拒绝审查”。

密特朗总统的声明，不仅给参加峰会的非洲国家首脑们、而且给那些寻求政府变更的非洲组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法国政府后来发表的关于未来援助政治条件的声明语气温和了不少，但是，非洲法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还是大大加速了。1991年11月，在巴黎召开的第四次法语国家会议上，密特朗总统特别指出非洲国家可以自由决定其民主化进程的性质和步伐，这表明法国将以更加灵活的方式使用民主标准。1992年的非洲法语国家峰会在加蓬首都利伯维尔召开，一些非洲领导人提出要同步推进民主、寻求社会经济发展并维护安全有一定困难。法国总理皮埃尔·贝雷戈瓦（Pierre Bérégovoy）为此提出，法国的非洲盟友应该坚守下列顺序安排：安全第一、发展其次、民主化最后。

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逼迫非洲国家接受西方的政治模式和价值观念。1991年7月，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还作出共同规定：向非洲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和减免债务必须同这些国家是否实行“民主化”相联系。面对西方强大的政治压力，经济困难、严重依赖外援的非洲国家不得不屈从。然而，非洲法语国家并非全部模仿贝宁的做法，如喀麦隆和刚果（金）。

喀麦隆政府顶住了反对派的压力，始终没有召开全国会议，采取了渐进式的并由政府主导的多党立法选举。选举结果是执政的“喀麦隆人民民族联盟”获议会多数，但结束了一党制。大选过后，反对党开始分化瓦解，许多名存实亡。

刚果（金）的执政者蒙博托于1990年底被迫宣布实行多党制，但拒不放弃权力，结果造成社会的激烈动荡和冲突，最终反对派以武力和战争的方式，实现政权的更迭。1993年1月——1995年5月，曾出现两个“议会”和两个“政府”并存的混乱局面，分属支持蒙博托（Sese Seco Mobutu）和以齐塞克迪（Etienne Tshisekedi）为首的反对派两大阵营。1996年10月，以老卡比拉为首的“解放刚果扎伊尔民主力量联盟”反政府武装利用蒙博托出国就医的机会，发动了武装推翻金沙萨政权的斗争。1997年5月，反政府武装占领首都金沙萨并夺取了政权，改名刚果民主共和国，老卡比拉任总统。之后，国家又很快陷入内战，2001年初老卡比拉被杀，其子小卡比拉（Joseph Kabila）上台，2003年，政局才趋于稳定。

不过，密特朗在拉波勒的声明推动了非洲法语国家的民主运动。在1990-1993年期间，几乎所有法语国家都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革。事实上，改革并不局限于法语非洲，20世纪90年代初的民主化浪潮横扫了整个非洲大陆。尽管如此，法语非洲和非洲其他地方还是有一个重要区别，即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召开了全国会议。只有塞内加尔没有类似的经历，有学者解释该国民主的表现能够令反对派组织满意。这也得归功于1980年桑戈尔总统的主动引退，总理迪乌夫继任，又在1983、1988和1993年连续三次当选，直至2000年被民主党候选人瓦德击败。

（三）全国会议：新的政治动员形式

非洲法语国家的全国会议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法国的政治传统。来自不同集团的代表，在会议期间唇枪舌剑，寻求通过宪法，决定未来的国家形式；会议发表主权宣言，使自己成为国家最高权威，给自己的决定增添了法律效力；对现有制度的严厉批评不受限制，增强抵抗运动的信心，旧政权也因此衰落。

刚果（布）的发展同贝宁的成功改革最为相似。冷战期间，以德尼·萨苏恩格索（Denis Sassou-Nguesso）将军为首的军人政权，把刚果改造成了一个人民共和国，拥有集权政府和国有经济，但国有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末因破产而终止。1990年拉波勒峰会召开时，刚果总统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承诺推行政治改革。1991年2月，总统在群众压力下被迫召开了全国会议，有来自各个政党和团体多达1200人的代表参加，一直持续到6月。政府在此期间一次次地遭到挫败：先是奥旺多（Owando）主教得到了会议主席职位，然后是会议宣布自己拥有最高权力并任命了一个过渡政府来起草新宪法、组织多党选举。新的自由宪法于1992年3月生效，数月后，帕斯卡尔·利苏巴（Pascal Lissouba）于1992年7月当选为总统。

全国会议在马里和尼日尔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91年3月，马里发生了抗议活动，反对已统治国家长达22年之久的穆萨·特拉奥雷（Moussa Traoré）独裁政权，在首都巴马科酿成了流血骚乱。在阿马杜·图马尼·杜尔（Amadou Toumani Touré，简称ATT）上校领导下，军队发动了政变，和民主运动迎面走到了一起。政变组织者很快就决定同民众抗议力量合作，双方任命了一个联合过渡政府来召集全国会议。大会持续了两周时间，通过了一部新宪法、一个选举法案和一个关于政党的宪章。随之而来的是1992年4月举行的大选，阿尔法·乌马尔·科纳雷（Alpha Oumar Konaré）当选总统。科纳雷两任期满之后，阿马杜·图马尼·杜尔赢得了2002年选举，继任总统，2007年获得连任。2012年大选之前，他因政变被迫下台。

邻国尼日尔在尼亚美召开了持续三个多月的全国会议（1991年7月29日——11月3日），1000多名与会代表通过任命一个过渡政府组织选举，取代了原来的政府。会议通过决议：废除《国家宪章》，终止宪法，解散国民议会和执政17年之久的以军人为主体的政府，组成为期15个月的以谢富·阿马杜（Cheiffou Amadou）为首的文官过渡政府。1993年2-3月，先后举行了独立以来首次多党议会和总统选举。然而，由于该国北方的图阿雷格人起义和军队的反对，新的民主政府很快就遇到了问题。

加蓬的奥马尔·邦戈（Omar Bongo,1935-2009）总统在没有动用武力的情况下，经历了全国会议之后还能继续掌权。他出身于该国内地的一个小部族，在加蓬独立之际，作为中立者得到了法国人的器重。1967年上台后，邦戈禁止了所有政党，然后建立了唯一的政党来领导国家。他通过向不同民族背景的精英成员提供不断扩大的国家机构中的职位，来确保潜在反对者的忠诚。与此同时，法国向邦戈政权提供大量军事援助，有助于保持加蓬政治领域内的稳定。不过，他还是觉察到了变革的迹象，早就决定要组织召开全国会议。会议开始之后，反对派基本上没有意识到会议提供的机会。因此，政府就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局面。尽管大会的召开制定了新宪法、引进了多党制和相对的出版自由，但全国会议满足于顾问角色，因而没有提出关于统治权的声明，也没有直接限制总统的权力。在加蓬自由的政治环境中，邦戈赢得了1993年和1998年两次大选。

尽管全国会议是通向更大程度民主的第一步，但是，在几乎每个国家（加蓬除外）的反对派成功地用民主治理体制代替威权体制的过程中，军队的作用证明是决定性的。在贝宁和刚果（金），政府军对这些变革几乎没有作任何抵抗。在马里，军队先是自己夺取了权力，但愿意把它移交给民主政府。在尼日尔，军队明显不愿合作，给文人政府制造了麻烦。与贝宁接壤的小国多哥，军队坚定地支持1967年就上台的纳辛贝·埃亚德马（Gnassingbe Eyadéma）将军，使其在1991年7-8月召开的多哥全国会议之后继续掌握政权。当局命令会议辩论暂时停止，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军队以强硬态度同分裂的国内反对派以及大会任命组织选举的过渡政府进行交涉，使埃亚德马政权一直延续到2005年。布隆迪在1993年6月举行了历史上首次多党总统和立法选举，占人口多数的胡图族人政党（布隆迪民族阵线）终于掌握了国家的政权，从而结束了图西人少数派垄断政府的局面。

一些法语国家通过召开全国会议、立宪和选举来进行政府的交替，公民自由和社会团体不断增加，如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专业团体及其他社团等。现在，这些公民社会（civilsociety）的团体作为压力团体，在表达民众的诉求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以贝宁为法语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滥觞，背后支持者是法国，而且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即不这样做就得不到援助。这种非民主化的依赖性本身就暴露了西方民主的虚伪性。更明显的事例是2010年底至2011年初科特迪瓦出现的“一国两主”局面，最终由法国出兵协助将西方所支持的瓦拉塔（Alassane Dramane Ouattara）推上了总统的宝座，同时将巴博（Laurent Koudou Gbagbo）送至荷兰国际刑事法院受审。

几乎所有曾属于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比属刚果的政府取得独立后，都大量地依赖法国和比利时在经济、技术、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很多非洲总统在国内的权力都建立在其与法国政府的关系上，因此，正确地解读巴黎发出的信号，成为一个政治上生死存亡的问题。刚果（金）稍有不同，是因为除了比利时，美国也介入了。该国独立后的几次分裂危机都让刚果人民认识到要推翻西方所支持的政权极其困难。

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主权国家并没有终结，人权意识越来越高涨。民主化运动是推动非洲法语国家人权意识高涨的催化剂。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在发达国家其实远比发展中国家表现更加突出，但非洲国家的主权却在西方人权旗帜的招摇下遭到践踏。众所周知，驻扎在加蓬、吉布提、科特迪瓦和马里等国的法国军队，保护的不是非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是自己的利益。美国也同样如此。与此相对的是基地组织和反政府武装，是造成整个地区动荡的隐患。因此，非洲国家今天面临的挑战不比独立初期遇到的更少。这就再次促使非洲一体化的加快建构与发展，非盟应致力于挖掘植根于非洲大陆的民主传统并代表全体非洲国家的利益。当然，这是另外章节的话题。


三、城市化发展轨迹及其面临的困境

（一）非洲法语国家城市的分类

城市化（urbanization）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本身就是与人的活动分不开的。城市化不仅与移民相关，也与人口的出生率和增长率密切相关。移民是人口流动的方式之一，在这里泛指迁到城市定居或工作的人，而不论他是以什么方式来的，通常包括自发地从乡村来的本国人口、殖民统治时期的强迫移民以及自发地从其他国家或其他大陆来的移民，甚至包括因天灾人祸而逃生的难民。

人口流动特别是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时期的强迫移民是非洲近现代许多城市得以形成的基础。如果再往前看，古代也有一部分城市是在班图人大迁徙中形成的，如刚果王国的姆班扎刚果（M'banza-Kongo，在今天的安哥拉境内）。独立后，非洲人口的高出生率和增长率直接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移民和人口的出生率均属于人口学的研究范畴，对非洲城市化的研究也经常被置于人口学范畴，其意义在于说明非洲城市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之一。

非洲的城市化是贯穿非洲整个历史进程的一个变量，也是一个动因，期间不断注入新的因素，促成了非洲城市多样化的现状。非洲法语国家的城市化与移民运动有关，但这并不等同于那里的城市均为移民城市。

根据历史发展的轨迹，这些国家大致有以下七类城市：

（1）一是土生土长的城市，如马里的杰内——杰诺（Djenne-Djenno）及后来的杰内；

（2）穆斯林学者的名城，如马里的“沙漠港口”廷巴克图（Timbuctu，即通布图）；

（3）奴隶贸易时期建立的港口、后来逐渐发展成都市，如塞内加尔的达喀尔（Dakar）；

（4）殖民统治时期建立的行政市，如中非共和国的班吉（Bangui）；

（5）殖民统治时期新发展起来的工矿业城市，如民主刚果的卢本巴希（Lubumbashi）；

（6）非洲国家独立后建立的都城，如毛里塔尼亚的努瓦克肖特，由于该国独立前属于法属西非殖民地，而法属西非殖民地的首府最初设在圣路易（Saint-Louis），后改为达喀尔；

（7）原来殖民地留下的城市，独立后迅速发展工业并吸引本国农村地区甚至周边国家的人口，达到高度城市化，如科特迪瓦的阿比让（Abidjan）。

上述七类城市仅限于笔者的分析。实际上，非洲每个城市的形成都有其独特的道路，但每个城市又都呈现其相似性：成为现代政治、经济或文化的中心，位于交通枢纽，是医疗卫生教育设施相对集中、日常生活相对便利的人口聚集区。就城市的定义和功能而言，非洲法语国家的许多城市无异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城市。

（二）非洲法语国家城市的发展轨迹

从城市化的历史过程来看，非洲法语国家原生的城市起源与世界其他城市有相似之处，譬如杰内杰诺城，是与当地农牧渔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第一产业的剩余为城市人口及其生活提供了基础。伊斯兰教传入后没有破坏正在形成的城市，反而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并赋予了新的宗教文化内容，从而使西苏丹地区逐渐由原来意义上的黑人区转变成了伊斯兰区，出现了集黑人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于一身的古都加奥（Gao）和廷巴克图。

廷巴克图位于今天尼日尔河的北岸，是马里廷巴克图地区的中心。因为紧靠尼日尔河，雨季有便利的水路可以通过内河三角洲到达杰内、莫普提等地。早在11-12世纪，廷巴克图逐渐成为穿越撒哈拉商旅的货栈，来自撒哈拉的图阿雷格游牧民族在此扎营和会聚，逐渐发展成商业中心。14世纪属于马里帝国（1235-1660），15-16世纪又属于桑海帝国（1464-1680,1433年占领该城，但首都是加奥）。在廷巴克图城，北方来的商人可以用盐和布匹等交换当地或南方来的奴隶和黄金等，所以，廷巴克图是马里和桑海帝国重要的商业中心。

马里帝国的国王康康·穆萨（Kankan Moussa,1280-1337），即众所周知的曼萨·穆萨（Mansa Moussa,Mansa是“众王之王”之意）在位（1312-1337）时，将廷巴克图建成伊斯兰教文化中心：建立大清真寺（Jingareyber），请伊斯兰学者来讲解《古兰经》，推崇伊斯兰文化。桑海帝国继续保持其文化中心的地位，直至1591年被摩洛哥军队攻占。之后，摩洛哥将总督府设在该城，使这座城市增添了许多摩洛哥色彩。

这是一座典型的非洲中世纪城市，是与阿拉伯文化碰撞之后产生的，始终没有发展成现代工业化的城市。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1304-1368）和雷恩·阿弗利加努（Leo Africanus）先后于1353年和1510-1514年到过廷巴克图，北非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尔敦（Ibn Khaldun,1332-1406）也留下关于该城的著述。

到了近代，随着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开启，从西非沿岸的塞内冈比河口直至今天安哥拉的罗安达，奴隶贩子源源不断地从非洲内陆向这些口岸输送人口，其结果是一方面使非洲人口出现了重组，另一方面是为美洲新大陆提供了劳动力。后者也影响到了美洲的社会经济文化和人口结构。非洲人口的重组由三个因素促成：一是输出奴隶大多为青壮年男丁，造成某些地区男女比例失衡；二是因缺少劳动力直接影响到非洲大陆城市化的进程；三是奴隶贸易港口的建立和发展推动了内陆人口逐渐向沿海地区的移动和集中。人口和经济从内陆向沿海地区的转移是自大航海时代以来由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一个较为普遍的发展趋势，而不是非洲法语国家发展的特例。达喀尔在结束奴隶贸易之后，成了殖民政府机构所在地、亚洲中产阶级商人（主要是黎巴嫩人）的生活区和非洲劳动者的居住区。非洲城市的社会重组由此在空间上得到了反映。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列强在非洲建立殖民统治之后，通过把非洲人的土地据为己有、开采矿产和强迫非洲人劳动等方法来达到用殖民地的财富维持殖民统治并获取更大的利益来反哺宗主国的目的。为了获得开发矿产、修筑铁路和公路以及在经济种植园干活的劳动力，他们采用强迫劳动、强迫种植、缴纳货币税等经济和法律手段，将非洲人从农村赶到了城市。比属刚果的伊利沙伯维尔（今天的卢本巴希）就是典型的一例。在这一新诞生的、以矿业生产为中心的城市，逐渐发展起农业、运输业、医院等与之相配套的服务业。城市从一开始就被分割成了厂房、白人生活区和黑人生活区，中断了非洲本土的城市化道路。

非洲国家独立后，延续了殖民主义留下的遗产，包括留下的城市空间及其经济发展的模式和观念，即城市化与工业化（现代化）相联系。要争取民族经济独立，就需要加快工业化进程，由此推动城市化的发展，以阿比让为例。阿比让是科特迪瓦原来的首都，有2119平方公里，城市面积422平方公里，有380万人（2007年底），是世界上第四大法语城市，仅次于法国的巴黎、民主刚果的金沙萨和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在西非，她是第二大城市，仅次于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她的城市化速度非常快并与工业化相伴，成为吸引西非法语国家移民劳动力的中心，如同拉各斯吸引西非英语区的移民劳动力。

阿比让是法国殖民政府在1931年建立的埠头上发展起来的，原本只是用来装卸货物的码头，1951年佛利迪运河（Vridi Canal）建成后成为重要的现代海港。港口最需要搬运工。因此，当时已经有很多外来的移民劳工。据统计，1955年在该城居住的科特迪瓦人占49%，而其他地区的非洲人占44.2%。独立后，阿比让成为科特迪瓦的首都和经济中心，来自国内其他地区的移民逐渐增多，1975年占居民总数的58.9%，1988年占61.5%。与此相应，来自其他非洲国家的人数比重略有减少，分别占37.5%和36.5%。

根据殖民地规划，阿比让的科克迪区（Cocody District）原是辽阔的土著居民区，却发展成了包括总统府、法国使馆、象牙饭店和非洲最大的美国使馆（建于2006年）在内的富裕阶层的生活区。在乌弗埃博瓦尼总统的亲西方政策指导下，经过20多年的经济发展，阿比让享有“非洲的巴黎”之美誉，据说那里的非洲人都会说一口纯正的法国法语。

1983年博瓦尼总统将首都迁至亚穆苏克罗（Yamoussoukro），旨在把他出生的村庄变成非洲热带草原上的巴黎，但这个新都在交通和经济上的重要性还是不及阿比让，后者仍是许多政府机构和使馆的所在地。

博瓦尼总统去世后，公务员的待遇总体下降，政治出现内讧，高官腐败。1999年北部爆发内战后，阿比让进一步遭受政治混乱和经济风险之苦。阿比让的移民劳工区不断增大，工人们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2004年1月在这里发生了抗法、反白人的斗争。虽然独立后发展了工业和现代化，但自1980年以来，阿比让的基础设施总体在下滑、城市污染在不断增加。

（三）城市化的性质与特点

整个非洲社会自20个世纪80年代后进行了经济结构调整，因国际市场价格的不合理，即廉价的初级产品与高附加值的制成品贸易不利于非洲经济的发展，债台高筑，加上席卷非洲大陆的旱灾，工业化发展陷入困境，既缺乏内部农业的支撑力又失去了外部市场的竞争力。但非洲的城市化不仅没有放慢脚步，而且成为世界上城市化最快的大陆。如努瓦克肖特人数从1960年独立时的5000，增至70年代的12.5万，再至2003年的66万。由此可见，非洲的城市化速度不能简单地用来衡量经济的发展程度，这是与其他国家和大陆的不同之处。

非洲近现代的城市化并没有惠及农村，以阿比让周围的农村为例，埃博里埃人村社（Ebrié villages）以割让或出售社区土地的方式参与了阿比让的城市化及其扩大化进程，但那里的居民并没有享受到城市的待遇。所以，“二元社会”，即工业的相对富裕的城市和农业的贫困的乡村在非洲一些国家同样存在，只是多数非洲国家的城市包容了更多的乡村。

非洲法语国家的许多城市不可避免地带有殖民主义的烙印，是殖民主义时期所形成的城市的延续，许多国家只是由原来的白人区和黑人区变成了富人区与穷人区。殖民主义时期的非洲城市有的是与殖民统治机构相联系，有的与工矿业相联系，还有的是从奴隶贸易时的港口发展而来的。巴黎的建筑学教授法萨希在所著的《黑非洲建筑》一书中，对1787-1960年期间的城市一概不提“非洲城市”，因为“那是殖民地建立的城市，是为宗主国服务的，是后者的延伸”。这些城市文化上的特点是与基督教相联系，与此前形成的西苏丹城市和斯瓦希里城市的文化不同，一方面中断了非洲城市化的自然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又成为社会文化重组的地理空间，其中有一部分可以被视为农村向城市的延伸。

当粮食、就业、住房、教育等基础设施跟不上人口发展的需求，城市化就会面临困境，诸如分配不公、犯罪率高、交通拥挤、贫民窟多和贫富差距扩大，等等。非洲法语国家大多数城市都面临这样的困境，再加上生产受控于国际市场，导致对外界的依赖胜于对本国的依赖（劳动力除外），难以维系可持续的自给自足、自我发展的模式，最终因为无法承受这一切问题而爆发“城市革命”。马里学者认为非洲城市化困境与欧洲城市化困境不同，后者是工业化社会特有的，而前者是殖民和掠夺造成的发展困境。

城市最初的意义在于市民的自治。作为社会空间，城市应具有更新改造的功能，非洲法语国家的城市同样需要进行规划与重塑，这就不得不考虑到规划意图、经济基础、文化意识和资源环境等各种因素，应重新考虑并选择适合本国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总之，非洲法语国家的城市化不是一条从黑暗迈向光明的直线。城市化是一种不间断的社会重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同时受到历史时间（时代）、地理空间和生态资源的限制。城市的主人公需要知道自己来自何处、现在哪里、将来走向何方，需要加强认同感，需要实现自治；同时应当摒弃西方的理念，要认识到工业化不等于城市化，城市化也不等于现代化。只有当城市化的速度与规模和她所拥有的资源环境和空间相符时，才能走出困境。


四、多元文化发展的价值和意义

（一）黑人性文化运动：文化的交织与融合

什么是文化？1982年在墨西哥召开的世界文化政策会议上，与会的126个成员国对文化作出以下定义：文化在今天应被视为一个社会和社会集团的精神和物质、知识和情感的所有与众不同的有显著特色的集合总体，除了艺术和文学，它还包括生活方式、人的基本权利、价值体系、传统以及信仰。

不同国家的人民都十分重视对自身文化进行保护，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引以自豪的传统文化，即便是在今天许多物质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也不乏对世界文化作出的贡献。譬如，在马里的很多城市和乡村，很多人都有记录伊斯兰教发展历史的古手抄本。廷巴克图、加奥、杰内、尼奥罗（Nioro）、加拉罗（Garalo）和曼法拉（Manfara）等地都有。还有手抄本图书馆，如：廷巴克图的阿赫迈德·巴巴中心（CEDAB）、马马·海德拉图书馆（Mamma Haidara）、丰多·卡提图书馆（Fondo Kati）和加奥的凯比尔图书馆（El Kébir）。此外，马里还有很多岩画景点，其中最著名的是基达尔地区的阿德哈尔（l'Adrar des Iforas,Kidal）、卡耶地区的巴乌雷（BaouléNational Park,Kayes）和多贡地区的邦贾加拉悬崖（Bandiagara Cliffs,Dogon），阿德哈尔是马里撒哈拉地区岩画艺术的中心。

非洲文化的第一次觉醒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黑人性（Negritude）”文化运动，是属于法语非洲的文化。第二次是马里的阿赫迈德·巴巴图书馆的阿拉伯文手稿项目。前者表明了对法国殖民主义文化的抗争，后者又反映了殖民主义到来之前的伊斯兰文化的复兴。除了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之外，撒哈拉以南非洲还有自己的本土文化，这些本土文化不仅延续至今，而且随着媒体和旅游业的发展，也呈复兴的兆头。正是这些不同文化的冲突、交织和融合，决定了非洲文化事业发展的多元性。

《马里宪法》在序言中就写道：“……马里人民坚定地维护民族文化及语言多样性，努力致力于生活质量的改善、环境和文化遗产的保护……”马里还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公约》（UNESCO,2001），是最早批准该公约的18个国家之一。但把文化多样性和拒绝全球化等同起来，或者把文化多样性看做是对旧文化形式的留恋，这些是错误的做法。”“黑人性”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承认自己是黑人并为此感到骄傲。它是一种文化，不仅是非洲黑人，而且也是美洲黑人，甚至是亚洲和大洋洲黑人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政治的、精神和道德的、艺术和社会价值的总和。黑人性文化运动是一场由讲法语的黑人知识分子、作家和政治家领导的文学和意识形态运动，倡导者是来自法属殖民地马提尼克的艾美·塞泽尔（AiméCésaire,1913-2008）、塞内加尔的利奥波德·桑戈尔及圭亚那的莱昂·达马（Léon Gontian Damas,1912-1978）。

为了使黑人学生拥有更多的机会就其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辩论，桑戈尔、塞泽尔和达马在1934年9月1日创办了《黑人大学生》（L'étudiant noir）刊物。他们利用这个论坛，在理论上进一步强化了《正当防卫》（Legitimate Défense,1932年创刊，只出了一期）的“宣言”中所提出的拒绝同化和维护黑人个性这两个强有力思想观点，开始描绘出黑人精神的轮廓。“非洲个性”是非洲文化传统的精髓。作为新一代黑人青年，他们宣告不愿再像其长辈那样顺从地接受殖民制度的奴役和同化，他们认为那种消极、被动的态度只会助长白人殖民者的优越感和泯灭黑人固有的个性。他们所希望的并为之奋斗的目标是从殖民制度的精神枷锁中彻底挣脱出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生活，才能证明并实现黑人的存在价值及其对人类有所贡献。

《黑人大学生》杂志一直坚持到1940年法国沦陷时才停刊。在1934年至1940年的6年间，他们写下了许多富有黑人传统精神内涵和风格的诗文，其中不乏传世的经典之作。譬如，达马在1937年出版的诗集《色素》（Pigments）被誉为是第——部带有黑人特征的法语诗集；塞泽尔在1935年第三期《黑人大学生》中创造了Negritude一词并赋予它积极的含义，该词后来出现在他的主要诗集《回乡札记》（Cahier d'un retour au pays natal,1939）中，因此，"Negritude"这个词普遍被认为出现在1939年。桑戈尔的第——部诗集《阴影之歌》（Chantd'ombre）中的大部分诗歌也是在30年代中后期写下的。

《黑人大学生》杂志的倡导者与《正当防卫》杂志的倡导者所从事的事业是一脉相承的。其特征之一是对殖民地化的回应，即对欧洲缺少人道的控诉并拒绝西方的统治及其思想。二是针对认同的危机，提出了“接受并骄傲地成为黑人”，有提升非洲历史、传统和信仰的价值的作用，并对恢复非洲人的尊严和自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是用非常现实的文学风格表达非洲的传统文化。因此，Negritude又被称为“黑人文化传统”。

这一运动虽然对非洲法语国家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没有起到直接的作用，但仍可被视为一种争取非洲人权的斗争，具有普世的意义。法语在这场文化运动中，不仅是一种交流的工具，更是用来作为称颂非洲、描绘非洲、创造非洲的工具。在非洲国家独立后，法语不仅继续创造了非洲文学的繁荣，而且造就了一批讲法语的非洲精英。非洲精英又创造性地运用了法语，不仅用它来为自己的民族、国家与大陆讴歌与呐喊，而且用它来塑造现代化的发展理念。桑戈尔就是用“黑人性”这个概念作为共和国的框架，选择了一条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以此证明塞内加尔在对西方开放的同时，保留了自己的“非洲个性”。

“黑人性”文化运动的另一位重要参与者、塞内加尔的穆斯林阿里乌内·迪奥普（Alioune Diop,1910-1980）于1947年创办了杂志《非洲的存在》（Présence africaine），后来发展为出版社（Editions Présence africaine,1949），出版了非洲法语国家知名作家的作品，如喀麦隆作家蒙哥·贝蒂（Mongo Beti）、几内亚作家威廉姆斯·萨希纳（Williams Sassine）、塞内加尔的比拉戈·迪奥普（Birago Diop,1906-1989）、黑非洲电影之父乌斯曼·桑贝纳（Ousmane Sembène,1923-2007）、桑戈尔和谢赫·安塔·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等，它还是第一家用法语翻译出版非洲英语作家作品的出版社，出版了如尼日利亚的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和渥雷·索因卡（Wole Soyinka）、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昂戈（Ngugi wa Thiongo')等人的作品。《非洲的存在》在发表非洲人的著作、宣传非洲文化认同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1年7月，总部设在巴黎的法语国家文化技术合作署（AGECOP,1969年成立）在贝宁的科托努（Cotonou）举办的文化部长会议上强调两点：一是有必要将法语定位为科学领域传播新知识的方法和工具；二是法语国家之间的交流可以了解对方文化、促进各种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富有成果的对话。

（二）伊斯兰文化的觉醒

伊斯兰文化复兴的代表人物是古代桑海帝国（1493-1591）的阿赫迈德·巴巴（1556-1627），他是西非中世纪的作家和学者，被视为西非地区最著名的伊斯兰学者。他一生著书颇丰，可惜大多散失。他出身于虔诚的穆斯林学者世家，其历代祖先长期担任廷巴克图的伊斯兰教法官和桑科尔清真寺的阿訇。他的孩提时代正是廷巴克图伊斯兰文化的兴盛时期，深受伊斯兰文化的熏陶。在1591年摩洛哥占领廷巴克图时，他是该城最博学的穆斯林，领导全城的市民和穆斯林学者起来积极抵抗摩洛哥的侵略。1593年被摩洛哥苏丹下令连同他的家属一起共70人抓到摩洛哥当时萨迪王朝（Saadi Dynasties,1509-1659）的都城马拉喀什（Marrakech），直至1607年3月返回廷巴克图。与此同时，他的1600册书也被掠走。据他所说：“无疑，至少在15世纪之前，廷巴克图的绝大多数穆斯林大学者是来自黑人地区，很多人在非斯学习过。他们所持的巨大的伊斯兰科学及宗教热诚引起外国游客的敬重。”

他到摩洛哥后，曾在贾米·舒拉法（Jami'al-Shurafa）清真寺大学讲学，主要是针对穆斯林大众的课程，包括语法、修辞、马立克派（al-Malikiyyah）法学和神学。与此同时，他在家开设针对少数精英层及朋友和青睐的学生的课程，《苏丹史》（Tarikh al-Sudan,1655）的作者萨迪（Abd al-Sadi）就是他当时的学生。后来在非斯的卡拉维因清真寺担当阿訇的马卡利（al-Maqqali,1577-1632）说：“我在马拉喀什遇见他，听他的课获益匪浅。我从他那里借了很多书，也得到几部他本人的著述和收藏的圣训汇编，并被授权讲他的著作及主要的圣训汇编。”阿赫迈德·巴巴在教书期间也著书立说，在他创作的56部著作中，有29部是在摩洛哥完成的，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马立克学者传记导言》，记载了13世纪——16世纪马立克法学派的主要学者，有近662人的传记，成为马格里布16世纪末的传记文献。他的名声也因此传遍了整个马格里布地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纪念他，1970年倡议在廷巴克图建立阿赫迈德·巴巴中心（CEDAB-Centrede Documentationet de Recherches Ahmed Baba），旨在搜集、保存和编目12世纪——16世纪的（阿拉伯文）手稿。作为廷巴克图市唯一的公共图书馆，1977年巴巴中心在科威特资助下建成并开始对公众开放。2000年，马里政府颁布法令，将其改名为阿赫迈德·巴巴高等教育和伊斯兰研究院（IHERI-AB,Institute des Hautes Etudes et de la Recherche Islamique Ahmed Baba，下文简称巴巴研究院），隶属于国家高教部，现有近4万册手稿，计划搜集60万册。巴巴研究院的手稿不仅是非洲的和伊斯兰教的文化遗产，而且也是人类文化的遗产。

然而，由于收藏不妥、虫害、火灾及气候（雨水）和贫困等原因，有许多手稿正在面临被破坏和消失的威胁。保护这笔遗产由此成为“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的第一项文化计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挪威政府参加这项计划，而且成为南非前总统姆贝基的“非洲复兴”（African Renaissance）计划的具体内容。

2002年，南非——马里廷巴克图计划出台，由南非企业和民众出资帮助建立的巴巴研究院图书馆新址于2009年1月在桑科尔清真寺旁边落成，但至今尚未启动。姆贝基强调这一计划“是非洲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非洲复兴必须始于对过去的理解。我们的历史早于欧洲殖民主义”。他强调作为非洲文明的中心，廷巴克图是重新认识非洲历史、增强非洲认同感的一个恰当地点。他提醒人们如果不采取适当行动，廷巴克图及其周围地区有70万卷手稿几近失传。

在穆斯林占80%以上总人口的马里，在独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既重视公立学校（用法语教学）又重视传统的古兰经学校的教育。据巴巴研究院的默哈迈德·迪亚加耶特（Mohamed Diagayete）研究员介绍，马里的儿童晨起读《古兰经》，然后吃早饭，上午9:00到公立学校上课；中午回来吃饭，接着学习传统的手工技术活，如制砖、剪裁等，到下午3:00再去学校上课；晚上放学后帮着做家务，祈祷，吃晚饭，再读《古兰经》。民主化运动之后，这种学习风气再也看不到了。越来越多的儿童被父母送到马拉布（Marabout，讲授《古兰经》的老师）那里学习，后者因无法养活那么多人，越来越多的儿童被打发到街上乞讨。据作者的观察，这种“群童乞讨”现象在以马拉布著称的杰内城及其附近的莫普提市尤其严重。可见，伊斯兰文化没有被民主化运动削弱，反而有所增强。

（三）非洲本土文化的复兴

在经历了法语非洲文化和伊斯兰非洲文化的觉醒之后，非洲法语国家开始了本土文化的复兴。在非洲法语国家中，或许没有比塞内加尔更法国化的，但只有5%-10%的人靠法语为生，85%的人是用沃洛夫语（Wolof），其中65%的人母语是沃洛夫语，20%用沃洛夫语来交流。由此有人惊呼：“非洲人民不再是讲法语的。”但非洲法语国家的精英显然是讲法语的。

目前，流行音乐、电台和电视以及越来越多的电影用非洲语言来表达，反映了非洲文化的生命力。一些非洲本土语言成长壮大，不仅开始进入课堂，而且从口语发展为书面语，如邦巴拉语（Bambara），同法语一样不仅可以用于教育，而且可以用于新闻媒体。在不少国家，多份日报并存，而且本土语的比重在加大，如马达加斯加最近将法语版的日报改成双语版的日报，即法语和马拉加什语版（Malgache）。可见，非洲本土文化的兴起并不排斥已有的西方文化，而是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非洲有宣传自己的杂志，1960年首发于突尼斯的《青年非洲》（Jeune Afrique）已经遍及世界各国及各个大学和相关研究院。1972年创刊于达喀尔的《阿迷娜》（Amina），每月发行10万份，吸引着100万女性读者，是最受欢迎的杂志，其对“非同寻常的”女性人物的报道及有关时尚与美容的精美版面，完全出自非洲人自己的审美观且符合他们自己的消费心理。

广播是非洲最主要的传媒方式：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只要1000非洲法郎（相当于1.5欧元）；许多成人不认字，交通不便使报纸的邮递困难重重，而九成的家庭没有电视。地方新闻、农业指导、辩论、通告等等，在这个文化口授的非洲，广播电台起着文字媒体的作用。法国与加蓬合办的非洲第一广播电台（Africa No.1,1981）以其音乐节目及年轻的风格博得了相当高的收听率。巴尼瓜拉广播电台（Banikoara,1994）仅仅是1990年以来在贝宁百花争艳的140家广播电台之一，而在15年前，这里还只能收听到用法语播送的国家广播电台。在马里可以收到多达150个广播电台，多哥60个，塞内加尔50个。由于它们仍在上升中，所以，这些数字并不确切。总之，经过民主化进程和技术的飞跃，加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国非政府组织和发展署等机构的资金支持，非洲法语国家的媒体发展迅速。

电视频道也迅猛增长。刚果民主共和国拥有30个频道，贝宁有6个。以马里为发射基地的、非洲自主运营的“阿非利加有线”（Africable,2004）卫星频道于2001年问世。它向10个非洲法语国家免费放送，力图跨越国界，向人们提供一个全方位了解非洲的途径。

非洲法语国家独立后，本土文化得到了相应的保护。在首都，各国都建立了国家文化中心和剧院等，如达喀尔的丹尼尔·索拉诺（Daniel Sorano），阿比让的国家艺术中心的城市剧院，在其他地区有“青年之家”。后者不仅构成一个文化交流的社会网络，而且用非洲当地语言表演（口述文学、史料、唱歌、跳舞），成功地捍卫了本土文化。一些精英，如已故的塞内加尔剧作家兼导演乌斯曼·桑贝纳，在其执导的影片中多用沃洛夫语，不仅没有减少其观众，而且使非洲本土文化昭示于天下。非洲法语文学虽然比非洲英语国家的英语文学少，而且知名度小，但也已进入亚洲和欧美国家的大学。非洲法语国家的电影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并不逊色，布基纳法索的《梯莱》（Tiliai）荣膺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大奖。另外，瓦加杜古两年一次的泛非电影节（FESPACO）为所有非洲国家，特别是非洲法语国家的电影人提供了相互交流、提高水平、展现非洲多元化文化的舞台。

旅游业的发展也是弘扬非洲文化的途径之一。埃达拉女士强调“马里旅游的基石是文化，是那些建筑和历史遗址”。人类是历史的建筑师，未来是由今天构筑的。我们可以在一张白纸上作图，从无到有，也可以对现有的建筑物进行维护或改造。譬如，杰内大清真寺举行的每年一度刷墙的活动，不仅为城市增添新辉，而且增加了市民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杰内城市人民的骄傲感由此而生。另外，古城遗址的修复工程也带来大量就业机会。

非洲人的文化成就表现在各个方面，自20世纪30年代的黑人文化传统到今天的本土文化兴起，均有一种力求摆脱法国文化（包括法语）控制的倾向（不是排斥这种文化本身，而是反对其霸权）。我们可以塞内加尔为例说明非洲法语国家文化上的融合与多样化发展的现代性。

法国殖民主义的逻辑是通过向非洲人介绍基督教、民主和自由贸易，可以把“黑色大陆”带入现代世界，由此推进其独特的文明使命。作为塞内加尔共和国的首任总统、著名诗人和哲学家，桑戈尔继承了一个由殖民主义遗产和属于不同民族、宗教和语言的人组成的国家。他面临的挑战不仅是稳定新生国家政权，而且要在民族认同的前提下将其人民团结起来。他认为，理想的社会是保持真正的黑非洲文化和情感，同时借用西方最先进的技术和组织形式。为此，自1960年独立后，塞内加尔一方面保留了法国殖民主义时期的行政机构、教育机制与法律框架，通过了共和国宪法，实施了基于法国模式的民法，扩大了殖民统治时期数量有限的法语学校。另一方面，为了实现具有“黑人文化传统”的新社会，桑戈尔推动了黑人艺术运动的发展。他呼吁画家、剧作家、舞蹈家和音乐家用西方认可的现代方式及非洲固有的感性来进行创作，鼓励学者重新审视殖民前的历史以及塞内加尔的民俗和文化习俗，以便向世人展示其对人类的独特贡献。

作为一名天主教徒，桑戈尔没有使伊斯兰教从公共生活中消失，而是发展了使穆斯林领导人及其选民更靠近政府和政策的机制。他与苏菲派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联系密切，在他的政府中任命了穆斯林多数和天主教少数的重要成员。作为一个来自少数派的天主教徒，桑戈尔依靠与穆斯林合作来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天主教徒、“传统人士”和穆斯林宽容的悠久历史使宗教团体比较容易共处，让他们看到自己是这个新国家整体的一个部分。

伊斯兰文化在塞内加尔人如何定义自己时起到了突出的作用。有关苏菲派兄弟会创始人的壁画在城市街道上可以见到，正如来自中东的宗教典籍和物资属于非常抢手的进口货。在塞内加尔的法国政府官员向伊斯兰文化机构引进了西方的思想，但没有干扰穆斯林的法律、教育和宗教习俗。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的影响在社会各个领域更加明显，塞内加尔逐渐成为一种合成的非洲社会。尽管法语是塞内加尔的官方语言，沃洛夫语却是绝大多数人用来交流的主导语言。虽然牛仔裤和T恤衫司空见惯，但绝大多数塞内加尔人还是穿不同样式的传统服装，愿意吃他们喜欢的塞内加尔饭菜。桑戈尔认识到，塞内加尔的发展依靠现代技术和科学，但他懂得坚持非洲认同的重要性，即“黑色性”或“塞内加尔性”的新意识不得不从若干语言、宗教和民族的重塑中获得。这正是塞内加尔实行文化兼容并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也是非洲的文化发展道路。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非洲有自己的学术团体，1973年成立的非洲社会科学发展研究理事会（CODESRIA,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in Africa，总部设在达喀尔），经过300多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评选，在182个国家的6545个智库的参选中，名列撒哈拉以南非洲第4、世界发展研究第29最好的智库。2011年当选为该理事会主席的法蒂玛·哈拉克（Fatima Harrak）教授，是摩洛哥穆罕默德五世大学非洲研究所的前任所长，她的语言能力和学术造诣堪称世界一流，相信该学术团体将在她的领导下更上一层楼。

学术的振兴是非洲文化复兴的重要层面，鉴于国际社会对非洲文本、特别是阿拉伯语的曲解，现存的法译本和英译本存在很多错误，法蒂玛教授说他们决定自己重新翻译中世纪的阿拉伯文本。这又将是一个巨大的、令人欢欣鼓舞和期待的“文化现代化”工程。


五、余论：现代化对非洲法语国家意味着什么

本章尝试对非洲法语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道路进行梳理、叙述和分析，但由于时间和实地考察甚少，资料搜集过于仓促，阅读也大打折扣，更无力覆盖所有国家的方方面面。所以，尚有许多欠缺并有待改进。但先就目前的研究作一个简短的概括。

经过50年的努力实践，非洲法语国家的政府仍然没有摆脱殖民主义遗留的政治经济格局，即与法国、比利时等欧美国家的联系比与周围非洲国家的联系更为密切，且长期依赖西方的支持和援助。政府对关乎民生的农业仍然重视不够，总以为只要发展经济作物和矿产资源，就能以出口换取外汇，再用外汇来购买粮食、兴办工业。但世界市场的不稳定性和气候的不可预测性，给这些国家蒙上了一层粮食不安全的阴影，也开始促使其转变观念和方式。他们毕竟从实践中获得不少经验教训，知道面临的发展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现代化”对非洲法语国家而言，首先是获得尊严，因为大西洋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降低了非洲人的地位，只有赢得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才能恢复民族的尊严。这是所有非洲人共同追求的首要目标。虽然桑戈尔起初担心的“巴尔干化”（即法属西非独立为若干国家，不再是一个统一体）已成事实，但接下去的任务是如何不使自己的国家再进一步巴尔干化，他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有目共睹。还值得一提的是加蓬总统邦戈力排众议，在1974-1986年建起了横贯全国的铁路大动脉，全长560公里，从首都利伯维尔（Libreville）延伸至东南边境城市法兰西维尔（Franceville）。这是法国殖民者早在1885年计划的，却由加蓬人自己实现的，大大昂扬了民族志气。这条铁路不仅有利于本国矿业和林业的发展，而且促进了沿线乡村经济的发展。

其次是争取经济独立。西非和中部非洲已经有了共同的货币，正在为形成共同的市场而努力。只有靠民间的努力，靠中间层的发展壮大，才能摆脱对外依赖。但摆脱对外依赖并不等于拒绝外来的援助，正如卢蒙巴总理在1960年6月30日刚果（金）独立时所说的：

……我请求你们无条件地尊重你们的同胞与生活在我们国家的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如果这些外国人的行为背离了我们的意愿，我们的司法部门会立即将他们驱逐出境；相反，如果他们的行为是好的，他们必定可以和平地留下来，因为他们也是在为我们的国家的繁荣而工作。……

发展农业对所有的非洲法语国家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产油国加蓬和刚果（布），还是矿产资源丰富的刚果（金）和尼日尔。农业不仅可以保障生命的延续和社会的安定，还可以促进经济的振兴、工业的进步、环境的美化和国家的发展。农民是绝大多数法语非洲国家的主要劳动力，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要扶助他们的事业，因为他们的事业和家庭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他们的幸福和安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幸福和安定。

再次是非洲法语国家的城市化道路与其他大陆和地区不同，这不仅直接反映在建筑上，而且更多地反映在人们的文化心理上。应该尽量避免追求西方的城市模式，将非洲因素融入城市规划与发展的计划中，要控制城市化的速度，阻止社会分化的加剧、无业游民的增多和资源的极大浪费。

最后是文化上的进一步融合和认同感的进一步增强。非洲的文化不单纯是由非洲人自己创造的，正如非洲的历史一样，但它又始终具有区别于其他大陆文化的非洲特征。非洲法语国家的文化现代化无非就是将西方文化、伊斯兰教文化、本土文化与其他一切外来文化进行协调统筹，减少冲突，增进和谐与融合的进程。桑戈尔的现代化理念和马里南非的阿赫迈德·巴巴计划表明，非洲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的确，自独立以来，非洲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不断地被边缘化。边缘化并不可怕。纵观世界历史进程的几大重要步骤都是发生在边缘，如大航海时代的开启发生在欧亚大陆西端的伊比利亚半岛、工业革命的始作俑者是在远离欧陆中心的英伦三岛、新兴工业国的崛起也是在世界的尽头——欧亚大陆的东端。可见，边缘化是可以再塑的。边缘只是相对中心而论的，如果中心一旦失去意义，那么边缘（marge）即可以成为“前沿”（frontier）、甚至可以另组“中心”。至少，被世界市场边缘化的非洲农民，在当地却是主要生产者。

重要的还有可持续发展。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大饥荒之后，位于撒哈拉萨赫勒地区的国家从中获得了很多教训，深知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马里自2000年开始举办“半月环境”活动，每年于6月5日“世界环境日”开幕，为期15天，在此期间不仅大力宣传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而且汇报总结每年实施的环境保护项目并提出今后的规划。这一活动是由全民参与的，上至政府部门，下至社区的老百姓，且覆盖全国各地，形式多样，每个参与者均受益匪浅。再看马达加斯加，今天该岛最大的遗产是多样化的珍稀物种，其任何意义上的发展均须考虑如何保护这些笔者有幸于2011年参加了巴马科举办该活动的全过程。物种，这是她发展的前提。

总之，非洲的现代化，首先就不可能是西化，但也不会排斥和拒绝外来因素。实际上，没有任何外来因素可以摧毁非洲本土的文化。当然，非洲本土文化也不可能不加以改造而长期持续。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各个层面，非洲法语国家都需要根据其以往的经验和教训，集全人类之智慧、技术和发明，付出自己的劳动和汗水，再探索并实践适合发展自己的道路。


第十一章　尼日利亚的现代化模式：石油资源支撑的“贫困”现代化

尼日利亚系非洲人口第一大国，非洲及全球重要石油输出国，拥有成为大国乃至强国的各种自然和人文资源，因地广人众，政治影响力大，素有“西非巨人”之称。然而，在世界现代化历程中，尼日利亚起步晚、起点低、问题多，更像是一位“跛足巨人”，深陷“发展的危机”。政治方面，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缓慢，民主化进程一波三折；经济方面，源源不断的石油财富并未有效助推工业化的腾飞，反而造成经济结构失衡，成为一个依赖出口石油的食利国家，甚至出现“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现象；社会发展方面，高速城市化让近1.5亿人口中超过40%的居民生活在城市，与之相伴的“城市病”困扰着各级政府。当然，这些只是尼日利亚现代化历程中的一些突出问题，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其取得的成绩。

客观地讲，尼日利亚现代民族国家整合的历史很短，除一场惨烈的内战（1967-1970）外，尼日利亚保持了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国家的统一，政府主导的民族国家一体化进程不断取得进步。民主化自1999年［意］阿尔贝托·麦克里尼：《非洲的民主与发展面临的挑战：尼日利亚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访谈录》（李福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8页。重回正轨后基本经受住了2003、2007及2011年三次大选的考验，向前迈进的趋势毋庸置疑。令人惋惜的工业化曾有一段让尼日利亚人心潮澎湃的历史，亚拉杜瓦（Umaru Yar'Adua）政府提出的“愿景20:2020”（Vision202020）值得期待。近年来，尼日利亚经济改革和多元化策略取得显著进展，非石油产业已成为拉动经济强劲增长的引擎。现代化在社会生活领域引发的变革十分明显和复杂，尼日利亚人较好地保留了自己的民族特色，现代与传统和谐相处。走一条什么样的现代化之路才能破解“发展的危机”，尼日利亚尚在探索；但历史事实证明，如果仅仅依靠出口石油资源来支撑国家的发展，不致力于解决国内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等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现代化只能是“贫困的”或低水平的现代化。


一、现代化兴起的背景

（一）本土文明与外来挑战

欧洲人到来之前，尼日利亚内地与外界的接触主要通过北方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商道。正是这条重要的商道孕育了尼日利亚北方许多商业中心的兴盛。公元9世纪左右，卡努里人（Kanuri）在乍得湖盆地建立了加涅姆——博尔努王国（Kanem-Bornu）。公元10世纪前后，在博尔努（Bornu）以西地区，豪萨族（Hausa）建立了一系列以商业和手工业著称的豪萨城邦（Hausa States）。自13世纪，豪萨商人的足迹就遍布中、西苏丹（Middle and Western Sudan），甚至远达北非和西亚。19世纪初，富拉尼人（Fulani）奥斯曼·丹·福迪奥（Uthman dan Fodio）发动“圣战”，在尼日利亚北部建立索科托哈里发国（Sokoto Caliphate），是西非当时最强盛的国家。在尼日利亚西南部，约鲁巴族（Yoruba）从10世纪前后起也建立了许多小王国，以铸铜、赤陶雕塑为代表的“伊费（Ife）文化”在12世纪达到鼎盛。在约鲁巴族以东，埃多人（Edo）建立的贝宁（Benin）王国孕育了闻名世界的“贝宁文化”，象牙雕刻和木刻等工艺品精美绝伦。东南部伊格博族（Igbo）等民族聚居区与外界比较隔绝，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农耕和渔猎经济，基本尚未建立统一王国，但他们的社会都以各自独特的方式组织得井井有条。

15-16世纪，葡萄牙和英国商人先后来到尼日利亚海岸，用枪支、火药等商品换取当地的胡椒、象牙和棉布等产品。大西洋奴隶贸易之前，沿海的贝宁、伊费和奥约（Oyo）等地是撒哈拉商道的南方终点。奴隶贸易兴起后，尼日利亚的经济活动开始转变方向，穿越撒哈拉商道的贸易逐步让位于大西洋沿岸的出口贸易。尼日尔河三角洲（Niger Delta）上的一些小渔村逐渐发展成为从事奴隶贸易的小城镇，出现了拉各斯（Lagos）、博尼（Bonny）、卡拉巴尔（Calabar）等港口城市。奴隶贸易的发展不断引发掠奴战争，许多王国因此衰落。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和沿海其他地区，大量人口被贩卖海外，猎奴活动和战争引发的民族矛盾、部落冲突持续不断。奴隶贸易期间，尼日利亚文化也受到影响，欧洲语言开始渗透到从事贸易的民族当中，沿海地区出现了一种混杂了本土语和欧洲语言的混合语；在一些地区，欧洲服饰开始流行；葡萄牙人将基督教传入了贝宁和瓦里（Warri）；木薯、甘薯、玉米等新物种的引进改变了尼日利亚居民的饮食结构；非洲文化也被带到了“新世界”，时至今日，约鲁巴文化在巴西、古巴、特立尼达和海地的影响仍很明显。奴隶贸易还对早期国家的形成产生影响，最为明显的地区就是奴隶贸易重灾区尼日尔河三角洲。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特殊，伊乔人（Ijaw）参与了奴隶贸易，其世代居住的小渔村随之发生很大变化，成为奴隶贸易据点，较有名的如博尼、新卡拉巴尔、奥克里卡（Okrika）、布拉斯（Brass）等。埃菲克人（Efik）也卷入了奴隶贸易，他们在十字河（Cross River）河口建立了老卡拉巴尔。在奴隶贸易时期，这些民族的小村落迅速扩大，人口大幅增长。许多人因奴隶贸易暴富，社会、政治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衡量社会地位的标准已不再是年龄和家族历史，而是财富和经济地位。年长的领导者已不仅仅掌管祭祀，摇身一变成为政治领导人和富商。组成渔村的家庭也变成了经商团体，被称作“独木舟家庭”（canoe family），其头人钱权具备，“独木舟家庭”间争夺贸易控制权和权力的较量非常激烈。

1807年，英国议会通过法令，宣布奴隶贸易非法，但直到1854年，最后一艘奴隶船才驶离布拉斯。奴隶贸易结束后，尼日利亚和欧洲之间以原材料为主的“合法”贸易不仅将更多欧洲人吸引到尼日利亚，还引起尼日利亚社会的重新组合。欧洲公司纷纷与尼日利亚通商，在拉各斯、卡拉巴尔和博尼设立贸易代表，向尼日利亚出口枪支、火药、珠子、烟酒、纺织品，从尼日利亚进口棕榈油、棕榈仁、花生、橡胶、靛蓝、胡椒、咖啡和可可。棕榈油是19世纪上半叶尼日利亚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主产地尼日尔河三角洲及其周边因此被英国商人贴上了“油河”（Oil Rivers）的标签。据估计，从“油河”运往英国利物浦（Liverpool）肥皂厂的棕榈油从1806年的150吨、1819年的3000多吨猛增至1839年的约13600吨。

（二）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特点

为进一步掠夺原料并为本国商品寻找倾销市场，19世纪中叶后，英国开始在尼日利亚大肆侵占和开拓殖民地，到20世纪初已占领尼日利亚全境。1914年1月1日，英国政府出于经济原因，将“北尼日利亚保护国”（Protectorate of Nor the rn Nigeria）和“南尼日利亚保护国”（Protectorate of Sou the rn Nigeria）正式合并，卢加德（Frederick Lugard）成为尼日利亚第一任总督。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尼日利亚政治、经济和社会发生了许多变化，不同程度体现了殖民地国家所具有的一些现代化色彩。也就是说，英国殖民统治为尼日利亚的现代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政治上，卢加德在尼日利亚建立了以拉各斯为中心的中央管理体系。殖民当局设立尼日利亚理事会（Nigerian Council），开始为尼日利亚制订各种法律，但要得到总督的批准才能生效。总督掌管军队、财政、铁路、邮电和公共事业等部门。总督主持的行政委员会负责审查各部门的政策和建议，成员主要由英国人担任。总督直接向伦敦殖民事务大臣报告。总督之下分设南北两个副总督，治所分别在埃努古（Enugu）和卡杜纳（Kaduna）。副总督要听命于总督，南、北财政预算要得到总督批准，副总督负责地方警务、农林、矿产、教育、监狱等部门。南、北地区又分设若干省，由副总督委派官员管理。省下设若干地区，各设一名行政长官。由于尼日利亚南、北方经济、社会、政治、教育、历史发展阶段不同，1914年的合并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一个内部融合的殖民地国家。卢加德和他的继任者也认为，尼日利亚南、北差异较大，各自应朝自治方向发展。因此，殖民中央政府虽可协调各部门的活动，但南、北在许多方面都独自发展，仅在国库、铁路、监察、邮电等部门出现一些初步联合。

在对地方的统治中，殖民当局推行的是“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制度。这实际是一种代理人制度，即英国人通过尼日利亚的酋长（Chiefs）、埃米尔（Emirs）和土著法庭（Native Courts）帮助其进行统治。对英国人来说，这是一种成本低廉的便宜方式。间接统治的始作俑者卢加德在1922年出版的《英属热带非洲的双重委任统治》中详细解释了这一制度的功能和目的。卢加德早年在印度和苏丹的殖民统治经历为其将间接统治制度推行到尼日利亚奠定了基础。卢加德1900-1907年担任北尼日利亚保护国的高级专员时就发现两大难题：一是对当地人缺乏了解，难以实行高效统治；二是自身人力物力有限。英国人征服的索科托哈里发国早已建立起了一套成熟的管理体系，文官、税收、司法体系一应俱全。卢加德认识到，只要对土著制度稍加改革，控制住埃米尔，让埃米尔们统治其民众，就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为笼络人心，英国人并不干涉当地的伊斯兰事务，反而支持伊斯兰政治制度。他们将过去的酋长国转化为行政区，设一名地区行政长官。埃米尔通过“土著管理局”（Native Authority,NA）获得权力成为土著管理者，其职责主要是替殖民当局收税、确保殖民地法律的实施、主持土著法庭、维持社会秩序、征调民夫修建公共工程等，核心是执行殖民当局的各项政策。埃米尔由殖民政府任命，听从于地区行政长官。埃米尔们一般比较保守，代表传统贵族的利益，对现代化兴趣不大。地区长官或特派员对埃米尔实行监督，但为了避免激怒地方统治者，他们并不积极推行现代化；相反，很多人将自己也看成是传统势力的保护者。故此，埃米尔们和土著管理局对北方西式教育发展迟缓负有很大责任。

1914-1916年，卢加德将间接统治由北方推广到南方。英国人通常会挑选合适人选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并赋予其一定权力。在西南部，约鲁巴人的奥巴（Oba，国王）、酋长们因这一制度能提高其地位和权力而感到满意，但臣民并不买账。在他们看来，英国人挑选的所谓酋长、国王并不具有合法性，而是强加到他们头上的。另外，英国人挑选首领时并没有考虑该地区的历史和民族背景，在一些民族间引发新的敌对情绪。一些酋长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小人物，得不到民众尊重和信任。在东部和那些缺乏传统政治首领的民族和地区，“大酋长”并不存在，英国人就推出了“准酋长”（warrantchiefs），人为给他们制造“酋长”。尽管这些人的地位和权力得到英国人的承认和强化，但却得不到臣民的支持。相反，一些酋长因倒行逆施或不遵守传统习俗还激起民众强烈反抗。

（三）殖民主义统治时期的经济与社会

1 经济状况

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尼日利亚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殖民当局的经济目标是要将尼日利亚变成英国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为促进英国与殖民地的贸易，英国人在尼日利亚进行大规模的公路、铁路、航道、港口、电报等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网都是以运输农矿产品的需要来设计。尼日利亚经济逐步被改造成了出口经济作物和矿产原料的典型依附型经济。北方的花生和棉花、西南的可可和橡胶以及东南的棕榈仁和棕榈油都成为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殖民当局对尼日利亚人赖以生存的粮食作物，如薯蓣、木薯、小米和其他农产品的生产漠不关心。随着尼日利亚经济的日益商品化和货币化，农民被迫生产更多的出口作物换取货币，用来纳税、购买生活必需品。

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中，英国殖民当局很少关心尼日利亚的技术和工业化问题，这与其殖民政策是吻合的。因此，到1940年，尼日利亚的私营工厂屈指可数，包括四家轧棉厂、一家香烟厂、一家制鼓厂、六家锯木厂、一家肥皂厂和两家棕榈油加工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从欧洲进口制成品出现困难，殖民当局才考虑在殖民地进行一些科学研究并适度进行工业化。1945年二战结束后，殖民当局计划在尼日利亚设立一个机构来协调商业和工业的发展。次年，商业和工业部成立，其中一项主要职责就是进行小规模研究并促进工业发展。

20世纪50年代，尼日利亚的工业化受到进一步重视。1954年，殖民当局在尼日利亚引入《里特尔顿宪法》（Lyttleton Constitution）。英国同意尼日利亚在英联邦内部实行自治，改名为尼日利亚联邦，将行政、司法和立法机构按地区设立，各区有更多自由来按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管理，工业发展也由各区政府负责。1955年之后，尼日利亚各地出现了一些以当地原料为主的新工厂。各区领导人认为工业发展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纷纷制订激励措施吸引投资者。联邦政府也在1956年成立了联邦信贷局，并在英联邦发展金融公司的帮助下于1959年设立尼日利亚投资公司，为从事制造业、农业和矿产开发的企业提供金融和技术支持。此外，联邦各级政府还直接投资工业生产，三大区政府均成立了促进制造业和农业发展的公司。西区政府还大规模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为工业生产创造条件。上述政策极大刺激了尼日利亚独立前夕的工业发展。1960年尼日利亚独立时，全国共有389家工业企业，许多工厂规模不大，主要生产肥皂、水泥、烟草、纺织品和饮料。尼日利亚独立时人口约5000万，当时工业发展水平很难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消费需求，仍需大量进口制成品。因此，独立之初，尼日利亚工业化水平总体上还是很低的。

2 基督教会与西方教育

在尼日利亚现代化兴起的背景中，基督教会和西方教育的影响非常显著。早在15世纪80年代，葡萄牙传教士就开始在尼日利亚的贝宁和瓦里等地传播基督教，但直到18世纪，欧洲传教士在尼日利亚的传教努力收效甚微。19世纪上半叶，随着奴隶贸易的废除和欧洲传教运动的复兴，非洲又成为传教士的理想之地，但他们在尼日利亚还是没有取得多大成功。到了19世纪后半叶，由于传教士们采取了种种新的策略，如利用本土牧师、直接与伊斯兰教展开竞争、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财力、通过促进农业和商业在当地培育新的基督徒阶层等，尼日利亚基督教的情况出现了转机，数以百万的尼日利亚人皈依了基督教，主要集中在西南部的巴达格里（Badagri）、阿贝奥库塔（Abeokuta）、拉各斯、伊巴丹、奥约、尼日尔河三角洲及东南部伊格博人聚居区。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基督教在尼日利亚得到迅速传播，尼日利亚本土传教士的影响力和作用日益突出，最明显的是出现了许多由尼日利亚人控制的独立教会，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均反对殖民主义、质疑对西医的依赖、反对受过西方教育的尼日利亚人所表现出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因此，尼日利亚本土基督教具有反抗殖民主义的一面。英国殖民统治末期，基督教已成为尼日利亚东部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在西部和中部地带（Middle Belt）也是一种重要宗教。

面对一种外来宗教和文化，许多尼日利亚人起初心存疑虑，认为其是殖民入侵的前哨，担心传统生活方式、传统文化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政治、经济制度受到威胁，商业利益受损。但到了19世纪末期，越来越多的尼日利亚人已能体会到欧洲教育给他们带来的实惠。教会学校基本上只教英文读写，随着英国殖民统治的全面建立及殖民地出口经济的不断发展，掌握英文读写能力已成为尼日利亚人步入中产阶级的跳板。受过西方教育就能找到报酬较高的工作，如在当地法庭或市政厅担任书记员，在欧洲人的商贸公司任职，在教堂或学校做神职人员或老师。由于能接受欧洲教育的机会非常有限，即使仅仅受过最基本教育的尼日利亚人在求职谋生方面比普通人的优势也要明显得多。1921年人口统计显示，受过西方教育的尼日利亚南方人约为3.2万人，大体占殖民地总人口的0.5%，据称还有4%的人上过西式小学，但没有完成学业。教会教育主要以培养基本读写能力的小学教育、工业培训和基督教神学教育为主，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最初并没有被考虑在内。因此，大部分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尼日利亚人充其量完成了小学教育，许多人还只是不完全的小学教育。到1926年，尼日利亚已有18所中学，但高昂的学费让许多人望而却步。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中学毕业后到塞拉利昂（Sierra Leone）或英国等地继续深造，学成归国后成为教师、医生、律师、工程师、神职人员等。到1921年，尼日利亚南部的这类人才仅73人。

欧洲教育多集中在尼日利亚南部主要是由于出口经济和商业的发展，欧洲教育在南方很有用武之地；南方是传教士的活动范围，北方是伊斯兰教的势力范围，传教主要在南部和中部地带，对北方核心区影响有限。此外，为顺利推行“间接统治”，殖民当局允许传教士在南方用自己的经费开设学校，但在北方却有意抑制他们的热情。截至1921年，尼日利亚南方教会学校数量超过2200所，其中90%以上未得到殖民当局的资金援助。相比之下，尼日利亚北方的教会学校则算得上凤毛麟角。例如，1913年，尼日利亚北部非古兰经（non-Quranic）小学招收的学生只及南方小学水平的2%。尼日利亚南、北教育水平差距悬殊的根源由此产生，其深层次影响延续至今。

3 社会精英与民族主义

教会学校和西方教育所培养的一批新的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日后将主宰尼日利亚政治、商业和其他行业，尼日利亚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几个重量级人物，如赫伯特·麦考莱（Herbert Maculay）、纳姆迪·阿齐克韦（Nnamdi Azikiwe）、奥巴费米·阿沃勒沃（Obafemi Awolowo）、艾哈迈杜·贝洛（Ahmadu Bello）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除贝洛是北方穆斯林外，其余几位均为南方人，尼日利亚民族独立运动的中心处于南方与传教士和教会学校以南方为中心不无关系。令笔者惊讶的是，贝洛是北方穆斯林的军事统帅（Sardauna），但并不是一位保守、拒绝西方教育的人。他在从政之前不仅接受过西方教育，还于1931-1934年间在索科托中学（Sokoto High School）教授英文和数学，后来还出版了自己的英文传记《我的一生》。可见，欧洲教育对尼日利亚影响之大、对民族独立运动的贡献是非常明显的。有学者指出，这在非洲是普遍现象。第一代执政的非洲民族主义领导人几乎都是受过西方教育的民族知识分子。

从社会层面看，西式教育、文化和基督教对尼日利亚人的生活方式、言谈举止和宗教信仰均产生一定影响。尼日利亚同许多非洲殖民地国家一样，出现了中产阶级。他们开始信仰非洲基督教，反对当时还颇为流行的家内奴隶制，倾向一夫一妻而不是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喜欢在教堂举行西式婚礼，热衷购买更多进口商品（包括奢侈品，如欧式服装、礼帽、书籍、收音机，甚至汽车），建造欧式住宅。这些都是其区别于普通尼日利亚人的身份标志。当今尼日利亚社会、宗教、婚姻、家庭、衣食住行中的一些现代元素就是从殖民地时期开始的。

尼日利亚中产阶级，特别是具有非洲民族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虽意识到他们的这一切源自英国殖民统治的客观结果，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对殖民当局的抨击，甚至走上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正义之路。这主要是因为，英国殖民统治是建立在非洲人比欧洲人低人一等的荒谬理论之上的。欧洲雇主虽雇用受过教育的尼日利亚人，但仍会以种族理由歧视他们。在殖民机构和欧洲公司，尼日利亚人通常干最底层的工作，而且获得提升和发展的机会少之又少。卢加德甚至对受过欧洲教育的尼日利亚人非常蔑视，宣称教会学校向他们灌输“不满、不服管束和妄自尊大”，会对英国统治和传统社会观念构成威胁。在他看来，理想的尼日利亚人应该是受过良好教育、对殖民体系非常有用的人，而不是思索自身智力水平是与白人一样的那些人。

在此背景下，许多受西方教育的尼日利亚中产阶级往往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们相信欧洲殖民统治的“开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将自身物质改善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归功于基督教和教会教育的“开化”影响，将自己视作联系旧的传统社会与新的现代生活方式的纽带，因此积极向同胞宣传商业、基督教及废奴运动的价值。另一方面，他们引以为荣的“非洲特性”（Africanness）却被欧洲人污蔑为“落后、野蛮和腐化”，令受西式教育的尼日利亚人难以接受。他们不仅向同胞宣扬非洲传统社会的价值，还试图得到殖民当局的尊重和对尼日利亚人能力的认可，并力图证明“文明”并不是必须要抛弃自己的文化遗产而模仿一种外来的生活方式。故此，崇尚西方文明的同时，以自己的传统文化为荣的尼日利亚中产阶级便有了“传统”与“现代”的双重身份，在服饰、起名字、语言、历史教科书上，无一不体现出非洲传统和西方现代元素的组合。例如，由非洲人领导的非洲基督教会在20世纪初期就建立起了自己的教堂，尼日利亚的多元民族特色、传统文化中的歌、舞、鼓乐等元素，甚至对一夫多妻制的宽容等都与基督教融合在了一起。这种状况直到现在也是如此。总之，基督教和教会学校对尼日利亚传统社会和文化所进行的“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比较成功的。虽然“现代化”不够彻底，也不可能彻底，但其对尼日利亚中产阶级的影响几乎与传统文化的影响平分秋色。

对于欧洲文化中歧视非洲人的“糟粕”，尼日利亚社会精英则展开了直接抗议和抨击，矛头直指殖民当局和对英国人趋炎附势的当地权贵。19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尼日利亚独立报纸很快就成为知识分子开展斗争和提出诉求的工具。1880-1937年间，尼日利亚出现了50多种不同的报纸。西南部的主要城市拉各斯、伊巴丹、阿贝奥库塔等，东南部的卡拉巴尔、阿巴（Aba）、奥尼查（Onitsha）、埃努古及哈科特港（Port Harcourt）等新兴城市均成为媒体云集之处。这些用英语、当地语言或双语发行的报纸在尼日利亚民族独立运动中发挥了重要而特殊的作用。

4 城市化

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尼日利亚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城市化。例如，拉各斯1931年人口估计只有12.6万人，到1951年已增至27.4万人，独立初期的1963年超过67.5万人。再如，东部地区1931年时没有人口超过2.6万的城市，但到1952年，人口超过5万的城市就有四个。有学者准确概括了殖民时期尼日利亚城市化的几大诱因和特征：殖民政府驻地的聚合作用，如拉各斯是联邦政府所在地，埃古努、伊巴丹和卡杜纳分别是东、西和北区政府所在地；商业中心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吸引力，这在出口型经济中的作用非常重要；聚居区地理位置上的接近，城市基础设施如医院、邮局、学校甚至娱乐设施得以覆盖；英语的流行。迁徙到城市的尼日利亚人深刻体会到，在城市想找口饭吃必须至少学会几个英语单词，否则甚至与同胞都无法交流，因为他们讲的是自己的民族语言或方言。作为殖民遗产之一的英语成为尼日利亚独立后的官方语言，在尼日利亚民族国家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尼日利亚独立后的城市化就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此外，石油繁荣所带来的财富刺激、经济结构失衡造成更多农民由贫穷的农村向富庶的城市迁徙、人口的高速增长以及教育普及和大发展等因素进一步推动了独立后的城市化。不仅殖民统治时期兴起的现代城市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北方穆斯林聚居区历史悠久的传统城市，如卡诺（Kano）、卡奇纳（Katsina）、迈杜古里，南方著名传统城市，如巴达格里、奥博莫肖（Ogbomoso）、奥约等，均在保留原有城市特色的基础上增添了不少现代元素，成为传统与现代特色兼备的复合型城市。上述城市经久不衰的历史也表明，尼日利亚的城市对环境、文化及政治、经济变迁有良好的适应性。无论是现代城市，还是传统城市，它们面临的问题或称“城市病”是相同的，只是程度有所不同。例如，住房紧张，水电等基础设施落后，交通拥堵，环境问题，青少年犯罪，民族宗教冲突频发，宗教极端势力突出，青年人失业严重，贫富悬殊极大，等等。虽如此，城市已成为尼日利亚经济发展和创新的中心及现代化的象征，其发展势头依然非常强劲。


二、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及民主化进程

1960年10月1日，尼日利亚摆脱英国近百年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成为主权国家，为现代化创造了先决条件。概况说来，尼日利亚政治现代化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和民主化进程。二者从独立一开始就同时交织进行，特别是在多党民主制方面。这一点与许多非洲国家有所不同。非洲国家普遍经历民主化浪潮的冲击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由北非阿尔及利亚和西非贝宁开始的。尼日利亚的民主制虽引入较早，但其独立后半个多世纪里，军政权是政治舞台的主角；而作为民主化对立面的军政权，却在尼日利亚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难怪有学者指出，尼日利亚之所以还能够保持统一，未必是其各个民族希望如此，而是使用了武力。这一观点虽有失偏颇，却是历史与现实的经验之谈，反映了尼日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独特和艰难之处。

（一）现代民族国家构建

对撒哈拉以南黑非洲国家来说，构建现代民族和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化最基本的出发点。也就是说，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载体。二战后，随着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广大非洲殖民地国家以不同方式纷纷独立，成为国际大家庭的成员，但他们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民族国家构建。用英国学者威廉·托多夫（William Tordoff）的话来说，“它们需要将那些来自不同种类、操不同语言和处于不同社会与政治发展阶段的国民整合为一个民族”。对大多数非洲国家来说，民族国家构建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主义者人为制造的，带有不少与生俱来的缺陷。尼日利亚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尼日利亚三大主体民族豪萨富拉尼、约鲁巴和伊格博族及少数民族在历史、语言、宗教、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等方面各具特色。许多民族在历史上曾建立过自己的政权，但疆域大小、势力强弱、政权组织形式、经济、政治发展水平等有很大差异。由于地理因素等条件的限制，这些政治实体之间的联系非常少，基本上都是按照自己的模式在相对独立或封闭的区域内发展的。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及随后的殖民统治完全打破了这种状况。无论是建立过自己政权的民族，还是处在社会较低发展阶段的民族，1914年后都被纳入一个叫“尼日利亚”的统一政治实体中。

1960年尼日利亚独立后，“谁是尼日利亚人”和“尼日利亚有多少人”这两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让这个新生大国很是纠结。这至少说明以下两点：其一，尼日利亚政治上独立了，但现代尼日利亚民族构建却是新生事物；其二，人口涉及民族、宗教及政治经济稀缺资源分配，尼日利亚虽自殖民统治时起就举行过多次人口普查，但结果难获“尼日利亚人”的认可。独立时的尼日利亚其实就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民族国家构建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进程，尼日利亚民族构建的历史仅仅半个多世纪，要走的路还很长，应对的主要问题无外乎以下几方面：其一，殖民统治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这是许多问题的源头所在；其二，南、北民族、宗教纷争和社会、经济、教育、民生等领域差距明显的问题；其三，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关系问题，尤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如“博科圣地”）以及尼日利亚基督教中激进势力的影响问题；其四，外部势力的影响，主要是周边邻国、北非乃至伊斯兰世界激进势力的影响；其五，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尤其是石油主产区尼日尔河三角洲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落后、贫困及被边缘化的问题；其六，尼日利亚政府治理能力差以及腐败现象严重等问题。

尼日利亚“国家”的建立先于尼日利亚现代民族整合的特殊历史背景，决定了尼日利亚联邦政府要在民族国家构建中发挥主导作用。关于尼日利亚的民族国家构建，需强调以下三点。第一，尼日利亚民族国家构建迄今最大的成绩可以说是保持了国家的统一和政局的总体稳定，为现代化提供了最基本的保证。第二，对军政权在民族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要做客观评判。第三，石油对尼日利亚现代民族整合的影响值得深思。

1 国家统一和政局稳定：现代化的基本保证

尼日利亚本可以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地区大国和强国，让民众过上体面生活，在国际上享有良好形象，在地区及非洲大陆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国际事务中保有一定影响力，但这一切都随着政局的动荡而成为大国的光荣梦想。政局稳定对这个饱受战乱、政变和冲突之苦的国家来说弥足珍贵。无论是军政府还是文官政府，均保持了尼日利亚统一，堪称民族国家构建的最大成绩。这一看似并非什么了不起的成绩对于尼日利亚这个颇有特色的国家来说确实不易，值得格外珍惜。试想一下，如果尼日尔河三角洲的持续动荡颠覆了尼日利亚靠石油出口的经济基础，以“博科圣地”为代表的伊斯兰宗教极端组织将尼日利亚引入一场民族宗教战争，那么尼日利亚就会陷入“国将不国”的灭顶之灾，现代化就无从谈起，整个世界或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因此，凡是有利于尼日利亚国家统一、政局稳定的，均对现代化有利，都应该值得肯定。

2 军政权在民族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

由于尼日利亚特殊的历史，军政权占据了该国半个世纪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军政权对现代化的影响如何，以往似乎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主要原因可能是受民主思想的影响，人们对军政权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排斥心理，认为其是“武力”、“暴力”的化身，是违背历史潮流的。但在梳理尼日利亚现代化进程时，如果不涉及军政权，就会割裂历史，甚至会出现大段空白，因为尼日利亚恰恰是一个充满“暴力”的国家。概言之，从民族国家构建的角度来看，军政权的贡献或有益尝试主要包括以下方面：戈翁（Yakubu Gowon）军政府在比夫拉（Biafra）战争中获胜，维护了联邦的统一，显示了军方对“一个尼日利亚”的坚定信念，成为尼日利亚迄今仍能保持统一的一大“法宝”。戈翁在战后倡导的民族和解努力虽难以在短期内抚平战争创伤，但至少能使尼日利亚很快进入战后重建的轨道，在石油繁荣的刺激下，尼日利亚甚至一度成为非洲最富有的国家；将教育视作民族整合重要力量的普及初等教育（Universal Primary Education,UPE）。穆塔拉·穆罕默德（Murtala Mohammed）/奥巴桑乔军政府出台的“联邦特征”原则（federal character principle）；戈翁、穆罕默德、巴班吉达（Ibrahim Babangida）、阿巴查（Sani Abacha）军政权的创设新州（states creation）；奥巴桑乔、阿布巴卡尔（Abdulsalami Abubakar）军政权的主动还政于民等措施大大推动了民族国家的构建。戈翁军政权为“国家的未来”量身打造的以培育国族意识的“全国青年服务队”（National Youth Service Corps,NYSC），号召大学生到非原籍州就业以了解国情和不同民族的文化。从穆罕默德时期开始，直至上世纪90年代初才基本完成迁都，首都从拉各斯迁至国家地理中心区、象征国家团结的阿布贾（Abuja）。此外，建立联邦统一高等院校、各种形式的国家收入分配方案、增加地方政府的数量、建立联合政府（权力分享或曰南北轮流坐庄）、无数次的宪法会议、倡导国家统一和民族宗教宽容的各种机制，都离不开军政府的倡导、参与和推动。

当然，上述措施往往是有两面性的，或者说出发点很好，操作起来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例如，旨在消除地区势力对联邦政府的威胁、保护少数民族免受主体民族歧视和压迫的建州计划，虽基本达到了上述目的，却使得尼日利亚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数目在1967-1996年间不断扩大，由最初的北、西、东、中西（1963年从西区划出）四个区（Region）扩至目前除阿布贾联邦首都区（Federal Capital Territory,FCT）之外的36个州（States）和774个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 Areas,LGAs），而一些民族和地区要求增设新州和地方政府的呼声似乎尚未平息。有学者认为，建州计划并不利于尼日利亚民族一体化进程和当地自治，民族一体化的前途应取决于尼日利亚要有一个目标明确、具有全民族意识的领导层，并对联邦进行适当重组，使其更能代表全民族的形象。又如，“联邦特征”原则作为一种“民族平衡安排”，实际上是一种“配额制”，以消除地区间和民族间的巨大差距，保障各民族能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和在政府公共部门中任职的机会，促进各民族在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中平等分享国家的各种资源。受这一原则的影响，尼日利亚主要工业项目布局时原则上要照顾到联邦每一个地区，这就造成违反客观经济规律、重复建设和铺张浪费现象层出不穷。这一点下面再作详述。

3 石油对尼日利亚现代民族整合的影响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尼日利亚就成为一个离不开石油的国家，联邦政府要靠石油巩固自己的统治，维持各级政府的运转。每年国家预算的基础就是要估计石油产量和每桶油的基准价格，然后就将命运很大程度上交给国际原油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操控。此外，还要看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安全形势如何，因为这与尼日利亚的原油产量直接相关。石油对尼日利亚现代民族整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产油区少数民族问题。这是尼日利亚现代民族国家整合中的一个颇为棘手的老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在石油大背景下的新版本。

在石油出口成为尼日利亚经济支柱和国家财政收入最主要来源之前，少数民族问题主要表现为以谋求独立的州或地方政府辖区、摆脱主体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控制为目标的地方民族主义运动。随着尼日利亚经济从以农业生产为基础转向以石油出口为基础，石油资源便成为引发新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尼日尔河三角洲“产油区少数民族”（oil minorities）的地方民族主义频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且呈愈演愈烈之势。对尼日利亚来说，石油是宝贵的资源，还是诸多问题之源？许多人的回答或许更倾向于后一个选项，即“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因为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中，作为非洲数一数二产油国的尼日利亚常常同战乱、动荡、腐败、绑架、有组织犯罪、暴力冲突、少数民族边缘化、环境污染、油荒、电荒、贫富悬殊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由于尼日尔河三角洲是尼日利亚绝大部分石油的生产区，同时也是上述问题的一个缩影，故此处重点关注该地区的少数民族问题。

（二）“尼日尔河三角洲问题”的表现形式与实质

尼日尔河三角洲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同尼日利亚政府、跨国石油公司以及少数民族之间或内部的对抗和冲突，许多尼日利亚学者称之为“尼日尔河三角洲问题”，其影响已远远超过了20世纪70、80年代尼日利亚北部和中部地带的民族宗教冲突。

政治意义上的尼日尔河三角洲指尼日利亚所有出产石油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几乎已成为“石油生产”的代名词，包括以下九州：阿比亚州（Abia State）、阿夸伊博姆州（Akwa-Ibom State）、巴耶尔萨州（Bayelsa State）、十字河流州（Cross Rivers State）、三角州（Delta State）、埃多州（Edo State）、伊莫州（Imo State）、翁多州（Ondo State）及河流州（Rivers State）。自石油成为尼日利亚经济支柱以来，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就成为尼日利亚经济的核心动力之源。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尼日尔河三角洲丰富的油气资源，目前的尼日利亚就无法生存。20世纪90年代以来，尼日利亚外汇收入的95%、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80%、国内生产总值的35%来源于石油行业。概括说来，尼日尔河三角洲少数民族问题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中许多与要求得到更多石油收益、改善本民族生存状况和加强民族文化认同有关。三种类型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

1 尼日尔河三角洲少数民族同尼日利亚联邦政府的冲突

产油区少数民族同尼日利亚政府的冲突可追溯到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尼日利亚被划分为北、西、东三个区后，各区内都有各自的少数民族。由于各区事务完全由三大主体民族及代表其利益的地方民族主义政党主宰，少数民族问题表现得不太突出。随着尼日利亚独立的日益临近和联邦结构的最终确定，少数民族要求建立新州及设立保护自己的法律条文的呼声此起彼伏。尼日利亚独立初期少数民族的自决运动实际上是对自己命运的忧虑和关注，而不是要从尼日利亚这个新生国家中分离出去。一旦他们的要求得到一定满足，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少数民族不再谋求自身的独立，而是凭借熟悉的地形和高超的船技（当地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船只）帮助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军队赢得比夫拉内战的胜利，为维护尼日利亚国家的统一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随着石油的发现和开采，尼日尔河三角洲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显著增加。但总体上说，少数民族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和忽略，主要原因就是在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稀缺的政治和社会体系中，主体民族往往占有优势，他们及时修改了国家收入分配方案，控制了石油资源。因此，20世纪60、70年代尼日尔河三角洲少数民族同尼日利亚政府的纷争主要是围绕要求修改收入分配方案展开的。1978年，尼日利亚政府发布《土地使用法令》（The Land Use Decree），将尼日尔河三角洲发现的石油矿藏收归联邦政府。此后，双方的较量就围绕着《土地使用法令》的适当性、相关的石油法令和收入分配方案展开。

为缓和同产油区少数民族的矛盾，尼日利亚政府出台了多项政策，包括提高当地石油收入分配比例（如1999年这一比例由以往的1%提高到了13%）、同当地社会名流合作、设立产油区开发机构、设立新州。尼日利亚政府曾设立过多个开发尼日尔河三角洲的专门机构，但因政府不愿提供保障其运作的充足资金、国内其他利益集团的掣肘及少数民族间对发展项目的争夺等因素的制约，这些机构在改善当地交通、医疗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和创造就业方面成效不大。少数民族采取的策略主要是抗议、游说国会、破坏石油生产设施等。少数民族同尼日利亚政府的冲突不仅仅针对跨国石油公司，政府派往出事地点维持秩序的军警也会成为他们的袭击目标。

2 尼日尔河三角洲少数民族同跨国石油公司的冲突

尼日尔河三角洲少数民族同跨国石油公司冲突的形式主要是关闭输油管道、破坏石油设施、盗油（常引发火灾并造成人员伤亡）、绑架石油工人等。冲突的原因包括以下几方面：其一，该地区少数民族认为，跨国石油公司是尼日利亚政府的代理人，政府没能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就业机会，攻击石油公司就成为他们的一个选择，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办法亲赴阿布贾诉说其合理要求。其二，石油开采对少数民族不仅没有带来实惠，反而导致环境污染。少数民族控诉的主要问题是石油污染、环境恶化、建立石油设施前没有环境评估、石油公司对当地发展兴趣不大、遭污染的土地和水源的理赔问题得不到合理解决、不雇用少数民族的子女或招聘工人时搞民族歧视。其三，跨国石油公司在冲突发生时往往要求尼日利亚政府派军警平息事态，常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使问题进一步恶化。

3 尼日尔河三角洲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

尼日尔河三角洲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近年来呈上升趋势。这类争端的起因主要涉及探明油矿所处土地或水域的归属问题。虽然绝大多数石油收入归联邦政府所有，但发现石油的地区还是会得到一定收入。对油田属地的争夺往往让昔日的好邻居反目为仇。聚居区没有油田的少数民族却受到邻族聚居区内石油开采活动的污染。他们常常阻挠石油公司经由他们的土地到达发现石油的地区，引起邻族不满。一些少数民族抱怨石油公司在公共设施的分配和赔偿问题上时厚此薄彼，对当地人“分而治之”。

尼日尔河三角洲少数民族内部也常常发生冲突。一些少数民族的青年人常常挑战本族长者的权威，指责他们垄断石油收益并直接同石油公司交易以建立自己的权力体系。在好斗青年人的威逼下，尼日尔河三角洲大多数少数民族的长者或老一辈人已被迫沉默不语，无奈地将族内事务的管理权交给青年人。少数民族中男子和妇女发生直接冲突的事例虽不多，但多数少数民族的妇女认为男子和青年人已背叛了她们，因此倾向于建立自己的组织，直接同石油公司打交道。族内不同派别间的冲突比以上两类冲突要激烈一些，主要围绕谁该享有石油收益、社区发展项目的选址、就业机会和赔偿金的分配等问题展开。

4 “尼日尔河三角洲问题”的实质

长期关注石油与少数民族问题的尼日利亚学者西里尔·奥比（Cyril Obi）指出，20世纪70年代尼日利亚内战结束时，尼日尔河三角洲石油少数民族就失望地发现，权力和资源过度集中在中央，表明谁在联邦一级掌权，谁就有能力控制和转移财富。他们还发现，只有组织起来，才能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在此大背景下，尼日尔河三角洲出现了大量少数民族组织。几十年来，它们以总体上和平的方式向尼日利亚政府施压，要求产油区应当对石油资源享有更多控制权，石油公司应当对它们污染的水、空气和土地进行赔偿，但均遭到政府忽视或无情镇压，最典型例子就是1995年阿巴查军政权处决奥贡尼人民权运动领袖肯·萨罗维瓦（Ken Saro-Wiwa）等九人事件。

从20世纪90年代起，河流州奥贡尼人对抗尼日利亚军政府和壳牌石油公司的运动开始受到尼日利亚国内外的广泛关注。1990年，“奥贡尼人生存运动”（Movement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Ogoni People,MOSOP）领导人及奥贡尼各部落首领向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递交了一份《奥贡尼人权利法案》（Ogoni Bill of Rights），核心内容是要求控制石油资源和奥贡尼文化认同。不难看出，奥贡尼人的这两类核心诉求直击尼日利亚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命脉，因为石油已成为整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而尼日利亚民族（国族）认同而不是各个民族的认同是维系整个国家统一的政治理念。从组织形式、纲领、规模及借助国际力量的斗争策略来看，奥贡尼人生存运动成为尼日尔河三角洲产油区少数民族反对边缘化、要求得到石油收入更大份额运动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还将尼日利亚少数民族问题从地区性问题变为全国性问题，乃至国际性问题。它所涉及的尼日利亚国家收入分配问题、国家的实质和尼日利亚联邦制等问题都是尼日利亚民族整合面临的诸多难题和问题的根源。在壳牌公司拥有可观股份的尼日利亚军政府认为，奥贡尼人生存运动及其领导人肯·萨罗维瓦对尼日尔河三角洲其他少数民族起了“颠覆性榜样”的作用，因此残酷镇压了奥贡尼人运动及其领导人和一些颇有声望的奥贡尼酋长，甚至对奥贡尼人聚居地实行了“焦土政策”，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奥贡尼人生存运动与后来出现的众多地方民族组织的一个显著不同在于，它基本上采取非暴力的和平方式来要求自己的权利。

非洲少数民族权利组织（Ethnic Minority Rights Organization of Africa,EMIROAF）是从奥贡尼人生存运动中产生的一个组织，名称之所以用“非洲”而不用“尼日利亚”，用意可能有二个：一是表明少数民族问题超越了尼日利亚国界；二是尼日利亚是非洲的一个大国，该组织希望能为非洲遭受类似问题的国家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框架。非洲少数民族权利组织提出了重组尼日利亚建议，即按照民族界限创建新国家来解决尼日利亚旷日持久的政治危机。按照该组织的设想，尼日利亚以下11个民族应当建立独立国家：伊乔、约鲁巴、伊格博、豪萨富拉尼、伊比比奥（Ibibio）、卡努里、埃多、努佩（Nupe）、乌罗博（Urhobo）、蒂夫（Tiv）和格巴里族（Gbagyi）；尼日利亚应当是上述各国组成的一个松散联邦，以便实行真正的联邦制，平等对待每一个民族，让其拥有政治自决权及对资源和环境的控制权。非洲少数民族权利组织所设想的一些制度性和结构性的东西反映出了对民族国家的一些认识，其实是建立在尼日利亚的民族问题政治化的基础之上的，根源在于国家自然资源的分配问题，因为石油开采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产油区的利益。

在尼日利亚政府的高压政策之下，尼日尔河三角洲安全形势并未得到显著改善。2006年以来，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与尼日利亚政府和跨国石油公司的对抗给尼日利亚的石油生产造成很大影响，最具代表性的组织就是“尼日尔河三角洲解放运动”（Movementforthe Emancipation of the Niger Delta,MEND）。该组织成立的目标就是武装对抗在尼日尔河三角洲作业的石油公司，要求其必须撤出三角洲。由于人们对“尼日尔河三角洲解放运动”的组织结构和领导层尚不十分清楚，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尼日尔河三角洲一个松散的武装组织。“尼日尔河三角洲解放运动”的诉求与大多数三角洲地区少数民族组织的诉求大同小异，但其绑架外国工人、勒索赎金、炸毁输油管道、通过电子邮件与西方媒体联络的做法与“奥贡尼人生存运动”等少数民族运动组织有很大的区别。可以说，以“尼日尔河三角洲解放运动”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是尼日利亚政府处理尼日尔河三角洲问题面临的最大挑战。

总之，石油对尼日利亚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当前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尼日尔河三角洲问题”，其实质是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欠发展问题以及被边缘化问题。如前所述，虽然尼日利亚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出台了不少政策，但成效并不大，难点在于该问题“政治化”程度很深，“国际化”特征亦很明显。在武力解决效果不佳的情况下，尼日利亚政府目前主要是通过政治对话的途径来应对这一问题，并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

（三）民主化进程

民主制度是伴随着第一共和国（1960-1966年）的建立而被引入尼日利亚的。当时的民主框架主要是由英国殖民当局设计并搭建起来的，很大程度上成为北、西、东三区政治精英争夺国家政权的工具。纵观尼日利亚民主化的历程就会发现，尼日利亚民主化并不顺利，曾多次中断。从1960年独立到1999年的近40年时间里，尼日利亚先后发生6次军事政变，建立8个军政权，军人执政长达近30年，政权更迭不下10次。尼日利亚独立后，本已尖锐的民族和地区矛盾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愈演愈烈。1966年1月、7月两次军事政变均带有浓厚民族冲突的色彩。政变后上台的戈翁军政权虽在石油繁荣的背景下让尼日利亚迈入了非洲富裕国家行列，保持了政局稳定，但其违背恢复民主政治的承诺，引起民众和其他政治派别不满，最终难逃被另一场政变推翻的命运。1979年奥巴桑乔将军成功实施了还政于民，民主化进程在1979年伴随着沙加里文官政府的建立得以推进，尼日利亚进入了第二共和国时期。从1984年开始，尼日利亚的民主化进程又一次被中断，再次进入军人连续执政时期。。

1993年6月12日的总统选举可以说是尼日利亚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它是第一次由一个南方的候选人通过民主程序赢得国家最高行政职位的选举；而且，在选举中胜出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约鲁巴族穆斯林商人莫舒德·阿比奥拉（Moshood K.Abiola）在尼日利亚北部也获得了广泛支持。因此，6·12大选被认为是尼日利亚历史上最为成功的选举之一。但巴班吉达却以选举存在舞弊为由宣布选举结果无效，亲手终止了其精心设计、多次拖延的“还政于民”计划。巴班吉达的支持者们还曾成立“美好尼日利亚协会”（Association for Better Nigeria）为巴班吉达军政权继续执政和取消大选大造舆论。大选结果被取消后，大多数尼日利亚人和公民社会组织起来反对，在约鲁巴人占主导地位的州，抗议活动持续时间最长。1995年11月，阿巴查军政府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将九名争取奥贡尼民族权利的少数民族活动家处以绞刑，舆论一片哗然。上述事件不仅对尼日利亚民主化本身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对尼日利亚民众的心理也造成很大伤害。1998年阿巴查猝死为尼日利亚民主化的恢复提供了一个机遇。接替阿巴查的阿布巴卡尔将军顺应了历史潮流，“还政于民”计划得以顺利执行。1999年尼日利亚举行了军人执政长达近15年来的首次总统大选，结果奥巴桑乔获得胜利，尼日利亚进入第四共和国时期，重新回到民主化进程的轨道上来，并经受住了2003、2007、2011年三次大选的考验，特别是2011年大选的考验，实属不易。

尼日利亚独立后，北方穆斯林长期执掌国家政权，加之北方在历史上建立过强大的索科托哈里发国，伊斯兰教曾是国教，这似乎使北方人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国家最高领导人应当由北方穆斯林担任；北方伊斯兰激进分子甚至认为，北方人注定是这个国家的领导者。经过多次政变、动荡、战乱、反思、政治协商与妥协之后，执政的人民民主党（PDP）内部有一条不成文的“君子协定”，总统在北方穆斯林和南方基督徒之间“轮流坐庄”。在这一原则指导下，自1999年还政于民以来，尼日利亚政局总体稳定。但是，2011年大选是一次比较特殊的选举，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的活动。

2010年5月，2007年大选上台的北方穆斯林亚拉杜瓦总统在任期内病逝，一度在尼日利亚形成权力真空，引发激烈政治斗争。在尼日利亚议会的介入下，当时的副总统古德勒克·乔纳森（Goodluck Jonathan）继任总统，任期到2011年大选前。北方穆斯林认为，亚拉杜瓦一届任期未满就病故，尼日利亚下一任总统还应当由北方人担任。乔纳森继任总统后，利用执政带来的政治优势和便利，最终获得2011年总统大选的胜利，引发尼日利亚北方穆斯林的强烈不满，一些州还爆发了大规模的骚乱事件。同年5月29日乔纳森总统就职典礼举行当日，“博科圣地”在包括首都阿布贾在内的多地制造了一系列爆炸事件。很显然，这些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虽然尼日利亚为数不多的几次总统大选之前、大选期间及大选后在一些地区都会发生暴力事件，外界亦有非洲国家“逢选必乱”、“逢选易乱”的评论，但“博科圣地”的恐怖活动着实让2011年大选的暴力色彩更浓。有观点认为，“博科圣地”往往乘大选等重大政治活动或重要节日举行活动之际，制造事端，扩大影响，旨在增加日后同政府谈判的筹码。乔纳森的一些支持者甚至认为，“博科圣地”或许是由北方穆斯林精英阶层资助的，目的就是要制造混乱，让乔纳森这个南方基督徒无法统治。此外，“博科圣地”在人民民主党的北方领导层中似乎也不乏同情者，这些人认为伊斯兰武装分子可以削弱乔纳森。乔纳森虽赢得了大选的胜利，但如何弥合人民民主党内部南北之间的裂痕是这位“好运总统”面临的一大挑战。

对尼日利亚来说，民主化虽面临许多挑战，但从其发展轨迹来看，总的趋势是向更巩固、更完善的方向发展。其中的许多挑战，如民族分离主义、宗教问题、腐败问题、军人执政及其遗产问题等等，反映出尼日利亚民主化还有许多需要重点应对和解决的难题。只有这些问题得到全面和彻底的解决，尼日利亚政府才算得上真正民主的政府。或许正是有了这些挑战，尼日利亚民主的内涵才不断得到丰富，民主观念才越来越深入人心，民主的基础才得到进一步巩固。例如，少数民族权利运动推动了尼日利亚政府在保护人权等方面的工作。

尼日利亚军政权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上台后都提出了一个“还政于民”的计划，无论是心甘情愿还是掩人耳目，也无论其最终是按照公布的时间表执行，还是成了“没有尽头的过渡”，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军政权对自身合法性的忧虑和对民主制度的敬畏，而成功实现了“还政于民”计划的军政权领导人，如奥巴桑乔、阿布巴卡尔，则受到尼日利亚国内外舆论的广泛赞誉。1999当选总统的奥巴桑乔在连任两届（1999-2007年）后，一度试图通过修改法律谋求第三届总统任期，但被裁定为违宪。奥巴桑乔接受这一裁定表明尼日利亚民主化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同时也说明，“在社会和政治经济条件尚不十分成熟的情况下，民主政治发展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人的素质、信念、政治技巧和决心”。2011年大选的成功举行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人们对这个国家“逢选易乱”的担忧，政权在文官政府间平稳过渡增加了人们对新一届政府的期待。只要新上台的乔纳森能妥善处理好困扰尼日利亚多年的尼日尔河三角洲问题，努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持政局稳定，倡导民族宗教和解，消除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大力推进民族一体化政策，尼日利亚民主化就会上一个新的台阶。

总之，关于尼日利亚目前的民主化进程，似可作出如下判断：人民民主党作为尼日利亚全国性的第一大党，基础较为扎实，执政地位较为稳固；尼日利亚的其他政党单枪匹马挑战人民民主党的执政地位不大可能成功，但如果人民民主党内部出现严重分歧，政党的分化组合就会比较复杂；人民民主党内部在推举总统候选人时南北轮换的君子协定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仍会起作用，总统、副总统等重要职位在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轮流坐庄”的格局也不大容易被打破，这也是符合“联邦特征”原则的。这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尼日利亚民族国家的不成熟，却能有效地维护这个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成为尼日利亚民主化的一大特色。


三、工业化历程

工业化是现代化在经济领域最重要的表现。有观点认为，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工业化，是欠发达或开发不足的国家改变国家面貌和国际地位的战略性措施。尼日利亚独立后，为保证和巩固政治独立，历届政府对工业化投入不菲，制订了积极的工业发展政策和四个国家发展计划（1962-1985），工业化已成为政府头等大事。石油繁荣时期（1973-1981），尼日利亚工业化曾得到迅速发展，制造业占GDP比重达11%。但在迈入新世纪的2000年，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仅5%左右，低于1960年独立时的水平，位居世界工业化水平最低20国之列。制造业出口仅占总出口的0.4%，而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占GDP的15%，超过进口总额的60%。独立时，农产品出口占GDP的80%多，但到2000年，这一比重已不足4%。石油出口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占GDP的比重约为95%。故此，学者们担心日利亚正在出现快速的“去工业化”，传统农产品出口市场也已不复存在，而对进口商品（特别是食品）的依赖度与日俱增。尼日利亚工业化历程可谓是一个颇具悲剧色彩的经典案例。

尼日利亚独立至今的工业化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的“黄金时期”；70年代石油繁荣期；80年代结构调整期；90年代以来改革发展期。划分标准是每10年期内经济发展或工业化的几个关键词，分别是：进口替代、第一个国家发展计划；本土化政策（Indigenization）、石油繁荣（Oil Boom）、政府大规模投资、核心工业选址之争；结构调整（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AP）；私有化、经济多元化战略、非石油产业快速发展。当然，这种划分并不是也不可能将各阶段的起始时间严格限定在10年内，各阶段的关键词也往往不是一个时期所独有，它或许在前一阶段就已酝酿，或在后几个阶段都还在起作用。例如，60年代的“石油”在70年代成为“石油繁荣”，70年代的本土化政策是在60年代末出台的，国家发展计划则由60年代延续到80年代，共有四个。此外，对尼日利亚工业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社会因素或轻或重贯穿各个阶段始终。厘清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尼日利亚工业化的真实历史大有裨益。

（一）“黄金时期”（1960-1970）

为尽快改变殖民统治造成的落后工业化局面，实现经济独立和国家繁荣富强，尼日利亚独立后很自然地采取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策略（Import Substituting Industrialization,ISI），促进民族工业发展。这也是当时许多新生国家的普遍做法。尼日利亚的东、西、北及中西区（1964年设立）四区政府甚至在还没有制订任何正式的工业化政策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各自的工业化发展。独立后前三年，尼日利亚工业附加值以年均11.4%的速度在增长，到1965年，制造业占GDP的比重由独立时的5%增长至6%。1962年，尼日利亚政府出台第一个国家发展计划（First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1962-1968），加大对农业、工业和教育的投资力度，尤其强调了制造业和工业发展。在制造业方面，烟草、食品加工以及饮料行业都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部门。始于1958的石油开采很快就成为尼日利亚最大和利润最丰厚的工业，原油日开采量由1961年的4.6万桶飙升至1967年的60万桶。随着第一个国家发展计划和其他发展政策的实施，1960-1966年期间，尼日利亚经济稳定增长，经济多样性显著增强。农业由独立时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63.4%下降到1966年时的55.6%，制造业由1960年的3.6%增至6.2%，采矿业由0.9%增至4.8%，商品流通由9.1%增至14%。各种数据让许多人认为，尼日利亚经济独立指日可待，工业化前景看好。然而，1966年的两次军事政变及1967-1970年1月的内战，让第一个国家发展计划戛然而止，工业化进程不得不放缓脚步。

从总体上看，尼日利亚第一个国家发展计划在促进工业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例如，1964年，尼日利亚有制造企业687家，1965年增至776家，内战期间的1968年虽降至625家，但内战结束的1970年即增至703家，两年后迅速增加到1054家。另据学者统计，1964-1972年间，尼日利亚企业数量和工人数量年均增幅均达12%，而工资、工业总产值、工业附加值的年均增幅均在17%-19%左右。因此，尽管有内战的影响，尼日利亚独立后的头10年仍被一些人视作工业化进程的“黄金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个国家发展计划也遭遇了不少挫折，给国家未来的发展带来一定负面影响。例如，经济结构多样化的同时，农业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这对人口众多的尼日利亚来说并不是好事。由于农村发展缺乏资金，农村人口纷纷流向城市，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也有学者指出，第一个国家发展计划实际上是各区规划的合集，计划出台的过程充满斗争，各区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相互争夺得非常激烈。例如，早在1958年，尼日利亚就提出了建立钢铁厂的计划，但因各区相互争夺，弱小的联邦政府无力解决钢铁厂的选址问题，项目被迫搁浅。各区政府间的竞争和腐败还往往导致惊人的浪费。由此可见，独立初期，尼日利亚不同民族、地域、党派之间的利益争夺战就已打响并逐步升级，成为包括工业化在内的众多领域的潜台词。事实证明，这对尼日利亚工业化的悲剧色彩负有很大责任。

（二）石油繁荣期（1973-1981）

20世纪70年代，是尼日利亚现代化历程中非常特殊的一段时期。政治上，尼日利亚经历了内战后民族和解与国家重建的10年，政局较为稳定；经济上，尼日利亚迎来第一次石油繁荣。石油收入让尼日利亚在世界富有国家中名列第十三位，成为一个地区强国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拥有成功的中产阶级和越来越多百万富翁的自信国家。联邦军政府依靠出口石油得到的巨额财富可以实施任何发展计划。围绕着“石油”，尼日利亚的工业化经历了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历险。

1 石油繁荣及其影响

1956年，壳牌-英国石油公司（Shell-BP）首次在尼日尔河三角洲东部地区打出第一口油井，两年后商业开采正式开始。1960年尼日利亚独立后，石油很快成为重要出口商品。因石油探明储量的2/3位于谋求脱离联邦的比夫拉一方，内战一度阻碍了石油业的快速发展。内战后，亚库布·戈翁军政府（1966-1975）很快采取措施，大力发展石油业。1958年，尼日利亚原油日开采量仅5100桶，1966年内战前夕超过日41.7万桶。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尼日利亚石油迎来了飞速发展。1970年，尼日利亚共生产原油3.96亿桶，1972年增至6.43亿桶，1974年更是增至8.23亿桶。随着石油生产的增长，尼日利亚政府从石油中的收入也在飞速增加。1958年石油商业开采的第一年，尼日利亚政府石油收入仅20万奈拉，到1970年已增至1.66亿奈拉。1971年，尼日利亚加入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后，其石油产业的前景就与欧佩克的政策、国际油价的波动及国际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了。1973年，为反对西方国家在“十月战争”中支持以色列，欧佩克决定对西方实施石油禁运。在当时石油紧缺的年代，国际油价从1973年10月的每桶3.8美元暴涨至1974年1月的每桶14.7美元，并且在整个70年代都基本维持在高位水平。受益于此，尼日利亚政府的石油收入在1974年达到37亿奈拉，1976年增至53亿奈拉。随着石油收入的不断增加，其占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已由1970年的26%、1972年的54%快速增至1974年的82%。尼日利亚政府越来越依赖石油实现财政收入，整个经济亦开始极度依赖于这种单一出口商品了。然而，石油也给尼日利亚带来诸多意想不到的隐患和问题。

其一，在国际油价波动面前，尼日利亚经济变得非常脆弱，潜在风险容易被忽视。戈翁军政府的发展规划和收入分配计划都是基于20世纪70年代国际油价维持在高位时的水平制订的，丰厚的石油收入能够支持政府庞大的支出计划。戈翁军政府扩大了公职人员的规模，为政府雇员大幅增加薪酬，此即著名的“乌杜季奖”（Udoji Award）；开展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恢复毁于内战的农场、道路和机场；建设新学校；投巨资筹办“黑人艺术和文化节”（Festivalof Black Artsand Culture,FESTAC）；新建军营并扩充兵力。毋庸置疑，军政府每一项大手笔开支都有充分理由来支撑，特别是与当时的政治发展密不可分：内战后的尼日利亚面临大规模的战后重建，军政权要通过扩大政府的投资来证明其执政的合法性，亦需要扩军并提高军人待遇来换取军队的忠诚。然而，当国际原油市场出现波动而尼日利亚政府错误估计石油收入时，这个短期暴富的国家就会陷入外汇短缺、入不敷出的困境。例如，1974年尼日利亚外汇储备足够支付两年进口，但1977年后因过度进口奢侈品和引进技术，加上国际原油需求量减少，尼日利亚外汇储备逐渐减少，到1978年已借了10亿美元的外债，由此开始了成为一个债务国的历程。1979年，石油繁荣走向尾声，尼日利亚政府不得不计划放弃许多项目，缩小工程规模。

其二，尼日利亚经济完全依赖石油后，其他产业受到严重忽视，最终导致经济结构出现畸形。早在第一个国家发展计划时期，农业就出现颓势，这种状况在石油繁荣时期进一步恶化，尼日利亚不得不依靠进口食品，就连昔日的主要出口商品棕榈油和花生也需要进口。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70年的9.4%降至1973/1974年的7.0%。石油繁荣不仅没有助推生产性行业的增长，反而导致进口大增。城市消费的高速增长又引发通货膨胀，1973-1981年间，食品价格增长273%。为抑制物价过快增长，政府大幅降低进口关税，增加进口以保证市场供应，但收效不大，而廉价进口商品又阻碍了本国农业和制造业的进一步增长，出现恶性循环。

其三，石油繁荣导致在征收和分配石油收入的官员中出现大范围腐败现象，尼日利亚蜕化成一个“食利国家”。此时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不是国内纳税人的钱，而是跨国石油公司如壳牌（Shell）、英国石油（BP）、菲那（Fina）、阿吉普（Agip）等以租金和石油矿区使用费（royalties）支付的“租金”。在这种情况下，腐败盛行就不难理解。政府只要控制资源并保证得到“租金”，就可坐享其成，对国民的批评监督就可充耳不闻。戈翁时期，由于对如何支出石油财富几乎没有什么监管，数以百万计的奈拉不翼而飞，大多都流入联邦或州政府官员和商人的私人腰包。

其四，石油繁荣还让“不差钱”的尼日利亚出现严重的管理混乱和铺张浪费现象。例如，著名的水泥船堵港事件就发生在这一时期。1975年初，戈翁军政府的国防部宣布购买1600万吨水泥用于建造兵营和其他工程。当200多艘满载水泥的船只涌入拉各斯港后，发生了严重的拥堵事件，一些船只甚至被迫等待一年时间才能卸货。事后调查发现，许多抵达拉各斯港的水泥船装的本身就是劣质水泥，它们之所以趋之若鹜地在拉各斯港排队，仅仅是为了得到滞留补偿费（demurragefees）。此外，为尽可能从联邦政府那里榨取更多利润，尼日利亚有权有势的中间商故意夸大投标数目，导致尼日利亚政府对水泥的需求量估计过高，这也是导致惊人浪费的一个主要原因。可以说，石油繁荣成就了戈翁时期尼日利亚的辉煌，与之相伴的贪污腐败、管理混乱、铺张浪费以及专制独裁最终导致了他的下台。

其五，石油繁荣还引发收入分配危机。石油收入分配危机的焦点是如何在全国范围内分配财富。产油区各州热衷“出处原则”，即按照各州产油的比例分享石油收入。这一原则遭到非产油州的强烈反对，他们主张分配基础应当是各州的人口数。1970年，联邦政府采取了一个折衷办法：石油总收入的45%按照“出处原则”划拨产油州，55%归联邦政府。55%中的一半归联邦国库，另一半流入分配资金池账户（Distributable Pool Account）；资金池账户金额再进一步分配：一半资金在各州平均分配，另一半按各州人口比例分配。后来，按“出处原则”分配的比例不断降低，联邦政府基本上完全控制了石油收入。由此也拉开了石油主产区尼日尔河三角洲诸多少数民族与跨国石油公司、尼日利亚联邦政府持续不断冲突的序幕。冲突的核心就是要求分享更多石油财富，改善社会经济发展和被边缘化的局面。无数源自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不时让尼日利亚的石油生产陷入困境，而政府的武力清剿不仅于事无补，还加大了它们与现代尼日利亚民族国家的离心力。关于这一点，在石油与现代民族建设部分已作了较深入探讨。

其六，对工业化而言，石油繁荣亦带来许多始料不及的负面影响。从经济角度看，石油繁荣引起尼日利亚的一些非理性反应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早在殖民时期和独立初期，尼日利亚就出现了一些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萌芽。但自1973年以来，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石油出口。对于许多精明强干的企业家（往往还包括政界和军界人士）来说，创造财富的生产性经济活动已不再具吸引力，若能进入或操纵政府石油财富支出体系就能快捷地实现财富梦想。随着石油收入的不断涌入，要想抑制政治家、官僚和民众分享新财富的冲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种状况下，尼日利亚的工业化就基本上由政府来主导了，许多私营公司的活动仅仅围绕着追逐政府的项目、合同来谋取暴利。因此，到石油繁荣的末期，私营工业部门仍很弱小，对整个工业或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无足轻重。

2 核心工业选址之争

尽管尖锐的民族、地区矛盾在内战后依然存在，但随着石油繁荣的出现，尼日利亚经济迎来高速发展期，上述矛盾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石油为尼日利亚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仅仅依靠石油出口，尼日利亚就成为20世纪70年代非洲最富裕的国家。石油繁荣时期，尼日利亚政府主导的工业投资主要集中于被称为“核心工业项目”（Core Industrial Projects,CIP）的钢铁、造纸、化肥、石化、炼油、机械、液化天然气和炼铝等。政府希望通过建立核心工业体系节约外汇，出口制成品，创造外汇，提升整个国家的声望和综合实力，实现自力更生。在石油收入的支撑下，一些项目很快启动，而另一些则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然而，核心工业项目的选址和经营管理很快就暴露出诸多问题。从理论上讲，工业项目的选址问题属于经济学范畴，应重点考虑原料供应、土地、劳工、基础设施、市场等因素。但尼日利亚政府在进行核心工业项目选址时，经济因素大多让位于政治因素。政府虽清楚核心工业项目可为加快工业增长和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坚实基础，对国家安全亦具有战略意义，但受民族、地域、联邦特征及权力结构的影响，核心工业项目在地域布局上被“均分”了，表面上体现着整个国家的联邦特色，但事实证明，其对尼日利亚工业化的负面影响颇大。

既然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因石油繁荣而起，我们就先举一个炼油和石化工业的例子。位于南方产油区的瓦里和哈科特港的炼油厂选址并无不妥，但在北方的卡杜纳建立炼油厂则完全是出于政治考虑，目的是缓和尼日利亚北部表现出的分离情绪。从经济角度看，这样的选择非常不理性，因为卡杜纳远离产油区，原油供应要通过一条长达3001公里的输油管道，成本之大可想而知。另外，在东南部哈科特港建立的石化工厂也因同样的理由在西南部的瓦里和北部的卡杜纳被复制，重复建设和浪费问题十分突出。再举一个钢铁工业的例子。众所周知，钢铁工业是世界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基础工业之一，是社会现代化的必要元素，对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意义重大，经济学家通常把钢产量或人均钢产量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因此，建立自己的钢铁工业对尼日利亚领导人的吸引力可想而知。早在第一个国家发展计划中，尼日利亚就提出要在奥尼查和洛克贾（Lokoja）地区建立钢铁厂。这一设想受到了1955年世界银行尼日利亚工业化潜力调研组报告的影响，从原料供应、运输设施和其他因素综合考虑可行性较大。但在第三个国家发展计划（1975-1980）中，苏联援建的钢铁厂设在了阿乔库塔（Ajaokuta），最初考虑是可利用附近伊塔克普（Itakpe）低品位铁矿和拉菲亚（Lafia）的煤。但因运输成本巨大，连接伊塔克普的铁路被废弃，后来发现拉菲亚的煤也不适宜开采。无奈之下，阿乔库塔钢厂的铁矿石和原料都需进口，并由卡车运输。由于阿乔库塔钢厂进展缓慢，国内钢材市场需求的乐观前景让尼日利亚政府很快在1977年与德国和澳大利亚签署协议，决定在南部瓦里附近的阿拉迪亚（Aladia）建立第二座钢铁冶炼厂。与阿乔库塔钢厂一样，1982年投产的阿拉迪亚钢厂也完全依靠国外铁矿石和技术专家。很显然，对国内矿产资源、基础设施和市场需求前期调研不充分，让盲目上马的两座钢厂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另外，虽然阿乔库塔和阿拉迪亚钢厂均设计有轧钢厂，但在远离钢铁公司的卡奇纳、乔斯（Jos）和奥索博（Oshogbo），又冒出三家由德国和日本援建的轧钢厂。在第四个国家发展计划（1981-1985）中，位于卡奇纳的轧钢厂要升级成一个微型钢铁联合体，用废钢生产平板钢，理由是从瓦里向卡奇纳长距离运输钢坯的成本让卡奇纳轧钢厂无法生存。这也印证了卡奇纳钢厂选址一开始从经济角度看就是非常不理性的。到1987年，尼日利亚在钢铁项目上的花费超过50亿奈拉，许多项目尚待执行。上述三个分布在内陆的轧钢厂完全是出于政治考虑，增加了尼日利亚钢铁的成本。由于进口成本高，尼日利亚钢铁单位成本比国际钢铁价格的两倍还要高。此外，沉重的金融负担、市场需求的萎缩让人们对尼日利亚钢铁工业的前景忧心忡忡，世界银行甚至建议尼日利亚关闭钢铁厂。由于尼日利亚国内力挺钢铁项目的势力较强，加之有国外资本的注入，钢铁项目才得以幸存。

由此可见，核心工业项目的选址基本上受到在各地区要均衡分布这一非理性思想的影响，仅有少数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事实上，所谓的“均衡发展”也仅仅是一个指导原则，核心工业项目最终花落谁家是由当时处于支配地位的政治力量决定的。尼日利亚自1960年独立以来，政权多由北方势力执掌，一些核心工业如钢铁、炼油的选址均难逃这一因素的制约，而不属于“权力圈”的地区，特别是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联邦工业很少或几乎没有。此外，大多数核心工业项目管理不善、缺乏活力和国际竞争力。

3 本土化政策

尼日利亚独立之前，英殖民当局曾出台措施鼓励外资在尼日利亚的发展，并保证不实行国有化。尼日利亚独立后，大型工业所有制结构呈现外资所有为主、政府所有为辅的格局。例如，1963年尼日利亚制造业所有权结构中，尼日利亚私人资本占10%，外资占68%，区政府占19%，联邦政府仅占3%。到1967年，英资占尼日利亚外部直接投资（FDIs）存量的一半以上，分布在制造业、贸易、银行业和石油等领域。美国资本在石油业中的比例也较大。到1970年，外国人仍控制着制造业，拥有63%的股份，尼日利亚政府只拥有约27%的股份，尼日利亚民众所占股份约为10%。外资独大的格局一直维持到20世纪70年代。

为降低失业率，限制外国人对尼日利亚经济的控制，促进尼日利亚社会的统一，培育国族意识，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戈翁军政府就开始了本土化政策。简言之，本土化政策就是用尼日利亚本土工人代替外籍雇员，将工厂的外国人所有权移交到本土尼日利亚人所有。1972年，戈翁政府发布《尼日利亚企业促进令》，明确列出实现本土化的时间表和指导原则；将工业中的一些领域（绝大多数是服务业和制造业）限定为尼日利亚人经营；设立尼日利亚企业促进局，对本土化政策的实施进行监管。戈翁之后的历届政府直到80年代中期都在贯彻这一思想。1977年，该法令进行修订后试图达到“一石三鸟”的目的：本土化、经济多元化和管理尼日利亚化。随着本土化政策的不断推进，尼日利亚人在许多部门中的股份达到了100%，在一些大型工商企业，份额则达到60%，但这并不意味着尼日利亚人获得了控制权及当地人对企业的管理会更好。事实上，普通尼日利亚人的命运并没有因本地化政策得到改善，只有那些有足够资本、有能力投资商业的尼日利亚人成为政策的受益者，他们与外国投资者、尼日利亚政客构成了利益相关方。本土化政策实际上在尼日利亚造就了一个富商阶层。有学者指出，本土化政策对尼日利亚本土企业增长、投资模式、本地管理水平和技术能力的影响很难评估。从总体上说，本地化法令并不具有重大意义，它只不过强化和加速了尼日利亚本已出现的一些趋势，如当地资本在商业领域的壮大，尼日利亚人在管理方面的进步；而一些大趋势，如商业向工业的转变、涉足技术更先进的制造业领域、大型企业的出现等等，实际与本土化法令关系不大。20世纪70年代末尼日利亚工业发展中私人投资的显著增长与本土化法令也没有直接关系。

本土化政策也并未改变尼日利亚政府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在石油工业中的被动局面。尼日利亚政府并未实行左派力量主张的国有化政策，而是通过向石油公司征税来增加政府在石油租金中的份额。1971年，尼日利亚政府规定，在所有新的石油特许权（concessions）中，政府拥有100%的股份，私人公司获石油开采量的一定份额。同年4月，尼日利亚政府成立了尼日利亚国家原油公司（Nigerian National Oil Corporation,NNOC），以参股形式获得石油开采公司已有石油特许权35%的股份，这一比例后来扩大到了60%。尼日利亚国家原油公司还被赋予了管理和监督石油开采、向跨国石油公司及其在当地的子公司提供指导意见的职责。1976年，尼日利亚国家原油公司与石油部合并，组成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Nigerian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NNPC），存续至今。国家石油公司拥有很多权力，涉及石油生产销售、国内石油冶炼、石化工业和输油管网等。石油部的一名前高官曾表示，国家石油公司的重组导致宏观经济政策、石油定价以及激励政策之间缺乏协调性。此外，石油工业属资本、技术密集型，一直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运行，与其他部门联系不多，技术依靠进口，同本地工业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因此，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虽在技术消化上做了一些有限的努力，但技术进口的高额成本对整个国家的收支平衡产生了消极影响，尼日利亚并没有在短期内培养出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也未能参与到石油的勘探和开采。

此外，石油工业并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尼日利亚国内就业的影响无足轻重。跨国石油公司采取了让当权者满意的策略后，就在未关注当地环境污染问题的情况下继续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开采“黑金”。遗憾的是，尼日利亚政府并未对20世纪70年代就已出现的环境恶化现象采取措施，到了80年代，石油泄漏等污染事件让尼日利亚的环境比其他石油开采国要更为恶劣。2010年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篇报道发人深省：由于壳牌等公司的污染，尼日尔河三角洲已被环保主义者称作“全球石油污染之都”。环境污染问题遂成为引发当地民众持续至今的反对跨国石油公司和尼日利亚政府不作为的一个核心议题。

（三）结构调整期（1983-1994）

1982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国际原油市场风云突变，油价下跌。尼日利亚经济的结构性缺陷暴露无遗，靠石油繁荣支撑起来的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外汇短缺非常严重。由于石油收入大幅减少，各部门的具体投资都遭遇搁浅。石油收入的减少还迫使进口被大幅削减，造成制造工业因缺乏进口原材料和零配件开工不足，生产下降，整个制造业陷入衰退。

为解决日益严峻的经济危机，1986年，尼日利亚政府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开始实施一揽子经济改革计划，即结构调整计划，旨在调整国内生产和消费结构，减轻对进口的依赖，加强非石油产业，促进经济平衡协调发展。具体目标包括：对经济生产部门进行重组，实现经济多元化，减少国家对石油部门和进口的依赖；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增强私营部门增长潜能的同时，减少政府对公共事业的大量无效投资，提高效率；经济增长的基础要使通货膨胀最小化；减少政府对经济部门的高压管制，具体包括实行实际汇率政策、刺激国内工农业生产的出口措施、调整关税以保护本土工业、促进贸易自由化及发挥市场的作用。

结构调整计划是尼日利亚自独立以来经济改革中最具影响力的一次尝试，但却给尼日利亚经济带来了一场大灾难。该计划导致一向处于强势的奈拉贬值，尼日利亚民众衣食住行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价格大幅上涨，生活水平一落千丈。奈拉贬值后，所有进口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即使中产阶级也负担不起汽车、机器配件、机械和其他物品。大量尼日利亚人才外流，造成政府重要部门人才短缺。因外汇短缺，本地工业无法进口所需原料，出现倒闭潮和失业潮。反对结构调整计划的运动还引发社会动荡和骚乱，高等教育机构因此被长期关闭。实施结构调整计划两年来，尼日利亚外债由150亿美元飞涨至234.5亿美元，政府每年至少要拿出23亿美元偿债。同时，到1988年，政府每年偿还的国债也高达70亿美元。为了偿债，巴班吉达政府不得不大幅消减教育、医疗、住房领域的公共支出。私有化政策则使有权有钱的尼日利亚人能够买到国有企业，资本在有钱人手中积累，贫富悬殊被进一步拉大。

结构调整计划还制订了工业发展相关政策，主要目标是：鼓励开发和使用本地原材料，本地技术；最大限度促进制造业附加值的增长；促进出口导向工业发展；通过鼓励私人中小工业企业的发展创造就业；消除阻碍工业发展的瓶颈和不利因素，如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和管理方面的不足；放宽官方控制，为本地和外国投资提供便利。从中短期看，结构调整计划对工业化的影响有利有弊。一方面，尼日利亚工业不得不面对突如其来的一系列变革，如奈拉贬值、取消进口许可证、大幅减少禁止进口的商品种类、解除出厂（ex-factory）价格管控以及有效需求萎缩；另一方面，一些工业，如纺织业，由于有稳定的需求和对进口依赖程度较小发展得最好，得到了许多新的投资。依靠本地原材料的工业，如棕榈仁、棉籽、玉米加工业，橡胶和植物油加工业，皮革制造业，高粱加工等都获得了新投资。依靠进口部件进行组装的工厂，如车辆组装和电子组装厂，被迫关闭或削减产量。

结构调整计划前，尼日利亚工业就出现了逐步转向使用本地原材料的趋势，结构调整计划的实行使得进口成本增加，加之政府的施压，工业中使用本地原材料的比例由1985年的38%增长到1988年的50%。可以说，政府的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1988年，尼日利亚政府发布大麦进口禁令，使得国内高粱加工作坊的建设应运而生。啤酒、面粉、纺织、饮料厂纷纷建立与农业对接的工厂，以保证国内原料的供应。此外，到1989年年初，尼日利亚经济非石油出口方面已出现了一些缓慢多元化的迹象，非石油商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从1986年的6%上升到1988年的12%。可可、皮革制品、橡胶等传统出口商品的出口量均在增长。薯蓣、水果、蔬菜也加入了出口商品的行列。纺织品、啤酒、塑料制品、地毯、木材制品、香水、自行车车架和轮胎也有少量出口。尼日利亚制造业出口商品已打入非洲市场，尤其是西非次区域，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尼日利亚在非洲的地缘政治地位。

尼日利亚制造业虽然在结构调整计划中得到了一些发展，原材料本地化程度也在提高，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工业，但制造业自身的许多问题依然存在，主要表现在：多集中在轻工业和初级工业领域、本地附加值低、对进口依赖程度高、当地企业之间联系很少、技术含量低、创造就业的效果有限、过度集中在三大轴心（西南部的拉各斯——伊巴丹，北部的乔斯——卡诺——卡杜纳，东南部的奥尼查——尼维（Nnewi）——阿巴）及政府的不当干预在重工业领域依然突出。

1993年，巴班吉达因取消尼日利亚历史上最为公平的一次选举而将这个国家推上了政治危机的顶峰。由于已无法维持统治，巴班吉达任命欧内斯特·肖内坎组建临时政府后即辞职。临时政府只是昙花一现，萨尼·阿巴查很快攫取政权，其独裁专制统治让尼日利亚进入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段时期。1994年，阿巴查军政府放弃了结构调整计划，采取一些临时管理措施，导致经济逐步瓦解。政府的政策就是控制外汇、财政和贸易。由于其他经济部门的衰败，尼日利亚对石油的依赖度与日俱增，石油出口占到出口收入的90%以上。壳牌石油公司依然在尼日利亚石油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尼日利亚政局不稳，但由于与军政权关系良好，跨国石油公司继续扩大在尼日利亚石油部门的投资。经济持续衰退和政府的高压统治让尼日利亚民众对军政府和跨国石油公司大为不满。在盛产石油的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民众因石油公司的污染使其赖以生存的农业和渔业无法进行而奋起反抗。壳牌等公司为尼日利亚警察购买武器，双方合谋共同镇压当地民众，引起国际社会强烈谴责。1998年6月，阿巴查的猝死让尼日利亚迎来历史性的转机。一年后，阿布巴卡尔将军将政权交给民选总统奥巴桑乔，尼日利亚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四）改革发展期（1999——）

1999年奥巴桑乔政府上台后，尼日利亚加大了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力度。2003年以来，尼日利亚政府经济发展政策就偏重于促进工业化，尤其是中小规模的工业企业。为增强经济结构的多样性，这一时期对制造业的关注增强，建立了许多工业发展中心，包括在东南部卡拉巴尔设立的出口加工区（EPZ）。2003年5月奥巴桑乔总统获得连任后，对经济政策进行了部分调整，进一步强调经济私有化和自由化，取消政府对燃油价格补贴，加快了出售国有企业的步伐，扩大对非油气产业的投资和对基础设施的投入，着力改善投资环境，经济总体保持低速增长。2004年5月，尼日利亚政府出台《国家经济振兴与发展战略：2004-2007年》（National Economic Empowerment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NEEDS），采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关于减贫的一些政策建议，试图通过私有化、自由化、缩小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范围、改善基础设施（特别是水、电、交通）来降低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该发展战略还出台了发展农业、制造业、固体矿业和旅游业的具体措施，重点是发展中小企业，为青年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此外，奥巴桑乔政府也非常注重吸引外部直接投资，但尼日利亚所吸引的外资绝大多数流入了石油天然气和电信业，而不是对尼日利亚民众能产生更直接影响的农业和制造业领域。尼日利亚经济过度依赖石油产生的诸多问题，如进口依赖、资本外流以及缺乏创新的动力等依然比较突出。因此，发展非石油行业对尼日利亚经济至关重要，这也是政府在制订经济政策时的一个中心，如将工业、制造业、采矿业（非石油）以及出口制造业列为优先领域。但是，制造业的表现并不如人意。虽如此，政府仍在努力发展制造业，不仅禁止一些商品的进口，还成立了一些监管工业生产的机构，如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NAFDAC）和尼日利亚标准化组织（SON）等。

2007年上台的亚拉杜瓦政府基本上延续了前任政府的各项经济政策和改革进程，采取稳健的执政方略，以保持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并提出了“七点方针”（seven-point agenda）和“愿景20:2020”。七点方针阐述了尼日利亚现代化所面临的七方面的制约因素和政府拟采取的应对措施。主要内容是：采取和推进基础性改革措施，保障充足的电力供应，确保尼日利亚发展现代经济的能力，计划在2015年实现工业化；推进农业改革，在农业领域研究和生产中采取现代技术，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向农民传授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实现农业生产5-10倍的大规模增产；依赖于不可再生的石油资源，尼日利亚难以实现工业化。应大力推进农业和固体矿产业的改革和发展，实现国民经济多元化，让财富之源顺畅；尼日利亚现有交通网络不能满足人员和货物的运输需要。为实现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目标，交通领域的发展势在必行；政府拥有的房地产尚未实现市场化运作，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潜在损失。计划大力推进土地所有制改革，为商业化农场项目和其他大规模私营投资项目提供土地，提高和促进生产发展和财富创造；安全不仅是宪法的要求，更是发展现代经济的基础性保障措施，良好的安全形势才能吸引国内外投资者。联邦政府将会特别关注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除加强警察巡逻和军事保护，更要通过诚恳友善和有效的对话机制，着力推进这一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确保教育领域的预算资金，加大投入，推进联邦和州两个层次的教育改革，确保国民教育水平达到国际标准，鼓励科学技术专业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大力培养科技人才和经营人才。“愿景20:2020“作为尼日利亚经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将大力推进私有经济的发展，支持财富创造，提供工作机会，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切实执行《国家经济振兴与发展战略（第二阶段）》，加强依法治国和选举制度的改革，把经济建设引入一条平稳快速的发展道路，在两年内彻底扭转经济发展受困的状况，力争实现人均GDP大幅增长，以每年13%的经济增长率，到2020年把尼日利亚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前20强之一。

近年来，尼日利亚经济总体保持较快增长速度，但经济结构单一、农业发展落后、基础设施薄弱仍将长期制约尼日利亚经济的健康发展。尽管非石油部门的增速明显，但尼日尔河三角洲不时出现的动荡阻碍着石油和天然气产量的增长。而且，由于尼日利亚基础设施落后（特别是电力供应紧张）、人均收入低下、劳动力市场缺乏技术熟练的工人和高级管理人才，实际的增长率将会比乐观估计的要低，特别是在制造业部门。2011年12月，尼日利亚国家统计局（NBS）发布了2010年经济报告。作为年度经济回顾，该报告却不同寻常地涵盖了2006-2010年五年的时间。从报告内容看，尼日利亚经济在2006-2010年间发展势头良好，GDP增速保持在7%左右，仅2008年降至6%以下，为5.98%。这是受金融危机影响，国际市场原油需求下降所致。金融危机还导致外部直接投资减少。

2012年3月，国家统计局的初步统计显示，2010年实际GDP增速由一季度的7%左右稳步上升，三季度已达8%，四季度再攀新高至8.6%。2011年各季度GDP增速分别为6.64%、7.72%、7.4%和7.68%，2011年全年GDP增速估计为7.69%，比2010年的7.87%略低一些。2011年四季度，因石油业出现临时性停产，GDP增速同比下降近1个百分点。2012年4月，尼日利亚财政部国务部长恩格玛（Yerima Ngama）表示，2011年四季度尼日利亚GDP达到10万亿奈拉（约合645亿美元），GDP增长率达到7.68%，经济增速位列世界第三，仅次于蒙古（14.9%）和中国（8.4%）。尼日利亚人均年收入从1200美元提高至1400美元，达到世界银行规定的中等较低收入水平。恩格玛认为，如果尼日利亚经济能够保持目前较快增速，尼日利亚有望实现其在2020年进入世界经济20强的宏伟目标。

石油工业作为尼日利亚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的地位依然稳固。20世纪90年代以来，尼日利亚外汇收入的95%、国内生产总值的35%，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80%来源于石油行业。2003年以来，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局势动荡，但石油产量仍在上升，2005年10月达到日产246万桶。2005年末，尼日尔河三角洲出现新一轮少数民族武装组织袭击石油设施事件，迫使石油公司减产，在冲突的间隙又增加生产。因此，自2005年以来，尼日利亚石油年产量均出现下滑。2007年，亚拉杜瓦总统上台后表示，新政府将着手解决尼日尔河三角洲问题，该地区局势一度趋于稳定。但2008年，武装组织对产油区石油设施的破坏卷土重来，尼日利亚日产原油降至200万桶以下，也就是说1/3左右的产能未能实现。

2010-2011年，受石油主产区尼日尔河三角洲安全局势动荡等因素影响，尼日利亚原油产量波动较大。2011年四季度，石油产量日均240万桶，而2010年同期日均产量为260万桶。2011年，尼日利亚石油业遭遇史无前例的设备关停事件。日产20万桶、几乎占尼日利亚原油日产量10%的邦加（Bonga）油田，在2011年就遭遇关闭。2011年四季度，壳牌尼日利亚开发公司将石油管道遭破坏导致的渗漏事件宣布为“不可抗力”。尼日利亚原油产量2011年虽出现下降，但石油业面临的环境却较为有利。一是奈拉对美元的汇率自2010年以来比较稳定，基本维持在约150奈拉兑换1美元的水平；二是国际油价一路走高。2010年前三季度，国际油价基本保持在80美元/桶左右，从三季度中期开始，一路飙升，到2011年二季度，已达120美元/桶，此后油价虽有回调，但仍维持在110美元/桶的高位。由于有这两大利好，出现减产的石油业带给尼日利亚的收益仍相当可观。2010年，石油天然气对GDP的贡献率为15.88%，2011年略有下降，为14.71%。

2012年3月，尼日利亚的《石油工业法案》（Petroleum Industry Bill）仍僵持在议会中，尚未出台。《石油工业法案》早在2008年就提交议会审议，主要内容是对国有的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进行改组，使其成为一个富有竞争力的盈利公司；提高石油业的透明度；重新定义尼日利亚国家与外国石油公司的关系。在跨国石油公司、产油区社团等各利益相关方的要求下，该法案的原始文本已历经数次修改。同年4月，尼日利亚当地媒体称，政府正在考虑重新将修改后的《石油工业法案》提交议会审议。由于政治斗争尖锐、行政效率低下及官僚作风严重，该法案在议会三年多时间未能通过，跨国石油公司不得不抑制其进一步投资尼日利亚油气产业的计划。

尼日利亚因本国缺乏勘探开发能力，石油工业的发展主要依靠与跨国石油公司的合作。因此，尼日利亚石油工业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西方石油公司尤其是跨国石油公司的控制之下，大约90%以上的石油产量和超过80%的工程及服务由跨国石油公司或外国公司承担。目前在尼日利亚比较活跃的西方公司有壳牌、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雪夫龙德士古（Chevron Texaco）、道达尔（Total）、阿吉普和阿达克斯等公司。这些石油公司的石油日产量占尼日利亚整个石油产量的90%以上，仅壳牌一家公司的日产量就占尼日利亚石油日产量的一半左右，其次是埃克森美孚公司、雪夫龙德士古公司、阿吉普公司、道达尔公司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中国的三大石油公司中石油（CNPC）、中海油（CNOOC）和中石化（Sinopec）都已加入尼日利亚的石油产业链条。

近年来，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不断下滑，目前已不足5%。除在跨国公司外，很少有新的投资，从业人员也在下降。一些经济学家甚至担心尼日利亚正在经历“去工业化”。电力供应不稳定、基础设施落后、多重征税及政策缺乏连续性等已成为阻碍尼日利亚工业增长的主要因素。水泥和炼油是尼日利亚最主要的制造业部门。2006-2010年间，制造业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增速由2007年的9.57%下滑到2010年的7.64%，2011年与上一年持平。各年对GDP的贡献率变化不大，2010、2011年均为4.16%。2012年2月，位于奥贡州一座总价值1500亿奈拉（约合10亿美元）的水泥厂正式投产，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水泥厂，尼日利亚有望彻底结束进口水泥的历史。

虽然尼日利亚政府一直没有放弃将增加工业产量作为经济发展的一大目标，但建立一套完整的工业化体系的计划已基本上不复存在。如今，本土化政策已被束之高阁，私有化政策成为主导。20世纪80年代中期，尼日利亚就开始了私有化政策，将国有公司出售给私营投资者，但私有化的进程非常缓慢。迄今为止，尼日利亚航空公司和尼日利亚通信公司（NITEL）已经实现私有化。尼日利亚政府还计划将四家炼油厂和国有的尼日利亚石油公司出售。私有化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尼日利亚的经济活力。以电信业为例。尼日利亚通讯公司私有化后，国内移动电话用户和销量猛增。2006年以来，得益于大量资金的投入，电信业发展迅猛，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迫使主要运营商（MTN,GLO,ZAIN,ETISALAT）不断扩容，并推出各种优惠促销活动争夺客户。2006-2010年，电信业年均增速均超过33%，对GDP的贡献率也在稳定增长，由2006年的1.83%升至2010年的4.56%和2011年5.71%。尼日利亚手机用户数量由2006年的3200多万增至2010年的8700多万。同时，电信业已成为雇佣劳动者数量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截止2010年，电信业创造直接就业岗位5000个，间接就业岗位超过40万个。然而，电信业快速发展的背后仍存在诸多问题，如信号差、掉线、互联互通不足、覆盖人口范围小等，仅1/3的尼日利亚人能享受电信服务。

总之，尽管2012年年初尼日利亚国内经历了取消燃油补贴带来的大罢工和社会动荡，伊斯兰极端组织博科圣地在北部地区不断制造恐怖袭击事件，但尼日利亚巨大的消费市场仍会吸引外来投资，特别是零售业、电信行业和建筑业将会有强劲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尼日利亚人口众多，社会民生领域问题突出，尼日利亚经济的高速发展很难从整体上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尼日利亚却陷入“发展的危机”，贫困问题突出，收入差距被进一步拉大，失业率居高不下，腐败问题依然严重。尼日利亚国家统计局的报告称，截至2010年底，尼日利亚有1.12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及以下，相对1.63亿人口，贫困率高达69%。2004年，尼日利亚的贫困率为54.4%，近年来贫困人口不断增加，2011年达到71.5%。从地域看，西北部和东北部贫困率较高，分别为77.7%和76.3%，西南部较低，为59.1%。36州中，贫困率最高的是索科托州（86.4%），最低为尼日尔州（43.6%）。尼日利亚经济发展预期良好，但贫困问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主要是贫富悬殊程度会进一步被拉大。英国经济学家情报部（EIU）估计，尼日利亚中产阶级人数估计有5050万，与非洲最富裕的国家南非的人口总数大致相当，该群体构成了非洲大陆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

尼日利亚经济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其虽可能高速增长，但不容易创造更多的劳动岗位来满足民众的需求。从2007年到2011年5年间，劳动力市场每年新增就业人口180万。主要原因是，尼日利亚自2006年以来新建15所大学，9所工学院，9所教育学院。大量高校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女性结婚年龄比以前要晚，加上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寻求经济独立意识增强，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年轻一代不愿意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如农业和工厂的工作，而偏爱白领工作，导致许多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尼日利亚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失业率为21.1%，2011年增至23.9%，其中农村地区为25.6%，高于城市的17.1%。

尼日利亚独立后，石油繁荣并未有效助推这个国家朝着现代民族国家的方向顺利发展，反而导致大范围腐败现象，基础设施领域和为民众创造就业领域投入很少。几十年来，尼日利亚原油日均产量约200万桶。尼日利亚的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七位，但其国内电荒问题非常突出。1亿多人口中的一半多没有电力供应，而其他人也不得不依靠昂贵的柴油发动机应对电荒。2012年1月，联邦政府宣布削减对进口燃料的补贴后，数以万计的尼日利亚人举行抗议示威活动，持续一周时间。生活困苦的尼日利亚民众很快将对燃料价格的不满转化成对政府腐败、无能的愤怒。在强大的压力面前，乔纳森总统不得不采取措施来对付贪污腐败问题，尤其是在石油领域。乔纳森设立了几个委员会，对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的审计工作仍在进行之中，但尼日利亚根深蒂固的腐败问题恐怕不会因此被遏制。

尼日利亚的现代化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经历了许多风雨。在历届政府的不懈努力下，现代民族整合取得许多成绩。受民族、宗教、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以及外界因素的影响，尼日利亚人的国族认同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特别是生活贫困的少数民族对“尼日利亚民族”的向心力并不强，与政府的对抗时有发生。但他们更多的是希望政府能关注其恶劣的生存状况，改善被边缘化的境况，而不是谋求从联邦中分裂出去，这与民族分离运动有本质区别。民主化在尼日利亚可以说已经上了一个台阶，民主程序化方面的内容已在逐步完善，选举过程虽存在不少违规和不尽如人意之处，选举之后亦有落选者对选举不公的指控和申诉，甚至局部地区会爆发暴力事件，但21世纪的几次大选均较为顺利，局势总体平稳，得到国际社会不同程度的认可。经济方面，尼日利亚的工业化历程让人感触颇多。对于一个希望成为大国，在非洲乃至全球政治经济领域发挥积极影响力的国家来说，工业化是必要非充分条件。尼日利亚历届领导人都在梦想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尼日利亚一度确实离这个目标不太遥远，而且具备许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然而，工业化在尼日利亚并非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其中夹杂了许多政治因素。在石油出口工业成为尼日利亚的经济支柱之后，国家虽然有钱去投资大型工业，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但如何建、如何管的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没有处理好。石油出口业的特殊性表明，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一种地缘政治性很强的商品上面并非总是那么心中有底。尼日利亚政府对此非常清楚，亦坚定地执行经济多样化策略，最近几年非石油产业的良好发展是一个好的迹象。然而，快速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在尼日利亚，这一问题的答案显然不是为了尼日利亚民众的福祉和利益，因为在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生活在贫困甚至是赤贫之中。故此，尼日利亚政府应认真对待改革发展中民生领域的问题。唯有此，尼日利亚人才会增加对尼日利亚民族国家及政府的认同，生活水平才能得到提高，尼日利亚现代化才不至于是石油资源支撑的“贫困”现代化。


第十二章　军人政权与现代化：加纳罗林斯军政权的政策与实践

本章将通过对罗林斯时期加纳历史的叙述和分析，把军政权的加纳梦与民众需求的契合作为主要考察角度，分别从公平正义、经济发展、人民民主和维护稳定这些方面来探讨军政权的追求是如何与民众的迫切需要相契合的，又是怎样解决或部分解决了加纳社会长期存在的问题，最终获得了经济发展和国家复兴的成功。本章主要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利用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如1982-1992年的《西非》（West Africa）新闻周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数据和加纳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资料等。第一部分为历史背景。第二部分将主要关注加纳社会存在的公平正义问题、罗林斯军政权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努力、以公共法庭为核心的新的司法体系的功效等方面。第三部分关注加纳经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罗林斯军政权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以及人民对经济发展的需求得到了怎样的满足。第四部分探讨罗林斯军政权独特的民主观念和民主实践、其观念和实践与多数民众之间的契合、以及这种实践如何满足了人们对于民主的渴求。军政权对于稳定的维护几乎无处不在，因此军政权对稳定的追求将贯穿在各个部分之中进行叙述。


一、历史背景

（一）殖民主义统治遗产

加纳（旧称“黄金海岸”）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一直到1957年独立之前都处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英国的殖民统治开启了加纳现代化的进程，其留下的殖民遗产对此后加纳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首先，英国的殖民统治塑造了加纳以可可为中心的单一经济，使加纳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可可在1879年首次被引进到加纳，1891年加纳生产的可可第一次出口到国外，当时的出口量是80磅，价值4英镑。从20世纪初开始，在殖民政府的大力推广下，加纳可可产量快速上升，很快成为加纳最主要的外汇收入来源和支柱产业。从下面表格的数据可以看出，从1921年一直到独立前的1956年，除了1941年因为二战可可所占比例下降之外，其余各个年份可可产量至少都占到出口总值的60%。

表12-1 1900-1956年黄金海岸可可出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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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Ge of frey Key,e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lonialism in Ghana: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and Statistics,1900-1960(Hampshire:Gregg Revivals,1992),334-337.

加纳以可可为中心的单一经济十分脆弱，甚至英国殖民当局1952年的报告中都用“脆弱”一词来概括当时黄金海岸殖民地的经济情况。这种脆弱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可可的国际市场价格受到市场需求等因素的影响，经常会出现巨大的变化。可可本身是一种奢侈品，其需求量主要取决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和西方人口味的变化。例如，加纳1941年的可可出口量和1951、1956两个年份的出口量相差很少，但是出口价值却少了至少十倍。这是因为二战期间世界市场对于可可这种奢侈品的需求减少，导致可可的价格大幅下降。因此，可可市场价格的波动会直接影响到加纳的外汇收入和国家财政，而且影响到以可可生产、运输和销售为生的加纳多数人口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可可种植的大面积推广给加纳的粮食作物生产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由于殖民政府的大力推广和可可种植本身较高的收益率，许多加纳农民放弃原先的粮食作物生产，转向可可种植。这使得黄金海岸成为了外国食品的进口国，尤其是大米、肉和鱼。加纳对于包括糖、大米、牛奶、面粉、木薯等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有着严重的进口依赖。一旦可可价格下跌导致外汇收入下降，加纳很难再有足够的外汇购买这些必需品，进而导致国内必需品的短缺、价格飞涨和民怨沸腾。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这种畸形的单一经济对国家的长远发展极为不利。笔者十分同意这种看法，并认为殖民统治留下的单一经济结构是加纳独立后陷入发展困境的原因之一。

其次，英国在殖民统治期间实现了黄金海岸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大力推动包括铁路、公路、电话、电报和港口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启了加纳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也为独立后加纳的发展打下了不错的基础。例如，殖民政府修建了从塞康第（Sekondi）到库玛西、阿克拉到库玛西和中部省分别到阿克拉和库玛西的铁路线，使得加纳的农产品能够从内陆运输到沿海出口；加纳境内的铁路里程从1902的39英里增长到了1957年的750英里。又如，加纳本身没有天然良港，戈登·格吉斯伯格（Gordon Guggisberg）爵士就任黄金海岸总督时期（1919-1927）力排众议，建设了塔科拉迪（Takoradi）深水港，成为对加纳经济至关重要的现代化港口。加纳历史学家博阿亨评价道：“如果没有塔科拉迪港，加纳想进行贸易几乎是不可能的，（建设这个港口）是格吉斯伯格总督极富远见的决定，加纳应该感谢他。”

再者，英国的殖民遗产不仅体现在经济上，还体现在文教、行政、政治司法制度等方面。在文化教育方面，英国在加纳建立了包括小学、中学、职业学校和高等教育机构在内的一整套教育系统。加纳的小学入学人数1902年为1.5万，1924年增长到5万，1935年为6.3万，1945年30.1万，1957年独立时为45.6万；加纳的中学入学人数也从1902年的65人增长到1955年的7711人，并且拥有31所由殖民政府资助的中学；格吉斯伯格总督在任期间建立了著名的阿奇莫塔学院，此后黄金海岸大学学院在英国资金的支持下建立，成为西非地区一流的高等教育机构。在行政方面，英国逐渐推进殖民地政府机构文职官员的非洲化，培训非洲人在殖民政府的机构中担任先前只有欧洲人能够担任的高级职位。1909年，政府高级职务中只有3名非洲人，1927年有38名，1948年有98名，1949年上升到171名，1954年为916名，1957年独立时为3000名。加纳还继承了英式的司法制度和多党民主体制。

总的来说，尽管单一依附经济不利于加纳的长远发展，英式司法体制和多党民主制度是否适合加纳也是个未知数，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英国殖民统治为加纳留下了一份相对不错的遗产。1957年独立时，加纳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外汇储备高达2亿英镑，而外债只有2000万英镑，而且教育系统良好，又继承了英国人留下的比较完善的行政管理机构和一个已经拥有数年自治经验的政府。加纳人在独立时自信地向往着一个经济繁荣、就业率高、社会正义和个人自由的崭新时代。英国学者瓦德也对独立时的加纳充满了希望，认为“加纳有着巨大的优势……如果加纳能够继续把过去的传统和新的知识结合起来，它将向我们展示一种迄今世界上尚未见过的崭新文明。”

（二）独立后的加纳

然而，加纳在独立后的20多年中却由于政策失误、军事政变、政局动荡和国际经济形势不利等因素陷入停滞甚至倒退。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60-1982年加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下降1.3%。正如杰弗里·赫伯斯特（Jeffrey Herbst）所评价的，“加纳从独立时充满希望的繁荣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蜕变成为‘第四世界’的赤贫国家”。可以说，加纳经济在1982年前后已经到达了近乎崩溃的边缘，甚至加纳国家也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理查德·霍德威廉姆斯（Richard Hodder-Williams）就认为，“80年代初的加纳还能算是一个国家，仅仅是因为外部世界宣称有一个加纳国家存在”。独立后的20余年中，加纳的七届政府——三届民选政府和四届军政府——没有一个能妥善处理和解决国家存在的问题。尽管每一届政府都宣称加纳已经跌入谷底并将带给加纳新的开始，但是没有一届政府兑现了自己复兴加纳的诺言，反而是把加纳进一步推向衰退的深渊。

表12-2 1957-2012年加纳的历届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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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一次次无可救药的失败，罗林斯在1981年底发动军事政变第二次上台执政。罗林斯1947年出生于加纳首都阿克拉，毕业于著名的阿奇莫塔学院。此后他入伍参军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军衔至空军上尉。罗林斯被认为是“新一代民族主义军人的代表”，以他为代表的加纳中下层官兵对于加纳糟糕的经济状况以及政府高层和上层军官的贪污腐败十分不满，力图扭转独立以来国家的衰落趋势，实现加纳的民族复兴。1979年6月4日，忠于罗林斯的中下层官兵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阿库福军政权，罗林斯等军官第一次上台执政。罗林斯在任内发动“打扫房间”运动（house cleaning），严厉打击军队和政府中的贪污腐败行为，深受广大普通民众的欢迎；同时，罗林斯还加强市场管理，打击囤积居奇的商贩，但是这些措施没能解决加纳经济存在的问题。1979年9月，出于对文官政府的期待，也由于民众对前任军政权长期统治的厌恶，罗林斯等政变军官迅速把权力移交给了新一届的民选政府，结束了其第一次短短三个月的执政。但是，利曼的民选政府并没有能解决加纳严重的经济问题，经济形势日益恶化，贪腐之风也愈演愈烈。罗林斯等人此时对于民选政府彻底失望，于1981年12月31日再次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利曼政府，建立“国家临时保卫委员会”（Provisional National Defence Council,PNDC）开始了其第二次长达10年之久的执政时期。由于罗林斯军政权第一次执政的时间较短，所以本章主要对其第二次执政的10年进行讨论。

在罗林斯军政权执政的10年中，加纳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政局的基本稳定。而在几乎同一时期，非洲整体则陷入了发展的困境，8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整体低迷，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2.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更是平均每年下降1.2%。相比之下，从1983-1992年，加纳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财政收支保持平衡并略有盈余，人民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基础设施大规模改善，外部投资纷纷进入。1992年，加纳在罗林斯军政权主导下成功地实现向多党民主制的平稳过渡，民选的罗林斯政府和此后当权的历届民选政府都坚持了罗林斯军政权的基本经济政策和改革方向。1993年到2009年，加纳保持了经济的良好增长势头，2010年和2011年更是分别实现了6.6%和13.6%的强劲经济增长，是非洲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加纳在1994年被联合国取消了“最不发达国家”的称号，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和卫生等各个领域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罗林斯军政权执政的10年扭转了加纳以往不可遏制的衰落趋势，开启了稳定和增长的良好局面，并且为加纳此后的发展和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三）论点：问题与解答

为什么加纳能够走出军事政变的循环进而在1983-1992年实现10年稳定的经济增长？为什么加纳能够在非洲大陆整体低迷的80年代一枝独秀？罗林斯军政权对于加纳的发展作出了怎样的贡献？罗林斯军政权为什么能够在一片失败的土壤中取得一定的成功？加纳的成功又能给非洲其他国家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启示？

本章对罗林斯军政权统治下加纳的成功提出以下几个观点。首先，作为一个有责任感和爱国心的军人团体，罗林斯军政权以加纳的民族复兴为最高目标，怀有一个全面振兴国家的“加纳梦”——这个加纳梦包括了公平、民主、繁荣和稳定等基本要素，其中还不乏一些制度创新。因此，尽管军政权统治下的加纳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10年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可是军政权所作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并不仅有经济一项，其他社会因素也会极大地影响现代化进程的实现，我们在研究中也不应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第二，罗林斯军政权能够取得成功，在于其所怀有的“加纳梦”和相关的各项政策，很大程度上和加纳多数民众的要求相契合。这种契合是罗林斯军政权取得成功的关键，来源于罗林斯等人对于加纳社会各种问题的体验和认识。军政权的“加纳梦”体现在其政策上，包括建立公共法庭维护公平严惩腐败、推行草根式民主、努力实现经济增长和维护政局稳定。这些方面的举措满足了加纳大部分民众对公平、民主、稳定和经济的要求，为自己赢得了广泛的群众支持，也解决了加纳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第三，罗林斯军政权的加纳梦拥有一个坚硬固定的内核，民族复兴是其终极目标，国家利益至上是其根本原则；同时，军政权在实现复兴的手段上又非常灵活，正如罗林斯自己所言，其“政治哲学没有一个明确的名称，不在任何一本意识形态教科书中”，这使其不受任何其他或左或右的意识形态学说的束缚。


二、重建公平正义的努力

今天我们发动了一场圣战（Today we initiated a holy war）……在这个社会中，正义已经不复存在，而只要没有正义，也就不会有和平。

——罗林斯1981年12月31日政变后的讲话

罗林斯政变后表示要发动一场反对贪污腐败、重建公平正义的“圣战”。那么，为什么罗林斯要发动这样一场“圣战”？加纳社会中的不公正问题达到了怎样的程度？民众又是否需要一场“圣战”来重建公平正义呢？

（一）加纳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

在独立后的20余年中，加纳社会的公平正义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贪污腐败是其中破坏性最强、招致民怨最大的践踏社会公平正义的行为。无论是恩克鲁玛、布西亚和利曼的三届共和国政府还是阿弗利法、阿昌庞和阿库福的三届军政权，都未能逃脱贪腐问题的困扰，更不用说解决这一问题。政府职员、国企高管、大小军官、警察、海关人员，几乎所有拥有公共权力的军政人员都难逃腐败问题。因此，有学者把加纳称为“盗贼统治的国家”，即军政官员通过侵占公有财产或其他腐败行为来获得大量额外收入。比如，恩克鲁玛1966年被推翻时拥有230万英镑的资产，同时在埃及和摩洛哥各拥有一处房产；人民大会党的21名高级官员也都有着巨额的不法收入。此后的几届政府也没能改善贪腐的状况。到了70年代阿昌庞军政权统治时期，随着加纳经济的瓦解，腐败也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阿昌庞和阿库福等军政权高层军官通过出卖“进口许可证”给自己的情人、亲属或其他行贿人员获得大量金钱，使后者得以获得重要的稀缺物品，之后再到黑市上进行交易牟利。70年代末加纳报纸这样描述加纳的贪腐：总统府成了交易所，缅甸营（国防部所在地）是贸易公司，军队是商业部，警察是走私大队。不夸张地说，贪腐已经侵入到了加纳社会的每一寸肌肤，并成为加纳20年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贪污腐败和其他各种经济犯罪是困扰公平正义的主要问题，而加纳英式司法系统的无力更是纵容并且助长了这些行径。作为贪污腐败和经济犯罪的主角，有权者和有钱人往往可以借助权力或财富，利用司法程序的拖沓和法律的技术原则逃脱法律的惩罚。作为一个旁观者和英式律师，1983年来加纳考察的英国女王法律顾问吉福德勋爵（Lord Gifford）说道：“加纳继承了英国的司法系统，英国司法系统中的许多缺点在加纳被放大。律师们倾向于帮富人打官司，这样可以挣到更多的钱；我认为，在达到公平正义方面，普通法庭没有获得人民的信任。他们被看作是有权有势者的工具。”吉福德勋爵这里所说的普通法庭就是加纳从英国继承的英式法庭。普通民众的行动也印证了这种不公正：罗林斯军政权新司法系统成立之前，人民自发成立的保卫委员会承担起了部分司法职能；他们独立于普通法庭之外，而且毫无例外地站在穷人和弱势群体一边，试图纠正普通法庭的不公正，这种不公正被看作是唯富人和有影响者的马首是瞻。可以看出，民众对于贪污腐败的怒火没有可供发泄的合法渠道，对于公平正义的渴望也没有可供实现的路径。这样，对公平正义的希望、失望和愤怒情绪交织在一起并且不断发酵，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大因素和足以摧毁当权者的活火山。这种情绪的每一次大爆发都导致了加纳一届政府的垮台以及局势的剧烈动荡。因此，打击贪污腐败、维护公平正义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加纳最为迫切的社会需求之一。

（二）重建公平正义的努力和公共法庭系统

重建并维护公平正义是罗林斯军政权“加纳梦”中的核心组成部分。这是因为，罗林斯等中下层军官和普通民众一样，都对政府高官和军队上层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对于重建加纳社会的公平正义有着强烈的渴望。他们完全能够体会加纳多数人的需求，对这个问题有着清楚的认识。

罗林斯军政权在1979年第一次执政时就开始着手解决贪污腐败问题，主要措施是发动旨在惩处军队和政府内部腐败的“打扫房间”运动（house-cleaning）。尽管这次尝试只持续了三个月就不得不中断，但却为此后的系统尝试奠定了基础。1979年6月4日，罗林斯第一次政变上台后建立“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Armed Forces Revolutionary Council,AFRC，以下简称“武革会”），开始反贪腐运动。“武革会”逮捕了大批贪污腐败的前政府官员，建立革命法庭进行审判。155名官员被判处6-95年监禁，8名前军政高官被处决，其中包括3名前加纳国家元首阿弗利法（1969）、阿昌庞（1972-1978）和阿库福（1978-1979）以及时任边防军司令的乌图卡。处决是在人民群众热情的欢呼声中进行的，观看的群众甚至咬牙切齿地叫喊：“打，打，把他们统统干掉！”由此可见民众对于官员贪腐的深恶痛绝和对于正义的迫切渴望。利曼政府上台后随即终止了“打扫房间”运动，释放大批前政府官员，导致腐败情况再度恶化，令渴望正义的民众怀念罗林斯的作为。罗林斯的“打扫房间”运动获得了空前的群众支持，树立了罗林斯公平正义守护者的形象，为此后罗林斯推行有关措施奠定了民意基础；而这一时期建立的革命法庭，也可以被看作是80年代公共法庭的前身。

第二次军事政变上台后，罗林斯军政权开始了更加系统的重建公平正义的尝试，主要是建立一套以公共法庭为核心的新的司法系统。需要说明的是，军政权建立公共法庭系统的同时并没有废除英式的普通法庭系统，而是两套体制并行。1982年1月5日，罗林斯在广播讲话中宣布将寻求建立一个“人民的法庭”，“法庭的审判程序将不受到技术原则的约束，这些技术原则在过去阻挠了公平正义的实现，使罪犯逃之夭夭”。军政权意识到过去的英式司法系统无法有效地保证公平正义，试图在普通法庭的系统之外建立一套可以快速实现公平正义并且保证多数普通民众从中受益的系统。1982年7月，军政权通过两项法律，建立公共法庭和特别军事法庭，详细规定了其人员组成、司法裁量权、行为准则，并专门强调确保技术因素不阻碍公平的实现。许多没有受到法律专业训练的普通人进入公共法庭，例如北部地区的一个法庭就是由消防员、木匠、教师、会计、工程师、银行职员和一个法律顾问共同组成审判庭。1982年9月，第一个公共法庭在首都阿克拉建立；随后，各个地方的公共法庭也纷纷成立，开始形成系统化的司法体系。1984年，公共法庭的等级系统和上诉系统进一步完善，由社区、地区、大区和国家四级组成，人们可以向大区和国家级公共法庭提起上诉。公共法庭所审理的案件主要是刑事案件：第一大类是反对军政权的政变企图；第二大类是贪污腐败和相关的经济犯罪（如黑市买卖、银行欺诈、走私等）；第三大类则是杀人、抢劫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特别军事法庭则主要针对军队成员攻击、骚扰和非法拘禁平民的行为。公共法庭实际上承载了重建公平正义和维护社会稳定两项重要使命，既是维稳的利器，又是正义的守护者。

除了公共法庭这一新的司法体系，罗林斯军政权还建立了多个调查委员会辅助公共法庭，以更好地维护社会正义。国家调查委员会（National Investigations Commission,NIC）主要负责调查官员的贪腐情况，被授权调查一切个人银行账户存款超过5万塞地的加纳人，以发现可能存在的腐败。公民审查委员会（Citizens'Vetting Committee,CVC），1984年被重新命名为“收入专员办公室”（Office of the Revenue Commissioner），由11-15人组成，主要调查生活水平和花销与其应得收入不符的人员，实际上是针对比较富裕的中产阶层和有机会进行经济犯罪的官员和商人。此外，军政权还建立了特别检举人办公室（Office of Special Prosecutor）。为了更好地协调并监督以上各个调查机构和公共法庭的工作，军政权还建立了专门的协调监督机构the Coordinator of Vetting,Investigations and Tribunals(COVIT）。

（三）公共法庭系统的具体判例

加纳以公共法庭为核心的新的司法系统对公平正义的维护不仅仅体现在法律条文的规定中，更体现在一个个判例中。首先，对于各级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的行为，公共法庭给予毫不留情的打击。前人民国家党主要领导成员克罗波·艾杜塞（Krobo Edusei），克瓦西·阿尔马（Kwesi Armah）和纳纳·奥库特维·贝科（Nana Okutwer Bekoe），通过给意大利商人基亚维利（Chiavelli）提供外交护照，为人民国家党非法获取了100万美元的贷款，并从其中分别收受了7万美元、3万美元和5万美元好处费；公共法庭对这三人分别判处了11年、9年和11年的监禁。前人民国家党的主席纳纳·奥库特维·贝科三世，因为试图将4600美元和600英镑的赃款藏匿在袜子内化名穿越边界潜逃至邻国多哥，而被公共法庭判处7年监禁和50万塞地的罚款。菲利普·阿库瓦（Philip Acquah）是加纳阿布瓦夸地区可可销售局（Cocoa Marketing Board）的采购官员，他利用自身职权策划盗取价值40.5万塞地的可可而被公共法庭缺席判处死刑，协同作案的三名仓库管理员被判处终身监禁，涉嫌的警察被判处15年监禁，所有涉案人员的财产都被充公。两名警察从一名商人处收取5万塞地的贿赂，把与该商人有关的案例撤销，公共法庭判处两名警察6年监禁。

其次，公共法庭对于罗林斯军政权系统内成员的犯罪行为一视同仁，无论是核心领导者，中下级军官，乃至罗林斯的亲人和密友，都能做到以公平正义为准绳。1982年6月30日，三名法官和一名退伍军官在阿克拉被人从家中劫持后杀害，这一残忍行径引起了社会的极大恐惧和不满。罗林斯强烈谴责了这一行径并责成内政部长成立特别调查组调查该案。阿马尔特·克韦（Amartey Kwei），时任罗林斯军政权的七人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和涉嫌的两名士兵在1983年经过公共法庭审判后被枪决。军政府信息中心的指挥官邦尼上尉（Captain Bonney）和手下的两名士兵，因为抢劫商人130万塞地而被判处15年监禁。1983年10月28日，罗林斯的好友空军上尉罗伯特·科乔·李涉嫌谋杀，于1984年10月1日被公共法庭判处死刑；李曾经向国家公共法庭上诉并向罗林斯求情，但是遭到了拒绝。另外一起引起广泛关注的就是士兵尼伊·阿莫爱迪（Nii Amoo-Addy）的谋杀案，被告人是罗林斯的近亲。这名士兵被指控杀害了一名电工学徒，该学徒当时以超出市价五倍的价格卖出一加仑汽油。或许是考虑到该士兵和罗林斯之间的亲属关系，地区公共法庭以该士兵不熟悉枪械原理而造成误伤为理由宣告被告无罪释放。然而，罗林斯不容许承载自身公平正义梦想的公共法庭受到影响，听到这个判决之后立刻发表广播和电视讲话，谴责这个判决，宣称其无比荒谬，是对群众智商的侮辱；他认为该决定代表着一些公共法庭正逐渐在某些方面蜕变成为那些传统法庭，威胁到了整个系统的声誉，摧毁民众对正义的信心。罗林斯命令立即重新逮捕该士兵，随后国家上诉法庭重审该案，判处其有罪并处决。

此外，公共法庭和其辅助委员会对于欺诈、偷窃、走私和偷漏税等经济犯罪也都严厉打击。比如，1983年11月，有两人因为从阿散蒂地区农场偷盗大米而被缺席判处死刑；加纳商业银行的雇员因为监守自盗而被判处死刑；1983年10月，有人因为走私而被判处死刑。一名商人谢弗·汉克（Shepherd Heenke）被公共法庭判处60年监禁，罪名是伪造官方文件，在外汇交易中欺诈百万塞地。国家调查委员会建立不到一年时间里，仅在阿克拉一地，就从其调查中追回了款项446.1万塞地。公民调查委员会对偷漏税行为的调查更是硕果累累，1982年追回偷逃税款4880万塞地，1983年追回2500万塞地。例如，委员会经过调查发现，阿散蒂地区一个56岁的仓库保管员奥乌苏·安萨（Owusu-Ansah），月收入不超过450塞地，但是却拥有六处房产，其中一处价值180万塞地；五辆轿车，总共价值47.2万塞地。但是安萨每年仅仅纳税420塞地。因此，委员会对其处以650万塞地罚款，并将其财产充公。

（四）公共法庭与民众需求的契合

公共法庭系统以其高效率、低成本、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公平精神赢得了广大普通民众的支持，也使得拖沓低效、费用高昂又对人民怀有偏见的普通英式法庭相形见绌。例如，1984年英式巡回法庭总共接受了8548起诉讼，结果最终只处理了其中的463起，只有5%的案件得到了处理；1985年，11468起案件中有10365起没有结果，1103起得到处理，也只占到了总数的9.6%。而公共法庭处理案件的效率非常高。例如，1987年，公共法庭处理了1374起案件中的1270起，判决率高达92%；1988年，公共法庭处理了1563起中的1390起，判决率也有89%；之前几年没有明确的统计数据，但是罗杰尔·考金（Roger Gocking）认为，之前几年公共法庭系统中的上诉制度还不完善，因而判决比例可能要比这两年更高。

民众对于公共法庭的信任和支持体现在各方的观察报道中。例如，许多民众请求自己的案例在公共法庭处理，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在公共法庭管辖范围之外的民事案例——如土地纠纷；那些已经在普通高等法庭上受审的人员希望能够转到公共法庭。英式法庭系统的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之前对公共法庭有所抱怨，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公共法庭在实现更快捷的公平正义上的重要作用。对于律师协会的抵制，许多观察者认为，律师们生活在象牙塔之中，完全不了解外界的情况，因为公共法庭所处理的大量案件已经表明绝大多数加纳人对这一机构的接受。1988年《西非》（West Africa）周刊的一篇文章指责公共法庭出现了贪污腐败问题，但是该文作者也承认此时的公共法庭受到了更多民众的信任。来加纳考察的英国律师、女王法律顾问吉福德勋爵评价道：“公共法庭有了很好的开始，在违法乱纪和腐败盛行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就。”对于辅助的调查委员会，有学者认为国家调查委员会的调查行动总体上被加纳人所接受，民众认定其极为细致、准确和公平。而一个严厉批评公共法庭的作者本·艾弗森（Ben Ephson）对公民调查委员会却颇有好感，认为它使得加纳社会更加健全，更加具有责任，是一个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机构，可以一直延续到民选政府期间。

除了与民众的需求相契合，罗林斯军政权的强权色彩也使其能够在推行公平正义措施时抵挡住内部外部或左或右的压力。一方面，罗林斯军政权的公共法庭系统契合了多数普通民众的要求，但是仍有少数人站在反对一方，其中最主要的力量就是加纳律师协会。1982年初，罗林斯刚刚宣布要建立公共法庭，加纳律师协会就发表声明反对，认为现行的法律系统完全能够处理加纳的犯罪活动。外部的反对力量包括国际法律工作者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of Jurists,ICJ），大赦国际和其他一些人权组织。比如，国际法律工作者委员会对公共法庭的建立进行了谴责，认为这是对人民的罪行。大赦国际对于公共法庭判罚的严厉程度尤其是其中大量的死刑判决表示不满。另一方面，罗林斯军政权顶住了来自下层人民的过激要求，并没有废除英式的传统法庭，而是实行了一套双轨司法制度。这个举动既避免了因为过分伤害律师集团的利益而招致激烈反扑，又为公共法庭提供了比较的对象，无疑是一个明智的决定。1982年曾有超过1000名工人保卫委员会的成员包围一家地方法庭，认为该法庭的法官没有能够公平地对待他们提交的案例，后来法官在警察的保护下和群众的嘘声中离开了法庭。而当工人委员会成员试图关闭阿克拉的最高法庭，让公共法庭完全接管司法系统时，军政权没有支持这一过激行动。罗林斯在一个庆典上发表讲话，请加纳人仔细观察公共法庭和普通法庭，并决定哪一个机构最符合他们的利益。

学者们对于公共法庭的看法各不相同。麦克·奥夸耶（Mike Oquaye）认为公共法庭和国家调查委员会是罗林斯军政权推行革命恐怖的工具，用来清除和压制政治反对派；类似的观点认为公共法庭是为了军政权的政治目的而服务，其合法性受到了损害。理查德·杰弗里斯则认为麦克·奥夸耶的观点严重偏颇，强调公共法庭即使在建立初期也很少被用来推行恐怖，公共法庭所作出的大量判决的公正性很少受到质疑，公共法庭在迅速、廉价而公平地提供正义方面交出了一份相对不错的答卷。罗杰尔·考金强调公共法庭在防止加纳陷入暴力和无政府状态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公共法庭的建立直接契合了加纳多数普通民众对于公平正义的强烈需求，从民众的反应和法庭的判例上看，公共法庭很好地满足了民众的这种需求。由于人员经费和其他客观因素的限制，公共法庭所处理的案件只是加纳全国案件的一部分，不能满足所有人对公平正义的渴望，也不可能将这一问题全部解决。但是，它为民众提供了一个值得信赖的司法机构，使民众对于加纳的社会正义恢复了信心。因此，除了通过惩处政变分子和刑事罪犯来维护稳定之外，公共法庭还通过维护社会正义的方式间接地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因此，“加纳梦”中的公平正义和稳定两个方面的追求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

其次，公共法庭不是简单地为了特定审判或者政治目的建立起来的，而是一整套新的调查和司法体系，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制度创新。尽管公共法庭是否是“非洲大陆最重要和最具创新性的法律创制”还值得商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公共法庭系统包含了制度创新的因素。恩克鲁玛在1959年就曾说：“目前加纳的司法系统是适应帝国主义者和殖民者的要求而建立的，完全不适合（加纳）这个自由的民族。”但是包括恩克鲁玛在内的历届政权都没有对其进行改革，罗林斯军政权则作出了可贵的尝试，通过公共法庭来解决殖民遗留下的司法制度的弊端。

第三，公共法庭系统前后持续了11年，尽管其在1993年第四共和国成立后被并入由最高法院控制的传统英式司法系统之中，没能在制度探索上更进一步，但是它在特定时期契合了加纳多数民众的需求，相对较好地完成了自己被赋予的主要使命——重建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

第四，公共法庭诞生于加纳社会正义崩溃的年代，因而“乱世用重典”，刑罚程度比较严厉，死刑判决也较多。公共法庭在这点上饱受国内律师协会和国际人权组织的指责，但是军政权以其一贯的强权作风顶住了来自国内外的压力，坚持“选择加纳自己的方式来对待罪犯是我们不可剥夺的权利，不理会其他国家给公共法庭系统贴上的一切负面标签”。


三、艰难的经济复兴

实现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是罗林斯军政权加纳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加纳民众在经济方面的要求简单明了，无非是满足人民对于经济增长的渴望和对于生活改善的要求。但是真正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加纳政府却寥寥无几，相反地，由于没能解决好经济问题而下台的政府比比皆是。

契合人民的需求在于解决加纳经济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又必须认清加纳经济的现实——严重缺乏外汇收入、出口依赖和进口依赖。从殖民时期开始，加纳就是一个农业国家，经济结构单一，可可出口占到其外汇出口收入的60%-70%。它一方面依赖可可的出口为国家提供外汇收入，用于进口基本商品，并维持财政收支平衡，但是可可却受制于国际市场的价格波动；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工业品的生产能力，不得不依赖进口的各种商品来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而能否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又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因此，彼此相联系的出口依赖和进口依赖是加纳经济的最大现实，联系两种依赖的外汇收入是关系到加纳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

（一）加纳经济存在的问题

加纳历届政府无视经济现实或者试图改变经济现实的努力给加纳带来了两大严重的经济问题——农业衰落和汇率扭曲。加纳独立后，恩克鲁玛政府为了改变自身以可可出口为支柱的单一依附经济并摆脱出口依赖和进口依赖，全力推进工业化，使得加纳可以通过工业产品出口获得外汇收入，同时通过工业产品的自我生产来满足国内需求。但是，资金的短缺成为了加纳工业化的命门。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约2亿英镑外汇储备很快就被消耗殆尽，工业化的进程由于管理不善或者周期较长而没有能够带来收入或者生产出商品，反而要求更多的资金投入。这样，加纳政府就把目光投向了农业，通过对农民的剥削来获得工业化的巨额资金。政府一方面压低可可的收购价格，减少农民的收益，使得国家获得可可出口利润中的大部分用于工业发展；另一方面原本应该帮助可可农应对世界市场可可价格波动的可可销售局（Cocoa Marketing Board）几乎不作为，很少把资金重新投入到可可产业之中。重工轻农的政策导致了加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下降，可可产量逐渐回落；同时可可走私活动大量增加，农民更愿意把可可走私到科特迪瓦等邻国进行销售，因为那里的收购价格比较高。加纳的可可产量在1964年达到创纪录的55万吨之后就开始不断下滑，起初还能保持在40万吨左右，但是到了1973-1982年间，可可产量几乎呈直线下降趋势，1982年和1983年分别只有17.9万吨和15.8万吨，创下了加纳历史上的新低。

同时，加纳政府由于可可产业的衰退和政府支出的增加而导致财政赤字超出预算规模，被迫额外发行货币弥补亏空，导致了塞地的实际贬值；按照常理，政府应该通过正式的贬值使货币的纸面价值符合流通中的实际价值，也可以刺激出口增加外汇收入。但是，除了布西亚政府之外，其余各届政府都固执地拒绝进行货币贬值，使得塞地的价值被严重高估。1973年阿昌庞政府执政后，汇率从1973-1977年都保持在1.149塞地兑换1美元不变，但是通货膨胀率在1977年就高达121.2%；阿库福政府和利曼政府执政的1978-1981年，塞地汇率一直保持在2.75塞地兑换1美元的水平不变，但是通货膨胀率在1981年达到了116.5%。官方汇率与货币实际价值的严重脱钩首先导致了黑市的猖獗，商店仅仅把一小部分商品以官方汇率标价出手，剩余的商品通通运往黑市，黑市的价格大约是官方价格的25-30倍。其次，政府付给可可农的收购价格仍然按照官方汇率计算，这使得农民蒙受了巨额损失，进一步加剧了生产的萎缩。

加纳经济的两大问题所造成的恶果集中体现在宏观的经济数据上，1957年独立时加纳人均收入约170美元，外汇储备约4.7亿美元，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富裕的国家。但是到了1982年，加纳已经滑落到整个非洲的第24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60-1982年年均下降1.3%。1970-1982年加纳国内生产总值年均下降0.5%，农业年均下降0.2%，工业年均下降2.4%，服务业年均下降7.4%。在具体的产品数据上，除了上文提到的可可产量的下滑，黄金生产从1962年的90万盎司下降到1982年的33.31万盎司；钻石产量从60年代的每年300万克拉下降到1982年的不足100万；铝土产量从60年代的30余万吨下降到1982年的17.3万吨；木材出口从1973年的1.3亿美元下降到1981年的2160万美元。

除了经济数据的糟糕表现，普通民众也直接感受到了经济的严重衰退。食品药物等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商店中几乎买不到这些必要的必需品；道路年久失修，交通状况糟糕；农业尤其是可可产业凋零，大量加纳人背井离乡到邻国科特迪瓦或者尼日利亚去谋生，使得加纳农村缺乏劳动力，呈现一片衰落景象。经济的不景气导致大量民众失业，持续的衰退也使工资得不到增长，或者增长的速度远远落后于通货膨胀的速度。

那么，面对加纳宏观经济的衰退等一系列问题，罗林斯军政权是怎样扭转颓势实现经济增长的？又是如何解决加纳经济存在的两大问题的？它是否使加纳摆脱了进口依赖和出口依赖的现实？何种程度上契合了民众的需求？

（二）农业的复兴

回顾历史，我们必须承认，整个国家亏欠农民太多……是农民们疲惫的肩膀支撑起了整个民族……然而国家却为农民的基本需求提供了很少，因此，我们必须消除过去的（对农民的）不公。

——罗林斯

从殖民时期一直到罗林斯军政权执政的80年代初，农业一直都是加纳经济的支柱。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农业对经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农产品、劳动力、资本、市场和外汇这几个方面。在加纳，农业为全国人口提供粮食等生活必需产品；雇用了加纳约70%的劳动力，并为工业化提供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加纳2/3以上的外汇收入来自于农产品的出口；因此农业的兴衰直接关系到加纳经济的稳定。农业的衰落给加纳带来的影响是致命的，有学者认为加纳1960-1983年的经济衰退是因为政府未能制定合适的政策刺激农业发展尤其是可可部门的发展。因此，解决农业问题是罗林斯军政权经济方面的首要任务。

正视加纳经济的现实、改变重工轻农的政策是解决农业衰落问题的重要前提条件。在最高领导人的认识层面，正如上面引用的罗林斯的一段话所反映的，罗林斯军政权一改以往政权重工轻农的态度，清楚地认识到了农业的重要性，并且认为“国家生存的大部分根本解决方案都在农村地区”。

政府对于农业问题的正确认识只是解决农业衰落问题的一个前提，真正实现农业复兴还需要军政权真正把重振农业的豪言壮语落实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中去，同时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存在于农业生产各个环节中的一系列问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低落、农业劳动力的匮乏、农村银行系统的崩溃、糟糕的交通基础设施和扭曲的汇率等都是困扰加纳农业的主要问题。本部分将重点探讨罗林斯军政权在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动员农村劳动力、重建农村金融系统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举措，以及罗林斯政府农业复兴所取得的成就。汇率问题将在下面的部分进行详述。

1 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

政府对农业投入的不足和对农民的过度剥削导致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十分低下，无论是可可产业还是粮食作物都呈现出低迷的生产情况。面对这种情况，罗林斯军政权加大了对农村的政策倾斜，实施了一系列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惠农措施。首先，政府在1982-1991年期间不断提高可可的收购价格，增加农民从可可出口中的受益比例，切实增加农民的收入；这同时可以避免农民将可可走私到国外出售。可可收购价格十年间提高了约20倍，具体数据和变化趋势可以从下面的表格中直观地看出。必须要指出的是，加纳可可收购价格是在同期国际市场可可价格不断下跌的情况下逆势上扬的：1983-1985年期间世界可可价格在1500-2000英镑之间，而到1988年10月则下跌到了800英镑每吨，下跌了近一倍。政府提高可可价格的同时还考虑到了通货膨胀的因素；比如，一位官员在解释1990年收购价比上年增长了约28%的原因时表示，这其中考虑到了每年约20%左右的通胀率对农民收入的侵蚀。

表12-3 1982-1991年加纳可可收购价格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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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est Africa,1986,1991,1992;Africa Contemporary Record,1986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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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可可管委会（Cocoa Board）通过向农民发放各种农业和生活物资来保障农民的基本生产生活。比如，1984年3月，可可管委会向布朗阿哈弗大区的11个边界城镇的农民发放了28558匹印花布，20万个灯罩，18万盏照明灯，6万把短刀和1万箱肥皂。可可管委会还向西部省19个地区的5.2万名农民每人发放特别补助，包括一匹布、五块肥皂、食用油、一把短刀、两公升杀虫剂，总共价值2316塞地，并且每个社区发放五台喷雾器。这种包括农业和生活物资在内的农业特别礼包是政府帮助农民的一种方式。再者，鉴于可可树的疾病和虫害是造成农业损失的一个重大原因（加纳70年代因为可可疾病虫害每年损失13万吨的产量），除了在特别惠农礼包中发给农民的杀虫剂之外，政府还大力补贴农用化肥和杀虫剂，使农民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购得，补贴比率高达90%。

2 动员农村劳动力

农业劳动力短缺是加纳农业的又一个重大问题。由于农业的长期衰落、农村土地大量荒芜和重工轻农的政策，难以生存的加纳农民纷纷涌向城市或者出逃到邻国尼日利亚、多哥和科特迪瓦，导致了加纳农村劳动力的相对不足。面对这一难题，罗林斯军政权除了通过上面提到的惠农措施刺激农民回归土地恢复生产外，还鼓励农民通过参与当地的合作组织（Nhoboa）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进行互帮互助。实际上，以前几届政府都企图通过农村互助组织来减轻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是罗林斯军政权是第一个给予这些互助组织以实际具体帮助的政府，比如必要的资金支持和农用工具。

此外，罗林斯军政权还成立国家动员委员会（National Mobilization Committee），推行国家动员计划（National Mobilization Program），为农业发展提供劳动力支持。事实上，国家动员计划的实行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1983年，尼日利亚政府宣布驱逐100万在尼日利亚打工的加纳人，大批返乡的难民给加纳的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罗林斯军政权成立特遣队（task force）为难民提供医疗救助和交通工具，所有政府公车都被用来运输难民。政府的这一行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的效率和人道主义关怀不仅获得了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好评，还激发了加纳人的爱国热情。更重要的是，军政权还化挑战为机遇，让回国的100万难民返回自己的村庄和农场，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许多村庄的人口一夜之间就翻了一倍。除了安置归乡的难民之外，国家动员计划还在可可的生产、运输和服务等各个环节上动员志愿人员为农民提供人力支持，志愿人员可以得到大米和衣物作为酬劳。一位国家动员委员会的官员说，“罗林斯主席要求我们动员4万人帮助可可服务局和农民重建农场，我们动员了12万人”。

3 重建农村金融系统

罗林斯军政权还重建了农村的银行系统，使农民更加放心地向政府出售农产品，并向农民提供小额的信贷资金。1982-1983年，政府在农村推行阿夸福支票系统，取代以前弊端从生的现金交易系统。原先的现金支付系统充斥着欺诈、资金滥用、赖账和假欠条等行为，信用已经破产。新的系统减少了原先农民在接受现金或者欠条时可能受到的欺骗。为解决银行和可可种植地区的交通问题，150辆尼桑货车被分配给商业银行，作为移动银行来方便支付阿夸福支票。这表明了政府改善农村银行系统的决心，因为在1983年前后，加纳两大国有运输公司总共只有152辆汽车可供使用，因此150辆货车无疑是政府对农村银行系统的一笔很大的投入。农村银行系统被证明对农民有着很大的帮助：在那些银行运作的地区，家庭手工业兴起和发展，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减小，农业活动增强；农村银行系统同时鼓励农民养成储蓄的习惯。

4 改善交通运输设施

交通运输是困扰农业的另一个重大问题。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大多数道路年久失修无法通行，汽车等交通工具也由于轮胎和零配件的进口量不足无法上路，加纳每年都有大量的农产品无法从产区运出。针对这一情况，政府积极利用外国援助和投资改善交通运输。1985年，非洲发展银行同意资助邦萨（Bonsa）轮胎公司，使其轮胎产量达到每年42万个，以满足加纳交通运输业的需要。加纳政府还与世界银行合作实施“第四公路工程”（thefourth Highway Project）。该项目总共要修复11座桥梁，新建3座桥梁，兴建新的支线公路，修复库马西——阿克拉公路，并提供技术援助。项目总投资1.272亿美元，世行提供5000万美元，非洲发展银行提供300万美元，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810万美元，政府支付4200万美元，并设立“道路基金”。西德政府1986年在加纳的可可和木材产区修建完成了六座钢架桥，帮助农产品的运输。政府在第二期经济恢复计划中投资511.31亿塞地（按照1989年汇率折算约合1.9亿美元）修建15条新的干道公路和桥梁，使加纳30%的干道交通网恢复到可供使用的标准水平。除了公路交通，军政权还大力修建铁路和港口设施以方便各种出口产品的外运。加纳铁路公司花费4200万美元修复连接阿散蒂省首府库马西到西部港口塔库拉迪的西线铁路，项目十分成功；此后又投资4600万美元修复连接阿散蒂和首都阿克拉并延伸到港口特马的东线铁路，以及连接阿克拉和西部省的中线铁路。这样，随着这些铁路的修复，加纳境内的1200多公里就能够全部投入运营。同时，政府还投资6000万美元修复特马和塔库拉迪这两个重要的用于出口的深水港。公路、铁路和港口设施的修复修建和汽车的逐渐增多，极大地方便了农产品的出口，同时也使黄金、木材和其他产品的出口大为便利，此外老百姓的生活也因为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而受益。

5 农业复兴的成就

伴随着罗林斯军政权复兴农业的各项措施，加纳农业逐渐走出谷底，从1983年起到90年代初连续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在具体的农业数据上，主要经济作物可可的产量逐年稳步回升，主要粮食作物玉米的产量1991年比1983年增长了近6倍，其他包括大米、棕榈油和家畜饲养羊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详见下表。

表12-4 加纳农业复兴一览表（部分农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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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可可、玉米、大米和棕榈油的单位为万吨，牛、羊、猪的单位为万头。

资料来源：Colin Legum,ed.，Africa Contemporary Record,1985-1986,B43;Marion E.Doro,ed.，Africa Contemporary Record,1988-1989.New York:Africana Publishing Company,1992,B5;"With Jerryto Juapong",West Africa,December23(1991)January5(1992),1992,21-41;"Our visionmustfashion the toolstobreak",West Africa,January1986,127;"Thefoodhorizon",West Africa,January915,1989,2021;"Morepotentialyet",West Africa,September28,1987,1892.

加纳通过十年的农业发展实现了食品的基本自给，“从一个依靠食品援助的饥饿的国家，变成了空前的高达77%的食品自给的国家”，包括玉米、大米、木薯、洋芋、小米和高粱在内的多种粮食作物都出现了剩余。更为可喜的是，加纳在粮食自给的基础上，开始向邻国进行援助或者出口创汇。1989年，加纳向安哥拉起运1.71万吨的玉米援助，同时向几内亚出口1000吨，计划向尼日尔出口5000吨。可以说，罗林斯军政权基本解决了加纳农业衰落的问题，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农业复兴，为今后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加纳农业的发展不仅仅通过出口为国家提供了可贵的外汇收入，粮食自给的基本实现也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进口粮食的外汇，还降低了加纳的物价，使农产品在市场上更加充盈。

（三）多样化的努力

我们计划完成两件事情：首先，把主要资源分配给出口部门，停止出口部门的衰退；同时，为调整本质上是新殖民主义性质的经济准备基础。最终由出口依赖的新殖民主义经济变成更加独立自主的经济。

——鲍奇韦博士

鲍奇韦博士的讲话清楚地表明了罗林斯军政权解决加纳出口依赖的路线图：首先是承认出口依赖的现实，通过投资出口部门增加外汇收入，改善宏观经济；然后在外汇充足的基础之上，逐渐改变出口依赖的情况和殖民时期就形成的单一经济结构。

在经济结构单一的现实下，出口结构单一是更加直接和严峻的问题。加纳过于依赖可可提供外汇收入，可可出口占到加纳外汇收入的60%-70%。例如，1983年加纳出口商品总值为4.391亿美元，其中可可出口为2.686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61.1%。一旦国际市场的可可价格出现大的波动，加纳的外汇收入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进而对整个经济产生负面效应。因此，在短短的10年中，军政权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解决出口结构单一的问题上，通过增加其他产品的出口来降低可可出口在出口总收入中的比例，实现出口的多样化。需要指明的是，军政权出口多样化的各项举措是在可可产量增加农业整体复兴的背景下展开的，并不是通过打压可可出口来实现的。

首先，加纳政府通过立法措施、政策优惠和吸引外资等手段鼓励采矿业的发展。一位军政权高官表示，“采矿业是我们的一个最好的机会，不仅能减少我们对可可的依赖，还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1986年，军政权推出矿产资源法，把采矿业者的税率从55%降低到45%；1989年又允许加纳公民对矿产资源进行小规模的开采，从事相关买卖活动，而且开矿人还可以享受免除所得税的待遇，并在三年内免收资源使用费。采矿业在经济恢复计划中得到了大量的外部资金注入。比如，国家金矿公司和加纳——加拿大矿业集团签署了3000万美元的投资协议，恢复塔库瓦（Tarkwa）和普雷斯特阿（Prestea）的金矿；阿散蒂金矿公司（Ashanti Goldfields Corporation）从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得到了4500万美元的贷款。加纳的采矿业在1982-1991年间全面复苏，黄金产量从1984年的28.23万盎司增长到1990年的54.29万盎司，到1992年更是突破百万盎司大关，达到了100.4万盎司；锰矿石的产量从1983年的172641吨增长到1989年的364864吨；铝土产量从1983年的70235吨增长到1989年的371576吨；钻石产量从1983年的约27.9万克拉增长到1990年的约48.5万克拉。

其次，加纳的木材产业也从低谷中走出。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塞地汇率的扭曲，木材生产者入不敷出，出口价格只相当于生产成本的30%，大大遏制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在经济恢复计划实施后，伴随着塞地的贬值和价格调整，出口价格达到了成本的200%，木材产业又一次变得有利可图。在1984-1986年的三年经济恢复计划中，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发展协会为加纳木材产业提供了1.57亿美元的资金，其中2500万美元在1984年快速拨付到位。加纳木材出口快速复兴，出口收入从1982年的1200万美元逐渐攀升，1983年为1400万美元，1984年为2080万美元，1985年为3000万美元，1987年为8276万美元，1990年达到创纪录的1.246亿美元？?，世界银行评价为“生动而戏剧性的恢复”。

第三，加纳的非传统产品（指可可、木材和矿产品之外的其他工农业产品）出口也在经济恢复计划之下开始增长。政府振兴非传统出口的措施之一是重组加纳出口促进委员会（Ghana Export Promotion Council），使其在新的领导之下充满活力；该委员会积极让加纳商业界和公众增加对非传统产品出口重要性的认识，组织研修班和贸易博览会，并作为中介引进国际技术援助。虽然在总出口的比例中所占份额仍然不大，但是非传统产品出口仍然有巨大的飞跃：1984年出口额仅为200万美元，1986年增长到2400万美元，1988年进一步增长到4200万美元，到1991年提高到了6390万美元。军政权统治时期非传统产品的出口额增加了约31倍。

在加纳政府的积极努力下，出口结构多样化的努力收到了很好的回报，单一依靠可可的出口结构得到了很大的改善。1986年，可可出口占出口总额的67%，矿石出口占16.6%，木材出口占5.9%，非传统产品仅为3.2%；到了1991年，采矿业的出口收入占出口总收入的35.3%，可可出口约占34.7%，木材出口约占12.4%，非传统产品出口约占5.8%。10年来矿石出口第一次超过可可成为第一大出口部门。整个出口结构从原先可可的一枝独秀变成了采矿、可可和木材三驾马车共同驱动，而非传统产品的出口比例也逐渐上升，为今后出口结构进一步合理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加纳出口部门抵御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也大大加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统计，加纳的“基尼赫希曼出口集中度系数”从1983年的67下降到了1990年的55.

值得一提的是，加纳的旅游业在军政权统治时期蓬勃发展，成为新的创汇产业。1981年加纳接待游客数量仅3.96万人次，旅游收入700万美元；而到了1992年，加纳接待游客高达20万人次，旅游收入1.69亿美元，旅游业成为加纳除了三大出口产品之外的第四大外汇收入来源。罗林斯军政权奠定了今后加纳旅游业发展的基础，到1997年，加纳接待游客总计32.6万人才，旅游业收入2.97亿美元。

总的来说，罗林斯军政权经济多样化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加纳的出口结构得到了较大改善，产业结构也出现了积极的变化趋势。农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83年的53.4%下降到1990年的44.7%；工业生产所占比例从1983年的11.6%增长到1990年的14.3%；服务业比例从37.9%增加到43.5%。1992年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达到了18.3%，这种势头在罗林斯军政权之后得到了延续，1994年工业所占比例达到21.1%；2011年，农业占经济总量的比例下降到25.6%，工业超过农业达到25.9%，服务业占到48.5%。有的学者在评价罗林斯军政权10年经济成就时认为其“经济结构不合理，未能彻底改变经济结构”。笔者认为，这一评价符合20世纪90年代初加纳的经济境况，指明了加纳经济仍然存在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指望一个政权在10年之内就彻底改变持续了将近百年的经济结构，罗林斯能够在改善出口结构上有所作为，并为将来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打下了基础，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四）汇率改革

贬值就像一场战争。

——加纳银行官员

在加纳，汇率改革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汇率改革和军事政变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进行汇率贬值基本等同于政治上的自杀行为。1971年底，布西亚政府采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进行汇率改革，将塞地大规模贬值。贬值引发了广泛的不满，随后1972年初阿昌庞等人就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布西亚政府。阿昌庞军政府上台立刻把汇率恢复到贬值以前的水平，并在1973-1977年执政期间保持了1.149塞地兑换1美元的汇率没有贬值，1978-1981年相继执政的阿库福政府和利曼政府也都没有变更汇率。尽管民选的利曼政府曾试图通过贬值来解决塞地高估和政府赤字的问题，但考虑到政治影响而作罢。在经济方面，长期被高估的塞地币值严重影响了包括可可、矿石和木材在内的加纳出口产业，使得加纳的外汇收入得不到提高，成为套在出口部门脖子上的枷锁；而且，出口疲软加剧了财政赤字，赤字反过来又导致纸币的过量发行、塞地实际价值的贬值和更加扭曲的汇率。可以说，要想实现加纳经济的健康发展，汇率问题是罗林斯军政权绕不过去的一个难题。

面对这个棘手的难题，罗林斯军政权表现出了面对经济变革的政治勇气和魄力，表示“不会再把过去的经济问题像政治皮球一样从一个政权踢给下一个政权”。1982年，罗林斯军政权内部在如何解决加纳经济衰落的问题上产生了巨大分歧。“6月4日运动”（June Fourth Movement,JFM）代表的激进派和“新民主运动”（New Democratic Movement,NDM）代表的务实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前者强调通过全面国有化等方式快速实现社会主义，自力更生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后者则主张争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援助，进行经济改革。罗林斯经过权衡决定支持务实派，从1982年下半年开始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谈判，并在1983年的新预算案中实行严厉的紧缩措施，同时把塞地汇率从2.75:1贬值到30:1.

罗林斯的选择导致了军政权内左派激进势力的强烈不满，他们把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甚至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触都视为对革命的背叛和卖国行为。这些不满最终导致了1982年下半年两次严重的未遂政变。1982年10月29日，"6月4日运动”宣布其领导人阿卡塔坡雷中士（Sergeant Akata-Pore）取代罗林斯成为军政府最高领导人，不过军政权内部稍后达成了妥协；11月23日，激进派的部分军官和士兵发动军事政变，一度短暂控制首都阿克拉，随后被忠于罗林斯的军队击溃；军政权的七人最高领导集团中阿卡塔坡雷中士和克里斯·阿廷姆（Chris Atim）是政变的主谋，前者被逮捕，后者流亡海外。随后，罗林斯开始对军政权内部的反对者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击，通过监禁、流放或者处死等方式肃清一切威胁到自身权力和经济改革的反对者。可以说，罗林斯推动汇率改革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的，一旦在军事政变中被推翻，他不仅会被推上断头台身首异处，而且会被贴上“卖国者”的标签身败名裂。在汇率改革的酝酿阶段和实行初期，也就是1982-1983年，加纳国内总共发生了七次旨在推翻罗林斯的未遂政变，其中和左派激进势力相关的有三次。罗林斯凭借着自己对于军队的强力控制抵挡住了一次次的冲击，艰难地迈出了汇率改革的步伐，而这往往是民选政府难以做到的或是根本不敢去做的。

闯过了改革初期的政变险滩之后，罗林斯军政权继续全面推行经济改革。首先，塞地继续贬值，1984年降低到50塞地兑换1美元，1986年为90:1,1990年到304:1,1992年底为520:1；军政权还设立外汇交易所允许外汇自由买卖。其次，军政权实行财政紧缩措施，大规模裁减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到了1990年有将近10万人被从公共部门解雇或重新安排就业，其中光是可可管委会的工作人员就有5万人；如果算上私有部门的裁员数量，那么从1983起总共有80万人失业，大约占到工会工人数量的12.5%。其他紧缩措施还包括取消对大部分商品的财政补贴，减少对公共部门如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支出。然而，最低日工资的增长速度却没有跟上贬值速度和物价上涨速度，导致了城市劳动者实际生活水平的降低。例如，1983年，一瓶啤酒从10塞地涨到20塞地，农用刀具从16塞地涨到50塞地，肉类从每公斤20塞地涨到83塞地，而同期日最低工资却只从12塞地涨到21塞地。根据有关统计，1986-1990年间，加纳城市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下降了30%。

如此一来，罗林斯军政权就不得不面对以加纳工联大会（Trade Union Congress,TUC）为代表的工会工人力量和以加纳国家学生联合会为代表的学生力量的反对。工会力量是最有威胁的反对者，工会组织的工人罢工和示威活动在之前都曾引发社会的大规模动荡并最终导致政权更迭。面对加纳工联大会增长工资的诉求和有关的抗议活动，罗林斯军政权除了给予一定的工资增长之外，一方面保证工联大会由温和派领导人掌权，另一方面对可能的激进行为采取强硬手段。奥古斯都·扬基（Augustus Yankey）是工联大会内部的温和派，1982-1992年期间连选连任，一直担任工联大会的领导人；他虽然也要求提高工资，但是主张以和平对话的方式提出诉求，尽量不诉诸暴力。因此，罗林斯军政权在换届选举时多次向工联大会施加压力，并对可能威胁到奥古斯都·扬基职位的激进派候选人进行打压。例如，1988年工联大会召开会议选举新一届领导人，之前的民调显示激进派的领导人K.奥克罗（K.Ocloo）处于领先；但是罗林斯军政权二号人物安全部门主管科卓·齐卡塔（Kojo Tsikata）上尉在开幕上致辞，警告工会成员选举一个激进派工会领袖的后果。他说，“工会运动就像一艘缓慢驶向目的地的船……那些幼稚的左派激进分子可能会被扔进大海里自求多福”。结果，工联大会以压倒多数的优势选举了温和派的奥古斯都·扬基连任。奥古斯都·扬基当选后随即发表讲话，宣布工联大会支持政府的经济计划，向罗林斯保证工会将会教育工人们理解政府的全部政策。对于工会的激进行为，军政权使用强硬手段保证社会稳定。激进派领导人K.奥克罗被军政权逮捕并流放；当工联大会对可可管委会的裁员进行抗议时，军政权对其一些领导人进行威胁或逮捕，甚至直接派遣装甲车包围工联大会的总部大厦和可可管委会的工作地点。对于学生的抗议活动，军政权则多次直接关闭大学。1983年大规模的汇率改革开始后，加纳并没有经历由工人引发的重大社会动荡；相反地，军政权时期工人的罢工和示威活动远远没有70年代那么高，还比加纳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少得多。

在经济方面，以货币贬值为核心，包括财政紧缩、贸易自由化在内的一整套经济改革方案对于加纳经济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首先，大规模贬值使得原先被高估的塞地币值恢复到了正常水平，因为汇率扭曲而出现的生产成本和出口价格倒挂的情况得到扭转，出口部门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如上面已经提到的，可可、矿产品、木材和非传统产品等出口部门都在汇率和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呈现了蓬勃增长的态势；同时黑市活动也逐渐减少。第二，政府通过裁减公共部门员工、削减大部分商品的补贴和减少其他公共支出等财政紧缩措施，保证了中央财政平衡，从1983-1991年加纳财政连年没有赤字。第三，政府在深化货币改革的同时推动贸易自由化，进一步促进了出口部门的发展和进口商品的充足。1986年，军政权实行每周外汇拍卖制度，开始根据市场需求决定汇率；1988年正式建立外汇交易所，实施自由外汇交易。1987年罗林斯军政权宣布废除出口许可证制度，1989年又取消进口许可证制度，实现了贸易自由化，出口商人可以留存的外汇从过去的20%上升到了45%。

更为重要的是，以塞地贬值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满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要求，为加纳获取外部援助、获得经济恢复发展所急需的外汇资金开启了大门。正如鲍奇韦博士（罗林斯军政权经济部门的负责人）1984年所言，“汇率的修正恢复了我们在国际社会的信誉，使我们可以更容易获得外国的财政援助。这些援助是我们此时此刻为了经济的恢复而急需的”。在1983年11月的巴黎国际援助会议上，加纳获得了超过1.56亿美元的援助，达到并多于加纳军政权的预期目标。在此后的历届巴黎国际援助会议上，加纳都获得了包括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以及其他各方的青睐，每次会议上都能超过筹款目标满载而归，并且援助数额也在不断增加。1984年加纳获得了4.5亿美元，1985年5.17亿美元，1987年8.186亿美元，1989年9亿美元，1991年获得9.7亿美元。下图有着比较直观的展示。大量外部资金的注入给加纳的农业、木材、矿产和非传统部门的恢复提供了必需的资金，同时大量国际援助投向了交通、电力和通讯都基础设施领域，对于民生的改善和经济的增长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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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1983-1991年国际援助变化图

（五）契合的力量

他们已经为我们努力了。

——加纳可可农民

我们多年以来第一次可以向我们更加不幸的邻居布基纳法索和马里出口玉米。

——加纳农业官员

Massa，你听罗林斯的演讲了么？他的眼圈都红了。

——加纳城市下层民众

对于罗林斯军政权经济复兴的努力，学者们有着各种不同的评价。国内学者们一致认可加纳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成功，并着力分析其成功的原因。国外学者则对于罗林斯军政权所取得的成功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一部分学者虽然承认罗林斯军政权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增长和宏观层面的经济成功，但更倾向于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认为这种增长极为有限，没有能够惠及广大民众，反而降低了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平。另一些学者则在承认改革分配不均问题的前提下认可罗林斯政府所取得的成功，其中更有学者认为加纳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改革的代表，是非洲最成功的改革者。笔者倾向于认可罗林斯军政权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更是赞同杰弗里·赫伯斯特（Jeffrey Herbst）对于非洲国家面临的最大现实困境的看法：非洲国家的经济正处在悬崖边缘，如果它们不马上开始增长，那么他们所面对的就不仅仅是生活水平的下降，而是整个国家的解体。过分强调减贫和分配问题，对于加纳等非洲国家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是不利的。

在1983-1992这10年时间里，罗林斯军政权首先敢于正视加纳作为一个农业国的现实，重点解决农业衰落的问题，扭转重视城市轻视农村的政策，把国家资源重新向农村倾斜，实现了农业的复兴。其次，军政权为了赢得发展所急需的资金，也为了扫除出口部门增长的一大障碍，大胆地实施了包括塞地贬值在内的经济改革，抵抗住了激进派军事政变的冲击和工会的抗议。改革使原先被高估扭曲的塞地汇率重新回到正常水平，外汇买卖逐渐自由，进出口贸易也实现了自由化，同时还获得了大量的国际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军政权大力扶植出口部门，改善出口结构，实现了出口收入的大幅增加和结构的多样化。军政权通过各种渠道，实现了外汇收入的大幅增加，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进口依赖的问题；出口结构的多样化也降低了出口依赖的风险程度；农业衰落和汇率扭曲这两大问题也基本得到解决。虽然国内的制造业还是相对薄弱，对于进口商品和出口创汇的依赖依然存在，但是加纳的经济结构出现了改善的趋势，军政权为加纳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罗林斯军政权的经济政策和成就契合了加纳多数人的需求。首先，政府主要倾向农村，着力复兴遍布广大农村地区的农产品、木材和非传统产品的出口，并大力改善农村的道路、电力和通讯等基础设施。这些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毫无疑问契合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的要求。可可农占加纳农民的比例最大，他们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位可可农在听到政府提高可可收购价格的消息时，点头表示满意并且评论道，“他们已经为我们努力了”。农民们整体上对于罗林斯军政权的努力是认可的。利益受到损害的城市居民发出的声音远远超过了生活水平提高的农民们所发出的声音，因此人们往往会认为军政权通过牺牲人民为代价拯救了国家。事实上，加纳是以牺牲城市居民这一小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拯救了经济，并有利于农民——国家的多数群体。

即使在城市中，尽管工人和下层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出现了下滑，但是实地调查的结果却显示这些改革中“牺牲者”们中的大多数是支持军政权和经济恢复计划的。理查德·杰弗里斯1990-1991年分别在阿克拉等加纳三座主要城市选取城市低收入者为对象进行实地调研，这些人大多在过去几年中生活水平下降；结果显示，78%的受访者都表示支持经济恢复计划，认为军政权干得不错，“政府以人民为代价拯救了经济”（The government has saved the economyat the expense of the people），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了；只有22%的受访者反对经济恢复计划。他们认为没有什么（比经济恢复计划）更好的方法了，对政府的付出和努力表示理解；同时下层民众也没有激烈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而是认为“他们在试图帮助我们”。这一情况很值得我们研究。军政权的强力措施可以压制人民的反抗，却绝无可能赢得人民的支持，而且之前的加纳军政府也都有强硬手段，却无不被民众的反抗所吞噬。那么，罗林斯军政权究竟是在哪些方面契合了加纳民众（这里不仅适用于城市民众，也适用于农村）的经济需求，满足了民众的渴望呢？

首先，罗林斯军政权在宏观经济上取得的成就极大地激发了加纳人的民族自豪感，并且使民众在与邻国的对比中获得一定的满足感。一位加纳农业官员的话表明了加纳人在农业方面的成就感，"1984年我们还不得不向国际社会请求25.7万吨的粮食援助以满足粮食缺口，1985年我们多年以来第一次可以向我们更加不幸的邻居布基纳法索和马里出口玉米”。罗林斯在90年代初总结经济成果的时候对比了加纳和非洲的邻国，“我们维持了有吸引力的可可收购价格，而我们的邻国降低了他们的收购价格；我们能够周期性地提高工资，最起码可以中和通胀的影响，而别的国家却削减工资；我们能够确保公务员正常的工资收入，而别国的工人却常常数月没有工资”。包括多哥、马里和布基纳法索这些邻国在内的其他非洲国家的糟糕经济表现，成为了加纳民众相对满足感的来源。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加纳外汇收入的增长使得其又能进口更多的商品，在1984-1990年期间，加纳进口总量增长了100%，而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却基本上限于停滞。

第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繁荣呈现在了民众眼前，民众在生活中可以直接感受得到经济所取得的进步，这使民众对于自己的牺牲心甘情愿，对于未来生活的改善充满了希望和憧憬。交通基础设施大规模改善，交通工具众多，原来车辆稀少的城市道路上竟然出现了交通拥挤的问题；北部内陆地区的城市和农村也用上了电。农业复兴带来了市场上食品的充足和价格的下降，人民的基本生存需求可以得到保障，即便是城市低收入群体也不例外。商店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进口商品，尽管商品的价格远远超过多数民众的购买能力，但是人们仍然从货物在那里这个事实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在一个独立后大部分时间里都在经历衰落和萧条的贫穷国度里，民众许久以来第一次感受到经济繁荣离自己如此之近；虽然那些诱人的工业制成品暂时还难以购买，但是民众相信他们的牺牲可以换来未来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改善仿佛是触手可及的。

第三，在经历了多届糟糕无比的政府之后，人民仅仅希望能有一个在经济上对人民负责任的政府。罗林斯军政权对经济状况的诚实坦率，与民众的同甘共苦，关怀弱势群体的“缓解经济调整的社会代价”计划以及罗林斯巨大的个人魅力，共同塑造了军政权负责任的政府的形象。罗林斯军政权并不回避经济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坦率地承认部分民众受到了负面影响，罗林斯在演讲中更是多次动情落泪。军政权的部长们到1992年仍然自己开车，没有配备司机；公共法庭的法官们每月仅有4.6万塞地的收入，而律师一宗谋杀案的辩护费用就可以达到400万塞地。军政权关注并补偿弱势群体在经济改革中的损失的计划是政府向人民发出的一个信号，即政府理解人民被迫作出的牺牲，政府努力消除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

综上可见，罗林斯军政权经济方面的作为不仅解决了经济方面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农业衰落和汇率扭曲两大问题，同时改善了进口依赖和出口依赖的情况，使外汇收入比较充足，还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加纳大多数民众对于经济的期待和要求。


四、加纳式民主的理念与实践

（一）军政权的民主观念

民主不仅仅意味着法律条文上所保证的抽象的自由。它首先要保证人们拥有食品、衣物和住所这些生活的基本必需品……（同时）包括农民、警察、军人和工人在内的人民大众，都应该成为国家决策过程的一部分。

——罗林斯1982年政变后的广播讲话

民主是罗林斯军政权加纳梦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1979年罗林斯发动第一次政变后，仍然对多党民主怀有信心，坚持举行大选并把权力交给了利曼的民选政府。但是，民选政府的糟糕表现和脱离民众的决策过程彻底使罗林斯和其伙伴彻底失去了对西方民主的信心，认为加纳之前仿照威斯敏斯特体制的试验不仅没有奏效，反而成了民主的讽刺。因此，在1982-1992年期间，罗林斯军政权决心追求一种基于自身传统、历史和文化的加纳式民主，“没有任何外国的标签，不模仿任何外国的蓝图”。那么，罗林斯军政权所追求的民主是怎样一种民主呢？

如本部分开头所引用的罗林斯的讲话，军政权眼中的民主包括普通民众对于决策过程的参与和满足人民基本的生活需求这两大基本要素。独立后的加纳政府大多被民众认为是特权阶级的代表，对于普通民众参与决策的要求有着深深的怀疑和敌意。罗林斯军政权试图改变精英对于政治的把持，允许大多数普通民众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让包括城市底层民众和广大农民在内的普通人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无论他是否受过教育，无论他距离城市中心多么遥远。这种参与式民主并不意味着一步进入最高决策圈，而是让普通民众首先可以在与自身命运紧密相关的社区层次的事务中拥有决策权，然后把这种决策的范围逐渐扩大，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渐进方式实现民众对更高级别乃至国家事务的决策。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或者说满足民众对于平等的发展权的渴望，是民主的另一项重要内容；这在罗林斯军政权治下具体表现为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向农村倾斜的政策。

罗林斯军政权对于民主的理解，尤其是普通民众参与决策的主张，来自于自身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受到了加纳传统政治体制中阿萨夫团队（Asafo）的影响。阿萨夫团队是平民或者“年轻人”（指没有权势的普通民众，区别于酋长和长者）的组织，在殖民主义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是加纳传统政治体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首先，阿萨夫团队在选举和废黜酋长的问题上有着重要的发言权，没有他们的同意，一个候选人是不可能成为酋长的。其次，在关系到邦国命运的大事上，阿萨夫团队可以发表意见，是政治决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阿萨夫团队是疏导民众不满和传达民众意见的主要途径，普通民众可以通过阿萨夫团队首领把自己的意见向酋长表达。此外，阿萨夫团队还承担着建设地方社区的社会功能，包括修路和救灾等。无论是在前殖民时期还是在殖民统治期间，阿萨夫团队作为普通民众的代表都发挥了制衡酋长权力的作用，是加纳政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奥乌苏·麦克斯韦（Owusu Maxwell）认为，“尽管罗林斯所创立的一些草根民主组织如人民保卫委员会（People's Defense Committees,PDCs，以下简称人保会）受到了外来激进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是军政权的民众主义在整体上保持了加纳和非洲的特色；这些草根民主组织是阿萨夫精神传统的复兴”。罗林斯个人也谈到，“人民保卫委员会的思想源自阿萨夫团队的传统，人保会和阿萨夫团队的功能在许多方面非常相似”。由此看来，罗林斯军政权的民主思想和实践与加纳的历史和传统确实有着密切联系。

那么，罗林斯军政权是怎样将具有自身特色的民主理解付诸实践的呢？军政权在探寻加纳自身民主体制的道路上是否成功？民众对于这种独特的民主概念和民主实践又有着怎样的反应？在多大程度上契合了哪些民众对于民主的要求？

（二）罗林斯的民主实践

罗林斯军政权对于民主的不同理解没有仅仅停留在口头讲话的层次，而是有着相应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一方面，军政权先后创立了保卫委员会和地区议会这两套政治系统，把广大普通民众纳入到决策过程中来；另一方面，军政权保证充足的必需品供应，推动包括交通、电力、通讯和饮水等在内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使之前受到忽略的多数民众享有平等的发展权，满足他们的部分基本生活需求。

1 制度探索

1982年初，罗林斯在讲话中号召民众在自己生活的社区和工作场所建立保卫委员会。随后，人民保卫委员会和工人保卫委员会（Workers'Defense Committees,WDCs，以下简称工保会）相继在全国各地成立，成为加纳的基层政治单位，并且形成了由社区、县市、省和国家等各个层级构成的一整套保卫委员会系统。保卫委员会成为了基层民众，尤其是大量无钱无势的普通加纳人参与政治决策的窗口。在加纳之前富人拿权的政党政治和老人拿权的酋长政治中，只有拥有足够财富资助政党选举的富人们和拥有较高社会地位（或年长）的酋长们可以参与决策，一般民众无论在选举系统还是在酋长系统中都难以拥有话语权。而保卫委员会的创立则给了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的机会，学生、低级公务员、教师、工人和农民都有机会参与。除了维护治安、分配物资和宣传教育这些职能，推动地区发展实际上是保卫委员会的最重要任务。

罗林斯军政权最初想把保卫委员会作为加纳新政治体制的基石，成为一个类似地方政府的政治实体。但是，1983年前后军政权内部因为经济改革的议题出现分歧，激进派多次发动旨在推翻罗林斯的军事政变，由激进派势力把控的保卫委员会也就变成了对罗林斯的巨大威胁。因此，罗林斯为首的务实派不得不对保卫委员会进行限制、削弱和改组，1984年底把工保会和人保会合并为“革命保卫委员会”（Committeefor the Defense of Revolution,CDR，以下简称“革保会”）。合并后的革保会不再被视为加纳新政治体制的基础，只具有支持地方发展和反映民意的功能。

军政权并没有因为保卫委员会的挫折而放弃对民主的追求，继续进行政治体制的探索。国家民主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f Democracy,NCD）主席D.F.安南在1985年表示，军政权所追求的是以地方政府为基础的“参与式民主”和“草根决策”。随后，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和广泛征集意见，国家民主委员会在1987年开始进行新的政治试验——地区议会（District Assembly）选举。1987年7月，军政权颁布了政治改革的蓝皮书——《地方政权和地区选举法》，作为加纳未来政治体制的框架。国家民主委员会把加纳的地区由65个增加到110个，并规定2/3的议员由选举产生，1/3的议员由军政权任命。1987年底到1988年4月，选民登记工作完成，最终有89.21%的选民登记注册，全部十个省份的登记率都超过了80%。1988年底到1989年初，地区议会选举分成三阶段相继完成，投票率高达58.9%。新产生的地区议会是地方的最高权力机构，拥有立法、行政和协商的职能，负责当地的财政预算、维护公共安全和实现地区发展；地区议会便于吸取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可避免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尽管地区议会的权力仍然受到军政权高层的限制，但是在具体的地方事务上，地区议会具有广泛的地方自治权。新的地区议会实际上取代了过去的保卫委员会，成为人民在地方上参与决策的新机构，也是草根民主的载体。

按照其最初设想，罗林斯军政权计划在地区议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全国议会，形成一整套加纳式的政治体制。然而，就在地区议会开始逐步发挥职能之时，外部国际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多党民主的风潮席卷非洲大陆。罗林斯军政权也不得不面对来自国内外日益巨大的压力。首先，欧美等主要援助国要求罗林斯进行民主化改革，表示要把政治改革跟援助挂钩。美国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赤尔曼·科恩（Herman Cohen）在1990年谈到，“罗林斯和他的亲密伙伴们对多党民主的极度厌恶是一个错误……有时未来的民主化会成为给予援助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同时，国内的反对派也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活跃起来。“自由与正义运动”（Movement for Freedomand Justice,MFJ）、“恩克鲁玛革命卫士”（Kwame Nkrumah Revolutionary Guards,KNRG）、工会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基督教团体和律师协会等纷纷加强对军政权的批评火力，要求军政权辞职，成立过渡政府，恢复多党制并举行大选。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罗林斯并不情愿放弃自身的政治体制探索，不信任西方民主制，他在接受英国电视四台采访时说：“西方应该把那些从非洲转移走的财富归还给非洲，而不是要求空洞的民主改革。我们可以在48小时以内通过组织全国大选或引进多党制来选举出政府和国家元首，但是那样从不能带来民主或者自由和正义。”

但是，从加纳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也为了自身权力的巩固，军政权不得不放弃自身的民主探索，开始向多党民主制回归，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强势掌握主导权。军政权1991年初出台报告，称多数民众不反对把政党作为其自由表达和结社的理想工具，5月承诺回归多党民主制并组建宪法专家委员会，6月允许政治流亡者返回加纳，8月由258名各界人士组成宪法咨询会议。1992年3月底公布宪法草案，4月份宪法在全民公决中通过，5月军政权宣布解除党禁允许政党活动。6月份军政权组建全国民主大会党，全力辅选罗林斯，最终罗林斯在年底举行的总统大选中以58.4%的压倒性优势当选为第四共和国总统。国内反对派力量从1990年开始就举行各种研讨班和集会要求解除党禁、军政权下台、组建过渡政府或是批评军政权的宪法草案、给出自己的时间表。但是，军政权的强力色彩再次体现出来，不仅坚持自己的民主过渡时间表不动摇，而且多次阻挠或者中止反对派的集会，逮捕反对派领导人，完完全全把握了过渡时期的主导权，实现了罗林斯的继续执政和平稳过渡。

罗林斯军政权对于加纳自身民主体制的探索经历了废除多党民主制、建立保卫委员会、地区议会选举几个阶段，最终又回到了多党民主的轨道，实际上是绕了一个圈回到了原点。从这一点上来说，其追求自身政治体制的努力是失败的。但是，这种民主实践并不因为其失败而失去价值，在稍后的部分我们将详细探讨这种民主实践是怎样与加纳多数民众的需求相契合而满足人民对于政治参与和发展的渴望的。同时，回归多党民主虽然是政治体制探索的失败，但是却保证了加纳政局的稳定、经济发展所急需的援助和经济政策的延续性。

2 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

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实现经济发展就是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罗林斯军政权在这一点上除了为民众提供了比较充足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外，主要是满足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要求，体现在其农业复兴的各项举措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基础设施的落后一直困扰着加纳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使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水平始终得不到提高。比如说，许多农民的收入经常在可可丰收的年份也得不到提高，就是因为从农村的产区到沿海的城市港口之间没有道路连通，大量的产品都不得不烂在当地，严重阻碍了农村的发展。又如，北部广大内陆地区没有连入国家电网，日常的发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电力非常不稳定，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质量，也阻碍了当地企业的发展。政府对公路、铁路和港口的投入以及农产品的充盈已经在农业复兴部分叙述过，这里主要探讨军政权在电力方面的措施。

罗林斯军政权对于满足北部民众的电力需求方面有着清楚的认识，认为“电气化将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并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尽管加纳在1966年就修建完成了阿科松博水利工程，但是加纳到80年代仍然只有大约15%集中于南部城市区的人口可以使用电力，另外85%的人无法享受。城里人把电力视为理所当然，而农村人却对电力无比渴望。军政权为了满足多数加纳人的生活需求和发展渴望，投入巨资到“北部电气化和系统增强工程”中，总投资额高达1.3亿美元。北部电气化工程首先向布朗阿哈弗、北部、上东和上西四个北部省份的主要城镇输送电力，并在各个省份的首府建设161千伏的配电站，使北方城镇享受到电力。其次，在这一基础上，军政权把国家电网进一步向广大的农村地区延伸，初步把330个村庄连入国家电网，使农民享受到便宜的水电。北部电气化工程在军政权、电力公司和国际援助组织的共同努力之下进展迅速，1992年前后，北方各个省份的城镇和乡村陆续通电。世界银行的考察小组对于加纳电力公司在世行资金资助下的电网恢复重建工作表示了高度赞赏，小组成员说，加纳的消费电价是整个非洲西海岸和北部非洲最低的，其他地区大约是35-60塞地每千瓦时，而加纳消费者只需要付出14塞地每千瓦时。

（三）民众的反应

我所知道的地区议会就是：我们现在不必等着政府来修理道路或者给我们水了，我们可以自己发起这样的项目。

——47岁的普通加纳妇女

罗林斯军政权眼中的民主是民众对决策过程的参与和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那么，对于罗林斯军政权的民主实践，加纳大多数普通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民众有着怎样的反应呢？罗林斯的民主理解是否真正为加纳多数人所认同？本部分将主要围绕民众对地区议会的参与来探讨民众眼中的民主观念。

首先，民众对于地区议会选举表现出了极高的投票热情。1988-1989年地区议会选举的投票率高达58.9%，上东、上西、北方、阿散蒂和东部等省份的投票率更是超过了60%。来自各个选区的报道显示，每一个投票站在投票开始前都排起了长队，商店和酒吧关门歇业；在西部省的塔科拉迪，糟糕的天气丝毫没有降低民众的投票热情，投票率甚至超出了预期的水平。相比之下，1978年阿库福军政权组织的地方选举的投票率只有可怜的18.4%；1979年多党民主制下的总统大选只有36%的选民投票。1991年的宪法草案公决虽然赞成的比率高达92%，但是投票率也仅为43.7%；1992年总统大选的竞争十分激烈，但即使如此，投票率也只有48%。无论是阿库福军政权、第三共和国还是第四共和国的选举，投票率都远远低于地区议会选举。选民的这种高参与度表明了其对罗林斯军政权参与式民主观念和体制实践的一种认可。需要指出的是，大城市的投票率相对较低，在阿克拉的两个选区投票率只有36.89%和34.4%，库马西也只有45%，城市工人和精英阶层相对比较冷漠；占人口多数的农民拉高了整体的投票率。

其次，民众对于地区议会的政治参与还体现在其他环节之上。第一，候选人的数量比以前大为增多，普通民众积极参与进来。和之前的选举不同，候选人无需资产保证，政府为每一位候选人提供一定的资金，这使更多的普通人能够参与进来，富人不会因为财富而获得优势地位；而且民众对于成为议员，推动地区发展提高社区生活水平都怀有极大的兴趣。例如，在奥图夸卓（Otukwadjo）选区，一场激烈的竞争在两位农民和一位教师之间展开，三位候选人所提出的竞选主张都是直指基本生活需求和发展议题，如水的供应、道路的修建、学校、医疗设施。许多农民最终当选为地区议员。第二，民众成为候选人最严厉的资格审查者，无论候选人如何有钱有势，民众的检举几乎都可以一票否决。例如，东部省邦索托佩塞（Bunso-Topease）选区一位名叫金斯利·布兰克森（Kingsley Blankson）的候选人，因为被一位农民指控曾经在担任公职时收受贿赂、以权谋私而失去了候选人资格。加纳当代历史上第一次，民众可以毫不畏惧地拒绝那些不合适的候选人。

再次，地区议会在开始运行后也主要承担起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促进地区发展的任务。例如，艾祖拉·塞基雷杜马斯（Ejura-Sekyere-Dumase）的地区议会计划在未来五年内修复和装修现有的小学和初中；何（Ho）地区议会计划用360万塞地修复34个选区内的学校，并且花费300万塞地为9个选区内的学校购置用品。阿旦西西部地区议会所筹集的资金从1988年的3900万塞地提升到1990年的1.19亿塞地，另外有一笔阿散蒂金矿公司资助的2.5亿塞地资金用于阿布瓦西镇改造计划，提升包括水供给、路灯、卫生系统、交通、学校、市场和体育馆等在内的基础设施。这种职能在先前的选举中就已经体现，政治参与和满足人民生活需求这两大军政权的民主要素在地区议会中融合为一，得到了民众的热情呼应。实际上，农村民众早前对于保卫委员会的热情响应也是政治参与的热情和发展的渴望结合在一起的表现。1982年6月，仅在阿散蒂一省就有超过1000个人保会组织成立；这些组织成立后立刻开始组织社区发展项目、社区农场、水产和家禽养殖、可可和粮食作物的运输等活动。

加纳农民的声音可以影响军政权高层的农业决策，尤其是对农产品价格的确定上。例如，可可的收购价格根据专门委员会的建议而决定，而这个委员会中就有农民的参与，因此农民可以参与到关系自身命运的事务中来。1987年6月，加纳棉花生产者协会代表加纳棉农向军政权反映生产成本上涨的问题，要求提高籽棉的收购价格。随后在当年10月，军政权农业部经过和棉花生产者协会、棉花公司、农产品价格委员会的商议，决定立即把籽棉价格从28塞地每公斤提升到32塞地，保证农民可以获得35%的利润，鼓励农民继续生产棉花以使加纳可以自给自足。

除了对于地区议会的高度参与，加纳多数民众对于军政权10年来修建基础设施、改善人民生活的努力也表示认可，这种认可体现在1992年大选的进程和结果中。1991年，阿夸平传统地区的最高酋长Otobour Nana Gyan Kwesi II呼吁全体加纳人再给罗林斯军政权一次机会。他说，“军政权统治的10年里，国家的许多部门都有显著的发展，军政权为加纳人提供了基础设施，服务设备，修复的铁路和矿井……辛苦的工作是罗林斯军政权的标志，一段新的时间将会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生活……”这位酋长并不在乎罗林斯是否侵犯了个人自由或是随意动用警力拘捕反对派，而是在乎其对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贡献。在和主要的反对党新爱国党的较量中，罗林斯以58.4%的压倒优势击败了代表城市精英的阿杜·博阿亨教授，后者得票率仅为31%。正如戈京所言，罗林斯在农村享有很高的声誉，农村地区对于罗林斯的支持已经超越了种族的界限；在新爱国党认为本应同阿散蒂人站在一起的布朗阿哈福地区都投票支持罗林斯而不是设想中的埃维人；给农民较高的可可价格和农村电气化明显要比攻击军政权的人权纪录得到的分数更多。

值得一提的是，加纳的城市精英阶层和农民地区的广大民众对于民主的理解有着极大的差异。上面提到的这位酋长对罗林斯的支持言论遭到了前布西亚政府财政部长曼萨（Mensah）的批评，而布西亚政府是右派城市精英阶层的代表。曼萨说，“在罗林斯治下，我们已经错过了1983、1987和1991这三次本该举行的大选，这违反了民主原则；这位酋长的呼吁是想否定1500万加纳人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在这位部长看来，多党制下的大选是民主原则的最佳体现，颇带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意味。但是，农民们对于大选或者说选举的理解却与之大相径庭。让我们来看两个有趣的小例子。1991年底，西部省卓姆罗地区的五个村庄联合要求修建一条道路把他们的村庄和国家的其他地方连接起来，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如果政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会抵制1992年举行的大选，而此前这几个村子就曾威胁抵制选民登记活动。在这些村民眼中，修路致富发展经济要远比大选重要得多，曼萨眼中神圣不可侵犯的民主在农民眼中不过是获取平等发展权利的一个砝码而已。第二个例子更加直接。罗林斯军政权推行地区议会选举时规定2/3的议员由选举产生，1/3的议员由军政权任命。反对派大多认为军政权对于三分之一议员的任命是不民主的。然而，当一位记者深入到奥图夸卓选区采访当地村民时，村民们经常向记者提出这个问题：“政府为什么不和酋长协商后直接任命全部的议员呢？这样就可以把那些花在选举上的钱用来给农村地区提供便利（基础）设施了。”

加纳农村地区民众对于民主的理解和城市精英的西式民主差距巨大，更加接近于罗林斯军政权的民主观念。对于罗林斯军政权的民主实践，无论是保卫委员会、地区议会还是基础设施建设，农民们都有着很高的政治参与热情和认可度。正如本部分开头所引用的一位加纳妇女的话，民众更多地把政治参与和地区发展联系起来，积极参与到那些和自己命运密切相关的事务决策中，自己组织工程满足生活需求，实现经济发展。

综上所述，首先，罗林斯军政权民主概念中民众参与决策和满足人民的发展要求这两大要素十分贴近加纳多数民众对于民主的理解。这种观念上的契合促使多数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认可了军政权所创立的保卫委员会和地区议会。农村地区民众积极参与地区事务，迸发出了极大的经济建设热情，其对于民主的渴望也得到了一定的满足。无论在民主观念还是民主实践上，军政权都契合了多数民众的要求，这种契合所激发出的政治热情、民众支持和发展动力是加纳10年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军政权的民主观念和实践并没有和全部加纳人都契合。城市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更加倾向于西方民主的观念，和罗林斯的民主观念迥然不同；城市工人和学生在1982-1983年大力支持保卫委员会，但是随着经济改革的开展和城市工人利益的受损，许多工人学生逐渐走向军政权的反面。大城市的民众对于地区议会选举的反应冷淡，投票率很低，实际上是对军政权参与式民主的一种否定。

第三，军政权的强力色彩和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再次在体制探索的道路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军政权最初雄心勃勃地打算在保卫委员会系统和之后的地区议会系统基础上自下而上建立一套加纳式的民主政治体制，但是最终在内外压力下选择放弃。在个人的民主追求和国家民族的未来之间，罗林斯最终决定牺牲自己对民主的理解和苦心孤诣创立的地区议会体制，选择自己极度厌恶的多党民主制，既是为了保证自己继续执掌政权，也是为了保住10年的经济成果和加纳的长期稳定。在民主过渡中，军政权强有力地主导了整个进程，不给反对派留下任何可乘之机，最终实现了政权的平稳过渡和继续执政。

（四）罗林斯军政权的成功经验

罗林斯军政权在1982-1992年期间为加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解决了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所存在的许多问题，带领加纳取得了比较全面的成功。首先，它不仅扭转了加纳经济20年的衰落趋势，实现了年均5%的稳定的经济增长，还解决了加纳经济中存在已久的部分顽疾，为加纳的进一步现代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军政权把加纳经济引入了现代化的正确轨道，此后反对党的库福尔政府2000年上台实行的基本是罗林斯执政时的政策，加纳也一直保持了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其次，军政权在重建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满足了人民对于公平正义的强烈渴望，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加纳正义缺失的社会问题。再者，军政权通过对自身独特民主观念的实践，满足了多数民众的民主需求，激发了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第四，在制度层面，军政权创立了公共法庭为核心的司法体系、保卫委员会以及地区议会，试图追求基于加纳自身历史文化的政治体制；尽管这些制度没能长期存在下去，但是他们在特定的时间内完成了自己的主要使命。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评价的，80年代对加纳不是“失去的10年”，而是“得到的10年”。笔者十分同意这种观点。在加纳这块独立后仿佛为失败而生的土壤之中，在80年代非洲整体低迷的大背景下，罗林斯军政权破土而出绽放盛开的成功之花显得格外耀眼和可贵。

这一时期加纳取得成功的最大原因就在于罗林斯军政权所怀有的“加纳梦”——其各项政策和实践与加纳大多数民众的需求相契合。这种契合带来了民众的政治参与、经济建设的热情、民众的牺牲和忍耐以及社会的稳定，成为军政权取得各个方面成功的关键。在公平正义方面，军政权严厉打击腐败并建立了高效的司法机构，满足了多数民众对于公平正义的强烈需求，恢复了人们对于加纳社会正义的信心，维护了社会稳定。在民主观念和实践方面，军政权的民主理念契合了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朴素的民主观念，保卫委员会、地区议会和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民众的认可，契合了民众对于民主的需求，激发了政治参与和经济建设的热情。在经济方面，在经历了许多年糟糕的经济表现和许多届糟糕的政府之后，民众的要求其实并不高，只是希望能够看到经济的增长、未来生活改善的希望和一个在经济上负责任的政府。军政权实现了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商品的充裕，让民众看到了未来生活改善的希望；同时，政府自身诚实节俭的表现、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计划以及罗林斯个人巨大的人格魅力，共同塑造了一个心系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的负责任的政府形象。

然而，军政权的加纳梦并不是与全部加纳人的需求都契合，其经济改革计划、公共法庭系统和民主实践承受着反对派的批评和压力。因此，罗林斯军政权的强力手段和铁腕色彩就成了加纳的成功和稳定。面对内部激进派的军事政变，罗林斯军政权顶住了冲击，对于昔日战友毫不留情地进行镇压，拥有一般民选政府不具备的抗打击能力；面对城市工会和学联的抱怨和抗议活动，军政权强硬手段和政治技巧并用，很好地保证了社会稳定和改革的顺利进行；面对律师协会、宗教团体、民主派和人权组织对公共法庭和侵犯自由的指责，军政权不仅毫不理会，有时还反戈一击。在90年代初民主转型时期，面对反对派的猛烈批评，军政权在适宜范围内压制反对派，强有力地主导了回归多党民主的进程，保证了政局的稳定。

除了强力压制反对势力之外，即便对于自己所持有的观念和创立的制度，罗林斯军政权有时也不惜作出必要的牺牲。在经济改革的问题上，无论是罗林斯本人还是经济部门负责人鲍奇韦博士，最初都更希望加纳可以自力更生发展经济；后者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此前一直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持批评态度。但是，为了获得经济发展必须的资金支持，也认识到自力更生对于此时的加纳是消受不起的奢侈品，军政权迅速从“左”向“右”转，不拘泥于自身的意识形态，投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的怀抱。这种转变冒了极大的风险，不仅被坚定的左派战友说成是卖国贼和叛徒，而且稍有不慎就会被政变推翻。在回归多党制的问题上，罗林斯是极为不情愿的，他认为“无论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都给我们带来了负面影响而没有给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为了保住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和进一步的发展，罗林斯决定“保留自己的意见和疑虑，听从同事们的集体决定”。即便地区议会承载了罗林斯军政权的民主观念和政治体制追求，也不得不让位于多党制下的大选，成为更大的国家利益的牺牲品。但是这一牺牲是有价值的，保证了加纳的稳定、政策的延续和外部的资金支持。总的来说，为了保证民族复兴的顺利进行，军政权既对可能威胁到复兴的反对派采取强硬手段，也愿意牺牲或者改变自身的理念、政策与制度。这种比较注重民族整体利益的做法是其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罗林斯军政权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军政权的铁腕色彩和强力手段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使城市知识分子、学生和部分工人保持了沉默。然而，仅仅依靠强力而一味维稳是没有出路的，之前的加纳军政府也都使用了强力手段，却无一不被推翻。罗林斯军政权对稳定的维护建立在对加纳社会问题的解决和满足多数人民需求的基础之上。宏观经济的增长使得民众对于未来生活的改善充满了希望，基本商品的充裕也让民众不会因为饥饿揭竿而起。严惩贪污腐败和重建公平正义的努力得到大多数民众认可，因此即使经济成果的分配不公平，但是人们对于社会公平的渴望却在公共法庭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人们的政治参与渴望也从保卫委员会和地区议会中得到了满足，多少感觉到自己是国家决策过程中的一份子，不会对于自己的决策制造事端。可见，罗林斯军政权之所以能够保证加纳的长期稳定，在于其解决或部分解决了加纳社会存在的包括公平正义、经济和民主在内的各种问题，而不仅仅依靠强力手段。


第十三章　南非现代化历程：从片面工业化到包容性现代化

南非是非洲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南非共和国位于非洲大陆南端，在南纬22度至35度、东经17度至33度之间，面积为122万平方公里。东南西三面为印度洋和大西洋所环绕，两大洋交汇于好望角附近的海域，海岸线长约3000公里。陆地边界从西北到东南与纳米比亚、博茨瓦纳、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和斯威士兰接壤；另一邻国莱索托被南非领土所围绕。非洲南端是全球矿藏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在这片土地上，蕴藏着世界上多种重要矿藏，其中铂族金属、锰矿、铬矿、黄金、铝硅酸盐的储量居世界首位；蛭石和钒的储量居世界第二。

南非现今的疆界是在欧洲列强殖民争夺中形成的，与非洲大多数国家版图的确定过程相类似。所不同的是，非洲南端宜人的气候和重要的战略位置，以及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吸引了大量欧洲移民定居此地，使南非成为欧洲列强在殖民争夺当中，形成白人移民群体最大的非洲国家。随着白人殖民者的侵入，南非出现了混血种人，并输入亚洲劳工，但是人口的绝大多数仍是这里的原住居民——非洲人。1910年英属南非联邦建立时，总人口为592.5万。其中非洲黑人占68%，白人占22%，有色人（混血种人）占8%；印度人占3%。到21世纪初，根据2001年官方人口统计，南非总人口为4480万人。其中非洲黑人占79%，白人占9.6%，有色人（混血人）占8.9%，亚洲裔人（主要是印度人）占2.5%。2011年总人口为5059万。

南非独特的种族、社会结构和力量对比变化，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自欧洲殖民者17世纪中期侵入非洲南端以来，这里的原住非洲各族人民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土地和社会发展的主导权，南非的发展进程完全控制在白人统治集团手里。南非三个多世纪的白人种族主义统治，是以排斥和剥夺原住民族及其他“非白人”族群的生存和发展权利为特征的，通过种族主义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来维护欧洲移民后裔和白人资本对南非土地和资源的控制。南非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也是白人资本和白人利益所驱动，南非的发展带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历史印迹。

南非的现代化发端于19世纪中叶矿业的兴起。当时，南非还没有统一的疆界，也没有统一的政体，而是处在英国殖民势力与荷兰语白人殖民群体对南非土地和资源的争夺之中，同时各族非洲人仍在拼死保卫自己的土地、反抗欧洲人的殖民征服。钻石矿的偶然发现，拉开工业化序幕，也加速了南非的统一。这个进程很快被英国殖民当局和英国资本控制，使南非成为西方经济发展的重要矿产资源供应地。19世纪中期的南非还不具备工业化的社会经济条件，因此，南非的工业化不是内生性，而是外力和外需驱动。

但是，19世纪后半期矿业的开发改变了这里的社会经济结构，使南非结束了农业经济为主的生产方式，迈上工业化进程，为南非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当中指出的，“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性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欧洲殖民者和移民团体在南非的发展中，也扮演了破坏和建设的角色。

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矿业开发和工业化进程，南非建成世界领先的矿业，门类比较齐全的制造业，现代化的农业，以及先进的能源工业和军火工业，拥有相当完备的金融体系和基础设施。南非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唯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具有技术和管理人才的优势。南非成为西方经济的一部分，按照欧洲的产业和产品标准，建立了一整套市场经济的法律与规则。20世纪90年代初期政治变革之前，南非的经济总量已经占非洲大陆国内生产总值的1/4，约占撒哈拉以南非洲的40%，占南部非洲的80%。南非生产的电力占非洲的50%以上，钢铁产量占非洲的83%，煤产量占非洲的97%，铁路货运总量占非洲的69%，汽车拥有量超过非洲其他国家的总和，铺面公路占非洲的45%，电话拥有量500万门，占非洲大陆的38%。但是，南非的现代化历程始终充满种族冲突和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白人族群主导了南非的发展，“非白人”族群被边缘化，是一个排他的片面的现代化。

南非现代化分期南非150多年的现代化历程，经历了欧洲列强的殖民争夺、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建立种族平等的民主制度这样三个时期。由于价值取向、制度安排、社会构建的不同，三个时期的现代化路径和结果，也截然不同。白人资本与黑人劳工的矛盾、种族隔离与冲突，成为南非的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

种族主义制度不是南非独特的产物，在其他欧洲移民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都有类似的歧视、压迫土著居民和“非欧洲人”的政策。但是，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有其独特的背景和目的。其背景是南非的土著居民始终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而欧洲移民的目的是剥夺这个绝大多数的南非国籍，使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变成外国人，因而丧失对南非的政治、经济权利。这个政策违背南非的社会发展趋势，无视非洲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是一种唯意志的、靠强力推行的构想和政策，因此它的反社会性和反人道是绝无仅有的。实行彻底的种族隔离，是南非荷兰语阿非里卡人（Afrikaner）种族主义势力的梦想；也是阿非里卡人谋求在南非的政治、经济发展和统治地位的手段。

在种族主义制度之下，南非分为白人的4个行政省和10个“黑人家园”。4个省是开普省、纳塔尔省、德兰士瓦省和奥兰治自由邦。10个“黑人家园”为博普塔茨瓦纳、西斯凯、加赞库鲁、夸恩德贝莱、坎瓜内、夸祖鲁、莱伯瓦、夸夸、特兰斯凯和文达。“白人南非”占南非土地的87%，而“黑人家园”只有南非领土的13%。南非是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种族间经济社会地位极其悬殊。南非工业化与现代化所形成的是发达的白人社会和仅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黑人社会并存，以种族为界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割裂，造成“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并存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

南非社会带有明显的白人殖民争夺的印记，到处可见白人殖民者掠夺分割的后果，也能见到非洲人殊死抵抗留下的遗产。种族对立压倒了白人之间的争执，决定着南非社会的发展轨迹。

南非黑人在白人种族主义统治之下，丧失了合法的政治权利和生存发展的条件，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解放他们的祖国，赢得自由、持久和平与幸福的历史使命”。历史证明，任何社会的发展都不可能长期违背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南非白人推行的种族隔离制度，通过排斥和剥夺占人口绝大多数黑人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权利，以维护白人的政治经济特权，与社会发展的规律相背离。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南非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黑人反抗运动的壮大，使得种族隔离制度难以再维持，白人政权陷入政治、经济困境，最终走向失败。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被种族平等的新制度取代。占人口多数的黑人，开始获得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成为南非现代化发展的主导力量。南非真正开始统一多元的民族国家建设和全面的现代化进程。

种族主义制度下南非的现代化，是制度性的种族排斥，只有占人口少数的白人受益，因此是片面的的现代化。新南非的现代化，是制度性的种族、文化包容，全社会受益，因此是全面的现代化。


一、前工业化时期南非社会的演变

在17世纪中叶白人殖民者侵入南非之前，这里的非洲人社会循着自己的道路发展和演变。欧洲人登陆开普半岛之前，南非西部沙漠地带和西南部的冬季降雨地区依然是科伊桑人（Khoisan）的游牧区，东部地区是半农半牧的班图（Bantu）各族的聚居地。白人的土地扩张破坏了科伊桑人的社会和生存环境。在白人殖民者侵入并在开普半岛定居的最初阶段，南非东部的班图各族非洲人社会依旧保持着自己的生存形态。

在19世纪中叶矿业开发之前，南非处在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经济状态。矿业的开发，掀起南非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历程的序幕。

（一）非洲原住民的社会经济形态

今天南非疆界内的非洲人，自远古以来就在这里生息繁衍。根据在南非各地的考古发现，南非次大陆在250万年以前，甚至更早，就有人类存在。现代人在10万年前就已经在南部非洲生存。公元初年，人类社会已经在南部非洲广大地区繁衍生息数千年。他们以狩猎、捕鱼和采集为生。到15世纪末期欧洲人“发现”这片土地时，非洲原住居民早已是这里的主人。南非的原住民族群主要有桑人（San，亦被欧洲殖民者称为布须曼人）、科伊人（Khoikhoi，亦被称为霍屯督人）和班图人（Bantu，亦被称为尼格罗人）。

1 桑人的狩猎和采集生活方式

桑人是南部非洲最早的居民。在公元前1.5万年左右，桑人已经广泛分布于南部非洲地区。

桑人的社会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由数个家庭结成小规模、松散的群体，人数大约在20-80人不等，随季节和食物来源的多寡而变化。桑人的群体不是封闭固定的，桑人家庭可以另外选择其他的组合，这种社会组织形式适合于狩猎和采集的游动生活方式。桑人居住在洞穴或以便于拆卸和移动的材料搭建的营地。他们逐水草和狩猎场而居，不断迁移，因此没有占有多余物品的必要和可能。桑人家庭中有男女分工。妇女在距离宿营地比较近的地方采集可食用的植物，同时照看孩子。男人主要从事狩猎等活动。桑人善于以木头和石头为材料制作工具，并在弓箭顶端涂上蛇、昆虫和植物的毒汁。他们以兽皮制作衣服。从考古发现分析，桑人当年的生活方式有闲暇进行获取衣食之外的活动。桑人用木头、羊肠线和鸵鸟羽毛制作乐器；在山崖石洞内用赭石绘画。

桑人是山崖壁画艺术的创造者。南部非洲各地发现的桑人岩壁绘画中，最古老的有2.8万年。从这些山崖壁画中可以看到当年桑人生活的踪影。

在18-19世纪，桑人被白人殖民者杀戮几近灭绝，幸存的小股桑人躲避到沙漠深处和偏远地区，继续保持桑人的生活方式。

2 科伊人的半游牧生活方式

科伊人与桑人同族。大约公元前2200年，博茨瓦纳北部的桑人开始有家畜，并向南部移动。由于人口增多的压力，科伊人为了获得更多的牧场，不断南迁。到公元5世纪，科伊人已经分布在开普半岛的东部、南部和西部沿海地区，以及奥兰治河流域和纳米比亚的大片地区。这一带靠近沿海的大片草原，降雨较充足。

科伊人以半游牧生活方式为主，夏季和冬季选择不同的草场，最初驯养的畜种是羊，后来牛也成为家畜。由于科伊人家庭拥有了家畜，他们的私人财产中除了少量可以携带的兽皮衣物和必要的武器之外，又增加了羊和牛。由于食物来源更加可靠，科伊人的饮食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体形比前人更高大、健壮。

科伊人的社会结构比较松散，由家庭血亲关系和受庇护者组成氏族；氏族在酋长松散的管理下形成氏族集团，但是经常发生分裂。氏族集团之间因为争夺牲畜、牧场和水源而经常相互袭击。由于私人财产的出现，科伊人逐渐发生贫富分化。

科伊人与狩猎采集的桑人的关系既共存又争斗。科伊人用牛奶换桑人的野生动物肉。桑人有时偷袭科伊人的牲畜，但是也有些桑人依附于科伊人，并逐渐被同化。桑人和科伊人也被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统称为科伊桑人（Khoisan）。

在公元15世纪，当欧洲人的船队在开普半岛沿岸停泊时，他们最先遇到的非洲人是科伊人。17世纪60年代荷兰人在开普半岛建立定居点之后，科伊人的土地和牧场受到威胁，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遭到破坏。科伊人的数量大幅度减少。据估计，奥兰治河以南的科伊人在17世纪中期大约有20万人，到18世纪末，减少到2万人。科伊人与南非其他原住民族一样，与欧洲殖民者进行过殊死的抗争。

3 班图人的半农半牧生活方式

南非东半部地区分布着从事半农半牧的班图人。这一带雨水充沛，适合农耕。据考古证明，来自非洲中部的班图人在公元3世纪之前就已跨过林波波河，进入德拉肯斯山脉东麓和东部沿海平原，后来逐渐向内陆高草原地带迁移。

班图人的生产方式被历史学家认定为混合农业，包括农业、牧业和金属冶炼业。班图人的农业采取轮歇方式，一块土地经过一年或数年的耕种，停歇一段时间，使土地恢复肥力。农业劳动主要由妇女承担，每个已婚的妇女都要种植至少一片土地。主要的农作物是高粱，也种植不同种类的谷米、南瓜、西瓜和葫芦，还有一种烟草。有些地区也种植豆类和薯类作物。妇女的农业种植和收获实行协作方式。一个村落或几个村社的妇女一块干活，轮流耕作各自的土地。有重活时，男子也参加农业劳动。男人负责牛的饲养，并拥有家庭的财产权。狩猎在班图社会中长期存在，为他们提供肉食和做衣服的兽皮，同时也是班图男人的一项重要的运动，特别是在猎杀大型动物的过程中，需要众多男子共同参与。在这种生产方式下，酋长制度逐渐兴起，权威建立的根据是拥有牛的数量。依此，班图人社会形成相应的等级制度和保护制度。

在班图人中，已出现某种手工业和农牧业的分工。班图人通过开矿和加工铁、铜、锡和黄金制品，掌握了冶炼技术，也推动了区域性的贸易和专门手艺的推广。在今天南非的东北部发现过公元三四世纪班图人的炼铁遗址。炼铁已经是一种专业化的职业。班图人的铁制用品包括梭镖、短斧、双刃刀、锄头、钻、铲等用具。铁器是班图人的主要交换物品。

班图人的社会组织在15世纪就已形成权力集中的酋长领地。随着人口的繁衍和氏族的增多，酋长领地也越来越多。但是，这些酋长领地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相互之间的纽带是亲族关系。以部落和酋长领地为社会组织的班图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往来，在酋长和部落会议的民主统治之下生活。土地属部落共有，酋长有分配权力。

班图人社会已经形成富裕和贫穷的不同阶层。但是根据班图人的传统习惯，富人要借牲畜给贫困的人，使穷人得到牛奶和食物，而不至于饥饿而死，同时也形成一种依附关系。这是班图人等级社会的基础。世袭的酋长制是班图人的政治单位。

班图人经过长期融合、演化，形成九大族群：祖鲁人（Zulu）、科萨人（Xhosa）、恩德贝莱人（Ndebele）、斯威士人（Swazi）、南索托人（Southern Sotho）、北索托人（Northern Sotho）、茨瓦纳人（Tswana）、聪加人（Tsonga）和文达人（Venda）。其中祖鲁人、科萨人、恩德贝莱人和斯威士人属于恩古尼语系，索托人和茨瓦纳人属索托语系。现今，班图人各部族被称为非洲黑人，占南非总人口的3/4以上。

（二）欧洲人的入侵和荷属开普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形态

1652年4月，荷兰人范吕贝克奉荷兰东印度公司之命，率领80名公司雇员组成的远征船队到达开普半岛南端的海湾。公司雇员们在这里种地养畜，为来往的荷兰船队提供肉类、蔬菜和水果，自称布尔人（Boer），荷兰语“农夫”之意。这些脱离东印度公司的早期欧洲移民，是荷兰语“布尔人”的祖先。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陆续把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招收的雇员和难民运到开普。法、德移民与荷兰移民逐渐融为一体，而失去了自己的文化特征。东印度公司有意推行同化政策，以荷兰语为官方语言，规定荷兰归正教为唯一宗教。至1707年，荷兰语白人的人数达2000左右，并开始用“阿非里卡人”的称谓。起初泛指非洲出生的白人，以及欧洲人与非洲人、马来人的混血后代。后来仅指白人，混血人被称为“有色人”。

白人殖民者到开普不久，就与当地非洲人发生了冲突。居住在开普半岛南部的科伊人的牧场，不断被白人侵占，牲畜被掠夺。科伊人则以攻击白人的牲畜和财产相报复。白人殖民者对狩猎的桑人的征杀，发生在18世纪70-90年代。脱离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白人移民中，一部分成为游牧民。他们不断向北扩张，霸占桑人和科伊人的狩猎地，遇到土著人的抵抗。在18世纪后期，科伊桑人对欧洲殖民者的侵扰进行了顽强的反抗。在1786-1795年间，共有2400多科伊桑人被杀。科伊桑人近乎灭绝。

经过白人殖民者一个半世纪的征杀和掠夺，南非西半部的土著人社会基本被毁灭。荷属开普殖民地，成为一个由外来种族杂合而成的社会。荷、德、法移民后裔融合成一个白人群体“阿非里卡人”（旧称布尔人），他们是开普殖民地的统治民族。但是，开普殖民地吸引的欧洲移民为数很少。17世纪涌向北美的欧洲移民和难民，多达25万；而18世纪初，开普殖民地的白人（包括荷兰东印度公司雇员），仅约2000人。

荷属开普殖民地建立伊始，就依赖奴隶劳动。随着过往船队需求的增长，劳动力呈现不足。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58-1659年运进两船奴隶，一船来自达荷美，另一船来自安哥拉。此后，不断有奴隶被运到开普殖民地。他们中除少数来自莫桑比克和马达加斯加之外，大部分来自亚洲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印度、锡兰（现今斯里兰卡）。到1711年，荷属开普殖民地的奴隶人数，已超过白人“自由民”数量。白人与奴隶或与科伊人妇女的混血后代，成为后来被称为“有色人”（the Coloured）的社会集团，他们充当白人的劳工。处于社会最下层的是奴隶。

（三）英国的入侵和开普殖民地社会

1795年英国占领开普殖民地，以此地为对抗法国的战略基地，控制欧洲通往东方的航线。英国对开普殖民地的所有权，在1814年的维也纳和会上得到确认。英国为了在开普殖民地确立统治地位，实行鼓励英人向开普移民的政策。不少英国商人来到开普敦。为了解决英国国内的失业和社会动荡，英政府在1820年把5000名英国人安置到开普东部的阿尔戈阿湾的定居点，这里后来被称为伊丽莎白港。这批移民中的一部分，迁至伊丽莎白港东北100多公里处的格雷姆斯敦，建立了一个英裔人的定居点。英国移民当中有无地的农民、买卖人或手艺人，还有少量的专业技术人员。与早期法、德移民不同，他们保持了自己的语言、宗教、社会传统，没有同化于布尔人社会。之后，英国政府继续支持英人移居开普殖民地。但是，英裔白人始终未能超过布尔人的数量。

英国殖民当局在行政管理、司法制度方面逐渐英国化。开普殖民地也随之开始英国化的改造。英国的殖民统治使英人在南非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为了满足英国毛纺织业的发展，英人引进美丽奴种羊，使开普畜牧业大发展。羊毛成为开普的主要出口项目，外贸的绝大部分被英国所控制。同时，邮政、通讯、金融机构也发展起来。南非的第一条铁路建成，从开普敦至惠灵顿，全长92公里。荷兰人的开普殖民地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封闭和严格管制的经济制度受到巨大冲击，被纳入工业化的英国统治的国际贸易体系。

英国的政治文化影响引起布尔人的反感。同时，废除奴隶制也是引起开普殖民地社会变化，导致英、布分歧的另一重要因素。英国议会1833年通过解放所有英国殖民地奴隶的法令，使长期依赖奴隶劳动的布尔人感到不满，引起开普殖民地的布尔人大举北迁。大批布尔人离开英属开普殖民地，虽然出于对英国殖民当局统治的不满，却不具有反殖民主义的性质，因为其意图和手段，是确立布尔人对非洲人单独的殖民统治，其实质乃是殖民争夺。

英国的殖民统治与布尔人的殖民利益不断发生冲突，引起19世纪中期这两股白人殖民势力向北部的扩张。英国人沿海岸线北进，布尔人则推向中、北部高地。在此期间，英、布殖民者之间的争夺越发激烈，白人殖民者与非洲人之间的战争也更加残酷。

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开普地区的欧洲殖民者开始侵入距离开普敦700公里的班图人居住地区，引起班图人的抵抗。班图人酋长国相对紧密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使得欧洲人难以在短期内征服和破坏班图人社会。双方之间的战争持续了一个世纪，直到19世纪后期欧洲殖民势力才控制了南非东部地区。南非现今疆域，形成于19世纪30年代以后70多年的血战之中。南非政治版图的变迁更多的是白人殖民利益的需要，而不是非洲人的意志和选择。中北部内陆地区，被两个布尔人共和国控制，沿海地区被英属开普殖民地和英属纳塔尔殖民地占据。非洲人的“土著人保留地”被挤压、分割到边远地区。

19世纪后期的南非，仍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社会。与同期的北美相比，商业和工业很少，交通和通讯也很落后。白人殖民扩张的目标，主要是掠夺非洲人的农田和牧场。非洲人虽失去了很多土地，但是其社会组织、生产方式和家庭结构还维持着以往的秩序。对南非社会根本性的冲击是矿业兴起所带来的工业化进程。


二、矿业引发的工业化与南非的统一

19世纪60年代，南非的地位与英国的其他非洲殖民地差别不大。英国在这里的经济利益有限，投资和贸易都很少。两个英国殖民地和两个布尔人共和国的岁收只约75万英镑，其中3/4是开普殖民地的岁收。当时南非白人仅有25万，相当于同期美国白人的1%；南非铁路总长仅有112公里，当时美国铁路已达6.1万公里。

（一）矿业带动的南非工业革命

南非矿产资源极其丰富，可谓得天独厚。除了石油和矾土两种战略矿产目前发现的储量较少之外，南非拥有几乎所有重要的战略矿藏，并且储量占世界领先地位。

非洲人在南部非洲各地挖掘露天的铜矿、铁矿和金矿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19世纪中期，白人也在开普殖民地西北部挖掘铜矿，在德兰士瓦东部挖掘金矿，但是都没有形成现代的矿业。

1 钻石矿业——南非工业化的开端

南非现代矿业的开发，始于19世纪60年代后半期，并由此带动了南非的工业革命。

1867年，在瓦尔河与哈特斯河交汇处附近，发现了钻石，引起轰动。两三年间，几千人蜂拥而至，有白人，也有黑人，挥锹抡镐，寻找钻石。1869年在金伯利（Kimberly）附近，又发现更大规模的钻石矿带。钻石开采业的兴起吸引了成千上万采掘者。到1872年，这一带聚集了大约2万白人和3万黑人挖掘钻石。欧洲投机家、投资者涌向金伯利，钻石矿业迅速兴起。

19世纪后期南非矿业的快速发展，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输出成为趋势的时期发生的。这使南非矿业的兴起，只经过很短的自由竞争时期。钻石矿业在不到15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个体操作、小公司竞争到大公司垄断的过程。金伯利在1871年就已成为世界最大的钻石生产矿区；到1890年，钻石收入已占开普殖民地岁收的1/2多。

钻石城金伯利成为非洲第一个工业中心。1871年，英国宣布钻石矿区所在的格里夸兰地区归英国所有，并于1880年将其并入英属开普殖民地。为了达到矿区土地的集中和垄断的目的，英国殖民者塞西尔·罗得斯（Cecil Rhodes）控制的德比尔斯公司（De Beers）利用在钻石矿经营的收入，并购其他小的钻石矿，于1888年组建“德比尔斯联合矿业公司”，成为南非所有钻石矿的所有者。罗得斯利用其权力和财富取得开普殖民地总理的职位（1890-1896）。1902年库利南钻石矿（Cullinan Diamond Mine）与德比尔斯成为竞争对手，拒绝并入德比尔斯，而是向两个独立的钻石经营商（伯纳德和奥本海默）出售钻石，很快，其钻石产量超过德比尔斯。欧内斯特·奥本海默（Ernest Oppenheimer）被任命为伦敦辛迪加驻金伯利的代理人，并担任金伯利市长长达1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库里南钻石公司最终并入德比尔斯公司。1902年罗德斯去世时，德比尔斯公司已经控制了世界90%的钻石生产。1927年奥本海默接任德比尔斯公司主席。德比尔斯在整个20世纪，垄断了全球的钻石行业。

2 黄金矿业的兴起

大约在钻石矿业兴起的20年后，1886年在威特沃特斯兰德（Witwatersrand）发现巨大的黄金矿带。黄金城——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随之兴起。南非的矿业发展急剧增长。南非90%的黄金生产集中在约翰内斯堡周围地区，即威特沃特斯兰德盆地蕴藏的矿脉。欧内斯特·奥本海默1917年创建的“南非英美公司”（Anglo American Company AAC）是南非矿业中最大的垄断公司。过去一个世纪当中，世界黄金产量的47%左右出自南非。

南非另一种重要的战略矿产铂和铂族金属蕴藏在约翰内斯堡以北的鲁斯腾伯格地区，这里是铂族矿业的中心。南非还有各种适合于制作首饰的矿产材料，比如黄金、铂金、钻石、虎眼石和其他多种宝石。

金矿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工业的发展。资本、劳工大量聚集到这里。金矿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都超过钻石业。由于钻石巨头们在20年间积累的雄厚资本大量转移到金矿开发，因此金矿业从一开始就被垄断资本，主要是英国资本所控制，仅次于英国的是德国资本。南非的黄金产量在1898年超过美国和澳大利亚，成为世界最大产金国，占世界黄金年产的27.55%。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矿业巨头奥本海默家族转向美国资本市场。老奥本海默与美国银行家摩根1917年共同建立的金矿公司——英美公司（AAC），原始资本100万英镑，其中1/2来自美国的大财团。1926年AAC成为德比尔斯公司的大股东，成为南非矿业中最大的跨国公司。代表南非矿业公司利益的南非矿业商会（The Chamberof Mines of South Africa）自1889年建立以来，一直是南非最有影响的矿业行会，其成员包括独立的矿业金融公司和矿业公司，占南非矿业产出的85%。

矿业的发展带动了南非的工业革命。矿业的发展，带动了南非的相关工业，如能源工业（煤矿）、建筑业、炸药生产、铁路建设的发展，金融业、通讯业也随之兴旺。

南非铁路的兴建开始于英国开普殖民地时期的1859年，从开普敦到惠灵顿的92公里铁路1863年完工。另一条1860年完工的3.2公里铁路线在东海岸，从德班市到德班港入海口的海角。南非钻石和金矿的开发推动了19世纪后期铁路的大规模建设，以及连接当时葡属殖民地莫桑比克和英国殖民地罗得西亚（今天的津巴布韦）的铁路线。为了矿产品出口的需要，英国殖民当局在南非大规模修建从矿区通往出海口的铁路网。1870-1910年间，南非共建设铁路1.1万公里，相当于今天铁路里程的1/3.

（二）矿业开发对传统社会的冲击与城市化的加速

矿业的兴起，催生了南非的现代工业化进程，引起南非社会多方面的深刻变化，形成资本和劳动的集中和对垒，也摧毁了传统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1.对非洲传统社会的破坏

南非工业化的初期，虽有现成的国际资本，却没有现成的无产阶级。矿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除来自欧洲，主要是英国的技术工人之外，大量的非技术性劳动要靠当地人承担。但是，19世纪60年代，布尔人社会和非洲人社会都处于资本主义前的农业社会。布尔人侵占了大量非洲人的土地，并占有大量黑人作为农工。这是英国资本发展的一个障碍。同时，布尔人的土地扩张与英国殖民利益的冲突日益尖锐。双方对土地和劳动力的争夺，导致一系列的战争。掠夺土地的殖民战争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非洲人的武装反抗才被镇压下去。非洲人的土地大部分被白人占据，只剩零零星星的“土著人保留地”。传统农业遭到破坏，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越来越严重，大批非洲男子离开土地，到矿区出卖劳动力。

廉价黑人劳工是矿业利润的主要来源。为了迫使非洲人离开土地而出卖劳动力，英国殖民当局对非洲人进行强制无产阶级化，除了武力剥夺非洲人的土地之外，殖民当局征收苛捐杂税，使非洲人在农村难以为生。英国殖民当局制定法律，强制非洲人到矿上做工。1894年通过的《格伦格雷法》规定：每一成年非洲男子，除非在上年的12个月内在自己的聚居地之外曾劳动满3个月，否则必须缴纳10先令劳动税。《格伦格雷法》最初只适用于凯河以西的格伦格雷地区，但不久就被推广到整个德兰士瓦地区。这一法令成为非洲人身上的枷锁。他们与矿主订立合同，从事一定时期的劳动，期满后即回原籍。这就形成了南非的流动劳工制度。来到矿山的非洲劳工被集中居住在工棚内，矿主又以防盗为名在工棚周围栏上铁丝网，派人看守，形同监狱。

这种剥夺和压迫给非洲人带来巨大的苦难，遭到非洲人的强烈反抗，1878年和1879年先后暴发了格里夸起义和佩迪起义。英国殖民当局动用重兵，耗费大量财力，并联合布尔人军队，才把起义镇压下去。佩迪人的大部分土地，被布尔人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占去，而不得不到矿上出卖劳动力。

在1871-1875年间曾有30万非洲人男子到钻石矿干活，平均保持在1万人。金矿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多。1890年非洲人矿工共1.5万人，1893年达到2.9万人。但是，劳动力短缺状况仍不断加剧。原因一是金矿开采深度的不断增加，二是南非金矿石的含金量很低，因此需要大量的、而且是廉价的劳动力。由于英国1816年确定了金本位制，之后各国相继效仿。因此，南非金矿的利润主要不是来自供求关系所引起的价格变化，而是靠压低成本。而成本当中，主要是压低非洲人矿工的工资。

非洲人矿工基本上是非技术性的、一年为期的合同工；同时，非洲人没有和土地割断联系，生活来源的一部分仍靠农村的耕种和放牧，不断有大批非洲人离开矿区，因此非洲人劳动力对矿业的供应不稳定，矿业的大规模发展受到劳动力短缺的限制。为了解决劳工短缺问题，钻石矿使用大量犯人采矿。1873-1887年间，金伯利矿曾使用近7万犯人。对犯人劳工的管理手段，很多沿用对非洲人矿工的控制。但是非洲人有相对的人身自由，离矿而去的事情经常发生。于是，控制劳工供应的流动劳工制度，就成为南非矿业的主要用工制度。其主要内容包括：非洲人矿工住在兵营式的单身宿舍区，不能携带家属；非洲人矿工必须携带通行证（1895年制定通行证法）；合同期满前不得离去，否则为非法（1872年钻石矿的主仆法）；非洲人不能组织工会。这样，矿业资本家就可以压低非洲人矿工的工资，降低开采成本，靠大量廉价非洲劳工的血汗，牟取暴利。

白人资本和黑人劳工的矛盾，是南非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非洲人的“保留地”虽仍有传统农业，但其主要功能是为白人资本生产廉价劳动力，非洲人本身的发展完全被压抑。流动劳工制度使大量青壮年男子长期离家外出做工，农业多由妇女承担，也造成很多家庭破裂。非洲人社会失去了自主发展的条件，完全服务于白人资本的需求。

钻石矿和金矿的技术工人，大多来自欧洲，主要是英国。他们有组织工会的传统，到南非后很早就组织白人工会，如1892年成立的威特沃特斯兰德矿雇员和技工工会。因此，矿主不敢任意压低白人矿工的工资。白人矿工的工资相当于黑人矿工所得的11倍。而且，矿主为白人矿工提供住房补贴。因此，从南非工业化的开始，工人阶级就被分裂为两部分，矿业中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最甚。

2.矿业对布尔人社会的冲击

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打破了业已形成的种族地域分布。自我封闭的德兰士瓦布尔人共和国，受到金矿资本的冲击，大量外部白人带着资本和技术涌入布尔人的领地，英语成为矿业的用语，英国文化在约翰内斯堡处于统治地位。和非洲人一样，布尔人也是被动地卷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由于他们大多受教育程度较低，没有技术，更无资本，只能从事非技术性工作，收入很低。因此，他们仍留恋农村生活，觉得在那里离上帝更近。由于此时土地扩张已近极限，布尔人中的无地者不得不进入城市谋生。布尔人既受到英国资本和英国文化的冲击，又遇到非洲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这对自认为是上帝选民的布尔人，其自信心无疑遭到打击。布尔人的领袖们则担心城市生活会使布尔人抵挡不住英国文化的影响，失去民族特征。

布尔人所要求的是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摆脱英国的控制和英国文化的影响。按照白人至上的信条，在布尔人共和国，任何非洲人都不能享受政治权利，对“非白人”的统治不能有丝毫松动。同时，布尔人共和国与矿业资本的利益冲突不断发生。因为当时以英国人为主的“外来人”男子，已相当于当地布尔人男子数。为了防止英国人在政治上扩大影响，德兰士瓦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外来人”的选举权，规定在该共和国居住14年以上的白人男子才有选举权。

3.矿业发展与城市化

矿业推动了工业城市的兴起和城市人口的增长。

金伯利钻石城是南非第一个工业城市。在此以前，南非的城市大致为两类。一类是港口城市，如开普敦、伊丽莎白港、东伦敦和德班，由欧洲殖民者的定居点发展而成，是殖民行政当局所在地、商业中心和面向海外的窗口。另一类是由于布尔人行政管理的需要而建立的城市，如布隆方丹和比勒托利亚。人口超过1000的城镇不到20个。人口聚集点大多为村镇。

钻石业的开发，使人口集中加快，到1874年，金伯利人口已达5万，仅次于殖民老城开普敦。金矿业的发展，很快形成以约翰内斯堡为中心的工业地区。到19世纪末，约翰内斯堡白人为7.5万（白人矿工为1.2万），金矿的非洲人矿工达10万人。

矿业的发展也改变了开普殖民地的人口结构。非洲人到矿区务工并移居城市，使布尔人农场对非洲劳工的需求造成影响。非洲人大量进入开普殖民地北部的钻石矿区，改变了西开普地区的种族人口比例。兰德金矿地带和金融与工业中心约翰内斯堡，成为各种族聚集的场所，使布尔人在德兰士瓦人口中的比例大大下降，也形成了对布尔人的文化和心理冲击。布尔人担心，与非洲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会破坏种族界限。

19世纪后期南非矿业的开发，使非洲南端迅速进入西方工业化体系。但是，南非的工业化并不彻底，与之相伴随的始终有一个非洲人的传统生产方式。存在着一个处于控制地位，服务于白人资本的现代化经济，同时保留着一个为白人资本提供廉价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前的经济形态。因此，南非的经济结构具有殖民地的特征。

（三）英布战争和南非的统一

矿业的开发所引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布尔人的生产方式和统治方式也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随着矿业的兴起，英、布之间的矛盾和争夺也随之加剧。英殖民当局为了独占南非的矿业，采取挤压布尔人的政策，并通过19世纪末期的两次英布战争，在南非全境建立英国的殖民统治和统一的市场。

1.争夺土地和资源的英布战争

19世纪80年代，帝国主义对非洲的争夺更为激烈，英帝国要打通开普到开罗的梦想，终因力不从心而成泡影。但是，英国在南部非洲的殖民争夺中得手，巩固和扩大了其势力范围。英国在南部非洲的扩张，既同布尔人共和国的利益有冲突，又面临新崛起的德国的挑战。英国的意图是扼制德兰士瓦布尔人共和国的势力，阻止其独立，以免构成英国向北扩张的障碍；同时切断布尔共和国向海洋的通道，以阻止其经济独立而摆脱英国的控制。

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英、布矛盾日渐尖锐。英国为压制德兰士瓦布尔人共和国，使其保留在英国的势力范围，曾在1895年底进行一次军事侵略，但很快失败。1899年初，居住在德兰士瓦的外来白人中大部分为英国人，以英国人无平等的选举权、受虐待为由，联名要求英国干涉。英国政府已在1898年与德国和葡萄牙分别达成协议，使德兰士瓦不可能继续得到外部武器供应。但是，德兰士瓦总统克罗格已从欧洲购买大量武器，准备镇压“外来人”的反政府活动，并对付英国的干涉。克罗格在1899年10月11日向英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英军在边境地区的调动，遭英国拒绝，于是英布开战。历时两年半的英布战争（Anglo-Boer War），被列宁称为帝国主义战争的开始。这是英布殖民者之间最后一次战场上的较量。两年半的战争使布尔人元气大伤，最终放弃抵抗。1902年5月31日，英布双方在比勒陀利亚签订韦雷尼欣和约（Peace of Vereeniging）。

2.南非的统一

战争结束，英国政府加紧实现其组成英属南非联邦的计划，即把开普和纳塔尔殖民地与两个布尔人控制的共和国统一起来，以适应资本发展的需要。南非联邦建立与统一市场形成。

1906年，英国自由党政府上台，实行与布尔人和解的政策，先后准许德兰士瓦和奥兰治河殖民地成立自治政府，形成四个英属殖民地共存的局面。经济发展需要一个统一的市场，而四个殖民地之间在交通、关税和贸易方面的纠纷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同时，由于劳动力的短缺和争夺，白人经济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劳工市场，以“合理”分配黑人劳工。

1908年10月，四个殖民地的代表团在德班市开会，讨论制定宪法；1909年，四个殖民地的议会通过宪法草案后，草案呈英国议会通过，成为南非第一部宪法，即1909年的《南非法》。这是一部种族主义的宪法，它奠定了南非白人种族主义制度的基础。1910年5月31日，英属南非联邦成立。

至此，多种族的南非社会形成。1910年，南非的人口共592.5万。其中非洲人为400万，“有色人”（混血种人）50万，印度人15万，白人127.5万。占人口少数的欧洲移民是统治民族，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原著居民非洲人和“有色人”、印度人，处于被压迫民族的地位。统一的南非，分割为两个对立的世界。


三、种族主义制度下白人利益主导的片面工业化

英国在南非的殖民统治，使英语白人在政治文化上逐渐占据优势，在经济上也居主导地位。1910年南非联邦建立后，随着英国在南非政治上的影响日渐减少，英语白人在南非的政治势力也逐渐减弱。英语白人与宗主国的联系与认同，虽加强了其经济实力，但却妨碍了他们在政治上的自主发展。但至今，英语白人在南非的经济和文化领域仍占有优势。由于阿非里卡人在白人中占多数，使得1910年以来的历届白人政府，都是阿非里卡人的政党执政。阿非里卡人依靠国家政权力量，逐渐在金融、工矿业得到发展，改变了以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英裔白人和阿非里卡人虽然存在文化差异和利益的冲突，但是在维护白人统治和利益，压制黑人的政治、经济要求和发展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和主张。

南非的白人种族主义统治，是以排斥和剥夺原住民族及其他“非白人”族群的生存和发展权利为特征，用来维护欧洲移民后裔和白人资本对南非土地和资源的控制。

（一）种族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

20世纪初期，在英布战争结束后，英人与布尔人准备携手统治南非。1910年南非联邦建立后，白人政府通过一系列立法，保证了白人对南非的政治、经济的统治地位。87%的土地归白人统治的南非，占人口3/4的非洲人被划归占国土13%的“黑人家园”。种族主义的劳工制度，以《土著劳工管理法》、《土著人法》（即《通行证法》）对黑人劳工的控制和剥削，禁止黑人组织工会。通过《人口登记法》、《集团住区法》，实行居住区域的种族隔离。同时，南非当局通过《非法组织法》、《紧急状态法规》和一系列安全法令，对黑人的反抗进行大规模镇压。

1.白人对政治权力的独占

1910年建立的南非联邦，仍然在英国殖民管辖之下。根据1909年的《南非法》，英王对南非联邦的立法和行政拥有最高权力，这些权力将延续到他的继承人（爱德华七世于1910年5月6日去世，乔治五世继位）。南非联邦仍是英帝国所属的一个自治领，其地位类似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它的政府制度依照“英国宪法的原则”，英国总督是最高行政长官，立法的批准权在英国议会，英国政府对南非的行政也有干预的权力。这种状态直到1961年南非脱离英联邦，才完全结束。

《南非法》是一部种族主义的宪法，奠定了南非白人种族主义制度的基础，也开始了排斥非洲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参与南非政治的历史。白人联邦的建立，遭到非洲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反对。1912年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ANC）的建立，标志着非洲人争取政治平等和民族解放的斗争形成全国性的阵线。

南非联邦建立后，白人政府通过一系列立法，保证了白人对南非的政治统治、对南非土地和资源的占有，以及对黑人劳工的控制和剥削。

2.白人对土地资源占有的制度保证

到20世纪初统一的南非联邦建立之前，南非的土地及其丰富资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白人的资产。非洲人所剩的土地，即所谓的“非洲人保留地”总共约900万公顷，仅占南非领土的7.35%，而且是100多片互不相连的地块。南非联邦政府通过一系列法律，使白人对南非资源的占有得到制度的保证。除了1909年的《南非法》外，在土地占有方面最主要的立法是1913年的《土著人土地法》和1936年的《土著人托管和土地法》。1913年的《土著人土地法》，禁止非洲人在“土著人保留地”之外占有或购买土地。但是，非洲人农业地区人口稠密，土地过度使用而退化严重，收获不足以糊口，更交不起各种苛捐杂税。大批非洲人被迫到保留地之外谋生。白人当局计划最终使“保留地”占到南非领土的12.7%左右，以此作为非洲人与白人之间最终的土地划分。但是到1939年，非洲人保留地的面积仅达到南非土地的11.7%。因此，白人占有南非近90%的土地，而占人口3/4的黑人只拥有不到南非领土12%的土著人保留地。

在剥夺非洲人土地的同时，白人政府也通过立法，限制印度人占有土地和财产。开普省的“有色人”保留地，约有166.9万公顷（根据1909年《教会土地和公共保留地法》）。

3.种族主义的劳工制度——对黑人劳工的控制和剥削

人力资源的占有，是南非白人经济得以发展的根本条件之一。种族主义制度保证了白人资本在工矿业和农业经营过程中，可以廉价地获得黑人的劳动，使资本增殖的成本降到最低。

南非联邦之前，四个殖民地早已有各自的种族主义劳工法，如《主仆法》和《通行证法》等等。在此基础上，联邦政府于1911年制定了两个针对非洲人的劳工法——《土著劳工管理法》和《矿山和工厂法》。前者规定，中断雇用合同为非法行为，防止非洲工人特别是矿工的流失，保证了雇主的利益。《矿山和工厂法》是南非第一个照顾白人的职业保留法。该法规定，只允许白人从事技术性工作，尤其限制德兰士瓦省和奥兰治自由邦的“非白人”获得竞争技术性职业的证书。最初由矿业开始的照顾白人的职业保留政策，后来扩大到南非经济的各行各业。

南非矿业资本压低黑人矿工工资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引进邻国的非洲人劳工。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南非金矿公司的矿工当中70%左右是来自邻国的流动劳工。这是长期以来矿业公司压低矿工工资的条件之一。从1911-1971年，金矿业黑人矿工与白人矿工的工资之比平均为1:14.6.到1974年莫桑比克独立之后，廉价劳动力供应受到威胁，同时南非国内黑人工人运动逐渐高涨，矿主不得不提高黑人矿工的工资。1975年金矿业黑人与白人工人工资之比降到1:8.4.

同时，由于白人掌握了国家的政治行政资源，因此财政资源也完全被白人垄断。南非经济所带来收益的分配权力掌握在白人资本和白人政府手里。南非政府的财政主要用于白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黑人获得的社会分配仅仅能够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

为了维护这种不合理的资源占有，白人政府除了立法之外，还动用国家机器，保护白人的经济特权，镇压非洲人要求合法权利的抗争。

（二）英属南非联邦时期外需驱动的现代化

1.矿业继续引领南非经济发展

19世纪中期以前，南非经济以农牧业为主，只有少量的商业。19世纪60年代钻石开采的兴起，以及随后金矿业的发展，改变了南非的经济社会形态，从一个农业社会迅速跨入工业化进程。在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作为南非经济支柱的矿业，一直被几家私人公司垄断，其中最著名的是德比尔斯钻石公司和金矿业的南非英美公司。钻石和黄金产业为白人积聚了巨额财富，南非矿业资本发展成为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矿业带动了南非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相关制造业的发展。到20世纪中期，南非在矿业加工，特别是冶炼和选矿技术方面增加投入，取得重要发展。最新技术的运用，使得南非矿产品出口的品种更为多样，成为除贵金属之外，战略矿产的最大出口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形成了更密切的联系，也增强了在西方世界的战略地位。

南非矿业的勘探和开采，经百余年的发展已形成完备的采、选、冶、炼和加工等全套现代矿业体系。南非具有世界规模的初级产品加工设备和能力，除黄金和铂产业之外，还包括碳钢、不锈钢和铝业。同时，矿业的下游加工业也有很大发展空间，提高当地铁、碳钢、不锈钢、铝、铂族金属和黄金产品的附加值。南非矿业的实力还体现在它高水平的矿业技术和专业化的生产经验，以及全面的矿业研究和开发活动。

南非的采矿机械、选矿技术设备、矿井通讯和安全保障技术、矿产品冶炼和加工技术等均名列世界前茅。其深井开采技术输出到南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欧洲，南非矿业公司也已打入欧洲、拉美和非洲各国市场。

南非经济的支撑主要靠矿业，特别是占南非出口总值1/3的黄金产业。南非的黄金产量占整个西方世界的75%，一直是南非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南非矿业随着本地和国际需求以及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扩展和变化。矿业虽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相对降低，但是在南非经济中继续发挥重要基础作用，是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提供就业的重要部门。利用矿产品出口换取的外汇，进口制成品，因此，缺乏发展国内制造业的激励，这是殖民地经济的特征。同时由于英联邦内部的优惠关税安排，使得南非的贸易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英联邦成员国内部。

南非矿业的开发，带动了农产品加工和相关工业的发展，但是直到19世纪末，南非的经济仍以农业和矿业为支柱。到20世纪初，南非的制造业主要是酿酒、制革、油烛制造等农产品加工业，满足国内市场需求。1910年，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7%。直至20世纪20年代，南非制造业产品仍很大程度依靠进口，比如矿山机械、纺织服装等。

2.两次世界大战对南非工业发展的推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南非的制造业第一次取得大的发展。兰德矿区的制造企业增加一倍多，从862家发展到1763家，非矿业工人增加50%，达到9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非参加盟军作战，并成为盟军弹药、食品、服装和战略矿产品的重要供应国。开普海上航线，成为盟军船队通往北非和亚洲战场的关键通道，由此南非的港口也得以繁荣。

20世纪40年代，南非制造业得到迅速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非制造业产出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二战期间，由于外部供应的中断，而盟国的需求增加，南非当局推行进口替代政策，成为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南非的经济已经具备了加速发展的条件。交通基础设施、电力供应、钢铁工业，还有金融体系，为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战后，南非在铁路建设、大规模的电力和供水工程、制造业、矿产品加工和冶金行业、能源工业，都有大的投入和发展。

1930年，矿业生产总值第一次超过农业，成为国内生产总值第一大部门；1945年，制造业第一次超过矿业，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8%，1950年代以后，超过GDP的20%。（详见下表）

表13-1 1920-1960年南非国内生产总值部门结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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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南非官方年鉴1982，第342页。

1948年以后，南非制造业的发展更快。在1950年代初期，南非制造业生产达到年均增长13%左右。20世纪50年代开始，南非的重工业得到巨大发展，特别为满足国内制造业发展的钢铁业行业成为增长的重点。南非制造业在政府税收优惠政策的支持下，发展成为资本集中的产业。

（三）白人共和国时期对国有部门的强化

20世纪60年代，非洲国家相继摆脱殖民统治取得独立，南非国内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群众运动高涨。南非当局在1960年3月30日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法，并在全国范围进行大搜捕，有几千名黑人运动积极分子被抓。南非当局的暴行引起国际舆论的愤怒。当年4月1日，联合国安理会第一次通过谴责南非政府的决议，要求它采取措施缓和种族矛盾。但是白人当局一意孤行，4月8日宣布取缔非洲人民族解放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简称非国大，和泛非主义者大会，简称泛非大（Pan-Africanist Congress,PAC）。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等黑人解放运动领袖被投入监狱。

南非白人政权残酷镇压和平示威的暴行引起国际社会的愤慨。1961年3月在伦敦召开的英联邦会议上，南非受到其他成员国的谴责。随着阿非里卡人政治经济力量的加强，其极端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也日益突出。1960年10月5日，南非举行白人公决，赞成改变南非对英国的附属地位，更名为南非共和国。1961年4月南非议会通过南非共和国的法案，同年5月31日南非共和国宪法生效，南非退出英联邦。但是南非共和国宪法与1909年南非法没有根本的变动，南非仍然实行英国的威斯敏斯特议会制度，依然是白人种族主义统治。

1.进口替代政策，应对国际制裁

南非历届国民党政府，致力于提升阿非里卡人经济地位，主要手段是发展国有企业，以平衡英裔的私人资本对矿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控制地位，并且实现阿非里卡人的普遍就业。南非政府直接投资或通过工业发展公司间接投资的国有部门包括，有战略意义的钢铁、能源、化工、冶炼、电力产业，以及港口、铁路、航空、邮政通信等部门。

南非退出英联邦后，在国际上进一步孤立，因而白人当局大力推动本地制造业的发展，以实现国内产业配套，提高自给程度，应对国际制裁。对私人部门无力投资的大型公共项目，南非政府加大投入，同时制定强化重工业、能源化学工业和军事工业的政策。主要政策包括：进口替代、鼓励技术移民、加速发展经济部门的基础设施，同时鼓励金融机构和矿业公司直接参与制造业的金融资产投资。由此，南非发展制造业的长期资本绝大多数来自国内资本市场。到20世纪80年代，制造业的长期资本当中，有80%来自国内资本市场。由于国际制裁对南非进口的限制，不少向南非出口产品的外国公司转而到南非投资建厂，以继续占领南非市场。南非丰富的资源和良好的基础设施，为投资制造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促使南非形成相当规模的发达的制造业。

2.强化国有经济部门，实现国内产业配套

南非对制造业实行进口替代政策，使得消费品产业在保护政策下高速增长。南非的消费市场也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进入制造业。同时，南非政府的财政投资能力也加强，对电力、钢铁、军工和能源产业的国有公司大力扶植。南非私人部门也在相关领域增加投资。

（1）冶金和机械工业

与南非经济中矿业的发展有关，冶金和机械工业是南非制造业的支柱。南非逐渐形成现代化的冶金和机械工业企业，多具有大型、技术先进和通用的特点。冶金部门占制造业总值的1/3.主要包括基础铁矿石和钢材、有色金属和金属制品。钢铁基础产业包括从冶炼到半成品初级钢铁产品的制造。1928年建立的南非国有钢铁公司伊斯科（Iscor），在公共投资的支持下，不断扩大规模，控制南非国内钢铁市场的85%。南非国有钢铁工业是南非后来发展军火工业的重要支撑。1989年伊斯科公司实行私有化，并在约翰内斯堡证劵交易所上市。由于一系列的并购，南非钢铁公司于2005年更名为南非米塔尔钢铁公司（Mittal Steel South Africa）。2006年再改名为安赛乐米塔尔南非（Arcelor Mittal South Africa）。米塔尔公司是非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每年生产730万吨液态钢。南非钢铁冶炼行业其他钢铁公司还有高草原钢钒公司（Highveld Steel and Vanadium），司卡乌金属公司（Scaw Metals，属于南非英美公司），开普敦钢铁工程公司（Cisco）等。南非钢铁产业2001年排在世界第19位，南非是非洲最大的钢生产国，占非洲钢总产量的60%。南非也是钢材净出口国，列世界第10位。

南非的铝冶炼业很发达，是最大的有色冶金部门。但是，由于南非缺少具有商业价值的铝矿，因此原料依靠进口。南非主要的铝冶炼厂有比利顿公司（BHPBilliton）所属的里查德湾附近的两个冶炼厂，年产量约95万吨铝；此外还有胡利特铝冶炼厂（Hulett Aluminium）。除了铝的冶炼之外，南非的有色金属工业还包括铜、铅、锌和锡。南非的冶炼业和金属加工业，基本可以满足其国内对各种型号钢材、黑色和有色金属材料的需求。

南非的机械工业主要包括矿山和冶金机械、农业和农产品加工机械、建筑设备和机械，运输设备和机械。但是，南非的制造业仍有很多缺项，特别是先进的机器设备。因此，在废除种族隔离之前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南非进口货物金额中，机械/设备项目约占30%，再加上进口车辆和运输设备，超过进口总额的40%。

（2）能源和化学工业

能源工业

南非是能源高消耗国家，不仅在非洲，在世界亦是如此。其原因主要在于南非经济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大型、高耗能的采矿业和初级矿产品加工业。电力和燃油是工业的动力。南非缺少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因此它的能源主要来自煤炭。煤炭占能源消耗的80%左右，其中60%用于发电。

为了解决国内石油资源缺乏的先天不足，南非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进行合成燃料的研制和生产，即从煤炭中提取油和气。南非萨索尔（Sasol）公司的该项技术，居世界领先地位。1950年建立的萨索尔公司主体业务是制造、加工和销售汽车和工业用燃料和燃油，也生产和销售航空用油，燃料酒精和照明用煤油。目前，南非液体燃料的供应36%来自本国液体燃料，其余部分依靠进口。煤气和天然气的供应占能源消耗的1.5%。萨索尔公司还生产化工产品和合成燃料。

南非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研制和发展核动力发电。1957年南非成立了原子能总署。同年，美国与南非签订了一项为期20年的核合作协议，在核能研究和发展方面进行合作（该协议多次修订，合作范围不断扩大，期限也延至2007年）。随后，近百名南非核科学家赴美受训。1976年，南非电力供应委员会（ESCOM）和法国一个联合公司（Framatome Alsthom,and Spie-Batignolles）达成一个耗资12亿美元的核电站交易。法国提供两个核反应装置和两套汽轮机发电机组。法国公司帮助在南非库伯格（Koeberg）建起两个核电站，1984-1985年度投入生产。南非国家电力公司拥有南非的核电站，库伯格核电站也是非洲唯一的核动力发电站。核电占南非电力供应的6%。

南非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电力生产和供应系统。南非国家电力公司（Eskom）建立于1922年，目前其发电能力排世界第7位，电力销售列世界第9位。南非能源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创造就业机会25万个。南非电力生产占非洲的50%，人均800瓦，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大国尼日利亚的发电能力人均仅为30瓦。

尽管南非是能源消耗大国，但是在种族主义制度下，南非的供电主要服务于白人区的经济和社会，而黑人区的供电在20世纪90年代初仅为35%左右。南非的家庭能源消耗占全国能源销售的17%。农村地区家庭能源消耗的50%来自木柴，煤炭占18%，照明用煤油占7%，以及很少量的液化石油气，电力的使用很少。自1994年新政府成立以来，解决黑人居住区的电力供应问题是政府纠正种族隔离造成的经济不平等的举措之一。


化学工业
 南非的化学工业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南非磷酸公司（Foskor）建于1951年，主要业务包括磷矿开采和加工，生产磷酸盐和磷肥。该公司是世界最大的磷酸公司之一，产品除供应国内需求外，也大量出口。

南非的化学工业在种族隔离时期处于被孤立和自我保护状态，因此主要是针对国内市场的内向发展，实行进口替代政策。由于缺乏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进口原料价格高，因此南非化工产品出口竞争力差。南非化工部门有两个特点，一是上游部门比较集中和发达，下游部门欠发达；二是煤合成的液体燃料、以天然气为原料的液体燃料以及石油化工业比较发达，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

化学工业的初级和第二产业中占主导地位的公司包括萨索尔公司（Sasol，建立于1950年，煤转换燃油、燃气和其他化学品），非洲炸药和化学工业公司（AECI，建于1924年），主要产品包括矿用炸药和生产、生活用化学产品和道森特拉化学工业公司（Dow Sentrachem,1967年由20多个小公司合并而成），现今已经是南非最大的化工企业之一，主要产品包括农用化学品、树脂材料、合成材料等。

化学工业对南非经济有重大作用，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为5%，占制造业销售的25%，就业人数约17.5万。南非化学工业在非洲规模最大，具有高度复杂性和多样性，一些最终产品包含多种化学原料，以达到质量要求。南非新制度建立后，全面进入国际市场，提高化工产品竞争力成为相关企业的目标。南非位列全球第25大化学工业国。

（3）军事工业

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南非政权为了维护白人统治，对付国际社会的武器禁运，建立起现代化的完善的军事工业，包括核武器的研制。


常规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盟国军备物资的需要，英国帮助南非建立兵工厂，以生产或组装弹药、炸弹、榴弹炮、迫击炮、装甲车辆和电子装备。战后，英国长期是南非最主要的武器和军用飞机供应者。

20世纪60年代初，大批非洲国家获得独立。1964年英国工党政府上台后，决定执行安理会1963年对南非自愿武器禁运的决议，但是继续对南非已有的武器提供配件和弹药。1977年11月4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418号决议，对南非实行强制性武器禁运，要求所有国家立即停止向南非提供任何武器装备、军用物资和军工生产技术。

面对国际制裁和武器禁运，南非开始推动武器研究和生产，加快武器装备的自给能力，以维护白人的统治。1968年，南非官方的兵器公司阿姆斯科（Armscor）成立，军火工业发展更为迅速。1970年，南非通过了《国家供应采购法》，便利了私人部门向南非国防军供应物资。到60年代末，南非国防军配备的步枪、迫击炮、弹药、炸弹、手榴弹、地雷和汽油弹都由本国供应，装甲车和简易通讯设备也基本自给。20世纪50年代，南非开始导弹研究。1968年，在纳塔尔北部建立了导弹试验场，阿姆斯科公司还建立新的分公司，从事导弹技术的研究。

欧美国家不仅违背联合国安理会对南非武器禁运的决议，继续向南非出口武器，而且通过各种形式的技术转让，支持南非军火工业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南非主要通过与联邦德国、意大利、以色列、法国、比利时和加拿大的公司协议获得军事技术。其中包括德国国家空间研究机构与南非科学和工业研究委员会之间有长期的合同。联邦德国向南非出售德国潜艇技术，向南非出口核技术以换取南非的铀。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1976年的报告，联邦德国参与向南非出售重型武器，并发给许可证。联邦德国的公司与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公司，一直向南非阿特拉斯（Atlas）飞机公司出售机床和其他“非军事”设备，而该公司是南非军用飞机制造公司。法国长期是南非政府主要的武器供应者。法国向南非提供军事技术和装备，特别是军用飞机和核能技术。南非获得法国先进的喷气战斗机，得到核子项目方面的合作，都是通过以色列。此外，法国公司还帮助南非发展导弹雷达系统，卖给南非装有大口径火炮的装甲车，并给南非生产这种装甲车的许可证。60年代初，法国国家飞机制造公司（Snias）在南非德兰士瓦省建立阿特拉斯飞机公司，该公司成为南非空军的主要装备——“英帕拉”（Impala）和幻影式战斗机的生产者，并具有许可证。西方国家各种形式的技术支持，使得南非建立起比较先进的武器生产系统。到1977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对南非实行强制性武器禁运时，南非已经实现武器基本自给。


核武器
 由于南非拥有制造核武器必不可少的重要原料铀矿（南非是世界第三大产铀国）。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美国与南非开始发展核能的合作。1952年，在美、英的帮助下，南非首家铀矿加工厂开始运行。南非60年代开始进行和平目的核爆炸的开发，主要用于矿业。60年代，美、英、法、西德等国家还为南非建造核反应堆提供了技术、设备及核燃料方面的支持，帮助南非掌握铀提炼和浓缩技术，使南非在70年代初已可独自进行铀浓缩。70年代中后期，国际社会对南非常规武器禁运实行进一步限制，西方国家不再向南非出口核反应堆研究所用的核燃料。1977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停止南非的董事席位，由埃及代替。1979年，南非被停止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要求南非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

1977年，南非政府决定把和平目的的核爆炸，改为战略核威慑能力发展计划，分三个阶段执行。根据南非受威胁的程度分为：第一保密阶段，第二私下向美国等国家透露阶段，第三公布南非核威慑计划阶段。1979年，南非决定设计和生产“小型核装置”（gun-typedevices）。为此，南非兵器公司在比勒陀利亚附近建设一处新的设施。1982年12月，南非兵器公司的设施完成了第一个核装置，以后以每年一个的速度制造了其他装置，与浓缩铀提炼厂的生产日程相配合。到1985年，虽然南非的政治形势没有好转，当年9月，南非政府对这个计划进行了评估，决定将该计划限制在七个裂变式的小型核装置，最后，只完成六个核装置，并决定不把这些核装置用于进攻性策略，同时还结束了一些早期研究项目，如钚（Plutonium）和氚（Tritium）的生产。

1980年代末，南部非洲的形势出现缓和，纳米比亚独立，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德克勒克1989年9月出任总统，开始政治改革。德克勒克上台后，指示进行调查，以完全解除核威胁力量，目的是以一个无核国家身份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随后，由南非原子能公司（AEC）、兵器公司（Armscor）和南非国防军高官组成筹划指导委员会负责六个核装置的拆除，到1991年6月底基本完成。1991年7月10日南非加入《核不扩散条约》，1991年9月16日，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全面保护措施协议》（Comprehensive Safeguards Agreement）。

南非制造业生产稳步发展，在20世纪60-70年代，逐渐形成门类齐全的产业，包括冶金、机械、化工、电子、纺织服装、农产品加工、造纸等部门，以及军事工业与核工业，有些领域在国际经济中居领先地位，具有竞争优势。制造业所需原材料大部分来自国内，只有纺织、家具（硬木）、化工、交通器材等方面，仍不同程度地依赖进口原料和中间产品。南非制造业的主要消费者是国内市场，其利润率不高。长期的产业保护政策也对南非经济的竞争能力造成影响。

3.南非金融业和商业的发展

（1）金融业

南非储备银行（South African Reserve Bank,SABC）是南非的中央银行。根据1920年《货币与银行法》（Currency and Banking Act,No.31 of 1920）于1921年建立，为股份制有限银行，总部设在比勒陀利亚。该银行的行长与副行长由政府任命，但是享有很大的独立决策权。南非储备银行建立后，形成新的可靠的金融体系，对经济基础建设融资发挥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南非储备银行是南非唯一有权制造、发行、销毁纸币和硬币的机构。储备银行负责保管国家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国际贸易和外国投资机构的外汇流入，存贮在储备银行备用。南非的金融部门运行的基础是健全的制度和法律体系，在国际上有良好的信誉。其服务范围包括商业银行、零售银行、商人银行，以及按揭贷款、保险和投资业务。

近百年来，南非建立起非洲大陆最健全和现代化的资本市场，南非成熟的银行体系有很高的信誉。其金融体系具有国际水准，有先进的电子银行网络。南非有非洲最发达的产权投资市场。约翰内斯堡股票交易所（JSELimited）建立于1887年，是非洲最早的证券交易所。根据世界交易所联盟的统计，南非约翰内斯堡股票交易所的市值近年来排在世界前20名。

（2）商业

南非传统上商品分销以农村贸易商店为主，后来发展成为更常规更专业的零售商店。到20世纪60年代，白人区零售业的发展出现销售额大幅度增长和连锁店迅速发展的形势。南非零售业商品的90%来源于国内。超级市场和商业中心的发展在南非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随着大都市的发展和人口的集中，南非国内贸易方式也出现巨大变化，形成若干现代化的综合中心商业区。

但是，在黑人居住区（包括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经商有严格的限制。1948年主张种族隔离的南非国民党上台执政后，于1950年公布的《种族住区法》规定，“有色人”和印度人在其划定的住区之外不准经商或办企业。1955年，白人政府规定非洲人在划定的非洲人保留地之外不准从事商业活动。对于那些已经在白人区经商的黑人，则强制他们在黑人区另外寻找场所。两年之后，非洲人住区的黑人商家也必须得到“土著行政官员”的批准才能在当地经商。当局的解释是，他们与白人商业形成了竞争。60年代以后，对非洲人经商的限制更加广泛。在非洲人住区，也不准许非洲人经商办企业。1968年，对非洲商人的限制更加严格，规定每个非洲商人只能有一个商铺，禁止非洲商人向其他人种的南非人卖东西或运送货物。凡此种种，使得非洲人失去经商和积累财富的条件。白人垄断商业活动。

随着大都市的发展和人口的集中，形成若干现代化的综合中心商业区。在约翰内斯堡周围地区、开普敦大都市区、伊丽莎白港和东伦敦地区、德班和彼得马里茨堡地区、布隆方丹和自由邦金矿地区等大城市郊区，建设起巨型的超级市场和商城，形成一站式和自助式的购物方式。20世纪70年代以后，黑人就业的增加和购买力的上升，也是推动南非零售业发展的一个因素。但是，在可支配收入总额中，1985年黑人占31.8%，白人占55.5%。南非黑人城镇零售业和超级市场的发展大大落后于以前的白人地区。1994年以后，黑人城镇的商业才得到平等的发展机会。

4.白人社会——南非经济发展的主要收益者

南非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制造业和加工业的发展，带来白人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同时促进了南非商业的繁荣。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南非官方的统计数据不包括所谓黑人家园，“南非共和国”的数据仅指白人的南非（含“有色人”和印度人）。根据《南非官方年鉴》的数字，20世纪70年代末，南非人均国民收入为1250兰特（1兰特约合1.4-1.5美元），白人的人均国民收入相当于平均收入的2.5倍，应为3300兰特，而占南非人口多数的10个黑人家园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为360兰特。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0年白人人均国民收入相当于黑人人均国民收入的10倍。

南非政府除了在白人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鼓励和农业补贴之外，还在白人区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有大量的投入。由于对白人的职业保留法律，南非白人在相关法律保护下，基本实现全员就业。南非白人在享受第一次分配的收益的同时，还得到白人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的照顾，使南非白人在非洲大陆上保持着欧洲的生活水平。

以钢铁工业为例，南非钢铁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南非的工业化进程，也成为创造就业的主要部门。但是，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前，雇员待遇的种族差别悬殊。南非钢铁公司的雇工当中，1/2为黑人，但是黑人不准从事技术性工作或工资较高的工作。白人工人享受公司提供的住房补贴、广泛的职业培训和职务的提升；而黑人工人被封闭在厂区之内，只能住在设备简陋拥挤的单身宿舍，不能与家庭团聚，环境肮脏，犯罪频发。白人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公司向白人工人提供廉价住房、优厚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险。白人技术工人工作40年之后，可以得到全额退休金，包括根据通货膨胀率而进行的年度调整。而黑人工人在1980年代之前不能享受退休金，更谈不上按通胀率调整退休金。1989年南非钢铁公司（Iscor）私有化之后，取消了退休金制度。

南非产业的供求关系，主要衡量指数是白人的需求，占人口3/4的非洲人收入低下、购买力有限。因此，南非制造业的发展受到白人需求的限制，增长乏力。20世纪70年代，南非制造业大型企业的固定资产存量稳步增长，到80年代满足国内市场的生产能力已经过剩（只相对于白人经济社会需求而言），但是吸收劳动力的潜力不大。1980年代，由于经济发展放缓，以及长期的高通货膨胀和债务负担，使资本集中的制造业的增长下降。

（四）种族主义制度下的黑人经济社会状态

19世纪后期南非矿业的开发，使非洲南端迅速进入西方工业化体系。但是，南非的现代化并不彻底，与之相伴随的始终有一个被剥夺自主发展能力、被排斥在主流经济之外的非洲人的传统生产方式。存在着一个处于控制地位，服务于白人资本的现代化经济，同时保留着一个为白人资本提供廉价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前的经济形态。因此，南非是“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并存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

1.被剥夺了经商兴业权利的黑人

在南非矿业开发和工业化进程中，黑人经济的发展受到种族主义政府制度化的压制和打击。在19世纪中叶南非矿业开发和相关工业兴起时期，非洲人面临新的商品经济的挑战，采取的是起而应对的姿态。非洲人抓住机会开办商店、经营矿业，并且进入商品农业领域。但是很快，非洲企业的发展势头遭到打压。白人殖民当局制定法律和规章，强行剥夺非洲人的商业所有权。当年开普殖民地总理塞西尔·罗得斯推动立法，破坏了东开普地区非洲人的商品化农业。其目的是在经济上削弱非洲人，从而迫使非洲人到白人的钻石和金矿出卖劳动力，以解决矿业劳动力短缺问题。

南非联邦1913年的《土地法》，禁止非洲人在土著人保留地之外拥有土地。而在保留地之内的土地为非洲传统村社所有，很难发展商品农业。非洲农民很多被迫到白人农场租种土地或出卖劳动力，但是后来也被排挤出白人农业。白人矿业公司如愿得到所需要的非洲人流动劳工，而白人农场主则得以垄断商品农业。

黑人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在1923年之前也受到白人地方政府的限制。1923年的《城市地区土著人法》则全面限制城镇定居的非洲人的迁移，规定他们必须居住在“土著人住区”，非洲人商贩只能在非洲人住区经商。在奥兰治自由邦，非洲人的商业活动完全被禁止，以保护白人商人的利益。

同时，为了限制非洲人获得技能，当局还规定限制非洲人进入科学技术学校或科技工程大学。同时，在班图教育制度下，非洲人儿童享受不到义务教育，而且非洲人得不到技术培训。由此，把非洲人排斥在技术性工作之外，只从事低水平、低收入的下等工作，也没有就业保障，只能充当可以被任意解雇的流动劳工和往返劳工。南非工矿业100多年的发展，依靠的就是对黑人劳工的超经济剥削，这是今天南非财富的基础。然而，长期以来，占南非人口3/4的黑人却与南非的财富无缘，与白人的经济地位有天壤之别。

2.不具备经济自立条件的黑人家园

面对非洲人占人口绝大多数这个改变不了的事实，国民党政府为了排除黑人的威胁，决定把“白人区”内的非洲人控制到白人经济所需要的最低限度。为了排除黑人的威胁，南非当局制定一系列控制城镇地区非洲人的法令，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是《通行证法》。1952年的《土著人法》，名为“取消通行证和调整证件法”，实则是更严格的通行证法。所有16岁以上的非洲人都必须随身携带通行证，以备盘查，非洲人妇女第一次被强加这种限制。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非洲人，由于违反该法的种种规定而被关押。

尽管国民党当局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压迫黑人的种族隔离法令，但是它仍然不能排除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非洲人的恐惧。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抛出一个剥夺非洲人南非国籍的计划，即“班图斯坦”（后改称黑人家园）政策。1951年《班图权力法》和1959年《促进班图自治政府法》，是“班图斯坦”计划的两项基本法令。国民党政府的“班图斯坦”政策，否认南非是一个统一体，要把它分成白人的南非和若干个“黑人民族国家”。国民党政府既不承认非洲人在南非的公民权，也不承认非洲人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它武断地把占南非人口75%的非洲人划归10个黑人家园。按照南非当局的计划，黑人家园要由自治到独立，成立各自的“民族国家”。某个黑人家园一旦宣布独立，划归该家园的非洲人即丧失了南非国籍，他们在白人区就成了外籍人，无权提出任何政治要求。南非50%以上的非洲人被驱赶到边远、贫瘠的“黑人家园”，土地不足、农业凋敝，黑人家园只能养活其人口的1/4.根据南非政府班图事务和发展部的统计数字，1975-1976年度“黑人家园”财政收入的79%来自白人当局的拨款。“黑人家园”地方政府靠南非当局财政拨款度日，到80年代末“黑人家园”内收入仅为年岁入的1/3.

限制黑人家园的工业发展，阻碍黑人企业的成长，是白人当局的既定政策。黑人家园收入主要靠流动劳工汇回的工资。黑人家园的人口过度拥挤和就业压力，造成大批成年男子流入白人区寻找工作。1970年，南非当局加紧推行黑人家园政策，从白人区驱逐黑人到10个黑人家园，同时大量黑人流入白人区寻找就业机会。

国民党政府这个异想天开的计划，在推行过程中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首先是广大非洲人的反对，特别是城镇非洲人，反对归属于任何黑人家园，反对剥夺他们的南非国籍和他们在南非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同时，大多数黑人家园领导人都拒绝独立，在土地问题和南非国籍问题上不让步。

3.制造业的发展与非洲人城市化的加快

（1）南非工业化对非洲人劳工的依赖

黑人家园政策的重要目的之一是阻碍黑人的城市化进程，解除城镇黑人运动的威胁。几十年间，国民党政府采取各种手段控制黑人进入白人区。但是，南非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对黑人劳工的依赖却不断增长。制造业与矿业不同，它对劳工队伍的稳定和技术水平有更高的要求。因此，随着南非制造业的发展，对技术劳工的需求迅速增长。这一方面为阿非里卡人就业特别是技术性劳工的就业，提供了空前的机会；同时，非洲人大量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成为制造业工人，并成为永久性的城镇居民。随之，非洲人的城市化程度加速。

二战期间，由军需带动的制造业迅速发展，使得劳动力需求激增。但是，战争期间大量白人应征参战，劳动力不足，熟练工人更加短缺，很多半技术性工作不得不向黑人开放。于是，非洲人以更大的规模进入工厂，涌入城镇。到1946年，制造业工人中，非洲人占51%，非洲人城市人口已达230万，占非洲人总数的1/4，超过了当时南非白人的总和。

白人区内的非洲人1960年仅占南非非洲人的38%，到1970年占53%，增长到820万。白人区内每天还有100多万来自“黑人家园”的非洲人“往返劳工”。据1970年南非官方人口调查数字，在811万就业人员中，非洲人为570万，占70.3%，非洲人、“有色人”和亚洲人占就业总数的81.4%。同年，在制造业、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的254万工人中，非洲人占68.9%，达到175万，非洲人、“有色人”和亚洲人共占84.5%。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非经济的发展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不断增加，白人技术工人已供不应求，因此原先为白人保留的工种不得不向黑人开放。技术工人队伍中，黑人工人的比例迅速增长。

总之，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南非政治变革之前，南非黑人的生存和发展权利被残酷地践踏了几个世纪。

（2）黑人工会运动的发展

南非经济对黑人劳工的依赖虽然日益明显，但是黑人劳工被剥夺了平等待遇和组织工会的权利。分布在白人城镇外围的黑人城镇，成为黑人劳工的工棚，缺乏基本的交通、卫生、电力等基础设施，商业发展也受到限制。而且，由于黑人城镇是解放运动的主要支持基础，因此被南非军警严密管制。1924年的《工业调解法》规定了白人工会的权利，但是不承认非洲人工人的“雇员”资格，不准非洲人组织工会或举行罢工。二战期间，史末资（Jan Smuts）政府出于国内稳定的需要，并受到国际社会反法西斯、反种族主义的舆论影响和压力，曾一度放松对非洲人的控制，放宽了就业和培训的“肤色壁垒”，提高了制造业非洲工人的工资。但是，黑人力量的增长引起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恐慌。战后，大批白人退伍军人加入劳工市场，使就业竞争更为激烈，排斥和限制黑人的主张在白人中甚为强烈。黑人工人的工资又降低到战前水平。

黑人工人阶级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了南非的繁荣，但是南非的发展并没有给黑人带来应有的好处，仍然是贫困和压迫。战后，食品短缺，生活费用上涨，再加上警察的欺压和繁重的税收，黑人工人的处境更遭。20世纪40年代，独立的非洲人工会纷纷成立，到1945年，非洲人工会成员已有15.8万，相当于当时工商业中非洲人工人的40%。非洲人工会掀起反对种族压迫、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罢工。从1939-1945年间，共发生罢工304次，参加罢工的黑人达5.8万人。南非黑人工会运动加入以非国大为主体、包括南非共产党的三方政治联盟，在南非反对种族主义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20世纪70-80年代南非国内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最突出的是黑人工人运动的壮大。由于南非工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不断增加，技术工人短缺状况严重，资方呼吁南非政府取消阻碍经济发展的对黑人歧视、限制的法令；同时，黑人工人的罢工斗争对南非经济的压力越来越明显。南非当局不得不修改种族主义的劳工法。为了保持劳工队伍的稳定，把黑人工人运动纳入官方允许的轨道，南非当局于1979年5月通过了《工业调解修正法案》，承认非洲人组织工会的权利，取消原劳工法中有关黑人就业限制的规定，原先为白人保留的工种不得不向黑人开放。技术工人队伍中，黑人工人的比例迅速增长。到80年代中期，黑人工会组成两个全国性的工会联合会——“南非工会大会”和“全国工会联合会”，共有会员近百万，成为黑人群众运动中最有组织、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队伍，成为种族隔离制度的掘墓人。

在黑人工会发展的同时，黑人学生、妇女、宗教界和黑人市民组织纷纷出现，在反对“三院制议会”的斗争中于1983年形成两个全国性的统一阵线。随着群众反抗斗争的发展，非国大等解放组织在80年代后期注重加强与国内群众运动的联系，推动和指导群众斗争，开展对国内各阶层的工作。1985年，以黑人城镇为中心的群众斗争风暴掀起更大高潮。南非当局在1985年7月21日宣布对36个黑人城镇施行紧急状态法，但是局势仍不能控制。1986年6月12日又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军队开进黑人城镇，在斗争最激烈的黑人城镇周围架起一人高的铁丝网进行封锁。1988年，南非当局取缔了近80个群众组织，包括白人青年反征兵组织。南非当局的镇压，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形成前所未有的制裁南非的浪潮。西欧、北美各国公众掀起声势浩大的运动，向本国政府和与南非有关系的公司、银行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断绝与南非的经济关系。经济制裁使南非的对外贸易受到限制，争取外资和技术遇到困难。南非经济在80年代长期低增长，有些年份甚至出现负增长，黑人失业状况越来越严重，白人中的失业人数也在增加。同时，维护种族隔离制度的浩大开支和武装侵略邻国的沉重负担，使南非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并由此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

南非当局的镇压不但没能阻止反对种族隔离群众运动的发展，而且随着种族矛盾的日渐激化，南非在国际上日益孤立，南非经济越来越陷入困境，白人当中离心和思变倾向明显增加。对前途的思考和选择，20世纪80年代南非白人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分化。白人民主运动，有明显的发展。1989年7月，一个庞大的115名白人组成的代表团到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与非国大的90人高级代表团会谈，就南非白人在南非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南非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已超出白人当局的控制，种族主义统治大势已去。在1979年修改种族主义的劳工法后，80年代中期白人当局在种族矛盾加剧的压力下，又取消了一些使用公共设施的种族隔离法。1985年废除了禁止不同种族通婚和禁止不同种族间性关系的法律，1986年取消了《通行证法》。对广大黑人来说，这些让步已经太少太晚。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和被压迫的黑人多数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黑人多数的变化。广大黑人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白人政权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种族隔离制度已走到终点，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已经势在必行。


四、种族隔离制的废除与政治民主化的构建

（一）非国大对变革的思想和政策准备

20世纪80年代，在白人当局陷入内政外交困境的时候，非国大和黑人群众民主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局势发展的主动权，采取了促进政治解决的方针。非国大在1988年拟订了“制宪纲领”，在国内的黑人组织和白人民主团体中讨论，为政治解决做准备。南非群众民主运动在1989年掀起大规模的蔑视种族隔离运动，号召黑人、白人一起冲击种族隔离制度。

1990年是南非政治发展的转折点。2月2日，南非总统德克勒克（FWde Klerk）在议会开幕时宣布，取消对非国大、泛非大和南非共产党等组织的禁令；释放由于参加这些组织而被关押的人；部分地解除紧急状态；撤销对33个反对种族隔离组织的限制，并宣布将无条件释放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南非政治进入对话和谈判阶段。

南非由种族隔离制度向种族平等的民主制度转变，是一个深刻的、内容广泛的、长期的社会过程。这个过程的起点是政治权力的转变，随之，将有经济结构、社会组织和文化心理等诸多方面的变化。

对未来政治权力的分配，黑人的期望很高，白人的担心很重，关键是如何找到共同接受的权利分配原则和解决办法。正如曼德拉1989年在狱中写给当时的白人总统博塔的信里所指出的，“政府和非国大将面对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协调这两种立场。只有双方都愿意做出让步，才能取得一致”。

非国大在结束流亡回到国内之后，通过了一系列纲领政策，统一解放运动内部的思想，同时向南非大众表明该组织对未来南非国家的构想。从1992年初到1994年初的多党谈判过程中，非国大公布的政策文件包括，有关谈判的战略立场；准备治理国家；非国大对民主南非的指导方针；新南非的公民权利法案；恢复土地权利政策；非国大的区域政策草案；国家文化政策草案；妇女有效平等宪章。对新南非的建设构想，非国大制定了《重建与发展规划》（The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RDP).

（二）多党谈判确定统一、民主和平等原则

南非从种族隔离制度向种族平等的民主制度的多党制宪谈判于1991年底开始。南非在政治解决进程中，虽然暴力流血事件不止，但是冲突基本是局部的，没有出现全国性的动荡，也没有发生武装力量之间的对抗。参加多党制宪谈判会议的21个政党和组织，经过三年艰难的讨价还价，最终对南非的未来发展形成共识——建立不分种族、无性别歧视、民主、平等的制度，就分享权力达成一致，1993年11月通过《过渡宪法法案》。1993年12月22日，南非议会通过这部临时宪法——《南非共和国宪法法案》（1993年），标志着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在法律上的废除。

1993年《南非共和国宪法法案》，是过渡阶段的临时宪法，未来南非新宪法的最后文本，由大选后产生的制宪议会制定和通过。临时宪法为南非的稳定过渡提供了法律保障，其主要目标是在政治上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使各种族在法律上获得平等的权利。

临时宪法所包含的制宪原则，对制订新宪法具有约束力。这些原则主要包括：（1）所有南非人拥有统一的国籍；（2）建立一个民主制宪的主权国家；（3）男女平等，各种族平等；（4）规定受法律保护的基本人权法案；（5）议会由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组成；（6）建立全国团结政府；（7）全国划分为九个省，各省具有一定的立宪和行政权力；（8）制宪议会负责起草和通过最终的宪法；（9）独立公正的司法制度，包括一个宪法法庭。该法规定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对土地实行有偿收买政策。临时宪法体现了南非的多种族、多部族和多样文化、多种利益要求的特点，如官方语言即有11种，都有平等的使用和发展的权利。

行政区划的调整和统一。按照1993年临时宪法的规定，南非改变了原来的四个省、10个黑人家园的行政区划，重新划分为九个省：东开普省、北开普省、西开普省、西北省、奥兰治自由邦（现改为自由邦）、夸祖鲁纳塔尔省、比勒陀利亚——威特沃特斯兰德——韦里尼京省（现改为豪腾省）、东德兰士瓦省（现改为姆普马兰加省）和北德兰士瓦省（后改为北方省，现名为林波波省）。

依据新的行政区划，组织全国大选。临时宪法规定，议会由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两院组成。国民议会的400名议员，200名出自各党全国候选人名单，其余200名由各党的地区候选人中产生，两部分均按大选中各党所得选票比例组成。参议院由每个省/地区各出10名议员，通过按比例代表制组成的省/地区立宪机构选举产生。多党谈判会议在1993年7月初确定1994年4月27日为大选日期。

1994年南非如期举行第一次全民大选，非洲人国民大会赢得63%的选票，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政党；国民党居第二位，得票率为20%，因卡塔自由党赢得10.7%的选票。根据选举结果，按照临时宪法规定的比例代表制和分享权力的原则，组成议会和全国团结政府。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纳尔逊·曼德拉当选为新南非第一任总统。

（三）政治现代化的起点：平等民主的宪政体制

南非旧制度下，国家统计数据从1970年代后期，不包括黑人家园，因此统计数据是片面的不完整的。1994年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建立民族平等的新制度以来，先后在1996年、2001年和2010年进行过三次人口普查，为纠正南非旧制度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种族分割，在资源和发展机会方面的种族歧视，实现社会的平衡发展提供了依据。新南非要构建的是涵盖全体人民的国家，包容和共享是区别于旧制度的最鲜明特征，而保障包容和共享的是它的宪法和依据宪法建立的新体制。

1994年以非国大为主导的全国团结政府成立后，最重要的任务是在两年内制定新宪法，以取代1993年的临时宪法，为新体制的巩固奠定法律基础。从历时两年的制宪进程来看，谋求和解与稳定是南非政治发展的主流。1996年5月制宪议会就《南非共和国宪法法案》达成一致。5月8日南非议会以421票赞成、2票反对、10票弃权，通过了《南非共和国宪法》（1996年第108号法令）。南非新的宪政体制的确立，结束了长达三个世纪的种族歧视和排斥，开始建设统一、民主、多元的国家。这是南非走向政治现代化的起点。

1.坚持国家统一原则

南非真正意义的国家统一始于1994年。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时，虽然有疆界的统一，但没有政治的统一。1948年后则进一步实行地域的分割，即黑人家园政策。1994年才实现政治统一的历史任务。经过近两年制宪谈判而制定的1996年南非新宪法，标志着政治统一的确立。新宪法第一章第1条对南非共和国国体的界定指明：南非共和国是统一的、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

宪法序言所申明的宪法宗旨是：（1）治愈过去的分裂，建立一个基于民主价值、社会公正和基本人权的社会；（2）改善所有公民的生活质量，解放每一个人的潜力；（3）为民主和开放的社会奠定基础，在这个社会中，政府根据人民的意愿，每一个公民都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4）建设一个统一民主的南非，使其在世界民族大家庭中得到主权国家的应有地位。

建立国家所遵循的价值包括，（1）人的尊严，实现平等和促进人权和自由；（2）没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3）宪法的至高无上地位和实行法制；（4）成年人普遍选举权，全国统一的选民名册，定期选举，多党制民主政府，确保负责、应答和公开。

对于公民资格，宪法第3条规定，实行统一的公民权；所有公民平等享受公民资格赋予的权利和利益，并平等地承担公民的义务和责任。

南非实行全国统一的政府体制。实行三权分立，各级立法、执法、司法权力机构相互独立。南非宪法第3章对各级政府的运作原则规定，各级政府和国家机构必须维护国家的和平、统一，维护共和国的不可分割性；必须保障全国人民的幸福。

2.保障基本人权

南非宪法第二章规定了基本人权，共33条。宪法法院保护这些权利，并判定政府的行为是否与相关的宪法条款相符。基本人权条款的修订须经国民议会2/3多数和省务院九省中至少六省通过。

基本人权一章明确规定保障公民权利、人格尊严、平等和自由的民主价值，适用于一切法律并约束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该章详细规定公民享有平等权、人格尊严权、生命权、自由与人身安全权、不受奴役与强制劳动权、隐私权、宗教信仰与观念自由权、言论自由权、集会示威请愿权、结社权、政治权利、公民权、行动及居住自由权、择业自主权、劳动权、享受无害环境权、财产权、住房权、享受医疗食物水及社会保障权、儿童权益、受教育权、语言与文化自择权、社区受保护权、获取信息权、公正管理与被管理行为权、诉讼权、被诉被拘者权等一系列权利。

其中平等权作为首要基本权利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家采取立法等措施保证并促进公民充分均等地享有一切权利与自由，保护公民在种族、性别、孕育、婚姻、民族与社会血统、肤色、性倾向、年龄、残疾、宗教、意识、信仰、文化、语言和出身等方面不受到直接或间接的歧视。政治权利指公民的政治选择自由，包括组建政党、参加或受雇于政党、从事竞选活动，参与自由公正的定期选举等。人权法案对上述各项权利的限制行为作了严格规定，特别单列实施国家紧急状态的规定，以防人权因此受到侵害。任何法律不得与该法案相抵触。

3.承认多样性，照顾少数的利益

承认多样性，主要指民族文化的多元和政治的多元。对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南非新宪法有专门条款保障民族语言、文化、宗教的自由，包括生活方式、政治取向、宗教信仰和文化归属。

宪法第一章第6款关于语言的规定，明确11种语言为官方语言。考虑到历史上对原住民族的语言很少使用而造成的现状，国家要采取实际的积极措施以提高这些语言的地位并推进其使用。中央政府和各省政府必须使用至少两种官方语言。为了推动南非各族语言的发展，宪法第一章第5条第5款规定，全国立法机构成立“泛南非语言董事会”。其目的是为11种官方语言，以及科伊、纳马和桑人的传统语言和手语的发展创造条件，并尊重所有南非人口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

宪法第二章基本人权第15条规定保证宗教、信仰和主张的自由，但是同时规定宗教活动必须遵循自由和自愿原则，必须符合宪法有关条款的规定。

宪法第十四章第235款对自治问题有专门的规定：南非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的自治权利，已在宪法中明确，但是并不排除在这个权利的框架内，承认任何一个社会群体的自治权利的概念，这个群体有共同的文化和语言传统，自治可以在南非共和国领土范围内，或者由国家立法机构确定的其他方式。

南非政治过渡时期国家统一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白人（阿非里卡人）保守势力要求建立“民族国家”，二是因卡塔自由党代表的祖鲁族传统势力要求实行联邦制。1993年临时宪法第11A章对传统领导人问题和阿非里卡人“民族国家”诉求规定了法律上的安排。二者最终没有抵制1994年大选，放弃了对单一制统一国家的挑战。

新政府建立后，制定了《民族国家理事会法》（Act30of1994），使按照临时宪法成立的阿非里卡人“民族国家理事会”（Volkstaat Council）成为正式的法定机构，其职责是向政府提供有关“阿非里卡人家园”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尽管该理事会在1996年初也并没有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1996年南非新宪法仍然保留了有关阿非里卡人对“民族国家”问题继续探求的条款。

4.权力的监督和制衡

南非宪政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权力的监督和制衡。其多党民主制度的权力制衡与监督，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执政联盟内部，特别是南非工会大会和南非共产党对非国大政府政策的监督和批评；二是来自反对党在议会的监督和压力；三是公众（包括媒体）的监督。

为了保证执政的透明、公正、尽责，根据宪法第十章对行政管理基本价值和原则的规定，政府必须向公众提供及时、易于理解和准确的信息。为此，南非制定有《促进获得信息法》（Act2of2000）、《促进行政公正法》（Act3of2000）。根据宪法成立的“公共事务委员会”具有独立的不受行政干扰的地位，负责在政府部门推动宪法的价值和原则，调查、监督和评估公共管理部门和公务人员的行为。

南非议会的“道德和议员利益联合委员会”颁布了议员《行为准则》和议员工资外收入来源的公布制度。公布的内容包括：股票和其他金融收益，议会外有偿兼职，咨询和律师聘用费，赞助，旅行，土地和财产，礼品和款待，津贴和补助等。

公众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受到政府的鼓励。主要措施有：改进检举错误行为的途径，保护揭发内幕的人员和证据，设立举报热线。2001年生效的《保护揭发法》（Act26of2000）以立法的手段保护揭发者，并规定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雇员举报其雇主或其他雇员的非法或不规范行为的程序。

新闻媒体的监督很突出。根据1996年南非宪法的权利法案，人人享有自由表达的权利。新闻和其他媒体有接收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南非新闻媒体是揭发和跟踪腐败事件的重要非官方来源，政府对媒体揭露各级官员的腐败没有限制。但是根据南非宪法第二章的规定，自由表达不包括：宣传战争、暴力、鼓吹种族、性别、宗教仇恨等危害性煽动。

南非宪法以种族平等、男女平等和保障公民广泛的民主权利为特征，与种族歧视的旧宪法形成鲜明对比，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宪法之一，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当然，南非的种族隔阂、利益冲突依然存在。


五、新南非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与包容性现代化

（一）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

南非的政治变革，是对立双方谈判与妥协的产物。因此，南非的经济变革不是所有制性质的革命，而是资源分配的调整。除了通过立法废除一切种族歧视性质的法规之外，新政府的主要手段是通过财政政策和扶助黑人的相关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以纠正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经济不平等。1994年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以来，南非在成功实现政治变革的同时，保持了宏观经济的稳定，对旧制度造成的种族之间资源占有和经济收入的巨大悬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以实现宪法所规定的建设公正的社会，改善所有公民的生活质量。

1.经济稳定过渡、平衡发展

公民合法财产权利得到宪法保障。南非新制度下，各族群享受平等的权利。在平等的政治权利之外，还有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其中包括宪法规定的：自由迁徙和居住权利，经商和选择职业的权利，组织和加入工会和商会的权利，享受无害环境的权利，受教育权，使用语言和选择文化生活的权利，财产权利等等。

有关财产权利，南非宪法第二章的相关规定包括：除非符合一般适用的法律条款，任何人的财产不可被剥夺，任何法律都不准许强制剥夺财产。只有依据一般适用的法律条款，财产才可能被征用，包括：为了公共目的和利益，符合赔偿规定，即相关的赔偿金额、时间和赔付方式得到相关方的同意或得到法院的裁决或批准。因此南非公民的合法财产得到宪法的保护。

保持宏观经济稳定。1994年非国大主导的新政府上台后，面临如何处理种族间经济地位悬殊、满足广大黑人基本生活需求，与创造有利于投资的环境以加快经济增长二者的关系。新政府在稳定经济过渡的同时，实行扶持黑人经济发展和改善黑人社会经济条件的政策，即《重建和发展计划》（RDP）。但是面对超过30%的失业率，南非迫切需要吸引投资，增加就业。非国大政府很快调整了经济政策，1996年制定《增长、就业和再分配——宏观经济战略》（GEAR），强调增长优先、创造就业优先的发展规划，制定了更为现实的吸引投资的优惠政策。

为了使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南非新政府采取一系列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政策。在面临巨大就业压力，百业待兴，信贷需求旺盛的形势下，坚持财政紧缩和货币从紧政策，以保持金融秩序的稳定，抑制通货膨胀。南非政府自1994年以来实行谨慎的财政政策，使南非经济在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中建立了稳固的税收基础，并使公共债务保持在低水平。南非政府从1998年开始，实行“三年中期开支框架”，即三年滚动预算，以保证公共财政的良好运行，削减政府开支，改进国内储蓄，降低通货膨胀。

为了实现联合国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南非政府在2006年初提出《加速和共享增长计划》，计划在2005-2010年间实现4.5%的经济增长率，在2010-2014年间，经济增长达到6%。为此政府提出了投资3700亿兰特（约合600亿美元，2006年1月汇率1美元=6.08兰特）的发展计划，其中包括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如电力、交通、水利工程等。

南非经济在近几年呈现良好发展，2008年全行业营业总额同比增长19.9%，达到49409亿兰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08年达到5685美元，减贫也取得很大进展。根据南非2009年发展指数报告，南非经济在近几年的持续增长，带动了就业的上升，2003年3月到2009年3月，创造就业机会230万个，总失业率也从31.2%下降到23.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南非的一份评估报告认为，南非政府在稳定经济方面取得可观的进展，并奠定了经济取得更高增长的基础。公共财政得到有效的加强，通货膨胀得到坚决的控制，实际利率降低，负债状况得到改善。通过贸易自由化和放松管制，使南非经济更具有竞争力。

2.扶助黑人经济发展

南非的经济变革，除了通过立法废除一切种族歧视性质的法规之外，主要手段是通过政府的财政政策和扶助黑人的相关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纠正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南非政府历年财政预算中用于贫困群体的公共服务开支不断增加。

为了纠正种族隔离制度对黑人在生产资料与发展机会（就业、教育）方面的剥夺，新南非政府先后颁布实施了《就业平等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和《基础广泛的增强黑人经济法》（Broad-Based Black Economic Empowerment Act(BEE),No.53,2003）等法规，以推动并帮助黑人增加就业，并在经济上得到发展。目的不仅是改善黑人的基本生活条件，而且要“使所有权和管理结构的种族构成实现实质性的变化”。南非政府的立场是，南非经济长期未能达到其发展的潜力，因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收入和创造收入的水平太低；人口的多数能否有效地参与经济活动，关系到南非整个经济的稳定和繁荣。

支持黑人兴业。根据《基础广泛的增强黑人经济法》等鼓励黑人兴办企业的法规，南非政府采取措施以促进以下目标的实现：（1）促进经济改革，以使黑人能够有实质意义地参与经济活动。（2）使所有权和管理结构的种族构成实现实质性的变化。（3）扩大社区、工人、合作社和其他集体企业拥有和管理现有和新办企业的程度，增加其获得经济活动、基础设施和技术培训的机会。（4）扩大黑人妇女拥有和管理现有和新办企业的程度，以及获得经济活动、基础设施和技术培训的机会。（5）推动投资项目以使黑人参与基础广泛和有意义的经济活动，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普遍的繁荣。（6）通过获得经济活动能力、土地、基础设施、所有权和技术，来帮助农村和基层社区。（7）为支持黑人经济发展争取资金。

黑人中产阶级的成长，是1994年以来南非社会结构最大的变化。根据南非贸易和工业部的数字，2004年黑人在企业主中已经占到10%，在技术人员中已经占到15%。黑人中最富有者的收入增长了30%。南非百万美元富翁数量2004年达到3.7万人。根据2005年世界财富报告，南非占非洲7.5万个百万美元富翁的一半以上。在约翰内斯堡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中6%为黑人拥有。由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黑人企业的兴起，投资收入占南非人口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1990年为7%，2003年上升为35%。在消费人群的种族构成方面，黑人在南非450万高收入者当中，约占40%（2004年）。

扩大黑人就业。种族隔离时期，政府对白人实行就业保留政策（即为白人保留工资收入高的就业机会），限制黑人从事技术性工作。由于长期的种族歧视政策，黑人在教育和技能方面处于劣势，就业困难，失业比例高，与白人工人的工资差距很大。解决高失业率问题，特别是黑人群体的结构性失业，是南非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挑战。

新南非政府在探讨一系列干预政策，以提高就业的增长，扩大初次分配中劳动者的收入。依照南非相关的平等就业法规，单位（主要是公共部门）雇员比例要逐渐反映南非的种族构成。同时，宪法对旧政府的白人公务员的权益有保护条款，不能随便辞退。根据南非官方统计，黑人在公共服务部门管理人员中的比例有明显增长。根据南非官方统计，黑人在公共服务部门管理人员中的比例有明显增长：1994年为6%（不包括前黑人家园）；到2003年，非洲人在各级公共部门雇员的比例占到72%。

除公共部门外，更多的就业机会，需要私人部门创造。扩大就业是南非经济面临的最紧迫挑战，特别是帮助解决青年失业问题。劳动力知识技术素质的提高，是改变南非劳动力结构性失业的重要措施。南非在教育和培训领域有大量的财政投入，教育经费占政府财政预算的18%，政府多年对教育的投入，使得15岁以上成人识字率达到89%（2008年）。南非政府2005-2010年的技术开发战略，拨款共219亿兰特。为了实现平等就业的目标，该战略要求技术培训的受益者当中84%为黑人，54%为妇女，4%为残疾人。政府的目标是通过技术培训，到2014年使南非的失业率降低一半。南非经济的发展仍然面临技术、管理人员短缺问题，除了继续加强专业技术的教育投入之外，政府也要求企业承担技术培训的任务。同时，加强劳动力市场的监控和劳动力数据库建设。2010年，南非政府提出三年内拨款520亿兰特，用于创造就业。

近年来，在专业技术人员中（包括会计、律师、信息技术、医药业），合格的黑人专业人员比例有大幅度增长。目前南非企业事业单位，包括南非的跨国公司，虽然都安排了有政治和专业背景的黑人进入高级管理层，但是白人在私人企业和科教机构的高层管理和专业人员中仍占控制地位。白人虽然占人口比例不到10%，但是占高级官员和经理人员的55.7%；而占人口3/4的非洲黑人，只占27%。黑人就业人员中大多从事初级的工作，占黑人就业人员总数的34%，占南非全国初等就业人员的82%。（2001年南非人口调查数据）而且黑人的失业率（30.7%）高于全国失业率（25.6%），白人失业率为4.7%。

南非旧制度造成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因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而更为加剧。受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南非在2011年第三季度的失业率只有小幅下降，由25.7%降至25%。祖马总统承认，创造就业的目标没有达到。

表13-2 2001年南非人口调查各种族就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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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Statistics South Africa,Census2001,Censusin Brief,Table2.32,p.59.

表13-3 南非失业率及各种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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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SA Labour Force Survey,March2006,Statistics South Africa P0210 xvi Figure8.

3.覆盖全民的社会救助和公共服务政策

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大致包括两部分内容，即社会救助与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是政府通过财政收入的转移支付，在财政预算安排中对贫困和弱势人群的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救助金，目的在于减缓贫困，是为实现社会公平目的而实行的强制性手段。社会保险是包括承保人个人贡献部分的社会保险制度，基本由商业性保险公司运作。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由于国民收入水平比较低，商业性社会保险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低于社会救助所占的相关比例。

南非是非洲最强的经济体，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在种族隔离制度下，以白人群体为主的社会保险业比较发达，而广大黑人群体，由于就业率低、收入水平低，参与社会保险的比例很低，同时社会救助制度具有种族歧视性质。

1994年南非实现种族平等的民主变革，社会保障制度也相应改革。新制度下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一是以宪法和相关立法为依据，二是不分种族和区域的全民覆盖，三是社会救助在国民收入和财政预算中比例比较高。南非政府社会救助金占政府预算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中居于前列，甚至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

根据《南非社会保障机构法》（2004）的规定，2006年建立了南非社会保障局，作为法人，统一管理全国的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是全国唯一的负责社会救助金管理和发放的政府代理机构。各省、市都设立相应的管理和执行部门和机构，负责社会救助工作。

南非选择的社会福利是“普救式”与“选择式”并存的模式，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取向。这与执政的非国大的社会发展理念与目标有关。1994年以来，南非政府财政预算当中，社会服务部门支出始终高于总预算的50%。社会救助拨款在国内生产总值和政府财政预算的比例也有上升。2004年南非社会救助金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约为4.5%。到2007/2008年度，社会救助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上升到7.39%，约占政府财政预算的15%。

表13-4 南非社会救助类别和每月补助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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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South Africa Department of Social Development.根据南非官方年鉴2005/06,2006/07社会发展章节数据编制。2009年数据来自南非政府社会发展部网站http://www.sassa.gov.za/ABOUT-SOCIAL-GRANTS/GRANT-AMOUNT-652.aspx

南非的社会救济占个人可支配收入1990年为5%，2003年增加到7%。社会补助款项占南非20%最贫困家庭收入的1/2以上，2001-2006年间增长一倍。2009年全国家庭户数1101.3万个。其中有工资收入的家庭占63.5%，得到至少一项政府社会救助的家庭占43.7%；2010年1月，南非接受政府社会救助金的人口达到1302.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8.3%。其中非洲人占31.6%，有色人占21.8%，印度裔人占14.6%，白人占9.8%。

对贫困人口的救助制度，是非国大政府根据历史形成的广大黑人缺乏基本的生存手段而确定的政策。1994年以来历年财政预算中用于贫困群体的公共服务开支不断增加，教育、公共卫生、福利和社会服务项目占财政预算的一半以上。政府的社会救助政策，成为缓解贫困，特别是广大黑人的贫困状况的主要措施。

南非社会救助制度与世界水平相比，在救助金占GDP比例和受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方面，在发展中国家中居于前列，甚至可与发达国家媲美。然而，南非财政收入支持大范围社会救助，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引起舆论和学界的讨论。祖马总统在2011年国情咨文中指出，南非“正在建设发展型的国家而不是福利型国家，因此社会救助要与经济活动和社区发展相联系，长期的目标是能够使受益者逐渐自力更生”。

（二）经济改革与全面现代化

南非的变革，实现了政治稳定与民族和解，给经济发展带来空前有利的国内和国际环境。随着南非经济发展的国际空间的空前开拓，带来南非制造业和科技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产业结构随之发展变化。当前，矿业仍然是南非经济发展的优势产业，但是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已经下降，制造业和服务业比重增大。信息通讯技术产业发展迅速，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工业化和信息化水平，经济发展面向全体国民，特别是种族隔离制度下受歧视的族群，是新政府发展经济规划的目标。

当前世界经济的衰退对南非经济的影响，增加了南非寻找新的发展道路的紧迫性。政府投资政策导向以提高工业化水平，提高劳动力知识技术水平，提高南非产品国际竞争力为目标。通过长期努力加强工业化进程，并向知识型经济转变。但是，这不仅需要财政的支持和投入，更有赖于私人部门扩大投资。南非政府将继续保持谨慎的宏观政策，通过保持较低和稳定的物价和利率，有竞争力的实际汇率，支持金融稳定的措施和政策，推动更加有利的投资环境和增加就业。

1.提升工业化水平和竞争力


国内固定资产投资走势渐强
 南非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稳定增长开始于2002年，在2004年呈现突破性水平。南非投资的三大来源是国内私人部门、政府财政投资、外国投资，近年来都有增长。投资环境虽然仍存在一些不确定的国际因素，但经济分析家认为，南非具备了有利的投资环境，其中包括利率较低、通货膨胀率低、消费需求旺盛，以及由此引起的对新投资的需求。南非的经济增长出现国内需求驱动的新动向。

近年来，南非的大型跨国公司加大在国内的投资。同时，以建筑业和汽车制造业带动的大型投资项目还会带动更多中小企业的投资活动，并带动就业增长。与1994-2003年间投资主要目的是为提高自动化程度和提高国际竞争力不同，当前的投资热也着眼于本国消费需求和国内经济发展的良好前景。国内公司大规模的投资计划，显示了对南非投资环境持续看好的信心，这也会对潜在的外国投资者产生积极影响。

公共部门的国有企业也有大规模的投资计划，比如南非电力公司（Eskom）和南非交通公司（Transnet）准备投资1650亿兰特，用于改善南非的基础设施。南非政府在2006年初提出《加速和共享增长倡议》，计划在2005-2010年间实现4.5%的经济增长率。为此政府提出了投资3700亿兰特（约合600亿美元）的发展计划，其中包括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如电力、交通、水利工程等。南非为承办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从2006年开始投入150多亿兰特用于改善体育场馆和相关基础设施。2005-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均超过5%。增长主要由国内需求驱动，其中建筑业和制造业的拉动作用突出。总固定资产形成2007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6%，2008年上升到23.2%。

南非政府为应对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出台一系列稳定经济，保护就业的措施。政府财政的应对之策是增加开支，并大幅度降低利率。政府的长期发展战略是着眼于解决经济持续的增长和提高就业。政策调整主要是实行更具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加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鼓励投资，创造更多就业。根据南非2009/10年度指南，南非国家财政部的财政政策和预算改革的重点是加强基础设施的投资和维护，使更多人参与经济活动，改进社会服务的质量，支持政府的“促进和分享增长计划”。


矿业的改革
 1994年新南非政府成立后，矿业的发展目标是使矿业更具有国际竞争力，继续成为南非有活力的生产和金融基地，在国际矿业领域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在南非的政治变革和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南非矿业开始结构改革和公司结构合理化的进程。改革的重点是确定赋予黑人经济权利的政策和计划，保障国民参与矿业开发的平等权利，使矿业造福整个社会；其次是关注矿业的可持续发展，规范矿产资源的开采权。

南非政府规范矿产资源的采矿权利管理的法律，是2002年制订的《矿产和石油资源开发法》（Act 28 of 2002）。该法于2004年5月公布，2005年5月生效。这项法律承认国家对矿产资源的主权和管理权，规定对历史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主要是黑人）得到平等利用矿产资源的机会，得到经济发展、就业和社会经济福利，以及土地使用权的保障。根据该项法律，建立了全国矿业促进体系。这个在线服务体系为矿业能源部改进矿业注册管理、促进投资、开采权注册提供了便利。

矿业国有化问题是南非的热门和敏感议题。虽然政府一再申明矿业不会实行全盘国有化，也有主张政府应该在对国家有战略意义的矿产种类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包括持有部分股权或全部股权，以及对矿业的高额利润征税。2012年底非洲国民大会全国代表大会，对相关经济政策将会有激烈的辩论，并提出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战略。

随着南非矿业公司向国际领域的开拓与并购，近年来南非的矿业跨国公司向着更加集中化、大型化和国际化转变。目前，南非的巨型矿业公司主要有盎格鲁铂金公司（Anglo Platinum）、盎格鲁黄金公司（Anglo Gold）、德比尔斯公司（De Beers）、康姆巴资源公司（Kumba Resources）、戈德费尔德公司（Gold Field）、伊姆帕拉铂金公司（Impala Platinum）、米塔尔钢铁公司（Mittal Steel South Africa，前伊思科钢铁公司Iscor）等。

南非的矿产资源得天独厚，是经济的重要支柱。但是矿产是不可再生资源，会逐渐减少以致枯竭。以黄金为例：南非黄金产量截止1985年一直占世界产量的40%以上，2006年仍居世界首位，但是占世界黄金总产量的比例降到10.8%。2009年南非黄金产量降到第5位，占7.7%。南非黄金产量的下降主要原因是生产成本上升，其中包括矿井深度加大，矿石含金量减少。2011年祖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表示，南非的矿藏资源仍可以开采一个多世纪，并提出国家要看管好这些财富。但是与其他资源富国一样，南非也面临经济结构调整的课题。


农业的改革
 南非农业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两方面。第一是双重结构，分为主要由白人经营的发达的商品农业和非洲人维持生计的传统农业两部分。前“黑人家园”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落后，长期得不到发展，而且人口密度大，土地因过度耕作而退化。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新政府开始实施扶助小农场发展计划，旨在为刚刚进入商品农业领域的黑人提供服务。1995年，已有7万多个小农场发展起来。第二个问题是农业生产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仍然严重，特别是干旱的威胁经常发生。


农业发展战略
 政府的农业政策与《重建和发展计划》的目标一致。1995年6月，南非政府公布《农业白皮书》，有关农业政策包括以下原则：

（1）为以前被排斥在农业资源之外的人提供更广阔的渠道；

（2）为刚开始从事农业的农户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使他们最终能成为独立经营的农场主；

（3）保持和发展现有商品农业部门的经济活力和竞争力。

（4）促进国家和家庭的食品安全；

（5）发展和支持市场体制，以形成国内的自由竞争，同时有助于南非农场主在国际市场的竞争；

（6）农业生产要以可持续利用农业和水利自然资源；

（7）发挥妇女和农业工人在农业中的作用；

（8）制定农业灾害管理政策，在制定生产和营销计划时要考虑到干旱这个自然灾害。


土地改革
 种族隔离制度下土地占有的不平等，特别是旧政府强制剥夺非洲人的土地，是新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1994年以来，南非实行土地重新分配计划，共180万公顷土地的所有权转移给137478户人家。到2002年政府规定的土地追索要求的最后期限为止，共接受6.9万份申诉，其中72%来自城市地区，28%来自农村地区。到2004年3月为止，共48825份申诉得到解决，810292公顷土地转给受益人。城市地区被强制搬迁的受害者的赔偿，主要是资金赔偿，共支付赔偿金12亿兰特。农村地区的赔偿主要形式是归还被侵占的土地。

2001年制定的《南非农业战略计划》，主要包括三项目标：平等进入和参与；国际竞争力和收益；可持续的资源管理。南非农业和土地事务部的土地改革和重新分配土地的意图是，为黑人商业农场的发展创造条件。农业发展战略和计划旨在帮助正在兴起的黑人农场，使它们有能力进入主流农业经济。在这个发展战略受益的人当中，除了新生的黑人商业农场主之外，还有很多是农业工人和佃户。

非国大政府把加快农村和农业发展列为五大优先发展项目之一，把促进非洲人聚居的农村地区的发展列为农业开发的重点。


制造业的改革
 新制度下，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空前开拓，1994/95年度，南非制造业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出现急剧增长，煤炭加工、有色金属、家具、制鞋业的生产能力利用率超过90%。但是南非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不高，特别是长期经济制裁造成的设备落后，需要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面临更加开放的国际市场和竞争压力，使得缺乏竞争力的纺织服装业出现收缩，而具有出口潜力的部门，如汽车业得到发展空间，制造业当中增长最强劲的是汽车和零部件生产。近年来，矿山机械、交通机器设备、汽车和电子机械等部门有明显的增长。南非制造业自2001年的增长趋势，在2003年受到兰特升值和出口竞争力下降的影响，造成短暂的下滑。但是受到国内需求旺盛的拉动，制造业在2004年出现4.3%的增长，2005年小幅下降到3.4%，2006年上半年达到4.1%，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南非制造业生产在2009年创纪录下降12.9%之后，2010年逐渐恢复增长，2010年与2009年相比增长4.9%。

南非政府的产业政策调整的思路，是促进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发展和提高工业化程度，以提高南非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南非贸工部2010/11-2012/13产业政策行动计划2，旨在推动制造业投资向提高生产率和就业率方向发展。其中汽车生产和发展计划，以推动国内制造业和开发有竞争力的零部件产业部门为目标，将取代以前的汽车业发展计划，计划到2020年汽车年产量计划达到120万辆。

南非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增加，1990年增加到25.5%。由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有所下降，2005年为19.1%。近年来，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保持在1/5左右。制造业产品出口仅占南非生产总值的10.7%，其中1/4左右销往非洲各国。近10年来，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南非制造业产品中高科技产品比例增加。高科技产品占制造业出口的比例1999年为8.2%，2002年为5.1%。

制造业是创造就业的重要部门，因此在政府发展战略中占重要位置。南非政府一方面推动制造业大型资本集中项目的发展，同时鼓励劳动密集型工制造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制造业雇用人员占就业总数的18%，约140万人。到2006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增加到173.7万，但是占就业总人数的比例下降到16.2%。从中可以看出南非总就业的增长。


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投入
 南非政府在交通运输领域的发展目标是改善黑人住区基础设施，提升全国运输能力，建设与周边邻国连接并贯通非洲的交通网络。

1994年新制度建立后，政府在改善黑人住区基础设施和提高全国交通运输效率方面，制定了相关发展计划，并启动一系列大型建设项目。南非政府规范交通政策框架的法律主要是1999年的《南非运行战略》（Moving South Africa Strategy1999）和2000年的《全国陆地交通过渡法》（National Land Transport Transition Act2000）。南非政府交通方面的政策，主要是改进和扩大基础设施，提高交通运输的效率，对公共交通给予补贴，减少公共交通的成本。

南非政府在2004年10月提出投资1650亿兰特，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包括能源和交通。交通网络有限公司（Transnet）计划在五年内投入420亿兰特，以改变南非与国际相比运输成本偏高的状况，降低运输成本，提高设备利用率。

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加大投入，有助于增强南非经济发展的后劲。南非政府对基础设施项目的财政安排包括：2010-2012三年预计对公共部门基础设施投资将达到8450亿兰特；拨给国家电力公司750亿兰特用于新发电厂建设和旧发电厂改造的投资。2011年投入26亿兰特，用于供水建设。优先地区包括林波波省、夸祖鲁纳塔尔省和东开普省。这些省份是以前的黑人家园比较集中的地区，饮水供给设施不足，整体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对水库、风车以及灌溉系统进行修缮，对农田、牲畜和草场修建围栏加以保护。这些工程的实施，将提高粮食安全程度，并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特别对农村地区的妇女就业提供帮助。同时，实施农村发展全面计划。

2.新兴产业成为增长点


研究与开发（R＆D）投入
 1994年以来，南非经济发展的国际空间空前开阔，带动南非制造业和科技信息产业迅速发展。信息通讯技术产业发展迅速，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南非政府重视科学技术和新兴产业的发展。1996年，南非政府建立创新基金。2002年，政府批准“全国研究与开发（R＆D）战略”，目的之一就是提高企业竞争力，同时注重人力资源的开发，特别是黑人科技人员的培养。近年来，南非的研发经费投入逐年增加。2001/02年度的研发投入为75亿兰特（约10亿美元），占当年GDP的0.76%。2001-2005年间，南非企业研发投入年增长达到18.9%，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3.3%的研发投入年增长。到2008年，南非全国研发投入占当年GDP的0.92%，接近南非计划将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提高到1%的目标。2008年南非研发经费投入的比例是，私人企业占58.6%，高等院校占19.9%，研究理事会占15.5%，政府约占6.2%。研发投入最高的前五个领域依次为：工程学、自然科学、医学、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人文社会学。全国共有全职研发人员3.1万人，其中39.7%为女性。南非研发活动经费的10.6%来自国外。


信息通信技术（ICT）发展
 电信业是南非增长最快的产业。政府重视信息通信技术部门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相关政策对该产业的革命化进展起到关键作用。

信息通信技术在企业的广泛应用不亚于美国和欧洲，政府和企业对信息技术应用的投入居世界前列。南非的几家大银行为了扩大在农村地区的业务，正在加大对卫星和移动通信技术方面的投资。为了应对主办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的挑战，南非大规模提升其信息通信技术的基础设施。南非信息通信技术产业争取到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超过矿业和开采业。

南非的电信技术市场在非洲最为发达。南非国家电信公司（Telkom,1991年建立）在市场中占主导地位，是非洲最大的综合性一体化的电信公司。该公司在2003年实行部分私有化，寻求战略投资者，但是按照政府规定，股份的10%要出售给黑人。Telkom在2009年集团机构更新，分为国内部、国际部和信息数据部。2010年开始建立移动通信网络。目前，南非通信信息网络已经99.9%数字化。南非通信信息网络与东部非洲海底电缆连接，并参加《非洲增长新伙伴计划》（NEPAD）的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南非电信业的其他公司包括沃达公司（Vodacom）、移动电话网公司（MTN）和无线电信公司（Cell-C）。南非信息通信业支出2007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7%。

南非移动通讯的增长速度居世界前列。南非移动电话用户在总人口中占比2000年为19%，2005年增至65.4%，2007年上升到88.4%。南非是发展中国家移动电话用户占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2010年年中，共有360万移动电话用户使用手机上网。Vodacom公司是南非最大的移动电话供应商，占有58%的市场份额。其次是移动电话网公司MTN集团占32%；无线电信公司Cell-C占10%。

南非的互联网用户居非洲首位。截止2001年底，达到289万（15人当中有1人），2002年增到310万，2010年互联网用户达到500万，占总人口的10%。

南非电子商务的发展与世界同步。据联合国的估计，非洲电子商务的营业额从2002年的5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69亿美元，其中南非占88%，为61亿美元。网上采购和供应链的管理，有益于减少交易成本，改善与客户的关系，因此很多企业乐于采用电子交易。同时，南非多数大型金融机构、矿业公司、化工企业和制造业公司在全球开展业务，与国际经商方式接轨程度比较高。因此，南非已经建立一系列的市场网站，为各类公司服务。网上银行的使用，在南非很普遍，仅次于电子邮件的使用。南非几家最大的银行提供综合性的商务和个人网上服务业务，包括账目审查、汇兑、单据呈递和支付，以及各种现金和证券管理业务。

1998年的《国家信息技术代理法》（Act 88 of 1998）在2002年通过修正案，准许代理机构建立电子服务辅助机构，并使该机构成为唯一向中央和省级政府提供信息技术产品和采购服务的代理。电子政务的建设也在进行。国家和地方政府网站的内容保持更新和全面，并不断推出新的服务项目，比如网上纳税、电子档案、南非税务局在线税收申报和缴纳等。南非13个大都市地区已经实行在线缴纳交通罚款。

清洁能源的开发是南非能源战略的主要内容。为了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南非政府2002年批准了可《再生能源白皮书》，并制定了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其中包括：生物燃料、风力发电、水力发电、潮汛发电、太阳能发电开发等项目。南非矿业能源部与其他部门正在推广家庭太阳能利用、炉灶改造以充分利用能源等计划。

南非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占份额不大，但是按照人均标准，南非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也高于其他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南非的电力供应系统被认为是世界最先进的，电费也属世界最低。20世纪90年代中期，南非的发电量约为1670亿千瓦时，占整个非洲的1/2.高架输电线路长度为23.8万公里，地下电缆约6000公里。21世纪初，南非电力消费达到1894亿千瓦时。南非历史上形成电力生产过剩和过度消耗。南非政府在2005年批准《能源有效利用战略》，目标是到2015年能源利用率提高12%。能源有效利用战略包括国家电力公司Eskom对需求的管理，以及各大城市制定和实施的能源有效利用战略。南非32个大公司与矿业能源部和国家电力公司签订了能源效率准则，承诺实现该战略规定的目标。


科技开发与国际合作
 南非的传统科技优势领域在矿业和农业。南非拥有从地质普查勘探到采、选、冶、炼和加工的完善矿业体系。采矿机械、选矿设备、矿井通信技术、矿产品冶炼和加工技术，以及矿井安全和生命保障系统，都居世界先进行列；农业生物技术应用广泛；医学研究和应用也有优势。同时，南非在能源领域包括核能，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和独特技术。

1994年以前，南非与国际科学界的接触十分有限。1994年成立民主政府后，南非大力开展双边和多边的国际科技合作，把国际科技合作视为国家创新体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9年6月，原艺文科技部就制定颁布了“双边国际科技合作政策”，明确规定了国际科技合作的目标和优先领域等。截至2006年，南非已同中、俄、美、英、法、印度等35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中国科技部与南非科技部在2003年3月签订了科技合作协议，双方愿意在交通、信息、航天、农业、矿业、医疗等领域开展交流及合作。

近年来，南非在空间科技领域有新的建树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南部非洲最大的天文望远镜SALT于2005年11月在南非建成并投入使用。该望远镜有64个蝶形探测装置，是南半球最大的可见光/红外天文望远镜，用于观测研究行星和银河系。南非承担SALT一半费用。南非还与美国合作在非洲大陆建立第一个卫星激光测距地面站（SLRS），设备费用由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提供，南非政府负责项目运营费用。此后，根据国家空间计划，南非建造了第二颗微型低地观测卫星。

南非参与的最引人瞩目的大型国际科研合作项目，是申请平方千米阵列射电望远镜项目（SKA）在南非和非洲落地。该项目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新西兰、南非、荷兰、英国和中国等共同参与，预计投资20亿美元，将于2016年开工建设，2024年正式建设完成。SKA项目将由3000个蝶状探测装置组成，探测装置总面积达1平方千米。平方千米阵列射电望远镜的灵敏度是世界上现有最好望远镜的50倍，扫描宇宙的速度比现有最好望远镜快1万倍。该项目负责人米歇尔·万·霍莱姆说：“这将对我们洞悉自己在宇宙中所处的位置、宇宙发展历史和未来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2003年南非与博茨瓦纳、加纳、肯尼亚、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和赞比亚等九个非洲国家提出申请，希望将SKA项目建在非洲，申请得到了非洲联盟的支持。为准备SKA项目，南非科学家在北开普省建成了世界级的望远镜，目前是南半球最大、最灵敏的望远镜。澳大利亚也为获得该项目做了充分准备，与新西兰联手申请SKA落地大洋洲。经过九年的论证和审查，2012年5月25日，总部设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平方千米阵列射电望远镜（SKA）组织宣布，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项目将由南非、澳大利亚等国共同建设，其中项目主体将落户南非等非洲国家。SKA项目南非负责人伯尼·法纳洛夫说，非洲将第一次参与建设这一世界最大的科研项目，说明全世界对非洲建设并运行这个复杂项目有信心，同时也说明非洲认可科技对未来发展的重要性。

4.对外经济关系

南非新制度建立以来，结束了被孤立和制裁的地位，真正获得一个开放的世界市场。首先获益的是南非的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不仅传统的欧美市场结束了制裁重新向南非开放，而且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成为南非企业开拓的新天地。国际贸易、投资和人员往来以史无前例的规模为南非带来发展的机会。南非新的经济环境为私人部门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使其处于独特的有利地位，尤其在非洲经济的成长中得到好处。南非不仅继续保持与发达世界的联系，而且以南南合作为发展的新依托。

南非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比较高。对外贸易在南非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外贸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90年代初期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0%。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统计，2005年南非对外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54.9%，2008-2010年间该比例为61.1%。2010年南非对外货物贸易总额为1760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出口达到820亿美元，占世界货物贸易总额的0.7%，排世界第26位；货物进口为940亿美元，占世界总额的0.8%，世界排名第22位。

表13-5 南非进出口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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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The World Bank Group,South Africa at a Glance,2006/08/13;http://stat.wto.org/Country Pr of iles/ZA＿e.htm,April2012.

南非经济以矿业和相关加工业和冶炼工业为基础，同时发展制造业和信息产业，现代化农业也具有比较高的水平。南非虽然是非洲的经济大国，但是它的出口产品长期是以矿产品和农产品为主。在20世纪90年代初，初级产品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67%左右（1990年），其中矿产品约占60%，黄金占矿产品出口值的1/2.制造业产品占出口的35%，其中仍以冶金产品为主，其次是纸张纸浆、化工产品和食品。近10年来，南非的出口结构出现新变化，制造业产品的出口逐年增加，2003年制造业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超过60%。2010年由于新兴国家对南非矿产品需求的增加，制造业出口比例又下降到40%。但是，当年南非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9%；进口总额同比增长23.5%，反映了南非经济的活跃程度。

对外贸易的一个新现象是服务贸易的发展。近年来，由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南非对外服务贸易也有较快增长。2010年，南非对外服务贸易总额达到320亿美元，其中出口为140亿美元，占世界的0.5%，世界排名第26位；进口为180亿美元，占世界的0.7%，世界排名第25位。

1994年，南非政治变革带来的国际经济环境的改善，使南非的贸易和经常项目发生变化，进而导致资本项目的结构性变化。1984-1993年间，由于短期资本大量外逃，南非一度成为资本净流出国。1994年以后，南非的金融账户一直保持资本净流入。但是，大部分流入资本是证券投资，具有短期和不稳定性。因此，南非政府和储备银行以吸引更稳定的外国直接投资为目标。南非新政府成立以来的经济政策和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对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具有有利条件。同时，南非经济的基本面一直保持良好，透明度高，高层管理质量比较高，而且资产基础比较具有吸引力。南非一直致力于鼓励外国公民与企业在南非投资，国民待遇适用于所有在南非投资的外商和外资企业，这使得外国投资者能在完税后直接将利润调回本国。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2005年南非的外国直接投资上升到63亿美元，主要来自金矿的并购和巴克莱银行对南非联合银行的收购（占55亿美元）。2008年南非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达到创纪录的90.06亿美元，其中包括中国工商银行约54.6亿美元收购南非标准银行20%的股权。中国对南非的非金融类外国直接投资2008年末存量为30.49亿美元，在中国对非洲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78.04亿美元中，占39%。

但是，南非的劳资关系经常被认为是吸引外资的不利条件。根据英国经济学家集团经济情报部（EIU）2006年国别报告分析，南非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制约除了比较严格的劳工雇佣规则之外，还有高额的起始成本和投入成本，技术人员的缺乏，基础设施的不足，以及政府未能尽快建立外国直接投资的单一窗口并提供相应便利。

南非近年来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扩大，使其外汇和黄金储备稳定增长。由于资本净流入强劲，同时出口收入增加，南非储备银行的外汇储备稳步上升，2006年4月达到200亿美元。2007年3月31日达到265.18亿美元。黄金和外汇总储备从2008年底的341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1月底的395亿美元。2010年10月黄金和外汇净储备提高到431.12亿美元。

（三）政府财政政策和管理能力

1.财政政策

南非新政府成立后，面临巨大就业压力，在百业待兴、信贷需求旺盛的形势下，坚持财政紧缩和货币从紧政策，以保持金融秩序的稳定，抑制通货膨胀。1996年6月，南非政府出台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增长、就业和再分配——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简称GEAR），以促进增长和创造就业为目标。措施包括：加速金融制度的改革，限制短期信贷的发放，以控制通货膨胀；逐步削减政府财政赤字，每年递减0.5%，同时改革税收制度；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定，逐步放宽外汇管制；进一步降低关税，三年内把保护性进口关税降低30%；以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资；逐步实行国有资产私有化；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以支持工业和地区发展。

1994年南非新政府成立之初，面临沉重的债务负担，债务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8.6%。为了不影响外资信心，新政府承诺继续偿还种族隔离时期的债务，包括10个“黑人家园”政府的债务。南非政府所采取可持续的财政与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健全透明的债务管理制度，得到国际投资者的认可，使南非发行的以兰特为货币单位的国内债务和外债吸引着各类投资者。按票面交易衡量，南非国内的政府债券市场的流动性近年来有大幅度增长，特别是1998年4月指定政府债券的初级交易商之后，增幅提高明显。在积极管理债务组合当中，财政部负责识别、控制和管理政府面临的风险。财政部下属的综合风险管理机构要对风险作出定量分析，以确定风险的类型，进行监督和管理。

2.财政收入

随着南非经济的发展，其税收制度也有相应的改革。2001年，南非改变了以前按照收入来源征税的制度，代之为根据居住地征税。从2001年1月1日开始，南非居民（某些有条件的除外）在世界范围内的收入，无论在哪里获得的收入都要纳税。国外税收归入南非应纳税款。国外收入和纳税转换为南非货币单位兰特。

资本增值税从2001年10月1日起开征，作为收入所得税体系的一部分，包括资产处置带来的资产增值的应税收入。销售增值税的征收额度以14%为标准，包括所有货物和服务的销售。按照1991年《增值税法》（VATAct,1991）规定的被豁免、排除、扣除和调整的税项除外。南非中央政府征收的税种还包括转让税、遗产税、印花税、有价证券税、关税和国内税。

南非与外国签订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旨在鼓励国家间的投资和贸易。

从南非经济的发展来看，南非政府的宏观经济战略和财政政策取得了预期的目标。虽然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世界经济衰退的影South Africa Yearbook2005/06,Chapter10Finance.响，南非经济基本保持健康。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居民个人收入的提高，南非的财政收入随之上升。

政府将采取措施加强监管和扩大税基，以使公共服务开支的成本更平等地分担。同时，南非的税收政策照顾到低收入者的利益，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65岁以下个人免征所得税的起征点从2009年3月起提高到年收入54200兰特，65岁以上个人免征税起点提高到年收入84200兰特。尽管提高了个税起征点，个人所得税在南非总税收中比例呈上升走势。与1988/89财政年度税收中个税占29.4%相比，2009/10年度个税占税收比例有大幅度提高，反映了南非居民收入的增加，特别是中产阶层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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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 2009/10年度岁入来源

资料来源：South Africa2010Budgetata Glance.

2009/10年度南非岁入来源的前三项是个人所得税（34.7%）、附加值税（25.3%）、企业所得税（20.6%）；其余项目包括燃油税（5.3%）、消费税（3.7%）、关税（3.2%），其他类（7.1%）。（South Africa2010Budgetata Glance.)

3.财政支出

1994年结束种族隔离之后，新政府财政开支的侧重点是广大黑人受益的社会服务项目，如教育、卫生、社会保险和福利。财政收入的增长，加强了政府财政投资的能力，特别是社会福利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近年来有大幅度提高。随着南非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提高，南非政府的财政状况逐年改善，财政赤字缩小到宏观经济战略预定的指标，政府财政性投资大幅度增加，社会福利和保障的投入明显增长。

2009/10年度政府财政预算开支当中，用于民生项目的开支占到54%，分别是教育18%、社会保障15%、卫生11%、住房和社区环境10%。由于政府对基础设施和其他经济扶持项目的投入，经济事务类财政开支占到预算的17%。公共秩序和安全开支占预算的10%，军费占4%。根据2008年预算指数，南非在全球向国民提供全面预算信息的国家中排在前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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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 2009/10年度政府开支一览

资料来源：Pocket Guideto South Africa2009/01,p.59.

根据南非2010财政预算回顾（2010Budget Review）的分析，南非健康的公共财政金融体系，发挥了重要的刺激作用，财政政策支持了国内经济的复苏。在2004-2008年期间实现的低水平的公共债务，使得国有公司有可能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进一步支持短期和长期的经济增长。

（四）社会结构的变化

由于三个多世纪的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南非种族间经济社会地位有巨大差别。“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并存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成为南非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和长期的挑战。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建立多元一体的民主国家已经18年。总体上，南非新体制在实现政治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够兼顾社会的平衡发展，坚持平等、包容、共享原则。南非政府在社会发展方面的计划，有助于解决种族隔离制度遗留的不平等和贫困问题。但是消除贫困和其他社会问题弊病，特别是高失业率的解决，是南非将长期面临的挑战。

1.人口结构和城乡结构


人口结构
 南非是一个多种族、多民族国家。根据2001年官方人口统计，在全国4480万人口中，非洲黑人占79%，白人占9.6%，有色人（混血人）占8.9%，亚洲裔人（主要是印度人）占2.5%。2010年7月（年中数字）全国总人口4999万人。根据2001年人口统计，南非人口的年龄结构为：14岁以下人口占32.05%；15-64岁（经济活跃人口）占63%；65岁以上占4.94%。年轻人口比例大，形成长期的就业压力。


城市化水平
 南非人口的城市化程度，主要体现在白人和非洲黑人城市化比例的变化，有色人和印度人群体由于基本上是外来劳工的后裔，因此绝大部分在城镇地区谋生。20世纪初，南非人口城市化比例约为24%，其中白人约为52%，非洲黑人约为10%。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特别是非洲黑人城市化比例大幅度提高，到1991上升到约40%，全国人口城市化比例约为52%，白人、有色人和印度人（亚洲裔）城市化比例均超过80%。90年代取消限制黑人迁移的种族隔离法律之后，非洲黑人城市化速度进一步加快，南非总体城市化水平也稳步上升。

根据2001年南非人口统计的数字，南非的城市化总水平为56.26%。各族群中城市化比例最高的为印度人和其他亚洲裔人，达到97.49%，其次是白人，为89.87%，有色人当中城市化比例为86.78%，非洲人（黑人）的城市化比例最低，为47.47%。但是十年间非洲黑人城市化水平提高近10%。南非的城市化程度2010年上升到62%，20年间增长10%，约450万人。

表13-6 2001年南非人口城市化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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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Migration and Urbanisation in South Africa,Statistics South Africa2006Report no.03-04-02(2006).Table4:Adjusted 2001 urbanisation level.

2.收入结构和种族间贫富差距

南非的人均国民收入2005年超过5000美元，但是贫富悬殊，基尼系数高达57-59.


家庭收入
 南非绝大多数家庭依靠工资收入为生。以工资收入为生的家庭占58.1%，得到社会救助的家庭达到52.7%。西开普省和豪廷省是以工资为主要收入的家庭比例最高的省份，分别占75.3%和72.3%，说明这两省的就业家庭比较多。而东开普省和林波波省依靠政府的社会救助为主要收入的家庭，分别占37.6%和33.1%。

1995年10月，南非全国家庭平均年收入为3.7万兰特，包括工资收入和其他收入。2000年的家庭平均实际年收入为4.5万兰特，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应该为5.1万兰特。家庭平均年支出情况与收入大致相同。根据南非统计局的数据，1995年南非28%的家庭和48%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计算的根据是开支情况，没有包括获得服务和财产情况。1999年南非全国1140万家庭中，有370万处于贫苦线以下，约占33%。根据南非官方的解释，与1995年相比贫困家庭比例有明显增加的部分原因是贫困人口的传统大家庭分解为小家庭。贫苦家庭的收入，平均低于贫困线12%，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类似。


个人收入
 白人仍占有南非个人财富的绝大部分。高收入人群白人占80%以上。但是，黑人贫富分层加快：黑人中产阶级成长，是17年来南非社会结构最大的变化。

1995年南非人均年收入为8786兰特，2000年为11755兰特。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实际收入比1995年有下降。1995年中等年收入为4812兰特，低于平均收入，显示个人收入分配的差距很大。2000年人均实际年收入为5507兰特，低于考虑通货膨胀应达到的6646兰特。

近年来南非经济出现持续增长，内需的拉动是重要因素，包括人口的各个阶层收入的上升和黑人中产阶级的增长，扩大了内需。高收入和低收入人群工资都有提升。高收入者是指月收入在4500兰特以上（2004年12月1美元约合5.65兰特，月收入相当于6500人民币），而低收入者指月收入在4500兰特以下。低收入者除受益于工资提升之外，还得益于社会救济和低廉的食品价格。

由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黑人企业的兴起，投资收入占南非人口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1990年为7%，2003年上升为35%。


不同种族的收入依然悬殊
 1995年和2000年南非家庭收入和支出在种族、性别、城乡和各省之间，有很大的差距。非洲人家庭的平均收入和支出最低，其次是有色人，印度人和亚洲人略高，白人最高。非洲人妇女为户主的家庭收入，低于男性为户主的家庭收入。白人男人为户主的家庭收入最高。城市家庭收入高于农村。各省的收入差别来自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西开普省和豪廷省在最低收入家庭中占比例很小。

1995年和2000年，最低收入家庭的支出只占全国家庭总支出的3%，其中至少50%用于食品。最高收入家庭的支出占1995年总支出的63%，占2000年的64%，用于食品的支出占其总支出少于1/7.最低收入家庭的食品开支1995年为2800兰特，2000年下降到2400兰特；而高收入家庭的食品支出1995年为15100兰特，2000年上升到16200兰特。因此，在1995年到2000年期间，贫富家庭生活质量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从收入支出情况看来，种族隔离政策的后遗症依然存在，非洲人家庭，特别是非洲人妇女为户主的农村家庭，继续处在最贫困的境地。在基础设施和服务等社会支出方面，情况有所改善。但是这些社会支出如何转化为贫困家庭和人口的收入变化，还需要时间。

表13-7 2010年南非月工资收入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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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South Africa Statistics P0211.2Monthly Earningsof South Africans,2010,pp.1-2.


从上表看出，种族间收入差距仍然很明显。2010年工资收入者共有1295万人，其中雇员平均月工资1800兰特，雇主7000兰特，相差3.89倍；非洲黑人平均月工资为2167兰特，白人为9500兰特，相差4.38倍；有色人平均月工资为2652兰特，与白人相差3.58倍；印度人/亚裔月平均工资为6000兰特，与白人相差1.58倍。

3.黑人社会阶层的分化

1994年非洲人国民大会执政以来，一个日渐增长的黑人中产阶层正在出现。根据南非贸易和工业部的数字，黑人在企业主中已经占到10%，在技术人员中已经占到15%。黑人中最富有者的收入增长了30%。南非百万美元富翁数量2004年达到3.7万人。根据2005年世界财富报告，南非占非洲7.5万个百万美元富翁的一半以上。一年之内新增百万美元富翁数量可以和南非相比的只有新加坡、香港和澳大利亚。有分析家认为，南非兰特与美元汇率的升值，也是南非百万富翁大增的原因。南非原来的矿业大亨（比如奥本海默家族和鲁珀尔斯家族），现在与一批新生巨富共同分享超级富豪的地位。

在消费人群的种族构成方面，南非斯泰伦博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估计，黑人在南非450万高收入者占180万，约占40%（2004年），2000年以来共有27万黑人的收入水平已经进入更高的收入阶层“中产阶级”。在2000-2003年期间，南非39万人上升到中产阶级行列，其中70%为黑人。在消费结构方面，低收入者主要购买非耐用消费品，如食品，消费总额为137亿兰特；而高收入阶层购买的主要是服务商品和耐用消费品，比如汽车和家具，消费额为1040亿兰特。

南非政府的黑人经济扶持计划在造成一批黑人中产阶级崛起的同时，在广大黑人经济地位的改善方面被认为进展缓慢，受到多方面的指责。2007年3月公布的商业路线图基金会（Business Map Foundation）调查报告显示，黑人当中的激进观点认为政府的扶持黑人经济计划对消除贫困作用很小。很多受访者表示，从该计划中受益的多数是非国大当中的显要成员或者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人。调查指出，2006年的317项扶持项目共涉及金额750亿兰特，比2005年的550亿兰特大幅度增加，大部分投入资源开发部门。报告引用独立分析人士的数据，在约翰内斯堡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当中6%为黑人拥有。

4.种族关系

新南非种族关系根本性的变化是：黑人当家作主，白人失去特权，人人权利平等。扶植多数，照顾少数，共存共享。白人保持了合法权利，黑人获得发展机会，种族矛盾、分歧，基本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表达和解决。

但社会领域的融合仍有物质（住区）和文化障碍。在社会生活方面，由于旧制度下不同种族住区的隔离，城市郊区仍是白人的聚居区，基础设施完备，环境优雅。而黑人城镇大多远离中心城市，黑人上班也要长途跋涉。正在成长的黑人中产阶级已经进入上层生活圈子，正在打破住区和文化生活的隔离。但是由于住区的隔离，日常的社会文化生活仍保持原来的格局。

新的种族和解社会仍然具有脆弱性，但是南非爆发种族冲突的可能性不大。然而，妥善处理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矛盾和社会纠纷很有必要。在纠正旧制度造成的对黑人发展权利侵害的同时，正视白人青年一代拒绝为种族隔离制度承担历史责任，争取平等权利的要求，以及解决黑人中贫富差距加大引起的社会不安等现象。南非的公众监督机制比较健全，各利益集团的要求在体制内有伸张管道，民意和民怨有比较畅通的表达和释放途径，有利于避免民主体制的倒退或政治动荡。对现有体制的认同度，对国家的自豪感，在国民中占主流。

经过近20年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与调整，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趋势下，南非的现代化进程，取得历史性突破。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为包容性，即发展规划覆盖全体国民，不分种族，不分性别；其二是时代性，即抓住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契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向世界开放，使南非的现代化发展与世界同步。南非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上等收入的国家。2006年，南非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549.92亿美元，世界排名第27位，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内生产总值（7095亿美元）的35.94%。近年来，随着非洲国家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产油国收入的提升，南非在非洲经济中所占的相关比例有所下降。2009年南非人均国民收入5760美元，国内生产总值为2854亿美元，占撒哈拉以南非洲的30%。南非的发展势头仍在。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639亿美元，人均6090美元。然而，长期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二元社会经济机构，不是短期能够改变的，巨大的贫富差距仍是南非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世界经济衰退，对南非经济造成影响，增加了南非寻找新的发展道路的紧迫性。南非政府的经济战略着眼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府投资政策导向以提高工业化水平，提高劳动力知识技术水平，提高南非产品国际竞争力为目标，通过长期努力加强工业化进程，并向知识型经济转变。2010/11-2012/13年度产业政策行动计划（IPAP2），进一步提出长期工业化和产业多样化的目标，改变当前主要依靠传统大宗矿产品和非贸易型服务，而是把绿色就业作为新重点，投资重点是能够提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产业政策支持能够吸收更多劳动力的生产和服务部门。2009年9月，南非政府总统事务部公布了国家计划部起草的“国家战略计划绿皮书”，在长达三年征求公众建议的基础上，于2012年8月推出未来18年的《国家发展计划2030》。该计划以消除贫困、降低不平等为目标，扩大就业，提高低收入群体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制订全国和各地区总体发展框架和基础设施发展项目，以改造种族隔离制度对南非社会发展造成的结构性破坏，使南非经济社会更平衡地发展。南非的现代化进程，仍然任重道远。


第十四章　从因资源“被诅咒”到以资源求繁荣：新世纪增速最快国家安哥拉发展研究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大多数非洲国家都出现了消弭战争、使和平发展逐渐成为主流的倾向。安哥拉这个从1961年开始反殖民斗争、到1975年终于取得独立国家身份、却又陷入长达27年内战的国家，以交战一方的枭雄领袖2002年殒命疆场为契机，折磨人民40年之久的战争也终于尘埃落定。此后至今的10年，安哥拉取得了令世界侧目的发展成就，最能说明这一点的事实就是在2002年以来的10年的全球经济增长排行榜上拨得头筹的好成绩，即年均11.1%。这样惹眼的发展业绩招来观察家们新一轮的热评，而且一般的评论都是简而单之地将如此迅速的发展成就归于其丰厚的资源禀赋，或者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评论所言，“几乎全部归功于石油”。

这种观点其实是前些年比较流行的“资源诅咒”的翻转版本，或者可以说都是某种资源“决定论”——很多研究安哥拉的学者确实发表过很多作品表达这一观点：长期内战的结构性因素之一，恰恰是双方割据一方、各自掌握了一种重要出口矿产资源来开动战争机器——至少在冷战结束后、美苏两大霸主在非洲战场上较量的因素消失以后，双方仍然长期僵持不下的动因就是为了争夺资源，而用来继续开动战争机器的也正是每年几百万美元的石油收入和钻石外汇。循着这种思路，资源收入不能正常投入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资源诅咒”一旦被解除，那么日产量高达169万桶、而且还在不断增长之中的石油收入，自然就应该推动安哥拉GDP迅速增长。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观察家担忧这仅仅是一轮“资源繁荣”而已，因为石油收入一直是其主要出口创汇来源（90%以上），更何况安哥拉2007年高达22%的增速恰恰是世界油价陡然攀升的一年，动荡的世界油价甚至有可能是未来10年间引发安哥拉爆发动乱的原因。

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安哥拉GDP连续几年扶摇直上的形势陡转，加之当时安哥拉的石油储量被宣布只有20年的开采期，两相呼应，竟致一些多年在安哥拉经营的国际石油大鳄急慌慌抽身而退，很多西方国家也纷纷削减、关闭使馆（诸如瑞典）。令这些决策者赧然的是，2010年安哥拉已经出现明显好转的迹象，2011年安哥拉GDP增速回升至3.4%并有望在2012年重新获得12.5%这样两位数的好成绩，通货膨胀率也从多年来高居不下的两位数下降为一位数，官方明确宣布这个经济体已经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加之不断发现的新矿井和2012年已经投产并投入国际市场的天然气，原来预期20年的石油开采期被修改为50年。闭馆的西方国家赧然地宣布重新开馆，带领自己的企业家急切回返，并百计千方地拓展合作领域，纷纷在勃兴的安哥拉市场上分一杯羹。

（单位：千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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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 安哥拉30年石油产量变化曲线

作者无意批评这种资源决定论，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与这个国家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显然都不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么简单的逻辑。问题是，人们经常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简单化的思维逻辑还经常导致简单化的政策选择。实际证明，资源要素或者具体地说石油，往往是很多国家对安哥拉发展前景进行预判、并制定政策的唯一依据。

自1979年当政至今的多斯桑托斯，也许很难像中国古代的政治家那样潇洒地吟哦“治大国，如烹小鲜”，但历经了多年内战、又在内战尘埃落定后带领国家取得世界公认的建设成就，这其中有很多作为领导人个人的识见和决策的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之一。在桑托斯及其领导的安人运（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的简称）对面，是曾经与之斗争27年、最终选择放下武器转向合法反对党、但同时仍然保有很大规模群众基础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ta，简称安盟），在这个过程中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另外的76个合法政党以及安哥拉不计其数的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乃至最普通的普罗大众，在安哥拉发展的过程中又都各自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有什么诉求？总之，所有这些人的因素，在简单的“资源决定论”里面是看不到的，而这恐怕是比石油更重要的理解安哥拉过往的被“诅咒”和当前繁荣的要素。

本章的写作，正是针对目前国际上流行的对安哥拉当前发展过于物质主义的简单化理解。为了避免现实与理论相去太远的矛盾，笔者刻意避开有关现代化理论的种种通行标准、概念框架，拟以微观视角和实证的方法，来展现安哥拉的发展全景，梳理、也试图剖析在给定的结构性前提之下属于人的努力的部分，不管是来自于堪称有英明历史识见的大人物，还是在每一个社会横断面上正在努力的小人物。

“现代化”理论上世纪40年代出现、50年代影响盛极一时，很多本身就是以非洲国家为主要观察对象或者为非洲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的。尽管安哥拉迄今大半处于战争状态的发展进程很难放在“现代化理论”的单一透镜下去解读，但对这个资源禀赋极好国家的发展现状的理解，不妨放在本书的大框架下，特别是通过与同样受制于全球化经济格局的非洲别国经验进行对比，解读这个战后重建的发展中国家特殊的发展命题和解题方式。毕竟，现代化没有一套不言自明的普适性标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也不是独一无二的；对于饱受折磨的非洲人民而言，不管对各个时段里以“西方中心”经验建立的主流“发展理论”顶礼膜拜、亦步亦趋，还是试图摆脱、逃离、抑或选择时下已经说得滥俗的“向东看”的姿态，能真正改变他们命运的，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驾驭自己的生活。


一、出奇制胜：驾驭矿产资源之道

安总统多斯桑托斯2012年10月18日在议会所作的施政报告中，历数了石油天然气、地质与矿业、交通基础设施与物流、供水供电、农业工业、城市化与住房、旅馆与旅游、卫生与教育、文化与体育等国家建设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这样的排序并非偶然，与一般理解的现代化不同，西方经验下的工业化显然不是（至少现在不是）安哥拉领导人最引为自豪的发展指标，石油、钻石等矿产资源的开采业才是最重要的GDP来源；这也证明，像其他资源国家一样，能否驾驭这种丰富、摆脱“资源诅咒”和相连带产生的“荷兰病”，使之真正成为整个国家发展的优势动力源泉，才是真正考验这位领导人的智慧、检验其施政是否成功的最关键指标。

（一）勘探与开采同步进行

2012年年初安哥拉政府刚刚宣布这一年度国家预算，立即引来安哥拉自己学者不无忧虑的评论：如果没有石油部门的收入，总预算将会出现巨额赤字，因为在安预算收入的4万亿宽扎中，68.1%为石油税收，26.7%为非石油税收，1.9%为社会税收，3.3%为其他收入。确实，因为多年来石油收入几乎是GDP唯一的来源，安哥拉国内国外的观察家都习惯于以石油生产为唯一的风向标，来观测其发展的动态起伏。

根据总统施政报告，2008-2011年间，地质矿业部门年均增长11.8%，钻石业年均增长2.5%，石英和沙、石的产量也在增长。国际市场价格是一个因素，同样重要的因素安哥拉政府一直采取勘探和开采同时进行的策略，特别是在2002年以来，为了保证矿产资源开发的收入能持续不断地用于战后恢复和生产建设，也为了外国投资家对安哥拉市场保持信心，石油资源方面的勘探尤其突出。根据安哥拉石油部生产局长提供的数据，安哥拉14年来在8个石油开发区块共发现约100处油田，石油钻探的成功率达60%以上。最近成功的石油勘探案例是，2012年1月，在卡宾达进行沿海陆地石油勘探的阿根廷布鲁斯石油（Pluspetroleo）公司宣称，已确认在安哥拉发现首个陆地油田。石油开采方面采用新技术的案例也有很多，如2011年11月22日，安哥拉石油部长德瓦斯康塞洛斯（Botelhode Vasconcelos）宣布，道达尔（Total Angola）石油公司的浮式生产储卸油船（FPSO）率先采用水下石油天然气分离法，为世界石油业带来了一种创新性石油生产方法，堪称安哥拉石油业发展史上的壮举。

战争期间，安哥拉的地矿勘探有所停止，比如宽扎是安哥拉1955年首次发现石油的地区，70年代停止了勘探。90年代创建开始，安哥拉地质矿产部（Ministryof Geology and Mines）全面在全国实施勘测。在地矿部下面，安哥拉地质研究所（Instituto Geológicode Angola）负责勘探研究全国的地质，国家采矿许可登记指导中心（National Directorate of Mining Licenceand Registration）负责颁发特许经营权，国家矿业指挥部（National Directorate of Mines）负责控制全国的矿业。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Sonangol）全面控制所有与石油相关的活动；同样，国家钻石公司（Endiama）控制与钻石有关的一切活动。具体而言，安哥拉地矿部已经勘测的矿产，除了石油天然气和钻石两大出口产品，还有黄金、铂金、铁矿、磷酸盐、稀土、铀矿等等。目前，随着矿业的迅速发展，安哥拉政府感到已有的地质数据已经不够用，特别是因为政府希望尽快实现200万桶的石油日产量目标，需要重启宽扎等老区的石油勘探，2009年总统批准了新的《国家地质规划令（The National Planning of Geology,PLANAGEO）》，提出要在全国详细进行1:250000比例的地质测绘。

（二）大力吸引外资以公私合营模式勘探开发

宽多库邦戈省希望开采省府梅农盖市郊一处面积约达22平方公里的铜矿，虽然项目的所有方面与细节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而且安哥拉地矿（Geomineira）公司已经开展了探矿工作，确认这里蕴藏大量铜矿，但迟迟没有进展，主要就是因为本省缺少矿业高级技术人员。在勘探和开发的环节，因为囿于资金和技术的局限，地矿部往往采取公私合营的模式，很多时候这里的私营部门往往是在资金和技术方面都占优势的外国公司。2011年1月中旬启动的北宽扎省的基萨拉——基通戈（Kissala-Kitungo）铁矿和锰矿探矿项目，就属于安哥拉国家钢铁公司与安哥拉资源勘探开采公司（AEMR）之间的公私合作项目；深谙深水钻探技术的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就是从原来的主要产区卡宾达到现在的宽扎盆地深水区块的主力探测者。

这种对于私营部门的利用，特别是大力吸引外国投资的战略和政策，始自上世纪80年代末安哥拉改革时期，而这也是当时促动多斯桑托斯和安人运义无反顾地下定决心改制的动力。有评论家认为，安哥拉的经济依然留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的色彩，包括矿业在内都还是一个又一个的项目制。这当然是一种解读方式，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恰恰也是安哥拉政府在试图用自己的整体开发计划来把握外国势力介入较多的矿业，最近两年各省的矿业开发计划更体现出这种将配套服务业、加工业综合起来的倾向，而不只是简单孤立地授予勘探开发权了事。威拉省政府勘探、开发然巴市附近铁矿和金矿的项目（距离威拉省省府卢邦戈315公里）就是如此：为了同时创造就业和促进旅游业，负责开发的Aemr公司和Somepa公司同时需要在当地建200套宅院和一个职业培训中心，并负责修复公路和桥梁，这样一整套的发展计划实际上包括了安哥拉、南非和俄罗斯的公司，共同参与勘探、开发和基础设施以及人力资源培训工作。

（三）国有矿业公司：国际化发展战略

与大多数富含资源的非洲国家最为明显的不同在于，安哥拉领军的几种大宗矿产资源都有自己野心勃勃的矿业公司。在与来自世界各国的矿业大鳄打交道的时候，安哥拉政府不仅仅通过政策、条约、协定等各个方面争取本国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安哥拉的几大矿业公司往往都是直接合作者，使得国家矿业水平在世界同行业中提升的同时，也保证公司自身成为最大的赢家。以钻石矿为例，安哥拉目前在世界钻石出口国的排名中位居第五，还希望提升其在世界钻石出口国排名中的名次，即2012年达到世界前三。这也就意味着，国家钻石公司（Endiama）“全体职员应当努力工作，力争实现这一目标”。

为了宣传安哥拉的矿业发展潜力，发布新产品，推介技术解决方案（特别是能够提高矿业国际竞争力的技术方案），另外也是为了促进矿业相关各方和主要经济中介之间的信息交流，并向全社会介绍矿业战略发展规划，安哥拉地矿与工业部携手罗安达国际博览会公司，定期举办国际矿业博览会（FIMA），目前已经举办了三次，第三次时间为2011年9月22-25日，尽管受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影响曾经停办三年。最近一次博览会约80家公司参展，涉及矿业管理和开发公司、能源特许权管理公司、工程与信息技术公司等各行各业。

为了提高安哥拉矿业的声望，各大公司也会借助于国际上其他的博览会、展览等平台，如2012年2月在南非开普敦市举办的国际矿业展览上，国家钻石公司（简称“安国钻”）和安哥拉铁矿公司（Ferrangol）等安哥拉矿业公司都非常活跃。安国钻来推介了22项矿业计划，以期吸引勘探和开发沉积岩和金伯利岩钻石矿的大额投资。安钻石董事保罗·维嘉（Paulo Vicka）则直接在展会上表示，安哥拉虽然身为金伯利岩冲积层钻石手工采矿工作组主席，但既无能力、也无适用的设备；正在建立手工钻石销售体系的安国钻急需寻找合作伙伴、为钻石手工矿工提供物流支持和装备，以应对把黄金和钻石领域大量存在的非正规手工矿工引入正规行业、使他们成为手工工人的急迫任务。地矿和工业部长则在展会上表示，作为正在矿业方面迈入世界大国行列的安哥拉，政府希望在互利基础上共同开发多种矿业资源。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有意在安哥拉经营矿业开发，安哥拉私人投资促进局（National Private Investment Agency,ANIP）总裁因此每天至少要处理六宗投资建议。

针对这种有合作意向公司较多的国家，安哥拉政府也积极搭建双边平台，比如祖马上台之后积极与安哥拉修好、弥补姆贝基时代冷淡的双边关系以来，安哥拉——南非企业家论坛就变得异常活跃，以南非标准银行为代表的金融大亨进入的同时，安哥拉也在热切期待拥有成熟技术和资金的南非矿业企业能更多地合作。

像安石油一样，其他有实力的国家矿业公司也往往面向世界，瞄准海外市场，尤其是非洲大陆范围的地区市场。正在安哥拉数省进行铝土矿和铝矿勘探工作的安铝土投资公司（Bauxite Angola），同时还在几内亚比绍和几内亚采取行动——葡萄牙和俄罗斯人在上世纪70、80和90年代的勘探已证实这两国拥有铝土矿。该公司正在进行开发的可行性调研，2014年左右将进行正式开发，届时还将同时在东道国修建港口、铁路等基础设施。国际化的视野和经验，显然促进了这些安哥拉公司迅速成长的步伐。

（四）采掘业向下游转化、多面向提升整体产业优势

不管是为了解决国内青年人口膨胀带来的普遍就业压力，还是从产业升级、提升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位置作考量，非洲资源国家的全面发展和真正起飞，恐怕都依赖于将单纯的资源采掘转化为原料在本国加工生产、从而改变原油为代表的各种原材料出口、同时最基本的生活制成品和燃油却依赖进口的不合理局面；同时，更要摆脱国际市场上原材料产品价格的任何风吹草动立即引发国内经济动荡的脆弱性。安哥拉正在向世界主要矿业国家迈进的同时，从简单的资源采掘转向开发相关产品的加工业已经开始。以钻石业为例，业界的口号是“采得少，赚得多”——也即以提升产品附加值为目标。2005年安哥拉钻石加工公司成立，月钻石加工产值达2000万美元，其产品通过安哥拉国家钻石公司（Endiama）控股99%的钻石销售公司（Sodiam）出口到以色列和世界其他地区，大大增加了钻石收入（2011年收入11.6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17%）。总统2011年的施政报告显示，威拉省初步投资4亿美元、逐步会增至20亿美元的冶金业已经增加3000人就业，北部正在开发的磷酸盐和钾矿，有望很快建成在当地生产、面向国内农业的肥料厂，金矿和铜矿的加工业也已经开始，本土生产的大理石和其他民用建筑材料业日益增产，大大转变了几年前完全依赖外来建材的局面。总统认为，这都“为经济多元化和增加就业做出贡献”。

安哥拉石油业最能显示出安哥拉矿业从采掘向加工制造发展的战略。早在20世纪50年代，安哥拉就建立了罗安达炼油厂，但由于设备老化，技术能力只能提炼原油成分的60%。2011年上半年末，该厂炼油量已由3.75万桶增至4.1万桶，达到设计能力的60%，可满足国内消费的40%（全国燃油消费量目前为9万桶），其余油品还是要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罗安达炼油厂44个储油罐可储存40万立方米各类油，其中6个储油罐可储存17万立方米原油。安政府颁布《石油法》，详细规定了活动于安哥拉石油业的各种身份各异、大大小小公司的权限、责任等等。2005年，安哥拉开始委托一家中国公司在洛比托建设新的炼油厂，预计2014年投入使用。2007年，安哥拉加入石油输出国组织，2009年成为非洲最大的原油出口国。原来安哥拉石油生产过程中伴生的天然气都采取燃烧的方式，现在已经掌握液化天然气技术，雪佛龙、英国石油公司等国际石油大公司投资40亿美元的天然气开采已经于2012年初开始生产。

安哥拉不但一直在试图通过建设和完善上（开采）、中（天然气）、下游（炼油）来巩固石油业的发展，同时还积极向非洲大陆内外寻找其他更多的石油储备（如在几内亚湾多个国家、津巴布韦等国），同时也通过向海外多种行业的投资来进行扩张（有报道显示中国海南省的房地产业就有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的投资）。在国内，安国家石油公司（Sonangol，简称安石油）属下建有工业投资公司，安工业投资协会（Siind）是安石油的工业协调和管理机构。仅在国家正在大力推动的维亚纳经济特区，该工业投资公司已经修建6家工厂，总预算为4000万美元，行业涉及金属片厂、弹簧床垫厂、电子管厂、电铸厂、铁器厂、供水设备厂。

尽管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一向被国际观察家目为多斯桑托斯本人及其家族秘密运作石油收入的机器（甚至一家以中国冠名的公司也被牵涉其中），近些年来其在国际上折冲樽俎、合纵连横、迅速崛起为巨大跨国公司的气势，不输老牌跨国公司，令很多资深观察家折服。英国智库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安哥拉研究项目组，集多位学者倾力研究三年，2009年终于以中、英、葡三种文字发表了有关报告，充分介绍了安哥拉发展石油业、乃至于整个经济的战略战术，特别是与没有战略、没有章法、准备不足的尼日利亚相比，安哥拉显然充分利用了亚洲各国石油公司纷纷进入非洲市场所带来的机遇，尤其是在与中国的合作过程中，安哥拉没有因为资金、技术、国力处于相对劣势而受到任何不公正的待遇；相反，相对自己的亚洲国家合作伙伴，安哥拉总是获益更多一些。

安哥拉政府的愿望是，每一个省份都有一到多处矿场区，可以以此保证整个省份的建设和发展用资金的来源。在战后重建已经在部分大中城市部分完成、矿业正在呈现突飞猛进发展的国家经济和社会新现实下，2011年9月9日总统多斯桑托斯进一步批准颁布了矿业法法令。新法令最主要的规定是，在安哥拉开采出来的所有矿产品，只有是在安哥拉加工的，而非原矿石，才可以出口。这无疑是鼓励本国和外国从事矿业开采的生产商，同时必须对安哥拉矿产品加工业进行投资，特别是非石油部门的私人投资。根据地矿和工业部矿业局长提供的信息，现在正在布局或正在进行由矿业资源开采转向矿业加工的项目有卡宾达省的磷酸盐加工厂（因为其磷酸盐矿的藏量高达2.4亿吨，2015年将与摩洛哥和塞内加尔的磷酸盐产量相媲美）、拥有3亿吨铜矿储量的扎伊尔省运输港项目、东部的莫西科省和宽多库邦戈省筹建铜矿冶炼项目、在拥有铁矿的威拉省和北宽扎省筹建炼铁厂、万博省的铁矿开发和冶炼正在进行可行性研究、威拉省金矿开发和加工项目在进行之中、同时南宽扎省和威热省勘探铝土矿开采和加工也在研究之中。正是因为矿业发展令人振奋的新图景，安哥拉工业国务秘书2011年9月向媒体发表看法说，安哥拉矿业不仅已经摆脱国际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的影响，走上复苏之路，而且将对国家经济增长做出更积极的贡献，因为矿业法的通过，加上地质计划的实施和钻石价格的回涨，矿业开采和加工业的好日子业已到来。

（五）资源换基础设施：“安哥拉模式”

安哥拉近年来发展过程中最饱受争议的也许是所谓“安哥拉模式”，即以资源产品换取基础设施的一种国际合作模式。之所以如此，与协议所涉及的经费数额有一定关系，毕竟在中国与安哥拉签订第一笔一揽子协议的2004年，20亿美元是足以令国际观察家们跌破眼镜的；第二个原因也许是协议执行的效率，因为在签订第二个25亿美元协议的2007年，第一笔协议下面的各种建设项目已经完成很多，这也是习惯了看到国际援助项目下的基础设施都要多年完成的观察家们难以想象的。有意思的是，与国际上的“热议”、“聚焦”相反，安哥拉舆论界、学界只是很自然地对两个一揽子协定具体项目的实施情况（而不是合作方式）进行观察、监督，中国学者对于世界银行热炒的“安哥拉模式”的反应也很寥寥。

回溯至战争硝烟甫落的2002年，安哥拉不愿意屈服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种种苛刻条件，但还是冀望为重建募集资金而召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巴黎援助者俱乐部参加的“捐助者会议”——期待最后没有成为现实，中国几乎是安哥拉当时能够在国际上找到的唯一资金来源，否则就要像当时大部分非洲国家一样，按照“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的逻辑设计的“药方”进行政治和经济的全面调整。与国际各方共舞的过程中，安哥拉政府一直保持桀骜不驯的外交风格、强调多元外交政策；与2002年相比，战后重建已经初获成功的安哥拉，显然获得了更有他信力的国际空间——世界各国近两年急于与之合作的情势不必赘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态度明显日益积极，甚至在金融危机影响较重的2009年也是如此——它充满信心地与安哥拉签订了14亿美元的信贷协议，分六期支付，前每次对于安哥拉宏观经济形势的评估也都比较积极；以前一直批评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账目流失的立场，在报告中也转为了更积极合作的态度——特别向公众解释一些未经过国库的账目，是直接用于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恢复和建设了。随着金融危机的阴影俨然已经渐行渐远，今日的安哥拉，桀骜也许依旧，同时更加洋溢着快速发展进步的豪情与自信——如安哥拉经济部长戈尔热尔（Abraàr Gourgel）所言，目前安政府希望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到的已不是贷款，而是在实施宏观改革方面的技术支持和咨询；同时，安哥拉政府意识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宏观改革提供的支持，将为安哥拉提供参加国际信用机构评级时所需的信誉。

从急需资金、到需要技术、到累积自己的国际信誉、参加国际评级，10年的时间里，安哥拉在国际合作的舞台上几乎是跳跃式行进的。当评论家们似乎已经忘却了“安哥拉模式”，安哥拉政府也并不使用这一词汇来总结当年为了对抗西方主导的发展逻辑而与中国达成的合作协议，也许只有历史学家们还会兴味盎然地追问：这样可谓大手笔、有魄力的大数额合作模式，到底是从何处学来？

无论如何，多斯桑托斯及其幕僚、以及安哥拉未来的政府和人民，都应该客观、公正而且充分地认识这一合作模式的重要意义，没有“安哥拉模式”下一揽子协议大致完成的基础设施恢复和重建工作，安哥拉就不可能在此后获得国际投资家们的信心，没有外来投资促动的矿业勃兴所带来的金融危机前奇迹般的高速发展，就不可能有迅速摆脱金融危机、并使矿业开发整体上向矿业加工升级的现状，下面要谈及的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其他一系列发展和进步也就不会发生。当然，不管是不是出于历史学家追根溯源式的考究，回到当时的历史情景中，在以往并没有太多大规模合作、甚至存在因为中国曾经支持安盟而迟迟未能建交的过节，中安双方的决策者和具体的商谈人士，能够打破坚冰、建立互信，达成涉及如此大额度贷款协议，使安方得以推进林林总总方方面面的基础设施项目的重建工作，而且绕开波动的美元这一国际结算手段，创造性地达成“资源换项目”协议，是安哥拉也是中国外交史上值得称道的、展现人的魄力、勇气和智慧的创举。


二、农业：经济多元化战略的首要目标

在2011年10月的第五次评估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明确提出，安哥拉经济仍然过分依赖石油，一旦油价骤跌，会陷入危机。安哥拉有必要促进改革，努力加强经济多元化，尤其加强农业发展。针对安哥拉依赖石油的经济脆弱性，各路神仙首先开出的方剂一定是发展农业，因为安哥拉现代经济的起步和迅速改观恰恰始自农业，即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一轮工业化旺盛需求带来的原材料价格升高的契机，加之葡萄牙殖民当局20世纪50年代兴建的水坝、水力发电厂和运输体系等基础设施，安哥拉一度成为世界第三大剑麻、第四大咖啡出口国。这样一个粮食自给自足（玉米、木薯、豆类、高粱、块根作物）并稍有盈余用于出口、每年向世界市场贡献20万吨咖啡（占世界产量的1/5）的活跃农业国家，农业的颓败，始自于1975年掌握耕种技术和农场的葡萄牙人大举离开以及随之而来的内战。人们有理由相信，安哥拉的农业有潜质、也有能力恢复历史上的辉煌。

（一）农业发展史

安哥拉拯救农业的种种尝试，自建国之日就开始了。在苏联式僵化“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安人运政府对农业采取“国营农场化”措施；因为效果不佳，国民粮食需求转而依赖进口和援助；全面公有化的方向在80年代中期以后得以扭转，农产品价格放开，农民也重新获得经营自主权。内战结束已经10年，但战争遗产犹存，有很多地区尚不能恢复农业生产，但10年间农业整体的发展还是非常明显的。

在40年的历史时程里看粮食作物生产变化指数，能非常直观地看出战争对于农业生产的直接影响——一旦战争结束，活力立即恢复，而且增长如此迅速。

2003年安哥拉政府制定《减贫战略》（2005年修改），农业发展的核心目标是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另外扫雷、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健康和治理也是战略文件中确认为安哥拉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点领域。下面这个安哥拉接受粮食援助的曲线图，其实完全可以读作安哥拉自2002年内战结束以来粮食获得自给自足过程的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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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2 1970-2006年间粮食作物生产指数

Source:FAO-Foodand Agriculture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Statistics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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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3 安哥拉获得粮食援助变化趋势图

同期农业整体的恢复发展情况，如下图表所示。

[image: ]


图14-4 农业逐年对安哥拉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

战后农业发展的高速度是显而易见的，2001-2007年间的平均增速为38%。2007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表的研究报告宣称，安哥拉将从一个大量依赖粮食援助的国家很快成为粮食自给国；粮农组织驻安哥拉的首席代表也携手安哥拉农村发展部部长共同宣布：安哥拉不仅能够很快自给，还会成为供应南部非洲地区其他国家市场的粮食基地。

显然，在安哥拉的整个国民经济中，农业正成为一个活跃的发展动力，创造更多财富和就业。这一段重建期内基础设施的迅速恢复，更给农业以迅速勃兴的希望，政府2007-2008年发展大纲里，预计农业将会带来2.8万个就业岗位。相比于被作为焦点关注的石油业，农业才是安哥拉真正主要吸纳劳动力的部门，而且因为行业的快速发展能迅速增加劳动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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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5 2007-2008年各行业创造就业目标

为了恢复农业生产，1996-2008年间，安哥拉政府在国际扫雷专家的协助下，共清除了12万颗伤人地雷，《2007-2008发展大纲》的农业部分，首先是在这些区域实施。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安哥拉经济以石油为主要财政收入的脆弱性暴露出来，政府痛感经济多元化战略的必要，农业作为首要目标和经济多元化手段的地位被强化，新一轮的系列优惠政策和刺激机制还在出台之中。2009年，安哥拉政府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签订的15亿美元贷款协议，主要是投入到农业发展的。2011年，安哥拉粮食产量达到139.6万吨，较2010年高出19个百分点，与前五年平均产量相比更是高出54%，蔬菜产量增长至1600万吨，肉类产量2012年同比增29.2%，咖啡产量同比增长15.2%，渔品产量也有明显增长，农业整体对GDP贡献率终于达到两位数水平，即10.1%。另外，农业、渔业、农村发展等部门近年来的工作岗位也有大幅增加。需要说明的是，2012年罕见的旱灾再次凸现出基本处于维生农业状态的脆弱性，这也就对安哥拉决策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人口的增速加快、加之非食品性消耗谷物需要的增长，根据世界粮农组织的计算，安哥拉2012年还有进口86.8万吨谷物的需求，相对于预计226.4万吨的总需求而言，需要进口的比率还高达38.9%。

（二）政策层面：整体规划，全面发展

在系统制定农业发展计划之前，安哥拉政府认真研究了导致农业颓败的几个原因：

（1）多年战争；

（2）人口变迁：一是人口的增加。根据联合国的估计，与1973年的人口普查结果相比，安哥拉总人口应该是至少增加了3倍；一是战争引起的国内人口大规模自发迁徙，尤其是从乡村到城市，特别是在比耶省、莫希科省、宽多——库邦戈省等中东部地区。

（3）由于战争和疏于管理，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的破坏；

（4）宏观政策条件不够有效，难以推动从维生农业向市场化的转变；

（5）教育、医疗健康和保障体系的不足；

（6）缺乏必需的人力资源。

如果说（1）条和（2）条作为农业发展既成事实的给定条件需要长时段才能改变，（3）、（5）、（6）条同时是安哥拉其他行业发展所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通过整体重建战略来解决；第（4）条建立有效的宏观农业政策，恐怕是最具挑战性、最不容易实现的。

将2006年安哥拉各种作物和非洲地区平均水平进行对比，结果显示，安哥拉大部分作物的产量尚不足整个地区的一半。确实，在大部分农民还处于维生农业的状态，即习惯于家庭耕作方式、生产主要是为自家的消费，而且用自己家上一年的耕种所得作为下一年的种子，很少优化耕种的观念；使维生农业商业化，即使农民转向商业化生产并不容易，安哥拉政府需要做到：

在生产环节：提供技术支持来控制病灾虫灾、土壤保护、灌溉和水土治理，同时使农民接受新技术和新工具；

在加工环节：提高农民收获以后的分类、打包、储存和运输技术。

在资金投入方面：金融服务设施要配套，帮助银行和农业生产者之间建立商业联系；

在市场环节：帮助农民寻找市场机会、提高市场战略、促进农民加入协会、会利用信息系统、建立合资企业等等。

根据以上各项解决问题的思路，主持农业发展的农业和农村发展部一直在全国各省实施减少粮食赤字的计划。具体而言，有委托农业研究所实施的玉米良种计划，有农业农村部自己实施的肥料生产项目、为农民供应设备和工具的项目、促进产品销售和分配项目、土壤改良和仓储设备恢复项目等等。农业农村部一直在推动的另外一个重要项目，就是人力资源培训计划，这也被认为是所有项目中间最重要的。

在《2007-2008年政府发展大纲》中，有一项名为《促进内部生产纲要——农业和渔业分部》，其具体内容为：创造加速实施《农村发展及拓展计划》的条件，该计划主要目标是提高农民的产量、改善农村商贸条件并且增加大宗作物生产和商贸流通的路线；支持建立紧急情况和农村商业中心；继续以粮食安全为重点；继续恢复和改善灌溉系统等。

值得注意的是资金投入问题。在安哥拉政府2007-2008年总的财政预算中，投入到农业中的只占2.6%（渔业为4.4%），相比于当年33%的公共工程投入，政府虽然不断强调农业发展是重中之重，但投入却相对较少。

表14-1 2007-2008年安哥拉行业获得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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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石油业的公共投入虽然为零，但获得了私有部门（包括外来的）几乎占到了安哥拉当年所有投入（公共投入加上私人投入）的70%，而农业部门2007年所获得来自于私有部门的投入，数额几乎与来自于政府的投入完全等同。参照安哥拉基础设施领域和石油业大量依赖私人投入、实现所谓公私合作，激发安哥拉私有部门的投资兴趣还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促进农业发展，鼓励行业投资，安哥拉政府设计了很多激励机制。目前安哥拉政府正在实施的一项鼓励私人部门进入农业地区的机制是“首要发展区机制”，即根据资源、交通基础设施和自然环境等给定条件，安哥拉被分成A、B、C三区，C区（主要包括万博、比耶、莫希科、宽多库邦戈省、库内内省、纳米布、马兰热和扎伊尔省等农业大省）被给予免除关税和财政税的期限分别为6年和15年；相比较，B区（A区和C区以外地区）被免除4年和12年，而A区（罗安达省、洛比托、卢邦戈、卡宾达和本格拉4大城市）只享受3年和8年的免税待遇。

（三）粮食安全战略和资金投入

根据官方数据，安哥拉农业部门每年需要收获400万吨粮食，才能满足国内人口、牲畜和工业的粮食需求。安哥拉政府2007年不再大规模接收粮食援助以来，尽管每年粮食产量都在提高，但实际上绝对数值增加并不特别大，比如2007年农业生产总值对GDP贡献率仅为8%。随着人口在增加（联合国估计截止2012年6月人口已经达到1900万），工业用粮也在增长，所以还是需要有一定量的外汇用于购买一部分粮食；由于国际市场粮价提升，为减少粮食进口，安每年至少需要生产200万吨粮食。农业农村发展部为粮食增产推行的肥料和优质土壤计划很难立竿见影，所以维护粮食安全的压力很大。如上所述，2012年需要进口的粮食高达总需求的38.9%。

更具体的维持粮食安全的举措有，间接（通过农会等组织）或直接地与农民一起提供粮食产量；2008年9月，为了增加种植面积和粮食产量，政府为农民购买优良种子、肥料、工具和拖拉机而拨出专项经费，发放方式是通过农民组织和小业者；再如，2011年，安哥拉农业、农村发展和渔业部研究和制订促进玉米增产计划，目标是保证玉米产量达到100万吨。

2003年的《减贫战略》中，粮食安全被确定为重要目标之一，相关的投入，首先指向农业教育和人才培养。新的相关教育机构正在迅速建设之中，如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大学农学院。2012年，近6000名安哥拉农业中等学校的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大学深造。这些奖学金获得者，一般是从一些农业中等学校中挑选的，优先考虑数学、化学、生物学学生，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有一定实践经验。具体而言，粮食安全除了关注谷物种植业，渔业、林业、牧业也纳入战略考虑，因为“对安哥拉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粮食与营养安全以及大幅减贫方面”。在本各拉洋流的作用下，安哥拉成为非洲渔业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农业部建成渔业学院，开始培养渔业高级技术人员。安哥拉的林业资源也非常丰富，全国林业面积约占安土地面积的43.3%，具有丰富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约有15%以上的安哥拉农村人口从事木材生产、运输、销售或生产木炭等工作，开发森林资源收入已由以往占GDP的0.1%增至2010年的4%。近年来，因为乱砍滥伐威胁可持续发展，安哥拉政府希望通过加大力度的学校教育和相关科研工作，改善资源利用的状况，达到可持续开发和发展的格局。除了大力推进林业专业培训学校和林业工程课程的建设，还在林业资源丰富的省份，相应增加林业方面的奖学金名额。

2009年，安哥拉政府更把粮食安全上升到一级国家战略的高度。11月，安哥拉《国家粮食安全战略》（The National Strategyon Food Security）正式批准生效。在这项新战略中，规划了土地占有权、环境、水资源、种子和小额贷款项目等与粮食生产休戚相关问题的解决。

具体到生产内容方面，负责农村公共工程和现代化建设的安哥拉国家农业机械公司根据所掌握的国内各地区气候条件，确定了一些大规模生产农产品的区域，例如，大米产区为威热、马兰热、南隆达、北隆达、莫希科省，玉米产区为万博、马兰热、威拉、南宽扎省，牛奶产区在南宽扎省和威拉省。分门别类确定了不同的重点作物（和家畜）后，公司分别为这些产区配备相应的机械以振兴其生产，除了器具支持，安政府还有相应的后续技术支持和维修。以渔业为例：2006年开始向渔民提供首批船，2007年达到高峰，当时总共分派了400艘独木舟，连同300副外置引擎、300副内置引擎和100艘船，还有数吨捕鱼器材。2012年，在国家渔业基金支持下，渔业研究院开始对罗安达和本戈省沿岸的渔船开始翻新。新的农（包括林、渔、牧业）机具的来源也不再完全依赖进口，国家农机公司已经安装一条拖拉机生产线，年产1000台拖拉机，预计2012年能够在安哥拉全境实现10万公顷耕地的农业机械化。

上面谈到2007年度安哥拉公共资金投入只占总预算的2.6%，像几乎所有非洲国家一样，这是因为首先要考虑将有限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进行合理、有效配置；此外，安哥拉政府的考虑就是部门之间优先发展次序的问题。如前面所说，经济多元化、大力推动农业为首的非石油部门，一直是安哥拉政府坚定的政策。为此，安哥拉发展银行（Bancode Desenvolvimentode Angola）2006年建立起来，主要使命是运作国家发展基金，即从国家总的财政预算中，拿出石油收入的5%和钻石收入的2%共同组成发展基金，专门推动非石油部门尤其是农业的发展。2011年，安哥拉整体经济增长速度为3.4%，其中非石油部门同期增长的水平为9%，远高于石油部门的5%。非石油业整体对GDP的贡献终于由几年前的1位数水平提升到约44%的水平。这么显著的发展成就，与政府的政策和资金导向还是有关系的。

除此之外在粮食安全上升为国家一级战略目标以来，农业投入不断增加，资金以常规和非常规两种方式陆续进入。2010年5月，以贷款支持中小农业方式投入到粮食耕种中的金额达到3.5亿美元。为了资金投入的可持续性，2011年安哥拉政府展开了大规模农业贷款运动，即政府补贴利率的农季贷款，用于帮助信贷受益者运送和销售农产品，总额为1.5亿美元（其中包含有留作专用的3000万美元）。这一年农业季节，18个省中17个省的75个乡镇的3.5万名农民从中受益（北隆达省是唯一一个尚未获得农季贷款支持的省份，因为向农民传递信息不畅等原因，负责贷款业务的银行没有收到该省农业合作社的贷款申请）。安哥拉储蓄和贷款银行、索尔银行、商业投资银行和非洲投资银行负责提供的农季贷款总额为1.2亿美元，其中，安哥拉储蓄和信贷银行贷款最多，共提供了4420万美元贷款。2011/2012农季，农户有望获得更多这种政府提供的贷款，因为负责提供农季贷款的银行手中有钱，而且首批贷款受益者已经开始还贷。

（四）积极促进农村商业化发展

安哥拉农业大部分处于维生农业的状态，商业化水平非常低。安哥拉政府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方向之一就是农村商业化相关基础设施的建立，积极促进本国农产品市场的发展，安哥拉政府在资金和政策方面积极予以协助农村市场网络的建立。

横向比较大部分非洲国家，安哥拉农业的发展潜力是极高的，特别是在大量未使用的可耕地资源方面，加之可耕地土壤肥沃，实现农作物高产的潜力极大。国土面积和国内可耕地面积都极为有限、80%所需粮食依赖进口的佛得角，已经到安哥拉进行农业投资，种植佛得角消费较多的谷类作物，这对安哥拉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也是一种推动。安政府给佛得角划拨出位于安哥拉南宽扎省基巴拉市（Quibala）附近约7500公顷土地供其开发。正因如此，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角度考虑，安哥拉政府大力进行农业投入、改善农产品销售状况、建立农村商业体系，这些是非常有长远目光的战略方向。实际上，早在1981年，安哥拉政府就设计了农村商业化发展纲要，当时的口号是，“你必须有所卖，才能够有所买”。政府还专门建立了国家农产品统购统销公司来推进这项计划。因多年的战争，农民背井离乡躲避战乱，计划不得不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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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6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国家已耕种的可耕地比较（单位：%）

有官方信息显示，截止到2011年9月，安哥拉政府用于建立农村零售网的开支已经相当于4000万美元的信贷额度。具体到各个省内的农业和乡村发展计划，就更为细致、多元。2011年10月7日，万博省省长费尔南多·穆特卡（Fern and o Muteka）宣布了在万博省促进农村贸易的计划——旨在振兴偏远地区的农村贸易，加快建立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贸易渠道。该计划确定，银行向批发商提供短期信贷，向零售商提供中期信贷，首阶段将在该省4个城市所辖的12个村镇实施这项措施。

农业开发和在农村实现农产品市场化计划，目前已经吸引了大量外来资本，或直接投资或与安哥拉企业合资进入该领域。例如一家冠名卢卡斯·思茅家庭的安哥拉公司，与阿根廷企业家的合作，在比耶省省府奎托北部七公里处的村庄修建农产品加工厂，分别确定了短、中、长期计划，制造大豆、玉米植物油以及豆角和菠萝罐头。该公司选择了村里适宜玉米、豆角、大豆和菠萝生长的14公顷土地。首选工程是菠萝罐头厂，目标是生产阿根廷不生产但人民爱吃的菠萝。

为支持本国农产品增加产量、并且以优质产品的形象打入国际市场，安哥拉政府大力协助大规模出产某种农产品的省份、地区举行展销会。2012年2月，由安农业、农村发展和渔业部与本戈省政府联合，在本戈省卡西托市举行首届安哥拉香蕉展。在开幕式上，安哥拉农业部长佩德罗·坎加（Padro Canga）宣布，安哥拉目前国内销售的香蕉全部为国内自产，政府的目标是继续支持香蕉生产，加强其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技术投资，创造国家以优质香蕉打入国际市场的条件。

安哥拉部长会议2012年2月29日通过了《发展农村贸易整体纲要》，作为促进农村贸易网络的指导性文件。除了上述一些方面，仓储也是重要的当务之急。根据此“纲要”，在罗安达、比耶、马兰热和威拉省各建一个大型食品储藏库，同时国内18个省建18个储藏量在500吨——1000吨的中型食品储藏库，并在165个城市各建一个100-300吨的食品储藏库。具体而言，省市级的食品储藏库将由私人机构修建和管理，其业务面向农村市场。作为配套的支持措施，在全国各省和各市建立省物流中心和市物流中心，主要面向大型市场和超市。这样，就方便了各省、市农民储存和向市场供应农产品的一整套销售渠道服务链条。

（五）借助外部合作力量进行现代化改造

2001年1月成立的国有企业国家农业机械公司（Mecanegro），主要任务就是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服务（尤其是提供土地平整、铺设三级公路、提供农村工程服务等任务）。该公司设计的农业现代化计划是：在各省组建农村工程队（深入农村开展人员培训）、购置技术设备（如重型拖拉机、传送带、平地机、旋耕刀和卡车）等。鉴于资金的压力，该公司目前优先在农业发达省份组建农村工程队，比如马兰热、万博、威拉和南宽扎省。与此同时，安哥拉国家农业机械公司也积极利用外部力量，比如使用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4000万美元贷款推动现代化改造工作。

最大的农业国际合作项目是中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正在执行的50万公顷农业开发计划。2010年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安哥拉时，参加了安农业部与中国国家开发行签字协议的合作项目，涉及信贷额度达到15亿美元，由中信集团携手掌握适宜安哥拉土壤条件滴灌技术的新疆建设兵团合作实施。项目开发的重点，是建设高规格的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作为各省农业科技实验、耕作及农机操作维修技术推广、农业科技培训、人员参观交流的基地和平台。项目同时采用“国外进修+专业实践+课题研究”三级培训体系，帮助安哥拉政府建立专业化农业管理和科研队伍。2011年，在马兰热省和威热省已经各有1万公顷农业示范项目试种成功。

安哥拉和日本也有类似的合作，主要是希望获得安哥拉自己尚不具备的农业技术。2012年2月6日，安哥拉与日本丸红株式会社（Marubeni）在罗安达签署议定书，日方投资6.52亿美元在库内内省的乡村修建一个糖厂和一个乙醇厂。

联合国系统下面的粮农组织等机构，也是一直支持安哥拉农业发展、特别是现代化技术改造的合作伙伴。例如，针对2012年5-6月间罕见的旱灾，安哥拉政府携手粮农组织，共同评估旱灾对2011-2012耕种季的影响。除了启动第一项应急机制、即向受灾家庭提供总额为4300万美元的款项用于水和食物以外，安哥拉政府的中央紧急情况反应基金（Central Emergency Response Fund,CERF）调拨500万美元给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粮农组织，利用这些机构的专业知识和团队，为受灾最严重的比耶、万博和南宽扎省提供专业的营养救援。


三、工商业多样化发展：建筑业为引擎

安哥拉工商业的发展，与中国的轨迹有很多相似之处。葡萄牙统治时期，因为大量的白人移民进入，消费的需求使得殖民当局鼓励工业投资，发展比较快的主要为轻工业，食品加工业尤其发达，1973年制造业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达到16%。上世纪70年代建国的时候政府宣布实行科学社会主义，向公众灌输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是可耻的，人们不应该过多积累个人财富。政府对于私人工商业采取的也是限制和打击的政策。直到80年代中期，政府才意识到了集中化经济机制的繁冗和无效已经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多种经营方式和私有公司开始被允许存在，大量国营体制的国有公司开始向私有化方式转变，国营商业体系在1985-1995年完成转向，1996年安哥拉甚至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一个曾经没有、或者杜绝商业化活动的社会环境被放开后，私人资本的成长还需要一些时间来完成，因此国有公司私有化改造的道路也非常漫长；内战结束以来大量外资的进入和近10年来飞跃式经济增长速度，安哥拉的私人资本才开始日益壮大，活跃于整体国民经济的各个环节；安哥拉政府自2005年也开始依照一家葡萄牙咨询公司的分析结果，加速有战略选择的私有化进程，私营公司无法经营的领域如公共工程和服务、基础设施等都保留下来。自上世纪90年代，安哥拉通过企业调整办公室开始国企私有化进程，但迄今成效很小——原因是缺乏私人资本，接受国企的企业不能或很少向国家支付资金。国企私有化是安政府进行经济调整的一项政策，涉及农业、渔业、工业、商业、交通、地矿、石油、民用建筑等部门。

对安哥拉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首先听说的就是石油，因为石油业确实一直是安哥拉经济的龙头。然而，从下图近年来安哥拉整个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曲线和非石油部门的增长曲线可以看出，非石油部门基本上高于石油业的增长速度，个别年份（是石油价格达到高点的年份）情况才有所变动。整个非石油部门中增速最快的，除了农业之外，就是工业和商业；而工商业近年来的恢复发展，又以建筑业为引擎，这多少是积极致力于战后重建的安哥拉政府一个出乎意料的收获，成为与其他非洲国家的发展模式中非常不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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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7 安哥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和非石油部门的增长情况

（一）减贫先修路

战争即将结束的2000-2001年间，安哥拉政府进行的“家庭财政收支调查”结果显示，当时68%的安哥拉人处于贫困线下（即平均每月消费在1.7美元以下），绝对贫困人口的比例为28%（即平均每月消费在0.7美元以下）。这正是2003年《减贫战略》（Estrategiade Combatea Pobreza-ECP）出台的背景。《减贫战略》确定了2015年贫困人口比例下降为34%的目标，并且确定了10项优先发展领域。除了前面提到的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作为优先目标之外，流动人口重新安置、基本基础设施恢复和职业培训、宏观经济环境是其中几项与生产相关的领域。《减贫战略》文本也包含了2006-2015年的一系列具体发展目标，特别规划了这段时间里要修复和维护国家公路网，铁路的修复也列为优先项目，以促进人员流动性。

安哥拉国家公路网总长度为1.55万公里，各省市的二级道路有6万公里。战争使得所有的公路修缮保护工作都停顿下来。所以在战争结束的时候，80%以上的道路都面临重修任务；铁路的情况近似，从安哥拉三大海港本格拉、罗安达和纳米贝延伸向内地的三大铁路，都只有小段通行，战争期间维护修缮工作的缺失加剧了铁路的破损情况。所有基础设施，受影响最小的是港口，2002年以前四个港口都在运营，只不过运营能力都比较有限，远不能达到设计水平。

2002年战争终于尘埃落定的时候，其他方面的基础设施状况也同样不好。自来水系统只能覆盖到33%的居民，原来依照40万人的规模设计的罗安达城，人口估计已经近700万，自来水和废水处理系统都严重超载；拥挤在城郊贫民窟、占人口总数70%的居民，日常用水只能依赖没有质量保证的水罐，而这种不规律的供应并不是免费的公共福利，而是要付出高于市政供水十几倍的市场价格。电力生产和输送设施更少，而且仅有的能源首先供应首都消费（占80%），据政府的“家庭财政收支调查”，仅有不足1%的安哥拉家庭以电力为做饭能源。因为战争造成大批国内难民涌入城市住进临时搭建的简易棚屋，大部分安哥拉人都还没有体面的住房条件。

总之，以上种种基础设施都亟待重建，建筑业因而骤然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行业。这与很多经历战争（或冲突）基础设施被忽略、被破坏甚至损毁的国家的情况一样，都有类似的重建重任，很多其他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主要依赖各国际组织和援助国俱乐部的援助基金来进行基础设施恢复或者建设工作；安哥拉的鲜明不同之处，乃是其格外突出的对重建的持续大规模金融投入，而且这种基础设施重建的资金大多数都来自于政府的投入，中国几乎是其唯一的外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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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8 非洲国家基础设施支出满足需求的情况对照表

安哥拉政府希望加快解决基础设施的问题，因而投入一再加大。2005-2009年，每年支出的费用为28亿美元。由以上图8可见，相比于保证长期使用的基本维护所需要的费用（4.23亿美元），安哥拉政府的实际花费四倍于此，反映了政府希望加速完成基础设施建设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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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9 安哥拉恢复公路长度

安哥拉战争结束刚好赶上世界油价节节走高之时，不得不将石油收入用于大规模重建。另外，在急需其他外资投入的情况下，与中国签订的两笔资源换项目合作协议，涉及金额达到45亿美元，实际上是安哥拉政府将未来若干年的石油收入一次性地投入到了眼下正在进行的重建事业。数据显示，这些费用中70%投入到交通基础设施上，也就是说，与居民用水、城市下水、电力输送等其他方面的基础设施相比，公路、铁路、桥梁、港口扩容等基建得到了更优先的重视和发展，这倒是应验了中国人的“要想富、先修路”的发展经验，尽管有些国际观察家毋宁认为，这些方面是更容易看见的成果，而“看得见”的施政业绩是多斯桑托斯领导的安人运及其政府为了迎接战后第一次举行的全国大选（2008年）、增加其统治合法性的特别政策选择。

在这种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背景之下，建筑业的增长是不难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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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0 安哥拉建筑业增长情况

1999-2007年间，建筑业逐年递增的比例为40%，2007年，建筑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5.8%，相应的金额数为35亿美元。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政府大力恢复和建设基础设施的总战略之下，安哥拉国内正在成长之中的私人部门也追随政府的主导方向，将资本投入到建筑业中。以2006年为例，在当年所有来自私人部门的投资中，建筑业占到了30%。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安哥拉受到油价暴跌的影响，投入到重建中的资金也相应减少。尽管如此，建筑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也接近8%，体现出仍然刚性的行业需求。

表14-2 2006年私人投资在各部门的分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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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1 2009年各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

到逐渐摆脱金融危机阴影的2010年，市场资金流入制造业的规模同比增加了87%。兴盛的建筑业近年来大大改善安哥拉的基础设施，世界银行的专家测算，其对安哥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贡献率达到1个百分点。（作为参照，非洲国家中的发展领头羊毛里求斯，基础设施的恢复带来的实际贡献率达到2.9%）基础设施的恢复，为其他所有工商业提供了基本条件，因而，建筑业作为引擎，与其他工商业活动的发展呈现密切的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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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2 安哥拉总信贷量

从贷款流向的变迁上，可以反映出行业的动态，包括行业之间的相互关系。2010年安哥拉总信贷量增加到了1074亿宽扎，同比增加了43%；其中建筑业比上一年度增加了87%，达到总信用额度的8.5%，制造业增加了40%，达到总信贷量的4%，进入批发和零售业的额度达到21%，同比增加了121%。（作为参照，2009年总信贷量增加到9720亿宽扎，同比增加了60%；建筑业增加了79%，达到总信用额度的7.4%；制造业增加34%，占总量的4%，批发和零售业占比为16%，同比增加了46%。）建筑业引领其他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趋势很明显。

2008年大选时候，总统宣布了到2025年兴建100万套社会住房的计划。此后社会住房一直是迄今为止安哥拉几乎每天都出现的标题新闻，舆论一直在跟进报道计划在全国各省市的实施情况。为了落实这一计划的资金，2009年安哥拉住房发展基金建立，目前已经能够运作。可以预料，社会住房计划将带动新的一轮建筑业热潮；相应的，金融业、制造业、商业、服务业等都会受到连带的刺激影响。

（二）经济特区与中小微企业——加速工业化的两翼

2008年至2010年，安哥拉制造业年均增长8%，新建并投产了750家私人企业，以纺织、服装和制鞋业等轻工业为主，直接就业人数达到2.5万强，其中来自私人的投资超过40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受益于石油资源、以原油出口获得主要财政收益的国家，从工业技术的角度上来讲，显然也有很多产业升级的机会，尤其是与石油相关的技术。安哥拉已经能生产与石油业生产相关的设施和器材，产品不但供应在安哥拉境内运营的各大石油公司，也面向海外，尤其是非洲市场。位于但德（Dande）的安哥拉电线电缆（Ang of lex）公司，就是这样的管道生产基地，自2006年3月开工，生产能力为年产330公里硬管道。该公司除了向在安哥拉运营的英国国家石油公司（BP）和道达尔公司（TOTAL）提供管道，还作为一家安哥拉公司首次出口这种设备（对象国为加纳）。据估计，2012-2017年安哥拉制造业的年均增长将会在10%以上，安政府的地矿和工业部已经制订计划为制造业投资85亿美元。具体而言，政府已经宣布投资支持的有建材业、农业加工、纺织业和电子器材产品制造业，还有糖厂、棕榈油厂（各四家）、制酒厂和石料加工厂。到2012年底的短期目标就是实现水泥和砖瓦等建材产品自给自足，而且木材和钢材需求至少有50%是在国内生产。

安哥拉政府推动工商业发展的战略是培育经济特区和扶植中小微企业的成长，希望凭借这两翼达到工业的加速起飞。

经济特区的计划制订于2005年，其思想渊源目前尚无人论述过。多斯桑托斯1998年访问中国的时候，曾经难得地在深圳呆了三天时间，这是否与安政府的经济特区政策有关还有待考证。维亚纳经济特区就是2005年在多斯桑托斯总统亲自倡议下开始建立的，建立工作由国家重建办负责协调。特区占地8500公顷，计划第一阶段建73家工厂，目前已有8家企业投产，包括制药、光缆、油漆、电器、浇灌设备等行业。经济特区的目标是“发展国内生产、减少进口，增加国家财富，创造就业机会”——国家争取在短期或中期内使非石油部门的活动和投资多样化，同时使国内和私人公司在国家经济中占更大比重。经济特区最初针对的是安哥拉自己的制造业，隶属安国家石油公司（Sonangol）的工业投资协会是特区的主要投资人。因为招商进入的工厂数量不尽如人意，安政府希望通过允许世界各地的企业进入来尽快增加经济特区的工厂数量，尤其是通过外企与安企协作的方式完成这一进程。进入园区经营或者合作的企业，必须拥有先前在安哥拉市场经营的经验，拥有经审核的银行账目，且一直履行所有纳税义务，并符合其他法律要求。经济特区于2011年10月13日举行了维亚纳经济特区开发公司总部正式开业仪式，目前已有3000多工人在园区工作，有望很快达到上万就业岗位。2010年5月投产的维亚纳清洁剂厂就是葡萄牙企业与安哥拉企业合资经营的，工人基本上都是安哥拉人。目前六条生产线的年产量达到1600万升，产品主要销往罗安达、扎伊尔、威热、马兰热省，也向莫桑比克出口，并且即将进入刚果（金）及其他非洲国家市场。

为了推进加速工业化战略，2011年9月，安政府结合已经在罗安达省实验维亚纳特区和本格拉省卡通贝拉园区的经验，将其扩大为在该国18个省建设工业发展园区的计划。园区以公私合作的方式（已经有相关法案），共同开发，加速推进工业化。以总统名字命名的爱德华·多斯桑托斯基金会积极介入，宣传和推广工业园区计划，基金会延揽国内外工业、能源、饮用水、银行业、农业、林业与渔业部门的专家，共同制订每一个园区的发展规划；然后向国内外企业界发出加盟工业园区的邀请。

安哥拉目前有5万家国内企业。依照标准，微型企业有19371家（雇员为10人以下，年营业额为25万美元）；小型企业有783家（雇员为10-100人，年营业额在25万至300万美元之间）；中型企业有700多家（雇员为100-200人，年营业额在300万至1000万之间）。微型企业绝大多数经营进口生意，涉及出口的仅占2%。因为主要是经营矿业开发行业，安哥拉国有大公司往往是雇用工人最少的部门；从创造就业的角度来看，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中小微型企业的重要性日益提升。

2011年12月1日，安哥拉政府发布最新总统令：国家支持中小企业局改为企业发展局。为了给中小微型企业发展计划创造必要条件，国家年度发展计划中对中小微型企业提供直接项目优惠。发展资金方面，政府总共提供4.5亿美元基金，其中1.5亿美元为有胆识的中小微型企业提供信贷支持，2亿美元作为担保基金；一般微型企业、小型企业和中型企业都可直接向商业银行申请信贷；此外，政府除了鼓励企业利用市场机制寻求商业银行信贷，还建立了其他专门申请信贷的渠道来扶植微型企业。其他的扶持政策还有，帮助中小微型企业购置设备等等。通过这些政策，安哥拉政府希望达到增加国内企业数目，减少企业破产，创造至少30万就业岗位，同时为私有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留出更多发挥重要性的空间。为了推广新计划，并听取企业界的声音，安总统多斯桑托斯主持召开由安人运政治局倡议举行的国家企业会议，300多名国内企业家参加。

（三）益贫式商业系统——以人为本

将数量占人口总数大多数的贫困人口（包括绝对贫困人口）作为发展计划的核心，即实现益贫式发展，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关乎社会安定和执政党合法性的迫切问题，当然也是最具挑战性、最不容易做到的方向。

1977年安哥拉分别成立了内贸部和外贸部，分别署理所有对内对外商业活动，甚至安哥拉发展较好的食品加工业，所涉及食品出口与进口交换活动，也都由一个属于外贸部下的统一机构来负责。90年代中期，原来完全由国家统购统销的商业活动完全放开，统一的商务部取代了原来的内贸外贸两部，人们的活力被释放出来，很快在全国各地一个非正式的地下市场（即在不太恰当的地方、没有卫生健康的考虑，而且是避税）形成了，战后得到了更迅速的发展。批发、零售、街头市场等11种商业活动形式为基础的商业体系的完整框架，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了存在的理据。

2006年颁布的一项新举措，表明政府在发展理念上一次大的转变，即“人民基本生活消费品物流体系重组实施纲要”。此前，政府指导或者管理的安哥拉商业市场并不针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民，或者说这些每个月消费不足1.7美元的人口并不被认为是商业活动的对象，他们被看作城市的寄生虫，没有什么消费潜力，应该任其自生自灭。这正是安哥拉非正式市场极为普遍的原因。“物流体系重组纲要”的目标，就是政府正视这个人群的基本需求，并提供规范、卫生的食品生产和销售场所，即把这些非正式的市场引入正式市场的体系当中来。在城市，这个纲要主要是为城市周边的贫民窟民众提供最基本的商业活动的物质场所，并进一步通过规划实施将其纳入到整个减贫纲要当中来；更高一层的服务则是为这些地区的商人和经济代理人提供专业化的培训，提高整体商业活动的品质。在乡村地区，该“纲要”的内容也部分地与农村商业化计划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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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3 2007-2009年商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

安哥拉的益贫式商业计划，除了明显地促进了商业的活跃程度，也明显有一些社会成果，比如将正式市场和非正式市场价差缩小了27%，消费者满意度提高，同时创造了成千上万个工作机会，并培训了人力。

（四）安哥拉化——不仅仅是劳动力

葡萄牙殖民者留给所有殖民地的一个共同遗产就是远低于其他殖民地的文化教育水平，因此独立伊始，这些殖民地都有90%的人口是文盲。结果，白人一旦大举离开，农场、工厂都面临着找不到技术工人的难题。安哥拉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从苏联、东欧国家、葡萄牙、古巴、法国、西班牙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延揽了大批技术人员，每年支付给这些外国人的工资就高达1.8亿美元（1984年）。为了解决这个财政负担，安哥拉政府通过1982年的《安哥拉化法》，提出高级劳动力至少要有50%“安哥拉化”的目标，并且从1985年开始大规模人力资源培训。外国技术人员被请来，不再是进入工作岗位，而是被请进安哥拉大学和职业培训学校。到1986年时，46%的工业劳动力已经实现安哥拉化；当年颁布的《外籍工人法》，更严格规定了外国工人首先要完成对安哥拉人的培训工作才能在安哥拉工作，而且还要与安哥拉人一样依法纳税。

战后重建时期，随着各国商业利益的大规模进入，“安哥拉化”口号又被提出，而且这次是从社会公众到官方都普遍关注。安哥拉政府希望基础设施恢复的工作越快越好，因而在与外国建筑公司签订合同时，经常在劳动力来源上面开绿灯，《私人投资法》中外国公司雇用的人员中安哥拉人不得少于70%的规定经常不能遵照执行。中国与安哥拉达成的两笔“资源换项目”协议下的每一个具体项目，在与安哥拉重建办公室（作为安方业主）的合同书上，往往先行标明，为了工程进度的考量，对于30:70的劳工比例规定可以不予考虑。随着第一笔协议下100个建设项目的展开，进入安哥拉的中国工人在日益增多（安哥拉使馆曾经报告说每天发放多达200个以上签证）。在安哥拉人本身就业存在巨大压力（安盟原来的10万军队转化为普通劳动力，加上大量不断因为地雷影响而继续涌入城市、被遣返回乡、但又再次回到首都的劳动力）的情况下，在建筑工地上从事技术和半技术工作的中国劳工自然成为安哥拉舆论关注、甚至攻击的对象。在巨大压力之下，2008年安哥拉政府对公众作出的解释是，国家为了尽快完成基础设施的工作，不得不依赖很多中国劳工，但是重建任务完成之后，他们绝对不会再留在安哥拉，而是必须返回中国。与此同时，安哥拉政府加强了对外籍劳工的管理工作。此后的所有与外国公司签订的合同中，一行最关键的语句就是“项目使用安哥拉劳工数量为××人”。

很自然，像80年代那一轮的“安哥拉化”运动一样，对安哥拉个人的保护也体现在从招商引资开始的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当中。2011年公布的《新私人投资法》中规定，投资者提交的投资项目方案必须包括人力资源培训的承诺，而且要求是向员工提供技术和科技培训，并提交用安本国员工逐步替代外国员工的计划。

更有意思的是，“安哥拉化”不仅体现在对本国劳工实行保护和为其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其成长等方面。安哥拉议会2011年11月29日通过一项立法法案，该法案规定，在安哥拉运营的石油公司必须使用安哥拉银行系统来完成其金融交易。这显然与更多使用本币的要求一样，正是安哥拉政府在国际经济秩序中要求更多财政和经济自主权的表现。安哥拉政府发言人的解释是，由于安哥拉自己的金融系统已经成长壮大起来，原来关于特许石油公司使用外国金融机构的规定已经没有意义。随着各方面经济活动能力的提升，日益自信的安哥拉不必再低姿态地“请求”外国投资者来投资了，而是被他们追着要求合作，“安哥拉化”自然就成为了保护本国利益的代名词，包括劳动者、也包括银行等金融机构，也许还有更多。

（五）行业多元、地区平衡的投资新方向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最新报告，经济危机以后，安哥拉依然是吸引外国和私人投资最多的四个非洲国家之一（另外三个达到3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是利比亚、尼日利亚和埃及）。近几年来，安私人投资开始偏重于非石油部门，如加工业。2010年安加工业吸引的私人投资占非石油部门投资的32.15%。与此同时，安哥拉政府开始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各省吸引私人投资的比例不平衡。罗安达省的私人投资2010年占全国私人投资的67.29%，本格拉省占7.13%，南宽扎省占6.56%，威热省占4.73%，本戈省占2.59%。因此，安哥拉政府提出的新目标就是，投资地区的多元化。2011年安哥拉出台的新私人投资法案，已提出促进投资地区多样化措施，并强调农业、牧业和加工业为三大投资重点。

2011年，安哥拉公布了《新私人投资法》，把重点放在能够对安哥拉全国经济发展、特别是除罗安达外其他地区的发展产生有更大促进作用的投资项目上。新投资法的目标是吸引合格的投资，即能够帮助安哥拉缩小贸易差额、提高本地生产力、促进安哥拉人力资源培训的投资项目。《新私人投资法》作出的修改，显然是“对在安哥拉投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投资者更加挑剔”了。比如项目评估方式，此后将根据每个项目的积极作用来确定优惠政策的力度，而不是像原来那样先给予优惠。安哥拉税务专家玛丽·多丽丝（Maria Antonia Torres）对此作出的评价是，新法的要求更高，原来的激励措施“几乎是自动性的，但现在却是契约性的，这样双方都有了更大的保障”。

投资者尤其是外国投资者，不再被自动赋予减免税的待遇，而是必须根据每个具体投资项目进行谈判。“新的法案总是引起投资者的期望、焦虑和不安，这项新法律的审批花了很长时间，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总共出现了14份草案。”新法最引人注意的地方，就是不再区别对待本国和外国投资者，最低投资额从10万美元（外国人）和5万美元（安哥拉人）一起提升到100万美元（按投资者，而非按项目）。这些变化的背后思考是，“在大规模投资阶段结束之后，政府希望把重点放在对国家经济有更积极影响的结构性投资上。过度开放的激励制度可能有利于投资者，但对国家没有益处。”安哥拉律师特丽萨·博诺认为，这样的新投资法，显著特点就是“保护本国企业家，把更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留给外国人”。

新的投资法对该国投资程序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据国家私人投资局（ANIP），为了实现上面新法提出的这些目标，私人投资局首先通过建立一个投资网络技术平台，以实现投资项目审批手续的便利化，吸引更多国内外投资者。技术平台可以帮助投资者实现便捷、实时的沟通，而不必亲自来到安哥拉，只需在投资审批进程结束时来一次。该技术平台还可以完成私人投资项目批准程序，并在项目获得批准后跟踪项目的执行情况。


四、超越能源外交：从基础设施到技术合作

务实主义一直是安哥拉政府突出的外交风格。上世纪70年代建国以来，即便因为与其他独立运动组织争上风，一不小心就变成了与苏联、古巴结盟共同反对美国的热战，但政治上的对立并没有阻隔经济上的联系，安政府没有因为与苏东阵营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合作而停止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联系，美国德士古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都是70年代中期以来在安哥拉石油业中最主要的玩家。

不管是独立之初维持战争经济之道，还是战后依靠资源优势换来基础设施迅速发展，从而为农业、工业和商业、服务业提供基本条件，石油确确实实是安哥拉发展轨迹中的关键，而且石油带来的是荣是衰，又都是在国际大空间里展开的（不仅仅经济意义的国际市场，背后也有更为复杂的政治纠结）。难怪国际观察家们依照“资源诅咒”的简单逻辑，看好或者看衰安哥拉前景。比较中立的看待这一发展轨迹的学者，将安哥拉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概括为“能源外交”。我们不妨盘点一下安哥拉当前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关系，尤其是经历了金融危机“唱衰”安哥拉之后，各国的态度如何？安哥拉在世界上的所求又是什么，它与外部之间还只是简单的石油交换关系吗？

受到中国在非强大声势影响的美国，2009年、2011年两次派国务卿出访安哥拉，还高调地将安哥拉封为在非几个战略伙伴之一（2010年签署对话备忘录）。2012年美政府宣布提高对安哥拉的援助资金（由6090万美元增至7280万美元），但除了一如旧日地资助实施防治艾滋病和英语学习计划之外，美国政府似乎还没有找到更多可以合作的路径——毕竟，安哥拉只是其众多石油输入国中比较次要的（不足进口总需求的10%），而安哥拉1900万人口的潜在市场对于美国石油以外的大企业，似乎还没有足够的吸引力。

为了保证石油领域合作的顺利展开，欧盟国家主动建议与安哥拉的新兴合作领域是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例如挪威特别在环保人员培训方面提供合作，同时就制订保护海洋资源战略计划方面与安合作，在安海域受到污染时有效保护海洋生物，因为各国石油公司在安近海采油并不时发生泄油事故。日本最近的兴趣比较类似，派出国际空间局局长到罗安达，极力向安政府展示其空间技术计划，说日本打算帮助安哥拉装配用于勘测矿物和地质资源的卫星，卫星也可用于农业、林业、渔业和检测自然灾害。另外，日本政府还向安政府提供200万美元资助民用建筑职业培训中心购买和更新设备。

技术和高精仪器大国德国，正在积极推进总理默克尔访安时签署的协议，德国将在建筑业工程监理方面带来经验。韩国也将合作的重点放在技术方面，即利用自己擅长的渔业技术，帮助安哥拉渔业部门发展沿海养鱼技术。西班牙利用自己的优势地理位置，积极推动自己的伊比利亚航空公司开通了马德里——罗安达航线，目光瞄准往来非洲、中东和欧洲市场之间的每月3000位乘客。

老殖民宗主国葡萄牙，正通过自己的国家铁路公司为罗安达铁路公司培训火车司机。同样的，培训业指向2013年安人口普查的人员培训、2014年市政选举培训相关技术人员等社会领域。与此同时，安哥拉向葡萄牙的投资从2002年的160万欧元已经增至2009年的1.16亿欧元，来投资的安哥拉私营公司的主要投资商是安哥拉石油公司（Sonangol），其在葡萄牙最大私营银行葡萄牙商业银行中的累积股份已经达到12.44%。葡萄牙学者认为，双边经济关系正处于“双向道”的高速路，绝不是过去的宗主国与殖民地模式的关系了。

安哥拉是巴西在非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也是获得投资最多的国家（2011年达40亿美元）。在安经营活跃的共有2000家巴西企业，如：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淡水河谷公司（Vale）以及众多建筑公司；投资的领域有民用建筑、垃圾回收与处理、种植生物燃料作物、超市网络以及传统餐饮、旅馆、商业等。巴西建筑业巨头卡马戈·科雷亚（Camargo Correa）公司已投资2亿美元在安修建一座水泥厂，并有意在库内内河上修建一座大型水电站。2008年，安哥拉和巴西签署了两国合作总协议，2011年10月19-20日巴西总统罗塞夫访问安哥拉，双方互向两国企业家和公民办理签证提供便利的机制，以便增加这两个葡语国家共同体成员国的交往和投资。

在重返安哥拉的竞赛中，俄罗斯也不示弱。通过安俄政府间经贸科技委员会会议，俄安签署耗资3.28亿美元的为安发射通信卫星。除此之外，俄罗斯有意在水电、工业和矿业方面加强与安的合作，尤其是通过1990年起与安国家钻石公司合作、提供钻石加工技术的俄国国有钻石开采（Alrosa）公司，继续为绘制安地质和矿藏分布图提供科技支持。

另一个老牌合作者古巴，严守在卫生医疗领域建立的阵地，继续向安哥拉派遣医生，目前有1300名古巴医生在18个省的69个城市工作。另有1000名古巴专业人员与1500名安哥拉人员在安哥拉122个城市开展防治疟疾运动。古巴还在卡宾达、本格拉、万博、威拉、马兰热五省开办了培训医药人员的学习班，并且送每年300名安哥拉青年在古巴院校学习医药专业。古巴最近的目标是在安哥拉建立药厂。

2011年，最令观察家们费解的是新的总统令，宣布安哥拉——中国双边委员会、安哥拉——巴西双边委员会、安哥拉——古巴双边委员会、安哥拉——法国双边委员会将由安国务部长兼经济协调部长协调。这向世界传递了什么讯息？2010年安哥拉与中国签署战略伙伴关系，而且中国现在是安哥拉最大债权国（56亿美元）；但作为合作伙伴，中国与巴西、法国和古巴的地位并无二致，尽管在安哥拉的外交版图上，四者显然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不论如何，曾经在最需要资金的时候有创意地与安哥拉合作的中国，现在与安哥拉的关系不再被安方视为是特殊的了，是与其他重要几个国家一样重要的伙伴之一。这标志着，从对外部世界的需求而言，安哥拉的需求从资金已经转向多元的合作，而且技术和投资显然是其当前发展阶段中最重要的。对中国而言，这不是简单的好或者坏的问题，但是必须要尽快适应、并在多元的竞争对手中寻找到自己竞争优势的重大调整。

访问安哥拉时候，利比里亚的瑟里夫总统说，安哥拉的经验值得非洲国家好好学习，此言不虚。


结论：非洲怎么了

2008年，同事张晓明教授从欧洲访学回来，告知一位荷兰外交官有关非洲的著作正在翻译成中文，准备出版，这位外交官希望我能写几句话。几天后，我收到了维恩（Roelv and er Veen）先生寄来的英文著作《非洲怎么了》（What Went Wrongwith Africa? AContemporary History）。我读完这部著作后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作为一位长期在非洲工作的外交官，作者对非洲有着无穷牵挂和深厚感情；然而，一种欧洲人的种族优越感跃然纸上，对殖民主义的消极遗产毫无认识。他有两个观点：第一，非洲失败了；第二，非洲失败的原因是其“社会结构和文化出奇的僵化”，这种僵化以及相应的特征构成了发展的主要障碍。他明确表示：“非洲的前途并不太乐观。”究竟是因为这种特殊的观察角度使他用现代化理论去解释非洲的现象，还是由于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使得他得出这种结论，不得而知。

我比较含蓄地写了如下的评论：

维恩先生力图用现代化的理论对非洲独立后50年历史进行总结，其结论可用一个词概括“失败”。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他尝试着给出自己的答案。此书的最大特点是将非洲的历史进程置于世界发展之中。虽然维恩认为非洲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内部，但书中的冷战、民主化、结构调整计划、外部强加的改革等内容却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外部世界或世界体系对非洲发展的影响。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结论，但不可否认，维恩对非洲有一种牵挂、情感和责任感，这是十分难得的。让我们大家都来关心非洲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大陆吧。

我们可以指出非洲的各种不足之处，也可以批评非洲传统的某些缺陷，但我们对非洲文化培育的独特之果不能视而不见。略举两例。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领导的却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一位天主教徒统治着90%以上的国民是穆斯林的国家长达20年，国内政治稳定，经济有一定发展（虽然深受法国的控制），这不是偶然的。另一个例证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近代以来，曼德拉先生是唯一一位既得到西方人的尊重，又受东方人敬仰的世界领袖。这两个例子都发生在非洲，都具有某种普世性的特征。

非洲文化的包容性和感染力不是维恩先生可以挥之即去的。

由于殖民主义的推进，在北美、拉丁美洲和澳洲，本土居民几乎被剿灭殆尽，本土文化已难于辨识。非洲的情况却完全不同。非洲在独立后50年所取得区域一体化、尊重人权、边界稳定和民族建构等方面的成就不可否认。中国虽然经济发展很快，但在包容性、对自然的尊重、处理边界的技巧、对女性公务员比例的法律规定等方面并不如非洲。欧美虽已成为发达地区，但由于过于追逐“利”和“力”而导致的各种社会弊病不可忽视。

我与维恩所持观点的最大不同在于，他认为非洲失败了，似乎也永远无望。我认为，非洲能够挺过奴隶贸易和殖民主义的摧残，承受住当代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压力而存在下来并取得一定成就，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足以显示非洲文化的坚韧性和持续生命力。

近10年来，在与非洲官员交流的研讨班上，他们多次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中国为何在短短几十年里发生如此大的改变？我总是强调：中国有自己的发展经验，但非洲不要模仿中国，也不要模仿美国、英国和法国。只要认真学习他人的经验并将其运用到自身的实际之中，非洲一定会成功。

他们往往会紧接着提出一个问题：非洲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会成功呢？

我认为，非洲发展和进步的首先要条件是掌握自身发展的主动权。

世界著名的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10年发布了题为《狮子在移动：非洲经济的进步与潜力》的报告，对非洲近年来的经济增长给予肯定，并对非洲未来的发展作了乐观的预测。确实，这些年来，非洲经济发展令人鼓舞，经济增长率为5%左右。目前，除与欧洲国家联系密切的国家（如南非）受到危机影响外，相当多的非洲国家经济增长较快。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第二、三大经济体尼日利亚和安哥拉2012年的经济增长率估计分别为6.7%和10%。从整个地区而言，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国家还有十余个，如尼日利亚、加纳、安哥拉、莫桑比克等。有些国家一直保持稳定发展，如博茨瓦纳、毛里求斯、摩洛哥等。2012年发表的《非洲进步报告》认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中有7个在非洲，70%的非洲人口生活在那些过去10年来经济增长率超过4%的国家。

非洲经济呈现出一种持续进取的趋势，这主要得益于以下因素。


一、自主自强的思想和政治稳定的环境为非洲发展提供保障

长期以来，非洲在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均受着欧美的主导。近年来，世界经济形势剧烈动荡，力量对比在西方与新兴国家之间发生巨大改变。不少非洲领袖和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西方人长期宣扬的发展模式不灵；非洲的发展道路应由自己来确定。尼日利亚学者费米·阿科莫拉夫认为，中国崛起为非洲提供了经验：只要具备充满信心、有决心和眼光的人民，万事皆有可能；“西方人并非天生高人一等”，丢掉“没有西方我们注定灭亡”的心态，走适合自己发展的路。“我们可以借鉴的另一条经验是，要想发展本国经济，只能靠本民族的努力和决心。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是靠外国人发展起来的。”这种自我觉醒和自我认识正在改变非洲，对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和本土创制在非洲成为一种主流意识。津巴布韦、坦桑尼亚、肯尼亚、纳米比亚、南非等国先后提出“向东看”。非洲国家逐渐认识到必须从本国的思想和实践中找到发展的办法。这种本土创制或内源性发展论正在成为共识，同时也表现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一些非洲国家互相依托，形成新型伙伴关系。例如，内陆国家博茨瓦纳蕴藏着大量的煤矿资源，目前正与莫桑比克协商通过其港口向急需资源的亚洲出口煤炭。南非正在计划与尼日利亚合作，从上游产业到下游产业共同开发尼日利亚的油气资源。尼日利亚的主要海底电缆公司（MAINONE）正以加纳为中介向西非法语国家出口海底电缆。新海缆的通讯系统将覆盖整个大洋洲南部和北部地区，有助于尼日利亚通讯行业和西非一体化的发展。尼日利亚决定投资20亿美元建造非洲最大的化肥厂，不仅将解决1万人的就业问题，同时将化肥出口至非洲其他国家。尼日利亚还决定将其外汇储备的10%购买人民币，并决定在拉各斯的所有公共学校进行中文教学。这些都是一种建立在对世界发展大势判断基础上作出的颇具自主意识的战略性决策。

尽管非洲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政治局势的相对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是非洲大陆的选举局势趋于稳定。以2012年为例，共有25个国家有议会或总统选举。除个别国家外（如几内亚比绍），绝大部分国家进展顺利。有的政党正是由于保持了经济发展，从而得到国民的认同，如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安人运）获得72%的选票，多斯桑托斯总统获得连任。政治权力的平稳过渡无疑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还有一些国家是在政治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下顺利完成了选举，如埃及和索马里均属这种情况。今年非洲大陆政治稳定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三位重量级人物（马拉维总统穆塔里卡、加纳总统米尔斯和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因病去世后，国家权力平稳地完成继承，从而保证了经济持续发展。政局相对稳定的第三个表现是非盟选出了自己的新主席恩科萨扎娜·德拉米尼·祖马。


二、非洲区域一体化推进为经济发展提供条件

非洲区域一体化的持续推进是非洲局势的另一个特点。区域一体化推进比较迅速的是东非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东非共同体包括五个国家，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和布隆迪。这些国家近年来政治平稳，经济发展迅速。卢旺达、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的经济增长迅猛，从2005年以来属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年经济增长率近8%。肯尼亚在一次有关非洲国家投资和经济发展潜力的问卷调查中排名第二。东非金融一体化也在推进，将在2015年建立共同证券交易市场，以便从各方汇集资金，摆脱东非国家发展依赖外援的困境。为了推进一体化进程，坦桑尼亚、乌干达、布隆迪和卢旺达签署一项耗资约47亿美元的铁路网络建设协议。一体化进程也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东非地区的贸易额2005年至2010年间从175亿美元增加到37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从2005年的6.83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17亿美元。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共有15个国家，包括西非的英语、法语和葡萄牙语国家。为了应付粮食安全问题，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2012年初正式启动农业领域信息系统，从而使这一地区组织可以在共同农业政策框架内进行有效协调。跨地区的交通网络正在形成，包括正在规划的连接西非法语国家的铁路和长达9000公里的西非高速公路网。2011年，西非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是6.2%，高于整个非洲的发展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产油国加纳和尼日利亚。两国合作扩展到西非地区无疑将对经济发展带来正能量。金融机构的整合也在进行。科特迪瓦证券交易所为西非国家提供各种金融服务。当然，西非一体化也面临各种困境。虽然存在着人员自由流动的政策，但各成员国仍设立众多的边防哨卡且手续繁杂。由于讲英语、法语和葡萄牙语的国家在交流上存在困难及各国文化历史与殖民遗产的不同，西非整合还存在障碍。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关税计划方面也未能达成统一。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涵盖15个国家，人口达2亿，有资源大国刚果金和地区火车头南非。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以经济实力雄厚、资源基础深厚、合作根基扎实、发展潜力巨大而得到世界投资者的关注。该共同体自由贸易区早在2008年即正式启动，从而为这一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非洲联盟确定2017年为非洲自由贸易区建立的期限，南部非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表明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率先开始经济一体化的新尝试，为非洲大陆经济一体化组织起到示范作用。南非的货币兰特在多个南部非洲国家（莱索托、斯威士兰和纳米比亚）为流通货币，一旦津巴布韦加入，必将推动南部非洲金融一体化进程。目前，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正在规划地区一体化交通蓝图，包括经博茨瓦纳卡拉哈里沙漠连接纳米比亚和南非的铁路，还将推出连接南非、斯威士兰、莫桑比克的铁路建设计划，并将恢复南非——刚果（金）的铁路。非洲南北经济走廊的计划也在酝酿之中。


三、与新兴经济体的合作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经济持续增长还有赖于其他因素，特别是与新兴经济体的合作。2011年出版的《非洲与新兴伙伴》指出，由于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从经合组织分布的国家迅速转移到东方或南方国家，非洲与新兴经济体的联系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迅速拓展。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贸易额快速增加。2011年，非洲与新兴伙伴的贸易额达到6734亿美元。新兴国家在非洲对外贸易总量的比重已经上升到20%。第二，非洲国家的吸引力促使外来投资增加，新兴国家尤为突出。研究显示，外国对非直接投资数量从2003年的339个项目上升至2011年的857个，其中非洲以外国家对非直接投资在10年内增长1.5倍，非洲内部投资增长4.3倍。新兴市场国家在对非投资中的比重明显增多，它们在2003年投资数量仅为99个，但在2011年达到538个，远远超过发达国家的319个。第三，中国、印度和巴西加强了与非洲国家的经贸关系，各方面的合作大大推进了非洲经济发展。

中国一直与非洲保持着密切关系。中国企业走进非洲的步伐不断加快，这既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趋势，也是中国、非洲与世界经济融合的结果。近年来，欧债危机持续恶化，中国和非洲的经济虽受到冲击，但从整体上仍保持着增长速度。中非双边贸易额2012年有望超过2000亿美元。2012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出台的五项合作措施中的三项与推动中非经贸合作直接相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将在未来三年内向非洲国家提供200亿美元的贷款额度。这些贷款将重点用于非洲的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和中小企业四个方面。由于贷款需要与项目挂钩，并将提供的贷款种类和金额与非洲国家相关方面所提项目的实际情况和评估结果相配套，这不但将为非洲国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必将促进非洲大陆这些急待发展的领域的开发。

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2003年成立以来，非洲在与印度合作的过程中受益良多。印非关系具有历史和地缘优势，这些因素促进了双方在经贸方面的合作。印度洋为印非往来提供了便捷通道。此外，在与非洲的长期交往中，大量印度侨民迁居非洲。据统计，目前在东非国家即有约280万印度裔居民。21世纪以来，双方经贸合作取得显著成效。据统计，2003-2009年的对非投资项目来源国排名中，印度列为第6位，投资项目共计130个，年增长率为42.7%，远远强于中国。印度投资南非第一波主要是大型企业，印度汽车制造企业马恒达、塔塔集团等在南非均有投资；目前是中小企业的第二波投资浪潮。近年来，印度与非洲经济关系活跃，非洲成为印度石油进口多元化地区之一。印度与尼日利亚、苏丹、科特迪瓦、赤道几内亚、加纳和安哥拉等产油国关系密切。2012年，双方决定加强合作，印度表示将建立10个包括纺织业和民用航空方面的研究机构。

巴西借助与非洲的历史联系，近年来不断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关系。除了拓展与南非的关系外，巴西加强了与非洲地区组织如非洲联盟与非洲经济委员会的关系，并于2008年和2009年相继向非洲一体化计划提供超过6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巴西与非洲在多方面进行合作，在能源与农业方面尤为突出。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将安哥拉视为重要合作伙伴，安哥拉成为巴西第四大投资目标国，巴西与尼日利亚的石油合作也在加强。在非洲能源开发中巴西起着日益重要作用，致力于帮助非洲拓展发电能力建设。2012年，巴西同莫桑比克签订了帮助后者实现“光明计划”的协定，巴西提供技术合作方案帮助边远地区使用电力，并推动清洁能源的发展。2012年，非洲联盟、世界粮农组织和卢拉研究所三方商定开展致力解决非洲粮食问题的合作项目。

不言而喻，非洲的发展存在着诸多困难和问题。

基础设施仍是非洲发展的瓶颈。据估计，要完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今后10年内每年需要940亿美元的投资。从非洲发展银行和国际金融组织的融资情况看，目前存在着巨大的资金短缺。这种巨大的资金短缺实际上为企业投资非洲提供了很好的机遇。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严重妨碍了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特别表现在电力供应和交通设施方面。2012年初在埃塞俄比亚举办的非洲联盟第十八届首脑会议通过《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承诺落实跨国跨区重大项目，加快不同区域之间铁路的联通和港口运力建设，以突破长期存在的制约贸易发展的交通瓶颈。

内部贸易壁垒成为非洲国家发展的掣肘。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成本中交通运输费用约占17%左右，在非洲则占30%-50%，甚至高达75%。据统计，非洲联盟国家间的贸易额仅占非洲国家贸易额的12%，而其他大陆的地区间贸易往往占到贸易额的40%以上。非洲区域内贸易在全球各大陆中的整合度最低。从日本进口一辆汽车到科特迪瓦的阿比让需要1500美元，要将将车从阿比让运到亚的斯亚贝巴要花费5000美元。加强区域间贸易可推动区域内部的就业、商品流通和制造业，可防止国际贸易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好地加强各国（区域）优势互补，减少对外国援助的依赖。

资金外流是另一个严重问题。一般认为，非洲领导人的腐败导致了国家落后。然而，研究表明，资金外流主要是外国公司通过各种非法的经济和金融手段来完成的。恩迪库马纳和鲍伊斯的《非洲的可憎债务》中明确指出：1970-2011年间，约7350亿美元以非法方式从非洲外流。几十年来，非洲政府借贷中超过一半同一年流出，其中相当一部分又以私人户头存在提供贷款的同一银行。非洲成了向某些国家或富人提供金钱的“债权人”。难怪作者提出非洲国家应拒付这些贷款。全球财务诚信所（GFI）提供的数据更庞大，1978-2008年间，非法资金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流出总额少至8540亿美元，多达1.8万亿美元。在全球非法外流的资金中，官员贪污的约占3%，贩卖毒品、人口和武器等非法活动约占30%-35%，其余的60%-65%都是通过有意识的错误定价来完成的，这主要是跨国公司所为。非法外流资金造成非洲国家内部经济风险，对投资不利，造成贫困和不平等，并导致社会不稳定。

这些问题的产生应该归于非洲的社会结构与僵化的文化吗？这些问题与外部势力无关吗？我们在分析一个饱受殖民主义统治百年的大陆时，实在应该将作为强权遗产的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非洲在如此困难、如此不公平的环境中还能向前发展，这不正表明了这个大陆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吗？

当然，对外来势力干涉的谴责并不意味着要掩盖内部的矛盾和问题。非洲的发展确实还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除上面提到的外，非洲的发展还存在着一些严重问题。

1.人口剧增。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1960年为2亿，2009年达8.4亿。目前非洲年龄在14岁以下人口比10年前多7000万，10年后这一组人口将增加7600万。

2.粮食安全。随着人口的大量增长，如果不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非洲发展将面临一个瓶颈，社会将出现不稳定。

3.贪污腐败。这种社会病对国家管理和民心背向产生了极负面的效应。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一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贫富不均，发展将受到严重阻碍。

4.政局动荡。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局势表现出某种脆弱性，如马里北部、刚果（金）东部、索马里、几内亚比绍、苏丹与南苏丹、几内亚湾地区、西撒哈拉等。

5.致死疾病。目前艾滋病是非洲的第一大致死根源，结核病居第二位，疟疾居第三位。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全球艾滋病的重灾区，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达2600万。

历史遗产和内外因素的互动造就了今天的非洲。各国发展的不同情况体现了自身选择道路的重要性。目前，非洲大陆求稳定、谋发展已成趋势，自主式的改革也在进行，自主维护稳定的意愿和能力都有所提升。地区一体化的势头正在加强。非洲仍是国际资本的理想投资地、全球经济的增长新一极和发明创新的新阵地。

非洲怎么了？非洲在前进。


专有名词

阿贝奥库塔 Abeokuta

阿比让 Abidjan

阿比亚州 Abia State

阿卜杜拉耶·瓦德 Abdoulaye Wade

阿卜杜勒萨拉米·阿布巴卡尔 Abdulsalami Abubakar

阿布贾 Abuja

阿德哈尔 l'Adrardes Iforas,Kidal

阿尔贝特·萨罗 Albert-Pierre Sarraut

阿尔法·乌马尔·科纳雷 Alpha Oumar Konaré

阿尔帖那 Altiena

阿巴·维考 Abba Weqaw

阿迪格拉特 Adigrat

阿法尔人民民主组织 Afar People's Democratic Organization

阿法贝特 Afabet

阿非里卡人 Afrikaner

阿非里卡语 Afrikaans

阿非利加有线 Africable

阿高巴人 Argobbas

阿赫迈德·巴巴 Ahmed Baba

阿赫迈德·巴巴中心 CEDAB,Centrede Documentationetde Recherches Ahmed Baba

阿赫迈德·巴巴高等教育和伊斯兰研究院 IHERI-AB,Institutedes Hautes Etudesetdela Recherche Islamique Ahmed Baba

阿克苏姆帝国 Axumiteempire

阿夸——伊博姆州 Akwa-Ibom State

阿里王公 Ras Ali

阿里乌内·迪奥普 Alioune Diop

阿马杜·图马尼·杜尔 ATT,Amadou Toumani Touré

阿姆哈拉 Amhara

阿姆哈拉民族民主运动 Amhara National Democratic Movement

阿齐克韦 Nnamdi Azikiwe

阿散蒂金矿公司 Ashanti Goldfields Corporation(AGC)

阿索沙 Asosa

阿希人 Arsi

阿卡祖 akazu

艾哈迈杜·贝洛 Ahmadu Bello

艾美·塞泽尔 AiméCésaire

埃多州 Edo State

埃菲克人 Efik

埃努古 Enugu

埃塞俄比亚民主联合党 Democratic Unity Party of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简称“埃革阵”Ethiopi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Democratic Front

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运动 Ethiopian People's Democratic Movement

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人民主联盟 Ethiopian Somali Democratic League

爱德华·布莱登 Edward Blyden

爱迷娜 Amina

安哥拉储蓄和贷款银行 Bancode Poupancae Credito BPC

安哥拉地矿公司 Geomineira

安哥拉地质矿产部 Ministry of Geologyand Mines,Angola

安哥拉地质研究所 Instituto Geológicode Angola

安哥拉发展银行 Bancode Desenvolvimentode Angola

安哥拉工业投资协会 Siind

安哥拉国家钢铁公司 Companhia Siderurgica Nacional CSN

安哥拉国家农业机械公司 Mecanegro

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 Sonangol

安哥拉铝土投资公司 Bauxite Angola奥马尔·邦戈 Omar Bongo

安哥拉私人投资促进局 ANIP(National Private Investment Agency)

安哥拉铁矿公司 Ferrangol

安哥拉稀有金属公司 Somepa The Angolan Company of Precious Metals

安哥拉中央紧急情况反应基金 Central Emergency Response Fund CERF

安哥拉资源勘探开采公司 AEMR

安哥拉钻石加工公司 APD(Angola Diamond Processing Company)

安哥拉钻石销售公司 Sodiam

安解阵 FNLA(Frente Nacionalde Liberta??ode Angola)

安盟 UNITA(Uniao Nacional Para Independencia Totalde Angola)

安人运 MPLA(Movimento Popularde Libertacaode Angola)

敖兰尼亚村 ORANIA

奥巴费米·阿沃勒沃 Obafemi Awolowo

奥本海默 Ernest Oppenheimer

奥博莫肖 Ogbomoso

奥贡尼人权利法案 Ogoni Bill of Rights

奥贡尼人生存运动 Movement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Ogoni People,MOSOP

奥卢塞贡·奥巴桑乔 Olusegun Obasanjo

奥罗莫 Oromo

奥罗莫解放阵线 Oromo Liberation Front

奥罗莫人民民主组织 Oromo People's Democratic Organization

奥马鲁·亚拉杜瓦 Umaru Yar'Adua

奥斯曼·丹·福迪奥 Uthm and an Fodio

奥旺多 Ow and o

巴博 Laurent Koudou Gbagbo

巴达 Bada

巴德梅 Badme

巴尔特 Heinrich Barth

巴罗策兰 Barotsland

巴罗策王国 Barotse Kingdom

巴尼瓜拉广播电台 Banikoara

巴乌雷 BaouléNational Park,Kayes

巴西国家石油公司 Petrobras

巴耶尔萨州 Bayelsa State

班达 Banda

班顿杜省 Bandundu

班吉 Bangui

班图人亦被称为尼格罗人 Bantu

邦贾加拉悬崖 Bandiagara Cliffs,Dogon

邦库马纳村 Bancoumana

北基伍省 Nord?Kivu

北宽扎省 Cuanza Norte

北隆达省 Lunda-Sul

北罗得西亚 Nor the rn Rhodesia

北尼日利亚保护国 Protectorate of Nor the rn Nigeria

北索托人 Nor the rn Sotho

贝格姆德尔 Begemder

贝拉港 Beira

贝尼山古尔人民解放运动 Benishangul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

奔巴人 Bemba

本戈省 Bengo

本格拉省 Benguela

本格拉市 Benguela

本各拉洋流 Benguela Current

本土化政策 Indigenization

本土语言法案 Indigenous Language Bill

比拉戈·迪奥普 Birago Diop

比利顿公司南非主要的铝冶炼厂 BHPBilliton

比夫拉 Biafra

比萨人 Bisa

比属刚果 Belgian Congo

比耶省 Bié

波多诺伏 Porto Nove

博格斯 Bogos

博科圣地 Boko Haram

博玛 Boma

布尔人 Boers

布雷 Bure

布须曼人 Bushmen,“丛林人”之意

城市居民协会 kebele

重建和发展计划 RDP

茨拉纳纳 Philibert Tsirinana

茨瓦纳族 Tswana

聪加族 Tsonga

大湖国家经济共同体 Economic Community of the Great Lakes Countries

大众经济 L?économiepopulaire

大印加 Grand Inga

打扫房间运动 House Cleaning

达喀尔 Dakar

丹尼尔·索拉诺 Daniel Sorano

但德 Dande

淡水河谷公司 Vale

道达尔安哥拉石油公司 TOTALAngola

道达尔公司 TOTAL

德比尔斯 De Beers

德克勒克 FWde Klerk

德尼·萨苏——恩格索 Denis Sassou-Nguesso

地区行政部长 Minister of Regional Administrations

地区议会 District Assembly(DA)

东非共同体 the East African Community

东开赛省 Kasay Oriental

东南非共同市场 the Common Marketfor Easternand Sou the rn Africa

东非工会联盟 East African Trade Union Federation

杜波依斯 W.E.B.Du Bois

多斯桑托斯 Dos Santos

多语言 multilinguistics

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 Eritrean Liberation Front

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 Eritrean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

恩德贝莱人 Ndebele

恩德姆布族 Ndemubu

恩戈尼 Ngoni

恩古尼 Nguni

恩加温德雷 Ngaoudéré

恩卡曼加 Nkamanga

恩克鲁玛革命卫士 Kwame Nkrumah Revolutionary Guards(KNRG)

恩克瓦拉仪式 N?cwala Ceremony

恩萨马 Nsama

恩森加人 Nsenga

恩通古仪式 Ntongu Ceremony

恩亚科瑟亚 Nyakaseya

恩亚瓦酋长 Chief Nyawa

法蒂玛·哈拉克 Fatima Harrak

法兰西维尔 Franceville

法语国家的文化和技术合作署 AGECOP,l'Agencede Coopération Culturelle et Technique

泛非大会 Pan-Africanist Congress

泛非主义 Pan-Africanism

泛非主义运动 Pan-Africanist Movement

泛非主义者大会泛非大 PAC

非加太国家 ACPcountries

非洲联盟 African Union

非洲统一组织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非洲的存在》Présenceafricaine

非洲第一广播电台 Africano.1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the New Partnershipfor Africa's Development

非洲法语国家 Lafrancophonieafricaine

非洲复兴 African Renaissance

非洲国家咖啡组织 Inter-Africa C offee Organization

非洲国家相互审查机制 African Peer Review Mechanism

非洲合众国 United States of Africa

非洲开发银行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非洲少数民族权利组织 Ethnic Minority Rights Organization of Africa,EMIROAF

非洲社会科学发展研究理事会 CODESRIA,Councilfor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in Africa

非洲特性 Africanness

非洲投资银行 African Investment Bank

非洲自由贸易区 the African Free Trade Zone

菲卡达·葛达姆 Fekadu Gedamu

丰多·卡提图书馆 Bibliothèquedemanuscrits Fondo Kati

弗雷德里克·卢加德 Frederick Lugard

佛利迪运河 Vridi Canal

富拉尼人 Fulani

甘贝拉人民解放组织 Gambela People's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刚果自由邦 l?Etatindépendnantdu Congo

戈贾姆 Gojjam

革命保卫委员会 Committeeforthe Defense of Revolution(CDR)

格里奥 griot

格里夸人 Griquas

格温贝地区 Gwembe District

公共法庭 Public Tribunal

工人保卫委员会 orkers?Defense Committees(WDC)

工联大会 Trade Union Congress TUC

公民审查委员会 Citizens?Vetting Committee(CVC)

贡德尔王朝 Gonderinedynasty

古德勒克·乔纳森 Goodluck Jonathan

古拉格人 Gurage

古姆兹人民解放运动 Gumuz People's Liberatin Movement

国际法律工作者委员会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ICJ)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金融公司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IFC)

国际联盟 League of Nations

国家采矿许可登记指导中心，National Directorate of Mining Liscence and Registration

国家动员计划 National Mobilization Program(NMP)

国家动员委员会 National Mobilization Committee(NMC)

国家调查委员会 National Investigations Commission(NIC)

国家发展计划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

国家经济振兴与发展战略 National Economic Empowerment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国家矿业指挥部，National Directorate of Mines

国家临时保卫委员会 Provisional National Defence Council(PNDC)

国家民主委员会 National Commission of Democracy(NCD)

国家钻石公司，Endiama

国内生产总值 GDP,Grossdomesticproduct

哈科特港 Port Harcourt

哈拉里人民民主联盟 Harari People's Democratic League

海尔·塞拉西 Haile Selassie

赫伯特·麦考莱 Herbert Maculay

豪萨城邦 Hausa States

河流州 Rivers State

合并协议 Unity Accord

核心工业项目 Core Industrial Projects,CIP

荷兰病 Dutchdisease

《黑人大学生》L'étudiantnoir

黑人性 Negritude

黑人艺术和文化节 Festival of Black Artsand Culture,FESTAC“红星运动”Red Star Campaign

胡米拉 Humera

《回乡札记》Cahierd'-unretouraupaysnatal

霍卡特，Howard Carter

基巴拉市，Quibala

基础广泛的增强黑人经济法 BEE

基萨拉——基通戈，Kissala-Kitungo

激进化 Radicalization

激励活动 Animation

几内亚湾 Gulf of Guinea

加奥 Gao

加拉罗 Garalo

加纳出口促进委员会 Ghana Export Promotion Council

间接统治 Indirect Rule

结构调整方案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杰内——杰诺 Djenne-Djenno

金伯利 Kimberly

金伯利岩 Kimberlite

津巴布韦工会大会 Zimbabwe Congress of Trade Unions

进口替代的工业化 Import Substituting Industrialization,ISI

卡宾达 Kabinda

卡杜纳 Kaduna

卡富埃河 Kafue River

卡拉由人 Karayu

卡龙加·加瓦·翁迪十世 Kalonga Gawa Undi X

卡洛洛王国 Kalolo Kingdom

卡洛莫地区 Kalomo District

卡农格沙酋长 Chief Kanongesha

卡努里人 Kanuri

卡诺 Kano

卡奇纳 Katsina

卡萨·海卢 Kassa Hailu

卡萨·莫查 Kassa Mercha

卡什巴酋长 Chief Kasba

卡通贝拉 Catumbela

卡温德族 Kaonde

卡翁达 Kaunda

卡西托市 Caxito

开普马来人 Cape Malays

凯比尔图书馆 Bibliothèquedemanuscrit El Kébir

坎古拉 Kangura

克里米亚战争 the Crimean War

科恩瓦利斯·哈里斯 W.Cornwallis Harris

科克迪区 Cocody District

科萨族 Xhosa

科托努协定 La Conventde Cotonou

科瓦拉 Qwara

科西巴酋长 Chief Kosiba

科伊人亦被称为霍屯督人 Khoikhoi

科伊桑人桑人和科伊人的统称 Khoisan

可可销售局 Cocoa Marketing Board(CMB)

肯·萨罗——维瓦 Ken Saro-Wiwa

库兰巴仪式 Kulamba Ceremony

库姆布卡仪式 Kuombuka Ceremony

库内内省 Cunene

快速土改计划 Fast Track Land Reform

宽多——库邦戈省 Cu and o-Cubango

宽扎 Cuanza

矿总 Gécamines

奎托市 Kuito

昆耶村 Kunje Village

拉达玛一世 Radama I

拉茨拉卡 Didier Ratsiraka

拉各斯行动计划 Lagos Plan of Actionfor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frica

拉拉族 Lala

拉里贝拉 Lalibela

拉纳瓦罗娜二世 Ranawalona II

拉纳瓦罗娜三世 Ranawalona III

拉纳瓦罗娜一世 Ranawalona I

莱昂·达马 Léon Gontian Damas

兰巴族 Lamba

兰吉民族主义者 Langinationalists

雷恩·阿弗利加努 Leo Africanus

里特尔顿宪法 Lyttleton Constitution

立宪委员会 Constituent Assembly

利奥波德·桑戈尔 Léopold Sédar Senghor

利奥波德二世 Leopold II

利伯维尔 Libreville

利通加 Litonga

利文斯顿 Livingstone

联邦首都区 Federal Capital Territory,FCT

联邦特征原则 federalcharacterprinciple

联合边界委员会 Joint Border Commission

联合国贸发会议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on Tradeand Development

列王时代亦称“士师时代”Era of the Princesor Judges

六月四日运动 June Fourth Movement(JFM)

隆达人 Lunda

隆达王国 Lunda Kingdom

卢阿普拉省 Luapula Province

卢安瓜河 Luangua River

卢安夏亚 Luanshaya

卢邦戈市 Lubango

卢本巴希 Lubumbashi

卢蒙巴 Patrice Lumumba

卢萨卡 Lusaka

卢旺达爱国阵线 RPF,Rw and a Patriotic Front

伦贝迪 Lembede

伦吉人 Lunghi

罗安达省 Lu and a

罗德斯 Rhodes

罗斯·列文 Ross Levine

洛比托 Lobito

洛美协定 La Conventionde Lomé

洛兹王国 Lozi Kingdom

洛兹族 Lozi

马查奥罗莫人 Macha Oromo

马格里布联盟 Union of the Arab Maghreb

马卡利 al?Maqqali

马库斯·加维 Marcus Garvey

马拉布 Marabout

马拉喀什 Marrakech

马拉维湖 Malawi Lake

马兰热省 Malanje

马里布河 Mareb

马立克派 al-Malikiyyah

马马·海德拉图书馆 Bibliothèquede Manuscrits Mamma Haidara

马纳科村 Manako

马塔迪港 Matadi

迈杜古里 Maiduguri

曼法拉 Manfara

芒戈·帕克 Mungo Park

美国德士古公司，Texaco

美好尼日利亚协会 Associationfor Better Nigeria

梅里纳人 Merina

梅农盖 Menongue

蒙博托 Sese Seco Mobutu

孟尼利克二世 Menelik II

密特朗 François Mitterrand

民主变革运动（简称民革运）Movementfor Democratic Change

民族国家理事会 Volkstaat Council

民族事务由文化艺术部 Ministry of Artsand Culture

摩根·萨卡拉，Morgen Sakala

莫诺卡亚·穆库尼，Monokaya Mukuni

莫普提 Mopti

莫桑比克，Mozambique

莫舒德·阿比奥拉 Moshood K.Abiola

莫西科省，Moxico

默哈迈德·迪亚加耶特 Mohamed Diagayete

默克莱 Makelle

姆班扎——刚果 M'banza-Kongo

姆布韦拉人 Mbwela

姆富布韦 Mufumbwe

姆富韦 Mfuwe

姆坎噶拉 Mukang'ala

姆姆巴酋长 Chief Moomba

姆佩泽尼 Mpezeni

姆瓦纳瓦萨 Mwanawasa

姆韦鲁湖 Mweru Lake

姆维尼隆加 Mwinilunga

姆维尼尼伊兰巴 Mwininyilamba

木格尔 Muger

穆恩亚姆布韦酋长 Chief Munyumbwe

穆库尼酋长 Chief Mukuni

穆梅纳 Mumena

穆萨·特拉奥雷 Moussa Traoré

穆塔拉·默罕默德 Murtala Mohammed

纳尔逊·曼德拉 Nelson Mandela

纳米贝省 Namibe

纳米贝市 Namibe

纳姆迪·阿齐克韦 Nnamdi Azikiwe

纳皮尔 Napier

纳辛贝·埃亚德马 Gnassingbe Eyadéma

南部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组织 Sou the rn Ethiopia People's Democratic Organizaiton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the Sou the 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南非标准银行 The St and ard Bank of South Africa

南非兵器公司 ARMSCOR

南非储备银行 SABC

南非电力公司 Eskom

南非工会大会 Cosatu

南非国家电信公司 Telkom

南非交通公司 TRANSNET

南非库伯格核电站 Koeberg

南非矿业商会 The Chamber of Mines of South Africa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 ANC

南非英美公司 Anglo American Company(AAC)

南非总统办公室 the Presidency

南基伍省 Sud-Kivu

南宽扎省 Cuanza Sul

南隆达省 Lunda?Norte

南罗得西亚 Sou the rn Rhodesia

南尼日利亚保护国 Protectorate of Sou the rn Nigeria

南索托人 Sou the rn Sotho

尼奥罗 Nioro

尼加索·吉达达 Negaso Gidada

尼日尔河办公室 Officedu Niger

尼日尔河三角洲 Niger Delta

尼日尔河三角洲解放运动 Movementforthe Emancipation of the Niger Delta,MEND

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 Nigerian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NNPC

尼亚萨兰 Nyasaland

泥土建筑中心 Centredel'architectureenterre

农业研究所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努瓦克肖特 Nouakchott

帕德莫尔 Padmore

帕麦尔 H.R.Palmer

帕斯卡尔·利苏巴 Pascal Lissouba

佩迪人 Sepedi

皮里 Phiri

普及初等教育 Universal Primary Education,UPE

葡萄牙商业银行 Banco Comercial Portugues SA

奇蒂姆库卢，Chitimukulu

奇尔希·切佩拉，Chilhi Chepera

奇孔达人 Chikonda

奇隆达语 Chilunda Language

奇卢巴 Chiluba

奇帕塔 Chipata

奇皮普酋长 Chief Chipepo

齐塞克迪 Etienne Tshisekedi

契瓦人 Chewa

契载拉酋长 Chief Chizela

乔斯 Jos

钦努阿·阿契贝 Chinua Achebe

《青年非洲》Jeune Afrique

去工业化 de-industrialization

全非人民大会 All-African Peoples'Conference

全国会议 Conference Nationale

全国民主革命计划 Programforthe National Democratic Revolution

全国青年服务队 National Youth Service Corps,NYSC

全国有生力量会议 National Conference of Active Forces of the Nation

然巴市 Jamba

人民保卫委员会 People's Defense Committees(PDC)

人民代表院 House of People's Representatives

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大学，Jose Eduardo Dos Santos University

萨迪 Abdal-Sadi

萨赫勒地区国家间常设抗旱委员会 The Permanent Interstate Committeefor Drought Controlinthe Sahel

撒赫勒·塞拉西 Sahle Selassie

萨拉勒 Selale

萨尼·阿巴查 Sani Abacha

萨索尔公司（南非从煤炭中提取油和气公司）Sasol

萨塔 Sata

塞古 Segu

塞古·杜尔 Sekou Toure

塞库特酋长 Chief Sekute

塞伦杰 Serenje

塞瓦人 Sewa

三角州 Delta State

桑人（亦称布须曼人）San(Bushman）

《色素》Pigments

上刚果研究委员会 Comitéd＇étudesdu Haut?Congo

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 UMHK?Union Minièredu Haut Katanga

绍阿 Shoa

绍纳族，Shaona

圣路易 Saint?Louis

史末资 Jan Smuts

十字河流州 Cross Rivers State

石油繁荣 Oil Boom

石油工业法案 Petroleum Industry Bill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世界贸易组织 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世界银行 World Bank(WB)

收入专员办公室 Office of the Revenue Commissioner

斯坦利 Henry Morton Stanley

斯威士族 Swazi

《苏丹史》Tarikhal-Sudan

所罗门王朝 Solomonicdynasty

索格洛 Nicéphore Soglo

索科托哈里发国 Sokoto Caliphate

苏陀族 Sotho

塔布瓦 Tabwa

塔姆拉特·雷尼 Tamrat Layne

塔那那里佛 Antananarivo

坦噶尼喀湖，Tanganyika Lake

特别检举人办公室 Office of Special Prosecutor

特克拉·吉尤尔吉斯皇帝 Tekla Giyorgis

特斯法耶·哈比索 Tesfaye Habbiso

特索罗那 Tsorona

特瓦比克 Tewabech

特沃德罗斯二世 Tewodros II,18551868

提格雷 Tigre

提格雷解放阵线 Tigray Liberation Front

提格雷民族组织 Tigrayan National Organization

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 Tigray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

提沃德罗斯二世 TewodrosⅡ

梯莱 Tiliai

通布卡人 Tumbuka

通加人 Tonga

团结与民主联盟 Coalitionfor Unityand Democracy

通博罗姆瓦 tombolomois

通布图 Tombouktou

通替规 tontiguis

土地使用法令 The Land Use Decree

土著法庭 Native Courts

土著管理局 Native Authority,NA

瓦查加人 Wachagga

瓦哈亚人 Wahaya

瓦加杜古泛非电影节 FESPACO,Festivalpanafricainducinémaetdela télévisionde Ouagadougou

瓦拉塔 Alassane Dramane Ouattara

瓦尼亚丘萨人 Wanyakyusa

万博省 Huambo

威拉省 Huíla

威廉·伊斯特利 William Easterly

威廉姆斯·萨希纳 Williams Sassine

威热省 Uíge

威特沃特斯兰德 Witwatersrand

韦雷尼欣和约 Peace of Vereeniging

维亚纳经济特区，Viana Special Economiczone

文达人 Venda

文化多元性 culturaldiversity

渥雷·索因卡 Wole Soyinka

沃洛 Wollo

翁多州 Ondo State

乌查利 Wuchale

乌查利条约 Treaty of Wichale

乌杜季奖 Udoji Award

乌尔斯特（Hourst）

乌弗埃——博瓦尼 Félix Houphouёt-Boigny

乌斯曼·桑贝纳 Ousmane Sembène

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 Armed Forces Revolutionary Council(AFRC)

西北省 Northwestern Province

西非国民大会 National Congress of British West Africa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ECOWAS)

西非货币联盟 Union Monétaire Ouest Africaine

西共体停火监督组织 ECOWASCeasefire Monitoring Group

希亚丰加 Siavonga

希曼巴酋长 Chief Simamba

希纳宗韦地区 Sinazongwe District

希纳宗韦酋长 Chief Sinazongwe

希普拉·卡班耶 Sipula Kabanje

下刚果省 Bas-Congo

约瑟夫·卡比拉（小卡比拉）Joseph Kabila

谢富·阿马杜 Cheiffou Amadou

谢赫·安塔·迪奥普 Cheikh Anta Diop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The Xinjiang Productionand Construction Corps新民主运动 New Democratic Movement(NDM)

雪佛龙公司 Chevron Corporation

雅各布·姆万萨·卡宾加，Jacob Mwansa Kabinga

雅克·希拉克 Jacques Chirac

雅温得 Yaoundé

雅温得协定 La Conventionde Yaoundé

亚库布·戈翁 Yakubu Gowon

亚穆苏克罗 Yamoussoukro

亚瑟·穆坦巴拉 Arthur Mutambara

伊巴丹 Ibadan

伊本·白图泰 Ibn Battuta

伊本·哈勒敦 Ibn Khaldun

伊格博族 Igbo

伊克林治 Ikelenge

伊罗布 Irob

伊莫州 Imo State

伊乔人 Ijaw

伊萨亚斯·阿费沃基 Isaias Afwerki

伊斯科公司南非国有钢铁公司 Iscor

伊斯梅尔 Ismail

易卜拉欣·巴班吉达 Ibrahim Babangida

因亚姆博·耶塔，Yinyambo Yeta

阴影之歌 Chantd'ombre

英布战争 Anglo-Boer War

英国南非公司，British South African Company

英国石油公司，BPAmoco

英科坦尼 Inkotanyi

英裔非洲人 Anglo-Africans

油河 Oil Rivers

愿景20:2020Vision202020

有色人 the Coloured

约翰内斯堡股票交易所 JSELimited

约翰尼斯四世 Yohannes IV

约鲁巴族 Yoruba

杂役 corvee

赞比西河 Zambezi River

赞比亚 Zambia

“泽马查运动”即全国合作发展运动 Zemacha

扎格威王朝 Zagwedynasty

扎勒姆比沙 Zalembessa

扎伊尔化 Zairization

扎伊尔省 Zaire

詹姆士·恩古吉 Ngũgĩwa Thiong'o

蟑螂 Inyensi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Truth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TRC)

镇长 burgomaster

正当防卫 Legitimate Défense

殖民的非工业化 colonialnon-industrialization

殖民地发展咨询委员会 Colonial Development Advisory Committee

中部地带 Middle Belt

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 Economic Community of Central African States

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 CEMAC,Communautééconomiquedesétatsde l'Afrique Centrale

中非关税和经济联盟 Customerand Economic Union Of Central Africa

中非联邦 Central African Federation

重债贫穷国 HIPC-Heav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

准酋长 warrantchiefs

资源诅咒 resourcecurse

兹旺根丹巴，Tswangendamba

自由与正义运动 Movementfor Freedomand Justice(MFJ)

祖鲁族 Zulu

族群联邦制 ethnicfede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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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作者的话

拉丁美洲是现代化的“实验室”。在第三世界中，拉美国家是最早获得独立的国家，也是最早开始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国家，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该地区先后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发展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种现代化战略，初级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工业化和新型出口导向三种经济发展模式，寡头威权主义、民众威权主义、官僚威权主义、现代代议制民主等政治模式的演变。由于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差异，在该地区的33个国家中，又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发展道路。时至今日，拉美国家仍处在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渡阶段。在第三世界中，大概没有其他地方能够像拉美这样同时提供如此之多的单个国家的案例和一种如此清晰的一致性特征的地区。拉美这一鲜活的“实验室”积累了丰富的探索和建设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对那些包括中国在内的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一份极为珍贵的“无形资源”，有待于人们去充分认识和开发。本书正是试图开发拉美这一“无形资源”的一种初步尝试。

在本书原来的设计中，现在的附录部分是绪论，在这一部分中，我们首先明确了对本书原有标题《拉美现代化模式研究》的理解。所谓“模式”既指现代化进程的模式，也指现代化结果的模式，但重点是进程的模式，是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基本特征的概括。在回顾国内学术界对拉美现代化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既肯定了前一阶段研究的成就，同时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不足，即“注重地区模式研究而忽视国别模式研究；注重地区比较而忽视国别比较；注重经济因素而忽视非经济因素”。这样，针对这三种倾向，我们提出，本书研究的基本思路就是强调国别研究，努力处理好地区研究与国别研究之间的关系；强调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努力加强国别比较研究或分类比较研究，推动研究的细化和深化；强调非经济因素的研究，在讲清楚经济因素变动的前提下，努力突出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之间互动关系，体现出现代化进程中的活动主体。总的原则是力求在差异性和多样性中体现出一致性。

这一思路体现在我们对绪论之后各章节的安排之中，这种安排主要出于强调文化因素和比较研究的考虑。巴西文化是印第安人、葡萄牙人和黑人文化的混合体，在拉美文化中具有一定的独特性。长期的黑人种植园奴隶制度形成了主人与奴隶的分野，影响至今的表现是巴西社会的两极分化为拉美之最。长期的政治稳定、丰富的资源、较大的国内市场以及巴西人对现代化的追求，使它成为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因此我们将巴西现代化安排为第一编；第二编为墨西哥和秘鲁两章，这两个国家曾是拉美三大印第安文明的摇篮，都是印第安文化比较厚重的地区。墨西哥独立后经历了迪亚斯时期的早期现代化、1910-1917年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随后比较好地处理了种族和阶级关系，实现了政治稳定和现代化的“奇迹”。而秘鲁则一直没有处理好社会整合问题，工业化发展迟缓。第三编为阿根廷和智利两章，这两个国家都属于白人文化占主流的地区。阿根廷的地理优势与外资和移民相结合，使它在20世纪初就达到了比较高的发展水平，但大量移民对当地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导致了文化和社会的分裂，表现在政治上的长期动荡，经济上的最终“破落”。智利独立后最早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外来移民没有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有着长期的政党政治传统，在20世纪先后经历了多种主义的尝试。当阿根廷新自由主义改革失败后，智利却获得了成功。第四编为中美洲、古巴和委内瑞拉三章，它们在独立前的经济基础基本上都属于种植园经济。20世纪委内瑞拉在石油上做文章，到20世纪中期，经济现代化步伐明显加快，政治民主化也相伴同行；中美洲各国国家不大、市场狭小，加上外来干涉和政治动乱，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难以转型，现代化步履蹒跚；古巴独立后先是依附美国，革命后又依靠苏联援助，虽然在教育、医疗方面使百姓受益匪浅，但低速的经济增长影响了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第五编为哥伦比亚，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中等国家，它受地理条件因素的困扰要甚于其他中等国家。国内各地区被安第斯山脉和马格达雷纳河所阻隔，其地理位置和复杂多样的地形结构，一方面制约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另一方面也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多样的物产。如同主要的拉美国家一样，哥伦比亚也经历了初级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工业化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但是，这个国家有它自己的特色，如较早形成了两党制，有着长期的政党政治传统，在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中能够独善其身，但游击队和毒品贸易仍然是这个国家挥之不去的阴影。对这些国别和地区的模式的概括，除了各章作者在总结中的提炼之外，我们试图通过各章的标题体现出它们的个性，即“巴西：咖啡、巴西化和‘巴西奇迹’”，“墨西哥：现代化、革命、新兴工业化国家”，“秘鲁：初级产品出口、军人改革与社会整合”，“阿根廷：出口繁荣、庇隆主义与‘衰败’国家”，“智利：改良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模式”，“中美洲：初级产品出口、外部干涉与体制转型的艰难”，“古巴：蔗糖、革命与改革”，“委内瑞拉：石油、工业化与政治民主化”，“哥伦比亚：自由主义、政治和解与工业化”。

最后一编，是“拉丁美洲现代化模式”（在本书中被丛书的主编改为绪论部分）。在这一部分中，我们除了对前面各章拉美现代化模式的差异性进行概括之外，着重对拉美现代化模式的一致性进行了论述。我们认为，拉美现代化进程有着共同的特征，即19世纪后期考迪罗主义和寡头威权主义下的初级产品出口阶段；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民众威权主义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简易阶段；20世纪60年代官僚威权主义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高级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民主化进程和新的外向型出口模式形成阶段。如果说非要总结出一个比较简单化的模式的话，我们认为，大致可以概括为5点，即：（1）现代化启动的动力来自外部的挑战，是外源型的；（2）经济运行方式主要属于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相结合的混合经济；（3）政治运行机制既有议会民主制的文人政权，也有威权主义的军人政权，经常是二者交替出现，政治动荡多于政治稳定；（4）社会分化程度比较高，两极分化严重，社会整合程度比较低，在不少国家，印第安人和黑人被边缘化，成为最大的贫困团体，城市化的速度超前于工业化发展水平，经济发展不足以支持庞大的城市人口，造成“过度城市化”；（5）文化主体属于天主教文化。

我们在设计本书的时候，曾经注意到，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是一个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互动的过程，是一个交叉发展的过程。因此，应该避免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单纯写成工业化历史、民主化历史或城市化历史，而是要写出经济、社会和政治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螺旋型地向前发展。另外，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政治之间的变化关系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在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过程中这一点表现得很明显，但在拉美国家，在有些历史阶段出现了曲折、倒退、逆发展等从短期看不合逻辑的现象，这正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特殊性所在，对此，我们要求作者能尽可能地给予重点描述和做出合理的解释。但是，从我们目前完成的著作看，由于受到字数所限，也由于受到我们的研究水平所限，原来所提出的一些想法和要求并没有全部得到实现，特别是突出非经济因素和比较研究的设想没有得到很好地落实。有些章节只照顾了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对社会和文化的论述则很少。当然，这也留下了我们以后努力改善的方向和机会。

对拉美现代化进程的评价是一个关键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力求坚持辩证分析的观点。美国学者维克多·布尔默-托马斯在他写的《独立以来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一书中文版的序言中曾写道：“虽然拉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是一部失败的历史，而不是成功的历史。”另一位美国学者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在他的《简明拉丁美洲史》中也写道：拉美“尽管有了小部分变革、表面的进步以及明显的现代化形式”，但拉美“出现的变革和现代化，并未产生什么积极影响，特别对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来说更是如此”。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位作者的论点是有特殊背景的，布尔默-托马斯的论断出现于1998年的中文版序言，显然是将拉美与当时中国快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作了对比。伯恩斯则是站在抨击美国对拉美干涉政策的立场上，将拉美与美国的现代化作了对比。英国学者罗斯玛丽·索普在她写的20世纪拉美经济史的著作使用了“进步、贫困和排斥”的标题，一方面描述了拉美现代化所取得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揭示了这种现代化中所包含的“贫困和排斥”。前者如拉美地区的总人口从1900年的7000万增长2000年的5亿以上，同期，全地区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不足10%提高到25%，人均收入增长了4倍多，城市化水平由25%提高到近70%，人均预期寿命由40岁提高到70岁，成人识字率由35%提高到了85%。经济结构、经济组织和体制、基础设施和国家一体化都发生了重大变革，“在4代人的时间里普通人的生活发生了急剧地变化”。后者如1900年拉美大国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14%，2000年降为13%，拉美地区在世界贸易中的参与比重也由7%下降到3%，收入分配状况在恶化，到2000年2/5的拉美人家庭仍处于贫困之中。应该说，罗斯玛丽·索普的观点是比较客观的，她坚持了两点论，同时看到了拉美现代化中的阳光和阴影、正面和负面。我们认为，拉美的现代化有成有败，有喜有悲。不可否认，通过现代化，这些国家的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得到了巨大提高，当然，收入分配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也是事实。但是，我们要看到，拉美的现代化（不包括古巴）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不能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标准要求拉美，同时，我们也要把这一现象置于拉美本身的历史中加以理解。

15世纪末16世纪初，当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来到拉美大陆的时候，他们遇到的印第安人不仅人数多而且文明程度也是该大陆最高的，无论是阿兹特克帝国还是印卡帝国都已经发展出一套贡税制和徭役制，这使得少数殖民者能够轻易地将母国的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和劳动制度移植到拉美大陆，从而形成了殖民地时期的重商主义制度、大庄园制、种植园奴隶制、种族和社会等级制、中央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社会。由于拉美的独立运动基本上是土生白人的分离主义政治运动，殖民地时期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被保留下来并在19世纪得到加强。直到20世纪，除了墨西哥等少数国家外，大多数国家基本上没有触动传统的大地产主阶级的利益，农业现代化选择了一条“技术变革”的道路，“上层人物”竭力避免在经济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实行变革。同时，拉美从殖民地时期就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联系在了一起，它的发展是随着这个体系的发展而发展的，在这个体系中，它所围绕的霸权“中心”先是西班牙和葡萄牙，19世纪是英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变成了美国，但它所处的“边缘”地位并没有发生彻底地改变。19世纪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产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20世纪进口替代工业化期间，用初级产品出口换来的外汇进口发达国家的资本品、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由此产生了国际收支逆差和债务危机，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的出口导向模式仍然是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需要。因此，在缺少对传统体制变革和长期受“中心”国家剥削控制的拉美国家，“富饶的土地上生活着贫穷的人民”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拉美的进步阶级和社会力量并没有被动地接受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命运，为推动社会的变革，为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为摆脱国家的依附地位，他们不断地在与传统的保守势力和外部干涉力量抗争，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而努力，因此，变革、改革和发展便成为20世纪拉丁美洲历史的主旋律。在墨西哥、危地马拉、玻利维亚、古巴、尼加拉瓜先后爆发了五次较大的社会革命，在许多国家出现了“军人改革”和民众主义改革运动，甚至天主教会也出现了分化，产生了“解放神学”。进口替代工业化到20世纪70年代末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作为一个整体的拉美地区人均GDP超过了1000美元，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确，直到今天，拉美仍没有摆脱“边缘”地位，拉美的现代化在许多方面甚至是失败的，但拉美的现代化进程是客观存在的，这一进程跌宕起伏、充满了艰难曲折，正因为如此，它为我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经验教训，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宝贵的镜鉴，这也正是我们研究拉美现代化进程的意义之所在！

韩琦

2009年10月28日于南开大学


绪论：拉丁美洲的现代化模式

拉美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先行者，它们的现代化模式充满了多样性，但又能体现出统一性。在迈向现代化的历程中，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始终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既对立又统一地推动着拉美历史发展呈现出变革与延续的特点。拉美现代化的经验既是拉美独特历史进程的产物，又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适价值。本部分仅就拉美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与统一性、变革与延续、拉美经验的特殊性与普适性作一简单论述。


一、拉美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与统一性

我们今天讲的拉美是指位于美国以南的大陆和加勒比海上的33个独立国家和12个没有独立的地区，南北跨越86个纬度，陆地面积为2072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4%，2000年的人口为5.16亿。对这样一个地区的现代化历程很难用一种模式或道路来加以概括，因为这里充满了多样性。

首先，各个国家独立的时间不同，大致可以分成三批。

第一批民族国家形成于19世纪初期的独立运动，从1804年到1825年，在原来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所属的美洲殖民地上先后建立起了17个独立的国家，包括海地（1804年），巴拉圭、委内瑞拉（1811年），阿根廷（1816年），智利（1818年），哥伦比亚（1819年），墨西哥、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秘鲁（1821年），巴西、厄瓜多尔（1822年），玻利维亚、乌拉圭（1825年），从此基本上形成了后来拉美各国的政治格局。

第二批包括多米尼加（1844年从海地分离出来，宣布独立），古巴（在经历了1868-1878年和1895-1898年的两次反对西班牙的独立战争之后，终于在1898年实现独立），巴拿马（1903年从哥伦比亚分离出来）。

第三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加勒比地区有13个国家获得了独立，其中包括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62年），圭亚那、巴巴多斯（1966年），巴哈马联邦（1973年），格林纳达（1974年），苏里南（1975年），多米尼克（1978年），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1979年），伯利兹、安提瓜和巴布达（1981年），圣基茨和尼维斯（1983年）。这13个国家中，12个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只有1个是荷兰的殖民地（苏里南）。但这些国家面积小，领土面积加在一起不足17万平方英里，人口少，目前的总人口大约为488万人。

其次，从种族文化特点的角度，大致可以分为5个区域。（1）梅斯提索人或混血种人占主流的国家，如南美国家的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中美洲的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巴拿马和墨西哥；（2）拥有大量印第安人或美洲原居民的国家，如危地马拉、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巴拉圭也可纳入此列；（3）欧洲族裔占主流的国家，如阿根廷、乌拉圭、智利、哥斯达黎加；（4）欧洲族裔和非洲族裔参半的国家，如巴西和古巴；（5）非洲族裔占主流的国家是海地、牙买加、巴哈马、巴巴多斯、格林纳达等加勒比岛国。在特立尼达还有不少印度族裔。有的学者认为，拉美的种族多样性超过了非洲和亚洲。种族文化的特点对拉美各国后来的发展非常重要，它往往代表了不同的经济和政治秩序。

再次，自然地理条件各异。根据地理学家的分类，拉美至少有13种不同的自然区域。由于地形、气候、土壤、植物在决定人们如何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这种极端的多样性对某些国家就意味着某种发展的障碍，至少是在像秘鲁、厄瓜多尔那样的紧临太平洋的国家，有着三种非常不同的区域，即沿海、高地和林区，三种地型的海拔从海平面到上万英尺不等，不同的气候带来的是不同的农业和生活方式。只有少数国家拥有辽阔肥沃的农业耕地（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委内瑞拉），大多数国家的耕地则仅够维持本国的生计农业。少数处于中纬度的温带国家适合于生产小麦、大麦等欧洲谷物，大多数国家是热带气候，仅适合于生产蔗糖、咖啡和热带水果。墨西哥和南美一些较大的国家拥有比较丰富的矿产资源，有些国家甚至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但另外一些国家则资源贫乏。

第四，从现代化水平的角度看，各个国家的发展参差不齐。按世界银行的标准，2000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在9266美元以上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拉美只有少数很小的岛国在此行列，如巴哈马（15010美元）、巴巴多斯（9280美元）；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是2995美元以上，拉美国家中有阿根廷、乌拉圭、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巴西、巴拿马（8个国家）；下中等收入国家为756美元至2995美元，秘鲁、多米尼加共和国、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巴拉圭、厄瓜多尔、玻利维亚、洪都拉斯等9个国家在此行列；755美元以下为低收入国家，拉美有海地和尼加拉瓜2个国家。从城市化和一些社会发展指标看，各个国家的情况大体与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相一致。（见表1）

就经济结构而言，拉美各国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性，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乌拉圭、智利、巴西等国家的农业附加值占整个GDP的比重在9%以下，这些国家的工业比较发达。（见表2）

表1 2000年拉美国家的主要发展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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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9/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1999/2000），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2002），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表22000年拉美国家的生产结构（附加值占GDP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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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2002），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说明：工业包括了矿业/石油，因此，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秘鲁的数字看上去比较高。

正是由于上述差异性，拉美国家现代化模式才呈现出了多姿多彩的景象。以下是我们对拉美主要国家现代化模式的简单归纳。

（1）巴西现代化模式

巴西是拉美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国家。殖民地时期的宗主国是葡萄牙，种植园奴隶制度是其主要的生产方式。19世纪初期通过基本上是和平的方式取得了独立，但保留了君主制和奴隶制度，一直到19世纪末才废除了奴隶制和建立了共和国。咖啡出口带动了巴西的早期工业化，但1930年瓦加斯的上台标志着巴西工业化的真正开始，军人威权政府时期巴西曾出现了连续6年年均经济增长10%以上的“经济奇迹”。相对的政治稳定、丰富的自然资源、较大的国内市场以及巴西人对现代化的追求，使得巴西的现代化在20世纪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巴西成为拉美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但由葡萄牙人、印第安人和非洲移民经过冲突与融合而形成的巴西文化在巴西现代化过程中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使巴西现代化具有自己的明显特点。吴洪英在第一章中将巴西现代化模式概括为“一个由四种层次组成的复合式模式：一是一种由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和国家强有力干预的混合经济；二是一种以集权与分权此消彼长、独裁与民主交替的混合政治架构；三是一种逐渐由二元社会结构模式向两头小、中间渐大的雏棱型社会结构模式过渡的社会架构；四是一种以欧洲文化、印第安文化和黑人文化等熔炼成的多元文化”。

（2）墨西哥现代化模式

墨西哥也是拉美人口较多、面积较大的国家之一。这里曾是拉美著名的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的摇篮。西班牙殖民地时期，墨西哥是拉美大陆印第安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也是最早的总督区所在地，经济基础比较雄厚。19世纪初墨西哥成为拉美独立运动的三大中心之一，民族冲突和阶级斗争都比较激烈。独立后考迪罗主义盛行，又先后开展了抗法反美的战争，直到19世纪后期才实现了政治稳定与现代化的启动。但波菲里奥·迪亚斯时期的资本原始积累激化了社会矛盾，终于激发了1910-1917年的墨西哥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在革命制度党的长期领导下，墨西哥现代化在20世纪获得了飞跃性发展，创造了“墨西哥奇迹”，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之一。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大量混血，使墨西哥成为拉美种族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强调本土文化和民族精神是墨西哥现代化成功的原因之一。韩琦在第二章中指出，墨西哥现代化的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第一次现代化浪潮中，墨西哥“奉行的是一种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虽然推动了现代化，但却是以损害民众利益和国家主权为代价的，结果引发了墨西哥革命。在第二次现代化浪潮中，墨西哥的现代化模式是，“在经济上建立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混合体制，公共部门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自由企业受到鼓励，个人自由受到尊重，但不盲目相信‘市场规律’，自由主义的基本信条被国家干预主义所打破；在政治上是职团主义结构的官方党一党民主制和制度化的强有力的总统制。这种体制保证了1940-1970年墨西哥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在第三次现代化浪潮中，新一代领导人从意识形态到经济和政治模式，对墨西哥革命遗产进行了全方位地扬弃，强化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模式和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到2000年，新自由主义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暴露的问题和矛盾也很严重，由于这种改革仅仅为了迎合世界上冷战格局结束和全球化进程加速的外部形势，忽视了本国的国情和民众的利益，把国家发展与民众的福利完全寄托在自由市场力量之上，结果，现代化进程损害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广大民众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在某些方面更加恶化了。墨西哥现代化的前景不容乐观。”

（3）秘鲁现代化模式

与墨西哥相比，秘鲁同样是拉美古代印第安文明的发源地，是著名的印加文明的故乡，也是殖民地时期最早的总督辖区之一。但是，秘鲁的现代化落后于墨西哥。它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这使它便于推行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增长模式，但也成为寡头政权长期存在的理由。早在1924年阿亚·德·拉托雷就组建了一个反帝和反寡头独裁的民众主义政党（阿普拉党），但长期受到压制。1968年军人政变以非常形式推翻了寡头政权，实行土改、国有化、工业化，并重视印第安人文化遗产，开始了史称“秘鲁模式”的现代化进程，但当1980年军人政府向文人政府交权的时候，秘鲁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在20世纪80年代，无论是人民联盟党的贝朗德·特里还是阿普拉党的阿兰·加西亚都没有使秘鲁经济摆脱危机。1990年藤森上台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扭转了秘鲁经济形势和打击了恐怖主义，但秘鲁的经济结构未发生根本变化，社会问题依然严重。韩琦在第三章中探讨了秘鲁现代化滞后的原因，认为秘鲁的初级产品出口增长模式的长期实行束缚其走向自主发展的道路；寡头政权长期存在延缓了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地理、种族、社会的长期分裂状态不利于凝聚和团结改革力量。进行社会整合对秘鲁现代化至关重要。

（4）阿根廷现代化模式

阿根廷是拉美面积较大、地理资源条件比较优越的国家之一。布宜诺斯艾利斯作为南美的重要港口之一，在18世纪后期才使阿根廷受到宗主国的重视。这里的商业资产阶级成为南美独立运动的领导核心和解放者。19世纪后期，阿根廷的领导人提倡兴办实业和发展教育，大规模移民，甚至提出“统治之道在于移民”的口号，结果，潘帕斯大草原和外资、移民的结合，使阿根廷在20世纪初成为世界经济领先的国家之一。但是，大量欧洲移民的到来也对当地社会产生了激烈的冲击，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社会和文化发生了断裂，这种断裂在庇隆主义运动中得到了充分地体现。20世纪后半期，阿根廷经济模式的僵化和政治上的长期动荡，导致了现代化步伐的迟缓，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误最终造成了经济上的“破落”。董国辉在第四章中指出：“从19世纪80年代到一战爆发的数十年时间，是阿根廷现代化进程的‘黄金时代’，它仰仗自身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第二次科技革命后国际市场对初级产品的巨大需求，以农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为主导部门，成为当时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成为阿根廷现代化进程的分水岭，初级产品出口模式迅速陷入困境，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得到了确立和发展，强调“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正义”的庇隆主义也应运而生。由于阿根廷传统的出口集团和与之联系的外国资本实力的强大，在阿根廷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就出现了“庇隆主义与反庇隆主义博弈”，在经济领域表现为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深入发展与农牧业出口部门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政治领域表现为民众主义与官僚威权主义的循环抉择，阿根廷社会的“断裂”阻碍了现代化进程的顺利发展。马岛战争的失败、债务危机以及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误，接二连三地打击了阿根廷。在20世纪初还是世界富裕国家的阿根廷，到20世纪末却变得相对贫困和落后了。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妥善地处理好比较优势与产业升级、自主发展与外部环境、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以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更为致命的是，在处理这些关系时，历届阿根廷政府往往采取‘走极端’的做法”。

（5）智利现代化模式

与阿根廷相比，智利在20世纪后期的改革获得了相对的成功。智利早在1833年就确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体制，这同它的地理环境和早期的种族构成有直接关系。它的海岸线长，内陆狭窄，便于经商。在殖民地时期就存在一个“绅士”阶层，种族、社会的分化没有走向两个极端，统治阶层的素质比较高。矿产资源丰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启动，通过对邻国的两次战争，扩大了矿产资源的范围。当其他主要拉美国家还处于考迪罗主义纷争之时，智利已经开始了第一轮的初级产品出口（白银、铜、黄金和小麦）。“太平洋战争”之后，智利迎来了“硝石时代”，并带动了早期工业化的发展。像其他国家一样，智利也是大萧条的受害者，随后进入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简易阶段。特别是1938年大选后，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结盟的“人民阵线”获得了胜利，智利开始了改革主义的现代化进程。但进入50年代后，智利的多党政治体制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经济衰退、通货膨胀使各党派对传统政治体制失去了信心，他们在寻求解决危机的过程中逐渐走向极端化，原来的政治协商和妥协精神逐渐被抛弃。从1958年到1973年的15年中，右、中、左三派力量轮流执政，智利成了一个大的试验场，依次经历了“民主自由主义”、“基督教民主改良主义”以及“民主社会主义”的实验。1973年皮诺切特将军终止了阿连德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开始了一个由国家主义向市场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由“矫枉过正”到调整，再到“改革的再改革”，到20世纪初，智利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已经基本成熟，政治上也由专制恢复到了民主，并且实现了民族和解。韩琦在第五章中指出：“智利的相对成功之处不在于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本身，而在于智利政府能够避免走向两个极端，较好地走了一条中间道路。这是一条务实主义的发展之路，1990年代以来文人政府的表现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特点。”

（6）中美洲国家现代化模式

中美洲曾是玛雅文明的发祥地。殖民地时期隶属于危地马拉检审庭。1821年独立为5个小的国家（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原来是哥伦比亚的一个省，1903年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这6个国家的特点是领土面积狭小，资源相对贫乏，但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连接南北美洲和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十字路口，因此，历史上是外国列强极力争夺和控制的地区。在经济上，它经历了三次商品农业的革命，即19世纪中叶开始的大规模咖啡种植、19世纪末开始的大规模香蕉种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的棉花种植。1960年，除巴拿马以外的其他5个国家签署了中美洲共同市场协定，加强了相互之间的经济往来，并在不放弃初级产品出口的同时，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90年代又转向非传统产品的出口导向模式。在政治上，出于对渐进变革的失望，中美洲有两个国家在20世纪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即1944-1954年危地马拉的民族民主运动和1961-1979年尼加拉瓜的民族民主运动。但哥斯达黎加的政治一直比较稳定，与邻国相比，它有着多元政治、非暴力、社会分化不大的传统，从40年代末以来民主化进程健康发展，被称作“中美洲的瑞士”。王翠文在第六章中指出：“哥斯达黎加之所以长期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保持稳定和发展，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政府与社会集团关系中，没有一个像其他国家一样强大的寡头集团制约，政府能以国家利益而不是部门和集团利益行事。”“中美洲不发展的根源就在它以初级产品出口模式融入国际市场，在（拉美）多数国家进行了工业化和生产的多样化之后，它却仍继续依赖从殖民地时期形成的初级产品出口经济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不改变，其经济上的脆弱性和政治上的软弱性就很难扭转。

（7）古巴现代化模式

古巴是西印度群岛中最大的岛国。地处北美洲和南美洲的交叉点上，与美国咫尺相隔。16世纪主要发展畜牧业；17世纪以种植烟草为主；18世纪大量输入黑奴，发展甘蔗种植业；19世纪初代替海地，成为西印度甘蔗的主要产地，是“世界上最甜的岛国”。它长期受西班牙的殖民统治，直到1898年才获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但是，旋即为美国所占领。美国通过《普拉特修正案》干预和控制古巴的内政外交，古巴成为“在美国直接占领和通过资本渗透方式间接控制下的附属国”。古巴经济被纳入了美国的经济体系，形成了以蔗糖为主的单一产品生产制。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选择了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下，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进行了大胆的试验和探索，先后经历了“单纯模仿”、“大跃进式发展”、“苏联式改革”、“纠偏运动”等几个阶段。苏东剧变之后，古巴失去了经济援助的来源，同时还受到美国的经济封锁，遭受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打击。在这种形势下，古巴并没有放弃走社会主义道路，反而实行改革开放，“在美国政府经常的敌视、威逼和侵略中创建了自己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模式”。王萍在第七章中指出，古巴“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改革”，走具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其改革开放的主要特点是：“坚持公有制，不搞私有化；既实行计划经济，又采用市场机制；既保证效率，又坚持公平；既坚持一党执政，又实行民主政治。”古巴没有其他拉美国家那样的贫富两极分化，国民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受惠于国家。总之，古巴在注重捍卫民族独立、实现社会公正，提高国民素质和国际地位，以及治党、治国、理政方面提供了许多良好的经验和教训。

（8）委内瑞拉现代化模式

委内瑞拉是玻利瓦尔的故乡，这里的商业资产阶级在殖民地后期的发展，使其成为独立运动的策源地之一。但在整个19世纪它基本处于经济停滞状态。20世纪委内瑞拉在石油资源上做文章。新兴资产阶级在1936年上台后，提出了“播种石油”的口号，但这一口号变为发展战略是在1945年贝坦科尔特执政之后，他提出要以石油收入发展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以改变依赖石油的畸形的单一经济结构，因此，加快了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同时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实行土地改革。在石油资源开发的带动下，委内瑞拉的工业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产业结构越来越趋于合理，人均GDP也名列拉美国家的前茅。1958年之后，委内瑞拉结束了希门尼斯的独裁统治，政治民主化与经济现代化相伴而行，基督教社会党和民主行动党轮流执政40年，被誉为拉美民主化的“橱窗”。查韦斯上台后，在21世纪初将代议制民主发展为以全民公决为特点的直接民主制，并提出建立“21世纪社会主义”的设想。李巨轸在第八章中指出，委内瑞拉的现代化与石油息息相关，“委内瑞拉的经济是石油经济，委内瑞拉的民主是石油民主”这句话不无道理，但委内瑞拉能够利用石油收入改变国民经济结构，在摆脱单一制经济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委内瑞拉是在石油工业带动下走向现代社会的国家之一。

（9）哥伦比亚现代化模式

哥伦比亚是拉美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中等国家。哥伦比亚人认为他们的国家与其他拉美国家不同，原因之一是他们的国家有着长期的两党制的传统。另外，在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中，它是本地区唯一一个没有倒账的国家。从1910年开始，哥伦比亚长期享有文人宪政政府，自由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军人独裁只有一次（1953-1957年的罗哈斯政府）。1958年两党达成协议，建立了“民族阵线”政府，由于联合组阁，此后政局一直比较稳定。在经济现代化方面，早在1934年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党人阿方索·洛佩兹·普马雷霍总统就曾进行过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但由于保守党人的反对而中途夭折。“全国阵线”成立后，政府先后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十年发展规划、外汇条例等，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步伐加快。从1974年到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同时人口增长率下降到0.18%，这种经济发展意味着大多数哥伦比亚人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在对哥伦比亚现代化进程进行了比较系统地研究之后，王萍在第九章中指出，哥伦比亚政治民主是表面的，实际上，“这种民主是在少数政治精英控制下的寡头政治”，它“把寡头政治的艺术演绎到极限”，堵塞了民众参与政治的民主渠道，因此活跃的游击队成为民众表达政治意愿的一种方式。在经济上，哥伦比亚实行的“是一种混合的经济模式”。上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期间，哥伦比亚之所以能够独善其身，固然同它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的得当有关系，但也不排除毒品贸易的外汇贡献。从哥伦比亚独特的地理环境和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文化中似乎可以找到为什么这个国家至今游击队活跃和毒品贸易盛行的答案。

我们讲拉美各国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并不否认拉美现代化模式同时存在着统一性。由于拉美地区在文化特性方面存在着一些共性的因素，并且这些共性因素在拉美的历史演变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在拉美地区现代化的进程中能够依稀地辨认出一些统一性的特征。

首先，这些国家几乎都有着印第安人——伊比利亚人的社会背景。除了后来独立的13个加勒比岛国和海地之外，其他19个共和国都能在伊比利亚半岛追寻到它们的历史遗产，这种相似性来源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它们的文化是伊比利亚半岛的中世纪文化强加于印第安本土文化的一种混合体，这种共同性反映了一种伊比利亚传统，在建筑风格、烹调艺术、求爱方式、大男子主义、对诗歌和音乐的热爱等中都可以找到佐证，拉美人反对西班牙人的政治统治，但并不反对它的生活方式和在知识上的领导地位。

西班牙语是超越人为政治边境、促进各国相互联系的纽带。1862年西班牙王室颁布法令，规定西班牙语为殖民地基础教育的必修课，但拉美的西班牙语化主要是归功于混血民族的产生，当混血种人占据人口中的较大比例之后，西班牙语作为交流工具便日益普及起来。早期独立的20个共和国中除了巴西讲葡萄牙语、海地讲法语以外，其他18个国家都讲西班牙语。尽管还有3%的拉美人只会讲一种或几种印第安语，其中最为普遍的可能是克丘亚语、艾马拉语和纳瓦特尔语，但现在整个地区约有90%的居民或多或少地会讲或能听懂西班牙语，因为讲葡萄牙语的人听懂西班牙语是不太困难的。西班牙语成为整个地区的普通话。需要强调的是，就像美国的英语不同于英国的英语一样，拉美的西班牙语、特别是葡萄牙语也已经发生了本土化的变化。

罗马天主教有助于拉美文化一体化意识的增强。85%以上的拉美居民信奉天主教，拉美的天主教徒约占世界天主教徒的1/3.在历史上，天主教的影响曾经渗透到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是保守派的堡垒。进入20世纪后，随着各国民主改革的深入进行和实行政教分离，教会的财富被大量剥夺，对政治和社会的参与也受到很大限制，教会的地位和影响随之下降，主要靠教民的宗教信仰来加以维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教会内部出现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呼声，主张教会积极参加民族民主运动和社会革新进程，从而形成了所谓“解放神学”运动，1968年在哥伦比亚麦德林举行的第二届拉美主教会议上，这种观点占据了上风，标志着拉美教会从保守立场向温和改革的转变。现今的拉美教会赞成实现社会正义和经济公正，已经成为一支要求变革的力量，教会的影响力再度上升。

民族主义是拉美共同性的另一个源泉。整个地看，几乎所有拉美人都反对殖民主义和外国势力的经济渗透，在19世纪以前反对的是西班牙、英国等欧洲殖民主义，进入20世纪以后反对的主要是美国。但与曾经是殖民地的非洲和中东的仇外性相比，拉美的民族主义是温和的和具有二重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美的民族主义情绪逐渐地被融入一种更广阔的地区主义。尽管各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和目标不同，但拉美人意识到地区集团在反对主要经济大国中的优越性。于是，它们在1960年2月建立了“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LAFTA),1960年底又签署了“中美洲共同市场协定”（CACM），但由于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挫折，这些一体化组织并没有得到加强。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推动之下，南锥体国家组建的“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于1991年达成协议并于1995年正式运行，安第斯条约组织和中美洲共同市场也重新焕发了活力，特别是墨西哥与美国、加拿大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于1994年正式施行，开创了南北合作的新范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90年布什政府提出的创建一个“从安科雷奇港延伸到巴塔戈尼亚”的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完全颠倒了50年代一体化产生的最初动机。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挑战，提出了“开放的地区主义”的新战略，它们的视野超越了它们的地区，看到了融入全球化的必要性。

正是在上述文化方面种种共性因素的作用下，作为一个地区的拉丁美洲，其现代化模式在多样性中呈现出了一种比较相似的阶段性特征，即：

（1）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独立运动到1870年），外部受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影响，意识形态上以自由主义为主，政治上考迪罗主义盛行，经济上无所发展；

（2）早期现代化时期（1870-1930年），外部受中心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意识形态上以实证主义为主，政治上寡头威权主义盛行，经济上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占主导地位。这一时期拉美的现代化是上层阶级少数人的现代化。

（3）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时期（1930-1982年），该时期又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前期，1930-1950年，外部受世界经济大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意识形态上以民族主义为主，政治上出现了民众主义政权，经济上开始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第一阶段；后期，1950-1982年，外部受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影响，意识形态上以“发展主义”为主，政治上由文人政府过渡到了军人威权主义政府，经济上经历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的现代化影响到了全体民众，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伴而行，虽然民众的整体生活水平都有提高，但两极分化仍然严重。

（4）现代化的挫折和转型时期（1982-2000年），受经济全球化和冷战结束的影响，意识形态上以新自由主义为主，政治上军人政权让位给文人政权，民主化的步伐加快；经济上经历了债务危机的“失去了的十年”、新自由主义改革、新的外向型发展模式的建立和90年代的经济复苏。除了原有的社会问题加重以外，又滋生出环境破坏严重、金融风险加大等许多新的问题。

从以上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呈现出来的外部影响和拉美本土在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方面的特征，我们可以看出拉美现代化的总轨迹。虽然从中可以归纳出政治领域里军人政权与文人政权不断交替出现的现象，经济领域里发展战略的“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主义——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外向——内向——外向”的钟摆现象，但我们不能认为这仅仅是历史周期的简单循环，我们要透过这些现象看到其中发生的变化，如在军人政权与民主代议制的两极摆动中，已经发生了朝逐步消除个人专制方向变化的趋势，到80年代后拉美确立起了权力相对集中的民主代议制，即从专制与代议制的交替上升到了相对集中的民主代议制。我们应该看到拉美现代化进程中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趋势。拉美的历史既有延续，又有变革。


二、拉美现代化模式中的变革与延续

对拉美现代化模式中的变革与延续，我们可以从经济、社会、政治、国际关系四个领域加以分析。

经济方面的变化。20世纪拉美国家在寻求经济发展、努力实现工业化方面取得了历史性进步，从发展指标看，1900年全地区的总人口为7000万，到2000年已经超过5亿，全地区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不足10%提高到25%，人均收入增长了4倍多。早在20世纪的70年代中期，拉美国家就跨过了人均GDP1000美元的大关，80年代初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国家就进入了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现在已经有8个拉美主要国家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距离发达国家的门槛越来越近了。从经济结构的改善来看，原来停滞的、传统的、落后的“香蕉共和国”已经不复存在，相反，拉美经济变得更加具有活力和多样性。旧的维持生计的农业和单一经济越来越让位于制造业、商业、旅游业和服务业。半封建的生产方式已经让位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除古巴以外，多数国家都实行了一种公私兼有的混合经济体制。现在的拉美更加与世界经济融入一体。所有这些变革无疑都增加了对本地区的资本投入，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加快了生活节奏，增加了总的繁荣。

但是这些变化很不平衡。整个拉美地区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有的国家已经挤进了富裕国家俱乐部，但有的国家仍然属于“最不发达国家”。虽然拉美国家人均收入增加了4倍多，但贫困状况却没有大的改善。具体就20世纪后半期的发展情况看，拉美8个主要国家的平均基尼系数是：1950年为0.491;1960年为0.494;1970年为0.522;1980年为0.506;1990年为0.511;1997年为0.502.这表明从1950年到1970年的基尼系数是上升的，70年代有些拉美国家的分配政策有所调整，同时也是出口和经济增长加快的年代，因此，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在80年代“失去的10年”中，基尼系数又有所回升，到90年代，随着各国经济发展的恢复，基尼系数又有所下降，总的看，只呈现出一种微小波动状态，与其他地区相比，拉美的基尼系数是最高的，而且一直是居高不下。2000年拉美地区的基尼系数上升为0.552，全地区贫困人口达2.25亿（2003年），占总人口的43.9%。巴西的基尼系数甚至高达0.640（1999-2003年的平均值），整个拉美地区收入分配中的两极分化是世界上最高的。2007年8月6日的美国《财富》杂志证实，世界首富已经不是美国人比尔·盖茨，而是拥有590亿美元资产的墨西哥人卡洛斯·斯利姆·埃卢。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二元社会结构继续存在，少数很富有的人和大多数可怜的穷人并存。如巴西被称作“比利印度”（Belindia），即巴西社会的一部分是像比利时一样的现代、富有，另一部分则是像印度一样的传统、贫穷。这种二元结构存在于几乎所有拉美国家（古巴例外）。在有些拉美国家，如秘鲁、玻利维亚、危地马拉，那些被边缘化了的不讲西班牙语的印第安人更强化了这种结构。另外，新自由主义改革通过国有部门的私有化削弱了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由于拉美各国在80年代被迫放宽了对跨国公司的限制，跨国公司对政府和市场的影响在不断扩大，拉美经济比以往更加依附于外部经济。

社会方面的变化。伴随工业化的加速发展、政府农业政策向工业的倾斜、农业的现代化，1930年之后，拉美国家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过程，1950-1959年，拉美总人口增长1倍，而城市人口增长了4倍。有资料表明，欧洲城市人口比重从40%提高到60%，经历了50年（1920-1970），而拉美国家仅仅用了25年（1955-1980）。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城市化速度在放慢，但拉美地区的城市化率仍在继续提高（1980年为64%，1990年为71.9%，1997年为77.7%）。到20世纪末，拉美经历了从75%的农业人口向70%的城市人口、70%的文盲向85%的识字率的转变，预期生命率从40岁提高到70岁，人均收入也显著地增加。曾经是半封建的、双层结构的拉美社会，现在除了农业资本家外，还有商业、工业、银行业和其他精英。所有国家的社会现在都拥有一定规模的大约占全部人口20%-40%的中产阶级。工会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土著运动和城市贫民第一次被全部组织了起来，并且还有新的社区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不断涌现。这些社会运动使得拉美比过去更加多元化，并且为民主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当然，由于拉美工业化水平不高，城市化出现了过度发展的现象，由此带来了一系列诸如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生活环境恶化的“城市化问题”。

在社会福利方面，医疗与教育领域有较大的改善，但就业、贫困与社会不公正问题非常突出。从表3中可见，医疗卫生在现代化快速发展的20年中总体上都有改善，阿根廷、乌拉圭、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哥斯达黎加比较起来更好些，从婴儿死亡率看，古巴的状况最好。

表3 拉美各国的医疗卫生与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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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1990），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表4说明中等教育入学人数增加了，但适龄人口的相当一部分仍没有接受中等教育。在拉美，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可以通过私立大学预科和中等教育享有进入私立大学的特殊待遇。但在像墨西哥和秘鲁这样的国家，国立大学的增长与中等教育的普及是并行的。

表4 适龄人口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入学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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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1990），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拉美的城市化的速度超越了工业部门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把隐性失业由农村转向了城市服务业部门。从就业结构分析，表5显示了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经济部门中劳动力的分布比例。但“服务业”是一个含义十分模糊的类别，在拉美，大多数服务业工作的工资待遇低，而且经常是在街头和贫民居住区的临时性工作。从表中可以看出，虽然1960-1988年间，巴西、厄瓜多尔以及哥伦比亚的工业就业增加了，但这种增长主要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事实上，这一时期每个国家的服务业部门的就业也都增长了，墨西哥增长了35个百分点，在阿根廷和巴西也都有所增长。这些数字提醒我们，在拉丁美洲工业化较为发达的社会中，1982年后由于国内市场狭小以及经济衰退，存在着对工业扩张的限制。来自巴西的估计认为，在像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这样工业化的城市中，在“非正规经济”中工作的劳动力不超过1/3，但是，在其他许多城市，包括南部以及东北部的城市中，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大约占了就业总数的2/3.其他拉美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

表5 经济部门的劳动力分布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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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0年世界发展报告》（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1980），华盛顿，1980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人文发展报告》（United Nation Development Programme,Human Development Report,1990），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大多数财富仍然被集中在精英和中产阶级手中，只有很少“分润”给穷人。收入分配是一个国家阶级结构的指示器，不同的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模式。表6显示了最底层的20%的人口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并且将这一数据与其他几个组别作了比较。“在拉美最大的四个国家里（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智利），60年代末70年代初，最富有的1/5的人口持有一半以上的财富收入，到80年代中期，这种情况几乎没有发生变化。与之比较，最贫穷的1/5的人口仅持有不到总收入的5%的财富。”

表6 各国人口被分成5组的收入分配情况

[image: ]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1994），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其中缺少阿根廷、乌拉圭、厄瓜多尔等国的资料。

在农村，尤其是在工业不太发达的地区，土地所有权仍是阶级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通常与土地所有权相联系的是对政治权力的控制。巴西东北部提供了一个土地所有权的典型形式，其中大地产和小地产并存，在大地产上的许多土地无人耕种或者被用于粗放式的养牛业，而自耕农在他们小块的、集约耕作的土地上种植庄稼，放养少量牲畜（见表7）。尽管其他地区不如这里典型，但拉美的土地所有权仍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表7 巴西东北部的土地占有（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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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1990年拉美统计概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Latin America1990），第128卷，表315.

在大多数国家，除了选举外，权力仍然主要掌握在社会精英手中。社会体系仍然是不平衡的，与精英相比，工会、农民协会、妇女组织、土著运动以及其他群众组织的权力趋于被削弱和分裂。过去，传统的社会团体只有在得到精英允许的条件下才能存在，今天，这种情况似乎有所改变，因为即使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新的社会团体也能够保留下来，一个事实上自由的、多元主义体制正在慢慢地取代从前政府对团体认可的体制，但这种演变发展到什么程度尚不清楚。另外，尽管拉美比从前更加多元化了，但人口中的大多数人仍然被排除在决定他们生活的有效政治参与之外。

政治方面包括政治文化、政治制度和政府机构以及公共政策方面的延续与变革。

政治文化的变化。所谓政治文化是社会大众基于经验所形成的对政治权威、政治权力和政府角色等的态度以及相关的价值和信仰。拉美传统的政治文化强调威权主义、君主统治和精英主义价值体系，尽管这类观点仍然在起作用，但新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自由主义、职团主义、民众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已经对旧的信念体系提出了挑战，新的通讯和交通网络越来越冲破传统的信仰和孤立状态。虽然各个国家之间有许多差异，但很清楚的是，随着新教、世俗主义、天主教会内部的变革以及其他信仰体系的渗透，人们对传统天主教的坚持也正在减弱，旧的威权主义合法性遭到质疑，旧的立法基础正在被破坏，拉美政治文化正在快速地改变。现在让一位农民相信安贫乐道是一种美德或让他按照天定秩序接受一个贫贱的地位已经很难了，过去相信宿命论的农村工人再也不相信圣·托马斯或教会的说教，农村中出现了怀疑传统、要求变革的新一代。收音机和电视机的普及，以及各种政治组织深入农村的宣传促进了民众观念的变革，铁路、公路等交通网络的改善使农民不再与外界隔绝，许多农民纷纷涌进了城市，城乡之间的联系比过去加强了。

但是，拉美各国仍处在过渡时期，当旧的价值体系受到挑战的时候，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站稳脚跟，人们的信仰体系往往是新旧观念的混合体。例如，尽管拉美人赞成民主政治，但倾向于将它定义为“强势政府”；人们希望规范的民主选举，但经常想得到某种好处、许诺或庇护作为选票的回报；人们相信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但仍倾向于将强势权威留给全权的行政部门。因此，尽管在全地区建立起了形式上的民主，但一种真正的平等主义和参与式的民主在大多数国家却仍然非常薄弱。大多数国家尚缺少作为协调市民和政府之间关系的代表独立利益集团的“公民社会”网络。

政治制度的变化。拉美政治中的权力平衡正在改变，罗马天主教会、军队、土地寡头的权力已经衰落，而商业、银行、制造业、政治精英和中间阶级的影响在扩大。一些新的政党诞生了，它们经常是按照新的意识形态原则组织起来的，并且具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大规模的工人、农民、大学生和专业人员的组织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充满竞争性的和多元化利益群体的社会在形成。工业化和城市化改变了妇女的政治地位，拉美主要国家的妇女在20世纪60年代初基本都赢得了选举权（见表8）。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开始的拉美国家民主化浪潮使军人政权纷纷下台，到90年代初整个大陆已变成清一色的文人民主政体。目前在所有国家中都能保持正常的选举和至少形式上的民主，民众的参选率在50%以上，民主得到鼓励，从测量范围在0-1之间的民主选举指数看，1977年拉美为0.28,1985年上升到了0.69,1990年上升到了0.86,2002年更达到了0.93.同样地，人权的情形在大多数国家比20多年前也得到了显著地改善，公民的各种权利与自由在法律上得到普遍承认。

表8 拉美国家赢得和实施妇女选举权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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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劳伦斯·克莱顿，迈克尔·康尼夫：《现代拉丁美洲史》（Lawrence A.Clayton and Michael L.Conniff,A History of Modern Latin America），汤姆森·沃兹沃思出版社2005年版，第335页。

但是，这些新的民主的文化和制度的基础仍然是脆弱的。民意测验表明，民主的受欢迎程度在拉美事实上正在下降，公众并不认为民主已经实现了它的承诺，与任人唯贤和平等主义（相信人人平等的）相比，密友主义（任人唯亲）和世袭主义（家族政治）仍在广泛地流行。公民的各种权利在实际生活中往往得不到保障，突出表现为犯罪猖獗和司法效率低。拉美的凶杀案为世界之最，每10万人就有25.1起，未经审判的在押犯人占54.8%，在押犯人超过监狱接受能力的38.2%。同时，政党、政府和政治机构一般来说并没有得到公众的高度尊重。拉美似乎是在选举的时候实行民主，但在两次选举的间歇期，总统几乎是作为宪法独裁者实行统治。另外，9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政治危机不断，如秘鲁、危地马拉发生总统强行解散议会，厄瓜多尔、玻利维亚、阿根廷、海地4国先后有5位总统被中途废黜或提前交权。不民主的政体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在拉美仍然没有完全退场。选举民主仅仅是通往民主道路上的良好开端，但一个国家要实现真正的民主还需要满足许多其他的标准，如尊重人权、公民自由、平等、公民意识和参政意识、军队服从文官政府、权力制衡等等，在这些方面，拉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政府机构和公共政策的变化。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要求政府的作用加强，为适应民众的要求和发展的需要，拉美各国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相继设立了安全、卫生、住房、交通、供水以及其他许多事务的管理机构。新设立的劳工部、商业部、工业部、安全计划部等等数以百计的政府机构各司其职，为有效地实施新的发展方案而工作，并努力于形成新的诚实、合理、高效的工作作风。政府政策的范围也极大地扩展了。除了农业改革外，还有经济发展、城市政策、家庭计划，主要的问题领域包括住房、用水供应、教育、健康保护、电力、识字计划、灌溉、高速公路、医药、债务、植树造林等等，政府成为国家的保护人，中央政府的地位与过去相比得到提高，社会期望中央政府解决各类社会问题的趋势也大大加强。人们对政府的评价越来越依据它们提供服务的能力和是否具有满足民众期望的纲领。

但是，贪污、家族偏好、政治报偿和特权仍然是政府运行的润滑油，政府作用加强的结果之一是公共部门的显著膨胀，许多组织和个人为控制中央政府的巨大权力和资金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随着各国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进行，特别是国家经济的私有化，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被削弱，各国的改革在向前推进，但很缓慢。农业改革作为一个问题几乎不被提起。在进行城市改革的地方，更是问题成堆。虽然有新的社会改革，但它们很少是解决那些最急需的问题的。在教育、住房、卫生健康、就业方面，不少政府已经采取了重要的步骤，但困难远远超出了政府应对的能力。政府的执政能力面临严峻的考验。

国际关系方面的变化。拉美是第三世界中最早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地区，19世纪主要是依附于英国，进入20世纪后则越来越依附于美国。冷战时期，苏联通过古巴渗透到西半球从而削弱了美国的控制，西欧国家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渗透也加强了，这使拉美人能够利用大国之间的争夺，扩大自身的独立。冷战结束后，美国对拉美国家国内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少，而更加注重贸易和商业关系。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对民主和人权的新要求，也意味着各国经济竞争的加强，拉美国家被迫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转换经济发展模式。拉美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面向国内市场生产，而是为国际市场生产，同时，它不拥有和不生产的产品越来越依赖于国际市场，诸如石油（委内瑞拉、墨西哥例外）和重型机器。拉美的转型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还包括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方面的转变，这些转变同样也影响了世界的其他部分。拉美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部分，在一些领域内（国际法、外交、音乐、社会科学、各国政府所从事的社会和政治试验、足球等），它也许是时代潮流的引领者。但是，拉美比过去更加依赖国际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美国利用它对市场和国际借贷机构的控制来影响拉美的政治，跨国公司在拉美的扩张常常左右拉美国家的政府及其政策，正如美国著名拉美史专家托马斯·斯基德莫尔和彼得·史密斯所言：“拉美未来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它与国际权力中心之间的相互关系。”

总的来看，拉美国家的现代化仍然处在过渡阶段，也就是处在冲破传统的落后但仍未完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具体评估拉美现代化的成绩，我们就会发现其带有二重性特点，即虽然拉美现代化取得了很多经济进步、社会变革和政治民主化，但所有这些方面又同时带有不少缺陷和弱点；现代化的发展不平衡，城市地区比农村地区受到的影响更快；现代化的利益分享不均等，有些集团比另一些集团得到的好处更多，未能使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从国家的角度看，那些拥有充足资源、强有力的体制、良好公共政策的国家（巴西、墨西哥、智利、阿根廷、哥斯达黎加等）比那些缺乏这些特征的国家做得更好一些。拉美的现代化模式是动态的而非僵化的，是复杂的而非简单的，如果说非要总结出一个比较简单化的模式的话，我们认为，大致可以概括为5点，即：（1）现代化启动的动力来自外部的挑战，是外源型的；（2）经济运行方式主要属于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相结合的混合经济；（3）政治运行机制既有议会民主制的文人政权，也有威权主义的军人政权，经常是二者交替出现，政治动荡多于政治稳定；（4）社会分化程度比较高，两极分化严重，社会整合程度比较低，在不少国家，印第安人和黑人被边缘化，成为最大的贫困团体，城市化的速度超前于工业化发展水平，经济发展不足以支持庞大的城市人口，造成“过度城市化”；（5）文化主体属于天主教文化。从第一和第二条看，基本上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致，在后三条中，拉美与东亚国家存在重要的区别，即东亚国家基本上是威权主义政权，政治比较稳定；社会两极分化不甚严重，社会整合程度较高，城市化水平适度；主体文化是儒教文化。这后三方面均属于非经济因素，如果从这些方面深入研究，也许更能看清楚拉美现代化相对迟缓的原因。


三、拉美现代化经验的特殊性与普适性

拉丁美洲是现代化的“实验室”，它是第三世界中唯一一个经历了自由主义、发展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种现代化战略，初级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工业化和新的出口导向三种发展模式的地区，也是唯一经历了经济全球化全过程的地区。世界上大约没有其他地方能够像拉美这样同时提供如此之多的单个国家的案例和一种如此清晰的统一性特征的地区。拉美这一鲜活的“实验室”已经和正在为世界提供着各种样板和镜鉴，它的经验越来越引起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关注。

2004年，随着上一年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中国经济发展被认为进入了一个新的拐点，拉美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教训陡然受到中国企业界、政府官员和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在这年年初两会期间，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先生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了“拉美现象”的问题，其中谈到：“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这个阶段，对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已有的国际经验显示，很多国家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可能会出现这样两种前途：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期’，即保持一个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实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明显提高，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出现所谓的‘拉美现象’，即面对各种矛盾凸现，处理不当，结果走向贫富悬殊、失业激增、分配两极化、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从那以后，关于“拉美化”的讨论逐渐升温，“拉美化”、“拉美化之忧”的主题词频频出现在媒体上。

但是，究竟什么是“拉美化”？中国有没有“拉美化之忧”？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拉美化”是拉美国家在达到人均GDP1000美元之后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拉美化做了界定，大致可以归纳为：（1）跨国公司化，即跨国公司对民族资本形成了挤压和控制之势；（2）金融危机化；（3）“三农”问题严重，城乡差距拉大，城市发展过度化；（4）经济发展超过资源的承受极限，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化；（5）政府权力的腐败化；（6）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激化；（7）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全面恶化。这些学者认为，中国处在转型时期，许多曾经在拉美出现过的问题正在中国表现出来，中国有“拉美化之忧”，应该引起警惕。另一种观点认为，“拉美化”是伪命题，因为“拉美化”的症状不仅仅是拉美独有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对拉美现代化进程应该一分为二地分析，不能全盘否定。再者，“拉美化”是个贬义词，这种提法容易伤害拉美人的感情，不利于我们与拉美人的交往。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讨论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后产生的影响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全球化趋势和科技进步等外部因素的重要作用和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趋势和科技革命的发展速度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由于全球化产生的影响不同，因此，7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时遇到的机遇和挑战，与最近一二十年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中国）遇到的机遇和挑战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我们很难将几十年前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与最近才超过1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相提并论。同时，如果“拉美化”是指外资控制东道国的话，由于中国利用外资的情况与拉美不同，因此中国不会出现“拉美化”。与前一观点相同的是，持后一观点的学者并不反对总结和借鉴拉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经验教训。

在我们看来，上述两种观点争论的焦点在于“拉美化”是拉美地区特有的现象还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换句话说，也就是对拉美经验的特殊性与普适性关系的认识问题。对此究竟应该怎样看？

我们认为，首先要看到拉美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应该承认所谓的“拉美化”问题是在拉美这一特定的地理、历史、文化环境中发生的，具有拉美特色。

根据拉美经委会的一项统计资料，以当年市场的美元价格计算，拉美地区在1975年达到了人均GDP1138美元，1980年达到了2326美元。从国别情况看，1970年只有委内瑞拉达到人均GDP1091美元，到1975年又有6个国家（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巴拿马、秘鲁、乌拉圭）的人均GDP超过了1000美元，到1980年实现人均GDP1000美元的国家增加到13个，新增的国家是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智利、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和巴拉圭，在这些国家中，阿根廷以人均GDP5440美元居首位。由于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达到人均GDP1000美元的时间也就有先有后，但作为整个地区看，大体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

我们对人均GDP1000美元的理解不应绝对化和僵化，不应把它理解为一个点，而应该将其理解为一个时段，至少可以理解为1975年前后的10年，从那时起，到2000年的人均GDP3680美元。在这30年左右的时间里，拉美的现代化进程很不平坦，经历了80年代的全地区性的债务危机，90年代在主要国家又接连发生了金融危机，这些危机严重地阻碍了拉美现代化进程的顺利进行，但这些危机产生的原因部分地是拉美特殊历史进程的产物。

首先分析1982年的债务危机，其产生的根源是与第二阶段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联系在一起的。拉美国家工业化的第一阶段是替代一般消费品的进口，但生产这类产品的机器设备、中间产品和原材料仍需要依赖进口，同时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偏好逐渐转向耐用消费品。为了减少经济的对外依赖，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拉美国家有意识地推进耐用消费品、中间产品和生产资料的进口替代。但是，工业化本身却需要输入越来越多的机器设备，中间产品和某些原材料，进口需求甚至比以前更大。相反，由于拉美出口构成变化缓慢，出口增长低于进口增加。加之国际市场上能源、机器设备等价格上涨高于拉美出口的农矿产品价格的上涨，所以带来了贸易赤字。在此情况下，尽管有些国家在60年代中期实行了有选择地推动非传统产品出口的政策，但这仅仅是原来的进口替代模式在地区层面的扩大，没能像东亚国家那样成功地转向制成品的出口替代、实现国际收支的良性循环。1973年第一次能源危机爆发，巴西等依赖进口石油的国家外贸赤字更加急剧上升。原来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拉美国家只得选择通过吸收外部资金来弥补国际收支的做法，许多国家走上“负债增长”之路，1975年拉美外债总额为685亿美元，到1982年上升到3287亿美元。结果，当外部经济环境发生恶化（发达国家提高贷款利率；美元升值；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限制从拉美进口；降低拉美国家初级产品价格等）的时候，拉美就陷入了债务危机。因此，举借外债失控是这场危机的直接导火线，但从根本上讲，这场危机是拉美国家没有及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造成的。

与这一发展模式相关的还有以下几个问题。

重技术引进、轻自主创新。拉美国家在技术研究与开发方面，大量采用发达国家的先进设备和技术，但主要是通过外国直接投资或由外国企业来实现的，并没有通过引进，达到吸收、消化、创新的目的。这种做法造成了高技术生产部门基本上由跨国公司垄断的局面。据统计，跨国公司在拉美制造业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到70年代，它们在制造业中的投资额占其总投资额的50%以上，其中经合组织国家的公司在1967年达到了54%，美国公司在1976年达到了50.5%。在拉美主要国家100家最大的工业企业的生产中，跨国公司均占很大比重，如在阿根廷占79%（1971年），墨西哥占47%（1965年），秘鲁占53%（1973年），在巴西287家最大工业企业的资产中，外国公司占50%（1972年）。跨国公司进入拉美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避开高关税保护和进口限制，占领东道国的市场，以便在东道国就地生产就地销售，它们并不愿意向东道国转让关键技术。跨国公司放大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弊端，尽管其有助于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但东道国购买技术的成本加大了，外汇需求也增多了，不良消费模式产生了。外资输入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技术溢出效应，对东道国的技术自主开发能力帮助极其微弱。而在同时，东道国企业原有的市场份额被挤占，最终被边缘化。结果，拉美许多国家的产业结构并没有得到提升，甚至直到80年代末，拉美的初级产品出口在全部出口产品中的比重仍占2/3，同时，一些国家出口的许多非传统制成品（如纺织品、革制品和家具等）仍依赖于本地的自然资源。一位著名的智利经济学家谈到，拉美占世界人口的8%，但在工业产品方面占6%，在包含专业技术知识的工业设备方面占3%，在科研工作方面占2%，在科学论著方面只占1%，这说明拉美的发展更多地是出自模仿而不是创新。

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农村。进口替代政策过分强调工业增长，甚至为促进工业增长而不惜牺牲农业。如刻意压低食品价格，牺牲农业收入而使城市收入相对提高；为增加外汇收入不惜减少粮食生产，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提高农药、化肥、农用机械等进口投入物的价格；甚至增加农产品出口税收等等。各国出口农产品所得到的外汇收入，主要用于装备现代工业和充实中心城市的基础设施，极少用于农业部门自身发展所必需的投资。结果，造成农业发展的相对停滞，不少国家由原来的粮食出口国变成了进口国，1970-1984年拉美国家的食品进口每年增长14.8%。同时，由于拉美地区除个别国家以外，大多数国家未能有效地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农业现代化是在保留大地产制度的前提下通过走“技术变革”的道路来完成的。在这种模式下，中小农户因土地资源被高度垄断而失去发展空间，大批农村劳动力被快速地从现代农业部门排挤出来，结果，一方面使农业生产潜力得不到充分利用，另一方面造成由农村向城市自发的移民潮。但是，依靠进口替代建立起的工业部门，大多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并不能解决快速产生的就业问题。1950-1980年，拉美总人口增加1倍，劳动力总量增加1.16倍，同期城市人口却增加4倍。大量无法就业的劳动力只能从事各类自谋生计的传统服务业，进入所谓“非正规部门”。结果，拉美的城市人口增加了，但拉美的城市化却是“畸形”的，表现在先进的现代化产业、高档住宅与缺少最基本公共设施的贫民居住区共存；富裕的大企业家、银行家、高级职员与生活特别困难甚至一贫如洗的城市贫民并存；教育、卫生、文化等资源为中上阶层享有，穷人却与这些资源无缘，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文明与愚昧并存。城市治安与环境状况也日益恶化。农业问题处理不当不仅削弱了农业本身，还严重损害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发展。

重政府干预，轻视市场调节。强调国家干预是拉美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突出特征，一方面，政府长期实行高保护政策，另一方面政府还大办国有企业。到70年代初，拉美国有企业的数量达到惊人的程度，墨西哥拥有1000多家国有企业，智利拥有650多家，委内瑞拉有400多家，巴西约200家，巴西国有企业的产值超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在国家的保护下，许多国有企业缺乏竞争意识，加上机构膨胀、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等因素，企业的素质和经济效益较差，亏损日趋严重，国家为此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如墨西哥国营企业的亏损额在1970年为90亿比索，到1982年增加为5300亿比索，约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0%。在巴西，隶属于国营企业管理的382家联邦国营企业的经营亏损额1981年为9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联邦税收的73%。阿根廷的国营铁路每天需耗费政府补贴100万美元。国营企业的严重亏损导致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成为加剧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

重增长，轻分配。1950-1980年，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3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1倍多，但是，由于拉美国家在指导思想上倾向于先增长后分配的主张，并没有在税收政策、就业政策、部门政策上着力改善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城乡差别、贫富差别的问题。结果拉美的基尼系数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当时的一位拉美经济学家通过实证分析表明，拉美60年代至70年初“有增长而无发展”，50%的人口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收入分配的提高主要集中在30%的中、上阶层。在跨国公司的诱导下，拉美的富裕阶层形成了一个模仿发达国家消费模式的“特权消费社会”，这部分人的消费一是靠进口奢侈品和耐用消费品，二是靠进口原料、设备，制造进口的替代品，二者都需要消耗大量的外汇，这是对“资本积累潜力的一个巨大浪费”，同时由于为满足特权消费阶层多样化需求所建立的工厂一般都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无助于改善就业状况。结果，只有部分居民或集团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而广大民众则被排斥在发展成果之外，甚至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得不到满足，形成了现代生产部门和落后生产部门并存的二元结构以及社会两极分化加剧的局面。

由此可见，1982年债务危机固然同当时国际经济环境突然恶化、发达国家向拉美国家转嫁经济危机密不可分，但深层原因在于拉美国家实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国际收支不平衡、工农业部门发展不平衡、国内财政不平衡、社会财富分配不平衡）长期得不到解决，反而不断加深和被激化。所谓“拉美化”的种种问题正是集中在这一时期发生的。发展中国家追求工业化、现代化没有错，错的是采取了不适当的发展战略。东亚国家同样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但它们能够根据本国国情和国际环境及时转换为出口导向型战略，避免了出现“拉美化”问题。而拉美之所以没有向东亚国家那样及时顺利地转换发展战略，固然有多种原因，但其中的原因之一是拉美拥有丰富的资源，初级产品出口部门可以提供外汇支持工业化，这是其他地区不具备的拉美特色。这种特色不仅有助于延缓拉美式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也是拉美寡头势力长期存在、中产阶级力量薄弱、拉美政治不稳定的原因之一。

其次，我们再分析20世纪90年代拉美的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债务危机的缓解和经济改革的全面展开，外资重新流入拉美，全地区经济出现了比较强劲的恢复性增长。但是，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发生及其产生的冲击波，使拉美经济随即出现第一轮下滑；之后，1999年1月爆发的巴西金融危机，2001年12月爆发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又导致该地区经济的第二轮和第三轮滑坡。其结果是，1998-2002年，拉美地区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1.2%，低于人口增长率，成为继80年代“失去的10年”之后，又一个“失去的5年”。同时，社会形势继续恶化，其主要表现是失业率上升和贫困化加剧。拉美城市公开失业率在80年代为6%，90年代后半期超过8%，2002年创9.1%的历史记录，有些国家甚至超过了20%。据拉美经济委员会统计，2002年拉美贫困人口达到2.21亿，占总人口的44%，其中0.97亿为赤贫，占总人口的19.4%。社会矛盾再度激化，并在一些国家（如阿根廷、玻利维亚、厄瓜多尔、海地等）引发政治危机。

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之所以频繁发生，从外部因素看，是伴随金融全球化而来的国际资本流动速度加快，国际游资更容易地向新兴市场的货币和金融市场发动攻击，从而使各国政府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面临更大的难度，管理汇率制度的难度也增加。但拉美国家本身难辞其咎，如金融自由化步子过急，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债务负担过重；经常账户与公共财政“双高赤字”；利用固定汇率制作为稳定器，如巴西的“雷亚尔计划”、阿根廷的货币局制度等，导致货币大幅度升值；对短期投机资本不加限制，等等。“可以说，拉美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拉美国家在改革过程中存在决策失误和风险意识薄弱。”

拉美国家进行改革没有错，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改革是拉美国家没有出路的出路，错就错在大多数拉美国家的改革没有循序渐进、协调发展，某些领域的改革滞后，而另一些领域的改革又过快，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金融监管体制的建立滞后，金融放宽的步伐太快；在社会领域，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滞后，政府放弃干预的步伐太快，有些国家的政府为了实现财政平衡而减少了对文教卫生领域的投资，从而使低收入阶层得不到必要的服务；另有些国家的政府则在短期内将一些社会服务设施完全交给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部门去管理，失去了政府在社会发展领域中的主导地位。相反，有些国家改革的时间比较长，能留出比较大的空间加以补救和调整，从而使改革的效果比较成功，如智利模式。拉美不同国家在改革中的不同表现同具体国家决策集团的风险意识和政治家的执政能力是分不开的，而这些区别的背后暗含着拉美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

从上述对拉美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发生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分析来看，它们是在拉美地区这一特定空间和20世纪最后30年这一特定时段发生的危机，有着特殊的时空规定性，就外部环境而言，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这就是拉美现代化进程中所发生问题的特殊性，这种危机不可能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原封不动地再度重演。但是，唯物辩证法告诉们，特殊性中包含着一般性，任何事物都是特殊与一般的统一体。拉美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类似的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都面临着对外要处理好与中心国家的关系、对内要协调好各种利益集团关系和正确解决化解各种矛盾的挑战，都要经历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拉美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起步早的国家，是迟发展国家的先行国，正是从这种意义上看，拉美国家的发展经验又具有一般性特点。如从前述拉美债务危机发生原因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诸如应该重视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发展，缩小城乡发展的差距，减缓城市的过度发展；应该减少财富分配的不公现象，缩小两极分化的差距，避免引起社会动荡；应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坚持改革开放；应该注意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走技术创新之路，提高国际竞争力；应该根据本国国情，选择适合自身条件和比较优势的正确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等等。事实上，正是在拉美本土经验基础上所产生的许多理论，诸如二元结构理论、拉美的发展主义理论（中心——外围论、贸易条件恶化论、工业化论）、依附理论、人口流动模型、民众主义理论、威权主义理论、亨廷顿的政治变迁理论，甚至跨国公司理论的部分内容，都已经成为目前世界各国高校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教科书中的重要内容，对人们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进程、正确选择发展战略和政策正在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回过头来看，前述国内学者提到的种种“拉美化之忧”问题，实际上是在拉美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发生的问题，即一是人均GDP1000美元前后的现代化快速发展时期，二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期。目前中国既处在刚过人均GDP1000美元的阶段，同时又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因此我们等于同时面临着拉美两个发展阶段的难题，所以，拉美经验对中国来说弥足珍贵，中国非常需要拉美这面镜子反照自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美经验具有普适价值，当然，这种普适价值是有限度的，是针对那些在现代化进程中处在类似阶段、遇到同样难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的。

最后，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目前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至少部分地得益于对拉美经验教训的总结。


第一章　巴西：咖啡、巴西化和“巴西奇迹”

巴西是拉美地区33个主权国家中的“头号大国”，不仅国土面积最大（851万平方公里）、人口最多（1.8亿），而且自然资源最富集、经济规模最大（GDP占拉美40%）。近年更是成为国际舞台上一颗“耀眼明星”，不仅被美国高盛公司列为与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齐名的“金砖四国”，而且被“八国集团”纳入“8+5机制”的成员。巴西之所以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拉美头号强国，除其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外，更重要的是与其选择的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密不可分。尽管学界对巴西现代化发展模式存在着不同的评价，但笔者认为，所谓“巴西现代化发展模式”是指19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现代生产力和工业化的推动下，以第二次世界现代化浪潮为背景，以构建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为目标，主要采取高效率的、非均衡的工业化方式，逐渐从一个落后的传统的农业国演化成一个具有中等发达水平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道路。巴西作为发展中国家，属于“后发型”现代化，为何能够在一百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后取得基本成功？其发展模式究竟具有何种特点？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何启示？本章试图通过扫描巴西现代化的历史轨迹，从中探讨巴西现代化的独特之道，点评巴西现代化的成败与得失，进而提出几点可供借鉴的启示。


一、咖啡繁荣与巴西现代化的启动

纵观巴西现代化120多年的历史进程，具有与众不同的基本特征与特质，其中第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巴西现代化的启动与“咖啡经济”、“咖啡政治”以及“以咖啡为主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咖啡经济的大力发展带动了与之相关的巴西早期工业的发展，进而衍生出独一无二的“咖啡政治”，从而为巴西现代化的启动打下良好基础；正是咖啡经济的繁荣，促使巴西帝国统治者采取“以咖啡为主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从而进一步推动“咖啡经济”与“咖啡政治”的发展，使巴西第一阶段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浓厚的“咖啡经济”和“咖啡政治”的特色。

（一）举足轻重的“咖啡经济”

从1500年4月22日葡萄牙航海家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Alvares Cabral）率领探险船队抵达今日巴西的巴伊亚州南部海岸，到1822年1月9日“葡萄牙——巴西——阿尔加维斯王国”王子唐·佩德罗（Dom Pedro II）宣布巴西独立，葡萄牙王室对巴西实行了长达322年的殖民统治。整个殖民地时期，巴西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葡萄牙王室垄断了巴西全部经济，尤其是对外贸易，并根据国际市场需求来决定巴西生产与经济活动，从而导致巴西经济形成巴西木周期、蔗糖周期、采金周期、棉花周期和咖啡周期。

15世纪初，葡萄牙殖民者登上巴西这块土地时，发现一种可作名贵染料且质地坚硬的“巴西木”（当地印第安人称“阿拉布塔”）具有重要商业价值，于是1510年以后逐渐大肆开采，形成了巴西经济发展的第一个经济周期——“巴西木周期”。由于贩运到欧洲的巴西木的利润可高达500%，因此给葡萄牙王室带来大量的财富。巴西木主要生长在沿海地区，且数量有限，经过40多年的乱砍滥伐，到1550年巴西木的采伐已不具备商业价值。随着甘蔗在气候炎热、土地肥沃的巴西试种成功，甘蔗很快取代巴西木成为殖民地经济的最重要支柱，1530-1570年蔗糖产量与出口大幅上升，蔗糖出口额达3000万英镑，超过同期黄金、钻石的出口额，为殖民地时期巴西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7世纪70年代，伴随加勒比蔗糖业的快速发展，国际市场蔗糖竞争激烈，巴西蔗糖出口逐渐下降。到17世纪末，随着米纳斯吉拉斯等地发现黄金，尤其是1694年葡萄牙王室颁布“金矿归发现者所有”的法令，极大地刺激了巴西“采金热”。1700-1801年巴西黄金产量达到983吨，价值1.35亿英镑。1700-1770年期间巴西黄金产量相当于16-18世纪世界黄金产量的50%。正是由于金矿开采，葡萄牙王室决定将总督府由东北部的萨尔瓦多迁到里约热内卢，使其成为巴西经济发展与政治管理中心。到1760年前后，米纳斯吉拉斯金矿几近枯竭，加上1771年葡萄牙王室收回采金权，采金活动在殖民地经济中的重要性逐渐被棉花生产所代替。因为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后，纺织业获得迅速发展，棉花成为国际市场上抢手产品。适宜棉花种植的巴西东北部开始大规模地种植棉花，棉花的大量种植导致巴西棉花生产周期的到来，巴西很快跃居成为世界主要棉花生产国和出口国。18世纪末巴西棉花生产达到高潮。但1818年发生一场历史少见的大旱灾，导致棉花种植业一蹶不振，加上美国棉花的有力竞争，逐渐宣告巴西棉花周期的结束。

早在1727年葡萄牙军官弗朗西斯科·德加洛·帕列塔（Francisco Degano Palleta）在巴西帕拉地区试种咖啡获得成功。而此时的欧洲，品尝咖啡不仅是上层贵族的一种享受，而且成为普通百姓的偏好，因而欧洲对咖啡的需求快速增加。1732年葡萄牙王室要求巴西北部马拉尼昂地区发展咖啡种植业，并发放财政补贴鼓励生产。1808年葡萄牙王室迁到巴西后，巴西本土的咖啡需求量大幅度增加，加上此时美国咖啡消费量显著增长，巴西咖啡种植业获得快速发展。1822年巴西以和平方式获得独立，进入长达67年的“帝国时期”。尤其1840年土生土长的佩德罗二世登上帝位，把欧洲资产阶级自由经济学说当作是解决巴西落后的“灵丹妙药”，竭力鼓吹经济自由主义，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利用亚洲咖啡因病虫灾害而产量剧减的时机，加强咖啡生产与出口。结果，在第二帝国和共和国时期，咖啡经济在巴西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故人们常称这一时期的巴西经济为“咖啡经济”。巴西咖啡经济周期的主要特点：

其一，咖啡产量不断提高。1825-1850年期间，世界咖啡产量增长3倍，而巴西增长了5倍。到1850年左右巴西咖啡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位。咖啡产量从1890-1891年的550万袋（每袋60公斤）增至1901-1902年的1630万袋。19世纪最后10年，仅圣保罗州的咖啡树就从2.2亿株增加到5.2亿株。到20世纪头10年巴西咖啡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77%。

其二，咖啡种植面积逐渐扩大。咖啡种植范围起初仅限于北部的马拉尼昂地区，后逐渐向南扩张，进而向西部扩大。很快，东南部三州——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和里约热内卢成为种植咖啡的最主要地区。

其三，咖啡成为最重要出口产品。从1821-1830年到1881-1890年，咖啡出口从占巴西总出口的18.4%增到的61.5%，进而再增至1891-1900年的64.5%。咖啡出口完全取代蔗糖出口，成为最重要的出口产品。正是由于咖啡出口的带动，1833-1889年巴西外贸总额增加6-7倍。1900年巴西向美国和欧洲出口咖啡就达1000万袋。1908年咖啡出口仍占巴西出口总额的53%。1924-1929年咖啡出口收入占巴西全国出口收入的73%。可见，巴西经济严重依赖咖啡经济。

其四，咖啡经济成为推动民族经济的引擎。咖啡经济拉动的经济繁荣不仅增强了巴西经济的实力，而且促进了与咖啡经济相关的早期工业和早期金融业的发展。为了加快咖啡的出口和咖啡经济的发展，铁路和公路开始发展起来。1854年巴西修建了从瓜纳巴拉湾到彼得罗波利斯的铁路，尽管只有16公里，但却是巴西历史上第一条铁路。此后，1858年累西腓——卡布铁路、1877年里约热内卢——圣保罗铁路相继开通，到1889年巴西铁路总长达到9650公里。20世纪头15年共铺设铁路11260公里，到1920年巴西铁路总长达到2.7万多公里。全国20个省份中绝大多数省份修建了铁路。同时，巴西许多港口设施也得到很大改善，如：里约热内卢、圣多斯、阿雷格里、萨尔瓦多、维多利亚、累西腓、贝伦、玛瑙斯、巴拉那瓜等港口或挖深渠道或新增码头或修建货仓等。这些铁路、公路和港口建设不仅促进了咖啡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助于为巴西早期工业开辟新市场，开发新资源。在咖啡经济的带动下，咖啡加工业、食品加工、服装制造业和木材加工、化学业和冶金业也陆续发展进来。巴西工业企业从1881年的200家左右增至1889年的600多家，到1914年增至约7000家。根据1920年普查，巴西工业企业达到13336家，总投资1815156康托，工人总数达275512人。1920年工业产值达到1.53亿美元，意味着从1907年以来几乎增加5倍。尤其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占全部工业产值的3/4.1920年城市工人已达27.6万。这些工厂主要集中在里约热内卢、累西腓、萨尔瓦多、圣保罗、卡西亚斯等。此外，围绕咖啡等初级产品的出口，一些早期的金融服务机构也相继建立起来。1845年以前，巴西仅有“里约热内卢商业银行”一家银行；1845年以后，巴伊亚商业银行（1846年）、巴拉商业银行（1847年）、萨尔瓦多银行（1848年）、伯南布哥商业银行（1851年）、里约热内卢农村银行（1851年）和巴西银行（1851年）纷纷建立。1890年中央政府颁布《新银行法案》，将全国分为三个大区，每个大区设立一个银行，有权发行货币，为各地工业企业提供融资渠道。其中，巴西银行和里约热内卢银行很快成为巴西最大的银行机构。这些金融机构的建立与发展，为巴西早期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融资渠道，增强了城市的权力和地位。随着早期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巴西沿海城市有了一定的发展。首都里约热内卢成为当时南美最热闹非凡的大城市。城市的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地主贵族和普通农民离开农村庄园和种植园，更多地加入到城市的社会生活，巴西城市化进程由此启动并加快步伐。

（二）独具一格的“咖啡政治”

19世纪80年代末，伴随咖啡完全取代蔗糖成为巴西经济最重要的支柱，咖啡不仅主宰了巴西对外出口，还带动了巴西经济繁荣。随着经济的繁荣，盛产咖啡的东南部地区人口迅速增加，尤其圣保罗州在30年内人口增长2倍多，从1890年138万人增至1920年的459万人。到1920年，咖啡主要产地圣保罗州成为巴西最重要的工业区，因为该州具备工业化所需的主要因素：大笔咖啡收入为工业化提供了充沛的资金来源；国内外移民纷纷涌入，为工业化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拥有丰富的水力资源，为工业化提供所需的动力源；铁路网络和道路系统建立；还是一个进入便利、购买力强的市场。尤其圣保罗州首府圣保罗市成为东南部地区的金融中心和管理中心。这样，圣保罗第一次取代里约热内卢在巴西经济中执牛耳。东南部地区的经济力量赋予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和里约热内卢“咖啡三角区”以政治权力，尤其是圣保罗州。通常控制总统职位意味着打开通向经济立法和任免官员的大门。因此，整个旧共和国时期，三个强有力的咖啡州成功地把持着总统职位，进而又进一步加强了它们的地方经济。1894-1906年期间，三位文人总统均来自圣保罗，1906-1910年期间执政的两位总统分别来自米纳斯吉拉斯州和里约热内卢州。由于总统职位主要由来自盛产咖啡的东南部地区的人士控制，总统又是强势利益集团——咖啡业主集团的代表，所以这一时期巴西政治带有浓郁的“咖啡政治”色彩。一位美国学者曾这样揭示巴西咖啡与政治的关系：“所有的北部诸州都强烈反对咖啡业主控制政府，抱怨政府牺牲他们的合法要求以迎合咖啡业主。然而，总统坚持自己的所作所为旨在取悦咖啡业主，向他们提供优惠贷款，给予财政资助，提供汇率支持，以保证咖啡业主们获得高额利润。”“总统完全意识到他是由于咖啡业主的器重才得以当选，现在他必须以德报恩。“1889年后巴西很快出现咖啡业主与联邦政府的结盟，这种结盟取代了巴西以前所有的政治安排。由于圣保罗人在这一联盟中居主导地位，巴西历史上的这一时期又称为“圣保罗控制时期”。

（三）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战略

巴西在现代化起始阶段出现的“咖啡经济”和“咖啡政治”均与巴西独立后奉行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有关。巴西独立后至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第一帝国时期（1822-1831年）、摄政时期（1831-1840年）、第二帝国时期（1840-1889年）和旧共和国时期（1889-1930年，即第一共和国时期）。巴西在独立后一个世纪里实施了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战略。

独立后，巴西实施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实际上是被迫之举，与当时巴西国内外形势密切相关。巴西作为葡萄牙殖民地，被迫接受围绕并服从宗主国利益的依附格局。整个300多年的殖民统治时期，巴西相继出现“红木周期”、“甘蔗周期”、“黄金周期”、“橡胶周期”等不同的经济周期。由于殖民时期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格局不是巴西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自主行为，而是被迫接受的，因而具有强制性、被动性、依附性。不过，殖民时期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格局无疑对独立后的巴西有着深刻的影响，因为数百年的殖民统治使巴西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独立后只能继续利用本国现有的比较优势，通过出口初级产品加快资本积累和自身发展，这是当时唯一能够进行的选择。不过，由于巴西已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故独立后采取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政策实际上成为了国家发展战略。同时，整个19世纪正处于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发展阶段，非常需要亚非拉发展中地区提供其工业发展所需的各种原料，因此，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巴西，在独立后能够长期奉行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此外，西方古典经济学派国际贸易理论于19世纪下半叶传入巴西，受到巴西统治阶级的欢迎与推崇。当时的巴西财政部长若阿金·穆尔蒂纽声称：“一个国家的经济目标不应该是少进口，而应是多出口、多进口。”当时巴西大种植园主和大商人占据着政治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他们赞同国际贸易理论，主张面向国际市场生产更多的农产品，以获取更大的比较利益。正是基于上述的国内外形势，独立后的巴西主动将原先被迫接受的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格局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巴西独立后，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制，建立了巴西帝国，经济上仍然保留大庄园制和大种植园制，经济结构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第一帝国时期，继续重视甘蔗种植，大力发展甘蔗经济，独立头10年蔗糖不仅是巴西最重要的农产品，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出口品，占全国出口的30%以上。然而，到19世纪40年代，由于西印度群岛蔗糖业勃兴并与之竞争，加上国际市场对蔗糖需求减少，巴西蔗糖经济逐渐衰落。第二帝国时期，开始将经济发展战略重心转向咖啡经济，开始实施以咖啡经济为主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战略。咖啡的种植面积、产量、参与的劳动力很快超过蔗糖生产，成为最重要的农作物和最重要的出口产品。

需要指出的是，19世纪中叶到1930年由第二帝国和第一共和国推行的以咖啡经济为导向的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战略，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一战略以发展咖啡经济为主，开始摆脱殖民统治的蔗糖经济遗产，以一种全新的经济产品作为推动民族经济的动力。这一战略的制定者不是葡萄牙宗主国，而是巴西本土出生的佩德罗二世，因此战略的选择是主动的行为，算得上是巴西第一个真正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战略还被1889年帝制被推翻后的第一共和国所承继、发扬。客观上说，这一战略极大地促进了巴西以咖啡为主的出口农业的发展，有助于巴西经济水平的整体提高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巴西人均GDP从1913年的118美元增到1929年的175美元。随着出口农业的快速发展，服务于出口的铁路、公路和水路两端，既成为出口初级产品的集散地，也发展许多新兴城镇，巴西城市化进程逐渐启动起来。随着出口农业经济的发展，种植业主和出口商构成了强有力的特殊利益集团，成为左右政治生活的重要力量，“咖啡政治”成为巴西现代化进程第一阶段的重要特点。此外，随着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巴西社会成分变得复杂起来。一是从种植业主中脱颖而出一批具有时代进取精神的企业家，他们不再安于半自给自足的生产，不甘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乐于受“英风美雨”的洗礼，在器物层面、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追求欧化和西化。这在巴西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家精神。二是直接或间接从事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的中间阶层的人数逐渐增多，其作用和地位不断上升，为后来的中产阶级出现打下了基础。三是随着直接从事初级产品出口服务的铁路工人、码头工人人数增多，巴西工人阶级的力量逐渐壮大起来。

但是，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一是随着初级产品出口收入的增加，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种植业主和出口商手中。他们尽管人数少，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多，并从初级产品出口中牟取暴利，导致贫富悬殊扩大。而人数众多的农民占有极少土地，有的甚至无土地可种，他们没有从初级产品出口中受益，仍处于贫困状况。二是由于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战略强调发展以咖啡业为主的出口农业，咖啡逐渐主宰巴西经济，从事咖啡生产和销售的咖啡业主和出口商、盛产咖啡的东南地区逐渐控制了巴西国民经济，进而主导国家政治生活。因此，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集中到特殊的利益集团和少数地区，造成经济与政治发展失衡。三是由于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战略强调的是出口，追求的是初级产品的不断出口，以出口来引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对外有着强烈的依附性。初级产品的生产需要依赖国外技术和资金，销售需要依赖国际市场和价格。因此一旦国外市场和贸易条件有所变化，它也必然随之变化，外部条件的优劣决定了它的兴衰。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导致这一战略失灵。四是由于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战略重视出口农业的发展，因而非出口农业（如粮食生产）就受到忽视。随着初级产品部门不断扩大和兴旺，手工业等其他部门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由于初级产品生产区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造成沿海地区发达和沿海城市膨胀，而广大内陆地区仍处于落后、贫穷状态，巴西经济和社会发展开始失衡。总之，巴西在独立之后尤其19世纪50年代后采取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战略，是当时巴西人能够进行的唯一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历史的必然。这种战略在当时的条件下和相当长的时期内取得明显的效果。但是，由于战略本身的局限性，一旦时过境迁，国内外条件发生变化，它也就失去效能，不得不让位于新的发展战略。

总体说来，从19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30年代，为巴西现代化启动与初步发展阶段。由于这一阶段现代化的主体、目标、背景、内容和模仿对象，都与西方思想、西方文化和西方国家有关，故这一阶段亦可称作“西化运动”阶段。从现代化启动的背景与内容来看，这一阶段的西化运动具有明显的外激性和模仿性的特征；从现代化历史进程看，这一阶段是巴西现代化的发轫阶段，具有浓郁的“咖啡经济”和“咖啡政治”色彩，尤其盛产咖啡的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和里约热内卢三州基本垄断了1889-1930年期间总统职位，因此国家政治权力实际控制在“咖啡业主集团”手中，咖啡业主与联邦政府结盟取代了以前所有的政治安排，并主导了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不过，它所试行的西式政体、兴办的实业、创办的学校，标志着巴西现代化进程的启动和初步发展。从现代化性质来看，西化运动不仅在器物层面有所进步，还在制度层面有所突破。从现代化的结果来看，这场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未达到预期目标。工业化缺乏系统的规划和配套政策，以发展咖啡加工业及相关产业为主，主要布局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由此引起地区发展失衡，东南沿海地区逐渐取代东北沿海地区成为巴西经济与政治的中心。


二、巴西化、工业化与现代化全面推进

如果说，巴西现代化第一阶段带有浓厚的“咖啡经济”与“咖啡政治”色彩，那么，巴西现代化第二阶段则是以进口替代工业化为主要特征，因为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对巴西经济支柱——“咖啡经济”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咖啡出口急剧下降，咖啡出口收入大幅减少，以出口为导向的咖啡经济引导国民经济的局面难以为继，咖啡种植园主和咖啡出口商主宰国家政治舞台的基础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面向国内市场的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以及随之而成长起来的工业资产阶级逐渐“当家作主”。正是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意识的工业资产阶级，以“巴西巴西化”为目标，以进口替代工业化、建立民族工业体系为主要内容，全面推进现代化进程，故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亦可称作“巴西巴西化”阶段。

（一）“尉官派运动”兴起，工业资产阶级上台

1929-1931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沉重打击了巴西经济支柱——“咖啡经济”，咖啡出口急剧减少，咖啡出口价格下降62%，出口收入下降60%以上。1929年巴西积压咖啡达到2600万袋，为巴西常年出口的两倍，咖啡价格从1磅22.5美分跌至8美分，出口值从1929年4.45亿美元减至1932年1.8亿美元。咖啡出口减少导致贸易额急剧下滑。1929-1938年巴西出口量减少31.1%，进口量下降63.8%。这样，巴西出口农业发展势头被打断，农业生产增长率从1920-1929年的7.5%降到1933-1937年的1.2%。同时，这场危机还严重打击了咖啡业主的势力，削弱了盛产咖啡的东南地区在国家经济与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动摇了“咖啡政治”，旧共和国在危机中倾覆。

在经济危机打击下，许多咖啡业主停止种植咖啡，裁减农业工人和佃农，无法谋生的失业工人和佃农，不断举行反对咖啡业主为代表的寡头政治，人民群众运动此起彼伏。尤其是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中下层青年军官也参加到反政府的行列当中。这些青年军官构成的“尉官派”进行的反政府斗争，史称“尉官派运动”。在不断高涨的反政府运动的压力下，巴西统治阶级集团分裂为保守派与自由派两派，前者由与英国保持密切关系的咖啡业主和大商业资产阶级组成，后者由受到美国支持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组成。两派在1930年总统选举问题上发生严重的分歧。保守派推举圣保罗州长儒利奥·普列斯特斯为总统候选人，而自由派推举南里约格朗德州长热图利奥·多内莱斯·瓦加斯（Getúlio Vargas）为总统候选人。由于前者作为“咖啡政治”的代表，受到咖啡业主和大商业资产阶级的支持而当选。但这一结果激怒了反对寡头政府的人民群众和尉官派，他们拒绝接受选举结果，支持瓦加斯的尉官派在各地武装起义。1930年10月22日，军队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推举瓦加斯为总统，从而结束巴西历史上第一共和国时期（即旧共和国时期）。11月3日，工业资产阶级代表瓦加斯组成临时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政权。1930年10月军事政变和瓦加斯上台，是巴西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巴西结束了延续数个世纪之久的大地主大商人寡头统治，正式确立资产阶级统治，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扫清障碍。

（二）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

20世纪30年代，巴西开始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工业化阶段。这一时期，经历了四任总统：瓦加斯政府（Getúlio Vargas,1930-1945年、1950-1954年）、杜特拉政府（Gaspar Dutra,1945-1950年）、库比契克政府（Juscelino Kubitschek,1955-1960年）和古拉特政府（Joao Goulart,1961-1964年）。尤其以瓦加斯和库比契克为代表的工业资产阶级，从巴西实际出发，高擎民族主义与发展大旗，推行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初步建立起较完备的工业体系。

所谓“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是指1930-1964年巴西利用出口农业的资本积累，发展民族工业，面向国内市场，大力生产工业消费品，替代原由国外进口的工业消费品并初步建立起生产资料工业，使生产结构渐趋多样化。这一战略由受民众主义思想影响的瓦加斯政府创立，为受发展主义思想影响的库比契克政府所发展和丰富。这一战略构成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初巴西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的第一部分，也是巴西工业革命第一阶段。

20世纪30年代巴西开始采取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并非偶然。首先，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迫使巴西人进行战略转换。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给巴西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以灾难性的打击，对巴西以咖啡出口为主的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不仅咖啡出口量、出口价格和出口收入全线下降，而且其他初级产品出口也大幅下滑，出口农业受到重创，贸易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急剧降低，1929-1938年巴西国内生产总值下降7.3%。这场危机不仅造成咖啡经济的萧条和国民经济的衰退，也宣告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寿终正寝”，构成巴西政府被迫进行经济发展战略大调整的决定因素。其次，民族主义和发展主义成为制定新的发展战略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早在19世纪末巴西一些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有识之士看到了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战略的缺陷，意识到完全依赖于国际市场的发展战略是危险的，对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十分不利。30年代初，圣保罗一些工业企业家明确提出巴西不能依赖传统的初级产品出口，认为应通过工业化改变巴西初级产品出口国的地位，创建自己的民族工业，加速民族经济的发展，使半殖民地巴西变成一个真正的独立国家。因此，巴西政治文化精英们形成进行工业化的共识，从而为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作了必要的心理、思想准备。其三，产生于40年代末的“拉美发展主义”与巴西有着不解之缘。它既是源自30年代巴西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实践，又是对这一实践的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进而又成为50年代以后巴西政府的指导思想。在30-40年代巴西自主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实践的基础上，以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为代表的拉美经委会，以结构功能主义为理论支架，从国际贸易理论入手，提出“中心——外围”命题，明确指出工业化是外围（发展中国家）利用技术进步好处、改变不合理经济结构、摆脱不发达状态与依附地位的“唯一有效道路”，进口替代与改变进口结构是外围工业化的主要特征。拉美经委会提出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在巴西工业资产阶级中引起了共鸣。拉美经委会阐明了以罗伯特·西蒙森为首的巴西工业家集团的观点。两者的思想存在高度和完全的巧合”，尤其拉美经委会提出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及其有关的政策受到50年代以后巴西政府的大力推崇，并得到广泛的实施。库比契克政府和军政府都高举发展主义大旗，使巴西经济出现两次发展的高潮。可见，拉美发展主义不仅是巴西制定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之一，也成为实施这一战略的指导思想。其四，巴西早期工业的发展为巴西转向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奠定了经济基础。巴西独立后，尤其19世纪50年代后，随着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出口农业的部分收入被投入制造业部门，制造业部门发展步伐加快。据统计，1920年巴西已拥有13336家企业，资本额达181.5万康托，职工275512人，使用动力计3.1万马力。简言之，巴西早期工业发展为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提供了物质条件。最后，工业资产阶级上台执政为战略的转换提供了政治前提。1930年瓦加斯上台执政，是巴西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和分水岭，标志着延续数百年之久的种植业主寡头统治终告结束，宣告新兴工业资产阶级正式登上巴西政治舞台。自19世纪末以来，具有民族主义精神的新兴资产阶级竭力主张通过工业化和发展民族经济，使巴西摆脱因葡萄牙殖民统治造成的落后状态。资产阶级上台掌权，为巴西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也为实施进口替代工业战略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前提。

20世纪3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巴西政府为实施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进行了不懈努力，尤其瓦加斯政府和库比契克政府起了主要作用。瓦加斯政府采取一系列促进巴西民族工业发展的措施，开创了巴西工业革命，为巴西进口替代工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库比契克政府采取进一步推进民族工业的措施，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发展，使进口替代工业化得以迅速发展。这一时期，巴西政府为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

第一，制定工业化发展战略与规划。先后制定和颁布《1940-1945年兴建公共工程与加强国防建设5年计划》和《1950-1954年索尔特计划》，初步实现国民经济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

第二，建立领导与管理工业化的相关机制。1930年，瓦加斯政府建立劳工部。1931年，建立工业和商业部。1937年，建立全国经济委员会。此外，还加强金融机构、信贷和贸易机制的建设，执行新的信贷政策，为工业化提供更多更便利的融资渠道。这些机构和机制的相继建立，确定和保证国家对经济尤其工业化的领导与干预作用。

第三，建立大型的国有企业，实现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指导与参与。为了加快工业化进程，巴西政府利用国家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在某些具有战略价值和私人无法经营的部门建立国有企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瓦加斯政府建立了一大批大型骨干工业企业，如沃尔塔雷东达钢铁公司（1941年）、国家发动机厂（1942年）、多西河谷矿业公司（1942年）、国家制碱厂（1943年）等。巴西政府还将工业发展的重点由轻工业转向重工业。国有企业的建立，极大地推进工业化进程，增强了民族经济的实力，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领导作用。

第四，发展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推动民族工业发展。早在1931年瓦加斯就说：“钢铁时代即意味着巴西的繁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瓦加斯利用美国资金和技术建立起巴西第一个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沃尔塔雷东达钢铁厂。随着国营钢铁、电力、矿业和制碱公司的相继建立，巴西逐渐建立起自己的重工业。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政府计划重点发展交通运输和电力。库比契克政府制订了全国发展纲要计划，优先发展基础工业、动力、运输和基础设施部门。其任期里，巴西不仅扩展了原有的钢铁、建材、化工等部门，而且新建了汽车、造船、炼铝、化纤、重型机械等新兴工业部门。这样，巴西制造业结构从轻工业逐渐发展到重工业、中间产业和资本货工业。为了克服交通运输滞后的“瓶颈”问题，巴西政府1956-1960年实施第一个全国交通运输发展计划，共铺设了公路1.7万公里，基本上建成以巴西利亚为中心的辐射四面八方的公路网络；修建了数千公里铁路，使铁路总长达3.8万公里。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力地推动了工业化进程。

第五，为了保护幼稚的民族工业，采取高筑贸易壁垒的措施，包括提高进口税、提高进口工业品价格及进口许可证等。1931年瓦加斯政府颁布法令，“禁止一切被认为处于生产过剩状态的工业部门的设备进口”，并大幅提高关税。1966年拉美经委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巴西关税水平高达40%，大大高于德、美、英、法（10-20%）和丹麦、瑞典（不足10%）。这些法令和税率保护了国内消费品工业及其设备工业市场。1947年杜特拉政府实行进口许可证制，颁布“禁止同类产品进口的规定”，严格禁止进口那些国内工业已能生产的替代品，从而保护和鼓励了巴西新兴民族工业的发展。

第六，在充分利用国家资本积累的同时，积极利用国外资本。1945年前，巴西主要利用出口农业的资本积累作为工业化发展的资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初级产品出口收入严重下降，利用外资来推进工业化成为自然的选择。1955年巴西货币与信贷管理局颁布第113号法令，豁免外国企业的进口关税，给予外资企业优惠贷款，免征新建外资企业第一年的销售税，从而为外国资本投资创造了便利条件。库比契克政府进一步放宽对外资的限制，不仅扩大外资在企业的股权，允许跨国公司直接在巴西设立分公司，还采取免税等优惠政策鼓励外资进入机械制造和汽车业。这样，外资流入明显增加，投资重点从二战前的采矿业和农业扩展到制造业。

正是由于巴西多届政府推进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采取了一系列推进工业化的具体方针、政策和措施，巴西工业化进程取得显著成效。一是工业成为巴西经济增长最快的部门，与农业并列为最重要的经济支柱。从1930年到1955年25年间，工业年均增长近8%，工业产值跃升到占GDP的23%，已逼近农业产值，重工业发展速度已超过轻工业，巴西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逐渐演变成一个“农业——工业国”。二是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传统工业有所下降，新兴工业（冶金、机械、运输设备、化学、电器设备等）产值比重明显上升，巴西工业革命第一阶段任务基本完成。三是通过进口替代工业化，巴西经济实力明显增强。1932-1961年间，巴西GDP年均增长率达6.1%，高于同一时期的拉美平均水平；巴西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3.4%，超过同一时期美、英等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四是工业化的推进引起了巴西社会关系的变化。工业资产阶级不仅掌握国家大权，而且统治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大种植业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力量有所削弱，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和城市工人成为民众主义政权的统治基础。广大农民和农业工人仍处于社会低层。总之，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使巴西社会经济结构逐渐发生深刻变化。

（三）全面推进现代化进程

这一阶段，除大力推进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外，以瓦加斯为代表的工业资产阶级还对巴西的政治、社会和外交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

政治上，建立民众主义政治模式，确立和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1930年11月11日，瓦加斯签署《临时政府根本法》，以取代《1891年宪法》，宣布解散联邦议会、州议会和市议会，将全部行政权与立法权收归中央及其总统本人，由总统任命“总办”取代原来的州长，而这些州长绝大部分由原来支持瓦加斯的尉官们担任。这样瓦加斯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权。1931年5月，瓦加斯颁布法令，禁止各州之间设立关卡，征收贸易关税，从而剥夺了大种植园主和大资产阶级征收各州关税的权力；还成立各种经济委员会，将大批经济学家、法律学家和技术专家组成智囊团，加强工业资产阶级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同时，提倡“阶级调和”和“阶级合作”，主张建立一个“多阶级联盟”，认为当时的“巴西是一个大病院……巴西人民是虚弱有病的人民。国家需要一个医生，那就是独裁。”他主张的“独裁”实际上是指建立高度集权的总统制，通过大权独揽的总统，采取镇压和调和两种手段，实现政局稳定、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

社会上，一方面，瓦加斯对大种植园主和大资产阶级恩威并举，对那些支持自己的大种植园主和大资产阶级实行拉拢，让其参与政权，对那些威胁自己统治的大种植园主和大资产阶级采取镇压迫害。另一方面，他对待社会下层的工人和农民也采取镇压与调和两种手腕。对那些反政府的政治力量和共产党领导人采取镇压与监禁，对那些支持自己的工人力量采取引导与调和，如成立“劳工部”和工会组织，负责引导工人运动；颁布《工会法》（1931年），协调劳工与政府、劳工与资本家的关系；尤其颁布《1934年宪法》，规定凡年满18岁男女公民均有选举权，规定众议院必须保留40个议席给工会组织，这样巴西历史上工人阶级第一次进入议会，直接参政议政。从1938年开始，瓦加斯还筹建巴西工党，将大批工人动员组织起来，纳入政党体系。瓦加斯政府还颁布《巴西出生工人庇护法》，批准4个有关劳工问题的国际协定：《关于工人最低年龄协定》、《关于童工身体检查问题的协定》、《关于禁止妇女从事夜班劳动协定》、《关于发给老弱病残的工人以抚恤金的协定》。经过瓦加斯民众主义改革，巴西工人劳动条件明显改善，工人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工人参政议政的意识与权利大大加强，从而扩大了瓦加斯为代表的工业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基础。

外交上，开始放弃模仿、追随欧美国家的传统外交，奉行比较“灵活、独立”的外交政策。针对20世纪30-40年代国际形势的错综复杂，伴随巴西国力的逐渐增强，巴西政府采取了灵活多变的外交策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巴西既保持同英美的传统关系，也适当地与德国、意大利走近；战争期间，巴西与美国密切合作，积极参加全球反法西斯战争；战争结束后，又逐渐疏远美英，并不顾美国抗议，坚持与苏联建交。50年代初，甚至不顾美国压力，拒绝出兵朝鲜。同时，为了捍卫民族利益，改变外资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窘境，巴西政府采取限制外资政策，实行国有化运动。结果，巴西基本实现了“国家资源国有化”，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为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与条件。

总体说来，瓦加斯建立的民众主义政治模式就是一个以工业资产阶级为领导的、大种植园主和大资产阶级参与的、以城市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多阶级联盟的政治模式。这一模式正式取代了延续几个世纪之久的农村地方寡头统治的政治模式，由于这一模式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巴西政局实现较长时间稳定，瓦加斯成为巴西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统。这一模式不仅获得其后数位继任者的继承与发扬，而且还成为许多拉美国家仿效的对象，致使拉美地区出现盛极一时的民众主义浪潮。

（四）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渐显弊端

应该说，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巴西工业化第一阶段，不仅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层面的进步，还进行了大量的“破旧立新”的制度突破，可以说这是巴西现代化承上启下、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然而，到60年代初，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渐渐显露发展后劲不足、发展前途暗淡，其缺陷和弊端逐渐凸现。第一，进口替代内向性严重，进出口部门缺乏活力。由于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片面强调进口替代，注重国民经济的内向发展，致使进出口能力萎缩。由于强调面向国内市场，制成品出口甚少，出口结构仍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1960年，咖啡、可可、棉花、蔗糖四种农产品出口值占巴西出口总值的72.1%，制成品仅占2.9%。第二，依赖进口技术和资本，经济缺乏自主力。巴西进口结构中虽减少对消费品的进口，但却增加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的进口。1960年，中间产品和机器设备的进口占总进口的60%以上。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发展，扩大再生产需要有更高的技术和更大的资本投资，势必造成巴西经济在新的层面上对国外的依附。第三，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工业发展缺乏动力。由于进口替代工业化过分依赖进口技术和设备，不是依靠自主创新的技术和资本更新，因而工业发展缺乏动力，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1939-1949年10年间，巴西劳动生产率仅提高4.4%。工业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39年的43%增到1960年47.8%，20年只提高4个百分点。第四，过度保护国内市场，经济发展缺乏竞争力。巴西进口替代是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为主的。为了扶持新兴的民族工业，巴西高筑贸易壁垒，对国内市场加以有效的保护。60年代中期，巴西对非耐用消费品的实际保护率高达50%-60%。由于国内市场长期受到保护，缺乏竞争机制，企业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企业产品因缺乏竞争力难以打入国际市场。此外，由于国内市场长期受到保护，国民经济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不断减弱。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的上述弊端到60年代中期更为明显和严重，到了非修正不可的程度。


三、军人政权与“巴西奇迹”

如果说，巴西现代化第一阶段的始作俑者是咖啡种植园主和咖啡出口商，第二阶段的推动者是工业资产阶级，那么巴西工业化第三阶段的主角则是从幕后走上前台的军人。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正值巴西军人政权时期，也是巴西现代化的飞跃阶段。这一阶段出现的“经济奇迹”，不仅造就了巴西较完备的工业体系，打造了一个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还极大地提高了巴西在国际上的地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巴西现代化飞跃阶段具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即经济奇迹与政治专制并存，军人独裁与专家治国并存，经济高速增长与贫富悬殊扩大并存，外交独立与对外依附并存。

（一）军人从后台走上前台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巴西开始奉行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初步建立了民族工业体系，工业化、城市化和国民经济取得显著成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模式显现出严重的缺陷：当国内消费品市场被民族工业品填补之后，当消费品进口替代过程完成以后，工业发展面临着严重的市场不足；当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与参与时，造成市场活力不足，资源配置严重扭曲，严重影响市场经济效率；对资本货进口实行补贴的做法，对本国技术创新和减少对外依附极为不利；汇率高估使初级产品出口逐渐萎缩，等等。到了60年代初，这一内向型发展模式已导致一些新的棘手问题：恶性通胀高居不下、国际收支失衡、地区发展失衡加剧、经济增速减缓、工人失业增加等，巴西经济陷入停滞不前和衰退之中。这种经济危机加剧了社会冲突与政局动荡。伴随工业化成长起来的产业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强烈要求扩大自身权益，尤其代表下层劳动群众的左翼力量逐渐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政治舞台上十分活跃，提出进行激进的改革来摆脱经济危机。而由大种植园主和大资产阶级组成的右翼对左派的激进主张与民众运动十分不满，对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及其效应深感恐慌，试图对左翼强力压制，但又力不从心，于是只得求助野心不断膨胀的军人出面干预。而此时的巴西军人早对近20年的文人政权不满，认为要使巴西迅速摆脱不发达的落后状态，恢复社会有序，必须诉诸非常的违宪手段，按照军人思维与方式来治理巴西。正如儒瓦雷斯·塔沃拉将军所言：“1930年我们没有直接控制政府，行为克制。我们计划是推举文人执政，并影响他们。但这只是一个幻想。他们不久就把我们推到一边，结果证明不能完成我们已计划好的任何事情。”于是1964年巴西军人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激进的古拉特政府，建立了军人政权。

（二）巴西经济奇迹

从1964年到1985年先后主要出现布朗库（Castelo Branco）、席尔瓦（Costa e Silva）、梅迪西（Emilio Medici）、盖泽尔（Ernesto Geisel）和菲格雷多（Joao Oliveria）五个军人政权。这些军人政权，继续高举“发展”大旗，以实现经济现代化为目标，提出“高投资、高增长”、“出口即出路”的口号，将巴西现代化推向一个更高更深入的发展阶段。

经济上，实行专家治国，将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转向外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造就了举世瞩目的“巴西经济奇迹”（Brazil's Economic Miracle）。具体说来，军人政权在经济专家们的指导下，抓住此时世界经济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有利时机，有意识地推进耐用消费品、中间产品的进口替代。布朗库政府采取鼓励出口的政策，对出口工业品免征关税，对出口企业采取奖励和补贴性贷款，简化出口手续，从而扩大了出口。席尔瓦政府和梅迪西政府更是将扩大出口和出口多样化视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政策。从1968年对货币克鲁塞罗实行小幅度贬值制度，建立“出口走廊”，增加向美欧传统市场的出口外，还努力扩大对非洲、亚洲和拉美其他国家的出口。出口扩大、贸易关系多样化，逐渐改变了巴西经济结构，推动工业从面向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进而推动工业从一般消费品进口替代上升为耐用消费品、中间产品和生产资料的进口替代。同时，通过颁布《银行法》、《资本市场法》和《货币纠正法》，建立“全国货币委员会”和“中央银行”等新的国家金融管理机构，不仅加强了国家对货币与信贷的控制，平衡了货币供求关系，维护了宏观经济的稳定，而且放宽了对外资外企的限制，鼓励外资直接投资设厂，引导外资对汽车、手表、电子、光学仪器等新兴工业投资，外资的大量引进为工业化的全面推进提供了充裕的必要的资金。同时，各级政府大量举债发展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继续对基础工业和战略部门实行国有化。军政府还于1964年成立“亚马孙地区开发计划管理局”，采取一种军事式非常手段，加强对亚马孙等内地大规模开发，为工业发展拓展了国内市场。

政治上，建立高度的中央集权，进一步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在为现代化营造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的同时，也导致民主化进程的断裂和退步。1964年4月9日，巴西最高革命委员会颁布第一号制度法，对《1946年宪法》作出重大修改，宣布“授权”军人执行制宪的权力，规定总统拥有很大权力，有权提出任何宪法修正案，有权提出财政预算草案，有权解除任何人的职务；军人集团有权剥夺任何人的政治权利，撤销任何议员的职务。第一号制度法不仅确立巴西军人集团的制宪地位，而且赋予军人总统极大的权力。1964年第二号制度法，又授予总统立法、宣传、干预州事务的权力，规定总统由选民直接选举改为间接选举。1966年第三号制度法结束州长普选制，由州议会间接选举产生。《1967年宪法》基本取消立法机关立法权和最高法院司法权，军政府集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于一身。1968年第五号制度法宣称为了“捍卫国家必要利益”，授权总统解散议会、关闭州议会、中止宪法、取消议员资格和停止公民政治权利等特别权力，允许军政府干预各州和各市的事务。因此，这一法令标志着巴西正式建立起高度专制的军人独裁统治。同时，军政府还对新闻媒体实行严格的检审制度，人们的言行、集会受到极大的压制，大批新闻记者和文化工作者遭到逮捕和迫害，社会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外交上，将防止共产主义威胁视作重要的目标之一，恢复与美国“自动结盟”的传统外交，逐步发展多元外交政策。1964年上台的军政府对前任的古拉特政府的“红色外交”甚为不满，认为疏远美国、与社会主义国家交往十分危险；认为国际政治舞台是东、西两大集团斗争的场所，无中立可言；承认美国是自由世界“无可争辩的领袖”，因此布朗库政府一上台就断绝与古巴的关系，主动恢复与美国的“自动结盟”，支持美国对越南的军事干涉，甚至派兵参加美国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武装干涉。不过，到了7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发生重大的变化，盖泽尔军政府逐渐调整与美国的关系，提出不结盟政策，强调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逐渐重视发展与拉美其他国家的关系，重视发展同非洲、亚洲国家的关系。

这一阶段，由于实行了“军人管秩序、专家管经济”的较为高效的统治模式，致使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1965-1980年巴西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9.0%的速度增长，尤其1968-1973年GDP增长率年均高达10.1%以上，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12.2%。这两个数据不仅高出当时全世界平均水平，也高出发达国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巴西从资本主义世界第15大经济体跃升为第八大经济体。这些非凡的成就被世人誉为“巴西经济奇迹”。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工业化数量与质量均有大幅提升，1951-1980年30年间，有11年工业增长率达到两位数，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31%增到37%。工业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化，1973年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第一次超过轻工业，一批现代化工业部门（如：石油化工、电子、核能、飞机制造、军工生产等）迅速兴起，一个门类较齐备、较为现代的巴西工业体系终告形成。

（三）外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

所谓“外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指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巴西依靠国内积累和充分利用外资，大力发展以“增长点”工业为主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推动工业化进程从消费品工业向耐用消费品工业和资本货工业转移，强调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鼓励出口，努力开拓国外市场；并通过宏大的发展计划和高增长指标来带动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它实质上是对内向型进口替代战略的局部修正与发展，属于巴西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的第二阶段和巴西工业革命的第二阶段。

1964年军事政变后，巴西军人执掌政权。军政府确定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工业化快速让巴西摆脱经济落后状态，即真正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这一目标与前期的巴西政府的目标并无二致，因此，军政权继续执行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但是，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到60年代初已经暴露出明显的缺陷，因此遭到来自“左翼”或“右翼”的各种批评。甚至连这一战略的代表人物普雷维什也指出：“以非常严厉的进口限制（或禁止进口）为形式的保护主义政策已适得其反”，“试图通过工业化来减少脆弱性的国家已表明自己陷入了一种新的脆弱”。库比契克总统在1961年即将卸任时指出：巴西“有必要采取后进口替代政策”。总之，60年代初世界经济与贸易形势的发展和巴西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对内向型战略的种种批评，促使巴西军政权对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进行修正和扬弃。

细究起来，军政府推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与此前的进口替代工业发展战略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点。相同点在于它是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继续。如：保留保护民族工业的做法，对资本货和耐用消费品的进口加以控制；继续大量出口初级产品，以便为进口替代工业部门和其他部门提供所需的大量外汇；继续发挥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和干预作用。不同点在于它是对内向型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修正和发展，一是改变工业化活动的内向性，强调利用外部市场，注重制成品出口，将内向型经济战略变为“更加开放的经济战略”；二是放弃纯粹依靠国内搞发展的模式，积极利用外资，鼓励出口。因此，这种对内向型战略的继续和修正的新战略被称为“外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战略”。

1964年上台的军政府为了实施外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采取了“全面推进、整体发展方针”，进一步强化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计划与干预。先后制定了三个宏大的发展计划：1968-1970年发展规划、1972-1974年政府行动的基础和目标、1972-1974年第一个国家发展计划。为了实现这些计划，巴西政府采取了许多具体的措施。

第一，拓展国外市场，扩大对外经济关系。这是巴西60年代战略修正和调整的中心环节。早在60年代初，巴西就提出“出口即出路”的口号。政府把扩大出口和出口多样化作为推动工业化进程向纵深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为此，采取了向出口企业提供财政刺激的政策（包括减免税收、低息贷款、出口补贴等），简化出口手续，建立“出口走廊”，通过水陆联运系统和港口设施现代化，直接将出口商品产地和出口港连接起来，为出口商品的产销提供“绿色通道”。1968年开始实行克鲁赛罗小额贬值政策，以增强巴西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结果，出口额明显增加，出口创汇增多，为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不过出口结构仍未得到根本扭转，仍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制成品出口比重仍然较低。

第二，确定“拳头”产业，力争以点带面。巴西政府将制造业、采矿业、钢铁业、中间产品和基础设施当作发展的重点，冀图带动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在制造业中，飞机制造、汽车和电子电器工业被视为是“重中之重”。70年代是巴西飞机制造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巴西轻型飞机制造很快跃居世界前列。同时，汽车业发展突飞猛进，产量和出口创汇增长迅速。为了加快工业化和扩大出口，加快开采铁矿资源。1963-1977年铁矿砂生产和出口增长4倍。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公路运输成为交通运输的主要形式。通过全国公路现代化计划，优先修建了边境城镇的国际公路干线和州际公路干线，修建了横贯东西的亚马孙大公路和纵贯南北的贝伦——巴西利亚公路，因而60年代末被称为“公路时代”。此外，通讯事业也迅猛发展起来。1967年设立邮电部。1972年巴西电讯公司成立。1969年巴西第一个通讯卫星地面接收站投入使用。1974年建成全国电传网。因此巴西通讯事业迅速地迈入现代化时代。交通运输的改善和通讯事业的发展，加强了各地联系，推动了全国经济整体发展。

第三，加强对落后地区的开发，缩小地区间的差距。由于历史、地理、经济和政治诸多因素的影响，疆域辽阔的巴西实际分成了“两个巴西”：“发达的沿海巴西”和“落后的内地巴西”。两大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形成鲜明对比。开发落后内地，不仅有助于扩大国内市场，还有助于缩小地区间贫富悬殊，因此它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还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50年代库比契克政府为实现这一目标，将首都从里约热内卢迁到中西部高原上的巴西利亚。60年代巴西历届政府将开发落后地区作为推动全国经济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政府将东北内地、北部亚马孙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列为开发重点。巴西政府于1964年建立专门开发管理机构——“地区性开发特别协调部”，随后又陆续建立东北部、亚马孙地区、中西部和南部四个开发管理局。同时，还成立地区开发银行和特别基金，为开发计划的实施提供资金来源。对于某些特别地区和优先发展的部门给予优惠政策和优惠待遇。此外，通过设置自由贸易区和移民垦殖区来带动地区的发展。通过开发落后内地，巴西地区间的不平衡状况有所缓解，统一的国内市场逐渐形成。

第四，在调动国内资金积累的同时，充分利用外国资本。这一时期，巴西政府充分利用国家资本的经济实力，大力兴建国有企业，加大固定资本的投资。1966-1975年新建国家资本企业210家，占整个国营企业数目的3/5.政府还对本国私人资本企业给予支持和保护，因而私人投资水平明显提高。这一时期，巴西政府将外资视作本国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因而调整对外国资本的政策，放宽对外资的限制。1968年颁布法令，修改古拉特政府关于禁止外资利润外流的法案，允许外资企业以优惠汇率汇出利润的10%。为了引进外资，政府不仅同美国签订投资保证协定，同外资合资建立股份公司，而且更主要的是直接向国外官方资本和私人资本借贷，且以私人资本为主要借贷渠道。1968-1974年间，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累计27.8亿美元，其中4/5集中在制造业。大量资金的流入为工业化的深入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显然，60年代中期以后巴西军政府实行外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首先，出现经济高速增长，各种国民经济指标显著增长。1964-1974年10年间，巴西GDP年均增长达10.2%，尤其1968-1974年工业、交通、商业年均增长高达11%以上，人均产值增长超过7%，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速度之快是巴西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其次，巴西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产业结构中，工业与农业产值之比由1960年0.9:1变为1975年的2.69:1，工业超过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显著上升。在工业结构中，1974年，轻工业与重工业比重分别为40.3%和59.7%，重工业超过轻工业。在劳动力构成中，1960年从事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人口占全国劳动力人口的比重分别为52.1%、18.4%和29.6%，到1980年这一比例分别为31.2%、26.6%和42.3%。在城乡人口构成中，1970年城乡人口比例为54.92%比45.08%。最后，社会关系和社会领域有所变化。随着生产力发展、工业化深入，一个具有活力的中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于是，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军人集团和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技术官僚”组成新的统治阶级联盟，军政权的“专家治国”方略加强了中产阶级的力量和地位。此外，医疗卫生、国民教育、住宅条件、物质消费等有较大提高，人民整体生活水平得到相应改善。

（四）外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的缺陷

如上所述，军政府实施的外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从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本身来看，这是一个有着先天缺陷的战略，尽管军政府有所修正和扬弃，发展成为外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战略不仅本身固有的缺陷暴露无遗，又增添新的弊端。其一，由于片面追求高增长，超过国力所能及，造成对外部商品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的严重依赖。尤其70年代对外部市场的工业原料、机器设备的依赖进一步加强。1969-1973年间，机器设备、电子设备、运输设备等资本货的进口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从23.3%上升到40.1%，化学产品、有色金属等中间产品的比重从9.5%增至25.4%。其二，强调“举债发展战略”，过度依赖外资的“高投入”，造成庞大的外债负担。军政府充分利用外资，且以借贷资本为主，导致外债负担急剧增加。1968-1974年间巴西未清偿的外债总额由37.8亿美元增加到176亿美元，短短6年间增加了3.66倍。由于私人银行贷款附加条件限制少，使用私人贷款成为巴西联邦政府、地方政府和大小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1968-1973年间私人资本激增6.2倍。特别到了70年代末，随着世界经济形势剧变，石油危机再次爆发，国际利率提高，巴西外债负担越来越重，终于在80年代初演变成一场债务危机，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其三，选择能源消费结构失误，造成严重依附进口能源。巴西虽然是一个煤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但却趁60年代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低廉之际，选择了以石油消费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石油消费占全国能源消费的比重从1966年32.8%快速增至80年代的50%。然而由于国产石油甚少，80%以上的石油依赖进口。70年代中期爆发石油危机、石油价格猛涨后，巴西进口石油费用急剧攀升，从1973年的7.7亿美元增至1980年的100亿美元以上。为了维持石油消费结构，巴西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来进口所需石油，严重增加了外债负担。其四，“重工轻农”、“以农养工”，导致国民经济结构失衡。自30年代到70年代末，不论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都不言而喻地是以发展工业为中心，强调工业至上，农业被置于从属和依附工业的地位，甚至出口农业的收入还被用作工业发展资金，形成“发达的”工业和“萎缩的”农业。尤其军政府时期，巴西农业几乎停滞不前，1965-1970年间工业年均增长9.7%，而农业只有0.4%。滞后的农业不仅影响了巴西粮食的生产，而且制约了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妨碍了国内市场的扩大，最终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其五，政府制定的计划过于繁多、宽泛、庞大，难以一一落实。应该说，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涉及方方面面，需要无数个具体计划来加以落实，然而由于计划过于繁多，以致无法逐一实施，有的不了了之。有的工程项目周期过长，见效缓慢，非一届政府所能完成，引起人力、财力浪费和效率低下。

总体说来，从30年代初到80年代初的50年间，巴西实行的无论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进口替代战略，都是基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所作出的一种必然选择，是对变化的国内国际形势的主动顺应，对于推进巴西现代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进口替代并非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它的作用至少70年代以前一直是非常明显的。虽然债务危机使巴西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停滞了十年，但是总的说来，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是成功的。不过，应该承认，两种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也不可能尽善尽美。从战略本身看，既有显著的绩效，又存在严重不足。随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世界经济形势的严重恶化，巴西经济结构中存在的缺陷和弱点明显暴露出来，脆弱的经济终于在外界的冲击下跌入20世纪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泥潭之中。


四、危机、调整与改革

如果说，从19世纪下半叶启动的巴西现代化进程一直呈现直线上升态势，发展轨迹基本顺利，但到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渐显弊端、后劲乏力，加上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中断了这一上升态势，巴西现代化进程出现间歇状态，进入调整与改革阶段。这一阶段，巴西因债务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致使80年代成为“失去的十年”，深刻的经济危机迫使巴西人对发展理论进行重新思考，对发展模式进行调整与转换，工业化在改革与调整中缓慢推进。

（一）八十年代“失去的十年”

80年代以前，巴西在军政权“高投资、高增长”战略指导下，一直保持着高速的经济增长。然而，1982年底，巴西继墨西哥之后陷入由债务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的泥潭之中。“低经济增长率、低投资率、高通胀率、外资流入下降、各种稳定计划失败”是整个80年代的基本特征。首先，经济高速增长势头突然停止，出现80年代“失去的十年”。1981、1982、1983年巴西GDP增长率分别仅为1.9%、1.2%和3.3%。整个80年代GDP增长累计只有17%。1981-1990年10年间，人均GDP竟有5年负增长。国民经济从令人眩目的高速增长跌落到令人瞠目的低谷，这不仅在巴西历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极为少见。尤其工业增长势头在1981年后中断，1982、1983、1988、1990、1992和1993年5年负增长，工业增长速度放慢，意味着工业化步伐急剧减慢，意味着工业对整个国民经济推动作用减弱。其次，伴随经济危机爆发与恶化，政府财政赤字日益严峻，整个80年代，联邦政府财政连年赤字，“被迫大量举借外债”成为巴西填补公共财政赤字的重要来源之一，反过来进一步加深债务危机。其三，由于经济危机使巴西通过国际渠道融资变得困难，加上国内储蓄率低下，造成严重的资金短缺和投资环境恶化，进而导致投资率急剧下降。巴西投资率从70年代年均占GDP的26.6%降到80年代年均17.6%。尤其政府对石油、能源、矿产、钢铁、通讯等部门国有企业的投资率从1975年的6.55%降到1988年的2%，整个80年代对铁路的投资率仅为70年代的1/3.其四，伴随经济危机不断恶化，通货膨胀率高居不下，宏观经济环境恶化。从1982年起，全国消费品价格指数一下子从两位数跳到三位数，进而到1989年跳到四位数，因此，整个80年代通胀问题成为一直困扰巴西政府的一个棘手问题。其五，由于70年代经济奇迹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外资垒筑起来的，加上80年代国际银行利率大幅提高，大大加深巴西外债负担。1979-1981年巴西新借入的中长期贷款380亿美元，同期还本付息竟达390亿美元，可见偿付外债已大大超出对外支付的承受能力，巴西终于在1982年下半年陷入严重的支付危机。为了偿还外债，巴西不得不借新债还旧债，外债负担像滚雪球似地不断滚大，1983年外债总额已达910亿美元，成为第三世界中最大的负债国。1980-1990年巴西偿债率年均43.3%，远高出国际公认的偿债率警戒线20%；同期负债率年均360.4%，远超出国际公认的100%。总体说来，80年代经济危机造成国民经济停滞不前，极大地削弱了巴西经济实力，巴西国力排名从世界第八位降到第九位；同时，经济危机还引起社会各阶层利益重新调整，贫富悬殊拉大，社会贫困化现象加剧，社会矛盾与冲突增加，社会领域基本停滞不前，甚至有所退步。不过，与经济衰退与社会退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西在政治层面上出现军事独裁统治的松动，1979年军政权取消对新闻、书籍、电影、戏剧和各种出版物的检查制度，允许结社、成立政党的自由，1982年举行州长、市长和联邦议会、州、市议会的直接选举，1985年举行大选，出现何塞·萨尔内（JoséSarney）文人政府，标志着巴西历史上长达21年的军人独裁统治终告结束，民主制重新确立。

（二）综合平衡发展战略

“失去的十年”促使巴西人对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进行反思，意识到这一模式已走到尽头，不得不转换发展思路，遂采取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结合起来的综合平衡战略。

所谓“综合平衡发展战略”，指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巴西在争取经济稳定与平衡发展的前提下，通过经济政策、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三个层面的综合调整，成功地摆脱多次经济危机和金融动荡，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的发展。它是巴西采取的第四个经济发展战略，是以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为基础深化而来的一个战略，实际是将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综合起来运作的一种战略。这一战略于80年代初开始提出，80年代渐渐成形，90年代后不断丰富与发展，至今仍在继续发展。具体说来，这一战略主要内容包括：（1）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2）放开价格和减少国家补贴，强化市场机制；（3）逐渐放宽对外汇、进口和外资的限制，鼓励出口，增强国民经济外向发展；（4）精减政府机构，提高工作效率；（5）加强区域合作，促进拉美尤其是南锥体经济一体化。可见，这是将宏观经济治理、经济结构和经济政治体制结合起来进行的综合性调整和改革。故笔者将这一时期战略冠以“综合平衡发展战略”。

综合平衡发展战略正如以前的三种发展战略一样，并非突发奇想，而是巴西政府根据80年代以后新的国际形势，并结合国内客观现实提出来的一种发展思路。这一战略应该说是在国际和国内多种因素综合运作下形成的。其一，债务危机引发的经济大危机，导致“失去的十年”的残酷现实，迫使巴西探求摆脱困境的新途径。80年代初期，巴西开始陷入20世纪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不仅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三年出现负增长，外债负担达到空前的繁重，而且通货膨胀达到三位或四位数，且居高不下、恶性循环。整个80年代被称为“失去的十年”毫不夸张，甚至90年代头3年还出现经济滞胀的局面。如何摆脱困境、复兴经济，是整个80年代巴西决策者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不得不思考的难题。其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失灵迫使巴西决策者不得不寻求新的发展战略。30年代到80年代初的历史证明，无论内向型还是外向型进口替代发展战略，都不尽人意，既有成功，也有败笔。虽说外向型进口替代战略是对内向型进口替代战略的修正和扬弃，但实施的结果表明，许多旧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还增添了新的难题。军政府片面地追求的“高投入、高增长、高产出”，导致“高债务、高通胀、高失业”，宏观经济形势十分严峻，财政状况严重恶化，内外债务负担繁重，工农比例严重失调，对外依附更趋严重等。这表明，进口替代战略的效能减弱，单纯依靠进口替代战略难以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平衡发展，必须进行重大的战略调整和转换。其三，新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综合平衡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新的发展思路。产生于40年代末的拉美结构主义，是战后拉美影响最大、时间最长的现代化思潮，但却因80年代初的拉美经济危机而备受挫折，跌入困境。这一思潮面对拉美严峻的现实和来自新自由主义的挑战，不得不对自身的某些主张和观点进行修正和调整。例如，新结构主义认为，结构主义过分强调面向国内市场，对开拓国际市场持悲观主义；轻视市场调节，夸大国家干预作用；偏重工业化，但对及时调整宏观经济失衡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基于对结构主义的批评，新结构主义提出了新的建议和主张。它认为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作为一个阶段性战略对拉美现代化进程十分必要，但在拉美持续时间过长，因而拉美应尽快转向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它还认为，拉美国家制定新的发展战略应考虑变化中的国际环境，强化国民经济外向性与国际竞争的参与性；认为不仅国家干预存在缺陷，市场调节也存在缺陷，但市场与国家的不同作用不可能相互取代。与此同时，由F.A.哈耶克和M.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早在70年代初就已进入拉美大陆，最初由智利皮诺切特军政权积极推崇，视作进行新发展的指导思想。进入80年代，由于这一思潮为拉美摆脱经济危机困境提供了政策性建议，因而迅速在拉美推广开来。新自由主义认为，拉美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拉美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具体而言，实行了缺乏潜能的内向型发展模式，采取了保护主义政策，夸大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而过于弱化市场经济。因此新自由主义建议拉美国家面向国际市场，采取鼓励出口的外向型发展政策，实现贸易自由化；减少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调控和直接干预，尤其减少对价格、利率、信贷和劳动力市场的干预；通过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缩小公共部门的规模；政府应尽力消除财政赤字，减轻税收负担。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和新结构主义都主张面向国外市场，加强本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接轨，都认为国家应在新发展时期调整其职能和作用，都建议要注重宏观经济综合平衡。因此，新自由主义和新结构主义就构成巴西综合平衡发展战略的思想基础。其四，美国和国际金融机构是促使巴西转换发展战略的重要因素。毋庸置疑，美国是新自由主义的积极推销者。1985年美国向拉美抛出了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贝克计划”，建议拉美要解决债务危机，必须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放宽对外资的限制，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和股票市场，实行贸易自由化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对促进巴西转换发展战略也起了一定作用。80年代初，债务危机爆发后，巴西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信誉大为受损，愿意投资巴西的外国私人资本寥寥无几。因此，巴西只得求助于美国政府及IMF等国际金融机构，希望获得更多贷款以解燃眉之急。由于急需获得外部资金，巴西不得不接受这些贷款所附加的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条件，因而促使巴西进行战略大转换和改革。

总体说来，综合平衡战略主要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是对外扩大开放度，鼓励进出口，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二是对内深化改革，实现国有企业私有化，控制通货膨胀和确定重点优先发展。具体说来，包括下列五大举措。

第一，鼓励进出口，扩大开放度。巴西政府鼓励贸易自由化，大幅降低关税，最高关税率从80年代初的105%逐步下调到1993年的35%；平均关税率从32%降至21%，极大地扩大对外开放度；还逐渐减少非关税壁垒，取消进口配额制和部分进口许可证，尤其放宽对技术引进限制，给予企业以技术引进的选择权和决策权。还通过放松出口管制，降低出口税和对出口企业提供优惠等办法来鼓励出口、扩大出口。通过制定“工业产品质量计划”和“农业产品质量计划”，提高巴西产品质量，加强产品国际竞争力；减少技术引起的限制，刺激产业技术更新换代。结果巴西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有了明显的扩大，巴西与世界市场的联系重新密切起来。

第二，倡导建立南方共同市场，加强次区域经济合作。进入90年代，巴西将加强地区一体化作为扩大对外开放和增强经济实力的重要举措。在巴西倡导下，1995年1月1日，巴西、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四国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简称“南共市”）正式启动，这样80%的商品可在成员国内部自由流通。1999年2月14日巴西和阿根廷签订协定，决定进一步加强南共市内部的合作。“南共市”的建立与运行，有力地推动了南锥体国家的经济联系，增强了巴西在南美经济中的主导作用。

第三，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国有企业私有化是巴西综合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80-90年代拉美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普遍的特点。所谓国有企业私有化，指政府将国有企业所有权或经营管理权出售或转让给私人部门。早在70年代末巴西就开始国有企业私有化，但由于80年代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私有化进展缓慢，收效甚微。随着工业化的深入推进，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国有经济的诸多弱点日渐显露出来：企业效率低下、活力不足、人浮于事，官僚主义作风严重等。因此，从90年代开始，巴西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运动。尤其是1990年科洛尔（Fernando Collor de Mello）政府上台后，制定“第8.031号法”，不仅规定了私有化的程序，还成立了负责私有化的专门机构——私有化委员会。在私有化委员会的领导下，巴西展开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在这一运动中，私有化范围逐渐从制造业扩展到交通运输、通讯和能源；私有化的规模也不断升级，从一般的国有企业到攸关国计民生、具有战略价值的企业基本上均实现了私有化，甚至包括原先“不可触动的”的钢铁、石化、能源、通信、航空、电力、交通等领域。如巴西三大钢铁公司之一的米纳斯吉纳斯钢铁公司于1991年12月实行私有化，南方石化公司也于1992年5月实现私有化。此外，外资在私有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逐渐加强。科洛尔政府曾规定外资在私有企业中拥有的股权不得超过40%，12年后方可抽回资本，2年后才能出售股份或汇出利润。后来又作修改，将抽回资本年限缩短为6年，取消2年后出售股份和汇出利润的规定。到1993年佛朗哥政府规定外资可拥有私有企业100%的股权，但事先须经国会批准。卡多佐政府加快国企私有化进程，1991-1998年巴西通过私有化筹集了846亿美元。仅1998年，巴西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仅头10个月，政府就通过私有化得到303亿美元；1999年金融动荡发生后，政府加速私有化进程。国有企业私有化筹集的资金无疑对缓解巴西金融动荡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总体说来，通过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减少了国家对经济的参与和干预，促进了基础设施和能源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效率。

第四，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强化市场机制。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巴西政府一方面强调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即减少国家的定价范围，逐步取消价格控制和价格补贴，尽可能使商品的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1999年1月中旬，面对外汇储备日趋减少和巴币雷亚尔持续贬值，巴西政府宣布放弃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另一方面，尽量发挥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作用，加快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发展。巴西开设的里约热内卢股票交易所和圣保罗股票交易所每天交易量和资本化价值不断增长，进入拉美最有影响的资本市场之列。

第五，控制通货膨胀，注重发展优先部门。治理通货膨胀几乎成为80年代后巴西历届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共计出台8个反通货膨胀计划。这些计划均不同程度地带有“应急性”，从执行的情况看，只有举世闻名的“雷亚尔计划”（the Real Plan）一举解决了困扰巴西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问题。雷亚尔计划包括平衡财政收支，实施“实际价值单位”和更换货币三个阶段，主要内容包括：控制公共开支，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通过提高利率和降低进口税控制需求和价格，继续实行经济对外开放政策，支持企业现代化等。由于该计划准备充分、目标明确、配套措施较为适当且执行严格，很快初见成效。通胀率从1993年的2708.55%，下降为1994年909.70%、1995年的14.78%、1996年的9.34%、1997年的7.48%。GDP和工业出现增长势头，财政预算出现盈余，宏观经济出现稳定景象。由于雷亚尔计划获得成功，其设计者费尔南多·卡多佐（Fern and o Henrique Cardoso）声誉鹊起，于1994年10月当选总统并实现连任。同时，从80年代初开始调整经济结构，将农业、能源和生产资料工业列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优先部门，使失调的比例关系趋于平衡，争取实现国际收支根本好转。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巴西政府就开始加强对资本货和中间产品部门的投资，确定生产资料部门发展的重点为基础材料工业（钢铁、水泥、化工、有色金属等）和机械制造业，同时加强对技术密集型工业部门的投资，如飞机制造业、核能工业和航天工业等。这些举措使巴西国民经济失调现象有所缓解，得到稳步发展。

（三）巴西建成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总体说来，综合平衡战略是巴西政府鉴于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失灵、针对本国的薄弱环节提出来的，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da Silva）政府所进行的各种调整改革计划（政治和解合作、宏观经济稳定、社会政策改革等）仍属于这一战略框架之内。从初步成效看，这一战略的最大的功劳就是使巴西完全摆脱了20世纪80年代经济危机的阴影，从1993年后，国民经济开始复苏，逐渐进入一个稳步增长的新周期，尤其最近几年巴西经济增长势头明显。它强调贸易自由化，使巴西对外开放度明显提高，贸易结构有所改观，出口产品不再仅限于初级产品，而增添了飞机、车辆和其他制成品以及桔汁、冻鸡、大豆等非传统出口产品。出口结构中工业品已占出口总值的60%以上。由于巴西采取放松进口限制、鼓励出口，明显地扩大巴西经济对外开放度，加强巴西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加快了巴西现代化进程。同时，通过私有化，使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明显降低，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和管理；私有化还提高部分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技术水平。再者，长期以来棘手的通货膨胀得到根本控制，通货膨胀率不断降低，宏观经济环境有所改善。此外，优先发展的经济部门成效明显，国民经济不平衡状态有所改善。经过多年努力，农业生产增长速度有所提高，粮食产量增加，粮食进口减少，基本粮食供给能力增强。出口农牧产品结构多样化，目前，巴西铁矿砂、大豆及其制成品出口值已超过咖啡居第一，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柑桔出口国，成为最大的铁矿砂出口国之一。石油产量逐年增加，尤其“最近在大西洋海岸发现庞大的石油储备，巴西有望在未来20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之一”。巴西还是继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大乙醇燃料生产国和出口国。目前巴西已建立从消费资料到生产资料的各种生产部门，基本形成了一个门类齐备，具有中等发达水平的工业体系。

当然，综合平衡发展战略从实施情况看，仍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一是对国际资本的依赖性过大，抵御金融风险能力弱。由于国内储蓄率低，巴西债务负担依然沉重，经常账目赤字较大，导致1999、2002年两次发生金融动荡。二是通货膨胀仍然有一定的压力。虽然雷亚尔计划让巴西恶性通货膨胀得到遏制，但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通货膨胀问题仍属严重，近年又有所抬头，不容乐观。三是巴西贸易结构仍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巴西“仍然严重依赖于初级产品的出口，如大豆和铁矿砂，制成品出口不断增加，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四是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尤其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仍有待深入推进。巴西仍然是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社会最不公正的国家之一。正如前面的发展战略未能解决社会贫困化现象一样，综合平衡发展战略也未能将这一问题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四）巴西继续深入调整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巴西发生了两次金融动荡，促使巴西进行两次经济调整。第一次是发生在1999年初的金融动荡。当时受东亚和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国内经济许多不健康因素（如：公共赤字加大、巴币定值过高和外债居高不下等）的影响，外资对巴西经济和金融形势缺乏信心，纷纷从巴西撤资，导致股市大幅下跌，巴币贬值，外汇储备下降，经济发展重新受阻，金融形势严峻。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巴西政府采取积极的应对举措，如：增收节支，精简机构；变钉住汇率为浮动汇率，解决巴币高估；整顿银行，鼓励金融机构重组；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筹集稳定金融市场所需资金；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减少政府对社会亏损的补贴等。结果到1999年5月巴西已基本控制住金融的进一步动荡，金融与整个经济面开始好转，并逐步恢复正常。第二次金融危机发生于2002年6月。当时，受国际经济衰退特别是美国经济不景气、2001年“9.11”事件以及2001年底阿根廷经济危机的影响，巴西面向阿根廷、美国的出口受到强烈的冲击，美欧游客人数骤降，严重打击巴西运输业和旅游业，尤其国际资本担心具有“左倾”观点的劳工党候选人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da Silva）在10月大选中当选，纷纷从巴西撤资，导致巴西外汇资金严重短缺，造成巴币雷亚尔与美元汇率大幅度下降，2002年1-10月，雷亚尔与美元汇率跌幅达72%。为了克服金融动荡，卡多佐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了3年内向巴西提供300亿美元贷款协议，协议要求所有参加总统竞选人在当选后必须承认并履行现政府的协议。由于卢拉承诺与国际金融机构保持良好的关系，因而于10月27日第二轮总统大选中获胜，成为2003-2006年巴西总统。

卢拉上台后，在延续卡多佐政府的发展战略的同时，对内进行政策调整，制定“促进经济增长计划”，致力于“高增长、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目标，强调社会领域的发展、就业、抑制通胀，特别推出“零饥饿计划”（Fome Zero）和家庭补贴计划（Bolsa Família）等；对外，在保持与国际金融机构良好互动的同时，加强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话语权。正是由于卢拉采取了传统的经济政策、积极的社会政策，取得良好的经济绩效与社会成效，因而拥有较高的民意支持率，并于2006年10月再次以60.8%的高得票率当选巴西总统。近几年，巴西不仅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经济实力明显提升，成为拉美“头号经济强国”，跻身于“金砖四国”之列，还被纳入“8+5机制”、“20国金融峰会”，还是拥有世贸多哈谈判核心成员国地位的国家。

应该说，80年代危机之后的巴西现代化是一个极为特殊的阶段。整个80年代巴西现代化进程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状态，而90年代以及进入21世纪后则进入一个调整与改革的时期。在这一阶段里，经济危机引起经济调整，社会倒退导致社会改革，政治松动引起民主化步伐加快。这些变量推动着巴西现代化进程不断向前发展。


五、结语

从19世纪80年代末启动现代化进程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与探索，巴西的国家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现代化衡量的软硬标准来看，可以说，巴西基本上完成现代化的主要任务。从英格尔斯现代化10项硬性标准看，巴西的相关指数均超标或达标。

英格尔斯的现代化标准与巴西的现代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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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表中括号内均为年份。

资料来源：詹姆斯·威尔基主编《拉美统计缉要》第32卷（James Wilkie,ed.，Statistical Abstract of Latin America），加利福尼亚大学拉丁美洲中心出版；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巴西国家概貌》（The Economist Intellligence Unit,Country Pr of ile-Brazil,2006,2008），经济学家情报社出版。

由上可见，巴西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现代化进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基本上达到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的10项标准，已跃升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

从软性粗略标准看，从19世纪80年代末启动的现代化进程，推动了巴西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外交全方位改革，引起其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增强了整体经济实力（2008年GDP达1.5万亿美元，居拉美首位；GDP增长5.3%）；促进各种政治思潮的活跃及自由与民主意识的深入人心，导致代议制民主的完全确立；导致社会结构深刻变化，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随着教育文化的快速发展，大幅度地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奠定和强化了巴西地区大国地位，跃入新兴国家行列，并向世界性大国迈进。

从性质来看，巴西现代化发展模式是一种“混合型现代化模式”。它既不同于英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又与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相异，而是兼采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两种模式的不同元素，经过聚合而成的一种新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从历史长波来看，巴西现代化发展模式属于“后发外源型现代化模式”，与拉美其他国家和东亚国家的那些后发的混合型发展模式大体接近。从横向比较看，与欧美早期内源型现代化模式相比，巴西现代化模式属于后发的外源型；但若与有些拉美其他国家和东亚国家相比，则又属于较早发的外源型，且与他们的混合内涵、方式、程度均有很大的差别。巴西现代化发展模式是一个由四种层次组成的复合式模式：一是一种由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和国家强有力干预的混合经济；二是一种以集权与分权此消彼长、独裁与民主交替的混合政治架构；三是一种逐渐由二元社会结构模式向两头小、中间渐大的雏棱型社会结构模式过渡的社会构架；四是一种以欧洲文化、印第安文化和黑人文化等熔炼成的多元文化。

具体说来，巴西现代化模式具有不同于传统现代化模式的主要特征。

首先，巴西现代化发展模式并非完全是土生土长之物，而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现代生产力的推动下，在世界现代化浪潮的冲击和挑战下，巴西人为追求进步而作出的积极的正式回应，属于外激内活的发展模式。众所周知，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中叶，止于19世纪中叶，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气势浩荡的现代化浪潮。由于英国开始工业革命之时，巴西正处于葡萄牙殖民统治之下。作为葡萄牙“王室的种植园”，巴西的矿业、种植园都是应宗主国的需求而生产，殖民地的发展也是视宗主国的需要而定，殖民地的一切都是以宗主国的意志而转移。因此，巴西作为殖民地的地位决定了它既无开始现代化的前提，也无进行现代化的可能，因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第一次现代化的机遇擦肩而过。1822年，巴西以和平的方式摆脱殖民地统治，赢得政治独立，建立起君主立宪制的巴西帝国。然而，原有的权力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均未受到根本触动，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地主贵族仍然把持着国家权力；大地产制和单一作物制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有所发展；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继续保留着。旧的权力结构阻挠了巴西资产阶级的兴起，大地产制和奴隶制妨碍了巴西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需要自由劳动力和广大的国内市场的问题并未因独立而得到解决。加上独立后，英国对巴西的贸易垄断使巴西仍处于原料产地和工业销售市场地位，进一步妨碍巴西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切使独立后的巴西仍未能驶上现代化的航道。

19世纪70年代，以发动机和电动机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了。这次工业革命推动资本主义工业由纺织业为主的轻工业转向以钢铁、化工和交通运输为主的重工业，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次工业革命为巴西再次提供了进行现代化的良好契机。西方国家工业的发展，意味着对原料和粮食作物的需求增加，从而刺激巴西以咖啡为主的初级产品的出口，进而有利于巴西资本积累。19世纪中叶，英国资本加大对巴西的投资，客观上刺激了巴西早期工业的发展，加快了巴西初级产品出口模式的运行。19世纪中叶奴隶贸易的中止，有利于巴西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移民的不断流入，使巴西开始拥有工业化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自由劳动力，并动摇了奴隶制的基础；欧洲移民带来的资本和先进技术，也促进了巴西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现代化浪潮的刺激下，随着巴西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批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文化精英意识到巴西的落后、贫穷和愚昧，他们决心向先进、富裕、文明的西方学习，走工业化的发展之路，使巴西实现进步和富强。于是他们抓住世界现代化的难得机遇，首先向代表落后的殖民地遗产——奴隶制、君主制开刀，建西式政体，兴西式实业，从而启动了巴西现代化进程，终于将巴西纳入现代化的轨道。这场西化运动是对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现代化浪潮的正式回应。

其次，巴西现代化发展模式并非是以单纯的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现代化，而是一种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加上强有力的国家干预的混合型经济现代化。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看，巴西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国营、私企、外资企业兼而有之，实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多样化。在巴西国民经济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占重要地位。1980年巴西共有国有企业663家，其中非金融企业555家，金融企业108家。国有企业分属联邦、州、市三级政府管理，其中属联邦管理的有200家，属州管理的有252家，属市管理的有103家。国营企业主要集中于公用事业、交通运输业以及技术服务和咨询管理等部分。在1980年对资产在6000万克鲁赛罗（约合100万美元）以上的7535家大企业的调查中，393家国营企业占其纯资产总额的48.2%、销售额的22.8%、纳税前利润额的17.7%、职工人数的17.1%。同时，国家资本在交通运输、通讯、电力、供水、煤气、仓贮、技术管理等部门占绝对优势。这些部门纯资产90%以上属国家所有。国家资本还占采矿、冶金、石油、飞机制造等部门纯资产的50%以上。国有企业的建立使国家控制了巴西的经济命脉，极大地推进了巴西工业化，并为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本国私营资本在巴西经济中也占有重要地位。1980年巴西本国私人资本企业有数十万家，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据估计，中小企业拥有全国工业净产值的60%、劳动力的67%。本国私营企业主要从事农、林、牧业和商业、建筑业等，占这些部门纯资产的80%-90%以上。在制造业中，本国私营企业占纯资产的54.9%。可见巴西私营经济是巴西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门。外国资本在巴西国民经济中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据巴西中央银行估计，到1981年底，巴西外国直接投资共达192.4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是巴西的最大投资国。战后，美国跃居第一，加拿大居第二，英国居第三。60年代后，美国仍居第一，但德国、瑞士、日本投资分别居第二、三、四位。到1981年在巴西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从1960年的26个增加到58个。外国企业约4800余家，分属400多个跨国公司集团。外国资本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并在许多工业部门占优势地位，如占汽车制造业纯资产的95.8%、烟草工业的95.5%、电子工业的67.8%、制药工业的67.1%、造船业的51.5%、飞机制造业的50.6%。可见外资企业对巴西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容忽视，它不仅弥补巴西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而且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巴西新兴工业部门的建立。可见，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都在一定条件下发挥各自的作用。它们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作用，推动巴西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它们被誉为是拉动巴西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

巴西的混合经济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即巴西经济主要是通过市场竞争、供求变化、价格波动和资源自由流动来组织社会性的交换、分配和消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独立的企业分别掌握着一定的资源和财产，一切生产经营决策均由企业自主决定，并由自己负责，企业发展的动力是经济利益和物质刺激。30年代前，巴西实行的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府是远离市场的。然而30年代初，一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宣布“市场失灵”。因而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巴西政府开始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宏观调控，对市场经济作了部分否定，市场机制受到削弱。二战后，尤其是60-70年代，国家不仅成为经济的指导者、调控者，还成为直接的生产者、参与者。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在一段时间对巴西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但到70年代末巴西出现企业效益低下、缺乏竞争力、官僚作风严重等问题，而80年代的经济危机又一次宣告“计划失灵”，从而迫使巴西意识到过多的计划管理和过多的政府干预均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重新认识到市场经济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能充分发挥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能更好地刺激经济增长，还可避免和减少低效与腐败。因此，从80年代中期开始，巴西就进行经济政策、结构和体制的综合调整，通过国营企业私有化，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和干预；放开价格，减少政府补贴；放宽对外汇、进口和外资的限制，调低关税，大力鼓励出口；精简政府机构，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区域合作，推动南方共同市场的发展。因此，建立既具有完备的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又具有适度政府干预和科学计划指导的现代市场经济，成为21世纪巴西人的新选择和新目标。

再次，巴西现代化发展模式并非是一线单向的发展，而是始终贯穿着独裁与民主、集权与分权、行政权与立法权之争，经常受着集权与独裁、分权与分裂的困扰。巴西舆论界普遍认为，巴西自独立之日起，就没有处理好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从共和国建立之时起，就一直面临着共和与专制、议会制与总统制的两难选择。事实上，巴西独立后先后颁布8部宪法这一事实就有力地佐证了这一观点。《1824年宪法》是巴西作为独立主权国家颁布的第一部宪法。它规定巴西是一个君主立宪制中央集权国家，皇帝拥有控制行政、司法、立法“三权”的“调决权”，各省没有自治权。因而《1824年宪法》的颁布标志着从殖民地末期出现的集权与分权之争，以集权的占据上风而暂告结束。这部宪法也为巴西帝国时期集权与专制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优势提供了根本的依据和保证。然而，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君主专制统治的不断加强，引起一些激进的自由主义分子的不满，他们掀起共和主义运动。进入80年代，共和运动和废奴运动结合在一起，严重动摇了君主制的基础。1889年在巴西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第一共和国。共和国时期，针对帝国时期中央集权过分强大，颁布了《1891年宪法》。宪法规定，巴西为联邦制共和国，帝国时期21个省改为21个享有自治权的州。显然，松散的联邦制，使中央政府的权力受到削弱，而州政府的自治权力明显扩大。这样，《1891年宪法》导致权力分散化，使地方分权在共和国时期居于优势。

1930年，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瓦加斯政府上台。针对共和国时期地方自治权过大、联邦政府松散的状态，颁布了《1934年宪法》。这部宪法一方面强化国家行政权，使总统权力得到扩大；另一方面削弱各州自主权，遏制共和国时期地方分权趋势。1937年11月，瓦加斯针对当时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形势，用武力关闭议会，颁布巴西历史上第四部宪法《1937年宪法》。这部宪法使议会立法权力受到极大削弱，大大加强了总统的行政权，而国家大权实由瓦加斯一人掌握，实际上在巴西建立了独裁统治。同时，这部宪法还规定中央政权通过联邦调停者（由总统直接任命）控制各州。因此，1937-1945年间瓦加斯建立的独裁统治，不仅使巴西民主化进程断裂，使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加强，而且还使地方势力受到削弱。这样，独裁与民主之争、行政权与立法权之争、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争均以后者退让而告一段落。

1946-1964年为巴西第二共和国时期。为了纠正瓦加斯时期行政权过大、立法权过小，中央集权过强、地方权力过弱的政治失衡，巴西政府颁布了《1946年宪法》。这部宪法恢复“三权分立”，规定立法权由议会行使，行政权主要集中于总统。该宪法还赋予州极大的权力，州有权拥有自己的宪法、州议会和以直接选举产生的州长为首的州政府，州还有权收税、与外国签订借款协定等。由此可见，《1946年宪法》虽纠正了新国家时期过度的中央集权，却又大大强化了地方分权的趋势。

1964-1985年军人政权时期，针对第二共和国末期因地方分权而引起的社会混乱，先后颁布《1967年宪法》和《1969年宪法》，以扭转第二共和国时期权力分散化的趋势。前一部宪法行使时间不长，很快为后一部宪法所代替。通过《1969年宪法》，巴西再次建立起高度的中央集权，实行高压独裁统治，从而使巴西民主化进程再次断裂，使集权与专制再次占据上风。由于长期的独裁与集权统治，引起人民的愤慨和地方的不满，1985年长达21年的军人专制统治终告结束。

从1985年起巴西又重建文人政权，并在浓烈的反独裁与集权的氛围中制定和颁布了《1988年宪法》。这部宪法规定巴西仍实行总统制，总统、州长和市长均由直接选举产生。它对总统的行政权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但扩大了议会的权力，恢复议会作为国家立法和决策机关的地位。这部宪法还给予州、市两级地方政府相当大的权力，并让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参与联邦收入的分配。很显然，这使巴西又一次出现权力分散化的趋势。然而，一个松散的、软弱的中央政府势必影响巴西在国内国际事务中的应对能力和竞争力。因此，从1993年巴西对《1988年宪法》进行修订，旨在遏制权力分散化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使一个具有较强内聚力的巴西更好地参与国际社会的竞争。

由此可见，中央与地方的矛盾、集权与分权的矛盾、独裁与民主的矛盾始终伴随着巴西的现代化进程，也构成巴西政治史的主旋律。实行独裁专制统治时，往往是联邦集权占居上风；而实行文人民主统治时，则地方分权趋势明显；中央政府强大时，地方政府就弱小，中央政府软弱时，地方政府又过于强大；中央政府强大时，往往不是独裁就是专制，而地方政府强大时，常常伴随分裂与混乱。这一方面反映巴西现代政治制度的不成熟、民主制度的不完善，中央与地方的权益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划分点；另一方面也说明巴西地方势力较其他国家要强大，始终是影响巴西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因素。总之，今日巴西政府实行联邦制共和国国体，采取总统制政体，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几经波折。巴西未来的政治发展，仍要取决于上述几种矛盾的妥善解决。

其四，随着巴西现代化的发展，其社会结构模式逐渐由二元结构向一个两头小、中间渐大的雏棱型社会架构过渡。

19世纪80年代末以前，即巴西奴隶制尚未废除、现代化尚未启动之前，一般认为，巴西社会存在着两个泾渭分明的阶级：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上层阶级由地主贵族、商人、自由职业者、官僚等组成，下层阶级就是广大黑人奴隶。这两个阶级之间决无相互转变的可能。19世纪中叶后，随着咖啡繁荣拉动的巴西经济发展，随着移民的不断流入，巴西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于是在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逐渐凸现一个中间阶层，包括小农、小商人、手工业者、教师和自由职业者等等。到19世纪末中间阶层人数已占巴西总人口的10%。19世纪80年代末以后，随着奴隶制的废除和君主制的被推翻，共和国时期的巴西社会关系发生激剧变化，社会成分发生重大调整，社会结构由简单渐趋复杂，形成多层次的社会结构。居于金字塔顶端的是大种植园主和大资产阶级，他们掌握着国家政治经济大权；处于中间的是人数逐渐增多的中间阶层，包括自耕农、手工业者、小商人、各种艺人、律师、教师、以及中下级官吏和中下级军官。他们构成统治集团的统治基础。处于社会最低层的是由奴隶身份转变而来的农民和工人。到了共和国晚期，随着巴西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早期工业化的推进，巴西社会肌体内部滋生出新的社会力量：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到1930年新兴工业资产阶级、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和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自由派开始联合起来，汇成一股变革现实的、推翻地主寡头统治的洪流。1930年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瓦加斯政府上台，标志着巴西社会关系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随着瓦加斯政府颁布一系列劳工法律和法令，巴西工人阶级尤其是城市工人阶级力量明显壮大，工人参政、议政机会增多，政治经济地位明显提高。因而传统的社会下层一分为二：农民和农业工人构成一个阶层，而服务业和工厂的工人构成另一个阶层。更为重要的是，巴西中间阶层中演化出一个日益成长的中产阶级。这个新的中产阶级是由领取薪金的专业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白领工人所组成。这一时期中产阶级发展迅速的主要原因是：一是随着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迅速推进，生产社会化程度明显提高，技术水平不断进步，社会对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的需求大量增加，于是，大批经营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应运而生；二是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为生产、社会和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也很快发展起来，从事服务业的人数也随之增多；三是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国家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国家机构也相应增多和扩大，三级政府（联邦、州和市）雇员人数增加，从而增强中产阶级力量；四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民购买力的增长，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就业机会增加。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中产阶级随着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推进而发展起来。

30-60年代期间，由于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化的步伐加快，巴西社会成分也迅速分化和重组。社会架构开始由上小、下大、中间一般的金字塔式渐渐演化成上小、中间渐大、下部渐小的初雏棱型。处于棱型上部的是，掌握国家政权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参与政权的大种植园主和大资产阶级。处于棱型下部的是广大农民和农业工人，他们是社会的最底层。位于棱型中部的上层是中产阶级，下层是城市工人。中产阶级和城市工人构成这一时期瓦加斯政府的统治基础。当然，此时巴西社会的棱型架构还是刚刚显现，还是不规则的，中部只是正在慢慢增长，而下部依然相当大，不像英美社会结构呈均匀规则的棱型状。

60-80年代中期为军政权时期。随着工业化进一步推进，教育水平进一步提高，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巴西社会关系又有新的变化，棱型社会结构较为凸现。占据棱型上部的是军人集团、技术官僚、工商业资产阶级，位于棱型中部的是随着工业化迅猛推进而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他们构成军政权的统治基础。处于棱型下部是工人和农民。1985年巴西军人还政于民，巴西恢复民主制。80年代经济危机使巴西经济进入调整和改革时期，巴西社会关系也随之调整，棱型社会架构渐渐定型。工商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大种植园主联合执掌政权，他们构成上层阶级；位于棱型中部上层是城市中产阶级和农村中产阶级，下层是城市工人阶级。处于社会最下层的仍是农民和农业工人。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Parsons）认为，社会中的社会差别的类型和数量取决于社会进化和发展水平，发展水平越高，能够区分的单位的数量就越大。社会分层的过程也依赖于整个社会的构成模式和功能整合的程度，程度越低，用来评价社会地位的标准数量就越多。的确，划分巴西社会阶层的标准也是随着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的整合程度不断变化而增多的。传统社会里，人们主要采用种族和肤色标准来划分阶层，即肤色越黑，阶级越低；肤色越白，阶级越高。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巴西开始迈入现代社会，社会分层日趋复杂，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也随之增多。肤色仍是巴西人划分社会阶级地位的标准之一。大体上说，上层社会主要是由白人组成，大多数黑人处于社会最底层，而混血种人则大体上处于中间阶层。不过，巴西社会种族歧视和偏见远没有美国那样严重，种族之间的通婚司空见惯，人种混杂被视为是一种社会“应急出口”。除了肤色外，还有经济收入、教育水平、职业、家庭出身和个人魅力都是决定一个人在等级社会中的地位的标准。

最后，巴西现代化发展模式，并非是一个始终完全封闭的、内向的体系，而是一个由被动到主动地面向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且严重依附这一市场的漫长过程。巴西现代化进程的外向性和依附性，是由于历史的遗产和“后发展效应”所决定的。从19世纪80年代末巴西开始现代化的进程后，外向性和依附性可以说几乎一直伴随着巴西现代化的发展。巴西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向性和依附性，主要表现在市场、资本和技术上。市场，是任何一个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必不可少的要素。市场包括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巴西作为一个大国，具备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国内市场容量大，可开拓的潜力很大。但是，一个国家再大，其国内市场也是有限的。更何况，巴西因历史使然的畸形经济结构，使其不得不一直十分注重和依赖外部市场。19世纪末巴西启动现代化进程之时，面对殖民地时期遗留的单一作物制经济结构，为了使巴西快速进步和富强，巴西不得不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继续执行“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战略”，大力发展以咖啡为主的出口农业，结果是对英、美等国西方市场的严重依赖。30年代一场大经济危机使巴西人从切肤之痛之中深深意识到对外部市场依赖的恶果。从30年代巴西开始注重开拓国内市场，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战略，以满足本国人民对工业品日益增长的需求。这是当时巴西的必然选择，也属明智之举。即使如此，巴西仍强调向外出口初级农产品来为发展工业积累资金。但长期实行进口替代，往往会导致国内市场的渐渐饱和，开拓国外市场的积极性不高，致使本国技术落后，国际竞争力减弱，最终导致国民经济的停滞不前。60年代中期巴西又开始注重利用外部市场，提出“出口即出路”的口号，推行外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80年代经济危机是巴西过度依赖外部资本市场的又一个深刻教训。这场危机促使巴西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战略综合起来，既不断扩大国内市场，又注重开拓国际市场，随之巴西经济发展的外向趋势又渐渐凸现。2007年巴西对外贸易额达到2800亿美元，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美国，巴西对美国的进出口额分别占其总进出口额的15.8%和15.7%。第二大贸易伙伴是阿根廷，对阿进出口额分别占其总进出口额的8.6%和9.0%。第三大贸易伙伴是中国，对华进出口额分别占其总进出口额的10.5%和6.7%。另外，德国、日本也是巴西重要的外部市场。如何在建立一个庞大有序的国内市场的同时，开拓一个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而又不依赖这个市场，则是巴西现代化进程中一直想处理好而未处理好的一个重要问题。

不言而喻，实现经济现代化尤其工业化，需要有大量的资本积累。资金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内部积累，二是利用外资。巴西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资金主要依靠国内积累，国家控制的银行为经济建设提供了70%的投资。1982-1988年，巴西公共债务从870亿美元增至1750亿美元。出口农业是巴西经济建设的另一个重要资金来源。巴西的税收额在1988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除了依靠国内积累外，巴西还大量举借外债来实现其发展目标。巴西人深信美国政治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一句名言：“国债如不过分，就是国家的幸福。”并对自己管理外国资金来往的能力向来非常自信，因而，从60年代中期起，巴西又采取金融国际化的方针，趁当时国际资本市场资金充盈、利息低的时期，大举借贷，大搞基本建设，大力推进经济现代化。但由于经验不足，又缺乏限制，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到私人企业纷纷举借外债，结果举债失控，造成外债猛增。巴西外债从1970年60亿美元急剧增至1980年的710.12亿美元，其中，长期债务为574.66亿美元，短期债务135.46亿美元，外债总额占GNP的31.3%。80年代初的债务危机反映了巴西对外部资本市场的依赖达到了何种严重的程度。1990-1994年巴西外债从1224.65亿美元增至1511.04亿美元，可见，巴西对外部资本市场的严重依赖，已产生严重恶果，外债问题酿成80年代严重的经济危机，使80年代成为巴西历史上“失去的十年”，进入90年代后，巴西公共债务依然繁重。不过，进入21世纪后，尤其最近5年巴西经济进入一个稳步增长周期，因此债务负担明显减轻。外债负担从2007年的2294亿美元减至2008年的2263亿美元，预计2009年还将减至2163亿美元。当然，巴西对国际金融市场的依赖程度仍然较大。

此外，巴西对外部技术与设备的依赖也非常严重。巴西通过获得许可证、技术合作、合资生产与经营方式引进技术，还通过让外国公司直接设厂和子公司的方式获取外国技术。巴西汽车业起初完全是靠外部资金和技术发展起来的。飞机制造业、军事工业的许多技术都是靠引进。虽然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期间巴西减少对耐用消费品和非耐用消费品的进口，但却明显增加对技术、资本货和中间产品的进口。巴西注重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果大量资本和许多高、新、尖技术都是靠引进得来的。巴西科技发展的外向性和依附性明显。

毋庸置疑，对于巴西这样的大国而言，要在短期内快速实现经济现代化，必须立足国内市场，拓展国际市场，以国内积累为主，以利用外资为辅，既要引进技术，又要注重技术创新，只有这样才可能均衡地、稳妥地推进现代化。巴西历史上多次危机深刻地昭示，要实现赶超型现代化，仅仅依靠国内市场、资金和技术是不够的，必须利用外部的市场、外部的资源，但又决不能严重依附外部市场、外部资源；既要注重挖掘国内市场的潜力，还要不断开拓国际市场；既要以国内的积蓄为主，还要充分利用外部资金；既要大量引进技术，又要努力大胆创新，从而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互相补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产生一种真正的合力，推动巴西现代化系统工程的不断深化，并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发达的现代化国家。


第二章　墨西哥：早期现代化、革命、新兴工业化国家

墨西哥是拉美国家现代化程度较高者之一，到2000年，其总人口为9800万，人均国民收入为5080墨西哥元，城市化率为74%，农业、工业、服务业三大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分别为4:28:67.其他人文发展指数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墨西哥在现代化启动之初采取的是政治专制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相结合的模式，到20世纪初，其经历了一场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而带来了体制上的变革与创新，并为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债务危机”彻底打断了“墨西哥奇迹”的延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像许多拉美国家一样，墨西哥也走上了新自由主义出口导向的现代化道路。


一、墨西哥现代化的地理和历史背景

墨西哥是拉美古代印第安文明的发祥地，西班牙人到来后，在经历了最初的激烈冲突后，也把欧洲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输入到墨西哥，并与当地文化发生融合，形成了新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但是，这种殖民地新型文化带有比较浓厚的欧洲中世纪的色彩，独立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这种“遗产”，正是这种殖民地遗产带来了墨西哥国家重建的困难，在经历了60多年的内忧外患之后，墨西哥才逐渐步入现代化进程。

与其他拉美国家相比，墨西哥的自然条件更具多样性，历史发展更为丰富多彩。现今墨西哥的领土面积为1972550平方公里，5/6是高原和山地，平均海拔约1800米。北部高原终年干旱少雨，但在邻近山脉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中部高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于农耕，是墨西哥的主要经济区；南部则是热带丛林地区。大约在2.1万年前就有人类来到了墨西哥，公元前3500年左右，一些原始部族就在墨西哥谷地从事农业了。这里是拉美古代印第安文明的摇篮，先后有奥尔梅克、玛雅、特奥蒂瓦坎、萨波特克、托尔特克、阿兹特克等辉煌的文明诞生在这里。西班牙人到来之后，不仅与当地人混血，而且将母国的文化移植到墨西哥，经过与当地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之后，产生出了一种新的墨西哥文化。

殖民地时期，墨西哥是新西班牙总督辖区的所在地，殖民者在政治上发展了一整套金字塔式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主义官僚体制，在经济上发展了银矿开采业（北方）和半封建的大庄园制度，同时天主教在教育和人们的思想文化方面居于统治地位，这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成为后来墨西哥现代化所要克服的障碍。到殖民地末期的1814年，新西班牙总督辖区的居民人数大约为6122000人，占西班牙海外帝国全部人口的1/3以上，墨西哥城成为西半球最大的城市，1811年有168811人。从种族构成来看，当时新西班牙的人口中，白人占18%，混血种人占22%，印第安人占60%。在白人当中，在美洲当地出生的“克里奥尔人”占17.8%，而在欧洲出生的“半岛人”仅占0.2%，大约有1.5万人，其中军人为7500人，文官和商人共6000人，教士1500名。正是这些从欧洲来的上层人物控制着新西班牙的政府、军队、教会、大部分对外贸易和国内的酿酒、纺织业等。

从独立战争（1810-1821年）开始，墨西哥在时断时续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遭受了60多年的痛苦。独立战争期间墨西哥的生命损失估计高达10%，采矿业生产下降到不足原来产量的1/4，手工业生产下降了3/4.独立之后，仍是内忧外患，除了间歇的内战外，1829年西班牙远征军4000人从塔毛利帕斯登陆，被墨西哥军队击败；1836年得克萨斯战争，美军胜利；1838年法国军队挑起“馅饼战争”，墨西哥被迫做出赔偿；1845-1848年美国发动墨美战争，在被迫与美国签订的《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中，墨西哥割让给美国除了得克萨斯外，还有新墨西哥、上加利福尼亚全境以及索诺拉、科阿韦拉和塔毛利帕斯的部分地区，即丧失了全国所有领土的1/2以上，总面积达230多万平方公里。接着在1861-1867年发生了法、英、西三国武装干涉墨西哥的战争。

从内部看，尽管独立推翻了殖民地旧政权，但仅仅是土生白人取代了“半岛人”的统治，传统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并没有从根本上受到破坏，大庄园主、教会、地方考迪罗和卡西克仍是墨西哥社会的主宰。独立后，墨西哥出现了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激烈斗争，保守派代表了旧的土地和矿业贵族、教会和军人上层、垄断商人和一些制造业主的利益。他们希望恢复西班牙统治时期的旧秩序，保持他们在殖民地时期享有的特权，主张政教合一，实行中央集权制、有限制的教育、强大的军队。他们的领袖是卢卡斯·阿拉曼。自由派主要由商人和知识分子构成，代表了土生白人和混血种人的中产阶级，其中包括首都以外的土地所有者、专业人员、手工业者、教会和军队的下层，他们主张实行政治经济改革、贸易自由、扩大选举权、政教分离、公办教育和联邦制，限制教会和军队的特权，建立现代国家。他们的领袖是何塞·玛丽娅·路易斯·莫拉。

阿拉曼出身于墨西哥矿业中心瓜那华托城的一个克里奥尔贵族家庭，曾求学于欧洲，他坚持捍卫西班牙殖民地的遗产，拥护中央集权主义的君主政体，保护大地产主的利益，支持天主教会，反对自由派的攻击。尽管他曾主张发展墨西哥的民族工业，但他关于工业发展的思想是来源于波旁时代的重商主义观点。莫拉是自由派的理论家最杰出的代言人，他的著作浓缩了墨西哥19世纪的自由主义传统。他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1821-1830年），集中于捍卫个人自由和反对专制权力，抨击伊图尔维德的帝制。他强调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公民陪审团的必要性、联邦主义。到1830年后，由于受边沁学说的影响，他的思想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开始认识到清除旧的保守势力比保证个人自由更重要，他抱怨1824年宪法的缺点，即它没有涉及教会和军队的特权问题。于是，他在1833年积极参加了代总统法里亚斯的改革，鼓动政府做出没收教会财产、取消什一税、废除对军队的优待、打破教会对教育的垄断等项决定。这样，他开始倾向于依靠国家权力去赢得自由。莫拉和他的同事们试图通过坚持选举权和公民权的财产资格限制、拥护欧洲移民的农业垦殖计划来创造一种农村资产阶级社会。但是，墨西哥本质上是一个由大地产主和受压迫的印第安农民构成的社会，在独立战争期间这种社会结构基本上没有受到破坏。由于自由派是保护私人产权的信徒，所以不愿意攻击大地产，而是将建立新的小资产所有者社会的理想寄托在没收世俗和宗教社团财产的基础上。莫拉提出的国家可以干预教会事务和剥夺教会财产的反教权主义理论对后来的自由派改革产生了积极影响。

莫拉去世后，贝尼托·华雷斯（Benito Juarez）、莱尔多等人成为新一代的自由派领袖。1855年11月自由派政府颁布了《华雷斯法》（即《关于诉讼程序的法令》），主旨是剥夺教会和军队的司法特权；1856年6月，在改革高潮中又颁布了《莱尔多法》（即《关于禁止世俗和教会团体占有不动产的法令》），其中规定，世俗和教会团体所占有和支配的一切城乡不动产均应转为承租人所有。承租人应在法令颁布起三月内声明占有权，逾期三月则其他人有权告发和购买。土地的占有者在17年内以每年偿付土地所得产值的6%作为补偿（另交5%的手续费）。未出租的不动产也应在三个月内出售。法令还建议将所得收入投资于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1857年2月政府又以宪法（即《1857年宪法》）的形式充分肯定了以往自由派颁布的一系列法令，其主要内容除宣布采用联邦国体和民主制、代议制、共和制等政府形式外，还包括：禁止教会占有不动产；废除世袭制等贵族特权；禁止奴隶制；取消债役制；劳动必须给予报酬；经营工商业受法律保护；并明确宣布私有财产不得侵犯。上述法令的颁布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教会煽动军队发动武装叛乱，导致了三年改革战争（1858.1-1861.1），为了打击保守势力，自由派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措施，即在1859年7月颁布了《改革法》，宣布无偿没收教会一切财产；实行交纳教区费自愿的原则；国家与教会彻底分离。为了争取印第安农民的支持，同时宣布《莱尔多法》拍卖社团土地的条款不再适用于印第安人村社。继改革战争之后，华雷斯又领导了长达五年抗法战争，以1867年马克西米利安帝制政权的覆灭为标志，自由派最终赢得了反对教权、反对君主制和反对外国干涉的胜利。

独立以来墨西哥政治动乱、内忧外患的历史经验使自由派认识到，联邦制方便了得克萨斯的分离和尤卡坦的暂时脱离（1847年），后来又造成国家的失败和肢解。也许中央集权制是正确的道路，墨西哥在它独立的第一阶段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当然，不能让军队和教会对其实行控制。特别是这时的自由派政府清醒地看到，墨西哥与美国相毗邻，中央政府对北部各州的控制能力尚不强，将来国家有可能进一步被肢解。因此，加强中央政府是明智的。实际上，在对1857年宪法进行辩论的时候，自由派尽管在口头上继续提倡联邦制，但在实际上他们已经和保守派一样拥护中央集权制了，从宪法名称的改变可以看出这种变化，如1824年宪法的正式名称是《墨西哥各州联盟联邦宪法》，而1857年宪法的名称则是《墨西哥共和国政治宪法》。尽管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关于政体的争论已经趋于达成共识，但墨西哥的政治稳定并没有马上到来，只是随着波菲里奥·迪亚斯上台，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共识才变成了现实。


二、波菲里奥与现代化的启动

发达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要求在拉美建立原料产地和工业品市场，欧洲实证主义的传播为墨西哥结束动乱和发展经济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波菲里奥·迪亚斯政权的建立带来了政治上的长期稳定，而迪亚斯奉行的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借助外国资本，依靠开发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推动初级产品出口，带来了非同寻常的经济扩张和早期现代化，但当这种模式的潜在弊端暴露无遗时，革命就应运而生。

（一）实证主义和波菲利奥的独裁政权

1870年以后，伴随着欧洲第二次工业革命和贸易的扩张而发生的经济转变，以及墨西哥社会对长期政治动荡的厌倦和人心思治的强烈愿望，实证主义逐渐占据了墨西哥思想界的统治地位。

实证主义的创始人是法国的孔德（1798-1857年），他的社会学理论被概括为“爱、秩序、进步”，即以仁爱为原则，以秩序为基础，以进步为目的。该理论强调社会发展有机体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不是个人，维护等级制度，这对那些期望不牺牲社会等级而能获得物质进步的保守派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因此很快就成了墨西哥官方哲学。墨西哥实证主义的先驱是华雷斯政府的教育部长加维诺·巴雷达（Gabino Barreda），他曾经在巴黎听过孔德的授课，他在1867年的《市政演说》中，用孔德的三段论解释了墨西哥的历史，强调现在的社会重建就是目前的秩序，墨西哥正在进入它的演变进程中的实证阶段，继续通过革命手段进行的宪政改革将是“无效的和轻率的”。经济发展、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教育和更稳定的政治秩序将替代早期自由主义无政府和乌托邦的特点。胡斯托·谢拉也提出，墨西哥需要一种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秩序，即更“实际的自由主义”或“一种保守的自由主义”。对强有力的政府统治的要求非常明显，费德里科·科斯梅斯甚至公开呼吁一种“受人尊敬的专制”。正是在这种理论的呼唤之下，1876年波菲利奥·迪亚斯（Porfirio Diaz）上台后，建立起了保守的中央集权制政府，同时按照1857年的开明宪法进行统治。他以牺牲建立民主政体的目标来换取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其所建立的秩序和稳定是独立以来从未有过的，从1876年到1910年，出现了长达35年的和平时期。

在迪亚斯的第二任期出现了一个所谓的“科学派”（Cientificos），其成员构成并不是科学家，而是金融家、技术官僚和知识分子，其最初的组织者是迪亚斯政府的内政部长（也是迪亚斯的岳父）曼努埃尔·罗梅罗·鲁维奥，他集合了一批最能干的年轻的律师和知识分子，如利曼托尔（Jose Ives Limantour）、罗森达·皮内达（Rosenda Pineda）、巴勃罗·马塞达（Pablo Macedo）、米格尔·马塞达（Miguel Macedo）、华金·卡萨苏斯（Joaquin Casasus）、拉斐尔·雷耶斯·斯平多拉（Rafael Reyes Spindola）、弗朗西斯科·布尔内斯（Francisco Bulnes）等。当鲁维奥1895年去世后，他们的领袖就是财政部长利曼托尔。在1888-1904年期间这个集团有20名著名人物和5名杰出人物，其年龄都不超过50岁。这些人笃信实证主义的“科学”原则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新的理想，即“用科学求进步”，他们最相信的是物质发展，也就是用矿场和工厂的产出数量与铁路和电线的里程来计量的发展。他们散布白人种族优越论，贬低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力图建立白人寡头统治，主张大力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实行欧美式的资本主义治国方略。他们赞扬迪亚斯的独裁政府，但主张政府要诚实，讲效率，有较大程度的思想自由。他们是能干的经济学家，参与政府政策的策划，成为迪亚斯政府的智囊团。

迪亚斯执政后奉行的大政方针有三条，即对外国特别是美国的利益给予优惠；同欧洲交好，以平衡美国的影响；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内稳定。他上台之初，国内稳定是首要任务，为此他实行了让步和镇压相结合的策略。在他的第一任期内，除了保留许多华雷斯时期的政治自由之外，他的重大让步是决定履行诺言，不参加第二次竞选，这使权贵阶层和中产阶级内部的“在野派”看到了参政的希望，没有走向他的对立面。但对持不同政见者和起义农民，则下令格杀勿论。在曼努埃尔·冈萨雷斯任职期间（1880-1884年），实际上听从和延续了迪亚斯的政策。1884年迪亚斯重新上台后，为避免使自己以一个独裁者的面目出现，设法一次又一次地修改宪法，以便能连任总统。为了有效地使墨西哥实现稳定，他使用了“面包加大棒”的政策：如果他们合作，就用国库的钱财喂饱他们；如果他们不合作，就消灭他们。他对所有潜在的危险分子，甚至他个人的政治仇敌，都给予势力、地位和致富的机会，迪亚斯自己曾讥诮地说过，一只嘴里衔着骨头的狗是不会咬人和偷窃的。某些拒绝接受其恩惠的政治反对派则遭到了迪亚斯的严酷报复，或被殴打，或被监禁，甚至被暗杀。有一位名叫菲洛门诺·马塔（Filomeno Mata）的政治反对派被投入监狱达34次。卡笛纳（Carcia de La Cadena）将军据说参与了策划谋反，结果遭暗杀。对那些没有领袖、没有政治主张、没有斗争力量的农民和无产者，迪亚斯则弃之不顾，任其遭受剥削和压迫，如果他们反抗，就无情镇压。迪亚斯在乡村组建了乡村骑警队，把一些最显赫的盗匪编入到这支队伍中，把他们的力量和才能变得为他所用。那些骑警带着宽边毡帽，穿着红领带和银纽扣的制服，配着包银的马鞍，负责维持农村的地方治安，据说他们使土匪在墨西哥历史上第一次绝迹。他们可以根据“逃脱法”先枪杀犯人，然后再解释说犯人是在企图逃脱中被击杀，这支队伍成为政府镇压印第安人和农民的有力帮凶。

迪亚斯对各种政治利益集团实行了“分而治之”的手段。他挑动参与他的政府的各不同集团之间的敌对和争斗，使他们决不能联合起来进行政府内部的阴谋或政变，同时他诿过于他的部属，使他们受到暴政和不公道的谴责，借此来维持墨西哥人对总统的仰望。到19世纪末，无论在全国还是地区范围内，他已建立了一套相互牵制和平衡的复杂体制，从而使任何一个团体或派系都无法得到太大的权力。

他高度重视对军队的控制。一方面他增加军事预算，购买欧洲的新式武器，在重要政治岗位上安插许多军事领导人，并允许他们虚报军饷。他还成立了一所现代军事学院，试图训练出一支精粹的军官队伍。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建立其他准军事部队（如乡村骑警队），经常给他们配备比军队还要精良的装备来削弱军队的影响。他用软硬兼施的办法来控制军队和警察，以达到强化联邦政府力量的目的。

迪亚斯在教会问题上采取了中立的立场，他既不攻击它，也不明确地保护它。但他与卡门·罗梅罗·鲁维奥的婚姻打消了教会的疑虑，1881年迪亚斯与出身显赫的18岁的卡门结婚，她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与教会上层集团保持着极好的关系，这次婚姻成为迪亚斯与教会和解的象征。卡门的宗教顾问安排迪亚斯和大主教进行了一次会晤，双方秘密约定教职的委任须先经迪亚斯的同意，而迪亚斯则默许不再实行反对教权的改革法律。教会还答应支持迪亚斯，训导教徒服从政府的权威，这样，教会又恢复了过去的地位，修道院得到恢复，教会学校得到重建，教会聚敛的财富又重新多了起来，天主教堂从1878年的4893座增加到1895年的9580座。

总体看来，在1876-1910年的35年中，迪亚斯的政治实践表明了他是一位政治大师，他成功地实现了长期的独裁政治，“少一点政治，多一点工作”是他常提的口号，后来又被简化成“政治和工作，零比一百”，尽管二者都不强调政治，但其实包含了最大的政治。墨西哥历史学家比列加斯对此做出的诠释是，这句简单的口号包含了一切内容：“首先，哪条道路最合乎国情以及要采取哪些措施来排除障碍，这一切全由共和国总统来决定；其次，参众两院必须赞同总统的提议，因为两院得不到政府各部向总统提供的工作报告，而总统的唯一目的也是为国家服务；第三，公众舆论和人民必须信赖总统的才干和爱国精神，总统的工作有成绩，就要继续信赖他；第四，总统的口号意味着，各种对立的利益、观点和感情进行公开较量，都不会有结果，唯有总统谋求实际进步的行动才能维持秩序和和平。”当国家迫切需要和平和发展的时候，迪亚斯表明了他能够维持安定的局面，还懂得如何推动经济的发展。有不少著作认为迪亚斯是考迪罗，其实，他是独裁者，但不是考迪罗，虽然考迪罗一定是独裁者，但独裁者不一定是考迪罗，因为他“尊重”宪法，靠选举上台，不再单纯依靠暴力；他能够利用健全的国家机器实现对整个国家的控制，不再仅仅是某个地方的首领；他所处的时代发生了变化，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不再仅仅是传统的大庄园主和教会的代言人，而且代表了与出口经济相联系的各种集团的利益，甚至整个国家的利益。迪亚斯已经是一位现代化的独裁者。

（二）自由主义和墨西哥现代化的启动

在经济领域，迪亚斯奉行自由主义的原则。在他上台伊始，墨西哥仍是个农业国家，国内缺乏交通和通讯联系、各州之间商业关卡林立、许多财政和法律上的不合理的规定，都成为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的障碍。特别是星罗棋布在全国各地的大庄园、教会土地、印第安村社，不仅成为建立全国市场的障碍，而且也成为各地区之间联系的障碍。迪亚斯不是持有现代化抱负要消除这些障碍的第一个人，因为在1857年宪法中已经包含了废除国内关税壁垒、奴隶制、债役农制等自由主义的政策，这些自由主义政策要达到的基本目的有二，一是通过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而结束各地方市场的孤立状态，为此必须从法律上废除各州之间的关税壁垒，并建立现代的交通网络。二是进行土地改革，将非生产性的教会和印第安人村社的土地纳入市场经济，后者的客观效果将是迫使印第安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些自由主义原则和政策在迪亚斯之前的自由派政府已经部分地加以实施，但真正取得显著的成效则是在迪亚斯政府时期。

在消除国内贸易壁垒方面，迪亚斯一方面通过铲除地方割据势力、恢复社会治安和修建铁路、改善交通状况来为统一的国内市场创造条件，另一方面，1890年参照法国商业法典制定了墨西哥商法。1891年又对1857年宪法中的有关条款做了修改，宣布禁止各州私造货币、发行纸币、商标和印花纸，不得阻碍行人和货物的通行，严禁私设关卡、任意征税及以任何直接或间接手段限制内外商品的运输。1896年的印花法进一步取消了对地方贸易的限制，将地方零售或批发贸易必须缴纳相当于货值20%-40%的贸易税改为仅缴纳0.5%的销售税就可以了。这些措施使国内贸易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在土地政策方面，1883年12月15日墨西哥国会通过了一项新法令，即《墨西哥共和国垦荒条例》，授权行政当局与地产公司订立勘测荒地的契约，所测量土地的1/3归地产公司，其余土地则以廉价拍卖给将军、政客和外国资本家。这种办法测量的公有土地达5000万公顷，其中各公司分得了1600多万公顷。1894年3月，迪亚斯政府又颁布了所谓的《开拓法》，将公有地分为荒地、越界地、优先地和国有地四类，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居民都有取得前三类中的任何一类土地的权利，且无数量上的限制。结果就造成了少数人对土地的垄断权，并强化了对农民和印第安人土地的掠夺。在墨西哥中部和南部，印第安村社在独立时占农业用地的大约40%，但到1911年仅剩下5%，90%以上的墨西哥农民没有土地。到1910年革命前夕，墨西哥835个家族控制了全国97%的耕地，外国种植园占有的土地达3000万公顷。但是，迪亚斯时期并没有真正实现自由主义设想的农民与土地的分离，因为80%的债役农或47%的全国人口因负债而被束缚在土地上，不能自由流动，农村社会是停滞的。

为解决资本稀缺的矛盾，迪亚斯采取了大力吸引外资的政策。如1884年的新矿业法规定，土地的主人有权开采地下的矿藏，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这意味着取消了原来关于地主仅拥有土地地面权、地下矿藏归国家的规定。1887年法令规定，开采煤炭、石油、水银和其他矿物免交联邦和地方捐税，只要贴一点印花税即可。凡私人租用的矿场、采矿企业和冶金企业自签合同之日起10年内免交捐税。这些政策为墨西哥地主和外国投资者提供了发大财的机会。墨西哥丰富的资源、优惠的政府政策、稳定的政治局面，使外国投资急剧增加，如美国在墨西哥的投资在1883年为3000万美元，到1902年增加到了50160万美元，到1911年更达到了105780万美元；英国的投资在1880年为3270万英镑，到1900年增长到了6540万英镑，到1910年增长到了9000万英镑，与美国相比，英国的投资增长幅度相对不大。在经济发展初期，进入墨西哥的外资60%是公共债券投资，40%是直接投资，但到1900年以后，直接投资占86%，只有14%是债券投资。从投资的部门分布看，外资主要流向了铁路、采矿业和不动产。

政府实行的货币政策对推动出口和吸引外资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墨西哥的通货是建立在白银本位的基础上，世界白银产量的2/3来自墨西哥，它的所有金条和金币都当做商品出口了，白银是唯一用来偿付债务的贵金属货币，因此，在与采用黄金本位的国家发生贸易的时候，由于白银的价值低，自然就起到一种汇率贬值的效果，即鼓励出口限制进口。1872年以来，墨西哥的银比索实际上也在不断贬值，由兑换1.001美元，下降到1898年的兑换0.448美元，这种情况鼓励了出口和外资的进入。直到1905年墨西哥才实行了金银复本位制。同时，财政部长利曼托尔还整顿了国内和国外的债务，创造了墨西哥的信用，使它原来的债券达到了如此的地位，以至于很快能够以比票面价格还高的价格出售。1894年墨西哥第一次达到收支平衡，从此财政以保持盈余为特点。

墨西哥政府的自由主义政策推动了墨西哥经济的发展。首先是铁路里程的增加。华雷斯政府时期墨西哥已经修筑了640.3公里的铁路，迪亚斯上台后，制定了大规模修筑铁路的计划，1877-1880年修筑了433.2公里，贡萨雷斯时期修筑了4658公里，1884-1892年修筑了7070公里，1892-1910年修筑了7110公里，到迪亚斯末期，墨西哥的铁路总长度已经达到了19280公里，是今天墨西哥铁路里程的77.5%。

其次是初级产品外贸出口的增加。在迪亚斯时期GNP的年均增长率为2.7%，其中初级产品的外贸出口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出口年均增长6.6%，进口增长4.6%。1880-1910年外贸总额由6500万比索猛增到5亿比索，即增长近10倍。从外贸出口构成看，迪亚斯上台之初，贵金属占65%，经济作物占20%，畜牧产品占10%，而到迪亚斯政权末期，贵金属的比重显著减少，降到了占46%，农牧业产品的比重大大增加。在进口中，农产品、消费品的进口减少，而工业原料、机械设备的进口增加。1889-1911年进口的消费品由53%减为43%，而生产资料的进口由47%增加到57%，这一变化反映了工业的发展。1880-1910年外贸顺差总计为6.57亿比索，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第三是面向国内的早期工业得到了一定发展。在阿拉曼的推动下，1833年墨西哥曾出现了第一批现代棉纺织工厂。到19世纪80年代，工厂数量由59家增加到97家，到1910年已经拥有146家装备了最新机械的大型纺织厂和织布厂，纺织工人达3.2万人。此外，食品、烟草、饮料、化工、水泥等行业也得到了发展。1895-1910年制造业产值由80600万比索增加到166300万比索。冶金工业在1892-1911年增长了4.5倍，1902年钢铁冶炼公司在蒙特雷建起了一座大型炼钢厂，到1910年能生产7.2万吨钢铁。矿业成就显著，其中白银的产值从1877年的不足2500万比索，增加到1910年的8500万比索。石油开采业也突飞猛进，由1909年271.3万桶增加到1911年的1255.2万桶，年均增长22.5%，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二大产油国家。

第四是城市化和国民教育得到发展。较长时期的和平和经济发展促进了墨西哥的城市化进程。1877-1900年，墨西哥的人口从1000万增加到1500多万。新建的铁路网络将墨西哥城与韦拉克鲁斯港口、北方的重要矿区、工业区连接在了一起，作为商业和制造业中心的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蒙特雷、托卢卡、阿瓜斯卡连特斯等城市快速扩大，在1880-1910年，以下4大城市的人口变化分别是，墨西哥城由30万增长到47.1万，瓜达拉哈拉由8万增至11.9万，普埃布拉由7.5万增至9.6万，蒙特雷由4.2万增至7.9万，可见墨西哥城和蒙特雷增长速度更快。墨西哥城出现了宽阔的林荫大道和宫殿似的住宅以及一些伟大的公共建筑，增加了有轨电车，城市的繁华被誉为“美洲的巴黎”。在蒙特雷，由于它的铁路与坦皮科（Tampico）港、美国和墨西哥城连接在了一起，该城北部和西部有煤田和铁矿床，又有着丰富的水力发电潜力，因此，在外资的帮助下兴起了冶金业、建筑业、一般消费品工业，早期工业化带动了它的城市发展。教育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1889年政府出台了教育法，将义务教育摆在了重要的地位。教育经费占政府财政预算的比例由1878年的3%增加到了1910年的7%，教师人数由1895年的12748人增加到1910年的21017人，1900年全国大约有1.2万所学校，学生入学人数为90万。能读能写的人口比例由1895年的14.39%提高到了1910年19.79%，但培训技术工人的公共职业教育很不发达，从1900到1907年，职业学校入学人数仅由720人增加到1062人。

早期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使中产阶级得到成长，工人阶级队伍得到扩大。到1910年墨西哥已经有7.9万个矿工、3.2万个纺织工人、5.8万个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此外还有几千个铁路工人和做粗活的工人。

（三）早期现代化的负效应

波菲利奥时期实行的是一种政治上专制主义与经济上自由主义相结合的现代化模式。正值美欧等国家的政府、银行家、公司急于向世界扩张其经济势力之时，迪亚斯以基于独裁的“和平”取代了先前几十年的动乱和暴力，在墨西哥建立了一种吸引外国投资的稳定的环境。为了鼓励现代化，使墨西哥摆脱原来半封建的、落后、孤立的经济形态，墨西哥政府对外国资本做出了大量让步。迪亚斯时期的政治稳定、矿业开发、工业发展、铁路网络的形成、日益增长的出口和进口，以及由此带动的城市化，使墨西哥出现了一种早期现代化的繁荣景象，但是，这种现代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首先，国民经济受外国资本的控制。迪亚斯急于求得经济上的发展，却失于保护墨西哥的利益和主权。1900-1910年流入墨西哥的外资急剧增加，总计达30亿美元，相当于波菲利奥统治最初24年的3倍。新的投资浪潮不仅导致墨西哥通货膨胀，而且增强了对外部经济的依附性。这时墨西哥的工业企业和银行大多属于外国公司或受他们控制，美国公司拥有3/4的矿场和1/2以上的油田，同时还拥有大量经营经济作物的种植园，英国公司拥有近1/4的矿场和近1/2的油田，同时在公用事业和咖啡业有大量投资，法国公司则控制了纺织业，西班牙公司垄断了批发业。迪亚斯并不主张墨西哥人学习新技术，关键的工作岗位由外国人负责，墨西哥人仅仅充当非熟练劳工，墨西哥现代经济的核心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迪亚斯是外国人的亲娘，墨西哥人的继母”成为当时广为流传的一句话。

其次，农民、工人受到残酷的掠夺和剥削。迪亚斯的土地政策强化了大地产制，1910年不到3000户人家占有了将近半个墨西哥的土地，但从事农业劳动的1000万墨西哥人中，有950万人以上实际上没有土地。在伊达尔戈，那些保卫村社土地的印第安人，被齐颈活埋在他们要保卫的土地上，然后一队骑警队骤马驰骋而过。迪亚斯为了开发北方的土地，还镇压了雅基族印第安人，大批被俘的参加起义的印第安人被送到尤卡坦半岛的种植园中充当奴隶。大多数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债役农或雇工，债役农被束缚在土地上生活极其困难，雇工的收入微薄，难以养家糊口。1910年，墨西哥产业工人的平均名义工资比1900年增加了17%，但同期物价却上涨了70%，工人的劳动时间一般不少于12-14个小时，矿工则长达16-18个小时，在工会的组织下，工人们要求提高工资、减少工时，常常举行罢工，但均被镇压，1907年1月7日，仅里约布朗科一地就有好几百名罢工工人遭到屠杀。

第三，资产阶级的发展机会受到阻碍。墨西哥资产阶级发现他们的企业享受不到政府给予外国企业的种种优惠，他们的产品也难以在市场上与外国产品竞争，但他们作为国家纳税人的义务却不少。在政治上，迪亚斯一再蝉联总统，“有效选举”成了一句空话，大选不过徒具形式。这种长期的独裁形成了“老人群舞”的政治格局，新兴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晋升的希望遭到压制。

上述情况说明，迪亚斯的现代化是“一种由外国资本引导的、非民族化的、收益高度集中的、自上而下由威权政府领导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仅仅是一种物质财富的增长，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发展，它激化了墨西哥民族同外国资本的民族矛盾、广大农民同大庄园主阶级的阶级矛盾以及广大民众同迪亚斯专制政权之间的矛盾，是不可持续的。1910年7月，马德罗在美国得克萨斯发表了“圣路易斯波托西计划”，号召墨西哥人民起来打倒迪亚斯，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响应，各地反对迪亚斯的组织推举马德罗为斗争领袖，北方农民军领袖潘乔·比利亚和南方农民军领袖埃米利亚诺·萨帕塔也都加入进斗争行列，1911年5月迪亚斯退位，流亡到法国。


三、墨西哥革命与制度创新

墨西哥1910-1917年革命是一次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为这次革命成果的1917年宪法充分体现了保障“社会权利”的原则，并把行政权置于重要地位和强调国家干预的作用。但这些原则只是到卡德纳斯时期才变为现实，并转化成了新的体制。卡德纳斯时期经济社会结构的改变和新的政治体制的形成，为下一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墨西哥革命与1917年宪法

迪亚斯政权的阶级基础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但是，经济的现代化催生了中产阶级，他们在迪亚斯的政治体制中找不到自己的地位；在矿场、铁路、油田、纺织厂出现了现代工人阶级，他们的权益得不到保障；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小地主的生活则下降到独立以来的最低水平，他们的处境受到漠视。迪亚斯政权倒台的主要原因是这一政治体制本身已经无力改造其结构，以容纳新兴的政治力量。

墨西哥革命的领导力量是新兴的中产阶级，但在一开始，革命目标并不一致，如马德罗提出的口号是“选举有效，不得连选连任”，要求现存政治体制的开放，与大地主寡头集团分享政治权力；而农民起义军提出的口号是“自由与土地”，先是要求大庄园主归还被剥夺的村社土地，后来则号召捣毁大庄园，重新分配土地；新兴的工人运动则要求提高待遇、享有组织工会、罢工等项权利。在经过与旧政权的军队的斗争、反对美国干涉的斗争（1914、1916年）以及革命者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之后，1917年卡兰萨政府颁布了新宪法，即著名的墨西哥1917年宪法。

新宪法虽然继承和发扬了1857年宪法的民主精神，重申了联邦制和代议制原则，但它对1857年宪法作了重大原则修改。1857年宪法和以前所有墨西哥宪法都是以法、美两国的自由主义宪法为蓝本的，都把个人主义确立为整个宪法的思想基础。新宪法虽然仍维持了有关平等权、安全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等四大公民权的规定，但同时把宪法的思想基础从个人方面挪到社会方面，提出了“社会权利”原则，把社会利益放到了重要地位。宪法第27条和第123条都充分体现了限制私权、保障社会权利的精神。

第27条申明“国家领土范围内的土地和水源为国家所固有，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将其所有权转让给个人，成为私有财产。除非因公共福利并经补偿，不得剥夺私产”。新宪法在承认产权的私有性的同时，宣布私有财产必须隶属于公共福利之下，更偏重于强调它的社会性使用，这表现在：国家有权将土地和水源“转让”给私人占有和使用；有权为了公共利益“剥夺”私产，同时给予补偿；有权“限制”和“调整”私产和自然资源的使用情况；有权“分割大地产，发展小土地所有制，建立新的农村居民点，奖励农业”等等。“27条”进一步规定了土地改革的原则和步骤，申明要收回迪亚斯统治时期出卖给外国人的土地，剥夺教会和股份公司的土地，把大地产分配给村社，转让给中小农户使用和经营。“27条”还宣布墨西哥境内一切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私人只能通过租让合同取得对规定范围内矿藏和资源的开采权，租让合同首先给予墨西哥公民，外国人利用矿藏资源要受到墨西哥法律的严格限制。“在沿国境线以内100公里和沿海岸线以内50公里之地带，外国人在任何条件下皆不能获得土地和水源之直接所有权。”欲取得租让权的外国人应向墨西哥外交部表示，“同意涉及上述财产关系时把他们作为墨西哥人来对待，且不为涉及此等财产之事而求其本国政府之保护，否则，应将其已获得之财产收归国有，以示惩罚。”

第123条对工人的劳动工时、工资、住房、医疗、教育、工会、罢工等方面的权利都作了明文规定，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每周六天工作日，确定最低工资，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禁止12岁以下童工，对女工给予保护，企业主应该为工人提供住房、教育、医疗等设施，劳工有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等，政府对劳资纠纷有调停和裁决的权力。这些规定基本实现了工人运动领袖所提出的要求。

宪法第89条还赋予联邦总统以广泛的权力，吸收了以往的经验，放弃了三权分立的体制，把行政权设置在立法权和司法权的位置之上。

《墨西哥1917年宪法》赋予国家在推动经济发展中以更大的责任，承认私有制仍然继续是经济的基础，但不再是唯一的基础，这是墨西哥宪政理论的一个创新。新宪法确切地说是一部未来发展的纲要，它的目标是实现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以及经济的现代化。新宪法是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它为此后的土地改革、维护国家主权、尊重和保护劳工权利乃至政治体制的变革等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

（二）卡德纳斯改革与制度创新

1910-1920年是墨西哥动荡的革命年代，到1920年9月，阿尔瓦罗·奥夫雷贡将军在阿道弗·德拉韦尔塔和普卢塔克·埃利亚斯·卡列斯的支持下，当选为总统，12月就职（1920-1924年），开始了革命后的经济和社会重建时期。他任内实行了土改，加强了工会组织，委派工会领袖担任政府要职，以寻求工人团体的支持，还镇压了大地主和教会反动势力的叛乱。但他的土改进程很缓慢，仅仅向624个村庄的13.9万人分配了120万公顷的土地。1924年卡列斯就任总统（1924-1928年）后，继续高举革命旗帜，实行土改，建立了农业信贷银行，利用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总书记莫罗内斯，鼓励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对军队实行裁减和加以职业化，采取反教权主义措施，1926-1929年政府与教会发生了基督派战争，镇压了教会叛乱。在1925年签署了新的《石油法》，重申宪法第27条的原则，限制美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的租让权。他任内共有1576个村庄、30.8万人分到了320万公顷的土地，是奥夫雷贡时期的3倍。但这些土地只有不足1/4是可耕地，其余是草场或林地。1930年卡列斯甚至宣布土改失败，认为村社鼓励懒惰，未来的出路在于搞私人资本主义农业。在1928年的总统选举中，卡列斯提名奥夫雷贡为候选人，为此还修改了宪法，允许任期中断的总统寻求连任，总统任期由4年延长为6年。但当1928年7月奥夫雷贡赢得总统选举后却遭到暗杀，结果以后的6年中先后有三个人出任总统，即埃米利奥·波特斯·希尔（1928-1930年）、帕斯夸尔·奥尔蒂斯·鲁维奥（1930-1932年）、阿维拉多·罗德里格斯（1932-1934），实际掌控权力的人是卡列斯，人们习惯称这一过渡阶段为最高领袖统治时期。卡列斯在1928年12月建立了国民革命党（PNR），这是一个在经过了对军队、教会和大学制度化之后、由全国地方首脑和地方党派联合起来组成的官方党，是一个职业政治家的党。由于全国地方首脑都加入了这个党，原来要通过它们之间武力较量来解决的政权交接问题，现在在党内可以通过和平、合法的办法协商解决了，地方首脑的个人领导地位已经由政党的领导地位取代了。为打破地方首脑对政府权力的长期垄断，1933年修改宪法，恢复了总统和各州州长不得连选连任的政治竞争规则；为加强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淡化地方集团的权力影响，1933年3月修改了党章，将原来的集团入党制改为个人入党制。国民革命党的组建使墨西哥政治开始走上了制度化的轨道。

1934年拉萨罗·卡德纳斯当选为新总统（1934-1940年），他上台之前，墨西哥的经济和意识形态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世界经济大危机带来了墨西哥经济的衰退，1929-1932年，墨西哥外贸下降了约2/3，进口能力下降了1/2，失业增加，并由于30多万墨西哥移民被从美国遣返回来而加重。危机使墨西哥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罢工、抢占土地、反饥饿示威游行不断出现，民众的战斗性大大提高，似乎正在孕育一场新的革命。另一方面，在执政党内部发生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卡列斯和他的支持者认为，基于私人企业、出口、外国投资、严格控制劳工以及国家一般“不采取主动”的现存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并没有过时，他们墨守20世纪20年代的陈规。但新一代政治家受到美国的新政和苏联的计划经济的影响，他们从自由放任主义向国家干预主义转变，在1933年国民革命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六年计划》中，强调国家实行干预政策的作用以及墨西哥人开发墨西哥资源的必要性，它向劳工承诺最低工资以及集体谈判的权利，它强调土地问题的重要性，要求加快分割大地产，从而含蓄地批评了卡列斯的发展模式。正是这种变革的时代将卡德纳斯推上墨西哥的政治舞台。

卡德纳斯上台之前是国民革命党的主席和国防部长，被卡列斯当作忠实的副手，但当他被提名为党的候选人之后，就表现出了一种倔强和非凡的风格。在竞选活动中他遍访共和国的28个州，深入工厂、矿场和乡村，行程27609公里，从而树立了四处巡视的工作作风。就职后，他保持了这一做法，使边远地区的民众感受到了总统权力的真实存在。尽管卡德纳斯表现出了左倾迹象，但卡列斯仍认为实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只要对卡德纳斯进行“好好地领导”，他会成为一名“很好”的总统。但卡列斯要求镇压工农“骚乱”的建议被总统断然拒绝，卡德纳斯命令各地政府禁止采取镇压行动，宣布恢复民主自由、给予共产党以合法地位，甚至向左派工农组织发放轻型武器。于是，卡列斯亲自出马策划反政府的政变，当其阴谋被揭穿后，引起全国民众的强烈义愤，他们要求政府审判卡列斯这个“墨西哥革命的叛徒”。于是，卡德纳斯毫不迟疑地行动起来，他通过改组内阁排除了卡列斯的死党，并撤换掉军队中参加策划政变的军官，还将亲卡列斯的一些州长免职。1936年4月，他将卡列斯及其党羽驱逐出国。由此，卡德纳斯在政治上摆脱了卡列斯集团的控制。

卡德纳斯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在他的任期内，有814537户村社的农民无偿地获得17891577公顷的土地，仅比此前20年分配的土地还多1倍。他不仅征收大庄园的土地，而且还没收外国公司的土地，1936年10月在拉古纳地区没收英国公司棉花种植园的242086公顷土地，1938年又没收了该地区意大利资本家的水稻种植园和尤卡坦半岛的几个剑麻种植园。在土改过程中，卡德纳斯把重建村社放在重要地位，他认为，村社不是走向农业资本主义道路的临时停靠站，也不是简单的政治缓解剂，而是振兴农业、把农民从剥削中解放出来的重要机构，如果给以适宜的支持，还可以促进全国的发展。到1940年墨西哥已经建立村社14680个，占农村人口的42%、土地的47%。村社成为墨西哥农村又一重要的土地占有形式和农业生产单位。为了帮助村社有效地经营农业，政府成立了国家土地信贷银行和国家村社信贷银行，农业贷款在1936年政府全部支出中占到9.5%。除了为村社提供购买机器、农具、种子、化肥的资金外，其他资金流向了灌溉、道路和农村电力部门。1937年政府还设立了社会卫生和农村医疗部，为农民提供免费医疗。

为击败政敌和扩大新政府的社会基础，卡德纳斯政府支持工农运动。当卡列斯在1935年宣布反对工人运动的时候，卡德纳斯在7月14日发表告全体公民书，指出罢工运动不但不会损害经济，反而能够巩固经济，并有助于工资的增长和人民购买力的提高。在卡德纳斯的支持下，1936年在墨西哥城召开了全国工人代表大会，并成立了墨西哥工人联合会（CTM），几乎所有的工人组织都参加了这个联合会。卡德纳斯与工人领袖们达成协议，政府支持工人为争取福利和权利而进行的罢工斗争，工会则支持总统对地主和外国资本的斗争。1940年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已经发展到近150万人，同时，在政府支持下，1938年成立了墨西哥全国农民联合会（CNC），1940年会员发展到200多万人。

石油国有化运动是卡德纳斯政府的另一杰作。为限制外国石油垄断组织的影响，墨西哥政府在1935年创办了半官营的墨西哥石油股份公司，1936-1937年又支持石油工人工会为提高工资而对外国石油公司进行的斗争。政府指派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外国公司的财务状况，结果表明从1934至1937年石油工业区日用品价格上涨了89%，而工人的实际工资却下降了16%-20%，同时外国公司在墨西哥市场上高价出售石油产品。据此，仲裁委员会裁定外国公司需提高工人工资，但是，外国公司断然拒绝。在这种背景下，1938年3月18日卡德纳斯宣布将17家美国和英国的石油企业收归国有，其资产分10年偿还。美英对墨西哥实行了经济制裁，但墨西哥举国上下支持政府的行为，墨西哥很快度过了难关，维护了民族主权和国家的尊严。

卡德纳斯改组国民革命党，实现政治秩序的制度化。在墨西哥共产党倡导建立人民阵线运动的影响下，1937年卡德纳斯感到国民革命党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想建立一个“新的劳动者的革命党”，于是，1938年3月他在原来国民革命党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新的官方党，即墨西哥革命党（PRN）。该党把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广大民众吸收进来，把原来由地方首脑和不同派系组成的官方党改造成为由工农民众参与的政治组织，同时把原来的地区结构的党改造为职团结构的党，新党不再实行以地域为基础的组织原则，而是按照工人、农民、民众、军队4个职业团体将党划分为4个职业部门，即农业部、工人部、人民部和军人部，形成一个广泛的中央集权的执政党。这种自上而下的“条条”组织有利于彻底粉碎地方首脑的膨胀权力，同时也把军队引入了制度化的轨道。这种制度一方面让所有这些民众集团有更多的参政机会，另一方面又使这些民众集团不得不牺牲自己集团的政治独立性，服从政府的领导。同时，这个时候的总统已经集国家最高行政首脑和党的领袖于一身，并且确立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总统指定继承人作为墨西哥革命党的总统候选人。这样，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即职团主义结构的官方党、一党民主制和制度化的强有力的总统制就形成了。

卡德纳斯还推进了教育世俗化的进程。政府继承了对“社会主义”教育的承诺，即反对偏见和狂热，灌输一种“合理的、确切的宇宙观和社会生活观”，从1935年到1940年，教育支出从占政府支出的12%上升到14%。全国的教育网得到扩大，公立小学从1934年的8477所增至1940年的13016所；中学从1935年的49所增至1940年的116所；工业、技术和商业学校从1934年的19所增至1940年的40所；农业学校从1934年22所增至1940年55所。印第安人的教育受到重视，在政府新创设的印第安人事务司中，1939年有600个印第安教师在工作。农村教育也得到了加强，许多农村教师成为宣传土地改革的骨干力量。

总之，卡德纳斯的土地改革瓦解了半封建的大庄园制度，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打击了传统地主寡头的势力；国有化运动提高了国民的民族主义意识，削弱了外国垄断资本，为国民经济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条件；官方党的改组完成了政治秩序的制度化，使总统选举和权力移交有序进行，导致了后来政局的长期稳定。美国历史学家霍华德·弗·克莱因指出，卡德纳斯为墨西哥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个国有化石油工业，一个国有化铁路系统，一个运转的、垄断的政治机器，一个集体农业纲领，一个组织起来有战斗力的劳工运动，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击败法西斯极权主义的大联盟中的一个巩固的地位”。卡德纳斯的改革是墨西哥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创新，为后来长达30多年的“墨西哥奇迹”奠定了基础。


四、“墨西哥奇迹”与“分享发展”战略

1940年以后墨西哥进入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到20世纪60年代末保持了长达30多年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但是，这一“墨西哥奇迹”背后潜藏着新的危机。1968年学生运动中政府的合法性遇到了挑战，埃切维利亚政府的“分享发展”战略由于受到来自资产阶级、外国资本、极左翼势力的反对而未获成功，“分享发展”战略未能延续“墨西哥奇迹”。

（一）“墨西哥奇迹”与社会危机的产生

从1940年到1970年，墨西哥一直保持着高速的经济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6.5%，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3%，制造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为8%，同时农业生产在20世纪40年代年均增长率为8%，1950-1970年年均增长率为4.1%。墨西哥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基本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农业——工业国的转变，1940年墨西哥68%的劳动力集中在农业部门，到1970年降到42%。在此期间，政治稳定，总统职位的继承已经制度化，作为官方政党的革命制度党控制着选举舞台和国家机构，政府一直平静、有效地运行着。战后墨西哥的这种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被世人称为“墨西哥奇迹”。这是一个墨西哥现代化快速发展的时期。

在这30年中墨西哥经历了5届政府。

从曼努埃尔·阿维拉·卡马乔政府（1940-1946年）开始，墨西哥的发展模式发生了重要的转折，新政府的发展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以农业为支柱的集中发展大工业的城市社会，而不再是卡德纳斯所设想的一个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现代农业社会。1941年4月21日墨西哥第一部“制造业法”开始生效，该法规定对墨西哥工业实行免税。随着这种发展目标的改变，墨西哥国内的阶级关系以及国际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动。在对外政策上，政府努力改善对美关系，加强与美国的战时合作，对美国石油公司在国有化时期被没收的财产做出赔偿。政府还开始积极引进外国资本，整个外国直接投资从1940年的4.5亿美元缓慢地增加到1946年的5.75亿美元，并在墨美经济合作委员会的努力下引进了多个贷款项目。在调整国内阶级关系方面，政府为了推进工农业现代化，重新强调发展私人经济，维护企业主利益，1941年3月修改了联邦劳动法，限制工人罢工的自由，对工业实行关税保护，改善了同国内企业家的关系。1940-1946年制造业的产量增长了43%。尽管政府对土地的分配没有停止，但其速度比卡德纳斯年代减缓了2/3.1943年新公布的土地法重新肯定了小地产制原则，对被没收土地的庄园主的损失给予赔偿，不再提倡集体村社制。1946年1月，在墨西哥革命党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官方党进行了第二次改组，墨西哥革命党被更名为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

卡马乔之后的各届政府基本沿袭他的发展模式。米格尔·阿莱曼·巴尔德斯（1946-1952）为了扩大进口替代工业化，加大了政府对公共工程的投资，兴建公路、铁路、港口、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继续引进外资，发展制造业。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率快速增加，到1952年末，尽管1948-1949年发生了比索贬值，整个外国投资额仍达到7.28亿美元，比1946年的数字净增1.5亿多美元。美国私人资本从1950年的4亿美元上升到1952年的5.5亿美元，占墨西哥当年所有外国直接投资的75%。在农业领域加强了卡马乔时期已经启动的“绿色革命”，并修改了宪法27条，放宽了小地产主的占地份额，鼓励发展资本主义大农场。

阿道弗·鲁伊斯·科蒂内斯（1952-1958年）在任内实行比索贬值，比索与美元的汇率由8.65:1降为12.50:1，从而有力地保护了国内制造业，刺激了投资。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联盟进一步确立，国家加强了对有组织劳工的控制。

阿道弗·洛佩斯·马特奥斯（1958-1964年）执政时期出现了向左转的插曲，总统是大学教授出身，一就职就宣布自己是“宪法范围内的极左派”。在对待外资的政策上，一方面他仍坚持货币贬值政策，外国投资仍很高，美国在墨西哥的直接投资从1959年的9.22亿美元增加到1964年的近13亿美元；另一方面，他推行了“墨西哥化”政策，废除美资硫磺公司的土地租让权，并将美资电力公司收归国有。他继续土改，将1140万公顷的土地分配给了30多万农户，这个纪录仅次于卡德纳斯。在处理与工人的关系时，马特奥斯政府兼用大棒与面包，1959年镇压了铁路工人大罢工，同时实行了给工人增加工资的计划。他还修改了宪法第54条，要求议会建立少数代表制，以使其他小党在议会中拥有代表权。马特奥斯对外奉行独立自主政策，抵制美国压力，维护同古巴的关系。

古斯塔沃·迪亚斯·奥尔达斯（1964-1970）将历史的钟摆又拨向了右边，他实行了有利于私人企业家的税收改革，刺激私营经济的发展，优先发展采矿业，放宽机器和原材料的进口限制。他以整顿行政管理体制为名，撤销左翼官员的职务，反对革命制度党内部的民主化改革，不承认国家行动党在地方选举中获胜的结果。由于他倾向于单纯依赖惩罚和暴力，不能妥善处理社会矛盾，1968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特拉特洛尔科”惨案。

事件发端于1968年7月，当时警察驱散了由亲古巴的学生发动的一系列示威，警察甚至破坏大学自治的规定，冲进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逮捕学生。警察与学生的冲突，致使学生几人死亡，多人受伤。7月30日，悲愤已极的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学生为纪念死者，在教堂的塔上升半旗致哀。校长谢拉亲自发表演说，怒斥当局“不尊重、不热爱、不重视大学自治”，号召全校师生“坚持团结，保卫思想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同一天，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和国立工学院发起成立全国罢工委员会，向当局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惩处警察头子、政府承担残暴行为的责任、为在骚乱中受伤和死亡的学生家庭提供赔偿、释放被捕者、取消“分解社会”的反颠覆法、解散防暴警察部队。但学生们合法的抗议和请愿却再次遭到警察的镇压，示威游行日益高涨。8月1日，谢拉以非凡的胆略亲自领导了一次8万人参加的公众游行。8月13日的一次示威约有15万人参加。8月27日，在规模空前的活动中，约30万抗议者参加了由查普尔特佩克公园沿改革大道到索卡洛广场的游行。全国罢工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对话建议，但政府置之不理。这加剧了社会各界对政府的不满，革命制度党内部发生了分化，抗议活动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同情和支持。事态于10月2日达到白热化，由大学生发起的、在特拉特洛尔科“三文化广场”举行的抗议政府暴行的万人集会中，大学生手举标语，高呼口号，要求政府放宽对民主制度的限制，争取自由和大学自治。为了避免这次游行影响奥运会的举办，当天下午6时许，政府出动了满载军警的坦克、装甲车包围了集会的人群，以带一只白手套为标识的“奥林匹克营”士兵开始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火。结果造成三百多人死亡，另有数百人被打伤，一千多名学生被捕，从而酿成了“特拉特洛尔科”惨案。

1968年的学生运动不同于以往的学生运动，它不再是大学改革运动，与1958年墨西哥发生的铁路工人罢工运动和1964-1965年的医务人员罢工运动也不同，后两者局限于本部门和本行业，为的是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而1968年学生运动则没有这种行业划分和经济目的。学生们对政府的体制和政策进行了广泛地批评，所提要求包括了墨西哥政治的民主化、增强政治制度适应力和参与性、纠正社会和经济中的不公正、消除就业机会和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等诸多要求，是对墨西哥国家精英控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及其统治权力合法性的挑战。正像约拉姆·沙比拉分析的那样，如果说铁路工人罢工和医务人员罢工运动是一种利益集团对政府造成的“控制性危机”的话，那么1968年学生运动则是一种“过渡性的政治党派”对政府造成的“合法性危机”。它“从根本上震撼了现存制度”，虽然并不意味着现存制度的完结，“却在国家大厦之上打开了一个难以弥合的裂隙”。1968年的学生运动拉开了民众与政府对抗的序幕，事件发生之后，左翼势力活跃、城市和农村游击队活动趋于上升，墨西哥社会正在经受着战后前所未有的考验。

为什么蒸蒸日上的墨西哥现代化进程突然一夜之间就陷于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了呢？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仔细研究墨西哥的现代化进程，不难找出其中的原因。

墨西哥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到50年代末已经越来越突出。（1）保护主义政策促进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简易阶段的完成，到1950年墨西哥制造业已经能提供93%的非耐用消费品，但在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相当小，其进口只由1950年占总额的74%下降到1969年的51%，此后大体保持在这一水平上。因此，墨西哥的工业发展仍需要大量进口，其费用只能由出口来负担。但是，由于政府的过度保护政策，工业部门越来越缺乏竞争力，产品的高成本和高价格不仅制约了制成品的出口，而且也妨碍了初级产品的出口，因为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贸易条件决定了农业受到歧视。（2）农业发展失衡。虽然1945-1965年墨西哥农业有较高的增长率，但墨西哥农业发展具有明显的二元化特点，政府对农业的投资主要服务于与美国毗邻的北部和西北部地区较为发达的现代商品性农业，而忽视了中部和南部地区传统的小农经济。因此，农业现代化的主要受益者是大农场主和跨国公司，小农经济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特别是6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减少了对农业的公共投资，农业增幅有所下降。农业减产，使墨西哥由粮食自给国变为粮食进口国，结果以满足基本需求为目的的粮食进口对国际收支增添了沉重的负担。同时由于农村人口大量增加，而政府土改进程缓慢，再加上私人农场机械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或没有土地，无地农民与大地产主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3）依赖外资。工业化需要大量外资，虽然墨西哥私人资本和国家能够筹集相当的资本，但外资在提供投资和平衡国际收支方面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到1970年，进入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总计30亿美元，其中80%来自美国，主要投向制造业部门。60年代墨西哥谨慎地从国外举借资本，到1970年累计外债（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约42亿美元，随后各届政府放开借债，结果带来沉重的代价。跨国公司的进入，虽有利于墨西哥经济模式的转型，但对墨西哥的就业和分配也带来了不良影响。（4）失业状况严重。墨西哥工业部门主要是资本密集型部门，生产的增长往往出自机器和技术上的投资，而不是来自雇佣更多的工人，作为这一趋势的结果，墨西哥出现了惊人的失业率，到70年代中期，公开失业率约10%，但未充分就业率或许高达40%，实际失业率为20%左右。（5）市场狭小。内向型的发展模式关闭了通往国际市场的大门；不合理的收税结构使得国内市场出现了上层消费饱和、中下层消费不足的并存局面；政府订货是墨西哥企业产品的一大出路，但日益沉重的财政支出使得墨西哥政府负债累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市场问题。墨西哥的工业发展更因市场限制而活力衰减。

工业化带动了城市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但并没有缓和收入分配的不均衡，社会矛盾突出。伴随进口替代工业化和人口的增长，墨西哥经历了一个迅速的城市化过程。从1940年开始，墨西哥的人口增长加快，人口数量由1940年的2000万上升到1960年的3600万，1980年达到了7000万，到60年代后半期，墨西哥成为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年增长率约为3.6%。城市人口的数量也由1940年占总人口的35.1%上升到1970年的58.7%，到1980年增加到了66%，其中墨西哥城的人口由1930年的100万增加到1970年的910万，到1980年达到了1300万，占全国人口的20%以上。但是，墨西哥的工业只能吸收新增劳动力的10%-15%，因而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存在大量的失业人口。这一时期，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仍在继续扩大，基尼系数在1950年就高达0.50，到60年代末升高到0.567.1960年的一项关于社会边缘性的调查表明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墨西哥农村人口中文盲率占52%，而在城市中相应的比率为24%，在农村中有51%的人口吃不到面包、牛奶、鸡蛋，在城市中只有13%。彼得·史密斯将墨西哥人口按每20%为一组划分成5组，然后考察1958-1977年间墨西哥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其中第一组20%的人口是最贫困家庭，其所得收入份额由5%下降到2.9%，这说明处境比以前恶化了，但最高层的20%富裕家庭的收入也有所下降，从62.9%下降到57.7%，相对受益最大的是第4组20%的家庭，其所得收入份额从14.9%上升到20.4%。这反映了一个新的现象，即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以城市非体力劳动阶层为主的“新”中产阶级大幅增加。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有文化、有独立利益和要求并且有主见的阶级，信仰多元主义，崇拜民主自由，具有现代民主参与意识，是社会转型的中坚力量，他们需要获得与自己经济实力相当的政治地位。同时，经济利益的分配不均使下层民众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前景产生失望情绪。尽管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的不满在性质上有区别，但都形成了与政府的对立，社会矛盾进入了一个空前激化的阶段。

政治体制呈现出僵化性，政府与私人资本的联盟损害了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的利益。墨西哥独特的“总统集权一党执政”的威权主义政治制度，为战后墨西哥工业化战略提供了制度保证，曾一度发挥过积极作用，但过于制度化的政治模式越来越呈现出僵化性。墨西哥表面上拥有“选举”、“多党制”等民主政治的特征，但实际上，纵使选举初期是自下而上的，最终候选人的提出却仍由幕后的“领导集团”所决定。而正式的选举过程更是由官方党党章制约，民众只能一味地顺从党章，给予欢呼支持。而所谓的多党制也只是装潢门面的口实，这些带有不同政治色彩的反对党不但人数较少，规模不大，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在两院中仅占据着少数席位，所以在选举中获胜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可以说，“墨西哥是一个通过强有力的政党制度取得政治稳定的成功例子，但却损害了多元制与群众动员”。此外，腐败成为墨西哥政治生活中难以治愈的疾病，也是人民痛心疾首的问题。更有甚者，在60年代奥尔达斯执政期间，政府与私人资本的密切结合使税制改革损害了中产阶级的利益，政府通过的税法导致了高累退税，来自劳动所得的税收在政府个人所得税总收入中的比例由1960年的58.1%增长为1966年的77.9%，为了表示对企业界的支持，政府一方面坚持对有组织劳工的控制，另一方面维持基本粮食的最低收购价格，减少对农业信贷的份额。

国际经济出现低迷，世界左翼运动高涨。1967-1971年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个新的萧条时期，当1967年国际经济出现普遍下降的时候，发达国家政府试图在1968年实现调整性恢复，但这些措施却带来了通货膨胀、美元和英镑危机、保护主义增加、世界贸易受到限制。随后的限制增长的措施导致了1969-1971年的衰退，从而加剧了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些变化的政治后果是世界性的左翼运动的崛起，社会民主党几乎在整个欧洲掌权，共产党在其影响较大的那些国家增加了斗争的力量。世界经济的低迷不能不影响到经济依附性仍然较强的墨西哥，而西欧、日本的崛起，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包括此前的古巴革命和当时在西方发达国家掀起的大规模的左翼学生运动，都对拉美的激进主义思潮和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和示范作用。

总之，墨西哥60年代后期出现的社会危机并非空穴来风，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导致经济增长趋缓，经济效益下降；政府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使社会两极分化加重；壮大了的新兴中产阶级要求相应的政治地位，农民和城市弱势群体要求改善生存状况；世界左翼势力运动的发展和示范作用启发了工农民众的政治觉醒，而政府政治现代化的滞后和与国内外大资产阶级友善的政策自然地造成与民众的对立，由此便引发了大规模的民众反抗运动。

（二）“分享发展”战略及其实施效果

“特拉特洛尔科”惨案之后，政府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知识分子与政府间的裂痕加深，专业人员、商人、大学教师和其他人士对政府开始采取一种更加独立、较少顺从的态度，许多新创办的报纸成为持不同政见者抨击政府、宣泄不满的渠道，农村的农民夺地事件频繁出现，城市和农村的游击队活动有上升趋势。奥尔达斯任期的最后一年，经济增长趋缓，贸易赤字和外债数额增多，农业发展枯竭，失业水平升高，这些都标志着墨西哥经济奇迹的结束。

1970年埃切维利亚在日益深化的社会危机中走马上任，成为墨西哥的新一届总统。他时年48岁，年轻而富有活力。作为上届政府的内政部长，他对特拉特洛尔科惨案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向世人展示一张新的面孔，也为了重建政府的合法性，他满怀激情地开始了他的工作，遍访各地，会见各类人士，到处发表演说和声明。他的作风和言论呈现出一种高度民众主义的色彩，甚至有人认为他有望成为现代的卡德纳斯。新政府很快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埃切维利亚政府放弃了“先增长，后分配”的发展理念，强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的协调发展，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努力实现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为此提出了“分享发展”的战略，目的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分享发展”的政治逻辑是提倡在国家保护之下的工人和农民结成的一种民众主义联盟。

该战略针对城市提出了建立“全国劳工住房基金会”、控制基本消费品价格、推行40小时/周工作制等措施。同时，政府还恢复了与有组织劳工之间的友好关系。针对农村经济，该战略向贫困农民倾斜。1971年政府颁布了新土地法，继续分配土地，重新推行村社组织，提倡村社集体化，并将村社社员的土地分配额提高一倍。1972年政府又颁布了新水法，大幅度削减新灌溉区私有地产的限额，由原来最多不超过100公顷削减为最多不超过20公顷。总统任命有能力和经验的豪尔赫·德拉维加·多明格斯领导“全国人民生活必需品公司”，该公司的任务是负责调节基本商品市场，增加贫困农民的收入，保证低收入消费者可得到基本商品。多明格斯手下的工作人员对全国工业问题进行了为时两年的调查，并提出一项农村发展的整体计划，建议国家应该介入帮助贫困者，通过“全国人民生活必需品公司”为农民提供一整套服务，包括公正的投入价格、对收获物予以适当的价格支持、充足的信贷和储藏设备、对再投资提供销售和咨询援助等等，这项计划得到了总统的支持，不久就成为国家的政策，在总统任期结束时，农业占联邦预算的20%，这是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最高数字。为了实现政府调解下的收入再分配，1971年12月政府提出了《财政改革法案》，规定对年收入超过30万比索的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所得税，并把年收入超过150万比索的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由原来的35%提高到42%，对奢侈品消费课以重税。

政府积极引导经济转型，把经济发展的重心调整为中间产品和资本货、原材料等耐用消费品的进口替代，同时把进口替代与出口替代结合起来，以此来解决市场萎缩、资金匮乏、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政府改变了原来以鼓励私人资本为主的政策，强调加强国家干预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1）为了改变基础工业比较薄弱、不能适应工业化需求的状况，政府加大了对基础部门和重工业的公共投资，大力发展由政府投资或参加投资建设的钢铁、石油、化学、电力等工业企业，以此来改变工业发展中基础工业薄弱的面貌。因此，70年代上半期，墨西哥国有企业得到进一步加强，重工业、新技术工业都有了显著的提高。（2）为了扩大商品市场，政府在国内以提高工人工资的方法刺激消费，试图改变购买力不足的状况，但由于工资的上升幅度小于通货膨胀率，实际效果并不显著。政府对外则积极推动拉美地区的经济一体化。1975年3月，埃切维利亚和委内瑞拉总统佩雷斯发表联合公报并致函拉美各国首脑，正式倡议成立“拉丁美洲经济体系”，这也是墨西哥经济向“外向型”转变的重要举措。（3）减少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数目，增加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规模，以此来缓解资本不足的局面，同时促进就业；与此同时，政府还颁布法令，用减税或免税等优惠政策鼓励私人资本和外资到边远落后地方投资建厂，改善经济的不平衡状况。（4）为了增强经济的竞争力，政府对内降低了对本国企业的保护力度；对外削减平均进口税，由1970年的21.3%降至1975年的17.6%。但是，由于墨西哥政府与国内工商业团体在政治上的“盟约关系”，政府对国内企业的投资并未减少，从1971年的5.4%上升为1976年的8.7%，私人投资同期下降了1.4%。（5）大力整顿外国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的活动，并对外资加强了限制。1973年墨西哥政府颁布了新的《外资法》，规定：石油、电力、铁路以及其他特定矿产品的开采等部门，只能由国家经营；在媒体、联邦公路和汽车运输、民航、森林开发等部门禁止外国投资；在信贷、保险、金融、石化副产品及制造业和矿业的某些部门，外资投入的比例分别被限制在25%、34%和40%，最高不得超过49%。这使得国家资本主义在墨西哥经济中进一步扩张。

政府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提出了“民主开放”的口号，向民众主义复归。其所采取的措施包括：（1）向青年精英开放发展和参政的机会。如将许多大学中的年轻人吸纳到诸如国家土产公司、国家农村信贷银行、墨西哥咖啡研究所、墨西哥儿童保护院等机构中，使他们有机会接近农民以及获得就业；对那些想继续深造的大学生提供奖学金，并创建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保证他们回国有事可做；将选举年龄降至18岁，还把当选参议员、众议员的最低年龄限制分别放宽到30岁和21岁，吸收青年参与选举政治。这一创建技术官僚的战略既满足了青年精英分子进入仕途的欲望，又改造了政府官员的素质，最终结果是培植了埃切维利亚的政治基础。（2）邀请进步人士参与政治决策，如贡萨雷斯·卡萨诺瓦被任命为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校长，卡洛斯·弗恩特斯被任命为驻法国大使，一些“国家自由运动”的成员如恩里克·贡萨雷斯·佩德雷罗成为参议员，甚至一些1968年学生运动的领袖也进入了政府。（3）政治大赦，释放1968年事件的大部分参与者。先是在1971年释放了50名“政治犯”，1972年又释放了33人，埃切维利亚还在韦拉克鲁斯接见了其中的一些人。1976年又释放了250人。政府试图通过这项政策达到化解与中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创造一种社会和谐的氛围，同时让国际社会知道，墨西哥政府能够很好地控制国内局势，政治囚禁已不再存在。（4）鼓励成立左翼政党，放宽对共产党的限制。在埃切维利亚当政期间出现了8个新的政党，其中包括墨西哥工人党（PMT）和社会主义工人党（PST），墨西哥共产党也被批准为合法，可以公开活动。同时，右翼政党也是相对自由的。反对党获得众议员资格的总票数由2.5%被降至1.5%，获取众议员席位的最高限额从20席被增加到25席。这些都显示了埃切维利亚政权的“大度”。

积极开展“第三世界主义”外交。埃切维利亚的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续，既然国内政治的基础扩大到了左派，外交政策中的左翼倾向也应该得到鼓励。为了迎合国内左派力量，以获得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国内经济困境，埃切维利亚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多元外交政策，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在任期间，埃切维利亚访问了36个国家，与64位国家领导人举行过会谈，共签定160项国际协定，同62个亚非拉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其中包括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关系，还收留了许多南美国家被迫害的左翼流亡人士。在联合国，他坚决主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还带头谴责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抨击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合理性，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他在1972年倡导的《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于1974年12月12日在第29届联合国大会上被通过，墨西哥的国际地位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峰。

埃切维利亚政府的政策实际上是对墨西哥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不协调发展的一种回应，其改革的初衷是良好的，改革的思路大致也是正确的，可以说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由于改革是建立在经济模式转型的基础上，政府通过吸引外资促进增长，因此，政府总收入从197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8%上升到1975年的约12.5%，公共开支倾注于住房、学校教育和其他发展计划，农业信贷增加，国家生产原油、电力和钢铁的能力翻了一番，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5.6%的增长率增长。农村土地改革新分配土地达1332.8万公顷土地，受益农民达206452人。“民主开放”政策使政府的合法性有所恢复，特别是其新的外交战略构想使墨西哥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地位也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是，从长期和全面的视角评价埃切维利亚的改革，可以看到改革存在很多问题，改革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原因在于改革来自三种力量的激烈反对和改革后期政府政策的失误。

首先，改革政策遭到了资产阶级的反对。墨西哥私人企业主集团有自己的组织，包括工业协会联合会、墨西哥共和国企业主联合会、全国商会联合会、墨西哥保险协会、墨西哥银行家协会、墨西哥企业活动家会员会等等，这些团体都是独立于官方政党和政府部门之外的私人资本的代表。长期以来，墨西哥政府实行保护主义政策，为私人资本提供基础设施、各种补贴，对私人企业实行低税，使它们免于市场竞争。但是，当政府试图对私人企业加以限制和要求他们在税收方面做出更大贡献时，资产阶级就通过批评、反对、抽逃资本、抬高物价等种种手段来破坏和打击政府的努力，他们甚至在1975年在各种协会和联合会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企业家协调理事会”作为统一阵线与政府对抗，疏远政府并最终导致政府计划的失败。如税收改革，总统刚上任的第一个月就提议要对啤酒、瓶装酒精饮料的生产和销售上实施税制改革；要求颁布新法案扩大税源，如对奢侈品征收10%的消费税。这意味着将直接影响企业家的利润，因此，政府从一开始就与企业家的利益发生了冲突。1972年总统的经济顾问提出了一个新税收改革议案，这个议案将面临分割收入和匿名持有的问题。鉴于这一提案的影响较大，总统指示财政部长马加因向私人部门作出说明。马加因在他的私人寓所主持召开了与来自工业协会联合会和全国加工工业协会的主要实业家、银行家、和商人的两次会议。企业家们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尽管财政部长（他曾是前驻美国大使）显示出了他全部的外交技能，对他的客人们“强词夺理的语气不予置理”，对他们的每一个论点都予以反击，但是，政府最终突然放弃了整个计划，并且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显然，政府在私人资本的压力下不得不做出让步。私人资本还利用谣言诋毁政府，在埃切维利亚任期快要结束时，出现了最骇人听闻的政治谣言，说将要发生军事政变。谣言的版本之一是军队将建立一种法西斯主义体制，解除埃切维利亚的所有民众主义政策，防止其继续向左转；版本之二是为了继续留任，埃切维利亚本人将领导政变。在农村，村社的卡西克带头反对新水法和村社集体化。农村资产阶级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还同城市资产阶级联合，共同抵制土地改革。当1976年11月埃切维利亚宣布征用墨西哥西北部大量肥沃的土地时，工业协会联合会的地区领导人反对这种做法，并支持举行罢工。

其次，改革遭到了美国的反对。埃切维利亚多元外交政策的目的之一是要摆脱对美国的单边依赖，其“第三世界主义”无疑是与美国霸权的对抗，后者对此很快作出了反应。美国重新强调非法移民问题，1971-1975年向墨西哥遣返工人达280万，不仅使墨西哥失去了大量外汇来源，而且也失去了一个缓解就业压力的渠道。为转嫁经济危机，美国政府在1971年宣布对大多数进口商品追加10%的进口税，结果使墨西哥50%以上的出口商品遭受损失。1974年美国颁布的新贸易法又使墨西哥50%的对美出口贸易遭受损失。1974年墨西哥旅游业的增长率从1973年的12%下降到5.6%，到1975年底有12万名美国旅游者的行程被取消，墨西哥大约损失5000万美元的外汇收入，据说这种情况是由于墨西哥多次表态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并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议案，结果引起在美犹太人团体发起旅游抵制活动所致。埃切维利亚的外资法也引起了一部分外国资本家的恐慌。1976年有76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写信给美国总统福特，列举埃切维利亚政府的9大罪状，提醒他关注墨西哥对共产主义亲善的倾向，在信的末尾写道：“我们已经接受了古巴的教训，我们不想看到6500万墨西哥人被奴役，也不想看到沿格兰德河拉起仙人掌的幕帘。”不管这封信是否起到了作用，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这76个人是在美国国会中反对埃切维利亚政策的代言人，对美国阻止埃切维利亚政府建立和谐社会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极左翼势力也对改革表示不满。在埃切维利亚上台初期，至少有18支游击队活跃在墨西哥的农村和城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南方格雷罗州的游击队，其领袖赫纳罗·巴斯克斯（Genaro Vázquez）认定墨西哥现存体制不能满足他所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因此在越狱成功后，于1971年组成了“全国国民革命联盟军”（ACNR），宣布要为推翻大资本家、大地主和亲帝国主义的寡头统治而斗争。他希望“建立一个由工人、学生、进步知识分子组成的联合政府，实现墨西哥真正的政治、经济独立，以及有利于劳工阶层的新的社会秩序”。1972年2月政府出动了约1.2万名士兵对游击队进行围剿，巴斯克斯被击毙。当卢西奥·卡瓦涅斯（Lucio Cavaňas）成为新的游击队领袖之后，斗争又重新焕发了活力，他把自己的组织命名为“穷人党”，利用山地优势，对政府军进行伏击和绑架。直到1974年底卡瓦涅斯被杀害，农村游击队活动才转入低潮。城市游击队一度也很活跃，他们采取的斗争手段是抢劫、爆炸、绑架，1972-1975年发生爆炸案件66起，1973-1974年发生绑架案件29起，甚至总统的岳父在1974年也遭到绑架，但自那以后，游击队活动逐渐销声匿迹。

对埃切维利亚政府来说，主要的问题不在游击队，而在经济。“分享发展”战略的本意一方面是想通过增加对社会福利方面的政府支出以缓解社会矛盾，另一方面通过增加民众的收入，提高民众的购买力，扩大国内市场需求，进而刺激经济发展，这样可以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但是，财政支出的扩大必须由充足的税收来源作保证，如前所述，政府的税收改革计划遭到了企业家集团的联合抵制。尽管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收入有所增长，但远远赶不上政府在社会福利、农业信贷、国有企业等方面加大的支出。从1970年到1976年，政府开支从402亿比索增至1920亿比索，财政赤字从66亿比索增至611亿比索，6年间二者分别增长了3.8倍和8倍多。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政府不得不大量吸收外资和举借外债，到1972年，外国跨国公司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墨西哥制造业资本的一半，公共外债从1970年的32亿美元猛增到1976年的196亿美元。由于墨西哥工业化需要进口大量资本货，特别是农业改革的失败带来的粮食进口增加，导致国际收支也出现了巨大的赤字。依靠双赤字来支撑“分享发展”战略的办法是不能持久的，双赤字加上1974-1975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最终在1976年表现为汇率连续贬值，通货膨胀率达到20%，国民生产总值增幅下降为2.1%，资本外逃。墨西哥城关于总统的谣言四起，刚刚被平息的城市绑架活动和农村夺地运动再度死灰复燃，墨西哥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国内政治危机，“分享发展”战略最终崩溃了。


五、债务危机与萨利纳斯改革

波蒂略政府试图通过“石油繁荣”战略延缓“墨西哥奇迹”，但是，由于这种高速增长战略过分依赖于“外债”，反而成为导致“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为了摆脱危机，从德拉马德里政府开始实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萨利纳斯将改革推向了高潮，到2000年总统大选时，墨西哥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但社会问题更加严重，执政71年的革命制度党在竞选中败北。

（一）“石油繁荣”战略与债务危机

洛佩斯·波蒂略在金融危机之中就任新的总统（1976-1982年）。他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了为期三年的经济稳定计划，承诺把预算赤字从1976年占GDP的9%下降到1979年的2.5%，1977年的公共外债不超过GDP的1%。为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缩减公共投资、控制货币流量、冻结工资、吸引外资等，经过一年的调整，效果比较明显，财政赤字降到占GDP的8.8%，通胀率也下降到21%。同时，大量新石油资源的发现也为摆脱经济危机创造了有利条件。从1976年到1983年，墨西哥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从63亿桶增加到725亿桶。石油使人们改变了对经济增长的预期，1978年初私人资本重新流入国内，由于不再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其制定的调整规划也被抛弃了。石油价格的上涨使墨西哥的贸易比价得到改善。波蒂略政府制定了所谓“石油繁荣”战略，即以石油工业为基础，带动工业各部门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高速增长战略。新计划包括《1979-1990年工业发展计划》、《1980-1982年全面发展计划》等，可谓雄心勃勃。政府加大了对石油勘探和石油工业的投资，1980年对石油部门的投资占政府公共开支的比重达到30.3%，原油日产量从1977年的108万桶增加到1983年的275万桶。石油收入从1976年的5亿美元上升到1981年的131亿美元。1977-1981年4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了8%。在政治现代化方面，波蒂略继续奉行前任的民众主义战略，实施了一个改革计划，其中的两点具有长远的影响，一是政党注册的规则被简化，由于简化的幅度很大，共产党也得到了承认；二是众议员的席位被扩大到400个，反对派保证能在众议院中获得至少100个席位。这些变化虽不能使权力中心发生根本变化，但至少能在体制内部为反对派提供了一个发泄不满的机会。波蒂略政府的问题最终发生在经济上，当世界经济在1982年发生逆转的时候，墨西哥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从墨西哥方面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其一，过分依赖石油，石油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从1976年的15%上升到1983年的78%，1981年下半年国际石油价格开始下降，墨西哥原来预计1982年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为270亿美元，实际下降到140亿美元，结果导致资本外逃。同时，石油工业的过速发展，挤占了制造业的资金，制造业占GDP的比重由1975年23.7%下降到1980年的23.1%；其二，过分依赖外债，伴随“石油繁荣”战略而来的是新的投资高涨和大量进口资本品、中间产品，但石油收入的增长赶不上进口增长，1977-1981年外贸赤字达164亿美元，庞大的外贸赤字只能靠外债来弥补，到1982年底外债总额竟高达850亿美元，外国贷款的利率也越来越高，1年需要支付的利息竟达120亿美元。鉴于墨西哥外汇储备以惊人速度下降，1982年2月，总统允许比索贬值，从26比索1美元下跌到45比索1美元，8月，又下跌到80比索比1美元，这时墨西哥的外汇储备已经枯竭。结果，墨西哥宣布，由于外汇短缺，它也许不能够履行其债务责任。1982年1月，总统宣布对所有私人银行实行国有化，并对外汇交易实行严格控制。

德拉马德里政府（1982-1988年）为摆脱债务危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了为期3年的稳定计划，其中包括4项主要政策目标，即1983年使公共部门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削减1/2；实施紧缩性的工资政策；把通胀率从1982年的100%逐步减少到1985年的18%；把危机期间随外汇黑市出现的双重汇率制合并为单一汇率制。但调整的代价是经济进一步衰退。1985年发生了两次外部冲击，一是1985年9月19日墨西哥城发生了里氏8.1级的强烈地震，8000人死亡，10万人受伤或无家可归，经济损失大约为40亿美元；二是1985年12月到1986年7月，石油出口的平均价格从23.70美元下降到8.90美元，造成石油销售损失约82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德拉马德里政府决定选择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其特点是，首先，降低和重新确定国家的经济作用，途径是继续削减公共开支和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1982年从前政府继承来的1155家国有企业到1986年底被出卖了100家，关闭了279家。其次，实现贸易自由化和开放经济。1986年9月墨西哥加入了关贸总协定。自由化的必然结果将是逐步取消关税和促进出口，特别是非石油产品的出口，这几乎等于完全放弃了战后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德拉马德里明确地恢复墨西哥传统的统治联盟，即国家、私人部门和外资部门，而在波蒂略时期这一联盟被破坏了，国家控制了70%的投资。因此，德拉马德里的自由化政策被认为是墨西哥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但是，德拉马德里的政策没有扭转经济形势，1987年9月比索与美元的汇率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2300:1，也就是说美国的旅游者用1美元可以乘坐2000多次墨西哥城的地铁。官方公布的通货膨胀率在1987年达到了159%，当1988年9月总统即将离任的时候，墨西哥的外债增长到了1050亿美元，经济困境进一步加深了。

（二）萨利纳斯改革与革命制度党的下台

萨利纳斯执政（1988-1994年）时期是墨西哥历史上的又一关键时期，因为他加速推行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萨利纳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1978年获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曾担任德拉马德里政府的财政和计划部部长，在1988年7月的大选中仅以50.1%的微弱多数获胜。这个时候的国际环境更加强调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自由市场机制被认为是墨西哥融入世界经济的唯一道路，因此，萨利纳斯上台后更加全面地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其主要内容有：

宣布用“社会自由主义”取代“革命民族主义”。革命民族主义是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长期以来高举的旗帜，其核心是墨西哥革命时期提出的捍卫民族独立与主权、自由与民主、正义与社会公正。20世纪80年代之前，由于革命制度党能够坚持这些原则，力图处理好对外开放与维护国家主权、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关系，因此才得到了民众的支持。萨利纳斯上台后，在1991年11月1日的国情咨文中正式提出，“社会自由主义”将成为革命制度党的指导思想，按他的解释，“社会”是目的，“自由主义”是手段，二者融合为一种具体的政策概念就是“现代化”。萨利纳斯还提出了“新民族主义”的理论，并把它作为墨西哥新一代领导人内政外交的基石。“新民族主义”最主要的原则就是在国际关系中避免对抗，摒弃墨西哥历来所坚持的针锋相对反对霸权的政策，提倡通过对话来“捍卫主权与民族国家”，认为“在当今单极形势下，对抗对主权来说是无谓的冒险”。

承认天主教会的合法身份，改善国家与教会的关系。1917宪法第130条不承认天主教会的合法地位，因此多年来墨西哥存在着一种法律与实际的脱节，天主教学校不让办，但却存在数千个；公众信仰的表达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但所有村庄都庆祝宗教节日；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协定被禁止，但秘密或公开的对话始终存在。到1990年墨西哥的天主教徒占总人口的89.66%。萨利纳斯上台后开始驱赶反教权的幽灵，其高峰是1992年与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会晤。墨西哥恢复了与梵蒂冈中断130年的关系，接着修改了1917年宪法，公众的宗教庆祝活动被合法化，教会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可以开办宗教学校，政府欢迎外国教士到墨西哥布教，在关于公共教育的宪法第三条中还写进了保障“信仰自由”的内容。这些改变将官方党的支持基础扩大到了右翼，同时有助于政府对教会的控制。

改造联邦政府的结构。（1）宣布国有企业私有化，被国有化的企业包括墨西哥国家银行、墨西哥商业银行、墨西哥国营电话公司等经济巨头，到1991年墨西哥从私有化中获得了110亿美元，占发展中地区私有化收入总额的1/2.至1994年底，墨西哥的国营企业数量已经从1982年的1155家减少到不足80家，但国营石油公司仍为国家所有。（2）通过解雇政府雇员和国企工作人员而大量削减联邦预算。（3）通过市政改革减轻了联邦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许多预算义务。（4）联邦政府的分权化将基本的健康服务和教育方面的管理责任转移给了州政府。

宣布村社土地私有化。村社是墨西哥革命的遗产之一，土地改革一直是民众主义政治的工具。但萨利纳斯刚上台就对村社制度提出了批评，认为村社制度生产效率低下，不再代表农民未来繁荣的希望，而是农村贫困的根源。政府认为村社改革是农业中吸引外资、提高生产力和福利的必要步骤。1992年2月26日实施的新土地法对宪法第27条进行了修改，其中规定政府停止分配土地；村社社员有权出租、抵押和买卖土地；允许私人公司购买土地；村社有权决定是否转让或在他们的成员中分配小块土地；村社社员和资本家可建成新的生产组织，村社社员可以土地参股。此时，全国有2.8万个村社和800多万社员及其家庭成员，他们所占土地是墨西哥农村土地的近1/2，这一政策的出台使80%的村社土地会被出卖给大地主和外国人，从而将危胁到已持续70多年的社会和平。

削弱强势工会的传统地位。劳工权利是墨西哥革命的又一遗产。有些工会为维护自身的特权利益和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对萨利纳斯的改革政策提出了挑战。在1989年，刚上台的萨利纳斯为巩固统治地位，就以打击工会领导人的腐败为名，逮捕了石油工会的领导人华金·埃尔南德斯·加里西亚，同时免除了教师工会领导人C.J.巴里奥斯的职务，几个月后，又逮捕了韦拉克鲁斯码头工会的领袖。1992年1月，总统下令逮捕阿加皮托·贡萨雷斯·卡瓦索，理由是他逃税，实际上是因为他准备带领33家装配业的工人罢工，反对美国老板的剥削。尽管劳工与政府自墨西哥革命以来的数十年中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伙伴关系，但萨利纳斯有效地削弱了工会组织的力量，1917年宪法123条款不再对工人起到保护作用。

加快对外经济开放，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萨利纳斯政府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大幅度地降低贸易壁垒，同时进一步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分别于1989年和1993年对“外资法”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除石油和少数基础设施部门以外，外资可拥有100%的股权，外资在汇出利润以及抽出资本方面也享有更多的优惠。对外开放的更大举措是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萨利纳斯和他的支持者认为，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可以使墨西哥吸引更多的外资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1992年8月12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签署了历史性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1994年1月1日正式生效。根据协定，3国贸易所涉及的9000多种商品中，65%的商品立即取消关税，15%的商品在5年内取消关税，其余20%的商品在10-20年内取消关税。NAFTA的反对者认为，NAFTA将使墨西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依附于美国，国内许多中、小企业将倒闭，因此失业率会上升。有些人指出，在过去几十年中，墨西哥是有能力捍卫民族主权、民族团结和独立自主性的唯一拉美国家，而这些目标现在却被抛弃了。

萨利纳斯不承认自己在搞新自由主义改革，把他的自由主义称作“社会自由主义”，他制定了一个名为“全国团结计划”的社会纲要，以缓解债务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和改革带来的贫困化问题。据称，1993年该计划动用的资金占政府预算的一半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尽管萨利纳斯声称“全国团结计划”为墨西哥的穷人提供了“社会公平”，但是该计划收效并不大，仅仅是一种新民众主义政治策略，它想通过新建的“团结委员会”来取代旧的职团主义结构，形成支持革命制度党的新的社会基础，其目的是重新确立革命制度党的形象。

在政治改革方面，萨利纳斯向反对党开放参政机会。他多次修改宪法和选举法，将众议院的席位增加到500席，其中300席由多数票产生，200席为党众议员，由比例代表制产生。1993年通过修改宪法，他将参议院席位从64席增加到128席，31个州和首都联邦区各选4席，其中3席由相对多数产生，1席由得票占第二位的党担任，这样，反对党成员首次可以当选为参议员。

从萨利纳斯改革的内容看，与他关于“社会自由主义”的华丽言词相反，他正在背离墨西哥革命的信条，事实说明他的改革就是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这些改革使墨西哥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进口替代工业化转向新自由主义出口导向的市场经济模式，同时也使墨西哥经济走上了恢复和增长之路，通胀率到1993年降至可以接受的10%，进出口贸易大幅度增加，外国投资也大量增加，累计外国直接投资从1988年的240.87亿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504.01亿美元。同期流入墨西哥的短期证券资本共达716.09亿美元，占该期间流入墨西哥的外资总数（1019.35亿美元）的70.3%。经济对石油的依赖程度也在减少。但改革也带来不少问题，如贸易赤字加大，工业化进程逆向发展，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平，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政局出现动荡。1994年元旦，恰帕斯印第安农民发动武装暴动，3月革命制度党总统候选人科洛西奥被暗杀，9月革命制度党总书记马谢乌又被暗杀，政局不稳加上美国利率上涨，外国短期投机资本迅速抽逃，使墨西哥国际储备大幅度减少，在萨利纳斯卸任后不久墨西哥就爆发了金融危机，显示了这种改革的脆弱性。

1994年8月的大选共有9个党派参加，在总统选举中，革命制度党的总统候选人塞迪略得票居第一位，但只占48.77%，是1929年该党成立以来得票率最低的一次。国家行动党（PAN）候选人塞瓦略斯得票占25.94%，居第二位；民主革命党（PRD）候选人夸乌特莫克·卡德纳斯得票占16.60%，居第三位。塞迪略1994年12月1日上台，12月19日墨西哥就爆发了震惊全球的金融危机。根据最保守的估计，危机使墨西哥损失了450亿美元，相当于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的16%，1995年，墨西哥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6.9%。

为克服危机，塞迪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措施，如削减政府公共开支，将增值税从10%增加到15%，提高燃料价格，限定工资涨幅，提高银行利率，增加国内储蓄，遏制通胀；对制造业、矿业、旅游业实行特殊政策，以加强出口创汇能力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注意协调政府与企业界和劳工的关系；利用NAFTA成员国的有利条件，扩大对美、加的出口，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增长。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时地向墨西哥提供了500多亿美元的应急性贷款。这样，到1995年年底墨西哥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在经济结构改革方面，塞迪略继续扩大私有化，放宽对外资限制，实行自由贸易，将固定汇率改行自由浮动汇率，整顿金融秩序，加强金融监管。自1996年起，经济恢复增长，1996-2000年年均增长5%，在拉美国家中名列前茅，但社会两极分化、外贸逆差、对外依附等问题依然严重。在政治方面，塞迪略任内还按照西方模式加快了改革的步伐，期望民主的形象能增加革命制度党的合法性和争取选民的更大支持。1996年7月26日，在联邦议会中占有席位的4个主要政党经过长期协商，终于达成《为促进决定性的选举改革修改宪法的建议》，随后参众两院通过了以此建议为基础的宪法修正案。其中的主要内容包括，任何政党在众议院中的席位不能超过300席（共500席），即60%；自1997年起，将有32名参议员按比例代表制产生（参议院共128席）；政府不能干预选举机构；各政党的活动经费和竞选费用将主要依靠公共机构提供，而不是私人机构提供，法律将规定竞选费用的最高限额，对费用的使用进行监控和监督；最高法院主管选举；联邦区行政长官将由直接选举产生。塞迪略表示，他同革命制度党保持“健康的距离”，宣布结束“任命制”，即总统不再指定官方党下届总统候选人。这些措施扩大了反对党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空间，对革命制度党构成了很大威胁。

在2000年7月的总统选举中，革命制度党的候选人拉瓦斯蒂达得票占36.10%，居第二位；由民主革命党、劳工党等5个党联合组成的墨西哥联盟的候选人卡德纳斯的票占16.64%，居第三位；国家行动党的候选人福克斯得票占42.52%，居第一位，当选为新总统。2000年12月1日福克斯正式就任总统。

对反对党在大选中获胜并当选为总统，从不同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评价。如有人认为这意味着墨西哥完成了民主的过渡。塞迪略在他的最后一个《国情咨文》中说，选举结果表明，“墨西哥已经完成了民主的历程”，“今天墨西哥人已经拥有现代民主的一切因素：个人保障、公民自由、自由公正的政党和选举制度、多元化和政治更替”，“我们开始了一个新阶段，其标志是取得了完全的民主”。但是，从总结执政71年的革命制度党下台原因的角度看，大选宣告了革命制度党新自由主义改革战略的失败，改革虽然使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也动摇了革命制度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原来经过巨大努力而制度化的墨西哥政治关系开始陷入一种“非制度化”的过程：由于经济衰退和私有化造成大量工人失业，工会失去了原来与政府谈判、妥善维护工人利益的功能，官方党的工人部陷入了“非制度化”的进程；600万个以农为生的家庭由于政府对土地关系自由化改革而丧失土地之后，官方党中的农民部丧失了代表农民利益的功能而陷入了解体的进程；由于中产阶级的处境日益恶化，官方党的人民部丧失了原来的利益代表功能，也日益陷入非制度化。人民对官方党的支持率随之下降。另一方面，革命制度党长期处在官方党的执政地位，忽视党的自身建设，又缺乏必要的自我监督和社会监督机制，党内和政府内腐败现象严重，丑闻迭出，党的威信下降，引起人们的不满和愤慨。同时，在政治改革过程中，反对党的力量因政治开放度扩大而不断壮大，特别是私有化带来的私人企业主阶层的扩大，他们不满足仅仅获得丰厚的利润，还要进一步参与政治决策，原来被禁止参与政治活动的天主教集团，也在自由主义的旗号下加强了同私人企业主集团的联系，日渐政治化。墨西哥《进程》周刊评论说：“德拉马德里开始敲响革命制度党的丧钟，萨利纳斯使党奄奄一息，而塞迪略葬送了党。”有人把塞迪略比作“墨西哥的戈尔巴乔夫”，这一评价不无道理。新自由主义改革战略与1917年以来墨西哥革命所推崇革命民族主义的信条是对立的，而与波菲利奥·迪亚斯时期的发展模式倒有趋同之势。


六、结语

回顾墨西哥现代化的进程，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墨西哥现代化经历了三个特点比较明显的阶段，有的学者称之为墨西哥现代化的“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生在波菲里奥·迪亚斯时期，他奉行的是一种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迪亚斯虽然也高举自由主义纲领，但他的自由主义与来源于欧洲的成熟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其基本原则包括公民经济和政治自由的最大化和国家作用的最小化）已相差很远，他的“国家一体化”意味着中央集权，“分权”意味着行政权绝对地支配立法权和司法权，“公共秩序”意味着镇压任何反对派，“自由土地”意味着剥夺成千上万农民的土地以利于少数大地主。直接的和长期的国家干预无处不在。但在经济上却创造条件，全面对外开放，借助外国资本开发当地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发展初级产品出口导向经济。迪亚斯迎合了发达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需求，根据本国国情改造了自由主义模式，从而创造了长达35年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但是，这种现代化是以牺牲广大民众的政治民主和贫富鸿沟加大为代价的，那些不堪承受这种现代化代价的人们最终奋起斗争而推翻了迪亚斯政权。

第二次现代化浪潮发生在1940年至1982年。这次现代化浪潮之所以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成效比较大，重要原因之一是1910-1917年的墨西哥革命和持续到1940年的革命成果的制度化所奠定的良好基础。墨西哥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作为体现墨西哥革命精神和成果的1917年宪法带来了现代化的新概念，那就是强调社会权利，注重农民和劳工的基本需求，强调国家干预，维护民族主权。这些民众主义和“革命民族主义”的概念通过卡德纳斯时期的各项改革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机制，在经济上建立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表现为一种混合体制，公共部门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自由企业受到鼓励，个人自由受到尊重，但不盲目相信“市场规律”，自由主义的基本信条被国家干预主义所打破；在政治上是职团主义结构下的官方党主宰的一党民主制和制度化的强有力的总统制。这种体制保证了1940-1970年墨西哥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因为它能够使工业家通过“国家计划”得到优惠贷款、进口许可和高关税保护，使政府官员通过行使权力而得到企业家的慷慨赠与，使工会领导和会员成为“工人贵族”，使农民因为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和保护性农业政策而受益，并使中间阶层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迅速壮大。但是，1970年之后，国际和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私人企业主的力量逐渐成熟，跨国公司的力量也快速增长，本地私人部门与外国部门加在一起超过了公共部门，它们对国家政策提出挑战，许多事实表明国家的控制力量在减弱。为摆脱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危机，埃切维利亚政府实施了“分享发展”战略，波蒂略政府实行了“石油繁荣”战略，这些战略进一步促进了墨西哥的工业化。到80年代初，墨西哥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工业生产总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由1940年的25.1%上升到1979年的38.5%，农业生产总值相应由19.4%下降到9.0%；墨西哥已从一个农矿业国家转变成一个中等程度的工业化国家，成了拉美第一位的石油生产和出口国、第二位的制造业生产国，并实现了经济的多样化，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技术自主程度和满足大多数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能力也都有所提高。但是，埃切维利亚和波蒂略的政策是将墨西哥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推向了顶端，并且是建立在财政赤字和外债的基础上的，到1982年，这一现代化进程最终被“债务危机”所打断。

第三次现代化浪潮是从德拉马德里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开始的，萨利纳斯使其达到了高潮，一直持续至今。1982年债务危机发生后，墨西哥的一些上层官员和企业家、美国政府、国际金融机构意识到，“民众改革主义联盟的政治经济已经死亡，必须寻找另外的途径”。除了内部危机和外部压力外，这个时候墨西哥的领导人已经是新一代的技术官僚，他们在英美国家接受过高等教育，精通市场经济理论，他们想按照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和民主政治模式改造墨西哥，推进墨西哥的现代化进程。萨利纳斯从意识形态到经济和政治模式，对墨西哥革命的遗产进行了全方位地扬弃，塞迪略则强化了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模式，到2000年，新自由主义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暴露的问题和矛盾也很严重。由于这种改革仅仅为了迎合世界上冷战格局结束和全球化进程加速的外部形势，忽视了本国的国情和民众的利益，把国家发展与民众的福利完全寄托在自由市场力量之上，结果，现代化进程损害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广大民众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在某些方面更加恶化了。墨西哥现代化的前景不容乐观。

从墨西哥现代化进程中可以引申出许多启示，但最重要有两条，一是现代化模式的选择要符合本国国情；二是现代化模式的生命力在于其为大多数民众谋福利，在于其制度上的不断创新。


第三章　秘鲁：初级产品出口、军人改革与社会整合

秘鲁以其古老的印加文明和富饶的自然资源而闻名于世，但人们对其现代化的坎坷经历却知之不多。如果从1845年拉蒙·卡斯蒂利亚将军上台使政治趋于稳定和经济上出现鸟粪繁荣时期算起，秘鲁的现代化进程至今已有160多年了。同秘鲁自身相比，其现代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同阿根廷、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国家相比，则差距不少，2000年上述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在3600美元以上，而秘鲁仅为2100美元，低于拉美国家的平均水平，被世界银行列入“下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之内，并且属于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秘鲁的现代化从时间上看不算短，从资源条件看不算差，为什么效果却不如其他一些拉美国家？本章试图通过对秘鲁现代化进程的回顾，来评析秘鲁现代化的成功与挫败，并探讨其挫败的原因。


一、秘鲁现代化的地理和历史背景

秘鲁现代化有其自身的特色，而这种特色的形成同秘鲁的地理环境、印加传统、殖民地遗产有很大关系，这三方面的因素不时地左右着秘鲁现代化的进程，并在该进程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此，研究秘鲁的现代化，不能不首先考察这三种因素。

（一）支离破碎的地理环境

从自然地理看，安第斯山脉纵贯秘鲁全境，因此，秘鲁从西到东被分为三个地区，即沿海、山区和森林区，这种划分不仅是一种自然分界，也影响到了秘鲁的经济和社会现实。西部沿海狭窄的条带区，占全国领土的12%，却容纳了目前秘鲁人口的50%，这里虽然气候干燥，沙丘众多，但源自安第斯山麓的50多条大小河流流经这里，形成簇簇绿洲，再加上人工灌溉，使这里适于种植稻米、棉花、甘蔗，成为全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北部曾拥有重要的石油资源（现已大部分被开采完毕），其他部分还有诸如铁、磷酸盐、铜、金等矿藏，全国70%以上的工业企业集中在沿海地区。

中部山区，即纵贯全境的安第斯山区，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有“秘鲁的脊椎”之称，占全国领土的26%，约有占全国39%的人口生活在这里。交通不便和土地贫瘠是这里的突出问题。该地区只有占地区面积4.5%的土地是可以耕种的，25%的土地可以放牧，主要的农业活动是种植诸如小麦、玉米、马铃薯之类的作物和放牧牲畜，产量很低，市场剩余较少，技术进步不大。虽然1920年代中央大道的开通使山区与利马市场联系起来，但其影响的范围较小。由于山区蕴藏着金、银、铜、锡、铅等丰富的矿藏，并且长期以来被不断地发现和开采着，因此，矿业城镇成为山区人口和市场的中心。山区是秘鲁文明的摇篮，印加帝国的首都库斯科坐落在这里，至今居民中的绝大多数仍是印第安人。

东部林区，是由亚马逊河流域的热带雨林组成的浩瀚无际的林海，占全国领土的60%以上，但其人口仅为11%。从19世纪末开始，当局就倡导垦殖计划，但因投资和基础设施不足以及自然条件的限制，收效甚微，橡胶繁荣时期变得重要起来的伊基托斯（Equitos）成为这里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

上述地理环境对秘鲁现代化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其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在一定时期促进了秘鲁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这种自然分界和人口分布的特点却给秘鲁的社会整合（一体化）带来极大不便。秘鲁杰出的思想家马里亚特吉曾讲过：林区是秘鲁国家的一块殖民地，沿海和山区则是土地和居民都不相同甚至迥异的两个地区。“山区属于土著居民的，沿海是属于西班牙人或印欧混血种人的”；“在我们这个时代，秘鲁历史和秘鲁人的两重性，表现为沿海形成的历史形态与残存在山区、深深扎根于大自然的土著人感情之间的冲突”。

（二）印加传统

印加传统是指源自印加文明的印第安文化传统。印加文明在15世纪达到鼎盛时期，它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中央集权统治。印加人在15世纪初征服了周围的部族，建立起囊括南美大部分地区的印加帝国。该帝国组织严密，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中央之下设省，省下设区，区下又分为若干部落，部落由若干氏族（艾柳）组成。为了便于统治，印加法律规定克丘亚语是全国通用的语言。中央政府能够主动地履行经济管理职能，组织一些基本建设（如公路网络）或公益性工程（如防御工事、灌溉设施）。它能使“集体劳动和共同努力卓有成效地用于社会目的”，秘鲁史专家B.派克称之为“温情专制政治”。

土地公有，集体耕种。印加人的基层单位叫“艾柳”，即农村公社，耕地归公社所有，分为三部分：太阳田，收获用于宗教祭祀活动；王田，用于供应政府和军队开支；艾柳田，用于维持公社成员生活，此种田按每户人口多寡定期重新分配，每个家庭得到的只是土地上的收成（土地则保持公社所有的性质）。耕作时通常由长老率领，村民集体劳动，相互帮助。互惠合作、再分配和垂直控制，这是三个相互关联的原则。互惠合作原则贯穿于印加人村社生活的各个方面，除耕地、收割外，遇到婚丧嫁娶、垒墙盖房时，村社成员之间都无偿地、尽心尽力地相互帮助。该原则也体现在村民与国家的关系方面，当村民服徭役、兵役时，国家给予村民及其家庭一定的物质照料。这种物质照料同时也体现了再分配原则。国家通过交通网络和储藏系统将各地的剩余产品纳入国家控制之下，以备公用。另外，还根据不同生态地区的需求进行相互间调配。垂直控制原则一方面体现在宏观管理方面行政中心对边远地区的“垂直控制”，并进行不同产品的互惠调配，另一方面则指微观“生态层次垂直控制”的系统，如有的山区村社控制了海拔1400-4800米的梯田，在不同的生态层次种植不同的作物，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各种资源，满足了村社成员的物质生活需求。

泛神论的宗教观。安第斯地区在印加人兴起时，宗教上还停留在原始的多神崇拜阶段，但有的文化区域已产生了一个主神，不过区域之间主神不一。印加帝国形成后，为了阻止因宗教不一而产生的政治离心倾向，乃规定被征服者要信仰印加人崇拜的主神——太阳神，并在各地建造太阳神庙。由于太阳给大地带来温暖，促进万物生长，因此，太阳神较易为被征服人民所接受。另外，印加人也不反对他们在信仰太阳神的同时，保持对原有神灵的崇拜。印加人的宗教信仰是严格符合他们那种农业民族的经济需要和定居民族的精神的，这种信仰使他们心理得到平衡，与大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另外，宗教信仰从属于帝国利益，“教会即国家”，印加王朝政教合一，君权神授，太阳神在全国的神圣地位，为历代印加王披上了神圣的外衣。

严格的道德法规。一般说来，印加人主要依靠社会道德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他们的习俗是纯朴的，兢兢业业地从事劳动被认为是最崇高的美德，懒惰则被认为是犯罪。他们勤劳、朴实，遵守戒律，忠实地履行社会职责。但同时，印加帝国为了维护王朝统治和社会安定，也建立了处罚制度。印加法律强调肉体惩罚，犯盗窃罪和反叛罪者，要被扔到充满毒蛇或其他害人野兽的坑里，杀人罪和通奸罪，则要被乱石击死。公职官员的腐败、滥用职权或不履行职责者亦要受到严厉惩罚。

印加文明是一种农业文明，它确保了秘鲁人口的生存和增长。被西班牙人征服前秘鲁人口已增至1000多万。印加人在医学、采矿、冶金、纺织、制陶工艺等方面也取得巨大进步。印加文明中一方面不乏原始共产主义的合理因素（如土地所有制、集体主义价值观、相互依靠、合作团结、和睦相处的精神），这些成为后来土著主义、马里亚特吉、阿亚以及其他民族主义领袖的思想灵感的源泉。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印加文明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是低级的，生产力尚不发达，印加文明只有同现代工业文明结合才会获得新生。但不管怎么说，印加传统将深刻地影响着秘鲁社会的发展，虽然印加帝国被殖民者摧毁了，但印第安人却保存下来，他们始终占秘鲁人口的大多数。他们的血液中流淌的是印加传统。正如秘鲁作家路易斯·E.巴尔卡塞尔所指出的：“在薄薄的殖民地地层下，印加社会的根子仍然完好无损。”

（三）殖民地遗产

殖民地遗产是指西班牙的征服和殖民统治对后来秘鲁社会发展带来影响的那些因素，体现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个方面，其中对后来秘鲁现代化影响最大者有如下几点：殖民者首创了“外向型发展模式”。西班牙的征服摧毁和瓦解了印加人统一有序的集体主义的农业经济，建立起目的在于出口的矿业经济。到1700年时，秘鲁已建立许多矿业中心，其中波托西银矿和万卡维利卡汞矿最著名。为了辅助贵金属生产，矿业中心周围形成了一系列提供食品、役畜和手工业品的农牧业和城镇居民点，以及作为供应线的道路网络。殖民当局在宗主国严格控制的垄断贸易体制（重商主义原则、宗主国贸易署、塞尔维亚商会、双船队制）之下，将贵金属源源不断地输往欧洲，同时从欧洲进口价格高昂的各种纺织品、金属制品、军需品、奢侈品和其他日用品。这样，殖民地的经济剩余并未被用于殖民地本身的发展，秘鲁变成了“漏斗”，变成了宗主国乃至欧洲的“奶牛”，这是秘鲁“依附性体制”的起源。

殖民者引进了一系列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殖民者摧毁了印加农业共产主义，却没有代之以生产率更高的经济。他们先是建立了委托监护制：委托监护主负有“保护”印第安人并使之皈依天主教的义务，同时，有权利要求印第安人提供贡税和劳役。到1540年时秘鲁已有5000多名监护主。到1574年时，托莱多总督又宣布实行米达制：强迫印第安村社提供一定数额的劳动力到矿山劳动。由于米达制的实行、传统农业的被破坏、欧洲疾病的传入，导致土著人口大量死亡，1532-1652年从900万减至70万，从而造成大片土地荒芜。在山区，西班牙人通过各种手段侵吞土地，建立起大庄园制，形成了大庄园与村社共存的格局，大庄园通过出租小块土地的方法，换取印第安人的劳动。在沿海谷地，由于印第安人濒于灭绝，殖民者便从非洲进口奴隶经营起种植园。大庄园制和种植园制是一种半封建的经济制度，它们后来被长期保留下来，成为秘鲁现代化的重要的体制性障碍。

殖民统治造成了秘鲁的种族分裂问题。秘鲁与墨西哥不同，在墨西哥各种族已经融合，新首都就建在古代首都的地方，墨西哥的征服者在山区腹地与印第安人通婚、混血，造就了一个种族。而秘鲁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殖民者纷纷定居沿海地区，新首都建立在沿海的利马，而古老城市库斯科则被置于次要地位。土著种族和语言被西班牙种族和语言从沿海地区赶到山区，在那里形成了一种带有民族特色的地区特性。在利马的西班牙人统治着山区的印第安人，但在人口和精神上西班牙人却没有强大到足以能消化融合山区，结果造成了种族、语言和感情的双重性问题。印第安人不仅遭受经济剥削，而且在文化上受孤立，种族上受歧视。黑人是在沿海地区土著人口大大减少、劳力稀缺的情况下输入的，他们被用于从事家务和手工艺劳动，白人顺利地与他们混血，结果造就出一种更加倾向西班牙人和更加敌视土著的沿海居民。黑人种族是“沉积在秘鲁地下一个疏松的、不坚实的土层”，秘鲁的种族分裂问题成为未来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整合的难题。

殖民征服和统治为秘鲁历史上最恶劣的暴力形式奠定了基础。殖民者通过暴力手段征服了印第安人后，印第安人遭受到经济剥削、文化孤立、种族歧视，其传统宗教也遭到天主教的攻击。由于印加文明程度较高、土著人口较稠密，在种种压迫和剥削之下，他们格外怀念古印加帝国，因此，他们以恢复印加帝国为号召，对殖民统治进行了顽强反抗，他们要求废除米达制和人头税以及各种强制性商品摊派，起义暴动连续不断。如1535年爆发了印加王子曼科领导的起义。1570年代初又爆发了图帕克·阿马鲁一世领导的起义，并在山区建立了新印加帝国。1742年又爆发了胡安·桑托斯领导的数万之众的起义。殖民当局使用暴力先后镇压了这些起义。但随后不久，1780-1781年又爆发了由图帕克·阿马鲁二世领导的规模更大的起义，参加者达6万之众，秘鲁2/5的省份被其控制。图帕克·阿马鲁二世在起初曾得到一些省份的克里奥尔人的支持。但后来他们背叛了他，起义最终被镇压。作为对这次起义的惩罚，西班牙国王宣布废除土著酋长先前享有的所谓“特权”，禁止使用克丘亚语。秘鲁历史上的“暴力辩证法”由此而生。这一创伤惨重的种族战争的一个后果是，它扼杀了印第安人和克里奥尔人发动民族独立运动的希望。秘鲁的独立实际上主要是在外部帮助下完成的，即阿根廷人圣马丁、委内瑞拉人玻利瓦尔和苏克雷率军解放了秘鲁。


二、“鸟粪繁荣”与秘鲁现代化的启动

1821年秘鲁获得政治独立，从理论上讲，具备了现代化启动的一个重要前提，但由于秘鲁独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外部输入的，关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建立独立秘鲁的决定都是在完全没有人民代表参与的情况下做出的，居支配地位的阶级（少数克里奥尔贵族）力量十分脆弱，因此，当1826年9月西蒙·玻利瓦尔离开秘鲁后，国家就进入了一个政治混乱和经济停滞的“考迪罗时代”。自由主义考迪罗同保守主义考迪罗相互争权夺利，1821-1845年更换总统达26位之多，直到1845年拉蒙·卡斯蒂利亚将军上台，才使秘鲁获得了秩序和稳定，同时经济上出现了“鸟粪繁荣”时期，秘鲁的现代化进程由此起步。从1845年卡斯蒂利亚执政到1919年“贵族共和国”结束，秘鲁经历了若干方面的转变，即经济上由鸟粪出口繁荣转向多样化的发展；思想上由古典自由主义转向新实证主义；政治上由考迪罗统治转向“有限的文官民主制”（寡头政治）。这些变化是在同一历史进程中交叉出现的。

（一）鸟粪和硝石：第一个出口繁荣周期

从19世纪40年代初到1879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鸟粪和硝石的出口繁荣促进了秘鲁现代化的启动。秘鲁沿海盛产鸟粪，早在印加时代就在农业中广为施用。但直到19世纪40年代西欧农业变革时，鸟粪开发才有了新的推动力。当时英国推行集约农业，德国开始搞农业化学化，两国都需要大量肥料，国际市场对鸟粪需求的激增和价格上涨，推动了鸟粪的发掘和出口。据估计，在整个“鸟粪”时期秘鲁共出口鸟粪1080余万吨（可收入近1亿英镑）。秘鲁政府对鸟粪开采实行了一种国家垄断，同外国商行订立了承销合同，由印第安人和中国苦力开采。1840-1880年间，政府从鸟粪贸易中大约得到60%的收入。鸟粪出口很快使秘鲁经济成为拉美最有活力的部分。但是，它并没有给大多数人带来好处，因为鸟粪收入的一半以上被用来扩大文官人数（占29%）和军队（占24.5%），另外还用于扩大铁路网（占20%）、向外国人和本国国民转付款项（占8%和11.5%），以及减轻穷人的捐税负担（占0.7%）。

鸟粪收入通过公共开支对国内需求的增长产生明显的影响。据估计，“鸟粪繁荣”时期，秘鲁实际工资以每年3%的速度增加。但是，由于秘鲁手工业遭到破坏而缺乏一个企业家阶级，鸟粪造成的国内生产成本和价格提高，鸟粪收入的投资项目选择不当，以及传统体制未能创造促进生产的必要框架。结果，需求的增加并未能刺激国内生产，却使进口显著增加，并且使国家越来越习惯于依靠外国贷款。

但是，鸟粪开采却使秘鲁形成了一个基于沿海特别是利马的商业资产阶级。这一阶级的形成除了政府给予本地商人控制鸟粪贸易的特许权外，还有两种原因：一是政府清理内债。这些内债是独立战争期间和之后发放给当地地主与商人的国债券。据估计，债务总额不超过700万英镑，其中大部分是虚报的。二是废除奴隶制。1854年有25505名奴隶，每解放1名奴隶，付给奴隶主300比索补偿费，结果把765万多比索从政府国库转移到前奴隶主手中。通过上述渠道，鸟粪收入的相当部分转移到私人手中。一方面有助于金融资本的形成，1860年代先后有普罗登西亚银行、秘鲁银行、利马银行、抵押信贷银行得以建立；另一方面促进了中部和北部沿海大庄园的扩大，一半以上的私人资本被投资于沿海棉花和甘蔗种植园。结果，一个由商人、金融家和地主组成的寡头集团开始出现。他们在1871年组建了秘鲁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政党——文官主义党。该党主张重新确定政府经济政策的方向，把鸟粪收入用于铁路网的建设。主张官办教育，开发人力资源，反对军人执政。作为该党政治努力的结果，1872年该党党魁曼努埃尔·帕尔多当选为总统。

当帕尔多1872年8月就职时，他发现国家财政已经陷于瘫痪。国家曾以出售鸟粪作担保向外国大举借债，到1872年外债已累计达3500万英镑，需分期每年偿还250万英镑（相当于全年预算）。因此，帕尔多不得不同债务进行艰苦搏斗。此时鸟粪资源已近采尽，并被更便宜的硝石和人造化肥所取代。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帕尔多对秘鲁南方硝石资源实行了国有化，但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同时，他的减少公共开支，削减军费开支，促进普通教育的计划遭到传统势力的强烈反对，结果，1876年普拉多将军上台，军人重新执政，接踵而至的是经济崩溃和政治恶化。

“鸟粪繁荣”带来了秘鲁国家官僚机构的现代化，改善了利马城市的基础设施，以及铁路网络的建设，黑人奴隶制和印第安人贡税得以废除，但却给秘鲁留下一笔巨额债务。由于加强了沿海地区在国家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于是强化了秘鲁历史上沿海与山区的分裂与冲突。鸟粪周期的结束说明仅仅拥有一种自然财富为后盾的经济繁荣是不可靠的。

（二）太平洋战争与国家出路的初次辩论

1879-1883年爆发了以智利为一方，秘鲁和玻利维亚为另一方的争夺硝石资源的“太平洋战争”。战争无情地暴露了秘鲁国家的脆弱和山区印第安人缺乏对沿海精英所代表的秘鲁“民族”的认同。由于秘鲁国家的破产和帕尔多执政时对军队的削弱，秘鲁对战争几乎毫无准备，山区的一部分精英阶层放弃了保卫国家的抗战，而转向通敌立场。结果，1881年智利军队攻进利马，并占领了秘鲁大部分国土，到1884年他们撤军时，利马和沿海许多种植园遭到洗劫，沿海大地产主的利益遭到沉重打击。根据《安孔条约》，秘鲁将盛产硝石的塔拉帕卡区割给智利，并允许智利暂时占领塔克纳和阿里卡两区，10年之后以公民投票方式决定两区的归属。这样，太平洋战争以秘鲁的耻辱失败而告终，秘鲁的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饥荒、贫困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国家，社会解体的征兆已开始出现。1885年卡塞雷斯将军发动政变，并于次年建立了军人政权，达10年之久（1886-1895年）。

太平洋战争的失败引起了秘鲁国民尤其是知识界的反省和思考：为什么一个前不久还处在现代化大门口的国家现在却落到这等地步？他们对造成国家崩溃的原因以及秘鲁未来的建设道路展开了辩论，尽管答案有多种多样，但一致的观点是强调民族、文化、地理和种族分裂状态，它自独立以来一直折磨着这个国家。不管怎样，应该找到一种办法，以便不仅弥合山区和沿海的巨大地理差别，而且缩小传统的印第安农民世界与“现代的”克里奥尔社会之间日益扩大的距离。许多人认为，基本任务是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的民族国家。

辩论主要是在新一代的进步文官主义知识分子中间进行的，其中多数人在圣马科斯大学任教，后来又在政府中任职，他们是实证主义的忠实信徒，是“太平洋战争”后秘鲁国家重建和现代化的设计师。他们从实证主义关于科学与理性，秩序和进步的学说中发现了复兴民族的完善的意识形态工具，他们多数人温和地反对“封建的”西班牙殖民传统，而主张国家现代化。在他们看来，现代化就是工业化、有限的代议制民主和科学技术教育，就是思维方式的非经院主义和非唯心主义。他们赞扬美国，并希望在物质发展和政治民主方面努力赶上它的成果。弗朗西科·加西亚·卡尔德隆和曼努埃尔比森特·比利亚是他们当中的两位代表。前者是一位作家、外交官，他较完善地表述了他们那一代人的新兴的思想意识。他认为秘鲁需要一个有教养的、统一和进步的寡头集团的坚强领导，如果需要，它可以由一位强有力的领袖（“民主恺撒”）来指导。这个精英集团将着手使经济资本化、使国家中央集权化和现代化，并通过教育制度逐步把印第安农民吸收进国家。后者是一名开业律师和文官主义党的主要思想家，他补充了这一思想，强调需要进行教育改革，主张在大学采用功利主义课程，大学将培养出更多的工程师而非律师，从而更好地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共和国服务。另一位知识分子华金·卡佩洛对秘鲁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作了认真探讨，他谈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通过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加以推动的，而19世纪末的日本则是依靠强大的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地实行改革，秘鲁究竟应选择哪一条道路呢？他认为应该走一条取两者之长的道路。

被后人奉为“现代秘鲁民族主义之父”的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达（1848-1918年）也属于太平洋战争失败后的一代人，但他却处在本阶级的文化主流之外。他先后受过实证主义、浪漫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不同哲学思潮的影响，是一位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文学家和高度敏感性的社会批评家。他对秘鲁战败深感屈辱，所以无情地抨击现有秩序的腐败和非正义。他认为秘鲁的战败应归罪于统治精英，这些精英分子在同智利的战争中缺乏国民凝聚力亦即爱国主义，无视国内被压抑的印第安居民，并且欢迎外国经济剥削。普拉达是秘鲁第一个提出土著问题不仅是教育问题，而且是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人。他认为，解决土著问题的出路不仅在于印第安人的人类尊严的自我觉醒和他们赢得以及保卫自己土地的能力，而且也在于作为一种改革条件的整个社会的激烈地转变。在他看来，秘鲁将通过联合印第安人的力量（有必要的话可以通过暴力）去推翻现存的制度而获得再生。“秘鲁像神话中的不死鸟一样，必须从自灰中新生。”普拉达的思想在他的许多同代人看来过于偏激，是对本阶级的背叛，结果受到嘲笑，在国家前途的辩论中他被排挤到了边缘。但是，他的深邃的思想却对未来的好几代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第二个出口繁荣周期和寡头制国家的形成

太平洋战争后，正值西方国家开始第二次产业革命，极力寻找工业品原料和为剩余资本及制成品寻找出路，遭受战争破坏的秘鲁便成为一个特别具有吸引力和有机可乘的场所，因为它的陈旧的生产能力已基本被战争毁坏，它的重建更容易符合西方国家的要求和新时代资本主义的规范。在秘鲁国内，许多精英从战败中总结的经验是不再依赖单一产品出口，认为秘鲁经济的未来在于开发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以便创造出一种比“鸟粪”时期更加稳定和基础更广阔的出口经济繁荣。但这种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获得大量的外国投资。1885年后军政府的政策都服务于此种目的，其中两项主要措施是取消了贬值纸币的流通和签订了格雷斯协议。结果，秘鲁的国际资信得以重建，英国资本再度涌入秘鲁。1895年文官主义党人上台后，各种有利条件的罕有汇合推动秘鲁进入了一个短暂的“自主发展”阶段（1895-1907年），但随后世界市场原料价格的上扬使秘鲁又重返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模式。总的看，从1890-1929年秘鲁经历了一个快速扩张的初级产品出口繁荣周期，年均增长率为7%，但同“鸟粪”时期相比，该次出口繁荣已牢固地建立在比较健康的出口产品多样化的基础上，这些产品包括蔗糖、棉花、羊毛、橡胶、银、铜、石油，其中每种产品在该时期的不同阶段都曾占据出口总收入的15%以上，并且这些产品来源于秘鲁沿海、山区、林区三大生态区域，这种情况在其他拉美国家是不多见的。与这一富有活力的出口增长相伴随的是秘鲁经济结构的某种变化。因外国资本渗透采取了直接投资的新形式，原来由秘鲁企业家控制的出口生产部门纷纷被外国公司接管。1899年英国的“伦敦太平洋石油公司”开始在北部沿海地区开采石油，该公司是“国际石油公司”的前身。1902年美国在秘鲁建立了塞罗德帕斯科铜业公司，它与美国的“北方秘鲁矿业公司”和“钒公司”，到1930年控制了97%的秘鲁矿产品出口。除矿业外，金融业和销售业继续受诸如格雷斯、格雷厄姆罗、吉尔德迈斯特等老牌外国贸易行的控制。1896年一份商业注册表表明了外国企业家在秘鲁城市经济部门中的支配地位。外国人控制了利马城中113家商业进口行中的103家，196家零售店中的161家，94家其他商店中的83家，43家商业办事处中的30家，92家工厂中的74家，800家酒店中的720家。从外国资本的来源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英国资本居优势地位，此后，美国资本取代了英国资本的优势。到1924年，美国的私人直接投资达1.4亿美元。到1926年，秘鲁出口品的1/3进入美国，进口品的近1/2来自美国，美国成为秘鲁的主要贸易伙伴。

但是，农业生产总的来说仍保留在秘鲁国民或正在国民化（第二或第三代）的移民手中。北部沿海的蔗糖种植园基本实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企业拥有雄厚的资本，土地是用现代化机器和方法耕种的，并雇用工资劳动力。其所有者是拉尔科家族、格雷斯家族、吉尔德迈斯家族，他们均是富有进取精神的外国移民的后裔。此外还有接受了现代科学的资本主义农业观念的秘鲁人，包括阿斯皮利亚加家族、乔皮特亚家族、帕尔多家族和暴发户莱吉亚家族，以及稍后的德拉彼德拉家族，他们与一些大的棉花种植园主共同构成了“出口农业寡头”，正是这些寡头和外国资本结合在一起，共同主导了秘鲁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

出口经济的增长也推动了秘鲁政治结构的变化。文官主义党人的势力得以加强。该集团由甘蔗和棉花种植园主、富有的商人、城市大房地产主、著名的开业律师、拥有忠诚顾客的医生、大学教授组成。1895年他们支持尼古拉斯·德·彼罗拉当选总统，开创了“贵族共和国”时代（1895-1919年）。同军人独裁相比，该政权实现了形式上的代议制民主，这是个历史进步，但这种“民主”极为有限，拥有投票权的人只占总人口的3%左右。该政权实际上是沿海出口农业寡头与山区半封建的庄园主以及外国资本组成的联合政权。这三种势力对文官政府以及后来出现的军政权的有效控制一直持续到1968年。“贵族共和国”时期是秘鲁历史上少有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时期。

秘鲁的早期城市化和工业化得到初步发展，并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据统计，秘鲁总人口1908-1920年由350万增至480万。由于内地交通网、特别是铁路网的扩大，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人口压力，农村人口向城市大量转移的现象开始出现，利马的人口1876-1891年仅由10万增至10.4万，而1890-1930年则翻了两番，增加到1920年的22.4万和1932年的38.4万。1903年利马出现了第一个城市贫民区。制造业，主要是食品加工业和纺织业有了一定发展。1905年纺织业被注入100万英镑的资本，其产品可满足本国消费的1/3.1890-1920年，大利马市（包括卡亚俄）的工厂数目由69个增至244个，利马的工人（包括工匠）数1876年为9500人，1908年上升到2.4万人，到1920年增至4.4万人，重要的是，工人阶级占全市人口的比重由1876年的9.5%上升到1908年的16.9%和1920年的19.8%。除城市外，在沿海种植园和矿区也形成了无产阶级队伍。沿海种植园的无产阶级主要来源于安第斯山区的流动劳工、被解放的奴隶和契约劳工以及当地失去了土地的小农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甘蔗种植园已有约3万人的劳力，棉花种植园的劳力则超过3.5万人。在矿区，1878年矿业工人为5071人，到1905年增至9651人。石油工业的工人1905年为9700人，1920年增至2.25万人。

内地山区的社会结构也变得更加复杂多样。一方面如土地的私有化、大庄园的商品化、采矿业的发展、人口的增长、铁路和公路网的扩展以及城市化等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增加了农村商品生产的机会，加剧了对土地的压力，扩大了工资劳动的可能性，一个农村资产阶级和一种亦工亦农的新型农民阶级正在逐渐形成。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矿区、北方的乳酪生产区以及中南部的牲畜饲养区。但另一方面，安第斯山区农业社会的大部分仍然停留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之中，作为生产和社会单位的半封建大庄园居支配地位，据统计，1876年时约有3867个这类单位，它们对改革的抵制成为20世纪继续存在的阻碍发展的问题之一。

总之，到1919年，秘鲁独立后经过近100年的发展，已经向现代化方向前进了一大步。经济上出现了两个出口增长周期，沿海农业实现了“工业化”，采矿业得到了技术改造，城市出现了现代工业，基础设施特别是铁路、公路网络、港口码头得到大大改善，公共卫生条件大大提高，从1895年开始秘鲁人口死亡率大大下降。无产阶级力量也得到了发展。沿海出口农业寡头集团（44个家族）以文官主义党作为政治工具，以实证主义为指导原则，在1895年建立了“贵族共和国”，联合外国资本和山区半封建的庄园主，实现了对全国的寡头统治，政权第一次较长时间地被置于文人官员控制之下，政府机器被加以整顿、扩大和现代化，军队被改编和职业化，政治上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但是，必须看到，秘鲁的现代化是在初级产品出口增长的带动下出现的。由于这种增长模式对经济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有限，再加上殖民地遗产的影响较大，使秘鲁形成了一种依附性资本主义结构，或称“半殖民地半封建”结构，秘鲁并没有象美国那样成为一个现代工业国家。随着工人阶级的成长和觉醒，1918-1919年利马爆发了反对寡头统治、反对物价上涨、要求8小时工作制的大规模罢工运动；农村的农民起义也此起彼伏，据统计，1901-1930年仅在南部山区就发生了300多起印第安农民起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则出现了中等阶级知识分子倡导的要求恢复土著文明的优点和价值的“土著主义运动”。在民众运动浪潮的冲击下，“贵族共和国”终于在1919年7月寿终正寝。


三、现代化道路的辩论与尝试

1919年奥古斯托·B.莱吉亚上台后，秘鲁国家政权的性质并未改变，仍然代表了地主寡头集团和外国资本的利益，发展模式仍然是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模式，在此背景下，秘鲁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展开了对秘鲁现代化道路的辩论，以阿亚为首组成的阿普拉党和以马里亚特吉为首组成的秘鲁共产党，展开了反帝反寡头的政治斗争。大萧条之后，秘鲁曾出现过一次“自主发展”的机遇，但由于内部条件的不成熟而坐失良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起，随着美国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增加，秘鲁又重新开始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并出现了第三个出口繁荣周期，但这次繁荣却伴随着跨国公司支配的工业化进程，使秘鲁对外依附程度进一步加深。于是，出现了人民行动党领导的新一轮反帝反寡头的政治运动，推动秘鲁现代化向纵深发展。

（一）现代化道路的辩论

1919年莱吉亚借助民众运动发动政变当上了总统，为了巩固其统治基础，他最初采取了一系列民众主义和改革主义的政策，如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工资制，增加公共部门的雇员，规定了一个全国性印第安人节日，从法律上承认印第安村社中共有财产的合法性。在经济调整方面，他采取了既鼓励外国投资又大大增加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的战略，通过举借外债和财政赤字来资助为出口经济服务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事实上，莱吉亚无意改变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及其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大地产制依然未被触动。当莱吉亚的权力得以巩固后，他便越来越服务于寡头的利益，破坏工人罢工，派军队压制农民起义，将他的支持基础缩小为新的财政寡头。他鼓励外资的结果是美国资本取代英国资本占支配地位。由于关税下调，进口货物的冲击，国内制造业趋于萎缩，他实际上是在延长文官主义党人的寡头统治。他的这些做法在秘鲁激起了新的反帝反寡头的政治潮流，即阿普拉（APRA）和共产主义运动，而这一政治激流是伴随着两位拉美最有影响的政治思想家关于秘鲁现代化道路的激烈辩论而产生的，这两位思想家就是阿亚和马里亚特吉。

从思想渊源上看，他们都曾受到前面提到的冈萨雷斯·普拉达、土著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土著主义的基本含义是要求恢复土著的东西。其激进派坚持只有印第安人才能够拯救和复兴秘鲁。巴尔卡塞尔写道：“欧洲文化从未真正影响过印第安人，秘鲁现在和将来都是印第安的……印第安人的秘鲁是唯一真正的秘鲁。”他们希望由安第斯山人领导的革新运动扫除和摧毁沿海地带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方式，然后使全国接受安第斯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是什么呢？他们的回答是社会主义。卡斯特罗·波索曾任过短期的印第安事务署署长，他认为印加帝国是以社会主义结构为基础的。住在安第斯山区的印加人的子孙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的风俗和准则，因此，他们是唯一有资格使全秘鲁社会主义化的人。土著主义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

阿亚和马里亚特吉出生于同一社会母体，都是社会变革的产物，都是以“1919年一代人”著称的知识分子，并曾在创办“民众大学”和组织1923年反莱吉亚示威活动中进行过合作，但由于思想和政治策略发生分歧而逐渐疏远，最后在互致针锋相对的公开信后，终于在1928年分裂。

阿亚·德·拉托雷（Victor Raul Haya de la Torre,1895-1979年）出生于北方沿海的特鲁希略城，作为一名学生领袖在1919年利马总罢工中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被莱吉亚政府流放的第二年，即1924年，他在墨西哥成立了美洲人民革命联盟（Alianza Popuar Revolucionaria Americana），简称阿普拉（APRA）。1928年他访问欧洲回到墨西哥后，写了一本《反帝与阿普拉》的著作，在这本书和他后来的著作中，阿亚表述了如下的基本观点：

对秘鲁社会形态的分析。阿亚认为秘鲁社会存在着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二元结构，山区经济结构中存在的东西是一种完全的封建制度，沿海则代表着一种资本主义结构。解决土著问题的办法是消灭封建制度，把土地归还给村社。土地问题的这种集体主义解决办法是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中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帝国主义性质的认识。阿亚认为，在欧洲，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但在落后国家，外国资本给它们带来现代资本主义的思想、方法、技术和资本，使之有可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因此，在印第安美洲（阿亚对拉美的习惯叫法）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外国帝国主义成了落后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第一阶段。因此，应该同外资建立伙伴关系。他把拉美各国经济比作庄稼，把外资比作水，他说庄稼的成长不能离开水，但他更提出，如同利用水需要开渠灌溉一样，对外资同样需要严格的控制和管理。

关于革命的领导阶级问题。他认为，在欧洲，资本主义已经充分建立，无产阶级是个人数众多的、成熟的阶级，能够领导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进程。而在拉美，民族性尚在形成之中，封建性居于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处于它的“第一阶段”，无产阶级是个刚刚形成的阶级，所以，他建议建立一个由中产阶级领导的包括农民、工人参加的广泛的社会和政治联盟，以便与现实作斗争和解决实际问题。这是因为中产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压迫，具有强烈的反帝思想，在数量上比无产阶级多，又不象农民那样愚昧无知。

关于革命的性质。阿亚认为，拉美要实行的革命是民族主义革命，在民族主义革命的范围内，使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这样，阿亚把马克思主义同拉美的实际相结合，探求新的发展道路，成为拉美早期民族主义政治思想家之一。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e Carlos Mariategui,1895-1936年）出身贫寒，靠自学成才，17岁当上利马《新闻报》的记者，1920-1923年旅欧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是第一位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系统分析拉美和秘鲁现实的思想家。他的观点散见于《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反帝观点》、《拉美种族问题》等著作中，从中可以看到他与阿亚在秘鲁社会形态、帝国主义的性质、革命的领导阶级、革命的性质等问题上有观点分歧：

首先，与阿亚的二元论不同，他认为秘鲁当时存在的三种生产方式（山区“封建制”与“土著共产主义”、沿海的资本主义）尽管有着深刻差别，但它们却在资本占优势的基础上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同一的经济社会结构，如果从国家经济结构这个整体角度，从与资本的联系和受资本的控制这个角度来考察，山区经济结构中存在的东西不是“封建制”，而是一种“半封建制度”，土地问题的集体主义解决办法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部分，而是秘鲁社会改造的社会主义前景的一部分。

其次，他反对阿亚的“第一阶段”理论，认为帝国主义在拉美的渗透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由于资本主义来自外国且受外国控制，不可能发挥竞争性资本在欧美资本主义发展期的前几个阶段所发挥的作用，所以，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拉美是彻头彻尾的破坏力量。

再次，他在承认多阶级同盟的一些好处的同时，断然反对阿亚主张的在反帝革命同盟中应由中等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来领导的观点。他认为，即使是激进化的中等阶级所抱有的价值观念基本上仍是小资产阶级的，它们最终将危及革命并将革命引向法西斯主义。所以，他主张必须有一个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统一的秘鲁。

第四，他认为“单纯反帝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政治纲领和一场能够夺取政权的群众运动”，应该既反帝又反资。他提出“印第安美洲社会主义”的口号，认为秘鲁的社会主义应当根据印第安美洲的现实，根据印加人的集体主义精神，特别是“艾柳”的组织形式（公有制）来实现。他认为秘鲁的劳动阶级4/5是由安第斯山印第安人组成的，在他们中间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他曾说：“我们确实不想让社会主义在美洲被生搬硬套，社会主义应该是一种英雄的创造，我们应该用我们自己的现实，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创造出印第安美洲的社会主义，这是新一代人的庄严使命。”

由上可见，阿亚和马里亚特吉虽然都认识到秘鲁现代化的根本障碍是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但对秘鲁现代化的道路却作出了不同的选择，阿亚选择的是资产阶级——民众主义道路，持一种改良主义姿态，而马里亚特吉选择的则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采取一种革命的立场。阿亚领导了半个多世纪的阿普拉运动，马里亚特吉则创建了秘鲁共产党，他们都对20世纪秘鲁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阿普拉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

1924年5月阿亚在墨西哥建立了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简称“阿普拉”）。阿亚把该党所提出的纲领概括为五点：反对美帝国主义；拥护美洲政治联合；实行土地和工业国有化；拥护巴拿马运河国际化；实现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民和阶级之间的联合。这是阿普拉的最高纲领。阿普拉党人希望这个纲领将在整个印第安美洲实现。阿普拉党主要从资本主义得到较大发展的地区寻求中等阶级下层、大学生、城市和农村工人的支持，它在秘鲁北方沿海建立稳固的长期的根据地，得到了当地的中等阶级和蔗糖工人的支持，在党内，阿普拉建立了对富有感召力的阿亚个人的领袖崇拜。

当阿普拉党在寻求工人的支持时，秘鲁社会党（PSP）也在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该党是1928年由马里亚特吉与一批知识分子和工会领袖创建的。在马里亚特吉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工会运动中取代了无政府工团主义，并在1929年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工会联盟——秘鲁总工会，1930年在共产第三国际拉美第一次会议召开和马里亚特吉去世之后，秘鲁社会党更名为秘鲁共产党，并加入了共产第三国际。

但是，无论是阿普拉还是秘鲁共产党都没有能推翻莱吉亚的独裁统治，只是到1929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之后，随着秘鲁经济急剧恶化和民众运动的高涨，年轻军官路易斯·M.桑切斯塞罗通过一次军事政变结束了莱吉亚的统治（1930年8月）。这时，在欧多西奥·拉维内斯领导下的秘鲁共产党认为革命时机已经到来，试图夺取政权和建立苏维埃。这一指导思想导致了1930年10月中部山区塞罗德帕斯科矿区的工人暴动、拉奥罗亚地区矿工和建筑工人的游行示威，以及国际石油公司油田工人的罢工和示威游行，结果均以流血失败而告终。秘鲁总工会遭到查禁，秘鲁共产党则转入长期地下活动。

阿普拉试图通过议会选举的道路夺取政权。1931年阿亚从国外归来，准备参加军事洪达主持的自由选举。为此他降低了阿普拉原先的革命调门，提出一个最低纲领，其要点是扩大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保护本国工业，进行广泛的社会改革，以及采取措施控制过多的外国资本。桑切斯·塞罗和他组成的新党——“革命同盟”也参加了竞选，并且提出一些激进的民众主义口号，寡头集团经过左右权衡，认为将阿普拉与塞罗相比，阿普拉对他们的威胁更大，因此选择了塞罗，使塞罗获得51%的选票，而阿亚只得到选票的35%。和平手段夺取政权失败后，阿普拉于1932年7月在特鲁希略发动暴动，杀死了60多名政府军官和士兵，政府军队镇压了暴动之后，又进行了报复性的屠杀，殉难者达10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阿普拉党员。该事件导致了军队与阿普拉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夙怨，“只要军队仍然是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阿普拉分子就很难希望取得政权”。特鲁希略事件之后，阿普拉运动也被迫暂时转入地下。

1930年代初是从政治上结束秘鲁寡头统治的一个有利时机，但因阿普拉与秘鲁共产党之间的分裂，分散了革命运动的力量，寡头集团坐收渔翁之利，联合军队成功地镇压了民众运动，革命力量的分裂和后来阿普拉为谋求政权而同政敌妥协的机会主义路线，使寡头集团又维持了三十多年的统治，并以更微妙的方式再现了它在“贵族共和国”时期的霸权。

（三）浅尝辄止的“自主发展”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出口商品市场急剧萎缩，继之而来的国际收支危机使许多“外围”国家宣布无力偿债，“中心”国家的经济困难使之停止对外直接投资。在没有外力支持的情况下，为了恢复本国经济发展，许多拉美国家转向“内向增长模式”，强调政府干预下的进口替代和通过扩大政府开支来刺激内部需求的增长。在此背景下，秘鲁也出现了一种“自主发展”的迹象。

所谓“经济自主发展”，是指一种由本地控制的、基础广阔的、富有活力的经济扩张，它建立在一种多样化的经济基础之上并拥有日益增长的技术能力和一个本地的资本品（工业）部门。据罗斯玛丽·索普研究，取得经济自由发展必须具备几个前提。一是必须有一种对经济活动的不断刺激，这种刺激可以来自出口增长、投资或政府的开支，如果来自出口增长，则必须具备三个特点，即较高的价值回报、较强的关联效应、较低的利润汇出；二是必须有相应的价格政策扶植本地产业，阻止资源流向出口部门；三是在政治上必须有一个维护本地产业的强有力的利益集团，如工业家阶级；四是政府必须在适当时候为保护本地产业进行政策性干预。这些条件在大萧条之后部分地出现在秘鲁。

1929-1949年，由于缺少新的外部投资，由外国公司生产的秘鲁出口品的比例由60%以上下降到不足30%（有些部门甚至停止了生产），这20年间，当新的机遇（价格上升）在金、铅、锌、渔业和橡胶业等部门出现时，当地企业家便抓住机遇纷纷进行投资，大部分出口生产重新被置于本地公司的控制之下，出口部门同整个经济的其余部分的一体化得到加强，同时也出现了有意义的经济增长的分散化，铅、锌、金等产量的提高带来了山区多处地方的新的繁荣，亚马孙盆地的经济在萧条了20年后又出现了复苏的迹象。

从政府政策的选择看，最初政府实行了紧缩财政、反对通胀的政策，直到1937年政府开支仍低于1928年的水平。1939年普拉多总统上台后，鉴于政府的紧缩政策限制了城市白领阶层的受雇机会，引起他们对政府的不满，于是开始增加政府开支。普拉多认为对付阿普拉威胁的最好办法就是收买中产阶级的支持。从1939-1948年公共开支增加了4.6倍，这些开支主要来自对新兴出口部门的征税，出口部门的税负从1939年的4%增至1945年的14%。这样，公共开支的增加刺激了内需增长，同时，政府还实行了汇率贬值，提高关税的政策，尤其是1940年政府通过了《工业促进法案》，并建立了国家“发展银行”为地方企业的发展提供廉价贷款，甚至制定了开发马科纳铁矿作为奇姆伯特炼铁厂的原料基地的计划。结果，工业生产有了明显增长，1938-1942年增长率为9%，但是，1942年之后，美国从秘鲁进口初级产品的大量增加冲淡了秘鲁的进口替代工业化，1942-1946年工业增长率下降为3%。1945年布斯塔曼特任总统后，继续奉行干预主义政策，扩大政府开支、提高工人工资、实行进口许可证制和控制汇率，工业增长率在1946-1950年间上升为6%。但是，由于政府缺乏运用干预主义政策的经验，通胀急剧增加，引起民众不满和社会混乱，特别是布斯塔曼特政府的政治基础缺少凝聚力，发生分裂，最后导致1948年10月奥德里亚将军发动政变上台，重新恢复了自由主义和外向发展的传统政策。

为什么干预主义政策（亦称“非正统经济政策”）的试验以失败而告终？其答案在于，首先，大危机来临时秘鲁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基础条件尚不成熟，同阿根廷、巴西相比，1929年前这两国已经发展了一个较先进的制造业部门，工业家阶级日趋壮大。而秘鲁的制造业却因莱吉亚政府的政策而濒于破产，中等阶级仍处在不成熟阶段，人们对政府的赤字财政政策已表现出极度不满。因此，秘鲁对大萧条后新的“自主发展”的机遇的反应缺乏必要的物质准备。其次，前述自主发展的几个条件只是部分地出现在1930-1940年代。尽管政府出台了一些干预主义政策措施，但并没有前后连贯一致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如1942年后政府为了赢得美国市场，表现出一种亲美和亲外资的倾向，但同时实行的汇率、进口和价格控制却直接与外国资本的利益冲突，这就注定干预主义政策不会持久。就政治利益集团而言，尽管秘鲁中产阶级兴起和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得到发展，但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阶级或阶级联盟的利益能够为干预主义政策提供战略导向。同时，当地出口精英的势力仍然强大，他们在政府决策中起有效的影响作用，他们同外国资本仍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一旦出口机遇来临，秘鲁很快就返回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

（四）第三个出口繁荣周期与1960年代的改革者

1948年奥德里亚任总统后，重新恢复了开放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在此模式之下，“周期性的国际收支困难为国内需求限制和汇率贬值所控制，外国资本的进入和利润的汇出完全不受限制，政府的干预和参与被保持在最低限度”。特别是这后一点，秘鲁同拉美其他国家的步调并不一致，当拉美大陆许多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日益加强时，秘鲁却反其道而行之，成为拉美国家中唯一最热心出口增长、经济自由主义、吸收外国投资并重新被纳入美国经济体系的国家。美国对秘鲁的直接投资从1950年的14500万美元增至1965年的51500万美元，秘鲁的蔗糖、棉花、石油、贵金属矿产量出现了新的增长，到1962年铜的产量上升为16.7万吨，居世界第6位，铅、锌的产量居世界第5位。从1950年中期开始鱼粉业又异军突起，到1963年产量已居世界首位。第三个出口繁荣周期实际上从1942年就开始了。但到1948年加快了步伐，1948-1968年秘鲁出口额年均增长率为10.5%，GNP的年均增长率在1950-1968年为5.8%，同期人均GNP增长率为3.2%。

但是，该出口导向增长阶段与以前的阶段相比更加复杂，即随着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秘鲁的工业部门得到扩大。1950年代工业增长主要集中在出口产品的加工业而非面向秘鲁市场的进口替代品产业，到1960年代，这种格局开始转变，工业增长开始集中于水泥、纸张、石化产品以及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1959年政府通过的新的《工业促进法案》规定了对进口设备和中间产品免征关税，对用于再投资的利润亦免除税收，但利用这种机会的却主要是外国公司而非本地投资者。1960年在秘鲁的外国公司只有63家，但是仅1960年代至少有165家外国公司（大部分是多国公司）进入了秘鲁，秘鲁的资产阶级只在这些外国公司的周围发展了一些小的卫星公司。1950-1967年制造业平均增长率几乎达到8%，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1950年的14%上升到1968年的20%。然而，这种工业化并不意味着一种自主发展能力的重大提高，因为秘鲁陷入了一种“新依附”的格局：即这种工业化是由外国公司推动的，集中于消费品的生产，严重地依赖于中间产品、技术和商标的进口，并是以当地市场的重大扭曲为代价的。据统计，秘鲁工业投资的80%以上是外国公司的。国家的工业和金融部门被置于跨国垄断资本手中。这种工业对本地经济的辐射作用有限、没有创造出一个有活力的本地工业家阶级。该时期收入分配变得更加不公平，同时总储蓄和投资率也逐步下降了。

伴随工业化的发展，秘鲁的社会与政治亦发生了重要变化。在农村，出现了新的农民运动的浪潮。由于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要求正在扩大的中等阶级的实际工资相对稳定，以便有能力购买耐用消费品，所以从1950年之后，政府设法保持较低的城市粮价，对粮食进口实行补贴，在进口粮食方面的花销由1940年的4000万美元增至1965年的13400万美元。这一政策减少了山区农业出卖商品粮的收入，因此，有些地主不得不转移到城市谋求新的职业（经商、做官或从事自由职业），但大多数中小地主则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同时，由于人口压力，秘鲁此时已是拉美大陆土地所有制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见附表）。面对新旧压力，山区农民揭竿而起，目标是要夺回被大庄园主强占的土地和取消强加给他们的赋税劳役。

1961年秘鲁的土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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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a.小地产是指能维持一个家庭的农田，包括位于庄园内的小块土地和在村社内的小块私有土地；b.村社土地几乎全部是高海拔的崎岖的草地。资料来源：马托斯·马和梅希亚：《秘鲁的土地改革》，转引自迈克尔·里德《秘鲁：通向贫困之路》，第36页。

在城市，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无产阶级和中等阶级的力量逐渐扩大。1940-1970年秘鲁人口增加两倍，而大利马的人口则增加了6倍，到1972年超过了300万。该年秘鲁城市人口已占总人口的59%。仅1940-1961年就有15%以上的农村人口迁居城市，他们中有一部分进入了工业无产者的行列，但大多数则成为街头摊贩、家仆、临时工，形成了一个半无产者阶层。同时，1950年代白领雇员增长了两倍，到1960年代初，中等阶级已占秘鲁人口的15%，与拉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秘鲁沿海出现了农村中产阶级，在亚马逊林区也出现了中产阶级萌芽的迹象。但是，新的就业和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足，使许多秘鲁人对自己的中产阶级地位有朝不保夕之感，为了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女能继续保持这种地位，他们意识到有必要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这样，从1950年代中期起，作为社会经济变革结果的各种社会集团以不同寻常的力量涌上了政治舞台，它们包括山区农民、正在扩大的工人阶级、半无产者移民和承担民众运动领导责任的新的中间阶层，他们对寡头统治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一现象在秘鲁历史上是全新的，因为1930年代的政治动员只是局部地区和局部阶层参加，而1950年代的政治动员则囊括了这个国家所有地区和所有社会阶层。

这次新的政治动员的领导力量来自两个新政党，即人民行动党（AP）和基督教民主党（PDC），而非阿普拉和共产党。因为阿普拉已经向右转，在1956年的竞选中与寡头集团结成公开联盟，它基本上已经变为一小批中产阶级上层分子的党，“已经不能把他看作是真正的中产阶级了”。与此同时，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秘鲁共产党也分裂为若干派别，从而削弱了其领导力量。

人民行动党和基督教民主党都发起于阿雷基帕（Arequipa），这是一个反对奥德里亚独裁统治的地区中心和资产阶级异常活跃的城市。两党都承诺在一个议会民主的框架内通过社会和经济改革来实现秘鲁的发展和现代化。两党都赞成在一种包括国家计划化、工业化、土地改革等内容的技术专家治国的发展模式中，国家对经济进行有限的干预。人民行动党又特别强调了国家教育和公共工程纲领。该党的创始人费尔南多·贝朗德·特里是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毕业的建筑师，他在“秘鲁即学说”的口号中表达了一种模糊的民族主义政治理论。据解释，该口号的含义是，他和人民行动党共同的政治哲学的灵感来源于秘鲁的历史和现实，来源于秘鲁的土地和人民。印加遗产中的国家计划的传统、土地正义的思想、民众合作的训诫、多生态层次经济、勤奋劳动的训导等五大原则都可以复兴起来，用以解决当今秘鲁的问题，他尤其想诉诸民众合作的传统来发展该国的基础设施和物质资源。

贝朗德参加了1956年的总统竞选，但获胜者却是保守的曼努埃尔·普拉多，普拉多上台是由于得到阿普拉的支持。因为他许诺上台后解除阿普拉的党禁，这是以后12年中阿普拉与寡头集团公开结盟的开始。在1962年竞选中，贝朗德得到了32.1%的选票，阿亚得到33%的选票，从而使竞选陷入僵局，阿普拉在受到选举舞弊的指控后，试图与另一名竞选者（前总统奥德里亚）结盟，以便获取选举胜利，但军队出面阻止了阿普拉党上台，军队建立了以里卡多·佩雷斯戈多伊为首的军人执政委员会，许诺来年6月举行公正而自由的选举。

军政府在执政的一年中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成立了国家计划研究所，建立了一个国有炼油厂，对出口寡头提高税收，并进行了土改试验，还建立了一个住房银行以帮助中产阶能购买廉价住房。这些改革的尝试可以说是1968-1975年军政权大规模改革的前奏。

1963年6月军政府主持总统选举，人民行动党与基督教民主党结盟使贝朗德当选总统，但代表寡头集团利益的奥德里亚——阿普拉联盟控制了议会。贝朗德在任内取得的主要政绩包括：（1）实施了由军队与居民合作进行的村社发展计划（建诊所、学校、道路）；（2）增加教育经费2.5倍，使小学入学率提高40%，中学、大学入学率提高100%，成人文盲率由40%下降到35%；（3）增加了公共工程的建设，1962-1965年用于灌溉工程上的财政支出增加了400%；（4）开始了森林区“边沿公路”的建设；（5）改革了金融体制，加强了国家干预，包括1960年1月设立国家银行，调整关税，奖出限入，保护本国工业发展。

但是，贝朗德的土改计划未获成功。经过议会批准的1964年土改法已冲淡了原设计者的意图，仅规定没收闲置无效率的大庄园，而生产率高和科学经营的沿海种植园不在其列。法案重点包括垦殖和灌溉工程，以及建立信贷机构和培训农业工人的计划，但得到的资助土改的经费仅为国民收入的3%，最后只将38万公顷土地分配给1万多户农民，分别占按规定应征收土地的4%和缺地农户的2%。山区农民为政府的失信所激怒，他们冲进大庄园，展开了夺地斗争，与此相呼应，还出现了受古巴革命影响的反政府游击队运动。1966年政府派出正规军镇压了游击队，据统计农民中有8000人死亡、3500人入狱，政府耗资1000万美元，更重要的后果是激化了社会矛盾和政局的动荡。

在解决同国际石油公司（IPC）长期争端的问题上贝朗德也遭到失败。在竞选总统时他曾许诺用3个月的时间收回被美国国际石油公司非法霸占的拉布雷亚——帕里亚斯油田和实现石油国有化，为此美国拒绝给予秘鲁所应得到的“进步联盟”的援助基金，经过5年的长期谈判，贝朗德政府最终作出让步。1968年7月签署的塔拉拉协议书规定，国际石油公司将油井交还秘鲁，但炼油厂仍归该公司所有，同时取消该公司所欠秘鲁政府的2亿美元的债务，该公司还继续占据亚马逊林区上百公顷的租让地（新油田），而且秘鲁政府同意该公司煤油厂享受与国企同样的价格来获取所需全部原油。不仅如此，在政府发表的该协议书中，缺少规定出售原油价格的行为被揭露后，公众哗然，指责政府向外国公司出卖的原油价格太低。

同时，1967-1968年不断增加的国内经济困难亦破坏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由于政府发展计划规模过大，公共开支迅速增加，1965-1967年预算赤字平均增长率达96%，外债从1963年的1.2亿美元增至8亿美元。1964-1966年年均通胀率达13%，农业停滞不前，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亦开始下降。

在上述背景下，1968年10月3日，以贝拉斯科将军为首的军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了贝朗德政府。

贝朗德改革计划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该政权的软弱性。由于代表寡头集团利益的奥德里亚——阿普拉联盟控制了议会，使贝朗德的几乎所有立法提案都遭到否定或被阉割。贝朗德是个具有强烈民主倾向的政治家，高级军官们曾数次建议他通过镇压议会或下令体制改革来克服总统与议会之间的僵局，但均被拒绝。同时，贝朗德又不愿采用民众动员来反对寡头集团势力，结果延误了改革进程。这也正是1968年军人政变的原因。


四、军人领导下的现代化

1968年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军人集团通过政变上台，开始了史称“秘鲁模式”的现代化进程。该进程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贝拉斯科将军领导下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有些方面过于激进。1975年开始了由莫拉莱斯将军领导的第二阶段，该阶段对前段的政策进行了调整和修正，并顺利地实现了“还政于民”。“秘鲁模式”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军人政权特有的强有力的果敢行动，冲破了秘鲁的传统结构，从而成为秘鲁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一）军人领导的现代化的第一阶段

1960年代的秘鲁军人集团有以下特点使之有别于先前站在寡头集团利益一边的旧军人集团和拉美其他国家的军人集团：

军队的社会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同情长期被压迫农民的命运。40-60年代，军队中出身于中下层农民阶级的军官增多（如贝拉斯科本人就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们对秘鲁的社会现实有比较深刻的体验。在贝朗德政府时期，军队通过参与村社发展计划，看到了社会贫困的严峻现实。特别是参加1965年镇压游击队的行动，使军官们的社会良心感到不安，他们认识到，“秘鲁农村的制度如此陈旧与不公正，以至于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土地结构，更大规模的游击运动将不可避免”。

军队中形成了一种新的“国家安全”观念。军队关于“国家安全”的传统概念主要是防止外来威胁和内部反叛两个方面。20世纪50年代以来秘鲁所呈现出来的日益尖锐的政治与经济矛盾，使部分军人逐渐认识到，国家面临的发展危机已日益成为威胁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感到了通过政治和经济改革来防止社会动乱的紧迫性。“保证国家安全的最佳途径是国家的发展”成为大多数军人的共识。

军人具有了较强的民族主义倾向。1950年，秘鲁创建了高等军事研究中心，在这里受训的军官们接触到了“依附理论”，该理论强调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是“中心”国家剥削的结果，从而为一种非共产主义的反寡头反帝纲领提供了理论基础。该理论在拉美经委会、教会和知识界广为流行，受其影响，许多年轻军官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民族主义意识，要求结束“秘鲁经济对外国中心的依附地位”，“而旧军队对寡头利益的屈从被视为是亲帝国主义的”。

军队在推行社会和经济政策方面具有自主性。既没有同外国投资或国内资本家结盟，也没有同其他文官权力集团结盟，结果行动起来较为自由、果断。

贝拉斯科上台后，称他的军政府是“武装部队革命政府”，武装部队所进行的“秘鲁革命”的性质是“民族主义、独立和人道主义的”，革命的宗旨是：“（1）改革国家机构，使其更有活力、更有效、以便更好地治政；（2）改革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结构，提高下层居民的生活水平，使之与人的尊严相称；（3）使政府的行动具有民族性和独立性，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4）在全国一切活动领域促进国家道德化，并完全恢复权力的原则，对法律的尊严和司法权；（5）提高民族觉悟，促进秘鲁人的团结、和睦和统一。”贝拉斯科本人多次强调，他要建立一个“既非资本主义又非共产主义”的制度，开辟一条用秘鲁人的方法解决秘鲁问题的第三条道路。军政府的革命宗旨汇集和体现了普拉达、马里亚特吉、阿亚等先驱者的追求，就这一点而言，也是秘鲁军政府的独特之处。

根据上述革命宗旨，军政府先后制定并公布了《秘鲁国民经济长期发展战略》、《印加计划》，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4000多项新立法，对秘鲁的传统社会结构进行了全面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有：

第一，实行国家资本主义。

军政府通过生产手段国有化和建立国有企业来增强国有部门的势力，以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贝拉斯科上台后第6天就宣布废除“塔拉拉协议书”，将包括炼油厂在内的美国国际石油公司全部收归国有，同时，建立了国家支持的秘鲁石油公司。据统计，1968-1975年共没收或征收了17家外资大公司和企业，收回了3100多个矿山租让地。1973年又实现了渔业国有化。在此基础上，政府在石油、矿业、渔业、电力、铁路、出口等部门建立了大型国营公司，加强了国家所有制，使国家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成分。此外，政府还通过接管、收买等手段，把174家私人企业“改造”成18家国营企业，这样，国营企业的数目从1968年的18家（12家企业和6家银行）迅速增加到174家。国家还控制了外贸、银行和财政。“总体来看，1968-1975年间，外国资本在秘鲁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31%降为21%，国家资本从13%增至23%，合作社及社会所有制企业从1%增至10%，本国私营资本从55%降为46%。”虽然外国资本和私人资本仍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相当大比重（二者相加达67%），但国家资本的比重明显上升，从而加强了国家对本国自然资源和国民经济的控制。

建立社会所有制企业是秘鲁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目的是既促进私人企业的发展，又减少企业对工人的剥削，改善劳资关系。1970年9月政府颁布了“工业社法”，规定每年销售额超过100万索尔或雇工6人以上的私营企业都必须建立工业社，作为工人参与管理和分享利润的工具。通过逐年从企业（纳税后）的纯收入中提取15%购买股份的方法，使雇工集体股份达到该企业注册资本的50%，并获得在董事会中一定数量的代表权，使雇工和雇主成为企业的共同所有者，并至少在理论上达到两者之间利益的调和。据统计，到1974年末约建立了3500个工业社，共有20万名雇工，控制了他们公司所有股份的13%。为了加速这一进程，1974年4月政府又颁布了“社会所有法”，规定这种企业的所有制是社会的，它属于该企业的全体工人所有，而不属于他们中间的任何个人所有。但是，由于这类企业主要由国家提供贷款建立，名义上属于企业全体劳动者，实际上由政府掌握企业的经营活动并征收企业收入的大部分，成为变相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由于政府财政拮据，资金匮乏，到1976年总共只建立了66个社会所有制企业。鉴于社会所有制企业进展缓慢，后来政府将工业社（包括先前建立的渔业社、矿业社）都算作社会所有制企业。

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化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心目的。与以往政府的工业化政策不同，贝拉斯科政府优先发展重工业和“战略性”工业。1970年7月通过的“工业总法”规定，水泥、钢铁、纸张、化工产品、玻璃、造船产业由国家专营，对私人制造业公司则给予各种优惠政策，包括实行奖出限入的保护关税政策。政府利用进口许可证制度禁止（1100多种商品）和限制（3000多种商品）某些奢侈品和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对机器设备、中间产品免予征税，对制成品出口给予征税方面的优惠和提供优惠信贷，同时政府对外汇加以管制。作为政府收入分配和限制进口政策的结果，秘鲁对制成品的国内需求不断上升，同时，积极参加安第斯共同市场条约组织也有助于扩大秘鲁的工业品市场。

第二，进行土地改革。

军政府认为土改不仅是平息农民暴动的措施，而且对扩大农业生产、增加农村就业、改善收入分配、扩大工业品市场均至关重要，因此，于1969年6月颁布了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大地产制，征收股份公司、合营公司、大庄园和大农场超过限额的土地，将土地分配给农民，然后组成各种形式的生产合作社，在此基础上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该法规定沿海超过150公顷的地产、山区和林区超过55公顷（水浇地）或110公顷（旱作地）的地产都被征收。政府对被征收的土地将以现金或债券形式支付一定的补偿费，鼓励土地所有者将补偿金投资于工业，由农业资本家转变为工业资本家。据统计，截至1976年底，共征收了1.6万个庄园的1050万公顷土地，其中714万公顷土地“分配”给29万多户农民，这些“受益”的农民，大部分被编进1377个各种类型的官办农业合作社企业。同时，政府投资几百万美元用于农村基础设施，以促进变革。在没有足够土地满足无地农民时，就转向东部垦殖。与拉美其他国家的经验不同，秘鲁的土地改革没有造成生产下降，相反还有适度增长，1969-1974年年均增长率为1.6%。土改的重大意义在于变更了土地所有制结构，摧毁了农业出口寡头和山区大庄园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动摇了土地寡头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

第三，实行教育和社会改革。

1971年秘鲁有1/4的适龄儿童不能上小学，只有1/3的小学毕业生能升中学，约1/3的成人是文盲，而这200万成年文盲中，70%是妇女，且大多数居住在农村地区。军政府把教育改革视为国家现代化的关键，委派了一批文官加速教育体制改革的工作，教改的目的是取消秘鲁教育中存在的传统的西班牙学院体制倾向，使学生的学习和工作训练与对不发达原因的理解结合起来。1972年教育改革法宣布：“教育进程将唤醒秘鲁人民对他们所处环境的重要意识，激励他们参与废除依附结构和依附统治的历史进程。”新编课程具有强烈的第三世界倾向和民族主义倾向，不少地区引进了男女合校教育，政府在贫困地区免费发放教科书。贝拉斯科还宣布秘鲁为双语国家，印第安主要语言克丘亚语成为第二官方语言，孩子们可以根据他们父母的意愿，在讲克丘亚语的学校接受教育。在社会改革措施方面，军政府扩大了社会保障体系，推行了一种补助性的基本医疗计划，并制定了改善家庭女仆工作条件的立法。但由于传统势力的阻挠和措施本身不得力，上述改革总的看收效甚微。

第四，建立“全国支持社会动员体系”。

贝拉斯科政府很注意扩大其政治基础。虽然有诸如基督教民主党、共产党、社会进步知识分子运动等党派表示支持政府，但军政府自我标榜为中立的调和主义的政府，试图绕开政治党派去获取工人、农民和贫民区居民的支持。为此，1971年军政府创建了“全国支持社会动员体系”（SINAMOS），负责建立农民和棚户区居民的政治组织和提质技术帮助。该体系于1972年建立了一个新的农业群众组织，叫“全国农业联盟”，该组织在新的农业企业中得到了农民的支持。但不久因政府的农业政策引起该组织成员的不满，它最终脱离了“SINAMOS”的控制。在城市棚户区，“SINAMOS”着手建立“新兴市镇”的工作，1960年代末仅在利马周围就居住有7.5万个新移民，“SINAMOS”通过对移民赐予土地权，提供贷款，帮助安装电力、饮水设施、下水道，以获取居民的支持。到1974年大多数城市移民都被安置在“新兴市镇”。这种自上而下的组织和动员民众的方法说明了军政府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它既不同于古巴那样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同于巴西、阿根廷那样排斥和压制已经组织起来的工人运动，而是类似墨西哥卡德纳斯政府将各种社会集团纳入国家的指导和监护之下，由国家调整其利益纠纷，并达到减少阶级冲突的目标。但是，秘鲁的“全国支持社会动员体系”并没有搞好，由于该体系具有集权主义家长统治的特点，收效甚微，并且它很快同政府官僚阶层发生了冲突。

第五，奉行独自主的外交政策。

1969年秘鲁军政府以“图谋干涉秘鲁内政”的理由将美国军事使团驱逐出境。秘鲁积极参加了安第斯条约组织和拉美经济体系，积极参加了不结盟运动，并同苏联、中国、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72年又与古巴恢复了外交关系。秘鲁还积极倡导了维护200海里领海权的斗争，支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呼吁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

贝拉斯科推行的上述改革措施标志着秘鲁首次冲破由西班牙征服者所强加给它的发展模式，意义重大。但有三方面原因导致贝拉斯科政府的最终倒台。经济增长停滞，使改革失去了物质基础，这是最基本的原因。成功地推行“秘鲁模式”是建立在经济将持续增长的假定上，但到1970年秘鲁第三个出口繁荣周期已近尾声，鱼粉业消失了，新油田未被发现，铜和蔗糖的国际市场价格下跌。1971-1975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只达到5.5%，比原计划的7.5%少了两个百分点。由于国营企业增加后并不盈利反而亏损，再加上政府机构日益庞大，公共工程投资扩大，军费增加，对进口食品和燃料补贴增加，国家的消费大于生产，导致国家处于入不敷出的困境。为弥补财政赤字，不得不举借外债。1970-1975年外债由8.97亿美元增至25亿美元，特别是1974年末，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秘鲁经济陷入极度困难，致使改革难以继续推行。

军政府的官僚权威主义压制了民众参与的意识和行动，最终政府失去群众支持。贝拉斯科根据军阶制安排军官们在政府中的职位，使政府具有了军队色彩。为了保证经济计划的制订和实施，有一些技术专家被充实进政府充当顾问，而贝拉斯科在政府中依然享有最高决策权，因此该政权是官僚权威主义的。1970年以后，政府先后接管了报纸、电台、电视台，反对派遭到胁迫、流放和监禁，政党活动暂时地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军人们根深蒂固的反对党派的特性使他们根据传统的方式建立自己的政党变得非常困难。同时，他们建立政治性群众基层组织又不成功。“全国支持社会动员体系”具有双重目的，一是要取得民众对政府改革主义纲领的支持；二是要取代以前具有各种政治倾向的政党和团体，控制民众的动员和阻止改革的激进化。这意味着政府拒绝真正民主化的群众动员。随着变革的深入发展，民众的期望升高，同政府的限制发生了冲突，特别是1974年经济形势恶化后，民众的希望变成了失望，工人罢工由1967年的414次增加到1975年的779次，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反抗日益加强。

总统本人身染重病影响了政治效能。1973年后贝拉斯科重病在身，这导致他控制权力的能力下降和统治集团内部团结的削弱，他的同事们最终认定他必须下台。

（二）军人领导的现代化的第二阶段

1975年8月29日前总理莫拉莱斯发动政变，罢黜贝拉斯科，就任总统。

莫拉莱斯领导的军政府也制定了自己的行动计划，即《图帕克·阿马鲁计划》，该计划实质上是想通过克服第一阶段的缺陷和避免其过激的方面来巩固前一阶段革命的进程和所取得的成果，其最终目标是继续改革国家体制，使之更为有力和有效，保证逐步实行地方分权和不断扩大民众参政，并通过制定一部新宪法将1968年以来取得的结构性改革制度化。在经济方面，莫拉莱斯政府纠正了前任政府的一些过激做法，其中包括：（1）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收缩国营企业经营的范围。1976年7月决定实行渔业的部分非国有化；（2）明确规定资本家对企业的所有权，鼓励私人投资，收缩和停止实行企业的“社会化”。1976年颁布了支持私人小企业法，同年将66个“社会所有制”企业减少至23个；（3）放宽对外资的限制，如允许外资对公用事业、交通、贸易、甚至银行进行投资；（4）从1977年后，在经济危机的冲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之下，采取了紧缩开支、增加税收、货币贬值、奖出限入和重新安排外债（延期偿还到期外债）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被认为“是贝拉斯科经济政策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张的混合体”，是向“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转变的标志。莫拉莱斯的经济调整并未使秘鲁经济有明显好转，1977年和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分别为1.2%和1.8%。因国际市场矿产品和石油价格回升，1979年和1980年的情况略好，增长率分别为3.8%和3.1%，但秘鲁的外债则从1975的30亿美元增至1979年的88.69亿美元，同期失业和半失业人口占经济自立人口的比例从36%上升到53.8%，物价上涨了近4倍。

在政治方面，莫拉莱斯政府开放党禁，允许各政党恢复活动，持有各种观点的报刊亦纷纷出现。1978年6月举行了立宪会议选举，1979年7月立宪会议通过了新宪法，这项由阿亚作为制宪会议主席签署的宪法，其重要贡献是确认了土地改革的成果，宣布禁止大地产，并将选举权扩大到所有不识字的公民。1980年5月又举行了总统大选，军政府有条不紊地将权力移交给了民主选举的文官政府。

（三）对军人领导的现代化的评价

经过12年的军人统治，1980年的秘鲁已经明显地不同于1968年前的秘鲁。秘鲁已经向现代化方向迈进了坚实的一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经济结构发生了实质性转变。一是外国资本受到削弱，国家资本得到加强。1980年国有部门的经济占整个国家生产的36%，是1968年的两倍。174个国营公司（1968年只有18个）担负着这些生产的大部分。在秘鲁10个最大的公司中，国营公司就有7个，囊括了石油、电力、鱼粉、矿业钢铁等部门，国家还控制了半数以上的金融体系，而1968年前连国家征税都是由私人银行代办的，政府财政开支要受到这些金融部门的限制。二是作为传统出口部门的农业和畜牧业受到削弱，城市工业尤其是基础工业部门得到加强。钢产量从1967年的8万吨增至1974年的45万吨，水泥从1967年的100万吨增至1973年的230万吨，能源生产和消费都稳步增长，国民经济中的工业份额从1964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2%上升到1975年的26%，非传统资源（工业产品）的出口从1970年的3%增至1980年的22%，发展速度比同期的哥伦比亚、智利都快得多。

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要转变。1968年前，秘鲁传统的土地寡头仍然控制该国的农业、金融、政治和新闻部门，军政府的改革使秘鲁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得以重新分配，农业出口寡头、山区大庄园主与外国资本结成的传统的政治联盟被彻底摧毁，寡头地主家族和他们的金融机构的影响也大大削弱，社会政治权力从传统寡头手中转向从事进口替代的工业、矿业、农业企业家、技术专家以及日益动员起来的民众组织（工会、农业合作社）手中。

国家行政机构亦现代化、合理化起来。1968年前秘鲁的官僚机构是拉美最软弱和最混乱的机构之一，无助于国家的工业化。军政府上台后对大多数政府部门加以改组，并创建了许多新的部门和机构，包括全国计划委员会、总统顾问委员会、全国公共行政合理化办公室、公共行政研究所等等。1970-1976年，国家财政预算增长了246%，政府雇员由1960年的17.9万人（占整个劳动力人口的6%）增至1975年的45万人（占整个劳动力人口的11%）。政府还设立了许多机构以管理国营公司。国家的经济职能得到越来越大的发挥。

国际关系得到了改善。由于秘鲁国家作用的扩大，国家同外国投资者的关系相应地变得对等起来，同邻国智利和厄瓜多尔相比，秘鲁加强了其军事力量，从而有助于缓和长期存在的民族冲突。秘鲁的国际关系构成变得更加多样化。尽管1970年代以来秘鲁总的国际地位基本下降了，但与1968年以前比，其外交政策却显得更加自信和独立，秘鲁的确赢得了1968年前所没有的国家地位、尊严和自信。

秘鲁人的思想也发生了较大转变，表现在民族主义和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军人执政期间，民族主义感情和民族骄傲感在秘鲁人心目中占据支配地位。由于军政府的政治宣传和教育改革的影响，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积极性也得到了增强提高，普选权使参与政治的人数大大增加，同时，秘鲁人中追求不同利益的各种组织（合作社、工会、邻里组织等）的数量不断增多，其力量也大大增强。

但是，对军人领导的现代化的评价不宜过高。军政权的社会经济改革实质上是秘鲁民族资产阶级以改良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的一种尝试。军政权选择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新模式来取代旧寡头的政治和经济统治，但由于秘鲁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制约，使它开始提出的目标不可能全部实现。

首先，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没有达到，这期间国民经济人均经济增长缓慢，农业和工业生产下降，国际收支恶化，外部债务增加。

其次，除土地改革的某些措施被保留外，其他一些改革性的社会和经济措施，如“全国社会支持动员体系”以及社会所有制、教育改革、工业改革等都在1980年前后被修正或取消。

再次，依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到1980年代秘鲁仍然是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受害者，进口替代工业化反而使秘鲁的资本和技术依附加重了，秘鲁解决国家经济问题的唯一手段仍然是国内采取压低工资的政策与对初级出口产品国际价格提高的期望相结合。

当军政府面临日益严重的经济恶化和民众抗议而无能为力时，不得不“还政于民”。


五、文官政府领导下的改革与发展

1980年军政权“还政于民”之后，先后有贝朗德、阿兰·加西亚、藤森、托来多等文官总统执政。面临世界经济恶化的外部环境，贝朗德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战略，成效不大。阿兰·加西亚转向了“非正统的经济政策”，结果败得更惨，藤森上台后选择了一条介于前二者的“中间道路”的战略，加之世界经济环境开始变好，秘鲁的形势也向好的方面转化。在文官政府统治下，秘鲁现代化的特点是政治现代化有较大进步，经济现代化困难重重，同时社会问题日益突出。

（一）贝朗德政府的改革与发展

1980年7月28日贝朗德第二次就任总统。在他新的5年任期之内，秘鲁政治现代化和制度化又有所进步。他使秘鲁重现了多党政治和民主政府。他的政府是一个有着“广泛基础的政府”，人民行动党和基督教人民党（PPC）结成联盟，共同掌握着参众两院的多数议席和多数地方政权，左派政党联盟的领袖阿方索·巴兰特斯·林根和阿普拉的领袖阿兰·加西亚也都被安排了内阁职位。他对曾赶他下台的军方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对于军政府所进行的改革，特别是第一阶段的改革，不是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进行一些修改和调整。1980年7月28日正式颁布了莫拉莱斯执政期间由立宪会议制定的宪法，宪法规定，秘鲁是“在劳动基础上的独立自主的社会民主共和国”，“国家反对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支持世界被压迫人民”。同一天，议会发布政治大赦和劳工大赦。贝朗德坚持他早年倡导的政府的非集权化和地方自治的实践，在1980年11月恢复了地方市政选举。他高度重视立宪政府的神圣性和政府的权力分层原则。根据宪法规定，设立了主计长署和公共部，负责对政府官员和机构中重要的、有争议的问题调查监督，总统尊重它们并赋予它们自由执行公务的权力。在恢复和巩固政治代表性方面，贝朗德重建新闻自由。他在就职后几小时内就签署了有关将前政府接管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归还原主的文件，在其任期内，秘鲁的新闻媒体，包括电台和电视台享有了秘鲁历史上最大的自由和表现出更多的多样化。贝朗德政府坚定地忠实于宪法和民主原则，促进了批评和争论合法化环境的出现，这期间，反对意见盛行，对话和协调总是摆在桌面上进行，选举是公开自由的，在贝朗德任期届满时，他和他的人民行动党与阿兰·加西亚及其阿普拉党之间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交接。总之在贝朗德第二任期，宪法得到维护，民主得到加强，与之前相比，民众力量享有更多的议会权利和代表性，从来没有如此之多的民众和利益集团这样自由公开地参与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但是，贝朗德执政期间政治发展的成果由于下述两方面的问题而显得暗淡无光。

第一，经济问题。

鉴于军人集团利用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失败和外国私人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秘鲁债务困难而对秘鲁施加的压力，贝朗德上台后采取了一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战略，根据此战略，政府削减国有企业（从1980年的174家减至1984年的140家），刺激私人投资，并采取了若干开放经济的措施：减少政府对价格、市场、金融体系的干预；降低关税和减少贸易壁垒；为加大出口品的竞争力而实行货币缓慢贬值；提高银行储蓄利率，加强对外债的控制等。但新自由主义战略并不适合秘鲁原有的经济结构，从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公共投资、宏观经济管理诸方面看，该战略都遭到失败，秘鲁的外债从1980年的90亿美元增至1985年的140亿美元，通胀率由1979年的67%增至1983年的125.1%，秘鲁索尔与美元的比价1980年6月为260:1，到1985年7月为11000:1.造成失败的原因除上述战略选择不当外，还有另外两个方面，一是从1982年起国际市场上石油和矿产品价格急剧下跌，致使出口收入锐减；二是自然灾害的沉重打击。1983年秘鲁北部地区遭受洪水灾害，而南部地区则持续干旱，致使秘鲁经济损失达10亿美元，1980-1982年秘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2.5%，到1983年则下降为11.8%，尽管政府采取了紧缩政策，重新安排偿付外债，但198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比上年增长了3.5%，1985年仅增长2%。政府的宏观紧缩政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加剧了社会分化，1982-1985年人们的实际工资收入下降了35%以上（从而减少了农民的实际收入），甚至“非正规经济”部门的收入也下降了近20%，失业和半失业人数占经济自立人口的2/3，人们的健康、住房、饮水条件都大大恶化。总之，经济调整的负担大部分落到民众头上，民众的不满加剧。

第二，“光辉道路”问题。

“光辉道路”是秘鲁共产党中一个派别的秘密武装组织。它的总书记阿维马埃尔·古斯曼原是1964年从秘鲁共产党分裂出来的秘鲁共产党红旗派的中央书记，1970年他率其所在的阿亚库乔地方委员会另立中央，改称为“走马里亚特吉指引的光辉道路的共产党”，简称“光辉道路”。该组织在成立后的最初十年主要从事政治宣传和组织建设活动。古斯曼崇拜秘鲁共产主义创始人马里亚特吉的思想，主张建立“印第安社会主义”，经济上恢复古印加的自然农业生产模式，政治上建立一种类似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这些主张极大地迎合了秘鲁中部山区贫困的印第安农民（人均收入不足200美元，预期寿命仅45岁）渴求摆脱剥削和遭人歧视的心理。他的理论被广泛接受，其组织网络也迅速扩大。当1980年长期的军人统治结束，秘鲁开始举行自由选举之时，“光辉道路”认为这是秘鲁资本主义化加深的标志，认定秘鲁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捣毁国家机器，夺取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才能打开通向社会主义的大门，因而古斯曼下令开展“持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人民战争”。他们先是在山区省份袭击警察和小股政府军，夺取武器，袭击地主庄园把土地分给无地农民，抢劫银行和工商企业，强迫它们拿出资金作游击队的活动经费。随着“光辉道路”力量的发展壮大，“武装斗争”逐渐变成爆炸、暗杀、破坏经济设施等恐怖活动。1983年参议院委员会估算因游击队爆炸和破坏所引致的经济损失达10亿美元，仅1984年一年就有近4000人丧生于暴力之中。由于国内暴力活动的加剧，贝朗德政府不得不于1981年3月颁布“反恐怖法”，1982年底军队首次直接干预恐怖活动。政府曾多次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1984年7月，政府决定由军队负责在全国范围内镇压恐怖活动，但恐怖活动有增无减，不断升级，甚至在1984年又出现了以利马为基地的新的游击队组织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MRIA）。

（二）加西亚政府的改革和发展

经济困难和社会动乱使贝朗德及其人民行动党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在1985年总统选举中仅得到6%的选票，而经过组织更新的阿普拉党提名36岁的阿兰·加西亚为候选人，结果以获得48%的选票当选总统。

加西亚的当选具有双重历史意义，其一，在经过55年艰苦斗争之后，阿普拉党最终赢得了总统职位，并获得了上下两院的多数议席；其二，1985年标志着40年来秘鲁第一次由一位民选的文官总统将权力和平地移交给下一个民选的继任者，这说明宪法规定的民主信条已受到秘鲁各党派和军队的尊重，政治现代化的成果得以维护。

加西亚所在的阿普拉党有近60年的历史，其纲领具有反帝和民主性质，党在群众中有较广泛的基础，加西亚是该党的创始人阿亚精心挑选的接班人，能言善辩，在民众中有很大的吸引力，被秘鲁政界称为“秘鲁政坛上一颗闪光的新星”。他就任总统时表示要建立一个民族主义的人民民主政府，要为“和平、幸福和社会正义”而工作。他的新政府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整方案造成秘鲁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其对经济调整的基本构想是强调走秘鲁自己的道路，主张建立“民族主义、人民大众的经济”，强调发展，强调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主张在进行应急调整的同时，也开始进行结构性调整。为此他大胆采取了一些非正统的调整措施：（1）限额还债，宣布秘鲁只能用全年收入的10%还债；（2）实行通过扩大需求促进生产发展来抵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核心是降低利率、降低税率、提高工资、增加信贷；（3）加强农业，增加政府对农业的投资，对农业生产所需要的22种进口产品免除进口附加税；（4）实行提高最低工资50%，扩大就业机会等社会改良政策。以上这些措施在最初两年发挥了作用，秘鲁经济1986年增长了8.5%，1987年又增长了7%，通货膨胀率也比1985年大大下降。

但从1988年起，秘鲁经济出现严重危机，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8.4%，年通货膨胀率高达1722%，国际储备为负3.5亿美元。导致这种危机的原因，从主观看是政府决策的失误。1986、1987年的经济增长实际是以消耗外汇储备、增加财政赤字为代价的，也是靠利用前几年经济萧条时闲置设备能力的结果。政府扩大需求增加生产的政策本想依靠企业家把赚得的利润用于国内投资扩大再生产，但他们对经济前景缺乏信心，却将利润汇往国外。1987年7月政府仓促提出私人银行国有化计划，更造成了企业家们对国有化的恐慌，加速了资本外逃，从而使政府的投资计划成为泡影。同时，由于秘鲁执行限额还债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秘鲁划入“无资格受贷国”之列，因此，秘鲁难以获得国外新贷款。不增加新的投资，经济增长便难以持续。从客观看，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下降，使秘鲁的出口收入减少；秘鲁人口增加、可耕地面积少，每年需进口4亿多美元的粮食。这些情况都加重了秘鲁经济发展的困难。

除经济政策受挫外，加西亚政府对付反政府游击队的政策也遭到失败。加西亚执政初期，一方面试图同“光辉道路”等游击组织进行对话以实现和解，另一方面力图在贫困山区增加投资改善当地人民生活，以消除暴力活动的社会根源，与此同时，不放松用武力镇压手段对付游击队。但“光辉道路”和“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等游击组织拒绝对话，他们运用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以安第斯山区为根据地，把游击活动扩大到利马等一些主要城市，破坏桥梁和输电塔、袭击工厂和矿山，企图切断对城市的食品和电力供应。“光辉道路”的成员还渗透到工会、学联、居民组织、赤贫安置协会和新闻界。据统计，到1990年恐怖暴力活动已造成1.5万多人死亡和120多亿美元的财产损失，并迫使政府宣布全国24个省区中的1/2省区处于紧急状态。

在政治方面，加西亚政府保持了多种意识形态共存的民主政体，容许各政党、组织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活动。政府对军方的势力逐步加以限制，1987年4月总统签署了一项法令，决定成立国防部，以改变陆、海、空三部鼎立的状况，政府还对司法部门和警察部队进行了整顿，通过地方分权法，加强地方的权力。按照宪法的规定，1989年11月的市政选举和1990年4月的总统和议会选举得以顺利进行。在秘鲁，一种日益增长的恐怖主义倾向和公开的形式上的民主进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于经济政策的失误和对暴力活动制止不力，加西亚和他的阿普拉党在人民中的威信下降。1990年6月，日本移民的后裔、农艺师藤森当选为新总统。秘鲁民众似乎从藤森身上看到了创造奇迹的日本民族的缩影（东方式的坚韧不拔、诚实、勤奋），而对传统政党的领导人无力解决长期困扰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感到失望。

（三）藤森政府的改革与发展

1980年代对拉美来说是“失去的10年”，对秘鲁亦同样如此。1980-1990年秘鲁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0.3%，其中工业为0.2%，通胀率达到233.9%，国内投资总额的年增长率为5%，1990年外债总额达到211亿美元。阿尔韦托·滕森上台后，他的经济政策重新向正统的自由主义方面转变，但并没有像他的竞选对手巴尔加斯·略萨提出的那样，实行彻底的对外开放的私有化，而是有所缓和。他的改革包括：（1）通过取消价格管制和价格补贴、改进税收机制和完善征税体系、强化财政纪律、控制货币发行量、增加进口商品的供给等措施，稳定经济形势；（2）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3）降低关税壁垒，实行贸易自由化；（4）实施金融自由化；（5）放宽对外资的限制；（6）改革社会保障体系。

从政策效应方面看，藤森执政10年，5个年份的增长率高于拉美国家的平均增长率，1994年的GDP增长率高达12.7%，居拉美各国之首。通胀率由加西亚执政后期的7000%下降到1999年3.7%。财政经济形势得到改善，外资重新涌入，仅在1996年，进入秘鲁的外国直接投资净额就接近35亿美元。在政治方面，藤森推出的新宪法在1993年的全民公决中获得了通过，这一宪法使藤森得以再次参加竞选。秘鲁政府对付恐怖活动也取得了有效成果。自1992年以来，逮捕和监禁了包括古斯曼在内的“光辉道路”的几乎所有高级领导人，1992年5月大赦法颁布后，大约有4000名“光辉道路”游击队员向政府投诚。1997年人质危机成功解决后，反政府的暴力活动大大减少，秘鲁出现了新的转机。

但是，秘鲁发展中的严重问题仍存在，其中包括严重的对外依赖、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社会不公正问题。当年加西亚总统上台时曾对这三个问题作过精辟的论述。在谈到对外依赖时他指出，“我们的历史也就是我们依附于外部势力的历史，这些势力结成盟友并通过强大的国内利益集团形式，把我们国家拖入了目前的危机”；“我们最初是原料出口国，后来是工业品进口国……，今天，我们完全成了一个债务国”；“沿着这条依附于外国经济的道路，我们目前发展走到了穷途末路”。关于经济结构问题，加西亚指出，首先存在着地区之间的不平衡，造成利马、沿海城市与秘鲁其他部分完全脱节，例如，80%的工业集中在利马，教育和保健机构也都集中在利马。其次是各部门之间在经济上脱节，特别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不平衡。工业部门占有秘鲁85%的投资，但只雇用38%的秘鲁人，而农业部门只占全国投资的15%，却有60%的人在这个部门工作。加西亚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社会不公正问题：秘鲁社会如同一座金字塔，10%的人占全国总收入的50%，另外15的人占全国总收入的30%，而其余75%的人仅占全国收入的20%，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国家到目前为止不是国家，因为迄今为止国家使极少数人致富，对于其他人的就业、保健和服务只用了很少一点钱，对这70%的人口冷漠无情。我们应该解决这种造成两部分人对立的社会冲突”。藤森总统虽然缓解了秘鲁表面的政治经济危机，但加西亚当年指出的深层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由当年普拉达、马里亚特吉、阿亚等人提出的许多问题至今看来仍然是中肯的。这些问题仍然是新任总统托来多所要面对的，秘鲁现代化的道路仍然十分漫长。


六、结语

经过独立后170年的发展，特别是60年代中期以来的发展，秘鲁的现代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从经济方面看，1990年人均GNP已达到1160美元，其产业结构亦有了较大变化，1965-1990年农业比重由18%下降到7%，工业由30%上升到37%（其中制造业由17%上升到27%），服务业则由53%上升到57%。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由1965年占出口总额的1%，上升到1990年的24%。从社会结构方面看，城市化水平得到大大提高，1990年秘鲁人口已达到2170万人，其中城市人口由1965年的52%上升到1990年的70%，特别重要的是有大量印第安农民移入城镇和城市，加快了社会整合的步伐。教育水平也得到普遍提高，1965-1989年小学入学率由99%上升到123%，中学由25%上升到67%，大学由8%上升到32%。医疗卫生和健康水平得到较大改善，1965-1990年，婴儿死亡率由130%下降到69%，每个医生负担的人口由1965年的1650人减至1984年的1040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秘鲁社会出现了多种社会阶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都得到壮大，代表这些阶级的新的政治集团和政党不断涌现。

从政治发展方面看，权威合理化、机构分权化、大众参政化三个关键内容都有了明显进展。首先，自1962年以来的历届政府的政治取向是合理的。尽管政策的着重点有所变化，但都重视印第安人、农民、反对寡头统治、城市化、工业化、国家一体化等问题，都致力于改革与现代化，一个改革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在秘鲁社会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在国际事务中，秘鲁奉行了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外交方针，赢得了从未有过的国家尊严和自信。其次，政府雇员大量增加，政府机构得到较大扩充。虽然军政府期间是集权统治，但贝朗德的两届政府都一直强调政府机构的分权化和地方自治，恢复了司法部，按1979年宪法设置了若干新部，从而提高了政府行政机构的专业化和效率。后来的文官政府也坚持了同样的原则。再次，虽然军政府期间秘鲁的民众参政一度受到压抑，但正是由改革主义军政权本身推动和监督了自由公开选举。1980年后，秘鲁重新恢复了多党政治和代议制政府，所有18岁以上的秘鲁公民均被赋予选举权，1985、1990年成功地进行了国内民主选举，并顺利实现了按宪法规定的和平的权力移交。秘鲁的政治民主成果得到巩固，政治制度化得到了发展。

尽管秘鲁同自己的过去相比，现代化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同墨西哥、巴西、智利等其他拉美国家相比，特别是同东亚后起之秀国家相比，秘鲁的现代化并不是成功的，秘鲁至今仍是以生产和出口农矿初级产品为主的国家，被世界银行列入的“下中等收入国家”，特别是1970年代以来出现的经济增长减缓、外债增加、通胀严重、恐怖活动不断。藤森1992年4月的“自我政变”也说明政治中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尤其是对外依赖、不合理的经济结构、社会不公正等深层次的问题并未获得解决，秘鲁的现代化仍需在崎岖之路上艰难迈进。

为什么秘鲁现代化的成效不大呢？通过对其现代化进程的回顾，我们至少可以总结出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初级产品出口增长模式的长期实行束缚秘鲁走向自主发展的道路。秘鲁自殖民地时期就形成了一种围绕白银生产的出口经济，独立后又先后经历了1830-1870年、1890-1929年、1942-1970年三个出口繁荣周期，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17%、10%，这种增长模式虽然也带动了秘鲁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但总的看其联动和辐射效应不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初级产品出口增长的成功侵蚀了秘鲁自主发展的潜力，原因是，首先，每一出口繁荣开始阶段快速产生的积累力量将资源抽调到出口部门并削弱了非出口部门的平行发展。出口增长带来的外汇收入的增加，使进口商品增加，冲击了当地工业的发展，而利用外汇进口粮食则削弱了山区农业的发展。其次，开放经济使外国资本、外国技术、外国顾问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本国民族资本虽愿意通过与外资合作而增强自己的力量，但实际上在这种合作中，当地企业家和技术能力遭到厄运的情况更多，成功的民族企业家却非常稀少。第三，出口产业资本家与外资的结盟支配了政府的决策，使这种决策的形成有利出口部门，而其他的经济部门则受到忽视。第四，外资对当地发展的纯贡献很小，并且当外资占支配地位后，秘鲁与外资抗衡的能力就遭到削弱，依附日益加深。在秘鲁历史上，太平洋战争的失败、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60年代出口增长和资本形成的失败，都为这种模式的转换提供了契机。但由于传统势力的顽强抵制，改革派阶级力量的薄弱和组织无力，短期经济压力对长期改革措施的制约，新一轮出口机会的快速到来等因素，使“非正统的经济政策”一再遭到挫败，因此，秘鲁不仅是外部经济潮流的囚徒，也是它自己历史的囚徒。

（二）寡头政权长期存在延缓了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在拉美国家中，秘鲁是寡头政权倒台最晚的国家之一。这种政权是出口精英与外国资本家的联合政府，奉行正统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极力维护传统的依附性发展模式，不利于工业化的发展。自20世纪20年代秘鲁出现了意在推翻寡头政权的阿普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人民行动党运动等等，但均因内部缺乏凝聚力、组织不善、政治上不成熟、改革目标不明确等原因而一再失败。1968年上台的军人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秘鲁的传统结构，但在其建立的新的经济结构中并没有摆脱外国资本的控制。它虽然消除了出口农业、矿业和石油“国中之国”的结构形式，但却加强了城市工业经济中外国资本的作用。它已无力与跨国公司的全球力量抗衡。1980年后上台的文官政府尽管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作出了一些举措，但政治民主化本身并不能产生真正的政治民主化，由于受传统体制和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新的文官政府并未能找到一条引导秘鲁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

（三）分配不公，地理、种族、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以及由此引起的暴力与反暴力斗争加大了秘鲁现代化的难度。秘鲁的发展模式未能成功地改善人口中最贫困团体的处境，而是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出口导向的增长集中于沿海的现代部门，从而削弱了传统部门，特别是山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现代部门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有助于巩固雇工和生产方面的二元结构，这种发展倾向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地理、种族分裂，激起阶级矛盾、社会矛盾，从而导致下层民众特别是山区农民起义的不断发生，“政府军队的暴力镇压换来的是山区游击队反暴力的恐怖压迫、渴望分享社会福利、寻求变革的人则表现暴力，那些享有权力，从现状中获益，渴望长久维持其统治的人则强加暴力。”

这种“暴力的辩证法”进一步增加了秘鲁现代化的艰难性。

总之，秘鲁现代化的失败大于成功，其教训启发人们深思。


第四章　阿根廷：出口繁荣、庇隆主义与“衰败”国家

阿根廷曾经是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在20世纪初，世人几乎众口一词地说：“阿根廷共和国是当今世界最为进步的国家之一。她在商业、财富、影响力和人口方面仍然在迅速的发展中……阿根廷正在成为世界上的重要国家之一。”阿根廷注定要成为“南美洲的美利坚合众国”。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有学者精辟地道出了阿根廷社会中许多充满矛盾的特征：“富裕而缺乏繁荣；政治变革而无发展和增长；被一些业余人士和打手操纵和利用的，但又精细的政治制度；一种用革命词藻掩饰的反动政权；貌左实右的工会领导人。阿根廷军人现在对经济的控制甚至比殖民地时期的教会还严厉”。及至90年代，世人更是普遍认为：“阿根廷代表了一种经济和社会倒退的、令人难以理解的模式。”于是出现了一个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阿根廷之谜”——为什么一个20世纪初的富裕国家，到20世纪末却变得相对贫困和落后了？本章拟通过回顾阿根廷现代化进程的起起伏伏，力求找到解释“阿根廷之谜”的答案。


一、阿根廷现代化进程启动的背景

阿根廷独立后的最初几十年间，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与其他各省之间，中央集权派与联邦派之间，经常发生纷争与冲突，致使国家难以得到稳定和统一。结果滋生了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考迪罗，他们彼此之间争斗不已，使政局愈发动荡，并最终使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Juan Manuel de Rosas）掌握了政权。与此同时，英国迅速取代过去的宗主国成为阿根廷重要的外部影响势力，通过贸易和投资逐步建立了与阿根廷之间密切的经济关系。长期动荡的局面和外部势力的渗透，相互影响，大大延迟了阿根廷现代化进程的启动时间。

（一）罗萨斯独裁与“1837年一代”

1810年5月25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爆发五月革命，并获得胜利，产生了包括现今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及玻利维亚在内的拉普拉塔临时政府的执政委员会，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改组市政议会，开设新的贸易口岸，颁发出口许可证，实行土地改革，通过移民法令，鼓励欧洲移民等。这些措施推动了阿根廷独立运动的发展。然而，保守派与革命派，中央集权派与联邦派，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与内陆各地区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使整个拉普拉塔地区难以形成统一的革命洪流，独立运动的步伐被延迟。

直至1816年3月24日，拉普拉塔联合省国会第二届会议在图库曼召开，布宜诺斯艾利斯、胡胡伊、萨尔塔、图库曼等省的32位代表参加了会议，并于7月9日正式宣布“拉普拉塔联合省”独立，圣路易斯省议员胡安·马丁·德·普埃伦东（Juan Martin de Pueyrredon）担任政府首脑。1819年4月，拉普拉塔联合省国会通过了阿根廷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

令人扼腕的是，这个以美国宪法和法国宪法为蓝本的《1819年宪法》，并没有将分裂的阿根廷统一起来，反而加剧了中央政府与各省之间的矛盾。该宪法规定，中央政府有权任命包括各省省长在内的地方官员。这一条体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利益集团的愿望，他们试图建立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政府，遭到了其他各省的反对和抵制。双方随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拉普拉塔地区的分裂持久化了。一方面，中央政府的控制权在不同派别的“强人”手中频繁更换，无法形成一种统一的局面；另一方面，各地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考迪罗，他们独霸一方，俨然是一个个“独立王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拉普拉塔地区难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严重影响了政治、经济的发展，现代化进程亦难以启动。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考迪罗中，罗萨斯最终脱颖而出，于1829年夺取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控制，建立了长达23年之久的独裁统治。罗萨斯的独裁统治带给拉普拉塔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最大的影响是，它促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利益集团——庄园主——的崛起。独立初期，阿根廷革命的主要领导阶层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商人，他们崛起于殖民统治后期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在独立运动期间，他们逐渐通过与土生白人官员、职业政客、形形色色的“考迪罗”结盟，获得了对权力机关的控制。

然而，“大约从1820年起，许多商人家族开始谋求其他出路并且向土地、养牛业和腌肉工厂投资。这些人构成未来的居支配地位的社会集团，是扎根于商业和来自城市社会的、拥有土地的寡头集团”。他们最初并没有控制国家权力机构的能力，但控制了本地区的经济命脉。于是，在拉普拉塔地区出现了一种比较尴尬的局面，“拥有经济力量的人并不进行统治，而进行统治的人又缺乏经济基础”。罗萨斯的上台，实际上是顺应了新崛起的利益集团控制国家政权的需要，从而也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利益集团的发展。

为了巩固大庄园主集团的利益，罗萨斯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首先，罗萨斯通过“荒漠远征”行动，派出大批军队，驱赶、屠杀潘帕斯草原上的印第安人，大大拓展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疆界，并在军队、政客中瓜分新夺占的大片土地。与此同时，罗萨斯还废除了里瓦达维亚政府规定的国有土地不得转让的法律，允许土地自由交易，使土地集中的趋势愈演愈烈。其次，罗萨斯通过独裁统治和高压政策，确立了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绝对控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他省份施加影响。罗萨斯建立的秘密暗杀队“马扎卡”（Mazorca，即“大棒子”之意）就是这种恐怖统治的典型体现。最后，罗萨斯奉行自由贸易的政策，强调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部门，忽视对幼稚工业的保护。其结果，一方面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出口经历了迅速的增长，从1822年的大约70万英镑增长到1851年的200万英镑，同年畜牧业出口在全部出口中的比重高达78%；另一方面，“工业仍然处于局限在由作坊和手工业者组成的经济生活的边缘”。

罗萨斯政权的内外政策激起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内外的广泛不满，许多有识之士纷纷组织起来，以各种形式抒发对罗萨斯独裁统治的不满。其中，埃斯特万·埃切维利亚（Esteban Echeverría）、胡安·巴蒂斯塔·阿尔贝蒂（Juan Bautista Alberdi）、米戈尔·加内（Miguel Gané）、胡安·马里亚·古铁雷斯（Juan María Gutiérrez）等人，于1837年6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成立了一个“文学沙龙”，成为反对罗萨斯独裁统治斗争的“第一个中心”。在“文学沙龙”的活动中，埃切维利亚和阿尔贝蒂等人发表了一系列演说和文章，对罗萨斯的独裁统治进行严厉批判，但“文学沙龙”很快就被罗萨斯当局封闭了。

1838年7月，埃切维利亚和阿尔贝蒂等人创立秘密团体“青年阿根廷”，提出为在阿根廷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进行斗争。“青年阿根廷”也被称为“五月协会”，因为该组织的成员认为，1810年的五月革命奠定了阿根廷国家发展的基础，它所提出的革命目标远未实现。1839年1月，流亡蒙得维的亚的“青年阿根廷”成员发表了一篇《告阿根廷青年和祖国全体优秀儿女的原则宣言》，强烈谴责罗萨斯的独裁统治，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加强社会协调的基本原则。

“五月协会”的活动很快得到迅速发展，并扩散到几乎整个拉普拉塔地区。例如，多明戈·法斯蒂诺·萨米恩托（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在圣胡安省组织了类似的秘密团体，文森特·F.洛佩斯（Vicente Fidel López）在科尔多瓦省成立了当地的“青年阿根廷”组织。此外，巴托罗梅·米特雷（BartoloméMitre）和卡洛斯·特赫多尔（Carlos Tejedor）等大批阿根廷青年在“五月协会”的影响下，公开向传统的文学规范提出挑战，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现实生活，勇于揭露社会弊端，发表了一系列批判罗萨斯独裁统治的诗歌、散文和小说，成为反对罗萨斯独裁统治的重要力量。在阿根廷历史上，以“五月协会”为核心的一批浪漫主义青年作家通常被称为“1837年一代”。有学者评价说：“1837年一代也许是19世纪拉美知识分子中思想表达最清晰有力，自我意识最强的一群。他们不仅是推动自由国家形成和勇于激烈斗争的倡导者，而且还是对他们所经历历史事件进行良好记录的作家”。还有学者强调，1837年一代“是在罗萨斯独裁的阴暗岁月中唯一的革命组织。它的思想，不仅对于阿根廷，而且对于其他拉美国家的社会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起了重大的影响”。

正是在“1837年一代”的积极鼓动下，拉普拉塔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反对罗萨斯独裁统治的同盟，该同盟的领导人是恩特雷里奥斯省省长胡斯托·何塞·德·乌尔基萨（Justo Jose de Urquiza）。1852年2月3日，该同盟的军队在卡塞罗斯击败罗萨斯的主力部队，罗萨斯政权被推翻。1853年5月1日，乌尔基萨召开制宪会议，并制订了以美国宪法为蓝本的宪法，成立了新的联邦共和国，乌尔基萨任总统。至此，阿根廷才开始逐步走向统一。

（二）英国势力的渗透

英国对拉美地区的兴趣由来已久，从胡安·卡博托（Juan Cabot）远征美洲起即已开始向本地区扩张。阿根廷独立运动爆发前夕，英国对拉普拉塔地区的野心暴露无遗。1806年6月25日，由霍姆·波费爵士（Sir Home Popham）和海军将领威廉·卡尔·贝雷斯福德（General William Carr Beresford）率领的一支英国舰队出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的洋面上。时任拉普拉塔辖区总督马尔克斯·德·索夫雷蒙特（Marques de Sobremonte）弃城而逃。6月27日，英军占领布宜诺斯艾利斯城。

占领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贝雷斯福德宣布布宜诺斯艾利斯从此成为英国主权管辖之一部分，各级官员必须向英王乔治三世宣誓效忠。同时，贝雷斯福德还自任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总督，声称尊重拉普拉塔的天主教、司法行政和私有财产，宣布布宜诺斯艾利斯港是一切友好国家的商船均可自由进出的口岸，而且大幅降低关税，对英国的商品实行优惠关税率。

尽管英国军队很快就被击败，但随之而来的英国商品却很快在拉普拉塔地区占据了一席之地。例如，英国商人罗伯特·斯泰普斯（Robert Staples）向英国外交部报告说，1808年11月到1809年11月，共有31艘英国船只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10艘抵达蒙得维的亚，货物价值分别达到113.3万英镑和165.3万英镑。英国商品对拉普拉塔地区的渗透可见一斑。

1810年5月，阿根廷独立运动爆发后，英国进一步加强了对该地区的经济渗透。对于这种渗透，美国学者图略·霍尔帕林·唐伊的评价比较形象。他说：

1810年，在听到放宽贸易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外交革命的消息后，许多商人冒险家离开伦敦，到南美洲去出售英国货物，然而当他们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时，不仅发现那里的英国商人冒险家太多，而且还出乎意料地发现他们不得不同里约热内卢的英国商人竞争。结果他们不得不赔本出售，从而使英国海外产品加速战胜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场上那些来自安第斯山麓或来自秘鲁和上秘鲁的传统产品。

为了进一步巩固对拉普拉塔地区的经济影响，英国政府于1823年12月15日决定承认拉普拉塔独立，以保证英国同该地区进一步发展经贸关系。在此之前的10月，英国外相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任命伍德拜·帕力士（Woodbine Parish）为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领事。1824年3月底，帕力士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始四处活动，与当地政府和议会人士进行广泛交流，向英国国内发回一系列的报告，强调“该共和国具有巨大的经济和商业潜力”。在此情况下，英国政府授权帕力士与拉普拉塔联合省围绕达成一份商约的问题进行谈判。

1825年2月14日，英国与阿根廷经过谈判签署了《英国——阿根廷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以下简称“英阿条约”）。总的看来，1825年英阿条约是一种简单的、友好的商务条约，是19世纪早期自由主义思想在经济、政治和外交中的具体表现，它强调的是在英国与阿根廷之间建立一种“相对平等的”自由贸易安排。例如，该条约第8款、第9款保证了英国人在拉普拉塔联合省享有开办企业和经商的自由，同时规定联合省的公民在英国应享受同样的权利。

可以说，1825年条约奠定了19世纪英国与阿根廷之间密切经贸关系的基础。在罗萨斯独裁时期，英国对阿根廷的经济渗透进一步加强。对于这种渗透的结果，约翰·林奇指出：

布宜诺斯艾利斯靠对外贸易生活，而它的日益扩大的庄园则依靠外国市场。……国际贸易的媒介是向伦敦交易所开出的信用证，结果是英国商人控制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金融市场。基本联系是英国纺织品换取阿根廷皮革的贸易，……阿根廷依靠英国的制成品、英国的航运、英国的市场。

（三）阿根廷统一与现代化进程的启动

长期的分裂局面和外国势力的渗透，大大地影响了阿根廷现代化进程的启动。如前所述，1853年5月，乌尔基萨以美国宪法为蓝本颁布了一个适用于整个拉普拉塔地区的、统一的宪法。同年11月，乌尔基萨当选为阿根廷联邦共和国总统。乌尔基萨上任后的一系列政策，意在限制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对出口贸易的垄断，减免内地各省的进口关税。为此目的，乌尔基萨在1854年3月将联邦首都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迁往巴拉那，遭到中央统一派的反对。结果，拉普拉塔地区再一次陷入了分裂的泥沼之中，一方是中央统一派控制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另一方则是乌尔基萨领导的联邦派政府，它统辖着其他13个省份。

1861年9月，中央统一派首领巴托洛梅·米特雷率领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军队在帕翁战役中击败联邦政府的军队，开始与乌尔基萨进行谈判，坚持实现整个拉普拉塔地区的统一。最终，中央统一派与联邦派之间达成了妥协，乌尔基萨解散联邦政府，米特雷领导的统一派则接受联邦派颁布的1853年宪法。

根据1853宪法的规定，阿根廷实行联邦制，设立议会两院和独立的司法体系。宪法规定，总统不得连选连任，总统享有参与制订、批准和颁布法律的权力，有经议会同意任命最高法院法官、宣战和宣布戒严的权力，总统同时担任全国武装力量总司令。宪法同时规定，阿根廷的最高立法机关是议会，由参众两院组成。众议院议员由每2万居民中选举1人，参议院则由各省和联邦首都各选派2人组成。与此同时，1853年宪法还秉承“1837年一代”的理想和要求，规定了一系列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原则和政策，例如鼓励移民和教育，发展交通，促进新兴工业的建立和发展，禁止以任何形式限制贸易等。最为重要的是，1853年宪法明确地规定了国家的统一和国内市场的重要性，为阿根廷摆脱独立后的分裂局面，建立真正统一的民族国家奠定了制度基础。

1862年10月，巴托洛梅·米特雷当选为联邦总统，再次迁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其任内（1862-1868年），米特雷提出了实现“民族团结”的政治目标，注重改善布宜诺斯艾利斯与其他各省之间的关系，先后平息了两次叛乱，从而结束了独立后的长期动乱和分裂的局面，使阿根廷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随后继任的萨米恩托政府（1868-1874年）和阿维利亚内达（Nicolas Avellaneda）政府（1974-1880年），将米特雷政府的政策进一步发扬光大，提出了国家统一、自由主义和现代化的三大目标，通过创办现代教育体系、鼓励移民、发展小农场垦殖计划等一系列措施，进一步促进了阿根廷国内市场的逐步形成，为阿根廷民族国家在1880年后的永久统一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阿根廷现代化进程的启动应该确定在1862至1880年这一历史时期。


二、初级产品出口繁荣

1880-1914年是阿根廷现代化进程的“黄金时代”。从经济层面上看，阿根廷从一个人烟稀少、区域发展极端不均衡的边缘国度，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为富裕的国家之一，GDP的年均增长率超过了6%。从政治层面上看，阿根廷现代政党政治迅猛发展，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政治现代化进程发展同样迅速。从社会层面上看，阿根廷人口及其所受教育的程度，随着大量欧洲移民的涌入，同样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推动上述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的迅速增长。

（一）初级产品出口繁荣

从19世纪70年代起，阿根廷经济迎来了飞速发展的时代。根据卡洛斯·迪亚斯·亚历杭德罗的估算，1914年以前的50年间，阿根廷的国民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至少为5%，而带来“这种增长的关键因素就是农牧产品的出口”。如表4.1所示，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阿根廷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的发展主要集中在畜牧业方面，羊毛和腌肉是最大宗的两项出口品；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小麦、玉米、蓖麻等农作物的出口迅速发展，到1914年前后，小麦和玉米成为最大宗的两项出口品。

表4.1 1875-1914年阿根廷主要出口品（1910-1914年价格的年均百万金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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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卡洛斯·迪亚斯·亚历杭德罗：《阿根廷共和国经济史论文集》，第2页。

阿根廷出口产品的上述变化，实际上反映了其出口产品逐渐多样化的一个历史进程。如前文所述，独立以来，阿根廷就开始发展畜牧业，在19世纪中期以前，主要出口皮革、油脂、干肉等产品，在经营上则比较粗放。从19世纪中期开始，阿根廷养羊业增长迅速，羊毛逐渐成为主要的出口产品。1850年，全国养羊约700万只，1878年增加到6500万只，1899年更是增加至8900万只。19世纪70年代中期，阿根廷开始大力发展小麦和玉米种植业。1876年以前，阿根廷的小麦产量还不足以供应本国居民的消费需要，1878年开始向欧洲市场出口，至1898年，小麦出口达到64.5万吨，1912年增加到262.9万吨。玉米的出口在1880年为1.5万吨，到1912年上升到483.5万吨，占当时世界玉米出口量的第一位。最为关键的是，新出口项目的发展并没有挤压传统优势行业的发展。到1914年前后，阿根廷在出口玉米、小麦、羊毛、冷冻牛肉、腌肉、蓖麻等产品方面，均居世界前列，其初级产品出口的多样化特征十分明显。对此，布尔默托马斯评价说：“出口多样化最为成功的事例要数阿根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没有哪一个国家在出口范围和出口量上能与阿根廷媲美。”

这一时期阿根廷出口市场相对而言也是比较多样化的。尽管英国是它的主要贸易伙伴，但阿根廷与美国、德国、法国和巴西等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也有了很大发展（参见表4.2）。例如，1870年阿根廷从英国和美国的进口值分别是1300万比索和290万比索，到1914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上升到2.49亿比索和9900万比索，到1920年，美国对阿根廷的出口（7.05亿比索）已经超过了英国对阿根廷的出口（4.97亿比索）。另一方面，我们以1913年为例，阿根廷与拉美地区其他主要国家相比，其出口市场的多样化更加明显。阿根廷对4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不超过其出口总值的50%，而对同样的出口对象墨西哥和古巴的比重均超过了90%，智利和秘鲁在80%以上，拉美的第二个出口大国巴西的比重也在70%以上（具体数据参见表4.3）。

表4.2 阿根廷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额（现价百万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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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R.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美洲卷，1750-1993年》，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88-489页。

表4.3 1913年阿根廷和主要拉美国家的出口市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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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布尔默-托马斯著：《独立以来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第89页。

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的发展带动了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首先，交通运输部门的发展，尤其是铁路的发展与初级产品出口部门之间的联系最为密切，在某种程度上说，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初级产业的迅速发展产生对土地、劳动力和市场的巨大需求，为了开拓更多的土地，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发展必要的交通工具，这样才能把生产必要的劳动力输送到较为偏远的牧场或农场，将产品从那里运送到市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阿根廷铁路建设经历了异乎寻常的发展。1857年，阿根廷修建了第一条约10公里长的铁路。1870年，全国铁路里程增加到732公里，1890年增加至9432公里，1900年延长到16563公里，到1918年增加到34036公里。反过来，铁路的发展又推动了农业与畜牧业用地的迅速扩大。阿根廷的耕地面积从1872年的58万公顷扩大到1917-1918年度的2478万公顷。除了铁路以外，其他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也非常快。例如，在水路运输方面，阿根廷的各类船只1883年约有3万艘402万吨，到1918年增长到4.5万艘1750万吨。

其次，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的发展还推动了早期工业的发展，特别是与出口品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加工工业。1869年阿根廷进行第一次全国普查时，由于工业企业的发展数量比较稀少而未作统计。1895年的普查表明，全国建立了各种规模的工厂2.4万多个，总投资大约3.3亿比索。1914年进行的普查表明，阿根廷的工厂数量达到4.88万个，总投资接近18亿比索，工业产值超过18.6亿比索，就业工人超过41万。工业中发展最快的是食品加工工业。1913年，阿根廷食品加工业的工厂数将近1.9万个，投资额7.64亿比索，生产产值超过9.9亿比索，就业工人13.5万人，分别占全部工业指标的38.92%、42.72%、53.23%和32.93%。在食品加工工业中，肉类加工工业的发展尤为迅速。1894年，阿根廷的肉类加工工业出口值为1176万金比索，到1914年增加到9692万金比索，增长了741%。1882年，阿根廷建立了第一家肉类冷藏工厂，1894年肉类冷藏工业的出口占肉类总出口的16%，到1914年这一比例上升到90%。除食品加工业以外，纺织业、建筑业、家具制造等工业部门的发展也比较迅速。

第三，初级产品工业的发展还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相应公用事业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以后，阿根廷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推动了城市的扩大。1869年，阿根廷人口的71%居住在农村，到1913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3%，超过了农村人口。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发展尤为突出。1852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口只有8.5万人，到1895年增加到50万人，到1914年激增至约158万人，成为南美洲最大的城市，被誉为“南美洲的巴黎”。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城市规模的扩大，推动了市政公用事业的迅速发展。在城市交通方面，有轨电车的发展十分突出。到1914年，阿根廷各大城市的有轨电车公司约有30个，经营里程达到1250公里，年运送乘客近4.8亿人次。在邮政、电报，以及其他城市公用事业方面，阿根廷同样经历了快速增长。以电报业为例，1905年阿根廷共有各类电报站568个，电缆长度近5.5万公里。到1918年，上述数据分别上升到947个和10万公里。

第四，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的迅速发展还对阿根廷人文发展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所谓人类发展指数，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1990年提出的，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和生活质量”三项基础变量按照一定的计算方法组成的综合指标。笔者认为，这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在阿根廷，1870-1874年的年均人口死亡率是30.7‰，到1910-1914年下降到17.7‰。相比之下，墨西哥、智利、古巴、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在1910-1914年的比率分别是46.6‰、31.5‰、21.4‰和26‰。可见，阿根廷居民的死亡率相对比较低，其居民的预期寿命应当是比较高的。在教育方面，1868-1874年担任总统的萨米恩托强调，“治国之道在于发展教育”，政府创办了大量的中小学和大学，建立国家科学院和天文台，以及其他研究机构。1884年，阿根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颁布了《世俗教育法》，实施小学的义务教育制度。1885年，阿根廷政府又颁布第一部大学教育法，鼓励发展国立大学。上述措施大大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1905年，阿根廷政府颁布《扫盲法令》。在19世纪中叶，阿根廷全国只有205所公立学校，在校学生1.2万人，教师240余人。到1894年，在校小学生人数达到24.8万人，教师8000余人。到1914年，小学生人数增加到86.3万人，教师队伍扩大到2.5万人。在生活质量方面，以居民每天消费面包、牛奶等生活必需品的价值为例，1919年前6个月中，阿根廷居民平均每天消费面包0.457公斤，肉类0.246公斤，牛奶0.227升，葡萄酒0.139升，总计每天消费价值为0.588比索。尽管缺乏横向比较，但仅从上述数值就可以了解阿根廷居民当时生活质量之高低。

表4.4 阿根廷的人均GDP（1990年国际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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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森著：《世界经济千年史》，第179、189页。

总体看来，在经历了初级产品出口繁荣的“黄金时代”之后，阿根廷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比较成功的国家之一。笔者认为，仅从人均GDP比较的角度即可清楚地体会到阿根廷的相对成功（参见表4.4）。那么，是什么因素推动着阿根廷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呢？

（二）经济增长的要素分析

根据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决定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包括资本、劳动力、技术、资源禀赋，以及所投入要素的效率提高等方面。然而，在现实中，任何一种要素都不是均质的，不同的物质资本有不同的技术含量和效率，不同的劳动力含有不同的人力资本存量。自然资源也是异质的，土地肥力有优劣之分，矿产有不同的品位。显然，不同质量的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样也不是等量的。所以，我们考察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要关注其投入量，而且还要强调投入要素的质量，特别是那些使投入要素效率提高的社会、文化、制度等层面的经济和非经济因素。

对于这一时期阿根廷经济增长的要素分析同样要遵循上述思路。

首先，我们来看看资源禀赋。如前所述，阿根廷经济增长的主要部门是面向国际市场的农牧业，农牧业发展的基本资源要求就是土地。在19世纪中叶的阿根廷，大片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印第安部落。为了扩大土地面积，阿根廷历届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对策。主要的一种办法是发动所谓的“荒漠远征”，屠杀和驱赶印第安人，进而占据他们世代生息的土地。1833年，罗萨斯领导的征服活动就带来了“内格罗河以南的数千平方英亩的土地”。1879-1880年，罗加将军再次发动“荒漠远征”，兼并的土地高达3000万公顷，使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面积增加了1倍。与此同时，铁路的铺设，电报的发展，以及其他交通、通讯技术的使用，大大加快了阿根廷政府“荒漠远征”的步伐，尤为重要的是大大加快了将新占领土地开发成农田的步伐。例如，罗伯托·科尔特斯·孔德指出，“在铺设了铁路的地方，种植业才开始扩大，谷物的边界才越过原来养牛的边界”，“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农业生产特别是小麦生产的扩大都与铁路建设的发展直接联系”。

土地的增加，耕地面积和牧场规模的扩大，只是资源禀赋的一个方面，还有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将这些土地组织起来的制度。独立后，阿根廷的土地制度经历了一些变化。1826年上台的贝尔纳迪诺·里瓦达维亚（Bernardino Rivadavia）政府实行长期租借制度，规定个人和团体可以在20年内以较低的固定租金租用公共土地，进行开发和利用，但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租借者不得出售。这种制度没有规定租借土地的最大限制，租借人占用的土地往往超过30万公顷，较小的地块也有上万公顷。可见，这种制度有利于形成大地产。罗萨斯上台后，废除了国有土地不得转让的法律，允许土地自由交易，使土地集中的进程日益加快。例如183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538名土地所有者占有土地865.6万公顷。到1840年，293名土地所有者就占有860万公顷土地。19世纪70年代萨米恩托政府积极鼓励向农村地区安置移民，建立小型农场垦殖制度，试图以此遏制这种土地集中的趋势。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政府所划分的地产往往落入大土地所有者手中，而广大的移民大多成为在大地产制度下的租佃农和分成农。到19世纪后期，阿根廷形成了一种以大地产为核心，租佃制和分成制普遍盛行的土地制度。

其次，大量欧洲移民的流入，为阿根廷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早在独立初期，里瓦达维亚政府就提出了移民垦殖的政策，希望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人力不足问题。但在动荡不定的“考迪罗主义”时期，移民政策收效甚微。从19世纪70年代起，欧洲移民开始大量涌入阿根廷，成为该国人口增长的主要源泉。1869年，阿根廷进行了第一次普查，全国人口总数为1877490人。1895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阿根廷人口增加到3954911人。到1914年第三次普查时，人口达到7885237人。1869-1914年间，阿根廷人口的年均增长率达到惊人的32.6‰，其中移民增长率为17.2‰，自然增长率为15.4‰。可见，移民在当时阿根廷人口增长中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尤为重要的是，大量移民的流入直接导致了劳动力的增长，因为绝大部分的移民是男性青年。例如1895年入境的移民中，年龄在20-40岁之间的占47.2%，1岁——20岁者占21.8%，而当地出生的阿根廷人中上述比例分别是23.4%和60%。可见，移民中劳动力人口的比重要远远大于本地人口。

与此同时，就业人口的收入及其分配情况也是决定经济增长效果的重要因素。罗伯托·科尔特斯·孔德指出，传统观点认为，阿根廷在1870-1914年的“大部分时间工资水平是下降的”，但考虑到通货膨胀等因素，“即使把30年间发生的重大波动估计在内，仍可以说阿根廷工人在这时期的实际工资是上升的”。事实也确实如此，以牛肉和面包为例，这两种阿根廷人日常消费较大的商品价格仅在1910-1918年间就分别上涨了48%和39%。

第三，大量现代技术的引进，同样为阿根廷经济的迅速增长做出了贡献。阿根廷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恰值西方发达国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如火如荼之时。大量现代技术的出现直接推动着欧美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阿根廷同样从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现代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的引进，大大降低了运输和交易成本，为土地、资本、劳动力等其他生产要素的扩大和有效利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阿根廷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农牧业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农牧业现代技术的引进更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895年的第二次全国普查表明，阿根廷拥有3.5万台谷物和苜蓿收割机，2.8万台打谷机和5000台各类其他农业机械。肉类冷藏和加工技术的引进，更是直接推动了阿根廷肉类出口的迅速增长。如前所述，阿根廷在1882年建立了第一家肉类冷藏工厂，到1914年肉类冷藏工业的出口占肉类总出口的90%。

第四，外国资本，特别是英国资本的流入，是阿根廷经济增长的重要投入要素之一。正如罗伯托·科尔特斯·孔德所说，“象阿根廷那样经济十分原始的国家，资本非常缺乏。本国居民拥有的固定资产是大片土地和城市里的房产，牛是他们的动产。他们的积蓄实际上没有其他出路。金融机构很少，而基础设施却迫切需要大量投资”。与此同时，政府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对出口税的征收，其数量是有限的，因此“政府无力为社会间接投资提供必要资金”。在这样的情况下，外国资本，特别是来自英国的资本就成为阿根廷经济发展所必要的资金来源。

表4.5 1865-1913英国对阿根廷投资的构成（单位：1000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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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低于0.5%。

资料来源：亚历杭德罗·本达涅：《1816-1914年英国资本与阿根廷的依附》（Alej and ro Bendana,British Capital and Argentine Dependence,1816-1914），纽约加兰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01页。

表4.5的数据显示，英国对阿根廷的投资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主要是以政府贷款为主。1865、1875和1885年英国向阿根廷提供的政府贷款分别占其对阿根廷投资总额的81%、73%和58%。到1895年，英国提供的政府贷款的比例才低于50%。此后，英国投资到铁路、公用事业等方面的直接投资比重不断上升，成为更加重要的投资方式。到1913年，英国对阿根廷的投资总额达到4.798亿英镑，其中直接投资达2.587亿英镑，占投资总额的54%；间接投资为2.216亿英镑，占投资总额的46%。在间接投资中，政府贷款为1.846亿英镑，只占投资总额的38%。

除了英国资本以外，美国、德国和法国的资本也先后流入阿根廷。以1913年为例，英国对阿根廷的投资为14.75亿金比索，法国、德国和美国对阿根廷的投资分别达到4.75亿金比索、2.5亿金比索和4000万金比索，其他国家的投资也达到了5.57亿金比索。到1927年，英国对阿根廷的投资为20.75亿金比索，美国、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合计投资也达到20亿金比索。可见，除英国资本以外的外部投资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

第五，第二次工业革命导致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变化，为阿根廷出口部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动力，使各种投入要素的效率得以提高。19世纪下半叶以电力的广泛运用和内燃机的发明为标志的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冶金、采煤、机器制造等原有的重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并引起电力、电器、化学、石油、汽车、飞机制造等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建立和发展。这些新兴工业部门的发展带动了国际市场对初级产品的巨大需求，成为阿根廷初级产品出口部门飞速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

最后，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一个要素，是阿根廷的统一与稳定为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的制度基础。在1880年的总统选举中，“荒漠远征”的“英雄”胡里奥·A.罗加（Julio A.Roca）将军击败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卡洛斯·特赫多尔。特赫多尔拒绝承认罗加政府，并发动叛乱。罗加亲率大军平定叛乱，迫使特赫多尔辞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职务。罗加对特赫多尔的胜利，在阿根廷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事件，以此为契机，罗加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巩固其统治地位。

首先，罗加政府决定建立首都联邦区，以削弱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强大的利益集团对国家政治生活和中央政府的干预。在击败特赫多尔的叛乱之后，罗加解散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议会，组建新的省议会。新的省议会于1880年11月通过相关决议，同意为罗加提议建立的首都联邦区划拨土地。随后，阿根廷国会通过有关法案，决定将布宜诺斯艾利斯城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中划分出来，成立首都联邦区。将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首府迁往拉普拉塔市。首都联邦区的建立，意义非凡。有学者这样评价说：“宣布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为常设首都或是所谓的‘首都联邦制化’，具有不但是经济性的，而且是政治性的重大后果。……给全国最重要的问题——土地问题和民主管理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次，罗加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完善中央公共管理体制，加强国家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罗加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各省建立民兵武装，解散各省民团，规定只有中央政府领导的国民军才有权使用武力，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内社会安定。罗加政府还第一次采用全国统一的货币，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税收管理体制。1884年，罗加政府通过法律，将过去主要由天主教会掌管的初等教育和公民登记事务划归中央政府管辖，实行免费的、世俗的义务教育制度和全国公民登记制度。

第三，罗加政府还对过去的政党进行了改组，引入了现代意义的政党政治元素。从19世纪70年代起，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现了两个党——以米特雷为领袖的民族主义党和阿道夫·阿尔希纳领导的自治党。但这两个党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它们更多地是利益联合体，经常为了控制国家的政治、经济而争斗不已。罗加执政以后，成立了阿根廷最早的全国性的政治组织——民族自治党，它作为执政联盟将各省省长均吸收进来，并任命他们在中央政府中担任要职。这样，民族自治党便具有了现代政党政治的一些基本特征，它实际上成为当时阿根廷的执政党，总统既是该党的领袖，又是得到公认的全国行政首脑，这成为“新的政治稳定的基础”。

总之，通过上述措施，罗加确立了一种精英民主政治，并以此为基础完善了国家的公共管理体制，使“阿根廷获得好几十年相对的政治统一和稳定”。这种精英民主政治的基础就是民族自治党，它主要代表的是以阿根廷农业协会（Sociedad Rural Argentina）为核心的农牧业精英阶层的根本利益，他们长期控制着阿根廷的政治权力，直到1916年反对党激进公民联盟上台执政为止。

（三）阿根廷早期现代化的悖论

正是由于上述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阿根廷经历了数十年飞速发展的“黄金时代”，成为南美洲最为“现代化”的国家。然而，阿根廷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出现了减速的趋势。例如，根据拉美经委会的统计，阿根廷GDP的年均增长率从1900/1904至1910/1914年间的6.3%下降到1910/1914至1925/1929年间的3.5%。更为重要的是，在阿根廷“黄金时代”繁荣的背后蕴含着诸多的问题，使该国的“早期现代化”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后劲。其中，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部世界的问题尤为突出。

阿根廷的“早期现代化”主要依赖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的发展（具体可参阅表4.1）。因此，阿根廷城市的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早期工业的发展，乃至现代教育的发端，都与初级产品出口部门息息相关，都是为出口部门服务的。而出口部门发展的主要动力则来源于国际市场对相关产品的需求状况。当中心国家的经济增长比较顺利，国际市场对有关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时，初级产品出口国经济便得以增长；相反，当发达国家经济陷入危机，国际市场对有关产品的需求停滞不前时，出口国经济同样会陷入危局。也就是说，阿根廷在这一时期实现的“早期现代化”实际上主要依赖的是国际市场对其重要出口产品的较大需求，其“现代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于英国和西欧国家对其产品较高的进口系数。另一方面，由于本国经济过于强调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工业消费品、机械设备则主要依赖从发达国家进口。这样，阿根廷通过大力发展初级产品出口所建立起来的经济，主要体现出对外部因素的双重依赖：一是出口产品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二是工业消费品对发达国家的依赖。这在某种程度上便是一种“依附性”的经济形态。

首先，阿根廷经济对农牧产品出口的依赖和进口工业品的依赖非常严重。到1914年，阿根廷出口产品的96%是农牧产品，其中53%是农产品，43%是畜牧产品。而本国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工业品和投入物则需要进口，其中中间产品和原材料占44.7%，工业消费品占36.1%，机器设备占19.2%。其次，阿根廷的贸易对象国相对比较集中，主要是英国和西欧的一些国家。例如，1907年阿根廷出口产品的40%流往英国，进口产品的30%以上来自英国。到20世纪20年代，阿根廷小麦出口的34%输往英国，14%出口到比利时，11%出口至荷兰。最后，阿根廷的“早期现代化”还主要依赖外国资本，特别是英国资本的大量流入。根据表4.6的数据，到一战爆发前夕，英国对阿根廷的投资达到4.798亿英镑。英国资本几乎控制了阿根廷的主要行业，成为阿根廷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生活的真正主宰。列宁的一段话可以说是阿根廷上述问题的充分写照。列宁写道：

舒尔采——格弗尼茨在一本论不列颠帝国主义的著作中写道：“南美，特别是阿根廷，在金融上如此依附于伦敦，应当说是几乎成了英国的商业殖民地。”施尔德尔根据奥匈帝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领事1909年的报告，确定英国在阿根廷的投资有875000万法郎。不难设想，由于这笔投资，英国金融资本及其忠实“友人”（外交）同阿根廷资产阶级和阿根廷整个经济政治生活的领导人物有着多么巩固的联系。

因此，由于阿根廷对英国资本、市场、和工业品的过度依赖，其经济具有典型的“依附性”特征。这种经济难以实现自身的持续发展，而是主要仰仗所依赖国家或地区经济产生的外部拉动力。在1880-1914年的“黄金时代”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时期，由于英国等发达国家经济的较快发展，阿根廷经济得以平稳、迅速的增长，但在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爆发后，阿根廷现代化的动力开始逐渐丧失。


三、进口替代和庇隆主义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是阿根廷现代化进程的分水岭。以国际市场的需求为主要动力的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在大萧条后迅速陷入困境，一味以初级产品出口部门发展所带动的增长模式步入了死胡同。在这种情况下，保守派政府的政策措施，客观上推动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在阿根廷的确立和发展，为庇隆主义的粉墨登场扫清了道路。

（一）大萧条对阿根廷的影响

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对阿根廷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1930-1931年，出口收入减少1/3，由20年代后期的年均约10亿比索下降到1931年的6亿比索。1929-1931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4%，粮食产量减少20%，制造业下降17%，比索贬值了大约25%。面对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阿根廷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如精简政府机构、改革税制、提高关税、放弃金本位制和实行外汇管制制度。其中乌里武鲁（Jose E.Uriburu）政府在1931年10月开始实行的外汇管制制度具有重要的影响。根据该制度，政府要求出口商把出口贸易中所获得的外汇卖给政府，然后政府以公开拍卖的形式把外汇再卖出去。这些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危机对阿根廷的冲击，但是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阿根廷与其主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英国的经贸关系。

随着大萧条的爆发，英国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为了解决危机所带来的困难，英国更加重视与英联邦国家之间的经贸联系。在1932年召开的渥太华英联邦会议上，英国决定对英联邦成员国实行贸易优惠，以换取英国商品进入各联邦成员国市场的优惠待遇，此即所谓的“帝国优惠制”。这种贸易安排直接威胁到阿根廷向英国的出口份额，尤其是它的肉类出口份额，因为对英国的肉类出口占阿根廷出口总值的16%。

为了减少英联邦的帝国优惠制度可能给阿根廷造成的损失，阿根廷阿古斯丁·胡斯托（Agustin Justo）政府派副总统小胡里奥·A.罗加（Julio A.Roca,Jr.)赴伦敦与英国政府的代表、英国商会主席沃尔特·伦西曼（Walter Runciman）进行谈判。经过讨论，两国于1933年5月达成了一份贸易条约，即所谓的《罗加——伦西曼条约》。

《罗加——伦西曼条约》一经签署，立刻激起了多方面的批判，“受到了阿根廷保守派以外几乎所有人的攻击”。1933年7月，阿根廷国会围绕该条约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阿根廷进步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组成的反对派联合阵线对该条约加以批判。反对派的领导人之一、阿根廷进步主义领袖利桑德罗·德·拉·托雷（Lis and ro de la Toree）严厉批评了条约对阿根廷出口配额的限制。他说：

英国的每一个自治领都有一定的配额，并有权加以管理。我的议员伙伴们不会忽视这一点吧……阿根廷是唯一不能管理自己配额的国家。新西兰可以自己管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可以自己管理，甚至南非也是如此。英格兰对于其国际人格都受到限制的帝国成员的尊重显然要胜于对阿根廷的尊重。

学术界对于《罗加——伦西曼条约》的评价，历来也存在不同观点。传统观点认为，该条约明显是不平等的，对英国的好处远远要大于阿根廷从中获得的利益。这些观点强调，虽然阿根廷通过该条约维持了对英国的出口，但维持的出口水平也仅仅是1931-1932年危机后的较低水平，而且还附加了对英国在阿根廷投资的诸多优惠，它明显地造成了阿根廷对英贸易中的不利地位。而且，该条约保护的并不是阿根廷的国家利益，而是肉类出口这个特权部门的利益，这也是其反动和保守的一面。对此，戴维·罗克的话可谓是一语中的。他说：“1933年的《罗加——伦西曼条约》，体现了经济萧条时期的保守的经济政策的另一面，即倒退的一面。”“该条约的目的是要维护寡头政治在19世纪建立起来的同英国的历史性商业与金融联系。”从20世纪60年代起，一些学者开始为《罗加——伦西曼条约》翻案。例如，安赫尔·R.努涅斯·德拉罗萨强调该条约在推动阿根廷20世纪40年代的国有化政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他说：“《罗加——伦西曼条约》……对阿根廷经济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因为它防止了阿根廷对英国贸易由于1932年渥太华会议确立的帝国特惠制而可能出现的急剧下降。”经济学家约瑟夫·图尔金认为，“《罗加——伦西曼条约》的条款是阿根廷所能达成的最好的条款，这一点是毋庸争辩的。……我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如果没有《罗加——伦西曼条约》，阿根廷的贸易将糟糕到何种地步”。

笔者认为，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罗加——伦西曼条约》大大刺激了阿根廷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的传播。例如，在该条约签订后的次年，伊拉苏斯特拉兄弟（Rodolfo Irazusta和Julio Irazusta）出版了一本题为《阿根廷和英帝国：链条上的环节，1806-1933年》的著作，对阿根廷统治阶级在条约中做出的过多让步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得到许多阿根廷知识分子的认同。该书在当时的影响很大，甚至有学者认为它的出版使民族主义成为“一支主要的思想力量”。经济民族主义的传播，至少在两个方面大大地影响着阿根廷此后数十年的现代化进程：在经济层面上，它进一步刺激了摆脱对英国依赖的要求，从而使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粉墨登场；在政治层面上，它刺激了对“经济独立”的普遍渴望，就为随后胡安·D.庇隆（Juan D.Peron）的崛起提供了便利。

（二）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确立和初步发展

事实上，早在19世纪后期，阿根廷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就提出，阿根廷必须通过发展工业来解决其经济对初级产品过分依赖的问题。例如，卡洛斯·佩列格里尼（Carlos Pellegrini）在阿根廷国会的一次发言中即提出，在阿根廷，“商业利益和工业利益不是对立的，而是互相补充的。……它们是支持和推动国家进步的双翼和双轮”。而且“工业的利益是优先的和主要的”。

到20世纪初期，以亚历杭德罗·本赫（Alej and ro Bunge）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针对世界上的一些主要国家普遍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的现实，提出阿根廷也务必实施一定程度的保护政策，优先发展工业部门，努力实现出口的多样化。只有这样，才能够使阿根廷以初级产品出口为核心的经济得到持续发展的原动力。此外，阿根廷贸易、工业和生产联盟在1919年和1924年先后召开了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经济会议，召集阿根廷国内几乎所有的贸易和商业组织与会。在这两次会议上，许多有识之士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要求阿根廷政府实行贸易保护政策来促进工业部门的发展。

然而，主要在出口利益集团和英国资本控制下的阿根廷激进公民联盟政府，对于上述呼声置若罔闻，一味地奉行自由贸易政策，从而“失去了一次将繁荣时期来自农业活动的利润用于工业发展的机会”。而1930年通过政变上台的保守派政府，仍然以出口集团的利益为核心，希望通过《罗加——伦西曼条约》来保有其本已较低的对英出口配额。

保守派政府的上述努力只是部分地解决了阿根廷初级产品出口部门在大萧条后所面临的困境，它不足以解决世界经济危机后，阿根廷所面临的外汇短缺和进口能力不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阿根廷国内用于消费和生产部门的工业制成品、中间产品便出现了短缺。与此同时，大萧条后世界各国普遍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现实，也使阿根廷保守派政府不可能再独守自由贸易的原则。因此，保守派政府先后采取了改革税制、提高关税、放弃金本位和实行外汇管制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在客观上为阿根廷国内进口替代型工业部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不过，阿根廷在大萧条后开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并不是由政府有计划进行的，而是在危机局面下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事实上，在经济危机初期，阿根廷保守派政府仅仅将外汇管制等措施视为缓解危机的权宜之计，其长远的目标仍然是着重发展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牧产品生产和出口。对此，戴维·罗克评价说：“保守派领导人在30年代常常承认，他们对进口实行的各种限制，以及调整贸易方向的各种尝试，均将促进工业的增长，但他们仍然远未对发展工业作出过审慎的承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

二战爆发后，德国对西欧的占领和英国对欧洲大陆的封锁，“对阿根廷经济的打击甚至比1929-1930年的打击还要厉害……出口在1940年收缩了20%”，阿根廷向西欧国家（除中立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外）的出口几乎完全中止。阿根廷经济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1940年，阿根廷财政部长费德里科·皮内多（Federico Pinedo）向议会提交了一份“经济复兴计划（亦称‘皮内多计划’）”，提出摆脱危机的几个主要措施：一是由国家收购剩余农产品，提高农产品价格，并限制土地持有者提高地租；二是促进工业发展，加强工业品出口，“皮内多计划”建议，设立一个工业信贷基金，实行出口退税制度，规定退还工业品出口商进口原料或资本货的关税；三是建议扩大建筑业发展来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并以长期抵押的方式向民众提供廉价住房；四是建议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期望美国取代英国成为阿根廷发展工业所需货物的供应商和阿根廷出口的新市场。

尽管“皮内多计划”对农业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工业的关注，为工业安排的信贷总额只有农业信贷的1/6，而且皮内多在议会辩论时也强调，农产品出口是阿根廷经济的“主要轮子”，工业部门只是“次要轮子”。但在笔者看来，该计划是阿根廷政府部门第一次系统地提出通过发展工业部门来解决本国的经济问题。在这种意义上说，“皮内多计划”的出现，标志着阿根廷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活动开始由自发转向自觉，进口替代工业化成为此后数十年阿根廷现代化进程的主旋律。

具体地说，从20世纪3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期的50年时间，是阿根廷现代化进程的进口替代时期，这一时期可以细分为四个阶段：一、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起步阶段（30年代初至4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的进口替代过程并不是阿根廷政府有意识地推行的，而是在大萧条和二战等外部影响下被迫进行的，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进口替代的工业发展主要侧重于食品加工、纺织等非耐用消费品方面。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深化阶段（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庇隆主义与进口替代活动的结合，使进口替代工业化成为系统的发展战略，也成为庇隆政府实现其“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正义”三大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进口替代活动的重点也转向了钢铁、机械等耐用消费品、资本货等领域。三、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调整和衰落阶段（5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中期）。1955年推翻庇隆政府的“发展主义”军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去庇隆化”运动，导致整个国家出现了庇隆主义与反庇隆主义的对立，官僚威权主义政权与民众主义政权交替出现更迭频繁，但前一阶段深化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目标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四、进口替代工业化退出历史舞台的阶段（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1973年10月，庇隆再次当选总统，提出了“先恢复，后解放”的口号，通过国有化、关税保护、增加食品补贴等措施，实现了经济的短暂恢复。但石油危机的爆发和阿根廷国内的日益分裂，以及1976年上台的军政权开始在阿根廷进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试验，充分表明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已经无法逆转了。

以下，让我们从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着手，以进口替代与庇隆主义、反庇隆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线索，简要阐述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初阿根廷现代化的基本历程。

如前所述，在初级产品出口繁荣时期，阿根廷已经发展了早期的工业，尤其是与出口部门关系比较密切的工业，如食品加工工业、纺织业等。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军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工业部门发展的政策，使阿根廷工业部门获得了迅速增长。如表4.6所示，1935-1946年间，阿根廷工业部门的发展非常迅速，无论工厂数量还是就业的工人数量，均有了大幅度的增长，有些年份的增长率甚至超过了10%。

表4.6 阿根廷工业部门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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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曾昭耀主编：《现代化战略选择与国际关系——拉美经验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

二战爆发后，阿根廷政府一直坚持中立政策，利用交战双方对粮食、原材料等物资的巨大需求，保持了本国农牧业生产部门的高速增长，从而获得了大量外汇储备。然而，由于欧美国家陷入战事，阿根廷过去日常消费和生产所需要的一些工业品难以从这些国家进口，国内面临着工业品供给不足的局面。这是初级产品出口模式面临大萧条或战争等外部冲击时必然出现的结果。面对这种情况，阿根廷政府开始着力发展本国的工业生产，以替代过去依赖进口的同类产品。表4.7的数据表明，阿根廷工业化的程度与其进口系数的下降密切相关，这在某种程度上正好说明了其工业发展具有明显替代进口的含义。

表4.7 阿根廷进口系数、工业化系数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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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塞尔索·富尔塔多著：《拉丁美洲经济的发展：从西班牙征服到古巴革命》，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95-96页。

不过，这一时期的工业发展属于典型的进口替代简易阶段，主要以替代生产非耐用消费品为主，食品加工、纺织、皮革、制鞋、服装加工等轻工业企业发展尤为迅速。到1945年，制造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22.8%，首次超过了农业生产所占20.3%的比重，一般工业消费品的国内自给率达到了97.4%。这样，就为阿根廷迈入进口替代的深化阶段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庇隆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阿根廷进口替代的深化阶段恰逢庇隆主义大行其道之时。

如果说进口替代工业化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近50年间阿根廷现代化进程的主旋律，那么庇隆主义则是自40年代中期以来影响该国发展进程的、最为激动人心的乐章。阿根廷现代化进程的成败得失，几乎都与庇隆主义息息相关。例如，有学者指出：“庇隆主义坚持‘经济独立’的方针，开辟了阿根廷民族经济发展的道路，为阿根廷最终摆脱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控制，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奠定了基础。”但也有学者强调，阿根廷在20世纪的失败，主要责任在于庇隆主义。美国学者保罗·刘易斯就说：“无论是工业家、商人还是农场主，庇隆主义的经济战略一开始就激起了他们的反对，然后他们就疏远政府，最后则撤回他们的投资。对未来的信心一旦被破坏，就很难再拾起来了。……这可能是阿根廷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本原因吧。”无论如何，庇隆主义与反庇隆主义之间的博弈，几乎主导着战后阿根廷现代化进程的方方面面。

庇隆主义，又称正义主义，是由胡安·庇隆在20世纪中期后逐渐提出和发展的一种学说。这种学说的基本内容就是庇隆本人在1950年10月17日在五月广场集会发表演讲时概括的所谓正义主义的“20条真理”。

简要地说，庇隆主义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正义”三个方面。“政治主权”是指政治上重视人的作用。他认为，庇隆主义完全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哲学。一切努力都是为人着想，凡是对个别人适应的，也应当适应于个别人所依赖的社会，因此，为了使阿根廷人成为自由人，国家必须拥有政治上的主权。“经济独立”是指把国家经济从监护、控制和支配它的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下彻底解放出来，主张外资企业国有化，限制外国资本的发展，加强国家干预，支持国营和本国私人工业的发展，逐步改变经济结构，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社会正义”是指实行社会福利和社会改良，提高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主张“人道地使用资本”，迫使资本家为工人增加工资、安排就业，改善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等。

庇隆主义的上述理论主张是他对20世纪30年代以后阿根廷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所出现各种矛盾，以及阿根廷所面临的国际矛盾（尤其是与美国之间的矛盾），进行系统的思考，并在吸收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其他理论流派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成为庇隆执政时期（1946-1955;1973-1974）进行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理论指导。

1946年2月24日，庇隆在大选中战胜由社会党、激进党、进步民主党和共产党组成的“民主联盟”候选人何塞·坦博里尼（Jose Tamborini），当选为阿根廷总统。庇隆上台执政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实施他的理论，并通过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庇隆主义理论。

第一，庇隆政府本着“国家主权”的基本原则，加大了国家对政治活动、经济领域和社会事务的干预和调节，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正如阿瑟·惠特克所言，“当1946年庇隆上台执政时，在阿根廷，政府干预经济生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庇隆所作的是进一步扩大这些措施，使之系统化，使这种制度成为一种学说，并给予这种制度和学说以最高的法律认可”。为此目的，庇隆政权对1853年宪法进行了修正，颁布了1949年宪法。该宪法第38条规定：“私有财产有其社会职能，因而它必须服从于法律为公共利益而确立的义务。通过法律，国家可干预经济和垄断任何具体活动以保障公众利益。”第40条则规定：“矿藏、瀑布、石油、煤炭、天然气和其他动力资源均为国家所有。公共事业属于国家，在任何情况下不得租让给外国。私人所有的企业将通过购买和转让转入国家手中。”

庇隆上任不久，其政府就开始通过国家的大量投资，逐渐建立了比较强大的国家资本体系。1947年，庇隆政府成立全国国营工业局，投资兴建了一批民用和军工企业，如国家煤气公司、国营水利电力公司、萨普拉钢铁公司、阿根廷钢铁合营公司、阿根廷航空公司等。政府还同私人企业进行合作，成立合营公司，扩大国家资本在一些大型私人企业中的份额。与此同时，庇隆政府还专门成立了阿根廷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全国的进出口贸易进行严格管理。庇隆政府还特别重视计划在经济中的作用，在1946-1955年间，先后实施了两个五年计划，使国家基本掌握了钢铁、石油、公共交通、电讯、海运、铁路运输等关键部门。

第二，为了实现其“经济独立”的目标，庇隆政府将国有化和工业化作为其经济政策的核心。1947年7月，庇隆发表《阿根廷经济独立宣言》，强调：“阿根廷人民坚定的目标是取得经济独立，……没有经济独立，社会公正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我们不能支配我们自己的财富，宣布和实行我们国家的经济独立就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实行经济独立，就意味着打破资本帝国主义和国际资本主义的枷锁”。为实现上述目标，庇隆政府任期伊始就利用战时积累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将一批外国公司收归国有。例如，庇隆政府以1.5亿英镑的代价收购了英国资本在阿根廷的2.4万公里的铁路及其各种附属公司，以1100万英镑的价格收购了法资铁路公司，以3.19亿比索的外汇购买了美国资本控制的阿根廷电话公司，等等。通过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外国资本在阿根廷总投资中的比重急剧下降，从1930年的30%减少为1949年的5%，其中英国投资同期从20亿美元下降到2.43亿美元，美国资本从4.8亿美元减至3.2亿美元。

为了巩固国有化的成果，庇隆政府还大力发展民族工业，真正意义上将阿根廷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提升到战略高度。1946年10月21日，庇隆向议会提交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要巩固现有的、使用本国原材料、满足国内消费的工业，以替代过去同类的进口品。第一个五年计划还规定，在阿根廷经济发展中增加66.63亿比索的投资，用于工业生产、交通设施、公益事业、鼓励移民等的方面。“一五”期间，阿根廷共进口近2万套机械设备，用于替代进口工业部门和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庇隆政府还制定了《钢铁工业计划》，大力兴建钢铁厂、农机厂、飞机制造厂、汽车制造厂等工业企业。与此同时，为了有效地保护本国的工业企业，庇隆政府除了成立阿根廷贸易促进委员会以外，还实施了严格的关税保护制度。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使阿根廷的工业生产能力大大提高，1950年的工业产量比1943年增长了50%，1953年的纺织工业产量比1940年增加了3倍。

第三，庇隆政府通过职团主义来实现其“和平的民众革命”和建立“有组织的社会”即“社会正义”的目标。为此目的，庇隆强调，庇隆主义将把阿根廷建设成为“一个拥有完美有序社会的有序国家，一个人民有序、组织的有序国家，和一个国家能为人民所用的社会……这将是未来的政治形式，也就是说，这是真正的人民民主，这是真正的社会民主”。要实现这种“真正的社会民主”，有组织的、为政府所控制的工会运动就成为了庇隆政府的有力武器。对此，庇隆强调：“工会有害于雇主的看法是极其荒谬的，这也是极其不可能的，相反，工会是避免工人与雇主冲突的最好的方式……是达成协议的手段，不是斗争的工具。”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庇隆将经济总联合会、自由职业者总联合会、大学总联合会和中学生联盟等全国性的工会组织都合并到全国劳工总联合会。而且，庇隆政府还专门通过了劳工权利法案，保障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劳资集体谈判、退休制度、有薪假期、失业补贴等维护劳工权益的做法，也得到普遍推广。这一切都大大推动了工会运动的广泛发展。1946年参加工会的人数为87.73万人，1948年就增加到153.29万人。这样，庇隆通过有组织的工会运动达到了职团主义的根本要求，即国家严格控制下的职团合作，为其实现建立一个以军人、有产阶级和工人为基础的“新社会”奠定了基础。

除此之外，庇隆政府还特别重视提高社会下层的收入水平，以实现其“社会正义”的目标。为了实现收入再分配，庇隆上台后采取了扩大就业、提高工资、增加抚恤金和养老金、控制物价、实行消费品价格补贴制度、冻结房租和地租、增加财政支出中的消费性开支等政策措施，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人工资和福利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例如，1947年和1948年，工人的工资分别增长了25%和24%，劳动者的工资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从1947年的37.3%提高到1949年的45.7%。

通过上述政策措施和有利的国际市场条件，阿根廷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46年和1947年分别达到了8.6%和12.6%的增长率，再加上超前的收入分配政策，庇隆设想的“新社会”似乎近在眼前了。然而，从1948年起，由于国际市场农牧产品价格的下降，阿根廷外汇储备的减少，以及连年旱灾，阿根廷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以至于“阿根廷这样一个不久前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牛肉和小麦出口国之一，不得不实行牛肉定量供应，进口小麦，并且得啃黑面包过日子”。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庇隆政府不得不进行一些调整，提高农产品价格，控制工资的增长，缩减公共开支，颁布新的外资法，使阿根廷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庇隆政府的政策，还是引起了阿根廷社会的分裂。从再分配政策中获利的劳工、中产阶级等成为庇隆政权的有力支持者。传统出口集团和外国资本集团却成为反庇隆主义的核心。于是，在阿根廷的政治史中，就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识形态倾向的抉择：一个是支持庇隆政策的民众主义倾向，另一个则是反对庇隆政策的官僚威权主义倾向。1955年后阿根廷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就充斥着上述两种倾向之间的抉择，其政治、经济形势也在这种循环往复中逐渐陷入危机，最终使阿根廷走向了“衰败”。

（四）庇隆主义与反庇隆主义博弈与阿根廷社会的分裂

1955年9月的“解放革命”迫使庇隆流亡海外，23日政变领导人爱德华多·洛纳尔迪（Eduardo Lonardi）宣誓就任临时总统。

庇隆政权的倒台，使饱受压制的传统出口利益集团有了更大的机会，他们强调庇隆主义的错误在于抛弃了阿根廷的“天赋优势”，因而要求恢复以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发展战略。然而，这种旧战略“已经是一个不大实际可行的选择方案”，因为庇隆主义已经“把在1929年危机之后采取的权宜之计变成一个较为持久的计划”。其结果，在大土地所有者、外国资本家、农业资本家等传统的社会阶层之外，迅速崛起了一个工业资产阶级、新的商业与官僚中产阶级，以及广大的劳工阶层。阿根廷社会由此也出现了分裂，反对庇隆主义的传统阶层和支持庇隆主义的新兴阶层。在这种情况下，洛纳尔迪上任后提出了“既无赢家，也无输家”的口号，在政治上主张联合庇隆主义的工会领袖，保留庇隆政府时期的绝大部分政策、法令；在经济上，委托劳尔·普雷维什制定了一份经济发展计划，并没有纠缠于农业立国还是工业立国的问题，而是继续强调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问题。洛纳尔迪的这种政策引起了军政权内部其他利益集团的强烈不满。结果，洛纳尔迪政府仅维持了2个月的时间即被阿兰布鲁（Pedro Eugenio Aramburu）政府所取代。

阿兰布鲁将军担任总统后，强调阿根廷的难题在于庇隆主义与反庇隆主义之间的斗争，消除庇隆主义的影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因此，阿兰布鲁政府发动了一场“去庇隆化”运动，全面废除庇隆政府颁布的法令和制度，清洗政府内部的庇隆主义官员；宣布庇隆主义党为非法组织，严禁宣传庇隆主义；废除庇隆时期制定的职业协会法，允许不同派别的工会同时存在，以便“肃清庇隆主义在劳工运动中的影响”。同时，废除庇隆政府制定的1949年宪法，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采取货币贬值、国营企业私有化、寻求外国投资和贷款等政策，将庇隆时期没收的财产归还原主。阿兰布鲁的改革取得了有些“尴尬”的结果。以加强传统农牧业出口为主要目的的政策，却带来了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1955-1957年的工业生产总值分别增长了12.2%、6.9%和7.9%。另一方面，阿兰布鲁政府对庇隆主义的压制，不仅没有达到消灭庇隆主义的目的，反而使这个国家陷入了分裂的境地，庇隆主义和反庇隆主义的博弈更加激烈了。这种情况在1958年2月的总统选举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面对国内日益分裂的局面，阿兰布鲁军政权决定举行大选，让权给文人政府。在庇隆主义党的暗中帮助下，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候选人弗朗迪西（Arturo Frondizi）在1958年2月的大选中获得了45%的选票，同年5月正式就任阿根廷总统。

弗朗迪西上台后，采取了“没有庇隆的庇隆主义”政策，如提高个人工资、增加抚恤金、限制物价上涨等。这些政策遭到反庇隆主义势力，特别是农牧业出口集团的强烈反对和抵制，结果是阿根廷的经济形势日趋恶化，国际收支危机进一步加剧。为了解决经济危机，弗朗迪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首先，他提出了一项稳定化计划，规定稳定本国货币、取消对外贸易的限制、停发补贴、减少公共赤字等政策，以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3.28亿美元的贷款。其次，弗朗迪西从发展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阿根廷经济发展的“核心就是引进外资和促进工业发展”。为此，他提出了一项宏大的工业发展计划，建立了国家工业促进委员会，制定了鼓励吸引外资的政策，以进一步深化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上述计划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通货膨胀率从1959年的113.7%下降到1960年的27.3%和1961年的13.5%，1960、1961年的经济增长率均超过了7%，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汽车工业和石油工业，钢铁、电力等工业部门有了大幅度增长，并实现了石油的基本自给。

在1962年3月举行的议会和地方选举中，弗朗迪西宣布恢复庇隆主义党的合法地位，使之得以参选。结果，庇隆主义党获得了35%的选票，取得了10个省的领导权和国会的46个议席。持反庇隆主义立场的军方随即宣布选举无效，并于3月29日发动政变，颠覆了弗朗迪西政权，由参议院主席基多（Jose Maria Guido）任代理总统。此后，庇隆主义与反庇隆主义的斗争在阿根廷是愈演愈烈，从1963-1973年间先后出现了伊利亚（Arturo Illia）政府（1963年7月至1966年6月）、翁加尼亚（Juan Carlos Ongania）军政权（1966年6月至1970年6月）、莱温斯顿（Roberto M.Levingston）军政权（1970年6月至1971年3月）、拉努塞（Alej and ro Lanuse）军政权（1971年3月至1973年5月）、坎波拉（Hector Campora）政府（1973年5月22日至10月12日），直至庇隆在1973年的回归。但庇隆及其夫人马丁内斯·德·庇隆（Martinez de Peron）的执政也仅仅持续到1976年。

在这一系列频繁更迭的政权背后，实际上就是民众主义与官僚威权主义相互博弈、此消彼长的过程。当民选政府为解决国内社会矛盾而与庇隆主义者结盟时，他们往往就被指责具有“以政治煽动、组织不稳定、经济不负责任和过度慷慨的再分配为特征的民众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将进一步破坏阿根廷的“天赋优势”，打击其出口部门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出口集团往往借助军人的力量，推翻民众主义的政权，建立起有助于自身发展的“官僚威权主义”军政权。于是乎，在庇隆主义与反庇隆主义、民众主义与官僚威权主义的循环抉择之后，阿根廷社会的“断裂型”结构变得更加持久化、制度化了。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政治、经济等诸方面都呈现出矛盾性。

在政治领域，阿根廷社会这一时期的核心矛盾是庇隆主义与反庇隆主义的斗争。在阿根廷，支持庇隆主义的主要社会阶层是劳工和新兴的民族资本家阶层，他们主张民众主义的政治模式和内向发展的进口替代战略。反对庇隆主义的主要是传统的出口利益集团和跨国资本家阶层，他们强调政治稳定和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所以往往与军人结盟，成为官僚威权主义政府的核心力量。尽管庇隆1955-1973年间一直都流亡海外，但庇隆主义思想和政治理念，在阿根廷国内有着巨大的影响。这样，在“民众主义——官僚威权主义”不断循环往复的抉择中，庇隆主义力量往往成为左右阿根廷政治方向的重要力量。在民众主义政府时期，庇隆主义势力往往会成为政府的盟友，成为其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的强大支持力量。但军政权时期，庇隆主义势力往往成为政府压制、打击的主要对象，这势必导致中下社会阶层的贫困化，社会不公的问题就更加突出。此时，庇隆主义就成为这些社会阶层进行斗争的理论指导，军政权时期在阿根廷存在大量庇隆主义或亲庇隆主义的政治组织，甚至游击队，就充分说明了庇隆主义在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影响力。

在经济领域，这一时期阿根廷的主要矛盾是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深入发展与农牧业出口部门发展之间的矛盾。实际上，这一对矛盾在庇隆第一次执政时期就已经表现得非常突出了：其一，庇隆政府为了发展工业部门，在言辞上猛烈抨击农牧业出口集团，引起该集团的敌意和恐惧，但在实际政策执行上却没有真正削弱他们的影响力，因为其进口替代工业发展所需资金还要依赖农牧业出口收入来维持；其二，庇隆为了更广泛地动员劳工阶层，采取了“过度慷慨”的再分配政策，限制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将大量资金用于消费领域，而不是生产性领域，这又进一步扩大了资金短缺的矛盾；其三，阿根廷进口替代工业部门的发展不仅没有产生一个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出口部门，相反其“大而全”的工业发展计划对传统出口部门的依赖变得越来越严重，引起了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在1955年的“解放革命”之后，进口替代与农牧业出口部门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再加之，农牧业出口部门的发展不仅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而且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因此阿根廷传统出口部门的发展必然会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波动，这势必影响到其进口替代工业部门的发展，使其整个经济部门都表现出周期性的波动。

表4.8 1950-1981年阿根廷经济年均增长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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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六卷（上），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页。

“断裂型”社会结构和“民众主义——官僚威权主义”循环的政治进程，严重地影响了阿根廷此后的经济发展实绩。根据表4.8的数据，阿根廷经济1950-1981年间的经济增长率仅有2.9%，大大低于巴西（6.8%）和墨西哥（6.6%）的水平，甚至只有整个拉丁美洲地区经济增长水平的一半左右。工业部门的情况同样如此，1950-1981年间，阿根廷工业部门的年均增长率只有3.1%，而巴西、墨西哥同期的增长率分别为7.6%和7.4%（参见表4.9）。由此可见，阿根廷在50年代后的30年时间里，其现代化进程的步伐明显放缓了。

表4.9 1950-1981年阿根廷工业部门年均增长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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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6卷，上），第199页。


四、政治经济危机和新自由主义改革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阿根廷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日益加剧，东山再起的庇隆主义政权试图解决国内危机的一系列措施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阿根廷国内政局再次出现动荡，经济形势也不断恶化，其结果导致军政权于1976年粉墨登场。军政权一方面采取“国家恐怖主义”的高压政策，力求稳定国内的政治局势，另一方面则开始运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进行改革，希望以此扭转阿根廷经济下滑的趋势。然而，80年代债务危机的加剧和马岛战争的失败将军政权逐出了历史舞台，阿根廷从此开始进入了政治民主化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新阶段。

（一）军政权：“肮脏战争”和新自由主义

1976年3月24日，阿根廷右翼军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庇隆夫人领导的政权，建立了由三军司令组成的执政委员会，并由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Jorge Rafael Videla）将军出任总统。政变当天，执政委员会就发表宣言，强调政变的合法性。宣言指出：“庇隆主义政府丧失了其存在的伦理和道德基础。它的经济政策导致了腐败和失职，造成了无政府状态。回顾过往20年的历史，执政委员会认定，所有解决国家危机的宪政机制都失败了，所以武装部队不得不接管政权。”只有这样，才能够在阿根廷恢复“道德、能力和效率”等“基本的价值”。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为了使阿根廷重振雄风，军政权提出了所谓的“国家改组进程”的纲领。

在政治领域，军政权强调，必须消灭异己分子，保证军政权的稳固，为此发动了一场所谓的反“颠覆”战争，史称“肮脏战争”，或称“国家恐怖主义”。军政权在武装部队和秘密警察中成立了许多支秘密行动队，经常在大街小巷或居民家中搜寻和任意逮捕所谓的“颠覆分子”，将他们送往各地的审讯中心，严刑拷打一切有嫌疑的人士。因此，经常有左翼人士甚至是无辜市民遭到秘密绑架和劫持，随后就从人间“失踪”了。对于这种情况，卢西亚诺·本杰明·梅内德兹将军在军政权发动“肮脏战争”之时曾警告说：“我们将不得不杀死5万人，2.5万人是颠覆分子，2万人是同情分子，5000人是错杀者。”不幸的是，他的话被证明是比较接近事实的。对于“肮脏战争”中“失踪者”人数的统计，历来存在很大的差异，比较保守的估计是由美洲国家组织的人权委员会作出的，认为有大约6000人，大赦国际的数字是2万人，而1983年恢复宪政后的阿根廷政府在1984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提出，可以确定的失踪者有8961人，但由于缺乏记录，实际数字可能要大得多。

在经济领域，军政权则开始实行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军政权成立后，经济学家马丁内斯·德奥斯（JoséAlfredo Martínez de Hoz）出任经济部长，他强调必须彻底改革阿根廷以国家干预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实行皮诺切特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1976年4月2日，马丁内斯·德奥斯提交的经济计划便是按照新自由主义思路来设计的，主张通过自由竞争和限制国家作用来建立一种“生产性的经济”。具体地说，军政权主要采取这样一些调整和改革的措施：实行贸易自由化，开放国内市场，降低进口关税，鼓励发展出口部门；改革宏观经济结构，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停止对工业出口的补贴；减少甚至取消国家对价格、汇率、利率、工资等方面的干预和控制，强化市场的调节机制；改革金融体制，实行金融市场自由化，批准建立新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实行利率自由化和新的汇率制度，允许利率逐月浮动；对外国资本开放，加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商业银行的合作等。

马丁内斯·德奥斯的经济政策尽管在短时间里改善了国际收支，增加了外汇储备，减少了财政赤字，降低了通货膨胀，提高了农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吸引了更多的外国资本，但其政策本身的内在缺陷使阿根廷在1980年以后又一次陷入严重危机之中。一方面，马丁内斯·德奥斯的政策鼓励了大量资金流入阿根廷金融体系，而不是生产部门，具有明显的投机性。这些投机性资金的流入导致公共外债急剧增加，国家偿债负担迅速加重。外债总额由1975年底的60.26亿美元激增至1981年的356.71亿美元。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的结果对本国低效率工业部门的冲击特别大，开始了一个所谓的“逆工业化”的进程，导致大量企业倒闭，失业陡升。1975-1981年，阿根廷制造业连续出现负增长，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37.3%下降到22.4%，同期产业工人的每小时平均工资下降了39.3%。

1981年3月，魏地拉总统任职届满，由罗伯托·比奥拉（Roberto Viola）接任，马丁内斯·德奥斯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亦告一段落。比奥拉上台后，阿根廷经济继续恶化。1981年全年比索贬值600%以上，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1.4%，制造业生产萎缩22.9%，实际工资减少19.2%。1981年经济危机的不断加剧注定了阿根廷将迎来一个不平静的1982年。

（二）马岛战争和债务危机

1982年对于阿根廷来说是一个灾难般的年份。在政治和外交领域，阿根廷军政权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的孤注一掷导致了军事上的惨败，而发轫于墨西哥的拉美债务危机也没有放过阿根廷。在这种双重打击下，阿根廷军政权走到了末路。

阿根廷与英国之间围绕马岛问题的争端，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也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斗争。根据有关史料记载，英国探险家约翰·斯特朗于1690年发现两主岛之间的海峡，并以当时英国海军司库福克兰子爵的名字把它命名为“福克兰海峡”，并首次登上该岛。后来，英国便称该群岛为“福克兰群岛”。18世纪初，许多法国人陆续到过该岛，并根据法国港口城市圣马洛的名字将它命名为“马洛于内群岛”，西班牙名称“马尔维纳斯群岛”即出于此。

1816年，“拉普拉塔联合省”正式宣布独立后，宣布继承西班牙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1833年1月，英国海军占领该群岛，并宣布对之拥有主权。此后，马岛长期为英所占，但阿根廷从未放弃其主权要求，多次对英的占领提出异议。从20世纪60年代起，两国也就此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但均未达成一致。

1982年2月26-27日，英阿又在纽约举行正式谈判，但毫无结果，双方关系趋于恶化。而此时阿根廷国内出现的一系列变化，亦推动双方最终兵戎相见。1981年的经济危机导致了军政权内部的分裂，并最终于1981年12月迫使比奥拉辞职，由军内的强硬派列奥波多·加尔铁里（Leopoldo Galtieri）接任总统职位。加尔铁里政府出于内政、外交和经济上的需要，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彻底消除长期存在的殖民主义这一“毒瘤”，决定采取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其他形式”来结束英国殖民主义者对马岛、南乔治亚群岛和南桑德韦奇群岛的武力统治，并在国内开始了积极的备战活动。

1982年3月28日，阿根廷出兵向马岛进发。4月2日，占领马岛首府斯坦利港，并将之改名为阿根廷港，次日占领南乔治亚岛首府格里特维肯港，宣布收复马岛主权，成为阿根廷的第24个省。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立即宣布与阿根廷断绝外交关系，向福克兰群岛派出以2艘航空母舰和100多艘舰艇组成的特混舰队，决心以武力收复对福克兰群岛的主权。同日，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第502号决议，要求阿根廷立即从马岛撤军，敦促英、阿两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

美国方面也开始进行积极斡旋，提出了解决冲突的具体建议，即要求在联合国安理会第502号决议的框架内解决冲突，阿根廷从马岛撤军，英国也撤回其特混舰队，双方进行直接谈判等。在其建议被阿根廷拒绝后，美国遂于4月3日宣布，鉴于阿根廷方面不接受美国的建议，美国将停止斡旋，停止向阿根廷出售武器，对它实行经济制裁，公开支持英国。

4月25日，英国首批部队登上南乔治亚岛，重新占领该岛，岛上的阿根廷人投降。同时对马岛周围200海里水域进行海空封锁，阻止阿根廷增援马岛守军。马岛战争全面爆发。5月2日，英国核潜艇击沉阿根廷“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致使368名阿根廷士兵丧生，逐渐取得战争的主动权。经过一系列战斗，英国逐渐将阿根廷守军围困在马岛首府斯坦利港，并于6月12日发起总攻。6月14日，阿根廷守军司令梅南德兹（Bernardo Menendéz）将军审慎分析局势后，率9800多名守军投降，并命令部队撤出了马尔维纳斯群岛。马岛战争以阿根廷的失败而告结束。

马岛战争的失败激化了阿根廷国内的种种矛盾。1982年6月15日，布宜诺斯艾利斯民众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政府当局作出的停火和撤军的决定，要求收回马岛主权，谴责军政府的无能。各党派联合组成了多党委员会，强烈谴责“军人们既不会掌权，又不会打仗”，要求军政府下台，恢复国家宪法体制和民主。加尔铁里政府于6月17日被迫辞职，由退休将军雷纳尔多·本尼托·比尼奥内（Reynaldo Benito Bignone）组成过渡政府。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阿根廷人对之有深切的体会。

1982年8月12日，墨西哥财政部长吉色斯·席尔瓦·埃尔佐格（Jesus Silva Herzog）分别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管主任拉罗西埃（Jacques de Larosiere）、美国总统里根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致电，宣称墨西哥已无力偿还到期的债务本息，要求提供紧急财政援助以缓解支付危机。以此为信号，拉美爆发了一场席卷该地区几乎所有国家的债务危机。

阿根廷亦未能幸免，而且成为债务危机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阿根廷债务危机的严重程度可以从其负债率和偿债率的变化来加以判断。所谓的负债率是指负债总额占出口总额的比率；偿债率表示债务的还本付息额占当年出口收入的比率。一般说来，国际公认的债务安全警戒线是负债率不高于100%，偿债率不高于20%。但到1983年，阿根廷的上述两项指标分别为251.9%和24%，均超过了债务安全警戒线，成为严重的欠债国。

马岛战争的失败和债务危机的加剧，对阿根廷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双重打击，也对阿根廷国内的政治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1982年6月上台的比尼奥内政府为了缓解危机的影响，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开出的调整方案，即通过紧缩政策来减少公共赤字，以牺牲增长率来降低通货膨胀和缓解经济危机的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整方案不仅涉及经济层面，还附加了其他方面的条件，其中至关重要的是要求阿根廷政府恢复民主政府。

这种要求与阿根廷国内的政治局势不谋而合。比尼奥内政府的紧缩性调整政策并没有缓解经济危机。1982年5月至1983年5月，阿根廷的通货膨胀高达310%，失业或半失业的经济自立人口高达220万。在这种情况下，阿根廷国内要求结束军政权，恢复民主政府的斗争此起彼伏，并同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失踪者”家属和人权组织要求审判军政府有关人员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面对民主运动的强大压力，比尼奥内政府在1982年底宣布于1983年10月30日举行大选。

在预定的大选中，激进公民联盟的候选人劳尔·阿方辛（Raul Alfonsin）提出了“恢复民主制度”的口号，赢得了广大选民的支持，以52%的选票胜出。1983年12月10日，阿方辛宣誓就任总统，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在政治方面，阿方辛政府采取措施来重点解决军人干政的问题。首先，取消军政权在1983年9月23日颁布的《全国和解法》（亦称“大赦法”，规定赦免近10年犯有恐怖主义或颠覆罪行的人和被指控侵犯人权的军警），开始审讯1976-1982年三届军人执政委员会的9名成员，成立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军政权进行“肮脏战争”时的种种罪行。其次，着手改革军队体制，规定总统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陆海空三军司令体制改为隶属于总统的参谋长制，国防部长由文职人员担任等。与此同时，阿方辛政府还强调实现“全国团结”，营造一种民主政治的氛围。考虑到从1930年以后的50年时间里阿根廷爆发了6次成功的军事政变，经历了长时间军人干政的苦难历程，阿方辛政府的上述改革措施具有格外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从制度上杜绝了军人干预政治的可能性，为阿根廷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深化奠定了制度基础。

在经济领域，阿方辛政府一方面试图改革长期进口替代战略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去除庇隆主义的种种影响，另一方面又希望避免重蹈马丁内斯·德奥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覆辙。因此，它的调整政策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和混合性，其核心就是1985年6月实施的“奥斯特拉尔计划”。根据该计划，阿方辛政府改革币制，发行新货币，规定1奥斯特拉尔兑换1000旧比索，兑换1.25美元；冻结工资和基本食品价格，维持公用事业收费标准；将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进行改组和私有化，改革公共行政部门。奥斯特拉尔计划初期颇具成效，通货膨胀率从1984年的688%迅速下降到1986年的81.9%，但“在1987年初已经成了一颗正在陨落的星星”。阿方辛政府被迫于1988年8月开始实施所谓的“春季计划”，试图控制阿根廷经济的危机，但最终也以失败收场。阿根廷经济陷入了空前危机之中。1989年2月至5月，美元与奥斯特拉尔的比价大约上升了1000%，整个上半年的货币贬值达到惊人的4794.5%。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1989年第一季度下降了5%。1989年前5个月的财政赤字达到5.38亿奥斯特拉尔，同比增长3.7倍。通货膨胀率持续上升，到1989年6月达114%，7月更是上升到196.6%。

1989年5月14日，正是在这种严重的经济危机的背景下，阿根廷进行了总统选举。正义党候选人卡洛斯·梅内姆（Carlos Saúl Menem）赢得了49%的选票，战胜了激进党候选人爱德华多·安赫洛斯（Eduardo Angeloz），后者获得了37%的选票。大选后的阿根廷危机依旧，并发生了哄抢商店等一系列暴力事件，阿方辛政府被迫辞职。当年7月8日，梅内姆提前就任阿根廷总统。这次大选及随后的权力交接在阿根廷政治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两届文人民选政府和平移交权力，这在该国1928年以来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其民主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三）新自由主义改革和金融危机

提前上台的梅内姆政府接手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月通货膨胀率接近200%，接近6亿奥斯特拉尔的财政赤字，沉重的外债负担，火箭般上升的物价水平（1989-1990年消费物价上升了20594%）。就此危局，梅内姆彻底摒弃了前任过渡性与混合性的政治、经济改革，放弃了庇隆主义的许多传统做法，转而更多地从新自由主义处方中找寻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于这种转变，有学者评价说：

如果说，阿方辛政府是在解决债务危机的努力中不得不接受西方债权国和债权银行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提出的经济调整措施与改革政策，从而接受了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计划的话，那么，梅内姆入主玫瑰宫则标志着阿根廷开始全面接受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走向自觉的经济结构改革和确立新经济发展模式的道路。

具体地说，梅内姆上任后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指导，以私有化、美元化、贸易自由化等为基本内容的全面经济改革。

首先，梅内姆政府鉴于阿根廷国有企业日益严重的亏损和低效率，确立了以国有企业私有化为突破口的改革思路。1989年，阿根廷最大的13家国有企业（不包括国防工业）亏损38亿美元。1990年上半年这13家企业的亏损额增加了35%，其中国家石油矿藏管理局（YPF）、国有铁路公司、国家电信公司（ENTEL）和天然气公司等4家国有企业的亏损额即高达26亿美元。国有企业的严重亏损迫使国家投入巨额资金，造成公共部门的支出和赤字日益增加。与此同时，由于国家对私人部门缺乏鼓励措施，私人部门的投资率很低，而国有企业的不良管理则使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在下降。国有企业逐渐失去了影响经济增长的能力，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针对上述问题，梅内姆上任不久就向议会提交《国家改革法》，并于1989年8月获得通过。《国家改革法》以立法的方式使政府获得了对除大学以外的所有公共机构实行私有化的权力，为梅内姆政府的大规模私有化进程提供了法律保障。《国家改革法》旨在重建公共部门，以便“减少财政赤字和提高这些部门的效率”，“把资金用于国家所面临的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以此法规为起点，梅内姆政府此后相继颁布和实施了《国家紧急状态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法律框架和实施办法。以1999年阿根廷国家石油公司出售给西班牙雷普索尔公司为标志，梅内姆时期的私有化进程告一段落。其结果，除军工、核工业和3家国营媒体以外的几乎所有阿根廷国有企业均实现了私有化。

其次，梅内姆政府非常重视金融货币领域的改革。1991年1月29日，梅内姆任命多明戈·卡瓦略（Domingo Cavallo）为经济部长。卡瓦略强调，阿根廷的通货膨胀之所以长期居高不下，关键的原因在于政府倾向于使用通货膨胀的方法来弥补巨额的财政赤字。遏制这种偏好的最佳办法是限制政府任意增加货币发行量的权力。根据这种思路，卡瓦略制定了以“兑换计划”为中心的经济稳定和结构改革计划，并于当年4月在国会获得通过，开始生效。兑换计划的第一步是将阿根廷货币奥斯特拉尔与美元的比价定为10000:1.次年1月，阿根廷政府发行新的货币——比索，并作出如下规定：比索与美元的比价为1:1；货币的发行量完全以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为基础；中央银行不得弥补政府的财政赤字；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交易活动所需的比索可以自由兑换；美元可以成为合法的支付工具；禁止任何契约采用指数化；外汇的买卖不受限制等。可见，卡瓦略的所谓“兑换计划”实质上是一种货币局制度，其核心是以法律手段来确保比索与美元之间汇率的稳固。

所谓货币局制度，是指由法律明确规定本国（或地区）货币与某一外国可兑换货币保持固定汇率，并要求本国（或地区）货币的发行必须以一定（通常是百分之百）的该外国货币作为准备金保证。货币局制度是一种极端的钉住汇率制，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中央银行失去了货币发行的主动权，即货币供给量不再由中央银行决定，而是由可用做准备的外币数量决定。因此，用来弥补财政赤字和商业银行亏损的货币供应闸门被关闭了，财政支出要受到税收规模和政府向公众借款能力的限制，政府扩张财政赤字的冲动得到了抑制，从而逐步恢复了货币信用，增强了公众持有本币的信心。因此，这种固定的汇率制度在短期内起到了明显的成效，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对通货膨胀的控制。1990年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到达2003.1%，到1992年骤降至25%，1994年降低到4.2%，1996年更只有0.2%。

除了进行上述改革以外，梅内姆政府还推行了其他改革措施。其一，加大力度进行贸易自由化的改革。一方面，梅内姆政府通过简化关税制度、降低关税水平，取消各种形式的非关税限制，来推进贸易自由化；另一方面，对外资开放了国民经济中的几乎所有领域，取消了对外国投资的预先审批制度和利润汇出等种种限制。其二，改革税收制度，加强税收管理，力争消除财政赤字。从1991年起，梅内姆政府制定了新的税务处罚条例，加大打击偷税漏税的力度。1992年实行新的发票制度，加强对纳税情况的管理。1998年，阿根廷国会通过《财政责任法》，从法律上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其三，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工制度的改革。梅内姆改革以前，阿根廷的养老金制度实行国家管理的分摊制，养老金由基本养老金、补偿养老金和永久性养老金三部分组成。1993年10月，阿根廷议会通过《养老金、抚恤金混合体制法》，并于次年7月1日开始实施。根据该法，专门成立了养老金管理公司监督局，对养老金管理公司实行严格的监控。1997年起，开始对医疗保险制度进行改革，其核心是允许包括外资在内的私营企业经营医疗保险事业。其四，适度改革国家政治体制。梅内姆政府着手改革选举制度，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市长由总统任命改为直选产生，调整内阁组成，设立首席部长一职，改组高等法院，将大法官的人数增加到9人。其五，调整对外政策，强调“现实主义、实用主义和正常状态”。梅内姆政府从外围现实主义出发，放弃过去长期奉行的不结盟政策，承认美国的领袖地位，实行亲美的外交政策，同时加强与巴西等南美国家的合作，推进南美经济一体化进程。

梅内姆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阿根廷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整个90年代，阿根廷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长率高达4.25%。到2000年，阿根廷的国内生产总值高达2842亿美元，人均GDP超过76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人均GDP更是高达12377美元；同年，阿根廷的人均预期寿命为73.4岁，小学、中学和大学的综合入学率高达83%，人类发展指数为0.844，在全球162个国家中名列第34位，是少数跻身高人类发展水平行列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与此同时，阿根廷也一度被国际经济学界视为“经济自由化的成功范例”，成为国际资本热衷流入的国家之一，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到2000年高达730.8亿美元。外资的注入，又进一步激励着经济的增长与繁荣，阿根廷的现代化进程似乎又回到了正确发展的快车道。

然而，2001年12月底，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再次降临阿根廷。危机对阿根廷的冲击是巨大的，危机爆发后的两年内，阿根廷的GDP下降了16%，失业率高达23%，2003年的实际工资仅为1995年的75.5%，2002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41%，全国3600万人口中贫困人口高达1800多万，占全国总人口的51%，其中700万人口属于严重贫困者。目前，关于阿根廷金融危机的根源和影响，仍然是学术界广泛讨论的话题，亦尚无定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场危机使本已悲壮的阿根廷现代化进程愈发悲壮。以至于有学者感叹：“对于阿根廷居民所能得到的福利来说，20世纪是一个失去的世纪。”


五、结语

纵观阿根廷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真可谓命运多舛，悲欢交加。在独立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动荡、分裂、独裁和外部势力的渗透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主题。直到19世纪60年代，一个统一的国家才逐渐开始形成，阿根廷的现代化进程才得以艰难地起步。

从19世纪80年代到一战爆发的数十年时间，是阿根廷现代化进程的“黄金时代”，它仰仗自身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第二次科技革命后国际市场对初级产品的巨大需求，以农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为主导，成为当时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的发展，得益于土地、移民、外国资本等经济要素的发展，也得益于阿根廷国内政治局面的稳定和精英民主政治的发展。反过来，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的繁荣，也带动了其他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然而，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危机：过度依赖农牧产品出口，使阿根廷的经济结构相对单一；过度依赖肥沃的潘帕斯草原，而忽视其他地区的发展，使经济的二元性结构特征更加突出；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和外国资本的帮助，使阿根廷经济缺乏自身的原动力，其经济具有一种典型的依附性；过度维护出口集团的利益，使“断裂型社会结构”初具雏形；过度依赖“精英”民主制度，进一步巩固了出口利益集团与外国资本之间的联盟，使1916-1930年期间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尝试只能以失败收场。凡此种种，都为阿根廷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停滞乃至“衰败”埋下了伏笔。

大萧条之后，阿根廷现代化的发展方向逐渐发生了变化。在传统出口集团试图通过与英国签订的《罗加——朗西曼条约》来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使他们也不得不放弃遵循数十年的自由贸易原则，转而实行一定程度上的贸易保护政策，这在客观上推动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到40年代初期，阿根廷人迎来了随后数十年影响其现代化进程的两大主旋律：一个是由自发到自觉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一个是以民族主义、民众主义、职团主义为核心特征的庇隆主义。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不断深入，国家干预、贸易保护的力度不断加大，使阿根廷经济逐步地由外向转为内向，几乎成为一种完全封闭的经济，导致工业部门效率低下，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经济危机频繁发生。庇隆主义的推行，使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达到极致，大量的资源被透支，用以支撑其慷慨的再分配目标。结果，引发了庇隆主义和反庇隆主义的长期对抗，为军人干政提供了口实，阿根廷政治因而不断在“民众主义——官僚威权主义”之间进行着抉择，使“断裂型社会结构”的特征愈发明显，成为20世纪中期以后困扰阿根廷发展进程的致命因素。

20世纪的最后20多年时间里，阿根廷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再一次发生了变化。1976年使庇隆夫妇政治生命成为绝唱的军事政变所建立的军政权，除了劣迹斑斑的人权记录和“肮脏战争”留下的长串名单以外，还在阿根廷开启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序幕。1982年那一场使阿根廷人蒙羞的“马岛战争”和随后的债务危机，最终使阿根廷渐渐回到了外向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轨道。然而，梅内姆政府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推行，却是矫枉过正、过于极端。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改革稳定了阿根廷的经济形势，经济增长得到恢复，通货膨胀得到有效的控制，民主政治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另一方面，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中过于极端的私有化和自由化，使其经济受到外国公司的控制，对外依赖程度空前提高，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在2001年底爆发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阿根廷的现代化进程又一次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总之，阿根廷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其自身的一些基本特点，构成了现代化研究的一个“阿根廷模式”，其核心就是由“成功走向失败”的“阿根廷之谜”。那么，阿根廷的现代化进程究竟能带给我们哪些教训呢？笔者认为，关键的原因在于阿根廷未能妥善解决下述几对关系。

第一，比较优势与产业升级换代之间的关系。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阿根廷的比较优势，也是该国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取得初步现代化的重要保障。阿根廷在随后的现代化进程中落后了，究其原因并不在于放弃发挥其比较优势，而在于它没有在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促进其产业结构的逐步升级。在进口替代阶段，阿根廷依赖初级产品出口所争取的外汇来补贴工业部门，实际上将发挥比较优势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两者之间的关系割裂开了。比较优势所带来的财富没有成为改进产业结构的动力，而只是成为发展大量低效率内向型工业的资金来源而已。到新自由主义阶段，阿根廷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过度强调比较优势的发挥，而放任其工业的衰落，出现了典型的“逆工业化”现象。

第二，国内经济发展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阿根廷现代化进程相对成功的时期所确立起来的是依附性经济形态，其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一旦推动其经济增长的外部动力由于战争、大萧条等因素而消失，阿根廷的现代化进程便陷入了困境。于是，为了摆脱经济的依附性特征，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被发挥到了极致，庇隆主义更是以“经济独立”作为其主要理论之核心。结果，在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初期的阿根廷，国内经济发展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几乎完全的封闭。在危机、战争、停滞的痛苦之后，阿根廷人在90年代以后又全盘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处方，再一次走向外向型发展的极端。

第三，在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上，阿根廷展示给世人的教训尤为深刻。在独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与内陆各省之间、联邦派与集权派之间的争夺，成为拉普拉塔地区政治生活的常态，现代化进程迟迟不能启动。在19世纪70年代后的半个世纪里，阿根廷之所以能够取得较高的经济增长率，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出口利益集团所确立的精英式民主制度带来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在大萧条之后，阿根廷开始陷入了“军政权——民众主义政权”循环更迭的局面，军事政变成为政权更迭的主要手段。1930-1983年间，阿根廷变换了25位总统，每个总统的平均任期仅有2年，最短的只有49天。在这种动荡不定的政治局势下，现代化进程举步维艰当然就不可避免了。

第四，在处理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的关系时，阿根廷同样陷入一种“走极端”的恶性循环之中。在初级产品出口模式阶段，一味强调外向型发展，放任市场机制的作用，国家没有能够引导这些与国家发展、与初级产业联系密切的工业。在进口替代阶段，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度干预，重复发展低效率的国有企业，缺乏国际竞争力。到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期，从一个极端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主张国家失败论，过度依赖市场机制，结果又是危机重重。

第五，在协调经济发展与解决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时，阿根廷的教训同样深刻。在庇隆当政时期，为了实现其“社会正义”的目标，往往采取过度分配的民众主义政策，将大量的资源用于补贴劳工运动，严重地挫伤了一些社会阶层，特别是出口集团的利益，最终使阿根廷的发展进程“出现逆转”。在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期，阿根廷政府过分强调经济增长，忽视分配体制和政策的改革，甚至以损害工人、农民，乃至中产阶级的利益来维护企业的效益，造成贫困化问题不断加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引发经济危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阿根廷之所以会从20世纪初期的富裕国家沦落为今日的发展中国家，其现代化进程之所以缓慢而又沉重，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妥善地处理好比较优势与产业升级、自主发展与外部环境、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以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更为致命的是，在处理这些关系时，历届阿根廷政府往往采取“走极端”的做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阿根廷现代化进程的相对迟缓，是其“走极端”必然付出的代价。


第五章　智利：改良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模式

在拉美国家中，智利是现代化的佼佼者，2000年其总人口为1500万，人均国内收入为4600美元，城市化率为84%，农业、工业、服务业三大产业结构的比例为8:34:57，各项人文发展指标也名列前茅。尽管智利的现代化道路也充满了艰难和曲折，但与其他拉美国家相比它相对顺利一些。本章试图通过对智利历史的回顾，归纳出其现代化模式的一些特点和经验。


一、智利现代化的地理和历史背景

现在智利的领土面积为756626平方公里，南北长4200公里以上，但东西宽度没有一处超过400公里，大约在96.8-362.3公里之间。它有各式各样的地貌和气候，从北到南被分为沙漠区、地中海区、森林区、群岛区、大西洋岸区。各地区之间形成比较强烈的对比，这不仅反映出各地区地理上和经济上的基本差异，而且也反映出一种历史文化上的区别。智利得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实际上是由适合人类居住的中央核心区（所谓“地中海区”）向南北两个方向有机扩展，兼并了性质不同的各边境地区后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结果。

在殖民地时期，智利是西属美洲殖民地最遥远和最孤立的地方。当时没有沟通大西洋到太平洋之间的运河，从欧洲到达智利有两条路线，一是绕过合恩角沿太平洋海岸线的海路，二是经由布宜诺斯艾利斯翻越安第斯山脉的陆路。1581年，当阿隆索·德索托·马约尔波被指派为智利都督的时候，他花了两年差六天的时间，才完成到圣地亚哥的旅程。由于在美洲处于比较孤立的位置，这种地理上同西班牙的疏离感，对智利的大多数居民来说是加强了。

当时的智利疆域仅局限在安第斯山和太平洋之间的中央谷地的部分，北面以通向沙漠的过渡地带为界，南面以比奥比奥河为界，这个地区长约560公里，宽约160公里，是由地势和降雨量而被划分开来的，它的气候接近于西班牙沿地中海的部分，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对殖民者颇有吸引力。由于智利的贵金属矿藏相对贫乏，到16世纪末，殖民者被迫转向开发智利中央谷地的土地资源，在这里建立了大庄园和牧场，从而形成了一方是大地产主，另一方是佃农、分成农、无地劳动者的土地制度和社会阶级关系。这种半封建的生产方式对后来智利的经济和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智利向南方的扩张遇到了阿劳坎人（Araucanian）的顽强抵抗，比奥比奥河成为智利与阿劳坎印第安人的分界线。智利也就成为西班牙帝国唯一具有一条经常交战边界的殖民地，这里需要驻军常备，西班牙和秘鲁必须承担一部分帝国的防御义务，而来自外部的经常性的威胁却使这个在地理上相对孤立的殖民地更加团结。同时，阿劳坎印第安人与殖民者的敌视对智利民族的种族构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当时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仅仅发生在中央谷地这一有限的局部地区，因此，到18世纪末期，在智利60万总人口中，约15万人是白人（25%），35万是未分类的印欧混血种人（58%），另外10万是未被同化的比奥比奥河以南的印第安人（17%）。所以，在殖民地末期，当西属美洲殖民地的许多地方形成了白人、印欧混血人和印第安人的三重种族结构的时候，智利只是一个白人和印欧混血种人的殖民地，同西属美洲帝国的其他部分相比，在种族组合上远不是那么复杂，而在文化上的一致性也更高。

到19世纪后半期，智利军队最终征服了考廷地区的阿劳坎印第安人，把一些森林地区并入了智利版图；同时，在反对玻利维亚和秘鲁的太平洋战争之后，北方沙漠各省区也被合并了进来，智利的领土比原来扩大了三倍多。这些边远地区资源的开发，如北方的硝石和铜矿、南方的石油和羊毛，都对智利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智利，特别是中部智利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高度依赖于边远地区的资源开发和出口换汇，19世纪形成的这种经济格局对后来智利各地区现代化的不平衡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二、1833年宪法与早期经济发展

19世纪初智利宣告独立后的十几年中国家处于政治上的动荡时期，当1833年宪法问世后，智利才逐渐走向了政治稳定。1833年宪法一直持续到1925年，这在拉美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正是政治上的相对稳定，使智利能够静下心来发展经济，19世纪70年代之前是白银、铜矿石和小麦的出口带动了智利的经济发展，太平洋战争后的“硝石时代”更促进了智利的早期工业化。

（一）1833年宪法和19世纪的政治演变

1818年2月12日智利正式宣告独立，成立了智利共和国。独立初期，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为争夺政权而激烈斗争。独立运动领导人奥希金斯曾试图在智利推行资产阶级政治和社会改革，颁布了1818年宪法，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废除长子继承制，改革税收制度，组织“功臣会”与封建贵族抗衡等，结果遭到保守势力和教会的反对，1823年引咎辞职。随后有9位总统先后执政，但与其他拉美国家不同的是，智利很快就实现了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上的发展，而这种状况的出现要归功于迭戈·波塔莱斯和1833年宪法。

1833年宪法之前自由派曾制定了5部宪法（1812年宪法、1818年宪法、1822年宪法、1823年宪法、1828年宪法），但是，由于与智利的国情相差太远，都经不住实践的考验。在按照1828年宪法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自由派因在决定副总统人选时违宪而遭到保守党的反对，引发了内战，在内战中有一个名叫迭戈·波塔莱斯的人脱颖而出。波塔莱斯出身圣地亚哥贵族之家，早年经商，1824年获得了烟草专卖权，但在1826年被剥夺，于是就组织起“专卖商店老板党”反对自由党政府。在1829年内战中以一名民间鼓动家的身份积极活动，与保守党联合在一起推翻政府。1830年保守党人华金·普列托就任共和国总统，任命他为内政和外交部、陆海军部两个部的部长，次年为副总统。波塔莱斯在任职期间的活动和他所表现出来的才能使他成为政府真正的主宰。波塔莱斯代表贵族、商人、矿主、开明大庄园主等上层阶级的利益，对无政府状态深恶痛绝，他写道：“如果我拿起一根棍子使国家平静的话，那只是为了让圣地亚哥的杂种和婊子使我安宁。”在他看来，当时亟需的是使国家和平和政局稳定，为此必须消除革命威胁和无情地对付那些扰乱公共秩序、阻挠社会进步的人。因此，他首先打击考迪罗主义，稳定政局。为抑制兵变频发，他组织了民团和国民警卫队，重新开办军事学校，招收贵族出身的年轻人，以便保护他们本阶级的利益。其次，波塔莱斯排挤自由党人，改组和加强保守党，把反对派和自由主义者驱逐出国或排挤在参众两院之外。再次，他整顿财政，任命精通财政的马努埃尔·伦希福为财政部长，为保护本国工农业的发展，对本国也能生产的外国产品课以重税，结果，有效地促进了生产和增加了财政收入。按照波塔莱斯的理解，建立一套能够保证国家和平和有效活动的制度是关键，这种制度必须适合本国的社会传统和习惯。在他的影响下，1831年召开了一次制宪会议，这次会议的结果便是1833年5月25日颁布的新宪法。

1833年宪法赋予总统以强大的权力。宪法规定总统是受人民委托的特别选举人选出的。可以连任两届，每届为期5年，这一条款实际上导致了此后4届连续任职10年的政府。总统还有权在征得国务委员会同意之后，宣布在任何省或全国实行戒严，戒严期间，宪法保障停止生效，总统就拥有了非常权力，不必经过法律程序就可以逮捕任何人，但这种情况只能存在于一个特定的时期。实际上，这一权力曾被广泛运用，在1833-1961年，差不多1/3的时间内这一紧急状态的权力以不同种方式保持着有效性。总统不仅指挥国家行政机关，而且控制议会的选举，并任命其继承人。法院、陆军、海军和所有的国家官吏都直接依附于他。各省和地方的行政则由省长和郡长（由总统任命）以及民选的市政当局掌管。

立法权属于议会，议会由两院组成，众议员由各郡每三年民选一次，参议员由人民选出的特别选举人“推举”。从理论上讲，参众两院2/3的多数就可以推翻总统的否决权。议会还有权批准或否决年度财政预算、税收和军费开支。因此，总统对议会的控制不是绝对的。这就为总统和议会之间的冲突以及19世纪末议会斗争的最终胜利埋下了伏笔。

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并保证法官的任职和职责都是终生的。三名司法官由国务委员推荐给总统任命。

宪法对公民权和选举权作了规定，选举人必须年满25岁，有阅读和书写能力，还必须有合乎特别法律所规定的收入或拥有财产才能行使选举权。公民有向当局请愿的权利和在报上发表个人意见的自由。除了国家因公有权征用外（但事后应补偿），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宪法重新确立了永久长子继承制度，规定罗马天主教是国教。

1833年宪法是一部“冷峻的现实主义宪法”，它承认智利的现状，重视三百年殖民统治的“黑夜的影响”。它认识到独立仅仅是一次政治运动，而没有产生经济和社会的变革，殖民地时期的旧的经济和社会特征基本被保留了下来，大庄园制度和社会等级制度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这部宪法虽然是保守的，但它适应了当时智利的社会实际。首先，它赋予总统以广泛的权力是因为当时人们服从权威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在自由主义宪法之下，全国陷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作为结束混乱的一种手段，有必要通过宪法的形式确定一种具有权威的政府体制。其次，保留长子继承权是因为担心过早地废除长子继承权的做法会伤害指望继承家庭财产的长子，加上与之联系的贵族偏见，会引起对政府的不满和危及政府的稳定。再次，承认天主教是国教，只是因为在智利除了少数从事商业的外国人以外，没有人信仰别的宗教。人们对教士的不满是因为教士在独立运动期间不利于爱国者的行为而引起，随着战争的结束，这种敌对情绪也应该结束了。这部宪法随着历史的发展被或多或少地做了一些修改，如对选举人取消了财产资格的限制；行使选举权的“成年”年龄改为21岁，而不再是25岁；加强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的相互制约，限制总统的非常权力，总统任期5年届满后，不得立即再度当选；实行教会与国家的分离，即把教会变成一种社团或私人组织；废除长子继承制度（1852年）等，但一直被实行到1925年。根据智利史学家路易斯·加尔达梅斯的见解，宪法按照社会的本来面目认识社会的各种现象，符合社会实际，“是宪法获得成功和全国和睦的根源”。实际上，后来这部宪法对拉美其他国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根据1833年宪法，智利出现了4届连续任职10年的政府，即华金·普列托·比亚尔政府（1831-1841年）、曼努埃尔·布尔内斯·普列托政府（1841-1851）、曼努埃尔·蒙特·托雷斯政府（1851-1861）、何塞·华金·佩雷斯政府（1861-1871）。在普列托总统任期内，智利发生了与秘鲁——玻利维亚联邦的战争（1836-1839年），战争起因于逃亡到秘鲁的智利将军拉蒙·弗莱雷与秘鲁政府合谋搞叛乱，秘鲁对智利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秘鲁未能偿还智利为支持圣马丁的远征在伦敦筹借的一笔款项，玻利维亚总统安德烈斯·圣克鲁斯组建玻利维亚——秘鲁联邦使智利感受到威胁等。战争以智利的胜利而告终，这是一场维护国家权利的战争，战争提高了智利的国际威望，从这时起，欧洲各国把智利看作是拉美各国中最强大、最有组织的国家。人民也非常重视国家地位的提高，领导战争胜利的布尔内斯将军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和英雄。最重要的是，战争的结束为共和国创造了一种和平稳定的局面，促进了19世纪40年代以后智利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但是，自由党对保守党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到19世纪60年代结束的时候，自由党关于宪法改革的观念占据了政治舞台的最前沿。1871年通过了1833年宪法的第一个修正案，其中最重要的是禁止总统的连任。到费德里科·埃拉苏里斯·萨尼亚图总统任内（1871-1876年），出现了自由派控制政府的局面。但是，19世纪70年代中期智利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世界经济中小麦和铜的生产领域出现了效率更高的竞争者，铜和白银的价格都在急剧下降，水灾和旱灾造成中央谷地连续三年农业歉收，到阿尼瓦尔·平托·加门迪亚任期内（1876-1881年），经济危机日益严重，政府试图通过减少支出（公务员费用和军费）和增加税收的办法改善财政赤字，由于支付欧洲的商业债务需要输出金币和银币，造成通货奇缺，政府担心银行发生挤兑，通过了银行钞票停止兑现法（1878年7月），因此，钞票就变成了强制性的法定货币，这是历时一个世纪的通货膨胀的开始。然而，这些措施对智利摆脱经济危机帮助不大，智利真正从经济危机中走出来是依靠了铁血政策。

从1879开始，政府的注意力转向了太平洋战争（1879-1884年）。战争起因于玻利维亚政府违约向智利硝石公司增加税收。独立运动之后，玻利维亚与智利两国在阿塔卡马沙漠的边界并不明确，1863年这里发现硝石和鸟粪后，两国领土争端更加激烈。1866年，智利与玻利维亚达成协议，平分南纬23°——25°区域之间的硝石开采所获得的收入。但不久之后由于玻利维亚新政府废除了所有在1865-1871年制定的法令，两国于1872年再开谈判，到1874年签订了《马丁内斯——巴帕蒂斯塔协议》，新协议规定两国的边界线为南纬24°，智利放弃在该线以北地区的税收分享权，条件是玻利维亚在25年内停止对该地区的智利硝石企业增加税收。但是，1878年玻利维亚单方毁约，对在玻利维亚境内的智利硝石公司课以新税，即“每公担征收10分钱的出口附加税”。当智利硝石公司以此法令违背了1874年的协议为由拒绝交纳税收时，玻利维亚政府宣称要将智利安托法加斯塔硝石和铁路公司拍卖以抵税收。秘鲁对塔拉帕卡地区智利人开采的硝石矿也垂涎欲滴，它预见到如果侵吞智利企业的话，智利会向它开战，因此在1873年与玻利维亚签订了攻守同盟条约。随后，它在1875年征收了智利人的企业，宣布矿主必须把硝石矿连同全部开采设备售与秘鲁，但秘鲁从来没有做出补偿。这样，在智利公司的求助下，智利与玻利维亚和秘鲁的战争爆发。战争的结果是智利取得了胜利，1883年10月与秘鲁签订的《安孔条约》规定，秘鲁永远地将塔拉帕卡省割让给智利，并同意智利占有它的塔克纳和阿里卡两省，为期十年，之后举行公民投票决定最后归属，得主将向失主支付1000万智利银比索。1884年智利与玻利维亚签订的条约规定，玻利维亚将安托法加斯塔割让给智利。战争的胜利使智利的领土扩大了1/3，占有硝石资源为一个新的经济繁荣时期的到来奠定了物质基础，它的国际声望也大大增强，成为南美太平洋地区第一强国。

19世纪80年代任职的两位总统是多明戈·圣马里亚（1881-1886年）和何塞·曼努埃尔·巴尔马塞达（1886-1891年），这两个人都深信自由主义，都崇尚权力。实际上，在他们的执政期间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智利取得了19世纪最大的物质进步，另一方面由迭戈·波塔莱斯所创建的威权主义总统制的政府制度却陷于崩溃。圣马里亚任内实行了“宗教改革”，宣布取消教会登记出生和死亡的管理权，实行不举行宗教仪式的婚礼，保证信仰自由，允许其他宗教的信徒死后葬于仅供天主教徒使用的公墓。这些内容随后被形成法律条文，标志着教会权力的决定性衰落。在巴尔马塞达政府后期，总统与议会之间的冲突加剧，结果引发了1891年内战，战争持续8个月，夺去了1万人的生命，这次内战不仅搞垮了一个总统，也搞垮了总统的权威，此后政治权力由总统转向议会，史称“议会共和国”时期（1892-1924年）。

“议会共和国”时期的特点是全能的议会代替了全能的总统。过去总统能够使两院大多数议员按照他的意愿选出，这些议员与总统之间很少发生冲突，如果发生某种冲突，事情总是按照总统的意愿来解决。但在自由党执政时期，通过几次宪法改革，把总统的权力削减了不少，特别是1891年通过的“自治市法”，将国家划分成若干自治市，自治市议员由民选产生，同时国家还通过了“官吏不得担任议员”的规定，这样，议员的产生不再受总统的控制，议会由民选产生，独立于行政权力，议会制度牢固地建立起来。议会制度虽然增强了“民主”，但却削弱了行政“效率”，因为议会分裂成许多派别，其数目甚至超过国内现有的党派。在保守党执政时期，议会只有两个党，即保守党和自由党。在自由党执政时期，议会中有4个党，即保守党、自由党、国民党和激进党。从1891年到1924年，共出现了7个党，除了原来的4个外，其他是自由民主党、民主党、自由独立党。这些政治团体中没有一个能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单独的统治，每一个团体都必须同与它有关的甚至敌对的集团联合。当形成多数派之后，他们就能够任命他们的代表去担任部长职务，但部长总想把本派的利益置于同盟者利益之上，假如总统答应他们的要求，内阁就容易分裂，因为认为自己利益受到损害的那一派会撤回它的部长。这样，内阁的不稳定就成了政府制度运行下的常态，通常不到两三个月，内阁就得垮台，有的内阁存在一个星期甚至仅仅一天就瓦解了。当然，这是一种和平的冲突，但这种冲突导致行政瘫痪，在这种制度下，政府不可能有条不紊地、持续不断地进行工作。

这种状况直到1925年才得到纠正。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自由联盟”候选人阿图罗·亚历山德里总统（1920-1925年）在竞选时曾主张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结成联盟，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但在他的任期内，代表贵族既得利益的议会对改革设置了重重障碍，使他无力将诺言付诸实施。对国家持续危机状态感到忧虑的智利军人在这时抛弃了长期不干预政治的传统，1924年9月军人“洪达”部分地控制了政府，1925年再次发生军人政变，流亡国外的亚历山德里被召回，在他的主持下通过了一部新宪法。该宪法确认了行政机构的充分权力，剥夺了参议院和众议院通过弹劾办法罢免部长的权力；规定部长们应该对总统而不是对国会负责，部长不能由国会议员兼任；总统由直接选举产生而不是通过从前的间接选举制度，总统任期由5年改为6年，不得立即连选连任，并规定设立常设性资格审查法庭以监督选举；实行教会与国家分离。宪法还制定了一整套社会条款，包括实行小学义务教育、劳动保护等。该宪法标志着议会制度的结束和总统制度的恢复。从这时起，智利政治进入了一个现代时期。1925年亚里山德里再次辞职后，陆军部长卡洛斯·伊瓦涅兹·德尔·坎波成为政府中的强人，并于1927年5月由议会正式选为总统，建立了持续到1931年的军人威权政府。

（二）19世纪的经济发展和早期工业化

与其他拉美国家相比，智利比较早地形成了稳定的政治局面，从而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19世纪智利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主要是在外资的帮助下，利用本国的资源优势，生产和出口一些农矿初级产品，在这种初级产品出口模式的带动下，逐渐地形成了早期工业。

从19世纪的30年代到70年代，是智利经济的第一个早期发展时期，这种发展主要依赖于采矿业和农业。采矿业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阿塔卡马和科金博省），据估计，白银产量从19世纪20年代的每年大约2万公斤增加到70年代的大约12.7万公斤；铜的产量同期从每年平均2725吨增加到45600吨（当时智利的铜产量占世界供应量的1/3-1/2）；但黄金产量逐年下降，同期从每年平均生产1200公斤下降到270公斤。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采矿业就比较广泛地使用反射炉（即“英国系统”），到70年代，在小北地区的788座矿井中，已经有33座矿井采用了蒸汽机，尽管这些矿井占矿井总数的比例不高，但都是一些大矿井。同时，这些大矿井在冶炼方法上也进行了技术革命。19世纪的40年代和50年代，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粮食需求为智利的小麦出口开辟了市场，1844-1860年智利的农产品出口增加了4倍。由于运输条件的改善，19世纪60年代智利又向英国出售了大量的小麦和大麦，1874年达到200万公担，是出口的最高纪录。小麦的畅销推动人们去开荒，扩大耕作面积，大庄园制度得到了巩固。在智利中部谷地，大庄园至少占全部农业用地的3/4.同时，小庄园、佃农制度也得到了发展。这一时期，智利对外贸易总值从1825年的750万美元上升到1875年的7400万美元，尽管政府收入稍慢一些，也从1835年的200万美元增加到1875年的1640万美元，政府的收入一般都超出了其支出。

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开始认识到工业化是国家进步的出路。如在曼努埃尔·布尔内斯总统时期（1841-1851年）担任财政部长的曼努埃尔·卡米洛·维亚尔曾经说：“任何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任何奴隶制度或封建制度显露其丑恶嘴脸的国家，将在人类前进的步伐中掉队……如果我们不坚决而持久地促进工业化，那一前景也威胁着我们。”在政府1864年关税法令和1872年的关税法令中，已经注意到对发展工业所需要的原材料和机器的进口给予免税。智利第一批工业企业是伴随初级产品出口而建立的炼铜厂和面粉加工厂，到19世纪70年代，一些纺织厂、食品加工厂、玻璃制造厂、酿酒厂也得到了发展。智利的第一条铁路在1851年完工，到1882年已经有将近1200英里的铁路线。在新铁路和采矿业的刺激下，一些小铸造车间和机械车间也产生了。传统观点认为，智利工业化的时间开始于太平洋战争，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一时间“应该往前推回10年左右”。

太平洋战争的胜利，迎来了智利经济的第二个早期发展时期。太平洋战争对智利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是使智利控制了矿藏丰富的沿海地区，智利政府可以从硝石生产中得到大量的出口税收；二是智利把硝石业的产权售给私人所有，从而吸引了大量外国资本，特别是英国资本。由此开始了智利历史上的“硝石时代”（1880-1920年）。与其他的矿藏开采相比，硝石开采属于具有较大联动效应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矿藏储量不集中，矿点分布较广，吸纳的人口较多，建立的居民点也多。新移民创造了新的城市中心，产生了对各种服务产业的需求，特别是矿区对食品的需求（矿区在沙漠，粮食全部依赖中部地区供应），推动了国家市场的专业化，并促进了运输网络的建立，尤其是增加了国家的收入，这些因素都转变为对制造业的强有力的刺激。智利的硝石出口在1880年为223974吨，到1890年增加到1063277吨，其收入占到政府收入的52.06%；到1910年出口量上升到2335941吨，占政府收入上升为的55.14%。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市场对硝石的需求锐减，特别是人工合成硝酸盐技术的出现，使智利逐渐丧失了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尽管如此，到1920年智利的硝石出口仍为2794394吨，占政府收入为49.65%。当智利的硝石生产开始衰退时，由于美国产铜工艺的革命，智利随之又进入了铜业开发第二个周期。美国在智利的投资由1900年的500万美元，增加到了1929年的6.25亿美元，其中主要投入到了大型采铜业中。到1920年智利的铜矿业已经被三家公司所控制，这三家公司的名称的第一个字母分别为A、B、C，即安第斯铜公司（Andes Copper）、布兰登铜公司（Br and en copper）、智利丘基卡马塔公司（Chuquicamata），其中第一家和第三家为阿纳贡达矿业公司所有，第二家是凯纳科特公司的子公司。

在“硝石时代”，早期工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太平洋战争进行期间，虽然许多重型武器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但是，不少武器所使用的子弹和炮弹都是由智利本地的工厂生产的。军械厂专门为智利军队供应弹药，而一些轻工业制造工厂则专门生产一些必备的军用物资如军靴、军毯等以满足智利军队的需要。在1883年，智利“工业发展协会”（SFF）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宣告成立，一位研究智利工业化的历史学家认为，它“将智利工业部门组成为有凝聚力的核心，这个核心强大到足以在公众舆论面前有效地保持工业界的目标，并负责同政府的直接联系”。至1895年，智利大约有2500家制造工厂，而超过75%的工厂都是在1880年后建立的。据1911年的工业调查显示，当时智利的工厂数量为5722家，雇佣人数为74618人。1918年工业调查显示，小规模工厂的数量为4661家，资本总投资为984.827万比索。而规模较大的工厂共有2820家，平均每家的雇佣人数为25人，资本总投资达到6.26亿比索。45%的工厂的所有权归属于智利人，46%的工厂是属于外国人的，剩余的公司则为智利与国外合资创办的。工厂数目和雇佣人数的增加说明了智利工业的快速发展。并且智利民族资本所拥有的工厂数目接近1/2.这个阶段，智利工业发展主要集中在消费品工业，“至1915年，智利本国能够满足国内消费品需求的80%”。智利的铁路里程到1914年已经达到了8638公里，其中国家所有的铁路为5584公里，超过了60%。

伴随智利早期工业发展的是早期城市化。据统计，1870-1930年，智利居住在1万人以上城市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15.2%增加到38%，10万人以上的城市由1个（圣地亚哥）增加到2个（圣地亚哥和瓦尔帕莱索），其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由6.3%上升到20.7%，人口在2万人以上的次要城市由1个增加到13个，其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由4.7%上升到11.7%。智利的城市面貌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福兰克文森特在1885年访问瓦尔帕莱索时写道：“我深为智利这一著名海港的文明外貌所感动，……在宾馆的餐厅以及许多商店里用上了电灯，街道是比利时式的铺筑路，……一些建筑的样式很精美，有几座华丽高雅的教堂，主要街道由电车串联起来。”到20世纪初，首都和主要的大城市都有了电灯、电话、有轨电车、有覆盖的下水道、铺筑的马路，具有各种装饰的公园，以及受法国建筑影响的新建筑物。

早期工业化也催生了新兴的阶级，影响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时候，智利的中等阶级已经占到总人口的10%左右。在北部矿区，首先是在硝石业，后来在铜矿业，出现了工人阶级。与阿根廷不同的是，智利的工人阶级主要是由本地人组成的，1895年阿根廷人口中的25%是外国人，而智利的这一比例不足3%。智利的工人阶级从产生之时就能直接登上政治舞台。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罢工于1901年发生在北部矿区的伊基克，并持续两个月之久。1909年智利劳工联盟（FOCH）成立，其主要创建者路易斯·艾米略·雷卡瓦伦在唤醒智利工人的阶级意识和组织工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12年他创立了智利的第一个工人党，该党在1922年成为共产党，并加入共产国际。1919年劳工运动达到高潮，工人们在工会的领导下为抗议高通货膨胀而举行集会，在8月份举行的示威游行中有10万人从总统府门前走过，但由于此后的罢工受挫，罢工的次数逐渐减少。1918年智利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联合，成立的自由联盟，自由联盟在颇孚众望的阿图罗·亚历山德里的领导下，赢得了对众议院的控制，亚历山德里在1920年竞选中赢得了总统位置。


三、人民阵线运动与进口替代工业化

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引起智利经济上的衰退和政治上的混乱，但激进党人很快就控制了局面，特别是人民阵线运动时期，各届政府奉行了民族主义、民众主义的发展战略，经济上在“生产开发公司”的推动下，进口替代工业化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一）大萧条和人民阵线运动

到20世纪20年代末，智利经济仍然主要依赖于初级产品出口（硝石和铜），依赖于外国投资和贷款来推进公共工程和经济的总发展，因此，到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智利成为大萧条的一个主要受害者。1929年智利的出口值为22.93亿金比索，进口值为16.17亿金比索，贸易顺差为6.76亿金比索。但到1930年，出口值降为13.26亿金比索，进口值为14亿金比索，逆差达7400万金比索，到1932年出口值已经下降到了2.82亿金比索。投资中断，公共工程突然停止，工业生产指数从1930年的117下降到1931年的87，随之而来的是失业增加，到1932年全国失业人数猛增到20多万，其中1/2是矿业工人，矿业生产下降50%以上，整个智利的实际工资在1929-1932年下降了40%。

这样，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之下，在失业工人和中产阶级的示威、罢工浪潮中，伊瓦涅兹被迫辞职。随后的17个月中，智利发生了一连串的军人政变。其中的一次政变（1932年6月）是在空军司令马杜克·格罗韦·巴列霍领导下进行的，他宣布建立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其口号是“面包、房子和大衣”，但实际上这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计划远非社会主义，而仅仅是主张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资助公共工程，创造就业机会。12天之后，这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就被推翻了，但它标志着寡头保守政治集团丧失了某些地盘，因为格罗韦在1933年4月创建了智利社会党，该党在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基层组织。智利多党竞争执政的政治体制在1931-1933年被重新构造，重新排列组合的政治力量大致分为三个派别，即左派（共产党和社会党）、中间派（激进党和长枪党/基督教民主党）、右派（自由党和保守党），其中右派和中间派代表大部分上层和中等阶级。

1932年在激进党人的支持下，保守党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阿图罗·亚历山德里第二次当选总统（1932-1938年），他就任后努力改变受世界经济危机打击而面临困境的经济状况，并试图在经济稳定和增长之间实现平衡。智利中央银行执行外汇管制、保护性关税、税收刺激和扩大信贷，从而鼓励了城市企业，并引导智利摆脱经济衰退。尽管财政部长古斯塔沃·罗斯坚持正统的经济观点和政策，但亚历山德里却有不同的主张，他赞成发展制造业、建筑业和矿业，从而使失业人口从1932年的30万减少到1935年的1.5万。亚历山德里政府执政后期，由于对内镇压工人罢工和农民运动，限制舆论批评和严格控制议会，对外接近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导致反对派的呼声日益高涨。

1938年上台的新政府是由激进党领导下的被称作“人民阵线”（Frente Popular）的多党派联盟执政，激进党人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当选为总统（1938-1942年）。“人民阵线”的形成受到了当时共产国际的影响，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号召各国共产党与左派和中派政党结盟，建立反法西斯统一阵线。智利共产党响应这一号召在1936年与社会党、激进党、民主党、劳工联盟等组成了“人民阵线”，这是一个中左翼政党的政治联盟，继塞尔达之后，又有胡安·安东尼奥·里奥斯（1942-1946年）、加夫列尔·冈萨雷斯·魏地拉（1946-1952年）相继担任总统，他们二人都是激进党人，因为激进党人数最多，所以在人民阵线中居于领导地位。人民阵线在政治上提出反对法西斯主义、开放民主的主张，在经济上强调国家干预、工业化和改善民众生活。从1938到1952年，人民阵线执政了15年，政策具有比较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到1952年，由于人民阵线内部的分裂，使得老政客伊瓦涅斯将军在选举中东山再起。伊瓦涅斯声称自己是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却能解决所有的政治问题，并许诺实行最低工资制度，给予工人家庭补贴。但是，朝鲜战争结束后铜价的下跌使他无力兑现许下的诺言，为了对付通货膨胀，他不得不在民族自主性上让步，向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结果遭到了左派的反对。在经济衰退和工人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伊瓦涅斯结束了他的任期。

（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简易阶段

大萧条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加速了智利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在1928年智利就通过了一个关税法案，大萧条的来临使之派上了用场。1928-1931年智利的关税平均增加了71%，对73%的进口产生了影响。1933-1934年又增加了100%的关税。这样在不到5年的时间智利的关税保护发生了急剧地变化，在1928之前，智利的关税保护是微不足道的，一般仅为25%，1933年以后智利工业则受到了极端的保护，如对轮胎的名义保护水平达到了180%。同时，智利实施了汇率控制，为了更便宜地进口国内工业急需的原料和资本品，中央银行实施了双重汇率。1950年官方汇率是19.37比索兑1美元，通常用这一汇率来进口国家工业和铜矿所需要的机器，如果一项价值2000美元的工业产品用这一汇率进口的话，只需花费38740比索，但其他商品的进口则按照50比索兑1美元的“特殊商品汇率”。这样，一项价值2000美元的工业品的进口将要花费10万比索，因此工业家就要考虑由自己来生产这种产品。最后，智利政府还对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制成品实施配额管制，这体现在智利政府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政策中，这种做法可以避免重大的贸易不平衡并鼓励其他国家增加对智利的进口。上述关税、汇率控制、多重汇率和进口配额制度的结合导致了受到严格保护的智利国内市场的形成，事实表明，这些措施对工业家和工业活动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据统计，1929-1944年智利的工业生产增加了2倍，1929-1952年增加了3倍，1928-1957年之间的工业就业人数也增加了2倍，从88646人增加到216605人。但是，工业发展主要集中在非耐用消费品部门，如金属制造、纸张、建筑材料、玻璃、化工产品部门等，在纺织部门，1928-1950年之间，生产和就业分别增加了900%和600%，食品和饮料部门在1928-1957年之间也增长了3倍。

持续将近30年的工业扩张得益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增加了对智利铜的需求，同时也阻隔了制成品的国际贸易，客观上推动了智利制成品生产的发展。二是智利政府的干预，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1939年智利成立了国营“生产开发公司”（CORFO），其资金来源于政府对铜矿征收的收入税，这表明了政府对外资企业征税以促进国内资本形成的意图。通过这种方式，“生产开发公司”成了国家计划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机构。生产开发公司的主要任务是筹集资金，发挥着相当于国家开发银行的作用，除了通过向国外借贷的方式，还通过与私人合资办企业的方式筹集私人资本，把国内私人企业的资本动员到工业建设方面来。该公司从国民经济的长远目标出发，支持了一批重要项目的兴建和扩建，如兴建康塞普西翁附近的华奇帕托（Huachipato）大型钢铁厂和一批小型水电站，扩大水泥、化工和纸浆的生产能力，加速煤炭和石油的勘探与开发，增加甜菜和畜牧业生产，扩大耕地，改进农业技术等等。这些项目能够合理利用本国资源，调动私人投资积极性，并注意经济活动的合理分布。在生产开发公司的大力支持下，智利开始形成初具规模的石油、煤炭、钢铁、制造、电力等基础工业。50年代初，拉美经委会曾经指出，智利建立国营生产开发公司在拉美是个创举，它似乎在工业发展方面找到了自己的解决办法。

但是，到伊瓦涅斯时期，经济出现了衰退，1946-1952年人均工业生产率增长6%，而1953-1959年则不到1%，通货膨胀率在1955年达到88%，虽然1956年和1957年分别下降为38%和17%，但1958年又反弹为33%。进口替代工业化出现的这种停滞现象被认为是政府经济政策失败的结果，因为1956-1957年政府进行了温和的货币主义改革，政府反通货膨胀的稳定化政策限制了经济的扩张，引发了经济的萧条。大多数居民认为他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恶化。根据对1953-1959年的一项估计，缓慢的经济增长使工人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从30%下降到26%，中产阶层从26%下降到25%，而地产主、金融家和高级管理行政人员则从44%上升到49%。由于大量农村移民流向城市，城市的贫民窟剧增，并加剧了城市工人的失业，1952-1958年首都圣地亚哥的失业率从4%上升到了10%。住房和就业成为城市中的突出问题。


四、自由主义、改良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实验

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智利的政治制度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在此之前，智利的政治体制具有比较强的适应力和恢复力，尽管智利存在着左、中、右三翼的多党体制，但为了赢得选举并在议会中有效行使职责，所有政党都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妥协和协商精神，它们分别加入了成分不一的联合阵线，特别是中间派激进党能够左右逢源，它所奉行的民众主义发展战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照顾到各党派所代表的集团利益，从而保持了政党体制的稳定。但是，伊瓦涅斯任期内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经济依附性的加强和工人阶级的贫困使各党派对传统政治体制失去了信心，他们在寻求解决危机的过程中逐渐走向极端，原来的政治协商和妥协精神逐渐被抛弃。从1958年到1973年的15年中，左、中、右三派力量轮流执政，智利成了一个大的试验场，依次历经了“民主自由主义”（1958-1964年）、“基督教民主改良主义”（1964-1970年）以及“民主社会主义”（1970-1973年）的实验。

（一）亚历山德里与民主自由主义（1958-1964年）

豪尔赫·亚历山德里在1958年的选举中当选为总统，他的父亲是曾担任过两届总统的阿图罗·亚历山德里。亚历山德里是作为右派领导人参加竞选的，他得到保守党和自由党的联合支持。他的对手是萨尔瓦多·阿连德和爱德华多·弗雷，阿连德代表着作为社会党和共产党联盟的“人民行动阵线”（Frente De Accion Popular,FRAP），弗雷则代表着基督教民主党，他们三人的得票分别为31.6%、28.9%和20.7%，另外的18.8%为激进党候选人和其他候选人所获得，其中没有一个人获得绝对多数选票，根据宪法要求，国会批准了亚历山德里获胜。

亚历山德里赞成经济自由主义，他的竞选纲领主张减少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包括取消对物价、信贷和外汇的控制）和实行一项物价稳定化的政策，同时对外资开放，使国内投资条件对外国资本更具有吸引力。但亚历山德里和他的经济顾问们不是货币主义者。他反对限制信贷的政策，认为没有必要减少经济活动，也没有必要增加失业人数来反对通货膨胀。他的政策是为私人部门发展经济创造健全的条件，在最初启动困难的情况下政府准备通过借债增加国家投资。事实上，他的短期经济政策是经济自由化和通货再膨胀的混合物，并以国家投资作后盾。

亚历山德里正统的经济政策在最初获得了成功，但不久就导致经济陷入困境。政府建设了一些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对公路网和住房也给予了不少的投资，但资金来自国外，1960年总的国家债务达到5.89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0%，在后来的5年，这项债务已经超过10亿美元，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6%。在“争取进步联盟”的影响下，政府通过了1962年土地法，尽管被没收的土地很少，但该法律建立了两个机构，即农业改革公司（Corporacion de la Reforma Agraria,CORA）和农牧业发展高级委员会（Consejo Superior de Fomento Agropecuario,CONFSA），这是两个在后来的农业改造方面起关键作用的机构。政府对炼铜工业的征税还提高了10%-15%，并增加了精炼铜的产量，但没有实行国有化。1959-1964年智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了2.7%，失业率从1959年的9%下降到1963年的5.5%，工业产量也有很大提高。通货膨胀率从1958年的33.3%下降到1961年的7.7%，但1963年又急剧上升到44.3%。出口收入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增长，但对进口限制的放松则导致贸易赤字的急剧增加。通货膨胀、国际收支赤字和政府雇员以及工人工资的下降，再度引发工人运动的高涨。

私人企业部门和地主是亚历山德里政府的主要支持力量，尽管亚历山德里赞成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经济权贵们对自由竞争精神并不感兴趣，他们宁愿要贸易保护主义和垄断利润，因此亚历山德里政策的政治后果是传统的保守主义继续居于统治地位，右翼政党的这种守势姿态无疑为新的政治力量接受革新资本主义和改革传统土地结构这一任务开辟了道路。

（二）弗雷与民主改良主义（1964-1970年）

在1964年的总统竞选中爱德华多·弗雷·蒙塔尔瓦获胜。竞选活动是激烈的，左派再次推举阿连德为候选人，他代表的人民行动阵线要求旗帜鲜明地批判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彻底改变智利社会，以便走向社会主义，其斗争矛头指向智利地主和美国铜公司。基督教民主党是取代过去激进党的新的中间派，弗雷成为它的候选人，他们提出的竞选口号是“自由中的革命”，意思是既能带来变革又不损害传统的自由，以民主选择代替古巴道路。实际上，他们允诺的是改良而不是革命，这种改良将使智利的资本主义获得更高的效益，实现改良的途径是土地改革、控制铜公司、增加公共住房。最后弗雷以56%选票赢得了选举，弗雷获胜一是由于右派在革命和改良面前“两害相权取其轻”，投票支持弗雷；二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担心人民行动阵线获胜，为弗雷的竞选活动提供了50%的经费。

弗雷上台后，在选民的要求下，开始兑现其竞选诺言。第一项改革是铜业部门的“智利化”。弗雷认为，彻底的国有化代价太高，因为做出赔偿将使智利付出巨额美元，但仅仅鼓励美国公司根据旧的条件增加其投资同样是不可取的。于是，政府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采取与外国公司建立联营的方式，将铜工业纳入智利经济，增加投资，并提高智利的铜产量。结果智利政府在1966年与安纳康达（Anaconda）公司和肯内科特（Kennecott）公司达成协议，前者的25%的所有权归政府，后者51%的所有权由政府控制，在此后的5年中，铜的生产仅增长了10%，出口收入增长了1倍，但出口收入的增长主要是由于世界铜价的上升所致。

第二项改革是实施与农村工会组织和农业组织相结合的土地改革。当时全国87%的耕地掌握在不到6%的大庄园主手中，每个大庄园主占地201至5000公顷不等。1965年5月21日弗雷在他的国情咨文中说：“我们实行土改要达到两个目的，从经济上讲，通过平均分配经营土地所产生的效益来发展生产和提高生产率；从社会文化讲，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提高他们的尊严，从而加强他们的进取心，以改善他们的生活。“1967年土地法规定，所有超过80公顷水浇地的农场的多余土地将被征收，被征收部分将以少量现金和政府长期债券给予补偿。到弗雷任期结束时，农业改革公司已经征收了1300多个大庄园，土地面积在300万公顷以上，占智利可耕地的6%，并建立了650个农庄，容纳约2万户家庭，同时还将土地直接授予另外2000户家庭。根据1967年土地法，到1970年中期已经建立了500个农村工会，拥有13万名会员。尽管土地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与弗雷政府建立10万个农庄的庞大计划比还相差甚远。

第三项改革是实施人民大众特别是棚户区居民组织和妇女组织的纲领。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鼓动民众积极参与政治，基督教民主党人特别重视城市棚户区居民组织和妇女组织的建立，在专门的国家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下，居民委员会、母亲中心、父母组织、青年俱乐部、体育协会等大量涌现，据政府统计，到1970年大约建立了2万个这样的单位，其中1/2是母亲中心，其成员有45万名妇女，政府向她们提供了7万台缝纫机。弗雷在对议会的报告中宣称，这些措施给成千上万的智利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希望”。

另外，弗雷政府还注意改善教育和社会福利。教育开支占公共开支的比重从1/7上升到1/5，新建学校3000多所，到1970年基础教育覆盖了95%的适龄儿童。为满足城市贫困阶层的住房问题，政府新建住房25万套，医院和病房的床位也增加了1倍。

弗雷政府力图通过改革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双重目标，但在实际运行中遇到了不少困难，最主要的是社会改革导致政府开支的巨大增长，好在国际铜价的上涨帮了智利的忙，当然也部分地归功于智利政府的价格政策。智利的出口从1964年的6.76亿美元增加到1969年的11.39亿美元，同期由400多万美元的贸易赤字转变为1.83亿美元的盈余，来自外国公司的税收也增加了，1966-1970年年均为1.95亿美元。但智利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2%，外债也翻了一番，1969达到20多亿美元，通货膨胀率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从1964年为40.4%下降到1966年的17.9%，但此后又逐步上升到1970年的34.9%。

政府的政策刺激了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和对社会的各种要求，城市的工会组织、棚户区组织、农村的工会组织发展迅速，罢工次数越来越多，城市的占地、占领工厂的事件和农村的占地事件也逐渐增多。在1970年的一起占地事件中，警察向占地者开火，打死9人。随着弗雷任期的结束，政治活动变得严酷起来，右派对政府的改革特别是土地改革感到愤怒，要求用威权主义方法解决政治僵局，左派则批评弗雷政府向帝国主义出卖国家和土改不彻底，在古巴革命影响下，越来越多地采用了游击战和人民起义的表达方式。1970年的基督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拉多米罗·托米奇说：“我深信‘自由革命’遭受挫折是不可避免的，主要因为它立足于并加深智利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经济发展纲领’与它的‘社会发展纲领’之间的矛盾。后一纲领动员人民维护其利益，故增加了智利社会中的许多矛盾，特别是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在不发达国家运转的矛盾。”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点破了弗雷政策两难境地的实质。

（三）阿连德与民主社会主义（1970-1973年）

1970年的总统选举是在三支势均力敌的政治力量之间展开的。豪尔赫·亚历山德里是右派的候选人，他已经74岁；拉多米罗·托米奇是基督教民主党的候选人，他比弗雷更左一点；而62岁的萨尔瓦多·阿连德第4次被推选为左派的候选人，这时左派组成了人民联盟（Unidad Popular,UP，也被译为“人民团结阵线”），包括共产党、社会党、激进党，还有人民行动团结运动党（MAPU）、社会民主党（PSD）、独立人民行动党（API）三个小党。人民联盟的纲领是实现经济的国有化，实施收入再分配计划，废除大庄园制度，通过建立一院制立法机构来改变现存的政治制度，发动民众参与经济管理、政治决策和执法，奉行真正独立的对外政策。这一纲领将在现存的宪法体制框架内实施。三位候选人最终的得票结果是34.9%、27.8%、36.3%，没有一个人获得绝对多数，根据宪法要求，由议会决定总统人选。由基督教民主党控制的议会同意批准阿连德为总统，但条件是人民联盟要签署一揽子尊重宪法的协议，包括维持多党制、公民自由、新闻自由和教育制度的自由，并同意让武装力量作为民主进程的保证。因此，军队正式成为智利政治的仲裁人。

在阿连德执政期间，他全力以赴地实现他的竞选纲领。

首先是将美国大型铜矿国有化。1971年6月议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外国铜矿国有化的宪法修正案。同年9月，总统宣布1955年以来任何公司获取的超过12%的利润皆属于超额利润，根据这一标准，智利不仅不需要向肯内科特公司和安纳康达公司做出赔偿，相反，这两家公司分别需要向智利交付3.1亿美元和7800万美元。但是铜矿的国有化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收益，产量和利润都急剧下降。美国拒绝向矿山提供机器和零部件，特别是高水平技术管理人员的流失是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同时，国际市场铜价的一路下跌使智利损失了5亿美元的收入。

人民联盟政府还把国有化运动扩展到其他经济部门。煤炭和钢铁部门被国有化，60%的私人银行也被国有化，越来越多的企业也被纳入国有经济。到1973年，社会所有制部门的制造企业占工业总生产的40%以上，并拥有30%的工业劳动力。此外，国有部门占银行总贷款的93%，矿业生产的90%和食品销售的28%。企业国有化带来的问题是管理人员的任命不是根据其管理水平，而是根据其所属政党的地位，结果造成管理人员不称职或管理上的混乱，经常出现停工停产。

其次，加速土地改革。阿连德执政后，继续按照1967年土改法（16640号法令）进行土改，但与上届政府不同的是将可以征收土地的界限由80公顷降到了“40公顷水浇地”，从而扩大了征收的范围。阿连德的任期内共征收了近4400个庄园、约590万公顷土地，占全国水浇地面积的35%。同时，农民激进组织策划的暴力占领庄园的事件加快了土改进程，这种事件仅在1971年就发生了1278起。这样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大庄园制就基本上被消灭了。1972年5月21日，总统在第三个国情咨文中讲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可以断言，对土地的垄断已经不存在了。建立在剥削贫苦农民和农业工人基础上的地主寡头权力的主要源泉已消失。”在征用的土地基础上，政府又组织了300个农庄，容纳了5万农民。但是，由于政府投资不足，粮食歉收，土改没有达到提高生产量的目的。

再次，实施收入再分配，改善民众的福利待遇。新政府采取大幅度增加工资、冻结物价的办法刺激对商品的需求量，以促进生产和扩大就业。1971年全国工资普遍提高了35%，30多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被冻结，结果消费者的购买力大幅度上升。政府还对孕妇、喂奶的妇女和15岁以下的儿童实行每天免费供应半公升牛奶。在首都圣地亚哥周围的贫民区，开始兴建大批简易房屋，仅1971年就拨出了修建10万套住房的专款。政府采取优先发展居民点卫生所的方针，动员医学院学生和医务人员奔赴农村，开展防病治病运动，并采取措施控制药价，保证低价供应药品。

最后，在对外关系上，阿连德政府坚持了反帝立场，恢复了同古巴的外交关系，加强同拉美各国之间的联系，同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和贸易关系，并积极支持拉美和亚非拉各国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

然而，国有化和土改不仅引起了大资产阶级和大庄园主的强烈抵制，在政策的具体执行中也伤害了中小企业主和中小庄园主的利益。按国家政策规定，应对全国3.5万家企业中的150家左右的大企业实行国有化，但实际被征收和控制的企业，80%是中小企业。很多地方的农民占领了庄园（共计1767个），但这些一般都是中小庄园。提高工资所带来的购买力的大幅度增长很快就产生了供应短缺，造成黑市蔓延、囤积居奇和通货膨胀。结果，经济结构改革激化了社会矛盾，引起了社会动荡，1972年公私部门的罢工次数达3289次，其中10月份的卡车主罢工引起了的全国性罢工、罢市。1973年铜矿工人大罢工达两个半月之久，7月卡车主再次罢工，使全国70%的运输停顿，工业生产中断，全国陷于瘫痪。同时，美国暗中一直在支持反对派颠覆阿连德政权。在反对党的联合进攻下，人民联盟政府到1973年9月已经无力控制局势了。皮诺切特将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动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府，建立了军人政府。

（四）次级进口替代工业化与国家主义的极端化

根据巴列斯托罗斯和戴维斯的研究，1929-1952年智利的工业生产增长了3倍，但在1952-1957年却停滞了，仅增长11%。而1958-1961年最糟糕，在这4年中工业生产水平都低于1957年。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一是出口部门生产和出口的停滞。因为智利强调对经济的保护，但不保护出口部门，铜的出口价格被压得很低，铜的生产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结果外汇收入越来越少，限制了工业投入品的进口。二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三是国内市场规模狭小。四是收入分配政策向中上阶层的倾斜。这使大多数进入非正规经济的城市贫民和农村人口更加贫困以至于购买不起价格昂贵的制成品，因而不利于扩大国内市场，增加经济的规模和降低生产的成本。五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本身的问题。

拉美经委会把进口替代分成了两个阶段：首先是简易阶段，该阶段制造大多数非耐用消费品、技术简单的耐用消费品、与本国资源加工联系的中间产品（如精炼铜和钢）；其次是复杂阶段，该阶段生产高技术产品，包括耐用消费品、中间产品和资本货。但在这些部门民族企业家没有知识和经验，除非得到高水平的保护，否则很难在智利市场上参与竞争。因此，在从简单阶段向复杂阶段转变的过程中，政府需要加强干预，并鼓励外资参与高技术部门的发展。实际上，在20世纪50年代的停滞就是简易阶段向复杂阶段过渡期间困境的表现，为了推动智利工业化向复杂阶段的过渡，前述三届政府都做出了努力。

亚历山德里政府在任期的前三年致力于治理通胀，使之从38.6%降到了7.7%，后三年则致力于扩大制成品的生产范围，如汽车、电视、留声机、电冰箱、收音机等技术先进的产品的生产首次被引入智利。在1962年通过的汽车立法（835法令）中可以看到智利政府强调制造胜于强调装配，这项法令的第三部分规定了汽车工业民族化的进程，即汽车公司要逐渐使用智利国产的零部件，其比例要从1963年的30%增加到1969年的57.94%，到1968年，装配汽车全部FOB价值的53%必须是智利产的零部件。同时，还有一特别条款规定在圣地亚哥省不得存在汽车制造业，由此避免了汽车制造业空间布局的集中化。亚里山德里任期的后三年，经济增长率达到年均近8%的水平。

弗雷政府一方面想保持亚里山德里政府后期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另一方面试图通过收入再分配来扩大工业生产，为此实行了一项有利于下层民众的工资分配和反通胀相结合的政策，结果使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水平以下的工人比例从1961年的40%减少到1967年的20%。弗雷政府还大力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在1967-1969年间，在智利制造业中的外资比例从16.6%上升到20.3%。从部门看，增长最快的是汽车业，外国投资增加了4倍，其他部门是电子、化工、饮料、机械、造纸、印刷等行业。在100家主要的私人公司中，受外国公司控制的占61家。由于许多新的工业部门属于资本密集型，它们对就业格局没有什么影响。到60年代末，尽管智利已经能够生产电视、洗衣机等许多耐用消费品，但不少资本品仍需要进口。在弗雷执政的头三年工业增长19%，但后三年仅增长7%。

阿连德的工业政策一是要通过国有化减少垄断资本主义对智利工业活动的冲击，所谓垄断资本主义是指影响私人工业活动的外国资本和智利本国的大企业；二是通过大量的收入再分配来解决工业停滞问题。但是这两项政策的落实都需要大量资金，因为不仅提高工资需要资金，被没收的企业也需要赔偿费和再投资，由于外资和私人资本受到挫伤都不会提供新的投入，阿连德政府只好发行大量货币，1972年7月至1973年7月货币供给增加了287%，通货膨胀从1971年9月的15.5%上升到1973年的323%，到1973年工业生产已经处于衰退状态。

这个时候，智利的国家资本主义已经走向了极端。智利的国家资本主义开始于1925年，当时出台的新宪法中有“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的条款，但同时也提到国家有权在被认为符合全民利益的时候作为最终的仲裁者剥夺私人财产和干预市场。1927年伊瓦涅斯任总统后，智利选择通过国家保护和推动工业化。1939年成立了“生产开发公司”，先后在钢铁、能源、甜菜糖业、公用事业等部门建立起了国有企业，同年政府还成立了国家发展银行。从1958年以后，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几乎各个方面都起着主要作用，国家所有占据了GDP越来越大的部分，从亚历山德里时期的38%，增长到弗雷时期的43%。国家的投资份额甚至更高些。1970年上台的阿连德政府选择了更为激进的国家主义，他加速私人资本的国有化和土地改革进程，到1973年，国有企业从1965年的68家上升到596家，其中325家是工业企业，18家是银行；同年，国有企业的总产出达到智利GDP的40%，其中占公用事业的100%、矿业的85%、交通运输的70%、银行的85%。但是，国家缺乏资本投入成为致命的难题。当生产不再增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被极端化的国家主义就走进了死胡同。在资本主义体制框架内，国家是为私人资本服务的，当要通过议会道路将国家主义推向极端的时候，必定会遇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抗，何况阿连德还无力控制议会，最终，阿连德政府被皮诺切特的军人政府取代，后者要完成的任务是将时钟向右拨动，实现经济社会的新的转型。


五、皮诺切特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皮诺切特上台后，智利开始了一个由国家主义向市场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由“矫枉过正”到调整，再到“改革的再改革”或称为第二轮改革，到本世纪初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已经基本成熟，政治上也由专制恢复到了民主，并且实现了民族和解。

（一）自由市场经济——社会模式形成的三个阶段

皮诺切特上台后，智利的经济——社会模式由国家主导型向自由市场主导型转变，在历时30多年、经过了三个具有不同特点的发展阶段之后，这种模式现在已经逐渐成熟和完善。

第一阶段是皮诺切特政府的前半期（1973-1981年），特点是极端正统的新自由主义。

军政府上台时并没有一个拯救经济的方案，于是就在企业领袖和政治家中咨询建议。但企业领袖除了对市场经济表示欢迎外，还劝说政府对自己的企业给予补助和优惠作为快速恢复经济的保证，而基督教民主党的政治家除了赞成开放的市场经济外，还号召要用强有力的国家之手引导经济，要回到“现代的混合经济”。结果，企业家领袖塞斯（Raul Saez）和莱尼斯（Fern and o Leniz）成了改革的实际领导人。但他们领导的改革，第一年不见成效，通货膨胀高达375.9%，失业上升，实际工资下降，国家岁入减少1/3.这时，负责经济计划部的前海军军官凯利（Roberto Kelly）告诉皮诺切特需要下猛药，说服他放权给“芝加哥弟子”重组经济。

所谓“芝加哥弟子”，是一个由26人组成的知识精英小组，他们并不全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上过学，也不全是智利人，但他们拥有共同的新自由主义理念，要用他们的知识拯救智利陷于崩溃的经济。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德卡斯特罗（Sergio De Castro），他拥有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是参与政变的海军上将梅里诺（Jose Toribio Merino）和凯利的密友，在政变前就负责起草了被称为《砖》的长达500页的经济报告，该报告后来被认为是智利军政府经济政策的基石。德卡斯特罗认为，市场经济是智利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的唯一道路。智利的经济问题不是阿连德执政三年形成的，而是1930年代以来长期发展的结果。为使智利经济重新融入全球经济，他和他的同事们提出了三个政策目标：放宽国内经济，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1975年4月，军政府任命考阿斯（Jorge Cauas）为财政部长，率领“芝加哥弟子”实行“休克”疗法：包括旨在降低通货膨胀的减少货币供给和政府开支；降低进口关税；裁减公职人员；国有企业私有化；恢复财政平衡和稳定等。结果是快速显现的，也是惊人的，虽然财政赤字从1973年占GDP的27.7%减少到1975年的2.9%，但因进口关税从历史最高水平的200%降到44%，进口品激增带来了国内无效率企业的大量破产，失业人口上升到了19%，GDP下降了12.9%。这种经济衰退太剧烈太痛苦，智利需要一种先恢复后增长的政策。于是，军政府以德卡斯特罗取代了考阿斯。从1976年经济开始走向复苏，1979年在德卡斯特罗主持下着手实行了所谓“7个方面的现代化”，包括劳动、社会保障、教育、健康、地方政府的分权化、农业和司法等领域的改革，军政府试图通过这些改革使前一阶段的成果体制化。1977-1981年GDP年均增长超过了5.5%。可以说，这个时期是一个“矫枉过正”的时期。

第二阶段是皮诺切特政府的后半期（1982-1989年），政府对先前的政策给予了重要的修正和调整。1982年在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下，同时也由于“芝加哥弟子”金融政策的失误，智利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16家银行（包括两家大银行）破产，失业率达到32%，通货膨胀率上升，GDP下降了14.1%，政治动乱再现。有人批评说，“芝加哥弟子”中没有一个是“成熟的经济学家”，他们并没有真正搞懂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说，因为弗里德曼并不完全排斥国家干预。军政府开始失去了对“芝加哥弟子”的信任，1982-1984年间先后更换了5位财政部长，实行了如停止私有化进程、货币贬值、提高关税、增加税收的政策，在1974-1979年第一轮私有化进程中，将492个国有企业归还或出售给了私人，但在这时至少有50个被私有化的企业又重新回到了国家的监管之下。1985年2月埃尔南多·布奇被任命为新的财政部长。布奇曾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70年代曾是“芝加哥弟子”最早的合作者。他想实施一种使智利经济在遇到经济危机时不再回到“糟糕的往日”的新政策，结果提出了“以债权换股权”的方法，使36亿债务转移到了私人投资者手中，同时推行了第二次私有化，4年间（1985-1989年）政府拍卖了28个国有企业，并通过削减支出（包括退休者、军人、文官的工资）平衡预算，通过税收优惠激励企业的投资，放弃了过去为抑制通货膨胀实行的固定汇率，代以小幅度调整的爬行汇率；还深化了养老金改革，特别是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竞争之上的经济增长”模式，增加非传统产品的出口。布奇的政策为智利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1986-1988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5%，1988年失业率下降到约12%，通货膨胀率下降到20%，国外投资相当于GDP的17%，国内储蓄相当于国内产出的22%。但由于整个军政府时期经历了1974-1975年和1982-1983年两次大的经济危机，所以1974-1989年GDP的年均增长率在2.9%，并不高。

第三阶段是回到民选的文官政府统治时期（1989-2005年），智利力求获得兼顾公平的经济增长。1990年智利实现了军人政府向文人政府的过渡，至2005年已经经历了三届总统，他们虽然在政治上与军政权对立，但都肯定了军政府经济政策的积极方面和成就，同时，在继承和延续军政府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框架下，对前段的改革进行了“再改革”，加强了对社会政策方面的关注。

帕特里西奥·艾尔文（Patricio Aylwin）政府（1990-1993年）的一个口号是“增长并兼顾公平”，承诺在保证经济增长和稳定的宏观经济管理的前提下，改善收入分配和增加社会服务方面的支出。艾尔文政府首先通过税收改革增加了社会项目下的支出，到1993年社会支出占GDP的15%；其次是将社会支出重点放在最贫困阶层，提高最低工资（24%）、增加最低收入阶层的补助和改善基础教育；再次是建立团结和社会投资基金（FOSIS），为各地区的社会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的扶贫项目提供资助，4年间资助了5.2万个项目；最后是修改劳动法，重新赋予工人包括罢工、组织工会、集体谈判等一系列被军政府取消了的权利。艾尔文的财政部长叫福克斯利（Alej and ro Foxley），毕业于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他巧妙地运用了汇率和利率政策，保持了经济的平稳发展，结果，1990-1993年GDP年均增长7.7%，贫困人口由40%减少到27%。

爱德华多·弗雷·鲁伊斯塔格莱（Eduardo Frei Ruiz-Tagle）是20世纪60年代老弗雷总统的儿子，他上台一个星期后就宣布他的政府（1994-1999年）将优先解决贫困问题，“坚持增长，消灭贫困，实现名副其实的公正”，决心在他的任期结束时，也就是在21世纪初，使智利成为拉美第一个消除贫困的国家。他成立了官、民两个消除贫困委员会和一个全国反腐败委员会，增加了社会救助计划的拨款。但是，他试图延长前任政府税收改革的做法遭到了企业界和右翼政党的强烈反对，将劳工法扩大到非工会内工人（占劳动力的近3/4）的计划也受到了议会的阻挠。艾尔文任期贫困人口的减少与经济增长率高，就业扩大和通货膨胀率低有很大关系，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铜价下跌打击了智利经济，使弗雷任期经济增长率降为5.6%。结果，贫困人口虽然有所减少（减至20%），但消除贫困的目标并没有实现。

里卡多·拉戈斯（Ricardo Lagos）政府（2000-2005年）提出要让智利人更加“有尊严”地生活，强调构筑社会安全网，增加公共工程的投资力度以创造就业机会，政府的公共开支要向最贫困阶层倾斜。从2002年开始政府实行了被称作“智利团结”的扶贫计划，发动志愿者走进全国22.5万个最贫困家庭，对穷人进行教育和劳动培训。政府在一定时期内提供补贴，参加该计划的贫困家庭也须作出相应承诺。同时，政府还再次提高了最低工资的水平，由艾尔文政府时期的月最低工资1.8万比索（约合45美元）提高到2000年的10万比索（约合217美元）。但由于受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2000-2003年的GDP年均增长仅为3.25%，2004年才恢复到接近6%，贫困人口的比重仍为19%。

智利向自由市场主导型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已历时30多年，是经过了具有不同特点的三个阶段而逐渐形成和完善的。虽然在不同时期有“激进”、“缓和”之分，有政策侧重点的差异，但建立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方向没有变，通过市场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不断深入的改革，原来的“大政府”现在变成了“小政府”，经济的主体是私人经济，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但如果把智利模式理解为完全的自由放任那就错了，因为一是政府一直都在通过政策和法律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如对外资进出境的限制，1974年政府颁布外资法即第600号法令，规定外国资本进入智利3年后方可自由汇出利润，在投资前10年，所得税税率为49.5%。1985年政府准许外国直接投资以债权换股权的方式进入，但在前10年内不得撤回。1991年政府通过“保证金”制度（一种对短期资本流入的征税制度）控制外国私人资本的流入。再如，在水果、渔产品、林业产品等部门，政府进行了新形式的干预，从而使企业能够更快获得国际比较利益，并且比在自由市场上花费更低的成本。二是智利仍拥有国营企业，铜矿产品一般占出口总值的45%左右，而其中将近1/2生产来自国有企业。智利能够做到将私有化与监管相结合，将贸易开放与保持国家对矿业部门的所有权相结合，将金融自由化与资本管制相结合，这体现了智利政府不固守某种模式、追求协调发展的务实主义态度。

（二）发挥比较优势、建立出口导向增长模式

发挥比较优势、建立出口导向增长模式是智利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

智利是拉美地区的中等国家，1960年人口才760万，到2002年人口达到了1511万，其中城市人口占86.6%，它的国内市场狭小，需求有限。但智利拥有非常丰富的矿、林、水产资源，铜的蕴藏量居世界第一，还是世界上唯一生产硝石的国家。根据智利的这种国情和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1985年财政部长布奇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竞争力之上的经济增长”模式，实际上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由“内向发展”到“外向发展”的转变，要求企业家将眼光转向国外，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到国外寻求新的市场。为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调整产业结构、改革经济体制、大力促进出口的措施。后来的发展表明，这种转型是成功的。表现在一是出口企业增加了。1975年智利只有200家出口企业，1986年出口额在10万美元以上的本地、合资和外资企业达到了896家，1996年又增加到了5588家，2004年已经超过了6000家。二是出口产品实现了多样化。20世纪60年代铜的出口曾占到智利出口总额的85.6%，70年代下降到了70.6%，到1984年下降到了57.2%，到90年代中期，维持在40%-45%之间，同时，制成品出口从60年代的10.5%增加到70年代的24.3%，再到1985-1989年的32.8%。政府大力推动鲜果蔬菜、葡萄酒、林业（木材、纸浆和纸）和鱼产品等非传统产品的出口，利用南北半球季节时间差的优势，不失时机地占领北半球农产品市场。三是出口市场实现了多元化。1975年智利产品只出口世界上的50个国家和地区，重点是欧洲，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智利的出口市场实现了欧洲、亚洲和美洲各占1/3，形成了向全世界177个国家和地区出口的多元化局面，特别是近两年，中国已经成为智利的第二大出口国，智利国民经济的独立性大大增强。

智利的这种增长模式是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发挥了当地的比较优势，顺应了国际分工的趋势。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智利转型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即非工业化倾向。制造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由1973年的28.2%下降到了1995年的16.7%，这种非工业化倾向将会导致经济和技术竞争力的下降。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如何评价智利转型成果和发展道路的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对于世界上许多中小国家来说，有没有可能和必要去建立一个部门齐全的工业体系？它们是不是一定要走先工业化再信息化的道路，总是跟在发达国家的屁股后面跑？如果它们能充分利用自己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地理位置等方面的比较优势，选择某几个经济部门或领域作为自己的发展重点，以其比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水平在世界上赢得独特的经济地位，不也是一条现实可行的道路吗？1995年智利的经济结构体现在工业占GDP的比重为16.7%，矿业为17.8%，农业为8.1%，服务业为57.4%。可见，矿业比重大大超出了一般国家的水平，其工业、矿业合在一起所占比重为34.5%。智利是在利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适时地实现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北欧国家的模式应该是智利效仿的榜样。

（三）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内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被称作“社会安全网”，建立新型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智利经济——社会转型的又一重要内容，也是保证转型成功的基础条件。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医疗保健服务、社会救助、社会优抚、社会福利等若干方面，而最基本的是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智利在这方面的转型首先是从养老金制度改革开始的。

1973年以前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现收现付制，其中的养老金制度是政府通过向雇员和雇主征收社会保险税的办法筹集资金，专门设立社会保险账户，政府统一管理社会保险基金，由国家财政统筹拨款，经银行系统发到个人手中，不足部分由政府财政收入弥补。这种制度到20世纪70年代末已经暴露出系统混乱、财务状况恶化、赤字增加、分配不公、人口老龄化使在职人员负担沉重等等弊端。抨击者认为，这种制度有累退倾向，与其自身标榜的福利救济作用完全相左，个人收益与个人努力脱钩不利于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复杂的制度管理程序容易滋生腐败。皮诺切特上台后，将研究和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任务交给了“芝加哥弟子”，其中先后担任过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的米格尔·卡斯特（Miguel Kast）、特莱萨·因方特（Maria Teresa Infante）、何塞·皮涅拉（Jose Pinera）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的制度早在德卡斯特罗等人写的《砖》中就初具轮廓，但最后方案直到1980年11月才被通过，在何塞·皮涅拉领导下实施，标志着智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真正开始。新制度规定，所有公、私单位的劳动者都必须将自己月工资的10%扣除存入养老金个人账户，（另外还要扣除3.44%作为失业、伤残、人寿保险存入私人基金），并选择受国家监督的“养老金管理公司”（AFP）进行管理。当时全国有15家这样经过国家批准建立的私营股份公司，负责经营和管理这些基金以使其增值（管理费为个人工资的2.9%），最后，退休者根据其在职期间存入金额的多少和增值率来领取相应的养老金。新制度的实质是将社会保障制度私营化。同时，国家对在旧制中退休的人员仍继续提供养老金保障。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实际是一种公共养老金和私人养老金并存的“双轨制”，到现在，旧制已经逐渐并轨到新制。新制度刚开始实行时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但发展的结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首先是给投保人带来了较高的收益，1981-1998年，全国养老金的平均收益率为11%；其次是推动了国民储蓄率增长，智利的储蓄率由1981年的15%猛升为1995年的27.6%，因为养老金的增加占到国内总储蓄的30%以上，养老金资产从1981年占GDP的0.84%上升到1999年的53.3%，到2003年底总计约为498亿美元。再次，养老金通过AFP投资于金融资产，有利地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育；最后，大大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养老金覆盖率逐年增加，参加计划的人数已经由1981年的144万人增加到了2003年底的700多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口的90%以上）。有人说智利也许是唯一连出租车司机和看门人都每天关心报纸上股市行情的国家。

在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同时，智利还进行了医疗保健制度的改革，实行了医疗保健机构的部分私有化，成立私营医疗保险公司，为中上收入的社会阶层提供新的医疗保险选择。2001年智利政府又颁布了失业保障法，建立了失业保险基金。

随着养老金制度的建立和医疗机构的部分私有化，分散的社会救助计划也从社会保险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的社会救助制度。社会救助计划主要包括养老救济金、统一家庭津贴、生活用水补贴、失业补贴和住房补贴。政府的社会救助金由福利标准委员会负责管理和支付。其他社会计划的专项资金通过附属与社会保障部和其他有关政府部门的各种基金和机构划拨。为了使社会救助计划的补贴得到更合理与公平的使用，政府从1987年开始采取了一种对申请救助计划的人建立个人档案、实行资格认定的新方法，从而使最急需救助的社会群体得到优先救助。在智利的社会救助体系中，教会、私人机构等非政府组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改革养老金制度的成功和随后的其他方面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初步建立，使智利逐渐成为一个有安全感、稳定感的社会。

（四）政治民主化和实现民族和解

威权政府启动和促进了智利的经济——社会转型。1973年政变发生时，智利的政治、社会极度混乱，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皮诺切特上台后，意在消灭智利生活中的整个政治和社会运动，而不管其是左派还是右派。他通过一系列狡猾的手段将权力个人化和将权威集中在自己手中，建立了独裁统治。他为巩固政权不惜犯下大量践踏人权的罪行，但在经济上却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忠实信徒和坚定的支持者，他放手让“芝加哥弟子”们设计和操作新体制，为他们和他们的继任者的工作提供良好政治空间，因为威权政府的性质，政府不需要议会对一项改革方案的实施由进行反反复复地讨论，也不必在乎来自强大工会的压力。皮诺切特自己并非无事可做，他负责在经济危机的时候不失时机地更换财政部长和经济部长；负责镇压由于大规模私有化而失业、情绪激愤的工人；强制推行私人养老金制度，为智利的经济改革“保驾护航”，使一系列经济改革不致因其不可避免的社会代价而中断和夭折。如养老金法令刚出台的时候极不受欢迎，被称为“受咒骂的法令”，因为它提高了退休年龄的标准，取消了与薪金挂钩的养老金制，这种运作机制的“大改大动”触动了所有在政府行政部门位居高职的官员的利益，包括军队中的将军。社会与劳动保障部部长拉米雷斯（Vasco Costa Ramirez）拖到离任前的最后一天才签署它。由于人们对新体制心存疑虑，政府必须规定在一定日期后对参加工作的人强制实施。在这个历史关头，皮诺切特坚定地推动了法令的通过及其付诸实施。再如，当1982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智利经济形势恶化，从1983年开始首都出现了每月一次的游行示威，政府一面镇压社会运动，1984年有4万个政治犯被投进了监狱；一面加速改革步伐，出台了拍卖国有企业和债权换股权等措施。曾在1982年任财政部长的卢德尔斯（Luders）事后回忆说，如果没有军政权，国家也许摆脱不了经济危机，很多人都有同感。因为军政权能够轻易地控制住不同政见者并使其保持沉默，强制性地实施改革政策而不必征得广泛的社会同意。

但是，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之间应该是一种正向相关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内在逻辑是：经济发展提高了社会中的教育程度，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开始形成相互信任、追求生活满足感和凭能力竞争的性格，这些都是与民主政治相伴随的；经济发展使得社会集团之间有更多的资源可供分配，因此也促进了融合和妥协；经济发展要求对外开放，这自然会带来发达国家民主观念的影响；经济发展促进了中产阶级的扩大，他们相信他们有能力通过政治选举来促进他们的利益。从长期观点考察，这种逻辑关系同样适用于智利，政治上专制与经济上自由共存的现象仅仅是转轨时期的一种暂时现象，这种扭曲的关系终究是要被打破的，尽管智利来得晚了一点。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智利的民主化进程重新启动。70年代末出现的整个拉美地区的民主化浪潮对智利的民主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智利军政府逐步在政治上采取了某些松动措施，1980年宪法规定军政府有8年的过渡期，也就是到1988年通过公民投票，皮诺切特有可能重新当选，再任8年，也有可能下台。军政府在面对日益丧失的合法性和下降的民众支持率做出实行民主制度的承诺时，试图通过组织选举重新恢复其合法性，期待选民会让皮诺切特继续当选。但这种期待被证明是无法实现的。智利是具有长期的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国家，政党政治比较成熟，1980年以后，这些政党积极行动了起来，并在结束军人统治、恢复民主政体问题上逐渐达成了共识。1988年10月以基督教民主党为首的17个反对党联合组成了“争取投反对票协调委员会”，以55%对43%的选票否决了皮诺切特继续执政8年的提议。1989年12月大选前，基督教民主党又与其他16个政党成立了反对派联盟“争取民主协调委员会”，艾尔文作为该联盟的总统候选人在大选中最终获胜。1990年3月艾尔文就任总统，智利结束了长达17年的威权统治，恢复了民主制度。

但是，由于许多军人特权被保留下来，所谓的“民主制度”是残缺的，文人政府仍面临妥善处理与军方关系、实现真正民主和民族和解的任务。根据1980年宪法，武装力量是“制度秩序的保证者”，由军方控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可以直接参与政治事务。武装力量成员享有特别的养老金和健康保健，军费预算由铜矿公司的固定利润比例（10%）做担保。军事司法系统具有相对独立性，特别是1978年军政府颁布的大赦法，保护军人不会因1973-1978年犯下的侵犯人权的罪行而受到可能的指控。当皮诺切特交出政权后，他仍继续担任武装力量最高总司令至1998年3月，之后成为“终身参议员”，享有议员豁免权。因此，恢复文人政府对军方的控制、废除军人特权和1978年的大赦法、调查在军政府时期犯下的侵犯人权的罪行就成为艾尔文竞选联盟提出的重要目标。艾尔文就职后，强调政府对军方的控制权，明确政府的合法权力，对军事事务低调处理。在人权问题上采取了审慎而又坚定的立场，认为应该披露真相，实现正义，但只能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以民族和解为目的。新政府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该委员会在1991年3月公布了一份记载2279起死亡案件的报告，其中2115人是军方侵犯人权案件的受害者，但报告不是对肇事者进行的调查。1991年3月4日，总统向全国发表讲话，代表所有智利人，向国家恐怖主义的牺牲者及其亲属表示道歉，许诺为他们受到的伤害进行道义上的补偿和金钱上的赔偿，1991-1994年期间，政府设立了一个办公室，帮助6.5万名从国外归来的流亡者。尽管这项工作遇到了军方的强烈抵制，但艾尔文采取“非正规渠道”化解了同军方的冲突。弗雷总统在1995年10月向议会提交了一揽子宪法修正案，包括废除指定参议员制、增强文人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权威、加强议会的监督权等，但由于议会中右派的阻力而未获通过。1998年政府召开了“和解圆桌会议”，探索民族和解的新途径，到2000年6月12日达成协议，军方第一次承认犯有侵犯人权的行为，并许诺提供“失踪者”遗体地点的信息。拉戈斯总统就职后明确宣布，他不会通过寻求政治途径（总统决定或公民投票）来解决国内的人权问题，皮诺切特的参议员身份和可能涉及人权问题的所有军官的命运将完全取决于智利的司法机构，这一立场有利于维持政治稳定。总之，文人政府的政策纠正了政府与军方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军政府时期受害者亲属寻求正义的要求，有助于实现民族和解。随着1998年3月年皮诺切特交出军权，智利也彻底完成了军人政权向文人政府的过渡。


六、结语

伴随1933年宪法而来的政治稳定、太平洋战争的胜利、早期初级出口产品经济发展的机遇性和可持续性等，智利开始了早期现代化的发展，为进口替代工业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大萧条宣布了智利初级产品出口模式的终结，人民阵线运动领导下的简易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平稳，但在向进口替代工业化复杂阶段的转型过程中，国家主义逐渐走向了极端，“民主自由主义”、“基督教民主改革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实验依次出现，但最终被军人政变所终止。

皮诺切特以来的市场资本主义改革尽管充满曲折，但由于改革启动的时间早，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政治上保持稳定，经济上一心一意谋发展，所以没有走向新的极端化，改革比较成功。其特点是不完全放弃国家干预，坚持发挥比较优势，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在文人政府上台后，进行的第二轮改革，将市场经济理论与进步的社会政策结合起来，在不放松抓经济增长的同时，把改革的重点转移到了解决社会问题上。同时，在文人政府与军方的关系上，文人政府注意保持克制，尊重历史，努力实现民族和解，政治上逐渐走向成熟。智利的改革基本上是循序渐进，协调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成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智利的相对成功之处不在于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本身，而在于智利政府能够避免走向两个极端，较好地走了一条中间道路。这是一条务实主义的发展之路，1990年代以来文人政府的表现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特点。


第六章　中美洲：初级产品出口、外部干涉与体制转型的艰难

地理概念的中美洲是指墨西哥以南、哥伦比亚以北的美洲大陆中部地区，包括巴拿马、伯利兹、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七国。伯利兹曾是英属殖民地，与中美洲其他六国在语言和文化上有显著的差异，且独立较晚，所以习惯上的中美洲并不包括伯里兹。文中对中美洲的考察沿用习惯用法。又因殖民地时期的巴拿马是新格林纳达总督辖区最北部的省份，独立后归入南美洲，成为大哥伦比亚的一部分，1903年脱离哥伦比亚独立成为共和国，巴拿马的发展模式及现代化进程与中美洲其他五国也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文中对中美洲的整体分析中有时仅指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五国。

历史上的中美洲曾是玛雅文化的发祥地，自16世纪起，先后沦为西班牙殖民地。殖民统治时期，该地区是危地马拉领地，包括了危地马拉、恰帕斯（独立后归入墨西哥）、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1821年9月15日，中美洲脱离西班牙的统治而独立，并加入当时的墨西哥帝国。1823年7月1日墨西哥帝国瓦解，中美洲各省宣告独立，并组成“中美洲共和国联邦”。因各地区的利益分歧，1838年联邦最终解体，各国自立政权。

中美洲地峡是连接南北大陆，沟通东西大洋的战略要冲，重要的战略位置成为中美洲常受外来力量干预控制的苦难之源。与拉美的其他地区性大国相比，中美洲各国国力孱弱，地域狭小，实力有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的行动能力和自主能力。地区安全和国家的发展易被外来势力干扰阻挠。中美洲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直接且首要受到外来力量主要是美国因素的影响和左右，控制与独立、依附与自主的抗争在中美洲国家的发展进程中体现得尤为显著。

欧美列强最初认为尼加拉瓜是开凿运河、连接两洋的最便捷的通道。为了控制尼加拉瓜，1913-1933年美国军队常驻该国，操纵傀儡政府；自1936到1979年，作为美国利益的代理人，索摩查家族统治尼加拉瓜长达四十余年。美国的干预不可避免、不可改变甚至成为一种观念禁锢和影响了一代人。因此，1979年尼加拉瓜桑解阵推翻索摩查家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在拉美乃至第三世界具有了象征意义。无独有偶，巴拿马运河以及运河区的存在同样与美国的霸权及军事控制联系在一起，巴拿马人争取运河主权的艰难历程进一步印证了中美洲国家的发展进程深受美国干扰左右之苦！在经济领域，作为美国利益的代表，美国联合果品公司长期控制着洪都拉斯、危地马拉等香蕉出口国的经济命脉。即使在经济和政治相对独立的哥斯达黎加，势力庞大的跨国公司雇员过万人，控制了占国土面积10%的土地。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张旗鼓地向拉美国家推行“争取进步联盟计划”，来自美国的援助和贷款更多的是加剧了该地区国家内部的政治紧张，对推动地区现代化进程的意义和贡献并不大。时至20世纪90年代，中美洲政治危机与军事冲突依然与美国的介入有直接的关联。在美国的霸权控制下，中美洲国家摆脱依附，走上自主发展道路的选择可见是何其艰难！

中美洲发展所面临的国际体系的压力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如上所述，在国际政治层面，来自美国的霸权控制与干预始终是中美洲国家无法实现自主发展的因素；在国际经济层面，中美洲始终是国际分工体系中初级农产品的供应者。19世纪70年代咖啡出口的专业化生产，将中美洲纳入到国际经济体系中。在国际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中，中美洲国家所面临的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在国际市场上，1960年1吨咖啡能够买到40吨化肥，到1982年只能购买不到2吨化肥！中美洲经济政治的脆弱性与依附性长久地影响到地区发展和现代化进程。

1870-1920年代末，为中美洲初级产品出口的第一个全盛期。1929年的经济危机削弱了出口部门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二战结束后中美洲工业化和现代化真正展开。20世纪60年代是进口替代工业化实施较为深入的阶段。这一时期正值中美洲共同市场成立并运作顺利。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进口替代工业化实施三十多年后，中美洲85%的出口产品依然是农产品，进口产品以机器设备、化学制品和钢铁为主，该地区在没有放弃初级农产品出口的基础上实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其进程和成绩并不显著。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和中美洲的政治冲突同时爆发，中美洲的停滞和倒退要较拉美其他国家更为严重。

20世纪80年代中美洲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的总爆发，恰好揭示了中美洲发展进程不同于拉美地区一般经验的特点，即美国因素的支配性影响以及单一出口农业主导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中美洲政治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模式：寡头专政和军人干政是出口经济得以长期延续的政治支持力量，经济的增长、城市的发展为政治变革积聚了新生力量，而出口经济的收益分配长期被少数人所垄断，收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加剧，政治和社会的紧张将中美洲的变革提上了日程。如果没有外界因素的介入，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的互动调适或许将催生一个新的中美洲。然而，历史发展恰恰相反，因为美国的长期介入与干预，中美洲长期处于动荡的深渊。时至20世纪90年代中美洲的政治冲突更令全球瞩目。在90年代末期，中美洲危机终于和平解决。尽管中美洲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取得一定的进展，但伴随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中美洲依赖国际市场、依赖美国的结构性特征进一步强化了。


一、自由主义时代的中美洲

（一）传统社会的历史遗产

依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交换关系和统治关系，对后者的历史发展或后者的不发达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殖民征服前的中美洲曾是玛雅文化的发祥地。作为古代印第安人的杰出代表，玛雅文化已经有了明确的国家意识和行为。西班牙的征服者打断了印第安人的文明进程。在经济领域，西班牙在殖民地实行重商主义的政策，认为财富来源于交换而非生产领域，对金银的掠夺以及对殖民地贸易的控制成为主要的经济政策，宗主国严格控制殖民地的产品结构，各地区实行单一产品生产，使之为宗主国的经济服务。如在1796-1820年，殖民统治后期，在新西班牙地区出口产品平均在1100万比索，其中墨西哥的洋红为140万比索，危地马拉的靛蓝为120万比索，洪都拉斯的白银为25万比索，余下的为加勒比的糖和安第斯地区的贵金属。殖民统治三百年的历史中无法形成一个服务于本土利益的权力结构和经济机制，殖民地缺乏自发增长的结构性能力。政治上殖民地时代实行“纵向主义”管理，宗主国为了加强统治，不断地提高集权程度，其颁布的三十多万条法令对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生活中的细节都作了规定，限制了殖民地人民的自由。“数百年的殖民统治时期，伊比利亚殖民者把等级制、威权主义、世袭制、职团主义、政治一元化以及与之相冲突的政治反叛和对权威的抵制等文化特征带到了美洲，并在这块大陆上深深地扎了根。这些文化特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下采取了不同的形式。”通过直接的掠夺和半封建等级制的统治，西班牙在美洲建立了一个生产能力不足、收入分配不公正、政治结构保守落后的专制制度。1821年9月，西属中美洲的危地马拉、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开始了中美洲地区国家的新历程。

（二）自由派改革与自由派专政

“自由主义思想在拉丁美洲的传播和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其在19世纪先后以多种形式进入了拉丁美洲，包括启蒙运动思想、功利主义思想、贸易自由主义思想、实证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等，拉丁美洲人并没有完全照搬欧洲的各种主义，而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地区有所选择地各取所需，使这些思想适应拉丁美洲的环境。”殖民统治末期，中美洲的上层精英认为，西班牙的贸易管制和政治专制是造成自身不发达的原因。事实上殖民地的独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摆脱西班牙的贸易管制，实现自由贸易。在世界其他地区，自由贸易政策的实施需要借助武力才能推行下去，而在拉美，获得独立的新国家则是积极、热情地加入到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究其原因，与拉美地区在殖民统治时期已较早被纳入到世界市场中，作为外围地区与中心地区建立了经济联系不无关系。在殖民统治的后期，拉美地区的重心集中在原料出口，“这具有深远的经济与政治后果。实际上这对于推动争取独立的政治运动，以及使独立后经济纳入特定方向，即进一步扩大原料生产出口，具有决定作用。农矿业的大生产者和大出口商在十九世纪之交以前因贸易自由化而在经济与政治上都增强了力量。……这些生产者和商人成了争取从西班牙独立的政治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和资助者。其目的在于获得政权并能自由扩大原料出口业务，从而增加了拉美对欧洲宗主国的更大的经济依附。”

在19世纪不少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自由贸易的消极影响。如1842年瓜达拉哈拉的马里亚诺·奥特罗指出，“贸易不过是外国工商业的消极工具”。他已经认识到工业国推销的自由贸易使拉美“保持在不幸的落后状态中，外国贸易因此能够得到一切好处”。自由贸易与自由竞争直接相关，自由贸易的收益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的分配是不均衡的。但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者鼓励自由贸易，他们认为自由贸易能够促进出口，这符合他们的利益。独立之初中美洲的生产基本上继承了殖民地时期的出口产品结构。英国纺织工业的需求为中美洲的靛蓝和胭脂红提供了市场，从1825年起，英国几乎对所有中美洲的主要出口产品胭脂红、靛蓝、染料木和红木等高级木材逐渐降低关税。由于中美洲各国没有安全的深水港，中美洲的对外贸易主要是通过英国治下的伯利兹进行的。1840年危地马拉将近60%的进口产品通过伯利兹运来，另外的20%直接从英国运来，其余的20%的3/4来自西班牙。英国的信贷在欧洲和中美洲之间形成了新的债务关系。1856年危地马拉的卡雷拉政府以危地马拉50%的关税收入作为偿还本息，向英国商业银行告贷。中美洲重新成为英国的商业殖民地。到19世纪40年代，哥斯达黎加种植咖啡获得成功的范例鼓舞了该地区其他国家开始种植咖啡，到1860年前后咖啡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出口产品。

在政治上，启蒙运动的治国学说成为克里奥尔人追求的政治目标。1825年自由派控制立宪会议通过了新宪法，宪法效法1789年美国宪法和西班牙自由派制定的1812年宪法精神，规定国家保护自由、平等和财产的安全与个人自由，国家机构选举产生。形式上的代议制得以实现，但理想中的秩序与稳定并没有自动实现。相反，中美洲进入了自由党与保守党相争的内战时期。内战和动荡消除了自由之梦的光环，失望之余，他们转而从欧洲输入的实证主义中寻求新的出路。到19世纪中叶，没有一个中美洲国家能够逃脱保守派考迪罗的统治。保守派考迪罗卡雷拉统治危地马拉政治长达20年，直到1865这个强人去世才为本地区的自由派带来了希望。在考迪罗的高压控制下，中美洲进入了一个有秩序而无进步的时代。

到19世纪60年代后，第一代考迪罗相继去世，多数国家开始脱离混乱，建立起基本的秩序。取代保守派考迪罗的是贴有自由派标签的新考迪罗。为了与独立时的老自由派相区别，我们称他们为第二代自由派。第二代自由派进入权力政治的中心，开始了中美洲自由派改革与自由派专政的时代。在19世纪80年代，萨尔瓦多先后颁布法令，取消村社土地和公地，法令规定土地为使用者所有。这一明显有利于大地产主的改革加剧了土地的集中和不均衡分配。在危地马拉，1871年自由派推翻了比森特·塞尔纳的保守党政府。1873年胡斯托·鲁非奥·巴里奥斯开始了自由派改革。1873年政府夺取了教会的大量土地，规定只能种植咖啡。1877年的法令取消了租地形式，该法令涉及的土地大部分是公共土地，法令规定占用土地的人必须在6个月内购买所耕种的土地，所以大量的村社小土地被没收，土地改革最终实现了土地的集中和兼并。据统计，被没收的小土地共计74250公顷。土地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扩大商业农业的耕地面积，推动出口经济的发展。在1871年到1883年，政府共出售公共土地397755公顷。商业农业生产的扩大自然对劳动力的供应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保障大种植园经济的劳动力供应，1877年，自由党政府颁布了日工条例，允许咖啡种植者从高原的印第安人招募工人，这为强制劳动的制度延续提供了法律保障。强制奴役对真正的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无产阶级化都没有积极的影响。

对公共土地以及小农的土地的掠夺引起社会不满，对此，自由派政府总是动用武力加以镇压。专制与镇压与这一时期确立的代议制的政治制度极不相称，也使后者成为流于形式的虚设。严格的政治控制成为这一时期自由派政权的普遍特征。与第一代自由党人不同，19世纪后期执政的第二代自由派以实证主义为圭臬，强调秩序和社会规范，中央集权和暴力镇压成为维持秩序的手段。严厉的社会控制和寡头专政与独立后确立的自由民主的体制框架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专断及意识形态领域对印第安人与工农的歧视，决定了出口经济带来的收益无法惠及民众。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文化隔阂和政治经济上的对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和深刻。

（三）初级产品出口经济与新依附的形成

哥斯达黎加火山高原有适宜的土壤和温度适宜于咖啡的生长，因此成为咖啡生产的先行者。19世纪30、40年代哥斯达黎加生产和出口咖啡的成功鼓舞了其他国家转向咖啡的生产。1870年后咖啡在中美洲出口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已经确立。1890年该地区17940公顷土地中有13800公顷种植咖啡，占耕地的77%；1935年，46920公顷土地中有27600公顷种植咖啡，占耕地的59%。萨尔瓦多的生产历史能更好地印证咖啡经济在中美洲的影响力。咖啡生产需要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也需要信贷和交通体系提供支持。萨尔瓦多几乎没有适合咖啡生产的土壤条件，咖啡种植难度高。在得到英国的信贷支持后，当地的种植园主通过提高农业栽培技术获得了成功。最终的结果是在19世纪末期，萨尔瓦多的一些大的咖啡园里，咖啡的单位产量达到了世界的最高水平。在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咖啡的种植发展促进了交通系统的现代化。时至今日，该地区铁路体系的80%在1910年前后已经建成。在哥斯达黎加，1870年通往大西洋的铁路建成，将咖啡产区圣何塞和新建的利蒙港联系起来，通往大西洋的航线也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直接联系起来。

咖啡经济的繁荣由于20世纪初国际市场需求的萎缩而戛然而止。在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前，世界咖啡市场已经出现生产过剩，1897-1907年世界咖啡市场的价格大幅下跌对中美洲的打击最为严重，直到1946年国际咖啡价格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面向出口的单一的咖啡生产对国内的粮食供应和消费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在哥斯达黎加，最好的土地耕种咖啡，谷物、玉米、菜豆等基本粮食作物的生产被排挤到贫瘠的边缘，粮食价格高昂且需进口，粮食危机经常发生，咖啡生产在哥斯达黎加继而在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引起了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改组。

与咖啡生长相比，香蕉生产与国内社会的联系更为薄弱。香蕉经济和贵金属开采被称为中美洲的飞地经济。中美洲的香蕉生产和销售从一开始就掌握在联合果品公司手里。1899年联合果品公司成立，开始了美国资本对中美洲香蕉生产的控制和垄断。根据中美洲国际铁路公司与危地马拉签订的合同，从1906年起，联合果品公司通过购买和新的租让，在危地马拉获得大量的土地，开始在危地马拉种植和出口香蕉。到1930年，在整个中美洲，联合果品公司控制了香蕉生产和出口的63%。飞地经济的扩张仅仅局限在种植园周围，政府把大量的土地和权益租借给外国公司，外国公司获得的租界权利广泛，包括对自然资源的使用、税收豁免、产品的免税进口（联合果品公司正是将这些免税商品作为工资的抵偿品销售给工人）。在洪都拉斯，支付给工人的通常就是在果品公司的商店才接受的代金券，工人的收入与本国经济切断了联系，这对民族产业和国内市场的形成几乎没有什么带动作用。铁路合同使外国公司掌握了国内的运输系统，由于无法获得运输，香蕉易腐烂，小农只好压低价格卖给外国大公司，在生产和销售的不同阶段，外国公司获得垄断地位。

出口经济的全盛带来了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咖啡和香蕉的生产和出口需要改善交通和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在出口经济的刺激下，金融和银行等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该地区已经有23家银行，铁路、港口的建设随之带动了其他的公用事业的发展，与出口活动相关的各种服务行业以及政府行政机构的发展吸引了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城市化意味着现代照明、通讯和公共工程的出现以及医疗、教育和新闻的初步发展。20世纪初期受教育人群不断扩大，知识分子成为新的政治力量。在中美洲的主要城市中出现了中产阶级，在种植园和现代工厂、矿山中诞生了中美洲的无产阶级，社会变迁和阶级分化对中美洲的政治经济具有重要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第一代工会组织成立，1926年成立了中美洲劳工理事会，在1920年到1931年成立第一批共产主义政党。最初的工人运动中涌现出一批出类拔萃的领袖人物，如阿古斯丁·法拉本多·马蒂、奥古斯托·桑地诺以及米格尔·马莫尔等，他们对20世纪的中美洲的影响持久而深远。在哥斯达黎加，1934年的利蒙地区的香蕉工人的罢工赢得了这个国家独立工会的诞生。30年代桑地诺领导的游击战争对这一地区的工农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29年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使工人的处境更为不利，工人运动和工人组织得到更快的发展，为尼加拉瓜的游击战争和萨尔瓦多的农民暴动准备了条件。

19世纪的自由派改革使大庄园和种植园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远远超过了殖民地时期。出口经济的繁荣是以中美洲对欧美工业国的新依附为标志的。服务于出口活动的铁路网和电力网不是网状而是辐射状，把一国或数国的内陆地区同进出口的港口联系起来，这些港口再同宗主国相连。在19世纪的整个拉美国家，普遍出现了对工业化国家的新依附。但考虑到具体情况，特别是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出口的类型和方式，国家之间还是存在很大的差异。相比其他国家，中美洲的依附和屈从更为严重。这主要是因为外国资本同时控制了出口产品的销售和生产，优质的土地等生产资料被外国公司所有，政府向外国公司发放特许权、减免税收，提供生产和销售津贴和其他的鼓励措施，出口收益的高额利润流向外国公司，本国的一小部分人只是作为世界垄断资本主义的小伙伴参与利润的分配，这样的繁荣无益于国家的发展和民众福利的改善。在洪都拉斯，香蕉的销售从一开始就是掌握在几家大公司手里。1912年联合果品公司通过与政府签订铁路合同获得大片的租借地。在20世纪20年代期间，洪都拉斯生产的香蕉大部分是联合果品公司的。香蕉生产和出口是国民经济的核心，在1917年到1918年，洪都拉斯给予联合果品公司的免税额已经超过洪都拉斯政府的全部收入。垄断带来的是外国公司对政府主权的侵蚀，公司随意违反合同规定自行设定铁路路线的修筑，这些铁路与本国的国家利益无关，根据公司利益干预国家事务以及引发美国为维护公司利益进行军事干预的事情时有发生。

中美洲出口经济形成的依附更多表现在出口生产的单一模式，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被外国公司掌控，国内的民族资本受到更大的削弱，国内资本的积累和生产的多样化水平更低，社会的两极分化更为严峻。因此，即使是在1929年的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切断了这种依附性联系，因为国内的资本积累水平低，中美洲国家仍然无法及时调整经济结构，完全转向进口替代的生产。二战后中美洲国家的工业化和进口替代依然难以实现对农产品出口模式的替代。

（四）经济自由主义的衰落

在整个19世纪，依据国际市场需求进行专业化分工和为外国市场生产出口产品被认为是实现社会进步和现代化的捷径。哥伦比亚的财政部长在1948年对国际分工和交换做了这样的解释：“在一个拥有能够支撑可观的和有利的出口贸易的丰富的矿产和农产品的国家，法律不应该试图鼓励居民离开农业和采矿业的岗位而去搞各种工业……欧洲通过对各种原材料的加工而完成她的使命。我们也应该完成我们的使命。并且，如果考虑到上帝赋予这块土地上的资源，就会很清楚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应该给欧洲提供原材料，同时对欧洲的制造业产品敞开大门，促进贸易的繁荣和它带来的利益的增加。”这段话几乎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学说的翻版，也反映了古典自由主义对拉美治国思想和行为观念的统治。面向国际市场的外向型经济在二战前达到了高潮。1929-1930年，咖啡和香蕉的出口收入占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出口收入的90%。在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占70%。经济危机爆发后，国际上对中美洲农产品的需求下降，出口下降直接限制了进口能力，外贸、公共开支和国内生产总值直到1945年才开始恢复。中美洲国家对经济危机采取的应对之举依然是正统的经济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案，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压低工资或限制金融资源的政策进一步降低了国内需求和消费，危机加剧。危地马拉政府压缩公共就业，削减工资，利用义务劳动进行公共设施的建设，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把行政费用压缩到接近瘫痪的地步。

经济危机直接催生了政治上的独裁和专制，中美洲国家通过强化该地区文化中的根深蒂固的独裁来保护传统的政治秩序，这也恰恰是社会不稳定的真实映射。在萨尔瓦多，因生活状态急剧恶化而起义的3万农民被处死，这显示出该地区的统治体系是建立在与出口经济相联系的大地主阶层统治农民大众的能力的基础上。20年代后，独裁和专制成为维系摇摇欲坠的社会的唯一手段。因为军政府拥有巨大的镇压能力，因此对民众抵抗的反应就是建立军政府，30年代中美洲地区的四个国家处于军人独裁的高压统治下。


二、国家干预与工业化的发展

（一）反寡头的民族民主运动勃兴

二战结束后，国际反法西斯的胜利鼓舞了世界范围内的民主运动。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西方工业化国家对不发达地区的政治经济控制陷入危机，一大批民族国家获得独立，英、法、德等欧洲强国的优势地位大为削弱。这一系列的事件和变动推动了中美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进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拉美国家中，中美洲国家率先出现了一次反寡头的运动。1944年萨尔瓦多的总罢工迫使独裁者马丁内斯辞职，这是一次由中产阶级领导的多阶级运动，因其影响没有扩展到全国范围而没有产生深远的影响。同年在危地马拉发生的反寡头运动进行得更为彻底和成功。1944年10月乌维科的独裁统治被推翻，随着1945年阿雷瓦洛当选总统，危地马拉进入政治开放、经济发展的“十年之春”。从1945年到1954年，危地马拉通过农业发展的现代化计划。土地改革和社会保障的立法改革，对整个中美洲地区传统社会秩序提出了最为深远的挑战。50年代初期危地马拉政府没收了10万公顷的土地并大力动员农民。反寡头运动达到顶峰。

哥斯达黎加的民族民主改革在水平和程度上与危地马拉有相似之处。1948年菲格雷斯领导革命成功，开始了国家主导的现代化改革。菲格雷斯领导的民族解放党以发展主义为指导纲领，实行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银行和基础设施实现了国有化，鼓励出口的多样化，保护和发展国内的民族工业，推进社会福利，缓和社会矛盾。在民族解放党执政的20多年的时间内，哥斯达黎加积极发挥国家的作用，通过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改变了国内的经济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和社会阶级结构。在中美洲，哥斯达黎加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动荡和依附形成鲜明对照。

（二）军政府改革

在中美洲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军人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摆脱殖民统治后，国家政权大都掌握在考迪罗手里，中美洲的寡头集团通常是依靠军人维护其利益不受挑战，军人则通过间接参政获取政治和经济利益。进入20世纪，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队的专业化水平得到提高。冷战开始后，美国通过向中美洲国家派遣军事代表、供应武器和提供军事援助，培训军事人员建立军事基地，加强了对中美洲国家的军事控制。这一时期，美国炮制了新的“国家安全”的概念，意指对国家的威胁来自国家内部敌人，这里的内部敌人直指具有激进思想的力量，意在阻止中美洲革命的发生。古巴革命后，美国与西半球的十多个国家签订双边军事协定，扶持该地区的亲美的军事力量。这一切的结果是强化了以军队为核心，以武力为手段的政治军事结构。

1961年肯尼迪政府对拉美国家提出了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以抵消古巴革命在该地区的影响。中美洲地理所具有的战略意义使美国增加了对中美洲的贷款与援助。用于军事目的的援助为该地区军人干政创造了机会。二战后中美洲的军人干政在5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形成了两个高潮。

在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被颠覆后，国内的反政府的抵抗运动进入高潮。1963年国防部长佩拉尔塔·阿苏迪亚以政变上台开始了军人独裁。自1963年军人执政长达16年。在洪都拉斯，1963年阿雷利亚诺上台，直到1974年下台，一直控制洪都拉斯的政治。

战后出现的军政府多数都重视对国家的管理，推动经济增长的业绩较好。通过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推行国家主导下的工业发展和国有化运动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阿雷利亚诺先后两次执政，进行了国家导向的改革，推进了洪都拉斯的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进程。在萨尔瓦多，自1950年奥斯卡·奥索里奥少校为首的军政府执政开始，进行了具有发展主义色彩和经济统制的政策实践。这一时期的军政府同样因为对反对派和工农的控制和镇压而声誉不佳。如奥索里奥政府绝对禁止文人干政，对城市工会实行严格的控制，对农村的民众组织绝对禁止，加剧了萨尔瓦多的社会紧张和分配不公。

（三）工业化与一体化

受20世纪20年代出口经济的第二次繁荣的影响，二战后中美洲的复兴和繁荣是从出口经济的再次勃兴开始的。如前所述，20世纪20年代出口经济的专业化生产达到鼎盛，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农业出口占农业总产出的70%，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为50%，危地马拉比值最低，但也超过了40%。19世纪70年代通过咖啡出口，中美洲与国际市场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到20世纪20年代，国际分工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已经限定了中美洲发展的选择和可能性，除非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出现危机，否则处于外围的中美洲与国际经济体系的脱钩是很困难的。

20世纪20年代末，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际市场需求收缩，导致传统的咖啡和香蕉出口萧条。在拉美地区的主要国家转向内向式发展模式时，中美洲却从传统出口产品的专业化生产转向出口的多样化生产阶段。传统出口项目的萧条直接推动了其他新产品的开发。哥斯达黎加的木材、可可和马尼拉麻的种植获得成功。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则成为棉花出口国。古巴革命后美国将原给予古巴的蔗糖出口配额重新分配给中美洲国家，推动了蔗糖的生产和出口。50年代棉花和蔗糖成为中美洲新的主要的出口产品。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美洲国家依然是农产品出口主导的经济结构模式。这一时期，中美洲总人口中70%依然是农业人口，在洪都拉斯农业人口占人口比高达80%。从1892年到1950年，萨尔瓦多的农业人口下降的比例只有6%。

早在20世纪30年代，受外部危机的推动，拉美主要国家开始了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中美洲的工业化进口替代进程则晚了20年，被称为是“迟来”的工业化。20世纪50年代初期，受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发展主义和凯恩斯国家干预思想的影响，中美洲国家开始实行国家主导下的、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萨尔瓦多在1952年通过了《工业变革促进法》，免除了某些工业生产的关税和税收。50年代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哥斯达黎加分别通过了类似的促进工业发展的法案。国家对工业发展的支持还表现为成立专门的机构，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国家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在50年代早期，公共投资在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占总投资的1/3，在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占1/5.国家发挥干预和主导的作用，说明国家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国家从前通过行使对外融资政策的媒介职能而从根本上反映了出口商和大庄园主的利益的话，那么，现在通过关税等必要措施，开始将出口收入转向国内并建立基础设施来保障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从而起到了保护国内市场的作用。”

经历50年代的准备阶段，60年代中美洲国家发展稳定而且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进入70年代除危地马拉外，其他国家的增长趋势普遍下降。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的10年是中美洲经济的黄金时代，具体数据参见下表：

表6.1 中美洲五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1950-1979）（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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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赫克托·佩雷斯·布里诺利：《1950-1980年中美洲的经济增长与危机》（Hector Perez Brignoli,Growth and Crisisin the Central American Economies,1950-1980），载《拉丁美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y）第15卷，第366页。

另外几组数据同样也印证了这一特点。1950-1957年，制造业的平均增长率是6.5%，1962-1966年平均增长率为11%。1950年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的工业部门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1.1%、12.9%、9.1%、10.8%、11.5%，到1975年增加到14%、17.9%、13.9%、19.5%、17.2%，从70年代增长缓慢的趋势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美洲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启动晚，持续时间短，成效不容乐观。再者，制造业部门附加值的增值中，40%来自食品、饮料、烟草部门，化工和机械只占到10%-20%。在中美洲共同市场内部，在经济一体化发展处于最佳的阶段，区域间贸易中85%的工业产品也主要是饮料、食品、鞋类、手工作坊的产品和纺织。而阿根廷早在1900-1929年就已完成同类产品国内生产了。应该说，中美洲国家完成的是进口替代的“简易阶段”的替代生产。

在推动经济发展的众多因素中，1960年中美洲共同市场的建立是一个主要方面。殖民地时期中美洲曾是一个统一的行政实体。独立之后组成“中美洲共和国联邦”，中美洲联邦存在了20年左右，因各地区之利益及意见不同，遂各自退出联邦，自行组成共和国政府。各国虽分道扬镳，但统一联合之梦从未泯灭。外来干涉和内部的动荡一再阻挠了统一的进程，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美洲联合的环境和条件才得以形成。在这一时期，中美洲各国的政权中，国家在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指导作用，各国的利益集团和领导阶层支持经济合作。经过50年代的工业发展，各国国内市场规模狭小成为制约发展工业的瓶颈。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需要解决国内市场需求不足才能推进。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将传统的联合思想赋予新的内涵。

拉美经委会一直强调地区市场和国家职能的重要性。1951年6月在墨西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拉美经委会以中美洲五国代表的名义提出了建立中美洲共同市场的主张，经过十余年的准备，1962年8月，中美洲五国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约瑟签订协议，正式成立中美洲共同市场。这是发展中国家成立的第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通过促进区内贸易的财政、信贷和服务等激励措施，中美洲共同市场对推动中美洲的地区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共同市场形成之前的1950-1960年期间，中美洲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5.2%，1961-1968年，这一数值增长到7.7%。中美洲经济一体化对地区发展的影响还表现在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在共同市场成立前，1960年区域内贸易在中美洲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为6%，1968年已经增加到25%。1969年7月，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之间因一场足球比赛为导火索引发的战争导致了中美洲共同市场的中断。随着洪都拉斯宣布退出中美洲共同市场，中美洲的一体化进程陷入停滞。到70年代快速发展的势头减弱，来自地区一体化的影响几乎完结。1971年萨尔瓦多79%的制成品在国内市场销售，在哥斯达黎加，1975年的数据显示，80%的制成品需要内销。70年代末中美洲的内战、80年代席卷整个地区的债务危机将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复兴变得更加渺茫。


三、危机、革命与新自由主义的转型

（一）政治危机

20世纪70年代末中美洲出现了全面的危机。贯穿整个80年代的内战、冲突和债务危机将中美洲人民带入了灾难的深渊。毋庸置疑，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发生全面危机的根源必定是根深蒂固的。革命前的尼加拉瓜，大部分社会财富集中在三大家族手里，仅索摩查家族就控制了近40%的国民经济，霸占了全国1/3的耕地。萨尔瓦多的14个家族控制了75%的国民经济。危地马拉的经济命脉掌握在20个家族手里。出口导向的寡头集团与外国利益结盟将本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排除在利益分配和权力结构之外。经济的增长是通过聚敛资源，降低工资，掠夺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源而非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的。70年代后期中美洲多数国家劳工的实际工资都出现了下降。1980年尼加拉瓜20%的最贫困阶层仅占3%的收入，20%的最高收入者拥有58%的财富。萨尔瓦多占总户数20%的最贫困阶层仅占总收入的2%。20%的最高收入者拥有66%的财富。财富和权力被一小部分寡头所垄断，广大的民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被排除在政治权力和经济收益的分配进程之外。这种极端的两极分化格局决定了中美洲社会冲突呈现多阶级的特点。

早在20世纪30年代，桑地诺领导尼加拉瓜进行反寡头运动时就提出了多阶级合作的斗争方向。他称：“我们的口号既不是极右，也不是极左。……我们的斗争是以没有意识形态标记的各社会阶级之间的合作为基础的。”多阶级合作无疑是对抗强大的寡头统治的有效方式，但20世纪30年代的尼加拉瓜，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是新生力量，政治动员和政治整合能力极为有限，多阶级合作的现实条件不够成熟。70年代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了。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基督教社会党和独立自由党是尼加拉瓜的中间政治力量，虽在选举中获胜，但在索摩查家族的选举舞弊和运作中始终无法参与政治。70年代这些政治力量与尼加拉瓜的革命力量结合形成了全国反对派大联盟。1961年反对索摩查的革命组织成立了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以桑地诺思想为斗争纲领，领导尼加拉瓜推翻独裁专政的革命运动。1979年桑解阵成立了包括左翼的人民团结运动和独立自由党、基督教社会人民党在内的全国爱国阵线，实现了对索摩查家族的最大程度的孤立，这是尼加拉瓜革命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这种多阶级联合的思想同样在危地马拉的全国革命联盟以及萨尔瓦多的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的行动中有明确的表现。

多阶级的联合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70年代末中美洲的冲突是在广泛的社会动员的基础上表现出来的。斗争的方式不仅仅是游击战争、武力对抗，还包括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如1977年11月伊斯塔瓦坎矿工的长途游行，1980年2月危地马拉南部海岸地区农业工人的罢工，萨尔瓦多的占领劳工部和教堂的罢工等。广泛的群众运动一旦与有组织的武装斗争结合，必定引发政治地震。1979年桑解阵推翻了统治尼加拉瓜长达43年的索摩查家族，在中美洲政治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不仅是一个家族统治和军人、寡头独裁的结束，这是一种建立在极端个人主义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上的国家秩序的终结。……从外部来看，这是美国扶持地区独裁，以军事、政治和经济手段保护美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的失败。”

在尼加拉瓜革命的影响下，萨尔瓦多爆发了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和革命民族阵线联盟的反独裁斗争，危地马拉的游击队在全国革命联盟的领导下展开了革命行动。尼加拉瓜革命、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内战说明了传统的寡头政治经济体系的危机到了总爆发的阶段。美国的干预使中美洲的冲突持续了十余年。1991年中美洲危机尚未彻底解决之时，美国对中美洲的援助高达8亿美元，1996年在中美洲和平进程实现后，美国的援助降到1.3亿美元。可见，中美洲冲突的真正解决有待摆脱外来的支配力量。发生在尼加拉瓜、危地马拉、萨尔瓦多的内战给中美洲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危地马拉大约有6万人死于战乱，直接的经济损失高达170亿美元。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分别有6万人和7.5万人死于战乱，经济损失分别高达170亿美元和15亿美元。进入90年代，尼加拉瓜于1990年2月举行大选，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选举失利，政治优势受到削弱。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政府与反政府武装分别在1992年、1996年签署了和平协议，放下武装。中渐完成。

（二）债务危机

周期性的繁荣与萧条是世界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石油价格直接诱发了世界经济的滞胀危机。工业化国家对初级产品的需求下降，初级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下跌对中美洲出口部门造成巨大的冲击波。从1980年到1985年间，除了哥斯达黎加外，中美洲国家的出口呈负增长。洪都拉斯出口年均增长率为——7.2%，萨尔瓦多为——5.3%，尼加拉瓜为——2.9%，危地马拉为——1.3%，哥斯达黎加为0.3%。出口的下降直接影响了进口能力。在50年代到60年代的工业化阶段，工业的进口替代形成了逐渐依赖进口原材料、中间部件和资本货的过程。在出口收入减少、资本投入不足、生产增长率下降的综合性危机的打击下，国民经济陷入倒退。如表二所示，与80年代前的20年相比，中美洲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出现大幅衰退，危地马拉在整个80年代为负增长，萨尔瓦多受战乱的影响经济陷入停滞，即使是经济业绩一向较好的哥斯达黎加，1965-1980年期间，该国的国民生产增长率的平均值为6.2%，1980年骤降到0.8%，1981年为2.3%，1982年为7.3%。

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6.2 中美四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1980-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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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胡安·巴塔里：《中美洲四国的经济政策：模式和可借鉴的教训》（Juan J.Buttari,Economic Policy Reform in Four American Countries Patternand Lessons Learned），载《美洲研究和世界事务》（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第34卷，1993年春季号第1期，第182页。

面对外汇短缺、国内投资不足、生产萧条的困境，中美洲国家开始举借外债维持经济的运转。中美洲地区的债务从1970年的8.95亿美元扩大到1980年的84.56亿美元，1987年攀升为184.81亿美元。70年代国际资本市场充斥大量的石油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私人借贷的比例上升。中美洲国家向商业银行的借款不断增加。到1982年私人借贷在外债总额中的比例达到49%。中美洲国家的外债主要是公共债务。在70年代初，公共外债在中美洲的债务总额中不到50%，到1984年已经达到93.5%。偿还外债、还本付息成为中美洲政府财政的沉重负担。

（三）新自由主义的转型

80年代是中美洲各国的“失去的10年”。各国普遍出现了经济停滞甚至是衰退，具体表现为巨额的外贸逆差，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出口下降，外资抽逃，外汇储备枯竭，失业率攀升，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指标恶化。以哥斯达黎加为例，1982年通货膨胀高达90.1%，商品出口增长率为13.9%，出口收入的54.4%用于清偿债务，外汇储备为137.1%，失业率高达到9.4%。在中美洲，哥斯达黎加一向以政治和经济稳定著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可以想见，其他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相比更为严峻。为了获得国际信贷，推动经济复苏，这些国家必须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债权国提出的借贷条件，采纳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方案，进行结构性调整。1983年哥斯达黎加率先开始了调整改革。危地马拉则在1986年、萨尔瓦多在1989年终被纳入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大潮中。与拉美其他国家相比，受中美洲冲突的牵制，中美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转型启动较晚。进入90年代，中美洲内战基本得以解决，中美洲各国的精力和资源投向经济领域，开始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历程。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重点是政府放松对经济的管制，减少对市场和价格的干预，国有企业私有化，对外领域实行汇率贬值，消除贸易限制。哥斯达黎加的改革进程如下：1984年开始私有化改革，1985采取了钉住汇率制，1986年贸易自由化改革全面启动，同年政府修改工资指数，1987年削减对价格和基本粮食的补贴，1988年开始了金融部门的自由化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开列的药方旨在鼓励出口，减少政府开支，利用经济盈余偿还外债。改革的结果是以市场取代政府，市场重新掌握了对资源进行配置的优势。

90年代中美洲国家走出了停滞和衰退，经济实现了低度增长。1990-1999年，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这五个中美洲共同市场的成员国的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4%(1980-1989年为0.7%）。人均GDP的增长率为1.2%(1980-1989年为2.1%）。经济的复苏与推动出口的结构调整有直接的关系。90年代以来，中美洲国家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发展客户工业，对外资提供优惠政策，制造业获得一定的发展。下表是90年代前半期中美洲共同市场内非传统产品出口，可以反映中美洲国家出口结构调整的一般情况。

表6.3 中美洲共同市场非传统产品出口的区域内贸易（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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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拉里·威尔莫：《中美洲的出口导向政策》（Larry Willmore:Export Promotion Politics in Central America,)载《拉美经委会评论》（CEPAL Review）第62卷，第181页。

表中资料显示，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在地区贸易和合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危地马拉为例，从1986年到1990年非传统出口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分别为2、6.3、9.7、7.9、14.8，逐年递增的趋势相当显著。如果考虑到哥斯达黎加经济较为发达的背景，可以这样认为，哥斯达黎加在地区经济合作中的参与还有拓展的空间。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出口占地区内贸易的比重高达60%。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则始终无法扭转贸易逆差，在地区内贸易份额中只占15%。以上数据也反映出中美洲的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平衡的特点。

非传统产品出口的增加固然与政策扶持和资源的重新配置有很大的关系，不能忽视的是，出口增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从国外进口原材料、间投入品和资本货。以70年代的统计数据来看，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进口构成中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所占的比重最高，分别为45%、44%、33%、38%、38%。在90年代后中美洲国家经常项目赤字一直没有改观。1995-1999、2000-2002、2003-2006的三个阶段，经常项目赤字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一直徘徊在5%左右的水平上，2003-2006年，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赤字从81亿美元升到了137亿美元，年增长为19%，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增长为10.6%，同期进口增长为13.2%。深入分析出口繁荣，特别是非传统出口产品迅速发展的内在因果关系，那么，新自由主义政策调整的效果就不容乐观了。进入2000年以后，除洪都拉斯外的其他国家的国民经济增长率均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也比拉美国家的平均水平低。同期，中美洲国家出口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也在逐渐下降（如图6.1所示）。导致中美洲出口在世界贸易中份额的下降的因素中，一方面是中国和亚洲出口份额增加所致，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美洲国家的竞争力下降、出口导向的政策调整带来的刺激动力相对有限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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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1997-2005年中美洲共同市场出口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

以通货膨胀水平来衡量国内经济的运行，结果同样令人悲观。改革后中美洲的通货膨胀的平均水平为25%，尽管与80年代相比有所改善，但依然高于80年代前的水平，因此，有分析认为，若没有实行结构调整的政策，中美洲的通货膨胀能控制在18%的水平上。从1997年到2006年，中美洲共同市场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高于拉美国家。

新自由主义改革宣告了二战后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模式的终结。在国家和市场的博弈中，市场的优势地位得以确立。从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来看，政府终又成为出口部门集团的代言。换言之，政府成为初级产品出口部门与外国资本实行政治经济控制的工具，政府对收入进行再分配能力受到削弱。在国内社会领域反映出来的是一部分与出口相关的利益群体获得更多的好处。在开放的经济竞争中，降低劳动力成本成为企业主提高竞争的直接选择。劳工阶层的工资条件进一步恶化，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统计显示，80年代61%的中美洲人口处于贫困化的状态中，到90年代这一数值上升到69%，中美洲五国中，除哥斯达黎加外，洪都拉斯、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的贫困人口都有增加，并且贫困率都在70%以上。在国际市场，中美洲的出口产品构成中，尽管非传统产品的比重有所增加，但因总体的经济规模小，制造业的出口创汇能力有限，在国际市场上中美洲依然无法改变贸易条件不利的处境。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改革加深了中美洲国家在对内和对外政策领域中的脆弱性。


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进程

（一）哥斯达黎加：国家主导型的均衡发展

在中美洲，哥斯达黎加是唯一的白种人占多数的国家。在殖民征服时期，哥斯达黎加的印第安人减少到几近灭绝，在殖民统治的历史中没有出现强大的殖民统治机构。独立后哥斯达黎加国内只有6万居民，获得土地相对容易，这成为小地产制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种族和经济发展的特点影响了哥斯达黎加的政治经济秩序不同于其他国家。独立之后的漫长历史中，在其他国家，政府成为商业寡头集团和外国公司的利益代言人，无法独立地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国家发展和增进社会福利的政策。哥斯达黎加是个例外。一方面，哥斯达黎加政府具有较强的国家能力和较大的国家自主性。国家对出口种植园较早开始征税，对外国企业和私人业主的义务进行明确的规范。早期的宪法承认政府有实行社会保障的义务，社会保障的资金由政府、雇主和受保人三方捐献。大多数自由党和保守党人较少采取压制而更多倾向于社会改革，政府在卫生、教育和劳工立法等问题上的作用比其他国家积极。另一方面，哥斯达黎加的政治体制具有包容性，公民可以参与政治，各种政治力量可以角逐权力。1871的宪法就增加了工人结社自由、有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1902年选举改革后国家的选举制度以普遍的无记名的直接投票为特点。与中美洲其他国家的军人或外来势力干预政治不同的是，哥斯达黎加的政权交接能在宪法框架下实现更替。国内的政治力量和统治阶级中的各派势力都可以参与权力的角逐。1931年的大选中，共产党可以以工人和农民集团的名义参加议会选举。从1941年到1948年，哥斯达黎加的瓜亚迪尔政府和特奥多罗·皮卡多政府就是一个汇聚共产党和天主教力量的多阶级联合的联盟政府。

1953年，菲格雷斯代表的民族解放党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开始了以发展主义为指导的现代化改革。菲格雷斯认为私有财产具有促进社会福利的功能，但这一功能无法自动实现，需要通过国家干预实现这一转化。为此，宪法强化了国家对公共事务的干预机制，确立了国家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在经济领域，国家保护和发展民族工业领域，鼓励出口的多样化。通过银行的国有化，打破了大种植园主对金融和信贷的垄断。在政治领域，通过宪法改革取消了军队的常设机制，杜绝了军人干政的可能。在司法领域，设立选举法庭，保障司法独立和选举的公正。哥斯达黎加的成功的因素中，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在与出口集团和外国资本的竞争中，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借用国家的力量占据了优势。1970年菲格雷斯再度当政，哥斯达黎加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保障和收入的再分配，中产阶级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哥斯达黎加的发展又被称为是“中产阶级的集中模式”，又因政治稳定而享有了“中美洲和平绿洲”的美誉。

菲格雷斯实行的宪法改革对民主体制的延续和发展影响深远。宪法修正案对前10年的政治经济改革提供了制度保障。新宪法提出了分权的制度设置，限制了总统权力，与中美洲其他国家不同的是，设立最高选举法庭，作为第四个权力机构，独立行使权力，处理一切选举事务，力求消除腐败，加强公民权益。宪法承认男女平等，妇女享有选举权，但作为对反共政策的延续，宪法重申禁令，禁止在活动、纲领和国际交往上被认为与共产党一致的一切政党的存在。这项禁令一直延续到1974年。宪法取消了军队作为一种常设机制，这使得它明显不同于其他国家，以宪法条文废除军队，杜绝了军人干政的可能。与其同时，宪法承认司法独立，加强了自由派自独立以来一直追求的目标。取消军队和司法独立对哥斯达黎加的民主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新宪法加强了国家对公共事务的干预机制，批准了国家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菲格雷斯政府利用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通过行政管理系统的改革实现了国家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和稳定化。国家开始提供各种服务，发展交通网。承建重要的能源工程，普及教育，国家为社会发展和新兴的中间阶层的崛起提供了保障机制。哥斯达黎加的突出特点是国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发挥干预作用。菲格雷斯的成功就在于将改革同社会新兴阶级的需要结合起来，这在当时是符合国家利益的进步之举。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借用国家的力量为本国的现代化创造了一个国内市场，又借助于国家的干预在与出口集团和外国资本的竞争中占据了优势。新兴力量借助民众主义保持了经济和社会霸权。

菲格雷斯时代的改革成果在乌拉特政府和奥尔利奇政府（1962-1966年）内得到延续。1970年的选举中菲格雷斯本人再次当选，此时哥斯达黎加政府的政治目标是消除极端贫困。政府建立了社会援助混合委员会，提出用10年的时间消除极端贫困。通过实施家庭补贴计划，扩大了社会保障的范围，受保障人口比例从46%提高到1978年的85%。1978年作为该党的候选人，奥杜维尔上台执政，他继续了本党的既定政策，完成了社会保障的普遍化，扩大了国家服务的范围和通信交通设施的建设，保健设施的覆盖率由1970年占居民总数的46%上升到1978年的86%，1978年婴儿的死亡率降至2?1%，人口的平均寿命超过70岁。

自1948年以来，哥斯达黎加的政治与民族解放党紧密连接在一起。民族解放党领导了1948年的革命，开创了由本国民族资产阶级执政治国的历史阶段。相对中美洲其他国家饱受外来干涉的艰难历程，哥斯达黎加在一个强有力的、实行发展主义改革的民众主义政党的带领下，能独立自主地推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20世纪80年代，经济危机、地区冲突和外来影响的加深，给哥斯达黎加带来了空前的挑战。但哥斯达黎加并没有发生邻国那样的战乱，在该国也未发生六七十年代的民主化“第二次回潮”，被誉为拉丁美洲稳定民主的样板。

（二）危地马拉：传统、变革与颠覆

如果说，哥斯达黎加是中美洲的例外的话，危地马拉则是中美洲传统的代表。殖民地时期危地马拉的人口构成中，印第安人占的比例最大。危地马拉又是西班牙在中美洲殖民统治的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这种传统使危地马拉具有了更多的专制色彩。19世纪在自由派和保守派相争的历史中，危地马拉的考迪罗拉斐尔·卡雷拉（1838-1865年）统治危地马拉长达20年之久，卡雷拉也成为西半球最有力的考迪罗之一。不仅如此，在他执政时期，危地马拉成为支持本地区保守派考迪罗的大本营。中美洲的自由派只有在卡拉雷去世后才掌握了政权。19世纪中叶之后，实证主义在危地马拉大行其道。1854年尼加拉瓜国徽上的标语是“自由、秩序和劳动”。对秩序的尊崇除了希望摆脱内乱，实现政治稳定的目标追求之外，还可以在尼加拉瓜的殖民统治经历中找到历史的回应。实证主义强调的等级秩序和家庭本位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文化可谓是异曲同工。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独立后危地马拉的政治具有保守的特征。

1871年自由派开始统治危地马拉。作为自由派考迪罗的代表，胡斯托·鲁菲诺·巴里奥斯（1873-1885年）启动了国内的土地改革运动。土改的中心任务就是将土地从村社公共财产变成生产出口产品的私有财产，土地自由流动带来的是土地的集中和兼并。自由派改革的高潮阶段正是咖啡成为主要的出口产品，弗兰克认为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自由派夺取政权和实施他们的政治——经济政策的自由派改革，并不是简单地在自由派思想传入时发生的，而是当新的单一出口产品（咖啡、糖、肉类、小麦、棉花、锡等）充分扩大为占到全国总出口的50%以上的时候。……正是出口生产的扩大使得某些部门的资产阶级得到经济与政治理由以及权力来推行自由派改革。”在危地马拉，咖啡生产开始于1856年，到1875年咖啡已经是主要的出口产品，而自由派革命发生在1871-1873年。与之相印证的是，洪都拉斯从来没有成为咖啡出口国，那里的自由派革命的尝试完全失败了。

在危地马拉的出口产品中，香蕉的生产和出口后来居上，这对危地马拉的政治和经济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在中美洲，咖啡生产多为本国的大地主和大种植园主所掌控，而香蕉生产和销售则被外国公司所持有。1901年美国的联合果品公司开始在危地马拉生产香蕉。香蕉经济是典型的飞地经济。在乌维科（1878-1946年）独裁时期，联合果品公司成为危地马拉的“国中之国”。在1944年的10月革命中，乌维科被推翻。从1944阿雷瓦洛政府的改革到阿本斯政府被美国颠覆，危地马拉改革历经10年，改革的历史被称为“十年之春”。阿雷瓦洛政府的改革主要是针对国内土地寡头集团进行的民主改革。而阿本斯肩负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双重使命，立志将危地马拉从一个经济附属国变为经济独立的民族国家，把一个半封建式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变成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在改革的头两年，91.8万英亩的土地被没收分给8.8万户农民。联合果品公司拥有的65万英亩的土地中15%被确定为没收，其补偿费用将与该公司1950年的税收相抵消。土改对联合果品公司的触动最为深刻。阿本斯政府实行的土改是中美洲国家第一次基于民族国家的利益和民众福利而对土地占有制度进行的调整，对传统的大地产制为基础的政治经济秩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为了摆脱对美国的依附，阿本斯政府推进了公路、港口、电力等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国有化运动。危地马拉改革直接触动了美国跨国公司的利益，维护美国公司的海外利益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之一。对阿本斯政府的颠覆发生在冷战对抗的高潮阶段，美国的介入与干涉可以和30年后对尼加拉瓜桑解阵政权采取的行动相提并论。

“十年之春”的历史结束了，但改革的精神遗产一直是危地马拉变革的动力。出于对历史的怀念和对变革的渴望，危地马拉人走上了自发的武装反抗的道路。美国把危地马拉视为威胁其战略利益的且可能走上古巴道路的国家加以防范。自20世纪60年代后，危地马拉人就在恐怖、镇压与游击队的反抗中艰难前行。正如阿尔瓦洛·科洛姆所指出的，危地马拉的政治斗争并非是西方学者所强调的意识形态对抗，而是民族主义的反抗，是对美国颠覆阿本斯政府的一种反应。时隔36年后，危地马拉才实现了渴望已久的和平。战争结束了，导致社会冲突的贫困问题依然困扰着危地马拉人。联合国1999年的报告指出，仍有86%的危地马拉人生活在贫苦中。他们的政治选择将决定危地马拉的未来。

（三）尼加拉瓜：战略要地与历史苦难

中美洲地域狭小，资源相对匮乏，但战略位置重要，中美洲地峡是连接南北美洲和大西洋与太平洋的要冲，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该地区容易为外来势力所控制。尼加拉瓜历史的苦难和革命的艰辛都是从这一地缘政治特点开始的。在欧洲列强看来，在尼加拉瓜开凿运河是连接两洋的最便捷的通道。1850年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使美国和英国联合起来，反对任何单方面对运河的控制。1916年签署的“布赖恩——查莫罗条约”确保美国开凿运河和建立陆、海军基地的权利。直到1929年经济危机使巴拿马运河航运黯淡，美国才在1932年放弃了开凿运河的计划，但对尼加拉瓜的控制并未因此而放松。美国在尼加拉瓜的干预不仅全盘接管了这个地区小国的政治经济，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干预已经影响了一代人的观念。尼加拉瓜的上层人士普遍接受了美国干预的思想，人们认为美国国务院在尼加拉瓜有它偏爱的人物，这些人物能够获得任何竞赛的胜利。因此，政治上的成功取决于使公众确信某个人或某一派享有美国的明确支持”。索摩查就是美国选中的代理人。

战后适应美国侵朝战争的需要，尼加拉瓜开始种植棉花。1949年棉花在出口经济中的比重不到1%，到1955年达到了38.9%，棉花对出口经济的贡献超过了咖啡的34.9%。1960-1965年棉花出口增长4倍，棉花成为第三次商业农业出口扩张的主导产品。新的出口项目的开发推动了经济的较快增长。到60年代中期，尼加拉瓜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其他中美洲国家（哥斯达黎加除外）并达到了拉美的中等水平。但尼加拉瓜的家族寡头统治决定了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并没有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产生贡献，相反，出口经济增长的好处基本上被索摩查家族所占有。60年代后期，1%的存款人拥有50%的储蓄。一个横征暴敛的家族之所以能长久把持政权，来自美国的支持是主要的原因。作为对美国无条件支持的回报，在对外政策领域，索摩查家族以美国马首是瞻。正是在追随美国进攻古巴的猪湾登陆失败后，由卡洛斯·丰塞卡·阿马多尔领导尼加拉瓜流放者成立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

经过近20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桑解阵推翻了索摩查家族的控制，在尼加拉瓜建立了新政权。1984年11月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中，桑解阵以67%的选票获胜。制宪会议也由选举产生，奥尔特加当选为总统。从革命转向新国家建设，桑解阵政府将混合经济、政治多元化和不结盟作为原则，创造了包括左翼和右翼的联盟。但来自美国政府的遏制是尼加拉瓜发展的最大的外部障碍。美国无限期终止了对尼加拉瓜的双边援助，在美国的压力下国际组织停止提供借贷，国家经济面临困难。这种状况反应了一个历史上对美国高度依赖的小国摆脱霸权控制的艰难，1981年12月，美国组织、援助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对桑解阵政权开展了一系列的颠覆行动。这种“低烈度的战争”消耗了尼加拉瓜大量的资源，尼加拉瓜内战也成为中美洲冲突的核心问题。1990年的尼加拉瓜大选中，查莫罗夫人当选。虽然选举失利，桑解阵领导尼加拉瓜革命的贡献始终是这个政党的政治资产，而桑解阵开创的独立自主的治国经验和发展模式也为饱受外国欺凌的尼加拉瓜人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不同于中美洲其他国家的替代选择，无论是过去还是在将来都是如此。

（四）萨尔瓦多：资源紧张与武装抗暴

萨尔瓦多是中美洲面积最小的国家，除了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外，其他的自然资源极度贫乏。人多地少决定了萨尔瓦多的土地分配最不公正。土地寡头的势力盘根错节，长期以来，土地寡头的专制垄断成为萨尔瓦多历史的一大难题。19世纪中叶靛蓝出口减少后，政府大力鼓励咖啡、可可、龙舌兰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政府对种植经济作物的生产者赐予土地使用权。到19世纪末，在这个几乎没有适合咖啡生长的自然条件的国家，咖啡的单位产量达到了世界的最高水平，萨尔瓦多有了“中美洲的鲁尔区”之称。

咖啡经济的成功培育了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代表咖啡生产的大种植园主利益集团对萨尔瓦多政治有长久的影响力。19世纪，代表咖啡生产利益的自由派寡头集团推动了土地私有化和剥夺公共土地的进程。20世纪咖啡生产者组成了强大的资产阶级法人机构——咖啡协会。1942年咖啡协会改为萨尔瓦多咖啡公司，通过控制咖啡市场成为一个可以与政府平起平坐的经济内阁。萨尔瓦多的咖啡经济之所以具有竞争力，一个主要因素是该国有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咖啡种植园主可以通过压低价格、降低劳动力成本的方式提高产出。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萨尔瓦多工人的工资在两年的时间内从每天75美分下降到15美分。自19世纪后期以来，失地农民的不满，工农处境艰苦，土地等社会资源的分配极不公正，大种植园主的垄断和专制，社会不满和阶级矛盾以大规模冲突的方式得以释放。1931年以一系列的工人罢工和农民暴动为标志，工农运动出现了第一个高潮。1930年阿古斯丁·法拉本多·马蒂领导的萨尔瓦多共产党成立。在中美洲，萨尔瓦多的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走在地区的前列。政治和社会冲突导致了军队权力的不断膨胀，对军队的依赖及军人干政成为萨尔瓦多的政治文化。1930年左右，军队直接接管国家，1932-1980年，除少数时间外，国家政权始终处于军队的控制中。

二战之后军队内部出现了阶级分化。以奥斯卡·奥索里奥为首的一批中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军官开始对政治禁锢和经济垄断深感不满，接受了新思想的军官希望提高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干预水平。1949年奥索里奥成立了民主统一革命党，经过两次选举，奥索里奥控制了政权，1950年萨尔瓦多开始了有发展主义色彩的改革。1950年的宪法中包括了赞成土改和一切财产的“社会功能”的条款，改革的学说中包含了一定的发展主义与经济统制的思想。1961年，民主统一革命党更名为国民和解党，一直保持了执政党的地位，直到1979年革命爆发。

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接壤，长期以来，向洪都拉斯移民已成为该国的传统。到60年代大约有35万萨尔瓦多人生活在洪都拉斯。进入60年代，随着洪都拉斯国内的农业发展，萨尔瓦多人占有洪都拉斯土地和生产资源的问题成为导致两国关系紧张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一时期正是中美洲共同市场蓬勃发展阶段。在自由贸易区内，萨尔瓦多对洪都拉斯有较为有利的商业优势，移民和经济竞争导致两国爆发了“足球战争”。“足球战争”之后，大量的萨尔瓦多移民被迫返回本国，战争也加剧了萨尔瓦多国内的两极分化和工农的贫困化进程。不患寡而患不均，70年代尼加拉瓜革命的成功鼓舞了萨尔瓦多人，70年代出现的游击队联合成立“民主革命阵线——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革命联盟”，领导民众走上了武装抗暴的道路。内战相持了十余年，美国提供给萨尔瓦多的军事援助大量增加，1988年更是达到国家预算的一半。在美国的干预下，“萨尔瓦多已经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国家而更像是战场。……这里进行的是一场为美国而战的战争。美国平均每天投入100万美元支持军方和富人阶层，这就是战争持续的内幕”。事实证明，只有摆脱美国的支配和干预，萨尔瓦多的内战才能得到解决。

（五）洪都拉斯：飞地经济与“无政府”社会

洪都拉斯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地理阻隔一方面限制了国内工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形成了地方割据。因交通不便且人口不足，东部地区更是长期处于半开发的状态。洪都拉斯的小农容易获得土地，历史上没有出现强有力的土地寡头，这与邻国萨尔瓦多形成对比，也是萨尔瓦多人移居洪都拉斯的原因。在洪都拉斯，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来自外国跨国公司。洪都拉斯的经济支柱以香蕉生产及贵金属的开采为主。1906年，联合果品公司获得土地租让的特权，开始了在洪都拉斯种植和销售香蕉。香蕉生产集中在沿海地区，土地、港口、铁路、电报等受外国人控制，洪都拉斯成为一个事实上的“无政府”社会。

在洪都拉斯，国内的政治人物多有在跨国公司中任职或兼职的经历（卡里亚斯政府的国防部长加尔维斯和议院的议长普鲁塔科·穆尼奥斯均是联合果品公司的律师），政治竞争其实就是几大垄断公司之间的利益之争。因为国内没有中央银行，洪都拉斯在1942年以后开始从美国进口纸币和硬币以维持货币流通。经济主权几乎完全被跨国公司所拥有，政府和公司的博弈中，政府处于完全的从属地位。

1957年选举中上台的自由党候选人比列达·莫拉莱斯推动了社会改革。比列达的改革在两个方面有深远的影响，一是倡导进口替代的工业发展战略。1958年颁布了《工业发展法令》，政府对民族工业企业提供贷款、技术援助和税收优惠。二是在社会政策领域以承认和保护劳工权益为核心，先后通过了劳工法、劳动宪章和社会保险法，劳动保障和社会保障的原则得以确立。此后几乎所有的劳资纠纷都通过劳工法确立的协商程序予以解决。在拉美，比列达的改革被称为比列达主义。值得一提的是，在中美洲，在外国公司控制的飞地经济中，产生了现代意义的无产阶级。中美洲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工运动很多发生在香蕉种植园，由此可以理解洪都拉斯的劳工运动和劳工组织水平高、影响大。比列达政府的社会改革只是顺应了这一现实而已，20世纪50年代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果。1948-1963年间，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翻了一番，达到14%。因为流行巴拿马病，香蕉生产陷入困境，洪都拉斯还是没有摆脱中美洲最贫困国家的地位。

洪、萨两国的足球之战后，战败的洪都拉斯国内勃发出前所未有的民族主义精神。洛佩斯·阿雷利亚诺军政府获得了巨大的声望，为1972年的再次执政赢得了民心。在他执政的第二任期内，开始了具有民众主义色彩的改革。1973-1974年间，11739户家庭从土改中获得好处，1975年颁布的新土改法，确定了私人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在工农运动的压力下，1974年军政府同其他的香蕉生产国成立“香蕉出口国联盟”对出售给外国香蕉公司供应国际市场的香蕉征收附加税。1975年，洪都拉斯取消了外国香蕉公司的特权，征收了美国两家果品公司在洪都拉斯北部的土地，收回了被外国公司控制的港口、铁路，并逐步实行国有化运营。

70年代的改革扭转了洪都拉斯的发展进程。在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的博弈中，跨国公司的影响力受到削弱和抑制。与中美洲其他国家不同，来自国内的土地寡头的势力不大，工农运动对政治运行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些内在的、有利于现代化进程的因素开始发挥作用。从80年代以来的情况来看，洪都拉斯受债务危机的冲击较小，进入2000年，中美洲五国中，只有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分别保持了5.8%和4.5%的增长率，高于拉美的平均水平。

（六）巴拿马：运河与美国的霸权

在20世纪的拉丁美洲历史上，巴拿马运河以及运河区的存在与美国的霸权控制及武力干涉联系在一起，因而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巴拿马共和国因巴拿马运河而诞生，自独立之日起，围绕着巴拿马运河的主权所展开的冲突和抗争始终贯穿于该国的历史进程中。

巴拿马位于中美洲地峡的最狭窄处，既是南北美洲的咽喉之地，又是两大洋洋际交通的交汇点。自1501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以来，巴拿马地峡因商业和海运而发展起来，巴拿马也因此而具有不同于该地区的经济特征并削弱了同地区其他国家的共性和联系。

19世纪20年代西属美洲获得独立，巴拿马也脱离西班牙，加入了大哥伦比亚共和国。1834年哥伦比亚曾提出了建筑经过地峡铁路的计划，但因缺乏经济实力无法实现。此时，英国为了加强在中美洲的贸易地位，也在为攫取地峡做积极的准备。为了抵制英国的霸权扩张，1846年12月12日，哥伦比亚与美国了签署了《马利亚里诺——比德莱克条约》，哥伦比亚给予美国通过巴拿马建筑运河的权利，作为交换条件，美国保证哥伦比亚对巴拿马的主权。这是美国干涉巴拿马地峡的第一次法律行动。1855年美国的一家铁路公司修筑的巴拿马铁路通车。英、美两国的争夺为法国提供了可乘之机。19世纪70年代法国的洋际运河工程启动，80年代末因管理和资金问题法国的开凿工程失败，最终不得不以4000万美元的低价将公司出售给美国，美国在运河开凿问题中掌握了主动权。1903年哥伦比亚和美国签订了《海——埃兰条约》，批准了法国公司将租借权转让给美国，条约还为美国修建运河提供了横贯地峡10公里宽的运河地区及相关的特权。在哥伦比亚国内民众的反对声中，条约在议会被否决。美国转而扶持巴拿马当地的力量从事分裂活动，以筹建一个听命于美国的附庸国。

1903年在美国的支持下巴拿马获得了独立，这个因为运河而独立的国家，从一开始就必须迁就美国的利益。当时的一位评论家悲叹巴拿马“为了贪便宜而嫁给”美国，产生了一个“损害主权的杂种国家”。确切地说，在独立之后的很长时间，巴拿马根本无主权而言。根据1903年美巴条约，巴拿马必须将该国中部10英里宽的运河区的主权永远让予美国，运河区由此成立。美国一次性付给1000万美元和每年25万美元作为回报。条约的第7条给予了美国为了所谓的加强公共卫生措施和维持公共秩序而干涉巴拿马城和科隆城这两个运河终端城市的权力。在美国的压力下，巴拿马修改宪法，解散了军队，为运河区以及巴拿马本国的国家安全需要“美国的运河驻军保护”提供合理化的借口。1903年条约成为美国在巴拿马的国土上为所欲为的法律依据。在经济上，巴拿马的财政来源依赖运河转运和美国对运河发送工资和运河采购的收入。巴拿马的货币制度是以美元为基础，本国货币巴波亚只是作为辅币而存在。因为不存在中央银行，国内流通的美钞需要从美国进口，本国的财政大权被美国安插的财政顾问所把持。在政治上巴拿马的总统人选及选举须经美国的监督和同意，政治领袖一旦不合美国心意，经常面临被颠覆或被推翻的命运。1941-1948年阿努尔福·阿里亚斯因所持的民族主义立场，两度当选却被美国支持的力量推翻。

自独立伊始，运河区就是国中之国，是为了运河的航运和美国军队高效安全的通航需要而存在的飞地。在美国人看来，运河本身就是美国所拥有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资产。里根在竞选总统时公开宣扬，“我们买下了它，它是我们的”，这样的言论在美国国内一直很有蛊惑性。运河区悬挂美国国旗，运河的管理掌握在专设的总督和卫戍司令手里，实行军事化管理。运河和运河区的防务由美国的陆军承担。巴拿马所有的铁路计划都必须符合运河安全的要求。从1910年起，美国在运河区开始修筑军事设施，设在运河区的南方司令部下辖14个军事基地，其中的霍华德基地是拉美最大的军事基地，可以掌控西半球的一切空中行动。运河区还设有训练拉美国家军人的训练中心，美国在巴拿马的军事存在不仅是控制运河和巴拿马，更是为了控制拉美国家和两大洋的战略目标。

运河区的劳动力分为黄金级和白银级雇员，来自北美的技术人员和管理者领取金元，归入黄金级人员的工资名册。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半技术和非技术的劳工领取银币，被划入白银级雇员的工资名册，巴拿马人则被排除在外，很难享有航运繁荣带来的收益。在修筑运河后留在巴拿马的西印度人是当地最大的族群，他们建立了一套自己的保护性的亚文化。被贩卖到巴拿马修筑运河的华工，后来在经营零售、洗衣和餐业中艰难地生存下来，因为运河区而人为设置的隔离使巴拿马的社会呈现出一种混杂的状态。在很长的时间内，巴拿马都无法完成消除种族差异，实现种族融合的目标。“巴拿马是由于并为了运河而存在的”，这既是统治阶级中的普遍看法，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巴拿马人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现实。

1923年以阿莫迪奥·阿里亚斯为首的新一代民族主义者组成了共同行动协会，他们的行动旨在结束美国对巴拿马的监护，强化巴拿马的传统价值和文化，实现文化、社会和政治的真正独立。1931年阿莫迪奥通过政变上台执政，开始了修改巴美条约的谈判，这是对条约的第一次修改，内容包括运河区将来获得的土地须经巴拿马同意，美国放弃对巴拿马事务进行干涉的权利，从法律上巴拿马摆脱了美国附庸国的地位。在国内领域，阿里亚斯政府建立工农基金会，分配公地支援农业，援助城市贫民，建立大众储蓄银行。在改革政策中，创立巴拿马国立大学对巴拿马的发展意义深远。到30年代巴拿马大学成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汇聚之地，学生开始高举自主的旗帜成为政治运动的先锋。在巴拿马反抗美国控制、追求独立的政治生活中，学生运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摆脱对运河经济的依赖，在20年代巴拿马政府开始寻求经济多样化的方案。1925年巴拿马通过了第8号法令，成立国家海商局，设立方便旗（flag of convenience）采用开放的注册体系，鼓励外国航运公司在巴拿马登记注册，海运业由此得到发展。1948年希门内斯政府设立科隆自由贸易区，根据第18号法令，外国公司在巴拿马公共登记处注册后可以在科隆自由贸易区从事贸易、批发、加工和仓储等经营活动，并享受免税待遇。科隆自由贸易区的成功运行进一步降低了巴拿马对运河经济的依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大批获得主权的民族国家进入国际政治领域，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进程。巴拿马争取运河主权的斗争进入新阶段。1955年1月雷蒙政府与威森豪维尔政府签订了新约，运河的年金增加到193万美元，修改后的条约对美国在运河区的消费品销售和劳务做了限制，确立了美、巴雇员同工同酬的原则。1956年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运动鼓舞了巴拿马的斗争士气。1958年5月，巴拿马学生把国旗插到运河区领土上以维护国家主权，导致与美国驻军发生冲突。1964年1月9日巴尔沃亚中学的美国学生无视官方的指示，擅自在校外升起星条旗，引发运河区和终端城市发生骚乱，造成22人死亡，恰里政府与美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在全国性的反美运动的支持下，1967年巴拿马政府与美国签订了新的条约，巴拿马从通行税中提取的租金提高到2500万美元，运河的运营和运河区的管辖权在1999年移交给巴拿马单方管理前由双方共享。60年代巴拿马的反美运动得到了拉美乃至世界范围的声援和支持。1964年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巴拿马反对美国的侵略、收回运河主权的行动。20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开始了联合行动抵抗西方的霸权秩序。事实证明，发展中国家能否集体行动，对于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可谓意义重大。

在巴拿马的历史上，一直由几个古老家族阿里亚斯、瓜尔迪亚、德拉瓜迪亚、阿罗塞梅纳、恰里、博伊德、巴利亚里诺掌控政权。60年代由于职业化的缘故，中级军官开始参与政治。到60年代后期，一直受到美国抑制的国民警卫队得到发展，职业军官特别是下级的职业军官向传统的权贵政治提出挑战。1968年10月国民警卫队通过政变成立了一个临时的执政委员会，这次政变使奥马尔·托里霍斯崭露头角，走上政坛。1972年巴拿马新宪法授予托里霍斯最高领袖的地位，直到1978年托里霍斯一直掌握着巴拿马的军政大权。

托里霍斯被人们爱戴，主要原因之一是他能够顺应巴拿马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要求，把收回运河主权作为执政的主要任务。“20世纪70年代早期证明是发展中国家冲击自由国际秩序的最佳时机。……因为在这一时期，第三世界国家在一些主要的国际论坛上占据了多数席位。”联合国一国一票的投票机制成为发展中国家表达意见的国际舞台。国际政治环境的这一变化为巴拿马解决运河的主权问题提供了有利的机会。托里霍斯把运河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使之国际化。1973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在巴拿马城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巴拿马运河条约问题，巴拿马赢得了世界范围的支持。1977年巴拿马与美国签署了新的《巴拿马运河条约》，废除了《1903年的美巴条约》以及后来一切与运河有关的其他条约、公约、协定和换文等。美国承认巴拿马对运河区享有完全的主权，两国共同经营运河直到1999年为止，届时运河完全由巴拿马单独管理，给巴拿马人留下耻辱和伤痛的运河区不复存在。在1999年前，美国付给巴拿马的运河通行费和年金将大幅增加。1979年10月1日，巴拿马开始对运河区行使主权，巴拿马人争取运河主权的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在国内政策领域，托里霍斯的改革为繁荣和稳定的巴拿马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使巴拿马与动荡的中美洲其他国家区别开来。托里霍斯的改革以关心和支持农民和城市贫民为基点。在农村，通过土地改革，重新分配公地给小农，政府组织受益农户成立合作社，向他们提供信贷和生产支持，改善了农村的落后面貌。在城市，制定了维护工人利益的劳工法典，在工人阶级中扩大了自己的影响。通过公民行动计划，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开办乡村学校和医疗诊所，改善了城乡的医疗卫生和教育水平。在他执政期间，利用巴拿马运河、科隆自由贸易区和国际商船队，通过巴拿马运河的有利条件以及美元可以自由流通的基础，将巴拿马建设成了拉美地区最大的金融中心。1970年颁布银行法令，放松了对金融体系的管制，鼓励外国人在巴拿马建立国际银行，保证经营业务的完全保密。巴拿马的客籍银行业迅速繁荣，巴拿马成为国际离岸金融中心。银行业的发展成为巴拿马经济中仅次于运河收入的第二大财政来源。托里霍斯还致力于扩大科隆自由贸易区。在他执政后期，科隆自由贸易区已经成为仅次于香港的世界第二大自由港，是拉美地区最大的物资集散地。经济多样化的政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巴拿马国民收入中来自巴拿马运河的比重显著下降，运河区的劳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50年的8.6%下降到1975年的5.8%。运河经济、金融服务和科隆自由贸易区成为该国经济的三大支柱，1981年8月，托里霍斯飞机失事，巴拿马失去了最强有力的和最绚丽多彩的人物，一个史诗般的时代结束了。

1981年以后巴拿马政局出现动荡，曾经担任托里霍斯政府国民警卫队司令的诺列加掌握了政权。诺列加坚持民族主义的立场，不是美国所喜欢的政治人物。美国关注的是1999年运河条约到期后美国的霸权和利益能否得到延续，毫无疑问诺列加不会是保护美国利益的人选。诺列加执政后，美国就发动了针对和颠覆诺列加政权的活动。从舆论攻击、经济制裁到支持反对派，可谓无所不用。美国冻结了巴拿马的资产，停止付给运河费用，拒绝供应美钞，给巴拿马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即使如此，诺列加依然能够控制局势，军队依然忠于自己的首脑。1989年12月20日，美国悍然对巴拿马发动军事入侵。美国以两倍于巴拿马的兵力，将巴拿马的主要军政设施和居民建筑夷为废墟，诺列加被抓到美国受审。这是一次不加掩饰的、赤裸裸的军事入侵，尽管实现了推翻诺列加政权的目的，但美国“重操久为拉美人所痛恨和唾弃的大棒政策”对巴美关系乃至美拉关系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五、结语

基于拉美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依附理论突出强调了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根源在外部因素，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处于外围地位的国家被不断纳入到世界经济的商品链中。世界体系论也认为，现代世界体系首先是世界经济体系，有其整体的发展与变化规律，并支配和制约着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局部的发展与变化。外围地区卷入现代资本主义的方式和过程，特别是各个地区在现代世界所处的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各个局部社会的现代特征，都必须在这个体系中来理解。基于这样的理论视角，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美洲不发展的根源就在它以初级产品出口模式融入国际市场，在多数国家进行了工业化和生产的多样化之后，它却仍然继续依赖从殖民地时期形成的初级产品出口经济模式。经济规模小，且又较早和较深地卷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脆弱性在中美洲国家得到了突出表现。

中美洲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也影响了国内的政治经济选择。在独立后的漫长历史中，中美洲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充满了暴力、掠夺和冲突对抗的色彩，尽管与其国内的传统结构有直接的关系，但不能忽视的是，通过经济交换的纽带，中心地区的资产阶级在外围地区培育了自己的代理人，实现了世界范围内的跨国合作。面对强大的外部压力，中美洲国家的阶级斗争超出了传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抗的范畴，具有了多阶级联合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艰难使命。

诚然，将中美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上述观察都有相应的事实提供经验支持。但通过进一步考察中美洲各国内部的发展差异，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外部因素可以把握中美洲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规律，但无法解释哥斯达黎加的发展与其他几个国家不同的根缘。为什么中美洲的其他国家出现了自由派专政与土地改革，而洪都拉斯却是例外？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美洲国家能推行程度不同的改革，而在之前的历史却无法实现？中美洲的发展进程还有更多的问题，显然仅仅关注外部因素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从另外的角度，即从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政治经济力量的互动中可以有新的答案。哥斯达黎加之所以长期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保持稳定和发展，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政府与社会集团关系中没有一个像其他国家一样强大的寡头集团制约，政府能以国家利益而不是部门和集团利益行事；同样，洪都拉斯长期为外国控制，也是因为政府根本无法代表国家与外国公司博弈，萨尔瓦多的阶级对抗和社会冲突突出是因为咖啡业主的利益强大。因此，关于中美洲发展的历史及前景，“更深一层的问题不是战略的选择，而是谁来选择、怎样实施和为谁服务，简而言之，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第七章　古巴：蔗糖、革命与改革

古巴是加勒比海岛国，与拉美其他国家相比，该国具有很多鲜明的特点。人口不多，面积不大，地处北美洲和南美洲的交叉点上，与美国咫尺之隔，且长期受美国和西班牙新老殖民主义的统治。而最大的特点的是，古巴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世界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本文拟通过对古巴历史的考察，探讨古巴现代化的历史条件、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独特性，以及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创新性。


一、蔗糖经济与独立战争

古巴是拉丁美洲独立较晚的国家。自16世纪初沦为西班牙殖民地以来，期间虽然一度被英国占领，但是根据巴黎和约，西班牙又重新占领了古巴，直到19世纪末，古巴一直处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之下。为何这个被世人称为“世界上最甜的岛国”，长期处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究其原因主要有：

其一，古巴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具有战略地位，西班牙殖民当局十分重视，把古巴看成是西属美洲殖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向南美洲扩张的重要基地。在西班牙漫长的殖民统治期间，古巴作为西班牙向南美洲大陆扩张的补给站，此外“装满金银财宝的西班牙船舶可以从那里得到庞大的海军护航队”，“控制古巴成了控制新世界的关键所在”。有鉴于此，西班牙在古巴建立了强大的军事统治，确立了将军统管殖民地一切事务的军事独裁制度。并且，在行政上，由检审法院为首的殖民地法院系统行使司法和行政的双重职能。为了加强西班牙王室对古巴的控制，1825年，西班牙王室颁布法令，授予西班牙派驻古巴的都督以“包罗万象的权力”，意味着都督享有绝对的权力，有权不经审讯驱逐任何他认为不宜存在的人。特别是，到了19世纪20年代，随着南美大陆独立战争的爆发，拉美国家先后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西班牙殖民当局由于失去了在美洲大陆的殖民地，将殖民的重心转移到古巴，通过强征苛捐杂税，加强对古巴的统治，以保住它在西属美洲的统治。

其二，19世纪初古巴蔗糖经济的扩张成为阻碍古巴独立的主要障碍。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是拉美国家争取自由、独立的时期，同时，也是古巴蔗糖经济的形成和第一轮扩张时期。发展蔗糖经济，这种单一制经济结构成为西班牙殖民时期古巴经济的主要特点。在此背景下，古巴的大种植园主和奴隶主阶层不想放弃赚取巨额利润的机会，不仅不想独立，反而依赖于西班牙殖民体系，寄希望于西班牙王室的控制，以保护其既得利益。古巴蔗糖经济一直左右着古巴的历史，对古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蔗糖经济的形成与发展

长期以来，古巴一直被西班牙当作战略要地而加以控制，其经济在西属美洲体系中处于比较落后的水平。由于古巴和加勒比其他产糖的许多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地相比，存在着奴隶较少而自由黑人和穆拉托人较多的特点，造成古巴甘蔗种植园的规模小、数量少。1750年，古巴仅有大约100个小型甘蔗种植园，而且因为它们大多数在哈瓦那附近，将蔗糖运输到其他港口的费用很高，以及在西班牙不存在如蔗糖这类奢侈品的大规模市场，所以古巴蔗糖经济的形成长期滞后于法国和英国在拉美地区的殖民地。

直到殖民地后期，古巴的蔗糖经济才开始形成，并且很快成为古巴工业结构的主导因素。17、18世纪，加勒比地区一直是为欧洲市场提供蔗糖的重要地区，其中，法国殖民地——海地是世界产糖中心，而此时西班牙统治的西印度群岛尚未被纳入到世界主要蔗糖生产的行列。直到18世纪后半期，古巴蔗糖经济开始快速发展，成为西班牙繁荣的产糖殖民地。随着18世纪末海地独立战争的爆发，古巴蔗糖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古巴已明显成为西班牙帝国的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部分，甘蔗种植园得到了扩展，蔗糖成为主要出口产品，大大超出了皮革、烟草和咖啡的产量，古巴被认为是世界上种植甘蔗的最好的天然场所。蔗糖工业迅速发展，并成为古巴主要的出口产业，古巴取代了法国和英国的拉美殖民地在产糖领域中的地位，成为国际市场食糖的主要供应者。

进入19世纪后半期，古巴蔗糖经济出现了飞跃式发展，蔗糖经济取得了显著的、持久的增长。自1790年开始到1875年的第一次独立战争爆发前夕，古巴蔗糖生产持续增加，1862年，蔗糖生产已经占古巴农产品生产的一半以上，蔗糖产量从1790年的1?5万吨，增加到1875年的75万吨，以年均3.9%的速度递增，而且古巴出口创汇的90%来自蔗糖出口，80年来这一增长势头从未被打断。蔗糖经济的稳步上升意味着古巴在这一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因此，西班牙殖民当局调动一切资源发展这一经济部门。蔗糖经济的扩张趋势使蔗糖产业成为古巴经济之首，更重要的是，致使古巴从此形成以蔗糖经济为主导的单一制经济结构。

从古巴蔗糖经济的发展历史看，除了古巴具有发展蔗糖经济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以外，蔗糖经济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应该主要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除了西班牙国内市场以外，在欧洲和北美，尤其是美国形成了新的市场需求。从1830年到19世纪末，美国对食糖的需求不断增长，几乎吸收了古巴生产并出口的全部蔗糖，1892年，美国甚至从古巴进口了100万吨蔗糖。欧洲和美国人均食糖消费的增长，为古巴蔗糖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市场。

第二，西班牙改革了殖民地统治政策，解除了重商主义政策中许多对殖民地贸易限制的规定。1762年英国对古巴的短暂统治迫使西班牙王室实行了一些具有深远影响的改革，废除了西班牙原有的捐税，包括商品进口税、海损税、商品出口税等，甚至像制糖的机械进口关税也被取消，这些改革政策意味着西班牙长期实行的贸易垄断被打破。贸易大门的打开，不仅使西班牙和古巴之间可以自由地进行贸易，也为古巴和非西班牙国家的贸易创造了条件。

第三，从非洲向古巴输入奴隶的扩大，为古巴甘蔗种植园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1789年西班牙颁布《皇家法令》，放开对古巴进口奴隶的限制，奴隶贸易的自由化，刺激了大量非洲黑人流入古巴。据大卫·艾尔提斯统计，从法令颁布到1867年大约有近74万的黑人奴隶输入到古巴，在甘蔗种植园充当奴隶劳工。尽管1808年英国发动禁止奴隶贸易运动，并且于1817年最终说服西班牙仿效英国的做法，1820年西班牙通过了废除奴隶贸易的法律，但是，这一禁令并未在古巴得以实施，相反却由于古巴蔗糖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导致奴隶进口的上升。1840-1850年，由于越来越严格地实施禁止奴隶贸易的禁令，加之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使古巴以往的奴隶贸易竞争者接二连三地遭受打击，在此情况下，古巴种植园主乘机加大参与奴隶贸易的力度，很快占领了奴隶贸易市场。据统计，到1872年，黑人奴隶已经占古巴总人口的40%。直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英国打击奴隶贸易的日益加强，导致黑人奴隶价格的上升，迫使古巴不得不终止从非洲输入奴隶，而改为从亚洲主要从中国输入契约奴。总体上看，契约奴的数量十分有限，主要还是黑人奴隶为蔗糖经济的扩张提供了劳动力资源。

第四，技术的使用和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一方面古巴引进和发明了许多制糖技术。随着海地独立战争的爆发，法国种植园主纷纷从海地逃离出来，来到古巴，他们带来了栽培甘蔗和制糖的技术，如上射水车和用来加热的“牙买加列车”。同时，古巴革新先驱、种植园主弗朗西斯科·德·阿朗戈不仅引进甘蔗新品种，更重要的是，引进了蒸汽机，并且于1797年首次将蒸汽机应用于甘蔗加工业。到1860年，72%的古巴制糖厂使用了蒸汽机。而这一时期，古巴最有名的技术革新要属真空锅炉。这些新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生产率，而且减少了蔗糖制造商对奴隶的依赖。另一方面，在应用科学技术的同时，古巴先进的糖厂都修建了自备铁路通往哈瓦那，据记载古巴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最早修建铁路的国家。这些首先对土地制度产生了冲击，为了给大制糖厂提供甘蔗，原来分散的小型甘蔗种植园逐渐整合起来，生产单位越变越大，出现了蔗糖经济扩张与甘蔗种植园土地兼并同步发展的现象，大地产制日益加强。

以制糖业为基础的古巴经济的迅速繁荣，使古巴成为已经失去美洲大陆而日渐衰落的西班牙帝国最有发展前途的部分，为了保住古巴，西班牙不惜派重兵驻守古巴。即使有过几次黑人奴隶起义，但都遭到残酷镇压。而依靠压榨奴隶获取利润的克里奥尔种植园主们也决不会支持有损于自身利益的奴隶独立斗争，所以，依靠奴隶发展起来的古巴蔗糖经济为随后的废奴运动和抵抗运动的爆发埋下了火种。

（二）民族意识的形成：古巴两次独立战争

尽管古巴蔗糖经济为西班牙王室带来了大量的财政收入，但是，西班牙殖民政府仍在政治上采取严格的限制政策。古巴土生白人（克里奥尔人）与西班牙人（半岛人）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社会隔阂，克里奥尔人虽然依靠发展甘蔗种植园，手中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但是他们被禁止参与殖民地行政管理，西班牙人不给他们任何从政的机会，因而对西班牙统治牢骚满腹。同时，面对黑人奴隶的起义，他们又担心一旦奴隶起义成功，奴隶成为自由人，他们的财产就会受到损失。面对两难的局面，相当一部分克里奥尔人从英国颁布禁止奴隶贸易的法令开始就希望与美国合并，以便维持以奴隶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然而，这一希望随着美国《解放奴隶宣言》的发表而破灭。与此同时，从非洲输入奴隶的价格和风险也随着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直线上升。显然，对于种植园主来说，奴隶贸易已经到了毫无利润可言的穷途末路。

为了寻找新的政治出路，主张同美国合并的古巴克里奥尔人建立了改革党，提出了殖民地政治改革的新主张。1865年，他们向西班牙国会提交了一份请愿书，内容涉及几大基本权利，包括分开殖民地政府中的文人和军人管理职能、请愿权、与西班牙半岛人平等的司法权、西班牙国会必须有古巴代表、增加白人移民、改革税收和关税结构、禁止奴隶贸易等。大约2?4万人在请愿书上签了名，请愿者覆盖了克里奥尔人生存的各个行业。此时，适逢西班牙国内政变，夺取西班牙统治大权的保守党人不仅不愿向古巴让步，反而取消了过去给予古巴的各种贸易开放和税收优惠政策，提高税率，镇压改革党人，等等。加之国际食糖价格骤降和古巴蔗糖减产，使古巴人面临沉重的殖民压迫和严重的经济危机。

长期充当蔗糖经济牺牲品的古巴东部各省养牛种植园和小型蔗糖种植园难以承受内外压力，濒于破产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古巴克里奥人对西班牙统治的政治抗议迅速转变为军事反抗。1868年，古巴东部各省在克里奥尔人卡洛斯·曼努埃尔·德·赛斯佩德斯（Carlos Manuel de Cespedes）的领导下，爆发了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武装起义，并效仿《美国独立宣言》发表了《亚拉的呼声》（Gritode Yara），从此揭开了古巴民族独立的“十年战争”序幕，也是古巴第一次独立战争。起义得到了来自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人们的支持，到1870年初，起义军得到了大约4万人的响应。起义领袖谴责西班牙歧视性关税政策，提倡实行自由贸易，要求给予男性普选权。在奴隶问题上，他们主张“渐进地、有赔偿地废除奴隶制度”，而非立即废除奴隶制，从而与以安东尼奥·马塞奥（Antonio Maceo）为首的来自社会下层的力量产生严重分歧。阶级立场的不同制约了起义军的行动，起义军难以通过蔗糖经济占优势地位的西部各省，被迫局限于古巴东部。1877年，当西班牙派来大批援军并承诺改革的时候，起义军中的克里奥尔贵族阶层不顾大多数起义者的反对，与西班牙政府签订了《桑洪条约》（Pactof Zanjon）。古巴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梦想就这样断送在克里奥尔贵族的手中。

然而，“十年战争”对古巴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战后似乎一切又恢复到常态，但事实上人们的思想已经发生转变，并且随着“十年战争”的进程慢慢发酵。一方面表现在人们对于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有了认识，另一方面对废除奴隶制已经产生认同。相当多的奴隶因加入起义军而获得了自由，还有一部分乘战乱逃离了种植园，废除奴隶制已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刻。1880年，在自由党执政下的西班牙政府颁布废奴法，但是如同1870年颁布的《莫莱特法案》一样，实行的是渐进的废奴政策，规定有8年的过渡期，直至最后实现废除奴隶制。尽管相对而言，古巴废除奴隶制的道路比较漫长，但是正是在这一进程中，古巴人民产生出把古巴民族从西班牙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思想。

“十年战争”也提高了古巴克里奥尔人参与政治的需求，他们希望通过获得政治权力来维护其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1878年，改革主义者建立了新自由党，也称自治党，不主张采取革命的武装斗争，要求实行在西班牙统治框架下的改革。而在“十年战争”中主张武装斗争的起义者战后遭到流放，他们在国外成立了流放人员革命俱乐部和爱国洪达，形成了自由祖国的理念，宣称《桑洪条约》是对西班牙的妥协条约，主张武装斗争是确保古巴摆脱西班牙统治、获得独立的武器。被流放到西班牙的古巴诗人何塞·马蒂，成为古巴第二次独立战争的领袖。马蒂吸取了“十年战争”的经验教训，认为这次战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乏一个目的明确的政治组织和人民大众的力量。为了祖国的自由，1892年，马蒂宣布建立古巴革命党（Cuban Revolutionary Party），马蒂强调古巴不仅要“依靠所有具有善良愿望的人们共同努力，实现古巴的彻底独立”，还要发动社会革命，铲除不公正，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这一朴素的民众主义思想，吸引众多的古巴社会下层参加革命军的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运动。

1890年代中期，古巴经济形势的恶化成为推动古巴发动第二次独立战者的催化剂。1894年美国宣布解除与古巴签署的《福斯特——卡诺瓦斯互惠贸易协定》（Foster-Canovas Agreement），对从古巴进口的食糖加收40%的关税。作为报复，西班牙也调高了美国输入古巴的进口关税。这样一来无异于把完全依赖美国市场的古巴经济推向了痛苦的深渊，古巴经济权力被剥夺促使古巴人再次关注其政治权力，也使古巴的地位和与西班牙的关系成为政治辩论和公众议论的焦点。

经过精心准备，1895年，在马蒂的领导下，革命党人以“自由古巴”的名义发动了古巴第二次独立战争。革命军从东到西，横扫古巴全岛，西班牙殖民政府摇摇欲坠，甚至连西班牙最残暴的殖民者魏勒尔也不得不发出这样的哀叹：“除了我们的士兵脚下踩着的土地之外，再没有一块土地属于我们。”到1898年，西班牙殖民政府内外交困，濒于绝境，而古巴革命军已经解放了全国近2/3的土地，只剩下为数不多的西班牙殖民者龟缩在沿海的几个城市里。古巴人民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取得了很大成功，胜利在望。

但是，对古巴垂涎已久的美国却深感不安。在美国看来，古巴比任何一个拉美国家都更为美国所觊觎，美国政府一直把占领古巴，作为实现其对外扩张、独霸西半球的重要目标。早在杰佛逊时代，美国就表露出吞并古巴的意图。1805年，他在给英国驻华盛顿公使的照会中就直言不讳地表示：“一旦同西班牙作战，基于战略上的需要，就要占领古巴。”继杰斐逊后，美国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进一步阐明了美国对古巴的政策，即所谓的“熟果政策”，直到“门罗宣言”的发表，都无疑地表明了美国占领古巴的野心。美国认为即使古巴不能为美国所有，就归西班牙所有，因为危险并非来自西班牙，而是英国，“只要西班牙保留古巴而不把它转让给英国，就已经足够”。但是，永远不能归古巴人所有。所以，当古巴爆发两次独立战争后，美国就把古巴的革命者以及支持古巴独立的人说成是“图谋不轨分子……应受到法律严厉制裁的罪犯”。美国担心若古巴独立运动取得胜利会有损美国的利益。美国认为时机成熟，决定出兵干涉，让古巴这颗“熟透的果子，自然落入美国的土地”。189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所谓的“联合决议”，宣称古巴人民享有“自由的和独立的”权利，西班牙应立即放弃它在古巴的统治，从古巴撤军。但是，该决议对古巴人民用鲜血换来的共和国政权却只字不提。美国的干涉改变了一切，独立战争赶走了西班牙，却没能获得国家独立。更不可思议的是，美国竟然借机把古巴独立战争变成了美国征服古巴的战争。1898年12月，在没有古巴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美国同西班牙政府签署了《巴黎和约》，规定“西班牙放弃对古巴的主权及其他一切要求”，“该岛在西班牙撤出后应由美国占领”。统治古巴400多年的西班牙殖民者狼狈不堪地逃离了古巴，而美国轻而易举地摘下了这颗熟透的“果子”，占有了古巴。


二、美国新殖民主义与古巴的依附发展

战争结束后，美国先是对古巴采取赤裸裸的军事占领，转而通过《普拉特修正案》，以间接的、隐蔽的方式对古巴内政进行干预，并且加大对古巴经济的控制，把古巴的内政、外交和社会经济发展全部纳入美国的体系，这种从直接占领到间接控制，不仅反映出美国新殖民主义统治手段的变化，而且揭示出美国霸权主义的本质。

（一）《普拉特修正案》：美国殖民主义的新手段

在1898-1901年军事占领期间，尽管美国千方百计地笼络古巴大种植园主，大量吸收古巴上层参加军政府，以便将这些人培养成美国统治古巴的御用工具。但是，美国毕竟尚未在古巴建立霸权体系，在美国看来仍面临着诸多不可预知的不稳定因素。特别是，美国3年的军事占领消耗了美国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1901年，美国陆军将军鲁特在向驻守古巴的伍德将军说，美国为占领古巴“已经背负了沉重的负担，美国政府考虑准备结束军事占领，但同时又能保护美国在古巴的利益”。

如何确定未来的古美关系，既可以让美国军队撤回本国，减少经济负担，还可以保持美国对古巴的控制，建立美国在古巴的霸权，并使之合法化。伍德提出了4点建议，美国参议员奥维勒·普拉特根据这一思路，受命草拟一部所谓的古巴新宪法，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伊认为应把这些加进古巴共和国宪法里。但是，为了掩人耳目，还邀请古巴上层参加制宪会议，制定和通过所谓的古巴宪法，名义上承认古巴独立，实际上把古巴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并写入宪法，使美国继续占领古巴合法化。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普拉特修正案》。该法案规定：没有美国同意，古巴不得与任何外国签订有损古巴独立的条约；禁止古巴承受为本国财政收入所不堪负荷的债务；美国对古巴有干涉的权利；将关塔那摩割让或租借给美国作为海军基地。这些条款无疑改变了古巴主权的实质，把古巴当作美国国内政治体系的延伸，限制了古巴作为主权国家国际交往的权利。

对于美国强加给古巴的新枷锁，古巴人民感到莫大的耻辱，如果接受这些丧权辱国的条款，古巴的独立和自由无异于一句空话。当《普拉特修正案》内容的消息传来，激愤的古巴人民在全岛展开了反美游行示威。3月2日晚，又举着火把向在美国驻古巴的伍德将军的住所示威；在圣地亚哥召开群众集会，号召大家拿起武器；各省市的群众组织也发起声援哈瓦那的示威运动。

但是，美国政府态度强硬，表示决不向古巴独立做出任何妥协。决意把《普拉特修正案》纳入古巴宪法，并以增加对军政府的预算开支为要挟，逼迫古巴制宪会议就范。美国的这一行动，实际上是给古巴人民的最后通牒。而且，警告古巴人民，“如果不通过修正案，美国的军事占领就会无限期地继续下去”，甚至鲁特还威胁，“如果不通过修正案，古巴就不能通过任何一部宪法，就不能选出任何一个古巴政府”。在美国的威胁下，《普拉特修正案》最终被作为“附件”强塞进古巴宪法。“受到保护的共和国根本没有共和国”，但是，1902年，美国却一手导演了古巴历史上首次的所谓总统选举，美国亲手扶植的傀儡埃斯特拉达·帕尔马（Tomas Estrada Palma）就任古巴共和国第一届总统，并宣告所谓的古巴共和国成立。此后，古巴的历届总统都在美国操控下由美国钦定“选出”。美国名义上把古巴打造成了一个免受外国干涉的独立国家，实质上却借《普拉特修正案》阻止其他外国势力对古巴的干涉，实现古巴是美国人的古巴的目的。

（二）古巴的依附发展

初级产品本身不但易于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而且受需求弹性收入的影响。依靠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的国家面临着贸易条件日益恶化的问题，这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存在的共性问题。这里笔者无意于从这一角度分析古巴的依附发展，而是就古巴当时的历史条件，探究古巴在美国新殖民主义控制时期的依附关系。

美国的阴魂并没有随着军队的撤出而离开，相反，经济侵略的魔爪牢牢地附着在这个物产丰饶的岛国土地上。1956年，美国学者哈莱特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大言不惭地写道：“在经济上好像它（古巴）同（美国）基韦斯特之间的90海里的水面从来不存在一样，是美国的一部分。”在《普拉特修正案》的庇护下，美国资本蜂拥而来，大量渗入古巴，不仅把古巴彻底地变成了单一制经济国家，而且使古巴经济发展完全依附于美国，成为单一产品、单一市场的美国附属国。

古巴共和国诞生后，表面上看，古巴政府是由代表南部大种植园主利益的保守党和代表北部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党轮流执政，但是，他们都对美国百依百顺，言听计从，都以出卖古巴国家利益来换取美国的支持和保护。美国通过所扶持的代理人全面控制了古巴的经济命脉，把古巴变成了它输出资本、销售产品的市场。第一，对蔗糖需求的持续增长促使美国大量侵吞古巴土地和输入资本，力求控制古巴蔗糖经济，把古巴变成自己的蔗糖产地。一方面，战争造成古巴大多数甘蔗种植园主和甘蔗垦殖农破产，不得不以出卖蔗田和地产偿还债务，美国财团乘机以低廉的价格收购。另一方面，美国财团大量侵占土地，开辟蔗田。美国糖业公司占地最多的可达3000平方公里，同时，输入大量资本，扩大了美国资本在古巴蔗糖经济中的比重。1898年以前，美国在古巴的投资只有5000万美元，1906年增加到1.59亿美元，占当时古巴国内外投资量总额的一半，1925年迅速上升到17.5亿美元，增加了30多倍，集中投向古巴东部地区的制糖业。1902-1930年，美国在古巴设立了65家大型糖厂。原本蔗糖经济并不发达的东部地区几乎被美国糖业公司控制。据统计，在1926-1927年，古巴的糖产量大约440万吨，其中的62.5%是美古合资兴建的糖厂生产的。而古巴的民族资本十分弱小，虽然古巴的本土资本也主要投资在制糖工业，但是许多糖厂实际上变相成了美国的企业，用的是美国资本、美国设备，甚至雇佣美国工人。这样，美国的行为不仅造成古巴土地集中日益恶化，同时由于美国控制了古巴的制糖工业，使古巴以蔗糖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加速扩大和延续，单一产品生产和出口成了古巴难以突破的经济发展模式。

第二，美国通过所谓的互惠贸易，垄断了古巴的对外贸易，把古巴强行纳入美国经济体系。首先是表现在1903年美国同古巴签署了所谓的《互惠条约》。该条约规定古巴糖在现有的美国关税的基础上，可以获得降低20%的优惠；作为回报，古巴向美国出口品提供20%-40%的关税优惠。古巴是世界上著名的糖生产国，蔗糖主宰了古巴的一切。国民经济的90%以上来自蔗糖，糖的产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第一位，蔗糖的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85%，美国在古巴蔗糖出口中所占的市场份额最大。通过这一条约，美国垄断了古巴对外贸易，而且美国货也大量涌入古巴市场，1915年古巴进口产品中有高达83%的产品来自美国，这一条约把古巴经济与美国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所谓的“互惠条约”给古巴经济社会带来了双重影响，既使古巴糖业出现了机械化和颇具现代性的变化，也使“古巴经常蒙受美国在政治或经济上的讹诈”。大量资料记述了古巴蔗糖经济的这一变化，特别是美国在古巴东部新建的现代化中央糖厂更加体现了这一特点。但是这些变化不能改变古巴依附美国的本质，因为古巴的经济贸易完全受控于美国的意愿，美国可以随心所欲修改与古巴的经贸协定。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殖民主义贸易垄断更体现在1930年美国对古巴实行的《哈里——斯穆特关税法》（Hawley-Smoot Tariff Law）。该法案是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颁布的。这场由美国引发的严重的经济危机给不发达国家带来了灾难性影响，尤其是依附于美国的古巴。为了保护美国的经济利益，美国不仅要求古巴实施旨在限制古巴蔗糖产量的“查德伯恩食糖计划”，而且通过《哈里——斯穆特关税法》调高古巴蔗糖的进口关税，利用这一新的贸易垄断政策，旨在控制古巴蔗糖的输入。但是，这对于饱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且完全依靠美国单一市场的古巴蔗糖经济来说，无疑是个致命性打击。美国之所以这样做，一来是因为国内蔗糖需求的减少，二来是美国国内也开始生产蔗糖，尤其是路易斯安那州生产大量的甜菜糖，已经足以能够供应美国市场的需要。显然，美国实行这一法案带有明显的对内保护主义，对外霸权主义的色彩。

《哈里——斯穆特关税法》直接导致古巴1933年革命的爆发，迫使美国被迫改变贸易垄断政策。为缓解古巴国内的社会危机，1934年，美国通过《科斯廷根——琼斯法》，确定了古巴蔗糖在美国市场的配额为28%。这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古巴蔗糖经济得到了恢复，但是美国也因此创造了一种新的垄断方式。根据《科斯廷根——琼斯法》的规定，古巴蔗糖在美国市场的份额要遵循美国国内市场的价格，从而使古巴蔗糖经济与美国市场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同时，古巴取消了美国进口品关税，并且扩大了美国进口产品的种类，使古巴彻底成为美国进口品的倾销市场。

第三，为了获得巨额利润，美国还通过投资于古巴的铁路，以巩固在古巴的霸权基业。19世纪，古巴虽然已经修建了从港口到城市之间便利的铁路网络，但是这些铁路基本上与美国资本没有什么联系。美国对古巴实行军事占领后，美国资本大部分投向了古巴东部地区，而这一地区与西部相比，交通较不发达。铁路较集中的西部地区，因为不同利益集团保护自身利益的需要被人为设置障碍，造成铁路运输不畅。缺乏顺畅的铁路交通系统，导致很多货物无法及时运输，特别是对于保鲜要求很高的甘蔗来说，不能保证及时运输，会给蔗糖种植者和经营者带来巨大损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确保美国在古巴的利益，美国加强了对古巴铁路的投资和管理。先是于1901年，美国通过了149号军事条例，建立了铁路检察机构，并通过第34号军事条例，对新建铁路立法管理；然后，在一战结束后，加紧了对古巴铁路的投资。这样，一方面加速了古巴铁路网络的建设，另一方面随着铁路覆盖面的伸展，美国势力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据统计，到1958年，古巴已成为拉美铁路网最密集的国家之一，这些铁路大部分控制在美国的手中。

第四，加强对古巴银行业的渗透。1920年代，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糖价的飞速上涨，古巴萨亚斯（Alfredo Zayas）政府用几乎所有的古巴银行和糖厂作抵押向美国金融机构借贷了5000万美元的贷款，试图借机扩大蔗糖生产。但是，进入1920年代以来，国际糖价急剧下跌，特别是在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期间，古巴经济由于片面发展单一作物的生产和对美国的严重依附，遭受到严重打击。糖产量大幅度减少，从1929年的大约500万吨，减至1933年的199万吨。出口贸易也相应锐减，从1929年的27200万美元，下降到1935年的8439万美元。经济危机导致古巴银行和糖厂被迫转让给美国银行，其中，总部设在纽约的美国“国家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和“蔡斯国家银行”（Chase National Bank）几乎吞并了绝大多数的古巴银行和糖厂，包括古巴最重要的银行——哈瓦那银行，以及其他私人银行，从此美国实现了控制古巴金融体系的构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古巴的投资再度升温，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美国这轮投资主要集中在矿业和公用事业部门。仅在1946-1958年间，美国在古巴的直接投资就翻了一番，从5.68亿美元上升到10多亿美元。在美国对拉美的投资中，古巴仅次于委内瑞拉和巴西，居第三位。但是，值得指出的是，由于美国已经控制了古巴的蔗糖经济，因而，这轮投资热的一个明显特征表现为美国资本对古巴制糖业投资的大幅减少。美资糖厂从1939年的66家减少到1958年的36家，其产量从占古巴糖业总产量的55.07%下降到36.6%。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资本将不在古巴制糖业中发挥作用。事实上，美国资本仍然握有古巴大批土地，并且操控着古巴的糖业市场。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美国资本开始转向关系古巴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到1958年，美国资本在古巴各部门的投资总额中的所占比例为：电力和电话业中的90%以上，采矿业中的90%，石油冶炼中的66%，公共铁路中的50%和100%的镍矿生产。古巴经济完全落入了美国资本的手中。

然而，在美国的眼里，古巴被纳入美国帝国势力的范围并不被看作是美国新殖民主义政策的结果，而被颠倒黑白地说成是“古巴必须依附美国”才能得以生存。事实上，古巴这个“共和国”既不是享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也不像殖民时期西班牙的殖民地，而是被美国直接占领，接着通过资本渗透方式间接控制下的附属国。被美国剥夺了独立主权的古巴又岂能得到经济上的平等地位，因此，美国资本向古巴各经济部门的全方位渗透，导致古巴长期受到“边缘化”的威胁。


三、古巴革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古巴不同于东欧国家，它是通过武装斗争，取得国家主权的真正独立和自主，并选择了一条与拉美国家不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实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成为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革命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取得独立后为何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及与拉美国家和原苏东国家相比，古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点和经验是什么？这是以下着重论述的问题。

（一）古巴革命与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

经历了新老殖民统治的古巴对殖民统治的感受最为深切。先是西班牙的老殖民主义，接着是美国的新殖民主义统治，而且美国的新殖民主义统治政策的危害较之西班牙老殖民主义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古巴共和国诞生所“选举”出来的第一届总统帕尔马起，历届政府几乎都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美国通过它所认定的代理人，控制着古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除了前面论及的经济控制以外，美国为了保护其切身利益，或策划政变扶持亲美政府，或直接出兵干涉古巴内政。1906年，当戈麦斯领导古巴人民起义推翻帕尔马政府后，帕尔马向美国求救，美国乘机派军队登陆，镇压起义。此后，美国又利用《普拉特修正案》，分别于1912年和1917年对古巴进行两次军事干涉。1911年当岛上爆发一次黑人起义时，美国借机派海军陆战队登陆，以镇压黑人起义，3000多名黑人惨遭杀害。同时，美国对古巴政府提出警告，表示不会容忍在行将到来的选举中发生混乱。1917年，当自由党因与保守党争夺权力而发动政变时，美国再次上演军事干涉一幕，以保护美国人的财产和生命为由，派海军陆战队到岛上干涉古巴内政。1921年，美国索性强迫古巴接受美国“顾问”，由其“监督”古巴内政、外交。美国在古巴推行了一条“反对由任何原因引起的革命”的政策，利用修正案赋予的“特权”，肆意干涉古巴政治，特别是在美国“顾问”的“监督”时期（1921-1923年），美国通过驻古巴的军事代表团，直接控制了古巴军队的指挥权。

陆军参谋长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 Zaldivar）出任古巴总统后，对外卖国求荣，对内实行独裁统治，加深了古巴的各种矛盾。巴蒂斯塔上台后就把美国看作是他维持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后盾。当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为了向美国表示忠心，他立即宣布对日作战，接着也对德、意宣战，并向美国提供海、陆、空基地。美国为表示对巴蒂斯塔政府的满意和支持，1941年向古巴提供了2500万美元的贷款，以应付不时之需和公共工程的开支，并为古巴的制糖业提供了1100万美元的“援助”，还在美国急需的战略矿产方面，向古巴提供了2000万美元的贷款，来“扶持”镍、锰、铜的开采与生产。到巴蒂斯塔再度执政时，巴蒂斯塔作为美国代理人的面目更加暴露无遗。1952年4月，巴蒂斯塔政府宣布同苏联断交，同时声明采取支持美国侵略朝鲜和敌视中国的政策。允许美国向古巴军队派驻军事代表团，直接控制古巴军队的指挥权。巴蒂斯塔政府不仅在外交上追随美国，而且为美国的经济扩张大开方便之门。同时，在对内政策上，巴蒂斯塔则实行残酷野蛮的独裁统治。他宣布废除1940年通过的比较民主的宪法，代之以反动的“宪法条例”，解散国会，取缔人民社会党和其他所有进步政党，颁布反劳工法，实行新闻检查，禁止群众集会和罢工，乱抓无辜，滥施暴刑，把古巴变成了人间地狱。

巴蒂斯塔的对内镇压、对外卖国的政策，激化古巴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全国各地不断掀起反独裁的斗争。在这一背景下，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古巴人民展开了一场反美和反亲美独裁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1953年7月26日，卡斯特罗领导的攻打蒙卡达兵营的武装起义揭开了古巴人民武装夺取政权的序幕。1955年5月，革命组织“七·二六运动”建立，该组织是由一批具有激进思想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组成。在反美、反独裁统治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以“七·二六运动”为核心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它联合起全国各革命组织和各种反独裁的爱国民主力量，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在革命运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七·二六运动”吸引了广大劳动人民参加革命，制定了一个“以武装起义打倒独裁制度的共同战略”。在国内外的广泛支持下，1959年1月1日，起义军胜利进军哈瓦那，推翻了统治古巴长达25年之久的独裁专制统治，宣告古巴革命的彻底胜利，最终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共和国。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不仅推翻了亲美独裁政府的统治，使古巴人民掌握了政权，也结束了美国对古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新殖民主义的剥削和统治，从而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开创了拉美民族民主运动的新篇章。

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以卡斯特罗为首的“七·二六运动”为核心的革命政权。革命政府成立后，立即解散了旧的议会，清除了巴蒂斯塔分子，取缔了一切反动政党，废除了一切反动法令，没收了反动分子的财产，改组了旧的军队，建立起革命武装部队。在摧毁旧制度的同时，革命政府逐步建立新的革命秩序，扩大社会民主，颁布新宪法，以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取消新闻检查制度。革命政府还对旧的经济制度进行了改造，代之以新的生产关系，1959-1963年先后实行两次土地改革。1959年5月，革命政府颁布第一个土改法，规定每一个自然人或法人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为402.5公顷，凡超过限额的土地予以征收，征收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和佃农。第一次土改仅触动了15%的大庄园主的地产。1963年革命政府又颁布第二个土改法，规定超过67.1公顷的私有土地全部收归国有。通过两次土地改革，古巴农村的半封建关系基本上被消灭了，并且没收了外国垄断资本，主要是美国资本在古巴占有的土地。在土改过程中，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27.2万英亩的耕地和3万英亩的牧场被征收了。1959年3月到1960年10月，美国在古巴的400多家企业和银行被收归国有，资产总额达15亿美元，使美国垄断资本受到致命的打击。在进行土改的同时，革命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国有化运动，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美国垄断资本。到1960年10月，美国在古巴的企业已经全部被古巴革命政府没收，成为古巴的国家资本。旧的政治、经济体制已经一去不复返，获得新生的古巴共和国实现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从此，古巴从长期依赖美国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屹立在拉丁美洲。

然而，随着古巴革命的深入发展，古巴面临着新的历史抉择：革命要不要继续下去，是走北美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成了古巴革命胜利后面对的首要问题。对此，古巴革命的领导人卡斯特罗曾表示：古巴“必须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是继续处在帝国主义的统治、剥削和欺凌之下”，“还是进行一次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或进行一次社会主义革命”。1961年古巴宣布“选择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反帝斗争的道路，社会主义道路”。从此，古巴成了西半球唯一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古巴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并非偶然，它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密不可分，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原因。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美国的威逼，促使古巴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二战结束后，世界冷战格局形成。作为两大霸权国家中的美国对国际政治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发生在这样一个国际背景下的古巴革命，以及胜利后的道路选择，无论是从主观意义还是客观角度，美国都是古巴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在古巴革命胜利的最初一段时间，美国对古巴所发生的一切持观望态度，对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走上资产阶级改良道路，而不发生激进的变化或倒向社会主义阵营抱很大的希望。从经济利益和战略角度看，古巴毕竟对美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古巴革命刚刚取得胜利后的几天，美国便马上宣布承认古巴新政府，并很快派出了新任驻古巴大使。同样，新生的古巴革命政权为了巩固革命成果，也不希望同美国关系恶化。卡斯特罗没有要求古巴一定要走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或是走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是对这两条道路持开放的态度。卡斯特罗曾说：“我们的革命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共产主义的，……我们的革命不是红色的，而是橄榄绿色的。“1959年4月，卡斯特罗更以私人身份率代表团访问美国，表示愿意同美国保持“尽可能好的关系”。但是他同时表示，同美国修好并不意味着“把自己出卖给美国，也不接受它的命令”，并提出古美关系修好的前提应该是美国要尊重古巴的自由与主权。这表明古巴虽然独立了，但此时尚未确定选择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可能设想走一条民族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但是，古巴革命的不断深入和革命政府所采取的激进措施触动了美国资本的利益，促使美国改变了对古巴的态度。美国变拉拢古巴为威胁古巴，以期迫使古巴倒向美国。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美国一向对西半球另眼相待。在欧洲或非洲，美国对于它认为不民主的国家，甚至共产主义国家，都可以容忍，并可以与之进行贸易。但是，对于拉美地区，美国的看法则不同。它认为如果西半球出现了一个积极反美的国家，那就是犯上作乱的行为。当1959年6月古巴实行土地改革触及美国垄断资本在古巴的利益时，美国政府为之震怒，唯恐古巴会走上共产主义道路，更害怕古巴革命之火会在拉美地区形成燎原之势。因此，美国迫不及待地想把古巴革命政府扼杀在摇篮中。1959年6月11日，美国就古巴土改问题向古巴政府发出一份正式照会，表示对此事的“关注”。虽然它承认古巴有合法权利征用外国财产，并承认土改是走向社会进步的一个步骤，但是要求古巴要给予“迅速的、适当的和有效的赔偿”。6月13日，古巴拒绝了美国照会，表示“迅速的”赔偿是绝对办不到的。

随着土改的深入，古美关系日趋紧张，美国变本加厉的敌视政策逼迫古巴别无选择。1959年10月27日，长期以来在古巴享有“第二号人物”之称的美国驻古巴大使韦尔斯向古巴再次发出照会，指责古巴蓄意“以敌视代替传统的友谊”。此后，美国政府在古巴问题上表现出的态度更为强硬。1960年5月，美国试图用经济手段遏制古巴走社会主义道路。美国国会宣布停止对古巴的一切经济援助。7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下令取消古巴对美国的食糖出口份额，对古巴发动一场经济战。艾森豪威尔对此毫不讳言地说：“这一行动等于对卡斯特罗实行经济制裁。现在我们必须考虑其他手段了——经济的、外交的、战略的。“8月，美国采取外交手段干涉古巴。在美国策划召开的美洲国家组织外交部长会议上，通过了《圣约瑟宣言》，谴责古巴危害西半球，宣称美洲国家必须防范古巴革命的影响。针对这一宣言，古巴举行了有100万人参加的全国人民大会，用大会通过的《哈瓦那宣言》，对抗美国主导下的《圣约瑟宣言》，谴责美国对古巴和其他拉美国家的干涉，并宣布同社会主义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政府对古巴极为不满，10月13日，美国宣布对古巴实行贸易禁运，规定除药品和食品以外，禁止一切美国公司对古巴出口。面对美国的全面禁运政策，古巴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把美国在古巴的所有企业、公司收归国有，以回敬美国的封锁。到1961年1月，随着美国宣布同古巴断交，古美关系彻底破裂。在这种情况下，古巴革命若要继续下去的话，唯有寻找另一条道路。同年4月，卡斯特罗公开宣布古巴为社会主义国家，把古巴革命称为“是他们（美国）不能容许的……在他们（美国）的鼻子底下，进行的一场社会主义革命”。

第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支持古巴革命继续深入下去。

在美国对古巴百般刁难和施加各种压力，以扼杀古巴革命的同时，苏联、中国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及时伸出援手。1960年，正值古美关系趋于紧张、古巴革命处于关键的时刻，苏联外长米高扬访问了古巴，对古巴实行的土改给予了高度赞扬，并与古巴签署了一项经济协议，规定从1960年开始，向古巴购买食糖42.5万吨，并在以后4年里每年购买100万吨古巴糖，还向古巴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以用于购买新设备和建造厂房，以及将向古巴不断地提供产品和技术援助。根据协定，古巴需向苏联输出水果、果汁、纤维和兽皮。苏古经济协定在政治上给处于关键时刻的古巴以支持。同年5月，古巴恢复了同苏联的外交关系。苏古之间的往来不仅体现出古巴政府下决心同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彻底告别，而且反映出苏联的支持对维持革命胜利后的古巴经济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正如古巴政治家布拉斯·罗加在访问莫斯科时的信中写道：“古巴不可能被美帝国主义者在经济上封锁了。我们的工厂不会因缺乏石油而瘫痪，如果美国垄断资本决定削减食糖定额和拒不供应我们日用品，我们的主妇也不会缺少面包。”

随着美国对古巴制裁的升级，苏联也出于争霸斗争的需要进一步加强了对古巴的支持。当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得知苏联对古巴的经济援助时，他认为古巴革命政府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的大势已定，不仅不愿给古巴提供任何经济援助，反而气急败坏地宣称要对古巴实行经济的、外交的和战略的全面制裁，继任总统肯尼迪甚至不惜发动“猪湾战争”，以期用武装干涉阻止古巴的选择。但是，美国的这一行动不仅未能挽回古巴，反而更进一步将其推向苏联的怀抱。出于古巴在西半球所处的重要战略位置的考虑，苏联希望把古巴打造成反对美国的军事杠杆。于是，苏联称为了帮助古巴防范来自美国的入侵，把苏联武器运往古巴，赫鲁晓夫还表示：“要用炮兵，必要时可用火箭”来保卫古巴，并说：“门罗主义已经死了，对于任何已经死了的东西只能把它埋掉，使它不会毒害空气。”从此，古巴得到了当时最强大的军事强国的保护。

除苏联以外，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对古巴的正义事业给予了支持和援助。在苏联和古巴首次接触即米高扬访问古巴时，中国和古巴也开始了交往。1960年2月，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访问古巴，创办了新的中文日报，编辑部设在古共机关报《今日报》的报社里。5月布拉斯·罗加对中国进行了友好访问，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热情接待。接着，中国又与古巴签署了一项商务与技术协定。9月，中国同古巴建交，古巴成为拉美地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到11月，中国在本国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向古巴提供了经济援助，并和古巴达成贸易协定，购买100万吨古巴糖以及向古巴提供6000万美元的贷款，以帮助古巴购买技术和设备。此外，古巴还得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并与这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捷克、蒙古和朝鲜，都先后派出使馆人员，在国际上声援古巴。这样，在国际社会里，古巴革命被视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古巴也被视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分子。

第三，卡斯特罗及其所代表的民族精神。

古巴革命的领导人卡斯特罗在古巴道路的选择上，无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出生于富有的甘蔗种植园家庭的卡斯特罗，深受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思想的影响，青年时代就把反对殖民依附，反对帝国主义，建立真正民主的古巴社会作为自己的政治抱负。当他从哈瓦那法学院毕业并成为律师后，就加入了古巴非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党派——人民党，以该党议员的身份，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在巴蒂斯塔独裁政府时期，他所领导的“七·二六运动”根本无法通过合法、和平的道路实现建立民主的社会，只能转变斗争方式，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夺取政权。在攻打蒙卡达兵营时，卡斯特罗坚定地宣称是受马蒂思想的鼓舞。在此后的革命进程中，卡斯特罗充分展现出民族主义革命者的形象和强烈地表达反对外国干涉的思想，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卡斯特罗在攻打蒙卡达兵营失败而遭受审判时的自我辩护词——《历史宣判我无罪》，其中详细地阐述了他的革命理想和政治纲领。卡斯特罗的个人魅力也随着这篇长达4个多小时的演讲而深入古巴人民的心中，他的民族民主思想，特别是关于农村土地改革和要让农民成为农村真正主人的思想，赢得了古巴人民的拥护，他的英勇不屈的精神吸引了广大人民加入到古巴革命的行列。卡斯特罗的个人魅力和影响力随着革命进程的推进，为他赢得了在民众中的崇高威望，也奠定了他在古巴政权结构中的地位。

卡斯特罗在弘扬马蒂民族主义思想的同时，还在革命斗争中接触和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把马蒂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起来，指导古巴的革命斗争。在学生时代，卡斯特罗就接触了列宁的思想，试图从中找出解决古巴问题的钥匙。他说：“我对列宁的工作和生活了解得越多，特别是对革命了解得越多，就越敬佩列宁。只有今天我才体会到列宁曾战胜过的那些困难和他留给人类的遗产的价值。”并且他说随着革命的深入，对列宁思想的理解与在和平时代的理解不一样，使他终于放弃第三条道路，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二）古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

古巴革命胜利后，古巴领导人就开始大胆探索和尝试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和方法，在政治上建立了由古巴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体系，经济上，建立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由国家统一控制和管理的国民经济以及有计划、有组织地指导和监督社会生产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半个世纪里，古巴的政治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和完善，以适应国际和国内环境的需要。

在政治体制建设上，首先是建立国家政权体系。古巴国家政权的建立始于古巴革命胜利之时，1959年，古巴革命政府颁布了共和国根本法，摒弃了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原则，将立法权和行政权都赋予部长会议。革命政府建立了以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所有不满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大庄园主统治的阶层为基础，由部长会议为最高领导机构的国家政权。在部长会议的领导下，建立起由卡斯特罗为主席的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中央计划委员会以及主管商业、工业、建筑、社会工作、旅游事业、石油、教育等各项国家建设事业的一系列部、局和具体行政机构。

古巴还试图建立一种新型的民主形式，即以“直接民主方式”代替过去的议会制度，使人民能够直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对此，卡斯特罗曾解释说：“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管理，民主就是考虑大多数人的意见，民主就是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民主就是不仅保障人们自由思考的权利，也保障能够思考，并能通过文字来阐述其思想的权利，能够阅读别人正在思考的东西的权利，以及得到面包的权利，得到工作的权利，成为受人尊重的社会成员的权利。”卡斯特罗的民主观成了古巴政治体制得以建立和发挥作用的指导思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古巴人民就是通过这种“直接民主方式”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表现在。（1）召开全民性的群众集会，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运用直接投票的方式动员群众对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政治议题进行表决。（2）对政府颁布的重要的法律草案组织全民性的广泛讨论。（3）群众性的社会组织可直接参与法律制定活动，并参与国家重大政策决策的实施。

为了完善国家政治体系，古巴政府对政治体制进行调整。首先，是1961年古巴政府对国家政治机构的调整。在保持原有6省的前提下，增加了县级单位，并在省、县之间设区级建制。但是，改革后的效果并不理想，不仅扩大了行政管理层、增加了机构数量和人员数量，而且造成中央与地方之间相互脱节和中央决策权力高度集中的消极后果，为管理和监督体制的合理运行制造了障碍。随后，70年代，古巴政府又对政府机构进行体制改革。主要包括。（1）改组政府机构，分散部分权力。1972年成立了由卡斯特罗和8名副总理组成的部长会议执行委员会，分别负责各个部和国家政府机构。在此基础上，实行司法制度改革，确立了部长会议是行政、立法、司法权力的“最高/唯一的权力机构”。（2）建立选举产生的国家权力机构——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并在中央、省、县三级分别设立人民政权代表大会，负责制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计划，审议计划执行情况。中央人民政权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部门，拥有立法权、行政权和政治权的决策权。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常设机构——国务委员会，负责贯彻执行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颁布法令，并监督部长会议、司法部和外交使团的活动。国务委员会主席同时主持部长会议工作，并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有权领导所有中央机构，监督司法系统和人民政权机关，有权改组军队。

其次，加强党的建设。古巴共产党是由三大党派合并建立起来的。这三大党派包括：人民社会党、“七·二六运动”和“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三大组织合并后，最初称革命统一组织；1963年，又更名为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到1965年，为了古巴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该党再改名为古巴共产党。古巴共产党“先掌权，后建党”的独特建党经历，显然有别于传统模式，在国际共运史上是罕见的，堪称独树一帜的“古巴模式”。

古巴共产党重视加强党的纪律，提高党员的素质。1975年，古共一大制定党纲和党章，规定党要“无条件遵循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建设自己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化的条件，从而明确了党组织与企业和机关的关系、党同群众的关系，结束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情况。在提高党员素质方面，古共也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成立了党校和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班。据统计，仅在1975-1980年，就有2000人在省级党校毕业，另有8.1万名党员参加了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班，使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充实了高素质的干部和工作人员。1980年古共二大以后，古巴更把加强党的建设与发展，发挥党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提到工作的议事日程，使党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得到进一步加强。到80年代末，古共党员的人数急剧增加，党也在组织上、思想上和作风上日益成熟，古巴共产党作为古巴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核心越来越发挥出强有力的主导作用。

古巴政府为了改变单一制经济结构，减少对外依附，实现全面发展，在革命胜利后的20多年里，不断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经济体制建设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在这几个阶段中，古巴政府制定了不同的实现目标，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和组织模式。

第一阶段：古巴单纯模仿苏联的发展模式（1961-1963年）。

1961年古巴与美国断交，宣布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并建立了与苏联的合作关系。此后为了摆脱单一制的经济结构，重建革命胜利后的古巴经济，古巴政府决定采取苏联的经济体制模式，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自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通过土地改革，消灭了大地产制，建立起由国家控制的农业合作社，并在其他领域也相继建立起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取消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并且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制定国家年度发展计划，实行中央控制下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采取国家以低于市场价的定额收购和定量配给制度，以实现社会公正。但是，这一模式由于脱离了古巴的现实情况，加之1962-1963年古巴蔗糖出口大幅下降，造成古巴贸易出现严重赤字，经济增长下滑，重工业发展也因为得不到蔗糖出口的支撑而难以为继。

第二阶段：古巴社会主义经济的大跃进发展模式（1963-1970年）。

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和发展战略的失败引发了古巴政府内部关于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的大辩论。以切·格瓦拉为代表的一派，深受毛泽东的“大跃进”思想的影响，主张主观意识可以决定性地影响客观条件，只要主观意识优先得到发展，国家就可以跨越过渡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或者同时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阶段。因此，在政策上，他主张完全取消市场和供需原则，并且通过生产资料的完全国有化，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即由国家给国有企业下拨预算拨款，取消国有企业的一切商业行为，逐步消灭货币和物质刺激，以达到通过精神鼓励实现提高生产率的理想境界。而以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为代表的另一派，受到苏联“市场社会主义”的影响，主张主观意识不能忽略客观条件，社会主义不能超越其社会现实而发展，应先发展物质基础，然后再提高主观意识，古巴不可能跨过社会主义过渡阶段，认为既然古巴处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那么就既会有资本主义也会有共产主义的特征，市场机制就必然会发挥作用。他们提倡国有企业“自筹资金”而非国家预算拨款，企业自负盈亏，主张对工人工作定时定量，强调物质奖励，以促进劳动生产率。

在1963-1965年期间，古巴政府对上述两派主张采取兼收并蓄的方法，在2/3经济部门，特别是工业部门，实行格瓦拉派的发展模式，而在农业和对外贸易部门则试行罗德里格斯的发展模式。当1964-1965年国际糖价上涨、古巴蔗糖丰收时，古巴政府觉得古巴应先发展制糖业，然后再以制糖业促进工业化，因为古巴更适宜生产蔗糖，在制糖业比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更有优势，而且可以通过这一比较优势换来古巴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和制成品，在这一精神指导下，古巴和苏联签署了为期5年的经济与贸易协定。

到1966年，卡斯特罗宣布采取格瓦拉派的主张，实行激进的发展模式。在农村更加积极地推行国有制，国家收购了私人农场，扩大了定价收购的范围，限制农民私自买卖。1968年，更发动“革命攻势”（Revolutionary Offensive），政府接收了所有的非农业部门甚至小商小贩，同时扩大免费的社会服务，用精神鼓励代替物质刺激。然而这一计划进展得并不顺利，古巴为发展制糖业，提出了1000万吨的目标，使国家进入了盲目追求高积累、高指标阶段。但是，由于该目标过于雄心勃勃，既要增加甘蔗的种植面积，又要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和加大资本投入，到1970年，这一计划非但没完成，反而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经济急剧恶化，增长放慢，国家陷入困境，从而宣告冒进和理想主义的经济模式结束。

第三阶段：走苏联经济改革的模式，在确立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的基础上，实行现实主义的发展战略，放宽经济政策，允许私营经济成分留存（1970-1986年）。

70年代，古巴政府开始纠正60年代的错误，实行领导和计划体制，并将这一体制与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相联系，与之接轨，以实现国际经济合作的一体化和专业化，强调集中计划和发展经济，有效地分配和使用资本，改进管理组织，增加物质刺激，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财政不平衡。1976年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具体规定体现了上述发展思路，其中强调：（1）完善和加强国家计划体制，国家通过各级的年度和五年计划以及长远规划进行财政控制，企业加强生产的计划性。（2）把企业作为基本核算单位，扩大经济自主性，企业有雇用和解雇工人、申请贷款以及做出投资决定的权力，企业间可以自行建立购销关系。（3）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以及在过渡阶段中存在着货币和商品关系。为了配合这一五年计划，古巴政府还采取了配套措施，如在企业中逐步实行国家预算和经济核算制度，并且在1978年开始实行价格、税收和银行信贷的新制度，企业中普遍实行拉动定额制。与此同时，政府还放宽某些经济政策，如从1977年起允许职工从事第二职业，恢复某些个体服务业，建立平行市场，以扩大商品流通。

古巴政府认为“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存在是古巴存在的根本条件”，颇为重视发展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特别是同苏联实行全面合作，把发展同苏联和东欧之间的关系作为对外关系发展的长远、稳定的基石。1972年古巴加入苏联领导的经互会，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为了与“社会主义大家庭”经济体制接轨，古巴实行了国际经济合作的一体化和专业化。按照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国的一体化和专业化原则，古巴接受了苏联的国际分工，建立起以糖、镍、烟草等专业生产和出口生产的一体化。根据苏古签订的计划议定书，古巴制定的经济发展计划必须同苏联的计划相协调，古巴各个经济部门的发展必须同苏联的相应部门“对口”合作。值得指出的是，70年代以来，古巴向苏联靠拢的做法，给古巴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古巴通过从苏联获得的以国际收支和贸易补贴为主的大量经济援助，取得了经济的迅速发展，成功地抵制了美国的威胁；另一方面，片面依靠苏联发展经济、发展苏联急需的经济部门，使古巴在摆脱对美国依附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代价，形成了对苏联的高度依赖的经济结构。

第四阶段：对70年代的经济体制进行反思，强调公有制经济的绝对地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取消私营经济（1986-1980年代末）。

80年代末，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先后搞起改革，苏联开始疏远古巴。同时，国际糖价下跌，古巴经济下滑，外债增加，古巴面临较严重的国内国外困难。这一严峻形势促使古巴政府反思70年代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他们认识到70年代的经济体制有待发展和完善，其错误根源在于照搬别国的经验，引进市场机制，才使得公有制经济在外部不利环境下遭到冲击。对此，卡斯特罗明确指出：这一体制存在严重问题，已偏离正确道路。为此，1986年，古共召开三大，做出了《完善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的决定》，并以此为指导思想，在全国开展起大规模的纠偏运动。为了纠正70年代经济体制的错误，古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改组领导班子，加强对经济的集中领导，反对权力分散。（2）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大量削减政府开支，取消农产品市场。（3）强调精神鼓励，反对物质刺激，等等。这场纠偏运动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这一运动虽然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统一了思想，但古巴依靠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四、苏东剧变与改革开放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标志着自二战以来形成的冷战格局结束，古巴受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打击，古巴社会主义30多年来的建设面临国际格局巨大变动的严峻挑战，正如卡斯特罗所说：“古巴正处于革命以来最苦难的时刻”，面临革命能不能生存下去的“火的考验”。与此同时，美国也趁火打劫，加紧对古巴的经济封锁，使古巴遭受到“双重经济封锁”，在这种形势下，古巴实行改革开放，继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使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红旗不仅没有倒下，反而“在美国政府经常的敌视、威逼和侵略中创建了自己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模式”。

（一）苏东剧变影响下的古巴

冷战的结束对古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方面，苏东剧变对古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主义生存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变本加厉，加大对古巴的打击力度，古巴社会主义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

首先，苏古关系随着苏联的解体彻底破裂，使古巴失去政治依托和军事保护，古巴随之陷入空前孤立的困境，安全和生存成了古巴当务之急的大事。苏联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对古巴十分重视，与古巴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逐步建立起互为需要的特殊关系。对于古巴与苏联的关系，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这样说道：“古巴的命运以及在这个地区保持苏联威信的问题一直是我所关注的……如果我们失去古巴，这将会大大降低我们在全世界的地位，尤其是在拉美。”因为“如果古巴倒了，其他拉美国家将会抛弃我们……”同时，古巴为了防止美国颠覆古巴的社会主义政权，也需要强大的苏联做坚强的后盾。在相互需要的前提下，古巴和苏联的关系休戚与共，息息相关。但是随着戈尔巴乔夫上台，苏古之间出现明显的分离倾向，这主要表现在苏联连年大幅度削减对古巴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支持。更严重的是，1991年，当美国国务卿杰姆斯·贝克访问莫斯科时，戈尔巴乔夫不顾古巴的安全，在美国军队仍在关塔那摩基地驻军的情况下，突然单方面宣布从古巴撤军，结束了自1962年以来长达30年对古巴的军事保护，宣告苏古特殊关系破裂，从此古巴失去了长期依靠的“支柱”。与此同时，随着东欧共产党政权的垮台，过去的盟友和同志改变了对古巴的政治态度，甚至，在俄罗斯、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国内还掀起了反卡斯特罗的运动，导致古巴在国际上陷入了空前孤立和举步维艰的境地。

苏联的解体不仅仅意味着古巴和苏联之间关系破裂，更意味着古巴不得不面对如何处理新的政治格局下与欧亚大陆的经济关系。无疑，苏东剧变给古巴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使古巴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古巴革命胜利后，在经济上一直依靠苏联和经互会，苏东是古巴重要的贸易伙伴，苏东贸易占古巴对外贸易的85%。苏东剧变后，俄罗斯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声称不再履行原苏联与古巴签署的贸易协定，如1991年古巴应从苏联进口粮食50万吨、面粉70万吨，但是到11月底，苏联只提供了50%；古巴从苏联进口的大米也一直未能供给，其他如硫黄、烧碱、棉花和纺织品等日用品也未能到货。同样，在能源供应上，由于苏联大幅度削减对古巴的能源供应，古巴政府不得不减少政府部门和非生产部门的汽油供应，使用马车和自行车代替汽车，而且为了节约能源，不得不实行停电计划，出现了“没有能源、没有电力、没有交通”的“零的选择”战时经济状态。人民生活水平降到了革命胜利以来的最低点，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实行定量配给。

与此同时，过去的社会主义盟友也改变了以往带有对古巴援助性质的贸易，开始以互惠互利代替单方面的援助，实行国际市场定价的原则，并以硬通货为支付手段。而在新的贸易网络难以很快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古巴对外贸易锐减，外贸总额下降了75%，因此古巴的能源、原料、资金和设备十分匮乏，造成严重的能源危机和生存危机，使古巴经济陷入空前严重的困境。古巴国内的宏观经济日益恶化。据1993年统计，货币流通领域中多余的货币流量高达90亿比索，约占社会资产总值的51%-80%，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比索黑市汇率快速上升，甘蔗产量直线下降，1992年降到了革命胜利后30年来的最低点，古巴经济连续4年（1990-1993年）出现大滑坡。

第三，美国加强对古巴的经济封锁。苏联的解体，令美国更加无所顾忌，不惜耗费巨资，强化对古巴实行30年之久的经济封锁。在美国保守主义分子看来，苏联的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变，似乎意味着古巴社会主义政权的灭亡即将来临。美国各种反古势力异常活跃，提出各种议案试图逼迫社会主义古巴也走上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道路，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992年和1995年推出的两项旨在加强对古巴经济封锁的法案：一个是《古巴民主法案》（The Cuban Democracy Act），也称作《托里切利法案》（the Torricell i Act）；另一个是《赫尔姆斯——伯顿法案》。

《托里切利法案》是美国民主党议员托里切利提出的，规定：禁止美国的海外子公司同古巴进行贸易；撤销美国对任何援助古巴的国家给予的经济援助；凡去过古巴的外国船只6个月内不得进入美国港口。该法的实施使古巴遭受巨大经济损失。一是使古巴失去了主要食糖市场；二是使古巴不得不高价进口所需要的物资；三是使古巴无法获得赖以维持国内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贷款或其他形式的资金；四是古巴难以吸引到国外的投资。美国的上述举措，恶化了古巴外部经济贸易环境，影响了古巴对外经贸关系和经济的正常发展。卡斯特罗说，有十分之九的经贸洽谈是因为美国的阻挠而告吹的。《托里切利法案》的实施，对古巴经济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据古巴外长罗瓦伊纳向联合国秘书长加利递交的一份报告中提供的资料，由于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封锁，仅1994年古巴就损失了10亿美元，占古巴进口总额的50%，从1962年以来，美国对古巴实行全面经济封锁的30年，古巴总共遭受了400亿美元的损失。但是，由于美国大公司，如埃索石油公司、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通过第三国与古巴进行商业往来，带来了巨额利润，它们都因为《托里切利法案》影响到公司的利益，而反对该法案遂使得该法案的实施遇到很大阻力。

在《托里切利法案》实施不到3年，美国再次提高对古巴经济封锁的力度，通过了《赫尔姆斯——伯顿法案》（the Helms?Burton Law）。这项法案是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杰西·赫尔姆斯、共和党众议员丹·伯顿提出。其主要内容是：要求美国总统克林顿实行惩罚性制裁，不给与古巴有经贸关系的外国公司经理及其家属发放签证；鼓励在古巴革命期间被没收财产的美籍古巴人就古巴政府或外国公司占用他们财产的情况向美国法院提出诉讼。显然，《赫尔姆斯——伯顿法案》是为了强化反卡斯特罗的立场，实现颠覆古巴社会主义政权的目的。

此外，美国放手推行和平演变政策。苏东剧变后，美国把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看成是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最后胜利，对此暗自欣喜，试图借苏东剧变之风，加大对古巴意识形态的压力，乘机搞垮卡斯特罗政府，拔掉这颗美国的“眼中钉”。美国除了在迈阿密设置马蒂电台和马蒂电视台进行反古宣传以外，又借古巴选举制度和人权问题大作文章。美国《迈阿密先驱报》就曾写道：“我们要求给古巴人民以自由和繁荣，结束卡斯特罗的集权统治。”要求古巴举行“完全自由和公平的选举”，给予反对党时间和机会参加竞选，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否则美国将继续“保持对卡斯特罗的压力”。同时，该报对古巴所谓的“违反”人权的“暴行”加以罗列，并公开宣称：“要争取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卡斯特罗践踏人权的行为进行尽可能最强烈的谴责”，该报甚至毫不讳言地称：“卡斯特罗必须下台。”由此可见，美国30多年对古巴的敌视政策，不仅没有丝毫改变，反而愈演愈烈，企图使古巴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遭受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同样的命运。

在苏东剧变、美国封锁的不利外部环境下，古巴又遭受到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对古巴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1993年3月，百年不遇的飓风席卷了古巴的中西部地区，损毁了大批蔗田，数万间民宅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据统计，飓风造成的经济损失逾10亿美元。同年5月，连续数日的暴雨又袭击了古巴东部，168座工农业生产设施遭到破坏，40家糖厂的生产陷于瘫痪，许多蔗田被淹。加之，由于能源严重不足，迫使古巴糖厂不得不用手工代替机器操作，致使古巴食糖生产计划不能如期完成，蔗糖出口受到严重影响，以致成为古巴经济连年下滑，陷入经济危机的主要因素之一。

不断恶化的内外环境，给古巴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不安定因素逐渐增长，主要表现在：

（1）国内反对派势力抬头，活动频繁，影响扩大。80年代中期，在美国和东欧国家的影响下，古巴国内开始出现反对派组织，包括古巴人权委员会、马蒂人权委员会、民主独立运动和古巴人权党等各种非法组织，它们的目的是争取人权。随着古巴国内外处境的严重恶化，它们的目的、手段、力量不断升级，以往只提出维护人权的要求，现在竟然勾结国外组织，提出所谓进行自由和公平选举的要求；其手段也从以往单纯的言论攻击，发展为政治反对活动与和平抵抗相结合的方式；其成员也由以往以知识分子为主，开始向工人、妇女等阶层扩展。其中，尤以反对派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势力表现得最为活跃，他们主张古巴在现有制度下，改革政治经济体制，要求政治多元化，建立自由企业和实现社会正义，他们的这些主张对要求变革的广大群众颇具诱惑力。

（2）非法移民现象严重。一方面，在苏东剧变和美国经济制裁的双重打击下，古巴经济陷入严重危机，人民生活极为艰难，促使大批古巴居民逃往美国。另一方面，美国一贯采取煽动古巴非法移民，限制合法移民的政策，试图造成古巴社会混乱。上述两方面因素导致1994年爆发了3?5万人非法逃离古巴的非法移民事件。接着1994年8月，又在首都哈瓦那发生反政府游行。

（3）不满情绪蔓延，各种社会犯罪活动有所抬头。由于7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允许和鼓励个体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导致社会分化开始出现，贫困差异和不平等现象逐渐扩大，引起部分群众的不满情绪。

（4）流亡组织趁火打劫，加紧反动活动。

在上述内外环境不断恶化的前提下，卡斯特罗政府宣布古巴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时期”，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渡难关。古巴共产党重新评估和总结了执政多年来的经验教训，认为尽管古巴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是仍存在着许多失误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对古巴革命胜利以来的30年一直追随苏联式的发展道路进行反思。1986年卡斯特罗在企业管理会议上就强调：“我们必须从过去和现在的这些经验中吸取教训，即每个国家的革命都必须加强和发展它自身的风格和做法。当我们拒绝别国的一切经验时，我们是犯了错误。但当我们抄袭那些具有不同的历史环境、不同的发展、不同的地理条件、不同的思想和心理状态的国家的经验时，我们也犯了错误。”并且在1989年4月戈尔巴乔夫访问古巴宣扬苏联式“改革”的意义时，卡斯特罗就提出古巴不同于苏联，“每个国家应根据自己的特点寻找自己的方式来完善社会主义”。所以，当苏东剧变、美国加大对古巴的经济制裁，一系列因素造成古巴经济急速下滑时，古巴政府对危机作出了迅速反应，一方面，态度坚定地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在危机中寻找出路，采取面向国际市场开放的政策，以重建国家的政治经济。

（二）古巴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新探索：改革与开放

苏联解体，宣布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以来，为了维持社会稳定，捍卫社会主义政权，古巴政府提出新的发展战略，改变过去依靠外援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开始探索新形势下古巴社会主义现代化自主生存和发展的新战略。从苏联解体以来，古巴政府先采取了应急政策，以稳住社会经济秩序，到1993年，开始颁布一系列结构性改革政策。总的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就政治方面而言，第一，古巴政府通过加强党和政府同群众的联系，坚定全党和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1991年5月，随着苏联的解体，卡斯特罗号召全民参与到国家的改革开放进程，多次召开群众大会，老百姓自由地抒发他们的怨气，并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意见、建议和想法，仅在古共四大召开前的几天里，古巴政府就处理了50多件涉及政府与群众关系的案件。这一做法起到了沟通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良好效果。

第二，进行宪法改革。1991年古共四大召开，会议主要议题就是商讨如何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并通过了允许修改宪法的决议。1992年经第三届全国人代会讨论并一致通过。这次修改宪法主要是根据新的形势需要，对1976年的宪法进行了修改，在原来141条的基础上，对其中的76条进行修改，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社会、家庭等各个方面，为古巴即将采取的新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继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依据。

第三，实行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制度。1992年修改后的宪法强调人民参政议政的权利，把70年代实行的间接选举人大代表制度改为各级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制度。这一新的选举制度意义重大，它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极为罕见，而且通过直接选举扩大了群众直接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加强了选民和代表的联系，有利于选民直接监督人大代表，并通过人大代表监督中央政府的工作。1993年，采用新的选举制度后，组成的新一届古共中央委员会225名委员和政治局25名委员都换上了年轻的一代领导集体，实现了领导班子年轻化。民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很高，在1993年的市级人大代表的选举中有93%的选民参加了选举，更有99%的选民参加了省级和国家级的人大代表的选举。

第四，改组国家和地方经济机构。政府为了加强经济工作，一方面进行了国家各大部委的机构改革，把经济计划中央委员会改组为经济计划部和财政部，把国家对外经济合作委员会改为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部，把劳动委员会和社会保障委员会合并为劳动保障部，把国家旅游局改为旅游部，各部各司其职。另一方面在地方建立起由市政府成员和从群众组织中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的人民议会（Consejos Populares），负责监督工业、农业的生产。

经济上，古巴政府采取以紧缩为主的经济政策，加大经济整顿和改革的力度，努力控制经济滑坡和恢复财经秩序，稳定经济形势，谋求生存和发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调整过去对苏联依赖型的经济结构，改变经济发展重点，将发展国民经济的重心从工业化转到优先解决食品问题和加速发展创汇部门。从1989年底以来，为了应付苏联减少贸易而造成的供应短缺，古巴政府提出“食品计划”，旨在实现两个目标：一是在哈瓦那省和圣地亚哥省的主要城市做到绿叶蔬菜和薯类食物的自给自足，还可向其他地区提供一部分的剩余产品；二是扩大农产品出口，包括糖和柑橘产品及其他主要粮食，如大米、牛肉、奶制品、蛋和鱼的供应。1990年下半年，古巴动员20万城市人口下乡支援农业生产，要把农业部门、主要工业部门、建筑业和对外贸易同增加食品生产联系起来，解决人民的基本生存问题。

第二，实行美元合法化。1993年8月，为了尽快摆脱经济危机，古巴政府颁布《第144号法令》，规定古巴居民持有和使用外汇为合法。而在此之前，古巴不允许居民持有美元，规定居民必须将所获得的外汇收入如数上缴，以很低的汇率兑换成比索。有些人为了逃避政府的规定，常常通过外国游客在专供外国人消费的商店购物，或直接到黑市进行交易，造成黑市泛滥。实行美元合法化以后，国家银行提供了外汇自由兑换服务，此外，还新建了兑换处（Casa de cambio）专门从事外汇的自由买卖业务，而且比索与外汇的汇率按照市场价格兑换。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有利于与外汇关系密切的对外贸易部门和金融部门，也有助于古巴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第三，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国有制是古巴革命胜利后的重要特征，一直在古巴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古共四大宣布国家从拥有对所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改为国家拥有对基本生产资料的所有权。1993年9月，政府通过了《第141号法令》，宣布个体经济是合法的经济形式，允许在157个行业中可以从事个体经营。同时，在农村，把原来的大型国营农场改为规模较小、自主权较大的“合作社生产基层组织”（UBPC），国家拥有土地所有权，而合作社拥有土地使用权，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并且，政府实行了配套政策，1994年，又颁布《第73号法令》，实行了自古巴革命以来第一次的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另一方面在经营管理上，政府取消了国家对外贸行业的垄断，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了改变过去单纯同苏东国家往来的单一外贸体制，古巴政府允许国有企业和合资企业享有进出口权，并允许企业提留8%-15%的利润，用于支付成本和再投资，企业具有自主经营权，这样逐步建立起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外向型企业。在此基础上，政府又进行银行体制改革，按银行的不同职能细化，先后建立了人民储蓄银行和国际商业银行，进而颁布了《第84号法令》，结束了国家中央银行对货币和商业活动的垄断权，而国家中央银行则专门负责国家外汇储备。该法令实施后，大约有12家外国银行和5家私人银行相继在古巴建立。通过上述改革，古巴建立起以国有企业为主，国有民营企业、个体和私营企业为辅的社会主义新型经济体制。

第四，大力吸引外资。早在1982年，古巴政府就已颁布《古外合资企业法》（又称《第50号法令》），允许外商采取灵活的投资方式和经营方式，并为外商提供优惠条件。该法规定：古巴政府只允许成立合资、契约式经济联合体，即由古巴国营企业和外国投资者共同出资建立起来的股份制公司，其作用和伙伴关系应根据合资企业的协议和章程来确定；同时鼓励多种形式投资，除合资企业以外，还鼓励外商采取来料加工、合作生产、共同经销、风险合同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在古巴投资；古方和外方以合同的方式进行合作，双方将就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包括出资的多少、利润分成和活动方式等进行协商和约定，合资企业享有企业经营自主权；不论合资还是合作，都主要是吸引外资投资到见效快的出口部门，如国际旅游业和以共同承担风险方式进行合作的开采业，并确定这些部门是古巴政府优先批准外商投资的部门。同时，该法还对外商提供的各种优惠政策，包括古巴政府对合资企业给予减免税的优惠，外国投资者的收益及外国员工的工资汇往国外等等，做了具体规定。但是由于当时古巴经济过于依赖苏联和东欧国家，这一政策并没有取得实质性效果。

1991年，在苏联解体后的紧迫形势下，古巴召开了第四次党代会，通过了决议，宣布在坚持独立自主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原则下，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并且把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作为古巴发展经济的战略性措施之一。为了贯彻古共四大的精神，为了保障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和安全，1992年古巴政府又在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这一点写入宪法，宪法第23条规定：古巴政府承认按照法律规定设立的合资企业、团体和经济联合体的产权，保证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和安全。新宪法不仅使外资得到了法律保护，更重要的是，宪法确立了外资在古巴的合法地位，承认了古外合资企业是古巴经济中的一种企业所有制形式。

1995年，古巴五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外资法（又称《第77号法令》）。新外资法比1982年开始生效的《古外合资企业法》更加灵活，更加开放。在原有的基础上，新外资法对建立合资企业和其他联合企业的形式、审批程序、参股分红、企业权利和义务、税务和财务等作了详尽的规定，显示出新外资法比1982年的《古外合资企业法》更加灵活、更加开放的特点。新外资法还允许外商直接投资，兴建独资企业，以及给予外国投资者法律保障，保证他们的财产不会没收，如果由于国家利益的原因而没收，政府也会给予适当的补偿。这样，用法律的手段保障投资者的利益，消除了外国投资者的顾虑。1996年，古巴政府又通过了自由贸易区和工业园区法，1997年建立了第一批自由贸易区。

宽松的经济环境，促使古巴在吸引外资方面发展很快。从1990年5月古巴第一家合资企业“拉斯·帕尔梅拉斯”饭店开业到1994年底，已有3000家外国公司与古巴建立了业务关系，已与38个国家的企业组建了173个合资企业。1995年的前5个月，古巴又新建各类合资企业39家，使总数上升到212家，外资总额达到21亿美元。到1998年，合资企业又增加到340家。墨西哥、加拿大、法国、意大利4个国家在古巴的投资最多，此外，还有西班牙、瑞典、巴西、委内瑞拉、智利和哥伦比亚的投资者到古巴投资。尽管美国仍在继续对古巴施加压力，企图使古巴难以从外界获得资金。但是，事实上，许多国家甚至美国企业家不顾美国对古巴实行的孤立政策，相继访问古巴，并对到古巴投资表示出极大的热情。拉美国家一向是美国对古巴贸易禁运的追随者，如今越来越表现出政治上的独立性，对美国的古巴政策不加理睬，选择同古巴发展全面的经贸关系，使地区贸易和投资变得日益重要。同时，欧洲市场也向古巴开放。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墨西哥等商界人士来访人数明显增加。合资企业的建立和外资的流入，对古巴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既为古巴企业带来生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创造了条件。

第五，积极发展旅游业，增加外汇收入。旅游业是古巴对外开放的试验点，90年代古巴政府又把旅游业列为经济恢复的四大支柱之一进行重点支持。1992年古巴正式加入加勒比旅游组织，并向外商提供一系列优惠条件，包括外企可自由聘任外籍人员，随时解雇古方员工，以及外企领导可将全部收入汇往国外，等等，吸引外商投资到旅游业。

在对外关系方面，为了摆脱在国际上孤立的局面，配合国内的经济恢复，古巴政府在对外政策上积极开展多元化的经济外交。

第一，古巴重返美洲大家庭，积极参与拉美事务，努力改善同拉美国家的关系，加强与拉美国家的广泛接触，增进了解，消除隔阂。卡斯特罗及古巴高级官员多次出访拉美国家。1991年，卡斯特罗出席了由19个拉美国家元首参加的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第一届会议，并在同年加入了加勒比共同体。在此基础上，逐步恢复与拉美国家的外交关系。

第二，实施灵活务实的经济外交。一方面体现在古巴超越意识形态的藩篱，努力加强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除了同西班牙关系密切、经贸合作较多以外，古巴还同法国、意大利、德国和英国加强了经济合作关系。另一方面，积极发展与亚洲国家的经贸合作。卡斯特罗和古巴高级官员多次访问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和越南这两个在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仍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国家，对它们的经济改革很感兴趣，认为这两个国家的改革开放经验值得借鉴，但又表示古巴“不会机械地模仿”，因为古巴有它自己的特殊国情。古巴尤为重视同中国的友谊，把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作为争取国际支持和经济援助的外交政策的重点。

第三，古巴同俄罗斯和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寻求建立一种平等互利的新型合作关系。1995年古巴外长罗瓦伊纳出访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开辟了古巴与独联体国家合作的新时期。

第四，古巴务实开放的对外政策还体现在改善同教会的关系。在1992年古共四大修改党章，允许有宗教信仰的人士加入古巴共产党的基础上，1996年卡斯特罗又同梵蒂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1998年教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到访，在拉美以及西方国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使深受梵蒂冈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思想影响的欧洲和拉美国家开始重视教皇的“让古巴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古巴”的呼吁，也使美国旨在封锁古巴的政策受到来自各方不小的压力。

（三）对古巴改革开放的评析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困难，古巴政府积极调整内外政策，实行以经济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改善国际环境，摆脱孤立，扩大国际空间。在经济上，古巴采取了谨慎的、渐进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仅顶住了外部的强大压力，而且阻止了经济继续下滑，使国家经济逐渐走上发展的轨道。

到1994年，古巴经济开始出现缓慢恢复的迹象。在经历了连续4年的经济下滑后，1994年经济开始恢复，GDP出现了正增长，达到0.7%的增长率，此后，1995-1997年继续缓慢增长，分别为2.5%、5%和2.5%。国民经济各部门都出现了明显的恢复趋势。其中，1996年工业产值增长了7.8%，食品工业增长9%，电力生产增长7%。特别是，镍业生产从1994年的2?7万吨上升到1995年的4?6万吨，增长了37%，这意味着年均给国家带来1亿美元的收入。旅游业的发展速度也极为迅速，1995年古巴吸引了74万名游客到古巴旅游度假，1996年游客人数上升到90万，1997年游客人数继续增加，高达100万人。据古巴政府统计，1991年旅游业给古巴带来5亿美元的收入，而到1995年旅游业则为国家创造了10亿美元的收入。上述数据表明，1995年古巴走出苏东剧变后出现的严重经济危机，国民经济重新回到正常轨道，走上了持续发展的道路。

在社会分配方面，古巴政府尽管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仍坚持革命胜利以来的社会公平原则，在住房、食品、医疗和教育一以贯之地实行福利政策，使得各项社会指数仍保持较好的水平。同时，社会失业也因为实行开放个体经济而有所缓解，社会保持了稳定，没有出现人们上街游行的事件，政府的发展战略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古巴在卡斯特罗的领导下，不仅获得了生存，而且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他实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是按照古巴的国情，而非像拉美其他国家那样，由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令那些幻想古巴共产党、古巴社会主义政权即将垮台的人们震惊的是，古巴共产党和古巴社会主义政权仍然屹立不倒，并且已经带领古巴人民走出了经济困境。

进入21世纪以来，古巴经济稳定增长。2000年，农业增长的速度最快，与1999年相比，增长了14.5%，同期，矿业、石油业和制造业上涨了5%，1999年的最后3个月期间，古巴糖业生产也取得了400万吨的好成绩。在金融体系，先进的科学技术得到了普遍应用，货币交易一般都使用电子系统，手机、计算机商店和大型超市充斥在哈瓦那街头。

古巴之所以取得经济稳步发展在于，古巴并非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按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设计进行改革，而是按照古巴的国情自主制定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具体体现在：一是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扩大旅游业。2000年古巴吸引的游客比1990年多出了5倍，2000年有180万游客到访古巴。旅游业的发展不仅解决了就业问题，而且给国家赚取了大量外汇。旅游业的发展一方面可以提供直接就业的机会，另一方面还间接地提供了与旅游业相关的就业机会。仅2000年，国家就从旅游业获得19亿美元的收入。二是提高效率，减少能源浪费。三是加强石油开采，使国家农业和矿业生产所需要的大部分柴油做到自给自足。2000年古巴新油田的发现，石油产量的提高，不仅为古巴节省了大量外汇，而且也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现在大部分古巴人的日常生活中使用天然气。四是大力吸引外资，打破美国的封锁。1995年新外资法实施后，外资流入量大增，1995-2000年间，大约有40亿美元投资建立了外国独资企业。同时，合资和私营企业的数量也大幅增加，与1999年相比，2000年合资和私营企业数量上涨了11%。委内瑞拉、西班牙、法国和英国成为21世纪初古巴主要的外国投资者。

在经济稳步发展的同时，古巴也十分重视社会公平问题。自古巴革命以来，古巴政府就把实现社会公平放在重要的位置，提出了给予所有公民基本食品供应、基本医疗保障、平等受教育权利、享受住房优惠、就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福利政策的目标，以实现社会公正和人民团结。随着古巴经济的发展，古巴政府手中拥有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社会政策，使古巴的社会公正得到了保证。值得一提的是，长期以来古巴一直实行免费的医疗、教育和住房，每年古巴政府都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这些社会福利开支，1990年期间，在医疗保健的投入占GDP的9.1%，相当于同期的加拿大的水平，古巴不仅提供给国民免费的医疗待遇，而且其医生和人口的比例也是世界最高的国家，每1000人可以提供5.3个医生。而且就接受教育而言，2000年，古巴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占国民收入的6.7%，是其他拉美国家的两倍，古巴是拉美国家接受教育比较普遍且接受教育的程度较高的国家，正如古巴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卡洛斯·拉赫说，除了政治稳定以外，古巴能够提供身体健康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是古巴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1997-2000年间，古巴的失业问题有了明显的好转，从1998年的7%的失业率下降到2000年的1.5%。工人的工资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根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评估方法，古巴不论在贫困率还是在婴儿死亡率上，都是拉美最低的国家，为此，世界银行的官员说，其他发展中国家应该向古巴学习，古巴树立了样板。

改革开放近20年来，古巴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从古巴自身的国情出发，注重借鉴国际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从改革启动开始，就强调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和原则，既不搞拉美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改革，也不搞苏联毁灭社会主义的改革。同时还注意吸收中国和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经验，在吸取过去照搬别国经验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改革，古巴政府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基本经验是决不能照搬照抄别国的模式，而是要寻找“自己的道路”，发展“自己的风格和做法”，建设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走具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总的来说，古巴的改革开放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第一，坚持公有制，不搞私有化。古巴对国家所有制进行了改革，放宽了国家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允许个体经济、外国独资、古外合资企业并存，肯定了个体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补充作用，扩大了自我就业的范围。但是，古巴反对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拉美国家所实行的改革模式，认为它们在把国家主导型经济转为市场主导型经济的过程中，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不是社会稳定，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国家权力的丧失、社会的混乱。古巴决不模仿其他国家淡化国家的作用，拒绝对国有企业私有化或跨国公司化，坚持实行国家对经济的主导作用，重新建构了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强调在国家的引导下，实现古巴与国际市场的接轨。这样，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古巴，没有出现东欧和拉美国家那样的情况：淡化国家作用，由外资或市场主导国家经济走向。

第二，既坚持计划经济，也利用市场机制。计划经济，一直被古巴视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在革命胜利后的半个世纪古巴政府把计划经济作为国家的主要施政方针，即使面对苏东剧变带来的影响和新自由主义思想在全球的风行，古巴仍然明确表示：要“坚持计划经济”。虽然古共五大也表示：可以“利用某种市场形式”，但“不服从于市场的盲目规律”。古巴政府如此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古巴不同于其他国家，不仅古巴与美国咫尺之隔，更重要的是，自革命胜利以来，古巴长期面临美国的敌视和威胁，反对美国的强权，打破美国的封锁，就成为古巴社会主义政权建立50年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这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促使古巴在客观上有强调计划经济的必要性。因为在这种强大的威胁之下，古巴可以通过国家计划来使用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动员各种力量，战胜困难，应对挑战。二是古巴也要面对苏东剧变给古巴带来严重的经济危机的现实，要摆脱危机，重新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唯有引入市场机制，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古巴政府既强调国家计划作用的必要性，也强调改革计划体制，面向国际市场的客观需求。因此，政府在控制宏观经济的前提下，在生产和经营管理模式上，采用某些市场化的方法，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生产效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古巴在国有企业改革中采取了完善生产制度（sistemadeperfeccionamientoempresarial，简称为SPE）的措施，国有企业从生产、管理到技术有了更明确的分工，企业自负盈亏，打破了由国家直接管理、直接支付薪酬的老的管理模式；而员工则需要与企业签订合同，以合同工的方式，按劳取酬，取代了原来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这样，使企业的效益和员工的收入直接与市场挂钩。

第三，坚持社会公正，兼顾经济效益。社会公正是古巴革命以来古巴政府坚定的执政理念，同时，追求效益，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又是古巴改革开放的主要目标。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成了古巴政府改革开放进程中力求探索的重大课题。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古巴结束了以往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却也同时出现了古巴自革命胜利后从未出现过的新问题，即收入分配差距拉开，原来的社会平衡被打破了。为此，古巴政府秉持社会公正原则，拒绝实行苏东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模式，采取古巴特色的社会经济政策，如针对国有企业改革出现的工人下岗，政府实行再就业政策，并规定解雇员工的国有企业负责给下岗工人安置工作，以及针对从事个体经济与在国有企业工作的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实行加强对个体经济管理和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政策，限制个体经济在一定的规模内发展，以缩小人们的收入差距。与此同时，古巴政府仍免费提供全民的医疗、教育和住房等社会保障，起到了稳定人心，保证社会安定，增强内部凝聚力的作用。

第四，坚持一党执政，在此基础上，实行具有古巴本土特色的民主改革。首先，面对西方的多党制浪潮的冲击，古巴强调不搞多党制，坚持古巴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古共五大指出：“坚持一党制是长期从事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没有一个统一的党，古巴革命就不能胜利；没有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团结，就无法捍卫一个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古巴。”古巴政府在坚持一党执政的同时，强调全民参与，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一方面体现在古巴共产党取消了党章中“有宗教信仰的革命者不能入党”的规定，根据古巴国情，尊重古巴文化传统，宣布允许教徒入党，扩大了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使古巴共产党成为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党。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古巴政府善于把经济改革与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结合起来。特别是在对国有企业改革，实行完善生产制度的新管理模式过程中，虽然改变了国家以往一管到底的经营管理模式，代之以企业领导委员会，但是该委员会是由党的代表、工会代表和工人代表组成，成为具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

总的说，古巴的改革既不同于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更有别于其他拉美国家。它不仅坚持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吸收了市场机制的积极性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国家在改革中的作用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得到有效地强化。尽管古巴在改革进程中仍面临诸多新问题，但是，经过改革以后，古巴的政治经济制度显得更有弹性，更能适应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


五、结语

纵观古巴现代化道路，蔗糖经济不论对独立前的古巴，还是进入现代化转型时期的古巴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西班牙殖民时期，古巴蔗糖经济的繁荣严重地阻碍了古巴民族意识的形成，致使古巴晚于其他拉美国家取得独立。然而，古巴的特殊地理位置，特别是蔗糖经济引起了处于资本主义扩张时期美国的兴趣，为了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和资本扩张的需要，美国决心出兵干涉古巴独立战争。独立战争的结束，虽然终结了西班牙在古巴实行的前资本主义殖民统治，但是，美国却通过军事占领和《普拉特修正案》，实现了对古巴主权的剥夺和蔗糖经济的垄断。表面上看，美国给古巴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但却毒害了古巴经济，蔗糖经济变成了古巴经济发展的唯一动力，美国则成了古巴唯一的贸易伙伴，这种依附性发展模式将古巴推向了边缘化的深渊。

1959年古巴革命，完全打破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革命后到苏东剧变前，古巴通过采取自上而下的革命性变革手段，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并沿着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进行建设。通过国家有计划地发展以国营企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古巴在早期发展阶段推行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加入“经互会”后，变为走加快发展蔗糖工业的道路。直到80年代中后期，古巴开展“纠偏运动”以来，特别是苏东剧变和美国变本加厉的封锁，古巴开始转入创新性探索，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探寻具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坚持公有制，不搞私有化；既实行计划经济，又采用市场机制；既保证效率，又坚持公平；既坚持一党执政，又实行民主政治。这样，“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三个基本变项：公有制、计划经济与管制经济、中央集权结构等的形式和功能”，也都出现了模式转化与自我革新，这些想必是古巴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第八章　委内瑞拉：石油、工业化与政治民主化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República Bolivarianade Venezuela，简称委内瑞拉）是一个位于南美洲北部的国家，曾被誉为“美洲革命的摇篮”，这里一度走出了米兰达（Mir and a）、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苏克雷（Sucre）等拉美著名的革命领袖。委内瑞拉是第三世界中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之一，带有一定进步色彩的考迪罗客观上促进了萌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石油工业的催化下，自1936年资产阶级上台执政以来，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委内瑞拉经济在民族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沿着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道路前进。在1982年之前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其国内生产总值曾经连续保持年均6%的增长率，堪称奇迹。经济成就的取得，大大促进了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升。目前，在拉美各国中，委内瑞拉的经济增长名列前茅，个别年份甚至达到两位数的增长，人均GDP更是处于领先地位。


一、委内瑞拉现代化的历史背景

和大多数拉美国家一样，委内瑞拉现代化启动的先天条件十分孱弱。

首先，政局分裂动荡，长期不稳。西班牙殖民者入侵以前，委内瑞拉地区居住着处于原始公社阶段的奇布查、阿拉瓦克和加勒比等近150个土著民族，也有极少数的部落开始向奴隶制过渡。他们依靠采集或渔猎为生，为了掠夺资源和良好的地理位置，他们之间经常发生征战。1498年，哥伦布发现委内瑞拉海岸。16世纪中叶，委内瑞拉沦为西班牙殖民地。西班牙殖民当局对委内瑞拉的管辖权问题也屡有变化。1528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为了偿还债务，将“开发、占领和居住”委内瑞拉沿海地区的权利给予了德意志银行家韦尔塞家族。1556年，韦尔塞家族的管辖权被取消，由西班牙殖民官员管辖。到18世纪初，委内瑞拉的领土一直由设在圣多明各的西班牙殖民政府——检审庭管辖。1718年，成为新格拉纳达副王衔总督辖区的组成部分。当时，委内瑞拉由加拉加斯、库马纳、梅里达·德马拉开波、巴里纳斯和瓜亚纳五省组成，各省有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权。从1777年起，委内瑞拉单独划为都督辖区。殖民地时期，委内瑞拉各地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基本上被西班牙殖民当局分而治之。西班牙的高压殖民统治引起人民强烈不满。1749年加拉加斯爆发土生白人起义，1795年科罗城爆发有黑人、印第安人、混血种人和土生白人参加的起义。1806年委内瑞拉独立运动先驱者米兰达从美国率领远征队，在委内瑞拉科罗城登陆，但遭失败。委内瑞拉的独立之路可谓命运多舛，在动荡中经历了四次建国之举。1810年，加拉加斯人民推翻了殖民政权。1811年7月5日，委内瑞拉国会宣布独立，成立联邦共和国，此为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但翌年七月遭到殖民军进行反扑，共和国夭折。1813年，已成为解放运动领袖的西蒙·玻利瓦尔在新格拉纳达进行了一系列反对西班牙人的成功战役，然后转向委内瑞拉领土，进军加拉加斯，建立了委内瑞拉第二共和国。但在第二年年底，第二共和国亦被摧毁，致使玻利瓦尔等解放运动领导人流亡国外。1816年3月，爱国者重新集结力量，又恢复了独立运动。经过长期艰苦的武装斗争，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于1819年2月，在安戈斯图拉（今玻利瓦尔城）召开了国民议会，会上第三次宣告委内瑞拉共和国成立。玻利瓦尔关于废除奴隶制和分给战士以土地的法令推动了爱国军的胜利。1819年8月，玻利瓦尔率领的爱国军在波亚卡战役中击败西班牙殖民军，解放了波哥大。于是，新格林纳达和委内瑞拉的大部分地区已获解放。玻利瓦尔在征得新格林纳达爱国军民的同意后，于同年12月在安戈斯图拉召开的委内瑞拉国会中建议委内瑞拉同新格林纳达联合组成一个统一国家。12月17日国会通过决议，正式成立联合这两个地区的哥伦比亚共和国。1821年5月，哥伦比亚国在临时首都库库塔召开制宪会议，8月20日，会议通过并颁布了哥伦比亚国家第一部宪法，实行中央集权制共和政体。会议选举玻利瓦尔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F.德·P.桑坦德尔（Sant and er）为副总统。1822年5月，玻利瓦尔派A.J.德·苏克雷将军率军队解放了基多，随后厄瓜多尔宣布加入哥伦比亚共和国。但是这个共和国从成立之初就埋下了分裂的种子，领导层内部矛盾重重。桑坦德尔主张建立联邦制的政权，并联合地方势力反对玻利瓦尔团结统一的政治主张。大哥伦比亚国会和政府内部的派别斗争日益尖锐。1826年4月，以J.A.派斯（JoséAntonio Páez Herrera）为首的委内瑞拉地方执政者及反对以桑坦德尔为首的新格拉纳达执政者，要求单独成立国家。经玻利瓦尔调解，分裂活动暂时被制止，1828年4月2日哥伦比亚国民代表会议在奥卡尼亚召开。以玻利瓦尔为首的中央集权派同以桑坦德尔为代表的联邦派在会议上发生尖锐冲突。1829年11月，委内瑞拉退出大哥伦比亚共和国。1830年1月，玻利瓦尔辞去总统职务，以期消除分歧，维护国家统一，但无济于事。5月31日，基多地区宣布退出哥伦比亚，成立厄瓜多尔共和国。12月17日，玻利瓦尔卒，随后，大哥伦比亚解体。1830年成立独立的委内瑞拉联邦共和国。

1830年，委内瑞拉彻底脱离大哥伦比亚后，定都加拉加斯。独立战争结束后，建设一个新的公民社会，建立新的政治机构，推动经济恢复和增长成为基本任务。但是委内瑞拉人民并没有享受到和平和安定，惯于黩武的将军们频频发动政变，统治阶级内部总不消停，各派之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使国家长期陷于骚乱局面。封建地主与商业资产阶级中的不同集团，分别组成了保守党（又称统一派）和自由党（又称联邦派），以作为他们不法斗争的合法工具。这些政党通常和军队相互勾结，使得斗争变得更加尖锐和复杂。据估计，自1830年以后的七十多年间，国内共发生了50多起政变，其中有12次政变推翻了原有的政权，这种动荡的局面一直维持到20世纪初期。

其次，经济较为单一，工业基础薄弱。在西班牙人进入委内瑞拉以前，生活在安第斯地区的印第安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他们能够在山坡上修筑梯田，会开渠引水灌溉，播种土豆、玉米、木薯、棉花等作物，并把多余的物品与其他地区的印第安人进行易货交易。住在马拉开波湖地区的阿拉瓦克人和加勒比人，主要从事渔业。住在北部沿海地区的卡克蒂奥人、希拉哈拉人也从事农业，种植玉米、果树等作物。住在奥里科诺科平原地区的印第安人则主要从事采集、狩猎和捕鱼。总体而言，虽然当时委内瑞拉少数农业较为发达的安第斯地区出现了一些奴隶买卖的现象，有向阶级社会过渡的迹象，但原著居民的生产方式基本上处于原始公社阶段。

西班牙入侵后，在这里建立起委托监护制，强占了印第安人的土地，破坏了印第安人的部落公社制度，并且还把西班牙本土的大庄园制度移植到委内瑞拉来。在西班牙征服过程中，大多数土著印第安人惨遭杀戮，幸存下来的人则在征服者的驱使下无偿地从事着农奴式的农业劳动或矿藏开采。由于印第安人的劳动力明显不能满足种植业和采矿业的需要，从1528年起，西班牙殖民者又从非洲运来了大量的黑奴，成为主要的殖民地劳力。在殖民地统治时期，委内瑞拉的生产和对外贸易是完全从属于宗主国的，一切以宗主国的市场需求为转移，属于殖民地经济。为了加强对殖民地经济的监管，在1728年，西班牙还成立了吉普斯科阿公司（Guipúzcoa），专司对殖民地生产和贸易的控制。

委内瑞拉殖民地时期的经济基础是种植业，至于种植什么作物，均由宗主国对某种农产品的需求为导向。先是以种植烟草、蓝靛结合棉花为主。1607年，农产品出口总值约为8.4万里尔（1里尔=0.25西班牙比塞塔），其中，烟草就占到了43%，即3.6万里尔。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可可成为最重要的农作物，并很快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1730年以前，可可的产量为8.6万法内格（1法内格=55.5公升）。西班牙吉普斯科阿公司成立后，对委内瑞拉的可可生产进行了大力地鼓励和支持，使得产量成倍增长，1730-1764年，年产量达11.6万法内格，出口为14.5万法内格，出口量占到产量的75%。除了可可以外，烟草、蓝靛、咖啡等也是重要的出口物品。在1793年的出口总值中，可可占62.1%，蓝靛占29.2%，烟草占1.25%，咖啡占1.01%，皮革占2.5%，其他占3.94%。从这些统计比例可以看出，当时，委内瑞拉的经济是相当单一的，只是一味依赖于少数几种原材料的出口。

除了种植业以外，畜牧业也是委内瑞拉殖民地时期的重要经济部门。欧洲殖民者在殖民的同时，从欧洲引进了牛、羊、马、猪等牲畜，使得委内瑞拉的畜牧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据统计，在1546年，埃尔托库约地区约有100匹马、300头牛、500只羊。仅仅7年以后，这个地区的各类牲口数量有明显增加，马增加到1000匹、牛3000多头，牛马均为原来的10倍，小牲口增长更快，约为1.2万头。到1578年，畜牧业在埃尔托库约地区已经占有了优势地位。在亚诺斯地区，多数监护地变成了养牛的大牧场，埃平帕奥也有19个大型养牛场，饲养有4000多头牛，巴塞罗那有72个牧场，饲养牛4.3万头。1789年，瓜亚纳地区已经拥有22万头牛。18世纪末，在加拉加斯、巴塞罗那、瓜亚纳和马拉开波地区，饲养牛的总数超过100万头。卡罗那以饲养山羊著称，塔奇拉以繁殖绵羊而著称，特鲁希略以养猪而闻名。1800-1810年，委内瑞拉牧场的面积东西长150莱瓜（1莱瓜=5572米），南北宽40莱瓜。主要牲口牛已发展到120万头，骡子9万匹。此外，还有很多小牲口。需要指出的是，委内瑞拉殖民地时期畜牧业的发展成果一方面满足宗主国和殖民当局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还被宗主国的特许专营公司用于出口，以换取工业制成品和奢侈品。

殖民地时期，由于技术条件和人员水平的限制，基本上没有发现优质的矿藏，采矿业没有受到重视和开发，仅仅是有少量的金矿、铜矿得到开采，其中，金矿主要集中在圣彼得罗、铜矿主要集中在拉格里塔，但产量甚微。采矿业在该时期越来越不景气，初期得到开发的矿业中心也处于衰退之中。制造业主要以纺织业为主，在特鲁希略、梅里达、巴基西梅托、马拉开波等地利用印第安人劳力和当地产的棉花纺纱、织布和制作地毯。这一时期委内瑞拉的纺织业明显的特点是家庭作坊为主，规模小，产量少，而且仅供自给。

殖民地末期，委内瑞拉土生白人因宗主国对当地经济的控制和垄断而表示出强烈不满，欧洲和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又激发了他们要求摆脱宗主国的控制和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自由贸易的愿望。18世纪末，西班牙渐渐卷入欧洲纷争，1797年，因忙于与英国在圣文森特角进行海战，中断了与委内瑞拉的贸易，使本来就很脆弱且以出口农牧产品为基础的委内瑞拉经济受到重创。1808年，法国拿破仑入侵并占领了西班牙，委内瑞拉人民抓住这个时机，为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而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委内瑞拉的独立战争异常残酷，给委内瑞拉的经济、特别是农业和贸易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以至于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曾在1830年的安戈斯图拉大会上直言不讳地说：“我十分羞愧地告诉你们，在其他方面付出代价后，独立是我们所获得的唯一财富……但是独立却为我们打开了大门，使我们能在光荣和自由的光辉的照耀下，依靠你们神圣的支持去获得失去的一切。”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经济慢慢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但是仍然以种植业为基础，其主要特点就是咖啡逐步取代可可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成分和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在18世纪下半叶的时候，咖啡就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1831年，咖啡的出口值为106.3万比索，同期可可的出口值为97.5万比索，咖啡的出口超过了可可的出口。1830年以后，由于国际经济形势得以好转，咖啡国际市场价格上扬；加上这时委内瑞拉政府又采取措施，不仅取消了国家对咖啡经营的垄断权，而且还取消了咖啡等产品的出口税，咖啡生产发展很快，咖啡的出口量由1830-1831年度370.9万公斤增加到1844-1845年度的1335.6万公斤。除了咖啡外，其他的出口作物如可可、棉花、蓝靛和烟草的生产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尽管独立以后，委内瑞拉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其经济作物的出口量有了一定幅度的增加，但是，由于当时资本主义国际市场的工农业价格剪刀差过于明显，且委内瑞拉的出口相对单一，单一产品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观，工业水平低下，整个经济基础相当薄弱，而且没有一个统一的市场。

再次，人力资源短缺。人力资源对于一个国家独立后的发展，尤其是对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的国家要从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需要而言，是十分珍贵的。相对于其他拉美国家而言，独立后的委内瑞拉在人力资源方面表现的不足尤为明显。在独立战争中，委内瑞拉比其他拉美国家遭受了更多的波折与苦难。在1821年加拉波波一役取得对西班牙殖民军队的最后胜利之前，委内瑞拉曾两次赢得解放，又曾两次被西班牙军队反扑扼杀。在这个反复斗争的过程中，由于西班牙殖民统治者残酷的镇压，居民死伤严重，经济破旧不堪。除了人祸，还有天灾。1812年3月26日（正好是复活节），加拉加斯发生了一次强烈地震，为革命政府所统治的东部各大城市，受到严重损失，人民死亡达2万人以上。同时，委内瑞拉又是南美整个北部地区的革命士兵的主要供给地。玻利瓦尔和苏克雷等曾从委内瑞拉带领好几千军队去新格拉纳达、厄瓜多尔和秘鲁，帮助这些地方的人民进行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解放战争。其中不少人就长期留在了这些国家，没有再返回委内瑞拉。据统计，在独立战争时期，委内瑞拉因战争损失的人数，加上同时期地震伤亡的人数，竟达到了全国居民总数的1/5到1/3.


二、初级产品出口与现代化的启动

民族国家的独立，是一国现代化进程开启的必要基础。然而，委内瑞拉现代化进程并不是伴随着国家的独立而开启的，其启动整整滞后了数十年。委内瑞拉现代化的开启无法归结于某一个具体的点，而是一个时段，这一时段大体为1870-1935年。这个阶段的发展只是拉美现代化的准备阶段，或曰“早期工业化”阶段。事实上，这个阶段的拉美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是初级产品“出口繁荣”的副产品，当时拉美国家当权阶级虽然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初级产品出口的繁荣，并带动了一些现代制造业的出现，但他们并不具备自觉的工业化或现代化的意识，工业化还没有成为国家的主导战略。

委内瑞拉独立后，政权落入土生白人地主手中。独立战争时期的将领派斯任第一届总统，他与保守党合作，1830-1846年在委内瑞拉实行考迪罗独裁统治。国内政局长期不稳，军事政变迭起。最初几届政府虽极力维护半封建剥削制度，但也采取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如废除奴隶制（1854）、取消贸易限制、建立国家银行（1841）、修筑铁路和公路等。同时，统治集团内部保守党和自由党之间斗争激烈，到60年代发展为内战。1870年自由党人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Antonio Guzman Blanco）执政后，动乱才基本结束。委内瑞拉的现代化进程也正是从这个时候才得以萌芽。

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是拉美的著名考迪罗之一，也是委内瑞拉政坛史上的耀眼明星，曾经三度正式就任委内瑞拉总统（1870-1877、1879-1884、1886-1888），统治委内瑞拉长达14年之久，对委内瑞拉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1870年4月27日，自由党人布兰科通过政变的手段上台，接替胡安·法尔孔（Juan Crisóstomo Falcóny Zavarce）执政。上台伊始，布兰科用武力手段严厉镇压了亲保守党的地方考迪罗，安插了一些忠于他的考迪罗掌控地方政权，这样，国内混乱的局面才暂时得以安定下来。布兰科充分认识到，只有使委内瑞拉富裕起来，他的政治地位才能巩固，为此他进行了三项重要的改革：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教育改革。首先是采取新举措，实施经济改革。为了发展经济，他专门请经济学家和财政专家研究和制定消除国债的方案，创建信贷公司，减轻商业税收，制定稳定市场的举措，并且还由国家直接兴办了具有现代企业色彩的国营企业。他鼓励开展对外贸易，扩大出口，使得农业和矿业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为了加强对国家经济的宏观把握和了解，他还建立了国家统计局。他在基本建设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1873年，建成了委内瑞拉第一条铁路（从图卡卡斯至阿罗亚），铺设公路，架设桥梁，扩建码头，建立通讯部门，扩建首都加拉加斯，使它名列当时南美的一流城市之列。二是大力推动社会改革，削减教会势力的影响。布兰科执政期间，他下令赶走了加拉加斯大主教。1872年，设立了修道院基金，1873年规定人们按俗约结婚。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委内瑞拉是个人力资源匮乏的国家，他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吸收外国移民，增加人口，发展经济。三是推动教育改革。布兰科对文化教育给予特别的重视，他意识到国家要发展，人才是关键，教育是根本，因此上台不久，就把加拉加斯大学的自然科学放到首位来加以建设，并聘请了一些外国知名教授任教。同年，还建立了自然历史博物馆和艺术专科学校。1874年创立了委内瑞拉文学研究院。他下令对所有的儿童实行免费教育，专门征收支持教育发展的国税，并成立了主管教育的专门行政机构——教育管理局。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中学、小学，据统计，共创办了近2000所学校。布兰科的改革，为委内瑞拉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布兰科执政期间，委内瑞拉的经济明显好转，进出口总额增加。1887-1888年度进口总额为7900万玻利瓦尔，出口额为8600万玻利瓦尔，委内瑞拉已成为出超国家。人口逐步增长，从1886年的219万增加到1888年的223万。基于其对委内瑞拉的历史功绩，他的追随者们把布兰科誉为“光辉的美洲人”、“委内瑞拉的革新者”等，赞誉颇高。

委内瑞拉的现代化缘何在布兰科时期才得以萌芽呢？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找到答案。一是政局趋于稳定。委内瑞拉建国后数十年内政局动荡不安，稳定内部局势成为了压倒一切的任务，否则根本无缘现代化。二是初级产品出口模式的形成。布兰科及其后来的一些继任者的自由改革，建立起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大力开发丰富的农、矿业资源并向外输出，迎来了长达数十年的初级产品出口繁荣期，同时带动了现代制造业的出现。一方面，初级产品出口繁荣促成了资源加工产业的兴起；另一方面，出口收入的迅速增长拉动了需求，推动了以满足内需为主的制造业的发展，为作为现代化核心的工业化的发展创造了源动力。三是当时正处于工业化高潮期的西欧、北美对食品和工业原料形成了巨大的市场需求，这为委内瑞拉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委内瑞拉只有加入到资本主义的国际体系中来，才能得到发展。

委内瑞拉现代化的启动阶段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870-1926为前期，1926-1935年为后期。在前期阶段，委内瑞拉的经济基础由单纯种植业转变为以种植业和采矿业相结合，其特点是形成了三个发展中心，即安第斯的咖啡生产中心、卡鲁帕诺地区的可可生产中心和瓜亚纳地区的黄金开采中心。这时期，由于咖啡的利润较高，咖啡的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从1875年的12万公顷增加到1907年的20万公顷以上。1921年，对咖啡业的投资达8000万玻利瓦尔，咖啡的出口量也增加到1914年的5505.4万公斤、1919年的8155.2万公斤。可可的种植面积虽由1875年的2.5万公顷下降到1907年的5000公顷，但由于国际市场价格有利，可可的出口量反而增加到1914年的1688.7万公斤、1919年的1983.4万公斤。19世纪50年代初期，卡里亚奥金矿的发现使瓜亚纳地区成为当时委内瑞拉三大发展中心之一，从而使采矿业也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1871-1890年，卡里亚奥金矿的产量达132.6万盎司（合1.27亿玻利瓦尔）。1883年，黄金的出口占到了委内瑞拉出口总值的23%。1926年以前，咖啡和可可的生产始终是委内瑞拉经济的主要成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单一作物制倾向的不断加剧，咖啡和可可的出口值在出口总值中的比重不断提高，1910年占78%，1920年占92%。

在这一时期，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干涉，先后发生了两次“委内瑞拉危机”，使得委内瑞拉牺牲了很多发展的成果。一次是19世纪90年代，在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交界处的埃雷基布和奥里诺科河中间发现了金矿。这本是长期以来委内瑞拉和英国争夺的一个地区。当金矿发现后，英国军队便捷足先登，加以强占。委、英之间于是发生了激烈冲突，是为“第一次委内瑞拉危机”。尽管美国出面，英国后来还是获得了有争执领土的大部分。1901-1903年，又爆发了“第二次委内瑞拉危机”。1901年，欧洲帝国主义德、英、意三国，为了强迫委内瑞拉偿还“借款”，共同举行海军演习，进行威胁。1902年，三国海军又封锁委内瑞拉的海岸，掠夺了委内瑞拉的四艘炮舰，并炮击卡贝略港。在美国别有用心的调停下，委内瑞拉被迫承认偿还一部分债款。这两次危机使得委内瑞拉的发展受到重创。

后期阶段即1926-1935年，经济开始过渡为以采矿业为基础，农业种植业的比重下降。20世纪2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萧条，加上委内瑞拉种植咖啡和可可的技术落后，生产率低，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于是农牧产品的出口急剧下降。农牧产品的出口值由1918年的1.58亿玻利瓦尔下降到1920年的8420万玻利瓦尔，两年下降46.71%。1921年以后，国际市场上农产品的价格有所回升，但委内瑞拉农产品的出口值却增加缓慢，1927年的出口值仅为1.29亿玻利瓦尔，仍低于1918年的水平。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委内瑞拉农产品的出口值由1929年的1.229亿玻利瓦尔下降到1934年的5560万玻利瓦尔，1939年仅为5030万玻利瓦尔。委内瑞拉以国外市场为主要目标的农业即咖啡和可可等传统的种植业趋于衰落。与此同时，石油业却得到了飞快的发展，这与胡安·比森特·戈麦斯·查孔（Juan Vicente Gómez Chacón）的政策有很大关系。戈麦斯是委内瑞拉历史上另一个著名的考迪罗，在担任总统期间，曾大力吸引外资，成立矿业局，允许外国企业开发石油工业，并给予各种优惠条件，从而使得委内瑞拉石油获得迅速发展。虽然1920年时，石油业的产量无足轻重，其出口仅仅为530万玻利瓦尔，只相当于当时咖啡出口值的1/9，但由于戈麦斯石油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1920年以后，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和出口量迅速增加，石油产量由1920年的10.1万吨增加到1929年的2011.2万吨；石油出口值由1920年的530万玻利瓦尔增加到1929年的6.2亿玻利瓦尔。农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为石油业所替代。1926年，石油的出口值超过了农牧产品的出口值，占委内瑞拉出口总值的64%，1936年，这个比例又上升到90%，表明委内瑞拉经济完全从以出口农牧产品为基础转向以出口石油为基础，为现代委内瑞拉经济结构奠定了基础。

在委内瑞拉现代化的启动阶段，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联系加强；二是外国资本对委内瑞拉的渗透加剧；三是本国国家资本主义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殖民地时期，委内瑞拉主要和宗主国西班牙进行贸易往来，与其他欧美国家的贸易只能通过走私形式进行。独立以后，委内瑞拉的贸易对象趋于多元化，英国、美国、丹麦、德国、西班牙、法国、荷兰等国均占有一定的比例，然而，英国在当时委内瑞拉的进出口贸易中居于领先地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从20世纪初开始，委内瑞拉的外部市场渐渐散失了其多元性，英国的优势地位被美国所取代。在委内瑞拉的贸易对象国中，1904-1905年，对美国的出口额仅为2496.3万玻利瓦尔，1911-1912年增加到4338.7万玻利瓦尔，占到了委内瑞拉出口总值的30%，同期，对英国的出口额仅为1069.5万玻利瓦尔。此后，委内瑞拉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日益加深。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阶段，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集中已经达到巨大的规模，并开始资本输出。当时的委内瑞拉，不仅仅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也是列强剩余资本的投资场所。如1927年委内瑞拉的铁路建设的总投资额为2亿多玻利瓦尔，其中，外资就占到了85%，本国私人资本占到了10%，国家资本仅占5%。以上可以看出，外资对委内瑞拉的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但是，由于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也催生了不少国营企业、民营企业。1914年，国家接管了全国最大的纳里夸尔煤矿。1928年成立了农牧业银行，以资助农牧业和建筑业的发展。1930年建立了国营电话公司。尽管如此，在1936年以前，国家资本主义还比较弱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商业和高利贷资产阶级有了一定的实力，但尚未成为左右国家政权的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委内瑞拉现代化的启动主要是侧重于经济发展方面，政治民主化和文化的现代化方面虽然也有所发展，但其受阻因素是大大多于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的。1830年，委内瑞拉脱离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独立后，很长时间一直内忧外患并存，内部长期受到考迪罗独裁政治统治，军事政变频仍；外部受美国势力的染指控制，经济命脉一度为美国所控制，在这样的背景下，民主势力成长缓慢。尽管委内瑞拉的经济发展中表现出依附性、单一性和脆弱性的特征，但是，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金矿、石油等自然资源的进一步发现和开发，加快了传统农业经济模式的瓦解，促进了民主新生力量的发展和壮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开始在委内瑞拉建厂；战后，美国资本也大批涌入；加之，20世纪20年代末，在马拉开波湖盆地又发现大量油田，这些工业部门的发展促使委内瑞拉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力量的壮大。20世纪20-30年代，出现了反独裁、争民主的民众运动高潮。其间，国家民主党和共产党也相继成立，使得委内瑞拉的政党政治有了较大的改观，大大刺激了选举制度的改革，深化了委内瑞拉的政治参与热情与民主意识。


三、“播种石油”、工业化与民主化

（一）1936年宪法与“播种石油”战略的提出

1935年，79岁的戈麦斯病死，标志着委内瑞拉长达百年的考迪罗时代的结束和现代化时期的开始。在戈麦斯死后，他的塔奇拉同乡、国防部长埃莱亚萨·洛佩斯·孔特雷拉斯（JoséEleazar López Contreras）继任总统。在洛佩斯上台前夕，委内瑞拉的政治局势相当紧张，人们反对政府的高压政策，各种反抗活动接连不断。在他上台后，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景气，石油开采量下降，失业增加，为了不至于将冲突和矛盾激化，洛佩斯在广大人民强烈要求取消独裁的巨大压力下，于1936年召开了国民议会，对前宪法即1881年宪法进行了修订，因为1881年宪法过多地带有了瑞士宪法的痕迹，甚至照搬了瑞士的联邦制和政府体制，很多地方不适合委内瑞拉当时的基本国情。1936年宪法虽然仍明文禁止政治活动，但该宪法不失为委内瑞拉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力的一部宪法，这部宪法扩大了公众的自由权利，加速了政治和经济改革。此外，还颁布了劳动法，详细规定了8小时工作日、最低工资制度、雇员被解雇后拥有申诉权、优化工作环境和罢工权等工人权利，这在当时被誉为劳动法的典范。在宪法精神的指导下，洛佩斯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如释放一些长期关押的政治犯，允许流浪者回国，允许成立群众性的政治组织和工会。在经济方面，洛佩斯自觉地在委内瑞拉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促进经济现代化的计划。

1936年底，委内瑞拉爆发了1.2万多人的石油工人大罢工，一度导致石油系统瘫痪。洛佩斯虽然进行了镇压，但是考虑到石油是支柱产业，还是给石油工人上涨了一定幅度的工资，使工人们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在处理了一些国内可能危及到他的统治的势力后，洛佩斯开始施展他的经济建设方面的抱负。他认识到当时整个国家实际上与以前比已经开始倒退了，委内瑞拉需要一个长期的现代化计划，需要一个多元化的经济、一个良好的交通体系，需要提高人民的教育和健康水平，而要达到这一切，首要的是资金。要想获得发展的资金，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向“石油”要钱。于是，他提出了“播种石油”（Sowthe Petroleum）这一口号，希望依靠石油产业中的大量收益来实现社会与经济目标，发展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1936-1937年，委内瑞拉政府把支持农业发展放在首位。洛佩斯在大力发展石油产业的同时，加大了国营经济的建设步伐。洛佩斯政府借助政权的力量没收了前独裁者戈麦斯家族侵吞的拉克图亚里奥炼油厂、马拉凯纺织厂、塔卡里瓜制糖厂、委内瑞拉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塔奇拉和阿拉瓜州的咖啡、可可种植园和养猪场等财产，变成国营企业。1938年，洛佩斯把从外国石油租让地缴纳的赋税，用于实施较为完整的施政纲领，即“二月提纲”和“三年计划”，增加了投资，使计划投资总额达12?1亿玻利瓦尔，保证了资金的供给。在法制、行政、社会救济、保健、教育、移民、税收、农业、贸易和交通等方面采取了相应措施，制定了铁路、高速公路、港口、空港等发展纲要，同时在住房建设、学校、医院、水利建设等方面也有了具体的规划，并且大力鼓励发展旅游业。通过民主制宪法，设立劳工部，成立工业银行和空邮公司，建立全国保健委员会和委内瑞拉中央银行，实现全国最大的海港拉瓜伊拉港的国有化等，从而为发展现代化经济准备了条件。

在1938年，洛佩斯曾经颁布了一个新的石油法，对油田的开办许可权和收益分配比例均做了很大的改动。这本是一个对委内瑞拉更为有利的石油法，可是那些石油开采公司却拒不按该法行事。他们坚决要按以前戈麦斯颁布的石油法办事，拒绝按新法去申领石油开采的特许证。因此，在洛佩斯时期，国家通过石油产业的收益并不比戈麦斯时期多多少。而且，在洛佩斯执政时期，二战爆发，英国阻止委内瑞拉向德国出口原油，使得委内瑞拉的获利受限。虽然，洛佩斯的宏伟计划在其任期内并没有完全实现，有的甚至只是空中楼阁，但是，洛佩斯在委内瑞拉现代化史上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重要人物，因为他的很多思想和主张是符合当时委内瑞拉发展的实际情况的。1998年，委内瑞拉驻华大使乔斯林·恩里克斯（Jocelyn Henriquez）在纪念委内瑞拉独立187周年的演讲中曾言：“自30年代中期起，思想和石油引导着委内瑞拉。国家开始了重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进程。”从这句话，我们亦可看出洛佩斯在委内瑞拉发展史上的地位。

“播种石油”战略的真正落实是从1943年《石油天然气法》的颁布开始的。该法的颁布应该归功于洛佩斯的继任者——伊萨亚斯·梅迪纳·安加里塔（Isaías Medina Angarita）。梅迪纳是个民族主义情绪非常浓烈的著名政治家，曾为洛佩斯的国防部长。1941年上台后，他在就职演说中宣布要沿着洛佩斯的道路走下去，要继续扩大和拓展洛佩斯的国家现代化建设计划。1942年2月，他抛出了一个比洛佩斯更雄心勃勃的“四年经济发展计划”，要全面提升国家现代化水平。这一计划包括很多项目，如发展农业、激扬股市、改造路河、兴修水利、修建城乡污水处理和便利设施等。在实现这些目标之前，委内瑞拉却不得不面临一个要突如其来的经济风暴。1941年，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年份，是年原油产量达到2.28亿桶。然而，珍珠港事件却把战争也带到了委内瑞拉。1942年2月14日夜，七艘从马拉开波湖驶往库拉索和阿鲁巴炼油厂的大型油轮被德国的潜艇给炸毁了。由于武装护航的油轮比较少，因此，委内瑞拉的石油外运成了问题。这使得1942年委内瑞拉的原油产量一下子缩减了25%（跌至1.48亿桶），导致政府收入锐减，石油税收和关税所得损失了1/3以上。另外，还有大批工人因此失业。

遭遇石油工业不景气的状况，委内瑞拉政府不得不考虑石油公司的收益分配问题。梅迪纳决定趁此时机制定一部对委内瑞拉发展有利，但又不至于让外资抽走的新石油法。他先是与当时的国际石油巨头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谈判，随即召开了一次特殊的国民议会，在1943年3月13日，制定并通过了一部新的石油法——《石油天然气法》。该法的目的包括：在当时委内瑞拉尚未有统一石油法律法规的情况下规范石油市场；国家参与石油产业收入的分配；促进全国范围内原油生产实现工业化等。《1943年石油天然气法》作为委内瑞拉石油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日后该国石油行业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首先，该法规定国家采取优惠性的财政政策促进石油业发展，吸引了国际石油巨头的投资。其次，国家通过授予长期开采特许权保证了投资的稳定性。该法规定石油特许权有效期为40年，这样保证了外国投资在本国市场上的相对稳定性。再者，有利于促进国内炼油业的发展，增加石油产品附加值，同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该法为推动发展委内瑞拉本国炼油业提供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

当时石油公司除按照《1942年税法》向国家纳税，《1943石油天然气法》还规定：石油企业必须向国家缴纳石油产业收入的1/6.两项税金相加差不多等于石油公司收入的50%，所以就产生了委内瑞拉著名的利润分配比例50%∶50%。这种比例对大型石油公司来说比其在中东市场所获得的利润高，所以许多石油公司开始将其石油产地从中东和其他地区转移至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1943年颁布的《石油天然气法》（该法直到2001年才废止）确立了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主权和颁布相关石油法律的权利，从法律制度上为日后70年代国有化运动打下了基础。自该法颁布，委内瑞拉为石油产业确立了明确稳定的分配方式，保证了石油产业健康发展具有良好的法律环境。

该法律的颁布，在委内瑞拉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外资吃了定心丸，纷纷加大投资，石油产量迅速增加，国家收入水涨船高，获益不小。这样，梅迪纳有实力可以实施其四年计划了。1944-1945年，委内瑞拉大兴土木，空港、公路、医院、学校（包括建立了一所新的中央大学校园）等建设项目全面铺开，创历史新高。据统计，1936-1945年，政府在社会经济领域的支出由1.42亿玻利瓦尔增加到3.38亿玻利瓦尔，超过了行政开支和国防开支的总和。

（二）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

二战以后，委内瑞拉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结构、阶级构成发生了较大的变动，工人阶级队伍迅速成长壮大，资产阶级也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在反对寡头势力和军人统治的斗争中，民主行动党成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最大也是最活跃的政党。1945年10月18日，民主行动党和青年军人联合发动政变，推翻了梅迪纳政府，成立了由7人组成的革命执政委员会，主席是被誉为委内瑞拉代议制民主奠基人的贝当古（Rómulo Ernesto Betancourt Bello）。贝当古执政后，制定了实现委内瑞拉工业化的计划，开始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进程。

委内瑞拉之所以选择和逐步形成“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资产阶级掌权后民族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势力在掌握了国家权力后，在广大国民的压力之下，切实感受到了“落后挨打、依附难存”的现实，他们也感到相当有必要实现工业化以摆脱对外依附的地位。贝当古就曾经说过：“摆脱对外部生产的依赖性，不光是经济利益的所在，而且是人民独立愿望的反映，一个长期保持原料出口国和制成品进口国的民族，不可能完全独立。”可见，当时代表资产阶级的掌权者对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认识是很清楚的。其次，在当时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一些拉美大国如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等在三十年代均已开始了“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进口替代工业的理论框架和这些国家的实践经验对委内瑞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战后拉美发展主义的思潮盛行，又为委内瑞拉践行“进口替代”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再次，二战期间，帝国主义大国忙于应付战争，其经济转为战时经济，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减少甚至中断。二战结束后，欧洲百废待兴，日本受到重创，美国的经济亦属于转轨阶段，这就造成了委内瑞拉市场上的严重短缺，为委内瑞拉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最后，战后，石油作为战略物资和重要能源的地位进一步显现，石油成为工业发展的血液，国际市场需求额逐渐增大，这就使得委内瑞拉的石油收入大幅度增长，从而使他能拥有比较充裕的发展资金。

委内瑞拉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按照发展的次序，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基础奠定阶段（1945-1958年）、替代消费品进口阶段（1959-1973年）和替代中间品与资本货进口阶段（1974-1988年）。

在第一阶段，经济发展的重点是农业和基础设施。针对战前落后的单一制经济，委内瑞拉政府着手制定了工业化的计划。该计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展基础工业；第二阶段是发展基础工业的辅助工业；第三阶段发展半重工业；第四阶段发展重工业，并以钢铁工业为重点。以后委内瑞拉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发展的。为了能够使得计划变为现实，委内瑞拉政府还详细制定并认真实施了“播种石油”的发展主义战略。战后初期，委内瑞拉石油的勘探、开发、提炼、运输和贸易大多为外国公司所控制。面对这样的现实，政府首先确定了发展石油经济的三项基本原则：（1）保护石油资源；（2）捍卫国际石油价格；（3）由国家控制石油资源的开发。根据这三项原则，1945年10月，政府从国家经济严重依赖石油这一实际情况出发，为避免跨国公司采取报复，宣布1943年《石油天然气法》继续有效，并没有立即采取国有化的过激措施，而是制定了一个具有可行性且能有效保卫石油财富的纲领。该纲领的要点有：（1）恰如其分地保存石油资源，按照国际石油市场的行情，合理提高石油税收；（2）停止向私人出租租让地，建立国营企业，其职能是直接开发或与第三者订立契约共同开发国家资源。（3）大部分原油应在国内由国家资本或合资开办的炼油厂提炼。（4）独立自主地参与国际石油市场交易，直接在国际市场上出售石油。（5）外国公司应将其部分利润再投资于委内瑞拉其他经济部门。（6）提高租让地内委内瑞拉职工的工资，改善他们的待遇。可以看出，这一新纲领对外国石油公司的限制进一步加大了，对增加政府的石油收益是大有好处的。1950年以后，委内瑞拉实行更加开放的外贸政策，为引进外资发展石油业和其他制造业，批准了新辟的大面积石油租让地，为外国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的大量涌入提供了条件。

原油的产量在战后初期增长很快，1949年产量为7055万吨，1959年达14485万吨，翻了一番多。1945-1959年，委内瑞拉石油产量在世界上名列第二，仅次于美国。石油出口所得外汇占国家全部外汇收入的比例，1940年为89%，1956年达到了97.3%。

丰厚的石油收益，使委内瑞拉政府得以有财力发展多样化的经济，扩大了对工业、农业和服务行业的投资。政府为了加强对全国经济发展的领导，还专门成立了委内瑞拉开发公司，负责对经济的全面开发。政府对不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一些行政和经济结构进行了改革，特别是调整了农业内部结构，使农业的发展方向从输出咖啡、可可等单一农产品，转变为以满足国内市场为主的多种经营，改变了农业长期停滞不前的状况。政府注重基础设施的建设，建立了很多大型国营企业，如洛瓦特拉煤矿公司、全国电话电报公司、全国海运公司、全国旅游公司、委内瑞拉石油化学公司等，并大规模修建现代化公路和机场、扩建港口和通讯设施，为现代化工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方便。政府大力发展民族工业，提出了“少一些商人，多一些农工企业家；少一些商业企业，多一些农场和工厂”的口号，并使用经济刺激等手段鼓励民族工业企业的发展，使工业企业的数量在战后有了明显的增加。1953年，全国的工业企业达到16452家，与战前的1936年的8000多家相比，增加了1倍多。为了促进国内工业的发展，委内瑞拉还采取了明确的保护主义发展政策。它的短期目标是：减少进口消费品在国内市场总供应量中的比重，其长期目标是达到国内产品能以较大的优势与进口产品竞争。

尽管1952-1958年初，由于执政的希门尼斯（Marcos Evangelista Pérez Jiménez）独裁政权放弃了前政府的既定政策，将投资的重点转向诸如建筑业、服务业等非生产项目上来，导致了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到1958年国内生产总值仅仅增长了1.3%，但在1945-1950年，委内瑞拉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达10.6%，1950-1957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仍达9%，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第二阶段从1959年至1973年，重点是发展消费品工业，特点是开始实施计划经济，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和领导。这一时期内，各届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贝当古通过选举上台，在1959年2月就任委内瑞拉总统，彻底结束了希门尼斯的时代。贝当古执政后，在菲霍角协议的基础上主持制定和实施了第一个全国经济发展计划，在新宪法中强调“国家应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的多元化，以创建新的财源，增加居民收入，巩固国家的经济主权”。贝当古在经济上采取了多项改革措施，加速委内瑞拉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进程。为了发展重工业，他建立了委内瑞拉瓜亚纳公司；为了满足国内电力的需要，他着手兴建了拉美最大的水电站之一——古里水电站。他多方面利用外资促进工业的多样化，以改变委内瑞拉依赖石油的畸形经济结构。

委内瑞拉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总是围绕石油来旋转的，贝当古政府更是概莫能外。他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建立了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停止向外国公司出让“石油租让地”，并控制石油价格，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战后，美国利用1939年与委签署的《通商互利条约》，使委内瑞拉成为美国的石油供应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并屡次压低石油价格，使委内瑞拉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经济发展也屡受影响。为了对付经济霸权主义，有效地维护本国的经济权益，委内瑞拉与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中东产油国一起，积极倡导、筹备并创建了石油输出国组织。自1960年成立以来，委内瑞拉一直是这个组织的积极推动者和协调者，为捍卫和合理提高国际石油价格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贝当古的石油措施有力地支援了他的发展经济的措施，加快了委内瑞拉经济的现代化，为替代消费品进口打下了基础。

1964年，劳尔·莱昂尼（Raúl Leoni Otero）上台执政，大力镇压委内瑞拉共产党和左派革命运动武装，国内形势比较紧张。1969年，拉菲尔·卡尔德拉（Rafael Caldera Rodríguez）成为委内瑞拉总统后，对左派游击队采用安抚政策，承认委内瑞拉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大赦政治犯，社会矛盾得到很大缓和，使得他有精力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卡尔德拉在经济措施方面，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个性，制定了维护国家石油权益的政策。他从美国人手中收回了确定石油参考价格的权力，打破了长期以来由美国操纵石油价格的局面。1971年，他颁布了将在1983年把外国石油公司的全部财产无偿地收归国有的法令。在他任职期间，对天然气实行了国有化，废除了委美不平等的贸易互惠条约。他积极支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大力推动拉丁美洲经济一体化，并使委内瑞拉在1973年参加了安第斯条约组织。

1960-1974年间，委内瑞拉实行了四个经济发展计划，国营企业的开支由1960年的17.58亿玻利瓦尔增加到1970年的69.63亿玻利瓦尔。同时，颁布了旨在消灭半封建大庄园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法，调整土地所有制结构，经济取得了较均衡的发展。虽然国内政局不稳影响了投资率，经济发展速度减慢，但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仍保持在5.8%左右。在这一时期，总的投资率虽有所下降，但是仍保持在13%-24%之间，对农业和制造业的投资额保持着上升趋势，其中对制造业的固定投资额超过了农业，所以，这一阶段也被称为委内瑞拉的“工业起飞”阶段。

第三阶段为替代中间品与资本货进口阶段，投资重点向基础工业转移。这期间，总的投资率又趋于上升，保持在21%-37%之间，1977年的投资率高达37.4%。1973年底以后，以世界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为转机，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一经济成就的取得与当时的石油国有化运动高度相关。

尽管委内瑞拉的石油收益相当可观，但是外国公司利用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赚取的高额利润亦相当可观。到1974年，外国石油公司在委内瑞拉占有石油租让地216万公顷，控制了该国石油产量的97%，1972-1974年获得的纯利就达103亿美元之多。当时，委内瑞拉人民对此强烈不满。1974年，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Carlos Andres Peres）任总统后，在人民极力要求收回国家主权、争取经济独立的情况下，他提出了争取“经济解放”的口号，推行国有化政策。同年5月，他成立了负责起草石油国有化法案的石油国有化委员会，并派观察员进驻外国石油公司做国有化的准备工作。1975年1月和5月，佩雷斯宣布将铁矿、渔业实行国有化。7月，参、众两院通过提前收回石油租让地和石油国有化法案，8月份，佩雷斯批准了该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国家将控制石油的勘探、开采、加工、提炼、运输、储存以及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国内外贸易；收回外国石油公司的租让地和厂房设备等；在特殊情况和符合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政府或有关机构可以通外国私人公司签订合营合同，但须保证国家股份的控制权；从1976年1月1日起全面接管石油工业和石油贸易。1976年1月1日，佩雷斯总统在马拉开波湖附近第一口商业油井“苏马克一号”的井址上，升起了一面巨大的委内瑞拉国旗，象征着委内瑞拉正式把石油工业收归国有，从此结束了50多年来外国公司对委内瑞拉石油的控制。

在实现石油国有化的同时，佩雷斯继续实行“播种石油”的计划，用大量的石油收入和大举外债来发展本国的基础工业。他制定并执行了庞大的第五个发展计划（1976-1980年），把发展石油化工、钢铁、炼铝、水电等基础工业作为计划的重点。在他执政时期，委内瑞拉经济发展很快，1974-1978年GDP年均增长率达6.1%。可是，由于这一阶段工业发展的重点由消费资料的生产转为生产资料的生产，基建规模过于庞大，致使资金短缺，财政赤字扩大。为了筹措资金，于是大举外债。1975-1979年，委内瑞拉的外债从43.28亿美元增加到230.7亿美元。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爆发经济危机，国际石油价格大幅度下跌，尽管委内瑞拉采取了调整措施，但国家预算赤字增大，国际收支出现逆差，货币贬值，通货膨胀严重，外债激增，经济仍不可避免地陷入战后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中。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下降，GDP年增长率1981年降为1.2%，1982年只有0.5%，到1983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为3%，达到战后以来的最低点。在“石油萧条”和债务危机中，海梅·卢辛奇（Jaime Ramón Lusinchi）在1984年就任委内瑞拉总统。为把委内瑞拉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他上台伊始就实行了减缩和限制政策，在保证石油、煤、电、钢、铝等重点基础工业的建设和发展的情况下减缩预算，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他还出台了诸如严格控制外汇、实现多重汇率、大量削减进口、修改外资法等系列经济调整措施。在他的努力下，委内瑞拉的经济衰退趋势有所缓和，工农业开始转为增长。1986年，尽管油价下跌使委内瑞拉收入减少40亿美元，但经济增长率仍达5.2%，农业产值增加6.8%，进口粮食只花去6.7亿多美元。1987年该国经济增长率仍达3%，外债也由360亿美元降到210亿美元。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拉美所谓的“失去的十年”中，委内瑞拉受到的冲击和损失算是小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归功于石油驱动下的替代工业化进程中所取得的一项又一项建设成绩。

（三）政治民主化的转型

1935年戈麦斯去世后到1945年革命的10年间，委内瑞拉城市化步伐开始加快，生活在10万人以上城市的人口从31万人上升到40万人，人的平均寿命从1936年的38岁上升到1941年的43岁，1950年则达到了53岁。妇女赢得了参加1942年地方选举的权利，到1947年享有了普选权。由于经济因石油业繁荣而得到迅速发展，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民主共和思想得到传播，各种政治组织及其他政治团体开始涌现。1945年10月，部分军官和民主行动党人联合发动政变，推翻了梅迪纳·安加里塔的统治，成立革命执政委员会，民主行动党领袖贝当古担任主席。1947年12月举行第一次普选，民主行动党人R.加列戈斯当选总统，次年2月就职。从1945年10月至1948年10月，是委内瑞拉政治史上著名的“三年期”，即三年短暂的民主时期，在此期间，民主行动党颁布了一部新宪法，采取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措施，如宣布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给予政党以合法地位，提高工人工资等。民主行动党实行比较民主自由的政策，并对外国石油公司增收所得税，触动了亲美传统势力的经济利益。1948年11月，在美国的支持下，M.佩雷斯·希门尼斯发动军事政变，建立起持续10年的亲美军事独裁统治。委内瑞拉所有政党都被取缔，其领导人或转入地下或被迫流亡国外。委内瑞拉民主政治遭遇重挫。

1957年，流亡中的民主行动党、民主共和联盟和基督教社会党三党领导人，在美国纽约举行一系列会谈，就反独裁等问题达成协议。1958年1月，三党参与领导组织并积极参加了人民起义，在爱国武装部队的支持下，推翻了希门尼斯独裁政权，成立了沃尔夫冈·拉腊萨瓦尔海军少将为首的军政府。军政府采取了一些民主措施，宣布尊重公民权利和舆论，恢复各政党合法地位，并于1958年5月通过了新选举法。为了平衡各方利益，1958年10月，民主行动党、基督教社会党和民主共和联盟等政党领导人在菲霍角会晤，签订了“菲霍角协议”（Pacto de Punto Fijo）。其中规定：不论胜利与否，各党都要承认选举结果，内阁中应该有少数党派的代表。通过这个协议，基本协调了三大主要政党的利益分配，军队、教会等组织的利益也得到了相应的保护和承诺。此外，尽管在协议中没有确定共产党等左派的利益，但是民主行动党执政期间（1959-1969年），针对共产党领导的左派游击队的斗争，政府一方面进行残酷镇压，另一方面也答应允许其合法参加选举，从而进一步分化瓦解了左派势力。至此，威胁民主政体的各种因素暂时都得到基本妥善地处理，这样，代议制民主在以“有条件地实行”的形式下，在委内瑞拉各主要政治势力间成为政治共识。同年12月，按照新选举法举行大选，民主行动党竞选获胜，贝当古于1959年3月就任总统，并同民主共和联盟和基督教社会党组成三党联合政府。1961年，政府颁布实施新宪法，宪法规定，委内瑞拉是联邦制国家，实行代议制民主政体。从此，资产阶级民主政制体制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得到确认。无论是民主行动党还是基督教社会党，在政权更迭形式上都将反对暴力、尊重选举，从而实现政权的平稳过渡。因此，这种民主也被称为“协议民主”。

1974-1983年是委内瑞拉政治民主化的稳定发展时期。当时国际油价飙升，作为世界主要的石油生产国和输出国的委内瑞拉进入了经济上的繁荣期，这一时期的民主政治也获得了稳步发展。1973年民主行动党人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当选总统，实行比较积极的内外政策，对内实行铁矿、石油等工业部门国有化，进一步排除美国势力对委内瑞拉的影响，对外发展同拉美邻国及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1974年6月28日同中国建交。12月同古巴恢复了外交关系。1979年3月，政权实现平稳过渡，基督教社会党人路易斯·埃雷拉·坎平斯（Luis Herrera Campins）在大选中获胜，当选总统。他更加注意发展多元经济，积极促进拉美一体化。

在石油收入的推动下，委内瑞拉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时期获得飞速发展，与此同时，社会中出现了广大的中间阶层，从而为民主政治提供了巨大的民众基础。轮流执政的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政府能够顺利完成权力交接。政府在维护私有制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同时，也照顾到了各阶层群众的基本福利，得到了广泛的社会支持。石油国有化的举措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飞速发展，使得政府得到了民众的认可，民主政治的民众基础进一步扩大和巩固。十年间，两党一共举行过三次选举，每次两党的得票率总和都在70%以上，这表明民众保持着较高的参与度，委内瑞拉民主政治处于相对稳定阶段。在军人独裁横行拉美的大环境中，这一时期的委内瑞拉甚至被称为“拉美民主政治的典范和样板”，1985年的一篇来自美国的报道中说：“在拉美长期血腥的军人统治传统中，委内瑞拉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有效的、竞争性的民主政治秩序。军事机构从政治上得到了完好的控制。一个有力的，高度组织起来的，影响深远的大众型政党政治体制创建了起来，并且很好的保留下来了。”

经过50年的发展，委内瑞拉的现代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代议制民主获得了巩固和完善，经济实力得到了大大提升。1943-1978年，其GDP增长11倍，人均产值增长3倍多。制造业在1950-1980年间年均增长率为7.3%，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1980年中间产品和资本货工业产值占制造业产值的比重由1950年的35.4%上升为1980年的55.1%。进口商品构成和就业结构也有明显变化。1950-1981年，消费品进口比重由40.01%下降为24.03%，原材料、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的进口由59.9%增加到75.9%，农业就业人口比例从1950年的43%下降到1978年的16.3%，同期，工业就业人口的比重从20.2%上升为27.9%，其他部门的比重也由36.8%上升到55.41%。但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是突出的，如财富分配不均，未能充分实现就业；对外部资金和技术的依赖性较强；在石油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关系上处理失当等。在政治上，其民主化制度尚需要进一步完善。


四、新自由主义改革与民主化新趋势

20世纪80年代，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下跌使委内瑞拉的出口收入锐减，外债激增，经济陷入困境，在80年代末，委内瑞拉被迫放弃实行了数十年之久的进口替代发展模式，转向市场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模式。佩雷斯政府为了扭转局势，实施了新自由主义导向的改革。新自由主义是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和主张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私有化观点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其完成形态则是所谓“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不仅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思想，并走向极端，大力宣扬“三化”：一是“自由化”。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若要让社会裹足不前，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给所有的人都强加一个标准”。二是“私有化”。在他们看来，私有制是人们“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从而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三是“市场化”。认为离开了市场就谈不上经济，无法有效配置资源。

1989年，深受危机之苦的委内瑞拉人将改变经济困境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佩雷斯身上，“新政府是靠把经济拉回‘黄金般的70年代’的承诺而赢得选举的，它当时曾举行了一个豪华铺张的权力交接仪式，成百上千的嘉宾从世界各地来到委内瑞拉来参加这个仪式”。1989年2月，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再度执政，上台伊始就公布了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计划，主要内容是：对玻利瓦尔进行贬值；大幅度减少政府对食品和交通运输的补贴；废除一部分带有保护色彩的贸易法规；取消价格控制；对一些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刺激出口；为压缩公共部门而解雇大量政府工作人员。但是改革还未实行，就遭遇了民众暴动的强烈反对。他按照军人一贯的强硬作风，血腥镇压了这场暴动。在1989年2月27日至31日持续几天的暴动中，共有246人死亡，1800多人受伤，成为委内瑞拉自70年代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流血事件。

佩雷斯新自由主义改革确实给委内瑞拉带来了一些横祸：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失业率攀升。面对种种危机，军事政变卷土重来。1992年，先后发生了两起中下级军官的未遂政变。与此同时，由于佩雷斯总统等一系列腐败案件进一步被曝光，政府本身的合法性也受到了很大质疑。委内瑞拉陷入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中。1994年，78岁的基督教社会党元老拉菲尔·卡尔德拉以“全国同盟”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参加大选并胜出。为了应对危机，卡尔德拉于6月实行了“紧急经济计划”，据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外汇管制措施和价格控制措施，并宣布暂时中止个人自由和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等宪法保障。1995年委内瑞拉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了2.3%的增长，但其他问题依旧。为此，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他出台了所谓“委内瑞拉议程”，主要内容包括：消除几乎所有价格控制；放松外汇管制；利率由银行在自由竞争中确定；完善税收体制，削减政府开支；改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国有企业私有化步伐。卡尔德拉执政期间委内瑞拉的经济社会形势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观，民众在危机和苦难中盼望新的大选之年的到来。

关于委内瑞拉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成败利弊已经有很多学者做过研究，最普遍的观点就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改革，使经济实现了由进口替代模式向外向发展模式的转变，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得到加强，促进了第三产业如金融和信息产业的发展，恶性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宏观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国家从生产者、经营者和管理者多种身份中解脱出来，国有企业严重亏损局面开始得到扭转。但是实践证明，新自由主义改革，特别是“华盛顿共识”的推行，给委内瑞拉的国家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后果：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委内瑞拉的生产力，致使经济增长长期低靡；通过私有化几乎把众多国有企业卖给了外国跨国公司，使外国跨国公司控制了金融、能源、服务、交通、通讯、信息产业等重要经济部门，丧失了经济主权；制造业遭受沉重打击，各类企业大批倒闭，失业问题更加严重；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的抗击风险能力脆弱化等等。

其实，委内瑞拉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与其他拉美国家既有共性，也有着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委内瑞拉政府在一开始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时，就遭到了国民的强烈抗议。由于抗议规模越来越大，佩雷斯政府甚至不惜动员军队进行弹压，致使数百人在骚乱中死于非命。这是委内瑞拉在1958年之后发生的最为严重的流血事件。1989年还发生了多起类似的抗议事件和骚乱，其中包括5月的委内瑞拉工人联合大罢工，这是30多年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大罢工。在一片反对声讨中开始的委内瑞拉新自由主义改革，从一开始就相对比较温和，委内瑞拉也因此得益，没有像阿根廷那样陷得太深。另一个受新自由主义改革影响不十分严重的原因就是石油工业领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起到了一定的积极的效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委内瑞拉改变过去保守的做法，逐步修改了原来封闭的石油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的开放石油工业上下游的新举措。通过一系列开放政策，委内瑞拉石油工业呈现出私有化趋势。石油政策中鼓励大型跨国石油公司通过多种合资经营方式重新进入委内瑞拉石油市场。石油开放政策的核心内容是吸引投资。要吸引投资，首先就是要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本国石油市场，即石油产业私有化；其次是要减少政府税收及矿区使用费等费用的征收，吸引对石油业的投资。为此，政府做了一些利益让渡，在1990-1998年期间，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石油收入分成比例又恢复到了1943年石油天然气法规定的50%∶50%，而在90年代之前该国政府分得石油产业收入比例高达90%。委内瑞拉国内资本严重匮乏，所以政府开放政策所针对的主要目标为大型跨国石油企业。这些政策的主要执行者是委内瑞拉石油公司（PDVSA），通过与跨国石油企业或者国内私营企业签订各类形式的合作合同，达到引进外资的目的。

委内瑞拉的一系列石油开放政策，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外国投资大量涌入，委内瑞拉石油业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几乎所有的跨国大型石油公司都再次进入了委内瑞拉石油市场，来自美国等14个国家的几十家公司都与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签订了《经营服务合同》。结果与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签订了《经营服务合同》的公司不仅在1993-2002年期间将投资增加至99.8亿美元，之后又追加21.92亿美元的投资。数据表明，1990-1998年期间，委内瑞拉石油年平均投资额从26亿美元增长至60亿美元，增长幅度达130%，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资金缺口。同时，石油产量大幅度增加。委内瑞拉经历了石油发展最蓬勃的时期，石油产量直线上升，从90年代初的200万桶/日增长到1997年接近350万桶/日，这种产量增长充分说明了投资在该国石油产业中的重要作用。另外，由于实施开放政策，与国际大型企业合作，还引入大量的先进技术和工艺以及管理模式，这对委内瑞拉石油业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

1998年大选，委内瑞拉两党轮流执政的政治格局彻底被打破，军人出身、与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没有任何关系的乌戈·查韦斯（Hugo Rafael Chávez Frías），以空前的60%的得票率和15%的弃权票赢得了总统选举，这是委内瑞拉历史上的第一次。查韦斯执政后，便着手进行政治、社会和经济各方面的变革。1999年成立了制宪大会，起草了宪法，即《玻利瓦尔宪法》。2000年，根据宪法，实行全民公投，结果查韦斯以68%的得票率再次当选总统。2001年，新政府组阁完毕，着手进行经济社会改革，经济略有起色。但是，2002年4月9日委内瑞拉劳工联盟的领导人卡洛斯·奥尔特加（Carlos Ortega）发动了一次为期两天的总罢工，4月11日，大约50万人参与了抗议活动，当游行队伍进行到总统官邸时与另一支拥护查韦斯的游行队伍发生了冲突。军人乘机发动政变，绑架了总统，佩德罗·卡蒙纳被立为新总统。但是，当卡蒙纳宣誓就任总统的时侯，发生了历史性的一幕，总统府周围聚集了近200万民众，强烈要求迎回查韦斯总统。在群众的大力拥护下，忠于总统的武装力量重新控制了主要军事基地，并解救出查韦斯。2003年，再次根据宪法进行全民公决，查韦斯以63%的选票继任总统。2005年，进行了州长、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市长及市政议员的选举。查韦斯政府正积极带领委内瑞拉民众进行政治民主化的新的尝试。

委内瑞拉的政治民主化经历了曲折历程，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也取得了一定成就。首先，民众的民主意识进一步增强，政治民主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从某种程度上说，民众希望、愿意而且能够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和意愿，这一点从民众竭力解救查韦斯这一事件中能得到证明。其次，代议制民主获得充分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委内瑞拉大体上实行的是代议制民主制度，其间尽管发生了少数未遂或者成功的军事政变，但是，代议制民主的各种特征，如通过选举方式产生总统和政府，建立完备文官制度，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组织政府，实行多党政治，很长时间都是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两党轮流执政等等，委内瑞拉一应俱全，代议制民主制度经过近40年的发展，得到了充分完善。第三，最重要的是，在新阶段，以全民公决为特点的直接民主制超越代议制民主制，成为委内瑞拉的新选择。查韦斯执政后，并没有抛弃政治民主的内核，他结合本国实际，组织人员制定新宪法，并且严格按照宪法规定进行全民公决，选举总统和政府组成人员，超越了代议制民主间接选举的局限，实行彻底的直接选举，并且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为拉美国家政治民主化作出了新的尝试。

但是，委内瑞拉的政治民主化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和拉美很多国家一样，委内瑞拉军人干政的传统过深，军事独裁永远是民主政治最大的威胁，这一点对饱受独裁之苦的委内瑞拉民众而言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其次，民主的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委内瑞拉是一个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家，在这里，“金钱就是一切，石油使得民主成为可能”。考察其政治民主化进程，不难发现，在国际油价稳定或者趋高的情况下，委内瑞拉具有稳定的经济基础，这时，政治民主化能够平稳并深入发展；反之，国际油价的波动或者暴跌，对委内瑞拉经济的重创必然引起政治民主的危机。这种单一制经济基础如果不改变，政治民主化就很难朝着稳定的方向发展。第三，民主政治的基础也需要进一步拓宽，委内瑞拉的政治民主化缺少民众的广泛参与，尽管这一点在查韦斯执政以后多少有所改观，但是还需要进一步拓宽，要真正扩大民主的群众基础，从而使民主不再是少数人控制的精英政治中的时髦点缀，而应该成为真正惠及广大民众的明智的政治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查韦斯于2005年2月首次提出了“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试图尝试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该理论的内容包括：（1）政治上，以“参与制民主”代替代议制民主，力求扩大公民对政府管理的参与，建立参与式民主制度。（2）外交上，奉行独立自主、多元化的外交政策。（3）经济上，巩固以国有经济为主的，鼓励社会所有制的发展。（4）社会上，发展平等、公正、互助的社会体制。自查韦斯提出“21世纪社会主义”以来，委内瑞拉的内政外交确实发生了某些非常引人注目的变化。例如，在内政上，通过国有化等措施，委内瑞拉加强了对能源部门的控制；通过实施一系列社会救济计划，委内瑞拉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缺医少药和教育事业落后的局面有所改观。在外交上，查韦斯坚定地捍卫国家主权，反抗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此外，查韦斯还以石油美元为“后盾”，对古巴和其他一些拉美国家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援助。但是，“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来源于这样几种思想，即基督教教义、印第安主义、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和玻利瓦尔主义。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一理论是多种思想的混合体。查韦斯希望建立的社会主义统一党到目前尚不能算是一个马列主义政党，同时，政治上的反对派与大资产阶级利益集团联系紧密，对委内瑞拉的政治稳定构成巨大威胁；在国际上，小布什政府将查韦斯视为“卡斯特罗第二”，对其采取了种种敌视行为。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模式的尝试将面临着诸多挑战。


五、结语

有学者曾言：“委内瑞拉的经济是石油经济，委内瑞拉的民主是石油民主。”这句话虽然有些过于绝对，但是，确实反映了委内瑞拉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现实问题，那就是，石油与委内瑞拉的发展息息相关。从委内瑞拉的发展的轨迹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印证。经过几十年的现代化建设，委内瑞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国际地位也大大提高。目前，委内瑞拉的经济发展速度和人均GDP在拉美名列前茅，制造业的比重逐步提高，已经大大超过了石油产值。委内瑞拉在摆脱单一制经济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委内瑞拉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产业结构趋于合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成梯次递进。进口商品结构、就业结构等也发生了变化。纵观委内瑞拉的现代化进程，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应该吸取的教训：

（一）基于单一能源基础上的现代化是存在很大风险的，容易受到国际市场的制约和波动。到目前为止，石油收入依然是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之一。战后历次世界危机时期，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都给委内瑞拉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发展多元化的支柱产业，不断推动产业的升级换代。

（二）慎重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和贷款。一国的发展，利用外资，国外贷款不可或缺。但是，要把握好度，注意警戒线。要注重将外资引向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降低利用外资的风险，对短期游资，一定要防范。

（三）要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化浪潮，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不应给予过多的抵制，应该想方设法地参与其核心规则的制定，要在美洲自由贸易区以及其他次区域性的一体化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中享有充分的话语权。

（四）在外交原则上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开展多元外交，但是也要注意外交的弹性，不要和当今超强的美国搞的过于紧张，要主动和美国缓和关系，求同存异，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五）现代化不是经济数据的简单增长，要注意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政府需要加强宏观调控，让更多的人共享发展的果实，大力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


第九章　哥伦比亚：咖啡经济、工业化与两党制

哥伦比亚属于拉美的一个中等国家。国内各地区被安第斯山脉和马格达莱纳河所分隔，它的地理位置和复杂多样的地形结构，一方面制约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另一方面也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丰饶的物产。如同主要的拉美国家一样，哥伦比亚也经历了初级产品出口模式、进口替代工业化和改革开放。但是，这个国家有它自己的特色，如较早形成了两党制，有着长期的政党政治传统；在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中，它是本地区唯一未受影响的国家；尽管1958年建立民族阵线政府以来哥伦比亚维持了相对稳定的政局，实现了经济发展，但游击队和毒品贸易仍然是这个国家挥之不去的阴影。哥伦比亚究竟经历了怎样一种现代化道路？它的经济现代化模式和政治现代化模式究竟是怎样的？这是本章中重点探讨的问题。


一、咖啡繁荣与早期工业化的启动

在拉美国家中，哥伦比亚是较晚奉行初级产品出口模式的国家。它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才进入了迟缓且不稳定的出口增长时期，进而引起内部经济的缓慢变化。到20世纪初，哥伦比亚人均出口只比殖民地末期略有增长，而人均对外贸易、外国投资和铁路建设则与海地相当，处于拉美国家的最低水平。1899-1902年的“千日战争”结束后，温和的政治精英控制了两大政党，实现了政治稳定。以咖啡经济为主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得到了发展。同时，19世纪发展起来的金、银和香蕉出口也获得了较快的增长。在1920年代，伴随出口扩张和贸易条件的改善，大量资金流入国内，除了美国因策划巴拿马从哥伦比亚独立而支付的赔偿款，主要是以公共外债形式大量流入的外资。奥斯皮纳（Pedro Nel Ospina）执政时期（1922-1926年）采取了财政金融体制的改革。以上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聚集效应，推动了哥伦比亚从前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型。

（一）矿业繁荣与哥伦比亚咖啡经济的形成

19世纪是拉美经济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拉美各个新独立的国家都在艰难地探寻一条建立稳固的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的途径。与巴西、墨西哥和南美其他国家相比，哥伦比亚是出口经济部门发展相对缓慢的国家。自殖民时期以来，哥伦比亚一直是西属美洲的矿产品殖民地。独立后，这一殖民地特点被保留下来。尽管金银矿产品一直是哥伦比亚的主要出口产品，但出口量不大，国家财政收入有限，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发展需求。哥伦比亚政府力图打破这一发展困境，寻找一种稳定的出口产品。在哥伦比亚发展进程中曾先后出现了奎宁、烟草和棉花等各种经济周期。然而，这些经济周期持续时间短暂，随着国际市场需求的剧烈变化而相继衰落。直到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先是黄金生产，随后是咖啡生产，逐渐显示出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前者长期以来主要在安蒂奥基亚省的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到19世纪末发展成为哥伦比亚现代经济部门之一。矿业的发展和繁荣对咖啡经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既为咖啡经济的形成积累了雄厚的资金，又营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促使19世纪末咖啡种植区域迅速扩大，到20世纪初出现咖啡经济的繁荣，咖啡最终成为哥伦比亚的一种稳定的主要出口产品，其出口收入长期以来占国家出口总收入的3/4，打破了哥伦比亚历史上没有建立一种稳定的出口产品的困难局面，形成了以咖啡出品为主体的经济社会结构。

安蒂奥基亚省是哥伦比亚黄金生产和出口的重镇。哥伦比亚独立后，饱受战争创伤的哥伦比亚经济百废待兴，但安蒂奥基亚却依靠黄金一支独秀，通过出口黄金，不仅扩大了进口，与欧洲供应商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而且矿业开采出现了向现代工业演变的趋势。特别是，安蒂奥基亚省依据其矿业资源优势，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吸引资金、技术和劳动力，出现了向现代矿业演变的趋势。黄金产量迅速提高，占哥伦比亚总产量的一半以上，确立了该省及其矿业在哥伦比亚经济的主导地位。一方面，矿业本身的高风险、高利润吸引了众多社会上层以入股形式参与到黄金开采，使安蒂奥基亚省吸纳了较多的资金，这在封建制度盛行的时代，显然超前于其他地区。同时，该省还注意吸收外国先进技术，1850年以后，随着外国资本的投入，该省在矿产品开采和加工中已经开始使用现代技术手段。劳动力是安蒂奥基亚省金银生产的另一重要生产要素，该省的劳动力主要依靠自由工人，奴隶只占很小的比例，全省只有占人口总数的2.2%的奴隶人口。由于奴隶占劳动力比例小，安蒂奥基亚省的矿业不仅未受到废除奴隶制的影响，相反还吸引了那些希望摆脱旧体制的人们前来寻找自由劳动的机会。另一方面，安蒂奥基亚省围绕黄金开采，开展了与矿业生产和出口有关的商业活动，如买卖黄金的商务、贸易公司和银行随之发展起来，该省首府麦德林成了19世纪末哥伦比亚最重要的商业和金融中心。上述各种因素为安蒂奥基亚提供了矿业发展的资本主义土壤，使该省的黄金产量远远超过原来占哥伦比亚矿业产量一半的其他两个地区：乔科和太平洋沿岸的矿区。

矿业繁荣的积极意义并非只限于矿业本身，重要的是，为咖啡经济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基础设施和良好的经济环境。哥伦比亚早在18世纪就引入咖啡树种，但是长期以来咖啡未能作为一种商品化的农业经济得到开发和推广，此后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的约100年间，由于咖啡种植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以及从种植咖啡树到收获咖啡豆需要5年左右的周期，致使长期以来咖啡生产在哥伦比亚发展滞后，只属于对外贸易的小宗项目。

到19世纪末期，咖啡作为哥伦比亚主要出口商品得到了发展，改变了19世纪以来出口不稳定的局面，成为当时哥伦比亚稳定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出口产品。从那时开始到19世纪末咖啡生产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产量不断提高。1860年代，咖啡出口达到10万袋，但是咖啡生产只限于桑坦德北部和与委内瑞拉接壤的边境地区。到1870年代，不仅咖啡产量增长，而且生产区域也开始自边疆向内地扩张。除了桑坦德北部地区扩大了咖啡种植面积使年产量提高以外，咖啡产区向桑坦德其他地区和昆迪纳马卡推进，咖啡出口从10万袋提高到20万袋。到19世纪末，咖啡产量又上升到60万袋。尽管这一产量只占当时世界产量的很小比例，但几乎占了哥伦比亚出口总值的一半。进入20世纪，随着矿业繁荣的到来，哥伦比亚咖啡生产出现了自引进咖啡树种以来的高速增长。这是因为矿业经济所创造的收益要么直接流入咖啡生产，用于种植更多的咖啡树；要么通过围绕矿业经济发展起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商业、畜牧饲养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间接地惠及到咖啡生产，构成了有利于哥伦比亚咖啡经济形成的必要条件。商业和金融业领域，除了建起了国家级的商业公司外，哥伦比亚各州及省府也建立了商业公司和银行，仅在1870-1883年间就建立了三家国有银行和七家私人银行。畜牧饲养业和交通运输业也随着矿业经济的繁荣而获得迅速发展，矿业吸引了大量劳动力，矿工对肉类的需求则使畜牧业得到发展。同样，为了矿业发展的需要，哥伦比亚政府对内陆交通系统进行了一定改善，最显著的是在马格达莱纳河使用蒸汽船，同时加强了海上运输能力，并且在19世纪后期兴建了铁路、公路和港口，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此外，哥伦比亚政府还颁布相关政策和法规，实行一系列发展矿业的措施，包括改善和发展当地的运输网络，建立麦德林与矿区的电报系统以便于中心地区与矿区之间的联系，兴建技术培训学校等。矿业在经济各领域产生的联动效应，不仅促进了矿业的发展，同时也有助于咖啡的生产和出口，促使咖啡经济的形成。

咖啡经济的形成除了受到矿业繁荣产生的“溢出”效应外，还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国内的政治。内战结束，国内政治趋于稳定，国家秩序得到恢复，为咖啡经济的形成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同时，不论是代表商人利益的自由党还是代表地主利益的保守党，在保留矿业经济的同时，一致主张发展咖啡出口部门。二是外部的刺激。19世纪末20世纪初恰逢国际咖啡价格上升，国际银价大幅下降。实际上，国际市场的这种变化意味着咖啡生产成本的降低和利润的上升。追求利润是吸引哥伦比亚扩大咖啡种植和发展咖啡经济的重要推动力，这就为处于上升态势的咖啡生产注入了新的动力。同时，外国贸易公司也为咖啡生产商提供了宽松的贷款条件，使咖啡种植者易于获得投资资金。在上述因素的刺激下，“咖啡种植吸引了越来越多以前从事其他经济活动的人们，也吸引了兼营农业的商人参与进来”，使哥伦比亚咖啡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咖啡产区从边疆地区向内地扩展，一直延伸到首都波哥大，形成了日趋扩大的咖啡生产地带。值得关注的是，长期以来盛产黄金的安蒂奥基亚省在发展矿业经济的同时，19世纪末也被咖啡经济潜在的高利润所吸引，开始在省内种植咖啡，并凭借其矿业经济获取的雄厚资金，逐步扩大咖啡的种植面积，到1920年安蒂奥基亚生产的咖啡占哥伦比亚出口总额的1/4以上。

（二）咖啡繁荣时代的到来

进入20世纪以来，咖啡产量迅速增加，1920年代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咖啡经济繁荣，确立了咖啡在哥伦比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咖啡经济的发展首先得益于1904年保守党拉法埃尔·雷耶斯（Rafael Reys）执政时期实行的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为了使哥伦比亚两党（自由党和保守党）从长期的党派之争中摆脱出来，实现国家的物质进步，在就任总统伊始，雷耶斯就着手实行政治改革，实行少数代表制。他先任命了两位自由党人为其政府内阁成员，打破了一党执政的一贯做法，并把少数代表制的原则引入国会以及地方的市议会。与此同时，为平衡两党在政府各部门中的力量，他又进行了军队改革，将军队从武装力量改造为一个超政党的、单纯的职业机构，起到既保卫国家领土不受外来侵略，又维护国内秩序的作用。但是，雷耶斯的主张遭到了来自军官和国会中文人政治家的反对。为了实现上述构想，1905年雷耶斯召开由各省行政长官组成的国民大会，旨在修改宪法和赋予总统更多权力。通过这次会议雷耶斯成功地使自由党占据哥伦比亚政治生活的主流地位，而且他本人成了墨西哥迪亚斯式的人物。

排除政治隐患后，雷耶斯实行了各种新经济政策。主要包括：（1）抓住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影响哥伦比亚发展的顽疾——交通运输问题。政府在原有的铁路线基础上进一步扩建铁路，形成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建成三大铁路网络，将哥伦比亚三大城市（首都波哥大、麦德林和卡利）通过铁路线与马格达莱纳河以及太平洋港口布埃纳文图拉连接起来，还改善马格达莱纳河的航运设施，弥补国家不完备的道路系统。（2）实行货币改革，发行新货币，简化商业交易程序，以增强人们对比索价值的信心。（3）采取新的税收制度，对出口农业和各种制造业部门实行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

雷耶斯政府“所创造的政治和平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及其后世的影响非同一般”。上述政治经济改革政策扫除了哥伦比亚咖啡经济发展的障碍，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因为哥伦比亚如此复杂的地理环境，地形复杂，相互隔绝，使该国从一个地区运输到另一个地区的产品要比从国外进口产品的成本还要高，甚至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该国旅行仍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骡马不仅依旧是哥伦比亚的主要交通工具，还是运输进口机械设备的主要工具。较其他出口产品而言，现代交通对于咖啡生产者来说更为重要。其原因很简单，一吨重的咖啡要比同等重量的其他出口品，如烟草、奎宁、贵重金属（金银）的价值要低廉得多，但却要付出同等价值的运费，这就意味着咖啡的成本要比其他出口品的成本高出很多。海路和陆路运输网络的建设便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有助于哥伦比亚融入世界。

后雷耶斯时期的各届政府延续了雷耶斯的执政理念，发展哥伦比亚的政治经济。如佩德罗·内尔·奥斯皮纳（Pedro Nel Ospina）政府，也热衷于国家经济的基础建设，在其执政期间，铁路网络进一步扩大，并且在各条铁路线之间铺设了公路。到20世纪30年代，哥伦比亚的铁路线已经达到3262公里，是19世纪末期铁路线长度的6倍。不仅如此，哥伦比亚还开始了美洲国家航空运输的首次尝试。1919年在巴兰基亚成立了哥伦比亚航空公司（Colombo-German Society of Air Transport，简称为SCADTA，二战时期改名为Avianca）。现代运输体系的完善，不仅把咖啡产区与沿海地区连接起来，融入到国内统一市场，而且咖啡生产也直接影响了那些不生产咖啡的地区。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运输体系将哥伦比亚各地区与外部世界联系了起来，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奥斯皮纳政府还倾注资金和力量加强金融体系的建设，1923年成立共和国银行，行使现代中央银行的职能，负责货币供应和汇率的制定，从而加强了国家作用，推动了咖啡经济的飞速发展，形成了哥伦比亚历史上的“咖啡共和国”时期（1903-1946年）。

哥伦比亚咖啡种植从东向西快速扩张。哥伦比亚东部一向是咖啡生产的传统区域，但是受到“千日战争”和世纪之交国际咖啡价格下跌的影响，导致这一地区的咖啡经济增长缓慢。相形之下，哥伦比亚西部地区以及安第斯山脉中部富有适宜咖啡种植的火山土壤地区，包括今天的安蒂奥基亚、昆迪纳马卡、卡尔达斯和考卡山谷的咖啡生产和出口的增长速度很快。1895-1900年，昆迪纳马卡和安蒂奥基亚的咖啡生产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1.6%和20.4%，而桑坦德地区的增长率却只有5%。

对于咖啡生产在西部扩张的原因，有的外国学者强调西部地区咖啡种植园主具有资本主义开拓精神，认为西部地区种植园生产方式的不同导致咖啡生产重心从东部向西部地区转移和扩张。西部大量肥沃的适宜咖啡种植的火山土壤，吸引了大批渴望获得土地的人们向这一地区迁移，国内人口的大量迁移为这一地区咖啡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形成了诸多的中小咖啡种植小自耕农阶层。西部的咖啡种植业在中小种植园主的积极推动下得到了迅速发展，到20世纪这里成为哥伦比亚咖啡经济的中心。

哥伦比亚咖啡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还与生产工具的变革有关。20世纪初期，咖啡业中两大生产工具的发明和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咖啡生产效率，为咖啡经济的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一是1910年代发明的手工制浆机，二是广泛推广和使用咖啡脱壳机。在手工制浆机和脱壳机推广之前，只有大庄园、咖啡加工厂和商业中心才拥有咖啡加工的设备，具备咖啡加工的能力。手工制浆机的发明和脱壳机的广泛使用，使广大的咖啡种植小自耕农阶层摆脱了对大庄园和加工厂的依赖，也便利了他们直接与城市贸易商联系，而无需大庄园、加工厂以及出口代理商充当中介。直接参与市场交易，减少了交易成本，刺激了小自耕农种植咖啡的积极性，推动了咖啡经济的发展。

就客观因素而言，世界市场的旺盛需求为哥伦比亚咖啡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必要条件。咖啡最早在欧洲和美国是属于富人享用的奢侈品，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咖啡逐渐变为欧美市场的大众消费品。由于哥伦比亚咖啡与出口的紧密关系，使得咖啡业成为具有高回报的生产领域，促使愈来愈多的人参与到和咖啡经济有关的行业。另一方面哥伦比亚善于抓住时机，使咖啡经济走向繁荣。一是1906年巴西为了控制国际咖啡价格，颁布《咖啡价格补贴计划》，通过控制产量，维持国际市场上的咖啡价格稳定，这为哥伦比亚乘机加大咖啡产量，发展咖啡经济提供了有利的机会。二是192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的“帮助”，使哥伦比亚获得了美国的大量贷款，还成功地吸引了美国资本直接投资到哥伦比亚的石油、铁路、煤等。1924年，哥伦比亚的外资流入量为1800万美元，1926-1927年间，外资猛增到1.35亿美元，换句话说，平均一年的外资流入为6750万美元。加之，因美国占领巴拿马运河向哥伦比亚支付的巨额赔款，出现了被称为“哥伦比亚复兴”的现象。

在上述内外有利条件的刺激下，咖啡经济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出现了20世纪20年代的咖啡繁荣，哥伦比亚一跃成为仅次于巴西的世界第二大咖啡生产国。咖啡经济的增长势头一直持续到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前。据统计，1910-1920年哥伦比亚出口以年均10%的增长率高速增长，即使在1905-1909年、1925-1929年，这两个时期也保持在年均7%的出口增长率，咖啡是其中增幅最大的产品，年均增长率为7.3%。18-19世纪之交，哥伦比亚的出口产品基本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即咖啡、矿产品以及热带水果三分天下，但自雷耶斯执政后，出口结构开始发生颠覆性变化，咖啡出口超过传统的出口产品——矿产品，成为哥伦比亚出口中比重最大的产品。到雷耶斯结束任期时，咖啡出口一跃成为哥伦比亚出口贸易的领头羊。一战以后，咖啡出口已经超过矿产品和热带水果产品出口的总和。1924年，咖啡占哥伦比亚出口总额的80%，成为左右哥伦比亚经济的重要产品。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哥伦比亚“经济围绕着咖啡生产和咖啡价格旋转，甚至直接影响着那些不生产咖啡的地区。”

咖啡经济的发展既反映了哥伦比亚对外贸易数量的增长，也标志着哥伦比亚发展道路的质的飞跃。20世纪初期，咖啡经济繁荣的到来使咖啡业成为影响哥伦比亚绝大多数人的经济活动，咖啡不仅为哥伦比亚创造了大量的外汇收入，引起了一些经济领域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刺激了哥伦比亚早期工业的兴起，使工业化成为与咖啡经济密切相关的共生现象。

（三）咖啡经济与工业化的启动

咖啡经济的发展与工业化的起源一直以来是哥伦比亚经济史学家热衷探讨的话题，最流行的观点是强调西部地区的中小咖啡生产者对现代工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认为，咖啡生产从大种植园向小农经济的扩张产生了咖啡收益向农民阶层倾斜的效应，促使农民保持了对工业品市场的需求，进而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诚然，上述观点从推拉角度阐释了咖啡经济与工业发展之间的某些关系，但是，咖啡繁荣并不是仅仅通过农村市场对工业品的需求来推动早期工业化的，而是咖啡经济发展形成的一系列宏观经济的联系和反应所产生的结果，包括资本积累、城市化、政府的政策、现代运输体系的发展以及各种外部条件。

首先，咖啡经济扩张创造的大量原始资本积累，为早期工业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保障。哥伦比亚独立后曾有人尝试建立早期工业，但是这些制造业企业的发展规模和竞争力十分有限。随着19世纪后期咖啡经济的迅速发展，咖啡生产和出口数量的激增表明收入的增加，意味着可以更多地投资到咖啡生产领域和加工领域，以及与咖啡经济有关的其他经济活动，也可以用于与咖啡经济无关的新兴工业。当时哥伦比亚几个主要城市兴建了生产轻工业品的工厂，如纺织厂、食品加工厂和啤酒厂，较为著名的是，1889年由德裔移民在波哥大建立的啤酒厂和制瓶厂。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波哥大、麦德林和巴兰基亚，其中有些企业开始向现代工业转型。虽然它们会得到地方政府的资助，有时也会获得外国资本的支持，但是这些工厂的建立无疑与前几十年哥伦比亚咖啡经济的扩张密切相关。

其次，咖啡经济的发展刺激了现代交通运输体系的建立，为早期工业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麦克格威认为：“哥伦比亚的铁路对其本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就如同北美铁路对美国很重要一样。”在哥伦比亚独立初期，由于铁路建造需要大量投资，但是战后国家资金严重匮乏无力修建铁路，于是私人大多承担起建造铁路的责任，他们大多出于个人的某种需要，在获得国家特许权后，自己投资兴建，而且这样的私人铁路大多是一段，并未构成相互连接的网络。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哥伦比亚咖啡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政府才从咖啡出口的盈余中获得财力来控制铁路的融资、建造和管理。

再次，实行的保护主义政策，为早期工业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当拉美国家盛行自由主义经济的时候，哥伦比亚政府就曾多次采取保护主义的关税政策，如1847、1861、1870和1873年先后实行关税改革，加大对进口产品征收的关税税率，意在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总的来看，关税呈现上升趋势，1880年代关税上升到19世纪以来的最高点。由于进口产品的价格提高，刺激了替代产品的生产。到20世纪初雷耶斯执政时期，哥伦比亚工业化才真正开始启动。他在推动咖啡经济发展的同时，通过实行保护主义关税政策，保护原来的民族工业，建立现代的新兴工业。1905年，雷耶斯实行关税改革，一方面提高了对进口纺织品的征税额度，另一方面却减少了进口纱线和纤维的关税。提高成品关税，减少原料关税是出于保护哥伦比亚原有的纺织业，并鼓励哥伦比亚人建立现代纺织业，生产纺织制成品。在这一政策的鼓励下，纺织厂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尤其在麦德林及其周边地区建立了许多纺织厂，其中以总部设在麦德林的科尔德赫尔最著名。这种对成品和半成品的不同关税政策不仅体现在纺织业，同样还表现在磨面行业。1905年关税规定了对进口面粉课以重税，而对进口小麦只征收普通的关税。由此可见，雷耶斯政府实行保护主义关税政策的目的就是旨在鼓励和支持哥伦比亚国民建立自己的现代制造业。其中，纺织业取得了最引人注目的迅速发展，到1915年，纺织业已经占哥伦比亚投资制造业总资本的1/4,70%的资金集中在安蒂奥基亚的麦德林地区。

最后，外部条件成为推动哥伦比亚早期工业化的催化剂。1920年代，在咖啡经济繁荣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进口品匮乏是哥伦比亚建立各种工业部门，生产替代产品以满足国内需求的重要因素。由于咖啡经济的繁荣，刺激了国内市场对工业品的需求，而雷耶斯政府实行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以及其后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致使从国外进口工业制成品数量的大幅度减少，促使哥伦比亚工业化启动。1945年所作的一项工业统计表明绝大多数的工业部门和企业是在雷耶斯执政期到30年代大萧条时期建立起来的，而且反映了哥伦比亚咖啡经济繁荣时期工业化呈多元化的特点。除纺织业外，石油、烟草和食品加工业也崭露头角，成为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前的主要新兴工业部门。

尽管20世纪前30年哥伦比亚的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无论从工业发展规模还是发展水平来看，仍处于工业化发展的早期阶段。一方面，哥伦比亚工业部门发展规模有限，以1975年价格计算，1925-1929年制造业只占GDP的8%，而农业部门却占GDP的48%，所生产的工业品只达到国内市场需求的1/3，即使是发展迅速的纺织业，也只能满足国内消费市场的不足1/5.另一方面，在现代工业兴起和传统手工业衰落的情况下，工业部门提供的就业机会也十分有限。据奥坎波的统计资料估算，1918年工业部门只提供了大约2万个左右的就业机会。事实表明哥伦比亚在咖啡经济的带动下，工业化已经进入蓄势待发的阶段，为20世纪30年代以后哥伦比亚实行结构变革，走上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道路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咖啡如同连接哥伦比亚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的纽带，在哥伦比亚社会经济转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咖啡经济的扩张与繁荣不仅有助于哥伦比亚摆脱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咖啡经济所创造的原始资本积累，以及在咖啡经济带动下出现的城市化和现代交通运输体系的建立，加之，政府干预经济活动，采取有利于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对哥伦比亚工业化、现代化的启动和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二、发展模式的转换与民族阵线

相对而言，哥伦比亚并不是拉美遭受世界经济危机最严重的国家，但是，1930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同样也结束了哥伦比亚的咖啡繁荣，阻止了1920年代哥伦比亚以咖啡为主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模式的发展，引发了它内部变动力量的不断积聚，最终促使哥伦比亚朝着内向型的发展模式迈进。

（一）世界经济危机对哥伦比亚政治经济的影响

危机给哥伦比亚带来诸多经济影响，首先是外资随着经济萧条的到来而急剧减少。1920年代被洛佩兹称为“使百万人疲于奔命的舞蹈”的繁荣景象瞬间成为明日黄花。到1928年，外资流入随着欧美等国资本主义大萧条的恶化急剧下降，1928年只有560万美元的外资流入哥伦比亚。这对于一个长期依靠外部资金发展经济的国家来说，不啻是一个异常沉重的打击。

1928年下半年国际市场咖啡价格的持续下跌，给哥伦比亚繁荣的经济带来严重打击。尽管到1920年代哥伦比亚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但是以咖啡为主的经济结构并未发生本质变化。根据1905-1930年哥伦比亚的出口构成来看，咖啡自1905年以来始终是哥伦比亚出口的主要产品，即使是1930年受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咖啡出口仍占出口总值的60%，而由外资拥有的石油和香蕉只占1930年哥伦比亚出口总值的31%。随之而来的世界银行业危机的爆发，以及巴西政府采取紧缩通货政策而被迫放弃“维护咖啡价格”的一贯做法，这一系列因素导致国际市场咖啡价格进一步恶化。咖啡价格的急速下跌致使哥伦比亚出口额从1928年的高峰下降到1933年的低点，下降了58%。出口收入的减少使哥伦比亚资本账户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国家收入减少，财政赤字严重。

危机对哥伦比亚国内需求也产生了严重影响。根据拉美经委会的统计，1928-1931年名义项目需求下降了53.4%，实际项目需求下降了14.6%，同期，实际投资下降了54%，产品的消费能力也出现大幅度下降，如棉纺织品下降了29%，啤酒下降了24%，水泥下降了59%。非贸易和非农业活动受到极大损伤，如建筑业、国内交通部门和某些制造业部门，包括软性饮料、玻璃制品业等。同时，一些出口部门，如香蕉、石油产业也受到了影响。危机也导致进口需求迅速下降，1928-1932年，进口需求下降了68%。这是由危机后采取的关税改革，以及对进口品征税和1931年实行外汇管制政策所引发的必然结果。

为了应付经济萧条带来的支付平衡危机，哥伦比亚必然要压缩政府开支，从而加重了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引起工资急剧减少、大量工人失业。危机前，外国资本和哥伦比亚政府主要将大笔资金投入到大型公共事业部门，吸收了大量劳动力，并且人为地刺激了工资上涨，但是当外部资金链中断后，这些部门的工人要么被无情抛入失业大军，要么面临减少薪酬而承担沉重的生活压力。根据巴拉修的统计表明，自1928年以来，国际咖啡价格持续下跌，而同期的食品零售价格却持续上涨，造成生活成本远远高于工资收入。

在政治上，经济危机虽然没有导致哥伦比亚像其他拉美国家那样发生革命性变革，但是经济的恶化和社会危机的爆发导致政治权力的变更。长期执政的保守党因为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内困外扰出现内部分裂。一方面，经济危机的不断加深激起了民众对保守党政府的反抗，另一方面，1928年保守党政府对香蕉业工人罢工运动的残酷镇压激发了反政府组织的对立，削弱了保守党政府的支持力量，结果导致保守党在1930年大选中败北。自由党候选人欧拉亚·埃雷拉成功获选，结束了保守党长期把持政权的局面，自由党在失去权力50年后重返政治舞台，特别是在诸多拉美国家陷入政治无序状态时，更加凸显了哥伦比亚这次按照宪法程序和平选举、顺利移交政治权力的意义，从此哥伦比亚进入了迅速的社会变革和政党论争时期。

（二）向进口替代模式转换

迫于经济危机和政治压力，国家干预主义思想逐渐成为控制一切的主流思想。经济危机以前哥伦比亚并没有采取现代的国家干预主义，国家支持也仅限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温和的保护主义。下面通过分析哥伦比亚政府在危机爆发到1930年代末的四个发展阶段，以认识国家干预主义思想是如何占据主导地位的。

第一阶段（1929-1931年）是正统政策大行其道时期。

尽快解决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成为新任总统欧拉亚的首要任务。在此期间，他采取正统的经济政策，实行货币贬值，控制汇率，在大幅度缩减政府开支的基础上，在关税方面采取了有限的保护主义政策。1931年1月国会通过旨在保护农业的《紧急法案》，5月又颁布一项新税法以推动制造业和农业，但国家干预的保护主义至此尚未成为主流思想。

第二阶段（1931年9月——1934年）是向国家干预主义转换的过渡时期。

欧拉亚政府因为面临更加严重的内困外扰，被迫采取进一步的国家干预政策。1931年9月24日国会执行紧急法案，对外汇实行管制，施行外汇与比索的固定汇率制度。对国际储备实行直接管制表明政府不再执行正统的自由主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实行外汇管制的同时，政府还建立了三个国家机构，即农业银行、中央抵押银行和哥伦比亚信贷合作社。由于私人银行在危机时期采取保守的政策，不愿冒风险提供信贷。有鉴于此，前两家国有银行主要负责信贷，成为30年代私人贷款的主要来源，而中央抵押银行和哥伦比亚现代合作社则主要承担私人机构风险债券。政府还为私人贷款设置了最高利率，并允许贷款人以抵押和政府公债的形式支付一半的贷款，力图通过加强政府干预，实现振兴经济的目的。此外，作为应急措施，1931年欧拉亚政府还提高了进口关税，强化了在此之前已经实行的保护主义。到1932年，糖业危机的爆发迫使政府的干预从金融、贸易领域向生产领域扩展。不久之后，国家对生产的直接干预变得越来越常态化。

第三阶段（1934-1938年）是洛佩兹“新政”时期，也是国家干预主义思想逐渐居主流地位，并引导发展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关键时期。

快速的货币贬值导致1934年通货膨胀的发生，又恰逢国际市场的复苏带动了国内咖啡价格的上升，因而放大了贬值所带来的通胀压力。此时，阿方索·洛佩兹·普马雷霍（Alfonso Lopez Pumarejo）当选为哥伦比亚新总统。面对经济和社会的现实需要，以及自由党掌权以来主流思想的微妙变化，一种新的国家理念逐渐显现。大多数自由党人从“民族经济”观念出发，认为哥伦比亚不能单纯依赖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世界市场发展初级产品，而应该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化和为国内市场提供其他产品作为未来的发展模式，强调建立有“社会责任”意识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理念。同时，受罗斯福“新政”影响的洛佩兹政府也模仿罗斯福开始实行“新政”，在加强政府对咖啡经济控制的同时，首次提出把社会问题和劳工问题纳入政治议题中。

为了打破巴西垄断国际市场的局面，1934年洛佩兹政府采取内外政策，加强政府对咖啡经济的干预。长期以来，国际咖啡市场主要受巴西政府的控制。大萧条时代，国际咖啡市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是市场需求，二是巴西生产的咖啡出现大量过剩。从市场需求来看，国际市场上出现了对软性咖啡的需求，对哥伦比亚软性咖啡的需求大有超越对巴西咖啡需求的趋势。为了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洛佩兹政府在第5届全国咖啡大会上坚持国家要与咖啡种植者拥有在全国咖啡委员会同样数额的代表，并通过本届大会获得了总统任命咖啡种植者联合会领袖的权力，从而使洛佩兹得到了直接干预国内市场的权力。另一方面洛佩兹政府利用1936年10月在波哥大举行的泛美咖啡大会之机，与巴西签署了限制最低价格的协议，争取到了在国际咖啡市场上的话语权。

另外，在关税和进口方面政府加强保护主义措施，国家强化对银行和生产部门的直接规范化管理。1934年以后，为了实现经济稳定，政府主要采取货币、财政和汇率政策应对经济危机，1935年在财政上实行开源节流，1936年又实行税制改革，提高收入税，并对财产和超额利润征税。同时，国家还提高了对进口品的限制，对银行和生产部门的干预力度也大大加强了，并且实行一系列新的国家干预政策，采取直接收税作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实行收入再分配政策，在农村和城市实行社会改革，鼓励新型工业的建立，强化有利于工业增长的关税保护力度，比如大幅度提高了纱线、羊毛、丝绸衣服和水泥的关税保护等。

与此同时，洛佩兹政府把经济改革与社会改革结合起来。他认为哥伦比亚再也不能继续忽视那些“不识字、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广大的贫困阶层的利益”，忽视这些弱势群体不仅是错误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因为此时不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发生了一些骚乱。农民争夺土地以及大种植园主与债役农因占用荒废土地发生的冲突在一些省份时有出现，在城市，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劳工问题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洛佩兹认为自由党政府应该主动采取措施寻找和平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而不能等问题恶化得无法收拾再来解决。他上任伊始就提出了一项被称为“前进中的革命”（La Revolucion en Marcha）计划。洛佩兹使用“革命”一词并不表明他的思想有多么激进，他并不想摧毁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只是模仿罗斯福实行某些有利于贫困群体的措施。首先，为了防止农民骚乱，1936年洛佩兹颁布了哥伦比亚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农业改革法：批准那些已经迁入大庄园边缘地区的农民拥有荒废土地的权利；鼓励地主使用牛耕种来代替债役奴；向不能有效地使用土地的地主征收高额赋税或将土地转卖给农民。第二，通过颁布具体的社会法规维护工人的利益，比如他会亲自解决一些劳工纠纷，鼓励和保护劳工组织的建立，这样，在洛佩兹的4年任期内，哥伦比亚的劳工组织不论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比以前扩大了1倍。1936年，哥伦比亚工人联合会（Confederacionde Trabajadoresde Colombia，简称为CTC），建立成为自由党左翼阵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提高学校和农村道路建设的政府投入。第四，改革税收制度，在加强征收的同时，还调高了税率，特别是加大对大型外国公司，尤其是美国石油公司的税收，仅在洛佩兹执政的一年时间里就对该公司征收了相当于他就任前8年的税收收入。最后，更重要的是，通过了宪法修正法案使改革计划合法化。1936年洛佩兹政府修改了宪法，赋予国家在经济事务方面更多的权力，这一条款为自由党政府今后在社会经济方面采取更多的创新性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此外还修改了以往只能按照罗马天主教教义开办公共教育的规定，强调国家拥有在教育领域的权力。洛佩兹还通过修宪消除了选民的文化水平要求。在一定意义上，投票权的扩大重点在于其象征性，即国家吸纳更多的社会底层参与政治生活，但是这一规定恰恰也反映出洛佩兹改革加大了哥伦比亚的社会不公，因为洛佩兹改革提高了农民上层和城市技术工人的地位，并未惠及社会底层的绝大多数。

据有关统计数字，哥伦比亚经济到1937年开始从危机的低谷中复苏，这一方面与自1932年以来的国际咖啡价格的好转有关，但更应归功于洛佩兹政府实行国家干预主义的各项“新政”措施。“新政”使哥伦比亚经济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工业部门成为引导经济复苏的主要部门。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制造业的增长率是空前绝后的——年均12.6%”，洛佩兹政府的政策推动了哥伦比亚沿着1920年代出现的进口替代模式进一步发展，实现了发展模式的转型。

第四阶段（1938-1946年）是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确立和发展时期。

由于制造业扩张造成需求的不断上涨和二战所产生的进口需求，特别是国际咖啡市场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咖啡实际价格下降到自1905年以来的最低点，导致刚刚出现复苏迹象的哥伦比亚再次陷入新一轮危机中。1938年新当选的自由党温和派总统埃杜阿尔多·桑托斯（Eduardo Santos）没有采取洛佩兹式的改革，他对改善劳工和农民的境遇丝毫不感兴趣，但却提倡大力发展工业，确立和发展了哥伦比亚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模式。

为了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桑托斯政府决定实行外汇配给供应制度以平衡国家财政，1937年限定汇率贬值5%，到1938年仍维持在1美元兑1.75比索的水平，1937年还将进口品根据其是否属于政府规定的“基本品”进行归类，到1938年，几乎所有纺织品属于禁止进口之列。此后桑托斯政府对进口品的限制虽然有所松动，但是到1939年底和1940年初，再次提高了对进口产品的限制，不仅由政府判断是否属于“基本品”，还要按1美元兑1.75比索——1美元兑1.95比索的汇率进行排序。

出于弥补因战争爆发而失去德国和欧洲其他市场的目的，桑托斯政府还建立了用咖啡换非基本进口品的制度，为了保证咖啡收入和实现把咖啡出口与非基本进口品结合起来的制度，实行为期8个月的鼓励出口的奖励机制，即通过降低贷款利率和放宽分期付款条款以提供咖啡业者更多优惠的政策。咖啡换非基本进口品制度尽管在战时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但是对于受咖啡出口和稳定政策影响的工业部门来说，这一制度的象征意义大于其经济意义。

除了上述通过控制宏观经济稳定的措施扶持工业外，1940年，桑托斯政府成立工业发展委员会（Institutode Fomento Industrial，简称IFI）以加强国家在推动民族工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工业发展委员会的使命就是给新兴工业提供补贴性贷款或其他援助来帮助新兴工业的建立，以便为政府直接投资新兴工业部门寻找可行性。政府还通过中央抵押银行和农业银行加大对工业部门的长期贷款，来支持发展现代公共服务业，从而出现了国家政策向工业倾斜和集中的趋势。可见，尽管桑托斯政府时期国家干预主义仍然是主导思想，但是所强调的内容业已发生变化，已从强调出口导向转向大力发展进口替代工业。1934-1941年哥伦比亚工业部门取得了10.6%的增长率，占这一时期GDP的45%。

1942年洛佩兹再次掌握政权，进口替代工业化仍然是政府的核心政策。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无法继续其第一任期的“前进中的革命”计划，洛佩兹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改革，1944年修改了农业改革法，1945年又颁布了一项新的劳工法，增加了工人的利益，扩大了公共服务工业部门。特别是战后哥伦比亚的内外形势迫使洛佩兹政府继续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化，一方面战争带来的经济混乱，过去依靠进口的日用品出现严重的短缺，而且国家因贸易量下降导致税收减少而引发财政紧缩，另一方面哥伦比亚曾名噪一时的香蕉产业遭受到病虫害的毁灭性打击。这样，如同其他拉美国家，哥伦比亚也鼓励企业自主生产以解决供应短缺的问题。

总的来说，危机后的哥伦比亚经济现代化是比较成功的。危机后推动哥伦比亚实现发展模式转型的主要因素是，首先，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哥伦比亚已经为现代工业积累了必要条件。危机前20年的出口导向增长明显扩大了哥伦比亚国内市场，也建立起了现代的国内交通网络系统，而且一些企业家在早期工业化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以及1920年代后期出现了对现代制造业进行投资的热潮。这些因素为危机来临后的进口替代工业化作了良好的铺垫。其次，危机来临后，原来从国外进口的工业品供给中断，迫使哥伦比亚依靠自己，挖掘潜力，解决外部供应短缺的困难。再次，政府在倡导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贬值政策的实际效果不明朗的情况下，政府实行了提高关税等直接控制进口的政策作为保护主义的杀手锏，进口品价格的提高促使消费者的需求转向国内产品。最后，伴随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的发展，人们的需求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在1929-1945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21%，致使人们对工业品的需求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这反过来为发展模式的转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加快了哥伦比亚模式转换的步伐。

（三）从党争到政治和解：暴力冲突与民族阵线

与拉美其他国家长期陷于政治动荡和考迪罗独裁统治相比，哥伦比亚自独立以来形成的两党制政治传统，似乎体现出哥伦比亚是拉美为数不多实现政治稳定和政治民主化的国家之一。特别是在1929年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哥伦比亚仍能实现政权的和平移交。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尽管两党制对塑造哥伦比亚长期维持的所谓民主政治发挥了作用，但是对导致哥伦比亚陷入长期政治暴力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两党为了争权夺利，长期互相攻击，甚至发动战争，撕开了表面上政治稳定的温情面纱，成为国家陷入政治生活不稳定的根本原因。

哥伦比亚具有悠久的两党制政治传统。自1819年哥伦比亚独立后，受英美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影响，制定了哥伦比亚共和国宪法，建立了自由党和保守党两大政党。有的学者认为两大政党的形成源于独立初期军人玻利瓦尔与文人桑坦德之间的斗争，前者被称为保守主义之父，后者被视为自由主义的创始人。也有学者把两党制追溯到独立战争前，克里奥尔寡头集团（以卡米洛·托雷斯和豪尔赫·罗萨洛威为代表）与民众考迪罗（以安东尼奥·纳里纽威为代表）两派之间的冲突。直到1848、1849年，相继成立了自由党和保守党，形成了在各自周围具有利益代表阶层和广大支持者的政党，逐渐主导了哥伦比亚的政治舞台。

尽管两大政党都以拥护民主，反对独裁的姿态出现，但是，两党出于各自利益以及内部派系的斗争致使党派冲突不断。两党在哲学思想和政治纲领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哲学层面来看，自由党推崇曼彻斯特学派，在政治上主张联邦主义，倡导废除奴隶，限制教会的特权；在经济上主张自由主义，实行自由贸易。而思想上来源于殖民地时期西班牙人的保守党则主张政治上采取亲教会立场，实行中央集权；经济上，强调国家干预主义。从根本上说，两大政党的思想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阶层。自由党代表着城市手工业阶层和与进出口贸易有关的商人、中间阶层联盟的利益，得到了黑人的支持；保守党则以大庄园主和天主教会为依托，自然就成为这些利益集团的代表者。自独立后两党主宰了哥伦比亚政坛，并形成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克里斯托弗·埃布尔在分析哥伦比亚之所以形成这一独特现象时指出：由于农村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小土地业主，城市增长有限和没有大量的欧洲移民，使哥伦比亚的寡头政治所遇到的来自下面的政治挑战比较微弱。但是，与西方国家两党制相比较，哥伦比亚的两党制有着明显的不同，一方面两党之间在联邦主义、教会等问题上所“继承下来的仇恨”从未消除，甚至为了各自利益不惜变和平竞争为暴力冲突，并引发多次内战。据统计，19世纪期间，爆发了8次内战，其中，1899年10月开始的“千日战争”就是因为两党之争引发的持续时间最长、最残暴、破坏性最大的一次内战。另一方面两党执政时间较长，形成了一党长期把持政坛，招致在野党激烈反对，造成两党之间相互冲突和争斗的紧张局面。19世纪80年代保守党一直占据统治地位，1930年代自由党因保守党内部派系斗争，乘机联合所有反对保守党的政治势力，夺回政权，维系政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表面上，两党通过民主选举实行轮流执政，似乎与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没有分别。事实上，在两党各自长期把持政权的过程中，由于执政党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总是千方百计地压制在野党，这样不仅刺激了在野党重新夺回政权的欲望，也造成两党之间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特别是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以来，两党争斗不仅没有缓和的迹象，反而由于政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加剧使政治斗争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两党之间关系也更加趋于恶化。此间，尽管洛佩兹的“新政”改革受到了高度评价，甚至保守党人也不得不称他为“20世纪哥伦比亚最重要的人物”。但是，洛佩兹改革还是遭到保守党人的激烈反对，致使两党之间分歧加深，关系进一步恶化。更严重的是，改革激起了自由党内固执的保守派激烈反对，造成自由党内部分化，以桑托斯为代表的自由党温和派带头反对洛佩兹，甚至在1937年5月召开的议会大会上胁迫洛佩兹辞去总统职务。到洛佩兹第二次执政时期，更因为洛佩兹政府宣布同美国一道向轴心国宣战而遭到以戈麦兹（Laureano Gomez）为代表的保守党和以盖坦（Jorge Eliecer Gaitan）为代表的自由党内激进改革派的强烈反对。与洛佩兹所代表的贵族利益不同的是，被誉为“20世纪拉美民众主义代表人物”的盖坦出身社会底层，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寡头政治，要求进行“小资产阶级”改革，对现存的社会经济体制发出了挑战。而且自保守党一党独大局面结束以来，盖坦就在与自由党合作的基础上，致力于建立独立的左翼党派，这样，宗派主义最终动摇了自由党的政权根基。1946年，自由党因为选举提名时未能推举出公认的候选人，内部出现分化而导致选举失败，被迫将政权移交给保守党人马里亚诺·奥斯皮纳·佩雷斯（Mariano Ospina Perez），重演了1930年保守党败选的历史。

和1930年执政的自由党人欧拉亚一样，奥斯皮纳上台后积极组建联合政府，但事实上却乘机把保守党人安排在政府各部门中，以实现权力完全转移到保守党手中。波哥大权力在党派间的转移和随之而来的各地方权力的变化，加深了保守党与自由党之间的宿怨，加上保守党上台后展开的对自由党人的疯狂报复，促使两党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恶化。1946年以后，特别是戈麦兹执政后的1950-1953年间，随着保守党大规模镇压自由党活动，促使两党的和平竞争演变成政治暴力和农民反抗运动，暴力风波一浪高过一浪，从首都到各地方城市和农村，最后席卷了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使哥伦比亚陷入了10年之久的“暴力时期”（the Era of Violence）。大选失败促使自由党人意识到要精诚团结，争取在下轮大选中打败保守党。然而，1948年4月就在哥伦比亚作为主办国举行美洲国家组织成立大会之际，两党冲突因4月9日盖坦在街头被暗杀而升级，引发了被称为“波哥大事件”（the Bogotazo）的大规模的民众反抗运动。这一事件不仅引发哥伦比亚首都陷入动乱，而且刺激了各大城市，特别是自由党人占多数的地方暴力的发生。在动乱中许多城市遭到损毁，商店被打劫，还有不少人以为盖坦复仇为名，行趁火打劫和侵吞财产之实。尽管自由党曾因得到保守党的允诺重返政府，但两党的短暂合作很快就不欢而散，代之以两党之间“不宣而战的内战”，两党冲突“产生了滚雪球效应”。党派之争从城市席卷到农村，激化了农村业已存在的各种矛盾。农民因为土地、水源以及其他原因而长期压抑的积怨也随之爆发，从而使两党冲突演变为全国性骚乱和暴力。据哥伦比亚作家萨拉梅亚所述，仅在戈麦兹执政的3年时间里，全国被杀害的人数就有10万人，至少有30万人被迫流亡国外。

显然，暴力已经超出两党政治报复的目的。实际上在政治报复的背后隐藏着经济和宗教的因素，这既“与传统地主雄心勃勃地想成为现代农业企业家而对已分割的大庄园重新占有并实行反攻倒算、使农民无产阶级化有联系”，也与保守党通过限制新教活动打击笃信新教的自由党有关。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讨好美国以便从美国获得源源不断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一贯与美国关系紧张的戈麦兹，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积极追随美国，使哥伦比亚成为拉美地区唯一派军队参与朝鲜战争的国家。与此同时，他在国内继续推行自奥斯皮纳执政时期以来的高压政策，宣布戒严令，实行新闻检查制度，并受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的经验启发，试图通过修改宪法实现独裁统治的目的。戈麦兹的做法不仅激起了自由党人不满，而且也引起了保守党内部奥斯皮纳派的普遍反对，其中，陆军将军古斯塔夫·罗哈斯·皮尼利亚（Gustavo Rojas Pinilla）对戈麦兹的行为极为抵触。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政权，戈麦兹解除了罗哈斯的军权，这一举动促使罗哈斯与戈麦兹政府彻底决裂，自称是保守党人的罗哈斯先是试图从保守党内寻找他人取代戈麦兹，继而发动军事政变自立为总统。罗哈斯的军事政变得到了自由党和除了戈麦兹及其亲信以外的保守党人的默认。罗哈斯提出了“建立基督教和玻利瓦尔的国家”的执政理念，强调国家与天主教会的合作，限制新教。他试图以“玻利瓦尔”的概念把狭隘的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团结与和谐的崇高思想之下，实行一系列旨在结束“暴力时代”的措施，如颁布大赦令，解除对政治犯的监禁，放宽新闻管制，开发大型公共项目，改善小农信贷机制等，这些举措使罗哈斯赢得了1954年的总统大选。尽管罗哈斯的政策只不过是暴力时代采取的应急性措施，但是由于此时恰逢哥伦比亚外部经济形势好转，咖啡价格上涨，为罗哈斯执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保证。此后罗哈斯模仿阿根廷总统胡安·庇隆的做法，建立了国家社会援助秘书处（Secretariat Nacional de Asistancia Social，简称为SENDAS），任命其女儿负责该机构，给穷人提供衣食。罗哈斯的这一行动招致了两党的不满。而让两党更难以容忍的是，罗哈斯为了培育自身政治势力，借鉴阿根廷的庇隆主义，组织“第三种力量”，建立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削弱了哥伦比亚工人联合会，并提出召开国民大会起草新的宪法，1957年初又试图取消总统选举以便能够连任。种种迹象令两党担心罗哈斯独裁会危及两党的利益，教会和各种经济利益集团也失去了对罗哈斯的信任。同时，全国暴力事件频仍，1957年5月，军人威逼罗哈斯下台并迫使其流亡海外，从而结束了罗哈斯的独裁统治，此后，成立了军人洪达作为临时过渡机构。

长期残酷的暴力冲突迫使两大政党转而寻求政治和解。1956年7月24日，前自由党总统阿尔韦托·耶拉斯·卡马戈（Alberto LLeras Camargo）与前保守党总统劳雷亚诺·戈麦兹（Laureano Gómez）签署了《贝尼多声明》（Benidorm Declaration），“建议两党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政府或以两党为基础建立一个广泛的联合阵线，以尽快恢复有秩序的政治生活”。1957年3月20日，两党又发表了联合声明，声称：“建立一个以两党名义为基础的文人政府，两党在政府中拥有同样数量的代表人数，相互合作，相互支持。”继而，两党签署《塞特赫斯宣言》（Sitges Declaration）重申两党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合作，强调限制总统的权力。1959年9月15日，国会通过《议会法案》（An Act of Parliament），规定“1962年8月7日至1974年8月7日，共和国总统在保守党和自由党两个传统政党中轮流产生”，以平等代表数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保守党——自由党联合阵线政府维持到1974年，此后再恢复到以前按比例的代表制度。在此期间，自由党阿尔波特·耶拉斯（Alberto Lleras,1958-1962年）、卡洛斯·耶拉斯（Carlos Lleras,1966-1970年）、保守党吉列尔莫·巴伦西亚（Guillermo Valencia,1962-1966年）、米萨埃尔·帕斯特拉纳（Misael Pastrana,1970-1974年）先后担任总统，两大政党轮流执政，使宪法形式下的政府得以持续下来。

但与以往两党暂时性的妥协不同，民族阵线政府在哥伦比亚政治史上，乃至拉美国家的政治史上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来民族阵线政府的建立，以“平等”为原则，把在两党之间平分政权作为合作的基础，并使之制度化，以保证两党合作基础的稳固。二来民族阵线政府既具有两党制，也具有多党制的特点。不论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一旦当选为总统，便组成看上去由两党共同组成的联合政府，但由于两党内部不同派别的存在，使总统面对的好像是一群不同的政党一样。

民族阵线政府的建立无疑对国家重新回到宪法形式下的民主政治和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联合阵线的建立使人们从饱受党争的政治动荡中摆脱出来，结束了暴力时期的政治无序状态，尽管未能彻底根除社会和政治暴力活动，但使国家政局实现了相对稳定，将因党争而使国家陷入内战和社会暴乱的危险大大降低。

第二，虽然民族阵线政府的权力只在保守党和自由党之间轮流交替，这种看似专权的垄断，或者被称为“半民主的国家”政治制度，保证了哥伦比亚没有像其他拉美国家一样陷入军人政变、军政府统治的威权主义政治之中。当然，这既与哥伦比亚两党制悠久的政治传统有关，也与哥伦比亚的左派力量不强、劳工动员水平很低，以及现实的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民族阵线政府通过平分政治权力，并改善与教会和军队的关系，极大地消除了威胁政权的不稳定因素，从而在哥伦比亚建立起了一个以两党联合统治为核心，上层政治力量为支柱，利益集团为依靠，吸纳各种政治力量为基础的政治结构。在这个政治结构中，民族阵线政府将政治生活中的各种主要力量纳入了由两党政治精英主导的政治框架中，消除了哥伦比亚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性。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军人独裁统治的南美国家相比，哥伦比亚这种政治体制在某种意义上无疑是有所建树的。

第三，民族阵线政府的政治稳定，推动了哥伦比亚现代化的发展。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两党共同持有一种温和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坚持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哥伦比亚出现了与政治混乱极为矛盾的现象，经济实现了快速的增长。据统计，1944-1955年期间，哥伦比亚的GDP年均增长率为5%，其中工业增长更为突出，这一时期工业产量年均增长率为9%。此时的工业企业主要为国有企业，但是外国投资开始从咖啡工业转向制造业。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得到了迅速发展。1938年哥伦比亚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31%，1951年则上升到39%，1964年则更高达52%。当然城市化与大批难民从农村涌入城市有关，同时也与拉美国家当时的大趋势相吻合，由于农村贫困和缺乏工作机会，而处于工业化迅速发展的城市能够提供较多的工作机会，从而吸引了农村人口转入城市。对哥伦比亚而言，城市比农村相对安全，也成为吸引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一大因素。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外部环境好转。战后出现了有利于哥伦比亚的贸易比价，咖啡价格上升到历史新高。二是政府采取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不论是奥斯皮纳还是戈麦兹政府，都延续了民族主义的政策。一方面实行了有利于工业发展的关税保护主义政策。作为咖啡商联合会主席出身的奥斯皮纳，尽管内心不情愿实行关税保护主义政策，但迫于工业集团——国家工业联合会（Asociacion Nacional de Industriales，简称为ANDI）和国有大企业组成的院外集团的压力，最终还是实行了有利于工业发展的政策。另一方面建设新的大型国有企业。政府先是在距离首都波哥大200公里的博亚卡省的帕斯德里奥（Paz de Rio）建立了哥伦比亚国有钢铁企业，并且对外国长期占有的石油业实行了国有化政策，建立了国家石油公司。同时，在制造业领域，政府表现出欢迎外资的姿态，如鼓励外资投资制造业，与哥伦比亚私人企业进行合资、合作。这种温和的、对外资非敌意的做法被外界视为一种积极的发展战略。

到民族阵线政府执政期间，两党在坚持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基础上，实行了把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发展战略，促进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发展。由于受到拉美经委会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哥伦比亚历届政府都热衷于实行计划经济。值得一提的是，在卡洛斯·耶拉斯执政时期，采取了包括促进经济增长兼有社会福利权益和扩大政治参与的各项措施，扩大了政府在计划、调节和投资方面的能力。1968年他又进行了宪法改革，加强了政府在公共开支、财政豁免、国营公用事业和公共工程计划方面制定法规的权力。总统拥有干涉中央银行和处理存款及私人投资等特别权力。并且不同于以往用关税保护作为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方法，耶拉斯政府转而采取汇率政策，即对输入的不同种类货物实行多种汇率的制度，加强对进口的管理和操控，作为促进工业化的主要策略。上述政策推动了哥伦比亚工业化的发展。70年代哥伦比亚成为拉美名列第四的工业化国家，现代工业部门和服务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冶金、石油化工、汽车制造、造纸和电器等新兴工业部门开始兴起，而一些诸如服装、家具等手工业部门却趋于衰落了。与此同时，各种服务业部门的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商业、金融业和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尽管此时的农业已降为政府次要关注的部门，并且农业仍然明显地表现出二元经济的特点，但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在咖啡生产地带出现了从传统农耕向集约化农场的转变，一个比较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农业繁荣起来。可以说，60-70年代，哥伦比亚经济发展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甚至被有的学者称为是“哥伦比亚奇迹”。1958-196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5%，到1970-1974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各年的增长率为6.5%、6%、7.7%、6.7%和5.7%，其增长速度居拉美国家的前列。据拉美经委会研究报告显示，哥伦比亚工业和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比重大大增加，从40年代的46.2%，上升到70年代的72.2%，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

哥伦比亚的城市化步伐也大大加快。这种发展主要体现在：一是由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带动起来的大城市的发展，包括波哥大、麦德林、卡利和巴兰基亚，它们成为在这一时期迅速崛起的大城市，其人口都达到百万。二是在劳动力高度集中、生产力较发达的农业地区，如咖啡生产地区，即从马尼萨莱斯到塞维利亚，以及考卡山谷地区的城市发展。三是作为贸易中心和农民工中转站的中等城市的发展，如库库塔、伊皮亚罗斯等。人口的快速增长是城市化发展的必要条件。进入20世纪以来，尤其是在民族阵线政府执政时期，由于自然出生率的增长、死亡数字的下降和人均寿命的延长，哥伦比亚出现了历史上的“人口大爆炸”。1951年，哥伦比亚的人口总数为1154万，1964年迅速上升到1791万，年均增长率为2.7%，到1973年，人口更高达2297万。但是，由于现代制造业已经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其提供的就业机会远远不能满足城市人口的增长，造成大部分从农村移入城市的人口游离不定，一部分转向工作不稳定的建筑业，大多数沦为小商贩、家仆或娼妓。加之，政府没有把经济增长的利益扩散到社会中下层，社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迁移到城市的农民成为被边缘化的群体，其价值观念和行为并没有因为工业化发生改变，依然保持原来的思维方式，所以哥伦比亚的工业化、城市化充其量只是一种扭曲了的现代化。

对民族阵线的作用也应该看到其两面性。民族阵线为两党寻求永久联盟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把各个政党聚合在两大党周围，共同分享政治权力，从而实现了政治稳定，推动了现代化进程，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这种政治体制也使政府付出了很大代价，而且面临诸多新的挑战。首先，实行平等分权的原则，造成政府规模扩大，既要容纳自由党人又要保留保守党人，造成政府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其次，轮流执政限制了自由选举，不能给选民提供真正的政治选择机会。采取两党轮流执政，在国会和各省市议会平分权力是民族阵线建立的基本原则，各党派虽然已附庸在自由党和保守党周围，但是国家权力仍掌握在两大党政治精英的手中，寡头政治依然是这一时期的特点。相反，广大选民对民族阵线漠不关心，投票缺席率的持续上升反映出选民的这一心态。因此所谓的民主政治，只是保持宪法形式下的选举制度，而不是全民参与的政治。再次，两党斗争转变为宗派主义斗争。民族阵线平分政权和轮流执政弥合了两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但是附属在两党周围的各党派和两党内部的派系矛盾日益突出，为了争夺参政席位和在国会为通过立法争夺2/3多数票，各派别时而结成支持民族阵线的联盟，时而组成反对民族阵线的同盟。民族阵线政府政治整合的缺失，使这一时期的政治稳定流于表面化，实际却潜藏着政治不和谐的各种危机，如游击队的方兴未艾、未遂军事政变等。


三、从游击队、毒品到和平进程

民族阵线这一政体形式暂时维持了哥伦比亚政局的稳定，但是由于社会不公正问题日益恶化，一度被广大下层民众寄予厚望的土地改革也进行得不够彻底，同时，二战后世界冷战格局的出现，以及古巴革命和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哥伦比亚的游击队活动复兴，它们与哥伦比亚政府展开武装斗争，试图改变旧的社会秩序。游击队运动、准军事组织与1980年代兴起的毒品经济交互作用，使哥伦比亚长期陷于社会混乱之中。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哥伦比亚为了振兴经济和恢复社会秩序，加紧实行和平进程计划，期望实现国家和平与民族和解。

（一）游击队暴力

游击队运动不仅是民族阵线时期最大挑战之一，而且成为哥伦比亚当今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的主要障碍。

自1949年哥伦比亚游击队出现以后，游击队组织就一直存在，使哥伦比亚长期受之困扰。游击队组织刚成立时，常常处于自我防卫状态，在他们的要求和不满情绪被许诺认可的情况下，往往会放下武器，回到普通农民的身份。尽管在暴力时期有些游击队生存下来，但是，由于人数有限，组织较涣散，相互之间又缺乏联系，只在马克塔利亚、埃尔帕托等地有短暂的影响，因此它们的存在对政府尚未构成严重的威胁。到民族阵线时期，特别是帕斯特拉纳执政时期，由于其所实行的保守主义政策，使游击队恢复了活力。其中较为活跃的游击队组织如下：

1.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uerzas Armadas Revolucionarias de Colombia，简称为FARC），这是哥伦比亚最大、最强、存在时间最久的一支游击队。建于1966年，其领导人是号称“神枪手”的曼努埃尔·马鲁兰达（Manuel Marul and a）。其成员主要是暴力时期分散的游击队员和农民。就该组织的性质而言，它的前身是一支农民自卫组织。1920年代，该支游击队在亲苏派的哥伦比亚共产党领导下，在马格达莱纳河上游地区，包括特肯达马、托利马南部地区，对那里的农民进行鼓动和宣传工作，支持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并且逐渐取得农民的信任。它主张在现有的哥伦比亚资本主义体制内实行改革。该组织实行自卫，并不对政府展开进攻性的武装斗争，因此对国家尚未构成威胁。但是，由于1964年哥伦比亚政府向暴力时期残存的游击队发动了一场清剿行动，促使分散的游击队在1966年举行的南方集团第二次会议上重新组织起来，建立FARC，该组织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从农民自卫组织变成了采取流动方式和进攻战略的游击队。其活动范围也逐渐扩大到东科迪勒拉山东部和南部地区。80年代，FARC脱离了哥伦比亚共产党的领导，成为具有自身独立的政治和军事纲领的游击队。自90年代以来，当毒品种植扩大到FARC控制的游击区时，FARC与毒品经济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一方面FARC的大小根据地遍布整个农村，种植古柯的农民、收购原料的中间商都在它的控制之下，并且种植毒品的农民成了坚定支持FARC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FARC对收购古柯的中间商和对产业超出100万美元的个人及企业征收10%的“和平税”或“交通税”，从1998年起，还向在哥伦比亚的美资石油公司“收税”，征税对象范围很广，不仅包括游击区和中小城镇的资本家，连大城市的富翁也常会接到“税单”。一旦遭到拒绝，FARC便会采取绑架、暗杀、破坏石油管道等活动，从而不仅通过这种行为获得了经济来源，还把游击队长期实践的绑票勒索规范化了。

2.民族解放军（Ejercito de Liberacion Nacional，简称为ELN），建于1962年。受古巴革命的影响，推崇切·格瓦拉的“游击中心主义”思想，主张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以取得革命的胜利。ELN的发展经历四个阶段：（1）1962-1964年，ELN主要由来自自由革命运动党中的大学生构成，他们谴责哥伦比亚共产党的改良主义，支持自由革命运动党领袖阿方索·洛佩兹·米切尔森（Alfonso Lopez Michelsen）参加总统竞选。当米切尔森大选失败，学生们变得更加激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左派，开始在波哥大、巴兰基亚和布卡拉曼加等大城市采取恐怖主义行动，并且在桑坦德省圣文森特建立了第一个农村根据地。（2）1965-1973年，ELN的主要活动从城市地下活动转为致力于建立农村游击队根据地，并且得到了由卡米洛·托雷斯（Camilo Torres Restrepo）神父领导的人民团结阵线（Frente Unido del Pueblo）的支持。在这一时期，ELN对游击队军事战略的重视远超过对政治的关注，而且它们本身也未分清军事活动与要达到的政治目的之间的关系。所以在政府军的严厉打击以及内讧的作用下，1973年ELN走向解体。（3）1973-1985年，ELN更换了新领导人，逐步恢复组织机构，但与农民和城市支持者的关系仍然十分脆弱。（4）1980年代至今，由于阿拉乌卡油田的发现，大部分石油管道经过ELN控制区，意外地使ELN成为哥伦比亚最富有的游击队，也给ELN的振兴带来了动力，ELN改变以往思想混乱、政治软弱的形象，展开与劳工组织相结合的社会运动。

3.4月19日运动（Movimiento19de Abril），也称为M-19，是全国人民联盟的部分成员对该联盟在1970年选举中因“选举舞弊”失败感到义愤并起义，建立的自称是全国人民联盟的武装派的游击队组织，但全国人民联盟并不承认它。M-19具有极其强烈的民族主义特点，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主张社会公正和全民参与的民主政治体制，推崇著名的城市游击队乌拉圭的“图帕马罗斯”（Tupamaros）和阿根廷的蒙托内罗斯（Montoneros）的游击方式，即像罗宾汉一样为穷人打家劫舍。尽管M-19也在农村缓慢地建立根据地，但它的活动主要在城市，用恐怖主义方式以期改变哥伦比亚政治经济。1979年M-19成功地从位于波哥大的陆军军火库中偷窃枪支。但是令其引起轰动的是80年代M-19发动的一系列行动。1980年，在美国大使与教皇使节一同出席多米尼加驻哥伦比亚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时，M-19包围了该国大使馆，并扣留包括美国特使在内的14名大使作为人质；1985年，M-19又向位于波哥大中心的玻利瓦尔广场的高等法院大楼——正义宫发起进攻，这里既是高等法院也是参议院的所在地。在枪战中，许多法官、律师、市民和游击队员丧生。这一行动不仅使哥伦比亚和平进程遭受曲折，也使M-19从此失去了民众的同情心和信任而逐渐解体。

4.人民解放军（Ejercito Popular de Liberacion，简称为EPL），建于1978年，自称是受毛泽东思想影响，主要由青年自由职业者、学生和农村工资劳动者组成，并获得了安蒂奥基亚北部低地地区农民的支持，在那里开展游击活动。同FARC早期一样，该游击队也是一支农民自卫组织，主张夺回印第安人的土地，反对政府的压迫，同时，也反对那些打着印第安人旗号，利用印第安人作为武装力量的极左游击队。1989-1994年间，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走入低潮和哥伦比亚政府的打击下，人民解放军和M-19以及其他小规模的游击队，先后放下武器，或解甲归田，或加入其他游击队及准军事组织。

哥伦比亚游击队发展迅速，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严重危害。1960年代，属于各支反抗组织的人员不足500人，但是1986-1996年间，游击队人数激增。1986年FARC的游击队人数增加到3600人，1995年竟高达7000人，2000年又上升到1?5万人。同期，ELN也从800名队员增长到3000人，2000年又上升到5000人，成为哥伦比亚当今最有影响力的两支游击队。上述游击队利用哥伦比亚多山地形便于隐藏的特点和政府的软弱无能，避免与政府军展开常规型的战争，而是走“格瓦拉”式的游击战路线。1960年代末以来，在游击队各种恐怖活动和政府军与游击队的战争中死亡的人数迅速增加，成为哥伦比亚自政治暴力以后的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据统计，仅在1985-1986年，死于暴力行动的平民占1973-1986年平民死亡总人数的49%，而军人死于暴力行动的比重竟占同期军人死亡人数的58%。1997年，20多万户家庭因游击队与反游击队交火而被迫放弃家园，流离失所。迄今为止，游击队仍严重地威胁着哥伦比亚的国家和社会的安全。

（二）准军事组织（Los Paramilitares）

除了游击队外，准军事组织在过去许多年一直是哥伦比亚武装暴力的参与者。准军事组织最初是分散在农村和边疆地区，因为受到游击队的威胁而自行组建起来的地方保安力量。由于当时政府军不能或者不愿意对反叛者采取坚决的行动，所以政府对其组建采取默认的态度，政府军甚至在征募、组建、训练和装备上对准军事组织给予支持。有政府军的支持，这些组织打着保安的旗帜干过许多肮脏的勾当。后来，这些准军事组织纷纷蜕变成类似黑帮的地方武装。

1980年代，随着毒品经济的兴起，这些自卫组织的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种植毒品的大农场主控制了这些准军事组织，改变了准军事组织的功能，不仅把游击队和支持游击队的平民作为攻击的对象，而且打击毒品贸易的竞争者、打击反对毒品交易的政府和国际组织，成了毒品商的保护人。在形式上，准军事组织也采取游击战术，在国家层面上，他们把自己标榜成反共产主义的组织，并且与军队、地方官员、大地主保持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关系，试图获得政治地位。他们常常被人们视为来自偏远地区、等级森严的暗杀组织。然而，哥伦比亚政府却因为准军事组织打击游击队而采取庇护和纵容的态度，1990年哥伦比亚政府甚至承认了其合法的地位。

准军事组织的发展速度很快。从1981年12月卡利省223名毒品庄园主组建第一个准军事组织以来，哥伦比亚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准军事组织。最初准军事组织的活动区域主要局限在马格达莱纳河中部、科尔多瓦局部地区。到80年代后期，准军事组织已经扩散到全国各地。据政府报告统计，1987年至少已经建立了140个准军事组织，科尔多瓦是准军事组织活动最频繁的地区，仅在1988-1990年，就制造了多起大屠杀事件，此后更将活动范围推向东部平原地区。据估计，1993年准军事组织在科尔多瓦、乌拉瓦、塞萨尔和布图帕约等地建立了24个基地，其武装人员已经高达5000人左右。

（三）从毒品经济到毒品战争

20世纪80年代，哥伦比亚因种植和出口毒品举世闻名。哥伦比亚毒品经济的兴起源于1960年代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吸毒之风。从1970年代起，种植大麻在哥伦比亚大西洋沿岸悄然开始。种植大麻的人们发现向美国出口大麻的利润远高于种植其他作物，于是在圣马尔塔和大西洋沿岸地区逐渐形成大麻种植商业化。当时这种商业经济的影响只是地方性的，但到1970年代中期，哥伦比亚变成了种植和向美国出口大麻的大国，大麻带来的大量美元扰乱了哥伦比亚汇率，从而引起了政府的关注。在美国的压力下，图尔瓦伊政府采取措施以铲除大麻的种植，加上美国出产的高品质大麻使哥伦比亚大麻的需求降低，大麻经济被迫终结。但古柯随之替代大麻成为毒品经济的新品种。

不论从经济结构还是规模看，古柯都不同于大麻。大麻是在哥伦比亚生产，然后出口到美国，其分销权掌握在北美人手中。而古柯不仅在哥伦比亚种植，而且在哥伦比亚加工，从中提取并制成可卡因。同时，玻利维亚和秘鲁也是古柯的主要种植者，所生产的古柯叶先在这两个国家半加工，制成古柯膏，然后再被输出到哥伦比亚安蒂奥基亚实验室作最后加工，哥伦比亚不仅负责制成品的运输，甚至控制了海外市场的分销。哥伦比亚作为加工者和销售者不仅获得了远比玻利维亚和秘鲁更巨额的利润，而且毒品出口对哥伦比亚经济的作用日益加强。1980-1984年咖啡出口占国家收入的50.1%，但同期毒品就占了65.4%。此后，在政府各种打击政策下，毒品所占的比例虽然有所下降，但是到90年代中期，咖啡所占的份额仅为31.2%，而毒品的份额仍高达41.4%。近年来，毒品所占比例更是高居不下。据有关资料显示，1999年哥伦比亚向全世界输出了市值460亿美元的海洛因、可卡因、大麻等各种毒品，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6%。这里我们暂且不论该百分比的真实与否，但是毒品的巨额利润吸引成千上万的人们加入到毒品交易的行列，却是个不争的事实。根据哥伦比亚政府和美国有关部门估计，该国境内约有13.5万公顷土地上非法种植着古柯叶、罂粟和大麻等作物。比种植可可和香蕉的土地面积大很多，与甘蔗的种植面积大致持平。因此，无怪乎有人称哥伦比亚经济带有“毒品经济的色彩”。

1980年代初期，由于毒品经济不像游击队那样对私有财产构成直接威胁，哥伦比亚政府低估了可卡因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但是，随着毒品经济的发展，它对哥伦比亚经济产生的影响，对国家政治和司法以及社会治安构成的严重威胁正在日益显现出来。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毒品所带来的大量美元对国家的宏观经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黑市大量毒品美元的充斥，使得美元与比索的兑换率持续走低，但是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大量的毒品美元也有助于缓冲危机时期因货币贬值而产生的汇率波动，使得哥伦比亚政府长期实行货币高估政策，并且能够维持偿债和购买进口设备的能力。就社会影响而言，最明显的是一批新贵阶层出现，即被称为“麦德林卡特尔”的群体，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被《福布斯》杂志列为拉美最富有的人，也是世界头号亿万富翁巴勃罗·埃斯科瓦尔（Pablo Escobar）。另一方面，伴随新贵阶层的出现，政府官员腐败问题日益严重。由于大部分官员处于社会中下层，常常接受贿赂，对非法毒品交易置若罔闻。直到1984年底，贝坦库尔执政时期，司法部部长博尼亚（Rodrigo Lara Bonilla）加大打击力度，捣毁了最大的秘密加工场，缴获了大批加工设备和运输车辆，逮捕了主要头目。但与此同时也激起了麦德林卡特尔的激烈报复，他们采取暗杀行动，杀害了博尼亚和参与审判的法官，从此引发了政府与贩毒集团之间的“毒品战争”。

意识形态、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国内军事关系、绑架勒索、毒品犯罪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为争夺势力范围和资源控制权而进行的本地化而非民族化的战争变得越来越复杂。毒品战争并不单纯是因为政府官员和平民成为与毒品有关的暴力牺牲品而引发的武装暴力冲突，更多的情况是贩毒集团之间的火并，它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以及长期结怨使关系日益恶化，冲突迭起。麦德林卡特尔和卡利卡特尔素来不和，以巴勃罗为首的卡利卡特尔有意借用政府的镇压措施打击麦德林卡特尔，两大贩毒集团发起了一场血腥的长期内讧，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另一方面，贩毒人员与游击队之间的关系很微妙，也使毒品战争的局势更加复杂。1980-1990年代，涉足毒品经济的可卡因生产者、经销商和古柯叶种植者已经遍布哥伦比亚全国各地，他们按常规要向游击队（主要是FARC）交纳保护费，但是当他们不甘心与FARC保持这种交易的时候，制毒和贩毒者们与游击队的关系就会交恶，尤其是在游击队大批出没的马格达莱纳河谷中部地区更加明显。为了摆脱游击队的控制和勒索，有些依靠毒品经济发财致富的人想购买庄园，但在交易中又不想向游击队交纳“革命税”。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常常自备武器，或与当地的农民、大农场主、警察和军队组成农村自卫队打击游击队及同情和支持游击队的平民。值得指出的是，贩毒分子与游击队关系恶化的同时，游击队内部也开始出现分化。1985年，FARC内部因在暴力革命问题上产生分歧，一些成员建立了爱国同盟党（Unión Patriótica），希望通过和平的政治竞争手段，争取合法政治地位。但是，自爱国同盟党成立以来的5年里，上千名成员遭到暗杀，遇害的人员还包括1986年代表爱国同盟党参加总统大选的候选人哈伊梅·帕尔多（Jaime Pardo）和参加1990大选的提名候选人贝尔纳多·哈拉米约（Bernardo Jaramillo），甚至连参加市长和市议会选举的爱国同盟党人也难以幸免。这样，由于古柯、可卡因这种具有暴利、投机性和非法性质的商品使哥伦比亚不仅陷入游击队暴力，而且陷入毒品暴力之中。

多种武装力量的存在使哥伦比亚政府与非政府武装力量形成对峙局面。政府军目前无力在全国范围内打败游击队、准军事组织和贩毒势力，甚至连在农村恢复和平的能力都不具备。同样，纵然有幕后的毒品贸易这一强大经济支持，游击队也没有能力彻底打败政府军，夺取政权。准军事组织有能力在许多农村地区进行恐怖活动，但不具备同政府较量的实力。贩毒势力尽管影响很大，但在国家发展这一重要问题上却没有多少发言权。

（四）和平进程

哥伦比亚人民渴望和平，政府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所以历届政府都不遗余力地采取各种措施，以实现哥伦比亚和平。纵观哥伦比亚的和平进程，从政府采取的对策来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哥伦比亚政府倾向于采取严厉手段打击各种暴力势力，即使用军事手段，挫败游击队，采用严打对待贩毒分子。最为明显的是，1978年执政的图尔瓦伊政府，针对国内恐怖活动和贩毒走私日益严重的局势，颁布了《治安条例》，规定参与绑架者将判处长达30年的监禁，并派部队对游击队进行严厉镇压。但是，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方式的效果微乎其微，反而在政府的高压下，各种形式的武装暴力和恐怖活动愈演愈烈。其原因主要是，游击队，尤其是FARC，资金和武器的获得都相当容易，其力量稳定而持续地增长，而政府军的装备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落后于财富殷实的游击队。政府军没有足够的空运、水运工具，甚至连汽车和装甲车辆都严重匮乏。加之，哥伦比亚山脉连绵，森林密布，湖汊纵横，使得运输问题成为军事行动的一大障碍，所以政府军也就难以在军事方面取得优势。而且由于早期发生过针对警亭的袭击事件，警察不得不从偏远的农村撤离，重点保护大城镇，造成大部分农村地区没有国家安全力量，成为游击队的天下。对于毒品犯罪，政府更是力不从心。

第二阶段：80年代中期贝坦库尔执政以来，哥伦比亚政府改变策略，推行和平计划，倡导与游击队对话、和谈，以迫使其放下武器，远离毒品。贝坦库尔上台伊始便推出和平计划，颁布大赦令，不仅大赦了M-19的17名领导人和成员，并同M-19最高领导人马里诺·奥斯皮纳会晤，成为哥伦比亚首位与游击队和谈的总统。1984年，他又和FARC、EPL等游击队达成和平停火协议。但是，M-19包围多米尼加使馆事件使和平进程中断。到巴尔科（Virgilio Barco Bargas）执政（1986-1990年）时期，政府一方面再次推出和平计划，呼吁同游击队对话，以实现全国和解，另一方面采取更加严厉的反毒政策。90年代，自加维里亚（Cesar Gaviria Trujillo）执政时期（1990-1994年）以来，政府更将推动和平进程放在首位，先是加维里亚政府提出政府无条件与游击队对话的政策，接着桑佩尔（Ernesto Samper Pizano）政府（1994-1998年）把以和平手段解决游击队问题作为政府的既定方针，强调只要游击队有和平、和解的愿望，政府就同他们对话。直到近年来的帕斯特拉纳（Andres Pastrana Arango）政府（1998-2002年）更加积极地推动和平进程，甚至提出了实现和平的时间表。

第三阶段：乌里韦（Alvaro Uribe Velez）执政（2002-2006年）初期，政府先实行和谈政策未果，在遭遇游击队更多的流血冲突和暴力事件后，重新回到强硬立场，再次对游击队采取严厉打击政策。在这一高压政策下，一些游击队慑于政府的威力，开始与政府对话。2002年5月，帕斯特拉纳政府曾中断与ELN进行为期3年多的和谈。乌里韦总统上任后，即派代表在哈瓦那与之就重开和谈举行了首次会晤。

通过各种努力，虽然哥伦比亚政府与部分游击队组织的谈判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哥伦比亚的和平之路还面临着来自各种势力的阻力和诸多因素的挑战。首先，哥伦比亚的寡头集团，即他们所代表的富人阶层，既反对实行FARC提出的土地改革的要求，也坚决反对实行社会民主和经济权利方面的政治改革，政府中的保守派绝不愿改变自己在改革问题上的保守立场。这样，游击队宣称的最低要求的改革意见总是遭到哥伦比亚政府拒绝。尽管上层人士有时也担心成为绑架、勒索等暴力威胁的对象，但金钱帮他们买到了安全。他们出钱雇用保镖，购买各种安全设施，保护自己和家人。而且，相对于农村而言，城市驻军充足，戒备森严，很少发生大的攻击事件。尽管绑架在哥伦比亚十分盛行，但那些养尊处优的上层阶级很少受到影响，所以他们并不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中产阶级虽然渴望和平，但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对决策者影响力有限，对军事行动也不感兴趣。事实上，哥伦比亚内战成了一场“穷人打穷人的战争”。再次，哥伦比亚政府军虽然从国外（特别是美国）得到了援助，但一直无法打败游击队。美国出于对吸毒、贩毒问题和加强美国“后院”的考虑，2000年，向哥伦比亚提供上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还提供军事通信设备和武器装备。但是，为了避免卷入内战的纠葛，美国对哥伦比亚政府军的支持秘密进行，保持较低层次的介入。

为了和平，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用尽了招数，先后提出过很多个和平建议，和平局势似乎近在咫尺，可是，事实却不能如愿。从现实情况看，哥伦比亚内战在短期内不会终结，除非一方取得决定性的军事胜利，或多方互相愿意妥协，或国际社会强力干涉，否则，和平谈判难以进行，内战仍然会持续下去。所以，对于哥伦比亚来说，问题的症结不是个人独裁或政变，而是缺乏渴望和平和政治民主的力量介入国家的政治结构中。


四、体制性危机与改革开放

相对于哥伦比亚政治来说，哥伦比亚经济表现明显较好。特别是1980年代，在拉美国家经济普遍陷入债务危机，经济发展严重受阻的情况下，哥伦比亚经济却相对稳定，不仅没有出现拉美国家“失去的十年”式的经济下滑，反而还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持续的增长，在遭受严重债务危机拉美国家中成为一种例外。但是，1980年代末90年代初哥伦比亚却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政治危机和体制危机，以及面临日益激烈的世界经济的挑战，哥伦比亚政府开始调整经济政策，实行体制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

（一）80年代“一枝独秀”的哥伦比亚经济

1980年代因债务危机的爆发而成为拉美国家“失去的十年”。然而，哥伦比亚良好的经济表现却与其他拉美国家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其他国家正在严重的债务危机和经济下滑的泥潭中苦苦挣扎的时候，哥伦比亚却做得相对要好，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为此，《经济学家》杂志刊文指哥伦比亚是拉美的例外。70年代以来，指出哥伦比亚经济一直维持着较高的增长率，甚至在1978年还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8.8%的高速增长。在80年代这10年里，哥伦比亚累计经济增长率为33.4%，而同期拉美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仅为14.2%。显然，哥伦比亚是拉美取得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乌鲁蒂亚（Urrutia）在他撰写的《25年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1960-1985年》一文中指出，尽管哥伦比亚80年代初经济有所下降，但仍是这一时期拉美地区保持人均GDP正增长的唯一国家。80年代哥伦比亚人均GDP增长了13.9%，成为拉美国家人均收入提高较快的国家之一，同时，社会指数也表现良好。1978-1991年间，城市和农村的贫困人数都有所下降，1978年处于极端贫困线以下的人占总人口的23.6%，1988年减少到18.7%，1991年又减少到16.9%。哥伦比亚不仅是债务危机后拉美地区唯一没有重新安排外债的国家，而且通胀也处于可控制范围。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在贷款不足、财政紧缩、毒品暴力频仍和恐怖主义活动猖獗的背景下实现的。为何哥伦比亚能够在不利的内外环境下成为拉美的“一枝独秀”，保持了经济相对稳定增长？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谨慎的宏观经济政策。

首先，采取了有效的汇率政策。自1967年以来，哥伦比亚政府一直实行“爬行钉住汇率制”，既钉住美元，同时又实行小幅贬值的办法，不仅避免了固定汇率制所带来的贬值问题，也抵消了可能产生的通货膨胀。通过渐进的汇率政策，使哥伦比亚得以保持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实现了资源有效配置，解决了支付平衡问题。汇率的稳定与金融机构的稳定有着密切关系。自1960年以来，中央银行先后有6位行长，每位行长任职时间平均为6年半，远远超过了其他拉美国家。

其次，卓有成效地采取了鼓励咖啡发展的经济政策。作为世界第二大咖啡生产国，1970-1983年咖啡出口占哥伦比亚出口总额的44%。1975年，由于巴西咖啡受到霜冻灾害的影响，出口减少了1/3，促使国际市场咖啡价格上涨。到1976年和1977年，咖啡价格比1975年上升了两倍，刺激了哥伦比亚的咖啡出口，出口量比1975年增加了50%以上。哥伦比亚政府抓住了这次机遇，建立起国际储备，从而减缓了80年代经济下滑所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哥伦比亚咖啡出口的增加也与70年代所达成的稳定价格协定有关，因为这一协定防止了80年代咖啡价格的下跌。但值得指出的是，咖啡繁荣在带来实际收入增加的同时，也对通货膨胀产生了压力。有鉴于此，哥伦比亚政府十分谨慎地处理外债。正如一份研究报告所指出的那样，"70年代咖啡美元在积累大量的黄金储备的同时，政府采取措施避免通货膨胀，加之，哥伦比亚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虽然也发展起石油工业，但是没有像其他拉美产油国那样，加入到疯狂地追逐石油美元的行列，因而避免了80年代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这样，1975-1983年期间，哥伦比亚不仅是拉美外债占GDP比重最低的国家，也成为拉美宏观经济最稳定的国家。

另外，咖啡经济地位的长久不衰也与全国咖啡商联合会有意识地推广技术和资本主义商业管理模式有关。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全国咖啡商联合会向咖啡种植园大力推广咖啡生产和加工技术，伴随着咖啡种植技术的提高，大种植园越来越多地使用工资劳动力，反对传统的家族式管理模式。咖啡种植园的这种商业化经营方式逐渐向大米种植园和棉花种植园推广，促进了哥伦比亚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但是，无论咖啡种植园的规模有多大，对于咖啡种植者来说，始终都会受到国际咖啡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政府通过实行价格补贴政策，与全国咖啡商联合会共同努力维护咖啡经济的发展。

第二，毒品贸易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当人们考察哥伦比亚时，一般首先会提到它的毒品以及毒品引发的暴力。毒品在社会和政治上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时它也推动了哥伦比亚经济，对80年代哥伦比亚的经济相对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毒品贸易的经济影响既是深远的，又是多方面的。尽管由于种种原因难以找到有关毒品贸易的权威数据，但从现有的资料中，我们也可以对哥伦比亚毒品经济状况及其在80年代所起的作用有个大致了解。

20世纪70-80年代，哥伦比亚是拉美古柯种植的第三大国，仅次于秘鲁和玻利维亚。但是，哥伦比亚在古柯种植者和可卡因消费者之间扮演了一个独特的中间人角色。80年代，在向美国出口可卡因所创造的利润中，哥伦比亚的加工和销售占75%。随着加工技术和销售网络的改善，毒品美元已经渗入哥伦比亚政府和社会的许多部门。同时，由于政府无力解决各种暴力冲突，以及哥伦比亚走私贸易的长期历史和独特的地理环境，均成为推动哥伦比亚毒品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据《经济学家》杂志披露，1987年哥伦比亚贩毒收入大约有15亿美元，其中有一半的收入来自可卡因。但是《经济情报机构》（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认为毒品贸易的收入还要高，为40多亿美元。如果按毒品收入回流到哥伦比亚来计算，1987年毒品美元占哥伦比亚合法出口收入的10%-20%。特别是在1987年世界咖啡价格下降40%的不利情况下，哥伦比亚经济仍然取得了5.6%的增长率，人均收入也出现了不同寻常的增长。在哥伦比亚饱受因毒品、游击队和人权问题而带来的严重社会危机的同时，还能保持经济相对稳定增长，毒品贸易显然在这里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另外，毒品贸易对经济正面影响最流行的解释是，大量回流的毒品美元又被投资于哥伦比亚的合法企业。尽管绝大部分毒品收入留在了国外，但仍有相当部分的收入回到哥伦比亚，用于投资房地产和合法生意。因此，可卡因提供了一条通向财富和权力之路。其中，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卡利的大毒枭吉尔伯特·罗德里格斯·奥雷胡埃拉（Gilberto Ro?driguez Orejuela），尽管他把从毒品贸易所获得的收益用于奢侈性消费和其他犯罪活动，但同时他也用毒品收入建起了一个超大型的商业王国，涉及领域广泛，主要包括建筑、汽车、房地产、银行等行业，因为这些部门对于吸收毒品美元和洗黑钱具有非凡的能力。事实上，由于贩毒集团只是利用合法经营方式洗黑钱，目的不是发展企业，因此他们所经营的合法企业常常表现为低效益。这就表明毒品美元投资到哥伦比亚合法企业，即使对哥伦比亚经济有推动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

第三，政府对毒品经济的纵容。

政府对流入的毒品美元采取了纵容政策。自1974年初以来，哥伦比亚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提高税率。其中，最重要的改革是自70年代以来实行的几次免税政策，政府规定向那些隐匿不动产以逃税的人实行大赦，这一规定使哥伦比亚逃税漏税之风盛行，每年大量非法销售毒品、咖啡、食糖、牛等走私贸易的人借机以大赦的名义逃税。通过大赦而获得免税的办法，不仅有利于毒贩，客观上也有利于哥伦比亚的财政，所以，《华尔街日报》对此认为：“哥伦比亚政府对贩毒集团是一只手拿枪，另一只手接受毒品美元。”这种对地下经济，包括贩毒和走私贸易的绥靖政策，表面上看是哥伦比亚政府忽视了毒品贸易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实质上却反映出政府打击毒品经济不坚决的态度，这就为80年代末毒品和游击队所引发的内战埋下了隐患，迫使政府改变态度正视毒品问题，实行改革。

尽管毒品贸易对80年代哥伦比亚经济保持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谨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合理的外汇兑换机制和外汇储备，以及70年代后期的咖啡繁荣，才是80年代哥伦比亚经济相对成功的主要原因。

（二）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体制危机和政治危机

1980年代末，拉美国家先后转换发展模式，实行市场导向的改革。拉美国家的这一普遍举动引起了学者们极大的研究兴趣，并且提出具有规律性的认识，认为当一个国家陷于经济危机时，才会采取典型的稳定政策和调整政策。在他们看来，以往还没有哪个国家在经济增长令人满意且物价稳定和支付平衡的情况下实行改革，通常经济停滞或继续恶化是一国改革的前提。但是，哥伦比亚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案例，虽然哥伦比亚没有出现重大的宏观经济问题，但是存在着被高度扭曲的经济制度，以及贩毒分子与游击队等各种暴力活动猖獗导致哥伦比亚出现的严重的执政危机。因此，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分析90年代初的哥伦比亚改革进程就显得十分有意义。

从经济层面来看，哥伦比亚和智利属于拉美经济运行最好的两个国家。显然，这是指哥伦比亚的宏观经济层面，并非意味着哥伦比亚微观经济的基本面也表现得很好。实际上，随着1982年以来拉美债务危机的日益恶化，哥伦比亚经济的诸多方面也暴露出了体制性问题。从对外部门来看，哥伦比亚面临的两个严重问题：一是外部资金流入突然停止；二是随着西方国家实行保护主义政策，贸易条件日益恶化。当外部环境恶化后，国民经济各部门失去了1970年代以来快速增长的活力。就农业而言，除咖啡业以外，其他部门发展异常缓慢，二元经济现象十分突出。制造业虽然没有受到武装暴力的太大影响，但同样发展缓慢，19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形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长期以来实行的保护主义工业政策。事实上，70年代，哥伦比亚政府为了提高生产率，在实行保护主义的同时，也采取适度开放的政策，但这与1973年智利皮诺切特政府实行的激进的开放经济政策相去甚远。虽然80年代前期哥伦比亚政府被迫调整经济政策，采取实际汇率贬值的措施，通过小幅贬值的政策，实现提高国有产品的保护程度。进口关税从1980年的26%提高到1984年的57%。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进口许可证制度也强化了。1980年31%的进口品需要许可证，到1984年则有99%的进口品不是被限制，就是需要进口许可证。1985年，哥伦比亚是拉美地区经济开放度最小的国家之一。不仅如此，咖啡出口创汇的增多，连同毒品美元的流入，造成哥伦比亚比索的兑换值坚挺，也给哥伦比亚制造业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第二，受世界经济衰退大环境的影响，哥伦比亚制造业增长萎缩，工业部门的发展滞后于总体经济的增长。1979-1983年期间，工业部门的就业率50年来第一次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从51.7万人减少到47.2万人，降幅达6%。这一数字仅仅反映正规工业部门的情况，并不包括未在政府注册的“非正规”部门。

1984年，由于工业衰退，贝坦库尔政府着手实施经济调整政策，以解决经济衰退的问题，一方面，为逐步解决比索定值过高，调整了汇率政策；另一方面，由于面临广大民众因收入低而造成所谓的内部市场狭小问题，政府在工业发展上实行比较严格的限制政策。同时，因为国内工业资产阶级在国内减少销量，以维持高额的边际利润，而不是降低价格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所以贝坦库尔政府调整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实行鼓励国内工业品出口政策，提高对出口商的税收补贴，规定出口本国产品的出口商可享受20%的免税优惠。

体制上的扭曲不仅体现在贸易方面，也表现在劳工政策上。哥伦比亚劳动法不鼓励雇主与雇员签署长期劳工合同，但同时又规定若雇主解雇员工必须对员工给予相应的赔偿。如果签署的是固定合同，雇主还要受到额外罚款的处罚，同时，雇主还被要求为雇员交纳保险费。劳动法中甚至规定了交纳双倍解雇费的内容。这样，解雇员工的成本很高，尤其是解雇在同一家企业工作10年以上的雇员所要付出的代价更高。这些规定提高了劳动力的成本，严重地扭曲了劳动力市场，无疑使现代部门就业岗位的创造受到了阻碍。

金融部门也采取十分僵化的管理方式。几家重要的银行都由国家控制，而私人银行的所有权又过度集中，还设定了最高利率限制，证券市场的发展不受鼓励，国家监管也比较松散。哥伦比亚的案例表明，尽管通胀率比较稳定，也实行慎重的财政政策，但是私人证券市场却恶化了。到80年代末，只有不到100家企业在股票交易市场上市，而在此之前的60年代却有400家。就资本账户而言，1967年以来，哥伦比亚颁布“外汇条例”，实行外汇兑换制度。最初这一制度是在小幅贬值的基础上允许中央银行实行名义汇率政策，以避免实际汇率的高估，维持出口产品的竞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幅贬值政策成了哥伦比亚一成不变的既定政策。同样，外国直接投资也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主要体现在这一时期颁布的“外国投资管理法”，其指导思想来源于安第斯条约第24条，即强调国家对外资的控制。

体制性僵化造成了哥伦比亚经济增长缓慢。到80年代最后两年经济增长速度低于4%，城市失业率却高达10%以上。同时，通货膨胀日益加剧。80年代，国内通货膨胀率在25%-30%之间摆动，1990年更上涨到32.4%，这一通胀率虽然低于拉美国家的同期水平，却是哥伦比亚近20年以来的最高点。

90年代初，当其他拉美国家开始从债务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时，哥伦比亚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日益恶化。1989年8月15日，前新自由党创始人、参议员路易斯·卡洛斯·盖兰（Luis Carlos Galan）准备参加总统大选却惨遭贩毒集团暗杀。1989年的最后4个月里在大城市一共发生了近90起爆炸，一家大报的总部在爆炸中被摧毁，银行和公司大厦多次遭到恐怖主义袭击，而且最大一次爆炸是保安力量总部被摧毁，造成63人死亡、600多人受伤的惨案。更令人恐怖的是，恐怖分子在波哥大飞往卡利的班机上放置炸弹，导致100多个无辜平民死亡。显然，暴力已经升级到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到1990年5月27日总统大选结束时，先后有三位总统候选人遭到暗杀，包括盖兰、代表左翼爱国联盟的贝尔纳多·哈拉米略（Bernardo Jaramillo）和代表前游击队M-19的卡洛斯·皮萨罗（Carlos Pizarro）。此外，自由党候选人厄内斯托·桑佩尔（Ernesto Samper）也受了重伤。当1990年8月年仅43岁的经济学家——加维里亚被宣布为哥伦比亚总统时，哥伦比亚正处于体制危机和社会政治危机加剧之时。总之，我们可以将促使哥伦比亚政府在9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的因素归纳为三点：一是政府对80年代末以来的低速经济增长不满。因为如果经济增长率不提高，就无法改善失业情况。二是政府担心通货膨胀的加剧会危及长期以来保持的宏观经济稳定。三是暴力的频发和严重程度已危及到了政府的权威和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因此，改革势在必行。当然，对哥伦比亚来说，改革的社会和政治原因比经济原因更为重要。

（三）1991年宪法与改革开放

1989-1990年，对于哥伦比亚来说是不同寻常、非常关键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仅世界局势发生巨大变化，冷战格局被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集团化所取代，国际经济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而且哥伦比亚国内的政治危机愈演愈烈，各种矛盾一触即发，国家政治面临严峻的考验。

在经历了几十年两党联合执政后，自由党和保守党排除了其他政治力量，尤其是阻止左翼势力参与政治生活，使他们无法进入参政的民主渠道。同时，卖官鬻爵、贪污、腐败和毒品美元渗入政治，游击队活动猖獗，等等，导致政治体制逐渐失去公信力。政府也随之失去了民众的支持，表现在选民弃权票的上升，游击队和劳工以及各种社会运动的盛行。在这种情况下，民众提出参与政治生活的强烈诉求。地方政治领袖也在选民的支持下，提倡实行政治经济的分权，民众要求社会安全和政治稳定的呼声日益高涨，为长久以来争论的宪法改革提供了良好时机。1990年，巴尔科总统签发了927号总统令，就改革宪法召开制宪大会举行全民公投，投票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人赞成宪法改革。要求修改宪法的情绪随着1990年大选前夕学生运动的爆发被推向高潮，学生们提出“要还是不要召开制宪大会”，对此，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加维里亚明确表示“要召开制宪大会”，从而赢得87%选民的支持，顺利当选为新总统。宪法改革所涉及的范围较广，既设法发展经济，也试图开放政治体制，解决游击队和毒品问题，为国家创造和平。哥伦比亚现行宪法是1886年制定的，尽管有过几次改动，但只有1936年和1968年做的修改较大。加维里亚执政前，已经有3位总统试图改革宪法，然而都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成功。加维里亚执政伊始着手准备召开制宪大会，为制定新宪法做准备，同时要求国会制定有关经济改革方面的立法。

加维里亚政府首先启动了贸易自由化进程，1990年9月实行外汇改革，10月又对金融部门、税收、劳工、住房、港口等实行一揽子改革，此外，还试图探寻一条渐进的贸易自由化道路，通过颁布总统令实行贸易自由化。众所周知，贸易开放过程是让国内工业直接面对外国竞争，使哥伦比亚经济国际化。加维里亚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是：（1）取消进口限制。取消了97%进口产品的许可限制，只保留对包括爆炸物、某些化学药品和农产品的进口许可证制度。（2）降低关税和进口费用，以实现1990-1993年间关税从14%降到4%的目标。（3）取消储蓄条件限制。（4）实行金融和投资自由化。

与此同时，1991年7月，新宪法获得顺利通过。新宪法的颁布意义重大。首先，这是哥伦比亚政府第一次摆脱了两党制或两党联合统治的框架而获得国会通过的宪法。加维里亚因做到了前三任总统不能做到的事而受到人们的广泛称赞。很多大毒枭根据宪法的引渡规定被收监，恐怖主义噩梦似乎一夜终结，令哥伦比亚人沉浸在无比的欢欣中。其次，新宪法也是一部宏篇巨制，涉及内容广泛，包括哥伦比亚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的重要方面。新宪法涵盖了权利、责任和义务。哥伦比亚在几个星期里就成了拉美实行最广泛改革的国家之一，加维里亚也成了主要周刊的年度英雄。

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新宪法为配合经济改革还在其他问题上作了相关规定。宪法对财产权作了相应规定，体现了要在私人财产权和某些领域的国家所有权之间寻找平衡点的精神。第64——第65条对农民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国家有责任确保农民拥有土地，国家有义务鼓励农民接受教育，并为农民提供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服务，但没有提及如何获取这些服务的资金来源。相当多的条款涉及到保护劳工权利，特别是保护某些部门劳工组织的权益。宪法还对政治经济分权做了重要规定，第339——第344条声称国家发展计划要与州政府协商合作执行。宪法还建立了许多政治和经济机构旨在保护私人部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

宪法改革的初期比较顺利，这与加维里亚及其团队的努力密不可分。1990年总统大选前，加维里亚及其团队要么与安第斯大学经济系有关，要么就有成员曾经在美国或欧洲留过学，获得学位。而且，他们都没有从政的经历。他们组成了苏伊索俱乐部，并在加维里亚当选总统后成为其政府技术官员的核心，在发动哥伦比亚经济改革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对拉美经委会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持批判的态度，提出了市场导向的新经济思想，并以《90年代经济计划》为题阐述了其思想，这篇文章的重要之处在于，不仅让人们了解了大选前加维里亚团队的经济思想，也有助于人们理解加维里亚执政后所颁布的国家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另外，宪法改革初期的顺利进行还与其他因素有关。一是，大多数哥伦比亚人不论是否支持市场导向的改革，他们并不考虑经济相对稳定这一因素，但是政治和体制危机的不断恶化令人们渴望变革。二是，改革注意了系统性，加维里亚政府在解决游击队和贩毒集团问题的同时，乘机推进经济改革。三是，改革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但是，1992年，正当加维里亚政府准备继续深化改革，拟对重要领域，包括养老金、医疗保健、私有化、新的中央银行等进行下一步改革时，由于1991年新宪法实施所产生的影响未能使改革取得预期效果，加之，“厄尔尼诺”造成的特大旱灾，以及能源部门的管理不善，一连串事件的爆发，不仅引发民众对政府的批评浪潮，而且利益集团也经过重组形成新的利益集团，开始在院外游说以中止改革进程，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加维里亚的声誉，成了加维里亚“恐怖的一年”，其支持率也从1992年初的78.8%下降到年中的34.9%，改革进程陷入停滞状态。更重要的是，曾被视为加维里亚政府改革重要成就的1991年宪法，因为它本身限制总统权力的有关规定及其建立起来的新的政治体制，如今却成了加维里亚政府改革的最大障碍，迫使加维里亚政府在执政的后两年，放慢改革步伐。

1991年宪法在减少对民众政治参与的限制，使更多党派参与到民主生活中，并使地方得到自治和更大的管理权方面显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新宪法也改变了两党制和民族阵线联合统治时的政治游戏规则。如同绝大多数拉美国家一样，哥伦比亚实行总统制，宪法赋予总统制定重大决策的权力。1886年宪法是一个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宪法。总统控制了财政预算权和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下的立法权。1914、1936、1945年多次颁布宪法修正案，试图削弱总统的权力，但是1968年耶拉斯的宪法改革又将总统权力加强，总统不仅享有立法权，还有行政权。到民族阵线时期，政治游戏规则更限制了国会在制定经济政策和政府决策方面的权力。1991年宪法仍保留了总统在政策决策方面的权力，但是权力被大大地削弱了。就立法权而言，1991年宪法规定总统只能在国家处于内部骚乱或经济紧急状态下的90天里拥有立法权，而且规定总统令只有在国会通过的情况下才可以生效。而在新宪法实施以前，规定紧急状态下颁布的总统令都可以成为法规，即便在紧急状态结束后也如此。前后比较，可以看出总统的立法权已经受到了明显的限制。此外，1991年以前，总统拥有较大的任命权，既有权任命各州州长，也可以任命中央银行行长。但是1991年宪法结束了总统任命各州州长的权力，并禁止总统连选连任（直到2004年才又通过宪法改革，改回连选连任）。虽然总统拥有立法否决权，但是国会可以通过简单多数使总统的行政否决权无效。

与此同时，1991年宪法却赋予了国会和高等法院更大的权力。民族阵线时期的政治游戏规则限制了国会在制定经济政策和政府决策方面的权力，事实上，这一限制有利于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上取得一致的意见。总统甚至可以在没有经过国会多数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实施政策。总统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往往对政策的决策过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制定常常会受到总统的干预，而国会则被排除在政策决策者的大门之外。1991年宪法实施后，尽管总统仍在大多数领域拥有制定政策的权力，但是国会的权力明显地加强了。

1991年宪法所建立起来的新政治体制对政策决策进程和政策结果在很多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宪法削弱了总统的权力，提高了国会的权力，降低了政治参与的成本，并把宪法法院和中央银行这两个新角色引进国家政策决策进程。此外，1991年宪法还对财政转移、社会支出、工资和养老金政策都作了具体规定，明确地限制了总统在这些领域动用行政权力的可能。在货币政策方面，总统权力同样受到削弱，尽管总统仍可以透过财政部长传达其观点来施加影响力，但是由于货币政策的最终决定权在国会，而使政策决策的结果往往会偏离了总统的意向。

此外，1991年宪法对财政政策和公共支出的主要方面，如养老金、教育、医疗和公共部门工资的支出都作了硬性规定。虽然90年代前半期哥伦比亚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增长，1991年GDP增长率为2.1%，1992年上升到3.5%，1993、1994年又分别连续上涨到5.2%和5.7%。但是90年代后期，1991年宪法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方面的硬性规定，随着外部环境的恶劣而放大了其负面效应，出现了财政赤字、公共债务以及税收不稳定等宏观经济问题，使经济陷入低迷。中央政府的开支自80年代占GDP的10%上升到1990年以来的20%。尽管1991年以来进行了8项税收制度改革，提高了财政收入，1990年财政收入占GDP的8.8%，2003年上升到占GDP的15.3%，但财政收入仍抵不上支出，国家稳定的财政政策的运行受到1991年宪法有关规定的严重阻碍，这既是财政政策失去灵活性的结果，也与1991年宪法削弱了总统的权力有关。到1998年后半期至1999年，受贸易条件恶化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哥伦比亚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1998年，实际GDP增长率只有0.5%，1999年又降到-4.3%，失业率高达20%。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哥伦比亚政府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进行结构改革，实行一个为期3年的稳定计划，加强对公共部门支出控制、实行私有化和对金融部门进行重组。由于出口的恢复和国内需求的增长，直至21世纪初经济状况才有了明显好转。


五、结语

哥伦比亚是一个矛盾、复杂的国家。尽管哥伦比亚拥有与其他拉美国家诸多相同或相似的历史经验，如同样经历了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传承了许多西班牙殖民地遗产，形成了以咖啡为主的大宗产品出口模式，并且，在此基础上启动了哥伦比亚早期工业化的发展，但是哥伦比亚也因为其独特的地理环境、社会阶级、政治传统而在有些方面不同于其他拉美国家。

就哥伦比亚政治而言，它并非是自由的民主政治。长期以来，自由党和保守党控制着哥伦比亚政治，尽管政党政治、民主程序和民主体制的框架早在建国初期就已经确立，但这种民主是在少数政治精英控制下的寡头政治。特别是在民族阵线联合政府时期，表面上实行民主体制，实际却剥夺民众的政治参与，把寡头政治的艺术演绎到极致。1991年宪法的颁布，使哥伦比亚的民主参政通过宪法形式而具体化，但是寡头政治仍是哥伦比亚政治体制的主流。当然，哥伦比亚也不是独裁政治。哥伦比亚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类似智利、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大独裁者，因为哥伦比亚不存在民众主义生存的土壤，即便有人认为民族阵线政府理论上充当了独裁者的角色，但他们从未像拉美国家的独裁者那样否认过个人的自由。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当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工业化陷入瓶颈而出现威权主义政府时，哥伦比亚却是1930年代以后保持文官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国家。

就哥伦比亚经济模式而言，哥伦比亚既不是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它所实行的经济模式是一种混合的经济模式。首先，哥伦比亚经济政策并非来源于一种经济理论，它既不像智利的“芝加哥弟子”那样完全执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也不像大多数拉美国家那样在经济大萧条后完全听从拉美经委会的结构主义理论，更没有采取古巴式的社会主义方式，而是将上述各种理论结合起来。其次，在政策制定和实行中，哥伦比亚既保持国家所有制，也有跨国公司所有和私人资本，几种所有制并存；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同时发挥作用；实行进口替代与促进出口、保护主义与国际竞争、促进私人部门发展与发挥国家在工业部门的主导作用相结合的政策。

总之，哥伦比亚无论在政治还是在经济上，都走折中主义路线，形成自己较为独特的现代化模式。


附录：一致性和多样性——拉美现代化模式研究中的两种视角

什么是现代化模式？现代化模式包含着“模式”和“现代化”两层含义，首先，“模式”（pattern）这个词亦译成“范型”，一般指可以作为范本、模本、变本的式样，作为术语时，在不同学科又有不同含义。模式既可以是“道路”的模式，也可以是“结果”的模式，我们的研究更强调道路的模式。其次，“现代化”是限定词，是指该模式的研究对象必须是现代化道路而不是别的其他道路，衡量历史事实及其发展趋势的标准和尺度应该是现代性，并且要用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型来对现代化进程进行反思。由于现代化理论有经济、政治、社会等不同层面的分支，因此，现代化模式也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总结和概括，如从历史进程的角度看，可以概括为“依附发展模式”或“自主发展模式”。从经济角度，可以将拉美的经济现代化模式概括为初级产品出口模式、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以非传统产品出口为基础的新型出口导向模式。从政治角度，可以概括为寡头威权主义模式、民众威权主义模式、官僚威权主义模式等。经典现代化理论家认为，现代性是一致的，但由于文化背景不同，现代化发生的时空不同，不同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与模式也不一样。就拉美地区的33个国家来说，由于历史经历和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方面有着比较强的一致性，因此，不少学者，特别是拉美地区以外的学者经常将整个地区作为一个研究单位，来对整个地区的现代化模式加以研究和概括。但拉美各国之间的差异性也是很明显的，并且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因此，不少学者选择了以拉美某个国家作为现代化模式的研究对象。在拉美各国内部，看到的有关著作更多的是国别研究，而不是地区研究。在中国学者中，上述两种倾向都存在。本部分试图对国内拉美现代化模式研究中的上述两种倾向作一简要回顾，并说明本书试图拓宽和深化拉美现代化模式研究的方向。


一、国内学者对拉美地区现代化模式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以来，国内学者对拉美地区的现代化展开了长期、持续地研究，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在此仅做简略的述评。

（一）地区现代化进程的研究

1.现代化进程缓慢的根源。郝惠认为，拉美地区现代化进程缓慢是由于独立前的传统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独立后的考迪罗统治和大地产制度、单一产品经济和外国侵略干涉，以及经济模式转换时期经济政策失误造成的新问题所致。韩琦认为，拉美现代化进程步履蹒跚，原因在于拉美殖民地历史长期遗留下来、并在19世纪得到加强的体制结构仍继续存在，他指出，“拉美历史上的经济制度遗产，即前资本主义特征和依附性特征是导致拉美经济不发达的重要原因，坚定不移地改革旧体制是拉美走向现代化的出路”。在《拉丁美洲殖民制度的遗产》一文中，他从重商主义制度、大庄园制、种植园奴隶制、社会等级制度、种族制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宗教制度、文化等8个方面，对西班牙、葡萄牙在拉美实行的殖民制度及其遗产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认为消除殖民制度遗产、进行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将是拉美现代化面临的艰巨任务。刘文龙和王晓德对殖民地文化遗产的影响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认为天主教伦理是拉美文化体系的主要基础，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影响巨大，走出天主教伦理的束缚是拉美实现真正现代化的前提。

2.现代化进程启动的时间。关于拉美现代化的起点，赵长华认为：“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实质上就是工业化过程，其起点应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算起”。罗荣渠认为：“拉丁美洲的独立革命并没有带来多少实质性变化。……直到19世纪70至80年代，……少数拉美国家才开始进入现代化的启动阶段……”林被甸在早期的研究中认为，独立战争是拉美现代化的起点，“拉美地区走向现代世界的变革，最早是在追求‘欧化’的目标下，与独立革命运动同时起步的”。他在后来的文章中修正了这一观点，认为拉美工业化启动时间“定于19世纪70-80年代，可能是比较符合拉美历史实际的考虑”。并且，他把工业化的启动等同于现代化的启动：“直到19世纪70-80年代，一些拉美国家才开始进入现代化的启动阶段。”刘婷、韩琦也先后发表文章，认为拉美工业化的启动时间应该是1870年左右。

3.现代化进程的模式。赵长华认为，普雷维什提出的发展主义为拉美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理论依据、指导思想和具体的政策主张。拉美的现代化模式就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林被甸认为，拉美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两种模式，即早期现代化追求“欧化”的模式和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探索“自主发展”的模式。

4.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转型问题。林被甸提出了拉美工业化启动与社会转型“断裂”的见解。他认为，按照经典现代化理论家的观点，工业化的启动和社会转型是紧密相连的整体发展过程，拉美的工业化启动于19世纪的70-80年代，而社会转型却在1930年之后，从而发生了“工业化启动”与“社会转型”的断裂，即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启动和社会转型分开了，成了两个发展阶段，发生了断裂。这是后发展国家特殊性的反映，因为拉美国家的现代化是“外源性”类型，其早期工业化具有依附性、寄生性和脆弱性的特点，不能带动拉美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那么，为什么拉美的社会转型会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呢？作者认为，“应该肯定，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首先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其核心是工业化”。但是，“20世纪中叶拉美开始向工业社会转型并非单纯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推动力也并非主要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非经济因素，即“拉美现代民族主义、民众主义和职团主义，从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三个主义’，就不可能发生20世纪中叶拉美社会的历史性变革和拉美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三个主义’的核心内容和意义只有一个，即在如何按照本民族的特点而不是照搬西方模式来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方面作了一次有意义的尝试”。董经胜对民众主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认为民众主义是一种政治策略，拉美民众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早期民众主义、经典民众主义和新民众主义三个阶段，民众主义运动和政权所体现出来的民主与权威的两面性，民众主义政策所带来的发展与危机，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拉美作为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产生的积累与分配、效率与公平、秩序与参与之间难以调和的冲突。江时学认为，影响拉美现代化进程的“主义”不只是上述三者，而是八大主义，包括：自由主义、实证主义、职团主义、民众主义、结构主义、官僚威权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韩琦对古典自由主义、刘承军对实证主义、曾昭耀和夏立安对职团主义、夏立安和董经胜对官僚威权主义、江时学对经济民族主义都做出了研究，关于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也有一批研究成果。

5.南、北美洲现代化道路的比较。张家哲认为，拉美现代化发展落后于北美，是因为与北美相比，拉美在民族素质、社会结构和制度、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社会风尚、教育等方面的特点都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韩琦认为，19世纪对南北美洲来说是个最关键的发展时期，但因二者原来的殖民地遗产不同，独立革命的性质不同，选择的发展道路也不同。美国依靠“边疆”扩张、技术进步、资本的迅速积累，很快实现了工业化，由“外围”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工业中心”，同时也实现了经济结构由“二元”向资本主义“一元”的转变。拉美因受内外条件的制约，走上一条发展初级产品出口的道路，虽然经济结构有所变化，但仍是“二元结构”，是一种外围资本主义。南北美洲的发展差距由此拉大。朱红根认为，美国殖民地时期就具有较发达的制造业和农业基础；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使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确立；其具有优越的地缘优势和资源优势；工业化起步晚于英国的时间不长，没有机器设备陈旧的包袱，能够直接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成果；在工业化时期，实行关税保护政策，大力引进外资；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先行；重视农业发展，以农业推动工业；高度重视科技创新。而拉美20世纪30年代之前一直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30年代起才开始进行工业化，其差距非一朝一夕所能弥补。陈才兴和陈宏对南北美洲现代化道路出现差异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美国能在第二波现代化大潮中实现现代化，而拉美国家迟迟在第三波现代化大潮中起步，是因为二者独立后的政治局势不同；土地制度不同；农业的经营管理方式不同；农民在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和方向不同；大量吸收外国移民所起的作用不同；发展交通运输的目的和作用不同；拉美以出口为主的庄园和种植园与美国南方种植园的作用不同。另外，刘文龙和罗平峰对南北美洲的城市化、刘文龙和朱鸿博对南北美洲的农业发展模式也进行了比较。

（二）经济现代化模式

《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一书是从发展战略角度研究拉美经济现代化的比较有影响的早期著作。1996年江时学的《拉美发展模式研究》一书出版，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首次较为详细系统地论述了拉美三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兴衰转换，对每种模式的形成原因、理论基础、运转过程及其影响和衰落原因都作了具体交待，并对拉美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经济发展与通货膨胀、工业化与农业发展、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等四大关系作了初步探讨。书中还列出一章，对拉美发展模式与东亚发展模式进行了比较。随后，有不少关于拉美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和模式转换的文章相继问世。

1998年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在北京主办了“拉美、东亚发展模式比较国际研讨会”，56位与会代表对两个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势和不足进行了比较，会后出版的论文集汇集了国内外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主要观点。2001年江时学和他的课题组完成了《拉美与东亚发展模式比较研究》一书，这本著作就拉美经济发展模式、工业化道路、农业现代化道路、各种经济要素（资本、技术、外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政府（政府干预、宏观经济管理、收入分配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方面，与东亚进行了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本书还辟出了一章比较了非经济因素（文化和政治）在两地现代化发展中的作用。就文化因素而言，作者的结论是：“东亚奇迹首先来自于一系列经济因素，而不是非经济因素，这些经济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有效的干预；积极利用外部条件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与决定经济发展的其他内部因素相比，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是有限的。”（第285页）关于政治因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者认为“十分重要”，从两地的模式比较中可以看出，“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如何认识政府的权威性和如何维系政治稳定，为经济建设创造必要的条件”（第269页）。“经济能否取得高速增长，政治民主程度不是一个决定因素”（第294页）。

（三）政治现代化模式

关于政治现代化与民主化问题，曾昭耀认为，政治现代化的标准应该是政权的阶级性质，现代政治制度就是指两个现代阶级，即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和实行的民主政治制度。根据这一标准，拉美政治现代化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政治西化失败阶段、现代政治制度基本确立阶段和民主化阶段。拉美政治现代化进程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民主与专制反复交替，二是西化→西化失败→再西化→再西化失败的周期性反复。西方的民主制度之所以在拉美国家一再失败，就是因为拉美国家的社会条件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拉美政治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依据本国实情，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韦幼苏认为，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拉美政治民主化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李荣静则从拉美战后的经济发展、威权主义政权合法性日益衰落、国际政治格局的总体变化、美国对拉美的外交政策等方面探讨了拉美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形成的原因。刘文龙认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是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拉美民主政治的形式和内容具有明显的独特性，民主化进程中仍存在军人干政的可能性。董经胜则对拉美现代化进程中军人政权的模式和特点做了比较系统的梳理。

政治稳定始终是关系拉美现代化的一个核心问题，曾昭耀认为，第一次现代化浪潮中拉美人主要应对的是来自右的方面的动乱，第二次现代化浪潮中解决的是来自左的方面的动乱，第三次现代化浪潮中，为了避免社会冲突，不少国家的执政者选择了“第三条道路”，但事实表明，其不能解决政治稳定问题。

（四）社会发展模式

贫困化是拉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突出社会问题。万心蕙较早地关注到这一问题，刘新民从经济发展模式和农村社会的变化两个方面对拉美国家的农村贫困问题的深层原因作了剖析。苏振兴对此问题则做了长期深入的研究。他认为，从1970年以来的30多年间，拉美社会贫困状况的演变特点有三：社会贫困现象总体上呈不断加剧的趋势，但其间经历过两次起伏；日益加剧的社会贫困现象出现了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变；经济危机对社会的破坏力极大。这种贫困现象的出现，除了某些历史因素外，还有“重增长、轻分配”思想的影响，忽视必要的社会改革，对解决就业问题重视不够，国民经济长时间地非正常增长，国家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等。他指出：国家在社会发展领域的作用不可替代，“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发展中国家需要有兼顾社会公平的本国发展模式，需要一个有创造性的、充满活力的、精干而高效的政府，需要一个对国家的前途和社会的完整性负责任的政治阶级”。洪国起也认为，拉美国家的政府职能只能强化而不能弱化，政府通过经济杠杆、法律约束和必要的行政干预对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一些矛盾和冲突进行调解十分必要。

另外，关于拉美城市化问题，也有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五）《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中的主要观点

1992年国内曾出版了一本不足10万字的小册子，对拉美现代化的轮廓做了一个初步勾画。2002年以苏振兴为首的课题组承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拉美现代化道路研究》，辛勤耕耘，历时4载，最终以《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一书面世，该书洋洋51万余字，从现代化进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动、政治现代化等方面对拉美地区现代化做了比较详细全面的阐述，将国内的拉美现代化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就拉美现代化进程研究中的一些重点和难点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1.关于拉美国家工业化的起点。作者倾向于将1870年作为拉美现代制造业的起点，但不赞成笼统地称之为“工业化”，而是使用“早期工业化”的提法，因为这个阶段的制造业的发展是初级产品“出口繁荣”的副产品，当时的当权阶级还不是工业资产阶级，而是自由派地主，当权者并不具备工业化意识，工业化还没有成为国家发展的主导战略。（第55-58页）

2.关于三种发展模式的转化。从1870年开始，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初级产品出口（1870-1930年）、进口替代工业化（1930-1982年）和外向发展（1982年以后）等三种发展模式。由于第一、第三阶段以外向发展为主，第二阶段以内向发展为主，这三种模式又可简称为“外向——内向——外向”阶段，作者认为这种“钟摆现象”说明拉美地区习惯于将一种模式推进到极端，直到发生危机之后，由外部力量迫使其不得不转向。这种走极端的现象在拉美有其内部原因。某一模式发展顺利之后，总会孕育特定的利益集团，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该利益集团便千方百计阻挠变革，由此造成发展模式转换的贻误。这种“钟摆现象”不是好现象，经济发展应该有连续性，应逐步调整，大转向会导致生产力大破坏。（第3-4、41-44页）

3.关于拉美工业化的详估。作者指出，战后拉美工业化的高潮来源于两个因素：拉美各国工业化起步时间有先有后，形成一种波浪式发展；1973年以后拉美国家普遍实行“负债增长”战略，以借债投资的办法维持了本来已无法维持的工业增长率。可以说，到80年代初，拉美的工业化仍处在数量上扩张阶段，还没有达到质量提高阶段，工业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20%左右，80年代后的状况是一种工业化发展的挫败，而不是什么进入后工业发展阶段。拉美的经济衰退，根本问题是工业化不足，缺乏新的竞争力。（第4页）

4.关于拉美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拉美农业现代化所选择的“技术变革”道路，主要就是在保持大地产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农业机械化、化学化、绿色革命等来改变传统农业的经营形式，通过所谓“资本主义局部渗入”方式来改变农业部门的生产关系。由于土地资源丰富，不断地扩大农业边疆也是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在这种农业现代化模式下，大地产实行产业化经营，中、小农被排挤出农业，过早地进入城市，农村生产能力没有有效地发挥出来。（第47-50页）

5.关于拉美城市化。拉美地区城市化进程存在超前趋势。从历史上看，拉美国家城市的诞生就是畸形的，早期城市显示出布局不合理的特点。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拉美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欧洲城市化率从40%上升到60%用了50年的时间，而拉美仅仅用了25年的时间。原因在于拉力（城市各种机会诱惑）、推力（农村各种机会的缺乏）、压力（人口爆炸）的相互作用。拉美城市化的特点是缺少中小城市，大城市集中全国人口的20%-50%；城市贫困化比率高，城市问题十分突出。（第50-51、502-531页）

6.关于社会转型。作者提出了拉美地区社会转型的四阶段说：社会分层的初级阶段（20世纪30年代之前），商业和土地精英占主导地位，但现代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已经出现；社会分层加速期（20世纪40-50年代），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基本成型；社会分层的巩固期（60-70年代），拉美国家已经形成一种与先进工业国“相对趋同”的阶级结构；社会分层反复期（80年代以后），中产阶级收入、生活水平以及社会地位出现下降趋势，贫困率急升，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第422-438页）

7.关于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可分为三个周期：第一周期从独立初期至20世纪初期约100年左右，由民主追求到建立起专制独裁的全国性政权，由乱到治，逐步形成稳定局面。第二周期，从1910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墨西哥革命为起点，经历了民主与独裁交替的又一个大的周期。职团主义创造了一种新的民主形式，但只有墨西哥获得成功。军政府有两种，一是发展主义的军政府，二是传统的军政府。第三周期从1978年至今，还政于民时期，民主得以恢复。但进入90年代以来的10多年间，拉美各国的政治与社会动荡日益加剧，这种政治与社会的冲突是民主价值（公正）与市场价值（效率）冲突的集中表现，当市场化改革导致经济与社会严重不公时，代议制民主的外壳就失去了吸引力。这个新的政治周期的结局如何，还不确定。（第44-47页）

8.关于现代化理论的划分。作者认为现代化理论可分为两种：西方现代化理论和拉美本土现代化理论。西方现代化理论是在战后服从美国利益的政治背景下出现的，是西方利益导向型的现代化。拉美本土现代化理论包括结构主义理论和依附论。但这两种理论并没有成功，原因何在？结构主义的局限性在于片面强调生产力，忽视生产关系的变革；对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论证存在僵化性和教条性，很少探索其他新的模式；停滞在高保护政策上，甚至保护了在拉美的外资企业；看待问题情绪化。依附论的缺陷在于用静止的绝对化的观点看待问题，看不到发展；把“中心——外围”的分析方法引入到分析拉美国家的国内阶级上，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精英只有买办性的，没有民族性的；仅仅强调革命而忽视社会变革和制度变革。（第602-613页）


二、国内学者对拉美国别现代化模式的研究

（一）墨西哥的现代化

陈芝芸1985年参加了联合国大学在东京举办的“墨西哥现代化进程”学术讨论会，并提交了《1910-1917年墨西哥革命和1911年中国革命：一项比较研究》的论文。她还对墨西哥现代化进程中的地区发展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杨茂春对墨西哥农业现代化道路、迟越对墨西哥现代民主政治秩序的建立、夏立安对墨西哥社会长期稳定的原因都做了有益的探讨。1996年曾昭耀出版了《政治稳定与现代化——墨西哥政治模式的历史考察》一书，这是一本有分量的著作，作者通过对墨西哥现代化进程的考察和对其政治模式的分析，着重探讨了墨西哥现代化过程中在分配不平等状况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仍能够保持长期政治稳定的原因，结论是，墨西哥能够根据自己的国情在宪政理论和政治制度方面进行创新：职团主义官方党组织体系、总统集权制政权体系和独立的私营企业主权力体系，构成了墨西哥政治制度的特色，三者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成为墨西哥政治稳定的三个根本因素。这一体制继承了近代西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传统，并力图把二者结合起来，主张按照社会利益原则，通过法制道路和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和平地改造旧的资本主义，力图走一条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但又兼有二者优点的第三条道路。这一种模式被作者称为“一党执政总统制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第132页）。但书中缺少对革命制度党衰落原因的解释。在2000年完成的一本著作中，曾昭耀对墨西哥现代化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作者描述了墨西哥三次现代化的浪潮，着重探讨了墨西哥为什么经历三次现代化浪潮而最终未能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原因。

（二）巴西的现代化

国内学者对巴西现代化给予了比较多的关注。巫永平的文章是早期的个案研究之一。周世秀关于巴西现代化进程中地区差距问题的文章，告诫人们在加速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应注意缩小地区差距，防止地区之间的不协调发展。进入新世纪之后，国内先后有三本关于巴西现代化的著作面世，其中的《巴西现代化进程透视——历史与现实》是吴洪英在她的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修改后写成的。作者对巴西现代化的分期、发展战略、工业化道路、政治民主化路径等都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巴西现代化模式是一种混合型模式，表现为经济方面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和国家强有力干预的混合经济；政治方面的集权与分权此消彼长、独裁与民主交替的混合政治架构；社会结构方面的从上小、下大、中间一般的金字塔式逐渐演化为上小、下渐小、中间渐大的初雏棱型社会结构；文化方面的以欧洲文化、印第安文化和黑人文化等熔炼成的多元文化。此外，巴西现代化是追求进步的巴西人民对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现代生产力的刺激而做出的正式回应，故现代化模式具有外激内活性。巴西现代化过程还是一个面向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且严重依附这一市场的过程，故现代化模式又具有明显的外向性和依附性特征。（第332-348页）

《巴西现代化研究》是张宝宇多年从事巴西现代化研究的成果，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观点：（1）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化的完成需要经过两个社会转型期。第一个转型期是从传统社会的后期到现代化开始之时，此间所发生的一切社会、经济与政治等方面的变化，是社会现代化开始的前提条件；第二个社会转型期是由现代化开始至现代化完成。（2）工业化与工业发展史所表述的内容是不同的，工业化只是工业发展史中的一个阶段，不能认为工业诞生（工厂出现）之时即工业化开始之日。巴西工业化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3）巴西政治现代化的特点是：民主不总是被追求的目标；政治发展并不滞后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受制于世界形势的变化（第196-197页）。（4）对巴西目前现代化水平的估价，依据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所提出的现代化10项指标加以衡量，可以说巴西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但这不能完全反映巴西的具体情况，因为某些指标掩盖了巴西社会的实际，如巴西的城市化率虽然很高，但其性质与发达国家不同。全国平均指数也掩盖了地区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巴西的社会发展程度距全面进入现代化阶段尚有相当大距离”（第308页）。

董经胜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军人政权与拉美的现代化——对巴西的个案研究》，他探讨了威权主义在巴西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问题。他认为，60年代巴西之所以建立军人威权主义，从经济上看，是因进口替代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危机，需要一个能够排除大众阶层参与的强政府来推行稳定政策；从政治上看，是由于1945年“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巴西民主制在经济危机面前造成的政治极端化和激进化；从军队本身看，军人干政模式发生了从“监护型”向执政型的转变。政治上的威权统治和经济上的“奇迹”是军政权前期（1964-1973年）的明显特征，军政权后期（1974-1985年）是政治开放和民主化的时期。由于巴西的军人政权保留了一定的民主机构和程序，也由于军政府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巴西的民主化进程呈现出自上而下的、缓慢的、渐进的特点，是一种政府和反对派之间“通过交易的转型”。他在2002年发表的文章是他博士论文的一个部分。

（三）秘鲁的现代化

秘鲁是一个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但秘鲁的现代化却比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国家落后韩琦通过从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侧面对秘鲁历史的纵向考察，提出了如下观点：秘鲁长期奉行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增长模式，不断地侵蚀了其自主发展的潜力；寡头政权的长期存在维护了既得利益，阻止了旧模式向新模式的转换；种族和社会的长期分裂状态，则难以使秘鲁凝聚和团结改革力量，推翻寡头政治，以建立新的发展模式。这经济、政治、社会三个方面的因素在秘鲁历史中长期交互作用，造成了秘鲁现代化的步履蹒跚。秘鲁的案例说明，一味奉行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模式而不转换发展模式，不是拉美现代化的出路，而发展模式的转换并非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政治力量和社会环境的配合。


三、加强拉美国别现代化的研究

由上述回顾可见，从8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学者就开始了对拉美现代化的研究，进入90年代后，研究不断加深，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拉美现代化的研究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人们对拉美地区现代化模式的认识和了解也越来越深入。

但我们同时也发现，前一阶段的拉美现代化研究中存在着三种倾向，即注重地区模式研究而忽视国别模式研究、注重地区比较而忽视国别比较、注重经济因素而忽视非经济因素，这三种倾向不利于拉美现代化研究的深入开展。因此，我们认为，在下一步的研究中，要注重国别研究，处理好地区研究与国别研究之间的关系；要注重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加强国别比较研究或分类比较研究，推动研究的细化和深化；要重视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非经济因素的研究。

（一）要注重国别研究，处理好地区研究与国别研究之间的关系。

首先，重视国别研究，符合研究方法的一般规律。通常的研究方法应该是从个性到共性，从特殊到一般，从国别到地区。我们肯定地区研究的必要性，但不能否认国别研究的重要性，承认拉美地区的一致性，但同时也不能忽视拉美地区的差异性。应该看到，地区研究和国别研究并不是对立的、矛盾的，而应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国别研究是基础，当国别研究深入下去之后，地区性研究才能更上一层楼。

其次，从现代化研究的对象来讲，也应该重视国别研究。我们通常讲的现代化首先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在拉美现代化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从地区视角看问题与从国别视角看问题往往是不一样的。如独立运动时期，西属美洲殖民地出现了15个独立国家，对这件事情的评价，从整个拉美地区的视角看，会认为玻利瓦尔的一体化思想是正确的，各国的独立是分裂行为，但从国别的角度上看，会认为玻利瓦尔的思想是不现实的，甚至是错误的，各国的独立是正当的，是现代化的起点。经典现代化理论家认为，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现代化起飞的前提条件，是一个必要条件，是现代化开始的非经济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企业家成长的不足，这一前提尤显重要。具体到拉美来说，由于拉美国家种族文化的多样性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各国虽然在19世纪初宣布了独立，但各国内部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整合的道路却很长，“独立”并不能与“民族国家的形成”划等号，整个19世纪都是拉美各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时期。当然，由于殖民地遗产的不同、种族文化背景的不同，各国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直接影响到了各国现代化的进程。从这个角度看，大多数拉美国家现代化的启动不是在19世纪末，而是在20世纪的30年代以后。

（二）通过比较研究来展示出国别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

不可否认，拉美地区的现代化进程的确存在着一致性，当把拉美与北美或东亚放在一起相互比较的时候，这种一致性会更明显。但拉美33个国家之间的差异性也很明显。学者们在进行地区性研究的时候，通常的做法是以几个大国的情况来说明整个地区的情况，而各国之间的差异性往往被忽略了。当我们用比较的方法，对拉美地区进行国别比较和分类研究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不少复杂的问题等待我们回答，例如，墨西哥和秘鲁同样是印第安人口比较多的国家，但为什么墨西哥的现代化就比秘鲁顺利一些？阿根廷和智利都进行了新自由主义改革，为什么阿根廷成为“失败的国家”，而智利却相对比较成功？债务危机期间为什么哥伦比亚的表现好一些？民族主义为什么在有些国家表现得强烈，而有些国家却反应平淡？为什么有的国家会成为“民主的橱窗”，而有的国家却始终在威权主义的笼罩之下？职团主义为什么在墨西哥会获得成功，而在其他国家却遭到失败？等等。如果我们将拉美的某个国家与亚洲国家或非洲国家进行比较，或与发达国家早期发展时期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还会提出另外许多问题。我们发现，地区模式并不能至少不能完全反映国别模式的特点。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对拉美国家之间、拉美国家与拉美地区以外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从中发现拉美各国走向现代化的特殊性和多样性。

（三）在拉美现代化的国别研究中，固然要重视经济因素的研究，但更应该重视非经济因素的研究。

有的学者用经济指标衡量拉美某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程度，认为这个国家实现了现代化或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但实际情况却大不相符，这说明研究现代化不能单凭经济指标说明问题，现代化也不仅仅是经济的现代化。现代化是工业化带动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发生深刻变化的大变革进程，其中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之间的变化是一种互动关系，我们在现代化的研究中，就是要体现出这种互动的关系，体现出现代化进程的活动主体，这自然就离不开对非经济因素的研究。拉美国家的哪些非经济因素值得我们去关注呢？我们认为，由于拉美国家种族文化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重视各国种族文化的研究；由于其社会结构与种族结构交织在一起带来的复杂性，我们应该重视各国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研究，分析各个时期阶级的构成和变动对现代化的影响；由于某种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往往是剧烈的政治斗争的结果，体现了不同阶级和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应该重视不同时期政治转型的研究；由于现代化的主角是人，先进的现代制度要获得成功，必须依赖执行和运用这些制度的人的现代人格和现代品质，我们应该重视人的现代化的研究，重视人的心理状态、思想状态和行为方式的研究，重视拉美思想史、精英集团、民众运动的研究；由于拉美从殖民地时期就处于一种边缘地位，中心国家在不同时期对资源特点不同的拉美国家产生着不同的影响，国际关系体系左右着拉美国家现代化战略的选择，我们应该重视国际因素与拉美各国现代化之间关系的研究。

另外，在写作方法上，我们应该避免通史式的面面俱到的历史描述，要把笔墨用在转型时期，着重研究现代化的转型，包括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治转型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把转型研究作为研究的重中之重，突显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主题。

总之，在我们对拉美现代化模式的深入研究中，我们应该处理好上述几方面的关系，在肯定地区研究必要性的同时，更强调国别研究的重要性，在承认拉美地区一致性的同时，不忽视拉美各国之间的差异性。为了更好地总结拉美地区和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般规律，我们应该加强拉美国别现代化的研究。这也正是本书努力的方向。


后记

本书是钱乘旦先生申请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模式研究》的子课题之一。2005年5月13-16日我和董国辉副教授代表子课题组参加了总课题组在苏州召开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不同模式研究开题研讨会”，在会议上我们荣幸地接到了“拉美国家现代化模式”子课题的研究任务。回到南开大学后，我们很快确定了子课题组人员的构成和子课题研究的总原则，即以国别研究为重点，体现拉美国别现代化的差异性，并通过国别研究，从差异性中体现出一致性。自2005年5月31日到2006年5月12日，课题组成员先后召开了4次会议，对研究提纲和本书的框架进行了认真地讨论，并达成了共识。在此基础上，大家分头完成各自的任务。本课题原要求2007年完成任务，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2009年4月才交稿。

在课题完成的过程中，钱乘旦先生先后多次参加课题组的会议，对课题研究提纲和原则的确定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并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不断了解课题的进展情况和督促课题的完成。王晓德教授原是课题组的负责人，为本课题人员构成、提纲确定做出了贡献，在因其他任务而退出本课题后仍一直关心着课题的进展。原中国拉美史研究会会长洪国起先生非常重视本课题的研究，并在2005年拉美史研究会在郑州召开的年会上，建议拉美史研究会今后一个时期的研究重点为拉丁美洲的现代化，从而推动了拉美现代化研究的深入开展。当本书付梓之际，我们对上述三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我们还要感谢国内外研究拉美问题、特别是研究拉美现代化问题的同行。在本课题的研究中，我们参阅了大量国内和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成果给了我们许多的启发和帮助，为我们课题的完成做了良好的铺垫，在此，我们向他们表示敬意！

本书的具体分工情况，绪论（拉丁美洲现代化模式）、第二章（墨西哥：早期现代化、革命、新兴工业化国家）、第三章（秘鲁：初级产品出口、军人改革与社会整合）、第五章（智利：国家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与市场资本主义）和附录（一致性和多样性——拉美现代化模式研究中的两种视角）的作者为南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韩琦教授；第七章（古巴：蔗糖、革命与改革）、第九章（哥伦比亚：自由主义、政治和解与工业化）的作者为南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王萍教授；第一章（巴西：咖啡、巴西化和“巴西奇迹”）的作者为吴洪英研究员；第四章（阿根廷：出口繁荣、庇隆主义与“衰败”国家）的作者为南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董国辉副教授；第六章（中美洲：初级产品出口与国际体系压力下的脆弱性）的作者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王翠文副教授；第八章（委内瑞拉：石油、工业化与政治民主化）的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李巨轸副教授。最后由韩琦教授负责统稿。

本书凝结着每一位作者的汗水，是集体力量的结晶。因此，作为子课题的负责人，我对大家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团结合作的精神表示诚挚的谢意！

最后，因作者水平所限，书中可能有疏漏和错误之处，如各界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我们当不胜感激。

韩琦

200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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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绪论

实现国家现代化，即将本国社会由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是目前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正在经过的一个历史进程。由于国情（现实的和历史的）不同，不同的国家采用了不同的战略和政策，正在走各自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所谓现代化模式的概念由此产生。因此，现代化模式可以定义为：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目标所采用的战略和政策选择。换言之，现代化模式也可以界定为：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目标所走过的不同道路。由于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目标必然是一个动态过程，因此模式也必然是一个动态过程，不仅不是一成不变、不断改革和调整的，而且也无法保证最终一定获得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取的现代化模式主要是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冷战后，苏联模式解体并最终逐步消失，但西方模式也未一统天下，一些国家并没有采取西方模式（至少没有完全采用）也获得了成功，至少目前是初步的阶段性成功，所以才出现了所谓的现代化模式问题。如果目前所有国家都采用的是标准意义上的西方模式并获得了成功，则目前关于现代化模式的研究就失去命题意义，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受到如此广泛关注的问题。

因此，我们认为，所谓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模式问题，本质上就是现代化与西化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问题。即：发展中国家是完全复制西方国家现代化模式还是要结合本国实际创造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也即：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目标是要完全复制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还是要开辟一种新的道路？事实上，这并非一个新话题，而是争论了一个世纪之久的老话题。对此，我们认为，一方面，既然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共同归宿和终极目标，那么实现这一共同归宿和终极目标的过程就必然存在一定的共性，必然要遵循一些共同的规律，西方国家所曾经采用和正在采用的某些策略，发展中国家也必然要学习和借鉴，正是由于这种共性的存在，才产生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西化”的观点。另一方面，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现实国情和历史传统，而且今天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客观条件和当年发达国家面临的客观条件也已经完全不同，因此两者实现现代化目标的道路必然有一定的差异，不可能再完全相同和完全重复。例如，污染问题、能源问题等在西方实现现代化目标过程中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现今却成为衡量国家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再比如，资本积累是实现工业化目标的必要条件，当年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主要依靠对外殖民掠夺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而今天发展中国家已经完全不可能再重复这一过程。更重要的是，即使从现代化目标来看，尽管发展中国家所要实现的现代化目标与西方国家已经实现的现代化目标在总体上有一致之处，两者都要实现一些现代社会所必须的核心价值观，比如，政治透明清廉、经济持续发展、社会自由平等，但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不同，二者也必然有不同之处。比如，各有十多亿人口的中国和印度，与国土面积相似但人口却只有两亿多的美国，在现代化的某些具体目标上必然有所不同。既然现代化目标上都存在差异，那么从实现现代化目标的过程上来说，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具体策略上，也必然与西方国家有重要差别。也就是说，所有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但具体表现方式和实现路径是多样化的，是不同的。事实上，目前为止，照搬照抄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国家几乎无一获得成功，这一点也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在实践中遭遇到的最大问题，由此也成为“现代化”不等于“西化”的最主要原因。正是由于认识到“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很多发展中国家开始独立探索本国的现代化模式，并取得了一定成功。

问题到这里并未结束。如果做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也走过了不同的道路，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也可分为不同的模式。比如，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普鲁士模式、后来的美国自由主义模式等等。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当初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也走过了并不完全相同的道路，创造了不同的现代化模式，但最终达到了基本相同的目标（即由一个传统国家成功转型为一个现代国家）。同样地，我们认为，今天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目标，不仅不可能再完全重复西方发达国家所曾经走过的道路，而且不同发展中国家也必然要找到一条符合各自国情的发展道路，创造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模式，而不是说只要是发展中国家就要走相同的发展道路，遵循同样的发展模式，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同样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性。这一点，是研究现代化模式的一个重要前提，必须予以强调。

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南亚地区国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正式走上现代化道路，并分别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和东亚、拉美等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现代化模式具有一些普遍性特征，并由此总结出了所谓的东亚模式、拉美模式等不同概念，直到目前，人们还很难对南亚各国的现代化进程总结出属于本地区大部分国家所共有的、而且与其他地区明显不同的普遍性特征，因而至今学界也没有提出“南亚模式”这样的概念。当然，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不管是东亚模式，还是拉美模式，其内部各国家之间也仍然存在很多差异性，不同国家之间的现代化模式并不完全相同。但和南亚地区国家相比，东亚和拉美这些已经形成所谓模式的地区中的主要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目标的过程中都有一些普遍性特征，特别是在政治模式、经济模式、文化模式等关键性因素方面，都能够概括出一些共同特征。比如，东亚模式中的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等地区，它们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都有一些共同特征，政治上，一般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即所谓的威权主义政府；经济上，一般都实行出口替代，发展对外贸易；文化上，一般都是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被称为儒家资本主义。正是由于这些共同特征的存在，人们才提出了所谓东亚模式的概念。但在南亚，人们看到的现实是，不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文化、社会等方面，南亚各国各自有明显不同的特征，很难像东亚模式之下的几个国家和地区那样找到一些普遍的共同点。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在研究南亚各国的现代化模式时候，主要采用国别研究的方法，以国家为单位，探讨相关国家各自的现代化模式和现代化进程。

毫无疑问，在南亚地区中，印度是最重要的国家。这是因为，印度不仅仅是南亚地区最重要的国家，在世界范围也是有影响的发展中大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印度崛起必将对传统的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研究南亚地区国家现代化模式理应把印度的现代化模式作为重点。印度模式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模式的一个典型代表。虽然一般认为，印度现代化最早从英国殖民占领时期就已经开始，但严格说来，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是从获得国家独立之后才正式开始的。而正式作为一种现代化模式被人认识和研究，也是近年来的事情，目前也尚无法判断最终是否能够成功。但无论如何，印度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都已经体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色，并已经取得阶段性成功。因此，“印度模式”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历史悠久的发展中大国，印度模式涉及方方面面，包含的内容必定丰富多彩，我们选择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四个角度切入进行阐述和分析。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分四个部分进行分析，主要是从便于问题分析的角度出发，而不是说在印度模式中四个要素是相互独立、互不相干的，更不是说印度模式只是包括这四个部分。事实上，恰恰是各个要素之间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才共同构成了独具特色印度现代化模式。

（1）政治模式。政治模式是一国现代化的核心部分。政治模式上，印度主要有两个方面特征最为主要。一是国家结构形式是联邦制，二是政治制度是议会民主制；两者都带有浓厚的印度特色。印度的联邦制和典型的联邦制不同，是带有单一制特征的联邦制，这是由印度的历史和民族等方面因素所决定的。从印度独立以来的历史发展情况看，这种带有单一制性质的联邦制基本上保证了印度中央政府能够有效掌握和利用各种资源有效应对各种威胁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因素，对于确保国家统一、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印度选择实行的这种国家结构形式总体上是成功的，是适合印度国情的。但由于各种原因所致，印度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统一和分散、大民族与小民族关系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印度联邦制也面临着一些不容忽视的挑战。我们以印度东北部分离主义为例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印度东北部之所以会产生分离主义问题，既有历史方面的原因，也有现实方面的原因。对于如何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分离主义问题，我们认为，发展经济是解决分离主义的根本途径，但分离主义问题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问题是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并非问题的全部，很多时候，分离主义的产生与国家认同、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等因素更为密切。因此，要消除和解决分离主义问题，必须坚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在优先考虑经济问题的同时，还要从国家认同、民族融合、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等方面入手，寻求解决导致分离主义产生的深层次问题，特别是解决思想观念方面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分离主义问题。

印度政治制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历史上，印度长期实行帝王统治模式，直到英国殖民者入侵，传统政治制度才土崩瓦解。独立后，印度选择实行了议会民主制。但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和西方式议会民主制有所不同，而是具有浓厚的印度特色，具有明显的双重特征。印度之所以选择实行议会民主制，并平稳运行至今，一方面是英国殖民统治的遗产，另一方面在于印度具有实行议会民主制的历史文化传统，没有这些历史文化传统，很难判断印度的议会民主制是否还能平稳运行，因此目前的印度政治制度形成有其独特原因，不能作为普遍规律进行推演。议会民主制对印度来说，所发挥的作用比较复杂，不能简单的予以肯定或否定。一方面，议会民主制在促进印度社会稳定、维护印度国家统一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印度来说，议会民主制可能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却是最合适的制度。另一方面，议会民主制也不是万能的，在解决权力腐败、促进经济增长等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非常关键的问题上，截至目前印度的表现并未因其实行议会民主制而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为优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从以往的历史事实来看，西方国家的经济并不是因实行民主制度而发展起来的，恰恰相反，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都是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制度的不断健全而逐步完善起来的。换言之，民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目前的现实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水平不高和相关社会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就实行了民主制度（以普选制为典型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经济上是否还能发展起来，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目前理论上还难以给予肯定或否定的解释，现实中也还没有成功的案例，相反，很多国家陷入了混乱。因此，对于印度，虽然其民主制度运行良好，没有像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样陷入混乱，但我们同样也不能简单的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因此，将议会民主制作为印度崛起的后发优势的观点是一个值得讨论和存疑的问题。

（2）经济模式。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是目前印度成为热点话题的主要原因所在。因此，经济上的快速发展是印度崛起的最主要特征。经济模式上，印度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形成了一个非均衡的发展模式，即：第三产业特别发达，而制造业相对落后。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印度实行由开国总理尼赫鲁主导建立的混合式经济模式，以计划经济为主导，虽然实现了一定的增长，但总的来说发展比较缓慢，而且积累了很多弊病，最终导致印度经济在1990年前后出现危机，并直接催生拉奥政府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自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印度经济总体上表现优异，取得很大成就，成为引人注目的国家。推动印度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是多元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文化的和宗教的、国际的和国内的等各个方面因素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因素出现问题都可能引发全局性变动。但我们分析认为，从印度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经济发展来说，印度经济之所以能取得显著成就，最根本原因是印度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对原先实行的计划经济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概括来说，印度的改革过程是一个以建立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由计划经济向自由经济转变，由国有经济向私有经济转变，由内向经济向外向经济转变的过程。如果说计划经济、国有经济、内向经济是改革开放以前印度经济模式的三个显著特征，那么自由经济、私有经济、开放经济则是改革开放以来印度经济模式的三个显著特征，也是推动印度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在对印度经济模式进行总体介绍和分析之后，我们分别对印度的第一（农业）、第二（制造业）、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情况进行介绍和分析，以进一步概括印度经济模式的特点。

农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现代化影响甚至决定着现代化进程的速度和质量以及最终目标的实现。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农业密切相关，农业的成败关系经济发展的成败。印度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同时又是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农业大国。农业在印度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是印度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发展决定了印度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印度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对印度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具有决定性作用。总的来看，独立后的印度农业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独立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制度改革阶段，核心内容是实行土地改革、合作社运动和乡村发展计划等；第二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为技术改革阶段，核心内容是实行绿色革命；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至今，是综合发展阶段，核心是消除农村贫困和失业问题。三个阶段内容以土地改革和绿色革命最为重要，成果也最为明显，产生影响也更为深远。

在印度国民经济的三个产业部门中，第二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从来没有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印度制造业发展仍然比较缓慢，第三产业发展却比较迅猛。反观和印度起点相似的中国，却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一种情景。中国在建国初期工业基础也相对薄弱，很多方面比印度要落后，然而建国后制造业却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而印度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却始终保持着较低的比例，从制造业占国民经济的比例来说，印度至今没有完成工业化。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更为迅猛，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产业部门。印度的制造业却始终停留在相对较低的增长水平上，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也没有太大改变。在反映制造业发展情况的有关指标方面，都显示出印度制造业发展的缓慢状态。综合世界一些主要国家的工业化历史经验和相关理论研究，我们认为，资本、劳动、技术、制度和环境等几个因素是决定一国工业化的发端和推进的必要条件。其中，资本是前提，劳动是基础，技术是关键，制度和环境是保障，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才能推动一国工业化顺利发展。对印度来说，资本方面原因，主要是内资不足，外资过少；制度方面原因，主要是对内管制过多，对外保护过严；劳动方面原因，主要是劳动立法过于机械，劳动力素质过于低下；环境方面原因，主要是政府效率低下，基础设施落后。

和制造业的发展滞后相比，印度的第三产业发展迅速，近二十多年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又突飞猛进，成为印度经济最大的亮点。政府政策、比较优势、历史传统是支撑某种产业在一定时期内快速发展的三个关键因素。印度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样是这三个方面因素共同推动的。其中，印度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最重要因素，主要包括：高度重视科研开发，实行软件技术园区计划，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注重人才培养，创造有利于软件业发展的法律环境，创造并充分发挥机制优势。

印度经济形成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以信息技术为主体的现代服务业成为印度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种产业发展模式有一定的优势，但存在产业结构不平衡问题，是一种失衡的经济发展模式。印度建立起来的这种超越第二产业直接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的经济结构，有一定发展优势和可取之处。但这种模式也存在诸多弊端，主要是由于印度信息产业并不是由印度经济自主推动而是由发达国家经济需求拉动的，仍然是在为他人打工，本质上是一种依附型经济，对于提高本国生产效率作用不大。而且，高科技产业对于解决印度庞大的就业人口无能为力，不利于印度解决严重的贫困问题。事实上，近二十年来，印度虽然经济总体上表现优异，但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却在增加，根源就在于印度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印度要实现国家崛起，必须调整经济结构，为更多的人提供就业机会。

（3）文化模式。拥有博大精深的文化是一个国家成为世界大国的必备条件。不同国家的现代化是在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积累的基础上实现的。不同民族文化孕育出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国家对传统文化不同的态度，使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呈现出独具特色的实现过程和表现形式，甚至还能决定一个国家是否能最终实现现代化。从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来看，一个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文化的现代化，也就是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一直就是一个非常敏感、极端复杂的领域。一般而言，文化的现代化往往滞后于经济的现代化，而文化现代化的滞后反过来又影响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就印度而言，印度毫无疑问拥有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多样性、宗教性、包容性是其主要特点。印度教是印度传统文化的核心，对印度影响最大。和其他国家的传统文化一样，印度传统文化对印度现代化的影响同样是双重的。一方面，印度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因素阻碍印度现代化进程，其作用是消极的；另一方面，印度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因素又有利于印度现代化进程，其作用是积极的。面对具有双重作用的传统文化，印度政府采取了继承、改造和发展并重的文化战略。一方面，针对传统文化中消极落后因素，采取措施予以改造，使之符合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对传统文化积极因素，采取措施予以保护和继承；同时，积极吸取其他国家创造的先进文明，不断推动传统文化适应现代化需要，不断获得新的发展。总体而言，印度文化现代化取得了积极成效，特别是以政教分离为核心的世俗化更是印度成功建立并实行议会民主制的重要因素。但同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和取得的成就相比，印度传统文化的改革进程依然任重道远。今天印度传统文化所发生的一些变化更多的是表现在日常生活方式方面，文化现代化的核心是价值观的改变，恰恰在这方面，印度仍然面临着巨大挑战。其中两个最大挑战来自于种姓制度和宗教冲突以及新崛起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这三个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印度将难以实现现代化目标。

（4）社会模式。社会模式是现代化模式的重要内容。社会模式的核心是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本社会形态。一个国家形成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对于政治和经济有重要影响。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是理解一切社会现象的出发点。社会分层结构是社会结构的基础和核心，决定着社会结构的其他方面内容。一个社会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分层结构，直接关乎社会是否安全、和谐、稳定，是否能平稳发展。不合理的社会分层结构往往导致社会动荡、发展中断。印度的社会分层结构是一种少数人富有、多数人贫穷的金字塔结构。具体而言，当前的印度社会分层结构分为三个阶层，位于最上层的是数量极少、拥有巨额财富的大资产阶级，处于中间阶层的是数量模糊、标准不一、正在崛起的所谓中产阶级，处于最下层的是数量庞大、仍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底层贫民。这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结构，造成这种结构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传统的种姓制度的影响，也有现实政策的影响，其中经济政策、土地制度、教育政策三个方面最为重要。虽然由于议会民主制、社会保障政策、传统宗教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印度社会总体上保持了相对稳定，但从长远来说，要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印度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消除导致各种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建设一个平等的社会。要达到这个目标，不能仅仅看写在纸上的法律条文有多么完美，关键要看统治阶层有没有改革自身既得利益的政治意志。因为，和大多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一样，目前印度的资源主要被投向城市，用于满足占统治地位的有产阶级的需要，农村和下层群体完全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除了大选期间被拿来作为选举的筹码，平时很少有人顾及他们的利益，他们也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所谓建立平等社会的目标将永远只是一个“目标”，而无法变成现实。

除了印度以外，在南亚地区中，巴基斯坦、尼泊尔和斯里兰卡三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颇具特色。我们在书中做了重点介绍和分析。和印度一样，巴基斯坦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从获得国家独立后才正式开始的。我们在简要回顾巴基斯坦独立进程并简要分析这个进程对巴基斯坦现代化影响之后，分政治、经济、文化三个部分对巴基斯坦现代化进行总结和分析。政治上，和印度一样，建国之初的巴基斯坦也选择实行了民主政治，但和印度不一样的是，独立以来巴基斯坦的民主政治运行得极不顺利，军人频频发动政变推翻民主政府，形成了民主政治和军人政治交替轮回的独特现象。经济上，独立以来的巴基斯坦形成了一个违背“常理”的“规律”：民主政治并未给巴基斯坦带来经济上的增长，军人政治反而成为巴基斯坦经济复兴的希望，迄今为止巴基斯坦有限的几次经济腾飞都是发生在军人政治时期。文化上，巴基斯坦是典型的穆斯林国家，伊斯兰教文化在巴基斯坦有着不容置疑、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巴基斯坦虽然名义上没有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但由于国家政策的伊斯兰化，宗教文化对国家现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宗教势力至今在巴基斯坦具有重大作用。

作为南亚地区的山地国家，尼泊尔近现代历史进程要比印度等南亚国家慢一拍，当印度次大陆以殖民化形式开始其现代化历程之时，尼泊尔历史虽然已进入“近代”，但其社会发展仍处于中世纪式的封建社会。1950年的民主革命将尼泊尔历史“推入”了“现代”，此后该国才开始了标准意义上的现代化。在尼泊尔60多年的现代化历程中，始终存在着改良与革命两条道路，其模式是“革命、改良、倒退、再革命、再改良、再倒退”的反复循环，但革命始终是尼泊尔社会发展的直接推动力量，而共产主义运动则在尼泊尔革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尼泊尔的现代化进程何以至此，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在对尼泊尔现代化进程进行简要回顾的基础上，重点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和观点。

作为与尼泊尔的对比，我们对同为南亚山地小国不丹现代化的基本情况作了简要介绍。虽然不丹和尼泊尔同为南亚地区的山地小国，长期以来不丹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发展也都离标准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差距甚远，但和尼泊尔现代化进程充满坎坷不同，不丹社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却非常平稳，并未发生国民要求政府进行政治改革和发展经济的诉求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动荡，更没有形成引领现代化变革的政治力量。这一点与尼泊尔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是不丹长期以来并未引起世人过多关注的重要原因。近些年来，不丹开始引起世人关注，但不丹之所以引起世人关注与尼泊尔因动荡引起世人关注不同，不丹引起世人关注是因为不丹创造了现代化的“不丹模式”。所谓“不丹模式”，主要内容是注重物质和精神平衡发展，追求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均衡可持续发展，将自然环境保护和传统文化保护置于经济发展之上，以“国民幸福总值”为标准来衡量国家的发展水平，而不是一般所采用的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标准衡量国家的发展水平，其最终目标是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斯里兰卡在18世纪末成为英国殖民地，1948年2月4日获得国家独立，正式开始现代化进程。以1956年选举为界限，斯里兰卡的政治、经济、民族等都发生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变化。在政治上，斯里兰卡最初原封不动的继承了殖民时期的政治制度，1956年大选之后开始探索符合本国特色的政治制度，最终使斯里兰卡政治制度摆脱了殖民影响，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形成了具有斯里兰卡特色的政治制度，这其中有三个方面最为突出，对斯里兰卡现代化进程影响最大，一是佛教开始介入政治，二是国家获得完全独立，三是内阁制改为总统制。在经济上，独立初期，为改变畸形的殖民地经济体系，斯里兰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未见到太大成效，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种植园经济，经济发展极其缓慢，1956年大选之后，由于获得选举胜利的人民联合阵线接受了当时在世界范围广泛传播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某些原则，并同佛教思想相结合，形成了佛教社会主义思想，由此改变了统一国民政府党实行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强调政府控制，强调自力更生，强调社会平等，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7年统一国民党再次执政，斯里兰卡又开始市场化改革，并一直持续至今。在民族问题上，历史上，斯里兰卡就存在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问题，1956年大选后，佛教开始介入政治，僧伽罗民族主义高涨，斯里兰卡政府出台了很多有利于僧伽罗人而不利于泰米尔人的政策，使本已存在的民族矛盾迅速激化，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酿成尖锐冲突，最终演化成为一场持二十多年的全面内战，直到2009年猛虎组织被政府剿灭，内战才宣告结束，但民族问题并未获得完全解决，仍然是影响斯里兰卡现代化进程的最大障碍。

本书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篇主要介绍和分析印度现代化模式，分四章；下篇主要介绍其他国家现代化模式，分三章。南亚国家的现代化模式，特别是印度的现代化模式，都是这些国家通过多年的独立探索而形成的。目前，它们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阶段性成功，这再一次验证了几个经常被人提及的话题，这也是我们在本书中对现代化问题所持的基本观点，在此简述如下。

第一，没有任何一种模式是十全十美的。印度模式同样是利弊共存，优缺点同在。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印度模式中所具有的优势可以借鉴，但不可照搬，因为这些优势都是立足于印度自身独特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而形成的，比如印度的议会民主制民主可以在经济落后、贫富悬殊的情况下平稳运行，但其他处于同样条件下的发展中国家却未必能取得成功；对于印度自身来说，要改进本国模式存在的缺陷，也必须选择适合符合本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的政策措施，而不可能完全模仿其他国家的做法。

第二，没有任何一种模式是普遍适用的。从印度模式的实践可以看出，如果将现代化的目标界定为“政治透明清廉、经济持续发展、社会自由平等”。那么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和方式应当是多种多样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首先是不可能再重复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路径，因为那是一个伴随着掠夺和杀戮的过程，当今国际环境下已经完全不可能；其次是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也不可能完全相互模仿，一个模式在此处取得成功，在别处未必能结出同样的果实。

第三，现代化模式必然是多种多样的。印度模式初步成功的理论价值在于：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或欧化，现代化道路并非只有一条，现代化模式也并非只有欧洲模式或美国模式，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多样性，现代化模式同样也具有多样性，如果人类将现代化作为一个追求目标的话，“那么就应该允许东西方，或南北方等不同人群的各种各样的试验和追求，当然，所得到的结果也只能是原则上大体一致，具体构造因地因时因国而异。试想，一旦那些非洲黑人兄弟有一天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之后，那肯定也不是西欧经典模式的摹本，而必然带有浓厚的非洲特色。”美国现代化学者C.E.布莱克在其名著《现代化动力》中对多种现代化模式有精辟论述：现代化特征对于所有社会都是共同的，考察这些特征有助于揭示现代化过程的一般性质。然而，各个社会的差异非常之大，这些一般通则对于特殊社会问题的帮助是有限的。没有两个社会以同一种方式实现现代化——没有两个社会拥有相同的资源和技术、相同的传统制度遗产、处在发展的相同阶段以及具有同样的领导体制模式或同样的现代化政策。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任何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都必须找到一个适合于本国实际的发展模式，将那些抽象的理论付诸于具体实践。民主与权威、自由与平等、市场与计划等原则，如果不落实到具体实践，不结合各自国情，要么只能是一些空洞的口号，要么是水土不服引起不良后果。上个世纪70年代，印度政府曾试图以优先发展经济为名而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实际上就是实行类似东亚一些国家实行的威权主义政治，但此举遭到印度多数人反对，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也就是说，印度人宁可经济发展得慢一些，也不愿意放弃他们所珍视的民主和自由。同样的，东亚一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之后刚刚取得独立之时，也曾试图实行民主政治，但最终得到的却是经济落后、社会动荡，国民也不买账。当时情况下，对这些国家的人民来说，首要的需求是发展经济和改善生活。置这些现实需求于不顾，生搬硬套的移植进来一个与本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都格格不入的民主，得到的结果只能是失败和混乱。当然，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探讨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所指出的，这些国家在威权体制下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之后，也必须适时进行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实现社会发展的软着陆，这已经是另外一个研究命题，本书不再作进一步阐述。


上篇　印度的现代化模式

引言

印度历史悠久，是世界上最早出现文明的地区之一。史前印度最重要的文化为印度河流域文化（又称哈拉帕文化）。印度河流域文化之后，由西北方进入印度的雅利安人带来了新文化体系，这一文化就是印度历史上著名的吠陀时代，是古典印度文化的起源。吠陀时代分前期和后期，种姓制度大概在后吠陀时期出现。雅利安人分成不同部落集团，部落集团之间频繁进行战争，最终形成为数众多的早期印度国家，公元前7——前4世纪，印度进入列国时期，因为佛教产生于这一时期，也常称为佛陀时期。列国时代的印度精神生活十分活跃，出现了许多哲学或宗教流派，其中影响最为久远的即是佛教和耆那教。公元前6世纪末期，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征服印度西北部地区。公元前327年，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征服者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进攻印度，这次入侵客观上助推了孔雀王朝的兴起。

亚历山大撤出印度之后不久，被称为月护王的旃陀罗笈多推翻摩揭陀的难陀王室，建立起印度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式政权孔雀王朝。孔雀王朝在阿育王时期到达巅峰，印度在形式上得到统一。阿育王去世之后，孔雀王朝迅速衰落，印度重新回到列国时代的分裂状态。从公元前2世纪初开始，大夏希腊人、安息人、塞种人、大月氏人先后侵入印度，其中大月氏人在北印度建立的贵霜帝国最为强盛，与罗马帝国，安息和汉朝一起被列举为古典世界的四大帝国。贵霜帝国衰落后崛起的是笈多王朝（公元320-540年）。笈多王朝是孔雀王朝之后印度的第一个强大王朝，也是由印度人建立的最后一个帝国政权，是印度古典文化的黄金时期。笈多王朝瓦解后，印度再次陷入分裂和混乱。8世纪初，阿拉伯人征服印度西北部的信德，揭开了穆斯林入侵印度的序幕。1001-1024年，伽色尼王朝国王马赫穆德入侵印度达12次之多，吞并以拉合尔为中心的旁遮普地区，从此旁遮普成为穆斯林地区。12世纪后期，阿富汗廓尔王朝控制西北印度。1206年，廓尔王朝统治印度的总督自立为苏丹，定都德里，此后北印度进入德里苏丹国时期，直到莫卧儿帝国建立。但德里苏丹国并非统一了整个印度帝国，大多时候德里苏丹国只是北印度的一个最大王国，南印度则几乎从未进入苏丹政权的版图。苏丹国于15世纪初解体后，独立王国林立各地。但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很长时间，1526年，帖木儿的直系后代巴卑尔从中亚进入印度建立莫卧儿帝国。16世纪下半期，莫卧儿帝国版图得以扩大，成为当时世界强国之一。莫卧儿王朝后期，皇帝大都昏庸无能，帝国逐渐衰落，奄奄一息。此时，欧洲殖民者开始入侵印度。

最早在印度建立据点的欧洲国家是葡萄牙，接着是荷兰打败葡萄牙。到18世纪，在印度进行利益争斗的变成英国和法国，最终英国人取得优势。1757年，英国在普拉西战役中打败法国支持的孟加拉王公，为征服整个印度铺平道路。此后，又经过数次战争，英国消灭了印度境内的主要反抗力量。到1818年，大多数印度王公都承认了东印度公司的宗主权。由于英国殖民者的种种不利政策，1857年爆发了著名的印度民族大起义。虽然在殖民统治者严厉镇压下，起义最终失败，但这次起义带来了一系列重大后果。英国政府认识到其印度政策存在严重弊端，开始进行调整，1858年英国通过《改善印度管理法》，取消东印度公司，由印度事务大臣接管其全部职权；并成立以印度总督为首的印度政府；同时，英国人还正式结束了早已名存实亡的莫卧儿王朝。此后印度进入由英政府直接统治的时代。

英国政府直接统治印度后，在行政体制方面，最高机关是印度政府，由印度总督及其执行委员会组成，印度总督称为参事会总督，由英王任命，任期5年；总督的执行委员会成员6人，任期5年，也由英王任命；外交部部长由总督兼任，其他各部由执行委员会分配；立法工作由执行委员会的扩大会议进行，扩大会议成员有在职官员、应邀人士和当选人士。

在行政区划方面，全国分13省，其中五大省为孟加拉、孟买、马德拉斯、旁遮普、联合省；另有土邦约700个，由印度王公统治，但英国对土邦有严密监督制度，严禁国内外结盟。

在经济社会方面，在英国人统治时期，印度开始建立现代教育体系，修筑铁路，发展钢铁、纺织等现代工业，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传统经济体系被打破，到独立时，印度已经建立起相对完备的工业基础，特别是随着英国资本大量输入，印度本土资本主义得以快速发展，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印度资产阶级。1885年，资产阶级性质政党印度国大党成立，成为领导印度独立的核心力量。由于认为国大党过多代表印度教教徒利益，印度的伊斯兰教领袖于1906年组建全印穆斯林联盟。

从1885年国大党成立起，印度几乎每年都有民族主义者的集会，要求改革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方式，给予印度人更多权利。国大党内激进派于1895年提出了印度自治的口号，并最终成为国大党的政治纲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尽管英国殖民当局也在推行公职人员的印度化，但印度自治却是从未考虑过的事情。1905年，印度总督寇松决定将孟加拉划分为两个省，引发印度人强烈愤怒，反英运动迅速发展。虽然这次运动最终因英政府的强力干预而被平息，但印度人民的民族情绪却日益高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精英阶层积极支持英国，希望以此换取民族自治。但战争结束后，英国不仅继续执行军管法令，而且还制订了新的镇压法案，1919年4月13日发生英军屠杀印度群众的阿姆利则惨案。这些事实使印度上层精英人士十分失望。1920年成为国大党公认领袖的甘地转变了对英政府的态度，并于1920年改组国大党，提出了非暴力不合作策略并成为国大党的总路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大党以非暴力不合作为指导方针多次领导反英斗争，沉重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与此同时，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分歧也逐渐加深，特别是当真纳成为国大党内穆斯林领袖后，穆斯林由此有了能够与甘地相抗衡的政治领袖，两者之间的分歧逐渐无法弥补，最终走向分裂。1935年英国当局通过新的印度法案，规定中央建立两院制立法机构，任命两个执委会，分别管理防务、外交等关键各部和教育、药政等非关键各部，各省建立单纯的责任政府，对本省民选立法会负责。这一法案具有一定进步性，为独立后印度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但关于中央政府的相关规定一直没有实施，各省的政府却建立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民族运动继续发展。1944年甘地与真纳的会晤以失败告终，印度穆斯林已经广泛支持建立独立的伊斯兰教国家。二战结束后，由于英国实力急剧衰落，其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已经不可能维持。1946年印度皇家海军起义，事件之后英国派出一个四人内阁使团访印，协调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之间的矛盾，以便移交政权。1947年3月，最后一任英籍总督蒙巴顿提出印巴分治方案，为国大党和穆盟所接受。根据该方案，巴基斯坦和印度两个自治领分别于1947年8月14日和8月15日成立，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宣告结束，印度由此获得民族独立。

总之，在西方殖民者入侵之前，印度处于发展缓慢的前现代社会。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使印度被动卷入全球化，被动开启现代化进程。英国殖民期间，印度现代化进程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这一阶段印度现代化所取得的成就主要被英国殖民者剥夺，并未给印度人民所分享，和此前相比，印度人民所受的剥削反而更为严重。在殖民经济和封建经济的双重盘剥下，尽管印度经济在独立前的近百年间（1857-1947）有了一定发展，但印度人均收入在百年间增长率仅为0.5%，几乎停滞，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印度独立为止。1947年获得民族独立之后，印度现代化进程正式开启。


第一章　政治模式：具有印度特色的联邦制与议会民主制

政治模式是一国现代化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核心部分，因为“政治不稳定可能导致任何一个国家急剧后退”。政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国在短时间内可能表现良好（这种情况在很多国家曾经出现）的经济模式能否持续发展，能否建构一个合理的社会模式，能否将传统文化模式转变为现代文化模式。印度政治模式包含多方面内容，其中有两个方面特征最为显著，对印度现代化进程影响最大，一是实行带有中央集权特征的联邦制，二是实行多党竞争的议会民主制。本章对这两个方面的相关内容做简要介绍和分析。

第一节　印度联邦制的基本内容和面临挑战

印度的国家结构形式是联邦制。现代国家结构形式，是指一个国家的整体与其组成部分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相互关系。国家结构形式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划分国家的领土，以及如何规范国家整体和组成部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限问题。现代国家结构形式一般分为单一制和复合制两种。单一制国家是由若干普通行政单位或自治单位组成的单一主权的国家。在单一制国家，中央政权享有最高权力，地方政权在中央政权统一领导下，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行使其职权；在法理上，单一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中央，地方的权力具有中央授权性。单一制国家只有一个中央政权，一部宪法，一种法律体系，是国际交往中的国际关系主体，公民只有一个国籍。按照地方职权的大小，单一制国家又可分为中央集权型单一制国家和地方分权型单一制国家。在中央集权型单一制国家，地方政权在中央政权的严格控制下行使职权，由中央委派官员或由地方选出的官员代表中央管理地方行政事务，地方居民没有自治权或地方虽设有自治机关，但自治机关受中央政权的严格控制。在地方分权型单一制国家，地方居民依法自主组织地方公共机关，并在中央监督下依法自主处理本地区事务，中央不得干涉地方具体事务。

复合制国家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成员单位（如邦，州，共和国等）联合组成的联盟国家或国家联盟。根据成员单位独立性的强弱，复合制又可分为联邦制和邦联制等形式。联邦也称“联盟国家”，是由若干成员单位（邦、州、共和国等）组成的统一国家。邦联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为了达到军事、贸易或其他共同目的而形成的一种国家联合。在联邦制国家中，国家整体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不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是权限范围不同的中央与中央的关系。国家整体与其组成部分的权限范围由联邦宪法规定，它们各自在规定的权限范围内享有最高权力，并直接行使于人民，相互间不得进行任何干涉。联邦制国家明显的外部特征是：除联邦有中央政权外，各组成部分也有各自的中央政权；联邦立法机关中通常有一院由联邦各组成部分的代表组成；除有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体系外，联邦各组成部分也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体系。有的联邦制国家，其组成部分在某些问题上可以成为国际交往主体；联邦制国家的公民有统一的国籍。

在当代国家结构中，单一制与联邦制是主要形式。各国由于历史传统、民族状况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状况的不同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采用了适应各自国情的国家结构形式。一个国家选择何种结构形式关系国家的整合效果、领土统一与社会稳定。这些因素对于一国现代化进程来说影响重大，如果一个国家整合效果不佳，处于分裂和动荡状态，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一、印度联邦制的基本内容

独立前，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实行“分而治之”政策，使印度变成了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把印度人为地划分为英属印度和560个土邦，将不同语种的民族划在一个邦之中，又把同一语种的民族分割在几个邦之中等等。因而地方与地方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矛盾异常尖锐。独立后，为确保国家统一，为现代化奠定一个良好基础，印度政府在处理民族、语言、土邦等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1948-1950年，印度政府通过高价赎买和军事强制手段合并了土邦，统一了基层政权。1956年以后又实行新省邦制，基本上按语种分邦，到80年代中期已划为20多个邦，部分解决了中央与地方、民族和语言的矛盾。在国家结构上则实行了联邦制。目前，印度划分为28个邦和7个联邦领地，邦以下又设总共603个专区或县。联邦领地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每个邦都有自己的议会和政府。

印度宪法明文规定，印度是一个联邦制共和制国家，联邦由各邦和中央直辖区（市）组成。印度宪法在第一条中就规定了印度实行联邦制国家结构，并详细规定了各邦的名称、领土，以及成立新邦、变更各邦面积、边界、名称的具体办法。然后分专篇详细规定了其政治体制，包括联邦的立法、行政、司法等机关之间的具体关系；印度各邦的立法、行政、司法机关的具体产生办法，各机关内部的机构设置、相应的权力、职责和具体的运行方式、运行程序等。针对印度复杂的社会结构，宪法还规定了除一般性建制邦以外的其他联邦组成单位的政权机构、相应权力及其运行方式和运行程序等。

根据印度宪法，印度总统是联邦共和国的国家元首，是国家的象征，但不是政府首脑（政府首脑是总理），代表国家而不统治国家。各邦的政治体制与中央几乎完全一致，联邦中央和各邦有自己的立法机构、行政体系和财政经济权力，每个邦有一个以首席部长为首的部长会议。首席部长得到邦议会多数的支持，部长会议集体向邦议会负责。邦议会在普选基础上产生，一般任期五年。有些邦还有邦参议院，其议员一部分由邦长指定，另一部分由社会人士提名。参议院是一个永久性机构，每两年改选一部分议员。每个邦设一邦长，由总统直接任命，邦长既是联邦中央在地方的代表又是各邦的元首，但不是邦政府首脑（邦政府首脑是首席部长），享有广泛的行政、立法和财政权，有权解散议会，也有权重新召开议会，提出咨文，在立法议会休会期间有权颁布命令。

印度宪法详细地规定了哪些是属于中央的权限，哪些是属于邦政府的权限，哪些是属于中央和邦政府共同的权限。根据宪法规定，印度各邦单独享有66项立法权，其中包括公共秩序、警察、地方自治、公共卫生、农业、林业、渔业、教育、地方工业、土地立法、土地建筑税、奢侈税等。宪法还规定了47项联邦与省邦共同享有的立法权，其中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婚姻法、财产转让、民事诉讼、契约、工会、劳工福利、劳资纠纷、经济计划和社会计划、报纸、物价管理、电力、印花税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印度选择实行了联邦制，但和典型的联邦制不同，印度联邦制结构形式还有某些单一制国家的特征，具有强烈的中央化倾向，比如实行单一的国籍、单一的司法体系、统一的宪法、统一的公务员体系，中央在改变邦界时的决定权；紧急状态下的单一制特征等，联邦政府对各邦政府有很大的控制权。因此，印度的联邦制实际上是“强中央的联邦制”、“半联邦制”、“带有单一制色彩的联邦制”。因此，带有单一制特征的联邦制是印度联邦制的主要特点。

印度这种带有单一制特征的联邦制在宪法中得到明确体现。首先，印度联邦只有一部宪法，与美国和瑞士等联邦制国家不同，各邦无权制定宪法，也无权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其次，在印度宪法中，对地方权限作了很多限制性规定。（1）在立法权方面，各邦的立法权除警察和土地立法权外，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一切重大立法权力几乎全部集中在中央。根据印度宪法规定，印度联邦单独享有多项最重要事务的立法权，其中包括国防、武装部队、军工、外交、战争与和平、航空、铁路、邮电、对外贸易和外汇、货币和银行、保险等重要权力，共97项。虽然宪法规定了47项联邦和下属邦共享的立法权，但宪法又规定，邦议会选举在总统任命的选举委员会监督、指导和控制下进行，各邦所制定的法律只有在同联邦制定的法律不相抵触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否则法律无效，这实际上将各邦的立法权置于联邦的约束之下。（2）在行政权方面，虽然宪法规定若干个邦享有一定的自治权限，但宪法又规定，各邦行使的行政权，不得妨碍或损及联邦之行政权；不得妨碍或损及联邦对各邦给予指令的行政权。此外，各邦的邦长由联邦总统任命并对总统负责，联邦可通过各邦长掌握该邦的全面情况，并牵制该邦的工作。宪法还赋予邦长在一些问题上的“自由决断权”，邦长在行使这一权力时，可以不必根据邦部长会议的建议。各邦政府在行驶行政权力时应遵守联邦会议通过的法律和适用于该邦的法令，不得妨碍和侵害。联邦政府在行使行政权利时有权向各邦下达必要的指示，各邦不得违抗。否则，联邦政府可以宣布该邦处于紧急状态，也可以派遣中央后备警察部队进入该邦强行实施这些法律。（3）在司法权方面，印度实行单一的司法体制，无论是邦一级的高等法院还是下级法院，都受最高法院的管辖。（4）在财政权方面，联邦政府与邦政府相互独立，开支分别核算。宪法对联邦和邦的主要收入来源税收的项目和分配作了详细的规定。宪法规定联邦政府有权征收除农业税以外的一切所得税、附加税、关税、资本和财产税、公司企业税、铁路客运和货运税等作为印度的“统一基金”，然后由联邦将其中一部分分配或以补助金形式拨发给各邦。通过这些规定，联邦政府控制和掌握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邦政府只掌握了次要的或不稳定的税收项目。因此，各邦在财政方面必须依靠联邦政府的支持和帮助，这就为它干预各邦事务创造了条件。联邦政府可以采取转移部分税收、给予补助拨款等办法，弥补各邦资金的不足。（5）宪法虽然规定各邦拥有设立警察的权力，但警察都是由联邦内政部按照“全印警官制度”统一培训后派遣到各邦，职级提升也要通过内政部，因此印度警察实际上是在联邦内政部控制之下。宪法第42号修正案还规定：联邦政府有权派武装部队或其它部队到任何邦处理该邦社会动乱和法制恶化等严重问题。这些部队在邦内驻扎期间，听从联邦政府的指示而不受所在邦政府的控制。

为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印度宪法特别赋予了联邦政府一些特殊权力，以应对和处理可能威胁印度整体国家利益的情况。（1）根据宪法规定，总统如果认为某一邦政府不能依照宪法规定进行工作，有权宣告“紧急状态”。在此期间，联邦议会代行该邦议会的职权，总统并有权接管该邦政府的全部行政权，实行“总统治理”。从1950年到1977年4月，由于政治动乱或其它原因，印度中央政府曾经50次解散各邦的邦议会，实行“总统治理”。（2）根据宪法规定，中央政府可以根据各地所发生的不同情况，对各个地区做出因地制宜的政策处理。对于有民族分离运动的各个邦，根据这些分离运动发生的原因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给予适当政策上的照顾。比如说增加该邦的财政预算，加强该邦的经济发展等等。也可以通过法律规定给予一些邦特殊的地位。这样就可以解决这些邦的一些实际问题，满足他们的部分要求，剥夺他们进行民族分离运动的借口，削弱民族分离运动的势力。通过如此种种，“既部分缓解了中央与该地区的矛盾，又可以对该民族和不再反对中央的营垒起分化瓦解作用”。（3）根据宪法规定，联邦议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通过简单多数表决将各邦进行重新组合，建立新的邦或改变现有邦的公职、边界和名称。在实践中，印度在很多情况下顺应当地民族的要求，将原来民族分离运动比较强烈的邦划分为几个小邦。比如，旁遮普邦行政区划就是因为锡克人的强烈要求经过了多次的变动，最终在1966年，将原旁遮普邦划分为三个部分，成立了一个新的以锡克人为主的旁遮普邦。那迦、米奴拉姆先后从阿萨姆邦划出，成为单独的邦，都是部族人民及其代表与联邦长期斗争、讨价还价和妥协的结果。印度中央政府通过多次对印度各邦划分整合，给予各个民族以更多的管理自己事务的自治权利，满足了他们当家作主的愿望，从而缓和了地方与中央的紧张关系。同时由于成立新的邦，将有民族分离运动的邦分割出去，这样有民族分离运动邦的范围就更小了，一旦有民族分离运动发生，它所波及的地区也就更小，更有利于中央政府的应对。（4）根据宪法规定，对于国内出现的武装分离运动，中央政府可以毫不客气地进行武力镇压。联邦政府依据宪法关于维护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规定，对采取武装斗争手段的民族和部族独立运动，“其中包括那加族、米佐族和锡克族的独立运动，还有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穆斯林激进派的抵抗运动，无一例外地进行武力镇压”。从实践来看，这种镇压导致重大的人员财产损失，国际声誉下降，但是为了印度的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印度中央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态度坚决，绝不姑息。

综上所述，印度的联邦制无疑具有强烈的单一制国家的特点。对此，印度著名法学家格·纳·约希认为，“严格地说，印度联邦并不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而是一个具有某些主要和重要单一因素的国家”。印度官方出版物《印度——参考年鉴》也认为，印度的联邦制具有“单一制国家的特点”。印度在国家结构上之所以实行这种具有强烈单一制特征的联邦制，有比较特殊的历史背景，与印度的历史、民族等特点分不开的。

一方面，印度在历史上长期遭受异族频繁的入侵和征服，因而形成印度人种、民族、语种、宗教繁多。印度各大民族和多数部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印度宪法承认有14种语言。每个语言集团实质就是一个民族。由于这种情况，印度在英国入侵之前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强大中央集权的国家，多处于地方割据和分裂状态。历史上虽然有过几次大的统一，但时间极短。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后，声称统一了印度，但实际上在约五分之二的领土上仍有数百个大大小小的土邦以独立或半独立的形式林立于次大陆。英国殖民者为便于统治印度，并未触动这些土邦。长期的王国林立和地区政治势力割据不仅使印度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地区意识、种族意识和语言意识，而且也使印度的政治文化具有很大的多元性和分散性，因此各民族要求自治的愿望一直比较强烈。类似中国人心目中的大一统思想在印度人心目中从未形成过。有的印度学者指出，各邦在不同种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地区政治文化具有相当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甚至不亚于欧洲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考虑到这种历史传统，选择实行联邦制是一种必然，不实行联邦制便不能反映印度的民族特点，很难将各民族各土邦统一到一个国家之下。

另一方面，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是一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前提。一个处于动荡和分裂的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就印度来说，由于历史上印度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导致屡遭外国侵略而无力抵抗，只有建立统一的国家，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消除地方狭隘界限，才能有利于中央协调各邦活动，有助于解决内部暴乱和抵御外部入侵，应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从而达到维护国家统一、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印度复兴的目标，否则便有可能重蹈历史覆辙，再次陷入地方割据、民族分裂的一盘散沙局面，阻碍印度的复兴。特别是1947年9月8日，就在印巴刚刚分治之后，印度发生了教派大屠杀事件，印度官方估计在旁遮普有15万人被杀，有600万难民流入印度。在这场宗教大屠杀中，印度的地方政权机关面对危机显得十分脆弱，根本无力应对。这个事件的爆发以及带来的惨痛教训，使印度开国元勋认识到，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局面，必须加强印度中央政府的权力，才能确保社会稳定、行政管理顺利。因此，印度制宪会议主要成员均建议印度应实行中央较强的联邦制，加强中央权力，因为过多分权削弱国家施政能力，但要保持联邦制，因为联邦制的观念已深入民心。因此，实行在联邦制下面的集中制是符合印度的国情的。

二、印度联邦制面临的挑战——以印度东北部分离主义为例

印度当初之所以在国家结构上选择实行联邦制，根本目的是为了确保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从印度独立以来的历史发展情况看，这种带有单一制性质的联邦制基本上保证了印度中央政府能够有效掌握和利用各种资源及时应对各种威胁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因素，对于确保国家统一、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印度选择实行的这种国家结构形式总体上是成功的，是适合印度国情的。对此，应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也必须看到，由于各种原因所致，印度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统一和分散、大民族与小民族关系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印度联邦制也面临着一些不容忽视的挑战。一般分析认为，目前对印度的国家统一构成比较严峻的挑战有旁遮普问题、克什米尔问题、东北部分离主义问题等。这几个问题再加上纳萨尔派反政府武装，目前并称为对印度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最主要威胁。但我们认为，如果仔细分析，这几股威胁力量的本质是不同的。其中，旁遮普独立问题比较复杂，涉及民族、宗教、语言和社会经济等因素，本质是锡克教和印度教的冲突问题，更多是宗教冲突问题；纳萨尔派反政府武装产生的根源是印度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该武装并没有以分裂印度为口号，其主张是实现社会平等，给印度带来的威胁不是国家统一，而是社会稳定；克什米尔问题涉及到印巴分治，与其说是印度一个国内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国际问题，其解决并不完全由印度自身所决定，鉴于本书的内容框架和研究对象，不对涉及国际因素的问题作过多探讨，因此我们不对克什米尔问题作进一步分析。鉴于这些考虑，我们将在文化模式一节对旁遮普问题进行分析，在社会模式一节对纳萨尔反政府武装进行分析。这里，我们以印度东北分离主义问题对印度在国家的整合和统一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进行简要分析。

东北部地区是印度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重灾区。印度东北部主要包括七个邦和地区，即阿萨姆邦、那加兰邦、米佐拉姆邦、曼尼普尔邦、特里普拉邦、梅加拉亚邦、以及所谓的“阿鲁那恰尔邦”（即中国不予承认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印占地区），总面积255088平方公里，占印度总面积的7.7%，人口3851万，占印度总人口的3.73%，由大约160个表列部落、5个不同的民族和非部落人口组成。这一地区几乎每个邦都存在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从事分裂活动的军事组织数目已有将近50个，其中尤以阿萨姆独立运动最有影响。印度东北部分离主义由来已久，是印度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分离主义运动，但一直以来这些分离运动并没有上升到暴力程度。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这些分离活动开始出现暴力方式，到70年代，暴力冲突呈现出扩大化趋势，东北部各邦基本都受到了叛乱活动影响。最近几年来，由叛乱活动引起的伤亡每年都在数百乃至千人以上，对印度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构成的威胁越来越大。那么，印度东北部为什么会产生分离主义运动呢？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在这一地区出现水土不服呢？分析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印度东北部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谈起。

印度东北部地区的地理位置十分特别，与缅甸、中国、孟加拉国和不丹四国接壤，边界线漫长，而其与印度主体部分却只有短短大约50公里的共同边界，也就是说印度东北部就象悬挂于印度之外的一块漂泊之地。历史上，印度东北部地区在文化、语言、宗教、人种等诸多方面就与印度主体大陆存在明显差异，从来不曾融入印度主体大陆之中。从政治角度来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南亚次大陆大多时候都是小国林立，很少出现一统天下的王朝，而印度东北部地区更是长期处于独自为政的状态。4世纪左右，阿萨姆人在这里建立了迦摩缕波国。13世纪，来自缅甸的阿洪姆人征服迦摩缕波国，建立了长达600年的阿洪姆王朝。阿洪姆王朝统治末期，缅甸人从东面侵入和控制这一地区。1826年2月24日，英国人通过《杨达波条约》迫使缅甸人将阿萨姆割让给英国，印度东北部成为英属印度殖民地的一部分。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历史上，印度东北部地区就一直是独立于印度之外的行政主体，而英国殖民统治以后，该地区又被纳入英国的殖民体系，但从来就不是印度主体大陆政权的一部分，二者从未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印度东北部地区也从未受过印度主体大陆政权的领导和管理，二者的关系应当是平等存在的两个行政主体。这种历史事实实际上为今日的分离主义埋下了根源。

历史上，印度东北部地区同印度主体部分相互独立，英国殖民统治以后，这种状况并未发生改变。这主要是因为殖民地时期英国人为其自身利益考虑，为便于控制和剥削这一地区的茶叶、石油等资源，在东北部地区实行了“划线隔离”政策。这种隔离政策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不干涉和改变原住部落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将这一地区的平原部落民和山区部落民隔离开来；二是推行“边境地区特许通行”制度，规定印度其他地区的人要进入东北部，必须首先向殖民当局申请取得“特许通行证”，将印度东北部地区与印度主体隔离开来，使两者关系进一步疏远。相应的，英国殖民者的这种隔离政策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这一地区的传统文化得以保留下来，而这种传统文化是不同于印度主体传统文化的；二是这一地区与印度主体产生了很深的隔阂。这两个后果为日后的分离主义埋下了种子。一般而言，当一个地区长期与本国主体处于分离状态，而这一地区又具有同本国主体完全不同的传统文化时，往往便会产生分离主义。

事实也确实如此。早在1929年1月10日，由英国殖民者主导成立的“那加人俱乐部”便向西蒙使团提交一份备忘录，请求英国政府将那加山区从英印殖民体系中分离出来，单方面进行管理，成为英国直接统治下的民族国家。这是那加人有文字记载的争取民族独立进程的开端。英国殖民者出于各种考虑，并没有同意那加人独立建国的请求，但却同意将那加地区排除在印度宪政改革之外。从此，那加人与印度土邦的矛盾越来越深，英国人则借此机会将那加山区变成了事实上的独立王国，由英国殖民政府派遣官员直接在这里行使管理权，并规定未经允许外地人不准进入那加兰。英国殖民者的这些行为，为印度东北部地区的分离主义埋下祸根。正如同有学者提出的，虽然今天印度东北部的恐怖活动与英国政府没有联系，但是英国人是当年在印度东北部播下分离种子的唯一的人。尼赫鲁也认为，印度东北部的部落没有受到印度独立斗争或其他运动的影响。他们对于外来者的经历主要来自于英国的官员和基督教传教士，这些人都尽力使部落民反印度。

印度1947年独立后，英国殖民者一并将印度东北部地区划归印度管辖。考虑到这一地区的特殊情况，为实现对这一地区的有效统治，印度中央政府采取了一些灵活措施。比如，为照顾一些弱小民族对民族属性和部落属性的认同，将印度东北部进一步分裂为多个小的邦和自治区。此外，印度还专门给这些地区一些特殊的照顾政策。但印度政府的用心良苦的政策并没有换来想象中结果。这一地区的分离主义不尽没有消除，反而进一步演化。1963年，为了应付那加诸部落的民族主义政治情绪，印度政府于1961年建立那加兰邦。印度政府没有想到，那加兰邦的成立却发挥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东北部地区其他民族也开始效仿，纷纷要求成立以本民族为核心的独立邦。这种状况对印度的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形成严峻挑战。特别是1971年东巴基斯坦独立成为孟加拉国后，更是刺激了印度东北部分离运动进一步加剧。这主要是由于孟加拉国独立后，东北部剩余地区基本上被隔离在几个国家的夹缝中，呈现出疆域碎片化和独立化局势，加上历史上长期实行的隔离发展措施，一系列因素导致部落民与非部落民之间的分化进一步加大，分离主义愈演愈烈，武装斗争形式日趋升级。

目前，印度东北部地区的分离主义组织多达40余个。其中，那加人和米佐人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最为典型。这两个分离主义组织的目标最为明确、社会支持最为广泛、坚持时间最为长久。进一步区分这些分离组织，它们的目标不一：有的要求从印度脱离出来独立建国，这是印度政府绝对不可能允许的；有的则只要求提高自治权限，这是经过争取可以实现的。由于各分离主义追求的目标不同，因此所采取的手段也不同，带来的威胁也就不尽相同。但它们的存在终究是印度政府一个心头大患，是印度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一大威胁。据资料显示，在阿萨姆邦发生的恐怖事件，1997-2000年连续四年分别为427起、735起、447起、536起；仅2005年一年，阿萨姆、曼尼普尔、梅加拉亚、那加兰和特里普拉等五个邦在恐怖事件中的死亡人数共计715人。

从上述回顾可以看出，印度东北部地区分离主义并非始自今日，而是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历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促使印度东北部形成分离主义并不断得到呢？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常常被提及的一个因素是地理环境因素。由于印度东北部地区远离印度主体大陆，与很多国家接壤。这种远离中央政府且与多国相邻的地理位置，客观上为分离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天然条件。再加上印度并未重视这一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导致这一地区的公路和铁路运输能力十分低下。这又使这些分离主义活动如虎添翼。他们不仅能十分容易得到武器，而且面对印度正规部队的围剿，还能十分容易找到躲藏之地和逃跑路径，使印度政府对他们的武力围剿常常无功而返。

对此，我们认为，地理环境方面的因素的确是印度东北部地区分离主义得以存在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印度政府应对分离主义运动时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但地理环境方面的因素仅仅是这些分离主义组织产生之后能够得以存在下来的一个原因，并不是导致分离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纵观世界各国，类似印度东北部这样的地理环境的地区有很多，但并不是所有地区都产生了分离主义。所以，对印度东北部地区为何会产生分离主义问题，还应从更深层次分析和探讨。我们认为，综合各方面研究和分析，印度东北部之所以会产生分离主义问题，有多方面原因。归结起来，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在历史因素方面，主要是在国家认同、宗教信仰和人口构成等几个方面导致了印度东北部地区分离主义的产生并持续不断发展。

第一，国家认同的缺失。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归属哪个国家的认知以及对这个国家的构成，如政治、文化、族群等要素的评价和情感。国家认同是国家起源的条件之一，也是保证国家统一的重要前提，一个国家只有得到本国国民的认同才能得以存在，否则便不构成国家。一般情况下，国家认同需要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但印度东北部地区却由于历史方面的原因未能形成对印度的国家认同。这主要是由于印度东北部地区长期处于独立状态，从未与印度主体统一为一个国家，因此它们对印度根本没有形成国家认同的可能。加上殖民地时期英国人又在印度东北部地区实行“划线隔离”政策，进一步将整个印度东北地区和印度主体大陆隔绝了开来，导致两者关系进一步疏离。关于这一点，连尼赫鲁也不得不承认“印度东北部的部落民从来都没有感到自己属于一个叫做‘印度’的国家”。亚洲持续时间最长、发展演变最复杂的分离主义运动之一，也被称为印度东北地区的“叛乱之母”的那加人分离主义运动之所以要独立建国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那加人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独立的民族”。那加人认为，他们不是印度人，而是来自于东方的蒙古人，他们居住的土地也不是印度的领土。一个对印度缺乏国家认同的地区，短时间之内很难融入到印度整体之中。

第二，人口结构的改变。人口构成因素也是引发印度东北部地区分离主义运动的重要原因。一般的，一国某一地区主体人口与本国主体人口不属于一个种族，往往是促使分离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印度东北地区就属于这种情况。就人种而言，这里的原住居民多属蒙古人种，而不属于印度人口主体。但历史上，由于印度东北地区布拉马普特拉谷地生态环境良好，宜于居住和生存，不断吸引着周边地区居民进入该地区。特别是英国殖民统治后，大规模的移民源源不断地进入这一地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殖民者在阿萨姆地区开垦茶园，从外地雇佣大量孟加拉穆斯林工人进入该地区。英国殖民统治结束后，外来移民并未停止进入这一地区，大量的尼泊尔移民、孟加拉移民和缅甸移民继续涌入，使这一地区的人口结构逐步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原住民担心自己会成为少数民族，从而在同其他民族人口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在实践中，不同民族之间围绕自然资源、经济利益、政治权力等方面的争斗也不断加剧。于是，一些针对外来移民的分离组织逐渐建立起来，如“阿萨姆团结解放阵”、“博多兰民族民主阵线”、“阿萨姆穆斯林联合解放猛虎组织”、“廓尔喀民族解放阵线”等，这些分离主义组织要求限制甚至驱逐外来移民，建立独立的国家。

第三，宗教信仰的差别。宗教信仰对于很多民族来说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也是很多分离主义产生的根源。和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等引起的分离主义相比，宗教因素引发的分离主义更为复杂，也更难解决。印度东北部地区的分离主义与宗教信仰有密切关系。由于这一地区的部落民并不是印度人，而且历史上这一地区与印度相互隔离，所以这一地区部落民所信仰的并不是印度教、佛教、锡克教、耆那教等印度本土宗教，而是信奉图腾、超自然力、撒满、巫术等原始宗教。英国对此地区实行殖民统治后，这一地区的许多部落民又信奉了英国人带来的基督教。正是由于很多部落民信仰基督教，所以在印度独立前，阿萨姆邦曾向印度总督和英国政府提出要将那加人居住的地区从即将独立的印度分离出去由英国政府从伦敦直接管理。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但却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一地区为什么会产生分离主义。宗教信仰的不同使他们与印度主体有着完全不同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他们担心一旦融入印度自己的传统文化就会被吞并，因而拒绝加入印度就成为保护自己传统文化一种必然选择。

上述几个方面因素是导致印度东北部地区产生分离主义的历史原因。但是，历史原因只是使事情成为一种可能，而不是成为现实，历史要成为现实必须有一定的现实因素刺激，如果现实政策恰当，历史原因就可能不会发生作用。毕竟纵观世界各国，如果单从历史传统、宗教信仰、人口构成等历史方面的因素分析，很多国家都具备了产生分离主义的条件，而这些国家之所以没有产生分离主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现实中这些国家采取了合适的政策措施，从而实现了国家的成功整合，确保了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就印度东北部地区的分离主义而言，一般分析认为，在现实因素方面，主要是经济发展的落后和政府政策的失误两个方面因素导致分离主义组织产生并不断发展。

第一，经济发展的落后。如果说历史、宗教、人口等因素是导致分离主义产生的深层次原因，那么经济因素则是导致分离主义产生的直接原因。一国之内某一地区经济长期得不到发展而落后于其他地区，经济上的落后与历史传统、宗教信仰等因素综合在一起，往往就会导致分离主义的产生。印度东北部地区资源比较丰富，盛产石油和茶叶等经济资源，但这些资源不是被外来公司控制就是被运出这一地区，并未给这一地区带来富裕生活。印度独立以来，东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长期落后于其他地区，目前这一地区约有40%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资源丰富却生活贫困，自然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当这种不满情绪被一些分离组织利用时，便成为令中央政府头痛的事情。近些年来，印度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在这一地区投资建设一些工厂，逐步加大对这一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但至今并未受到预期效果，因而也就未能平息人们心中的不满情绪。经济的滞后、生活的贫困、希望的破灭，使得东北部地区的人民对印度中央政府失去信心，他们要求自己掌握经济命脉。一些分离主义组织更是向当地部落民灌输这样的思想：凭借丰厚的资源，完全可以过上富裕的生活。于是，这一地区要求建立独立的国家或者邦的呼声不断上涨。在印度东北部地区的部落民看来，他们有大自然丰富的恩赐，不应该过今天这般贫困的生活，今天的贫困生活完全是印度政府对他们进行统治和掠夺的结果。因此，通过包括武力在内的各种手段争取民族独立是结束这种不幸境遇的必然选择。

第二，政府政策的失误。印度政府相关政策因素在印度东北部地区分离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印度中央政府在应对东北部地区分离主义问题上处理不当。很多时候，出于获取短期政治利益的考虑，中央政府常常对那些非常政治化的势力放任自流，结果这些势力最终发展成为反对政府的几乎难以驾驭的革命组织。一方面，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印度东北部地区的一些地方政府不仅行政效率低下，而且贪污腐败严重。这种腐败已经严重影响印度中央政府应对分离主义问题的政策效果。其中，一个明显例证就是印度政府投入东北部建设的大量物资往往因为该地区的官员腐败、官匪勾结等原因而流入分离主义组织的控制之下，变成他们从事分离活动的资金。比如，为扶持一些邦的经济发展，印度每年都要将30%的计划资源作为中央对地方邦发展的援助划拨给“特殊邦”。按照规定，普通邦所接受援助资金的30%为无须偿还资金，其余70%为贷款还要偿还给中央政府。但“特殊邦”所接受援助资金的90%都无须偿还，只有10%属于贷款需要偿还。印度东北部地区各邦就属于特殊邦，每年都要接受大量的援助资金。如果这些资金都能用于当地经济建设，应当会收到一定成效，缩小东北部地区与印度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改善当地部落民的生活水平，有助于印度政府打击分离主义运动。但由于贪污腐败问题的存在，印度政府所采取的这些援助并未收到明显效果，一些援助资金往往不知去向且无人过问。很多所谓的发展项目的建设工作甚至被分离组织所控制的企业获得，它们反而由此壮大了自己的实力。此外，这一地区的一些地方政党为了竞选需要，甚至借用分离主义组织的势力来打击竞选对手，上台以后再给予这些组织庇护作为回报。这些腐败行为一定程度上使东北部地区的民众失去了对印度政府的信任，客观上造成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进一步蔓延扩大。

综合以上种种因素，印度东北部分离主义自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印度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重大威胁，虽然目前来看，这些分离主义还不足以对印度国家统一造成实质性威胁，但却已经成为阻碍印度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因素。如何彻底解决东北部分离主义问题，为印度现代化营造一个良好的国内环境，一直是萦绕在印度政府头上驱之不散的一块阴云。实际上，如果推广开来，如何解决分离主义问题，不单单是印度面临的问题，其他很多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就如何正确应对和妥善处理分离主义运动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多种不同的观点。相应的，在实践中也就有多种不同的政策主张和具体行动。有人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分离主义问题，最重要、最有效的措施是发展经济，只要经济发展起来，就能从根本上解决分离主义问题。确实，从现实来看，相比较发达国家来说，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分离主义威胁更为严重，而这些分离主义运动大部分又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中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有的还是发生自然资源相对丰富而经济却相对落后的地区，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十分常见。这些分离主义组织之所能产生并得以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经济落后导致这些地区的人们生活困苦，分离主义组织便借机提出能够吸引人们支持的分离口号。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便成为解决问题的基本前提。如果不能通过发展经济，切实改善居民生活，其他任何解决分裂主义的手段都难以获得根本成功，即使短时间内取得成功，也难以长久维持，暂时的平静往往酝酿更大的风暴。所以，发展经济是解决分离主义的根本途径，也是任何政府都必须要做好的事情。但是，必须认识到，导致分离主义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问题是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并非问题的全部，一些产生分离主义的地方在经济上并不落后，但分裂主义问题却也相当严重。而且，一些发达国家中也存在一些分离主义组织，这些发达国家产生分离主义，当然也可能有经济方面的因素，但要害可能并不在经济方面。而且，对于发展中国家国家的分离主义来说，很多时候，经济上的落后只是被某些分离主义组织利用的一个借口，也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很多时候，分离主义的产生与国家认同、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等因素更为密切。因此，要消除和解决分离主义问题，必须坚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在优先考虑经济问题的同时，还要从国家认同、民族融合、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等方面入手，寻求解决导致分离主义产生的深层次问题，特别是解决思想观念方面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分离主义问题。当然，对于那些以经济、文化、宗教等问题为借口，而试图谋求自己政治目的的少数分离主义骨干分子，必须采用坚决手段予以打击。

第二节　印度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一般认为，印度现代化进程始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政治现代化随着印度现代化起步而开始，并伴随印度现代化的全过程。本节对印度政治制度的历史演变过程作简要回顾和分析。

一、古代印度政治制度的基本形态

印度地域辽阔、位置重要，历来是古代欧亚各大帝国相互征战的重要通道和战场。历史上曾经有无数个民族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古代印度逐渐形成了一套富有印度特色的政治制度。概括来说，古代印度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由于经常遭受外族入侵，所以古代印度的很多政权都是由外来入侵者建立的，特别是一些曾长期统治印度大陆的全国性统一政权更是如此，如早期的贵霜帝国、德里苏丹国，以及后来的莫卧儿帝国等，均是外族入侵后在印度建立的全国性统一政权。二是除了少数时期处于统一状态外，政治上印度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这一点对现代印度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近代印度之所以实行联邦制和议会民主制皆与此有关。三是古代印度政治和宗教有密切联系，具有浓厚的宗教特色，早期的佛教和后来的印度教均对印度政治具有重要影响。也正因为如此，世俗化成为印度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四是和其他国家的前现代政权一样，古代印度的政权大都拥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用来保护王朝的安全。事实上，我们认为，这一点是所有国家特别是大国政权的共性，即使现代国家也没有例外，除了军队的性质和使用有所区别外，并无特别之处。

从具体的行政架构来说，从孔雀王朝到贵霜帝国，再从笈多王朝到戒日帝国，最后到德里苏丹国和莫卧儿帝国，贯穿印度古代政治体制发展始终的是帝王统治模式，莫卧儿帝国瓦解后，分裂出来的诸小国也都是封建君主专制的王国，实行的也是帝王统治模式。在这种帝王统治模式之下，居于权力顶峰的是王公，享有世俗的绝对权力（印度教宗教领域的最高权力享有者是婆罗门），集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等大权于一身，穆斯林政权则更是政教合一，统治者还享有神圣的宗教权力。帝王统治是古代印度政治体制的核心，帝王之下是庞大的中央集权官僚机构。古代印度地方政府的构成一般有省级、县级、村级三个层次。一般情况下，全国划分为若干省区，各省的行政首脑为首长或总督、副王，一般由王室成员任职，省长或总督由省级行政官襄助，其设置大致与中央相仿，并直接由皇帝任命。省之下的行政单位为县，由县长主事，并设置若干县级官吏协助，在大多数情况下，县长也由皇帝直接任命。村社是古代印度最基层的行政机构，受皇帝的统治相对较弱，更多是一种自发性的自治组织。村是完全意义上的自治组织，村长是由村中长老选任的，并由村会协助处理村社中的大小事务。古代印度的村社制度，历经无数王朝更替基本形态却几乎没有发生改变，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其中，关于印度农村基层政权的构成中，潘查亚特是非常独特的一种制度安排。潘查亚特是英文Panchayat的音译，实际是“评议会”的意思，是由农村年长者组成的管理组织，负责处理各种事务。印度独立后，继续沿用这种制度并发扬光大，在农村分县、乡、村三级建立了潘查亚特制度，用以加强对基层政权的统治。

二、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政治制度的基本形态

英国殖民者的入侵给印度传统政治体制极大冲击。随着殖民统治者把西方现代政治思想传播到印度，引发印度政治思想启蒙运动，印度传统政治体制最终崩溃，并逐渐走向政治现代化目标。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政治体制发展在印度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客观上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某种程度上可以断言，没有英国殖民统治，就不可能有今日之印度政治体制。如果进一步分析，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通过东印度公司间接统治时期，第二个阶段是英王直接统治时期。这两个阶段的印度政治体制是由殖民者英国主导建立的，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分别介绍如下。

1.英国间接统治时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全球进行殖民扩张之初，资源丰富而国力日衰的印度（此时的印度包括现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等国）就成为西方列强争相占领的目标。在西方列强相互之间的争斗中，英国人最终取得胜利，将其他殖民者赶出印度，实现了自己独霸印度的目标。早在1600年，英国就成立东印度公司，利用该公司在印度做生意。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巧取豪夺，把大量的粮食和工业原料源源不断地运回英国，引起印度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对。1757年6月23日，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印度的孟加拉王公在普拉西交战，英国人以只死伤72人的代价就击溃了孟加拉的7万大军。普拉西战役后，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建立傀儡政权。之后，英国人又在第三次卡纳蒂克战争中将法国势力从印度彻底清除。自此，印度开始逐渐沦为英国一国独占的殖民地。在殖民初始阶段，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对印度实行间接统治。1767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东印度公司管理法”，原加尔各答的省督改称总督，由英王直接任命，独揽立法、行政、司法大权，其任务是代表英国政府全权管理英国占领下印度的全部领土。至此，东印度公司成为英国殖民统治印度的工具。

由于印度地域辽阔，而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东印度公司自知单凭自身力量很难对印度实行有效统治。因此，东印度公司采取了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东印度公司牢牢掌握统治印度的最高实权，以达到掠夺印度、服务英国的目的；另一方面，英国殖民者并未立即完全摧毁印度的传统社会结构，而是采取了与印度土邦王公贵族相勾结的办法，利用印度自身封建势力对印度实行暴力统治，通过印度地主代征税收，以达到永久殖民占领印度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印度公司统治的这一时期，英国殖民者就开始将英国国内的某些政治原则和政治制度设计移植到印度。比如，从1772年开始，在县一级建立民事法院和刑事法院，在加尔各答设立高等民事法院和高等刑事法院，作为上诉法院。这成为印度现代司法制度的起源。由于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一切所作所为主观上并不是为印度利益考虑，而是为了自己更好地控制印度，更好地掠夺印度。所以，英国殖民者对移植过来的相关政治制度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比如，虽然设立了法院，但总督的参事会和收税官仍然掌握着最终控制权，司法与行政并没有分开。但无论如何，这些移植过来的西方政治模式的某些制度都改变了印度原有的社会结构，并对印度现代政治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积极影响，成为现代印度政治现代化的开端。随着印度人民的不断抗争，特别是一些印度上层精英人士的不断争取，英国殖民者迫于压力，逐渐采取一些措施改革印度的政治体制和司法制度，使之更加符合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和要求。1790-1793年，印度总督康沃利斯改革司法制度，将司法与行政分立，并完善了民事、刑事两类司法体系。1833年通过印度政府法，决定在总督参事会中设立专司立法成员，立法成为总督参事会的专项职能；1853年印度政府法又正式使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分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英国殖民者通过的印度政府法决定采用公开竞争考试的办法录用印度文官，为今日印度文官制度奠定了基础。通过对东印度公司统治印度的这段历史回顾，完全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已经在印度初步形成。虽然这种形成并不是英国殖民者有意为之，但客观上却是一个事实。

2.英国直接统治时期。面对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残酷剥夺，印度人民始终没有放弃抵抗。1857年5月10日爆发的印度士兵起义，很快发展成为一场席卷全国的民族大起义。虽然这场起义最终被镇压，但这次起义却成为现代印度历史的主要转折点，东印度公司却受到沉重打击。1858年，英国取消东印度公司，由女王对印度实行直接统治，由印度总督代表女王进行管理，英印总督任期通常为5年，拥有包括任免各部长官，否决议会所通过的法律或批准议会所否决的法律，颁布紧急法令，掌管武装部队，解散议会和停止宪法生效等权力。

这一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这种变化就是印度人开始参与政府管理，印度逐步向自治方向发展。英国吸取了东印度公司最终失败的教训，开始对英印统治体制和统治政策进行调整和修补。英国向印度邦王公、酋长、印度人民宣告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即印度女皇，承诺在英国法律的管制下享有和英国人同等的待遇。作为这种所谓同等待遇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英国同意吸收部分印度上层人士参加国家管理，虽然实权仍掌握在总督和印度事务大臣手中，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变化，因为这意味着印度人开始有机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此后，由于印度人民持续不断的反抗，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变化越来越大，逐步向建立印度自治政府的方向发展。1917年蒙太古接任印度事务大臣，提出了“蒙太古方案”。这一方案的主要内容就是“要使印度人更多地参与各个行政部门，并逐渐发展自治机构，以便作为英帝国一个完整部分的印度进一步实行责任政府”。此后，印度人参与政府管理的机会越来越多，印度自治的步伐越来越大，获得的自治权力越来越多。1919年英国议会通过印度政府法，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个印度政府法，1921年开始实施。该法规定，从1921年起挑选3名印度人出任参事。原帝国立法会用两院制代替，两院即立法大会（下院）和国务会议（上院），两院议员都由选举产生，该政府法还规定省级行政机构实行“二元制”，将行政权分为两类，分由不同机关来执行。县级行政机构一般设县长、收税官和法官等职位。县这一级的行政结构一直延续到英国殖民统治结束之时。1935年英国议会再次通过印度政府法，对印度政治体制再次进行改革。该法规定在中央政府实行“二元制”，即“移交事项”由总督本人管理。在英印各省，实行省督制的省实行自治，由省督治理，部分省立法机构设立法会议和立法大会，即实行“两院制”。各省的选民条件有所放宽，妇女开始有了有限的选举权。1937年10月，按1935年印度政府法规定，印度建立联邦法院，设首席推事1人，陪席推事至多6人，均由英王任命。英国主导建立的政治体制一直延续到印度独立前夕，成为独立后印度政治体制的基础。

三、独立以来印度政治制度确立和发展

1.独立时的选择：议会民主制的确立

政治制度是否适合于本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决定着一国现代化最终能否成功。一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纵观各国历史，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属于内源型现代化，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都不是短时间内仓促选择的，基本上都是伴随着现代化历史进程逐渐形成的，期间多种力量反复博弈，多方利益相互妥协，现代化目标实现之时也是这些国家政治体制成熟之时。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属于外源型现代化，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形成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它们大都是在现代化刚刚起步的时候就选择确定了本国的政治体制。至于这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为什么会选择某种政治体制的原因则各不相同。

就印度而言，独立之时同样面临着政治制度的选择问题。1947年8月15日印度自治领成立，印度获得独立。随后成立制宪会议，与会代表在对印度独立后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进行讨论时，并没有多大分歧，基本一致同意印度实行民主政治。1949年11月，制宪会议通过《印度宪法》，1950年1月26日宪法生效，印度正式建立民主制度。应当说，当时的印度之所以毫无争议的就决定实行民主制度并不奇怪，印度已经具备实行民主制度的基础和条件。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中进行阐释。

确定实行民主政治后，印度还面临采取美国式总统制还是英国式议会制的问题。这两种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政府首脑的产生方式不同，而政府首脑在政府运行中具有关键性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和普遍原则上同意实行民主政治不同，制宪会议代表之间有一定分歧。但总的来说，由于英国殖民者已经在印度建立起议会制雏形，而且领导印度独立的国大党成员大都在英国生活或学习过，特别是国大党已经在中央和地方按议会制掌权，议会制运转情况良好，国大党各级领导不愿放弃议会制，所以大部分人都主张实行英国式议会制。

至此，独立后的印度正式选择了自己的政治制度，议会民主制正式在印度确立并开始运行。从上述回顾可以看出，印度选择实行议会民主制与英国的殖民统治有密切关系。正如一位印度学者所说，印度宪法的作者几乎原封不动地接受了英国的议会制度，而独立运动期间提出的种种选择均已被放弃。

2.尼赫鲁时期：国大党一党独大及其原因

按照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构想，议会民主制这种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于多党竞争，不同的利益集团通过议会这个平台进行博弈，实现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但在印度独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却没有形成多党竞争的政治格局，而是国大党一党独大，长期控制印度政坛，国大党领袖尼赫鲁连续连任总理。因此，在尼赫鲁总理执政时期印度被普遍认为是非西方世界中少数几个政治稳定的民主国家之一。这种稳定的主要原因就来自于国大党的一党独大，其他政党无力对其构成挑战。从中央政府层面来看，1952、1957和1962年三届人民院大选中，国大党分别获得议席总数的74.5%、74.5%和72.9%，均是绝对多数；从地方政府层面来看，在各邦的立法会议选举中，除印度共产党在1957年的喀拉拉邦选举中获胜之外，其他时期全部是国大党获胜，分别获得议席总数的68.2%、65.7%和58.37%，也全是绝对多数。可以说，这一阶段的印度，在某种意义上与一党执政没有本质区别，而一党执政的政府表面上看在都是相对稳定的政府。

其实，这一时期，国大党在印度政府占据绝对控制地位，形成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并不奇怪。这种现象并非印度所独有，而是二战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十分普遍的一种现象。这种政治格局本质上是独立斗争时期的政治格局在国家独立后的一种惯性延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惯性延续，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从政治资源角度来看。一般情况下，在发展中国家，长期占据控制地位的政党都是领导本国获得民族独立的政党。由于成功领导了长期而艰巨的独立斗争，为本国获得国家独立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个政党因此赢得了广泛的民意支持，获得了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因而具有雄厚的社会基础。此外，在领导独立斗争的过程中，这个政党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组织结构，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这也是其他政党短时期内所难以拥有的政治资源。因此，不论是多党竞争还是一党执政，这个政党所拥有的政治资源在刚刚独立的一段时间内是其他政党所无法抗衡的，其他政党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具备向其挑战的政治资源。

第二，从政党发展角度来看。政党如同一个生命体，必然经历诞生、成长、成熟和衰老等不同阶段，如果一个政党不能随着时代发展对本党进行改革创新，任何政党最终都必然走向衰亡。由于刚刚成功领导国家获得独立，政党正处于上升成长阶段。一般情况下，处于上升成长阶段的政党及其成员由于刚刚获得执政地位，执政时间尚短，还保持着政党成立之时以及领导独立斗争之时所具有的蓬勃朝气和昂扬斗志，官员还没有官僚化，党内也没有沉重的官僚气息，自然会赢得民众的拥护。处于成长阶段的政党领导也大都能保持独立斗争时的良好作风，重大决策能够听取各方面意见，平衡各方利益，从而能够使政党不至于在重大问题上犯下重大错误，防止政党受到致命打击。

第三，从政党衰败原因来看。权力腐败和经济衰退是最容易击垮政党的两个问题。但在一个政党刚刚取得执政地位的时期，这两个问题一般都还不严重。在权力腐败方面，由于刚刚获得政权，一般情况下都还能对权力的使用保持高度警惕，因此很少发生严重的腐败问题。在发展经济方面，政党刚刚执政时也基本都能提出符合本国当时社会发展阶段的经济政策，加之一般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前经济基础都比较薄弱，在独立后短时间内常常都能获得比较快的发展速度，经济社会状况一般会发生较大改观，特别是在经济平等、社会公正等方面，在执政之初更是被摆在首要位置，因此能够吸引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底层民众的支持。上个世纪50年代的国大党就是这样，尽管当时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脱党现象，但总的来看，其下层社会基础不断扩大。

第四，从权威的理性化过程来看。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正当的权威不外乎三种历史形态，即传统型权威、魅力型权威、法理型权威。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传统型权威经魅力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转变的过程，魅力型权威是必然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由于魅力领袖的存在，权威往往比较稳定。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获得民族独立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都处于魅力型权威阶段，领导民族独立的政党领袖成为个人魅力型权威，在很长时间内掌握国家权力，居于统治地位是必然的历史现象。在印度，自从甘地遇害后，尼赫鲁的名字就成为印度的代表，在印度具有无可匹敌的影响力，属于典型的魅力领袖，由其领导的国大党长期处于执政地位是自然的事情。

总的来说，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印度独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大党都在印度政坛占据了绝对控制地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尼赫鲁逝世。这一段时期，印度政坛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也使印度平稳地度过了国家独立后短时间可能出现的动荡局面，并解决了当时面临的很多棘手问题，为印度现代化进程奠定了一个良好基础。

3.后尼赫鲁时期：国大党开始衰落及其原因

国大党在印度政坛的主导地位在尼赫鲁去世之后开始改变。1964年5月27日，为印度奋斗一生的尼赫鲁病逝。尼赫鲁的去世某种意义上标志着印度政治现代化进程魅力领袖阶段的结束。印度政坛由此进入后尼赫鲁时期，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就是国大党开始衰落，其他政治势力开始崛起并逐渐发挥影响。1967年的第四次大选成为这一进程的转折点。在这次大选中，虽然国大党仍然在中央政府保住了执政地位，但也是勉强获胜，仅仅获得54.6%选票，已经失去往日动辄获得绝对多数的优势地位。如果说，国大党在中央层面的选举结果还算勉强可以接受的话，在各邦的选举则可以用一败涂地来形容。这一年，全国17个邦中，国大党仅获得席位总数的48.6%，在8个邦失去执政地位。此后，一直到1988年，国大党只能在中央执政，地方上基本上有半数邦由其他政党轮流执政。即使是中央政府，也出现了1977-1979年由人民党短期执政的局面。很明显，国大党在印度政坛一党独大的局面已经结束。国大党走向衰落的同时，其他政治力量开始崛起，地区性政党开始发挥作用，全国性政党也正在形成并逐步壮大。值得注意的是，国大党的这种衰落一直持续到90年代后期，印度政坛正式形成多党竞争格局。当然，这里所说的国大党衰落并不是指国大党已经是一个濒临灭亡的政党，而是说它在印度政坛的地位再也没有刚刚独立时的那种绝对控制局面。今天印度政坛已经出现了足以和国大党抗衡的政党。从国大党在大选中的得票率就可以看出这种趋势。在独立后的前三次大选中，国大党的平均得票率为46%，第四次到第八次大选的得票率平均为42%，第九次为39.5%，第十次为36.5%，第十一次为29.7%。第十二次为25.8%，第十三次为28.4%。

曾经在印度政坛长期独领风骚的国大党为什么走向会衰落？这个问题和国大党为什么会长期一党独大一样，也并不是国大党一党的遭遇，而是很多国家的很多政党的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国家都是一党长期执政，即使有定期的民主选举，也基本上是走走形式，最终都是该党获得大选胜利，该党领袖轮流做庄成为本国政府首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冷战结束前后，很多国家长期执政的老党、大党先后失去执地位。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第一，新政治力量的挑战。经济和政治相互促进，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政治也不断发展，必然会有新的政治力量和政党产生并逐步发展起来，对原有政治力量和政党形成挑战。不论是印度还是其他一些国家，基本上都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有新的政治力量产生出来改变原有政治格局。

第二，党内斗争的消耗。在民族独立斗争期间，由于奋斗目标的统一和残酷斗争的需要，肩负领导责任的政党一般情况下都能保持党内的高度统一，从而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随着民族独立目标的实现，统一的目标消失之后，党内不同派别的斗争往往就会浮出水面，这种斗争最终往往都是以政党的分裂而结束，这种情况势必使政党元气大伤，战斗力减弱。其实，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如此，发达国家的政党也不可避免，比如日本的自民党，二战后就历经多次分裂，加上其他因素的作用，终于使自民党在执政30多年后失去执政地位。

第三，魅力领袖的消失。一般情况下，这些长期执政的政党大都有一个或若干个对本国和本党做出卓越贡献的领袖，这些魅力领袖不仅对本党党员和本国人民都有巨大的号召力，而且常常能凭借个人威望化解一些矛盾和危机，所以魅力领袖的存在就等于政党的存在，领袖本人常常就是政党的化身，很多时候人民选择某一个政党实际上是在选择某个魅力领袖，随着这些政党领袖的去世，人民自然会把选票投给新的政治力量。而且，由于魅力领袖的存在而轻易地获得执政地位，这种情况往往使这些政党居安而不思危，不注意加强政党本身的组织建设，但魅力领袖消失以后，在接下来的选举中，面对其他政党的凌厉攻势，往往会不堪一击，遭遇失败。

第四，经济发展的疲软。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对一个政党来说，经济发展和腐败问题是最致命的杀手。大多数政党的垮台都与这两个问题有关。也正因为如此，振兴经济和打击腐败也是很多在野党竞选时的常用口号。对于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来说，不管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还是自身经济政策的失误，长期来看，一国经济总会有低潮与高潮，总会经历疲软期，当经济遭遇疲软期，再加之政策存在重大失误的时候，选民自然会抛弃现执政党。就印度而言，虽然在国大党治理之下，印度经济获得一定发展，但其在土地政策、消除贫困等方面出现的致命缺陷，使印度选民终于将其抛弃，走向衰落已是必然。

第五，腐败问题的恶化。前面我们指出，当一个政党刚刚获得执政地位的时候，对权力使用往往比较谨慎，对腐败问题保持高度警惕，即使出现一些腐败问题，也属于个别党员的个人之举，腐败并未形成制度化、规模化。从各国历史发展来看，很多时候，一个清廉的政党即使经济上偶有失误，也不会遭到选民抛弃。但这种权力使用的谨慎和对腐败问题的警惕往往会随着执政时间的增加而减弱，加之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制度建设都不完善，在经济政策、法律制度等各方面都存有漏洞，给一些政府官员可乘之机，最终导致贪污腐败之风盛行，遭到选民抛弃成为必然的结果。

4.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党竞争格局开始形成

如果说后尼赫鲁时代国大党只是在地方失去执政地位，但在中央还能持续执政，那么以1989年的第9次大选为标志，印度政坛正式进入多党竞争格局。这种多党竞争的格局主要有两个方面表现。

（1）中央政府出现多党联合执政。1989年大选之后，没有一个政党再能如同当年的国大党一样在选举中获得单独组阁的多数席位，印度由此进入或是少数派执政，或是多党联合执政时期。多党竞争格局的出现，一方面符合了议会民主制的权力制衡的原则，但另一方面也导致政局动荡不定，政府更迭频繁。从1989年12月到1999年4月，短短十年间，印度先后出现了八届中央政府，其中六届只存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最短的只有13天。1989年大选上台的新人民党政府只执政11个月；继任的钱得拉·谢卡尔政府只执政7个月。1991年上台的国大党政府也是少数派政府，只能依靠几个小党的支持才得以勉强执政，1993年在人民院的信任案表决中仅以14席的微弱多数而涉险过关。1996年大选上台的人民党政府只执政13天，执政时间之短令人震惊。随后，高达的联合阵线政府也仅执政10个多月；继任的古吉拉尔政府执政不到一年。1998年大选，印度人民党通过拉拢十几个小党组织联合政府，但由于全印德拉维达进步联盟退出联合政府，也只能在执政仅13个月后便倒台。1999年第十三次大选，印度人民党再次与13个小党组成全国民主联盟联合竞选才得以获得多数议席。通过上述回顾可以看出，由于近些年来产生的政府大都是一个政党联合其他小党共同组阁，只要一个或几个小党退出，政府就可能垮台，是一种极其不稳定的政府组成形式，因而也被称为“悬浮内阁”。这些联合组阁的党派之间有时候存在难以调和的利益纷争，所以政府频繁垮台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目前，印度政坛的两个主导政党是国大党和人民党，但这两个政党都很难在大选中获得绝对多数，所以大多时候印度政治都是联合政府，不仅很难再出现一党专政的局面，而且短期内也难以形成比较稳定的两党轮流执政的局面。这种政治格局究竟会对印度社会发展产生何种影响，尚需观察。

（2）地区性政党影响开始增强。印度的地区性政治力量主要产生自独立之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在进行行政区划时，为缓解种族之间的矛盾，印度政府按照种族——语言的原则划分了各邦。这种划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种族之间的矛盾，但同时也助长了地区政治力量的产生和发展。这种地区政治力量以地区性政党为代表。地区政党一般都是代表某一邦的地区利益或者是某一特殊的种族、语言、宗教或种姓集团的利益，因此在地方上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在本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政治优势。目前，除了古吉拉特、拉贾斯坦和奥里萨三个邦之外，其余所有的邦都存在着很多地区性政党。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地区政党的影响不断增强。这种增强不仅体现在地区性上，而且在中央的力量也在不断增强。比如，地区政党在人民院的席位从1991年的55席增加到1996年的110席、1998年的168席和1999年的222席，得票率也从1991年的15.1%增加到1999年的23.6%。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日益加重的政治地区化趋势已经开始对印度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随着地区性政党在人民院席位的增多，所谓全国性政党已经很难获得绝对多数，因此必须联合地区性政党才能获得执政地位，这种情况在90年代以来已经多次出现，成为印度政坛的常态。在这种情况下，全国性政党为保住执政地位，就不得不向地区性政党让渡一部分利益，在很多问题上就不得不采纳地区性政党的意见。由此，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权不断遭到削弱，各邦政府的自治权力则必定会不断扩大，中央政府的很多政策要想在全国范围统一推行，就可能遭遇各种不同形式的抵制，势必影响中央政府的执政效率。

第三节　印度议会民主制的双重特征

如果说印度模式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内容的集合体，那么印度的政治制度则是目前最为许多外人称道、也是印度人自己最为引以为豪的领域。这主要是因为政治制度上印度实行议会民主制，而“民主”则是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追求的重要目标。虽然对“民主”含义的理解不同，某种程度上甚至存在着“各说各话”的情景，但目前几乎没有国家敢公开反对“民主”。在这方面，可以说印度已经在发展中国家处于领先地位。

早在20世纪初，以老奸巨猾著称并善于在适当时候作出妥协的英国殖民统治者，为阻挠、分化印度正在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便允许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上层人物参与政权，并将议会民主制度移植到印度这块东方国土上来，后来逐步扩大。显然，独立前的议会民主制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工具。印度独立之后，受过英国高等教育的印度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很自然地将这一现存的国家机器——议会民主制，全盘接受下来，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印度国情不断加以修订完善，最终形成了目前富有印度特色的议会民主制，成为印度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基石。

一、具有西方式议会民主制的基本特征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达尔曾对现代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基本特征做出总结：（1）选举官员；（2）自由而公平的选举；（3）包容的选举权；（4）竞选官员的权利；（5）言论自由；（6）选择性的信息；（7）结社自治。对照这些标准，可以看出，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在表面形式上已经具备西方式议会民主制的基本特征。如果把西方式民主界定为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最终目标，那么印度已经初步实现这个目标，如果和经济发展相比，印度的政治发展甚至可以说是有些“早熟”。

第一，有一部体现议会民主制的宪法。印度宪法于1949年11月通过并于1950年1月正式实施。该宪法长达十余万字（中译文），多达395条，千余项具体条款，不少条文是借鉴和照搬西方英美国家宪法的范本。按照新宪法，印度宣布为独立自主的共和国。普拉沙德当选共和国首任总统（1950-1962），尼赫鲁出任开国总理（1947-1964）。从宪法生效起多次修订，至1986年止已修改46次。印度宪法坚持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建国原则，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国家政体，从政治上确定了资产阶级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宪法宣布公民的平等权（包括不因宗教、种族、种姓、性别等差异而受歧视，废除贱民制等等）、自由权（言论、集会、结社、居住、迁移自由等）、文化教育权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权。宪法规定，所有财产，无论动产或不动产，包括任何公司、商业或工业企业的投资，一律不得为了公用的目的而占有或收购。即使非常必要时，也必须给予赔偿。虽然宪法还规定国家为了公共福利可以干预经济，但却承认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其目的无疑是为了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宪法规定，印度每五年进行一次大选，从1952年第一次大选以来共进行了八次大选，从未中断，议会民主制度也未发生动摇。1977年人民党通过选举程序把当时正在执政的英·甘地赶下台来而执政。此外，在邦一级不断出现非国大党执政的情况，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多次执政，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第二，实行三权分立。根据宪法规定，印度实行三权分立。更确切地说，印度采取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架构。（1）立法机关。印度宪法规定：联邦议会由总统及两院组成。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在议会的组成和议会的立法活动中起重要作用，尽管总统并非议会议员，但仍将其作为议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国会是印度联邦的最高立法机构，分联邦院（上院）和人民院（下院）。联邦院代表各邦，最多由250名议员组成，其中238名代表各邦和中央直辖区，由各邦议会和直辖区分别选举产生，任期六年，每两年改选议员的三分之一，12名由总统指定社会知名人士担任，另有2名由总统在英裔印度人中任命，该院为常设机构，不得解散，副总统为该院当然主席。人民院议员由选民直接选出，至多547名，其中各邦525名，中央直辖区20名，在21岁公民中直接选举产生，任期5年，期满全部改选，总统有权提前解散人民院，或通过法令予以自行延长任期。按照宪法规定和一般惯例，议会的主要职权是：修改宪法，在联邦职权范围内行使立法权；选举和弹劾总统、副总统，罢免最高法院和高等法院法官、检察长、审计长等；监督政府工作。各邦立法机关类似于联邦立法机关，不同的是有些议会不分上下两院，而只有立法院。从实际情况来看，印度立法机构虽然在司法方面具有一定权威，但并不像西方国家的立法机构那样拥有制约行政权力的足够手段和实际权力，在三权分立中属于相对弱势的一极。

（2）行政机关。印度宪法规定，总统是印度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享有非常广泛的行政权，但实际上，印度最高行政机关是以总理为首的部长会议。总理由人民院中多数党的议会党团领袖担任。1977年通过的四十二次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总统在行使职权时，必须按照以总理为首的部长会议的建议行事。以总理为首的部长会议集体对人民院负责，政府重大政策措施必须得到议会批准，议会可以通过财政预算和政府法案或通过不信任案等办法，迫使政府辞职。按照宪法，总理拥有组织和领导政府的权力。部长会议的全部成员都是经总理提名由总统任命。总理有权提请总统随时免去某个部长的职务，甚至彻底改组政府。印度部长会议很少开会，实际最高行政机关是由总理和内阁部长组成的内阁。

（3）司法机关。印度法院体系比较统一，全国只有一套法院系统，即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和县法院。印度联邦司法机关是最高法院，由一名首席法官和若干名其他法官组成，所有法官由总统任命，可任职至65岁。最高法院有权解释宪法、审理中央政府与各邦之间的争议问题，其他职权还包括初审管辖权、上诉管辖权（与解释宪法有关的案件、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和其他案件）、咨询权、司法审查权等。邦一级司法机关是高等法院，由1名首席法官和若干名由总统视需要随时任命的法官组成，其权力包括发布令状权（在其司法辖区对任何人员、机关、政府在必要时发布命令、令状等，以实现公民的基本权利；执行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力）、民事案件的上诉管辖权和辖区法院的监督管理权。高等法院下设不同等级的法院称下级法院，这些法院同高等法院、最高法院共同构成印度的司法体系。印度司法有一定独立性。行政权威和立法机关不能任意罢免法官，更不能干涉司法判决，最高法院和高等法院法官除临时法官和代理法官外一经任命分别任职到65岁和62岁退休年龄。总检察长由总统任命，其主要职责是就执法事项向政府提供咨询和建议，完成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检察权，对宪法和法律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等。

第三，实行多党竞争。多党竞争被认为是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因为一般认为只有“多党”才能真正形成“竞选”。印度实行多党制且政党数量众多，2009年第十五次大选中有上千个政党参选，是世界上政党最多的国家之一。印度的政党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全国性政党，其影响也遍及全国，在议会中有一定议席并被全国选举委员会所承认，主要有：印度国民大会党、印度人民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人民党（社会主义）等；二是地方性政党，其纲领和政策着眼于某一地区，其政治影响也只局限于某些邦，如安德拉邦的泰卢固之乡党，泰米尔纳杜的全印特拉维达进步联盟等。

第四，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印度宪法规定，媒体享有充分的新闻自由。媒体是国家各项法规和政府政策的载体，任何公民都享有宪法所规定的言论和表达自由，可以在媒体上发表政治见解。印度媒体的确十分发达，特别是报刊业甚至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目前注册报刊超过4.3万种，其中日报5000种，周刊1.5万种，数量远远超过美国（日报1500种左右）、英、法、日（日报各100种左右）等发达国家。印度报业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还有较为充分的新闻自由，不仅经常给政府决策施加压力，而且还经常揭露政府官员的腐败丑闻，而很少受到官方势力的干扰。这一点符合现代民主制度的要求，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

第五，定期举行全国大选。印度独立以来基本上坚持每五年举行一次全国大选，符合法律规定的所有印度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理论上人人都有竞选包括总统在内所有公共职位的权利，参选选民人数堪称世界之冠，一直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2009年的全国大选选民人数达7.14亿，选举时间长达一个月，使印度大选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和程序最复杂的选举。

第六，实行文官制度。实行文官制度是印度议会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印度是世界上最早实行近代资产阶级文官制度的国家之一。英国人在印度建立的文官制度是为英国殖民主义利益服务的。那时文官中的印度人只占极少数，直到独立前夕，文官中最重要的职位几乎全部由英国人所霸占。独立后，随着英国人的离去和印巴分治，留在印度的文官总共451名，他们被印度政府全部接受下来，并受到了重用。但过去的文官制度无论在数量上、结构上以及在法律程序上，均不能适应独立后政权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独立后印度政府对文官制度进行了一定的改革和重建。（1）调整文官结构。将原来的“印度文官机构”（ICS）改名为“印度行政官机构”（IAS），但仍沿用文官称呼。除保留原有的“印度警官机构”外，还先后创立了印度外交官、印度中央秘书人员、印度经济官员和其它二十多种专业技术官员机构。根据文官归属和使用情况，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全印文官。它是在联邦和各邦之间通用的文官，由联邦公职委员会统一招收，然后分配给各邦。联邦和邦的重要行政职务，通常都由他们担任。第二类：中央文官。其中一部分是非科技性的文官，如中央秘书人员、速记（助理）人员、办事员、外交官员、经济官员、统计官员、审计官员、海关货物税官员、铁路机关人员、国防会计人员、一等邮政官员、一等新闻官员和一等所得税官员等。第三类：邦文官。由各邦单独或几个邦联合招收、使用和管理，通常被指派担任县以下的区的税收和行政职务。邦文官成员经过选拔可提升为印度行政官成员。（2）制定文官法案。1951年制定了“全印文官法”，随后又为印度行政官和印度警官分别制定了有关考试、任用、提升、选拔、见习、行为、纪律与上诉、工资和年金等方面的条例和规则。1956年制定了“中央文官法”和有关中央文官的条例和规则。根据文官法规，印度文官任用有三种方法：第一种通过竞争考试任用。公开竞争考试每年由联邦公职委员会举办一次。凡具有大学毕业的文化程度，年龄在21岁至24岁之间的印度公民，均可报考。在一等文官的缺额中，每年大约有55%是根据这种考试的结果直接任用的。二等文官也有一部分这样任用。第二种通过提升方式任用。提升的主要依据有两条：一是才能，二是年资。对于中等以上的职位来说，主要是强调才能；对于低等职位，则强调年龄加适合。第三种通过选拔方法任用。对于那些有卓越才能和丰富实际工作经验的非文官组织成员，经有关部门推荐和联邦公职委员会审查后，可由中央政府任命。其年龄一般限在25岁至40岁。各部科技人员的任用也多采用此法。（3）扩充文官队伍。为了适应印度独立后对文官的大量需求，1948年建立了“特别任用委员会”，以选拔和提升方法紧急任用了大批新文官。1950年3月新建的计划委员会在报告中强调，必须把具有高等学历和专门经验的人材吸收到行政机构中来；必须及时选拔一批年轻的官员对他们施行经济方面的广泛训练；政府应从大学、金融、实业等部门招收有专门知识和经验的人充任高级职务。委员会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各个五年计划就难以完成。到1956年“一五”计划终了时，中央政府的文职人员总数已达到1792000人（包括100万铁路职工）。此后，印度文官数量逐年增加。据印度人事和行政管理局1982-1983年统计，1981年印度政府的职工总数为3227528人（不包括驻外使馆人员，但包括铁路职工150万在内），其中一等（相当于科级以上官员）52773人，二等（股长和助理官员）62955人，三等（办事员）1876784人，四等（勤杂人员清洁工人）1235016人。

第七，实行军队中立。独立前，印度的军队全部控制在英国人手中。正规军中的主要军官均由英国人担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印军官比例为4:1，那时的军队纯属殖民主义者的统治工具。独立初，仍有一万多名英籍军官担任着印军各级重要职务。印籍军官最高的不过旅级准将，人数也仅有几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印度政府加速了军官印度化的进程，即军官逐渐由印度人担任。1958年海军参谋人员改为印度人担任，至1961年时基本上完成了军官印度化的进程。为控制军队的指挥大权，1948年印度政府废除了由陆军总司令统辖海、空军的制度，实行三军分立，总统任三军最高统帅，并通过由总理主持的内阁军事委员会实施对军队的指挥权，实权实际由总理独揽。为防范军人干政，印度政府通过加强文官治军的办法，削弱军队在政府决策中享有的一定自主权。政府规定，国防部由文官主管，三军参谋长对国防部长负责，军队的财政置于财政部的直接监督之下。印度政府领导人为防范军人干政，还及时对一些与外国势力大财团有密切关系而且较有声望的高级将领调换工作。印度政府的种种严密防范措施，抑制了高级军官发展野心、积累力量。四十年来，印度军队一直未发生过干政的现象，印度政局也相对稳定。这表明印度议会民主制度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相比，较为成熟，稳固。

二、具有浓厚的印度特色

虽然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在表面形式上已经与西方式议会民主制完全相似，但如果仔细考察，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并不像一些人所刻意宣传的那样美好，更不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样板”。除了西方式民主制度所具有的“金钱政治”等问题外，印度的议会民主制还具有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民主政治难以根除的弊端，是典型的“印度特色民主”，主要有以下表现：

第一，长期实行家族政治。家族政治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的典型特征，印度在这方面也不例外，“子承父业”是印度民主政治“变异”后的一大特色。独立六十多年来，印度有五十多年由国大党一党执政，所以也被称为“一党为主体的多党制”，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后才逐渐过渡到与人民党轮流执政，而国大党又是尼赫鲁家族一代接一代掌控党政大权，总理位置绝大多数为尼赫鲁家族所掌控，从独立后第一任总理尼赫鲁到如今的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和总书记拉胡尔·甘地已经四、五代传人，在独立后六十多年里先后连续执政多次。在印度，实行家长制的并非国大党一家，不仅仅是中央政府如此，许多地方党派近亲繁殖现象也十分普遍，很多地方的政治权力基本上就是垄断在少数家族势力手中。2004年印度议会大选期间，印度全国有100多政治家庭“举贤不避亲”，其中既有中央部长，也有地方首脑，他们夫妻联袂竞选，父子兄弟翁婿叔侄共同角逐议员席位，上演着“后继有人”的大戏。这在西方民主国家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现象。虽然从概率上讲，即使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通过合法的选举程序实现家族统治也是可能出现的现象，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出现这种情景很多时候并不是民主选举的自然结果，而是传统家族政治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强势延伸的结果，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不成熟的表现，这些政治家族能够当选，并不是因为其提出的政治理念得到选民认同，而是因为其在本地有强大影响，其他政治势力难以抗衡。

第二，发展极不平衡。虽然已经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但印度的民主制度发展至今仍然很不平衡，很多人并不能真正享受到民主。这并不是说印度主观上如同很多西方民主国家早期那样对民主做出了各种限制，比如妇女和黑人没有选举权等。印度民主发展不平衡，主要是因为广大农村地区的下层选民识字率低、文化水平不高，客观上影响了民主质量。本来，在今天的西方成熟民主国家，选民文化水平的高低已经不再是决定民主质量高低的重要因素。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情况却有所不同，由于本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民主的理念相互冲突而且影响至今根深蒂固，再加上民主政治的相关配套制度不健全，使低文化水平的选民与高水平的民主政治极其不适应，导致其民主的实际价值大打折扣，某种程度上甚至沦为“纸上民主”。印度就是如此，由于多数基层政权控制在受教育程度较高又拥有较多土地的高种姓人之下，很多中下层选民并没有享受到印度宪法所规定的民主制度的好处，他们在选举时要么根据种姓归属或宗教信而投票，要么以各政党形象符号或图案来识别并选择对象，要么以非理性的情感倾向而投票（国大党长期执政就有此因素），而不是根据执政党和候选人的执政理念和政策趋向选择对象。特别是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印度的基层政权很少举行自由选举，又因为印度法律限制党派在基层的活动，民主选举就受到更大制约，直到1978年，印度才在基层选举中引入政党竞争，这种局面才逐渐有所改观，但仍存在诸多问题。

第三，宗教色彩浓厚。印度是个典型的宗教国家，可以说宗教已经深入到印度社会的每个角落和几乎所有人的灵魂。虽然宗教在印度社会中的作用十分复杂，不可一概而论，但无论如何政教分离是现代政治成熟的重要标志，而这一点印度做得却还远远不够。虽然印度宪法规定印度实行世俗主义，但宗教一直对政治具有强大影响，印度民主不仅对频频发生的宗教冲突和杀戮无能为力，而且各大政治势力与政党为了得到选票还必须借助于宗教势力的支持。印度人民党的前身——印度人民同盟本身就是典型的印度教教派组织，人民党代表北部印度教势力和城镇中产阶级利益，建党后力量迅速壮大，1996年至2004年期间夺得执政党地位，现在是最大的在野反对党。印度国大党虽然名义上信奉世俗主义，不提倡教派主义，但为赢得选民的好感与支持，在涉及选民宗教利益时，也在其选举政纲与选举策略上打上宗教印记。特别是印度教特有的种姓制度，至今对印度民主政治具有极深影响。比如，由于印度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因此印度各政党为了当政拼命捞取选票，关键是争取农民的支持，而农民在投票时往往取决于他们的种姓意识，往往投向代表自己种姓利益的候选人。每个党在大选前就必须仔细研究各地区的种姓势力，并在地方上占优势的种姓中发展党员，在大选时物色好占优势种姓中有威信的党员当候选人。这些人一旦当选进入政界，便想方设法回报支持他的种姓社团。印度一位研究政治问题的学者感叹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从争取自由运动中产生出的具有远见和代表更广大群众利益的领袖，正让位于那些具有狭隘地方主义、种姓色彩很浓的政治上的新人。”印度社会上层人物几乎都同种姓保持密切的联系。“对于我国（印度）那些上流社会的人物来说，种姓背景仍然是决定性的因素，不论他是政治领导人，还是高级官员、高级将领、高级知识分子，以及所有影响政治决策的人都毫不例外”。已故的国大党元老巴特尔，当自己由于接受种姓赠款而遭到批评时，他答复说，他永远为作为一个帕蒂达尔种姓而自豪。曾任印度总统的普拉沙德同种姓组织“全印卡亚斯塔大会”一直保持密切关系。曾担任过印度总理的查兰·辛格公然声称自己是中等种姓的代表。此外，尽管印度独立以后在法律对低种姓在政治上作了保护性规定，但目前种姓层级最高的婆罗门尽管不到印度总人口的4%，却占有七成的司法权及接近半数的国会席次。至于数量达到1.6亿至1.8亿的贱民，虽然按照法律规定也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自己的政党，但事实上他们却连自己的基本利益也难以维护，更不可能成为发挥重大作用的政治力量。印度法律对低种姓和贱民进行照顾，将近一半公职职位留给印度原住民、达利特和其它弱势群体，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些职位却由相关种姓领导人分配，甚至由他们的亲信公开出售，卖给出价最高的投标人。“这是民主世界中最猖獗的任人唯亲的体系。”至今，印度教对印度政治生活的影响不仅没有减弱之势，反而有日趋加重之势，是印度民主政治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尴尬。

第四节　印度议会民主制形成的双重原因

政治制度关系一个国家政坛和社会的稳定。如果一个国家实行了并不适合于本国历史传统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政治制度，往往会导致社会动荡，社会动荡又往往导致现代化的中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选择实行民主制度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陷入了混乱，致使本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断和停滞，其根本原因就是本国历史传统中没有适合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基础，本国社会发展阶段也还未到能够容纳民主制度存在的水平。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条件都不具备，民主当然会遭遇水土不服，所结出的果实当然是苦涩的。但印度却是一个例外。自独立以来，印度政局不断变化，各政党势力斗争异常激烈，也时有暴乱发生，但除了1975至1977年因实行紧急状态使民主一度中断外，印度的民主一直正常运行，特别是印度从未发生军事政变，更没有产生过军事独裁政权，各种政治力量、各个政党以及普通民众都接受通过民主的方式解决政治危机，从而使印度政局始终保持了相对稳定，这在发展中国家中是不多见的，为印度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特别是考虑到印度的种族、宗教、文化、语言千差万别，人口众多而且至今仍有近四分之一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所以民主制度能够在印度存在并且正常运转被很多人称为一个奇迹。

民主为何会在印度顺利存在下来？答案同样比较复杂。综合分析，印度之所以选择议会民主制并能较为顺利地坚持下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英国殖民统治给印度实行议会民主制形成了一定基础。二是印度历史传统中具有同西方式议会民主制相契合的因素。这两个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不仅决定了印度在独立时选择了民主制度，而没有选择其他的政治制度；而且决定了民主制度能在印度顺利存在下来，而没有像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样导致社会动荡。下面我们分别作简要分析。

一、殖民主义与印度民主制度的形成

毋庸讳言，英国的殖民统治虽然给印度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也成为印度现代化的发展动力，对印度选择实行议会民主制具有重要影响。也就是说，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给印度带来的不完全是苦难，也有一些对印度社会发展的有利因素。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殖民统治双重使命的著名论断。所谓“双重使命”，即破坏的使命和重建的使命以及这两者的统一。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文中指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简言之，为更有效地对殖民地进行统治和掠夺，殖民国家经常会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变殖民地原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创造有利于对殖民地进行榨取的条件。殖民国家之所以要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因为殖民地原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可能不利于殖民国家对其进行统治和掠夺。当然，殖民国家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自身利益考虑，它们主观上绝不是要给被殖民国家带来福音，而且它们也绝不希望殖民地能按照现代社会发展规律前行，因为这样发展的后果就是殖民统治的结束。但无论如何，殖民国家对殖民地的改造客观上都产生了一个殖民者本身并不想看到的副产品，这就是殖民地传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被破坏，从而为这些国家和地区走上现代化道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结果，就是典型的双重影响。一方面，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给印度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英国从印度掠夺了大量资源和财富，这是英国殖民者对印度造成的最主要影响。但另一方面，英国殖民者在对印度进行破坏的同时，客观上也履行了一定的建设使命，虽然这种使命并不是英国人想得到的。梳理历史就可以看到，印度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当然，由于这些变化并不是英国统治者为印度着想而有意为之，因此很多都是畸形的，与它们的发源地英国相比，很多制度都发生了变异，很多改革并不彻底，但毕竟给印度留下了基本的框架，产生了极深的影响。就议会民主制来说，众所周知，印度的西方式议会政治体制已经足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其议会制度的最初基础就是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奠定的。前面我们已经指出，早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英国殖民者为稳固其统治，分化、瓦解印度人民的反抗斗争，拉拢印度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上层人物，便将它在本土上早就实行的议会制度移植到印度这块东方土地上来，使印度成为殖民地国家中最早实行西方议会制度的国家。虽然这种移植主观上并不是为了印度，但客观上确实为印度日后政治体制的选择和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1861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印度参政条例》揭开了英属印度宪政改革的序幕，以后又多次通过种种法案和条例，如1892年的《参议院条例》、1909年的《莫莱——明多改革法案》、1919年的《蒙太古——柴姆斯福德改革法案》、1935年的《印度政府法案》（即《印度组织法》），直到1947年的《印度独立法案》（即《蒙巴顿方案》）。印度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为了利用工农大众的力量，迫使殖民者在政治上让步，分享一小部分统治权，便积极参加英国人导演的宪政活动。因此，印度宪政议会制度在独立前的发展，一方面是英国殖民政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印度资产阶级和工农群众不断斗争的结果。印度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长期议会斗争和活动中，逐渐培养起了对西方议会制度的信仰，也逐渐学会掌握运用议会制度的种种技巧。国大党在1937年和1946年两次英属印度的选举中取得了颇为得意的“胜利”。在1937年省议会选举中，国大党在各省议会的1585个议席中占据711个议席；1946年的制宪议会选举中，又获得多数议席，在292个议席中获202席。国大党主席尼赫鲁还担任了英印政府的副总理。印度独立后，国大党在取得了国家政权后便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没有任何阻力地把议会民主制这份殖民遗产继承了下来。

二、历史传统与印度民主制度的形成

虽然英国殖民统治为印度民主制度的形成奠定了一定基础，但是印度能够较为顺利地接受这份遗产，是由于印度具有接受民主制度的历史传统，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印度文化传统的特点与近代西方式的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亲合性”，如果印度本身并不具备接受和实行民主制度的条件，仅靠外来因素的强行施加决不可能使民主制度在印度扎根、发芽、生长。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曾经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但这些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后并非都像印度那样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民主制度，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获得国家独立时，也曾全盘照搬西方式民主制度，曾经的宗主国甚至帮助设计了一整套民主制度，但结果却是民主在这些发展中国家遭遇水土不服，发生变异，不仅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稳定和富裕，反而成为落后和动荡的代名词。这其中原因也很多。其中，历史传统就是较为关键的因素之一。下面我们对有助于印度民主制度形成的历史传统因素进行简要分析。

第一，多元社会与印度民主。印度是一个多元化的复杂社会，人种、民族、语言、宗教信仰、哲学流派极具多样性，与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体现的多元价值观、言论信仰自由原则有某种亲合性。印度几千年的古代历史的显著特征是长期遭受外族入侵。异族的多次频繁的入侵，不能不造成印度人种、民族、语言和宗教的繁多，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多样化社会，印度有“人种学和民族学博物馆”之称。印度民族之多是世界上不多见的，有100多个民族，还有500多个表列民族，素有“人种博物馆”之称。人口超过千万的民族多达十几个，譬如印度斯坦族、孟加拉族、泰鲁固族、马拉提族、泰米尔族、拉贾斯坦族、旁遮普族等。此外还有几百个人口较少的部族（几十至几百万）。它们被划归为六个主要的人种：尼格利陀人、原始澳大利亚人、蒙古人、地中海人、雅利安人和阿尔卑斯迪纳拉人。印度各大民族和多数部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印度宪法承认有14种语言，每个语种实质上代表一个民族。印度在思想意识层面也表现出极大的多样性。印度有多种宗教，有“宗教博物馆”之说。印度主体宗教——印度教，其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庞杂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数不清的派别，信奉数不清的神祗，有数不清的礼拜仪式，有完全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教义。印度各个宗教和哲学流派都有一大批信徒，各教派都没有侵吞掉其它流派的企图和能力，都没有被消灭的危险，因此可以长期共存。这与中国情况大不一样。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只是在周王朝崩溃后短暂时间。秦王朝政治上统一后，在政治上实行长期的统一和绝对的专制集权制，在思想意识上则用强制的办法消灭“异端邪说”，利用政治力量限制对当权者不利的思想派别，而在印度历史上则大不相同。如果说在中国历史上“百花齐放”只是一种例外的话，那么印度文化上的无比多样性和政治上的宽容则是一种常态，定于一尊的情况只是例外。这种多元化的社会传统一方面与西方式民主所要求的多元价值观和信仰、言论自由原则相吻合，另一方面也使印度难以建立东亚国家普遍实行的权威主义政治制度。

第二，自治传统与印度民主。印度古代历史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控制能力弱小。雅利安人入侵前后，公元前7至公元前4世纪，印度进入列国时期，境内国家多达几十个，有的史书记载，最多时达118个。公元前4世纪，孔雀王朝兴起，至阿育王时期（公元前273——前232年）印度第一次大体上被统一，但阿育王死后，孔雀王朝旋即分崩离析。随后的几个著名王朝：贵霜、笈多、戒日，虽然比较强盛，但时间均不长，而且版图也仅限于北印。13世纪后，阿富汗人在印度建立了德里苏丹王朝（公元1296-1316年），其疆土与阿育王朝相当，实现印度历史上第二次大统一。但德里苏丹王朝也不过几十年，随即陷入分裂状态，16世纪为莫卧儿王朝取代。莫卧儿王朝在阿克巴执政时（1556-1605年）曾盛极一时，国土甚至超过阿育王时期，史称第三次统一。但统一时间仍然短暂，阿克巴王朝之后，印度又陷入地方割据和混乱局面。就在这种混战之时，英国人破门而入，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大大小小的兼并战争，才实现了印度历史上空前的统一。“从史前到今天，明确地跟外界划分开来以及在国内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一直是印度的政治目标”，但是“推动古代印度统一的工作是不能达到永久的政治上统一的”。那是因为“印度的政治变迁大半决定于地理方面科学设备之不足”，“虽然有为建立统一帝国的经常努力，但物质条件却说明了这些帝国为什么没有继续多久”，因为“科学发展程度不容许这种趋向的实现”。总之，印度数千年的历史虽然经历了几次统一，但每次的统一时间极短，绝大部分时间处在地方割据和分裂局面。这与中国恰好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统一时期与分裂时期的时间比大约为7:3，而印度统一与分裂的时间比则不到3:7”。印度历史上的帝国大多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列国。与此相联系，印度政权建设很不发达，类似中国的“郡县制”的建立很晚（13-14世纪），并且一直没有发展到中国那样的完备程度。这不能不影响王朝对社会的控制力。中央权力难于直达基层，政权实权在中下层和各农村公社。真正的权力重心仍在地方王公。帝国对地方上的统治在很大的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皇帝只不过是个群王之首而已。英国人虽然统一了印度并建立了空前的英印帝国。但英国却对印度各民族、宗教、种姓实行“分而治之”政策，又为印度的分裂埋下了祸根。英国人为便于统治并没有触动印度已存在的数百个土邦，就是在英国人直接统治的英属印度中也非一通到底，下面地方政府仍有较大的自治。同时，英国人对于印度社会生活，采取的是行政与社会分离的原则，只要无碍殖民统治和殖民掠夺，没有太多地干预宗教、风俗和村落事务。这种政治上的分裂以及国家政权对社会相对弱小的控制能力，与西方式政治制度体现的权力分散原则是相吻合的。因此我们说印度独立后的政治体制选择了西方式的民主体制，无疑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了印度的传统。这样，印度人便对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出现了一种顺应的趋势。印度的这一历史特点不能不对现代的印度政治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印度的联邦制和议会多党制不能不与此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英国人被赶走了，而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却在印度扎下了根。”

第三，争鸣传统与印度民主。这是著名美籍印度裔学者、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关于印度为什么会实行民主制度的观点。阿玛蒂亚·森认为，争鸣是民主的特征，而争鸣不仅仅是古希腊以来西方的政治传统及表现方式，同样也深植于古代印度历史，印度历史上就有让每个人自由表达的传统。他举例说，在公元前3世纪，印度的第一位佛教皇帝、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就曾论述宽容的必要性和非正统见解的丰富性，并制定了辩论的原则：在所有场合，在每一方面，均充分尊重对手。综合阿玛蒂亚·森的有关论述可以看出，所谓“争鸣”实际上就是一种自由表达和充分宽容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在印度源远流长，对印度近现代政治文明具有积极影响。因为从理论上来说，这种争鸣的传统可以保证每个人特别是弱势群体自由表达的权利，而允许每个人特别是弱势群体自由表达，正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

第四，宗教传统与印度民主。印度教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追求宗教上的“解脱”。这种超自然中心主义传统使印度对专制君主缺乏绝对服从和拥戴的文化思想基础，使印度人最重视精神上、智慧上的领袖，而不是权力上、物质上的霸主。印度教文化的特点是追求宗教上的“解脱”，这是每个印度教徒的生活最高目标。“对神明的崇拜以及对死后能否解脱的担心，像一把悬在头上的利剑，制约着国君的政策、权力行使和日常行为”。印度教教徒只看重神灵，对功名、利禄则嗤之以鼻。在印度至强、但不一定至富、至尊。在他们的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是婆罗门僧侣而非国王。婆罗门即便是一个乞丐，也会受到很高的礼遇。在路上一个高龄的国王与年幼的一个婆罗门相遇，国王应给婆罗门让路，因为大地属于婆罗门，婆罗门是神明的主持者。在印度教徒看来，国王与平民百姓同是凡人。包括国王在内的所有凡人必须尊敬婆罗门，听取他们的意见。国王虽然有很大的权力却未必有至尊，皇权虽大却不能至高无上。国王的行为不能不受到更大的约束。《摩奴法典》规定，“国王于黎明即起，应当向通晓三典和伦理知识的婆罗门教致敬，根据他们的教益立身行事。”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使印度没有形成服从和拥戴君主的思想基础，从而为主张人人平等的议会民主制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

第五，种姓制度与印度民主。印度教特有的种姓制度虽然对印度社会产生了极大阻碍作用，但某种程度上种姓制度却与现代西方式民主政治有某种亲合性。印度种姓制度制约国家权力，使政治与社会分离，形成类似西方政体中的权力均衡和利益分享的原则。我国研究种姓制度的学者尚会鹏先生对此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印度种姓制度把社会分割成许许多多的种姓集团。这些集团以不平等为基础，虽然与西方式政治制度体现的“平等”思想不同。但“这一制度与现代西方式政治制度有某种亲合性”。种姓是一种利益集团，“具有现代利益集团的某些潜质”，“共同的职业使种姓大体处在一个相同的经济地位上，有共同的利益追求。共同的宗教信仰使同一个种姓的人保持了共同的生活方式”，比较接近现代西方社会的“阶级”。印度社会中的“种姓评议会”等组织是各种姓维护本种姓的经济利益、或为争取在种姓体制中更高的礼仪地位的代表，“这一点同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重要因素——政党的作用有些相似”。婆罗门虽然主要从事圣职工作，但也窥视政治权力，与王族阶级——刹帝利种姓发生矛盾。刹帝利种姓中各亚种姓集团，为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也总是争斗不已。这样，在世俗和僧侣势力、国家统治者内部各集团以及高种姓与低种姓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争夺、相互牵制的体制。与此相对照，中国的皇族阶层对国家政权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缺乏像印度僧侣势力和世袭贵族集团的竞争和制约。现代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建立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各利益集团的权力分配和利益平衡。从这一点上看，“毋宁说种姓社会的政治传统与近代西方式政治制度更接近”，与政治与社会生活相对分离的原则“相吻合”。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建立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为实现权力和利益的分配而建立一个平衡机制。显然，两者在逻辑上有内在一致性，有助于推动民主制度的形成。

第六，阶级基础与印度民主。历史上，现代西方式民主的产生与资产阶级的形成密切相关。可以说，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民主是伴随着资产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与旧中国众多帝国主义控制的半殖民地情况不同，印度则是英国一国控制的殖民地。“数国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和一国支配的殖民地是有区别的”。由于这种区别，不能不对中印两国各自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经济上，印度民族资本势力比中国强大，而其官僚垄断资本则比中国弱小。这是因为英国独家统治印度，它不需要像在中国的列强那样，从经济到政治上培养一个中间代理人，虽然在它入侵印度之初曾利用一批商人作为掮客为其服务，但这部分买办商人由于受到英国资本的排挤和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打击而始终未能发展起来。相反，印度民族资本却有较明显的发展，这是因为印度幅员广大，英国自身实力毕竟有限，经济上的控制力不从心，无法实现完全垄断，一些印度人经营的产业部门特别是棉麻纺织厂从19世纪下半期便开始发展起来。这就在印度较早地造成了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印度民族资本的力量在工业企业领域达到了几乎可以与英国资本分庭抗礼的程度。尤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把印度作为它在亚洲的重要战略后方及为其提供战略原料和物资的基地，从而又为印度民族资本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再加上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又较大地推动了印度民族工业的发展。因此，在印度独立前夕已形成了一个人数虽然不多，但却拥有一定实力的民族大资产阶级。与此并存的还有为数众多的中小资产阶级。由于同英国殖民者之间存在尖锐对立的矛盾，因此印度民族大资产阶级在性质上不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而是民族资产阶级。印度民族资本的发展一直受到殖民政权和英国资本家的联合排斥和打压，这就使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大资产阶级一直具有革命性的一面，成为印度实现国家独立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与经济相联系的是政治上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导力量也与中国不同。在印度，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坚力量是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国大党。印度国大党成立于1885年，成立初期是民族运动温和派团体，主要反映上层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到20世纪以后，国大党力量不断壮大，逐渐成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有反帝情绪的地主阶级的政党。但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印度国大党有一个重要特点与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有所不同。这就是由于建立较早，且领导有方，所以印度国大党的组织网络遍布印度全国，并且以争取印度独立为党的奋斗目标，而国大党的奋斗目标实际上就成为当时印度全体人民的奋斗目标。所以国大党不仅吸引了大量资产阶级加入，而且吸引了大量贫苦农民和工人参加。这种状况一方面壮大了国大党的力量，另一方面使国大党也必须考虑印度下层群众的利益，采取一些措施以适应印度下层群众的要求。国大党的这种做法反过来又增强了其对下层群众的吸引力，终于使其成为全印度代表性最为广泛的政党，成为印度独立斗争的无可替代的领导者。反观印度的无产阶级，虽然比中国的无产阶级成熟得早，也更为强大，印度共产党也早在1920年就已经建立，但由于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实行严密控制和残暴镇压，加上印共本身在路线上和政策上种种失误，致使其始终未能成为印度独立斗争的领导者。印度的独立斗争自始至终都是在国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从20年代开始，国大党在甘地、尼赫鲁等领袖的领导下，打出印度独立的口号，以“甘地主义”为指导思想，对英国殖民主义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到1947年终于迫使英国殖民主义退出印度，印度获得国家独立，国大党自然而然地成为执政党。国大党的资产阶级性质决定它必然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

第七，独立经历与印度民主。殖民地或者被占领国家独立或解放的经历对于其独立后政治体制的选择有直接影响。前面我们提到，经过近两个世纪的经营，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建造了一套组织严密、覆盖全国的暴力统治机器，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不仅共产主义势力在印度难以生存，就是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独立运动的发展也受到极大压制，这使印度根本无法采用暴力革命方式实现国家独立，而英国移植来的议会民主制却为印度提供了一种通过议会斗争实现国家独立的可能性。印度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采用所谓“非暴力不合作”方式，包括利用议会斗争等各种形式进行合法斗争，最终实现了国家独立。这种经历不仅使印度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培养起了对西方议会制度的信仰，掌握了运用议会制度进行斗争的技巧，也使其他阶层和政党习惯并接受了运用议会制度进行斗争和生活的方式，为独立后实行议会民主制提供了客观条件。

此外，由于领导印度独立运动中的领袖大多接受过西式教育，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较深，他们对印度选择议会民主制中也有重要影响。特别是自1929年起就担任国大党主席的尼赫鲁，1905至1912年间曾在英国留学7年，深受英国式议会民主制熏陶，主观上认同并接受英国式议会民主制。所以，印度独立后，尼赫鲁力主印度应当建立议会民主制。由于尼赫鲁在国大党党内以及整个印度都享有崇高威望，都有不可替代的绝对影响力，印度实行议会民主制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

第八，法治传统与印度民主。法治和民主密切相关、相辅相成，没有健全的法治制度和成熟的法治思想，民主不仅不可能巩固，反而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因为很多时候民主不能解决一切事情，公正的法律才是最后的裁决者。印度具有“法治”传统，与中国“德治”的社会传统区别较大，却与西方法治社会相有相似之点。《摩奴法典》是印度古代最主要法律，此外印度教还有各种各样的其它法典。这些法典是指导人们日常生活的准则，即“达摩”（darma，汉译为“法”）的，其概念大意是“法则、规范、秩序、习俗、职业、职责”等。这里的“法”同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法律”虽不是一回事，但却是印度教之法，是种姓之法。《摩奴法典》中就至少包括宪法、刑法、婚姻法、民法、行政法、动物保护法等诸多法律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教社会也是一个‘法制’社会，人们习惯‘依法行事’”。依照印度教的看法，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依照“法”运行的，社会各个阶层都必须守“法”。这种法律与神学密切结合的传统更培养了人们对“法”的敬畏态度。每个人都在“法”的约束之内。因此，印度教之“法”具有“普适性”，任何人的行为都在法的约束之内。与此同时，在传统的印度社会中，立法与执法又相对独立。婆罗门僧侣是各类法律的制订者，而国家的管理者不是婆罗门而是刹帝利。国王虽有很大行政权力但必须依法行事。“在世俗势力和僧侣势力即立法者与执法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这与近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所谓‘三权分立’，即立法、司法和行政三种权力互相制约”很是接近。而且，印度历史上虽然王朝屡屡更迭，异民族像走马灯不断征服，但印度教的“法统”却一直未断。这一点与当代西方许多国家尽管政府更迭、总统总理频繁易人而法律政策却保持不变的情形十分相似。印度的这种法制传统，恰好与西方式议会民主制所需要的法治保障有“契合点”。

第五节　印度民主制度的双重作用

从印度独立以来的实践来看，尽管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演变，也发生过数次政治危机，但是印度从没有出现过军事政变，更没有过军事专政，始终保持了国家的完整统一和社会的基本稳定。这其中，民主制度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这一点必须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制度是完美无缺的，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是双重的，既有一定积极作用，又有一定消极作用，区别只是在于程度不同而已，即使被很多人推崇备至的西方式民主制度也是这样。从印度独立后的政治发展来看，民主制度在对印度社会发展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有很多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能否有效避免和解决这些消极因素，决定着印度的民主制度能否更好地为印度现代化发挥保障和推动作用。

一、印度政治制度的积极作用

我们认为，一国政治制度是否适合于本国国情，有很多衡量标准，但关键要看该国实行的政治制度在确保国家统一、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三个方面是否发挥了积极作用。关于印度政治制度对印度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学界已给予很多概括和分析。一般认为，印度政治制度在确保国家统一、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等几个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我们认为，与确保国家统一、维护社会稳定两个方面相比，印度政治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或者说印度政治制度与印度经济发展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在这方面目前学界还存在一定争议，我们将在后面章节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阐述。这里，我们只从确保国家统一和维护社会稳定两个方面对印度政治制度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进行总结和分析。

1.确保了印度的国家统一。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多种姓的国家。从世界很多国家的历史和实践来看，这种多元化的形态很容易导致国家的分裂。但独立以来的印度却成功地确保了多样化社会的协调和多元化国家的统一。印度独立以来，虽然民族冲突、教派纷争十分剧烈，但却并未因此而使印度四分五裂。这其中印度的政治制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从印度宪法来看，印度宪法不仅详细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框架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具体内容，而且对印度的各种姓、各教派、各集团、各部落、各地区等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明确规范。这种详尽、全面、明确的规范确保了宪法精神能被正确理解、而不被曲解，有利于维护印度国家的完整统一。（2）从印度的联邦制来看，前面我们在分析印度联邦制特点的时候已经指出，虽然印度宪法规定，印度实行联邦制的国家结构，但其联邦制具有很强的单一制特点，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穿了联邦制的衣服，实际上却是单一制的躯体，这种明显偏向单一制的联邦制，通过各种制度规定把各邦牢牢地与联邦政府捆绑在一起，对维护印度的国家统一具有重要保障作用。（3）从印度的议会民主制来看，议会民主制下的议会机构特别是中央层面的议会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各地方政治势力表达自身政治立场、争取自身利益的重要场所，在这种情况下，各邦之间以及各邦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一般都可以通过议会斗争的形式以和平的手段加以解决，从而缓解了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对维护国家的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

2.维护了印度的社会稳定。（1）从印度宪法来看，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就印度宪法来说，其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具有刚柔相济、适时而修的特点，可以说是既稳定、又灵活，总体上能够积极适应和有效应对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具体来说，在修改程序方面，一方面，虽然议会两院任何一院提出的宪法修正议案都可以提交议会审议表决，这一点同普通法律的修正案提出办法一样，但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宪法修正案不仅需经议会两院以双重多数通过，而且某些修正案还需多数邦批准。所谓双重多数，也就是议案在两院进行审议时，必须有三分之二的议员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经两院议员总数半数以上同意才能通过，这一点又与其他法律只需经议会两院出席并参加投票的议员的多数通过即可有明显不同。在修改内容方面，根据印度宪法规定，议会修改宪法的内容范围并不受任何限制，也就是说议会可以按宪法规定的程序修改宪法中的任何条款。这就保证了印度宪法能够根据印度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的发展而及时做出相应的变化，从而使社会变革通过修改宪法、以和平的方式进行，避免社会动荡，不至于造成社会混乱。（2）从政治权力架构来看，权力架构形式的稳定与否决定社会的稳定程度。在这方面，虽然在形式上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和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并无区别，但在实际运行上，由于议会中的多数党或政党联盟负责组织政府，这就使宪法赋予议会的很多权力，实际上都掌握在以总理为首的部长会议手中，最终造成行政权独大的政治运行模式。比如，在立法权方面，虽然宪法规定议会是立法机构，但立法提议权和立法过程却全在政府的控制之中；而且，由于所谓委托立法的存在，在很多时候使政府取得了实际上的立法权，而削弱了议会的立法权；在财政权方面，虽然宪法规定人民院有权否决或改变政府财政预算，但实际上人民院根本没有有效手段监督政府的财政预算是否合理，所谓监督只不过是走形式而已，因此一般情况下议会只能按政府的要求批准财政预算方案，而不提出任何异议；在行政监督权方面，虽然宪法规定议会有权通过提出不信任案的方式使政府倒台，但由于组织政府的政党本身在人民院是多数党（或政党联合），这就使议会的这种权力根本不可能行使，因为执政党决不会通过对自己的不信任案。总之，印度的政治制度表面上是全力均衡的三权分立，但实际上却是行政权独大，权力过分集中于政府。政治学规律显示，权力适度的集中有利于政局稳定，从而有利于社会稳定。其实，不单单是印度，如果我们考察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制度近几十年来来的发展历史，也可以看出，政治权力都有向行政权集中的趋势。（3）从政治斗争形式来看，社会动荡往往源自于暴力形式的政治斗争。就印度来说，尽管存在各种不足，但印度的议会民主制毕竟已经获得各方认可，各种政治力量都能通过议会斗争的形式来解决问题，都能接受通过定期选举的方式实现国家政权的更替，而不是以暴力革命或街头政治的形式解决问题或实现国家政权的更替。对于当代国家来说，实现了这一点，就建立起了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举措。

二、印度政治制度的消极作用

在充分肯定民主制度对印度现代化进程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即使经过上百年发展已经比较完善的西方式民主尚且存在各种不足之处，而印度的民主制度并不是本国社会自然发展形成的产物，也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及其发展的基础之上，更不是反对专制主义的结果，而是由一批出身上层、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自上而下推行给社会的。正如一些印度学者和西方学者所指出的，印度的民主是少数政治精英送给民众的礼物，不是民众自身争取到的胜利成果。因此，虽然与很多同样实行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印度的民主制度已经比较稳定，也是适合于印度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的政治制度，但由于印度经济发展水平至今仍然较低、社会传统结构改造至今没有彻底完成、各种社会矛盾至今异常尖锐，因此印度的民主制度对印度的现代化进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使印度成为“民主政治体制下的软国家”。具体来说，我们认为下述几个方面产生的消极影响对印度的现代化进程可能有比较大的阻碍作用。

1.民主可能导致政治动荡。政治稳定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前提。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治稳定更为重要，只有政治稳定才能实现经济发展。对此，人们最为熟悉的就是政治学大师亨廷顿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亨廷顿指出，传统社会和现代化的社会都趋于稳定，问题发生在现代化初期。亨廷顿认为，对于穷国来说，政治秩序和有力的结构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亨廷顿的逻辑框架中，政治稳定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它超出政治形式，因为无稳定便无发展。很多国家的现代化在刚刚取得初步进展之时，却因为政治动荡而陷入停滞。而民主往往就是导致很多国家陷入政治动荡的诱因。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实践看，民主可能导致的政治不稳定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选民或者政客因缺乏民主素养而不接受选举结果（选举公正与否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通过各种极端形式表达抗议和反对；二是党派之间斗争或者一党内部派系斗争，导致政府垮台。第一种情况通常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第二种情况在任何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都可能出现，但在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由于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已经比较成熟，各种经济社会管理制度已经比较成熟并有序运行，因而这种上层的政治斗争通常不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过大影响，但对于市场经济的各种管理制度还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政治上的不稳定则会有比较大的负面影响。对印度来说，从独立到现在，面临的最重要任务是如何解决数亿人口的贫困问题，如何改善和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有一个系统而长远的经济计划。这样的计划制定出来并不难，关键是长期坚持下去，经济计划要长期坚持下去就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反观印度现实，前文在简述印度政治发展历程的时候，已经指出，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由于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在大选中获得绝对多数，联合政府已经成为印度政坛的常态。而联合政府在实践中却常常导致政党内讧、政局动荡以及政权频繁转换等问题。政权的频繁更迭导致政局不稳，政局不稳势必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这是显而易见的结论，即使是对印度模式最乐观的支持者也承认这种频繁变换的政治局势延缓了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如，1991年印度的八五计划已过一年，但事实上这个计划的草案都未写成，连1991年预算也未能提出，直到拉奥新政府组成后才推出新的经济政策和计划，这样仓促推出的计划到底有多少科学性和可行性都存在很大的疑问。

2.民主可能导致短期主义。西方式民主的核心在于选民通过定期选举的方式产生政府。在这种制度下，对政客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选举，最重要的目标是确保自己在选举中获胜，这是关系政客生死存亡的事情，所有的言行都要服从服务于这个目标。为达此目标，各种五花八门的手段和措施都可以使用。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个被很多人最为看重的“选举”，在现实中却经常导致短期主义的弊端。这主要是因为，随着选举制度的不断健全，很多国家已经对选举过程中的技术性问题做了很多较为详尽的规定。对政客来说，通过营私舞弊、弄虚作假等操纵选举，成本很高，难度很大，而且一旦事情败露则身败名裂。在这种情况下，为争取在选举中获胜，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做一些最能吸引选民眼球的事情，做一些短期内能就能见到成效的事情，这就是政治短期主义。在印度，同样如此，政治动员和选举周期常常使印度的政治决策过于短视。总结很多国家的历史经验，政治短期主义可能会导致两个比较严重的消极后果。（1）对于那些长期才能看到成效、但对经济社会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的事情往往置之不理。就印度来说，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联合政府成为常态，印度政坛开始出现政治短期主义。由于联合政府随时都可能倒台，因而政客所考虑的只能下个月或下一年的事情，最多也就是下次选举前的事情，很难再做出长期规划。但影响印度现代化进程的深层次问题，如贫困问题、农村问题、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发展教育问题等，都是一些需要长远规划、长期坚持才能收到成效的事情。由于政治上的短期主义，这些问题很多时候要么无人过问，要么只是说说而已，很少采取实质性措施。（2）为获得短期政治收益，为收买民心、拉拢选民，政府也并不一定必须采用推动经济增长的措施，而是可以采用提高福利待遇的办法，这样能在短时间内就让国民过上比较安逸的生活，从而保住自己的执政地位。但是要使国民享受超越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能力的福利待遇，大多数国家只能依靠不断增加本国财政赤字的方式来实现，过高的财政赤字实际上是为未来的政府埋下了随时可能引爆的“经济地雷”。因为，今天欠下的债将来终究还要偿还，无法平衡的财政赤字终将对经济发展构成致命打击。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问题并非发展中国家所独有，发达国家某种程度上可能更为普遍。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中，欧洲一些国家的经济之所以陷入困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被高福利导致的高赤字拖垮。当然，高福利的形成原因比较复杂，而且高福利也并不一定必然拖垮经济，但很多时候，高福利都是政治短期主义的一种典型表现，特别在发展中国家，更是一种收买选票的常用手段。当这种手段成为常态时，经济发展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3.民主可能会导致政治低效。历史经验表明，当一个落后国家开始起步发展的时候，如果政府具备一定权威，具有较强的执行力，就能在较短时间内调动资源，取得突破性发展，迅速解决贫困问题，在此基础上再及时进行政治转型，就能促使本国走上一个良性发展道路（东亚一些国家的发展道路就是这样）。因此，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在限制政府权力的同时，还应维持一个强有力的行政部门，用来解决各种问题。但不稳定的多党竞争由于各党派利益不同，致使权力分散，相互牵制，使决策不够准确快速，容易出现议而不决，决而不断，断而不行的情况。对此，韦伯认为，一个社会必须有一种共通的思想和伦理系统，才能协定全体成员之行动，作为立法的基础，如果各人自行其事，无论多么好的法律也无从强迫执行。韦伯特别指出这是古代中国和印度的弱点。当今印度政坛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行政效率低下。由于各方利益难以协调，争斗不休，很多问题常常经过无数次辩论而仍然无法做出最终决策而流产，导致政府成为一种“弱政府”，“弱政府”又无从促成政治发展与经济改革的良性互动，最终政治经济互动趋势走向对立。因此，缺乏目标一致的、强有力的、稳定的中央政府是印度民主给印度政治带来的致命弱点。经济特区问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印度也曾试图效仿中国搞经济特区，但各方政治力量围绕这个问题讨论了几十年，根本无法达成共识，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曾担任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助理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对印度和中国情况非常熟悉。他认为：“印度政府从来都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只是纸面上的计划，从来没有变成真实。一项基础设施必须要与不同的利益集团讨价还价，谈项目要好几年，干项目又要好几年。”印度前总理古杰拉尔坦承：“印度不得不为政治民主化付出经济的代价。”

4.民主可能导致缺乏共识。民主意味着竞争，竞争意味着存在分歧。但存在分歧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达成共识。恰恰相反，如果一个社会不能达成基本的价值共识，那么这个社会将无法前行，因为一个缺乏共识的社会，必然无法制定出社会成员能够普遍遵循的规则，政府的各种政策措施在实践中也必然遭遇各种形式的抵制而无法实行。但如何让持不同价值见解的人们达成价值共识，不仅是一个理论难题，更是一个现实难题。很多学者为此做出了不懈的探索，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决办法。在这个问题上，经过长期发展，西方成熟稳定的民主制度已经形成并能自觉遵循一个重要原则，这就是现代政治学中的“忠于反对”原则。简言之，这种原则的含义是：一个实行民主制度（确切说实行民主选举）的国家要在保持基本的社会稳定，所有的主要政治派别（执政党和反对党）都必须在一些重大价值观上达成共识。民主只有在“忠于反对”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稳定，社会只有在“忠于反对”的情况下才能获得发展。如果缺乏“忠于反对”的政治文化，竞选失败者从根本上不能接受获胜者的执政理念，经济发展将成为空谈，因为由选举获胜者组成的中央政府推出的各种经济政策都可能会遭到反对者或明或暗的抵制和反对，致使经济政策无法落实。就印度的情况来看，应当说，在获得国家独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虽然国大党一党独大、长期执政，在印度各个政治派别之间是存在共识的，这个共识就是使印度尽快脱离殖民时代落后局面，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但随着印度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个政治派别政治理念的差异逐渐显现，各个社会阶层利益得失的差别逐渐加大，原有的共识被逐渐打破，但新的共识却没有建立起来。特别是起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改革开放，原本是印度政府为解决当时面临的经济困境而采取的一项临时举措。这就意味着当时推出各种政策只是由少数政治精英推出而未经广泛讨论，或者说（对改革开放的）共识只存在于富人、文化人和有权有势的人当中，但并没有为穷人、无声无息的人们所接受。但问题是，这个未经广泛讨论、缺乏共识的改革开放后来却变成了印度的长期国家战略，印度原有的发展模式和社会格局也被改革开放所改变。更为严重的问题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并不是所有的印度人都从快速发展的经济中获得了相应的收益，只有少部分人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受益者，绝大部分下层民众则已经被排斥在了经济发展之外，相对剥夺感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印度社会在对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上就再也很难达成共识，因为不同政治派别和不同社会阶层的主要关注点已经不同，追求的目标也已不同。少数享受了经济发展成果的社会阶层以及一直怀有大国梦的执政阶层的主要关注点是增长和效率问题，而多数被排斥在经济发展之外的下层民众和相应的一些政治派别的主要关注点则是平等和公正问题。比如，印度左翼政党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对拉吉夫·甘地的改革政策持批评态度，指责他的改革是为资产阶级谋利益，说他不了解印度，不知道广大穷人的疾苦，批评他的政策是使贫者益贫，富者益富。有一个巧合值得研究者注意，印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而也正是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在大选中获得绝对多数，联合政府也由此成为印度政坛的常态。我们认为，对改革开放政策缺乏共识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共识的缺乏造成不同党派以及同一党派不同派别之间围绕一些经济政策展开激烈斗争，党派的分裂和组合也因此成为经常现象。当然，这种斗争带来的结果也不仅仅是负面的。由于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要经过多方博弈，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免仓促决策带来的失误。但是，作为一个经济仍然十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事关经济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上不能达成共识，一些重要经济政策往往因为各方利益难以协调而无法出台或无法落实，必然影响经济发展。这种状况引起印度经济界的担忧。经济界为此曾强烈呼吁印度各主要政党停止争吵，就经济改革达成共识。但在政治利益大于经济利益的政界人士那里，这种呼吁显然得不到应有回应。一位国大党领导人甚至直言，共识完全是骗人的和不可能的。可以预见，共识的缺乏必将伴随印度现代化的整个过程，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其中的斗争将使印度现代化充满坎坷与波折。

第六节　讨论：民主是否是印度现代化的制度优势

当前，很多人在谈论印度现代化模式时，总是把“民主”列为印度最大的制度优势。这种观点认为，由于印度实行的是西方式民主政治，所以相比较一些所谓的“非民主国家”，印度的经济发展更具有可持续性。“非民主国家”由于政治高度集权，政府具有高度权威，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动员所有资源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因而可能取得较快的发展速度，但如果政治上不进行民主化改革，经济上发展终究无法持续，现代化进程可能会中断。而实行西方式民主的印度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民主究竟是印度崛起的助力还是阻力呢？

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不可一概而论，不能简单给予肯定或者否定的回答。一方面，对于印度来说，民主的确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印度种族多样，语言繁多，宗教传统和文化习惯千差万别，各地地形、气候和经济发展水平千差万别。在这种复杂多样的国情下，如果政局不稳、政策不当，很容易导致国家的分裂和社会的动荡，但印度独立以来，虽然民族冲突、教派纷争、政治斗争十分激烈，经济发展也并不顺利，但却并未因此而四分五裂，各种不同团体、信仰和意识形态都能和平共处、相互竞争。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民主制度，因为印度的联邦制和议会民主制能够把各种民族、宗教、种姓利益代表集团纳入其内，让人们在其中表达自己的诉求和不满，议会成为调解和缓冲各种利益矛盾的重要场所。正如印度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帕南迪卡所指出的：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它（议会民主制）都不是最有效率的，然而它具有内在的稳定性。但另一方面，对于印度来说，民主也不是万能的。目前，包括发展中国家很多所谓精英人士在内，很多人都将民主，确切地说是西方式民主，列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应当追求的主要目标。这其中固然有西方强势推行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因素恐怕还是民主在西方国家获得的成功。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看到实行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政治透明清廉、经济持续发展、社会自由平等，虽然这些国家偶尔也会遭遇挫折和危机，但总体上不会发生剧烈动荡，民众对未来有稳定预期，是一个健康而成熟的国家。显然，如果发展中国家实行西方式民主制度之后也能达到西方国家目前的发展水平，当然是最理想的选择，是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然而，现实情况却不是这样。民主在西方国家获得了成功，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却成为经济落后、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的代名词。这说明，西方式民主在向发展中国家传递过程中出现了水土不服。

就印度来说，虽然其民主实践效果已经算是发展中国家最为成功的案例之一，但从印度实行民主制度60多年来的实践考察，迄今为止民主并未成为印度崛起的助力，印度仍然是一个人类发展水平很低的国家。如果我们以“防治腐败”和“发展经济”这两个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最为关键的两个问题作为考察对象，就可以看出，迄今为止，印度在这两个方面的表现并未因其实行西方式民主而比其它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更为优秀。

一、关于印度民主制度与防治腐败的关系

腐败在任何国家都会发生，但在各种政治经济管理制度都还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而腐败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危害程度最大。因为它引起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失败可以随时终结政府为实现现代化而采取的各种政策措施。如何治理腐败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腐败问题一直是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对此，很多人开出了不同的药方，其中最为流行的药方是实行西方式民主。但印度的情况却显示问题可能并非如此简单，西方式民主未必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腐败问题。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已经运行60多年，但印度至今仍然面临着严重的腐败问题，各种腐败丑闻层出不穷，被认为是世界上腐败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透明国际”公布的2010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在178个国家和地区中，印度排在87位，属腐败严重国家。按照“透明国际”对腐败程度的划分，得分在2?5到5?0之间属于腐败比较严重的经济体。印度的得分是3?3.

在印度这个泱泱民主大国，腐败的顽症已经深入各个角落、方方面面。贪赃枉法业已成为印度官场中的“铁律”，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不腐败比腐败要难的多。曾被美国《时代》周刊在公元2004年隆重推出的全印杰出公务员——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地区行政长官古塔姆·戈斯瓦米，竟然在2004年负责该地区的洪水救灾工作中分两次将1?7亿卢比（约合390多万美元）救灾款偷偷塞进了个人腰包，并在2005年5月罪行即将败露后逃之夭夭，时至今日仍找不到他的下落。贪官甚至对国家举办的大型运动项目也敢动手。2010年英联邦在印度召开一次盛大的运动会，其主持官员则利用此机大捞特捞，运动会组委会印度奥委会主席卡尔曼迪被印度媒体曝光天价采购，获取10亿卢比回扣，已被捕查办。

这显然与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的名声完全不符，更与西方式民主理论所描绘的美丽图景完全不符。正如有评论指出的，腐败在印度的官僚、政客和商人中间非常猖獗，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已经被广泛地接受为生活中一个不可避免的特征。在印度，由于政府控制经济太多，严重的寻租行为随处可见，比如，一些大企业为使其产品获得垄断控制，就采取贿赂许可证发放当局的办法，通过钻法律的空子，他们还能通过发放红利股来成倍地增加公司的股本。印度规模最大的财团瑞莱恩斯集团的控制者安巴尼家族与印度政界的关系相当密切，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政府高级官员甚至印度总理本人，使印度政府颁布了多项对瑞莱恩斯有利的产业政策。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现代西方议会民主制国家，被成为第四种权力的新闻媒体是监督政府、揭露腐败的重要渠道，但在同样实行议会民主制的印度，这个渠道却常常无法发挥作用。比如，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印度新闻界曾三次对涉及总理的丑闻进行曝光，但却没有一次成功将总理绳之以法；2001年印度新闻界曝光军火受贿事件，不久3名记者却分别以不同理由被控犯法，虽然在各类记者组织强大压力下，3名记者最终被免除牢狱之灾，但问题最后也不了了之。这些都反映出印度媒体自由度明显受到制约，其根源在于印度新闻业主要控制在少数家族财团中，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新闻媒体在与政府斗争，但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财团与财团、在野派与在朝派之间的斗争，并不是为维护民众利益和国家利益而斗争。可以说，某种程度上腐败在印度已经制度化、常态化。

印度贪腐行为已到了民众忍无可忍的程度。2011年8月28日，一个退伍军人、74岁的老先生安纳，学习老圣雄甘地榜样进行为期13天的绝食反腐抗斗运动。老翁安纳以“如果政府再不采取措施通过旨在反腐的公民监察法，那么我将绝食至死”的誓言，如此点燃了印度全民反腐火炬。反响甚大，轰动世界，最后辛格政府不得不答应安纳的要求。

显然，民主并未能解决印度的腐败问题。与此相反，很多时候印度式民主制度是造成腐败丛生的重要根源。

为什么民主未能防治权力腐败呢？我们认为这并不奇怪，因为民主和腐败本质上是两个范畴的概念，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简言之，现代西方式民主原本就不是为了防治权力腐败而产生的，民主的本质是“多数决”和“竞争”，主要是为了解决权力的产生方式和产生过程，在当今社会，民主的主要表现就是国民每隔一段时间参与一次举国狂欢，参加投票选出政府。但政府选举产生之后，要想防止其权力行使过程中发生腐败，民主是无能为力的，必须有其他制度来保证。如果能建立起相应的管理制度就有可能防止权力腐败，反之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则即使政府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也无法防止腐败的发生。这就是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所谓的民主国家却经常选举出一个腐败的总统，而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政治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式民主，政府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多党竞争产生的，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却十分清廉的原因。所以，要想防治权力腐败，必须在民主之外探寻办法。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有效地防治腐败问题，主要原因首先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实行了民主选举，而是因为这些国家都实行严格的法治，都建立了严密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当然，如果有人将这些因素都看作是民主的范畴，那么就等于将民主的内涵予以无限扩大，所有好的东西都属于民主，所有不好的东西都属于非民主，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失去讨论的意义。退一步讲，如果这些都可列为民主的范畴，那么又可以得出结论：一个国家只实行民主选举，而没有建立严密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没有严格的法治，则根本无法解决权力腐败问题。这样的国家仍然不属于合格的民主国家。

印度腐败现象之所以如此严重，应从经济发展、法制以及文化等几个层面分析。

其一，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是印度腐败现象的重要因素。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07年9月26日发布了2007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排行榜包括了180个国家和地区。透明国际指出，“清廉指数排行榜显示贫穷与腐败存在因果关系”。从清廉指数直观地来看，腐败严重的国家与贫穷地区大致重合。最廉洁国家榜首的是丹麦、芬兰和新西兰。其次是新加坡、瑞典、冰岛、荷兰和瑞士。排在最末几名是阿富汗、伊拉克、缅甸、索马里和苏丹。印度、巴西并列第72位，俄罗斯列第143位。可以看出：贫穷是腐败的重要根源。这是一个带有普遍规律的现象，值得深入研究。印度刚刚开始崛起，尚未摆脱贫穷落后状况。其官员的收入只能维持基本的家庭生活，加上制定不出健全有效的遏制腐败的法制与监督制度，贪腐成为了官员们谋生重要途径与贪欲重要来源。而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多数官员贪腐欲望则大大下降，加上反腐监督机制的完善，多数官员能自觉遵守制度，故整个政府系统相对廉洁。

其二，印度法律体系繁杂、执法犯法、无民众监督。印度法制很完善，应有尽有。但印度的法律源于英国体系，体系重取证、重法庭控辩，由于取证困难，程序繁杂，大量的腐败行为无法及时受到惩罚。同时执法部门带头高度腐败，执法犯法。一场小小的经济纠纷起诉到基层法院，如果不动一番脑筋对法官们认真打点一下，少则拖三五年，多则搞十年二十年也屡见不鲜。据印报披露说，积压的各种法律案要400年才能审完。包括法院在内的印度执法机构被认为是贪污最严重的政府部门。80%与警察打过交道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必须用钱来解决问题。在印度要搞一个项目，既要找地方又要找中央，既要找领导还要找办事员，层层索贿，组成一个完整的腐败链条。普通公务员岗位和工作又不受政府领导变动的影响，几乎处于无人监督状态，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向当事人索贿。

其三，社会人际关系和所谓官场“潜规则”陋习往往支配人的行为准则。人们办事往往不靠规则，会通过亲戚、朋友私下行事；那些没有亲戚或朋友的人会感觉到他们受到冷落。“2005年印度贪污研究”的调查收集了近1?5万名居住在印度的受访者信息和意见。6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都曾有过直接贿赂或者通过关系贿赂官员以获得一些最基本服务的经验。换言之，制订了牌规而不按牌规出牌，这牌没法打下去。

二、关于印度民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关于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对于这个问题也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有些观点认为民主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比如，有的人认为，经济增长有赖于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对公民权利的最大威胁来自于政府权力，民主制度是遏制政府权力的最好形式，因此只要有效实行民主就能扩大公民权利，进而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再比如，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有赖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有赖于产权保护，产权保护有赖于民主制度。因此，只有民主制度，才能实现经济增长。但也有很多观点认为民主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反而会阻碍经济增长。比如，在西方式民主还没有如同今天这般时髦时期，很多人就曾担心如果实行民主，让占人口多数的穷人有了投票选择政府的权利，政府就可能采取一些取悦穷人的政策，比如重视财富的再分配等政策，而这些政策很可能威胁到富人的权利，富人又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者，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变成威胁经济增长的因素。还有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可以促进民主，因为教育的普及和中产阶级的产生都能促进民主的质量。但这种观点只是解释了经济增长可以促进民主，并没有解释民主是否能促进经济增长。

总之，民主究竟是能促进经济发展，还是会阻碍经济发展，或者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目前并无一致性结论。因此，关于民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能无法用简单的逻辑模型来解释，因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民主只是其中一个重要变量，这个变量到底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并无一个普遍性的规律。就印度的情况来说，独立60多年来，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印度在政治上一直实行议会民主制，经济上却实行计划经济，但经济表现一直不佳，甚至还常常被拿来作为批判民主的一个靶子，很多分析都把民主列为阻碍印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民主”导致印度政府缺乏效率，进而阻碍了经济发展。90年代以前的产业政策僵化，官僚主义盛行，加之政治上的不稳定性，使印度在很长时间内被视为不适宜投资的地区。可以说，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的印度民主既没有使印度享受到集权所带来的效率，也没有享受到民主所标榜的正义。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印度经济开始市场化改革并取得初步成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民主”会成为印度崛起的“后发优势”越来越成为一种颇为时髦的说法。但我们认为这种论断是存在一定疑问的。如果根据近20年来经济上取得的“成功”，就能得出民主是促进印度崛起的后发优势的结论；那么是否也可以根据前40多年印度经济上的“不成功”，得出民主是阻碍印度崛起的后发劣势的结论呢？显然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印度独立60多年以来，在政治上一直是议会民主制，但经济上直到实行市场化改革后才取得成功。这说明，印度经济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原因在于印度政府在经济上采取了正确的做法，实行了市场化的改革政策。可以推断，如果印度至今仍然延续前40多年的计划经济，即使政府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也难以实现经济上的成功。即使印度实行市场化改革，也是出于形势所迫，并不是因为印度政府是民主选举产生的而选择了市场化改革。这两者之间仍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很多观点之所以提出民主会成为印度崛起的后发优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观点认为，在民主制度下，政府决策透明，政策有一定稳定性，不会发生大起大落，因而民众对社会有较为稳定预期，能够进行长期投资，有利于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事实上，这种情况的确存在，但大多时候出现在经济上已经十分发达的西方国家，而不是出现在经济上仍然十分落后而政治上却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恰恰相反，很多实行民主的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实现社会长期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反而成为“起火的世界”。对此，我们同意耶鲁大学学者蔡爱眉的精辟分析：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实行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聚敛起令人咋舌的巨额财富，而民主则赋予穷困的大多数以政治权利。随着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就可能会引发民族冲突，造成社会动乱，甚至是暴力屠杀。少数“富有”阶层就会成为发泄仇恨的对象。这一矛盾以及这一矛盾引起的冲突正在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上演，从印尼到塞拉利昂，从津巴布韦到委内瑞拉，从俄罗斯到中东。近些年来频频发生动乱的泰国再一次显示，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国家，民主既不能带来现实的稳定，更没有未来的稳定预期。

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能否找到符合本国国情（主要是比较优势）的经济政策和相应的制度安排，以及能否将这种经济政策和制度安排坚持下去。显然，一国政府是否能承担起这样的责任与其是否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并没有直接关系，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也可能找不到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政策，即使找到了也不一定能坚持下去，这样的例子在发展中国家屡见不鲜。这也是二战以后大量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政治上选择了民主，但经济上表现却一直不佳的根本原因，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呈现出日趋扩大之势。就印度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前，印度是除社会主义国家之外，世界上计划性最强的国家。计划经济使印度经济陷入困局，这说明，民主选举产生的印度政府也并未找到适合印度的经济政策。事实上，二战以后，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国家反而是政治上并没有立即选择实行民主的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当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客观上这些国家都要朝着符合民主要求的方向进行改革，否则社会也将遭遇麻烦，但这已经属于另外一个范畴的问题，在此不做过多讨论。这里，我们强调的是，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两者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十分复杂，不能因为印度经济过去表现不佳就否定印度民主制度，也不能因为印度经济今天表现优秀就将将其完全归功于印度民主制度，更不能轻易得出“民主”是印度崛起的后发优势的结论。

当然，印度并未因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两者发生冲突而“起火”，相对于其他“起火”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印度民主是成功的，也是适合于印度国情的制度选择。但并不能因此而得出民主政治会促进印度经济发展的结论。印度在发展经济中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能否在民主框架下得到解决，仍需实践来证明。事实上，印度在民主框架下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基础建设落后、行政效率低下、公共权力腐败、社会分化严重、种姓制度、宗教冲突等问题，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并不会因实行民主而比其他国家更容易。这些问题产生原因各不相同，十分复杂。有的时候，民主本身就是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比如行政效率低下问题，本身就是议会民主制的副产品。

很多人之所以将民主列为印度的最大制度优势，最重要的依据来自在民主西方发达国家获得的成功。但事实上，如果仔细梳理西方式民主的来龙去脉，就会发现被很多人奉为圭臬的西方式民主并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而是随着经济发展以及各种社会制度的逐步健全而不断完善，通过各方力量博弈和多次曲折反复而逐渐成熟，经过数百年坎坷才形成今日的西方式民主。回顾西方发达国家民主制度发展的历史，没有一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之前就实行了完全的普选制。一言以蔽之，西方的民主是以渐进式的发展方式逐步形成的，而不是一夜之间就突然成长起来的。这一点，在学界已经达成共识。历史的事实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并不是因实行民主而发展起来的，恰恰相反，这些国家的民主是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制度的不断健全而逐步完善起来的。换言之，某种程度上，民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正如王绍光教授指出的，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体制，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在头2300多年里，它一直是个“坏东西”，直到最近100多年，它才时来运转，被当作“好东西”，但民主要变成“好东西”，必须需要一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而发展中国家的脉络则相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在经济水平不高和相关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就实行了民主。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经济上是否还能发展起来，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目前理论上还难以给予肯定或否定的结论，但至少目前现实中还没有成功的案例。对于印度，我们同样也不能简单地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


第二章　经济模式：非均衡的发展

虽然印度在政治上实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但这并不是印度现代化模式引起世人关注的主要原因，经济上的成就特别是近年来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功才是印度成为热点话题的原因所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经济才是印度崛起的最主要特征。”本章主要对印度的经济模式进行阐述和分析。我们认为，独立以来的印度经济模式可以用“独辟蹊径”来形容。这是因为印度经济一直在走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以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为界限，此前的印度经济模式可以看作是民主政治加计划经济的试验田，因为印度独立后政治上虽然实行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经济上却没有相应地实行西方式的市场经济，但也没有完全实行苏联式的计划经济，而是建立了一种被称为“尼赫鲁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混合经济模式。90年代以后，印度经济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但也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因为印度并没有走传统的循序渐进的经济发展道路，而是选择了典型的高科技产业——信息产业作为突破口，走出一条跳跃式发展道路，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引起世人瞩目，也使印度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所谓“金砖四国”等各种针对印度的赞誉也接踵而来。那么，目前印度经济模式主要特征是有哪些？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印度经济为何获得快速增长？如何评价印度经济模式？本章我们将对这些问题做简要总结和分析。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前印度经济模式的主要特征

一、改革开放以前印度经济模式的确立和发展

印度独立后，在经济方面主要面临两大历史性任务：（1）改善和提高印度人民的生活水平。由于受到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和殖民掠夺，独立前的印度经济发展水平极其落后，不断爆发饥荒和瘟疫，人民生活非常困苦，让印度人民过上幸福日子自然成为独立后的印度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标。（2）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由于长期的殖民经历，印度精英人士对外国资本非常警惕。包括尼赫鲁在内的许多印度有识之士都把发展本国工业化视为摆脱英国殖民经济束缚、树立民族自尊心，最终获得政治、经济独立的主要条件。因此，独立后印度政府就致力于建立一个不受国际资本控制、不依赖国际市场的经济体系，而且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仍有重要影响。

为了达到上述两个目标，并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实现经济的自给以及保证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地快速发展，印度在开国总理尼赫鲁的主导下建立了一种混合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强调政府对经济的计划和控制，主张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限制私营企业，因此它不是西方式的市场经济。独立后，印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比如，对原殖民政府或外国资本和私营资本掌握的矿山、铁路、金融等企业实行国有化，明确国有、私营企业的经营范围，限制私营企业的发展和竞争等，以达到发展壮大国有企业的目的。

但如仔细分析，这种混合经济模式虽然与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有更多相似点，但并不完全等同于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两者之间仍有很大差异，主要区别有两点：（1）在工业方面，印度虽然实行了计划经济，强调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但并没有实行前苏联式的全盘国有化，印度国有经济占GDP的比重从1960年的8%增长为1991年的26%，但私有制企业存在也一直允许并得到较好发展。而标准的苏联模式则不是这样，苏联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后，在很短时间内就消灭了非公经济成分，1925年全国非公经济比重为20%左右，两年后这个数字就下降为14%，到了1929年已经下降将为零，非公经济在苏联彻底消失。其他实行苏联模式的一些国家，如东欧和中国等基本也是如此。但印度的非公经济并没有得到毁灭性打击，一直与国有经济并行存在，但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这是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2）在农业方面，印度没有像苏联那样实行农业集体化，所有农户都要加入集体农庄，印度的土地改革并不彻底，土地一直实行私有制，而且分配极其不均，对印度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点我们后面将做分析。

尼赫鲁主导建立的这种混合经济模式的主要特征可以简要概括为：计划经济、公营企业+混合经济体制+不彻底的土地改革、绿色革命+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消除贫困。尼赫鲁之所以要在独立后的印度建立这种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混合经济模式，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1）谁好就追捧谁，当时的苏联经济由于实行集中所有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在很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巨大成功，表现优异，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学习效仿的对象，独立后的印度要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目标，选择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符合现实逻辑，并不意外；（2）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经济从产生之日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都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仅阶段性的发生经济危机，而且产生了严重的贫富分化，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末爆发的“大萧条”几乎埋葬了整个资本主义，尼赫鲁当然不希望在印度也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尼赫鲁很早就产生了社会主义思想。早在1936年，他就提出：“我相信，解决世界和印度问题的惟一途径是社会主义。……除了社会主义外，我看不出有任何别的办法可以消除印度人民的贫困、大量失业、堕落和屈辱。”在这种思想主导下，独立后的印度在政治上接受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而在经济上却拒绝了西方式的市场经济。概而言之，按照尼赫鲁的设想，这种混合经济模式是想兼顾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两个目标平衡发展，通过计划经济实现经济快速发展而独立、人民生活富裕而平等。1947年国大党全国委员会通过决议，提出要建立“一个既能最大限度实现增长，又不致造成私人垄断和财富集中的经济结构，以取代贪得无厌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极权国家统治。”

虽然与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有一定的区别，但从本质上看印度建立的这种混合经济模式仍然是一种以集中全社会资源、优先发展基础工业和公营部门为重点的发展道路，仍然是一种典型的赶超战略。这种赶超战略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初期阶段，可能会取得比较快的发展速度，但长期趋势上却并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终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不会缩小，反而会逐步加大。印度经济发展历程就是如此。从1947年取得国家独立到90年代初实行改革开放以前，印度的经济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我们通过对三个阶段的简要回顾来分析印度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发展特征。

第一阶段：1947-1956年，即从印度独立到“一五”计划结束，是经济恢复时期。印巴分治不仅造成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大仇杀，而且打乱了本来就不平衡的国民经济。分治后大城市和大工业均分布在印度境内，而原料产地和粮食产区却多半分布在巴基斯坦。据统计，91%大工业如钢铁、黄麻、造纸等工业几乎全部留在印度，而巴基斯坦却生产38%的棉花和80%的黄麻。这就使独立初期的印度花费巨额外汇进口黄麻、棉花和粮食。印度独立初期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工业生产总指数从1948年的108.4下降到1950年的105.农业生产下降到1950-1951年度的95.6%，粮食生产下降到90.5%。为改变这种状况，印度政府拟定了“一五”计划（1951-1956年），其目标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变印度停滞不前的经济结构，以便为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一个稳固的基础。经过努力，印度国民经济在“一五”计划结束时，平均增长率达到3.6%，超过原定指针的2.1%。五年内工业生产增长25%，农业生产增长22.2%。按1970-1971年价格计算，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7.4%，农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4.3%，国民收入每年平均增长3.6%。此间，物价比较平稳，工厂工人实际工资恢复到战前（1939年）的水平。在“一五”计划期间，还实行了取消中间人地主的土地改革，有40%耕地面积的土地转移到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手中，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村的阶级矛盾，并促进了印度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二阶段：1956-1966年，即实行“二五”和“三五”计划的十年，是印度工业体系形成时期。根据尼赫鲁的经济发展战略，印度“二五”和“三五”计划在工业方面强调优先发展以机械制造业为中心的重工业。在这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集中力量投资在电力、冶金、矿山、采矿、机械制造、化工原料、采油、煤油、石油化工以及化肥等各种重工业和基础工业方面，从而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经过十年的努力，工业生产增长近一倍，总指数从1956年的136(1950年为100)上升到1966年的264.4.工业产品增长最快的是为生产服务的机械设备和耐用消费品，其中机床增加21倍，内燃机增加7倍，动力水泵增加5倍，发电机增加4倍，家用电冰箱增加6倍。此外，食糖和食油分别增加14%和13%，机纺棉布反减少15.2%。印度政府在积极发展国营企业的同时，也鼓励私人垄断财团以及同外国资本合作兴建的新型工业。印度国营企业从21家增至74家，投资额增加29倍，从8.1亿卢比增至241.5亿卢比。印度国内和国外垄断组织在印度投资增加132.5%，从47.83亿卢比增加到106.93亿卢比。印度五家最大的财团资产总值从1958年的45.44亿卢比增至1966年的131.94亿卢比，增加近两倍。在农业方面，尼赫鲁的战略是实行乡村发展计划和实行合作社。前者的核心是建立一套合作社评议会制度，使其成为农村基本经济行政单位，要求十年内把全部耕地纳入广泛的发展计划，并在美国专家的建议下实行农业精耕计划，集中使用高产品种、化肥、农业机械等现代化技术，以达到大幅度增产目的。但该计划当时基本上未能实行。1964年尼赫鲁去世后，继任的夏斯特里抛弃了尼赫鲁的上述战略。其间，工业增长一倍，而农业只增产14%，年平均增长率为1.5%。而且农业生产很不稳定，每隔两三年就出现一次减产，有时甚至出现大幅度倒退。如1965-1966年度的农业生产比1958-1959年度低16.6%。1965-1967年连续两年灾荒，加上1965年的印巴战争和美援的中断，形成了以粮食恐慌、通货膨胀、外汇短缺和工业减产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农业生产的停滞和倒退严重影响了工业的发展。

第三阶段：1966年至1984年，即从三个年度计划，经过“四五”、“五五”、“六五”计划到英·甘地逝世，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是着重发展农业。60年代中期，印度粮食恐慌，粮食库存全部耗尽，配给制度基本上依靠美国进口小麦来维持，从而使印度对美国和世界银行的依赖加深。为改变这种状况，在美国和世界银行的支持下，英·甘地开始实行所谓“绿色革命”，即农业发展新战略。在工业方面，给国内外私人投资提供新机会，开展放松工业许可证政策，将十四家大银行（存款总额占全国56%）收归国有，对垄断财团新建和扩建进行审批等限制措施。在这个时期，对农业和能源动力方面的投资比例增大。农业投资比重从“三五”计划（1964-1969）的20%，提高到“四五”计划（1969-1974）的23%。工业企业的投资从20%下降到18%。“六五”计划（1980-1985）对农业的投资占25.4%（“五五”计划为21.7%），能源动力开支占28.1%（“五五”计划为26.2%），工矿业开支占15.4%（“五五”计划为18.7%）。“六五”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增长率为5.2%，人均收入增长率为3.28%。

二、改革开放以前印度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

综合来看，改革开放以前的印度经济模式，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1.实行公私并存的混合所有制。印度独立以来一直实行公营经济与私营经济同时发展的方针。1948年4月的工业决议中写道：“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国家增加国民财富的办法是扩大目前已进行的各种生产活动，并集中力量建立其他新的生产项目，而不是接受原有企业。与此同时，私营企业只要方向对头，调节得当，也可以起到极有价值的作用。“1956年的工业政策决议把工业分为三类：第一类共17种，由国家垄断，其中包括武器、弹药、原子能、钢铁、重型铸件、重型机械、重型电器、煤炭、石油、航空、铁路、造船、电力和采矿等工业。私营企业已在这类工业中经营的仍允许继续经营。第二类共12种，由国家建立公营企业，同时允许私营企业进入以补充其不足，这些工业包括机床、药品、合成橡胶、公路运输和海上运输等。其余均属第三类，留给私营部门经营。金融和外贸由公营部门控制和经营。

公私营两种经济部门共存于同一个社会之中，有各自的经营范围，在同一计划下发挥各自作用。公营经济主要集中于投资较大、周转期较长、收益较少的基础工业、重工业、交通运输、军火工业、公共设施、重要的金融机构等。它们通过印度接管英国殖民政府原有企业、对私人企业国有化和国家投资兴建而得到迅速发展。它们对整个国家经济生活起着统治和支配的作用。“一五”计划开始时，只有五家中央控制的公营企业，到1982年初，已增至203家，增长40多倍。投资额在1951-1952年度为29亿卢比，1982-1983年度增至2659亿卢比，增长850多倍。投资额占全国有组织企业（指概括据印度各种法令进行注册并受其管制的工业企业）投资总额的50%，拥有整个生产能力的60%。在国内净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约占20%左右，企业的职工人数占全国有组织企业职工总数的65%以上。70年代末，公营企业在印度100家最大公司中的数目已增至36家，资产共1088.3亿卢比，占100家最大公司资产总额的74.3%，其中有的公营企业已列入世界的“跨国公司”，如印度钢铁管理公司在世界43家最大钢铁托拉斯中名列第20位。从公营经济的规模和它在整个国民经济所起的作用来看，它已成为支撑整个国民经济的骨干力量。从性质上说，它无疑代表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2.实行计划经济并优先发展重工业。1956年中央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比例、结构等进行统筹规划，实施五年计划。印度至90年代已实施9个五年计划，从未间断。在发展中，尼赫鲁坚持把重工业放在优先地位。他指出，“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如果你要发展，你就必须有更多钢铁，而且有自己制造机械设备的能力。”印度政府文件明确规定：“在一个长时期里，工业化的速度和国民经济的增长将依靠煤电、重型机器、重人工和整个重工业，重工业将增加资本构成的能力。”根据这一思想，“二五”计划重工业投资占计划总额的84%，消费品工业投资仅占16%。60年代上半期生产资料产品增长17%，而消费品工业只增长4.5%。

3.对私营企业实行既保护又限制的双重政策。印度政府在发展公营经济的同时，也大力扶植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积极扶植大财团的经济发展。印度政府虽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私人垄断资本发展的措施，如实行垄断和贸易行为法、工业许可证制度等，但总的说，扶植是主要的，或“小限制大扶植”。私营经济的消费品工业、建筑业，商业利润一般都比较高，而公营企业由于投资大，利润均较低，而且公营企业为垄断财团提供所需要的种种有利条件，如廉价原料、燃料、基地设施、机器设备、交通运输、水利电力等方便。正如阿吉特·罗易在《印度垄断资本主义》一书中所说：公营经济提供最基础的结构，而“私营部门主要是垄断资本在这个基础结构上建筑起自己富丽堂皇的大厦”。在政府和公营企业的扶植下，使本来就具有实力的垄断财团获得迅速发展。1951年拥有2亿卢比以上的财团只有9家，1981年已达100家，其中超过10亿卢比的有44家，印度政府还采取若干措施支持和鼓励非垄断的中小企业的发展。这些企业一般不超过100万卢比，特点是投资较少，技术水平不太高，容纳劳力多，产品花色品种齐全，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1961年小企业的数目不到3万家，1981-1982年已增至53万家，拥有固定资产919亿卢比，就业人数750万，其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40%，产品出口额约占全部出口额的20%。尽管每年都有大批小企业倒闭，但又有更多的小企业兴起。小型工业是印度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外国私人资本企业，印度政府一方面采取限制和削弱外国资本在印度的势力和影响，另一方面又允许存在并积极发展同外国资本的关系。独立以来，外国私人资本到70年代末，直接投资总额达216亿卢比（约合27亿美元），相当于1948年投资总额的8.5倍。除英国资本外，美国、德国、法国等外国资本对印度的投资明显增加。但是，外国私人资本在印度公私营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1949年为55%，1956年为36.3%，1976年再降至1.9%。1978年外国直接投资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就是说，外国资本虽然在印度有一定的重要地位，但作用远不如独立前。总之，独立后印度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公营经济、印度私人垄断资本、外国私人垄断资本、印度中小私人资本、农村小农经济。这五种经济成分的总和构成印度的经济基础。

4.自力更生、实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早期印度进口替代的重点是新型重工业产品。二五、三五计划中外援部分占经费来源中的27%-28%，但随着工业体系的建立，外援逐年减少。工业自给率达80%以上。印度强调保护民族工商业，凡自己能够生产的工业品均不准进口。印度1973年颁布的外汇条例规定：在印度的外资私人企业必须与印度合营，外国资本一般不得超过40%的股份。但国家优先发展的19种化工业和高科技工业可持股51%-74%。政府还规定，外资企业投资必须同时转让技术。印方有权将转让的技术再横向转让。此条例规定发布后，一些外企被勒令关闭或撤离。1978-1979年，外国跨国公司由540家下降至358家。

客观地说，在尼赫鲁主导建立的混合经济模式下，印度独立后至80年代初，经济发展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如初步实现了粮食自给，奠定了一定的工业基础、提高了工业自给能力，培养了一支数量可观的科技力量等等。特别是印度国有企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到1990年底，中央直属企业由1951年的5家发展到244家，邦级国有企业由50年代末的51家增加到1990年底的843家。印度政府对全印国有企业的累计投资也相应地由1951年的2.9亿卢比上升到1991年3月的19474亿卢比。

但是总的来看，这段时间内印度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不仅不能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就是与起点比印度还要落后的中国相比，也是相形见绌。从战后初期到70代，印度一直被公认是世界第十工业国，但到80年代中期却不进反退，下降到了第27位。从1950年到1980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3.5%。其中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约为6.7%，农业生产为2.7%（粮食为2.9%）。这种几乎30年不变的缓慢发展速度曾被印度经济学家形象地称为“低增长综合症”现象，而同期内印度人口增长率约为2.3%。因此30年来印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只有1%左右，近半数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印度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不断下降。印度在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1950年占2%，1980年降至1.4%，同期，在第三世界的国内生产总值中从占10%降到5.4%。1966年到1980年的15年，被印度经济学家称为经济滞胀时期。这个时期印度经济增长率很低，不仅制造业发展非常缓慢，农业发展成效也不大。在全世界农业总产量中由1960占11%降至1980年的9%。全世界工业产量中，印度由1950年占1.2%降至1980年的0.7%，同期，在第三世界工业产量中，从占12%以上降到3%。在全世界的出口总值中，印度占的份额从1965年的0.98%下降到1988的0.45%。同期，在全世界的制造业品出口值中，印度占的比例从0.65%降到0.4%左右。在70-80年代，印度经济出现了所谓“五低”现象：“计划经济效率低、私营经济市场低、人民生活水平低、经济增长速度低、发展模式运作低。”印度著名学者A.R.德赛曾这样评价印度独立后前三十年的情况：“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个十年为希望的十年，第二个十年为失望的十年，第三个十年为不满的十年”。

可以说，到上个世纪80年代，这种混合经济模式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印度经济不仅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和已经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差距也日益扩大。特别是在这种混合经济模式下，国家对行业的过度垄断，不仅压抑了私营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削弱了市场竞争，造成国有企业经营的效率低下、亏损严重、浪费惊人，而且导致政府官员腐败问题非常严重，腐败甚至已经被制度化、常态化，印度成为民主政治下权力腐败的“反面典型”，这一点在前文已经有所分析。当时的印度经济虽然不能用“面临崩溃”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但这种混合经济模式遭遇失败已经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印度经济也已经到了一个“非改革不能前进”的地步。

1980年，国大党再次获得大选胜利，英迪拉·甘地夫人第四次出任总理。针对当时已经非常严峻的经济形势，甘地夫人出台了一些经济刺激政策，包括放宽工业和对外贸易限制以及减税等。在这些政策的刺激下，印度经济有了一些起色，但变化仍然不大。1984年，甘地夫人被其两个锡克教卫兵刺杀，其长子拉吉夫·甘地意外地接任总理。在拉吉夫·甘地担任总理期间，印度的经济改革步伐开始加大。拉·甘地时期改革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放松对私营企业的管制。独立以来，印度虽然一直允许私营企业存在，但也一直对其进行严格限制，这种状况直到拉吉夫·甘地执政开始才开始有所改变。拉吉夫·甘地执政时期，印度政府开始大幅度放松对私营企业的限制。主要措施一是增加私营企业的生产领域并扩大其生产能力。印度政府大幅度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允许大财团享有不受垄断和限制性贸易行为法和外汇管制条款约束的特殊照顾等。1973年印度政府曾允许一批被称为“核心”工业的19种工业由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经营。80年代又将这19类扩大到24类。1985年又进一步扩大，即把类似的工业品扩大到42类。此外还陆续对一批工业宣布有条件地取消许可证制。二是通过提高中小型企业的投资限额，使一批中型企业豁免了工业许可证。1980年新工业政策宣布将小企业的资产上限额从100万卢比提高到200万卢比，将辅助工业企业的资产上限额从150万卢比提高到250万卢比。1985年又将此两额度分别提高到260万卢比和450万卢比。1985年将受垄断法管束下的公司企业的2亿卢比资产额提高到10亿卢比。同年印度政府还开放了27种工业。按照规定，凡从事上述27种工业者不必按垄断法获得公司事务部的批准，只需直接按工业法申请许可证即可。1986年又对其中的23种的许可证制实行了豁免，从而约有1/3的垄断法管束下的企业享受到一般私营企业的待遇。

第二，提倡竞争，减少对本国工业的保护。拉·甘地执政后，对国家企业的过多扶持和干预采取了调整措施。他“号召以竞争精神来活跃工业”，并认为“对那些大脑已死了”的工业再输血使其心脏跳动是毫无意义的。其政策调整有：（1）对国内“病态”企业实行政策调整。拉·甘地认为，公营部门不能成为“病态”企业的“医院”。1985年通过病态工业公司特别条例法，建立工业和金融恢复局，授权它对企业进行调查以确定是否“病态”。企业一旦被确认是病态企业，该局或责令其在合理的时间内扭亏为盈，或制定其他解决方法。如改变经营管理、建立股份资本、出让或出租企业的全部或部分，或与有活力的企业合并等等。（2）松动进口的限制。印度政府强调，凡有利于技术更新、有利于出口，无论是原料、中间产品还是资本品都可以进口。早在1981年就规定放宽计算器工业的技术及软件的出口，征收较低关税。1985年又进一步公布201种过去严格控制进口的产品可以进口，免除计算机和电子工业没备的进口关税，对资本品的进口税率从65%降到45%。（3）对公营企业进行轻微调整。长期以来，公营企业的亏损、开工率低等弊病比私营企业更为严重。为改变这种状况，政府提出给予他们更多自主权。减少行政的干预，推行“谅解备忘录”，即公营企业与中央政府签订类似生产承包合同的协议等。但实践表明，这对改善公营企业经营效益，并未起到什么作用。（4）在财政上促进投资、增加储蓄、刺激生产等措施。其中包括：1985-1986年度降低公司基本税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推行长期财政政策，个人所得税率和财政税至少5年不变，在价格上提高一些资本品、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拉吉夫本人非常重视高科技发展，在他的主导下，经过一场经济发展战略大辩论后，印度政府选择了高科技产业作为发展重点，开始对技术和设备发展投入大量资金，大力扶持高科技产业。印度就是在这个时候为日后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赢得了先机，拉吉夫也被人们称作计算机总理。

经过80年代的上述经济改革措施，印度经济发展有了较明显的起色。经济增长率在80年代年均增长率达5.5%，其中工业6.5%-6.6%，1985-1990达8%，农业达8.5%。外资从1978-1979年的0.5%增加到1989-1990年的10%。1989-1990年度的证券发行额达60亿卢化，是70年代年平均发行额的66倍。但是，这些改革毕竟都还是细枝末节的修缮，并未从根本上触动原有的经济体制，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绩更多“只是一小撮与政府靠拢的企业家摆脱印度官僚体制束缚的结果”，而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印度的经济改革只能说初见成效，经济中仍存在大量有待改革的严重问题。其中包括对进口依赖程度高、农业增长率仍偏低、外债大幅度增加、国际收支恶化。特别是公营企业开工不足、经营不善、效益低下、亏损严重等问题依然如故。特别是这一时期印度经济的不平衡问题也在加剧，在“七五”期间，印度政府大量借款（包括国际举债），政府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由“六五”时的9.7%上升到了11.7%。这对通货稳定和国际收支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和严重的负面影响，为以后爆发危机埋下了隐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说，是印度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着较大的弊端。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独立后建立起来的印度经济模式有其成功的经验，也有负面或失败的教训。对这些经验与教训应进行实事求是的总结。

第一，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现代化方针。印度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大国，完全有必要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需要拥有自己的重工业、机械工业乃至高技术工业。因此，印度在独立后，在一个时期里优先发展重工业，通过第二、第三两个五年计划期的努力，建成了较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为现代化打开了良好的基础。对这一点应予充分的肯定。但问题在于：印度重工业高增长的理论依据是新古典经济学，增长主要靠国家优先投资、举借外债和赤字财政等手段推动，是典型的投资驱动型增长，而印度“缺乏国力基础，既缺乏原材料和农业品的供应基础，也缺乏国内市场的需求基础。因此这种高增长是昙花一现式的，不能持续，而且还为日后留下了外债高筑，开工率不足等隐患。”同时，由于过于重视重工业的发展，而忽视了农业生产，这必然造成工农业和整个经济比例失调，幸好印度政府从1966年起进行三年的调整，暂停五年计划，代之以滚动年度计划，才得以缓解。但印度农业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滞后，这不能不影响印度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二，关于国家对经济的过多干预。印度是现代化后发型国家，它在进行现代化过程中，特别要追赶上西方先进国家，必须发挥国家的特殊功能。实践证明，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印度、中国等后发展中国家，在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过程中，国家干预必不可少。但是这种干预只能适度，而且要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政府干预必须符合经济自身的规律。根据东亚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应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或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实行国家宏观调控。印度在这方面的教训则是政府干预有余，市场经济乏力，从而严重影响经济效益。1990年一项对10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包括印度、巴西、墨西哥、韩国、马来西亚、台湾、泰国、新加坡、香港、肯尼亚）的竞争力问题调查表明：最成功和最不成功之间的主要差别是政府干预的质量。该调查报告说，保护程度高，控制管制严的印度，生产效益和技术改造最差，而韩国等国家或地区竞争性强，效益也高。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20年里，要素生产力在附加值的增长中占的份额，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平均数为31%，韩国多达47%，印度则是负数。

第三，关于进口替代战略。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初期为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其工业品往往严重依赖进口，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以最后达到减少对外依赖的目的。这种战略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经济上的自给，因此是必要的。印度这方面的努力，使印度工业品在较短的时间里自给能力达到80%以上，基本上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在一时期里成为世界第十工业国，取得的成就也应给予充分肯定。但问题是具备了相当的工业自给能力后又应该如何进一步发展本国工业？在这个问题上，不同国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一种是如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改变进口替代战略，代之以“出口替代”，一种则是采取民族保护主义战略，依然采取所谓自力更生的方针。印度采取了后一种战略与方针，即对国产工业采取高度保护关门主义政策，规定凡国内已经能够生产的，一般都不准进口。由于关上了进口大门，印度国产品在国内市场上，处于无需竞争的地位。在国际市场上，则因接触不到国际标准的同类产品而失去竞争力。据统计，印度的全部出口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1980-1981年度为7.8%，与30年前的1950-1951年度的比例相同，而发展中国家出口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水平从1960年的1.5%增加到1980-1981年度的2.2%。据1988年的一项研究披告，在世界出口总值中，印度所占比例从1965年的0.98%下降到1988年的0.45%。同期，在世界制造业品的出口中从占0.65%降到0.4%。据另一项1991年的研究报告，1971-1974年间，印度纺织品和服装在世界出口市场上占4.5%，与中国相同，韩国为7.7%，巴基斯坦仅占1.7%，到1985-1986年度，印度的份额降到3.8%，而中国和韩国的份额分别上升到14.6%和13.6%，巴基斯坦、泰国、香港等的份额均有很大增长，印度是唯一的比例下降的国家。可见进口替代到60-70年代中期后，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应该不失时机地转向“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或两种战略同时并行。只有改变原有过时的发展战略才能促进国产工业水准的提高。

第四，关于对私人资本的限制。印度自1955年就宣称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推行混合经济体制。为此，它在扶持私人企业的同时，又力图将私人部门纳入国家的计划轨道，遏制私人资产的过分膨胀和集中。1956年工业政策决议明确规定，把私人资本基本上限制在非耐用消费品工业、轻工业和部分中间品工业的范围内。为达到这一目的采取的主要手段就是实行工业政策和工业许可证制度。工业许可证制度极为严格繁琐，从申请到批准要经过10来个机构，历时数月甚至数年。而且在执行中“许可证常常被有权势的财团、企业通过不正当的手段预先把持，真正有资格、有生产潜力的企业反而往往得不到，有时一些大企业对同一产品申请多个许可证，并不是为了使用这些许可证，而是想借此排除竞争对手，从而破坏了许可证制的作用”。总之，这种制度不仅未能有效地制止财产的集中，反而压抑了私人资本发展工业的积极性，因此，有必要重新制定新的改革举措。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原因分析

1990年，海湾战争推高国际油价，印度由于外汇储备不足，突然爆发国际收支危机，最危机时印度外汇储备仅有9.75亿美元，只够支付一周的进口账单，到1991年3月，印度外汇储备也仅能维持三周进口所需资金。在这紧急时刻，印度政府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救。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之下的IMF从来都不是慈善家，它对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来没有坚持一个标准。发展中国家接受它的援助总是要承担国家尊严受侮辱、国家主权受侵犯的风险。果不其然，印度政府向IMF请求30亿美元的急救贷款，但IMF最后只答应提供3.75亿美元贷款，还同时附加了一个关于结构调整（SAP）的条件。

外来的援助只能解一时之困，而且还要承受主权受辱的风险，因此要想根本解决问题必须依靠自身力量，必须对原有制度进行改革。面对传统模式已经难以解决的经济困境，当时的拉奥政府痛下决心摆脱传统的尼赫鲁模式，实施经济改革计划，对经济结构进行大幅度调整。以拉奥政府的改革为标志，20世纪90年代以后印度经济开始走上改革开放道路。

一、改革开放以来印度经济取得的主要成就

拉奥政府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印度经济开始走上快车道，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稳步上升。

1.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使印度的经济增长突破了传统的老牛式的缓慢增长速度。由于爆发了独立以来最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1991-1992年度印度经济发展严重受挫，国民生产总值仅增加0.5%。但在拉奥政府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之后，印度经济迅速恢复并加快发展。1992年至1996年经济年均增长6.2%，“九五”计划（1997年至2002年）期间年均增长5.5%，“十五”计划（2002年至2007年）期间分别增长3.8%、8.5%、7.5%、9.4%、9.6%，年均增长7.8%，高于“九五”计划的5.5%。总的来看，印度自拉奥政府改革以来，除2002年GDP增长率曾跌至4%外，其它年份增速都保持在6%以上，在新兴经济体中仅次于中国大陆。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7-2008财年印度GDP总量已经达到1.16万亿美元。即使2008年以来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印度经济整体上仍然保持了不错的发展势头，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正是由于印度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所谓“印度模式”也开始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国际上甚至已经有人预测，到2025年，印度会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和中国。

2.国际化企业不断涌现。在印度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成就中，最重要的就是涌现出一批成功的国际化企业。因为，企业是一国经济的基本细胞，企业良性发展，经济才能持续增长，没有良性成长的企业，只能是昙花一现的暴富型经济，难以持续发展。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任何一个经济强国的崛起和持续发展都必然伴随一批企业的崛起和持续发展，企业兴则经济兴，企业衰则经济衰，概莫能外。成功的企业家也因此被认为是一个社会最为宝贵的财富。近年来，印度的企业在发展速度、发展规模、发展质量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特别是在信息技术、电信、石油化工、制药、钢铁、汽车和零件等诸多领域，更是涌现出100多家著名大企业，其中20多家为大型跨国企业。而且，这些企业不仅仅局限于印度国内，而是凭借强大实力不断进行海外并购，向海外扩张，在全球刮起一股印度风暴。近两年，印度企业向外的投资已经超过了外国对印度的投资。过去5年间，印度企业的海外收购达到200亿美元。其中，仅塔塔集团就收购22起，金额占总数的2/3.在2007年美国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网站上发布的年度亚太地区最大规模上市企业50强榜单中，印度有12家企业上榜，超过日本和韩国上榜企业数量的总和。

3.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印度经济的另一个亮点是对外贸易发展迅速。90年代以来，印度在商品及服务进出口等方面发展迅速。印度的出口额1990-1991年度为181.43亿美元，1994-1995年度增加到263.3亿美元，1995-1996年度达317.97亿美元，1996-1997年度为334.7亿美元，几年内增幅达84.5%，年平均增长率达14%以上。从2002-2003年度开始，印度的商品出口额连续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增长，都超过既定指标，2004-2005年度增长率达到30.8%，为835.6亿美元，而2006-2007年又增加到1030.9亿美元。由于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印度的对外收支状况也有了明显改善，外汇储备迅速上升，从1991年的10亿美元增加到1997年初的240亿美元。2003年12月，印度外汇储备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2006年达到2000亿美元。截至2008年2月底，据印度储备银行公布的统计数据，印度外汇储备已达3012亿美元，列在中国、日本和俄罗斯之后，超过韩国成为世界第四大外汇储备国。在出口发展迅速的同时，印度的进口发展也很迅速，进口额从1990-1991年度的240.75亿美元，增至1994-1995年度的286.54亿美元，1995-1996年度为366.78亿美元，1996-1997年度达391.33亿美元，几年内增幅达55%，年均增长10%。在外贸依存度方面，印度自1990-1991年度以来情况不断改善，对外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由1994-1995年度的19.89%，上升到1995-1996年度的22.76%，1996-1997年度仍保持22.43%，这表明印度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联性已显著增强。

4.外资引进后来居上。1991年实行经济改革以后，印度投资环境有了较大改善，外国投资开始逐步增加。曾在70年代离开印度的美国国际商用公司，可口可乐公司又回到了印度，福特汽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杜邦公司、凯洛格公司等等，也都纷纷在印度投资开厂。据印度联合新闻社统计，截至1992年初，印度政府已批准的外国投资项目价值约合4.49亿美元，是1989-1990年度外国投资的2.6倍，海外印侨在印度的投资也大幅度增加。据统计，印度在整个80年代平均每年的外资流入不到1亿美元，1993-1994、1994-1995和1995-1996三个年度则分别达到42亿、48亿和43亿美元，比改革前增加了40多倍。1991-1995年印度实际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共约40亿美元，大约是整个80年代的4倍。印度所吸收的直接外资占世界流入发展中国家外资总额比重从1992年的0.6%上升到1996年的2.2%。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国内不同政治力量对引进外资仍持有不同的态度，加上投资环境所限等各方面原因，和其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相比，印度在引进外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不十分突出，特别是同中国相比，一直处于落后状态。自1991-1992年度至2002-2003年度的11年中，外国对印度的实际直接投资额为329.74亿美元，年均仅29.98亿美元，尚不及中国一个月的数额。2001年，印度吸引外资首次突破50亿，达到61.3亿美元。但在近几年来，由于印度政府意识到引进外资的重要性，开始从各个方面采取措施，以吸引外国投资，并且开始收到明显成效，从2005年12月6日开始的短短一周内，英特尔、微软、宝马、三星以及AMD等国际巨头纷纷投资印度，数额总计达到60亿美元，印度吸引外资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5.产业结构逐步调整。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含义不同，经济增长并不等于经济发展。如果没有经济结构上的变化，只是增加产出的数量，是经济增长，而不是经济发展。因此，经济发展的过程必然也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印度的产业结构在近二十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最明显的就是农业在GDP中的比例越来越低，而这一点通常被认为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据印度政府统计，1991年以来，农业在GDP中所占比例从32%下降为18.5%，而服务业的比例越来越高，已从1990-1991年的41%提高到55.1%，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已占68.6%。发展最迅速的信息产业产值在2006-2007年度达到478亿美元，占GDP的5.4%，而三年前这个数字才约为3%，增速之快令人吃惊。同一时期，世界服务业平均增长率仅为10%，而印度服务业增长率却达到惊人的30%。当然，同服务业的红红火火相比，印度的工业发展有些黯然失色，工业占GDP的比例没发生多大变化，这一点也是印度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我们将在后面作进一步分析。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印度工业的增长速度其实也是很快的，年增长率接近10%，对印度经济发展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只是被增速更快的服务业所掩盖，而常常被人忽视而已。

二、改革开放以来印度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分析

印度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并取得显著成就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和总结印度经济所取得的成就相比，探讨印度经济成功的原因是一个相对更有意义的问题。由于印度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国情复杂，因此推动印度经济增长的原因必定是多元的。历史和现实、政治和经济、文化和宗教、国际和国内等各个方面因素必定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因素存在问题都可能引发全局性变动。但我们认为，从印度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经济发展来说，印度经济之所以能取得显著成就，最根本原因其实并不复杂，主要就是印度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对原先实行的计划经济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概括来说，印度的改革过程是以建立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由计划经济向自由经济转变，由国有经济向私有经济转变，由内向经济向外向经济转变的市场化改革过程。

如果说计划经济、国有经济、内向经济是改革开放以前印度经济模式的三个显著特征。那么，自由经济、私有经济、开放经济则是改革开放以来印度经济模式的三个显著特征。因此，从这些转变来说，由拉奥政府开启的改革从本质上完全改变了印度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一转变过程完全是在印度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在改革的力度、改革的节奏、改革的程序等方面，一直在印度政府的控制之下，而不是完全放任市场自由实现的。如果从具体政策分析，有三个方面的政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彻底改革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改革是印度经济面临的最大难题。事实上，这个问题也是世界性的经济难题。迄今为止，很少有国家成功地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早在拉吉夫母子时代，印度就着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拉奥执政后则加大力度进一步进行改革。时任印度财政部长的曼莫汉·辛格说：在我们国家所特有的这种政治体制、公营部门不能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必须想方设法解决公营部门的问题。拉奥政府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采取的措施主要有：（1）逐渐减少对公营企业投资。在三年中国家对公营部门的投资减少495亿卢比。（2）公营企业获得投资、生产、经营、信资、人事等方面的自主权，把政府的控制减少到最低限度。（3）出售企业股份、将企业股份的41%出售给国内或国外的机构和企业，无优势的公营企业的股份可以出售74%，甚至可以全部出让，政府不再新建工业企业。（4）除少数基础设施外，政府对健康的公营企业优惠将完全取消，鼓励企业参与资本市场，从资本消费市场筹集资金。（5）减少公营企业的经范围，把原来的17种企业减少到1991年的8种，1993年又减少到6种，主要是国防、原子能、煤矿、铁路等。（6）兼并、出售、关闭部分公营企业。第一批所谓“关停并转”企业有58个。

经过拉奥政府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后，印度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的来说仍大量亏损，成效低下，仍然是印度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1994-1995年度中央政府的240家企业中，仍有109家亏损。邦一级企业700家经营更差。1996-1997年度各邦电力局的资本收益平均为负13.3%。因此，瓦杰帕伊时期，印度加快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瓦杰帕伊政府决定从国营企业撤资1000亿卢比，除印度国家银行外，政府在国营银行的持股率降至50%以下，引进自由竞争机制加速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进行财政和税制改革。近年来，接替瓦杰帕伊政府的曼莫汉·辛格政府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虽然改革的力度和程序上有所调整，但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并没有改变，并且开始取得一定成效。

2.大力发展私有经济。在现代西方市场经济中，私有经济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主力军。在改革开放以前，印度虽然也保留了私营经济，但对其进行严格限制，总体发展非常缓慢，效益较差，对印度经济贡献有限。近些年来，印度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行全面私有化措施，大力发展私有经济。为此，印度政府修改垄断法，缩小公营企业经营范围，规定公营部门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战略工业、高技术工业以及重要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上；取消许可证制度，扩大私营企业经营范围，规定除敏感工业领域外，私营资本皆可进入，取消受垄断法管束的大财团10亿资产值的规定；调整政府职能，政府不再对私有企业各类重大事宜进行干预，不再对私人财团资产数量进行限制，政府主要承担监督和控制垄断行为和其它不正当行为的职能。

在印度政府采取的发展私营经济的诸多政策中，许可证的取消具有重要意义。拉吉夫时代的许可证制改革基本上是简化手续和部分豁免。当初，印度政府之所以实行许可证制度，主要是为了限制私营经济，强化对经济的控制，防止私有经济控制市场。但事与愿违，这一制度在成为印度政府管制经济的重要手段的同时，也成为阻碍印度经济自由化的重要障碍。拉奥政府的改革基本上结束了实行40年之久的工业许可证制，取消大部分工业许可证制度。许可证的取消使市场开始真正发挥调节作用，从而对印度经济快速增长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由于政府放松了对经济的管制，印度私营经济发展迅速，在自身取得良好业绩的同时，也推动印度经济开始从混合经济制度向市场化经济制度转型。目前，印度私营部门的投资已经高于公营部门，“九五”期间，私营部门的投资已占印度总投资额的62.7%。目前，印度私营企业的生产率是国有企业的两倍，而且私营企业的产值在印度国内生产总值中已占到75%，成为印度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并且已经出现了很多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如塔塔集团（已跻身福布斯全球20家著名大公司之列）、兰伯西制药公司、比尔拉集团等。和国有经济相比，私营经济更具活力，因此也推动了印度生产率的空前提高。据印度工商联合会研究资料显示，从1993年到2004年期间，印度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9%，其中私营经济发挥了主要作用。

3.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在尼赫鲁混合经济模式中，印度对国际经济保持警惕态度，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实行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贸易政策，拒绝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实行改革开放后，印度开始调整外贸政策，加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是印度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有的分析也认为这是推动印度取得快速经济增长的最大因素。虽然我们并不完全赞同这个观点，但实行“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政策确实是印度经济获得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在这方面，印度实行的主要措施有：首先是放宽外资进入的条件。1991年拉奥政府规定，在34项优先发展的工业（冶金、机械设备、电子设备、仪器、化工、水泥等）中，外资可以达到企业资本的51%。1992年印度政府又修改外汇管理法，取消原来外国公司在印度活动必须得到政府批准的规定，不再附有印度合资企业外方必须将技术转让的规定，允许外国公司在印度开设分支机构，可以在印度从事任何工商业活动，并享有与印度公司同等的待遇，外国投资机构可购买印度公司股票达24%，允许居住国外的印度侨民在印度开办独资企业。1993年起政府又决定向外资开放铁、锰、铬、金、钻石、铜、铅、锌、铀等矿业，外商可持股50%，特殊情况可以超过50%。其次是采取措施发展进出口贸易，主要包括：一是取消进口许可证，1992年宣布，除了一小部分禁止进口和有限制进口的物品外，所有进出口商品都将服从于“市场供求”的变化；二是取消出口补贴，所有的出口商都可以得到相当于其出口值30%的外汇凭证，用于他们进口的外汇需要；三是降低进口关税，最高税率从300%降到110%。1993-1994年度又降到85%。

尽管在对外开放政策上存在很大争议，但尝到对外开放的甜头后，印度政府还是逐步加大政策力度。特别是人民党取得执政地位之后，瓦杰帕伊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更为宽松的对外开放政策。（1）进一步扩大开放范围，关税降低到15%；大力吸引外资，将1973年制定的外汇管制条款（FERA）改为外汇管理条款（FEMA），此举对资本的流动性放松许多，吸引了国内外的大量投资；欢迎大跨国公司向基础设施投资，同时扩大与外国中小企业合营消费品项目，进一步开放保险部门。1999年3月，开始实行放宽外国投资自动核准持股上限：非传统能源和影片为100%；大宗粮食、广告、旅游和相关领域、优先发展而非保留给小工业的部门为74%；电信51%，银行40%，保险26%。目前，诺基亚、摩托罗拉、微软、三星等跨国公司纷纷在印度投资建厂，并不断追加投资。（2）鼓励印度企业对外投资。从1992年开始，国大党政府就允许印度国内企业在国外发行股票和债券，取消企业以现金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并规定无需批准的对外直接投资限额为200万美元，瓦杰帕伊政府把这个限额放宽到400万美元。此后，印度储备银行又将印度公司对外股份投资和设立独资分公司的投资额限定为1亿美元。这些宽松的政策，极大的促进了印度企业的跨国经营。（3）开展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全方位对外经济关系。瓦杰帕伊政府时期，由于印度进行核试验，美国对其实行制裁政策，印度对此采取低姿态，继续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经济与科技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近几年来，印美关系走的更近，布什和奥巴马两任美国总统先后访问印度，两国之间的贸易额不断攀升。同时，为拓展国际空间，注意加强与俄罗斯的全方位合作，形成战略伙伴关系；并采取务实的态度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此外，印度还积极争取日本的投资，并收到明显成效，日本已经成为印度的第三大投资国。总之，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使印度逐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对印度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4.加快推进金融改革。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对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改革是印度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瓦杰帕伊政府开始，印度加快推进金融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措施是放开对外资金融印度金融市场的限制，除印度国家银行外，政府在国营银行的持股率降低到50%以下，引进自由竞争机制，允许外国银行在印度开办100%的独资分公司。为使金融部门达到国际标准，印度建立了资产重组公司，对虚弱银行兼并和重组。经过一系列改革之后，目前印度的金融系统已经具有一套成熟的管理体系和风险控制机制，各项金融监管制度比较健全，银行的自主经营能力有了大幅度提高，经营效率较高，银行资产回报率均高于50%，不良贷款比例大大降低，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一般低于10%，已经拥有比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比较发达的金融体制为私营企业的发展以及整个印度国民经济的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总之，拉奥改革以来，在上述几个方面政策措施的推动下，印度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前文我们就已指出，推动印度经济取得显著成效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除了上述四个方面因素外，绝不能忽略印度政府采取的其他相关重要措施。比如，印度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开始注意调整政府职能，将政府的精力由过多的干预经济转向提供社会服务、打击腐败等。政府职能的转换为印度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是推动印度经济增长不可忽视的因素。这里不再予以详细论述。

第三节　中印经济模式的若干比较分析

目前，关于中印两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问题是一个十分时髦的话题。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与印度两国有较强的可比性，两国国情类似之点较多，相似之处突出。当然两国相异之处也很多，可以说是“大同小异”和“大异小同”的结合。两国“大同”之处可以归纳如下诸方面：

第一，均是人口众多、地广物博的大国。中印两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13亿，印度12亿，两国人口总和为25亿，占世界人口1/3以上。中印两国均是农业大国，农民人口又均占各自的大部分。就两国土地面积来说，中国为960万平方公里，印度为297.4万平方公里。中国土地面积居世界第三位，印度居第七位。印度土地面积虽然只有中国的1/3，但其耕地面积却多于中国。2001年印度土地面积29732万公顷，而耕地面积16175万公顷，占印度土地面积的54.4%。而同期中国耕地面积仅占土地面积13.5%。印度地处热带和亚热带，日光雨水充足，其农业条件略优于中国。就其他自然资源而言，两国颇相近且各有所长。印度的铁、锰、云母、铬、钛、白云石、水力等名列世界前茅，中国的煤、石油、有色金属、森林等则优于印度。

第二，两国均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所周知，中印两国分别是黄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世界文明的发祥地，均具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和灿烂文化，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世界四大宗教，有两个产生于印度（印度教和佛教），中国的儒教至今仍有重大影响。据中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论证，世界有四大文化体系，其中第一、第二位的即是中国文化体系和印度文化体系（另两个是阿拉伯文化体系和欧洲文化体系）。而这两个文化体系又是最为古老、影响最为广泛的体系。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印度的原始居民达罗毗荼人就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据传统说法，中印两国进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阶段要比欧洲早近千年。中印两国创造了世界上灿烂的人类古代文化，中国的四大发明，印度的宗教文化、建筑艺术举世闻名，在喜马拉雅山的两侧遥相辉映。

第三，两国在近代均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中印两国又同时遭到了几乎同样的厄运。一个自1757年普拉西之战后沦为世界最大列强——英国的最大的一块殖民地（占英国全部殖民地面积的9/10，全世界各列强殖民地面积的50%），一个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沦为世界几个主要列强的最大的半殖民地。

第四，两国在独立前均极端贫穷落后，经济发展水平起点也均极为低下。中印两国在独立前均是殖民地经济，农业停滞，工业畸形。印度农业生产在独立前已濒于破产，1894-1946年人口增长0.8%，而农作物生产按人均则下降20%，粮食下降30%。工业产值在两国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均不足10%，工业主要是轻工业，重工业几乎没有。印度钢铁产量在殖民地国家中可名列前茅，但也只有100多万吨，1938年钢产量人均仅2.7千克，中国人均钢产量尚不到1千克（同年，英国人均钢产量为222千克）。殖民地时代中印两国均有“饥饿之国”、“文盲之国”之称。

第五，中印两国人民均有着反抗封建暴政和外来侵略者的光荣传统。中印两国人民在历史上都爆发过无数次农民起义，推动着两国社会的发展。在近代，中印两国人民均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印度人民在以甘地和尼赫鲁为首的国大党领导下进行了长期的非暴力不合作斗争，终于迫使英国殖民主义者于1947年将政权和平移交给印度资产阶级，从而结束了英国近200年的殖民统治，取得了国家独立。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了28年的武装斗争终于把帝国主义列强赶出了中国大陆，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人民获得了彻底的解放。

第六，两国独立后均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维护民族独立的任务。中印两国自50年代初几乎同时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一直延续至今。经60多年的发展，目前两国在经济上均取得了可喜的发展成就，改变了殖民地时代经济上的落后面貌，为世界各国所瞩目。特别是在过去20多年里，中印两国在经济上都保持了高速增长，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印两国和巴西、俄罗斯一起并称为“金砖四国”。当前，中印两国都同样面临着腐败问题严重、官僚主义严重、环境污染严重等多种挑战。为解决各自面临的挑战，中印两国都在进行着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经济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努力为实现各自国家的现代化而奋斗。

中印两国除具有上述诸方面的“大同”外，尚有千差万别的“小异”和“中异”，甚至有“大异”，它们贯穿在两国的历史、文化、民族、政治、经济、地理、风俗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这即是我们通常说的两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的不同。在这其中，应当特别提出的是两国政治制度的不同。印度独立后建立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实行的是具有印度特色的议会民主制，走的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中国解放后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走的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对于西方学者来说，由于中印两国都是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文化深厚的发展中大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中印两国的传统文化均不同于西方主流文化——基督教文化，因此，不论哪一个国家崛起（更不用说两个国家同时崛起）都有可能对现有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形成挑战，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因此，必然要关注两国的发展模式问题，特别是要关注两国的发展模式哪一个更具有持续性。对于中印两国本身的学者来说，关注对方发展模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检讨自己的发展模式，是为了查找并改进自身发展模式中存在的问题。还有一些学者则希望从中印两国的发展模式中寻找到一些可以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解决贫困问题时可以学习借鉴的普遍性规律。此外，截至目前，中印两国的发展模式既有现有经济学理论可以解释之处，也有现有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或无法完全解释之处，因此探讨和比较两国发展模式有很大的理论价值。

一、独立前和独立初期两国经济发展比较

从宏观角度说，由于印度是英国独家经营近200年的殖民地，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要比半殖民地的中国高出一头。19世纪中期，印度民族资本主义开始产生。1851年创办了第一家印度的棉纺厂，1879年已有89个棉纺厂，共有工人4.3万人。1892年印度的大工厂就有956家，雇佣工人31.6万人。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印度已有工厂3936个，加上铁路、矿山等共有产业工人250万人。1931年时印度产业工人已有450万人，印度独立时发展到600万人。

中国情况与印度略有不同，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晚于印度将近一个世纪，直到1840年以后中国才逐步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与此相适应，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就自然不如印度。中国近代工业的起点大约晚于印度近半个世纪，而且水平也低于印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才有产业工人65万，仅是印度产业工人总数的1/4.1930年印度的纺锭有880万个，中国才369万个。独立前印度铁路已达5.3万公里，中国解放前仅有2.1万公里，为印度的40%。

在两国独立和建国初期，中国经济在各方面几乎均落后于印度，1948年，在原煤、发电、钢材、生铁、水泥、硫酸等产量方面，印度均高于中国。1950年，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方面：据粗略的估算（按1980年美元计算），1950年印度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50美元，中国为70美元，中国为印度的1/2，印度相当于世界平均数的17%，亚洲平均数的104%，中国则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数的7%，亚洲平均数的39%。

（1）在工农业所占比例方面：印度农业占国民收入总额的48.1%，工业服务部门占51.9%(1948-1949年）；中国农业占国民收入的56.2%，工业和服务业占43.8%（1952年）。印度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占全印度劳动力总数的72.1%，工业部门占10.7%，服务部门占17.2%；中国农业部门劳动力则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83.5%，第二产业为7.4%，第三产业为9.1%（1952年）。印度工业化程度比中国要略高一筹。

（2）在工业产品方面：钢，中国61万吨，印度147万吨，中国是印度的40%。原煤，中国4300万吨，印度3300万吨，中国是印度的130%。石油，中国20万吨，印度26万吨，中国是印度的77%。水泥，中国141万吨，印度273万吨，中国是印度的52%。汽车，中国一辆不能生产，印度1.65万辆。自行车，中国2.1万辆，印度9.9万辆，中国是印度的21%。发电量，中国46亿度，印度53亿度，中国是印度的87%。棉布，中国26.2亿米，印度42.2亿米，中国是印度的60%。糖，中国24万吨，印度113万吨，中国是印度的21%。

按人均计算，印度则更是超过中国。如，钢，印度人均为4公斤，中国为1公斤（世界人均71公斤）。煤，印度为94公斤，中国为58公斤（世界人均为1063公斤）。水泥，印度为8公斤，中国为3公斤（世界人均为54公斤）。棉布，印度为10米，中国为5米（世界人均30米）。收音机，印度为1.27部（万人），中国为0.17部（万人）。

（3）在农业方面，印度的粮食、棉花产量略逊色于中国。中国粮食产量为11318万吨，印度为5501万吨，中国是印度的218%，单位面积产量比印度高97.9%，人均产量比印度高14.9%。棉花，中国为69.2万吨，印度为51.7万吨，中国是印度的134%，人均产量比印度略低一点点。但在其它经济作物方面如油料、甘蔗等印度则占优势。油料，中国为297.2万吨，印度为498万吨，中国为印度的60%；甘蔗，中国为264.2万吨（1949年），印度为5705.1万吨，印度为中国的2159%。

（4）教育科技方面，印度在总体上也胜于中国。印度在校大学生数为36万，高中生122万，初中生312万，小学生为1915万。中国（1952年），在校大学生为19.1万，高中生为26万，初中生为223万，小学生为5110万。除小学生人数中国超过印度外，均落后于印度。印度大学生人数是中国的188%，高中生人数是中国的463%，初中生人数是中国的139%。科技人员中国也不及印度，中国解放初期全国科技人员不足5万人，而印度在独立初期则有科技人员19万人，印度是中国的380%。

二、独立建国至80年代末两国经济发展比较

中国1949年解放，印度1947年独立，至80年代末，经历了40多年的建设历程，两国经济均发生了重要变化，取得了明显的成就，然而两国取得的变化和成就并非等同，其间有着显著差距，但这种差距与独立初期的差距是在向相反方向拉大，即40多年前曾经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占很大优势的印度，反被中国赶上，印度在很多方面已明显落在了中国的后面。

（1）在国民生产总值及发展速度方面：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中国国民生产总值1988年已达1.4万亿元，国民收入达1.17万亿元，扣除物价因素，分别是1949年的19.8倍和18倍。国民生产总值1953年至1978年年均增长率为6.1%，1979年至1988年每年平均增长9.6%，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经上升到世界第八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有相应的增长。有关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于计算方法和标准的不同，说法不一，仅联合国1988年就有三种说法：330美元，600美元和2200美元。我们按中间偏低的说法，即按500美元计算。印度国民生产总值从1950-1951年度的952.3亿卢比增至1978-1979年度的8505亿卢比。1987-1988年度增至31700亿卢比。按不变价格计算，1950年至1980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3.5%，1981-1988年年均增长率为5.2%，印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240美元增至1988年的340美元（世界银行统计数字）。从两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上看，印度明显低于中国。在近10年中，印度最高年份的增长率（7.8%）也不及中国的年均增长率（9.6%）。按美元计算（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乘以人口数），印度国民生产总值1980年为1420亿美元，中国为2522亿美元，中国是印度的1.77倍。1988年印度为2887.2亿美元，中国为5400亿美元，中国是印度的1.87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88年中国为印度的1.7倍。

（2）在工业生产方面：中国1953-1980年年均增长率为6%。自1977年经济体制改革后，速度有明显增长，1977年和1987年相比，工业产值从4237亿元增加到1381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7倍，年增长率为11.8%，大大超过改革前的速度。工业主要产品成倍、数倍地增长，1987年与1950年相比，钢产品1987年为5628万吨，是1950年的92倍，煤为9.28亿吨，是1950年的23倍，原油为13414万吨，是1950年的677倍，发电量为4973亿度，是1950年的108倍，水泥为16825万吨，是1950年的11倍，棉布173亿公尺，是1950年的6.9倍。

印度1951年至1987年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为6%，工业产值从1978-1979年度的1105.8亿卢比增至1986-1987年度的4474.5亿卢比。这10年中最高年份的工业增长率（8.1%）也低于中国年平均增长率（11.8%）。印度各主要工业产品与独立初期相比也成倍和数倍增长，但其幅度远不及中国。1987年与1950年相比，钢产量1987年为1240万吨，是1950年的8倍，煤为1.789亿吨，是1950年的5.3倍，原油3036万吨，是1950年的117倍，发电量2019亿度，是1950年的38倍，水泥3950万吨，是1950年的14倍，棉布95.22亿公尺，是1950年的2.2倍。按各主要工业产品的绝对数量计算，中国均超过印度。仍以1987年为例，钢材产量中国为印度的5.1倍，煤为5.16倍，原油为4.41倍，发电量为2.46倍，水泥为4.91倍，化肥为2.34倍，棉布为1.81倍。中国许多工业产品已名列世界前10名，截至1987年，居世界首位的有煤、水泥、布，居世界第二位的有电视机，居世界第三位的有化肥、硫酸，居世界第四位的有钢、发电量、化学纤维、纸和纸板，居世界第五位的有原油，居世界第七位的有载重汽车，等等（1949年时，中国钢产量居世界第26位，原油第29位，煤第9位，发电量第25位）。与印度相比则形成鲜明的对照，印度能列入世界前十名的工业产品仅有糖、布（第三位），化肥（第五位），水泥（第六位），煤（第九位）。据印度经济学家巴特尔统计，印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工业国中曾列世界第十，80年代已退居第27位。他说，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已走在了印度的前头。他指出，1950年时印度大多数工业产品均超过中国许多，但过了35年之后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除了个别方面还有优势外，印度过去所占有的领先地位消失了，在30多种重要产品中，中国均超过印度1.5倍至5倍（包括绝对数量和人均占有量）。这与本文上面的分析资料是大体一致的。

（3）在农业方面：中国农业1952-1978年年均增长率为2.6%，经过10年改革结束了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其产值从1978年的1797亿元增加到1987年的4674亿元，年均增长率为7%（按可比价格计算）。粮食总产量已由1950年度的1.19亿吨，增长到1987年的4.04亿吨，增长2.4倍。到1984年，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已达400公斤，赶上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棉花产量由1950年的62.2万吨增加到1987年270.7万吨，增长4.35倍。印度从1951-1952年度到1978-1979年度平均增长率为2.8%。农业总产值从1978-1979年度的2144.1亿卢比增至1987-1988年度的5479.7亿卢比，按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长率为1.58%，远低于中国。粮食产量由1950年的5501万吨增至1987-1988年度的1.384亿吨，增长1.7倍，人均粮食产量为167公斤。棉花产量由1950年的51.7万吨增至1987年的109.1万吨，增长近1倍。粮、棉这两项产量和增长速度均远低于中国。1988年中国粮食产量是印度的2.42倍（中国人均粮食产量是印度的2.3倍），棉花是印度的3.9倍。截至1986年，中国农产品在世界居首位的有谷物、猪、牛、羊、棉花、鸡蛋、油菜籽，居世界第二位的有花生、茶叶、蜂蜜，居世界第三位的有大豆、水产品，居世界第四位的有甘蔗、羊毛。印度居世界首位的有花生、茶叶，第二位有甘蔗，第三位的有谷物、油菜籽，第四位的有棉花、蜂蜜，第五位的有大豆等。

（4）在教育与科技方面：据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材料，80年代初，中国文盲占总人口的23.7%，印度占72.5%。1984年中国小学和中学的入学率的比例分别为98%和37%，印度的这两个数字为98%和34%。这表明在中学、小学方面中国已赶上印度并有所超过。但是中国大学的入学率仅1%，而印度则为9%。1984年，中国高校学生人数为139.6万，印度为344.2万，中国比印度少200多万人，说明中国高等教育要远逊色于印度。中国科技人员（指自然科学）1986年有825万人，比解放初增长165倍。印度有科技人员230万（自称名列世界第三位），比独立初期增长12.6倍。中国科技人员是印度的3.5倍。另据统计，中国1万人中拥有科学家和技术人员67人，印度为11.3人。在各种科技领域方面，两国似乎各有所长，水平各有高低。据一些材料分析，印度在原子能利用、海空军武器装备等方面均取得可观成就。但从总体上说，在文化教育和科技上中国目前仍略占优势。

三、改革开放以来两国经济发展的比较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截止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本来在建国初期各方面都处于落后局面的中国已经在很多经济指标上都领先于印度。这说明，两国发展出现了差距。但是，这里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关键点，这就是印度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要比中国晚十多年。中国自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而印度自90年代初期才启动市场化改革，此时中国已经进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因此，此时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印度在很多指标上落后于已经启动改革开放的中国并不奇怪。

因此，在中印两国经济模式的对比中，人们最感兴趣、也最有意义的是目前两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而且，我们认为，在当前中印两国经济情况的比较中，两国经济方面的有关数字比较固然十分重要，因为量化的指标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两国经济发展取得的一定成效，但除了量化的指标外，其他方面的比较更为重要。因为经济的发展并不简单等于GDP等几个数字的增长，还要看人民生活水平是否得到提高、发展效率的高低、发展动力的可持续性、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等其他方面的指标要素。基于这种思路，我们对中印两国经济做如下几个方面比较。

第一，从发展绩效来看。迄今为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中印两国经济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前面我们已经对印度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简要概括。对中国而言，1978年以来的30年间，经济取得了年均9.67%的奇迹式增长，是这段时间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GDP总量目前已经跻身世界第二，对外贸易从世界排名第32位跃居为世界第三位（截止到2008年），制造的173种商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仅次于美国。类似的数字我们还可以列举更多，在此不再一一赘述。最值得指出的是，中印两国都在解决贫穷问题上做出了不菲的成就，大幅度提高了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大量地减少了贫困人口的数量，为世界消除贫穷做出了卓越贡献。当然，在衡量经济发展成效的很多重要数量指标方面，目前的中国仍然领先于印度。

第二，从产业结构上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印度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轨迹，它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并没有按照传统国家的“农业一工业一服务业”的次序逐渐升级递进的产业结构演进模式，而是呈现了错位式或跳跃式的产业结构演进过程，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一直非常发达，第二产业则一直没有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而中国则遵循了传统的发展轨迹，第二产业也就是制造业非常发达，两国也因此一个被称为“世界办公室”，一个被称为“世界工厂”。在产业结构上的区别可能是目前中印两国经济之间最大的区别。1980-2003年中印两国国内生产总值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1980-2003年中印两国国内生产总值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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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1997-2005

从上表可以看出，两国产业结构均呈现出一、二、三产业梯次转移的趋势。1980-2003年，两国第一产业比重下降幅度都在15个百分点左右，第二、三产业上升幅度也基本相同。但中国第二产业比重始终高出印度24个百分点左右，印度第三产业比重始终高出中国16个百分点左右。可见，第二产业始终在中国的产业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印度的主导产业一直是第三产业。在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上，来自摩根斯坦利的数据显示，服务业占印度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40.6%上升至2003年的50.8%，占印度GDP累计增长的62%。而且，在印度的服务业中，以金融、软件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逐渐成为其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一般情况下，只有西方发达国家才会出现这种情景。反观中国，2008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却仅为40.1%，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仅为33.2%，而且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以知识为基础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中印两者之间存在的差距一目了然。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走的是由农业、工业再到服务业逐步进化的发展历程，特别是世界分工调整以后，中国充分发挥资源价格和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而印度走的是由农业生产国直接转向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道路，大力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现代服务业，因此制造业发展相对滞后，长期以来，主要依靠第三产业的发展来带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第三，从发展动力上来看。出口、消费和投资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按照国民经济支出法的核算，国内生产总值（GDP）是由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者共同构成的，三者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分别称之为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贡献率。2005年，印度个人消费总额达到17万亿印度卢比（3720亿美元），占当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60%。在目前印度国民经济构成中，消费是GDP的主体力量，已经占到了64%，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因为即使在经济发达的欧洲，这一比例也只有58%，日本是55%。相比而言，中国的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而国内消费却相对不足。统计显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5.4%，不仅远远低于印度，即使与中国历史最高水平1985年的52%相比，也下降了近17个百分点，比西方发达国家相差30个百分点左右。但与低消费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3-2007年，中国投资率年均42.4%，达到历史最高时期，可以说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已经非常突出。但多年来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高速发展，主要原因就是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出口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前，出口额已经占中国GDP的40%，按附加值计算出口也占GDP的25%，2003年以来，以美元计价，出口每年逾20%的幅度增长，排除价格上涨因素，出口每年直接为中国GDP增长贡献4个百分点。反观印度，同改革开放以前相比，目前印度经济的对外开放力度已经很大，不论是吸引外资方面，还是对外投资方面，以及对外贸易，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和中国的对外开放相比，印度的对外开放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印度对国内经济的保护力度远远大于中国，到2005年印度对进口制造业产品所征关税的税率仍比中国高一倍，出口对印度经济的拉动作用远远小于中国，印度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国内，更确切的说是依靠国内消费，而不是政府投资。对此，闻潜等人的研究指出，印度内需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相当高，达到0.95左右。印度消费占GDP的比例相对较高，2003年达到77.7%。与消费所发挥的作用相比，印度出口和投资对经济的贡献明显较弱。迄今为止，印度的出口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远远低于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

第四，从发展主体来看。前文已经指出，私营经济在推动印度经济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前，印度就一直允许私营经济存在，但由于政府管制较多，总体发展较为缓慢。自从启动经济改革政策以来，大力发展私营经济就成为印度政府的一个重要目标。为此，印度逐渐放弃微观层次的经济管理，逐步放松对经济的管制，逐步放弃政府对某些行业的垄断，逐步缩小公营企业的经营范围，逐步扩大私人企业的经营范围，逐步推出了一系列鼓励私营经济、自由企业和自由市场发展的政策。目前，印度除了少数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外，绝大部分经济领域均已向私营企业开放，政府很少再直接干预经济运行，而是让市场机制更多发挥作用，特别是在高速发展的第三产业中，政府的管制更为宽松，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管制，完全由市场进行调节，而且印度国有企业已经逐步退出该领域，从而进一步调动了该领域的市场积极性，推动第三产业迅速成长发展，成为印度在国际经济中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印度政府在政策上一系列调整为私营经济创造出了一系列有利的发展条件和一个宽松的成长环境，印度私营经济因而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横跨于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等各个领域之中，成为印度经济奇迹的核心。最近的统计数据显示，印度私营经济对GDP的贡献已经高达85%，成为印度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部门。更为突出的成绩是，目前印度的很多私营企业已经成长为世界级的知名企业。在这方面，中国经济与印度经济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应当肯定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私营经济也获得了很大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私营经济解决了中国三分之二的就业人口，为中国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的国有经济仍然十分强大。按理说，企业强大并非坏事，但问题是，中国很多国有企业的强大与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能力无关，而是凭借政府政策给予的垄断地位而强大起来的。和印度有很多私营企业成为世界知名的跨国公司不同，中国能够进入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大多是凭借垄断地位而强大起来的国有企业。而且，目前中国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还比较严格，很多重要领域，比如金融、电信、能源等事实上都还没有对私营经济完全放开，仍旧以国有经济为主，而这些国有企业还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的模式，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仍然比较弱。下一步，如何处理好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关系问题，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五，从发展环境上来看。这里指经济发展的国内环境，并不包括国际环境。我们以通常所说“硬件环境”与“软件环境”两个方面进行比较。在“硬环境”方面，中国取得的成就无疑超出印度很多，特别是在公路、铁路、港口、电力、电信等发展经济特别是发展制造业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可谓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基础设施之完善已经超越很多发达国家，这为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硬件支持。而印度在“硬环境”方面则相形见绌，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严重不足，在电力、电信、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方面，设备老旧，设施匮乏，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特别是制造业发展。但是，在“软环境”方面，印度则比中国拥有更多优势，印度的法律制度、金融体系、资本市场、产权保护等要比中国更为成熟和完善，而且更与国际体系接轨。以资本市场为例，印度的资本市场已有100多年历史，目前全国有24个股票交易所和债券市场，而且全部实现联网，上市公司数量已有1万多家，市场监管制度比较完善，运作比较规范，透明度比较高，上市公司管理和信息披露比较严格，市场化程度比较高，投资者权益受到严格保护，资本市场结构也比较合理。相比之下，中国的资本市场只有20多年历史，存在着管理制度不完善、市场化程度不高、资本市场结构失衡、投机性强、对投资者利益保护不够等各种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印各有优劣，两国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同中国的经济模式相比，改革开放以来的印度经济模式是一种主要依赖国内市场而非出口，主要依赖消费而非投资，主要依赖服务业而非工业，主要依赖高技术产业而非低技能制造业的模式。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这里进行的中印两国的经济模式若干方面比较并不涉及对两者发展模式优劣的评价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认为，中印两国的经济模式到底孰优孰劣，目前还不能轻易地给出结论。两种模式都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而逐渐形成的，都有自己的优点，但同时也都有不容忽视的缺陷。中国的经济模式当然存在很多问题，鉴于我们的研究重点不是中国模式，在此不做过多阐述；但印度的经济模式也不是完美无缺，同样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关于两国的未来，我们认为必然是谁能更好地解决自身所面临的问题，谁就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的更平稳一些。目前，我们不能因印度的信息产业等高技术产业比中国发达，就得出印度的经济模式比中国的经济模式更为先进的结论；同样，更不能因目前中国经济很多数量化指标都比印度高出很多，就得出中国的经济模式比印度的经济模式更为优秀的结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章节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我们认为，比较可行的做法是，认真分析对方经济模式的优缺点，从中吸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经济模式，为实现本国现代化目标而服务。本着这种思路，下面我们分别对印度的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的发展情况作简要介绍和基本分析。

第四节　印度农业的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

农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现代化，即从传统农业向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现代农业的转化，不仅是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影响甚至决定着现代化进程的速度和质量以及最终目标的实现。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家普遍高度重视农业在一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就明确指出：“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现在它更是这样了。”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除了极少数国家外，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农业密切相关，农业的成败关系经济发展的成败，脱离了农业的发展，其他经济部门业很难取得持续发展。印度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同时又是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农业大国，至今还有近70%的人口以农业为生。因此，农业在印度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是印度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发展决定了印度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因此，印度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对印度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具有决定性作用，格外引人注目。

其实，农业问题不仅仅是目前对印度实现现代化目标至关重要，回顾历史，粮食缺乏一直就是一个长期困扰印度、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虽然印度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并不差，但由于长期遭受英国殖民者统治，殖民统治者只从自身利益出发，只顾眼前掠夺，而不可能从印度利益出发，不顾长远发展，导致印度农业发展极其落后，加上英国还从印度运出大量粮食，印度因此经常爆发大规模饥荒。在1946-1947年以前的40年间，印度的粮食产量只增长了12%，而与此同时人口却增长了40%以上，因而导致印度人均粮食获得量大幅度下降。1943年爆发的孟加拉大饥荒夺走了350万——400万人的生命，而宗主国英国面对饥荒却拒绝伸出援手，给印度人留下悲惨而深刻的记忆。印度独立前夕，盛产稻谷的缅甸又脱离了英属印度，这直接导致印度大米产量急剧下降，不得不依靠进口解决大米短缺问题。1947年印度终于获得国家独立，但在英国殖民者的操控下却不幸分裂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两个粮食主产区旁遮普和信德又归属了巴基斯坦（这两个省至今仍然是巴基斯坦的粮食主产区），这又使印度粮食生产面临严峻形势，印度不得不依靠大量进口小麦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因此，独立时，印度的农业情况非常糟糕，粮食生产形势非常严峻，饥饿时刻都在威胁着印度。加快发展农业、解决粮食问题是独立后印度政府面临的一个紧迫而又棘手的问题。印度独立领袖甘地在1946年的演讲中说：“对于饥民而言，上帝就是面包；独立印度政府的首要责任就是保证每个人都有面包吃。”

为改变印度农业的落后面貌，解决数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印度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总的来看，独立后的印度农业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独立到60年代中期为制度改革阶段，核心内容是实行土地改革、合作社运动和乡村发展计划等；第二阶段，从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为技术改革阶段，核心内容是实行绿色革命；第三阶段，从90年代初期起至今，是综合发展阶段，核心是消除农村贫困和失业问题。三个阶段的内容以土地改革和绿色革命最为重要，取得的成果也最为明显，产生的影响也更为深远。下面我们将对这两个问题做重点阐述。

一、土地改革：效果及影响

土地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源，土地制度如何安排对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在前工业化时期，土地制度是最重要的经济制度，土地制度的变化直接决定政治制度的形态和变迁，土地的高度集中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障碍。即使在现代社会土地制度仍然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工业化初期，土地制度如何安排尤为重要，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目标是否能够实现。在理论上，仍然是现代经济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不同的经济理论提出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在实践中，不同的国家因选择不同的制度安排也产生了不同的制度效应。对于这个问题，总结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我们认为，在工业化初期，不管土地制度如何安排，至少要能够实现两个目标。第一，通过对传统社会中高度集中的土地制度进行适当改革，合理分配土地，改变社会资源不合理的分配格局，以达到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目标，进而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充分的消费市场和必要的生产资源。特别是对于人地关系紧张的国家更是如此。第二，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水平还不能为所有劳动力提供充分就业，而劳动力又严重过剩的情况下，通过合理分配土地（目前的有效经验就是实行人均分配或公共支配）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缓解就业压力，解决贫困和饥饿问题，实现现代化进程的平稳推进。因此，大凡国家改造和社会改革，多以土地改革为起始。

对于印度这样农业人口占绝对多数、经济又极为落后、工业化任务艰巨的国家来说，土地制度如何安排更为重要。而独立时的印度恰恰又继承了一个极为复杂、极为落后的土地制度。独立前的印度土地制度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彻底摧毁孱弱的农村公社制度后建立起来封建土地制度，即柴明达尔制、莱特瓦尔制和马哈瓦尔制。其中柴明达尔制度最具有代表性。在这种制度下，柴明达尔地主占有全印度耕地面积的一半左右，印度政府则通过柴明达尔地主向农民征收田赋。柴明达尔地主因而承担了一个中间人的角色。即使在现代经济运行中，中间人角色也非常重要、不可或缺，但中间人也极其容易演化为一个食利阶层，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在殖民时期的印度，柴明达尔地主则完全变成了一个腐朽的、寄生的封建统治阶级。他们只热衷于剥削农民，对农业生产毫不关心，成为印度最大的封建势力，严重阻碍印度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据统计，印度独立之初，占全国农村人口15%以下的地主占有全国土地的85%，其中不到2%的大地主却占有全部土地的70%。其中，占农村人口25%的农民没有一寸土地。这种严重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显然难以支撑印度快速发展经济的需要。因此，改变这种落后的土地制度不仅是印度农业发展更是印度整个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急迫问题。

但是，恰恰在这一对印度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印度政坛内部却产生了分歧。原来，对独立后的印度政治领导人来说，虽然在大力加快发展农业、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这一根本目标上没有分歧，但是在采取何种战略和政策发展农业、增加粮食产量问题上却存在着一系列根本分歧。根据主张不同，这种分歧大体上可以为左、右两派。左派以开国总理尼赫鲁为首，倡导“制度战略”，也就是要通过制度改革特别是土地改革来发展农业。尼赫鲁之所以提出要进行土地改革，是因为他很早就认识到土地问题对印度的重要性。他于1920年亲自去农村考察，认识到柴明达尔（大地主）实际上是英国政府的“宠儿”，是寄生阶层。由于英国政府给他们一种特殊的教养（或者说由于没有给他们教养），这些人就整个阶层说，已经成了完全无用的人。其他国家的地主至少还替佃户做一些事情，而印度的地主和地税征收人则没有替佃户做过一点事，“完全变成了土地和人民的寄生虫”。作为一个阶级而言，这些人在身体和知识方面都堕落了，可以说早就应该灭亡了，只是由于英国政府的扶持，他们才能继续存在。他进一步指出：“印度的土地制度已经正在我们面前宣告垮台，它阻碍着生产、分配以及大规模的合理操作”。因此，“必须彻底改革这个制度”。对于农村各个阶级，民族主义须自主就意味着土地制度的根本改革，这种改革将会解除或减轻他们的负担，并会使无地的农民获得土地。尼赫鲁认为：“土地问题是印度最突出的、压倒一切的问题。我们讨论的所有政治问题，只不过是土地问题的社会和政治背景”。总之，尼赫鲁认为，印度从英国殖民者手中继承来的土地制度是导致印度农业陷入危机的根本原因，这种土地制度不仅导致了农村居民的贫富分化，而且导致印度农业生产率长期低下，粮食严重匮乏。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印度农业的落后局面，从长远上保障印度粮食的充足供应，就必须改革土地制度，改变原有土地制度的不平等问题，唯有如此才能达到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的目的。1949年8月，尼赫鲁在国大党北方邦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历史证明，当一个国家解决了土地问题，国家的困难就减少，其他问题就开始迎刃而解了。土地问题是印度基本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的钥匙。尼赫鲁因此主张，“印度急需进行土地改革，包括废除农民和政府之间的中间人，应以适当的款额赎买这些中间人的权利”。

与此相对应的是，右派人士则倡导“技术战略”，就是通过发展农业科技达到实现农业增产的目的。这种主张认为，改革原有土地制度虽然能够减少不平等问题，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产量问题。因此，要发展农业、增加粮食产量，并不一定必须改变原有土地制度，只需提高农业技术。印度右派人士之所以提出这种观点，可能主要有两个方面考虑，一是不论制度如何安排都不能改变土地总量，提高粮食产量终究还是要靠提高农业技术；二是当时印度社会关系非常复杂，进行土地改革十分困难，甚至可能根本无法实现。

如何评价印度政坛当时出现的这两种观点？从客观立场来说，这两种观点并无明显的孰优孰劣之分。技术和制度是推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两个最重要因素。在技术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制度改革能推动经济发展；反之亦然，在制度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技术进步亦能推动经济发展。当然，最优情况是技术和制度共同推动经济发展，但这种情况并不常有。所以，单从理论层面，两种策略选择并无明显优劣之分。但在实践层面问题很多时候往往有很多其他因素需要考虑。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可以引进，但如不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引进的技术也难以发挥作用。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在面对西方国家的强势入侵时，经常一厢情愿的认为只要把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引入本国就可以实现国强民富，结果却是事与愿违，先进的技术并未能帮助本国实现强国梦。根本原因就在于本国传统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这些制度未能进行彻底的改革之前，任何先进的技术都只能带来昙花一现的皮毛变化，而不能带来实质性的变革。因此，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技术和引进技术是重要的，也是必需的，这样可以节省自己研究与开发的支出，在较短时间内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必须对本国的传统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否则引进的技术终究将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只有对传统政治和经济制度进行适应性改革，引进的技术才能发挥作用，才能最终实现由引进向自主创新的转变。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战略和制度战略不应成为两个相互对立的战略选择，而应当是相辅相成、相互推动的两个战略，两者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共生共存，应当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战略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任何单纯地推进一个方面的做法最终都难以获得成功。

再回到印度当时的情况。在印度政坛内部，到底是通过制度改革还是通过技术改革来解决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两者终究没有达成妥协，由于尼赫鲁当时在印度政坛所拥有的绝对控制力和影响力，这场争论的结果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制度战略一方获胜而暂时结束。从此，印度农业进入尼赫鲁的“制度改革”时期。尼赫鲁的“制度改革”其实是一个由多因素组成的综合体，它所包含的措施是多方面的，它所要达到的目标也是多方面的。在具体措施方面，尼赫鲁提出了三项主张：一是进行土地改革，二是发展农业合作社，三是实施乡村发展计划。在所要达到的目标方面，最直接目的是要提高粮食产量，其次是促进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综合发展。在尼赫鲁看来，实现这些目标的核心是进行土地改革，印度农村政策的成败就建立在土地改革基础之上，土地改革的成败直接决定其他政策的成败。因此，尼赫鲁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土地改革上。

在尼赫鲁主导下，独立后的印度开始着手进行土地改革。和印度取得国家独立的过程一样，印度的土地改革也不是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性改革，是渐进式的非暴力式改革。印度进行的土地改革主要内容有三项。第一项是废除柴明达尔等大土地所有制，也就是废除中间人制度。印度政府希望废除中间人制度平均地产，以达到维护农村地区的稳定以及提高农业生产率的目标。在这个问题上，印度采用了赎买的办法，也就是政府以支付补偿金的办法接管柴明达尔等大地主的荒地、森林和耕地，然后再有代价地分给耕种者，使土地耕种者直接和国家发生关系，直接向国家纳税。应当说，这项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在独立后30年的时间里，印度政府从地主手中买地共花去67亿卢比，约将577万公顷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全印度约有2000万佃农与国家直接发生联系，通过合适的价格从政府那里获得了土地所有权。

第二项是租佃改革。这项措施主要目的是保障佃农的租佃权，以防止佃农被地主驱逐。从1953年起，各邦通过租佃改革方案，主要内容是租金公平合理并保障租佃关系。根据各邦具体情况，各邦政府均规定了地租数量，大多数邦都把最高地租率规定为总收成的1/5到1/4，也有少数邦如旁遮普和泰米尔纳杜把最高地租率规定为总收成的1/3到40%。为了保障土地租期，印度政府还规定，允许地主以自耕名义收回土地，但重新收回土地时必须为佃户保留维持生活所需最低面积的土地，且不能驱逐佃户；农民耕种六年者将取得永佃权，允许佃农购买土地等。

第三项是实行土地持有最高限额法。在基本完成取消中间人地主改革后，国大党政府在1959年1月那格浦年会上通过了实行“土地限额”的决议，要求各邦政府在当年年底前制定出相应法案令。1961年底，印度开始宣布实行土地持有最高限额的法令，规定超出限额的土地由政府征收并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各邦根据这一法令实行土地最高限额的标准不一，比如，安得拉邦个人持有土地最高限额是27英亩到324英亩，卡纳塔克是27英亩到216英亩，旁遮普和哈里亚纳是30英亩到80英亩，马哈拉施特拉是18英亩到126英亩。1972年7月，印度政府又规定以五口之家为一单位，最高限额水浇地为18英亩，旱地为54英亩。根据土地最高限额法，各邦共取得剩余土地567.8万英亩，分给329万无地或少地农民。土地限额法规定国家征收限额外的剩余土地要付给土地所有者很高的补偿金，由获得土地的人20年内付清，全国实行最高限额而付给地主的补偿金达233亿卢比，等于废除柴明达尔时所付的补偿金的四倍。1977年人民党上台，又规定每户农民最低土地持有限额为2.5英亩。

如何评价印度的土地改革？我们认为，印度的土改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的措施，对其结果应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既要肯定其成功之处，也要看到其失败和不足之处，更要看到其对印度现代化所产生的影响。印度土地改革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印度土改废除了柴明达尔“中间人”地权制，从而限制和削弱了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势力，为印度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有利于印度的经济发展。前面已经指出，柴明达尔制度是英国在印度培植的极端腐朽落后的封建土地制度，这种制度在土地改革前占印度全国耕地的一半，是印度农村最大的封建势力。由于在近92.4%的柴明达尔地区实行了土改改革立法，取消了259万柴明达尔中间人的征收地租权，接管3700万公顷土地，有800万佃农获得土地所有权。土地改革之后，印度的土地所有制发生了很大变化。独立初期，全印度不到农村人口15%的地主、富农占有85%的土地，其中不到2%的大地主又占有全部土地的70%，而占农村人口85%的贫苦农民仅占有15%的土地。经过土地改革，1970年——1971年有近50%的人拥有80%的土地。其中大多数是有5公顷——10公顷的中小地主阶级，而拥有20公顷——50公顷以上的大地主仅占农村的1%，只占有土地13%。可见，柴明达尔大地主势力已受到严重打击而日趋削弱，地权已经分散到中小地主阶级手中。这表明，经过土改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土地再分配，印度的土地集中程度有所下降，新兴中小地主阶级已经兴起。新兴中小地主阶级容易接受新的农业技术，并开始逐渐经营资本主义农场，促进了印度农业的发展。

但是，和取得成就相比，印度的土地改革存在更多不足之处。很多评论甚至认为印度的土地改革总体上是失败的。总的来看，虽然不能说印度的土地改革是完全失败的，但说其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半拉子工程却是不争的事实。土地改革之后，印度的土地集中程度只是有所缓解，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而且由于土地改革中采取的一些措施存有很多漏洞，导致土地集中问题不断出现反弹，致使土地问题至今仍然是印度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

下面，我们从印度政府所采取的三项主要政策入手，分析印度土地改革的不足之处。（1）在废除中间人制度上。印度政府虽然意识到要废除柴明达尔地主对土地的垄断，但印度并没有采取类似中国土地改革中实行的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革命性措施。因此，印度土地改革过程中的土地再分配仍然主要是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至多涉及到一小部分富裕农民，那些本来最需要分得土地的农民却根本无法参与其中。这主要是因为，根据印度政府的规定，农民要获得土地，并不是无偿的，而是必须出钱购买，而支付征收购柴明达尔的土地赎买金，只有少数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才有能力支付，无地和少地农民是无力支付的。所以，土改后，土地所有者与实际耕作者之间的关系并未发生根本变化，许多大地产所有者的土地还是保留了下来，佃农还是被大量夺佃，或被非法驱逐，或“自愿捐献”。据印度官方的调查报告显示，不论在1953年——1954年，还是在1960年——1961年，最底层的20%的农户根本没有获得一寸土地。（2）废除柴明达尔土地制度虽然进行得并不彻底，但毕竟取得了一定成效，而其它两项改革措施则因存有很多漏洞而基本上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在租佃改革方面，由于历史上地主和富农就一直掌控着印度农村基层的实权，而印度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并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并没有打碎并重构农村基层的政治模式，因此印度农村基层的政权组成形态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仍然由地主和富农控制，因此关于最高地租率的规定基本上无法实行。加上印度土地改革的具体政策是由各邦制定，而非全国统一，而各邦又基本都在权贵阶层控制之下，因此各邦几乎都规定了一个可以帮助地主保住土地的例外条款，即地主有权把出租的土地收回自耕。这个例外条款为地主大规模夺佃提供了法律根据，引发了日后的夺佃高潮，导致很多刚刚分得一些土地的佃农失去土地而重新成为无地佃农。大量佃农在地主夺佃的威胁下，为保住佃耕地，不得不接受更恶劣的佃耕条件。（3）在实行土地持有最高限额法方面，各邦也都规定了许多“例外”条款。比如，规定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园、宗教慈善组织和教育机构所有的土地、糖厂的甘蔗田、果园以及所谓效率高的农场等都不受最高限额立法的限制。这些规定使地主能够以各种弄虚作假办法来逃避土地最高限额法限制，结果最高限额法令颁布后国家也几乎没有获得土地可以分给无地农民。

总之，印度的很多土地改革措施最终大多只是停留在了纸面上，停留在国大党的各种政策宣言中，根本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土地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以失败而告终。这种失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土地仍然高度集中。1960-1961年度，也就是印度各邦宣布土地持有最高限额时，占农户10%的地主仍然占有全部土地的56%，而其中占1%的大地主，就占有全部土地的16%。1985-1986年度，占土地持有人数2%的大地主占据着印度的20%的土地。占土地持有人数8%的中等地主则占着29%的土地。二者之和则是占10%的土地持有人却拥有49%的土地。另一方面，失地农民越来越多。特别是60年代印度开始实行绿色革命后，只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根本无法应对现代规模农业的竞争，最终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土地，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土地的集中。1961-1971年间，印度无地农业工人增加了1900万，由1951年的2750万增加到1971年的4749万，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变为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工人。当然，这种局面的出现客观上为印度发展农业资本主义创造了一个必要的条件。但这些失地农民却陷入了悲惨境地，这种现象虽然不能和英国当年实行残酷的圈地运动把农民赶进城市成为产业工人相提并论，但无论如何都不能给予积极的道德评价。正如M·L·丹特瓦拉教授所说：“印度大体上已经颁布了土地改革，在不久的将来这些考虑是正确的方向，然而由于执行不力，实际结果一点也不满意。”

应当说，尼赫鲁对印度传统土地制度存在的弊端及其对印度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严重阻碍作用，是非常清楚的。尼赫鲁非常清楚土地改革对印度现代化的重要性，印度所采取的三项主要措施在理论上推演也是比较完美的制度设计。如果能够按照印度政府所设想的路径发展，印度将以和平的方式、最小的代价实现土地改革的最优效果，彻底解决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至关重要的土地问题，为印度现代化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但后来的事实表明，事情并没有如同印度政府设想的那样美好，印度土地改革最终是失败大于成功，最终成为了一个至今仍然是影响印度现代化进程的阻碍性因素。那么，为何在印度政府高度重视的情况下，印度的土地改革还会以失败而告终呢？

我们认为，导致这个问题发生的原因并不奇怪，更不复杂。概而言之，国大党的阶级基础就决定了由其主导的土地改革难以成功。前文已经指出，从政治学角度分析，国大党本身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主要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国大党从成立之日一直到领导印度获得国家独立就主要就是依靠这些阶级支持。从这个角度说，国大党的阶级基础本身就是土地改革的对象，土地改革的过程就是剥夺改革者利益的过程。历史早已反复证明，任何情况下，当改革者本身成了改革对象时，任何改革都会变得艰难无比，如果此时力主改革的高层再缺乏强有力的改革意志，拿不出强有力的改革措施，大部分情况下改革都将以失败而结束，并不仅仅印度的土地改革是这样，其他任何改革也都是如此。

印度土地改革的过程和结果基本上就是遵循了这一历史逻辑。因为土地改革所剥夺的就是国大党本身的利益，所以在国大党内部对土地改革一直存在严重分歧，很多人根本不同意进行土地改革。但由于在国大党内具有最大影响力的尼赫鲁力主进行土地改革，这种分歧才得以暂时平息，但事实上这种平息也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并不意味着国大党上下已经对土地改革问题真正达成了共识。表面上的妥协并不能掩盖现实中的对抗。于是，印度的土地改革最终便变成了这样一种场景：国大党高层和印度中央政府对土地改革信誓旦旦，试图在印度画出一幅美好蓝图，但在实践中土地改革政策却受到了来自既得利益者各种各样的抵制，美好蓝图最终被涂成一团乱麻。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便是，在土地改革中，既得利益者为什么能成功抵制国大党高层和印度中央政府确定的土地改革战略呢？进一步分析就可以发现，导致这个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仍然要归咎于印度基于自身历史所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联邦制和民主制。按照印度确定的“民主”原则，印度宪法规定，农业问题属于各邦职权范围，印度没有全国统一的土地改革法，中央政府的责任只是规定土地政策的大致轮廓，而土地立法和改革则由各邦单独进行。1949年，国大党公布土地改革委员会报告，建议印度各邦开始进行土地立法。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印度各邦政权完全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除了印度共产党执政的喀拉拉邦和西孟加拉邦等极少数邦之外，印度绝大部分邦的执政者都从根本上反对来自中央的农业发展战略，反对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因为这种改革剥夺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于是，各邦政府的掌权者和本邦的既得利益阶层便联合在一起通过各种形式对中央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进行对抗和抵制。这种对抗和抵制的最重要体现就是各邦在落实中央政府确定的租佃改革和土地最高限额法时，出现了很多五花八门的例外条款。这些所谓的“例外条款”实际上就是故意给地主阶级逃避土地改革和重新夺回土地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样进行的土地改革自然只能以失败而收场。

当然，客观地说，对于来自各邦政府和既得利益阶层的抵制，作为伟大政治家的尼赫鲁也不是没有想到这一点。对此，尼赫鲁给出的对策是鼓励农民起来反抗地主，就如同中国土地改革中所发生的那些事情一样。但印度毕竟不是中国，印度国大党也不是中国共产党，印度农民也不是中国农民，中印两国有着根本不同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最重要的是印度国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不同，两国取得民族独立的过程和方式都完全不同，国大党根本没有组织过农民，印度获得国家独立时，印度农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都没有发生改变，国大党在印度农村根本没有建立起有效运行的政权组织，农村基层的国家机器完全被高种姓和地主阶级掌控，印度农民的方方面面主要还是依赖于地主，而国大党政府也没有从根本上消灭地主阶级的可能。农民非常现实，他们非常清楚，既然地主阶级不可能根本消灭，自己就可能随时面临来自地主的报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让农民起来反抗地主阶级，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印度农民对土地改革缺乏热情和支持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那根本和他们无关。

综上各种因素，印度的土地改革只是国大党上层和印度中央政府满腔热情，而地方政府则是百般抵制，下层农民则是冷漠对之，土地改革最终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土地改革的失败对印度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最主要的有两点，这里仅作简要分析，后面相关章节我们将做进一步阐释。（1）由于土地改革失败，致使印度没有为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奠定必要前提。农村贫困问题是印度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土地改革虽然使得土地高度集中现象有所改观，土地集中程度有所下降，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时至今日印度的土地仍然高度集中。据统计，目前印度75%以上的农民仅占有25%的耕地，而2%的大农户却占有全部耕地的20%。一些小农和边际农（耕种土地不足半公顷）还不断丧失土地。目前，印度农村贫困人口约占农村人口总数的70%以上，而在贫苦农民中，无地和少地农民又占绝大多数。反观中国的实践，彻底进行土地改革之后，实行土地公有制（国有制和农村集体所有），这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现象，但却为解决贫困问题、实现社会平等奠定了必要前提，达到缓解贫困化的目的。对此，印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曾给予比较公正的评论。阿玛蒂亚·森认为，印度的失败是在分配上而不是在增长上，印度由于私人土地占有权造成多数人消费权利的失败而非供给不足，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在人均食物数量没有明显增加的条件下消灭了饥饿，而中国消除贫困的成就的根源应当从包括土改在内的毛泽东的成就中去寻找。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在解决贫困问题上更是取得了远远超出印度的成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和印度农村的土地制度不同，这一点已经得到大部分学者的认同。特别是在80年代中前期，当时的中国还并未如同今天一样成为世界工厂，制造业并不十分发达，制造业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有限，但这段时间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却获得了极大缓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土地的平均分配。（2）土地改革失败致使印度农业无法为印度制造业发展提供相应支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已经不能再重复西方发达国家所曾经走过的路径。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以农业补助工业虽是无奈之举，但却是必然选择。尼赫鲁也深知这一点。尼赫鲁曾反复强调，农业若没有很大改善，工业化就得不到足够的原料和商品粮的供应。工业发展的全部计划能否实现，取决于农业生产率能否大大提高。应当说，尼赫鲁在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关系上认识是非常清醒的，也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但农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成功进行土地改革基础之上。而印度的土地改革却以失败而告终，导致印度农业长期滞后，进而给工业化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对此，我们同意张文木先生的精辟分析。张文木先生认为，土地改革是印度国家发展奠基中最大的政治“豆腐渣”工程。印度土改的失败对印度经济造成最大的损害是从根本上摧毁了印度形成人民市场的任何可能，从而使印度几乎永远失去了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继而对印度经济，尤其对其工业经济及其技术的拉动和孵化培育能力。印度至今未能完成工业化的主要根源也主要应从此寻找。

二、绿色革命：实施与成效

1.尼赫鲁农业政策的失败

绿色革命的实施源自尼赫鲁农业政策的失败。由于土地改革的失败，导致制约印度农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所以尽管印度农业在独立后一段时间取得了一定发展，但总体来说发展非常缓慢。在上世纪50年代的整整十年间，印度的粮食产量增长率仅为2.5%。而这一时期印度人口迅速增加，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对粮食需求增速加快。经常爆发的粮食危机事实上已经影响到印度整个现代化进程，当时印度人均粮食一天只有394.9克，最多时一天也只有408克，数量如此之少的粮食已经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证，更谈不上为印度推进现代化提供充足保障。到60年代初期，印度的农业发展就已经开始陷入严重危机。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印度的粮食生产在1960-1962年已经基本停滞，在之后的两年内又进一步下滑。印度计划委员会预期在二五期间印度的粮食产量将增加约30%，按照这一标准，到1961-1962年，印度的粮食产量应该达到9000万吨，而实际上只有2000万吨，现实离目标差距甚远。更糟的是，粮价是物价之母，粮价上涨带动整个社会商品物价总水平持续上涨，每年平均增长6%，对印度经济形成严重冲击。为稳定粮价，保持粮食供应，印度不得不大量从美国进口粮食，从1957年开始美国连续向印度出口大量可以用卢比结算的粮食，一直持续了近10年。整个60年代，印度年均进口粮食570万吨，1966年达到1040万吨。但即使这样也不能抑制印度粮价的迅速攀升，加上购买粮食需要大量外汇，这对承受通货膨胀压力能力很低的印度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1966和1967年两年的干旱，使印度农业歉收16%-17%。印度陷入独立以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这次危机等于正式宣告尼赫鲁的农业政策以失败而告终。

尼赫鲁的农业政策为什么会失败？我们分析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土改失败。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进行分析。简言之，虽然土地改革也取得了一定成就，特别是取消了柴明达尔地主，一部分佃农和无地农民分得了一些土地，还有部分佃农得到了真正的佃权。但总的说来，印度的土地改革是不彻底的，是一个未完成的半拉子工程，许多土地改革政策并未真正得到贯彻实行，特别是由于既得利益者操控各邦政府和农村政权，很多制度故意留有很多漏洞，使不少分得土地的农民不久又失掉了土地。印度农村土地分配不公的局面并未因土地改革而发生根本改变，大部分农民并未从土地改革中获得收益。因此，土地革命并未像尼赫鲁所设想的那样，达到调动印度农民热情与积极性的目的。农民是农业的主体，当农民对农业生产丧失热情与积极性的时候，政府的任何政策措施都不可能发挥作用。这一点，不仅仅是印度，任何国家都是如此。所以，农业生产的第一要义是要保障农民的合理利益，保护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热情和积极性，在此基础上才能谈论进一步的制度革新和技术进步。

第二，政令不通。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不能说国大党高层和印度中央政府不重视农业，更不能说他们面对严峻的农业生产局面一直漠然置之，没有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但任何的政策设想必须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否则只能停留在政党领袖和中央政府的执政理念中。印度在发展农业方面所采取的政策在理论上看起来不可谓不完美，但实际情况却是这些政策很多根本没有落到实处，也就无从发挥作用。前面已经指出，关于如何发展印度农业，在国大党内部有不同意见，国大党右翼并不认同尼赫鲁的农业政策，但由于尼赫鲁在印度国内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他们在中央政府层面无法阻止印度在农业方面的战略选择。但右翼人士大都掌控各邦实权，在地方拥有强大影响力，因此他们便凭借在地方政府的有利地位，采取各种手段对抗尼赫鲁的政策。印度所实行的议会民主制又给了各邦政府抵制中央政府政策的机会。比如，尼赫鲁农业政策的核心部分——土地改革就被各邦政府搞得的面目全非，最终只能以失败而收场。对此，尼赫鲁的官方传记作者S·戈帕尔说得很直白。他认为尼赫鲁在农业问题上的失败要归因于“有显要地位却无权力，有治国之才却无力量”。尼赫鲁晚年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曾以一种十分遗憾的心情总结这次由他本人亲自领导的土地改革：1959年国大党决议提出的互助合作道路是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有利于国家、有利于发展生产的道路。但由于柴明达尔等封建势力及受其影响的政治势力的反对而未实行，结果使我们的开端良好的土改半途而废。其实，不仅仅是土地改革是这样，尼赫鲁的很多治国设想都如同土地改革政策一样，都是理想大于现实，最终没有得以实现。

第三，投入不足。即使在现代社会，农业也是一个投入高、收益低的产业。但出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出于粮食安全对于一个国家平稳发展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当前发达国家无不对农业进行大量补贴，以此推动农业发展。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尚未完成国家工业化，因此工业发展往往被置于优先位置，有限的资源和资金被用来支持工业发展，农业不仅得不到补贴，反而还要为工业发展提供支持。这种支持一般情况下有两种方式，一是国家有意压低粮食价格，保证城市供应；二是农业的有限剩余被用来支持工业，而不是继续用于发展农业。因此，投入不足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印度当然未能摆脱这个规律。在尼赫鲁对印度经济的构思中，工业发展处于绝对优先地位，国家的投资以工业为主，对于农业，尼赫鲁开出的药方是增加劳动力投入以推动农业的发展，根本没有投入相应的资金支持农业发展。在这种政策思维主导下，印度一再减少对农业的投入，以对农田灌溉系统投资为例，投资从“一五”期间的34.6%下降为“二五”期间的17.5%。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当印度农业发展已经出现危机、导致粮价大幅上涨时，印度政府却仍熟视无睹，没有采取相应对策措施，反而认为只要从美国进口粮食就可以解决问题，印度农业中存在的问题由此越积越深，终于导致危机的全面爆发，尼赫鲁的农业政策也彻底宣告失败，印度农业也由制度战略转向技术战略，绿色革命也由此出台。

2.绿色革命的实施及其成效

“绿色革命”一词源自1968年美国国际发展署提交的一份年度报告。该报告总结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取得的巨大粮食成就之后感叹道：“它看起来简直就是一场绿色革命。”从此，学术界便开始用“绿色革命”一词来描述第三世界国家主要运用先进的生物技术提高粮食产量的活动。印度的“绿色革命”是指从1966年开始印度政府为推动农业发展而实行的新战略。这项新战略的主要内容“是在农业生产的各个阶段集中使用以优良品种为主的各种配置的农业技术和投入，并选择一些耕作条件好，雨量充足又有水利设施的地区实施这个现代农业技术‘一揽子’计划”。同时“新战略还辅助实施各种公共发展计划对农户提供必要的支持，以保证农业改良的顺利进行”。从本质上说，绿色革命标志着印度农业由制度战略转向了技术战略，开始重视技术在发展农业中的作用。

绿色革命由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在1966年1月就任总理后开始实施。印度之所以从1966年开始进行绿色革命，主要导火索还是形势所迫。这一年，经过连续几年的干旱，又一次大饥荒迫在眉睫，1965年至1966年度印度粮食产量降低到7600万吨，比前一年减少1200万吨。严峻的粮食缺乏问题使刚刚上任的英迪拉·甘地意识到，自己父亲所推行的农业发展政策已经陷入全面危机，必须寻找新的农业发展政策，才能解决印度农业面临的危机。为此，英迪拉·甘地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改变了自己父亲一直坚持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外交政策，在对美外交上采取实用主义策略，主动向美国示好，并亲自出访美国，以寻求来自美国的粮食援助。英迪拉·甘地此举立即见效，印度随即收到美国300多万吨粮食和9亿美元的援助，使印度度过了独立以来遭遇到的最严重粮食危机。同时，新上任的农业部长斯瓦米纳坦决定从墨西哥引进改良的高产小麦种子。这一举措也立即收到成效，1967-1968年印度粮食产量比前一年度猛增2100万吨，达到创纪录的9500万吨。

显然，像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完全依靠从国外进口粮食是难以持续的，也是危险的。因此，在从美国大量进口粮食的同时，印度政府开始着手对原有农业政策进行改革。由于引进的先进农业技术产生了明显效果，使英迪拉·甘地决定放弃自己父亲确定的制度战略，转向技术战略，主要标志就是，把绿色革命确定为印度农业的根本出路和解决粮食危机的有效办法。从1966年起，在世界银行和美国的帮助下，印度政府开始实施新的农业发展战略，即绿色革命的新战略。这一战略使印度农业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显著成就，成为印度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方式。

从1966年起，印度政府不断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每年对农业的投资增长率为10%，并在此基础上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新政策。这些政策构成了绿色革命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1）扩大灌溉面积。这是新战略的核心和关键。现代化农业的高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水利、化肥、农药等基本生产要素高投入基础上的。以高产小麦为例，要实现单产增长40%则需要增加2倍以上的水量。印度灌溉事业早在英国统治时就比较发达，当时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有“世界灌溉中心”之称。实行绿色革命以来，印度政府对灌溉的投资和面积不断扩大。灌溉投资在70年代中期比50年代初期增长32倍，从1966-1967年至1978-1979年用于水利灌溉的开支达到686.1亿卢比，占这些年公共开支的11.1%。水浇地面积从1950-1951年度的2256万公顷（占总播种面积的17.1%）上升到1979-1980年度的5264万公顷（占总播种面积的30.8%），80年代中期已达6000万公顷以上（占总面积的35%），比独立初期增长一倍多。（2）引进、培育和推广高产粮食品种。印度政府开始是从国外引进高产品种，同时注意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建立中央和地方的种籽研究中心，对上千种小麦和上万种水稻品种进行筛选。到70年代后期已培育出一批小麦和水稻的高产优良品种，被称为“神奇的种籽”。一般比当地品种高产二至三倍。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高产品种面积从1965年的1万公顷扩大到1975年的2500万公顷，分别占小麦和水稻播种面积的31.5%和69.6%。（3）大量使用化肥。印度政府为保证化肥供应，兴建了一批化肥厂，并从外国进口了相当多的化肥（约占40%）。化肥从1952-1953年度每公顷平均用量的0.5公斤增加到1978-1979年的29.8公斤，提高了59.6倍。（4）提高机械化程度。拖拉机在1951年仅9000台，平均每10万公顷使用7台，到1978年增加到30.67万台，每10万公顷平均使用213台，增加34.1倍。农业电力从1951年每公顷使用1.5度增加到1975年的50度。（5）在价格补贴和税收上向农业倾斜。对农户进行必要的扶持，政府设置农产品最低收购价，丰收季节由国营粮食公司按不低于最低价收购农户的粮食，以稳定农产品价格；政府对各种农业投入和农产品进行财政补贴，每年投入巨额资金对化肥、种子、农药、农用水电及其他农业生产资料、粮食收购与销售之间的差价进行补贴；扩大农村信贷以支持农户购买农用物资；大规模利用外援进行农业投资。（6）加大对农业科学研究和教育的投入。在全国普遍建立农业技术科学研究推广站，建立农业学校，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到80年代初，印度每个邦都有了一所农业大学，同时全国的农业学院也增加到了100多所。这些农业院校承担着农业技术教育、科研和推广等任务，为印度农业科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印度还通过一些非正规培训机构，为青年农民提供必要知识，培养基本技能；还采取各种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和个人，增加对农业技术的投入以提高粮食产量。近年来，为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印度政府还利用现代通信手段向农民传播科学技术。

如何评价印度的绿色革命战略？我们分析认为，绿色革命与土地改革一样，其效果成败兼而有之，但和土地改革的总体失败相比，从总体来说，绿色革命基本上是成功的。

第一，在生产力方面，绿色革命提高了农业增长率和生产率，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从而逐步解决了粮食危机。1951-1965年间，印度的农业增长率主要靠扩大耕种面积，平均年增长率为1.7%，生产率增长1.4%。而实行绿色革命后，从1965年到1979年，印度的农业产量增长率和生产率分别为2.6%和1.7%。粮食产量在1964-1965年度为8956万吨，到1978-1979年度则为1.3亿吨，1979-1982年为1949-1952年的2.17倍。小麦同期增长4.6倍。由于粮食产量增加，使印度由一个“饥荒之国”变为“余粮之国”。1960-1970年平均每年进口650万吨粮食，到1978不仅停止进口粮食，还向亚洲一些国家出口100万吨粮食。到1990年印度粮食产量已经达到1.7万亿吨。绿色革命最有成效的是旁遮普、哈里亚纳、北方邦三个邦，政府收购的商品粮主要集中在这三个邦。从1967-1968年度至1989-1990年度期间，这三个邦的粮食增长率分别为5.4%、4.0%、3.4%。1977-1978年度，印度政府总共收购小麦480万吨，而从这三个邦分别收购了281万吨、83万吨、70万吨，占小麦收购量的98%。旁遮普稻谷产量的78%、哈里亚纳稻谷的91%卖给了国家。

第二，在生产关系方面，绿色革命促进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绿色革命”之前的印度农业属于典型的传统农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将这种农业形态描述为“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当年，尼赫鲁之所以要发起乡村建设计划就是要改变印度传统农业的落后状态，但最终未能实现目标。绿色革命之后，印度的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随着各种现代化生产方式在印度农业中的普及，农业生产中的市场化、产业化程度大大提高，那些农村中新兴的地主阶级依靠在“绿色革命”中积累的资产，开始大量地购买土地。到“绿色革命”结束时，大部分土地已基本集中到中等富裕农民手中，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资本主义的农场。特别在绿色革命之乡——西北部的三个邦被认为是连片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农业占优势的地区。这里出现了一大批新兴的农业资本家阶级和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工人。以前那种雇工与雇主的封建依附关系正在逐步瓦解。最终，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逐渐在印度农业中取得了领导地位。

第三，在消除贫困方面，绿色革命取得的成效也比较明显。贫困始终是印度农业面临的严峻考验，也是印度农业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尼赫鲁实施制度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希望通过土地改革等措施来解决印度的贫困问题，但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制度战略实施了十多年也没有解决贫困问题。但绿色革命的成功，却使尼赫鲁未竟的事业看到了希望，印度农村的贫困率开始出现下降趋势，尤其是在旁遮普、哈里亚纳、北方邦和安德拉、马哈拉施特拉、泰米尔纳杜等几个绿色革命比较成功的邦，成效更为明显。这些邦的不少农民成了真正的农场主，有了自己的拖拉机等各种农业机械，有的还建造了小型的粮食加工厂。根据印度计划委员会公布的文件，绿色革命在减少农村贫困率中所做的贡献达到55.38%。

三、第二次绿色革命：缘起和争议

总体来说，由英迪拉·甘地发起的绿色革命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加快了印度农业的发展步伐。而且，印度政府后来不断将绿色革命推向深化，开始向所谓的“白色革命”（奶牛饲养及奶制品业的发展进步）、“蓝色革命”（海洋捕捞与养殖业的发展进步）方向发展。但是，绿色革命在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也陆续暴露出很多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绿色革命对印度传统农业的改造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远远没有彻底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印度农业目前不仅从整体上尚未摆脱以小农为主的半自然经济面貌，而且生产发展水平也仍然相当落后。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根本原因在于绿色革命并没有根本改变现有的生产关系，而仅仅通过现代农业技术从生产力的角度来改造传统农业。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农业形态，必须从技术和制度两个方面入手。而印度政府在绿色革命取得一定成就后不但没有抓住时机再次从制度层面入手对印度农业进行改造，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于绿色革命取得的些许成就，忽视了对农业的关注和投入。这种对农业的忽视从上个世纪80年代拉吉夫·甘地继承母业就任印度第八任总理后就开始出现。飞行员出身的拉吉夫·甘地年轻有为，雄心勃勃，提出了全力发展信息产业的战略规划，决心采取各种有效手段以推进印度的现代化进程，开始全面引进世界上最新科学技术，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拉吉夫·甘地的这些举措为印度后来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使现代服务业成为印度经济中最耀眼的明珠。

但是，当拉吉夫·甘地决心带领印度在信息产业上大干一场的时候，却忽视了对于印度至关重要的农业的发展。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印度仍在享受绿色革命成功带来的成果，特别是困扰多年的粮食危机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但事实上，此时绿色革命的很多问题已经暴露出来。比如，由于印度幅员辽阔、各地差异较大且贫富悬殊，而绿色革命的成果却只集中在少数地区，印度政府并没有针对不同情况，在促进富裕地区农民接受和参与技术改造的同时，采取措施支持帮助贫困地区与贫困者，使技术改造的利益为绝大多数人所分享。再比如，绿色革命的大部分收益被极少数新兴地主阶级和富农所分享和独吞，他们可以运用大量资金扩大再生产，获取高额利润，而农业雇工则大量增加，贫困农民虽然相对比以前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也有更多的农民不断丧失土地并负债严重，从而加剧了印度农村的贫富两极分化等等。这些情况都说明，仅仅通过农业技术的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技术改革的成效能否深化下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制度的改革。但问题恰恰在于尼赫鲁时期推行的土地改革又未能完全成功，土地改革没有消灭地主阶级，没有完全取消租佃制度，没有平分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封建和半封建的土地占有关系仍是印度农业的主要土地制度，这种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不能不成为农业技术进步的障碍。前面我们曾经指出，技术和制度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因素。当任何一个因素的边际效用消失、而暂时又没有新的创新时，必须发挥另一个因素的推动作用。

就印度农业来说，在拉吉夫·甘地担任总理期间，虽然绿色革命的成效仍在显现，但边际效应开始递减，加上印度人口的持续增长，印度农业的发展已经非常缓慢，有的地方农业增长率甚至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据印度政府公布的资料，古吉拉特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1968-1969年度农业增长率为3.23%，到1981-1982年度已经下降到1.4%，在1985-1989年间也始终徘徊不前。但拉吉夫·甘地在农业方面并未采取任何有效的实质性措施，而是继续沿用原来的政策，致使一些已经十分严重的问题继续被暂时掩盖。

1992年，拉吉夫·甘地被斯里兰卡猛虎组织刺杀，拉奥继任总理，由于印度爆发国际收支危机，拉奥政府被迫采取经济改革政策，由此拉开了自印度独立以来最大规模经济改革的大幕。在拉奥政府的改革中，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对外贸易等占据主要位置，是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农业方面虽然也采取了一些诸如增加对农业水利设施的投入、实行农村扶贫工程等政策，但总的来说，农业仍然处于被忽视的地位，没有针对农业中深层次问题采取对策。特别是拉奥政府迫于各方面的批评竟然取消了对农业的一些补贴政策，如化肥价格补贴、食品补贴和出口现金补贴等。由于农业本身的特殊性和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重要性，对农业进行补贴是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也是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发展趋势。就印度来说，绿色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印度政府对农业进行了积极的扶持，给予了大量补贴。当然，在农业补贴政策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由于印度政府总体财力不足，给予农业大量补贴必然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再比如，补贴过多造成对灌溉资源和化肥的滥用，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此外，由于基层政权的腐败，政府的农业补贴分配不公，大部分流向农村中的强势人物。但这些问题都是补贴政策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问题，但并不能因此而取消补贴。虽然后来由于农民院外集团和一些反对党的反对，取消政策并未彻底执行，但这足以说明印度政府对农业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农业始终是说起来十分重要、做起来却无足轻重的领域。

总之，在拉奥担任总理期间，印度经济总体取得了优异表现，但唯独农业表现不佳，资金投入严重不足。2001年印度政府对农业的公共投资比例与1991年相比减少近1/4.重视不够、投入不足、措施不力等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终于绿色革命的负面作用开始显现。比如，由于多次遭遇粮食危机，因此印度格外重视水稻和小麦两种主要粮食作物的生产，结果造成农作物结构严重失衡，从1960-1961年度到1990-1991年度，印度的水稻和小麦产量分别增长1.1倍和4倍，但经济作物和豆类产量却没有增长，80年代甚至有所下降，谷物占粮食产量的比例从1950-1951年度的84%上升到1990-1991年度的92%，而豆类的比例却相应地从16%降至8%，不得不依靠大量进口满足国内需求。再比如，由于长期大量使用化肥、杀虫剂和灌溉技术，造成农业生态持续恶化，病虫害加剧、土壤盐碱化、水源污染等问题日益凸现，使很多邦的农业生产难以为继，绿色革命被迫结束。加上投入不足，导致水利工程严重老化，灌溉系统无法应对干旱天气，从80年代末期开始，印度的水稻和小麦产量增幅开始呈下降趋势，而同时印度的人口却一直快速增长，因此粮食缺乏的阴影又开始笼罩印度。

当然，最大的挑战来自于绿色革命的减贫作用开始衰减，近20年来印度农村中贫困现象和贫富差距日益加重，农民债务负担加剧。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印度农业方面的问题已相当严重，必须采取新的有效措施予以解决，否则将可能重蹈60年代的覆辙。但令人失望的是，由于问题并没有以激烈的形式集中表现出来，整个90年代，印度的农业都未能引起印度政府的真正重视。而这一阶段正是印度经济的腾飞时期，印度正在世界范围赢得高速增长的声誉，特别是信息经济如火如荼，成为印度的新名片。与高速发展的信息产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农业中存在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印度农民的生活越来越糟糕，印度农村的发展越来越缓慢。正如印度前财政部长亚什万特·辛哈指出的，印度存在三种经济：由信息技术推动的“信息经济”、砖瓦和泥浆为代表的“旧经济”、以老牛车为代表的更陈旧的经济。就在第一种经济正在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发展的同时，第二种经济也在调整时速努力向前推进，而最后一种经济甚至还没有离开车站。印度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可见一斑。

2002年，印度遭遇一场严重旱灾，粮食产量锐减3000万吨，全年农业生产出现5.2%的负增长，印度农业形势变得更为严峻，农业出现了全面的负增长，拖了当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后腿，这是绿色革命以来最差的发展成绩，更是自拉吉夫·甘地以来历届印度政府忽视发展农业的集中反映。此时，一部分城市失业人口又倒流到劳动力过于饱和的农村，形成了庞大的城乡失业队伍，进一步加重了农村贫困问题，从而引起农村社会的动荡，“纳萨尔运动”武装斗争变得更加凶猛，已蔓延到更多农村地区。据印度内政部最近公布的资料，在全国602个行政县中，已有165个县出现这种武装活动，武装人员超过2万名。当然，更多的农民开始用脚投票，在大选中表达他们对政府农业政策的不满。尽管2004年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参加竞选时提出了“第二次绿色革命”的口号，吹响了反思和拯救绿色革命的号角。但是选民却没有再给他机会。广大贫苦农民的不满情绪直接导致印度人民党在2004年的大选中败北。印度政治领导人终于为忽视农业、忽略农民付出代价。当选的国大党政府吸取了前任政府的教训，开始矫正以往的政策偏差，对农业予以新的重视。所谓第二次绿色革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政府推出的新的农业发展战略。

2004年，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美国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专门提到了第二次绿色革命问题。他说：“我们需要第二次绿色革命，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和其他前沿技术，使印度农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期。“2006年1月，曼莫汉·辛格出席第93届印度科学大会时，在大会开幕词中吁请科技界启动第二次绿色革命。他说，这次革命要特别关注旱地农业，而且要适应小农和边际农的需要。他还指出，第二次绿色革命的目标应该是同时为农业和农村制造业提供新技术，为农村居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2006年以后，印度全国上下出现了一股振兴农业的浪潮，第二次绿色革命就此启动。

印度之所以启动第二次绿色革命，主要在于印度政府重新认识了农业在印度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正如曼莫汗·辛格所说：“农业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但是近些年来，特别是在过去的五年里，农业增长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这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需要第二次绿色革命。”曼莫汉·辛格告诉《金融时报》记者：“软件业已成为印度的领先行业，但是印度GDP的增长并不取决于此……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可耕地面积，这是项巨大的财富，我希望能对此进行开发。”可以说，至此印度政府再次认识到农业在印度中的重要地位。

但是仅仅认识到解决某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还不足以解决问题。要想真正解决问题还必须找到问题发生的原因，根据原因采取有针对性措施，并真正将这些措施体现到实践中。经济学家出身的曼莫汗·辛格深知仅靠热情并不能解决问题，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理性的分析和有力的执行。他对印度政府在经济改革中对农业的失误时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剖析，认为资金投入不足、农业科研落后、劳动力就业不足、农业市场建设滞后、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是困扰印度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印度农业要获得发展，必须有针对性的解决这些问题。

针对印度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印度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推进农业发展，也即第二次绿色革命的主要内容。一是增加对农业科研的投入，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农业科学及管理技术，并投入大量资金发展印度的农业研究体系，加强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加强各地区农业科学的研究与推广工作，扩大新技术应用范围，支持私营部门从事生物技术研发。二是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进行大规模水利灌溉系统改造和修建，对水资源进行全面统一管理，实施河流周边地区和荒地开发计划，快速提高粮食产量。三是改善市场环境，健全农业商品市场销售机制，为农民创造更多商机，执行有利于农业和农业贸易的条款。四是推广低息信贷，政府通过向70%的农民提供低息贷款的方式，指导农民进行产业升级。五是减轻农民债务负担，妥善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维护农民权益，实施农民工最低工资法，实施针对农业工人的综合保护法，建立土地所有权制度，保证农民合理合法劳动所得。六是加强计划生育，加强人口控制，使人口增长、计划生育与经济发展协调发展。七是大力推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政府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农民发放补贴，对无房贫困农民发放建房补助，对贫困子女教育给予补贴，对贫困人口购买粮食实行低价政策。

总之，从印度政府近年来推行的各项农业政策来看，印度政府对农业中存在的问题是极为重视的，也正在试图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以使印度农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整个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一个坚实基础。但是，对于印度政府推行的第二次绿色革命能否解决印度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实现印度农业的新发展，目前各界看法并不一致。有人认为，印度政府推行的所谓第二次绿色革命，本质上仍然是“技术决定论”，并未从制度层面入手解决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这样下去只能重蹈第一次绿色革命的覆辙，引起更为严重的后果。

事实上，印度政府也并非不知道制度改革特别是土地改革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但制度改革特别是土地改革在印度推行起来却是艰难无比，即使当年如尼赫鲁那样在印度拥有至高声望的政治强人也没有获得成功，在今天的政治环境下要想再次推行土地改革，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在印度，并不仅仅是政界人物持有这种观点，很多研究者也深知制度改革的困难之大，因此提出的政策建议也大都围绕技术因素做文章，区别仅仅是内容上的不同。比如，一些印度农业政策研究者提出的“常绿革命”，即重新认识印度传统的农业技术，减少使用转基因品种、化肥、农药和灌溉用水，推广精选的传统品种、能够保持土壤肥力的有机肥、省水的滴灌法，培育对小农有利的市场和农产品价格体系等。这些政策建议并没有超出技术决定论的范畴，并未触及制度层面的改革。

与印度国内的政策建议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的农业政策研究者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则更倾向进行制度方面的变革。比如，有人提出印度应当平等分配土地，保护土地所有权和租赁权；应当确保小农获得土地和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平等机会等。但这些侧重于制度层面的政策建议能否在印度实行呢？前文在分析印度政治制度时，我们已经指出，从印度独立以来的历史可以看出，由于各方利益难以协调，而且印度实行议会民主制，所以凡是涉及到制度层面的变革，推行起来都是阻力重重，很多理论上看起来比较美好的政策建议基本上就是一直停留在建议层面，而无法付诸实施。这些农业方面的政策建议最终的结果恐怕也难以例外。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也即“三农”问题，是世界各国进入现代化时面临的普遍问题，也是像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关键问题。只要不解决“三农”问题，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独立后，印度事实上是选择了一种牺牲农业、优先工业的发展战略，并没有给予农业应有的重视，更没有给予应有的投入，结果导致独立60多年以来至今仍然没有解决好农村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农村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70%的国家，农村中大量人口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工作，更没有固定收入，收入不平等与贫困问题日益严重，影响了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印度独立以来的发展历史证明，如果庞大的农民群体仍然生活在贫困状态，即使城市建设的再漂亮，无论中产阶级的生活多么舒适，任何国家都不能算是已经实现现代化，而抛弃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战略，最终也会遇到挫折，而难以持续下去。当然，不同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使不同国家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必然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不同的国家必需基于自身情况寻找解决本国“三农”问题的战略和政策。

第五节　印度制造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前文已经指出，和中国经济相比，印度经济有很多独特之处。在诸多不同之处中，目前最大的不同也是最引人瞩目的不同之处在于产业结构方面的区别。具体的说，和中国相比，印度的服务业发展迅速，而制造业却相对薄弱。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局面呢？本节我们主要分析印度制造业发展缓慢的原因。

分析这个问题，首先应当明确一点，制造业发展缓慢并不是因为印度政府主观上不重视。相反，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独立后的印度也奉行了一种工业化优先的战略，在尼赫鲁对印度现代化道路的规划中，工业化是核心目标之一。印度的工业发展模式早在1956年就正式提出并确立。1956年“二五”计划开始时，尼赫鲁总理的首席经济顾问P·C·马哈拉诺比斯教授拟定了印度工业化的发展战略，这种理论被称为“马哈拉诺比斯发展模式”。其主要内容是：（1）实行公私营的混合经济体制，即重点发展公营部门的经济，国家通过计划调节，控制私营部门的投资与生产，建立起一种公、私营部门有机结合的混合经济。（2）提高投资率。根据哈罗德——多马公式，经济发展依赖于一定的投资率（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印度应该提高投资率。（3）投资的重点是生产资本品的工业（即生产资料生产）。马哈拉诺比斯认为，经济增长的速度取决于资本品工业的投资与消费品工业（生活资料生产）的投资两者之间的比例。由于资本品工业的发展能够增加社会购买力，从而刺激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所以在一定时期内，投资的重点应是生产资本品的工业。印度恰好正处于这个时期。根据马哈拉诺比斯公式，对资本品工业投资高，在近期内会减慢经济增长速度，但就长期而言将维持一个较高的发展速度。如企求长时期内有较高的消费增长率，最佳政策应优先发展资本品工业。这些思想与尼赫鲁的现代化思想不谋而合。尼赫鲁特别强调发展重工业，并将其与工业化等同起来。因此，尼赫鲁政府立即采纳了马哈拉诺比斯发展工业模式。

客观地说，经过30多年的发展，印度制造业取得了一定成就，已建成初具规模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工业设备的自给率已从独立初期的10%左右上升到90%左右，国内市场的消费品大部分是本国制造，并能输出纺织、制糖、钢铁、化纤等工厂和电站的成套设备，工业生产总指数（1960年为100）从1950-1951年度的49增至1980-1981年度的278，增加4.87倍。

但是，整体来看，独立以来印度制造业的发展非常滞后，第二产业从来没有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印度制造业发展仍然比较缓慢，而第三产业发展却比较迅猛，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独特现象。反观和印度起点相似的中国，却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一种情景。中国在建国初期工业基础也相对薄弱，很多方面比印度还要落后，然而建国后制造业却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改革开放初期已经占到国民经济的近50%，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而印度却始终保持着较低的比例，从制造业占国民经济的比例来说，印度至今没有完成工业化。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更为迅猛，年增长率达到10.7%，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产业部门，到2000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值已达35000亿元，制造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多年来一直保持在40%左右；中国财政收入的一半来自制造业。然而，印度的制造业却始终停留在相对较低的增长水平上，1980-2005年间年均增长仅5.5%，其中1998年的增长率还低至2.7%，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也没有太大改变。在反映制造业发展情况的有关指标方面，都显示出印度制造业发展的缓慢状态。在产品出口方面，1980-1984年，印度和中国的制成品出口仅占两国出口总额的54.1%和50.3%，两国差别不大；但20年后的2000年到2004年，中国的制成品出口份额已经增加到90.3%，而印度却只有76.1%。在外资流入方面，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的统计，1987-2000年仅有20%左右的外资流入印度制造业部门；而在中国，截至2004年，约有65%的外资流入制造业。在社会就业方面，印度每年有1400万新人涌入劳动力市场，但制造业每年仅能提供100万个新工作岗位；而中国制造业一直吸收着一半的城市就业人口、一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为什么在印度政府高度重视的情况下，印度制造业发展仍然非常缓慢，甚至至今没有完成工业化呢？综合世界一些主要国家的工业化历史经验和相关理论研究，我们认为，资本、劳动、技术、制度和环境等几个因素是决定一国工业化的发端和推进的必要条件。其中，资本是前提，劳动是基础，技术是关键，制度和环境是保障，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才能推动一国工业化顺利发展。据此，我们分析认为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导致了印度制造业发展缓慢。

一、资本方面原因

主要是内资不足，外资过少。工业化的过程必然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没有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投入就不可能完成工业化。一般情况下，一国资本积累有国外引进和国内筹集两个途径可以实现。历史上，西方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主要是通过对外殖民掠夺得以实现的，所谓的国外引进就是国外掠夺。而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则已经不可能重复这一路径。所以，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工业化目标，必须寻找新的资本原始积累的途径，如果不能找到新的途径，则很难完成工业化的目标。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完成了工业化，一个重要原因就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资本支持。据相关统计，1953年至1978年间，中国通过剪刀差的方式，从农业提取了8000亿左右的巨额资金。没有这些资金的支持，中国不可能完成工业化。而中国的工业化之所以能成功地从农业汲取资金和资源，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成功地进行土地改革并实行了农业组织化，国家才能得以顺利的从农业汲取资金和资源，而没有引发较大的社会动荡，尽管目前学界对中国实行这种制度的评价并不一致，但这种制度客观上所形成的积极效果必须予以承认。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制造业仍能得以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过引进外资，解决了资金短缺问题，加之中国儒家文化所具有的高储蓄率使制造业有较为充足的资金来源。而印度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土地改革失败，实行土地私有制，农业根本无法为工业化提供资金支持，资金的缺乏直接导致工业化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印度放松了对私人资本的管制，依靠私人资本的投入达到了增加投资的目的，但由于国营企业上缴利润很少，加之印度政府财政多年赤字，无力投入，所以在实现了最初的猛增后，后续的投资并没有跟上，失去了发展的潜力。1998-1999年度至2002-2003年度，印度国内储蓄率都在23.0%-23.8%之间，国内资本形成率都在24.0%-24.9%之间，这样的投资数据根本难以支持制造业的高速发展。因此，对印度来说，内资不足一直就是一个未能解决的问题。

外资方面，印度未能像中国那样通过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以补充内资的不足。原因在于印度各派政治势力由于各自的利益考虑而在对外开放这样一个战略性问题很难达成一致。在很长的时期内，左翼政党都不赞成引进外资，认为引进外资无异于“引狼入室”，最终将会毁灭印度；印度人民党对引进外资也不积极，他们认为在高科技行业可以适当引进外资，而在消费品生产领域绝对不能引进外资。种种因素使外国投资长期以来很少投入印度制造业，直到近年来情况才有所改变，但规模和成效也远远不能和中国相比。2005-2006财政年度年流入印度的外资仅为中国的10%，其中流入制造业的份额不到50%，而2000-2004年中国的相应比例为71%。发展制造业需要建立工厂，购买机器设备和原材料，需要大量资金，而印度制造业面临着内资不足、外资过少的困境，当然难以快速发展。

二、制度方面原因

主要是对内管制过多，对外保护过严。制度主要包括国内经济管理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两个方面。对内管理方面，独立以后，印度建立了混合经济模式。这种混合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是计划经济，国家意志处于经济决策的中心，国家通常以法律的形式来规范经济生活。换言之，政府要对经济进行管制，而不是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1951年印度就颁布了《工业发展规则法案》，赋予政府以工业许可证为工具，达到规范产能和控制价格的目的。1956年又颁布《工业政策决议》，规定公共部门对一些工业具有垄断或控制权。1973年又公布《工业政策通告》，进一步扩大强制实行许可证的行业范围。许可证成为印度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巨大制度障碍，一方面限制了私营企业的活力与发展，另一方面造成工业发展的无效率并滋生大量腐败。

对外贸易方面，印度实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实行严格的贸易保护政策。早在1951年，印度就推出了《公司法》，限制英国公司在印度的运营。此后，随着工业体系的逐步建立，印度更加强调保护民族工商业，凡自己能够生产的工业品均不准进口，外援逐年减少，工业自给率达80%以上。1969年颁布《垄断与限制性贸易行为法》，进一步对大资本（包括外国企业）进行控制。1973年颁布的外汇条例规定：在印度的外资私人企业必须与印度合营，外国资本一般不得超过40%的股份。但国家优先发展的19种化工业和高科技工业外资可持股51%-74%。印度政府还规定，外资企业投资必须同时转让技术，印方有权将转让的技术再横向转让。此条例规定发布后，一些外企被勒令关闭或撤离。1978-1979年，外国跨国公司由540家下降至358家。在贸易领域，印度实行高关税和进出口许可证政策，关税比例一度超过300%。关系国计民生的产品（如钢铁、石油、肥料）进口被国有企业垄断。政府建立技术发展总局，对商品进口实施管理，每年公布进口品清单。1982年，限制进口的产品又按照限制程度细分为四类。1991年开放前进出口商品总额仅415亿美元，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数字持平，远低于中国同期的1154亿美元。贸易开放度仅15.7%，而中国同期为38.2%。僵化的管理制度使印度制造业严重违背市场规律，增加了发展和改革的难度。

三、劳动方面原因

主要是劳动立法过于机械，劳动力素质过于低下。“劳动”即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发展制造业的根本。一个国家即使有充足的资金投入、健全的制度、良好的环境，但如果没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也不可能有经济的持续增长。在这个方面，劳动力市场的活力和劳动者的素质是两个决定性因素。在劳动力市场方面，1948年印度政府颁布了《产业争议法》，对解雇工人和关闭企业做出了严格限制。1976年英迪拉·甘地政府修改《产业争议法》，规定工人雇用数超过300人的企业关闭前必须经过政府批准，1982年规模又扩大到雇佣人数超过100人的企业。由于事实上政府从未给过企业这样的许可，解雇工人几乎成为不可能。由于《产业争议法》保护，印度制造业就业市场管制非常严格，过度保护在职工人的利益，造就了一大批劳动贵族，不仅生产效率低下，而且阻碍了尚未就业工人的进入，阻碍了劳动力市场形成，也阻碍了企业增长，抑制了海外投资，抑制了印度制造业的增长，无法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剧了社会底层的贫困。这种规定看起来是保护了员工的利益，但从根本上说却不利于解决就业问题，不利于劳动者利益。而且，由于这个规定的存在，在经济繁荣时期，很多企业也不愿意多雇用劳动力，因为一旦遭遇经济低迷，将无法解雇多余员工，势必导致企业破产，最终的结果就是每个人都失去工作机会。这个法律显然不利于制造业发展。但由于印度实行议会民主制，而且工会力量非常强大，任何党派为了选票考虑，都不敢提出修订这个法律，现在的印度能够改变这个法律吗？显然很难。如何既能保护劳动者利益，又能保证经济具有增长活力，是任何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须处理好的问题。印度也不例外。

在劳动力素质方面，我们首先必须明确数量并不是劳动力的关键，素质才是最重要的，在具备一定数量的基础上，素质的高低决定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速度。目前，印度五成人口在25岁以下，劳动力数量庞大而且还在不断增长，劳动力数量不可谓不多，但必须看到印度的劳动力大部分属于低收入、低教育水平的农村人口，甚至有两成多的人口仍然是文盲，如果这些劳动力不能得到充分的就业机会，就不可能转化为人力资本，也更谈不上劳动技能和素质的提高，也就不足以为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提供劳动力支持。而问题恰恰在于印度过于机械的劳动立法和落后的种姓制度阻碍的劳动力的流动和就业，使这些劳动力得不到充分就业，得不到技能培训，得不到素质提高，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简言之，制造业发展也需要智力支持，印度劳动力资源格局成为印度制造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四、环境方面原因

主要是政府效率低下，基础设施落后。发展制造业所需要的环境包括政府行政效率和基础设施建设两个方面，也就是通俗意义上“软件”和“硬件”之说。在“软件”方面，我们在前文已经指出，目前从表面看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印度不仅不缺乏良好的制度，而且还拥有良好的“软环境”，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有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如今又实行了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改革政策。但这些宏观的制度还要靠微观的细节来落实。目前印度最大的问题在于各种在其它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运行良好的制度汇集在一起不仅没有产生出积极的效果，反而由于多种原因而形成了一种效率低下、腐败严重的印度特色制度体系，各种制度之间出现了配合失灵、结构扭曲、效率低下的局面。目前，印度政府不仅在引进领域、外资持股比重等方面，对引进外资仍有很多限制，而且审批手续异常繁琐，旷日持久，调查显示，印度的经理们常常需要花费15%的工作时间与政府巡查员打交道，在印度获得办实业的批准，平均需要88天，而这一过程在中国需要46天，马来西亚31天，新加坡和美国则仅有8天和4天。这些制度方面的缺陷造成很多外资企业对印度投资时心怀顾虑，甚至望而却步，根本不愿进入印度市场。

在硬件方面，这是印度最为人诟病的问题，印度基础设施之差令人震惊，举世闻名，对此问题的各种描述比比皆是，几乎所有对印度经济的研究都要提及这个问题，很多研究将其列为决定印度经济将来能否保持持续增长的重要甚至是关键性因素。特别是在与中国竞争市场份额和投资时，印度的基础设施的简陋状况是最大的弱点。概而言之，长期以来，印度一直面临着铁路、公路、港口、机场以及电力等基础设施严重短缺的问题。目前，印度电力装机容量仅为中国的1/4左右，人均用电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0%，电力供给为满足现有制造业发展的缺口就达9%；至今没有全国性公路系统，公路的路况较差；铁路运输仍然依赖蒸汽机车，而且铁路铁轨不统一，年货运量仅有4.3亿吨，而且交通事故频发。这些显然都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影响工业发展和外资流入，成为阻碍制造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而这些问题在中国早已解决，成为中国相对印度来说的一个重要优势。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些基础设施上优势并不是真正的优势，因为这些看得见的问题非常容易解决，而制度和观念层面的问题更难解决。但问题恰恰在于，这些问题虽然对印度来说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至今却一直没有大的改观。仔细分析，这些“硬件”方面缺失的根本原因却在于“软件”方面存在缺陷，根源仍然要追究到印度的政治制度。首先，因为印度政府在各党派政治力量的制约下，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统一决策，从而集中有限的资源用于促进经济发展。其次，因为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资金投入，而目前印度的财政赤字已经高达GDP的10%，很难再增加基础设施支出。而且，印度的土地归私人所有，地方政府也无法通过类似中国地方政府那样以土地批租的方式来筹措资金建设基础设施，从而造成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不足。这就需要大力吸收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进入，但这一点在印度一直存在争议，很难达成一致，而且很多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多少回报，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根本不愿进入。也就是说，印度的民主制度使政府很难在一段时间内集中资源和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因此，虽然这方面的问题一直存在，但历届政府都怕影响选票，所以问题被一拖再拖，直到最近几年情况才有所改变。但由于基础太差，要想实现根本改变，尚需要时日，能否最终实现，也仍需观察。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的挑战外，印度发展制造业还面临其他一些十分棘手的问题，比如环境污染问题、能源短缺问题等。这里，我们不再详细展开论述。

第六节　印度服务业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一、印度服务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前文我们已经指出，在产业结构上，印度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轨迹，这就是：印度并没有像其他国家（包括绝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那样按照传统的“农业——工业——服务业”次序逐渐升级，而是呈现了错位式或跳跃式的产业结构演进过程，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一直非常发达。近二十年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又突飞猛进，成为印度经济最大的亮点。

1.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独立以来，印度经济结构发展趋势是第一产业（农业）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产业（制造业）发展缓慢，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迅速。自90年代实行改革和开放政策以来，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更是遥遥领先于一二产业，一跃成为印度经济的主导产业。从下表可看出印度经济的三个产业结构在不同时期的变动及所占比重。

印度产业结构占GDP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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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印度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可谓异常迅猛，其产值占GDP的比重从1950-1951年度的28.5%上升到2004-2005年度的52.4%，增长23.9个百分点，上升速度之快可以称为世界现代化史上的一个例外或者说是一个奇迹。自1990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服务业成为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其增长速度一直高于GDP增长速度1-2个百分点。1990-1991财年至1999-2000财年，服务业年均增长率为7.1%，而GDP年均增长率为5.7%；2000-2001财年至2006-2007财年，服务业年均增长8.6%，而GDP年均增长率为6.9%。正如印度储备银行指出的，“当工业和农业的表现都相对不佳的时候，正是服务业使GDP在90年代保持了6%左右的增长”，因而“服务部门已经成为印度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门，特别是在过去十年时间里更是如此”。因此，也有人将90年代以来印度服务业的大发展称之是一场“革命”。

回顾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历史，在前现代社会，第一产业在所有国家的经济结构中都占绝对优势，但当一个国家开始现代化进程之后，一般都是第二产业最先获得发展，并率先超过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份额，在经济结构中占主导地位，只有当现代化任务基本完成、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进入所谓的后现代化阶段后，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和就业比重才会逐渐超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成为经济的主导产业。西方发达国家以及20世纪实现经济腾飞的东亚、拉美一些国家，无不遵循了这一规律，经历了这一过程，经济学家们也据此对现代化和大国发展之路径做出经典性描述，这就是经济学上普遍认同的福拉斯蒂埃模型。但是印度却没有遵循这个规律，印度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和就业比重一直都是上升的，直接超越第二产业而替代第一产业成为了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第二产业从来就没有成为印度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也就是说，印度在经济总量不大，特别是人均收入还处于世界落后位置时，却构建起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超过50%的产业体系，远远超前于与之处在同一发展水平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印度经济走了一条和大部分国家不同的、特殊的发展道路。

2.现代服务业特是信息产业和服务业外包突飞猛进。印度第三产业发达，而在第三产业中，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产业和服务业外包的发展速度尤为突出，软件服务业又是其中最大的亮点。1991年到2002年，软件和IT服务外包业每年以45%的速度增长，在最近五年时间里保持了年均28%的增长率，预计未来十年也仍会保持20%-30%的年均增长率，是印度国民经济中增长最快的部门。软件业对印度GDP的贡献1999-2000年时还只有1.2%，但到2005-2006年已经上升到4.8%。印度国家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NASSCOM）的统计数据显示，2004-2005年度软件服务业出口达172亿美元，2005年印度软件外包额达到195亿美元，占同期全球软件服务外包额819亿美元的23.8%。根据世贸组织（WTO）的统计，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服务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2006-2007财年印度软件服务业出口达313亿美元，占印度全部服务出口额的38.5%，继续在全球排名第一。按照1997-1998财年的18亿美元，十年间印度软件服务出口增长了17倍多。其中IT服务、工程与研发、基于IT的服务暨商业流程外包（ITES-BPO）三类服务出口额分别为180亿美元、49亿美元和84亿美元，各占57.5%、15.7%和26.8%。印度软件服务的出口市场主要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其中美国占67.2%，欧洲占25.1%。目前，软件服务已经成为印度服务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仅2006-2007财年就高达288亿美元。印度的四大软件出口企业，即塔塔咨询服务公司、信息系统科技公司、萨蒂扬计算机服务有限公司以及威普罗科技公司都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ITO和BPO企业。根据IAOP公布的2006年全球外包100强中印度有Wipro,Infosys和Tech Mahindra等3家企业进入前十名。《财富》杂志所列全球最大的500家公司中，有260家采用印度的软件。这500强企业中约有400家企业或在印度设立了业务中心，或将部分业务外包给印度技术公司。目前，印度已经形成了一批软件科技园区和基地，其中位于班加罗尔的软件园被称为印度的软件之都，全球十大硅谷之一及全球第五大信息中心。经过多年发展，印度的很多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商誉和世界级质量保证体系，截至2006年12月，超过440家印度公司通过相关质量认证，其中的90家达到SEICMM5级水平，位居世界第一。

毋庸置疑，信息产业属于典型的高科技产业，而印度至今仍然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很多方面仍然比较落后。但印度的软件和服务外包业却取得了令人惊叹的发展速度，堪称世界奇迹。其原因是什么？这一特殊现象在成为很多国家争相效仿学习范本的同时，也成为众多研究者乐此不疲的话题。很多分析认为，印度的软件和服务外包业能够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抓住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这个历史机遇就是世界经济中服务外包业的出现。所谓外包，就是指通过购买第三方提供的服务或产品来完成原来由组织内部完成的工作。而服务外包则是指企业将信息服务、应用管理和商业流程等业务，发包给企业外第三方服务提供者，以降低成本、优化产业链、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信息产业发展“服务化”趋势日益显现，信息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信息产业的国际转移已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衍生，服务外包已经成为全球新一轮服务产业转移的重要形式，并从信息服务外包扩展到金融咨询、人力资源、研发等中高端服务外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大力发展服务业外包，大量美国公司通过在印度投资或者直接将IT项目外包给印度，使印度成为全球知名的软件及信息服务外包中心。但我们认为，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面临同样的历史机遇，为什么印度抓住了，而其他国家却没有抓住呢？因此，根本原因还必须从印度内部寻找。

二、印度服务业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一个国家的某种产业在一定时期内得到快速发展，原因必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三个方面因素最为关键：一是本国政府实行了相应的产业扶持政策，二是本国具备发展该产业的客观条件或比较优势，三是本国拥有发展该产业的历史文化传统，三者共同作用，才能推动某一产业快速发展。综合来看，印度服务业包括近些年来高科技产业能够得以快速发展主要就是这三个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支持印度传统服务业持续发展的文化因素

印度自独立以来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一直都高于第二产业，即使在尼赫鲁强调发展国营重工业和基础工业、迅速建立完整工业体系时期，第二产业的比重也没有超过第三产业，而以贸易宾馆饭店和社区社会个人服务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服务业又一直是印度第三产业重要支撑力量，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一直占第三产业产值的30%以上，最高达34%，即使后来比重逐渐下降，也仍占25%，仍是第三产业的重要支撑力量。印度的传统服务业如此发达与印度的宗教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印度人普遍对服务业特别对个人和社会服务业有独特需求，是因为他们深受种姓制度的制约与等级观念的影响，认为体力劳动特别是脏活与重活应是低级种姓或贱民所为，高种姓（婆罗门、刹蒂利、吠舍）家庭以及中产阶级家庭一般都雇佣雇工（贱民、首陀罗）承担脏活重活，甚至要请专职驾车司机。因此，由于种姓制度的存在和影响，印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拥有明显社会分工体制的社会，什么样的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基本都是固定的，这种宗教文化传统使个人和社会服务业久经不衰，直接影响到今天印度服务业的发展。

第二，支持印度现代服务业迅速崛起的政策因素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的通讯、银行、保险和企业商务等现代服务业迅速崛起，特别是信息产业发展迅速，印度企业在承接软件和其它服务业外包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这里，我们对推动印度信息产业迅速发展的原因做重点分析。在推动印度信息产业迅速发展的诸多因素中，印度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最重要因素。

早在1968年，印度电子委员会就发布报告，要求国家全面开发计算机设计和制造，力争在10年内实现中小型计算机的自给自足。同时，报告还阐述了发展中国家发展软件的重要性：“计算机系统只有配置了软件才神通广大，运用自如。软件就是商业、软件就是战略。如果计算机发展计划没有相应的软件开发计划配套，那简直就是蛮干。软件开发可以发包给其他组织，不仅需要知识型的熟练劳动力，而且本身还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像印度这样的国家，软件发展似乎具有更大的就业潜力。软件的附加值和出口潜力都很大。”

虽然印度政府很早就重视计算机发展，但总体而言，由于政府管制过多，发展比较缓慢。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印度信息产业才迎来发展的机遇。时任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反复强调：“我们错过了工业革命那班车，但不能错过这第二班车，即电子革命或称计算机革命。我们必须紧跟这班车，追上并跳上去。”他提出，“科技兴国”是印度的基本国策，要振兴印度的电子信息产业。拉吉夫·甘地视电子工业为“国家的神经”，决心要“用电子和教育把印度带入21世纪”。1984年，甘地政府实施新政，把软件产业确认为支柱产业，并成立了专门的信息产业部，允许其获得投资补助和其他优惠。1984年11月19日，拉吉夫·甘地政府颁布了新的计算机政策。新政策明确把软件现场服务作为有效的出口策略。政策规定，除外资占40%以上的企业外，微型计算机向所有印度人开放，取消生产能力的限制，简化进口程序，降低关税。1986年，印度制定《计算机软件出口、软件发展和软件培训政策》，明确了印度软件产业发展战略目标，并对从事IT外销的企业给予特别的优惠政策。自此以后，印度政府陆续实施了一系列推动信息技术产业的政策，概括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1）高度重视科研开发。信息产业是典型的高科技产业，没有发达的研发能力就不可能有发达的信息产业。为此，印度设立了专门的研究开发机构，并在全国设立信息中心，向民间开放政府实验室，把军事研究机构设备用于民用项目和商业项目开发。同时，印度政府还对信息技术研发实行政府财政扶持，既对具有重点和前沿学科的科研机构给予充足经费保障，同时又鼓励企业和社会对科研机构进行资助。（2）实行软件技术园区计划。在这方面，印度政府重视长远规划，而不是只做一时热闹的表面文章，早在1991年就在班加罗尔创建了全国第一个计算机软件技术园区，其后又在全国各地建立了18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软件技术园区，有1300多个海内外公司在这些园区内注册，园区主要的职能是为企业提供服务，而不是管制。同时，印度政府还对在园区内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对软件产业实施零关税、零流通税和零服务税，对从事该行业的企业所得税实行5年减免5年减半，再投资部分3年减免等。据有关资料显示，在印度发展服务外包的成本要比中国低30%左右，企业负担基本上是“零税赋”，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形成了承接服务外包的成本优势。（3）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印度一直对外资比较警惕，即使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很多领域仍然受到严格对保护，但在信息产业上，印度却是非常的开放。早在20世纪90年代，印度就加入了信息技术协议，在电信行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大力引进外资，目前印度的电信业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电信市场，这是印度IT外包服务发达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印度还允许外国资本建立控股权50%-100%的独资软件企业，享有与印度企业同等待遇，以吸引国际软件巨头进入印度；还鼓励国内的信息与软件公司和国外公司合作，或者到国外去开办软件公司，并在外汇方面予以支持。（4）注重人才培养。人才是一切发展的基础，任何国家和社会，没有充足的人才保证，一切都是空谈。印度政府高度重视计算机教育和人才培养，支持人才出国发展、回国服务，这成为印度信息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一点，后面我们将做进一步阐述。（5）创造有利于软件业发展的法律环境。产权保护对于创新至关重要。只有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才能激励更多的人真正投向科研开发，才会产生出更多的创新性成果。如果创新性科研成果得不到产权保护而被随意侵犯，创新者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就会失去进一步创新的念头。很多人在分析美国的强国之路时，都把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作为美国崛起的一条重要经验。印度在发展信息产业过程中，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严格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盗版活动，同时还制定《信息技术法》为发展电子商务提供法律保障，这一方面保护了本国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使软件外包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国际信誉。（6）创造并充分发挥机制优势。印度在发展信息产业的过程中，政府重视但不包办一切，而是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全国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NASSCOM是印度IT软件和服务产业的一个非营利性组织，该组织拥有包括来自印度、美国、欧盟、日本以及中国的1100多家相关企业。其主要任务包括协调产业与政府的关系，推动产业规划与发展，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协调国内外合作等问题。作为印度信息技术产业团体和非营利机构，该协会在帮助印度成为全球外包行业基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与政府沟通，帮助进行产业规划，协调建设软件科技园，争取有利于软件发展的政策优惠；与WTO沟通，争取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有利地位和条件；帮助企业与电讯行业谈判，争取低价格的优良服务，维护企业知识产权；与大学等机构沟通，开展人才培训，通过设立基金方式进行电脑知识的普及，特别是向贫穷落后地区推广；推动服务外包由后端办公服务等业务向金融、保险、软件开发与研究等领域发展。实践证明，良好的行业中介在印度信息产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支持印度信息产业快速发展的比较优势

近二十年来印度信息产业能够得以快速发展，除了实行一系列扶持政策外，和其他一些国家相比，印度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其中，印度所具有的语言优势和人力资本最为重要。

首先，在语言优势方面，由于长期受英国殖民统治，英语成为印度通用语言，在印度国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中普及率很高，这使得印度在承接美国等英语国家的外包业务时，无论在语言沟通上还是在软件开发上都没有任何障碍，印度开发的软件可直接出口英语国家，不存在任何语言障碍。有分析据此认为，英语是印度在IT外包市场上战胜中国的法宝，而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都不会在IT外包市场上超过印度，因为印度的英语水平比较高，而英语是国际IT行业的通用语言。而且印度还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它与美国的时差使得跨国公司在美国的本部和在印度的分部的上班时间正好衔接，有利于进行全天候运作，迅速对市场作出反应，这一点是印度所独有的。

其次，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人才是做好一切事情的基础，没有人才，一切都是空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W·舒尔茨指出：人力资本是当今时代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人力资本是引起西方经济体经济产出差异的主要原因。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更是明确指出：一个国家可以购买最先进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发电装置和超音速战斗机，但这些资本品只有那些有技术的、经过培训的劳工才能使用并使他们充分发挥效用。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证明，如果没有相应水平的人力资本，引进的技术就不能真正转化为推动本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即使短时间内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也难以持续下去。因为这种增长只有量的增长，而没有质的变化，是一种无效率增长，迟早要爆发危机而中断增长。人才优势在印度信息产业发展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人力资本方面，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要用教育和电子革命把印度带入21世纪”口号以后，在印度逐渐形成了“全民学软件”的风尚，培养了一大批“软件蓝领”。目前印度有253所大学以及近700所专科学校；而且印度高校普遍采用英语教学，教学质量也很高，特别是像德里大学、尼赫鲁大学等重点大学以及7所理工学院和6所管理学院与世界著名大学几乎处在同一个水平上，这些大学为在印度培养信息科技人才以及商业、管理人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高端人才外，印度“硅谷”班加罗尔周围有10所综合大学，70所技术学院。每年产出1.8万名电脑工程师。据NASSCOM统计，印度2002年将近30万人拥有工程学位，预计2010年会超过50万。系统、规范的教育为印度软件外包的发展储备了丰富的、标准化的软件开发人才。而且由于印度经济总体上仍然比较落后，所以劳动力价格比较便宜，就软件从业人员劳动报酬而言，印度不仅要比欧美发达国家便宜10倍至20倍，而且比中国台湾等地也要便宜不少。雇用这些从业人员，为欧美公司降低了生产成本。低廉但是高质的软件人才成为印度参与国际软件产业外包市场竞争的巨大筹码。

第七节　讨论：印度能否依靠现代服务业崛起

目前，学界很多关于印度模式的讨论中，都将发达的高科技产业、成熟的民主政治、完善的金融体制等几个要素一起列为印度优势所在。很多研究认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特别是与依靠出口、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依靠投资推动经济发展的东亚经济模式相比，印度经济模式依靠高科技产业，可以使印度绕过工业化阶段而直接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可以摆脱其能源、原材料短缺的束缚以及基础设施落后的困境，充分运用其“高质而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因此，这种发展模式更具有发展潜力，印度终究将会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印度对自己的发展道路也充满信心，担任印度工商部长的卡迈尔·纳特在预言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将从太平洋区域转移到印度洋区域，印度的发展将持续向上时，特别强调印度“没有沿袭中南美国家和东亚的模式，而是探索一条具有印度特色的创新之路”。一些印度官员和学者不无骄傲地将自己的国家称为“世界办公室”，并认为这是印度成为世界大国的最重要的资本。

应当如何评价印度的经济模式？不可否认，自从80年代以来印度政府实行的一系列扶持政策加上自身所具有的一些比较优势使信息产业等到强有力的支撑，印度第三产业由此实现了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顺利衔接，印度经济由此形成了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以信息技术为主体的现代服务业成为印度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种产业发展模式有一定的优势，它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秩序不利于发展中国家通过走传统工业化道路实现现代化目标的环境，而是通过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抓住信息革命机遇，通过信息产业带动经济发展，的确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其取得的成就应给予积极肯定，其成功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借鉴。但是，必须看到印度这种侧重通过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而带动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经济模式也存在一些无法回避的弊端，印度是否能依靠这种模式实现经济腾飞，实现崛起为世界大国的梦想，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从现代服务业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现代服务业与解决贫困问题两个方面做简要论述。

一、现代服务业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问题

1.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规律

经济能否保持可持续发展，对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曾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某一段时间内取得过所谓的“经济奇迹”，但这种“奇迹”往往是昙花一现，难以持续，短暂繁荣之后便陷入长期衰退。因此，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发展中国家致力追求的目标。对于这个问题，很多讨论认为，由于印度经济主要是依靠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推动的，而不是依靠投资和出口推动的，所以印度经济增长更具持续性，是一种更值得推广的模式。事情是不是这样呢？仔细分析，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

前文我们已经指出，按照经济学界普遍认同的福拉斯蒂埃模型，国民经济的增长一般是工业领域逐渐排挤农业领域，在工业继续发展期间，服务领域所占比例持续增长，并使工业产业的比例保持稳定或逐渐下降。也就是说，在国民经济的三个产业部门中，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收入进一步提高之后，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移，第三产业将逐渐成为国民经济中比重最大的产业，不管是老牌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国莫不如此。目前，第三产业中发展最快、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并不是餐饮、娱乐等传统服务业，而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现代服务业。从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可以看出，和第一、二产业相比，现代服务业既能够提高生产效率，改善生活品质，又能为社会创造较多的就业岗位，特别是能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目前，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60%以上，主要发达国家已达70%以上，即使中低收入水平国家平均也达43%以上，在创造就业岗位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比重普遍达到70%，个别发达国家已达80%以上。

但是，必须看到，目前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服务业的确发达，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也很大，但这些国家的现代服务业并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实现工业化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制造业基础之上的，是将现代服务业用来提高本国制造业的生产和管理效率，提高制造业的附加值，实现制造业的升级换代。也就是说这些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是先由传统农业国家变为工业国家之后，再发展现代服务业的。目前，这些国家一般都既有发达的制造业，也有发达的现代服务业（主要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而且是先有发达的制造业，后有发达的现代服务业，因此才实现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比如目前的美国和德国，所建立的实际上就是这种经济结构。而反观一些单纯追求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而舍弃制造业的国家，比如英国以及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因过分依赖虚拟经济，而在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中受到的打击反而更大，而不得不重新提出“新经济转型问题”，重新重视发展现代制造业。

2.印度经济模式能否持续

为什么经济发展要先有制造业，再有现代服务业？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物质生产才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础，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础力量。纵观世界历史，除了凭借优越的、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自然条件而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个别国家外，工业化是绝大部分国家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必经道路，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跨过工业化阶段而实现现代化。发展现代服务业主要是为了提高第一、第二产业的生产效率，而不是、也不能取代物质生产和实体经济，离开物质生产和实体经济，所谓的现代服务业也就成为无源之水。物质财富主要靠第一、第二产业生产出来。

而目前印度的现代服务业并不是依托于本国经济发展需要而发展起来，大多并不是为本国的第一、第二产业而服务的。印度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根本不足以支撑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事实上，目前印度的现代服务业主要是服务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是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生产服务，从本质上说是在“为别人打工”，提高的是别人的生产效率，而不是自己的生产效率，更谈不上是为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服务。当然，如果“为别人打工”带来的经济增长能够一直持续下去也未尝不可。但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早已表明，任何严重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都难以持续，不论这种出口是技术密集型的软件出口还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品出口，莫不如此。因为这种依靠出口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主动权并不在自己手中，一旦外部环境出现变化，就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

我们以印度最引以为豪的软件业来看这个问题。印度的软件业其实是依靠来自于美国的外包业务发展起来的，印度软件外销的65%以上出口到美国，软件外包市场过度集中于美国，严重依赖美国市场。如果没有北美的强大需求，印度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是不可能的。这种发展模式在一定时期内大大促进了印度软件外包及软件业的发展，但是一旦美国市场出现风险，就会给印度软件外包业造成严重打击。这个问题并非杞人忧天，2004年前后国际经济网络泡沫破灭，就曾使印度软件业大受影响，出口增速减缓，直到国际软件业重新启动后，印度软件业才获得稳定发展。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印度经济并未因出口产品主要是软件等高科技产品而独善其身，同样面临严峻挑战，这主要也是因为印度的软件出口对国际市场过度依赖。事实上，不单是印度，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都面临着因过度依赖国际市场而容易受国际经济形势波动影响的问题。如何使经济发展模式由出口拉动的外向型转向由消费拉动的内向型是包括印度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此外，表面上看起来红红火火的印度软件业同样面临着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缺乏自主品牌，创新水平不足。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来说，这就意味着印度的软件并非不可替代产品，双方的合作关系并非牢不可破，印度的产品并非不可替代，一旦有其他成本更低、质量更好的替代产品出现，这些企业便舍弃印度而转向他方。近几年来，这种倾向已经出现，印度软件业的价格优势正在逐渐削弱，竞争力也就不再如同以前那样强劲，很多跨国企业已经将软件外包业转向中国以及东南亚、东欧以及拉美等地区的一些国家，虽然这种转移还没有对印度软件业形成很大冲击，但足以意味着这种情形并非不可能出现。

二、现代服务业与解决贫困问题

贫困问题始终是农村人口数量庞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挑战，也是这些国家要实现国家崛起而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独立以来的印度始终面临着严重的贫困问题。独立后，印度历届政府都把扶贫计划列入发展经济计划之中，采取了很多措施，特别是9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综合农村发展计划”等行动，向贫困地区发出大量款项，改善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面貌。我们不能说印度政府的努力没有成效。但迄今为止，印度的贫困问题仍然非常严重却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到1999-2000年，印度低于国家贫困线人口所占比重为28.6%（中国为4.6%），印度日均消费1国际元以下的人口所占比重仍达34.7%，（中国2001年为16.6%），日均消费2国际元以下的人口所占比重79.9%（中国2001年为46.7%）。据印度官方2010年4月统计，目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印度人口仍有4亿，比2004年又增加1亿，贫困线以下人口由2004年的27.5%增至2010年4月的37.2%，全世界三分之一的贫困人口在印度。根据2010年牛津大学推出的“国际多维贫穷指数”显示，印度八个邦的贫困人口比撒哈拉以南非洲最穷的26个国家的穷人还多。印度著名经济学家V.K.B.V.拉奥认为，即使到2021年，印度还将有25%的农村人口和15%的城市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困问题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根本医治。

事实上，如何解决全球四成以上人口的贫困问题，始终是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对此，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多种多样的脱贫办法，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脱贫策略。很多国家也据此进行了各色各样的实践。但令人失望的是，经过多年的努力，人们不能不沮丧地发现，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有日趋严重之势。无论承认与否，穷国愈穷，富国愈富，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但也不是没有例外，在解决贫困问题上，也有少数国家取得了成功。表现最为优秀的是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有的不仅成功地解决了贫困问题，而且已经跃居为新型工业国家。中国虽然仍处于发展中国家之列，但在解决贫困问题上却为人类作出了最大贡献。

东亚的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如何成功解决贫困问题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我们认为，最根本的一条是解决了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为贫困人口提供了充分的就业机会。更具体地说，是通过由农业向工业、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力，实现由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的转变，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而最终解决了贫困问题。就业是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如果无法为劳动力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其他一切解决贫困的办法终究都无法实现，解决贫穷问题的目标最终也会落空。

目前，印度人口已经接近12亿，而且还在以每年近2%的增长率增加。因此，印度每年新增劳动力都在2000万人以上。如果不能为这些劳动力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则一切脱贫战略都将成为空谈。但从目前印度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一方面，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吸纳了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并且催生出一个绝对数量可观的中产阶级；但另一方面，现代服务业远远不能完全解决数亿人口的就业问题，特别是如果仅仅靠信息产业解决数亿人口的就业问题，更是不可能的任务。在印度，劳动力储备为4.7亿，每年还要新增2000万年轻人，每两年新增劳动力就相当于德国全国就业人口的总和，就业压力非常大，而印度最繁荣的信息技术行业却只雇佣了就业人口的0.25%，与就业需求相比，完全就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印度第三产业增加值虽然上升幅度不小，但对促进就业的作用却并不明显，这是因为印度主要是依靠以金融、软件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但这些行业主要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主，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比较高，没有较高教育水平和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很难涉足其中，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并不大，吸纳普通劳动力数量十分有限。对此，印裔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曾给予准确论断：“即使有100个班加罗尔和海得拉巴，仅靠它们的力量也不可能解决印度顽固的贫困问题和深层次的不平等问题。”

历史经验表明，解决普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主要应靠发展第二产业，而印度第二产业却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而无法吸纳更多劳动力。比如，在1993至1994年以及1999至2000年间，印度经济年增长率达6.5%，而就业增长仅1%。由于受限制性劳动法规的影响，在制造业的正规部门，也就是经过工商登记或注册的机构，就业人口一直徘徊在600万左右，仅占印度总劳动人口的1.5%。而技术集约型的信息技术部门仅雇佣了100万人。服务业的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从1990-1991年度的24.4%下降到1999-2000年度的23.5%，下降将近一个百分点。其他大部分劳动力要么分布在非正规部门，也就是未经正规登记或注册的机构，要么就无活可干，处于失业状态。进入新世纪后，印度经济增长率更是保持在年均7%的高位以上，但就业状况仍然不容乐观。根据印度计划委员会的一项研究统计，截至2005年财政年度，印度失业人口达到3600万人，失业率则高达9.1%，而仅仅五年之前，即2000年财政年度的失业人口不过是270万，失业率为7.3%。截止到目前，印度70%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农村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的74.41%，农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数的74.50%。也就是说，目前印度仍然是一个标准的农业国家，并未因第三产业发达而成为工业国家，更谈不上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这其中，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在印度的经济发展历程中，城市化进程十分缓慢。从1981年到2001年这二十年间，印度城市人口的比例仅从23.7%上升到了27.8%，大大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就是说，近些年来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相应地推动印度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准，也是解决农业人口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这两个方面停滞不前，现代化目标也就无从谈起。因此，第三产业强、第二产业弱的经济模式只能吸纳精英阶层劳动力，而不能吸纳数量庞大但教育素质却较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一个贫穷而民主的国家，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发展的质量也是重要的，如果发展是各种各样的痛苦的发展，如果发展伤害了穷人并且没有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政府就会有麻烦。历史经验已经多次证明，如果没有制造业容纳大规模就业，任何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要想完全解决贫困问题并进而实现经济崛起都是不可能的。

三、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模式问题

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选择经济发展模式，必须保证能实现两个目标：（1）能实现充分就业，解决贫困问题。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第二产业，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实践证明，发展第二产业不仅可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且可以为农业、服务业的发展提供装备、人力资本和市场需求等，是实现现代化不可跨越的阶段，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动力。（2）能提高发展质量，解决可持续增长问题。这就要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加快技术创新，改造传统制造业，提高生产效率。因此，在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特别是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村人口仍然占很大比例的国家，最佳的发展战略应当是既要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以提高生产效率，改善生活质量；同时也要大力发展第二产业，以实现充分就业，消除贫困问题，两者不可偏颇，必须同时兼顾。目前，印度面临的问题是要大力发展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非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完成工业化的必经阶段，解决数亿人口的就业问题。可以预测，如果印度不能逐步改变目前的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解决大多数人的就业问题和贫困问题，其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其能否崛起为一个世界性大国，都要画上一个问号。

事实上，印度政府也已经认识到本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指出“印度的全球卓越性并不仅仅来自GDP的快速增长，它的关键还在于我们如何快速扩大就业机会，实现全民识字和改善基础卫生保健水平。尤其重要的是，印度的地位取决于我们能否成功地将全体人民特别是贫困人群一起吸纳到发展和全球化的进程之中。”

近年来，印度政府正在借鉴中国发展制造业的经验做法，采取一系列政策促进工业发展。2004年，印度在确立经济发展中期目标时，把发展工业、农业提到重要位置，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就业问题、缩小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的政策目标。2004年9月，印度成立了国家制造业竞争力委员会，2005年，该委员会发布《印度制造业国家发展战略》白皮书，提出要争取使印度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之一的目标。此后，印度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推动制造业发展。在这些政策措施的推动下，印度的制造业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发展业绩，特别是在制药、汽车等行业更是取得了不菲的成就。近几年印度制造业出口额连续大幅增加，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印度规模逐年上升，很多跨国公司均已在印度建立生产基地，印度本国企业也纷纷扩大规模，以满足来自全球各地的需求。

印度发展制造业当然有很多优势。比如，服务业已经开始创造对制造业产品的极大需求、在私有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法制比较健全、媒体监督比较发达、具有语言优势、软件开发和技术服务水平比较高等，再加上印度政府的大力支持，这些将成为印度制造业迅速发展的重要有利条件。但是，正如很多制造业发达的国家要实现经济转型而试图发展现代服务业面临很多困难一样，现代服务业发达的印度要实现经济转型试图发展制造业同样面临很多困难。前文我们已经作出分析。很明显，印度要大力发展制造业，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可能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容易。


第三章　文化模式：改造、继承与发展并重的文化战略

在关于中印两国发展模式的比较中，其中关于印度与中国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印度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是人们关注较多并分别取得了相当研究成果的领域。这主要是因为，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与该国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无论从理论还是从现实来看，都是非常有价值的问题。

首先，拥有博大精深的文化是一个国家成为世界大国的必备条件。经济的崛起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和基本前提，但仅有经济的崛起并不能使一个国家成为世界性大国，一国成为世界性大国必先是文化大国。如18世纪之前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19世纪以后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欧美文化，都在本地区甚至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市场经济中，文化对经济发展同样具有深远影响。季羡林先生曾经提出，文化也是一种生产力。台湾著名学者魏萼教授认为，文化和宗教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个力量是一般经济学界经常忽略的问题。此乃是构成经济发展的动力，可谓‘第二只看得见的手’。”可以说，没有自己民族文化的国家，是不可能成为世界大国的。

其次，不同国家的现代化是在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积累的基础上实现的。不同民族文化孕育出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国家对传统文化不同的态度，使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呈现出独具特色的实现过程和表现形式，甚至还能决定一个国家是否能最终实现现代化。正如著名学者金耀基先生指出的，现代化有多种，但绝对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这里的“传统”主要就是指传统文化。比如，即使同为原生资本主义的西欧诸国，由于各国传统文化的不同，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也表现出了一些很大的差异，而由于传统文化不同，在西欧和美国之间产生的差别就更大。因此，研究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必然要关注这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形态。尤其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更是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无论承认与否，当前世界的现实情况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在经济方面的主要目标就是希望通过一定时间的努力而最终达到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这其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和西方国家几乎完全不同的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的影响。而西方国家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那么在非西方文化传统里能否实现现代化尤其是能否实现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发展模式就成为从学界到理论界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实际上，从资本主义产生之时，就已经开始有人进行关注和研究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而自从韦伯提出“新教伦理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的论点之后，很多人也基本对非西方国家能否实现现代化持否定态度，认为非西方国家从根本上说是不能实现西方式的现代化的。但自从包括东亚在内的许多非西方国家开始实现现代化以后，大多数人在这一问题上开始转变看法，即在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也可能实现现代化，只是因文化传统影响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实现形式。自此，人们开始关注传统文化的这种影响对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或者还是二者兼有，以及怎样克服消极因素、怎样充分利用积极因素等问题。

关于印度传统文化，应当说我国学界是进行了大量研究的，但对于印度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过去的研究更多地强调了它落后的一面，强调了它对印度现代化所产生的消极作用，如很多研究对印度传统文化中的种姓制度如何阻碍了印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以及这种制度如何在今天阻碍了印度经济的发展进行了详尽论述和分析。但却很少有研究对印度传统文化中与现代社会的契合性因素进行系统研究，对印度政府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也很少关注。实际上，和其他国家的传统文化一样，除了阻碍现代化的一些冲突性因素以外，印度传统文化中还具有一些与现代化进程相符合的契合性因素。这些冲突性因素性和契合性因素的共同作用，才使印度的现代化进程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发展模式。同时，印度社会和印度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和继承，也使这些契合性因素越来越凸显出它的作用。

应当说，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很早就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并产生了大量有价值的专门著述或在一些研究中的专题论述。另外，随着90年代东亚经济的崛起，学界关于东亚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也给予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但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和前述研究相比，和对印度经济或文化的单独专题研究相比，目前学界对于印度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的专门研究却相对较为薄弱，著述也不多。为数不多的研究也大都集中于论述印度传统文化对于印度现代化所产生的消极阻碍因素上，还有一些别的研究涉及到了印度现代化对印度传统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而对印度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的著述却相对较少。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在本章中首先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从理论层面进行简要分析，然后简要阐述印度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印度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和契合因素，即：印度传统文化中的哪些因素不利于印度实现现代化，哪些因素有利于印度实现现代化；接下来分析印度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的，我们认为印度对待传统文化的做法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改造、继承和发展；最后对传统文化现代化这一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的普遍性问题进行简要讨论。

第一节　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有关理论分析

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有关国家的历史实践来看，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研究命题。对此问题的研究与解释涉及多方面因素，而对“现代化”和“传统文化”的概念本身及其内涵界定清楚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前提。只有对这两个概念做出明确界定，才能以此为逻辑前提分析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因为，从学术界的研究来看，对这两个概念有着多种解释，而从不同的概念解释出发，对两者之间关系做出的分析结果也不一样。关于现代化的概念，我们在序言中已经做过界定与解释。这里，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概念进行界定与解释。

一、关于传统文化概念的界定

“文化”是日常生活和学术研究中最为常见、常用概念之一，但也是最为复杂、多样概念之一。不同时代、不同研究从不同角度给出了内容不同的定义。从17世纪德国法学家普劳多夫初步确立文化的概念后，学者们就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展开了诸多争论，形成了许多流派。这些流派关于文化的定义，侧重点和着眼点各不相同，其中有的表述不同，但内涵基本相似，但也有的差异甚大，还有的甚至是给出了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概念界定。据统计，到20世纪50年代，关于文化的定义已经有160种之多。鉴于本书研究的主题，我们并不试图对文化的概念和内涵做深入的探讨。这里，我们仅列举几种影响比较大的关于文化的概念。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文化定义：“文化是一种架构，包括各种内隐或外显的行为模式，通过符号系统习得或传递；文化的核心信息来自历史传统；文化具有清晰的内在的结构或层面，有自身的规律。”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对文化的定义：“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的定义：“从最广泛意义上讲，文化可以看成是一个社会或社会集团的精神、物质、理智和感情等方面显著特点所构成的综合性整体。它不仅包括艺术和文学，也包括生活方式、人类的基本权利、价值体系、传播和信仰。“《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文化的定义：“人类知识、信仰和行为的整体。在一定意义上，文化包括语言、思想、信仰、风俗习惯、禁忌、法规、工具、技术、艺术品、礼仪、仪式及其他有关成分。”中国《辞海》对文化的定义：“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在对文化所包含的内涵结构方面，也有多种不同的划分方法，主要有：两分说，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层次说，分为物质、制度、精神三层次；四层次说，分为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六层次说，分为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等。这其中以三层次说比较普遍，这种分析方法在对文化进行分析时，把文化相应地划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种基本形态。在普遍性的定义中，物质文化指人类文化的物化形态，包括人的物质性活动及其成果，是可感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精神文化”是指人类文化的精神形态，包括人的全部精神生活领域，比如：知识和经验、思想和观念、情感和意志、心理活动、意识和潜意识、人生体验、科学知识、思想道德、学术见解、文学艺术、宗教信仰、民族传统、生活情趣、社会风气等。精神文化往往被看作是文化的灵魂，是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作为意识、观念层面的东西，精神文化必然受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制约，但某种精神文化一旦形成，它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阶级、阶层或群体、个人的心理定势、精神风貌的总和，就具有无形的强大力量，反过来也会对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产生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在实践中虽然是无形的，但却是重要的，很多时候，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能否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由精神文化决定。制度文化是指社会生活的制度、体制、规则、程序等方面的现实特征，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构成，是将一定范围内人们社会交往和公共行为的结构和规则，加以确定化、形式化的产物。人类社会中比较典型的制度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司法制度，以及或显或隐的宗教和伦理规范体系等。制度文化这一概念虽然出现较晚，但事实上它却无处不在，任何社会、国家或民族、地区或行业部门、有组织的群体或社会团体，其日常活动都必然有自己的基本制度、基本规则和具体的体制、机制、操作程序等系统。从宏观到微观不同层次的制度之间，保持一致的相互联系，体现一以贯之的基本价值准则，有共同的基本特征和表现，这些就构成一定的制度文化。

作为人类活动的结晶，文化既有一定的共性和普遍性，更有一定的个性和特殊性，不同的地域和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带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类型，比如中国文化、美国文化、印度文化、日本文化等等。这些不同的文化类型有着相互不同的历史渊源和基本内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在全球化时代，不同类型的文化当然会对生活在其他文化中的人产生影响，特别是目前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对发展中国家的人的行为和思维方式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文化更主要的还是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产生影响。也就是说，文化既是人自己的生存活动，也是前人生存活动的结果。因此，每个个体的人从出生开始，就已经落入某种文化环境中，就将受到某种文化的影响和支配，这种影响和支配不仅个体所无法选择的，某种程度上也是个体所无法克服的，一个人的行为总是体现出某种文化的影响。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在文化中生存和活动并参与文化的创造和发展。人之所以与动物不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支配动物行为的本能，是动物物种的自然特性。……人的行为则是靠人自己曾获得的文化来支配。”支配人的行为的，表面上看是外在于人的事物及其间的关系，但实际上，它们必须转化为知识、价值、意义才能内在地控制人的行为。也就是说，文化是渗透在生活在这个“文化”之下的所有人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处事态度。文化的这种特性决定了文化具有普遍渗透性和广泛影响性，而文化的普遍渗透性和广泛影响性又必然使文化影响到它所在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活动。简言之，文化通过影响人的行为而影响政治和经济。正是由于文化的这种影响性使人们关注文化对一个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影响。

前面简要论述了文化的概念和影响，那么是传统文化呢？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与“传统”二者在概念上很大程度是重合的，但是二者又是有区别的。很多学者对“传统”进行过严密考察，对“传统”的本质和特征做过各种力求科学的说明。这些说明大同小异，都认为“传统”是在人们生活中形成的并世代相传的思想、道德、习俗等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传统就是把人的过去和现在联系、连接起来的那些社会因素和生活方式。因此，“传统”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并且流传至今、或仍存在于当今社会的文化元素。也就是说，传统是指保存或流传到“现在”的“过去”，是“过去”在“现今”的存在和显现。正因为如此，传统也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不断形成和变化。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东西，不一定都能成为传统，因为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很多东西都只是曾经存在，最终却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中，而没有流传下来，这些东西就无法成为传统，对现代社会也就没有影响，只有那些在现实中仍然存在并对社会有着影响的东西才能称其为传统。基于“传统”的这种特性，“传统文化”可以简要界定为：在历史上形成，至今仍对社会产生影响的文化现象或文化因素。分析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实质上就是分析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至今还对该国或该民族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化现象或文化因素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二、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探讨

应当说，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很早就受到了学者的注意并给予了大量研究，进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大致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观点认为，特定的文化观念是决定人们行为乃至市场扩展、经济进步必不可少的诸多条件中的一个，这一观点最早主要由古典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第二种观点主要由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认为特定的文化（实际上就是指新教伦理）是促进资本主义产生与现代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世界上其他主要传统文化都不具备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第三种观点认为文化与经济发展并无直接关系，现代化主要就是经济现代化。第四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调和观点，认为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影响作用，只是一些文化因素具有促进作用，而另一些文化因素会阻碍经济发展。此外，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提出了一种观点，认为文化（或意识形态）是一种影响合约实施的不可缺少的变量，而合约的实施则最终决定了经济发展的状况。这种观点的实质是认为文化对于经济是有影响的，可以归为前面第四种观点。下面我们简要列举一些学者在这方面的主要观点或重要论述。

早在18世纪，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就已经对文化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做出过精辟论述。他指出，任何市场经济只有在共享的道德观，即信守契约、履行支付承诺、尊重市场伙伴的基础上才能正常运行。也就是说，特定的文化观念成为市场扩展和经济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另一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穆勒同样对文化给予了高度重视。他认为各国的经济情况取决于道德的或心理的，从而依赖于各种制度和社会关系，依赖于人类的本性。为此，穆勒注意到了与经济发展有关的制度因素和知识、道德因素。他在研究生产力发展程度时指出，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平和相互信任程度对生产要素、生产力程度有较大的决定。经济学家马歇尔则直接提出，世界历史的两大构成力量就是宗教和经济的力量。马歇尔还认识到了宗教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分析指出，当时英国人的性格里所具有的庄重和大无畏精神使他们很容易接受宗教改革的理论；这些理论对他们的生活习惯起了作用，而对他们的工业也有所影响。显然，这些早期的经济学家基本上认为经济和文化之间是有着密切联系，而且文化能够给予经济一定影响的。他们充分重视了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进入20世纪，传统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继续受到学界关注。这一时期最早、最著名的对于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考察和研究的学者当属欧洲社会学巨匠马克斯·韦伯。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通过翔实而复杂的论证后创造性地提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这种属于形而上学领域的“精神动力”，在资本主义及其制度的产生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韦伯还分析了印度教和儒教等东方传统文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并提出了影响至今著名观点，这就是：印度教和儒教不利于资本主义的产生。韦伯对宗教伦理的分析，使人们对宗教与经济关系的认识深入了一大步。特别是韦伯对印度教和儒教的分析，后来被进一步转化为印度教和儒教阻碍资本主义的产生的观点，虽然很多学者并不同意这一论断，但却成为任何研究印度和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现代化问题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我们在这里对韦伯的论述作简要阐述。

简要地说，韦伯在研究宗教伦理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把世界上的主要宗教划分为了四种类型，各种类型都有其特点。第一种类型是“出世禁欲主义”，其特点是完全不关心现世和一切世俗事务，主张虔诚地向神祈祷，等待天国的到来，人仅仅是神的工具或“奴婢”，对现世采取宗教性的“禁欲态度”，认为禁欲是宗教解脱的惟一可靠方法，而财富则是宗教解脱的巨大危险，因而排斥对财富的追求，这种类型宗教的代表是古代和中世纪的基督教。第二种是“入世禁欲主义”，其特点是力求做到在世俗职业中亲证自己是上帝挑选的工具，要获得解脱，必须积极地参与世俗生活，而不是过隐修的生活，在这种宗教伦理中，教徒是禁欲主义者，刻苦、勤勉、节俭、节欲；同时又是世俗主义者，改变世俗世界是他们的责任，他们有按其禁欲主义理想改变世界的义务，他们只能以世俗职业上的成就来确定上帝对自己的恩宠，做好世俗职业是人的“天职”，人们必须努力履行天职，这种类型宗教的代表是改革后的基督教新教。第三种是“适应现世类型”，其特点是虽然不主张要脱离现世，但也不主张人们要积极履行天职以亲证神明的伟大，它教导人们去适应传统，适应各种秩序和习俗，这种类型宗教最为典型的代表是中国的儒教。第四种是“逃避现世类型”，这种类型表面看来同“出世禁欲主义”很相似，实则有严格的区别，出世禁欲主义同现世有一种不断战斗的、否定意义上的态度，这里表现的不是“逃避”，而是“拒斥”，而逃避现世类型则具有冥想式神秘主义特征，其特点是悲观主义和意志消沉，这种类型宗教的主要代表是中国的道教、印度的佛教和印度教。

韦伯认为，在上述四种类型伦理观中只有“入世禁欲主义”类型同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和性”。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一种得天独厚的现象，它是起源于欧洲宗教改革后出现的新教伦理观这种纯粹的精神因素。从入世禁欲主义伦理中产生了“合理的”生活态度和理性主义。新教徒是“合理主义者”，再加上其他因素的配合，最终在西欧产生了近代资本主义。在分析印度的时候，韦伯认为，古代印度已具备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有利因素，如印度很早的时候就是一个“商业之国”，今日合理的算术制度的基础就来源于印度。在古代印度法律体系中，也可以看到许多构成资本主义出发点的因素。印度人还发展了包括数学和语法学在内的合理的科学，并出现了众多的宗教和哲学派别。韦伯认为，尽管如此，印度社会仍未能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印度人的宗教精神。他认为，印度宗教精神的民族形态是“印度知识分子正统的解脱理论”，即印度教理论。印度教中占主导地位的解脱观是追求个体灵魂与宇宙灵魂的彻底合一。印度教为个人生活树立的终极目标是超脱现世，通过冥想达到与“宇宙灵魂”的合一。根据印度教经典的描绘，这是一种超越轮回、不生不灭的极乐境界。追求这一境界，是印度教社会的最高理想，也是人生的最终目的，它最终把人们引导到逃避现实世界的道路，这就是韦伯所说的“逃避类型的宗教”的含义。韦伯认为，印度教中缺少像新教那样的对现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起重大作用的“进取心”、“成就感”之类的精神素质。因为在印度教教义中，缺乏教导人们通过努力履行天职或改变自己命运以亲证神明之类的思想。这就是近代资本主义未能在印度产生的重要原因。

自从韦伯对宗教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述并提出上述观点后，无数学者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如何认识和评价韦伯的理论，成为久经不衰的研究课题。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认同如下观点：历史是由“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由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相互作用产生出的一个总的结果。西欧之所以成为现代化的发源地，塑造出一种独特的、具有无限扩张潜能的、对世界其他地区具有重大影响的文明形态，是众多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绝不能说单纯地说是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欧的产生。事实上，对于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会在西欧产生历来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并有不同的解释。现在更多的人认为，现代化启动的成败的关键首先应从制度层面上去探寻。社会制度是制约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关键性因素，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滥觞及其在全球范围的迅速扩张，其最直接的社会动力正源于西欧社会制度史无前例的结构性变迁。“如果没有相应的新的社会制度框架将新的文明成果有效地巩固起来，并为之提供有效的社会激励结构，西欧社会在16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变化及其取得的成果，就不可能扩展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现代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绝不能简单地说印度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主要根源就在于印度教。当然，目前大多数学者都接受“基督教文化在资本主义的产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观点，而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研究中，传统文化的作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支持韦伯命题的研究重新升温，最著名的是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事实上，亨廷顿不但继承了韦伯的命题本义，而且还扩大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他认为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而根据文化差别可以将世界分成八九个主要文明。亨廷顿认为，未来的世界冲突将主要由文化因素而不是由经济或意识形态因素所引起，即所谓的文明冲突论。除了亨廷顿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也给予文化很大关注，并赋予了更多功能，如许多研究把传统文化和社会腐败、技术获取甚至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等联系起来进行论述，并由此产生了各色各样的理论流派。

总之，目前学界已经基本上普遍认同如下观点：如果将现代化界定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动态发展过程，经济增长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经济增长并不等于现代化，现代化不是一个单一的社会现象，而是一个包含各方面因素的综合过程，其中文化就是决定现代化进程质量与速度的重要因素。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海根（E.E.Hagen）所概括指出的结论：“当传统的生活方式未变时，高度的技术是无法生根的。追求技能的进步需要有生活方式的改变，有时只是某些方面的，有时则是广泛的”。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文化抱有如此的热情，也有人对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持否定态度。1996年12月美国《经济学家》周刊发表的一篇文章就以高度怀疑的态度评论了社会科学家们关于文化推动社会进步的观点，认为物质上的自我利益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一些人类学家则从另一个角度对“文化发展论”进行了批评，如理查德·施韦德指出，倘若经济增长有赖于接受西方文化深厚层次的东西，那么其他的各种文化也不会与之趋同，而且不会在经济上发展起来，因为他们的特性感会重于物质财富上的愿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文化报告》中也批评了“贫困文化”和“发展的文化障碍问题”，认为这种观点隐含的“批评受害者”的做法，无论基于道德还是现实，都是不能让人接受的。

但总的来说，目前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是文化对现代化具有影响作用（作用的性质和大小是另一个问题）。特别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以及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印度取得经济快速发展成就，引起人们关注后，这种观点更是成为一种主流。人们在试图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原因进行解释的时候，人们发现支撑这些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中，除了有各种通行的制度因素外，还有一些明显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程不同的特点，而这些不同特点与这些国家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因素有密切关联。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开始对韦伯命题再思考，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又被重新认识、重新定义，这些国家传统文化中的很多因素又被重新审视，这些国家的传统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又被重新界定。这种再认识和再思考虽然对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作用看法不尽一致，但已经都不再认为这些国家的传统文化是与现代化绝对排斥的文化形态。更多的人认为，这些国家的传统文化可能不会使发展中国家内生资本主义，但当这些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转型走向现代化道路的时候，这些国家传统文化的一些因素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传统文化没有创生功能，却有模仿功能，它们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但却能同化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如果把在这些国家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人置入现代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也可以创造出卓越的经济发展成就，不论是作为个体形式存在的个人还是作为集体形式存在的国家都是如此。

因此，进一步分析，目前大部分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是，不能笼统地认为某一种文化是适应还是不适应经济发展，而应关注在某一种文化内部构成因素中，哪些文化因素促进了经济发展，也就是哪些因素是与现代化相契合的，而哪些文化因素又阻碍了经济发展，也就哪些因素与现代化是相冲突的。可以说，这种观点已经成为目前一种较为主流的观点。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绝对地说是完全适应或完全不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而要具体地进行分析。对于一种传统文化的拥有者而言，既不应当完全否定和决绝自己的传统文化，也不应固守自己的传统文化而不加以任何适应和改变。我们的分析遵循这种思路，着重分析印度传统文化中与现代化相冲突和相契合的主要因素，进而尝试分析提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印度在文化现代化道路上面临的主要挑战。

第二节　印度传统文化的基本概述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印度是当之无愧的文化大国，印度人民创造的灿烂文化曾经对世界文明作出重大贡献，曾经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过深远影响。印度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迄今为止未曾中断过的文明，至今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至今仍然对印度人民的生活和印度社会的发展产生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当今印度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几乎都或多或少的有传统文化的影响。印度现代化的进程之所以带有鲜明的印度特色，印度之所以成为“印度”而不是其他国家，之所以表现出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显著不同的特征，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由于传统文化这一因素所决定的。在分析印度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印度传统文化做些简要梳理，作为问题分析的基本前提。

一、印度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

概括来看，印度传统文化有以下几个方面特点：

1.多样性。前面我们在分析印度议会民主制度形成的历史原因时，就已经指出，多元化是印度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印度传统文化更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形态。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指出：“这是一个不仅存在着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的对立，而且存在着部落与部落，种姓与种姓对立的国家，这是一个建立在所有成员之间普遍的互相排斥和与生俱来的排他思想所造成的均势上面的社会。”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高善必说：“凡是不带偏见的观察家站在公正的立场以敏锐的洞察力来考察印度时，就会发现印度具有两个相互对立的特点：它的多样性和统一性。”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主要是两个方面因素造成的。（1）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从太古以来，印度就是那些互相冲突的种族和互相冲突的文化的会合之地”。纵观印度历史，自从雅利安文明起源之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印度曾先后多次遭受来自外部世界的冲击，这些冲击来自不同的民族的不同文化，而且这些外来文化既没有被印度本土文化所吸收，也没有相互吸收，均在印度扎根并存在下来。此外，由于印度地域辽阔，外来的文化冲击在不同的地方产生的影响不完全相同，不同的地方受不同的文化影响，不同种族有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习俗，信奉不同的宗教；所以在印度传统文化中能够看到中国文化、希腊文化、埃及文化、伊斯兰文化、波斯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等多种文化体系的影子，以至于“印度遗产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无限的多样性”。（2）由于印度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现代化程度不一，贫富差距悬殊，有的地方受现代文明的影响较大，已经和西方发达国家无二，有的地方则仍然主要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至今仍然生活在传统之内，这就使印度各地的文化表现极为不平衡，可谓有三个印度，城市的印度与山地和森林的印度，两者之间是村庄的印度，使整个印度表现出原始部落与文明社会并存，传统与现代交织、发达与原始混杂、文明与落后并存的复杂局面。关于印度文化的多元复杂性，有一个关于印度大文豪泰戈尔的经典例证常常被人提及。泰戈尔虽然已经是享誉世界的大文豪，但在印度却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在泰戈尔晚年居住地附近的桑塔尔族人和其他未受过教育的原始部落的居民，至今却还不知道印度有过泰戈尔这样一个伟大人物。印度文化的多元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

2.宗教性。宗教和传统文化密不可分。很多民族和国家的传统文化基本上就是宗教文化。印度也是这样。宗教性是印度传统文化的另一个主要特征。印度传统文化的核心实质上是一种宗教文化，宗教是印度传统文化的象征。自古以来，印度就是一个笃信宗教的国度，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是宗教、宗教社团和崇信宗教的民众。印度素有“宗教博物馆”之称，印度文化充满宗教色彩，印度宗教之多为其他国家所少有，形形色色的宗教势力在印度久盛不衰，几乎处处有神庙，村村有神地，户户有神龛。如果进一步区分，印度文化中至少又可以区分出印度教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锡克教文化、部落文化及基督教文化等。佛教、印度教（古代为吠陀教、婆罗门教）、锡克教、耆那教等均诞生于印度，外部传入进来的有伊斯兰教、基督教、祆教等。这些宗教及其文化在印度长期并存，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成为印度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并在文学、哲学、天文学、造型艺术等方面共同熔铸成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历史悠久、内容庞杂的印度宗教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广大地区的人口。佛教自不待言，它历史上一度成为世界最大的宗教，是东亚各国宗教中最具决定性的宗教，没有佛教几乎就无东亚文化可言。印度教也已经在南亚、东南亚和南部非洲的几十个国家中发展了占世界人口总数12%以上的信徒。耆那教和锡克教也在近代传入东非、中亚、阿拉伯世界和欧美的很多国家，仅美国一地的锡克教徒就多达近20万人，并拥有30余名祖师和近百所道院。对于印度来讲，宗教与文化的结合达到了不可分离的深度。在印度，人以宗教划群，物以宗教定性，几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宗教的控制，都能看到宗教的影子。宗教不仅仅作为一种信仰，也是一种价值观念，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宗教意识主宰着人们的精神生活，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以至印度人认为，信仰宗教是天经地义的，而不信仰宗教却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印度近代哲学家维韦卡南达说：“在印度，宗教生活形成了中心，它是民族生活整个乐章的主要基调。”所以，理解印度的宗教成了理解印度文化的必要前提，高度的精神化和宗教化是印度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或者说，印度传统文化实质是宗教性的。对于印度人来说，宗教是心灵的体验或心态。它不是一种想象，而是一种力量；不是一种理智的命题，而是一种生活的信念。如果谁不了解印度宗教谁也就无从了解印度人民的精神状况、印度的政治与社会。当然，在这些各大宗教文化中，虽说各自相互影响，相互吸收，但相比较而言，它们并不是平行发展的，其中印度教文化总是处于主体文化或优势文化的地位，因为现在“印度教是信奉者最多的宗教，信众超过人口的82%，也就是说多达8亿以上的人口信奉该教。”

3.包容性。印度传统文化之所以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形态，印度之所以有多种宗教并存，根本原因在于印度传统文化的包容性。没有包容就没有多元，没有包容就没有活力，没有包容就没有进步。但在人类历史上，包容却是一件不折不扣的奢侈品，很少社会能够做到多元和包容，很少社会能允许异己思想的存在和发展。而印度传统文化却具备这一对社会发展来说极为珍贵的元素。而且，这种思想一直延续至今，我们在前面分析印度政治制度时指出“争鸣”是印度的一个历史传统，是印度实行议会民主制的历史基础。而“争鸣”之所以能够在印度产生并存在下来，其基础就是印度文化的包容性，没有包容也就没有多元，没有多元也就没有争鸣。这种包容性体现在印度文化上就是其语言、宗教信仰、哲学流派的极其多样性，特别是宗教上。印度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和统一性在印度教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作为印度传统文化的核心，印度教的教义丰富多彩，几乎就是一种“你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宗教。关于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进行详细阐述。可以说，如果印度传统文化没有这种能够容纳各种思想主张在内的包容性，它可能早就在一次又一次的外来冲击中自我毁灭或者被消灭了，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可以说，正是由于印度传统文化的这一特点，才使得印度文化得以传承下来，不仅没有中断和消失，而且具有丰富多彩的发展形态。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印度传统文化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允许各种外来文化进入并存在印度大陆之上，这些外来文化之间不是图谋相互吞并，而是共同存在，共同构成了五彩斑斓的印度传统文化，这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为一种统一性。统一性又是印度传统文化得以延续下来的重要基础，使印度成为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连续存在至今。如今“与印度同时代的国家大都已经不存在了，印度不仅仍旧存在，而且还保持了并发展了一种连绵不断的文化”。也就是说，从产生之日起，古老的印度文化就一直在成长和改变着，但却也一直以一种统一的文化形态而存在着，主要就是由于印度社会具有强大重新整理的吸收力，而这种整理的基础就是作为宽容的精神。

二、印度教的主要特征

印度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多彩，但对印度社会影响最大的毫无疑问当属印度教。印度教是印度的主体宗教，信奉印度教的教徒占印度人口80%以上，全世界有十亿多人口信奉印度教（1993年统计数字）。所以，分析印度传统文化对印度社会产生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分析印度教对印度社会产生的影响。印度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之一，发源于古代印度河流域，已有近4000多年的历史，但影响主要限于印度和其他南亚国家。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印度教的一些新兴教派才传入欧美各国，在西方社会产生一定影响。如果从信徒人数来看，印度教虽然低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但却远远超过佛教，可以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

印度教一种古老而富有生命活力的宗教。印度教正式创立于公元8世纪，源于印度的原始宗教婆罗门教，得到当时印度上层人物王孙贵族的支持。虽然印度教并无明确的创建人，但8世纪的吠檀多哲学大师商羯罗对印度教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总的来看，印度教是在吸收各派宗教理论、哲学和民间习俗等基础上综合而成，其中包括佛教释迦牟尼的因果轮回学说，耆那教创始人大雄的瑜伽体系等。但主要是沿袭了婆罗门教的教义和理论，并成为印度教的哲学理论基础。印度教吠檀多哲学可概括为：“梵我同一说”，即宇宙的最高精神的“梵”和个人精神的“我”是同一不二的，即所谓“不二论”。印度教认为，客观物质世界及其运动是梵创造的一种虚幻不实的表象，即所谓“幻变说”。人们对“不真实”的世界所感觉到的真实性是印度教所面对的最严重的挑战。根据印度教“瑜伽说”，人们只有超越主体、客体、摆脱时空、因果等外界因素的限制，用内心的冥思苦想、顿悟去获得所谓真实的认识，才能产生超自然力量的信念，在虚幻的瑜伽实践中寻求灵魂的解脱。在此理论的基础上便形成了印度教极其特殊而复杂的教义。

印度教自从产生之日起，就不断受到其他宗教的挑战。首先是佛教和耆那教的挑战。严格来说，这两种宗教都比印度教产生得要早，他们都以反婆罗门教的面目出现，否定吠陀的权威，反对婆罗门教的教义，对婆罗门教形成极大挑战，导致婆罗门教一度走向衰落。直到公元8世纪，经过商羯罗的改革，新婆罗门教即印度教逐步兴盛起来，并将佛教消融于印度教之中，佛教从此走向衰败，并于11世纪以后在印度逐渐消失（这里一个有趣的话题是，佛教在印度消失，在中国却保留下来，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在此不做进一步探讨）。其次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挑战。这两种宗教都是外来侵略者带入印度的，一度也曾给印度教形成很大的冲击，但顽强的印度教并未因此而消沉和衰落，而是不断吸收这两种宗教中的一些积极因素，而得以继续生存下来，直到19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和20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印度教终于又重新成为印度的主体宗教，在印度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目前，在印度，印度教的庙宇到处可见。如著名的印度教圣地贝拿勒斯就有较大的印度教庙宇1500多个，小的则不计其数。印度教节日之多和虔诚的程度也是其他国家所少见。大的宗教节日平均每月一个。例如，二月的湿婆节、三月的好利节和罗摩节、五月的恒河女神节、六月的札格纳特乘东节、七月的黑天旋转节、八月的黑天生日节和难近母节、十月的吉祥天女节和迦梨节、十一月的灯明节等。印度教徒在宗教节日上的狂热难以言状，曾有数百个信徒为显示虔诚而殉葬于载着札格纳特神像的车轮之下。印度教的宗教活动浸沉在宗教徒的各种活动中，甚至深入到军队中。印军宣称，一个印度士兵，必须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印军每营都设有经堂，配一名专职宗教教员。士兵入伍时要举行宗教仪式，平时每天早晚要去经堂祈祷、诵经。作战时什么都可以舍弃，唯独经书和神像不能丢失。

总的来看，印度教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主张多神崇拜。这是印度教的主要特征之一。和其他宗教相比，印度教的信仰非常复杂，几乎把形形色色的信仰和教义都纳入了它的体系之中，并且把它们当作精神努力的现实表现，不管它们看起来是怎样的对立，是典型的多神崇拜宗教。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印度教创造出众多的神灵，其数量之多是其他宗教所无法比拟的，据说有3300万个神灵。但如仔细分析，也不是无规律可寻。印度教认为，在众多的神灵背后有一个最高的实在，即“梵”。梵是一种没有人格的抽象之神。它永恒无限，至高无上，无形式无属性，超越一切时间和空间，但它又是宇宙的根本，万物的始祖。在梵之下，又有三个男性主神，即职司创造的梵天，专司保护与守成的毗湿奴和主管破坏、生产和生殖之类事情的湿婆。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下属的诸神。信徒们对主神、主神的化身、其他诸神和对教义的不同崇拜和信仰，导致印度教产生出难以数计的教派，目前主要教派有毗湿奴派、湿婆派、三位一体湿婆派、路键湿婆派、林伽派、罗摩派、黑天派和崇拜乌玛女神（亦称难近母或迎利女神）的性力派等。由于印度教的信仰如此繁杂，以至于没有人能对印度教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就连印度前总理尼赫鲁也认为：“作为一种信仰来看，印度教是模糊的，无定形的，多方面的，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看法去理解。要给它下一个定义，或者用这个词的普通意义来实在明确地说出它是否是一种宗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它的现在体系中，甚至在过去，它包含着多种的信仰和仪式，从最高的到最低的，往往相互抵触，相互矛盾。”印度教的信仰之所以如此复杂，首要原因在于印度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和印度教的发展历史，使印度教先后吸收融合了其他宗教的一些信仰和教义，再加上印度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民族在自身历史演进中必然形成本民族的宗教，多种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印度教形成了今天纷繁复杂的信仰形态。

2.倡导因果报应及生死轮回。印度教相信善恶有因果、灵魂有轮回的因果业报说和人生轮回说，认为每一种生命都有灵魂，会再生或转世，善恶将得到报应，这种轮回周而复始，无始无终；认为人们在现世行为良善者，其灵魂可入天国，从而得到解脱；反之则要堕入地狱，来世转生为贱民或畜类，遭受更深重的苦难。据此，印度教制定出形形色色的教律，一言一行都要遵守宗教的规定和要求。根据这种宗教理说，印度教极力倡导仁爱与非暴力以及禁欲与苦行说。印度教认为，修善果可积阴功，可使人在因果业报和人生轮回中处于有利地位，认为精神、真理与道德的力量是不可抵抗的，它终将战胜一切邪恶与暴力。因此，印度教倡导人与人之间，人与动物之间，要不讲仁慈、不杀生，提倡并鼓励人们摆脱世俗的各种欲念，主张用各种方法自觉地进行自我折磨，以达到灵魂的净化。

3.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在社会组织方面，印度教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即种姓制度。种姓制度虽然在某些国家如埃及、巴比伦的历史上都曾出现过，但像印度这样盛行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却是罕见甚至是唯一的。种姓制度不仅对印度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至今仍在影响着印度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种姓是由血缘、婚姻、职业等因素所决定的一种社会等级集团。公元前2000年以前，来自欧洲的雅利安人侵入印度河流域，雅利安人与当地土著居民进行战争的结果是，雅利安人成为统治者，其主体成为上等人，雅利安人中的下层和创造了古印度文明的当地土著居民成为下等人，上等人和下等人又各自划分为许多等级。这就是种姓制度的由来。根据印度教说法，每个人的种姓是神决定的，梵天身体不同部位创造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此外还存在一种非梵天创造的种姓：贱民，实际上是由于违反种姓规定而被开除种姓的人。种姓制度的主要特征是：每个人生来就被决定了属于他父母所属的种姓，种姓之间互不通婚，各种种姓和亚种姓之间没有亲戚关系；各个种姓都有自己的传统职业，个人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各种姓有自己的道德标准、风俗、习惯、宗教仪式等，各种姓有自己的“种姓宪法”。种姓制度的核心思想是认为人生来就有高贵低贱、纯洁污浊之分，而且永世不变。婆罗门生来血统纯洁高贵，贱民则生来污浊低贱。按照这种洁污观，各种姓之间有严格界线。决定一个人纯洁污浊程度的因素大致有三个方面：职业、饮食、习俗。婆罗门以研究经典和主持宗教仪式为传统职业，处于人与神之间，故而是纯洁高尚的，地位也就最高；而从事打渔、榨油、屠宰、理发、洗衣、接生的种姓地位最低，因为他们“残害”动植物生命和接触污浊东西。纯洁与污浊还取决于所吃的食物，素食者地位最高，吃素是婆罗门的一个标志；吃肉者污浊，只有贱民才吃猪肉。按种姓制度规定，不同种姓之间不能通婚，每个种姓内部往往分为几个外婚制的小集团，称为戈特拉或戈特，属于同一戈特拉的人被认为是出于同一祖先，也不能通婚，因此，通婚仅限于同种姓之间。不同的种姓也不能同住、同食、随意接触。在宗教生活方面，各种姓之间也有严格界限。按照印度教规定，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属于“再生族”，这些人除了父母给的第一次生命外，还可以在宗教导师的指导下获得第二次生命。只有这些再生族才能学习吠陀经典、参加祭祀仪式、参拜神庙和祈祷神灵等。首陀罗则属于“一生族”，他们被认为是“宗教不能拯救的人”，因此不允许学习吠陀、朝拜神庙、祭祀神灵等。在印度农村，各种姓有各自的居住区域，如婆罗门住在村头，贱民就应住在村尾，两者之间隔开一段距离，贱民不准进入婆罗门的住宅，婆罗门也不会经过贱民居住的地段，否则，可能遭到牛粪尿的袭击。为了维护种姓制度的尊严，一个地区的各个种姓都成立自己的管理机构，这些机构就是我们在前面分析印度政治模式时提到的“潘查亚特”，也就是“种姓会议”。种姓会议的职责有两个：一是监督本种姓的人遵守各种规定的习俗；二是调解种姓内部的各种争端和分歧。种姓制度对不同种姓之间一般的社会交往也是严格禁止的，因而种姓身份不同，即使住在同一个村子，也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高种姓如不慎吃了贱民的食物，接触了贱民的身体，都被认为是受了污染，因而必须举行某种仪式。在印度一些地区，甚至连贱民的影子、足迹也可给其它种姓造成污染。不仅在婆罗门和非婆罗门之间存在这种观念，非婆罗门与贱民之间也存在这种观念，并以此作为划分等级高低的标准。印度教规定，贱民必须在身上做上符号，才能出外做事，他们白天不能进入村镇，只有夜晚才能在村落和城市中行走，他们的职业只能是替人看守坟墓、清扫垃圾或当屠夫、制革匠等最下贱的职业。由于种姓的这些特征，使每个种姓都成为相互孤立、互相隔绝的集团。正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所指出的，印度古代社会“完全建立在它的所有成员普遍的互相排斥和与生俱来的互相隔离所造成的均势上面”。

第三节　印度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

前面我们指出，印度传统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宗教文化，分析印度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主要就是分析宗教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宗教作为人类文明史上一种最普遍的社会现象，自产生几千年来就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为，宗教不仅仅代表一种精神力量或意识形态，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实体，它有自己有形的组织形式，如教会、教堂、各种传教机构和宣传媒体，联系和控制着千百万信教群众，这些信教群众的言行足以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宗教与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任何社会都不可忽视的力量。

印度教是印度的主体宗教，是印度传统文化的基础和核心，印度教及其思想文化体系是印度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者。印度教作为一种在印度土生土长的古老宗教，已经不仅仅只是一种个人信仰和精神寄托的方式，还是一种潜在的精神力量，潜移默化地渗透于个人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民众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到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都深受印度教文化的影响。可以说，印度教在印度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全方位的，它对印度社会的各个层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分析印度传统文化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实质上就是分析以印度教为核心的思想文化体系对现代化所产生的影响。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说，宗教的存在和发展都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宗教的某些因素具有推动社会前进、维护社会和谐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宗教更多时候发挥的是阻碍社会发展、制约社会活力的消极作用。印度教同样也是这样，它的演变与发展曾起到了推动印度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如吠陀教的衰落与佛教的产生，佛教的衰落与印度教的产生，以及印度教本身所包含的一些教义内容等，都在不同程度上适应并推动了印度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但是总的来看，以印度教为核心的印度传统文化在印度的现代化进程中，更多的是负面影响，更多的是阻碍作用。从印度现代化的历史来看，从根本上讲，印度教与现代化之间的冲突性更多。本部分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简要分析。印度传统文化丰富多彩，印度教博大精深，其中阻碍印度现代化进程的因素有很多。如果采用一一罗列的方式进行论述，既难以穷尽，也不利于问题分析。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即从印度教本身的某些教义主张以及印度教与其他宗教之间的教派斗争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印度教与现代化的冲突

1.种姓制度是印度实现现代化的基本障碍

种姓制度是任何对印度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进行分析都无法绕过的因素。前面章节我们已经对种姓制度的基本情况做了简要阐述。这种印度教特有的现象，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特殊的分工体制。由于每个印度教徒的种姓身份终生不变，每个印度教徒的行为和日常生活都要受到其所属种姓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每个印度教徒一生的前途及社会地位也取决于其所属种姓的高低。由于低种姓教徒不得不终其一生被动地充当生来既定的社会角色，从而失去了人生选择的基本自由，这样就使占人口多数的低种姓的人缺乏甚至丧失了发挥自己才华和能力的机会。因此，这种制度所体现的基本价值观，同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价值观是冲突的，不仅严重阻碍印度古代社会的发展，也严重影响印度当今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第一，种姓制度与村社制度相结合使人失去进取之心，使印度社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在印度历史上，村社一直是印度传统社会的基本单位。这是一种以血缘或比邻而居的自然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一种原始共同体形式。每个村社在经济上实行自给自足，有自己的管理机构，有自己的行政人员、民事机构的五人长老会，每个村社基本就是一个实行政治和经济自治的小王国，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整个印度就是这些小王国的大集合。马克思曾指出，直到19世纪仍然延续的这种村社，造成了“停滞的、苟安的生活”，“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首创精神”。这种极其封闭的村社制度，一旦再与保守的宗教力量特别是使职业固定不变的种姓制度相结合，就使印度社会更具惰性、更具保守性。人们在这种社会中，由于一切都是生来注定的，因而只能充当迷信工具和奴隶，只能屈服于环境，只能接受现状，而不可能成为环境的主宰，表现不出任何的创造精神和改变现状的决心，任何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创造发明，在这种社会中都无能为力。因此，在古代印度，很多发明创造和制度改变往往被看作是异端，很难得到承认。显然，这种社会规则必然严重束缚人的思想，必然使人丧失激发性和创造力，无疑会阻碍社会的前进。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就成为一种阻碍印度社会迅速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使印度社会长期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均衡状态，人们对自己生活的社会形式习以为常，根本没有改变的企图和念头。马克思说：“从遥远的古代直到十九世纪最初十年，无论印度的政治变化多么大，可是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现代历史学家潘尼迦认为：“史诗《摩珂婆罗多》所描写的社会同印度现有的社会实质上没有什么不同。2500年前的释迦牟尼佛所目睹的生活在这个大陆上继续下去，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人们仍然辩论着‘业’和‘幻’的问题，信仰着同样的教义，过着同样的生活。婚姻制度、丧葬礼仪、社会关系组织，基本上都没有不同。释迦牟尼佛如果生于今日一定会将印度人民认做自己的人民。印度生活的这一连续性，是喜马拉雅山的最大恩赐。”对于印度社会的这种长期停滞状态，印度学者迪帕克·拉尔将此称为“印度均衡”。拉尔认为，大约公元前6——前5世纪在印度次大陆建立起来一种社会秩序常态，在这种历史常态中，生活在印度河——恒河平原上的印度各民族人民已经形成了一种惯常的行为模式，以至于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大多数人没有改变和打破这种常规行为模式和社会生活形式的任何激励。印度社会这种超级稳定的状态是一种令人恐怖的均衡，更是一种令人恐怖的停滞，在这种均衡和停滞状态下，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有质的改变和进步。

第二，种姓制度与村社制度相结合使人变得麻木不仁，使印度频频遭受外族入侵和占领。纵观印度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遭受外来入侵的历史，而且几乎每一次入侵都能获得成功。仅仅是近代以来，先是16世纪初葡萄牙人侵入印度，后来是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又接连入侵，到19世纪中叶，印度完全沦为英国人的殖民地。为什么印度在外来入侵面前总是无力回击？原因当然十分复杂，但种姓制度无疑是其中重要原因。这主要是因为，极为封闭的村社制度与种姓制度密切结合，使村民安于现状乃至麻木不仁、与世无争，对村社以外的任何事情漠不关心。因为“居民对各个王国的崩溃和分裂毫不关心；只要他们的村社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受哪一个国王或君主统治。反正他们内部的经济生活始终没有改变。”无论国家政权落入谁人之手，村长仍然是税吏、法官和百姓的首领。村民尽管备受奴役，仍然要按照种姓制度的分工原则去种田、纳税。只要村落保持完整，村民们对外族的入侵、国家的动荡、分裂乃至民族的危亡并不在意。由于缺乏统一的民族意识，在面临外敌入侵时难以凝聚起抵御异族入侵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从而造成历史上印度不断遭受外族入侵，进而造成印度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近代时期英国征服印度时，仅用1万军队就征服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印度，其办法就是依靠“分而治之”的政治谋略。英国人不仅挑动当时印度最强大的三支地方势力之间自相残杀，而且利用种姓制度制造不同种姓的矛盾，为英国殖民统治服务。正是看到了种姓制度对殖民统治的有利之处，所以在印度1857年大起义之前，英国统治者曾对种姓制度采取过一些限制措施，但在大起义后，则改变为维护、利用种姓制度的政策。英国殖民者宣称“不能认为种姓的存在对于我们长久统治是不利的。如果我们审慎而耐心地行事，可以说它是有利的。种姓的精神与民族的联合一致是不相矛盾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17年蒙太鸠·切姆福特改革方案规定，印度选举和政府用人采取各种姓按比例分配名额。方案把人民分为三种：婆罗门、中间种姓和落后种姓（包括不可接触贱民），结果使各种姓互争高下，相继出现许多种姓协会和报刊，造成各种姓之间的相互“嫉怒和仇恨”。而当时的一些印度资产阶级领导人也倡导宗教民族主义，公开提倡古代的四大种姓，从而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使本来已开始受到冲击的种姓制度又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复活起来。而且英国殖民者利用低种姓对高种姓的不满，吸收低种姓当兵为他们打仗，如马哈拉施特地区最大贱民种姓马哈尔，许多参加了英国人的军队，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种姓制度使人们相互排斥，使印度难以形成民族凝聚力。种姓制度把人们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使人养成一种狭隘的、小集团的和地方主义的心理，阻碍人们向外扩展和实现更大的团结。种姓制度倡导的纯浊观念极大地毒害着每一个印度人的心灵，妨碍人们相互之间的交往、联系，造成生活在印度社会里的人们相互之间严重的排斥性心理，使印度人缺乏对自己同胞的同情心，缺乏共同体内聚力。在印度，本应早己具备形成一个民族的条件，即共同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生活习惯、甚至相同的肤色。但种姓制度却使印度一直难以形成共同的民族意识。比如“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无论是婆罗门，还是马拉塔、马哈尔，他们在人种、肤色、语言、宗教信仰在生活习惯上，很难说有很大差异，但他们只承认自己的种姓属性，而不能有一个共同的民族意识。同一地区的人尚且如此，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团结更无从谈起，直至近代，印度没能形成统一的民族意识。”近代时期，一个西方旅游者曾在印度目睹这么一幅悲惨的图画，“一个出门人病倒在村道上已经十多天了，由于没人能知道他是什么种姓，因此，没有人去照顾他，全村人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马克思早在150多年前就说过：“既然在一个国家里不仅存在着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对立，而且存在着部落与部落，种姓与种姓的对立，既然一个社会建立在它所有成员普遍的相互排斥和与生俱来的相互隔离的均势上面，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社会，难道不是注定要做侵略者的战利品吗？”

正是观察到种姓在印度历史中所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所以，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过：“种姓制度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已为印度近现代的历史发展所证实。印度有识之士也对此有所认识。国大党元老莫提拉尔·尼赫鲁就说过：“只要种姓制度仍然存在，印度就不能在世界文明国家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尼赫鲁也认为，以印度教种姓制度为代表的社会组织是印度社会的基础日益走向僵化、保守和闭关主义，以及印度社会衰落的根本原因。许多印度思想家也同样认为，印度教的缺陷和弊病是造成印度社会衰败的根本原因，要改变印度社会，就必须改革印度教。正因为如此，以罗易为代表的一些印度教先进思想家，为了振兴民族和国家，在19世纪初就掀起了一场改革印度教的运动。这场运动持续近百年，先后出现了许多改革社团，它们批判印度教的陈腐教义教规、反对种姓歧视、提倡妇女解放、倡导新型教育、宣传科学文化等。这场印度教改革运动对复兴印度民族、促进社会发展、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和自信心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自独立以来，印度历届政府都极力反对印度教种姓制度。尼赫鲁为了平缓教派、种姓和种族之间的冲突，把世俗主义作为印度政府发展经济、解决贫困、增加就业和稳定社会的立国之策，并专门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提高低种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水平，从而使一部分人得以受益，对缓和种姓制度对印度社会的消极影响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总的来看，虽然印度独立已经60多年，种姓之间的矛盾和歧视还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至今仍在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种姓制度在印度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仍然不可低估，它仍在阻碍着印度现代化步伐。在印度充斥着几乎“没有人能脱离宗教而生存”的氛围。美国学者F.R.弗兰克尔对印度1947-1977年30年的政治经济作了一番研究后，认为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是必须首先摧毁陈旧的宗教观念、文化模式和社会结构，印度经济问题只有靠直接向有产种姓和有产阶级发动进攻才能得到解决。在印度教众多种姓中，高种姓只占极少数，但由于仍存在种姓歧视和高种姓对低种姓的剥削与压迫现象，高种姓一般生活都比较富有，而低种姓则大多相当贫困。印度实行经济改革以来，贫富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扩大。这使高种姓与低种姓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和激化。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民主意识的增强，低种姓对平等和权利的渴求增强，对传统的分配方式提出了日趋激烈的挑战。在政府无法妥善解决问题的情况下，许多地方的种姓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多地带有暴力倾向。这种暴力冲突的加剧，对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危害不可小视。另外，由于“农村地区人口对土地和资源的压力日益增大，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以土地关系为核心的种姓暴力冲突可能会继续增加”。无疑，这对印度政府借改革开放和经济崛起妥善解决农村与农民问题的愿望是相悖的。可以说，如果农村和农民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印度经济的改革不可能取得真正成功。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以来，印度教原教旨主义和极端势力有所抬头和发展。利用宗教和种姓进行报复的爆炸、谋杀与抢劫等事件不断发生。这对印度的崛起，无疑是一个潜在的巨大障碍。种姓制度在现在和将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将依然制约印度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社会的生产力因而难以得到充分解放。

2.印度教的某些教义主张与现代化的冲突

除了种姓制度以外，在印度教所主张的教义主张和社会习俗中，有很多内容也与现代化的要求相违背，比如寡妇殉夫、童婚制等，都严重违背人道，成为印度现代化的阻碍性因素。从印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下面两个方面因素对印度现代化消极影响尤甚。

第一，“梵我同一”思想是阻碍印度产生资本主义的重要因素。从历史经验来看，现代社会之所以起源于西方，主要就是因为资本主义产生于西方。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未能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进入现代社会，就是因为这些国家未能产生资本主义。这些国家未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各不相同。就印度来说，虽然韦伯将印度未能产生资本主义主要归咎于印度教的观点有失偏颇，因为西方为何会产生资本主义、印度为何未能产生资本主义是由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印度教特别是印度教的“梵我同一思想”确实是阻碍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具体来说，尽管印度教教派众多，而且各教派崇敬分歧的主神，但“梵我同一”说却是印度教所有教派的首要崇奉之一，也是印度哲学的一个根基主题，从古到今一直在印度正统哲学系统中占主导地位。这种学说起源于奥义书，形成于公元8世纪商羯罗时期，主要是解释人和宇宙的关系。按照印度教教义，“梵”或“大我”是最高的超自然力量，是宇宙的最高本体，是一种隐藏在宇宙万象背后的神秘力量，既非物质又非精神，无始无终，不生不灭，超感觉，超经验，无任何具体属性和形式，是人的语言所不能表述的。信奉某种超自然力量本来是宗教的普遍特性。但印度教中的“梵”完全不同于其他宗教中的超自然力量。基督教的上帝以及伊斯兰教的真主等形象，虽然也都是本宗教所信仰的超自然力量，但这些超自然力量毕竟都与现实世界有一定的联系，承担着道德裁判者的职能，对现实世界起着惩恶扬善的作用，从而对现实世界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但印度教中的“梵”却与现实世界没有任何联系，超越善恶，超越现实，超越此岸与彼岸。印度教并不把“梵”与现实世界的道德判断联系在一起，而是把它同个人的灵魂解脱联结在一起，个人获得解脱就是同“终极实在”及其显现物的合一。印度教在把宇宙的最高本体概括为“梵”的同时，把人的本质概括为“我”或“自我”（即梵文“阿特曼”，Atman）。“我”实际上就是人的灵魂，它位于人的肉体之中，代表人的精神本质。按照印度教教义，阿特曼是“我”的灵魂，处于我心，小于米粒、或麦粒、或芥子、或黍、或黍子核。“我”这个心中的灵魂，大于天、大于地、大于空、大于万物世界。

在印度教中，人和宇宙的关系，即是“梵我同一”，认为人的灵魂或本质“我”只是宇宙灵魂或本质“梵”在人世间的一种显现，“我”是“梵”的一部分，“我”是“梵”的人体中的代表，两者同根同源同体，是同一不二的。一方面，“梵”是宇宙的创造者，是万物的本源；另一方面，“梵”也是具有无限欢乐和极乐福境，是人生追求的最高理想境界，“我”在人世间受到各种肉体欲望的束缚，它的无限欢乐和智慧本性一时还没表现出来，但是它有恢复其自己本来面目还原于“梵”的要求。人应当努力发现自己精神世界背后的“我”，并努力使其与“梵”达到合一，只有这样才能摆脱世俗一切苦恼，达到不生不灭的极乐世界。因此，发现隐藏在个人感觉世界背后的“阿特曼”以使其与“梵”合一，成了印度教徒人生追求的最终目的和最高的精神境界。这就是印度教解脱理论的主要特点。“与宇宙灵魂合一”这一解脱理论，使印度教徒把注意力从现实世界移到了现实世界的背后，走上了内省的、逃避现实的道路，这阻止了合理的生活方式和积极向上的价值观的形成。印度教主张的对超验世界的无休止追求，不仅使世俗世界丧失神圣性和固有价值，而且也使个人丧失了社会责任感、政治积极性以及经济上的努力。因为，按照正统的印度教教义，世俗的家庭幸福、财产、功名、社会地位等不仅无助于实现个人解脱，反而是个人发现“阿特曼”，实现“梵我同一”的障碍，是一切“苦”之根源。所以，作为一个印度教徒，理想的生活方向应是断绝一切世俗欲望，从世俗生活中真正地解脱出来。这就是韦伯所说的极端“出世禁俗主义”。这种极端的“出世禁俗主义”阻碍印度教徒产生理性化的生活方式和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并进一步影响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对此，韦伯进行了精微而深入的分析，并以此为重要基础构建了宗教社会学理论。

第二，“业报轮回”说不利于印度推行世俗化政策。世俗化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印度是一个宗教国家，世俗化对于印度现代化非常重要，也是独立以来印度政府一直致力坚持的一个原则。但印度教最基本信条之一的“业报轮回”观念却阻碍了印度教的世俗化。这种理论同样起源于奥义书，后来被印度教各派接纳并延续至今。按照业报轮回理论，包括人在内的一切有生命之物都由物质和精神两部分组成，物质部分是人的肉体，精神部分是人的灵魂。个人灵魂（阿特曼）是宇宙精神（梵）的直接表现，两者是同一不二的。个人灵魂也是永恒不灭的，寓于现世的身体之中，人的死亡只是肉体的消失，而灵魂在摆脱原来的肉体之后，可以转生入另一个新的身体而获得复活或再生。人的这种生而复死、死而复生的不断循环，就是所谓的“轮回”。一个人死后其灵魂将在什么样的躯壳中再生，完全取决于这个人生前所做的行为，即“业”。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灵魂采取何种形态实现转世，遭遇何种生活，完全由其既往之世已然造成的“业”所决定。这在现实生活中意味着，对个人所遭遇到的一切，只能消极被动的接受，别无他法。几千年来，印度教一直宣传业报思想，已经深入到千百万印度教徒的内心深处，影响甚至决定着印度教徒的信仰和生活。

按照业报轮回理论，一个人不论出身什么种姓，从事什么职业，过着什么生活，都是由他自己所造的“业”决定的。这种理论实际上等于断定包括种姓制度在内的一切不平等现象，都是合理而神圣的，人们只有接受而不能反抗，否则会更加加重自己的恶业，使来生更加悲惨。这就让印度教徒相信，现世的不平等体现的实际上是一种永恒的平等，正是现世的不平等，在维护着永恒平等的正义，因此人们必须接受现世的一切不平等。“业报轮回”思想使印度教徒笃信因果报应，面对现实世界所表现出来的只有无力和无助，而没有任何进取精神，这种信仰支配下的社会，任何可能引起引起社会变动的改革都很难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政府推行的旨在改变人们传统宗教观念的世俗化改革，遭遇到很大阻力，很多政策无法推行，不能产生印度政府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二、教派冲突对印度现代化的影响

以上我们讨论了印度教本身对印度现代化的制约。总的来说这种影响是负面的，在印度教的解脱观、种姓制度、因果报应等基础上，难以产生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成就感”、“进取心”、“契约关系”等因素，可以说印度教是印度社会未能自发产生先进生产方式的主要原因，也是今天阻碍印度发展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印度教与其他宗教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是影响印度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阻碍性因素。

自从人类产生宗教以来，教派冲突就始终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因教派冲突引起的战争更是不尽其数。宗教色彩浓厚、而且多种宗教并存的印度，教派冲突自古代起就已出现。印度是一个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家，宗教冲突自古有之，古代印度的宗教冲突主要表现为佛教、耆那教与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之间的冲突和斗争。但进入中世纪以后，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印度的教派冲突主要表现为伊斯兰教与印度教的冲突和斗争，并一直延续到今天。此外，印度教和锡克教之间的冲突也是当前印度现代化面临的一大挑战。因此，我们主要对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印度教和锡克教之间的冲突做简要介绍和分析。

1.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

在印度，除了印度教之外，伊斯兰教是第二大宗教。目前，印度的伊斯兰教徒约有1.6亿，占全世界穆斯林人口的10.3%，仅次于印度尼西亚（2.03亿）和巴基斯坦（1.74亿），是世界上第三大穆斯林人口大国。

与印度教的土生土长不同，对印度来说，伊斯兰教是外来宗教。公元7世纪初，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创建伊斯兰教。8世纪初，伊斯兰教通过不断发展和扩张，成为地跨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世界性宗教。712年，伊斯兰教就在印度的信德地区立足，当时阿拉伯帝国占领了印度西部的信德地区，并以此为基地向印度内陆渗透。但此时伊斯兰教与印度教之间的冲突并不严重，因为阿拉伯人在宗教宽容方面远比基督教国家做得好，只要被征服土地上的人民交纳人丁税就可保留原有信仰。这种政策尚不足以引起严重的宗教冲突。印穆冲突升级是从突厥人入侵开始的。公元11世纪，早已接受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入侵北印度，在极短时间内消灭大部分北印国家，建立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伊斯兰帝国——德里苏丹国。突厥统治者在印度采用暴力手段强行推行伊斯兰教，摧毁佛教寺院和印度教庙宇，在原址上建立清真寺以表明制度的更换，强迫佛教徒和印度教徒接受伊斯兰教。佛教和印度教同时受到严重打击，但印度教经过调整和反抗后，与穆斯林征服者实现妥协，继续生存发展，而佛教却由此在印度消亡。这成为以后印度教与穆斯林冲突的重要历史根源。14世纪前后，伊斯兰教在印度的地位达到顶峰，成为印度国教。当时信奉伊斯兰教的莫卧儿王朝全力扩张伊斯兰教势力，伊斯兰教被传播到整个印度，但由于莫卧儿王朝在宗教政策上比德里苏丹国宽容，因此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斗争持续发展的同时，两者之间的交流融通也更加明显。

由于印度教在印度一直拥有其他宗教无可比拟的广泛普及性，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印度教的影响根深蒂固，外来入侵者离开印度教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统治。加上印度教期间也不断自我革新，注意吸取其他宗教的优秀特点，而得以继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因此，虽然经历了数百年的异族统治，但印度教在印度的主体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印度教文化始终是印度的主体文化。

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的统治建立以后，教派主义和教派冲突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由于英国侵略者给印度各阶层，各宗教集团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在殖民统治前期（18世纪至20世纪上半期）印度内部各宗教势力的教派斗争降到次要地位，他们把斗争的主要锋芒对准共同的敌人——异教英国人。此间，印度教和伊斯兰教能在反英斗争中和睦相处。1857年大起义中，两教人员共同抗英的事迹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英国殖民主义为破坏印度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进程，利用教派自治主义，挑拨两大宗教集团的关系，实行“分而治之”政策，采用各种手段挑拨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从而不断加剧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教派矛盾。

19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伊斯兰教团体要求英国殖民当局在选举殖民地行政机关任职候选人时给予优惠照顾。1882年中央伊斯兰教协会递交了一份含有上述要求的备忘录给印度总督。英国当局立即抓住时机，毫不迟疑地支持这个方案。他们企图在伊斯兰教团体特别在其上层人物中寻求其支柱。1885年，英国殖民当局决定，建议地方殖民行政机关在选举接任殖民管理机关职务候选人时，增加伊斯兰教徒的人数，拉拢穆斯林上层，给予他们在地方政府中高于人口比例的席位名额。从此便为加剧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的冲突埋下了祸根。与此同时，英国当局为削弱刚刚建立的印度第一个全印资产阶级政党——国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有意识地把国大党描绘为印度教团体，造谣说国大党只代表印度教徒的利益，并不代表穆斯林的利益，挑拨伊斯兰教团体与国大党的关系。一些伊斯兰教派组织和派别开始表现出明显的反对或敌视国大党的倾向。如阿利加学院的领导人赛义德·艾哈迈德汗在他的著作里公然宣称，印度伊斯兰教徒的主要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国大党和印度资产阶级其它政治团体。一些伊斯兰教派团体在殖民当局的直接唆使下提出了保卫伊斯兰教徒权利，反对印度教统治的口号。1893年在孟买发生两大教派的大规模冲突，双方伤亡惨重。此外，看到英国殖民者给穆斯林以单独选举权，印度的其它少数派宗教纷纷要求效仿，对以后的教派斗争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使教派势力作为政治力量合法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进入20世纪以后，英国殖民当局面对1905-1908年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高潮，则进一步采用“分而治之”之策，其中最狠毒的一项就是对印度民族运动中心的孟加拉实行分治。孟加拉省是印度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当时全省人口7500万，其中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各占半数。伊斯兰教徒集中在东孟加拉，印度教徒集中在西孟加拉。殖民政府总督寇松于1905年决定把孟加拉划分成东西二省，其目的在于煽起两大宗教的仇恨以削弱孟加拉的民族运动，进而削弱全印的民族运动。此间，伊斯兰教派自治主义进一步发展。1906年2月，在达卡成立了全印伊斯兰教政治组织——穆斯林联盟（简称穆盟）。阿加利学院上层伊斯兰教徒代表团晋谒总督，要求立法会议选举和市政机关选举时，为伊斯兰教徒另设选举单位，增加伊斯兰教徒代表席位及在殖民政府机关中任职的特权，英总督立即表示同意。在东孟加拉阿萨姆省首先宣布优先接受伊斯兰教徒担任政府官职，在县政府和市评议会选举中，印度教徒财产数额规定比伊斯兰教徒高五倍，这些新措施，赢得了穆斯林教徒的好感。在东孟加拉及其它地方的穆斯林上层纷纷组织群众集会和游行，表示效忠英殖民当局，拥护孟加拉分治，并提出“护教运动”，与“提倡国货”口号对抗。英国殖民主义分子趁机宣扬民族运动是威胁“印度穆斯林幸福”的印度教运动，而英殖民当局则充当了“反印度教统治的堡垒”。1907年春夏二季，在英国殖民主义的挑唆下，东孟加拉发生了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的流血冲突，庙宇被毁，商店被抢，许多人被打死。两大教派对立情绪急剧上升，各地的教派纷纷加入两大教派组织。教派冲突无疑削弱了1905-1908年的民族运动的高潮。

1916年，穆盟和国大党为共同反英在加尔各答召开协商会议，公布了要求自治的勒克瑙公约。公约也承认了教派自治的原则。但是，印回两教团结的时间很短。进入20年代以后，形势突变，教派冲突进一步升级。仅1926年4月至1927年3月，大规模的冲突就发生四十次之多，死197人，伤1598人。两教组织不断掀起狂热的教派运动。诸如“异教徒加入伊斯兰教运动”、“叛教再入印度教运动”、“保护印度教运动”等等。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除了英国当局挑动教派仇杀外，印度教狂热分子，特别是印度教大斋会起了重要作用。该组织1923年建立，它提出了“印度教的国家、穆斯林改宗”等口号，发起“护牛”运动，推广印地语，宣扬印度教节日等等，该大会首领之一哈尔达亚尔·拉尔在《力量报》上发表好战的印度教纲领：“我宣布，印度斯坦和旁遮普的印度教种族的前途建筑在以下四个柱石上：（1）印度教团体。（2）印度教的统治。（3）伊斯兰教徒加入印度教。（4）征服阿富汗和边境地带，并使其信奉印度教。在印度教徒未完成这四项任务之前，我们的子孙后代的安全将受到威胁，印度教徒种族将不可能和平生活”。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印度国大党的印度教色彩加重，它的著名领导人甘地用印度教的苦行修养方式即非暴力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手段。帕姆·杜德曾尖锐地批评说：“在所有甘地的宣传中，鼓吹印度教和他的宗教观念，是和鼓吹总体的政治目标，难解难分地混合起来的。”因此，“国民大会的精选的领袖和它在公众心目中的主要代表，始终是以印度教与印度教复兴的积极领袖的姿态出现的”。甘地自称是一个“山那丹（Sanatanist Hindu，即极端派）教徒”，他说：“第一，我信仰吠陀经、奥义书、印度古史传及一切通称为印度教经典的东西，因此也信仰投胎和再生”；“第二，我信仰种姓制度与传统生活方式，我主张严格按照吠陀经的意义”；“第三，我信仰比流行的意义大得多的保护母牛的教义”；“第四，我并非不信偶像崇拜”。英国殖民当局正是利用这种极端的印度教派主义的武器来煽动教派仇杀，对付人民的抗英运动，而甘地主义则“有助于把那武器交给它手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伊斯兰教派自治主义发展成为“教族主义”，即要求建立伊斯兰教国。1940年3月，在穆盟会议上通过了正式建立伊斯兰国的著名的“巴基斯坦决议”（又称拉合尔决议）。英国殖民当局为保持在南亚次大陆的利益并进一步分裂统一的民族运动，便极力支持伊斯兰自治主义的要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人民的反英斗争进入实现民族独立的最后阶段，英国当局被迫举行立宪会议的选举，并答应成立由印度人参加的临时政府。1946年6月，立宪会议选举结束，穆盟领导人拒绝参加临时政府，并声明印度穆斯林唯一出路是建立穆斯林国家。同年8月16日，穆斯林在加尔各答举行游行示威，英殖民当局利用奸细捣毁印度教徒的商店和房屋，为了报复，印度教大斋会等团体组织队伍进攻穆斯林，酿成流血冲突，伤亡甚多。逃出加尔各答的难民到东孟加拉和比哈尔等地后，又连锁反应，引起了这些地区的流血冲突。1947年3月，教派冲突进一步扩大。在旁遮普的几个城市暴徒们甚至动用了步枪和机枪，仅在拉瓦尔品第就死亡4000余人，有一个乡就死了800人。教派冲突蔓延到了全国各地。1947年6月3日，英国殖民当局抛出臭名昭著的“蒙巴顿方案”，把英属印度分为两个自治领——印度斯坦和巴基斯坦。1947年8月14日和15日，两个国家正式诞生，印巴正式分裂。印巴分治后，穆盟和印度教大斋会等教派组织宣传印度教徒迁出巴基斯坦，穆斯林迁出印度斯坦，双方难民的迁移导致了印度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仇杀。不到几个月时间，许多城市变成废墟，尸横遍野。据估计，这场从1947年8月延续到1948年春的教派冲突，共夺去60万人的生命，1200万人无家可归，双方互逃的难民多达1400万人，2500万人遭受巨大的物质损失。这场所谓“不流血的革命”，造成的苦难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场内战，后患无穷，为分治后的两国带来了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上的严重困难和问题。

印度独立后，国大党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教派主义的严重危害，甘地和尼赫鲁不止一次地谴责教派主义。尼赫鲁曾指出：“以印度教教派主义面貌出现的宗教和政治联盟是最危险的联盟，它将造成最严重的后果。”尼赫鲁还将印度教教派主义说成是“法西斯主义在印度的变种”。印度民主人士也指出，教派主义成为印度民族统一的严重危险，因而也是印度民主和民族独立的危险。为了争取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缓和社会矛盾，维持印度社会的统一，国大党及其政府一般来说，坚持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信守现代印度应成为世俗国家的信念。这种世俗主义在国大党的党章中和印度宣传文件中都有明确的说明和规定。印度政府采取了种种立法、行政等措施，力图削弱教派主义影响和避免教派冲突。

国大党政府的世俗主义政策加上印巴分治后暂时缓和了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两个教派的纠纷，印度独立后的50-60年代，教派之间的和解气氛增长，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缓和，使得教派冲突事件较少发生。但是自60年初以来，印穆之间便重新开始发生此起彼伏、规模不等的教派冲突。据不完全统计，1960年发生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冲突26起，1961年增加为92起，1966年为132起，而1980年达到421起。1985年增至500起。1977年在宗教冲突中死亡36人，伤1122人（主要是穆斯林）；1978年相应数字分别是110人和1853人；1979年是258人和2296人；1980年是372人和2691人。到上个世纪80年代，印穆之间的暴力冲突事件急剧增长，冲突的规模越来越大，涉及的地区越来越广，造成的伤亡也越来越多。进入21世纪以来，冲突有增无减，2007年，印度共发生681起印穆冲突事件，造成96人死亡，2117人受伤；2008年又发生656起印穆冲突事件，造成123人死亡，2272人受伤。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今天并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成为印度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印穆两教之争之所以连绵不断且有增长之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分析，以下几个方面因素导致了印穆之间冲突不断升级。

（1）宗教方面的原因。宗教信仰是所有宗教冲突的直接原因，也是其他力量利用宗教谋取其他利益的直接借口。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差异，首先在于宗教信仰上。在宗教信仰上，伊斯兰教属于一神论，信奉真主安拉，不搞偶像崇拜，他们认为安拉是无形无象的，任何实体的偶像崇拜都会损坏安拉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坚决反对各种偶像崇拜。但印度教却属于多神论，崇拜以梵天、毗湿奴和湿婆三大神为主的众多神灵及其化身，而且印度教的神灵都是有形象的，盛行偶像崇拜。宗教信仰的不同，成为印度教与穆斯林之间爆发冲突的基础。在生活习俗方面，牛肉是穆斯林最喜欢的日常食物之一。但印度教却崇尚素食，崇拜母牛，视母牛为神，不可宰杀，更不能食其肉，印度教规定，宰杀和虐待牛是一种罪过。由于对牛的态度不同，在伊斯兰教的宰牲节时经常发生教派冲突，有时甚至发生流血事件。

（2）历史方面的原因。历史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印巴分治时遗留的克什米尔问题，即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严格意义上说，克什米尔问题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个宗教问题，更是一个国际问题。我们考虑到克什米尔问题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并考虑到问题分析的归类必要，所以将其作为引发印度宗教冲突的历史因素进行分析。现在的克什米尔地区是查谟——克什米尔的简称，包括克什米尔谷和查谟平地。这本来是两个独立的邦国。查谟居民主要信奉印度教，克什米尔居民却基本上信奉伊斯兰教。1846年查谟首领从英国人手中买下了被占领的克什米尔。而克什米尔人口数倍于查谟。这就种下了后来争端的根源。1947年6月18日，英国公布“印度独立法案”即所谓“蒙巴顿方案”。根据“蒙巴顿方案”规定，印度教徒居多数的地区划归印度斯坦，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归属巴基斯坦。克什米尔是印、巴独立前的印度第二大土邦，面积22万平方千米，人口500万，78%的人信仰伊斯兰教，20%的人信仰印度教。根据“蒙巴顿方案”，克什米尔土邦应该加入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坚持克什米尔的归属应由克什米尔人民以投票决定。印度则依靠克什米尔大君及其控制下的克什米尔邦议会通过“决议”，宣布克什米尔归属印度。为此印、巴双方于1947年7月发生第一次武装冲突，在联合国干预下，双方划定停火线。印度占领克什米尔的三分之二的地区和人口的四分之三，其余为巴基斯坦占领。在印控克什米尔邦，穆斯林教徒在关于克什米尔归属问题上产生了矛盾和分歧，并因此产生了多个不同政治主张的伊斯兰武装组织。它们有的主张并入巴基斯坦，有的主张并入印度，有的主张要争取更大自治权，有的主张统一克什米尔，独立建国。总体来看，资格较老的伊斯兰武装组织有6个：伊斯兰圣战组织、塔里克圣战组织、阿尔巴达尔圣战组织、哈克图尔圣战组织、查谟——克什米尔解放阵线以及希斯布尔·默米尼恩组织。这些老资格的组织再加上近些年来新冒出的“虔诚军”与“穆罕默德军”两个武装组织频频制造大规模恐怖流血事件，致使克什米尔局势多次处于失控状态。与伊斯兰武装组织的活动针锋相对，印度教教派政党印度人民党高举印度教民族主义大旗，在阿德瓦尼领导下于1992年发动了从南印度到克什米尔的“统一游行”，与克什米尔伊斯兰教派分离主义势力对抗。这一示威行动引起了一连串的暴力事件，教派冲突连连发生。

（3）政治方面的原因。历史上，宗教和政治就密不可分，政治势力打着宗教旗号谋取政治利益是常见的历史现象，一直伴随人类社会至今。在宗教色彩浓厚的印度更是如此，虽然印度独立后实行政教分离，推行世俗化，但宗教对政治的影响从未消失。这其中，以鼓吹印度教高于一切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最为典型。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度处于低潮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死灰复燃，活动逐渐猖獗。特别是近年来，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一些极端分子提出建立“印度教特性国家”的主张，宣称穆斯林是入侵者或者是印度教的叛逆者。关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相关问题，我们后面章节将进行详细介绍和分析。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相对应，印度独立后，留在印度境内某些穆斯林组织也一直鼓吹穆斯林应该单独组织起来，以保护其自身利益，保持自己原有的文化、语言和宗教。1967年10月29日全印穆斯林联盟成立。该联盟总书记Z·S·萨依特宣称该组织是“穆斯林的唯一代表机构”，它“只为印度穆斯林讲话”。1971年3月，印度各地的穆斯林为参加大选而在新德里召开全印穆斯林政治性大会。大会通过了六个有关为穆斯林利益而斗争的决议。此后全印穆盟组织活动更加频繁，在穆斯林的居住区和城镇纷纷建立分支组织。1973年8月5日北方邦穆盟组织成立，该邦一部分地方组织则公开鼓吹穆斯林从印度分离出来。1979年12月27日，全印穆斯林组织召开会议，并组成“穆斯林民族阵线”，以图在大选中获得多数议席。该组织穆斯林领导人反复声明，他们的同胞从独立以来，一直是最不幸的受苦者。他们的利益一直被国家领导层所忽视。他们甚至说：“我们已经失去了一切——政府、荣誉、财产和乌尔都语。而如果剥夺我们的宗教和阿拉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将一无所有地衰落下去。”这样一些言论和行动不能不扩大印、穆两教间所固有的鸿沟。一些印度学者认为，穆斯林中间的上述“分离主义”乃是引起教派纷争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而事实上，自从独立以来，印度穆斯林的政治参与程度也确实很低，与其在印度总人口中占有的比例极不相称。比如，在人民院或议会下院，穆斯林代表所占比例一直不到7%，其中从来没有出现例外的情况。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穆斯林的强烈不满。再加上近些年来伊斯兰教的一些极端分子特别是那些原教旨主义者，利用国际上“伊斯兰复兴运动”狂潮，宣扬维护本教利益的圣战。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国内印穆两教的对立日趋尖锐，冲突日趋剧烈。

（4）经济方面的原因。经济因素是导致印度教派冲突持续不断的根本原因。从起源来说，印度穆斯林大多祖上来自印度教低种姓集团，属于印度社会底层。独立后，印度穆斯林的生活并没有随印度经济发展而得到相应的改善，在社会经济方面依然落后。绝大部分穆斯林既得不到良好教育，也得不到正常社会福利，而且经常受到歧视，享受不到均等机会。据统计，在印度独立后发展起来的前50强企业中没有一个是穆斯林的，在拥有5000万卢比资产的2832个工业资本家中只有4个穆斯林。穆斯林在政府机关、军队、警察和大学人数上都低于它在整个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而印度政府长期以来也不重视穆斯林的经济发展，大多时候只是在竞选时期才想起穆斯林的存在，穆斯林仅仅被所有的政党当成选票银行，而政府并没有采取有效的行政措施来改善穆斯林的社会经济状况，穆斯林聚居区的生活环境一般都很糟糕，基础设施严重缺乏。失业、贫困、恶劣的生存条件、贫富两极分化以及政府官员的腐败使许多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穆斯林民众，对社会产生强烈的不满心理。这种不满心理在教派主义势力的煽动下，很容易转变成狂热的教派主义，继而对政府产生不满而发生骚乱。

（5）国际方面的原因。国际方面的因素主要是巴基斯坦支持印度境内穆斯林的教派主义。印度境内的穆斯林与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原来是血肉相联的，只是在独立后才分居在两国，因此，印度境内的穆斯林与境外巴基斯坦的穆斯林息息相通，而且完全站在一个立场说一样的话，正如一位印度学者所说，“巴基斯坦的存在，是促成或刺激印度教派主义产生的另一因素。不论什么时候发生了印、回冲突，巴基斯坦领导人、电台和报纸都不问青红皂白，信口开河，把这里的事情统统归结为印地人对穆斯林的种族灭绝，并指责印度政府对这种‘罪行’‘姑息养奸’”。这种评论虽有些言过其实，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实情况。如1961年印度发生教派之争时，巴基斯坦的一些重要人士则声明，“要是没有印度政府的纵容，这次骚乱是不会发生的”，是印度教教派主义者对“穆斯林有组织有预谋的残杀”，是“野蛮行动”。1963年印、回骚乱后，当时的巴基斯坦外长阿·布托声言，盗贼是“印度当局及其傀儡指使的”，“他们想以此暗示穆斯林，你们的生命、信仰、宗教是无保障的，你们必须离开这个邦，最后使查谟和克什米尔占多数的穆斯林变为少数”。嗣后，巴基斯坦的几个城市都发生了群众示威游行，煽动人民进行“圣战”。1980年8月骚乱期间，巴基斯坦各大报纸均加以大肆渲染。《巴基斯坦时代》报发表社论说，“如果没有巴基斯坦，我们就不会在这块土地上享受着自由之果而扬眉吐气，昂首挺胸，而是和印度穆斯林那样倍受磨难”。社论在印度境内的穆斯林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印度著名作者D·C·古普塔评论说，“他们把巴基斯坦当作他们的利益的维护者，靠山和救世主”，“相信巴基斯坦会挽救他们”。他们相信，“巴基斯坦将会对付印度狂热主义的猖狂进攻”。

（6）政策方面的原因。印度政府处理印、穆教派冲突问题上存在的失误也是导致教派冲突的重要原因，某种程度上甚至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综合各方面分析，除了前面已经分析的印度政府没有注意改善穆斯林的经济处境外，还存在其他一些政策失误。第一，在宣传、教育方面，政府往往实行强化印度族而轻视甚至歧视穆斯林的政策，如在国庆节时全印广播电台播放纯印度教的颂歌；在穆斯林儿童读书的学校里讲述印度教教义及其宗教仪式；在各种学校中不教乌尔都语，而政府也不加敦促。第二，印度政府对诸如国民志愿团、人民同盟等印度教教派组织或教派色彩较浓的组织和政党，没有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加以取缔或控制，从而使其大肆活动。第三，对印、回教派骚乱，印度有关部门没有及时采取果断行动加以制止和防范；有的官员和警方在处理骚乱事件时采取纵容或偏袒印度教一方；对在骚乱中成为牺牲品的穆斯林没有给予适当的安抚和救济。第四，国大党的要人为争取选票，往往出席印度教组织的集会和其它活动，从而助长了教派情绪。

综上所述，印度独立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教派冲突的不断加剧是由于深刻的宗教、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方面原因造成的。导致问题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对印度政府来说，要缓解和消除这一冲突，也必须从多个方面入手加以解决。但问题恰恰在于，由于造成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所以解决起来绝非一朝一夕就可以见到成效的，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将可能伴随印度现代化过程始终。也就是说，印度现代化的过程将始终面对印穆冲突带来的挑战，能否成功解决这一冲突直接决定印度能否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2.印度教和锡克教之间的冲突

近年来，印度旁遮普邦锡克教徒同印度中央政府以及同印度教徒的对立情绪不断增长，已发展成为一种严重影响印度政局的声势浩大的自治运动，成为印度政治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

锡克教产生于16世纪初。当时正是莫卧儿帝国统治时期，莫卧儿的反动统治不仅激起了印度教徒的反对，也激起了伊斯兰教徒的反对，人民起义此起彼伏，但是两派教徒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时常发生教派冲突，大大妨碍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莫卧儿帝国的斗争，不少人致力于调和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锡克教的创始人纳那克（Nanak,1469-1539）为调和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创立了锡克教。锡克教反对种姓差别和由种姓制度造成的一切特权，谴责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僧侣们滥用职权，主张在神面前一律平等。同时宣扬对现实世界的幻想，号召采取非暴力行动，对现行的不合理制度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旁遮普地区是印度锡克教的发祥地，也是印度锡克人的家园。

1920年锡克人成立阿卡利党，其宗旨是保护锡克人和锡克教。锡克教政党阿卡利党趁英国殖民统治行将崩溃之机，于1943年6月通过要求建立“自由旁遮普”的决议。翌年8月又正式提出建立独立的“卡利斯坦”，即锡克人的国家。1947年独立后，根据蒙巴顿方案，旁遮普省被一分为二，穆斯林迁移到西旁遮普，锡克人在旁遮普邦内处于少数地位，邦政权也完全把持在国大党和印度教徒手中。锡克人提出的“自由旁遮普”因而告吹，锡克人对此结局强烈不满。1949年4月在阿卡利党的领导下，召开了全印锡克教徒会议首次提出了建立语言邦的要求，此后至50年代中后期，又多次发动了建立旁遮普语言邦的运动。1955年，阿卡利党发起“旁遮普语邦口号运动”，受到国大党政府的镇压，约有12000人被捕。1960年5月阿卡利党召开旁遮普会议，要求中央政府立即组建旁遮普语言邦。该党主席塔拉·辛格率领锡克教徒从阿姆利则出发步行到德里举行集会和游行，遭政府的严厉镇压，引起锡克教徒的更大不满。运动的发展严重影响该邦政局的稳定。1961年至1962年，阿卡利党又组织一个“旁遮普语邦运动”，又有三万人被捕。迫于形势，印度中央政府不得不于1966年答应阿卡利党的要求，被迫将旁遮普划分为以锡克教徒为主要居民的旁遮普邦和以印度教徒为主要居民的哈里亚纳邦，承认阿卡利党为旁遮普的执政党，邦主席由锡克教导师担任，把旁遮普语作为该邦的标准语，旁遮普邦被称为锡克教的故乡。在新建的旁遮普邦中，锡克人占55.48%，占全国锡克人的79%。

但旁遮普锡克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锡克人在旁遮普邦仍不占绝对优势。为此，锡克族宗教领袖德特·辛格曾以绝食和自焚相威胁。从70年代初以后，锡克教徒的群众运动开始转向要求扩大邦自治权和建立大旁遮普的运动，从而使锡克教徒的斗争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1973年阿卡利党通过了一项“阿南德普尔——沙赫布决议”。该决议成为后来锡克教徒自治运动的总纲领。它提出了一系列扩大锡克教徒在旁遮普自治权的宗教、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要求。其中包括：（1）制定全印锡克寺庙法，并宣布阿姆利则为锡克教圣城；（2）把昌迪加尔（原为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的共同首府）以及全部邦的旁遮普语区划归旁遮普邦；（3）重新合理分配拉维——比阿斯水系；（4）除国防、外交、交通和货币由中央管辖外，其它各项事务由本邦自治管辖，不受邦宪法的限制。

但印度中央政府对锡克人的要求采取忽视、漠视甚至歧视的态度，致使锡克人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锡克教内出现了一批“圣人”为代表的原教旨主义势力，利用锡克教徒对中央的不满进行鼓动。少数阿卡利党外的狂热分子于1980年6月在阿姆利则建立卡利斯坦政府，鼓吹建立锡克独立国家，宣称要把全印锡克教徒组织起来和印度教徒斗争。阿卡利党内持强硬立场的人强烈主张诉诸宗教，利用宗教感情发动锡克教徒参加运动，形成与国大党对抗的强大力量，迫使中央让步。自1981年8月开始，锡克教徒在阿卡利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动种种攻势，包括组织大批锡克教徒示威游行，封锁铁路、公路、阻断交通，故意招致警察逮捕等。锡克教中激进派则竭力主张脱离印度而独立为一个国家，即“卡利斯坦”。他们还在国外成立了流亡政府，制定了国旗、发行货币和邮票、护照等，从而在印度国内外引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卡利斯坦”运动。

与此同时，锡克教徒与印度教徒的冲突也不断增长，纵火、暗杀、爆炸、抢劫等骚乱事件时有发生，政府因此逮捕了25000名锡克教徒。为了平息骚乱，英·甘地政府曾同意就旁遮普邦问题同锡克教领导人进行谈判，但双方未能达成协议。随后该邦的局势更加恶化。锡克教激进分子在阿姆利则市同印度保安部队展开了枪战。1984年6月，英迪拉·甘地政府采取“蓝星行动”，调动数万军队进入旁遮普，对阿姆利则金庙发动军事进攻。1984年6月1日，一些锡克教持枪者躲藏在阿姆利则市金庙里同保安部队交火长达七小时。阿卡利党还决定在6月3日发起“不合作运动”，阻止把粮食运出旁遮普邦。面对日益升级的骚乱，印度军队于6月2日奉进驻旁遮普邦，并包围了金庙，6月5日，印度军队对金庙发起进攻，并于第二天早晨占领了金庙，据官方宣布，在金庙事件中打死500多人，1500多人受伤，7000多人遭逮捕。锡克教精神领袖S.宾格兰瓦勒以及全印学生会主席均战死在金庙之中。“蓝星行动”特别是印度军队占领金庙事件，引起了锡克教徒的强烈反弹和强烈反对，它严重伤害了锡克教徒的宗教和民族感情，进一步引起了锡克教徒与印度教徒的大仇杀，也加剧了锡克教徒与中央政府的对立和仇视情绪，使暴力活动升级。同年10月31日，三名锡克教卫兵枪杀了英·甘地总理。事件发生后，继而又爆发了印度教徒对锡克教徒的大仇杀，全国各地发生了印度教徒血腥复仇的骚乱，成千上万的锡克教徒倒在了血泊之中，首都新德里和其它一些城市一时陷入一片教派骚乱之中，死伤者数以千计，数万幢房屋被烧毁，约三万人无家可归。印度《政治家》报说，这是自1947年以来最严重的事件。

拉吉夫·甘地任总理后，曾于1985年7月同锡克教温和派领导人签订了旁遮普协议，同意把昌迪加尔划归旁遮普，同意制定全印锡克寺庙法等，并且让阿卡利党温和派掌握邦政权，以缓和锡克教徒与中央政府的矛盾。但自1986年下半年以来，局势又重新恶化，锡克教极端分子，始终未放弃成立“卡利斯坦”的要求，恐怖活动不断出现，不少印度教徒被迫迁离旁遮普。1987年1月26日，他们在金庙召开万人大会，焚毁印度国旗，升起“卡利斯坦”国旗。同年4月起锡克教恐怖分子又掀起宗教改革运动，把矛头指向酒店、摆烟摊、经营肉店和理发店的人，并焚烧店铺、枪杀烟酒小商贩，枪杀公共汽车上的印度教的乘客。大批印度教徒被迫迁移。同年5月中央政府实行总统治理，解散旁遮普邦议会。但锡克教徒与中央政府及印度教徒的矛盾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有加剧之势。锡克教徒的自治运动日益扩大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随着其经济地位的提高，锡克教徒的宗教和民族意识不断有了增长，锡、印两教矛盾日趋增加。锡克人的自治运动的高潮恰恰是在旁遮普邦“绿色革命”取得显著成效的时候形成的。由于“绿色革命”，使旁遮普邦成为印度的最主要的商品粮基地，被称之为“印度的粮仓”。该邦的小麦和大米的商品率高达90%以上，在印度政府收购的粮食总量中，旁遮普一个邦就占一半以上。1975-1976年，邦人均收入就达1688卢比，名列全印之首，80年代之后则进一步发展。该邦的锡克人主要经营农业，近70%人居住在农村，而该邦的印度教徒则主要居住在城镇，占城镇人口的67%以上，他们把持着工商业。城镇中也有一小部分锡克教资本家，但他们的资本一般都比较小，无法同印度教商人竞争，处处受印度教商人排挤。而由于“绿色革命”发展起来的新兴农场主也不再满足于仅仅经营农业，也想向工商业投资，同样也遇到城市印度教工商业主的阻挠。他们希望实行邦自治。控制邦政权，扩大自己的经济势力，进而垄断这一城镇工商业市场。此外，由于旁遮普经济的发展，许多外邦印度教徒的贫苦农民来该邦寻找工作，并慢慢定居下来。由于他们的不断流入，加上锡克人去外国谋生的人日益增多，这就使该邦人口发生很大变化。1971年锡克教人占全邦人口的60%，到1981年已降至52%，而印度教人口则由40%增加到48%。印度教徒的不断增加，引起锡克人的不安，因为他们减少了在当地就业机会，特别是一些锡克教青年人虽然受教育程度较高，但由于该邦农业发展近于饱和，在城镇就业机会很少，而把不满发泄到印度教徒身上，他们中有一部分则成为要求独立的激进分子。

第二，阿卡利党竭力利用锡克教的宗教和民族情绪为其政治权欲服务。阿卡利党是1920年在锡克教改革运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教合一的政党。其领导阶层主要是农村中的锡克教农场主和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它公开宣称，它是锡克教族利益和愿望的真正体现者，自建立后一直为维护和发扬锡克教和为锡克教徒的政治、经济权益及社会地位而斗争。该党自60年代初以来，逐渐控制了全印锡克教寺庙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原来控制在国大党的锡克教徒手中。实际上，该委员会是锡克人的政治议会，锡克教的一切重大决策需要得到该委员会的批准。在1960年的一次选举中，阿卡利党获得132个席位中的110席，从国大党锡克教徒手中夺取了寺庙管理权，从此阿卡利党一直控制该委员会。因此，阿卡利党也就此全面、直接控制了全国和旁遮普邦的全部锡克教徒，其势力和地位发生重要变化。随着该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其政治胃口也越来越大，愈益企图在旁遮普邦单独执政。该党在旁遮普邦多数是处于在野地位。在邦的各次选举中从未取得过多数的席位，仅有几次是与其它党派联合执政。1967年获104席位中的26席，同人民联盟、印共、印共（马）、共和党等共组联合阵线政府；1969年获43席，而与人民同盟组织联合政府；1972年在邦选举中被国大党击败，1977年同人民党结成联盟，重新联合执政。1980年再次让位给国大党（英），直到1986年7月在邦议会选举中才第一次单独执政，可惜还不到一年（到1987年5月），由于拉吉夫政府实行总统治下，邦政权又恢复到国大党手中。阿卡利党对这种不体面的政治地位颇为恼火，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唯一途径就是煽动教徒情绪，推动锡克教徒的自治运动，以此作为真正登上旁遮普政治舞台的最有力的武器。经常出现这样的事实：当阿卡利党执政时，该邦自治呼声相对平静，而当阿卡利党成为在野党时，自治运动则随之高涨起来。

第三，锡克教族内极端派势力日趋膨胀。锡克教在1962年以后在组织上就正式分为以阿卡利党的主席塔拉·辛格为首的极端派和以副主席法泰赫·辛格为首的温和派。1967年以后阿卡利党在邦内几次执政，温和派一般均处于执政地位，因而大权在握，成为阿卡利党的主流派别。但极端派的势力也不断扩大，它不仅在阿卡利党内有塔尔旺迪等为代表的势力，而且在党外还有卡尔萨党、全印锡克教学生联合会和统一阿卡利党等组织。温和派一般代表锡克教大地主和工商业者利益，他们是“绿色革命”的主要受益者，经济实力雄厚，主宰旁遮普邦的经济生活，而极端派的社会基础和主要成分则是锡克教的中下层贫民和低种姓。他们是“绿色革命”的受害者。据统计，1980年初，旁遮普邦农村共66万户无地农民，占总农户的34%；年收入低于3600卢比以下的少地贫困农民达24000户，占总农户的30.6%。随着阶级矛盾和两极分化的加剧，他们强烈要求改善自己的处境，希望在新的独立的国度里获得新生。他们的这种愿望和要求往往被一些阿卡利党领导人所利用。80年代以来的锡克自治运动主要是极端派在起作用，他们的势力在阿卡利党内外日渐占优势。特别是自1986年1月在掌握了锡克寺庙管理委员会以后，其活动空前加强，恐怖组织如“卡利斯坦突击队”和“卡利斯坦解放力量”公开抛头露面，恐怖活动有增无减，严重影响印政局之稳定。

第四，中央政府对锡克教自治运动的政策有失误之处。据一些学者分析，印度政府的政策失当表现是多方面的：其一，独立前，国大党领导人曾答应在分治后的印度建立一个锡克人的自治邦。国大党重要领导人萨·巴特尔于1946年4月5日郑重宣布：“锡克斯坦问题将在权力移交到印度的手后在立法议会中予以考虑。”当时锡克人因此许诺而愿意留在印度联邦范围之内。但中央在制定印度宪法时，立宪议会没有考虑这一承诺，锡克人乃有受骗之感。其二，印度政府在1966年以前一直拒绝锡克人单独在旁遮普建立语言邦，甚至在1960年出动大批警察逮捕阿卡利领导人和大批工作人员，查封该党办公室和机关报刊。直到1965年印巴战争爆发，为了取得锡克人对战争的支持，才建立旁遮普邦。其三，1973年阿卡利党通过“阿南徒普尔——萨希布”决议后，中央政府一直视为分离主义纲领，拒不承认锡克人的民族地位。1981年甚至对旁遮普邦实行总统治理，宣布该邦为动乱地区，在各地设立军事法庭，逮捕和审讯平民。更有甚者，在1984年实行所谓代号为“蓝星行动”的极端措施，6月正式出兵锡克教圣殿金庙，打死锡克教领袖和许多锡克教徒，从而导致英·甘地总理被杀和大规模的教派仇杀。其四，政府借口旁遮普邦处于边境，较少支持和投资该邦，扶助其工业发展。自1951年以来，中央政府对旁遮普的投资仅有90亿卢比，只占中央对国营企业全部投资（4000亿卢比）的2.5%，而旁遮普邦银行储蓄的三分之二都被调拨到外邦使用，这不能不引起锡克教族的不满。

第五，带有印度教色彩的党派对锡克教自治运动采取对抗的做法，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如50年代中期阿卡利党人发动语言邦运动时，人民同盟和印地语协会便发动“拯救印地语运动”；60年代阿卡利党锡克人为争取建立语言邦发起绝食至死时，印度教各党派便组织100多位领导人威胁要绝食至死。

总之，不同宗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都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印度现代化的步伐，损害着印度的国家利益并直接危及千千万万印度人的生命安全，这些挑战随时都在威胁着印度的现代化进程。

第四节　印度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契合

上面着重分析了以印度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与印度现代化之间的冲突性。我们已经指出，宗教对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双重影响，印度教也不例外。历史上，以印度教为中心的印度传统文化就对印度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印度古老文明之所以延续至今并且在今天仍然放射出灿烂的光辉，印度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印度教作为印度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的信仰和理想已成为团结广大民众的凝聚力量，它的道德伦理也成为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因此，印度教在协调社会关系、稳定社会发展、维护国家统一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变革时期，印度教曾多次被人们作为一种改革的力量，从而加速了社会发展。另外，在外族入侵的时期，印度教也多次被作为团结民众的精神力量，在维护民族尊严、驱除外族侵略者的斗争中起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印度教是维系印度统一，使其成为世界一个伟大民族的主要精神支柱和力量。

今天，当印度开始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的时候，以印度教为核心的印度传统文化同样也与现代化有契合的一面，传统文化给印度现代化带来的也并不都是消极的冲突性因素。实际上，对于恪守古老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的印度人来说，厚重的宗教理念使他们形成了对宇宙、人生、善恶、因果等与众不同的观点，而这些体现在印度人普通生活中的传统文化观念，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愈发体现出了它的价值，体现出了与社会现代化进程相契合的一面。这些因素随着印度教在印度民众中的普及与一般日常生活相融合，已经成为印度人价值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些在印度得以保留的积极因素使得印度的发展有别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如今，随着人们自己对人类发展道路的重新认识和重新思索，印度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这些积极因素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作为印度的近邻，作为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印度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而只把目光放在它的消极因素上。尤其当我们在急速行驶的现代化道路上对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丢弃得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尤其有必要放眼四方，以冷静观察别国政府和民众是怎样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的。

一、从历史来看，传统文化是推动印度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印度历史发展进程表明，印度每一次划时代的进步都与宗教改革或新兴宗教的出现紧密相关，宗教是推动印度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印度的阶级社会最早出现在以原始宗教婆罗门教为中心的印度河流域。婆罗门僧侣控制着上至国王下至奴隶的思想和行动，主宰着当时的印度社会，但后来它逐渐成为印度社会发展和思想进步的主要障碍，于是才有佛教等新兴教派出现，佛教否定婆罗门特权，倡导思想解放，实行社会和宗教改革。“从推翻婆罗门教腐败的特权阶级和打破婆罗门集团的思想专断这个意义上说来，新兴教派的产生和传播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其意义在于，它使人们从婆罗门教的桎梏下解脱出来，也使政治领袖和奴隶主阶级摆脱了婆罗门集团的长期压制，为婆罗门集团之外的社会各阶层在平等基础上的自我创造和自我发挥提供了新的精神支柱和活跃的政治气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印度奴隶制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作为早期佛教中心的北印度摩揭陀国在国王族陀罗策多的领导下，以佛教反对婆罗门教的精神力量整军经武，收揽众心，终于在公元前4世纪缔造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孔雀王朝。“孔雀王朝基本结束了印度半岛的割据状态，为印度次大陆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这种历史的进步无疑同佛教的传播有着某种因果的关系”。孔雀王朝虽然对佛教推崇备至，但后来过于迫求偶像膜拜和圣地、圣迹巡礼等形式主义，加上在阿育王执政期间却逐渐抛弃了宗教宽容政策，依靠武功维持统治，从而导致教派斗争激化，民怨沸腾，最终使得孔雀中央政权瓦解，宗教界和思想界进入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新时代，并逐渐产生了新兴的印度教。4世纪时印度教兴起。新兴的印度教融合了印度原有各种宗教的主要内涵，从而使各种宗教派别的利益在相当程度上得到调和。旃陀罗笈多一世以印度教为武器再次统一印度，创建了笈多王朝。“印度的奴隶制在笈多王朝时逐渐解体，为次大陆迎采了崭新的封建社会。印度历史的再一次进步无疑也同宗教有着某种因果的关系”。

在近代和现代史上，印度宗教也曾发挥着巨大的精神力量。印度资产阶级革命家们在发动民族民主革命时，便诉诸于印度的历史宗教传统，从事反对英国殖民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国大党成立后，以提拉克为代表的革命者认为宗教是民族历史的依托，“是使人民互相接近和同情的重要手段”。他用印度教经典释义来号召群众，用庆祝宗教节日对群众进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在1905-1908年的革命高潮中，另一革命家奥罗宾多·高士提出了“精神民族主义”，其核心是用宗教精神和热情造成印度政治复兴的条件。他用宗教论证说，民族运动是由“不可战胜的、全能全智的、不朽的、不可抗拒的”神指导的，因而终将获得胜利。印度著名领袖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在民族运动中更是巧妙地运用了宗教的武器。甘地从印度教的坚持“真理”、戒杀和自制的信条中衍生了举世闻名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甘地相信，非暴力的宗教道德力量最终将迫使英国殖民者改正自己的错误，离开印度。甘地的战斗号令一经发出就象符咒一样，举国上下一致响应，即使面对殖民者的疯狂镇压也毫无退缩之意。历史证明，提拉克和奥·高士、莫·甘地等一批革命家“用宗教服务于民族运动的作法，在发动印度人民参加民族斗争中发挥了确凿无疑的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群众的革命热情”。

二、从现实来看，传统文化对印度现代化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1.传统文化与印度民主政体的形成

前面章节我们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论述。与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独立以后印度建立并实行了议会民主政体，并且已经较为平稳的运行了50多年。印度之所以接受并最终形成民主政治制度，一方面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强加的，但另一方面也是由印度自身历史、民族、社会、文化、宗教、法律等诸多特殊条件决定的。其中，印度传统文化在印度民主政体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传统文化与印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当前最为流行的话题之一。人类社会今天之所以如此重视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主要原因是人类社会过去几百年的发展中对自然环境的欠账太多。自从工业革命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们对自然的征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但是现代化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破坏，这种破坏所给人类带来的威胁已逐渐被人类所认知，并开始采取措施予以挽救和防治。所谓后现代化理论也由此诞生。1987年布伦特兰的报告第一次提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原则。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经济的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报告指出了工业发展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所造成的恶果，呼吁人类必须拟订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以避免人类社会走向毁灭的厄运。该报告特别提出人类社会必须尽快拟定战略，使各国从目前的破坏性增长和发展过程中脱离出来，转而走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近两年来，以应对气候变化为核心的环境外交已经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一个新战场，从哥本哈根到坎昆，相关国家围绕气候变化问题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较量。这其中虽然有不同国家之间政治斗争的影子，但很大程度上也确实反应出了人类社会寻找可持续发展途径的焦虑和探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人类传统文化中发掘隐含的可持续发展因素一时之间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研究课题。由此，和西方文化相比，更加注重追求和谐的东方传统文化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这其中就包括对印度的传统文化的关注和重视。一般研究认为，印度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人类如何理性认识追求物质、如何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等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价值观念。简言之，印度教认为，世界最高的主宰是“梵”，它无形无踪，又无处不在，物质世界都是“梵”的显现，“梵”便是我，此我即是彼“梵”。所以，印度教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亲爱、和谐与统一，而不应一味的强调征服自然、索取自然。人类只有善待自然，爱护万物，才能最终达到善待自己的目的。这种思想对印度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印度人看来，发展经济不能违反自然规律，不能以牺牲生存环境为代价。经济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如何与自然环境保持平衡。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上个世纪90年代，印度却经常发生一些因为环保问题而取消一些建设项目的现象。这其中最为人们常常提起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通用电器公司计划遭到否定的例子。通用公司曾计划投资数亿美元在印度建立一个大型火力发电厂。从经济角度考虑的话，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印度目前基础设施落后、能源严重不足。但经过评估之后，这个项目可能对当地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当地政府最终还是拒绝了这个项目。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的许多外国人对此感到很难理解。但多数印度人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印度人认为，不能因暂时的经济利益而毁坏自然环境，自然环境一旦毁坏，是多少经济利益都难以弥补的。这种暗合了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价值观在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很多传统文化中都曾经存在，但在发展压倒一切的借口下，能够真正坚持这一价值观的国家和民族为数并不多。但恰恰只有这样，人类与自然才能走上长期和谐共存共荣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近些年来印度也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这说明，和很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曾经遇到的问题一样，在印度，也出现了经济因素开始超越文化因素的问题，成为印度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

3.传统文化与印度社会的和谐稳定

社会的和谐稳定是一国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推进现代化建设。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需要多方面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其中，传统文化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发挥着很多现实政策无法替代的作用。在这方面，印度传统文化具有很多积极因素。这里，列举两点进行简要分析。

其一，重精神轻物质的理念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客观地说，对物质享受的追求是人类不断前进的动力，但凡事皆有度，对物质享受的过度追求也是给人类社会带来各种灾难的根源。在物质观上，印度传统文化却表现出了与很多文化的不同。印度教规定，人生有四大目的：利、欲、法、解脱。利，是指获得经济上利益或财富；欲，是指满足爱的感情或性欲；法，即达摩，指履行社会道德和义务；解脱，是指实现精神上的彻底解放，达到与神的结合。印度教认为，物质享受是生活的一种内容，但人的追求不能以物质享受为主，物质追求应当适可而止，人应当以实现精神上的彻底解放为最高目标，只有通过精神上的感悟才能从世俗中脱离出来获得绝对的幸福。因此，很多国家相比，印度人更重视精神上的追求和享受，而轻视物质上的追求和享受。这种重精神、轻物质的传统，一方面成为阻碍印度社会前进的重要因素，韦伯之所以提出印度教不能催生资本主义的观点也与此有关；但另一方面，重精神、轻物质的传统也使印度人养成了一种淡泊名利、济危扶困的民族心理。印度人认为，在印度这样一个仍然十分贫穷的国家里，不应让权力和金钱沾染上庸俗和罪孽。因此，大多数印度人重视物质追求，但对衣食住行并不十分讲究，生活简朴，即使是政府高官和亿万富翁，吃得往往都比较简单，住得也不豪华，穿的都是土布衣服。在印度，人们常常看到，很多富户巨商甚至倾家荡产从事社会福利事业，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主动放弃大城市的优越生活，到偏远的农村向农民传授文化知识。此外，在印度传统文化中，印度人并不过多考虑死后对物质财富的占有和享受，所以印度五千年的文明留给后代的历史文物往往地上占多数，而很少奢侈昂贵的陪葬品，这一点与中国以及西方经常从地下挖出价值连城的文物形成鲜明对照。当然，和其他方面的传统文化正面临现代化挑战一样，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这种重精神、轻物质的观念也在逐渐发生变化，经济利益和物质享受开始成为印度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行为准则。一些印度富翁也开始追求帝王般的享受，城市中产阶级对西方的奢侈品兴趣越来越浓。但总的来看，重精神、轻物质的传统文化以及由此形成的民族性格对今天的印度社会仍有很大影响。许多社会上层人物，仍然藐视物质，把精神追求置于最高位置，许多平民百姓也是如此。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这种民族性格可能会压制消费，难以拉动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不会因为物质欲望过度膨胀而去拼命地争夺生存资源，不会因为对物质享受的过度追求，使人与人之间只有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这对资源相对有限的印度来说，是一种维护社会和谐的积极因素。

其二，“非暴力”思想有助于社会稳定。“非暴力”是印度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印度的吠檀多哲学认为，万物都是从“大我”分化出来的“小我”，都具有梵性，都蕴藏着真、善、美。因此，印度传统文化认为，万物之间应是相亲相爱和相互平等的，而不应是相互征服和相互残杀。印度人认为，这种相亲相爱并不仅仅限于人类，对飞禽走兽，花卉草木，也要有友爱精神，不能杀生。印度传统文化中的这种非暴力思想对印度的历史和现实都产生了极深的影响。特别是经过圣雄甘地的继承和发扬，并在争取印度独立过程中显现出了巨大威力后，非暴力思想成为影响印度中产阶级的重要文化因素。这种文化因素使印度社会最终形成一种改良主义文化，主张通过改良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革命的方式解决问题。这种通过改良而不是通过革命解决问题的文化传统，在短时期内可能难以看到变化的效果，但从长远来看，却是有利于社会前进的变革方式。渐进式的改良可以使国家逐步实行各种改革措施，从而能够避免因剧烈的、突然的变化所产生的压力而导致社会陷入混乱，从而使社会在稳定的状态下向前发展。

4.传统文化与印度科学技术的发展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古代印度在科学技术方面为人类社会做出了很多卓越贡献。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由于多方面原因，印度的科学技术发展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也取得了很多发展成就。特别是近些年来，印度的软件产业更是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发展成就。古代印度和现代印度的科学技术能够取得出色的发展成就，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传统文化就是一个重要因素。

从古代印度科学技术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来看，由于印度传统文化追求的最高精神价值是亲证“梵我同一”，与神合一。这种观念使印度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的精神化倾向，带有“主观内省”的特点，强调通过知识来获得解脱与宁静，把全神贯注的沉思看作最高的生活方式，很多印度人从小就学习经典教义，耽于沉思冥想、注重内心思辨、论证入微细致。印度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特别有利于那些具有抽象特点的、与宗教有关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以天文学、数学两个方面来看古代印度科学技术发展所取的成就。（1）在数学方面，古代印度最为人们所熟知、对人类文明贡献最大的当属十个阿拉伯数字和“0”的发明，这一发明经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洲后，逐渐演变为现今世界上通用的“阿拉伯记数法”，对人类社会文明的演进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很多评论认为，这一发明对世界文化和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的贡献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事实上，除了阿拉伯数字外，古代印度在数学方面还有很多成就。比如，现存古印度最早的数学著作《准绳经》，大约成于公元前5至前4世纪，其中包含有一些几何学方面的知识。这部书表明，印度人那时已经知道勾股定理，并使用圆周率π为3.09，古印度人在天文计算时已经运用三角形，公元499年成书的《圣使集》中有关数学的内容共有66条，包括算术运算、乘方、开方以及一些代数学、几何学和三角学的规则。公元7-13世纪是古印度数学成就最辉煌的时期，其间的著名人物有梵藏、大雄、室利驮罗和作明。梵藏约于628年写成《梵明满悉檀多》，对许多数学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提出了负数的运算方法。大雄著有《计算精华》，他认识到零乘以任何一个数都等于零，他还认识到以一个分数除另外一个分数，等于把这个分数的分子分母颠倒相乘。室利驮罗的主要工作是研究二次方程的解法。作明是这一时期成就最大的数学家。他的《历数全书头珠》中的《嬉有章》和《因数算法章》反映了古印度数学的最高成就，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作。作明对零进行了进一步研究，指出以零除一个数为无限大。作明继续研究二次方程求解的问题，知道一个数的平方根有两个数，一正一负。他还明确地指出负数的平方根是没有意义的。作明在不定方程的研究中也取得显著成绩，他用巧妙的方法解决了许多不定方程的求整数解的问题。（2）在天文学方面，由于农业生产和生活方面的需要，古印度居民很早就注意观察天象，并取得了很多伟大的成就。比如，早在吠陀时代，印度人就知道金、木、水、火、土五星，将五星与日月并称为七曜，把月亮所经过的星座划分为28宿，称之为“月宫”；把一年分为12个月，每月30天，一年共360天，所余差额用每隔五年加一闰月的方法来弥补；古印度著名的天文历法著作《太阳悉檀多》已有时间测量，分到点；在笈多王朝时，印度人就认为大地是一个球体并环绕自身的轴心转动；当时的印度人还对日食、月食做出了正确的解释，等等。

从现代印度科学技术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来看，传统文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现代印度科学技术的发展成就及其原因我们在后面还要作进一步总结和分析，这里仅以传统文化在印度信息产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作简要分析。在印度传统文化诸多构成要素中，下面几个方面因素对印度信息产业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第一，印度教的某些教义使印度人养成了一些良好习惯，有助于印度信息产业的发展。比如，印度教认为，克制情绪及苦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修炼方法，是一种获得超人力量和自我解脱世俗束缚的重要方法，它可以使人达到梵我同一的境界，摆脱轮回之苦。这种信仰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印度人一般都有非常强的敬业精神。很多跨国企业之所以将软件研发中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中了印度软件从业人员所表现出来的敬业精神。再比如，印度教重精神、轻物质的传统使印度知识分子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态度认真，工作扎实，能严格按照科学规律办事，而不是急功近利，心浮气躁，为图名利而弄虚作假，所以能够产出具有创造性的科研成果，有助于推动信息产业的发展。第二，宗教信仰有利于推动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包括信息产业在内的所有科学研究都要求参与者必须有较强的合作精神，单打独斗很难产生出科研成果。一般研究认为，有宗教信仰的人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更值得信任，也就更容易合作。因此，深受印度教熏陶的印度人所具有的相互信任和相互合作的精神，成为推动印度信息产业的重要因素。第三，印度人的某些思维方式有助于信息产业的发展。同其他东方民族相比，印度人的思维方式具有抽象思维发达、善思辨的特点。应当说，这种超越现实、注重沉思、喜欢抽象的思维方式同现代科技的发展所需要的思维方式更为契合。因此，这一点，也被很多人认为是印度软件业得以超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5.传统文化与印度社会的传承和发展

与外来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是任何一种文化得以延续发展的重要因素。闭关自守、消极保护和盲目拒绝、排斥外来文化，只能导致停滞落后。在这一点上，前面我们在分析印度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时就已经指出，印度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从来就不是凝固、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发展自己、丰富自己。正是这种强大的包容性，推动印度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又进一步促进了印度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与文化的繁荣，推动印度社会不断前进。这一点正是印度文明得以传承至今没有中断并仍不断获得巨大发展的重要原因。简要回顾印度历史就可以看出，这种对外来文化吸收接纳的例子频频发生，一次又一次地推动印度社会向前发展。比如，古希腊文化的进入，给印度带来了字母、建筑和设计，丰富了印度的古典智慧和社会结构。公元1000年以后，帕坦人和莫卧儿人征服统治印度达7个世纪，印度社会接纳了穆斯林文化。此后，在200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中，印度又同西方文化发生了强烈的碰撞和交流，印度传统文化很快接纳了西方文化，并融入了自己的文化体系中。可以说，如今的印度社会在几乎完整的保留了传统文化中积极因素的同时（当然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至今同样存在），对任何外来文化的积极因素（当然同样受到外来文化中的消极因素的影响）都没有绝对地排斥，而是不断地吸纳和利用。正是因为印度文化具有吸纳外来文化的优良传统，所以，现今印度社会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取得了较多的进步和发展，尤其是西方文化与印度传统文化相结合所产生的创造力，对印度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其中，英语的普及、现代金融体系的引进、议会民主制的建立、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等几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印度现代化带来的巨大益处最具代表性。英语的普及、现代金融体系的引进、议会民主制的建立等几个方面的具体情况我们在前面相关章节中已经有所介绍和分析，关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将在后面相关章节进行介绍和分析。

第五节　印度对传统文化的改造、继承和发展

现代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个方面的转变和发展。在这其中，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来看，一个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传统文化的转变也就是文化的现代化一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领域，甚至是最难的领域。一般而言，文化的现代化往往落后于经济的现代化，而文化现代化的滞后又影响政治和社会的现代化。反过来，又影响了经济现代化成果的巩固和持续发展，最终影响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因此，文化现代化在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忽视的。在现实中，由于所有国家的传统文化对现代化都是消极因素与积极因素并存，因此很多国家的文化现代化经常出现两种极端现象：一种情况是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为借口，忽视甚至完全否定或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而试图重新建立一套新的文化价值体系或者是直接模仿、照搬西方的文化价值体系；另外一种情况是固守自己的传统文化，对其中的一些积极因素的价值无限放大，对其中大量与现代化不相符合的冲突因素“视而不见”，不采取积极的政策改造和发展，盲目排斥外来先进文化。这两种观点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政策行为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所带来的消极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要么导致一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丧失自我，失去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特色和文化根基；要么导致一个国家失去现代化的机遇和发展的可能，最终导致国家的衰落和民族的消沉。这样的例子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少见。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的发展需要，大多数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文化基本都是采取了继承与发展、保护与改造的政策。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最后所产生的结果和影响有所不同。印度政府也基本采取继承、改造和发展并重的政策。具体而言，一方面针对传统文化中消极落后因素，采取措施予以改造，使之符合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对传统文化积极因素，采取措施予以保护和继承；同时，积极吸取其他国家创造的先进文明，不断推动传统文化获得新的发展。

一、印度对传统文化的改造——推行国家世俗化

印度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包含多方面内容，但最主要的是推行国家世俗化。世俗化本是西方宗教社会学提出来的理论概念，主要用来形容在现代社会发生的一种变化，即宗教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地位跟深远影响逐渐退缩到一个相对独立的宗教领域里，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逐渐去除宗教色彩。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用除魅（disenchantment）来形容现代生活的理性化。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也在他不同的作品中一再提出现代社会世俗化的趋势，他认为神圣性跟机械连带的社会控制机制在现代工业为主、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中正遭受到侵蚀挑战，必须寻找新的社会共识与神圣性。世俗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政教分离、宗教平等、信仰自由等是世俗主义的基本内容。其中，政教分离是世俗主义政治的核心，是世俗主义发展的制度保障，是解决教派冲突、保证信仰自由的基本前提。

印度是一个宗教盛行、教派林立的国度，宗教渗透到印度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对印度来说，世俗化尤为重要，是印度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条件，没有世俗化就不可能建立标准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也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1.印度推行世俗主义的历史文化基础

讨论印度政教分离这一问题，我们必须持有一种客观的、历史的态度。这就是，印度传统文化中也具备一些推进世俗化的有利因素。也就是说，印度建国后推行世俗主义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地获得成功，是有一定历史客观条件的。没有这些历史客观条件，印度独立后推行世俗主义可能会遭遇更大阻力，能否最终成功也难以预测。比如，政教分离是世俗化政治的核心，但这却是一种根植于西方的政治原则，确切地说是近代西方启蒙运动在批判君权神授基础上所确立起来的一项基本政治原则。政教分离原则主张，政治和宗教之间有严格界限，不论宗教拥有怎样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来自何处，都只能限于宗教内部，而不能以任何方式、任何借口扩展到政治领域，政治和宗教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不应相互介入、相互干预。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表明，只有实行政教分离，才能实现各种宗教和各种信仰的相互平等，由此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精神开放和思想自由，社会才能充满发展的活力，否则社会只能是死水一潭，如同中世纪的欧洲一样，长时期没有变化和发展。

就印度传统文化来说，由于宗教影响甚大，政教关系一直比较复杂，即使是今天，宗教在印度政治生活中仍然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如果仔细对印度传统文化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出，古代印度并不是没有一点政教分离的早期雏形，或者说印度传统文化中有一些利于推动政教分离的积极因素。首先，政教分离的早期雏形或者积极因素来自种姓制度。毫无疑问，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但有一点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在种姓制度下，婆罗门种姓与刹帝利种姓之间有着严格的职业分工，婆罗门主要从事宗教事务，刹帝利主要从事行政事务，两者基本互不干涉，婆罗门所拥有的更多是荣誉地位，他们只是在理论上规定社会生活的某些规范，对世俗政治和现实生活则基本不直接干预。其次，从印度教的教义主张来看，印度教具有高度的精神化倾向，带有“主观内省”的特点，把全神贯注的沉思看作最高的生活方式，而不主张参与和干预世俗的政治生活。综合这两点，可以看出，印度传统文化的政教关系，并不是完全融为一体的，古代印度并不能说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神权政治。某种程度上，古代印度的政教关系比中世纪欧洲的政教关系更为理性，更为接近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政教关系。但是，无论古代印度的政教关系怎样的接近政教分离所需要的政教关系，我们都必须看到，宗教从古至今在印度社会都占有某种支配性地位，整个社会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是宗教性的，人们的日常行为或主动或被动是受到宗教意识控制的。总之，“从宗教在印度社会中的地位而论，古代印度虽然不是神权政治，但宗教的价值取向是国家、社会和个人的精神指南，因此具有公认的权威性质。特别是印度教把种姓制度作为它的一部分，赋予这种等级制度以神圣的光环，使之成了基本的社会结构和人的行为规范。这种以宗教教义为根据的组织机制对社会的实际影响，超过了宗教直接掌握政治。”因此，印度传统文化中的政教关系只能说是为后来的政教分离提供了基础和可能，并不等于这种关系已经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政教分离。

就印度的历史发展来说，政教分离也不是只有国家独立以后才出现的新鲜事物。客观的说，早在应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就开始了世俗化进程。虽然这种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殖民者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政策而实现的，但毕竟对印度的世俗化进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英国殖民者在很多地方直接建立政权，取代原有的宗教统治者；推行西方式教育，规定英语为官方语言；建立世俗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实行文官公开考试选拔制度，倡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推行现代教育制度，提高妇女科学文化素质等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印度世俗化进程。

当然，英国殖民者推行这些政策措施，主观上并不是推动印度世俗化，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是为了更好地统治和掠夺印度，他们的目的与印度自身发展目标是矛盾的。事实上，英国殖民者为了自身利益，客观上做了一些有利于印度世俗化进程的事情，但更给印度世俗化进程留下了很多隐患。比如，英国殖民者蓄意挑起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利用二者之间矛盾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至今仍然是影响印度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因此，真正推动印度世俗化进程还要靠印度人自己来实现。印度的一些先进人士也早就意识到世俗化对印度的重要性。包括甘地在内的很多印度先进人士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尤其是领导印度实现国家独立的国大党更是将世俗主义作为立党原则。由于国大党党员大多是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世俗主义的观念已深深地影响到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这方面，尼赫鲁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尼赫鲁从小接受西化家庭的影响，加之后来又在英国受到七年系统的现代西方教育，吸收了西方各种社会政治思潮，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信奉者。出于对宗教性质的一般看法，尼赫鲁明确反对将宗教运用于政治，主张实行西方近代式的政教分离，以及政治的非宗教化。在尼赫鲁看来，政治与宗教的结合是危险的，因为这样极其容易导致教派政治。尼赫鲁指出，印度有着悠久的宗教宽容的历史，在印度这样一个有着多信仰多宗教的国家里，除非以世俗性为基础，否则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族国家。他曾明确指出：“印度只有保护许多世纪发展起来的多元文化，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我完全反对印度教的或任何其他宗教的教派主义。”

因此，在对未来国家的设想中，印度独立之前的尼赫鲁就形成了明确的世俗主义国家的思想，主张将宗教严格地限制于私人生活的范围，而不能让它介入、干预和控制公共的政治生活领域。

2.印度推行世俗主义的主要措施

民族独立是一个国家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前提。真正将世俗主义付诸于实践并取得实质性成效是在印度独立后。印度独立后，印度政府就将“世俗主义”写进了印度宪法，并始终在艰难而缓慢地推进着印度的世俗化进程。世俗主义和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一起成为印度宪法的重要支柱和基本原则，成为印度的三面旗帜。印度政府为推进印度世俗化进程采取了很多措施，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实行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尼赫鲁指出，“在像印度这样一个有着多信仰多宗教的国家里，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族国家，除非以世俗性为基础。”尼赫鲁认为，“每一种宗教和信仰都应有充分的自由，得到同等的尊重，它的每个公民享有同等的自由和机会。”国家保护所有的宗教，不亲某个宗教而疏其它宗教，国家本身也不把任何宗教宣布为国教，也不允许宗教干预政治和经济生活。他认为，有组织的宗教在政治上将不起大作用，将来宗教会成为个人的私事，不会用于政治目的。以教派主义形式出现的宗教与政治的结合是非常危险的结合。1950年的《印度宪法》在“基本人权”一篇中以社会改革和公共政策两方面为重点对宗教自由权做出了具体、详细的规定，为宗教自由权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1976年的宪法修正案又将“世俗”一词被正式写进宪法序言。印度的世俗国家性质得以以宪法的形式最终确立，从法律上明确了国家应平等和中立地对待所有宗教。此外，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印度法院还不断用司法判决的方式解释和完善关于宗教自由的法律规定，使宪法条文具有了更强的适用性。

第二，取消种姓制度和种姓歧视。尼赫鲁明确表示：种姓制度是反动的、起束缚作用的，是发展的障碍。在其范围内，不可能有地位平等和机会均等。也不可能有政治民主、经济民主。“严格地说，一个受种姓支配的社会不是世俗的。”因此，尼赫鲁及其领导的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限制种姓制度。国大党党章规定，凡党员均不信奉、不履行任何形式的种姓制度。而信奉没有阶级或种姓差别的统一社会。印度宪法也规定，所有公民不受种族、种姓的影响。印度独立后，为了建设一个平等的世俗社会，政府实行了一系列限制种姓制度、取消不可接触制、改善低种姓地位的政治世俗化措施。其一，1950年颁布《印度宪法》，在宪法层次上明令禁止种姓歧视。宪法第15条规定：国家不依种姓而歧视任何公民，所有公民不因其种姓在进入和使用商店、餐馆和公共水井等方面受到限制，禁止不可接触制及其实践。宪法第16条规定：所有公民不因其种姓在国家和政府公职的聘用或任命方面受到排斥或歧视。宪法第29条规定：政府所资助的教育机构不因种姓等因素拒绝接受学生。其二，1955年颁布《不可接触制犯罪法》，在刑法层次上保证宪法规定的废除不可接触制条款的贯彻执行。1976年，为了堵住法律实施过程中的漏洞，颁布了《废除契约劳工法》和《公民权利保护法》，再次申明废除不可接触制的重要性，详细列举了禁止不可接触性歧视的具体行为。许多邦都制订了各种各样的保护不可接触者的法律，中央政府每年向议会两院报告废除不可接触制的进展情况。其三，对低种姓实行保护政策。印度宪法第330条、332条、335条规定：在人民院和邦立法院为表列种姓保留席位，在联邦和各邦政府公职及教育机构中为表列种姓保留名额。这种在公职、教育、就业等社会政治领域为表列种姓保留一定比例名额，以保护因种姓制度被排除在高等级之外的低种姓权利的政策被成为“保留政策”或“保留制度”。从印度独立到20世纪80年代，保留政策执行得比较平静和稳定。

二、印度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在全球化中体现自我

一个没有自己传统文化的民族是浅薄的，而一个不珍惜自己传统文化的民族是可悲的。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建立在自己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化。对于西方国家来说，由于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是内源型现代化，现代化的过程基本上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之间既有斗争也有妥协，因而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之后本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基本上得以保存和流传下来，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并不是两个完全割裂、毫不相干社会形态，而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自然延续的社会形态。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则面临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情况，由于这些国家现代化是外源型现代化，实际上就是一种“追赶型”现代化。在“追赶”过程中，由于本国在各方面都落后于西方国家，因此在这些国家中经常发生的一个现象就是怀疑、否定和放弃本国的传统文化。但在印度却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行进中，印度并没有因推进国家世俗化而完全舍弃传统文化，更没有因为要与所谓的普世价值“接轨”，轻易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对自己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印度给予了认真的保护、充分的继承和积极的发扬。

印度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并非从国家取得独立后才开始的。早在争取国家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时期，印度精英人士，如提拉克、甘地、尼赫鲁等国大党领袖就非常注意发扬和利用印度传统文化，推动印度的民族独立进程。他们认为，印度宗教在印度社会中曾发挥并正在发挥重大的积极作用，它是印度古老文明存在的主要形式或赖以生存的主要土壤。印度悠久的历史文化之所以一直保存至今，而且放射着灿烂的光辉，主要依托于印度宗教特别是印度教的存在。因此，这些领导人均非常崇尚印度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倡导发扬古代传统的印度文明。为恢复印度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引导他们参加民族解放运动，这些国大党领袖主要诉诸印度的历史宗教传统，用印度教经典来号召群众，用庆祝宗教节日对群众进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因此，以印度教为核心的印度传统文化在推动印度历史发展，开展近现代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了不容低估的积极作用。

独立后，印度政府继续坚持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对印度教宣扬的重和谐、讲仁爱、非暴力、解放贱民等教义予以积极推广，号召印度国民继续发扬；对历史遗留的文物古迹给予充分保护，特别是为将文物古迹遍地的历史名城德里完整保留下来，印度政府决定在德里之南另建新都，形成现在的新德里，成为保护历史文物古迹的典范之作。此外，除了继承和发扬历史上已经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在争取国家独立和进行国家建设中形成的新文化因素，印度也非常重视保护和传承。比如，国家独立后，印度一直把圣雄甘地奉若神明，把甘地主义作为国家重要精神支柱，用以团结印度人民。印度前总统卡拉姆公开提倡年轻人要向老一辈人学习正确的印度价值观，用忘我的超脱精神献身于自己的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度，不仅仅是政府，从企业到普通百姓也都非常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因此，印度独立以来文化发展相当平稳，传统文化没有遭到太多人为破坏。为了保护优秀传统文化，印度许多企业和企业家都热衷于为社会文化事业提供赞助，有的甚至将毕生积累的财富捐献给文化事业。印度政府也采取具体政策措施支持这种行为。印度的税收法规定，企业提供公益性赞助可以充抵同额税赋。印度有许多没有固定资金来源的小型文艺团体，能够长期生存，社会支持是主要原因。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的冲击，印度传统文化正在发生一系列变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印度年轻人越来越多地模仿和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色情、暴力和其他一些与传统道德标准不相符合的内容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电影电视中。但从总体上看，印度基本上保持了自己传统文化中的根本价值标准和主要生活方式，这使印度在全球化过程中体现了自我，使印度在现代化进程中依然是“印度”，而没有迷失发展方向，没有成为西方文化的简单翻版。

三、印度对传统文化的发展——吸收西方先进文明

没有任何一种传统文化是完美的。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应是在继承本国传统文化积极因素的基础上，承认本国传统文化的不足之处，在采取措施予以改造的同时，积极吸收其他文化的先进之处，推动本国传统文化不断发展。这是保证一国传统文化不落后于时代、不被时代淘汰的重要保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吸引西方国家先进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也是可以利用的后发优势。西方文化的核心是民主制度和科学技术。在这方面，印度采取了务实的态度，取得了积极成效，不论是学习建立西方式议会民主制度还是吸收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在发展中国家都处于领先地位。关于印度的议会民主制我们在前文已经进行阐述。这里，对印度在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方面的情况做简要分析。印度之所以能成功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一个重要原因是印度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这一点我们在前文已经进行分析。这里，再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第一，殖民主义的遗产。和议会民主制一样，印度的科技发展同样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副产品。英国在对印度实行政治占领与经济掠夺的同时，也将西方先进的教育、科技、议会、文官、法律等移植到它的最大殖民领地。因此，“印度传统文化受到很大打击，以神学为中心的旧式宗教教育，受自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挑战。”西方文明的冲击，一方面使传统文化受到压制，西化文明特别在语言、教育体制等已严重影响压倒梵化传统；但另一方面，随着基督教文化的输入与传播，在印度各种层次的英式学校和科研机构则相继建立并不断发展。与此同时，一批掌握了近现代国际交往的语言英语和科技知识的知识分子也相继涌现。殖民时代的教育基础与现代知识分子的涌现为印度独立后的科教兴国路线打下了良好基础。

第二，知识分子的作用。印度知识分子精英不仅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而且在科教兴国和建设现代化国家中也同样发挥中坚与骨干作用。他们文化程度较高，大多在英国名牌大学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而且阅历丰富，富有实践经验，道路坎坷，在参加反英斗争中坐过牢，吃过苦，不少人在独立前曾出任英属印度文官和参事会议员。独立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印度知识阶层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显得日益重要和突出。正是这批精英成了印度现代化科教兴国的骨干和核心力量，他们与国际接轨较早，广泛参加国际合作与科技实践活动，效果显著，成就突出。印度已有多位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获得诺贝尔奖，是发展中国家获诺贝尔奖最多的国家。

第三，印度政府的重视。印度独立后，历届政府都极为重视科教兴国，并采取一系列举措，推动和加快科教事业的发展。尼赫鲁是印度科教兴国的奠基人。他把实现科学技术的自主视为维护国家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以及印度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和基础。他在1962年对斯里兰卡科学促进协会的演讲中说：“虽然我长期投身于印度的政治斗争，但我的思绪常常使我回忆起在剑桥大学作为一名学生常去科学实验室的那些日子。在后来若干年的变化发展中，我再一次重新认识了科学。政治生涯把我引向了经济学，而经济学又把我引回到科学和科学方法以解决我们的各种问题。唯有科学能够战胜饥饿和贫穷、疾病和文盲、迷信以及积久的习俗和传统，唯有科学才能解决被饥饿人群所困扰的富庶国家的问题。今天有谁能忽视科学？我们必须事事求助科学。未来属于科学，属于与科学为友的人。”

在尼赫鲁的努力推动下，印度历届政府一直把科技教育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并采取了若干重大措施，比较重要的有：（1）制定科学发展政策。早在1958年，尼赫鲁政府就制定了专门的“科学政策决议”，确立印度科研发展的目标，成为印度长期指导科技发展的大政方针与基本国策；此后的英·甘地政府、拉·甘地政府、拉奥政府、高达政府、瓦杰帕伊政府以及今天的曼·辛格政府都根据时代发展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指导印度科学发展。（2）制定实施了多部促进科技发展的立法，为印度科技发展奠定法律基础。（3）建立实施科技发展的职能部门，如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原子能委员会、国家宇航研究委员会等。（4）增强研究开发机构活动，如设立综合研究中心、成立技术咨询机构等，以提高研究开发活动的技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5）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如扶持重点、实行科技人员流动制度、关心科技人员生活、吸引科学家回国工作等。（6）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以促进印度科技进步和印度自力更生能力。（7）把科技发展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成为各个五年计划重要组成部分。（8）加大对科技的投入，特别是印度中央政府为科研支出的经费，基本上是各个邦投入经费的10倍，截至2007年，印度国家研究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已经提高到2%。（9）注重科技发展的前瞻性，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将信息产业作为发展重点，使21世纪的印度成为软件出口大国。（10）重视发展军用高科技，积极发展原子能、导弹、航空等技术，1998年不顾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连续进行5次地下核试验，使印度成为事实上的核武器国家。目前，印度已经自力更生地建成一整套核燃料循环体系，这套体系给印度科技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重视发展科技的同时，印度政府高度重视发展教育，为科技发展提供足够的人才支持。尼赫鲁认为，当巨大的人力资源受到教育和训练之后，就会变成现代世界最宝贵的财富。印度特别重视高等教育，明确高等教育目标并设立大学增款制度等。如今，印度理工学院已经成为和美国的伯克利、麻省理工、斯坦福等齐名的世界著名大学。在印度政府的带动下，印度家庭也非常重视教育，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40%。在尼赫鲁科教兴国路线的指导下，印度科技取得十分引人注目的科技成就。1947年独立时，印度科技的总体水平是非常落后的，但经过六十多年的努力，印度的科学技术有了飞快进步。现在，印度在高新尖科技领域内，诸如原子能、空间技术、海洋技术、计算机技术以及某些军事武器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已举世瞩目。

第六节　印度传统文化的积极变化与面临挑战

经过60多年的发展，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印度现代化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尤其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已经建立了较为成熟的民主政体，正开始向市场经济的方向改革。经过50多年的运行，民主政体已经深入印度民众的民心，已经较为成熟，考虑到印度并不发达的经济环境和复杂而悠久的历史传统，这已经可以算是印度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奇迹”。经过9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也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虽然改革的具体政策可能因为某些因素而有所调整，但总的发展方向已经确定。在这种背景下，文化方面的问题就变得尤为重要。当前，印度传统文化呈现出两个方面特征：一方面，由于受到政治和经济现代化进程以及这种进程所产生结果的影响和冲击，尤其是90年代以来改革步伐的加快和开放程度的加深，印度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开始发生积极变化；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并未完全消失，仍然在以各种形式影响着印度社会的各个方面，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的任务仍然任重道远。

一、印度传统文化的积极变化

独立60多年以来，由于改革不断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方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影响不断扩大，印度多元文化格局在不断调整，一些传统思想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一些落后思想观念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变。今天的印度，不论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还是在文学艺术领域，亦或娱乐产业领域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越来越多的城市年轻人喜欢穿T恤衫、牛仔裤；中产阶级喜欢西餐、中餐、威士忌、可口可乐，住洋房和别墅，购买私人汽车等。再比如，人们的服装选择已打破以前的单一性，开始多元化，很多印度妇女已经不再把纱丽作为唯一的选择，印度服装融入了国际时装潮流。又比如，娱乐领域的选择也越来越多元，国家电视台独霸天下的局面已经改变，卫星频道和有线频道早已开通，美国的CNN和英国的BBC等都可收视，有多个频道可供选择。我们认为，在独立以来印度传统文化发生的诸多变化中，以种姓制度的变化、妇女地位的变化最具代表性和根本性。

1.种姓制度的积极变化。前面我们在对种姓制度做简要介绍时，就已经指出，在印度传统文化构成中，种姓制度对印度社会影响最大，也是目前影响印度现代化进程的最大阻碍性因素。但种姓制度同时也是印度传统文化中最根深蒂固的组成部分，其在印度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绝不仅仅局限在文化领域，我们将其列在文化领域进行探讨，主要是因为种姓制度是印度教的教义规定。现实情况是，种姓制度已经完全渗透在印度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融入印度人血肉之中，决定着印度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制度安排。更为重要的是，虽然种姓制度在外人看来荒谬无比，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应该早已废除，但印度人对此却习以为常。而且，在印度，不仅仅是高种姓的人持有这种观点，那些低种姓人也视种姓为天经地义的制度安排。纵观印度历史，虽然不能说低种姓人抗争的事情从未发生过，但总的来说，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对种姓制度产生过致命打击的抗争却几乎从未发生过。种姓制度在印度已经平稳地存在了数千年，以至于很多印度人自己都认为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情。

因此，我们认为，判断印度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是否得到根本改观的最主要标志，应当看种姓制度是否发生了积极变化。客观来说，独立后，印度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种姓问题，建国伊始就开始采取措施来改变甚至试图完全废除种姓这一严重阻碍印度社会发展的不合理的、落后的制度。为此，印度在宪法和其他多个法律中都做了相应的规定。应当说，经过印度政府几十年的努力，印度的种姓制度已经受到较大冲击和一定程度的破坏，特别在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城市以及城市郊区这种变化最为明显，在一些农村地区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同种姓之间的婚姻也常常发生，不同种姓出身的工人在一起工作已经成为习惯，不少贱民地位也开始在发生变化。据统计，有数以十万计的贱民摆脱了过去的出身成了医生、律师、工程师、教师、有的还当了议员。特别是随着教育的普及、新闻媒介的扩大和选举制度的推行，大大促进了低种姓政治意识的觉醒。他们越来越认识到政治权力在改变自身不利地位斗争过程中的重要性，要求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获得平等权利和地位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些低种姓者随着经济上的发展，政治上也掌握了部分实权，成为地方上的实力派。这其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则是1997年7月贱民出身的切里尔·拉曼·纳拉亚南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印度独立以来的第十任总统，成为印度历史上第一位出身于贱民阶层的总统。因此，如果说现在种姓制度仍然完全控制着印度社会是不客观的、不全面的。种姓制度的积极变化成为印度传统文化中的最大变化，具有深远意义。因为，这种变化使更多的人有权利、有机会参与到印度的现代化进程中来，一个国家如果只有少数人参与现代化进程，这样的现代化将难以持续。

2.妇女地位的积极变化。绝大部分国家的传统社会，妇女都是社会最低下的群体之一。即使宣称最讲人权的西方社会，很多国家的妇女获得选举权也不过只有几十年时间。妇女地位的变化常常被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就印度来说，妇女的地位是非常低下的，是倍受歧视的。正统的印度教认为，妇女天生比男人低劣，妇女被限制不准学习《吠陀》经和参加宗教方面的一切活动。《吠陀》经明确把妇女和印度教认为的贱人首陀罗视为同类。在印度教看来，妇女的任务就是服侍丈夫，没有丈夫就等于没有了生命，印度有许多压榨欺凌妇女的陋习，如童婚制度、嫁妆制度、殉夫制度等，对妇女的摧残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多少年来，印度妇女就在一种极受歧视的社会氛围中生活着，默默忍受着各种痛苦、不幸与折磨。

近代以来，特别是独立以后，印度开始对传统宗教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改革。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印度妇女地位也开始有所改善。印度对妇女的看法有了一些变化，一些改善妇女地位、保障妇女权利的法规得以制定和执行，一些妇女组织得以产生和活动。现代印度妇女活动的范围比以前大大拓宽，妇女同男子一样也可以接受教育，并就职于不同的工作领域，比如新闻界、金融界、建筑界，科学技术和文化界，甚至于政务界等，出现了女部长、女驻外大使、女银行家等。妇女在婚姻、职业、生育等问题上的观念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全球范围来看，在整个印度社会来看，印度妇女地位仍然相当低下，妇女受歧视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童婚在农村仍很广泛，嫁妆制度在农村甚至有增无减，殉夫制度依然受到推崇，甚至在许多落后地区愈演愈烈。2009年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性别不平等名单中，印度在134个国家中位列第114位；2009年联合国女性文化水平评级中，印度在182个国家中排名第134位，在这次评比中，排名靠后的主要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因此，印度妇女解放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总之，经过60多年的现代化发展，印度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积极变化。但就现代化和传统文化二者之间的互动来说，传统文化中的很多消极因素仍然是印度现代化的重大障碍，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根本性阻碍因素并没有得到根本变革，传统的价值观念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仍然是导致印度现代化进程产生困难的重要原因。下面我们对此进行简要分析。

二、印度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仍然任重道远

经过60年的发展，印度传统文化在各个方面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但同政治、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和取得的成就相比，印度传统文化的改革进程依然任重道远。今天印度传统文化所发生的一些变化更多地是表现在日常生活方式方面，而文化现代化的核心是价值观的改变。而恰恰在这方面，印度社会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其中，最突出的挑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种姓制度并未根本消除。虽然近几十年来印度的种姓制度已经有了相当的松动和巨大的变化，但从根本上来说，它并没有完全改变，特别在广大农村仍然顽固存在，特别是在北方邦、比哈尔邦和中央邦等讲印地语的地带，各种形式的种姓歧视依然盛行。在广大农村地区，大部分贱民仍然不能与高种姓人同吃、同住、同饮、同行。70年代中期，有一项对印度中央邦179个村庄的调查显示，有124个村庄不让贱民取公用井水，128个寺庙中有47个不让贱民进入，39家饭馆中有11家不让贱民进入，没有一个村庄的理发师肯为贱民理发。更重要的是，对于处在社会最低层的贱民的迫害事件不断发生。如在比哈尔邦，从1971年到1999年种姓之间的集体屠杀事件一共发生了59起，有600人被杀。其中，1990年到1999年之间就有35起，死亡人数达到400左右。低种姓的悲惨遭遇令每一个到印度的人都感到震惊，即使印度自己也深感问题严重。印度总理曼·辛格就直言不讳的说，印度低种姓人口目前面临的歧视与南非黑人在种族隔离时代曾遭受的歧视十分类似（2006年12月）。目前，据估算，印度70%的高级官员，60%以上的法官是婆罗门，而他们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5%。正如一位印度学者所描述的那样，“在印度社会中，一个人可以放弃一切，但放弃不了种姓信念”。种姓制度所产生的种种不正常现象必然对印度现代化发展造成巨大障碍。这种障碍既表现在经济方面，也表现在政治方面。

在经济方面，种姓制度的最大影响就是低种姓依然受到严重歧视。种姓制度从起源上就是一种社会分工体制，每个印度教徒的种姓身份和职业选择终生不变，不得不终其一生被动地充当生来既定的社会角色。在这种制度下，人的社会角色不取决于人的能力，而取决于人的出身，不仅严重违“人人生而平等”这一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基本原则，而且严重窒息人的创造力，阻碍社会的发展。印度历史上之所以形成停滞不前的均衡状态，根本原因就在于种姓制度。因此，当前印度要想充分发挥所有人的聪明才智，就必须彻底消除种姓制度对人选择职业过程中的影响。但在目前的印度，人们在寻找职业时，种姓的背景仍然首当其冲，影响甚大。社会上待遇较好的职业大多为高种姓占有，低种姓在就业时依然备受歧视，很难得到好的就业机会。印度独立后，在政府政策的推动下，虽然也陆续有一小部分低种姓子女上了大学，接受了高等教育，他们进入工厂企业，承当技术工作，但现实情况却非常残酷，因为高种姓出身的工人往往不愿服从他们的指挥，高种姓和低种姓的工人相互之间根本无法相处。低级种姓在企业中往往遭其它种姓歧视，他们很难得到提拔，科技尔金矿一个低级种姓职员这样抱怨说；矿上官员不提拔我们，我在矿上已干了20年，现在还得不到提升，但一些人仅仅因为是婆罗门，只干了五六年就被提拔，这里没有按每个人的能力作为标准来提拔人，一个人的提拔全凭他的种姓背景和上级官员的一时偏好。就在这个印度最大的金矿中，在井下采矿的大多是低级种姓，在地面上工作的则是高级种姓。另外，印度政府实行的优待保护政策，将一定比例的工作机会保留给贱民，这对改善一些贱民状况固然起了某些作用，但这一政策也招致其它种姓的不满，一些中等种姓也要求给他们以保留名额，有的地方满足这些中等种姓的要求，使得保留名额竟占总就业机会的50%，这种用人方式对企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在政治方面，种姓制度的最大影响就是印度政治越来越曼德尔化。我们对此进行简要概述。独立以后，印度政府曾经提出在议会为低种姓人群保留一定的比例名额。1979年，以B·P·曼德尔为主席的“落后阶级调查委员会”建议政府在政府部门和国营企业给予“落后阶级”中的“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22.5%”和其他落后阶级“27%的保留比例。这就是所谓曼德尔方案的由来。后来，由于人民党政府下台，此建议未能实现。到90年代初，辛格政府把曼德尔方案重新提上议事日程，随即引发了社会骚动，计划随之停止。其后的拉奥政府在肯定曼德尔方案的基本观点和基本保留比例的同时，为缓和社会矛盾，决定增加10%的保留比例给“经济上落后的高种姓”。虽然从独立至90年代末，印度各界从未在保留比例问题上达成共识，但曼德尔方案的基本精神却一直贯穿印度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它使得印度的低种姓按分配比例进入政治领域，致使种姓问题进一步“政治化”和政治问题进一步“种姓化”，这种趋势即被称为“曼德尔化”。很多低种姓人因为政治“曼德尔化”而加入大多数政党，由此种姓问题成为影响政治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印度政治宗教化的倾向不断增强，教派利益越来越与政党利益相结合，政党教派化的倾向日益加剧。

2.落后观念影响仍然严重。除了种姓制度尚未根本消除、至今仍然在影响印度社会外，印度传统文化中的其他一些消极落后观念也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当今的印度社会。这其中，以印度教的生育观念对印度人口问题的影响最为典型。目前，印度人口总数已经超过12亿，人口问题已经成为印度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沉重负担。事实上，印度政府也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早在1951年印度开始实施独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就提出要节制生育，成为世界上最早实行控制人口政策的国家。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印度又是计划生育执行最为糟糕的国家。近几十年来，印度人口以2%左右的年增长率递增，每年新增人口约1800万。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印度很快就会超过中国成为人口第一大国。可以说，印度的人口政策是失败的。印度人口政策失败的一个原因就是宗教因素的影响。具体来说，印度教中有尊重生命的信条，并且鼓励家庭的壮大。普通印度教徒对多子多福、无子之人有罪、只有儿子才能把父母的亡灵送上天国等教义深信不疑，并用来指导自己的人生。印度教徒认为，一个没有儿子的父亲是一生中最大的不幸，人死后必须有儿子举火焚尸，主持火葬，才能超脱地狱，若没有儿子举哀，死者不能升天。印度教经典明文规定，一个女子如果结婚5年内还不能生育儿子，其丈夫有权再娶一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印度教的这些教义规定已内化为印度教徒深信不疑的人生准则，并在每个印度教徒头脑中形成了极强的宗教心理障碍，如果违背了这些教义，印度教徒心中将留下难以消除的心理阴影。其实，任何宗教都是这样，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即使社会中文化素质较高的一部分人在理性上已经非常清楚宗教中的某些教义是不合理的，但由于宗教信仰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心理，理性上的认识也不能替代感性上的行动，更不能改变整个社会心理仍被宗教教义控制的现实。就印度的现实情况而言，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农村，四分之一的人口是文盲。对于这些普通的印度人来说，严格遵守印度教的教义规定就是他们生活的基本准则，就是他们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遵守这些教义准则不需要任何条件。因此，严格遵守印度教教义的普通印度人强烈抵制计划生育政策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也只有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才响应国家的“生两个最好”的口号。

人力资源是维持社会存在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历史上，很多文明的扩张往往伴随着人口的增加，很多文明的衰落也往往伴随人口的衰减。换言之，人口的增加和衰减是导致一个文明崛起和衰落的重要原因。按理说，数量庞大的人口使印度拥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应当成为推动印度经济发展的一个积极因素。但是，人力资源不等于人力资本，人力资源如果不能变成人力资本，只能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潜在力量，而不能变成推动经济发展的现实力量。人力资源变成人力资本需要很多条件。其中，我们认为，最基本的条件有两点：一是劳动力必须有一定的健康水平和教育水平做保障；二是社会必须为劳动力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如果不具备这两个基本条件，数量巨大的人口只能是人力资源而不能变成人力资本。这种情况下，数量庞大的人口不仅不能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反而会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我们来看印度是否具备了这两个条件。（1）在教育方面，印度过于重视高等教育，基础教育非常薄弱，大部分低种姓人士受到的教育水平很低，至今仍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是文盲；在健康方面，印度过于重视城市卫生，对农村卫生重视不够，大量卫生经费被少数中产阶级享用，农村卫生状况极差，1978年印度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52岁，到2001年，才上升到60.8岁。在这一点上，印度比起点相似、同为发展中国家、同为人口大国的中国要差很多，在教育方面，目前中国的成人识字率已经达到百分之九十；在健康方面，1978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就已经达到68岁，到2006年达到72.58岁。（2）前文在分析印度经济模式时，就已经指出，印度目前的经济模式是一种不均衡的发展模式，由于偏重发展现代服务业，只有少数受过高等教育、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才能参与其中，由于制造业发展缓慢，没有为数量庞大但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

在上述两个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数量庞大而且仍在快速增长的人口不仅没有成为推动印度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反而成为影响印度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人口增长过快，对粮食供应形成巨大挑战，近年来印度粮食增长速度年均1.7%，但却赶不上人口增长；人口增长过快，导致印度无法把更多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中；人口增长过快，造成巨大就业压力。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消费和人口的剧增给印度生态环境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河流污染、空气混浊、地下水匮乏、森林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的不断减少，已使得印度整个环境开始恶化，甚至已经达到失控状态，成为印度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大挑战。

3.印度教民族主义成为新考验。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后，印度在经济模式上，开始由混合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变，在政治模式上，开始由国大党一党独大向多党竞争转变，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转变都被认为是推动印度现代化进程的积极转变。与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出现积极转变相反，在文化上却出现逆印度现代化大潮的一股表面看似乎是不协调的“逆流”与“反差”，这就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复活。而且，这种文化上的逆流已经影响到其他方面。比如，有观点认为印度教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印度自由民主面临的最大威胁。那么，应当如何认识这一现象呢？

其实，印度教民族主义并非始自今日。早在7、8世纪伊斯兰教入侵印度时，在和伊斯兰教的抗争过程中，就已经产生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端倪。但现代意义上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产生于英国殖民占领印度之后。特别是在20世纪初期，印度教民族主义正式产生并一度盛行。20世纪初，为应对不断高涨的印度民族独立运动，英国殖民当局故意挑拨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关系，致使两者的矛盾日趋尖锐，以达到从中渔利的目的。穆斯林教派主义者认为国大党代表的是印度教徒的利益，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因此建立穆斯林自己的政治组织是穆斯林教派主义者一直追求的目标。1906年12月30日，印度穆斯林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穆斯林政党——全印穆斯林联盟。在成立初期，该党实际上是一个狭隘的教派性政治组织，它以保护穆斯林教派利益为最高目标，支持英国殖民当局，反对国大党。因此，穆斯林联盟与国大党之间摩擦多于合作。1930年，在穆斯林联盟的年会上，该组织主席、著名诗人、哲学家伊克巴尔提出了在印度西北部建立穆斯林国家的设想，并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后来，随着穆斯林联盟与国大党关系的恶化，它逐步被穆斯林领导人所接受。特别是被誉为巴基斯坦国父的穆罕默德·阿里·真纳接受了这一思想，并为这个穆斯林国家取名为“清真之国”。1940年，真纳主持全印穆斯林联盟拉哈尔年会，正式通过了“建立巴基斯坦”的决议。

在穆斯林教派思潮的刺激下，印度教的教派活动也不断升温。1915年，印度教第一个现代教派组织——“印度教大斋会”在加尔各答建立。该组织明确宣称其宗旨是在政治斗争中代表印度教徒利益，促进改信伊斯兰教的印度教徒重归印度教，力图在次大陆建立一个印度教统治的国家。1925年，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坚定追随者K.B.海德盖瓦组建了另一个教派组织——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该组织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教派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色彩更加浓厚，其基本宗旨是“保护印度教的民族、宗教和文化，复兴古代印度教国家”，其成员服装统一，每天上政治课和军事训练课，曾多次同穆斯林教徒发生流血冲突。

印度教大斋会和国民志愿服务团这两个组织在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这两个组织的一些首领对于从理论上完善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以及把印度教民族主义发展为宗教极端主义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其中有两个代表人物最为典型。一个代表人物是印度教大斋会的首领V.D.萨瓦卡，他在题为《印度教徒特性》的书中，全面地阐述了一种以复兴印度教文化、建立印度教国家为宗旨的民族主义理论。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国民志愿团的第二任领袖M.D.戈尔瓦卡。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戈尔瓦卡发展了萨瓦卡的“印度教国家”说，并进一步提出了“国家虔信”论。他在名为《我们或我们特定的民族性》的著作中系统论述了“印度教民族和国家”的概念，并提出一些新的思想。戈尔瓦卡尔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核心是要复兴印度、重建一个繁荣富强的印度。他说，在印度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群中，只有印度教徒才符合作为这个国家居民的标准，因为他们热爱印度，把印度视为自己的母亲或祖国。他认为，重建印度的关键是复兴印度教的古代传统，建设一个强大印度教国家。其基本观点是：印度的土地是印度教的土地，印度的文明是印度教的文明，印度的生活方式是印度教的生活方式，印度的国家是印度教的国家。在他看来，医治印度衰败的药方是复兴印度教，最终建立一个强大的印度教的印度。戈尔瓦卡认为，印度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不属于印度这个国家，因为他们在心理上不热爱、不忠诚于这个国家。他们对印度教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抱有敌意”。戈尔瓦卡既反对西方的发展模式，也反对尼赫鲁政府提出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模式。在他看来，重建印度的关键在于复兴印度教的文化和精神哲学，建设一个强大的印度教国家。通过戈尔瓦卡尔的论述，印度教民族主义在理论上进一步完善。此后，印度教民族主义便在印度社会传播开来。

印度独立后，随着国大党政府世俗主义政策的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活动和影响一度减少，但其并未真正退出历史舞台。1948年2月，由于国民志愿团的成员暗杀了圣雄甘地，印度政府宣布它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1949年以后，该组织又打着文化组织的旗号重新恢复。全国性的印度教教派政党——人民同盟成立，其成员大部分是印度教高级种姓和城市中产阶级、市民等，大部分国民志愿团的骨干成员加入了该同盟。1977年，人民同盟与其他政党合并组成一个新党——人民党，以图在印度第六次大选中获取胜利。1979年，为保持世俗政党的面目，人民党领导要求该党议员不能再参加国民志愿团的活动，遭到一些与国民志愿团关系密切的党员的强烈反对。1980年4月，原人民同盟的成员单独召开大会，宣布退出人民党，另立名为“印度人民党”的新党。印度人民同盟由此转化为印度人民党。

印度人民党的建立成为印度教民族主义重新崛起的重要标志。此后，印度教民族主义逐渐成为印度政坛的主导因素。印度人民党继承了戈尔瓦卡尔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鼓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发起“恢复罗摩盛世”、推倒清真寺、重建罗摩庙的运动，反对国大党政府照顾穆斯林的世俗主义政策等。印度人民党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一个民族只有具备自身特征，才能被国际社会所承认，才能在世界上获得应有地位。印度人民党成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主要政治代表，并迅速崛起为印度政坛的一股重要力量。在人民院的选举中，1984年该党只获得2席，但到1989年就增加到了86席，1991年又增加到119席。1996年，该党一举获得161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组织了政府。1998年，获得179席，再次成为席位最多的政党，并与其他小党共同组成联合政府。1999年，获得182席，再次与其盟党组织新政府。这种情况表明，人民党在印度教徒中的支持基础在不断扩大。而且，从近些年来的情况看，人民党不仅继续获得高等种姓半数的支持，而且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低种姓的支持。人民党最初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城市中有文化的印度教徒，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越来越多的印度教徒开始支持该党，特别是在有文化的印度教徒选民中，其支持者最多。这种情况非常值得思考。

印度人民党在民众中具有越来越强的吸引力和号召力，这并非偶然，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原因。从东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变迁角度分析，社会变迁本身就孕育着宗教复兴。“宗教角色的强化主要源自一般社会状况的改变。”也就是说，东方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使传统价值失去意义的危险。人们为寻求即将失去的精神世界便去追求宗教。成长的速度加快社会与文化的断层，通常在一个世代中产生受过教育且体验过富裕转变的社会中产阶级成员，这种改变突显出传统与家庭价值的矛盾，而他们也发觉这种矛盾不易解决。从政治角度分析，宗教脱离不开政治，宗教在现代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更确切来说，宗教已经开始扮演一个更为显著的政治角色”，“可利用宗教成为道德改革或者国家认同的力量，甚至成为土著形式的民主。”从经济发展角度，宗教复兴往往刺激经济发展、成为社会安定的道德力量。台湾著名学者魏萼教授认为，文化和宗教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个力量是一般经济学界经常忽略的问题。此乃构成经济发展的动力，可谓“第二只看得见的手”。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兴起对印度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首先是加剧了印度教和穆斯林教之间的教派冲突，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予以论述。其次就是在人民党的刺激下，国大党也开始出现宗教化倾向。也许是为了对抗其他党派利用印度教民族主义谋取政治利益的手法，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一贯奉行世俗主义政治的国大党为了拉拢选票，与印度教派主义政党争夺政权，也开始放弃世俗主义原则，将宗教势力引入政坛，大打教派政治牌，导致教派主义思潮泛滥。为了得到印度教徒的选票，1982年，英迪拉·甘地在世界印度教大会建立的“印度之母”神庙落成典礼上发表讲话。国民志愿服务团在1983年德里选举中帮助国大党而抛弃印度人民党，因为他们觉得国大党比印度人民党更接近印度教复兴主义运动。英迪拉·甘地为了在旁遮普邦战胜阿卡利党，扶植锡克教派主义者宾德拉瓦尼，为了获得北印度印度教徒的支持，下令攻打锡克金庙。1984年，拉吉夫·甘地和国大党利用英迪拉·甘地遇刺激起的教派冲突，大打“印度教徒牌”，在这一年的大选中高票当选。1989年，拉吉夫·甘地再次打起教派牌，一方面亲吻阿约迪亚土地开始他的竞选运动并许诺建立“罗摩制度”，另一方面比世界上任何非穆斯林国家都早地禁止拉什迪的名著《撒旦诗篇》。他在印度教徒多数主义和穆斯林少数主义之间见风使舵，以改善国大党的选举前景，一边支持北方邦首席部长用高压策略对待不顾一切地建庙的罗摩庙志愿者，一边访问伊拉克以显示反帝国主义和亲穆斯林的立场。此外，国大党也打起“基督教徒牌”，取得在米佐拉姆邦议会选举的胜利。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国大党与湿婆军建立密切联系。国大党对世俗主义原则的放弃，标志着世俗主义的式微和教派政治的强大。

当然，人们也注意到，印度人民党也逐渐修订了原来的纯教派主义理论，倡导新的非教派主义纲领：“民族主义和民族统一、民主、积极的非教派主义，甘地的社会主义和价值基础上政治”。在行动上力图改变党的教派主义形象，支持为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保留议席的政策，通过决议允许贱民加入它的主要团体，要求各级党组织发起反对种姓偏见和不可接触制的运动等。尤其是执政以后，该党所推行的基本内外政策与国大党并无本质上的差异。瓦杰帕伊政府执政时所推行经济政策，仍是努力致力于经济改革，促进经济发展，力争使21世纪初成为“印度的十年”，决心使印度成为“新世纪的新印度”，即一个“强大、繁荣和富裕的国家”。围绕“阿约提亚事件”，印度国内和印度人民党内对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也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主要是划清教派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界限，有人试图把“印度教主义”修正为“印度主义”，也有人出来宣称“欢迎穆斯林加入印度人民党”，而坚持以印度教主义为宗旨的国民志愿服务团新领导集团则宣称“志愿团的大门将向所有的宗教敞开”。

由此可以看出，印度人民党的教派主义和甘地的宗教民族主义、尼赫鲁的世俗民族主义三者并没有本质区别。印度人民党推行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主要出于政治上执政的需要，一旦执政便会淡化宗教色彩，适应新的形势，继续推行各党派特别是国大党所认可的民族主义政策振兴印度，使之成为世界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该党也不会成为一个极端的宗教政党，推行宗教的世俗化也必然是印度政府的既定政策，不论哪个政党执政，都不会走向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

但是，尽管宗教对东方国家现代化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现代化的目标和对社会根本的变革的总体效果而言，毕竟有重要的负面作用，而且不可低估。在印度如此盛行宗教的国家，其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无疑是实现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美国学者F.R.弗兰克尔对印度1947-1977年三十年的政治经济作了一番研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是必须首先摧毁陈旧的宗教观念、文化模式和社会结构，印度经济问题只有靠直接向有产种姓和有产阶级发动进攻才能得到解决。”随着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一体化的不可逆转，印度不可避免地卷入到这一现代化的第三次大的浪潮之中。“当今的印度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以及思想观念上正在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变革就像是缓慢进行着的革命，既充满了痛苦，又充满了希望；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印度就像是一只背负着重物的巨象。众多的人口构成了它庞大的身躯，而它庞大的社会躯体上的重负则是其传统性和多样性。”但由于印度传统文化的极端顽固性，这使得它在现代化的发展的道路上步履艰难而又缓慢。这股强大的印度教复兴思潮，其强劲的势头几乎势不可挡。对其利弊、福祸评估目前似乎为时尚早。但是它显然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是对现代化所造成的紧张状态和异化状态的反应”。从世界总的现代化进程来看，印度教思潮的复兴只不过是印度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插曲而已。它只有一个解释，即：在印度传统的社会结构依然没有彻底打破，包括一部分新兴中产阶级在内的广大民众的思想观念仍然深深地处于传统文化的束缚和影响之中，传统意识观念和势力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现代化的变革显然需要付出更为艰难的努力，任何重大的自上而下的变革在具体实施时总要面临传统势力和思想的挑战和阻碍。事实上，正是这种情况决定了过去印度几乎所有的变革都带有一定的迟滞性和不彻底性。印度今后的社会变革将是一个长期、缓慢、痛苦甚至是带有血腥味的过程。”印度进步的社会势力同传统宗教观念的斗争必将是一个相当漫长、而又颇为艰巨的任务。没有这项艰巨任务的最终完成，印度和其他东亚国家现代化的实现则是困难的。

4.宗教冲突不断升级

尽管独立以来印度政府为缓和不同宗教之间的冲突采取了大量措施，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深入，印度不同宗教之间的冲突不仅没有缓和的趋势，反而不断升级，因宗教冲突而发生的暴力事件越来越多，特别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尤为激烈。据统计，1980年印穆之间的流血冲突有427起，1985年增至500起，教派冲突中的死亡人数也从1978年的110人增加到1980年的278人。80年代以后，由于教派组织的鼓动和宣传，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在各地兴起与蔓延，同时在印度教徒中也滋长出一种宗教狂热心理和反伊斯兰的躁动情绪。过去，教派主义和教派冲突大多发生在印度北部，但现在已经扩大到了南部，而且越来越有继续蔓延的趋势；过去，教派冲突一般仅限于城市，但现在已经扩散到了广大的农村地区。据印度政府统计，1988年在全国452个县中，发生教派冲突或教派关系紧张的县有88个，到1989年时，这样的县已增加到110个。暴力活动的烈度也在升级，比如1992年发生的阿约提亚事件。据传说，印度教大神罗摩出生于阿约提亚，在古代这里曾有一座罗摩庙。1528年，莫卧儿王朝的伊斯兰统治者为了打击印度教，下令拆毁了罗摩庙，并在原处建立起巴布里清真寺。19世纪，莫卧儿王朝灭亡后，印度教徒曾多次要求拆掉清真寺，在原址上重建罗摩庙。这就是所谓“重建罗摩庙”计划。但是，由于英国殖民当局的阻止，此事被平息下去。印度独立之后，阿约提亚地方政府为了避免冲突，下令关闭清真寺，禁止印穆双方入内。因此，“寺庙之争”又沉寂了30多年。到了80年代，由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宗教狂热情绪的蔓延，印度教的教派领袖们又重新打起“重建罗摩庙”大旗，以掀起振兴印度教的运动。后来，这场“寺庙之争”，导致出一场震惊世界的宗教流血冲突。1992年12月6日，十万印度教徒涌进阿约提亚，一些狂热分子不顾军警阻拦，爬上巴布里清真寺，将寺顶捣毁。这一举动严重损伤了穆斯林的宗教感情，由此引发出一场全国性的教派流血冲突。在以后的一个星期内，至少有1200人丧生，4000人受伤。印度教徒捣毁清真寺的事件，立即引起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等国穆斯林的强烈反响和报复。在巴基斯坦，穆斯林点燃了125座印度教庙，在暴力冲突中还有几十人被杀；在阿富汗，穆斯林破坏了三座印度教神庙和一座锡克教圣殿。此次“庙寺之争”，是印度独立后影响最大、波及最广的一次教派冲突。

2001年“9.11”事件以后，由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反恐斗争中重点打击的对象是以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为代表的伊斯兰教恐怖主义组织。这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处于低潮。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教民族主义又一次抬头，沉寂多年的“寺庙之争”又被点燃，印度教的极端教派组织——世界印度教大会又重新提出“重建罗摩庙”计划。2002年2月27日，一批狂热的印度教徒到阿约提亚举行完祭祀罗摩大神的仪式后，乘火车返回家乡——古吉拉特邦时，在一个小站上与当地穆斯林发生争执，穆斯林投掷石块和汽油瓶，烧毁车厢，造成58人死亡和40多人受伤。此事件立刻引起古吉拉特邦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大规模流血冲突，尽管印度政府派出了军队维持秩序，进行制止，但是骚乱和冲突蔓延之势已经不可控制，一直延续到5月份。据统计，此次宗教冲突有929人死亡，10928所房屋被烧，12473家店铺被毁或遭到抢劫，2万多辆汽车被烧，直接损失68.1亿卢比，间接损失500多亿卢比。一向被誉为“印度经济发动机”的古吉拉特邦经济严重滑坡，2002年3月的经济增长率降至2.2%，印度股市随之下跌。

对印度来说，如今还面临着宗教冲突和恐怖活动交织在一起的错综复杂局面。由于宗教、民族、种族、贫富差距等矛盾相互交错，加之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至今不能解决，印度一直是恐怖活动高发国家之一。目前印度境内有数十个反政府武装和恐怖组织。这些组织不断制造恶性暴力、爆炸等恐怖流血事件，最近十几年印度死于各种恐怖事件的人数已超过了三次印巴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频繁的恐怖活动对社会发展和稳定危害极大，影响了印度的国际形象，使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总之，宗教冲突形成的暴力事件，威胁社会稳定，影响发展环境，成为印度现代化越来越严峻的考验。

第七节　讨论：传统文化如何实现现代转型

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全球一体化的不可逆转，印度作为一个大国正在崛起，尽管存在着各种困难，但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今的印度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在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如果我们将现代化内涵界定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个领域，政治方面，印度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民主制度，民主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独立60多年来，印度政坛也曾几经风雨，至今也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但终究没有出现因选举或政府更替而导致国家动荡局面，这一点和其他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仓促走上民主道路而动辄出现社会混乱局面的现实相比，显示出印度的民主政治已经趋于成熟和稳定；经济方面，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印度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纵然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总的来说，虽然改革的节奏和改革的具体政策可能会有所调整和改变，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已经不可逆转；社会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印度已经形成一批相当数量的中产阶级，尽管社会结构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但印度社会总体上保持了相对稳定，这一点我们在后面章节还要进行进一步的介绍和分析。

同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现代化所取得的成就相比，经过60多年来的发展变迁，印度传统文化虽然也发生了很大改变，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程度还很低，取得的成就也相对较小，仍然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主要标志有两个：其一是至今仍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种姓制度，其二是伴随着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现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显然，完全废除种姓制度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任务，90年代出现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更是一个涉及多方面的复杂问题。总之，由于印度传统文化的核心印度教至今没有从根本上完全世俗化，其包含的一些消极因素还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根深蒂固，成为印度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障碍。因此，在印度这样一个受宗教影响如此之深、如此之广的国家，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核心问题。

事实上，不仅仅是印度，从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来看，一个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文化的现代化，也就是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一直就是一个非常敏感、极端复杂的领域。一般而言，文化的现代化往往滞后于经济的现代化，而文化现代化的滞后反过来又影响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的现代化。一个国家可以在很短时间内盖起很多漂亮的高楼大厦，也可以搭建起表面看起来很完美的民主制度，但却很难改变在无形中影响人们（不仅仅是普通民众，更包括政治人士和学术精英）行为的思维观念，而这种思维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无法跨越的鸿沟。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转型问题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因素的复杂问题，限于本书篇幅和研究问题，我们不拟对这一问题做全面探讨，仅就下述几个方面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一、关于对传统文化的评价问题

由于现代社会发源于西方，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始终面临一个难以释怀的问题，这就是本国为什么没有如同西方那样产生现代社会。对于这个问题的追问与思考一直贯穿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全过程之中，随之出现的就是对传统文化的评价问题。这其中，曾经非常普遍的观点就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起步阶段，将本国没有如同西方那样源生现代社会的根源归咎于传统文化，认为传统文化是影响本国建立现代社会的主要障碍，因而对本国传统文化采取近乎全盘否定的态度和做法。特别是社会学家韦伯提出只有新教伦理才能催生资本主义、而其他文化都不能催生资本主义的观点之后，这种观点一度成为对发展中国家传统文化进行定性的主流观点。当然，随着时间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学界早已开始反思，目前对发展中国家传统文化予以全盘否定的观点也早已不是主流。前文我们已经指出，随着二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初步成功，学界开始对韦伯关于文化与现代性关系的命题再思考，发展中国家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又被重新认识、重新定义。这种再认识和再思考虽然对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看法仍然不尽一致，但已经都不再认为这些国家的传统文化是与现代性社会绝对排斥的文化形态。一般观点认为，源自于西方的现代价值理念，符合人性的基本需求，是现代化的基本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就一无是处，需要完全抛进历史的博物馆，这些国家的传统文化可能不会源生资本主义，但这些国家传统文化中一些因素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是与现代性社会的发展要求相契合的。因此，实现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前提是对本国传统文化有一个客观评价，既要认识到本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冲突之处，又要认识到本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契合之处。在此基础上，对与现代社会的冲突之处要大力改造，对与现代社会的契合之处，要认真继承，对本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的现代性因素，要积极吸收和发展。事实上，这也是包括印度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坚持的文化战略。我们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更多是想强调现代化的模式选择问题。因为从历史经验来看，对本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思维常常导致一个事实：在本国建立现代社会的过程中，由于本国在各方面全面落后于西方，急于求成的追赶心理常常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由一个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搞成一个一蹴而就的“复制过程”。因此，激进主义是发展中国家中经常出现、经常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思潮。事实证明，激进主义虽然能对传统保守势力产生致命性摧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启动现代化进程，推动社会前进，但如果让激进主义长期主导本国的现代化进程，则几乎没有成功案例可以借鉴，激进主义往往导致社会的异化，对西方的简单复制往往导致现代化的失败。

二、关于政府在传统文化转型中的作用问题

由于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决定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并不是一个简单肯定或否定的过程，而是一个扬弃的过程，也就是在保留并发扬自己传统文化积极因素的同时，主动地采取有效政策来改变或消除自己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就印度传统文化而言，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它所包含的因素并不完全都是与现代化要求相冲突的因素，而是有很多与现代化要求相契合的因素。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需要在现代化进程中加以保护、继承和发扬。在这个进程中，政府负有自然的主导责任，应承担推动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主导作用。因为，作为一个普通民众，他可能只选择自己感兴趣或对自己暂时有利、有吸引力的文化模式。比如，目前很多即使在西方社会都已经被证明是非主流的生活方式或价值观念，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却十分流行；再比如，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发展中国家中都出现了纯粹用经济标准衡量一切文化因素的现象。我们认为，这一切，主要责任并不在于民众，而在于政府。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必须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对传统文化继承与发扬、改造与创新的职责，而不能完全推向市场，完全以市场的逻辑和经济的规则来处理传统文化，必定要发生文化的断裂和社会的迷茫，这是在西方的现代化历史上曾经遭遇过的惨痛教训，发展中国家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印度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印度政府在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如何在坚持和继承自己传统文化积极因素的同时，对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尤其是与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不相符合的冲突因素进行改造，使之成为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文化形态。在这方面，应当说，独立以后的历届印度政府为改变印度传统文化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从根本上来看，印度政府在使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变过程中采取的政策和行动还未能从根本上使传统文化发生转变。正如前面我们已经系统论述的，印度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至今还在影响和制约着印度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印度政府在文化现代化进程中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三、关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民族主义问题

在发展中国家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上，如果说在现代化刚刚起步阶段容易出现全盘否定本国传统文化的现象，那么在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容易出现的现象则是文化民族主义。在印度，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重新兴起。文化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就是可以主张学习他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但不会认同学习他国文化。如果说现代化起步阶段出现的对本国传统文化进行全盘否定是一种“自卑”心理，是一种文化自卑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那么，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取得一定成就之后出现的文化民族主义，则是一种“自大”心理，这种自大心理既是文化民族主义的典型体现，也是文化民族主义产生的原因。“自卑”固然不对，“自大”更是不可取，两者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居于两者之间正确选择的应当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会在现代化进展到一定阶段时容易出现文化民族主义，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简要分析认为，下述几个方面因素往往导致文化民族主义的出现和发展。（1）从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来看。关于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根据著名学者金观涛先生的分析，现代民族国家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民族国家的认同符号是主观的，这种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往往经历相当长时间，在这种民族国家里，民族认同与某种特殊文化历史以及其他种种客观属性（如人种）关系不大，民族主义的意义仅仅在于捍卫这一民族国家的主权，而不需要对某种特定的文化、人种和历史表示忠诚。第二种民族国家的认同符号是客观的，如独特的文化、人种，这种民族国家的建立速度要迅速得多，非西方文明建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大多属于这种类型。既然传统文化本身是这些国家认同的重要符号，是推动这些国家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因素，文化民族主义始终就存在于这些国家之中，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文化民族主义的显现是迟早的事情。（2）从现代化的发展阶段来看。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属于外源型、后发型现代化，学习借鉴西方先行现代化国家已经积累的成功经验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目标最优的、必然的选择。一般情况下，最先是器物层面的学习，主要包括现代科学技术以及市场经济制度中的某些因素，器物层面的学习是最容易见到成效的学习，因此这些发展中国家往往在较短时间内就能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上成功最容易催生文化民族主义，即使这种成功只是暂时的。（3）从西方社会面临的问题看。现代社会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完美的，西方社会实现现代化之后，不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本质上和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并不一样，但这些问题的存在却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产生文化民族主义、拒绝现代价值观的直接理由。那么，应当如何认识文化民族主义现象呢？客观分析，二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在不同阶段获得快速增长，原因是多方面的，传统文化肯定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主要原因还是这些国家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只是不同国家改革的基础、改革的节奏、改革方式和改革的政策有所不同，这也就是形成不同经济模式的原因所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可以完全拒绝源起于西方的现代性价值观。事实上，纵然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获得了快速增长，但这些国家的传统文化并未完全实现现代转型，如果不能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传统文化转型，文化现代化的滞后必定阻碍政治现代化的进程，政治现代化的滞后又必然影响经济现代化的持续发展，使现代化发生中断或出现危机。这是当年马克斯·韦伯曾经对德国精英和知识阶层发出的警告，也是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西方社会实现现代化之后，确实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但这并不能成为发展中国家完全拒绝现代价值体系的理由，只能说明不同国家在实现这些价值体系的具体形式和过程不能照抄照搬，而应当根据本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而有所不同，有所侧重，形成不同的现代化模式。


第四章　社会模式：层级鲜明、分化严重但却相对稳定

社会模式是现代化模式的重要内容。社会模式的核心是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本社会形态。从概念界定来说，社会结构是社会整体的各基本组成部分之间比较稳定、有序的关系网络或互动模式，是“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中的配置，以及社会成员获得社会资源的机会（即公平性）的结果”。从定义来说，社会结构的核心问题是社会资源的配置问题，所以，一个国家形成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对于政治和经济有重要影响。法国著名社会科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又译迪尔凯姆、杜尔克姆）说过：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是理解一切社会现象的出发点。

毫无疑问，社会结构的内涵十分丰富，包含诸多内容。但社会分层结构是社会结构的基础和核心，决定着社会结构的其他方面内容。一个社会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分层结构，直接关乎社会是否安全、和谐、稳定，是否能平稳发展。不合理的社会分层结构往往导致社会动荡、发展中断，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区别只是在于程度不同而已。社会如何分层有多种划分标准，目前较为普遍、对现代化影响最大的是按照经济收入，将社会划分为经济地位不同的分层群体。从这个分类标准上说，所谓不合理的社会分层结构主要是指贫富分化严重、缺少有效流动的社会结构。在这一部分里，我们将按照收入标准和经济地位对印度社会分层的有关问题进行简单分析。

第一节　社会结构的研究意义

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史，形成合理的社会分层结构不仅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趋势，更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必然选择，否则将无法实现现代化目标。正如很多人所反复强调的，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产生民主政治，一个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形成了一个中间阶层为主体的市民社会，如果说这一观点还存在争议的话，另一个论断则已经基本在学界达成共识。这就是：目前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整体上保持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一个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形成了一个中产阶级为主体、两头大中间小的橄榄型社会分层结构。比如，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最富有和最贫穷阶层的人数分别只占全国总人数的6.7%和6.2%，而中产阶级人数则占到总人数的87.1%，在整个社会中具有压倒性优势。英国、德国、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也基本如此，中产阶级占总人口比例均超出50%。这些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均已经由金字塔型转变为橄榄型。也正因为如此，形成一个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追求的目标。

一、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

但如果仔细梳理历史，可以看出，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中产阶级占主体的社会分层结构并不是从这些国家现代化伊始就出现的。相反，这些国家在现代化早期阶段也都曾出现过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少数社会上层富可敌国、生活奢侈，大量社会底层却贫穷至极、生活悲惨。很多学者曾从不同角度对西方社会现代化早期曾经出现的这一不正常现象给予研究和批判，大量文学作品也曾以不同形式对这一不正常现象进行描述和刻画。这种贫富分化的日益恶化，不仅使仍处于工业革命进程之中的西方发达国家遭到严峻考验，更使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一度面临灭亡的危险。这主要是因为，日益悬殊的两极分化使社会陷入动荡，社会犯罪居高不下，工人运动此起彼伏，给资产阶级带来沉重打击。以工业革命的先驱英国来说，19世纪中叶，正是英国成为“世界工厂”最辉煌时期，国民经济突飞猛进，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国民财富不断增加，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一时期却也是英国近代史上贫富分化最为严重、社会矛盾最为激烈、社会冲突最为尖锐的时期之一，少数人享受了经济发展的好处，控制了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1801年，英国1.1%的最富有者的财富占有国民总收入的25%，到1867年，这一差距变得更为惊人，2%的最富有者的财富竟占国民总收入的40%。当时的英国少数富人的生活奢侈豪华、舒适安逸，而大量穷人的生活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悲惨至极。与巨大的贫富差距相对应的是社会动荡不安，犯罪率居高不下。根据当时英国内务部每年公布的犯罪统计，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1805年发生刑事犯罪4605起，1815年是7898起，到了1842年则上升到31309起，短短37年里，犯罪数字竟增加了6倍多。当然，人们更加熟悉的情况是19世纪英国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不仅严重威胁英国政府的统治地位，也使拥有巨额财富的富人们感到难以安宁。当时的英国首相迪斯雷利曾呼吁“给茅屋以面包，给宫廷以和平”。这说明，英国统治者已经认识到如果任由严重的贫富分化持续下去，整个国家都可能受到威胁，必须采取措施予以干预和纠正。

不仅仅英国是这样，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欧美各主要国家，也都曾面临同样的问题，由于贫富差距严重、社会两极分化致使社会犯罪和工人运动成为统治阶级始终挥之不去的梦魇。事实上，也正是基于对这种社会现实的分析，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很多学者都认为资本主义必将走向灭亡。直到后来，经过多次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之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在经济领域实行国家干预政策，在社会领域建立各种保障制度，着手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大力提高中间阶层的收入水平，中产阶级由此开始产生并逐步成为社会的中间力量，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社会形势才逐步得到缓和。特别是1929年资本主义大萧条之后，美国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不仅挽救了濒临灭亡的资本主义，更使资本主义从此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很多分析认为，罗斯福新政之所以给二战后的美国带来一个长达几十年的黄金时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罗斯福新政使美国涌现出一批中产阶级，形成一个健康的社会结构。而这个社会结构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的近三十年开始遭到破坏，美国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中产阶级的收入增幅下降，巨额财富开始聚集到少数人手中，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对近年来发生的经济危机负有重要责任。关于这一论点是否完全准确解释了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情况，我们并不作进一步探讨。但合理的社会结构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却是一个无须再论的观点和毋庸置疑的事实。

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教训

历史往往总是惊人地相似。欧美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问题，后来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避免，反而不断陷入这种发展陷阱。而更加糟糕的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如同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成功解决贫富分化所引发的严重后果，使社会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反而使社会陷入停滞不前的局面。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拉美国家的失败教训。拉美国家曾经有过快速发展的辉煌，1960年到1980年拉美国家经济增长率为5%，人均收入增长75%。但后来却遭遇发展瓶颈，到80年代到90年代，经济增长率只有3%左右，人均收入仅仅增长7%，一些国家甚至出现经济倒退的情况，20世纪60年代初期，拉美的人均收入几乎是亚洲人均收入的两倍，而到了2006年，亚洲的人均收入比拉美人均收入多出近两倍，拉美也由此成为人们讨论经济发展问题时屡屡提及的一个反面典型。特别是拉美国家的贫富分化问题，更是成为阻碍这些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目前，拉美并不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一般认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应当是非洲），但拉美却是目前全球收入差距最大的地区。近几十年来的拉美地区，一方面是暴富者不断增加：1994年的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拉美亿万富翁1987年6人，1994年42人，7年增加6倍；另一方面则是贫困者持续增加：1980年1.36亿，1994年2.09亿，2000年2.2亿，2003年以来贫困人口有所减少，但仍达2.13亿。目前，拉美最富有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是最贫穷的20%人口平均收入的20倍，各国平均基尼系数为0.65，所有国家都面临着严峻的两极分化问题。在墨西哥，按照《福布斯》公布的数字，世界最富有者中的墨西哥人，1990年2人，1993年13人，1994年24人；但同时贫困人口大幅度增加：1982年2500万，1994年6000万。在阿根廷，1975年收入差距为8:1,1991年为16:1,1997年为25:1,2000年扩大到50:1;1998年，10%最富有人口占有国民总收入的37.3%，10%最贫困人口只占有1.6%；2000年，百万富翁比上年增加12%，达到28万人，但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州，就有270万中产阶级人士落入穷人行列。在智利，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5年，20%高收入者占有国内生产的60.4%，而20%低收入者仅占有3.3%。在哥伦比亚，2001年贫困人口占到总人口的60%。在玻利维亚，截至1996年，贫困人口占到总人口的70%，农村贫困人口达到94%。在危地马拉，贫困人口达85%。在秘鲁，1990到1995年贫困人口增加一倍，达到1200万，10%最富的人收入比最穷的10%高80倍。在巴西，1989年，基尼系数高达0.635,1995年有所下降，仍达0.601,1999年占总人口50%的贫困人口拥有全国总收入的13.5%，占总人口1%的富人拥有总收入的13.8%，富人收入超过穷人收入的50倍。

如果对二战后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做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拉美经济出现了一个恶性循环，由于发展战略和政策出现失误，致使这些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没有充分重视和正确处理伴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问题，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反过来又成为阻碍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最终导致拉美经济陷入长达十几年的停滞状态。事实证明，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都不可能在贫富分化极其严重的情况下获得持续发展。正是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曾经遭遇的经历和拉美国家正在遭遇的经历，使人们高度重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结构形成问题。在理论层面，不同领域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流派；在实践层面，避免形成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分层结构，成为所有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都极为重视的一个问题。

第二节　印度社会结构的基本情况

历史上，由于种姓制度的存在，印度形成了一个等级分明、分化严重的社会分层结构，不同种姓的人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阶层之间有着清晰的界限。独立60多年来，印度政治世俗化取得积极成效，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社会思潮发生巨大变迁，这些现代化成就又推动印度社会分层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是不是独立60多年来的印度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不同于传统印度社会分层结构的新型社会分层结构呢？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在这个问题上，印度面临的状况并不乐观，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

一、分化严重、层级鲜明的社会分层

对印度来说，目前虽然已经形成了一批数量可观的中产阶级，但目前的社会结构还不是西方发达国家所已经形成的、被认为是合理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而仍然是一个等级分明、分化严重的社会分层结构。更确切地说，印度社会是一个少数位居社会高层、有能力的群体已经比较富有，而多数处于社会底层、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仍然十分贫穷的金字塔结构，是一种严重分裂的社会分层结构。

如果对当前的印度做一个全方位扫描，就会看到一个被分裂成两个世界的印度：一个世界是已经十分发达的印度，另一个世界是仍然极为落后的印度；一边是中世纪的穷困，一边则拥有21世纪的高科技。一方面，目前印度已经拥有世界一流的工业园区，有号称占世界五分之三的软件工程师，有世界最顶尖的超六星级酒店，有亚洲最多的亿万富翁。但另一方面，印度同时也有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最大城市孟买1400万人口中有770万人住在贫民窟里；全国只有38%的家庭能用上自来水，有500多万个家庭仍然只能依靠河流和池塘取水；只有56%的家庭通电，50%以上的农村家庭仍然用煤油照明，有50%的儿童营养不良；虽然每年有200多万大学生毕业，但全国妇女人数中有一半是文盲，而且印度文盲以是否认识自己的名字为标准，如果以更为严格的标准认定，印度文盲的数量将更为惊人；城市富有阶层享受了全国五分之四的医疗费用；中产阶级队伍在不断扩大的同时，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也在增加，贫富差距在加大，6%的富人拥有全国60%的资产，80%的人口仅仅占有20%的资产。据世界银行评估，按每天1.25美元生活费的贫困线标准，2005年全世界贫困人口为14亿，其中印度有4.56亿，约占印度总人口的42%。印度有8.28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占其人口总数的75.6%，这一比例甚至超过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据印度官方2010年4月统计，目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印度人口仍有4亿，比2004年又增加1亿，贫困线以下人口由2004年的27.5%增至2010年4月的37.2%，全世界三分之一的贫困人口在印度。

如何认识印度当前的社会分层结构？不同的研究统计和分类标准得出了不同结论。这里，我们主要看印度有关部门的统计和分类情况。上个世纪90年代初（1992-1993）印度有关部门将印度人分为富裕、中上、中等、中下和贫穷阶层，其中，年收入在7.8万卢比以上的属富裕阶层，约占总人口的2.3%；收入在1.8万卢比以下的是贫困阶层，占人口总数的58.5%，收入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属中产阶层，占39.2%，而在贫困阶层中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数达2.7亿，约占总人口的35%。1994年，印度国家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开展题为“消费者阶级”的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印度非常有钱的人有600万或100万个家庭，构成印度的上等社会，其下是组成中产阶级的三部分，上中产有3000万个家庭或1.5亿人，中中产有5000万个家庭或2.75亿人，下中产有2.75亿人。2005年，印度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又一项报告中将年收入少于9万卢比的家庭定义为底层穷人，9万到20万之间为正在往上流动的中下层，在20万到100万卢比之间为中产阶级，100万以上为富人，其中，中产阶级家庭大约为1070万个。

综合很多统计和研究，目前的印度社会大体上形成了由低、中、高三个阶层构成的社会分层结构，只是由于不同的分类标准导致每个阶层所包含的群体不同。我们认为，前述几种划分没有涵盖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这就是印度的大资产阶级。这个群体数量虽然不多，但却处于印度社会分层结构的最高层，对印度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分析印度社会分层结构中绝不能忽视的一个阶层。据此，我们把当前的印度社会分层结构分为三个阶层，位于最上层的是数量极少、拥有巨额财富的大资产阶级，处于中间阶层的是数量模糊、标准不一、正在崛起的所谓中产阶级，处于最下层的是数量庞大、仍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底层贫民。当然，如果进一步细分，三个阶层内部还可以分出更多的阶层。下面我们分别对这三个阶层的情况进行简要介绍和分析。

二、关于印度的大资产阶级

印度的大资产阶级就是位于金字塔式社会分层结构最顶尖的大财团，这个阶层的群体数量虽然不多，但财产规模巨大，而且很多都是世代相袭，多由家族掌控，在印度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1964年，印度政府曾将总资产价值超过5000万卢比的75个集团列为印度最大垄断财团。如今，印度的大财团规模更加庞大。如，著名的安巴尼家族掌控的信诚工业集团年销售额占印度GDP的3.5%，间接税收占全国税收总额的10%，公司市值相当于印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总市值的近6%，印度每4名股市投资者中就有一人持有信诚工业集团及相关产业的股票。最大、最古老的塔塔财团有91个子公司，生产汽车、钢铁、化工产品，经营贸易、无线通讯，在酒店行业也成就斐然。

大体上，目前的印度大资产阶级可以分两大类，一类是传统大资产阶级，一类是新型大资产阶级。所谓传统大资产阶级就是形成时间比较早、持续存在至今的大财团。其中，一部分是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古老财团。这些财团的创始人主要属于马尔瓦利、贾因和西北部的商人种姓，有的是集地主、商人、高利贷和买办于一身，比如塔塔和比尔拉两个大财团。另一部分是印度独立以后形成的财团，主要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起来一批大财团，如Ambanis,ESSAR集团，或者来自南部的工业财团，如Arunachalam与TVS.有研究者也把这个时期形成的财团列为新型财团，而只把印度独立前形成的财团列为传统财团。事实上，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印度独立后形成的财团在很多方面确实和印度独立前形成的那些古老财团有很大区别，两者之间并不完全一样，把两者进行区分是必要的，也符合实际情况。但我们认为，这些在80年代印度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前形成的财团，在经营业务等衡量财团性质的一些主要指标方面，还是与80年代之后形成的财团有很大区别，所以我们将其划为传统财团的类型。

所谓新型大资产阶级主要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高科技财团。这是独立后印度大财团的第二次扩大。由于印度在80年代初期确立了走科技立国的发展道路，大力扶持信息产业的发展，特别是1984年后印度允许外资100%控股的软件公司进入印度，一批高新科技财团由此得以发展起来。这些新崛起的新型财团不同于传统老财团，主要由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工程师或管理人员组建。由于这些财团的创建者很多都在国外学习、生活过，而且他们财团的业务与国外大公司联系甚密，所以他们支持经济全球化，提倡知识经济，支持印度实行对外开放。此外，由于他们主要是通过自身的知识资本而获得社会资本，所以他们和印度政坛的关系与传统老财团和印度政坛的关系并不完全一样。这些新型财团的代表人物有阿齐姆·普雷姆吉（Azim Premji）和纳拉亚纳·穆尔萨（NR Narayana Murthy），以及萨特亚姆计算机服务公司（SatyamComputer Services Ltd）董事长拉马林加·拉贾（Ramalinga Raju）、HCL公司的董事长希夫·纳达尔（Shiv Nadar）、电信企业家苏尼尔·米塔尔（Sunil Mittal）以及在印度创业的非居民印度人等。

总的来看，不管是传统大资产阶级，还是新型大资产阶级，印度的大资产阶级都有如下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对印度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不论是从历史来看，还是从现实来看，印度的大财团都对印度经济发展做出过或正在做出重要贡献，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印度独立前，这些大财团受到英国殖民当局的压制，生存环境非常恶劣，所拥有的国内市场非常狭小，国际市场更是几近空白，只能在英国殖民统治的夹缝中求生存。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印度这些大财团依旧表现出了出色的经营管理能力和准确地把握各种机遇的能力，依靠自己的不懈努力，推动殖民时期的印度经济艰难发展，并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到印度独立前，塔塔和比尔拉两家最大财团的资产已经超过在印度的英国最大公司。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过程中，这些大财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1938年，国大党模仿苏联设立全国计划委员会，大财团积极参加计划委员会。塔塔和比尔拉等财团还协助国大党制定了印度的战后蓝图——孟买计划，为战后印度经济发展提出了完善规划。独立后，虽然由于尼赫鲁时期印度实行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这些大财团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但由于印度并未实行彻底的国有化，而且对大财团实行了限制与扶植并行的政策，这些大财团依然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为印度工业化作出了一定贡献。当然，和实行自由经济相比，这个时期的印度大财团发展毕竟受到一定限制，有些老财团因家族分裂和经营不善，实力下降，老牌财团的潜力没有能充分发挥。而这个时期恰恰也是印度经济发展缓慢的时期，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大财团对印度经济的重要作用。印度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大财团对印度经济的作用更加明显，也更加重要。新崛起的新型财团自不待言，成为引领印度信息产业迅猛发展的中坚力量。传统财团也不甘落后，在调整产业结构中，积极发展软件技术、电信、能源和生物技术，取得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这些大财团还是印度经济走向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很多财团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公司，其业务遍布世界各地，为印度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始终是印度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印度的大财团对印度经济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也充分享受了印度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可以说，一直以来，这些大财团都是印度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不可否认，在尼赫鲁时期，印度模仿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发展国营企业，大财团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大财团在这一时期没有获得益处。首先，印度毕竟没有象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实行全面的国有化，而是允许大财团完整的保留下来并给予一定的发展空间，这既是印度模式和苏联模式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是印度大财团的最大收益，如果印度像中国和苏联那样实行彻底的国有化，对私营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些大财团将失去一切资产，不复存在。其次，印度独立初期国民经济十分落后，基础设施严重缺乏，大财团力量十分薄弱，单靠自身力量根本无法启动工业化进程。这种情况下，依靠国家投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于是为大财团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发展条件。除此之外，印度政府长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讲求自力更生，长期拒绝国际资本进入印度，客观上也为印度的大财团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发展空间。综合这些因素，我们认为，绝不能认为尼赫鲁时期实行计划经济，就认为大财团没有从中受益。其实，回顾当初，印度的大财团对尼赫鲁的社会主义计划几乎是一致拥护，除了政治因素方面的考虑外，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这些大财团自己也非常清楚，尼赫鲁式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尼赫鲁式的社会主义只是对私营企业进行必要限制而不是彻底取消，从根本上来说是有利于大财团的。正因如此，印度两大古老财团之一的G·D·比尔拉说：“只有在国大党的社会主义类型社会里，印度的资本主义才能生存。”事实也确实如此，即使在所谓的限制私营经济发展的时期，印度大财团的势力也得到迅速增长。1951年，印度最大的四个垄断财团所控制的资本为10.58亿卢比，到1964年，印度75家资本集团的总资产就已经达260.5亿。1964年4月，印度政府指定一个以最高法院法官K·C·达斯·古普塔为首的垄断调查委员会，调查印度社会经济活动所造成的“财富和生产手段集中的程度”，次年10月，委员会提出报告并得出结论：70家印度最大的垄断财团（其中包括16家外资控制的垄断财团）在工业垄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70家垄断财团共垄断588种产品，占调查的产品总数（1298种）的45.1%，其中占首位的是塔塔财团，其次是比尔拉财团，再次是帝国化学工业公司（英资控制）、萨拉巴伊财团等。到1980年，受垄断和限制性贸易行为法管束的大资本财团（即资产值超过2亿卢比者）的资产值总共为1260.2亿卢比，比1964年75家的总产值增加3.48倍。此时，印度经济的很多领域已经被大财团控制。也就是说，印度独立后的30多年间，尽管国营企业产值增长很快，但私营企业仍是社会生产利润的主要截流者。对此，印度经济学家吉扬曾直率地指出：“工业家、大商人和其他的特权阶层是生产力和国民收入提高的主要受惠者。”应当说，这个判断非常符合印度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第三，与印度政府之间的关系微妙而复杂。政治和经济之间关系密不可分，两者相互支持、相互借用，任何国家都是这样，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印度大资产阶级从产生之日起就同印度政界有密切关系，保持着微妙而复杂的联系。印度独立过程中，国大党的活动经费几乎全部来自印度富翁；甘地、尼赫鲁和巴特尔等国大党领袖人物同比尔拉财团首脑C·D·比尔拉等人之间关系密切。独立后，一般情况下，和西方式民主政治相似，实行议会民主制的印度，大财团表面上并不直接干涉政治，也很少公开评论政府的政策，特别是很少公开批评政府的政策，更多的是通过幕后操作的形式，比如通过资助政党竞选，或者通过资助反对党的形式来影响政府，以实现自己的利益需求。对此，曾任印度总理的V.P.辛格曾直言不讳的说，最高级的政治王冠并不在新德里，而是在孟买的大工业家族的财宝箱中。最为典型的例子是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传统大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赞同改革开放政策，认为对外开放让国际资本大规模进入印度，会损害自己财团的利益，于是这些财团以各种方式对政府施压，结果导致拉奥政府的垮台。当然，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政府，特别是实行民主选举制度的印度政府，一般情况下不可能被某一个阶层或利益集团完全掌控，政府在作出关系国家发展的重大决策时，肯定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利益和影响，而不可能只照顾某一少部分群体的利益。要知道，“在一个贫穷而民主的国家，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发展的质量也是重要的，如果发展是各种各样的痛苦的发展，如果发展伤害了穷人并且没有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政府就会有麻烦”。但这种情况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大资产阶级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政府决策进而达到自身目的的客观现实。纵观印度经济的发展历史就可以看出，无论任何时候，大财团的利益都不会受到损害，他们始终是印度经济的受益者，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印度大财团的实力扩张更是异常迅猛，印度诞生亿万富翁的速度堪称世界之最，这其中当然有其出色的经营管理能力的原因，但如果没有印度政府从各方面的、或明或暗的支持，这些财团不可能取得如此惊人的业绩。当然，政府为经济发展提供服务，为企业发展创造条件，是任何国家政府都必须做好的事情，是政府天经地义的职责。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什么样的形式和渠道提供什么样的支持和服务，是按照市场的规律和法治的规则来管理经济、支持企业，还是官商勾结，权力和资本结合形成裙带关系共谋私利。这两种不同的形式最终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形态如何。当然，由于政治活动的封闭性和隐密性，外界对印度大财团和印度政坛之间的互动关系不可能得到很多真实信息，因此，我们对印度政坛和印度大财团之间的关系对印度经济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短时期内无法作出更进一步的细致判断，更多时候只能从宏观和长远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

三、关于印度的中产阶级

关于印度的社会分层结构，目前人们最为津津乐道的就是印度已经出现一批数量可观的所谓中产阶级。很多人以西方社会的社会分层结构为例，认为正成为社会中间力量的印度中产阶级将成为社会稳定器，有利于印度现代化进程的平稳推进。那么，什么是中产阶级？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为何对中产阶级抱有如此强烈的期望？印度中产阶级的现状到底如何？综合各方面研究，我们对这些问题做简要介绍和分析。

1.关于中产阶级的概念和发展

中产阶级也称中间阶层、中间阶级、中产阶层、中等收入者等。值得注意的是，中产阶级并不是一个新概念，而是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这个概念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中产阶级只是一个单纯表示财富数量的概念，也不像今天这样有如此丰富的含义。作为一个具有现实的社会群体和理论的研究对象，现代意义的中产阶级源于资本主义社会，是大工业发展的产物。也就是说，进入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后才有所谓的中产阶级，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对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最早进行关注并给予分析的是马克思。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生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进行了深入分析。关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分析，人们最为熟知的就是二元化分层结构，即资本主义社会被分裂为两个相互对立、相互对抗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还使用过更为复杂的社会分层模式，并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处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有一批中产阶级存在。他们是既不占有资本又不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存的阶级，比如城镇自由民、不雇佣他人的工商业者、自我开业的医生、律师、艺人等有特殊技能的自由职业者、城市土地所有者、食利者、官员、农民等等。为了能够获得生存空间，这个群体也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马克思认为，中产阶级是处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社会群体，这个社会群体的重要特征“是他们同少量的生产资料相联系，是被整个社会化大生产的进步和近代阶级分化的趋势排挤、淘汰、吞食的阶层”。也就是说，在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中产阶级是一个被排挤、淘汰、吞食的阶层，因而是一个终将消失的阶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以前的中等阶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中产阶级的瓦解是历史的必然，这种瓦解将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导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发生冲突，从而引发社会动荡和社会革命。虽然有学者认为，后来马克思关于中产阶级的观点也有所改变，但总体上看，马克思论述中产阶级，并不是将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而是将其置于于阶级对立和社会革命理论之中，从阶级分层的角度分析中产阶级。

但是，马克思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史表明，情况并非像马克思分析的那样。中产阶级不仅没有瓦解，更没有成为引发社会动荡和社会革命的重要原因，反而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无产阶级中的大部分人由于拥有一定的科技知识而逐渐走向相对富裕，甚至出现了部分劳动者拥有各种形式资产的现象。就是说，在以往所说的无产阶级中出现了被人们通常所说的中产阶级。美国学者勒纳指出：“19世纪后叶所发生的最显著的职业变化之一是中下层‘白领’官僚阶级的崛起，他们受雇于商业、工业部门和不断膨胀的政府各部。”对于这种变化，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读，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其中，比较典型的是马克思思想的修正者A.伯恩斯坦的解释。伯恩斯坦对这种变化给予了正面肯定，并提出了不同于马克思的中产阶级理论。伯恩斯坦根据当时的德国收入统计数据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小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正在消亡的阶级，而是一个不断增长的阶级。这里的小资产阶级就是中产阶级。从这个事实出发，伯恩斯坦正式把中产阶级定义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并因此把资本主义社会划分成三个阶级，即资产阶级、中间阶级、无产阶级。伯恩斯坦把中间阶级定义为拥有一定的知识和脑力劳动力，并且能借此受资本家或政府雇用以维持生存的人群。显然，这里的中产阶级实际上就是白领雇员。也就是说，“在伯恩斯坦看来，白领雇员数量的增长和多样化反映了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的内在分化和经济改善趋势。这种趋势使得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出现马克思预言的两极分化”。

从发展历史来看，中产阶级有一个从“旧中产阶级”到“新中产阶级”的转变。这个转变主要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二战结束后，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发生，西方社会的分层结构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传统的蓝领工人群体不断衰落、数量不断减少，与此相对应的是，随着工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出现了一个不具有资本所有权但却有管理权的管理阶层，以及一个由技术人员、办公室工作人员以及一般行政人员、宣传专家等薪金雇员所构成的专业技术群体。此后，这个群体的数量不断增多，最终超过蓝领阶层，成为西方社会主要的阶层群体。由于这个新崛起的群体和原先的蓝领阶层在很多方面不同，西方学者通常将这个新的职业群体称为新中产阶级。随着新中产阶级的产生以及其在社会中作用的不断提升，对于中产阶级的研究成为西方社会分层研究的一个焦点，系统化的中产阶级理论也由此逐渐形成，“中产阶级”也成为西方研究社会分层最常用的概念。这其中最具代表性、影响也是最深远的当属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的中产阶级理论，在其代表作《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米尔斯主要根据财产状况和职业特点，对新老中产阶级之间的区别以及新中产阶级的主要特征和基本性质进行了研究。当然，由于米尔斯的中产阶级理论主要是基于对美国社会的观察和分析，因此米尔斯关于中产阶级的相关理论是否完全适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一直就存有争议。关于这一点，在此不做进一步分析。

综合米尔斯和其他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所谓的旧中产阶级主要是从事脑体混合劳动，拥有少量独立资产、自主经营的小企业主、小农场主、小商人，以及自由职业者；所谓的新中产阶级则主要是以脑力劳动为主，没有独立资产的技术人员、专业人员、管理人员，以及办公职员、销售人员为代表的薪金雇员。新老中产阶级之间有明显区别。一般而言，老中产阶级以自由农场主和小企业家为主体，大多数都拥有自己的财产，并从事体力劳动，即使是在今天的美国，老式中产阶级（如肯塔基州的农场主）还是会自己动手从事一些体力劳动。新中产阶级大多没有能够独立经营的财产，不再拥有传统意义上的物质生产资料，但却拥有专业性非常强的科技知识和专业技能，以知识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生产经营，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资本的职能，因而不仅能得到劳动力的收入，而且能得到知识投入的收入，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主要力量。由此可见，新老中产阶级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职业方面，而不在于财产方面。由于新中产阶级不再从事体力劳动，因而也被称为“白领”。对于新中产阶级这种转变，美国学者布雷弗曼指出：“这批人员像工人阶级一样，除受雇以外无法进入劳动过程或接近生产资料，而且为了生存必须不断地更新自己的劳动以供资本使用。”“如果我们和许多人一样，把这个阶层叫做‘新中等阶级’，那么要看到这个新中等阶级与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不起直接作用的旧中等阶级不同，‘新中等阶级’是处于资本增殖过程的一部分，它具有双重性的特点。它不仅享有小小的一份资本的特权和报酬，而且还带有无产阶级身份的标志。”

2.关于中产阶级的社会作用

关于中产阶级的社会作用，目前最为人们熟知、最为流行的观点就是，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也就是说，中产阶级的产生和增长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很多时候，这似乎已经是一个无需证明的理论前提。也正因为如此，培育中产阶级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追求目标。事实上，关于中产阶级的“社会稳定器论”并非始自今日，其理论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中产阶级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当中产阶级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两派，由于穷人和富人是天然的敌人，两者之间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这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由于中产阶级拥有适当的财富，因此他们最容易听从理性，可以做到安分守己，是理想的中庸阶层。亚里士多德提出，以中产阶级为基础形成的共和政体是最为稳定的政体。在马克思阶级理论中，虽然认为中产阶级的瓦解将导致社会动荡和阶级冲突，但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解读马克思关于中产阶级的论述，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中产阶级没有瓦解，而是不断得到壮大，社会将逐步趋于缓和，社会动荡和社会革命将有可能避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产阶级有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前文已经指出，马克思以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也验证了这一点。正是观察到这一变化，伯恩斯坦才提出了不同于马克思的中产阶级理论。在伯恩斯坦看来，在现代社会，处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中产阶级不仅不是在瓦解和消失，而是在不断壮大，不论是“相对和绝对”的数量上都是这样，逐渐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阶层。中产阶级内部不像无产阶级内部那样高度同质化，而是逐渐分化，因此中产阶级不再像无产阶级那样能联合起来进行斗争，进而缓解社会因阶级对立而产生的压力。由此可以看出，伯恩斯坦已经认识到中产阶级在缓解阶级对立、维护社会和谐方面中的价值所在。

在米尔斯关于中产阶级的论述中，新中产阶级有如下几个特征：依附于庞大机构，专事非直接生产性的行政管理工作与技术服务；无固定私产，不对服务机构拥有财产分配权，较难以资产论之；靠知识与技术谋生，领取较稳定且丰厚的年薪或月薪；思想保守，生活机械单调，缺乏革命热情，但为维持其体面与其地位相称的形象而拒绝流俗和粗鄙的大众趣味。米尔斯认为“各中产阶层的社会形态不同，物质利益互相矛盾，意识形态不一，他们之间没有形成共同政治运动的现实基础”，“在整个权力结构中，他们是依赖性变量，他们并不会自己展开强大的政治运动”。如果我们对米尔斯的这些论述中的某些观点稍作进一步延伸分析，就可以看出中产阶级为什么会成为社会的稳定器。比如，政治运动和社会动荡密切相关，政治运动往往导致社会动荡，既然中产阶级不会开展政治运动，当然就不会引起社会动荡。再比如，贫富差距过大常常导致社会动荡，但如果中产阶级成为了一个社会的主体力量，一方面这就意味着社会主流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变得不再悬殊，社会冲突就可能变得更为缓和；另一方面，由于中产阶级“拒绝流俗和粗鄙的大众趣味”，这就意味他们对于社会下层贫困群体为改善自身处境而进行的任何举动（不论是激进的还是缓和的）都可能采取拒绝与回避的态度，他们希望的是维持社会现状。因此，中产阶级的存在与扩大必然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中产阶级被学界视为资本主义的“政治后卫”，成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缓冲带。显然，中产阶级数量越多，意味着缓冲带的面积越大，社会也就可能变得越稳定。

为什么中产阶级会成为社会的稳定器呢？其中原因必然是多方面的，但综合各方面的研究和一些国家的经验，我们认为，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某些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第一，经济方面，主要是因为已经拥有而害怕失去。顾名思义，中产阶级就意味着已经拥有了一定的财产和相对稳定的工作，过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舒适生活，这使他们不仅对现状表示满意，而且对未来也有稳定预期。中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使他们不愿意社会产生动荡，因为社会动荡就意味着他们可能失去目前所拥有的一切，所以中产阶级反对任何可能导致社会动荡的行为。第二，政治方面，主要因为希望拥有而导致冷漠。冷漠是指“政治冷漠”。“政治冷漠”是米尔斯对美国新中产阶级的描述。米尔斯认为，为了掩饰不确定性和寻找安全感，他们（中产阶级）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冷漠，以及马克思所说的“虚假意识”。米尔斯发现，因为虚幻的声望因素作祟，相当部分的新中产阶级或白领人士即使在收入、财产和技能方面与雇佣劳动者无异，他们也拒绝认同于无产阶级。他们不会关心本阶级的利益，更不会关心整个社会或国家的前途，他们关心的只是个人的成功，或者干脆说经济上的成功。这庞大而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中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如果用更为直接的语言来解读米尔斯的这个论断，实际上就是：为了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为了确保自己能过上所谓的体面生活，中产阶级只对自己的事情感兴趣，对政治、对国家的事情皆无兴趣，因而产生所谓的“政治冷漠”。这种现象当然是统治阶层乐意看到的，当然是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这里，需要指出一点是，如果米尔斯关于中产阶级“政治冷漠”的论断是一种普遍性的现实现象，那么另外一个颇为流行的观点可能就要遭遇挑战。这就是被很多发展中国家追捧的理论：中产阶级的壮大有利于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这个理论认为，中产阶级和私有财产集团有着反叛现有政权的革新精神，一般是自由、民主建设的重大动力。但如果“政治冷漠”是中产阶级的普遍性特征，这个指望培育一部分中产阶级而推动民主化进程的期望可能将会落空。事实上，近些年来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中产阶级出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考虑，可能并不支持国家实行普遍选举的民主政治。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其他地方还要进行论述，在此不再进一步分析。

总之，关于中产阶级的社会作用，目前最为流行的理论就是认为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这种理论认为，历史上，中产阶级的壮大使资本主义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走向灭亡，“从历史的进程看，中产阶级占据主导地位，可以说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原因”；现实中，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之所以能保持基本稳定，主要原因也是在这些国家的社会分层结构中，中产阶级已经成为社会主体，已经形成一个所谓的橄榄型社会分层结构。

但是，必须注意到，关于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的观点并不是得到所有人认同，也就是说这个观点在学界并未形成完全统一的认识。之所以产生这种观点，综合分析，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

其一，从成员构成来看，中产阶级并不像无产阶级那样是一个高度同质、高度单一的群体，而是极端异质、极端多元的群体。我们在前文已经指出，目前学界对中产阶级的界定主要是从职业状况和财产状况两个维度进行阐述的。但恰恰是这个看起来比较清晰的界定维度为中产阶级的认同带来了混乱，某种程度上使中产阶级是否是一个界定相对统一、得到普遍认同的“阶级”都产生了疑义。事实上，目前，西方学界除了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借用“市场能力”的划分，认为中产阶级是一个统一的阶级以外，“同意吉登斯‘统一中产阶级’观点的人并不多，反对者却众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因为，不论是以职业状况界定还是以财产状况界定，中产阶级本身都是分化大于统一，很多时候很难将其作为一个统一的阶级来看待。比如，以职业状况看，目前公认的中产阶级主要包括政府工作人员、大公司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医生、律师、知识分子、文秘人员等。如果对这些职业进一步分析就可以看出，这些所谓的中产阶级职业相互之间差异很大，不同职业之间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差异十分悬殊，不同的职业之间有不同的利益追求；内部之间差异也很大，同一职业内部之间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也十分悬殊。这些差异足以使中产阶级之间产生巨大的利益冲突，很多时候，在当代社会，一部分中产阶级（或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所得往往就会导致另一部分中产阶级的利益所失，这种情况最终导致中产阶级内部分歧大于统一、矛盾大于和谐，而难以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也就难以形成统一的力量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再比如，以财产收入状况看，适当的财产收入是保证中产阶级过上体面生活的必要条件，因而是划分中产阶级的主要标准。但在收入标准上，目前不同的国家却存在不同的界定标准，但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这种差异尚在可接受范围之内；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即使在同一国家，中产阶级的收入标准也变动很大，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不同的研究、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收入标准以界定中产阶级。比如，被很多人视为中产阶级社会典范的美国，就存在很多标准，有人认为凡年均收入在3万美元至10万美元的就可以算作中产阶级，以此标准衡量，美国95%以上的人都属于中产阶级；有人则将这个标准界定为4万美元至25万美元，以此而论，美国中产阶级大约占总人口的80%。在我们讨论的印度，标准更是五花八门，后面我们将做进一步介绍和分析。收入标准本应是划分中产阶级的主要标准，而在这个标准上却存在如此之大的分歧，也就意味着中产阶级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其二，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中产阶级很多时候也并不都像很多人所描述的那样成为社会稳定器。在现代意义中产阶级出现的早期，也就是西欧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经常出现的一个场景是：中产阶级和下层贫民联合在一起对现有社会秩序进行反抗，因为此时的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比，虽然拥有一定的财产，但社会地位特别是政治地位却相对低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中产阶级的崛起确实对于维护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米尔斯也正是基于对这一现实的观察和分析得出了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的结论。但正如有人所指出的，四五十年代的美国正处于战后发展黄金时期，处于世界的绝对霸主地位，这一时期的美国社会之所以稳定并不一定是中产阶级发挥了主要作用。事实上，如果对此后的美国历史做进一步跟踪观察，就会发现中产阶级在很多时候特别是60年代时期，反而充当了追求社会变革主导力量，成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而不是“建设者”。因此，不能因二战后美国出现过的特殊社会发展阶段而得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美国二战后出现的黄金发展时期，不仅在其他国家难以出现，即使美国本身也很难重现当年的繁荣盛景。因此，把对这一特殊国家、特殊时期得出的结论推及到其他国家和其他时期，某种程度上缺乏一定的说服力。

其三，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中产阶级很多时候也并不像很多人所期望的那样成为社会稳定器。当前，随着中产阶级社会稳定器理论在全球的流传和西方发达国家所展示出来的美好图景，对于那些面临严重社会动荡问题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论是政界还是学界，积极培育和不断壮大本国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为一种最为时髦的追求。对这些国家来说，解决一切棘手问题的核心好像已经系于中产阶级的产生和壮大，仿佛中产阶级已经成为解决这些国家面临诸多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实际情况恐怕未必如同想象的那样乐观。前面已经指出，即使被发展中国家作为追赶目标的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也并不是像某些人描绘的那样一直就是社会稳定器。如果考察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就会发现，很多时候，中产阶级的产生不仅没有给相关国家带来稳定，反而在某些时候成为引发社会冲突的导火索。比如，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80年代民主化运动中，中产阶级都是主要力量。拉美的经验和教训也同样说明中产阶级并不必然成为社会稳定器。当然，最为典型的例子是近年来屡屡发生骚乱的泰国，不论是当年推翻他信政府的军事政变，还是近两年来的曼谷骚乱，几乎每一次社会动乱都能看到泰国中产阶级的影子。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主化运动虽然造成了暂时的社会动荡，但最终却使韩国和台湾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民主体制，中产阶级在其中还发挥了较多的积极作用，那么泰国的中产阶级则对国家发展更多地发挥了负面作用。多年来，泰国经济一直是城市经济，经济发展的受益者主要是城市中产阶级，农村和农民处于被忽视和被遗忘的地位，泰国基本上是一个分裂的社会，这样的国家显然不可能持续发展，更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国家。自从2001年以来，因他信及其追随者推行了一些有利于农村和农民，而不利于城市和中产阶级的政策，遂引起城市中产阶级的不满，因而造成中产阶级支持的军事政变和城市骚乱的发生。显然，泰国并未因已经拥有一批中产阶级而实现本国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反而使泰国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中产阶级成为泰国进一步发展的阻力和障碍，因为泰国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解决严重的城乡差距问题，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但这又必然损害城市中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势必遭到城市中产阶级的反对和抵抗，他们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甚至提出了诸如“废除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制度”等改革要求，这样的城市中产阶级显然令很多人大跌眼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中产阶级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会成为社会稳定器的，有时候甚至不仅不能发挥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反而成为社会稳定的破坏者，更甚者，像泰国的城市中产阶级，某种程度上成了社会发展的阻力和障碍。由此来看，中产阶级要成为社会稳定器，必须具备一定条件。综合各方面研究，简要地说，至少要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中产阶级必须已经成为社会的主体力量，具备压倒性数量优势，而不是只有少数人成为中产阶级；二是中产阶级的相关合理利益需求已经得到基本满足；三是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等各方面制度已经比较健全，并能有序运行，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可以通过程序化方式合理解决，而不是动辄就以社会动乱和军事政变方式解决问题。

3.关于印度的中产阶级

从世界范围来说，中产阶级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对印度来说，也是这样。根据印度学者米什拉的研究，印度的中产阶级最早出现于18到19世纪英国的殖民统治。这也是印度开始工业化，并相应在工业部门产生新职业的时期，在那时从事这些新职业的人成为中产阶级的核心。随着职业的扩张，中产阶级相应扩大。当然对进入者来说是要求有一定的教育（文化）或技能。英国殖民时期，这些有“新”知识和技能的人是到英国留学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英语成为划分这一新兴中产阶级的语言。起初，这一阶级主要由来自不同地区的上层等级组成，他们首先接受高等教育并因此得以进入这些新兴职业，慢慢地，来自下层等级的人也开始进入这一阶级。在印度的独立运动中，这一阶级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但必须强调的是，虽然独立之前以及独立之后30多年里，印度都存在一定数量的中产阶级，并发挥着一定的社会作用，但大规模的、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的出现还是从20世纪80年代拉吉夫·甘地政府开始实行自由化经济改革之后。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具有自由文化消费特征的中产阶级群体开始出现。1991年开始的拉奥经济改革使得自由化政策效果更为显著，印度中产阶级不断壮大。这一时期中产阶级成员构成主要是小工商业者（制造商和贸易商）、中农、企业家阶级、一大部分政府官员、自由职业者、各类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以及部分政治精英分子。自此，关于印度的中产阶级研究也成为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特别是考虑到印度数量庞大的人口基数，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将在经济上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出于经济利益考虑，西方发达国家对印度的中产阶级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兴趣。在关于印度中产阶级的研究中，有两个问题最为关键，一是数量问题，就是目前印度到底有多少中产阶级；二是作用问题，就是目前的印度中产阶级在印度社会中发挥何种作用。

在数量方面。虽然在印度已经产生了一定规模的中产阶级这一问题上已经没有异议，但在印度目前到底有多少中产阶级这一更为重要的问题上迄今为止却存在很多不同的说法。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而是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中产阶级要真正能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基本前提就是中产阶级要占到一个国家总人口数的一定比例，在数量上具有压倒性优势。而恰恰在这一问题上，目前存在很大分歧，不同的人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得出了差异甚大的结论。这些判断和结论之所以不同，有的是因为统计标准不同，有的是因为数据来源不同；还有的是出于不同的目的，比如在一些商业调查中，有意夸大印度的中产阶级规模，以此达到推动市场消费需求、吸引外来投资、谋取经济利益的目的。总之，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目前关于印度中产阶级的数量问题有多种论述。有的以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作为一种推测，认为印度的中产阶级数量庞大，但根本不能提供具体的数据。有的认为目前印度中产阶级规模已经“大于”美国的总人口，但要知道美国总人口只有2亿多，而印度却有近12亿人口，因此即使是这样，印度的中产阶级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也很小。而且，这个数据估量既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也可能不符合印度的实际。科尔尼管理顾问公司在2005年的全球零售业发展指数中指出，印度中产阶级数量的乐观估计现在大约为3至4亿人。根据印度全国抽样调查组织第55次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印度中产阶级数量有2.41亿：其中城市居民数量为1.282亿，每年人均消费额为14513卢比；农村地区的中产阶级人数为1.128亿，每年人均消费额为10309卢比。如果以此为基数，按照每年5%-10%的增长速度，那么到2008年印度中产阶级数量就应该已经达到3.39亿至4.70亿。还有更为乐观者，里昂证券一份抽样调查报告曾认为目前印度的中产阶级家庭已达2亿个，约8.6亿人口，但这个结论一经公布旋即引起很大争议，受到各方质疑。因为，即使根据印度官方的最新数据，目前印度也尚有2.3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美元，如果按照里昂证券的统计标准，除去两亿多贫困人口，其余的印度人就基本上都已经是中产阶级了，这显然是不符合印度社会实际的一种结论。印度国家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则将家庭年收入20万卢比至100万卢比（1美元约合44卢比）的家庭算作中产家庭，以此标准来衡量，在2009至2010财政年度，印度有2840万个家庭跻身中产阶级行列。按平均一家5口人计算，印度中产阶级人数约为1.4亿，占总人口的12%左右。2010年1月，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发表报告称，印度中产阶级人数在2030年将超过6亿人，届时2/5的人口都是中产阶级。综合多方面的研究和调查，关于印度中产阶级的数量，基本上在6200万到4亿之间，但是大家经常说的数字是在2.5亿到另一些人认为的3亿之间，后者是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2006年3月去印度之前和旅途中重复提到的数字。在考虑到印度的高通货膨胀率情况下，相比以上各个机构所得出的数据，能够真正过上中产阶级生活、具备中产阶级特征的印度中产阶级数量得大打折扣。当然无论具体数字多大，大家一致同意印度的中产阶级规模正在增长。

在作用方面。（1）维护社会稳定。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一样，印度的中产阶级也发挥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但印度中产阶级的社会稳定器作用的发挥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并不一样。前文已经指出，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一个重要条件是中产阶级已经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他们在经济上因为已经拥有而担心失去，在政治上因为希望拥有而产生冷漠，所以他们一般不会成为现有社会秩序的破坏力量。但在印度情况却有所不同，虽然目前在关于印度中产阶级的规模这一问题上存在多种说法，但印度中产阶级在数量上至今并未成为印度社会的主体力量却是得到普遍承认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印度中产阶级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之所以发挥作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产阶级起到了一种良好的示范作用。由于印度实行民主制度，法治环境较好，产权保护严格，政府鼓励个人创业，民营经济较为发达，印度的中产阶级大部分都是通过自身奋斗而实现了自己的中产梦。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中产阶级的奋斗和成功对其他人就有一种积极的示范作用，这就意味着在这个相对公平的社会，只要个人努力奋斗都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都可以成为中产阶级。这种示范作用，使目前尚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不至于把不满发泄到社会，把愤怒指向政府，从而缓解社会的紧张情绪，使不同阶层的人能够和平相处，而不是相对对立，从而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他们成功的历程和积极的生活态度对下层阶级起着一种安慰和鼓舞的作用，给社会底层的人们一种只要自己努力也有可能摆脱悲惨生活、实现梦想的希望。中产阶级的成功从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底层的暴动情绪，也是有着庞大贫困人口的印度能够保持比较稳定的社会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2）推动经济增长。我们前面在分析印度经济模式时曾经指出，在出口、投资、消费三个拉动经济增长的要素中，印度的经济增长更多的依赖消费，而不是投资和出口。印度消费之所以旺盛，主要原因就在于中产阶级的消费拉动。2005年科尼尔管理咨询公司发布全球零售业发展指数，列出了五个正在形成的零售业市场，其中印度排名第一，这一结论主要就是基于印度有庞大的中产阶级而得出的。里昂证券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在2亿印度中产家庭中，91%的家庭有手机，72%的家庭有摩托车，71%的家庭有自己的住房，20%的家庭使用信用卡，19%的家庭有小汽车。这些显然是消费的结果，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产阶级的增长，相关消费还会持续增长。可以说，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使印度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消费阶层，尽管现在印度中产阶级还不如西方的中产阶级富有，消费层次也不高，但他们对于促进印度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是印度繁荣的真正的增长动力。（3）促进政治发展。政治上，印度早就建立了议会民主制，但很长时间内都是国大党一党独大，根本没有和国大党抗衡的全国性政党，印度政坛的这种不正常局面直到印度人民党成立并不断壮大才开始改变。特别是印度人民党在1996年的大选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和执政党，标志着印度由此正式进入多党政治。印度人民党之所以能够产生并逐步壮大，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印度中产阶级的支持。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稳健的中产阶级印度教徒——商人和会计师、律师和工程师”以及“高级文官、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成为该党的支持者。当然，总的来看，目前印度中产阶级的中下层对国大党的支持人数仍然多于对人民党的支持人数，但上层中产阶级则大多支持人民党，而且这种倾向越来越明显。可以预见，随着中产阶级的增多，印度的政治形态仍将发生相应变化。

当然，上述三个方面的作用，主要是积极的和正面的作用，但和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一样，目前印度的中产阶级也有一些不容忽视的消极作用。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两个方面问题，一是近些年来中产阶级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狭隘性越来越明显，二是中产阶级影响下的印度政府并未真正把改善社会不平等作为重要问题认真对待，而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竞选口号。关于这两点，我们在其他章节还要进行进一步分析，在此不做详细阐释。

四、关于印度的下层贫民

下层贫民是位于印度金字塔式社会分层结构最下层的群体。这个群体构成比较复杂，按照收入水平和生活状况来看，既有收入低于绝对贫困线的绝对贫民，也有生活境遇尚可的一般贫民。关于印度下层贫民的数量，更是有很大的模糊性。因为，就数量极少的大资产阶级来说，和印度近12亿人口相比，绝对比例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可以说，在印度，除了一部分中产阶级以外，其他人都可划为下层贫民，但问题恰恰在于我们前面提到的，印度中产阶级的数量本身就是一个模糊问题，存在不同的统计口径和不同的数字，这就造成了印度下层贫民的数量也无法精确估量。但无论如何，印度下层贫民都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因为印度中产阶级的数量，即使按照最多数量，即4亿来估算，那么印度仍然有8亿多人口属于下层贫民。如果中产阶级按照最少数量估算，印度下层贫民更将是一个惊人数字。当然，下层贫民并不意味着生活绝对窘迫，只是说他们和中产阶级（更不用说大资产阶级）相比，在印度经济发展中获益不多，生活水平提高不快，尤其是和近20年来印度飞速发展的经济相比，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被抛弃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既没有参与推动印度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没有享受印度经济发展的成果。至于，这个群体中的绝对贫困人口（包括农村中最贫穷的农民和城市贫民窟中的贫民）则是印度社会中境遇最为悲惨的一部分。下面，我们分农村贫民和城市贫民两个部分，对这一群体做简要介绍和分析。

1.依靠举债度日的农村贫民。至今，印度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总的来说，尽管近些年来印度经济高速发展，但广大农民却获益甚少，和城市的发展相比，农村仍然落后，城乡差距巨大。2003年，有关调查显示，印度城市里收入较高的家庭年均税后收入约为3.375-15万卢比（1美元约为48卢比）；而在农村，一个农民每年要在地里劳动150天，每天的收入在60-80卢比，一年下来才挣9000-12000卢比，其中8成以上用来应付家庭开支。2006年，据OECD的数据显示，2005-2006年度印度GDP增长率达8.4%，其中服务业增长10.3%，工业增长7.6%，而农业仅增长3.9%。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显示，城市化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基本途径。但在印度的经济发展历程中，城市化进程却十分缓慢。从1981年到2001年这20年间，印度城市人口的比例仅从23.7%上升到27.8%，大大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印度有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全国有2.6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其中绝大多数是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这些农民大部分时间从事耕作，小部分时间当临时性的民工，以此勉强维生。他们缺乏土地，没有资金投入农业生产，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技术均落后，以致政府的一些有利于农民的政策也很难使农民受益。他们没有任何社会医疗和社会保险，喝不上卫生的饮用水，用不上电，煤油灯仍是印度农村地区最主要的照明工具。由于地理条件、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制约，印度农业地区发展非常不平衡，在旁遮普、哈里亚纳等一些土地肥沃、灌溉条件好、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农业发展势头不错，但在一些偏远地区，农业却长期处于原始落后状态，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这些地方的农产品毫无竞争力，农民收入也就十分微薄，很多时候只能依靠出卖苦力赚钱。尽管独立以来印度政府为农民制定了不少的脱贫计划，出台了不少脱贫政策，但这些政策大都很难落到实处，很难看到明显成效，除了土地制度等方面的深层次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目前印度的农村基层政权几乎全由高种姓的人把持，这些掌握农村基层政权的阶层通过各种手段将中央政府给农村的一些优惠政策尽为自己享用，地主富农通过将土地化整为零冒充小农户申请贷款，政府官员则大肆挪用贷款和补贴或者在发放贷款时索贿，类似丑闻随处可见，随时都可能发生，以致于真正需要扶持的农民根本无法从政府实行的各项优惠政策中获得好处。很多农民为了生计，只能被迫去借高利贷，以致于最终导致农民债务问题成为印度政府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2005年5月，印度统计和规划执行部下属的国家抽样调查组织发布的“农民家庭债务调查”显示，截至2004年，印度农民家庭平均负债12585卢比，值得注意的是，农民负债名列前几位的恰恰是绿色革命开展得比较成功的邦，如旁遮普（41576卢比）、克拉拉（33907卢比）、哈里亚纳（26007卢比）、安德拉（23965卢比）和泰米尔纳都（23963卢比），旁遮普邦的“表列部落”和“表列种姓”的家庭平均负债额更是高达100000卢比和118495卢比，而没有参加“革命”的“表列部落”和“表列种姓”的家庭平均负债只有不到6000卢比和8000卢比。因此，印度农民联合会秘书长瑞迪指出，印度当前面临农业危机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农民负债严重。这种情况表明，最初阶段给印度农村和农民带来实惠的绿色革命在推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绿色革命需要投入大量资本，而印度农民大都没有多少存款，为购买化肥和农药等就必须向银行贷款或向私人借债。但在印度，虽然银行的贷款利率较低，但从这些银行贷款，程序非常复杂，条件非常严格，必须有一定的房地产等自有资产证明，或者他人提供担保等，而印度大多数农民生活非常贫困，根本不可能提供资产证明，更找不到可靠的担保人，因此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农民（有统计数据为87%）被迫转向高利贷者。农民举债高利贷后，如果遇见风调雨顺的年份，尚可还清债务，但一旦遭遇不测风云，则不仅无法还债。许多人为还旧债而不得不再举新债，最终利滚利，形成恶性循环，很多农民因此债台高筑。面对债台高筑的生活困境，很多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小农选择了让出土地经营权而最终破产，很多重债缠身的农民丧失了对生活的希望，最终只能选择自杀。因此，近几年来，印度的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就是经常有农民自杀。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自1997至2007年，印度农民自杀人数总共为182936人，其中1997至2001年，平均每年自杀人数为15747人，但2002至2007年，每年平均自杀人数增为17366人。印度国家犯罪统计局最新数据，因作物歉收导致生活困顿等因素，印度农民2007年自杀人数为16632人。印度媒体不时有这方面的报道，仅在2006年，在安得拉邦的一些农村，就至少有数百名农民因无力偿还个人债务而自杀。据印度非政府组织全国社会观察联盟资深研究员桑图希·库玛·帕特拉称，作物歉收导致生活困顿，是农民自杀主因。近些年来，印度政府在解决农民债务问题上出台了不少政策，采取了不少举措。比如，2008年，印度政府就曾宣布免除部分农民积欠国有金融机构的5000亿卢比（约合128亿美元）的债务。根据这一计划，约有3000万名农民的贷款将被全部免除，另外还有1000万农民将获得政府总计1000亿卢比（约合26亿美元）的特别资金援助。这些政策从某种程度上的确能为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带来一定实惠，但必须看到，这仍然是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并未解决导致农民欠下重债的根本原因。这些农民的债务暂时被免除，但如果没有增收渠道，他们最终不得不再次重复举债度日的生活轨迹。如果印度政府不能切实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和增收问题，印度农民将可能继续重复这样的悲惨生活。因为，面对一系列不利于最底层民众的制度安排，他们无能为力。

2.生活在贫民窟的城市贫民。印度的城市贫民以生活在城市贫民窟内的最为典型。贫民窟是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当城市化快速推进，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而城市尚不足以为这些人提供良好的生活和居住条件时，贫民窟便由此产生。因此，联合国对贫民窟定义就是：最恶劣的住房条件、最不卫生的环境、犯罪和吸毒盛行的穷人避难所。联合国对贫民窟的这些描述同样适用于印度。多数的印度城市贫民窟生活环境十分恶劣，严重缺水，卫生条件极差，很多贫民窟既没有任何自来水设备，也没有公共厕所，更无自建厕所，没有下水道等排污系统。在孟买，许多贫民窟住户旁挖有细长的排污沟，气味难闻，污染严重。总之，生活在贫民窟的下层城市贫民和周围的高楼大厦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中产阶级以及上层资产阶级相比，完全就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此外，由于印度人口基数大，所以印度生活在贫民窟的人口数量惊人。联合国相关统计数字显示，印度的贫民窟人口达到1.7亿，其中孟买最多、最为知名，全市有大大小小的贫民窟近2000个，1100万人生活在里面，占到该城市总人口的2/3，其中的达哈维贫民窟的规模位居世界第二，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印度为什么会形成规模如此之大的贫民窟呢？简要分析，印度贫民窟的产生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印度宪法规定，一切公民均享受在印度领土内自由迁徙、在印度任何地方居住和定居的权利，并且公民愿意在哪里登记，就可以在哪里投票。这些规定就使每个印度人都可以在印度境内自由迁徙，特别是能自由地从农村迁徙到城市。（2）前文已经指出，独立后印度并未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农村土地依然高度集中，很多农民没有土地或仅有很少的土地而且随时都可能失去，当这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农村无法生活下去的时候，便到城市寻找生计，而城市又不足以为他们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和良好的生活条件，贫民窟便由此产生。根据印度2002年统计数据，印度流动人口总量约占全国人口的27.4%，接近2.7亿人，其中有将近1.9亿的国内流动人口来自农村。（3）印度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印度政府不仅不可能对贫民窟实行强制拆迁，有时候反而还要为贫民窟提供必要的生活设施，以拉取生活在贫民窟中贫民的选票。但无论如何，大量贫民窟的存在都表明印度的现代化任务十分繁重。应当说，近些年来，印度政府为改造贫民窟也采取了不少措施。比如，2006年，印度政府实施“尼赫鲁城市重建任务”，计划从2006年到2012年为全国城市提供1.5万亿卢比（326亿美元）费用，其中一部分费用将用于城市贫民窟改造。2009年6月4日，印度又提出了五年消除全国贫民窟计划，总统帕蒂尔表示，政府将展开城市特殊造房计划，旨在为城市穷人和贫民窟住户提供住房，希望在未来5年内消灭贫民窟。为此，政府将为地方各邦改造城市贫民窟提供财政支持，预计为穷人建造1500万套住宅，其中一部分用于安置城市贫民窟居民。对此，印度一些邦政府表示响应，马邦政府提出，该邦将对24个城市的贫民窟进行改造，对1995年前产生的贫民窟居民重新安置，将为每户提供一间约合24平方米的公寓。孟买市政府则与房地产商联合对贫民窟进行拆除改造，为每家住户发放一笔安置费，这笔安置费可在价格较便宜的北部选购一套小型住宅。但很多邦政府提出，对贫民窟进行改造有很多困难。比如，目前印度约有近一半的贫民窟位于当地政府或机构的公共用地，包括铁路沿线和公共排污系统附近等。印度中央政府认为这类贫民窟属于非法侵占土地行为的产物，对其不予承认，因此这些贫民窟将无法分享中央政府的投资。这就意味着各邦政府将单独承担近一半的改造费用，显然存在很大困难。当然，我们认为，对印度政府来说，采取这些措施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为居住在贫民窟的人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从根本上采取措施解决贫民窟问题，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现有贫民窟进行拆除，最终效果肯定不令人感到乐观，很可能出现的局面是，旧的贫民窟还没有解决完，新的贫民窟又开始出现。当社会最底层群体仍然是一个庞大数字的时候，他们为了生存，随时都可能会搭建起新的贫民窟。因此，解决贫民窟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改变社会的分层结构，逐步缩小社会底层群体的数量，建立起一个合理的社会分层结构。

第三节　印度式不平等形成的原因

本来，贫富悬殊、分化严重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共有的特征，并不是一个新鲜概念和新鲜事物。但是，印度社会的分化却有其自身特征。因为，印度历史上就是一个等级分明、分化严重的社会，但这种“不平等”不仅在印度独立后没有消失，而且在经济高速发展20多年后也没有消失之势，反而有趋于严重之势，其原因值得探讨。

一、种姓制度和社会不平等

历史上，印度社会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和表现都是种姓制度。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结构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关于种姓制度的性质和评价标准，却一直有多种观点。特别关于种姓制度是否是一种阶级制度，至今在学术界存在很大争议。一些学者从政治经济因素和生产资料占有等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种姓制度就是一种阶级制度；一些学者则从种姓制度的文化性和社会性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种姓制度并不是一种阶级制度。但无论关于种姓制度性质的说法有多少不同之处，基本上都承认它是一种等级制度，种姓制度把印度社会分成了不同的等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种姓制度可以算是印度社会的一种分层标准，而且是印度传统社会的一种主要分层标准，它将印度社会分为了具有不同地位的群体。从我们研究的角度来说，就是将印度社会分为了经济收入不同、社会地位不同的分层群体。

种姓制度之所以将印度社会分为了经济收入不同、社会地位不同的群体主要是因为，虽然种姓与阶级之间关系存在一定争议，但由于种姓制度从起源上讲就是一种社会分工制度，因此种姓和经济之间存在一致性是必然的，种姓在某种程度上就决定着每个社会成员的经济地位，具有至关重要的经济功能。在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总归一个（或几个）种姓集团所有，其他都是依附种姓，依附种姓通常需要通过对高种姓家庭的依附关系来获取生活来源。即使“几十年来由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出现了人的地位依照政治、经济和其他非先天性因素重新划定的趋势，但在农村，一个基本的事实仍是：婆罗门多属于地主阶级，佃户几乎都是中间种姓，而无地雇工则多是不可接触者”。从整个印度传统社会来看，鲍斯通过历史考察指出，在英国统治印度之前，种姓和职业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基本形态，一个人在经济方面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出身于哪个特定种姓。

其实，在人类的前现代社会中，不平等是一种普遍形态，各个国家都是如此，并非印度独此一家。但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各个国家的不平等问题出现了不同的变化。欧洲国家由于在资本主义萌芽和上升阶段伴随着启蒙运动，平等思想逐渐成为主导社会的主要思潮。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则是在民族独立过程中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打碎了原有的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当然，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后又产生出了较为严重的不平等问题，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后来实行的发展政策所致，与印度这种历史遗留下来的种姓制度导致的不平等性质不同，我们在这里不做进一步讨论，包括西方国家如今面临的较为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也是这样。和西方发达国家有过思想启蒙的过程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有过暴力革命的经历不同，一方面，印度社会并未经历深刻的思想启蒙过程，平等的观念影响不深，对传统社会思潮的冲击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印度的独立是通过非暴力的、改良的道路实现的，并未像通过暴力革命方式获得独立的那些国家一样打碎原有社会结构，原有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存下来，其中就包括严重不平等的种姓制度。因此，虽然印度独立后大力推进政治世俗化，社会形态也因此发生了巨大改变，种姓对经济地位的决定性影响开始有所弱化，但这种在印度社会已经根深蒂固的制度，并未完全消除，种姓制度至今在印度仍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在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的地区，很多时候这种影响仍然是决定性的。大量的研究，包括《曼德尔委员会报告》都表明，贫困与社会落后性仍然有很强的关联性，达利特和土著部族尤其如此。根据1981年表列种姓和表列部族委员会的估计，85%的表列种姓和表列部族构成了人口中最贫困的35%。其他相关数据也表明了同样的趋势：84%的表列种姓和94%的表列部族生活在农村；90%的契约劳工及80%的童工来自表列种姓和表列部族；表列种姓和表列部族中的无地者和文盲的比率远高于其它人口。印度的第八个五年计划也指出，作为种姓制度最底层的表列种姓和表列部族同时也是经济最落后的阶级，尽管表列种姓和表列部族中位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重下降，但其贫困发生率仍然相当高。绝大部分表列种姓和表列部族家庭不拥有土地和其它生产性资料。他们构成无地农业劳动者、建筑工人和无组织部门中妇女的大多数。他们遭受长期失业和潜在失业的威胁。他们还饱受最低工资法和防止土地驱逐法执行不利造成的恶果。对表列种姓和表列部族的剥削依然继续，农村地区尤甚。也就是说，种姓制度仍然是印度社会分层状况的一种准确反映。种姓的不平等与经济上的不平等常常能对应起来。上层种姓作为印度农村社会的统治阶级、下层种姓作为印度社会被统治阶级的状况在印度独立后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印度现在的贱民数大概有2.4亿之多，只有2%-4%的人口是婆罗门，他们占据着全国60%的工作岗位，而占总人口25%的贱民却只有不到1%的工作岗位，并且大部分的低种姓人口都生活在农村，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可以说，印度社会被人为地分成各个阶层并且很难互相融合，其城市化进程从根基上来说就被人为地排斥。这也可以从一定角度解释印度现在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少数高种姓的印度人在城市中拥有着不菲的收入和体面的社会地位，他们拒绝低种姓的印度人与自己生活在同一阶层的社会中，共同分享印度经济发展带来的优越物质生活。虽然有少数下层种姓的人通过教育及其他机遇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但这并不能改变整个下层种姓受压迫的现状。特别是种姓制度同多党政治相结合，使社会阶层日益凝固化，各种姓之间利益冲突加剧。由于印度的宗教和文化中充斥着社会分层正当化的思想，就连受压迫和剥削的阶级也从内心充分接受了这种亘古不变的思想，这便使得印度的上层种姓（很大程度上也是印度的统治阶级）很少受到具有足够威胁性的挑战。只要印度教还存在，它所鼓吹的由种姓制度体现出来的社会不平等就会维持下去。

二、土地制度和社会不平等

前面在分析印度经济模式时，我们已经对此问题做过详细分析，这里再简要述之。土地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源，土地制度如何安排对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在前工业化时期，土地制度是最重要的经济制度，并直接决定政治制度的形态和变迁，土地的高度集中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障碍。在工业化初期，土地制度仍然非常重要，一方面，对传统土地制度进行适当改革，合理分配土地，实际上就是改变社会资源不合理的分配格局，这样才可能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进而为工业化提供充分的消费市场和必要的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当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水平还不能为所有劳动力提供充分就业的时候，土地的合理分配（目前的来自中国的有效经验就是实行人均分配或公共支配）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缓解就业压力，有效解决贫困和饥饿问题，实现现代化进程的平稳推进。前面我们曾经对印度土地制度的演变进行过简要阐述。由于印度独立前土地制度主要实行柴明达尔制，土地分配极端不平等，造成诸多问题，严重阻碍了印度社会前进的步伐。印度精英人士也意识到传统土地制度的不合理以及这种不合理的制度给印度社会带来的危害。所以印度独立后国大党政府就着手进行土地改革，并公布了许多法令。但由于国大党的阶级基础本身就是土地改革的对象，因此国大党内部对土地改革存在严重分歧，最终导致印度的土地改革以失败而告终。虽然名义上已经进行了40多年，但印度土地制度至今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土地分配的不平等问题仍然严重，土地仍然高度集中，仍然主要集中在少数人手中。1960-1961年度，也就是印度各邦宣布土地持有最高限额时，占农户10%的地主占有全部土地的56%，而其中占1%的大地主，就占有全部土地的16%。根据1976-1977年度的人口调查，也可以得出基本相同的结论。另外，随着60年代绿色革命的开展，因为广大小地产者无力面对农业现代化的竞争而不得不出卖他们的土地的现象更加剧了土地的集中。从1961-1971年间，无地农业工人增加了1900万，由1951年的2750万增加到1971年的4749万。虽然独立以来印度政府前后颁布了诸多涉及土地问题的法令，但印度农村土地占有状况却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土地所有权至今仍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一项印度官方的抽样调查表明，占农户总数1.6%的大农户掌握了17%的土地，23%的农户是佃农与半自耕农的混合，而占总数50%的最穷的小农只拥有1%的土地。不仅如此，一些小农和边际农还不断丧失土地，最终不得不加入无地农民的队伍。目前，无地农民占全国农业人口的35%。

不平等的土地制度给印度带来很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印度农村和农业不仅没有为城市和工业提供相应的资本支持，反而造成了严重的失业和贫困问题。目前，印度农村贫困人口约占农村人口总数的70%以上，在贫苦农民中又以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占绝大多数。反观中国的实践，实行土地公有制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现象，但为解决贫困问题、实现社会平等奠定了一定基础，进而达到缓解贫困化的目的。很多分析认为，中印两国在发展道路上的一个最大差异就是土地产权制度上的区别，导致了目前形成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虽然中国的土地制度也引发了很多问题，但总体来看，中国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以及平均地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明显优于印度的土地制度。对此，印度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曾给予比较公正的评论。他认为印度的失败是在分配上而不是在增长上，印度由于私人土地占有权造成多数人消费权利的失败而非供给不足，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在人均食物数量没有明显增加的条件下消灭了饥饿，而中国消除贫困的成就的根源应当从包括土改在内的成就中去寻找。近年来，一些印度农村问题专家不断呼吁，政府应该制定措施，重新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以便把土地所有权分配给大部分人。否则，一旦小农、佃农和边际农失去了土地，他们将会形成越来越庞大的“民工潮”拥向城市。曼德尔委员会也呼吁要对印度的生产关系结构进行根本性变革，使被压迫种姓从经济和社会剥削中解放出来。该委员会认为在现行的生产关系条件下，印度的落后阶级，主要包括小土地所有者、佃农、农业工人、村社工匠等的生存严重依赖富裕农民，依然从思想和物质上受缚于主导种姓和阶级，所以除非通过在全印范围内有效开展结构改革和土地改革，否则其他落后阶级永远不能真正实现独立。

三、经济政策和社会不平等

这一点我们也在前面部分已经予以论述。简言之，经济上的平等是一切平等的基础和前提。但印度的经济发展政策却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农村和农民，使得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农业收入，而是非农收入。但问题恰恰在于目前的印度这两个方面都存在很大问题，使农民的收入难以提高，收入难以提高农民的生活状况就很难改善和提高。（1）农业收入方面。印度农业一直面临投入不足问题。近些年来，印度政府的投资主要投向城市，投向高科技产业项目。投入不足严重影响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由于缺少储藏和加工设施，谷物、水果和蔬菜收获后的损失率非常大，达到25%-30%；农产品加工率为2%，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农业发展水平不高，使印度农民只能依靠非农收入，有资料显示，印度有超过1/3的农民要靠非农业收入来维持生计。（2）非农收入方面。其实，除了少数具备优势天然条件的国家外，大部分国家的农业都是弱势产业，很少国家能够主要依靠农业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依靠非农产业来转移农村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但印度所推行的以现代服务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政策却将占印度总人口绝大比例的素质较低的下层印度人特别是低种姓人甩在了经济发展之外，他们既不能参与经济发展，也不能分享发展成果，经济增长推动者和受益者都只是那些数量很少、本来就已比较富有的城市中产阶层，印度经济是一种少数人参与、少数人受益的经济，占人口大多数的贫苦农民和城市低收入阶层并未参与经济发展，更未从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受益，结果造成了经济快速发展，贫富差距和不平等问题却在扩大的局面。特别是印度僵化的劳工法律更成为一种转移农村劳动力、提高农民非农收入的制度性阻碍。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印度劳动立法，堪称世界上最严厉的劳工法，影响最大的是《产业争议法》，这个法律规定所有超过100人的企业，在解雇员工时，必须获得邦政府的批准。这个看起来很美丽的规定却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消极后果。一方面，这个法律实际上只保护了印度近5亿劳动人口中的不到3500万的劳动力贵族，他们已经在企业中获得稳定职位，而企业又事实上不能解雇他们，手捧铁饭碗，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有劳动积极性，导致印度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效率不高。另一方面，由于有这个严格的法律规定，使得企业即使在扩张时期也不愿意雇用大量的劳动力，因为它们担心在下一个经济低迷时期无法解雇规模庞大的员工。没有企业雇用员工，进城农民也就不会有工作，没有工作当然不会有收入。大部分人只能去做一些临时性工作，收入低，无保障，也无法律保护，成为劳动力“贱民”，无法享受印度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

四、教育政策和社会不平等

教育被认为是改变社会不平等的重要途径。虽然目前学界对教育平等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社会平等还有不同的认识，但教育不平等一定不利于社会平等，却是一个普遍认同的结论。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把重点放在初级教育普及上是最有利的教育战略。但印度的现状却是高等教育非常发达，而基础教育却极端落后。目前，印度拥有世界一流的理工学院，每年培养出100多万名工科毕业生，遍布美国硅谷等世界高科技园区，这些接受了最好教育的精英，成功推动了印度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同时也成为印度经济改革的受益者，成为印度社会的新兴中产阶级，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好处。但与对高等教育进行大量投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对初等教育的投入却严重不足，尤其是对农村教育的投资更是严重不足。目前全国成人识字率只有65%，全国妇女有一半是文盲。虽然印度在2001年就立法实行免费初等义务教育，但教育质量很差，不及格率很高。据统计，2000到2001年度，印度进入小学就读的学生中仅有一半升至五年级，全国整体辍学率达到53%，文盲率高达35%。因此，印度的教育不平等可能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大量文化水平低、劳动技能低的劳动力，不仅使数量庞大的人口不能转化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反而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沉重负担，特别是低种姓阶层丧失了通过接受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使社会平等成为一种奢望。印度为什么会形成高等教育发达、基础教育薄弱的发展局面？很多人从不同角度做出了不同的分析，有的分析认为这与开国总理尼赫鲁有关。因为尼赫鲁本人是高种姓出身，加之压力集团对政府的游说，最终导致印度政府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为高种姓和中产阶级准备的英语教学的大学。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和让·德雷兹对此问题做出的分析更为全面。他们认为，印度之所以不重视基础教育，原因有三点，第一，保守的高等种姓认为知识对低种姓不重要或不合适；第二，对甘地的“识字本身不是教育”观点的曲解；第三，某些激进地区相信现有的教育体系是压迫下层阶级的工具或殖民地时期的残余。我们认为，这三种解释其实都是表面现象，或者说是为高种姓主导政府的辩护之辞，印度之所以不重视基础教育的根源根本就在于高种姓对于低种姓的歧视，尽管这种歧视已经不可能体现在任何书面文件中，但在内心意识及各种政策安排中，这种歧视却到处显现，教育便是其中之一。

第四节　印度式稳定的原因及面临的挑战

客观地说，印度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和贫富分化问题同样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遇到的问题。但在不同国家却产生了不同后果，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因此而陷入动荡，而人口数量众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宗教文化复杂多样的印度却较为成功地避免了社会动荡，总体上保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其中原因值得总结，其面临的挑战值得注意。

一、印度保持社会稳定的原因分析

一般分析认为，印度之所以能在复杂的形势下保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有三个方面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

1.政治制度与社会稳定。一般研究认为，民主选举制度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因为这种制度使社会有了一个意见表达平台和舒缓机制，能够实现政府的平稳替换，从而使社会有较多的泄愤渠道，选民能够至少得到“情绪”上的疏通，社会因此避免陷入分裂和冲突。应当说，这种观点在印度得到了很好的印证。我们以2004年的印度大选为例来看民主选举制度在印度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2004年5月，印度举行了一次全国大选，选举的结果令所有的政治观察家和新闻媒体都深感意外。在野八年的国大党出人意料地击败执政的全国民主联盟，重新进入久违了的总理府。选举前执政的人民党政府执政期间，印度加速向市场经济转型，加大经济自由化改革力度，大搞计算机革命，大力推行私有化，在对外贸易、高科技行业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等方面都取得明显成效，执政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连续保持在6%以上，外汇储备达到1100亿美元，股市一路攀升，突破了6000点大关，市场上中产阶级消费活跃，经济形势可谓一片大好。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党决定提前举行大选，希望借“大好形势”一举夺得选举胜利而继续执政。实际上，不管是选举前的民意调查，还是选举进行中的投票站调查，都预测人民党将会获胜。但国大党却最终战胜了人民党。大多数分析认为，人民党失利的主要原因就是印度大多数人并没有从经济快速发展中享受到益处，这些人用选票表达了自己对政府政策的不满。对于印度普通民众来说，人民党所描绘的宏伟蓝图只是“镜中花、水中月”，对于3.5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普通百姓来说，“印度大放光芒”是与他们无关的口号，广大普通选民最关心的并不是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外交政策，他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生活水平是否得到提高，水电、失业、教育、医疗、社会福利和道路交通等问题是否得到解决。在选举中，国大党针对印度的社会现实，制定了“面向穷人”的竞选策略，提出了“没有印度农村，印度无法大放光芒”的口号。这一口号受到了底层选民的欢迎，得到选民的认同，最终赢得了选举。也就是说，面对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问题，而且主要是由政府政策造成的不平等问题，印度没有如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用街头政治和暴力手段来解决问题，而是选择通过合法的选举表达自己的意志，使政府正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矫正政府执政过程中存在的失误。这充分体现了印度较为成熟的民主选举制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所具有的特殊作用。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尽管以不同选举口号赢得了大选，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大党要完全停止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步伐。无论哪个政党执政，都知道只有发展才能真正消灭贫穷。改革还要继续，但具体的政策肯定会有所调整。用印度总理辛格的话来说，就是要以“人性化”的方式进行改革，因为那样的改革将会有利于普通百姓，最终也有利于投资者。因此，印度新一届政府仍在继续致力于增加外国投资并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但新政府已经把经济均衡协调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目标，在GDP增长的同时注意采取措施让更多人享受到繁荣的好处。也就是说，印度改革开始从追求GDP增长转变为“以人为本”。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政策的执行速度将会减缓，或者予以调整，例如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因为失去控制的私有化将会造成更加严重的不公平。印度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私有化政策的谨慎表态充分体现了政府对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起点不公平现象的担心。实际上，这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在改革中遇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此外，针对人民党政府对社会低收入阶层利益的忽视，辛格政府明确表示，国大党将会重视相当一部分印度人民没有从经济改革进程中获益的现实情况，新政府将致力于为贫苦大众改善教育、基本医疗设施、电力和公路建设等条件，并极力为弱势群体创造就业机会。事实上，国大党执政的这几年来，虽然印度政府在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上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但相比前任政府而言，国大党更加重视社会公平，为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采取了不少措施，比如减免农民债务、改善农村地区的医疗条件等，都不同程度地缓解了不平等给社会带来的紧张。

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如果进一步分析，印度社会之所以在不平等问题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仍能保持相对稳定，并不仅仅是民主选举制度发挥了作用，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没有这些因素，仅仅依靠民主选举制，是难以维护社会稳定的，不仅仅印度是这样，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其中，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政策和悠久的宗教信仰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下面我们简要分析之。

2.社保政策与社会稳定。社会保障政策是现代社会的安全阀。如今，已经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公开反对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体制。从实践来看，如果一个国家能建立起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这个国家不仅能实现基本的社会稳定，而且也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这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特别是1929年大萧条之后，美国罗斯福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建立基本社会保障，成为美国摆脱危机、实现经济繁荣的重要举措。鉴于社会保障政策的重要性，因此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体制就成为所有国家追求的目标。应当说，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相比，印度在这方面已取得相当成就。经过60多年的努力，印度已经建立起一个基本的社会保障体制，并且在印度维护社会稳定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印度社会保障体系中，公共分配系统、针对农民的保障措施、社会保险措施、促进就业措施等四个方面内容最为重要，对印度社会的影响也最大。印度的公共分配系统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在政府监督和指导下，由国家给予财政补贴，专门向低收入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零售商业系统，即所谓的平价商店。印度现在大约有45万多个平价商店，遍布全国各地城乡，包括边远地区、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平价商店由政府向低收入居民发放购物卡，这些居民持卡到平价商店购物。目前，印度平价商店主要供应小麦、大米、白糖、食用油、布匹、煤炭和煤油等生活必需品，有的还供应茶叶、肥皂、火柴、食盐、豆类等重要生活品。为保证这一系统的正常运转，印度政府每年都拨出巨款进行补贴。为了对公共分配系统进行监督，还专门成立了消费监督委员会。印度的公共分配系统在实现社会公正方面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通过该系统，一方面使低收入消费者获得平价商品，另一方面使生产者获得政府的支持价格和稳定的国家市场，既有利于低收入的消费者，也有利于生产者，深受低收入平民百姓的欢迎。

印度对农民的保障措施主要有：第一，规定土地占有最高限额，很多邦都规定了地主土地占有最高限额，剩余的土地依法分配给无地劳动者。第二，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农民可以获得政府发放的津贴，以满足其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第三，无房的贫困农民可以获得政府的建房补助，以得到基本的居住条件。第四，对贫困子女的教育由中央和邦政府给予补贴，小学教育实行免费政策，在条件好的邦，中学教育也实行免费，学生可以免费得到书本，有些邦的学生还可以得到免费午餐。第五，对贫困人口购买粮食实行低价政策，以保障其基本的生存需求。此外，印度还对农村中最为贫困的一部分人——农业工人制定了专门的保障措施，主要有：第一，废除农业奴隶。《印度宪法》明文废除了长期存在于印度农村的农业奴隶和强迫劳动的制度，宣布如实行农奴制则为犯法。第二，提供最低工资保障，1948年印度中央政府通过最低工资法，中央政府和各邦法律都规定了农业雇工的最低工资。第三，鼓励在农村建立农业合作社组织，合作社在农闲季节向农业工人提供就业。

印度的社会保险措施主要包括疾病、事故和养老方面的社会保险制度，其受益者主要是对工厂工人（20人以上的企业）和国家雇员，不包括小企业的工人和农业工人，具体规定主要体现在《雇员国家保险法》《雇员准备基金和其他专款法》《煤矿准备基金和奖金计划法》《养老金支付条例》《煤矿家属抚恤金计划》《雇员家属抚恤金计划》和《生育津贴条例》等法令中。此外，印度先后颁布了100多个劳动保护方面的法规，涉及工资待遇、工作时间、劳动环境及人格保障等诸多方面。在这些社会保障法令和相关辅助政策的保护下，大部分印度人在医疗、养老、就业等方面的基本权利都能得到基本满足。在医疗方面，早在1949年印度就建立了免费医疗制度。印度宪法规定，所有国民都享有免费医疗。印度政府对公众的医疗卫生投资分为中央、邦和地方政府三级。其中邦一级是主要的，约占90%；全国性的计划生育，控制麻风、疟疾、结核等疾病，免疫接种，营养改善，以及一些教育和研究机构由中央政府投资。为切实推行全民免费医疗，印度政府做出了很多规定。首先，印度所有政府医院对任何来看病的人，不论贫富，不论是否印度国籍都一律免费，免费项目包括挂号费、检查费、住院费、治疗费、急诊抢救的一切费用，甚至还有住院病人的伙食费。其次，由政府出资建立健全农村医疗网络。目前，这一网络包括保健站、初级保健中心和社区保健中心等三个部分，免费向穷人提供医疗服务。印度政府规定，每10万名农村居民必须建立一个社区卫生中心，中心一般有相应数量的病床和固定的医生，并配有较完善的医疗检查设备等。每个地区通常还有2-3个地区医院，社区卫生中心无法治疗的患者都被送到这里。其三，政府通过由卫生部和家庭福利部共同建立疾病救助基金向贫困人口提供救助。三个中央政府医院和三个国家一级的医疗研究机构得到疾病救助基金的资助，其中每个机构每年从基金中获得100万卢比来对贫困人口进行及时的援助，每一个病患最多可以获得2.5万卢比的补助。在某些特殊机构中，金额可以多达5万卢比。这些保险分担了一部分的经济负担，切实地降低了因病致贫的风险。从实践来看，印度建立的医疗系统基本照顾到社会的各个阶层，特别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也能看得起病，大大减轻了印度下层民众的经济负担。值得一提的是，印度政府鼓励医疗机构发挥印度传统医药的作用，提倡使用印药，在农村建立了草药中心，对于医院不能免费提供的药物，鼓励病人使用草药，这一举措既大大降低了穷人的治疗费用，又弘扬了印度的传统医学中的积极价值。在养老方面，养老是印度的传统，老人在印度享有特殊的地位，印度制定了各种法令为老年人养老提供多方面的保障。比如，印度政府规定，60岁以上老人享受出行优惠；65岁以上、生活贫困的老人，每月可从政府领到一定数量的老年人津贴和免费的大米与面粉等生活必需品。

印度的促进就业措施主要有：第一，把促进就业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在政府机构中，有四个部门参与就业问题的研究和处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要负责拟定就业发展规划，把就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计划；联邦劳工部主要负责制定就业政策和提供就业服务，工作重点是促进劳动者在正规组织中就业；城市事务与就业部重点关注城市贫困人口，特别是非正规组织的扶贫和就业问题；农村发展部主要负责解决农村就业问题；各部门互相协作，共同促进就业发展。第二，把实现充分就业列为经济发展计划的重要目标。印度的经济发展计划始终把实现充分就业列为经济计划的重要目标之一，在每个五年计划文件中，都把实现充分就业列为基本目标，通过大力推行各种就业计划，努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特别是从第6个五年计划（1981-1985）开始，印度对扩大就业的总体目标按部门进行了分割和规划，注意发展劳动密集型项目来增加就业岗位，收到一定效果。第三，把促进就业与扶贫济困紧密结合。由于在城市化进程中，大批农村居民涌入城市，成为城市贫困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为解决这部分群体的贫困和就业问题，印度政府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为他们提供基本居住条件、提供公益性劳动岗位、加强就业能力建设等，从而使城市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得到相应保证。第四，通过开展“国家乡村就业计划”和“农村无地人口就业保证计划”等活动，保障和促进农村居民就业。国家乡村就业计划由印度中央政府发起，从1981年起执行，主要是为了在乡村地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穷人的生活状况。农村无地人员就业保证计划开始于1983年，其目的主要是扩大乡村无地人员的就业机会，同时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央政府负责整个项目的费用支出，仅“六五”计划期间，该项计划的总支出就达到了60亿卢比。1989年，印度政府又实施贾瓦哈尔就业计划，取代上述两项计划。在1989-1990年度至1993-1994年度的5年间，该计划总支出共1107.2亿卢比，使印度乡村居民的就业机会大幅增加，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同时，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也取得了显著进步。目前，贾瓦哈尔就业计划仍是印度政府所实施的主要的乡村就业计划。第五，通过立法来保证和促进农村居民就业。印度有7亿农村人口。为解决好农村贫困人口和就业问题，2005年印度议会制定了《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对农村地区就业保障、就业保障计划与失业津贴、执行和监督机构、国家及邦就业保障基金的建立及其审计、法律责任、适用范围等问题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该法规定：在本邦农村地区，邦政府应当在每一个财政年度内，为有成年（18周岁）家庭成员且自愿做无需特殊技能的体力劳动的居民户，提供不少于100天的有薪就业保障，工作是非技术性的手工劳动，如修路、架桥、平整土地、开凿运河、兴修水利等，每日工资标准不低于60卢比，并按周支付工资，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迟于完成工作任务之日起两周内支付。就业申请人的就业申请被接受后，在15日内仍未得到工作的，就业申请人有权依照该法的有关规定，享有每日失业津贴。该项目的资金90%来自中央政府，具体实施主要由各个邦（省级）政府负责，并由其选定的机构具体管理和决定用途。同时，该法还规定，中央政府应设立国家就业保障基金，经国会以法律形式拨款，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赠与或者贷款的方式向国家基金提供其认为该基金所需的资金，邦政府可以设立邦就业保障基金，并予以公告。

从上述几个方面内容可以看出，印度在经济比较落后、人口数量众多的情况下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向全体国民提供平等的福利政策，这些福利政策通常情况下只有西方发达国家才会向国民普遍提供。应当说，这是印度政府的一个巨大成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值得效仿的范例，同时也对印度社会稳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宗教信仰与社会稳定。关于印度宗教信仰的相关内容，我们在前面介绍印度传统文化时，已经有所介绍。这里，我们仅从宗教信仰与社会稳定之间关系的角度作简单阐述。印度是一个典型的宗教国家，有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耆那教、锡克教、拜火教等多种宗教存在。在众多宗教中，对印度影响最大的是信仰人数多达8亿的印度教，其教义对印度社会具有重要影响。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学界都热衷于谈论印度教文化对印度社会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比如，由于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作出印度教文化不能催生资本主义的论断，很多人便从不同角度对这一观点进行解读，认为印度教的很多教义不利于经济发展。再如，独立以来，印度频频发生宗教冲突导致的流血事件，很多人便将宗教视为印度现代化道路上最大障碍。其实，印度教中的某些教义以及印度教与其他宗教所产生的冲突的确是印度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但如果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宗教也和科学、哲学、艺术一样，不是一时冲动或者愚昧无知的产物，而是人类有了问题并作了思考的产物。作为一种历史产物，宗教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绝不仅仅是消极和负面影响，其中一些因素在维护社会秩序、协调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心理、推动社会改革等方面都有程度不同的积极影响。这一点学界已经得到普遍同意。印度教当然也不例外。就本文讨论的问题而言，印度的宗教哲学精神有助于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和相对和谐的人际关系，印度教在维护印度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其他因素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印度教所主张的某些教义对印度民众所产生的影响，印度社会不可能在分化如此严重、不平等问题如此突出的情况下还能长期保持基本稳定。比如，印度教所倡导的“业报轮回”观念主张一个人死后是升天堂还是下地狱，取决于他生前所作的“业”（即行为），做了善业，死后就有善报；做了恶业，死后就有恶报。按照这个理论，一个人出身于哪一个种姓、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履行什么样的责任，乃由自己所作的善恶诸业而形成。这实际上是劝告低种姓的人要安分守己、恪守规范，而不要起来反抗，对今世命运的怨恨和反抗，只会加重自己的恶业，使来生更加悲惨，只有安分守己、忠于天职，才能获得来世的幸福。这种观念深入印度人脑海之中，使印度人更注重来世，而轻视现世，对现世的规则，即使是不合理的，也没有试图改变和反对的念头。再比如，印度教所倡导的“非暴力”思想认为万物都是从“大我”分化出来的“小我”，所以应该相亲相爱，一视同仁。这种思想历史上使印度以非暴力手段追求国家独立，在现实中也使印度很少产生以暴力手段改变不平等问题的现象。

一种观念能否真正对社会产生影响根本上取决于这种观念能否得到社会群体来自内心的接受和认同，并成为影响甚至是指导每个社会个体日常行为的潜在意识。由于长达千年的浸润，印度教所主张的有助于社会稳定的一些教义已经在印度人心中根深蒂固，影响着每个印度人的日常行为。正是这些教义观念的影响使印度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其他国家的人民看起来不可理解的种姓制度也得以存在下来，这也正是目前印度社会虽然贫富差距日益悬殊，但犯罪率却很低、社会总体上还能保持基本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印度式稳定面临的挑战——以纳萨尔派武装组织为例

印度社会在贫富差距悬殊、不平等问题严重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这一点，与面临同样问题、但却频频陷入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局面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相比，印度确实可以看作一个成功的例外。特别是再考虑到印度是在人口众多、宗教多样、地域广阔这样的国情下，实现了社会的基本稳定，可以成为印度式稳定，其中一些原因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借鉴。但是，对印度来说，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并不是已经没有任何问题，而是面临着很多不容忽视的挑战。特别是这种依靠传统宗教观念来支撑的社会稳定局面还能持续多久，目前来看是一个存疑的问题。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在印度，传统观念之所以还有重要影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部分民众特别是中下层民众受现代化观念的影响尚弱，一旦这些民众受到更多现代化观念的影响，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影响越来越密切，不同思想观念的冲击越来越强烈，原来依靠传统观念支撑的平衡格局迟早将会被打破。对此，亨廷顿早就指出，20世纪50年代以来，印度的社会政治趋于稳定，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印度的高文盲率造成的。正是庞大的文盲人口构成了印度民主的稳定力量，乡村的文盲和半文盲仅仅参加投票而已，而那些新脱盲的城市无产阶级却要组织起来，挑战现有的制度。亨廷顿预言，随着印度下层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这个国家的政治局势将越来越动荡。

事实上，亨廷顿的论断某种程度上在印度已经得到验证。印度历史上很少像中国那样频繁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王朝的更替大都不是通过农民起义的形式实现的。种姓之间虽然严重不平等，但大部分时间里都能相安无事，很少发生冲突，特别是大规模的冲突。但这种情况从印度独立以后却开始发生变化。印度独立以来，高低种姓之间的暴力冲突便时有发生，在农村地区贫困农民组织的“夺地运动”和“抢收地主庄稼”频频发生，种姓之间的集体屠杀事件也不鲜见。印度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因土地征用问题而引发的冲突更是时有发生，这些冲突再加上宗教之间的冲突等不安定因素成为阻碍印度经济发展的因素。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就在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低种姓人口长期受到歧视与压迫，生活水平得不到改善和提高。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低种姓人口的权利意识不断提高，不再像以前那样甘于接受现状，起而反抗是必然的趋势。起源于上个世纪60年代、至今仍被视为印度国内的最大安全威胁的纳萨尔派反政府武装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印度纳萨尔派反政府武装属于左翼极端组织，也称印度毛派共产党，是从印度共产党中分离出来的一支，起源于西孟加拉邦的小村庄，1960年代，因其领导者不满于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对印度政府实行妥协政策，公开与其决裂，成立了“革命的反对派”。1967年，他们领导了无地农民暴动，即“纳扎尔巴里运动”，因为其骨干成员崇拜毛泽东，鼓动印度农民和下层阶级发起暴动，推翻政府和上层阶级，该党因此被命名为印共（毛）。纳萨尔原来主要以西孟加拉作为活动中心，并且一度处于低潮，影响逐渐式微。但近年来该组织突然卷土重来，频频发动针对政府部门的袭击，制造各种破坏活动，其活动已经遍及印度近40%的国土，主要集中在欠发达的印度中部和东部农村，尤以所谓的“红色走廊”著名，控制面积达92000平方公里。据统计，从2004年到2009年，纳萨尔派共制造了10064次暴力事件，造成4246人死亡。按照德新社说法，印度全国2009年有1100多人死于纳萨尔派武装发动的袭击。2010年4月6日，印度一支后备警察部队在印度东部切蒂斯格尔邦密林中遭纳萨尔派反政府武装伏击，造成76名警察死亡。2010年5月28日，纳萨尔派再度出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列车脱轨案，造成近150人死亡，上百人受伤。

前文我们曾经指出，印度一直饱受克什米尔宗教极端主义、东北分离主义、纳萨尔派反政府武装三股势力的威胁。在这三股势力中，纳萨尔派武装的威胁又最大，成为最令印度政府头疼的事情。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将纳萨尔派武装定义为“印度国内最大安全威胁”。印度内政部长帕拉尼亚潘·奇丹巴拉姆称纳萨尔派武装为印度“第一大敌人”。印度政府曾多次发起针对该组织的清剿运动，为此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但收效不大，该组织的破坏活动似有愈演愈烈之势，对印度经济发展产生严重威胁，特别是该组织控制之下的印度中部和东部一些地区，拥有印度最丰富的矿产和木材资源，本应具备最大的发展潜力，却由于频频发生暴力活动，使投资者根本不敢对这些地区进行投资，致使这些地区成为印度最贫穷的地方。

纳萨尔派之所以产生并且能在印度政府强力围剿下仍然长期存在下来，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需要多措并举，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印度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纳萨尔派的支持者都是贫困的民众，都是没有土地或者仅仅拥有少量土地的贫困农民，他们从政府那里看不到改善自己生活的希望，只能转而加入或者支持纳萨尔派。纳萨尔派和其他两股势力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提出的口号并不是分裂印度，而是要推翻现政府，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政府；他们推行的男女平等、驱逐地主、重新分配土地等政策，这些都很容易赢得印度下层贫民的同情和支持。也许，这些下层民众从内心也并不想推翻印度政府，或者他们也不认为纳萨尔派能够推翻印度政府，他们支持纳萨尔派就是要表达自己对社会不平等的一种反对态度。

从实际情况来看，印度政府不比尼泊尔国王，其拥有着十分现代化的军队和武器，一旦纳萨尔派上升到分裂国家的斗争层次上必然会引起政府调用军队的残酷镇压，所以纳萨尔派希望在山区建立红色政权、推翻印度政府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在军事现代化的今天想要依靠小米加步枪的方法实现政权交替已经是不可能的，而且纳萨尔派在印度中产阶级中毫无影响力，而且印共马等其他共产党也不同意纳萨尔派的主张。因此，纳萨尔派也许不会对印度政府产生致命打击，但其长期存在并不时制造的各种暴力事件，无论如何都是阻碍印度崛起的重大障碍。印度政府必须给予高度重视，从根本上加以解决。要解决纳萨尔派以及与其他种种由于不平等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必须按照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采取适合本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的政策措施，从根本上解决引发不平等问题的制度障碍，而不仅仅是简单粗暴的武力镇压或小恩小惠的人心收买，唯有如此才能解决各种暴力冲突，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第五节　讨论：印度如何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

平等是人类的核心价值之一，也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普遍追求的重要政治价值。平等和自由是现代政治哲学乃至整个社会思想领域最重要的两个核心理念。卢梭曾指出，平等原则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换言之，没有平等就没有现代社会。因此，和民主一样，平等在当今世界也是没有人敢公开反对的主张，是所有现代国家都宣称要致力实现的目标。但以自由为基本范畴的自由主义是西方近代思想的基础性理论，而或多或少没有受到真正重视的是平等这个概念在自由主义内部所具有的重要地位。而且客观地说，平等是人类社会至今从未真正实现的目标。可以说，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至今都没有实现真正的平等。不平等目前仍然是世界各国普遍面对的一个问题，只是不平等的性质、程度和影响不同而已。事实上，从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看，不平等似乎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导致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国家建设尚未完成，各种制度尚不完善，不平等问题所产生的后果更为严重，常常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现代化的进程常常被不平等所引起的社会动荡中断甚至是终结。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正确应对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不平等，进而建立一种合理的平等，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必须处理好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什么样的平等是合理的

这里，我们强调的是要建立一种“合理”的平等。这是因为关于什么是平等以及如何实现平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相应地产生了不同的关于平等的理论。总的来看，对当今社会影响较大的有两种，一是自由至上主义的平等理论，二是罗尔斯主义的平等理论。

1.自由至上主义对平等的关注

如今，自由主义已经变成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在坚持基本要义不变的情况下，延伸出多种不同的理论流派，这些流派的观点差异甚大，有的甚至走向了截然相反的发展方向。这里，我们并不试图对自由主义的相关理论做系统梳理，只就自由主义的两种不同的平等观做简要介绍和分析。在1985年的《原则问题》中，德沃金把自己的理论称为基于平等的自由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平等。德沃金曾对自由主义做出自己的分析，提出了自由主义的两种基本形式：中立的自由主义与基于平等的自由主义。这两种自由主义流派的最大区别在于政府介入公共生活方面的差异。中立的自由主义实际上就是传统的以消极自由为核心概念的自由主义，也即古典自由主义，或曰自由至上主义、放任自由主义，核心是自由人的理念，强调价值多元是现代社会的常态，人最重要的本性是能自由探索、自由创造和自由选择，为了实现人的本性，所以必须严格限制国家的权力，因为“国家的行动和存在和人类潜能最丰富的多元性的全面和谐发展，根本上并不兼容”，因此，政府不必也不应当介入到道德争论中去，而只应支持一种公平的尺度，这是传统的自由主义主流的形式。自由至上主义（放任自由主义）平等观的核心要义是机会平等和程序平等，人的平等主要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平等的目的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充分选择自由，以充分实现人的潜能。也就是说，自由至上主义人为，只要机会均等、程序合理，每个人都没有受到人为的限制，无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都必须接受，因为这是在平等条件下进行的平等竞争，所以是公正的。相应的，自由至上主义认为，在平等问题上，政府的责任不是为个人提供经济方面保障，而是为自由竞争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让每个人都受到平等的对待，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通过自身努力和合法手段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自由至上主义反对财富再分配，反对政府干预，认为解决不平等问题主要应通过市场的手段而不是政治的手段。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诺齐克就指出，政府的唯一职责是防止暴力、盗窃、欺诈，保护人身自由及私有产权，确保契约履行，维护市场顺利运行。

2.罗尔斯对平等的关注

罗尔斯的平等观本质上也属自由主义，但不是自由至上主义或自由右派。罗尔斯首先主张每个人都有主宰自己生活的权利，一个社会应平等分配资源和价值，如果一种社会制度偏袒某些社会出身的人而贬低另外一些社会出身的人，这是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应当予以纠正。应当说，在这一点上，罗尔斯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没有多大区别。因此，目前人们也把罗尔斯的平等理论划归为自由主义平等理论。但罗尔斯的主张并未到此为止。他认为即使做到这一点，社会也不一定实现平等，因为有些不平等是人们所处的外在环境和所拥有的天赋条件不同而造成的，这些因素个人无法选择，这种不平等必须通过某种方式予以纠正。为此，罗尔斯提出了著名的两个正义原则：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随后，罗尔斯又提出了一般的正义观：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

从罗尔斯的两个原则可以看出，罗尔斯坚持社会基本善的平等分配，而不平等只有在有利于最少受惠者或最不利者的前提下才能被允许，而且，由于词典式的优先序列，不平等绝对不能侵害到原则一所确定的公平的份额，或者说基本的自由权利。罗尔斯的全部正义理论就是对于这两个原则进行论证。实际上，罗尔斯提出了两种论证，一种论证是，他把自己的理论和其他涉及分配正义的理论进行对比，特别是和机会平等的理论进行对比，并且论证说他的理论更好地符合了我们关于正义的一般直觉，也更好地阐释了平等的理想。第二种论证则是著名的罗尔斯式的想象的社会契约论证。在罗尔斯的理论中，两个正义原则紧密相连，缺一不可，只有同时满足两个原则的社会才是一个公正的社会；而且，第一原则更为基本和优先，只有在满足第一原则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第二原则，如果第一原则都没有实现，第二原则也就失去意义，即使在第二原则内，也要首先满足机会平等原则，才能谈论差异原则；最后，在上述条件都满足的基础上，如果仍然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平等，那么这种不平等必须有助于改善社会中最弱势群的绝对地位，在这个条件下，这种不平等可以接受。

因此，我们认为，罗尔斯的理论是他对于平等的一种理解，他并不是把平等作为核心概念构建其理论，基本的自由权利以及用差异原则说明不平等问题相结合表明他更多地是把自由主义基本主张（第一原则）与福利平等（第二原则）综合在一起而构建的。因此，罗尔斯通常仍然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但不是自由至上主义者，他比自由至上主义者更进一步的是道德关怀。从这一点说，撇开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复杂而精巧的论证不谈，他的最有力的影响可能就在于提出了差别原则。罗尔斯的正义论之所以能够系统地取代功利主义的正义观，就在于它提供了对应得的公平份额的确定，而差异原则则对因道德上任意的或无法选择的境况而遭受的不幸加以考虑，认为只有资源的占有有利于较不幸运的人，较幸运的人才应该得到更多的资源。但是，罗尔斯的差异原则没有为自然劣势提供补偿，因此是不足的；差异原则同时又排除了反映不同选择而非反映着不同境况的不平等，因此是过度的。基于这样的考虑，德沃金提出了更加符合“敏于志向、钝于禀赋”原则的资源平等理论。德沃金的平等理论延续了罗尔斯在分配领域内的探讨，使对于平等的研究更加细致、深入。德沃金对平等的阐释基于两个基本的原则：一是重要性平等原则，二是具体责任原则。重要性平等原则是指，“从客观的角度讲，人生取得成功而不被虚度是重要的，而且从主观的角度讲这对每个人的人生同等重要。”这一原则不根据任何人的特性，仅在于人的生命自身就有价值，在客观上具有某种重要性，而且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的生命价值都是同等重要的。对于政府来说，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要平等地给予每个人关切和尊重，保证他们的命运不受到个人的经济背景、性别、种族的特性的影响。具体责任原则是指，“虽然我们都必须承认，人生的成功具有客观上平等的重要性，但个人对这种成功负有具体的和最终的责任——是他这个人在过这种生活。”“就一个人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而言，在资源和文化所允许的无论什么样的选择范围内，他本人要对做出那样的选择负起责任。”这个原则确立了德沃金平等理论的一项基本追求，那就是资源的分配不仅要坚持平等，而且要保证“敏于志向”。

从现实情况来看，自由至上主义和罗尔斯的平等观（包括对罗尔斯平等观的补充观点）构成了当前最主要的两种平等观。那么，这两种平等理论那一种更为合理？换言之，哪一种更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首先应当肯定，自由至上主义所主张的机会和程序平等理念，确实是一个社会应当首先实现的，如果一个社会连机会平等和程序平等都难以实现，其他的平等就必定成为奢谈。在这方面，必须给予自由至上主义予以肯定。但就人类社会追求终极理想来看，只实现这个层面的平等远远不够。由于每个人所拥有的先天客观条件有所不同，因此机会和程序的平等并不能保证结果平等。历史早已证明，一个社会即使实现了机会均等、程序合理，依然会产生不平等问题。这种不平等在理论上是合理的，在逻辑上是公正的，但在现实中却不能任其发展，必须给予适当纠正。如果得不到纠正，既不符合社会的道德原则，也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可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事实上，自由至上主义并没有实证基础，因为当今世界没有任何国家是完全实行自由至上主义的，今后也不可能有。因此，自由至上主义的平等理论的存在价值主要是为规范政府权力、保证自由竞争提供理论支撑，而不是生搬硬套地付诸于实践。任何现代国家都不可能承受纯粹自由竞争带来的不平等，都必须采取适当措施予以纠正。罗尔斯主义则正好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为政府干预和调节平等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只要满足两个正义原则，政府的干预和调节就是必须的，就是可接受的。

任何完美的理论模型在实践中都会遭遇挑战，理论的完美无缺并不等于实践的一帆风顺。罗尔斯主义的平等理论也是这样。在实践中，罗尔斯主义最有可能出现两种倾向：一是政府借干预和调节之名滥用权力，干涉私人自由，剥夺私人权利，最终产生权力腐败而导致更大的不平等，也就是说任自由竞争发展下去，会产生不平等；任政府干预发展下去，更会产生不平等，而这样的不平等更不合理，更容易引起社会动荡；二是政府为实现正义而对财富的再分配最终可能发展成福利社会，使社会失去活力。这两点正是自由至上主义所担心和反对的，从实践来看，确实也是极容易出现的两种情况。其中，第一种情况在现代化尚未完成的发展中国家最容易出现，对这些国家来说，如何防止威权政府的权力滥用是实现平等的关键；第二种情况在已经完成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最容易出现，对这些国家来说，如何防止超越经济承受能力而过分追求社会福利是实现平等的关键。在实践中如何正确把握和妥善处理好自由竞争与政府干预的关系，是关系能否真正实现社会平等的关键所在，也是能否保证一个国家实现持续平稳发展的关键所在。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到，平等并非一个常识性的、在理论上无足轻重的概念，无论是对于功利主义者、直觉主义者、自由至上主义还是罗尔斯，不同的理论所争论的，并不是是否需要平等，而是如何理解平等，如何对于平等观进行理论上的说明和实践上的贯彻。

二、印度如何建立合理的平等社会

对印度来说，建立平等社会的关键是解决种姓制度造成的不平等。因为，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最大的不平等，也是造成其他不平等问题的根本原因。因此，消除种姓歧视是解决印度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平等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结合上面对平等理论的阐述，对这一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第一，如何保障低种姓的政治权利。不论是罗尔斯主义还是自由至上主义，都强调平等首先要保证每个人都享有最基本的权利和自由，比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思想自由、迁徙自由、私人财产受到保护等等。在这方面，印度独立以来就实行政教分立，宪法和其他相关法律中都做出明确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废除不可接触制，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此外，印度法律还专门为低种姓规定了很多保护性规定。可以说，不同种姓之间的机会平等和程序平等在立法层面已经实现。而且，由于印度实行民主制度，印度政府也一直致力于消除种姓歧视，在保障低种姓的政治权利方面，印度已经取得相当大的成就，很多低种姓人士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还曾产生过低种姓的总统，这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成就。这也是印度目前虽然贫富差距很大，但大部分印度人并不感到不公平的原因之一，因为印度人认为每个人面临的机会是平等的，自己贫穷是因为自己的能力和运气不好，而与政府无关。但是，必须看到，写在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在现实中已经完全实现。立法问题得到解决，执法问题却更为关键。印度在保障低种姓政治权利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宪法和法律中针对低种姓做出保障性规定，很多并未真正落实，政府中专门为低种姓保留的职位反而成了一些人谋取私利的工具。

第二，如何保障低种姓的经济权利。我们在前文也已指出，由于政策失误，目前印度表现出来的最大不平等并不在于政治层面，而在于经济层面，在于低种姓被排除了在经济发展轨道之外，享受不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一是由于土地改革失败造成大量无地农民要么在农村贫穷至死，要么进城聚集成为贫民窟居民，这些人大都是低种姓；二是优先发展高科技产业的经济战略把大量底层民众特别是低种姓排除在经济发展之外，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要想改变目前状况，解决贫穷问题，必须对当前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而调整经济结构并不是一个简单说说而已的事情，印度之所以选择发展以高科产业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一方面是政府决策者确实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但另一方面也包含着一定的无奈，因为印度并不具备发展制造业的环境和条件。目前能否解决发展制造业所面临的各种不利因素是摆在印度政府面前的一大挑战。对于印度来说，只有解决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民众的贫困问题，才算是解决了最大的不平等问题。

第三，如何消除既得利益阶层的障碍。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作如下推定，现代社会没有一国政府主观上一开始就想把自己的国家搞成一个贫富悬殊、分化严重的社会，即使这个政府本身是一个腐败的政府也应如此。但事情的发展往往并不以当政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很多国家最后往往都无可奈何地陷入贫富悬殊、分化严重的局面。其中原因十分复杂，各种可控和不可控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最终导致了结果的发生。在这些因素中，既得利益阶层对政府致力于社会平等努力的阻碍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一般情况下，在国家现代化的起步阶段，社会总体上处于一种平等状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伴随这种必然趋势，就会有一批既得利益阶层产生，而这个阶层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往往会以各种手段对政府有利于社会平等而不利于他们利益的政策进行抵制，甚至通过各种途径阻碍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

对于这种因各种利益集团不断涌现，而使政府变得软弱无力，很多改革政策无法实施的情况，奥尔森曾在《国家的兴起和衰落》中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而且，它们会变得越来越明白、成熟、有技巧。然后它们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机器，尤其是行政和法律，会越来越知道该怎样操纵，懂得在操纵时怎样找到好的理由。由于他们的技巧越来越娴熟，因而获得的利益也就越来越持续、越多。最终慢慢导致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变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

不可否认，目前印度已经建立起了初步的社会保障措施，穷人的生存权利能够得到基本保障，这是值得很多发展中国家学习的地方。但像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改善穷人的生活境遇不可能完全依靠政府救济，特别是如果按照罗尔斯主义的平等原则，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如果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不平等应当有助于改善最弱势群体的绝对地位。那么，目前印度的制度安排是否有利于改善最弱势群体的绝对地位呢？答案似乎并不乐观。从1967年至1990年，印度社会的各种利益冲突越来越尖锐，也更需要解决。但是，在没有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政府想要实施的既保护有产阶级利益又促进贫苦者福利的妥协政策并没有成效。近20年是印度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但印度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的成绩仍然乏善可陈，到90年代，市场经济和社会平等之间的关系反而变得更加紧张，经济与政治的互动也变得更为复杂，多数穷人并未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改善自己的境遇。市场经济使一些人更加富裕，也使一些人更加贫困。虽然印度政府也意识到了调和经济发展和社会平等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但是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内在要求，印度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却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幸的是，这种变化更多地不利于社会下层民众。这种情况说明，印度目前的制度安排并不是最合理的，虽然印度在政治领域已经实行民主选举制度，在经济领域已经走上市场经济轨道，在社会领域也建立了相应的保障措施。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印度独立后在独特民主制度下保持了社会的长时间相对稳定，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目前来看，印度主要有两个既得利益集团。一是官僚集团。由于长期以来印度行政体制对经济生活的干涉主义，使官僚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印度自由化框架下的改革影响了官僚的权力、特权和保护人的身份，要使他们从“老板”身份急速转变必然遭遇许多障碍；二是城市中产阶级。从印度政府一贯的发展策略来看，印度实际上是在遵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即先培植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然后以中产阶级的力量带领印度实现现代化。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表明，事情往往并不如同想象的那般美好，政府精心培育出来的中产阶级很可能成为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往往会成为政府进一步推动改革的反对者，特别是当一个国家穷人仍然占多数，要改善穷人地位就必然要触动中产阶级利益的时候，拥有强大话语权的中产阶级必然会通过各种手段影响政府决策，往往导致改革议程偏离预定的轨道，使福利政策始终向社会上层倾斜，向城市倾斜，从而使政府改善穷人地位的政策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停留在纸面上，而很难见到实际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寄希望于政府采取一些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的举措基本上就成为一种奢望，更多时候只是在选举时为拉取选票而作出各种漂亮的承诺，或者当选之后做些无关痛痒的举措。这样的例子在发展中国家比比皆是，俯首可拾（比如近年来动荡不止的泰国）。印度也不例外。由于印度的绝大部分统治阶层成员都出身于上等种姓，虽然他们出于政治利益考虑，不可能直接宣布实行不利于低种姓的政策（事实上，任何民主国家都不可能公开宣布实行不利于绝大多数人的政策，否则将会在选举中下台），但实际上他们仍然受种姓思想的影响，在思想上缺乏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的动机。印度前总理德维·高达总理曾在议会中承认，即使内阁做出的某些决定，有时也被官僚推翻或不被执行。这就造成印度政府中几乎没有人真正对社会转型感兴趣，没有人真正重视贫富差距问题，没有人真正采取措施消除贫困问题，大部分人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利益，不论是人民党、国大党还是印度共产党（马）甚至一些低种姓的政党，只是大都打着为穷人服务的口号，将消除贫困作为选举口号，谋求党派利益之实惠，他们用一只眼睛盯着经济改革，而另一只眼睛必须盯着大选。他们只顾眼前的政治利益，而当选后却根本不履行选举前的承诺，甚至出现本来坚持某些改革的政党在失去权力后往往很快就会反对这些改革的奇怪现象。在这种思维主导下，政府制定政策仍然只是站在城市富有阶层角度考虑问题，结果是进一步加剧了贫富悬殊、城乡差距，造成富人愈富、穷人愈穷。对于这种情况，有学者认为改革使富有阶层联合起来对付普通民众，并进而认为改革不利于民主。因此，只要种姓制度存在，低种姓的人们要脱贫便只能是天方夜谈。印度建立平等社会的道路漫长而艰难。一个严重不平等的社会，一个严重贫富分化的社会，一个只是少数人参与、少数人受益的社会，即使经济如何发达，也不能算是已经实现了现代化。


下篇　南亚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模式

第一章　巴基斯坦的现代化模式

今天的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面积79.6平方公里，国土大致呈矩形。巴基斯坦国土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约1600公里，东西宽约885公里。巴基斯坦地处北纬23°30′至36°45′，东经61°至75°31′之间，东北邻中国，共同边界523公里；东界印度，共同边界2912公里；西接伊朗，共同边界909公里；西北连阿富汗，共同边界2430公里；南濒阿拉伯海，海岸线长1046公里。巴基斯坦地处连接中亚与南亚，沟通西亚与东亚的战略要冲，既是中亚腹地进出印度次大陆的必经走廊，又是海湾地区连接印度洋的锁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巴基斯坦是一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度。说她古老，是因为哈拉帕文化在公元前2300年就在这片土地上孕育，在此之后，吠陀文化、犍陀罗文化、伊斯兰文化先后在这片土地上兴起或者扎根，虽然千百年来在这里定居的居民不断变换，但人类文明却一直绵延下去。说她年轻，是因为，这个国家直到1947年才出现在世界政区图上，就连“巴基斯坦”（Pakistan）这个短短的单词距今也不过区区70余年的历史而已。同一片土地上兴起不同的政权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但新政权的兴起连国家的名称都要重新发明一个词汇的却非常罕见。历史的矛盾与协和、继承与冲突在这片土地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和印度一样，巴基斯坦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从获得国家独立后才正式开始的。本章在简要回顾巴基斯坦独立进程并简要分析这个进程对巴基斯坦现代化影响之后，分政治、经济、文化三个部分对巴基斯坦现代化进行总结和分析。政治上，和印度一样，建国之初的巴基斯坦也选择实行了民主政治，但和印度不一样的是，独立以来巴基斯坦的民主政治运行得极不顺利，军人频频发动政变推翻民主政府，形成了民主政治和军人政治交替轮回的独特现象。经济上，独立以来的巴基斯坦形成了一个违背“常理”的“规律”：民主政治并未给巴基斯坦带来经济上的增长，军人政治反而成为巴基斯坦经济复兴的希望，迄今为止巴基斯坦有限的几次经济腾飞都是发生在军人政治时期。文化上，巴基斯坦是典型的穆斯林国家，伊斯兰教文化在巴基斯坦有着不容置疑、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巴基斯坦虽然名义上没有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但由于国家政策的伊斯兰化，宗教文化对国家现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宗教势力至今在巴基斯坦具有重大作用。

第一节　独立过程：因宗教而建立的国家

公元前3000年左右，古代印度河文明产生于巴基斯坦境内。直至公元前2000年，生活在中亚的雅利安人来到印度河流域，征服了当地的达罗毗荼人，印度河文明逐渐衰亡。印度次大陆进入“吠陀时代”，雅利安人的政治中心开始向东转移到古代印度。公元前600年起，波斯统治巴基斯坦西南部地区，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曾率军短暂攻占过此地。此后被贵霜人统治。8世纪初，阿拉伯军队征服巴基斯坦和印度西边，建立伊斯兰政权，并将伊斯兰教传入，使大批当地居民成为穆斯林。11世纪初，巴基斯坦西北部处于阿富汗加兹尼王朝统治之下。12世纪初，古尔王朝又取代了加兹尼王朝。1206年，库特布·艾伯克建立奴隶王朝。1220年代蒙古大军攻入印度河流域，后成为蒙古大汗国的伊利汗国地。15世纪后300年间历经了6个王朝（德里苏丹王朝），14世纪后期蒙古人帖木儿攻入印度河流域，帖木儿攻占德里，后裔巴布尔1526年建立莫卧儿王朝，管辖印度中北部和巴基斯坦东部部分地区。1757年后，巴基斯坦随印度成为英国殖民地。

1.英国分而治之政策与穆斯林独立意识的产生

巴基斯坦和印度本是一个国家，其之所以要独立建国，最早缘起于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时期实行的分而治之政策，其推动力是伊斯兰教。自从英国东印度公司全面控制印度次大陆之后，最感到屈辱的是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强大的莫卧儿帝国的穆斯林，他们虽然属于印度社会的少数派，但却曾经是印度次大陆的主宰，因此他们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反抗尤为强烈，对英国殖民统治采取了全面不合作，拒绝接受殖民统治者强行推广的西方文化。而很多印度教徒，包括大量的印度教王公在内，由于长期遭受伊斯兰教压迫，因此他们对同样不信仰伊斯兰教的殖民者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对英国殖民统治者更多采取了合作的态度。

鉴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不同态度，英国政府决定在印度实行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将“不服管理”的穆斯林作为重点打击对象，而将“比较顺从”的印度教作为拉拢对象。在英国一系列政策打压之下，穆斯林在印度社会曾经拥有的优越地位完全被摧毁，开始沦为社会下层。

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对殖民统治者的不同态度在1857年大起义中得到了兼具悲剧和闹剧色彩的体现。1857年5月10日，印度米鲁特的士兵举行起义，打死英国军官，烧毁殖民官府，在人民响应下，次日攻占德里，拉开了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序幕。这就是1857年印度人民反英大起义。英国殖民者认定这次大起义是由穆斯林发起的，因此对穆斯林给予残酷镇压，进行血腥屠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0多个印度教王国则上表给英国殖民者称颂英国人对穆斯林的镇压，这种行为不能不引起穆斯林对印度教的愤恨，这次大起义因此成为印度教和穆斯林教走向分化的一个分水岭。

1857年印度大起义让英国人得到了两条重要教训：第一，穆斯林是最危险的敌人；第二，完全依靠英国人的力量统治印度是不可能的。这两条教训合在一起，便导致了英国殖民统治政策的历史性转变。英国议会于1858年通过《印度政府法》，撤销东印度公司，印度由女王接管，英国驻印度总督加“副王”衔，是英国女王在次大陆的最高代表。东印度公司的寿终正寝带来了一些改变，英国人开始有意地扶持印度上层人士，作为殖民统治的帮手。

不过，英国人的“宽容”政策却并不包括穆斯林，英国人将1857年的大起义称为“穆斯林的暴动”，有人说“1857年暴动不是印度教徒发起的，……是穆斯林阴谋策动的结果。穆斯林企图消灭我们。除了他们根深蒂固地反基督教情绪外，还有其他动机。”英国人过去仇恨穆斯林的英勇，现在又增添了敌视宗教的内容。在报复和恐惧双重心理的作用下，英国人在扶持印度教徒的同时，不遗余力地压制穆斯林。在当时“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办公室，穆斯林能够在那里可望找到比苦力、邮差和听差更高的职业。“1859年，英国人的孟买省督写道：“分而治之是古代罗马人的口号，而现在它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口号。”

然而，精通殖民学的英国人很快便认识到，一味报复穆斯林并不高明。他们扶持的印度教徒实际上和穆斯林一样不喜欢殖民统治，区别只在于印度教徒的忍耐力更强而已——或者按照印度人自己的说法，更“听天由命”。更令英国担心的是，随着穆斯林势力的衰落，印度教民族主义却在崛起，并将矛头指向英国。19世纪下半叶，印度教徒的民族主义迅速从书斋走入寻常百姓家，英国人发现自己教育出的学生虽然对英国文化充满尊敬，但对英国人的统治却一点也不心甘情愿，并且大有将这种不心甘情愿传遍全印度的趋势。英国人敏锐地捕捉到了空气中不祥的气息，他们认定印度教教徒得到的利益已经太多，应该让长期受到压制的穆斯林力量有所增长，以便殖民统治中屡试不爽的“分而治之”策略效果充分发挥。

1867年，一些印度教徒上层人物提出在法庭中废除穆斯林使用的乌尔都语，只使用印地语。这件事情被英国人充分利用，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分而治之”策略的效果。语言之争的最深远影响，在于使穆斯林感到了来自英国殖民者和印度教同胞两方面的敌意，穆斯林在1857年大起义中也得到了一个教训：用武力直接挑战英国人是无法取胜的，但他们并没有任何理由甘心忍受英国人“授予”印度教徒的优势地位。既无法恢复莫卧儿的疆土，又不见容于印度教同胞，于是，同印度教徒分离、另立门户的主张逐渐浮现在一直为穆斯林寻找出路的思想先驱们的脑海中。“两个民族”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思想主张，并最终成为指导巴基斯坦独立建国的理论渊源。

2.两个民族理论的提出和发展

1882年，穆斯林启蒙运动的先驱赛义德·阿赫迈德公开谈到了印度次大陆“两个民族”的问题。他说，如果发生英国人从印度全部撤走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民族——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有可能坐在同一个宝座上，享有同等权利吗？当然不可能，那时必然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这是穆斯林民族主义者第一次提出“两个民族”理论，为日后穆斯林的宗教民族主义实践和次大陆的分治奠定了精神基础。

1905年，英印政府决定将孟加拉划分为穆斯林占多数的阿萨姆和东孟加拉省、印度教徒占多数的西孟加拉省两个部分。分割孟加拉使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矛盾公开化。次年，全印穆斯林联盟（穆盟）在达卡成立，这个比国大党晚成立22年的政党成了穆斯林民族主义运动的代表，两个政党在关于印度次大陆未来发展的许多方面都存在根本性分歧，印度次大陆民族主义运动由此正式分裂成两个互相矛盾的部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人将印度作为兵员、物质和财力的重要供应基地。这场历时四年的战争对英国与印度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印度在四年战争中为英国贡献了100多万军队和12780万英镑军费，还有不计其数的战略物资。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不得不向印度做出重大让步，1917年8月20日，英国政府印度事务大臣蒙太谷宣布英国将对印度实行新的政策，逐步给予印度相当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自治领地位。而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严重，虽然两者曾于1916年就宪政问题达成协议，但国大党根本不愿意同穆盟分享权力，并于1929年公然撕毁协议，拒绝穆盟提出的穆斯林自治要求，两党的分歧已经无法弥合，穆斯林独立建国已是无法扭转的历史发展趋势。

1930年，卓越的诗人、哲学家、穆斯林的文化领袖伊克巴尔提出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建立独立国家的设想，伊克巴尔为未来的穆斯林国家绘制的蓝图恰好便是今天的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版图。

1937年印度举行省区选举，国大党大获全胜，语言问题再次被国大党内的印度教极端主义分子提出来。印度教教派主义迅速膨胀，就连尼赫鲁都公开对穆盟表示蔑视。1937年3月，尼赫鲁说：“今天在印度只有两股力量，英国帝国主义和国大党代表的印度民族主义。”尼赫鲁的说法并不全然错误，在当年的选举中，穆盟只获得了不到5%的穆斯林支持，对选举政治娴熟无比的尼赫鲁觉得根本没必要和穆盟分享英国人给予的权利。

此后，穆盟与国大党的关系迅速恶化，穆盟内部一些原本并不看好穆斯林独立建国的领袖不得不开始认真地思考伊克巴尔的主张了。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他的思想转变。历史证明，真纳调整自己的思想对穆盟、对日后的巴基斯坦都是命运攸关的。

3.1940年《拉合尔决议》：穆斯林独立的正式提出

1940年，穆盟年会上通过著名的《拉合尔决议》，正式要求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拉合尔决议》提出：“除非是在下列基本原则基础上提出，否则任何宪政计划都不能在本国执行或被穆斯林接受。这些原则是：地理上相连的单元分划为地区，地区按必要可作领土调整，以便穆斯林在数目上占多数的区域如印度的西北和东部地带可合并组成一些‘独立国家’，其中参加合并的各单元都将实行自治并拥有主权”。《拉合尔宣言》不但正式宣告穆斯林的分治要求，也为日后的穆斯林国家确定了基本的政治形态——联邦制成为穆斯林选择的政治体制。但这一设计却暗含着两个重大隐患：（1）“一些独立国家”的表述为日后的东西巴分裂提供了法律基础，穆斯林并不是非得合并成一个国家，正是由于这一点，20多年后，东巴基斯坦在印度的介入下通过战争成立了孟加拉，1947年的次大陆分治到1972年才正式结束。（2）联邦体制使日后的巴基斯坦中央政府对构成西巴的主要省份俾路支斯坦、阿富汗尼亚（西北边省）的控制力大大下降，给了巴基斯坦俾路支人、普什图人的民族分离运动以可乘之机，直到今天，联邦的稳定性仍然是巴基斯坦最大的内部安全威胁。

需要注意的是，《拉合尔宣言》是作为全体穆斯林的政治要求而提出的，为追求最大化的政治利益，只能提出最简单和最不招致纷争的政治方案，并没有就巴基斯坦组成情况做出细致规定，没有就巴基斯坦内涵做出精确描述。1943年，英国诗人、作家贝弗利·尼科尔斯来到印度，后来他将自己的印度之行写成《对印度的裁决》一书。书中，尼科尔斯回忆道：“我会见了亚洲一位最重要的人物真纳先生”，在会谈中，尼科尔斯提醒真纳先生，人们特别指责他的是，全印穆斯林联盟一直没有能够就巴基斯坦这一概念做出解释，尼科尔斯问道：“你将如何叙述有关巴基斯坦的重大原则？”真纳先生回答说：“用五个词，印度的穆斯林是一个民族。”

没有将巴基斯坦的精确内涵告诉世人的真纳先生为自己辩护说：“关于爱尔兰和英国分离的文件，大约仅有十行……我已经提供给世人多于十行的材料，以便指出成立巴基斯坦的原则和手续，但是预先提供一份包括所有细节的蓝图，那是超过任何人能力的。……最重要的是先承认了分离的原则，其他事情自然而然就跟着解决了。”实际上，以真纳先生的法律才干，用一整套严格的法律词汇来定义巴基斯坦未必无法实现，但这在政治上却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尝试。真纳先生清楚地知道，他创立一个国家的艰难事业，除了他本人和伊克巴尔、利亚卡特·阿里·汗等少数个人的聪明才智外，只能依靠一套不能深究的精神符号，那便是伊斯兰教。对于即将成为巴基斯坦公民的旁遮普人、信德人、帕坦人、俾路支人以及孟加拉人来说，宗教几乎是他们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如果没有伊斯兰教，根本不会有巴基斯坦。真纳先生曾在穆盟拉合尔年会上说过，“印度的穆斯林包括9000万人，他们是一个和其它民族享有同等的自决权的单独的民族”。“我们是一个民族，有我们自己的独特文化和文明、语言和文学、艺术和建筑、姓名和命名方式、价值和情感观念、法律和道德原则、风俗和历法、历史和传统、才智和追求。”

1947年2月，英国政府派蒙巴顿任印度总督，6月公布了印巴分治的“蒙巴顿方案”。印度被分割成：（1）巴基斯坦国，包括西巴基斯坦和东巴基斯坦，人口7000万；（2）印度联邦，包括英属印度的其余部分，人口2.25亿；（3）王公土邦562个，占印度面积2/5，人口8100万，在政权移交后享有独立地位，但可参加印度或巴基斯坦。1947年8月印、巴正式分治。8月14日，巴基斯坦宣告独立，成为英联邦的自治领（领土包括东、西巴基斯坦两部分）。

4.独立过程对巴基斯坦现代化的影响

民族国家是现代国际社会的基本单位。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民族国家有不同的形成过程（参见本书印度模式部分，我们引用金观涛先生的研究对此问题进行阐述），不同的形成过程对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实现现代化目标之后的国家形态具有重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取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走过了不同的现代化进程，其中一个很大原因就是这些发展中国家获得民族独立的过程和方式不同。比如东欧国家和亚洲一些国家的独立过程对各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就产生了重大影响。就巴基斯坦的独立过程来说，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宗教在国家独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甚至是关键性作用。从巴基斯坦独立的过程来看，所有的一切都和一个词汇紧密相关：伊斯兰教。真纳先生创立的巴基斯坦，是20世纪世界上唯一因宗教原因而建立的国家。伊斯兰教是这个国家的前提和基础，自建国之始，宗教力量便自视为巴基斯坦立国基石伊斯兰教的捍卫者，历届执政者也无不把伊斯兰教作为加强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在独立后的60年时间里，伊斯兰教对巴基斯坦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的方方面面，包括其缓慢而痛苦的现代化进程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第二节　政治制度：军人政治与民主政治的轮回

独立以后，巴基斯坦在国家结构上选择实行了联邦制，在政治制度上实行了民主制度。但客观来说，在这两个方面，巴基斯坦都历经坎坷，特别是同其近邻印度相比，巴基斯坦在这两个方面都可以说是遭遇了重大挫折，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失败。政治发展进程的曲折坎坷，对巴基斯坦现代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国家建构的失败：东巴的独立及其原因

1947年获得独立后，巴基斯坦选择了联邦制。应当说，当时的巴基斯坦选择实行联邦制符合历史的和现实的两个方面的逻辑，是一种正常的、合理的选择。正如阿里·真纳先生所指出的，次大陆的穆斯林除了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外甚少有共同之处，任何更为详细和具体的制度设想都将削弱穆斯林的整体实力，引发穆斯林的内部争吵。简言之，从历史来看，属于古代印度的巴基斯坦从来就没有大一统思想的文化传统，其地域上基本上没有建立起有效统治的统一帝国，英国殖民统治以后，对其也采取了类似联邦制的统治方式，特别是1935年颁布的《印度政府法》将巴基斯坦政府的权力按照联邦制进行了划分和明确，多次使用联邦制，为日后巴基斯坦建立联邦制政府奠定了基础。从宗教信仰来看，虽然巴基斯坦97%的人信仰伊斯兰教，但在伊斯兰教内部又有多种不同的宗教派别；除了伊斯兰教外，巴基斯坦内部还有印度教、锡克教、基督教等多种其他宗教，这种宗教的多样性也决定了其实行联邦制的必然性。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也发挥了作用，以真纳先生为首的巴基斯坦开国元勋们，深受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的影响，这也是他们领导巴基斯坦获得国家独立后选择实行联邦制的重要原因。

从国家建构理论上来说，一个国家选择何种国家结构形式并无优劣之分，关键是看其在实践中是否有效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巴基斯坦在独立后的国家建构上遭遇到了重大失败。1971年，东巴独立成为孟加拉国，对巴基斯坦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消极影响。东巴基斯坦之所以独立，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方面难以协调的因素，也有巴基斯坦政府主观方面的政策失误。

1.客观因素。1947年独立的巴基斯坦领土分成东西两部分，这两个部分在很多方面都差异很大，有些甚至完全不同。英国记者布赖恩·拉平有一段关于这两部分人民之间差异的描写：“他们在种族上不同，西巴人属于高个白皮肤的突厥——波斯类型，是从西北进入印度的入侵者，而东巴人则更像是次大陆原始的达罗毗荼居民，矮个黑皮肤直鼻；他们在饮食上不同，西巴人吃肉和面包，而东巴人则吃鱼和米饭；他们在气质上不同，西巴人是住在山区和沙漠的民族，习惯于人口稀疏的生活，需要灌溉他们的大部分土地，而东孟加拉则是世界上最茂盛肥沃的地区之一，总是气候湿润植物常绿，……许多西巴人赶着骆驼像中东民族一样生活，而东孟加拉人则稠密地聚在一起，像使用舟船的东南亚民族一样生活；他们讲互不相同的语言，在西巴，大多数人讲用波斯文拼写的乌尔都语、旁遮普语和普什图语，而在东巴，人们则讲以梵文为基础拼写的孟加拉语。”

的确，除了共同信仰伊斯兰教以外，巴基斯坦领土东西两部分的人民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之所以他们能在《拉合尔决议》的基础上联合在一起，建立巴基斯坦，原因正如阿尤布·汗将军曾经说过的那样，“害怕印度教徒的统治”。但在穆斯林国家已经独立并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亡国灭种的威胁已经不复存在之时，这个否定性的理由并不足以让东巴和西巴之间弥合分歧，为建设新的共同祖国这个肯定性的目标而携手努力，各方面的巨大差异为日后的国家分裂埋下了种子。但是，巨大差异的存在仅仅只能说明国家有分裂的可能，这种可能也并不一定必然变成现实。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内部也存在巨大差异，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像巴基斯坦那样走上了分裂的结果。巴基斯坦之所以最终陷入分裂，更主要的因素是其国家政策方面出了问题。这不仅仅对巴基斯坦是一个历史教训，对其他国家来说，同样需要注意。

2.主观因素。在任何实行联邦制的国家，中央政府都必须保证对各联邦主体一视同仁，不能厚此薄彼，这是保证联邦稳定、防止国家分裂的最基本要求。而这一点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巴基斯坦中央政府忽视。事实上，如果真纳先生寿命更长一些，如果真纳的继承人们能对“国父”的遗产更珍惜一些，如果利亚卡特·阿里·汗之后的历届巴基斯坦中央政府能对东部表示出更多的兄弟情谊，也许1970年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如果”一件也没有成为事实。当孟加拉国获得独立十多年以后，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说：“我们不想因孟加拉国而怪罪印度，我们自己也有罪过。”一句话道破了巴基斯坦分裂的真正原因。

早在1946年，东巴基斯坦的代表就在穆盟年会上反对将《拉合尔决议》中关于建立“一些国家”改为建立“一个国家”的修订案。虽然东巴的反对没有被年会接受，但这件事情表明直到印巴分治前夕，东巴基斯坦人并没有下定决心加入首都设在距离东巴千里之外、中间隔着印度的新祖国。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于东巴的数千万孟加拉人来说，他们中的绝大部分甚至不会讲乌尔都语，而乌尔都语却是傲慢的西巴人指定的新国家的唯一官方语言。语言问题成为引发东巴独立的导火索。

东巴人要求将孟加拉语也定为国语，但西巴的中央政府一直表示拒绝——连真纳先生都曾说：“巴基斯坦的国语将是乌尔都语而不是别的语言。”语言之争终于在1952年从动口演化为动手，1952年2月21日，警察向要求将孟加拉语定为唯一国语的示威者开枪射击，造成人员伤亡。虽然示威者的要求的确有些过分，但显然巴基斯坦政府下令开枪的做法更加错误，引起了严重后果。1956年第一部宪法总算将两种语言并列为国语，但中央政府做出的有限让步又被另一件更加蛮横的决定完全抵消。

1956年宪法中规定在东西巴之间按照“对等原则”平分议会席位，而巴基斯坦全国总人口中超过一半居住在东部，东西巴“对等”侵害了民主制度“一人一票”的基本原则，使得东巴人对中央政府更加不满。1962年阿尤布·汗总统取消军事管制，颁布第二部宪法时，原本有机会纠正这一错误，但最终阿尤布·汗还是在西巴政治势力的压力下保留了这一条款。

阿尤布·汗下台后，接任者叶海亚·汗总统面对强大的民众压力，宣布取消“对等原则”和为了实施“对等原则”而设立的“西巴基斯坦联合体”，并于1970年12月举行全国大选。这是巴基斯坦13年来的首次全国大选，长期因民主中断而受到压抑的人民踊跃投票，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这次选举在巴基斯坦政党政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次大选虽然在普及公民权利、提高妇女地位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但其政治结果却是灾难性的，谢赫·穆吉布·拉赫曼领导的来自东巴的人民同盟获得重大胜利，囊括了东巴的所有席位，无需与任何政党联合，便可获得组阁权。

叶海亚·汗总统原本打算接受选举结果，委托拉赫曼组阁。1970年年终岁尾，历史给了巴基斯坦维持国家统一的最后一个机会。如果西巴的人民党主席阿里·布托能接受选举结果，承认拉赫曼的组阁权，如果叶海亚·汗能够将自己的意见坚持到底，而不屈服于阿里·布托的压力，岌岌可危的巴基斯坦领土完整未必不会发生奇迹。然而，阿里·布托没有表现出政治家的智慧，叶海亚·汗也没有展露出军人的坚定，叶海亚·汗在压力下推迟了国民议会的召开，并以莫须有的“叛国”罪名逮捕了拉赫曼。

东巴基斯坦民怨沸腾，倍感失望的孟加拉人认为自己在巴基斯坦的待遇“比殖民地还像殖民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中央政府命令军队开入东巴，用子弹回应孟加拉人的诉求。此举无异于宣告了“东巴基斯坦”这个名词的死亡，早就在一旁磨刀霍霍的印度立即做出反应，1971年12月3日，印度军队大举入侵东巴基斯坦，战争仅仅进行了12天，因政局动荡不安而疏于防范、士气低落的巴基斯坦军队便被彻底击败，9万将士被俘。东巴基斯坦被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取代，巴基斯坦失去了一半以上的人口和全部的东部领土，这对巴基斯坦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沉重打击。

二、政治发展的动荡：军人政治与民主政治交替轮回

独立后，和印度的尼赫鲁一样，深受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熏陶的真纳先生十分自然地为巴基斯坦选择了民主制度。但和独立以来印度民主政治基本保持了平稳运行的状态不同，独立以来的巴基斯坦政治始终处于动荡状态之中。纵观巴基斯坦独立后的60年政治史中，几乎产生了除君主制度以外的所有政治制度，由议会民主制度到总统制度，从有限民主到专制独裁等等，各种制度轮番登台。但统观巴基斯坦历史，就可以看出，除了真纳执政的短短一年时间以外，只有军人政治能为这个命运多舛的国家带来难得的稳定和繁荣，而所有军人领袖，不论曾经取得多么于国运至关重要的成就，最终却还是选择还政于民，向阿里·真纳开创的民主制度回归。也就是说，独立以来的巴基斯坦政治始终在民主政治与军人政治的交替轮回之中行进，这种轮回使巴基斯坦政治始终在一种动荡中前行，政治上的动荡又影响经济发展，给巴基斯坦现代化带来致命伤害。

1.1947-1958：建国之初的混乱局面及其主要原因

英帝国瓦解过程的一个特点是大多数获得独立的殖民地国家小心翼翼地继承了帝国的全部遗产，特别是英帝国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被当作不可移易的金科玉律保存下来。至少在最初岁月里，几乎所有英帝国殖民地都选择了与宗主国一样的政治制度，新国家的民族主义领袖们并没有发展出一套否定宗主国政治文化的政治制度构想。作为吹响英帝国安魂曲的斗士，他们同时也是最多继承英帝国精神遗产的好学生。

巴基斯坦首任总督阿里·真纳与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在关于如何治理新独立国家方面的分歧远远小于他们在如何建立新独立国家方面的矛盾。真纳和尼赫鲁都毕业于英国的著名学府，比同时代的大多数英国人还要了解英式政治传统，对英国政治模式的信奉程度不相上下——如果说在这一点上两人之间有差异的话，那就是尼赫鲁的思想体系中还包含有一定的温和社会主义色彩，而真纳总督则是亚当·斯密的理论和格莱斯顿信念的坚定追随者，在继承宗主国精神遗产方面，真纳无疑更加出色，更加纯粹。

就1947年前后两人在各自国家的影响力而言，这两个人的政治理念无疑将为整个国家的前进赋予方向。毫无疑问地，真纳先生领导下的巴基斯坦也将和尼赫鲁的印度一样，成为一个“标准”的英式民主国家——如果真纳先生能够领导巴基斯坦的话。然而最终这两个人领导的国家在政治进程上却走上了完全相反的方向。尼赫鲁的印度至今仍然令英国人倍感自豪，因为他们的制度在一个比英国人口多几十倍的国家获得成功复制，而巴基斯坦则因为“一直在民主和威权主义之间徘徊”的“不稳定”被政治学者们当作民主制度失败的象征。造成独立后的巴基斯坦和印度命运迥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真纳没有来得及像尼赫鲁一样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全部贯彻实施。

巴基斯坦在自己的“童年时期”便遭遇了许多不幸，而其中最大的不幸发生在1948年9月11日。那一天仅仅执政了1年零29天的阿里·真纳总督逝世，享年72岁。真纳的逝世给他一手缔造的国家带来的损失是无法衡量的，真纳将巴基斯坦建设成一个现代世俗国家的理想完全化为泡影。真纳的战友利亚卡特·阿里·汗继承了真纳的事业，利亚卡特虽然兢兢业业，将毕生精力奉献给巴基斯坦独立建国的事业，在新国家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但执政能力却平平，既无锐意改革的勇气，也无指点江山的才智，只能以自己的威望和勤勉在各派政治势力中折冲调和，确保真纳的事业不致夭折。遗憾的是，连这样一位并不出众的领袖领导巴基斯坦的守成岁月也没能持续多久，1951年10月，利亚卡特被阿富汗人刺杀。从此之后，巴基斯坦再无一人能被各派政治力量奉为共主，更不要说敦促他们推行一整套建设国家的构想。

真纳和利亚卡特先后辞世，巴基斯坦群龙无首，而此时来自印度教的威胁已经不再存在，国内矛盾随即凸显，党派斗争激烈，政府更迭频繁，政治危机此起彼伏，接连不断。1947年8月10日，独立前4天，巴基斯坦制宪议会在卡拉奇召开第一次会议，然而，直到真纳去世后的1949年3月13日，利亚卡特总理才提出了关于建国目标的决议案，开始制定宪法的准备工作。由于伊斯兰正统势力和温和派别、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之间各派政治力量的争吵不休，第一部巴基斯坦宪法一直没能推出，制宪议会反而在1954年10月24日被古拉姆·穆罕默德总督解散，运作了7年之久的制宪议会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便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解散制宪议会时，古拉姆总督同时解散了克瓦贾·纳泽姆丁总理的内阁，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古拉姆总督还要求军队接管政府。虽然这一要求被坚持文官治国的军队领袖——国防部实际上的负责人伊斯坎德尔·米尔扎将军和陆军总司令阿尤布·汗将军拒绝，但古拉姆的要求却为军队介入政治开了先河。

巴基斯坦第一部宪法直到1956年2月29日才被制定出来，并于3月23日正式生效，从这一天起，巴基斯坦不再是英国的一个自治领，而正式成立了共和国，国家元首由总督改称为总统，脱下军装的伊斯坎德尔·米尔扎将军被选为首任总统。1958年10月，苦于政党纷争无休无止的米尔扎总统仿效古拉姆总督，决定废止宪法，让军队接管国家政权。10月7日，按照总统的命令，陆军发动政变，取消了仅仅实行2年的宪法，解散中央政府和各省政府。陆军总司令阿尤布·汗被总统任命为巴基斯坦首任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

2.1958-1969：第一次军人政治及其取得成效

对于米尔扎而言，以总统身份发动“自我政变”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米尔扎满心以为军事管制能让他从此不受政客的羁绊，但他既不明白军事管制在废除宪法的同时也废除了根据宪法选举出总统的合法性，也不知道他名义上的部下阿尤布·汗将军早就厌烦了被他形容为“绝望的文件”的第一部宪法和米尔扎背着军队搞的阴谋诡计，正在等待米尔扎自己推翻自己。

早在4年前，阿尤布·汗就曾对朋友表示过对文官政府的不满，阿尤布·汗说：“政府混乱不堪，几乎群龙无首，政客们垂涎军队，他们想在军队中发展支持他们的势力。”利亚卡特的夫人、阿加·汗等巴基斯坦独立运动的前辈们曾多次游说阿尤布·汗出面收拾残局，但阿尤布·汗却始终虚与委蛇，一方面，阿尤布·汗并未下定决心让军队介入国家政治，他担心“一旦军队和国家政治生活发生干系后如何脱离”；另一方面，阿尤布·汗不愿意让自己背负废除宪法的罪名。

米尔扎的草率决定消除了阿尤布·汗的两个顾虑。首先，不论陆军总司令愿意与否，总统已经决心将军队拉进政治的泥潭；其次，是根据宪法选举出来的合法总统米尔扎自己要废除宪法，而不是阿尤布·汗。于是阿尤布·汗遵照米尔扎的命令把文官政府扫进了垃圾堆，并在20天以后顺手将米尔扎总统也赶出了办公室。

1958年10月27日夜晚，忠于总司令的巴基斯坦陆军包围总统府，米尔扎总统随即辞职，并在一星期后离开巴基斯坦前往伦敦。阿尤布·汗于同日出任巴基斯坦第二任总统，兼任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国防部长、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接管国家全部权力。巴基斯坦迎来第一次军法管制时期。

有人将阿尤布·汗描述为“巴基斯坦建国11年后第一个为自己国家制定了政治发展计划的领导人”。这一说法不尽准确，实际上，阿尤布·汗是第一个能将自己的治国之道付诸实施的巴基斯坦领导人。

阿尤布·汗执掌大权后采取的第一项措施便指向了他深恶痛绝的政党政治。阿尤布·汗在广播讲话中抨击政党政治和文官政府，“政党政治是国家政局动荡不安的根源”，民选的政府“无所作为和胆小怕事，听任局势发展和恶化，纪律涣散”，使“好端端的一个国家变成了笑柄”。阿尤布·汗宣布禁止一切政党活动，取消政党，取消公民自由权，控制新闻出版，成立特别军事法庭。自1958年10月27日起至1962年7月14日。巴基斯坦执行了4年多严厉的军事管制。在他的授意下，一套“伊斯兰民主”制度出台了。阿尤布·汗设想将巴基斯坦分成若干个小单位，每个单位由1000名成年人组成，选举他们的代表组成选举团，选举团则选举全国和各省议会的议员以及总统。不过，阿尤布·汗并不准备将决定国家命运的权力交给选举团，而是要由他自己掌握。阿尤布·汗说，“巴基斯坦人是各种种族的混合体，受到地方观念和语言差异的羁绊”。因此，“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他们不会轻易成为一个整体”，而这个领导人，就是他自己。阿尤布·汗宣称总统应是全国人民的代表，拥有“广泛的权力，甚至比美国总统大得多的权力”。而“议会不应过于庞大”，起到装点门面的作用即可。按照阿尤布·汗的设想，巴基斯坦总统应该类似于埃及或者法国总统，成为共和国体制下的国王。1960年2月15日，按照阿尤布·汗构想成立的选举团中75283位代表对“你对总统穆罕默德·阿尤布·汗陆军元帅，这位巴基斯坦的伟大领袖和勇敢战士有信心吗？”这样一个问题做出了肯定回答，比例高达95.6%，阿尤布·汗成为巴基斯坦首位民选总统。至少在法律意义上，阿尤布·汗实现了自己的“伊斯兰民主”构想，按照他的新闻秘书高哈在多年以后出版的《阿尤布·汗传》中的说法，成为了现代巴基斯坦的哈里发。

虽然阿尤布·汗废除了政党政治，属于逆民主潮流而动，但无法否认的事实却是，在阿尤布·汗时期，巴基斯坦却取得了独立以来的第一个黄金十年。

（1）恢复社会秩序。在阿尤布·汗亲自指挥下，在一星期之内，军政府逮捕了许多不愿退出舞台的政客、投机倒把的商人，阿尤布·汗成立了调查委员会，专门处理贪污腐败的官员，将2500多名查有实据的违法官员开除公职或者强迫退休。军法管制整顿政治风气的雷厉风行与文人政府的腐败无能形成了鲜明对照，阿尤布·汗成为巴基斯坦人民心目中的英雄。

（2）开展土地改革。阿尤布·汗表示：“如果我们不能以科学的态度进行改革，将不会取得什么成就，少数人拥有大片土地，没有补偿而攫取土地，均不再有理由为之辩护。”阿尤布·汗下令任何人不得拥有超过500英亩的灌溉土地或者超过1000英亩的非灌溉土地，禁止增加土地租金和苛捐杂税，任何人在不进行合理补偿的情况下不得赶走佃户。阿尤布·汗的土地改革经过政府的宣传受到了广大农民的赞扬。但和尼赫鲁在印度推行的土改一样，阿尤布·汗在巴基斯坦推行的土地改革最终也以失败而告终。地主们通过将田产分割为小块，“赠予”子孙规避了改革，自耕农和佃户并未真正获利，轰轰烈烈了一时的土改最终归于失败。这一流产的土地革命预示了巴基斯坦保守的地主势力的强大，也预示了阿尤布·汗不可能一帆风顺地推行自己的主张，他毕竟不是真纳先生，无法以“国父”的威望一呼百应，他也不是奥朗则布，不可能用刀剑来对付称雄一方的地主兼部族长老。

（3）大力发展经济。和失败的土改相比，阿尤布·汗的其他经济政策取得了惊人的成功。1959年阿尤布·汗公布了工业发展政策决议，鼓励私人资本发展，工业投资增加迅速，制造业在阿尤布·汗执政期间年增长率高达7.9%。1966年开始的绿色革命使全国的小麦高产品种耕种面积从25万英亩一跃增加到200万英亩，大大缓解了巴基斯坦的粮食供应问题。在阿尤布·汗的领导下，巴基斯坦经济进入了“黄金十年”，成为那一阶段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样板。

（4）实行多边外交。在外交政策方面，阿尤布·汗一方面维持了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一方面顶住美国的压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极大改善了巴基斯坦的国际环境，使得巴基斯坦在与强敌印度的周旋当中获得了可靠的外部支持。阿尤布·汗与中国友好的外交政策成为此后40多年巴基斯坦对外关系的基石，中巴关系也自阿尤布·汗时期开始逐渐发展成“全天候全方位”的兄弟情谊。

总体而言，第一次军法管制下的巴基斯坦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但阿尤布·汗没能将自己来之不易的成果保持下去，随着执政时间的延长，阿尤布·汗的个人独裁倾向也越发明显，许多当年曾经鼎力支持他的政治盟友离他而去，被阿尤布·汗寄予厚望的阿里·布托站到了他的对立面；而“伊斯兰民主”和选举团制度也沦为阿尤布·汗个人维持权力的工具，8万个选举团成员的素质逐渐蜕化，沦落为狗苟蝇营的政治投机分子，败坏了阿尤布·汗的声誉。巴基斯坦人或许不像印度人那样对英国式的民主制度虔诚无比，但他们也不愿意让真纳先生的遗产成为阿尤布·汗的王国。1954年，阿尤布·汗还曾说，身为陆军总司令就“能造就，也能消灭国王”的说法是“愚蠢的”，但现在他自己看起来就像一个国王。巴基斯坦各派政治力量——包括军队在内都对阿尤布·汗长达10年的个人独裁感到了厌倦。1968年冬天，反阿尤布个人独裁运动席卷全国，从青年学生到部族长老，从解禁复出的政党领袖到宗教学者，几乎所有政治势力都参加进来。阿尤布·汗孑然一身，心力交瘁，1969年3月25日他宣布辞职，并于4月1日离开总统官邸。1974年4月20日，阿尤布·汗病逝于伊斯兰堡，享年67岁。

3.1971-1977：议会民主制的重建及其失败原因

1971年12月30日，接替阿尤布·汗的叶海亚·汗宣布辞职。叶海亚·汗政权是巴基斯坦历届军人政权中最不得人心、结局最悲惨的一个。叶海亚·汗政权瓦解后，信德政治豪强、一手创造了巴人民党的阿里·布托接任总统，并自行宣布由于“无宪法”而就任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阿里·布托成为了巴基斯坦第三任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并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973年他制定的巴基斯坦宪法颁布执行，从阿尤布·汗到阿里·布托，巴基斯坦的军法管制延续了15年，中间只在叶海亚·汗担任总统后出现过短暂中断。阿里·布托1973年恢复了文官政府，但他的独裁权力并没有缩小，反而由于有了宪法的支持更加扩大。

执掌大权的阿里·布托开始了激进的改革措施，他取消了巴基斯坦文官长期享有的特权；改组军事指挥体制，取消三个军种的总司令职务，代之以参谋长，在其之上又设立参谋长联席会议起牵制和平衡作用，以减小军队高级军官对政府事务干预的可能性；布托为了便于行政部分推行改革政策，还削减和限制了司法部门的权限。同时，作为一个左派政党的领袖，布托也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对工业和金融机构实行了大规模的国有化；深化阿尤布·汗没有完成的土地改革，将灌溉和非灌溉土地持有量分别降至150英亩和300英亩，以实现耕者有其田；布托还下令大幅提高工人工资，对教育实行国有化。

阿里·布托的改革一部分获得了成功，但绝大部分却适得其反，过于激进的措施很快便无法推行下去，脱离实际的国有化政策严重损害了长期苦于投资不足的巴基斯坦经济，国有化的企业被移交给人民党的官僚和阿里·布托本人的亲信，很快成为腐败的温床。阿里·布托一心向其寻求支持的普罗大众并未在改革中获益，严厉的军法管制措施反而使大多数人民和各派政治势力站到了人民党的对立面。阿里·布托执政期间是巴基斯坦政治气氛最为压抑的时期，许多其他政党的领袖都被阿里·布托关进了监狱。

1972年，阿里·布托在取得政权时，巴基斯坦人民表示了支持，这是因为：（1）人民党是一个新成立的政党，阿里·布托也不是军人，人民党和阿里·布托本人与令人厌倦的军法管制没有干系；（2）阿里·布托才华出众，能言善辩，在普通民众心中树立了良好形象；（3）战争失败，举国士气低落，只有阿里·布托表现出了积极进取的姿态，别无其他领袖可以委以重任。

然而6年时间表明，阿里·布托的积极进取往往演化成不计后果的一意孤行，他的才华也被他的傲慢所遮盖。生活在文人阿里·布托的军法管制之下的巴基斯坦人觉得还不如生活在稳定安宁的真正的军人政权之下。

1977年3月，人民党依靠监禁反对党领袖赢得了阿里·布托执政以来的第二次全国大选，选举舞弊激起了民众的愤怒，巴基斯坦政局再次陷入动荡。阿里·布托提出取消紧急状态，以换取反对党的让步，遭到拒绝，巴基斯坦政治形势到了崩溃边缘。7月，因为战争失败而蛰伏了6年的军队在陆军参谋长齐亚·哈克将军的领导下，再次挺身而出，以不流血的政变结束了阿里·布托对巴基斯坦5年零7个月的统治。

关于阿里·布托的失败，当年的《华盛顿邮报》说，“在很大程度上布托的麻烦是来自他个人的傲慢，而不是来自像大多数穷国中导致政治领导人倒台的那样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当时在巴基斯坦是存在着希望的。”阿里·布托自己葬送了他的政治理想和巴基斯坦文人政治的希望，巴基斯坦学者伯基评价说：布托垮台的原因“不主要是他的政府制定的政治和经济目标，而主要是为达到这些目标而执行的政策”。

4.1977-1988：第二次军人政治及其深远影响

穆罕默德·齐亚·哈克1924年8月12日出生于英属印度旁遮普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齐亚·哈克作为英印军队的一名士兵在缅甸、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与日军作战，战争结束后进入印度的一所军校学习，印巴分治后加入巴基斯坦军队。在1969年之前，齐亚·哈克仍然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级军官，是年45岁的他被晋升为准将，获得了一个装甲旅的指挥权。当时没有任何人会将这名年纪已经不能算小的准将与巴基斯坦的国运联系在一起，在他的岁数，以前的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阿尤布·汗和以后的首席执行官穆沙拉夫都已经是少将了。齐亚·哈克的命运在此后发生了惊人的变化，1972年晋升少将，任师长，1974年晋升中将，任军长，1976年晋升上将，任陆军参谋长，这是阿里·布托军事改革后巴基斯坦陆军的最高职务。齐亚·哈克的晋升之路突然平坦起来，这首先要归功于阿里·布托。阿里·布托擢升齐亚·哈克的原因既不是因为后者战功卓著，亦非其出生显贵，和齐亚·哈克是否善于奉迎也没有关系，而是因为齐亚·哈克是个旁遮普人，在长期被帕坦人控制的军队中无派无系，容易控制——至少阿里·布托自己是这么以为的。

然而，就是这位阿里·布托一手提拔起来的陆军参谋长，却在1977年7月5日发动政变埋葬了阿里·布托政权。陆军参谋长指挥军队发动政变，逮捕了阿里·布托本人和人民党以及反对党巴基斯坦全国联盟的领导人，接管政府，巴基斯坦在名义上结束军法管制区区数年后，又回到了军法管制的道路上。

齐亚·哈克大大加强了军法管制的力度，抛弃了自己曾经许诺的军法管制只维持90天的诺言。军政府严厉限制政党活动，禁止工厂关门，取消工人罢工的权利，接管和关闭所有反对军法管制的新闻媒体，强化新闻检查，任何法庭不得重新审议军事法庭的裁决。1980年5月，齐亚·哈克修改1973年宪法，扩大军法管制的权力范围。宪法修正案规定，军事法庭做出的任何判决，各省高等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均不得推翻重审。1981年齐亚·哈克又颁布了临时宪法。临时宪法规定，总统有权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兼任总统的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有权不经选举任命一名或一名以上的副总统；总统有权解散任何政党，只有在1979年9月30日以前获得登记的政党才被允许活动。临时宪法还极大削弱了立法和司法机构的权限，议会的作用在宪法中受到贬低，法院也无权对军队的活动做出任何判决，军队取得了司法豁免权。1981年临时宪法将齐亚·哈克的总统权力推向近乎无限，使齐亚·哈克成为巴基斯坦的第二个“哈里发”。齐亚·哈克军法管制期间，有两件事情对巴基斯坦影响最为深远。

（1）国家政策的全面伊斯兰化。尽管军法管制的合法性得到了临时宪法的确认，齐亚·哈克总统大权在握，然而齐亚·哈克从以往的军法管制中汲取到了一个深刻教训。他深知，没有一整套意识形态作基础，背离民主原则的军法管制无论如何都无法稳定地维持下去。为了维护军法管制的权威，也为了否定阿里·布托的左派主张，齐亚·哈克转而向伊斯兰教寻求帮助，在巴基斯坦实行全面的伊斯兰化。但是当1985年齐亚·哈克出人意料地举行军法管制以来的第一次全国大选时，整个巴基斯坦乃至全世界并没有人能预料到20多年后巴基斯坦将为齐亚·哈克宗教政策吞下的苦果。关于这方面内容，后面章节将做进一步介绍。

（2）和平移交政权尝试的失败。1985年3月23日齐亚·哈克再次就职总统，次日任命前铁道部长居内久出任总理。居内久政府成为巴基斯坦历史上第一个军法管制向其和平移交权力的文人政府。1985年12月30日，齐亚·哈克在巴基斯坦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军法管制，恢复1973年宪法，取消军事管制条令，结算军事法庭。自1977年开始的齐亚·哈克军法管制正式结束，同一天，居内久总理宣布中止自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之后实行的长达20年的全国紧急状态，巴基斯坦回到了民主政治的轨道。

齐亚·哈克取消军法管制与阿尤布·汗和叶海亚·汗黯然下台有着本质差别，1985年时的齐亚·哈克因为国内政治稳定、经济高速发展而拥有坚实的民意基础。人民党等反对军法管制的政治力量虽然多次企图东山再起，都被齐亚·哈克压制下去，没能组织起类似1969年席卷全国的抗议风潮。在国际舞台上，由于齐亚·哈克坚定地支持阿富汗抗苏战争，巴基斯坦军人政权受到了穆斯林世界和西方世界的一致颂扬。如果齐亚·哈克希望将军法管制继续维持若干年，并不是不可能的。然而齐亚·哈克还是决定，结束持续了八年之久的军法管制，还政于民。齐亚·哈克认为，军法管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能成为“解决国内问题的固定形式”，“军法管制本身不是一件好事”。

声望如日中天的齐亚·哈克主动恢复民主的决定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赞誉。居内久总理赞扬齐亚·哈克是巴基斯坦历史上把政权和平移交给议会的第一个总统，1985年12月30日是“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当我们走进这座议会大厦时，全国还处在军法管制之下，而当我们走出大厦时，民主的阳光已普照巴基斯坦大地”。

如果齐亚·哈克在1985年急流勇退，他完全有可能像真纳先生一样得到巴基斯坦人民的永世尊崇。而且，巴基斯坦也将可能实现第一次政权和平移交，而不是像此前几次那样通过军事政变手段实现政权转移而给国家带来政治上难以化解的痛楚，从而可能为巴基斯坦政治发展创下良好示范，为实现政治现代化迈出关键性一步。因为政权的和平交接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权交接总之伴随着血雨腥风的斗争和你死我活的争夺，这样的国家离现代化目标还很远。

然而，当时的巴基斯坦却错过了这样一次机会。或者是做不到对文人政府完全信任，或者是出于对权力的留恋，齐亚·哈克选择了继续担任总统，巴基斯坦第一次政权和平移交就此失败。在此后的三年半时间，不再依靠军队支持的齐亚·哈克与文人政府之间因为政策分歧而渐行渐远。1988年5月29日，齐亚·哈克依照宪法第八条修正案解散了国民议会和居内久政府，任命了一个看守政府，并宣布将在11月举行新的全国大选。就这件事情本身而言，齐亚·哈克对居内久的突然袭击并不违反法律，但他在11月份才举行大选的决定却与宪法中关于政府解散后必须在90天内举行选举的规定相冲突。人们不得不怀疑，齐亚·哈克只是打算按照宪法授予总统的权利撤换总理，还是打算借此恢复军法管制？固然可以从此前的巴基斯坦政局和齐亚·哈克的举动中得出许多推论，但确凿的证据却不可能有了——1988年8月17日，距离解散政府还不到90天的时候，齐亚·哈克乘坐的专机发生爆炸，齐亚·哈克总统、三军参联会主席阿赫塔尔·拉赫曼将军、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阿诺德·拉斐尔遇难。

5.1988-1999：政党政治的再次失败及其主要原因

1988年11月16日至19日，巴基斯坦举行第四次全国大选，也是自阿里·布托政权垮台之后的首次允许政党参加的选举。阿里·布托的女儿贝娜齐尔·布托率领蛰伏多年的人民党卷土重来，赢得了大选的胜利，12月1日，年仅35岁的贝·布托受伊沙克·汗总统委托组阁，成为穆斯林世界首位女总理。政党政治重新占据了巴基斯坦政治舞台。从1988年12月到1999年10月再次发生政变，巴基斯坦先后进行了4次政党参与的议会选举，贝·布托的人民党和纳瓦兹·谢里夫领导的穆斯林联盟分别两次上台执政。这11年是巴基斯坦历史上唯一的两党制时期，破天荒地实现了和平的政党轮替。就民主制度的形式而言，似乎可以预言巴基斯坦的民主制度已经摆脱了建国40年来的逡巡不前，巴基斯坦从此将建立起稳定的两大党体制了。然而，巴基斯坦政治的发展并没有如同人们预料的那样，军法管制的历史使命还没有最后完成，原因在于不论是人民党还是穆斯林联盟，在争夺政权方面都是一把好手，但在治理国家方面却只有让人民失望的“才能”，经过了“可怕的十年民主”，1999年，巴基斯坦再一次爆发军事政变，历史的钟摆又一次远离民主制度，摆回了军法管制这一边。

贝·布托的第一次执政只维持了20个月，首个谢里夫穆盟政府也仅存在了3年时间，在1993年以前的4年多时间里，人民党和穆盟分别得到了上台执政的机会，也都曾沦落下野。不论是在台上还是在台下，两个巴基斯坦主要政党都把全部时间都用来对付政敌，施展治国方略根本无从提起。1993年贝·布托再次出任总理，总算启动了改革进程，但不久生气勃勃的改革就被人民党政府层出不穷的腐败和丑闻所窒息。1996年贝·布托被法鲁克·莱加里总统解职，谢里夫在随后举行的大选中获胜，第二次出任总理。

谢里夫上台后，深切感到宪法第八修正案赋予总统的解散议会权力如同是悬挂在议会和根据议会多数产生的总理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1997年4月，谢里夫利用议会多数突然对莱加里总统发难，宣布修改第八修正案，取消了总统随时解散议会和罢免总理的权利。巴基斯坦议会两院迅速通过了包含此项内容的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宪法第十三修正案的通过使得巴基斯坦回到了议会民主制度，大权从总统转移到总理身上。

谢里夫还获得了原本属于总统的任命三军参谋长的权利。莱加里总统试图进行反击，让支持总统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宣布宪法第十三修正案违法，以便解散谢里夫政府重新举行大选。莱加里和谢里夫争执不休，双方不约而同地向巴基斯坦最强大的力量——军队请求协助。陆军参谋长卡拉马特将军在包括穆沙拉夫中将在内的陆军各军长的支持下，决定尊重1996年的民主选举结果，支持谢里夫总理完成任期。失去军方支持的莱加里总统被迫辞职。谢里夫依靠军队将巴基斯坦的议会民主制度维持了下来。

不过，谢里夫很快便显露出他对民主精神的信仰并不像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坚定，谢里夫毫不尊重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甚至将巴基斯坦著名评论家纳加姆·塞蒂关进监狱。谢里夫猛烈批评贝·布托的人民党贪污腐败，他自己的穆盟政府却也没好到哪里去，对谢里夫腐败的指控铺天盖地。短短三年时间，权倾天下的谢里夫便成了一意孤行的孤家寡人。1998年10月，谢里夫突然将卡拉马特将军打发回家，任命穆沙拉夫将军接任陆军参谋长。和阿尤布·汗与米尔扎的关系类似，穆沙拉夫将军也并没有对自己的提拔者感恩戴德，而是因谢里夫粗暴地羞辱军队而感到愤愤不平。曾经大力支持谢里夫的穆沙拉夫将军逐渐拉开了与谢里夫的距离。1999年5月，印巴两军在卡吉尔爆发激烈冲突，谢里夫处置不力，接受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的在巴基斯坦军方看来无异于丧权辱国的调停协议，巴基斯坦军队对谢里夫彻底失去了信心。

有所预感的谢里夫决定先下手为强，1999年10月12日，谢里夫趁穆沙拉夫将军出访期间将其解职，并极其冒失地下令禁止陆军参谋长乘坐的飞机着陆，企图将穆沙拉夫赶到国外去。谢里夫低估了巴基斯坦军队的团结一致和快速反应能力，结果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他的小动作被穆沙拉夫将军更大的反击动作完全压倒。穆沙拉夫将军在空中飞行时就通过电话指挥忠于自己的军队击垮了谢里夫。负责保卫总理府的陆军警卫部队成了抓捕谢里夫的先头部队，总理府的警察内卫一枪未放便打开了大门。穆沙拉夫平安降落后发表讲话，宣布解散谢里夫政府，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自任首席执行官，成为巴基斯坦历史上第五位担任这一职务的国务活动家。巴基斯坦人告别了14年的军法管制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时重见锋芒。

6.1999-2008：第三次军人政治及其失败原因

穆沙拉夫将军政变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立法行动确保了自己的合法地位，2000年5月，巴基斯坦最高法院裁定穆沙拉夫的军法管制是“必要行动”，承认了穆沙拉夫军政府的合法地位。2001年6月20日，穆沙拉夫将军就任总统。2002年4月30日，穆沙拉夫的总统地位在全民公决中得到确认。和以往的军法管制显著不同的是，穆沙拉夫一开始便没有实行党禁的打算，而是选择了将民主制度与军法管制相结合的混合政治体制，这成为穆沙拉夫军法管制时期的最大特征。

（1）穆沙拉夫政权的两个特征

第一，实行混合政体。虽然穆沙拉夫本人是一名军人，而且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但他并没有实行纯粹的军事政治，而是组建了忠于自己的政党——穆斯林联盟（领袖派），在继续执掌军事大权的同时，依托政党按照民主制度的运作方式推行自己的内外方针，建立了一种介于军人政治和民主政治之间的混合政体。2003年12月29日，巴基斯坦议会通过宪法第十七修正案，规定总统经最高法院批准后有权解散议会，与总理协商后有权任免三军领导人，强化了总统权力，使得巴基斯坦的政治制度由议会民主制向总统制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第二，实行温和路线。上台后的穆沙拉夫将军的施政方略与以往历届政府都有所不同，走了一条温和的自由路线。与齐亚·哈克向伊斯兰教寻求力量截然相反，穆沙拉夫提出了建设“温和穆斯林社会”的主张，与宗教势力逐渐拉开距离，顶住宗教保守势力的压力在国内推行一定程度上的世俗化改革，限制宗教学校、打击极端势力、改善妇女地位、推行民主制度建设，穆沙拉夫军政权采取了许多过去传统议会民主政党不愿或者不敢的改良措施，使得巴基斯坦的社会和经济环境显著改善，现代化进程明显提速。

（2）穆沙拉夫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

2008年，苦苦支撑了将近十年的穆沙拉夫辞职下野，没能免于此前的军人总统纷纷还政于民的历史“规律”。造成穆沙拉夫在“黄金十年”之后依然黯然下台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在巴基斯坦历史上，穆沙拉夫是唯一一个下令向清真寺进攻的总统。这一“纪录”显然无助于维持总统的统治。实际上，2007年夏天的红色清真寺事件很大程度上成了击穿穆沙拉夫政权大坝的第一股水柱。

2007年6月，位于伊斯兰关键区域的“红色清真寺”劫持了数名中国旅巴公民。虽经巴政府斡旋最终人质全部安然获释。但穆沙拉夫在漫长的“反恐战争”中与宗教阶层日积月累的矛盾还是于7月在红色清真寺来了一次总爆发。

6月27日，在中国公民被释放数日后，600名巴基斯坦警察包围了清真寺，7月3日，宗教学校学生试图抢夺警方的枪支，双方爆发大规模冲突。4日起，巴政府对“红色清真寺”采取武力。随后又发生了穆沙拉夫座机遇袭事件。7月10日，巴基斯坦安全部队以一名中校指挥官和多名士兵的生命为代价，攻入清真寺，收复了这个一度被气焰嚣张的极端分子控制的宗教场所，教长大毛拉阿卜杜勒·阿齐兹被逮捕，其兄弟阿卜杜勒·加齐死于混战中。

穆沙拉夫的强硬个性在红色清真寺事件进入7月以后得到了充分展现，7月12日，巴基斯坦政府斩钉截铁地发出警告：“对于那些试图使用武力或者推行极端主义的清真寺，政府将像对付红色清真寺一样对付他们。”通过对红色清真寺的断然处置，穆沙拉夫赢回了巴基斯坦国内大多数温和民众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因最高法院风波而受损的政治声望，代价则是彻底疏远了本国强大的宗教势力，并导致宗教势力强大的边远地区安全形势恶化。9月间，数百名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官兵在南瓦济里斯坦被部落武装劫持，10月，政府大举进剿部族武装，穆沙拉夫苦心维持的部族地区和平局面付之东流。

穆沙拉夫将军的政权并不是一开始就与宗教力量水火不容，相反二者之间曾有过一段不算短暂的蜜月期。2003年12月底，穆沙拉夫将军修改巴基斯坦宪法的动议在“联合行动大会”国会党团的支持下得以通过，使巴基斯坦进入了由“第17号修正案”开创的准总统制时代。然而，三年之后的2006年，联合行动大会与政府决裂，加入了“重建民主联盟”。穆沙拉夫的政策——建设“温和穆斯林国家”、缓和与印度的关系并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没有一项对宗教势力的脾胃。穆沙拉夫的开明政策虽然符合巴基斯坦的长远利益，但却不被本国强大的宗教势力接受，这是穆沙拉夫政府与宗教力量冲突频仍的根本原因。

失去宗教阶层的支持以后，穆沙拉夫在美国斡旋下和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贝·布托已经展开了将近一年的秘密接触明显提速。穆沙拉夫不得不在所有曾经反对军人政权的政治力量中寻求新的盟友。2007年7月，穆沙拉夫戏剧性地突然飞到阿联酋迪拜，公开与贝·布托举行会谈。10月18日，贝·布托结束流亡生活返回故乡卡拉奇，受到了20万人民党支持者的欢迎，不幸的是，被鲜花簇拥着走下飞机的布托夫人也受到了炸弹的迎接。在布托夫人前往真纳墓的途中，两枚炸弹先后爆炸，布托夫人虽然幸免于难，但袭击造成了100多人死亡，500多人受伤。12月27日布托夫人在拉瓦尔品第进行竞选活动时遭遇自杀式炸弹袭击身亡。形成只有数月的穆贝体制在即将重塑巴基斯坦政治生态的前夜夭折。失去了与布托家族的联盟的穆沙拉夫独木难支，2008年秋天，穆沙拉夫辞职，布托夫人的鳏夫扎尔达里就任总统，巴基斯坦重新回到了豪强主导的民主制。

7.2008：民主政治的艰难回归及其曲折过程

2008年2月18日，巴基斯坦举行国民议会和省议会选举，人民党、穆盟（谢派）、民族人民党、巴基斯坦伊斯兰学者协会（法兹尔派）组成的“民主派”联盟获得明显胜利，在国民议会中总议席为229席，拥有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突破了修改宪法的最低席次限制。

其中人民党优势最为明显，在国民议会（下院）获得120席、旁遮普省议会获得106席、信德省88席、俾路支省11席、西北边省30席。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成为第二大赢家，在中央和最关键的旁遮普省议会分别获得90和165议席。

“民主派”在国民议会选举中获胜后，大批亲穆沙拉夫的穆斯林联盟（领袖派）参议员随即宣布支持人民党，人民党及其盟友在参院中同样取得了三分之二以上多数，3月31日，来自人民党的拉扎·拉巴尼接任参院议长。由此，巴国会两院主席均由人民党籍议员担任。

此前的3月24日，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选举人民党提名的赛义德·尤素福·拉扎·吉拉尼为政府总理，31日，吉拉尼总理率23名政府部长宣誓就职。吉拉尼就任总理后，首先下令释放被穆沙拉夫罢免并软禁的前首席大法官乔杜里，3月30日，被穆沙拉夫罢免的50多名法官复职。

赛义德·吉拉尼出任总理以后，并未急于兑现与谢里夫阵营签署的《民主宪章》的主要内容，拒绝恢复首席大法官乔杜里的职务、没有立即启动弹劾穆沙拉夫的程序、也没有表示要废除宪法第17号修正案，让巴基斯坦恢复到传统的议会制度。人民党对谢里夫的要求虚与委蛇，激起了后者的极大不满。

2008年5月12日，吉拉尼政府内所有来自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的部长按照谢里夫的指示退出内阁。人民党——谢里夫阵营联手执政还不到三个月，便爆发了严重的政府危机。表面上看，这一次政府危机的爆发原因在于人民党和谢里夫阵营在重组最高法院的程序性问题上存在分歧，实际上，这个技术性问题不足以导致双方几近分道扬镳，分歧背后是双方在如何对待穆沙拉夫这一问题上的重大矛盾。

人民党需要穆沙拉夫来平衡谢里夫的力量，并为新政府在国际社会谋求更大的活动空间。而谢里夫阵营废黜穆沙拉夫的决心却是始终如一的，这不但是基于谢里夫与穆沙拉夫的个人恩怨，更是因为只有罢免了穆沙拉夫，才能迫使穆斯林联盟（领袖派）下定决心抛弃穆沙拉夫重新寻求领袖，为自己和人民党最终必然发生的决裂积蓄力量。人民党和谢里夫当初结成同盟目的在于击败穆沙拉夫，这一战术同盟在大选获胜后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基础。

面对谢里夫的逼迫，扎尔达里最终选择了按照谢里夫的要求启动对穆沙拉夫的弹劾进程。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扎尔达里希望出任总统，实现个人政治梦想。根据巴基斯坦宪法，总统由国会两院和四个省议会联合选出，人民党在议会内部拥有极大优势，完全可以保证扎尔达里在穆沙拉夫下台后的补选中接任。在这一个人动机的主导下，扎尔达里决定维持与谢里夫的合作，给穆沙拉夫以最后一击。这对于扎尔达里，是合乎政治逻辑的选择，而对于人民党则不尽然如是——2008年夏天的巴基斯坦，经济凋敝、恐怖事件频仍、周边安全环境极度恶化，人民党攫取了全部政治权利，因而也背上了全部政治包袱，实际上把自己推到了无路可退的困境。

8月16日，巴基斯坦执政联盟宣布针对穆沙拉夫的弹劾指控已经准备就绪，最晚将于8月19日提出。18日，穆沙拉夫在执政联盟的压力下，为避免遭到弹劾，宣布辞职。

这一事件标志着巴基斯坦自2007年以来的“民主派”与军人集团之间的政治博弈尘埃落定，“民主派”获得了全面胜利，自1999年10月12日“反政变”之夜到2008年8月18日，持续了8年10个月零6天的穆沙拉夫时代正式走入了历史。穆沙拉夫辞职10天后，谢里夫阵营宣布重新加入联合政府，9月6日，扎尔达里在总统补选中顺利当选，成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第11位正式总统。

8.2009年以来：民主政治的暂时巩固及其主要原因

2009年3月，巴基斯坦新闻界、法律界人士在谢里夫集团的幕后支持下，利用前首席大法官伊夫提哈尔·乔杜里复职问题，针对人民党政府发动了大规模街头示威活动。成千上万的律师乘坐各式豪华轿车从全国各地向首都伊斯兰堡“长征”运动，最终迫使政府妥协，乔杜里成功复职。

当年被穆沙拉夫解职的乔杜里甫一复职，便着手利用手中的司法权力削弱限制扎尔达里的总统权利。4月间，穆沙拉夫和贝·布托夫人之间达成的民族和解令（NRO）存废被迅速提上议事日程。人民党出身的总理吉拉尼拒绝公开支持保留民族和解令，并呼吁修改宪法，废除穆沙拉夫制定的旨在强化总统权力的第17号修正案。吉拉尼的“离心离德”固然是着眼于强化自己作为总理的权力，但也是符合巴基斯坦多数中产阶级民众、教育背景良好的精英的要求的，并使得人民党出身的总理和反对党的关系更加融洽。有了吉拉尼的支持，民族和解令的被废除并未遭到明显阻力。2009年11月28日，民族和解令正式被废除，尽管扎尔达里依然贵为总统，然而他的影响力和政治声望已经一落千丈，不复为巴基斯坦政坛的核心人物。

2010年3月23日，作为废除民族和解令之后符合逻辑的第二步，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启动了针对宪法第17号修正案的修宪程序。穆沙拉夫在任期间通过的这条修正剥夺了总理解散议会的权力，将之转归总统，穆沙拉夫由此颠覆了自1973年以来的巴基斯坦宪法体制。修订此款，原本并非是穆沙拉夫在位期间贝·布托集团的主要诉求，但出于联合谢里夫集团反对穆沙拉夫的需要，人民党在由扎尔达里控制后转而表态支持恢复1973年宪法。然而，当扎尔达里当选总统后又将之抛到脑后，立场摇摆给了反对党绝佳口实诟病扎尔达里，也使得总统维护宪法第17号修正案的企图沦为镜花水月。

第17号修正案被第18号修正案取代后，扎尔达里彻底成为虚位元首，这一位置也就不再是巴基斯坦政坛核心人物如谢里夫兄弟的觊觎目标，真正的权力斗争将体现为围绕着总理职务展开的博弈。吉拉尼和谢里夫的事实合作关系也将在第18号修正案通过以后面临考验。

需要提及的是，两年来，基亚尼将军控制下的陆军保持了政治上的低调，除非涉及国家安全战略等重大问题，拉瓦尔品第陆军总部一般情况下均选择了沉默，任由旁遮普集团和信德集团互相争斗。军队的低调主要是因为一则穆沙拉夫下野不久，军队需要政治上的休养生息，过度积极无助于恢复军队在2007-2008年间受损的威望；二则军队忙于应对局面日渐恶化的反恐战争，无暇他顾；三则军队不愿意承担当前巴基斯坦国内乱象丛生的责任。尽管如此，军队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幕后影响力，任何巴基斯坦重要内外政策的出台和重大问题的处理，有关方面仍需与基亚尼将军密切协商，征得后者的首肯。就短期而言，军队居于幕后的局面不会改变，这既符合军队的利益，也符合巴基斯坦建国60年来军队干政和文官掌权几乎每十年轮换一次的规律。

为了避免这一规律在未来的某个时候重现，试图修宪的政党和法官也在宪法第18号修正案中增添了专门针对军队政变可能性的内容，即所谓“军队政变后参与裁定政变合法的联邦法官将受到法律严惩”云云。权贵集团试图用这一条款从根本上断绝军队再次干政的可能性，但这一条款能否实现自己的意图还需时间考验。

三、军人政治的成因：偶然因素与必然因素的综合作用

应当说，军人政权在20世纪亚非拉国家的政治历程中屡见不鲜，但像巴基斯坦这样如此频繁出现军政权，而军政权又往往能建立殊勋的却几乎绝无仅有。那么，巴基斯坦为什么会屡次出现军人政治呢？综合各方面分析，我们认为，军人政治的兴起和终结都是巴基斯坦历史发展逻辑的产物，军法管制这一独特的治国之道之所以在巴基斯坦反复出现是有理由的，其中，既有偶然的因素，更有必然的因素。具体分析如下。

一方面，巴基斯坦之所以频繁出现军人政治，一个偶然性的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个偶然因素就是，“国父”真纳以及真纳的最重要助手利亚卡特·阿里·汗在完成了巴基斯坦独立建国的使命后，在短短几年内先后辞世，没能像印度的尼赫鲁一样长期执政，充分发挥凝聚国民塑造国家的个人作用。真纳和利亚卡特先后于1948和1951年的过早辞世使新生的巴基斯坦失去了重心，巴基斯坦建国不久就陷入了政治动荡，巴基斯坦宪政制度和现代政治在萌芽时期的发育不良为军人政权的反复出现埋下了伏笔。虽然历史不容假设，但根据真纳先生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才能以及他在巴基斯坦所拥有的无可比拟的影响，我们还是可以给出这样的推断：如果真纳先生能够像尼赫鲁统治印度那样长时间统治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民主政治必将发展得比现在更为成熟，巴基斯坦也不可能出现如此多的军人政治。

但另一方面，绝不能将巴基斯坦频繁出现军人政治的原因完全归咎于真纳先生过早去世这一偶然因素。事实上，从巴基斯坦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来说，巴基斯坦屡次出现军人政治是有一些必然原因的。

第一，从宗教文化角度来看。一些西方中心论的欧美学者将巴基斯坦军人政权的产生和伊斯兰教联系在一起，并以土耳其、埃及等国的例子为补充证明伊斯兰教与军人强权之间的关系。但事实上，类似的论断并不能解释在天主教的南美洲军人政权也反复出现的原因，也无法说明土耳其的军事政变非但没有导致宗教力量的复兴，反而是土耳其世俗制度的最可靠保证。但对巴基斯坦而言，军政权的反复出现确实和伊斯兰教有一定关系，只不过这种关系是透过大英帝国的遗产而得到体现的。大英帝国据有印度后，为了达到控制次大陆以及向次大陆以外区域扩张的目的，建立了一支英印军队。传统的尚武精神使穆斯林在英印军队中占有与人口比例不相适应的优势位置，但在政府文官当中却远远落后于文化比较发达的印度教徒，因而接受民主政治熏陶和实践比较少，而独裁和专制的思想则比较浓厚。印巴分治后，印度继承了大部分文官，巴基斯坦则接收了相对完整的军官队伍。虽然巴基斯坦军官团同样面临高级军官缺乏的局面，但文官资源更加稀缺，军官的素质使得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比他们的印度同行的地位重要得多。国家管理人才当中的文官力量较少，缺少相应的人才储备因而不利于推行民主政治，与此相反，军官力量较多则为军人干政准备了人员基础。

第二，从政党政治角度来看。巴基斯坦政党政治的发育不良也是导致军人干政反复重现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政党党际关系紧张，政党间不易共处。早期的穆斯林联盟在建立巴基斯坦过程中居功至伟，建国后不愿意与其他政党分享权力，利亚卡特便曾公开宣称：“巴基斯坦是穆斯林联盟争取到的，只要我活着，就不会允许任何一个别的党派活动。”然而穆盟并不是从枪杆子里取得的政权，无法效仿苏联模式下的共产主义政党一样当仁不让地推行非竞争性政党制度，穆盟企图一党独裁的做法只能适得其反，使其成为其他政党的标靶。利亚卡特遇刺后，穆盟很快就因为各派领导人争权夺利在内外交困中衰落下去。巴基斯坦的其他重要政党在对待政敌方面也纷纷效仿穆盟，如果不是阿里·布托的巴基斯坦人民党坚决不让东巴基斯坦谢赫·拉赫曼的人民同盟执政，甚至不惜以破坏宪法的方式实现一党之私利，1970年大选后的孟巴分治未必一定发生。政党拒绝共处，使得进行政党轮替非常困难，处境不利的政党甚至乐于让军队出面接管政权，以同归于尽的方式消灭敌对政党。

政党政治不成熟的一个鲜明标志是，强人政治、家族继承在巴基斯坦政党政治中表现明显。以巴基斯坦人民党为例，这个巴基斯坦老牌政党基本上相当于布托家族的个人财产，前任党主席贝娜齐尔·布托是阿里·布托的女儿，也是人民党的“终身党主席”，在一个以民主为口号的政党中设立“终身党主席”，在现代政党政治中非常罕见。更为罕见的是，贝·布托遇刺后，出任两联合主席的竟然是布托女士的先生扎尔达里和长子比拉瓦尔。家族党的存在使得许多民众对政党政治不感兴趣，在他们看来，家族式政党的党内民主都无从谈起，何来为民主社会贡献力量。家族政党既不可能廉洁自律，也不可能给下层民众以真正的机会，还不如将希望寄托在组织更严密、纪律更严明的军队，在都不尊重民主程序的情况下，起码军队更有效率。政党作为宪政制度基本保证的作用缺失，使得军队能够轻易地取代政党成为政治生活的主角。

第三，从外部环境角度来看。独立后的巴基斯坦面临着印度的严重威胁和《拉合尔宣言》暗含的致命缺陷，国家稳定和领土完整频遭挑战。安全形势的恶劣是军人强权政府崛起的外部因素。巴基斯坦刚刚获得独立就倾举国之力和印度进行了旨在争夺克什米尔的第一次印巴战争，印度军队在停火后将75%以上的兵力部署在印巴边境，时刻威胁到巴基斯坦的安全。面对实力上强大得多的印度，巴基斯坦不得不进行超过正常水平的军事投入，军队在国家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这造就了军队在巴基斯坦的特殊地位，任何政府决策都要考虑军方利益，任何领导人都要和军方搞好关系。如果军队不满意，或者政府领导人与军方关系不和，军队就很可能发动军变，从而推翻政府。从阿尤布·汗、叶海亚·汗、齐亚·哈克，到穆沙拉夫都是这样，即从军队将领成为国家总统，执掌国家大权。

第四，从民主条件角度来看。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民主的成熟运行需要一定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民主可能就会变成徒有虚名的摆设品。而对巴基斯坦来说，恰恰缺乏民主成熟运行所必须具备的一些重要条件。（1）缺乏健全的民主制度。民主要求一整套健全而有效的制度，稳定的民主制度能够相对有效地排斥个人命运等偶然因素对政治进程的干扰。而巴基斯坦的政治传统却始终以个人为中心的家族化运行，这使得巴政治发展充满了个人色彩，强人的崛起可以瞬间改变政治生态，让国家生机勃勃，而强人的衰落也可能在一夜之间摧毁所有的政治安排，迫使该国政坛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重新洗牌。从这个角度而言，贝·布托遇难后巴基斯坦政局立刻陷入混乱是有制度原因的，或者说是有制度缺失的原因。（2）缺乏充分的政治参与。这一点表面上巴基斯坦是具备了的，在反穆沙拉夫时期，律师和法官率领大量民众上街，显示出强大的政治参与意愿。实际上这是一种人数可能很多但不一定属于多数派的群体的显性表达，也就是说上街的人很多，但不上街的肯定更多，只不过上街的人对政治的影响更大，仅此而已。这种政治参与无论如何都是不充分的。实际上，在亚洲一些国家，动辄出现民众上街直接表达政治诉求的街头政治，是民主不断发育的体现还是民主的倒退，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3）缺乏基本的社会共识。民主要求社会能够达成高度一致的基本共识，这恰恰是普遍处于转型期及转型后期的亚洲国家最为缺乏的。社会分歧严重、利益分化明显，这是亚洲和欧美比起来无法回避的先天不足。这个问题在巴基斯坦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是在国家建构上缺乏认同。巴基斯坦建国60年来，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能够凝聚社会的基本共识，甚至也没能建立起一个得到普遍认同的共同身份来。巴基斯坦人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认同国家这个首要身份，他们更认同的是家族、部落、地区和教派的身份，一个没有统一身份的国家是无法维持稳定的民主运行的。二是在发展方向上缺乏认同。民众和精英对国家的发展方向存在着严重认知差异，穆沙拉夫、扎尔达里、谢里夫等巴基斯坦精英集团希望将国家带入一个温和、开放的民主社会，而大量的民众和草根宗教势力则希望保留国家的伊斯兰色彩，甚至在巴基斯坦推行“沙利亚法”也能找到相当多的认同。一个在发展基本方向上争论不休的国家是很难保持稳定的。三是在重大问题上缺乏认同。以近年来对巴基斯坦至关重要的反恐来说，巴国内不同阶层在反恐问题上分歧尤重。庞大的草根阶层对精英反恐路线的反对给了某些精英集团反对另一精英集团绝好的宣传武器，而胜利者在取胜之后面对民众压力不得不将自己原有的精英主义政策“草根化”，向宗教势力做出更大妥协。这正是扎尔达里执政之初废弃穆沙拉夫的反恐主张，转而寻求和反政府的宗教、部族武装谈判的原因。然而家族和政府的现实利益又不可能允许扎尔达里在这条道路走得太远。于是人们看到，巴基斯坦新政府成立不久便在反恐政策上出现反复摇摆，呈现出典型的机会主义面貌，使扎尔达里原本就不够坚固的民意基础进一步受到削弱，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巴基斯坦反恐斗争形势的恶化。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巴基斯坦和许多亚洲国家一样，患有严重的“民主病”。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只不过具备了形式上民主的表现，如竞争性选举、开放言论、政府定期轮换等等，但是按照威亚尔达等人的政治发展理论，民主表现的背后支柱，也就是“政治的制度化运行、充分的社会表达以及社会高度一致的基本共识”等却并不牢固，这是巴基斯坦政局每隔10多年就陷入一轮政治动荡的关键原因。

四、政治发展的前景：军人政治向民主政治回归

虽然一般说来，军人政权的出现总是意味着民主制度遭到失败，但在巴基斯坦却不是这种情况，反复出现的军人政权既不否定民主制度的精神，也没有在实践上彻底取消民主制度的形式。巴基斯坦虽然不像土耳其，在军法管制之后立即还政于民，恢复民主政府，但也不同于中南美洲长期的军人体制。民主制度、或至少民主制度的若干要素，在巴基斯坦几次军政权时期都不同程度上得到容忍甚至鼓励。也就是说，民主制度在巴基斯坦虽然不断遭遇挫折，但却从来没有被废弃过。

军人政权的政治学定义是“国家最高政治决定全部或主要由武装部队成员做出”，这一条件并没有涉及武装部队成员做出决定的过程和方式。实际上，不同的军人政权，军人集团政治参与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种方式：1.“绝对军政权”，军人集团通过政变上台，建立主要由三军高级指挥人员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或者名称不同的同类机构），直接实行军法统治。此类军政权军人集团政治参与的方式最为直接，一般导致党禁和政府的行政主导权，个别情况下政府的高级官吏均由军人出任。2.“总统式军政权”，内阁由文官组成，向得到军人集团拥护的总统负责，总统是否为军人并不是此类军政府的区别标志，但总统的权威取决于军人集团的拥护程度。此类军政府，军队的政治参与主要起到决策过程中的支持和监督作用，一般允许亲政府的政党存在和活动，部分情况下甚至容忍竞争性政党制度。3.“蜕变军政权”，是脱胎于军政权的文官政府，发动政变的军人集团在获得政治权力后，组建或者利用亲军人集团的政党，部分高级将领转为政党领袖或高级文官，以“还政于民”的旗号成为执政集团。这类军政府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军人政权，只是对原有的民主体制下的各派政治力量进行重新洗牌，暂时中断民主制度不过是实现洗牌的手段而已。这类军政权，军人集团政治参与在政变以后更为间接。

巴基斯坦军人集团历次军法管制的政治参与方式并不相同，上述三种军政权类型在巴基斯坦均曾出现。巴基斯坦军人集团政治参与方式的变化，基本沿着由直接干预转而间接监督的趋势演变，军政权与民主制度的切合点也不断地增多。

首创军人执政的阿尤布·汗本人就不是一个民主思想的敌对者，他认为“如果知道如何去运作民主制政府，没有可与它相比拟的体制”，只是由于“当没有公众舆论的修正，当我们85%的人民是文盲时”，民主根本行不通，他才于1958年成为巴基斯坦的戴高乐。1958年到1969年的阿尤布·汗军政权历经了从绝对军政权向总统式军政权的演变过程，1958年到1962年，阿尤布·汗自认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全面实施党禁，建立特别军事法庭，军人集团以直接而不容争议的方式进行政治参与。1962年以后，向总统式军政权演进，结束军法管制，恢复政党活动，阿尤布·汗本人在通过间接选举成为总统，军人集团的政治参与由直接干预变为间接支持和监督，阿尤布·汗与军人集团的关系也渐行渐远，1969年失去军人支持的阿尤布·汗被迫辞职。

但军政权并未就此结束，接替阿尤布·汗担任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的叶海亚·汗率领军人集团继续了总统式军政权的政治参与方式，并进一步向文官政府蜕变。1970年，叶海亚·汗举行巴基斯坦建国以来最广泛的多党竞争选举。这一决策虽然就后果而言是灾难性的，但显然其出发点在于恢复民主制度。

1979年巴基斯坦再次爆发军事政变，陆军参谋长齐亚·哈克将军接管政权，军人集团的政治参与方式再次回到绝对军政权方式，甚至绞死了前文官政府的领袖阿里·布托。这一期间，禁止政党活动，决策过程高度军事化、社会生活迅速宗教化，是巴基斯坦历次军法管制中最为严厉的阶段。军政权严厉的统治直到1985年，直接管理政府的军人集团将权力移交给在非党选举基础上产生的文官政府，取消军法管制，解散军事法庭，到1988年，巴基斯坦全面恢复了多党竞争体制，齐亚·哈克军政权完成了从绝对军政权向总统式军政权的演变，在齐亚·哈克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巴基斯坦实际上已经成为“蜕变式军政权”。

1999年起的穆沙拉夫军法管制从一开始就不符合绝对军政权类型，政党活动并没有遭到禁止，2002年穆沙拉夫通过全民公决巩固了自己的合法地位，多党竞争大选也如期举行。穆沙拉夫将军的政权依靠军人集团和国会多数党双重支持，军人集团的政治参与方式更加间接。穆沙拉夫的巴基斯坦军政权体制更近于威权加民主的混合政体而不是经典的军人独裁政权。而且2008年2月18日大选后，失败的穆沙拉夫阵营并未利用手中的军权采取任何反民主派的行动，实际上，巴基斯坦的社会环境和民主传统也不会允许军人集团出尔反尔。

就军人政权的施政结果而言，巴基斯坦军人政权的成绩远好于许多同样经历过军人威权体制的国家。军法管制的结果虽然导致了民主的倒退，但却赢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家安全环境的改善。巴基斯坦建国后经济发展呈现出以下规律性：文官执政时期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效能低下，腐败严重；军人执政时期经济高速发展，军人政权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阿尤布·汗军事统治时期实现了巴基斯坦的经济起飞，并稳定了长期动荡不安的政治社会形势；齐亚·哈克政权时期经济发展一改阿里·布托改革时期的低迷，实现了高增长；穆沙拉夫执政时期则是巴基斯坦独立后第三个经济高增长期，并且历史性地实现了与印度的缓和。这些成就是历届文人政府无法达到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

尽管如此，军人政权在巴基斯坦依然不可能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巴基斯坦要实现现代化目标最终也不可能依靠军人政治，军人政治本身不可能成为现代化目标。阿尤布·汗的新闻秘书高哈在谈论阿尤布·汗军政权瓦解的原因时说，“军事统治完全否定了民主原则和基本人权，巴基斯坦人民唾弃阿尤布的专制，尽管它能带来一些物质利益，但他们不愿放弃他们的民主权益。”穆沙拉夫将军也曾说：“军法管制不仅有损军方，对文官制度也有害无利”，“必须建立一种制度，使得将来军人执政变得几乎不可能。”虽然不少人怀疑穆沙拉夫此番话的动机，但无可否认，民主制度已经拥有坚实的精神基础，成为国家政治发展的既定方向。2007年以来的巴基斯坦政局向传统回归，再次证明了英式议会民主制度对南亚次大陆诸民族的深远影响。就这个角度而言，即使没有恐怖主义活动近年来在巴基斯坦的日益猖獗，没有贝·布托的遇刺身亡，穆沙拉夫军政权在八年之后也会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

第三节　经济发展：集权下的增长与民主下的停滞

现代化是一个包含诸多内容的综合过程，但经济发展是其中的核心和关键。虽然单纯的经济发展并不一定能使一国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目标，但没有经济发展却绝对实现不了这一目标。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经济的发展是实现现代化其他目标的重要前提，没有经济的发展，其他目标都将难以实现或难以巩固。因此，大多数国家在现代化初期都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这也是符合历史、实践和理论逻辑的战略选择。

就巴基斯坦来说，其领土的大部分地区在英印殖民政府时期经济基础薄弱、发展水平低下，经济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只有信德和旁遮普拥有少量现代工业。英属印度的支柱产业是黄麻加工业，今天的巴基斯坦领土范围为英属印度提供了80%以上的黄麻产量，但几乎所有黄麻加工厂都分布在印度境内的加尔各答附近。1947年印巴分治，穆罕默德·阿里·真纳总督接手的是一个百业凋敝、万事待兴的国家。因此，巴基斯坦独立后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发展经济。

回顾独立之后的60多年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在历任领导人和巴基斯坦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巴基斯坦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年平均增长率为5.25%，这一增长速度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然而，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并不平稳，建国后受到第一次印巴战争以及国父真纳、开国元勋利亚卡特过早辞世的影响，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直至阿尤布·汗1958年实行军法管制，军人政府稳定了动荡不安的巴基斯坦政局，才实现了经济起飞。从阿尤布·汗开始，巴基斯坦经济发展进入了军人政权时期高速发展、文官执政时期低迷徘徊的循环。

迄今为止，巴基斯坦独立后曾经出现过三次军法管制，产生过五位拥有独裁权力的首席执行官。除了第二任首席执行官叶海亚·汗将军和第三任首席执行官文人阿里·布托执政时期令人失望外，其余三位首席执行官都为巴基斯坦做出了卓越贡献。阿尤布·汗、齐亚·哈克和穆沙拉夫这三位首席执行官在夺取国家最高权力之前的职务完全一致，他们都是陆军的最高指挥官。1958年阿尤布·汗将军的军法管制使巴基斯坦进入了“黄金10年”，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典范；1977年齐亚·哈克将军的军法管制让人们走出战争失败的痛苦，致力于国家复兴，齐亚·哈克的10年创下了巴基斯坦21世纪以前的历史最好水平；这两个阶段巴基斯坦都实现了超过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1到2个百分点的高速增长；1999年穆沙拉夫将军的军法管制则将巴基斯坦从“失败国家”的泥潭中拯救出来，迎来了又一个“黄金10年”。而2008年穆沙拉夫黯然下野之后的巴基斯坦政治发展似乎预示着又一轮“可怕的民主”已经降临到这个国家。也就是说，独立以来的巴基斯坦形成了一种“民主导致停滞、集权带来发展”的“不协调”现象。

一、民主政治下的经济停滞

1.分治之初的低速徘徊（1947-1958年）

虽然独立之后不久真纳先生和首任总理利亚卡特·阿里·汗便先后辞世，但开国元勋们还是给巴基斯坦留下了他们亲手绘制的经济发展蓝图。真纳先生制定了巴基斯坦工业发展战略。真纳先生认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工业化，实现工业化应以优先发展轻工业和大力扶植私人资本为手段。根据真纳先生的设想，巴基斯坦政府于1948年制定了国家工业发展政策，1950年又制定了六年开发计划，提出用1951年到1957年六年的时间为国民经济发展奠定基础，预计支出30亿巴基斯坦卢比，进行工程建设，为国民经济起飞提供交通、电力和灌溉等基础设施。六年计划开始实行后，巴基斯坦政府又改行两年优先发展计划，继而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年到1959年）。计划的目的是增加国民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加出口等等，预计投入108亿巴基斯坦卢比。

然而，就实际效果而言，这一时期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并不理想，经济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真纳和利亚卡特去世后，巴基斯坦政局长期动荡不安，加上第一次印巴战争的爆发，使政府制定的经济发展计划成为一纸空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2.5%。

第一，工业低速增长。十年间，巴基斯坦工业年增长率介于4%到5%之间，其中主要动力来自于制造业的增长，制造业增速接近10%，制造业、建筑业、水电天然气供应等基础设施初具规模。巴基斯坦工业增长迅速除了得益于政府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外，还与一个重要的外部偶然因素有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巴基斯坦成为美国主要的棉麻供应基地，纺织产品价格暴涨，为巴基斯坦纺织业的起步注入了至关重要的资金。

第二，农业徘徊不前。与工业增长相比，巴基斯坦最初11年的农业发展水平更令人沮丧，只有1到2个百分点的增长，个别年份还出现了负增长。在建国之初，受到人口膨胀的压力，加之土地改革的失败，导致粮食产量严重不足，政府不得不限制粮食自由贸易，强制低价收购农民粮食，导致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主要粮食产量出现下降，大米、小麦下降幅度达到9.5%左右，政府不得不花费大量来之不易的外汇进口粮食。纺织品出口换汇的外汇并没有帮助巴基斯坦改善国际收支情况。

第三，人均收入停滞。由于大量穆斯林由印度移居到巴基斯坦，人口增长过快，10年间巴基斯坦人口由7800万猛增到9900万，人均收入增长情况尤其不理想，只为0.2%，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这种状况直到阿尤布·汗发动军事政变建立军事政治才开始改变。

2.阿里·布托的大规模国有化（1971-1977年）

1969年，阿尤布·汗迫于全国范围内的反独裁风潮，黯然离开办公室。经过叶海亚·汗将军进行了为期短暂而且失败的统治后，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阿里·布托于1971年12月30日接替叶海亚·汗出任总统和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开创了文人担任首席执行官的先河。

阿里·布托一改此前数十年巴基斯坦鼓励私人资本的政策，对巴基斯坦国民经济进行了大规模国有化改造。阿里·布托改革的目的在于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削弱大地主和工业资本家的影响，当然，抛开冠冕堂皇的公开理由之外，阿里·布托还有着政党和个人方面明确的政治动机，按照穆沙拉夫将军的观点，阿里·布托的真正目的是“永远掌权”，他的执政时期是“巴基斯坦所发生过的最糟糕的事情。”

阿里·布托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接管基础工业的重点企业，巴基斯坦政府先后接管了包括钢铁、重型机械、电子、水泥、汽车等工业部门的31家大公司，将国内生产总值的12.8%国有化；（2）将重点行业收归国有，政府先是于1973年到1974年间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榨油工业国有化，继而将全部15家私营银行国有化，这些银行拥有巴基斯坦全部银行分支机构及营业网点的98%，由此政府取得了全部存款的94%和全部贷款的89%的控制权；（3）农村工业国有化，政府将全国的数千家面粉厂、轧花厂等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小型农村企业收归国有，涉及营业额高达100多亿巴基斯坦卢比。

阿里·布托改革的结果使得私人投资在巴基斯坦经济中所占比例由92%骤降到27%，公营资本则迅速上升到73%。这一时期，巴基斯坦的农村经济发展有所进步，此外，由于海湾国家石油革命的爆发，巴基斯坦开始了大规模的向海湾地区劳务输出，侨汇逐渐成为巴基斯坦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巴基斯坦经济在阿里·布托时期的成就也仅此而已。不适当的国有化改革给巴基斯坦经济带来了灾难性后果，阿里·布托在位的七年巴基斯坦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到4.4%，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降到1.1%，基本跌回到建国之初的水平。

3.两党制下的经济波动（1989-1998年）

1989年到1998年是民主政治最为尴尬的十年。这十年，在政治上，巴基斯坦破天荒地实现了多党竞争下的政党和平轮替，穆斯林联盟和巴基斯坦人民党先后两次上台执政，但在经济上，纳瓦兹·谢里夫和贝娜齐尔·布托的轮流坐庄却是灾难性的，使这十年成为巴基斯坦经济发展最为艰难的十年。谢里夫和贝·布托不断否定前任的政策，经济政策摇摆不定，腐败公行，投资者的信心严重受损，经济增长显著放缓。到1997年谢里夫第二次上台执政时，巴基斯坦国内生产总值年增幅已经跌至3.1%，外债却高达32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4%以上，外汇储备只有区区6亿美元，巴基斯坦已经陷入了举债度日的困境。

而这一困境又因1998年南亚核危机而雪上加霜。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先后举行核试验，两国都遭到了国际制裁。但左右逢源的印度很快便从孤立中摆脱出来，而巴基斯坦则陷入了空前的困境，国民经济赖以支撑的外国援助大幅削减，巴基斯坦的国民经济陷入了空前危机。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巴基斯坦军队再次挺身而出，1999年，谢里夫总理任命的陆军参谋长穆沙拉夫将军在“反政变”中推翻文官政府，就任第五任首席执行官，将巴基斯坦带入了该国历史上第三次军法管制，经过2年左右的调整之后，穆沙拉夫为巴基斯坦经济开创了历史上又一个“黄金时期”。

二、军人政治下的经济增长

1.阿尤布·汗时期的经济起飞（1958-1969年）

1958年10月7日，巴基斯坦陆军总司令阿尤布·汗将军发动军事政变，结束了长期动荡的巴基斯坦政府，建立起严格的军法管制。阿尤布·汗依靠军队的支持稳定住政局，为真纳先生在10多年前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得以推行创造了条件。这期间是巴基斯坦经历首次军法管制迎来经济起飞的“黄金10年”。联合国曾将这一时期的巴基斯坦誉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典范。

1959年，阿尤布·汗主持制定了巴基斯坦第二个工业发展政策，和第二个五年计划（1960年到1965年）。阿尤布·汗的经济政策与真纳先生的遗志并无重大区别，工业发展仍依靠私营部门和自由企业制度，国家鼓励私营部门发展，帮助私营部门在计划发展战略和指导原则的范围内发挥其在工业中的作用。国家成立专门金融机构，为私营部门提供低息贷款和外汇配额，鼓励外资、但限制进口，以此促进巴基斯坦本国工业的发展，重点鼓励进口替代型的工业部门。

在农业方面，第二个五年计划原本继续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以农养工的方针，但由于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爆发，巴基斯坦又连续出现多年大面积自然灾害，阿尤布·汗政府迅速调整了有关政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以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确保国家粮食安全。阿尤布·汗的新粮食政策主要体现为取消对粮食的严格控制，开展绿色农业革命，进行了大规模的印度河流域开发计划。这一时期，巴基斯坦全国修建了数量众多的大坝、运河，水利灌溉工程全面推广，粮食产量迅速恢复和增长。

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巴基斯坦国民收入增加30%，工业增长61%，粮食产量增长27%，均超过预定指标。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巴基斯坦的上述经济成就是在第二次印巴战争期间取得的。阿尤布·汗的10年，巴基斯坦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到5.6%，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则为2.9%，均大大好于1947年到1958年期间。

不过阿尤布·汗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也为国家埋下了严重后果。阿尤布·汗时期，巴基斯坦的西部领土得到了迅速发展，而东部却长期受到伊斯兰堡中央政府的压制，政府“损东肥西”的政策最终使东巴基斯坦爆发了独立运动，在一旁虎视眈眈的印度随即武力介入，肢解了巴基斯坦。

2.齐亚·哈克时期的恢复和发展（1979-1988年）

1977年7月，齐亚·哈克将军发动军事政变，自任巴基斯坦历史上的第四任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齐亚·哈克将军上台后，立即中止了阿里·布托的国有化改革，宣布实施非国有化。1978年，政府通过《接管企业转移法》，分阶段将被国有化的工业企业发还原主，首先是300家轧花厂，继而是遍及农村的数千家农产品小型加工企业。1979年，齐亚·哈克签署了《保护工业产权法》，在法律上防止了将私有企业国有化的可能性。

齐亚·哈克的政策鼓励了私人资本对工业、金融等领域的投资，巴基斯坦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第五个五年计划（1978年到1983年）和第六个五年计划（1983年到1988年）期间，投资大幅增长，分别达到2102亿和5270亿巴基斯坦卢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保持在6%以上，工业增长达到7.7%和3.7%，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3.15%，均创下巴基斯坦21世纪以前的历史最好水平。

这一时期，巴基斯坦的农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0年间农业平均增长3.7%。政府通过增加对农村的投资，扩大国有银行对农村的信贷规模，鼓励农业增长生产，使巴基斯坦农业实现了历史性的高速增长。粮食自给的目标在历任政府努力了数十年后终于实现，非种植业发展也保持了较高速度，林业年均增长10.8%，畜牧业增长6.2%，渔业增长4.5%。

巴基斯坦的劳务输出继续保持增长势头，20世纪80年代在全世界各地工作的巴基斯坦劳工高达240万人，其中海湾地区200万人，而1977年还只有50万巴基斯坦劳工在海湾国家工作，短短数年间增长了3倍。侨汇在巴基斯坦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加重要。

同阿尤布·汗时期的经济政策存在致命失误一样，齐亚·哈克时期的经济政策也留下了隐患，这便是财政赤字政策，10年间，巴基斯坦政府大量向国内外举债进行投资，在国家财政收入仅仅增加1.6倍的情况下，赤字增加了2.7倍。这一政策在数年后当经济低迷期来临后使巴基斯坦付出了沉重代价，直到现在巴基斯坦也没能完全解决自己的债务问题。

3.穆沙拉夫时期的强劲增长（1999-2008年）

穆沙拉夫接手的巴基斯坦经济形势十分恶劣，经过十年民主政治的折腾，巴基斯坦经济已经濒临崩溃。多年以后，穆沙拉夫在自传中这样描述他政变之初国家面临的经济形势；“巴基斯坦正在沦为一个失败国家、一个不负责任的国家甚至是一个恐怖主义国家的边缘。经济增长停滞，中央银行破产，外汇储备只够十天的进口额。110亿美元存款不知去向……”。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经济形势，穆沙拉夫将军执政后，首先说服自己的袍泽，让那些忠心耿耿但不谙“俗事”的将军们不要仿效以往的军法管制时期直接掌控国家权力。然后穆沙拉夫任命了一批巴基斯坦工商界的精英翘楚组成自己的经济管理团队，其中包括前花旗银行高官、出任财政部长并在5年后成为总理的肖卡特·阿齐兹和出身世界银行的国家银行行长伊什拉特·侯赛因，以及商务部长拉扎克·达乌德。

在自己不懈的思索和团队的建议下，穆沙拉夫政权很快为振兴巴基斯坦经济开出了药方。军政府首先从整顿经济秩序、清除腐败着手。一方面，腐败已经成为阻碍巴基斯坦经济健康发展的毒瘤，齐亚·哈克和穆沙拉夫两次军法管制之间的11年里，巴基斯坦一共投资了200亿美元用于经济发展，“但除了370公里的高速公路之外，什么成就也见不到”，大部分钱财被沆瀣一气的政客和财阀中饱私囊，不出重拳整顿经济秩序，无法恢复投资者的信心；另一方面，尽管军队在巴基斯坦素有挽狂澜于既倒的传统，然而毕竟已经是20世纪的末叶，在或真或假的“民主”风行全世界的时候，穆沙拉夫政变多少有些与世风背道而驰，整肃腐败可以为军政权树立一个良好形象，取得民众的支持。穆沙拉夫将军批准成立国家反贪局，任命自己的战友、作风强硬的穆罕默德·阿姆贾德将军出任反贪局局长，用军人的铁腕对付腐败分子，虽然不能做到河清海晏，但总算为经济迈入正轨打下了基础。

在整饬世风之后，穆沙拉夫将军开始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1999年12月15日，军政府提出恢复国民经济的战略纲要，包括四个目标：1.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2.进行经济结构改革，纠正扭曲的微观经济；3.提高经济管理水平；4.消除贫困。2000年5月，经过巴基斯坦政府的艰苦努力，伊斯兰堡与巴黎俱乐部成员国达成债务重组协议，重组债务总额达到30亿美元，同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向巴基斯坦提供6亿美元备用贷款，之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也先后恢复对巴基斯坦贷款。得到了外来资金的帮助，巴基斯坦经济的下滑势头得到遏制。

正当巴基斯坦经济发展初现曙光时，2001年“9·11”事件的爆发却将穆沙拉夫将军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巴基斯坦经济和国家安全面临空前严峻的考验。巴基斯坦家门口战云密布，导致出口锐减、外商投资额急速下降，军政权耗时两年的经济恢复举措有全部付之东流的危险。审时度势，穆沙拉夫将军下决心断绝了与塔利班的联系，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随着巴基斯坦成为美国全球反恐链条上的重要环节，美国和西方国家“重新发现”了巴基斯坦的战略价值，美国解除了奉行多年的对巴经济制裁，重组债务，增加援助。巴基斯坦外部经济环境得到改善，军政权抓住机遇，推行积极稳健的经济政策，避免了国民经济再次陷入动荡，并实现了快速持续增长。

2002年，低迷了10多年的巴基斯坦经济终于走出低谷，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巴基斯坦经济形势明显好转，从2003年起，巴基斯坦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一直保持在5%以上。即使2005年巴基斯坦遭受严重的地震灾害，经济振兴的脚步也没有停止。穆沙拉夫政府向迈进21世纪的巴基斯坦经济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综合巴基斯坦国家银行和英国经济学家信息社公布的信息，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达到6.6%，为1199亿美元，通货膨胀率为10.1%，实现进出口贸易469亿美元，其中进口272亿美元，出口197亿美元，外汇储备119亿美元。

2006年12月2日，高盛证券在将“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BRICs）的概念推向全世界后，又利用同样的模式推出了“新钻11国”（Next-11）概念，列举出成长潜力仅次于金砖四国的11个新兴市场，7个亚洲国家榜上有名，其中就包括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经济上受到全球瞩目，已经是40年前的事情了。

目前，纺织业是巴基斯坦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对于巴国民经济发展举足轻重。纺织业占制造业的46%，雇工在生产制造业占总就业率的40%，占整个就业率的30%，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8.5%。巴基斯坦是世界第四大产棉国，纺纱能力占世界总容量的5%，为亚洲第三大纺织工业国。全国有880万个纺锭，其棉纺业有458个部门，其中混纺类50个，纯纺类408个。纺织业包含棉花、棉纱、棉织品、织品加工（坯布印染）、家庭纺织、毛巾、针织和针织品、成衣等生产。巴基斯坦纺织业由大规模生产的工业部门和大量家庭作坊式生产两部分组成，前者主要是从事纺纱和使用无梭织机织布的一体化企业，后者大部分为非组织的从事织布、后整理、服装制作、毛巾和针织等下游产品生产的小生产企业。除此之外，巴基斯坦大型制造业发展迅速，主要包括水泥厂设备、糖厂设备、工业锅炉、石油化工设备、建筑设备、输电铁塔、纺织工程设备、汽车等的生产或组装。全行业共有2000多家企业，其中既有国有大型企业，也有中小私营企业，固定资产总投资200亿美元。构成巴基斯坦大型制造业的主要骨干企业为：巴基斯坦重型机械厂、重型电工厂、塔克西拉重型工业厂、巴基斯坦航空工业综合厂、巴基斯坦工程公司、卡拉奇造船厂、巴基斯坦机床厂、巴基斯坦兵工厂、巴基斯坦钢厂等。水泥生产也是近年来巴基斯坦发展较快的行业之一，年产能力为1900万吨。近几年，巴基斯坦为改善投资环境，大兴土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再加上向阿富汗及斯里兰卡等其他有关国家的出口，使水泥在巴基斯坦供不应求。几乎所有水泥生产厂商都在开足马力生产，但仍有缺口。其他工业部门如电气制造、汽车制造、电子和家电业均不同程度地有所发展，在南亚国家水平较高，但技术落后、规模以上企业稀缺、以组装为主，自主研发能力差等问题仍很突出，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国内市场也面临进口产品的冲击。

三、巴基斯坦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几个具体问题

2002-2007年，也就是穆沙拉夫政权的稳定时期，巴经济年均录得7%以上的高增长率，是巴基斯坦建国60多年来的第三个“黄金10年”，然而，2008-2009财年下半年以及2009-2010财年上半年以来，巴基斯坦经济发展遭遇了严重挫折，2008年国家几乎陷入破产边缘。21世纪最初几年高速发展的动力消耗殆尽。巴人民党政府组成以来，力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依靠大规模借债方式扭转颓势。当前，巴宏观经济态势渐趋平稳，但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多数既定经济指标未能实现，且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单就经济方面的制约因素来说，今后巴基斯坦经济发展需要解决好以下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缺少资本投入。穆沙拉夫执政期间的高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然而近年来受安全形势严峻、政局动荡不安和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巴基斯坦短暂的优良投资环境早已风光不再。2009-2010财年，投资率只增长1.7%，远低于2008-2009财年6.5%的水平，由于国内存款多年来严重缩水，这一局面近期内改善的可能性很小。根据巴基斯坦国家银行测算，当前巴基斯坦国民收入的85%被用于消费，储蓄率只有15%。而为达到年均6%的增长率，巴基斯坦至少需要将国民收入的25%以上用于投资。巴基斯坦要刺激经济增长，注入大量外资是必需的。然而，政局动荡、安全形势恶化导致巴吸引外资能力大幅下降。2008-2009财年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37.22亿美元，同比下降31.2%。外国间接投资也严重下滑，外国投资者从证券市场撤资10.5亿美元，同比增长28倍。大量外资撤离导致巴基斯坦股市遭受重创，2008-2009财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卡拉奇股市指数收盘时同比降幅高达42%。

由于缺乏强有力的资本支撑，巴基斯坦经济表现欠佳。2008-2009财年，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2%，创1996-1997财年以来的最低纪录。2009-2010财年上半年，巴经济形势有所改善，通货膨胀率由高位时的25%回落至11%，但CPI依旧居高不下，全年升幅高达20.77%。工业生产严重萎缩，制造业产值下滑3.3%，未能实现6.1%增长目标，其中大型制造业产值下滑7.7%；服务业增长3.6%，低于上财年6.6%的增幅和本财年6.1%的增长预期；零售业和运输通讯业仅分别增长3.1%和2.9%，呈现连年下滑态势；金融保险业也停止了自穆沙拉夫时期以来的连续增长势头，下滑至1.2%。

第二，政府债务过重。由于巴基斯坦政府仅掌握全国国民收入的15%，其余85%均为私人所有。区区15%的国民收入，政府要负担诸如防务、国家安全、行政成本、教育、医疗等不可削减的财政支出，能够用来刺激经济的自有资金寥寥可数。而受到权贵民主政体限制，对有产者征税困难重重，巴基斯坦的平均税率只有9%。政府想要刺激经济，所需要的资本惟有借债。

为了改变国民经济发展的颓势，巴基斯坦政府不得已在2008年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举借债，为此承诺了苛刻的条件，如大幅度压缩国内需求等等，由此导致外贸严重萎缩，2008-2009财年巴货物出口177.8亿美元，同比下降6.67%；进口348.2亿美元，下降12.87%。在对外贸易活动减少的情况下，贸易不平衡情况有所缓解，货物贸易逆差为170.4亿美元，下降18.52%。服务贸易逆差下降50%，至32.3亿美元。但收支不平衡、债务沉重的局面并未因此出现明显好转，截至2008-2009财年末，巴公共债务总额已占GDP的60%，外债和内债分别较上一财政年度增加14.4%和17.9%。沉重的债务已经成为巴基斯坦经济发展的巨大阻碍。

第三，经济结构不合理。独立以来，巴基斯坦工业发展迅速，制造业所占比重在逐年增大，过去40年中增速平均超过8%。除了纺织业继续发挥支柱作用外，近年来食品加工、工程、机械、电子、汽车、化工等行业更是快速发展。2004年以来持续以超过7%的速度增长，其中2004、2005年均超过10%，2006年有所放缓，为7%。制造业表现优异，连续三年增长超过10%。但与工业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基斯坦农业发展非常滞后，农业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工业增长速度，农村贫穷落后，而目前巴基斯坦的农业人口却占全国人口的66.5%，绝大部分是贫困人口，如何使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摆脱贫困状态是巴基斯坦经济发展中的一大难题。

第四，能源供应不足。巴基斯坦基础设施建设虽经历届政府的多年努力，仍无法满足需要，能源供应和交通运力均不能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存在较大缺口。巴基斯坦电力供应以火力发电为主，占68.8%，水电占28.2%，核电占3%，总发电量为769亿千瓦时。2006年7月，穆沙拉夫总统发表讲话，提出政府计划分三个阶段来解决电力危机，即在未来6至8个月内，水电发展署和卡拉奇供电公司通过热能发电30万千瓦；在2008-2010年，利用风能、水电和可再生能源发电860万千瓦；在2015年前，再发电1915万千瓦，基本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虽然政府提出了雄心勃勃的电力改造计划，但电力紧缺，输变电设备老化的问题短时间内难以解决，2006年9月，巴基斯坦全国发生大面积停电事故，造成严重损失。时至今日，电力缺口依然是巴基斯坦经济发展面临的严重制约因素。

四、关于“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简单讨论

在关于影响巴基斯坦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除了前面分析的几个单纯经济方面因素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制约性因素影响甚至决定巴基斯坦经济发展前景，比如教派冲突、恐怖活动等。在这些因素中，民主政治的影响最为重要，同时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学术界分歧较大的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在印度模式部分已经做了一些简单分析，这里结合巴基斯坦实际再对这个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发展经济需要很多条件，其中政治制度就是一个重要条件。这一点，很少有人提出异议。但如果更进一步，在关于“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这一问题上，却有诸多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当前民主政治已经成为一种最时髦的话题和最普遍的现实，民主政治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就变得格外敏感。我们在印度模式部分已经介绍过，在关于民主政治和经济增长关系这一问题上，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民主政治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有的认为民主政治阻碍经济增长，有的认为民主政治与经济增长没有关系，还有的认为民主政治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到底是促进经济增长还是阻碍经济增长不可一概而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无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有多少不同观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虽然对民主涵义的界定不尽相同，甚至差距甚大，存在各说各话的现象，但在现实中绝大部分国家却都宣称民主政治是本国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而很少考虑民主政治是否能真的帮助本国实现经济增长。巴基斯坦也是这样，从独立建国开始巴基斯坦就选择实行了民主制度，而且巴基斯坦选择实行的民主制度在外在形式上完全是西方式民主制度。

但令人失望的是，独立60多年以来的实践表明，民主政治在巴基斯坦至今未发育成熟，至今未适应巴基斯坦这方水土，民主政治并未结出给人希望的果实，民主政治给巴基斯坦带来的不是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而是社会的动荡与经济的停滞。对此，美国比较政治学教授霍华德·威亚尔达曾经用一句话来概述巴基斯坦的政治发展，“巴基斯坦一直在民主和威权主义之间徘徊，它从没有能够——因为不稳定——全力为发展做出过持续的努力，所以仍然是一个贫苦的国家”。霍华德·威亚尔达的这句话可谓准确概括了巴基斯坦的面临的政治困境。在巴基斯坦，民主政治不但没有得到连贯运行，即使在断断续续的运作期间，表现也十分糟糕。巴基斯坦建国60年来，只经历了三次议会制政府时期，分别是因国家失去舵手而混乱不堪的1947年至1958年，因国土遭到肢解垂头丧气的1972年至1977年，以及两大党轮流制造混乱的1988年至1999年，剩下的30年则是军人当政。然而，与造成混乱和低效率的民主政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军人政治给巴基斯坦带来的却是相对的社会稳定和高速的经济增长。尽管在大多数政治学理论中，军人政治属于典型的集权政治，军事政变和军人政府都倍受批评，然而在巴基斯坦，军法管制这一“反民主”的手段却往往成为国家复兴的惟一希望。

为何被很多国家奉为追求目标的民主政治没有带来经济发展，反而是被很多人认为是逆现代化方向的军人政治给巴基斯坦带来了经济发展？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探讨，不仅对巴基斯坦有现实意义，对其它发展中国家同样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因为这是当前很多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的两难选择。关于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军人政治之所以能够带来经济发展，原因必然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一点是军人政治往往能够带来社会稳定，能够提高行政效率，而社会稳定和行政高效则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必要条件，不管这种稳定和高效是军人政治带来的还是民主政治带来的。而民主政治之所以导致经济停滞，原因也必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一点是，由于当前巴基斯坦并不具备实行民主的一系列条件保证（我们在解释军人政治成因时已经对此问题进行分析），因此巴基斯坦的民主政治反而意味着社会动荡，意味着效率低下，在一个社会动荡和效率低下的环境，经济必然陷入停滞。

由此，军人政治带来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带来经济停滞便成为现实中的逻辑。但问题在于，虽然目前关于民主的定义和作用仍有纷争，但军人政治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终极目标，巴基斯坦也不可能把军人政治作为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也不会接受长时期的军人政治，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问题又在于，一旦回归民主政治，就可能再次导致经济停滞。也就是说，未来的巴基斯坦经济仍然面临一个难以选择的悖论：究竟是要军人政治，但经济获得增长；还是要民主政治，但经济陷入停滞。事实上，如何处理这种看起来“不正常”的悖论，不仅仅是巴基斯坦，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

纵观二战结束至今的世界，民主政治已经成为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选择。除了独立之时就选择了民主政治的国家之外，那些独立之时没有选择民主政治或者当初选择民主政治而后来演变成非民主政治的国家最终也都开始向民主政治转变（2011年中东、北非地区一些国家发生的政治变化就属于此类），不管这种转变或者是执政者主动而为之，还是民众推动之，民主政治已经成为各国政治发展的主流方向。但现实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图景：民主并未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绝大部分独立之初就选择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经济发展成就却乏善可陈，相反一些独立之初并未选择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经济发展反而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在印度模式部分已经指出，如果追溯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进程，同样会发现，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并不与民主政治发展相同步，仅从民主的原始定义（定期选举政府领导人）来看，很多西方国家的民主一开始都是控制在少数人手中，民主不过是部分社会群体参与的游戏和少数政客手中的玩物，与大部分人无关，只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民主才开始普及，民主政治才开始具有实质性意义，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经济并不是通过民主政治发展起来的，相反，民主政治是经济发展之后才逐步完善并最终走向成熟。换言之，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好东西，要使其变成好东西，必须有一系列条件保障，否则其就难以变成好东西。这一点也许可以作为解释二战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选择民主政治却没有带来经济发展一个原因。因此，如何处理好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上需要继续探索的重大问题。

第四节　宗教文化：国家政策的伊斯兰化及其影响

文化既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内容，也是现代化重要影响因素。巴基斯坦是一个宗教色彩非常浓厚的国家，宗教文化在巴基斯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伊斯兰教是巴基斯坦最主要的宗教，世界上每八名穆斯林之中，便有一名生活在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1.6亿人民中，97%以上是穆斯林，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另外一个穆斯林大国埃及的84%。因此，巴基斯坦传统文化的核心实际上就是伊斯兰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是对巴基斯坦影响最深的文化。讨论传统文化对巴基斯坦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实际上就是讨论伊斯兰教文化对巴基斯坦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毋庸置疑，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宗教文化对巴基斯坦的现代化进程产生并仍在产生巨大影响。在巴基斯坦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宗教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宗教成为巴基斯坦独立建国的直接推动要素，可以说，没有伊斯兰教文化，就没有巴基斯坦。独立建国后，宗教文化仍在巴基斯坦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巴基斯坦建国以来的发展历程产生了极大影响。但和推动巴基斯坦建国这一积极效果不同，宗教文化在巴基斯坦独立以后发挥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既有积极的一方面，也有消极的一方面。本节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简要介绍和分析。

一、巴基斯坦宗教文化的基本情况

巴基斯坦的宗教形势十分复杂。和埃及穆斯林绝大多数都属于逊尼派不同，巴基斯坦的1.55亿穆斯林分成了多个不同的派别，各个派别之间的差异之大，在很多情况下并不亚于他们与印度教徒之间的差别。这种复杂情况使巴基斯坦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难题：虽然在处理与印度的关系时，穆斯林身份能够提供足够强有力的心理支撑，但在处理本国内部各派别关系时，伊斯兰教严重的教派问题反而成为巨大的障碍，并引发了诸多问题。巴基斯坦穆斯林之所以派别林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伊斯兰教不同派别不同传入方式的结果。伊斯兰教并非印度次大陆的原生宗教，在传入印度次大陆之前已经分成了众多派别。这些派别向印度次大陆传播的时间、路径都不尽相同，形成了不同的教派区域。比如什叶派穆斯林曾在公元997年攻占了旁遮普的木尔坦，并以木尔坦为中心建立了什叶派穆斯林政权。当信奉逊尼派的古尔人入侵印度次大陆时，木尔坦什叶派穆斯林反而和印度教徒一道反抗古尔军队。公元1001年，木尔坦被古尔人攻陷，胜利者强迫大批什叶派穆斯林改信逊尼派，但什叶派的影响力并没有在木尔坦地区消亡，直到今天仍在旁遮普南部保有一定的活动区域。

（2）伊斯兰教与本土宗教相互碰撞的结果。印度次大陆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并非宗教上的不毛之地，而是已经发展出了多种高度体系化影响广大的本地宗教。虽然伊斯兰教教义反对用暴力手段弘扬宗教，但在实践上，能征惯战的穆斯林军队却每每发现暴力是“劝导”其他宗教的信徒皈依真主的最快捷手段。穆斯林征服者往往下令被征服居民集体皈依真主，在这种形势下，许多印度教徒被迫皈依，然而他们原有的宗教习俗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许多非伊斯兰教的宗教文化被这些改宗的穆斯林带入了伊斯兰教，世代相传，逐渐与伊斯兰教相融合，形成了一些本地化的穆斯林教派，如被视为异端的艾哈迈迪亚派。穆斯林的一代雄主阿克巴大帝本人也曾创造出一套融合了不同宗教思想的宽容和混合性质的伊斯兰信仰，并将之定为官方宗教学说。

（3）苏菲神秘主义教团影响的结果。阿拉伯帝国兴起后不久，帝国上层就开始沉迷于醉生梦死的奢华生活，比起被他们消灭的波斯君主来有过之无不及，而普通的阿拉伯穆斯林民众却依然度日维艰。一些虔诚的穆斯林对帝国的贪婪腐化深深感到失望，他们一边缅怀先知时代穆斯林的纯朴和高尚，一边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先知的教义，“既不占有财产，又不迷恋财产”，执著于“洁净身心、全力沉思，为真主而断念人情”。这些人当中逐渐发展出了以虔诚朴素、长于思辨著称的苏菲神秘主义派别。苏菲教团在伊斯兰教向印度次大陆扩张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就某种程度而言，他们的作用比粗鲁的突厥士兵要重要得多。公元1039年，当迦色尼王国的军队席卷旁遮普时，以胡吉伟利为首的一批苏菲主义者跟随着迦色尼军队穿越开伯尔山口进入了印度。苏菲主义者来到印度后，深入广大农村，到普通民众中间传播伊斯兰教教义。苏菲主义者以自己的平和和虔诚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印度居民对伊斯兰教的恐惧。在之后的数百年时间里，苏菲主义者在印度次大陆被穆斯林军队征服的地方积极传教，为缓和穆斯林与多神教徒之间的矛盾做出了重大贡献。正是因为苏菲教团的不懈努力，伊斯兰教才在印度次大陆站稳了脚跟。由于苏菲主义者的传播以教团方式进行，导师是教团的创立者或者继承人，对宗教教义具有最终的解释权。建立在导师个人宗教经验和理解基础上的教团传播，和官方传教的整齐划一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同的导师对宗教信条的理解不可能完全一致，这就使得不同的苏菲教团活动区域形成了对宗教信条的差异性理解，在此基础上，逐渐产生了不同的宗教派别。1947年印巴分治时，居住在印度次大陆不同地区的许多穆斯林为了躲避印度教暴徒的迫害，纷纷逃往巴基斯坦，他们的宗教信仰与原本就居住西北印度的穆斯林也存在着一定差异，使得巴基斯坦的教派分布更加混杂。

概括来看，巴基斯坦穆斯林主要分为如下教派：

逊尼派：逊尼派占巴基斯坦人口的80%以上，主要分布于旁遮普人、信德人、帕坦人之中。一般遵循哈乃斐学派教法，也有一部分遵循主体教法学派。巴基斯坦的逊尼派又可分为代奥本德教派、圣训教派和巴雷尔维教派。这三个逊尼派分支都是在19世纪产生于印度次大陆本土，与阿拉伯半岛的正统逊尼派之间在教义和教派关系方面不尽相同。

代奥本德教派形成于19世纪晚期，发祥地在今天印度北方邦的代奥本德小镇。1867年卡斯姆·纳努塔维在该地创建了一所伊斯兰经学院，传播源自沙特阿拉伯的保守的瓦哈比主义思想，代奥本德教派由此形成。这一教派主张对伊斯兰教进行净化，反对各种非伊斯兰教的习俗，也反对主张宗教宽容精神的苏菲主义。1942年代奥本德教派的阿赫迈德·奥斯曼尼创建了印度伊斯兰贤哲会，积极支持巴基斯坦从英属印度分离。巴基斯坦独立后，这一组织迁至巴基斯坦境内，在其基础上，成立了“伊斯兰贤哲会”。20世纪70年代，齐亚·哈克将军执政时期大力扶植代奥本德教派，代奥本德教派实力迅速增长，伊斯兰贤哲会也成为在巴基斯坦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宗教组织。

圣训派与代奥本德教派的思想渊源基本一致，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到了瓦哈比主义的强烈影响。圣训派不承认《古兰经》和圣训的教法解释，只以圣训为立法依据，宗教思想上更为极端和保守。圣训派势力在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战争期间扩张迅速，成立了多个拥有武装的极端宗教组织，在阿富汗积极参与反对苏联入侵的“圣战”，并在克什米尔对印度军警发动袭击，在巴基斯坦国内则挑起针对教义相对宽松的巴雷尔维教派和什叶派的教派冲突。圣训派的一些组织因此遭到了巴基斯坦政府的取缔。

与代奥本德教派和圣训教派这两个基本上持反现代化立场的保守教派不同，在巴基斯坦逊尼派中人数最多的巴雷尔维教派教义要宽容许多，对现代化，即使是西方意义和标准上的现代化，也不持敌视态度。这一教派对西方的不满更多源自于对西方政策的愤怒，而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在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现代化的外在表现的西方生活方式。巴雷尔维教派的创始人是艾哈迈德·里萨·汗，艾哈迈德是巴基斯坦分离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他创立的全印逊尼派大会在向印度的穆斯林宣传分离主张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巴雷尔维教派深受苏菲主义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南亚的本土宗教习俗，崇拜圣徒和圣墓，教义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巴雷尔维教派的主要政治——宗教组织是“巴基斯坦伊斯兰学者协会”，这一组织是目前巴基斯坦最大的宗教组织。

什叶派：巴基斯坦的什叶派主要是十二伊玛目派、伊斯玛仪派和霍加派。十二伊玛目派主要分布在信德省的卡拉奇和旁遮普省的拉合尔以及南部地区。伊斯玛仪派人数比十二伊玛目派少，主要分布在卡拉奇和巴控克什米尔的吉尔吉特、洪扎等地。霍加派的人数更少，伊斯玛仪派有两个分支，分别是尼查尔派和穆斯塔尔派，而霍加派则是尼查尔派的一个小分支，多数信徒由印度教徒改宗而来。

什叶派在巴基斯坦人数远少于逊尼派，但政治影响大，经济实力强，“国父”阿里·真纳便是一位什叶派穆斯林，属于人数很少的霍加派，由于真纳并非任人唯亲之辈，霍加派并没有跟随真纳先生一道鸡犬升天——当然，霍加派人口过于稀少，无法提供足够的领导者资源储备也是一个原因。但巴基斯坦什叶派并不只产生了一个真纳，还有许多军政要人都是什叶派穆斯林。如巴基斯坦最后一任总督、首任总统米尔扎、第二任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叶海亚·汗、唯一的文人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阿里·布托等。耐人寻味的是，巴基斯坦的什叶派并不像伊朗的同派成员那样立场保守，相反，却以宽容和包容著称，对现代化问题的态度也和前文提到的逊尼派两大保守教派存在明显不同。

艾哈迈迪亚派：在逊尼派与什叶派等从阿拉伯世界传入的派别之外，巴基斯坦还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土产”派别——艾哈迈迪亚派。艾哈迈迪亚派是印度穆斯林米尔扎·艾哈迈德于1901年创立的一个现代穆斯林教派，由于总部设在卡迪扬，这一教派又被称为卡迪扬派。艾哈迈迪亚派将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基督教融合在一起，创始人艾哈迈德否认穆罕默德是真主的最后一位先知，即“封印先知”，宣称自己是“穆斯林的马赫迪、基督教的弥赛亚、复活的耶稣、印度教黑天神的化身”。由于该派奉行宽容的混合教义，反对“圣战”，效忠殖民政府，1900年得到了英印政府的承认，但这一教派否认穆罕默德“封印先知”的主张遭到了绝大多数伊斯兰教其他教派的反对，1974年，巴基斯坦政府宣布，艾哈迈迪亚派为非穆斯林派别，将其列入非法组织。

二、宗教文化对巴基斯坦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客观来说，虽然伊斯兰教在巴基斯坦具有重要地位，其国家本身就是在建立在伊斯兰教基础至上，但在独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对于其他一些伊斯兰国家来说，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宗教色彩相对比较温和，巴基斯坦上层政治精英也一直为建立一个温和的穆斯林国家而努力，激进的原教旨主义一直受到压制。这种情况与巴基斯坦的上层政治精英人物的立国精神和治国理念有关。特别是国父真纳先生的政治思想对巴基斯坦现代化有重要影响。

虽然阿里·真纳先生本人是一名什叶派穆斯林，但由于他深受西方政治文化影响，所以在他的建国构想中基本排斥了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真纳先生在原配夫人去世多年后迎娶的第二位夫人根本不是穆斯林，而是一位祆教徒。这是明显违背《古兰经》的行为，即使在今天的巴基斯坦也很少见，真纳先生却认为这纯属旁人无权置喙的个人生活范畴。但真纳之所以成为一名卓越的政治领袖，就在于他并不是从自身喜好的角度而是从国家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在领导巴基斯坦取得国家独立后，考虑到伊斯兰教在巴基斯坦所具有的重大影响，真纳对伊斯兰教确立了一种“利用和限制”并行的政策。一方面，真纳主张巴基斯坦社会应当世俗化，反对将巴基斯坦建成一个政教合一、由神职人员统治的神权国家；另一方面，真纳又重视发挥伊斯兰教的作用，强调巴基斯坦要坚持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按照真纳的设想，巴基斯坦不应该成为一个宗教国家，而应该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主体的现代化国家。在真纳的构想中，巴基斯坦将是一个西方式的基于民族主义的准世俗国家，宗教只是人民的一种习惯而不发挥政治作用。

真纳为巴基斯坦确立的这个宗教文化政策实际上是一种很难实现平衡的折衷路线，实现这一政策所希望实现的目标不仅需要国家领导人极高的政治智慧，而且需要一系列外在的条件保证。显然，如果巴基斯坦后来是按照真纳先生当初的设想而正确处理伊斯兰教文化与国家现代化的关系，那么巴基斯坦的现代化进程将更加平稳，取得的成就也将更加明显。

令人遗憾的是，巴基斯坦独立以来的发展历程显示，虽然巴基斯坦名义上没有建立神权国家，而且继承真纳先生衣钵的军事精英多数也和他们的土耳其同行们一样嘲弄伊斯兰教的仪轨习俗，穆沙拉夫将军就曾把苏菲派的祈祷仪式“转舞”斥之为“令人昏昏欲睡的愚昧”。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却是，巴基斯坦在处理宗教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这一问题上并不算成功。

纵观巴基斯坦独立建国以来的宗教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可以看出，一方面，传统的宗教文化在某些方面的确起到了号召人民一致对外的作用，对国家认同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特别是通过强调宗教差异，发挥伊斯兰教的聚合作用，巴基斯坦与相对强大的印度教国家（印度）进行对抗，这对于巴基斯坦这样一个因宗教而成立的年轻国家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其作用是积极的，是值得肯定的。但另一方面，单从建国以后巴基斯坦现代化进程来看，传统的宗教文化对现代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

传统的宗教文化之所以对巴基斯坦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后来的一些巴基斯坦领导人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没有继续坚持真纳先生确定的政教分离的世俗化原则，而是实行了国家政策的伊斯兰化，使得宗教对世俗生活的干预程度大大增强。这种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纵容了宗教极端势力的发展，使本来就已经存在的教派冲突不仅没有而得到遏制，反而更加恶化，严重影响了巴基斯坦现代化进程的平稳推进。

1.国家政策的伊斯兰化及其影响

虽然真纳先生为巴基斯坦确立了世俗化的建国原则，但由于后来的领导人没有真纳先生威望和能力，迫于来自宗教界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做出让步和妥协，以至于独立以后巴基斯坦奉行的始终是伊斯兰化政策。1956年巴基斯坦制定了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正式确立国家和宪法的伊斯兰性质。此后，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化倾向虽在某些时段暂时得以弱化（1962年宪法一度删除国名上的伊斯兰字样，但后来又不得不重新改回伊斯兰共和国），但总的来说却是越来越浓厚，伊斯兰文化在巴基斯坦的影响越来越大。1971-1977年，阿里·布托领导下的人民党政府首次推行温和的伊斯兰化政策，1973年宪法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到齐亚·哈克时期，国家政策的伊斯兰化达到顶峰。作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齐亚·哈克对于巴基斯坦的观念是，这个伊斯兰共和国不应该是一个类似于土耳其的穆斯林占多数的世俗国家，而应该是一个遵从伊斯兰律法的宗教国家。齐亚·哈克时期，巴基斯坦国家政策全面伊斯兰化，兴起一股前所未有的伊斯兰复兴浪潮。

（1）主要内容。齐亚·哈克的伊斯兰化政策涉及法律、经济、教育和媒体等多个领域。第一，法律制度伊斯兰化。1978年12月，齐亚·哈克宣布在伊斯兰教的基础上重建法律制度，次年2月巴基斯坦建立了宗教法庭，作为对现有世俗法律体系的补充。1988年6月，作为法律伊斯兰化的顶峰，齐亚·哈克宣布传统的伊斯兰律法——沙利亚法为巴基斯坦全国最高法律。第二，政治制度伊斯兰化。在民主选举制度方面，齐亚·哈克也按照伊斯兰教的原则进行了改革，首先在各省和联邦层级分别建立伊斯兰议会，并要求选举应在无党派的基础上进行。第三，经济制度伊斯兰化。伊斯兰进程对巴基斯坦的经济生活也产生了影响，齐亚·哈克按照伊斯兰教原则开始对银行存款征收2.5%的天课税，对农业收入征收10%的什一税，用来救济穷人。由于伊斯兰教反对食利，政府取消了银行利息，将按照西方模式建立的巴基斯坦银行逐步改造为类似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银行，存款户按照存款金额与银行分享存款投资带来的盈利。第四，教育制度伊斯兰化。齐亚·哈克着手改造巴基斯坦的教育体系，在各大学设立宗教系，并建立了一些伊斯兰大学，慈善性质的宗教学校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天课税的10%提供给100所宗教学校，由其管理者自行支配，这部分资金约占相关学校年收入的1/3.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巴基斯坦的宗教学校得以迅速发展，但这些政府扶持的宗教学校对日后巴基斯坦安全形势所产生的严重消极影响是齐亚·哈克始料不及的。

齐亚·哈克的伊斯兰化进程进展顺利。一方面，在巴基斯坦这样一个绝大多数人民都是穆斯林的国家，没有任何政治势力敢于公然挑战伊斯兰教的精神权威。另一方面，一个对巴基斯坦而言纯属偶然的外部事件帮助了齐亚·哈克对国家的伊斯兰改造。1979年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巴基斯坦成为抵御苏联向南扩张的前线国家。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和沙特阿拉伯等穆斯林国家都向阿富汗的“圣战士”提供了大量援助，西方世界和穆斯林世界共同抵抗苏联军队的基地就在巴基斯坦，穆斯林“圣战士”和美国的武器装备源源不断地进入巴基斯坦，极大地提高了原本一直被军人和文官压制住的宗教团体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多年以后还出现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一些国家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伊斯兰化被美国人指责为文明的倒退，而同样的事情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巴基斯坦，却受到西方世界的齐声赞誉。

（2）产生影响。齐亚·哈克的伊斯兰化政策在当时的确对稳定巴基斯坦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长远后果来衡量，却对巴基斯坦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巴基斯坦宗教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虽然一直存在，但直到齐亚·哈克时期，宗教势力才得到了迅猛发展，使得宗教问题日益严重，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再次掀起高潮。随着伊斯兰教日益兴盛，巴基斯坦各教派之间的冲突日益严峻，因教派冲突而产生的恐怖活动也愈演愈烈，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巴基斯坦的恐怖袭击行为更是此起彼伏，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据美国国务院报告称，发生在巴基斯坦的恐怖袭击自2006年以来已增长4倍，而同期全球范围内的恐怖袭击次数则下降了20%，死亡人数下降30%。2007年巴基斯坦全国发生近900起恐怖袭击，2008年更多达1839起，超过全球袭击次数的一半。也就是说，直到今天，巴基斯坦还深受在齐亚·哈克时代壮大起来的宗教极端主义之苦。

2.对传统宗教文化的改造及其成果

随着宗教极端势力对巴基斯坦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威胁越来越大，巴基斯坦政府在逐渐加大打击极端势力和恐怖行为力度的同时，也开始逐步对传统的宗教文化进行改造，以从根本铲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使其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这其中，以穆沙拉夫执政时期采取的措施最多，取得成果也最大，这里做重点介绍和分析。

当1999年穆沙拉夫将军执掌国家大权时，他就深深地意识到，他的国家不仅外部安全环境恶劣，经济低迷，更为严重的是，巴基斯坦的社会现实既无法实现公平，也无法增加效率，相当多数的人被剥夺了受教育和劳动的权利，生活在毫无希望的境地当中。不把这些人从一潭死水中解放出来，巴基斯坦就没有复兴的希望。穆沙拉夫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人民：“他们热衷于拜访供奉苏菲派圣物的神殿，聆听玄妙的、令人昏昏欲睡的礼拜音乐节拍，但是由于他们的无知、贫穷和绝望，极端主义分子总是试图招募他们，而且通常都会成功，对那些半文盲的神职人员尤其奏效。”因此，穆沙拉夫认为，巴基斯坦所需要的，是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推动经济改革，是实现与印度的历史性缓和，开创一个有利于经济振兴的外部环境，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扫除“无知、贫穷和绝望”，让“昏昏欲睡”的人民清醒过来，焕发斗志。

（1）对教育领域的改造。宗教极端势力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信徒从思想上进行改造，使其自愿接受他人难以理解的极端教义，进而做出他人难以理解的行为，比如自杀式袭击等。在巴基斯坦，这种改造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就是教育发展滞后，巴基斯坦建国后，国家以巨额资金支持国防，公共教育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1955-1960年，政府预算仅有4%分配给教育部门。目前，巴基斯坦的识字率仅有48%，而且这个可怜的数字中还包括大量虽然识字、但还不如是文盲可能对国家来说更安全些的乡村毛拉。宗教学校已经不再是国家正规教育的补充，反而成了国家世俗化教育的阻碍，成为极端主义产生的温床。

因此，穆沙拉夫执政后，巴基斯坦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2001年8月，政府设立了“巴基斯坦宗教学校教育委员会”，负责管理宗教学校及树立和评定“宗教学校榜样”。2002年1月，穆沙拉夫将军开始规范巴基斯坦的宗教学校，规划了一个五年计划，投资1.13亿美元来为8000所“自愿参与的”宗教学校提供“世俗化”课程教育。2003年11月，巴基斯坦政府决定每年拨款5000万美元向合法的宗教学者提供资助，特别是用来给那些讲授非宗教课程的教师提供报酬。同时，对那些拒绝服从的宗教学校，特别是宣传宗教仇恨、容留外国武装分子的极端机构痛下杀手。2005年7月29日，穆沙拉夫总统下令限期宗教学校让外国留学生离境，所有宗教学校必须于2005年以前向政府备案，禁止任何未经批准的宗教学校活动。

在削弱宗教势力对教育的影响的同时，政府加大投入，通过世俗化教育填补宗教教育留下的空白。2001年12月，巴基斯坦政府开始发起教育改革运动，设立了七个主要目标，其中主要包括：提高国民识字率；开展普及教育，减少性别歧视；通过课程改革、教师培训及评估等提高教学质量。为实现目标，政府为教育改革计划制定了庞大的预算，计划2001至2015年投入72亿美元。

此外，政府建立了“国家人口发展委员会”，负责帮助基层改善医疗和教育条件，为全国的110个县提供无偿服务。委员会还设立了20800个成人识字中心。一些经费相对充裕的省份，如旁遮普，还在所有的公立学校实行免费教育。巴基斯坦政府还大幅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入，高等教育经费在穆沙拉夫执政时期从每年1000万美元增加到3.5亿美元，计划新建6所符合国际标准的工科大学，每年培养出1500名理工科博士，在深化世俗教育的同时，提高巴基斯坦国际竞争力。

（2）对妇女问题的改造。妇女问题是穆沙拉夫政府关注的又一重点。在宗教势力强大的巴基斯坦，妇女的地位十分低下，巴基斯坦妇女的地位可以从法蒂玛·真纳女士的从政经历中窥见一斑。1965年1月，“国父”阿里·真纳的妹妹，71岁高龄的法蒂玛·真纳女士代表联合反对党与执政的阿尤布·汗将军竞逐总统，阿尤布·汗的支持者仅仅通过大肆宣扬女人担任国家领导人不符合伊斯兰教义，就击败了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妇人。真纳的姓氏败给了陈旧的宗教观念。虽然巴基斯坦于1988年12月产生了穆斯林世界第一位女总理，但贝·布托只是一个特例，而且其在执政期间在提高巴基斯坦妇女政治权利方面也毫无建树。千百年来，大多数穆斯林妇女只是他们的父亲、兄弟、丈夫甚至儿子的附庸，穆沙拉夫决心改变这种状况。

穆沙拉夫政府首先提高了女性在政府高级官员中的比例，为全国的妇女树立榜样。在阿齐兹内阁中，7名妇女出任部长职务，其中联邦部长3人、国务部长4人，其中就包括因为拥抱自己的法国教练而引发“拥抱危机”的旅游部长巴赫蒂亚尔女士。政府还任命了6位省政府女部长、10位省政府女副部长，立法机构中也有12位女性常设委员会主席。如此多的女性政府高官在巴基斯坦政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巴基斯坦政府还下大力气改善妇女的教育和经济状况。针对女学生失学率居高不下的状况，政府还为所有出勤率达到80%以上的女学生每月补助200巴基斯坦卢比，这笔钱只相当于区区30港币，但对于许多巴基斯坦社会底层家庭来说，已经是一笔值得考虑的收入了，于是女学生辍学率大大下降。

在经济领域，政府对妇女执行了专门的小额优惠贷款措施，以支持妇女的技能培训，提高女性的经济自立能力。但在目前，巴基斯坦仍然是一个“男主外女未必主内”的大男子主义极其严重的社会，妇女的经济自主权利受到极大限制，政府的改革措施短期内难以收到成效。

在提高妇女地位的改革中，最为困难、阻力最大的是司法改革。1979年，齐亚·哈克将军实施了《宗教戒律法》，即使巴基斯坦法律体系蒙羞的“胡杜德”（限制）法案，《法案》对通奸、强奸、盗窃等罪行进行了规定，《法案》充满了对妇女的歧视，在涉及强奸的内容中，要求受害者必须提供四名男性证人，方可对施暴人提出控告，否则便以通奸论处。而按照《法案》的规定，通奸者将被处以用乱石砸死，或鞭打一百下。虽然由于严厉的审查制度﹐从来没有通奸者被处以极刑的案例，但是严苛到了无法实现的强奸罪行成立要件无疑使许多妇女蒙受侮辱后无法伸张正义。

令人发指的是，2002年，巴基斯坦西北边省的一个宗教法庭居然援引《法案》以通奸罪判处了一名被强奸的妇女死刑。巴基斯坦举国上下舆论大哗，然而法庭却不为所动。穆沙拉夫总统亲自出面干预，才使得这名不幸的妇女幸免于难。穆沙拉夫总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决不会允许这种根据严厉的通奸法的判决将人砸死的事情发生。巴基斯坦从来没有，也决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之后巴基斯坦政府进行了漫长而艰苦的努力，希望国会废除这项极不人道的《法案》，然而直到2006年12月，政府才在政敌巴基斯坦人民党的支持下，对《法案》进行了修改。相关的《保护妇女法案》在国民大会获得了通过并由总统签署生效，这是30年来巴基斯坦政府第一次成功地取缔有损妇女权益的法规，具有划时代的象征意义。巴基斯坦政府还于2004年下令禁止了所谓“卡罗卡里”（荣誉杀戮）行为，“荣誉杀戮”是指丈夫若怀疑妻子对其不忠，则有权以“捍卫荣誉”为由将妻子杀死，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严格说来，《宗教戒律法》中的许多内容以及“荣誉杀戮”并不符合伊斯兰教义，实际上是阿拉伯半岛和西北印度古代的一种落后而野蛮的习俗，在当代被一些极端保守的宗教学者塞进了伊斯兰教，多数巴基斯坦宗教上层人士都对此不以为然，然而宗教政党和组织却迫于“草根基础”——遍及乡村的半文半盲的毛拉们的压力不得不与政府的改革举措相对抗。

针对执意与政府的世俗化改革作对的保守宗教势力，政府采取了多种手段，压制和打击那些冥顽不灵的“榆木脑袋”。政府先后禁止和取缔了一些涉嫌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极端组织；查封了大量宣传宗教仇恨的杂志、宣传册、手抄本等非法出版物，处置了印刷者、出版者和分发者；禁止“无知的”毛拉在清真寺里进行误导性的宣传；并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大规模布道活动，向人民宣讲真正的伊斯兰教教义，以正视听。

客观地说，穆沙拉夫政府的世俗化改革取得的成绩仍相当有限，巴基斯坦的现代化进程依然缓慢。虽说将1.6亿人民中的一半目不识丁的国度带入现代化绝非朝夕之功，但严酷的现实并没有给在现代化道路上步履沉重的巴基斯坦迟疑和犹豫的时间。穆沙拉夫的改革并不仅仅是出于百年大计，还有一个更为紧迫的理由：恐怖主义势力已经利用巴基斯坦现代化的缓慢在这片土地上孳生蔓延，严重威胁到了巴基斯坦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现代化进程。

3.传统宗教文化现代化仍然任重道远

巴基斯坦是建立在《拉合尔宣言》基础上的，《宣言》本来就是体现穆斯林要求与印度教徒分离的政治纲领。可以说，伊斯兰教差不多是唯一能将巴各方凝聚起来的精神旗帜，没有宗教作支撑，巴基斯坦存在的合法性就会严重动摇，伊斯兰教在巴基斯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但从现实情况来看，从真纳先生开始，巴基斯坦的政治精英从来就没有打算把巴基斯坦建成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但问题在于，在巴基斯坦，除了政治精英这股力量外，还有一股传统宗教势力影响巨大。与政治精英的信仰和追求不同，传统宗教势力则企图把巴基斯坦拉回到传统轨道。宗教势力的这种主张在巴基斯坦具有巨大影响力，因为宗教在政治中的作用不但体现了选民的要求，更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这样穆斯林人口占绝大多数而要走西方道路的国家与生俱来的“身份”。

也就是说，从有民族独立意识开始，巴基斯坦的现代化进程就一直存在两种力量，这两种力量在关于巴基斯坦未来的发展方向上有着根本性的分歧，两者之间一直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这种分歧和矛盾在巴基斯坦建国后表现得更加明显。当真纳先生在世时，凭借强大的个人威望尚能将双方分歧控制在可接受范围之内。但真纳先生去世之后，这种情况开始变化。大多数情况下，巴基斯坦的政治领导人都做出了一种折衷选择，一方面坚持世俗化原则，推动巴基斯坦按照现代社会发展规律不断变革和前行；另一方面，面对来自宗教势力的压力，又不得不做出一定妥协，获得宗教界的支持。因为在巴基斯坦，没有宗教势力的支持，任何政治精英都可能一事无成。

真纳先生以后的巴基斯坦政治精英们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并非总是因为他们和真纳有着不同的国家发展道路设想，还因为真纳以后的巴基斯坦历届领导人更不具有“国父”的崇高威望，往往丑闻缠身的他们既无能力，也无魄力将绝大多数人民的宗教信仰排除在实际生活之外。不仅如此，一些领导人为了巩固统治，还逆历史潮流而动，实行大范围的伊斯兰化，鼓励宗教介入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以图为缺乏合法性的政权寻求精神支柱。正是在这种妥协和让步，甚至是主动改变之下，宗教势力已经渗透到巴基斯坦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影响巴基斯坦现代化进程的一股重要力量。目前来看，宗教势力对巴基斯坦的影响不仅没有削弱之势，反而有日趋扩大之势，这对巴基斯坦现代化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


第二章　尼泊尔和不丹的现代化模式

作为南亚地区的山地国家，尼泊尔近现代历史进程要比印度等南亚国家慢一拍，当印度次大陆以殖民化形式开始其现代化历程之时，尼泊尔历史虽然已进入“近代”，但其社会发展仍处于中世纪式的封建社会。1950年的民主革命将尼泊尔历史“推入”了“现代”，此后该国才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发展——现代化。在其后60年的现代化历程中，始终存在着改良与革命两条道路，其模式是“革命、改良、倒退、再革命、再改良、再倒退”的反复循环，但革命始终是尼泊尔社会发展的直接推动力量，而共产主义运动则在尼泊尔革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按照本书研究框架对现代化的定义，现代化就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按照这个概念界定，关于现代化，也可以做如下描述：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就是解决该国传统社会中存在的各种与现代社会要求不相符合的问题的过程，现代化的过程就等于解决问题的过程，问题得以解决，现代化目标就得以实现；问题无法解决，现代化目标也就无从实现。从实践来看，一些国家解决问题的过程相对顺利，而一些国家解决问题的过程相对曲折，经常出现反复甚至倒退；一些国家能够主要以相对和平的改良方式解决问题，而一些国家则难以通过改良方式解决问题，而只能以相对激烈的革命方式解决问题。从尼泊尔的现代化进程来看，其显然属于后一种类型，现代化进程曲折坎坷，革命而不是改良始终是尼泊尔现代化的主要方式。尼泊尔的现代化进程何以至此，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出现？本章在对尼泊尔现代化进程进行简要回顾的基础上，重点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和观点。此外，作为与尼泊尔现代化模式的对比，我们在对尼泊尔现代化模式介绍和分析之后，对同为南亚山地小国不丹的现代化模式做了简要介绍。

第一节　历史背景：尼泊尔现代化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前面已经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国现代化的过程也可以看作解决问题的过程。分析尼泊尔现代化进程何以曲折坎坷、革命不断，首先要明确尼泊尔启动现代化进程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现代化的过程是社会全面发生变革的过程，涉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但政治和经济是相对最为核心和重要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变革决定其他方面的变革，同时也是一国启动现代化进程之后最先着力的两个方面。因此，本节对1950年之前尼泊尔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况做简要介绍，分析在这两个方面尼泊尔现代化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政治情况

尼泊尔位素有“高山王国”之称，北依喜马拉雅与中国西藏隔山相望，南临恒河平原与印度三面接壤。尼泊尔历史悠久，自古以出生释迦牟尼而著称于世。由于地理和民族的多样性，尼泊尔地方在历史上长期政治割据、小国林立，18世纪以前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国家的事实或概念。公元12世纪前，先后出现了基兰蒂（Kiranti）、索姆（Soma）、李查维（Lichhavi）等比较强大的王国，公元13至18世纪则出现了马拉（Malla）王国，但这些王国的统治范围基本上局限于加德满都谷地及周边地区。18世纪中叶，中部甘达基河流域的廓尔喀（Gorkha）王国兴起，1768年廓尔喀国王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Prithvi Narayan Shah,1723出生，1743-1775在位）攻占加德满都谷地，推翻马拉王国、建立沙阿（Shha）王朝；沙阿王朝在18世纪后期以及19世纪初期通过战争、婚姻、联盟的方式先后吞并了一百多个独立、半独立政权，逐步征服了现今尼泊尔全境，尼泊尔从此成为一个统一国家，同时开始了该国的近代历史进程。

近代以来，尼泊尔曾长期遭受到英国殖民主义的侵略与压迫，但却是南亚少数几个保持了独立的国家之一。1814年，英国借口东印度公司与尼泊尔之间的边界纠纷，首次出兵入侵尼泊尔；尼泊尔军民在民族英雄、首相比姆·森·塔帕（Bhim Sen Thapa,1775-1839）领导下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最后败于英国。1815年12月2日，尼被迫同英签订《苏哥里条约》（Treaty of Sugauli,1916年生效），将远西地区以及南部特赖平原的部分领土割让给了东印度公司，并且授予英国在尼泊尔以各种特权，比如在外交上要接受英国的“指导”等。1846年，忠格·巴哈杜尔·拉纳（Jung Bahadur Rana,1816-1877）将军在英国的支持下，通过一场血腥的宫廷大屠杀，夺取了国家政权，从而建立了长达一个世纪的虚君政体——拉纳家族以世袭首相身份统治尼泊尔，而沙阿国王成为仅具礼仪角色的傀儡，这种情况非常类似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拉纳家族统治时代，尼泊尔逐渐落入英国势力范围，历代拉纳首相都积极配合英印殖民当局在南亚以及中国西藏的行动。忠格·巴哈杜尔曾在英国支持下于1855年入侵中国西藏，第二年签订了《西藏廓尔喀条约》，从而取得了在西藏的特权；他还在1857年派军队参与镇压印度人民反英大起义，被维多利亚女王授以勋位。1923年，英国与尼泊尔签订《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Treaty of Perpetual Peaceand Friendship），正式承认了尼泊尔的独立。拉纳家族统治尼泊尔长达104年，直到1951年被民主革命所推翻。因此，1950年之前的尼泊尔政治制度虽然不属于标准意义上的封建君主专制（国王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没有实质性权力），但本质上仍属于封建专制制度（拉纳家族统治是集权统治，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唯一区别在于拉纳家族没有国王头衔），这就意味着尼泊尔面临着由传统政治制度向现代政治制度转型的历史任务。

二、经济情况

历史上，尼泊尔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农业国，农业人口长期保持在95%左右，处于绝对优势，经济上自给自足。18世纪后期沙阿王朝首次“统一”尼泊尔后，开始进入封建社会，这种社会形态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发生变化。尼泊尔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国土以山地为主，地势险恶，地形复杂，交通困难，生态脆弱，全国真正适合于农业的土地仅占国土面积的14%，这种自然条件使尼泊尔经济发展面临其它国家难以想象的困难，直到50年代初期，尼泊尔农村仍然是封建主义占主导的自然经济，发展非常缓慢；城市人口只占2.9%，5000人以上的城市只有10座（5个在加德满都谷地、5个在特赖平原），传统工商业很不发达，完全没有现代工业。直到50年代中期，尼泊尔还没有资本市场、没有中央银行、没有政府统计，连政府的税收系统尚在建立之中。

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在经济方面，对尼泊尔现代化影响最大的是土地制度。历史表明，土地改革失败是导致尼泊尔现代化进程充满坎坷的主要原因，并直接导致尼泊尔现代化进程始终伴随着革命运动。因此，这里对1950年之前的尼泊尔土地制度作简要介绍。

关于土地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由于欧洲与中国有着不同的历史发展进程，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对封建主义有着不同的定义与理解。西方学者一般将基于土地国有制的分封制度称为“封建主义”，而将基于土地私有制的地主占有制称之为“半封建主义”；而国内学者一般分别称之为“封建土地国有制”和“封建土地私有制”，并有学者认为：“在封建土地私有制真正形成前，不能认为封建制度得到了充分发展，因为它的经济基础就没有充分发育。”近现代尼泊尔土地所有制和生产关系，更接近于中世纪和近代欧洲的情况，故我们在讨论尼泊尔土地所有制时采用西方学者对封建、半封建的定义。

尼泊尔的封建土地制度开始形成于18世纪末叶沙阿王朝建立之初，一直延续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被逐步废除。尼泊尔在古代长期盛行部落公有的土地制度，这种制度在当地被称为“基帕特”（kipat）。沙阿王朝在建立以后，高种姓印度教徒大批移民部落地区，以各种方式逐步蚕食当地部落的公有土地。当局也开始推行名为“莱卡尔”（raikar）的封建土地制度，土地名义上归国家（国王）所有，其权利与义务通过赏赐、拍卖或租赁方式分配出去，逐渐发展出几种变体：比尔塔（birta，赏赐给贵族）、贾吉尔（jageer，分配给政府部门与雇员）、古蒂（guthi，主要赏赐给寺庙）、拉卡姆（rakam，某种义务劳役制度），这些土地基本免税，这样就出现了一批大地主（封建主）。这些大地主又通过自营、租佃、转包等方式来利用土地，由此又出现了许多中间地主（承包者）。这样就形成了十分复杂的封建土地关系，西方学者称这一过程为土地的“封建化”。拉纳家族在19世纪中叶夺取政权以后，土地封建化现象进一步加剧；这种封建土地状况一直维持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有60%的耕地属于封建主义性质，其粮食产量占到全国的75%。少地或无地农民的生活十分悲惨，而掌控土地的大地主则在加德满都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封建土地制度成为尼泊尔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因此，改革封建土地制度成为尼泊尔现代化在经济领域所面临的首要任务。

第二节　1950年——1990年：初次尝试及其成败得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殖民主义者逐步撤出南亚，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先后独立，开启现代化进程。相对这些殖民地国家而言，此前相对保持独立的尼泊尔的现代化进程反而要晚几年才正式开启，而且尼泊尔的现代化与印度密切相关，主要由旅居印度的尼泊尔知识分子所发动，并得到印度国大党的大力支持。从1950年尼泊尔大会党发动武装斗争开始，直到1990年，这一阶段可以看作是尼泊尔现代化的初次尝试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政治上，尼泊尔大会党发动革命，推翻了拉纳家族的封建统治，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度；但民主政治很快失败，政局随即陷入混乱，国王乘机恢复了专制制度；经济上，传统的、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经济增长缓慢，人民生活并未因政治上变化而得到改善和提高。一般认为，政治变革和经济发展的不相适应，导致尼泊尔现代化的初次尝试以失败而告终。

一、政治：民主尝试及其失败

在印度独立运动的鼓舞下，尼泊尔大会党开始发起反对拉纳封建统治的斗争。1950年7月，拉纳政府被迫与印度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该条约确定了两国间的“特殊关系”，以确保印度对尼泊尔的影响与控制，被尼泊尔人普遍认为是“不平等条约”。1950年11月6日，特里布文国王（King Tribhuhvan Bir Bikram Shah，生于1906年，1911-1955年在位）携几名主要王室成员逃入加德满都印度大使馆寻求避难，随后在印度政府的保护下飞往德里；大会党随即在印度政府支持下发动武装斗争。11月10日，大会党领导的“解放军”攻占帕尔萨县首府比尔干季（Birgunj），以此地作为革命基地并成立第一个“人民政府”；此后，解放军继续向加德满都推进，并在所占地区陆续建立人民政府。12月7日，拉纳家族的末代首相谢姆沙尔（Mohan Shamsher Rana,1885-1965）宣布废黜特里布文国王，并扶立国王年仅3岁的次孙贾南德拉为新“国王”。尼泊尔国内局势进一步动荡，各地爆发大规模群众运动、农民暴动。不久，拉纳政府屈服于国内外的政治压力，被迫派代表去德里与特里布文国王和尼泊尔大会党谈判；通过印度政府的操纵与斡旋，双方最终达成《德里协议》。

1951年2月15日，特里布文国王返回加德满都复位；2月18日，特里布文直接任命了由拉纳家族成员以及大会党领导人组成的过渡政府，从此终结了拉纳家族长达一个世纪的独裁统治；8月6日，特里布文又颁布了《尼泊尔过渡政府法》，这是尼泊尔的第二部宪法，正式将原属于世袭首相的权力赋予国王与大臣会议（内阁），并初步确立了君主立宪多党民主制度。

但和印度不同，仓促建立的民主制度并未使尼泊尔现代化走上一个平稳的轨道。由大会党发动的这次革命很不彻底，并未改变尼泊尔的社会基础，革命一方面推翻了拉纳家族的封建统治，但另一方面却抬出了国王，为国王恢复君主专制提供了机会。1955年3月13日，特里布文国王去世，其子马亨德拉（King Mahendra Bir Bikram Shah，生于1920年，1955-1972年在位）继位。1959年2月12日，马亨德拉国王颁布了尼泊尔第一部正式宪法，该宪法的特点是：议会民主；君主制与议会制并立；国王在行政、立法、司法方面拥有最终决定权；限制司法独立，国王对司法有干预权。总之，该宪法所确立的君主立宪制“既体现出尼泊尔建立了民主的多党议会制，又突出了国王享有的最高权力”。与1951年的过渡宪法相比，1959宪法明显强化了王权，这就为马亨德拉后来夺权并颁布更新的宪法提供了有利条件。

1959年2月18日，尼泊尔开始举行为期两个月的首次大选。大会党赢得了109个议席中的74席，以绝对多数获胜，其领袖B·P·柯依拉腊被任命为首相，受命组织尼泊尔王国的第一届民选政府。此外，主要反对党右翼的廓尔喀同盟获得了19个席位，而尼泊尔共产党获得了4个席位。但此后，尼泊尔政局依然动荡。特别是大会党一党独大，使国王越来越感觉到王权受到威胁；加上实行民主政治的几年来，上层精英争权夺利、各级官员贪污腐败，根本没有精力来发展经济，人民并未从政治变革中得到实惠，于是对民主政治失望之情越来越严重，这也在客观上为国王夺权提供了社会基础。

1960年12月15日，马亨德拉国王在军队支持下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史称“皇家政变”（Royal Coup）。其借口是议会和民选政府官员勾心斗角、腐败贪污，不能给国家带来稳定和进步，多党民主制度不符合尼泊尔的国情。马亨德拉解散了政府和议会，下令逮捕包括首相B·P·柯依拉腊在内的各政党领导人，并宣布“亲政”；1961年1月，马亨德拉又宣布取缔一切政党。在此期间，一部分比较激进的大会党人再次以印度为基地，开展反对国王的武装斗争，直到1962年因中印战争而停止。

1962年12月16日，马亨德拉国王颁布新宪法（第四宪法），正式建立所谓“无党派评议会制度”，这个制度事实上就是君主专制。“评议会制度强调国王的领导作用和无党派。国王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国家的一切权力，包括政治、军事、外交、新闻、行政、立法、司法、修改宪法、任免首相、宣布紧急状态等，均由国王亲自行使和掌握。评议会制度禁止成立带有政治目的的组织和团体，禁止政党集会、出版党派宣传品等一切活动。”评议会包括国家、专区、县、乡（市镇）四级：选民直接选举乡（市镇）评议会，由乡（市镇）评议会间接选举出县评议会，由县评议会间接选举出专区评议会，由专区评议会间接选举、专业团体推荐以及国王指定产生出全国评议会（135人）；各级评议会具有政治协商功能而无实权。由国王任命首相及其内阁，向国王负责；各级地方政府也由中央政府或其派出机构任命。1963年举行了首届评议会选举，被“法律上取缔”的各政党部分党员也以个人身份参加竞选，成为所谓“保皇分子”。尽管当时尼共与大会党力量相差悬殊，但在首届全国评议会中，大会党背景的议员占20%-25%，而共产党背景的议员占15%，由此可见当时共产党人比大会党人更具保皇倾向。

1972年1月，马亨德拉国王因病去世，年轻的比兰德拉继位。这位在西方受过教育的新国王被普遍认为“比较开明”，在维护国家利益和王权方面也更加灵活。1975年2月24日，比兰德拉在加德满都举行隆重的加冕典礼。同年，他修改了1962年宪法，进一步集中了王权，加大了对（非法）政党活动的限制。

1979年2月，两名行刺比兰德拉国王未遂（1974年）的大会党极端分子被执行绞刑，此举引起政治异议分子们的不满；同年4月4日，巴基斯坦前民选总理布托被政变上台的齐亚·哈克军政府处决，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抗议浪潮也蔓延到了尼泊尔。加德满都有学生上街游行示威，但遭到警察残酷镇压；镇压行动引起了更大规模的抗议示威，运动矛头随即转向评议会制度。5月初，加德满都出现骚乱，政府报社遭焚烧。5月24日，比兰德拉为平息人们对评议会制度的不满，宣布将举行一次全民投票，以决定保留评议会制度或实行多党民主制度。1980年5月，在投票率为66.9%的全国公民投票中，评议会制度以54.8%对45.2%获胜。同时，比兰德拉也被迫修改宪法，主要内容有：（1）全国评议会由直接选举产生；（2）全国评议会向国王提名唯一首相候选人；（3）内阁向全国评议会负责。1981年5月，举行了全国评议会的首次直选。民众的选择加上比兰德拉的适当妥协，使陷入动荡的尼泊尔政局得以暂时恢复平静，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得以继续维持，直到1990年再次发生民主运动为止。

二、经济：土地改革及其影响

和政治上发生急剧变化、曲折坎坷不同，1950年尼泊尔正式开启现代化进程之后，经济发展却相当平稳。但这个平稳并不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平稳，而是“缓慢”的同义词。从5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初期的40多年间，尼泊尔经济发展非常缓慢，9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传统的农业经济几乎没有发生变化。1990年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有170美元。可以说自1950年现代化进程启动的40多年来，尼泊尔的经济基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其中，对尼泊尔现代化进程影响最大的是政府所推行的土地改革。

拉纳政权被推翻后，新政府于1953年成立了“土地改革委员会”，开始研究土改方案。土改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展资本主义，即“将不活跃的资本和劳力从土地转移到其他经济部门，以加速国家发展的步伐。“1957年颁布了第一个土地法，但因阻力太大而未能有效实施。马亨德拉国王夺权后不久于1963年颁布了新的土地法，但又遭到地主阶级的反对。1964年11月，全国75个县中的16个开始进行土改，受到影响的主要是特赖地区少数拥有大面积可耕荒地的大地主，而丘陵地区的中小型地主则基本没关系。

尼泊尔土改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将之转化为半封建土地制度；二是设置土地占有限额，限制半封建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并促使其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土改在第一个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主要政策有：将比尔塔转变为莱卡尔（1959年）、将古蒂改组为公司（1964年）等等，这样通过对封建主的地权进行赎买、对中间地主的“承包权”进行无偿取消，并禁止买卖佃权，从而基本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由国家直接收取农业税并且税率很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小地主和农民的负担。但土改在第二个方面效果甚微，到1973年时才查出超额土地4.5万公顷，不到全国耕地面积的5%；土改以后，限额以下的中等地主户数有上升趋势，表明大地主普遍采取冒名顶替的对策将土地化整为零。

总的来说，尼泊尔政府所推行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的传统社会结构，打破了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平衡——这种平衡曾维持了拉纳统治下的百年太平盛世（1846-1950），有人曾研究过尼泊尔东部林布族的土地问题，说明国家土地政策如何深刻影响了农村的传统社会结构；但另一方面，由于土地限额过高、政策漏洞较多，中小地主的土地一般不超标或者“设法”不超标，原佃农继续佃地而耕，或“承包”（暗佃），或成为雇佣劳工，土地状况换汤不换药，改革效果并不明显，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土地剥削制度，根据1980年代中期的一项调查，当时尚有44%农村家庭没有土地，1990年代的实际情况是，农村中有大约40%的佃农，他们租种着大约30%的耕地。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政府所推动土地改革并非革命性土改，而是实行“赎买转卖”，政府要以“合理的”的价格从大地主手中收买（而不是没收）超额土地，再转卖（而不是白送）给少地或无地农民。由于土改而不能买地，由于经济极其落后而缺少工商投资渠道，这样一来，包括大地主所获土地出让金在内的农村剩余资金的出路就成了问题，这部分资金最终只能流向传统高利贷市场。此外，对于尼泊尔这样一个极端贫穷国家来说，政府开支的三分之一靠外援，不可能拿出巨款来补贴土改差价，解决办法就是从国外引进贷款，通过“农业发展银行”或“小农发展计划”提供给获地农民；农民虽然获得了土地，但同时也身负巨债，每年要还一笔不菲的按揭，很多家庭年收入反而下降了，负债农民在财务危机时不得不去借高利贷，而高利贷往往引起更大的财务危机，导致一部分家庭逐步破产：先是失去土地，然后失去住房，最后甚至失去人身自由而成为高利贷者的债务劳工。如此，高利贷加剧贫困化，贫困化促进高利贷，由此形成恶性循环。早在70年代，B·布斯曼就注意并研究了土改对农民的负面影响，他发现土改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民的贫困化，迫使农民求助于高利贷。因此，尼泊尔政府所推行的土改尽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地问题，然而却加剧了高利贷问题，“充其量使农村的阶级矛盾的爆发时间向后拖延一个时期而已”。笔者以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如此理解，政府土改将土地矛盾部分地转化成了高利贷矛盾，这个过程非常类似于物理学中的“能量转化”，“高利贷”最终代替“土地问题”成为尼泊尔农村的主要矛盾，并最终成为引爆后来毛主义革命的重要导火索。

三、讨论：民主失败的主要原因

“尼泊尔的贫困和经济状况在第一个民主十年没有显著变化；至于所谓的现代发展方式，尼泊尔实际上全无。”由此可见，当时的尼泊尔社会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中世纪封建主义性质，资本主义仍然处于萌芽状态。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却发生了一场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并建立了西方式议会民主，令人不可思议。笔者以为，首先，1950年的革命并不单纯是一场民主革命，它的很多参加者实际上是出于封建主义的尊王思想，如同日本的“倒幕运动”，有学者甚至认为它只是一场“宫廷革命”。其次，当时的尼泊尔根本不具备民主革命的客观条件（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其所具备主观条件（民主思想、大会党）基本上是印度舶来品。最后，西方民主上层建筑建于封建主义经济基础之上，显然不相适应，所以君主专制不久得以恢复并维持了30年之久就毫不奇怪了。N.喀德卡认为，马亨德拉发动“皇家政变”的原因之一，就是“大会党所采取的激进的社会主义路线损害了封建地主和贵族的利益”，而君主专制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对这一制度的信仰”。

第三节　1990年——2001年：再次尝试及尼共（毛）的崛起

1989年，受世界民主化潮流影响，尼泊尔国内开始涌现反对评议会制度、要求恢复多党民主的思潮与运动。1990年4月，要求民主的群众运动达到高潮，最终结束了长达30年的君主专制，恢复了君主立宪多党民主制度，这场运动史称“人民运动”（Jana Andolan）。但由于多方面原因所致，“人民运动”并未给尼泊尔带来民主与稳定，尼泊尔政局继续动荡，政府依然腐败，经济仍然落后，一系列因素终于导致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激进派不断发展壮大，最终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革命由此成为尼泊尔现代化的主要方式。

一、“人民运动”及其后果

1989年3月23日，尼泊尔与印度在1978年签订的《贸易与转口条约》到期，印度由于尼泊尔从中国进口武器等问题，突然关闭了两国边界15个口岸中的13个，并实施经济封锁。经济上高度依赖印度的尼泊尔国内立即发生供应短缺、物价飞涨，经济几乎瘫痪，社会开始出现动乱，政治反对势力开始暗中联合。1989年末，尼泊尔国内出现了两个反对君主专制的政治联盟。其一是温和的政治联盟——“联合左翼阵线”（United Left Front），由尼共（马）、尼共（马列）、尼泊尔工农党等7个共产主义党派组成，由尼共（马）总书记萨哈娜·普拉丹担任主席。该阵线又与尼泊尔大会党密切合作，旨在为实现多党议会民主而斗争。而那些更加激进的共产主义党派则组成了另一个激进的政治联盟——“联合全国人民运动”（United National People's Movement），成员包括尼共（火炬）、尼共（新火炬）、无产阶级劳工组织（Proletarian Labour Organisation）等7个激进共产党，由尼共（火炬）的巴特拉伊博士担任总发言人。该阵线主张选举制宪会议并以此制定新宪法，与联合左翼阵线既合作又斗争，并抨击大会党出卖抗议运动、与政府妥协。

1990年1月18-20日，尼泊尔大会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号召人民为恢复民主而举行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该号召通过录像传遍全国，各党派、职业团体纷纷对恢复民主运动表示支持。政府方面则加强新闻管制，并逮捕了包括“联合左翼阵线”主席普拉丹在内的4000余名民主运动分子。

1990年2月18日是官方法定的“民主日”，比兰德拉国王在博卡拉发表演说，声称评议会制度符合尼泊尔的传统价值和国家利益；当天，大批要求民主的群众涌上加德满都街头举行示威，并与警察发生冲突，数人死亡，“人民运动”正式揭开序幕。2月19日、3月2日、3月14日，反对派先后呼吁举行了三次全国总罢工（Nepal Bandh），但抗议活动逐渐减弱。政府方面的镇压力度逐渐加强，并于3月29日和4月1日分别下令关闭所有大学和中小学。3月末，抗议活动复兴。3月30日，抗议群众洗劫并焚烧了距加德满都不远的帕坦（Patan）市的评议会总部，并在共产主义党派的组织下成立了以班为单位的民兵，挖沟设障，抵挡警察；他们曾一度控制了帕坦，使这座城市成了全国的反政府中心。第四次“全国总罢工”预定在4月6日举行，这天一早，比兰德拉宣布免除广遭非议的现任首相职位，任命L·B·昌德再次为相，并宣布成立“宪法改革委员会”，但这些举动并没有减弱示威活动。当日稍后，“联合全国人民运动”在加德满都发起大规模示威活动，约有十万名示威群众聚集在王宫周围；傍晚，少数示威者冲破警察封锁，试图进入王宫，警察开枪打死约50人，示威活动被驱散；政府随后宣布24小时戒严。4月7日，皇家军队重新控制了帕坦市。加德满都流血事件发生后，美国和西方各国对尼泊尔政府施加压力，呼吁政府做出政治让步。

4月8日，比兰德拉国王与反对派领袖在王宫内举行谈判，宣布开放党禁，并成立一个研究宪法改革的委员会；大会党和“联合左翼阵线”随即宣布停止抗议活动。然而，“联合全国人民运动”对这个结果表示异议，批评“联合左翼阵线”未能使国王作出更多让步而贸然中止了民主运动。此后，国王与反对派讨价还价，抗议又起。4月15日谈判被迫中断。4月16日，昌德首相辞职，国王解散全国评议会；大会党主席K.P.巴特拉伊被任命为首相，受命领导一个由各政党代表及国王指定者组成的过渡政府，主要任务是修改宪法、举行大选。

1990年4月，“人民运动”胜利后，多党议会民主制度得以恢复。比兰德拉国王随后任命大会党领导人K.P.巴特拉伊为首相，领导一个由各党派代表及国王指定成员组成的过渡政府，并着手修改宪法、准备大选。宪法究竟由谁来制定？右翼保守势力认为“任何宪法都必须是国王赐予人民的礼物”，而左翼激进力量认为“宪法必须由人民代表起草并由人民代表决定君主在国家政府中的位置”。制宪会议是国王及保守势力所竭力反对或回避的东西，但“制宪会议的要求总是浮现于尼泊尔现代政治史的每一个转折关头，而这个要求总是由左翼提出。”

1990年5月11日，比兰德拉国王单方面成立了一个“宪法改革委员会”，示威活动又起，事态再次紧张。5月16日，比兰德拉被迫解散“宪法改革委员会”，并同意由过渡政府提议的新的“八人委员会”（3名大会党代表、3名“联合左翼阵线”代表、2名国王指定代表）取而代之。而主要以毛派为背景的“联合全国人民运动”对此妥协结果表示强烈不满，认为这一提议完全忽略了“人民运动”的一个关键要求，即普选产生独立起草宪法的制宪会议。8月底，“八人委员会”公布了新宪法草案；10月15日，内阁通过了新宪法草案并呈送国王。然而，10月29日，比兰德拉却公布了自己修订的宪法草案。国王的举动立即招致了全国新一轮的抗议活动，包括大量公务员在内的各界职业团体上街游行；11月6日，工农党组织了一次从巴克塔普尔到加德满都的大规模游行，抗议活动达到高潮。此时，人们开始倾向于“联合全国人民运动”所提出的激进政治主张，即只有制宪会议才能有效制约或废除王权。11月9日，比兰德拉国王正式颁布新宪法，规定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和多党议会制度。“联合全国人民运动”指责大会党和“联合左翼阵线”接受新宪法的行为是投降主义、在民主化道路上设置障碍，并宣布不承认未经制宪会议通过的新宪法的合法性。

1990年宪法大大削弱了王权，国家主权被赋予人民；国王对立法、司法、行政等方面仍保留有一定的权力，并享有“宣布紧急状态、处理过渡时期的政务、对重大问题的特别处理”等等特权——这就为日后贾南德拉国王逐步夺权以至发动“皇家政变”提供了宪法依据。

1991年5月，尼泊尔举行恢复民主后的首次大选。作为中间力量的大会党赢得110席，成为执政党；作为温和左翼的尼共（联合马列）赢得69席，成为主要反对党。在这次大选中，大会党在落后的中西地区取得了绝对优势，而在发达的东部地区共产主义政党则占优势，比如加德满都谷地的10席位中有8个为共产党取得。5月29日，以G.P.柯依拉腊为首相的大会党新政府成立。

1994年，尼泊尔政局持续动荡。7月10日，由于大会党中反柯依拉腊的部分议员缺席而导致政府议案被否决，柯依拉腊首相被迫提出辞职。7月11日，比兰德拉国王解散议会，并宣布将在柯依拉腊看守内阁的主持下举行议会中期选举。中期选举最终于当年11月举行，尼共（联合马列）获88个议席，以5个议席的微弱优势胜过大会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联合马列主席阿迪卡里随后被任命为首相并受命组阁。11月30日，阿迪卡里领导的联合马列政府成立——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经选举上台的共产党中央政府，由此可见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力量之强。

尼泊尔自1990年所建立的民主仍然是一个很不成熟的民主，由于管理不当、腐败泛滥等一系列问题而广遭批评。G.B.塔帕认为这是一种“低质量的民主”，表现为“当涉及国家问题时各政党缺少民主文化”，并且有以下因素长期阻碍民主进程：（1）高度集中的社会结构；（2）独裁文化；（3）意识形态的不确定性；（4）政治阶层的个人野心；（5）有限的多样性；（6）政治制度不发达；（7）团体与地区利益抬头；（8）低经济增长；（9）腐败、裙带主义和世袭主义。还有研究者指出，“正如许多亚洲国家那样，尼泊尔只是建立了一种伪民主——选举正常举行但结果却是由胁迫和贿赂所决定，政治家们当选后的目标是服务于自己而不是人民的利益。”“透明国际”曾对尼泊尔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进行揭露，并指出尼泊尔“发展的代价因贿赂文化而高升，经济增长与发展因此遭受负面影响。”因此，1990年以后极不完善的民主以及严重的腐败现象，造成政府频繁更迭，人民日益不满。

“人民运动”是尼泊尔革命自1950年开始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它结束了长达30年的君主专制，恢复了多党议会民主。N.喀德卡认为其发生的国内原因有：（1）大会党及各共产主义党派的长期斗争；（2）包括学生在内受过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壮大；（3）1980年民主改良后评议会的制度性危机；（4）国家经济状况恶化。然而，与50年代的初次尝试一样，作为尼泊尔现代化的再次尝试，“人民运动”尽管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但仍然是一次不彻底的民主革命——国王、大会党、联合左翼阵线三方达成了妥协，结果是“旧秩序没有被摧毁而是成为新秩序的伙伴”，尼泊尔现代化的再次尝试最终仍然以失败而告终。

两次现代化尝试均告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却是两者所共有的，而且起了关键作用，这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两次尝试均只是上层建筑发生改变，而并没有出现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尽管政治上搞得十分热闹，但经济上却根本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经济和政治的不协调，最终导致尼泊尔的两次现代化尝试失败。不过，90年代的这次失败和50年代初次尝试失败在结果上却有所不同，50年代初次尝试失败后迎来的是君主专制，90年代的再次尝试失败后迎来的却是毛主义革命。面对一团乱象的尼泊尔社会，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激进派意识到，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实现其政治目标。

二、尼共（毛）的崛起

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是印度独立运动和尼泊尔民主革命的直接产物。1949年，尼泊尔共产党诞生于反拉纳封建统治的民主运动之中；此后，尼泊尔共运与尼泊尔现代化进程并行发展。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给尼泊尔带来了马列毛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同时也诞生了尼共（毛）——革命的领导力量，指导思想和领导力量的产生使革命成为尼泊尔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量。

1.尼泊尔共产党的成立、发展与裂变

尼泊尔共产党创建于1949年，但这一年并没有一个公认的历史性事件标致党的正式诞生，所以具体日期说法不一。1949年4月22日，斯雷斯塔（PL同志）等几位尼泊尔共产主义先驱者在印度加尔各答召开了一次建党“筹备”会议，尼共（联合马列）、尼共（毛）等就以1949年4月22日作为党的诞生日；同年9月15日，又有一些共产主义者在加德满都召开了一次会议，“宣布”尼泊尔共产党成立，组成了以斯雷斯塔为首的“中央组织委员会”，故又有以1949年9月中某一天作为尼共成立日期的说法。然而，尼共在成立之初，并没有统一的纲领、组织与行动，事实上只是知识分子中一个松散的思想运动，这种松散状态一直持续到1954年“一大”召开。

1954年1月30日，尼泊尔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在加德满都附近的帕坦（Patan）市秘密召开，斯雷斯塔当选为党的主席，阿迪卡里当选为总书记。大会确立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党的纲领，当前任务是“通过选举出的制宪会议来建立共和体制”。尼共“一大”标志着党在组织上的正式创立以及在思想上的形式统一。1957年5月8日，尼共“二大”在加德满都召开，这是尼共第一次公开召开大会，雷亚玛吉当选为总书记。在尼共分裂之前的50年代，党的直接目标是实现共和、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政治任务是反对大会党政府、反对印度干涉、建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等。然而，尼共在其早期的发展中严重脱离群众，主要在城市精英阶层中活动，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村却基本没有受到尼共的影响。

50年代末、60年代初，尼泊尔国内外政治形势急剧变化。在国内，1960年12月15日马亨德拉国王发动“皇家政变”夺权，解散民选议会和政府，取缔一切政党，随后建立了“无党派评议会制度”，尼泊尔从此进入长达30年的君主专制时期。在国外，随着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与争论逐渐公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裂，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因此一分为二。对尼泊尔共运影响甚大的印度共产党也因此分裂，亲苏的印共主张议会斗争道路，而分裂出去的亲中的印共（马）则坚持武装斗争道路。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变化同样也造成了尼共党内思想上的分歧与混乱，开始形成以雷亚玛吉等为代表的“亲苏派”和以阿迪卡里等为代表的“亲中派”。

“皇家政变”后，阿迪卡里等领导人被捕入狱，斯雷斯塔等一批共产党人流亡印度，尼共在组织上基本处于瘫痪状态。但党内亲苏派中以总书记雷亚玛吉为首的少数人竟然向马亨德拉国王表明忠心及合作意向，打算以个人身份参加评议会选举，走上了类似“曲线救国”的道路。为解决党内分歧，流亡印度的部分领导成员于1961年在印度达尔班嘎（Darbhanga）召开了一次中央全会，大会持续了一个月。当时，党内出现右、中、左三条路线：雷亚玛吉主张与国王合作、改良立宪君主制，斯雷斯塔主张发动群众运动来恢复议会，而辛格（MBS）则主张通过制宪会议来实现共和。此时尽管党在思想上很不统一，但在组织上还没有正式分裂。大会撤销了雷亚玛吉的总书记职务，成立了由一个由斯雷斯塔、阿迪卡里（当时还在狱中）、拉姆（Shambu Ram）组成的三人指导委员会，临时领导党的工作。

1974年9月，以辛格、拉玛为首的原尼共党内亲中派中的激进分子在印度召开了一次“尼共四大”，辛格当选为总书记。大会确立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人民战争为革命道路，这标志着尼泊尔毛派的正式诞生。这次大会尽管没有得到尼共其他党派的承认，但却以尼共正统自居，由此而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共产党——尼共（四大）［CPN(4th Convention），1974-1990］，这就是日后尼泊尔毛派的总源头。

尼泊尔毛派自1974年“四大”正式诞生以来，尽管人数不多而且发展缓慢，但他们在罗尔帕、鲁康等中西地区农村的地下活动却取得了显著进展，这就为以后的武装斗争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在90年代初混乱的民主政治中，毛派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整合与分裂，最终诞生了毛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尼共（毛）。

2.尼共（毛）的崛起与内战爆发

“人民运动”胜利后，各毛派组织因主张制宪会议选举而被排除在主流政治之外，于是也谋求联合发展。1990年11月19-20日，普拉昌达领导的尼共（新火炬）、拉玛领导的尼共（四大）、尼共（面向人民）以及“无产阶级工人组织”合并成立了尼共（团结中心），由普拉昌达担任总书记。1991年初，以巴特拉伊为首的一个少数派又从尼共（火炬）中分离出来，加入了团结中心。

从1992年初开始，尼共（团结中心）党内就开始出现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派都主张武装斗争，但在武装斗争的形式、组织、准备、发展等具体问题上分歧较大。以普拉昌达为首的多数派坚持走党既定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持久人民战争”道路，主张积极准备武装斗争并尽早起事，这是对于毛主义的“教条主义”做法。而以拉玛为首的少数派主张首先夺取城市和中央政权的“武装起义”战略，但由于条件不成熟而必须长期等待，等待期间开展示威、竞选等合法斗争，这是一种典型的“机会主义”做法。普拉昌达批评这种机会主义做法“就会沦为自发性和无所作为的牺牲品，就会滑向改良主义的泥潭”。1994年议会中期选举来临前，普拉昌达反对参加选举，其领导的党内多数派决定抵制这次选举；而拉玛主张参选。两派各做各的，党内产生严重分歧。普拉昌达抨击拉玛等人“站在反动派和修正主义一边反对斗争中的群众和革命的党，暴露出赤裸裸的新修正主义嘴脸”。1994年5月，尼共（团结中心）终于一分为二成两个同名党，分别由普拉昌达和拉玛领导。

1995年3月，普拉昌达所领导的团结中心召开第三次中央全会，正式将党名改为“尼共（毛）”。大会通过了《尼泊尔武装斗争的战略与战术》，将人民战争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提出了相关的八个战术。紧接着是6个月的紧张准备，将党的组织机构改造成“战斗机器”。党在同年9月又召开了另一次中央会议，具体阐明了这次战争的理论基础和最终目的，并进一步协调战前准备工作；会上通过了绝密的《人民战争历史性发动计划》，将“战略防御”阶段精确划分为“六个计划”，每一步计划都有明确的目标、手段、始终时间，具有明显的工程设计风格——后来虽经不断修改，但前四个计划基本上按预期完成。在公开场合，“联合人民阵线”也在全国范围组织了许多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声讨政府，为战争做舆论准备。1996年1月末，党中央政治局在加德满都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将人民战争的发动之日定在2月13日，即印度教历“法尔冈”（Falgun）月的第一天，并草拟了一份《四十点要求》的最后通牒。在尼泊尔政坛一片混乱党争中，一场人民战争于1996年2月悄悄拉开了帷幕。

但是，这场所谓的“战争”在其初期，冲突规模较小、双方伤亡较少，事实上远不能称为是一场战争。所以，它未引起比兰德拉国王以及政府的重视，他们将这看成是农村中长期存在的普通农民暴力活动而已，因此也没有采取特别行动予以镇压。直到1999年初，政府才发现尼共（毛）领导的反政府武装活动已越来越严重，于是调动武装警察部队予以集中镇压。尽管大会党政府多次请求动用由国王直接控制的皇家军队来镇压尼共（毛）武装，但比兰德拉一直没有同意，他认为这只是一般治安问题，并表示军队不能用来对付国内人民。比兰德拉之所以不同意动用皇家军队，一方面是由于其温和的性格、比较开明的作风，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想利用军队作筹码以“重返舞台中心”，获得在1990年失去的部分权力。与此相呼应，尼共（毛）一般也不抨击比兰德拉国王本人，而是将议会和政府作为首要敌人。这种情况在2001年发生了改变。

第四节　2001年——2008年：全面内战及走向共和

一、“王宫血案”与全面内战开始

2001年6月1日，尼泊尔王宫发生了一桩震惊世界的灭门血案，被外界普遍认为比较开明的比兰德拉国王全家在一次神秘的乱枪事件中遇害，当天重伤昏迷中的王储迪彭德拉（Dipendra Bir Bikram Shah Dev,1971-2001）被立为新国王。6月4日凌晨，迪彭德拉也在医院去世；当天，比兰德拉国王之弟贾南德拉继任尼泊尔国王。

尼泊尔政府立即对这起恐怖的“王宫血案”进行调查，先后公布了两个不同的结论，最后认定凶手就是已故的迪彭德拉。但尼泊尔公众对这个结论普遍不满意，民间普遍怀疑新国王与这起血案有关。新国王贾南德拉比较保守、眷恋王权，不如已故的比兰德拉国王受人民欢迎，人们普遍担心新国王可能会推翻多党民主制度而恢复君主专制。“王宫血案”发生后，柯依拉腊首相受到来自民间对他“调查不力”的指责，7月19日柯依拉腊宣布辞职。7月22日，大会党推举柯依拉腊的党内对手德乌帕为新的首相人选；当晚，贾南德拉国王正式任命德乌帕为新一届内阁首相。

“王宫血案”发生后，尼共（毛）顺应民心，对已故比兰德拉国王发表了比较肯定的评价；但对新国王贾南德拉则是猛烈抨击，充分利用民间谣传，称他为“中世纪封建专制残余、声名狼藉的杀兄弑君者”。“王宫血案”削弱了人民对王室的传统忠诚，贾南德拉的专制倾向也使得他逐渐失去民心，尼共（毛）觉得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加快人民战争的步伐，于是决定直接进攻皇家军队；强硬的贾南德拉随之宣布紧急状态，调遣皇家军队大力镇压尼共（毛）武装。于是在2002年初，全面内战的局面开始形成。

二、内战相持阶段

2002年6月，尼共（毛）发表声明称“尽管全国范围内人民战争发展很不平衡，但总体上它已经达到战略相持阶段，现在有必要说明，这个阶段是为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做准备的。”在军事方面，尼共（毛）将全国分成三个战斗区域：（1）中央革命根据地（中西、远西发展区），正陆续建立各级人民政府；（2）东部游击区（东部发展区），双方正进行大规模的战斗；（3）中部宣传渗透区（中央、西部发展区），进行政治宣传、群众运动，联合中间力量以支持人民战争。游击区的武装进攻和宣传渗透区的群众罢工（例如2002年11月10日的总罢工运动）都取得了很大成功，这些麻烦使得政府陷入了进一步的政治危机之中。此后，游击战也开始向原来的宣传渗透区发展。尼共（毛）游击队已经渗透到加德满都附近，甚至潜入首都进行袭击活动。

另一方面，在皇家军队直接参与镇压后的一年多时间中，尼共（毛）力量也遭受重创：2002年一年中毛方就有3296人（含平民）阵亡或被处决，这是10年内战中毛方损失最大的一年。在城市里，政府普遍采用“失踪”的方式拘捕、关押甚至杀害尼共（毛）的支持者及其他政治反对派；在农村，则发展乌合之众的“民团”，以烧、杀、奸、掠的手段对付支持尼共（毛）的农民。政府的战术是“以打逼谈”，以强大的攻势逼迫尼共（毛）作出让步、甚至放下武器；而尼共（毛）则是“以谈备打”，利用停火和谈期间休整并重新部署。

2002年10月5日，普拉昌达发表声明，抨击贾南德拉解散大会党政府的行动是“精心策划的反动步骤”，并呼吁在1990年运动中联合的所有政治力量再次“联合斗争”，这是尼共（毛）首次表示出与政党合作的意向。10月7日，普拉昌达又发表声明，提出要求性口号，其中保留了过渡政府、制宪会议等一贯主张，但没有提共和——为与贾南德拉当局和谈留有余地。10月24日，普拉昌达发表声明，表示和谈的大门仍然敞开，但要求国王作出一定让步。

2003年1月29日，双方开始第二次停火和谈，尼共（毛）则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对其分布全国的武装力量进行了战略调整。8月27日，谈判破裂；尼共（毛）随即号召进行一次总罢工，并提出了11条要求性口号，其中第一条就是要求共和，表明尼共（毛）此时已无意再与贾南德拉国王周旋了。9月18-20日，全国总罢工成功举行。

和谈破裂、重开战事后，尼共（毛）制定出最终军事计划，划分为“分散行动”、“相对集中行动”与“大集中行动”三个战术阶段。作为第一阶段的“分散行动”，就是在全国所有75个县中开展袭击、伏击、破坏以及有“选择的消灭”（暗杀）行动，而且把进攻重点放在城市和特赖平原等尼共（毛）力量薄弱地区，以造成敌方的全国性恐慌。

2004年，尼共（毛）武装进一步发展壮大，开始处于攻势，曾于8月和12月两次封锁加德满都，造成首都物资短缺、物价飞涨，后来都是在社会和人权组织的呼吁下取消了封锁。到2004年底时，即人民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后期，尼共（毛）武装已发展到拥有3万人民解放军和10万民兵，并已在其控制区逐步建立了各级人民政府。此时，中央政府在广大农村地区已经变得无足轻重，尼泊尔事实上已出现了两个相互对峙的政权：一个以加德满都谷地为中心控制着各城镇、军营、警所及周边区域；另一个以罗尔帕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中心控制着广大的农村地区，据广泛报道，这一部分已占到全国面积的80%、人口的40%。欧洲分析家早在2002年就认为，“尼泊尔现在处于持久内战的第一阶段”。有人认为，尼共（毛）的彻底胜利只是个时间问题；但也有人指出，在可以预见的时间里，“任何一方都不能战胜另一方”。

2004年8月，尼共（毛）在罗尔帕县旁提邦（Phuntibang）召开为期10天的中央全会，8月31日对外宣布：人民战争开始“战略反攻”。然而，尼共（毛）这次并没有像以前那样提出此战略阶段的具体行动计划，对何时取得全国胜利这个敏感问题表现得很谨慎。难道尼共（毛）领导人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笔者以为，尼共（毛）宣布“战略反攻”其实仅仅是一种宣传手段，以鼓舞自己的斗志、打击敌人的士气。尼共（毛）领导人完全能够清醒地意识到，军事上的彻底胜利不仅是极其艰难的，而且已不再是他们的目标了——即使他们胜利了，也不能为国际势力所容忍，并不能维持下去。他们已经不打算夺取政权，而是以某种方式控制政权以改造国家。此时，尼共（毛）的意识形态已经发生变化，已有与国王或政党合作的想法，所以夸大军事战果以便在未来的谈判中赢得更多的筹码。

三、“皇家政变”及政局变化

贾南德拉国王与其父马亨德拉国王颇有相似之处，都是试图恢复专制的强有力的君主。他工作勤奋，以商人的手腕玩弄政治权术，在其登基后不久即解散议会，走马灯似的更换首相及内阁，处心积虑地一步步夺回自1990年后失去的王权。他在国内削弱反对派以强化王权、严厉打击反政府武装的同时，还在地缘国际政治上营造有利于自己的战略环境。比如，一方面搭乘美国“反恐战争”的便车以谋取美国及西方援助；一方面又逐渐减少对印度的依赖并压制境内西藏流亡分子的活动，以此获得中国政府的支持。在贾南德拉看来，尼泊尔的民主政治只是争权夺利、腐败无能，解决不了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最终必须有一位掌握实权、独断专行的君主才行，于是就发动了尼泊历史上的第二次“皇家政变”。

2005年2月1日，贾南德拉国王通过国家电视台宣布，解散由德乌帕首相领导的联合政府而由自己“亲政”，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贾南德拉说：“我决定解散政府，因为它没有为4月份举行议会选举作好必要安排。”他还指责政府未能使国家恢复和平，使国家陷入了危机。贾南德拉发表电视讲话的同时，加德满都国际机场被关闭，尼泊尔的电信和网络服务被切断，满载士兵的装甲车开上了首都街头。军队开始搜捕包括德乌帕首相在内的各政党及组织领导人，据报道当天就有多达1000人被捕。贾南德拉当天还宣布了一个由其亲信所组成的10人内阁，他预计自己将亲政三年以恢复法律和秩序。根据《紧急状态法》，暂停了公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等基本权利；并开始实行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此后6个月内，所有媒体不得对国王提出批评，派遣军人进驻各电视台，所有私营电台不得播送新闻及评论而只能播放娱乐节目。2月17日，贾南德拉宣布成立了一个“皇家反腐败委员会”，专门负责调查先前历届政府官员的腐败案件，被第一个开刀的就是前首相德乌帕，贾南德拉试图以“反腐”来博得社会对其“亲政”的支持。

贾南德拉国王发动“皇家政变”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目的。首先，为了进一步强化王权。自1990恢复多党议会民主以来，尼泊尔王权没落，权欲强烈的贾南德拉自登基伊始就不甘心于礼仪角色，人们早就猜测他有可能试图恢复评议会制度。贾南德拉在实现其权力目标的过程中，需要一个更加忠于国王的政府。德乌帕、昌德、塔帕等三位御命首相都没有令贾南德拉满意，他不能容忍这些政客们在内争权夺利、对外软弱无能，他需要一位既能维护王权、又擅长与反对派及尼共（毛）周旋的人。贾南德拉最终发现找不到这样一个人，于是决定亲自上阵。另外，自2002年解散议会以来，民主运动声势越来越浩大，民主反对派与尼共（毛）逐渐默契、遥相呼应，政变也是对这些民主力量的正面打击。其次，为了更有效地镇压尼共（毛）。最近两年，尼共（毛）武装日益强大，已控制了全国面积的80%，武装活动已经开始渗透到加德满都附近，贾南德拉也已感觉到尼泊尔王室及现政权有被推翻的危险。他认为德乌帕首相软弱无能、无法应对尼共（毛）的进攻，而需要自己亲自指挥这场战争——贾南德拉此次不是以国家元首而是以皇家军队最高统帅的名义来宣布“紧急状态”，就是表明他要直接指挥军队来开展对尼共（毛）的战争。然而，事与愿违，这次政变实际上却帮了尼共（毛）一个大忙：在国内，国王将中间力量推到了尼共（毛）一边，尼共（毛）从此与各政党组成了反国王统一战线；国际上，美国、英国、印度等国及欧盟都公开谴责贾南德拉的“非民主的”行动，宣布中止对尼军事援助、减少或暂停对尼经济援助，并敦促贾南德拉尽快恢复多党民主制度。

舆论普遍认为，贾南德拉国王发动“皇家政变”不仅是为了建立临时的独裁，而是“企图使国家（或至少是政府控制的那部分）退回到1962年的政局”。美国学者提出“尼泊尔主义”的概念——即强调国家认同，以政治上的评议会制度、文化上的尼泊尔语来区别于印度，这其实就是尼泊尔的国家民族主义，是1960年后君主专制取代民主制度的动机，也是贾南德拉夺权的借口。保守人士认为，“皇家政变”后“贾南德拉国王的行动被证明是受欢迎的。当加德满都处于日益严峻的尼共（毛）的威胁之下，人们对政党肮脏的腐败和权争感到失望，一些人似乎欣慰地发现了一位无畏而果断的领袖。”当然，持这种观点的人当属极少数，不然就不会有后来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的了。

尽管贾南德拉国王声称其新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与尼共（毛）和谈，但当他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同时，已经调动军队向尼共（毛）发起了新的更强的攻势。2005年2月8日，皇家军队依靠直升机的支持，开始围剿中西地区的尼共（毛）根据地，中西地区的尼泊尔干季（Nepalgunj）市附近就有数十名尼共（毛）及其支持者被打死。同年11月29日，前中央委员、解放军师长苏尼尔（Sunil，真名Kim Bahadur Thapa）在一次政府军的直升机袭击中丧生，成为内战期间阵亡的级别最高的尼共（毛）成员。贾南德拉的目的就是通过强化对尼共（毛）的打击，以削弱其实力，以打逼谈、以谈逼降。

“皇家政变”发生后，尼共（毛）发表声明严厉谴责，呼吁包括各政党在内的民主力量进行联合抵制，并宣布已排除了与国王谈判的一切可能性。2005年2月9日，尼共（毛）武装袭击了加德满都附近的一个地方监狱，击毙了5名狱警，释放了包括被捕的尼共（毛）成员在内的166名囚犯。2月12日，即人民战争爆发九周年之际，尼共（毛）号召进行全国交通大罢工，并开始对全国所有道路实施封锁两周，各城市物价飞涨。4月29日，贾南德拉国王宣布取消持续了近3个月的紧急状态。9月3日，尼共（毛）宣布从即日起实施单方面停火3个月，以配合城市中各政党及群众团体争取民主的运动。在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要求下，这次停火又延长了一个月。

“皇家政变”后，各政党领导人陆续流亡到印度，他们互相结成“七党联盟”（SPA）以统一行动，争取恢复民主，同时游说印度政府以获得支持。尼共（毛）方面也派出巴特拉伊去印度活动，与各政党磋商合作事宜。2005年6月13日，普拉昌达与柯依拉腊在新德里会面，讨论合作反对国王的可能，但未达成协议。2005年9-10月中央全会（春邦会议）结束后，尼共（毛）明确提出“民主共和国”目标，“废除封建君主制并建立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当前最低的政治任务，以实现民主、和平、进步以及真正的国家统一和主权。”此时，国际社会也相信尼共（毛）似乎已经接受了“其所谓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短期目标”，并意识到国王与主流政党之间的妥协是不现实的并不是“实现稳定的唯一道路”。同年11月，在印度有关方面人士的撮合下，“七党联盟”和尼共（毛）在新德里进行正式谈判，11月22日双方共同发表《十二点共识》，呼吁贾南德拉国王恢复议会、举行选举、修改宪法，尼共（毛）则表示愿意结束武装斗争、接受多党民主制度。《十二点共识》标志着尼泊尔革命中反封建统一战线正式结成，此后，尼共（毛）在战场、政党在街头，双方遥相呼应，共同对付贾南德拉政权。

2006年1月2日，尼共（毛）宣布结束持续了4个月的单方面停火。1月下旬，为抵制2月8日的地方选举，各政党陆续组织了一系列的游行、集会，抗议活动达到一个高潮；政府方面则以实施管制、宵禁、逮捕以应对，直到1月21日，加德满都才暂时恢复平静。3月14日，尼共（毛）宣布对加德满都谷地及其他主要城市实施为期三周的全面封锁，从加德满都进出的车辆大量减少，首都物资供应发生困难、物价飞涨；但封锁期间，允许国际红十字会和国际人权组织的车辆自由通行。3月末至4月初，尼共（毛）武装连续在全国各地袭击政府机构和政府军，战斗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在袭击中，曾一度攻占了几个县首府，摧毁政府机关建筑、释放囚犯、夺取大量武器。此时，贾南德拉国王已完全陷入被动，其专制政权摇摇欲坠。

四、“民主运动”与内战结束

2006年初以来，“七党联盟”一直在全国各主要城市组织抗议活动，尼（共）毛同时也在外围郊区加紧封锁和袭击，两股力量一闹一打，里应外合、互相配合；政府方面则不断以宵禁、戒严来镇压抗议活动，并大批逮捕反对派领导人，尼泊尔国内局势变得更加紧张。于是，同年4月爆发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民主运动”（Loktantra Andolan），也被称为“第二次人民运动”。这场持续19天的抗议运动迫使国王还政于民，并为最终结束内战、实现共和铺平了道路。4月27日，贾南德拉正式任命“七党联盟”推举的大会党主席柯依拉腊为新首相，这是柯依拉腊第五次出任首相。4月28日恢复后的议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标志着“民主运动”取得了最后胜利。据事后权威统计，整个运动期间共有19名示威者遇难，可以说是一场代价很小的街头革命。

“民主运动”是尼泊尔反封建民主革命的第三次高潮，按当时观点看，革命只是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尚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封建保守势力有可能反扑，尼共（毛）也有可能发动二次革命。

尼共（毛）于2006年4月26日宣布为期3个月的停火，“七党联盟”政府也于5月3日正式宣布停火，双方开始和谈——这是尼泊尔内战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和平谈判。5月26日，尼共（毛）与政府签订《二十五点行为准则》，双方正式确认停止一切敌对行动。政党方面始终担心，“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例子，‘资产阶级’政党与列宁主义或毛主义对手合作，最终被一场无产阶级革命所吞没。”尼共（毛）正是利用了这种担心，于5月制定了两份策略计划：一份是进行和谈的《十点路线图》，公开发表；另一份是模仿“十月革命”前著名的《四月提纲》的起义计划，保密但不严密，以压联合政府在和谈中让步。双方此时分歧的焦点在于军队，尼共（毛）担心政府军可能发动军事政变、反戈一击，要求解散政府军；而七党方面又担心尼共（毛）可能发动“十月革命”，要求解放军放下武器。

2006年6月2日，经历十年人民战争的尼共（毛）队伍第一次公开地大举进入加德满都，在市中心广场举行了据称有20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大会持续了五个多小时。6月16日，柯依腊拉首相在官邸会见了普拉昌达主席，这是内战以来尼泊尔政府与尼共（毛）举行的最高级别直接会谈。双方达成《八点协议》，同意解散旧议会和尼共（毛）控制区的人民政府，尽快起草一部过渡宪法，成立一个过渡议会，组成过渡政府，宣布制宪会议选举日期等等。尼泊尔政府希望尼共（毛）在加入过渡政府之前就解除武装，但遭到毛方拒绝。会后普拉昌达召开新闻发布会，这是他首次公开露面。尼共（毛）在2006年8月公布了其向过渡宪法起草委员会递交的宪法文本，以宣示尼共（毛）在过渡时期的政治主张，其中已将国体定为“联邦民主共和国”。

2006年11月21日，柯依拉腊代表政府、普拉昌达代表尼共（毛）共同签署了《全面和平协定2006》，从而宣布持续10年之久的尼泊尔内战正式结束。2007年2月23日，联合国尼泊尔特派团（UNMissionto Nepal）对外宣布，联合国对尼共（毛）武装的人员和武器的登记工作已于2月17日完成。

关于过渡宪法与过渡议会，早在2006年6月16日第一次高峰会谈时，双方就决定“尽快”完成过渡宪法的起草，当时认为只用15天就可以完成这项工作，但由于在起草过程中双方讨价还价而一拖再拖。直到2006年12月16日凌晨，才最终制订出长达169条的《过渡宪法》（草案）。《过渡宪法》（草案）彻底剥夺了国王包括国家元首身份在内的一切特权，过渡期内由首相代理国家元首职能，并规定由未来制宪会议第一次会议以简单多数投票决定保留或废除君主制度。2007年1月15日，旧议会最后一次会议经过一整天的讨论，在未做任何修改的情况下通过了《过渡宪法》，并宣布立即生效；旧议会随后宣布解散自己，交权于过渡议会。与此同时，会场外特赖民族主义组织正发动罢工、示威，抗议《过渡宪法》没有考虑到马迪西人民的权益。过渡议会早先已由包括尼共（毛）在内的八党经讨价还价后组成，330个议席中大会党以85席居首，尼共（联合马列）与尼共（毛）各占83席，其余席位由其他5个小党占据。《过渡宪法》的颁布和过渡议会的成立，标志着尼泊尔新的国家政权已与旧体制在法理上完全脱离了关系。需要指出的是，无论《过渡宪法》还是过渡议会都是八党政治交易的结果，并不是民主的产物，一开始就遭到特赖民族主义者以及一些政治背景复杂的海外尼泊尔人的反对和抗议。关键问题在于，如果过渡议会未能按期在2007年6月举行制宪会议选举，那么《过渡宪法》和过渡议会在理论上就会失去其相对的合法性。

2007年4月1日，尼泊尔过渡政府终于成立，这比《全面和平协定2006》所定的时间晚了4个月。大会党主席柯依拉腊再次担任首相（兼国家元首），在23名内阁成员中，大会党占5位，尼共（联合马列）占6位，尼共（毛）占5位，大会党（民主）占4位，其他3个党各占1位，原“七党联盟”成员工农党未加入。过渡政府成立当天，各党还达成协议，定于2007年6月20日举行制宪会议选举。

尼泊尔在具备了过渡宪法、过渡议会、过渡政府后，一个完整、全新的过渡政权开始运行。此后，尼泊尔和平进程最大的悬念就是制宪会议选举——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纷纷出动，或文闹或武斗，国际势力也暗中角力，以图使制宪会议最大程度上满足自己的政治目的。各派争议最激烈的是三大问题：（1）君主制度，废除还是保留；（2）未来国体，单一制还是联邦制；（3）双方武装的最终解决方案。

五、结束专制与走向共和

尼泊尔过渡政权建立后，君主制度的去留成为和平进程中的一大悬念。尼泊尔国王在传统意义上还是能够得到多数尼泊尔人民的尊敬和拥护的，人们倾向于将政府与国王区别开来，即使在国王专制时代也是如此，将一切问题都归罪于政府，而不是政府上面或后面的起决定作用的国王——这可能与长达一个世纪的虚君制度有关。根据2004年的中立调查，大部分尼泊尔人的政治态度还是中庸的：绝大部分人（77%）赞成民主，多数人（53.4%）主张立宪君主制，而主张绝对君主制（5.5%）以及共和制（4.9%）等极端观点的人还是少数。因此有观点认为，对于大部分人而言论，赞成共和的理由并不是反对君主制度本身，而是反对贾南德拉本人。不过，也有人将矛头直指君主制度本身，尼泊尔著名记者S·斯雷斯塔（Shyam Shrestha）有一段名言：“我们必须终结为民主而斗争、再失去的痛苦循环。1950年，我们获得到了一种民主，但在1953年被剥夺；1959年，民主得以恢复，但在1960年又被废除；我们在1990年恢复了民主，但又在10年内消失了。是否每一代人都要为民主战斗一遍？我们必须使民主保持可持续性，从而使任何人都不能将它拿走。它必须是让人民拥有完全主权的民主。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某些人拿起武器的借口。”

君主制度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也是尼泊尔和平进程中的最大障碍。八党在这个问题上分成三派：以尼共（毛）为代表的左翼政党主张完全废除君主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但是否“在制宪会议选举前就宣布共和”这个问题上还有分歧；以大会党为代表的中间力量希望保留礼仪上的君主制度，建立君主立宪制；还有一些政党举棋不定、左右摇摆。由于各政党在国王去留问题上意见不一以及来自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压力，君主制度不太可能在制宪会议选举前就被宣布废除。如果“人民运动”刚一胜利，就立即进行制宪会议选举并投票决定君主制度的命运，200多年的封建王朝几乎会被立即废除，所以尼共（毛）当时主张通过制宪会议来实现共和，而大会党当时则主张以保留国王为制宪会议前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的革命热情逐渐冷却，赞同共和的比例逐渐下降——制宪会议选举越往后拖，实现共和的可能性就会变小。于是，各方争论的焦点变成：是由当前的过渡议会来“宣布”共和，还是由未来的制宪会议来“决定”共和。

随着事态的发展，各政党在君主与共和问题上的态度逐渐靠近了。因为，各方都能够明显意识到，如果制宪会议废除了君主制度，则和平进程还可以继续走下去；但是，如果制宪会议保留了君主制度，那么就等于彻底否定了十年人民战争的成果，那么不管尼共（毛）领导层的态度如何，尼泊尔极有可能重新陷入动乱甚至内战。2006年12月13日，最大的右翼保守党——民族民主党主席P·拉纳声明该党已与国王没有任何关系，并表示不再坚持原来的保皇立场；次年6月9日，民族民主党宣布删去其党章中“立宪君主制”及其他与《过渡宪法》精神相悖的内容。保皇派阵营的分崩离析进一步表明，尼泊尔的君主制度正在走向山穷水尽的地步，共和是大势所趋了。

2007年2月18日又发生了的一件事，加速了尼泊尔走向共和的进程。这一天，已被剥夺一切特权的贾南德拉国王又一次抛头露面，为庆祝第57个“民主日”发表讲话，为其2005年2月发动“皇家政变”辩护。贾南德拉的讲话立即遭到政府和各政党领导人的强烈谴责，并引发了全国新一轮的抗议浪潮，各政党、群众和学生组织纷纷示威游行，称贾南德拉的讲话未经授权违反了《过渡宪法》、为民主化进程设置了障碍。2月19日，尼泊尔议会历史上首次批评国王言论不当，并要求政府对其采取行动。2月21日，尼共（毛）领导的“尼泊尔独立学生联合会（革命）”等学生组织向柯依拉腊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立即宣布共和、逮捕以贾南德拉为首的内战战犯。2月22日，过渡议会也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柯依拉腊政府立即宣布共和。贾南德拉的行为不但未捞回任何政治资本，反而对共和运动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6月13日，过渡议会通过了“过渡宪法第二修正案”，这项修正案规定，如果过渡议会获得能够证明国王阻挠或试图阻挠制宪会议选举的证据，过渡议会可在三分之二多数赞同的情况下宣布废除君主制，修正案同时规定相关证据必须由内阁提交。这就为过渡议会废黜贾南德拉国王提供了一定法理依据。8月，尼泊尔政府根据《过渡宪法》，将王室拥有的王宫等房产收归国有，贾南德拉及王室被迫迁居宫外，这被视为废黜国王的又一步骤。

然而，柯依拉腊本人一贯主张保留君主制度以“维护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但真正原因是他担心政权落入强大的共产党左翼势力之手，需要以国王为首的右翼保守势力予以制衡，而作为中间力量的大会党则可以居中平衡、控制全局。2007年6月17日，柯依拉腊再次呼吁贾南德拉国王在制宪会议选举前退位、王储帕拉斯放弃王位继承权，同时又建议由贾南德拉4岁的孙子继位。柯依拉腊的建议表明，其领导的大会党还是希望保留一个礼仪上的君主制度，柯依拉腊对媒体明确表示，为了防止制宪会议彻底废除君主制，希望通过牺牲一个特定国王的方式来保全君主制。柯依拉腊的这项提议据称获得美国与印度的支持，两国也担心延续200多年的王室一旦被废除，尼泊尔政权可能进一步落入共产党之手。

随着制宪会议选举一再延迟，尼共（毛）领导人对未来制宪会议能否“决定”共和一事也逐渐失去了信心；他们担心，如果君主制度得以保留，将无法向其基层党员和广大支持者交代。巴特拉伊在2007年7月接受尼泊尔记者采访时表示，主张由过渡议会直接宣布共和，如果制宪会议保留君主制，“我们将不能接受”。于是在8月20日，尼共（毛）抛出《二十二点要求》，提出“立即宣布共和”作为制宪会议选举的前提；9月18日，尼共（毛）因其《二十二点要求》未获满足而宣布退出过渡政府。

2007年11月4日，过渡议会通过了由尼共（毛）、尼共（联合马列）、尼共（火炬）、人民阵线、联合左翼阵线等5个左翼政党共同提出的动议：（1）过渡政府立即着手进行实现共和的一切必要步骤；（2）制宪会议选举采取完全比例代表制，即根据各参选政党在选举中的得票率来分配议会席位。这一次，尼共（毛）又放弃原先《二十二点要求》中最为关键的一点：“立即宣布共和”，而在是否在制宪会议选举之前宣布共和这个问题上再次含糊其辞。这是尼共（毛）为实现左翼联合而作出的妥协，从而使大会党陷入了孤立。由于在是否在制宪会议选举前宣布共和、是否采用完全比例代表制这两个问题上的分歧，最早定于2007年6月20日后改为11月22日举行的制宪会议选举被迫再次推迟。最后，各政党终于达成了一个政治交易，即承诺在未来制宪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投票废除君主制度、实现共和。

2008年4月，一拖再拖的尼泊尔制宪会议选举终于举行，尼共（毛）赢得了601个席位中的229个，成为议会第一大政党，而且比紧随其后的大会党多出了几乎一倍的席位。5月28日，尼泊尔制宪会议正式宣布尼泊尔为“联邦民主共和国”，延续了240年的沙阿王朝寿终正寝。

六、毛主义革命对尼泊尔现代化的作用

从尼泊尔国情来看，毛主义革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有力地打击了封建主义，推动尼泊尔现代化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一点应给予充分肯定。

政治方面，毛主义革命促使延续200多年的封建统治彻底结束，尼泊尔革命得以基本成功。由于尼泊尔民族资产阶级特别弱小，尼泊尔革命主要由小资产阶级领导或主导。这场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在其首发以后断断续续地进行了58年：它在1950年取得了部分成功，但在1960年被封建阶级镇压下去；它在1990年又取得了一次不彻底的成功，但在2005年封建阶级又得以复辟倒退。根据毛主义经典理论，小资产阶级具有“动摇性”，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这就决定了它们所领导或主导的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这种不彻底性在1950年、1990年两次革命高潮中充分表现出来，使得封建阶级后来能够进行政治倒退。这种不彻底性在2006年“民主运动”以后又表现出来，主要代表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大会党主张保留礼仪上的君主制度，企图以封建残余势力来抗衡强大的左翼力量，自己则居中平衡、占据主导。毛主义革命的武装斗争不是仅仅配合了2006年初的街头斗争，而是直接决定了“民主运动”的胜利；和平进程以后，尼共（毛）又以武装起义威胁为压力迫使封建残余势力进一步瓦解，迫使中间势力不得不接受共和主张。如果没有尼共（毛）及其领导的武装斗争，尼泊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不可能在2008年取得基本成功——可能还要走上一段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今日之尼泊尔，封建残余势力尽管仍然存在，但已无力回天、日趋消亡了。

经济方面，毛主义革命部分解决了农村的封建剥削问题，破坏了封建生产关系并促使其进一步瓦解。普拉昌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十年人民战争最大的成就就是摧毁了农村的封建结构。内战结束之时，尼共（毛）已经控制了大约80%的国土、40%的人口。在尼共（毛）所控制的根据地，已进行了革命性的土改，地主的土地被瓜分，少地或无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进行了反高利贷的斗争，高利贷者的财产被没收、契约被焚毁，负债穷人得以免债，契约劳工得以解放。在尼共（毛）影响的其他农村地区，封建主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尽管尼共（毛）在和平进程前承诺归还内战期间所夺取的财产，但这对于被瓜分的土地、被销毁的债务几乎毫无作用——这些东西已在农民手中，尼共（毛）在法律上无权干涉，而新政府也不敢出面强制夺回，最后各方只能承认既成事实。此外，毛主义革命还迫使以后的新政府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来解决土地问题、高利贷问题，以缓解农村阶级矛盾，防止革命再次发生。

社会文化方面，毛主义革命以暴力方式提出了民族问题、种姓问题、妇女问题，加速了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改善或解决。一方面，提高了人民的政治觉悟，被压迫民族、种姓、妇女开始普遍意识自己的权利，并且为此而进行斗争。另一方面，打击了作为问题基础的印度教传统文化。民族问题上，毛主义革命促进了内部民族解放运动，使得国内被压迫民族的状况得到一定改善。其中有两件显著的事件：2007年，久拖不决的特赖问题得以基本解决，数百万“非法移民”及其后代获得了公民身份，马迪西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承认；2008年，制宪会议通过了尼共（毛）所主张的联邦制，各主要少数民族获得了自治权。种姓问题上，达利特人积极投身毛主义革命，推动了不可接触制度的进一步消亡。妇女问题上，毛主义革命为深受夫权压迫的广大妇女提供了政治舞台，妇女占到革命队伍的三分之一，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尼泊尔妇女的整体地位，促进了妇女状况的改善。

当然，毛主义革命也有其负面作用，那就是十年内战期间人民生命、公共财产的损失。内战共造成1.3万人死亡，这是尼泊尔内战的生命代价，对该国历史进程产生决定性影响。公共财产损失主要集中于内战后期，尼共（毛）武装大规模破坏政府建筑与公共基础实施，这使得后来的新政权不得不花费巨资来进行战后重建。

第五节　讨论：革命何以成为尼泊尔现代化的主要方式

现代化理论从发展的视角认为，革命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现代化）的方式之一。革命开启了尼泊尔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发展又导致新的革命，这使得革命成为了尼泊尔现代化的主要方式。

从前面我们对尼泊尔现代化历程的回顾来看，革命，特别是毛主义革命，而不是改良，最终成为了尼泊尔现代化的主要方式。事实上，正是因为爆发了毛主义革命，作为南亚山区偏僻小国的尼泊尔才引起世人更多关注。这主要因为，尼泊尔毛主义革命并不是发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潮时期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而是发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的90年代中后期，并一直持续至今，成为尼泊尔现代化的主要方式。这其中，最为重要的研究命题就是：为什么革命，特别是毛主义革命，最终成为了尼泊尔现代化的主要方式？换句话说，尼泊尔现代化发展中的哪些因素导致了革命，特别是毛主义革命？鉴于人们对“革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有不同认识，而且就实践来看，在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革命”也确实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有的积极作用多些，有的消极作用多些。因此，对“尼泊尔现代化为何最终导致了革命的发生”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就成为尼泊尔现代化研究中的关键环节，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对此，不同研究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我们从以下几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我们的观点。

1.政治因素

由于毛主义革命是政治范畴里的一个政治事件，我们可以在这个范畴里找到其政治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一般表现为直接原因，由于其直接引发或影响政治事件，所以比较直观显然。其中，尼泊尔共运，或者具体为：毛主义指导思想以及“马列毛主义武装起来的革命共产党”，毋庸置疑是毛主义革命最为重要的引发因素之一，是革命首要主观因素、必要条件。但是，如果仅仅在政治范畴内理解尼泊尔冲突就比较肤浅了，因为冲突的根本原因存在于尼泊尔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基础之中。比如，有研究者认为，研究尼泊尔冲突的关键是理解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司法改革”。还有研究者认为，“参加这个运动的知识分子出身于高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尼瓦尔，BCN），换句话说，这场运动基本是上非统治BCN精英反对统治BCN精英的运动。”上述观点就是囿于政治范畴就事论事的例子。

有研究者将毛主义革命看成是主要由大会党领导的尼泊尔革命的继续和深化，那么，只要找出尼泊尔革命的原因就可以解释毛主义革命了。S.辛喀达等人将尼泊尔内战看成是封建统治阶级与“大会党历史性地所代表的对变化的普遍渴望”之间冲突的暴力升级——“不满的保守派以及遭到挫折的革命者”都试图破坏与颠覆刚刚恢复的民主制度，以复辟或建立自己的专政。毛主义革命的原因在于“政治权力的变化”，是40年代以来统治王朝及其封建既得利益者与以大会党为代表的民主力量之间“冲突的暴力升级”。尽管可以将毛主义革命看成尼泊尔革命的一个相对独立部分，两者共同的敌人是封建主义，但两场革命的目的、领导者、主要力量都不同。辛喀达等人将这两场革命完全等同起来就不妥了，而且研究方法上也是在政治范畴内就事论事。

“政府失职”论是一个流行广泛的观点。长期以来，尼泊尔冲突被普遍认为是政府失职的结果，而不是尼泊尔经济社会问题的后果。有学者将一切问题归罪于政府管理的失误，尤其是1990年后所采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认为“在封建政治经济背景下采取市场激进主义，促使尼共（毛）及反体制党派采取阶级激进主义。”尼共（毛）研究专家D·塔帕也将内战的主要原因归于政府方面：官僚体制腐败而混乱；警察缺少对付暴动的训练以及有效的指挥；执政党内斗；反对党好斗；军队不合作；国王从中作梗。他后来逐步认识到，社会经济歧视、普遍的贫穷、崎岖的地理、政府无能才是内战的主要原因；但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原因、找到根本解决办法，而是主要采用残酷镇压的手段对付尼共（毛），结果是越打越大、冲突升级。笔者以为，将“政府失职”当作冲突的主要原因的观点是错误的，在尼泊尔冲突的结构体系中，“政府失职”（管理不当）只是一个调节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政府实施不适当的政策，强化了冲突的诱发因素。比如，不彻底、不适当的土改政策导致了高利贷的进一步蔓延。（2）当某些冲突因素加剧之时，政府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弱化之。比如，政府未能缓解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3）当冲突发生后，政府未能采取适当的政策应对之。比如，1995年中西地区农民零星暴动时，政府执行“罗密欧行动”予以大规模镇压。由于政府的每一项政策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调节”一个或多个冲突因素，而且对每一个冲突因素政府都可以有所作为，所以“政府失职”这个调节因素在结构体系中几乎无处不在，“调节”着经济、文化、政治领域里的方方面面。

此外，作为“政府失职”的一个重要方面，贾南德拉国王的夺权行动将中间力量推到了尼共（毛）一方，大大促进了毛主义革命的发展。A·尼克森早在1992年就比较了尼泊尔与秘鲁两国的相似性，认为尼泊尔“未能通过议会制度来实现结构性改革，农村穷人和城市青年生活条件继续恶化，这将促使政治的两极分化，即使君主没有试图重新强化其权力。但如果后者发生了，那么火炬藐视1991年宪法及其所建立的议会民主的主张就会得到新的共鸣。因此，与全球趋势相反，一般看来毛主义在尼泊尔绝不会结束。”他不仅暗示尼泊尔毛派很可能也走上“光辉道路”，并且指出这种可能性与王权重新强化直接相关，尼泊尔后来的历史证明了他的预言。国际危机组织报告认为，贾南德拉发动政变，“被自己逼进了角落”，而“毛派从国王的行动中获利最大”。

一般观点认为，民主能够缓解或化解冲突，世界上没有一场大革命是发生在民主国家。然而，尼泊尔内战为何爆发在1990年政治民主化以后，而不是此前更加封建、更加专制的时代？秘鲁“光辉道路”也是在民主化以后才发动武装斗争的，那么，民主化与冲突之间是否存在着正向联系？尼泊尔1990年后所恢复的民主制度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但其后的民主实践却给人们带来了普遍的失望，同时民主制度也为政治异见组织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所以早就有人认为“多党民主触发了毛主义运动”。A·卡尔基也认为，民主化以及紧接着对民主期望的落空是叛乱一个重要原因。也有研究者指出，尼泊尔武装冲突是恢复民主的“间接后果”——1990年后城市中产阶级崛起并掌握了更多的国家资源，随后的政治腐败与政局不稳使民主制度被普遍质疑。笔者以为，“民主化”在冲突结构系统中在两个方面充当了调节因素，一方面，民主化为共产主义活动提供了一定自由，使得尼共（团结中心）、尼共（毛）得以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民主化先是给人民带来了希望，然后是失望，引起人民对现行制度日益不满，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部分人发动或参加革命的主观意向。

在政治范畴里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与毛主义革命相关。尼泊尔与印度之间的民族矛盾是一个重要引发因素，尼共（毛）特别强调这一点，其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任务之一就是反帝（即反印）；这个因素由于常常被尼共（毛）作为宣传内容，而被多数研究者所忽视。此外，尼泊尔政府官员甚至王室成员中间普遍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这在大量国际援助的分配使用中尤为突出，政治腐败这个调节因素的作用类似民主化，即引起人民对现行制度的不满。

2.社会文化因素

广义的社会文化范畴中的一些因素，比如民族问题、种姓问题、妇女问题，对毛主义革命的发生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一些研究者从文化视角分析了民族、语言、宗教、种姓、性别等文化因素在冲突中的所起的作用。有人研究了参加尼共（毛）具体的人群，特别是被压迫少数民族以及达利特人（不可接触者）参加革命的原因和所起的作用。其中尤其强调了国内民族问题对革命的重要促进作用。S·夏尔玛强调“民族因素是毛派叛乱的一个维度”，他指出，1990年宪法规定尼泊尔为“印度教王国”，教育程度、经济地位与种姓高低相关联的不平等状态依旧存在；规定尼泊尔语为官方语言，尽管一半以上的人以其他语言为母语，这体现了统治者的“文化霸权”。尼共（毛）正是利用了这些文化不平等来赢得人们的支持，这在《四十点要求》中充分表达出来。S·穆尔谢德认为叛乱的动机是出于“不满”而不是“贪婪”，主要是基于民族与种姓的不平等，特别是民族问题在冲突中的作用尤为突出，他指出：“基于宗教、语言或其他形式的民族是一个有力的组织原则，超过了社会阶级——它解决了动员一批人去与另一批人战斗的集体行动中的问题。”还有研究者从历史文化视角来分析毛主义革命的种姓背景，认为“作为毛派的婆罗门反击国王，这种新形式的挑战是对传统印度教世界秩序的空前颠覆，是婆罗门与刹帝利之间的阶级对抗的一种形式。现在，造反的婆罗门领袖通过战争来反对刹帝利的统治以夺取世俗权力。”此外，有人从女权主义立场来研究冲突的原因，也有人探讨了冲突中的“性别动因”。L·李微认为，帮助妇女的发展项目“启蒙”了广大妇女，她们开始意识到基于性别和阶级的压迫，很多人投身尼共（毛）的妇女解放运动以及“人民战争”，成为尼共（毛）的重要支持力量。

教育发展是毛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的间接原因。50年代以来，尼泊尔教育事业在国际援助之下超前迅速发展。从1965年到1987年，小学入学率由20%上升到82%，中学入学率由5%上升到26%；从1950年到2000年，国民识字率由5%上升到40%，升入中学的人数更是由2千增加到50万。（1）教育发展加剧了失业问题。早在60年代中期，研究者就指出尼泊尔大力发展教育，从而造成更多的失业与不满，将逐渐发展成一个社会问题。70年代中期，有研究者指出：“受过教育的精英持续增多，当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里就业出现不平衡时，他们就会开始表现出激进的政治行为。”不过当时尼泊尔尚未像印度或拉美那样出现大量的失业毕业生或“职业学生”——学生领袖的来源，所以学生力量和运动还比较弱小。到世纪之交，每年约4%的经济增长不能消化约50万的新增劳动力，使得失业人数特别是失业青年越来越多。尼泊尔超前发展的教育事业培养出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但停滞的城市经济不能消化这些新劳动力，他们最好的出路就是去印度留学或打工，而留在国内的也不可能再返回农村种田，于是投身各种政治运动。（2）教育发展推动了尼泊尔共运的发展。学校是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最佳场所，左翼教师培养出一批左翼学生，而这些学生在毕业后又因教育迅速发展而大多返回学校当教师，从而培养出更多的左翼学生，其中很多人成为共产主义者。根据80年代初的一项研究，秘鲁的情况也是如此。普拉昌达早年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他在高中时受一位教师影响而成为共产主义者，大学毕业后又去中学任教，其间参加革命活动，最后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尼共（毛）其他领导人中也有很多是教师出身，比如2005年阵亡的解放军师长K.B.苏尼尔、曾任马嘉自治区主席的S.B.马嘉、党中央发言人马哈拉等。

3.经济因素

经济方面的因素是毛主义革命最为复杂的原因，笔者以为，要搞清这些因素哪些是直接的、哪些是间接的，它们之间相互关系如何，它们是如何作用于革命的。其中，阶级矛盾激化是毛主义革命的首要客观因素、必要条件。J.勃莱等指出：“经济动机与社会不平等在冲突的发生、扩大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尼共（毛）认为“根据发展的辩证法，阶级矛盾引起人民战争，人民战争又深化和加剧阶级矛盾。”毛主义革命要解决的阶级矛盾就是“人民”与封建地主阶级、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更具体一点，就是农民阶级与封建阶级（包括地主、高利贷者）之间的矛盾。

由于尼泊尔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所以“贫困论”成为最为流行的通俗观点。P.拉贾认为，贫困落后的历史遗产是内战的主要原因，尼共（毛）对贫困落后的“错误解读”为1996年的暴动铺平了道路。大会党领袖G.P.柯依拉腊也认为冲突的根源是贫困，“贫困与冲突常常互相加剧”。中国研究者也多持这一观点，认为“贫穷落后是导致尼政局长期动荡的主要原因，”甚至认为“贫穷才是尼泊尔一切问题的根源”。但也有一些研究者对“贫困论”提出了怀疑，并对贫困因素作了不同的解读。A.伯哈拉等认为尼泊尔的贫困只是“提高了叛乱暴力和政府暴力的程度”。历史学家J.魏普顿认为，“尼泊尔的毛派叛乱通常被认为仅仅是对贫穷和剥削的一种反应——这种分析无疑是正确的，同时也是不充分的。因为贫穷所造成的后果表现在许多方面，包括临时或永久移民以及‘正常的’（即非政治色彩的）的犯罪活动。我们需要找到其他因素，来解释尼泊尔为什么发生这种类型的叛乱。”笔者也提出这样一个疑问：1990年前或者更早的1950年前的尼泊尔更加贫困，为什么没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或其他类型的叛乱？

“贫困化”既是毛主义革命的间接因素，又是直接因素。笔者以为在研究贫困问题时，首先要从两个不同的维度观之：贫困状态（与其他国家横向比较）、贫困化（与历史纵向比较），其次要将贫困分别成两个方面：绝对贫困、相对贫困（贫富差距）。稳定的“贫困状态”不会加剧其他矛盾，不会引起冲突；而持续“贫困化”将加剧阶级矛盾，阶级矛盾激化将引起激烈的阶级斗争——社会冲突。尼泊尔在1950年前虽然更加贫困，但处于一个稳定的“贫困状态”。1950年以来特别是1990年以后，一系列因素导致部分人绝对贫困化、整个社会相对贫困化，也就是贫富差距拉大，据世界银行2005年9月公布的报告，尼泊尔10%富有者拥有全国46.5%的国民收入，71%的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这种状况直接导致社会主要矛盾即农民阶级与封建阶级之间的矛盾激化，“贫困化”是革命的间接因素；此外，“绝对贫困化”又将越来越多的穷人逼上梁山，为革命队伍输送人员，成为革命的促进因素。

失业问题是毛主义革命的间接因素，同时也是直接（调节）因素。随着人口迅速增长、教育超前发展，每年约新增30万失业大军，这一方面导致失业者及其家庭的绝对贫困化，一方面又驱使部分失业者投奔尼共（毛），壮大了革命队伍。

有一种观点认为“土地问题”是毛主义革命的主要原因。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出于对尼泊尔国情和毛主义革命的不了解。有研究者在80年代指出，在尼泊尔这样一个半封建社会中土地问题或“土地分配不当”是冲突的原因之一，他们认为“土地分配不当越严重，群众性政治叛乱的可能性越大，国家因此更容易发生自下而上的革命。“A·卡尔基等指出，解决尼泊尔冲突的关键之一就是要进行“全面的土地改革”。温铁军认为尼泊尔土地问题引起贫困和贫富差距加剧，“……贫富差距非常严重，基尼系数0.5以上，贫穷加上基尼系数高，因此发生革命的基本条件是具备的，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革命，只要搞，一定行。”但也有研究者者指出，土地问题与革命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关系，例如当代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等国都存在严重的土地集中问题，但未发生革命。而且，当代尼泊尔的土地问题并不严重，人民战争首日的7个象征性攻击目标中没有一个地主。J·魏普顿指出，马嘉地区没有真正的大地主，不平等状况也不如其他地区严重，尼共（毛）主要利用民族问题、妇女问题。李·奥内斯托1999年实地采访时也发现，尼共（毛）活跃的丘陵地区小农占绝大多数，没有大地主，所谓土地改革只是夺取国有土地（林地/保护区）、离地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土地。笔者也提出一个疑问，1950年前尼泊尔土地问题更为严重，为何没有引起大规模农民起义？尼泊尔自60年代以来陆续进行了土地改革，虽有不少问题，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土地问题已得到一定程度缓解而不是加剧。笔者以为，土地问题虽然是农村阶级矛盾的基础，但“缓解中的土地问题”是缓解了而不是加剧了阶级矛盾；然而，土地问题所推动的政府土改，由于政策不适当，却加剧了高利贷问题。

尼泊尔政府所推行的土地改革主要有以下问题。（1）从宏观上看，土改影响了农村的传统社会结构，打破了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平衡——这种平衡曾维持了拉纳统治下的百年太平盛世（1846-1950）。有人曾研究过尼泊尔东部林布族的土地问题，说明国家土地政策如何深刻影响了农村的传统社会结构。（2）具体而言，土地限额过高、政策漏洞较多。中小地主的土地一般不超标或者“设法”不超标，原佃农继续佃地而耕，或“承包”（暗佃），或成为雇佣劳工，土地状况换汤不换药。（3）具体而言，赎买转卖政策有问题。B.布斯曼早在70年代就研究了土改对农民的负面影响，他发现土改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民的贫困化，迫使农民求助于高利贷。政府土改并非革命性土改，政府要以“合理的”的价格从大地主手中收买（而不是没收）超额土地，再转卖（而不是白送）给少地或无地农民。如此，包括大地主所获土地出让金在内的农村剩余资金的出路就成了问题，由于土改而不能买地，由于经济极其落后而缺少工商投资渠道，于是这部分资金就流向了传统高利贷市场。此外，对于尼泊尔这样一个极端贫穷国家来说，政府开支的三分之一靠外援，不可能拿出巨款来补贴土改差价，解决办法就是从国外引进贷款，通过“农业发展银行”或“小农发展计划”提供给获地农民；农民虽然获得了土地，但同时也身负巨债，每年要还一笔不菲的按揭，很多家庭年收入反而下降了，部分农民最后不得不求助于高利贷者。总之在一定程度上，尼泊尔政府所推行的土改尽管缓解了土地问题，然而却加剧了高利贷问题。笔者以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如此理解，政府土改将土地矛盾部分地转化成了高利贷矛盾，这个过程非常类似于物理学中的“能量转化”。

尼泊尔农村中的高利贷问题由来已久，并与贫困问题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土地改革以后，负债农民在财务危机时不得不去借高利贷，而高利贷往往引起更大的财务危机，导致一部分家庭逐步破产：先是失去土地，然后失去住房，最后甚至失去人身自由而成为高利贷者的债务劳工。如此，高利贷加剧贫困化，贫困化促进高利贷，由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此外，高利贷经济属于封建性质，高利贷者（一般身兼地主）属于封建阶级，高利贷问题也直接加剧了农民阶级与封建阶级之间的矛盾。

人口增长是毛主义革命的一个间接因素。由于高产农作物的引进，外国援助下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改善，使得婴儿和儿童死亡率逐渐降低、人均寿命逐渐提高，尼泊尔人口增长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明显加快，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问题。M.魏纳早在70年代初就分析指出：“尼泊尔的人口增长已经成为一个引起社会和政治变化的力量，将来更是如此。”他进一步认为，尼泊尔已经人口过剩，而且，丘陵地区的人口压力比特赖地区更大，更容易趋于不稳定。他的这个预测后来得到了历史验证。近年来对尼泊尔冲突的研究中开始有人提到人口增长因素，M·胡特更是强调“迅速的人口增长率是一个重要因素。”笔者以为，人口问题在两个方面间接影响毛主义革命。首先，尼泊尔是一个农业国家，不断增长的人口相对于有限的土地资源，导致整体上的贫困化。笔者以为这是尼泊尔贫困化的根本原因所在。其次，不断增长的人口相对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的经济，导致失业问题日益严重。

地区差别、城乡差别也是毛主义革命的两个直接（调节）因素。这两大差别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但是，由于外援意向以及政府失职，主要依赖外援的发展项目更多投向交通便利地区而不是偏远地区，更多落在城市而不是农村，导致两大差别进一步扩大，从而强化了偏远地区、农村地区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不满情绪，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毛主义革命在这些地区的发展。有研究指出，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于1990年后大力介入尼泊尔的经济发展但政策失当，其主导的经济改革与结构调整忽视了该国经济中的农业部分，进一步激化了业已存在的不满与冲突。尼共（毛）就曾提出“地区压迫”问题，其领导的外围组织中就有一个地区性武装组织——“塞蒂——马哈卡利解放阵线”就是活动于地理上最为偏远的远西边境地区。

4.自然因素

自然环境范畴里也有某些因素影响毛主义革命，但需要指出，尼泊尔自然环境在几十年内的变化微乎其微，这些因素基本上只是恒量而不是变量，只可能有利于或不利于革命，而不可能成为引发因素。J·布尔特里等首次提出，环境恶化“可能是隐藏至今不被注意的尼泊尔毛派起义原因”，他们认为“环境恶化加上人口变化，加大了社会经济不平衡——特别是中西部和远西部地区土地和食物短缺，间接导致了这些地区的毛派叛乱。”他们指出，尼共（毛）起事的罗尔帕等地正是尼泊尔环境破坏最为严重的地方，粮食生产跟不上人口增长，当地许多人被迫外流或被毛派的宣传所吸引。笔者以为，这种观点提出人口因素是中肯的，但夸大了环境因素。因为这些偏远地区在1950年以后并未发生持久的自然灾害，也没有大规模的人为开发，环境恶化肯定存在但程度有限，不可能成为其他问题的引发因素。

崎岖的地理条件有利于开展游击战，这是毛主义革命的一个有利条件。R·尼克森在比较秘鲁与尼泊尔两国相似性时，也提到两国这个相似的地理条件，并指出这有利于武装起义。S·斯达尔曾比较了秘鲁安第斯、巴尔干、阿富汗兴都库什、尼泊尔喜马拉雅、高加索、哥伦比亚高原、阿尔及利亚阿特拉斯、塔吉克斯坦帕米尔等地所发生的武装冲突，提出了一个共性——“山区问题”。认为这些地区“既没有完全隔绝于现代世界，也没有充分融于之”。经济方面，这些边缘地区的贫困化是其对中心地区日益增长的依赖的结果，而不是环境恶劣的结果；政治方面，中央政府由于忽视或歧视而在当地发展问题上鲜有作为，当地居民则通过现代媒体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处境。这两方面逐渐引起当地政治势力的两极分化，其中一派最终走上了与中央体制相对抗的道路。

隔绝的地缘条件阻碍了美国的干涉，这也是毛主义革命的一个有利条件。美国政府从其对外政策的理想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出发，一般都大力支持各国政府镇压左翼反政府武装，甚至直接介入军事行动。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深度介入秘鲁、哥伦比亚等国内部冲突，主要由于美国的直接干涉，当地左翼反政府武装几被剿灭。尼泊尔在地缘上被中印两国所包围，而中印两国都对美国存有戒心，都不愿意美国插手尼泊尔国内事务，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美国对尼泊尔当局的军事援助，避免了美国对尼泊尔内战的直接干涉。

5.外部因素

尼泊尔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系统，外部因素是一切内部冲突的“初始原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外因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内因发生变化，从而引起内部冲突。巴特拉伊于1998年发表了其长篇论文《尼泊尔人民战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以及自己的理解来解释人民战争。他认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在于其内部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所产生的动力。然而，在特定条件下，外部力量干涉会显著影响内部发展过程。”他指出，尤其是在那些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前夕的社会中，帝国主义的干涉促进了买办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是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扭曲了该社会内部的生产关系。“从签订苏哥里条约后到现在，由于外部帝国主义以及扩张主义势力的破坏作用，尼泊尔的内部发展进程就一直被阻碍和扭曲。”

毛主义革命的外部政治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它向尼泊尔输入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导致了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的诞生与发展；另一个是印度对尼泊尔的影响与控制，它引起反印民族主义思潮，形成了两国之间长期的民族矛盾。

“科技引进”是毛主义革命一个重要外部因素，它与生产力直接相关，但由于其隐秘性而没有被研究者所关注。20世纪初以来，农业和医疗等方面的先进技术开始被引进尼泊尔，导致人口增长明显加快（参见§1.3）。1950年以后、特别是1990年以来的外国援助又促进了科技引进与推广，进一步推动了人口增长，使得人口过剩成为一个发展问题。

“外国援助”是毛主义革命一个重要外部因素，前述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失败”、系统论的“系统故障”都是由外援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因此它与冲突的关系尤为直观。20世纪50年代以来，尼泊尔成为援助依赖国，1985-1995年间外援占到GDP的6%以及政府财政支出的31%。外援主要集中于交通、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而忽略了尼泊尔经济中最为重要的农业。外国援助一般附带条件，不同程度地影响被援助国的经济与政治，8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介入，这种影响的广度与深度逐渐加大。1990年民主化以后尼泊尔内阁更迭频繁，不同援助者与不同内阁之间的不同项目往往附带不同的要求，造成政策多变、经济改革混乱。N.喀德卡认为，“外援总的来说有三个方面的目标：政治、经济、人道，这三个目标并不孤立而是相互交织。”他用统计数据分析证明，外国对尼泊尔的援助存在“竞争”现象，表现为利用自己的援助来“抵制”对手的援助。还有研究者以尼泊尔为例来研究外国投资与国内冲突的之间的联系，认为“外国投资影响不发达国家的政治气候，因此国际势力引起国内冲突。”笔者以为，从系统视角看，外援打破了尼泊尔社会长期所形成的平衡，导致系统紊乱（冲突）；从结构视角看，外援改变了尼泊尔社会的传统结构，导致功能故障（冲突）。具体而言，外援对尼泊尔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显著的是推动教育超前发展；其次是促进了科技引进；此外，外援导向的不适当的发展计划加剧了地区差别、城乡差别、政治腐败等社会问题。

第六节　启示：制度化民主是政治现代化的最终目标

尼泊尔毛主义革命性质上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但它却是一场由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旧问题所引发的旧式革命，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以一种新的方式而结束。20世纪末的尼泊尔为什么会发生六七十年前旧中国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批评毛主义革命的人说，对于21世纪，毛主义是一个失败意识形态、不合适的模式；另一方面，毛主义革命的支持者说，80%以上居住在农村的尼泊尔人并非生活在21世纪，因此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主义适合于今天的尼泊尔，如同适合于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笔者以为，现代尼泊尔极其落后的社会状况与二、三十年代的旧中国十分相似，相似的社会背景即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导致相似的历史事件，所以，尽管时代已经发展，但历史还有可能重演。另外，尼泊尔毛主义革命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处的时代背景、国际环境毕竟大不相似，最终结果也不尽相同：中国革命完全胜利、毛主义革命中途而止。尼泊尔革命、毛主义革命提醒人们，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或地区仍然处于旧中国式的半封建社会，甚至处于中世纪式的封建社会，在这些地方仍然会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印共（毛）步尼共（毛）后尘而在“人民战争”中发展壮大就毫不奇怪了。

尼泊尔毛主义革命虽然发生在一个偏僻小国，但由于其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发生，所以格外引人瞩目，它的发生重新引起人们对毛主义或毛泽东思想的兴趣。特别是对中国来说，近年来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思想在国家现代化中的作用，在学界一直有较多观点。对于这个问题，笔者以为，既要避免当年的迷信与狂热，也要抛弃后来误解与偏见，而要以一种理性客观的态度来重新审视这笔精神遗产。国际共运中那些最为活跃的激进组织却越来越重视这个东方版的马克思主义，并将毛主义抬升到马克思主义第三个里程碑的重要地位。尼共（毛）的思想发展历程，也就是所谓“普拉昌达道路”形成与发展的轨迹，是一个由“教条主义”到“修正主义”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对毛主义全盘接受、不断发展、最后超越的过程。在革命初期，尼共（毛）坚持毛主义经典理论，运用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战略与战术，取得了军事上的一系列胜利。在革命中期，他们在革命成功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问题上陷入了思考与争论，因为他们看到，很多政党在夺取政权以后，几乎不可避免地蜕变成新生官僚主义、极权主义，人民仍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实际上，尼共（毛）认识到的这个问题是很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曾经遭遇或正在遭遇的问题，历史上的西方发达国家和现实中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幸免。一个政权在其领导现代化的初始阶段往往能保持蓬勃向上、清正廉洁的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少有政权能够继续保持初始阶段状态。针对这个问题，不同政权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尼共（毛）后来又意识到不仅是党的部分干部，而且整个党都有可能蜕化变质，人民应该有权成立另外的共产党取而代之，于是提出“21世纪民主发展”理论，就是主张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多党人民民主”，并认为这是对马列毛主义的重要发展。在革命后期，尼共（毛）最后总结出毛主义的精髓其实就是“造反有理”，但造反也要经常化、制度化，于是走上“绝对民主”的道路，这也就超越的了毛主义的经典范畴。

第七节　不丹的现代化模式

“不丹”在梵语中意为“西藏的边陲”，别称神龙之国（不丹人自称“竺域”，意为“龙”）、森林之国、花卉之国，人口73万，主要居民是不丹族，尼泊尔族约占30%-35%。公元7世纪起，不丹曾为吐蕃王朝属地，9世纪成为独立部落。12世纪后，藏传佛教竺巴噶举派逐渐成为执掌世俗权力的教派。在英国殖民者侵入前，不丹与印度基本上没有联系。1772年英国侵犯不丹，1865年11月，英国同不丹签订了《辛楚拉条约》，强迫不丹割让包括噶伦堡在内的第斯泰河以东约2000平方公里的地区。1907年乌颜·旺楚克建立不丹王国，国王世袭。1910年1月，英国同不丹签订《普那卡条约》，规定不丹对外关系接受英“指导”。印度独立后又于1949年8月同不丹签订《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规定不丹对外关系接受印“指导”。1961年以来，不丹国王多次公开表示要保持自己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并展开了一系列实质性外交。1971年不丹加入联合国，1973年成为不结盟运动成员，1985年成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成员。

虽然不丹和尼泊尔同为南亚地区的山地小国，但和尼泊尔现代化进程充满坎坷不同，虽然长期以来不丹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发展都离标准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差距甚远，但不丹社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却非常平稳，并未发生国民要求政府进行政治改革和发展经济的诉求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动荡，更没有形成引领现代化变革的政治力量。这一点与尼泊尔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是不丹长期以来并未引起世人过多关注的重要原因。

但近些年来，不丹开始引起世人关注，但不丹之所以引起世人关注与尼泊尔因动荡引起世人关注不同，不丹引起世人关注是因为不丹创造了现代化的“不丹模式”。所谓“不丹模式”，主要内容是注重物质和精神平衡发展，追求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均衡可持续发展，将自然环境保护和传统文化保护置于经济发展之上，以“国民幸福总值”为标准来衡量国家的发展水平，而不是一般所采用的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标准衡量国家的发展水平，其最终目标是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一、“不丹模式”的核心概念：国民幸福总值

“国民幸福总值”的概念是“不丹模式”的核心。这一概念由不丹国王旺楚克提出。1972年，由于父王突然病故，年轻的旺楚克不得不中断学业，从英国回国继承王位，当时他只有17岁。旺楚克国王思想开明，深受不丹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有“平民君主”之称。他认为政府施政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人生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大支柱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将追求国民幸福最大化作为政府最重要发展目标。

基于对现代化的睿智理解，不丹国王把以“物”为导向的现代化赋予了“不丹化”改造。旺楚克认为，国家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全球资本主义和竞争激烈的国际贸易是否会让人们更加不快乐？是否会增加人生的不确定性？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是否会失去精神生活、平和的心态和国民的幸福？因此，不丹国王把不丹的现代化目标制定为：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在不丹这个充满了藏传佛教气息的国度，人们心态平和，宁静守笃，视心灵幸福的价值远高于物质欲望的满足。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不丹开始推行“全民幸福计划”，主要措施包括向全体国民提供免费医疗等。这些计划的实施不仅使今天的不丹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方面领先南亚，而且国民的幸福感更令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正是不丹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才引起了世界的高度关注，“不丹模式”也才成为一个成功的现代化范例。

和其它国家的发展模式一样，“不丹模式”同样需要一系列保障条件。在政治方面，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限制执政者权力，才能保证“不丹模式”不因领导人的更迭而变化甚至中断，毕竟人亡政息的教训在人类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在经济方面，不以GDP为最高导向，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发展经济，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做支撑，就没有条件实现人民幸福，只是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和路径方式有所不同。下面，我们分别对不丹模式的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内容做简要介绍。

二、“不丹模式”的政治保障：不要王权要民主

迄今为止，不丹的政治体制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沙布东政体。在1907年以前，不丹的政治制度被称为沙布东政体，即沙布东阿旺·纳姆加尔政体。沙布东政体以双重政权为标志，即以宗教权和世俗权共同管理国家。这个政体模式是沙布东仿照中国西藏地方政府的管理方式建立的。1646年前后，沙布东设立负责掌管宗教事务的高级官职法王达玛拉贾（现在称为基堪布），境内各个寺院指派一名高级喇嘛管理。1650年，沙布东又仿照西藏当时的摄政机构设立伦吉措克（即咨询会议），设立徳布拉贾职位（即“法王”，俗称德布王），负责世俗事务的最高权力被授予徳布拉贾。1651年沙布东隐居后，在长达70多年的时间内，沙布东圆寂后，不丹并未对外宣布，也未按照规定寻找沙布东的转世灵童，这使不丹长期处在以德布拉贾为首的摄政小组的统治之下，德布拉贾在不丹政教界影响因此得以大大提高，而达玛拉贾的权力却受到较大削弱。但由于不丹人民普遍信教，宗教在不丹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后来达玛拉贾失去的权力不但逐步得以恢复，而且其权力还超出宗教范畴，逐渐渗透到国家事务管理之中。

第二阶段是世袭君主制政体。1907年，现代不丹的第一位国王乌颜·旺楚克登基后，彻底废除沙布东建立的神权统治，建立世袭君主制，同时废除德布拉贾职务，大大削弱了达玛拉贾的权力，使其只负责宗教事务，而不再涉及国家的管理事务，从而确立了国王在国家事务中的核心地位。至1998年不丹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前，国王始终是不丹王国的核心，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和军队最高统帅，不丹的政治发展基本上是围绕着国王的作用进行的。

第三阶段是议会民主制时期。这一阶段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和传统意义上的君主制向民主制转型一般要通过斗争的形式实现不同，不丹的民主转型是国王主动放弃王权而实现的，这也是不丹引人关注的重要原因。1998年6月，在不丹国王的亲自主导下，不丹开始对君主世袭制的政治体制进行重大改革。不丹国王宣布解散内阁，国王不再兼任政府首脑，而是将政府的管理权移交给大臣委员会。2001年8月，不丹经民主选举产生首相。这是自1964年吉格梅·帕尔登·多尔吉首相被害后的第一位不丹民选首相。2001年9月，不丹国王发布命令，要求政府筹备起草宪法，以结束世袭君主制，建立议会民主制国家，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高效的政治体制，确保不丹的主权、安全和人民福祉。同年11月30日，不丹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会由不丹首席大法官牵头，成员包括国民议会议长、皇家顾问委员会全体成员、各族人民代表和政府代表等。2002年12月9日，委员会向国王提交了宪法草案第一稿。该草案在经不丹政府和不丹各族人民充分磋商后，呈交国民议会批准通过。2003年下半年，该草案被提交全国范围公开讨论。长期以来，不丹不仅一直是一个无政党的国家，而且也是一个无文字宪法的国家。因此，这宪法是不丹第一部成文的民主宪法，它的出台是不丹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但标志着不丹无文字宪法历史的结束，同时也标志着不丹朝民主政治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特别是随着政党合法地位的确立，不丹的民主化历程开始取得实质性进展。2005年3月，旺楚克国王提出要在不丹建立两党制度，由在大选中得票最多的政党组阁，另外一个政党则成为反对党。根据同年3月公布的宪法草案，不丹将组建两院制议会，由75人组成国民议会，25人组成全国委员会。国王虽然仍是不丹最高元首，但议会拥有对国王进行弹劾的权力，只要有2/3的多数票同意，国王就必须下台。宪法草案还规定，国王到了65岁就必须“退休”。

2006年年底，吉格梅国王宣布退位，于2007年4月将王位正式让给27岁的儿子吉格梅·基沙尔·旺楚克王储，2008年，其正式即位，继续推进不丹的民主政治进程。同年，一个由统治者“派送”给自己国民的民主制度在不丹诞生；3月24日，不丹迎来其历史上的首次民主选举，直接选举国民议会议员，并在此基础上产生首个民选政府。在此次议会选举中，两个政党“人民民主党”和“不丹爱国进步党”竞争47个议员的席位，双方共有94个候选人参选，得票多者将出面组织政府。这两个政党是目前不丹国内仅有的两个政党，而且都是奉国王旨意成立的年轻政党，各自拥有数千名党员。虽然都是奉命成立，但两党在治国理念和政策方针方面仍然存在分歧。“人民民主党”主席桑吉欧珠曾任国王政府的卫生教育大臣。该党主张比较保守，认为不丹人口少，国土小，经济社会落后，经不起外来文化的冲击，因此必须对外部事物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保持原有文化传统，保护不丹脆弱的生态环境。该党主张比较符合国王的治国理念。“不丹爱国进步党”的领导人是吉格梅·廷利，曾在国王政府中担任过首相和外交大臣。该党主张比较开放，认为不丹必须通过融入国际社会来谋求发展。

在政治方面，不丹的最大特点就是国王主动放弃王权，主动推行民主改革。关于这点，不丹国王说：即使是一个好的君主国也会被视为专制政府，为了不丹人长远的幸福，我们必须推行民主，一个有效的制度比王位更重要。有意味的是，虽然不丹国王主动放权、实行民主，但不丹人民却并不要求实现民主制度，他们对于自己的国王有充分的依赖和信任，以至于当国王宣布将实现民主制度的时候，很多不丹民众深感震惊和忧虑，有人甚至掩面而泣。面对这种情况，决意推行民主制度的不丹国王真诚地劝导民众：君主制度不能保证永远都有好国王，而民主制度则可以保证人民有权让不善的国王下台，从而维护民众的利益。在世界历史上，民主一般都是通过斗争得来的，有权者都是以权力的最大化为追求，因此作为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国王能够主动放弃权力而建立民主制度，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丹模式”的成功与不丹拥有一位公心大于私心的国王密切相关。

三、“不丹模式”的经济保障：既要发展又要环保

不丹是一个南亚小国，也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由于历史原因，不丹经济一直比较落后。农业至今仍然是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全国有75%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上世纪50年代不丹实行了土地改革，目前98%以上的农民拥有土地和住房，粮食基本自给。不丹工业基础薄弱，家庭手工业是国家工业的主体，工业产品基本上依靠进口，对外贸易主要依赖印度。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不丹开始进行计划经济建设。1971年，不丹皇家政府成立了计划委员会，提出了“实现全面自给自足”的战略目标。在印度和其他国家及部分国际金融机构的帮助下，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不丹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成就。建筑业和电力相继在工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目前，不丹经济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民生活日益提高，第二、三产业比重快速上升，在建筑、电力等领域建立了一批现代工业企业，特别是旅游业发展迅速，成为不丹外汇重要来源之一，2005-2006财年分别约占GDP的35%和42%。据不丹皇家货币局2003年报告称：2003年，不丹国内生产总值5.43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58美元，国内生产总值上年增长7.7%。2003年，在联合国发展署发表的全球人类发展报告中，不丹首次进入中等发展中国家行列。总的来看，不丹政府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政策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努力实现资金来源多元化。不丹经济基础薄弱，对外来资金具有较强依赖性。独立以后的很长时间内，不丹的外来资金实际上主要来源于印度。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前几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不丹经济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不丹政府感到“继续依赖于印度的援助不妥”，并估计到“一旦发生印度政府只能提供目前所提供全部援助的一半的情况，不丹将会在财政上出现危机的局面”。不丹政府决定采取措施改变这种外来资金单一的状况。经过多年努力，不丹政府在修改1949年签订的“印不和平与友好条约”的同时，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基本扭转了资金来源单一化倾向，实现了经济发展资金来源的多元化。197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首次向不丹提供援助，到1980年，不丹从印度以外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共获得援助493万余美元，主要来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英国、荷兰等国，逐步摆脱了资金来源完全依赖印度的局面。2002年12月，不丹政府开放制造业和服务业，规定外资控投最高可达70%，此举标志着不丹正式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

第二，积极动员国内资源，鼓励全国人民参加经济建设。在“四五”计划期间，不丹依靠民众力量兴建了一批学校、卫生站、骡马道、公路和吊桥等，使民众参与经济发展的战略得到实现。据不完全统计，不丹国内自筹发展资金，“三五”计划为2500万努，约占计划投资总额的3%；“四五”计划为8085万努，占计划投资总额的5.5%；“五五”计划为4.856亿努，占计划投资总额的10%；“六五”计划为31亿努，占计划投资总额的32.6%，“七五”计划为45亿努，占计划投资总额的30%；“九五”计划为320亿努，占计划投资总额的45%。

第三，积极扩大对外贸易，实行贸易多边化。长期以来，印度一直是不丹的惟一贸易伙伴，不丹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交往受到限制，不丹77%的进口商品来自印度。为了摆脱这种局面，不丹政府积极与印度协商，取得了与印度以外国家进行经济交往的自由，目前已与20多个国家或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不丹皇家政府多次派团参加国际贸易展览，力争将本国商品打入国际市场。同时，不丹还主动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与相关国家建立了比较稳定的经济关系。

第四，积极发展旅游业，增加外汇收入。旅游业是不丹重要的经济部门和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为了保护传统文化，避免旅游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不丹对旅游业一向持审慎态度。1973年不丹成立旅游局，旅游业才得以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不丹建有各类宾馆232家，其中184家为国营旅馆，设有4家大型旅游公司。1995年到不丹旅游的外国游客4765人，收入585.7万美元，跃居皇家政府外汇来源的第三位。2004-2005年不丹旅游业得以恢复并迅速增长，旅游人数从前一年的6872人增加到11526人，增长67.7%。相应的，外汇收入也从前一年的920万美元增加到1530万美元。

在经济方面，不丹的最大特点就是采取了环保优先的发展战略，反对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在国民收入增长的同时，注重保护自然环境。在这样的精神指导下，不丹现代化中的GDP色彩不占主导地位，更不以此来衡量官员政绩。不丹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自然风光堪称世界一流。若按通常做法，不丹理应大力发展旅游业来增加经济收入。但是为了保护环境，不丹一直严格限制游客人境人数，并向每位游客收取高额的环境保护费，2006年一年获得签证进人不丹的人数不到6000人，而且他们的行程都经过不丹政府的仔细审核。在不丹，举国禁止卖烟，对保护环境资源有着苛刻的法规要求。由于对环境的良好保护，不丹原始森林覆盖面积在亚洲排名第一，整个国土74%在森林的覆盖之中。2007年不丹获得联合国环保署的“地球卫士”奖。


第三章　斯里兰卡的现代化模式

斯里兰卡，全称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旧称锡兰，位于印度洋次大陆的东南端，四周环海，唯一的近邻是印度。由于接近赤道，斯里兰卡终年如夏，风景秀丽，素有“印度洋明珠”的美誉。斯里兰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据记载，2500年前，来自北印度的雅利安人移民至锡兰岛建立了僧伽罗王朝。公元前247年，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派其子来岛弘扬佛教，受到当地国王的欢迎，从此僧伽罗人摈弃婆罗门教而改信佛教。公元前2世纪前后，来自印度南部的泰米尔人也开始迁徙并定居锡兰岛。16世纪起，斯里兰卡先后被葡萄牙和荷兰人统治，18世纪末成为英国殖民地，1948年2月4日获得国家独立，成为英联邦的自治领。1972年，斯里兰卡结束24年的自治领地位，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

第一节　政治制度：从继承殖民遗产到寻求本国特色

一、独立时斯里兰卡政治制度的确立：继承殖民遗产

政治上，独立后的斯里兰卡选择实行了议会民主制度。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1）和其他很多英属殖民地一样，在殖民统治时期，英国就已经将议会民主制度移植到斯里兰卡，而且已经发展的相当成熟，独立后斯里兰卡的政治制度实际上就是英国殖民者留下的一个副产品，这个副产品是英国殖民者占领斯里兰卡之后长期发展的一个客观结果。（2）斯里兰卡的国家独立过程是通过议会斗争程序、以和平方式实现的，原有政治制度不仅没有遭到破坏，斯里兰卡民族主义者反而从中尝到甜头，所以独立后的斯里兰卡得以保留了殖民时期的政治制度。

（一）殖民遗产与斯里兰卡政治制度的形成

斯里兰卡的民主是殖民者外来输入的产物。179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荷兰手中夺得斯里兰卡沿海地区，继葡萄牙和荷兰之后第三个在斯里兰卡建立殖民统治。最初，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来管理斯里兰卡；后来，英国改变了对斯里兰卡的殖民统治方式，开始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并逐步完善。这种改变和完善的最终结果就是英国在斯里兰卡建立起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给斯里兰卡留下了一份具有积极意义的殖民遗产。英国殖民统治者之所以要改变并不断完善对斯里兰卡的统治方式，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具体而言，直接原因是英国自身利益需要，根本原因是斯里兰卡人民的反抗。这里，我们结合对这两方面原因的具体分析，简要介绍英国留给斯里兰卡这份殖民遗产的形成过程。

1.殖民遗产形成的客观原因：英国自身利益的需要

英国之所以要改变对斯里兰卡的殖民统治方式，直接原因还是出于英国自身利益的需要，而不是英国主观上想给斯里兰卡留下一份具有积极意义的政治遗产。具体地说，英国之所以要剥夺东印度公司对斯里兰卡的贸易垄断权，直接管理斯里兰卡，与英国殖民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工业革命发生之前，英国从自己的海外殖民地主要是掠夺消费品，通过出口传统商品赚取利润，因此并没有对这些殖民地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大的变革，而是继续进行传统的殖民贸易。但工业革命之后，这种情况开始发生改变，传统的以蔗糖、烟草和奴隶为主的殖民贸易对英国来说已经不再具有重要意义，此时对工业原料的需求逐渐取代对消费品的需求，同时由于生产能力的扩大，单靠英国国内市场已经无法消化产量越来越大的工业品，这就迫切需要在本国之外开辟市场，以消化本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这种殖民经济政策的变化需要殖民地的政治统治方式予以相应的配合，否则正常的市场交易将无法进行。

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决定改变对斯里兰卡的殖民统治方式，这种改变成为斯里兰卡建立现代政治制度的开始，这种改变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取消东印度公司对斯里兰卡的单独统治。1798年，英国决定在斯里兰卡实行英国国王和东印度公司双重统治；同年，英国派到斯里兰卡的第一任总督弗雷德里克·诺斯到任。这一时期英国在斯里兰卡的统治方式是：斯里兰卡的行政权和司法权由英国派来的文职总督行使，税收和贸易权力仍然归东印度公司行使。但这种改变并没有满足英国国内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对东印度公司垄断斯里兰卡贸易，因此这种双重统治并没有维持多久。

1802年，英国决定由殖民部直接管理斯里兰卡，斯里兰卡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为加强对斯里兰卡的有效统治，首任总督诺斯对原有殖民统治方式进行了改革，主要措施有两项：一是在总督下面设立了咨询会议，协助总督完成相应的立法事务，这成为斯里兰卡议会的萌芽；二是实行文官制度，协助总督履行部分行政职能。

虽然上述两项措施对后来斯里兰卡政治制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还只能说是斯里兰卡建立现代政治制度的萌芽阶段，此时斯里兰卡的立法权和执行权仍然全部集中在英国总督手中。这种统治方式仍然不符合英国国内资产阶级对自由贸易的要求。为进一步适应资产阶级发展的需要，1829年，英国派出一个以科尔布鲁克和卡梅伦为首的“资源利用”调查委员会，到斯里兰卡就法律、习俗、以及与政府有关的司法、行政、军事和教会等事务进行调查，以为进一步改革斯里兰卡政治制度提出建议。两年之后，这个调查团向英国议会提交了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内容涉及斯里兰卡经济社会发展的多个方面，这些内容的相继实行对斯里兰卡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统一全岛行政体系，结束了斯里兰卡近千年来的分裂状态，使斯里兰卡第一次实行了全岛统一的行政制度；统一教育标准，实行英语教育，文官制度逐渐向斯里兰卡人开放，使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斯里兰卡人登上政治舞台，成为日后斯里兰卡民族独立的主体推动力量。

但如果统观报告对斯里兰卡历史发展的影响，可以看出该报告最核心的应当是关于政治制度改革方面的内容。调查报告提出，应当废除东印度公司在斯里兰卡的贸易垄断，实行自由贸易。为此，调查报告提出，必须在斯里兰卡建立一个自由的上层建筑。因为根据经典经济学理论，只有政治上是自由的，才能带来经济上的自由。这一点不仅是调查报告的核心内容，而且成为了今后斯里兰卡政治制度发展的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调查报告提出，要在斯里兰卡设立行政会议和立法会议，并削减总督的权力，总督仅仅是行政会议的名义首领；立法会议由欧洲籍人和锡兰人中指定的代表组成，总督不能干涉立法会，不能参与立法会的讨论，从而达到保证立法会独立性的目的。从科尔布鲁克和卡梅伦调查报告提出的建议来说，英国要在斯里兰卡建立的这种政治制度已经具备三权分立的雏形。而斯里兰卡的幸运又在于，此后十多年里这些建议基本上都得以实现，从而为斯里兰卡建立现代政治制度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总之，科尔布鲁克改革给斯里兰卡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斯里兰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开始发生巨大变革。政治方面，议会制民主政治开始建立并逐步成熟起来，为斯里兰卡政治现代化奠定了基础；经济方面，种植园经济迅速崛起，成斯里兰卡的经济主导部门；社会方面，中产阶级开始形成，并且数量不断增长。所以1832年被认为是斯里兰卡历史的转折点，是新时期的开始。

2.殖民遗产形成的主观原因：斯里兰卡人民不断抗争的成果

虽然英国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改变了自己对斯里兰卡的殖民统治方式，建立了具有三权分立雏形的政治制度，但本质上英国并不是想在斯里兰卡建立起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而是为了更好的对斯里兰卡进行殖民统治，更好地从斯里兰卡谋取更多利益，斯里兰卡之所以最终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议会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够通过议会程序以和平谈判的方式实现国家独立，最根本原因还在于斯里兰卡人民对英国殖民统治者的不断反抗。正是由于斯里兰卡人民的持续反抗，才迫使英国殖民统治者不断做出“让步”，这种“让步”的具体体现就是斯里兰卡的议会民主制不断完善。斯里兰卡人民对英国殖民者的反抗从英国人登上斯里兰卡这块土地就已经开始，但真正对斯里兰卡政治制度发展具有推动作用还是在科尔布鲁克和卡梅伦改革之后。我们通过几个在斯里兰卡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具体分析斯里兰卡人民的反抗是如何推动英国殖民者逐步对斯里兰卡政治制度做出改革，并最终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议会民主制度。

（1）标志性事件之一：麦卡伦改革。虽然科尔布鲁克和卡梅伦改革之后，斯里兰卡人逐步进入政府机构，成为政府文官，但总体来说斯里兰卡人在殖民政府中只能担任中、下级职位，重要位置仍然被英国人掌控，因此这种改变更多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改变，并无太多的实际意义。随着斯里兰卡中产阶级的发展以及知识分子阶层的成长，新兴的斯里兰卡上层精英人士已经不甘心再做英国统治下的二等公民，他们对英国殖民者建立的政治制度的不满越来越强烈，要求英国殖民统治者改变政治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因此，科尔布鲁克和卡梅伦改革之后，斯里兰卡各种形式的民族运动此起彼伏。英国政府意识到，要想维持对斯里兰卡的殖民统治，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斯里兰卡民族主义者的利益诉求，否则将可能刺激他们走向另一个极端，采用暴力手段彻底将自己赶出斯里兰卡。1912年，带着英国政府要进一步改革斯里兰卡政治制度的意图，新任总督亨利·麦卡伦开始进行宪政改革。这次改革的核心内容是要满足斯里兰卡上层人士要求提高话语权的要求，为此殖民当局决定增加立法会成员人数，由原来的15人增加到21人。虽然这21名代表中，英国殖民统治者仍然指定20人，真正代表斯里兰卡上层人士的只有1名僧伽罗人。但客观说这个改变仍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从此以后斯里兰卡上层精英人士就能够在立法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个斗争成果对于仍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的斯里兰卡是难能可贵的，这说明，只要斯里兰卡人坚持斗争，英国殖民统治者就会做出让步。

（2）标志性事件之二：1915年种族冲突。斯里兰卡人民的斗争并未因英国殖民统治者的些许让步而停止，而英国殖民者也没有停止对斯里兰卡人民的镇压。1915年，斯里兰卡爆发种族和宗教冲突。英国殖民当局宣布戒严，并借机逮捕了许多民族主义运动人士，其中包括斯里兰卡独立运动主要领导人、独立后的首任总理D·S·森纳那亚克。这些民族主义运动人士被逮捕后，很多未经审判便被处死。英国殖民者的残暴行径激起了斯里兰卡人民的愤慨，特别是英国殖民者重点打击的僧伽罗人更是成为反英斗争的急先锋和主体力量，他们通过议会控诉、集会抗议、远赴英国请愿等各种方式表达对殖民当局的抗议，要求英国当局对事件进行调查，严惩凶手。最终，虽然英国政府迫于斯里兰卡人民的反抗，也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此事，但调查之后的处理结果并未像斯里兰卡人民所希望的那样，英国只是调回了总督查默斯，并未对事情进行深究，更未严惩凶手。这次种族冲突对斯里兰卡独立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此事，斯里兰卡人民认识到，无论英国人对殖民统治方式做出怎样改革，只要斯里兰卡人民自己不能真正掌控政府，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权力，就不可能制止殖民当局的残暴镇压。从此以后，实现斯里兰卡人自己管理自己国家就成为斯里兰卡人民奋斗的目标。

（3）标志性事件之三：锡兰国大党的成立。随着民族运动的不断发展，斯里兰卡上层精英人士意识到争取民族独立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政治领导核心，加之经过多年政治斗争经验的积累，斯里兰卡已经具备建立政党的条件。1919年，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的主要政治组织联合组成锡兰国大党。国大党的成立标志着斯里兰卡独立运动向更深层次发展，给英国殖民当局带来巨大压力。锡兰国大党的成立使斯里兰卡的民族独立运动有了领导核心，其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求殖民当局立即进行宪政改革，要求增加行政会议中的斯里兰卡人代表，以实现斯里兰卡人自己管理自己国家的目标。在这种压力之下，英国决定做出一些让步，在斯里兰卡实行一些新的改革。为此，殖民当局于1921年颁布了一部新宪法，1924年又对宪法进行了修改。新宪法规定：由选举产生的非官方成员应多于官方成员，立法会议成员扩大为37人，其中14名为官方成员，23名为非官方成员，其中英国人、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指定代表各增加1人；同时完全废除教族选举制，实行区域选举制。这部宪法对斯里兰卡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斯里兰卡本国人在立法会中的成员有所增加，能够更好的发出自己的声音，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这部宪法关于选举办法的改革却为今后斯里兰卡种族冲突埋下了种子，是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分歧的开始。这主要是因为，此前，立法会选举实行教族选举制，每个种族的人数固定分配，僧伽罗人和泰米人均属于少数派，但是按照新宪法规定实行区域选举制后，由于僧伽罗人数量多，而且分布广泛，泰米尔人较少而且居住集中，因而泰米尔人代表比例大为减少，僧伽罗人就成为议会多数派。这种情况可能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立法会议通过的决议就有可能倾向于僧伽罗人，这当然引起泰米尔人的不满，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的冲突由此产生。从此以后，种族问题就成为严重影响斯里兰卡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大问题，并一直延续至今。

（4）标志性事件之四：多诺莫尔改革。1924年宪法虽然增加斯里兰卡人在立法会议中的代表，但斯里兰卡人并未获得实质性权力，特别是宪法关于选举办法的改革反而引发斯里兰卡产生种族冲突，因而各方均对宪法不满，斯里兰卡的民主运动并未停止，声势反而更加壮大，这引起了英国政府的重视。1927年英国政府派出以多诺莫尔为主席的特殊委员会来调查1924年宪法执行情况。经过调查，多诺莫尔委员会对进一步推进宪法改革提出了建议，认为英国要想继续维护在斯里兰卡的利益，就必须在斯里兰卡实行政治本土化原则，让斯里兰卡人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力，为此就要改革现存宪政体制，使立法和行政保持一致。根据多诺莫尔委员会提出的建议，1929年12月，斯里兰卡立法会议通过新宪法。新宪法规定，斯里兰卡设立有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的部长会议和国务会议，国务会议由61名成员组成，包括从50个地方选区选举产生的50名议员，3名国务官和8名由总督任命的议员，这11名议员代表在议会中没有代表的人群利益。虽然这部宪法仍然没有得到斯里兰卡人民的普遍认同，比如，新宪法仍然规定实行区域选举制，泰米尔人对此强烈反对；国大党内的激进派认为殖民当局做出的让步太少，并没有实现斯里兰卡人自己管理自己国家的目标，国大党由此陷入分裂，等等。但总的来说，1929年宪法规定实行普选制，斯里兰卡成年人获得选举权，使选民范围更加扩大，斯里兰卡人在政府中享有的权力进一步增加，这些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斯里兰卡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之，在斯里兰卡人民的抗争之下，英国政府不断做出让步，不断对斯里兰卡政治制度进行改革，试图以自己所习惯的方式对斯里兰卡实行统治，试图以这种让步和改革换取斯里兰卡人民不以暴力手段推翻其殖民统治，但这种改革的一个客观结果就是斯里兰卡逐步建起了符合现代政治发展方向的议会民主制基本框架，越来越多的斯里兰卡人开始担任政府各部门要职，部长会议的权力以及地位越来越提高，给斯里兰卡政治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虽然这个结果并非英国殖民当局的本意，但却是一个客观事实，也即所谓的殖民统治的双重遗产。

（二）独立进程与斯里兰卡政治制度的形成

斯里兰卡之所以在民族独立后选择实行议会民主制，一方面是由于英国殖民者在斯里兰卡已经建立起了议会民主制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还得益于斯里兰卡民族独立过程本身就是通过议会程序、以和平方式得以实现的。这种相对和平的独立进程对于获得民族独立后选择实行何种政治制度非常重要。一方面，能够通过议会程序取得民族独立，就使斯里兰卡民族独立运动的主要领导力量对议会民主制度产生认同感；另一方面，以和平方式取得民族独立，就使得原有政治制度没有遭到破坏而得以继承下来。这两个方面条件结合在一起决定了独立以后的斯里兰卡原封不动的继承了殖民时期的政治遗产。

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民族独立进程一样，斯里兰卡的独立进程也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限，分为两个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虽然斯里兰卡的民族独立运动已经取得一些成果，斯里兰卡人民已经获得成年人普选权，已经掌握一些政府次要部门的权力，但这些改变并未从根本上触动英国对斯里兰卡的殖民统治，英国政府所谓斯里兰卡部长会议应朝着内阁政府方向发展的允诺更多只是一种统治策略，根本看不到实现的可能。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斯里兰卡的民族独立运动开始迈出实质性步伐，并最终取得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会成为斯里兰卡民族独立运动的一个分水岭，使斯里兰卡能够以和平手段实现民族独立，与斯里兰卡议会民主政治的形成一样，也有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客观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及胜利后，英国殖民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客观上给了斯里兰卡民族运动一个有利条件。主观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及胜利后，斯里兰卡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抓住有利时机，坚持不懈斗争，最终获得民族独立。

1.客观原因：英国国力的削弱和国际环境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斯里兰卡位于印度洋次大陆的东南端，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一旦失守将可能导致英军在印度洋战场上全盘失败。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里兰卡还是英国的主要橡胶供应地，是英军及其盟军的重要后勤基地。如果此时斯里兰卡国内出现动荡，将可能影响英军以及盟军的对日作战，直接关系英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走势。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非常重视同斯里兰卡的关系，为稳定斯里兰卡国内局势，对斯里兰卡采取了温和的殖民统治政策。对于斯里兰卡民族运动领导人提出的相关宪政改革要求，只要不触及英国对斯里兰卡的根本统治地位和根本利益，英国殖民当局都予以尽量满足。这种客观条件使斯里兰卡民族运动面临一个有利时机，因而推动斯里兰卡民族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国在战争中国力严重削弱，由一流强国沦为二流国家，再也无力统治庞大的海外殖民地；国际环境也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南亚和东南亚各国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汹涌澎湃，对英国产生巨大压力。此时，英国认识到，如果继续采用暴力统治手段，不但无法继续维持对各殖民地的统治，反而可能会被风起云涌的独立运动彻底赶出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精于政治斗争的英国当局决定改变传统的殖民政策，推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行的英联邦制度，允许一些殖民地国家作为英联邦成员获得民族独立，借此保护自己在殖民地的利益。斯里兰卡的民族独立运动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以和平方式获得胜利。简要回顾和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英国仍然是世界一流强国，面对斯里兰卡的民族独立运动，英国绝不会轻易允许其获得独立，必然会采用暴力手段镇压斯里兰卡人民的抗争，斯里兰卡也就不可能以和平手段获得民族独立。

2.主观原因：斯里兰卡民族运动的胜利

即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英国国力衰弱和国际环境发生变化，但如果没有斯里兰卡人民坚持不懈的斗争，英国也绝不会主动放弃在斯里兰卡的殖民统治。因此，坚持不懈的民族独立运动才是斯里兰卡获得民族独立的根本原因。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需要斯里兰卡保持稳定，所以对斯里兰卡民族运动提出的要求不得不给予妥协和让步，做出一系列宪政改革。1942年以后，斯里兰卡部长会议开始向责任内阁方向发展，逐步变成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政治实体。此后，在部长会议主席D·S·森纳那亚克主导下，斯里兰卡开始同英国进行谈判。整个谈判过程中，D·S·森纳那亚克始终坚持两个原则：一是斯里兰卡一定要获得独立地位，二是斯里兰卡的独立要通过协商而不是对抗的方式获得。应当说，这两个原则对斯里兰卡十分重要，一方面使斯里兰卡没有通过可能会对国家造成巨大破坏的战争而获得了民族独立；另一方面，这种和平独立使得殖民时期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均得以完成的保留下来，但这种殖民时期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并不完全是按照斯里兰卡的国情而建立起来的，而是按照英国殖民当局的利益需要而建立起来的，这就意味着这些遗产可能并不完全适合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必须在独立后继续探索符合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原封不动继承的遗产确实不符合斯里兰卡国情，斯里兰卡独立后政治和经济又经过多次曲折探索，才找到基本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与独立时的独特经历有密切关系。

1944年，斯里兰卡部长会议向英国提出了自己拟定的宪法草案，正式向英国提出了民族自治的要求。确切说，这个宪法草案英国提出的只是允许斯里兰卡不完全自治的有限要求，这个草案允许英王继续保留立法、国防、外交三个关键权力。这说明，此时的英国如果在这个宪法草案基础上同斯里兰卡独立运动领导人进行谈判，同意宪法草案提出的要求，英国可能会在斯里兰卡保留更多利益。但英国显然错误估计了形势，并没有答应这个草案的要求。

为应对斯里兰卡日益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1944年12月，英国政府派出索尔伯里调查团到达斯里兰卡，就下一步如何改革进行调查。1945年7月调查团向英国政府提交报告。报告的核心内容是在英国保留外交、国防和修改宪法的权力的前提下，允许斯里兰卡建立责任制内阁，给予斯里兰卡自治领地位。1945年，英国政府按照这个报告的建议，提出了新宪法，仍然反对立即给予斯里兰卡自治领地位。

随着斯里兰卡独立运动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于英国政府的这个决定，斯里兰卡人民已经不可能再接受。特别是1947年2月20日，英国允许印度独立更是鼓舞了同为英国殖民地的斯里兰卡人民获得民族独立的决心。斯里兰卡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摆脱外国殖民统治的束缚，争取国家独立的呼声愈来愈高，劳工运动进一步发展。一直主导谈判的温和派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态度也强硬起来。面对这种情况，英国政府终于意识到，与其被斯里兰卡人民用暴力手段赶走，不如同意给予斯里兰卡自治领地位，以保护其在斯里兰卡的殖民利益。1947年6月18日，英国政府发表宣言，承诺给予斯里兰卡“英联邦国家内的完全责任制地位，”并宣布斯里兰卡有选择成为自治领的权力。也就是说，英国同意斯里兰卡完全自治。

1947年7月，英国决定放弃对斯里兰卡外交内政的控制权。1947年9月，斯里兰卡举行大选，由锡兰国民大会党、僧伽罗大会、穆斯林联盟联合组成的统一国民党在选举中占据绝对优势，成立政府，塞纳那亚克担任总理。11月24日，斯里兰卡与英国政府签署国防、外交、文官条约。12月3日，斯里兰卡众议院通过独立法案，确认英国议会不再有为斯里兰卡立法的权力，斯里兰卡不再是殖民地，而是英联邦内的自治领。12月10日，英王批准斯里兰卡独立法案，并把1948年2月4日名为“约定日”，斯里兰卡在该日正式宣布独立。

二、独立后斯里兰卡政治制度的变迁：寻求本国特色

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独立以后的最初几年，斯里兰卡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殖民时期的政治制度。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斯里兰卡的独立是通过议会程序，以和平手段取得的，原有的政治制度设计不仅没有遭到破坏，而且深得斯里兰卡上层政治精英人士的认可。二是领导斯里兰卡民族运动获得胜利的人自然成为独立后的第一届政府领导人，而这部分人中很多不仅在原殖民政府中担任过职务，而且大都接受过西方教育，对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度高度认同。三是独立之初的斯里兰卡还没有一股新的政治力量能够与统一国民党相抗衡，而统一国民党的领导层大都在原殖民政府担任各种职务，继承殖民遗产有利于他们继续维持其统治地位。

对于刚刚获得民族独立的殖民国家来说，在政治上原封不动地继承殖民遗产，当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至少可以保证政治和社会的基本稳定，这对于刚刚独立、各方面制度都还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非常重要。但这种未加任何调整的继承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弊端和产生一些消极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这些弊端和消极影响将越来越严重，客观上推动这些国家对政治制度按照本国国情进行改革，政治制度由此发生变迁。斯里兰卡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1.独立后斯里兰卡政治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

一般情况下，殖民时期的政治制度是由殖民当局以维护自身利益最大化目的而建立的，即使吸收一部分殖民地国家人士参与政府管理，也是很少部分上层精英人士，很大程度上并不能代表殖民地国家下层民众，并不能反映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有时候这部分上层精英人士和本国下层民众甚至是完全分裂的，相反，他们同殖民当局反而更亲近一些。当这部分上层精英人士通过和平谈判实现民族独立后自然而然成为独立后的国家领导人时，他们与本国下层民众的分裂并未因国家独立而弥合，因此由他们掌控的政府与殖民时期的政府并没有质的差别，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仍然被忽视。这种情况，当数量众多的下层民众仍然处于分散状态，仍然没有政治代言人而无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时，政治上还能维持一定时间的稳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政治生态的不断完善，如果执掌国家权力的上层精英人士不能及时改变原有政治理念，不注意关注和回应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这种脆弱的平衡迟早要打破。

斯里兰卡就是这种情况。刚刚独立后的几年，斯里兰卡政府基本上由人数不多、但受过西方教育、思想完全西化、能够说流利英语的上层精英集团掌控。而那些数量众多、但没有受过英语教育、而受过高水平僧伽罗语言教育的下层精英人士则基本上被排斥在政府之外。这些下层精英人士主要是佛教徒，主要在农村和山区，他们当然对由说英语的上层精英人士控制的政府不满。但由于此时还没有产生一个代表广大下层民众利益诉求、能够和统一国民党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因而他们的利益诉求还不能表达，斯里兰卡也得以保持了政治上的基本稳定。但这种情况在1951年发生了改变。这年7月，毕业于牛津大学、具有崇高政治威望和政治能力的S.W.R.D.班达拉奈克，由于在僧伽罗语、佛教、民族文化和本国医药等问题上与统一国民党其他领导人发生分歧，愤然辞去卫生与内务部长职务，宣布脱离统一国民党，成立斯里兰卡自由党，并1952年当选为众议院反对派领袖。斯里兰卡自由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和宗教情感，强调民族主权和独立道路的思想意识比较突出，主要代表佛教僧侣、僧伽罗族学校的教师、传统医生、小店主和僧伽罗族商人等乡村地区中产阶级的政见。这个阶层数量众多，占据斯里兰卡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利益诉求却长期被忽略，在一个实行民主选举、选票决定一切的国家，这样的一个群体一旦被组织起来，便会显现出巨大力量，代表他们政见的政党在选举中获胜便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

1952年大选是斯里兰卡第一次标准意义上的两党竞选。虽然斯里兰卡自由党提出了社会改革、社会正义和经济独立的选举口号，但由于刚刚成立，还不能同统一国民党相抗衡。因为此时统一国民党还处于独立后的政治蜜月期，其领导国家获得独立的政治资本仍在发挥作用，所以这一次大选最终仍是统一国民党获得胜利，获得95席中的54席。但自由党所主张的经济独立、重视传统、重视佛教等政治理念却在大选中得到传播。当统一国民党再次执政却仍然没有满足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时，自由党的这些主张便显现出其吸引力。

1956年斯里兰卡再一次迎来大选。为确保能够击败统一国民党，班达拉奈克把斯里兰卡自由党与革命平等党、僧伽罗语阵线组成人民联合阵线，并与锡兰平等社会党、共产党达成互不竞争协议。最终人民联合阵线击败了统一国民党，班达拉奈克出任政府总理。联合阵线执政后，推行了一系列完全不同于统一国民党的政策，因此这一年成为斯里兰卡政治转型的关键一年，这一次大选成为斯里兰卡政治寻求本国特色的开始之年。

2.独立后斯里兰卡政治制度的变迁

1956年以后，斯里兰卡政治开始自由党和统一国民党轮流执政。两党在各自执政期间，分别对斯里兰卡政治制度进行了内容不同的改革和调整，最终使斯里兰卡政治制度彻底摆脱了殖民影响，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形成了具有斯里兰卡特色的政治制度。在这些调整中，有三个方面最为突出，对斯里兰卡现代化进程影响最大，一是佛教开始介入政治，二是国家获得完全独立，三是内阁制改为总统制。

（1）佛教开始介入政治。这是独立后斯里兰卡政治最大的变化。斯里兰卡是一个多宗教国家，宗教在社会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产生着影响。佛教是僧伽罗人信仰的宗教，在斯里兰卡已流传2000多年，全国69.81%的人是佛教徒，是斯里兰卡的主体宗教，影响最大。历史上，先来到斯里兰卡岛的僧伽罗人一直面临南印度泰米尔人入侵的威胁。在与南印度泰米尔人的斗争过程中，僧伽罗统治者和佛教僧团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依赖关系。为抵抗南印度泰米尔人的侵略，僧伽罗统治者和佛教僧侣共同炮制了“民族、宗教和国家相统一”的观念，把佛教、僧伽罗人和斯里兰卡岛说成三位一体。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当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利益而炮制的很多意识形态经过长期演变，最终却成为了一个民族的终极信仰和自觉行为，这种情况在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曾出现，当代社会很多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信仰最初都是统治者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强加给普通大众，最终却演化成了普通大众的自觉行为。斯里兰卡的佛教就是这样。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佛教成为了斯里兰卡主导宗教，佛教信仰逐渐成为僧伽罗人的民族意识，佛教徒逐渐等同于僧伽罗民族，宗教和民族最终融为一体。总之，历史上，佛教在斯里兰卡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国王不仅是全体僧伽罗人的最高世俗领袖，而且是佛教的保护者，维护佛教是国王的最重要职责；佛教僧侣对世俗政治具有巨大影响力，不仅可以干预世俗统治者的施政方针，甚至可以干预世俗执政者的王位继承问题，任何人要想在斯里兰卡平稳执政都必须获得佛教僧侣的支持。这种情况直到西方殖民者入侵才开始发生变化。

殖民统治时期，由于殖民当局实行严酷的宗教压迫政策，和其他本地宗教一样，佛教徒受到严重迫害，佛教逐渐陷入衰落，进入其发展史上最艰难时期，因此复兴佛教成为僧伽罗人的愿望。即使在殖民统治时期，这种愿望也没有完全熄灭，佛教成为凝聚僧伽罗人的精神力量，在团结僧伽罗人抗击殖民当局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斯里兰卡获得国家独立时，佛教徒以为看到了复兴佛教的希望。但统一国民党执政的政府却令他们大为失望。独立后执掌政权的精英阶层，由于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对佛教仍然持一种冷淡态度。这些热衷于西方文化和西方政治制度的精英人士，完全忽略了当时已经暗流涌动的佛教复兴运动和僧伽罗民族主义。于是，在1956年的大选中，佛教徒用选票表达了他们的不满。人数占绝对优势的佛教徒通过选举程序把忽视佛教徒利益的统一国民党赶下台，把重视佛教的自由党送上执政地位，佛教力量从此开始走上政治舞台。而自由党执政后也没有食言，兑现了自己的承诺。1972年，自由党执政时通过宪法，确认佛教为国教，并宣布斯里兰卡共和国应当给佛教以最优先的地位，“国家的责任是保护和扶持佛教”。此后，两个首要的僧伽罗佛学研究中心也被授予大学地位，分别升格为智增大学和智升大学，佛教开始成为斯里兰卡国家发展中一股极其重要的力量，成为斯里兰卡政治的一个突出特色。

客观地说，在一个存在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从宪法层面上明确对某一种宗教进行保护，而且特别强调给予这种宗教以最优先地位，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举措，这种举措不但不符合现代政治世俗化的发展趋势，而且会引起其他宗教势力的反对，这相当于国家层面主动挑起宗教冲突，完全不符合现代政治发展的趋势。更重要的是，此后的斯里兰卡历届政府，不管是自由党执政还是统一国民党执政，为捞取选票，出台的很多重要政策都从佛教徒利益出发，都有利于僧伽罗人，都带有僧伽罗民族主义倾向，明显歧视其他宗教和民族，特别是不利于信仰印度教的泰米尔人。这种行为在虽然得到了占人口大多数僧伽罗人的拥护，但同时也使斯里兰卡本已存在的种族冲突进一步恶化，严重阻碍了斯里兰卡的现代化进程，后面章节将做进一步介绍和分析。

（2）国家获得完全独立。独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斯里兰卡都沿用了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制定的宪法。根据这部宪法，斯里兰卡的国家元首是英国女王，由总督代表英王行使权力，最高法院的上诉案要由英国枢密院审理。显然，根据这部宪法的相关内容，斯里兰卡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因此，1956年斯里兰卡人民联合阵线政府上台后，便为修改宪法做准备。1972年，斯里兰卡制宪会议通过新宪法。新宪法坚持把西方民主主义思想与佛教原理相结合，决定成立“自由、独立、自主”的共和国，把国名“锡兰”改为“斯里兰卡”，主张在斯里兰卡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政体”，消灭“经济和社会特权、收入不均和剥削现象”。新宪法颁布实施的当天，斯里兰卡举行了共和国成立仪式，西丽·班达拉奈克夫人就任斯里兰卡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威廉·高伯拉瓦担任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总统府降下英国女王旗帜，升起斯里兰卡总统旗帜。从此，斯里兰卡结束了24年的自治领地位，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共和国。

（3）内阁制变为总统制。民主制度有内阁制和总统制两种政权组织形式。一般来说，内阁制和总统制两种形式各有优缺点，并无好坏之分，一国采用何种形式完全取决于各自国情和需要。但相较而言，总统制更稳定一些，由于总统在任职期间，行政权力高度集中，没有因政见不同而倒台的风险，因而可以积极推行政策，行政效率更高，更能适应形势变化。客观地说，在能够有效防止总统制蜕变为独裁制的前提下，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采用总统制更有利于国家发展，因为总统制更有效率。1977年统一国民党获得大选胜利后，对宪法进行修改，斯里兰卡政治体制再一次发生重大调整。1978年新宪法颁布。这部宪法根据统一国民党提出的“一个强有力的行政体制更加适合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状况”理论，废除内阁制，实行总统制，总统是国家元首、最高行政长官、政府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总统实行民选，任期6年，总统主持内阁会议，并可担任重要内阁部长职务；总理和内阁各部部长由总统任免；总统有权提前解散议会，必要情况下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在紧急状态下，总统可以不经议会批准制定法案；国会议院可以根据宪法弹劾总统，但需经过严格的程序才能成立。这一年，统一国民党领袖贾亚瓦德纳改任总统，成为斯里兰卡第一任由选举产生的总统；同时，国名改名为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

第二节　经济发展：从种植园经济到市场化改革

斯里兰卡自然条件优越，土地肥沃，有着悠久的农业种植历史。历史上，为发展农业修建了大量的水利灌溉设施，长期保持自给自足的富庶状态，有“东方粮仓”的美称。同时，斯里兰卡人民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开展海外贸易，与印度洋以及亚洲很多国家保持频繁的经济往来。西方殖民主义势力进入以后，斯里兰卡原有的经济体制被打破，特别是在英国殖民主义统治时期，先在斯里兰卡建立了咖啡种植园，后来由于受一种树叶病害侵袭导致咖啡树大批死亡，转而用茶叶代替咖啡，到20世纪初茶园面积已达15万公顷以上，1938年达到22万余公顷；这一数字基本上一直保持到现在，茶叶出口一直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外汇来源。1876年，英国殖民统治者又把橡胶移植到斯里兰卡，由于自然条件适合，到1948年独立时，斯里兰卡橡胶园面积已达64万英亩，成为全国第二大经济作物。椰子种植在英国统治时期也有新的发展，在西南沿海潮湿低地区出现了一片连绵不断的椰林，建立了规模巨大的椰子种植园，成为斯里兰卡第三出口作物。总之，在英国殖民主义统治时期，斯里兰卡形成了以种植园经济为主的单一模式的经济体系，整个国家成为殖民主义宗主国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销售市场。到1948年独立初期，茶叶、橡胶、椰子三大种植园产品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7%，而制造业产值不到4%，这就导致了斯里兰卡的经济脆弱，工业基础单薄，严重依赖于英国和国际市场。

一、独立以来斯里兰卡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

独立初期，为改变畸形的殖民地经济体系，统一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总的来讲，1948-1956年期间，统一国民党政府采取的措施并未见到太大成效，斯里兰卡经济结构与殖民地时期相比，变化不大，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种植园经济，加上实行高福利政策，大量资金用于补贴大米，投资严重不足，导致经济发展极其缓慢。

1.佛教社会主义指导下的经济发展

1956年大选之后，斯里兰卡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发生巨大变化。获得选举胜利的人民联合阵线接受了当时在世界范围广泛传播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某些原则，并同佛教思想相结合，形成了佛教社会主义思想。佛教社会主义对斯里兰卡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经济方面，人民联合阵线政府完全改变了此前几年统一国民党政府实行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强调政府控制，强调自力更生，强调社会平等，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以下三个方面政策对斯里兰卡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国有化政策。国有化是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受社会主义学说影响的人民联合阵线政府将国有化作为实现社会公平、实现经济自主的重要政策方针。从60年代开始，在自由党主导下，斯里兰卡政府实行了一系列国有化措施。一是接管私营公司，接收30家私营企业，把交通运输、港口、保险业、种植园等实行国有化；二是发展国营企业，把重要工业和对外贸易都置于国营公司垄断之下；三是接管外资企业，颁布《锡兰石油公司法》，成立锡兰国有石油公司，接收美、英三家石油公司在斯里兰卡的设备；四是实行金融国有化，将最大商业银行——锡兰银行收归国有，并创办国有人民银行。经过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斯里兰卡的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受到极大限制，国有经济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国有企业数量大幅增加，特别是在制造业，国有经济已经占到半壁江山，在金融、外贸、零售等领域国有经济也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政府对经济控制日益增强。（2）实行土地改革。和很多殖民地国家一样，殖民地时期，斯里兰卡实行土地私有制。自由党认为土地的过度集中不利于社会分配的公平，与社会主义思想不相符，必须进行土地改革。为此，斯里兰卡政府于1958年颁布《谷物土地法案》，1972年颁布《土地改革法》，实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主要有两个方面内容。第一，规定土地占有最高限额，按照规定个人占有稻田不得超过25英亩，其他土地不得超过50英亩，斯里兰卡政府希望通过这种措施能够确保任何一位农民都能得到一份耕地，让农民获得一定的安全保障，以此达到两个目的：一是鼓励农民改进耕作方法，提高粮食产量，二是缓和农村阶级矛盾，维护社会稳定（1971年4月斯里兰卡曾发生一次社会暴动）。第二，实行种植园国有化。1975年斯里兰卡颁布《土地改革修正法》，把全部的外国和部分国内私人经济作物种植园收归国有。（3）进口替代战略。虽然现在理论界对进口替代战略利弊看法不一，但进口替代战略却曾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独立自主道路上经常采用的发展战略。斯里兰卡也不例外。为改变单一经济结构，摆脱因粮食和工业品严重依赖进口造成国际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国际收支赤字严重的不利形势，1956年联合阵线赢得大选后，逐渐改变统一国民党实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开始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对进口实行严格限制，大幅度减少对非必需品的进口。在农业方面，主要是兴修水利工程，建设马哈维利河工程，扩大灌溉面积，推广“绿色革命”运动，发起“粮食生产运动”，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通过上述措施斯里兰卡基本上实现了粮食自给。在工业方面，主要是实行高关税壁垒，保护国有企业，限制私营企业，建立国有工业企业，立足本国条件进行工业生产。

总的来看，从1956年至1977年的二十多年间，在自由党政府主导下，斯里兰卡在寻求符合本国实际的经济发展道路上进行了大量探索和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殖民时期的畸形经济结构。但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实行的很多政策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特别是国有化、限制私营经济以及进口替代等政策，使斯里兰卡出现了经济发展逐渐缺乏活力，国有经济弊病逐渐显现，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市场物价大幅上涨，失业人数越来越多等问题。经济上的问题最终反映到政治上，经济上的失误最终导致自由党在1977年大选中全面失败，统一国民党取得决定性胜利，斯里兰卡经济由此进入一个新的调整阶段。

2.1977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

1977年7月，斯里兰卡举行第8届议会选举，由于自由党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严重失败，导致统一国民党在这次选举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由于统一国民党从成立之初在经济方面就信奉西方市场经济理念，加上此前自由党政府在经济上过度强调政府控制、过度强调国有经济、过度强调独立自主而导致斯里兰卡经济发展遭遇重大挫折，因此统一国民党执政后就开始对斯里兰卡经济发展道路进行调整。由统一国民党政府主导的这次调整的主要特征是：在继续抓好种植园经济、确保传统产业保持优势地位，继续抓好农业生产、确保实现粮食自给的同时，大力发展旅游业和劳务输出的同时，重点对斯里兰卡经济实行市场化改革，把发展方向转向工业化经济，重点发展食品加工、纺织、通信和金融等现代工业，推动斯里兰卡经济向着自由化、全球化方向发展。在这其中，三个方面政策与自由党的执政理念差别较大，甚至完全相反，对斯里兰卡经济影响也最大。（1）大力发展外资经济。主要措施有：建立自由贸易区，实行南亚地区最优惠的经济政策，制定外资保障法，对外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争取国际经济组织的资金援助等。（2）大力发展出口经济。主要措施有：废除进口许可证等限制进口制度，鼓励私人企业经营外贸业务，大力发展工业出口，实行进口优惠政策等。（3）大力发展私营经济。针对国有化政策带来的弊端，统一国民党执政后开始实行私有化政策，废除了联合阵线政府1971年制定的《企业接管法》，明确宣布不再搞国有化，并对国有企业在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实行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同时放宽政策限制，积极发展私营经济。1987年、1994年统一国民党继续执政后，斯里兰卡政府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二、斯里兰卡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总的来说，通过独立后60多年的发展，斯里兰卡经济取得积极成就，经济结构不断改善，连续多年保持较快增长速度（2005-2007年连续保持约6%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改善，贫困率大幅下降（2007年约为15%），人均收入已经跃居南亚国家首位（2007年达到1617美元）。但同时必须看到，斯里兰卡经济总体上仍然比较落后，殖民地时期形成的畸形经济结构有较大程度所改善，但其影响并未根本消除，特别是在未来发展中，斯里兰卡经济还面临很多挑战，能否应对好这些挑战，将决定其经济未来发展质量能否进一步提高，现代经济结构能否真正建立。

1.民主政治方面的影响。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相比，斯里兰卡的民主政治发展相对比较成熟，民众民主素养相对较高，多年来一直平稳运行。但现在来看恰恰是斯里兰卡成熟的民主政治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难以克服的消极影响。具体来说，斯里兰卡长期是自由党和统一国民党两党轮流执政，但问题在于，两党虽然在外交路线上大体一致，但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方面的执政理念却几乎完全相反。统一国民党具有较深的西方背景和政策路线，代表知识分子和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经济政策主张自由经济路线；自由党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和宗教情感，代表农民和中产阶级的利益，经济政策主张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主张国有化政策，维护宗教价值及其社会作用。虽然近年来两党执政理念有所调和，不再像当初那样具有极端性，自由党也开始承认市场经济的作用，统一国民党也不再单纯强调自由经济，但总体而言，两党的执政理念仍存在较大差异，很难完全统一。两党轮流执政，而两党执政理念上存在较大差异，对于一个经济尚不发达、各种经济管理制度尚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所带来的消极影响非常大。这就可能导致国家经济政策缺乏连贯性，其中一个政党当选获得执政地位后就可能否定另外一个政党执政时制定的经济政策，而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非常重要。再好的经济政策不能持续执行，也无法发挥作用。斯里兰卡就常常出现这种情况，自由党执政后偏重于发展国有经济，而统一国民党执政后又偏重于发展私营经济，两种政策交替出现，最终结果就是任何一种经济都未能得到有效发展。这种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悖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曾出现，但至今并未找到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斯里兰卡同样如此，在民主政治已经深入人心不可能放弃的情况下，如何解决政治对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是一个重大课题。

2.种族冲突方面的影响。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之间的种族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全面内战，是所有分析斯里兰卡经济发展面临的不利因素时，都要给予强调的一个方面。关于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后面章节将做专门介绍和分析。这里强调一点，虽然2009年斯里兰卡政府军歼灭了泰米尔猛虎组织，但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之间的冲突并未真正得到解决。而且，从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来看，要想彻底解决这两个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绝非易事。在一个实行民主政治、选票决定一切的国家，如果一个民族在人口数量上占据绝对多数，而这个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又非常严重，必然导致所有的政党都讨好于这个民族，否则就不可能获得大选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其他人数较少民族的利益，就成为一个重大挑战。消灭猛虎组织之后的斯里兰卡仍然面临这一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必然会产生新的冲突，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消极影响。

3.国有部门方面的影响。由自由党主导的国有化运动对斯里兰卡摆脱殖民影响，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很多弊。随着斯里兰卡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这些弊端越来越成为斯里兰卡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一是国有企业需要进一步改革。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斯里兰卡建立了很多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在实现斯里兰卡经济自主，改变畸形经济结构等很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效率不高、人浮于事、亏损严重等很多问题。统一国民党政府执政后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大幅度改革，但仍存在很多问题，很多国有企业仍然亏损严重。二是政府部门效率低下。由于机构臃肿、官僚作风严重，斯里兰卡政府管理部门不仅效率低下，而且人员负担过重，政府开支过大，造成财政资金分配不均，用于改善民生和发展经济方面的投入过少，成为影响斯里兰卡经济发展的一大弊端，而改革又可能引起社会动荡，因此对斯里兰卡来说这一方面问题是一个始终存在的隐形挑战。

4.基础设施方面的影响。基础设施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南亚其他国家一样，由于财政投入不足加之民主政府为拉取选票更多将财政投向社会福利而不是基础设施建设，导致斯里兰卡的基础设施建设非常落后，交通、电力等远远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5.国际环境方面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影响。一是斯里兰卡的茶叶、橡胶、椰子三大传统出口产品，严重依赖国际市场，一旦国际市场出现波折，对斯里兰卡经济影响巨大。二是斯里兰卡能源十分缺乏，粮食对外依存度也非常高。近些年来国际市场上的能源价格和粮食价格飞涨，导致斯里兰卡通货膨胀严重，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年均通货膨胀率为12%，2008年5月份斯里兰卡消费物价指数达到26.2%，根据汇丰银行全球研究资料显示，斯里兰卡年通货膨胀率高居亚洲之首，成为斯里兰卡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一大挑战，而且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导致这种挑战在短时期内都可能难以获得根本解决。

第三节　民族问题：从种族冲突到全面内战

总结和分析斯里兰卡的现代化进程，民族问题是一个必须给予关注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之间的种族冲突严重影响了斯里兰卡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使斯里兰卡现代化始终在一种坎坷波折中前行。

一、斯里兰卡民族冲突的来龙去脉

1.“猛虎组织”的产生及其影响

斯里兰卡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中，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是两大主体民族，信奉佛教的僧伽罗人约占全国人口82.9%，信奉印度教的泰米尔人占8.9%。此外，还有摩尔人、伯格人、欧亚混血人、维达人等。

斯里兰卡的种族冲突主要是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之间的冲突，但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都不是斯里兰卡原住民。一般认为，僧伽罗人先于泰米尔人来到斯里兰卡，他们大部分居住在人口集中、经济较为发达的西部和西南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山区。泰米尔人主要居住在贾夫纳半岛和东部沿海地区，又分斯里兰卡泰米尔人和印度泰米尔人，斯里兰卡泰米尔人是1000多年前从印度移居到斯里兰卡；印度泰米尔人是英国殖民时期从印度招募来的种植园工人。历史上，两个民族就曾为争夺对斯里兰卡全岛的控制权而展开过争斗。但总的来说，历史上两个民族基本上能和睦相处。

斯里兰卡的民族矛盾起源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和在很多殖民地采取的统治策略一样，英国殖民统治斯里兰卡后，在斯里兰卡推行分而治之的策略，故意挑起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冲突，使两族结下积怨。1948年2月斯里兰卡获得独立后，建立了以僧伽罗人为主的政府。1956年大选后，自由党获胜，佛教开始介入政治，僧伽罗民族主义高涨，自由党实际上成为僧伽罗人的代言人，出台了很多有利于僧伽罗人而不利于泰米尔人的政策，使本已存在的民族矛盾迅速激化。泰米尔人对由僧伽罗人主持的政府在语言、就业、教育和宗教等方面的政策不满，认为自己受到了民族压迫，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酿成尖锐冲突，并多次发生流血冲突。

20世纪70年代初，泰米尔人正式提出建立独立的“伊拉姆国”的主张，成立了“泰米尔联合解放阵线”，要求在其居住的地区独立建国。1976年，该阵线的青年成立了一个名为“泰米尔伊拉姆解放之虎”的组织（简称“猛虎组织”），开始从事争取独立的武装恐怖活动。位于斯北部的贾夫纳半岛是其大本营。此后，斯里兰卡的民族冲突问题主要就表现为斯里兰卡政府和猛虎组织的斗争。

猛虎组织的创建者和领导人韦卢皮莱·普拉巴卡兰1954年11月26日出生于斯里兰卡贾夫纳半岛北部一座海滨小城，是一个标准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十几岁时，由于不满僧伽罗人在政治、就业和教育方面对泰米尔人的歧视，普拉巴卡兰就开始投身于政治集会和武装斗争。1972年，普拉巴卡兰创建猛虎组织。1975年5月，普拉巴卡兰亲自出动，暗杀了贾夫纳市市长，从此一举成名，投奔他的泰米尔人越来越多，普拉巴卡兰遂将组织更名为“泰米尔伊拉姆解放之虎”。1983年7月，猛虎组织在斯里兰卡北部发动袭击，导致13名斯里兰卡军人死亡。随后，僧伽罗人在首都科伦坡对泰米尔人进行报复并引发大规模骚乱，导致数百人死亡，数千人逃亡。猛虎组织所宣称的“第一场伊拉姆战争”由此爆发。

自1983年以来，猛虎组织同斯里兰卡政府军展开了20多年的对抗。经过长期经营，“猛虎”组织建成了编制齐全的陆军和海军，频频制造恐怖事件，特别是“自杀性爆炸袭击”，被称为世界上最凶猛善战的游击队，先后制造了200多起自杀式炸弹袭击，50多名高官政要被炸身亡。1991年5月，派人潜入印度，借向时任印度总理甘地献花之机，拉响炸药包，甘地总理的半边脸和一条腿被炸飞，当场毙命。1993年5月，炸死斯里兰卡总统普雷马达萨。1996年，制造斯里兰卡中央银行大爆炸案，73位无辜平民丧生，为此，美国政府宣布猛虎组织为恐怖组织。1997年10月，袭击39层楼高的科伦坡世界贸易中心，造成18人死亡。1999年12月18日，在科伦坡市政厅广场制造特大爆炸案，造成22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总统候选人库马拉通加夫人右眼被炸瞎。2001年7月24日，偷袭斯里兰卡首都国际机场以及邻近的军用机场，摧毁13架军用、民航飞机，造成近亿美元损失，导致数十人伤亡。

猛虎组织和斯里兰卡政府之间的对抗，实际上已经使种族冲突问题演化为全面内战，斯里兰卡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代价。常年的内战导致6万多人丧生，180多万人流离失所；国家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国家债务负担沉重，巨额军费开支巨大，严重破坏投资环境，动摇投资者信心，影响旅游业发展，严重影响了整个斯里兰卡经济发展，造成经济凋敝、社会动荡，成为斯里兰卡现代化进程中最大障碍。

2.猛虎组织的溃败

为解决猛虎组织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斯里兰卡政府对猛虎组织采取的是“打谈结合，以战迫和”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为了寻求和平，斯历届政府曾多次同猛虎组织进行和谈，虽然也曾数次达成停火协议，但由于各种原因所致，每一次和谈均无果而终，始终未能奏效。比如，1994年11月，库马拉通加夫人当选斯里兰卡总统后，经过四轮和谈，双方于1995年1月达成停火协议。但由于猛虎组织始终坚持泰米尔人要独立建国这一主张，这是斯里兰卡政府绝对不能接受的条件，因此猛虎组织单方面撕毁协议，再次与政府开战。为了赢得和平，库马拉通加夫人提出修改宪法，赋予泰米尔人更大自治权，希望以此泰米尔人温和派的支持，迫使猛虎组织放弃独立的要求。但这又遭到僧伽罗人内部僧侣集团和反对党的反对，最终不了了之。

2001年12月，维克勒马辛哈当选为斯里兰卡政府总理。这位一直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总理上任伊始，就宣布了多项有利于缓解冲突的措施，以缓和内战造成的紧张局势。为使和谈更具公正性，维克勒马辛哈总理还求助于国际社会，请挪威政府担任政府与猛虎组织的调停人。

对于维克勒马辛哈总理的良苦用心，精于政治斗争的猛虎组织知道必须给予一定回应。猛虎组织宣布自2001年12月24日开始实施单方面停火。2002年2月，双方在斯德哥尔摩达成一项历史性永久停火协议，并同意举行正式和谈。同年9月16日至18日，斯政府和猛虎组织在泰国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首次和谈。但由于双方在有关泰米尔地区自治权问题上争论激烈，分歧较大，无法达成共识，2003年4月，猛虎组织宣布退出和平谈判。

2005年8月，斯里兰卡外长在官邸中游泳后被不明身份的枪手刺杀身亡，斯里兰卡政府认为猛虎组织应为此负责。同年，强硬派人物、反猛虎的领导人马欣达·拉贾帕克萨赢得总统选举。此后，虽然斯里兰卡政府和猛虎组织之间一直处于“打打谈谈”的胶着状态，但此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却对猛虎组织越来越不利，在国际反恐大局势下，越来越多的国家把猛虎组织列为恐怖组织，其获得的海外援助越来越少，逐步走向下坡路，战局越来越朝着有利于政府方向发展。加上多年来斯里兰卡政府不断加强军事力量，在这种情况，斯里兰卡政府决定采用军事手段彻底消灭猛虎组织。2008年1月2日，斯里兰卡政府宣布退出与猛虎组织签署的停火协议；同时，斯政府与挪威政府签署的关于建立“斯里兰卡停火协议监督委员会”的协议也于1月16日终止。尽管猛虎组织于1月10日发表声明，表示准备执行停火协议的所有条款，但斯政府称将继续对猛虎组织进行军事打击。

2008年8月，政府军向猛虎组织控制的四条战线大举进攻。2009年1月2日，政府军占领了猛虎组织大本营基利诺奇；1月25日，政府军攻入猛虎组织控制的最后一个主要城镇——斯东北部的穆莱蒂武；2月4日，斯里兰卡政府宣称，猛虎组织即将被肃清；2月5日，斯政府军攻克猛虎组织最后一个海上武装基地；5月17日，泰米尔猛虎组织承认与政府军长达25年的战争以失败告终，宣布放下武器，结束与政府军的战斗；5月18日，猛虎组织最高首领普拉巴卡兰及其24岁的儿子被击毙；同日，斯里兰卡国防部宣布，军方已收复斯里兰卡全境，所有军事行动宣告结束。至此，历时26年的内战以斯里兰卡政府的彻底胜利宣告结束。

二、斯里兰卡民族冲突的原因分析

民族问题在很多国家都存在，但像斯里兰卡这样演化成对现代化进程造成严重障碍、时间长达20多年、造成数万人伤亡全面内战的情况并不多见。特别是在斯里兰卡民主政治制度比较健全、国民民主素养比较成熟的情况下，仍然爆发这种破坏程度如此严重的内战，其原因值得总结和分析。导致斯里兰卡种族冲突愈演愈烈最终演化成全面内战的原因必定是多方面的，综合各方面的研究，我们认为，可以从历史、宗教和政策三个方面因素对斯里兰卡种族冲突原因进行总结和分析。

1.历史因素。斯里兰卡的种族冲突首先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是英国殖民统治所造成的一个恶果。前文已经指出，历史上种族冲突问题并不严重，但英国殖民统治后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为日后爆发严重的种族冲突埋下了伏笔。（1）种族确认政策。和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一样，在殖民者到来之前漫长的传统社会，斯里兰卡岛上的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虽然属于两个不同的种族，但两者长期在岛上共存，历史上两者之间偶有纷争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种族冲突，因为那时两者还没有被贴上现代意义上的种族标签。但英国征服斯里兰卡后，在斯里兰卡采取分而治之的原则，实行种族划分政策，有意承认各个种族，而且故意强化他们之间的不同特征；加上种植园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中各有一部分人发家致富，成为具有现代意识的阶层，这就使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的民族意识开始产生并逐渐增强。民族意识的产生和增强是产生种族冲突的前提和基础。（2）立法会议代表选举政策。英国在斯里兰卡设立立法会议后，最初立法会议代表实行教族代表制，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人以及其他一些种族的代表人数相同，而且均属少数派，此时两个种族之间并无矛盾和冲突，但1931年宪法实行后，立法会议代表最终确定不再实行教族席位，而实行区域选举制。区域选举制是英国殖民当局为分化斯里兰卡实行的一种险恶政策，这种选举政策倾向于僧伽罗人，使泰米尔人处于少数派地位，从而使两大民族产生矛盾并不断加剧，为日后种族冲突埋下祸根。（3）英语教育政策。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为从文化上消灭斯里兰卡，刻意在斯里兰卡推广英语教育。但英国人的这种推广并不平衡，贾夫纳地区及西南沿海地区发展较快，山地僧伽罗地区发展较慢，结果导致泰米尔人受英语教育程度较高，因而在社会上谋职的机会较多而且谋得的职业大多社会地位较高、报酬较高，因而受益比僧伽罗人高。这种情况自然引起僧伽罗人的不满，两者之间本已存在的矛盾和冲突由此进一步加剧。（4）泰米尔人移民政策。外来移民问题是引发现代社会很多民族冲突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当遭遇经济危机造成本土居民难以充分就业时，本土居民就会把矛盾转移到外来移民身上，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人的冲突也有此因素。英国殖民统治斯里兰卡后，为把斯里兰卡变成原料供应地，大力在斯里兰卡发展种植园。种植园需要大量劳动力，而斯里兰卡本土人口有限。为此，在殖民当局的默许和支持下，从19世纪20年代起，斯里兰卡的种植园主开始印度南部招募泰米尔人到斯里兰卡种植园。新移民来的印度泰米尔人和原有的斯里兰卡泰米尔人自认为属于同一个民族，因此两者逐渐融合成一股力量共同对抗僧伽罗人，这使僧伽罗人感到十分担忧，特别是近代以来斯里兰卡经常遭遇经济危机，造成大量僧伽罗人失业，他们常常把根源指向外来的印度泰米尔人，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由此加剧。

2.宗教因素。除了英国殖民时期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外，宗教因素也是导致斯里兰卡产生民族冲突的重要原因。僧伽罗人信仰佛教，泰米尔人信仰印度教，两者宗教信仰不同。很多时候，如果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导致不同教徒所获得的现实利益也不同时，就会产生所谓的宗教冲突，进而引发民族冲突。在殖民统治时期，由于英国殖民当局在斯里兰卡推行基督教，佛教和印度教均处于被压制状态，虽偶有纷争，但基本上两者并没有产生太大冲突。但获得民族独立后，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就是，兴起于19世纪中期，曾在斯里兰卡独立运动中发挥过积极作用的佛教复兴运动逐步走向另一个极端，大僧伽罗民族主义借弘扬佛教文化的名义越来越强烈，而且主要指向了信仰印度教的泰米尔人。前面我们在分析斯里兰卡政治制度发展历程时，已经指出1956年大选对于斯里兰卡政治和宗教来说，都是关键性的转折之年。在这一年的大选中，高举发扬斯里兰卡传统、复兴佛教的自由党领衔组成的联合阵线在佛教组织的全力支持下，一举击败了一度坚持世俗主义、坚持宗教平等、拒绝将佛教列为国教的统一国民党，组成了现代斯里兰卡历史上第一个“依据民族文化的传统”而建立的新政府。大选结束后，新内阁即往大寺礼佛，接受僧侣的祝福；在内阁宣誓就职仪式上，内阁成员统一穿僧伽罗民族服装，用传统的僧伽罗音乐取代西方的吹奏乐。这种情况表明，佛教复兴运动已经达到顶峰。此后，自由党领导下的斯里兰卡政府又通过一系列有利于佛教、有利于僧伽罗人而不利于印度教、不利于泰米尔人的政策，佛教复兴运动最终由一场宗教运动演化成大僧伽罗民族主义。更为重要的是，1956年的大选使斯里兰卡的主要政治力量都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在斯里兰卡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就必须取悦于佛教，因为信仰佛教的僧伽罗人占斯里兰卡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按照民主政治的选举原则，只要赢得了僧伽罗人的选票就能赢得大选。由此，佛教对斯里兰卡的政治影响越来越大，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之间的冲突也就愈演愈烈。

3.政策因素。如果说历史因素和宗教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都还属于客观方面原因，而且这些因素在很多国家都同样存在，但在一些国家由于政府采取了正确的政策而有效化解了历史和宗教带来的民族冲突，但另外一些国家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政府采取的一些不当政策反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消极作用，使本来就因历史因素和宗教因素而存在的民族冲突更加严重。斯里兰卡就属于这种情况，正如很多分析所指出的，正是由于斯里兰卡政府在民族问题上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才一步步把斯里兰卡泰米尔人推向了反叛的行列，民族冲突最终演变成了全面内战。（1）语言政策。这是造成斯里兰卡民族问题的首要问题。殖民统治时期，僧伽罗语和泰米尔语均处于英语的压迫之下，语言问题并没有成为引发民族冲突的一个原因。但1956年大选后这种情况发生变化，这一年斯里兰卡议会通过议案，规定僧伽罗语为斯里兰卡唯一官方语言。客观地说，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多种语言并存的国家，中央层面通过这种议案是一种非常不明智的政治行为。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而且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象征，因此这种将一种语言作为官方语言的决议不仅给泰米尔人的生活和就业（新的语言政策实行后，泰米尔人就业越来越困难，在政府部门就业的泰米尔人比例急剧下降）带来种种不便，而且严重伤害了泰米尔人的感情，因而成为斯里兰卡民族冲突的最大症结，至今难以化解。（2）教育政策。教育政策是极其重要的社会政策，在实现社会平等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但如果一个国家的教育政策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就偏向某一群体而不利于另一群体，那么这种教育政策就不仅起不到推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的作用，反而会加剧本已存在的不公平现象，引起更大的社会冲突。就斯里兰卡而言，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在斯里兰卡推行英语教育，泰米尔人生活聚集区英语教育又比僧伽罗人生活聚集区英语教育水平高，所以泰米尔人虽然人口总数少，但大学生比例却很高，1948年独立时，占全国人口10%的斯里兰卡泰米尔人在大学生中的比例高达31%。但独立后特别是1956年大选之后，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随着政府接管教会学校和用本民族语言进行教学和考试，泰米尔人大学生人数逐渐减少，引起泰米尔人强烈不满。而斯里兰卡政府不仅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反而继续出台了一些不利于泰米尔人的政策，比如对僧伽罗语考生和泰米尔语考生划定不同的录取线、实行按地区名额分配法、对僧伽罗语学校投入高于泰米尔语学校投入等等。斯里兰卡政府实行的这一系列不公正的教育政策使本来就已存在的民族冲突更加严重。（3）移民政策。如果说当年英国殖民当局从印度向斯里兰卡招募泰米尔劳工是引发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种族冲突的一个重要历史因素，那么斯里兰卡独立后斯里兰卡政府有计划地向泰米尔人居住区移民则是造成斯里兰卡民族冲突的一个重要政策因素。也是困扰僧泰关系的问题。独立后三十年间，斯里兰卡政府持续不断的向北方省和东方省等泰米尔人居住区迁徙僧伽罗人，极大地改变了这一地区的人口结构，引起泰米尔人的极大不满，成为引发两个民族冲突的一大诱因。

总之，导致斯里兰卡发生民族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和宗教方面的因素，也有斯里兰卡政府政策方面的因素。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斯里兰卡政府的政策因素。在历史和宗教因素已经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唯一能够解决斯里兰卡民族冲突的就是政府的政策因素。但事实上，除了独立以后最初几年，斯里兰卡历届政府不仅没有采取相关政策措施来缓和本已十分紧张的民族矛盾，反而继续采取了一系列明显不利于泰米尔人的政策，将主体民族的文化凌驾于其他民族文化之上，用僧伽罗人的民族利益代替整个国家利益，结果导致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之间的冲突越来越严重；再加上泰米尔人本身的民族沙文主义也很强烈，结果导致民族冲突演化为全面内战。

因此，解决斯里兰卡民族冲突的关键在于政府的政策。但问题在于，斯里兰卡实行民主政治，选票决定一切。由于僧伽罗人占斯里兰卡总人口的绝对多数，任何政党只有满足他们的利益要求才能在选举中获胜。满足僧伽罗人的利益要求意味着就要牺牲泰米尔人的利益。一直以来，即使有政府想采取一些措施缓和民族矛盾，但大多时候在僧伽罗民族主义的压力之下，这些措施都不了了之，结果导致泰米尔人的更加不满，形成恶性循环。由此斯里兰卡陷入一个民主政治和民族矛盾相冲突的怪圈，被很多发展中国家奉为最高追求目标的民主政治似乎成了斯里兰卡解决民族冲突的制度障碍，但斯里兰卡又不可能以放弃民主政治的代价来解决民族冲突。如何在民主政治框架内，协调僧伽罗人和泰米尔的合理利益诉求，实现两个民族的和平共处，是消灭泰米尔猛虎组织之后的斯里兰卡面临的重大考验。


后记

本书撰写与编辑历时近两年，第一稿于2010年底成稿，但比较粗糙，经钱乘旦先生和编辑部提出诸多批评建议后，又重新修订撰改，修订后的版本虽然有较大改观，但仍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其中包括南亚一些小国，如孟加拉、马尔代夫等国因材料不足，没有写进书中，即使已写进书中的一些国家如巴基斯坦、不丹、斯里兰卡，在资料与深度上也均感薄弱。印度部分是本书重点，但涉及重大理论与现实争议问题颇多，其论述也只是一家之言，可能也是一孔之见，难免有纰漏与瑕疵，还望专家与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参加本书撰稿的有王庆东（印度、斯里兰卡、不丹等）、叶海林（巴基斯坦）、徐杨（尼泊尔）、宋海啸（斯里兰卡）等。特别要提出的是王庆东先生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他不仅撰写本书大部分内容，而且协助我对全书进行了修改和统稿。在此谨表谢忱。

本卷主编 陈峰君

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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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乘旦

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大约从二十多年前开始进入高潮，到现在已趋平静，不像前一段时间那样火爆了。这种情况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化研究在国际学术界高度走红，涌现出一大批国际知名学者，也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后来，研究渐趋平稳，慢慢退隐成学术研究中的话语背景。但它的话语威力至今仍然强劲，现在，几乎每一个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现代化研究的话语逻辑，受到它的学术影响。有些人不一定赞成现代化研究的路径与方法，甚至不赞成现代化研究本身；但现代化研究的思维逻辑却深深隐藏在当代学术话语结构中，没有人能够忽视它，更没有人能够避开它的影响。

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现代化研究的话语逻辑渗透在各个学科中，甚至渗透在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思维方式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至今仍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化”仍然是无数中国人追求的目标。普通中国人也许并不明白理论上的“现代化”究竟是什么，但“现代化”对他们而言却是一种向往；在今天，现代化仍旧是国家的目标，是民族的追求，也是一种现实中的生活。

中国的向往与它近代的经历有密切关系。一百七十多年前，中国的大门被西方打开，几千年的文明遭受严重冲击，而冲击最强烈之处，是中国历史自身运行的轨迹被打乱了，中国被迫面对世界，并且去适应那个世界。经过一百多年的摸索，在经受了最深重的苦难之后，今天，中国已重新屹立于世界，成了这个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尽管已取得伟大的成就，但现代化仍旧在中国持续，它还有许多事没有做、而必须去做。这就是现代化研究在中国持续展开的时代背景与历史背景，一个学科的生命力就体现在这里：它一定要和历史与现实交融一体，体现出对时代的关怀。

因此，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和西方的现代化研究就有很大区别了，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的现代化研究是立足于本国的需要，因而着眼于本土；西方的现代化研究则把矛头指向别人，想通过学术方式把自己的判断传输给别人。我们都知道现代化研究起源于西方，二战后，西方面对一大批新出现的独立国家和新形成的世界格局，一方面想了解这些国家，另一方面想控制这个世界，就迫切需要创建一个新的学科，提供新的研究方式和新的视角，“现代化研究”于是应运而生。现代化研究是一个跨学科、多维度的新领域，综合着许多学科的共同努力；但西方的目标，是影响新形成国家的发展方向，用自己的形象去塑造世界。

但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却是为中国服务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全力以赴地投入现代化，它迫切需要了解外国，了解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它希望知道各国曾经犯过的错误，也希望知道各国所积累的经验。所以，了解其他国家、为自己提供借鉴，这是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地，也是它最大的特点。由于中国的现代化研究是为本国服务的，所以它的观察就带有明显的批判性，其选题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它用批判的眼光观察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也从批判的角度考察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的现代化。

从宏观角度看，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过程，时至今日，这一点已经很明白。几百年来世界的变化都可以用“现代化”这个词来概括，尽管人们对“现代化”有不同理解，词本身甚至文不达意、表意不明。但它所表达的内容和历史过程却是明了的，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有些人因为“现代化”这个词表意不准确而不承认现代化过程的存在，这个逻辑很奇怪，因为任何一种语言中的任何一个词都会有同样的缺点，这正是人类语言的一大缺陷。事实上，“现代化”所表达的那个过程不仅存在，而且是世界性的历史现象，在过去几百年中，在世界各地，都有先有后地发生着类似的变化，变化的方向一样，变化的结果也基本雷同，这就是世界现代化。世界现代化首先表现出巨大的共性，即相似性，是共性使“世界现代化”得以成立。但现代化在世界各地又有不同——道路不同，经历不同，模式不同，表现方式不同，成功与失败不同，经验与教训不同——这些都是现代化的特殊性。特殊性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可能表现，由于其文化背景不同，历史传统不同，置身于其中的当事人不同，时代与社会环境各不相同，主观与客观的因素相互交织，就演绎了世界现代化的多种途径，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不同“模式”。现代化研究离不开对“模式”的研究，而“模式”则既包括现代化过程中的共同性，也包括现代化过程中的特殊性，因此，现代化研究就是对现代化过程中的共同性和特殊性进行交叉和立体的研究，在研究中，共同性和特殊性都得到体现，从而使人们对现代化过程有完整的了解。

本书把着眼点放在“模式”上。十卷的分工，“总论卷”提供讨论的框架，对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学术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回顾世界现代化的总体过程，并提出一些共同问题。其余各卷按地域分工，分别讨论一个地域的现代化“模式”问题。在一个地域中，可能因为存在着某些比较明显的共同性特征而生成一种地域性“模式”；但也可能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模式”，分别由若干不同国家为代表。必须说明：“模式”与地域可以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处于不同地域、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也可以形成类同的“模式”。对“模式”的探讨使我们对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地区与国家的情况有更深刻、更具体的理解；而通过对不同的“模式”进行分析和比较，又使我们对世界现代化的整体过程有更好的把握。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在《世界现代化历程》这部书中所作的研究工作。

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希望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某些借鉴；同时，也希望对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做一个阶段性总结。

参与本书写作的有国内许多所高校的学者，他们都曾对现代化问题有过探讨，并且对自己所研究的地区和国家有深刻的了解，是各自领域的出色专家。改革开放后，国内已涌现出一批区域·国别研究的专家，他们的研究覆盖着世界上相当大的地域范围，这是值得欣慰的，没有这样的人才准备，就不可能写出这部书。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为这部书的写作和出版做了重要的工作，所有作者都对此十分感谢。

本书是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模式研究”的最终成果，也是完整的成果，体现着十年来数十位学者辛勤工作的成果。

我们希望这部书能够对中国的世界现代化研究做出一点贡献。

2015年2月，于北京


作者的话

欧洲是人类现代化事业的摇篮，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现代化模式既有其特殊性，也有其普遍性，因此，对欧洲现代化问题的解读几乎成为现代化研究的必修功课之一。

由于这样的特点，要写一本有关欧洲现代化模式的著作，其困难的程度超过了所有撰写人员原来的设想。一个基本的原因就在于，凡对这一问题有兴趣的人理论上对欧洲现代化的历史都十分熟悉，因此，任何一种新的思想和新的看法，都容易遭到质疑，也很难说服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即便是编纂一本有关欧洲现代化模式的书籍，也会引起收入其中哪些内容的广泛争议，更不用说撰写一本有关欧洲现代化模式的专著了。然而，对正在从事自身现代化建设的中国读者而言，要了解欧洲，对于欧洲的现代化的模式或经验有一个轮廓清晰的了解，一本这样的专著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既然是与现代化有关的事物，其中必然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只要我们能把握欧洲历史发展的主线，并将我们自己在阅读研究过程中的体验系统地进行梳理，在各种不同的观点中选择我们认为有说服力的那些看法，并按照一定的内在体系加以阐述，那么，这样的一本有关欧洲现代化的专著依然是十分有价值的。

本着这样的出发点，我们撰写了这一本书。书中第一章首先讨论西欧现代化的共性特征，没有共性，也就没有特殊性。现在，多数人在谈论现代化时首先强调特殊性，否认现代化的基本层面，即共同性。可是西欧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及其最终方向首先表现出明显的共同特征，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现代化进程的西欧地区的这一现象，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以后几章是地区或国家的个案研究，其中表达的是特殊性，不同国家或地区在现代化过程中走独特的路，表现为不同的模式。西欧模式应该不只书中提出的这几种，不过我们选择的是若干典型。

本书的第一章由陈晓律撰写，第二章由王本立撰写，第三章由钱乘旦撰写，第四章由祝良撰写，第五章由吕磊撰写，第六章由陈祖洲撰写，全书结构由陈晓律设计并统稿。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方家进行指点。

陈晓律

2009-10-21于南京大学


绪言

在本书开始之前，我们试图对欧洲国家现代化模式做一些简要的梳理工作。这样的梳理对作者是一种挑战，它有可能将一些十分重要的经验遗漏，但这项工作仍然是必须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体现着本书的价值，即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是如何按照自己的切身体验对欧洲历史经验进行解读的。

毋庸置疑的是，欧洲国家现代化模式的很多历史经验对后发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经验中，首要的一条，就是要解决好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国家建设问题。没有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所有现代化的目标都无从谈起。而如何建设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民族国家，前面已经有很多论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建立的民族国家，能够真正推动经济发展的民族国家必定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也就是说，要构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法治化建设是一个基本的内容。一个国家是否能够成为现代化的国家，就在于其社会结构能否有利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协调发展。任何一种增长的结果，都是其体制模式、劳动力资源和产业结构等要素充分发挥作用的产物，而这一变化的过程必须依赖于社会的有章可循的法治化规范。因此，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本质上是一个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尽管在某些特定的时期，这样一项任务的完成会与一些其他的目标发生冲突，但如果这一问题始终无法解决，那么，这个民族的现代化大厦就会建立在一个不稳固的基础上。所有的发达国家，在建立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阻力，因此，欧洲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往往也是伴随着革命、改良以及各种势力的反复较量而展开的。但无论其过程多么曲折，他们的最终目标却基本一致，那就是必须建立起某种形式的法治国家（其国家的名称究竟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并不是最本质的问题）。

由此我们得出了第二个十分重要的结论，即发展首先是一个民族国家体制的发展，而经济的现代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既是其体制变化的结果，也是推动体制变革的重要因素，这种相关的内在联系，使人们常常混淆两者之间关系，在究竟是经济推动了制度建设还是制度建设推动了经济发展之间感到迷惘。事实上，经济机遇是随时都有的，但只有在一个社会具有一定的法治基础，具有社会公认的游戏规则，现代经济才可能持续地生长和发展起来。欧洲能够成为世界现代化率先起步的地区，与这样的制度性因素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样的制度安排保证了这个社会中的个人权利，这也是现代化最主要的基石之一——人们自身在现代国家所获得的权利，成为了人们能够进行自由发展的基础。就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而言，其所有有关政治的书籍，都几乎在这一层面上强调着人们的权利。这些权利被视作基本的人权，它包括：人身、言论、结社和财产等四大自由，人身自由往往被视为自由最重要的支柱。1765年，英国在灰汁、货币与其他的案件中，就十分明确地坚持这样的原则，即对一个没有被法官定罪的人进行拘捕是非法和无效的。同时，假如一个人被冤枉监禁、袭击或殴打，他或她还可以通过社会和普通法获得一系列进行补救的权利。此外，在英国还有一些古老的对个人自由的保证，如令状等，确保每一个人都能要求被带到法院进行公正的审判。能够自由表达政治意愿也被认为是一个民主社会最基本的权利，在当今世界，缺少这样的权利已经被认为是最明显的压制的征兆。政治基本上是一种集体的行为，是个人自愿的组合，因此，结社自由也是基本的权利之一。而财产自由则被认为是最核心的权利，英国人的家通常被认为是他自己的城堡，这样的观点屡次被英国的法律所强调，早在1603年的塞姆伊案件中，法官在判决中就宣布，如果一个盗贼进入一个人的房子试图抢劫或凶杀，那么，这个人或他的仆人都有权利杀死他以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而法国民法典也规定，一切法国人都享有平等的民事权利原则。法典第八条规定，“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第四百八十八条规定：满21岁为成年，到达此年龄后，除结婚章规定的例外，有能力为一切民事生活的行为负责，这两条奠定了近代民法自然人能力制度的基础。同时还规定了法国人财产的所有权绝对原则、契约自由原则和侵权责任原则，即私有财产权无限制和不可侵犯的原则。从历史的角度看，德意志民族的法制传统也是源远流长的，但这一法制传统与英国相比，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普通民众具有很强的守法意识，但对如何捍卫自己的权利却没有主动性，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德意志民众很少单独进行过争取立法权的斗争，结果是造成了两次大战的灾难性后果。但1945年以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基本法就立即确立了宪法最基本的原则，即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行政机构的侵犯。放在宪法首位的是关于基本权利的条文以及国家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的职责。这一保障由“自由发展个性的权利”这一条加以充实，它给予公民以广泛的保护，使之不受国家违法的侵犯。基本权利不仅仅是一种纲领性的、宣言性的原则或准则，而是先于国家存在的、本身就具有生命的权利，其本质就是公民相对于国家的抵御性权利。立法机关不得任意限制基本权利，相反必须受到基本权利的直接约束。其他欧洲国家，在宪法层面基本上也确立了大致相同的原则。正是对民众基本权利的保护，使欧洲各国的人民能够从宗教信仰转化为法律信仰。这种信仰，成为了欧洲现代化最重要的观念基础之一。因为，社会的现代化除硬件的建设、完善的体制外，更要考虑到整个社会生活的态度、意识与思维。人的素质必须适应现代化的要求，社会才能按照现代化的准则正常运行。至于欧洲各国的民众是如何争取到自己的权利的，本书的各个章节都已有论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换言之，人民的权利与法治意识之间有一种共生的关系，缺少了任何一环，这种关系都无法稳定地建立起来。

第三则是在发展中必须处理好与他国的关系。由于现代化是一种全球化格局中的现代化，所以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不会是一个独立的行为，必然要对整个国际关系的格局产生影响，并导致周边国家做出相应的反应。因此，处理好发展中的国际关系在很多时候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往往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在德国现代化的模式中最为明显。尽管有很多内部的因素制约了德国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未能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德国现代化遭遇重大挫折的根源之一。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双赢或多赢的观念，对化解这种外部阻力是十分有益的。实际上，欧洲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这种在发展中如何协调国际关系，从而使自身获得最有利的国际环境，始终是所有成功的现代化国家关注的问题。也正因为一些主要的欧洲国家在这一问题上未处理好，才最终导致了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从目前的局势看，二战结束后欧洲国家已经意识到在一个可以合作的平台上共同发展的重要性，而由法、德两国为轴心的欧共体，就是试图为欧洲国家提供这样一个平台。从二战后的历史看，这一欧洲国家合作的平台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它对欧洲未来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冷战结束后，一些前华约集团的东欧国家也加入了欧盟，这在舒曼最初提出其计划时肯定是无法想象的。一个最重要的后果是，很多西方共同的价值准则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得到了体现，并限制了原有民族国家的部分功能。正如新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在全球化的态势下，民族国家将被迫自由化，竞争将会加剧，劳动力市场会更富有弹性，而政府的干预会受到更大的限制。与此同时，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则会不断地增加，而且一个欧洲国家其公民享有的权利会很快影响到欧洲的其他国家。其中，以人权为导向的制度建设影响最大，因为人权与各国制度权利之间存在着差别，所以人们想方设法使国际社会对各种人权宪章达成一致意见，如《1948年联合国人权宣言》或《1953年欧洲保护人权公约》。在这些宪章的所有签约国中，没有哪两个国家的法律、社会、经济或政治制度安排上完全相同；同时，不仅在所有签约国之间，而且在所有签约国的内部，也常常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即便如此，所有国家都以各自的方式声称，它们将会满足某些特定的标准以保护基本的公民权，如公平审判的权利、政治方面的选举权；还有某些社会权利，如一定程度的受教育权、卫生保健权和住房权等等。但是，就任何一个上述宪章签约国而言，如果置于其法律或习俗框架内的政策或制度权利被认为与人权相抵触，那么，在人权维护者们看来，即使这种违反了人权的政策或法律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民主意志，也必须予以更改。比如说，英国就曾多次因其在北爱尔兰的审讯方法和拘留政策、体罚学生以及未能彻底包含妇女免受歧视的就业法案而被告上欧洲人权法庭。基于这样的原则，欧洲宪法和欧洲公民权的意义就非常明显了：不在于它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给欧盟各国的公民提供了额外的权利，而在于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受到了一种新的引导——它们必须考虑这种共同的价值观念所确定的游戏规则。近来欧盟各国在欧盟宪法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可以看作是这种政治共识的一种胜利。换言之，欧洲各国现代化的共性导致了欧盟的产生，而欧盟的发展又反过来强化了这种共性，这是否意味着，联合的欧洲将重新成为全球未来发展的典范？

但问题并非如此乐观，近年来欧洲各国已经普遍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这就是所谓欧洲模式能否应付世界其余地区的现代化挑战问题。尤其是随着中国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世界舞台上开始具有越来越大影响力，中欧之间的贸易又长期处于不平衡的态势，这样的问题也逐渐成为欧洲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

基于这种新的国际竞争的压力，尤其是中国在中欧贸易中占有越来越大的顺差，有人甚至已经提出“欧洲模式破产了吗”的疑问。许多外国人对这样的问题会有力回答“是”，越来越多的欧洲内部人士也开始表示同意。他们担心，“野蛮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将压倒文明的欧洲经济。幸好，这种断言过于简单化了。正如我们在序言中所提到的，所谓欧洲模式本身就是一个复合体，它包括盎格鲁、北欧、地中海和莱茵河等多种模式。不过，由于欧盟的出现，以及所出现的问题具有普遍的欧洲性质，人们在讨论时常常喜欢把这一区域的所有模式通称为欧洲模式。而问题在于，这种复合型的欧洲模式中，哪一种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力，从而使欧洲发展的前景变得更为乐观？

在欧洲的历史上，现代经济诞生过程的阵痛缓慢而又钻心。而且，受到伤害的不是满腔热情的外来移民，如美国那样（不过必须把黑奴排除在外），而是充满疑虑的农民。经历许多灾难后，欧洲人在二战后终于在个人努力与集体责任之间取得成功的平衡。所有西欧人共享一项承诺，即他们能享受按全球标准称得上慷慨的、由国家组织的社会福利。

显然，欧洲国家往往在高水平就业保护（地中海模式）与失业福利的高覆盖（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与北欧模式）两种模式间取舍，而莱茵河地区模式选择了居中水平。

以欧洲两大基本目标——高水平就业与消除相对贫困——来衡量，这些不同的做法表现得有多好呢？

对于前一个目标，北欧模式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完成得不错，莱茵河地区模式与地中海模式相对差一些。在后一个目标上，莱茵河模式与北欧模式表现较好，而地中海模式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较差。

北欧模式在就业和脱贫两方面均有良好表现，而地中海模式在两方面都做得不好。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就业方面做得不错，但在脱贫上做得不好，而莱茵河地区模式刚好与之相反。萨佩尔教授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与北欧模式效率较高（至少在劳动力市场上如此），而莱茵河模式与北欧模式较为公平。他补充指出，效率低下的模式可能也是难以持久的。这其中的一个迹象就是，莱茵河与地中海国家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较高，分别为73%和81%，相比之下，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国家为36%，北欧国家为49%。莱茵河国家和地中海国家的重要性相当大：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在扩大后的欧盟占到2/3，在欧元区占到90%。

所以欧洲人据此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应当变得要么更加北欧化，要么更加盎格鲁撒克逊化。变革的核心，将是去除明确的就业保护。在当今经济变化快速进行、旧的工作岗位和传统做法日趋过时的时代，严格的就业保护尤其不合适。更好的做法是提高就业能力而不是保护就业，同时针对失业的短期冲击提供保护。

但问题是，这种建议能在多大程度上被采纳？尤其是，其他欧洲国家会在多大程度上仿效显然成功的北欧模式？那些不能采用北欧模式的国家，又能在多大程度上采用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最后，欧盟在这些变革中能扮演何种角色？

首先，北欧国家的成功是毫无疑问的。但所有这些（相对较小的）国家都有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共享对国家资助的高标准福利的承诺。在丹麦、芬兰和瑞典，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都在50%以上。这个模式对德国或法国可能有意义，但它是否适合地中海国家则令人怀疑。

其次，如果走北欧路线有困难，那么采取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也不容易。莱茵河国家和地中海国家福利模式的（隐含）目标，是保护就业和家庭男主人的收入。但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因为收入差异较大，所以做不到这一点。再次，欧盟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些决策使不上力，因为福利国家的框架和劳动力市场法规仍主要掌握在国家层面。

综上所述，欧洲的经济政策模式还算过得去，能提供与“野蛮的资本主义”颇为不同的东西，北欧模式尤其如此。

问题是，对于上面两个明显的选择，其他欧洲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采取其中的一个？以意大利为例，它永远不会把自己变成芬兰或英国。但有一点似乎很清楚：单纯抵制变革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自杀行为。让欧洲人相互学习可能很难，但不这么做或许更加痛苦。

因此，欧洲人在诸种“欧洲”的模式中，面临着一种艰难的选择，然而，由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不得不寻找着某些可以共同分享的东西。这些东西最核心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精神，因为只有这种精神的同源性，才是欧洲联合最根本的保证，但这种欧洲精神只能建立在真正相互认同的基础上。从这个角度看，欧洲精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意味着所有的参与者都是欧洲大家庭的成员，人们分享着共同的价值。因为具体的政策在欧洲不同的国家永远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但如果具备了这种相互认同的基础，欧洲就有可能在真正的意义上成为一个整体，并能延续那些欧洲传统上优秀的东西，保持欧洲的活力。因此，欧洲认同与欧洲精神近年来成为了欧洲研究的一个学术热点。此外，很多学者还从不同的层面比如哲学、宗教、意识形态等方面对欧洲精神乃至欧洲认同进行了分析，产生了很多富有启发性的成果。但是，除上述方面的精神内容，欧洲各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对发展的渴望以及坚定不移的国家战略意志同样是欧洲精神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由于这些欧洲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样的东西，欧洲才会成为今日之欧洲。

问题的讨论必须回溯到一个十分古老的原点，即发展的原动力问题，那就是人们或国家为什么要发展？不发展行不行？显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们首先要解决的是一个发展的观念问题。如果我们承认发展观念的形成对发展至关重要，那么就必须追根溯源，找到人类最初的发展观念。

发展原本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指生物机体在一生中，大小、形态和功能不断改进的过程。而成为严格的经济学术语后，它开始指一个国家不断增长的经济能力。以后其内涵又不断地拓展，成为整个社会系统和经济结构全面推进的用语，并指一种人们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都上升到“更好”（better）状态的社会变化过程。所以，发展的观念包含着一种动态的、进步的内核。从历史的角度看，对当今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这种发展观念产生于欧洲。因为发展观念涉及到的基本问题是：人类应该怎样开创未来？未来应该是怎样的？这是人类必须首先认真关注严肃对待的。正是在这一重大的观念问题上，欧洲走在了世界其余地区的前面。

这种观念来源于欧洲独有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文明，给欧洲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并奠定了后来欧洲“发展”的基础。然而随着蛮族的入侵，欧洲文明遇到了巨大的灾难。经过长时间的较量，中世纪初，基督教开始在欧洲社会中占有了重要位置。在罗马衰亡时期的普遍混乱中，基督教会代表着秩序；在蛮族入侵造成的文化普遍衰退中，教会又成为古典文化的传承者和护卫者，代表了当时最文明的力量。不过，教会是一个建立在一种教义上的社会组织。这种完全依靠人们共有的价值而建立的信念共同体，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同时也让这样的一个社会共同体面临着必须解决的矛盾，即如何处理宗教信仰与世俗事务的关系。

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信念共同体是最重要的共同体，其他的一切社会关系与它相比都失去了重要性，因为这些关系都与尘世相联系。但问题是，一个基督徒依然生活在尘世中，他是否应该承担其尘世社会的责任？如果不承担，他如何在尘世生活下去？著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一书中，以一种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的观点阐述了应该如何处理这一圣俗两种社会关系的难题。其基本的观点是，世界可以按照对上帝的信仰分为天上之城和地上之城。这种区分仅仅是道德的而不是有形的。天上之城高于地上之城，但一个基督徒在维护其信念共同体的价值理想时，又不应该放弃与尘世的人相安共处，他们对教会和国家应该尽双重忠诚。因此，构成罪恶的不是我们置身于尘世生活，而是对尘世价值的热衷与钻营，因为这将会导致我们放弃更高的价值和对天国生活的祈望。从最终的结果看，天上之城终将取代地上之城，因为这是合乎上帝意旨的，同时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这样，奥古斯丁就抛弃了古典思想中的循环变迁观，以及人类事务的永恒轮回观。在他看来，历史是受天命指引的，有终极的意义和目标，因此必定是上升的、直线的前进的发展过程。这种历史观固然是用神学目的论的语言阐述的，但却是近代的历史发展观和进步观的先驱之一。由此，“发展”成为了一种神圣的价值观念，它同样也构成了欧洲人精神财富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由于这样一种尘世生活与神学观念相互角力的过程，使得欧洲内部充满了一种竞争性的张力，也使得发展的观念逐步地深入到了欧洲人的灵魂之中。欧洲人最先开始了世界性的探险，欧洲人最早开始去“发现”其他的国家和民族，除开商业和经济的因素外，应该说，其最初的原动力，与这种由基督教神学转化而来的“发展”观念是有着某种内在联系的。

然而，仅有这样的原动力还不足以启动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因为它还需要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国家战略意志，只有两者兼备，才能使一个民族在现代化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所谓国家的战略意志，就是一个国家预期要想达到的目标以及试图达到这个目标的决心和意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认为，战略意志就是坚持到底的勇气，就是为了达到国家的长远目标不惜牺牲一切的决心。

一个国家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战略选择，如果没有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目标，这样的国家就没有发展前途。而没有相应的战略意志，这样的战略目标也难以实现。

从欧美大国的发展历程看，一切有所作为的现代化大国，在自己的历史中都产生了某种独一无二的东西，那就是引领时代潮流的大家思想。英国产生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产生了伟大的启蒙思想，德国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古典哲学。这些巨人般的思想，对一个民族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些思想和思想家的产生，固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的因素，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思想产生后，对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既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也引领着时代的潮流。换言之，它们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时代精神，对于一个民族形成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具有重大的作用。对于这样的精神，别的民族只能学习，却无法冒领。而产生了这些思想的民族，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有一个较为高远的奋斗目标，这也是在世界现代化历程中，为什么欧洲一些传统大国总是能够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重要原因。

因此，中国在考虑下一步发展的机遇时，实际上面临着一种严峻的挑战：即是否要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的问题。要成为一个大国，就必须具备坚定不移地自主发展的战略意志，正如李斯特所说，能够为了国家发展的长远战略利益而牺牲眼前的实际利益，哪怕这种牺牲持续很长的时期，也绝不放弃长远的战略产业的发展。中国显然应该这样做，这样做既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也是对国际社会负责。作为一个大国，必然要担负平衡国际社会各种势力、制定相对合理的游戏规则的责任，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中国就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大国。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无论中国主观上做出何种选择，中国都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退路。因为中国的块头已经决定了中国只能作为一个大国生存于世，其他国家不可能不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来对待。如果中国缺乏坚定的战略意志，放弃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中国就会连一个小国都不如。因为，除非你愿意自废武功，别人是不可能将你作为小国对待的。

由此可见，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对于中国具有特殊的含义，而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也应该在不太长的时期内成为国人的共识。

或许，这就是欧洲现代化经验对中国最重要的启示。


第一章　法治、民主、社会保障——西欧现代化的共性发展

关于现代化的模式的研究成果很多，按照布莱克的看法，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现代化涉及到经济领域的工业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以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的互动过程。根据不同的标准，现代化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或模式：按照现代化起步的时间，可以分为早生的现代化和晚生的现代化；按照国家来划分，可以分为英国型、法国型、德国型或尼日利亚型等各种类型的现代化；按照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互动关系，可以分为内生型、应激型和混合型的现代化。甚至有人将已经经历和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分成七种不同的模式。但无论多少种分类，西欧经验都具有某些独一无二的特征，因此，将众多西欧国家作为一个类型的现代化模式进行研究是完全必要的。

西欧现代化模式包含现代化与模式两个概念。何谓“模式”？如果按字义学或从工艺技术的角度，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就可以称为模式。但在社会科学的分析中，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发展“模式”的界定和解释，已不可简单地看作“标准样式”，而应理解为其发展带有连续性战略、相应的推进方式和制度建设，对于别的国家或者地区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现代化的概念本丛书已经有了专门的论述，这里就不再重复。发展模式则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概括出来的最相关特点，因此，模式关注的是其现代化过程中的共同点。发展模式不仅体现了一个国家发展什么、如何发展和为谁发展的愿望和目标，而且体现了发展的结果。西欧各国发展的成败取决于其目标是否能与现代化一致，而能否一致则取决于其自身是否具有较好的发展机制。机制是一个系统内各个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即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方面的相互关系与利益博弈的游戏规则。一种机制特别是复杂系统的机制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也是系统环境适应力、竞争力的核心构成。一个较大的社会系统的新机制确立起来，完善起来，走上正常轨道，形成一整套的文化模式一般要经过数年、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此，现代化只能是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西欧各国如何利用自己已有的现代化要素，稳步地完成自己的现代化目标，其完成现代化诸项任务的先后次序，完成的手段和方式，由各种机制相互配套产生的一整套社会制度，是我们关注的要点，因为正是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西欧现代化模式的基本内容。

从近代早期开始，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兴起和中东航线的变化，欧洲最活跃的地方逐渐转移到了欧洲的西部，并在这一区域形成了一批现代化的先驱者，它们的活动和成就刺激了西欧其他地区和国家的领导者，使整个西欧开始进入了现代化的轨道。如果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些国家的起步条件并不一样，完成这一任务的难度也不一样，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还走过了不少弯路。但最终能够完成这些任务的国家显然具有某种共同的特性，这些共性构成了一种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框架体系，即我们所说的西欧现代化模式。概略地看，它们都先后经历了这样一些发展的阶段，解决了如下一些最重要的问题。

首先是西欧国家都先后解决了民族国家的构建问题，使在其发展的起始阶段获得了一个关键的立足点。这个立足点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没有它，或者是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缺少了它，所有现代化的目标都无从谈起。这并非意味着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都必须建立自己的国家，但在现代化的起始阶段，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国家机器，那么，它肯定无法挤进现代化国家的行列。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民族是否能够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关键性要素之一。而一旦建立了某种性质的民族国家，其发展战略往往也会从这种民族国家的性质中派生出来。也就是说，一个民族国家的性质与其发展战略往往具有某种难以分割的同源性。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孕育的阶段，西欧的现代民族国家，也是在西欧中世纪的温床中孵化而出的。这些民族国家的母体，几乎无一例外是原来在西欧各个区域存在的大大小小的君主国。这些君主国当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但它却提供了一个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毕竟民族国家在其成长初期，在西欧这个基督教大一统的“天下”中，还是一个异端的观念。所以，这些新兴的“民族”，也只能借助君主国的庇护，才可能顺利地发展。这样就产生了民族君主国——一个混血型的现代“怪胎”。

民族君主国建立初期，国王依靠的并不一定是本国商人和有钱阶级。英国国王直到贸易商行建立，仍依靠汉撒同盟，汉撒同盟几乎控制着英国最重要的商业贸易。而这一点与民族主义是相冲突的。由此可见，此时的民族君主国，在政治上是君主专制，在经济上是少数商人垄断贸易，整个社会的本质是官商勾结的“国王家天下”，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尚有很长的距离。

当自由贸易的大潮兴起，本国的贸易由于新航道的开通而兴旺发达之后，英国国王才从本国商人那里得到了更多的财政收入，他当然责无旁贷地要保护本国商人们的利益，协调其间的关系。这就是重商主义的由来。一般认为，自由贸易和重商主义是矛盾的，而在民族君主国时期却是一致的：自由贸易是国内政策，在竞争的条件下可以实现国民财富的最大化，利于财政收入的增加；重商主义则主要是指对外政策，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保护民族产业、防止黄金外流，也对增加国民财富起了重要作用。英国正是率先实行这种双重政策，才成为第一个民族国家。这样，国王和本国普通商人紧密结合在一起，国家不仅是国王的国家，也是普通商人及其与他们有联系的广大阶层的国家。至此，民族君主国才开始具有“民族股份公司”的内涵，我曾将这样的民族国家称之为可以允许本国各个阶层进行投资的有限股份公司。大家合作的目的就是为了与其他国家的商人或贸易集团进行竞争，最大限度地抢占市场份额。事实证明，这样的一个组织形式在竞争中是强有力的。在西欧民族国家的初始阶段，这一特征表现得特别明显。

由于这样的特征，民族君主国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内涵，即它只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而少有种族和文化认同的涵义。福特雷认为，外国人定居于英国并享有和英国人同等特权，英国将受益无穷，而外国人很想成为英国人，因为英格兰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比任何共同体更加美好。由此可见，外国人无论其种族和文化的背景有何不同，只要加入英国这个政治共同体，就可成为其中平等一员。民族主义最早出现在英国，它对经济现代化的意义可以从英国、荷兰一兴一衰的比较中得出结论。荷兰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大半个世纪执世界贸易牛耳，其后走向衰落，除了战争失败的因素外，其深层因素在于：荷兰摆脱西班牙独立后就成立了共和国，但这个共和国却是一盘散沙。它是由各个独立城镇的商人们组成的松散联盟，其中央会议很少开会，而且争吵不休，难以形成统一、有效和连贯的政策。荷兰共和国不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只是一个生意合伙人的沙龙，在紧急时刻大家或许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对敌，而一旦外敌的威胁解除，则国家和民众也就丧失了进一步发展的方向。这样的政府能在战争中获得彻底的胜利吗？能确保经济的顺利发展吗？它与民众和国家紧密结合的英国有着巨大的差别。一句话，那就是荷兰没有将创立真正的民族国家作为自己发展的首要任务，不能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持续的保障和动力。“17世纪和18世纪末的荷兰人没有选择现代化道路。他们没有迷恋于持续的增长，也没有注重定向问题——即成为‘西方理性主义专有的’标记的精神问题。他们却保持着——经纪人的理想。换句话说，他们不是一个民族。”正是这一重大的缺陷，使荷兰在开创了一个时代的同时，却再也无法继续引领世界发展的潮流。

而英、法等民族君主国诞生后，立即确定了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它们为领土、霸权、经济利益、王位继承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一些学术著作将这样的国家称之为专制主义国家或绝对主义国家，都是指其政治上的集权特征。但这种集权并非极权，它更多的是指这些国家存在一种有效能的政府机制，顺应了当时发展经济的潮流，这同时也成为其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因为，这些政府都鼓励科技创新、海外探险、发展工业、重商主义等，这些政策都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换言之，民族君主国也是一种制度创新，凡是能在这一制度创新中取得突破的民族，自然能获得丰厚的回报。

显然，在西欧各国，民族君主国都是现代化的开启者。他们的共同任务之一就是要发展本国的经济，而这个任务的完成往往又要求他们首先要削弱乃至消灭原有的封建割据状态，建立一个完整的统一国家。当这些任务完成时，这个民族君主国一般会呈现出极为昌盛繁荣的景象。在英国的都铎王朝时期和法国的路易十四时期，这一兴旺的景象都给人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然而民族君主国却有着先天的缺陷，它们只是现代化的开门人或引导者，而不是彻底完成现代化使命的中坚力量，因为君主的利益并不总是与新兴民族的利益重合，政治上的过分集权和握有实权的君主的存在也不符合政治现代化的潮流。因此，当这种类型的专制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民族君主国就再也无法容纳本民族庞大的身躯了——它必须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于是，各国新兴的社会阶级，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就开始崭露头角，先后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结果是在整个西欧掀起了革命和改良的浪潮。当然，历尽曲折，西欧的主要国家最终跨越了现代化门槛，进入世界第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方阵。也就是说，它们在面临现代化的挑战时，无论是被迫还是自觉，无论是畸形还是正常，它们都通过自己的努力做了一些事情，最终为其本国的现代化铺好了基石。因此，当二战后西欧出现一体化趋势后，西欧化与西欧的现代化开始具有了某种整合的内核。近年来学界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西欧化”的概念，不仅反映了西欧一体化的发展历程，也反映了这种发展对成员国巨大的反作用。西欧化既不是新瓶装旧酒，也不是根本的概念创新，而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它的过程和有关特征还不能作为可操作的概念来研究，大多数研究只是把国家层级的变化作为西欧一体化的结果。西欧化概念的使用者在诸多方面对新功能主义进行了修正，更加强调政治运行的复杂性，更加关注西欧化和国家发展之间转化机制的系统研究，强调在变化的机会结构框架中的利益诉求以及传播、学习和社会化进程。然而，从更深的层次分析，这种概念转变反映的不仅仅是从西欧煤钢共同体到西欧联盟的发展历程，更是对西欧现代化模式很多基本属性的一种全新的概括。

那么，西欧化或西欧现代化模式的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

这是一个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也是本书必须解决的问题，同时，它也应该是一种对西欧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发展规律的总结。实际上，对于这种规律的探索，各国的学者从未停止自己的工作，现有的学术成果可以说是浩如烟海，各种结论也都有其十分独到之处。根据笔者的管见，将学界所认可的西欧现代化规律，或者说西欧现代化模式最本质的特征归纳为三点，即法治化、民主化与社会保障制度化。或许这样的归纳遗漏了一些其他学者认为十分重要的东西，不过我还是认为，这三点是最主要的，把握了这三点，就可以基本理清西欧各国现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使我们能够提纲挈领地把握西欧现代化进程的脉络。同时，这三点还有一种递进关系，本身也显示了一种历史运行的内在逻辑。


一　西欧法治化的渊源及其现代的表现形式

从世界发达国家经验看，其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大都依靠高度的法治化。因此，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欧现代化最重要的一块基石，就是其法治化的属性。尽管这种属性在各个西欧国家的表现形式不同，并且一些国家在法治化的进程中也出现了很多曲折，但依然不能否认法治化的渊源构成了西欧国家之所以称之为西欧国家的最本质的特征。

俗话说，政治是骨骼，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一个国家能够最终成为现代化的国家，最重要的基础就在于其社会结构能够有利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协调发展。任何一种增长的结果，都是其体制模式、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等共同作用的产物。从当代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经验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法律制度不健全和腐败横生的格局中能够保持经济长期增长，尽管在市场初成的一定时期，几乎所有国家和社会都经历过一段由于法制不健全所导致的市场混乱，和一些人趁机发财暴富而经济却实现了一个高速增长的“转型过程”。无论从人类近现代经济史的经验来看，还是从法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理论梳理，我们都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不在法制建设上真正有所作为，市场运行中缺乏诚信体系建设和腐败问题迟早会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羁绊。

西欧现代的发展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发展，它首先必须解决的是其体制的发展问题。经济的现代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既是其体制变化的结果，也是推动体制变革的重要因素，这种相关的内在联系，使人们常常混淆两者之间关系，在究竟是经济推动了制度建设还是制度的建设推动了经济发展之间感到迷惘。事实上，经济机遇是随时都有的，但只有在一个社会具有一定的法治基础，具有社会公认的游戏规则，现代经济才可能持续地生长和发展起来。现代经济的本质是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活动主体分为个人、企业和政府三大类。只有三者的行为都受法律有效约束时，社会才处于法治状态。市场经济具有等价交换的内在要求，法治化既是实现这一要求的最佳手段，也是它的必然结果。因此，政府行为的法治化对经济的市场化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财政法治化是政府行为法治化的着力点，而政府预算法治化则是实现财政法治化的基本途径和手段。从这种交织的关系中，我们不难体验到法治化对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创造其自身的组织、政治以及行政的制度，甚至在有些时段创造其经济的结构。但法律方面却不同，只有西欧的人民将其习俗稳步地转化为知识的法律体系。因此，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法制体系与其民众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法律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领域，未经专业训练，要把握法律的本质是困难的；但法律本身又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人们在生活中随时可能与法律打交道。这样一种独特的性质，决定了法律的特殊性，它既需要经过严格专业训练的人员从事技术方面的处理程序，又需要得到大众广泛的支持和认可，并得到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支持：它是社会公认的合法游戏规则。因此，各国不同的法律体系是一个国家政治、思想文化与历史的长期结晶。任何一种法律体系和与之相适应的法治传统的形成，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它是这个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各种社会集团利益博弈的结果，在长期的实践中，这些解决问题的方式成为了一种习俗和传统后，才有可能在一个社会扎根。因此，一个国家能否形成自己的法治传统，主要取决于这一特定国家的发展历程。法制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是“法律制度”的简称。有了“法律制度”的国家就可以称之为法制国家，但还不是法治国家。法治表达的是法律运行的状态、方式、程序和过程；法治的概念包括法律的至高权威，公正性、稳定性、普遍性、公开性和平等性，法律对权力的制约与对个人权利的保障等一系列原则和基本要求；它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法律之外和法律之上的特权。法制则不必然地具有这些内涵。简言之，法制是硬件，法治是要求法律按上述原则运行的软件，只有在法制存在的前提下，才可能产生法治，而法治反过来也有利于良法的产生。一般而言，一个以保护所有社会成员权利为基本原则的法律制度易于产生一种法治氛围，也易于在法制与法治之间产生一种良性的互动，一个民族构建这类法律体系的过程往往就是一个民族形成自己法治传统的过程。因此，一个民族以什么方式产生什么类型的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它能否形成法治的传统。在西欧的法律体系中，只有控制着人们日常生活关系的普通法，非常独特地从英国发展起来，最终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英国法治传统。这种法律史上的独特现象，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笔者认为，这一结果是英国法制体系经由三个相互联系，又独具特色的历史阶段演变而形成的。由于英国是西欧第一个步入现代化行列的国家，因此，对英国法治体系形成的探索成为我们把握西欧国家法治化进程的第一个切入点。

1.英国——从习俗到法治

英国的法律制度主要由判例法（caselaw）构成，英国的法律，今天仍被看成是例外的现象。然而，正是这种例外的现象形成了英国独特的法治传统。这种传统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它从最初的习俗开始，经由习惯法到普通法，再由议会掌握立法权，最后形成了独特的英国宪政体系和法治传统。

现代社会通过特定的权威机构来制定和表达法律的方式在法律史上只是一个很短暂的阶段，在此之前，绝大多数法律体系的基本要素是习俗。现在保留下来的早期盎格鲁撒克逊法的法律碎片本质上是习俗，尤其是百户法庭和郡法庭，都宣称习惯法的裁决是从习俗中产生的，这种习俗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其所具有的弹性和可接受性。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法律，决定了它具有自下而上的传统渊源。

（1）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早期社会带有强烈的部族性质

一些特殊的部族按照某种区域的联合组成王国，土地在自由民之间分配，他们按所处的等级构成一个十分重要的集团——“土地耕作者”，构成了自由民之下的一个等级，他们从自由民那里获得土地但没有政治权利，奴隶构成了社会的最底层。原始的部落司法由一个选举产生的首脑和他的继承人负责。每个首脑都有一个随从团队，并有责任保护其人民。

在此社会基础上形成的早期盎格鲁撒克逊法律，一直处在变动之中。法律和司法程序在整个国土上并不统一，地方的司法过程非常复杂。与其他社会一样，买卖是盎格鲁撒克逊社会最重要的活动，大部分犯罪的暴力与商业的财产变动有关，因此，国王要求所有的买卖必须在开放市场中进行。在争执中，原告必须正式提出控诉，而被告也必须正式否认指控的罪行。一般来说，当一个人被他的邻居判决有罪时，他将通常受到除死罪以外的若干经济惩罚，即对受伤害的对象及其家庭支付赔款，这种赔款称之为bot，同时需上缴给政府一定的罚款，称之为wite.一个自由人平时价值的估计状况称之为wergeld，如他被人杀死，则罪犯必须按照法律赔偿他的wergeld.具体的数目则由他的社会地位决定，一个国王的估计价值为3万先令，大主教为1.5万先令，一般主教为8000先令。

美国大法官理查德·波斯纳认为，“法律的终极目标是社会福利”而不是什么正义。这样的观点自然有其偏颇之处，但与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法却十分吻合，比如，在处理盗窃罪行时，盗窃国王的东西是以9倍的价值赔偿，而普通人的东西则以3倍的价值赔偿。也就是说，人们要求的是被窃的人应该得到补偿，但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得到“同样比例”的补偿。这样的规定被视为理所当然，表明了英国早期社会中法律强烈的实用性质。

对诺曼入侵前英国法律的考察，一个重要的缺陷是有关的材料太少，这使人们对它的理解产生了相应的困难。即便如此，这个社会已经显示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对英国以后法律制度的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这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所有的社会力量都逐渐地承认了法律的权威。习俗与宗教作为一种维持社会的传统的力量固然有效，但并不充分，而司法裁决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力量，早期的社会要么没有准备好，要么就是根本没有这种力量。每个人都有使用他自己力量的权利，要压制这种个人的权利就必须创造一种更大社会组织的更大的力量，这需要很长的时期才能做到。因此，当一个人拿走了别人的东西，最通常的补偿就是将它拿回来，这也是唯一的补偿。在没有一个强大政府力量或司法体系控制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通过其自身的力量来维护正义。因此，产生司法体系的第一个愿望就是防止血亲复仇和压制私人武装力量，通过提供一种和平的方式来进行替代。社会内可以召开一个会议，通过所有人来讨论。当然，其决议没有强制性，如同今天的法庭，但它可以施加压力，使各方接受大多数的意见。也就是说，它提供了一种公认的、所有社会成员的权利都能得到保护的合法游戏规则，法律的权威就建筑在对这种游戏规则的尊重上。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英国的法律得以流传并逐步地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依靠公认的法规来处理各种民事事务的传统逐步在民众中扎下了根，而其中隐含对民众权利的保护和对统治者权力制约的因素则为逐步形成法治传统提供了一种观念的基础。

（2）从习惯法到普通法

然而，带有浓厚原始民主因素的习俗和习惯法，毕竟还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制体系。因此，如何促使这些习俗转化为有理性的法律成为英国法制史上必须跨越的一个阶段。应该说，促成这一转变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其一是有一批专以司法为职业的人员，其二是有理性的审判。盎格鲁-撒克逊早期的神判方式表现为不加分析地由上天来裁决，其长处是任何人没有特权，缺陷是其裁决结果不可能成为理性的法律。理性的司法只能开始于通过事实和证据并迫使有关人员按照证据进行分析，于是，司法人员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不要误解所提供的证据，并在司法程序启动前收集一切证据。而这两个条件只是在10世纪以后才逐渐具备的，诺曼入侵则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事件。1066年诺曼人的成功入侵标志着英国法制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们在英国的政府和法律方面引进了精细有序的统治方式。诺曼在入侵英国前，其大陆领地是西欧管理得最好的国家，强有力的行政系统、有序的会计和金融制度就成为这次征服带给英格兰最好的礼物。

诺曼征服英国后面临的严峻形势是，极少数的诺曼贵族必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进行统治。根据末日审判书的土地统计，50%有记载的土地由190个左右的主要地主控制，而其中几乎一半的财富则集中在11个人手上。

征服者威廉在征服英格兰之后，又必须持续不断地在他英吉利海峡两岸的领地忙碌：他用来自英国的资源在其法国领地显示力量，又用法国的武力来对付英国的反叛。在这样的形势下，各种反抗活动一直没有停止，既有民众的，也有诺曼贵族的叛乱。1088年，当继位的新王威廉二世再次击败叛乱之后，被迫召集民众，恢复他们狩猎和利用森林的权利，并允诺给他们希望的法律。

对诺曼入侵者而言，建立一个有效的司法体系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显然是当务之急，与英国各方势力妥协的结果催生了普通法。因此，从习惯法到普通法，尽管从内容而言都十分类似，但其本质却有重要的区别：传统的习俗是自下而上形成的，而普通法却是来自统治者的意志。习俗构成普通法最基本的成分，但习俗是由地理界限的共同体内不同的人们的习惯和文化所构成，而不仅仅是政府行政划分区域的产物。无论什么样的习俗，都具有社会的影子，法庭就是这个共同体统治的机构，处理他们能够左右的公共事务。大多数社会的法律都需要一般民众的习俗来使之能够得以执行。当然，普通民众与国王看待这一公共机构的眼光是不同的。民众一般对其采取一种向上看的敬而远之的态度，而国王所关心的是他对王国的有效控制，他考虑的只是如何能够通过法庭更好地进行统治。但无论何种态度，双方都不可能无视法庭的作用，毕竟保持法律体系的稳定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在这样的形势下，长于执法的诺曼人并没有对传统的英国法律做重大的改变，使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法律一直延续到1100年后。在亨利一世期间，英国开始了对法律文件的书写历史时，一些不知名的作者依然顽强地将盎格鲁撒克逊法律记载下来，以此作为对诺曼入侵者的对抗。

这种局面，迫使诺曼统治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只能对“自己人”行使诺曼习惯法，而对本地人行使盎格鲁撒克逊习惯法。但实际上，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典并非真正成文并记载下来的，它们更多的是一大堆习惯和传统的司法实践，其中大多是判例法，当任何一地的个人案件由法官做出仲裁后就成为法律。在1066-1164年间，在英国的诺曼国王们对法典几乎没有任何兴趣，他们更愿意让少数律师去解决法律的纠纷。而这些律师的一大特点是他们对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法有着极大的兴趣，并在收集的法典中将这些法规保存了下来。

在这样一个社会政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作为外来统治者加强王权，也就是自己的统治权威是必然的趋势。诺曼统治者做了一系列的事情来加强自己的权力，强化王权，要求英吉利的教会必须向国王效忠，建立政府的专职机构，并尽力地把司法权集中在自己手中。亨利二世在12世纪的司法行动巩固了普通法的基础，加速了普通法与英国政治和社会的融合。英国普通法原本是作为盎格鲁·诺曼法出现的，并由英吉利海峡两边的同一个封建社会分享，仅在丧失诺曼底之后，这种法律才成为完全英国的东西。

由于英国各郡之间的千差万别，所以，普通法实际上只是国王按照习俗制定的法律，但就是这种按照习俗制定的法律，也并不意味着它能真实地控制人们的生活。在各个城镇、村庄，普通民众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例如，人们发现已婚妇女的地位完全不同于普通法给她规定的，地方习俗经常保持妇女拥有不受丈夫控制的财产，甚至允许她通过自己的户头进行单独的贸易。但在诺曼入侵之后的几个世纪内，在两个不同的民族逐渐地融合过程中，英国的法律体系还是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其重要标志就是，一个较为完备的全国性的司法系统开始形成，法律成为全国普遍适用的“普通法”。就英国人而言，普通法就是由人们普遍能够观察到的习惯构成的。在很多案例中，法官都必须掌握大量的现存的这类习惯资源，而且它们是大众或许都十分熟悉的。同时这些普遍的习俗早在进入法官的判决之前就存在了，这是普通法与政府制定的法律的唯一重要的资源差异。由于习惯法的影响强大，从习惯法到普通法之间的转换过程，法官就成为了至关重要的中介。正如梅利西（L.J.Mellish）所说，十分之九的普通法事实上是法官制造的。尽管按照科克等人的看法，法官从来没有制造法律，他们只是用证据来说明什么是法律。就构成普通法的核心内容而言，英国法律令状和陪审团的出现十分重要，它是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与诺曼统治者碰撞与妥协的结果。

实际上，任何一种习俗的改变，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英国立法的一个特点是，绝大多数的法律改变都是间接而非直接的。也正是这个特点，使陪审团制度得以发展起来。陪审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只是在诺曼入侵之后，陪审制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2世纪后，陪审团被广泛应用于英国的司法审判中，从而建立起了陪审制。从历史上看，陪审团起初是作为民众团体证人，是基于法兰克国王为维护王室特权的需要而产生，并由于同样契合封建时期英王室集权之政治欲求而在英国迅速扩展并得以稳固的；但以后，这种陪审制却逐步演化为民众捍卫自己权利的重要手段，最终成为制约专制力量的重要武器，这种结果，肯定是将陪审制引入英国的征服者没有想到的。然而，从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的较量并各自在传统中寻找某种对自己有利的武器而言，出现这样的结果却带有某种必然的性质。

因此，诺曼入侵者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几个世纪的冲突与融合中，以习俗为基础创建了全国通行的普通法，在英国的法制史上跨出了最重要的一步。它既保证了英国法律向着更加理性的方向发展，又有效地保留了传统习俗中捍卫民众权利的积极因素。

（3）立法权的转移

“不管国王在哪里，哪里就有法律”，显示了英国国王在普通法推行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然而，这同样也显示出国王高居于法律之上的特点，如何用法律限制国王，使君主成为法治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凌驾于法律之上，保证民众的权利不受侵犯，逐渐成为英国法制体系演变过程中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但这一问题并没有通过引起社会和历史断裂的方式来解决，而是来自新生的各种社会力量对普通法的重新解释。实际上，作为中世纪英国国王们努力巩固自己权力而产生的普通法，已逐渐变成君主们行为的制约因素。在17世纪的紧要关头，普通法已经成为“个人自由反对国王们不可遏制的君主意愿的防波堤”。

产生这种变化的根源，在于普通法隐含着一种矛盾原则：国王既在法律之上又在法律之下。实际上，这一矛盾早在大宪章产生时，就已经隐含其中。学术界公认，大宪章的产生是贵族与国王斗争的结果，并且是英国宪政的源头。但大宪章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对国王权利的具体限制，而是在法律方面。在此之前，国王是超越法律之上的，他不服从法律的程序，也不受其规定的限制。正是在这一点上引发了贵族们对国王的不满，他们认为大宪章是必要的，是因为国王坚持破坏法律并不受法律制约。然而，在大宪章之后，却产生了两个矛盾的原则，即：第一，国王是超越法律的；第二，国王是必须服从法律的。按亚当斯的看法，或许正是按照这种含混和矛盾的原则，才使这一王国逐步成为一个自治的、政治民主的共和政体。就当时的英国社会而言，这种前后矛盾、并不协调的原则对正处于孕育过程中的民族国家是有益的。因为各种社会力量都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完全按自己意愿来控制社会的地步，议会既无法在全国有效地行使法律，国王也不可能忽视议会而为所欲为。这种留下模糊空间的状况，使各方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理解这些原则，从而维持了社会的动态平衡。在几乎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大宪章的第61条就反复被议会强调和君主认可，既反映出各方力量消长的社会变化，也反映出“王在法下”的这一原则要成为一种传统尚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然而，社会的变化注定国王一方迟早要失掉法律上的特殊地位。随着英国经济的发展，法律对财产保护的范围逐渐从地产转移到了各种商业和其他的经济资源。尽管立法被认为是仅仅属于国王和议会权限之内的事务，但国王和议会究竟由谁主导立法，已逐步转变成为一个主权归属的重要问题，并在双方都没有明确意识的情况下，开始了一场持久的较量。

如同大多数中世纪的政府机构一样，议会的存在主要是为国王的目的服务的。国王不时需要与他王国中的贵族进行协商，尤其是在国王需要钱的时候。国王的开会目的很简单，他只关注贵族们是否愿意，以及愿意出多少钱的问题。到14世纪时，有关钱财的议案开始从下院提出，而其最基本的目标就是要下院同意国王的税收。中世纪的议会也是一个司法机构，上院的成员如同法官，而下院的成员则扮演着请愿者的角色。这样逐渐形成了一种惯例，即得到同意的请求就通过成为法律，这就是私法（private legislation）的起源，尽管这样的法案还需要得到国王的批准。1400年时，议会立法的能力已经得到了明确的认可。在这种变化中，国王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金钱，却让议会插手了立法的领域。在当时这是一种双方都有所得的“双赢”，但谁都没有意识到这一变化在以后英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至16世纪末，下院已经建立起一个包括所有枢密院成员和一些其他成员组成的委员会，来检查所有反复或是有争议的判决。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是，1569年，由中世纪著名的律师布莱克顿选编的英国法律首次出版，1640年又再次出版。在这本书中，爱德华·科克等人寻找到了中世纪的原则——那就是法律的至高无上。“国王不屈从于任何人，但必须服从上帝和法律。”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述，则是科克试图恢复一个古老的信条：法律就其起源的神圣性而言，是文明社会得以建立的基础，因此，法律高于国王，就如同高于人民一样。科克同时赞扬爱德华三世对法律的关注和尊重，因为爱德华三世希望自己在民众中的形象不仅是一个骑在战马上的武士，还是一个站在正义一方的人，而他始终尊重法律就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从科克的行动看，他试图从中世纪的先例中寻找到自己理论的历史根据。其结论是，普通法应该成为一切其他法律的法源。正如他自己所说，尽管田野是老的，但谷物却是新的。

与之对应的是，17世纪斯图亚特王朝君主们坚持要求属于自己的两项特权：即国王的封建财产权以及在战争与和平、司法问题的执行特权。而在这样一场纷争中，斯图亚特国王们被认为过分的要求主要在于不仅是执行权，而且是法律本身的确认都要取决于国王的意愿。在某种意义上，国王要求税收的权利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最初的封建贵族占有土地，就是以提供国王的军事服役义务为条件的。因此，国王对不服兵役的替代税款，应有一定的权利，只是税收的多少需要与议会协商而已。但商品经济的发展，却使事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土地开始成为人们保有和扩充财富的一种重要手段，然而，人们拥有土地的价值却受到很多不同形式的威胁。因此，法律要做的事情已经不能简单地以将某人逐出，某人进入的方式处理相关的问题。它必须保证一个人的“自然权利”，提供一个人可以通过其邻居的土地而引水灌溉的权利，利用公共的野地放牧等等。这种变化使国王无法按照最初的封建义务来确定税收的标准和数额，结果，税收事务与议会协商就逐渐成为一种惯例。

实际上，早在1363年，议会就选择了对自己有利的有关惯例的司法解释：即王在议会的原则。“法律或者法律的修正案，由议会的国王制定并发布为正式文件，在没有议会权威的许可下不得改变、废除或延缓。并且在所有特殊的情况下都有效，直到被议会废除为止。”但问题是，为什么古老的原则只是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才得到了议会及其拥护者空前的强调？显然，起主导作用的是后面隐含的经济和社会因素：英国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需要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而这样一个现代国家的主权，必须从一个国王或君主手中转移到一个民选的机构中。正如罗杰·斯克拉顿所说：“一部宪法成功的标志就是法治，法治标志着一切权力的行使都能用法律的术语来说明和评判。为了维护法治……把政府的权力移交给各种错综复杂的国家制度，下院是，也必然是其中最佳的一种制度。”而17世纪，正是各种条件已经成熟，议会应该水到渠成地接管国家立法主权的时候了。

议会与国王这场空前猛烈的冲突，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曲折，最终以1688年光荣革命为标志，获得了胜利并确立了英国的宪政体制。通过《权利法案》，议会确立了自己在宪政中的最高权力，其含义正如笛西（A.V.Dicey）所说：“无论是制定还是废除法律，没有人或任何机构拥有被英国法律承认的可以践踏或超越议会制定法律的权利的权力。”同时，这一权利还包含着两条衍生的原则：第一，议会是英国的立法机构，可以自由地按其意愿来制定法律，并在法律上不受任何一个宪政机构的束缚。其次，法庭没有否决法律的权力，议会也不会受任何现有法律的束缚。也正是在《权利法案》公布后，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处于含糊状态的国王的法律定位，有了明确的结论：君主必须受制于法律。而英国现代的法治原则也由此明确通过成文的文件规定下来，这种法治原则主要指以下三个基本的原则：除非通过直接的司法体系，没有人会受到惩罚；无论何种阶层，没有人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关于宪法的规定是独立的法官就特殊的案例做出判决的结果，而不是由统治者从上宣布的结果。

宪法是一个法治国家中最重要的根本大法。英国宪法的基本原则是一系列对政府程序和对统治者权力的限制以及对民众权利的保护，但体现这种宪法原则的并不是一部单一法典，它包括一系列成文和不成文的法规和惯例。而其中最重要的成文法典，就是1689年的《权利法案》，因为它将立法权转移到了议会下院，议会之所以具有这种独一无二的立法大权，其合法性在于它既不是来源于上帝，也不是来源于王室的绝对权威，而是通过民主代表原则来源于人民。由于议会是一个民选的机构，因此，民众最终可以通过选举议员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

至此，英国基本上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为其经济的腾飞、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奠定了制度上的基础。

英国的法治历程表明，任何一种法律要真正成为与社会融为一体的行为规则，乃至其文化传统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都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历史上有很多理性的政治设计和理想的法规，没有能够生存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历史没有给予它们足够的机会。在这一点上，英国法制体系发展的历史是幸运的。

2.法兰西——在激烈的碰撞中建立大陆法体系

公元前51年，高卢人在侵犯罗马时败北，归属了恺撒的罗马帝国。为成为罗马市民，改变从属身份，高卢人接受罗马法的统治和审判，其财产关系和家庭关系也受罗马法保护。高卢人就这样开创了通向罗马法的道路。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法继续在西哥特和勃艮第人的王国适用，尤其是西哥特王国国王阿拉利克二世，于506年公布了《西哥特罗马法》，其中以《阿拉利克罗马法辑要》闻名于世。507年，法兰克王国灭亡西哥特王国，但在11世纪以前，《阿拉利克罗马法辑要》一直是学习罗马法的唯一教材，这对法国南部成文法区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当英国率先建立自己的法治化社会体系之时，作为始终在西欧国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法国，也开始了自身的法治化体系建设。总的来看，法国法律体系的发展别具一格，有着自己的特色，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西欧其他的大陆国家。在中世纪法兰西王国法律是西欧封建制度的中心，它的法律制度在西欧具有典型性，在其发展的每个阶段上都明确体现了西欧封建制法律的基本特征和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典型性是其他任何西欧国家所不具备的。法兰西王国是在843年法兰克查理曼帝国分裂后，由其西部地区发展而成。而法国封建法的确立和发展也和其国家发展一样，经历了封建割据、等级君主制和君主专制三个阶段。并在这样的三个阶段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现代法国的法治体系。

（1）封建割据时期（9-12世纪）

在法兰克人征服高卢之后，建立了早期封建国家墨洛温王朝（481-751），法兰克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尚处在萌芽和开始发展的时期。当时法兰克社会的基本组织是玛克公社，公社的基本群众是自由农民。8世纪至9世纪法兰克的封建化进程大大加快，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玛克公社被封建庄园所代替，自由农民转化为依附于封建主的农奴。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大地主和私人权力也增长起来。9-10世纪时，采邑已变成世袭领地。大地主为了在自己的领地内加强政治的独立性，力图使农民在政治上屈从，因此在庄园内建立武装，私设法庭，且不让国家官吏进入自己的庄园进行干预。国家无权顾及，最初默认事实，后则公开对大地主赏赐豁免权。豁免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的结果，是超经济强制的工具。它分割了中央权力，不利于国家的统一。这一时期由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及政治上的分裂，法国实行“附庸关系间接化的原则”，国王与其他封建主平起平坐，国王只能在自己直辖领地上行使权力。各大封建主在自己领地上享有独立的政治、军事、财政和审判权力。

（2）等级君主制时期（12-16世纪）

等级君主制是封建割据到君主专制的过渡时期。11世纪法国手工业、商业兴起，城市开始出现，市民阶级反对封建割据，与王权联合，在政治上建立了等级君主制。这一时期法国的封建法发生了如下变化：a.习惯法的成文化。b.随着罗马法的北上，罗马法对习惯法的形式和内容起了改造作用。c.王室立法加强。

这一时期王室立法增多，主要涉及国家机关、司法机制和诉讼程序方面的规定。与此同时，13世纪法国设立巴黎巴列门法院（巴黎高等法院），作为北部地区所有案件的上诉法院，其判决对北部各地均有效力。与王室立法加强的同时，教会法开始从其鼎盛时期走向衰落，表现为教会法的作用逐步受到限制。

（3）君主专制时期

这一时期，王权进一步强大，市民阶级要求取消封建割据，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达到势均力敌的程度，王权成为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力量，王权利用资产阶级的金钱限制大封建主的权力，统一法国，建立强大的专制君主制。

到15世纪末叶，法国的政治统一基本完成。法国在完成了其统一大业之时，王权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国王与王公及封建贵族的关系也由君主等级制发展到绝对君主制并明确地固定下来。国家的统一是进一步发展的先决条件。从此以后，法国这个新的整体“不再像封建法国那样，以负责维护习惯法的国王本人所体现的互助感情来维系它的统一，而是用一种现代的方式，借用君王的权威来维系它的统一”。

显然，由于当时英、法两国统一时背景的不同，因而在确立的制度上也有一定的差异。与英国相比，正是因为过去法国王权相对的“弱”，实行较为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才能得到社会的基本认同，同时法王还能够建立永久性的常规军队并获得永远性专断税收的权利。而英国正是由于过去王权相对的稳定才会有英国在政治上的相对平等的倾向，以及后来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度，而这一区别在后来两国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英国的相对自由使其在现代化的发展中能主要根据市场的需要，依靠技术上的进步，且没有遇到多少障碍，从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而法国王权的强大以及等级森严的制度在现代化之时就意味着发展不可能是完全按照市场需要来进行，而是更多地受到以国王为主的统治集团的影响，同时商人也不可能有很高的地位。矛盾便由此产生：为了抑制贵族的势力，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必须有强大的王权；而过分强大的王权却会因缺少监督而走向极端。这样的矛盾一直存在，且越来越激烈，直到大革命结束才得到真正解决。

（4）大革命时期的法治建设

关于法国大革命著述的流派很多，但我们也可以从法治建设的角度来理解这一伟大的革命。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同样面临着一个立法权的转移问题，但法国的立法权从“朕即国家”的君主手中转移到议会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1787年，当越来越多的法国人意识到法国的问题在于缺少宪法时，却看到法国自统一起就没有宪法的概念，只有国王的专制，国王的意志就是法律，兼王权与神权于一身。因此，显而易见的是“那些希望纠正已经犯了几千年的错误的人必然要比那些仅仅希望恢复到他们父辈所生活的年代的人要激进得多”。的确如此。“它是第一次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获得完全胜利。”它还在事实上“扫清了封建制度的最后遗迹，并且在民法典中把古代罗马法……巧妙地运用于现代的资本主义条件；它运用得如此巧妙，以至这部法国的革命的法典，直到现在还是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在财产法方面实行改革时所依据的范本”。

从法国大革命逐步推进的历程看，最初也是围绕着制宪问题而展开的。1789年5月初，三级会议准备就绪。由于国王的阻挠，5月20日，在议会主席巴伊的率领下，代表们排着队转移到附近的网球场开会。在这空荡荡的会场里，站立开会的代表一致举手通过誓言：在没有制定法兰西宪法之前议会决不解散。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网球场宣誓”。

因此，说法国大革命从本质上就是一场关于立法权转移的斗争，应该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但随着大革命的进程，法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也由此卷入，结果法国的宪政问题越来越难以解决。由于法治建设和法国众多的社会经济问题联系在一起，再加上国际反革命势力的干预，法国的法治建设遇到了空前猛烈的挑战。斗争的各方妥协的余地越来越小，政治局势反复变幻，由此也造成了法国宪法众多，更换频繁，从1789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历史上共制定过13部宪法。1789年的《人权宣言》，宣布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原则。许多宪法将其作为序言，或承认其中的原则。法国近代宪法更是与法国政治发展密切联系。从1789年到1815年，法国政治制度经历了从君主立宪制到共和制又到帝制的演变。一直到巴黎公社革命以后，法国的宪政局面才算基本稳定下来。

不过，法国在政治领域的动荡，却容易使人忽视它在司法领域的进展。实际上，在法国革命中，公法与私法是按照不同的路线发展的。在宪政领域的反复变动，并不影响在私法领域的稳定进展，这也是法国法制史上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在1789-1799年拿破仑执政时期，法国资产阶级开始了创建资产阶级法制的工程。

一些学者将此时的立法称作为过渡时期法，它对法国和世界近代法的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首先，大革命时期颁布了《人权宣言》和1791年、1793年、1795年四部宪法，它们开创了“近代立宪主义型市民宪法”的典型。法国大革命否定国家权力属于君主所有的君主权，引进了国家权力用于“国民”所有的“国民主权”概念。实际上废除了君主所拥有的立法权。

其次，在平等的名义下废除了贵族的特权，无论贵族或平民，无论天主教徒或新教徒，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再次，在私法领域，通过没收教会和流亡贵族的土地以及反革命分子的土地财产，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修改了继承法，并将户籍和婚姻制度从教会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成为单纯的民事制度；承认离婚自由；实行非婚生子与婚生子的权利平等，等等。在法的各个领域都贯彻了革命的原理。

拿破仑上台以后，其基本任务就是要把这种法国革命的成果——资本主义的新生活用司法法规的语言固定下来。1800年8月3日，拿破仑设立民法典编撰委员会，任命了特隆歇、波塔利斯、比戈·德·普雷亚梅纽和马尔维尔四名委员。他们在不到四个月里完成了草案，并提交到国务院立法委员会，这里聚集了许多优秀的法律学家。拿破仑经常亲临会议，在102次会议中亲自担任57次会议的议长。经过讨论妥协，草案终于在1804年3月31日公布，并被冠以“法兰西人的民法典”之名。此时，又颁布了刑法典、商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它们一起构成了法国近代资产阶级新型的法律体系。拿破仑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对《法国民法典》的编纂、内容以及实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拿破仑强调法典应简单、明了，便于民众直接掌握。法典应成为每个家庭床头柜上的生活指南，这一理念影响了《法国民法典》的风格。此外，拿破仑认为，民法典是法国革命成果的总结，是世界上尽善尽美的杰作，因此具有神圣地位。这一理念也影响了民法典此后发展的方向。

法国民法典还规定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权无限制和不可侵犯的原则。所有这些法律方面的进展，都体现了启蒙运动以后整个法国社会观念的进步。而且这种法律方面的进展没有受到以后法国政局变动的影响，法国民法典得到了以后历届法国统治者的承认，也使法国社会在混乱之中有了一个基本的行为准则。

法国在建立法治社会过程中有很多独特之处，也有很多教训。其中，最重要的是，无论哪个阶级和政治集团，无论其追求的目标多么高尚，也无论他们主张什么变革，都不能使自己的行为离开法治的轨道。大革命本来是一场争取立法权转移的斗争，最初的目标就是制宪，但却因为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走上了以暴力的方式来达到政治目的的道路，结果是这一时期产生了种种过火行为，尽管在彻底摧毁旧制度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法国社会的法治建设。但幸运的是，法国尽管在宪政体制上存在反复，在司法领域的进展却相对稳定。法国在基本的民法方面没有太大的变动，这就保证了法国的社会能够维持基本的正常秩序，使革命的成果不至于全部付之东流，使社会经济能够缓慢而平稳地发展，也使法国在与西欧列强的角逐中始终能占有一席之地。

3.德意志法治道路的曲折与教训

与法国相比，德意志的法治道路更为曲折。这是因为，德意志民族从登上西欧的历史舞台开始，就始终是一个精力过于旺盛的成员，征服与掠夺几乎成为了德意志民族的一个基本特征。

德意志国家正式建立是在919年，这一年，萨克森的公爵亨利一世当选为东法兰克王国的国王，建立了萨克森王朝，正式建立了德意志国家。9世纪到11世纪中叶，德国的封建化的过程已经完成，到11世纪上半叶，德意志王权达到了极盛时期，从而发生了皇权与教权之争。1122年，亨利五世与教皇签订了沃尔姆斯宗教协定，德国的主教今后必须在国王面前由神职人员选举，接着由国王恩赐世俗产业和权力，然后再由教会举行授圣职仪式。这样，主教们可以保留世俗产业并作为世俗封建主为国王服务，但国王却不能再左右他的臣仆的选举。由于皇帝对教会的统治地位被推翻，教皇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教会首脑，国王失去了他原有的控制教会的权力，并使得国王的权力在帝国内部也遭到惨重的失败，其结果是导致了王权的衰落与封建割据的加强。诸侯们则乘机利用教皇与国王的矛盾牟取自己的利益，他们损害王室以增加自己的产业和主权并争取选举国王的权力。诸侯权力的扩大成了后来德国历史进程中一个灾难性的事件，它导致国王和诸侯的两权对立，使诸侯的主权无限扩大，而未能形成如同英国一样王权与贵族权力的一种有益的平衡。也许只是因为这一点微小的区别，使德意志民族以后走上了与英国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在授圣职之争时期和霍亨斯陶芬王朝末代君主腓特烈二世统治时期，各邦诸侯获得了诸如审判、铸币、关税、开市和构筑防御工事等原有国王的权力后，他们就在自己的邦内扩大邦的分立权，并且在反对皇帝和城市的斗争中成功地保卫了自己的这一权力。13世纪中叶，他们终于用选举软弱的无法统治帝国的外国诸侯为德意志国王的办法完全遏制中央权力。其后果是法律普遍遭到破坏，贵族有权肆意相互仇杀，帝国制度面临被废除的危险。在这样一个“没有皇帝的可怕时期”过去后，哈布斯堡伯爵在1273年被选为德意志国王，选举权被转移到选侯会议。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德意志的法治道路显然是独特的。说其独特，在于德意志民族具有极强的组织纪律性，十分奉公守法，而且统治者本身一般也能遵守法纪，同时，传统的习俗与在英国一样，对人们依然有强大的约束力，就这个意义上，法律具有崇高的威望。但另一方面，法律的制定，尤其是有关国家体系的一些最根本大法的制定，一般的公众却几乎没有参与的权力和机会。这就使德国的法治如同一列习惯于并且严格沿着轨道行驶的火车，十分正点守时。但对于轨道的规划设计，却未能有一个尊重个人权利的很好的方案，并最终由于在这一根本问题上的盲区，给西欧和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1)962年，国王奥托接受罗马教皇的加冕，建立“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其范围包括德意志和意大利。它名义上是统一的大帝国，实际上内部邦国林立，割据严重。1806年这个名义上的帝国被拿破仑一世推翻，国家仍是四分五裂，到1871年德国统一，正式开始统一的资产阶级法制创建时为止，以15世纪为分界线，长达近千年的德国封建时期法律制度的演变大致可分为前后期两个阶段。因此，我们首先分析德国统一前的部分，再分析德意志统一以后其法治方面的进展。

10-15世纪，德国主要沿用由法兰克时代的日耳曼法演变而来的地方习惯法（邦法）。由于农村公社的长期存在和封建制度的影响，造成习惯法的残余得以长时间保留。邦国林立的状态，也阻碍了统一法律规范的制定，法兰克时代的“蛮族法典”此时已被搁置不用。12-13世纪是德国政治上和法律上分化最严重的时期，这一时期在德国的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习惯法。直到13世纪，才开始有编撰法典的尝试。庶民法、采邑法、城市法都具有分裂割据主义的性质，仅适用于一定范围。当时并没有全国统一的法典，在此情况下法官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求助于罗马法。早在13世纪，德国对罗马法日益增长的兴趣即已初步显示出来。

15-19世纪中叶，由于罗马法复兴和注释法学派的影响，经过整理、修正的罗马法从意大利传到了德国。1495年，帝国法院首先采用罗马法，并正式确认罗马法为德国民法的有效渊源。接着各邦国法院亦相继对其加以正式使用，这导致了德国对罗马遗产大规模继承，这种情况持续了四百年。在此期间凡遇有复杂疑难的案件，法官们可以向大学教授征求意见，教授们以判决方案的形式作出自己的结论，这种结论对法院具有约束力。教授们还规定了罗马法的适用范围，对罗马法进行注释等，以此指导德国对罗马法的运用。

到19世纪中叶前后，德国若干邦国开始进行法典的编纂。具有代表性的有：1794年《普鲁士邦法》，一些邦共同制定并实施统一的票据法（1848年《通行德国票据条款》），和商法（1861年《通行德国商法典》），这些法律成为统一德国法律的先声。在《普鲁士邦法》中，已经很清楚地表现理性的法则，它是封建法向资本主义法过渡的法律，内容十分庞杂，共有1.7万个条款，目的在于对每一种法律情况都制定出最终的解决办法，以避免由法官来作出解释。

也就在这一时期，法治国家这个概念，从德意志民族中产生了。法治国家是近代西方的产物，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资产阶级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法治国家理论，并为其国家的政治家在各自的治国实践中推行。不过，德国法治国家理论更具有典型意义，因为“法治国家”这个概念就直接翻译自德文“Rechtsstaat”，而英语、法语和其他西方语言中难以找到确切的对应词语来表达这个概念。学术界普遍认为，德国的法治国家理论萌芽于18世纪，在19世纪初开始形成和发展，经历俾斯麦第二帝国和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繁荣，在纳粹法西斯统治时期遭到摧毁，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宪政体制下又获新的实质内涵。德国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对世界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德国市民阶层要求建立的法治国家，其核心思想是国家权力应当受到约束和个人自由权利受到保护。与此相适应，特别重要的要求是保护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如个人自由、良心自由、宗教自由、新闻自由、职业自由和营业自由、财产权等）免遭国家的侵害，要求制定一部由人民代表机构制定的宪法文件，要求政府对议会负责，要求法律的统治即法治，尤其是要求行政行为受法律的约束，要求通过独立的司法体制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由于这一时期的法治国家以市民阶层追求自由为主要特征，因此后人称之为“自由主义的法治国家”。就自由主义法治国家的内涵而言，它显然不仅仅包括形式上的因素，而且包含了实质上的因素。因此，法治国家从产生之时，就是一个集形式因素和实质因素为一体的概念。然而遗憾的是，在法治国家后来的发展中，有人却过分突出法治国家的形式特征，而遗忘或忽略了它的实质因素。

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宪法草案中，德国市民阶层提出的自由的法治国家要求第一次在全德意志的层面上，在宪法文件中得到了反映。这部宪法草案建立在人民具有制宪权的基础上，其中包含了基本权利、分权制衡和民主的因素。然而，这一包括着现代基本民权的宪法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在德意志国家真正落实。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德意志统一民族国家的建立比起它的邻居都要艰难得多。

毫无疑问，德意志人若是能建立一个将整个奥地利连同它所统治的少数民族全部包括在内的民族统一国家，即使是自由民主的而不是专制的民族统一国家，也会立即遭到周边大国们的无情干预。这是因为，这样一个大德国，通过奥地利能使它影响地中海地区和下多瑙河流域，通过普鲁士能使它影响波罗的海地区和下莱茵河流域，通过其余的国家成员能使这两个力量的主体联合成一个紧密坚固的整体。这样一个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被统一起来的大德国，这样一个通过强有力的中央权力组织起来的因而也是一个对内对外具有统一行动能力的大德国，必然成为西欧新的引力中心，而不是过去那种西欧冲突的缓冲地带了，因而也必然导致与英国、俄国、法国在强权政治上的冲突。

而对德意志民族而言，它同时面临着四个问题：德意志的统一、德意志的边界、德意志的自由以及社会公正。这些问题在那些更幸运的民族（如英、法）里能够一个一个地出现，一个一个地来解决，而在德意志则要同时解决，否则就一个也难以解决，而同时解决的努力又面临着严重的社会紧张和巨大的国际压力。因此这并不偶然：在德意志的这个时代里，没有民族的统一，就不可能有市民资产阶级的统治；没有市民资产阶级的统治，也不可能有民族真正、彻底的统一。

然而，德国资产阶级一直没有形成一支反对封建势力和实现自己民主政治要求的强大力量。1848年革命失败，证明德国资产阶级还没有力量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统一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任务。这一任务最终是由普鲁士容克贵族俾斯麦和普鲁士军人通过武力的方式实现了。统一后的德国主要由封建主、容克地主与王室军人所统治，这一特点直接影响到德国的宪政发展。

(2)1871年1月18日，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普鲁士国王菲特烈一世在凡尔赛宫宣布自己为德意志帝国的皇帝。这也是德意志法治建设的第二阶段。为了维护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迫切要求制定统一的法律。于是德意志帝国开始在普鲁士原有法律的基础上，大规模地创建德国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

一次大战结束，德意志帝国崩溃后，社会民主党和人民党联合组阁，建立了魏玛共和国。1919年共和国颁布了相当完备的《魏玛宪法》。该宪法虽然较帝国宪法有了进步，增强了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但并没有彻底铲除土地贵族的势力，没有认真实行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革，容克地主的大地产得以保留，许多帝国时期的官员和军官仍拥有他们的职务和特权，显然共和国的基础是非常脆弱的。魏玛共和国建立后就危机四伏。从1919年建立共和国至1933年的法西斯上台，在德国史上被称为魏玛共和国时期，原来帝国时代制定的法律大都继续有效。不过在魏玛共和国初期，由于战后危机严重，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较为强大，社会民主党人控制了新政府并颁布了一些法律，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准许集会、言论和新闻自由，并取消了农业劳动者的半封建法规。《魏玛宪法》规定了“社会化”原则，对私有制实行管制；规定“一切生产者（资本家和工人）共同合作，工人参加私人企业管理以及许多社会化”的经济措施，如“劳工会议制度”和“经济会议制度”等；规定了公民的各种基本权利，如“工作权、休息权、失业救济权等和婚姻、家庭、子女、青年的保护”等，所有这些使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法律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所以，从上述的历史过程看，可以这样认为，德意志民族的法治传统还是源远流长的，但这一法治传统与英国相比，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普通民众具有很强的守法意识，但对如何捍卫自己的权利却没有主动性，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德意志民众从未单独进行过争取立法权的斗争。

这种缺陷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逐步开始显现了它的恶果。由于公众在宪政和立法方面缺乏应有的主动性，随着革命的失败，德国法治化的道路也发生了变化。1850年以后，法治国家概念出现了明显的形式化倾向，即人们仅仅从形式意义上来理解法治国家的概念。在法律实证主义勃兴的背景下，法治国家概念自我萎缩，一切国家学说领域的、形而上的观念以及一切道德性的因素，都被剔除出了法治国家的概念，不再将法治国家理解成为一种与神权国家和专制制度对立的国家形态，而是将其理解成为一个脱离了目标和内容、缓解任何一种政治上的统治权力、非政治的形式因素。法治国家概念形式化的背景是：在许多邦国基本上实现了自由主义法治国家的纲领性要求之后，追求和实现形式上和程序上的目标，就显得日益重要。同时，行政法的地位逐渐提升，行政法的基本结构日益明朗，其内容也趋于完善，特别是提出了行政的合法性原则即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原则以及通过独立的法院途径来监督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1863年，巴登大公国设置了行政法院制度。德国行政法学的奠基奥托·迈尔（Otto Mayer）更是将法治国家理解为“具有良好之行政法的国家”。反过来说，一个国家只要制定了法律供行政依循，并设置了行政处分的制度，这个国家就是一个法治国家。

1848年之后，在德意志，建立现代法治社会的过程再也不是也不会是由市民资产阶级来独立领导，并在每一个阶段中都以“革命运动”的方式去承担的了，更不会仅仅只在“自由主义”的记号之下去承担了。因为对德意志的市民资产阶级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目标是经济上的解放，至于政治统治的形式，以及谁来行使这种统治，谁来赋予这个市民资产阶级社会以准则和行为模式，对于这个目标来说仍然是第二位的。

这样一种观念随着普鲁士通过武力统一德意志而逐步膨胀。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以后，形式上的法治国家概念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由于帝国宪法中并没有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方面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制。当时的德国是一个纯粹形式上的法治国家，实质则是一个“法律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立法者享有全能的、无所不包的权力，可以制定、限制乃至废除基本权利的法律。

一战结束后，1919年的《魏玛宪法》将基于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的民主制作为国家形式，列出了详细的基本权利，实现了议会制。行政首脑须向议会负责，立法、行政和司法实现了分立制衡，设置了独立的司法制度。德国市民阶层最初提出的自由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到现在全部变成了现实。但是，《魏玛宪法》并没有对“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之核心”提供保障，学术界也并未提出“法律之限制基本权利的界限”的学说和理论。正是这种缺陷，给纳粹上台提供了可乘之机。

纳粹统治的德国根本就不是法治国家，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暴力国家，因为这个国家中已经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民主和法治。公民最重要的基本权利被废除，尚存的基本权利也被认为不是相对于国家的抵御性权利，个人相对于国家根本就不享有任何权利。非雅里安血统的民众受到歧视、迫害和杀戮，人的尊严受到严重践踏。

1945年纳粹德国垮台以后，恢复法治国家传统并赋予法治国家以新的内涵，是德国政治重新安排的主要任务之一。由于战后东西德分治的状况，德国的制宪任务主要是在西德完成的。1948年7月1日，英、美、法三国要求联邦德国11个州的州长召集一次制宪会议，这就是基本法形成过程的开端。并在这些州长的建议下选出了65名成员组成了一个委员会。

在制定《基本法》时，法治国家的思想和原则具有核心的地位。《基本法》第20条第1款明文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民主的、社会的法治国家。”一方面，《基本法》继承了早期市民阶层提出的自由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素，吸收了形式上的法治国家概念的合理内核；另一方面，《基本法》以纳粹暴政的惨痛经历为鉴，对战前盛行的形式上的法治国家概念进行了补充和发展，赋予了法治国家以崭新的内涵。

首先，《基本法》吸纳了实质上的法治国家因素，放在宪法首位的是关于基本权利的条文以及国家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的职责。这一保障由自由发展个性的权利这一条加以充实，它给予公民以广泛的保护，使之不受国家违法的侵犯。基本权利不仅仅是一种纲领性的、宣言性的原则或准则，而是先于国家存在的、本身就具有生命的权利，其本质就是公民相对于国家的抵御性权利。立法机关不得任意限制基本权利，相反必须受到基本权利的直接约束。《基本法》对立法机关限制基本权利的立法行为设定了严格的形式上的界限，并宣布基本权利的核心内涵是不可侵犯的。

可见，在《基本法》框架下，不仅形式上的法治国家因素得到了继承和进一步扩展，如三权分立制衡、通过独立的司法制度保障权利实现、行政的合法性、国家赔偿责任等，而且这些形式上的因素被赋予了实质的内涵，或者说形式上与实质上的因素互相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法治国家的一个有机整体。

随着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统一的德国重写了《基本法》的序言和最后条款后，《基本法》成为统一德国的宪法，并规定了国家制度最重要的五项基本原则：德国是共和制国家、民主制国家、联邦国家、法治国家和社会福利国家。至此，德意志民族的宪政之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德意志法治建设的曲折与教训是发人深思的。德意志民族素有遵纪守法、勤奋向上的传统。这些先天条件对于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本来是较为有利的因素，也是事实上促使德国在现代化初期阶段能够顺利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德意志民族盲目服从上级、服从权威的特点，又使这一传统存在巨大的缺陷。那就是在制定社会游戏规则的过程中人民缺位，使得关于国家最根本的制宪立宪的过程完全被极少数人所操纵，如果国家的掌权者确定了正确的发展路线，那么，国家完全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创造社会、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奇迹，而一旦操纵民族前进的上层集团选择了错误的方向，则必将给自身和其他的国家带来严重的灾难。因此，在事关国家政体和国体的大事上，社会各阶层缺乏主动性的任何敷衍塞责行为都是致命的。这一点，不仅对德意志民族，就是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其他西欧国家法治化建设道路，也各有特点，但总的来讲，以英、法、德三国最为典型。应该说，所有的西欧国家，在进行现代化的建设期间，都在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领域进行自己的法治化建设，尽管这些法治建设有一些不尽如人意，有些中途夭折，但它们都在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甚至也是这些国家能够最终发展成为世界强国的根本原因之一。当然，那些建立自己的法治化体系不完备的国家，多少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在建设自身法治化体系的过程中，本国民众有无积极的主动精神，是一个国家法治化进程能否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因如此，我们在建设自己的法治化社会体系时，必须仔细吸取他人在这方面的教训和经验，充分有序地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精神，才能使法治的观念和制度一样，真正地深入人心。


二　民主化与大众的政治参与

如果说法治奠定了西欧现代化的第一块基石，那么，随之而来的大众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就是其现代化的第二块基石。

民主是一个在当今世界热得发烫的术语，今天已无人否认建立民主政体正在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至于其中应该包含的内容，则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学者，给民主划定了侧重不同的领域。经过世界“第三波”的民主化进程，在许多国家出现政治失序、政府低效、政变频发的现象，比如近期泰国由黄衫党和红衫党所引起的政治风潮，使人们对民主政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那就是民主政治不是一种简单的选举程序，人们不仅仅是在投票站投下一票，还希望通过选举民主获得实质性的利益。这就是和平稳定的政治局面以及有保障的社会生活，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对民主有一种历史的理解。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正是我们使用“民主”和“民主统治”这些词语的方式，导致了极大的混乱。除非给出这些词语明确的定义，否则人们就只能生活在无法摆脱的思想混乱之中，而使那些煽动家大获其利。然而，人们依然不能不承认：选举在民主的程序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位置。熊彼特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选举是民主的本质。政治学大师亨廷顿尽管对选举的民主制国家提出了很多批评，但也承认选举层面的民主依然有其极为重要的价值。不过，这些都还不是解读西欧民主化最关键的要素，应该说，萨托利对现代民主的看法，对于解读西欧的民主化本质是十分贴切的。他认为，现代民主只能是“被统治的民主”，即统治的少数统治被统治的多数这一既定事实下的民主，其关键并不在于被统治的多数亲自掌握和行使政治权力，而在于有效制约统治的少数，这样才能防止个人独裁；另一方面，实现民主的目标，最基本的前提是确保公民自由，首先是政治自由，从而防止民主走向自己的反面：多数专制。因此，没有政治自由的民主，并非程度较低的民主，那根本就不是民主。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探索西欧民主化的进程依然从英国开始。因为恰好是在英国，具有这种浓厚和悠久的自由传统。

1.英国的民主化

在某种意义上，英国的法治化传统与民主化有着某种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可以上溯至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原始部落民主。只是这种民主还局限于部落的成年男子，而且也只有在一些非常重大的事件他们才参与决策，但这并不否认其中的民主因素对英国社会和政治具有潜在的影响。不过，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英国社会的实际政治决策，只能局限在很少的一些人中。

实际上这是英国式的民主能够最终发展起来的原因之一。因为民主的运作，需要应对的不仅是一个选举方面的问题，也必须应付人类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轨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就需要民主的模式从古典式的精英民主向现代的大众民主方面的转变。实际上，如果从历史的渊源看，密尔和德·托克维尔早就表示过对“大多数人的暴政”的恐惧，担心民主会使人们去服从最低的共同标准，甚至美国的国父们对直接民主也忧心忡忡。我们不难发现，由古典民主向现代民主过渡的过程中民主不发生本质的变化是几乎所有西欧有识之士关心的问题。古典民主是一种精英民主，它的实质是精英平等而非所有人一律平等。对于民主的理想而言，这显然是一种名不副实的民主。在这个意义上，精英民主的确不是真正的大众民主，但它却不是一种民主的“伪钞”，而是现代民主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在这个阶段，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的民主开始从制度和程序上逐步地完善起来。它包括一系列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民主模式：法治、司法独立、权力制衡、舆论自由、没有作弊的选举程序、各种公职人员的任职期限等等。而这一系列惯例的形成，却只能或是必须在一个“精英”确定的政治游戏规则中才能缓慢地成长定型。这似乎成为了一种民主的悖论：要真正的民主，却只能先在一个有限民主的范围内确立民主的规则，民主的原则必须在不那么“民主”的基础上产生。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个人财富的增加，英国民众要求政治参与的呼声会越来越高。于是，当英国的工业化进程开始，社会财富迅猛增加，大众教育水平提高，人们要求政治参与的热情也从很少的一部分精英，扩散到了越来越多的我们今天所说的中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成员中。英国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甚至可以追溯到大宪章。因为大宪章本身，就是在反叛国王的贵族参与下约翰王被迫签订的。但这种政治参与的热情在很长时期内并没有以猛烈的形式爆发，这是因为另一块“积木”尚未到位。

这一“积木”就是构建一个完善的、现代的政治运行机构。在英国，议会就成为了具有这一象征意义的机构，从而使英国与西欧在政治发展的进程中拉开了距离。西欧大陆各国从15世纪开始就稳定地建立起了常备军制度，因为没有一支常备军，国家就没有安全感。但常备军同时也使国王拥有了随时可以贯彻他个人意志的工具，于是，对于时时要制约自己的议会，国王们显然认为是一个负担。结果，这些大陆的议会都纷纷被取消了。而英国由于自己的岛国地位，国王在和平时期要求加强常备军的愿望当然没有充分的理由，结果是英国的议会得以保存。不仅如此，由于没有常备军，国王就无法真正控制议会，而无法真正控制议会，也就没有办法控制钱袋。这样，英国的权力机构实际上有两个，国王是名义上的最高权威，但议会却享有控制国王钱袋的权力，而谁是真正主人，就需要在各自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用一场斗争来进行证明了。

即便在伊丽莎白女王时期，日益增长的议会力量与国王之间也时有冲突，但女王是一个明智的人，她知道如何使用自己的权威，所以，议会与王权之间的关系还算较为平稳。然而，由于女王没有子嗣，她去世之后，英国王位由斯图亚特家族继承。于是，英国原有的政治平衡被打破了。

从17世纪上半期开始历时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冲突与政治变革，是英国历史发展上的又一次巨大的转折。基佐曾认为：革命没有提出什么新的东西，人们所说所望所作的，都是革命爆发前早就重复过一百次的东西。“人们早就宣告过绝对权力为非法；而且关于法律和租税必须经人民的自由同意，以及关于武装自卫的权利，这都是封建制度的基本原则。”从英国的历史传统来看，这样的说法完全合乎惯例。所以，当詹姆斯一世宣称国王们可以被尊称为神时，应该视为是统治者率先破坏了原有的游戏规则。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它的本质则是新兴的富裕阶层要求分享政治权力。因此，议会与国王迟早会在这一问题上摊牌。然而，查理一世却并不情愿接受这样的原则，于是，他再次解散了议会，开始了长达10多年之久的无议会统治时期，并加紧迫害对自己有异议的人士。

就在此时，战争也还不是唯一选择。英国国内长期的和平使英国人对政治威权持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他们不仅认为国王，甚至国家都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唯一现实的是自己的财产以及如何保护自己的财产不被无偿征用。因此，只要议会不把钱给国王的政府，就是明智之举。由于这种状况，英国没有常备军，所以，国王没有压制的力量，而议会也同样没有。于是，当国王与议会最终发生激烈冲突时，双方对战争其实都没有做好准备。固然，从性质上讲，一个是代表已经没落的阶级，一个则代表着新兴的阶级，但也不是没有妥协的可能。不过当查理一世在1642年8月22日于诺丁汉正式升起军旗与议会宣战后，军事冲突就不可避免了。以后的史实是人们熟知的：议会最终获胜，1649年，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不过历史变革的道路注定是不平坦的。

虽然克伦威尔为首的胜利者建立了英吉利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的基础却并不牢固。它受到内部要求更加民主的平等派的攻击，又受到试图复辟的王党从外部的攻击，结果，克伦威尔只能依靠军队来控制局势。于是，革命产生了一个意外的结局：它推翻了一个旧的体制，却未能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合适的新体制。事实证明，依靠军队建立的共和国比查理一世的政府需要更多的税收供养，加重了普通英国民众的负担。历史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证明，英国的国力在当时无法供养一支常备军，无论是国王还是议会，它只能有目的地短期征召军队，长期存在一支巨大的军队势必使英国的经济崩溃。但革命的发展过程却又证明，没有军队是不可能成功的，军队的本质是一种压制的力量，它对于专制比对民主更为合适。这就形成了一种怪圈：革命不得不依靠军队，但军队又不得不使用强力，最终使革命产生了自己并不希望看到的结局。由于革命并未解决英国的权利结构相互平衡的问题，国内和平全靠克伦威尔个人的威望维持，所以，克伦威尔死后，英国社会的各种矛盾迅速爆发，议会最终只能让查理二世复辟，以恢复社会的和平。从表面看，革命绕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状。

不过这只是表象。因为复辟后的国王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王，他是议会拥立的并非神圣的国王，在革命期间革命者已经用暴力改变了英国社会，很多封建的惯例和契约，尤其是封建的土地关系已经被粉碎。因此，议会要捍卫自己的权利显然比过去有了更大的把握。这样的局面当然不能使复辟的君主满意，查理二世尽管取消了很多封建惯例，承认了革命期间有利于工商阶层的土地产权变动，却依然在谋划借助法国的力量复辟天主教，并最终恢复传统的君主制。在查理二世的弟弟詹姆斯二世继位后，复辟的动作越来越大，最终逼得议会再次与国王翻脸。但这次议会不愿再发动群众来参与“革命”了。他们进行了一场绝对意义上的冒险：邀请国王女儿和她的丈夫威廉·奥兰治入主英国。如果主动邀请威廉的入侵失败，则后果不堪设想。不过幸运的是，一切都没有发生，詹姆斯二世尽管对英国军队花了不少心思，但这些军队在威廉的队伍到来后，都争先恐后地背弃詹姆斯而去欢迎威廉。没有费什么周折，从荷兰来的新君主就取代了詹姆斯二世的位置。新出台的《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法》，既解决了英国的王位问题，又确立了议会的主导地位。

这次由英国议会谋划的“光荣革命”，虽然没有1640年代那样轰轰烈烈，但却最终完成了暴力革命没有完成的那些任务。不仅专制的王权从英国政坛消失，就是独立的王权也不复存在。在人类的历史上，一个人统治一个国家的时代终于在这个岛国正式结束，个人的统治让位给一批人的统治。同时，国王虽然已经成为“虚君”，但由于历史的惯性还是拥有一定的权力，在实际上与议会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分权”机制，而这种分立对促进英国的现代政党政治以及责任内阁的建立事后看是有积极作用的。同时，这种现代政治普遍认可的相互制衡的架构，之所以得以在光荣革命后实现，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英国社会各阶级最终在冲突中放弃了“胜者全拿”的准则，为失败者提供了出路（甚至对詹姆斯二世，也是让他自行和平地离开英国），使社会以较小的代价完成了政治结构的转轨。这既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也是一种伟大的创新，它为英国的政治现代化铺平了道路，也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创造了必要的政治平台。

尽管17世纪的政治变革为英国政治的广泛参与提供了更为实在的基础，但新建立的立宪政府还不能代表数量众多的普通民众。全国仅有少于5%的人口可以参与选举，而且议会仅仅代表有钱人的意愿。所以，17世纪政治变动的成果只是意味着政治民主化的起步。

但民主化进程一旦启动就不可遏止。在整个19世纪，从彼得卢事件到宪章运动，英国国内要求扩大政治参与的浪潮此起彼伏。统治者与民众进行反复较量，最终以人们熟知的三次议会改革为这样的历程画上了句号。根据1832年改革法案，大多数腐败选区被剥夺了选举议会议员的权力。适当的代表数被分配给城市，并且因为减少了对财产的限制，选民从50万人增加到了80万人。1832年改革法案给予几乎全体中产阶级成员选举权，并宣布自治市享有选举权者统一缴纳10英镑，这是英国走向大众民主的第一步。1867年改革法案赋予自治市全体固定公民选举权，从而使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第一次获得了选举权利。当坚冰融化之后，自由党首相格拉斯通尽管还在强调，“我坚信贵族原则——社会应该由最好的人来统治，我是绝对的不平等主义者”，却依然主导通过了1884年改革法案，赋予农业工人选举权利。这一事实表明，英国政治参与的潮流已经不可阻挡。虽然全体英国公民获得选举权的事情一直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但以广泛政治参与为标准的现代民主化进程，应该说在19世纪已基本完成了。

柏拉图在《法篇》中透过他的对话者认为，在靠海的商业城市人员满世界跑的地方，是一定搞不好民主的；要搞，也只能搞出最低等的民主。而埃德蒙·柏克则认为，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并不正确，好的宪政不是立法者和奠基者创制，而是照人性、照一国人民的国民性的底限标准搞出来的。两者的观点孰是孰非，可以在政治哲学的范围内继续进行探讨。有趣的是，英国正是这样一个柏拉图认为最多也只能搞出最低等民主的地方。然而，历史的进程证明，恰好是这种最低标准的民主，这种理论含量不高的、“很土”的民主，保证了英国社会顺利地从古典民主向现代大众民主转化，并且极大地减少了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

2.法兰西的民主化

法国的地理位置和国土大小决定了它必然是西欧的重要国家之一，现代意义上的法国崛起是与英国进行了著名的百年战争和宗教战争以后开始的。在此之后，法国逐步成为西欧大陆上一个生气勃勃的国家。法国的政治结构和法兰西民族精神，经受了无数次严酷的考验。不幸的是，法国人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却命运多舛。这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法兰西民族为其民主化进程付出了过大的代价。

（1）可以说，在现代民族国家初创阶段，克服国家分裂、建立专制集权制度这一历史性机遇来临之际，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不仅成功地把握住了它，而且是尽其所能地充分利用了它，终于在这一时期的西欧崭露头角，成为了西欧的领袖。然而，不幸的是，法兰西虽一步领先，却未能步步领先。在完成了建立专制集权制度这一政治现代化的任务后，专制王权的历史使命即告完成，而其固有的弊病也迅速地显现出来，开始日益滑向历史发展的对立面，紧接而来的便是要克服国王个人的专制统治，使国家的命运不再操持在某个人的手中。而法国恰恰在这一步上举步维艰，几乎花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才彻底地迈过了这道坎，这期间无数的人力、财力和发展机会被白白浪费，反而协助他国尤其是英国发展壮大。英、法两国的地位正是在这一个半世纪中发生了彻底的颠倒并一直维持到二战结束后戴高乐的上台。亨廷顿有过著名的论断：传统制度越接近于现代标准就越难产生现代政体，在此不妨做一演绎：某种陈旧过时的政治体制曾经为一国所带来的繁荣越多，要改变它就越困难，即便它已明显地不合时宜。在这一点上看，强盛的路易十四时代既是法兰西民族的骄傲，却也成为了这一民族力图继续领导西欧发展潮流的巨大羁绊，冥顽不化的专制王权终成近代法兰西发展的“阿克琉斯之踵”。

更为致命的是，这种类型的强大专制王权与英国不同，它缺乏其他社会力量的有效制约，迫使国家处于一个人的意志摆布之下，如若这个人头脑还算清楚，则是国家和人民的幸运，如若他昏庸无能，则国家和人民必定遭殃。在路易十四统治的前期，他确实兢兢业业，少有懈怠，但到其统治后期，则毛病越来越多，他好大喜功，奢侈无度，穷兵黩武，将法兰西民族拖进了无底的深渊，整个民族的命运随着他个人的所作所为而跌宕起伏。路易十四为了实现自己称霸西欧的野心，不断地发动对外战争。在他亲政的55年中，有32年在打仗，从1688年到他死时的1715年这28年的时间法国从未中断过对外征战，国家被弄得民穷财尽，饥荒四起，临近灾难性的崩溃边缘，不仅将路易十四自己执政多年的努力，甚至连同黎塞留、马扎然等人打下的基业也几乎全部丧失殆尽。路易十四的对外战争对法国来说可谓是得不偿失，他太热衷于西欧大陆的霸权，相继同荷兰、西班牙、瑞典、英国等国长期作战，其侵略性令整个西欧都惶惶不安，自然也就激起了各国的联合抵抗；再者，此时的西欧和世界已经进入了海洋时代，掌握海洋、控制海权已日渐成为国家发展和对外争霸的新的关键性因素，也成为国家实力地位的最重要的体现之一。而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却未能意识到这一点，对欧陆霸权的偏爱使法国陆军力量强大，而海军实力则相当脆弱。相比之下，英国则是对海上力量进行了大力扶持，即使此时的英国正处于暴力革命当中，国内政局不稳，但无论谁当政，都始终将海军力量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这固然是跟英国海岛型的国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而国家主政者的眼光和能力同样不容忽视，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现代化起步的初期，国家领导人的见识及决策至关重要，路易十四可称得上是这方面的反面典型之一。他犯下了一个专制者在身处顺境时最容易犯的错误：对自己、对本国利益无休止的和不择手段的追求，导致树敌太多。一国对多国，法国对西欧，如此的对峙，即使是再强盛、再富有的法国也经不起旷日持久的消耗和牺牲。可以这样说，路易十四在处理自己国家的定位问题时缺乏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和眼光，始终未能形成对本国实力地位的正确战略评估，每每冲至顶点时不是见好就收，悉心内敛，而是忘乎所以，更加外露张扬，最终不仅本人下场凄惨，整个民族和国家也背上了沉重的历史负担。法国的西欧霸主地位先得后失，而且从此再也没有获得过。而路易十四“所完成的伟大的、值得纪念的业绩，在大多数臣民的心目中，已经丧失殆尽了”。

专制王权在统一国家的同时，带来如此的弊端，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但如何消除这种弊端，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这个民族的政治智慧。按法国学者布迪厄的看法，在封建社会中，世俗与精神两极权力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武士与牧师之间、军队与贵族之间、武器使用者与语词使用者之间的相对简单的二元对立而又互为补充的反对关系。随着正式的理性国家的建立及相应的“第二资本”的优势的确立，这种敌对的双方关系被换成更为复杂的、由多种场域交叉联系构成的网状系统，而诸种形式的社会权力便在这些场域中有效地流通并集中。这种互相依赖的网状链条把自己严密地缝合起来，形成一个特殊的总体，布迪厄称之为“权力场域”。“权力场域”从经济场域这一端一直延伸到文化场域那一端。

这样一种复杂关系的产生是一个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它在向现代化进军时所必然要面临的问题。然而，要有效地解决和处理好这样的问题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一个民族的统治集团具有足够的政治智慧，能够把握住变革的节奏，促进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高其交流的效率，降低各种社会交易的成本，那么，社会也许能够通过各种改革顺利地渡过发展的难关，但如果情况相反，则往往意味着一场大的灾难就要降临了。

到雄材大略的路易十四去世后，法国的情况就是如此。他的继任者们既没有他那样的才能和魄力，而作为封建势力总代表的本质又决定了他们根本认识不到改变专制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迫切性，依旧顽固地坚持这一制度，并在新旧贵族等特权阶层的支持下对一切以该制度为目标的改革或改良建议充耳不闻，一概拒绝。于是，一方是广大的农民、手工业者备受专制王权和各级贪官污吏的残酷压榨，力量正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也苦于政府的苛捐杂税和花样百出的搜刮手段，他们与广大普通大众一同强烈要求政治制度的变革，一方又是拒不妥协，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哪怕是非常轻微的改良。双方尖锐对立如同水火，效仿英国走渐进改良式的发展道路已被完全封死，法国想要继续发展，继续保持已有的地位，则只剩华山一条道：革命。虽然有英国的示范和启蒙运动的影响，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动力却是来自新大陆的美国革命。美国革命为自由事业而奋斗的信念，成为了法国人创建自己民族国家的动力，美国成为他们眼中一个与旧世界完全不同的值得为之奋斗的理想社会。正是在启蒙思潮与美国革命的广泛冲击下，法国大革命产生了令人无法想象的巨大能量。法国大革命在规模和彻底性上是空前的，不仅是因为它所面对的对手是全西欧最为巩固、最为强盛的专制王权，更在于这个专制王权阵营中的几乎所有人都是从根本上反对妥协的，要想打垮这一势力，就必须要有彻底革命的决心。但是，空前惨烈的大革命对法兰西民族来说是柄双刃剑。一方面，它确实起到了扫除封建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的巨大历史作用；但另一方面，革命所造成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也是空前的，对正在成长之中的法国资产阶级国家的伤害虽不至于伤筋动骨，但也为害极大。从1789年大革命爆发至19世纪70年代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的共和制最终确立，法国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革命、两个帝国、两个王朝、两个共和国，较小规模的起义、暴动更是不计其数，如此频繁的革命及政权更迭即使在西方国家中也是空前的。动荡的政局使法兰西民族不能全力以赴地发展生产、发展经济，也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受到冲击，最终使国家丧失了发展的最好机遇。

（2）法国革命惨烈性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已经超越了一国的范围，它在某种意义上是整个西欧大陆的革命，因为它的爆发，全面开启了西欧大陆现代化的大门，从而使得整个西欧再也不可能回复到原来的运行轨道上了。正因如此，对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和意义的探讨，一直是史学界长盛不衰的话题。而剖析这些争论，实际上也是在对法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进行总结。

各国学者们分析了法国大革命的复杂的起因，他们普遍同意，任何革命都或多或少地与经济因素有关，法国大革命当然也不可能例外。在1788年前，物价的持续高涨与经济的下滑，是法国市场发展的一个趋势，如果以1785年作为最低的价格计算，那么到1788年，物价已经上涨了65%。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如果与1788年的物价相比，1789年的物价却还要低25%左右。只是由于1789年的物价一周的一周地持续上涨，给人们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以这样一种复杂的经济因素，断言革命就是由于没有解决好经济问题而爆发的，显然还过于武断，但这样的局势对于社会稳定无疑是一种严重的挑战。此外，革命过程中的大众参与因素，是否有一个中产阶级的问题，以及暴民的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而关键的问题是，革命究竟是一场断裂式的纷争还是一个社会发展的继续？显然，变化是无法回避的，革命肯定从几个大的方面使法国和整个西欧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也是在原有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一种延续，而不是凭空产生的。

更为重大的失误在于，法国人不重视“分权与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而这恰恰是现代宪政的精义所在。在政体方面，从期望君主立宪到大革命，如同储安平所说，法国人想依靠抽象的政治原则“一跃式的直接跳入”民主政体，但由于民众缺乏民主生活的训练，结果反而欲速不达。

法国文化过度推重理念的作用——借用哈耶克在知识论上的著名区分——依赖的主要是“明言的知识”，因而必然导致对于话语力量的迷信。储安平发现“英人是不讲究逻辑的，英国的文字就不合逻辑。逻辑是思想的法律（law of the thought）。约翰生博士且以英人之不讲逻辑为骄傲。”而对于素来以谨严精确称著的法语来说，高度重视语言的逻辑性和精确性（precise）。18世纪的文学家里法罗曾经说过：“不清晰就不是法语。”这种对于语言清晰性、精确性的强调，反映在政治文化方面，是往往就观念如何得以精确表达争议不休，而忽略了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理论纲领的道理。法国人喜欢滔滔雄辩，讲究辩才无碍。史家米什莱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中曾说：“行动乃言论之仆役，自有世界始，即恭谨追随于言论之后，有言而后方有世界。”在法国政治文化中，行动的地位低于言论，而言论则来自思想，因而在法国政界，政治家往往对演讲语言极尽雕琢之能事。每位政治家都要发明一些“出彩短句”（petites phrases），以显现自己的幽默机智。而英国人与此相反，似乎相信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推重刚毅木讷的个性，不喜夸诞之人。英国政治家的演讲语言，也率多平实素朴。据说连英国的狗，在咬人的时候也不喜欢叫唤。两种文化间恰恰形成一个有趣的对比。学者的理论建构与社会的制度实践，本来并非同一件事，但在法国，不但革命要完全依循先验的理念教条，知识人也往往扮演政治上的先知角色。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曾被视为“大革命的圣经”。一旦政治上的革命失败，人们同样也将其归咎于思想家。经历热月政变后巴黎人挂在嘴头上的话就是：“全都是伏尔泰的错，全都是卢梭的错。”真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法国政治文化高扬唯理主义信念，时常遮蔽了社会政治史运作的复杂的实际过程，而将其化约成少数精英高贵的意图信念。于是政治问题往往就成为善与恶、好人与宵小之间人格高下的问题了。这使得法国政治生活内部经常争吵，储安平甚至说法国政局往往充斥着一种阴谋气息。人们推重政治上的权谋术数，希望由此产生奇迹。当代法国作家杜阿梅尔曾指出，法国自诞生以来就感染上了两种顽疾，分裂的病毒与偏执的细菌。作为一个民族整体，他们很自我欣赏；作为个人交往，他们有时尚重友情，可一旦作为政治对手，他们绝不互相宽容。法国人富于同情心，很重感情；但一进入政治舞台，他们就变得冷酷无情、刻薄寡恩、狭隘偏执、党同伐异。左派与右派，持左派观点与持右派观点的人，他们之间一贯互相敌视，只是在国难当头的战争时期才能勉强凑合在一块，共同蔑视中间派。这也许是祖先高卢人留下的后遗症：对某种意识形态的偏执盲信。这样的看法将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归结为文化因素，固然有其偏颇的一面，但从法国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3）正是这种政治文化的负面影响，给法国社会造成了持续的动乱，这当中最为突出的便是扩大化的恐怖统治和无理性的群众运动。本来，以革命的恐怖来对付反革命的恐怖既是合理也是必要的。大革命伊始，就有人高呼：革命绝不能半途而废。在这一思想支配下，革命集团中的精英们，一批比一批更激进、更彻底，终于合乎逻辑地出现了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而在它上台之初，对国内反革命势力厉行恐怖打击也确实起到了保卫和发展革命成果的作用。但是，如果超过一定的限度，滥施恐怖，对持不同政见者一律采用暴力手段来达到排斥异己的目的，那就不可取了。恩格斯坦言：“从那时起对他（雅各宾统治者）来说，恐怖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从而变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如果说，滥施恐怖随着雅各宾派的倒台而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的话，那么法兰西全民族在这场革命中被激发出来的巨大政治热情却并未得到全面的释放。托克维尔指出：“当我考虑这个民族本身时，我发现这次革命比它历史上的任何事件更加惊人。它在行动中如此充满对立，如此爱走极端，不是由原则指导，而是任感情摆布。”大革命中的法国革命群众经常性地处在一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感情冲动之中，出现了人名地名革命化、服装一色化直至各政治派别之间的尖锐对立化，令各派之间互不相让，以至于无法调和，使政治斗争演变为被感情而非理智所左右，形成为一种各派之间无休止争斗的所谓内战式政治风格。不仅有革命政权对王党叛乱的严酷镇压，而且革命政权内部的斗争都是极为尖锐的，不论是谁，一旦被推上法庭就只有两种命运：无罪释放和死刑。正是这种任由感情摆布、爱走极端的内战式政治风格，才令群众运动时常引发起无节制、无约束的过激行为，导致民主秩序与法制的破坏，造成政局的动荡和社会的混乱，给国家发展和社会安定带来严重的破坏。更为重要的是，民众的这股巨大政治感情并没有随着大革命的结束而销声匿迹，反而是深深地扎根在了法国这片土地上，一旦遇到合适的契机，它将迅速转变成现实的行动。从大革命结束后到1875年宪法最终确立共和制度，法国几乎在不停地上演着革命、暴动、政变、起义等血腥的悲剧，这固然同法国专制王权太过强大、大革命后屡屡反扑相关，但由大革命引发的全民族的政治性冲动才是最根本的主导性因素。在这一过程中，革命所面对的已经不是自身需要解决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它同时也需要解决国家政权的建设问题。布迪厄认为，国家作为权力集中的产物和培养中心权力的机构，其属性并不像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罗伯特·伊利亚斯（Robert Elias）、查尔斯·泰勒（Charles Tilley）等唯物主义理论家界定的那样，只是一个成功地垄断了合法的物理暴力的机构，我们不能只把它看成“税务征收者和警官招募者”，而忽视了它同时也是——在更准确的意义上——一个垄断了合法的符号暴力的机构。皮埃尔·布迪厄认为，国家是第一个和最主要的“符号资本的中心银行”，它控制了所有行为的提名权，从而，社会地位及社会尊严被安排和预定了，即被普遍有效地颁布给既定范围的既定人员。而在革命中，由于多次地反复，新的国家政权始终未能发挥出这样的功能，于是，革命在绕了一个大圈以后，似乎只能以又回到了原地的方式来暂时进行休整。

1815年拿破仑帝国覆灭后，波旁王朝在外国干涉军的刺刀保护下复辟。经过60多年急风骤雨式的政治变动，法国不断在君主和共和政体之间摇摆，直到普法战争失败后，巴黎终于爆发了一场其意义不亚于1789年大革命的又一次伟大革命——巴黎公社革命。尽管由于年轻的无产阶级缺乏足够的斗争经验而使公社事业不可避免地失败，但其光辉的历史意义则永世长存。它对法国历史最为直接的影响之一便是自大革命后长期水火不相容的保皇党等封建专制残余势力同资产阶级各派别之间开始渐趋妥协和合作，以共同对付正日益成长的无产阶级。于是，我们看到，在镇压了巴黎公社起义后成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中，围绕宪法的制定问题，各种政治势力虽然仍在不停地争斗，但相对于以前那种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绝对情况而言，退让、妥协日益开始转变为主流趋势，其目的就是一个：防止人民起义这一“恶魔”再现。1875年宪法便是共和主义与君主主义妥协的产物。它也因此成为了法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一部宪法，一直沿用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法国的共和制最终由此确立，在历经了从大革命到此时近百年的战争、革命和政治角逐造成的动荡不安之后，法兰西才算是彻底告别了君主制，告别了个人的独裁专制统治，踉踉跄跄地迈入了第三共和国这个“从窗缝潜入的共和国”，迈入了相对稳定、平和的国家发展新阶段。

法兰西自从1789年大革命爆发之日起，就不断地上演着革命、起义及政治动荡的活话剧，直到近百年后的1875年方才告一段落，其革命性不可谓不彻底，构成了世界近代史上一幅波澜壮阔的光辉画卷，而最终所确立下来的共和制度在西欧乃至全世界范围内也算比较先进和稳固。历经磨难，法兰西民族终于跨过了消除个人专制统治这道历史门槛，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以真正民主选举为基础的发展阶段。但是，法国在实现这一目标时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不论是什么性质的革命、战争、起义，它们的绝对后果之一必是人、财、物的损失，而且这些都还只是有形的、看得见的损失，那些无形的、看不见的损失也许更会对国家、民族的发展前途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说法国人口的这一指标变化就给人以极深的印象：在大革命爆发之前，法国的人口数量居全西欧之首，而到1871年时法国有人口约3600万，已降到西欧第三位，到1911年时人口为4000万不到，退至西欧第五位；从人口增长率上看，1816-1901年法国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仅为0.27%，同时期英国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0.45%，德国更是达到了1.28%。法国在19世纪人口增长的缓慢有诸多因素共同使然，长年反复、经常爆发的各种暴力革命便是其中之一，比如前述之大革命中雅各宾派恐怖统治时期的滥杀。而到了19世纪后，各种暴力冲突所导致的人员伤亡有愈演愈烈之势。在1848年的巴黎六月起义被镇压后，被处死者达1.1万人，起义中的牺牲者为1.2万人，而当时全巴黎市的人口才略高于100万；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中，法国的无产阶级又付出了约10万条生命的代价。法兰西民族宝贵的人力资源在这些血腥的内讧中被不断地消耗，引得不少有识之士都不能不大声疾呼“珍惜人类的鲜血”，不要再滥杀无辜了。从这一段历史的进程看，尽管法国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方向并没有错，但在操作的层面上，在争取实现民主理想的政治斗争中，法国不仅遭受了巨大的财产损失，而且遭受到了更为严酷的人口损失。而悲剧性的人口损失严重地削弱了法国在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方面的潜力。

因此，法国的民主化进程是人类为理想而奋斗的一曲高亢的颂歌，但同时也是一曲浸透了法兰西优秀儿女鲜血的苦涩的咏叹调。个中滋味，或许只有经历过同样艰辛的中国人才能真正品味。

4.德意志的民主化

德意志的民主化进程有很多使人困惑之处，其中之一就在于这朵鲜花始终难以在块土地上真正地生根发芽。之所以如此，在于德国历史的某种独特性：德国的统一和强大几乎都与民主政治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德国的政治精英和其他社会阶级，似乎并没有法国人那样的热情来实现民主的理想。正如吕磊在本书第四章所说，与西欧许多国家相比，德意志的现代化进程启动相对较晚，直到19世纪初才真正开始向现代的迈进。在德意志现代化的启动和展开过程中，普鲁士德国的统治集团始终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他们其中的远见卓识者为了维护传统统治体制，一再通过从上而下的改革促进现代化，由此形成了一种防御性的现代化模式。

而这种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统治者必须牢牢地把权力控制在自己的手中，绝不会轻易让他人分享。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自称是国家的第一仆人，但其行为准则却是“一切为了人民，但什么也不通过人民”。这十分形象地反映了德意志统治者对政治民主化的基本看法。既然德意志用战争获得了自己的主权，当然不会用和平的方式与他人分享其已有的政权。现代民主用选票决定政权的方式，对于德国的当政者而言，的确未免过于天真了。这种通过强力获取成功带来的历史惯性，使很多问题被掩盖起来未能解决，最终给德意志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当然，从经济角度看，19世纪下半叶统一后的德国紧紧抓住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契机，经过20多年的跳跃式发展，到20世纪初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过程，成为西欧第一经济强国。德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其教育兴国、科技强国的发展道路，为其他国家还是提供了某种值得关注的经验。

但强大起来的德国，就像一个一夜发家的暴发户，难以找准自己的位置。由于上述的历史惯性，德国不是走民主改革、和平发展的“正常”道路，而是继续其军国主义传统，误入扩张、争霸的歧途，滥用国力，使工业发达后的德国成了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给自己的国家和世界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为什么偏偏是德国反复成为战争的策源地？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德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道路与英、美、法等其他西方工业化国家完全不同。德国是一个没有像英、法那样经过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国家。英、美、法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尽管目前学界对这些革命的领导者的阶级性质还存在争议，但革命后都是资产阶级取代土地贵族逐渐掌握了政权，并成功地对国家进行民主改造，确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而这一点恰恰是德国现代化过程中没有做到的。

集权政治、“国家至上”在德国具有深刻的思想根源。这样的国家，一旦强大起来，而统治者的扩张野心难以得到制约，走上战争之路也就在所难免了。德国正是在极具扩张野心的威廉二世带领之下走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的萨拉热窝事件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但仅仅4年之后，1918年11月11日凌晨5点，就在巴黎以东的贡比涅森林联军司令福煦的列车上，德国两名代表签了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德意志帝国灰飞烟灭。帝国崩溃后，社会民主党和人民党联合组阁，建立了魏玛共和国。1919年共和国颁布了相当完备的《魏玛宪法》。该宪法虽然较帝国宪法有了进步，增强了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但并没有彻底铲除封建贵族的势力，没有认真实行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革，容克地主的大地产得以保留，许多帝国时期的官员和军官仍拥有他们的职务和特权，共和国的基础是非常脆弱的。魏玛共和国建立后就危机四伏，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它终于寿终正寝。

1929年经济大萧条之前希特勒的鼓动并没有多少响应者。纳粹党正是利用大萧条中德国民众的特殊情绪，发动强大的宣传机器，其本人也亲自上阵，才渐成气候。希特勒不仅赢得了民众，特别是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和军人的支持，甚至大资本家也把希望投向纳粹党，他们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维护他们的利益，在经济上给予纳粹党支持，最终把纳粹党捧上了台。

纳粹德国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希特勒开始实施其“大德意志帝国”计划。1938年突然“合并”了奥地利，接着是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吞并波兰、挪威，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打响。希特勒揭开了德意志帝国再次争夺世界霸权的序幕，但其面临的局势却比他的前辈更为不利。这一次，德国面临的对手几乎是整个世界，成为文明世界共同的敌人。在整个战略局势与意识形态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尽管德国军队在局部的战争中有上乘的表现，但这些因素对于大局而言无济于事。面对世界性的反法西斯大联盟，希特勒德国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了。

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宣布投降，“第三帝国”土崩瓦解。希特勒妄想通过战争建立世界霸权的图谋终于灰飞烟灭。战前高度发达的国家，经过战争的破坏，已经成为一片废墟。工业遭到严重破坏，30%-40%的工厂已不能生产，整个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仅为1936年的33%。希特勒的疯狂使德国几代人的现代化成就毁于一旦。

战后德国被一分为四，由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分区占领。冷战对抗直接导致德国分裂，前三个管制区组成了西德，苏联管制区组成了东德。大柏林也由四国分区占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仍被允许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继续存在，而二战后遭到了被占领、分割的悲惨命运。德国两次把世界投入战争之中，给人类带来空前浩劫。一战之后，德国仍然保留了强大的军事力量，整个国家浸润在浓厚的军国主义思潮之中，这是二战爆发的根源之一。四大盟国的领导人吸取这一教训，一致认为，必须彻底根除纳粹暴政和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免生遗患。盟国制定了对德国的非纳粹化、非军事化、非工业化、民主化的“4D计划”，其目的是使德国在政治经济上脱胎换骨，重获新生。

盟国通过对德国民主化改造，使德国人民接受民主思想，建立民主制度，1949年通过的《基本法》奠定了德国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在这部基本法中，国家宪法应由每个为了过尊严和自尊生活的人所必不可少的权利来决定。因此，基本权利不像魏玛宪法时按照法律生效，而是成了直接有约束力的、受侵犯时可起诉的权利，国家各部门都必须受它的制约。1949年5月8日议会委员会会议结束以后，新的国家以议会制约、法治的民主国家面貌出现了。政府只对人民代表负责，立法要依据宪法规章，司法和行政受法律和法令的约束。当然，民主制度在德国的最终确立还需要一个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意识形态的真正转变作保证。非纳粹化就是打击纳粹分子，铲除纳粹机构，废除纳粹法律，消除纳粹主义对德国人民影响。非纳粹化运动虽然在各占领区把握的尺度、分寸不同，但通过这场运动，大多数德国人受到了教育和震动，使他们对自己民族所犯的罪行有深深的负疚感。1945年10月19日斯图加特基督教委员会就表示：“我们给全世界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我们谴责自己，现在我们会改弦易辙，重新开始。“1970年，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统勃兰特在波兰华沙的无辜者墓碑前双膝下跪，表达了德国人民内心深处真诚的忏悔。战后历届政府元首和首脑都能坦然承认纳粹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责。英国学者莱德由此强调盟国对德国进行改造的重大意义，即“非纳粹化是德国走上新的起点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它代替了德国从未经历过的一场革命”。纳粹战犯受到了正义的审判与处决，一些对纳粹分子同情的分子也被开除公职。这样，新一代的官员、公务员走上舞台，成为德意志民族走上新路的起点。

战争的失败使德国人民逐渐转变观点，新的主流思想是由“经济政治”取代地缘政治。德国人从战后的在饥饿中求生存的经历中认识到，经济是最大的政治，衡量国家强大的标准是经济力量而不是军事力量，希特勒依靠武力争夺生存空间的理论被艾哈德教授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代替。在德国的政治家看来，要想强化本身的国际地位，首先要构建稳定而有活力市场经济，以求在经济实力剧增的同时培植现代化人的综合素质。艾哈德认为，德国要成为世界大国，最好的办法是发展经济，而不是采取军事手段。联邦德国由此走上了新型的现代化道路，即和平与民主的现代化。

而民主这个原本的“外来词”，也随着新的经济政治开始逐步地在德国的政治文化中占据了优先的位置。法德和解也在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上寻找到了共同的基点。于是在统一西欧的进程中，尤其是在两德统一以后的欧盟进展中，德国都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当然，在西欧现实生活中最令人鼓舞的，或许是两次大战策源地德国的西欧定位。在很长时期以来，由于德国经济重新成为西欧经济的火车头，复兴的德意志选择什么道路，不仅对西欧的一体化是一个考验，对西欧民族主义发展的趋向也是关键性的要素。而在20世纪90年代德国再次获得统一后，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如果德国发生“意外”，那么，西欧各国原有的设想将会统统化为泡影。令人宽慰的是，德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已经坚定地做出了如下的保证：德国将会成为一个“正常的，西欧的国家”，也就是说，德国将成为西欧的德国，而不再试图将西欧变成德国的西欧。正如科尔宣称的，“德意志是我们的父亲，而西欧是我们的未来”。这既是一种理性认识的结果，也是西欧战后发展的国际环境为德国提供了一个和平发展机遇的结果。在美、英发动的对伊拉克的战争中，德国和法国坚定地站在一起，反对没有获得联合国授权的这场战争。这一代表德、法两国民意的行动不仅表明了德、法两国对用战争解决分歧的基本态度，也表明了未来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宽容和多元化的基本立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态度赢得了人们对德国的尊重的同时，却遭到美国的反对，美国将德法称之为“旧西欧”。但恰好是这个“旧西欧”，代表的却是一个超越了旧有民族主义局限的新西欧。

而真正以民主框架构成的德国政治体制，也最终在解决了自身的政治现代化问题的过程中，解决了德意志民族在一个现代西欧的生存问题。不过，德意志在解决政治民主化时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依然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而且这一曲折的民主化历程还表明，外部世界的干预对德国政治体制的彻底转型竟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以致德意志是否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建立这种民主体制，就成为一个永远无法破解的谜团了。

随着欧共体和欧盟的出现，西欧发达国家在政治体制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异。也可以说，西欧的政治民主化进程通过欧盟的建立而最终画上了句号。解读这段历史可以看出，相对于法治化而言，西欧政治民主化进程要艰难得多。之所以如此，在于民主政治的一个经常性的特点就是涉及到权力的转移。而权力的转移，尤其是政治权力的转移，在任何政治共同体，任何国家都是一件意义非同寻常的变化。要保证这种变化不激起相应的社会动荡，无疑是对人类政治智慧的一种极限考验。


三　社会保障制度化

当我们探讨西欧现代化在法治化与民主化方面的进展时，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也开始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这就是西欧在社会福利方面取得的成就，它同时也是我认为构成西欧现代化大厦的第三块最重要的基石。实际上，在西欧诞生的福利制度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而学界对社会福利的探讨也逐渐开始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为其学术研究奠定了分析的学理基础，并已经分离出阶级、国家、市场、民主等关键变量，提出了关于公民与阶级，效率与平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有关社会福利的基本思想。由此产生出来的对福利国家的解释一直被两种主要方法所支配：一种方法强调结构和完整体系研究；另一种则强调制度和行为者的研究。尽管这些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福利国家的迅猛发展和随之带来的种种问题，却使得人们不得不从更为广阔的角度审视社会福利制度的历史意义及其复杂的社会功能。

简而言之，福利制度已经在西欧近代社会的演变中成为了现代化的目标之一。用通常的话说，就是人类追求现代化的目的何在？现代化既然在各方面都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态，极大地解放了人类的生产力，那么，对被卷入现代化洪流中的个人，就涉及到应该如何重新确定自己的身份并分享这些成果的问题。而这些成果，如果用可以定量的方式分析，应该包括那些起码的内容？

用这样的眼光来审视西欧各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惊奇地发现，西欧各国的福利制度几乎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隐含的主题，甚至早在一些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之前其社会福利就已经有了厚实的基础。它表明，在法治化、民主化的进程中，社会保障的制度化是西欧各国现代化不可回避的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因为它包含了一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作为参与者个体应该分享的最基本的现代化成果。

下面，我们就对几个最有特点的西欧国家的福利制度进行概要的分析，从而对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估。

1.英国的福利制度

英国是现代自由主义的故乡，自由主义依靠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所有的个体都应由于其共同的人性而受到平等对待。人们的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它必须通过一场公平竞争才能获得，在竞争中，所有人都有凭借努力攀上社会顶峰（或是摔落到谷底）的同等机会。根据这种理解，平等与差异共同存在并得出不同的结果。与之相对的是，民主的基础是一种实质上的平等原则。施密特认为，市民身份假定了“在由具有相同地位的人所组成的社会中一种实质上的平等”，因为平等权只有“当同一性存在时才真正有意义”。

于是，当民主化的任务基本完成时，第三个问题就必须解决了。那就是社会保障的制度化问题，这也是现代社会的第三块“积木”。因为获得民主选举权的人们并非只有虚幻的投票要求，他们还需要一个现代社会给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和工作保障。只有每个公民都具有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利，民主的本质才不会走样。而这一点，恰好又是英国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本身应该解决的问题。

现代化的进程产生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的加大以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给就业带来了极度的不稳定性，福利国家就是一个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某种社会协调机制，它的产生也是一个社会在逐步“试错”过程中的产物。它的主要内容是由国家出面给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提供各种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服务，以使社会在一个更加富裕的基础上“和谐发展”。实际上，早在近代初期，英国的无业游民和贫困问题就迫使英国政府以各种济贫的方式加以解决，但效果并不理想。霍布豪斯认为，人的意识要求自由，而自由要求权利，权利又要求建立国家。因此，现代国家是文明的产物，而且是一个仍在不断改进的产物，而这种过程的组成部分之一就是新旧社会秩序原则的斗争，自由主义是维持英国社会的重要秩序原则。而这种英国式的自由可以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公民自由——这是英国人在反对寡头政治中获得的第一项重要权利，公民自由的基本原则是依法办事，“在法律面前平等”，表明平等为自由基本要素；其次为财政自由，即纳税人对政府执行机构一种不仅仅依靠法律的更重要、更直接、更有效的监督手段，政府必须对纳税人负责，否则纳税人可通过停止纳税的方式来切断政府的财源。这就是人们常提出的“无代表不纳税”，却无人提出“无代表不要法”的重要原因，因此，这种财政自由是政治自由的重要保障。然而更为重要的却是社会自由的权力，即取消由于阶级，性别和社会地位等强加于人们的种种限制，使每个人都能获得受教育，选择职业等方面的同等机会。“为妇女开路”和“为才能开路”概括了社会自由的基本内容，它本质上意味着人们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平等。换言之，人们必须充分享有现代社会应该给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的社会福利保障，人们才有可能真正享有社会平等的权力。社会保障就是第三种自由权利最主要的体现形式。

不过，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未能自动为人们提供这样的权利，但英国整体经济的发展态势却稳步地把解决这一问题提上了日程，使原有的零散的、就事论事的社会救济方案转化为了一种国家的基本政策。

1936年，在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的经济危机冲击下，凯恩斯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理论或称凯恩斯反危机理论。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社会问题是失业，因此社会的主要目标是创造和保证充分就业。而要达到这一目标，一个总体的社会规划——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其实，早在二战后艾德礼工党政府上台之前，英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政府各部门已直接或间接地干预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险、儿童补助等社会福利事业，社会政策已不再是一种临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一种长期的、稳定的政府政策。政府在劳资冲突所确立的“尺度”中，已不能仅把劳动者的勉强生存作为基本的标准，而必须综合考虑影响社会政策的各种因素，在各社会集团的愿望之间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英国福利国家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某些短期因素促进的结果。其中一个重要的短期因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政府很难将战时提供的那些社会服务再收回去。而战后英国的经济又经历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直保持着2.2%的增长率，也为英国长期实施福利政策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1946年，英国政府通过了《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医疗保健服务法》，1948年，英国政府制定了国民扶助法，废除了历史悠久的济贫法。与此同时把统一处理的济贫政策按其功能进行了分割，即把经济扶助的责任移交给中央政府，并让地方当局按照个别需求为贫困的居民提供福利。另外，根据过去的立法，地方当局只有权管理盲人的福利服务，这时其权限已扩大到其他残疾人的福利。

换言之，英国政府已经用全国统一的、集中的福利提供方式取代了旧有的、分散的地方性的福利提供方式。

于是，在1948年，工党政府宣布英国已经构建起福利国家，使社会保障制度化了。

而每一个英国公民，由此可以享受到一种基本的，但却是现代化的社会服务。它不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而且也提高了人们对自己国家的认同。因为，英国社会保障制度遵循的是“公民权利”和“普遍性”原则，由政府税收资金提供的社会保障应是居民生存法定的基本保障，其受益对象应该是包括全体公民。而福利国家这个词义的本身，就使这种现代的福利具有一定的国家性。它表明了国家对构成这个国家公众所承担的责任，同时也表明仅仅具有这个国家的公民资格就可以获得国家所提供的应有的福利服务。如果国家不能提供这种服务，国家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也因为这种福利已经成为这个国家公民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所以这种福利权利还成为了外来偷渡者冒险行动的原因之一。尽管福利国家体系在建立后屡遭诟病，并多次在英国经济面临困境时显得摇摇欲坠，但它依然顽强地存活下来。甚至在著名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治理下，英国的福利开支也并没有缩减，反而逐日增加。这再次表明，社会保障制度化是一个现代社会不可逆转的过程。社会发展到这一步，任何一个个人或集体都无法扭转这一过程，只能设法完善其不足的部分，使它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更为合拍。

2.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英国的福利制度是西欧国家福利制度发展的一个全景式缩影，把握了英国福利制度的脉络，对西欧的福利体制也就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但英国提供的福利数量和质量，在西欧国家中只能居于第二方阵。而德国则是西欧福利制度发展最为完善的国家之一，与其他两个方面进展不同的是，德国在社会保障制度化这一块启动的速度最快，提供的福利在西欧国家中处于第一方阵。从德国的历史进程看，社会保障制度化似乎与民主和法治没有十分必然的联系。作为统治者缓和社会矛盾的手段，它完全可以在主政者的个人意志下推行。人们通常认为，1880年代德国开始走上福利国家的道路，社会保障的最初设计也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德国政府主动政策造成的结果。虽然俾斯麦的动机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让工人继续支持政府，但在他的倡导下，德国在全球最早搭建了社会保障的框架，并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延续至今。或许，一个基本的不同条件是，德国在统一时已经具有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它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来协调社会各阶级的矛盾冲突，使其不致影响德国政府的基本国策。换言之，德国政府主导着其福利制度的发展方向。

1883年，德国的《健康保险法》获得通过。按法律规定，雇主需要交1/3的保险金，雇员2/3的保险金。雇员生病时，起码能得到13周的免费医疗。负责运作此健康保险计划的机构全部实行本地化、委员会制，当中有工人代表。《工伤事故保险法》在1884年通过。在《健康保险法》中，国家没有投入相应的资金，医疗费用全靠雇主和雇员交纳。俾斯麦在《工伤事故保险法》提议政府出一部分钱，但反对者担心联邦权力扩张，故而反对。最终的安排是，费用全部由雇主承担。在工伤事故后，前13周的医疗费用由履行《健康保险法》的机构承担，以后的费用由履行《工伤事故保险法》的机构承担。如果是完全残废的工人，每月还可以得到原来工资2/3的收入。两年后，农民也被纳入《工伤事故保险法》。与民众关系最大、也是最难通过的《养老法》在1889年获得批准。这部法律的受益者范围更广，工人、农民、工匠、服务员均可享受养老金。与上两部法律的区别是，政府也需要对养老基金投入资金。有意思的是，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居然被设定为70岁。俾斯麦本人活到83岁，但大多数德国人不可能活这么久。此后，西欧其他国家纷纷效仿。英国1905年制定了《失业工人法》，1909年制定了《退休法》和《劳工介绍法》，1911年通过了《国民保险法》。法国1894年颁布了《强制退休法》，1905年制定了《专业保险法》。挪威1895年制定了《工伤社会保险制度》，1906年建立了有关失业的社保制度。丹麦1898年实行《工伤保险法》，1907年颁布《失业保险法》。在社保法案之前的1836年，德国历史上最有成就的企业家艾尔弗雷德·克虏伯以自己的企业为基础，为员工及其家属提供了应对生病和死亡的保险。据说，俾斯麦社保事业就是受此启发。艾尔弗雷德建造了工人住宅区，区内有游艺场所和草地。他买下了一个日用商品店，保护员工不受外面商人哄抬物价的损害。他还设立了一家工厂医院。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所有的福利支出中，养老金的支付是德国社会保障最重要的项目，而领取养老金的人必须行为端正，没有不良记录。换言之，养老的社会福利对于人们的日常工作行为以及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具有极强的制约能力。只要你试图获得养老方面的福利，你就必须按照主流社会的要求控制自身的行为。可以说，养老金的领取在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至俾斯麦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期待养老金的人是最守本分的，也是最容易被统治的”，并认为社会保险是“一种消除革命的投资”。这或许是德国最为主动地实行社会保障政策的真实的原因。也因为这个福利大厦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设计，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给人印象深刻，在社会福利的提供，资金征收和执行管理方面都显得井井有条，十分完备。

现行的德国社会保障体系产生于西德，其法理基础产生于而相当于西德宪法的法律，是1949年5月23日实施的德意志联邦基本法，这个法律规定西德为社会法治国家。其内涵是，法治国家保障个人的自由权与社会的基本权，社会法治国家旨在公共生活与经济生活中实现社会正义原则。所谓社会正义即通过消灭生活和劳动条件的差别，保护符合人的尊严的生存的分配原则。实现这个原则是国家社会政策的最高目标。也就是说，国家拥有二重使命，即在保障自由竞争的同时，在市场整体功能的范围内以社会正义为原则进行调整（如收入的再分配等）。

现行德国的福利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社会保险，其中含养老金与残废金保险、疾病保险与治疗、失业保险、子女补贴，无论收入多少，都可以得到子女补贴，即可以少交收入税：一个孩子为50马克，第二个为70马克，以后则为120马克。付薪休假，不仅假期工资照发，还要加发35%-36%的工资。第二为社会救济。单身收入低于每月600马克，即低于最低生活标准，即可以申请政府帮助。第三，则是9年义务教育，由于各州还包括3年的职业义务教育，所以实际上已经实行了12年的免费义务教育。由于这种广泛的开支，1980年，西德的社会福利费用已经增加到每年4000亿马克，1980年，西德的社会福利费用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3左右。加上各种社会保险，在美国和日本相当于工资总额的30%左右，而西德则达到50%左右。两德统一后，这种局面并未改变，目前在欧盟国家中，德国依然是一个高福利国家，其社会福利费用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此外，过高的福利保障不仅对促进就业造成障碍，也增加了国家财政负担。但德国各个政党都不愿给福利制度动大手术而失去选民。

这种“超稳定”福利制度形成的根源，与德国的社会保险模式强调权利的对等性有关，也就是雇员、雇主和国家都参与管理，共同决定利益的分成。这种工业模式黏合了各个社会部件，形成了所谓的“社会团结”模式。

或许，这种“社会团结”的社会福利制度，是德国现代化进程中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其社会保障制度化先于其他“两化”的历史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德国现代化的复杂性。同时，这种不均衡的现代化进程，也给德国带来了若干麻烦。但无论如何，这种社会保障都是历经磨难的德国人，在艰苦无助的情况下还能维持生存的重要依托。因此，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德国人都不会轻易对它进行修整。当然，这也使任何试图对现行福利制度进行改革的政治家会自动进入一个难以作为的怪圈。

3.法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法国是另一个最重要的西欧国家，它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成就同样十分引人瞩目。

法国社会保障的类似组织起源很早，它的发展与完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早在16世纪，法国就建立了济贫事务所等社会共济组织，1604年亨利四世曾颁布法令救助伤残病的矿工。1794年有关社会风险保障基金的条款就被列入政府的文件之中，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28年和1930年有关法律明确规定，工商界的工薪人员，达到一定的工资水准，就可以享受疾病医疗保险。虽然尚未覆盖所有劳动者，但是在受法律保护和劳资双方共同筹资方面有了重大突破。

而现代法国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的形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直到19世纪以前，家庭和邻里都还是法国国民保护和救助的主要提供者。在19世纪，尽管受到英国自由主义不干预思潮的影响，但主政的拿破仑三世却并不喜欢这样的理论：他面临着与俾斯麦一样的难题，即需要建立一个社会保护机制，以期赢得工人阶级对国家的效忠。在这种思路的引导下，法国各界提出的社会保障方案基本上采纳了德国的方式。

法国在制度建设的时候没有采取英国的“补救式的”模式，而采取了德国式的社会保险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未受英国各种福利思想的影响。它以行业为单位，以保险为原则，实行各行业保险计划相对独立。在二战后的经济形势下，法国通过了全面建设福利国家的四大原则：（1）普遍性原则，即所有国民均享有国民保险，按1945年建立的保险体制，有98%的法国人享受保险；（2）团结互助原则。法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中包含了行业间的团结和代际间的团结，形成一套责任分摊和权利分享的体系；（3）一致性原则。1945年立法把法国分散的各个行业保障统筹起来，实行一致性管理原则，最大限度的有效使用资金；（4）民主管理原则。整个体系由雇主和雇员代表共同管理。

按一些法国学者的看法，法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结构变革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计划特征的不可或缺的完整部分，因此，最终成型的法国社会保障计划是在贝弗里奇（Beveridge）和俾斯麦（Bismarck）制度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混合体。

独特的法国社会保险制度被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反对德国纳粹占领和维希政府抵抗组织撰写的报告，法国的解放和建设，等等。这个计划摆脱了1928-1930年社会保险条例的限制。该条例后来没有得以实施，所以也未为经济大萧条拿出一个满意的答案来。其替代品为“按贡献提供补助”的保险原则。这个原则的进步就在于对工作者以及他们家庭给予保险，承认了社会需求（besoins sociaux），确认了社会权利并对社会风险提供担保。每个人都根据不同方式为提供社会财政来源作出贡献，以共同对社会风险进行担保。

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不仅仅是为纠正社会不公平而实行的全国性互助，它还包括通过社会财政转移实现收入再分配，以及满足社会需要等，例如收入和贡献的平衡关系，还包括重建经济。这是超越经济与社会的传统矛盾的一个起点。从这一观点看，社会保障支出的发展则是着手进行发展劳动生产力的一种方式，并主要是重新激发附加值的生产能力，换言之，就是靠工薪者创造现实的、新的财富。

需要指出的是，最终成型的法国社会福利体系是比较完善的，甚至可以说是比较理想的。它吸收了英国和德国两个主要西欧大国在福利体系建设方面的经验，结合自身的传统，创造了一个极为复杂然而却十分有效的福利制度。正是这种经济的彻底转型和独特的福利制度，给法兰西民族注入了活力，决定了法国的社会保障能够后来居上，成为西欧典型的福利国家之一。

毫无疑问，这些经验是值得所有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吸取的，这也是西欧的福利模式受到很多人推崇的原因。

以上是对西欧主要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化进行的一个简要的分析。现代福利国家制度发源于西欧，它既是工业现代化的社会产物，是大众民主化的政治产物，同时也是构成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观念性产物。由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社会保障制度化不仅构成了西欧现代化的最后一块基石，也成为了西欧现代化最终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从15世纪以来，西欧的现代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中心议题，被现代化进程动员起来的民众，从要求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开始，一步一步发展到要求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显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某种一般性规律。而福利国家应该是对人民享有社会权利的一种制度性认定。正如利普塞特所说，工业革命的基本政治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工人已获得政治公民权；保守分子接受了福利国家；……对于普遍政治价值——赞同平等、成就和民主程序——的基本认同使现存政治和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至此，西欧现代化的大厦终于构建完毕。


小结

以上是对西欧现代化脉络一个提纲性的梳理。从西欧各国现代化的进程可以看出，法治化、民主化与社会保障制度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历程上顺理成章的演进趋势。我们不能说这一顺序是一种普遍的规律，因为即便在西欧，几个主要的大国也未能完全遵循这种顺序。但至少从英国这样一个老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史看，它的确是最能够在发展过程中减少社会动荡的一种顺序，而且是一种隐含着某种内在逻辑的顺序。一个社会，首先应该确立一种得到社会大多数人认可的公认的游戏规则；当这种规则得以确立以后，人们就开始逐步确认自己政治参与的权利；当政治权利获取以后，进一步的扩展自然是要求拥有与这种政治权利相吻合的社会经济权利。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一种不断扩大个人的权利，增加个人自由的过程。也正是这种过程，使人们努力实现的现代化目标变得更加丰满充实，对个人而言更加富有实质性的意义。

西欧其他各国的现代化路径不同，与其“三化”的顺序不同有很大关系，但偏离或无视这种规律的国家往往是给自己的现代化带来了许多麻烦甚至是挫折。不过它们最终构建的现代国家，却都包括了上述“三化”的主要内容，这证明“三化”涵盖了西欧现代化模式最主要的特征。而这种本质性的特征，在欧盟对入盟申请国的强制性规范——哥本哈根标准中也有十分具体的表述。

实际上，“哥本哈根标准”将现代化几个方面的内容都涵盖了进去：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它将西欧历史发展至今的政权状况以“民主”来概括，并用法治、人权等加以补充，关于经济层面的现代化，则用“市场经济”来概括工业革命以来西欧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与经济制度；而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它将法治方面的内容放在了首位，入盟国须承认欧洲一体化以来的各种法律法规制度，这不同于以往的任何现代化指标。法律不仅仅是将政治和经济的各项成就固定下来的一种保障，更是一种意识层面的提升。而且，这种意识定位很明确，就是西欧的法律，这就使这一标准的评判具有相当硬的约束能力，而这一点也正是整个哥本哈根标准最主要的特点，并使其成为第一个可供操作的现代化标准。这个标准，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西欧人对自身现代化经验和内涵的认识。

也正是从这个基点出发，我认为，现代化不仅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国家层面，还更多地涉及到个人的层面。只有将国家和个人层面的现代化问题都解决了，这个国家现代化成就才会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而解决好上述的“三化”问题，就成为一个国家是否完成现代化任务的重要衡量标准。当然，如何完成上述的三个任务，一个国家究竟应该将何种目标放在首位，则是一个需要进行个案探讨的问题了。


第二章　先发后至的现代化模式

在欧洲国家的各种现代化模式中，有一种可称为先发后至的现代化模式。属于这一模式的国家至少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并且以前两者最为典型。

关于葡萄牙和西班牙，可以相提并论之处甚多。就地理位置而言，葡萄牙、西班牙都位于欧洲西南部的伊比利亚半岛。就宗教、文化以及民族国家形成的方式而言，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再从现代化的角度观察，这两个国家也存在较多的共性。首先，在欧洲现代化进程中，它们不仅起步早，而且称得上是开创先例或树立新风的国家。比如，在欧洲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牵引意义的远洋探险和地理大发现活动，是由它们率先发起的。其次，同样是在欧洲现代化进程中，与荷、英、法、德等国相比，它们的后续发展进度在大多数时间里明显滞后，经历的挫折也较多，其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不仅漫长，而且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断裂性特征。再次，这两个国家落后面貌的改变及现代化主要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们加入欧共体的决心及过程。此外，从已取得的现代化成就看，它们也大体处在同一水平线上。有鉴于此，同时由于受篇幅限制，本章仅以这两个国家为案例，对欧洲先发后至的现代化模式做一分析和总结。


第一节　葡萄牙现代化历程分析

葡萄牙已经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然而，与当今世界的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它的现代化道路是漫长的，成就也差强人意。国内学界对葡萄牙现代化问题的关注，迄今仍主要集中在地理大发现及海洋帝国时期。对于此前和此后葡萄牙的发展历程及相关问题，则不仅涉及较少，而且缺乏系统的分析与总结。实际上，地理大发现及海洋帝国时期只不过是葡萄牙现代化历程中的一个阶段。欲全面研究葡萄牙的现代化，必须着眼于葡萄牙立国以来的整体发展历程，做一完整的考察和分析。

一　现代化的启动与初期成就

国家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民族国家的形成。而根据公认的说法，葡萄牙是欧洲的第一个民族国家。

葡萄牙民族国家是在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战争中形成的。8世纪初，摩尔人侵占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颠覆了信仰基督教的西哥特王国，建立起穆斯林统治，历时近8个世纪。但是，“正如事实最后证明的那样，阿拉伯人在推翻西哥特人之后，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就是他们没有马上粉碎一小伙哥特逃亡者”。不仅如此，在与这些逃亡者的后续斗争中，摩尔人也显然没有把对手放在眼里，予以应有的重视和打击，以至于不断贻误战机，而未能防患于未然。相反，这些逃亡者在被迫退入北部山区之后，始终没有放弃斗争努力。他们组建了一些基督教小王国，陆续展开反对穆斯林统治的斗争，并且由初期的小规模袭扰发展为后期的大规模入侵和反征服。这场漫长而艰苦的斗争被这些基督徒们自称为收复失地运动，亦称为“光复运动”。现代葡萄牙和西班牙国家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先后形成的。起初，葡萄牙依附于莱昂王国，但是随着光复战争的进行，葡萄牙的独立意识日益增强，并且付诸实际努力。葡萄牙首领D.阿丰索·恩里格斯屡次不服自称是“西班牙皇帝”的莱昂国王的统辖，于1140宣布称王，并于1143年和1179年先后获得莱昂国王和罗马教皇的正式认可。葡萄牙由此完全独立。

需要指出的是，葡萄牙之所以能够实现独立，固然与阿丰索·恩里格斯等人的努力密不可分，但作为形成国家的基础，如行政区划、社会结构和语言等，却是从罗马人统治时期就开始具备，并且在斯维汇人和西哥特人统治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唯其如此，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历史上虽然时分时合，但西班牙最终还是未能将葡萄牙并入自己的版图。

从1147年攻克里斯本起，葡萄牙王国开始断断续续向南扩张，并于1249年基本实现南北统一。再通过1297年的阿尔卡尼条约，葡萄牙与卡斯蒂利亚王国划定边界，其结果是葡萄牙当时的国土面积与当今的国土面积已十分接近。就这样，随着独立和统一的完成，葡萄牙民族国家正式形成。

当时的葡萄牙，不仅实现了民族统一，而且产生和维系了一个公信力强大的王权。正如葡萄牙历史学家J.H.萨拉依瓦所言：“12和13世纪葡萄牙的特点是，它不是一个封建割据的国家，而是人民的王国，葡萄牙的国王不仅受到贵族、也就是他的臣属的支持，而且得到百姓的拥戴。”

不仅如此，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葡萄牙的王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主要体现在：首先，它逐渐摆脱了对议会的依赖。起初，出于经济原因，王权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议会。从13世纪起，“议会开始在国家生活中重要起来”。1254年，议会中也开始有了平民代表。而随着国家的统一和南部垦殖问题的提出，“勃艮第的国王们要在他们的中央集权的、军事化的权力和民间的财政支持之间达到一种平衡。获得这种支持的需要迫使后来的国王们要和议会——由贵族、僧侣，以及后起的商人阶层组成的议会商量国事”。议会的主要功能是征税，议会代表范围的扩大体现了国王扩大税源的目的。因此，“在大部分地区，当国王需要敛钱时，就要召集议会。但是当后来的君主们利用手中的商业和自己的军事命令去获取巨额的独立利润时，议会就不起作用了”。其次，它在与教会和贵族势力的反复较量中不断取得优势，并且在若奥二世统治时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他“远离了贵族阶层，削弱他们的权力，同时呼吁议会的支持。很快贵族们就聚集起来密谋推翻他，但是他很快就获悉了他们的阴谋。1484年，布拉冈萨的公爵被简短审讯之后斩首了。当其他贵族们闻风逃离葡萄牙时，他们的头衔和财产就归王室所有了”。不仅如此，他还成功地挫败了另一桩阴谋，给贵族们造成又一次重大打击。“这些策略给王室带来的声望和权威一直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

从理论上说，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王权的出现，是国家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就葡萄牙的实际发展历程而言，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后，并且在王权的主导之下，其现代化的序幕也随之揭开。因此，葡萄牙不仅是欧洲的第一个民族国家，而且是欧洲第一个迈出现代化步伐的国家。

在一段历史时期里，葡萄牙的发展几乎是全方位的，成就也相当可观。

在经济方面，首先是产业的多样化。例如，"13世纪初，阿丰索二世颁布了一项政策，鼓励向沿海地区移民，致使沿海一带的居民人数不断增长，捕鱼、制盐业成为主要产业。造船业也开始萌芽”。再如，在蒂尼斯的鼓励政策下，葡萄牙开始生产优质的亚麻布，其中有些用于出口。其次，葡萄牙和其他西欧国家一样，内外贸易发展迅速，商业活动和农业的关系日益密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被纳入欧洲经济范畴。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或许是被称为“农夫国王”的蒂尼斯统治时期（1279-1325）。“他在发展农业方面做得极其出色，所以葡萄牙的粮食产量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了国内的消费量，并开始有剩余可以出口。”而且，蒂尼斯有意“改革了农业体制，并发起各种方案鼓励橄榄油、谷物、葡萄酒和其他食物的出口”。另外，在当时货币制度在国内和国际贸易中已经完全确立的情况下，“蒂尼斯鼓励经济规模的扩大，修建大市场和商业中心来促进国内贸易。蒂尼斯批准兴建了48个大市场，甚至超过了其他所有的葡萄牙国王加在一起批准的总数”。再次，伴随着内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一批城市也很快成长起来，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里斯本。这座在12世纪时与科英布拉、布拉加等尚处于同一水平的小城市，从1260年起取代科英布拉，成为葡萄牙的首都。到14世纪末，里斯本已在人口和规模方面遥遥领先，4倍或5倍于其他主要城市，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和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生活的中心，“甚至多次被视为葡萄牙的象征”。

在社会方面，最显著的变化是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和新兴社会阶层的出现。光复运动的重要后果之一是“随着财产的扩张和对愿意去新地方的劳动力的需求，下层阶级的社会流动性增加了。当农场工人变为稀有劳动力和贵重商品时，不同层次的农奴间的差别也消失了”。另外，由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平民队伍分化加剧，城市里的商人和农村的大农场主很快成长为一个新的富豪阶级，而贵族则日益贫困。基本原因是，由平民发展而来的商人和大农场主总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自己的牟利手段，而贵族只能根据长期租赁制收取一成不变的地租。因此，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领地收入无法发生变动的贵族只能眼睁睁日益滑向贫困。

在文化教育方面，大约13世纪，在葡萄牙语基本形成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葡萄牙文学运动。它的主要内容是行吟诗人和民歌作家的创作。这些行吟诗人和民歌作家发展了葡萄牙语，使它成为一种更能表达抽象概念的工具”。另外，由于方济各会的传入和影响，民间的宗教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宗教建筑的形式也开始由罗马式转变为哥特式；教育也逐渐越出修道院和教堂的门槛，开始向世人开放，并在综合学校的基础上诞生了大学。1288年成立的里斯本大学就是这样一所教育机构。而“所有这些文化的发展，对葡萄牙语作为一种语言的进一步完善，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使它能够肩负起民族的任务。十三世纪中叶，葡萄牙语已经应用于许多公共和私人证书。到十三世纪末叶，正式作为国家的书面语言采用，代替拉丁语，并迅速取代其地位”。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葡萄牙语作为官方语言的使用，直接功劳属于蒂尼斯国王，因为他曾强行规定，“以后一切官方文件必须用葡萄牙本国语书写，不再使用前所惯用的拉丁文”。

总之，作为欧洲的第一个民族国家，葡萄牙在实现民族独立之后的大约两百年时间里，不仅率先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而且成绩显著，展示出一幅美好的前景。

然而，葡萄牙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就此顺利延续下去，而是很快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折。葡萄牙的现代化进程之所以漫长曲折，不仅与这次转折有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次转折决定的。

二　现代化进程的失衡与断裂

这次转折，正好发生于葡萄牙人最引以为荣的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扩张时期。诚然，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扩张不仅是葡萄牙历史上一座最耀眼的里程碑，而且通常被认为是人类历史发生转折的一个重大标志；不仅给葡萄牙带来了一时的富足和繁荣，而且本身可以看作是葡萄牙民族进取心、航海知识和科技现代化取得重要突破的一个重要证明。但是，如果我们不否认国家现代化的根本要义在于国内各项事业的发展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在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扩张时期，葡萄牙的现代化不仅开始偏离正轨，而且很快陷于停顿，甚至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倒退。易言之，葡萄牙的现代化进程在此发生了严重的断裂。

原因何在？主要是因为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扩张战略的启动和成功推进，葡萄牙的注意力和战略重心迅速地由国内转向了国外。

不仅如此，从根本上说，葡萄牙王权在发起海外探险和扩张运动的时候，本身就带有这样的企图，而这种企图又是由葡萄牙当时面临的严重困境所决定的。

如前所述，葡萄牙在实现民族独立之后的大约两百年时间里，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强大的王权使葡萄牙人有了强烈的民族归属感，但实现国家的强盛却还有很长一段路程。葡萄牙只有不到十万平方公里的发展空间，资源十分匮乏，东面近邻的绵绵战火，又不断侵扰着这块贫瘠的土地，独立之后的葡萄牙王国在经历了两个世纪之后，也依然是危机四伏、风雨飘摇”。

特别是，从14世纪中期起，葡萄牙的社会经济发展势头不断遭到严重挫折。1348-1349年的黑死病、1368-1397年同卡斯蒂利亚的多次战争以及1383-1385年的革命等，都给葡萄牙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使得人口下降、农业凋敝、贸易衰退、社会矛盾突出。这种状况差不多一直持续到15世纪上半叶。1411年，葡萄牙与卡斯蒂利亚缔结和约，威胁独立的外患总算基本解除，但内忧仍然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葡萄牙该如何兼顾统一、稳定和发展？它的出路又在哪里呢？正是在重新面对国内危机和上述问题的时候，诞生于西葡战争中的阿维斯王权并没有继续立足国内、面向欧洲，想办法延续以前的发展路径，而是在短程4年之后，亲自把葡萄牙人引向了前无古人的大规模海外探险和扩张之路。正是这一战略转变及其成功实施，不仅决定性地改变了葡萄牙的发展路径，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一般认为，葡萄牙正规意义上的近代海外探险和扩张是从1415年它占领北非要塞休达开始的。起初，葡萄牙人只是在大西洋沿岸一带展开活动。从15世纪后半期起，葡萄牙的海外探险和扩张不再局限于大西洋沿岸，而是逐渐向东延伸到印度洋和更遥远的东方，完成了人类航海史上包括迪亚士发现好望角和达·伽马首航印度在内的许多创举。1559年，在吞并达曼之后，葡萄牙在亚洲的扩张宣告结束。就此建立起来的“亚洲的葡萄牙帝国就其实际范围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它仅包括少数岛屿和沿海据点。但是，这些属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使葡萄牙人控制了跨越半个地球的商船航线”。就这样，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海外探险和扩张活动，葡萄牙于16世纪上半期实现了对东方航运和商贸的垄断，从一个仅有少数岛屿属地的欧洲小国发展成为第一个近代世界大帝国，所辖海外领土在其国土面积的百倍以上。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葡萄牙人在这一时期的海上行动并没有完全局限于朝东的方向。不管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他们在相反的方向也采取了行动，不仅在各大洲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并且获得了一些当时虽不引人注意但实际上意义重大的成果。例如，1501年，葡萄牙的三位探险家考特雷尔、卡布雷罗和若奥·马丁斯分别抵达过格陵兰、加利福尼亚和阿拉斯加。更值得一提的是，1500年，贵族卡布拉尔率船队沿达·伽马开辟的航线前行到佛得角后，又转舵西行，一直到达今天的巴西。此后，葡萄牙人在这里组织考察、设点贸易，逐渐形成独占势力，并于1530年起开始有意识、有系统地开拓这块巨大的殖民地。巴西的发现和占有，虽然在时间上稍晚一些，但对于葡萄牙的影响和意义其实不亚于它在东方建立的海洋帝国。

国土和人力资源向来有限的葡萄牙，能够在当时创下如此巨大的霸业，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葡萄牙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一奇迹，客观因素当然不可或缺，如葡萄牙的行动先其他欧洲国家一步、东方民族在当时尚处于沉睡状态等。但是，更有决定意义的应该是主观因素。最重要的主观因素，除了国内压力给王权造成的强大的对外发展动力，还应当包括王权为此所进行的周密准备和部署。正是由于这样的主观因素，恩里克王子能够使“意大利人、阿拉伯人、犹太人、摩尔人，不同种族、甚至不同信仰的专家、学者，聚集在他的麾下。他们改进了中国指南针，把只配备一幅四角风帆的传统欧洲海船，改造成配备两幅或三幅大三角帆的多桅快速帆船，正是这些20多米长、60到80吨重的三角帆船最终成就了葡萄牙探险者的雄心；他们还成立了一个由数学家组成的委员会，把数学、天文学的理论应用在航海上，使航海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主观因素，海外探险和扩张从一开始就是威力巨大的整个民族的事业。诚如萨拉依瓦所言：“航海发现是首先在葡萄牙作为国家计划的，是一个全国计划，是一个由一个王子主持的计划。这使得葡萄牙的航海大发现不像那些商人为贸易所进行的孤立探险，而是一个两百年来有规划、有系统组织的任务和策略。”从而，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主观因素，葡萄牙人能够充分利用当时的客观条件，创造上述的历史奇迹。

总之，就海外探险和扩张本身而言，葡萄牙不仅获得了成功，而且成就十分惊人。但是，就葡萄牙的现代化进程而言，海外探险和扩张却具有两面性，而且其消极影响远大于积极影响。

一方面，如前所述，海外探险和扩张本身可以看作是当时葡萄牙民族进取心、航海知识和科技现代化取得重要突破的一个重要证明。也就是说，在科技领域和发展方向上，葡萄牙又取得了突破，并且及时付诸实践，很快使自己受惠无穷。众所周知，基于海外扩张的资源掠夺、奴隶贩运和香料经营都在给当时的葡萄牙提供了巨额利润，使无尽的财富源源流入这个小国寡民的国家，给它带来了无限荣耀和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不仅如此，葡萄牙在此期间打下的海外基业，也使它作为近现代世界史上的第一个殖民帝国，长期以来把榨取殖民地作为解决其国计民生的一个重要依靠和手段。

然而，另一方面，就葡萄牙的整体现代化而言，海外探险和扩张却不仅是其片面推进和严重失衡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是导致其很快陷于停滞和此后又历经挫折的开端和重要原因。

在海外探险和扩张期间，葡萄牙现代化的断裂性主要体现为，在海外事业日益兴旺的同时，国内各个重要的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没有取得同步发展。

首先，在垄断东方贸易的大约百年里，葡萄牙的国内经济却处于严重的停滞状态，不仅进口的货物与以前没有多大差别，就连工业生产也与13世纪相差无几。城市居民的大部分消费品因国内无法生产而只能依赖进口。由于上述基本原因，葡萄牙在新形势下只充当了财富源源而入又源源而出的中转站，既没有积累，也没有借机发展生产力，再加上香料贸易的迅速衰落和地中海商路的重新活跃，从16世纪中期起，葡萄牙的经济已开始入不敷出，日益困难。

究其原因，“这时的葡萄牙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国家，也就是说它的现代经济的发展条件尚不具备，居民手中的金钱一般还不是投入生产，而是投入消费”。进而言之，限于这种条件，当时的葡萄牙人还无法意识到，他们应该像后来居上的那些西欧大国一样，利用到手的财富，大力发展商业或工业，不断提高自身的经济实力。唯其如此，海外扩张不仅没有刺激民族经济的发展，反而助长了有害于民族经济发展的整个民族的奢侈无为之风。从这个意义上讲，海外扩张的成功，财富的轻易获取，反而成了葡萄牙经济现代化的一大障碍。

其次，比国内经济停滞不前更为严重和有害的是，在国内政治与社会领域中出现了某些历史倒退或逆流。最突出者有二：其一，海外扩张之前一再受到打击的贵族势力不仅借扩张之机以新的形式迅速抬头，而且比以往还要强大许多。究其原因，葡萄牙的扩张和商业活动自始至终都是在国家权力的主导下进行的。从事商业活动的，主要是国家公务人员，而这些人基本上都是阿维斯王朝漫无节制予以提拔的新贵族。这些人之所以得到提拔，“主要是因为他们在不久前的危机中效忠于阿维斯的事业”。他们本是资产阶级，但身份及国运的变化使他们很快失去了以往的特点。因此，在整个海外扩张期间，他们和国王一样，对国内生产漠不关心，并且和国王一起垄断了通过垄断东方贸易而获取的巨额财富，穷奢极欲，挥霍无度。与此相反，原本处于成长阶段、代表葡萄牙现代化促进力量的城市资产阶级，却由于反动势力的加强和对财富的垄断，在扩张中迅速没落了。正因为缺少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做支撑，“所以后来使得葡萄牙的帝国事业戏剧性地突然告终”。由此可见，海外扩张对葡萄牙现代化的消极影响，主要是通过王权和上层社会而发生作用的。其二，在西欧大部分国家日益推行宗教宽容政策的同时，葡萄牙却反其道而行之，从16世纪30年代起积极筹办宗教裁判所，对所谓的异端实施了大范围的残酷镇压，以至于“许多资产阶级的商业领袖都成为他们迫害的目标”。由于在葡萄牙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教，所以被镇压的对象大多是已皈依基督教且非常富有的犹太人。姑且不论镇压的真实动机如何，实际情况是，剥夺被镇压的犹太人的财产竟成了国家在经济困难时期的一项应急措施。因此，同样是在王权大力支持下的宗教行为，一方面扼杀文化，严重限制了国民思想的自由和创造力的发挥；一方面则杀鸡取卵，使国家本该赖以兴盛的资产者的处境雪上加霜。即使在海外，“和葡萄牙远征军联合的宗教势力丝毫没有使商业的车轮转得更自由。无论是和穆斯林开战还是强迫当地人接受基督教，葡萄牙人都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并把精力从手头的商业中分散出去”。因此，葡萄牙商业贸易的持续衰退，与宗教势力的倒行逆施和掣肘也有着扯不断的关系。

不仅如此，16世纪中期以后，葡萄牙的帝国事业也开始走向衰落，而这一切是从它与西班牙的合并开始的。

1578年的一场战争改变了葡萄牙自身的命运，使它被迫与西班牙合并达60年之久。这一年，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在率大军征讨摩洛哥的过程中阵亡。由于他既无子嗣也无兄弟，而继任的叔父又老迈多病，所以下任王位的继承一时成了棘手问题。正是这一问题，成了西班牙在1580年吞并葡萄牙的引子。因为从血统上说，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是已故葡萄牙王曼努埃尔一世的孙子，有继承葡萄牙王位的资格。腓力二世也决心继承这个王位，把军队开进葡萄牙，迫使葡方接受了他。当然，他事先也做出了关于保证葡萄牙自主的承诺，如“葡萄牙立法和司法系统中将不安插西班牙代表；官方语言将不做任何改动；海外帝国仍然由葡萄牙统治；非葡萄牙人不被授予葡萄牙人的资产等等”。但实际情况是，腓力二世即位后，西班牙开始把自己的势力过分地强加给葡萄牙，而接下来的两任来自西班牙的国王却对葡萄牙事务越来越漠不关心，加上其他一些原因，致使葡萄牙的民族意识逐渐上升，并最终导致了争取独立的1640年革命。在随后的光复战争中，葡萄牙人一如既往的坚持和善战，迫使西班牙于1668年除继续占领休达以外，完全接受了他们的独立。

被西班牙吞并是葡萄牙发展史上的一段插曲，也是葡萄牙帝国盛极而衰的一个重要体现。在两国合并之际，一些葡萄牙人士寄希望于借助西班牙的力量保护自己的殖民地，但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诚然，从16世纪中叶到1630年代，葡萄牙在亚洲的领地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也仍旧在印度洋保持着最大强国的地位，但其垄断地位却从17世纪初就开始不断遭到强敌的削弱。通过战争，荷兰人于1609年取得了在印度洋上的自由贸易权。而英国人从一开始就瞄准了印度和波斯这两块葡萄牙帝国的心脏地带，逐渐蚕食对方的胜利果实。至“1665年左右，葡萄牙帝国在亚洲的地盘只剩下印度的果阿、达曼、第乌、巴塞因和几座没有什么战略意义的要塞，以及中国的澳门和印度尼西亚的半个帝汶岛”。葡属巴西和非洲的领地在17世纪遭受到了几乎同样强烈的冲击。虽然葡萄牙人力保巴西不失，但非洲的损失还是相当严重。因此，在葡萄牙重新获得独立时，它的帝国辉煌已成过去，其国际地位也无可挽回地下降了。

总之，在整个地理大发现和帝国鼎盛时期，葡萄牙固然收获了一个帝国和源源不断的财富，却丢弃了自身的发展。或者说，它固然成功地为自己打开了一座巨大的宝库，同时却长期闭合了本已初现端倪、有望让自身继续迈向现代化的根本途径。唯其如此，当葡萄牙王权和有识之士开始强烈意识到自己国家的落后并发起变革图强的努力时，葡萄牙已经沦为欧洲的落后国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它与其他欧洲诸强的差距还将越拉越大。

三　君主制框架内的变革图强之路

如前所述，海外扩张给葡萄牙不仅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而且提供了一个发展自身国力的大好机遇。但是，受种种条件限制，葡萄牙还是浪费了这次潜在的机遇。

机遇的错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海外扩张本身造成的。因为它不仅在当时，而且在未来的几百年里，都使葡萄牙人更多地把海外事业看作是解决国内问题的基本手段，反而忽视了自身国力的提升。但是，随着葡萄牙与欧洲大国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葡萄牙人也逐渐意识到了改变自身落后面貌的重要性。因此，在完成第二次光复运动之后，葡萄牙逐渐走上了变革图强之路。

从17世纪后期到1910年，葡萄牙的现代化努力都是在君主制的框架内进行的。但与此前由王权完全主导葡萄牙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及海外扩张事业有所不同的是，在此期间，王权的主导地位逐渐让给了议会，因为王权在达到顶峰后逐渐式微，并且最后由于君主立宪制的确立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次要地位。也就是说，虽然君主制的框架仍在，但其实质却发生了变化，即专制王权逐渐让位于民主制。这不仅是这一时期葡萄牙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特点，而且也体现了欧洲现代化的一般进程和规律。这一进程和规律的自身逻辑是，专制王权在建立民族国家和领导国家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转而成为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必须退出历史舞台。当然，葡萄牙作为欧洲的一个落后国家，其政治变化不仅取决于政治发展的自身逻辑，而且明显受到了欧洲强国的影响。这也是落后国家发展的共性。

变革图强的民族，很少有能够顺利达到目标者，葡萄牙即是如此。在这一时期，葡萄牙的现代化事业虽然在推进之中，后期的成绩甚至可以说颇为显著，但也不时发生挫折与断裂，在大部分时间里仍处于停滞状态。

大体说来，这一时期葡萄牙的现代化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佩德罗二世改革

佩德罗二世是葡萄牙恢复独立后的第一位而且是具有一定抱负和作为的君主。

在恢复独立之初，葡萄牙内乱频仍，外患不断，经历了多次战争，其中较大的是先后与荷兰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与荷兰的战争发生于1657-1661年。葡萄牙抵挡不住荷兰的进攻，被迫与对方签订和约，以民族利益换取和平。与西班牙的战争发生于1659-1665年。葡萄牙发动革命、宣布独立的时候，西班牙正忙于三十年战争，无暇追究。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它随即向葡萄牙发难。但葡萄牙表现得很顽强，甚至打赢了战争，迫使西班牙在1668年正式承认了葡萄牙的独立。

此后的一段时期里，葡萄牙暂时告别战乱，政局相当稳定，国王的执政期一般比较持久，内阁也保持着连续性。不过，稳定之中也有重大变化，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原有的等级君主制开始让位于君主专制制度。在佩德罗二世统治时期（1667-1706），佩德罗仿效法国的王室制度，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一般认为，葡萄牙在1211年已经有了议会的雏形，此后逐渐发展为由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构成的等级议会。而自1698年起，直到自由主义革命结束，议会再也没有召开过一次会议。议会的长期消遁标志着葡萄牙进入了君主专制时期。当然，这种形式上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王权从此有了绝对权力，因为无需借助议会，教士和贵族照样能够想办法限制王室的权力。

这时的葡萄牙，在社会经济方面仍旧缺乏根本性的变革和推动力量。但是，在有识之士的努力下，王权还是开始了振兴国家的尝试。面对葡萄牙的落后和17世纪中叶起进一步恶化的经济形势，一些对国外情况比较了解的葡萄牙人接受了重商主义，认为黄金的不断外流是造成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而为了中止黄金的不断外流，就必须扩大进口商品的生产，建立自己的工业。佩德罗二世采纳了这些观点，在积极推行重商主义的同时，也采取了试图改革国民经济结构以实现工业化的措施。但由于困难重重，这种尝试没能坚持下去，也自然没有达到目的。消费品还是像过去一样从国外源源不断地运进葡萄牙。因而，相比光复之前，葡萄牙人的衣着欧化了，生活方式也欧化了，唯独自己的生产能力没有欧化。葡萄牙的制成品只能供应国内的农村市场，而这使得农民和市民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愈加悬殊。

变革图强的努力受挫之后，葡萄牙把强国的希望重新寄托于殖民地。幸运的是，17世纪末年，葡萄牙人在巴西发现了大批黄金。黄金的大量生产和运入，很快使葡萄牙的外贸由原来的逆差转为顺差，并且维持了将近一百年。然而，葡萄牙人依然没能妥善利用这笔巨额财富，致使“黄金大部分出口到英国、荷兰、热那亚及其他地区，用来刺激整个欧洲的经济，尤其是英国的经济”，却既没有刺激也没有被用于国内经济的发展。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应当是海外扩张以来葡萄牙人只知掠取、消费而不重视生产的积习一直没有得到切实的改变。仅就黄金大规模流入的若奥五世时期（1706-1750）而言，这一积习的作用最突出地表现为从国王本人到其他获利者的挥霍无度及发展经济的意识和才干的双重缺乏。颇能说明问题的是，在他们中间，“企业管理人员寥寥无几，训练有素的能够利用原有财富作为工具去创造新财富的人才极其缺乏”。最能同时说明葡萄牙人只知挥霍且不会生产的事例是玛夫拉修道院的修建（1717-1750）。在修建这座当时国内最为宏伟的建筑时，由于没有相应的技术和人力，葡萄牙不得不从国外招聘大批工匠和进口大量国内不能制造的艺术品，以至于除了石头，其余材料完全是从国外运来的。无怪乎当时的葡萄牙人被其他欧洲人看作是只知消费而不会制造产品的欧洲黑人。

葡萄牙无法摆脱落后面貌，当然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受制于英国或不对等的英葡关系即是其中之一。在光复战争期间，为了得到大国支持，葡萄牙与英国在1654年签约。条约固然帮助葡萄牙如愿实现了光复目的，但同时也把自己纳入了英国的政策范围。

1701-1714年，葡萄牙作为英国的盟友卷入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但它不仅没有从中分享到多少胜利果实，反而由于1703年麦村协定的签订，进一步变为英国的附庸。根据这项协定，葡萄牙被迫允许英国毛织品进口，英国则答应削减对葡萄牙酒品的进口关税。这份协定从表面看互惠互利，但实际上对葡萄牙的经济非常不利。因为，一方面，葡萄牙被迫放宽对纺织品的进口，使包括英国在内的外国的纺织品大量进入国内，严重阻碍了国内纺织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协定固然有利于提高波尔图酒的产量及出口量，但葡萄牙并不能从中得到多少好处，因为英国办事处几乎垄断了波尔图酒的贸易。加之英国人实际上完全控制着双方的贸易，从而使葡萄牙的进出口利润差不多都流入了英国。

上述状况当然不能使葡萄牙的有识之士满意。实际上，尽管之前政府的变革图强之举半途而废，但侨居国外、被称为“模仿国外派”的一些葡萄牙人始终没有放弃发展科技经济以振兴葡萄牙的梦想和努力。而这种梦想和努力在彭巴尔改革时期不仅一度成为国家政策，而且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

2.彭巴尔改革

彭巴尔是外交官出身，本身就是“模仿国外派”当中的一员，也是葡萄牙历史上最具革新精神的政治家之一。新国王约瑟夫一世（1750-1777）继位后，据说对歌剧的兴趣远大于对国家事务的兴趣，因而把王权完全委托给这位老外交官，而这似乎正是彭巴尔想要的。“在他掌权的头五年中，他没有让葡萄牙公众知道他的统治将会多么厉害。”然而，5年之后，他却不仅能够操纵政府，而且控制着全国各地，基本上靠铁腕手段推行自己的政策。

1755年11月1日，适逢万圣节，一场史所罕见的大地震和由它引发的海啸及火灾袭击了里斯本，造成了极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正是这场大地震，首先给彭巴尔以全面展示才能的机会。面对里斯本和葡萄牙南部大部分地区被摧毁及人心惶惶的局面，他统揽全局，措施得力，“恢复秩序，清除尸体，运送伤残，重新建立许多城镇，因而声威大震”。更重要的是，面对18世纪中期巴西黄金产量已经下降的形势，彭巴尔“试图在不亏空国库的情况下重建里斯本时，他的经济改革帮助葡萄牙保持了稳定”。

此后，彭巴尔利用他手中的绝对权力，强力推行自己的政策和改革计划。为了保证新政的推行，他敢于向一切反对势力痛下杀手，使贵族和教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1756年，一起企图成立新政府的阴谋败露，所有受牵连者均被充军安哥拉，其中就有许多上层贵族。两年后，谋杀国王的另一起未遂政变使千余人被捕，其中一位公爵、两位侯爵、一位侯爵夫人和一位伯爵后来被送上了断头台。而耶稣会会员因难逃干系，被彭巴尔统统赶出了葡萄牙。此后20年，教会、贵族和平民都接受了这样的教训，不敢再制造任何麻烦。而彭巴尔也利用这一便利条件，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和建设。

彭巴尔改革“总的方针是重建国家机构，繁荣经济，改善教育方法和改组教育机构”。在经济方面，他除了设立“杜罗葡萄酒公司”，推动优质波尔图酒的增产外，还决心发展国内工业，建立羊毛纺织厂、丝绸厂、棉纺织厂、铸铁厂等民族企业。在教育方面，他“着手改革教育体制，剥夺了教会对教育的垄断权，建立了遍及全国的小学教育网络，并且改革了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法国的哲学、科学和数学、医药学、天文学等开始引入大学课程”。他甚至还进行了同样惊世骇俗的社会改革，如“宣布种族歧视非法，赋予了犹太人平等地位；将宗教裁判所改造为隶属于国王的法院，为国家行政管理服务”；使黑人摆脱奴隶身份等。

然而，随着1777年约瑟夫一世的去世和彭巴尔的失势，许多改革举措还没来得及发挥明显作用就中断了。在女王玛丽亚一世（1777-1816）继位之后，彭巴尔本人不仅被解除了职务，而且一度被判处死刑，只是由于反动势力有所顾忌，才代之以无期徒刑。与此同时，贵族和教会势力迅速恢复，彭巴尔推行的大部分改革措施也被废除。

彭巴尔改革无疑是葡萄牙现代化道路上比较特殊的一段。彭巴尔虽然拥有极大的权力，但其权力是由王权赋予的。所以，他所代表的是王权，而非民众。他的改革决心很大，手段强硬，措施非常激进，可以说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对葡萄牙进行了一次外科手术式的强行改造，其目标即是葡萄牙的现代化。但正由于他的权力只不过是来自王权的特许，而非制度使然，加之他的措施过于激进，其改革注定无法延续太久。

但是，彭巴尔的改革，就其精神而言，毕竟代表着葡萄牙社会精英的理想，也预示着葡萄牙的发展方向。

实际情况表明，时隔不足半个世纪，彭巴尔的未竟事业已开始部分实现。而且，这一切是在彭巴尔本人并未试图触动的王权失势之后发生的。

3.君主立宪

19世纪初的半岛战争是葡萄牙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如果说之前彭巴尔改革只不过是王权下变革势力向反变革势力发起的一场重要挑战的话，半岛战争则具有从根本上改变葡萄牙国家命运和政治走向的意义。在法国革命和反法战争期间，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一样，国小力弱的葡萄牙成了英法双方争夺胜利的筹码。1807年，拿破仑对葡萄牙下了最后通牒，要求葡萄牙对英国宣战，并对英国舰队关闭所有港口。由于葡萄牙不愿意背叛它多年的盟友英国，拿破仑决定动用武力，命令朱诺将军率军开进葡萄牙。大敌当前，葡萄牙官方放弃抵抗，王室则和国家机构的绝大部分官员等近万人携财富撤往巴西。后来，由于受西班牙突然反对法国的影响和英国军队的及时相助，葡萄牙赶走了法国人，但同时不得不接受英国的保护。法国人后来又对葡萄牙发动了两次入侵战争，但在英葡的联合抵抗下，均遭失败。这样，在1808-1820年间，葡萄牙一方面沦为英国的保护国，一方面则由于王室的外迁，变成了巴西的殖民地。而且，1808-1814年的战争给葡萄牙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战争直接夺取了10万人以上的生命，另有大量人口死于饥荒。农田因缺乏劳动力而大量荒芜，城市里的财富差不多被洗劫一空。

更值得注意的是战争——特别是法国的第一次入侵——给葡萄牙造成的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间接影响。法国的第一次入侵虽然几乎没有给葡萄牙造成直接伤害，但它毕竟吓跑了王室和政府，并且给葡萄牙人带来了自由主义和1808年宪法草案，而王权的撤迁和自由主义的进入又对葡萄牙帝国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影响。因为，葡萄牙在反法战争之后没多久就开始走上了立宪道路，巴西则因地位的骤然改变而滋生并加速了分离主义倾向，很快于1815年和1822年先后实现经济和政治独立。而它的独立自然意味着双方主从关系的终结，意味着葡萄牙永远失去了巴西这块最大也是它多年来最为倚重的殖民地，这对葡萄牙不啻是一个巨大打击。因为，在葡萄牙的东方霸权衰落以后，尤其是自巴西发现黄金以来，巴西逐渐在葡萄牙的经济生活中具备了首要地位，是葡萄牙经济的主要基础。多年以来，除了波尔图酒，葡萄牙的出口货物基本上全部运往巴西，其进口货物也几乎全部来自巴西。因此，巴西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先后独立使葡萄牙永久地失去了一个可以安心依赖的收入源泉。此后的巴西仍然在葡萄牙的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其形式、含义及重要性已不可与过去同日而语。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失去对巴西的严重依赖也是葡萄牙政策重心进一步由外而内的历史契机，有助于葡萄牙的志士仁人将更多的目光和精力投向国内事业。

1820年，葡萄牙发生了立宪革命。这一年，由王室和政府偏安巴西引起的政治危机，由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自由主义引起的思想危机，由巴西经济独立引起的经济危机，以及由英国军官飞扬跋扈引起的军事危机交相作用，把葡萄牙推向了变革图存的边缘。同时，发生于西班牙的复宪运动也给葡萄牙人形成了某种激励。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葡萄牙于当年发生了立宪革命。如果说1808年的立宪行动实际上体现了法国人的意志的话，此时的立宪革命则完全是一种自发行为。这场革命进行得很顺利，由波尔图的一个资产阶级组织协会发起，并很快得到各方的响应，在几乎未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获得成功。

体现革命成果的是1822年宪法。这部宪法是在1812年西班牙加的斯宪法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体现了民族至上而不是国王至上以及议会权力高于国王权力的思想，为葡萄牙的君主专制制度暂时画上了句号。虽然这次革命并没有使新的政体一蹴而就，但因它而引发的潮流已不可阻挡。1834年，自由主义者赢得最终胜利，君主专制制度由此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葡萄牙在政治领域加入了欧洲潮流。

新制度并没有很快给国家带来人们所预期的种种好处。原因是，从1808年法国入侵到1834年内战结束，战火的摧毁、巴西的独立、英国的勒索，都给葡萄牙的经济社会造成了长期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而君主立宪制是个新事物，葡萄牙人直到19世纪50年代才逐渐学会运作，之前政局动荡，甚至发生过内战。但另一方面，新制度一经确立，就开始以基本符合欧洲和世界发展潮流的方式改变这个国家，从而使葡萄牙的社会经济面貌在19世纪中后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首先，两大旧势力分别被根除和改造。教会和贵族是旧王权的两大支柱，也是长期阻碍葡萄牙发展的根本因素。1820年革命后，前者被根除，后者被改造，名存实亡。1820年革命永久性地取缔了宗教裁判所。1834年，自由党人又彻底取消了教会体制，并将充公的教会财产作为一项国家储备进行长期变卖。这一举措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教会的财产在被没收之前，通过世代积聚，仅土地一项就占葡萄牙国土面积的1/3左右。虽然土地的拍卖和出售事与愿违，进一步拉大了穷人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差距，但更应该看到，土地毕竟从特权阶级的传统维生工具变成了民间商业运作的对象，其意义是重大的。与教会势力相比，贵族势力并没有遭到太大的打击，甚至由于上院的存在，上层贵族的势力得以长期保留，但是，他们的特权被取缔了。由于封建权利的废除，例如财产限定继承权和各种津贴及补助的取消等，他们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土地和工商业活动维生。因此，他们事实上被改造了，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资产阶级”。这样的贵族，不仅不再是民族经济发展的包袱和障碍，而且变成一支有益的力量了。

其次，经济在恢复的基础上有了明显的发展。农业方面，在历届政府的不懈努力下，商业化经营逐渐得到推广。相应地，荒地持续减少，耕地持续增加，实物工资逐渐让位于货币工资，土地的长期出租向短期出租过渡，耕作方式也有了比较明显的改进。工业方面，民族工业有了明显的发展。“纺织工业上升到首位，其次是烟草业、面粉加工、陶瓷业和软木业。国外投资也开始进入葡萄牙。”工业发展的重要体现是，近代工厂和工人数量不断增加。工厂数量1822年为1031家，1881年增加到1350家，一战前又增加到5000家。工人数量则由1822年的1.5万人增加到1881年的18万人，然后又增加到一战前的20万人。随着工业的明显发展，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中产阶级队伍也日益庞大。商业方面，国家“为产品的自由流通和分配提供了方便”，刺激了商业协会在商业重镇的形成，而它们“对商业、工业、农业及海外的发展起到了突出的作用”。此外，国家还积极创办了葡萄牙的首批银行，这也可以看作是葡萄牙近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里斯本银行成立于1821年。至1910年，葡萄牙已经有28家银行。伴随着经济的明显发展，国家的收入从1850年代起开始持续超过1805年的水平。到20世纪初期，“葡萄牙的财富要比剥削巴西高潮时期的财富多5倍”。这对于海外扩张以来的葡萄牙而言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葡萄牙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交通革命。19世纪中叶，曾经引领远洋航行潮流的葡萄牙居然既没有公路也没有铁路。而正是从这个时候起，葡萄牙人几乎同时开始了这两项建设。公路网的修建开始于1849年，至19世纪末已达1万公里。修建铁路的计划始于1852年，至1900年已建成2371公里的线路。“修建铁路和公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个体经济活动的自发性。”另外，从19世纪中期开始，电报及邮政通讯业也在葡萄牙发展起来。所有这些，使“国家开始摆脱了几世纪以来的停滞状态，并在许多方面接近了欧洲水平”。

再次，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新闻事业的飞跃和中等教育的兴办。“新闻事业的第一次大飞跃是在1820年革命之后，这一年里斯本发行了六家日报，而且都是政治性报纸。“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新型印刷机的引进和城市人口的增加，使发行报纸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葡萄牙的新闻业不仅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且其内容重心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于读者的政治倾向不同，因而只有不带政治倾向的报纸才能获得较大的发行量。因此读者的主要兴趣便由政治转到国际新闻。”致使“新闻比政治报刊产生了更加广泛的政治效果”。自由主义革命之前，葡萄牙大体延续了彭巴尔时期的教育政策，即在小学和大学之间只有过渡性的平民教育，而没有正规的中等教育。而“自由主义革命改变了这种状况，在平民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加进了新的教育阶段”。1823年起，葡萄牙开始有了中等学校。不过，由于基础薄弱、师资和生源同时缺乏等原因，中等学校的发展并不顺利。直到1863年之后，葡萄牙的中等教育才在规模及课程设置等方面趋于合理。

总之，在19世纪，特别是从19世纪中期起，由于不再有巴西这个巨大的殖民包袱和经济支柱，由于法国革命战争和思潮的洗礼，也由于葡萄牙志士仁人们的努力，葡萄牙的现代化终于摆脱了几个世纪以来的停滞状态，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从而也开始缩小葡萄牙与欧洲列强之间的发展差距。

四　共和制度下的曲折发展

然而，葡萄牙的现代化并没有就此步入坦途。到19世纪90年代，为葡萄牙的现代化事业带来历史性突破的自由主义自身居然走到了历史尽头。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它在给葡萄牙带来一系列革命性变革和发展的同时，也积累甚至是带来了一些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如工业化水平落后、主要消费品仍需进口、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初等教育发展十分缓慢、文盲率居高不下等。以至于到1880年代末，随着国内各种矛盾的日益突出，君主立宪制在青年一代中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另一方面，就在这时，葡萄牙政府以及它所代表的君主立宪制在非洲问题上彻底失去了民心。为了缓解国内危机，葡萄牙在19世纪后期加入了瓜分非洲的狂潮，试图在非洲重建殖民帝国。它为自己设计的殖民地“包括从莫桑比克到安哥拉的整个非洲中部地区。然而，英国当时正在计划修建一条从开普敦到开罗的跨越整个非洲的铁路。这样，两国就发生了冲突”。1890年1月，英国以武力相威胁，向葡萄牙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葡萄牙必须放弃把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连接起来的那片广阔的非洲领土”。里斯本政府无奈从命。正是这一事件，极大的伤害了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加剧了君主制合法性的丧失，刺激了共和运动的迅猛发展，直到取得1910年革命的胜利。

1910年革命决定性地改变了葡萄牙的政体，葡萄牙从此进入共和国时期。不过，即使是在同一政体下，葡萄牙的政治及整体发展历程也是一波三折，经历了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

1.制度初创期的动荡与紊乱

葡萄牙之所以会在20世纪初选择共和制，除了前述原因，也与共和思想在其境内的长期传播有着很大的关系。早在1820年革命时期，共和思想已经开始在葡萄牙传播。后来，受1848年法国革命的影响，葡萄牙的共和运动在1848-1851年形成第一次高潮。到1870年左右，受法国和西班牙共和运动的影响，共和思想已开始深入人心，并且特别受新时代大学生和正处于上升期的资产阶级的青睐。无独有偶，1890年的外交失败又给共和思潮的迅猛发展提供了绝佳机会。国人很自然地把这种失败归咎于政府的软弱，而共和党人则进一步把政府软弱的原因归结为君主制。于是，人们对政府的普遍不满在不知不觉中促使共和思想的迅速蔓延。1908年2月1日，国王卡洛斯一世和王储在里斯本街头遭到暗杀。1910年10月，共和派又以革命的形式彻底推翻了君主制，并宣布葡萄牙为共和国，而这一举措居然“在全国各地未遭到任何反对”。可见，葡萄牙当时选择共和制，实属大势所趋。

在急于追赶强国以改变自身命运的落后国家，不管具体的诱因为何，国家制度的重新抉择都往往被看作根本举措，并且被置于最重要的地位。19世纪以来的葡萄牙先推行君主立宪制，既而又完全推倒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即属于这一情形。然而，历史事实又往往证明，即便是符合国情的新制度，也需要同原社会进行必要的磨合，因而不仅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预期效果，而且在真正造福国民之前，还很可能使整个国家付出程度不等的代价。在葡萄牙，君主立宪制如此，共和制也是如此。

1910-1926年通常被称为第一共和国时期。在这一时期，与革命发动者的主观愿望相反，君主制的废除和共和国的建立，不仅没有很快给葡萄牙带来和平与繁荣，反而导致了政治上的持续动荡和社会经济的严重紊乱。

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第一共和国前后共更换了8个总统，变换了50次内阁。政治上之所以持续动荡，主要是因为各党各派之间政见不合、争斗激烈，并且往往互相以暗杀或起义作为解决斗争的手段。这种情况从共和国建立之初就已经出现，并且在民主党政府主动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1916）后的两年里形成第一次高潮。究其原因，是葡萄牙军队在非洲和法国北部的作战代价高昂，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政局最为动荡不安的是一战结束后国家面临重建困难的1920-1926年。特别是1920-1921年，“腐败、政治谋杀、社会上的炸弹爆炸、政权危机和通货膨胀成了家常便饭”。其中仅1920年，内阁就更换过7次（另一说为8次。见下注）。1921年10月19日，包括内阁总理安东尼奥·格兰若在内的几位杰出政治家惨遭杀害。面对此事，“各党派互相推卸责任，或者指责对方参与暗杀阴谋，引起了全国强烈的愤慨”。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政局的严重动荡，自然妨碍了政府对1890年以来日趋恶化的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致使货币贬值，国库空虚，人民生活每况愈下。这种种情况，使许多葡萄牙人近乎自然地对16年来政治上的民主运作失去了信心，转而渴望实行独裁专制，并且普遍认为“只有独裁专制才能拯救我们”。而“强大的教会经济势力、教会，甚至是西班牙，都希望在葡萄牙到处使用暴力，酿成一片混乱，使共和国永远威信扫地，为改换制度提供依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第一共和国最终被第二共和国所取代。

总之，第一共和国固然采取了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民主制，但这一制度在当时并不足以驾驭局势，更不足以推进葡萄牙的现代化事业，最终只能被迫退出历史舞台。那么，取代它的第二共和国又能给葡萄牙带来些什么呢？

2.高压政治下的发展

1926年5月，葡萄牙民主党内的斗争演化为一场军事政变，即著名的“五·二八政变”。6月初，议会被解散，第一共和国结束，第二共和国诞生。第二共和国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26-1933年是军事独裁时期，1933-1974年是所谓的“新国家”时期。总体说来，第二共和国在政治上已经与第一共和国截然不同。主要体现在，第一共和国实行的是有执政党的多党制，而第二共和国则实行无党派的独裁专制。这样的变化既是时局所需，也是军事政变发动者的目的所在。

可见，第二共和国实际上是对第一共和国的一种政治否定，因为它以专制否定了原有的民主。这种否定虽然是一种历史倒退，却又是情势使然。

在军事独裁时期，军事独裁者们顺应时势，祭起了稳定压倒一切的大旗，但效果并不理想。在军事独裁的头几年里，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完全掌握在军官手里。他们认为，社会公共秩序是压倒一切的问题，因而反对任何政治分歧，严厉打击一切反对势力，并且设立了新闻检查制度。但从实际情况看，这样的做法很难奏效。反对派为了重新掌权，也多次采取了军事政变的手段。历次起义虽然都遭到了残酷镇压，但国内局势继续恶化，特别是由于军费的大幅增加，财政赤字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为了应付被动局面，实现收支平衡，政府只好向国际联盟举借外债。国际联盟虽然同意借款，但以派员监督葡萄牙的财政状况为条件。由于担心国际势力乘机干涉葡萄牙的内部事务，葡萄牙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条件，借款计划遂不了了之。财政问题的解决只能另觅良策。

事实证明，这恰好是专制主义者们摆脱困境的历史转机，因为一个笃信铁腕统治的治国能手借此走上了历史前台，并且成功实现了葡萄牙的稳定与发展。此人便是葡萄牙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独裁者萨拉查。

1928年，时任科英布拉大学经济学教授的萨拉查应召入阁，临危受命，就任财政部长。萨拉查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坚决的紧缩措施。结果，在一年之内，政府收支就实现了平衡，而且获得了盈余。到1931-1932财政年度结束时，葡萄牙已经还清了全部短期债务。正是靠着这些解救国家于危难的非凡成就，萨拉查不仅为自己赢得了崇高威望，并且为自己今后由经济独裁发展为政治独裁，对葡萄牙实行铁腕统治打下了坚实基础。1932年，他被任命为总理，并且连任至1968年病退。正是在此期间，他实际上成了葡萄牙事务的独裁者。他在任期间，葡萄牙的政局相当稳定，而禁止政党活动、实行新闻控制和利用个人威望是他实现并维系这种稳定的三大法宝。

萨拉查就任政府首脑后，组织了一个文职人员占多数的内阁，军事独裁从此成为过去。紧接着，在1933年，葡萄牙又通过了一部新宪法，宣布葡萄牙为“新国家”。这部宪法基本体现了萨拉查本人的意志。早在1930年，他曾两度发表演讲，提出建立一种强有力的专制政权亦即“新国家”的基本设想。“新国家”宪法继续宣称葡萄牙为共和国，同时把国家最高权力赋予政府，并给予总理广泛的任命权，从而使总理一职享有无限权力。新宪法还否定一切个人自由，取缔党派活动，废除普选权，建立严格的审查制度，使专制制度完全合法化。正因为如此，“新国家”时期的葡萄牙被人们理所当然地看作是一个法西斯国家。

显然，在“新国家”体制下，政治是不自由的。但另一方面，它所追求的稳定目标却达到了。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萨拉查政府能够独揽领导葡萄牙现代化的任务，比较顺利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发展经济和其他事业，并且在短期内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绩。

在农业方面，为了解决严重的缺粮问题，“政府采取措施改进古老的耕作方法，发展生产力并开垦更多土地”。同时开展以小麦为主的粮食增产运动，并获得巨大成功，至二战爆发时已达到自给程度。在工业方面，本着工业化的目的，从1935年起实行工业品检验法，严格控制商品标准。二战期间，萨拉查政府明智地选择了中立，这使它既避免了战争的创伤，而且借机捞了不少好处。“大战期间，葡萄牙向交战双方提供原料，特别是钨，并由此大获其利，这个国家从18世纪末以来第一次有了贸易顺差。”诸如此类的战争收入转而成为大力发展国内工业的基本资金。1947-1959年，葡萄牙不仅发展了造纸、金属加工、电力设备、橡胶、造船和汽车等工业，而且建立了黑色冶金和化学工业，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上升为4.5%。60年代和70年代初，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更是高达7%。

以下数字或许更有助于说明萨拉查政府在社会经济方面给葡萄牙带来的重大变化：“1900年，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占全国劳动力的61.4%，到了1970年，这一数字降到了31%，从事工业的劳动力上升到34%，从事服务业的占35%。”此外，萨拉查政府还利用预算盈余，拨付专项资金，大力发展和改进教育事业。至1940年，葡萄牙的文盲率已降为50%左右。比起第一共和国时期和1910年以前大约为80%的文盲率，这可以说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总之，在专制制度下，葡萄牙不仅实现了稳定，而且实现了国家现代化水平的明显提高，其历史功绩自然值得肯定。然而，在20世纪，专制制度毕竟已有悖于世界潮流，也并非葡萄牙的长期发展需要。它在执行稳定和发展这两大历史使命的同时，也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因为在稳定和发展的目标达到之后，无论是国家的进一步发展，还是民生的幸福，都需要民主和自由，而不再是专制和束缚。或者说，必须解决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日趋突出的矛盾，使其协调发展，使原本失衡的国家现代化趋于平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第三共和国应运而生。

3.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与现代化任务的完成

事实上，萨拉查的独裁统治在60年代中期就已开始显露危机。这主要是由60年代的殖民地战争引起的。1961年，安哥拉发生了反对葡萄牙殖民者的起义。虽然这场起义遭到了残酷镇压，但由它引发的葡属非洲的民族主义潮流却势不可挡。固守帝国主义的萨拉查政府不肯退让，葡萄牙被拖入了持久的殖民地战争。漫长低效的战争不仅消耗着国家的人力物力，而且加深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结果是，“这个欧洲寿命最长的右派独裁政权分两个阶段垮台：萨拉查之后停顿不前的时期和接下来的爆发性的改革时期”。1968年9月，在萨拉查因中风无法继续执政的情况下，卡埃塔诺接任总理。他基本上沿袭了萨拉查的政策。但与此同时，国内局势继续朝着不利于独裁政治的方向发展。“军中各阶层对于持续的低效率的殖民战争的不满导致了1973年MFA（海陆空三军运动）。第二年，安东尼奥·德·斯宾诺拉将军出版了《葡萄牙和未来》，对现状作了激烈而全面的批评，书中建议军事接管以拯救国家。这本书中的信息也曾经在不同场合表达过，但是从来没有通过这么一个强有力的来源发出。许多因素都朝着有利革命的方向发展，但是本书的出版点燃了导火线。”就这样，1974年4月，同样是在一次军事政变中，“新国家”结束了它的生命。葡萄牙从此进入第三共和国时期。

第三共和国的建立是葡萄牙现代化历程中最为醒目的分水岭之一。

首先，它的建立，标志着萨拉查独裁政权的终结和葡萄牙民主时代的来临。民主、发展和废除殖民化既是第三共和国缔造者们发动“石竹花革命”（亦称“康乃馨革命”）的基本口号，也是他们上台后的基本努力方向。在公民获得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同时，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这两块殖民地也于1975年先后完成独立，葡萄牙帝国从此不复存在。

至此，葡萄牙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落差和矛盾得到基本解决，从而使原本失衡的国家现代化逐渐趋于平衡。

其次，第三共和国建立之后，葡萄牙的社会经济现代化不仅逐渐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加速期，而且在20世纪末终于大功告成。

第三共和国赖以取得如此巨大历史成就的因素，应当包括政治民主化、社会稳定与历届政府的成功努力，但更重要的应当是成功地把握住了葡萄牙加入欧共体这一重大的历史机遇，使葡萄牙得以搭上欧共体这辆经济快车，实现经济与社会的飞速发展。

早在1962年，葡萄牙就曾和西班牙一起申请加入欧共体。但欧共体以它们政治上的独裁和经济上的过于落后为由，没有批准它们的申请。不过，此后的葡萄牙一直没有放弃努力，并且在经历了一个为期7年多的漫长谈判期后，从1986年元旦起，终于成为欧共体的正式成员。对葡萄牙而言，加入欧共体无疑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它表明葡萄牙不仅终于融入欧洲，正式挤入了富国俱乐部，而且终于搭上了欧共体这辆经济快车，为自身的发展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和机遇。

葡萄牙加入欧共体的谈判是从1978年10月开始的。对于葡萄牙这样一个欧洲落后国家来说，加入欧共体的前提是必须尽可能缩小它与欧共体成员国之间的各种差距。为此，一方面，葡萄牙只能以尽可能快地速度发展自己。另一方面，欧共体也不得不以输血的方式给葡萄牙的发展给予长期而且是强劲的支持。早在1975年，欧共体就曾给葡萄牙一笔特殊紧急援助。在进入正式谈判期后，为了使葡萄牙完成改造，在经济指标上达到成员国要求，欧洲委员会给葡萄牙以为期5-10年的过渡期，并给予必要的财力和技术支持。1981年起，葡萄牙“又享受一笔加入前的财政援助，以便使它的中、小型企业和农业现代化，并发展它的地区性政策”。

在正式加入欧共体之后，葡萄牙能够更加便捷地获得欧洲投资银行的贷款和其他各种基金资助，从而也得到了比以往更加丰厚的财政援助，而且实际资助金额一般都远远超过预定金额。正是凭借这种大力资助，葡萄牙不仅以极快的速度改善了经济结构和基础设施，而且实现了国民经济的跨越式增长。根据葡萄牙政府的估算，仅1989-1993年，欧共体就向葡萄牙提供了约110亿美元的款项，促使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4%。至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89年为4500多美元，到1992年，则猛增至9000多美元。同一时期，用于就业培训的欧共体资助达30多亿美元，受益者达几十万人，并且创造了8万个就业职位，占同期所创造的职位总数的1/4.尔后，"1994年2月初，欧洲联盟通过了新的援葡方案，决定在1994年到1999年间，提供基金高达210多亿美元，预料可促使葡国在未来6年内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

即使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葡萄牙仍然从它的欧盟成员国身份中获益，国内投资明显可见，从波尔图的新地铁到为了2004年欧洲杯而修建的壮观的大体育场”。正是借助如此强大的支持和葡萄牙人自身的努力，葡萄牙多年来虽然一直是欧共体（欧盟）中最落后的成员之一，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却长期名列前茅。这意味着，多年以来，葡萄牙以相当快的速度，不断缩小着它和欧共体（欧盟）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差距。

更重要的是，借助搭便车式的快速发展，葡萄牙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进入了在富足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的现代社会。


第二节　西班牙现代化历程分析

当今的西班牙，是一个发达并且非常富有活力的现代化国家。其国土面积达505925平方公里，在西欧国家中仅次于法国。人口为4470余万人，在欧盟国家中排名第五。它号称世界第八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保持预算稳定的同时，经济不断高速增长，增长率远高于周边其他工业化国家。其经济结构具有现代化国家的鲜明特点，其中服务业与工业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85%。西班牙也曾有过异常耀眼的过去。在16世纪，它和葡萄牙差不多同时走向远洋扩张，并且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可谓盛极一时。然而，在上述这两段时期之间，西班牙却在西方国家中长期处于落后地位，并且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经历了诸多挫折与艰辛。因此，就国家现代化的模式而言，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

一　失衡的起步与长期的停滞

根据近年来在学术界大致认可的观点，1500年是欧洲乃至整个人类世界告别中世纪迈向现代的大致分界线。据此而言，在欧洲国家的整体现代化进程中，西班牙也是先行者之一。这不仅是因为，西班牙民族国家的形成及现代化的起步，都大约在此时。而且也因为，和葡萄牙一样，西班牙在发展航海科技及海上实力、实施大规模海外扩张等方面先行一步，而后起的世界大国不仅不同程度地效仿了这两个国家的做法，而且一再用事实证明，发展海上实力和进行海外扩张是近代以来欧美国家走向富强和争霸世界的一般路径。另外，在后起的世界大国中，此举还成为推进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手段。从这个角度讲，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这种做法本身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国家现代化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突破，开创了西方大国赖以成功的先例，具有引领潮流的意义。

和葡萄牙一样，西班牙民族国家是在当地基督徒对摩尔人的光复战争中逐渐形成的。不过，和葡萄牙不一样的是，直到1492年，西班牙的基督徒才攻下摩尔人的最后一块堡垒格拉纳达，结束长达8个世纪之久的光复战争，完成民族统一大业。同样是在这一年，哥伦布代表西班牙出海远航，发现了新大陆，从而也揭开了西班牙远洋探险和扩张的序幕。因此，1492年是西班牙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一年：一个民族国家刚刚建立，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殖民帝国和世界大国即将形成。

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予以考察，民族国家的形成，不仅使西班牙的国家现代化成为可能，而且随即成为一种事实。不过，值得注意并且与同时期西班牙的强盛和不可一世形成严重悖论的是，首先，西班牙现代化的起步是严重失衡的。它虽然在航海科技及海上实力方面很快取得了突破性的进步，并且充分利用这样的进步成就了自己的帝国伟业，但在其他诸多领域大体上仍处于中世纪状态，在制度创新、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转型等方面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其次，西班牙的现代化在启动不久之后即陷入全面停滞状态。唯其如此，在进入18世纪之后，当西班牙王权开始付出变革图强的努力之时，西班牙不仅早已从世界第一强国的宝座上跌落，而且在国家现代化的征途中被英法等欧洲列强远远地甩在身后，形成长期难以缩短的差距。

那么，是什么原因致使西班牙立国之后两百多年的现代化呈现出如上轨迹呢？归结起来，主要原因是，在历任西班牙君主的主导之下，西班牙的帝国事业总体上不利于西班牙自身的现代化，西班牙的天主教原则客观上有害于西班牙自身的现代化，西班牙重视殖民掠夺远胜于发展国内生产的观念直接有碍于西班牙自身的现代化。

首先，西班牙的帝国事业总体上不利于西班牙自身的现代化。

西班牙帝国是个典型的三维帝国，即由西班牙本土及其海外殖民地和欧洲领地共同构成的帝国。具体说来，西班牙三维帝国事业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对西班牙现代化的影响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三个阶段。

1492-1515年可以看作是西班牙帝国的奠基时期。当然，也可以把这一时期的上限定得比1492年更早一些。因为，早在西班牙光复运动完成之前的一个世纪里，西班牙人在继续致力于民族统一大业的同时，已经在近海扩张方面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努力，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些努力证明，西班牙在发展航海技术和装备等方面起步较早，客观上也为后来的远洋探险和扩张做好了必要的准备。不过，西班牙决计进行远洋探险和扩张，还是在国家统一完成之际。1492年，在欧洲其他君主那里屡屡碰壁的哥伦布终于借助某种机缘，成功地以他的航海计划打动了伊萨贝拉女王。后者“采纳了他的建议，并给予积极赞助，甚至表示如果筹资不足，她宁愿抵当自己的全部首饰”。这件事可以说是西班牙发起远洋探险和扩张、营建西班牙帝国的真正历史起点。此后，哥伦布不仅意外地发现了新大陆，而且在为期12年的时间里先后4次远航，给西班牙王室带来许多诱人的信息，使他们有理由相信，新大陆有着有待开发的金银矿藏、农业潜力以及有望皈依天主教的数百万生灵，从而更加激发了西班牙人远洋探险和扩张的动力。随后，西班牙人在他们最先到达的加勒比海诸岛和南美洲北部沿海地带率先展开殖民活动，并且在西印度群岛建立了第一批殖民地。至1511年，西班牙政府专门设立“印度等地事务委员会”，管辖殖民地的行政、军事、贸易等事务，使其殖民管理进入正规化阶段。差不多与此同时，西班牙卷入意大利战争，与法国展开多次较量，先后夺取那不勒斯、撒丁岛和西西里岛，在欧洲的大国争夺战中初露锋芒，帝国的欧洲部分也初具规模。不过，在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建立之前，真正意义上的西班牙帝国还未建立起来。因为，在此之前，西班牙人在美洲的扩张活动基本上在沿海进行，大规模的陆上扩张活动尚未展开。只是在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于1516年继承西班牙王位，亦即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在西班牙建立之后，西班牙人在美洲的大规模扩张活动才真正开始，其欧洲疆域也即将随着查理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而正式现形。

应当承认，在这一时期，远洋探险和扩张的动机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推动了西班牙的现代化进程，至少是使西班牙在航海科技及海上实力方面实现了长足的进步。这既是西班牙帝国事业赖以顺利推进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也可以看作是帝国事业对西班牙现代化的一种促进，即帝国事业的需求一度成为西班牙现代化的强劲动力，并且的确在某些领域推动了西班牙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应当看到，这样的现代化进程又是畸形的、严重失衡的。

1516-1598年可以看作是西班牙帝国的形成和鼎盛时期。更准确地说，西班牙帝国的正式形成是从1519年开始的。这是因为，在这一年，新任国王查理一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查理五世），使西班牙顺理成章地获得了许多欧洲领土，一跃而为欧洲的霸主。也是在这一年，麦哲伦在西班牙官方的资助下开始了环球航行。此行不仅将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崭新的一页，而且将为西班牙夺取菲律宾埋下伏笔。同样是在这一年，西班牙殖民者以刀剑开道，迅速深入到拉丁美洲的各古老文明区，使西班牙在美洲的小规模扩张活动很快演变为大规模的血腥扩张运动，进而使西班牙美洲事业的推进骤然加速。至16世纪中叶，西班牙殖民者已经“占领了南起合恩角北至今日美国和加拿大边界的一大片土地，并在那里建立了二百处移民区，确立了他们的殖民统治”。从而使西班牙在美洲的版图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短短50年左右的时间里扩大到除巴西以外的整个南美、整个中美及北美的一部分，“长度为1万公里，占纬度67度，领土为25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它自身面积的50倍。

1556年，查理一世宣布退位，结束了自己的皇帝生涯。他将神圣罗马帝国的事务移交给他的弟弟斐迪南，同时把西班牙王位传给他的儿子腓力二世（1556-1598）。因此，腓力二世接受的欧洲遗产不再完整，只剩下尼德兰和意大利的领地。不过，它们都“曾是查理五世的帝国实力、钱财和兵员的主要来源”，地位非常重要。此后，腓力二世一方面遭受过无敌舰队覆灭和荷兰独立这样大伤帝国元气的重创，另一方面却于1564年占领了菲律宾，尤其是于1580年兼并了葡萄牙及其殖民地，从而使西班牙的领土变得空前辽阔。因此，腓力二世在世的时候，统治旗号遍及全球的西班牙仍然称得上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的霸主。

在这一时期，帝国事业对西班牙的现代化仍然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西班牙建立了在当时举世无双的无敌舰队，海上力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再比如，以殖民掠夺和贸易为主的巨大收益也曾给西班牙本土的经济带来过一时的繁荣。源源不断的财富在16世纪中叶以前使西班牙的纺织、皮革、冶金等生产部门和商业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但是，这种推动作用是短暂而有限的。无敌舰队建立不足10年之后即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事实说明，西班牙的海上力量已经相对落伍，制海权也即将旁落。16世纪中叶以后国内经济的停滞、衰退和接连不断的危机则说明，帝国事业只是在很短的时期内刺激了西班牙国内经济的增长，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相比而言，帝国事业对西班牙现代化的消极作用要大得多。主要体现在：其一，随着帝国的建立，西班牙的发展重心迅速由国内转向国外。一方面是西班牙版图急剧扩大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两位君主的身份及追求使然。就查理一世而言，西班牙君主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双重身份使他很难而且在事实上也没有把西班牙自身的发展置于首要地位。他最关注和用心的，其实是帝国的版图和荣耀。就腓力二世而言，他虽然不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但是在维系和发展帝国方面，却又比他的父亲更加狂热。其二，庞大的三维帝国一经建立，即成为西班牙民族的巨大包袱。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西班牙统治者的过分扩张，显然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诚然，广袤的外部领土可以为西班牙提供数不尽的财富。但与此同时，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和被压迫民族不断反抗的背景下，西班牙为了管理和维护庞大的三维帝国，却不得不长期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特别是不得不陷入连年征战的困境之中。所有这些，极其伤害国力，不仅导致了帝国的迅速衰落，而且直接不利于西班牙的现代化。

1599-1700年可以看作是西班牙帝国的衰落时期。事实上，早在腓力二世时期，相比正在借助近代工商业悄然发展力量的尼德兰、英国和法国，对内倒行逆施、对外穷兵黩武的西班牙不仅正在走下坡路，而且事实上已经落后了。首先证明这一点的是1588年无敌舰队的覆灭。正如学界所公认的那样，西班牙输掉的不止是一场战争，而且是它赖以获得惊世功业的制海能力。“从此以后，西班牙对海洋的统治开始走下坡路，英国开始强大起来。”紧接着证明这一点的是1609年荷兰的独立。西班牙从1567年就开始镇压尼德兰革命，但绵延40多年的战争不仅没能平息革命，反而被革命终结了自己对尼德兰的长期统治。尼德兰革命的胜利和荷兰的独立，不仅是西班牙被迫失去重要领土的开始，而且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班牙的这块昔日领地将很快崛起，并成为取西班牙而代之的世界头号海上强国。

应该承认，在16世纪后期，西班牙帝国的版图依然完整，也能够继续享有昔日的国际地位与威望。可是，在进入17世纪以后，西班牙帝国的版图不断破损，其国际地位与威望也开始无可挽回地大幅跌落。继荷兰独立之后，1640年，葡萄牙及其领地也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在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中，西班牙加入德皇方面作战，结果连遭败绩。特别是在洛可瓦会战（1643）中，西班牙大败于法国，不仅改变了双方的交战纪录，而且使双方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根据战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西班牙被迫在国际上正式承认了荷兰的独立，而且丧失了阿图瓦和弗兰德尔等重要领地。这是西班牙丧权辱国的第一个条约，也标志着西班牙作为军事强国的历史从此结束。此后，西班牙与法国继续交战多年，仍然以失利告终。根据1659年双方签订的《比利牛斯和约》，它又被迫把鲁西永、阿图瓦和弗兰德尔的一些城市正式割让给了后者。与此同时，西班牙的美洲权益也受到越来越多的侵夺和损害。大约从16世纪中期开始，法国人和英国人便以海盗劫掠等方式直接抢夺西班牙从美洲运回的金银物资。当时正处于谋求独立阶段的荷兰人则凭借自身的工商业优势，控制了西属美洲的大部分贸易，以致让西班牙人觉得，“西班牙吃新大陆，而养肥的却是荷兰”。其实，西班牙养肥的不止是荷兰，还应当包括英国、法国等正在崛起的其他欧洲国家和地区。

在这一时期，甚至从更早一些时候开始，帝国事业对西班牙的现代化不再具有推动作用。由于版图在不可挽回地缩小，帝国事业带给西班牙的荣耀已经大打折扣，甚至越来越使西班牙人感到痛楚和耻辱，但西班牙人依然在拼命地维护它。外部事业依然是西班牙民族事业的重心，依然是西班牙人不肯轻言放弃的财源之所在，也依然是西班牙民族前行道路上的沉重包袱。为了守住财源，西班牙人宁可背负沉重的包袱。他们仍然没有痛切地意识到，西班牙欲恢复和保持强大，关键还是要靠自身的发展，并因此而及时化为具体行动。

总之，在上述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作为财源和民族荣耀之所系，帝国事业无疑是诱人的，也曾经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推动了西班牙自身的发展。但是，作为民族事业的重心乃至包袱，帝国事业却在总体上不利于西班牙自身的发展，无助于西班牙的现代化。

其次，西班牙的天主教原则客观上有害于西班牙自身的现代化。

天主教是理解西班牙及其帝国历史的一把钥匙。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天主教是主宰西班牙帝国事业的灵魂，甚至可以说，西班牙的帝国事业就是天主教的事业。确保天主教的无上权威和统治地位，不仅是西班牙的立国和治国原则，而且是西班牙发展和巩固其三维帝国的基本原则。如果不是以天主教作为精神支柱和旗帜，西班牙人长达几个世纪的坚韧斗争和光复大业的最终完成都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不是以缔造不含杂质的天主教国家和天主教帝国为其神圣使命，西班牙人在其帝国形成和发展时期体现出来的诸多狂热和野蛮行径也是不可理喻的。唯其如此，天主教永久性地改变了西班牙，也永久性地改变了它的众多殖民地。以至于在当今的西班牙，仍有96%以上的居民信奉天主教。在曾经作为西班牙殖民地的许多拉美国家，其当今的居民也多信奉天主教。

纵观1492-1700年的西班牙发展史，无论西班牙君主在西班牙本土还是在帝国的其他部分推行天主教原则，其结果对于西班牙自身的现代化而言，都是非常有害的。

在西班牙本土，天主教原则的推行主要体现为西班牙君主强迫异教徒皈依天主教，或者直接对异教徒施以包括火刑在内的各种严酷惩罚。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他们以宗教裁判所为常用工具，由其具体负责对异教徒的甄别、监视和处置，制造了无数令人发指的惨案。据统计，仅在腓力二世时期，就有超过550万的西班牙人成为这一迫害机器的受害者，其中被活活烧死的多达3.5万人，而实际数字很可能不止于此。不仅如此，在某些情况下，西班牙君主还会毫不留情地对某些特殊群体直接进行大屠杀和整体驱逐。例如，早在1492年，也就是西班牙完成民族统一的当年，西班牙就驱逐了大约3.5万户犹太人。又如，在16世纪中后期，曾经扬言“宁愿不当国王，也不愿统治一个有异端的国家”的腓力二世，对摩里斯哥人实施过极其血腥的镇压和屠杀。再如1610年，腓力三世又索性将西班牙境内的所有摩里斯哥人驱逐出境。诸如此类的残暴行为，非常有害于西班牙国内经济的发展，因为它们给西班牙的劳动力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不仅如此，天主教原则的推行，还封死了西班牙现代化必需的制度变革之路。因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西班牙海外事业的最后结果是进一步刺激西北欧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而在伊比利亚半岛，它仅仅提供了足够的财富，以阻挡早该实行的基本的制度改革的压力”。一言以蔽之，天主教原则在西班牙本土的强力推行，对西班牙的现代化是极为有害的。

在西班牙本土以外，特别是在西班牙的欧洲领地，天主教原则的推行也非常有害于西班牙自身的现代化，因为它不仅使西班牙国无宁日，而且给西班牙自身的人力物力造成了极大损失。在当时西班牙君主的心目中，美洲和欧洲是帝国事业的两大重心，而欧洲事业甚至比美洲事业更为重要。因为，在他们看来，美洲只不过是他们的财源，而帝国政策的重点和西班牙的伟大则始终系于欧洲大陆。易言之，对于当时的西班牙来说，如果说美洲事业的要义在于侵吞财富和传播天主教的话，欧洲事业的要义却在于称霸欧洲和捍卫天主教。为此，西班牙的天主教君主们不仅使西班牙自身变成了宗教裁判所的冤狱，而且使西班牙扮演了天主教警察的角色，到处大打出手。帝国事业之所以会成为西班牙发展道路上的一大包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使西班牙经历了太多的战争。而在这诸多战争中，给西班牙自身造成最大伤害的，又是发生于欧洲并且归于徒劳的争霸战争和宗教干预战争。比如，在西班牙与法国的长期争霸战争中，查理一世“主要消耗的是西班牙人的鲜血和西班牙的财富，特别是在意大利进行的战争中”。在旷日持久的尼德兰战争中，腓力二世“几乎完全依靠西班牙的人力和财富来进行，而且，这场战争不仅在陆上进行，也在海上进行，不仅同荷兰人打，也和英国人打”。正由于诸如此类的战争，在腓力二世去世之后，“西班牙再也没能从这一世纪人力物力过度的、无效的浪费中恢复过来”。

再次，西班牙重视殖民掠夺远胜于发展国内生产的观念直接有碍于西班牙自身的现代化。

这是长期阻碍西班牙现代化的根本原因。最大限度地获取财富、竭力发展和捍卫天主教事业，可以说是西班牙君主们进行海外扩张和维护霸权的两个并行不悖的基本目标。当初伊萨贝拉女王为了赞助哥伦布远航而宁愿付出自己的全部首饰，其目的就是要换回远大于自己全部首饰的财富。如果说当时的西班牙君主原本意识不到发展国内生产在国际竞争的重要性，但不至于形成重视殖民掠夺远胜于发展国内生产的观念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在远洋探险和殖民掠夺给他们真正带来巨大收益和极为可观的前景的情况下，这样的观念不仅已经产生，而且很快普及于整个西班牙，成为一个民族长期难以更改的思维定势。也就是说，海外扩张和殖民掠夺的成功，在西班牙本土非但没有化为发展生产的动力，反而导致了这种动力的长期缺失。用中国已故女史学家陈衡哲的话说，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和巨额金银财宝的输入，西班牙“便像一个骤得巨富的叫化子一样，立时狂饮滥赌起来”。根本漠视且无心于国内经济的发展，以至于“当贵族们将他们新获得的财富投资于土地、珠宝和饰品而不是工业或农业时，西班牙经济开始衰弱，并缺乏竞争力。在西班牙债务越陷越深的同时，它的欧洲对手国家却在发展自己的工业”。这种情况不仅注定了西班牙的落后，而且使得奢糜有余发展不足的西班牙在当时的国际经贸往来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成了名副其实的“黄金的漏斗”。总之，由于上述观念，西班牙虽然可以不断获取巨额财富，但却没能使自己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它客观上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大好发展机遇，但主观上未能识别这一机遇，最终也就白白浪费了这一机遇。

综上所述，1492-1700年，西班牙人一度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和能量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使西班牙成为欧洲及世界上的头号强国。但是，这些成就并不是在西班牙自身获得均衡发展并且领先于世界的情况下取得的。更重要的是，这些成就不但没有促进西班牙自身的现代化，反而阻碍甚至破坏了西班牙自身的现代化。而与此同时，荷兰、英国和法国等国家却已通过制度变革和工商业发展，悄悄拉大了它们与西班牙的发展差距，以至于在哈布斯堡王朝结束之际，西班牙已经全面落后了。因此，有理由认为，西班牙的现代化之所以迟迟不能实现，主要是因为，西班牙人在帝国大梦中空耗了这两百多年的大好时光，使后来的现代化追赶变得格外困难。不仅如此，昔日的光荣和帝国情结还将作为一种后遗症，继续困扰西班牙人的心态，使他们的现代化进程遍布挫折与不幸。

二　18世纪的变革图强

进入18世纪之后，西班牙君主终于开始了变革图强的努力。这种努力主要得益于西班牙的改朝换代、帝国包袱的明显减轻以及法国的影响，并且给西班牙带来了多方面的变化和进步。从此，西班牙的现代化不仅重新启动，而且开始进入有意识全面推进的历史时期。

如前所述，哈布斯堡王朝建立之后，很快在前人的基础上促成了西班牙的伟大和强盛。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波旁王朝（1700-1808）建立之后，却随即为西班牙招来战祸，并且因此加剧了西班牙的衰落，致使其国际地位一落千丈。

这场战争就是著名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这场战争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欧洲的一些重要势力担心再出现一个如当初强大的西班牙，故而不惜诉诸武力，坚决予以干涉。假设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二世有亲生的王位继承人，王位继承便是纯粹的西班牙内部事务，自然不会招致这场战争。假设有资格继承王位的外国人只有一个，并且是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大公，或者查理二世生前指定由此人继承王位的话，这场战争也应该可以避免，因为他正是战争发动者们的理想人选。问题在于，适合继承王位的除了查理大公，还有法王路易十四之孙、安茹公爵腓力，而查理二世指定的继承人偏偏是后者。查理二世选择此人的目的，是“希望他能保持西班牙领土不受法国的进一步侵略”。但具有同等权利的奥地利无法忍受这样的决定，英国则从这一决定里读出了一种对自己不利的信息，那就是法国和西班牙的王冠很可能合二为一，欧洲大陆很可能再出现一个超级大国，因为腓力同时也是法国王位的继承人。于是，在腓力根据查理二世的遗嘱继位之后，英国与奥地利、荷兰、葡萄牙等迅速结成同盟，向以法国和西班牙为主的敌对阵营发起攻击，使西班牙的内部事务起先演变为奥地利王室与法国波旁王室之争，紧接着又演变为一场有众多欧洲国家卷入的国际大战。

这场战争导致了许多重要后果，其中最主要的体现于1713年签订的《乌特勒支和约》。依约，波旁家族终于保住了自己在西班牙的统治，但法国与西班牙的合并被明令禁止。这一规定实际上是英国对法国的胜利，因为它终止了法国称霸欧洲的计划。对于这一规定，早已失去称霸能力的西班牙人未必有切肤之痛。但是，在其他方面，西班牙遭受的损失和打击是巨大的。首先，在这场战争中，西班牙一度成为双方交战的主战场，饱受兵燹之灾，这在光复战争结束后还是第一次。其次，根据《乌特勒支和约》，“所谓天主教的荷兰即日耳曼的弗兰德、埃诺、南布拉特邦、林堡、卢森堡、那慕尔、安特卫普和马利纳尔从西班牙划归奥地利。另一方面，弗朗什伯爵领地、意大利各属地、米诺卡岛、直布罗陀也脱离了傲慢的西班牙”。其中，直布罗陀和米诺卡岛被划归英国。直布罗陀虽小，却是西班牙国土上连接地中海和大西洋的要冲。它的沦丧不仅使西班牙的海上权益蒙受了巨大损失，而且使西班牙自己也开始备尝丧失国土之痛，直至今日。至此，由查理一世和腓力二世苦心构建和经营的西班牙欧洲天主教大厦的外围全然崩塌。再次，强悍的英国在美洲也给西班牙以无情宰割，不仅夺取了牙买加，而且获得了“往西班牙殖民地贩运奴隶的垄断权”。就这样，西班牙辛苦构建的美洲大厦不仅进一步成为供他国享用的场所，而且从此在版图上也变得不再完整。

就这样，一场因改朝换代引起的国际战争，不仅使西班牙帝国的欧洲领地丧失殆尽、美洲权益进一步受损，而且使西班牙自身的领土也失去了完整性。不经意间，西班牙已彻底沦为欧洲的弱国。

同时，这场战争不仅保全了波旁王朝的统治，而且使西班牙沦为法国的附庸。

自西班牙帝国式微以来，西班牙逐渐成为欧洲后起强国特别是英、法两国竞相欺侮和争夺的对象。英国从对西班牙商船发动海盗劫掠开始，一直注重并不断获得各种实际的好处。法国则在继三十年战争中取得对西班牙的军事优势以后，逐渐将西班牙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虽然使法国吞并西班牙的愿望化为泡影，但依靠波旁王朝这条政治纽带，法国还是在整个18世纪基本实现了对西班牙的进一步控制，使曾经不可一世的西班牙变为自己的附庸。

在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西班牙先后于1733年、1743年和1761年与法国签订波旁家族盟约，实际上变成了法国对外政策的工具。根据盟约，西班牙被屡次绑在法兰西战车上，在英法争霸战争中情愿或不情愿地充当着配角，并根据战争的结局分享胜果或品尝苦涩。西班牙波旁王朝的第一个君主腓力五世（1700-1746）在与法国结盟方面表现得相当坚决，并先后跟随法国参加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33-1735）和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从中获得那不勒斯、帕尔马、普莱桑斯和托斯卡纳等领地。虽然此后斐迪南六世（1746-1759）的外交政策在英法之间摇摆不定，但查理三世（1759-1788）还是坚决地选择与法国结盟。在英法争夺欧、亚、北美殖民地的七年战争（1756-1763）中，法方战败。根据战后条约，“西班牙被迫把北美洲的佛罗里达及密西西比河以东和东南的土地割让给英国”。但在另几起重要战争中，作为好处，西班牙收回了米诺卡岛，得到了路易斯安那，佛罗里达也失而复得。法国大革命期间，出于对革命的恐惧，西班牙参加了欧洲君主国同盟，对革命的法兰西作战，结果遭到惨败。1796年，在法国执政府的强迫下，西班牙与法国恢复波旁家族盟约，西班牙再次被绑上法兰西战车，与英国作战，结果再遭败绩，其舰队在圣文孙海角会战中被英国彻底击败。

综上所述，王位继承战争给衰落中的西班牙增添了更多的灾难和耻辱。不过，从此后西班牙的实际发展情况看，这场战争也是西班牙由僵化转向变通、由衰朽走向新生的转折点。

因此，这场战争给西班牙带来了如下三个意义极其重大的后果。其一，波旁王朝的统治转危为安，最终确立。其二，西班牙不仅不再是法国的对手，而且沦为法国的附庸。其三，西班牙的欧洲领土丧失殆尽，三维帝国变为二维帝国。正是这三个因素，推动着西班牙在18世纪走上了变革图强之路。

首先，波旁王朝的确立，本身使作为国家主导力量的西班牙王权开始带有清新的法国气息，从而也使长期缺乏内在变革动力的西班牙的法国式变革成为可能。其次，西班牙沦为法国附庸的事实，促成并确保了西班牙的法国式变革成果。再次，西班牙欧洲领地的丧失，也意味着西班牙从此可以彻底甩掉其欧洲天主教事业的包袱，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国内事业。事实也是如此。用西班牙一位学者的话说，“西班牙的所得是，它丢掉了宗教心事，把这留给上帝去操心，让上帝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自己要专心致志地处理经济事情了”。西班牙的变革图强之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

还在王位继承战争时期，腓力五世就已经和他的法国专家们以法国为榜样，设法加强王权，限制地方主义，削夺贵族权力，推进政治变革。到查理三世时期，西班牙几乎在所有领域呈现出新的气象，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法国启蒙思想的传播、宗教的自由化和经济的复苏与发展。

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不仅被传入西班牙，而且被散播到西属美洲。虽然卢梭、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在当时所能影响的只是少数人，如一些大臣、领主、文人和法学家等，但这些人却又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西班牙政治走向的社会精英。因此，在西班牙的政治土壤上，长期一统天下、代表守旧和专制的西班牙天主教民族主义开始遭遇代表革命和自由的法国思想。从此以后，这两种完全对立的倾向将进行时而相对缓和、时而异常激烈的对抗，左右西班牙的历史进程，直到20世纪70年代。

随着法国思想和一些自由宗教仪式的传入，西班牙天主教会开始面临新的挑战。而没过多久，随着西班牙共济会的迅速崛起，西班牙天主教会又遇到了更为可怕的敌人。不仅如此，法国思想家的思想和共济会的理念总是能够形成合力，对天主教会构成极大的威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查理三世听信了关于耶稣会谋反的进言，将西班牙境内所有5000名耶稣会士逐出国境。与此同时，宗教裁判所的特权受到极大限制，其首领甚至因未经国王授权草签法案而被开除。经过一番整顿之后，宗教惩罚仍然存在，但火刑不见了，更多地是革出教门。所有这些，使西班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宗教宽容。

经济领域的变革和发展也是前所未有的。政府的举措不仅得力，而且显得公正合理。农业方面，开始限制“麦斯塔”滥占耕地的特权，并且把各种公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耕种。商业方面，取消加的斯商人与西属美洲进行贸易的垄断权，并把它扩散到全国最大的13个港口。工业方面，由于商业政策的合理改变，加泰罗尼亚、瓦伦西亚和安达鲁齐亚的纺织业被带动起来。“到18世纪中叶，西班牙的经济秩序已稳定，海、陆军已获重建，新的工业主要在加泰罗尼亚开始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政府还大力兴建公共工程。“在50年间，建造的公路达1000多公里，桥梁有300多座。邮政事业臻于完善。”人口的增长也从侧面证明了上述变革和发展的效果。在整个18世纪，西班牙的“人口从600万增至1100万，几乎增加了一倍。”

总之，18世纪的西班牙虽然已不再是欧洲大国，却迎来了自身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可喜变化，政治趋于开明，思想在解放，宗教迫害在减轻，经济在发展，社会也变得比以前公正合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样的势头没能就此顺利地保持下去。西班牙的现代化还将经历诸多挫折。

三　19世纪的制度探索

19世纪西班牙现代化的主题，是以政治民主化为主要努力方向的制度探索。

没有革故鼎新，就无所谓现代化。以政治民主化为核心和突出标志的制度革新，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也往往是最难以处理的一个环节。在现代化的后进国家，制度革新的难度尤其巨大。这是因为，一方面，这些国家的传统观念和势力往往非常强大，会对其制度革新构成巨大的阻碍和破坏作用。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制度革新思想和方法往往来自先进国家，本身需要接受其国情及发展阶段的实际检验。因此，在这些国家，制度革新往往体现为一个充满艰险和曲折的探索过程，需要付出各种各样的代价，包括频发的内战、反复的政治与社会动荡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低速增长或衰退等。19世纪以降的西班牙，就属于这一情形。

西班牙的制度革新虽然从18世纪就已经开始了，但是，从根本意义上改造西班牙旧制度的努力，则是19世纪才开始的。法国的入侵是其主要诱发因素。

如同18世纪，西班牙的19世纪也是以灾难临门为开始的。给它制造灾难的，是拿破仑时期的法国。1800年10月，刚上台才1年的拿破仑迫使西班牙把它最富饶的北美殖民地路易斯安那“让给”法国。随后的4年时间里，拿破仑一方面把西班牙作为英法谈判的筹码，迫使西班牙把特立尼达岛“让给”英国，另一方面则通过两个条约，把西班牙再次绑上法国战车。结果，在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法西联合舰队被英军全歼，西班牙的海上武装被全部解除。就这样，继1588年之后，西班牙的海上力量再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更糟的是，法国很快又占领西班牙，使西班牙失去了独立。1807年，为了防止西班牙倒向英国，也为了把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变成进攻英国的堡垒，拿破仑以法西两国联合出兵占领和瓜分葡萄牙为骗局，把军队陆续开进西班牙，然后胁迫西班牙国王退位，由自己的兄长约瑟夫·波拿巴取而代之，西班牙遂失去独立。这次事件激发了广大西班牙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创造精神。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向法国正规军发起游击战争，展开艰苦卓绝的独立战争，并且终于在1813年底驱逐最后一批占领军，恢复了波旁王朝的统治和民族的独立。

然而，1810年，正当西班牙人为恢复民族独立同法国占领军展开殊死搏斗的时候，西属美洲爆发了志在摆脱西班牙统治的独立战争。西班牙人无法抵挡这场波澜壮阔如火如荼的战争洪流。结果，1816-1826年，除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古巴之外，墨西哥及西属南美的所有国家都赢得了独立，使西班牙的美洲属土几乎丧失无余。就这样，一个世纪之后，西班牙帝国的美洲大厦也彻底崩溃了。

这一连串的沉重打击，对西班牙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长时期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首先，美洲殖民地的纷纷独立，实际上使西班牙人被迫甩掉了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又一个巨大包袱，从而使他们能够把目光和注意力真正集中到国内事业中来。其次，法国对西班牙的军事占领和军事占领期间法国人在西班牙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百余年来法国在思想及制度方面影响西班牙的一种延续和强化，并且使更多的西班牙精英分子接受了法国文明。他们将和西班牙民族主义者形成严重对立，这种发展理想的对立将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化为双方在制度层面的反复较量和激烈争夺。再次，由于法国的入侵，西班牙的人民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他们不仅在独立战争期间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和才智，而且将积极参与之后的政治角逐。凡此种种，使西班牙民族被政治化了，西班牙将因此变为一个政治试验场。19世纪先后发生的五次革命，使西班牙成为爆发革命最多的国家之一。

这种情形从1812年就开始了。正当西班牙的教士和民众为信仰和民族独立而战、英勇保卫加的斯城的时候，一批知识精英却在城内推出了以民权至上的革命学说动摇古老君主政体基础的1812年宪法。而随着共同的敌人的远去，在战争中被同时唤起的变革力量和反变革力量很快形成对立，并将为各自的政治和制度主张而展开搏杀，西班牙从此陷入长期难解的矛盾之中。

1812年宪法对欧洲的民生进步也做出了贡献。因为它不仅被视为欧洲最激进的宪法之一，而且被欧洲各国的激进民主人士奉为圭臬。从条文本身看，它应该是符合西班牙国情的。因为它在宣布保障公民自由及私有财产、决定实行间接普选、保障出版自由和规定法官不得罢免的同时，也确认了世袭君主制，尤其是确认了罗马天主教的唯一合法地位。但事实证明，它不仅无助于西班牙问题的解决，反而成了西班牙政治搏杀的先导。反法战争结束后，斐迪南七世于1814年3月回国。加的斯宪法的制订者们希望他对这部宪法宣誓，而他一回国却大肆复辟。除公开宣布废除这部宪法之外，他还恢复了战争期间被取缔的宗教裁判所，与罗马教廷重建关系，甚至废除查理三世对耶稣会士的敕令，恢复教士的特权。这种不肯妥协的态度使西班牙立宪派与专制派的斗争开始公开化，并且很快演变为内战。1820年，在立宪派兵临城下的压力下，斐迪南七世被迫对宪法宣誓，取缔宗教裁判所，释放并任用立宪派。但与此同时，外省依然在专制派的控制之下。更为严重的是，这场内乱在1823年引来了法国的干涉。由于路易十八的目的并非挽救体现着法国革命精神的宪法，而是保全斐迪南七世的王冠，所以内乱的结果是专制派最终获胜，法军的占领也一直持续到1828年。再次成功复辟的斐迪南七世没有显示出胜利者的大度，反而采取了极端残忍的报复措施。“在1823-1833年的十年间，革命者有五万多人被关进监牢，三万多人被枪杀、绞死、肢解”。

这种以暴禁暴的做法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使矛盾愈演愈烈。1833年，以王位继承问题为契机，两派的矛盾和冲突再次发生，并演变为长达7年的卡洛斯战争。在斐迪南七世于1833年去世之后，他的女儿伊萨贝拉在母亲克丽斯汀的监护下继承王位。西班牙王位传承的惯例是传男不传女。为了让女儿能够继承王位，他曾果断地废除了不许女子继承王位的撒利克法典。但正是在这一点上，专制派中的极端派极力反对，毫不相让。他们早在斐迪南七世去世之前就已汇集在他的弟弟唐·卡洛斯的周围，迫不及待地准备立他为王。于是，在伊萨贝拉继承王位的同时，卡洛斯也宣布自己为西班牙的国王，并随即发动叛乱，使王位之争演变为又一场内战。更重要的是，它演变为变革力量与传统力量之间的又一次兵戎相见。克丽斯汀因推行开明专制而代表并团结了倾向于变革的自由派，而卡洛斯则代表着反对变革和主张复旧的专制派。在为期7年的内战中，作战双方都非常英勇，也非常残忍。战争的结果是专制派最终落败。另外，由于自由派中主张民主和反教权主义的进步派已经占据上风，试图走折衷道路的克丽斯汀也失去支持，被迫逊位。伊萨贝拉二世亲自执政之后，逐渐把政治推上温和路线，使进步派一度失势。但进步党人不肯罢休。他们在与自由联邦党结成“九月联盟”，并于1868年通过军事政变把伊萨贝拉二世逐出国门之后，宣布推翻波旁王朝，实行普选、信仰及出版自由政策。这就是对此后西班牙历史造成重大影响，号称“光荣革命”的1868年革命。

1868年革命者的目标是“以英国或比利时为榜样，建立一个自由的君主立宪政体”。他们推翻波旁王朝，是因为对这个王朝已失去信任。可是，在他们好不容易为自己物色到并迎来一位国王时，他们内部的不断争吵又迫使后者最终选择了逊位。就这样，“1873年，西班牙别无选择地成立了一个共和国，而且是联邦共和国”。由于西班牙的革新派总是从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汲取革命思想，共和国的诞生应该说有它自身的逻辑。但是，对于所有西班牙人来说，共和国的诞生又纯属意外，因为连革命的发动者都没有这样的事先打算。或许正因为如此，共和国只维持了不到一年就结束了。在又一次军事政变中，波旁王朝再一次完成了复辟，由伊萨贝拉之子阿方索十二世就任国王。

西班牙在复辟王朝时期实现了难得的政治稳定。原因在于，在经历多次革命和互相残杀之后，西班牙的对立派别终于达成了妥协。妥协的结果是建立君主立宪制，并集中体现于1876年宪法。“该宪法规定，西班牙是世袭的君主立宪国，国家行政权由国王掌握，立法权归国王和议会共同掌握。议会由平权的两院即参议院（上议院）和众议院（下议院）组成。“1876年宪法可以看作是对1812年宪法的一种继承和改造，它对全体西班牙人一视同仁，在宣布天主教为国教的同时，也允许公民有其他信仰。除了承认言论和集会自由，也承认公证结婚的合法性。这部宪法还促成了一个责任内阁和一个两院制的议会，从而在西班牙建立起议会政治。在这种框架内，以卡诺瓦斯为首的保守派和以萨加斯塔为首的自由派达成默契，轮流执政。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不仅在于压制共和派和卡洛斯派，保证西班牙的政体不再发生动摇，而且在于极力营建一个能实现和保障国内稳定的体制，彻底结束革命动荡，以拥护王权的各政党轮流执政取代军事政变，使政治变革走上和平轨道。的确，这一目的在一段时期内达到了。而且，在难得的政治稳定中，西班牙实现了普选，实现了宗教与教育的分离，学校教育逐渐得到改善。与此同时，人口增长，生活水平提高，交通和通讯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一切使西班牙变得越来越像当时欧洲的先进国家。

然而，这种难得的稳定与发展仍然只是暂时的。关键原因在制度问题上，变革力量与传统力量，或者更准确地说，民主力量与专制力量的敌对和较量并没有真正结束，它不仅将随着一次重大民族灾难的发生而再次激化，而且将制造出更加可怕的民族灾难。

四　从君主制危机到佛朗哥独裁政权的建立

1898-1939年，西班牙经历了美西战争和内战这两次影响深远的重大灾难。前者使西班牙的制度问题不仅被再次激活，而且变得空前尖锐，从而导致了君主制的覆灭和第二共和国的产生。后者是西班牙制度问题的最后一次也是最剧烈的一次大爆发，民主势力和专制势力为此进行了全国范围的殊死斗争，结果，第二共和国灭亡，西班牙进入了长期的个人独裁时期。短短41年间，西班牙人为制度探索付出了前所未有的惨重代价。

如前所述，1898年是西班牙历史上又一个大灾之年，同时也是西班牙局势再次走向动荡的一年。在历时仅四个月、号称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即美西战争中，西班牙遭到彻底失败，不仅丢失了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和马利亚纳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关岛，而且搭上了几千条生命、两个舰队和15亿比塞塔的经济损失。1899年，在美国的支持下，德国又夺走西班牙在太平洋上仅剩的两块领地：加罗林群岛和除关岛之外的马利亚纳群岛。从而使西班牙的领地只剩下非洲北端的狭窄地带和靠近北非的大西洋上的几个岛屿。

军事上的奇耻大辱和殖民地近乎彻底的丧失使所有关心国运的西班牙人都受到了强烈震撼，也标志着西班牙称霸世界梦想的彻底破灭。一时间，对政府的抗议和谴责之声纷至沓来，西班牙该何去何从也成了一个极为尖锐的问题。由一些作家和其他知识分子构成的所谓“九八一代”，“宣称西班牙应该放弃独霸世界的美梦，而努力实现新的、现代化的理想”。他们甚至从制度本身寻找原因，开始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君主制本身。西班牙的社会思潮由此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因此，美西战争不仅使西班牙帝国遭到了致命一击，而且也预示着西班牙的国家命运将进入一个新的重大转折期。

近乎自然地，美西战争结束之后，西班牙内乱频仍，政局不稳，波旁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1898-1917年，西班牙共更换了20届政府，其中最短的政府只存在3天就垮台了。在1917年夏的大危机中，阿方索十三世本人也险些像沙皇尼古拉二世那样遭到被处死的命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班牙政府明智地选择了中立，不但使西班牙人避免了战争灾祸，而且刺激了国内经济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借战争发了大财。但是，它却出于抵偿在1898年战争中遭到打击的“民族自尊”的考虑，很不明智地发动了违背民愿的摩洛哥战争，结果连连失利，迭遭重创。与此同时，在美西战争的刺激和俄国革命的影响下，革命宣传、分离运动和工会运动都在迅猛发展，罢工和起义此起彼伏，甚至不乏焚烧教堂和修道院这样的暴虐事件。而交战国订货飞涨造成的经济过热，西班牙政府在德法战争中对德军的明显偏向，尤其是它在摩洛哥的军事行动及其溃败，无不为国内的混乱状态火上浇油，使事态更趋严重。

在正常统治已无以为继的情况下，为了平息骚乱，恢复秩序，阿方索十三世病急乱投医，只好求助于军事解决的办法，把政权交给里维拉将军。而里维拉则“立即中止了1876年宪法并通过关闭议会，结束了议会统治；他制订计划重整军队、教会和君主制度，即传统的维持秩序的支柱，他置新闻于严格的军管之下；取消了加泰罗尼亚名义上的自治权；他将商会内的活动权授予社会党分子，以平衡无政府主义者的势力。”不仅如此，在1926年，里维拉政府还同意大利签订友好条约，并模仿墨索里尼的职团制，在西班牙建立“管理和劳工委员会”，以解决劳资纠纷和发展经济。就这样，西班牙政治进入了为期7年的军事独裁期（1923-1930）。这种旨在维护君主制度的作法，实际上却从一开始就为这种制度宣判了死刑。

在一段时间里，独裁者里维拉“一方面靠审查制度维护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还得到了军队、教会和大企业的支持”。此外，由于靠镇压手段使西班牙的大批动乱分子流亡国外，他一度成功控制了国内局势。由于凭借法国的帮助暂时打赢了摩洛哥战争，他也一度也为自己博取了较高的声望。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当他试图以军事手段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实现振兴祖国的理想时，却不断遭遇挫折。就连许多将领也不再支持他，因为他试图干预军队中的传统晋升制度，使他们的利益受到了威胁。更严重的是，独裁政权本身是不得人心的。到了后来，在政治家和几乎整个知识界都激烈反对独裁政权，新的革命呼之欲出的情况下，已失去军队支持的里维拉明智地选择了隐退。没过多久，在1931年6月迫于人民压力而举行的市政选举中，随着共和派的获胜，支持过独裁政权的波旁王朝和它所代表的君主制也遭到了无情的抛弃，阿方索十三世只好携眷外逃。就这样，君主制度被和平推翻，西班牙又一次变成了共和国。

相比之下，第一共和国的出现和短暂存在纯属意外，而第二共和国的问世及其举措则体现出很强的目的性。在成立6个月之后，共和国推出了自己的宪法，宣布西班牙是一院制和“所有工人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宪法同时强调：西班牙将实行政教分离，不再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国家除不再对教会进行资助之外，还保证公民结婚、离婚不再受教会约束，所有的公立教育也都必须脱离教会控制。此外，宪法还赋予公民信仰、言论、出版及集会自由；允许共产党的合法存在；给予加泰罗尼亚少数民族以有限的自治权等。所有这些，不仅是对里维拉独裁体制的全盘否定，而且是在1876年宪法的基础上，对西班牙传统国家制度的一种带有根本性的改造。制度上的这一重大转换，使独立战争以来西班牙人的制度探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然而，对于传统势力过于强大的西班牙来说，这种重大的制度转换里蕴藏着巨大的风险。第二共和国在短短6年的时间里，历经立宪、左翼掌权、右翼掌权和内战4个时期，最终毁于战火。因此，决心“要使西班牙社会现代化，缩短欧洲与西班牙之间的差距”的西班牙共和主义者不仅没能借助共和制度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且最终使自己和西班牙人民都为这次制度尝试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著名的西班牙内战（1936-1939）。

其中的原因可以说非常复杂。从主观方面看，作为共和国的真正维护者，左翼势力在一些重要环节上处理不当，导致支持率下降，从而在关键时刻既无以自保，也无法捍卫共和国。例如，土地改革措施失当。改革的基本目标是让广大农户拥有自己的一份土地。但是，由于缺乏购买土地的资金，实际能得到土地的农户比预期的要少得多。与此同时，政府的购征计划虽然只针对大地主的土地，却也使为数众多的小地主感受到了威胁。因此，关系重大的土地改革在广大的农村几乎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再如，宗教改革行为过激。如前所述，1931年宪法在宣布信仰自由的同时，还取消了官方宗教，削夺了教会的许多权利。在天主教传统极为深厚的西班牙，这样的做法无疑是与广大的教士们为敌，本身具有危险性。至于解散耶稣会，没收其财产，以及取消国家对宗教活动及教士的补贴的做法，更是将大批天主教人士置于无以维生的境地。这种极端的反教权主义作法，又使共和国在另一个领域失去人心，尤其是失去了为数不少的天主教士的支持。

从客观方面看，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西班牙的共和主义者虽然在选举中获胜，但也不能简单地说这就是民心所向。因为实际情况是，共和主义“在众多的有力量的中下阶层和农民中没有真正广泛的群众基础”。这种情况决定了在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共和国容易失去民众广泛而坚定的支持。其次，“尽管西班牙的经济相对独立，受本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影响远不如欧洲各国严重，但共和国时运不济，建立于预算紧缩和通货紧缩的时代。到1934年，出口已降低了75%，工业生产停滞，失业人口几达一百万，其中七成在农村”。这种情况不仅容易使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而且容易使他们对新制度产生怀疑。再次，共和国实行的议会民主制，固然体现了共和国主义者的民主理想，却也成就了各种右翼势力的存在和发展，以及议会内部的不协调。而且，作为西班牙以往历史的一种延续，共和国内部几乎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左翼和右翼势力强大，中间势力弱小的局面。这种情况不仅不利于合理政策的形成，而且为共和国的命运投下了巨大的阴影。最后，在决定共和国命运的内战中，右翼势力不仅掌握了西班牙的精锐部队，而且得到了德、意法西斯的有力支持。而左翼政府内无良将精兵，外无民主国家的有效支援，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说左翼势力志在彻底改造西班牙的话，右翼势力的目标则是恢复西班牙的专制传统和历史光荣。因此，共和国内部的派别之争，不仅直接关系到共和国的存亡，而且实质上仍然是变革与传统之争。这种斗争越到后来越趋于激烈。例如，从1932年初起，共和党——社会党联盟执政，在经济及社会方面对西班牙实行重大改革。作为回应，右翼势力一方面加紧破坏改革，另一方面则积极展开夺权活动。1933年10月，西班牙法西斯分子组建了有名的长枪党，其目标是“把工人阶级争取到祖国一边，并梦想建立一个帝国，使工人阶级脱离马克思主义和‘外国’自由主义”。在11月的选举中，它与保皇党、天主教会等右翼势力组成西达党（西班牙自治权利联盟），并且如愿获胜。在一次引起轰动的竞选演说中，长枪党的创建者、前独裁者普里莫·里维拉之子安东尼奥·里维拉叫嚣说：“没有其他辩证法，只能用拳头和手枪说话！”这句话颇能代表当时整个右翼势力的强硬态度。西达党一上台就反攻倒算，几乎取消了左翼政府的所有改革成果。作为回应，在1936年2月的立法选举中，西班牙共产党、共和党、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同盟等左翼力量打出人民阵线的旗帜，利用广大民众对右翼政府的强烈不满获得胜利。但右翼不甘失败，他们如法炮制，举起民族阵线的旗帜，同样争取到了民众尤其是精锐军队的支持。不仅如此，他们还迅速发动叛乱，从而使共和国内部的纷纭政见迅速激化，并且演变为一场为决定共和国去留而进行的空前惨烈的内战，甚至因国际人士和国际势力的大量介入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场总演习。这场内战，让西班牙付出了将近60万人的生命代价：“30万军人阵亡，10万平民被处死，20万死于战争带来的疾病或轰炸。”内战的最终结果，是半个西班牙打败了另半个西班牙，是佛朗哥领导的叛军推翻了人民阵线领导的共和国政府。由此，共和国覆灭，西班牙又进入了一个独裁期，而且几乎长达40年。

五　政治高压下的高速发展

政治现代化的基本趋势和归宿是民主化。因此，新独裁政权的建立和长期存在，不能不说是西班牙政治的一个悲剧性倒退。然而，从西班牙此后的实际发展历程看，这种倒退有其必要性，因为它毕竟结束了多年来的社会动荡和政治纷争，使西班牙进入了一个将近40年的政治稳定期，从而也使其经济的恢复与持续发展成为可能。不仅如此，这种倒退还有其非凡的历史功绩，因为它换取了西班牙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经济与社会的飞跃性发展，从而也为终结独裁政权、永久性地削弱专制势力和实现政治民主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时期的独裁者，是佛朗哥。早在1936年10月1日，握有重兵且战功显赫的佛朗哥就被右翼势力任命为陆海空三军大元帅，并且被宣布为民族主义西班牙的国家元首，从而确立了他在右翼势力中的领袖地位。关于未来的西班牙，佛朗哥也是从很早起就有了自己的构想。1937年7月，在接受合众社记者采访时，佛朗哥表示：“西班牙将实行合作方式，结束毒害人民的自由体制……西班牙将借鉴德国和意大利的经验，但使之符合民族特性。我们将使它成为适合民族尺寸的衣服。”也就是说，他打算终结西班牙多年来的自由主义尝试及其成果，在西班牙建立一个具有西班牙特色的法西斯独裁政权。而且，在他看来，这种制度是西班牙传统制度的合理延续和真正希望所在，而自由主义则是导致西班牙多年来落后挨打的罪魁祸首。以他在20年后接受《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所说的话为例：“我们的现行制度绝对源于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体制、我们的心灵，并以之为基础。自由主义正是丢失了、污染了这些源泉。忘记了西班牙心灵的需要，使我们在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时间经受折磨，使我们付出了丢失帝国和灾难性的衰落的代价。”佛朗哥的这套建国理论及其做法，就是著名的佛朗哥主义。不难看出，佛朗哥主义是作为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它要把自由主义的一切成果推倒重来，使西班牙在回到传统的基础上谋求全面复兴。

同样是在内战期间，佛朗哥已经为未来的政体搭好了基本构架。在这个基本构架中，“合并了长枪党、卡洛斯派和西班牙国民党以及其他的小派别”的国家主义运动（FET）“是主要的角色，但并不进行统治；恢复了天主教会在教育和重要文化影响方面的垄断地位；对所有形式的反抗进行残酷镇压；最重要的是，佛朗哥本人进行全面控制，其地位不容置疑”。内战的最终胜利更是给了佛朗哥全面推行佛朗哥主义的机会。1939年4月1日，在右翼军队占领马德里，推翻共和政府之后，佛朗哥利用长枪党、教会和军队这三大支柱，在全西班牙范围建立了独裁统治。他自任国家元首，取消其他一切政党与共和时期的代议制度，颁布“关于一切权力归国家元首”的法令，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大权都由他一人独揽，内阁各部部长，所有军、政要员甚至主教都由他任命，一切法律、法令都由他批准。不仅如此，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还极力制造白色恐怖，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致使“数千名共和党的同情者遭到集体处决，上百万人被审问囚禁”。他也使大批西班牙人流亡到欧洲及拉美各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佛朗哥在国内继续推行恐怖统治，对长枪党以外的党派，尤其是共产党和社会党党员，大肆搜捕、关押，甚至处死，而且还使用过阉割刑和绞刑，直到1963年才取消。人民的民主及自由权利被剥夺殆尽，任何反对严格控制言论、新闻、结社的呼声都会遭到严厉的打击。

佛朗哥的这种暴虐统治，不仅给众多的西班牙人制造了痛苦和灾难，而且一度引起了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强烈不满。1946年2月9日，联合国以45票对2票把西班牙逐出一切国际机构。当年12月，联合国又通过一项决议，建议所有联合国成员国从西班牙召回大使，决定只要西班牙保持现行制度，今后就不接纳西班牙为联合国会员国。就这样，佛朗哥主义的西班牙被强行隔离了。遗弃它的不仅是欧洲，而且是整个世界。

然而，同样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佛朗哥的铁腕统治之下，西班牙不但实现了多年来不曾有过的社会稳定，而且在逐渐打破外交坚冰和改善国内政策的基础上，实现了国人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经济起飞，甚至发生了一系列有利于长治久安和继续推进国家现代化的重大变化。

佛朗哥政权最引人瞩目的成就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促成了西班牙的经济起飞。在5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内战的严重破坏，也由于西方及国际社会对西班牙的隔离，西班牙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极其缓慢，“平均每年仅以大约百分之一点八的速度爬行，生产只能限于低水平的自给自足”。被西欧多数国家远远地甩在后边。在被孤立于西方经济之外的情况下，西班牙一方面只能实行自给自足的政策，另一方面则一度把这种政策视为“永久的理想”。然而，到了5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内经济的逐步恢复，自给自足的体制已无法满足其进一步恢复和增长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亟需加入世界经济，以寻求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原料和产品市场。因此，佛朗哥政府从1959年起放弃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转而推行对外开放和与西方接轨的“稳定化计划”。结果，外国贷款、旅游业收入和侨汇的急速增长使西班牙的经济尤其是工业很快实现了奇迹般地起飞。1960-1973年，在西欧各主要国家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仅为4.5%的情况下，西班牙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7%，仅次于亚洲的日本，因而被誉为“欧洲的日本”。更重要的是，14年的高速发展使西班牙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使西班牙从一个原本落后的农业国跳跃性地升级为先进的工业国。1975年的西班牙甚至号称“世界第十大工业强国”。工业的快速增长再次使大批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但其原因和意义已与内战结束之初完全不同。40年代时，西班牙尚有一半的人口从事农业。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多达80万的小农已经离开了土地。而根据1978年的数字，西班牙的农业人口已降低到法国的水平。因此，即使从经济结构方面看，西班牙已经与世界强国相差无几。总之，在佛朗哥统治后期，西班牙在医治战争创伤的基础上奇迹般地完成了工业化。

佛朗哥政权在经济领域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不仅得益于其成功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班牙国际环境的改善。这种改善是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主观方面说，为了改变西班牙被国际社会“隔离审查”的不利局面，佛朗哥政权从40年代中期起加强了西班牙与拉美和阿拉伯国家的传统关系，而阿拉伯国家的投票在促使联合国于1950年取消对西班牙的外交制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至1955年，西班牙如愿以偿地成为联合国成员国，重新加入了国际社会。从客观方面说，美国在结束西班牙孤立状态以及刺激西班牙经济发展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53年，“当杜鲁门政府担心苏联涉足欧洲和北非时，西班牙在二战时的态度被既往不咎，美国与之签订了一项协议，以2.26亿美元为交换条件，取得了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军事基地使用权”。由此揭开了主动接近西班牙的序幕。随后，在1969年和1970年，同样是在出于战略考虑的情况下，美国又先后两次与西班牙签订协定。根据这几个协定，西班牙共向美国提供了3个空军基地和1个海军基地，美国则除了向西班牙提供一定的军事及经济援助之外，还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及农业生产等方面与西班牙展开合作与交流。在美国的影响和带动下，西欧各国也先后取消了对西班牙的孤立政策。1958年以后，西班牙又相继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至此，西班牙不仅成功地摆脱了孤立状态，而且在资金、技术等方面获得了强大的国际支持，为发展国内经济赢得了大好机遇。佛朗哥政权正是以此为契机，推行对外开放政策和实施“稳定化计划”，从而促成了西班牙经济的飞速发展，并且在极短时间里使西班牙完成了由落后的农业国到发达的工业国的根本转变。

在经济飞速发展和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时代背景下，西班牙的社会也在改良和重组。促成社会改良和重组的，除了经济的巨大发展，还有佛朗哥政权的一些具体政策。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里，佛朗哥政权的性质和政策基调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已由“胜利的独裁政权”变为“发展的独裁政权”，政策在积极转变，统治手段也越来越趋于温和。佛朗哥本人也变得越来越像一个“仁慈的族长”，而不再是一个“胜利的将军”。他“广泛推行了社会福利制度，将所有工人纳入到社会福利体系之中，为无力支付医药费用的西班牙人提供免费医疗，给穷人提供福利住房”。使西班牙社会变得不仅比以往富足，而且比以往公正。佛朗哥政权还大力推进扫盲运动，发展国民教育，“教育制度也更为自由化，数千名西班牙人有了上大学的机会”。1967年，佛朗哥政权甚至通过一项宗教自由法案，放松了天主教对其他宗教信仰的控制。就连佛朗哥维持独裁的一大法宝——新闻检查制度——也在松动之中，“对报刊的检查少了，出版物丰富了，批评性言论也大胆了”。而在整个佛朗哥时代，西班牙在社会领域发生的最值得注意的变化应当是以下两点：其一，与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基本同步，西班牙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中产阶级化。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在结构方面，西班牙社会从1957年到1978年期间的变化比前一世纪的变化还要迅速”。在佛朗哥政权结束之际，西班牙的人口已达3500多万，其中一半以上已属于中产阶级。其二，教会自身完成了历史蜕变。在西班牙以往的历史上，天主教历来是专制统治的重要支柱之一。在西班牙内战中，它是右翼势力的有力支持者。在佛朗哥独裁政权中，其历史地位也一度被恢复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然而，也正是在佛朗哥独裁时期，西班牙教会却逐渐主动迎合世界潮流，不仅开始对其他宗教信仰持宽容态度，而且不再完全站在政府一边，反而在很多时候能够代人民立言，甚至要求政府给予人民表达意愿的权利，对政治犯和流亡者实行大赦。这两大变化意味着，在佛朗哥的独裁政权下，西班牙社会已经逐步实现了现代化。

政治领域的变化也是明显的。变化主要体现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独裁政权在某些具体政策上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与缓和。更重要的是，对西班牙未来的政治制度做了精心的安排和设计。早在二战结束之际，佛朗哥政权已经开始根据形势需要逐步改善自己的体制、政策和宣传口径。1945年10月起，佛朗哥在媒体上不再被称为领袖，而改称为国家首脑。同一年，他还首次谈及未来的国家政权问题，声称自己是君主制的拥护者。1947年3月31日，佛朗哥发表宣言，将他的政权正式定性为由他担任行政首脑的天主教王国。并且规定，在他去世或不能视事之后，将由一位波旁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就任国王。当年7月，这一宣言被提交全民公决并获通过，使佛朗哥的个人决定被成功转化为民众意愿。从此以后，西班牙虽然暂时还没有国王，但在名义上已经变成了王国。1969年，佛朗哥又确定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胡安·卡洛斯为西班牙的未来国王，而“胡安·卡洛斯宣誓效忠于国家主义运动的原则，将在佛朗哥身后继续实行佛朗哥主义”。就这样，佛朗哥在逐步调整其统治方式的同时，也为自己的政权安排了一个符合其理想逻辑的出路。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富有远见和积极稳妥的安排。因为，它保证了西班牙政权的平稳过渡。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安排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因为它的内核，也就是佛朗哥主义，随着西班牙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急剧转型，已经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基础。所以，佛朗哥处心积虑安排的未来政权，无论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都必将否定和抛弃佛朗哥主义，使西班牙完成又一次制度转换。这种转换，就是由专制再次转向民主。幸运的是，由于万事俱备，再加上国际大环境的变化，这次转换是平稳的，西班牙终于走出了多年来由于制度问题而反复发生政治动荡甚至是民族悲剧的历史怪圈，其现代化也终于进入坦途。

六　平稳的政治革命与搭车式快速现代化

如上所述，在佛朗哥时期，西班牙的现代化已经在诸多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这种现代化又是畸形的，因为它不仅不包含政治民主化，而且事实上是以牺牲民主和自由为代价的。因此，在佛朗哥之后，如何推行政治民主化和全面实现现代化，成为摆在西班牙人面前的新课题。事实证明，他们抓住了时代赋予的各种机遇，及时、顺利并且非常成功地完成了这一课题。

在佛朗哥于1975年去世之后，根据上述安排，胡安·卡洛斯正式就任国王，西班牙的政权实现了平稳过渡。应该说，这不仅是佛朗哥的成功之处，而且也是当代西班牙人的幸运。不过，如果以佛朗哥自己的政治理想为着眼点，他显然选错了接班人，因为新国王在1975年11月22日的登基演说中，就已经向国民透露了自己要进行政治改革的意向。随后，他也没有像他当初在誓言里所承诺的那样继续实行佛朗哥主义，而是作为佛朗哥主义的有意终结者，对西班牙进行了坚决的民主化改造。

当然，就西班牙的实际情况而言，这种改造是必要而及时的。事实上，早在佛朗哥去世之前，“从1939年继承下来的独裁主义日益成为时代的错误，不仅在欧洲不合时宜，而且也不适合70年代的‘现代’西班牙社会……政治制度要容纳经济变化所产生的冲突和期望已越来越困难”。当时的西班牙已经需要通过政治上的革命性变革来理顺一切关系，但佛朗哥本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任务只能留给胡安·卡洛斯国王和他的历届政府。事实证明，他们不但勇敢地承担了这一任务，而且完成得很出色。

新政权的最大任务和最大功绩是使独裁专制的西班牙变为自由民主的西班牙。这一过程并非没有遇到阻力和风险，它也遇到过右派的阻挠，甚至还遇到过不止一次的军事政变威胁。但总体来说，反改革的力量已经不足以与支持改革的力量抗衡。因此，这场革命性的变革进行得异常顺利，并且是自上而下、循序渐进、以和平过渡的方式完成的。既没有因为阻力而出现政策的大倒退，也没有因为改革而引发剧烈的社会震荡。

究其原因，除了新政权在推进改革方面决策对路、举措适当之外，最根本的应当是西班牙社会在佛朗哥时期已经产生了真正民主变革的需求，特别是已经具备了迎接和承受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胡安·卡洛斯国王在就职演说中透露的信息不仅体现了他个人的政治理想，而且代表着新时期西班牙人的主流愿望。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1976年12月的全民公决。在这次全民公决中，2200万年满20岁的西班牙公民就是否赞成“政治改革以及规定在1977年6月举行立法选举的法律草案”进行投票表决。结果，政府的改革计划赢得了压倒性的支持。根据这项法律草案，佛朗哥时期的一院制议会将变为由众议院和参议院构成的两院制议会，并且都将在秘密和直接普选的基础上产生。这可以说是西班牙政治转向西方代议制民主的重要开端。

在1977年6月的大选中，积极参政的选民抛弃了极右派和极左派，苏亚雷斯领导的“民主中心联盟”（由基督教民主党、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从此以后，作为民主化成果而产生的苏亚雷斯联盟党政府在继续推进民主化方面获得了巨大成功。成功的主要标志是确立民主立宪君主制的1978年宪法。这部宪法“是第一部不由政党意志决定的宪法，而是代表了各主要政党之间的妥协的西班牙宪法”。它“放弃了把天主教作为官方宗教和国教的作法，并为离婚开通了道路”。它还充分吸取历史教训，融进了能够确保政府稳定的种种机制。此外，这部宪法还确立了自治原则，为解决地区问题提供了合理途径。民族自治是关系到民族统一并且困扰历代西班牙政府的老问题。佛朗哥政权曾以民族的统一和伟大为借口，完全压制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治要求。而新政权则在谴责地方恐怖主义活动的同时，决定加速地域自治进程，并且将自治原则列入宪法，把西班牙划为17个自治区，使民族自治权在数百年来头一次得到了国家的承认和尊重，并且逐渐得到了妥善解决。在新制度下，17个自治区都“有自己的政府、立法和司法权，并自行处理社会公益事业、住房、卫生、农业、文化、城市规划等问题，在巴斯克地区，甚至警察也是地区自办的”。

从1982年10月的大选开始，西班牙的政党制度又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民主中心联盟”遭到惨败但并没有引起动荡的情况下，开始向西欧的两党制或多党制靠拢。在这次大选中，社会党以绝对优势赢得胜利，这使得社会党自1936年以来第一次成为西班牙的掌权者。与此同时，“民主中心联盟”的议席由168个锐减至12个，而保守的人民联盟的议席却从当初的9个猛增到106个。社会党与人民联盟的同时崛起，构成了延续至今的西班牙两党制的雏形。这表明，西班牙的民主政治从此进入了成熟期。

新政权的另一重要任务和功绩是使西班牙彻底结束政治孤立并加入欧共体。诚然，如前所述，在佛朗哥时代后期，西班牙的孤立状态已经有了很大改观。但是，这种状态特别是政治孤立状态并未完全结束。因此，西班牙的新政权除了继续加强与西方世界的联系之外，还主动把友谊之手伸向苏联、东欧和拉丁美洲各国，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以1975年和1986年的情形对照为例。1975年，来西班牙访问的外国元首只有马耳他的明托夫。而在1986年，来访的外国元首已多达29位，从而使西班牙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赢得了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同样的地位。加入欧共体是西班牙人自佛朗哥时代起就已努力追求的重要目标。早在1962年和1970年，西班牙就已经先后两次申请加入欧共体，但皆因它在政治上违反欧共体的民主原则而遭到断然拒绝。1977年7月28日，政治上已经迈开民主化步伐的西班牙第三次向欧共体提出申请，并逐渐得到积极回应。经过漫长的谈判，它与葡萄牙一起于1986年元旦正式成为欧共体的成员国。在这一过程中，西班牙逐渐承担了一些国际义务，但更多的是争取到了许多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好处。同一年，经过公民投票表决，西班牙还成功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新政权还使西班牙的国民经济在总体上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应该说，新政权从一开始就遇到了经济衰退的考验。因为，开始于1973年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也严重波及西班牙，使西班牙的民族经济受到沉重打击。不过，新政权通过积极应对，不仅使西班牙成功挺过了这一难关，而且“使它的经济结构适应新的国际分工，有能力参与西方国家的许多基础工业的竞争”。80年代中期以后，西班牙的经济又进入了新的高速增长期，并且与成功加入欧共体有着很大的关系。和葡萄牙一样，在加入欧共体之前，加入这一组织的愿望不仅为西班牙的经济发展明确了目标，而且增添了动力。而从谈判开始到正式加入，西班牙又不断从欧共体那里获得了包括资金、市场和结构优化在内的诸多利益。在正式加入欧共体之后，西班牙从中获得了更多的好处。以1988-1993年为例，西班牙不仅从欧共体获得了成4倍增长的结构基金，而且促成并得到了一大笔聚合基金。该基金名义上用于改善交通设施和净化环境，实际上则是为了在缩小成员国之间贫富差距的基础上构建欧洲货币联盟。正是凭借诸如此类的强大支持，西班牙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这一时期实现了快速增长，并且迅速缩小了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差距。1985年，西班牙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欧盟15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66%。而到了1994年，这一数字已跃升为77%。正是依靠这样的发展势头，西班牙不仅保持而且进一步提高了它自佛朗哥时代以来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地位。

凡此种种，特别是政治改革和基于政治改革的社会改革及文化改革等，都使西班牙脱胎换骨，彻底改变了佛朗哥时期的社会面貌和国际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不再是一个血腥、恐怖、保守和畸形发展的政治怪物，而是一个民主、自由、富足、欣欣向荣的美丽国度和已经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后现代社会。一切似乎来得很容易，但实际上极其艰难。因为，西班牙人曾经多次为此付出过巨大而昂贵的代价。

小结

放在欧洲的背景下考察，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现代化历程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其中最基本的相似之处在于全部历程的先发后至特性，即与英、法、荷、德等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它们的现代化起步较早，但完成较晚。

之所以说葡萄牙的现代化起步较早，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葡萄牙不仅建立了欧洲的第一个民族国家，而且在此基础上一度出现了明显的近代变革的趋势。其次，更为突出的是，葡萄牙是近代欧洲开风气之先、第一个走上海外扩张道路的国家。而历史已经证明，近代欧洲列强的崛起，海外扩张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后来的历史又表明，曾经领先一步的葡萄牙只是出现了兴盛一时的繁荣景象，却没有实现甚至是长期中断了切实的发展，所以很快就被其他欧洲列强甩在了后面，而且差距越拉越大，直到20世纪中期。西班牙是紧随葡萄牙走向海外扩张，揭开世界历史新时代的国家。近代海外扩张不仅是人类航海科技实现突破性进展的产物，而且成为此后世界列强掠夺财富、富民强国以及推进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国家刚一成立便发起海外扩张并获得巨大成功的西班牙也算得上是国家现代化的先行者。只不过，海外扩张毕竟是国家现代化的外因，如果没有国内经济、社会及政治的结构性变革和发展做基础或相呼应，或者无助甚至有碍于这类变革和发展的实现，便无益于国家现代化。西班牙直到18世纪才开始有意识地谋求国家的现代化，而此时的它在国家实力上已经被其他列强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所以只能沦为一个现代化的追赶者，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它只能迟到性地踏进现代社会的门槛。

据此，可以认为，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现代化不仅属于同一模式，而且可以通称为先发后至的现代化模式。

与欧洲的其他现代化模式相比，这一模式的要义在于，首先，属于这一模式的国家曾经在现代化道路上先行一步。其次，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已经完成。再次，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现代化进程在大多数时间里处于落后状态。因此，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固然不可忽视，但更值得重视的应当是导致其长期落后的原因。或者说，关于它们，更值得重视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个问题：它们的现代化为什么虽然先发却又后至呢？

笼统地说，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育和政治改良，甚至作为国家现代化基本保证的民族统一（比如意大利）等，受到了各种因素的过多干扰和延误。具体到葡萄牙和西班牙，则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

其一，经济发展被长期忽视和搁置。现代化固然是一项系统工程，但主要还是取决于经济的工业化。没有经济的工业化，就无所谓现代化。而且，没有经济的工业化，社会的现代转型和政治民主化也会缺乏真正的基础。现代化的后进国家在有意识推进其现代化的过程中，之所以容易发生剧烈的动荡，基本原因正在于政治先行，本末倒置。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现代化之所以迟迟不能实现并且屡遭挫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太长的时间里，它们只看到掠夺和消费的好处，却未意识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并付诸行动。等它们被迫意识到这一重要性和自己的全面落后状态，并且决心有所作为时，它们与现代化先进国家的差距已经被远远拉开了。

其二，帝国事业的消极影响太大。诚然，帝国事业带给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好处是不可否认的。比如，即使在帝国衰落至完全解体的漫长时期里，它们在世界范围内依然属于强者，并且可以像寄生虫一样，依靠殖民掠夺，维持自己的基本消费。再比如，帝国事业毕竟给它们带来过巨大的荣耀，而这种荣耀，正如西班牙佛朗哥主义所昭示的那样，是它们在困境中谋求民族振兴和国家现代化的一大精神动力。但是，帝国事业对于这两个国家的现代化而言，其消极影响却非常之大。首先，殖民掠夺的巨大成功和长期延续即使不是进一步延误、也至少是长期抑制了这两个国家发展生产特别是发展工商业生产的需求和动力，从而也长期延误了它们的现代化进程。其次，帝国事业本身是个巨大的包袱，其营建和维持都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本身不利于甚至往往直接有害于其现代化事业的推进。例如，自从15世纪迈开海外扩张步伐以来，葡萄牙的发展重心长期放在海外殖民地，而不是国内事业上。或者更为确切地说，长期以来，葡萄牙人不仅特别重视对海外殖民地的经营，而且经常把海外殖民地视为解决国内问题或谋求国家发展的基本手段，以至于国内事业的发展往往被置于次要地位。这种倾向虽然在其东方殖民帝国解体之后有所改变，但具有很大的不彻底性。只是在非洲殖民地实现独立、葡萄牙不再有殖民地可以依赖之后，葡萄牙人才能够完全收回注意力，把全副精力投入到国家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再如，16-18世纪，西班牙统治者即使不是把全部精力，也至少是把大部分精力投放于本土之外的帝国事业。庞大事业的维持和不切实际的追求日益超过了西班牙人的实际承受能力，给国家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这种内外事业轻重倒置的情况直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才开始明显改观。不过，殖民地事务仍将长期分散西班牙人的精力，甚至在特定时候会成为左右国民情绪、严重影响国家政局及发展道路的重要因素，如美西战争、摩洛哥战争等。直到20世纪中期，随着西属非洲殖民地的独立，西班牙才彻底解除了殖民包袱，使一心一意谋发展变为可能。

其三，专制守旧的势力过于强大。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现代化之所以迟迟不能完成，甚至颇多挫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专制守旧的势力过于强大，对其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对其制度变革构成了极大的阻力。在这两个国家，专制守旧的势力之所以异常强大，主要是因为它们长期坚持以天主教治国，而在20世纪中期以前，强大的天主教势力一直视一切革新为异端。因此，在它们的现代化历程中，不仅有过宗教裁判所祸国殃民的种种恶行，而且在民主力量与专制力量的对决中，天主教总是站在后者一边，成为制度革新的拦路虎。从而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两个国家的制度现代化会经历那么多严重挫折，并且在实现政治民主化之前，几乎同时经历了一个为时不短的独裁时期。佛朗哥甚至不仅复活和加强了天主教在西班牙的地位，而且为西班牙设计了一个新的专制王权，自己则甘愿做这一未来政权的看守人。照此设计，若非天主教本身在佛朗哥时期发生了变化，佛朗哥以后的西班牙政治民主化进程不知会遇到多大的麻烦和阻力。

行文至此，我们不难从这两个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及其经验教训中得出几点有益的启示。首先，发展是硬道理。一个国家，如果长期不重视其经济建设和生产力的发展，必将在现代化的竞争中落伍。而落后的局面一旦形成，就非短期内所能改变。因此，对于当前正在向现代化目标迈进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无论由谁执政，其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都应当是发展生产力。其次，稳定是发展的根本保证。葡萄牙和西班牙为制度探索所付出的历次惨痛教训，以及这两个国家能够分别在萨拉查独裁和佛朗哥独裁时期实现经济与社会突破性发展的事实证明，光有发展的决心和努力是不够的，为了发展，还必须强力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20世纪中期以来，东亚的威权主义也证明了“威权”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阶段性的合理性。再次，制度革新只能以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和水平为依归。在后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制度革新是必须的，但又是最难以驾驭的。以西班牙为例，从19世纪的革命风暴到20世纪30年代的内战，内乱频仍，损失巨大，发展受限，而归根结底，主要是其制度革新的努力超前所致。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其政治民主化不仅没有借助暴力革命的手段进行，而且进行得异常顺利，而政治民主化赖以成功的深层原因，却是佛朗哥独裁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与社会的现代转型。因此，对当今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在准确把握国情和尊重民意的基础上，通过积极稳妥的改革实现制度革新，以切实维护稳定和保证发展，是历任执政者不得不认真面对和予以解决既复杂又微妙的巨大难题。

在欧洲国家中，属于先发后至现代化模式的国家应当还包括意大利。因为，一方面，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故乡。而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一样，都是欧洲乃至整个人类世界开始步入新时代和开启现代化历程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意大利的现代化也是迟到的。限于篇幅，本书只能忍痛割爱了。


第三章　英国：温和渐进的发展模式

英国是一个小国，位居欧洲西北角，处北海之中，面积24.4万平方公里，目前人口不到6000万。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英国一直处在世界文明的边缘，被动跟随西欧文明的主体。但近代以后，英国迅速崛起，从一个偏远的岛国变为欧洲的强国，再变为世界大国，最后成为首屈一指的世界最强国。但20世纪以后它又衰落了，现在，它退回了欧洲，再次变成欧洲地区性的国家。大约在500年中它转了一个圈，从欧洲走出来，又回到欧洲。但它留下的遗产是不可计量的，没有近代的英国，就没有现在这个世界。英国给现代世界打下了深刻的印记，它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成就都为世界其他地方提供了摹本，可以不夸张地说：英国开创了一个新的文明——现代文明。


第一节　英国的自由传统与民族国家的建构（15-16世纪）

不列颠岛上很早就有人居住，在几千年时间里，许多种族进入不列颠岛，形成一个混合的民族。这个民族包含着伊比利亚人、大杯人、克尔特人、罗马人、盎格鲁萨克逊人、丹麦人、诺曼人等众多种族血统，是多民族混合的结果。岛国的地理位置使它对外开放：在早期历史上，海洋提供进入不列颠的通道，因此它不断受到外来力量的侵犯。

公元1世纪开始，不列颠受罗马统治，一直延续到公元5世纪初。后来盎格鲁-萨克逊人进入不列颠，从而开始了漫长的从部落社会向封建制度转变的过程。英国封建社会因“诺曼征服”而最终形成。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率法国诺曼底地区的贵族组成大军横渡海峡，打败英王的军队，建立诺曼王朝。诺曼王朝把当时欧洲大陆盛行的等级分封制带到英国，完成了盎格鲁萨克逊人时期就已经开始的封建化过程。在这个制度下，国王把土地分封给亲兵和贵族，换取他们的封建义务（主要是军事义务）。为了履行军事义务，贵族再把土地分封给他们自己的附庸，层层分下去，形成一个金字塔形的等级结构。社会的一切权力，包括政治权、经济权、司法权、地方治理权、军权、铸币权等等，都随土地层层分割，造成了社会的彻底“碎化”。在封建社会，基本的社会单位是“领地”，国王的权力受到限制，“国家”的概念非常淡薄，“领主”与“领地”更加重要，而不是国家。因此，诺曼人入主英国以后一二百年中仍把自己看作是“法国人”（他们是法国来的领主，还说法语），直到后来才意识到自己已不是法国人。

但与西欧大陆相比，英国的王权却相对强大，这是由威廉在征服时保留了较多的王室领地、并强迫大小贵族一律向国王本人宣誓效忠而造成的。这种情况使英国在中世纪时国王与贵族间形成一种平衡，双方都企图争夺优势，但都没有成功。贵族与国王的争夺留下一笔历史遗产，即英国的“自由”：贵族曾强迫国王签署《大宪章》、《牛津条例》等一系列保护贵族特权的文献，其中对国王的权力予以明确限制。这些文献后来被其他阶层所利用，就成了限制国家的权力、保护人民利益的依据。不过在中世纪，民族与民族国家都有待形成，而克服混乱、建立统一的国家则是当务之急。到中世纪晚期，这个任务就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了；当时，欧洲正处在向近代转型的前夜，哪里先建成统一的民族国家，它就能先迈进近代世界的门槛。

一　王权的强化

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王权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中世纪欧洲，只有王权代表统一，其他力量都是地方性的，只会造成分裂。王权通过集中所有的权力于一身而翦除地方势力，它建立专制的统治，成为专制君主，用专制作为武器统一国家，因此是国家统一的象征。在专制制度下，旧的领地贵族被消灭了，新贵族是从卑微的社会阶层中提拔上来的，他们依附于国王，听命于国王，协助国王治理国家。在构建民族国家的时刻，专制主义是一种需要，国王成为民族统一的象征、民族抱负的核心和民族尊严的目标。

英国是较早形成专制制度的国家，这是由玫瑰战争造成的。在玫瑰战争中，约克和兰开斯特两个家族争夺王位，为此不惜兵戎相见。战争打了30年，结果是旧的封建领地贵族自相残杀、消灭殆尽，一个新的势力崛起。这个势力代表着国家的统一与和解，在消灭封建势力的基础上，建立了都铎王朝。都铎王朝是英国的专制王朝，它把英国引上了民族国家的发展方向。这一步对英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后来的历史证明：没有民族国家，就不会有强大的英国，也不可能向现代社会发展。恩格斯曾经说：“对于英国，幸而旧的封建诸侯已经在红白玫瑰战争中自相残杀殆尽。”英国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一步居先，这是它走向世界强国的第一步。

都铎王朝的创始人是亨利七世，他致力于建立专制王权，他上台后压制贵族势力，对叛乱分子无情镇压；他从市民阶级中擢升新人，让他们管理国家。在他的统治下国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集中与统一，恩格斯对此曾有高度评价，他说：“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

亨利七世的儿子亨利八世巩固了专制的权力，1533年他在《上诉法》中宣称：“根据历代信史，现特郑重宣告如下：本英格兰为一主权国家，并一向为世界所承认，受一最高首脑国王之统治，他具有本主权国君王的尊严及高贵身份，受制于他并仅次于上帝之下因而应天然谦恭地服从于他的，是整个国家政治体……他受全能上帝的仁爱嘱托而受命有完全、绝对、全部之权力。”这就是说：国王统治着一个主权的国家，这个国家享有最充分的对内、对外主权。在这个时候，专制君主以“国家”的名义行事，君主的个人权力与“国家”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亨利八世实行著名的宗教改革，由此而排除了一切外国势力对英国事务的干预。亨利八世命令没收修道院的财产，结果，不到几年教会便丧失了巨额的财富。被没收的地产除一小部分被捐赠给新主教区外，大部分被国王出卖，从而充实了王室的金库。通过以上措施，亨利八世提高了国王在财政、司法、宗教、文化方面的控制权，使英吉利民族的共同体——一个民族国家完全定型。

亨利八世的女儿伊丽莎白进一步巩固了这个国家。伊丽莎白继位时，国家正处于危急关头，她的兄弟和姐姐十年的统治曾造成国家严重的宗教分歧，而西班牙和法国又都对英国虎视眈眈。伊丽莎白是一位非常英明的君主，她首先巧妙地解决了宗教问题，在两种极端力量中取了一个中间点，从而保证了民族的团结。她随即大力扶持工商业，发展国内生产，鼓励对外贸易，还建立济贫制度。她执行巧妙的外交路线，为英国争取到几十年和平的国际环境。在伊丽莎白统治下，英国第一次出现高度繁荣的局面，国民财富不断增加，王室金库也更加充实，英国成为一个富裕的国家。凭此实力，她开始打破外敌的围困。1588年，英国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战胜“无敌舰队”是一个标志，标志着英国已成为欧洲大国。它表示西班牙的霸权已经过去了，英国正在走向世界舞台。

都铎王朝完成了两项历史使命——统一、建立民族国家，从而为英国的勃兴打下了基础。民族国家的出现使英国迎来它第一个鼎盛的时代，到16世纪末，英国已经崛起，出现了生产发展、贸易发达、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文化艺术辉煌的繁荣景象，它从文明的边缘走进欧洲强国之列。究其因缘，我们应该说：是民族国家为它提供了兴盛的基础。

二　重商主义

民族国家要和重商主义相结合才能把国家引上现代的发展方向，这一点在英国也表现得很清楚。都铎君主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把重商主义作为立国之本，始终不渝地追求财富，这和当时民族的追求恰好一致，因此专制君主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再次奇妙地结合在一起。

重商主义是一种早期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而更多地也是国家政策，这是一种商业资本的思想意识，它在工业社会挺进之前，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马克思说：“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但英国的重商主义后来超越早期那种一味强调金银积累的“货币平衡论”，而转向注重商品交换的“贸易平衡论”。因此，它与直接从海外抢劫金银的早期重商主义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有所不同，它注重发展本国生产，试图用更多的商品去换取财富，所以农业与手工业生产就成了政府努力发展的目标。这种态度的转变，使英国最终跨越重商主义阶段，而进入工业主义。后来英国最早进入工业革命，与这一思想基础有关。

重商主义学说经历了两个阶段。早期重商主义又称重金主义，主张在对外贸易中多卖少买或不买，要求用行政手段禁止货币输出，增加货币积累，即通过调节货币的运动来达到积累的目的，这就是所谓的“货币平衡论”。晚期重商主义又称重工主义，主张大力发展能在国外大量销售的商品生产，为此可以扩大对外国原料的购买，允许货币输出，但要求保持输出超过输入，通过调节商品运动来达到货币积累的目的，这就是“贸易平衡论”。英国晚期重商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家是托马斯·曼，他在1621年发表《论英国对东印度的贸易》一书，其中说虽然东印度公司向国内运进很多原料，花了很多钱，但原料加工成制造品再输出而换回的金银远比输出的金银多得多。1630年他对该书进行修改，易名为《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这成为晚期重商主义的经典著作。书中写道：“输出我们的货币借以换得商品乃是增加我们财富的一种手段。”他指出：财富源于“在我们的大自然上加以技艺，在我们的自然资源上施加劳动”。这就是说，生产是财富的来源，靠出售产品而得以致富。

都铎王朝自觉地执行重商主义政策。亨利七世就运用他强大的政治权力来保护商人，支持他们反对封建领主，反对外国竞争者。他禁止金银出口，奖励船只建造，支持对外贸易。为了使新兴的英国民族国家在同欧洲国家的贸易中处于平等地位，亨利七世与外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贸易保护战，保护了英国的利益。伊丽莎白女王为改变英国商人在对外贸易上的不利地位，动用了国家力量来支持海外贸易公司的经营活动，甚至不惜支持针对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盗抢劫行为，女王本人还直接投资海外劫掠，甚至为官方海盗加官晋爵。这些活动终于导致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1588年无敌舰队的海战其直接原因就在于此。

在专制王权的保护下，英国的工场手工业迅速发展。15世纪以前，英国的手工业，落后于法国、尼德兰甚至德意志一些地区，以毛纺织业为例，英国当时只能制造少量粗呢，每年以大量羊毛原料输往佛兰德斯。但15世纪以后，毛纺织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遍及城乡的“全民工业”，不仅生产规模空前扩大，而且生产技术也有很大的进步。1470年前后，乡村毛纺业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即英格兰西部、东盎格利亚和约克郡。西部地区以生产经过精细加工的高档优质呢布而著称，这里的小镇和乡村一般都有30%以上的人从事毛纺业，高的达到50%。东盎格利亚的生产技术比较先进，呢布的品种花色多，生产发展较快。北方约克郡西区的毛纺织业特别集中，出现了像利兹、哈利法克斯这样的新城镇。到16世纪，毛纺织业已成为英国经济的主要支柱，英国人越来越认识到：工业制成品的出口远比原料的出口利润高，他们愿意用制造品的出口来换取金银财富，这就意味着必须大力发展手工业，而英国的重商主义也过渡到了晚期重工主义的阶段。

除毛纺业之外，在海外贸易的刺激下造船业也发展起来，重要的港口都成了造船中心。新技术革新也促进了制铁的发展。伊丽莎白时代的贵族家庭有22%开设了自家的制铁工场，其中许多已开始用鼓风炉生产制模铸件，还有人引进滚轧机生产铁片，用拉丝机生产铁丝。到伊丽莎白统治末年，政府资助下的一些铁工场已能生产大炮。同时，采矿、制盐、造纸、酿酒、玻璃、肥皂、火药等行业也不断发展。以采矿业为例：在16世纪60年代，英国只有矿工3000-4000人，运煤工2000人；到这个世纪末，平均每个矿坑的工人就有150-200人，一个矿区的工人总数可达3500-5000人，连妇女也加入到矿工的队伍中。采矿业中发展最快的要数采煤业，到17世纪初，煤矿业就业人数达到3万人，其产品不仅供应英国各地，并且畅销于欧洲大陆。

手工业的发展带来了英国资本主义的第一次高潮，它引起一系列的深刻变化。表现在：（1）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入农村，渗透到社会基层。（2）农村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促使自给自足的谋生型经济向面向国内外市场的谋利型经济转变。（3）全国范围内手工业原料和产品频繁流动，构建了统一的国内市场。（4）使英国的对外贸易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生产成为立国之本。（5）传统的思维方式受到冲击，新的价值观念逐步形成，从而为后来的工业文明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这个背景下发生了圈地运动。圈地运动的根本动力是农业产品的市场化。农业不再为维持生存，而是为市场生产商品，在生产过程中农业经营者获取利润。

英国的自然条件特别适合养羊，具有丰富的羊毛资源。很早的时候，英格兰的原野上就布满了白色的羊群。诺曼征服时，东部的埃塞克斯和诺福克郡有的庄园就有800多头羊，平均每个庄园有100头羊。13世纪时，中部汉普郡的一个庄园里，每个农民平均养羊50只。14世纪英格兰有产毛的绵羊450万只；17世纪至少有1200万只，平均每人拥有3只羊。羊毛出口一直是英国的主要对外贸易；靠羊毛贸易，英国获得大量财富。

但晚期重商主义反对原料出口，提倡对原料进行加工、制为成品再予以出口。这就促进了毛纺织业的发展；毛纺织业的发展又大大推进了羊毛的需求，于是许多耕地改为牧场，出现了托马斯·莫尔所说的“羊吃人”的现象，即圈地运动。地主为了养羊赚钱而将原来的耕地和公地圈围起来用作牧场，为此可以不惜让许多佃农失去土地、流离失所。14世纪中叶以后，毛纺业迅速发展，羊毛价格不断上涨，圈地养羊越来越有利可图，圈地现象猛增，影响了社会稳定；同时由于农田减少会造成英格兰的粮食供应不足，议会于是在1489年通过禁止圈地的法令，但圈地运动仍不可遏止。1485-1500年，在北汉普顿、沃里克、牛津、白金汉和伯克等郡共圈占1.6万英亩土地，其中有1.3万英亩用作牧场。

后来圈地目的不限于养羊，粮食生产也纳入市场经济，这样，圈地的范围就扩大了，速度也加快了。中世纪英国农村大量实行“敞田制”：农民各有若干狭长的不连成片的“条地”，互相交错相杂，彼此间没有明显界限，生产中实行共同耕作。后来，有人为了集中管理、独立经营、防止牧畜践踏等目的，开始交换或购买“条地”，再用壕沟、篱笆、栅栏、墙垣或树木圈围，作为自己任意种植的地块。圈地能大大提高生产效率，粮食亩产增长很多，富裕的农户非常愿意圈地。圈地促进了农村上层分子的成长和巩固，刺激了封建农村内部的分化。一旦粮食生产纳入商品经济范围，圈地就不可遏止地扩散开来。不过，圈地运动并没有一下子就触及整个英国，而是在相当长时间内慢慢发展起来的，受圈地运动冲击最大的主要是英格兰的中部地区。就圈地面积来说，比例也不是很大，大约在20%左右。

圈地运动造成了不少农民的悲惨境遇，引起社会的动荡，但它在经济方面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土地被集中起来，租给商人或大租地农从事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经营，为资本主义农业的出现创造了条件。第二，土地的使用合理化了，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的变化提高了土地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第三，租佃农和小自由农失去土地，成为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自由劳动者，这为后来工业的发展准备了劳动后备军，虽然这个过程十分血腥。第四，圈地运动促成农村中等阶级即乡绅和约曼农的崛起，从而使英国社会出现一支富有生气的力量，促进了英国社会的活力。

三　海外殖民扩张

在重商主义指导下，海外殖民扩张也开始起步。按照重商主义理论，对外贸易和殖民扩张是占有货币和增加财富的主要手段，如果能借助国家的力量占有殖民地，宗主国就可以从殖民地获得原料，而不再需要从国外购买。同时，宗主国还可以把殖民地作为产品销售地，这样就可以取得双向的利润。因此，英国晚期重商主义者爱德华·米塞尔德一方面主张借国家之力禁止外国人对英国资源的掠夺，另一方面要求英国政府放宽对本国商人从事海外贸易活动的不必要限制，给他们更多的自由。重商主义理论家托马斯·曼在其著作中特别强调对外贸易的重要性，说它是“国王的大量收入，国家的荣誉，商人的高尚职业，我们的技艺的学校，我们的需要的供应，我们的贫民的就业机会，我们的土地的改进，我们的海员的培训，我们的王国的城墙，我们的财富的来源，我们的战争的命脉，我们的敌人所惧怕的对象”。殖民史理论家理查德·哈克卢伊特在1582年写道：“现在我认为向所有人提供了机会，人们看到葡萄牙人的时代将成为过去，西班牙人的真面目和他们长期隐藏的秘密现在最终被揭开……我有一个巨大的愿望，就是时机已经来临，是我们英吉利人参与分享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在美洲和其他尚未被发现的地区的活动的时候了。”他明确提出英国人参与海外殖民扩张的权利，表达了英国人寻求海外利益的愿望。16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培根也说：“一个国家若能成为海上底主人就等于成了一个帝国”，“握有海上霸权的一方是很自由的，在战争上是可多可少，一随己意的”。他主张通过积极主动的海外拓殖，转移国内人口压力和其他社会矛盾；他认为海上优势是国力强大的标志，只有掌握海上霸权，英国才能像西班牙和葡萄牙那样建立起庞大的贸易帝国，分享东、西印度的巨大财富。

重商主义为殖民扩张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力，国王和国民都很愿意向海外扩张。国王颁发皇家特许状，准许某些贵族和商人贸易公司在指定的海外地区拥有贸易和殖民垄断权。在国家保护下，许多英国商人、殖民者跨出国门，奔向海洋，去寻找梦寐以求的财富，英国的殖民扩张活动开始进入活跃期。

早在都铎前期英国人就开始到海上进行探险活动，希望扩大呢布业的市场并掠夺财宝。1497-1498年在亨利七世支持下，约翰·卡波特两度到达北美沿岸；1548年部分伦敦商人组成“商业冒险公司”，企图寻找一条从北极区向东航行到达东方的“东北通道”，但未能成功。1553年，休·威洛比爵士和理查德·钱塞勒在商业冒险公司的赞助下率领一支仅有三只船的探险队再次北行，最后威洛比丧生，钱塞勒则到达莫斯科，建立新的公司“莫斯科公司”。该公司运回了英国造船业所不可缺少的原材料——蜂蜡、木材、绳索和毛皮等，只是后来荷兰人找到一条穿过波罗的海到达俄国市场的短距离航线，才使英国莫斯科公司独占俄国市场的希望破灭。

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英国人向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的海上控制权发起冲击。女王声称：“海洋和空气为世界人共同享有，海洋不归属于任何民族或任何个人。”英国人大肆拦截西、葡两国商船，掠夺财物，进行海盗活动。两位最著名的海盗商人是普利茅斯的约翰·霍金斯和他的表弟弗朗西斯·德雷克。1562年，约翰·霍金斯从几内亚购买400个奴隶连同一些英国制造品运往海地出售，返程时又运回海地出产的食糖、金银等，从而开创了罪恶的“三角贸易”。由于这项活动利润极高，因此很快就发展起来。1564年在女王也入股的情况下霍金斯和德雷克进行第二次贩奴远征；1568年两人又租借女王的战舰“米尼翁号”和“耶酥号”再次远航。这次他们在停靠圣胡安·德乌略西亚港时遭西班牙军队的袭击，不得不放弃大量财宝逃回英国。女王获悉后大怒，没收了停靠在英国港内的西班牙运银船（约值15万镑）作为报复，导致英西关系的紧张。1572年3月24日，德雷克率3艘小船横渡大西洋，在地势险要但却是西班牙白银运输队必经的巴拿马海峡抢劫了西班牙白银30吨，受到女王的褒奖。1577年德雷克又率领远征队向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进发，用了3年时间完成一次环球航行，掠回西班牙的金子五箱，银子40万磅，珍宝无数，女王因此亲往普利茅斯港迎接德雷克凯旋。翌年，女王又亲临德雷克坐舰“金雌鹿号”，授予他骑士称号。除了为自己分得的16.3万镑红利表示感谢外，她主要是表示政府在反对西班牙的大西洋贸易独占权的斗争中支持国民。这些事件终于导致英国与西班牙的海上大战，1588年，西班牙派出强大的“无敌舰队”入侵英格兰被英国人击败，这是英国开始掌握海上霸权的第一个信号。

1576年，马丁·弗罗比歇率三艘大帆船到达格陵兰岛。1583汉弗莱·吉尔伯特到达纽芬兰。1577-1580年德雷克的环球航行激起英国人对东方的兴趣，此年一些伦敦富商成立“利凡特股份贸易公司”，伊丽莎白女王本人投资4万英镑。1583年利凡特公司派拉尔夫·菲奇从陆路到达印度、缅甸和马来亚，而托马斯·卡文迪什则从海路到达菲律宾群岛。1587年罗伯持·达德利取道麦哲伦海峡到达中国，在锡兰劫掠两艘葡萄牙商船。1591年詹姆斯·兰开斯特经好望角到达苏门答腊西北岸和达槟榔屿、勃固，同样大肆劫掠驶经马六甲海峡的葡萄牙商船。1600年英国建立“东印度公司”，它后来成为向东方扩张的主要工具。这些活动都使得英国越来越成为全球性的海洋国家；在民族国家的保护下，英国正在走向海洋。

总之，都铎王朝的建立在英国历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由于英国在都铎王朝统治下完成了统一、初步形成民族国家，它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也就初露锋芒。


第二节　现代化的全面展开与走向极盛（17-19世纪）

在专制王权的统治下英国实现了国家统一，摆脱了外国干扰，开始走向富强，成为欧洲大国。但也正因为这样，专制王权的历史作用就完成了，君主与民族逐渐分离，专制制度不再保护民族的利益，相反成为民族的赘瘤；到这时，只有克服专制王权，国家才能继续前进。放在欧洲范围内来说，在专制主义的历史合理性丧失之后，哪一个国家先摆脱专制制度，它就先摆脱前进的障碍，走到了其他国家的前面。英国正是在这一点上一路领先，从而第一个敲开了通向现代世界的大门。

一　英国革命：回归英国自由传统

转折点发生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斯图亚特王朝背离了都铎朝的传统。

都铎君主虽然实行专制统治，但他们知道英国在中世纪已经形成所谓的“自由”传统。历史学家马考莱说，这个传统有“三大原则”，即：“其一，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立法。其二，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其三，他必须按国家法律掌管行政，如果他违背法律，其谋臣及代办官员应负责任。”这些原则即使在都铎专制统治下也还是多多少少受到尊重，所以，都铎国王仍然和议会合作，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王在议会”的宪政传统，这使英国的专制制度不同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如法国）。

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后，都铎王朝谱系中断，来自苏格兰的斯图亚特王朝继承王位。詹姆士一世（1603-1625年在位）对英格兰的传统一无所知，相反，他企图进一步推进专制制度。他不懂专制君主的合法性存在于保障民族团结、维护民族自立之中，反而提出“君权神授”的理论，作为加强专制制度的依据。这样，他就彻底否定了英格兰人传统的“自由”权利，把王权放在了民族的对立面上。

根据“君权神授”理论，君主不仅拥有来自神的权力，而且还拥有与神同等的地位。1610年他就公开对议员说：“的确可以把国王叫作神，因为他对人世行使某种神权或类似的权，假如你们想一想上帝的特征，就会看出这些特征如何适合于国王这个人……”詹姆士一世把君主看作人间的上帝，他要高居于臣民之上，随心所欲地处置整个民族。这种理念和“王在议会”的传统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而他和他的儿子查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还非要将其付诸实践。这样，国王与民族一步步走向对抗，终使矛盾不可调和。

对于国王无视“自由”与破坏法律的言行，议会多次提出了抗辩，并积极进行抵制。1610年，议会呈交了一份权利请愿书，“让陛下知道我们的自由”。1621年，议会针对国王所说议会的存在是出于国王之“恩典允诺”的言论，宣称：“议会的自由、选举权、特权和司法权是英国人自古就有而无可置疑的天生权利及遗产……”明确宣布议会的合法性来自于历史的传统。1628年，议会提出《权利请愿书》，这是一份重要的文件，后来成为英国宪政的基础性文献之一。查理一世当时迫于形势曾接受《权利请愿书》，但第二年又反悔，并且派人解散了一会。此后11年中他实行“无议会统治”，即完完全全的个人专制，这就把王权与议会的冲突推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1637年，新上任的劳德大主教在查理一世的示意下要把英国国教强制推行到信奉长老会教的苏格兰，苏格兰人举起反叛的大旗；这成为后来长达20年的英国革命的导火索。

革命的实质是什么？是推翻君主专制。君主专制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了，它的时代合理性已经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专制制度已经成为国家继续前进的绊脚石；而查理一世的蛮横、不肯让步，导致了革命的爆发。1642年8月，查理发现他对伦敦已经失去控制，于是偏师北上，在诺丁汉城堡竖立王旗，宣布议会叛乱，从而挑起了内战。议会是在迫不得已中被迫应战的，而一旦战争爆发，议会就不得不把战争进行到底，直到彻底的胜利。王权用暴力对付议会，议会也不得不用暴力来反抗王权。内战中，革命的暴力打败反革命的暴力，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被以背叛国家、背叛人民的罪名送上了断头台，英国建立了共和国。英国人在整个欧洲的惊诧中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从此后，英国就走在引导世界潮流的最前列了。

革命期间，议会征收税款、组织军队、指导战争、成立各种委员会来执行政务，它既是立法机关，又是行政机关，还具有司法职能，在这种情况下，议会主权的思想形成了。1649年1月，当议会彻底战胜国王时，议会通过决议说：“在上帝之下，人民是一切正当权力的来源；在议会里集会的英国下议院是人民选出并代表人民的，在本国有最高的权力……”这不仅是对专制王权的否定，而且是对人民主权的肯定。在当时，在17世纪中叶，这对整个世界都是一种全新的思想，也是全新的实践。议会主权后来成为现代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以议会作为主权机关，就是对个人专制的完全否定。

但是在战争中，议会主权的原则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行。由于革命用暴力战胜国王，军队就成了决定性因素。议会组建革命军，目的是打败专制的王权；但军队本身也是一种强制的权利，它为了把战争引向胜利，就把所有的权力都放到自己手里，议会反而被推到了后台。战争结束后，军队开始行使专断的权利，它自己也逐渐演变成一个利益集团，与议会争夺最高权力。1653年4月，军队终于驱逐议会，这是世界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军事政变。军队领袖克伦威尔就任护国主，成为无冕之王。这样，革命进入它自己的悖论：革命本来是要推翻国王一个人的专制，这个目的虽然达到了，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革命却把权力交到另一个人手里，而这个人的所作所为有时比以前的国王还要专断！

这样一来，理论和实践间产生了不可克服的矛盾：革命消灭了旧制度，却未能建立新制度。在处死国王后的八年中，英国不断试验各种政治制度，选举权一会扩大，一会缩小；上院先是取消，然后恢复；议会一会召开，一会解散；法令今天公布，明天取消。王位虽然废除了，但克伦威尔独掌大权。革命始终未能建立起新的政治制度，军人的专政不断发生危机。1658年克伦威尔一死，英国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他手下的将军互不服气，开始争夺权力，内战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走到了尽头。为避免军阀混战，革命阵营中一部分人主张恢复王政，实行王朝复辟。他们派人去荷兰与流亡在外的查理二世谈判，在得到查理的保证要依靠议会进行统治后，让他于1660年5月回到伦敦，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英国退回到它发生革命的起点上。

如果复辟的君主能够接受历史教训，遵守他复位时的诺言，尊重议会地位，依靠议会实行统治，以后英国的发展就会比较平稳。事情已经很清楚：英国革命从开始就不是要推翻君主制，而是要克服君主的专制统治。如果君主放弃专制企图，回到“王在议会”的传统上去，英国人愿意保留君主，当然，这意味着专制制度的消失——一种国王与议会分享权力的新格局应该出现，而这是一种新制度，标志着民族国家进入一个新阶段。

但查理二世不愿这样做，“君权神授”很快又回来了，国王与议会的斗争重新开始。国王为恢复专制统治，一是与法国秘密缔约，答应当条件成熟时在英国恢复天主教，以此换取法国的财政补贴以摆脱议会的制约；二是颁布“信仰自由宣言”，打算让天主教徒取得宗教信仰的自由，实际上是恢复天主教。这些做法立刻受到议会反对，议会用《宣誓法》来限制天主教徒，规定只有英国国教徒才可以担任公职。它又通过《人身保护法》，不允许国王在不经过法律审判的情况下就逮捕、拘禁英国国民。不久，议会又准备制定《排斥法案》，把王位继承人、查理的弟弟、信奉天主教的约克公爵詹姆士排斥在继承权之外。在这个问题上议会发生分歧，出现了“辉格党”和“托利党”之分。查理迅速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打击反对派，很快控制了政治主动权。从1681年起他不再召开议会，专制的权力几乎是牢不可破地重新树立起来。詹姆士二世继位（1685年）后，更把国王的权力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用血腥手段镇压了一小批辉格党贵族支持的武装反叛，并且公开恢复天主教，把天主教徒视为重建专制王权的依靠力量。他任命天主教军官，建立天主教军队，在全国宣布信教自由，强迫国教教会宣读“信教自由令”。凡此种种，终于使分裂的议会再次团结起来，两党都不能接受天主教恢复，更不能接受专制制度卷土重来。1688年7月，两党联合起来给詹姆士的女婿、荷兰的执政奥伦治的威廉写信，邀请他率军队前来英国，帮助捍卫“英国人的自由”。11月，威廉带兵在英国西南海岸登陆，经过几星期的犹豫，英国各地归顺，詹姆士只得逃出英国。议会让威廉和他的妻子、即詹姆士的女儿玛丽共同登上王位，在登位前两位新国王按照议会的条件接受了《权利法案》。《权利法案》中规定的正是英国人“自古就有的权利”，包括定期召集议会、议会言论自由、国家的赋税由议会决定、国民有请愿的权利等等。这样一个和平变革政权的事件，在英国历史上被称为“光荣革命”。

“光荣革命”奠定了现代英国的基础，它在几个方面开启了现代英国之路。

首先，从形式上看，“光荣革命”只改变了一个国王，而接替王位的又是它自己的女儿和女婿，因此事件看起来像是一次家族变动，完全不是什么“革命”。但其实远非如此，究其实质我们看见：在“光荣革命”中，议会缔造了一个国王，没有议会，这个国王登不上王位；他根据议会的条件登上王位，并许诺要服从议会的法律。这样，议会和国王的关系就完全反转了，不再是议会屈从于国王，而是国王从属于议会；在以后的岁月里，统治国家的是议会而不是国王。因此专制时代固有的矛盾被解决了：专制时代的国王以民族代言人自居而统治国家；现在民族自己掌握国家，宣称议会是它的代表，尽管控制议会的在当时只是大土地所有者。英国是第一个把国家真正放回到“民族”手中的国家，在这方面，它成为后来所有国家的榜样。英国的政治制度从这时起就走在世界的前面了，这为它后来的领先提供了道义基础。

其次，“光荣革命”缔造了一个自由、宽松的社会，虽然这个社会的主导者是贵族、大土地所有者，但在一个宽松的政治、社会框架中，其他阶层的创造力更容易得到发挥，经济活动也不再受约束，相反更受到激励。英国在全欧洲（当然也是在全世界）第一个开始了政治、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它率先走向现代化，“光荣革命”是第一块基石。

其三，“光荣革命”开辟了一条英国式的发展道路。英国人发现，光荣革命用和平手段解决了革命未能解决的问题。从表面上看，“光荣革命”没有改变英国的君主制，也没有改变国王的地位。国王和议会达成和解：议会承认国王的地位，国王则承认议会的主权。这就为后世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两方冲突，最后用和平的手段达成融合，从而把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事实上，“光荣革命”的发动者企图做的是一件极奇特的事：他们要推翻专制王权，同时又不愿意发动革命。邀请威廉正是想避免再出现一个克伦威尔，从革命的经历中，英国人发现了革命的悖论。他们认为新的革命只会产生新的克伦威尔，而新的克伦威尔最终又会再导致另一个复辟。他们想跳出这个怪圈，同时解决两个问题，即既不要革命，又推翻专制。而“光荣革命”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从此后英国不再发生革命，和平与渐进成了社会变革的手段。这个特点让英国在动荡不安的欧洲各国中独具特色，从而在后来的经济发展中具备优越的机制保障。英国在300年时间中和平发展，它把重商主义推到高峰，又率先发动工业革命。英国的强盛不是没有基础，“光荣革命”就是它第一块基石。

“光荣革命”的历史意义是无可比拟的，正如一位英国人在谈到英国后来的发展时所说：“大不列颠的确是各国中最适合于商业的国家，这是由于它的岛国的位置，同样也是由于它的政体的自由和优越性所致。”这个制度，是在光荣革命中创造的。英国后来能引领世界历史的潮流，它在制度方面的创新是根本的因素。

二　社会结构的变化与新价值观的形成

在光荣革命后，英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动，这些变动为工业革命的提供了合适的社会土壤，因此经济史学家奇波拉说：“工业革命之所以首先发生在英国，主要是由于该国……社会和政治结构、人民精神面貌以及价值标准已经发展到适合于工业化的程度。……工业革命在漫不经心的观察者看来仅仅是经济和技术问题，实际上它是可怕的非常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大变动问题。”社会变动最主要地表现为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重组，它所造成的结果是，一种适合于工业发展的独特社会结构形成了，早先那种封闭而刚性的社会结构让渡于具有一定开放性、流动性的弹性结构——一种“三层式”结构。

三层的顶端是大土地所有者，与“光荣革命”造成的政治权力分配变化相一致，在18世纪，大土地所有者的经济力量上升了，1690年，贵族占有土地的比例为15%-20%，一个世纪后上升到20%-25%。大地产扩张与经营有关，但更与推向高潮的圈地运动有关。光荣革命后圈地变成政府行为，议会通过立法来进行圈地。有关圈地的法律早先是一个一个在议会通过的，后来则一批一批通过。大规模圈地将农村小土地所有者渐次消灭，农村也形成新的社会分层，它们是“地主——租地农场主——农业工人”。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生产结构：地主出租土地，收取租金；农场主经营农场，剥削工人；农业工人耕种土地，领取工资。圈地后农场取得了经营竞争力，它促进了生产发展，把农业改造为资本主义性质，从而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贵族还参加各种工商活动，有些贵族开采矿产资源，有些贵族发展交通运输，18世纪50年代布里奇沃特公爵修成当时著名的沃斯利运河，将他的煤矿与曼彻斯特连接起来，获益甚丰。为获取利润，贵族投资金融债券的情况也不罕见。贵族在转型时期的价值取向对英国后来走向工业化起到重要作用：在其他国家，贵族漠视工商业，甚至反对；而英国贵族不仅支持，而且参与。社会上层的态度使后来英国的工业化起步非常顺利，由此看来，当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出现时，上层的态度何等重要！

中等阶级指农村中的中小土地所有者，城市中的商人、作坊主等等。在工业化之前，“商人”是中等阶级的主要力量，他们包括大商人、银行家、企业主，也包括小商贩、手工业者等，其拥有的财富不等。商人在英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英国社会主流意识认为商业活动是有益的、合理的，值得提倡的，这与上文所说的贵族的态度有关。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当时的小说家丹尼尔·笛福在其著作中，将商人看作英雄和顶礼膜拜的理想人物，商人的美德在他眼中几乎被解释成英国人的美德。商人在英国社会中的较高地位，客观上有利于工业社会的生成。

社会下层涵盖面非常广，它包括城市工匠、小生产者、小商小贩、劳工、仆役、流民、乞丐、妓女；也包括农村小农、手工业劳动者、因圈地而失去土地的农业劳工。在这里，我们特别关注这一批人：失地小农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在原来的土地上沦为农业工人，二是流入城市，成为工业中的劳动者，雇佣工人或者流民。圈地运动对工业革命的最大作用是为它准备了充足的劳动力，从而保证了工业化的到来。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的三层结构中“中等阶级”力量较强，且不断发展，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中等阶级”在其他欧洲国家也有，不过力量就相对弱小，无力与旧社会相抗衡，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低，得不到主流社会的认可。英国的中等阶级则由于社会流动相对容易而不断得到充实壮大，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都有许多人向中间阶层聚集，而商业精神的弘扬又让他们逐渐主宰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社会的主导性力量。从本质上看，工业社会要求一个以中等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在工业革命开展之前，英国已具备这个条件。英国的这种独特情况，是世界其他国家所没有的。

社会变化的同时，新的价值观也在形成，在这方面有两项主要的发展，一是为私有财产正名，二是提出新的经济理论。

在为私有财产正名方面，从霍布斯到威廉·配第等许多理论家都一再地阐述私有财产的合理性，约翰·洛克则更强调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他认为这是一种“天赋人权”，政府必须严格保护。洛克的思想到18世纪已经被广为认可，工业革命中许多的发明家、企业家，就是在“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保护下而投入发明与创办企业的洪流中。

在构建新的经济理论方面，亚当·斯密是奠基者。致富的欲望加上私有产权的确认扫除了工业兴起的许多障碍，而突破重商主义的理论束缚，为经济“松绑”，就成为时代的需要，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1776年，斯密出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系统提出了全新的经济主张。斯密说：资本的“唯一目的”在于“谋取暴利”，当资本家使用资本时，“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换言之，“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这就是著名的“看不见的手”，它否认国家的任何参与，提倡“自由放任”。19世纪初，大卫·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思想，使“自由放任”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潮。

边沁从另一方面给“自由放任”以充分支持，边沁在《道德和立法原理导论》一书中从伦理学的角度阐述了功利主义原则。边沁的功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原理：一是功利原理（即最大幸福原理），二是自利选择原理。边沁认为，追求幸福是每一个理性人的最大目标，为此，“鼓励人们为他人造福并不是取得最大程度幸福总和的最好方法，最好方法是让个人尽可能自由地按自己的方法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也就是说，国家权力的行使应限于最小限度，即只限于保护自由和财产安全，除此之外，政府不应作任何干预。

不难看出，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与斯密、李嘉图的理论，在鼓励人们追求财富和幸福、反对政府干预方面，确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他们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为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出台而大造声势。实际上，到工业革命开始前，一种全新的社会价值观已经汇聚成一股潮流，它推动着人们去追求财富，由此而刺激了技术的创新。英国能首先迈入工业社会，与新的价值取向关系密切。在新价值取向支持下，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

三　从工业革命到世界工场

工业革命是从一系列技术革新开始的。18世纪，英国的棉纺织业发展很快，其中的供求矛盾也越来越突出，结果，技术变革就首先从这个行业开始。1733年织工出身的约翰·凯伊发明飞梭，使一个织工可以完成织机上的所有工作。60年代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这是第一部“机器”，使劳动生产力提高十多倍。1779年，阿克莱特发明“水力纺纱机”，进一步加快了纺纱的速度。再过10年，克朗普顿综合“珍妮机”与水力纺纱机的优点发明“骡机”，一台这样的机器可以带动三四百个纱锭，而且纺出的棉纱柔软、精细而且结实，从而为其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纺纱部门的技术改造打破了纺与织之间的平衡，从而对织布技术的改进提出了要求。1785年，卡特赖特发明了以水力作为动力的自动织布机，织布速度一下子提高40倍。棉纺织业的技术革新很快就向其他纺织部门推广，传统的毛纺业也逐渐走上机械化道路，到19世纪20年代，这个部门也基本实现了机械化。

接下来需要解决的是动力问题，虽然水力机械已经取代了人力，但由于它必须建在河流旁边，因此生产受到很大限制。发明一种在任何地方都能使用的动力机，成为工业革命继续深入的关键。1769年，詹姆斯·瓦特经过多年的研究，终于发明了单动式蒸气机，十多年后他又发明了复动式蒸气机。蒸汽机的发明标志着英国进入了工业时代，正如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的那样：“19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与其说是以其他任何一种手段或力量为基础，不如说是以蒸汽机为基础。”

蒸汽机彻底改变了英国的社会：在城乡各地，无数家工厂拔地而起，无数根烟囱冒着白烟，机器的轰隆声响彻大地，嘈杂的工业社会逐渐取代了安详宁静的田园生活。由于蒸汽动力可以不受地点与季节的限制，因此蒸汽机的推广非常迅速。继纺织行业之后，冶金、煤炭、造船、铁路等行业也纷纷引入蒸汽机。至1826年，英国已拥有1500台蒸汽机；到19世纪中期，蒸汽机在全国完全取代水力，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动力。英国凭借蒸汽动力进入“蒸汽时代”，由此而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

蒸汽机的推广造成煤、铁需求的激增，引发了冶金、采矿等行业的大发展。煤炭、钢铁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两大标志，英国到1800年时生产的煤和铁比世界其余地区加在一起还要多，到19世纪中叶达到了世界总量的2/3!就具体数字而言，英国煤产量在1770年是600万吨，1800年上升到1200万吨，1861年再上升到5700万吨；铁产量在1770年仅5万吨，1800年已达13万吨，1861年则增长到380万吨。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钢铁出口国，铁已经丰富到可以用于一般的建筑，这意味着它在进入蒸汽时代以后，也跨入了钢铁时代。

钢铁炼造工艺的改进以及产量的增长为机器制造业奠定了基础，19世纪上半叶，机器制造工厂开始建立，这标志着大工业机器生产阶段的到来。机器制造业的兴起使各行业迅速实行生产机械化，此后，用机器生产机器，再用这些机器去生产其他产品，就成为人类生产的主要形式了。这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正如经济学家克拉潘所说：“新动力和新机器连同它们几乎无穷无尽变革中的能力在不列颠突飞猛进的时候，它们震撼了这个社会。”

生产的增长使交通运输问题突出，于是解决交通问题就提上了日程。英国很快又突破了这个瓶颈，人们看到了铁路的诞生。1804年，英国人特里维西克制成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车；10年后，斯蒂芬森制造出一台更加完善、能够连续运行的机车，并以5英里时速牵引10吨货物运行成功。1825年，英国人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条使用蒸汽机车牵引列车的公用铁路，即斯托克顿——达林顿铁路，经过改造的斯蒂芬森型列车满载450名乘客、以24英里的时速到达目的地。1830年，全长31英里的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建成通车，列车最高时速达到了30英里。蒸汽机车技术的成熟以及铁路的修建，昭示着英国人所开启的“铁路时代”的来临。

铁路运输的优越性很快就体现出来，吸引了无数商人、贵族以及其他投资者满腔热情地投身于铁路建设之中。1840年，英国铁路投资总额为2800万镑，10年以后达到2.4亿镑。如此高的资金投入在当时的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能做得到，而英国凭其富裕掀起了铁路建筑的热潮。其结果是，在山峦起伏、河湖密布的不列颠大地上，一条条连接各大城市与港口的纵横交错的铁路修筑起来，其中包括大连接线、大西线、伦敦——伯明翰线等等。英国的铁路密度在19世纪下半叶已达到很高的程度，世界上多数国家到20世纪末都没有能达到这个水平。1850年，英国的铁路已超过2.35万英里，这个数字在当时是比利时的3倍，比法国和德国高出6倍。19世纪中叶，英国还在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和印度修建了当地的主要铁路，在英国的带动下，世界许多国家相继进入了“铁路时代”，英国的领头羊作用在这里也充分体现了出来。

英国还首创了工厂制，而工厂制的诞生标志着人类生产组织形式的巨大革新。工厂制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机器生产的工厂里，工人以机器为中心进行工作，这不仅大大提高了劳动节奏，而且产品的质量也更加有保证。在不使用机器的行业中工厂制也迅速推广，因为工厂能集中大量工人、实行劳动分工，从而提高了每一个工人的劳动效率。工厂制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19世纪中叶以后英国的大多数行业都实行了工厂制，因而在建立先进的生产组织方式方面英国也领先了整个世界。

工业革命造成了英国经济结构的变化。1801年，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35.9%，工业只占29.7%；1831年，农业的比重下降到23%，工业比重上升到34%；到1841年，农业比重再下降到22.2%，工业比重则上升为40.5%；19世纪50年代，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了50%。至此，英国基本完成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它是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国，它的工业力量相当于其他的整个世界。工业的优势确保了英国相对于其他所有国家的优势，这是英国取得世界霸权的物质基础。

纺织、煤炭、钢铁、机械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龙头产业，在这些行业中英国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据统计，英国的棉纺织品由1785年的4000万码增加到1850年的20亿码，增加49倍；煤炭由1770年的600万吨增加到1850年的4950万吨，增加7倍多；生铁产量在1788年还不到7万吨，1835年达到100万吨，1847-1848年达到270万吨，相当于1788年的38倍还多。19世纪中叶，英国的钢铁产量与棉布产量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产量的总和，煤炭产量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产量总和的两倍。1860年英国的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2%、欧洲总人口的10%，而英国生产的工业品却占世界总量的40%-50%和欧洲总量的50%-60%，英国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英国的成就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无论是此前的罗马帝国还是后来的美国都未能做到这一点，这为英国在19世纪称霸世界提供了物质基础。

工业革命使英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无可匹敌的竞争力，到19世纪中叶，英国不再需要贸易保护与贸易垄断了，它可以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英国进入了“自由贸易”时代。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英国的工厂日夜开工，车船四处奔忙，庞大的远洋舰队把大量原料运回英国，同时又把无数工业品运往世界各个角落。1784-1786年英国的年外贸出口额为1361.4万英镑，1804-1806年间增长到4124.1万英镑，1834-1836年为4619.3万英镑，到1854-1856年达到了10250.1万英镑。1870年，英国的对外贸易量超过欧洲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总和；而在此前的1850年左右，英国就控制了世界20%的贸易总量以及世界工业品40%的贸易量；1860年左右，英国占据欧洲贸易总量的30%，欧洲工业品出口的43%。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料进口国与工业品出口国，全球贸易的中心就在英国，当时世界船舶吨位的近60%在英国登记，英镑则是国际贸易过程中通用的货币，英国是世界金融的中心。英国集当时世界的工业、贸易、金融中心为一体，它在19世纪的强盛，的确是不可动摇的。

工业化创造了惊人的财富，英国成为一个富裕的国家。富裕表现在国民收入的增长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上：1801-1850年间英国国民总收入增长125.6%，1851-1901年间又增长213.9%。与此相对应的是英国的年人均收入也明显提高，据菲利斯·迪恩的统计，1700年英国的人均收入大约只有8-9英镑，1750年前后就增长到20英镑，到1860年又增加了一倍。如果扣除人口增长的因素，人均收入的增长还会更快。随着物质产品的空前富足，一些过去只为贵族阶层所特有的奢侈品，现在也因为批量生产及价格下降而成为大众消费品，像长袜、床单、水壶、烹饪器、火炉及铁制壁炉等过去属“奢华”的物品，现在几乎被所有社会阶层所享用。英国的大众产品丰富到如此地步，以致一位到英国旅行的法国人颇有感慨地说：“像英国这样一个贵族的国家却成功地为人民提供了物品，而法国这样一个民主国家，却只会为贵族生产。”英、法的差距尚有这么大，那么英国与其他国家的距离就不难想像了。

1851年5月1日，世界首届博览会在英国召开，这是英国登上富裕之顶峰的标志：一个工业的世界霸主，向全世界炫耀它的文明与财富。博览会的会场完全由玻璃和钢铁建成，号称“水晶宫”。水晶宫占地19英亩，高20.7米，长563米，相当于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3倍，数千名工匠花22周时间才建成，总造价高达8万英镑。水晶宫内陈列着约1.4万家厂商提供的展品，其中英国约占一半。英国提供的几乎全都是工业品，而外国提供的几乎全都是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大厅入口处陈列着一块24吨重的整体煤块，使人一进门就感受到现代工业的巨大威力。英国展厅中有自动纺纱机、织布机，700马力的海船发动机，31吨重的火车头，举重1144吨的水压机，各种起重机、压力机、汽锤、机床，隧道、桥梁以及汽船的模型，引人注目的蒸汽机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品种繁多的消费品，如火柴、钢笔、信封以及1840年在英国发行的世界首枚邮票。

全体英国人，上至女王，下至普通老百姓对这次博览会无不感到欢欣鼓舞，维多利亚女王在博览会开幕式当天所写的一封信件中这样说：“5月1日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日子，是有史以来最美丽、最庄严、最激动人的景观，是我心爱的阿尔伯特的成功。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自豪的一天，我再也想不出别的什么了……这真是一次巨大的成功。”成千上万的普通英国人，眼中噙着泪水，秩序井然地走进展厅，他们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欢乐的色彩，他们为自己的国家而自豪。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先后五次参观博览会，并在给父亲的信中写下了自己的体会：“它的壮丽不是指某件物品，而是由所有东西组成的天下独一无二的大会聚；在这里你能找到人类工业所能创造的所有东西……这里的工业产品相当于阿拉伯的大集市，是阿拉伯神话中的神灵创造出来的集市，因为只有用魔法才能让世界各地的货物全集中在这里……工业资本主义的力量，犹如一双超自然的手，将这次博览会的展品装扮得色彩缤纷、魅力四溢。”

第一次世界博览会是向世界宣示英国的繁荣与富足。在英国之前，世界上也出现过世界强国、大国，但从来没有像英国这样因开创一个新的文明而引导了世界的潮流，让整个世界都走上了工业革命的道路。不少国家历史上也出现过繁荣昌盛的局面，但从来没有像英国这样、一个国家（并且是小国）其实力竟等同于世界的所有其他部分。英国的大国地位奠基于它对工业文明的开启，由于在这一点上的根本创新，英国登上了世界强国之峰。

四　政治现代化

在它创造工业生产力的同时，英国也建构了工业时代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英国的制度是后来许多国家模仿的样板，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无处不有英国制度的痕迹。

首先，英国通过议会改革迈进民主政治的大门。

光荣革命克服了国王的专制，建立了议会的主权。但议会主权并不意味着民主制度，光荣革命后形成的是贵族寡头制，大土地所有者控制议会，把握国家政权。虽说这个制度已摆脱了君主专制，在欧洲其他国家都处于君主绝对统治下、世界其他地方则更是专制横行的时候，这个制度已很不错；但它依然弊病重重，工业革命发生后，它就完全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了。

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的社会结构，经济的持续增长造成中等阶级与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贵族、大地主的地位与经济实力都大为下降了，但他们仍把持政治权利，造成权力分配与社会力量对比高度脱节的状态。这种状态非常危险，一旦张力扩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如火山爆发般喷发出来。幸运的是，英国用和平变革的方式逐渐变革了政体，使政治制度与社会变化基本保持同步。在这个过程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履行了自己的责任，保证国家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完成民主化进程。

工业革命开始不久，争取民主的斗争也开始了。18世纪60年代“威尔克斯事件”的发生标志着议会改革运动的出现；法国大革命时期议会改革掀起高潮，中等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都集结为相当大的规模。这以后，议会改革的社会、阶级基础就奠定了：中等阶级掌握国家的财富，工人阶级控制人口的多数，在力量对比上贵族统治者完全处于劣势，变革迟早要发生，只是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而已。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群众性的议会改革运动再一次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时，社会上层即贵族集团内部也出现了力主改革的力量，辉格党一直主张应时而变，按照其领袖格雷伯爵的说法，变的目的是为了“检查一下制度本身，找出在执行宪法时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纠正的方法，从而防止灾祸”，即防止法国式的革命。掌权的托利党内部也在20年代初出现一个自由派集团实行多种改革。社会上层支持改革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他们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双方的冲突不至于发展到对抗的程度，这就为英国用和平的方式完成改革提供了可能性。

1829年，托利党的威灵顿政府实施《天主教解放法》，引起托利党内极端派的不满；第二年，他们和辉格党联合起来推翻威灵顿政府。随后辉格党领袖格雷上台组成政府，这标志着半个多世纪以来托利党统治的终结，一场变革的大风暴也由此拉开帷幕。一时间，全国人民都行动起来了，各种要求改革的团体纷纷建立，中等阶级与工人阶级结成联盟。格雷政府顺应民意，两次提出改革草案，并获得议会下院通过。但托利党动用上院多数两次否决法案，使全国局势急剧紧张，国家走到内战的边缘。在群众的高度激奋中，辉格党下决心把改革引向成功。1832年4月，当改革法案第三次在下院通过时，格雷请求国王在必要时册封足够的改革派贵族进入上院，以压倒反改革的托利党多数。这一要求遭到国王拒绝，政治斗争突然白热化，革命的可能性陡然增加。工人阶级和中等阶级都行动起来，有些激进分子甚至还秘密制定了武装起义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国王接受了辉格党的要求，托利党也终于让步了，上院放手让改革法顺利通过，第一次议会改革终于获得成功。改革法让中等阶级参与到“掌权者”的阵营里，标志着英国向民主政治迈出了第一步。

改革的意义还在于它对英国发展道路的影响。在光荣革命中，英国首创了一种用和平、妥协的方式完成政治变革的先例，将英国从君主的专制转变到贵族寡头制。但是，向民主制转换是否也可用和平变革的方式呢？第一次议会改革的成功给出了答案。经过改革，英国式和平、渐进的道路得到了社会的全面认同，此后社会各阶层在争取自己权利的斗争中都有意识地采取这种非暴力的方式，包括工人阶级也不例外。这种方式的条件是：一方面有人民坚定的斗争，否则任何变革不可能进行；另一方面是掌权者适时的退让，让改革能够和平进行。双方在冲突之后最终妥协，形成了英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这种方式后来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所认识：由改革而追求进步，成为今天许多人理性的追求。

但1832年改革本身并不彻底，它的直接效果只是中等阶级的一部分得到参政权，而贵族政治仍旧持续，民主的道路仍然很长。以后在是否需要继续改革的问题上出现了强烈的分歧。部分上层人物认为改革仍需推进，继续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辉格党和托利党两党都有人在执政时提出改革方案，但这些自上而下的改革动议都没有成功，原因是没有群众运动的支持，贵族统治者内部反改革势力强大，变革的阻力太强。

60年代，新的群众运动又兴起了。1865年，“全国改革同盟”在伦敦成立，国内政治形势向有利于改革的方向发生转变。工会运动这时也投入到政治斗争中来，改变了不卷入政治活动的传统。1866年3月，格拉斯顿的自由党政府提出了《人民代表权法》，掀开了第二次议会改革的序幕。7月23日，在海德公园的大规模集会活动中，发生了冲突和流血事件，气氛变得紧张起来。自由党内一批老的辉格党人抵制了改革，导致自由党下台；但随之接任的保守党政府则认为继续推进改革是明智之举，于是在1867年3月提出了他们自己的改革方案。这次改革中，两党都有反对改革的保守力量，但两党的主流也都意识到改革已经是大势所趋，因此竞相争取改革的主导权。与此同时，各地的群众运动风起云涌，成为改革提案的后盾。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不断，1832年的改革形势又出现了。1867年7月15日，新的改革议案在下院通过，8月15日经女王批准后成为法律。改革提案是保守党政府提出的，但反对派自由党对它进行了大规模修改，使之更具自由主义色彩。这次改革不仅使中等阶级下层参与到政治进程中去，而且连英国工人阶级多数也得到了选举权，英国在民主的道路上跨出了大大的一步。

1884-1885年自由党政府进行了第三次议会改革。到这个时候，改革已经变得习以为常了，各政党都争着进行改革，一旦在改革方面占据主动，它就能赢得大选。第三次议会改革基本上实现了成年男子普选权，按人口比例重新划分选区。不久，议会又取消了竞选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实行议员薪俸制。这为工人阶级参加议会竞选打开了大门——有了薪俸，他们就没有养家活口之忧了，他们可以安心地从政。

接下来是解决妇女参政的问题，在这方面也遇到强大的阻力。阻力不来自阶级的偏见，而来自强大的性别传统偏见。妇女为争取自己的选举权进行了几十年斗争，甚至出现相当激烈的抗争活动。最终，在1918年，议会实行第四次改革，让年满30岁的妇女得到选举权。1928年，经过第五次改革，全体成年妇女都获得选举权，民主制终于确立。英国用和平、渐进的方式完成了向民主制度的过渡。

政治发展的另一个方面是政党制度的完善，政党政治也首先出现在英国，这也为现代世界提供了一个榜样。

光荣革命前英国已形成两个政党，即辉格党和托利党。但两个党当时只是不同的贵族派别，由各种纽带连结起来，形成两个集团。它们都不是现代意义的政党：人少，不固定，没有明确的纲领，谈不上组织机构，在很大程度上靠私人关系纠集在一起。光荣革命后，专制王权被推翻了，政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政党政治于是形成。起先，由于托利党摆脱不了对斯图亚特王朝的眷念，在18世纪上半叶长期落野，而由辉格党掌权达半个世纪之久。但从1760年开始，乔治三世国王寻求恢复个人的专制，政党政治由此倒退。国王的野心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被粉碎了，此后政党政治全面发展，再也不出现波折。从18世纪80年代起托利党掌权达半世纪之久，到第一次议会改革前由辉格党上台，完成议会改革。其间，托利党和辉格党在组织建设、政治纲领等方面都经历了一个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为两党向现代政党转变奠定了基础。

法国大革命期间两党都形成了明确的政党意识，托利党长期执政，在组织与队伍方面都日臻完整。到18世纪初，托利党“以保守主义理论为指导，在保卫既定制度，维护法律、秩序与财产安全等政治原则的基础上，利用政府纪律和官职薪俸等作为手段达到空前的一致，成为一个成熟的党。

辉格党则由一个松散的反对派集团向成熟的政党转变。由于长期在野，辉格党多次分裂，到18世纪初已形成一个坚定的核心，它支持改革，具有自由主义倾向，政治立场日趋明确，不再为追求官职而摇摆不定。在1809-1812年间他们曾先后四次拒绝入阁，这表明两党的政治界限已经清楚，政党的意识也形成了。

1832年改革是一个转折点。托利党奉行保守主义，倾向守成，不愿意推进议会改革，逐渐得名“保守党”。辉格党支持改革，倾向政治开明，愿意做自由主义的变革，逐渐得名“自由党”。改革使英国向民主化方向发展，政党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两党的组织建设就变得更重要了。于是出现这样一些进展：

一、督导员制度形成：督导员是党内纪律的督察者，他要求本党议员在议会表决时按照党的意志投票，同时充当验票员，负责核实投票结果。

二、党的常设机构出现：托利党在1832年创立“卡尔登俱乐部”，这是英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央党组织；1836年，自由党常设机构“改革俱乐部”也宣告成立。在中央组织之下，两党还建立了地方性常设组织，负责党员的发展以及选民登记工作。

三、党务基金设立：议会改革前后，两党相继设立了竞选基金，据估计，在19世纪上半叶，保守党与自由党各自的竞选基金约在三四万镑左右。

第二次议会改革进一步推动了政党组织的发展。1860年自由党在伦敦成立中央总部；1877年5月在伯明瀚召开“自由党全国总会”，会议决定总会包括两个机构——代表大会和总委员会。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总委员会协调地方党组织工作。全国总会成立后自由党的力量和影响都不断壮大，也使自由党的政治立场更容易统一。保守党则在1868年成立了由督导员负责的“中央委员会”，两年后定名为“保守党中央总部”。但此时保守党总部是“自我产生”的，不是民主选举出来的机构。1886年5月，保守党全国联合大会通过一个章程，确定联合会的任务是做好组织和协调工作，协助建立地方组织，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政策。

在地方组织改革中自由党先行一步，1867年伯明瀚率先进行民主代表制的偿试获得成功，其成效在随后举行的1868大选中得到印证：伯明瀚自由党委员会在大选中统一组织，精心策划，规定各选区自由党委员会按照总部的要求进行投票，结果取得伯明瀚全部3个议席。约瑟夫·张伯伦担任市长后继续改组该市自由党组织，扩大党组织的活动权限，包括：决定党团的政策，提名议会候选人，提名学校董事会候选人，支持各选区候选人等。改组后的伯明瀚自由党组织的作用增强，不仅保证将伯明瀚的3个议席全部保留在自由党手中，还在市议会选举中获得了70席中的68席。伯明瀚为各地方自由党树立了榜样，到1887年，代表制组织发展到700多个。保守党也后来跟上，70年代初在布莱德福特建立代表制会议，后总结经验向全国推广。保守党还加强做工人选民的工作，使该党得到一些工人阶级的支持。至1875年，保守党代表制组织已达到400多个。

党的领袖如何产生也是一个重要问题。第二次议会改革前，党魁的产生和继承问题并没有得到重视，党魁主要凭借他的出身、家产、社会关系和政治才干等个人条件产生，而不是选举产生。首相不具备群众基础，他以国王大臣的身份而不是党魁的名义就职。1868年，自由党的格拉斯顿率先以党魁的身份组织政府，从此首相与党魁紧密联系，一党在大选中获胜，该党党魁就代表本党组建政府。

在现代政党制度下党的中心工作是组织大选、争取执政，执政后要控制议会、保住政权，因此党一方面要加强在议会的领导力度，强调本党议员服从党的纪律，在议会表决中站在本党一边；另一方面要强化地方党组织建设，形成完备的组织网络，保证大选胜利。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要想竞选议员，得不到某个政党的支持就很难当选。党员当选后必须与党的立场一致，如果他投与党相反的票，下次竞选就得不到党的支持，他就一定失败。党在大选中获胜则上台，失败则下野，全党共进共退。现代政党制经过长期的演变逐渐在英国形成，19世纪下半叶，两党在英国轮流执政，政党政治已经相当成熟了。

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国家的管理工作日趋复杂，原先在农业社会可行的做法到工业社会就不可行了，于是，行政、司法和地方政府改革就提上议事日程。19世纪下半叶英国进入一个“改革时代”，改革后出现的一整套制度，又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参考。

首先是现代文官制度改革。文官是一类特殊官员，他们长期在政府的某一部门工作，不参与党派政治，不与内阁共进退。从职别上看，常务次官以下就是文官，在他们的上面是政务官。法律规定文官不能参选议员，必须保持政治中立，不得介入党派活动，否则必须辞职。文官制的好处是有一批人长期在固定部门工作，他们不受党派政治影响，不因大选胜负而进退官职，因此能维持政府工作的稳定性。现代文官制经过长期的演变而在英国形成，19世纪中叶见证了文官制度的改革。

英国文官起源于17世纪革命。内战中，以国王为核心的行政机构解体，议会执掌政务，议会中成立了几个专门委员会，雇佣专职人员处理政事，一批为政府服务、领取固定薪金的人由此产生。1660年复辟后，以枢密院为核心的政府文官固定下来，军队也实行管理职能分化，成立了诸如海军部、军需处等部门，也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光荣革命后议会权力上升，但国王及枢密大臣仍保有任免官吏的大权。通过恩赐官职，国王甚至可以干预议会的活动，乔治三世就是通过任免官职来达到他个人专制的目标的，因此剥夺国王对官员的任命权就是当务之急。官员任免中还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政府和国王都接受行贿，并且用赐官晋爵控制官员。此时，买卖官职是公开的，军职的买卖更是严重。有些中高级官员自己不操持公务，花钱找人代劳，自己又去做别的事。对官员没有考察和监督机制，公务资金混乱，贪污现象严重。

18世纪80年代起，议会开始对官员的混乱和腐败现象进行改革，把任命官吏的权力从国王、首相之手下放到各部门手中，规定官员由部门推荐后任命。1782年财政部实行官吏分级管理，但晋升依据是资历而不是政绩。政党政治发展后甚至出现新的问题，两党把政府官职当成是赃物，某党一旦掌权，就奖赏给本党，编织上下关系网。为了谋取官职，许多人攀枝依附、请人说项、拉各种关系、走各种门路。总之，政党制造成官吏的频繁变动，既不利于工作的连贯性，也妨碍官员精通业务，还会产生各种腐败现象。

工业革命后中等阶级地位上升，他们出于自身的利益并受到边沁功利主义的影响，要求政府的管理像工业生产一样成本低廉，希望建立高效政府。19世纪前期东印度公司和牛津、剑桥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为文官制度变革提供了思路。

1848年议会成立特别委员会对行政开支进行调查。当时任财政部助理秘书的查尔斯·屈维廉向委员会报告时将问题归结于文官制度本身，建议对财政部的文官队伍进行彻底整顿。他批评晋升中的论资排辈，主张高级文官要从受过大学教育的绅士或其他职业中有突出才干的人中选调。议会接受他的看法，开始任命专门委员会对政府各部门展开调查。英国现代文官制改革正式启动。

1850-1870年是改革的重要时期，有两个人物起了重要作用。一位是查尔斯·屈维廉，一位是格拉斯顿的秘书斯坦福·诺斯科特。在改革中两人通力合作，拟订了文官改革的总框架。1853年他们提出《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习惯上也称为《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该报告批评当时文官制度存在的弊病，提出了文官的选拔、录用、提升和级别划分等一整套建议。报告的基本出发点是建立常任文官制，以便在两党轮流执政的背景下政府的工作不受影响，并摈除腐败。该报告将竞争机制纳入人才选择之中，除少数高级官员，所有文官都必须通过公开考试，择优录取。报告建议将文官分为高级和低级两大类。低级文官要求有一般的中等教育水平，高级文官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高等学府毕业生中招考，也可从其他工作部门的成功人士中选调。考试注重文理科基础知识而不是强调某种专业技能，目的是将文化知识扎实、思维开阔的年轻人引入文官队伍，其着眼点是培养未来的高级文官。报告要求对文官的业绩进行考核，根据才能和勤奋程度决定升迁。报告还建议统一文官的工资标准，以便在部门之间进行调动。

1855年新任首相帕默斯顿以枢密院的名义颁布了文官制度改革的正式法令。法令决定任命三人的文官制度委员会，对文官候选人进行“必要知识水准”的考试，合格者经试用后决定是否正式录取。这个枢密院令并未能解决文官制问题，因此在1870年6月格拉斯顿政府颁布第二个枢密院令。它以“诺——屈氏报告”为蓝本进行改革，规定除外交部和内政部外，其他部门的文官都要通过公开考试、竞争上岗。财政部还制定了两份考试细则，对高级文官和低级文官的考试确定了不同的标准。第二个枢密院令奠定了文官制的基础，后来，历届政府又对文官的待遇、分级、晋升等细节作出具体的规定，文官制度渐趋于完善。

文官制改革意义重大，它清除了官员任免、管理中的许多不合理现象，节制了腐败，清廉了政府，巩固和扩大了议会改革的成果，为政府的透明化和民主化创造了条件，也为其他国家的现代官吏制度提供了示范。

司法改革也在19世纪进行。18世纪英国存在三大法庭：高等法院、高等民事法庭、财政部法庭。从表面上看三大法庭分工明确，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各法庭都可以受理各种案件，而当事人不仅要支付高额诉讼费，还要向办案人员纳贿进贡，才能进入法律程序。三个法庭的判案标准并不一致，这就造成执法的混乱；各法庭职能相互交叉，更使得当事人员不知所措。法律的基层执行者是治安法官，治安法官属义务工作，办事比较清廉，但他们不熟悉法律，仅凭个人经验办案。所以这时的司法工作乱而无章，影响了法制的实行。

但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的司法制度还算好的。英国有长期的法治传统，专制王权很早就消失，司法独立也很早实行。而且，英国自古实行习惯法，有较完善的陪审团制度。因此，英国司法改革的任务不是确立法治原则，而是在效率和统一问题上做文章，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

1823年托利党政府提出一揽子方案，将死刑罪砍去100种，并根据过失大小确定了相应的处罚标准，在量刑统一、惩罚分明方面取得了成就，提高了法律的实用性。1829年伦敦建立一支专职治安队伍——警察；1856年议会通过“警察法”，规定各郡、市都需建立警察部队，从而在世界首创了现代的社会保安系统。警察的出现使治安法官的作用下降，乡绅对农村的统治也随之削弱。1873年，议会颁布《司法权法》，将治安法官组成的地方法庭置于高等法庭管理之下，治安法官的业余司法生涯也就宣告结束。该法律还规定：英国设一个最高法院，下分高等法庭和上诉法庭。高等法庭再分三个审判庭，包括大法官庭、王座法庭和遗嘱、离婚与海事法庭。三个审判庭职权分明，相互不交叉，专业化程度大大提高。《司法权法》还简化了手续，降低了费用，克服了原有司法制度中的许多弊病，使司法成为一般民众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司法机关也成了国家的一个公务机关，使之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总之，1873年《司法权法》是英国司法制度史上的里程碑，它奠定了现代司法制度的基石。

经过19世纪的一系列改革，英国作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为全世界树立了公认的样板。英国在议会制度、政党制度，行政和司法制度方面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作为世界潮流的领导者，它引导的不仅是经济方面的发展，而且是制度的全面变革。正是这些制度变革为一个现代的世界提供了示范，因此英国的大国地位不仅是物质的，也是道义与精神的。价值观的示范作用往往具有超物质的力量，这种力量经常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英国在它强盛的顶峰充分表现了这种力量，这是一个“小国”何以主宰世界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不可忽视的一面。


第三节　相对衰落的时代（20世纪）

19世纪60-70年代，英国仍然是世界最强国，它凭借纺织、采煤、钢铁、机器制造等支柱产业和海运、出口、金融等方面的优势维持着它在全球的霸主地位，仍旧是世界的“工场”和贸易中心。

在关键性的制造业中英国依然没有对手。在铁路建设方面，19世纪中叶已形成覆盖全国的铁路网，对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国内主要干线完成后，英国开始在世界各地承接铁路工程。1850-1870年间欧洲大陆和美国总计修建了14万公里的铁路，英国为此提供了大部分设备器材，包括铁轨、机车和车厢，以及技术人员与资金；仅1869年出口到美国的铁路器材就有30万吨。1858-1867年，英国在印度铁路建设上也投资了6000万英镑。1863年1月10日，世界第一条地铁在伦敦通车，揭开了人类交通历史上新的一页。19世纪70年代以后，其他国家也跟在英国之后兴建本国的铁路网，形成了世界新的交通体系，英国多年来一直是这个体系的中心。

随着铁路时代来临，英国钢铁出口加快，1849年是55.4万吨，1853年增加到126万吨，其中2/3的是价格贵重的铁条、铁杠、铁棒和各种制铁。1871年与1857年相比，钢铁制成品的出口增加4倍，其中像机械和蒸汽机设备大量出口德、法、美等国，体现了英国的工业化中心的地位。英国铁产量此时占全世界的一半，为此，甚至连英国人对英国是否能保持1853年的水平也感到怀疑。然而30年后英国铁产量又提高了3倍，到1871年，英国铁产量依然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1850年英国钢产量为4.4万公吨，1865年达到22万多公吨，比美、德、法三国钢产量总和多出7万多公吨。

在煤的生产和出口方面英国仍居世界第一。煤产量在1854年是6000多万吨，1873年翻了近一倍。因为煤在这时依然是法、德等大陆国家迫切需要的主要动力资源，20年间英国煤的出口增长了3倍多。

造船工业也在快速发展。轮船建造速度超过帆船，从1852年的20.9万吨增长到1866年的82万吨，1870年，经过改进的船用蒸汽机得以应用，节省了大量用煤，使轮船在远洋航行上开始占据优势。1850-1870年，商船吨位从360万吨增加到569万吨，超过了美、德、荷、法、俄等国的吨位总和。英国保持着世界最大商业国的地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伦敦一直依然是全世界最大的港口。

在保持工业生产和国际贸易两大优势的同时，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进一步加强。在伦敦出售的外国有价证券在1860-1866年间年平均为3300万英镑，1870-1876年间达到6000万英镑。仅在1867-1876年10年内，英国投放到外国的有价证券资本就有5亿英镑左右，1872年，英国在本土以外的投资为11亿英镑。资本输出的增加促进了银行业的快速发展，1904年英国已有50家殖民地银行，下属2279个分行，这个分布极广的银行网，触角几乎遍布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当时法国只有20家银行和136个分行，荷兰有16家银行和68个分行，德国有13家银行和70个分行。伦敦在19世纪末是世界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

一　帝国的瓦解

英国的强大是与英帝国联系在一起的，殖民地是英国保持世界霸权的重要保证。光荣革命后，英国就对海外扩张尤其关注，此后近一个世纪中，英国与欧洲各国争夺殖民地，到“七年战争”结束时，已建立起以北美殖民地为中心的庞大的“第一帝国”。

第一帝国的指导思想是重商主义，第一帝国是一个商业帝国。英国很早就执行晚期重商主义，强调发展手工业，强调以生产为基础的商业扩张。托马斯·孟对帝国在商业中的重要性十分重视，它把殖民地看作是对外贸易的基本环节。1630年，他写成《英国得自海外贸易的财富》一书，系统地提出了贸易差额论的新主张。他说：“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时刻谨守这一原则；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托马斯·孟强调要从全局的角度追求总体贸易顺差，为此应重视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贸易，认为这是英国致富的源泉。第一帝国就是在这种理论基础上建立的，在第一帝国，英国是生产国，殖民地提供原料、接受产品，通过这样双向的贸易，英国大发其财。

为争夺殖民地，英国投入世界范围内的争霸战争。18世纪，英国共参与七场争夺战，它们是1689-1697年的“奥格斯堡同盟”战争；1702-1711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39年爆发的“詹金斯耳朵之战”，和后来随之跟上的更大规模的欧洲冲突即1740-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66-1763年的“七年战争”；1776-1783年的“北美独立战争”；1792-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其中“七年战争”是关键的一战，它奠定了英国殖民霸权的地位。

“七年战争”的目标非常明确，即争夺海外殖民地，对殖民地的贸易实行垄断。战争的结果对英法双方来说都极为重要，谁能获胜，谁就控制殖民霸权。英法争夺主要在北美、印度和海上进行，战争开始后，英国的军事优势，包括海上优势很快就显露出来。在北美、加勒比地区及印度的陆战中，英国军队取得辉煌的胜利；而海战方面，英军先后击败法国地中海舰队与大西洋舰队，法国的海上力量基本上被消灭。1763年战争结束时，英国以胜利者的姿态坐到了谈判桌前，与法国签订了《巴黎和约》。

根据和约，英国在美洲得到加拿大、新斯科舍、布雷顿角及附近岛屿，还得到了在密西西比河上航行的权利，这对于同印第安人开展贸易十分重要。这样，法国在北美的殖民势力几乎被根除，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帝国基本形成。在印度，尽管英法双方互相交换了各自占领的领土，但英国在印度的优势已经很清楚。在加勒比地区，英国归还了战争中征服的一些岛屿，但得到了圣文森特、多巴哥、多米尼加、格林纳达等岛屿。此外，英国还得到了非洲的塞内加尔，收回了欧洲的梅诺卡；哈瓦那与马尼拉则归还给西班牙。这样，随着法国的溃败，英国的殖民霸权与商业霸权已经牢固地树立起来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英帝国已经形成。

殖民地对英国后来的发展意义重大，18世纪，以英国为核心、辐射到各殖民地的商业贸易圈出现了。在这个贸易圈内，“作为宗主国的英国提供工业品或生产制成品，美洲殖民地提供烟草、鱼类及海防仓库，西印度群岛殖民地提供蔗糖及其他热带农副产品，印度则提供香料。”据材料显示，1720-1763年间，英国的商品出口总额从800万英镑增长到1500万英镑，英国的货船吨位数也从45万吨增长到65万吨，相当于欧洲货船总吨位数的1/3左右。在英国的对外出口中，绝大多数是制造业产品，主要包括毛纺织品、亚麻织品、丝绸织品、棉纺织品、金属织品等，英国的贸易对象，也从欧洲转向了殖民地，尤其是美洲殖民地。光荣革命前，英国总出口商品中欧洲所占比例高达90%以上，美洲所占比例不到10%；到美国革命前，欧洲所占比例就下降到50%，美洲所占比例达到了37.3%；18世纪末的英国对外贸易中欧洲所占比例下降到30%，美洲所占比例则进一步增长到57.4%。

但英国的殖民事业在美国革命中受到沉重打击，第一帝国解体了。英国与北美殖民地之间的不和早已有之，英国未能很好地处理这些矛盾。“七年战争”后北美殖民地提出“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要求进行改革。英国政府不愿意做出让步，导致局势不断恶化。英国的强硬态度终于使战争在1775年爆发，经过6年的战争，1781年10月，英军向北美大陆军投降。两年后，英国终于痛苦地做出让步，承认了北美13个殖民地的独立。英国在“七年战争”中建于北美的殖民基业几乎毁于一旦，法国与西班牙多少恢复了它们的势力。

北美独立也极大地冲击了重商主义体系，商业垄断已经很难推行了。恰在此时，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工业优势迅速确立。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改弦易辙，放弃重商主义，而向经济自由主义方向发展，帝国也从重商帝国向自由帝国变化。正是在自由帝国的旗帜下，一个前所未有的“日不落帝国”走上世界舞台。英国在反法战争（拿破仑战争）中再次击败对手法国，滑铁卢战役后的一个世纪里，英国走向了它力量的顶峰。

英国组织反法战争，一方面是出于对革命的厌恶、反对法国革命；另一方面是为了维护英国一贯坚持的欧洲均势，不让任何国家取得对英国的挑战权；第三方面，争夺世界商业和殖民霸权也是重要的出发点，因此我们看到：当反法联军在欧洲大陆与拿破仑的军队进行厮杀时，英法之间对殖民地的争夺也异常激烈，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将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个世纪的世界霸主。

这场战争有多次重要的海战，其中一次是1798年在埃及亚勃基尔湾举行的海战，结果法国舰队战败，法国争夺东方殖民地的企图就此终止。另一次是1805年的特拉法加大海战，这是英国与法、西两国海军的总决战。这场战役决定了英吉利民族和英帝国的命运，正如英军统帅纳尔逊所言：“情况很明朗，只有打败拿破仑，英国才能真正强大起来。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必须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主人。”海战进行得十分惨烈，纳尔逊也受重伤阵亡，但坚实的经济后盾以及强大的海军实力终于确保了英国的胜利，通过这场战役，再也没有国家可以在海上与英国较量了，英国取得了绝对制海权。由此，“日不落帝国”的基础已经奠定，英国在反法战争中完成了帝国重建的任务。

反法战争开始时英国的殖民地只有26个，而战争结束后达到了43个。英属殖民地的分布范围大致为：北美的加拿大、西印度群岛，澳洲大陆及附属岛屿，东方的印度以及一些据点或岛屿，如开普、锡兰、马耳他等。占领这些殖民地，基本上是为了拓展对外贸易，它们有的是原料产地或产品销售市场，有的能确保海外贸易航线的通畅。“贸易优先”的原则在新帝国的形成中表现得相当明显。由于英国一个国家控制了海洋，因此它不必再坚持重商主义的贸易垄断政策，相反，它开始向“自由贸易”方向、向“自由帝国”的方向发展。

“自由帝国”的思想早就被提出来了，亚当·斯密认为：母国对殖民地的贸易垄断不仅对殖民地不利，对母国也不利。他主张开放殖民地的对外贸易，最终实现贸易自由。他说：“要把英国从这种危险中拯救出来……唯一的政策，似乎就是适度地、逐渐地放松那给英国以殖民地贸易独占权的法律，一直到很大自由为止。”继斯密之后，李嘉图也推崇自由贸易政策，认为应该使进出口尽可能处于自由状态。他说：如果“可以自由出口或进口而不加限制，那么国家……所享受到的将是举世无双和简直难以想象的繁荣和幸福”。“自由贸易”理论动摇了重商主义的根基，培育了英国人的新帝国观：殖民地的作用，已不再是土地本身，而在于它对世界贸易的意义；因此在帝国重建过程中英国占领的地方要么是能确保帝国贸易线路通畅的战略要地，要么是非常重要的原料产地与产品销售地。“贸易优先于统治”的口号成为新帝国的原则，“无形帝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无形帝国”不把土地作为主要目标，而是依靠海上霸权，进行全球性的世界贸易。一些国家如果接受英国的“贸易”，那么英国就不使用武力，也不谋求政治控制权；这些国家如果不肯就范，英国就要炫耀武力，动用军舰实行“炮舰政策”，将其打败，迫使它接受英国的“贸易”。当时英国在东亚和非洲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都采取这种政策，它没有用独霸世界的武力去占领大片土地。

在这个帝国中，印度是“帝国王冠上最珍贵的宝石”，整个帝国以印度作为中心，正如20世纪初英国驻印度总督寇松直言：“只要我们统治印度，我们就是世界第一；如果我们失去印度，我们将降成三流国家。”印度对英帝国的价值，一是商业与贸易上的重要性，印度是英国海外财富的最大源泉，仅1757-1815年间东印度公司就从印度攫取财富达10亿英镑；19世纪中叶以后列强对世界市场的争夺变得激烈，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印度对英国的意义就更不言而喻。二是印度的军事意义不容忽视，英国人在印度训练出一支数十万人的土兵，这支军队不仅用来驯服印度的土邦王公，而且也用来征服邻近国家。正如罗纳德·海姆所说：“从军事角度，正是这支英印军队，才使不列颠成为一个伟大的帝国。”印度在被征服过程中变为英国的原料产地与产品销售市场，在殖民当局政策引导下，印度农民被迫种植英国所需的工业原料，如棉花、蔗糖、靛青、鸦片等，另一方面其众多人口又是英国产品的倾销对象。

在“自由贸易”的原则基础上英国构建了一个“自由帝国”。自由贸易瓦解了殖民地的民族经济，将这些地区强行拉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英国由此大获其益，更加强了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但维持这样一个“自由帝国”从根本上说还在于英国强大的军事实力，没有国家能够与英国相抗衡，这才使其他列强不敢轻举妄动。英国在自由主义旗帜下维持一个庞大的帝国，本身就是强大的表现。

然而时代终究是要变的，殖民地也开始出现变化。首先是白人殖民地发出了争取权利的呼声，这导致白人殖民地自治政府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也出现一些热衷于殖民地改革的理论家，他们对白人殖民地的要求表示理解，他们相信只有让殖民地实现自治，才能不再出现像美国革命那样的分离事件，同时，又能减轻母国的财政负担。在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包括“自由帝国”的理念）的支持下，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种观点。从19世纪中叶开始，白人殖民地向自治殖民地发展。

自治的尝试首先从加拿大开始。1837年加拿大发生起义，英国当局为避免出现第二个美国，于1839年发表《达勒姆报告》，允许加拿大建立责任政府。至1855年，英属加拿大全境都建立了责任制政府，这标志着英国政策、以及英国与殖民地关系的重大变化。加拿大又为澳大利亚提供了范例，1842年，英国议会准许新南威尔士通过选举建立自治政府，一种全新的以地方自治为特征的责任制政府建立起来。新南威尔士的成功激励了其他地区，在1853-1856年间，责任制政府先后在维多利亚、范迪门、南澳大利亚等地建立起来。此后，在新西兰、南非等白人殖民地，英国也先后建立自治政府，并获得了成功。自治殖民地的建立维护了帝国的纽带，它在短时期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向心力和团结，使空前绝后的“日不落帝国”显得更加有力。但实际上这里面也隐藏着后来帝国分裂的种子，一个个新的国家就在帝国自治的壳子里开始孕育了。

19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格局也出现了重大变化，由于其他国家的工业革命快速发展，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开始丧失，它对世界海洋的控制权也日益受到挑战。列强重新争夺殖民地，英国的“无形帝国”已不能再维持。这样，保守党的迪斯雷利政府改变了“自由主义”政策，从“无形帝国”向“有形帝国”过渡。1874年迪斯雷利政府上台伊始就兼并了太平洋岛国斐济，这是英帝国政策转变的标志。紧接着，1875年英国通过购买苏伊士运河股权的方法控制了埃及，1882年又以武力占领埃及，将埃及置于英国的控制下；一战后埃及成为英国的保护地。1883年英国派兵入侵苏丹，最后也将苏丹收入囊中。19世纪最后30年，争夺土地成为英国殖民政策的最显著特征，在争夺中英国不仅得到上述北非的埃及和苏丹，还得到西非的尼日利亚和南非的贝专纳（博茨瓦纳），东非的桑给巴尔岛、乌干达和肯尼亚，中非的南、北罗得西亚，亚洲的缅甸、俾路支、塞浦路斯等等，并将对香港的占领扩大到九龙和新界。1887年，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之际，英国召开第一次殖民地会议，殖民地政府首脑大多都出席了会议，表示对英国的忠诚。十年后借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庆典之际又召开第二次殖民地会议，各殖民地代表再次齐集伦敦。英帝国这时似乎达到了极盛，它的殖民地面积达到930万平方公里，人口3亿多。1914年，英帝国总面积更达到3380万平方公里，人口4.4亿，相当于陆地面积的1/4，当时人口的1/4，其面积比英国本土大150多倍！一战结束时，大英帝国的领地遍及亚、非、欧、美、澳五大洲，世界上到处可以看到英国的米字旗，一个“日不落帝国”好像要永世长存了，但恰恰是这个帝国，使英国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英国的强盛与英帝国的强大联系在一起的，但英帝国对英国的影响也是双向的。一方面，广大的殖民地是英国原材料供应地和巨大的商品销售和资金投资市场，英国享受着作为帝国之首的荣耀；另一方面，英国在控制和经营殖民地事务中也必须付出，承担保护和发展殖民地的责任。英国的殖民地版图越大，英国所承担的任务也就越多。实际上，在“英国从殖民地究竟是得到多还是付出多”的问题上，英国内部一直争论不休。1899-1902年英国对布尔人的战争让英国人深刻地体会到殖民地作为负担的另一面。

布尔人是荷兰殖民者的后代，它们长期在南非居住，占据南非殖民地。拿破仑战争后英国控制好望角殖民地，逐步向外围扩张；布尔人则北迁，建立了奥兰治和德兰士瓦两个独立国家。19世纪80年代，一个在南非靠挖钻石而成为百万富翁的塞西尔·罗得斯成立“英国南非公司”，他一心要实现宏大的“双开”计划，即为英国争夺在非洲最大的殖民地盘，把英国控制区从开罗一直连接到开普敦。这个计划意味着吞并两个布尔人国家，于是双方的冲突不可避免。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冲突，战争在1899年爆发。

战争初期英国思想准备不足，认为最多造成几百人伤亡，在3-4个月内可以结束。布尔人却为保卫家园而拼死奋战，投入全部兵力，他们利用熟知地形的优势，在1899年12月9-15日，连续三次大败英军，歼灭英军2500人，这个星期成为英军“不祥的一周”。消息传回英国，引起英国朝野震动，已经80岁高龄的维多利亚女王明确表态：英军不能失败。为了扭转败局，英国迅速增派兵员，到1900年初，英国在南非的军队达到15万人，其中包括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殖民地的士兵。由于双方力量悬殊，战局开始向有利于英军的方向发展。5月24日，英军吞并奥兰治，9月1日宣布征服德兰士瓦。

但战争并未结束，布尔人利用熟悉的地形，神出鬼没地与英军周旋，全民皆兵，发动了游击战。英军不断增加兵力，使总数达到近45万人，而当时布尔人总人口也只有25万，兵力4万——5万人。持续的战争使英军伤亡惨重，上至新国王爱德华七世，下到英国普通百姓，都希望早日结束战争。于是，英军运用碉堡战术，采取残酷的三光政策，烧毁房屋，捣毁农田，驱赶牛羊，只要是布尔人，在战争中不分老幼格杀勿论，并将大批布尔人赶进集中营。在这样的情况下，布尔人终于败下阵来。1902年5月布尔人认输，他们失去了独立的国家，却赢得了光荣和全世界人民的尊重，英国虽然打赢战争却答应向布尔人赔款，并许诺尽快让他们自治。为了征服一个很小的民族，英国花费3年时间，伤亡近2.2万人，耗资20多亿英镑，还失去大国的道义，受全世界指责。如此高昂的代价震撼了英国，也动摇了英国人对殖民地的信心。

英布战争是英帝国史上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前帝国不断上升，在此之后帝国开始走下坡路。战争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英国的扩张能力不是无限的，殖民地并不是越大越好。但帝国对英国的大国地位又极其重要，于是英国开始把注意力从扩大帝国转到巩固帝国上来。这次战争使英国停止了大规模领地扩张，将巩固殖民地的统治作为维护帝国的中心任务。但巩固的结果又是什么呢？

英国的殖民地可以分为三类——自治领、印度和附属帝国。自治领就是白人移民殖民地，它们从19世纪中期开始逐渐实行内部自治，经过半个世纪的实践，被认为效果很好。在自治领形成的过程中，“帝国联邦”成为英国政府追求的目标，帝国联邦就是把各自治领结合成一个政治实体，英国是联邦之首，实行统一的法律、议会、贸易和对外政策。1897年英国正式提出建立帝国议会的主张，但殖民地对此不热心，希望维持现状。1907年英国正式将“殖民地”改为为“自治领”，据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成为自治领，加上已有的加拿大，和后来的南非、纽芬兰，这些就是帝国自治领成员。

印度是一个特殊的地方，从狭义来说，印度不是殖民地，而是用武力征服的属地。印度在帝国内占据特殊地位，是“帝国王冠上最珍贵的宝石”，即使在自由帝国主义最盛行的时候，也没有人主张放弃印度。1876年维多利亚女王正式加冕为“印度女皇”，标志着英国对印度的全面统治。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殖民地民族意识的觉醒，英国认为对印度应改用“仁慈专制”的统治方法，1898年寇松担任总督后开始执行这种方法，他一方面发展经济，改革陋习，关心民众疾苦；另一方面又加强统治力度，确保英国对印度的控制，他限制地方自治权，把印度人排除在高级文官之外。“仁慈专制”在一段时期里取得效果，巩固了对印度的统治。

除自治领和印度，其他殖民地都是附属殖民地。附属殖民地又分为直辖殖民地和保护领两类。前者归英国殖民部管辖，后者保留原有管理体系和旧统治者，但依照英国的指令行事。这些殖民地总面积超过200万平方公里，80%以上分布在非洲、亚洲。它们数目众多但规模不大，本身情况又千差万别。在英国统治下，新的因素渗透到原有传统社会之中，使其发生变化，而在原本分散落后的地区，也开始孕育新的国家。

实事求是地说，殖民地在完全成熟之前，还是愿意保留在英帝国之内的，宗主国和殖民地在英帝国体系中都可以得到好处，并不完全是一方得益，另一方受害。但宗主国与殖民地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又各有利益所在，所以时间长了矛盾就积累，遥远的时空距离加大了分歧，离心的过程慢慢酝酿。事实上，自治领形成的过程也就是离心的过程。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移民殖民地快速发展，他们为自身利益考虑也就更加明显。在海外出生长大的移民后代与英国的关系已不像其祖辈那么亲密，一旦自治领感到可以很好地管理自己，一种新的认同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民族”开始形成。有了新的认同，脱离母国并建立独立国家就是迟早的事，这就像儿女们长大后自立成家一样。如果不是实施自治，离心的速度就会更快，就像美国独立战争中发生的那样。但自治与独立也仅是一步之遥，自治领实际上是未来的国家。需要指出的是，不仅白人移民殖民地是这样，其他殖民地也是这样，只是过程各有特点而已。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殖民地离心的倾向已相当明显，但长期建立的母国与殖民地关系不是一两天内中断的，尤其是英国的殖民政策中有不少“开明”的表现，使殖民地对宗主国的效忠能长期维持。在英布战争中3万殖民地军队与英军并肩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殖民地派出了250万之多官兵，并提供大量物质援助。这些让英国人感到长期的努力有了回报，由战争激发起来的帝国自豪感达到高潮。战后，德国在东非的殖民地转交英国“托管”，英国一直期待的“双开”计划终于实现，英帝国似乎比以前更强大。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一次大战实际上成为殖民地对英国离心的催化剂。自治领在大战中的表现，充分证明它们已经具备独立国家的资格和能力，战后自治领基本上已经可以与母国平起平坐了，离心性加强，最终导致自治领独立。其他殖民地也爆发民族主义浪潮，爱尔兰要求独立，印度也向自治方面迈步。战后不久，印度在圣雄甘地领导下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开始向独立方向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英帝国全面瓦解的进程开始了。

1931年，英国通过了《威斯敏斯特法案》，在法律上承认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爱尔兰和纽芬兰的独立地位。法案规定：未经自治领议会同意，英国议会通过的法律将不再适用于任何自治领，自治领拥有制定完整的法律的权力。该法案标志着英联邦的正式形成，而自治领也获得了与英国平等的地位。1935年英国议会颁布《印度政府法》，印度人获得了管理内部事务和地方事务的权力。面对其他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冲击，英国也做出了退让，其中典型的例子是埃及在1936年初步获得独立，虽然英国仍保留了很大的影响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英帝国的影响更大！大战爆发后英国得到多数白人自治领、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支持。战争中帝国各地派出500万军队参战，其中印度200万，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各派50万，新西兰人口只有160万，也派出军队20万。非洲殖民地也有大批人被征派到战场，并为盟军提供大量军备物资。战争期间，英国欠下印度、加拿大、埃及等国短期债务140多亿美元。战争中自治领对自己的军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其地位与英国已非常接近。1944年召开的英联邦领导人会议不再称“帝国会议”，而改称“英联邦总理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已是地位平等的成员之间的一次非正式会晤。

战争表明，英国根本无力保护殖民地，其声望受到严重损害。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香港、马来亚等英国殖民地很快被占领，而在新加坡，日本只用了10天时间就迫使英军投降，还击沉英国皇家海军的著名战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击敌号”。此后日军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形成直接的威胁，澳大利亚人惊讶地发现：依赖英国保护的日子结束了！于是，澳大利亚决定将澳军在中东的3个师全部撤回，并拒绝将其中两个师派往缅甸战区。这种不服从英国指挥的事件，在英帝国史上还是第一次。新西兰也遇到同样的威胁，而这一次是美国扮演了保护者的角色。面对新西兰本土可能遭到的袭击，新西兰政府也准备撤回军队，只是在罗斯福和丘吉尔的一再劝说下才没有采取行动。加拿大是盟国重要成员，它的军力和工业生产力仅次于美、苏、英。在大战中，加拿大军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二战后加拿大完全摆脱了英国，成为一个重要的北美国家。总之，经过二战的洗礼，英联邦成员与英国已发展出一种伙伴关系，自治领向成熟的民族国家的转变已经完成。

印度在战争中民族情绪持续高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多次发生。英国为维持印度参战答应它在战后实行独立，因此印度的独立已指日可待。在非洲，战时非洲士兵与英国人士兵并肩作战，他们发现子弹打在白人身上和打在黑人身上是一样的，白人跟黑人一样也是人。战争对非洲人起到了启蒙的作用，而白种人对非洲的统治，实际上造就了当地人民的民族意识的产生。这样一种巩固帝国与离心分治的二律背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英国的亚非殖民地已形成强烈的民族主义激情，结果造成战后民族主义运动的波涛兴起。

对自治领取得完全的国家地位，英国早已有思想准备，因此在接受澳、新、加等国的新关系方面，并没有太大困难。但印度也要实行独立，这对英国来说多少有点为难。两百年中英国试图用自己的政治、文化、经济制度改造印度，实现英国在印度的永久统治，印度给英国巨大的利益，但英国也缔造了一个新印度；新的印度国家迟早是要出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提供了这个机遇。由于宗教冲突，英属印度分裂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1947年两个国家分别独立。不久后，印度旁边的缅甸、锡兰（斯里兰卡）也跟着独立了。

马来亚战略位置重要，又是橡胶和锡的主要产地，二战后英国不惜动用武力企图阻止它的独立，结果引发了七年的战争（1948-1955）。但最终马来亚还是独立了，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宣告成立。在英属圭亚那英国也动用了武力，但在1966年退出圭亚那。

黑非洲是最后落入英国之手的殖民地，英国人也最不愿意退出。英国人宣称黑非洲没有做好独立的准备，还需要宗主国进行管理。但加纳在50年代初就开始争取独立的解放运动，终于在1957年脱离了英国统治。加纳的榜样鼓舞了其他非洲殖民地，在西非，其他三个殖民地尼日利亚、塞拉里昂和冈比亚都在60年代初成为独立国家。在东非，非洲人发动了“茅茅运动”等一系列斗争，导致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三国在60年代初分别独立。在中非，尼亚萨兰和北罗得西亚分别于1964年独立，尼亚萨兰定国号为马拉维，北罗得西亚改称赞比亚。南部非洲的博茨瓦纳于1966年独立，莱索托和斯威士兰于1966年和1968年脱离英国的统治。南非和南罗得西亚因实行种族隔离政策，问题最大：南非在1910年成为帝国自治领；1961年南非独立，但实行种族隔离，被排除在英联邦之外，一直到1994年才实现了多种族的统治而重新加入英联邦。南罗得西亚的白人在1965年单方面宣布“独立”，15年后白人才交出政权，1980年4月18日津巴布韦正式成立。

1960年8月，塞浦路斯宣布独立；1964年9月，马耳他宣布独立；英国在地中海的殖民统治就此告终了，但英国在该岛的军事基地一直保留到1979年3月31日。英国在印度洋上的三个小岛马尔代夫、毛里求斯和塞舌尔也在60-70年代宣布独立了，而加勒比海和太平洋上的小岛也都在70-80年代成为独立国家。1997年香港脱离英国统治回归中国；这以后英国殖民地只剩下一些无关痛痒的岛屿了。往昔大英帝国的辉煌一去不再复返，英国打赢了两场世界大战，却失去了一个帝国。而英国一旦失去帝国，它独领风骚的“大国”基础也就不存在了。

二　经济地位的下降

实际上，20世纪英国的经济实力也一路下降，这使它丢掉了独领世界的经济基础。19世纪下半叶，英国的发展势头开始减慢，1870-1913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2.1%，低于美国的4.3%、德国的2.9%，但高于法国的1.6%和意大利的1.4%。从绝对数字看，当时英国在许多方面还是位居第一，英国的工业出口依然保持世界霸主地位，1913年，英国在全世界工业品出口份额中占32%，而同期美国是14%，德国是20%，日本是3%，它们与英国的差距还很大。英国仍是海上霸主，英国造船业在1914年之前依然高居世界榜首，其吨位是美、德、日三国总和的2.4倍。而且，载货运入联合王国的船只绝大多数也是英国制造，外国船只在1877年只占1/3,1887年还下降到1/4.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在英吉利海峡上川流不息，呈现出一副壮丽堂皇的海权景象。

但一战后英国的总体实力上已让位于美国。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战争让英国从顶峰上跌落下来的，其实不然。英国在它最强盛的时候就已经隐含着严重的问题，学术界一般将1870年作为英国经济发展的分界点，在此之前，英国不断发展并在几乎所有方面都占据着优势地位；在此之后，英国发展速度减慢，开始从绝对领先的地位上衰退下去。

19世纪80年代，美国的工业能力超过了英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跃居第一。德国的增长速度仅次于美国，1870年德国统一后表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以最快的速度赶超英国。俄国和日本也取得了明显成就，与英国的距离拉近。法国发展相对缓慢，但法国一心想恢复雄风，也对英国形成巨大的压力。英国同期的发展速度下降很大，1899-1913年，英国的工业出口增长率只有48%，美国、德国和日本分别是100%、121%和151%。1901年，美国和德国的钢产量都超过了英国。1913年与1830相比，英国棉纺织工业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份额下降了近2/3;1899年，美国在棉花消费方面超过英国。第一次大战前，英国纺织业的主要产地兰开郡已被排挤出欧洲和美国的大部分市场。1913年，英国的机器生产量占世界总份额已不到1/8，而美国占到一半以上，德国也占到1/5强。在电气设备、有机化工、内燃机等新工业产品方面，英国更是落在了美国和德国的后面。采煤业的人均生产率也在下降，到1914年，美国的年采煤量超过了英国，德国煤产量也已经逼近英国。

在铁路方面英国也失去了优势，正如经济史学家在1899年写道：英国与其他国家在铁路方面的差距弥合了，“外国调查家不再到英国来了”，“英国铁路方面没有什么新东西可学了”，因而转向美国。


1870年，英国是世界上唯一的金本位国家，但是到了19世纪末，很多国家都确定了金本位制。1908年，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不到4000万英镑，同期的奥匈银行有5000万英镑，俄帝国银行有近1亿英镑。伦敦的金融地位受到有力的挑战。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逐步丧失“世界工厂”的地位。从1880年到1913年，英国在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的比重从22.9%减少到13.6%，占世界贸易份额也从23.2%下降到14.1%。美国和德国的工业生产已经相继超过了英国。

如上所说，英国经济从1870以后就出现了衰落迹象，而且这种相对衰落存在于整体绝对优势之中。实际上，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如果不能保持领先的发展速度，绝对的落后就是迟早的事。那么，英国相对衰落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丧失了科技的优势。麦格劳将工业革命分为三段，毫无疑问，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绝对领先者。同其他依然停留在农业经济的国家来说，英国的变化是无与伦比的。但据1851年的英国人口调查，农业依然是英国最大的行业，从业人口179万人，煤矿业和棉纺织业是当时的主要工业部门，分别有52.7万人和24.6万人；手工业者依然占很大的比例，比如鞋匠就有27.4万人，比棉纺织业的人数还要多。所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也被许多学者称为古典工业革命。有的西方学者甚至指出：英国在1870年以前或许已经一直在快速地工业化，但它仍然是一种农业经济。

第二次工业革命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远超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着工业化的进程。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英国虽然也有一些发明，如合成染料、贝氏炼钢法、蒸汽涡轮等，但内燃机、柴油机、汽车、发电机和电动机等多是德国人的发明或改造，美国发明了环锭纺纱机、打字机、白炽灯和电话等。事实表明，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已不是英国；即使英国有一些新技术成果，也因思想保守而没有及时加以利用，墙内开花墙外红。例如，英国人在70年代末发明了从廉价的铁矿石中提炼钢的方法，但英国却长期沿用旧的炼钢法，1886年和1893年，英国的钢产量分别被采用新办法的美国和德国超过。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电力、化工、石油、电器、汽车等行业，在这些领域英国都未能跟上。19世纪最后25年里电力和电机产品在一些国家受到重视，但英国有运行良好的蒸汽机，因此英国人问：“煤价很低廉，它对于我的父辈一直很合用，现在我为什么要改弦更张呢？”这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第二，未进行产业更新。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四大支柱产业是棉纺、煤炭、钢铁和造船，它们是保住英国经济优势的几个关键部门。但其设备到1870年以后都已经陈旧，英国没有及时进行更新换代。虽然由于世界市场的扩大，英国依靠传统产业的还是能够保持低度发展，但所占市场的份额减少了。对于像英国这样已经形成工业化规模的国家，企业的更新改造比新建企业的难度更大，不仅需要大量资金、先进技术，而且还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与此同时，在第二次科技革命推动下，新的资本开始加速流向新兴工业部门，即电力、化工、石油、汽车等，谁在这些方面占优势，谁就取得了新的领先权。英国在新兴产业上的研发方面大大落后了，新兴工业占整个工业的比重低，其产值到1903年只占工业总产值的6.5%。

英国经济还有一个特点即对外依赖程度高。19世纪中期以后，英国资本输出迅速增加。1865-1914年的英国投资中，英国本土投资只占30%，其他70%资金投在国外，其中，美洲占37%，已经超过了在英国的投资，欧洲占6%，其他国家占2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英国依然是向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投资者，几乎占全世界投资总额的一半，位居第二的美国只占到19%。资本输出的半数投在英国殖民地，这样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并可以远离欧洲大陆，降低投资风险。但这种情况一方面制约了国内的投资和技术革新，第二方面造成国内一个庞大的食利阶层。英国靠殖民地的无形收入保持着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称号，却掩盖了工业水平已相对落后的事实，抑制了工业发展的激情和活力，而且一旦发生世界大战就可能改变所有这些有利条件，无形收入会急剧减少，这在后来发生的两次大战中得到了印证。

第三，英国企业规模相对小。英国是工业化的先行者，工业化初期主要依靠个人或合伙人办厂，规模就小。而德国和美国一开始资本就集中，并依赖金融资本。英国虽然也开始发展自己的垄断组织，组织银行投资，但英国银行更愿意将资金投向国外，即使向国内放贷，一般也是向铁路部门，而不是工业生产部门。英国企业规模小，一旦国外大型企业发展起来，必然在竞争中处于下风。德国是最早发展联合企业的国家，认识到联合企业的经济优势，英国建立垄断企业还是向德国取的经。美国的垄断企业兴起于德国之后，但在规模上迅速超过德国。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企业规模在竞争能力方面越来越起作用，这成为英国世界贸易市场竞争的一大障碍。

第四，教育落后带来严重影响。英国虽然有少数世界级的高等学府，但它的全民教育制度远没有其他国家健全，英国在教育方面远落后于邻国。当时德国的大学教育堪称楷模，德国的科学家和学者都出自大学，它的大学首先与科学研究结合在一起，大学成为科学研究的根据地。英国大学与此不同，其目的是培养绅士，而不是科学技术人才。剑桥和牛津大学的毕业生更愿意在政府工作，而不愿经商或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据统计，1902年，德国有4000个化学家，大学毕业的占84%；而英国只有1500个，大学毕业生占34%，其中一半还是在外国上的学。1900年德国6家最大的染料公司中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有350人，化学专家500人，而英国染料工业中雇佣的化学家只有30-40人。

第五，企业家精神丧失。实际上，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人，往往在取得优势地位后多少会产生一些惰性，这一点在英国表现的更明显。英国存在着轻视工商业、追求安逸、贪图享受、反对变革的贵族文化传统。这种追求田园生活的绅士文化和民族特性，即使在工业革命中也一如既往。而且，英国是一个向贵族看齐的社会，贵族更多的是与土地而不是与工业联系在一起的，当时人们认为：一个百万富翁用他的一半资产购买一万英亩土地，即使只获得百分之一先令的收益也是值得的，因为他已经成了一个“绅士”。因此，工业家和商人在发财之后就会以贵族形象来重新塑造自己。企业家以工商业起家发财，却以被取代了的贵族文化的价值观为其归宿，这真是一种讽刺。

第六，自由贸易的负作用。英国已经失去经济领先地位时，自由贸易政策仍在长时期运行，这使英国产品在国外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英国对其他国家产品敞开大门，免征关税，而其他国家则对英国产品征收关税，甚至连帝国内部的自治领也是如此。这样，那些后进的国家可以利用低价的产品冲击英国市场，同时拒英国商品于门外，从而保护本国经济。如，由于实行自由贸易，大量美国小麦占领英国市场，造成英国国内农产品价格一降再降，大批农民停止耕种，农田荒芜，1872-1895年英国小麦播种面积减少了近3/5.

我们知道，英国作为一个小国能成为世界最强国，关键在于它的创新能力，它在很长的时期中创造出许多新的制度，其覆盖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正因为这些创新，英国能长期保持领先地位，在一个多世纪里成为世界最强国。但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英国落伍了，它未能跟上发展的趋势，相反安然自得、墨守陈规，失去了继续领先的机会。将英国衰落的原因归结为一点，那就是英国丢失了引导世界潮流的能力，它一旦松懈，就不进则退。换句话说，处在世界最前列的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失去它的创造力，否则便是衰落的开始。

一战前的英国经济开始出现相对衰落的迹象，但这种迹象还不十分明显。一战加速了这个趋势，战争中，英帝国投入兵力950万，其中600万出自英国本土。在战争中英军伤亡约80万，军费开支近100亿英镑。庞大的军费开支造成财政赤字剧增，政府只能依靠增发国债和纸币来填补亏空，并停止黄金兑现。英国在国外的投资损失了1/4，这些投资总额在战前达到40亿英镑，占国际投资总额的41%。英国还不得不向美国借债，从美国的债权国变成了美国的债务国。英镑地位发生动摇，伦敦不再是世界唯一的金融中心。战争中，英国被迫放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转而实行对经济的直接控制。此外，英国损失船只900万吨位，海军力量遭到重创，商船能力也下降1/3，战后，英国丧失了海上的霸主地位。因为战争，金本位被中止，平衡财政被破坏，自由贸易政策受到侵蚀，而这些就是战前英国经济的三大支柱。

战后出现经济繁荣，但只维持了一年时间。此时世界经济已经处于转型时期，在经济上是向后看还是向前看，将决定英国下一步的经济走势。英国是抱住过去的法宝消极应付，还是积极改革，将决定英国未来的命运。不幸的是，英国的主流思想是重新回到过去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中去，这就是金本位、平衡财政和自由贸易。这一选择是致命的。为了保住这个被凯恩斯称为是“过了时”的金本位制，英国采取高利率、平衡预算等非扩张性政策，其结果造成了国内需求和投资的减少，降低了企业的活力，导致失业大增。过去，英国凭借着绝对领先的四大支柱行业，只要用少量的钢材、棉布等产品就可以换来大量的小麦和木材。事过境迁，在英国生产能力已经失去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还坚持以高出英镑实际价值的比价确定英镑的外汇比价，英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骤然下降。经济上的固步自封使英国成为20世纪20年代欧洲大国中唯一经济停滞的国家。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更是雪上加霜。危机期间英国投资锐减，生产大幅度下降，失业人数攀升。不仅有形贸易出口收入下降了1/3，过去抵冲贸易赤字的无形贸易收入也急剧减少。由于受到国际金融风波的影响，出现外国人纷纷到伦敦银行挤兑黄金的现象，到1931年，英国的黄金储备告罄。由于英国依然坚持过去的自由贸易政策，英国在国外的投资收入和海运收入也大幅度减少，英国的财政赤字不断增大，预算平衡被彻底打破。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被迫放弃自由贸易政策，也放弃金本位制，转而实行保护关税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英国经济打击更大。在战争开始仅仅16个月后，英国就几乎耗尽了所有可以动用的资产，如果不是靠美国的“租借法案”，英国已无法支付战争费用。战争中，英军死亡人数接近30万，约50%的英国商船被摧毁，英国出售了45亿海外资产，丧失了许多海外市场。英国还将纽芬兰、百慕大、巴哈马、牙买加等殖民地的军事基地租给美国，以换得美国的援助。到战争结束，英国的黄金、美元储备和海外资产已经接近为零，并欠下巨额外债，仅欠美国的账款就达210多亿美元。英国多年积攒起来的丰厚家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经耗费殆尽，英国实际上破产了。

1942年12月，英国发布了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它建议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保障体系，政府采取措施消灭贫困、疾病、无知和懒惰，让每一个英国人“从摇篮到坟墓”都能享受到有效的社会保障。报告为战后英国勾画了蓝图，深深打动了英国人的心。但要实现这样一个宏伟的计划，就必须建立新的思想基础。此前，英国已出现国家干预的理论，1936年约翰·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就为国家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凯恩斯提出运用国家的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通过刺激消费达到充分就业，从而消除贫困。国家的作用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占居中心地位，它标志着自由放任时代在理论上的结束。

1945年7月英国举行大选，工党在选举中获胜。丘吉尔作为领导英国走向战争胜利的国家英雄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黯然下台，这个事实本身就反映了英国人心的变化。战后，英国走上了国家干预的路。这一变化意味着英国背离一百多年来维持大国地位的金科玉律，即“自由放任”，说明英国已失去了自由资本主义的价值感召力。国家干预思想在本质上是与自由主义传统格格不入的，但不走干预之路，对英国来说似乎又没有其他路可走。

工党推出两项基本措施，一是福利国家，二是公有化。福利国家包括两个方面，即健康保险和失业保障。从1946年的《国民保险法》开始，工党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将全体人民置于全面的国家保护之下，解除了失业、疾病、贫困对人们的威胁。国有化是国家干预国民经济的更突出的表现，从1946年开始，两年内完成了对煤矿、民航、铁路、公路、运输、煤气、电力等部门的国有化，开始体现其党纲中的“社会主义”成分。1948年7月5日，英国政府宣布英国已经是福利国家。

但社会的进步却未能阻挡英国的颓势，相反，在世界横向比较中，英国的败落越来越明显了。国有化和福利制度都相继出现问题，这些问题的积聚使英国在20世纪下半叶更加江河日下。到70年代，英国出现了著名的“英国病”，英国也变成“欧洲病夫”。

国有化首先出问题。效益是企业的生命线，恰恰在这一点上，国有企业有严重的缺陷。企业负责人对经济效益漠不关心，职工也缺乏工作的动力，结果是企业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盛行，无劳动积极性，多数亏本运行，造成国家的负担。国企问题引发社会的长期争论，始终难以解决。

福利制度造成更大的问题。福利政策是由国家执行的，而福利开支的来源则是人民，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国家的钱由税收提供，福利支出越大，国家负担就越重，民间税务也就越重。税收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增加工资的要求不断提出，劳资冲突也不时爆发。这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政府似乎坐在一个跷跷板上：这头压下去了，另一头就翘起来。问题的根子是公共开支巨大：1959-1964年公共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其中除防务开支外，福利开支是最大的一个项目；1965-1966年福利开支是65亿英镑，20年后则接近了920亿英镑。如果英国的经济发展很好，增长率大大超出福利开支的增长，那么矛盾还不会太突出；可是英国问题已经非常大了：1951-1973年间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8%，是同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增长率最低的；1973-1979年这个平均数降至1.3%，有些年份还是负增长。面对不断攀升的福利开支，再加上不断上升的工资增长，英国出现了奇怪的经济现象，即“滞胀”：一方面是发展停滞，另一方面是物价飞涨，失业人数超过百万，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这些用传统的经济理论是无法解释的，凯恩斯主义对此更是一筹莫展，相反，它似乎在助长这种现象。英国于是患“英国病”了，它成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病夫。曾几何时，整个世界都把英国看作是模仿的榜样、未来的目标，当年对英国趋之若鹜；而现在世界关注英国，是关注如何能规避英国的覆辙，不患“英国病”！世道真的变了，这真是极大的讽刺！

为了医治“英国病”，英国人再次改弦易辙，从7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用货币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的主要观点是：公共经济在国民经济所占比例若过大，政府支出大于收入，就会形成财政赤字，由此导致货币流通量激增而引发通货膨胀。通胀只会刺激物价上涨，不能解决失业问题，也就是不能刺激消费，不能促进生产发展。因此应该通过提高经济活力扩大就业空间，为此就要运用国家的货币政策减少赤字，保持财政预算的基本平衡，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有效规划货币供应量，从而保证经济的增长。撒切尔夫人上台后，运用货币主义理论对英国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重组，她大规模削减福利开支，将国有产业重新实行私有化，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并且打击工会力量，压制工资增长。她的强硬手段在一段时间中确实起了效果，“英国病”在很大程度上被抑制了，英国经济开始回升。但英国的总体经济地位并没有提升，它仍然只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

需要指出的是：战后，英国两次改弦易辙，第一次用凯恩斯主义取代自由放任，虽然背弃了英国传统的金科玉律，但凯恩斯主义毕竟还是英国人自己的创造，而且凯恩斯主义曾经被世界其他国家广泛使用，可看作是英国对世界的又一个贡献。但货币主义却不是英国人创造的，而是美国人的发明。英国在经济上的凋落竟至思想上也枯竭了，也就是说，英国成为“欧洲病夫”后已经无法自愈，为治病它的药必须从“国外进口”。英国已经失去思想的创造力了，而正是这种创造力，曾使英国登上世界发达的顶峰！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不得不回归欧洲，这在过去几百年中它是不屑去做的。英国被迫退回欧洲。但它并没有果断地做出这个选择，相反，它的帝国情节——它的帝国包袱阻碍了它在最有利的时机抓住机会。它再次错过机遇，导致它今天在欧洲的尴尬局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欧洲人指出了“欧洲联邦”的理想。1948年4月16日，西欧各国在巴黎成立“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对有关欧洲统一的问题开始进行研究。1951年4月，法、德、意、荷、比、卢六国组成“欧洲煤钢联盟”，揭开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序幕。1957年3月，上述六国在罗马签订《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这就是“欧共体”。

但英国对欧共体持反对态度。英国在战后执行“三环外交”，“三环外交”的第一环是英联邦和英帝国，这是英国世界政策的基点；英国还将维护英美特殊关系作为外交的重点，而欧洲政策则处在三环中最后一个位置上。为什么这样处理？英国一向认为它国力的基础是帝国，而当时它刚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胜，英帝国似乎是如日中天，它没有想到帝国实际上已经是落日黄昏。它仍然认为战后的世界仍旧是大英帝国的，它要靠帝国维护它的世界地位；而建立英美特殊关系，就能加强这一点。这个判断是错误的，非常没有远见，从事后的角度来看，只有进入欧洲，英国才能尽量地保住自己的地位。当时欧洲战事方尽，重建欧洲是当务之急，欧洲已经认识到：几百年的欧洲战争史给欧洲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只有联合，才有出路。欧洲希望英国在联合中起领导作用，因为英国是欧洲唯一真正的战胜国（法国不是），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望。但英国把这个可以使它再次站在历史潮流前列的大好机会白白地方错过了，它的帝国包袱让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英帝国已经来日不长，英国错过这个机会，结果是既没有保住帝国，又放弃了欧洲领导权。英国没有参加六国组成的欧共体，相反于1960年1月与奥地利、丹麦、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等国签订《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条约》，即“七国集团”。

七国集团只是一个工业品关税贸易组合，六国集团的综合实力远强于它，英国从七国贸易中得到的好处不能弥补它面对六国贸易受到的损失。而且后来美国又支持欧共体，因为欧洲一体化能够加强对抗苏联的能力，减轻美国在欧洲的防务压力，这是英国没有想到的。等到英国在帝国瓦解和经济衰退的沉重打击下终于醒悟过来一心想加入欧共体时，欧方提出的条件就高得可怕了！欧方提出：英国要废除与英联邦国家做出的贸易优惠安排，放弃在欧共体内对农产品销售提出特别要求，并停止对七国集团承担的义务。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更是反对英国加入，1962年底欧共体拒绝了英国的第一次申请，英国在欧洲的处境已经很困难了。1967年12月英国第二次加入欧共体的申请未经谈判就被拒绝，戴高乐再一次投出反对票。戴高乐下台后，1970年6月，英国与欧共体恢复谈判，1972年1月英国终于如愿以偿签订协议，1973年1与1日英国加入欧共体，但代价极高，它接受了欧方几乎一切条件。一个帝国消失了，英国重新回到欧洲。

小结

英国曾经是风光无限的世界霸主和最大的帝国，英国为现代文明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从现代文明发展的角度看，没有哪一个国家比英国做出的贡献更大，即使是今天，我们也不能忽视英国的世界作用，只是这些作用已今非昔比。也许，英国从过去的光环中摆脱出来的确非常困难，正因为如此，从19世纪后期开始到整个20世纪，英国都在全球主义和岛国主义、大西洋和欧洲、有形帝国和无形帝国、世界性与国家性之间寻找平衡点，试图找到它自己的位置。英国就是在这个不断寻找的过程中走向衰落了——从世界走回欧洲。两次大战中，它先丢掉世界的领导权，接着又失去重新领导欧洲的机会；在100多年时间里，英国曾经有过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优势都一一失去。现在英国只是一个欧洲国家，不再是帝国，虽说它仍有相当大影响，但这种影响常常只是一种历史的惯性。回顾历史，英国是在500年前开始走出欧洲的；现在，它转了一个圈，又回到原点。大约500年前，亨利八世说：“英国是一个帝国”；现在它不再是帝国了，它回到了欧洲，但它留下的历史遗产却是长存的。

英国的兴衰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一国的振兴和强大靠的是制度性创新，英国从500年前开始崛起，就是因为它在许多关键时刻站在历史的前沿，创造了历史的未来。它的民族国家，它的重商主义，它的政治变革，它的议会制度，它的工业革命，它的科学进步，等等，等等，都是在那些时代领先于全球的，因此一个小小的国家领先了世界，引领了世界潮流。这是英国强盛的秘诀。但它后来失去了这种不断创新的能力，它就一步步地衰落下来。当然，如果我们以始终创新的要求来要求英国，那也未免太勉为其难了。作为在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等诸多方面充其量只是一个中等国家的英国，能够在近代历史的跑道上领跑一百多年，已经是超水平发挥了。从英国的兴衰中我们应看到的是其背后隐藏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探讨英国兴衰的目的所在。


第四章　法兰西：激烈变动的发展模式

法国位于欧洲西部，西濒大西洋的比斯开湾，西北隔英吉利海峡和多佛尔海峡同英国相望，东北和东部同比利时、卢森堡、德国、瑞士、意大利接壤，东南濒临地中海并与摩纳哥接界，西南同西班牙、安道尔相邻，面积55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约3000公里。法国国土呈六边型，与整个欧洲和世界的交往十分便利。法国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历来是欧洲经济、文化、艺术和消费中心。而它与英国的比邻，以及历史上长期的争霸关系，使得它对英国的一举一动十分的敏感。当英国的社会组织形式、经济和技术优势渐渐呈现出来的时候，法国或是主动或是被动地通过各种方式，先后进行制度革新和引进技术，以保持在欧洲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尤其对法国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压力，迫使法国加快工业化的步伐。与原生型的英国现代化模式不同，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由于法兰西民族特有的浪漫禀赋、追求完美的历史传统以及应对各种机遇时理想化的处理方式，法国走上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发展道路。

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发展问题，它所涉及的是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价值规范、政治体制、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现代化起步的时机，吸收国外先进的科技和管理方面的经验，以及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人口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发展是一个整体的过程”。与英国不同的是，法国政府在法国现代化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对其产生重大影响。这中间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法国不是第一个现代化国家，它的发展一开始就具有某种追赶和竞争的性质，而要执行这种追赶的任务，完全靠社会的自发努力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外在的压力是形成法国现代化中一个重要的动力因素。实际上，在与欧洲其他强国争霸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统一的民族国家形成之后，法国的现代化道路曲折而漫长。由于法国特有的理想化的思想基础和浪漫的文化特征，也由于法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法国没有选择渐进式的现代化方式，而是采用了非此即彼的极端手段，用激进革命的方法实施政治现代化，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革命与复辟，帝制与共和的反复登场，使得法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政局动荡、经济发展缓慢、社会矛盾不断。直到第三共和国之后，法国才从激烈方式中解脱出来，开始走上平稳发展的道路。有鉴于此，我们将法国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即起源时期、执行时期和由激进转向平稳的发展时期。这样的划分主要是能更好地梳理法国现代化过程的脉络和特点，更清晰地展示法国在各个发展时期所采取的措施，以及法国整个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第一节　专制时期的历史发展（波旁王朝——大革命前夕）

法国激变发展的雏形始于法国政治统一和民族国家的形成，止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应该说，法国在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各方面的条件要优于欧洲其他国家。法国率先用强有力的手段结束封建分裂，完成了从等级君主制到绝对君主制的转变；率先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国家，建立起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众多的人口为现代化的起步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在这个起步时期，法国的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商业和手工业进步很大，到18世纪初，法国可以说是西欧最强大的国家。法国专制王权的确促进了这段时期里的经济发展，但专制王权的负面作用也十分明显，而且到了后期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并为后来发生的激进革命埋下了伏笔。当现代化已在其他国家全速展开，现代化的优势已全面展现，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时，法国却在这个关键时刻放弃了应有的机遇。法国的国王和贵族死抱住旧制度不放，在政治制度上不愿意作实质性的改革，甚至不愿意与新兴资产阶级作任何可能的妥协，最终导致新兴的第三等级不得不以激烈的革命手段来解除这一专制制度，法国也由此踏入长达百年的、充满曲折的发展之路。

一　专制王权的建立和民族国家的形成

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形成与英法百年战争密切相关，在此之前法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非常淡漠。中世纪的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发展情况类似，实行的是封建采邑制度。9-10世纪，封建采邑已变成世袭领地。大大小小的贵族为了在自己的领地内加强政治的独立性，在庄园内建立武装、设立法庭、征收赋税、使役农奴，使得贵族的领地形同一个个独立的王国。可以说，中世纪的法国，封建分裂现象是欧洲最严重的，已经发展到了极致。当时的法国只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或者说，只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在自己的领地上各自为政，再加上法国本身种族和语言的复杂性，很难有共同的民族意识产生。

从11世纪开始，法国境内的手工业、商业和城市开始兴起。商人、手工业者和一些专业人士开始聚居在城堡和教堂周围，随着居民人数的扩大，聚居区逐渐演变成规模不等的城镇。由于这些城镇建立在领主的领地上，城镇的行政和司法权还掌握在领主手中，城镇居民依旧不能摆脱封建主的剥削和压迫。他们必须向领主交纳苛捐杂税，人身自由也没有保障，逃亡到城镇的农奴仍然有被原来的领主抓回去的可能。因此，城镇市民为了摆脱领主的控制，从11世纪起开始向领主展开斗争，这一斗争在法国北部称为“城市公社运动”。法国北部诸城同封建主进行斗争时，市民之间相互宣誓结盟，共同反对领主，所以这些城镇也称为“誓盟城市公社”。法国南部有些城市则是用钱赎买而获得特许状的。城市公社建立之后，获得了完全的自治。市民有选举市长、成立市议会和建立城市法庭等权利，市民的人身自由得到了保证。在公社同领主的斗争中，国王大体上是支持公社的。城市摆脱了领主的管辖之后，都承认国王是自己的统治者，并向国王缴税。王权与城市的结盟有利于国王同封建割据势力的斗争，实现政治统一。

从12世纪开始，加佩王朝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努力，王权终于大大加强，为法国奠定了统一的基础。10-12世纪，法国普遍存在“附庸等级制”，13-15世纪这种制度渐渐流于形式，开始被封建地主制所取代。随着封建地主制的建立、城市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开始被区分开来。法国人按照社会状况分为三个等级：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社会等级的划分与基督教的宗教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基督教的正统性以及反对异端、君权神授、等级从属等观念在人们的脑海里和现实生活中根深蒂固。作为上帝与信徒的中介，教士自然被当作最高贵的等级。作为保卫基督教和消灭异端的骑士，贵族的地位虽不及教士，却因历史传统的原因也显得非常显赫。教士和贵族之外的群体则属于没有任何特权的第三等级，他们必须辛勤劳动生产生活必需品，并承担各种税赋。1302年，菲利普四世为了进一步扩大王权并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首次召开“三级会议”以争取法国各阶层的支持。三级会议由第一等级的高级教士、第二等级的贵族和第三等级的富裕市民组成。三级会议的召开，表明法国政权的形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形成了具有等级会议的君主制，或称等级君主制。三级会议的任务不是对王国的内政和外交作出决策，而是局限于各个等级的代表分别召开会议和发表意见，为国王提供咨询。国家大事的决定权始终掌握在国王手里。王权与三级会议的结合是法国政治制度史中的一种政治性质的运动，充分地表现了等级君主制的特点。而城市富裕市民的参与，表明了市民力量的壮大，市民阶层已成为法国社会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导致王权进一步扩大、国家统一完成的一个决定性事件是“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英法百年战争以及此后的一系列政府政策对法国的统一具有重大意义。战争使得双方的民族意识得到了强化。尤其对法国而言，贞德成为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的象征。这种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是法国赢得英法百年战争的关键，也为法国的统一在思想上准备好了条件。百年战争结束后，法王终于夺取了英王在法国的领地。除加莱港外，其他地区的英军都被逐出法国。法国由此扫除了国土统一的障碍，第一次确定了大致的边境线，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在边境线上修建或加固工事。路易十一在位期间（1461-1482）实行比较强硬的政策，镇压大封建主们的反抗，加强王权，使定期纳税逐渐为法国人所接受。当路易十一的继承者兼并了布列塔尼后，法国的近代版图基本确立。

13世纪初至15世纪末的等级君主制是法国政治制度史中的一个客观存在，社会等级机制构成了政治制度的框架，并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生活。等级君主制削弱了地方大贵族的势力，克服了封建分裂和割据，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而王权的扩大尤其具有决定性意义，以王权为首的等级君主制的存在，使得法国能够抵御外敌，维护独立和主权。同时，这种由等级组织起来的国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国力的增强，有利于各地区的交流，更有利于法兰西认同感的培养。

随着疆域的统一，法兰西语言也在向统一的方向发展。以王国领地上的法兰西岛方言为基础，法语随着王室领地的扩大和国王权力的增强而流行。在文艺复兴时期，一些作家开始用法语进行写作，并且用法语翻译古典作品，使得法语从口头语言转变为书面语言。1539年，弗朗索瓦一世颁布“维勒尔——可特雷敕令”，规定在法兰西境内都必须用法语来书写法律文书，统一语言的第一步由此迈出。

由于上述原因，15世纪末法国的政治统一基本完成，王权得到进一步巩固。国王与封建贵族的关系也由等级君主制发展到专制王权。也就是说，当法国封建分裂发展到极致之后，逐渐被专制王权所取代。专制王权制度的建立，是中世纪与近代相交时期法国历史的一大进步，也造成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时代弊端，从而导致法兰西翻天覆地的变化。

法国的专制王权在路易十一世、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世在位期间就积累了若干因素，随着波旁王朝的建立，已经基本成形。但直到路易十四时代，专制王权才完全巩固下来，并发展到顶峰。专制王权所包含的内容和拥有的力量远远超过了等级君主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王权至上的原则得以确立。专制王权之前，国王和王室成员通常遵守早已存在的习惯法和成文法。到了专制王权时期，国王拥有更多和更大的权力。国王代表整个国家，掌握着全国最高的权力。国王本人的决定就是法律，他发布的敕令可以改变习惯法。国王的意愿就是治理国家、任免官吏以及对外战争或和平的根据，传统与习惯的作用明显减弱。其次是国王统领法国教会。在法国的历史上，绝大多数人信奉天主教，因而对于教会领导权的控制对统治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从13世纪末开始，法国国王们与罗马教皇多次发生冲突，他们认为王权是高卢派教会的自然保护者，法国的天主教会应该从属于法国国王，法王有权任命在法国的主教等神职人员，普世性主教会议的权力高于教皇的权力。法国国王经过坚持不懈的斗争，逐步赢得了胜利，最终成为法国教会的唯一主人。宗教统领地位的获得有利于法国国王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因而有利于专制王权的维持和延续。再次是法国国王获得了通过集权治理国家的机会。专制王权时期，法国现代行政机构的框架开始形成，它的出现和王权的加强差不多是同步的。具体地来说，国家管理机构逐步实行制度化、集中化和专门化。国王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度，权力集中在首都。中央的行政机构拥有众多的官吏，他们领取俸禄和执行国王的命令，官吏的权势明显上升。在这一时期，国王们为了控制贵族势力和地方势力，通过外派监察官来监督地方的行政长官。为了统一治国，法国的国王统一了全国的法典、历法、度量衡，确立法语为官方语言，组建起常备军和王家民兵等。王权对国家可以进行有效的治理，公众的活动逐渐有章可循，但同时也使得王权能够严厉打击反对势力。为了维护王权、打击地方的分裂势力和潜在的威胁，君主们不惜采取高压措施，凡是敢于挑战王权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在这段时间里，三级会议已形同虚设，高等法院沦为王权的附庸。

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自立是进一步发展的先决条件。至此，法国从政治方面来说，已经初步具备国家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恰在此时，当专制王权的历史作用已经完成，需适时地向君主立宪制或代议制等近代资本主义政体过渡的时候，法国走上了曲折而漫长的发展道路，因而失去了发展的先机，被英国甩在了后面。与英国相比，法国王权可以说是“由弱变强”，即由封建制发展成等级君主制，再由等级君主制发展为专制王权。而英国的情况则相反，王权是“由强变弱”，国王与贵族在权力斗争中妥协，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妥协，使得英国在政治上朝着各种权力相对平衡的方向发展，最终发展成一个相对“自由”的国度。英国的相对自由的体制解除了政治上的束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各个行业可以大体根据市场的需要进行生产和技术革新。英国正是在这一点上走在了西欧其他国家前面，因而最早开始工业革命。而法国强大的王权以及等级森严的制度，使工商业发展不可能完全按照市场的需要来进行，而更多地受到专制权力的影响、控制和干扰。这种历史传统在法国留下深刻的印痕，可以说，后来法国现代化过程所呈现的曲折和复杂，它时快时慢的经济发展，都与各时期政府的政策和发展取向密切相关。法国政府始终很强大，这是法国专制制度的遗产。

二　路易十四的统治

中世纪西欧的贵族是国家统一的最大敌人，也是社会动乱的罪魁祸首，战争与分裂时刻威胁着和平的生活。可以说，谁先制服这支力量，谁就有希望在国家发展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历史的先行者。因此，摧垮地方封建分裂势力，建立专制集权的国家机器，就成了西欧政治发展现代化的先声或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而法国正是成功地抓住了这次机遇，成就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路易十四时代”。

路易十四在位72年（1643-1715），亲政55年。他在位时独断专行，大权独揽，不允许其他社会力量分享国王的权力。在他强有力的统治下，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达到了鼎盛，综合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凭借着他亲政之前的两位首相黎塞留（1585-1642）和马扎然（1602-1661）奠定的基业，在国内，他将传统的地方封建贵族削弱为中央王权的附庸，使之不再构成为民族分裂的隐患；在国外，他为确保和扩大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南征北战，东讨西伐几十年，使法国成为当时欧洲最强大的民族国家，成为其他欧洲国家纷纷效仿的楷模。

路易十四于1643年登基，当时他还不到5岁，处于掌握实权的马扎然的保护之下。1648年，法国的贵族发动了对王权的最后一搏，史称“福德隆运动”。这一运动直到1653年才被镇压下去。这场运动对路易十四的影响极深。在贵族军队得势的时候，路易十四与母亲、马扎然一起逃难似地在各地转移，饱受颠沛流离之苦。这段经历深深地刺激了路易十四，使他下定决心要当一个有权威的君主。马扎然在临终时对他嘱咐再三：“独揽大权，国王要统治一切。“1661年3月马扎然去世，路易十四随即下令取消首相一职，开始事必躬亲地治理他的国家。他自称“代表整个民族”，“法律出自我”，亲自理政乃是“国王的职业”。加强王权成了他施政的首要目标，他采取的一系列极端措施都是前所未有的，因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极端和激进的性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行政方面，路易十四亲政后，立即宣布僧侣会议必须听命于国王，各大臣不经过国王同意不得发布任何政令。在中央一级，路易十四建立起中央集权政府的行政机构，成立了财政委员会、内政外交委员会、陆军委员会、宗教委员会和行政法院。他每天亲自主持其中一个委员会的会议。先前的御前会议依然存在，它成为和大臣工作相辅相成的机构，召开御前会议在路易十四时期成为定制。根据1673年的规定，御前会议的职能已十分接近法国现代的行政法院。路易十四将御前会议再分为四个专门的会议，专门会议又设若干个参事和审查官来主管日常工作。第一个会议称为国务会议，主要处理对外事务和国内重要事务。会议由国王主持，参加者包括掌玺大臣和负责外交的国务大臣等几人。会议所讨论的细节对外保密，一般只宣布会议所作出的决定。第二个会议称作快件会议，主要处理国内的日常行政工作。它负责阅览各地送到中央的快件文书，并对地方发布政令。它还研究治安条例，对行政程序做出决断，协调各省的行政统一。会议由国王或掌玺大臣主持，参加者为若干大臣和参事。第三个会议称为财政会议，该会议主要负责所有的财政事务，如制订年度的财政计划，确定征收人头税的总额和每个税区的份额，终审裁决财政纠纷等。会议一般由财政大臣和若干参事出席。第四个会议称为诉讼会议，会议主要处理司法方面的问题。会议由掌玺大臣主持，其他大臣和所有参事参加。但上述的几个机构只起咨询作用，没有执行权力。各部门的行政权掌握在路易十四亲自遴选的国务秘书即大臣手中，他们通常是资产者而非贵族。路易十四与各位大臣分别磋商和议决政务，4个国务秘书每两周举行一次联席会议，相互通报和确认王命。直至1789年革命暴发，法国一直延续了路易十四创建的极权政府行政结构的基本形式。在消除中央的反王权力量的同时，路易十四也加强了对全国各地区的控制。他向各省派出司法、治安、财政监察官，这些监察官由国王直接任命和罢免，也直接向国王负责，靠国王提携，他们的前途完全掌握在国王手里，是国王的忠实奴仆。这些“钦差大臣”把担任各省总督的显贵们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负责整顿地方政权和官吏，解散私人军队，以便顺利贯彻国王的各项政策。到1680年，这些大臣干脆就变成了在各省代表中央政府的常驻行政官了。他们主要通过特别法庭严格执法，同时也实行灵活的政策，如允许在不同地区灵活执行南特敕令以求尊重当地的宗教习惯。通过他们，路易十四使自己的权力意志触及到了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在对贵族们进行打压的同时，路易十四还采用了“拉”的手段。他下令将众多的地方贵族迁进宫中，让他们作为侍臣居住在宫内，放弃原先和国王及王室随意交往的旧习，担任管理王室家务的职务，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宫廷礼仪，让他们过起了依附于专制王权的寄生虫式的腐朽生活，从而达到完全控制他们的目的。对这些贵族们来说，多次反对王权的行动都以失败而告终，现在自己的领地上又有国王派来的监察官的压制，与国王分庭抗礼已难成气候，而只要能待在国王身边，头衔、俸禄、官职、特权照样能到手，这些也就足够了。于是，长期以来令历代法国国王既恨又怕的地方贵族势力终于在路易十四的权谋之下彻底偃旗息鼓，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成为了欧洲君主专制制度的理想典范。

在政治方面，从1614年至大革命前夕开始，全国范围的三级会议一直未曾召开，而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三级会议的政治作用更遭到扼杀。但路易十四对地方的三级会议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在由他派人管理的“派管税区”，他不允许地方三级会议参政，而让城市首领与省长发挥作用；而在一些“等级会议税区”，他则允许地方三级会议参与管理；他也允许新并入版图的地区召开三级会议，以争取地方势力同意中央征收新税。为了充分体现君主的绝对权力和绝对权威，路易十四还加强了对高等法院的控制。“福隆德运动”曾给当时还年少的路易十四留下深刻的印象，因而在他亲政之后对高等法院始终保持着警惕，不允许高等法院作为“第二种力量”来削弱国王所代表的“第一种力量”。他曾数次御临高等法院，迫使高等法院登记他的敕令。1667年的“路易法典”规定了高等法院必须立即登记国王的一切敕令，高等法院从此成为缺少主权的高等法院，只能服从他的意志。

在宗教方面，路易十四采取措施来保证君主权力高于教皇权力。1661年，路易十四宣布教士会议必须由君主主持，法国的天主教会拥有自主权。根据他的敕令，国王在全国各主教区拥有征收空缺主教的收入和任命主教的特权。由他控制的教士会议宣布了四项声明：教皇和教会不得干预世俗事务，世俗事务应该由国君处理；普世性主教会议是教会最高机关，它在信仰方面的权威高于教皇；教廷必须尊重法国教会公认的教规教仪和习俗；教皇有关宗教信仰的决定，需经法国教会接受后才能在法国生效，教皇的通谕和敕令并非不可更改。罗马教廷对此表示极大愤慨，并予以强烈谴责。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路易十四不惜派军队占领教皇的领地阿维尼翁，最终迫使教皇同意上述声明。1685年，路易十四以保护天主教为名，颁布“枫丹白露敕令”，强迫新教徒皈依天主教，除阿尔萨斯外，在法国全面禁止新教活动。这项敕令虽然反映了路易十四对王权的控制，但它所带来的负面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破坏了宗教和谐和信仰自由；另一方面使得25万名新教徒（胡格诺教徒）离开法国，使法国失去了大量的经济人才和熟练劳动力，他们带走的不仅仅是技术和资产，尤为重要的是带走了创业和创新的资本主义精神。

在经济方面，随着法国专制王权的巩固和完善，政府加强了对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主导、干预和控制，以便富国强兵，适应本民族对外竞争和扩张的需要。当时的经济理论认为，国富的标志是拥有大量的金银储备，获取的方式是尽可能地增加商品的出口，同时减少进口，特别是奢侈品的输入。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路易十四任命科尔伯（1619-1683）掌管王国的财政和经济，奉行重商主义政策。16-18世纪，产生于商品货币经济的重商主义在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普遍受到重视。在法国，拉菲马、蒙克雷斯蒂安和黎塞留先于科尔伯论述过或推行过重商主义。科尔伯是在法国专制王权鼎盛的有利政治环境中实施其前辈的这项国策的。科尔伯认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货币数量的多少，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大小。法国的富强在于从其他国家获得货币，而外贸的顺差是把别的国家的货币吸引到法国来的唯一办法。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增加出口，减少进口。为了增加出口，法国政府大力兴办王家工厂，组织造船公司，力图通过大型贸易机构使法国垄断海外商业。为了保护法国的对外贸易和支持殖民扩张，科尔伯竭力使法国也成为海上强国。为了减少外国商品的进口，法国政府先后两次修改关税条例，对英国、荷兰和西班牙的羊毛呢绒制品课以重税。科尔伯也重视农业生产，提倡种植大麻、桑树，试图推广植棉，改良马和羊的品种。政府开凿运河，兴修道路，取消部分国内关卡，降低税率，以利于商品流通。政府还致力于改革混乱的财政税收制度，废除显贵在“福德隆运动”中获得的某些征税豁免权；向所有人征收人头税；增加烟草、咖啡等非生活必需品的间接税等。科尔伯还采取了一些主要对农民有益的措施，如禁止市镇当局用农户的耕畜抵税、降低盐价等。在重商主义的推动下，法国的工农业和商业都十分兴旺发达，成为欧洲大陆上综合国力最强盛的国家。

在文化方面，路易十四作为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在欧洲的宫廷中创造出了一整套社交礼仪和时代风尚。法国可以说在这一时期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它的彩色陶瓷、印花皮革、优美的音乐、豪华的烹调、诱人的葡萄酒，以及假发、紧身裤与贵族风度，在当时被称为“路易十四风格”，其影响远远超越了国界，至今仍对人民的生活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同时，路易十四创建了法兰西科学院，奖励文学、艺术、科学。他常邀请学者和科学家到宫廷中做客，国王与文化名人的交往影响了整个欧洲王室的风气。古典主义在17世纪成为法国文学和艺术的主流是和路易十四的积极赞助和支持分不开的，因为古典主义符合专制王权思想、伦理和荣誉。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从历史和美学的角度来看，都力求在和谐、明晰、严谨、普通性和理想主义诸方面与古希腊、罗马时期媲美。

如果说路易十四国内政策是强化王权、发展经济、繁荣文化，那么，他的对外政策的目标就是确立法国在欧洲的霸权。路易十四没有在法国综合国力最强大的时候进一步发展经济，而是不断地发动战争。对路易十四来说，扩大疆域，确立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这关系到国王本人的尊严，也是王朝的利益所在。路易十四本人是个非常好战的人，对胜利所带来的“光荣”有着无比的热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利用其统治前期日益雄厚的财力，在法国建立起一支自罗马帝国以来欧洲人数最多、最强大的常备军，并在其亲政的54年中，使法国在32年的时间里处于战争状态，而这又为日后的法国留下了深深的隐患。

路易十四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是针对西班牙的“王后权利之争”。表面上看这场战争是“王后权利之争”，而实际上，这场战争还涉及到法国和西班牙的宿怨。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西班牙的强大似乎总以法国的弱小为前提。早在1519年，哈布斯堡家族通过联姻和继承来扩大领地，查理五世继承了西班牙、匈牙利、尼德兰等多国的王冠，从而使西班牙国王的领地“似乎恰好将法国团团围住”。从1560年起，西班牙就一直在鼓动法国国内的不满情绪，试图削弱法国的王权，破坏其参与战争的能力。1648年开始，西班牙的菲利普四世又支持法国的孔代亲王在“福隆德运动”中推翻马扎然政府的行动。对于法国的绝对君主王权来说，这种支持国内贵族反叛的行为是一种无法容忍的耻辱，法国势必找机会加以报复。1665年，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年，路易十四趁其岳父、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去世之际对西班牙提出领土要求。其理由是当年他娶西班牙公主玛丽·泰蕾兹时，菲利普曾允诺了一笔可观的嫁资，但这一承诺从未兑现。因此，路易十四要以王后的名义继承西属尼德兰的遗产。当该要求遭到西班牙的拒绝后，路易十四于1667年御驾亲征，他的军队连续攻占了西班牙的几个城市。第二年他又占领了弗朗什——孔泰。由于英国、荷兰和瑞典结成了反法联盟，公开干预这场战争，路易十四只能同意言和。1668年，双方签订了《亚琛条约》，法国归还了弗朗什——孔泰地区，但仍占据了12处要塞。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中获利后，好战的路易十四又开始酝酿另一场战争。为了在贸易和殖民事务中取代荷兰的地位，进而获得荷兰的领土和财富，更为了报复荷兰在“王后权利之争”中与自己为敌的行为，1672年，路易十四亲率大军进攻荷兰。刚刚上台的荷兰执政官奥兰治亲王见本国军队无法阻挡法国军队，便下令掘开阿姆斯特丹海堤以阻遏法军。不久，德意志皇帝、西班牙国王、丹麦国王以及一些德意志诸侯共同派兵与法军作战。法国竟然在这场持续了7年的战争中以一国之力打败了众多的对手，最终赢得了胜利。战后签署的《尼姆维根条约》，不仅使法国重新获得了弗朗什——孔泰地区，还把南尼德兰的一些城市并入了自己的版图。打败多国军队之后，法国的威望如日中天，路易十四威名远扬，越发显得不可一世。他下令建立“属地收复裁决院”，专门调查落实历次条约中割让给法国的领土，并以武力强制兑现。更有甚者，路易十四还在1681年9月无端出兵，将神圣罗马帝国的自由市斯特拉斯堡占为己有。路易十四肆无忌惮的扩张和挑战使得其他欧洲国家的君主极为不安，而他于1685年废除了“南特敕令”更让信奉新教的国家惊恐万状。他们不得不建立起联盟来遏制法国咄咄逼人的势头。1686年7月，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荷兰和瑞典结成奥格斯堡联盟，共同对付法国。1688年，英国也加入了这一联盟。与前两次战争不同，这场长达10余年的战争最终以法国的被迫罢战求和而告终。根据战后签订的条约，法国退出《尼姆维根条约》以后占领的所有土地，虽说斯特拉斯堡仍由法国保留。奥格斯堡联盟战争的结局使路易十四的战争政策彻底失败，同时也是路易十四时代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但是，路易十四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仍然以欧洲霸主自居。1701年，他又挑起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13年之久。在这期间，英国为争夺殖民地而在美洲发动了号称“安妮女王之战”的对法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如果说法国在其他地方还略有所获，那么它在北美却失去了竞争的势头。

1715年9月1日，统治法国达55年之久的专制君主路易十四去世。纵观路易十四的统治，他将绝对君主制度推向顶峰，完成了政治、司法和财政的统一，在其统治前期，法国经济出现了高度繁荣的局面，文化、艺术也结下累累硕果。法国作为欧洲最强大的、统一的民族国家，成为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等国专制君主仿效的楷模，为近代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机器提供了一个典型。但是，路易十四的好大喜功，尤其是为了争夺欧洲的霸权不惜穷兵黩武，不仅使得国库空虚，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而且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他统治的末期，法国工业发展落后于英国，贸易和航运不如荷兰，农业发展止步不前，对新教徒的迫害所造成的宗教和民族心态的消极影响深刻而持久。他死后，专制统治的种种弊端充分地暴露出来，却得不到解决，专制制度又艰难地维持了近一个世纪。

路易十四的继任者们没有他那样的控制政治局面的能力，也没有他那样的个人魅力，而作为旧制度总代表的本质又决定了他们根本认识不到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而是依然顽固地坚守着这一制度，并在保守的新旧贵族及特权阶层的支持下，拒绝接受对这一制度的任何改革和改良建议。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以广大农民、手工业者、日益壮大的新兴资产阶级为一方，他们不堪专制王权的政治压迫和政府苛捐杂税的经济剥削，强力要求政治制度的变革；以国王、贵族和特权阶层为另一方，他们不想做任何妥协，连轻微的改良也不愿意接受。双方的对立形同水火，互不相容，于是，摆在法国前面的似乎只有一条路可走：你死我活的暴力革命。法国大革命在规模、激进和彻底性上是空前的，不仅是因为它所面对的对手是欧洲最为巩固、最为强盛的专制王权，更在于这个专制制度阵营中主要的掌权者基本上都是反对作任何让步的，因此要想打垮这一势力，就必须要使用彻底革命的手段。但是，这种荡涤式的革命对法国来说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革命确实起到了铲除专制制度、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革命所造成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消耗也是空前的，它反过来刺伤了整个法兰西民族。从1789年的大革命爆发到19世纪70年代共和制的最终确立，法国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革命出现过两个帝国、两个王朝、两个共和国和无数次小规模的起义和暴动，如此频繁的政权动荡在西方国家中是很罕见的。动荡的政局使得法国不能全力以赴地发展生产、发展经济，也使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受到冲击，最终使法国丧失了发展的最好机遇。

三　专制时期的经济发展与危机

法国从15世纪末开始进入前工业时期，手工工场的快速发展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在重商主义的指导下，政府有意识地促进经济发展。路易十一时期，在政府的干预下，图尔地区建立起了丝织工业。政府强调生产本国所需的产品，减少进口，以防止贵金属外流。亨利四世更是热衷于创办手工工场，先后创建了40家手工工场，而当时全国总共才47家。路易十四时期，政府积极地推行重商主义，鼓励发展制造业，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手工工场的发展。政府给予手工工场较多的优惠，还出资兴建王家手工工场，同时建立起一整套工业法规来保证产品的质量和生产规模。到18世纪的下半叶，法国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工厂，有些行业首先采用机器进行生产，在此情况下，政府继续鼓励工业发展和科学发明，创建了一些促进会，对发明创造提供补助和奖励。

当英国在18世纪后期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法国虽然还处在旧制度的统治之下，但就总体而言，法国此时的经济虽称不上繁荣，至少也处在了发展和转机阶段。中外学者一般认为，在18世纪的后半期，法国的现代工业已开始起步，其标志是手工工厂的集中化和新技术的采用。手工工厂的集中化主要出现在采矿业、冶金业和纺织业，并形成了相当的规模。著名的昂赞煤矿规模巨大，设备先进，雇佣的工人达4000人。而里昂一个地区的丝织业就有近7万名工人。新技术的采用也同时出现在上述三大行业中。当时在欧洲属于先进水平的勒克勒佐冶金公司是少数以煤炭为燃料进行生产的大企业之一。安得雷冶金工场能以新技术铸造大炮。奥尔良的纺织业中开始采用轻便而容易携带的珍妮纺织机，有的棉纺工场甚至引进了水力纺纱机。可以说，法国的纺织业在应用英国先进技术方面受益匪浅。法国曾派遣一些工程专家、企业家到英国获取技术，继而连续组织正式考察团赴英国考察。同时，一些英国纺织业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因宗教等原因来到法国定居，也为法国纺织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法国的对外贸易也随之有了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的进一步扩大使得一些港口城市日趋繁荣。马赛、鲁昂、勒阿弗尔、波尔多等海港城市一度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法国工商业的发展还导致了金融业的勃兴，银行数目快速增加。法国王室从16世纪起就建立了国债制度，在路易十四以及他的继任者执政时期都因对外战争或个人挥霍而大量发放公债，因而以购买公债为主要经营项目的银行业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快速发展，到18世纪，仅在巴黎一地，就有60多家资金雄厚的大银行。金融资本的飞跃发展，是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突出特点之一。与金融资产阶级地位相当的，还有一些自由派贵族。他们的经济活动也是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还在路易十四时代，法国政府就曾经颁布法令允许贵族从事商业活动而不剥夺他们的贵族称号，从此便有一些贵族前往殖民地经营种植业，也有一些贵族经营采矿业和冶金业。但由于法国贵族在传统习惯上非常蔑视商业活动，因而与英国相比，法国贵族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人数远远不如英国贵族的人数。在农业方面，由于13-15世纪农奴制解体，农民土地占有制确立，土地被一再地分割，造成众多的小农所有者。到17-18世纪，农民小土地所有者形成了一个有力的阶层。从16世纪开始，开垦森林和整治泥潭沼泽的活动到处恢复起来。在政府提倡开垦荒地和减免赋税政策的推动下，耕地和牧场面积有所扩大。到大革命前夕，法国的土地分布情况大致是：贵族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4，教会占1/10，资产阶级占1/4，农民占1/3，共有地约占5%。虽然法国总体上实行的还是贵族土地所有制，而且农业的耕作方式还处于相对落后状态，但还是出现了资本主义农业的成分。有些农民通过租地或买地扩大经营，雇佣日工、短工进行商品生产，成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而在巴黎附近及法国的北部一些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商品化、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资本主义式的大农场。在工商业、金融业和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法国的人口在18世纪有了较大的增长。1785年的人口统计数字为2600万。

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在18世纪的法国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其实力仅次于英国，但由于法国还处于绝对君主制的统治之下，这种旧制度的政治、法律以及由此造成的僵化的社会结构、腐朽的社会价值观念严重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家只会使经济按照旧的专制模式的需要进行发展，而不给工业家和商人们以真正的自由。此时的法国虽然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但是封建割据时代的残余仍大量存在。内地关卡林立，各地度量衡还不统一，全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所有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各地的商品流通和经济交往。国王为了维护个人的统治，建立起庞大的官僚机构。官吏们大多出身于资产阶级，祖辈靠商业经营发了财，他们自己则靠买官卖官、贪赃枉法来聚敛财富。官僚机构的腐化和工作效率的低下影响了整个社会风气，这几乎是所有实行专制官僚统治国家的通病。在法国，国王征税不必像英国那样需要议会的同意，王室奢靡腐化，大肆挥霍。庞大的宫廷、官僚机构开支，连年耗资巨大的王朝战争，使得法国国债扶摇直上，国家破产，因而严重影响了资本积累。

法国的资产阶级将英国看成自己的榜样，却没有意识到这个国家的传统与法国有着质的不同，英国式的制度变革在法国注定是行不通的。与英国社会相比，法国的社会矛盾要复杂得多。在英国，贵族既属于上层社会，又能主动接受和参与商业活动；既独立于国王，又独立于资产阶级，因此他们能在国王与资产阶级之间起沟通和桥梁作用，资产阶级也容易加入到贵族的队伍中，两者有着实质性的融合。当变革来临时，这两者之间也就容易达成妥协。英国最终以和平的方式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在法国，路易十四极大地削弱了贵族的地位，使其成为国王的附属物。贵族和僧侣一起形成了上层社会，享有许多特权。而资产阶级和其他贫民一起属于下层社会，这两者几乎属于两个世界。实际上，要想制度变革成功，首先必须解决好国王、贵族和第三等级之间的矛盾。虽然法国的资产阶级与贵族也有一定方式的融合，但不像英国那样是以一种自然的方式、以共同对抗王权为目的而形成的，而是在王权的帮助下通过花钱买官职来达到的。当融合达到一定的程度时，贵族不但不会与资产阶级达成妥协，反而增强了贵族们维护特权、排斥资产阶级的力量，使得保守的势力更加强大。然而，法国的资产阶级却不同于东欧弱小的资产阶级。自路易十四的重商主义政策实行以来，他们的力量一直处于上升的状态，到大革命前夕，他们的力量已经和英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力量不相上下了，他们对社会地位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但法国的贵族们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大多数贵族绝不愿意和他们达成妥协。于是，国王、贵族和第三等级之间的矛盾就很难通过平和的方式得到解决了。

国王路易十六也企图通过改革来缓解矛盾。在他1774年登基时，面临最大的、也是急需解决的两大问题是国家的财政危机和赋税征收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恰恰是相互关联的。当时，为了应付数场对外战争的支出，国王不断向王公贵族支付名目繁多的赏赐金和恩给金，更需要应付庞大的政府部门的开销，王室的财政已快陷入崩溃的边缘。要想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就必须要对第三等级怨恨已久而特权阶层死守不放的赋税征收制度进行彻底改革。路易十六希望通过改革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先后任用了著名的重农学派的经济学家杜尔哥和银行家内克。杜尔哥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1774年的粮食自由贸易法令以扩大粮食市场和减少粮食投机；1776年废止了酒类专卖权，实行自由买卖。杜尔哥还竭力主张包括特权阶层在内的所有等级都必须纳税。内克曾经取消了宫廷内的一些享受高俸的清闲职位，压缩了王室的开支，而且还制订出一整套节约开支的制度。由于这些改革触犯了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两人相继被免职。内克的后继者卡隆在上台之初，为了笼络贵族，一度采取了与内克绝然相反的方法。他为宫廷人员偿还赌债，增加他们的年金，试图以阔绰的假象来抬高王室的威望。同时，他也寄希望于通过开挖运河、建港口、修道路等手段来刺激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然而，到了1786年，迫于财政危机日益严重，他也不得不效仿杜尔哥和内克，开始考虑改革财政制度，其中也包括向特权阶层收税。为了使自己的改革能付诸实施，他召开了“显贵会议”。显贵们既然是特权阶层的成员，卡隆的方案显然是“与虎谋皮”。果然，在1787年初召开的显贵会议上，与会的显贵们对他的改革方案予以强烈反对。不仅如此，他们还迫使国王解除了他的职务。继卡隆之后担任财政总监的大主教布里埃纳上台后别无良策，同样执意增加新税，而且要求特权阶层也缴税。他的这一决定不久引发了“贵族的反叛”。一些贵族出于维护自己特权的考虑，提出召开三级会议的要求，希望借助这一中世纪机构的权威来遏制国王的专制权力。

上述这些人的改革措施显然是有利于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但长期以来法国国内积累起来的种种矛盾已不是通过改革就能轻易得到解决的。有意思的是，最先对路易十六发难的是法国的贵族阶层，因为国王的改革意味着他们要做出牺牲。因此可以说，法国大革命是以贵族的发难为序曲的。贵族的冥顽不化、国王的优柔寡断彻底激怒了第三等级。雪上加霜的是，大革命前，法国又遇到了一系列的挫折：1786年同英国签订的关于建立自由贸易的协定导致法国纺织品生产的急剧下降，从而造成纺织工人的大批失业；1788年遭到了农业歉收的灾难，使得食品价格暴涨，给首都巴黎和其他工业城市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1789年，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爆发了，并延续了十年之久。

小结

专制王权建立后，国家就站到了走向现代化的起跑线上，欧洲许多国家都在差不多的时间里站到了这条起跑线上，但只有英国最早起步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领跑。应该说，法国在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各方面的条件要优于英国：人多、地大、物博，且较早形成了民族国家，较早建立起了君主专制的体制，但为什么在起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步履艰难、蹒跚而行？答案就在于，法国在起跑之后没有及时甩掉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专制王权这一包袱，而且在设法甩掉这个包袱时，甩得不彻底，因而在前进过程中始终负重而行，磕磕绊绊。在这个起步时期，法国的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商业和手工业进步很大，到18世纪初，法国可以说是西欧最强大的国家。路易十四实行鼓励工商业的政策，他开办大规模的手工工厂，开凿运河，修建道路，奖励出口工业，建立庞大的舰队，并且成立了许多贸易大公司。他的专制王权的确促进了当时经济的发展。但专制王权的负面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到了后期其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他的专制王权之所以鼓励工商业的发展，主要目的在于增加王朝的收入，而增加的收入却被他用于挥霍、对外争霸战争以及维护贵族的特权上，结果各方面的开支越来越大，最后竟把国家推向了破产的边缘。由此可见，在统一和自立完成之后，能不能克服国王的专制，也就是能不能解除政治上的束缚，进而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就成了能否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所在。法国正是在这一点上落在了英国的后面，而彻底解除这种政治束缚的时间竟长达百年。


第二节　动荡时期的历史发展（大革命——第二帝国）

1789-1870年，从大革命到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结束，法国经历了关键的变化，现代法国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从短期的角度看，法国处于80多年的连续政治动荡和对外战争之中，这无疑给它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但大革命结束了把经济增长维持在结构不变的前提下增加生产总量的模式，特别是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冲击下，法国为了尽快地缩小差距，竭尽全力追求工业化，而这就需要创造有利的政治环境，寻找适合的政治制度。在这段时期里，法国先后经历了大革命、第一共和国、第一帝国、波旁王朝复辟、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及第二帝国的政权更替，其中大革命至第一共和时期、复辟时期和第二共和时期，由于政治动荡或政府的无所作为和软弱无力，经济呈现停滞或缓慢发展趋势。七月王朝时期工业化初获进展，但增长速度不快。使法国经济有较快发展的是第一帝国时期和第二帝国时期，尤其在第二帝国时期，法国真正进入了工业时代，由于帝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得当，经济发展卓有成效，法国和英国的差距缩小，但法国工业化仍然是“没有工业革命的工业化”。

一　大革命与拿破仑帝国的制度建设

一些学者认为，政治现代化就是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实行法治，完成民主化；中央集权是前提，民主化是归宿，法制则是条件和保障。法国大革命在这几个方面都做出重大努力，但观念原则要深入到每一个法国人的心灵之中，成为整个民族高度一致的共识，却绝非是一场革命就能够解决的。直到19世纪70年代，法国才在国家的形式和内容上，也在整个民族的认知上，基本上达成了一致。

法国大革命在政治领域中的最大的成就，就是用以法律为标志的国家权力取代了以君主个人为标志的专制统治。法国革命者非常重视立法，他们对立法的态度十分严谨，每一部宪法、每一个具体的法令都要经过充分的准备、逐条讨论、反复推敲才公布执行。这些法律和法令成为全面改造旧制度的有力工具，也成为新国家的最高权威。依靠这一系列的立法，法国逐步废除了旧国家体制、旧等级制度、旧行政区域、旧行会制度、旧的工业法规等，确立了公民平等和宪政体制。在大革命中，任何人都不得随意发号施令，权位再高的人的言论也绝不能形成法律。可以说，法国大革命将这个恪守“朕即国家”的君主专制制度国家带进了依法治国、依法办事的近代法制国家的门槛。

大革命中产生的几部法律非常具有代表性，而且意义深远。1789年8月26日颁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即《人权宣言》）是法国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以后革命中制订的多部宪法都无一例外地以它为基础。《人权宣言》被誉为是旧制度的死亡证和新制度的出生证，它所公布的一整套以启蒙运动学说为基础的社会和政治哲学各项原则，即所谓的“1789年原则”，是近代世界奠定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理论基石。《人权宣言》的全文由序言和17个条文组成，简明扼要，但无不闪烁着历史性的光辉。《人权宣言》确立了许多资产阶级法治原则，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是社会公意的体现”、“法不溯及既往”、“禁止非法拘禁和审判”、“罪行法定”等等。《人权宣言》对国家政权方面的规定虽然不如对法治的规定那么具体、详尽，但它确立了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建设的两大原则：“主权在民”原则和分权原则。《人权宣言》第三条所规定的“全部主权的本原根本上存在于国民之中。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不是明确地来自国民的权力”，非常清楚地体现了主权在民的原则。而第16条所规定的“任何社会，如果权利无保障或分权未确立，就没有宪法可言”，则明确了分权原则的重要性。作为大革命中制订的第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政治性文件，《人权宣言》所提出的以“主权在民”反抗“主权在君”，以分权原则反对“君主集权”的思想对于结束封建制度，进入到资产阶级统治阶段起到了旗帜性作用。它所确立的若干法治原则也成为其后制订的资产阶级民法、刑法的直接源泉。

1791年，法国颁布了法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1791年宪法》。这部宪法开创和奠定了法国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管理制度。它以《人权宣言》作为序言，正文共8章。《人权宣言》对人民主权和法治作了明确的规定：“主权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不可剥夺的和不可动摇的；主权属于国民，任何一部分人民和任何个人皆不得擅自行使之。”它在宣布国家主权属于国民的同时，在国家机构的设计上明显体现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明确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各自地位和职能。立法权属于选举产生的立法议会；行政权属于国王；司法权属于选举产生的法官，司法独立。《1791年宪法》特别规定：没有比法律更高的权力，国王只有根据法律，才能治理国家和要求服从。应该说，这样的规定确实体现了该宪法的历史进步意义。但该宪法在真正实践人民主权时不可避免地带有相当的局限性，尤其是在选举制度上。按照这一宪法，全体法国公民被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两类，只有积极公民才拥有选举权，而要成为积极公民必须同时符合多种条件：拥有一定数量的财富、已年满25周岁、有合法的固定住所、已交纳了一定的直接税、不处于被雇佣状态等等。《1791年宪法》通过对选举权资格的限定，从而剥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选举权，这完全是与其序言所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相矛盾，因此引来了长期不断的批评。

1804年颁布的《法国民法典》，又称《拿破仑法典》，是法国乃至世界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典。拿破仑自己曾说过：“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是打了40次胜仗，滑铁卢之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的记忆。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忘记的，它将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民法典。”这部法典不是拿破仑的个人创造，而是大革命以来历代法学家精心推敲和设计的结果。它的主要内容是：确立了绝对的个人所有权，肯定了大革命中农民和资产阶级剥夺、购买教会和贵族土地及财产的合法性，从而再次确认了大革命的社会成果；保证人人有自由和平等的民事权和行为能力，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封建特权；承认自由迁移和转业的权利；在婚姻制度上贯彻个人自由的原则，允许离婚，但同时又确定了男性的权威，在离婚时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尽管这些条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和缺陷，但作为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的民法典，它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统一了民事法律规范，推动了法国社会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美国法学家艾伦·沃森对此有着极高的评价：“在整个大陆法系的历史中，民法典诞生的深远意义是无与伦比的。民法典的问世，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整个大陆法系都因而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的确在典型的近代形式的民法典面前，先前的法律荡然无存，就连辅助性的作用都谈不上了。”在民法典确立的原则基础上，拿破仑还相继颁布了《民事诉讼法》、《商法典》、《刑事诉讼法》、《刑法典》，使法国的社会生活基本上实现了法制化，是法国走上了建立现代国家的漫漫征程。

法国大革命不仅开创了政治现代化的新局面，而且大革命本身就具有政治现代化的典型意义。正是由于这场革命，法国大踏步地走上依法治国的历程，并始终坚守着人民主权和法治的阵地。大革命不仅提出了建立现代国家的理论框架，而且也提供了进行具体操作的实践模式，正是这种理论框架和实践模式成为了法国大革命的真正价值所在，也成为了世界上所有国家在实现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宝贵经验。

二　大革命至第二帝国时期的经济与政治发展

大革命以激进、猛烈的形式摧毁了旧制度，作为旧制度的埋葬者和新制度的催生者，大革命势必对法国当时以及后来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就短期效果看，大革命中政府所采取的激进政策对法国的经济，尤其是对法国的工业化进程是有害的。革命时期的激进经济政策更多地受突发性事件的影响，优先考虑的是为政治目的服务，从而违反了经济规律。雅各宾派专政时期，面对国内反革命暴乱和外国入侵，为了发动农民保卫革命，政府采取了激进的土地政策。虽然大多数农民分得了小块土地，但也由此加强了小农所有制。《拿破仑法典》更是从法律上保证了农民对小块土地的占有权。由于法国国土不像美国国土那样广阔，法国农民缺少美国人的流动性和进取心，法国小农所有制占优势的局面长期难于改变。从短期内看，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免交了许多封建赋税，激发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产量。但这种生产的增长是靠投入大量劳动力取得的，而不是依靠农田改良与技术革新获得的，因此这种增长是有限的。加上当时的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还很低，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和机械化发展受到限制，因而大量的劳动力无法从农村中转移出来。这样，小农所有制反而成了农民长期贫困和农业落后的根源，严重阻碍了法国的工业化。大革命对平等的理想化追求，则滋生了反工业主义的价值观。随着革命的发展，政府采取的工商政策也愈来愈激进。中产阶级在革命中喊出了反对垄断和提倡自由贸易的要求，大工厂主、大银行家和大农场主都被视为革命和平等的死敌。1793年夏，巴黎的股票交易所和所有的股份公司被全部关闭，一代实业家在恐怖统治中惨遭摧残。政府在1808年颁布的商法中明令禁止大规模的资本集中，企业规模被限制在家庭范围之内。大革命还产生了法国式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强调的是个人独立劳动，而不是与他人合作。这种对大企业的仇视及对个人独立劳动的偏爱严重阻碍了大规模生产手段和大企业在法国的发展。大革命与拿破仑统治时期同英国的斗争使法国丧失了大部分海外殖民地贸易，法国一些重要的依靠海外贸易的港口和工业城市因此严重衰落，迫使工业中心向中部、东部和北部集中。工业地理的这种转变对整个19世纪的法国工业化造成了不利的影响。由于接连不断的内外战争和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经济活动受到干扰，法国在18世纪开始的经济发展被大革命强行打断，尤其是在18世纪法国工业兴起中得到不断发展的纺织、冶金和采矿等行业一度出现了倒退。大革命对工业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一大批从事工商业活动的贵族，如勒克勒佐和昂赞等地的企业主纷纷逃亡，使得某些重工业受到严重损害。1792年和1794年的粮食歉收又引起了农业危机，许多地方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一些投机商人囤积居奇使得面包价格暴涨，普通民众的生活受到严重的威胁。内外战争和社会动荡使得法国正常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难以为继。战争的开支巨大，作为货币流通的“指券”在被迫扩大发行量后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以英国为首的反法联盟对法国实行的封锁和禁运使法国的对外贸易急剧下降，而且导致某些原材料的短缺和若干消费品的匮乏。从督政府统治时期起，虽然经济状况一度好转，但控制通货膨胀的失败使得许多人将资金转向投机买卖和购买土地保值。这种倾向使得经济不稳定的局面持续存在。一些研究者认为，大革命前，法国工业和英国工业不相上下，而经过大革命，法国与英国的差距被越拉越大。法国工业在1800年只达到大革命前60%的水平，仅棉纺业与大革命前的水平相当。

然而，从长期的效果看，大革命中的许多激进措施或政策对法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也是明显的。大革命确立了以自由经济为基础的新经济秩序，为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为法国经济长期较为平稳的增长奠定了基础。自大革命至第一帝国时期的激进制度变革为法国经济的发展消除了主要的障碍。大革命确立了以自由经济为基础的新经济秩序，在工业领域里实行包括企业自由、生产自由和雇工自由在内的经济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首先体现在农业上，1789年的“八月法令”规定无偿地废除贵族对农民的控制，农民成为自由劳动者。“八月法令”不仅具有所有权方面的意义，同时也开辟了农业自有经营的时代。土地经营者可以自由圈地、自由选择种植品种，自由地采用轮作制度，甚至可以取消休耕，农民的自由经营为农业经济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提供了条件。8月26日公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新制度以财产的不平等代替出身的不平等，为个人凭自己的努力上升到上层社会提供了条件。革命政府宣布人们可以自由择业，自由经营种植。1791年4月生效的《达拉尔德法》全面取消了严重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作为一种封建特权的行会和师傅制度，取消了那些享有特权的手工工场。从此，所有的工场主都可以放开手脚，自由经营。各行各业的企业可以自由创立，经营自由，专利和垄断被取消，工厂的规模和技术革新也不再受到阻扰，所有这些都预示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到来。同时，革命政府还宣布法兰西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为此废除了国内关卡，实现了国内商品的自由流通。国内自由贸易分阶段放开，1789年8月，实现了国内谷物贸易自由。1790年3月，取消盐税。1790年10月，取消内部关税。1791年3月，取消入市税。除了入市税在1798年渐次得以恢复外，几乎所有的消费税都消失了。自由贸易加强了各地的经济联系，继而促进了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发展。国内自由贸易的实施迫切需要统一的度量衡，为此，1790年5月，立法委员会建立了度量衡委员会。1792年7月，委员会确定了度量衡的基本单位的名称为“米”和“克”；1795年4月的法令规定了米和克的具体长度和重量，建立了十进位制，从此全国实行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在国内坚定不移地奉行自由主义政策的同时，政府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在对外贸易中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努力消除国外商品大量涌入而造成的对民族工商业的损害。1791年3月，通过了关于建立新关税的法案，这是在1786年英法通商条约后，又一次恢复了保护关税的做法，但它的目的主要不是限制贸易，而是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它的保护程度还是比较温和的。在进口产品方面，政府课税的重点是那些法国自己能够生产和加工的产品，如酒、纺织品、殖民地产品等。在出口的产品方面，主要限制的是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尤其是谷物等。革命政府还改变和改革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和行政区划，全国被划分为83个省，以下再依次细分为地区、县和市镇。新的统一的省、地区、县、市镇四级地方行政制度，取代了旧的、重叠杂乱的地方制度，消除了那些阻碍建立资产阶级现代国家的障碍，提高了行政效率。革命政府还建立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税收制度。新税制主要由地产税、动产税、营业税三种直接税和若干间接税构成。在这些直接税中，征税最重的是地产税，而征自工商业收入的营业税则相对较轻。这一税收改革及其实施的结果有利于促进法国工商业的发展。此外，为了促进工业自由地发展，制宪议会参照布列塔尼的法律，推行一种自由的发明专利特许证制度。这一制度使发明成为一项可以转让、可以出卖的私有财产，从而有利于刺激新技术的发明。第一帝国在经济领域的政策措施也是卓有成效的。拿破仑基本上延续了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继续加强政府在某些方面的干预。拿破仑开始掌权之际，法国的国库里仅存16.7万法郎，法国的经济因大革命的影响还处于停滞甚至倒退阶段，因此改革财政、恢复经济成为当务之急。在保留大革命税收成果的基础上，政府采取措施进一步整顿经济秩序，以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由于拿破仑帝国的建设性工作，法国大革命的经济成果逐渐被制度化，并成为法国现代制度的重要部分。为了改革财政，拿破仑首先加强了财政的集中管理。他于1799年11月24日颁布法令，取消地方当局分配与征收直接税的权力，设立直接税行政总署，以改善税收状况。他还在各省设立分署，任命一批检察和监督专员负责分配税额。随后，他又颁布法令规定国家收回税收权，委派专人到各省、大区、市镇收税。他要求这些专员先缴纳保证金，预付部分税款，以提高他们的税收积极性。同时政府对间接税制度也作了相应的改进，此后的国家财政情况逐步正常稳定。在财政改革的过程中，拿破仑还重视健全会计制度，严厉打击贪污和盗窃国家财富者。为了活跃信贷与商业，根据1799年11月27日法令，期票证券制度得以重建。次年2月，法兰西银行成立，政府还为其提供了部分资金。1806年，面对通货膨胀卷土重来的威胁，政府加强了对银行的控制。政府向银行派遣一位总监和两位助理，对银行进行监管。值得一提的还有币制改革，1803年3月开始启用新的货币单位法郎，实行以银为主要货币本位，1法郎相当于5克银，同时规定金银的比价为1:15.5.法国第一次实现了货币与其票面价值相等，并保证了法郎一个多世纪的稳定。财政改革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第一帝国时期主要是在战火硝烟中度过的，连续不断的战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庞大的军费开支抽取了大量本可用于生产的资金。但另一方面，战争刺激了军火工业和与之相关的工业的发展。正是在这一时期，法国的重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拿破仑深知，强大的国家必须要拥有强大的工业。为此，他采取了多种措施刺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如给工业以巨额津贴，建立新的企业，成立“奖励民族工业协会”，举办工业展览会，鼓励机器生产等。为了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他还坚决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为了抗衡和遏制英国，他还建立起了大陆封锁体系，严禁英国工业产品向大陆出口，以便使法国独占大陆市场。但这项政策所造成的结果却是灾难性的：法国的对外贸易受到严重损害；繁荣一时的沿海城市开始衰落，人口锐减；工业重心从西部和西南转向东北；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国内市场。

第一帝国政府在重视工商业发展的同时，也有计划地修建公路网。在推动农业发展方面，政府采取的措施是扩大耕地面积，提高谷物售价，保护森林，推广良种，培植新作物等。经过一番整顿，法国的财政状况明显改善，经济开始好转。如果说法国工业化的进程曾被大革命暂时打断，那么第一帝国的作用就是使工业化进程得以恢复，并采取措施予以推动。尽管这一时期的工业发展在量的变化上还十分有限，但某些部门还是开始采用了一些新的技术，出现了现代工业，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工业化的新发展。

拿破仑在以制度创新、维持秩序和稳定为政策基点的内政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丝毫不亚于他在军事方面的雄才大略。他首先竭力加强中央集权，加强对各省的控制。大革命中确立的地方自治与选举制度被他通过法令予以取消，各省省长一律由他直接任命。与此同时，他还进行了司法方面改革，建立了金字塔式的司法制度。各县设民事审判官，专区设民事和轻罪法庭，省设刑事法庭，全国设29个上诉法庭，巴黎设最高法院。为了确保国内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他全力对付雅各宾派和王党分子，对他们采取了镇压和安抚的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为了维护大多数国人的宗教感情，他的政府承认天主教是大多数法国人信仰的宗教。为了安抚新教徒和犹太教徒，体现宗教平等的原则，他及时颁布法令，正式承认新教的地位，宣布犹太教受政府的保护，由此实现了难能可贵的宗教和平。拿破仑也充分认识到发展教育事业对法国长治久安的重要性，因此他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教育体制进行了全面改革。他将教育严格地分成初等、中等、高等三个等级，成立了帝国教育团来指导全国的教育工作。他所创立的这种大一统的教育体制，在集中财力、物力、培养国家急需人才等方面取到了很大的作用，也为现代法国的教育体制奠定了基础。拿破仑非常尊重科学家和学者，能够充分利用他们的技术和科学知识为法国的军事和建设服务。

拿破仑帝国倾覆之后，法国波旁王朝于1814年复辟。在政治方面，复辟王朝已经不可能完全恢复到大革命前的那种绝对君主专制的状态，但它也不是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复辟王朝尽管在形式上引进了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但实际上并没有付诸实施，国王仍然是国家权力的中心。在这种制度下，如果国王是个“开明君主”，具有治国的“雄才大略”，国家在他的治理下可以得到快速发展。但如果国王是个平庸或者是保守、专横的人，那么他对国家的发展就不会起推动作用，只能起妨碍的作用，复辟王朝的国王恰恰就是后者。正因为如此，法国开始进入了一个大致以1815-1848年为起讫时间的、为时30多年的经济退缩阶段。复辟王朝在经济建设方面根本没有积极发挥政府的作用，除了紧缩银根、平衡预算和保护关税外，政府对工业、农业和商业的支持几乎为零。复辟政府上台后，法国曾一度降低关税，但随着英国工业产品和俄国农产品的冲击，复辟政府马上又筑起高关税壁垒，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种政策不仅使法国国内的粮食价格飞涨，而且使工业原料和燃料价格急剧上涨，物价上涨给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带来巨大的利润，却严重伤害了中下层工商资产阶级的利益。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还导致了法国的工业失去了外来竞争压力，失去了技术革新的动力，而且也失去了开拓国际市场的动力。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还引发了法国的对外贸易的衰退，而对外贸易的衰退又使得法国的航运业、造船业、港口业处于长期的衰退状态，从业人员也随之减少了1/3.复辟时期的法国仍然保持着古老陈旧的工业结构，许多地方又恢复了享有特权的行会组织，这些行会组织严重束缚了经济的发展。家庭作坊和规模不大的手工工场在数量上还占优势，因而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还不具有规模效应。与英国相比，法国在许多方面被甩在了后面，冶金、机械制造、交通航运、技术发明等都落后于英国，唯一可以称道的是印刷业和奢侈品制造业。而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小农所有制也是法国经济发展缓慢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这种小农所有制一方面妨碍了人口的增长，另一方面使得很大一部分人口滞留在农村。

1830-1848年的七月王朝与复辟王朝相比在政体上似乎有了进步，是所谓的纯粹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在这种政体下，王权受到限制，议会的权力有所扩大。国王可以制订必要的法规以实施法律，但不能废除法律本身。法律倡议权属于国王、众议院和贵族院，不再由国王一人独断。出版物必须事先受到审查的制度也被废除了。显然，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因而在这个时期，工业革命在法国有所发展。法国这个时期的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3.5%，接近于英国的水平，有的工业部门甚至达到5.6%。铁路建设的规模也有所扩大。虽然在1828-1844年间，法国总共才铺设了600多公里的铁路，但毕竟有了铁路建设的开端。1842年，政府通过法令鼓励私人在铁路建设上投资，并保证铁路公司的最低利润。铁路建设的发展，一方面改善了交通，使得货物的流通快捷、便利，另一方面又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这个时期机器开始被广泛使用，工业产量逐年递增。煤的产量增长了两倍，生铁的产量翻了一番，焦炭冶铁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化学工业也开始出现，蒸汽机的数量有所增加，纺织业的机械化程度得到提高。工业集中现象也开始出现，工厂制得到进一步推广，工厂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但总体来说，法国这一时期的工业增长速度还不是很快，还称不上处于“起飞”阶段。法国工业革命之所以步履蹒跚，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法国缺乏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主要燃料——煤，煤的缺乏制约了与之相关的工业的发展；法国没有美国那样巨大的国内市场，在拿破仑战争中又失去了大部分海外殖民地，加上国内交通不发达，有限的市场难以促进经济的大规模发展；日益分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七月王朝的当权者害怕工业发展过于迅速会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伤害，继而危及政权，因而对工业革命采取消极的态度；而当时的许多大资产者仍将对工业的投资看作是冒险，他们情愿将手头的资金用于购买土地来获益，而不愿在工业领域投资；中小资产阶级则害怕竞争，他们缺少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缺少追求最大利润的冲动；普通的民众则把工业革命看作是种威胁；工人反对机器和标准化生产；农民害怕政府为修建铁路、建工厂而征用自己视若生命的土地。

七月王朝之后，法国迎来了昙花一现般的第二共和国时期。这一时期的法国仍旧延续着那种内战式的政治斗争风格，自由派、保皇派和共和派等政治派别交替登台，造成了政局频繁更迭。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自然得不到重视。人民的不满情绪开始高涨、蔓延，民众的普遍不满为路易·波拿巴复辟帝制创造了条件。

1852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称帝，即拿破仑三世，法兰西第二帝国正式成立。拿破仑三世又一次在法国开始了专制统治。在拿破仑三世执政的18年里，帝国的政治体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一个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852-1858年为“专制帝国时期”；1858-1870年为“自由帝国时期”。在“专制帝国时期”，拿破仑三世为了确保国内的社会秩序和稳定，实行的是专制独裁统治。在专制独裁统治期间，各种政治俱乐部被取缔，集会和结社必须事先得到政府的批准，群众的政治生活和民主权利受到极大的限制。1852年颁布的新闻法规定“任何有关政治与社会经济的报刊，不论定期或不定期出版，必须经政府预先批准”，政府因此完全控制了公开的社会舆论。1858年2月颁布的“治安法”，旨在严惩反对皇帝与政府以及破坏社会稳定的人。帝国政府依靠警察和监狱对反对帝国的政治人物和普通群众实行高压政策。在坐稳了皇帝的宝座之后，拿破仑三世也知道长期实施高压政策绝非一种良策，于是，他开始想方设法来消解各方的不满。从19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帝国的政治体制也由专制帝国向自由帝国演变。1859年8月帝国政府实行了政治大赦，大赦法令公布后，法国的政治气氛有了某些转变。此后帝国政府开始了近十年的政治改革，改革主要集中在帝国政治体制本身的变革和放宽对民众社会生活的控制。在这十年里，议会的权限有所增加，公众的民主权利也有所扩大。应当说，拿破仑三世在确保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方面的种种措施，为法国的经济发展和保证法国在欧洲的优势方面还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法国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起飞，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经济面貌得到了明显的改观，并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工业大国。

法国在这一时期所取得的经济发展，与政府的重视与投入不可分割。拿破仑三世曾流亡英国，亲眼目睹了英国的强大和繁荣以及工业化给英国社会带来的种种变化。他登上皇位之后，就下决心动用国家的力量来促进法国的工业化进程。他信奉圣西门派学说，坚信专家治国论，动用全社会的资源有计划地发展工业，重视银行在工业化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为此，他一开始就把老资产阶级的余悸和偏见抛在一边，把那些不懂经济的政客从显要的位子上赶下来，并用圣西门的门徒取而代之。

第二帝国的经济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帝国政府进行各项经济立法，首先是让股份公司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1863年的政府法令规定，凡是建立资本不超过2000万法郎的公司无需得到政府的预先批准。1867年的法令则取消了政府对创办股份公司的一切限制。帝国政府还采取措施推动金融体制的改革。在帝国政府的支持下，1852年成立了动产信贷银行。动产信贷银行以合股的方式，吸收小额储蓄，将大量资金提供给铁路、汽船航运和新兴工业企业。这种银行兼有存款、贴现和投资的功能，是一种混合型银行。帝国政府还建立了土地信贷银行，同意只要缴纳头一次抵押品，即可发放长期贷款用于农业工程建设。这样，一大批类似动产银行的金融机构建立了起来，它们纷纷筹集资金，投资于工商业和铁路。1865年，帝国政府颁布法令保证此后的银行支票可以在法国国内自由地流通。此外，政府对于正在创建的贴现银行实行官方贷款，给予财政方面的支持。

帝国政府重视交通建设。为了刺激对铁路的投资，帝国政府通过法令，延长与铁路公司的契约，政府批准的铁路特许权一般长达99年。政府继续给予铁路公司最低利润的担保，并向铁路公司提供巨额贷款。第二帝国之前的法国铁路建设不但起步晚、进展迟缓，而且没有统一的规划，铁路公司多，相互之间充满争斗，难于形成一股合力。针对这一情况，帝国政府根据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需要设计了以巴黎为中心的铁路网。政府同时利用公共权力的优势，纠正人们以往害怕大公司会产生垄断的偏见，鼓励和促进铁路公司的合并。帝国政府在重视铁路建设的同时，也非常重视航运的改善。1860年帝国政府购买运河的所有权。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凿和整治了许多条新运河，同时还进行了港口的建设。

帝国政府还制订和修改了部分税收政策，采取措施减少税收，以鼓励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1853-1856年间，先后减少了对于煤、钢铁、机器与粗毛等产品的税收。1860年和1867年，先后两次削减内河航运的税收。

帝国政府还调整了对外贸易政策，采取措施推动自由贸易的发展。1860年帝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签订商约，双方实行自由贸易，彼此给予为期十年的最惠国待遇。1861-1866年，帝国政府先后与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等国签订了类似的商约。法国因此一改过去实行的保护关税政策，继而开始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自由贸易政策的实施为法国的工业产品、奢侈消费品和农副产品开拓了广阔的国际市场，使法国的对外贸易得到了快速增长。自由贸易政策的实行也迫使法国的工农业接受外来竞争，促进了相关行业的合并、改组和技术革新，从而提高了经济运行的质量。帝国政府还对因开放关税而亏损的企业实行补贴，并给予一定数量的贷款，以帮助企业的改造和提升竞争力。

帝国政府制订了大型公共设施建设计划，致力于改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由豪斯曼男爵主持的巴黎重建工程。这项工程的成功使巴黎变成了一个交通发达、市容整洁的城市，不仅给帝国政府带来了荣誉，还给法国人以繁荣的信心。更为重要的是，城市建设为普通民众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还带动了许多相关部门的发展。

帝国政府在大力扶植工商业发展的同时，制订了相应的农业政策和法规，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帝国政府先后颁布了“排水法”和“开垦法”。到1865年，全国共开垦了十万多公顷的荒地，扩大了可耕地的面积。帝国政府还以贷款的方式支持各地的农业经济组织，发放农业奖金，推广农业化学新发明、新技术。在帝国政府的后期，政府还提供资金用于改善农村的道路。

帝国政府的这些经济政策和措施有效地保证了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法国工业化在19世纪50年代也达到了高潮。虽然从50年代末起经济增长的势头受阻，但第二帝国时期仍然是19世纪法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法国的铁路建设突飞猛进，1850年的全国的通车路线长度为2915公里，1860年为9167公里，1870年已达到了17466公里。铁路建设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改善了法国的交通状况，促进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为农产品的商品化、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提供了便利，加快了这个时期的城市化进程。铁路建设还为冶金业、采矿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刺激，几乎起到了它在德国和美国那里刺激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作用。与此同时，法国的钢铁工业、冶金工业、煤炭开采等资本密集型的工业逐步代替了纺织工业，成为工业增长的先导部门。钢铁工业日益集中，冶炼技术得到改进，木炭冶铁炉渐渐被淘汰。到1868年，法国40%的铁由两家大型钢铁厂垄断。这些资本密集型工业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6%，钢铁工业年增长率甚至接近20%。在工业进步、交通改善的刺激下，法国的农业打破了几个世纪徘徊不前的局面，第一次出现了农业改良的活动。在度过1846-1849年的农业危机之后，北部和东部地区开始普遍使用化肥、灌溉机械、收割机和新式铧犁。1852-1862年间，法国的农产品年平均增长3.2%。由于在这段“农业的黄金时节”里，法国的耕地面积总共扩大了150万公顷，一些大型水利工程顺利建成，新的农业机械被普遍使用，农作物新品种得到引进和改良，加上新农艺和化肥的使用，法国农业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法国的经济在第二帝国时期能得到较快的发展，得益于两个重要的因素。首先是法国国内有了一段较长时间的政治安定的局面，没有出现大的政治纷争和社会动荡，周边环境也相对安宁。其次是帝国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促进经济发展，政府不仅制订了相关的经济政策和法规，而且为这些经济政策的实施提供了相应的财政支持。在政治稳定和政府的强力支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可以无所顾忌地在工商业方面大显身手。

但是，也必须看到，法国的经济起飞没有得到较长时间的延续，在经济快速发展了十年左右时间之后又陷入缓慢发展的阶段，而且很快被后起的德国和美国赶超，其中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1857年发生了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法国的经济增长势头也因此受阻。帝国政府虽然采取了种种措施，但整个60年代的经济还是没有恢复到50年代的水平。其中一个原因是50年代经济过热所引发的问题没有得到合理地解决；另一个原因是面对降低关税所带来的冲击，法国工业没能及时调整自身的工业结构，没能较快地适应外部世界所带来的竞争，并在竞争中进一步地发展。60年代的美国内战使法国的棉纺业面临棉花短缺的困境，纺织业的发展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同时许多奢侈品工业失去了美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从而使这个产业受到重创。但其中最主要的还是法国经济的质量不高的问题。这个时期虽然在某些部门中出现了不少大型企业，但总体上，法国还是一个以中小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在法国推广得很慢、很艰难。1860-1865年间，在整个法国的工业产值中，58.9%产值是由手艺工人创造的，家庭作坊的数量依然非常庞大。法国仍然是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仍然是一个以奢侈品生产为主的国家。而在代表国家实力的重工业方面，法国已经被后起之秀德国赶上并超过，因此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也就绝非偶然。圣西门主义者倡导的银行与工业相结合，引导公众将闲散资金投资于实业，以及促进工业集中的计划设想并没有实现。1860年的统计表明，投资者将大部分资金首先用于购买国家证券和公债，其次是铁路股票，最后才是工业股票，因此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建立动产信贷银行的目的是要在工业发展中发挥作用，但它却没有能履行这样的使命。动产信贷银行曾几次试图投资于钢铁、煤炭、玻璃等工业，但最终没有成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的投资银行在工业投资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了德国工业的真正主宰。真正的问题在于，法国的银行界始终害怕投资工业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因而在进行工业投资时显得缩手缩脚；而法国的工业界则对银行界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偏见，他们不愿意银行参与家族企业的监督和管理，从而迫使银行界转向服务业和海外投资。由于这两种心理的作祟，法国银行和工业结合的失败也就不可避免，法国的工业化缺乏活力也就势在必然。在缺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扩大生产规模、更新工厂设备、进行技术革新也就缺乏了最基本的保证，更不要说经济质量的提高了。

三　农民向现代人的转变

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中最深刻的变化是传统农民向现代人的转变。

19世纪以前的法国农民和中世纪的农民没有多少差别。由于受封闭的经济结构的制约和缺乏进行商品化生产的条件，再加上受传统习俗的影响，他们依然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基本上维持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维持着以往的生活方式。大革命以前，法国农村中存在着国王、僧侣、贵族、农民和资产阶级几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其中农民所占的土地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30%左右。大革命期间，政府通过出售国有土地而完成的土地所有制的激进变革使得许多农民从中获益。雅各宾专政时期，革命政府先后颁布了三个土地法令，法令规定将逃亡贵族的土地收归国有，并将这部分土地分成小块进行出售，允许贫苦农民在十年内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获得土地，后来革命政府将10年的付款期延长至20年。同时，政府又规定按人口平均分配农村的村社土地，许多农民由此获得了小块土地。此时，农民占有的土地也由革命前的30%增至42%。由于法国的农民人数众多，革命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获得了小块的土地，因而使得19世纪小农的小土地占有取代了封建的大地产在法国农村中所占的优势。由于拿破仑法典规定男子和女子享有平等的财产继承权，再加上人口的不断增长，农村的土地被越分越小，小农占有制因此日益巩固。法国大革命之后，农村中的土地占有制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主要分为资产阶级、农民和原土地贵族占有这三种形式，土地的类型则是大中小型土地并存，中小土地占优势。土地占有形式的不同导致了土地经营模式的不同。其中，土地占有者直接经营占主导地位，其次是租佃式，再次是土地收益分成式。这一时期法国的农村中，土地的经营方式基本上是小土地耕作，这种小农经济仍属于传统农业经济的范畴。因为小农们因袭旧的经营方式，主要还是为一家一户的日常消费而劳作，即便有些多余的粮食或其他农产品可以出售，也仅仅是为买而卖，其目的是为了维持个体经济的简单再生产。法国大革命摧毁了封建大土地所有制，造就了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但这仅仅完成了从封建农业向近代资本主义农业转化的第一步。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到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从小土地耕作到资本主义的大土地经营，从为日常消费进行生产到为资本增值而经营土地，农民的物质生产能力的提高固然重要，但他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似乎更为紧迫。

在经历了法国大革命之后，尤其是进入19世纪中叶之后，法国工业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对法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向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向同步转化的同时，法国农民的物质生产能力和精神世界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物质生产能力的提高是农民个人或农民阶层发展成长的基础。在向资本主义农业转型的历史时期，农民物质生产能力的提高主要表现为广大农民进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能力的不断增强。17、18世纪，法国农业商品化还处于萌芽状态，最初的尝试农业商品化的是大地产占有者贵族。他们掌握着远远超过自己消费所需要的土地所有权，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并用封建的手段榨取更多的农产品，然后把这些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这种不同于英国贵族的转化方式在法国造成了不同于英国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其一是贵族们依靠土地所有权和封建特权占有农民的经济盈余到市场上去交换，所获得的利润主要用于挥霍而不是用于农业再生产。其二是在贵族的土地上耕作的佃农的剩余产品几乎全部被土地贵族夺去，佃农只能维持最低水平的生存需要和最低水平的农业再生产。即便是那些自己拥有土地的农民，也因为所拥有的土地太少，剩余产品不多而很少能进入市场。更何况当时的贵族享有的封建特权使得农民在产品的交换过程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这样一来，大部分的交换活动都由不参与生产过程的贵族来完成，而作为生产者的农民几乎不进入流通领域。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脱节导致产品的交换活动不能给予生产以新的刺激、新的推动和新的导向，这样的商品交换活动也不可能瓦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换句话说，只有生产者和市场发生直接的联系，生产者进入流通市场，这样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才能使自然经济走向解体。

法国大革命虽然废除了土地贵族的封建特权，削除了横亘在农民与市场之间的障碍，又使得广大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有所增大，为农民直接进入市场扫清了道路；但自法国大革命起，法国经历了1/4世纪的战乱，在这段时间里，农业经济几乎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变化，土地的结构、生产技术和生产率几乎维持在原来的水平上。也正是在这个相对平静的时期，法国的农民通过平静而辛勤的劳动，使生产力日积月累地更新和发展，为19世纪下半的转变储存了力量、创造了条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反映农民物质生产能力的提高，而这一点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增长至关重要。大革命解放了生产力，农民的劳动热情得以激发。虽然在19世纪前期，贫困和饥荒在农村中还是个普遍现象，农民还时时面临着生存方面的危机，即便如此，农业生产率还是有所提高，小麦、黑麦等主要农作物的产量还是在稳步地增长。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他们的商品交换能力也在相应地提高。及至19世纪中叶，由于粮食产量的增加，法国农村中的生存危机基本上结束。此后，法国农民，包括中小农，维持自身日常消费的农产品之外的生产剩余越来越多，农民们从而或多或少与市场发生联系。从19世纪70年代起，地方农贸市场的数量开始明显增多，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农产品买卖的兴旺。许多中小农在附近的农贸市场上出售多余的农产品，而那些经济实力比较强大的农场主则将他们的经济活动转向了一些大中城市。日益增多的商品交换活动改变了生产者与市场不发生直接联系的封闭体系，使得农民与城市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在从事新的经济活动过程中，农民的社会生活和思想面貌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19世纪下半叶，随着物质生产能力的加强和商品交换活动的增多，法国农民的独立精神也得到了培育和发展。农民经济活动的增多也使得农村社会内部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雇用关系和契约行为在农村中逐渐被接受和使用，农民对某个人在经济上、人身上的依附关系逐渐减弱，传统的家长式统治在各地已经开始衰落，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威力。农民经济活动的增多也使得农民的社会交往方式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农民的经济重心转向市场之后，市场成了农村社会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中心。农村以外的信息和农田耕作的新技术，乃至外部世界新的思想和新的生活方式等通过市场这个媒介传入到农村。市场经济活动以及多方面的社会交往开阔了农民的眼界，也使得农民在经济上、精神上、心理上的独立性开始增强。

虽然法国在中世纪末期实现了国土的统一，而且到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统一的民族国家已经初具规模，但是，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使得法国人缺少一种全民一致的共同意志和民族情感。法国大革命推翻了等级制度，法国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在反对封建制度和反抗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中得到强化。然而，闭塞隔绝的交通状况、互不联系的自然经济、各地不一的地方方言和封闭狭隘的地域观念，还没有使法国广阔乡村和其他地区融为一体，法国的农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游离于现代法国民族共同体之外。直至19世纪中叶，交通革命打开了原来极为封闭的乡村社会。城乡之间日益频繁的经济联系促使农民的文化背景，包括语言、文化教育和思想观念等方面发生重要的变化，农民开始与现代民族社会融合。法国农民与现代民族社会融合和法语在农村的普及是密不可分的。自古以来，法国西部、东部和中南部的农民习惯于使用自己的方言，这些语言的发音和语法与法语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虽然后来法语被定为民族语言，但法国农民说法语的现象并不普遍，在许多地方，法语是上层人物的语言，农民们的母语是本地的方言。语言的不同自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地方认同感，而对国家的认同感则相对淡薄。法国大革命对法语的普及发挥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国民公会颁布法令，派遣教师到各地去教授法语，以便使法语普及到全国各地。经过一段时间的语言同化，法语的普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用统一的民族语言有助于人们消除地方观念，形成民族一致的心理，增强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

法国农民向现代人转变的另外一个重要标志是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法国政府对教育的重视是分不开的。19世纪30年代，法国政府通过了教育法案，法案规定学校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还要进行道德教育，以满足社会和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此后，政府不断增加教育投资来推动教育的普及。80年代初，政府免除了公立学校学生的学费，规定凡有20名以上学龄儿童的村庄必须开办一所公立学校，以实现全国初级教育的普及。于是，农村小学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农民及其子女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水平远远超过了以往。从19世纪50年代起，法国乡村中的生存危机基本结束，农民从生活重压中挣脱出来，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也使他们充分认识到学习文化的重要性，从此农民们开始了以进入学校学习为主要内容的文明化过程。第二帝国时期，在政府的资助和扶持下，各地创办了一批农业技术学校，农民在这些农业技术学校里学习新农艺、新技术。到19世纪末，全法国已有80多所农艺学校。

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视野的不断扩大，思想观念的更新以及行为方式的改变，法国农民开始了从传统农民向现代人的转变。在经济上，他们以新的方式和新的农艺经营着自己的土地，载负着多余的农产品来往于乡村和城市之间，保持着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和社会联系，时间观念、效率观念和商品经济的观念也开始渗透到他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政治上，随着读书、看报的增多和农村学校教育的普及，农民的精神世界和思想观念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虽然他们还不能完全理解国家政治和法律的含义，但当他们和民族经济发生了较为广泛的联系之后，就开始感受到了民族政治对他们的影响，他们关心的问题也由地方政治转向民族政治。随着选举权的扩大，他们人多势众，掌握着大部分的选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和地方的政治。在文化上，他们接受文化教育，读书看报，讲习法语，拓宽了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途径。在社会交往上，他们不再仰人鼻息、畏缩胆怯，个人的独立意识得到加强。在思想观念上，他们也经历了从传统农民变成商品生产者所必需的相应转化过程。虽然上述这些变化在不同的地区有大小不同的差别，但却是前所未有的。法国农民在参与市场经济生活的实践中所形成的新观念、新的行为方式和新的要求都表明，法国农民正在向现代人转变，正在融入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之中。

四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

在英国工业化的过程中，政府采取自由放任政策，主要是让市场发挥作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相对较小，法国则显示出不同特点，在让市场发挥作用的同时，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也注意国家的干预。

19世纪法国在表面上看和英国一样是经济自由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国家。18世纪出现的重农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观点，经过大革命后，渐渐深入人心。但是在提倡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同时，政府也介入经济活动。政府干预经济的理念，一方面源于路易十四时期和拿破仑帝国时期政府对经济干预的传统，另一方面源于圣西门的“专家治国论”的影响。圣西门主张在经济上实行唯意志论，实行专家治国，提出政府的职能就是管理经济。在传统的惯性和圣西门思想的影响下，政府部门倾向于扩大管理经济的权力，法国的工商业者遇到经济困难时也习惯性地向政府救助。于是，在法国工业化的过程中，政府对经济采取了直接或间接的干预，并且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

法国政府通过立法来管理和调节经济活动。法国政府先后颁布了排水法和开垦法，规范了市场和集市的运行制度。尤其是在1842年6月，议会通过了关于建筑铁路的“基佐法”，决定扩建8条铁路线，由此掀起了建筑铁路的热潮。“铁路热”不仅改善了法国的交通，促进了运输业的发展，逐步消除了地区间的隔绝状态，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而且还刺激了重工业的发展。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需要和目的，分别采取了保护关税或取消关税的政策。法国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的相当长时间里采取的是保护关税政策。到了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1860年1月，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签订了商约，双方实行自由贸易，彼此给予十年的最惠国待遇。1861-1866年间，法国政府先后与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签订了类似的商约。法国因此由过去的保护关税政策，转变为自由贸易政策。法国的工业品和生活消费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较佳的销售条件，外贸额大幅度增长。但自由贸易也带来了负面的效应，例如，大量的国外农产品进入法国之后，给法国的农业造成巨大的冲击，加剧了农业危机；法国的外贸在前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随着国外产品大量涌入出现了逆差。于是，法国政府在19世纪80年代恢复了保护关税政策，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

政府通过收入和支出来影响经济活动。法国政府的收入主要来自国有企业、政府垄断产业的收益以及征收上来的直接税和间接税。直接税指的是地产税、动产税等；间接税指的是酒税、盐税、糖税等。税收的主要对象是土地所有者和消费者，而对于煤、铁、机器与粗毛等产品的税收则先后减少，因而有利于资本家，有利于工业的发展。政府通过支出影响经济活动的具体表现是，当经济发展缓慢时，政府增加支出以刺激市场；通过加大教育支出间接促进经济发展；政府通过还债付息，将资本转移到政府的债权人手里，然后进入市场。

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另外一个特点是直接投资基础建设，尤其是交通运输业。整个19世纪，法国用于公路建设的投资几乎全由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承担。从19世纪40年代起，运河的开凿和整治以及港口建设也完全由政府投资。政府对铁路建设尤为重视，政府批准的修建铁路特许权一般长达99年，政府甚至将整条铁路交给大公司承建，并向铁路公司提供巨额贷款。70年代末，法国政府开始执行由当时的工程部长弗雷西内提出的“弗雷西内计划”，以进一步推进交通运输的现代化建设。为了确保该计划的实施，法国政府的拨款总数达50亿法郎。

此外，法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还表现在对货币发行的控制和对一些重要部门的垄断和控制上，如将货币的发行权给予法兰西银行，政府派监事参与管理；垄断烟草、军工等部门的生产和管理等等。

法国政府的干预促进了工业化，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法国在19世纪的工业化过程中有个很重要的现象，即法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都有强势政府，政体较为独断；而经济发展迟缓甚至停滞的时期又都是弱势政府，要么政局动荡，要么政体不明。19世纪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第二帝国时期表现的最为突出。第二帝国的政府任用了一批深受圣西门思想影响的经济学家和银行家，实行的是一种“生产性消费”政策。这种政策具体表现为：政府以借款的形式来筹集资金，然后用于生产投资，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当经济发展之后，政府的税收相应增加，政府也随之还清债务。第二帝国时期，政府重视铁路建设，给予承建铁路的公司许多优惠。政府还创办了一些国有银行，如“土地信贷银行”、“国家贴现银行”等。政府还数次发放国债，让民众通过认购国债或购买股票来参与对工商业的投资。政府还为公共工程建设提供资金；鼓励企业合并；举办各种工业展览会；鼓励和加强专家治国论者与企业间的联系等等。政府的这些举措无疑极大地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为整个50年代的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当然，政府干预经济既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它的弊端。法国政府出于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长期以来所采取的是保护关税的政策。这种政策虽然对保护民族工业取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削弱了法国工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使得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缺乏动力。政府采取保护中小企业的政策也是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但这种保护政策使得法国的中小企业长期以来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处于分散状态，很难产生一大批规模化和集中化的大企业，因而与外国的同类产业相比，缺乏竞争力。法国的工业化经历了相对缓慢和曲折的过程，政府干预的负面作用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小结

在法国大革命至第二帝国结束这段时期里，法国先后经历了大革命、第一帝国、波旁王朝复辟、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及第二帝国的政权更替。由于政局动荡和战争的破坏，法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大革命、复辟和第二共和国时期，或由于政治动荡，或由于政府无所作为和软弱无力，法国经济呈停滞和缓慢发展的趋势。真正使法国经济有较快发展的是第一帝国时期和第二帝国时期，这两个时期，法国不仅具有强有力的政府，而且充分发挥了政府的作用。尤其是第二帝国时期，法国真正进入了工业社会。法国的经济在第二帝国时期能得到较快的发展，得益于两个重要的因素。首先是法国国内有了一段较长时间的政治安定的局面，没有出现大的政治纷争和社会动荡，周边环境也相对安宁。其次是帝国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促进经济发展，政府不仅制订了相关的经济政策和法规，而且为这些经济政策的实施提供了相应的财政支持。


第三节　从动荡到平稳的历史发展（第三共和国——20世纪70年代）

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直接导致了第二帝国的垮台，也促成了第三共和国的建立。1875年宪法充分地反映了共和派和保皇派相互斗争、相互妥协而达到的力量平衡。各种政治势力终于从大革命到此时近百年的战争、革命和政治角逐造成的长期动荡不安中吸取了教训，达成了某种共识：极端的、激进的政治斗争形式只会导致两败俱伤，适度的退让和妥协才是共存之道。法国由此彻底告别了个人独裁统治，跳出了政治派别喜好走极端路线的怪圈，踉踉跄跄地迈入了相对稳定、平和的国家发展的新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法国造成了重大的经济和人口损失，而战后一直到1928年法国又经历了通货膨胀；尽管如此，法国还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恢复了经济活力。法国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经济形式的多样化和投资的强化，逐步形成了充满生气的混合经济。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法国的经济发展再次陷入停顿和倒退。二战结束之后，法国人开始反思过去经济发展高低起伏、时断时续、不能持续发展的原因。于是，法国政府开始进行各种经济资源的整合、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有计划的结构改革。国家通过国有化运动和制定指导性计划来发展经济，从而走上了把自由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结合起来的道路。从1947年起，法国政府先后制订了10个计划。虽然各个计划的内容因时间的不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从总体上来看，它们对法国重振经济、恢复法国在经济上的国际地位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法国政府还从历次的社会动荡中不断吸取经验教训，充分意识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对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从而不断完善社会协调发展的政策。为使社会的各个阶层，尤其是弱势群体也能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法国逐步建立一套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制度对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与公正以及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为缩小区域发展的差距，法国历届政府均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段时间里，法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除法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得当和经济发展具有良好的国内环境外，有利的国际因素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戴高乐执政时正逢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和“非殖民化”政策开始实施。法国政府紧紧抓住了这一重要机遇，一改长期以来奉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敞开大门进入世界市场。法国的对外贸易由此成倍增长。法国不仅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和其他欧洲国家互通有无，而且向世界其他地区大量销售自己的工农业产品，因而极大地促进了法国经济的发展。形成于20世纪40-70年代的科技革命，使法国及时融入这个知识经济时代，法国在核物理技术、信息技术、化工技术、新材料、空间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海洋开发技术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政府指导下的市场经济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法国的经济增长率一度超过德国和日本，法国的总体实力也相应的开始得到恢复，原子弹、航母、阿丽娅那火箭、雷诺汽车等成为法国再次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重要标志。

一　稳定政体的出现和经济计划的实施

普法战争后第二帝国倒台，巴黎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运动。这场革命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次尝试。虽然年轻的无产阶级因缺乏斗争经验而最终失败，但它的历史意义则是深远和无法估量的。它对法国历史最为直接的影响之一就是使自法国大革命后处于长期水火不相容的保皇党等封建残余势力和资产阶级各个派别之间开始了相互妥协和合作，以共同对付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于是，在镇压了巴黎公社起义后成立的第三共和国中，围绕宪法的制订问题，虽然各种势力还在争斗不休，但相对于以往激进的、非此即彼的极端情况而言，相互退让和妥协开始变为主流趋势，他们的共同目的就是要防止人民起义这个所谓的“恶魔”再次出现。“1875年宪法”就是共和主义与君主主义相互妥协的产物，它虽然承认了共和制，但君主制的阴影随处可见，充分地反映了共和派和保皇派相互斗争、相互妥协而达到的力量平衡。例如，这部宪法赋予总统极大的权力，但又规定总统签署的法令必须要有一名内阁成员会签才能生效；内阁虽然由总统任命，但又要对议会负责；总统若要解散众议院，必须获得参议院的同意。因此，这样一部伸缩性很大的宪法既能适应共和制也能适应君主制，各政治派别对它的理解也就各不相同，必然令它随着各种政治势力的变化而被赋予不同的内涵。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为了法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一部宪法，一直被沿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共和制在法国的最终确立无疑对其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以及国力的恢复和增强有着诸多的积极意义。法国在从普法战争的失败者重新成为“伟大的法兰西”的过程中，其经济发展及其产生的影响显然是至关重要的。就总体而言，法国在此期间的经济发展可以说是“先慢后快”。第三共和国成立后的前期，法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日趋减缓。即便在温和共和派掌权之后，这种颓势依然没有得到扭转，反而日益严重。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法国经济已逐步陷入困境。导致这一时期法国经济几近停滞的原因很多，但最为关键的是以下几个：首先是普法战争的影响。战争使法国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损失高达200亿法郎，法国还必须支付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和负担驻扎在法国领土上的德军费用，所有这些造成了法国资金的严重短缺。战争还使得工农业发达的东北部地区遭到严重的破坏，镇压巴黎公社起义使得巴黎遭到严重的毁坏，更有甚者，法国被迫割去了纺织和钢铁工业发达、矿藏丰富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省份。法国历来缺乏煤炭资源，而随着铁矿资源丰富的洛林地区被割让给德国，原本并不紧张的铁矿资源也趋于紧张。两种主要工业原料的严重不足以及这两个法国工业化程度较高的省份被割让严重制约了法国重工业的发展。其次是经济作物的歉收和经济危机的连续冲击。从1876年起，葡萄根瘤蚜虫病在法国蔓延，葡萄作物大面积死亡，许多中、小葡萄种植者破产；养蚕业也因遭到僵蚕病的危害而损失惨重。法国酿酒业和丝绸业为此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而这两个产业的损失占了法国1785-1896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37%。相比之下，1876、1882年周期性信贷危机和国际性金融危机对法国的打击更为严重。仅1882年的危机就造成了7000家企业倒闭，使得工业部门的生产大幅度下降。这次危机对于法国的农业犹如雪上加霜，而农业的持续衰退必然严重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最后是资金流向的偏差以及民众的心理问题。法国的银行资本虽然发达，但由于以往在工业投资上的失败，银行家们继而将资金主要用于放高利贷或海外投资。中小资产阶级对直接投资于企业没有热情，他们更倾向于把钱存入银行或购买公债。这种现象造成了法国工商业的投资不足。而普法战争的失败和对巴黎公社的血腥镇压，持续不断的政治纷争和层出不穷的政治和财政丑闻，也使得广大民众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心理，建设的热情不高。不过，在经过二三十年的徘徊之后，法国的经济终于在1896年左右结束了停滞不前的状态，开始了强劲的复苏。从1896年起，法国的经济重新有了起色，但在1901-1905年间又出现了停滞，直到1906年才真正恢复强劲增长的势头，法国也由此进入了又一个经济快速发展时期。

对于这次经济增长，一些学者认为是由于南非黄金大量开采，世界范围内物价上涨，国际市场复苏，同时法国又于1892年实行梅林关税保护法，法国重新实施保护主义政策的结果。在政府的支持下，工农业联合会建立了起来，使得受德国竞争威胁的工业与农业加强了协作。这一时期用于提高生产率的投资则大幅度的增加。企业也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致力于改进机器设备和生产工具，提高计件工资。工艺现代化也在许多领域得到重视。在众多的乡镇企业中，许多工厂因实现了现代化、提高了生产率而得以发展，另一些工厂因适应不了时代的要求而被淘汰。事实上，这次经济的增长主要在于，法国在这一时期已经坚定不移地走上了以使用电力和石油等现代能源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道路，新的技术革命的开展与新兴工业部门的兴起已经成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动力，化学工业、电器工业和汽车制造业等新兴工业部门的发展为传统工业的兴盛提供了机会，例如，电力的发展对机电工业提出更高要求，也促进了建筑业和公共工程建设；汽车制造业则极大地刺激了钢铁、铝、玻璃、橡胶等产业的发展，从而导致国民经济的全面增长。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业结构的调整，各行业之间的竞争加剧，工业生产集中和垄断趋势得到加强，这种集中和垄断主要出现在重工业部门和新兴产业部门。旺代尔、施奈德、马林·奥姆古尔等公司控制了全国铁矿、煤炭、冶金、机械等重工业部门；佩斯内、久尔曼、圣戈班控制了整个化学工业；雷诺和标志公司几乎垄断了整个汽车工业。尽管如此，若与同期的美国和德国相比，法国的工业生产和垄断程度还是不够高，工业生产的水平和工业产品的竞争能力也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法国在这一时期里能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凭借多年积累起来的科研优势还在延续着，在技术创新方面还能走在世界的前列。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法国还不时出现一些能极大推动生产发展和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发明创造和技术改进，例如铝电解质法、人造纤维、充气轮胎、照相技术等，而且法国此期在引进和改进国外先进技术方面也比较开放和敏锐。但由于此期的法国科学家们在科研模式、思想方式等方面已开始落后于美国和德国的同行，不能及时适应科技革命发展的需要，因而渐渐地落在后面。

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法国造成了重大的经济和人口损失，加上战后一直到1928年的通货膨胀，法国还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恢复了经济活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工业化运动不仅在战争期间得到推动，在战后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此外，法国还开展了生产合理化运动，这不仅是恢复经济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扩大生产的一个重要措施。法国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经济形式的多样化和强化了投资，逐步形成了充满生气的混合经济。1921年和1928年，政府联合私营企业加快建设全国的水电公司（罗纳国有公司和多尔多涅公司）。1924年，在政府促成下，建立了法国石油公司，其中国家控股35%，加强了法国能源的独立性。在政府的操控下，重新推动了航空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公司之间的重新组合。在私营公司不景气的情况下，政府参与公共住房建设。政府还通过相关的经济政策，确保了铁路公司的最低股息，为铁路公司设立了补偿基金。20世纪20年代，法国传统的出口行业如纺织、服装和奢侈品仍占据主导地位，同时钢铁行业也逐渐在出口中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当时其他高消费国对法国高质量的奢侈品的需求也在20世纪20年代迅速扩大，于是法国奢侈品的出口为法国带来了较高的经济收益。新兴工业的迅速成长是20世纪20年代法国工业成功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这些新兴工业开发的新产品，加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些发明创造的应用，克服了法国在1914年之前存在的缺乏有创造力的企业家以及企业组织不完善等问题。其中，汽车工业的发展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20世纪20年代的主要三家汽车公司雷诺、标致和雪铁龙都走在科学管理和大规模生产技术应用的前沿。此外，战争对武器的需求也促进了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工业机械化和汽车工业的发展又推动了机械工程和金属加工业的发展。总体来说，法国在20世纪20年代的发展不仅在新技术的应用上成果突出，而且出现了重新组织生产的局面。这不仅体现在新兴工业中，还体现在服务业、银行业和零售业的发展上。生产的合理化和产品的创新带来了生产率的普遍提高。

尽管法国在这个时期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法国的经济发展再次陷入停顿和倒退的局面。二战结束之后，法国人开始反思过去经济发展高低起伏、时断时续、不能持续发展的原因。于是，法国政府开始进行各种经济资源的整合、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有计划的结构改革。结构改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国有化、计划化和社会安定化。政府为了削弱大垄断企业和金融垄断势力，将重要的垄断行业收归国有。政府在咨询了各方代表之后，根据国家制定的计划方针来发展经济。国家的安定化主要涉及到一些社会改革措施和立法，如加强社会保障，建立企业委员会，颁布地租法和公务员法等。在经济整合过程中，一个明显的特征是企业、消费者和国家一起参与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从1944年底开始，政府筹划煤气、电力部门的国有化。经过议会的反复商讨，制宪会议最终于1946年3月通过了上述两个部门的国有化法案。1946年5月，法国煤矿公司成立。除了石油外，能源部门都被国家掌控起来。1945年10月，戴高乐设立了原子能专署，其主要目的是要打破英国在欧洲核能方面的领先和垄断局面。到1950年，约有1600人在核能部门工作。在石油领域，1945年成立了石油研究办公室，在没有明确的国有化政策的情况下，一个石油公共部门也被建立了起来。1945年12月，政府完成了法国银行的国有化，整个银行系统都受到以法行行长为首的国家信贷委员会的监控。在保险业方面，最初被国有化的保险公司就达34家。此外，大的航空公司也以向国家转让股份的方式由国家控制，电台也被国有化了。事实上，由于被国有化的企业身份的改变，被国有化的企业都成立了由三方代表组成的董事会，参与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国家的干预只是起到某种平衡作用，国家的影响是间接的，也就是政府给予企业某些经济发展的政策及导向，企业则按照政府的经济政策导向进行生产和发展。最初的经济成果反映了经济整合、资源配置、企业现代化和合理化改革的成效。

法国在二战后的经济复苏也和重要政治人物的不懈努力和竭力推动密切相关。1952年让·莫内提出了“莫内计划”，让法国人重新认识到了国家计划对相对落后的法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大革命后民主的实现所带来的国家干预的有效性。“莫内计划”首先是一个社会各部门共同参与的计划，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削弱特殊利益集团和压力集团的影响。此外，从莫内计划中反映出来的“通过美援重振经济，使法国有资格成为与美、英共同保卫德国的三方，并悉心指导德国经济完成有限的复兴”的指导思想，表明法国将采取一种新的外交政策，即避免正面冲突，通过削弱对手的实力来获取国家利益。“莫内计划”不仅为法国经济指明了方向，还为日后的重建提供了思想指导。

在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国政府所奉行的经济政策主要是“统制经济”和“自由经济”相结合，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两者相辅相成。统制经济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生活，尽量扩大政府投资，并使重要经济部门都实行国有化和推行计划经济，提倡用税收和通货膨胀来减少财政赤字；自由经济主张鼓励私人投资，促使资本家支持国家的经济政策，并制止国家增加开支，紧缩社会福利。这种将“统制经济”和“自由经济”相结合的混合经济得到大力发展与国家的干预息息相关，并为战后重建和后来的30年的繁荣打下了基础。国家在制订计划的同时，出台了税收鼓励政策，加上国有化公司的通力合作，混合经济政策得到了民众的充分理解和支持。一些原本“教条的自由派”也开始认可政府这一经济政策，对他们来说，这种指示性计划和国有化公司相结合更多是一种经济战略，而不是一种学说。为了战后重建，政府限制了纯粹自由主义和市场自由运转，以便市场得以长期振兴。该时期的一个明显特征是，政府以一种相对和谐的方式将自由主义者和非自由主义者联合在了一起。两者一致认为，有必要以最有效的方式重新推进工业化进程。早在30年代，法国经济实行了部分计划化，即政府指导经济的问题在当时就已经被提及。二战后，务实主义的政策更显得迫切。为了说服美国贷款给法国，莫内在1945年11月列出了一个需求清单。1946年1月，政府成立了计划总署，负责制订投资的优先部门和项目，并制订了发展经济的“装备和现代化计划”。1946年5月，法国与美国达成了勃鲁姆贝尔纳斯协定，美国免除了法国的部分债务，并为其提供新的贷款。计划总署包括一个计划委员会，24个由政府高级官员、雇主及工会成员组成的现代化和投资委员会。计划总署动用现行的统计手段，以提出详细的、切实可行的计划。第一个现代化与投资四年计划于1947年1月被通过，该计划的重点是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来使用好美国的贷款。从1948年到1951年，法国获得了260亿美元的援助，这些美元被用于补足进口，平衡贸易差额，填补财政赤字。法国的战后重建工作得益于援助计划，特别是货币计划。根据计划总署的安排，获得优先投资的主要是能源（煤、电）、铁路、水泥生产、农业设备等部门。此外，为了掌握先进的企业管理模式，法国政府组织成千上万的管理人员前往美国学习企业管理经验。从1947年起，法国政府先后制订了10个计划。虽然各个计划的内容因时间的不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从总体上来看，它们对法国重振经济、恢复法国在经济上的国际地位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1949年到1969年的20年时间里，法国在建立和改造国家经济体系时期的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了4.7%。1959年可以看成是法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因为在这之前的几年里，法国在国际收支方面年年都有赤字，而在这之后的多年间里，法国却成为在国际收支方面年年有盈余的国家。在全国1200多万就业人员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只有100多万人，而在工业、交通部门工作的人员则多达700多万。“随着从战争结束的那些年中出现的瓶颈的消除，随着政治不稳定情况和国际收支赤字的消除，法国出现了一个极为出色的、年度增长率连续十年达到5.7%的阶段，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其他类似国家能比得上的记录。”法国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发达工农业的资本主义国家。

二　社会协调发展政策的制订与实行

与所有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一样，法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经历了社会阶层分化、贫富差距扩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和缺乏公平教育等社会问题。针对这些社会问题，法国政府在历次的社会动荡中不断吸取经验教训，充分意识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对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从而不再采取激进的、容易引发社会阶层冲突的政策，相反，政府在听取社会各阶层的意见后，不断完善社会协调发展的政策。为使社会的各个阶层，尤其是弱势群体也能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法国逐步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制度对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与公正以及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为缩小区域发展的差距，法国历届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法国社会协调发展政策的第一个重点是建立起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经历了约200年的漫长发展过程。法国社会保障制度19世纪初开始出现，二战后逐步完备，逐渐发展到了今天的规模和水平。法国社会保障制度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初开始至19世纪80年代末，为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萌芽阶段。其间，只有某些阶层，如受雇于国家的职员、军人、海员和矿工等才有权享受社会保险。在这段时期里，国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促进公共卫生事业方面，当时用于社会事务的支出还不到法国内生产总值的0.5%。第二阶段从19世纪80年代末至1945年，为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转折阶段。在这段时间里，虽然国家作为保护人所起的作用仍相当有限，但社会保障制度的构想渐趋成熟，有关社会保险的必要基础已经建立。在这一阶段里，一些基本法律相继问世：1898年政府通过了《工伤保险法》，开始对因公受伤者给予补助；1910年政府颁布法律，在工人和农民中实行普遍退休制度，规定退休年龄为65岁；1930年政府通过第一部《社会保障法》，初步建立了对雇佣劳动者的普遍保险制度。此后，法国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儿童、老人、贫困病人、多子女家庭和产妇的法律，这些法律体现的原则构成了现今法国《社会救助法》中有关如何救助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框架。第三阶段从1945年10月开始至今，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向全国逐步推广并日渐完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式运作，国家作为保护人承担起各种社会风险。1945年10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社会福利法》，标志着社会保障体制在法国正式建立。该法的主旨是使领薪者及其家属具备一定的抵御、减少丧失收入的各种风险的能力。随后，法国又根据这项法律，通过了一系列其他法律，扩大了社会保障范围，使社会保险逐步从领薪者阶层扩展到其他社会群体，全体法国居民都成为社会保障体制的保护对象。但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普及却历经几十年时间，虽然到1945年时，已有一半法国人可以享受社会保障，但直到1978年，社会保障才普及到全体国民。

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对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与公正、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充分发挥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它有助于全体社会成员规避社会风险，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

法国社会协调发展政策的另一个重点是缩小区域发展的差距。法国是西欧面积最大的国家，本土划分为22个大区、96个省。法国原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但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150年间，工业活动版图大大扩展，农业耕作区相对缩小，土地利用率不断提高，逐渐形成了多个经济区域。法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二战前后加剧，各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法国东部包括10个大区（科西嘉除外），约占国土面积的45%和全国人口总数的2/3.巴黎、马赛、里昂、里尔等大城市以及沿海的许多重要的港口城市也在这个区域内。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500家最大的企业和集团中，476家分布在东部。东部工农业都较为发达，还拥有许多著名的高等院校，人力资源非常丰富。法国西部地区则资源比较贫乏，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落后于东部地区，居民收入也大大低于东部地区。据统计，西部家庭平均收入比东部低20%-30%。二战后，法国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流动，形成了非常突出的社会现象。据统计，1949年，法农业人口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5.4%，到20世纪70年代末，已减至8.5%，30年间减少了2/3.仅1960-1978年间，就有约一半农业劳动力离开农村。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造成了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就业、交通和环境等问题日益突出，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则人口日趋老化，劳动力严重不足。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新兴工业和制造业的兴起，作为东北老工业区三大经济支柱的冶金、煤炭和纺织业开始走下坡路，企业亏损严重，大量工人失业。1973-1974年的经济危机使老工业区的“结构性危机”空前加剧，经济日趋衰落。为解决这些问题，二战后法国历届政府均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取得了较好效果。

20世纪60年代，法国先后成立了“国土整治和区域行动评议会”及“国土整治全国委员会”等常设机构，负责协调地区整治行动，解决地区发展差距问题。

所谓国土整治，主要是指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在政府的推动下对国土进行平衡整治。这是二战后法国政府对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方式之一。国土整治行动始于1950年，时任法国建设部长的珀蒂向政府提交了一份“国土整治计划”，该计划首次提出“国土整治就是要依据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来寻求人员在全国范围内的最佳分配”。1955年，根据国土整治的需要，法国政府将本土划分为22个大区，以加强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推动区域发展。这一时期，法国政府重点加强了北方、中央高原等区域的经济发展，着重解决这些地区的就业问题。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现象更加突出。为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法国政府加大国土整治力度，制定了一系列区域经济发展远景规划，重点整治西部、西南部、中央高原和东北老工业区等区域。事实证明，二战后40多年来，法国国土整治政策的实施，对缩小地区差距起到了积极作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明显加快，某些发展中的农村地区和外省大城市的经济活力明显增强。

二战后，法国逐步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城市发展、农村改革、山区开发和保护及老工业区结构改造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对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加快落后地区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城市发展政策的主要方针是控制大城市的发展，鼓励地方中小城市的发展，建立中心城市，以促进地区经济平衡发展，改变欠发达地区落后面貌。城市发展政策的主要内容为：采取措施严格限制巴黎等特大城市的发展；调整全国城市结构，改革旧有城市体系，加速发展里昂、马赛、里尔等地区中心城市，促进人口和经济活动向这些城市流动；制订城市发展规划，鼓励发展中小城市和卫星城镇。

农村改革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对农村实行结构改革，重点开发西部、西南部和中央高原欠发达农业区，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法国西部、西南部和中央高原等地区交通相对落后，缺少通讯手段。为迅速改变这些地区的面貌，法国政府先后制订了一系列发展交通和通讯的计划，并投入大量资金。20世纪70年代初，政府专门制订了有关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的特别条例，由中央同地方合作，进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经过努力，历史上形成的东西部之间交通网络分布不均的状况正在逐步消失。二是加速推动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进程。20世纪70年代起，法国政府把欠发达地区的农业现代化作为改变地区落后面貌，促进农业区域平衡发展的重要手段，并制订相关法令，推行农业现代化开发计划。政府通过低息贷款、财政补贴等形式，鼓励欠发达地区农场进行设备更新和现代化投资。开发计划的实施大大促进了欠发达地区农牧业的发展，也使这些地区的青壮年劳动力能够愿意留在当地发展。三是鼓励发展农村工业和第三产业。法国政府在促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还十分重视扶持适合各地区特点的工业、手工业和第三产业的经营活动，尤其在西部、西南部和中央高原等重点改革区，政府实行了一系列财政激励和扶持政策，鼓励这些地区发展农村工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农民收入。四是稳定农村人口，特别是青壮年人口。20世纪70年代以来，欠发达地区农村人口不足和农业劳动力老化问题日益突出，为此，法国政府把稳定农村人口作为执行区域发展政策的重要目标，采取多项奖励措施，鼓励人口向农村流动。五是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20世纪60年代起，法国政府不断增加农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贷款和补贴，使农村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六是发展山区旅游业。山区约占法国国土总面积的21%，20世纪60年代起，法国政府提出应根据山区的不同特点，在保护山区自然资源的同时，大力发展旅游业和其他经济活动，繁荣山区经济。

70年代末，法国政府对老工业区采取了一系列结构调整措施。20世纪60-70年代是老工业区改造的第一阶段，政府先后提出了“钢铁工业改组计划”和“拯救钢铁工业计划”，主要通过增加投资来推动企业现代化，但未取得预期效果。

20世纪50年代起，法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财政奖励制度，先后设立经济和社会发展基金、地区开发基金、手工业企业装备基金、农村开发与国土整治部际基金、工业现代化基金等，为巴黎和其他大城市外迁企业和机构提供补贴，并重奖在边远、落后地区进行投资的企业主。

二战后，法国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但中央政府的权力过于集中，限制了地方积极性，造成了地区之间条块分割，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起，法国开始实施向地方分权的政策，中央政府行使的部分权力下放到大区和省，地方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了起来。

三　内外政策的调整和与欧盟的协调发展

法国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与法国推行“非殖民化”，卸下殖民地这一包袱也有一定的关系。由于历史的原因，法国在海外拥有大量的殖民地。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时，它曾经缓解了国际贸易衰退所带来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殖民地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法国陷入了顾此失彼、难于应付的境地。虽然通过长期的殖民剥削，殖民地一直是法国原材料特别是咖啡、糖、可可和油料作物等的供应地，同时殖民地又是法国产品的出口市场和海外主要的投资地，法国通过殖民统治和对殖民地人民的剥削积聚了大量的资金用于国内的经济建设；但是，维持对殖民地的统治同样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事实上，殖民地的花费比它带来的更多，这无疑对刚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恢复元气的法国政府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从1950年到1958年，法国在国外的投资达100亿美元，其中56亿美元投资到法属殖民地，而且由于殖民地人民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此起彼伏的殖民地人民的武装斗争，使得法国为维持殖民统治的经费和用于镇压殖民地人民武装斗争的军费猛增。殖民帝国的经济作用也呈下降趋势，1952-1958年的数据证明了这一点。1952年法国和其殖民地的贸易占全部对外贸易的42%，而1958年则为37%，周期性的衰退更加严重。印度支那战争的失败、非洲殖民地人民民族解放运的高涨使得法国政局动荡，民众怨声载道。戴高乐就任总理后不久即着手解决殖民地这个老大难问题，但不管是建立法兰西共同体，还是后来的邦联式共同体，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1960年是法属殖民地的独立年。这一年，多哥、马达加斯加、尼日尔、象牙海岸、乍得、中非、刚果、加蓬、毛里塔尼亚等均宣告独立。面对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运动，法国政府在武装镇压无望、怀柔政策失败的情况下，能够审时度势，及时从殖民地脱身，确实是个明智之举，尤其在对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上的政策变化更值得称道。虽然法国为阿尔及利亚战争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法国官兵死亡2.5万人，物资消耗难以计算，而且最终又丢失了这块极为重要的殖民地，但从更全面的角度来审视，应该说是利大于弊。总的来说，法国的“非殖民化”虽然不是出于自愿，但在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世界潮流面前，法国政府对时势还是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没有逆潮流而动。从政治方面来看，多年来困扰法国的殖民问题及相关的殖民地战争终于结束了。在国际上，法国顺应了全球非殖民化的历史潮流，甩掉了殖民帝国的帽子，有助于改变法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在国内，政府顺应了民意，社会各阶层不再为此争论不休，因而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从经济上来看，法国节省了本用于殖民地的财政开支，并将分散于各个殖民地的人力、物力和资金汇拢到本土，可以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经济。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后，约百万法国居民重返法国本土，他们或带回技术和劳力，或带回资本，给法国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法国的许多公司在原来的殖民地保留了下来，但“不再是具有以前强迫或特权性质的投资”，而是用“更健康的关系代替了法国与它殖民地之间以前常是人为的贸易”，因此从长远看对法国的经济发展也是有利的。从军事上来看，非殖民化还使法国可以大量削减自己的海外军队，从而将军队主力集中在法国本土，有利于加强法国在欧洲的地位；由削减海外军队而节省下来大量的军费可集中用来发展尖端武器，尤其是核武器，借此提高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开展独立的外交活动。非殖民化，或者说甩掉殖民地这个沉重的经济包袱，对法国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和戴高乐本人的处事果断和非凡的政治勇气是密不可分的。

法国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也和政府的对德政策的调整和参与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密切相关。首先，法国的领导人经过努力，化解了与欧洲大陆上的宿敌德国的矛盾，法国意识到相互间不消除疑惧和仇恨将对国家的发展毫无益处，而法德两国之间的友好、信任和合作可以保证欧洲的“安全和坚固”，还可以“建立从大西洋至乌拉尔的平衡、和平与发展”，进而成为“人类进步的一个重要力量”。经过戴高乐和阿登纳的共同努力，法德关系终于结出丰硕成果，1963年1月22日两国在巴黎签订了《法德友好合作条约》。至此，法国与德国真正化敌为友，历史遗留下来的宿怨和仇恨得以消弭，法国可以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不再为“报仇雪耻”而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扩军备战。其次，促使法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因素是法国加强了与西欧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1950年5月，法国外长舒曼提出了建立欧洲煤钢联营的计划，即“舒曼计划”。“舒曼计划”是一个创举。按照他的计划建立起来的煤钢联合体，对当时的法国经济发展，乃至以后相当长时间里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法国和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参加的煤钢联合体既给予了德国重建的机会，同时法国也具有了充分利用德国煤炭资源的权力；既给予德国平等的伙伴地位，又将德国置于“对它进行友好遏制的框架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后来又建立起欧洲共同市场，法国在欧洲共同体市场内的产品销售、资源调配、资金流动和人才交流等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为法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良机。真正使得法国重振雄风、重获大国强国地位的还要数政治强人戴高乐。在戴高乐重新上台成立第五共和国之后，由于他本人非常强调国家统一权力，以及他能更充分地认识到现代化发展与国家整体实力的关系，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些重要政治人物对法国克服危机、重振经济、恢复法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国际地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51年4月，法国和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签署了成立“欧洲煤钢联营条约”。由于法国多年来制约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是缺乏重要的工业原料煤，而欧洲煤钢联合体的建立将拥有丰富煤炭资源的德国和法国捆绑在一起。1955年，由于经济联系日益加强，法国和德国签订了战后两国间的第一个商约，德国增加了法国农产品的进口，法国则增加了德国工业品的进口。1954年欧洲防御共同体失败后，政治联盟的计划遭到排除，但经济联盟却得到了优先发展。1957年3月，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等6国为了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签署了《罗马条约》，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58年1月1日，《罗马条约》生效，欧洲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煤钢共同体一起运作，极大地推动了西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联合。法国在此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即使在政局发生急剧变化的1958年，法国政府仍信守《罗马条约》，如期加入欧共体，并积极参加它所有的活动。《罗马条约》预计在未来的15年逐渐消除共同体内的商品、人员和资本流通的障碍，在共同体成员国平均税率的基础上确立内部的关税，共同体内部的关税比预计下降得更快，1968年被彻底取消，共同体这一机构的运行非常成功。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后，随着经济交往的密切、市场的扩大，欧共体各成员国的经济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1953-1961年，美国工业的年增长率为2.3%，而共同体6国的年增长率则达到了7.8%；1948-1962年，美国在西方世界工业生产的比重从53.5%下降至44.7%，而共同体的工业生产比重则从13%升至19.8%；在西方世界的出口贸易总额中，美国从1947年的32.5%下降至1962年的17.3%，而共同体6国则从1947年的11.4%猛增至1962年的27.6%。在这段时间里，法国充分利用了共同体这个大市场，不仅扩大了优势产品的出口份额，及时调整了国内的产业结构，优化组合了各种资源，促进了就业，加快了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在和共同体其他成员国的经济交往中分享到了其他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成果。对欧洲经济共同体带来的经济效益，戴高乐给予充分的肯定。1962年5月20日，戴高乐在里摩日宣称：“我们在几个西欧国家间组成一个经济共同体，并且已经开始出现效果。我相信，这对法国是有利的，如果没有这一点，我们也就不会这样做。”

蓬皮杜执政时期，法国在与欧洲联合方面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71年春，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高潮。美国政府为了挽救美元，提出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并对进口商品课以10%附加税的紧急计划。法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国的这一计划，认为该计划严重损害西欧国家的利益。在法国的带动下，欧共体各成员国联合起来要求美元先行贬值，使美国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此后欧共体六国与美国、英国等10国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决定美元同黄金的比价贬值7.8%，美国取消征课附加税10%的决定。蓬皮杜在这场金融风暴中不仅维护了法国的自身利益，而且以欧共体代言人的身份出现，提高了法国在欧共体国家中的地位。

蓬皮杜在欧共体问题上，提出了“完成、深化、扩大”的方针。他对自1970年6月开始的英国加入共同体的谈判采取了积极的态度。1971年5月，蓬皮杜和英国首相希斯举行会谈，就英国是否能从共同体国家优先进口农产品和英镑的地位问题，以及英国未来和欧洲大陆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达成广泛共识。1972年1月，欧共体6国和英国、爱尔兰、丹麦、挪威等4国申请国正式签订共同体扩大为10国的协议。后因挪威在全民公决中多数人反对加入欧共体，结果英国、爱尔兰和挪威正式成为共同体的成员国。欧共体的扩大既提高了西欧各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符合法国自身的利益。

四　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发展特点

形成于20世纪40-70年代的科技革命，使法国及时融入这个知识经济时代，法国在核物理技术、信息技术、化工技术、新材料、空间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海洋开发技术领域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在这个被称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时代里，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法国以更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科技革命使法国建立起了一大批高科技产业群，从而使经济过程和经济产出中知识和技术含量不断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为配置资源、开拓市场、更新技术打下了基础。同时，法国的社会阶层和城乡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法国社会进入了经济繁荣、社会相对稳定、民众富足的时期。

自戴高乐执政后，法国的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增长。1958-1968年的10年时间里，工业增长了60%以上，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为5.2%，虽低于同期的日本和意大利，但高于美国和英国。汽车、化工、炼油、飞机制造和军工等工业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农业也进入世界前列，在这10年内，农业生产增加了66%，农产品在整个国民产值中占7.4%，法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国。到60年代中期，法国实现了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化。对外贸易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4倍左右。在资本输出中，法国仅次于美国和英国而居世界第三位。到1965年，法国已摘掉了债务国的帽子，再次成为债权国。

戴高乐任内的第三个计划旨在恢复国际收支平衡，提高生产率和为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和教育。第四个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增加包括住房在内的重要公共投资的比例，并通过适当干预促进区域的经济发展。这段时间里，法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除法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得当和经济发展具有良好的国内环境外，有利的国际因素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戴高乐执政时正逢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和“非殖民化”政策开始实施。法国政府紧紧抓住了这一重要机遇，一改长期以来奉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敞开大门进入世界市场。法国的对外贸易由此成倍增长。法国不仅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和其他欧洲国家互通有无，而且向世界其他地区大量销售自己的工农业产品，因而极大地促进了法国经济的发展。

从1965年起，法国先后实施第五（1965-1970年）和第六（1971-1975年）两个五年计划。继戴高乐之后上台的蓬皮杜本人曾亲自参与第六个计划的制订。该计划规定国民生产年均增长率为5.9%，工业增长率为7.5%。其目标在于促进国有企业如钢铁、煤炭和航空的现代化，并重组法国经济的领先部门如航空航天部门，且制订了相应的发展纲要。在此期间，法国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69-1972年，法国的投资大幅度增加，投资率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25%左右；国民财富增加了1/4；出口增长了2/3，实现了自1961年以来的首次外贸顺差，外贸盈余达43亿法郎。工业的发展速度尤为引人注目，其中电讯、航空、核能、信息技术等领域最为突出。工业生产的比重已从50年代的20%上升到1973年的28.3%。汽车工业的发展尤为迅速，并且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工业又有了进一步的集中，1500家大企业控制了90%的出口。经过多年的努力，法国最终建立起了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这段时间里法国的农业政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为保证农民的收入不下降，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维持农产品的价格；另一方面又致力于发展规模大的农场，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使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到70年代中期，农业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0%左右。第三产业发展更为明显，到70年代中期，它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5%左右。至此，战后法国经济“光荣的30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事实上，到20世纪70年代初，法国已经完成了产业结构的改造，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小公司、小企业纷纷合并或被大企业收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工业集团；大银行的储蓄率也占了绝对主导地位；法国政府加强科学研究和技术引进，政府拨出的科研经费在1959-1969年这10年里翻了两番。政府还紧紧抓住科技革命的机遇，积极推动技术引进工作。新设备、新技术和新工艺在工农业生产中的大量采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二战之后的30年里，法国社会发生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刻和快速的变化。“农村移民”运动至此已基本完成；大多数法国人成为城市居民，留在农村的人们的生活也因公共设施的完善和农村现代化的实现而发生了改变；公共交通和通讯设施的普及使城市和乡村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使得工作的分工更为精细和具体；人口年龄结构的不同，使人们的激情和愿望更趋多元化；社会阶层的构成也与战前不同，随着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的消失，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增加，以前所定义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已不复存在，随之而起的是庞大的中产阶级；中等教育的普及以及大众传媒的巨大影响，使原先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特征开始淡化和削弱，在文化认知上渐渐趋同，同时，新的文化差异，由于地域、代沟和种族的原因而开始出现。

战后法国社会发展变化以1968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第四共和国和戴高乐时期，法国全面实现了现代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社会的出现，带来了人们的行为、生活方式和生活预期的变化。1968年5月发生了学生和工人的骚乱，罢工和游行延续了一个多月。期间，工厂、商店和公共服务设施被迫关闭，银行、交通和教育系统瘫痪。这场被称为“五月风暴”的运动使法国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永久性的变化。旧的等级制度和传统的家长式统治被灵活、轻松的人际关系所取代，在大学、企业和公共场所人们不再受传统习俗束缚，开始以一种更自由、宽容和放松的心态进行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可以说，“五月风暴”是法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分水岭。

进入70年代，法国社会开始重新审视“现代化”。在绝大多数家庭达到小康、人们开始意识到在生话水平提高之后，现代化还应该有更高的目标。1968年5月之后，人们认识到由现代化带来的“生活质量”问题，感受到消费社会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重归自然、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1974年吉斯卡尔·德斯坦当选总统，法国社会变化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他上台时，正逢第一次石油危机，法国的经济受此影响而发展减慢。但是，法国的社会改革在其任内却在进一步地扩大和深化。民众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一些诉求变成了法案，避孕和堕胎开始合法，社会公平等成为法律条文，家长式制度进一步削弱。社会福利政策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尤其是弱势群体受到更多保护，得到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之后，不同种族、性别、年龄的社会群体也享受到了一定的社会福利。

小结

普法战争导致第二帝国的垮台和第三共和国的建立。巴黎公社以后，自大革命以来一直水火不相容的保皇党与资产阶级各派之间开始学会了相互妥协，以共同对付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于是，以往你死我活的、非此即彼的极端的政治斗争形式开始淡出政治舞台，而退让和妥协变为主流趋势，法国也由此迈入了相对稳定发展的新阶段。两次世界大战给法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法国在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和保证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二战结束之后，法国政府实行经济制度的结构改革，改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国有化、计划化和社会安定化，一方面将重要的行业收归国有，另一方面通过制定计划来发展经济。政府也充分意识到社会和谐的重要性，因此逐步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对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与公正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法国领导人经过努力，化解了与宿敌德国的矛盾，以便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戴高乐执政时正逢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和“非殖民化”政策开始实施，法国抓住了这一机遇，一改长期以来奉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敞开大门进入世界市场，使对外贸易成倍增长。形成于20世纪40-70年代的科技革命，使法国及时融入这个知识经济时代，法国在核物理技术、信息技术、化工技术、新材料、空间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海洋开发技术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法国的经济增长率一度超过德国和日本，铸就了法国经济“光荣的30年”。法国全面实现了现代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社会的出现，带来了人们的行为、生活方式和文化生活的变化。进入70年代，法国社会开始重新审视“现代化”，人们认识到由现代化带来的“生活质量”问题，感受到消费社会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重归自然、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开始引起人们热切的关注。

法国现代化的过程是十分独特的。在现代化的起始阶段，法国的发展具有自己的独特的方式，强大的君主专制统治，强大的综合国力，繁荣的文化，一度成为欧洲诸多封建国家的楷模。后来，为推翻君主专制、追赶现代化的潮流，法国人用强大的暴力消灭王权，走上革命的路，而法国式的革命道路后来又成为许多国家模仿的榜样。拿破仑战争失败后，法国一度试图模仿英国建立君主立宪制，但尝试不成功，法国的政体则一再变化，社会动荡不断，国家继续徘徊在革命与反革命交替反复的振荡中，直至1870年以后当各种政治力量终于学会妥协，社会才终于稳定下来，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一百多年的政治动荡给法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使法国终于落后于英国。二战结束后，法国对内建立稳定的社会，对外与欧洲各国修好，并最终执行非殖民化政策，步入了全面的现代社会。

法国的现代化进程给人的启示是十分深刻的，它表现出来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始终是学者们具有浓厚兴趣的课题，因为法国的现代化进程代表着一种比它自身的发展更为重要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对法国现代化进程的探索是有益的，或许比那些更平稳、顺利的例子更能引起人们的深思。

参考文献：

陈晓律：《世界各国工业化模式》，南京出版社，1998年。

陈晓律等：《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发展历程》，重庆出版社，2004年。

陈晓律等：《发展与争霸——现代资本主义与世界霸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张芝联主编：《法国通史》，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

金重远：《20世纪的法兰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郭华榕：《法兰西文化的魅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

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

吴国庆：《法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吕一民：《法兰西的兴衰》，三秦出版社，2005年。

端木美、周以光、张丽：《法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

韩中富：《在传统的罗网下——徘徊困惑的法兰西》，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郭华榕：《法国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

许平：《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Price,Roger.The Economic Modernisation of France.Longdon:Groom Helm Ltd,1975.

Doyle,Williams.Old Regime France.New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Moure,Kenneth,and Martin S.Alexs and er.Crisis and renewal in France,1918-1962.Newyork:Oxford,2002.

John,Girling.France: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London and Newyork:Routledge,1998.

Kettering,Sharon.French Society:1589-1715.United Kingdom: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2001.

Levanlemesle,Lucette.Industrialization et Societes(1880-1970)la France.Paris:ellipses/edition marketing S.A.，1998.

Mermier,Guy R..France:Past and Present.New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2000.

Guerard,Albert.The Life and Death of an Ideal France in the Classical Age.Longdon:W.H.Allen,1957.

Jenkins,Brian.Nationalism in France:Class and Nation since1789.London and Newyork:Routledge,1990.

Raymond,Gino G.Structures of Power in Modern France.Newyork:ST.MARTIN'S PRESS,INC.，2000.

Trebilcock,Clive.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Powers:1780-1914.London and Newyork:Longman Inc.，1981.


第五章　德意志：防御性的发展模式

现代化是一个包含了多个领域和维度的进程。依照欧洲的历史经验，它在政治领域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构建和民主化，经济上实现工业化，在法律和社会关系上从身份社会变为契约社会，以及与以上所有变革相交织的文化变迁。不同民族的历史前提、现实条件以及习俗有一定差异，因此在欧洲各国家中，实现上述任务的次序、程度、先后和特色互有差别。与西欧许多国家相比，德意志的现代化进程启动相对较晚，直到19世纪初才真正开始向现代的迈进。在德意志现代化的启动和展开过程中，普鲁士德国的统治集团始终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其中的远见卓识者为了维护传统统治体制，一再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促进现代化，由此形成了一种防御性的现代化模式。

很大程度上，这一现代化道路是对以下问题的回答，在维持老的政治社会统治方式的同时，如何回应时代潮流？这个问题是几乎贯穿19世纪普鲁士-德国历史始终的中心问题；更明确地说，它是直到一次世界大战为止普鲁士德国的统治集团始终面对并且必须去妥善解决的头号问题。这里的时代潮流是指那些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或势难抗拒的技术、经济生产方式、思想文化观念、社会变迁以及政治样式，比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运动、大众的政治与社会经济要求、社会主义运动等等，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向统治者或施加了变革的压力，或提出了变革的要求。在时代潮流和“革命”威胁面前，普鲁士-德国的统治集团不仅愿意满足民众的某些要求，还往往“先发制人”地主动顺应潮流，自上而下地推动变革，“进而达到驾驭时局和最大限度地保障自己利益的目的”。就此而言，防御并不总是意味着被动，也有主动和“先行一步”的一面。法国大革命时期，克劳塞维茨在评论普鲁士改革时曾指出，欧洲已经不再能够避免“一场伟大和普遍的革命”，“只有那些真正领会革新的精神并在革命到来之前先行一步的国王们才能够生存”。在德国现代化的历程中，统治集团尤其是其中那些“真正领会革新精神”的人不止一次地“先行一步”，在促进现代化的同时又成功地维持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防御性的现代化模式在德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带来了德国在19世纪70年代的统一，促进了德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和工业化在20世纪初的基本完成。然而，由统治者进行的变革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由于变革始终以不威胁最核心的统治结构为前提，统治者在某些领域比如经济、行政管理和军事领域愿意积极促进变革，但在另外一些领域尤其是涉及实质性权力分配和行使的政治体制领域中则明显缺少变革的意愿。因此，19世纪德意志的现代化只是部分的、不均衡的或不协调的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即自由主义意义上的民主化和议会制政府——和经济现代化没有得到同步发展。正是这种不协调成为现代德国的最根本问题，它创造了魏玛共和早夭和纳粹在德国上台的历史条件。直到经历了纳粹统治的浩劫和二次大战中的彻底失败之后，德国才重新走上了一条全面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之路。


第一节　历史背景

为什么防御性发展模式在19世纪能够成为德意志通往现代的主要道路？是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促使统治阶级成为现代化的主要推动者？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于现代早期德意志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存在的“进步”和“落后”的独特综合。“进步”是指德意志世界相对发达的官僚制和思想文化，“落后”则是指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政治统一方面的相对落后。用一位学者的话说，现代早期的德意志是“思想生活和国家机器方面的先行者（early birds），工业革命及其社会结果、民主革命和民族统一的后来者”。正是这种“进步”和“落后”的独特综合决定了德国现代化的性质，塑造了防御性的发展模式。

一　分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对停滞

在中世纪后期（11、12世纪以来），德意志曾是基督教欧洲的中心。在经济上，地处欧洲中央的德意志恰好处于中世纪后期欧洲东西与南北经济联系的交汇点上，成为最重要的贸易与交通通道。在德意志的南部、西部以及北部沿海地区，城市的发展颇为兴旺，当时德意志总人口（约1200万人）的10%-15%生活在城市当中。直到16世纪，这些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水平都处于当时欧洲的前列，大多由德意志城市组成的汉萨城市同盟在荷兰人和英格兰人兴起之前一度控制了欧洲的“北方贸易”。德意志人的国王长期占据着罗马皇位，所统治的疆域为当时欧洲诸封建王朝中最大的，不仅包括了德意志人所居住的土地，还包括意大利北部的部分地区、瑞士、尼德兰以及法国的东北部地区。即便14、15世纪随着帝国的版图越来越局限于德意志人居住区，帝国因此被称为“德意志人的神圣罗马帝国”，帝国的疆域和人口仍然在欧洲首屈一指。

然而自15、16世纪以来，随着西欧一些主要国家出现向现代的突进以来，德意志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却进展不大甚至停滞不前。

我们知道，政治现代化的第一步是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实现中央集权总是意味着要摧毁至少也是削弱等级的力量以及王权的加强。在英法，王权加强的趋势实际上从中世纪后期就已经开始了，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英格兰、法兰西和西班牙已经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君主国即“民族的君主国”。但在德意志，发展的方向恰恰相反。皇权仅仅是在11、12世纪的某些阶段有过比较强势的阶段，其后在与教会势力和世俗封建领主的斗争中日渐衰落，教会和世俗封建领主势力膨胀，发展成为诸侯或邦君，世袭领地也成为邦国。在13世纪末，帝国土地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邦国。1356年的《黄金诏书》明确地将皇帝由诸侯选举产生确立为帝国的根本法以来，皇权更不断受到削弱，帝国等级会议的权力和邦国的自主性不断得到加强。那些参与选举皇帝的诸侯即选帝侯构成了帝国的第一等级，控制了帝国的大部分权力。与帝国层面上中央集权的失败密切相关，总的来说，邦国尤其是那些大邦——比如萨克森、巴伐利亚和包括自1438年以来长期占据皇位的哈布斯堡王朝的世袭领地奥地利——的中央集权化相对来说要成功得多。他们逐渐削弱了邦国等级——贵族、教士和城镇——的力量，“到17世纪中期，这些邦国的诸侯们已经树立了他们绝对主义的权威，从而能够建立起自己的财政与军事机器，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就此而言，这些邦国的确已经成为“和西欧主权国家形式上相同（尽管强度上有所差别）的主权国家”。然而对于整个德意志来说，这样的结果就是长期的政治分裂，在建立现代国家这一点上落后于其他先行者几个世纪。

在经济上，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美洲大陆的发现，欧洲贸易和经济的中心逐渐由中世纪后期的地中海地区转向了大西洋沿岸地区，德意志境内的许多城市也逐渐丧失了原先承担的连接地中海地区和欧洲西部、北部和东部——欧洲南北贸易——的地位。与此同时，德意志的工商业城市在商业和贸易竞争中，也越来越不是那些可以得到本国政府支持的英国与荷兰城市的对手，到17世纪时汉萨同盟逐渐丧失了对北方贸易的控制。至于从事获利丰厚的海外贸易，德意志的地理条件既不如英、荷、法、西、葡等国家优越，又缺乏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和鼓励，因此基本上没有参与。此外，德意志的政治分裂还使得国内关卡林立，不利于贸易和商业的发展。而情况更加糟糕的是，与长期分裂局面密切相关，德意志的土地一再成为各种冲突和战争发生的场所，从而严重破坏了经济生产。这些冲突和战争中，尤以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对德意志的破坏为最：德意志在战争中至少损失了1/3以上的人口，战争摧毁了许多基础设施，将许多地区化为一片废墟，并且使得德意志的大部分人变得极度贫穷而缺乏购买力，城市行会为了生存进一步加强了对手工业的控制，所有这些对于德意志城市和工商业的发展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尽管到18世纪，德意志的某些地区——主要是萨克森、莱茵兰和威斯特伐利亚，在较小的程度上还包括西里西亚——通过“原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成为欧洲重要的工业地区，并且在这些地区也出现了经济结构转变和显著的劳动分工，但总的来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德意志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传统的农业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落后于英法等国。

就社会而言，现代早期的德意志社会一直是法团社会或等级社会。所谓的法团（corporate）和等级（st and e,estate），是指一群具有同样身份的民众；其身份是一种法定地位，包含着一系列为社会承认和当局认可的权利和职责、特权和义务、法定的资格和无资格。城镇、行会、大学、贵族地主、教会是典型的法团群体，各有其社会经济和政治特权。法团社会是中世纪欧洲的普遍现象，13世纪以来的等级制国家（St-ndesstaat）正是以此为社会基础的。到18世纪末期时，在英国、荷兰这些国家，随着中央集权的进展、竞争性商业的发展、个人产权的出现和议会政治的发展等诸多可称为自由主义现代性的发展，法团基本上已经成为过去时了。在德意志邦国领地君主专制发展的过程中，邦君权力的扩张尽管削弱了等级尤其是贵族地主的独立政治权力，包括削弱了等级制国家的核心机构——等级会议，但法团群体在社会经济生活和地方事务中的影响仍然巨大。德国史学家杰哈德（Dietrich Gerhard）曾极具洞见地指出：“从基督教世界中欧腹地角度写作的历史显示，在这个有时被叫做‘老欧洲’的地方，从1000年到1800年左右，（人们的）生活一直是依赖于由法团组织起来的社会。”

在以上三方面的相对滞后中，长期的政治分裂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欧洲现代化的那些先行者都是在首先开始了向现代国家的演进之后，其社会经济现代化才得以启动的。因为只有“建立一个边界明确的国家和一套行政管理机器控制领土内部或跨边界的交换”，才可能在正在趋于形成的欧洲多国体系中防范外部势力的有害干预和侵袭，才可能为社会经济发展确立一个基本的框架。以18世纪末英国的经济起飞来说，即使我们将眼光局限在纯经济方面，也会发现，大众消费市场的成长是最主要的动力之一；而这个市场基本上是国内市场，即民族市场。在德意志，由于长期的政治分裂，帝国内部缺乏统一的法律、社会和经济（尤其关税）制度，使帝国境内的工商业很难取得协调，一个全国性的市场和经济活动范围更无从谈起。

那么，为什么西欧的一些国家已经由等级制国家逐渐转向中央集权国家时，德意志在长时间内都没有实现这样的转变？

我们认为至少有三个因素使得它没有能够成功地实现中央集权并建立起现代早期的领土主权国家。

首先，帝国的规模太大，内部的多样性极为突出，使得离心的力量从整体和长期来看压倒了统一的力量，阻碍了中央集权的发展。埃利亚斯多年前对于现代国家形成和德意志现代早期历史进程的思考极富洞察力，他问：“英法地区的集中化与整合为何要比德意志地区早得多、完美得多？……”答案在于幅员差异：“为了集中和统治权而进行的斗争，向参与各方所提出的任务在英法不同于在德意志罗马帝国。道理很简单：帝国的版图之大，英法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帝国，地形之不同、社会之歧异，远远大于英法地区；地方离心倾向之力度也完全不同于英法；这就形成了一种独占优势的领主霸权，它使得建立中央集权变得无比困难；为了制止德意志罗马帝国内的离心力量，并将其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持久地保持下去，这需要一种比英法强大得多的领主或家族力量，统治者的家族乃为力量之源泉。许多情况表明，在这么一个广大的地区压制离心倾向使其一直不得发展的任务，在当时的那种分工水平、相互联系的水平、战争、交通和行政管理技术条件之下，几乎是不可能解决的。”

显然对于埃利亚斯来说，欧洲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依赖于所涉及地区的规模以及这些地区内部的地理和社会多样性。从规模上讲，德语人群的人口规模及其所占据的土地面积与英法相比要大得多，在实现统一和国家中央集权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也相应大得多。根据霍尔伯恩（Hajo Holborn）估计，16世纪早期德意志人口在2000万左右，威尔逊（Peter H.Wilson）认为1560年德国的人口为2110万；而1500年法国的人口为1500万。同样是根据霍尔伯恩的估计，16世纪早期的法国人口密度要比德意志高，法德人口密度之比为3:2，德语人群居住地域显然要比法国大得多。德意志人所处的地理空间不仅在规模上为当时基督教世界之冠，内部地貌的多样性也是如此。欧洲大陆的所有地理形态均可以在这片土地上找到，错综复杂的山脉体系和杂乱无章的河流将德意志人分为一个又一个“岛屿”，相互之间的语言、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均存在较大差异。1765年歌德从法兰克福到莱比锡去学习法律，他的衣着、语言和行为举止使他在莱比锡看起来像外国人。而当时的技术条件还不足以使人们克服自然施加的限制，相互之间的联系极为不便。即便到18世纪，在最好的情况下，从柏林到法兰克福要花九天时间。不仅如此，德意志空间的地理和语言边界都较不确定。地理上，德意志缺乏自然屏障；语言上，德意志空间边缘地带存在着大量的多语言人群杂居的现象。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在这样一个较为广大且内部极具多样性的地区进行中央集权的确非常困难。较大的规模和多样性导致了更为强大的离心倾向，加之德意志缺乏像伦敦和巴黎那样的稳定中心，而这样一个稳定中心的存在对于现代早期国家中央集权化的发展至关重要。

其次，帝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不利于政治统一的负担。一方面，帝国体现的乃是已经全然过时的普世一统的中世纪理想。在这种理想的影响下，哈布斯堡君主并不关心德意志的真正需要，一心想成为“统治所有拉丁和条顿民族的普世君主”，从而阻碍了德意志的政治统一。来自哈布斯堡家族的历代皇帝中，很少有哪位皇帝将德意志事务放在第一位。尽管马克西米连一世（1493-1519）和查理五世（1519-1556）都曾经做过复兴帝国的尝试，马克西米连一世时期还对帝国的制度进行了切实的完善，但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基督教世界一统，即便是复兴帝国也是实现这一宏大目标的手段。三十年战争期间的皇帝费迪南二世（1619-1637）则以反对宗教异端维护正统为第一要务，战争以后的多数皇帝更关心哈布斯堡家族领地的整合。同时，宗教改革运动所引发的长期斗争使新旧教派势成水火，更加深了德意志的内部分裂。另一方面，帝国的制度尤其是行政区（Kreis）体系和帝国最高法院（Reichskammergericht）确保了无数德意志小邦的生存以及不受周边大邦的欺凌。实际上，没有帝国的保护，多数德意志邦国根本不可能作为独立单位而长期生存。

最后，外部势力的干预同样妨碍了德意志的统一。

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看，从16世纪初期到17世纪中期一个多世纪的德意志内部纷争，尤其是查理五世同新教联盟兵戎相见的施马尔卡尔登战争（1546-1547）和三十年战争，只是反哈布斯堡漫长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斗争从查理五世即位一直延续到三十年战争结束，并且和15世纪末以来法国王室与哈布斯堡王室之间的王朝斗争交织在一起。除了一向作为反哈布斯堡斗争领袖的法国之外，中西欧的许多国家——英格兰、尼德兰、丹麦、瑞典等国——都先后加入其中；而德意志内部的诸侯也经常出于一己私利借用外部力量。外部势力的干预对于德意志内部斗争尤其是皇帝与诸侯斗争的结局总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为反抗皇帝的诸侯提供政治和金钱支持，而且在三十年战争中直接派兵参战。

在决定德意志命运的三十年战争中，尽管皇帝的军队多次取得战争上的胜利，控制了德意志的许多地区并在这些地区推行带有中央集权色彩的措施，但每一次军事胜利都招来了外部的干预者：先是丹麦，接着是瑞典，最后是法国。这场战争也因此逐步扩大化，由最初的内部叛乱变为德意志内战和国际大战。皇帝和西班牙与教皇结盟，诸侯们则可以得到丹麦、瑞典、荷兰和法国的支持。如果没有外部势力的不断干预，皇帝本来很有可能实现德意志的统一。

在结束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安排中，邦国几乎取得了完全的主权地位。《奥斯纳布鲁克条约》规定：“所有罗马帝国中的选帝侯、诸侯和领地都被赋予并巩固他们的古老权利、特权、自由、特免权和领地内权利的自由行使权……因此他们永远不应该也不能被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或借口打扰。”帝国等级会议的成员“应该毫无例外地享有对帝国事务进行协商时的投票权；特别是在待处理事务是法律的制订或解释、宣战、军队的征集与驻扎、在帝国边境上建立起新的防御工事或者增兵时；其他还包括结束和约或联盟，就和约或联盟进行谈判等等。所有此类事务或相似事务，在没有帝国所有邦国自由集会的投票与授权之下，都不得作出决定。更重要的是，帝国中的每一个邦国都永远有权为保护自己和安全而自由地与其他国家结盟，只要联盟不针对皇帝和帝国。”此外，法国和瑞典还被授予保障“德意志内部自由“——”德意志自由”的含义就是政治分裂——和威斯特伐利亚安排的权利，从而赋予了法国干预德意志事务的合法性，德意志分裂的局面就这样被合法化了。

显然，现代早期德意志的政治现代化历程尤其是其中央集权化不仅受到了内部因素的制约，包括德意志空间内部的多样性、宗教冲突交织下的诸侯对皇帝的反抗以及邦国领地上现代国家的发展（见下面的讨论），还受到了外部力量的干预和阻挠。在英法等国通过建立现代国家、采用重商主义政策、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与殖民冒险时，德意志却在政治上处于长期分裂状态，成为其他强国展示其抱负的舞台。

二　邦国君主专制的发展

社会结构、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相对落后只是现代早期德意志历史进程的一面，在统治手段和思想文化领域，经过几个世纪的积累，18世纪时的德意志已经建立起高度发达的国家机器，发展出相对发达的教育基础设施，只不过这两个方面的发展都是在邦国的层面上实现的，并且和德意志邦国层面上的现代国家建设密切相关。

为理解的方便，我们将德意志邦国的国家建设过程简化为两个相互交织的进程：一是主要为进行战争和备战所建立起来的军队、税收体系和官僚制的行政管理机构，一是中央权威以越来越大的程度和力度参与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塑造臣民的认同。

就前一个进程而言，在大部分国家，现代早期欧洲的国家建设进程是王朝统治者利用武力推进、巩固和捍卫中央集权化的过程。无论是消除或削弱王朝领地上的封建割据、削弱等级会议的政治权力，还是实现王朝野心和防御外敌，军队都是最主要的工具。而为了建立和维持军队，又需要有一支完全依赖于王权的官员队伍去汲取财富和人力资源。德意志空间的国家建设也是这样。哈布斯堡领地的国家发展在德意志诸邦国中是比较早的，至少从16世纪开始，为筹集和支付同土耳其、德意志内部诸侯以及以法国为首的反哈布斯堡联盟作战的费用，到三十年战争之后，作为领地统治者的皇帝已经建立了在当时来说相对发达的财政和行政管理机制。巴伐利亚和萨克森也属于德意志境内国家建设的先行者，三十年战争后都建立了更加庞大的官僚和财政机构。

与奥地利、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等德意志境内的先行者相比，勃兰登堡-普鲁士的王权集中相对较晚，三十年战争之后才开始起步。但历经三代杰出统治者——大选侯威廉（Elector Frederick William,1640-1688）、菲特烈·威廉一世（Frederick William I,1713-1740）和被称为“大王”的菲特烈二世（Fredrick II,1740-1786）——的不懈努力，到18世纪普鲁士已经成为君主专制和国家机器建设的典范。大选侯威廉建立了第一支常备军，并且在勃兰登堡普鲁士进行了初步的王权集中尝试。菲特烈·威廉一世则为普鲁士的强国之路奠定了真正坚实的基础，他通过1733年的“划区征兵制”（Kantonverfassung,canton system）建立了一支有着牢固基础的强大军队。为保障军队所需，他努力最大限度地开发和最大限度地汲取社会资源（包括吸引外来移民、推广货物税、将行会置于国家的严格监督之下促进工业生产），以恩威并施的方式推行进一步的中央集权，改革中央和地方行政，建立了一支高效和忠顺的官僚队伍。菲特烈·威廉一世也因此被认为是“普鲁士国家制度的真正建筑师”。菲特烈二世以“开明专制君主”和“国家第一仆人”闻名，尽管他的成就被19世纪中后期的普鲁士德国历史学家无限夸大了，但不可否认的是，他通过两场欧洲大战——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和七年战争（1756-1763）——为普鲁士夺取了中欧工商业最发达、最富庶的西里西亚（占有西里西亚使普鲁士的人口一下子就增加了50%，并且第一次拥有中东欧经济最发达的经济区和历史悠久的城市工业），还成为了当时头号强国英国的盟友。

在德意志诸邦中，普鲁士的成长历程最为明显地表现了现代国家建设的战争促生特点。大选侯威廉正是在经历了三十年战争期间外敌占领的苦难之后，才下定决心要建立一支常备军。而对于菲特烈·威廉一世来说，他“全部活动……的目的是：提高他的邦国实力，以便——按照他1722年的政治遗嘱所说——能够像其他强国一样有发言权。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作为王储在比利时战场上的经验教导他：只有通过一支由国家本身维持的强大军队才能得到这种平等地位，而这只有在建立一个由中央控制的仅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行政机构的情况下才可能做到”。人称“大王”的菲特烈二世对于自身职责的理解与其父亲十分相似，他在《政治遗嘱》中说，作为普鲁士国王，必须经常备战，并把整个政策立足于这种准备。在国小力弱、外部环境更为险恶的情况下，普鲁士专制君主将绝大部分资源都投入到军事建设当中。为了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菲特烈·威廉一世和菲特烈二世在专制君主中少有地节俭，宫廷开销被控制在最低限度。王室的年度财政收入从1740年的700万塔勒增加到1786年的2300万塔勒，财政结余从1000万塔勒增加到5400万塔勒。当然，国家开支主要用于军队。在菲特烈二世统治时期，普鲁士军队人数从8万增加到20万，占人口比例之高，居欧洲之首。1761年，普鲁士军队人数占其人口的4.4%，而当时的法国只有1.2%。就此而言，普鲁士的确是18世纪欧洲军国主义程度最高的国家。这里的军国主义程度最高一方面是指其将资源用于军事建设的规模和比例，另一方面也是指军事价值观及其相关的行为准则对整个社会的影响程度。

按照有些学者的研究，菲特烈·威廉一世所确立的“划区征兵制”导致了整个普鲁士社会的军事化。在19世纪初改革时期最终被废止之前，该体制在普鲁士实行了近80年。这一征兵体系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区，为每一个团指定一个征召兵员地区，该区所有身体健康的男性自出生起就被登记在征兵册上。但划区征兵制并不等于实行普遍兵役义务制，市民和工人出于经济考虑未被包括在内，征兵的对象是农民。因此，它不仅使得普鲁士建立起一支与其人口不成比例的庞大军队，而且创造了一种欧洲绝无仅有的由军队生活所塑造的农村生活方式，因为农民日常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由他们和军队的关系所直接决定。不仅农民通过这一机制被纳入到军事体系当中，大量的贵族也作为军官进入军队，只有在服役几十年后才回到自己的庄园。即便在离开军队后，贵族还经常作为征兵区的管理人员继续为军队服务。为了回报贵族的服务，国家赋予了他们大量的特权和各种优惠：控制自己的农奴和地方政府；垄断庄园（容克只能将土地出售给另一个容克）。“划区征兵制”还塑造了人们的态度，尤其是促成了农村社会中“无条件服从权威”态度的形成。服役期满的容克最终回到庄园时，他带着在军队形成的旧习；而农民则要服从他做士兵时要服从的同样纪律。因此，农村的纪律是建立在军队中盛行的观念基础之上的：服从和驯顺。这样的观念统治了农民和士兵的生活，制造出盲目服从的臣民。

战争、征税、行政管理和官僚制的发展只是现代国家发展的一个方面，国家形成所涉及的远不止税收和战争。为了征税和打仗而建立起来的行政工具也可以用来管理先前政府无法管理的活动，进行社会和宗教管制、参与和干预经济活动。近年来一些德国史学家为解释现代早期德国历史尤其是宗教改革史，利用奥地利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厄斯特赖希（Gerhard Oestreich）的“社会训诫”（social disicpling）理论提出的“教派化”（confessionalization/Konfessionalisierung）阐释框架，非常清楚地揭示了现代国家发展的这一侧面。简单地讲，所谓“教派化”是指宗教改革之后的三种教派——路德教派、加尔文教派和天主教——在德意志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巩固过程。尽管有学者认为，“教派化”并不局限于德意志，而是整个基督教世界共同经历的社会过程。但人们都承认，至少在德意志，“教派化”和君主专制的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在执行宗教和反宗教改革的过程中，信奉路德教派、加尔文教派和天主教的邦国都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教派文化和认同。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和教会合作制定和传播宗教教义。派遣大量受过教育的牧师团进驻城镇和农村，邦国统治者通过这些活动将社会和政治控制扩展到地区和地方，“训诫”其臣民——包括控制穷人人口的增长、施加劳动纪律、实行更加严格的性道德规范、施加教派正统、根除大众迷信等——并劝导臣民在各方面服从、忠于邦国与邦君。

正是在上述过程中，三十年战争尤其是进入18世纪之后，德意志许多邦国的角色逐渐发生变化，形成了颇富德意志特色的所谓“警察国家”或“管制国家”（Polizeistaat）的治国思想和实践。到18世纪后期，“警察国家”的思想更是与启蒙思想一起促进了“开明专制”在德意志的流行。众所周知，当时最著名的专制君主中德意志三占其二（即普鲁士的菲特烈二世、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同样来自德意志（事实上她在俄国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想以德意志为样板）。而且，在德意志，许多中小邦国的君主同样积极促进开明的变革。由此观之，“开明专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德意志的独特现象，并且和“教派化”所孕育的“警察国家”思想密切相关。

按照“警察国家”的精神，国家政治活动的目标包含了保障人民的福利，但更主要地是为了国家的福利，即国家政权的巩固及其权力的扩张。为此，国家主要通过其官员签署和执行各种“管制法令”（Polizei Ordnungen）承担了促进、领导和管理大量社会经济活动——这些活动过去一直被认为属于私人或团体自己的独特活动——的责任。“Polizei”并非我们现在理解的警察或治安，实际上涉及所有非军事性的国内行政活动，包括邦国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关系。因此，现代早期德意志的“管制法令”往往包含“有关服饰、奢侈品、婚礼的排场挥霍、酗酒、赌博、跳舞和渎神的法令同有关食品掺假、高利贷、放火和卫生保健等”方面的规定，也包含了大量的经济措施——比如“关于市场、食品交易和输出、手工业和行会、劳动时间和工资标准以至强制劳动等方面的规定”——或带有重商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比如“禁止国内羊毛输出以促进布匹生产或防止货币外流”。需要说明的是，官员作为“警察”履行其职责的一个主要方式固然是执行各种法令，但执行机关的权力不是来自于法律，而是来自于国家本身。

在实践中，许多专制君主利用手中的国家权力在许多领域推进了带有一定现代色彩的改革措施。一方面，专制君主力图为扩大生产创造一个物质基础设施，促进技术创新，改善交通运输，改革公共卫生和对市场进行更加有效的监管。另一方面，他们的政策还寻求转变那些在他们以及许多受启蒙思想的官僚看来不利于扩大生产的社会行为模式，比如在满足生活所需后就不再继续劳动的行为。国家事实上成为社会经济转变的主要推动者，官僚也相应地占据了主导国家发展的核心位置，通过理性的和有目的的行动希望使臣民形成更加有效的、更有利于生产的经济和文化行为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伊夫（Marc Raeff）将17世纪下半期到18世纪中欧的君主专制国家称为“管制良好的警察国家”（the well-ordered police state），并且断言这类国家是中欧经济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为现代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的建立与胜利扫清了道路。

现代早期德意志的教育和思想文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发展起来的。德意志是西方最早实行强制教育的地区，萨克森早在16世纪下半期就开始实行强迫就学的原则（1557年和1580年的法令）。1619年，魏玛公国颁布的学校规章要求境内的教士和校长列出6-12岁男女儿童的名单，以便劝告拒送子女入学的家长履行其职责。1642年，哥达的埃纳斯特公爵颁布的《学校规程》更把儿童入学年龄提早至5岁。规程没有硬性规定强迫教育的年限，而是强调要学生学完所应学的全部知识，并经当局审查合格，方得离校。这个规程还明确规定了儿童缺课时对其家长的罚款办法。到18世纪，德意志的大部分邦国仿照哥达的做法，颁布了类似的学校规章。总的来说，小邦实行较早，而大邦较迟，比如普鲁士直到1763年才采取类似的做法。到18世纪末，德意志的初等学校已经成为政府的机构，受教育已经成为臣民的义务。中等教育的发展同样受到了国家的影响和干预，德意志中等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也因此发生变化：过去几个世纪里，中等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牧师，到17、18世纪变为为各邦国训练官吏和训练预备担任“学术职业”的人（法官、医生）升入大学。大学由于其法团地位，国家对其的干预和影响相对要困难得多。即便如此，德意志许多邦君仍想方设法影响高等教育。他们一方面建立新的大学和学院，另一方面通过高薪聘请有名望和学识之士到本邦大学任教提高本邦大学的声誉。邦国统治者之所以介入教育领域，一是出于宗教和政治考虑，即塑造臣民的教派与邦国认同；二是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随着政府机器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需要具备专业知识的官僚。此外，在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方面，至少在启蒙时期，邦国统治者还夹杂着竞争和攀比的意思。

德意志国家介入和鼓励教育的效果如何，是一个很难予以确切评估的问题。在大部分邦国，初等教育的强制实行是不力的。至于中高等教育，整个18世纪至少上大学的人数在下降，从1700年的4180人下降到1780年的3700人。但有三点我们可以肯定。其一，德意志最早建立了一个相对完备的教育基础设施。18世纪后期以来德意志思想文化界大家辈出和19世纪德意志在西方遥遥领先的识字率，这样的成就与德意志较早的发展教育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二，到18世纪后期，德意志的大学教育已经造就出一批深受启蒙思想影响并且了解外部世界的知识精英和知识官僚。尤其是带有早期自由主义色彩的哥廷根大学和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大学培养了后来的大批改革派官僚，包括19世纪初普鲁士“改革时期”的领导人施泰因（Freiherr vom Stein,1757-1831）和哈登堡（Karl August Von Harderberg,1750-1822）。知识精英和知识官僚这两个群体在德意志通常被称为“知识资产阶级”（Bildungbürgertum），他们和从事工商业的“经济资产阶级”（Wirtschaftsbürgertum）存在重大差别，即便到19世纪依然如此。其三，18世纪下半期尤其是1770年以后在德意志出现的“政治公共领域”无疑是建立在之前几个世纪中德意志教育积累的基础之上的。它表现为德意志文化消费的剧增（1764-1800年间，每年出版的新书数量增加了3倍；杂志从1750年代的441份增加到1780年代的1225份；报纸的数量和发行量也有较大增长）、结社生活的繁盛（这一时期出现了各种新组织：共济会、俱乐部、科学协会、职业组织，当然最具德意志特色的当属读书会）和“政治公众”的出现。作为德意志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一些“知识资产阶级”在既存的行政管理、教会和法团组织之外建立了相互联系，并且通过结社和思想活动表达了对既存秩序的批判。这些最初的“政治公众”人数虽少，但影响很大。当然，他们在那些出版物和社团中表达的政治内容经常是隐晦的。在中欧那种压制性的政治气氛中，这样做是生存的必要条件。即便如此，仍然有很多知识精英毫不掩饰他们的批判动机，许多组织也把传播关于政治事务的新观念作为己任。1777年建立的一个新社团在其章程中宣称，他们的目标是“使德意志人了解他们自己，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自己民族的事务”。应当不难看出，正是这些“政治公众”构成了19世纪上半期德意志自由主义和民族运动的主力。

三　“落后”与“进步”交织的历史现象

为什么说上述“进步”和“落后”交织的历史现象会决定德意志现代化的性质？有利于防御性现代化模式的形成？

第一，德意志资产阶级发育迟缓和不良，导致这个阶级无法承担起自下而上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重任。

在西欧许多国家，资产阶级是催生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亦是国家统一力量的支柱。但在现代早期的德意志，资产阶级的出世太迟。恩格斯曾就此写道：“在英国从17世纪起，在法国从18世纪起，富有的、强大的资产阶级就在形成，而在德国则只是从19世纪初才有所谓资产阶级。”这当然不是说现代早期德意志不存在市民和一般意义上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实际上，在德意志的西部和南部以及北部邻海地区，城市和工商业相对比较发达，整个德意志市民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绝对人数不会比英法少多少。但问题是，德意志的分裂（包括缺乏一个像伦敦和巴黎那样可以汇聚全国力量的政治经济中心）、帝国的政治安排、法团制度的牢固和三十年战争的巨大影响，实际上使得德意志的资产阶级不可能较早地发展出资产阶级认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深陷于极其狭小的地方世界中。对17世纪总危机期间德意志的研究表明，资产阶级缺乏独立性，分处各自城市之中，仍然是法团性质的“市民”。帝国的制度框架很大程度上将德意志最强大的资产阶级——即帝国自由城市的资产阶级——同贵族和农民隔绝开来，而邦领土上的城镇在这一时期获得了邦君对其法团特权的保证，并越发依赖邦君在法团或封建制度框架内给予的垄断、资助和其他特权。三十年战争进一步消耗了自由城市和邦城市的大量资源，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所依赖的工商业因此受到抑制，封建贵族或邦国对资产阶级的控制从而得到进一步加强。

德国的资产阶级不仅出世太迟，而且发育不良，过分依赖于国家。近年来对德国资产阶级的社会史研究发现，18世纪后期德意志已经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但直到19世纪40年代，“经济资产阶级”——包括大商人、工厂主、银行家、资本家、管理者等等——的人数远不如所谓的“知识资产阶级”——医生、律师、神职人员、科学家、大学教授、中学教师、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大企业的管理人员以及其他受过教育的职业阶层。即便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工业化的大发展，经济资产阶级的人数日众，但相对经济资产阶级来说，知识资产阶级在德国仍特别强大、受尊敬和有影响。18世纪后期的知识资产阶级大多属于启蒙中人，并且在启蒙思想影响下，希望变革既存秩序，包括建立民族文化，取消教会、贵族与行会的等级特权；无论在私下里还是在公开场合，关于人权和公民自由、废除等级权利、经济和社会改革、政治乃至宪制改革的讨论都是常见的。然而，指望知识资产阶级能够自下而上地推动现代化变革是不现实的。首先，在包括普鲁士在内的许多德意志邦国，知识资产阶级的官僚化十分严重，这既是指许多知识资产阶级作为官僚为邦君服务，也意味着官僚在知识资产阶级群体中往往发挥了与其人数不成比例的影响。其次，绝大多数知识资产阶级都希望通过与开明王侯的联盟推动变革，因此，大量启蒙社团自认其主要使命是通过改善地方的基础设施辅助国家、收集信息补充官方知识，而非反对或消灭政府。最后，知识资产阶级多是排斥中下层民众的，甚至包括自己出身的中等阶层。“出于心理上的原因，平等对于知识资产阶级分子没有号召力；他们渴求地位，希望被当作优越者，也就是说，不甘心于他们所出身的阶层。”固然在反对旧秩序以及和教会、贵族与行会特权的斗争中，启蒙人士依赖于王侯并非幼稚，也非对权威的盲目顺从，相反可以说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战略；资产阶级对下层民众的排斥在一定意义上也并不局限于德意志，但无论如何它们都使得资产阶级不可能成为现代化的启动者，更不用说以革命的方式推动了。

第二，在日后对于德意志现代化和历史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普鲁士，由于资产阶级的虚弱，国家尤其是官僚群体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变革的主导性力量。

作为君主专制体制运转的核心力量，普鲁士的官僚集团向来以素质、效率和敬业精神著称。普鲁士官僚制度的建设是从菲特烈·威廉一世真正开始的，最初的官僚群体不过是国王的家臣，由他们外移控制国家行政，然而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到18世纪末，普鲁士的官僚集团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专业团体精神的公务人员阶层。跟18世纪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它既有职业技术专长，又有良好的道德素养。在官员的职业道德方面，菲特烈·威廉一世父子都非常注重“忠诚”、“廉洁”、“服从”、“纪律”和“恪尽职守”等方面的培养；在官员的选拔方面，则越来越强调“知识”和“教育”的原则（如果说整个18世纪普鲁士官员的选拔始终是兼顾“出身”和“教育”的话，总的发展趋势是日益向后一方面倾斜）。普鲁士官僚主要有两大来源：等级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和贵族。最初，菲特烈·威廉一世颇为青睐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除了中产阶级好控制以外，教育和专长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虽然与其父亲相比，菲特烈二世更重视贵族，但受过教育同样是加入官僚队伍的重要条件。这两种出身的官员毫无疑问会存在着一定的摩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18世纪下半期尤其是80年代以后，官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群体精神”（esprit as corps）。他们以超然独立的社会地位、没有个人的利益、亦无政治的动机自居，目的在于监察“公共法律”，使专制王权能依据开明、公义的原则运行，建立一个“法治国”（Rechtsstaat).

这种“群体精神”的形成一方面显示了官僚的自信和独立性。尽管他们无疑是忠于君主的，但不再认为自己是“国王的仆人”，而是君主国家的公仆。尽管他们或出身于贵族，或来自中产阶级，但并不认为自己就代表了哪个等级的利益，而自认是“国家利益的保卫者”，反对所有分裂性利益的“普遍等级”（universal estate）。这种自我认识在官僚的努力和推动下还转变为法律的正式规定。1794年，普鲁士颁布了第一部通行于所有领地、适用于所有普鲁士臣民的《普鲁士通用法典》（Allgemeines Landrecht）。作为1848年之前普鲁士事实上的宪法，该法赋予官僚以法团团体的法律地位，拥有与传统贵族及中间等级不同的权利与责任。和军队一起，新的“官僚等级”（Beamtenstand）被承认为国家的一等臣民，是特权群体。无论是来自贵族还是来自中间等级的官僚成员在此时都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官僚等级的一员。贵族和非贵族官僚构成了一个相对同质的群体，而且这个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繁殖的。据估计，19世纪最初25年中，至少45%的高级官员来自官僚家庭；20%来自其他职业家庭；35%的官员来自商贸或农业背景的家庭，其中15%来自大商人和大地主家庭。

另一方面，“群体精神”还蕴含着官僚群体在启蒙思想影响下对自身角色的新认识。作为这种新认识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官僚集团“坚信社会关系的可塑造性，相信现存国家通过有目标、有效率的干预，是能够控制和操纵社会发展方向的，是能够造就一种对社会结构转变必不可少的适应能力的，因而也就无需去改变国家和社会传统的权力分配。他们不仅能在政治调节的实践中不断地伴随这场社会转变，而且也经常‘率先地采取行动’。这种思想观念和行为功能上的独立性，也恰恰使他们成为了这个新兴强国能对时局作出有效反应，并能推行‘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革的发动机”。

如果说在菲特烈二世时期这位“强势”的“大王”仍能够控制官僚群体的话，那么他的去世则解放了越发自信且具有主动性的官僚群体。之后的两位国王菲特烈·威廉二世（Frederick William II,1786-1797）和菲特烈·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III,1797-1840）没有其父辈那样的才干，政治的主导权逐渐落到了官僚群体手上，普鲁士的君主专制在此期间因此转变为罗森堡所说的“官僚绝对主义”。

第三，容克在普鲁士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从事经济活动的特点直接影响了自上而下改革的可能性、范围和程度。

与普鲁士专制王权发展的途径密切相关，容克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的社会政治生活中长期处于统治地位。英法等国在专制王权发展的过程中，往往是依靠与市民资产阶级的联盟来推进中央集权化、消除等级和贵族独立势力的。普鲁士的情形有所不同，在尚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的情况下，专制王权是依靠和贵族的妥协才得以发展起来的。自15、16世纪以来，易北河以东的容克贵族就一直从事对英国和大西洋沿岸地区的远程粮食贸易，在发展远程粮食贸易的过程中，为获取最大利益，容克贵族加强了对依附于他们的农民的控制，将许多农民推到农奴地位的边缘。在三十年战争之前的等级制国家时代，容克贵族通过其经济力量和对农民的控制、通过等级会议不仅完全掌握了地方政府，而且成为限制邦君和阻碍中央集权化的最大力量。在包括普鲁士在内的欧洲各地，专制王权的发展显然意味着对于贵族独立政治权力的削弱，并且激发贵族的不满和反抗。但是对于普鲁士容克而言，三十年战争期间勃兰登堡遭到瑞典入侵和蹂躏的事实告诉他们，他们的利益同样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的保护，容克本身力量的相对强大又使得普鲁士不可能出现像法国那样依赖于王权的宫廷贵族。相对于拥有巨大实力的波兰贵族来说，容克的力量又偏弱，从而不可能形成贵族完全主宰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专制王权的发展始终遵循贵族和王权之间妥协的道路：大选侯威廉在1653年同等级会议达成妥协，以贵族免税和将农村劳动力束缚于土地之上的让步来换取容克同意建立与维持常备军。菲特烈·威廉一世尽管在官僚队伍中更倾向于任用中产阶级出身的人，但他仍然通过1733年实施的“划区征兵制”将大量贵族子弟纳入军队之中充当军官，提高了贵族的社会经济地位，从而将容克贵族和王权牢牢地捆在一起。相对来说，菲特烈二世更为偏爱贵族，给予贵族许多特权和优惠：1755年，他恢复了县等级会议选择县长候选人的特权；七年战争后，他宣布，贵族地主的所有债务可延期五年，并且为地主恢复生产在大多数省份建立了农业信贷机构。最重要的是，他要使贵族成为“国家的基础和支柱”。在他统治时期，越来越多的官僚来自贵族，或者专门为贵族保留了许多职位，最初建立起来为削弱和抗衡贵族权力的官僚机构也越发贵族化。经过长期的发展，容克贵族一方面通过加入军队和官僚队伍提高了自己的政治社会地位，另一方面通过君主的容忍和让步牢牢地控制着地方事务，从而逐渐成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都有着极大实际权力与影响的群体。当然，容克贵族的权力与影响又始终是以对国王的效忠和服务为前提的。相对于18世纪欧洲其他国家贵族的地位和影响来说，普鲁士的贵族堪称“国家忠实公仆型”：大量贵族进入政府、军队任职，为君主和国家服务，为君主效力被宣传为贵族的天职、荣誉和美德，酿成一种独特的普鲁士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普鲁士君主专制国家的政治实质可以说是容克和专制君主的“共治”（co-sovereignty).

由此，容克对于改革拥有了部分的否决权。问题是：为什么普鲁士容克没有像中东欧地区的许多贵族那样完全反对改革呢？答案在于容克贵族或至少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一定意义上较早地“资产阶级化”了，对于像确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经济变革，他们并不完全反对，至少也是愿意容忍的。

如前所述，容克很早就参与了商品经济和商品交换，这使得自给自足、以农为本的传统普鲁士经济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通过海外粮食贸易获利丰厚，容克们不断扩大自营地，并逐渐将自己的庄园改造成农业企业。容克因此由过去那种坐收地租的地主，逐步变成经营粮食产品的“农业企业家”。经过几个世纪的浸染，容克已经和市场经济密不可分，到18世纪后期，许多容克地主事实上已经变成自由贸易的信奉者，以致菲特烈大王对粮食贸易采取的重商主义政策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由于自由贸易对粮食出口者的吸引力以及同英格兰密切的商业联系，东普鲁士到18世纪末甚至成为了整个普鲁士自由主义的重镇：该地的柯尼斯堡大学先后产生了自由主义哲学大师康德，以及最早把斯密的《国富论》翻译成德文并在德意志推广和传播的克劳斯（Christian Jakob Kraus,1753-1807）；农奴的情况较其他地方为好，而且还存在较多的自由农；贵族也具有相对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1807年后改革时期的几个改革领导人都来自这里。尽管进入19世纪以后，作为土地贵族政治意识形态的德意志保守主义体现了关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前现代看法，表达了对资本主义市场社会的强烈拒斥和批判，但作为一个阶级的土地贵族实际上也采纳了它表面上拒绝的、现代和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普鲁士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在19世纪初的改革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容克悄悄地“先行了一步”。

纵观普鲁士德国的长期历史，容克一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学习能力、适应时代变化的能力、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另一方面，学习、适应和接受的前提是维持甚至扩大自己的势力，在这一点上，容克又表现出惊人的顽固。这意味着，在必要的情况下，改革是可以被接受的，但只能以不损害容克的地位和君主专制制度为前提。


第二节　防御性现代化模式的形成和演进

英国杰出的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说，现代世界的根本面貌由双元革命所塑造。所谓的双元革命就是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革命共同为大众参与政治与经济活动提供了新的途径，开启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工业化和民主时代。18、19世纪之交以来，德意志经历了同样的变迁，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展开、阶级社会逐渐取代传统的法团社会、宪政和“法治国”的部分实现等等。

很大程度上由于我们以上讨论的历史条件，整个19世纪德意志的现代化进程表现出两个异常鲜明的特点。

第一，相对来说，德意志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其他国家在几个世纪中完成的现代化任务的，这带来了极为困难和非常特殊的问题。经济、社会和政治现代化过程在较短时间内创造了巨大的压力，相互交织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转变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导致了极端的社会和经济紧张。1871年之前，德意志同时面临着实现民族的政治统一、自由主义的政治要求、工业化的起飞及其对传统社会的冲击和政治效应等问题。1871年之后，统一问题固然通过“小德意志方案”得到了部分解决，但第二帝国所面临的形势比前一时期更为棘手。在漫长的国际经济萧条（1873-1896）和帝国主义时代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现代化的突进造成了更多的问题：国家的整合、工人运动的发展、大众政治的出现、各种有组织利益集团的压力等等。如果说英、法等国可以在较长时间内一步一步或一个一个地解决这些问题的话，德意志已经不可能具备那样的条件了。

第二，德意志的现代化是由国家、官僚集团和传统统治阶级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推动的。面对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面对社会经济变迁所带来的诸多问题，面对新兴的阶级，面对潜在或现实的革命威胁，普鲁士-德国的统治集团表现得极为灵活，一再主动顺应，在社会经济乃至政治领域主动推行不至于危及君主专权和自身地位的变革；同时对新力量进行打压、拉拢和分化，多次成功地应对了对自身地位的挑战和威胁。这一防御性现代化策略形成于19世纪初的改革时期，到俾斯麦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一　大革命的冲击和“自上而下的结构改造”

德国史学家托马斯·尼培代（Thomas Nipperdey）认为，19世纪德意志历史同时也是德意志现代化的开端是由拿破仑开始的，“在19世纪的最初15年中，在那个最初奠定现代德意志基础的时期，德意志人的历史、生活和经历都处于他的巨大影响之下”。对此，有人认为，拿破仑时期德意志诸多邦国进行的改革在性质、内容和指导思想上与开明专制时期的改革存在着明显的连续性，因此，德意志现代化的开端与其说是拿破仑还不如说是菲特烈大王。

后一种看法显然忽视了开明专制改革的局限性。19世纪初德意志诸多邦国进行的改革中，多数领导人比如普鲁士的哈登堡、巴伐利亚的蒙特格拉斯（Montaeglas）、巴登的赖岑施泰因（Reitzenstein）以及符腾堡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等固然都是开明君主的思想继承人，但法国大革命使他们认识到开明专制改革“在国家和社会之中创造了一条巨大的鸿沟”：一方面，国家及其官僚过于主动和积极去推动变革包括很多具有现代色彩的变革；另一方面，整个社会明显地缺乏主动性，甚至抵制和反抗某些变革。法国大革命则让他们看到了一个由臣民变成公民的“民族”可以释放出多么巨大的力量，因此，虽然德意志各地的改革存在差异，但有一点是一致的，改革的主题都是参与和代表以及广义上的解放，无论所选择的参与代表方式是以等级为基础的传统形式还是现代的宪政模式。

我们认为，正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对德意志的征服和“重组”激发了德意志真正迈向现代的进程。在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法国直接占据了德意志的莱茵河左岸地区，将之变成法国的领土；1806年强迫神圣罗马帝国解散，建立了由法国控制的“莱茵同盟”；同年10月的耶拿战役中，拿破仑大军彻底粉碎了普鲁士军队，随之肢解了普鲁士；通过条约（1807年的《提尔西特和约》）和王朝联姻（迎娶奥皇之女）使得普鲁士、奥地利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概括地讲，上述举措从两个方面开启了德意志加速转向现代世界的进程。一方面，拿破仑直接对德意志西部和南部进行了现代性质的改造；另一方面，拿破仑对德意志的征服、侵略和重组还刺激德意志诸多邦国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向现代社会挺进。虽然拿破仑法国对德意志各地所施加的具体影响存在差异，在各地所带来和引发的变革也有不同，但影响和变革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一个自由的公民社会将要取代古旧的封建秩序”。

出现在德意志的拿破仑不仅是征服者，同时也是法国大革命的继承人和执行者。用克劳塞维茨的话说，拿破仑是“革命的皇帝”。从1803年开始，这位“革命的皇帝”对德意志的政治组成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组，德意志的政治地图被大大地简化了。之前的帝国存在着1800个左右享有主权和半自治的政治单位（除了邦国、公国、教会领地之外，还有1500个左右直属皇帝的伯爵和帝国骑士领地），改组之后只有几十个政治单位。在这一过程中，拿破仑采取的主要手段有二：一是教产还俗，将天主教会的领地和财产转交给世俗统治者。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和巴伐利亚对于执行这一政策尤为起劲，在巴伐利亚，1806年后有70%的农民耕种属于国家的土地，其中半数来自之前的教会地产，作为封建等级的教会因此被大大削弱。二是合并德意志的政治单位，取消大多数小侯国、绝大部分帝国城市和所有帝国骑士领地的政治独立，将它们并入尚存的邦国和侯国，许多诸侯国因此大大地得到了加强。其中以德意志西南部的三个“莱茵同盟”国家获利最大，巴登的面积为原来的六倍，符腾堡为原来的四倍，而巴伐利亚在面积上已经和被肢解后的普鲁士相当。

并入法国的莱茵河左岸地区完全采用了拿破仑式的管理制度，意味着取消一切特权和内部限制，实行公民平等，建立一种明确的司法机构；采用拿破仑法典，意味着一场随着教产还俗而开始的地产和财产关系的大变动，从而也意味着一场成为资产阶级上升基础的社会和经济革命。整体而言，整个莱茵河左岸地区的法律、制度和社会变革对该地的影响极其深远，1815年以后建立的新政府也承认了这些变化，即便在德国统一之后，该地直到1900年仍然采用拿破仑法典。由此，莱茵河左岸地区也成为以后德意志自由主义运动的中心之一。

拿破仑的征服和改造还迫使德意志许多邦国进行了改革，其中普鲁士和南德三邦——巴登、符腾堡和巴伐利亚——的改革对于德意志现代化有着最为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普鲁士的改革和南德邦国的改革都是由改革派官僚（巴伐利亚是例外，由国王直接主持）所推动和主持的。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南德邦国的改革的关注是不够的，因为南德邦国的改革往往被认为是“外国统治”和“输入抽象观念”的结果。但巴伐利亚、巴登和符腾堡在内政方面是有很大自主权的，拿破仑也没有制定监督“莱茵同盟”国家的具有连续性的政策，更何况让拿破仑操心的事情太多，法国不可能对16个“莱茵同盟”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持续的干预。在完成拿破仑交代的筹集资源任务以及在外交军事上听法国调配的前提下，三国都实行了相对独立的国内政策，包括领土扩大后的改革。他们的改革无疑受到了法国革命观念的影响，但也是由德国启蒙传统塑造的。南德三国改革的主要动机是“消化”新并入的领土，一方面，随着新领土而来的还有原先这些领土统治者的债务，再加上拿破仑的资源需要，南德邦国因此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它们也需要通过重划行政区域、理顺政府关系来加强邦中央政府的统治，并且塑造新的邦国认同。因此，南德邦国改革的重点是政治，包括进行行政管理改革和实行代议制宪政（1808年巴伐利亚公布了宪法，巴登1818年颁布了宪法，符腾堡在1819年颁布了宪法），消除各种封建特权，实行信仰平等、公民平等，通过一个一目了然的管理机构保障统一。南德三国的改革在经济上的影响并不特别显著，但代议制宪政的实施（尽管很不完全）却使得德意志的西南部成为德意志早期自由主义运动的中心。

与南德三国的改革相比，普鲁士改革所涉及的领域要广泛得多，也无疑重要得多。从1807年开始，在施泰因（1807年9月至1808年11月底担任政府首席大臣）和哈登堡（1810-1822年去世为止的绝大部分时间担任首相）的先后主持和激励下，改革派官僚集团对农业、城市自治、国家最高行政、财政、工业、社会、军事和教育等领域进行了改革，主要包括先由施泰因后由哈登堡继续的政经改革、洪堡（Wilhelmvon Humboldt）的教育改革、沙恩霍斯特（Gerhardvon Scharnhorst）和博伊恩（Hermannvon Boyen）的军事改革。从改革的动机、内容和结果来看，这些改革都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结构改造，改革的“防御性”和改革者“先行一步”的特征表露无遗，在进入现代之初确立了进行“防御性现代化”的榜样和先例。我们之所以说普鲁士改革重要，主要原因即在于此。

就动机而言，改革是统治者迫于当时形势不得已为之的，是统治阶级为谋自保而采取的“防御性”举动。其一，改革是统治阶级为拯救国家和挽救自己的统治而进行的一种努力。1806年耶拿战役的惨败使普鲁士君主专制国家受到了最严峻的考验，易北河以西和瓜分波兰获得的领土被剥夺，普鲁士因此丧失了一半的领土和一半以上的人口；普鲁士被迫向法国缴纳巨额的战争赔款；法军进驻普鲁士的战略要冲，普鲁士军队规模受到限制，对外政策需追随法国，普鲁士事实上被降到了附属国的地位。普鲁士的失败与命运以及法国军队横扫欧洲的辉煌，让包括普鲁士改革者在内的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德意志、普鲁士失败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军事方面，大革命带来的巨大社会政治变革、法兰西民族经过大革命释放出的巨大能量使得仍然维持旧体制的德意志相形见绌。普鲁士统治阶级在面对严重的国家和民族生存危机时，开始意识到改革旧体制的必要性：只有向法国学习，“吸收革命的成果”，革新普鲁士的陈旧体制，才能从根本上增强国家的实力，保障自己的统治。改革发起者施泰因指出，“在旧的分崩离析和腐朽的道路上，德国已经无法保持下去”，唯一的出路在于改革。在《拿骚备忘录》（1806）中，他一再强调必须在“民众和政府间建立新的联系形式”，实现国家和个人的有机结合，以便能够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另一位改革推行者哈登堡也认为，只有根本改变普鲁士的陈旧体制，才能“再次赋予普鲁士国家以全新的生命”。

其二，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为了掌握主动权，防止法国革命在本国重演，使普鲁士以和平而非革命暴力的方式迈入现代社会。哈登堡就此异常明确地指出：“一次好的意义上的革命……是通过政府的智慧而不是通过内部或外部（暴力的颠覆）：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主导原则）。在一个君主制政府下的民主原则，这对我来说是当今时代精神的适当方式。”哈登堡的“当今时代精神”一语说明他已经认识到，1789年标志着人类历史一个崭新时期的开始，所有英明政治家的首要任务是成功地适应新时期和新原则。如果顽固坚持旧的统治秩序，最终招来的必将是革命的惩罚。届时，旧的统治阶级将完全被时代所抛弃。因此，只有采取“防御性”改革，旧的统治阶级才能掌握历史发展的主动权。他说：“如果认为我们只要更加墨守旧秩序，无情地排斥新原则，就能有效地抗拒这场革命，那是幻想。这种做法恰好就是帮助了革命并促进其发展的原因。这些原则具有如此大的力量、如此广泛的吸引力和传播范围，以至任何拒绝接受它们的国家都注定要屈服或灭亡。”要防止可能爆发的革命，掌握主动权，普鲁士“必须自上而下地做法国人自下而上地做的事”。

从改革的内容来看，普鲁士的改革是统治集团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需要而做出的适时调整，长期目的在于通过确立经济自由和社会解放建立一个现代的经济社会，通过政治制度改革使普鲁士的旧体制现代化。改革的范围和程度都是有选择的，并没有触及传统体制的核心。普鲁士的许多改革派官僚都曾在哥廷根大学和柯尼斯堡大学求学，这两所大学都是当时德意志传播自由主义尤其是斯密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中心。毕业于哥廷根的施泰因和哈登堡深受影响，他们希望把普鲁士从一个等级社会变成以自由的公民为基础的社会，消除约束资本和人员自由流动的障碍，促进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既意味着要解放占人口大多数的、处于人身依附状态的农民，解放被行会束缚的工匠，给予所有公民迁居、择业、创业与行业经营的自由；同时也意味着改变过去“警察国家”时期由国家监控一切的管理方式和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实践，充分调动个人的能动性。在改革者看来，长期的“警察国家”管理方式不仅在经济上带来了种种弊端（比如重商主义政策从不考虑价格因素和市场供求关系，许多企业的竞争力极其低下，不得不依赖国家的强制性措施、津贴和其他扶植维持生存，企业家对市场规则一窍不通），更在普鲁士产生了极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后遗症——已经习惯于国家掌管一切的人们懒散、消极、冷漠和被动等待。因此，必须放弃国家管理一切的方式，放松重商主义过于严格的经济管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鲁士的改革者意在让国家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考虑到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态度，考虑到普鲁士的多数工商业主和普通群众尚没有成熟到可以接受自由和运用自由的程度，还必须由国家出面教育国民理解自由并帮助他们实现自由。官员在经济工作中仍需要扮演过去的“警察”角色，但是现在的警察履行职责必须以法律的名义进行，警察的权限与过去相比也大为缩小，即使干涉经济事务，其前提也是为了保证经济自由的顺利实现。

在推行经济和社会解放、实现经济自由的同时，改革者还进行了政治制度的改革。改革者一致认为，政治制度改革的关键包含两大方面，一是行政组织的合理化，二是公民参政以消除国家和社会之间、政府和百姓之间的鸿沟。颇能说明问题的是，虽然改革派官僚认可自由和法国大革命的民主精神，了解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自由宪政思想和英国式的议会制度，也认为英国的议会制度是对权力实行有效限制的成功典范（施泰因尤其崇拜英国的制度），但照多数改革派官僚的看法，“自由主要是建立在行政制度而不是宪法上的”，优秀合理的行政方式相当于成文的宪法条文和公民基本法，甚至超过了宪法中的死板条文。在施泰因看来，按照正确原则建立的政府组织完全可以起到宪法的作用，因为一个好的行政制度本身就是一部好的宪法，可以代表群众的利益。何谓组织政府的正确原则？合理化、法制化、公民参政和地方自治。合理化意在提高国家管理机构的效率，因此我们看到，改革开始以后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废除了枢密院与中央官僚机构的并立，并用一个根据部门管辖原则划分了不同职能的、由各部——包括内政、财政、外交、军政和司法五部——组成的中央政府来取而代之；全国被划分为不同的行省，由分别隶属于中央政府各部门的、也是根据管辖权限而划分了职能的官员们组成的地方委员会（政府）来管理，以加强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联络。法制化意味着行政活动需要受到法律的约束，1808年12月的政府事务令为官员的行政活动确定了这样一个基本出发点：只要遵守法律，任何人享受私有财产权和自由权将不会受到限制。除了合理化和法制化之外，政府组织的正确原则还包括公民参政和地方自治，即施泰因所说的实现国家和个人的有机结合、哈登堡所谓的“君主制政府下的民主原则”。公民参政和地方自治主要包括以下举措：分别在省和县两级建立等级代表会议，等级代表由地方选举产生，但不局限于立法职能，还要同地方政府一道共同参与行政事务；推动城镇自治，市民有权选举市议员，再由市议员组成的委员会选举政府，赋予市镇政府相当广泛的自治权包括财政、教育、社会救济和治安等等；成立临时国民议会，职责是向国王提供意见。

通过合理化改进“权力的技术”，法制化保障臣民的经济自由、防止执行机关的滥权，行政自由完全取代了宪政自由，权力的基本分配问题就这样被回避了。通过公民参政和地方自治，又可以将公民带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去，为行政增添活力和力量。按照改革者的设想，这样的举措已然包含了在普鲁士建立真正宪政的基础，或者说这是适于普鲁士国情的“议会政治”。宪政和议会政治实际上被理解为行政制度改革的组成部分或是为了完善行政机构，因为等级代表的职权并不在于立法，更重要的是参与行政；临时国民议会只是一个咨询机构，并不直接行使立法权。

就结果来说，“自上而下”的结构改造既推进了普鲁士的社会经济现代化，恢复了普鲁士国家体制及其社会基础——容克的活力，又没有改变普鲁士国家的基本性质，传统统治阶级的利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照顾和保障。

解放农民和农业改革不仅没有损害容克原本的特权，反而扩大了其活动领域。在解放农民的过程中，容克不仅攫取了大部分公地，而且还得到国家的财政资助和贷款，他们利用这些资金，以很低的价格购买贫困农民的土地。通过改革过程中对农民土地的巧取豪夺和利用农民支付的巨额赎金，容克地主得以建立起更多的大型农业企业。在易北河以东地区，1811-1890年间大庄园占有的土地增加了2/3.除了用所获的资金购置机器、农具和化肥农业扩大生产外，他们还投资建造工厂，兴办一些乡村辅助工业、食品工业及奢侈品工业。与此相反，普鲁士农民为了赎买封建义务，获得人身自由，却遭到容克贵族的长期盘剥。直到19世纪60、70年代后，农民对封建义务的赎买才逐渐结束。还需要指出的是，有权赎买封建义务的农户被设置了较为严格的条件，只有拥有牛马且其田产是1763年就已登记在册的农户才可以赎买。显然，大多数农民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结果很多人被迫以与其领主达成协议的方式继续依附于地主。解放只是改变了社会依附的形式，而并没有改变其实质。容克的许多社会政治特权仍然存在了很长时间，农奴制废除后，领主捐还残存了很长时间。骑士封地的免税权延续到1861年；庄园治安司法权延续到1871年；容克对县级行政机构的垄断延续到1891年。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与英格兰、荷兰逐步转向资本主义农业以及法国通过革命摧毁乡村的封建秩序相比，这种农业改革的方式意味着农村的新旧秩序之间存在更大的连续性。

另一方面，农业改革和城市改革、行业改革一起削弱了传统的等级社会，促进了普鲁士向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转变。随着行会制度的彻底废除和工商业自由的确立，当农民能通过“赎买”封建义务的方式摆脱人身依附关系后，当解除了行会对手工业者的限制之后，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就同时获得了人身自由、结婚自由、创业自由、买卖自由、择居自由、择业自由。这种种自由，将开启一个向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迈进的进程，同时也意味着那种由世袭特权决定的等级社会的死板划分将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取代，在这种社会制度中，产业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标准，这个新社会制度就是阶级社会。当然，无论是向市场经济的迈进还是阶级社会对传统法团社会的取代都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毕竟已经开始了。

同时，在国家职能的意义上讲，对政治制度的行政自由式改革也开启了一个由资本主义国家取代警察国家的过程，即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的过程。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对经济现代化进程的贡献非常大，因为它意味着，国家把一直在政治统治领域内进行的生产使命转让给了与国家分离开来的市场经济，国家只创造“一般的生产条件”，也就是提供法律框架和基础设施，而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商品流通及相应的社会劳动组织所必需的。同时，它也意味着国家机器将只承担特殊的功能即行政管理，其优点是用依赖市场经济的效率为代价而换取的。尽管市场靠政治来建立和监督，但它遵循的是不受国家控制的内在规律。

因此，如果从一个愿意接受变化的容克的角度来看，由施泰因和哈登堡发动的改革应该算是成功的，它既促进了现代化，同时又维持了容克的统治地位。这样的成功足以表明在一开始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普鲁士的传统统治集团就显示出了令人吃惊的学习和适应能力，至少其中的一部分人是如此。颇能说明问题的是，改革期间的顽固派和反动派在改革结束的年代里对变革的态度。除了改革派之外，19世纪初普鲁士的官僚阶层中还存在一个派别——官僚反动派，它在改革时期居于少数，在改革以后的时期却一直在官僚集团内部占据多数和统治地位。这个集团尽管怀疑进步的原则，不相信个人自由、自由竞争会带来和谐的秩序、社会利益的平衡，但多少也意识到纯粹的反动和复辟无法回应时代提出的问题，而改革或许可以成为革命洪水的堤坝。因此，在1819年以后的“反动”和“复辟”时期，在保守派掌握领导权的情况下，改革时期颁布的立法还依然能够得到贯彻，特别是改革所确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也被坚持了下来，而有的经济制度甚至是在“反动”时期才建立的，比如1834年的德意志关税同盟（Zollverein）。与同一时期奥地利不仅没有进行改革反而更加顽固地维持现状相比，普鲁士统治集团的确“进步”得多。对于以后的普鲁士德国统治者来说，如果说能够通过某种适应性地改变在保证甚至进一步加强自身地位与力量的前提下满足“时代精神”的需要，那么就应该勇于进行“自上而下的变革”。

从公民参与政治的角度看，这场“自上而下的结构改造”又是失败的。无论施泰因还是哈登堡希望建立的公民参与和某种形式的宪政，或者半途而废，或者无果而终。施泰因一再曾强调，必须在“民众与政府之间建立新的联系形式”。他所设想的新联系形式是建立以等级为基础的代表制度，这个等级并非以血缘和身份为基础的传统等级，而是以财产或知识和教育为基础的新等级。在省、县两级，由这些新等级组成地方委员会，既负责行政，也掌管立法，以实现公民参政和地方自治。但这种管理体制在县一级的贯彻，只在王室领地上获得了成功，在容克贵族的传统统治区域里只实行了4年，就因贵族的抵抗而告失败。由于来自容克地方势力的压力，哈登堡被迫于1816年作出新规定：这些区域的县长候选人得从地主庄园占有者中产生。因此，容克土地贵族的地方权力得到了巩固。为了实施“君主制政府下的民主原则”，哈登堡劝说国王同意设立一个国民议会，从各省三级议会选派代表组成，职责是向国王提供意见。按照哈登堡的设想，国民议会是为公民提供议论国事的场所，打破地方和等级界限，实现国家的融合与统一，而选举产生的议员也不应只代表选民的利益。然而，实际情况却令改革者大失所望，在议会内部，地方和等级利益仍然占据了上风，国民议会最后无果而终。国王虽然在1815年许诺制定一部宪法，后来却不了了之。

所以，与南德邦国的改革相比，普鲁士改革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采取的政策较为进步，也比较成功，但在宪政方面没有任何进展；而南德三国恰恰相反，它们最早在德意志实行了宪政，社会经济方面几乎没有进行多少改革。个中原因不难理解，普鲁士的改革是改革派官僚依赖国王的支持而推动，其出发点是改革旧制度的某些方面，以使其更有效率。在君主及其背后的权力基础之一——容克贵族不会接受权力下放的要求的情况下，只要改革不触及旧制度的权力基础或核心关系，改革成功的机会就比较大（比如教育、城市自治、赋予所有人兴办工商业的自由），但当它触及贵族的特权和旧制度的核心时，则注定要受到挫折。政治改革之所以失败，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普鲁士的社会和经济现实，此时的普鲁士压根儿就不存在一个能够而且愿意参政议政的资产阶级群体。以地方自治制度的失败为例，除了遭到旧等级势力的抵抗之外，新等级代表明显对参与政府事务准备不足。一是物质准备，为了参与地方管理，他们要牺牲一定的时间和财力；二是知识准备，新代表对参与行政工作的内容和意义了解不够。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时的普鲁士尚不具备实施议会制度的时机。

因此，当1813年日后普鲁士容克中最有影响的保守派之一、19世纪中期宫廷党的主要代表格尔拉赫（Leopoldvon Gerlach）问自己“应该保存半死不活的旧体制吗？亦或应该大胆地摧毁它以便为新体制让路？”时，历史没有给他一个明确而绝对的答案，旧的政治体制核心原封未动，新的社会经济体制却已经建立起来了，现代化的不均衡在此时已展现出来。

二　1848年革命

普鲁士“改革时期”的改革派官僚无疑和开明专制时期的官僚集团一样，相信通过“自上而下的结构改造”能够控制和操纵社会的发展，也能够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从而也就无需去改变传统的权力分配。显然，对于他们来说，某些领域的现代化只是一种自我维护的手段。不过，问题在于，现代化一旦开始，必然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制造新的精英，带来新的压力，传统统治集团稍有不慎就可能被他们自己开启的进程所吞没。1848年革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在这场革命中，普鲁士君主制度和德意志的其他一些旧政权一起遭到了自下而上的强大挑战，险些垮台。然而，革命的最后结局也表明，普鲁士的传统精英还没有丧失学习能力，他们再次成功地应对了挑战，维持并且进一步巩固了其统治。

1815年之后，德意志各地进入了“复辟”的时期。这段时期是和梅特涅联系在一起的，意味着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一切反对派政治的镇压。当然，复辟并不意味着也不可能回到1789年之前，德意志诸多邦国尤其是普鲁士的许多改革成果都得以保留下来。更为重要的是，改革时期之后的普鲁士政府仍然坚持自上而下地推进经济变革。众所周知，德意志的工业化是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的，在工业化的启动和发展过程中，普鲁士政府始终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如果说当时其他的德意志邦国仅仅是容忍了工业化的话，普鲁士则是依靠国家政权自上而下地积极推进工业化。除了为工业化发展积极创造框架条件之外，普鲁士自1814年以来一直坚持执行“行业促进计划”，包括在各省开办职业学校和职业研究所，以培养工程师、工厂管理人员和专业人才；承办企业成果展览；鼓励发明和创新精神，国家设立各种奖励基金，鼓励安装新机器和采用新技术，并在1815年颁布了《专利条例》，保护发明；由政府出面组织年轻官员、技术员、工程师、企业主和部分手工业者去工业发达国家访问学习；组织职业协会，鼓励私人企业主参加国家行业促进计划。同样重要的是，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的铁路建设大潮中，普鲁士政府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铁路建设于德意志工业化的意义就如同纺织业对于英国工业化的重要性。从1835年第一条铁路线（连接纽伦堡和菲尔特的铁路，6公里长）开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铁路建设以极为迅猛的速度增长：1840年，铁路里程增加到462公里；1850年为5875公里，1860年为11157公里。铁路的建设不仅使得整个德意志范围内的客货运输更加便利和廉价，促进了仍然处于分裂之中的德意志各地人们的相互了解，还带动了德意志采煤业、钢铁和机器制造行业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将铁路建设称为德意志工业化的主导部门。在普鲁士铁路建设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一方面为铁路建设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另一方面通过贷款形式直接投资铁路建设。1834年领导建立关税同盟，这可以说是普鲁士国家为德意志工业化进程所作的最大贡献。按照结束拿破仑战争的维也纳和平安排，德意志组建了由39个邦国、公侯领地和自由城市组成的“德意志邦联”，在这个松散联合中，普鲁士和奥地利合作主导德意志事务。关税同盟的建立，在民族还没有实现政治统一的情况下，先造就了一个巨大的内部市场。它极大地减少了之前德意志内部关卡林立的状况，促进了关税同盟各邦相关法律的协调和货币上的平衡，加强了地区经济专业化和地区间的贸易流通，加强了德意志内部的经济联系，促成了一个“民族”市场的最终形成，为整个德意志工业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工业化的开始使19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社会经历了急剧的变化，为各地的王侯统治者们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问题。1848年革命期间，德意志诸多邦国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社会问题”的出现。

19世纪中期的“社会问题”，主要指城市中下层民众的社会经济处境越来越不稳定以及底层民众的贫困问题。这个问题涉及的是两个大的群体，一个是中间阶级尤其是传统手工业者，另一个是底层民众。在19世纪中期的德意志城市中，这两个群体合起来占了城市人口的绝大多数。虽然那时还没有精确的人口统计，而且当时正处于传统的法团社会向现代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除贵族以外的老等级在解体，马克思主义或韦伯意义上的社会阶级还没有形成），因此很难精确地区分社会阶层。但大概来说，根据估算，当时1万居民以上的城市中，上层阶级或者说最狭义的资产阶级（Bürgertum）占5%，中间阶级（Mittelschichten）占10%-20%，超过3/4-75%-85%不等——的城市居民属于底层民众（Un-terschichten）。其中资产阶级包括经济资产阶级（大商人、银行家和制造业主），邦国和城市的高层官员以及知识资产阶级。中间阶级则包括工厂的熟练工人、商业职员、家庭仆人和手工业师傅。底层民众则是一个极具异质性的群体，构成这个群体的小群体相互之间不仅在社会经济上而且政治和文化上都存在很大差异。1848年革命期间早期的工人运动就扎根于这个群体的某些部分，比如短工、帮工和工厂的非熟练工人。有些人称这个群体为“无产阶级”，但实际上，他们和以后的产业无产阶级几乎没有多少共同之处。

中间阶级中的传统手工业者因工业化冲击和市场经济波动，而对自身的地位与未来产生恐惧，尽管1848年以前工业化对传统手工业的实质打击还不算太大，但心理阴影却使他们极度恐慌。与这个自由却充满风险的工业资本主义世界相比，他们中的许多人更愿意回到过去的等级社会中，行会的束缚虽多，但比较有保障。就此而言，他们的要求带有反现代化的色彩。

底层民众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贫困和就业，但归根结底还是就业问题。随着行会的瓦解，生产与经营自由化，人口剧增。19世纪前期的德意志经历了一场“人口革命”。1816年德意志——邦联加上不属于邦联的3个普鲁士最东部省份——的人口为3270万，1865年增加到5220万，增长了60%。世纪初期改革在较大的程度上取消了不利于人口流动的限制，刺激劳动力流入城市，比如，科隆1835-1849年增加了2.6万新居民，其中1.4万属于国内的移居者。而新兴的工业还没有成型，此时在城市制造业中仍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手工业又没有很强的吸纳能力，城市中还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底层民众衣食没有着落，居无定所，自然心怀不满。

二是自由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的崛起。

在德意志，自由主义运动主要是作为政治反对派的运动发展起来的，但它作为反对派是暧昧的反对派。

在19世纪上半叶，自由主义运动的政治反对派性质主要归因于其最基本的社会政治理想，即希望建立一个“公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在这个“公民社会”中，所有人都被赋予了同样的权利，整个社会都接受个人自由并将其作为至高无上的目标。在当时的德意志，实现这个“公民社会”的理想，意味着要反对一切限制个人自由的障碍，包括君主专制和贵族的特权、手工业者或商人的法团特权、对任何宗教教派的优待。因此，自由主义要创造的社会，是每一个公民都享有法律面前和政治实践中平等权利的社会。在政治实践的层面上，由这一基本理想派生出自由主义运动的两大基本目标，一是建立能保证个人自由的宪政国家，二是实现德意志的民族统一。德国历史学家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曾说，"19世纪德意志的自然任务不仅是实现统一，还要把既存的威权主义国家转变为共和国（commonwealth）"。这两大任务也正是德意志自由主义运动的目标，两个目标的实现都意味着要突破现存体制。

不过，作为反对派政治的自由主义运动又颇为暧昧。首先，在理论上，自由主义的“公民社会”理想无疑是革命性的，因为它要求社会的急剧改变。在实践当中，他们却认为，应该立刻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满足特定条件的人——经济上独立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才是真正的公民（citoyen），才能获得政治平等。如此一来，不仅妇女被排除在外，而且广大的中下层民众同样不能被赋予政治参与的权利。其次，自由主义相信进步的不可避免，这是德意志自由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实际上直到19世纪后期，成为一个自由派首先意味着相信进步。相信进步不可避免使得自由派对未来更有信心，也更能容忍当下的缺点。当前得不到的东西，将来总有一天会获得。最后，对未来的信心意味着革命是不必要的，而欧洲尤其是法国的经验也表明革命是危险的，因此自由主义一般来说是反对通过革命方式变革的。只有所有实现变革的其他手段都被证明无效的情况下，德意志的自由派才准备接受革命。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派是非常勉强和不情愿的“革命者”。

对资产阶级来说，自由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恰似为他们量身定做，他们也成为19世纪前期自由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参与者和支持者。毫无疑问，资产阶级内部存在着重要的分野，在德意志，除了教派和地域的差异外，知识资产阶级和经济资产阶级的区分特别重要。根据著名德国史学家科卡的研究，这两个群体之间存在极大差异，但有两大因素将他们联结在一起，一是他们反感或嫌恶的共同对象：拥有特权的贵族以及专制君主；社会下层民众及其运动特别是19世纪后期的工人运动；二是共同的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心态。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价值观，诸如独立自主与个性化、效率与竞争、才能与教育、讨论与公众、私有与自由以及对于个人通过努力取得成就的强调与重视。当然，这两个群体在18世纪后期已经存在了，但直到19世纪上半叶才日渐崛起。如果没有德意志邦国尤其是普鲁士一贯推行的改革而带来的社会经济现代化，这个新精英群体的崛起是不可想象的。这里所说的崛起一是指他们的人数在增加，二是说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在上升，因此也更加自信，自认他们代表着社会的发展方向。三是指他们在政治上变得更为活跃。尤其在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德意志内部政治气氛有所松动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运动在德意志各地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各地的资产阶级以地方上的社会名流身份发挥着与其人数不成比例的影响，成为地方的“自然领袖”。

但19世纪上半叶的德意志自由主义仍不能说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因为“公民社会”理想以及民族统一同样吸引了一部分中间阶级和底层民众。

因此，当1848年革命在德意志各地爆发时，资产阶级名流很自然地就被自发起来反抗的中下层民众推举为革命的领导。在最初一段时间里，传统统治阶级不知所措，被迫答应了民众的诸多要求，比如公民权利平等，保障公民的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确保公民的政治参与，承诺立宪等等；普鲁士国王甚至承认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作为领导的资产阶级也被接纳入新成立的内阁（即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三月内阁”），进入各邦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资产阶级还在中下层民众的支持下在法兰克福建立了由人民自由普选的德意志国民议会，制定了宪法，通过了统一德国的“小德意志方案”即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德国统一，建立了帝国摄政和内阁。一时之间，看起来大有可能实现自由和统一。然而，革命最后却失败了。旧的王侯政权很快站稳了脚跟，随即对革命进行了镇压，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为普鲁士国王送上的皇冠亦被拒绝，德意志很多地方在之后进入了一个反动的时期。

1848年革命的失败无疑对于德意志历史有着持久的影响，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德意志历史尤其是政治现代化进程的一次转折点，德意志丧失了一次向以人权和民权为本的自由民主社会迈进的机会。德国历史上第一次革命的失败，使得第二次的急剧政治变革——即1918-1919年的革命——成为必要。至于失败的原因，学界公认，德意志诸多邦国尤其是普鲁士的专制王权及其军队支柱实际并未被革命力量所摧毁，只是因革命压力而暂时退缩。革命运动的参与者没有真正一致的共同政策与路线，手工业者和工人有分歧，经济资产阶级、知识资产阶级和革命群众的期望各异，自由派对革命及革命群众并不信任，社会主义的激进口号也没能提供出路。唯一将他们联接在一起的是对现状的不满（尽管这种不满的内容和程度各异）和追求民族统一的愿望。革命运动的领导层内部也存在严重的分裂，来自北德新教地区的资产阶级多支持“小德意志方案”，来自南德天主教地区的资产阶级则更倾向于“大德意志方案”，以奥地利为首实现德国统一；在对待革命和民主的问题上，资产阶级领导层内部出现了自由派和民主革命派之间的对垒；甚至民主派还因为各邦革命运动赋予德意志问题不同的重要性而受到削弱，德意志南部和西部的民主革命运动（其自由派抱着同样的看法）将民族统一作为最重要的要求，而普鲁士的民主派则认为本邦的基本改革才是第一位的。

此外，人们还指出，在领导者中占多数的自由派应当为革命的失败负责，他们害怕革命和实质性的民主化，宁愿与旧政权妥协，希望通过改革的方式实现其目标。这样的指责无疑是正确的，却也是毫无意义的，使我们回避了真正的问题。当时的自由派听到这样的指责恐怕会觉得莫名其妙，因为他们就是自由主义者，而非共和派和民主派，更不是革命派。而且，不止德意志的自由派是这样，全欧洲的自由主义者都厌恶和恐惧革命，蔑视或怀疑大众，至少在19世纪上半叶是这样。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直到19世纪中期，革命是属于中产阶级的行动模式，但不是自由派的。正是这一点将他们与中产阶级民主派和共和派明显地区分开来。欧洲的自由主义者至多算‘勉强的革命派’，也就是说，他们会利用既非他们期望也非他们创造的革命运动来实现自己有限的改革目标，虽然这样做未免有点坏心肠。如果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会寻求使其合法化以尽快结束革命进程：（革命带来的）变革不是因为革命而变得正当，但可以将之作为以确立议会制为核心的宪政变革的结果”。

因此，我们真正要追问的问题是，德意志尤其是普鲁士的多数资产阶级自由派为什么还相信存在通过改革实现目标的可能？我们知道，当1848年11月已经显露出革命即将结束、旧政权即将开始镇压时，多数资产阶级对此表示欢迎，愿意追随君主制。他们为何愿意追随君主制？我们也知道，对于普鲁士自1848年11月开始的镇压以及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时期里的压制措施，许多自由派没有多少抵抗，他们为何愿意接受失败？

首先，过往经历的确使得多数资产阶级相信霍亨佐伦王室是有改革的能力和意愿的。

在经济资产阶级看来，19世纪初改革时期确立的从事工商业自由和1834年关税联盟的建立已经表明，甚至在政治上反动的时期，普鲁士国家仍然愿意推进经济现代化。而且，政治动荡会影响工商业的发展。经济资产阶级认为，绝对的“和平与秩序”——不管在什么政治条件下——是经济活动的最佳保障。此外，经济资产阶级的自信以及对于未来的信心，也促使他们认为贵族特权已经不再能够危及自己牢固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因此，多数经济资产阶级从来就没有支持过革命。在三月革命发生后仅仅几周，代表柏林银行家、商人和企业家的商人组织就要求中央政府和城市管理当局必须恢复“公共生活中的和平”，“在现在的情形下”，大众对民主和自由的过度要求“已经深深动摇了所有的社会关系，威胁到财产和繁荣”，为对付这种危险，任何措施都是必要的。在政治上，多数知识资产阶级自由派并不像经济资产阶级那样保守，但他们也同样对通过和霍亨佐伦王室的合作实现政治改革抱有希望。

其次，普鲁士政府在1848年11月开始的镇压是有选择性的，主要对象是民主派和大众，是革命运动。

早在革命期间，国王及其身边的保守派顾问们已经意识到多数资产阶级对大众的政治和社会恐惧，并且从1848年中期开始，在政治考虑中越来越多地将这一因素计算在内。因此，在镇压行动中，多数资产阶级受到的影响不算太大。以限制集会、结社和新闻自由为例。对集会的限制主要针对中下层民众的政治活动方式——街头集会和示威，对多数资产阶级影响不大，因为他们的活动方式是有固定成员和集会地点的俱乐部、正式的结社生活。政治结社也没有受到了普遍的禁止，禁止的是那些有大众基础的组织。由于只有民主派和左翼自由派建立的组织坚持民主原则吸引了许多民众，从而遭到打击以外，大部分资产阶级不能接受按照民主组织建立的组织而倾向于名流俱乐部的形式，因此很大程度上不受影响。对于新闻自由的限制同样主要影响了具有激进民主倾向的新闻机构，这些机构在资产阶级圈子里基本没有多大影响。

最后，和哈布斯堡王室相比，普鲁士的统治集团更能够从革命中获取政治教训，在政治上也灵活得多。为了维持其权力、扩大君主制度的社会基础，统治者再次采取了“以攻为守”的防御性战略，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出让步。

面对成功的三月革命和强大的民主运动，普鲁士君主制认为要保住权力就必须寻找更多的盟友，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他们发现了盟友。尽管普鲁士王室仍然主要从传统精英那里获得支持，但它也愿意（尽管是被迫的）向经济资产阶级和仍然希望得到行会保护的传统手工业者做出让步，以获得这些群体的支持，扩展君主制度的基础。这些让步包括1850年夏天解散早期工人运动的类似于工会的组织，1849年2月修改《全国行业条例》（Gewerbeordnung）(1845年颁布的原条例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全面的行业自由，修改后的条例则给予行会在训练学徒、建立新手工作坊等问题上更大的权力）。比让步的实际内容更重要的是向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传达的政治信息：普鲁士愿意满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愿望，彻底推翻政治体系是不必要的，政治温和和忠于君主才是实现目标的唯一途径。

对于更看重政治自由的知识资产阶级，1848年12月以“钦定”形式颁布的自由主义宪法是一份更重的政治大礼。即使在1850年1月修改宪法之后，在形式上，普鲁士也已经成为一个宪政国家（在奥地利，1849年3月4日颁布的宪法在1851年被废除）。1849年3月30日，普鲁士采取了以财产资格为基础的选举制度即三级选举制。这一举措同样是对资产阶级主要集团的让步，它实际上满足了许多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社会上将自己与其下阶级区分开来的愿望。三级选举制是按照纳税的水平组织起来的，正符合资产阶级的成就伦理，加强了资产阶级在议会下院中的影响，使其在议会下院中的代表人数远远超过了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以后自由派的批评和抱怨基本上针对的是议会权力的有限或模糊，而非不平等的选举制度。

对于以维护统治地位为头号目标的传统精英来说，让步只是一方面，防御性战略的另一面则是要防止资产阶级“抢班夺权”。为此，普鲁士的统治者主要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

其一，限制议会的权力。在宪政安排中，实际大权仍旧掌握在传统精英手中；议会相对于君主来说，只拥有十分有限的实质性权力。在1850年宪法中，国王掌握国家的行政、军事和外交大权，并且与议会共同行使立法权。他还有权解散议会。在立法方面，实行两院制，但其构成明显偏向于传统统治阶级和有产者阶级。根据宪法，上议院由王公贵族以及国王敕命的终身议员等组成，因此是普鲁士容克地主的代言人。下议院则由三级选举制推出的议员组成，民众的声音显然无法表达。议会所拥有的较为实质性的权力是批准政府的预算。

其二，在政治体系的实际运转即“宪政的现实”中，削弱宪政和议会权力。前面提及的格尔拉赫作为国王最重要的顾问之一，曾这样总结国王的意图：考虑到要扩大君主制度的社会基础，国王不可能也不愿意废除宪法。然而，“可以从基础层面削弱它”，使其变得“反革命”。如何从“基础层面削弱”宪法呢？比如，操纵议会选举，保证议会中“政府党”处于多数。普鲁士推崇1834年的比利时宪法，将之奉为典范，但不接受该宪法的“不相容”原则：即不允许国家官员同时担任议会议员的原则。结果，在普鲁士，大批官员进入下议院，成为议会政治中的主要力量。据估计：1848-1867年间，普鲁士下议院国家官员的平均比例为38%，最高时期是1855年的55%，最低是在1848年，也达到29%。参加议会的官员中法官最多，来自行政部门的都是高级官员，政府参议或大臣，职位较低的官员为数最少。1852年，下议院中有官员占了近一半的席位（351名议员中的175位），其中有7位大臣、57名重要官员（4位行政区政府主席、48名县长、1位警察局局长和4名检察官）。为保证参与议会的官员支持政府，议会开会期间兼任议员的官员工资照发，政府还为之提供旅费和津贴，当然前提是他们必须接受君主的政治委托——支持政府，而与政府作对将受到惩戒。此外，统治者还根据形势，不定期地号召行政官员干预地方选举。比如首相威斯特法伦（Ferdin and von West-phalen,1799-1876）为了保证“政府党”在1855年的选举中获胜，特向各省省长签发命令，并进一步向所有官员传达。要求所有官员行动起来，以极大热情参与选举（当然当选后只能站在保守派的立场上支持政府）。官员们四处出击，做宣传，拉选票，为了使保守派获得优势甚至随意合并选区，改变投票地点。

就这样，普鲁士统治阶级终于在确保传统统治阶级政治优势不受动摇的前提之下，满足了资产阶级对“议会制”的要求。普鲁士君主制度在为自己披上“宪政”面纱的同时，也确立了一个如何通过防御性战略争取主动，应对现代化进程中新挑战与新力量的典型范例。就此而言，俾斯麦并非开创者，不过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而已。

三　俾斯麦和“自上而下的白色革命”

对于普鲁士的多数自由派来说，在宪政问题上，尽管已经建立的议会制度，因为议会的权力有限尤其是内阁不对议会负责而显得有些名不副实，但这毕竟是一个新的开端，立宪的精神已经确立，普鲁士似乎已经迈上了现代宪政国家的道路。而且，在坚信未来属于他们的自由主义者看来，时间是在他们一边的，通过他们的不断努力和促进，终有一日会确立真正的自由宪政。然而，如何才能实现他们同样渴求甚至更为渴求的民族统一呢？革命期间统一所面临的困难和阻力已经清楚地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德意志的统一首先面临的是外部障碍，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外部障碍，如某一个国家的反对，而是拿破仑战争后建立起来的维也纳和平安排以及所有外部大国的反对。在设计拿破仑战后的欧洲秩序时，英、俄、奥三国一致认为，未来欧洲的和平与稳定取决于欧洲的均势，而欧洲的均势又有赖于“德意志均势”。“德意志均势”是指确保并且均衡德意志大邦（奥地利、普鲁士）、中等邦国（巴伐利亚、汉诺威、巴登、符腾堡、萨克森等）和自由城市的基本利益和安全。如何实现德意志的均势？答案是合并但不统一德意志诸邦，建立德意志邦联。如此一来，邦联“应该强大到足以抵抗来自东方或西方的所有进攻，但同时又没有强到能够攻击其邻国的程度”。为了确保维也纳和平安排不被破坏，和平的缔造者们还建立起一套均势保障机制，即针对影响欧洲整体安宁、影响欧洲均势的问题以及在不得不对维也纳和平安排确定的领土分配方案作出调整时，召开由各大国参加的或大多数重要国家参加的多边会议，以和平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和处理，由此就限制了大国单独行动的可能性。它意味着没有外部大国态度的变化和现存国际安排的松动，德意志的统一是不可能的，无论采取何种方式。1848年革命期间，当德意志同丹麦因为什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发生纷争，在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叫嚷着要将两地区完全并入德意志时，在普鲁士军队同丹麦军队开战后，英、俄这两个维也纳体系真正的维护者都立刻进行了干涉，借口是以避免爆发全面欧洲大战，危及欧洲整体和平。法国在危机中的态度同样很明确，成立不久的第二共和国政府支持丹麦，反对德国提出的建立易北河大公国的计划。

其次，又该如何来处理邦国与德意志统一的关系？应该为统一的德意志确立怎样的安排才能让各邦的统治者愿意接受统一？愿意接受普鲁士在统一德国中的领导地位？抛开各邦的统治者不谈，长期的政治分裂以及各邦国在帝国和邦联的分散框架下独立发展的长期历史，加上德意志东部和西部、南部和北部存在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教派差异，已经造就出极其强大的地方分立主义（particularism）传统和情绪，也造就出人们极其珍视的地方特性。的确，自拿破仑战争后，德意志出现了声势越来越大的民族运动。但对民族运动的社会史研究表明，民族运动的群众基础一向比较薄弱。歌德在1813年的一封信中曾说：“……这个民族真正觉醒了吗？他们知道他们想要的东西吗？……而且那些运动果真是起义吗？那些被暴力驱赶了的人，真的起义了吗？我们不是说一千或两千个受过教育的青年和男人，而是说一大批人、数百万人。”歌德所说的情况到19世纪中期甚至在德意志统一的时候并没有多少改观，民族运动主要是知识资产阶级所推动的。与知识资产阶级相比，经济资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的行为更缺少计划性和一贯性，他们中的有些人固然追求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但多数人的行动是受经济利益驱动的。而其他社会群体中，除了在地方上部分小资产阶级受早期自由主义的纲领吸引之外，真正一贯坚决支持民族运动的人是比较少见的。对于千百万民众来说，他们世代所居的邦国和邦君才是他们首要的效忠对象，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样具有德意志民族意识。以德意志中等邦国中最大的巴伐利亚来说，其地方分立主义一直到魏玛时期仍然存在，以致中央政府为如何处理和巴伐利亚的关系伤透脑筋。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普鲁士与德国的关系。梅尼克曾将这个问题称为普鲁士德意志问题，并认为这是德国实现民族统一过程中最重大的问题。如果说由普鲁士完成统一，那么普鲁士精神和德意志精神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普鲁士的权力和德意志的权力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构造？问题的核心是普鲁士是否愿意为了德意志的民族统一而放弃和牺牲普鲁士特性与传统，然而直到第二帝国崩溃为止的历史都表明，普鲁士的统治集团是不愿意放弃的。因此，梅尼克才说：“对于将非政治性的德意志文化民族提升到德意志国家民族这一使命而言，普鲁士既是一种手段，也是它的障碍。”

最后，统一德国的政权源于人民还是来自君主。1848年革命之前，德意志自由主义者一致认为，德意志的统一应该遵循赋予人民（当然，对于多数自由派来说，人民的真实含义是他们所理解的公民）主权的方式建立起来。革命期间，他们也进行过统一的具体尝试，法兰克福议会中的多数倾向于“小德意志”方案，派出代表团将皇冠送交普王。没曾想，普王却拒绝接受“带有革命臭味”的皇冠，照他的说法，只有他和德意志的其他王侯才能决定谁戴上德意志的皇冠。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ederick William IV）在原则上其实并不反对德意志统一，同样也不反对由普鲁士领导实现统一，但在深信正统主义的普王眼中，他只能接受德意志邦国的统治者们而非贱民们授予的皇冠。更何况，按照法兰克福议会的方案，普鲁士将不复存在。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将这一问题和德意志各地以邦国王朝为基础的忠诚联系在一起来看的话，德国的统一只有在以邦国统治者联合的基础上才有实现的较大把握。正如俾斯麦后来指出的：“为了使德意志爱国主义有活力和有效用，通常需要以对王朝的忠诚为媒介，这种爱国主义不依赖于这种忠诚也可以促进，虽然理论上在议会、报刊和集会上每天都在这样讲，但实际上是罕见的：实际上德国人需要一个他所归心的王朝，或者说需要一种能激起他愤怒、激励他行动的刺激。……一个人作为普鲁士人、汉诺威人、符腾堡人、巴伐利亚人、黑森人比作为德意志人以更早地证实了他的爱国主义；在下层等级和议会党团中，要改变这种情况，还需要漫长岁月。人们不能说汉诺威王朝、黑森王朝或其他的王朝都特别致力争取自己臣民的善意，但是臣民的德意志爱国主义，本质上仍然取决于对他们自称为其臣民的那个王朝的忠诚。……如果设想出现这种状况：各个德意志王朝骤然全部消失，那么在欧洲政治动乱的情况下，德意志民族情感不可能在国际法的意义上把全部德国人联合起来，……如果各邦君主共同意识中的结合纽带丧失的话，那么德国人就会成为结合得更为牢固的民族的虏获物。”俾斯麦的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指出了自下而上统一的不现实及其危险，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必然会带来邦国内部和整个德意志的动荡与内乱，而这反过来只会吸引外部势力的干预。

外部大国对德国统一的态度、邦国与统一德国的关系、统一德国的政权源于人民还是来自君主再加上大小德意志方案问题，所有这一切似乎构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戈尔迪之结”，至少自由派自己无法解开，多数自由派事实上已经失去了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统一的信心。革命之后，自由派仍然继续鼓吹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德意志。在历史学界甚至出现了一个由史学家达尔曼、德罗伊森、聚贝尔和特赖奇克等人组成的“普鲁士学派”，他们鼓吹德意志的统一注定是要由普鲁士来完成的。自由主义者在1859年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德意志民族协会”（Deutsche Nationalverein），重新提出全国人民政权统一的口号。经过1848年革命的经验，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没有统一的民族安全，自由就不能存在。没有统一的社会公共生活和承担更大责任的大国家组织，自由也就不能摆脱邦国化结构阴影下的地方分裂化和各邦兵营化的存在。”为了实现统一，现在他们甚至愿意牺牲自由。海伊姆（Rudolf Haym）写道：“如果能够增强力量，提高国际威望，一个民族是愿意牺牲某些内部自由的。”同时，一些自由派还开始将希望寄托在能够出现一个“恺撒式的政治强人”打破“戈尔迪之结”。与特赖奇克等人立场接近的历史学家蒙森（Theodor Mommsen）也有同样的愿望，作为罗马史家，他认为恺撒是最完美的政治家，是德意志人在1848年后一直渴求的理想政治家，“热情而又冷静，不受所有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从而能够无情地、明智地实现时代的趋势”。

1862年，自由主义者盼望已久的“恺撒式政治强人”——俾斯麦——成为普鲁士首相。只不过他将以他自己选择的方式和时机实现统一，用他在回忆录中的话说：“德意志诸邦相互关系间的戈尔迪之结不能用脉脉含情的二元办法解开，只有用军刀斩开；关键就在于争取普鲁士国王（不论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从而也争取普鲁士军队来为民族事业服务，而不管人们是从普鲁士观点出发把普鲁士的领导地位视为主要问题，亦或从民族观点出发把德国的统一视为主要问题。两个目的是互相契合的。”

俾斯麦为何能够“用军刀斩开”“格尔迪之结”呢？俾斯麦的外交手腕、普鲁士实力的强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熟知的因素。除了这些因素之外，我们想特别强调两方面的原因。

一、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国际关系的巨大变动为德意志统一提供了基本的外部条件。

进入19世纪50年代以后，相对于之前几十年间欧洲的和平与稳定，欧洲进入了近20年之久的混乱时期，接连爆发了四场大国之间的战争：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1859年法国和奥地利因为意大利统一而在战场上对决、1866年的普奥战争和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

开始于克里米亚战争的欧洲乱局暂时中断了“欧洲协调”的精神，使得大国单独行动改变维也纳安排成为可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俾斯麦才有了实现“小德意志方案”的国际空间。从1815年以来，英俄一直是维也纳安排最重要和最坚决的捍卫者，尽管英国对于“神圣同盟”干预他国内政的做法始终有所保留。不过，在一旦出现变更维也纳安排、危及欧洲整体均势和大国间和平的情况下，英国在遵循“欧洲协调”精神、推动大国合作解决问题方面仍然是非常积极的，英国积极推动了1831年比利时问题、1831年希腊问题、1840年土耳其和埃及关系问题、1841年黑海海峡的地位问题以及第一次什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危机的解决。俄国在1848年革命期间充当“欧洲宪兵”绝对不能理解为纯粹出于反动的动机，同样也是出于维护维也纳安排和欧洲均势的考虑。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混乱期间，英俄双方合作维持现状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比较小的。对于俄国来说，维护维也纳安排的基本立场与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它的另一大目标相矛盾，就是要寻求拿破仑三世和俾斯麦的帮助以报复奥地利并修订1856年的安排；而且，俄罗斯还倾向于认为，如果欧洲中西部出现动荡的话，它就可能趁其他强国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动荡上之机会，削弱奥地利并在近东谋取进一步的利益。

同样重要的是英俄对于德意志统一影响的认识。无论对于英国还是对于俄国来说，他们并不认为俾斯麦对德国的统一是对欧洲大陆均势的威胁，恰恰相反，英俄都相信德国遵循“小德意志方案”的统一（还包括意大利统一）正是对欧洲均势的加强。英俄之所以会认为德国统一加强了大陆均势，主要归功于拿破仑三世。对于德国的统一而言，这位法国皇帝的“贡献”极大。拿破仑三世的所作所为使得各大国特别是英国把法国看成是搅乱国际体系的最大潜在祸害：拿破仑三世往往以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代言人自居，支持欧洲的民族运动；时不时提出对比利时和卢森堡的领土要求；1859年同奥地利在意大利开战（这让英国媒体惊呼，又一个拿破仑的征服开始了）；而且这个皇帝还特别喜欢干涉世界事务，1860年远征叙利亚；1863-1867年趁着美国内战又冒险出兵占领墨西哥。拿破仑三世的活动让英国人疑惑万分，不知道拿破仑三世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因此难免会怀疑他要做另一个拿破仑。更何况维也纳会议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欧洲各国政治家普遍高估了法国的实力，因此他们对于法国和意大利事务的关注远超过对德意志的关注。他们认为，与拿破仑三世的法国相比，俾斯麦的普鲁士显然要弱得多。所以，帕麦斯顿在1866年才会这样说，如果普法开战而普鲁士又取胜的话，那么就太好了，因为与法国相比，普鲁士是弱小的一方。俄罗斯几乎抱有同样的认识，认为一个更为强大的普鲁士将能够更好地制约奥地利和法国。所以，普鲁士击败奥地利和法国并没有威胁欧洲的均势，反而使得欧洲的均势更加稳固了。

二、俾斯麦从自由派手中夺过民族主义事业的大旗，先行一步地顺应看来已经势不可挡的民族主义潮流，以实现扩大霍亨佐伦王室和普鲁士国家权力之目的。

19世纪中期以前，欧洲大陆的保守派无不视民族主义为最大祸患，民族主义就等同于自由主义、民主和革命。普鲁士保守派同样如此。那个时代普鲁士保守派的政治思想，是由他们强烈的普鲁士爱国主义和厌恶德意志自由派的民族主义所塑造的。作为君主正统原则的捍卫者，普鲁士保守派的思想既是普世主义的，又是分立主义的。说其是普世主义的，因为他们坚守中东欧的贵族君主秩序，不承认民族或族裔分野的政治意义；其分立主义则表现为忠于传统的王朝和国家，即霍亨佐伦王朝和普鲁士国家。他们强烈反对议会制，因为资产阶级通过议会制将威胁他们的统治地位，危及传统王朝和国家的存在。如果普鲁士保守派拥有德意志爱国情感的话，那么他们所爱的也只是传统的德意志，即分成无数邦国，由那些符合君主正统原则的统治者统治，并且通过哈布斯堡王朝连接在一起的德意志。

作为保守派的俾斯麦原本有着同样的认识，众所周知，他在1848年革命期间曾激烈反对民族统一运动。19世纪50年代，他担任普鲁士驻邦联议会代表，期间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与许多保守派一样，俾斯麦始终是忠于普鲁士王室和国家的，在1848年革命后普鲁士与奥地利日趋激烈的争夺德意志事务主导权的斗争中，他希望为普鲁士争取在德意志内部的更大发言权。在同奥地利的斗争中，普鲁士必须寻求支持。最初，俾斯麦希望能得到欧洲大国特别是法国和俄国的支持，但到1858年，他已经得出结论，德意志民族主义才是最令人满意的合作伙伴。在许多自由派已经降低对普鲁士自由化要求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把同自由派的联盟当作同俄国或法国结盟对抗奥地利的替代性选择。因此，一年后，他就开始同自由派刚刚建立的德意志民族联盟商讨合作计划。俾斯麦认为，民族主义这股力量是完全可以被用来为普鲁士国家服务的。就近期目标来说，如果不能通过和平手段扩展普鲁士国家权力，不得不同奥地利开战的话，德意志民族主义可以被用来证明对奥战争的正当性，提供获胜所需要的道德热情；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民族主义也可以为对奥战后建立的新国家的巩固提供凝聚力。既然有这样的好处，既然可以利用民族主义来促进普鲁士的事业，为什么不用呢？俾斯麦的“现实政治”的确体现了自由派渴求的“政治强人”的素质。

1862年俾斯麦成为首相时，利用民族主义并且将普鲁士君主制与民族主义画上等号，还有着应付普鲁士国内危机的考虑，即解决“宪法冲突”。“宪法冲突”起因是政府和自由派占多数的普鲁士议会下院在军事改革计划上的分歧。

1858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病重，普鲁士亲王威廉登位为摄政王，开启了一个相对开放的时代。政府不再动用行政力量干预选举，结果在1859年的选举中，自由主义者赢得多数席位。

1860年，摄政王威廉（1861年老王去世后正式登基为威廉一世，William I,1864-1888,1871年为德意志皇帝）和陆军大臣罗恩（Albertvon Roon）提出了一个军事改革计划。计划减少后备军和取消后备军的独立性（把后备军军官团纳入正规军军官团），加强正规军力量，兵役从两年改为三年。自由派占多数的下院接受了大部分建议，但要求保持后备军的独立性和两年兵役制，因此反对改革预算。罗恩只好暂时收回法案，但建议议会临时拨款作军费，为期一年。议会答应了罗恩的请求，在1860年和1861年，先后两次通过临时拨款法案。部分激进的自由派对此不满，因此退出“德意志民族协会”，另组德意志进步党。进步党对军事改革问题的立场比较强硬，要求全面实现宪法给予议会的权力。1861年12月，进步党在选举中大胜，取得超过100个席位，民族协会取得95席，莱茵地区自由主义者集团占50席，保守派只占15席。1862年3月，政府再次向议会提出同一改革方案，议会仍然拒绝接受。由于出现僵局，国王宣布解散议会，重新进行选举。5月的新一轮选举，自由主义者再次大获全胜。下议院325个席位中，自由主义者占285席，其中进步党占135席，莱茵地区自由主义者集团占96席，民族协会占54席，保守派跌至10席。1862年9月，下议院再次拒绝改革方案的军费预算案。面对议会的强硬立场，大部分内阁成员建议国王让步。但威廉一世拒绝向议会低头，他召见王储，提出退位，却遭王储拒绝。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罗恩推荐其好友俾斯麦来应付危机。

关于军事改革的争议实际上包含了是建立国王的军队还是国家军队的斗争。威廉一世和罗恩改革计划的目的固然主要出于加强普鲁士军力的考虑，但同时也蕴涵着加强对军队控制的因素。对于摄政王威廉和罗恩来说，后备军的忠诚是很值得怀疑的；而增加服役期限，也是为了培养更为忠顺的臣民。后备军设立于19世纪初的改革时期，它体现了德国自由派全民皆兵的理想；而且和正规军军官团不同，后备军军官中资产阶级子弟较多，他们在1848年革命期间的表现表明，他们对君主制度的忠诚远远不如正规军军官团。因此，取消后备军的独立性也是对资产阶级力量和影响的打击，这才引发了许多自由派的强烈反应。

在俾斯麦担任首相时，普鲁士君主制度已经被自由派逼到了绝境，随普鲁士工业化进展而实力大增的资产阶级大有把容克从统治地位上赶下来、取而代之的架势。为了避免这种命运，俾斯麦需要一种能够将民众同君主统治联系到一起的手段。为此，他极具“革命性地”以进为退、以攻为守，采取了两大先发制人的举措。

其一，主动推进民族统一，从自由派手中成功地夺取了民族事业的大旗。

1862年9月，俾斯麦在下院财政预算委员会发表了著名的“铁血演说”，说普鲁士在德意志的地位将不取决于自由主义，而取决于权力；德国的统一只能通过铁与血来解决。他认为自己是在为自由派提供解决民族问题的现实办法，但大多数自由派并不信任他，继续拒绝通过预算。俾斯麦干脆下令解散议会，以普鲁士宪法第109条（“紧急情况之下，政府可继续管理财政”），即所谓的“宪法漏洞”理论，为军队改革提供资金；并采取一系列高压政策，限制新闻及言论自由，试图影响议会选举。他的目的不是要摧毁自由主义，而是要迫使自由主义与他合作。为此，他高举德意志统一的旗帜进行了1864年和1866年的战争。在对奥战争获得大胜后，自由派已经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进退两难。当时，多数保守派期望国王不要与自由派进行任何妥协，但俾斯麦成功地说服了威廉一世，应该给自由派提供一个台阶，最终解决宪法冲突。这个台阶就是所谓的“豁免法案”（Indemnity Bill），法案承认政府在“宪法冲突”期间理论上侵犯了议会的预算权利，但同时要求议会追认自1862年以来政府在未获议会批准之下动用国家经费来支付的军事开支，作为对议会的补偿，政府愿意提交一笔赔款。在俾斯麦看来，这样做可以为自由派保留脸面，也可以期望自由派将积极支持政府。在议会下院就“豁免法案”进行表决时，大部分自由派议员接受了俾斯麦伸过来的橄榄枝，他们和普鲁士以外诸邦赞成“小德意志方案”的北德自由派另建民族自由党，反对派仍然留在进步党之中。德意志自由主义自1848年革命期间、1861年因临时拨款法案出现两次重大分裂之后，出现了第三次分裂。此后，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俾斯麦放弃民族自由党之前，该党一直是俾斯麦政策的积极支持者。

俾斯麦以其对时代潮流的洞察力，以其才智和手段，使自由主义者全无反击之力，在接下来的统一过程中只能起到为俾斯麦摇旗呐喊的作用。宪法冲突是德意志政治现代化过程的又一个转折点，冲突最终以有利于俾斯麦的方式解决，象征着自由主义者在德意志政治现代化的领导地位的终结，也表示德意志走上西欧政治现代化道路的机会十分渺茫。

其二，为保证普鲁士君主和容克在统一后德国的“共治”，俾斯麦一手为统一德国精心设计了一套复杂的宪制。按照俾斯麦的精心设计，帝国的政治架构极其复杂，同时包含了君主制、联邦制和民主制的要素。

首先，从形式上说，帝国是原德意志邦国王侯统治者的联盟，1871年的帝国宪法实际上是王侯之间签定的条约：“普鲁士国王陛下以北德意志联邦的名义，与巴伐利亚国王陛下，符腾堡国王陛下，巴登大公爵殿下，黑森大公爵殿下……缔结永久之联邦，保护联邦的领土和权利，照看德意志人民的福祉。”（1871年宪法前言）在实质上，按照宪法的规定，皇帝享有极大的权力，他掌管外交和军队，有十分广泛且重要的行政权力（任命帝国首相和所有的帝国官员；有权签署和公布帝国法律并监督法律的执行；有权在国内失序时宣布战争状态；在紧急状态时，有权以联邦的名义对不服从的邦国采取行动，包括剥夺其领土及其主君的主权；皇帝有权召集、召开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以及使议会延期和结束），有权解释宪法。同时，皇帝作为普鲁士国王，根据1850年的普鲁士宪法还掌握着普鲁士的大权。帝国没有内阁。由普鲁士首相出任的帝国首相是全帝国唯一的大臣，主持帝国政府（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也设立了多个帝国行政机构，包括陆军、海军、外交事务、关税、邮电以及后来的殖民地事务）。由于帝国首相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因而他只对皇帝而非议会负责。

其次，作为对邦国分立主义问题的解决办法以及对通过谈判加入帝国的南德三邦的让步，帝国采取了联邦制。帝国首脑的称号之所以选择“德意志皇帝”而非威廉一世一直坚持的“德国皇帝”，因为后者“包含对非普鲁士地区行使君主权力”之意，遭到巴伐利亚国王和符腾堡国王的反对，“德意志皇帝”则体现了“皇帝在原则上不享受高于各国王的优先地位”。帝国的组织形式也表明了其联邦性质。根据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宪法，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缔结为一个永久的联邦”，由25个邦和帝国直辖区阿尔萨斯洛林组成。按照联邦国家立法机构的模式，帝国建立了两院制的议会：联邦议会作为上议院，代表各邦；作为下议院的帝国议会则是全体人民的代表。然而，联邦议会的成员是由各邦君主任命的，代表的是君主。帝国的主权实际上就掌握在25个邦的代表即22个诸侯和3个自由市的手中。因为根据宪法，由他们派出的58名全权代表（代表多为保守的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组成的联邦议会是最高的权力机构，享有立法权。任何未经联邦议会同意的法律一概无效；它还有权否决帝国议会通过的议案。而联邦议会中的议席分配则确保了联邦主义原则的贯彻。根据宪法，在联邦议会的58个议席中，普鲁士拥有17席。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普鲁士有能力（14票足以否决议案）否决任何意欲修改宪法的议案，但其他中小邦也可以联合起来以多数票制服普鲁士，确保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甚至只要巴伐利亚（6票）、萨克森（4票）和符腾堡（4票）联合起来就可以否决对他们不利的议案。更为重要的是，各邦还保留了大量体现国家主权性质的权利。实际上，在影响公民日常生活及其经济福利和保障的所有问题上，各邦拥有司法权；教育、医疗卫生、警察和公民自由等领域均由各邦政府管理，联邦政府通过的大多数法律也由各邦政府执行；各邦政府还拥有财政特权，只有它们可以征收直接税。各邦拥有的权力并不相同。所有南德邦国免收啤酒和烈酒税，巴伐利亚和符腾堡保留自己的铁路、邮政和电报系统；符腾堡管理自己军队的事务，有权任命大多数军官，只有在战时成为普鲁士军队的一部分；在和平时期，巴伐利亚完全控制自己的军队，拥有独立的国防部和总参谋部，保留独立的外交代表权利。普鲁士的权力更大，几乎垄断了军事力量，在联邦议会中拥有最多的席位。

最后，帝国议会的选举将采取成年男性普选制，此举使德意志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较早给予广大民众以选举权的国家，但俾斯麦的目的并非推进民主和让权。一方面，议会的权力有限。帝国议会虽然是按照普遍的、直接的、秘密的选举制选出的，但它不能组成代议制的政府，不能自行通过任何一项对政府不利的法案，因为一切法律和其他决议都必须取得联邦议会和皇帝的同意方能生效。帝国议会对政府也没有任何行政的监督权，唯一能对政府起压力作用的就是批准预算。而且，与1848年法兰克福议会制定的宪法、1919年魏玛宪法和二战后联邦德国的基本法相比，第二帝国的宪法中没有任何保证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显然，民主只是徒有其表，第二帝国的政治体制仍是威权主义的或半专制的，德国不过是个披着民主外衣的君主制国家。不过民主尽管是外衣，却也不能完全忽视它的作用。虽然德国的议会制度不同于西欧国家，内阁不向议会负责，但政府同样要依靠议会来保证其行为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这意味着必须保证议会中存在着支持政府政策的多数，意味着要掌握议会选举和运作的技巧，简言之，要能够操纵议会政治。此外，它至少在形式上满足了多数资产阶级自由派对议会制的部分要求。另一方面，采用普选制意在绕过资产阶级自由派，使君主制度与大众直接发生联系，在君主与其臣民之间建立起跨越阶级分界的纽带；同时，俾斯麦也认为这将限制自由派的力量，因为广大底层民众支持自由派的可能性不大，尤其是农民仍然是忠于君主的，普选将加强保守主义的影响。对于俾斯麦以民族旗号对奥开战，在帝国议会选举中实行成年男性普选制，并且和民族自由党合作，普鲁士的多数保守派是极为不满的。然而，在俾斯麦看来，在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如果还想继续维持君主制度、保证容克的传统统治地位的话，保守派必须不断自我更新，从新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中获得支持。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民主，只要能够有助于容克社会政治地位和君主专制权力的保持，只要能够有利于证明君主专制权力的正当性，都是应该且必须予以采用的手段。

有学者曾评论说，由俾斯麦一手奠定的帝国宪制极为“粗拙”，“就好像一种奔向现代的、统一的宪制国家的发展在半途中突然刹车不动了”。第二帝国的宪制固然复杂、粗拙甚至怪异，但设计者的意图从中表现得异常明确：俾斯麦意在通过一系列交错的制衡——联邦政府在普鲁士支持下制衡南德各邦的分立主义、普鲁士制衡联邦政府（以免受帝国议会约束的联邦政府走向自由主义和民主）、以普选制制约自由主义——以保证普鲁士在新民族国家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容克地主在普鲁士-德国社会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俾斯麦对防御性战略的运用已入化境。


第三节　防御性现代化的结果

德意志在1871年实现政治统一之后，迎来了一个社会经济大变化的时期。尽管德国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经历了1873-1896年间漫长的萧条，但在这一时期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德国在短短几十年间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确立了一个现代的工业经济和社会结构。伴随着异常迅猛的社会经济变迁，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相比统一之前有了跃升式的增强。然而另一方面，在俾斯麦确立的半专制体制下，通过吸纳部分资产阶级新精英，传统权势精英集团——容克贵族、军队和君主——仍然得以维持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将德国变成一个工业国家和大众社会的时候，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导致或加剧了极其严重的内部紧张、分裂和冲突；与此同时，第二帝国时期所面临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环境也越发糟糕，19世纪70-9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史无前例的全球性经济大萧条和一战之前几十年当中愈演愈烈的帝国主义竞争，严重制约着德国的内外政策。到世纪之交时，倍感威胁的新旧精英集团合力推动了冒险性的对外政策。

一　现代化的不协调和防御性战略的困境

开始于19世纪30年代中期的德意志工业化到1850-1870年间进入了“起飞”的阶段。铁路建设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铁路网从1850年的5856公里增加到1870年的18876公里。1850-1870年，德意志关税同盟区的净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从73亿马克上升到142亿马克。尽管有地区性的差别，但关税同盟区域的经济结构现代化了。农业在投资中所占的份额由19世纪20年代的66%下降到60年代的25%，工业与交通的投资份额上升到40%。农业占就业人数的份额出现下降，工业、商业、交通、服务业中的就业人数则相应上升。它们之间的比重，1850年农业为60%，工业与商业为25%，交通、服务业为15%；在1871年则为51%、28%、21%。在净国内生产总值中，各部门份额也发生了变化：在1850年，农业占47%，工业和手工业占21%；而在1870年则分别为40%、28%。德意志走上了通往现代工业国家的道路。在此基础上，1870年代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不仅使德意志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而且到一战爆发之前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表一 欧洲各大国人口，1850-1910（单位：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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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德国的人口经历了迅速的增长，人口分布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帝国建立时，约有4100万人口，到1910年，帝国的人口已增至6500万，在欧洲仅次于俄国（见表一）。在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着第二次工业化的开始，德国出现了迅速的城市化和国内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城市化在1871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但帝国建立之后德国城市化的速度大大地加快了。1871年时，德国境内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只占全德人口的36.1%，到1910年已达60.1%。大城市（超过10万居民）的人口增长速度最快，其占总人口的比重在同一时段从4.8%增加到21.3%。当然，1914以前，仍然有2100万人生活在农村，1/4的城市人口生活在2000-2万居民之间的各省小镇中。城市人口的增长部分在于出生率高、寿命的延长以及新生儿死亡率的下降，但更多地来自国内农村地区的移民。许多进入城市的人主要是短途迁移，但也存在远距离迁移的现象，尤其是普鲁士东部省份农业地区的许多人千里迢迢来到西部的莱茵鲁尔地区。西部地区也因此成为人口最稠密的地区。1871年，西里西亚还是普鲁士人口最稠密的省份，到1910年，莱茵省取而代之；威斯特伐利亚的人口在1871年还少于东普鲁士的人口，可是到1910年其人口已为后者的两倍。

德国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19世纪80年代，农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仍然高达35%-40%，仍是最大的经济部门，而工业的比例在30%-35%之间。一战之前，工业取代农业成为最大的经济部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上升到45%，商业和服务业紧随其后为30%，农业的比例下降到25%。这说明农业的发展已经遇到了结构性的障碍，从长期来说越来越落后于工业和第三产业。1870-1871年帝国建立时，工业部门的年均增长率为4.5%，1873-1896年间的萧条期间下降到3%，萧条结束到一战前又回复到4.5%。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德国的增长也极为迅速。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年均煤产量为4700万吨，到1913年增长了4倍，达1.91亿吨。1870-1874年间，年均生铁产量为160万吨，1910-1913年间上升到1480万吨。到1914年，德国的钢产量达1400万吨，超过了欧洲的第一工业大国英国（英国当年钢产量为650万吨）。同时，更能够反映德国工业经济力量和科技实力的是，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兴产业——化学和电气工程——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就经济总量来说，德国在一次大战爆发前已经超过英国。根据经济史学家估计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表二），我们可以推算出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到1910年已超过英国，居欧洲首位（见表三）。

表二 19世纪欧洲主要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估计数（1970年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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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1870-1910年间英德法国民生产总值（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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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最主要的经济指标来看，德国正变得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强大。然而，在第二帝国威权主义或半专制的政治体制中，传统精英集团仍然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如前所述，在俾斯麦为德国一手打造的体制中，君主被赋予了极大权力。君主制度最坚定的支持者贵族尤其是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则通过对高级官僚职位、军官团和普鲁士政府的控制以及与君主的密切关系仍然掌握大权，在政治上拥有主导性的影响。毫无疑问，在当时包括英法在内的欧洲多数国家中，贵族精英都仍然拥有极大的政治权力和影响（尤其是在外交和政府高层），但至少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英法相比，德国贵族的权力要大得多；尤其在最要害的权力机构——军队中，贵族在德国要比在英法更具主导性（见表四）。

表四 欧洲三国军官团贵族出身军官对比，1820-1939（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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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是，在一个迅速变革的社会中，传统精英怎么才能维护其主导地位？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造就新的、更有力的社会阶级，他们有组织、有力量要求与传统精英分享政治权力，以维持传统精英统治地位为核心要旨的政治体系，能否应对德国尤其迅猛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与冲击呢？防御性战略还有多大的空间？传统精英及其代表在主动推进经济现代化、先行一步地采用普选制之后，还能在什么领域中采取进一步的举措呢？即使仍存在空间，防御性战略是否还能奏效？

所有这些问题合起来汇聚为德国统一之后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即民族整合。因为1871年帝国的建立不过是民族外在统一的实现，接下来的头号问题就是如何实现民族的内在统一，如何使普鲁士人、巴伐利亚人、符腾堡人、日渐壮大的工人阶级、北德的新教徒和西部、南部的天主教徒成为德国人，如何使德意志人变成德国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比外在统一更困难也将耗费更多时间与努力的大工程。正如法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梅斯特尔在1815年指出的：“在地图上统一一个民族并不难，但在现实当中，那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长期的分裂和部分以此为基础的地方多样性是一个巨大的障碍，新德国在帝国境内居民自我认同的结构中并不居于中心地位，这也意味着新帝国的合法性还没有得到普遍接受。大多数人并不以德国人自居，他们仍然充满了地域自豪感和爱邦主义，称自己为巴伐利亚人、普鲁士人、巴登人、萨克森人；在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港口地区，那里的人们仍称自己为汉撒人（意指中世纪后期和现代早期的汉撒联盟）。“这些自我认同的隐含之意显然是要把自己同泛泛意义上的德意志民族、俾斯麦和柏林区分开来。即使是俾斯麦以及他一手扶植的德意志皇帝，都更愿意称自己为普鲁士人，甚至是历史更悠久的勃兰登堡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德意志各地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大概来说，西部和南部的城市化、工业化水平要比东部高，这些地区受自由主义的影响更大，宪政的确立更早。普鲁士在许多非普鲁士邦国的民众眼中，是由容克地主统治的一个军国主义的、野蛮的邦国。因此，在德国统一过程中，许多邦国的普通民众并不那么愿意接受一个新德国，尤其对于由普鲁士主导的新德国充满了抵触情绪。以萨克森这个工业发达的中德邦国来说，1866年普奥战争后被并入北德意志联邦对普通民众形成了强烈的心理和政治冲击，和德意志尤其是西部和南部德意志的许多邦国民众一样，多数萨克森人认为，普鲁士虽然是大邦，但政治上是落后的，又有强烈的军国主义倾向。在他们看来，他们自己的邦国虽小，但很早就确立了宪政，税收很低，国王和人民的关系融洽。因此，在第一次帝国议会选举中，亲普鲁士的民族自由党在萨克森惨败。除了地域自豪感和爱邦情绪之外，现代早期的宗教改革还留下了一个宗教分裂的德意志：新教徒占总人口的62%左右，主要分布于德意志北部；主要分布于南德和莱茵河地区的天主教徒虽然是少数，但也占总人口的36%左右，其绝对数量相当庞大。

其次，如果说地方性是历史遗留问题的话，迅速的工业化则带来了异常严重的社会分裂、紧张和冲突。当然，这是欧洲许多国家都经历的普遍问题，英、法同样存在着相当严格的社会与经济分野，贫富差距非常大，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传统社会构造产生了强大的压力，导致了各种不满现状的群体的出现。虽然难以精确地确定哪一个国家的社会冲突更加激烈，但大致来说，德国的情况更严峻。德国工业化起步较迟，进程却更为迅速，比英、法等国在更为短暂的时间内实现（德国在19世纪最后30年终实现了英国用大约100多年才实现的事情），具有某种“压缩型现代化”的特点。因此它引起的社会和阶级变迁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更为急剧和剧烈。在所有的社会冲突中，劳工问题尤为突出。如何对待人数不断壮大、组织和力量不断得到发展的产业工人群体呢？应不应该满足他们的要求？应该满足哪些要求以及如何满足？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将这些处于社会底层却又是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人纳入到现存体系中来？

帝国建立之后形成的政党体系正反映了德国社会内部不同的经济、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分歧。和英、美相比，第二帝国时期的德国始终存在着数量较多的政党，包括德国保守党、自由保守党、民族自由党、左翼自由派、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除了中央党之外的每一个政党都对应特殊的阶级和地位群体。

德国保守党和自由保守党是两个主要的保守派政党。前者在普鲁士乡村拥有极强势力，代表着大庄园主（尤其是易北河以东容克地主）的利益。该党宣称要捍卫老普鲁士的传统与精神，反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邪恶”，反对议会民主制度和工人运动。在俾斯麦放弃与民族自由党的联盟之前，保守党对于俾斯麦一向不满。自由保守党主要依靠两类人群的支持，一是具有农业背景但不反对工业化的人群，另一类是重工业界的保守派（基于各种理由不接受民族自由党的工商业界人士）。该党在全国选举中的名称叫“帝国党”，俾斯麦时期该党一向无条件支持俾斯麦的政策。他们主张立宪，但反对议会化。

民族自由党是自由主义的右翼，主要是知识资产阶级和大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该党和左翼自由派一样，将帝国的创建看作是自由主义的民族国家思想的胜利，主张经济自由。但和左翼自由派主张宪政改革、推进议会化不同，民族自由党拥护现存体制，算得上是“政府党”。在19世纪70年代末俾斯麦放弃他们之前，民族自由党在议会中一直保持与俾斯麦的密切合作。民族自由党是德国所有政党中民族主义情绪最为强烈的一个党，对他们来说，实现民族的强权国家和实现自由主义的、民族的法制国家同样重要，因此他们始终赞成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推行殖民政策、推动帝国主义的海外扩张和增加军备。

帝国建立后，左翼自由派一直因为个人之间的敌对和策略上不同的考虑分裂为好几个小党，直到1910年合并为进步人民党。左翼自由派主要依靠改革派知识分子、学术界人士、自由职业者和手工业者的支持。左翼自由派主张在国内实现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前者意味着要赋予帝国议会以实质性权力，建立英国式的议会君主制；后者则使他们反对一切可能导致国家权力扩大和政府介入经济的措施，如保护关税和国家的社会政策等。

社会民主党是代表德国工人阶级的政党，1875年在哥达会议上由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合并而成。根据1872年通过的《哥达纲领》，该党要求建立由国家资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在所有选举中实行普遍平等的选举制（针对的是德意志各邦尤其是普鲁士议会以及各地城市议会仍然奉行的有限选举制）、实行无偿的义务教育和实施正常的工作日制度。随着德国工人数量的不断扩大以及德国政府和社会其他阶层对工人的敌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不断加强，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也不断上升。到1912年的帝国议会大选时，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德国第一大党。如果不是帝国的选区划分导致得票数和获得议席数不符，从而对社会民主党极其不利的话（对保守党和中央党有利），单纯从得票数看，社民党早在1890年就已经是第一大党了。

中央党是唯一无法放入上述政治光谱的政党，它主要不是以社会经济利益而是以教派为基础的政党，是天主教徒在政治上的代表。因此，它可以获得各种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的支持，不管是鲁尔区的工人、巴伐利亚的农民、科隆的商人还是西里西亚的庄园主。因此，中央党的议会席位长期稳定在100个左右。

表五 1871-1912年帝国议会选举结果（占总得票数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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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1871-1912年帝国议会议席的分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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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社会出现的分裂和紧张？如何应对在政治上已经组织起来的社会群体的大不相同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要求？如何实现德国的内部整合？最重要的是，如何使民众基础显然还很脆弱的新帝国具有合法性？又该如何确保披着宪政和民主外衣的君主制度？防御性战略还是否可行？

俾斯麦采取了三大举措，一是打压（操纵议会政治），二是“帝国重建”，三是以攻为守。

打压是指实施“帝国敌人”（Reichsfeinde）政策，将德国社会中的某些群体妖魔化，说他们是颠覆性的和危险的，是帝国的敌人。帝国建立之后，俾斯麦在不同的阶段，抽选不同的政敌，以“帝国敌人”的帽子压在他们头上，并鼓动舆论及透过立法攻击他们。天主教徒和社会民主党先后遭此厄运。1871-1878年间，因为怀疑南德地区及天主教会对帝国的忠诚，俾斯麦利用国家机器在民族自由党的积极推动和大力配合下，宣布天主教会为“帝国敌人”，是法国和罗马教廷的党徒，中央党是世界性的神甫党，对天主教发动了所谓的“文化战争”。1878年又因为恐惧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操纵帝国议会通过了镇压社会民主党的“反社会主义非常法”，直到1890年俾斯麦下台后才废除该法。按照有些学者的分析，这种打压政策实际上是一种通过“消极整合”（negativeintegration）来弥合帝国内部社会与政治分歧的做法。一方面可以迫使那些被扣上“帝国敌人”帽子的团体无法立足，使人们远离这些团体；另一方面在打击“帝国敌人”的过程中，挑起“帝国敌人”和忠于帝国者——比如民族自由党等——之间的争斗，从而保证帝国议会中不会出现一个对自己和君主制度形成挑战的有效政治联盟，自己坐山观虎斗，形势需要时再出来收拾局面。

对于俾斯麦这位经典政治现实主义的大师来说，政治是一种基于参与者权力与利益之上的、建立临时联盟的行为，这些参与者既包括国家，也包括国家内部的社会团体。在战术层面，他总是试图在任何国际或国内政治格局中都占据核心位置，可以保持同许多行为者的任何一个结成同盟的选择，同时限制其对手之间相互结盟的可能性。这一现实政治意味着俾斯麦在需要时可以同任何一支力量结盟，也可能打击任何一支力量。同时也意味着，在俾斯麦眼中，国内国际始终是一盘棋，除他以外的所有力量或因素都是棋子，他要做的就是去排兵布阵，使棋子形成最有利于他的组合。因此，在确立帝国宪法时，对于建立以普选制的议会，俾斯麦不像大多数普鲁士保守派那样一味顽固地反对，因为完全可以用这一民主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事实也证明，很少有哪个政治家能像他那样如此娴熟地操纵议会政治。经过“文化战争”，民族自由党和中央党已经势不两立（文化战争有效地扼杀了在德国建立跨教派资产阶级政党的任何可能性）；经过“非常法”，民族自由党和工人运动之间同样再也无法建立密切的合作。如果说传统的地区、教派、社会和意识形态分歧等因素使得德国不可能形成英美那样的两三个大党的话，那么俾斯麦的打压和操纵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每一个政治群体处于近乎孤立的地位，稳固的政党间联盟尤其是那种改革派联盟始终难以形成。

第二项大举措是“帝国重建”。所谓的“帝国重建”是指1878-1879年间俾斯麦在经济政治政策的重大变化：针对谷物、钢铁和其他工业产品的保护性关税取代了自由贸易；查禁社会民主党；俾斯麦结束对天主教的文化战争，放弃同民族自由党的联盟转而同两个保守党派以及天主教中央党结盟。由于这一系列政策调整及其确立的政治经济安排影响重大，故而被许多史学家称为“帝国重建”。

在做出这一系列政策调整时，俾斯麦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

首先是通过提高关税增加联邦政府的收入，以减少联邦财政对各邦的依赖。

按照俾斯麦确立的联邦体制，直接税收属于各邦的权限，主要包括对财产、继承征收的直接税和累进收入税，联邦政府的收入主要依靠对各种消费物品（如盐、糖、烟草、啤酒、烈酒等）征收的间接税、关税、道路桥梁港口使用费以及电报和邮政服务的收益。当然，宪法也规定，如有必要，帝国财政收入的缺口可由“各成员邦根据其人口的多少”向帝国政府提供的资助。即“财政预算分摊款”来解决。然而，由于帝国政府不能迫使各邦征税，这一条规定实际上等于乞求权。俾斯麦建立此财政结构时是希望各邦能保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财权，各邦特别是普鲁士能控制联邦预算。此举达到了预想的效果，由于各邦能够直接向财富征税，而帝国只能依赖于间接税，又由于各邦控制了强大的官僚机构（各邦保持了对许多政府结构——警察、司法和教育——的财政控制），因此各邦事实上拥有的财政权力比帝国大。直到一战爆发之前，仅仅普鲁士一个邦的年度财政预算就超过帝国的预算（1913年普鲁士的预算为42.4亿马克，而帝国为41.2亿马克）。但作为帝国政府当家人的俾斯麦为此必须面对的是帝国财政的吃紧，以及向各邦政府的“乞讨”。俾斯麦对此很是苦恼，他曾抱怨说，“帝国不应该成为其成员邦的囚犯”，似乎完全忘记了正是他创造了这个体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帝国财政虚弱状况苦恼的俾斯麦希望能够通过提高关税使帝国完全摆脱对各邦的财政依赖。

其次，不仅满足工农业在面对世界竞争时向政府提出的保护要求，也要为新帝国建立一个牢固的社会政治基础，同时打击实力大涨的社会民主党。

1873-1896年间发生了影响整个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在1873-1879年、1882-1886年、1890-1895年这三段时间内，工业生产出现了严重的不景气。工业产品的销售和价格下降，一些部门尤其是重工业部门增长率减半，甚至出现几近停滞的局面，工厂的利润锐减。为保护价格和利润水平，原本规模就较为集中的德国重工业界开始进一步的集中，建立卡特尔。同时于1876年建立德国工业家中央协会，向政府施压要求提高关税，保护德国的重工业。在工业生产遇到困难的同时，德国的农业也遇到了严重的结构性危机，容克的经济地位岌岌可危。在之前的50、60年代，伴随着德国工业化的起飞，农业生产出现了繁荣，容克的经济力量达到了顶峰。一方面，劳动力的过剩导致工资水平下降，而德意志人口的快速增长又需要大量的粮食。另一方面，随着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易北河以东的粮食得以向英国大量出口。但到70年代，包括容克地主在内的整个德国农业都遭到了强有力的海外竞争。来自美俄的更为价廉的粮食不仅逐渐将容克出口的谷物排挤出英国市场，而且还进入德国国内市场，导致德意志内部的农产品价格被迫下降20%。容克为了捍卫他们在社会和政治统治上的经济基础，开始放弃长期以来坚持的自由贸易原则，转向了农业保护。德意志西部和南部的许多农民同样要求得到保护，其目的除了维持谷物价格之外，还在于期望联邦收入的增加可以降低地方财产税，本邦不需要为联邦政府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因此，代表这些地区天主教农民利益的中央党在促进关税保护方面非常积极。

工业萧条和农业危机的同时发生，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因为对于依靠工资维生的工业无产阶级来说，伴随着工业萧条的是削减工资、缩短工时、解雇威胁所构成的失业气氛。这些无疑推动了社会民主党的崛起，该党在1877年的议会大选中已经成为第四大党。1879年春柏林警察总监说：“工商业发展受到的阻碍，人们公开谈论的困境，已给今天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正确性带来了怀疑。……甚至连那些过去在相当平静和温和的人口圈子中生活的人们，都在日益扩大他们对现存事物的不满，都在考虑是否可能通过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来导致这种状况的改善。”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俾斯麦在1878年放弃他过去推行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与坚持自由贸易政策的民族自由党绝交，转而采取工农业的保护主义政策。在他逐渐认识到民族自由党并不牢靠（见下面的讨论），在君主制度的传统基础——容克地主——的经济地位受到严重削弱和大工业资产阶级力量越发强大的情况下，在社会民主党带来的“革命威胁”面前，同时在新帝国的基础仍不稳固的情况下，俾斯麦认为通过建立工农业之间的联盟尤其是重工业与易北河以东大农业之间的联盟——即通常所说的“铁麦联盟”——可以为帝国和君主制度建立一个更为牢固的社会政治基础，为经济地位下滑的容克找到一个实力强劲的盟友。

最后，到19世纪70年代末，俾斯麦发现民族自由党不再可靠。

从1867年开始，民族自由党一直和俾斯麦维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在统一过程中，民族自由党发动民族主义的鼓动宣传为俾斯麦造势。帝国建立后，在民族自由党的要求和直接参与下，俾斯麦政府在经济领域所推行的完全是经济自由措施，包括实行自由贸易，按照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统一德国内部的经济法规、统一德国的货币等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将德国的统一安排称为“自由主义性质”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统一之后的德国自由派才会认为他们已经极大地推进了自由主义在德国的发展，实现了民族统一，促进了民族经济的一体化，确立了经济自由主义，对此，他们是深感自豪的。在政治自由方面，民族自由党为实现民族统一、推进经济自由和维护与俾斯麦的合作，一再向俾斯麦妥协，包括在确立帝国宪法时没有要求保护个人基本权利，比俾斯麦更为积极地打击天主教，同意镇压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尽管的确十分勉强），牺牲自由主义的原则。但是在俾斯麦看来，他与民族自由党始终是相互利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利用民族主义的关系，并非可以相互信任的联盟，因为民族自由党不是完全听话的。民族自由党内部除了以特赖奇克为首的右翼是无条件支持俾斯麦之外，左翼和中间派与俾斯麦打交道总是要提条件的。比如在缔造帝国宪法的过程中，正是由于民族自由党中左翼的坚持，俾斯麦不得不同意加强和扩大帝国议会的权利：包括赋予议员豁免权、保证新闻媒体有报道帝国议会演说的权利、一旦解散议会必须确定新选举的具体时间，还有最重要的，即赋予帝国议会以审议与批准预算的权力。1877年，为帝国财政状况所苦恼的俾斯麦希望改革税收体系，因此寻求民族自由党中右翼的支持。但是在与党主席本尼格森（Bennigsen）进行的谈判中，后者提出要求建立某种形式的议会内阁制度，至少在财政税收问题上行政机构要对议会负责。与此同时，俾斯麦和皇储之间暗中的权力斗争也影响了俾斯麦与民族自由党决裂。皇储和来自英国的皇储妃是俾斯麦国内政策的主要对手，受到英国政治很大影响，与德国的左翼自由派和民族自由党的左翼关系密切。俾斯麦认为，在威廉一世年事已高的情况下，一旦皇位易人，不仅可能在德国建立起“格莱斯顿”式的内阁即民族自由党和自由主义左翼的进步党之间的联合政府，逼自己下台，而且大有改变帝国宪制的可能性。民族自由党的要求和这一情况合起来，让俾斯麦决定已无法依靠与民族自由党的合作。

第三项大举措是“先行一步”地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希望藉此使工人疏远社会民主党。

在俾斯麦的推动下，1883年的医疗保险法、1884年的事故保险法和1889年的养老保险和残疾保险法的通过，标志着现代福利国家在德国的开始。俾斯麦之所以考虑要建立一个社会保障体系，不是因为普遍的贫困和社会改革者的呼吁打动了他，而主要出于政治考量，尤其是对工人阶级运动的愈发忧虑。俾斯麦的根本目标是希望在社会政策的帮助下，摧毁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社会保障对暴力镇压政策形成了有力的补充，一个是鞭子，一个是蜜糖。最终，他甚至成功地让雇主相信，通过对所有工人作出社会让步是可以摧毁社会民主党的。有位研究者因此说，第二帝国的社会政策有另一张“重要的出生证”，即“1878年的反社会民主党非常法”。

上述三大举措是否实现了俾斯麦的所预想的目标？

首先，通过“铁麦联盟”，俾斯麦不仅挽救了趋于没落之中的容克地主，为半专制君主制度扩大了社会政治基础，而且也为之后确立了一个右翼保守政治联盟的样板。当然，大工业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之间的联盟不可能总是稳固的，他们之间也存在着经济利益和政治上的分歧。以致到卡普里维时期，“铁麦联盟”事实上已经解体了。但是在对付工人阶级的挑战和维持既存政治体制方面，他们又是基本一致的。这个不牢靠的联盟和稳固政党联盟形成的困难一同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德国的进一步民主化，保证了容克对德国的控制。结果，直到一战爆发之前，容克仍然掌握着大部分的政治权力。在威廉时期的内阁中，64.5%的成员出身贵族，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只占35.5%。外交界更是贵族云集的部门。1914年，德国外交部中有8位亲王、29位伯爵、54位未受封的贵族，只有11位出身于平民。在普鲁士政府中，贵族的主宰地位更加明显。1909年，在普鲁士邦的12个省长中，有11个是贵族；36个县长中，有25个是贵族。普鲁士邦的中央政府官员，多数出身贵族。在军队当中，随着19世纪60年代军队的扩充和应对现代化战争的需要，中产阶级出身的军官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1913年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军官团成员已达70%左右。但中产阶级军官通常占据的是偏远地区的指挥岗位，晋升也相对困难得多，只有在威望低的炮兵部队和工程部队才有晋升的较大可能。贵族军官仍然把持最重要的和高级别的职位（级别越高，贵族所占的比重就越大）。1900年，60%的上校和70%的总参谋部军官是贵族；迟至1913年，在指挥25个军的将军当中，22个出身于贵族，当时最精锐的部队骑兵指挥岗位中80%仍由贵族占据（炮兵部队中只有40%）。而且，整个第二帝国时期，容克军官们对于扩大军官团的阶级基础始终表现得非常勉强。原因很简单，容克在帝国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归根结底依赖于军队，如果放开的话，无疑会使资产阶级在帝国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埃内姆（Karlvon Einem）将军在给普鲁士总参谋部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降低军官申请者的家庭背景要求”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不再能够阻止那些并不适于担任军官的民主分子和其他分子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进入军官团”。这种态度只能迫使大量出身中产阶级的军人在威廉时期进入海军部门。

其次，对天主教的镇压适得其反，反而加强了天主教徒的团结以及对中央党的支持。对社会民主党的镇压同样反而加强了社会民主党的内部凝聚力和工人对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度。对于工人来说，他们的生存处境和政府对社会主义运动的镇压，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理由将社会主义党派看作是他们利益真正的捍卫者。1887-1890年仍然实行“非常法”期间，社民党所获得的票数几乎增加三倍（见帝国议会选举结果）。镇压还使得社会民主党更加敌视既存体制，至少在言辞上更具“革命”色彩。俾斯麦固然基于对付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目的，在19世纪80年代实行了社会保障措施，但是之后工人阶级对于社会民主党一如既往地支持表明，俾斯麦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当然，社会保障措施的实行并非全无影响，它事实上促进了社会民主党内部修正主义影响的加强，但它没有达到主要目的——使工人疏远社会民主党。

最后，对议会政治的操纵固然使得稳固的政党间联盟难以形成，但这和镇压天主教与社会民主党一起不仅没有弥合德国社会的分裂，反而加剧了社会政治的分裂与紧张。正如韦伯在1895年指出的：俾斯麦“作为政治家所完成的无与伦比的伟大业绩同时也包含着一个悲剧成分，……由他一手完成统一大业的这个民族，甚至还在他在位时就已经变成了一个与他的愿望大不相同的民族：经济结构不可逆转地逐渐改变，人民日益要求改革各种制度，但这些要求却是他或者无法给予满足，或者他那专制性格不能容忍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俾斯麦一生的事业失败了一半，因为他一生所致力的本不仅是民族的外在统一，而且更是民族的内在统一，但如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后者即民族的内在统一并没有在他手里完成。确切地说，民族的内在统一并不可能以他那种统治方式来达成”。

所有这些都表明，到第二帝国时期，其防御性策略的空间已经不大了。在统治者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实现德意志的政治统一之后，在为统一的德国确立一个表面立宪、实行普选制的政治体制之后，在国家持之以恒地推进经济现代化使德意志的社会经济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面对着工人阶级和左翼自由派进一步民主化的要求，已然到了决定传统统治阶级最终命运的一刻了。以我们或许带有一厢情愿色彩的事后之见，面临着整合这一大问题，与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发展造就的新力量分享政治权力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对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未来都更为有利的选择。然而，传统统治阶级顽固地坚持其特权，采用了诸多更为有害的防御性策略来维持其在一个迅速现代化的国家中的统治地位。在这些策略中，防御性现代化战略中的“现代化”一面已经基本消失，剩下的只是对政治现状的固守。这样的策略不仅不可能带来真正的民族整合，反而加剧了社会政治分裂，而其全部危害要到威廉德国与其后的时期才完全展露出来。

二　威廉德国的内外危机

1890年，权力欲望极强又极度虚荣的新皇威廉二世（1888年登基）再也无法忍受俾斯麦对国家大权的掌握，决心亲政，俾斯麦因此下台。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俾斯麦时代已经出现的那些趋势将在威廉时期达到最完全的发展，包括德国工业实力的剧增、社会民主党力量的大发展、社会紧张的进一步加剧、容克力量的进一步相对衰退，而且这些趋势将在全新的内外政治条件下酿成极具爆炸性的局势。在国内，大众政治的兴起带来了全新的右翼政治活动方式，加剧了本来就非常严重的社会紧张和冲突，并最终导致了一战爆发前德国社会中的政治极端化。在外部，19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一轮帝国主义扩张狂潮对于实力剧增的德国构成了极大的诱惑。在这样的局势下，威廉德国在内外两方面都遇到了严重的危机。

德国的外部危机肇始于俾斯麦下台后德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德国统一之后，俾斯麦很快就意识到，一个横亘欧陆中央并且异常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如行为不慎很可能会成为众矢之的，德国必须用一切代价防止这种反德大联盟的形成。因此，他在对外政策上确立了守成的路线：德国满意于欧洲大陆的现状，不仅不谋求改变，反而应该竭力去维护它；德国只能充当一个大陆强国，不会向海外扩张。

俾斯麦下台后，德国在内外政策上都采取了所谓的“新路线”。国内政策的“新路线”主要由首相卡普里维（Leovon Caprivi）推动，他努力推行国内和解的政策，想通过继续推行社会政策，使工人阶级和君主制度实现和解。而且，卡普里维不愿仅仅依靠右派各政党，还想和中央党与左翼自由派合作。威廉二世本人并没有参与内政新方针的制定，对于新方针也颇多不满，但因为看起来新方针可能有效，他表示了容忍。在对外政策上，俾斯麦时期外交由首相一人主持的局面发生了变化，俾斯麦下台后，已经没有统一的外交领导，外交成为皇帝、首相、外交部国务秘书和外交部参事荷尔斯泰因意见之间的妥协，德国外交政策失去了过去具有的稳定性。在妥协基础上形成的外交“新路线”有两方面重大变化：一是放弃了贸易保护主义，按照自由贸易原则先后与奥地利、罗马尼亚以及俄国通过谈判缔结贸易条约，降低工农业关税；二是放弃与俄国的《再保险条约》，希望同英国结成一个自由主义的、主张自由贸易的、反法反俄的“中立同盟”。卡普里维政府的自由贸易政策遭到了容克地主的强烈反对，他们和德国的其他农民一起在1893年建立了农业协会这个压力团体，主张对农业进行保护，反对卡普里维，最终导致了卡氏在1894年的下台。希望同英国加强联系的政策最终也失败了，英国反应很是冷淡。德国不仅和英国联合不成，放弃德俄之间的《再保险条约》反而推动了法俄结盟。

外交“新路线”失败之后，德国的内外政策出现了决定性的转向。1897年，早就不满于俾斯麦守成政策的威廉二世通过国务大臣大改组，先后任命比洛为外交部国务秘书、蒂尔皮茨为海军部国务秘书，并在普鲁士财政大臣米奎尔的支持下，开始采取“世界政策”：在工业实力迅猛发展的情况下，德国已不能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欧洲大陆强国了，而是要拥有与其世界一流经济水平相称的世界大国地位。在威廉二世看来，无论他本人还是德国都要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主导性作用，为此德国必须建立一支庞大的舰队，获取更多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1898年和1900年，德国接连通过了两个海军法案，海军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建。与此同时，德国人还将触角伸至非洲、中近东、远东和南太平洋地区，力图在这些地区建立殖民地，扩展自己势力范围和影响。面对德国海军的扩张，一向视海军为大英帝国和本土安全根基的英国受到了极大的刺激，逐渐认为德国是英国的最大威胁，遂于1904年和1907年分别与老对手法国和俄国达成协约，以便可专心应对德国的挑战。至此，俾斯麦最害怕的反德大联盟变成了现实，德国已经陷入了“被包围”的困境。

从某种意义上，威廉二世德国追求世界地位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毕竟在19、20世纪之交的几十年中，许多欧洲大国都参与到帝国主义扩张狂潮中，并扩建了海军，建立了更为庞大的海外帝国。欧洲以外的美国同样也放弃了坚持近一个世纪的孤立主义，在美洲确立自己霸权的同时，开始向美洲以外发展。目前对帝国主义的研究表明，各主要大国尤其是英、美、德之间在发展海军和建立海外帝国方面是相互效仿、赶超和竞争的。比如世纪之交，美国政府内外的许多帝国主义者在推动美国建立海外帝国的过程中，始终是以大英帝国为样板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促进海军建设的过程中，也一直将眼光盯着其对手。1900年，德国海军参谋长迪特里希就颇为艳羡地写道，美国已经“静悄悄地”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以致它现在已经完全“有资格在世界政治中发出强有力的声音”。但问题是，德国追求世界大国地位的方式几乎得罪了所有强国，德国挑起的海军军备竞赛激怒了英国，在土耳其和巴尔干问题上得罪了俄国，在摩洛哥争端中刺激了法国，在萨摩亚问题上和去南美炫耀武力则引发了美国的敌意。同样重要的是，威廉二世及其近臣们的外交举动也过于骄横、莽撞和咄咄逼人，在外交危机中多次发出战争威胁。比如1905年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中，德国本来的意图是试探英法协约的强度，试图通过向法国发出战争威胁，迫使英国后退，让法国认识到英国不可依赖从而拆散英法协约，但施压的结果是进一步加强了英法之间的合作，第二年英法方面就开始了军事合作的秘密谈判。

为什么德国的外交如此拙劣？为什么德国的外交举动那样地咄咄逼人？德国为什么要采取世界政策？

我们认为，这说明，德国国内已经出现了极其严重的政治危机。

其一，威廉二世时期，半专制的君主制度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支持进一步民主化的力量不断增强并且出现了联合的趋势。

一方面，社会民主党的实力一直稳步增强，除了在议会选举中得票越来越多之外，社会民主党还在工人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建立了自己的组织网络，如体育与休闲活动、合唱社团、人民剧社、图书馆、大规模的校外教育网络（提供夜间教育）和出版物。废除“非常法”后，附属于社民党的各类工人组织发展迅猛。1910年，仅各种社会主义的体育组织成员就有30万人。另一方面，在1890年后的中央党也逐步要求赋予议会更大权力的同时，左翼自由派出现了瑙曼领导的主张和工人阶级联合的运动。运动虽然没有成功，却让人看到形成中左派联盟的潜在可能。从帝国议会议席分布的情况看，1890年后，中央党、左翼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这三个要求进一步民主化的政党合起来已经形成了议会的多数（以后正是这三派构成了魏玛大联盟）。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这三派形成真正的政治联盟，又该如何应对？

这种压力迫使威廉二世及其近臣采取了“社会帝国主义”的政策。1900年升任帝国首相的比洛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他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君主制、保守派和普鲁士的主导性影响，将自由主义、中间党派与社会民主党隔离开来。在威廉二世及其近臣看来，所有这一切的真正解决之道就在于采取一种“积极的民族政策”。因为社会民主党及其依赖的工人阶级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军备扩张的，但中央党和左翼自由派及其所依赖的主要群体——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都是支持“世界政策”的，也都支持德国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换言之，推行世界政策还有其国内目的，在社会民主党实力不断增强以及中左派力量要求赋予议会更多权力的情况下，创造国内的团结和维持政治现状。用保罗·肯尼迪的话说，威廉德国的“世界政策”实际上有双重目标：国内的反动和对外的炫耀与扩张。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威廉二世和统治集团中的许多人有意识地采用三种重要手段。一是威望战略，在危机的关键时刻追求对外政策戏剧性的成功，以提高政府的威望。威廉二世的得力臂助米奎尔曾说过，他希望“对外政策的胜利将会在帝国议会的辩论中造成好的印象，政治分歧也将因此得以缓和”。但是，1905年和1911年两次摩洛哥危机显示，表现出好战的危机外交很少能起到作用，因此威望战略恰恰在国内起到相反的效果：它暴露出政府的懦弱。

二是通过“王权机制”团结所有的保守派力量，加强君主政体的基础。在德国已然迈入工业化社会之时，威廉二世时期的柏林宫廷却出现了举世罕见的大发展。根据英国学者约翰·洛尔的杰出研究，这并非出于一位任性乖戾的皇帝的怪异想法，而是用来同化新旧精英的主要机制。“宫廷的最终目的是加强臣仆对霍亨佐伦君主制的忠诚，而不仅仅是那些古老的普鲁士贵族的效忠。……通过那光彩夺目的宫廷舞会、宫廷的礼仪传统、荣誉的恩赐、贵族的晋升、皇宫官员的任命、贺电、狩猎邀请以及军政要职（自己或儿子）的提升等手段，来赢得这个社会的上层，包括那些财富不断翻滚的工业中产阶级和主要的中产阶级官僚对霍亨佐伦君主政体的忠诚。”

三是煽动民族主义狂热，塑造公众舆论，试图通过鼓吹帝国主义、扩张主义、殖民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反犹主义来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缓解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冲突与紧张，实现国内团结。在这一过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精英有意识地大众政治动员。19世纪80年代以后，德国出现了许多激进的右翼大众组织包括激进民族主义组织。多数组织最初是由新一代右翼活动家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他们大多出生于60、70年代，成长于帝国强大的时期，对于现存政党和统治机构的能力没有信心，不相信它们能够实现国内团结、能够获得大众支持以应对左派的挑战和创造出支持对外扩张的爱国主义共识。不同于19世纪80年代以前主宰德国政治实践活动的老一代“名流”（Honora-tionren）政治家刻意保持大众的消极状态，在他们看来，将大众动员起来才能更好地对付德国的敌人，包括阻碍德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外部列强和在内部进行颠覆破坏的社会主义运动。他们进行政治活动的风格无一不带有强烈的煽动色彩，宣扬通过暴力解决问题，不仅对德国的外部敌人开战，还要对国内的社会民主党开战。对于新右派，统治集团最初抱着怀疑的眼光，但当统治集团发现大众政治动员可以用来为维护君主制度服务、促进民众支持对外扩张时，他们也开始走上了煽动政治之路：或是收编新右派，或是模仿他们对大众的动员、组织与煽动。结果，建立了众多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按照当时的说法，叫爱国社团），如德意志殖民协会（1887）、泛德意志联盟（1891）、德意志东部边疆协会（1894）、海军联盟（1898）、帝国反社会民主党联盟（1904）和德国国防联盟（1912）等等。毫无疑问，大众性压力团体和右翼煽动政治的出现，在当时大众政治兴起的条件下属于欧洲的普遍现象。但是，没有哪个国家的右翼煽动政治运动具有德国那样的声势、规模和影响。比如英国在1895年同样成立了一个支持帝国主义、鼓吹扩大海军的海军联盟，但其成员最多时不到10万（1913年）。相比之下，德国的海军联盟在建立之后的18个月里，个人成员就达到了20万，1906年则达到30万之多；而且除了个人成员外，德国海军联盟还拥有数量更为庞大的团体会员，1913年其团体会员接近80万。

应该说，这一手段通常的确可以实现预想的一些目的，比如可以加强人们对君主制的忠诚，促使人们支持帝国主义和海外扩张，但也包含着巨大的危险。采用这一手段的政治精英常常就像魔法师的学徒：释放了魔法，却无法控制。他们无法控制被他们释放出的大众激情，也无法控制那些在他们扶植下才真正获得影响力的新一代右派。帝国外交部国务秘书基德伦（Kinderlen）在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中煽动大众热情，以之作为一种谈判策略，但他很快发现，他很难在谈判中做出让步，因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不能容忍一丝让步并公开指责让步就是背叛。在国内问题上，激进右派也过于极端和暴力化。他们极其敌视工人阶级运动，不愿意作出一丁点让步满足工人的要求；他们主张在社会上将工人阶级运动孤立起来，在政治上通过“爱国运动”削弱工人运动，必要时进行暴力镇压，甚至干脆改变帝国宪政，直接采用君主专制。因此，对于激进右派及其组织的利用和收编，不仅没有起到弥合社会分裂的作用，反而导致了战前德国政治严重的两极对立：希望将帝国议会变为权力中心的力量和希望保存既存君主秩序或者必要时实行更独裁措施的力量之间的对垒。

其二，容克的经济地位出现了不可逆转的严重下滑，一度丧失了政治上的主导权。

在德国这样迅速工业化的社会中，容克经济地位的下滑是无可挽回的，农业的保护性关税可以减缓但无法根除他们的经济衰落。与财富不断增加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相比，容克地主的经济处境相形见绌。根据普鲁士内务署（Inland Revenue）的统计，1895年，有3429名纳税人申报的财富为100万——200万马克；另有1827人申报的财富在200万马克以上。到1907年，拥有100万——200万马克财富和200万马克以上财富的纳税人几乎增加了1倍，分别为5916人和3425人。1896年，普鲁士有9265名纳税人的年收入在3万——10万马克，年收入在10万马克以上的有1699人；1912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20999和4456，分别增长了126%和162%。这些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大多来自工业或金融领域。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巨富们过上了奢华生活的同时，普鲁士容克在力图维持其习惯的生活方式的同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经济地位的下滑。一位叫亚努肖（Elard von Oldenburg-Januschau）的容克地主在1904年惊呼：“贫困并非灾难，但堕入贫困则是灾难。“1895年，普鲁士一个古老土地贵族家庭的后裔沃尼哥罗德（Udo Count Stolberg-Wernigerode）因为无力负担财产税，被迫出售其在柏林的住所。

当然，容克作为一个集团仍然控制着陆军和普鲁士政府，仍然能够影响皇帝本人，但到威廉时期，他们已经失去了政治上无可争议的主导权。经济力量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越来越自信，已经不满于仅仅充当双方联盟中的小伙伴角色，开始要求在政治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很大程度上，在威廉德国的政治舞台上，尽管无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但对容克在国内的统治地位来说，最有竞争力的对手实际上是工业资产阶级。只不过，他们眼中共同的革命威胁使得他们不敢撕破脸皮，公开对抗。面对社会民主党实力的稳步增强和帝国议会中力量构成的变化，传统统治阶级容克尽管不甘愿，现在也只能选择和资产阶级尤其是其中的重工业集团分享政治主导权。在德国大张旗鼓地推进“世界政策”的时期，容克贵族甚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由资产阶级来设定德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方向。

可以说，容克地主对于“世界政策”、强大的海军和建立海外帝国毫无兴趣，这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作为土地贵族，容克们真正依恋的是一个能从英国得到工业制造品，同时又能向它出口粮食的农业的普鲁士。对他们来说，牺牲德意志工业保护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利益，去与英国结成反法和反俄的联盟，才最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而且容克地主还需要为建设海军缴税（1909年，农业集团就拒绝为舰队建设缴税），海军建设也只会消耗本来可以用于陆军的资源，陆军的埃内姆将军在一战后就曾抱怨海军“用掉了所有的资金”。从某种意义上说，更为重要的是，建立一支庞大的海军和推行海外扩张只会不断增加和扩大已经占据了压倒性优势的资产阶级的分量。原因很简单，海军和帝国归根结底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一贯志向、抱负和利益，“世界政策”最主要的推动者正是来自于经济力量日益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和知识资产阶级。

最近的一些研究显示，早在1848年革命期间，资产阶级的自由民族运动参与者就已经认为，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应该拥有强大的舰队、殖民地和帝国经济。“当普鲁士骑兵正在践踏革命者的街头壁垒时，法兰克福议会的教授和律师们正在发表热情的演说，要创建帝国海军。“1848-1849年冬天，他们甚至专门建立了帝国海军委员会，计划建造一支庞大的舰队。德国统一后，许多知识资产阶级一直没有放弃海军和海外帝国的梦想，正是他们在不断地向整个民族尤其是年轻人灌输对海军和海外帝国的梦想。

当1898年海军开始扩建后，海军之于资产阶级恰如陆军对于容克的意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在为其儿子挑选职业时，很自然地倾向于海军，尽管他们羡慕陆军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但一个来自资产阶级家庭的有抱负的年轻人必须面对现实，现实是，在陆军中到达顶层的机会比海军中小得多。海军则是彻底属于资产阶级的。1898年在帝国海军部任职的32位现役军官中，只有5人是贵族出身。海军部的高层全都出身于资产阶级。1899-1918年间，海军参谋部的10位高级将领中只有1人是贵族出身。同一时期，海军参谋部的48位资深部门领导中，5人属于贵族，只有2位是拥有头衔的贵族。威廉时期的大部分海军将领出身于与自由主义有联系的资产阶级家庭，海军扩建计划的主要设计者和执行者、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蒂尔皮茨海军上将是法官之子，成长于和保守派没有任何关联的气氛中，岳父则是民族自由党左翼一位领导人的密友。

在德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工业资产阶级，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同样是海军和帝国的坚定支持者与推动者。当蒂尔皮茨在威廉二世的授意下要建立海军联盟鼓吹海军建设和争取民众支持时，这个联盟立即得到了大工业界的支持，特别是钢铁和军火工业巨头克虏伯的大力赞助。包括钢铁、造船、采矿和化学利益集团在内的重工业界既对在海军建设中能获得利益感兴趣，而且也对这支舰队能有用于帝国主义目的的服务感兴趣。对海军建设的热情并不限于重工业部门，新兴的工业部门如通用电气公司、西门子电气公司等，虽不赞成工业保护主义，然而也是舰队建设的热情支持者。众多的商业公司同样为海军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总而言之，就像一位研究者曾经指出的那样：“战舰是德国中产阶级卓越的工具。对于帝国和德国中产阶级成员来说，海军官员既是一种象征，也是集体和个人权势与声望的载体。因此，舰队并不是固执的皇帝突发奇想，而是代表了德国社会中最繁荣和最富有活力的成员的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志向。”

虽然容克对“世界政策”毫无热情，然而到头来，容克最后只能去支持海军建设，因为他们已经别无选择。从根本上讲，由于现代化进程，容克贵族的统治地位，已经发展到只有靠阻止德国工业化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了。但是，他们不可能有任何机会来贯彻这种政策。这不仅是因为，在产业工人阶级日益壮大的组织力量已经构成了对现存统治秩序严重威胁的同时，这种反工业化的政策，还必将引起工业资产阶级的反对。而且，若是为了他们的农业利益而牺牲工业保护主义，就必然会损害到建立一支现代化陆军的工业基础，而陆军恰恰是容克所有特权受到特别保护的真实而“正当的”依据。更不用说，这样一种反工业化的政策，只会将自己置于整个民族的对立面，从而使自己彻底丧失继续统治的合法性。因此，愿意和工业资产阶级妥协，支持工业保护主义和海军建设，对于容克来说虽然不是最理想的解决办法，但容克事实上已经别无选择。他们只能去与日益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达成妥协，也只剩下用支持大工业界的帝国主义来换取对农业的足够保护这条路了。更何况，“如果他们不跟着走，他们害怕会出现一个将他们排除在外的新联盟”。

显然，容克贵族已经不再能占据过去曾经占据的那种经济、政治、社会上的绝对统治地位，它已经不再是德国毫无疑问且不受挑战的统治阶级了。面对工业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的上升势头，容克已经丧失了政治上的主动性。自然，容克的衰落只是相对于工业资产阶级而言的，而且工业资产阶级尤其是重工业资产阶级和容克仍然具有一些共同的目标与利益、维持君主制度、对抗革命的危险。但两者之间的关系显然不是我们以往认为的那样，是资产阶级的封建化或资产阶级向容克的投降。我们认为，在面对共同的“革命”威胁面前，容克和工业资产阶级建立了一种暗地里相互较劲、争夺主导权但又不能撕破脸皮、公开对抗的复杂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资产阶级软弱、倾向于妥协显然是有问题的。如果说俾斯麦时期的“铁麦联盟”还更多地意味着工业资产阶级对容克的妥协，那么威廉时期的“世界政策”所体现的则是容克对工业资产阶级的妥协。这样一种妥协的对外政策含义是：采纳农业界的反俄政策并最终放弃俄国，从而任它去成为法国资本开发的目标；同时，推行海军建设激怒英国，迫使英国去寻求与法俄的和解。对德国的“包围”也因此形成。

三　防御性现代化的成就和长期后果

应当承认，由于统治集团自上而下地推进变革，德国在许多方面已经现代化了。在防御性现代化模式所取得的成就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德意志政治统一和工业化的实现。

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在民族统一框架内进行现代化，总是比在民族分裂状态之下进行现代化更为有利。因为统一比起处于分裂状态来说，总是能够为民族的整体提供更有保障的经济发展空间和市场、更为便利的资源配置、更为活跃的资金与劳动力流动。在西欧一些主要国家自15、16世纪已经开始向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演进时，地处欧洲腹地的德意志民族却因为历史的重负和外部的干预直到19世纪中叶仍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这种分裂状态无疑严重干扰了德意志的现代化进程，它使德意志自19世纪初开始的现代化不能在统一的民族框架内步调一致地进行，而只能在各自为政的邦国化框架中非同时性地展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871年德意志的统一才变得格外重要。由于统一是俾斯麦利用普鲁士国家的力量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完成的，普鲁士的统治阶级容克在统一后的德国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没有统一，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迅速实现经济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是不可想象的。正是统一以及其后俾斯麦政府在民族自由党人的大力支持下完成德国币制和法制的统一，为德国的迅速工业化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德国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固然使工商业资产阶级获益最大，但大多数普通人的经济状况也因此得到较大改善。在第二帝国时期，城市普通工薪阶层（指那些没有资产、依靠工资为生的大多数城市居民）的实际工资呈上涨趋势，生活水平在提高。1870年德国工薪阶层人均年工资为506马克，1913年上升到1163马克。矿工在1876年可以挣到767马克，1913年增加到1496马克；白领雇员1871年的人均年工资为1871马克，1912年涨到3753马克。当然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德国普通工薪阶层收入的增长并不像以上数字显示的那样高，但真实工资的提高仍然在30%左右。庞大的工人阶级也同样从工业和经济发展中受益。和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相反，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工人的经济状况非但没有恶化，反而好转了。1913年工人平均的名义工资比1871年时高出一倍多，实际工资则大约增长了50%。从国际比较的情况看，德国工人的收入在一战前日益接近英国工人。到1898年左右，英国工人的真正收入已趋于平稳，而德国工人收入每年仍增长一到两个百分点。而且，英格兰在财富、收入和土地拥有方面比德国更为不平等。在世纪之交时，5%的英国人占有43%的国民收入（德国为31%），20%的英国人占有59%的国民收入（德国为50%）。

在社会经济领域，除了以上变化外，主要由于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推动，德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还第一个地建立了最为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虽然建立者俾斯麦的初衷是对付社会民主党，但该体系毕竟为广大工人以及其他一些阶层的民众提供了程度不等的保障。威廉时期，德国的福利国家体系又有了极大的扩展。从1892年开始，医疗保险进一步扩大，参保工人的家庭成员也被纳入其中。尽管1914年之前，帝国财政危机的不断加深限制了社会保障体系的迅速成长，但医疗保险所涵盖的人数还是从1895年的420万增长到1911年的1340万。医疗服务的成本从开始时的4700万马克增长到1911年的3.58亿马克。到1914年，超过一半以上的工人参与了医疗保险计划。养老保险也经历了同样的扩大。其参保人数在1891年为1149万，总支出为1.01亿马克，占帝国政府支出的5.9%。到1914年，参保人数已达1655万，开支高达4.05亿马克，占帝国政府支出的15.3%；当年，55-69岁的工人中有51.4%的人得到了一定数额的养老金。按照马歇尔（T.H.Marshall）在多年前的经典分类，公民权利或公民身份可以被分为“民权”、“政治权”和“社会权”。其中“民权”是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个人的言论、思想和信仰自由以及获得财产和订立契约的权利；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消极自由的权利，其实现意味着公民的法律主体地位免受国家对其自由和财产的非法干预。“政治权”是指政治参与的权利，包括参加选举的权利，在被授予政治权威的机构（不论是立法机构还是内阁）中任职的权利，其发展总是包含使积极公民有可能参与形成意见和意志的民主过程。“社会权”是指社会分享权利，公民主要通过福利国家体系享受一定水平的经济和社会福利的权利，获得最低收入和社会保障。显然，社会保障体系在德国的建立和扩展表明，许多德国人已经获得了一定的“社会权”。

在第二帝国的半专制体制下，人们不仅享有“社会权”，还享有一定的“民权”。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治国”理念在德国提出以来，在改革派官僚尤其是深受实证主义法学影响的司法官员的推动下和自由派持之以恒的努力争取之下，到第二帝国尤其是威廉时期，德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法制国家。毫无疑问，德国这个法制国家和英美经典自由主义的“法治”有着很大差距。在理论上，法制国家不是对国家权力本身的限制，而是“一种看待旧国家的新方式”。它承认“个体公民自由”和“人民自由”，并在此基础上保留君主和国家原有的权威。用19世纪普鲁士法制国家学说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斯塔尔（Friedrich Stahl,1802-1861）话说：“国家要成为法制国，这是新时代的口号，实际上也是新时代发展的动力。有必要借助法律手段来准确地界定并牢固地确保国家公民自由的领域的同时，界定和确保国家作用的方向和界限。”在实践当中，法制国家更多地意味着对国家权力行使的限制，即所谓的依法行政或依法治国。和早期的警察国家中行政机关的权力不是来自于法律而是来自于国家本身不同，在法制国家之下，权威只是在法律的基础上被赋予行政机关、公共行政受到形式上独立的司法部门的监督，以保证个人的自由权利不会再受到行政机关不当作为的限制。由于法制国家的实现并不包含对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也并没有威胁到德国半专制体制的核心权力结构，德国的统治集团因此愿意在这方面做出让步和妥协。

尽管在俾斯麦时代，还存在着通过立法大规模侵害和约束公民自由权利的情况，比如对天主教的“文化战争”、对社会民主党的镇压。但随着法制国家的进展、相关理念的渐入人心以及公众舆论监督作用的明显增强，加之德国的官僚和司法机关相对来说较为廉洁公正，到威廉时期，人们的诸多自由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得到了保障。虽然统治者仍然一再试图镇压工人运动，主要的资产阶级群体和政党也仍然敌视社会民主党，但镇压已经不可能以赤裸裸的方式大规模地进行。1894年底，霍亨洛埃政府为对付社会民主党，提出防止颠覆法草案。但在帝国议会中，只有保守党对该草案表示毫无保留的支持，以致草案全部遭到否决。1899年，在威廉二世的授意下，政府又计划在结社方面压制社会民主党，提出“长期监禁法案”。除了两个保守党派之外的其余政党认为该法案严重违反了法制国家的权利平等原则，统治集团利用立法镇压社会民主党的企图再遭失败。对工人的罢工和示威行动，威廉时期政府的镇压行动也变得更为温和了。和19世纪60-80年代相比，威廉时期动用军队参与警察行动的次数持续下降，而同一时期在法国与荷兰，军队的参与却急剧增加。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法制的发展，将合法运用武力置于法律的界限之内；另一方面对公众舆论的考虑，加上害怕激发大规模反叛，使得政府部门在要求军队支持时更加谨慎。在威廉德国人民所享有的“民权”方面，颇值得一提的是言论自由和公众舆论监督作用的增强。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1908年的《每日电讯报》事件。1908年10月28日，伦敦《每日电讯报》刊登一位英国人撰写的威廉二世访问记。根据此文，皇帝称自己是英国人的朋友，在布尔战争期间，他阻止建立一个反英大陆同盟，并给维多利亚女王送去对布尔人作战的计划，这个计划和英国人据以战胜布尔人的计划完全一致。德皇的这一谈话在国内外引起极大的不满。英国人视之为傲慢自负；法俄认为这是在离间它们与英国的关系。在国内，绝大部分报刊和包括保守党在内的各党派都批评皇帝独断专行破坏德国对外关系的做法。威廉二世本人最后不得不公开发表声明，允诺今后将履行他“依据于宪法的责任”，以平息新闻报刊和议会中的风暴。

总之，帝制时期的德国始终是半专制的威权主义国家，但这个国家的民众已经享有越来越多的消极自由权利了。一位学者因此强调：“威廉德国，无论用西欧的标准衡量，还是用美国的标准衡量，虽然不是一个自由国家，但是在这个国家有宪法，有法律，被统治者要遵守执行，统治者也要遵守执行。和战后在欧洲其他国家形成的专制相比，威廉德国是个对人非常宽容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倘若没有完备的法律手续，不能随便逮捕人，不能随便拘留人，更不能随便进行政治谋害。人们可以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评皇帝，比如《每日电讯报》事件；如果一个军官动手殴打平民，立刻会成为轰动全国的特大新闻。政府不准对举行罢工的工人开枪射击。对书刊，如若不是恶意侮辱陛下，不是肆意亵渎神明，均不进行检查。”

即便在最核心的政治参与领域，除了宪法确立的帝国议会普选权之外，到一战之前，德国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向议会政府发展的趋势。按照1871年宪法的安排，帝国议会的实际权力固然较为有限。但帝国议会已经成为半专制体制的“阿喀琉斯之踵”，特别是在1898年之后联邦政府开支剧增使得政府与立法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成为必要的情况下。由于海军建设、殖民扩张和社会福利措施扩大等原因，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的财政支出大大增加。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左翼自由派利用这一现实，要求扩大议会权力。1908年12月，为防止《每日电讯报》事件重演，皇帝的不当作为破坏德国的对外关系，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自由思想党（左翼自由派）在帝国议会中进一步提出，要详细规定首相的职责、修改帝国宪法、今后任何宣战必须得到议会的赞同等。虽然这些议案没有得到通过，但议会获得了在质询时以多数决议确定议会意见的权力。这样尽管不能推翻首相，却可以表示对首相的不信任。帝国议会作用的增强还突出体现在帝国的财政改革上。1906年比洛政府为镇压西南非人民起义，要求追加预算，但遭到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反对而在议会中失败。此后，政府为解决财政亏空而提出的新征税议案又因多方反对而流产。结果，比洛被迫于1909年6月提出辞职。最后，新任首相霍尔维格接受了议会多数派有关财政改革的决议。作为首相因在议会中的失败而去职，这还是第——次，帝国议会的作用确实增强了。

当然，以上所有这些成就和进步都不能掩盖以下这些最基本的事实。

其一，德国现代化的进程是极端不协调的，在一个动力强劲、变化迅速的社会经济之上矗立着一个半专制的威权主义政体。在这个政体之下，人民的政治参与权利仍然十分有限，所享有的消极自由权利和社会分享权利是由威权主义国家以家长制的方式授予的。在名义上，一切为了人民，但一切都没有经过人民。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家长制的方式赋予人民以个人自由和社会权利，会导致大思想家哈贝马斯所说的“公民唯私主义综合症”，即“造成公民角色的唯私主义的退却，把这种角色归结为当事人与照顾他、为他提供服务的管理机构之间的关系”。在德国的资产阶级那里，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这种“唯私主义综合症”及其后果。

“唯私主义综合症”在多数资产阶级那里表现为不愿意参与政治，而是将主要精力放在文化活动和自己的经营上，表现出一种异常显著的遁世倾向（other-worldliness）：将政府留给传统的统治精英，顺从既存的权力结构，将自身目标和愿望的达成寄希望于现存权威的仁慈立法。因此，不管他们具有什么样的政治理想，事实上只是政治舞台上相对消极的旁观者。缺乏政治参与的直接结果是第二帝国和魏玛时期自由主义政治力量的软弱，长期来说则导致了资产阶级政治责任感的缺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当他们因为各种原因开始关心、过问和参与政治活动时，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整个中产阶级因此很容易受到各种反自由民主价值观和狂暴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在第二帝国时期，正是他们成为极端右翼运动和极端民族主义团体最主要的社会基础。在魏玛时期，尤其是在经济危机爆发后的危急情况下，纳粹能够很轻易地就从这个阶级中获得了最主要的支持力量。

当然，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更为活跃，正是他们构成了德国政治自由派——包括民族自由党和左翼自由派在内——的主力。在他们身上，“唯私主义”则主要表现为另外一种形态，即对本阶级利益过于狭隘和短视的坚守，这使得他们从根本上是反民主的，从而不可能成为在德国推进政治民主化的主要力量。早在1848年革命期间，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这种反民主倾向已经表露无遗，他们认为政治权利只应该扩展到富有的和受过教育的人群那里，政治上不成熟的下层阶级不配享有政治权利；他们也害怕大众，希望依靠君主及其军队来维护他们共享的价值：财产、法律和秩序。正是这种倾向决定了世纪中期以后资产阶级自由派对政治自由主义日益狭隘的理解，也使他们很容易就成为传统威权主义土地精英的盟友，而不是大众权益的捍卫者。在19世纪60年代的“宪法冲突”期间，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反对并非质疑和挑战普鲁士宪法中的政治权力分配，而是一种纯粹法律意义上的反对，即反对政府对军队改革的执行方式。其后民族自由党与俾斯麦的合作时期，除了统一之外，在著名法学家格耐斯特（Rudolfvon Gneist）等人的发起下，自由派的主要政治改革要求有二：一是建立法制国家，即有对公共行政进行司法监督的体系；二是使地方政府现代化，即加强地方尤其是城市自治。这些要求并没有挑战俾斯麦的威权主义体系，也并不包含复兴1848年激进力量的风险，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满足。如此一来，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活动既可免于受到行政机构专断的威胁，又可在公共生活尤其是城市地方政治中获得主导性的地位。至于政治民主化，出于对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恐惧，资产阶级自由派虽然也主张给予议会更多的权力，但他们对于议会民主制的态度实际上颇为暧昧。资产阶级所愿意接受的议会制是建立在有限选举权基础上、从而确保他们主导地位的议会制，比如普鲁士和其他许多邦国的议会以及城市委员会那种性质的基于“财富和教养”的民主。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或者退而求其次，满足于在全国政治中充当传统统治阶级的小伙伴，并以地方尤其是城市政治中的垄断地位作为补偿；或者虽然要求扩大议会权力，但不愿意扩大民主。虽然在“世界政策”期间，资产阶级一度发起了夺取政治主导权的斗争，但政治主导权之争尚没有演化为政治权力之争，更何况1912年以后随着德国在英德海军军备竞赛中的失败、欧洲大陆形势的不断紧张迫使加强陆军成为当务之急以及社会民主党在1912年大选中成为帝国议会第一大党，资产阶级自由派迅速放弃了斗争。

说到底，在第二帝国时期，多数资产阶级自由派之所以愿意和传统权力精英结盟，不那么愿意推进议会民主制度，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在现存体制下都得到了基本的满足。正如两位德国史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德国资产阶级的重要部分在1871年后选择在政治上与地主合作，是与资产阶级对其利益的追求完全相容。资产阶级选择与容克联盟不是出于缺乏‘政治自信’，而恰恰是实现其特定政治目标的最佳手段。他们对促进‘议会化’之所以那么冷淡，不是因为受什么威权主的‘前工业传统’的影响，而是出于对政治利益的理性计算：在当时的情形下，议会改革只会有利于左派。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之所以选择做传统权力精英的小伙伴……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没有政治抱负，只是德国资产阶级表达其政治抱负的方式大不同于英法。”

英国议会民主制度在19世纪尤其是后期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自由党和工人运动的联盟即所谓的“格莱斯顿”式联盟。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在德雷福斯案件引发的进攻和捍卫共和的斗争中，也正是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联盟最终击败了反共和势力的进攻。然而，在德国，同样的联盟却始终难以形成。左翼自由派瑙曼的确在世纪之交发起了联合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运动，但并没有获得多少支持，最后无果而终。当然，这里面有俾斯麦操纵带来的影响，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多数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过于狭隘和短视。实际上，即便没有俾斯麦的操纵，自由派多数出于对工人阶级的恐惧，对扩大民主的厌恶（他们在城市议会和邦国议会中的主导地位恰恰是建立在限制选举权的基础之上的），也不可能形成和工人阶级的联盟。

总之，资产阶级的“唯私主义综合症”使得他们不可能成为推进民主的主要力量。

其二，传统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合力制造了一种反自由主义和反民主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对信奉新教的德国中产阶级影响极大，从而使得以后魏玛民主的生存异常困难，危机情况下纳粹获得较大的支持。

在整个第二帝国时期，传统统治阶级为维护现行体制及其在体制中的统治地位，采取了一系列防御性策略。而其中的多数措施，无论是俾斯麦对所谓“帝国敌人”的打压、操纵议会政治还是威廉时期的社会帝国主义，都加剧了德国社会内部的分裂、冲突和紧张。到一战之前，由于新旧精英的合力推动，在社会存在巨大裂痕的情况下，煽动政治的出现和极端组织的泛滥造就了严重的政治极化现象和暴烈的国内政治气氛。煽动政治的风格、政治的极化和暴烈的政治气氛一直延续到魏玛时期，对魏玛德国的政治生态形成了极为有害的影响，使得自由民主制度的生存所必需的妥协与协商变得异常困难。也正是这种政治气氛下，各种反自由主义、反民主以及民族沙文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的观念才得以流行，并且通过极端民族主义和其他新右派组织渗透到广大民众那里，尤其塑造了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价值观。此外，威廉时期大量出现的极端右翼运动，就其倡导的观念、活动的方式和面向的主要对象来说，都预示了日后的纳粹运动，甚至可以说它们正是纳粹运动的先驱。概言之，一直延续到魏玛时期的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政治与社会极化对于纳粹的出现和发展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如果说传统统治集团为维护现行体制对新右派的收编和利用为反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流行提供了土壤和机制的话，那么资产阶级自由派尤其是其中的右翼知识资产阶级则为反自由民主的政治文化提供了具体的内容和意识形态信条。德意志的“独特道路论”就是其中影响特别重大的一种观念。“独特道路论”主要由19世纪中后期“普鲁士学派”所创造，经过之后一两代历史学家（尤其是所谓的“新兰克学派”）的进一步发展，并在所谓的“1914年观念”或“1914年精神”中达到了顶峰。按照这种说法，德国在统一之后并没有选择英国的议会民主制度，而是确立了独特的君主立宪制。这种制度不仅带来了强大且高效的国家力量，比如官僚机构的公正、廉洁和效率，强悍的军队，从而保证了统一之后的快速经济成长，而且满足了民众的政治参与和社会福利要求。从这样的角度出发，“独特道路论”者对普德历史的理解表现出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强调普德国家的改革能力和意愿。“独特道路论”者认为，与西方其他国家相比，在普德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存在着引人注目的“革命缺失”现象；原因就在于普德国家的善于改革，“自上而下”的改革使得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变得没有必要，改革因此代表了普德独特的进步之路——适度的进步。二是将1871年建立的第二帝国视作德国历史发展的顶点。由此，现代德意志的全部历史就被解读为普鲁士的兴起、壮大并最终以权势政治的方式建立民族国家、实现民族统一的历史，德意志史变成了普鲁士史。普德历史进程以及第二帝国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政治上，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在文化上，德意志“文化”（Kultur）同样优越于西方“文明”（Zivilisation）。前者扎根于德意志民族独特的深厚传统，强调有机的民族团结纽带；拉丁和盎格鲁-撒克逊的“文明”则是机械论的个人主义、肤浅的普世主义和卑俗的唯物质主义，一次大战是两种文化之间的斗争。在经济上，德国的优越性更是不证自明，一战之前德国工业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就超过了原先的世界头号工业强国英国就是最明显和有力的证据。一言以蔽之，德国的独特道路优越于西方道路。“独特道路论”中所包含的反西方自由民主的观念影响极为广泛，以致到魏玛时期，不仅在军队、官僚机构中，而且在许多中产阶级那里和大学当中，共和国的支持者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力量上远不如反对者。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将魏玛共和称为“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倒也不算夸张。

除了“独特道路论”之外，资产阶级自由派还是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和帝国主义政策最一贯与最坚定的倡导者，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是德国社会各阶级中民族主义情绪最为强烈的一个群体。从19世纪中期开始，“普鲁士学派”以及与之观点接近的一些历史学家在他们的历史著作中赋予民族和民族认同缔造以头等重要性。这种强调民族至上的历史学观点成为之后近百年中德国历史学界的支配性观念，即“民族传统”。这种“民族传统”几乎从一开始就宣扬一种以“人民”（Volk）为基础的、排外的民族集体认同观念。其中的“人民”意味着族裔特性或血族，也就是说“人民”意义上的民族是前政治的、有机的，它根植于文化、语言和族裔。说它是排外的，是因为其倡导者宣扬德意志的民族优越论和至上论。比如当时最著名的自由派历史学家蒙森（Theodor Mommsen）就根据进步的程度，将民族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德意志属于高级文化和高级民族，斯拉夫人则是在精神和体质方面都较劣等的原始民族。“普鲁士学派”的主要干将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相信为了捍卫民族的特性，国家必须足够地强大，因此统一之后的德国必须在欧洲占有强有力的地位，以便成为抵挡“海洋专制主义”（英国）和“蛮子”（俄罗斯）的“无敌堡垒”。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年的大历史学家辛泽（Otto Hintze）同样也受到了这种族裔民族主义的影响，尽管他和当时的大多数史家一样拒绝戈比诺、张伯伦之流的种族主义伪历史观，但他仍然认为德意志人民的生存只有建立在排斥所有“劣等种族”特别是斯拉夫群体的基础之上。因此，不用奇怪，正是资产阶级自由派以及他们在思想教育界的主要代表人物成为世纪之交帝国主义宣传的主力军。像特赖奇克和马克斯·韦伯这样的知识精英都把德国的世界强权政策看作是普鲁士-德国政策的继续。正如过去普鲁士在同奥地利的斗争中上升为德意志大国，同法国的斗争中上升为欧洲大国一样，现在德国在同英国的竞争中也应上升为世界强国。韦伯在1895年就任弗莱堡大学教授的著名演讲中所说的一段话，应该能够代表许多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心声。他说：“国家的统一本是一个民族最好在其青年时代所达成，但在我们德国则是在民族的晚年才完成；如果德国的统一不是为了开始卷入世界政治，反倒是为了不再卷入世界政治，那么当年花这么大的代价争取这种统一也就是完全不值得的了。”从韦伯的这段话中，我们还应该能够看出正是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较晚导致了许多资产阶级不平衡的政治心态，从而需要极端民族主义和成功的帝国主义作为补偿。由于自由派中的知识资产阶级在思想教育界尤其是在大学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他们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主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受过教育的青年。

魏玛共和的崩溃和纳粹在德国的发展与掌权无疑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资产阶级“唯私主义”的结果和帝国时期形成的反自由民主的政治文化是两个异常重要的长期性因素。正是它们使得在德国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是政治自由主义和民主的价值观，而是反自由民主价值观；也正是它们在德国的社会与政治生活中制造了有利于后一种价值观传播的土壤和气氛。


第四节　全面协调发展的现代化

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1945年是“可喜可贺的零年”。纳粹德国的灭亡宣告了德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全新起点，德意志将“从零开始”迈向一个新的未来。二战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德国走的是一条政治经济不均衡发展的现代化道路。经过战后初期的占领、改造和经济重建之后，德国抛掉了给自己也给别人带来灾祸的沉重的军国主义和专制主义负担，从而轻装前进，重新走上了现代化的征途，走上了一条政治、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新现代化道路。在冷战时期两德分裂的情况下，西德在政治上牢固地确立了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为其公民提供了颇为周全的福利措施，在经济上采取了独特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在对外关系上全面融入美国主导的“西方”。短短几十年时间，德国已经变成一个经济强大、人民生活富足和热爱和平的自由民主国家。事实证明，二战后的全面协调发展才是对德国和世界都有益的现代化道路。

一　“被击败的革命”

从19世纪初，德国真正开始迈向现代化以来，其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一再遭受挫折，资产阶级既没有能力更不愿意发动民主革命。一战后建立了魏玛共和国，也仅仅存在了14年的时间，即被人类有史以来最狂暴、最野蛮的独裁政权所取代。在经历了纳粹独裁专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邦德国按照西方自由民主的原则再次建立了民主的共和国，实现了政治民主化。不过，这次民主化的启动者不是德国资产阶级，而是来自于西方盟国的占领、改造和民主化。

在大规模的全面战争结束之后，如何处理战败的大国始终是战胜国面临的头号问题。深谋远虑的丘吉尔尚在战争期间就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困难，并将之称为“胜利的难题”（problem of victory），他在1942年11月11日说：“获得胜利比被击败更让人愉快，但胜利所面临的问题如失败面临的问题一样困难。”（The Problems of victory are more agreeable than those of defeat,but no less difficult.)丘吉尔熟知历史，他自然知道这个问题处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战后稳定的持久与否。拿破仑战争后，战胜国对法国的处置颇为得当，维也纳体系也因此能在长时间内保证了欧洲的和平；一战后对德国的处理则极其糟糕，不过是埋下了另一场大战的种子。

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英、苏三大国首脑为处置德国确立了一般性的原则：“我们坚定不移的宗旨，是消灭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保证德国从此永远不能破坏世界和平。”当年6月，根据雅尔塔会议的精神，美、苏、英、法四国发表了《关于共同管制德国的联合声明》。四国将德国及柏林划分为四个占领区，分别进行占领，全面接管德国的权力。四国占领区总司令组成“管制委员会”，作为占领期间德国境内的最高权力机构。一个多月后的波茨坦会议上，美、英、苏三国首脑除了重申要根除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决定严惩纳粹战犯和骨干之外，还确定了占领的双重目标：一方面，德国人必须为他们曾经犯下的“可怕的罪行”赎罪；另一方面，战胜国也愿意给德国人民机会“在民主和和平的基础上永久地重建他们的生活”。为了完成上述目标，更主要的也是为了使德国不会再次成为战争的发源地，盟国一致同意通过“非军事化”、“非卡特尔化”和“非纳粹化”彻底改造德国。

随着德军的彻底失败和无条件投降，“非军事化”大体上已经实现了，但盟国在占领期间仍然坚持彻底根除残存的军事设施和机构。以美占区为例，按照1945年5月10日指导美占区改造工作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067号指令，任何带有军事色彩之物皆为非法，美国占领军受命摧毁总参谋部、军官团、后备军官团、军事院校以及“所有可能有助于保存德国军事传统的所有社团”。同时，“非军事化”措施的执行重点也转向了摧毁德国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包括铲除或控制一切可用于军事生产的工业，对德国经济进行“非卡特尔化”以“根除德国的战争潜力”和经济力量的“过分集中”。非纳粹化的目的是“消灭纳粹党及其附属的所有组织”，解散所有的纳粹机构，禁止一切纳粹宣传；打击和惩罚纳粹骨干分子，彻底肃清纳粹主义对德国公众生活、经济和教育的影响。应当承认，四大盟国在各自占领区对于以上改造的执行存在着措施不一、宽严不等的情况。以“非纳粹化”来说，美占区的规模大、打击面极广，英、法占区的“非纳粹化”则较为松懈，苏占区则最为彻底，将之前的精英一扫而光。但不管怎么样，通过改造，德国旧的统治势力和权势集团（容克贵族集团、军国主义集团、大垄断资本巨头），连同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受到了空前沉重的打击和扫荡。“旧的社会秩序已经荡然无存”，“旧的社会统治集团被剥夺了一切，名誉扫地”。贵族统治集团、军官团和旧的官僚系统，曾经是德国最重要的保守力量，是君主专制的支柱、魏玛共和国的主要破坏者和纳粹统治上台的主要支持者，都遭到致命打击，再也不能恢复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旧有的特殊地位和权势。大工业巨头因其支持纳粹和战争，战后也受到惩治，大垄断组织一度被强行拆散。纳粹战犯受到审判和处决，还有成千上万的“纳粹积极分子”和“同情纳粹者”也被开除公职，遭到拘禁和审查以至判罪，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确可以认为盟国对德国进行的改造“是德国走上新的起点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它“代替了德国从未经历过的一场革命”。

对于美国和其他西方盟国来说，对德国的分区占领和改造无疑可以限制德国，但从长期来看，要使德国永远安分，这些限制性的措施是不够的。实际上，所有的战胜国都相信，即便对德国已经施加了如此大的限制，未来的德国仍然可以威胁战后的稳定，因为很难永远压制德国，而且战争结束时德国的力量状况并不能代表20年或30年后德国的情况。因此，美国很早就意识到，西方盟国的根本目标应该是将德国转变为西方式的民主国家。杜鲁门在参加完波茨坦会议回国之后就宣布，应该“通过控制德国的教育、重组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鼓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信仰自由和保护工人组织的权利”在德国建立民主，也就是对德国进行民主化改造，使德国至少是西占区“西方化”。随着东西方之间分歧和摩擦的不断增大以及冷战的爆发，民主化改造日渐成为西方对德政策的重中之重。1946年下半年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决策者日益认识到，要对付苏联的威胁和促进欧洲的经济复兴，必须利用德国的潜力，这就意味着要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重建德国。但是在利用德国力量的同时，为避免养虎为患，西方盟国认为必须将西部德国彻底“西方化”，让西部德国全面融入西方：包括西部德国的经济重建必须在美国战后建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和整个欧洲的框架下进行，重新武装德国也要在西方安全同盟即北约的框架下展开，政治上确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按照西方的自由民主原则对德国的政治重建是保证德国“西方化”的根基与基础。因此，尽管美国没有像在日本那样直接为西部德国制定一部宪法，但是在西德为建国起草《基本法》及其后政治制度的发展过程中，西方盟国的意见仍然起了压倒性的作用，并且为确保民主制度在德国的生存确立了严格的内部防御机制和外部保障机制。

内部防御机制包括了《基本法》中的诸多规定，比如对公民权利的详尽保护、通过联邦制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司法独立、设立宪法法院、总统只有荣誉上的意义等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联邦宪法法院的设立。联邦宪法法院以保护宪法为己任，被称为“宪法保卫者”。其目的在于解释《基本法》，把宪法秩序作为法律秩序加以维持，防止曲解和滥用宪法的行为。它主要审理联邦与州之间以及各州之间的争执、联邦机构之间有关权力和责任的争执、联邦法律或各州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等案情。如果制定的法律不公正，可以向联邦宪法法院上诉，宪法法院可以判决将其废除，其决定对联邦和州的一切政府机构、法院及各社会团体都有约束力。此外，鉴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实行不稳定的多政党制度的失败，议会中政党之间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能在政府政策问题上形成妥协，以组成一个稳定的联盟政府，为吸取这样的教训，联邦德国在西方盟国尤其是美国的干预下实行了新的政党结构体制。在这一体制之下，首先，反体制的、反民主的极端政党不可能存在，《基本法》第21条规定，政党必须以民主原则为依据，必须取缔违法宪法、企图颠覆或取消民主制度的政党的活动。其次，通过有关规定（比如1953年修改的《选举法》规定，只有取得总选票5%以上的政党才能有资格进入联邦议院）使得小党在政治舞台上难以生存，选票集中于大党，到20世纪60年代初逐步确立了稳定的两党制——即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基督教社会联盟结成的“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

1954年确定西德加入北约的《巴黎协议》中包含了保证民主在德国生存的最重要外部保障机制。根据西德总理阿登纳和西方盟国达成的口头约定，在德国重新武装并加入北约之后，西方盟国在西德的驻军仍然拥有实行紧急状态的权力。“如果德国的民主政体受到威胁”，盟军有权获取德国的最高权力，“因为民主秩序被推翻将自动地威胁西方驻军的安全”。虽然为了避免给阿登纳在国内带来政治上的难堪，西方盟国没有坚持将这一条写入正式文本，但阿登纳向西方盟国做出了口头和书面保证，盟军事实上拥有这项权力。虽然20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西德人只会认为西方的驻军是盟友和保护者，不会干预德国的国内政治，但事实上，盟国拥有的上述权力是对西德最严重的限制，也是西方保证西德民主制度生存的最后与最有力的武器。

除了通过战后初期的改造为德国的民主化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在德国建立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度之外，西方盟国还认识到，要保证民主在西德的生存，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德国人自己，因此必须改变德国的政治文化，将德国人逐渐改造成“有民主思想和民主感情的人”，使德国人自己真心接受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教育因此被认为是确保民主在德国长存的基础，为此，西方国家对德国人尤其是精英和下一代进行了持之以恒的“再教育”活动。在战后初期的改造尤其是非纳粹化运动中，西方各国对于西占区的中小学教育体制、教学内容和师资进行了程度不等的改造，各西占区驻军还有意识地加强与驻地青少年的交流，并力求通过揭露纳粹罪恶、宣传和灌输民主促使德国人进行反思，看到他们是如何在“国家”、“民族”的名义下被引入歧途的，看到德意志的极端民族主义、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好战精神对其他民族和对德意志民族自己所造成的巨大恶果。在改造运动结束后，西方国家在利用官方渠道的政治军事交流影响西德新政治军事精英的同时，还大力促进和鼓励西方国家与西德知识精英的民间文化交流。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德的许多知识分子和知识精英团体与其他西方国家的知识精英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网络。

毫无疑问，“再教育”活动的见效需要时间。至少在最初的十多年中，很大程度上由西方强加的民主制度能否生存下去，是很值得怀疑的。西德第一任总统胡斯（Theodor Huess）曾说过，“民主在德国的再一次建立不是因为（德国人自己的）战斗”，而是来自于“占领国”的“命令”、“建议”和“特许”，“这种情况能够产生出”一个“强大、健康并被认为正当”的民主制度吗？胡斯本人并不反美，他也不是在表达对盟国政策的反对，他只是依据当时人们的态度，怀疑人们是否愿意接受在很大程度上被强加给西德人的民主制度的合法性，怀疑民主制度的生存能力。的确，从战后初期到60年代之前，从多数西德人对战争、纳粹、德国历史传统和西德民主政治体系的态度来看，这种怀疑是很有道理的。

过去我们常常认为，德国人在战后立刻就开始了真诚的反思和内省。但事实上，在60年代以前，德国人中间的自我批评十分罕见。最初对第三帝国，战后许多普通德国人往往抱有积极的看法，认为纳粹统治时期是一个有秩序和繁荣的时期，纳粹政权的现代和大众性质也使得它优于世纪之交的第二帝国。战争特别是对苏联的进攻以及对犹太人的处理则被认为是纳粹犯下的“错误”。民众不愿意提及纳粹所犯下的那些罪行，而更愿意谈论他们自己在前线、在国内遭受轰炸时期以及被盟军从帝国东部赶出时所遭受的苦难。这样的经历滋生了一种普遍的情感，认为普通人是政治的牺牲品，许多人只是谴责希特勒和纳粹将德国带入了不可能获胜的战争。当纳粹犯下的罪行已经无可辩驳地展示在世人眼前，尤其是在西方占领军半强制之下许多德国人亲眼目睹集中营的惨况之后，多数德国人也只是力求与第三帝国划清界限，声称“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没有多少人愿意承认德国人作为一个集体对战争和纳粹的罪行负有责任。对于西德的政治体系，50年代的多数普通德国人既不反对，也不热情支持，只是忙于赚钱和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

在知识精英当中，固然有雅斯贝斯和托马斯·曼开始探寻德国的责任以及纳粹浩劫在德国历史中的根源，但直到60年代为止，至少在德国史学界，多数史学家仍然不愿意承认德国的历史传统要对纳粹的出现负责。在史学家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看来，纳粹并非根植于德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某种必然，而是德国历史进程中的偶然一幕，更何况法西斯专政也不是德国一家。吉哈德·里特尔也认为，纳粹不是一个德国现象而是一个欧洲现象，因此应该到现代欧洲文明而非普鲁士德国的传统寻找其根源。他指出，纳粹的兴起、掌权和顺利地发动战争是“大众民主的过失”和“现代军国主义”所致，跟普鲁士德国传统并无多大关系，因为无论是大众民主还是现代军国主义都是现代欧洲的普遍现象，并且主要源于法国大革命。不仅如此，恰恰是普鲁士德国传统的中坚力量——军队——始终没有屈从于希特勒。所以，“纳粹的根源不在于德国的过去，相反，应在回溯到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民主、社会主义和工业主义的传统中寻求其根源；并非缺乏民主化，而是过分的民主化应为纳粹承担责任”。

从60年代开始，随着新一代的成长、西德经济的长期繁荣、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以及身处西方阵营给德国带来的物质收益与安全，情况开始逐渐发生变化。无论是普通的西德公民还是知识精英，都开始接受民主制度，愿意对德国的历史传统进行批判性的深刻反思，愿意支持对外政策上的欧洲化和西方化。普通的西德民众越来越习惯于新的政治体制，认识到其在促进经济繁荣和提高与保障物质生活水平方面的成就，在这一过程中，自由主义的价值观逐渐被内在化，人们形成了对代议制民主的情感忠诚。人们也开始拒绝那种恶性发展的民族主义，拒绝战争。以人们对德国统一问题态度的变化为例。在占领期间和战后初年，几乎所有西德人都抱怨德国的分裂。迟至1965年，仍有接近70%的西德民众认为，西德最紧迫的外交政策目标是重新统一；但是到1973年，只有23%的民众还抱着同样的想法，与此相比，65%的民众认为最紧要的外交政策问题是加快欧洲一体化。在史学界，60年代初，汉堡大学历史学家弗里茨·费舍尔（Fritz Fischer）出版的关于德国在一战中战争目标的著作，引发了德国史学界激烈的辩论，开启了史学界对于德国历史和政治传统的重新思考，促使那些在纳粹垮台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历史学家以更具批判性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德国的过去和现代化道路，以韦勒（Hans-Ulrich Wehler）和科卡（Jürgen Kocka）为首的“比勒菲尔德学派”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认为，德国之所以走上了纳粹主义的罪恶道路，就是因为在19世纪偏离了正规的、政治与经济同时现代化的西方道路。在更为广大的知识界，70年代出现的“宪法帝国主义”观念得到了广泛的宣扬和支持，这说明许多知识精英已经开始将《基本法》确立的民主制度作为他们政治认同的基础。

到70年代，多数德国人已经的确变成了“有民主思想和民主感情”的人，民主已经在西德牢牢地扎下了根。

二　“经济奇迹”与和谐社会

在政治上走向民主和西方的同时，联邦德国的经济现代化在战后也经历了一次大的飞跃。众所周知，当德国在1945年5月8日投降时，战火已经将这个国家变成了一片废墟。工业总生产能力的50%以上已被战火摧毁，国民生产总值已倒退到1938年的40%的水平。最重要的铁路、隧道和桥梁都被炸毁，住房的三分之一已被完全摧毁，还有40%遭到了严重破坏。所有的工业产品、食品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奇缺，食品的日常消费已降到人均每日不足1000卡路里的水平。千百万人食不果腹，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在数百万男人因战争伤亡的情况下，只留下众多的妇女儿童在清理战争的废墟。在40年代末期，很难想象这个被击败的国家能在短短几十年间再度成为欧洲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

我们不免要问，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联邦德国经济的再度腾飞？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联邦德国实现经济腾飞有一些有利的历史条件。自近代以来德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已经为德国的腾飞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在德国西部即现今联邦德国的地区，工业化的基础尤其雄厚。这种基础并没有因为德国的战败而完全毁灭，尽管战后初期德国工业化程度一度下降，人们对德国工业能力的破坏程度的估计十分严重，但实际情况要好得多。尽管很多工厂已经成为一片瓦砾，但很多重要的机器设备仍完好无损或者很容易修复。即使在盟军重点空袭的鲁尔地区，也只有30%的厂房和机器被破坏到无法修复的程度。就全德国而言，无法修复的厂房和机器只有15%-20%。再者，1944年以前，德国靠掠夺欧洲各国大发横财，其他国家所受的损失比德国大得多。德国不仅从被占领国家拿走粮食、消费品和工业设备，还掠夺了其他许多珍贵物品。有20万台机床被拆迁到德国，德国的机床总数由1938年的97.6万台增加到1945年的130万台。仅法国一个国家就向纳粹德国支付了7000亿法郎的占领费用。结果，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在战争期间大大提高。在欧洲，包括英国和苏联在内，唯有德国1944年的工业总产值高于1938年。

过去德国工业化留下的另一个遗产，是德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非常发达。在纳粹时期，为了进行战争的目的，又进行了大规模的现代科技研究和应用，如现代军事技术和武器的研究和制造，现代交通运输工具的研究和生产，现代合成燃料和合成材料的研究和制造等。与此相联系的是德国有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和拥有工业生产技术的熟练劳动力。纳粹战争经济被摧毁之后，这些因素却保存下来，在和平工业化和现代化中就成为——种巨大的潜在的有利因素。战后大批从东部地区来到联邦德国的人口中，也有大量的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直到1961年“柏林墙”修建之前，从东部德国涌入西部的人高达1000多万，其中有500万以上的熟练劳动力。而且这些熟练劳动力大多年轻（18-21岁的占47.2%，21-25岁占36.4%），刚刚完成学业。熟练劳动力大量从东部流入西部，使得联邦德国成为欧洲同时也是世界上熟练劳动力储备最为集中的地区，也成为西德实现经济腾飞的最重要资本和财富。据计算，“若是按每培养一个熟练劳动力平均投资15000马克计算，仅是东德熟练劳动力的涌入，其价值就等于为联邦德国节省了需要花在500万熟练劳动力上的300亿马克的培养费，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马歇尔计划援助联邦德国的15亿美元的规模”。

由于上述有利条件，我们也不用奇怪，即便在1948年西占区进行货币改革之前，西部德国的经济已经开始了迅速的恢复（见下表）。“到1951年，其生活水平已达到了战前的水平”。从1948年中到1952年中，西部德国的工业生产增长了110%。

表七 战后初期西部德国人均收入和工业生产的年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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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二次大战结束之后，联邦德国采取了一条西方化的和平经济发展道路。西方化的和平发展，首先意味着德国不用承担庞大的军费开支，就可以享受到盟国尤其是美国为其提供的安全保证。美国提供的安全保证不仅使得联邦德国可以将更多的精力和物质资源用于经济建设，而且也维护了西德的民主制度。一位研究者曾就此评论道，康德以来的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民主是和平之父，但“就德国而言，这句话应该倒过来说：合情合理的国际体系有益于和平和民主。本世纪（指20世纪）最穷兵黩武的国家成了一只生性怠惰的树懒。原因何在呢？……只有在安全得到保证的环境里，民主才能蓬勃发展。而专制主义者最喜欢借外部威胁在国内攫取最大权力。因此，战后德国民主制度取得的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与易北河畔的强大威慑屏障是分不开的。直到1994年俄罗斯军队撤回国内前，美国军队一直把守着这道屏障，并以核武器作后盾。在一个稳定的没有威胁的环境里，这一奇迹肯定会持续下去”。其二，联邦德国的经济发展尤其在最初的起步阶段受益于美国根据“马歇尔计划”提供的援助。大致说来，美国对德国的经济输血包括两大类：一是“美国政府对占领区的救济拨款”。在1948年以前，美国对西占区的援助以此为主，实际上它延续到1950年3月底。根据这一计划，美国提供了总额达16.2亿美元的各类援助。二是“马歇尔计划”。从1948年起，德国西占区开始纳入“马歇尔计划”之中，成为第17个受援国。美国从1948-1952年总共提供了近15.6亿美元的各类援助。相比较而言，“马歇尔计划”是一项具有战略目标的重建计划，它的作用远远大于“救济拨款”。美援的“经济输血”为西部德国经济的恢复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解决了进口商品时的外汇短缺；在战后初期的情形下，有利于稳定民心以及稳定国内政局；恢复和促进了德国西占区同西欧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与贸易往来，从而为后来联邦德国同其他西欧国家的经济、政治一体化打下了基础。其三，从长远来看，加入欧洲一体化实现法德和解以及成为美国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成员，为联邦德国的经济成长提供了最为有利的外部环境，这种作用是无论怎样夸大都不为过的。欧洲煤钢联营开启的欧洲经济一体化，尽管最初在西德国内受到颇多政治团体（不仅社会民主党反对，而且阿登纳的基民盟内部也存在着强大的反对力量）与企业家的反对与质疑，但实行的效果很快就让企业家们获利匪浅，而且也的确起到了法国外交部长舒曼（Robert Schuman）所预想的作用：法德之间的任何战争和冲突“不仅变得不可想象，而且在物质上也是不可能的”。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则解决了西德工业化过程中的最大问题，即如何保证获得市场和价格低廉的原材料。20世纪50年代是联邦德国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方面，1950-1960年期间，联邦德国高于所有西方工业国家，达到8.6%，其中有些年份的增长率更是高达10%。德国再次成为一个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出口机器，五六十年代联邦德国的工业增长具有鲜明的“出口导向型”特点。在二战之前，这样的状况对于德国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在关键时刻或萧条时期，德国将无法获得其所需的原材料和市场。对于二战后西德来说，它被纳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实在是幸事，因为这一体系使它可以获得整个世界的原材料、进入全世界的市场。

最后，联邦德国在战后结合自己的国情，确立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的理论奠基者是路德维希·艾哈德，他在1948-1966年间先后担任过联邦德国经济部长和总理，在任期间根据他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逐步建立了具体的经济制度。社会市场经济在坚持市场经济、坚持自由竞争为主的前提下，强调社会秩序，不排斥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干涉主义的一些主张，即不能对市场经济完全放任自由，国家要进行适当的调节，同时要保护市场经济，维持一种“竞争秩序”。这种秩序要与自由得以均衡，防止垄断，保证个人创造精神，从而保障竞争得以实现，使经济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核心是经济自由、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艾哈德将这一理论归结为“自由+秩序”。在联邦德国战后确立的诸多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中，艾哈德的理论皆有体现，除了限制垄断、私有财产要尽社会义务、劳动保护、工人参与企业决策等制度之外，更重要的是根据社会市场经济原则，联邦德国建立了一个极其严密的社会保障网络。它保障了联邦德国公民的生存，并在他们面临疾病、工伤事故、事业、残疾、衰老、负担家庭甚至包括死亡在内的风险时，提供了广泛的社会保障，从而也使联邦德国成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中最为发达的社会福利国家。很显然，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整个“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能较好协调各方面的关系，缓和了国内的阶级和社会矛盾，劳资关系相对比较平稳；在遇到困难时可以获得“合乎人的尊严的”生活水平，无疑也加强了人们对现存政治制度的认同。

正是在上述有利的内外条件下，联邦德国经济从50年代初基本恢复之后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以增长速度来看，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是最快的，被称为“经济奇迹”。从1950年到1966年，联邦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两倍，平均每年增长达7.1%。这种增长率不仅在同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名列前茅，也大大超过德国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7年中，德国经济年增长率只有一年是超过5%的）。到60年代，联邦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又一次超过法国和英国，重新成为欧洲第一和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到50年代末和60年代，联邦德国实现了充分就业。60年代的失业率除1967年外，历年都在1%以下。为满足对劳动力的需求，联邦德国从50年代中期起开始招募外籍劳工，60年代更是大量引进外籍劳工。尽管此后经济增长率渐趋放缓，1973-1975年更经历了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的冲击，但西德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从总体上说，远远好于德国历史上以前的时期。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仍然算得上是最好的。如从1950年到1989年，在英、法、美、意、日、德六国中，联邦德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51%，仅次于日本而高于其他四国。1950年联邦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折合约233.8亿美元，只及美国的8.1%、英国的62.1%、法国的81.3%。此后联邦德国就奋起直追，到50年代后半期超过法国，1960年超过英国，名列欧洲资本主义各国之首。到1989年时，联邦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高达11937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2.75%和日本的41.27%，远远超过了英、法等国。如果按人均国民收入计算，联邦德国在50年代初仅为美国的约l/4，到70年代后半期就超过了美国而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首位。80年代初被美国超过，但仍居第二位。人均工业生产总值方面，联邦德国也接近美国的水平，把日、法、英、意等国远远抛在后面。与此同时，联邦德国也成为世界贸易大国。战后初期，德国对外贸易几乎停止，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和数额上微不足道。到1962年，联邦德国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对外贸易国，从1952年起其对外贸易连年顺差。

联邦德国的现代化，还不仅仅是其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综合经济实力的加强，而且在于它的产业结构和居民就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德国的工业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战后初期工业化程度曾一度下降。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工业化水平最高的1939年，在德国西部工业核心地区（战后的英占区），国民经济中工业成分占45.5%，而农业部分则占9.6%，战后的1947年这一组数字分别变为40.7%和23.6%。但经过战后经济的发展和和平工业化，联邦德国重新变成了一个高度工业化和高度现代化的国家，而且远远超过了战前德国。

统计表明，联邦德国第一产业（农、牧、渔业）生产尽管本身有了巨大的增长，但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下降，1950年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10.7%，到1980年已下降到只占2.2%；农业就业人数在全部就业人数中的比重也相应下降，1950年为24.6%，1980年已下降到只占5.5%，且仍在进一步下降。工业的发展也非常迅速，但它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则在一度不断上升后也出现下降。在1950年达到49.7%，60年代初达到53.2%。自70年代以后下降，1975年第一次失去了多年来在三大产业中占据的领先地位。1980年已下降到只占44.8%，此后还在下降。工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在1950年为42.9%，1970年达到48.9%。此后开始下降，到1980年下降到只占44.2%，1985年进一步下降到只占41%。只有第三产业（商业、交通和服务行业）的产值和比重都呈现持续增加的发展势头，1950年在国民经济的产值中占39.6%，1970年占45%，1980年达到53%，1985年更达到55.5%，其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则从1950年的32.5%增加到1970年的42%、1980年的50.4%和1985年的53.5%。在70年代中期以后，第三产业的产值和就业人数都超过了第二产业，取代了第二产业的长期占据的优势地位。可以说，联邦德国从70年代起开始了从工业社会向服务社会的过渡。联邦德国经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既是其现代化高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意味着其发展开始进入更高级的阶段。

小结

对于德国的现代化历程，学术界向来充满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19世纪的德国现代化是否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其他国家的“独特道路”（Sonderweg)?

如前所述，“独特道路论”最早是由19世纪德国民族传统的历史学家提出的。他们批评西方（主要指英、法）的政治文化，反对自由主义和现代民主的基本信条，赞扬德意志君主制及其官僚的优越性和效率，称颂德意志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

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种肯定性的“独特道路论”遭到了以“比勒菲尔德学派”为代表的西德新一代历史学家的挑战，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批判性的“独特道路论”。他们指出，德国的确走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但这是一条通往纳粹浩劫的罪恶之路。德国在19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没有经历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扫除传统势力即所谓的前工业精英，其现代化发展是极不均衡的，政治现代化即民主化严重滞后于经济现代化。到19世纪末，一方面，德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然而，在社会和政治的层面，德国仍然十分落后，前工业精英的存在阻止了德国向自由民主的演进。德国资产阶级却十分软弱，缺乏资产阶级精神，不敢向贵族阶级夺取政权，反而出于对工人运动的恐惧，同传统势力结盟，在思想精神上“封建化”了。即便在1918年君主制崩溃和建立起魏玛民主之后，这些精英仍然成功地维持了其权力和地位，正是他们在1933年推动希特勒掌权，德国从此陷入了深渊。

80年代以来，三位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埃雷（Geoff Eley）、布兰克·博恩（David Blackbourn）和伊文思（Richard J.Evans）对批判性的“独特道路论”发起了全面挑战。他们认为，首先，批判性“独特道路论”在社会阶级和政治倾向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未经验证的假设，即贵族在本质上是封建的，而资产阶级就其性质而言则是倾向于自由主义的。但这一假设是得不到历史证据支持的，因为“从历史上看，资产阶级能够在各种国家形式——从议会民主制到极端的法西斯主义——下生存并自我繁殖”。埃雷在其他著作中还着意指出，“独特道路论”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因果链条：资产阶级等于自由主义等于民主，然而历史地看，19世纪的民主冲动主要并非来自资产阶级，而是来自于劳工运动和其他的大众激进传统。实际上，19世纪后期资产阶级愿望的表达包括自由主义形式的表达通常表现出反民主的倾向。其次，比勒菲尔德学派过于狭隘地将“资产阶级革命”理解为惊天动地的政治巨变和资产阶级掌权，因而没有认识到19世纪德国实际上经历了一场“静悄悄的资产阶级革命”，目睹了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出现，主要证据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胜利、资产阶级的规范和价值观在文化上成为主导、资产阶级取得社会上的领导地位。最后，如果认为德国19世纪的现代化有其独特道路，那就假设欧洲历史上存在着一条走进现代的“正常、或正规道路”。但实际上，正常道路并不存在，欧洲国家都有其进入现代的独特道路。比勒菲尔德学派所说的“正常道路”不过是对英法美等国尤其是英国发展历程的“理想化”，并且以这些国家在20世纪下半期的情况去衡量19世纪德国，这样的比较显然是非历史的。

回顾19世纪德国的现代化历程，我们认为，比勒菲尔德学派的基本论断是站得住脚的。在德意志，由于资产阶级的发育迟缓和不良，他们无法像英法资产阶级那样承担起启动和推进现代化的重任，至少在现代化的最初阶段是这样。而传统统治阶级或至少其中的一部分人面对时代的潮流和本国面临的大变局，表现出了非凡的学习能力和适应性，成为现代化的主要启动者和推进者。他们借助国家机器的强大力量自上而下地推行现代化，主要目的不在于除旧布新，而是使旧体制更新。到1848年革命时，资产阶级自由派虽已成为德意志现代化的主要领导者。但他们本能的反民主和害怕激进大众革命的倾向，使得他们不愿和大众结成牢固的同盟，让旧体制和传统势力彻底就范；加之对民族统一的过度渴求，他们选择和普鲁士君主结盟，抑制革命，将现代化的领导权拱手相让于传统势力。1871年，俾斯麦借助普鲁士国家的力量完成统一，容克贵族、官僚和军队等传统势力因此在统一后的德国占据了统治地位。结果，在19世纪后期，当德国在社会经济领域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时，政治领域仍然维持这一种半专制体制。在半专制体制下占据统治地位的传统势力为了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采取了诸多防御性策略，既有和统一之前一脉相承的防御性现代化措施，比如继续自上而下地推进社会经济现代化，也包括那些纯粹的维持地位之举，比如所谓的“消极整合”、对议会政治的操纵和“社会帝国主义”等。后一类措施加剧了随着快速工业化而来的社会紧张、分裂和冲突，在德国国内酿成了极为危险的国内气氛和极端局势，极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宣传又毒害了许多德国人的思想，从而为魏玛共和的夭折和纳粹的崛起准备了长期条件。正像我们在许多国家都能够看到的那样，传统势力为了维持其统治地位，是多么地不计后果！然而，我们不能将德国的问题完全归咎于传统势力。正如埃雷等人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能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民主之间画上等号。德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在第二帝国时期同样扮演了较为有害甚至很有害的角色，在统一之后迅速的工业化进程中，尽管资产阶级的力量日趋雄厚，但出于对工人运动的恐惧，他们宁愿和传统势力站在一起，而不是和工人运动联合推进议会民主制度。这样的举动不是出于幼稚或软弱，而是因为短视和狭隘，或者更明确地说，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利益。资产阶级自由派异常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世界政策”的狂热表明，在德国，是资产阶级而非传统势力或普鲁士军国主义构成了推动海外扩张的主要力量。德国自由主义的悲剧之一就在于，民族主义对自由主义占有绝对的压倒性优势，这样一种排外的、忽视他人生存权利的自由主义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

我们知道，无论在哪个国家，现代化都表现为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的融合，现代化进程也无一不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相生相克、互动与互应。以英国来说，人们不难发现，第一个现代化国家在发动工业革命，迈向自由民主道路的过程中竟然保留了如此之多的“前现代”因素。比如，英格兰是如何在保持极其“古旧”（archaic）的习惯法体系下去进行工业化的，对此问题，韦伯曾为之大为困惑不解。难道说那个“古旧”的体系比更为“现代”和“理性”的罗马法体系更适于处理现代工业社会中极其复杂多样的财产问题？那么，为什么在德国传统和现代的融合却带来了不同的结果？德国的防御性现代化模式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恰恰把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中最糟糕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了。

毫无疑问，我们和比勒菲尔德学派一样认为，我们对德国现代化模式和道路的评判始终是以英法为参照系的。从这个角度看，德国在19世纪的确走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但独特道路不是指德国现代化历程的独一无二，而是指它“背离”了（divergence）西方。在德意志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它始终是个西方国家，它与其他西方国家具有相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共同的文化传统。因此，只有把它与其他西方国家对比才是有意义的。固然与俄罗斯等一些国家相比，第二帝国时期的德国在政治上显然要现代的多、先进的多，但这种参照系的选择不如选择英、法更有价值。

不过，我们并不完全赞同比勒菲尔德学派对19世纪德国独特道路的评判。我们不能仅仅在希特勒的阴影下去理解防御性现代化带来的结果，这样做很容易将现代德国历史的所有方面变为“希特勒的前史”，将德意志的现代化简化为“一切都通向希特勒”。我们认为，德国的防御性现代化的确为之后的灾难创造了长期的可能性，但它也无可辩驳地完成了德国现代化的许多基本任务，或至少是为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无论是统一的实现、工业化的完成，还是人们所享有的社会权、民权以及政治参与的习惯，所有这些都为二战后联邦德国在重回西方的框架下全面协调的进一步现代化提供了一些最基本的条件。没有这些条件，没有以前打下的基础，我们很难想象联邦德国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再度成为欧洲大国。

权衡来说的话，防御性现代化的确有其阶段性的合理性，但它留给我们的最大教训是：“一种简单的威权主义政体想长期维持对经济日益发达之社会的控制，是不可能的。”


第六章　刺激-反应型的北欧模式

“北欧模式”（丹麦、芬兰、瑞典、挪威和冰岛）是世界现代化过程中极为独特的模式。这一地区的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差异很大，但本身却有很多相似之处。第一，它们都是小国，资源不多，在地理、历史、宗教文化、语言等方面具有相近性或相似性；第二，经济发达，生活水平普遍比较高；第三，政治上高度民主化，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实行政党妥协和阶级合作的政策；第四，在社会保障领域，实行高积累、高收入、高福利的政策，在劳工福利和工资待遇方面，北欧地区是世界所有地区和国家中最高的；第五，在对外关系上都有一致的态度和观点，自19世纪中叶以来，这些国家大多执行“平时不结盟，战时守中立”的和平中立政策，长期处在和平环境中。作为一个民主的福利社会，这些国家既稳定又生机勃勃，既不断进步，又不发生革命。因此，北欧模式不仅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公认的特殊模式，而且也是一种得到广泛认可的成功模式。由于北欧国家并非只有一个，而其前期历史又有很多相似与交叉的地方，这就使得本章结构的安排十分困难。我们只能将其现代化起步之前的内容进行整体分析，然后再分节细述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第一节　传统社会时期的北欧地区

一　北欧国家的相似之处

首先有必要对我们的研究对象进行界定，因为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我们的研究对象有不同的指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西方人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指称这一地区，即使如此，他们有关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概念也不尽相同，例如，德国人认为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包括挪威、瑞典和芬兰，但不包括丹麦；英国人则认为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包括挪威、瑞典和丹麦，加上芬兰和冰岛。实际上，斯堪的纳维亚（Sc and inavia，通常也译为斯堪地纳维亚）在地理上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或斯堪地纳维亚半岛），包括挪威和瑞典；从文化、政治和历史上看，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指瑞典、挪威和丹麦这三个国家，尤其在这些国家自身看来，更是如此；有些学者从地理和经济的角度出发，认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除了三个国家外还应包括芬兰；也有人从人类学、语言和文化的角度出发，认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除了瑞典、挪威和丹麦三个国家外，还应将冰岛和法罗群岛包括在内；还有人使用诺尔登（Norden）一词，指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这些相互联系密切、与欧洲大陆其他部分截然不同的国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西方学者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学者，常常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指称挪威、瑞典、丹麦、芬兰和冰岛。在这之后，人们更多的使用北欧来指称上述国家和地区。用“北欧”代替“斯堪的纳维亚”不仅表明欧洲北部地区的定义已发生变化，更重要的，它表明了一种愿望，即找到一个更明确、更概括的概念，以便将那些在历史、语言和地理方面有着共同背景的国家都包括进来，并把它们看作相互独立又密切依赖的北欧联邦的成员。本文即采用“北欧国家”这一概念，考虑到资料的原因，我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挪威、瑞典、丹麦和芬兰这四个国家。

北欧国家普遍人口较少，除个别国家的个别地区外，资源都相对贫乏，在地理、历史、宗教文化、语言等方面具有相近性或相似性，这既构成了这些国家现代化的基本条件，也构成了我们研究这一地区的基础和出发点。

从地理位置来说，北欧国家处于欧洲大陆的西北端，四周被太平洋、巴伦支海、挪威海、北海和大西洋包围，其北部在北极圈内，西部的挪威濒临大西洋，东部的芬兰和北挪威与俄国接壤，南部通过日德兰半岛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的陆桥进入欧洲大陆。这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北欧国家在现代航空业发展起来以前，既可以通过陆路，也可以通过海洋，但主要通过海洋与外界发生联系，地理位置的优越和海路的四通八达构成了北欧地理的第二个基本特征。从自然资源的角度来说，北欧国家与中欧和东欧国家相比，除了铁矿、水力和森林资源外，其他资源相对贫乏，尤其是缺乏矿物燃料如煤炭和石油等。农业资源也不够发达，由于深雾、雪盖和个别地区整个冬天处于黑暗之中，再加上土地贫瘠，森林密布，农业产量受到限制，除丹麦拥有较大的耕地外，北欧地区现代技术能够耕作土地的百分比：芬兰9%，瑞典8%，挪威2.8%，冰岛1%。除丹麦群岛以及日德兰半岛东部外，整个北欧地区可以用作种植的地区小而分散，自然资源的贫乏构成了北欧地区地理的第三个基本特征。

从历史上来说，北欧地区大多由于各种形式的联合而联系在一起。丹麦在9世纪建国，11世纪初建立了包括英格兰、挪威和瑞典在内的丹麦帝国；挪威于9世纪建国，1261和1262年分别与格陵兰和冰岛联合；芬兰在海盗时期常常遭到瑞典海盗的侵袭，1157年属于瑞典，并在1262年自愿与挪威联合，1380年后隶属丹麦；瑞典于10世纪建国，1066年后长期陷于混乱。1388年，瑞典贵族向丹麦的女王玛格丽特乞援，后者的军队打败了瑞典王室的军队，从1397年开始，北欧地区形成以丹麦为主的瑞典、丹麦和挪威三国的“卡尔玛同盟”（1397-1523).1412年马格丽特去世后，丹麦加强对瑞典和挪威的控制，引起了当地贵族和教会的不满，加上丹麦人长期对德意志人用兵，给三国造成极大负担，激起挪威和瑞典的反抗，丹麦本国的反对势力也趁机而起。1520年，克里斯蒂安二世制造了斯德哥尔摩血案，古斯塔夫·瓦萨发动起义，推翻了丹麦统治。1523年，瑞典独立，“卡尔玛同盟”宣告结束。“卡尔玛同盟”解散后，丹麦仍然与挪威联合，瑞典独立后逐渐集结力量，成为北欧地区的强国。1563-1570年，瑞典与丹麦进行了7年战争，逐步确立了在波罗的海的霸主地位。1658年，瑞典攻入丹麦，由于欧洲列强的干涉，1660年缔结哥本哈根条约，划定丹麦、瑞典和挪威三国的国界。1700-1721年，瑞典与俄国发生北方战争，俄国、丹麦、波兰联合进攻瑞典，最终俄国占领了瑞典在波罗的海沿岸以及芬兰的所有地区。1814年挪威与瑞典联合，一直到1905年6月7日挪威议会宣布脱离瑞典而独立。芬兰于1809年脱离瑞典后，由俄国进行统治，一直到1917年宣布独立。只是到20世纪初，上述4个国家才成为主权国家。在长期的分分合合的过程中，北欧地区拥有了一段共同的历史和回忆，同时也拥有了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某些相似性，这一点与欧洲大陆其他地区明显不同。

从语言上来说，北欧地区的语言属于日耳曼语北部语支，现代标准语有丹麦语、瑞典语、挪威语（丹麦挪威语及新挪威语）、冰岛语和法罗斯语。丹麦语和瑞典语为东部分支，挪威语、冰岛语和法罗斯语为西部分支，这些语言均由约11世纪时的北欧诸方言发展而来。冰岛语与法罗斯语是现代北欧诸语言中最保守的，其他北欧人大多不懂得它们，而挪威人、瑞典人和丹麦人却能以各自语言互相交流，因为这三种语言有许多共同的词汇，语法特点相似，而发展变化也相同。芬兰语稍有不同，属于接近匈牙利语的芬兰乌戈尔（Finno?Ugrian）语言团体，但历史的进程使瑞典语成为芬兰的一个官方语言。对北欧地区的居民而言，语言过去和现在仍然是把他们凝聚在一起的强有力的因素。

从宗教与文化上来说，北欧地区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在北欧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长期存在着多神教，崇拜太阳和生殖，这种宗教没有神学，也不设专门的祭司，但有许多自成体系的神话故事，其教义和教规、训谕和戒律通过神话故事来表达。大约从9世纪起，隐修士安斯加（Ansgar,801?——865）在北欧地区开始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丹麦到国王大卡纽特（1015-1035年）统治时，彻底皈依基督教；挪威在奥拉夫二世（1015-1028在位）统治时采用极端的做法，强制推行基督教，最终在马格纳斯一世（1035-1047年在位）时完成基督教化；瑞典到奥拉夫·斯克特科南统治时期（994-1024）确立了基督教的地位，并在1100年左右，彻底消灭了异教；在北欧诸国中，芬兰接受基督教最晚。基督教在北欧的传播和强制推行，一方面摧毁了北欧地区的异教，使该地区的多神教发展为一神教，另一方面，随着基督教的确立，北欧地区的教会也通过精神信仰与思想控制操纵世俗统治。在宗教改革中，北欧国家纷纷割断与罗马教皇的联系，建立了以路德宗为基础的国教。所以从宗教的角度而言，北欧地区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和同步性。

从法律上来说，北欧地区的法律是中世纪日耳曼早期法律中独立的一个分支，起源于现在的挪威、丹麦和瑞典的领土，后来逐渐扩展到一些定居和被征服的领土，如冰岛、格林兰、法罗群岛、英格兰的一部分、爱尔兰、诺曼底、芬兰以及波罗的海沿岸的领土。在9世纪前，北欧各国还没有成为独立的王国，各地区和省区在法律和行政上都是独立的。最初的法律体系只包括民众会议所保存、发展和批准的习惯法，这种民众会议由全体自由民组成，通常由一个或几个熟悉法律的出色人物来领导，他们对法律做出说明，对有关适用于特定案件的法律规则发出指示，当传统的法律不够使用时，才经民众会议同意制定新的法律。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各个王国的联合，到13世纪，一种在更大范围内统一法律的趋势逐渐显示出来，形成了更加广大的法律适用区。11-13世纪之间，各省区的法律开始有了文字记载。在挪威，国王马纳格斯（1263-1280年在位）在1274年为乡村地区，两年后为市镇先后制定了共同的法律。14世纪，瑞典也有相似的过程，但丹麦却停留在三种不同省区的法律统治之下，一直到1683年才颁布了丹麦法。上述法律除了婚姻、继承、财产和契约等私法外，还包括宪法、行政法、刑法和程序法。大概由于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些法律还包括对贫困者和无依无靠者的规定。由于很少受外来的影响，相对于欧洲大陆许多地区而言，这些法律特别重视个人权利，也比较人道。瑞典在1734年编撰了适用全国的法律，并适用于瑞典的属地芬兰。

北欧国家在地理、历史、语言、宗教文化和法律方面的相近性和相似性，既构成了这一地区不同于欧洲其他地区的显著特点，也给这些国家未来的发展留下了痕迹，导致这些国家在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上大致相同，在政治和社会发展方面，也具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或相近性。不过，在北欧地区存在某些共性的情况下，也存在某种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主要表现为北欧国家所处具体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的不同。

在北欧诸国中，丹麦的地理位置极为优越，它横跨东西水路，在南北陆路上处在德国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之间，这一地理位置使丹麦自青铜时代开始就有“欧洲的十字路口”之称，由于西临北海，靠近人口稠密的西欧工业国家，南部接近中欧，在地理、文化和商业上，丹麦是连接北欧与中西欧的桥梁。丹麦多岛屿，海岸线与面积相比特别大，全境地势较低，平均海拔不高于100英尺。由于地处温带，从大西洋、北冰洋和东欧来的气团在此相遇，因此气候多变，空气潮湿，全年有降雨。地势的平坦和较有利的气候条件使丹麦成为北欧诸国中最有利于发展农业的地区。相比较而言，丹麦发展工业的基础比较薄弱，自然资源有限，特别是缺乏金属、煤和石油。

瑞典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部，东北部与芬兰接壤，西部和西北部与挪威为邻，东濒波罗的海，西南临北海，有“中间支轴”（neutralful-crum）之称。瑞典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全境从北向南分为四个主要地形区：山区、低地湖区、较低高原区和南部小平原。山区占国土面积的2/3，区内有森林、瀑布和金属矿物；低地湖区为由冰川形成的起伏山岭，瑞典的9万个湖泊大多分布在这里；较低高原区多在海拔500英尺以下，境内多森林和泥炭层；南部小平原土质肥沃，是该国人口最稠密的农业区。因受西风和洋流的影响，瑞典北部为平和的大陆性气候，南部是较温和的海洋性气候。从资源来说，瑞典在北欧诸国中相对富裕，矿产以铁矿最为重要，集中在北部，森林资源也比较丰富，森林面积占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因而有比较好的发展工业的条件。

挪威地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西部和北部，意为“北方之路”，地理位置也比较优越。挪威地形狭长，南北长1100英里，最狭窄处只有4英里，最宽处270英里，腹地海岸线1650英里，但总海岸线1?6万英里，这一特点有利于挪威船运业的发展。整个挪威几乎3/4的地区是山区和沼泽，境内有16万余个湖泊和相同数量的岛屿。全境包括一个北极区和三个南部区，北部在北极圈内，夏季无黑夜，12月至次年一月无白昼，全区多山；南部区的西部为濒临北大西洋的狭长的沿海区，多海岛和山谷；中部为典型的农业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面积1/3为森林；东部因有中部山脉作为屏障，气候为内陆性，冬冷夏热，作物生长期短。从总体上说，挪威自然条件差，土地和土壤条件不合适发展大规模的农业，森林也不如瑞典和芬兰重要，但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狭长的海岸线，挪威拥有北欧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发展运输业的条件。

芬兰既是欧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又是欧洲人口最少的国家之一，也是北欧国家中唯一领土完全在北纬60度以北的国家，在地理位置上没有任何优势可言。森林和湖泊构成了该国特有的地貌：该国71%的土地表面覆盖着森林，湖泊占国土的10%，是北欧国家中湖泊和水路最多的。芬兰的气候类似加拿大，特别是在冬天，每年降雨量接近500毫米，其中1/3来自降雪。由于处在高纬度，冬天白天短，夏季中期无黑夜。在北欧诸国中，芬兰的自然条件最差：既没有丹麦那样发展农业的条件，也缺乏瑞典的矿物财富和挪威的廉价电力和航运条件，直到19世纪中叶，耕作、狩猎和渔业仍然是芬兰人生存的主要手段。甚至到1938年，芬兰仍然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和森林业的工作。

不难看出，北欧国家既存在地理、历史、宗教文化、语言和法律等方面的相近性和相似性，也有一些不大的差别。如果说这种相近性和相似性，决定了这些国家在从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转变过程中，大致经历相同的道路，如它们都扬长避短，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在率先工业化国家需求的刺激下，依靠对外贸易发展本国经济，走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北欧模式，那么，它们之间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的差异，则决定着各个国家发展的方向。例如，从地理位置来说，丹麦处于北欧这一整体的西部，与历史上的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隔海相望，历史上与英国发生着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联系，在接受英国的辐射和拉动方面，有着其他北欧国家不能比拟的条件，因此农业在其现代化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瑞典处在北欧的南边，与德国接壤，在历史上与汉撒同盟发生联系，资源禀赋相对优越，因此，与铁矿有关的工业在工业化过程中起了比较大的作用，并且由于位于挪威的侧翼，受到它长长的面对海洋作为屏障的保护，一直是四个国家中最能维持自己为政治实体的国家，也是最易于进入工业化的国家；挪威地理位置优越，有狭长的海岸线，在资源上以森林为主，因此航运业与木材加工业在该国的现代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芬兰由于邻近俄国，在历史上曾经是俄国的大公国，因此能够利用俄国的市场，发展自己的工业化。

二　分中有合的政治发展与悠久的民主传统

北欧国家的传统社会大致延续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传统社会时期，由于各种原因，无论是在政治、经济、社会，还是在文化价值观方面，北欧国家都形成了一些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的特点。具体地说，在政治方面，北欧民族国家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同时这些国家又具有悠久的民主传统；在经济方面，以农业为主，工业和贸易不占主要地位，经济结构单一落后；在社会方面，农民拥有重要地位和相对的自由，社会结构显现了相对宽松的态势；在文化和价值观上，由于所处的环境，容易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

在政治上，北欧民族国家的形成大多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据丹麦的考古发现，在约公元前45000年，即最后一次冰川消退以前，现代的北欧地区就开始有人居住。瑞典的最早居民可以追溯到14000年前。此后，北欧地区经历了长时期的历史发展，到公元4-5世纪，出现了罗马帝国崩溃时期与民族大迁徙时期产生的蛮族统治区，但这时的蛮族统治区既不是种族的统一体，也不是文化的统一体，在地理上虽然可能有一个核心，但难以确定自己的边界，并且这时社会成员的忠诚是针对个人或家族而言，统治者对偏远地区不能形成有效的统治，而各个地区自给自足的低水平的经济活动，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趋势。这种对个人或家族的忠诚，把公共权力占为己有，以及地方独立自主的趋势，在北欧地区延续了很长的时间。随着缓慢的历史发展，这些存在下来的统治区才逐渐形成同一性，最终迈出了形成国家的第一步。

与欧洲主要国家不同，导致北欧统治区迈出形成国家重要一步的是其海盗行动。从中欧北去的日耳曼人到了北欧地区后，一直以渔猎为生，到8世纪，经济才逐渐发展，人口有了增加，开始出现私有财产和阶级分化。当蛮荒的北欧人南下到达欧洲的中南部时，这里的富足让他们感到震撼，他们做出了历史少有的选择，这就是下海为盗。关于北欧人下海为盗的原因，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由于人口压力；有人认为是王朝斗争的失败者到其他地方寻求发财的机会；还有人认为是为了获得尊严和名声。793-1066年，北欧人在氏族首领的指挥下，分东西两路，远航欧洲各地进行劫夺。西路是丹麦和挪威的海盗，主要向不列颠诸岛扩张，他们在英法沿海先后建立战略据点，进而袭击内地，其中丹麦海盗在1013年征服了整个英格兰；挪威海盗在袭击不列颠的同时，还远航到赫布里底群岛、奥克尼群岛、法罗群岛等地，并在那里定居，此外，他们于874年到达冰岛，986年到达格陵兰，1000年左右到达北美海岸；东路是瑞典的海盗，9世纪初进入俄国，并在该世纪后期在那里建立一些小国，他们的木船速度快、吃水浅，便于从海口沿河上溯，深入内陆。这些海盗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有时则索取赎金，富庶的修道院是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而将海盗帝国发展到极盛的是丹麦的克努特大帝（1018-1035年在位），他在前辈的基础上，经过10多年海陆两路的征服，建立了一个包括丹麦、挪威、英格兰全部、苏格兰大部和瑞典南部的大帝国。到11世纪中叶，随着欧洲大陆封建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由于基督教在北欧传播等原因，北欧海盗日益衰落，自1050年以后，北欧海盗再也无力远征。1066年，在欧洲延续了270多年的北欧海盗活动最终结束。

这些北欧的野蛮人在给欧洲人带来一个胆战心惊的时代，即“恐怖的维京人时代”的同时，也把自身带入了封建王国的时代。海盗时期，随着向相对发达地区的远征以及与这些地区的接触，北欧地区的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国王的权力也不断增加，逐渐建立了管理体系和军事组织，并开始发行铸币。在“北欧海盗时期”内，丹麦和挪威于9世纪建国，瑞典在10世纪建国，到11世纪中期，整个中世纪北欧的政治版图就大体形成了。然而，北欧国家建立后，领土国家并未建立起来，更谈不上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一方面，该地区经常受到外来势力特别是德意志势力的渗透，另一方面，随着强制的基督教化的过程，该地区也受到神权政治的影响。1200年以后，德意志人开始向波罗的海地区扩张势力，控制了北欧各国的许多地区，到1300年左右，组织完善的德意志商人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独立王国形成威胁，促使丹麦、挪威和瑞典三国联合起来，形成以丹麦为首的“卡尔玛同盟”（1397-1523）。但“卡尔玛同盟”只维持了一百多年，到1523年，古斯塔夫·瓦萨发动起义，瑞典从联合中独立出来，此后，瑞典逐渐成为北欧地区的霸主。

16世纪中叶的宗教改革对北欧各国的建国过程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与欧洲其他国家宗教改革一般发生在文艺复兴之后不同，在北欧地区，宗教改革发生在文艺复兴之前。北欧地区宗教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引入新教路德宗的教义，切断与罗马天主教教会的关系。路德宗是基督教新教的主要宗派之一，又称信义宗，是以马丁·路德的宗教思想为依据的各教会的统称，与加尔文宗和安立甘宗并称新教三大流派。路德宗坚持“因信称义”，强调《圣经》的最高权威，认为信徒皆可为祭司，无需教会神职人员为中介，在礼仪中只保留洗礼与圣餐两项圣事，崇拜仪式更为简化。路德宗的教义进入北欧国家主要通过三个途径：一是德国传教士向北的传教活动；二是在德国宗教改革中心学习的北欧人的影响；三是汉撒同盟的商人在北欧地区传播路德的教义。早在1519年即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颁布后两年，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二世就邀请萨克森选候给他派一位传教士。1524年，丹麦文的《圣经》问世后，丹麦的宗教改革运动迅速开展起来。1536年，克里斯蒂安下令逮捕天主教主教，并由丹麦议会作出决议，禁止天主教所有的宗教活动，没收教会的一切财产，改奉路德宗为国教。瑞典的宗教改革过程与丹麦大致相同。1524年，瑞典国王任命佩特里（Olaus Petri）为斯德哥尔摩大教堂的传教士。1527年，瑞典正式确定路德宗为国教。1536年，国王通过教会会议，采用瑞典文的弥撒，并没收教会的财产。在挪威，丹麦统治者也强加路德宗的教义，将原先使用的拉丁语布道改为丹麦语布道，1536年挪威确定路德宗为国教。不过，在挪威的宗教改革中，没有出现丹麦那样摧毁天主教教堂、没收教会财产的情况。到16世纪中叶，北欧各国相继完成了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加速了北欧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进程，因为宗教改革推翻了神权至上的天主教的统治，结束了神权与世俗王权的长期斗争，标志着原先对教会的基本忠诚，转到了对世俗国家的忠诚；没收教会财产使王室的财产增加数倍，扩大了国王的权力；更重要的，宗教改革也使教会成为王权加强地方控制的重要工具。在新的路德宗教中，教区教士不仅是上帝的代表，也是国王的代表，他们履行许多世俗的服务，如负责记录教区的档案，保留地方人口的统计资料，负责村民的教育，检验他们的宗教知识，控制他们的道德生活。在宗教改革后，国教的周日礼拜不仅是一种宗教聚会，而且也是教士宣读国家的通告和新规定的时刻，这些功能使教区教士成为国王的助手。

如果说宗教改革结束了北欧各国的神权统治，向民族国家迈进了一步，战争则进一步加速了领土国家的形成和官僚机构的产生，从而奠定了民族国家的基础。“卡尔玛同盟”瓦解后，丹麦和瑞典分别成为独立的国家，为了支配北欧和大西洋地区，两国在1520-1720年进行了10次血腥的战争。在1611-1613年的“卡尔玛之战”中，瑞典虽受挫但随后击败丹麦的盟国俄罗斯，逼迫俄罗斯签城下之盟；在三十年战争中，瑞典与英国、低地国家和德国的新教诸侯国结盟，与德国皇帝领导下的各诸侯国和丹麦交战，并打败了天主教国家同盟；在1700-1721年“北方战争”中，瑞典打败了丹麦同俄罗斯等国的同盟，使丹麦失去了最后分赃的权利；1799-1814年“拿破仑战争”期间，丹麦几乎全部的舰队被英国摧毁，并遭瑞典入侵，被迫将挪威转归瑞典。经过这些战争，丹麦这个昔日的欧洲强国，在一次次的失败之后，萎缩为仅拥有日德兰半岛周边一隅的小国，尽管还保有格陵兰和法罗群岛这两个渺无人烟的蛮荒之地。与丹麦的由盛转衰相对照，瑞典的国力经过这些战争逐渐强盛起来，成为北欧和大西洋地区的强国，最强盛时，其领土包括现在的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俄国、波兰和德国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挪威自1450年与丹麦签订了同盟条约后，直到1814年一直在丹麦王国的统治和控制下。1537年，挪威贵族参与反对克里斯蒂安的叛乱被镇压后，丧失了有限的自主权利，挪威的主要官员以及大主教或主教均由丹麦人出任，挪威实际上成为丹麦的海外省。不过，丹麦国王出于聚敛军费和战争赔款的需要，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实行高压的同时，鼓励和支持挪威经济的发展，挪威除了1644-1645年以及1716-1718年曾受丹麦牵连外，在1807年欧洲大战前，战争没有在其本土上进行，受战争影响有限。与北欧其他国家不同，芬兰在历史上的相当长时期一直是一个处在欧洲经济和社会边缘的国家。自1155年起，瑞典四次组织十字军东征，占领芬兰的大部分地区，1325年，瑞典与俄罗斯签订《诺特堡协定》，确立对芬兰全境的统治，在此后的几百年，芬兰的命运一直与瑞典联系在一起。瑞典在统治芬兰期间，不仅控制了芬兰的文化、经济和贸易，而且在向东扩张中，特别是向俄罗斯的扩张中，战场大多在芬兰土地上，阻碍了芬兰经济文化的发展。

在长期交战的过程中，瑞典和丹麦因为战争的需要，不断地进行改革，逐步完善了国家官僚管理体制。1634年，瑞典颁布第一个宪法规定“政府构成”，规定立法权属于里格斯达格（即议会），里格斯达格由来自瑞典和芬兰每一个地区的贵族代表、主教以及六个主要城镇的自由民构成；行政权属于由25个贵族成员组成的参政会，并形成一个由财政、最高法院、战争部、海军部和国库的首脑构成的五人内阁，他们通过地方总督（这种官职由贵族担任）与37个省份保持联系，有效地控制国家的政策。这种政府体系据说“保留了国王的尊严、参政会的权威以及各等级的合适权力和自由”。在战争的过程中，丹麦的立法和行政体系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670年，丹麦按照法国的模式，形成由主要大臣构成的参政会。1683年，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五世颁布了丹麦法典，在中央建立由战争院、海军院、商业院、租金院（Rent Chamber）和大法官法院（Chancery）构成的行政体系；在地方上，设立总督，负责征税和征兵，在理论上监督对农民利益的侵犯；在各城市，设立由国王提名的市长和市议会。

战争不仅改变了瑞典和丹麦两国的权力平衡，促进了两国官僚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而且也推进了两国的建国过程。1814年，挪威被迫接受瑞典的卡尔十四世为“联合在一个国王下的自由、独立和不可分离的王国的首脑”，此后，挪威与瑞典在一个联合王国内达90年。从表面上看，在长期的战争中，北欧国家的主权归属不断发生变化，并且除了瑞典与丹麦外，在民族主义潮流影响欧洲所有主要国家时，挪威与芬兰没有一个是充分独立的，但需要指出的是，挪威与瑞典的联合王国建立在平等基础上，尽管在外部事务上是一个单位，但在内部事务上被看作是分开的，并且各自拥有自己的宪法与议会，有人称这种国家为“内务主权国家”。拿破仑战争期间，丹麦政府缺乏效率以及挪威贵族的软弱，有利于挪威在政治上更大地控制自己的事务和更独立精神的发展。芬兰虽然成为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大公国达109年，但在俄国人统治期间，芬兰与挪威一样也有自己的宪法与议会，享有较大的自主权，直到大公国的后期，才开始俄罗斯化，而且芬兰人长期忍受的政治压迫有助于芬兰国家认同感的增强。因此，到19世纪初，北欧国家基本具备民族国家的各种元素。尽管挪威到1905年6月7日才宣布脱离瑞典，芬兰到1917年才宣布独立，也就是说，到这些国家开始现代化时还没有充分形成民族国家，但由于上述特点，并没有影响其随后的现代化进程。

在整个传统社会时期，北欧存在着浓厚的民主传统。北欧的民主传统可以追溯到它的历史发源期，其中最重要的是称作“评”的议事制度。有关议事会最早的文字记载，出现于丹麦的里姆博特所著的《安加斯的传说》，其中提到被授予某种政府权力的议事会在斯德哥尔摩布约彻的比尔卡举行了集会，表明9世纪议事会在丹麦已经存在。在海盗时代，北欧地区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小的地区议事会，以及管理几个地区的更高一层的区域性议事会。议事会在北欧各国有不同的称法，在丹麦，由几个地区组成的、并有一个共同的议事会的区域被称为“兰德”（land），区域议事会被称为“兰茨庭”（l and sting）；在瑞典，议事会所在的区域称为“拉戈萨格哈”，议事会也称为“兰茨庭”；挪威的议事会所属地区称为“格勒丹米”，区域性议事会称为“格勒评”。议事会的主要功能是仲裁争端、处罚犯人、选择或罢黜首领以及立法，其中最重要的是“立法”功能，开始是对原先已经存在的习惯法进行阐述，以利于处理特殊案件，进行法律制裁，后来逐渐发展为“法律创制”（Lawmaking），这些新法律开始时只对同意制定法律的人有约束力，一旦获得绝大多数酋长的批准，就对整个地区的所有居民具有约束力。起初，议事会都是一种不定期的露天会议，以后逐渐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召开，除了权势者，所有有权携带武器的自由民也可以参加。在挪威，议事会由一群熟悉法律的议法人（logmenn）主持，他们负责解释特定情况下法律的含义，到10世纪中叶，挪威的许多区域性议事会变成一种名为“格勒评”的代议制机构，酋长们从他们所在地区委派一定数量的代表陪同自己参加会议。大约1271-1274年，一个称为勒格雷坦（logretta）的特别议事会开始提出司法和立法建议，然后交“格勒评”去批准或否决；在瑞典，农民选出称为拉格蒙（lagman）的主要官员作为代言人参加区域性议事会，与国王打交道；在丹麦，各酋长轮流掌握区域性议事会的领导权。参加议事会的成员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对议事会的行动用欢呼、鼓掌和挥舞武器表示同意，用咕哝、呻吟或沉默表示反对。

在北欧的传统社会早期，议事会对国王有较大的制约权，国王的选举和就职必须得到议事会的确认。在丹麦，国王是由区域性议事会推选的；在瑞典，国王由中心地区代表人民的某一议事会选出，然后再由各个区域性议事会加以确认；挪威的国王由专门为了选举而召开的议事会产生。通常，国王候选人要在议事会上发表演说，获得议事会的支持。例如，1230年，奥拉夫向出席议事会的代表们提出自己的计划，并宣布他将统治挪威的奥普兰这一地区，请求议事会接受他为这个地区的国王，作为报答，他向议事会保证，坚持古老的法律，保卫该地区不受外国军队和部落的侵略，随后，代表们站起来对奥拉夫的请求发表意见，最后，同意奥拉夫担任该地区的国王。有时，议事会要求候选人在他的演说之前做出某些特殊的许诺，如受法律的约束，倡议立法，监督议事会的审判工作等等。如果国王超出合法权限，议事会可以处死或废黜国王。瑞典国王奥洛夫那时一直反对挪威国王奥拉夫·哈拉德森，他拒绝了挪威的和平要求，准备对挪威发动战争，为此受到代表农民利益的托格尼的反对，托格尼在议事会上说，“如果你抛弃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就要鞭打你，杀死你，我们决不容忍你的非法行为和你制造的动乱。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做的。他们曾在‘穆拉平’议事会上把像你一样的五个骄傲自大的国王投进了一口井里，快说，你选择哪条路”，接着代表们碰撞他们的武器，并发出一阵巨大的喧闹声，于是国王站起来说，他不拒绝农民所要得到的东西。他还说，瑞典的国王们始终允许农民同他们一起管理他们所希望的人和事情。听到这，农民的咕哝声才停下来。

12和13世纪，随着多数西欧国家成为君主国，北欧的君主制也逐渐发展起来，国王作为国内和平的保护者和朝廷监督人的作用有了增加，财政和军事力量有了扩大，由国王任命官员的制度得到了发展。北欧的强制基督教化也有利于君主制的发展，因为基督教坚持君权神授，国王的权力不是来源于他的人民及其代言人的意志，国王的权力也不受这种意志的约束，这导致挪威、丹麦和瑞典分别在1163-1164、1170和1210年开始实行教皇加冕仪式，一些君主开始绕过议事会采用长子继承权的原则，例如，1260年，挪威国王开始实行长子继承权，一直到1449年。与此同时，立法权属于现实君主的思想也得到发展，导致丹麦和瑞典国王追求原先属于议事会的立法权，例如，大约在1200年左右，丹麦国王为社会立法，禁止民族间仇杀，1216年，国王颁布法律，禁止在审判中使用酷刑。从表面上看，君主制的发展和王室权力的扩大，是与民主的传统背道而驰的，因为君主制的发展侵犯了原先属于议事会的国王选举权、就职权和立法权，但实际上，议事会对国王的制约作用仍然存在。一方面，在丹麦和瑞典，实行长子继承权受到抵制，瑞典到1544年、丹麦至1660年一直有议事会对国王进行选举；另一方面，即使在已经实施加冕仪式的地方，由北欧议事会主持的国王就职仪式在整个中世纪一直存在。在立法权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法律以外，丹麦君主从来没有掌握完全独立的立法权，而只拥有法律的动议权，1241年的日德兰法律确立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即国王提出法律，但要交给人民批准，这个原则延续到1660年。瑞典的国王在制定法律方面要得到政务院（statecouncil）和国民议事会的合作。挪威的王室官员、教士和议事会共同制定了教会法，以取代世俗的古代法和习惯法，但在1247年只是在国家议事会上通过后才生效。

因此，尽管君主权力的上升使古代议事会的权力有所下降，但议事会并没有完全瘫痪，仍然发挥着某些重要的作用。议事会衰落后，其部分权力落在了新生的政治集团贵族手中，12世纪和13世纪初，为了满足中央集权化的要求，北欧各国形成了由世俗和教会贵族构成的新型议会，他们与国王合作做出能够代表整个民族的决定。但由于早期北欧的交通尤其是瑞典和挪威的交通条件差，旅行困难，无法经常召开议会，故这种国家议会生存的时间很短。13世纪中叶，朝廷官员的影响力增加，他们形成参政会，与国家议会一起，甚至代替国家议会参与君主的决策，到14世纪，参政会将国家议会的权力和职能都揽了过来，他们监督国王的任命，在王位空缺时管理国家，同时作为咨询机构，参与制定以国王名义发布的重要决议，特别是司法和立法决议。此外，参政会还与君主签订限制君主权力的契约。国王对参政会的人事安排十分有限，参政会享有很大的独立权力。当然，参政会的成员大多是贵族和高级神职人员，尽管他们打着国家的旗号，他们仍然倾向于代表贵族的利益，同时，他们的权力在实践上依赖于他们控制政府的能力。

传统社会时期，北欧的民主传统还体现在从13世纪开始贵族通过宪章对国王的约束上。传统上，北欧的国王在就职时一般要用口头套语保证自己尊重已定的习惯法，绝不侵犯人民的权力，随着王权的增长，贵族与君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尖锐化，贵族逐渐将原先国王在就职时的口头套语的内容扩大与明确，并写成宪章这样的公文，迫使国王签订。丹麦贵族与国王签订的第一个宪章是1282年埃里克·格利辛国王被迫接受的宪章，该宪章规定，国王必须每年召开一次国家议会；赋税和其他负担服从规定的原则；禁止国王将那些没有自愿供认犯罪的人或依法证实没有犯罪的人送进监狱；禁止国王过度惩罚的行为。这一宪章是丹麦最早阐述政治权力分配原则即国王与贵族合作的宪章。1320年的宪章禁止国王压制发表有助于国家利益的意见，在这一宪章中，反对派的权力开始得到确认。在这之后，1326年和1376年丹麦的贵族在新国王登基时都签订了限制国王权力的宪章。1376-1448年期间，由于君主政体强大，没有发布任何宪章，但在1448-1660年，每一个新君主登基时都要发布宪章成为自然之事。15世纪晚期起草的宪章，对反对派的权力作了更明确的规定，允许反对派可以阻止国王对他们的非法侵犯，并认为这不是谋反的举动，不过，在克里斯蒂安二世1513年被迫服从这种规定前，丹麦国王总是力图避免在这一条款上签字。瑞典最著名的宪章是1319年的权力法案，这在1350年并入马格努·埃里克森时期的法典里。该宪章规定税收要有限制有计划地征收；确认贵族历来的免税做法，没有贵族和平民代表的同意，国王不得征收新税；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某人触犯了本国的法律，不得将其投入监狱；国王不得任命外国人担任重要的政府职务；此外，与该宪章一起通过的其他法律还规定，贵族拥有依照古老的传统习惯选举国王的权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终止了13世纪以来瑞典国王为实现长子继承权而作的各种努力。总之，该法案限制了国王权力的扩大，巩固了贵族等级集团的特权，事实上确立了延续到1791年的宪法原则。1371年，瑞典国王在就职时，首次发布当选宪章，此后在国王就职时贵族与国王签订宪章成为一种惯例。挪威的情况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在13世纪挪威的贵族数量少于丹麦和瑞典两国，而君主的权力和地位高于贵族。1260年起，挪威实行王位世袭，促使挪威王室通过各种复杂的婚姻关系与瑞典（1319年）和丹麦（1380年）建立联盟。在与丹麦联盟期间，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一世发布了一部宪章，同意与挪威参政会一起商定处理所有对挪威有影响的重大事务；每三年定期与参政会会谈一次；未经挪威参政会同意，不得增加税收；只任命挪威人担任重要的政府职务。1449-1536年，挪威人通常赞同丹麦的宪章。1536年，挪威参政会院被废除，挪威实际上成为丹麦的附属国，要无条件认可和服从丹麦宪章的规定。

如果说，在传统社会时期，北欧国家的议事会和宪章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王的权力的话，在中世纪中后期发展起来的等级议会制度，则在更大程度上为未来北欧各国立宪政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3世纪初，等级集团在北欧开始形成，除了贵族外，教士、自由农民和市民等级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这为等级议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4世纪，瑞典已经有一种等级议会的雏形在发挥作用，1468年，丹麦首次召开等级议会。等级议会在北欧各国有不同的称法，在瑞典称为里克斯达格（Riksdag），在丹麦称为里格斯达格（Rigsdag）。尽管名称不同，但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例如，它们都不定期召开，只是国王和参政会需要特别支持时才举行。13世纪和14世纪初，挪威的等级集团在国民议会里有一些代表，但在16世纪之前，等级议会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只是在16世纪后才经常举行，主要是批准国王就职和征收额外赋税。

从北欧的民主传统来看，它有两块基石。第一块基石是议事会、国家议会、贵族议会、参政会以及等级议会对国王权力的限制。从已知的最初历史时期到11世纪，北欧在政治上是以议事会为中心的，这种“议事会政体”是一种高度参与的政体形式，所有自由的、带有武装的人都可以参加，尽管由于这一时期的国家还正在形成当中，议事会成员在非成员中缺乏代表性，特权人物或特权集团对议事会常常加以利用和操纵，并且由于议事会不经常召开，酋长对当地事务以及百姓日常生活的管理和控制能力要远远大于议事会，因而早期北欧社会是一种前民主（pre-democratic）社会，而不是一种民主的社会。但我们也应看到，早期北欧社会在具体的实践中，较之于其他社会具有更多的公众性和参与性，这也是事实。无论议事会在古代北欧社会的职能如何，它们的确限制了权势人物对社会各个领域实行无限制独断控制的能力，后来的国家议会、贵族议会、参政会、等级议会也都是在议事会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尤其是等级议会由于有城市市民和自由农民的参与，其政治参与的基础有了扩大，对国王的限制作用更大。北欧民主传统的第二块基石是以宪章为形式的对王权的限制：王权是有条件的，必须受到与被统治者签订的契约的限制。12世纪和13世纪，随着君主制的发展，关于国王权力的来源、在上帝和法律面前的地位有了变化，从表面上来看，国王权力的扩展不利于民主的发展，但实际上，君主的权力始终受到各种限制，更重要的，王权要受到限制的思想写进了那个时代产生的宪章中，在君主专制的时代，在贵族向资产阶级屈服的时代，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总之，在传统社会时期，现代北欧民主制度中有一些可以追溯到北欧海盗时代的一些独特传统，这也许是为何民主在今天的北欧各国能够找到牢固基础的原因，也是为何从19世纪初以来，民主的体系在北欧始终如一地向前发展的真正原因。

三　单一落后的经济结构

在传统社会时期，北欧国家在经济上具有一些不同于欧洲大陆国家的特点：由于受到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各地农业的发展极不平衡；尽管农业在整个地区的经济中有很大的重要性，但品种单一；贸易在这一时期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主要是以当地大宗生产资料的出口为主；受资源的影响，除个别国家和地区外，工业不够发达。

由于地形、生态和气候等方面的差异，传统社会时期北欧各地农业的发展极不平衡，并且在很长的时期内没有太大的变化，农业生产的零散性和相关资料的缺乏，导致西方学术界在相当的时期内对北欧传统社会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的研究驻足不前。近几十年来，北欧的经济史专家将农民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进行研究，开辟了研究的新途径，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北欧传统社会时期的经济提供了新的思路。他们将整个北欧地区的农民分成六种类型，从中可以看到传统社会时期该地区农业经济的差异，这六种农民是：第一，农业地区农民。丹麦的平原区、瑞典的南部地区、挪威和芬兰的西南地区适于农业的发展，这些地区最接近于E.沃尔夫所谓的“欧亚粮食种植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变种”。在这些地区，通常耕作和饲养家禽相结合，并有相对大的村庄为农场提供食品和服务，如铁匠、磨坊工、皮匠、裁缝等等；第二，森林地区农民。在北欧低地的森林区，农村经济在更大程度上是以对畜牧业和森林的复杂利用为基础的，森林被用作放牧和生产木材、木炭、焦炭、木材工艺品，这种地区的居住模式以小村庄或一个农场为主；第三，沿海农民。大西洋和北海海岸的农民和渔民，将小规模的耕作与渔业结合在一起；第四，高山牧场农民（Seter Farmer）。在挪威的绝大部分地区、瑞典的北部地区以及在芬兰的一些地区，有一些山区森林斜坡，农民季节性地移民到这里建立小屋，从事畜牧业活动，其主要产品为牛奶，通常以酸奶的形式保存，或生产成黄油或奶酪，用于销往市场；第五，山区地区农民。在北极和亚北极山区，农民以狩猎和捕鱼为主，同时辅以畜牧业，这里的气候条件常常不适于农业；第六，临时性农业地区农民（Swidden Farmer）。这类农民在一些森林地区被砍伐或烧除植被后所形成的临时性农田上耕作，这种形式的农业主要存在于18和19世纪的芬兰东部。

上述六种农业类型到19世纪初才不再存在或有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在19世纪初以前，整个北欧地区的农业具有上述的差异性。相比较而言，丹麦拥有北欧地区最适合发展农业的土壤和气候，是唯一有大面积耕地的王国，特别是丹麦岛屿和斯卡恩省土地肥沃。在瑞典，农业的重要性不及丹麦。挪威的大部分地区土地都很贫瘠，只能用来放养牲畜，而且散养在荒地上。除了农业发展的差异外，在北欧各国，作为农业一部分的林业以及作为农业补充的渔业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差异，这主要与土地所有权有关，例如，在丹麦，由于国王拥有对未开垦森林地区的所有权，小的森林归贵族私人所有，而且原始森林是不可逾越和不可侵犯的，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森林与农业的发展没有太大的关系。与此相反，在瑞典，由于公共财产全部或部分归公社所有，在中世纪中期，瑞典的农民可以在一些季节在森林中狩猎，可以自由地从森林中获取燃料、木材和其他对家庭消费有用的产品。在挪威，林业的发展与农业经济的关系较为紧密，到中世纪临近结束时，当木材出口到西欧的规模扩大时，更显现出其真正的价值。此外，虽然北欧地区湖泊纵横，但只有在挪威，捕鱼才对农业人口具有重要性。从13世纪开始，挪威在罗弗敦群岛的捕鱼业变成了全国性的行业。

北欧国家的农业不仅发展极不平衡，而且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生产技术的落后，农业产品主要用于自给自足，商品经济不发达。首先，由于自然条件的制约，在北欧地区能够种植的作物非常有限。在挪威和丹麦的北部地区，尤其是在波的尼亚湾沿岸，最普遍种植的作物是大麦，南部平原通常种植黑麦；其次，农业技术落后。由于土地高低不平，并且土地规模小，难以采用先进的耕作技术和方法，只能利用牲畜进行耕作。1200年左右，虽然一些主要的农业区已经采用三田制、两田制以及全麦制，但在其他地区，到16和17世纪，农业耕作方式仍然停留在传统手段上，几乎所有地区都沿用定期休耕一年的轮作制，而且在瑞典还实行短期耕作的方法；第三，农业生产率低。农业生产率除受到各地经济的一般状况，如地理、地形、气候的制约外，还受到社会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由于产量有限，到16-18世纪，北欧地区的农业仍然以糊口为主，生产出的谷物刚好够满足当地人口对食物的基本需要。谷物种植受到的条件限制，迫使北欧部分地区农民转向畜牧业的生产。正是由于这样的特点，北欧地区的农业没有发展出欧洲大陆那样的农业模式，也就是说，北欧地区典型的农民不是单一农业生产方面的专家，而是“万能博士“（"jack-of-all-trades”），他们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通常还从事饲养家禽、制作奶制品、捕鱼、狩猎以及各种与林业、手工业和贸易联系在一起的活动。

北欧地区农业生产率的低下与该地区的村庄类型和所谓敞地（tegskift,teg意为条状土地，skift意为划分）的土地制度有关。西方学者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依靠现存的许多详尽的地籍簿和土地勘测图来进行的，尽管它们描绘的情况都晚于17世纪中期。一般认为，在北欧地区有三种类型的村庄：一是核心式村庄，村庄的中间是矩形或椭圆形的居住地，农场环绕在村庄周围；二是长条形村庄，这种村庄的农场分成两排，彼此相对，中间是狭长的村庄大道；三是地形式村庄，这种村庄的农场沿着一条小溪、一个湖泊或一大片草地而排成一行。就比较典型的长条形村庄而言，所有村民的居住地分布在村庄大道的一边或两边，可耕地被划分为一些片地（vangar），每个村民在这些片地上拥有一块条地（teg），也可能拥有几块不靠在一起的条地，有的村民在一个村庄拥有一百多块甚至更多的条地。各块条地在大小上不一定相同，但都沿着与村庄大道和居住地平行的方向排列。由于将整块片地分割成许多条地，条地变得极为狭长，通常宽10-11码，长80-110码。随着轮耕、继承、出售以及土地易手（新主人希望在不同的片地都拥有土地）时的重新分隔，最初的条地就被划分为更狭长的条地。这种土地分配制度的最初目的是为了确保居民拥有不同肥力或位置的土地。当荒地变为可耕地时，新的土地也按同样的方式进行划分。在这种土地制度下，即使发生土地易手，如果新获得的条地没有与原有的条地刚好靠在一起，一个农民所拥有的土地仍然是分散的。

由于条地过于狭长并且属于不同的主人，为了便于耕作，整个村庄必须作为一个单位而行动，在瑞典，这就是所谓的“村庄强制”（bytvang）或“混合所有权”（agobl and ning），即根据法典以及在这些法典基础上颁布的法律，由地方官或市政官进行指导，决定一个村庄犁地、播种和收割的时间。由于采取统一行动，村庄形成一致的耕作方法，种植相同的谷物，或引入相同的轮耕。如果邻居种植冬季谷物，你就不能种植春季谷物，因为它们在不同的时间播种和收割。这种村庄强制的弊病显而易见：“当农民与邻居分享一块片地或牧场时，他们必须同时犁地，当他的邻居播种时，他也必须播种而不管土地是否准备好。当他的邻居收割时，他也必须收割而不管庄稼是否成熟。人们不能改变种植的谷物品种以恢复地力，否则邻居就会抗议。当邻居晒干草时他也得这样做，哪怕干草还没有成熟或长势正好的时候。只要邻居高兴，他在春天和秋天就得让邻居的牲口在块地上吃草。”由于这种土地分配制度和“村庄强制”，生产者不能决定生产什么、何时生产、生产多少，自然影响了劳动积极性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在传统社会时期，尽管北欧地区的农业经济不够发达，但其他产品的贸易还是有了一定的发展。在中世纪早期，通常是农民带着自己的货物到最近的市镇上销售，也就是短途的国内贸易，但从海盗时代开始，沿海地区的居民开始了长距离的对外贸易，他们将商品从欧洲的最北端带到拜占庭，再把拜占庭的商品出口到北欧。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中，北欧地区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当地的大宗日常用品，除毛皮外，奢侈品极少。在挪威，一直到13世纪，仍然有许多人从事贸易，甚至与外国进行交易。汉撒同盟的建立对北欧地区的对外贸易有一定的影响。到中世纪后期，随着欧洲大陆对铁制品、铜锭和木材等产品需求的增加，北欧地区的对外贸易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从中世纪早期起，瑞典已经有人开采一些小矿床，当时提炼矿石的主要目的是作为税收交给国王。此后随着外国资本特别是德国资本、技术和组织方法的输入，瑞典的铁矿石和铜矿石的开采量有了增加，提炼方法有了进一步改善，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到1600年，按价值计算，铁制品已构成当时瑞典所有出口的一半，其中以条形铁为主。与此同时，铜的开采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铜在经济发展中有多种用途，可以用来铸造货币、生产铜炮、制造各种工业、手工业与家庭的用具，包括酿酒和蒸馏用的铜缸、烧煮用具、盖屋顶的材料、造船材料、厨房用具以及装饰品等。瑞典铜的开采和生产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它的铜矿十分集中，位于达拉那梅拉伦湖的法伦区，当时瑞典王室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铜的生产和销售。16世纪70年代，随着新的铜矿的发现，瑞典铜的产量日益增加，这促使国王试图绕过北方的汉撒同盟城市而与尼德兰和西欧建立直接的联系。在1595年前，瑞典生产的铜锭主要在吕贝克出售，从1600年前后开始，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出售。1611-1613年瑞典与丹麦的战争，使瑞典获得100万银元的赔款，这笔赔款主要用于铜的开采和生产。随着投资的增加，铜的产量进一步提高，瑞典也因此成为欧洲铜的主要生产国。1614年，瑞典王室加入铜的生产并行使先买权。在三十年战争时期，瑞典成为欧洲最大的铜供应国。木材也是这一时期北欧地区的主要出口产品。木材广泛应用于建筑业和造船业，可以用来制造犁、吊车、水车、马车、纺织机械、落锤等，此外，木炭和木材是熔炉、锻炉、石灰窑与家用壁炉最常用的燃料，木材灰是制造肥皂与玻璃器皿的基本材料。早在11-13世纪，北欧人就利用该地区的海岸线和水路运输，将本地区剩余的木材运到欧洲西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无论是铁、铜还是木材的出口，都是以原材料的形式出现，很少进行加工。

摆脱欧洲战争为北欧地区的对外贸易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导致这一地区对外贸易的范围和品种有所增加。与瑞典相比，丹麦资源有限，其贸易模式也有所不同，这不仅体现在丹麦对外贸易的地理方向上，也体现在其对外贸易的商品构成上。从贸易的地理方向来说，丹麦的出口主要集中在北欧地区和西印度群岛，1602年后，丹麦垄断了与冰岛的贸易，并控制着与法罗群岛和格兰陵岛的贸易；从商品构成来说，由于其资源有限，丹麦主要进口一些原材料，经加工后再出口。1732年，丹麦建立贸易公司，在加勒比海的一些岛屿进行殖民活动，将那里的糖、棉花和靛蓝进口到丹麦，以满足丹麦国内的需求。另一方面，丹麦也将从加勒比海进口的糖，在国内进行提炼后再出口到西印度群岛。糖的提炼一度成为哥本哈根的主要工业，再出口到西印度群岛的糖等于丹麦出口的四分之一。

总之，在传统社会时期，由于受到自然资源等因素的影响，北欧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了单一落后的特征，单一主要体现在农业方面农产品品种少，在工业方面缺乏英国那样的多种工业并存的格局，以及在贸易方面以当地大宗生产资料的出口为主；落后体现在各地农业发展的不平衡，耕作方法、土地分配制度的原始以及工业基础的薄弱。这种单一落后的经济基础表明，北欧地区缺乏自身工业化的基础，必须依靠外来因素的刺激。

四　相对宽松的社会结构

与上述经济基础相一致，在传统社会时期，北欧地区没有发展出欧洲大陆特别是中欧和东欧那样典型的封建关系和结构，贵族在北欧社会中虽然拥有某些政治和社会的特权，但在经济方面没有太大的特权，与此相反，农民却在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社会结构显现了相对宽松的态势。关于北欧地区的社会结构问题，许多学者都提到该地区缺乏欧洲大陆那样完备的封建制度，在欧洲大陆特别是在中欧和东欧地区盛行的领主制，在北欧地区存在的时间不长。例如，有学者认为，瑞典从来就不存在一个像德国、法国和诺曼英国那样充分发育的封建社会。下面通过对北欧地区传统社会中的等级结构，特别是贵族和农民两个阶层的分析，从中揭示其特征及其对北欧社会未来发展的影响。

关于北欧地区传统社会时期的等级结构，挪威的分类是扎尔（jarl，优秀者）、贷款者（lenderman）、霍尔德（hold，拥有了四代的农场家族中的一员）、邦德（bonde，农民）、雷克辛（reks the gn，在农场干活的人）、雷辛（lejing，脱离奴籍的人）；丹麦提到了诸侯、权贵、贵族组成的贵族阶层；而在瑞典，位居农夫之上的是高贵的扎尔和地主。尽管各国的称呼不同，但我们仍然能够勾勒出北欧社会传统时期等级结构的大致情况。

与欧洲大陆一样，北欧地区最早的贵族也是随国王征战的人，或是国王的高级官员，他们通常为国王服军役，国王则以赐予土地和各种特权作为回报。在13世纪之前，丹麦、挪威和瑞典的法律将本国划成多个地区，每个地区拥有土地的人原则上都必须为海军的开支提供资助，自由农民负责一条快速战船的维护、装备、供应和人员配备，当地的贵族要担任船队首领，是为蓝盾义务。当时王室的地产散布于其领地上，大部分是租地，随着王室的扩大和君主制的发展，从这些地产上获得的收入日益不敷经常性的开支，同时这些地产也不适宜充当高效的王室地方管理的基础，为了确保王室收入的稳定，形成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更好地控制整个国家，1213年，丹麦将贵族通常为蓝盾舰队提供装备和人手的义务，转变为一种普遍的税收体系，主要缴纳粮食和其他自然产品，其中缴纳的大量燕麦用于饲养国王的马匹。这一改革开始了贵族分化的过程，由于新的税收体系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上，每个人在经济上被看作是有能力缴纳税收的一个单位，因而贵族失去了对他所在地区的控制。半个世纪后，挪威和瑞典经过长期的缓慢调整，最终模仿丹麦将蓝盾义务转变为一种普通税。

在实行以税收代替蓝盾义务后，北欧各王国旧的贵族或消失，或发生变化，或与别的等级融合，其中的一部分贵族由于自费充当国王骑兵因而被免税，他们被称为免税贵族。在这一改革后，从国外引入的新的社会等级的称谓取代了旧的称谓，新贵族由爵士、骑士和乡绅三个层次构成，但爵士不久就消失了，因此，在瑞典和丹麦，只有骑士、乡绅和普通的免税贵族（瑞典语为fraelseman，丹麦语为herreman）。总的来说，这些阶层不同于旧的贵族阶层，他们中只有最高层次的人从旧的贵族中转化而来。在大多数情况下，拥有土地的贵族和乡绅从他的佃农那里征收费用，他们是不在地主（absentee landlord）或有固定地租收入的人，而不是农业的管理者，这一点与英国和大陆的贵族都不相同。在挪威、瑞典和丹麦，不仅贵族的人数不多，到14世纪，丹麦只有350个贵族，瑞典有100个贵族，挪威的贵族更少，而且，贵族阶层拥有的土地也没有欧洲大陆多，例如，在实行以税收代替蓝盾义务后，瑞典出现了四种不同的土地类型：一、国王拥有的土地（kronojord）；二、教会和教士拥有的土地（kyrkojord），这种土地豁免税收；三、世俗免税土地（fralsejord），这基本上是贵族或乡绅拥有的土地，是对他们提供军事义务的回报；四、纳税土地（skattejord）。在进入现代社会的前夕，这四种土地在上述三个国家的比例分别为：王室土地5.6%，教会土地21.3%，免税贵族的土地20.7%，纳税土地52.4%。在芬兰，96.4%的土地属于纳税土地。此外，世俗免税土地（fralsejord）中的“Fralse”意味着提供军事义务而豁免税收，至少是豁免当时重要的税收土地税，只要这种规定存在，任何农民在原则上就可以通过提供一些与其土地规模相对应的军事义务而获得免税的权利，也就是说，免税不是贵族的排外特权，这显然消除了紧密型贵族存在的可能性。而且，在整个中世纪，贵族和各地农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忠诚的关系，建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础上，贵族不能对自由农民形成中欧或东欧领主那样的奴役。在这样的情况下，北欧国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封建基础，封建政治关系在北欧国家没有得到充分建立。

北欧地区在传统社会时期没有出现中欧或东欧那样典型的领主制或封建制度，也与这一地区存在大量的自由农民有关。北欧地区自由农民的出现既与村社制度和土地分配制度有关，也与以税代替蓝盾义务的改革有关。早在北欧地区的村社发展成熟前，该地区的农民就有耕种自己和享用公共土地的极大自由，这种情况可以从13和14世纪北欧各国编纂的法律以及此后的分区图中看出。例如，为了某种目的，所有拥有某一最低数量村庄土地的人都可以使用公共牧场。当开垦新的土地时，村民之间不仅会有一定程度的合作，而且新开垦的土地也会按照某种规定在村民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土地分配形式具有普遍性。除此之外，每个村民有从村庄中搬出，把他之前的住所变成耕地，以及在他拥有的土地或牧场上建房子的自由。为了保证农民享有的各种自由，很多法律条款详细地规定了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如农民有为可耕地和草场围上围栏的义务；农民不能把自己的牲口放到其他农民的耕地上；对每个人使用公共森林和牧场的权利也作了严格的规定。

大量自由农民的存在，是北欧地区传统农业社会区别于欧洲大陆传统农业社会的主要特征，而在中世纪贵族与农民的力量消长中，一些外在的因素如自然灾害和国王限制免税贵族力量的增长等也都有利于自由农民的发展。14世纪，欧洲一些地区冬天下了大雪，春天多雨，加上火山爆发和地震，造成了经济的衰退，而黑死病的流行加剧了这一衰退。黑死病是1347年10月通过远东西西里的商路进入欧洲的，由于导致黑死病的淋巴腺鼠疫的顽固性，黑死病的发展不可控制，在三年的时间里，约1/3的欧洲人口因此而消失。1349年8月，该瘟疫随英国船只带到挪威，并沿着海岸从卑尔根传到山谷，然后传到瑞典、芬兰和丹麦。黑死病对北欧种植谷物地区的直接影响是减少了人口，间接影响是导致租金减少，工资提高，一些大地主如国王、教会和贵族为了继续耕作土地，被迫接受更小的利润。由于劳动力的缺乏，一些地主有时被迫将原先用于耕种的土地改为牧场。挪威受到黑死病的影响尤为严重，这里约有1/7的农田荒芜了几代的时间，资本资源减少2/3，绝大多数贵族被迫沦为农民，在14世纪初期，挪威有270名贵族，到这一世纪晚期，只有60名骑士。在黑死病长期的影响过程中，农民的独立感和尊严感增强，贵族的作用相应减少。

此外，国王试图阻止免税阶层土地的过度增长，也有利于自由农民的发展。免税阶层土地的增加，会导致国王收入的下降，而那些仍然拥有自己土地的农民的税负也将因此而更严重。为了防止贵族免税土地的增加，国王往往颁布法令，收回通过不同的方式落入免税机构和个人名下的土地，然后归还给原来的土地所有者——农民。1363年，瑞典王室将从纳税人转移给免税人的农场交还给纳税人。尽管国王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维护纳税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但整个中世纪北欧地区的基本情况是，纳税农民所拥有土地的份额不断减少。在13世纪的前50年，丹麦一半或2/3的土地归农民所有，而到了17世纪中期，只有10%的土地归农民所有。14世纪前半叶，挪威国王拥有20%的土地，教会、贵族和农民分别拥有25%、15%和40%的土地，到1625年，农民拥有土地的份额下降到25%。这主要是由于战争的需要，国王为了筹集军事费用，采取变卖和赐赠的政策，导致王室土地减少，贵族土地增加，农民所占土地份额也相应减少。尽管如此，到16世纪中叶，瑞典超过60%的农业人口拥有自己的土地。在芬兰，由于殖民时间晚，几乎所有土地都归农民所有。

需要指出的是，北欧各国农民的地位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一般认为，在海盗时代，由于王室力量相对小，各地区有较大的独立性，议事会等机制的存在，以及农民在军事方面的作用，北欧的农民绝大多数是独立的农民，有较高程度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平等。12和13世纪，随着国王和教会获得大量的领地，一些农民开始成为佃农。同时，随着国王领导的常备军的建立，农民的影响减少。此外，国王权力的增加和政府集权制的发展也削弱农民的政治影响力，到16、17和18世纪，农民的经济独立性和政治影响力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减弱。

在传统社会时期，不仅农民的地位在不同的时期有所不同，而且在不同的国家也存在差异。相比较而言，瑞典农民的地位高于丹麦农民的地位。在瑞典，贵族虽然拥有军职和文职，在国王的参政会中，后来在等级会议中占有支配地位，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在经济中不占支配地位，他们大致只拥有全国1/10的土地；而瑞典的自由农民在13世纪以税收代替了蓝盾义务后，其军事作用仍然比北欧其他国家的农民大。14和15世纪，丹麦与瑞典结成王室联盟，丹麦君主企图扩大在瑞典的权力，瑞典贵族和部分教士坚决反对，并求助于农民支持，农民给予了支持，并在这场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于是瑞典农民的作用得到了强有力的巩固。17世纪，瑞典贵族的权力有所增长，他们获得了大量的农业地产并对自由民征收高额赋税，但即使在这样的压力下，瑞典农民至少3/4是自由民，并且对理克斯达格具有影响力，能够作为单独的一个等级进入等级议会。特别是农民拥有较高的经济地位，在15世纪，瑞典的自由农民可能拥有全国一半的土地，直到18世纪，由于瑞典存在大量的拥有土地的农民，贵族相对不能形成大的等级，农民有充分的力量，如同欧洲其他国家资产阶级所起的维持君主和贵族平衡的作用。在农民这种作用的形成中，瑞典政府以稳定农民为目的的改革起了积极的作用。1600-1712年，由于战争、重税、瘟疫和饥饿接连不断，北欧农民陷入困难时期，许多农民被迫离开自己的农场，为了防止农民在一些地区流动，使交地租者和纳税人成为一个稳定的阶级，瑞典当局利用当地农民的经济合作传统，以村庄为基础进行纳税，除此以外，村庄还负有各种义务，如维修道路、提供士兵等，这样，瑞典的军队由几千个生活在村庄的农场工人（cottager）构成，当他们没有军事训练和战斗任务时就耕作土地，这种改革产生了有趣的后果。首先，由于村社协调农场活动，管理农场的公共财产资源，如森林、水域和远离农舍的土地，以村社为纳税和军事单位，加强了瑞典农民社会组织的集体因素，使瑞典农民与法国或英国的农民相比，更能发展或维持集体主义的社会制度；第二，由于行政实践以地方代表体系为基础，这些代表不是居住在首都或大都市的遥远的人物，而是居住在农场中的农场工人，这使社会控制更加缓和有效；第三，由于这种改革，到18世纪晚期，瑞典农民的社会和经济分层仍然很小，尽管这时已经存在由农村的茅舍农和乞丐构成的无产阶级，但他们数量小，未能成为独立的社会和经济阶级。因此，在传统社会的相当时间，瑞典农民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有学者指出，从15世纪开始到18世纪结束，瑞典历史主要从两种冲突的宪法力量的拉力导致的紧张中获得内在的动力：一方面，贵族重申它的利益，保护宪法的自由；另一方面，君主通过保护小人物不受剥削而依赖世俗的支持，而瑞典自由农民刚好充当维持这种贵族和君主之间平衡的作用。

丹麦的情况则刚好相反，不仅贵族在该国的作用受到限制，而且丹麦农民的地位也相对低，没有获得瑞典农民那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就贵族而言，丹麦贵族在该国的军事和文职机构中只占20%-25%，这一比例虽比挪威高，但比欧洲其他国家低得多。在建立君主专制统治的时期，丹麦贵族被排除在高级军事职位之外，在文职管理方面，基本上不是来自贵族，而是平等地来自贵族和资产阶级，到19世纪初，丹麦的行政管理开始由法律职业人士支配，他们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起主要的政治作用；更重要的，丹麦新的社会团体，如城市商人、教士、中产阶级官员和地主，依附君主作为他们的保护力量，反对贵族。但有意思的是，贵族地位的低下并没有合乎逻辑地导致农民地位的提高。在丹麦，随着君主专制时代农业的衰落和都市的扩大，部分乡村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为了防止乡村劳动力的流失，贵族强迫许多佃农转为农奴身份的佃农，这些佃农虽有人身自由，但要在指定的土地上耕作，他们在耕作自己的土地外还要为地主劳动。到18世纪初，地主甚至可以不受限制地向佃农提出各种要求，并有权处罚不顺从的佃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788年。同样有意思的是，尽管丹麦农民的地位不如瑞典，但由于贵族地位低，丹麦的阶级基础拥有重要的资产阶级因素这一点，到近代开始时，尽管丹麦是专制主义的，但具有较强的自由趋势，这导致丹麦比瑞典更自主，为丹麦随后自由、平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挪威农民的境遇相对好一些，他们从来没有像丹麦农民那样有农奴的身份，而且在17世纪，挪威自由农民的比例也高于丹麦，特别是随着18世纪王室出卖土地，自由民的数量增加，但挪威的自由农民经常有双重身份，既有一块自己的土地，又租用别人的土地。

除了免税贵族和自由农民外，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北欧农业社会还存在自由但无地的农业人口，包括雇佣劳动者阶层、租住户和佃农。在这些无地的人口中，处于最底层的是挪威和瑞典的劳动者，即雇佣劳动者阶层，他们起源于旧的奴隶阶层，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起着农奴的作用；然后是租住户，即那些从土地所有者那里得到自己的居住房子和小块土地，作为交换，给土地所有者服一定劳役的人。租住户也主要从农奴阶层转化而来，有时他们的土地只有很小的几块，而且通常都位于村庄共有的土地之外，少数情况下，他们也可以拥有村庄小部分的公有土地，他们在土地农场上服劳役的义务也因人而异，有些人做日工，其他人原则上在一年中每周为土地所有者劳动二到四天；无地农业人口中的最上层的是兰波（l and bo，佃农）。佃农制在北欧地区有很长的历史，早在中世纪之前就已存在。从中世纪中期北欧地区的法律来看，佃农在各方面都是自由的，除了不拥有自己耕作的土地外，与拥有土地的农民处于相同的地位，但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异。例如，在14世纪的丹麦，佃农如果要解除与土地所有者签订的合同，或从他们耕种的土地中解放出来，需要交纳额外的地租。在丹麦的一些岛屿，佃农无权自由变更居所。1414年，瑞典的某些法令规定，一个佃农直到六年的租期期满时才能离开农场。同样，在瑞典，当佃农用货币或实物交纳的地租有所下降时，他们为土地所有者提供的劳役会有所增加，如一个佃农有义务为土地所有者服8天的劳役和运一车货物到较远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佃农与纳税农民或自由农民之间的界线逐渐模糊，佃农与农民之间的主要区别是佃农向土地所有者交地租，而农民向国王交税。诚然，国王土地上的佃农必须交费用给国王，但这是交给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国王，而不是交给作为王国统治者的国王。拥有土地的农民虽然对自己的土地有世袭的权利，但当他向国王交纳固定的税收时，他与佃农的地位别无二致；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土地的农民也可以通过出卖自己的土地给免税贵族，然后作为佃农租种这一土地的方式而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北欧地区社会结构的相对宽松，还可以从该地区奴隶制的发展状况中看出。奴隶制曾经盛行于北欧地区，在海盗时期，一度存在奴隶买卖，但在1200年以后，随着以税收代替蓝盾义务，在丹麦和挪威已几乎没有奴隶制的迹象，在瑞典，虽然后来的文件中还提到奴隶，但在13世纪后奴隶制已不多见，并且在法律上加上了种种限制。中世纪中期后，北欧诸国在法律中对奴隶作了详细的规定，如冰岛的法律规定，奴隶的主人在法律认可的圣日不能杀奴隶，西挪威法典允许死亡奴隶的孩子葬在教会墓地。1335年，瑞典的法律消除最后两个省的奴隶残余。

尽管北欧地区农民的地位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有所不同，但相比较而言，北欧地区具有相对宽松的社会结构，大量自由农民的存在不仅构成了对贵族和王权的一种限制，而且导致该地区社会和阶级矛盾不如欧洲大陆特别是中欧与东欧那么尖锐，与17和18世纪欧洲大陆的农民相比，北欧地区的农民很少反叛和骚动。有一个例子颇能说明问题，当农民们对地方政府的统治不满时，法国农民可能会烧掉地方政府代理人的房子进行反抗，而北欧地区的农民通常是向国王递交一份请愿书，然后坐下来等待国王或其代表的答复。这是北欧地区几个世纪的政治社会化的产物，它表明个人自由以及宪法主义在北欧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些传统，这两个国家向自由民主的转变比法国和德国更为顺利。


第二节　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北欧地区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源于该国家和地区的传统社会对现代性的适应。到了18世纪，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北欧各国在各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进程。在政治上，随着议会和宪法的改革，专制主义得以消除，政治民主化的基础得以确立；在经济上，土地制度的改革和自由农民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有利于工业化发展的因素；在社会上，教育和世俗化有了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所要求的现代人。而在这种对现代性的适应中，民族国家的出现尤为重要，因为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领导者和执行者，任何形式的现代化都离不开民族国家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说，民族国家的出现是最重要的现代性之一。到19世纪初，随着瑞典与丹麦交战的结束、民族主义的发展以及官僚体系的建立，北欧民族国家的基本元素已经具备。

一　议会改革与宪法的构建

北欧政治方面现代性的出现是与议会的发展和宪法的改革联系在一起的。在北欧的传统社会时期，各个国家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议会。1617年，瑞典形成由贵族、教士、市民和纳税农民构成的四级议会，即里克斯达格（riksdag）。从表面上看，社会中各个等级在议会中都有代表，但纳税农民不经常被召集，城市代表通常让以大主教和主教为首的教士保护和代言自己的利益，议会的立法权和财政权得不到行使，而议会的召开常常是为了支持国王的政策。1626年的法令更使贵族成为四级议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等级，该法令将贵族分成伯爵和男爵、以前参政会成员的后代以及其他贵族特权的拥有者，每个贵族家庭都有一张选票，或由贵族家庭选择的代言人、或地方上的头面人物投票，因此，在这种所谓的四级议会中，构成第一、二级的上层贵族的观点总是占主导地位，而处在第三和第四等级的市民与农民很少有发言权。不过，这种议会制度的核心仍然是君主，一方面，议会的决定取决于各等级多数人的意见，而君主往往能够通过控制贵族而控制议会；另一方面，君主的个人魅力和军事成功，使贵族站在他的一边，他们满足于参与参政会，指挥军队，镇压各省的骚动，并在新成立的最高法院为君主服务。在这种情况下，议会充其量是君主进行统治的一个工具，对君主不能形成实质性的限制，这与英国贵族限制王权的议会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随后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有利于议会主权的逐步确立。首先，帝国时代（Stormaktstiden,1600-1720），瑞典的农民逐渐成为自由持有农，他们的地位有了提高，与贵族抗衡的力量有了增加；其次，在帝国时代进行战争的几十年，由于战争的需求，瑞典铁的产量增加了5倍，铁的生产开始引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导致有影响的铁制造商成为统治阶级的成员；第三，随着战争的结束，君主的地位也相应削弱。农民成为自由持有农与社会地位上升的铁制造商，成了18世纪议会主权发展的社会基础，而这一时期国王的开明专制主义政策也有利于这种趋势的加强。1718年，随着查理十二世的去世，瑞典进入了所谓的“自由时期”（1718-1772）。在这一时期，政治权力的重心发生了转移，贵族重新获得政治权力，他们将专制政体时期的“国王参政会”变成了“国家参政会”，将“自由的”四级等级议会变为自己的工具。就他们与君主的关系而言，这一做法是貌似有理的，因为乌耳里卡·埃累沃诺腊（Ulrike Eleonora）1718年担任女王得到参政会的确认，而不是建立在世袭权的基础上，因此，女王必须与其他等级保持一致。在接着的半个世纪中，贵族的权力有了提高，国家的实际权力掌握在由24人组成的参政会中，他们通过1719年和1720年的政体法令以及1723年的议会组织条例，使四个等级议会成为政府中权力最大的因素，国王在政府中的作用几乎是名义上的，主要担任国家参政会的主席。尽管国王在参政会中有两票，在必要时能够行使否决权，但对参政会只能行使有限的控制权，例如在任命参政会的成员时，他必须在议会提出的3个候选人中进行选择。自1719年以来，四级议会在理论上开始行使主权，它利用三年一次的会期控制立法和财政，检查参政会的工作。各个等级在这种议会中都有代表，贵族保留了高级职务的垄断权，可以不纳税；教士等级由主教和每一个教区的代表构成，担任所有低级职务；市民等级由一些市政官员和商人构成，其代表数与城市大小成比例；农民的地位由于国王将农场土地固定地卖给他们而得到提升，纳税农民的农场财产在全国的比例从1700-1772年间从31.5%上升到46.9%，这使他们构成了一个在18世纪欧洲其他地区所没有的民主团体。在四级议会中，所有四个等级分开投票，所有决定都得在四个等级的投票中取得大多数。在许多决定中，贵族总是有一倍的投票权。相对于专制政体时期，这一时期的政府制度拥有更大的政治自由。

尽管贵族实行议会统治，但他们表面上说着自由的语言，实际上牢固坚持自己的特权，并在可能的时候扩展这种特权。它的自由概念变得狭窄和无效：上层阶级的自由和辉格式的不信君主。它强烈抵制社会自由，平等和博爱不是它的口号。由于贵族顽固地维护自己的特权，疏远了商人阶级、船员、制造业主、铁匠，导致这些阶层的反对。1772年，古斯塔夫利用全国各阶层对议会无能的不满，发动宫廷政变，并于该年颁布宪法。该宪法是一种妥协，目的是结束党派纷争而又不过于损害贵族的特权。根据新的宪法，参政会被降为主要由高级官员构成的顾问机构，它的一些成员有与国王一起参与最后申诉法庭的法律资格，里克斯达格只是在国王要求时才召开，与国王一起控制立法和财政，它唯一的独立权力是批准侵略战争以及规定新税的期限。宪法还规定，官僚的任命与出身或君主的宠爱无关，除非发现这两者与能力有联系。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中，里克斯达格只召开了四次，而且每次开会的时间很短。1789年，国王联合议会的三个下层等级，进一步剥夺贵族的特权地位，权力发生下移。在这之后，旧贵族交出了更大的社会和政治权力给新出现的职业文官和企业家，下层等级取得了较为广泛的权利，如出席新设立的高等法庭的权利，接收了原来属于参政会的上诉裁判权；与贵族一样担任大多数官职的权利；农民获得了更大的权利，与贵族一样保有各种类型土地的权利，可以领受王室耕地，原则上还拥有随意处置自己土地和农场的绝对权利，所有这些成为农民的第一次决定性的胜利。1809年，瑞典颁布了欧洲最早实行的一部成文宪法，在以后的15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瑞典政府的基础。该宪法规定：第一，行政权属于国王，国王是王国的唯一统治者；第二，古代沿袭下来的征税之权属于人民；第三，民法、刑法和宗教法的创制和修订由议会和国王共同负责；第四，国王在做出决定前应与参政会进行协商，参政会由9人构成，由国王亲自委任；第五，参政会成员在不同情况下按不同规则，就所提意见对议会负责；第六，议会至少每隔5年召开一次，按照既定规则，它应对参政会工作进行监督，并保证国家财政管理得当。

1809年的宪法按照分权原则对王权进行制约，大大削弱了国王的权力。它规定国王与议会分享国家的统治权，国王只能按照法律规定的形式统治王国，国王的所有决策都必须得到参政会的批准和部署，立法权也必须由国王和议会平等分享，而国家的财权，特别是征税权只能掌握在议会手里，三个下级等级有权控制绝大多数公共官职，包括在最高法庭一半的席位，可以购买除了靠近贵族庄园别墅外的所有类型的土地，这使瑞典的立宪主义进一步得到发展。这一宪法颁布后，瑞典农民几乎完全获得了土地的所有权，到1809年，约15%所有远离中心的贵族财产变为农民的财产，到1815年，农民获得国王另外3500个农场的主要部分。通过上述的一系列改革，特别是1809年的宪法，权力的中心从国王到贵族，再由贵族到议会，逐步消除了贵族和国王的部分特权，议会的权力有了增加，下层等级的地位有了提高，这为未来进一步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与瑞典的议会相比，丹麦的议会拥有更长的历史。早在1282年尼堡召开的会议上，国王埃里克五世就在贵族的压力下，签署了丹麦的第一个国王宪章，承认王权必须受到制约，并定期召开由封建主、骑士、市民并包括自由农民在内的等级议会，如果事先没有通过合法的判决，不得强迫任何人做任何事情，或给予处分或下监狱。1468年，丹麦在卡隆堡第一次召开由贵族、教士、市民和自由农民参加的等级会议。1658年8月，当丹麦受到瑞典的进攻时，舆论谴责贵族逃得比野兔还快，菲特烈三世决定与斯德哥尔摩的人民共命运，在敌人进攻前的两天，他为丹麦制定了此后存在了两个世纪的宪法框架，决定给予人们各种权利：他们可以控制自己的征税，担任原先只有贵族才可以担任的官职，可以与贵族一样购买土地。1660年9月，国王将三个等级召到斯德哥尔摩，以讨论征收新税的问题，贵族同意新税在三个等级中平摊，但抵制对封地（fiefs）进行重组，因为这将更有利于国王。国王采取强行措施，关闭首都的大门以防止贵族离开，贵族被迫妥协。自此以后，丹麦走上了君主专制的道路，在君主专制时期，等级会议再没有召开。

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丹麦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和经济力量，这就是城市市民的产生。尽管丹麦的城市人口不多，并且主要集中于首都，但远远多于北欧其他国家。由于丹麦自由农民数字不大，从中世纪晚期起，城市市民就在丹麦国家政治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随着近代经济的发展，丹麦城市市民逐渐成为国王的力量来源，国王的税收也更多地来自城市的贸易。城市市民的产生和发展成为推动议会改革和宪法发展的主要动力。19世纪20年代以后，丹麦国内出现了强大的自由主义运动，1830年欧洲革命也对丹麦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1837年，丹麦政府同意设立城市参政会，1841年，同意各郡和教区机构进行选举。尽管在这种改革中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各郡和教区的官员，但民主选举的大门一旦打开，再也难以关上。1849年，丹麦实行了190年的君主专制政体终于被废除。同年6月5日，在国内资产阶级的推动下，丹麦制宪会议通过宪法，规定丹麦为君主立宪制国家；立法权属于福克庭（Folketing）和兰德斯庭（Landsting），两院的权力平等，前者由单议员选区每三年选举一次，凡是30岁以上、独立生活、“拥有自己的衣服和桌子”的男子都有选举权，后者由各郡的基本选民选举的选举团选举，其成员要求40岁以上，每年收入1200元以上；行政权属于国王，大臣不对任何一院负责，国王在两次会议期间拥有颁布临时法规的权利；宪法规定信教、言论和聚会的自由。尽管该宪法为国王保留了较大的权力，但在整个欧洲还处于反动时期，丹麦的1849年宪法无疑是自由原则的胜利，该宪法也因此被称为“面向所有人的宪法”。

挪威立宪制度的建立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中世纪时期，在这一时期，挪威先是卡尔玛同盟中的一员，后来逐渐沦为丹麦王国的属地；第二个时期是1814年前的丹麦时期，这是挪威立宪政府奠定基础的时期；第三个时期是与瑞典结盟时期；第四个时期是挪威的完全独立时期。在近代相当长时间内，挪威与丹麦联合在一起，尽管拥有自己的议会斯托尔庭（Storting），但它的政治发展无法逃脱丹麦的影响。随着两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到18世纪80年代，挪威与丹麦已发展出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丹麦仍然拥有以国王为首的社会等级制，许多贵族在社会中占有关键的地位，而挪威到这时已演进为比较民主的体系，因而在向议会政府转变的过程中进展更快。在这样的情况下，挪威与丹麦的联合失去了存在的可能，再加上这种联合特有的独立性，两者的分离是自然的事情。1814年，丹麦与挪威之间439年的联盟瓦解，同年，挪威王国的147名官员、37位农民、16个城镇的代表以及12位来自海陆军的代表在埃斯伏尔开会，制定宪法，该宪法规定，挪威为君主立宪统治的“自由、独立和不可分割的王国”，实现三权分立；行政权属于国王以及由国王提名的内阁成员；斯托尔庭可以颁布一切法律，征收一切税款。不过，挪威的斯托尔庭既不是瑞典和丹麦那样的两院制，也不是法国议会那样的一院制，而是在每次选举以后人为地分成两个部分：较小的部分约占全体议员的1/4，称作“拉格庭”（Lagting），相当于上院；较大的部分称为“奥德尔斯庭”（Odelsting），相当于下院。拉格庭受理奥德尔斯庭提出的议案，如果发生争议，必须两院共同受理，然后以2/3的多数票通过，财政问题则由拉格庭与奥德尔斯庭共同处理。斯托尔庭2/3的席位由农民选区推选。1814年挪威在与丹麦解除联盟后，与瑞典结成联盟关系，但挪威与瑞典只是联盟关系，而不是像1809年前的芬兰那样是瑞典的一个行省，它有自己的立法，有一个立宪政体，国家的权力被分为行政、立法和司法，斯托尔庭权力的增长是联盟时期立宪制度发展的标志。1821年，挪威废除贵族制，议会享有立法权。

在传统社会时期，政治权力一般与土地所有权、军事力量或宗教势力密切相关，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权威难以下达到每一个公民，国家的作用仅限于抵御外来侵略，维持内部法令和秩序，保持基本的公共事业以及征收税收。经过长期的斗争后，北欧诸国逐步将各种分散的权力集中到国家手中，并通过议会和宪法等合法制度代替个人独断，这标志着政治方面的现代性已经出现。

二　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

在经济方面，北欧的土地制度特别是条地制度严重地阻碍经济的发展，同时，一些法律规定和封建因素的存在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及封建因素的消除，北欧地区出现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丹麦自克里斯蒂安六世以来，农民一直受到实际的压迫，失去了早期的自由。为了稳定劳动力，防止劳动力的流失，也为了便于军事征募，他们往往被束缚在土地上；同时，丹麦的大多数农民所租的土地是经过官方注册的土地，在他死后，他的儿子可以继承下去，在一定的情况下，地主也可以要求农民从好农庄迁徙到荒废的农庄，以便重新开发这一农庄，并且庄园主土地或国有土地上的农民交纳的地租，部分要以劳役的形式来支付，这往往导致这些农民不能顾及自己的收获，荒废自己的耕作，以至于交不起地租；此外，农民特别是佃农还常常受到地主的各种体罚。1784年，丹麦王太子菲特烈摄政后，启用一批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员，利用法国重农学派的理论以及谷物价格上升提供的空间，改善农民的生存状况，如废除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各种做法，使农民可以自由流动；允许农民自由购买自己的农庄与土地，并将其各式各样的田地合并为一个整体；禁止地主及其代理人使用长鞭或脚镣对佃农进行体罚，或让他们骑木马，或把他们装进箱子投入圆筒；鼓励佃农通过独立法庭机制，改进自己的土地财产；规定一个佃农及其妻子一生租约的最低时间。到1799年，丹麦废除了所有封建劳役制，农民为地主服劳役换成了现金支付。经过大约20年的时间，丹麦农民的地位有了提高，耕作的土地也有了增加，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丹麦农民耕种的土地有3/5为农民所有。由于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他们开始采用新的耕作方法和农具，许多长期荒废的土地得到重新利用，许多处女地被耕种，粮食平均产量提高一倍，到欧洲战争时期开始时，丹麦农民生产的粮食已有了剩余。为了纪念这些年农业方面的改进，1792年法国君主被推翻那年，丹麦的农民们在哥本哈根树立了一块感谢菲特烈王太子的方尖石碑，即“自由纪念碑”。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丹麦过时的村社农场开始瓦解。在1802年，丹麦只有一半的佃农成为自由持有农，到1830年，所有佃农都成为自由持有农，或离开了土地。1849年的丹麦宪法为这几十年的发展成果提供了法律保证。通过这些改革，资本主义的因素逐渐代替了封建的因素。

瑞典由于长期战争，到17世纪30年代，王室财政日益紧张。古斯塔夫·阿道尔夫（Gustav Adolf）统治时期，王室尚且可以依靠补助金、港口人头税和其他税收而生存，到摄政时期，战争频仍，为了应付不断增加的军事开支，只好出售王室土地。到克里斯蒂安获得王位时，这种为举债而卖王室土地的现象愈加厉害。除此之外，从1648年起，为了感激宠臣，王室也大量赐赠土地。随着王室大量赐赠土地、土地转让、土地变现或将土地作为借款抵押品，王室名下的地产日益减少，贵族的地产日益增多。16世纪，瑞典贵族的地产只占瑞典所有土地的22%，到17世纪中叶，贵族的土地增加了2.5倍，已达到了72%。由于贵族对于自己祖遗土地上的佃农（免税农民）有很大的权力，一旦王室通过赐赠或变卖把一个地区的地产转让给贵族，一般就认为，贵族有权对该块土地上的农民征收捐税，而且，受惠的贵族对于居住在这个地区、以前一直享有自由的农民拥有充分的统治权：从前的农民只向王室纳税，并拥有自己的土地，现在由于王室采取了变卖和赐赠的政策，他们的权利受到侵犯，因此，贵族土地和特权的增加，损害了其他阶级特别是农民阶级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反对。早在1644年，农民就对王室转让土地的弊端提出了抗议，要求王室收回卖给贵族的庄园。1655年，在查理十世在位时召开的第一届议会上，制定了有关收回土地的法规，但没有真正实施。1680年，在查理十一世在位时召开的等级会议最终确定实行土地还原（Reduktion）即收回王室土地政策。到1700年这一政策完成后，瑞典的土地分配状况发生了大的变化，王室土地到这时占瑞典全国土地的35.6%，小农占有的土地为31.5%，贵族占有的土地为32.9%。马克思对这一政策曾经有精辟的评价，认为“英国资产阶级和瑞典的资产阶级一样十分明智地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活动，但瑞典的资产阶级相反，与他们的阶级联盟农民联手，帮助国王强制从寡头中恢复土地，这发生在1604年后以及在查理十世和查理十一世时”。土地还原政策改善了王室的财政状况，消除了对农民独立的威胁，削弱了贵族阶级的经济实力。王室利用这一政策带来的新的财源，实行所谓的“印德耳宁斯渥克”制，即将一部分王室税收和王室土地永远分配给军队，具体做法是将一些农田分给军官耕作，作为他们薪饷的一部分；骑兵领受某些农田应缴的税款，占有这些农田的人只需维持骑兵的生活，不必再向王室纳税；农民除了应偿付一个职业士兵的饷银外，不再承受不得人心的兵役。到1693年议会开会时，国王已经能够向各等级声明，除了旧有的土地税外，他可以豁免他们的一切特种捐税。

除了通过各种措施将贵族占有的土地还原给农民，使农民能够从土地贵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外，瑞典和丹麦在这一时期还通过强制手段，对土地进行重组，使其合理化。在瑞典，土地的重组从两个不同但相互联系的方面开始，一是废除村庄条地（bytvang），二是将公地和荒地分配给村民。1749年，瑞典颁布“土地巩固法”（Storskiftesstadgan），规定在进一步将地产分成狭窄条状的情况下，政府测量员应告诉村民这种情况的有害性。1757年，瑞典芬兰出现了所谓的“斯托尔希夫特制”（Storskifte），即容许一个农夫把他分散的小块土地合并成一整块，在公共田野中自成一体。1783年的“测量法”也对巩固地产做了规定。尽管有上述法律规定，但效果并不明显：一方面，土地的重组采取自愿的形式，只有提出要求者才能巩固自己的地产，其他人的地产仍然分散；另一方面，传统的所有权概念不利于土地重组，而且土地重组还涉及土地上的房子，容易造成无根感，破坏村民世世代代已经习以为常的村社生活。18世纪80年代，麦克尼恩（Rutger Maclean）率先在斯康耐进行重组土地的改革，此后土地重组在瑞典逐渐开展起来。麦克尼恩是苏格兰移民实业家的后代，其家族后来成为斯康耐的大地主，他本人是一个有51名佃农的农场主，他的改革为瑞典随后的土地重组提供了样板。1803年，瑞典在斯康耐实行“恩希夫特制”（Theenskiftesystem），1807年在整个瑞典推行，将农民原先分散狭长的条状土地合并起来，形成少数面积较大的农田，以便于耕作，但真正起作用的是1827年的重新分配法。在瑞典，这种圈地不如英国的圈地过程痛苦，由于鼓励将大的农场变为较小的巩固的独立所有者的农场，刺激了农民的耕作。同时，这种圈地的代价也不同于英国，在英国，有争执的圈地涉及议会的私法，必须有律师的帮助，而在瑞典，圈地由测量员进行，他们是文职人员，有固定的薪水。此外，瑞典的制造业仍然很有限，对农民离开农村没有诱惑力，因此，瑞典的圈地没有造成英国那样的流离失所者。圈地导致农场生产者更加精耕细作，更加有效率，它既是一种改变传统农民生活方式和经济的手段，也是一种重建农民社区的手段。

在芬兰，农民经济在中世纪一直占支配地位，绝大多数人口为自由民，通常居住在有组织的村社里，各户的宅地构成了村庄的核心，村庄的周围环绕着耕种的土地。耕地定期以条地的形式分给各户人家，每户耕种若干条，因此耕作必然是一种集体活动，犁地、栽种、收割和轮种都是合作进行的，这种情况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改变。1680年以后，芬兰王室大规模收回王室土地，使农民摆脱了贵族的勒索，但这并没有取消王室对农民征收税捐和其他课税的特权。直到一个世纪后的1789年，当农民在地方政府里也有了较大的势力时，农民等级才处于与其他等级近乎平等的地位。到19世纪初，芬兰农民耕作的土地比例为90%。相对于丹麦和瑞典而言，挪威由于没有封建前例，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甚至更为缓慢，自我生存的农村社区到19世纪末一直是挪威社会的基本单位。由于实行长子继承权，许多农村居民变得没有土地，1801-1885年，挪威无地者上升3倍。随着王室将土地卖给农民，到19世纪中叶，挪威的自由持有农有了增加。与此同时，在1821年和1857年，挪威也通过圈地法，将土地进一步合理化。

总之，通过上述手段，北欧各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因素。第一，消除了封建纽带和贵族的特权。与东欧各国相比，北欧国家的封建因素原本较少，经过上述一系列改革，封建因素的残余得以清除，而且与中欧和东欧不同，北欧封建残余的消除，在政治条件比较有利于农民的情况下进行；第二，随着土地重组以及王室租用变为自由持有，国王的佃农变为自由持有者。这些改革不仅使农民自由持有的土地有了增加，到这些改革完成后，所有国王土地的87%，所有贵族土地的80%以及所有土地的90%由自由持有的佃农耕种；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系列变化是通过法律手段来完成的，如1749年的土地巩固法、1783年的调查法、1803和1807年的圈地法以及1827年的重新分配土地法等，其负面影响相对小。到19世纪初，这种重组和圈地已经完全改变了农民的地位，他们能够采取现代或市场取向的方法，大大增加了产量，这对北欧国家未来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它一方面导致农业在工业化早期能够维持国内的工业化部门，另一方面，在早期“迸发”的几十年提供一些外汇；第三，随着村庄社区、公地以及分散土地的消失，特别是随着圈地过程中一些村庄从耕地中间迁出，北欧地区的居住模式发生了变化。总之，由于这些变化，北欧地区的农民成为新型的农民。过去在描写1870年前的农民时，出现的常常是静止、稳定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他们有强烈的地方认同和自尊，以消极的态度对待城市人；他们住在一体化的村庄社区，在日常经济活动中以及仪式和节日中，强调村庄的集体巩固，是一种向内看的密切的团体性社区。现在，经过改革后的农民开始具有市场的意识，能够自由的流动，能够以积极的方式看待周围的世界，也就是说，他们具备了工业化发展所需的一些潜质。这是北欧地区作为欧洲边缘，即便不能很快汇入工业化的主流，也能对英法工业革命做出反应的一个原因。

这一时期，北欧各国在经济政策方面进行了调整，取消各种对经济发展的限制。第一，取消对使用原材料、半成品、成品的限制。例如，瑞典曾经对木材贸易进行管制，以保证钢铁厂有足够的木炭；禁止铁矿石的出口，以保证制铁业所需的半制成品的供给；限制生铁和铸铁的生产，以减少木炭的消耗。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与社会经济的变革，这些限制越来越阻碍经济的发展，瑞典政府通过法律手段取消了这些限制；第二，取消各种行业限制。1839年，挪威政府通过了旨在废除行会的法令，1866年，规定在三年内废除所有还存在的行会。1846年，瑞典废除了行会制度。1842年，挪威规定农民在议会的代表有权投票废除城市的各种贸易特权。1864年，瑞典废除了对贸易和职业准入的所有限制。这些改革的实质是消除旧的城市政策对工业和商业进入城镇的限制，使农村人口能够从事他们喜欢的任何活动；第三，趋向自由贸易政策。自由贸易作为一种国际贸易体系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该年英法签订科布登谢瓦利埃（Cobden?Chevalier）协定，对多边自由贸易产生了影响。早在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建立前，北欧国家就开始朝这一方向发展。在1816年，瑞典列入禁止进口的商品有300多种，同时禁止其他50种商品出口。1824年，瑞典通过法令，分别将它们减少为194种和28种，但这一法律没有明显降低关税政策的保护主义程度，瑞典海运特惠制也依然存在。1857年格里彭伯格出任财长后，开始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挪威较早在1842年就大幅度调低了进口关税，特别是针对制造品的关税，非禁产品的关税固定为25%。1851年后，挪威的贸易政策进一步朝着自由主义方向发展。丹麦早在1797年2月取消了所有贸易禁令，并把进口关税限制在10%，但丹麦为了保护个别地区的特定产业，仍然保留内部关税体制。19世纪上半叶，丹麦开始趋向贸易自由主义。芬兰自1808年以来一直在沙皇统治下，但还保留不同程度的国内自主权，包括关税自主权。与北欧其他国家相比，芬兰的关税具有较强的保护主义色彩，不过，在俄国市场上享有一些优惠条件。19世纪20年代开始，北欧各国对航海业的控制由于与其他国家缔结的条约而减弱；第四，挪威、瑞典、丹麦在19世纪下半叶采用金本位制，并形成北欧货币联盟，这是自由贸易体系的基础。

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到，随着北欧封建残余因素的消除，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及经济政策的调整，原先北欧经济中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被消除，工业化所需的一些经济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为北欧地区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在这个过程中，独立农民的出现尤为重要，正是这一时期的改革，导致北欧的农民成为工业化的推动力量，这一点与欧洲其他地区有很大的不同。

三　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随着这一时期北欧地区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在社会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教育的主体从教会向国家转变，教育的内容和模式发生了变化；社会立法消除了社会矛盾，为工业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人口的发展产生了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贮备。

首先，教育的发展。在传统社会的早期，由于天主教会的多米尼克修会和圣方济修会以获得知识作为反对异端的武器，对推动北欧地区早期教育的发展，提高人们的文化生活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早在中世纪初期，当时的天主教教会就在北欧建立了一批文法学校。宗教改革时期，北欧地区的教士虽然被剥夺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优势，但仍然保留了比较强的知识优势，在阅读公众数量比较小的情况下，教士在会众的教育中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在北欧各国，这些由教会的修会、大教堂和修道院兴办的文法学校，不仅受教育的人数少，教学不固定，而且教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将来的祝圣提供候选人。在农村，除了新的路德教士强制推行的教义问答外，很少儿童受到任何正式的教育。到查理九世统治时，瑞典的城市中才开始有了一些提供世俗教育的学校，但一些有条件的王公贵族仍然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接受教育，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对绝大多数北欧地区的儿童来说，进入学校学习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不过，由于路德宗坚持识字是一个人成为社会积极成员的条件，教会兴办的教育产生了高水平的识字比率。在1614年，在瑞典的一个教区，21%的成年人能够阅读，到17世纪90年代能阅读的占89%。这些学校为提高百姓的知识，为北欧各国学术的发展建立了最初的基础。

宗教改革后，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国家逐渐承担起教育的责任，教育的主体也逐渐由教会向国家转变，而北欧各国在宗教改革中建立的国教路德宗有利于这种转变，因为国家承担教育的责任是从普及教育开始的，而普及教育的最初一步是要求大家普遍识字，并且男女一样。路德宗坚持因信称义，强调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与上帝交流，而要做到与上帝交流，首先要了解圣经，而要了解圣经，首先要学会识字，故在这种转变过程中，仍然是由教会实际承担教书识字的责任。为了做到这一点，一些年轻的教士或岁数较大的人来教人读书，并进行再测试，相当有效地推动了扫盲运动。到17和18世纪，为了配合识字的需要，在城市除了传统的高级文法学校外，还兴起了一批传授宗教、阅读、写作和算术的新型初等学校，后来逐渐地在农村也出现了这种学校。

国家真正承担教育的责任是从18世纪开始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强制性的初等教育体系。1736年，丹麦实行强制坚振圣事（即“坚信礼”、“坚振礼”，基督教的重要礼仪之一，入教者在受洗后一定阶段再接受主教的按手礼，谓可使“圣灵”降于其身，以坚定信仰，振奋人灵），为此要求具有一定的阅读知识，这有利于现代教育的发展。1739年，丹麦颁布初等教育条例，在全国建立初等学校，使农民的孩子能够获得一定程度识字能力和宗教教育，但由于学校的费用由所在地区的地主提供，农民希望其孩子在田间从事劳动，而不是在课堂里接受教育，因此，地主和农民都反对这种教育，由于缺乏基金，这种学校只是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尽管如此，国家毕竟开始关注教育了。1789年，在德国教育进步的促动下，丹麦设立大教育委员会，该委员会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提交了以5岁到坚振年龄的孩子强制入学为基础的乡村学校的计划。教士也对现代教育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不仅对教义的传播感兴趣，而且作为启蒙运动的先行者，他们一般也对教育感兴趣。到18世纪晚期，教士们建立了公民美德（Civic Virtue）学校，这是由私人兴办的试验性学校，源于德国，旨在实行尽可能宽泛的教育，实际上是对中世纪依附于教堂的语法学校的反动，因为这种教育缺乏灵感，还有肉体惩罚，19世纪丹麦民间中学的创始人格伦特维（N.F.G.Grundtvig）称它是“黑暗学校”。公民美德（Civic Virtue）学校在理论上是强制的，但没有真正实施，而且教师也没有受到足够的训练。19世纪初，在法国和美国教育思潮的影响下，北欧各国的地方政府开始承担兴办小学的责任，推动了北欧初等教育的发展。1814年，丹麦教育委员会的建议变为全面的教育法，该法规定，7-14岁（即坚振年龄）所有孩子实行免费强制教育，不能送孩子到学校接受教育的父母要受到重罚，学校由税收支付而不是由学校所在地区的地主支付，同时规定对教师进行培训。尽管这种乡村学校引入英国的督导制度，使教育一时显得有点机械，而且逃学现象时常发生，特别是在庄稼收割的时候，但这种强制教育的后果是明显的。在丹麦实行强制初等教育制度后，瑞典在1844年、挪威在1860年、芬兰在1865年分别引入由国家资助的小学教育。尽管在这种教育体系中，农民的孩子在许多领域只是受到最起码的教育，教师也是隔几周才到大的农场进行教学，并且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初等教育法实行了很长时间，才扩展到北部森林、山谷中的农场以及数以千计的岛屿上的渔民，但国家承担教育的职责，对北欧未来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北欧国家当时在经济上比较落后，但由于比较早地实行义务教育制度，并为此投入大量基金，其教育水平远远超过欧洲大陆，甚至超过一些发达国家。到19世纪中叶，几乎所有北欧男人至少是识字的，教师变成乡村的重要人物，常常充任当地人口的代言人，农民的孩子在瑞典已构成学生团体的15%，芬兰为8%，挪威为5%，丹麦为2%。在北欧地区，成年人中的文盲数字不超过30%，挪威在50岁以下的都能阅读与写字，这一数字远远低于欧洲大陆国家的文盲数字，所有这些为19世纪末北欧更加民主社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第二，社会改革和立法。随着北欧地区经济的发展，在社会政策方面，各国政府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与欧洲率先进行工业化的国家不同，在这些国家，社会立法大多是随着工业化过程，或在工业化出现了社会问题后才制定的；在北欧国家，社会立法不仅比较早，而且相当一部分立法发生在工业化之前，并且具有综合性和进步性，在组织济贫、实行新闻自由，给予犹太人权利、废除奴隶贸易、提高妇女地位、实行社会保障等方面，北欧国家都走在西方各国立法的前面。例如，早在1766年，瑞典在最发达的工业——制铁工业中，就有养老金计划、类似于工会的组织以及由雇主付费的健康和失业计划；1776年，瑞典通过法律，给予新闻自由，在紧接着的几十年，几乎每5天就有一本关于经济的小册子出版；1781年，丹麦改进囚犯的待遇；1795年丹麦引入调解法庭体系，直到现在，它仍然是丹麦和挪威减少诉讼的方法之一；丹麦还通过一系列法律给犹太人比欧洲绝大部分地区更自由的地位；1792年，丹麦在世界上率先废除奴隶制；1789年，瑞典议会通过“联合和保障法”。北欧各国特别是丹麦和瑞典在社会立法方面的进展，化解了部分社会矛盾，使其在工业化开始时具有较好的社会环境。

第三，人口的变化。西欧率先工业化国家通常都在人口停止增长后的一段时间，经历迅速和激进的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当时的经济发展中无疑起到重要的作用，北欧国家在19世纪中叶前也是如此。在经历长期的人口缓慢增长后，1770-1870年，北欧的人口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人口增长一方面导致无地者的增加，他们必须在繁荣的拥有土地的社区边缘生存；另一方面，人口增长也导致大的劳动分工和其他类型商品生产和服务的产生。由于人口增长而产生的农村无产阶级，通常从事一些小的和次要的经济活动，如日工和季节性的工作，他们的生活方式日益不同于19世纪前拥有土地的农民，而自由农民在创造与农村无产阶级的差异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文化认同，他们的上层阶级开始趋向城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形成越来越多的城市文化特征，这是他们在一个新的农村分层体系中巩固自己的策略。这种分化产生了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成为紧接着的迅速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没有这种灵活的人力贮备，北欧国家就不可能实现迅速的工业化。

总之，经过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的改革和调整，北欧国家逐步消除了中世纪的封建残余因素，为随后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首先，随着议会和宪法的改革，北欧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了一个比较有利的法律框架和制度保证；其次，在经济方面，随着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的消除，工业化获得了有利的经济环境；再次，随着教育和人口的变化，工业化有了有利的人力因素。特别是随着系统的资本主义重建，农民经济日益渗透进市场，生产活动日益多样化和专门化。农业的市场渗透和商业化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早期的市场渗透主要集中在经济中的非纯粹农业部门，如森林、渔业、运输和矿业。与欧洲大陆的情况不同，在北欧地区，许多这种经济活动都是由农民本身承担的，许多农民在17和18世纪除了从事农业劳动外，还从事各种贸易、运输和原工业化的活动。18世纪后半叶开始的改革和新的人力因素的出现，有利于这种趋势的加强。在这一过程中，北欧各国建立了以现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为基础的机制体系，由于基础牢固并且以法律作为保障，向资本主义方式的转变相对顺畅。

到1865年，北欧国家已经站在了现代的门槛上，一方面，所有北欧国家仍然基本上是农业国家和土地社会，到这一时期，芬兰从事农业及其相关服务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5，丹麦超过人口的一半，挪威和瑞典占人口的70%左右。农业在这些国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不仅体现在从事农业的人口，以及农业的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而且也体现在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仍然以农村为主。正因为如此，瑞典著名经济史学家E.赫克舍在谈到1870年瑞典的人口分布时说，瑞典社会实际上完全是土地社会性质，在谈到芬兰占支配地位的农业人口时，说芬兰可能比瑞典拥有一个更古老的社会结构。但另一方面，随着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北欧国家现代性的出现，北欧社会在逐渐发生变化。现代性的挑战在率先现代化的社会是内在自生的，从此变革的过程逐渐在几个世纪中继续发生，但在后现代化社会，这种挑战的发生越来越是外来的，因而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显得更加迅速，甚至有些突然。


第三节　北欧各国的现代化模式

一　丹麦的现代化模式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北欧国家先后受到西欧率先工业化国家新产生的需求对该地区的冲击和影响，尽管北欧各国同为边缘国家，但由于各国原有的经济结构、资源禀赋、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差异，对工业化国家拉动的反应模式不尽相同，导致它们走上相同中又有不同的工业化道路。

在北欧各国中，相比较而言，丹麦具有较好的发展农业的条件。从19世纪30-70年代，丹麦的农业经历了稳定的增长，这得益于农业产品价格的增长、生产率的提高、耕作面积的增加以及使用更多的劳动力。丹麦农业的发展更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成功改造，即农业从原先主要生产粮食，朝专业化生产肉类和奶制品的方向发展。在19世纪70年代前，丹麦的农业主要是为临近的国家提供粮食，因此，丹麦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补充性经济。19世纪70年代后，一方面，随着率先工业化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这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对肉类和奶制品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随着北美大草原和西伯利亚草原的开发，这些地区廉价的粮食开始涌进欧洲，对丹麦粮食生产与出口形成了竞争。为了对付这种农业危机，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英国等西方国家新的需求，丹麦的农业采取了以下措施：调整生产结构，减少谷物的生产，增加肉类和奶制品的产量，尤其是生产更多的黄油，黄油的生产过程实行标准化；利用国际市场上谷物价格低的机会，进口廉价的北美粮食作为饲料；利用丹麦相对大的农场土地，提高谷物单位面积产量和劳动生产率，生产供应城市的高质量的粮食。由于采取上述措施，丹麦农业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丹麦的农业生产从传统的以生产粮食为主转向以生产肉类和奶制品为主。谷物出口在1875-1879年期间占农产品出口的25%，到1900-1909年期间下降至2%，但同期黄油的出口比重从23%上升到47%，火腿和肉类的出口比重从17%上升到26%，蛋类的出口从1%上升到8%。此外，农产品的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从76%上升到90%。

丹麦农业改造的成功有以下几个主要的因素。

首先，技术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末期奶脂分离器的发明，改变了奶牛饲养业的技术基础，使黄油生产效率迅速上升。1870-1900年，按每头奶牛计算的黄油产量增加了一倍，而黄油产量的提高又直接影响猪肉的产量，因为牧场将提炼黄油后的牛奶还给农民养猪，从19世纪70年代初到1914年，丹麦猪肉的产量翻了两番。

其次，丹麦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德国的农业合作思想成为推动丹麦合作化运动发展的一个强有力因素，而经营规模较小的农民担心自己会受到那些拥有更多资本、买得起奶脂分离器同行的剥削，是促进合作化运动发展的一个驱动力。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民间高中强调人力发展，也给丹麦的合作化运动以推动。晚至1880年，丹麦还不存在合作农场，但到1890年，合作农场已经有679个，1913年达到1100多个。这种由农场工人自我管理的合作社，负责产品的销售、生产和生产资料的采购等，大大地扩展了市场，提高了产量，减少了生产成本。例如，丹麦85%的农产品通过各种合作社进行销售，所有农场通过近900个奶制品合作社销售牛奶，这与其他任何国家相比都是一个比较高的比例，而鸡蛋合作协会则监督各个地区小农场鸡蛋的收集、装盒和销售。除合作农场和屠杀场外，农民们也为购买必要的生产资料建立了合作社等。

第三，政府的补贴和引导。为了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丹麦政府实行一致的管理体系，以及合理化的市场营销安排。由于丹麦2/3的农业产品在海外市场销售，因此市场的开拓就成为农产品发展的重中之重。为了获得更多的市场，一些农场被迫重新装备昂贵的机械，结果农场变得越来越少但越来越大。为了促进这一趋势的发展，丹麦政府给予牛奶生产者小额的财政资助，另一方面，政府通过促进出口基金，支持罐头肉类这种产品的生产，以使它们到达非传统的市场。尽管这种补助规模不大，但它是全国范围的复合耕作体系必须改变的信号，引导每一个农场集中生产和销售一两个产品。

第四，加强农业研究。丹麦农民对生猪、家禽、牛奶进行记录，对农作物进行试验，以确保饲养的家禽和种植的作物有最高的回报率。在农场中，只有经过多样性试验和政府认可的家禽世系才能够饲养。几乎所有的丹麦农民都饲养当地培养出来的长体腌肉型白猪，即兰德瑞斯猪（l and race），饲养的奶牛40%是丹麦红牛（Red Danish Breed），另有18%是日德兰黑白奶牛。在家禽方面，白来克亨鸡是唯一普遍饲养的家禽。丹麦全国有四个生猪试验站，每一个试验站都有认证模式，保证养猪环境在各地相同，其费用由合作咸猪肉工厂销售生猪时扣下的费用来支持。全国生猪饲养委员会精选236个饲养兽群，每年进行抽样检查，农民只从该委员会认可的种场购买苗猪，以确保生产的猪净肉比例高，符合英国市场的特别要求，由于采取这些措施，生猪的肥肉比例在较短的时间内从原先的一半以上减少到2/5.试验站也对生产、屠宰和销售实行监督。

随着农业特别是肉类和奶制品生产的专业化，丹麦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有了提高，农产品的收入增加，工业化也随之发展起来。不过，与率先工业化国家不同的是，丹麦的工业化是一种农业的商品化和机械化。在丹麦的工业化中，英国市场——丹麦农业——丹麦工业发展形成了一个有机的联系：英国的市场决定丹麦农业收入的增长，丹麦农业的增长对工业形成需求，而对工业品的需求决定该国的工业结构。在这一关系链中，农业的专业化生产始终是一个关键，它一方面决定对英国市场的反应方式，另一方面，又决定国内工业发展的结构和走向，农业特别是肉类和奶制品的专业化生产，使得丹麦的进口替代成为可能，即排外地利用国内市场，发展与农业相关的工业和国内需要的消费品。如果说，丹麦农业收入的增长为这种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这时国内需求的上升则提供了工业发展的推动力。因此，在上述情况下，丹麦的工业化具有自身的特点。

首先，丹麦的工业发展是农业发展的一种衍生物。丹麦的工业化是从丹麦农业与英国的关系中引申出来的，因为英国是丹麦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市场，英国的市场状况决定了丹麦农业收入增长的水平，而农业收入的增长决定了对工业品的需求，随着农业收入的增加，人们对非农产品的需求也不断增加，而丹麦集中于生产肉类和奶制品也有利于工业的发展，因为肉类和奶制品的生产对运输网络，对商人、银行和保险公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1870年前的几十年，丹麦是欧洲利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收入增加和利率低对投资产生积极影响，所有这些因素都对丹麦工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推动作用最大的还是农业和服务业对提高国民收入增加的作用，丹麦农业的工业化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没有出口工业的缺陷。因此，丹麦工业的发展是由于其他经济发展尤其是农业发展的结果，丹麦的工业是一种衍生的而不是积极的力量。

其次，丹麦的工业不是着眼于出口，而是主要满足国内的需求。在欧洲工业化早期阶段发展起来的工业如棉纱工业在丹麦难以立足，因为低关税使这一行业难以同外国工业竞争，到19世纪90年代，这些企业才在丹麦出现。在丹麦的工业中，面向国内市场的工业占支配地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丹麦国内消费的70%的工业产品都是在丹麦国内制造的，在19世纪90年代前，丹麦几乎不出口工业产品。19世纪60年代初，丹麦失去了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给普鲁士，这一地区的工业化程度比较高，它与丹麦的竞争拖延了丹麦的工业增长。丹麦的工业是为满足国内市场日益扩展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且在同外国竞争的过程中，逐渐提高了原来需要进口的制成品的生产能力。因此，“在丹麦，工业增长是（农业）收入增加的结果，完全依赖于新的需求和进口替代”。

再次，与工业产品主要满足于国内市场特别是农业生产相一致，丹麦发展迅速的工业部门都是手工业成分比较强的部门，手工业在工业的发展中拥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般来说，这些手工业机械化程度低，主要生产消费品，如服装、手套和烟草，此外还有水泥、砖瓦、面粉、化肥、糖和酒类等。因此，尽管丹麦的工业在19世纪50-60年代就有了比较大的发展，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到该世纪末期，还谈不上有任何十分重要的突出地位。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丹麦的工业化主要通过农业的商业化和机械化实现的。农业成为另外一个工业，农场成为另一种工厂，在世界上与丹麦采用相同工业化道路的国家还有新西兰。丹麦的工业化开始于消费部门，农业部门出口的增加有两个主要的后果，一是更完全的社会分工，先促进手工业然后是制造业的发展；第二，农业部门收入的提高，有利于工业产品的消费，食品工业最早从这种增加的消费中获益。19世纪90年代后，随着关税的降低，纺织工业、建筑材料工业由于没有外国的竞争而发展起来。稍后，化学工业和其他工业也得到发展，到1913年，丹麦70%的工业产品自足，其中食品工业占所有生产的1/3，纺织工业为16%，铁和机器工业为20%。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丹麦的人均收入在欧洲排第四，比欧洲平均水平高60%。工业增长率每年4%-5%，虽然不是很高，但考虑到迅速增长的国民收入，以及完全国内市场取向，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数字。总之，丹麦是北欧地区唯一在发达农业和农业出口基础上逐渐工业化的国家，这种以商品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直到20世纪50年代，农业产品的出口价值仍然等于该国年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只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丹麦才经历了历史上所没有的迅速的工业扩展，工业产量在50年代上升50%，工业产品对经济的贡献超过农业的贡献一半多，尤其是随着农业机械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丹麦的制造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工业部门的增长也日益多样化。不过，丹麦的绝大多数工业几乎完全依赖于进口生产资料和燃料，包括棉花、羊毛、橡胶、钢铁、基本金属、煤和油。

与相对迅速的工业化相比，丹麦的政治现代化则经历了较长的时间。早在君主专制政体的后期，丹麦就开始了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但由于战争等因素的影响，政治现代化的进程被拖延下来。1834年，丹麦在公爵领地和本土创立了地区性的咨询性议会组织，但这在丹麦的政治中没有产生一个有效的代议制成分，只是进一步刺激了自由的复兴。1848年欧洲民主和民族运动风起云涌，正当丹麦人受到这场运动的影响而制定宪法时，荷尔斯泰因地区爆发了起义。这次起义与丹麦的属地石勒苏益格有关，1841年，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为了解决始终处于混乱中的石勒苏益格问题，曾经签署一个文件，规定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这两个州永不分离，其意图非常明显，石勒苏益格是丹麦古老的土地，把这两个地区结合在一起，荷尔斯泰因就会永远受丹麦的束缚。与德意志有共同感情的荷尔斯泰因不仅要从丹麦独立出去，而且要带着已逐渐德意志化的石勒苏益格一起独立，这是丹麦不可接受的，结果丹麦对这两个地区发动战争，战争前后进行了三年，丹麦最终保留了对这两个地区的统治。战争期间，“立宪会议”完成了它的工作，并在1849年6月5日通过和签署了新宪法，这一方面是由于公众要求宪法改革，另一方面也是国王谋求公众支持，阻止日益增长的德意志统一运动带来的威胁。该宪法建立了立宪政体和两院制的议会，废除了在丹麦实行了190年的君主政体，男性公民得到了选举丹麦两院议员的权利。

然而，新的宪法制定后，德意志人不仅常常干涉作为其成员的荷尔斯泰因，而且还不断干预石勒苏益格。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纠纷，丹麦国王于1863年签署“11月宪法”，导致第二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这次战争对于所有丹麦人来说都是一种痛彻心扉的经历，它不仅导致丹麦最终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布尔克割让给奥地利和普鲁士，而且也使丹麦人必须面对两个宪法的问题：一个是1849年宪法，另一个是1863年11月宪法，即仅仅为了将石勒苏益格与丹麦王国联系在一起而制定的宪法。同时，在战争后，丹麦人还得面对两套议会机制，一是1849年的宪法产生的议会（Rigsdag），二是1863年11月的宪法产生的议会（Rigsrdd）。两个宪法在福克庭（下院）的选举权方面相同，但在兰德斯庭（上院）的选举权方面，11月宪法的选举权更为狭窄，目的是使设想的联盟在石勒苏益格更易被接受。两个宪法和两套议会机制的存在，导致丹麦政治的分裂，左翼希望用新的宪法代替1863年的“11月宪法”，因为后者已经废除了1849年宪法中的一些自由；保守派和民族自由派则希望将“11月宪法”中适用于兰德斯庭的有限选举权引入福克斯庭的选举中，以阻止左翼在两院中获得多数。由于民族自由派在战争中名誉扫地，保守派的大地主获得了领导权。经过斗争，国王签署了在1866年7月5日生效的宪法，这一宪法一直存在到1915年。该宪法规定，福克庭在成年男子选举权的基础上进行选举，取消1863年的议会（Rigsrdd）机制；兰德斯庭被改造为代表大土地财产的上院，在它的66名议员中，国王提名12名，两名由法罗群岛和博恩霍尔姆选举，其他52名由首都（7名）和大的省份地区的选举团选举。国王从兰德斯庭中选择大臣，这意味着在兰德斯庭中保守分子占有多数。至于两院不一致如何处理，宪法没有做出规定。在整个丹麦，只有约6000人有资格进入兰德斯庭，其议员中一半以上是贵族，一半是上层文官或官员，一半以上的议员拥有地产；福克庭则以富裕的农民为主，拥有3/4的议席。

第二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后，丹麦失去了部分土地，但饶有兴趣的是，一个国家领土的减少，反而使它集中于自己面对的宪法和政治问题。19世纪70年代，丹麦的政治舞台出现了四个不同的团体，一是代表上层阶级的地主以及支持者的派别；二是旧的民族自由派，主要由一些知识分子和学术人员构成；三是所谓的中间派，与民族自由派接近，但在社会和经济观方面更开放；四是农民的代表，他们的国家观类似于民族自由派。这四个派别围绕着议会政府问题展开斗争。1875年，埃斯楚甫（J.B.S.Estrup）被任命为首相。埃斯楚甫在政治上是保守派，他批评1849年宪法的自由观，保护当时的丹麦社会，阻止对现状的改变，以维持上层阶级的优势。在选举权问题上，他同样持保守的态度，认为土地所有权导致思想的独立和爱国热情，同时纳税是以土地为基础的，土地越多，纳税能力就越大，因此拥有土地者应拥有政治特权。1876年，他与地主、民族自由派、中间派和一些保守的独立议员形成联合右翼；以农民为代表的左翼则认为，纳税体系应该改变。随着丹麦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不纳税的新的富裕中产阶级的出现，纳税问题就成为议会斗争的主要因素。

议会的斗争首先围绕着军事预算问题展开。当时丹麦军队的装备比较差，他们普遍使用木船，士兵在上战场前通常只进行三天训练，一旦发生战争，必败无疑，而丹-普战争、奥-普战争和法-普战争也向丹麦敲响了警钟。为了防止在未来战争中处于被动的局面，丹麦政府决定实施“哥本哈根设防工程”，即在海岸上设立一些要塞，在首都周围设立一道军事防御线，但要实施这一计划，就涉及征税问题，而征税问题又牵涉到选举权问题，如果一个人有义务防护他的国家，他也就有权拥有选举权：“一个人，一支枪，一张票”引出了普选权问题，因此，围绕着军事预算问题，丹麦陷入一场持续几十年的政治斗争。一方面，以农民为代表的左翼希望引入收入税，将纳税扩展到城市中产阶级，他们在下院中获得多数，采用抵制预算的策略；另一方面，中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反对征收收入税。双方在这一问题上互不相让，矛盾日益激化，而当时的宪法规定，只有当议会两院达成一致的意见后，才能使一个法案成为法律。为了打破僵局，首相援引宪法中有关“在议会不开会的紧急状况下，政府有权颁布临时法令”的规定，在上院与下院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宣称丹麦处于紧急状况，颁布临时法令，进行征税。1876年，政府提交了一个7100万克朗的军费计划，左翼只同意3000万克朗的预算，同时提出引入收入税，政府拒绝并解散了议会。

从第二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的后果来看，战争不仅使丹麦失去两个公国，而且也侵犯了宪法改革的成果，结果，保守回潮，国王任命部分上院议员，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制衡关系被打破。在国王和上院的支持下，保守派执政三十多年，他们公然反对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后来又利用宪法反对下院的社会民主派，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9世纪90年代，在这之后，改革派才逐渐占据优势。在1901年选举中，保守派只获得下院114个席位中的8个席位，改革派获得76个席位，社会民主派获得14个席位，国王最终邀请多数派组织政府，由当时还不是议员的迪昂泽（j.H.Deuntzer）担任首相。这一所谓的“制度变革”开始了丹麦政治史的新的一章，右翼被逐出下院，左翼的要求最终实现，丹麦最终建立了议会民主：政府必须由下院多数派组成。此后，政治民主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1915年，丹麦修改宪法，扩大了选举权，妇女与男性公民一样拥有平等的选举权，取消国王任命部分上院议员的做法，恢复了上院的选举制度。为了保证所有的政党在议会中都有平等的代表，建立了比例代表制。这一修改的宪法在1918年生效，在某种程度上是对1849年宪法的复活，尽管为了限制政治冲突和宪法斗争还保留了一些“保守的条款”，但朝民主政治和社会民主化迈出一大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民主化的进程，1953年，丹麦诞生了新宪法，废除上议院，建立一院制议会政体，左翼与上院之间的斗争结束。

在社会现代化方面，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这不仅因为教育涉及社会成员素质的提高，是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而且对一个社会的特点的形成也有许多微妙的关系。丹麦的教育不仅在北欧的教育体系中具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在许多方面走在北欧的前面。在1903年之前，丹麦的学校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初等学校，另一种是旧式的文法学校，这种两元的学校体系固然有学生能力和兴趣方面的因素，但主要的是社会传统、经济和地理的因素使然，反映了社会阶级结构：文法学校是为上层社会准备的，初等学校是为下层社会准备的。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对教育的需求增加，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家长可以延长其子女的就学年限，在这样的情况下，原先7年制义务初等学校的教育不再能够满足各种职业不断增加的需要。另一方面，随着战后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这种二元教育体系不公平的弊病日益凸现出来，这样就产生了将两种学校合为单一综合学校，使教育更加公平的要求，此后的教育发展即围绕着这一思路而展开。1903年，丹麦颁布教育法，不仅为初等教育阶段的学生提供奖学金，而且为12岁开始的中学阶段的学生设立奖学金，这一法律使小学的学生易于进入语法学校，使先前被排除在外的阶级能够有机会准备大学的入学考试，在突破此前存在的阶级差异方面迈开了重要一步。该法颁布后，地方当局认真执行新的法律规定的原则，教育设施大大改进，尤其是在城市地区。20世纪30年代，政府引入新的教育法，改进学校质量，使其标准一致，同时，努力改进乡村地区学校的标准，并将几个小学校合并为较大的学校。为适应初等学校的需要，对文法学校的教学大纲进行修改，所有儿童原则上在初等学校度过4-6年后，可以通过特别的入学考试，或根据教师的评断，进入文法学校的低年级班。经过几十年的教育改革，丹麦的教育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初等学校和文法学校之间建立了某些联系，但直到50年代，这种二元教育体系仍然存在，在1958年前，丹麦的教育体系仍然以7年制教育为基础。1958年的教育法规定，在强制的7年教育中，所有的儿童进入相同类型的学校，然后开始3年的实践课，在实践课第二年结束时，可以选择进入文法学校学习。由于学生选择进入文法学校的时间后移，随着教学的改进，先前被排斥充分教育的人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满足了希望提高技术知识者的要求。1972年，丹麦废除了二元学校体系，将初等学校与文法学校合二为一，形成综合性学校，义务教育时间延长到9年。这样，丹麦建立了一种从7岁开始到16岁的义务教育体系，不论家长背景如何，所有儿童都可以免费入学，教学大纲在全国大体相同，但地方政府可以设置特殊的科目。

初等教育的发展和改革为丹麦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机会。由于学生通过文法学校考试即自动取得大学入学资格，丹麦高等学校难以提供足够的接收能力。为改变这种状况，1964年，丹麦建立第三所大学，此后又建立两所大学。同时，对大学预科进行改革。在1964年前，丹麦的大学有三种预科即普通类预科、技术类预科和商科类预科，1964年，丹麦议会颁布法律，将这三种预科合在一起，形成新的预科。新的预科开设的课程如经济、现代语言和公民课等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它在人文、社会科学、经济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等五个领域提供为期三年的课程，学生完成其中任何一个领域的课程，假定在大学有学习位置的话，就可以进入大学学习。除此之外，丹麦还有两年制的预科，主要是社会科学、经济学和技术科目，但这种预科毕业后不能进入大学。

在北欧地区的教育中最富有特色，同时也是丹麦对欧洲教育贡献最大的是民间学校（Fork High School）。民间学校的创始人是达内斯·N.F.S.格伦特维（1783-1872），他认为，青年人而非儿童是教育的最佳时期；与书本语言相对的生动语言（国语）是教育的最佳工具；本国的情况是教学的最佳主题。1844年，克里斯滕·科尔德第一个将格伦特维的教学理念付诸实施，到1870年，丹麦建立了约50个民间学校。学校实行住宿制，在冬天的五个月进行教学，以便年轻人有时间离开土地上学。这种学校采取灵活的教育方式，如教师使用富有激情的话语、在班级外进行讨论，以及在社区唱歌等形式，代替传统的书本学习，学生们生活在一起，就像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学校向学生灌输乡村人的精神，培养学生以他们国家的历史和传统为骄傲，引导他们广泛探讨目前的相关问题，目的是使他们成为更好的公民和农业家。由于教育形式生动灵活，教学目的有针对性，深受学生的喜爱，教学效果良好。1865年，该运动发展到挪威，三年后发展到瑞典。

城市化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它是指人口集中到城市或城市地区的过程，一般通过城市地区数量的增加或通过每个城市地区内人口的增长来实现。在北欧国家，由于人口少、经济结构变化小和地理方面的因素，未能像西欧国家那样出现明显的城市化，城市化水平相对低。人口少是北欧国家的共同特点，瑞典在1810年时人口230多万，到19世纪中叶为350万；丹麦王国从人口100万上升到150万；挪威人口从1801年的88万上升到140万；芬兰人口从作为瑞典省时的83万上升到大公国时的160万。大约在1870年左右，丹麦、芬兰和挪威人口大约都是180万人，瑞典人口大约400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丹麦280万人，芬兰320万人，挪威240万人，瑞典550万人。由于人口少，城市发展水平低，城市数量不多，城市化主要依靠城市地区内人口的增长。早在中世纪，北欧沿着贸易路线，从北部的德意志汉撒诸城东去维斯比进入芬兰湾，西沿布湖斯伦和南部挪威海岸到比尔根，就有一个城市带结构，但随后发展缓慢。到18世纪，北欧国家大城镇仍然比较小和比较少，丹麦的哥本哈根在1749年只有10万人，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在1760年为7?3万人，挪威的卑尔根在1770年只有1?4万人，已是挪威最大的城镇。相比较而言，丹麦由于更靠近大陆贸易网络，商业资本主义有更深厚的历史传统，在建立国家的过程中具有更多城市化的色彩，其城市力量与西欧不相上下。丹麦的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发展起来的，较大的城市有哥本哈根、奥胡斯、欧登塞和奥尔堡，人口主要集中在哥本哈根。进入20世纪后，城市化的进程加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丹麦的城市人口比例不仅在北欧名列前茅，而且在整个世界也是遥遥领先。据统计，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和地区是新加坡，城市人口比例为100%（1975年的数据）、比利时（95%，1976）、荷兰（88%，1979）、以色列（88%，1975）、冰岛（87%，1977）、澳大利亚（86%，1976）、丹麦（83%，1976）、乌拉圭（83%，1975）、阿根廷（83%，1975）、新西兰（83%，1976）、瑞典（82%，1975）、智利（81%，1975）；据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显示，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平均为80%以上，其中比利时97%、英国92%、荷兰88%、丹麦86%、澳大利亚86%。城市化的发展促进了劳动分工，导致交通运输的发展，更重要的，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人口密度的提高，社会成员的文化、语言、宗教、民族和种族日益融洽，社会习俗和传统习惯的影响逐渐消失。

城市化和人口的相对集中也加强了世俗化的倾向。丹麦城市化早于北欧其他国家，并且集中于哥本哈根地区，这有利于世俗化的发展，教会在社会中的作用日益下降。首先，18世纪理性主义的发展，逐渐消除了宗教玄奥的方面，使它仅仅成为一种道德规范，而19世纪初浪漫主义运动的发展，则使宗教被注入了新的精神因素，人们开始寻求对基督教信仰新的表达方式，同时引入外来的因素；其次，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大量人口进入较大的城市，同时也由于社会民主的兴起，到19世纪末，路德宗的同质性开始消退，教会失去许多追随者，尽管20世纪80年代官方的数据表明，92%的丹麦人属于路德宗，但1985年哥本哈根大学的调查表明，只有2%的丹麦人每周到教堂，丹麦现在是世界上最去基督教化的国家；再次，自由宗教的发展。随着丹麦在1860年实行信教自由，到19世纪下半叶，自由教会运动在丹麦发展起来，如卫斯理宗、浸礼宗和救世军等。尽管大多数丹麦人仍然信路德宗，甚至加入自由教会的人也很少离开路德宗，但自由教会运动的发展表明，国家教会的权威性正在日益受到社会变化的侵蚀。一些小说家也支持神学自由主义，进攻宗教的不宽容，教会本身也在许多问题上与社会绝大多数人分裂，如他们只赞成婚姻内的性关系和已婚夫妇的计划生育，所有这些都有利于自由宗教的发展；最后，教会日益融入现代社会，成为现代官僚机器的一部分，主教和一些高级教士由内阁任命，教区教士必须统计出生率和死亡率等。

在社会现代化中，社会福利是一个重要方面。所谓社会福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维护和增进全体国民的福利，保障个人在遭受工伤、疾病、失业时和老年时维持一定的收入或获得各种补助的一种制度。一般认为，现代福利制度从19世纪80年代德国俾斯麦全面社会立法开始，但在俾斯麦的改革之前，丹麦就开始认真讨论社会保险问题。19世纪60和70年代，面对工业化过程中穷人特别是贫穷的老年人过多，而传统的济贫法和地方社团又难以提供实际帮助的状况，丹麦的议会委员会对自发的疾病保险金委员会施加影响，但效果有限，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经济自由主义，主张个人自力更生，反对国家干预，因此，当时对穷人提供帮助的主要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互利性质的各种协会，到1885年，丹麦已经有1000多个各种自发的疾病基金会，会员总数超过16.4万人，而当时芬兰类似的基金会有78个，会员1.54万人；挪威有225个，会员3万——3.5万人；瑞典有956个，会员12.1万人，无论从人数还是从组织程度上来说，丹麦都走在北欧的前面。俾斯麦的社会立法表明，在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也是一种可行的选择，这促使丹麦采取更积极和迅速的行动。作为当时北欧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丹麦也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可能性，因此，在参考了德国的社会立法后，丹麦于1885年7月建立专门的委员会，讨论国家在社会保险方面的计划。

从1892年开始，丹麦对民间自愿性质的疾病基金会提供国家资助，并在1933年建立义务保险制度。1858年，丹麦通过保健法，规定保健和卫生的控制和管理由地方政府负责，1870年的法律规定由最基层的行政区负责各种社会服务的组织和规划。1871年，丹麦通过公共保健法，取消疾病基金会，由地方和地区的机构来承担，并从总的公共收支和基金中获得资金，这一法律于1873年生效。到这一年，凡年满16岁的丹麦居民都必须参加地方的疾病基金会，并支付保险费。1898年，丹麦在北欧最早颁布了事故保险方面的法律，由雇主提供基金，国家或私人机构组织实施。起初，该法律适用于那些据认为最容易发生事故的工人，后来逐渐发展到林业工人、海员、渔民、农业工人，1916年，丹麦在北欧最早将这一法律扩大到所有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雇员。在老年津贴方面，丹麦也走在北欧乃至世界的前面，早在1891年，丹麦就公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缴费性的老年津贴计划，资金来自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收入，该计划1892年开始实施，在发放前对申请者进行家庭收入的审查，1964年，丹麦取消领取老年津贴前的收入审查制度。除了固定的基本津贴外，丹麦还制定了与收入相联系的补充津贴计划。1921年和1959年，丹麦分别对残疾人和寡妇实行津贴。1907年，丹麦对自发的失业基金会提供国家或政府津贴，用于失业保障，原则上采取自愿的原则。在这方面，丹麦靠工资为生的人享受保险的比例小于挪威，1972年，挪威以工资为生的人享有义务性法律保障的为90%，而丹麦为42%，但丹麦政府对不享受保险的国民实行各种补贴。作为对社会保险和保障制度的补充，丹麦还对其他类型社会立法没有涉及的而又确实需要援助的个人和家庭进行援助，这种援助由旧的济贫法发展而来，由地方政府承担，它与社会保险制度的明显差别是，社会援助建立在特定的个人和家庭的需求上，而其他社会保险制度建立在普遍的标准上。此外，丹麦政府对有孩子的家庭以及未满18岁的青少年儿童给予直接现金资助。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经过对家庭收入的调查后，还对租公寓或租房的人给予资助。

二　瑞典的现代化模式

按照西方的标准，整个瑞典的历史似乎是迟缓的，但相比较而言，在北欧各国中，瑞典是资源相对富裕的国家，具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同时也是北欧各国中相对能保持政治实体完整的国家；再加上瑞典强大的自由农民的存在，这使瑞典在现代化过程中在拥有整个北欧国家的共性的同时，也具有自身的特点。

与丹麦相比，由于地理和土壤等原因，瑞典发展农业的条件相对有限，农业长期以来只能维持自给。从18世纪末期开始，随着广泛的圈地运动以及土地的开垦，瑞典农村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尽管占有土地农民的增加十分缓慢，但所谓下等阶级的数字迅速上升。到19世纪50年代，由于种植面积的扩大、生产率的提高以及消费习惯的变化，导致粮食出口增长。特别是从消费谷物到消费土豆的变化，对瑞典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它使瑞典有可能出口谷物用以还贷，同时使农业有可能在工业迫切需要资金前就得以改造，因而使瑞典的工业化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19世纪80年代，国际上发生结构性的农业危机，谷物价格下降，对农业的利润形成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瑞典农场主开始转向畜牧业生产。随着农业结构的调整，农业工人减少，瑞典也越来越依赖于粮食进口。1880-1910年，瑞典一半的小麦和1/5的黑麦依赖进口。

与丹麦通过农业的商业化实行工业化的道路不同，瑞典的工业化始于加工产品的出口，然后通过这些产品出口获得的资本积累逐渐发展其他工业，从而完成工业化。木材产品和铁矿石构成瑞典的主要加工出口产品。从19世纪中叶开始，国内外两个方面的因素都有利于木材加工业的发展和铁矿石的开采，从国内的角度来说，瑞典到这一时期发展木材加工业和铁矿石开采的条件已经具备：蒸汽机的使用消除了锯木厂必须建在有瀑布地方的必要性，扩大了木材加工的范围，节省了木材加工的成本；铁路运输的扩展，有利于这两个行业的发展，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木材的加工和铁矿石的开采对运输条件依赖性比较大。瑞典的第一个铁路建于1849年，当时仍然使用马力，第一条短途蒸汽铁路建于1856年，到18世纪70年代，瑞典的铁轨长度已达到3125英里，由于在以前人口稀少的地区建设了铁路，如1888年开通到吕勒欧的矿石铁路，1902年开通到北部挪威勒尔维克的铁路，导致铁矿石的开采有可能向北部地区发展；工人变得更加流动，可以从不太具有生产性的地区转移，产生了这两个行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一些新的技术开始采用，酸性转炉和其他技术的进步有利于制铁生产的发展。从国际市场的角度来说，到这一时期，率先工业化的国家尤其是英国对木材加工产品和铁制品的需求有了增加。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利于瑞典木材加工业和铁加工业的发展。

瑞典的木材采伐和加工具有悠久的历史，但由于受到国内交通和市场的影响，一直未能真正发展起来。随着瑞典国内交通条件的改善，世界市场木材价格的上升，1814年后瑞典的长期和平环境，国外资本的支持以及国际市场需求的增加，到19世纪中叶后，瑞典的木材工业迅速发展起来。由于货运的便利，从英国进口的煤炭又成为以蒸汽为动力的锯木机器的能源，北欧沿大西洋海岸一度成为建房木材、矿井木材、细木和板材的集散地。起初主要生产初级加工产品，随着市场的扩大、技术的改进，瑞典的木材加工水平不断提高，种类有了增加，木材加工也从起初的以锯木为主，发展为木材、沥青、焦油、树脂、燃料、焦炭、纸张和纸浆，尤其是木材加工与新的化工工业结合的纸张和纸浆。1872年，瑞典建立了第一个硫酸脂纸浆厂，随后，纸浆和纸张的生产活动从中部扩展到拥有自己的森林和完善的漂流水道的达拉纳和诺尔兰德。1875年，在埃斯基尔斯蒂纳建立了木材加工工具厂。随着木材加工业的发展，木材产品的出口不断增加，在19世纪50年代，瑞典木材和木材制品的出口占瑞典出口总价值的34%，到19世纪60年代达到44%，这一比例一直维持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纸浆的出口从1876-1880年的年均7300吨，上升到1891-1895年的9万吨、1911-1915年的80万吨。

瑞典的制铁业也有悠久的历史，早在中世纪晚期瑞典就开始生产条形铁，在18世纪，瑞典曾经与俄国一起支配了欧洲的铁市场。但瑞典的制铁业依赖于欧洲大陆的铁矿石，更重要的，瑞典没有煤，只能用木炭炼铁，由于费用高，在国家市场上难与其他用焦炭炼铁的国家进行竞争。尽管生产者千方百计改进铁的质量，加强其竞争地位，但瑞典条形铁的出口在18世纪下半叶增长缓慢，到19世纪中叶，瑞典原先作为欧洲制铁主要生产和出口国的地位一落千丈。19世纪下半叶，随着交通的改善、水力的利用以及引进英国先进炼铁技术，尤其是西门子马丁冶炼法的引入，瑞典适于精炼的铁矿石克服了原先的不利条件，铁加工业有了迅速的发展，成了瑞典经济发展中除木材外的第二重要的刺激因素。到19世纪80年代，瑞典铁制品的出口占瑞典所有出口的16%。

木材加工产品和铁制品的出口及其收入的附带效应形成了瑞典工业化的基础，它们有加速瑞典工业的资本积累、导致瑞典工业多样化、全面改变瑞典经济结构的潜能。这两个出口工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增值效应，带动了消费品工业的发展，也就是说，木材加工业和铁制品工业成了瑞典工业化的主要推动者。“出口工业支配资本商品部门，锯木和铁制品产生这个部门生产价值的大部分，由此造成的多种影响，反过来造成消费品工业的发展。”瑞典在这两个部门产生的利润，绝大多数被用于消费品工业和其他工业的投资。随着木材加工业和采矿业的发展，机器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而木材加工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化学工业的发展。随着工业化的进程，瑞典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迅速提高，在1870年后不到50年的时间，瑞典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176%，而整个欧洲在这一时期是50%。1870年，瑞典的收入水平比欧洲平均收入水平低1/3，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比欧洲高1/3，要达到这样的增长率，必须每年有10%-15%的国民生产总值转入投资。在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瑞典也逐渐形成了一些自身的特点，首先，出口导向工业的发展超过国内消费工业。尽管木材加工业和铁加工业的发展以及国民收入的增加导致国内市场的繁荣，促进了消费品工业相对迅速的发展，但比较而言，瑞典出口工业的发展远远超过国内消费工业的发展。在1861-1869年至1892-1895年，瑞典出口工业年均增加产量5.2%，而国内消费工业的年增产量只有3.3%；其次，工业生产的层次比较高。与丹麦的工业不同，瑞典所有的工业都是资本密集型的工业，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和生产率，在1870-1913年，瑞典工业每个工作小时的生产率翻了一番；第三，瑞典的工业结构也较丹麦合理。瑞典的经济经历了19世纪50年代、70年代和90年代的迅速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经建立了纸浆和纸张、机械、铁工业、金属制造业和工程工业等部门，并在汽轮机、电子、煤气、蓄电池、滚珠轴承、岩芯钻和水泵设备等方面形成了特色产业。总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瑞典作为拥有丰富森林、铁矿和水力资源的国家，形成了采矿冶金、林业造纸、电力和机器制造业四大传统工业体系。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瑞典工业结构才发生显著变化，一度作为瑞典主要出口部门的钢铁和木材加工业逐渐被机械制造、化学工业、电子精密仪器和汽车等工业部门所代替，造船、纺织等工业也日益衰落。瑞典的机械产品具有精密、耐用和工艺水平高的特点。在化学工业内部，尤以石油化学和石油精炼最为突出，塑料、化纤、药品和化肥也有较大发展。战后，瑞典汽车工业发展迅速，除生产小汽车外，还生产各种卡车。能源工业在瑞典经济中也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瑞典的工业化是不断适应欧洲大陆率先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发展以及城市化带来的新需求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适应国外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发展过程，在这种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过程中，瑞典高水平的教育、现代的机制以及社会政治成就都赋予其灵活性。在瑞典这个工业化前人均收入低、交通不便的国家，发展出口工业也比发展内销工业更为容易。一方面，扩大出口工业不必增加社会管理方面的投资。一般情况下，为了建立国内统一的市场，必须在工业化的最初阶段就投资发展交通系统，但由于当时瑞典对工业品的需求来自国外，因此在进行交通投资前就可以开始发展工业，而且瑞典的国营铁路几乎都是利用国外贷款建设的，这笔省下来的资金可以投入出口工业；另一方面，出口工业不会与内销工业争夺劳动力和资本，一些工业尤其锯木业也无需太多的投资就可以迅速发展。国外对瑞典出口商品的强烈需求，促进了瑞典经济的发展，并使瑞典出口工业的增长超过内销工业，它说明瑞典的出口工业能够利用较少产品而进入国际劳动分工。瑞典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大量增加商品生产，而在丹麦和挪威，服务业起更大的作用，这解释了瑞典的经济为何发展较快，也说明为何与邻国相比，瑞典的经济基础广泛并且规模较大。

在政治现代化方面，瑞典早期的民主传统是影响其现代民主发展的重要因素，但瑞典现代民主的发展不是旧的传统的自然延伸，而是近代以来各种因素综合的产物。在瑞典的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与北欧其他国家相比，尽管瑞典在传统社会时期拥有北欧相对完整的民主因素，是立宪和议会政体的早期开拓者，并且较早开始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但它建成现代民主社会的时间比这些国家都要漫长。

早在18世纪初，特别是在自由时代，瑞典就开始向现代的民主议会政体迈出了明确的一步，一方面把国王的行为纳入一个制约和抗衡的制度里，另一方面，逐步消除贵族的特权。1719年，瑞典起草了一部宪法，使等级议会重新获得并扩大了原有的权力，在四年的时间里，这部宪法经过修改和补充，于1723年基本定型。该宪法规定，国王被授予行政权，但在重大问题上必须得到政务院的同意；议员在形式上由国王任命，但必须由政务院提名；政务院对等级议会负责而不是对国王负责；等级议会由四个等级的代表组成，每三年召开一次议会，会期几个月；政务院有立法决定税收和任命政府官员的权力，以及确认新闻自由的权力。与此同时，瑞典在18世纪开始的减少贵族特权的过程中，也取得了一些进展：贵族阶级放弃了对附有特权的土地的独占权利，并且与教士和城市市民一起，在赋税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以减少自己与农民等级的矛盾，各下层等级也获得了担任高级官职的权利。

尽管如此，民主与平等离人民的要求还很遥远。18世纪中叶，国王阿道尔夫·菲特烈效法法国和普罗士，企图在瑞典推行专制制度，结果人民被剥夺所有原先拥有的权力。古斯塔夫三世统治时期，瑞典实行开明专制君主统治。1772年，议会批准新宪法，规定政务院对国王负责，而不是对议会负责，政务会议失去了立法和决定税收的大部分权力，国王由此获得至高无上统治者的地位，掌握了大部分国家政治权力。1789年，国王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权力范围，政务院被取消，直到1809年才得以重建。在自由时代，虽然人人都有占有各种类型土地的权利，但旧的法律仍然规定对土地实行分级征税，土地类型仍然分为贵族的特种土地、贵族的普通土地、纳税农民的土地和王室土地，贵族们拥有的免税土地仍然可以免交其他类型的地产所需交纳的一部分旧有的土地税，而农民们希望一切土地都征收同等赋税的要求没有实现。至于在议会中的代表权问题，当时的宪法并没有把四个等级议会形成以来出现的主要社会阶层考虑在内，尤其是没有将制铁商和既不属于小农或自耕农又不属于贵族的那些农场主考虑在内。随着瑞典工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瑞典新生的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增长，但在社会方面，依据国王的财产原则建立的等级制度仍然存在，并且继续构成社会权力结构的基础，体现在议会中，议会仍然分成贵族、教士、城市市民和农民四个等级，而且四个等级议会仍然具有官僚政治的性质，大多数政府官员仍然由贵族和所有教士担任。在这种政治体制中，新生的资产阶级力量、许多城乡的劳动阶级得不到任何的代表权利，而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农民仅拥有1/4的选票，他们的利益从来没有在社会权力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

进入19世纪以后，新生的资产阶级要求拥有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发言权，主张改革选举制度，建立代议制政体。1809年，瑞典制定了宪法并按照分权原则对王权进行制约，为了保证这些改革的实施，瑞典在1810年还从资产阶级革命的故乡——法国“引进”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元帅贝尔纳多特（Jean Baptise Bernadotte）来做国王，但这位新国王的专制作风丝毫不亚于他的前任，议会政体和民主发展在此后的半个世纪裹足不前。导致1809年宪法制定后半个多世纪议会政体和民主发展缓慢的原因主要是议会结构已经过时，不能反映阶级结构的变化；四个等级相互怀疑，上层阶级对政治过度发展怀有畏惧心理；同时，议员对瑞典的政治发展有不同的意见，围绕着代表权问题，议会里出现了保守派和自由派。多数议员认为，要使瑞典跟上欧洲的发展，关键在于改革国家政治制度，首先要改革四个等级的议会制度，使议会体制能够反映社会发展的现实和正在上升的资产阶级的利益。

瑞典用两院代替原有立法机构的想法在1810年就开始讨论，自那以后，四个等级中下面三个等级的构成改变了不下于七次。1844年奥斯卡一世上台执政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满足了自由派的一些要求，如废除对出版的限制，规定男女拥有一样的继承权，颁布新的济贫法条例，改组参政会等，到19世纪40年代下半叶，自由派取得了决定性的政治胜利。查理十五世上台执政后，一方面改变奥斯卡一世的个人政府，替之以新的政府体系，第一次建立了类似英国的内阁制度，改变了宪法的运作方式，政府与议会进行更大的合作；另一方面进行一些改革，如取消主人对仆人的肉体惩罚，实行信教自由，采用新的以囚禁为主的刑罚，所有这些都为议会的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基础。1862年，德·季尔（De Geer）认为，在进行了地方政府改革，包括引入郡议会和新的地方政府选举权，纳税人根据财富都有选票的情况下，实行两院制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提出用两院制代替原有四个等级议会的建议。根据这一建议，议会分为两院，上院以间接选举的方式从自由拥有8万克朗财产，或产生4000克朗以上税收的人中产生，选举实行分级投票，按收入的多寡来定其等级，按照这种财产资格，只有6100名瑞典人有资格成为其成员；下院以直接选举的方式，选民资格为年收入800克朗以上，或租佃的农业财产6000克朗以上，或拥有1000克朗以上的不动产，这种财产资格使1/5成年男性享有选举权，农场工人的选举权大于城市人口的选举权。德·季尔这一建议的目的是使大多数选民所投的票具有决定意义，并通过两院制防止议会草率通过决定，保护现有的利益和权利。1865年12月，在全国特别是城市市民和农民的压力下，四个等级的议会最终被两院制的议会代替。在这一改革中，受到影响最大的是贵族，他们的特权受到削弱。上院议长拉格比耶尔克伯爵（Count Lagerbielke）在对第一等级发表讲话时说：“法律可以改变，权力可能不再存在，可是对祖国的义务却永不消失；只要能很好地履行这项义务，真正的贵族绝不计较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如何。”立法规定重大事情要由两院同意，如果出现不一致，必须由两院共同投票，这给农民议员人数较多的下院以优势，因而增加了农民的政治发言权。

从1866年的改革到将议会体制原则写进成文宪法，花费了半个世纪的时间。1866年的改革建立了两院制的现代议会政体，把一大批先前没有选举权的选民带入了宪法范围，下院的选民达到成年男性人口的20%，有利于工厂主、商人和农场主等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为他们的参政提供了机会，从而使瑞典朝政治现代化的道路迈进了一步。但这次改革并不彻底，不仅在间接选举的上院中，拥有固定资产者仍然超过1/3，而且乡村的劳工和城市的工人由于财产资格的限制，在新的议会中仍然没有选举权。这次改革后第一届议会的选举结果，也使以前拥护改革的人感到失望，因为在选举中真正获益的不是城市的中产阶级，而是小农，由于瑞典实行“恩希夫特制”的结果，许多农场主取得了选民资格。因此，这次改革产生了自相矛盾的结果，减弱了自由主义者和改革主义者的影响，保守派逐渐占据上风，农场主和地产者在下院形成土地党，反对在上院占多数的高级文官、大地主和工业家，以及下院的城市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他们要求废除长达一个世纪的不公，即与农民和农场主的土地联系在一起的旧的税收制度和军事征募制度。

工业化的进程不仅导致政党的产生，而且把政党推向了政治改革的前沿，此后的议会改革和政治民主化随着政党力量的消长而发展。瑞典社会民主党自诞生起，就把普遍的、平等的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作为其实现工人阶级社会解放的重要目标；自由党为了维护正在上升的资产阶级利益以及出于与保守党争夺选民的需要，也积极支持社会民主党的要求。1902年5月15日，议会在自由党提议下，首次讨论普选权问题，同一天，社会民主党在全国发动12万工人罢工，支持自由党的主张。这次议会虽然没有就普选权改革通过任何决议，但在群众强大压力下，不得不在原则上同意实行进一步的改革。1905年，自由党在选举中获胜，该党领袖斯塔夫组阁，着手进行选举权改革，斯塔夫的目标是建立英国式的代议制政府，下院实行简单的多数投票制，由全民普选，但该方案在上院遭到否决。右翼势力上台后，在广泛的选举权运动、示威罢工和挪威工会危机的刺激下，为了争取主动，于1907年就选举权改革问题提出了妥协法案，尽管社会民主党坚决反对，但在保守党和部分自由党议员的支持下，法案仍然在议会获得通过。该法案在1909年正式实行，法案规定不再对下院选举人和被选举人提出财产要求，但他们必须是年满24岁、服完兵役并连续三年交纳税收的男性；上院的被选举人的财产资格被降至年收入3000克朗或有5万克朗的财产；在省市议会选举中，富人的财产资格被限制在穷人的40倍以内，这样，在选举选择进入上院代表的省市议会时，富人仍然能投40票，而先前在农村地区能够投多达5000票。在这一选举法通过后，瑞典选民人数上升到全国总人数的19%。在1911年进行的首次大选中，社会民主党在下院的席位由35席增加到64席，与保守党并列为议会第二大党。在1914年大选中，社民党跃居议会下院第一大党。政党作为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推动着议会改革向前发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瑞典实行中立的政策，但战争仍然给瑞典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由于战争期间交战国实行的封锁，到1917年，瑞典粮食的人均消耗量减少50%，4月和5月，瑞典各大城市爆发食物骚乱，保守派政府也因卢森堡事件以及外交丑闻而名誉扫地。长期以来，自由党和社民党一直为选举权改革和议会主权而努力，但缺乏充足的议会多数来执行他们的计划。1917年大选中，社民党与自由党获得多数席位，组成了以自由党领袖为首相的联合政府。但以保守派为首的右翼继续利用在上院的优势，阻碍选举权改革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威胁举行大罢工，街道上的工人要求民主和共和，海军的革命一触即发，斯德哥尔摩和哥德堡有影响的银行家、商人和工业家要求保守派领导人放弃对民主政权的敌对，路德宗大主教也要求保守派屈服。在这样的情况下，被俄国和德国的革命报告所震惊的国王被迫与保守派就宪法问题进行谈判。1918年春，联合政府在议会提出了普选权法案，主张给妇女以选举权并取消对选民的收入和财产限制，这一法案在议会下院得到通过，但在上院遭到否决。同年夏天，欧洲大陆革命气氛高涨，联合政府抓住时机，再次提出普选权法案。在关键时刻，保守派分子担心瑞典会像俄国和德国那样发生革命，最后妥协，普选权法案获得通过。该法案扩大了选举权，选民年龄从24岁降为23岁；废除了某些财产限制；给予妇女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下院选举中有投票权的人数从原来的19%增加到54%。至此，瑞典的议会民主政治取得了最后的胜利。1971年实行一院制议会。在1974年宪法里，议会的权力进一步扩大，政府的立法动议权减少，国王所有正式的政治职能都被剥夺。

在实行政治现代化方面，瑞典有其他北欧国家所没有的一些有利条件，有持续时间最长的立宪传统，中世纪以后很少受到外部的政治干扰，是北欧最能保持国家实体完整的国家，而且在北欧最早开始政治现代化的征程，但这些有利的条件在某些方面也是一种拖累，无论其立宪原则和代议制组织的历史多么悠久，瑞典在向现代议会选举转变的过程中都落后于挪威和芬兰，是最后一个实行普选权的北欧国家。挪威和芬兰在建立立宪议会民主制度的过程中，民族解放运动和争取本国政治权力成为一个组成部分，只要宗主国尊重其外国人的个性，缺乏自主权对于民主和议会制度的建立并不是不可以克服的障碍。强大的代议制传统使政治权利的扩大过程在缓慢和渐进的形式中完成，而历史悠久的专制主义更倾向于突然地把选举权扩大到大多数男性公民，外围领土斗争问题愈大，向普选权的过渡就愈迅速。

如果说，议会改革是导致瑞典政治民主的重要环节，政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则是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19世纪下半叶，随着工业化的进程，随着普选权与议会民主的胜利，北欧地区的政党制度逐渐发展起来，其中以瑞典的政党制度最为典型，被称为“瑞典模式”，这就是北欧各国都有浓厚的民主社会主义传统，社会民主党自议会政党制度建立以来，通过妥协政治和阶级合作，长期执政。北欧的这种政党制度有其特殊的环境和可能性，而社会民主党利用了这些环境和条件，是其能够实行妥协政治和阶级合作并长期执政的主要原因。首先，北欧国家人口少，民族比较单一，主体民族占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人口有限，影响不大，除芬兰外，几乎所有居民都讲同样的民族语言，并且至少在名义上全体居民都属于同一个教派即新教的路德宗（占人口的95%），在文化上比较接近，也不存在任何尖锐的地区性对立。因此，北欧国家没有欧洲其他地区所具有的各种宗教、民族、种族、文化、地区冲突和纠纷。特别重要的是，19世纪中叶以来，这些国家大多执行“平时不结盟，战时守中立”的和平中立政策，长期处在和平环境中，所有这些因素为妥协政治和阶级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保证；其次，这些国家都拥有较为长久的民主传统，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没有出现过革命起义和资产阶级与贵族的公开冲突，双方宁愿选择走妥协和让步的道路。此后，完成了从封建君主制向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和平过渡，出现了新的社会阶级组合，形成了社会民主党和各非社会主义政党的力量均衡；再次，北欧国家由于经济结构的相似性，工人阶级在组织上高度统一，工会组织化程度高，社会民主党有这样强大的工人运动和其他社会组织为后盾，使它有强大的实力与资方相匹敌，达到权力平衡。同时，北欧国家经济高度发达，为妥协政治和阶级合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第四，北欧国家有法治传统。自20世纪初起，北欧国家都建立了普选权，实行议会民主，政府权力向议会转移，国家权力建立在舆论自由和普遍平等的选举权基础上，通过议会代表制政体和地方自治来实现，它们通过《政府组成法》和《议会程序法》等法律对国家体制做出规定，如瑞典《议会程序法》详细地规定了议会选举、工作程序以及政府与政党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政府、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关系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所有上述因素都是促成北欧政党特别是瑞典社会民主党实行妥协政治、阶级合作并长期执政的重要原因，而瑞典由于是北欧历史上相对完整保持国家实体的国家，并且这种特征表现得最为明显，而成为北欧政党制度的典型。概括起来，瑞典的政党制度有以下特点。

首先，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瑞典政党的产生是工业化的产物，也是议会制度发展的产物。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和议会的改革，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瑞典产生了各种政党，其中瑞典社会民主党创建于1889年，即第二国际成立的那年。在1917年的普选中，社会民主党第一次参加联合政府，1920年单独上台执政，这在西欧和北欧都是比较早的。此后十几年由于瑞典的政局动荡，社会民主党未能上台执政，到1932年社会民主党再次上台后，连续单独或联合执政长达44年（中间只有100天的中断）。1976-1982年其他三个非社会主义政党执政，社会民主党成为在野党。到1982年，社会民主党又重新执政一直到今天。所以，社会民主党是在瑞典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个政党。

其次，在指导思想上不断变化。社会民主党在1889年成立时，瑞典还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连最起码的普选权都没有，由于提不出自己的纲领，只好全盘采用了当时恩格斯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制定的党纲党章。该党纲明确规定，政治上将通过民主选举，和平过渡取得政权；经济上将实行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管理等。1920年，社会民主党和保守的人民党议员组成联合内阁上台执政，并由社会民主党的党魁出任首相。在任期内，社会民主党用收购赎买的办法，在全国形成了一大批公有制企业，但由于没有能够解决公有制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很快就导致了企业活力下降，效率效益不高，经济出现了困难，结果在1924年的选举中，选票大幅下降，被迫退出内阁，由保守的人民党上台执政。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修改了党纲党章，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将着重点放在分配的社会化方面，通过对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保障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利益，除必须由国家兴办的以外，政府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让私人企业去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党章的修改和政策的调整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到1932年大选时，社会民主党再次获得议会多数而上台执政，此后，连续执政44年。从1976年到现在，虽然政权几经易手，但大多数时间还是社会民主党执政，即使在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众多欧洲共产党易帜的情况下，依然在其2001年纲领中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坚决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强烈的意识形态和严密的组织保证了该党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使其无论参加联合政府还是单独组阁时都能主导局面。在该党在野的九年中，虽然政府的政策有所变化，但社会民主党所制定的基本国策和其建立的基本制度仍然得到维护。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社会民主党始终信奉民主社会主义，以政治民主、社会民主、经济民主为目标，并在各个阶段有不同的侧重：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争取普选权和代议制，实现所谓政治民主；30-60年代是创建福利国家，争取社会平等（所谓社会民主）；70年代至今，争取扩大经济民主。

再次，实行妥协政治和阶级合作。瑞典社会民主党实行妥协政治和阶级合作有其必要性，一方面，由于各个政党代表着不同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具有不同的思潮、信仰、主张和政策，瑞典政治与北欧各国一样形成了“五大政党，两大集团”的格局，这五大政党是温和联合党（原名保守党）、中央党（原名农民党，代表农民的利益）、人民党（即原来的自由党）、社会民主党、共产党（现改名为左翼党），前面三个政党为非社会主义集团，后两个政党为社会主义集团，双方力量不相上下，势均力敌。左翼党在建立无产阶级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等问题上与社会民主党有原则的分歧，但在国家干预经济问题上比社会民主党激进，在福利政策、一般经济政策上经常与社会民主党保持一致，因此在大多数问题上，社会民主党可以得到左翼党的支持；另一方面，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瑞典政党的归属和投票取向更受民众个人阶级地位的影响，其蓝领工人与社会其他阶层的政治差别更明显。蓝领工会（其主席是社会民主党常委）在每次大选中都有70%左右的工人支持该党和其在议会的支持者——左翼党，白领工会也在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之下，而瑞典雇主协会在政治和经济上对资产阶级政党特别是右翼政党给予巨大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一方面依靠蓝领和白领工会等本党的阶级基础，但在仅靠本党力量无法实现其目标时，它又随时准备与其他政党达成妥协并进行合作。实际上，社会民主党在其漫长的执政期间很少有自己的多数，它在执政期间所进行的大多数改革都是在一两个在野党的支持下进行的。此外，瑞典社会民主党强调各阶级之间的团结，把雇主联合会和工会联合会看成是争取社会经济进步斗争中的伙伴，影响经济福利和阶级和平的力量，以及“恢复和扩大经济民主的首要条件”，提出两者“共同负责，普遍互助和合作”，“工人为企业主，企业主为工人”，求各个经济集团利益之“大同”，存他们之间相互冲突利益之“小异”，而且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些“小异”。在实行政治妥协和阶级合作的过程中，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也不断完善其理论和实践。最早提出政治妥协和阶级合作构想和策略的是社会民主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布兰亭，他提出要以改良主义与和平的方式实现瑞典的社会主义。1932年，社会民主党的第二任主席汉森（1925-1946年在职）上台执政后，提出了系统的行动纲领，即按照团结、合作的原则，改变社会，奠定富裕的基础，为全体人民带来好处，同时，强调要用阶级合作、消除分歧、互相妥协的方式来实现“福利社会主义”的目标，把瑞典建成一个“人民之家”。到1944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其纲领中提出“以平等、自由为基础的公民合作的社会形态来代替以阶级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民主党的第三任主席埃兰德进一步使妥协政治制度化。到60年代末，阿德勒·卡尔松提出“职能社会主义”的理论，即通过对形成所有制的某些职能实行社会化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他还提出要有意识地保持一种尽可能均衡的权力制度，既要制约所有权的滥用与集中，又要避免社会内部的巨大冲突，保存私有企业对经济生活的重大推动力；既要有私人资本的力量，又要有社会民主党执政和强大工会运动为后盾，形成与富有阶级相抗衡的力量；在经济领域创造一种把工人利益与所有主利益协调起来的合作气氛，使工人愿意工作，资本家愿意投资。卡尔松声称，瑞典的这种实验证明，通过各阶级各团体都能接受的和平方式，即通过对形成所有权的某些职能实行社会化，就可能形成既避免大规模的补偿，又可实行职能社会主义的社会化方针。

最后，保持自主性。社会民主党在实行妥协政治和阶级合作的同时，坚持自己的自主性。社会民主党无论是单独执政还是组成联合政府，他们所任命的大臣基本上都是支持本党的领导人和高级干部，其中许多人是本党的议员，这种执政党领导层与政府内阁的高度融合是瑞典政党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同时也成为社会民主党保持自主性的基础。社会民主党在其长期执政过程中，由于党内凝聚力强，其领导的政府在与兄弟政党的关系中表现出很强的自信，因而在政府运作中也表现出很大的自主性。在党的传统政策和国家利益与该党的长远利益发生矛盾时，社会民主党能够考虑国家和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顶住党内外压力，对党的传统政策做出重大调整。政府通过提出提案将执政党的纲领或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协议，变成国家法律、政府法令乃至人民意志。

除了在政党制度方面，瑞典的社会福利在北欧也同样具有代表性。相对于英国、法国等率先工业化的国家，瑞典开始工业化的时间晚，人口少，城市化水平低，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相对比较少，但这并不说明瑞典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不存在任何问题。不过，与欧洲其他率先工业化的国家不同，瑞典作为晚工业化的国家，有可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较早地实行社会立法，例如，在1881年，瑞典就首先限制使用童工；1900年，禁止私下雇佣妇女；1901年，对事故进行补偿，对自愿的疾病保险计划给予资助；1913年，瑞典率先实行缴费的养老金，缴费者在67岁时领取。但瑞典全面福利制度的建立是在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瑞典建立了在世界上颇具特色的福利制度模式，归纳起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实行“混合经济”。所谓“混合经济”，指经济的性质上，既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而是这两种经济的一种混合，具体表现为：在所有制形式上，实行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结合，国家、合作社、私人等经济成分并存，以私人经济为主的制度。国有经济主要集中在矿业、邮电、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和教育、保健以及其他社会领域，也包括医药、烟酒等专卖工业，合作经济主要是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在分配制度上，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的结合；在经济运行方式上，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的结合，对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坚持市场竞争的原则，国家主要是通过财政和税收的政策以及调剂社会需求的办法来促进经济的发展。这种生产领域内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与分配领域内高度计划调节相结合，形成了瑞典模式的最大特点。导致瑞典采取这种混合经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社会民主党的职能社会主义实践，即对所有权的部分职能进行社会化。在民主社会主义者看来，职能社会主义之所以有必要，不但在于它有利于实现经济民主，缩小收入差距，而且还在于它是民主制度中使“依靠资本为生者无痛苦死亡的有效方法”，并可望成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现实手段。

第二，实行“收入均等化”。所谓“收入均等化”，就是通过税收前的保险转移、累进税和各种转移收入等重新分配的办法，拉平各个社会集团的收入，使全体居民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等。据瑞典1972年官方的统计，收入最高的10%人口和收入最低的60%人口的税后收入绝对平均差距是3倍多一点，因此贫富差异并不悬殊。一般来说，国家的税收大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0%-55%，其中个人所得税征收率一般为30%-50%，高收入者的纳税率甚至达到70%-80%，遗产税最高达98%。由于这些税收绝大多数都用于国民的福利，高福利、高税收的结果必然是共同富裕。

第三，社会福利具有普遍性。瑞典政府利用高税收建立全民社会福利制度，各种福利补助体系庞大、名目繁多，不仅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有从婴儿津贴到养老金的系统化的福利，而且在人生的各个方面都有补贴，如产婴补贴、孤寡家庭补助、教育津贴、培训津贴、父母津贴、儿童津贴、医疗保险（包括医疗费用津贴、病假津贴、双亲津贴）、住房补贴、病假补助、失业津贴、工伤保险、伤残年金、老人福利等。在瑞典，孕妇除了分娩住院有补助外，坐出租车到医院分娩，不论多少次都可获得政府2/3车费的补助；小孩出生后到18岁每月可领取补助，16岁以前补助费由父母支配，16岁以后可由本人自立账户，自行支配；除了上幼儿园要看家长的经济情况酌情收费外，读小学、中学、大学都免收学费，只收书本费和住宿费，每月还可领取一定的补助；生一个小孩，母亲有一年带薪（原工资的80%）假期，父亲有一个月全薪产假，以便待在家中带小孩做家务；生病超过一个月，雇主给85%的工资，超过一年即由国家支付75%的工资，每次看病只需支付挂号费，治疗费、药费都由雇主和国家支付；失业者领前一年平均工资的75%，一年后领失业救济金，与中等收入的职员工资差距不大。

瑞典的福利制度是社会民主党坚持职能社会主义的结果，也是人民群众为争取社会平等而长期斗争的结果，它对缩小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抑制财富不均的现象、缓和社会矛盾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福利制度所需的公共开支庞大，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负担，导致财政赤字，经济实力受到削弱，影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由于福利政策造成的税收负担过重，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劳动群众的积极性。20世纪70年代后期，瑞典经济进入增长缓慢，赤字大增，债务负担沉重的时期，经过近十年的经济调整，瑞典既保持了公共部门的规模完整、社会福利不做削减，同时又取得良好的经济成就。进入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赢得中间阶层选民，瑞典政府被迫对社会福利政策进行第一次紧缩性调整，1989年将所得税边际税率降至50%以下，使中上层收入者所得税率大大降低。1990年2月，政府又提出更加严厉的紧缩政策。9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瑞典政府继续加大对社会福利的调整力度，把社会保险补偿程度由当时的80%下调到75%，养老金、儿童补贴、住房补贴等其他福利补贴也相应下调，从而使政府财政状况大大好转。随着经济的好转，政府从1998年1月起将其社会保险补偿度调回到80%，通过劳资集体协议，绝大多数职工的医疗保险金可达病前工资的90%。2000年，政府在恢复福利金基数全额的同时，提高补充养老金、提前退休金、儿童补贴、住房补贴和没有参加保险失业者的现金补贴，从而使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出现较大增长。

瑞典国家福利政策的最大特色就是一方面把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制度与高福利高税收的分配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坚持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大力发展和保留了私有制，又建立了庞大的公共财政和福利部门。另一方面又强调在收入再分配领域的集中，既拥有了经济上的财富与效率和社会上的公正与权利，又避免了传统社会主义和传统资本主义各自的缺陷。瑞典独特的福利政策之所以取得成功，首先，与长期执政的社会民主党的指导思想有关。社会民主党追求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四大民主，主张用改良渐进的办法“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力图以平等和公正的分配把经济增长与私人所有制相结合，“通过实行社会的经济民主，消除阶级差别和一切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现象”，“让平等、关心、合作和互助”精神贯穿于整个社会；其次，瑞典国家相对同质，外国工人的进入，没有到社会不能承受的地步；第三，教育水平高，阶级障碍小；第四，工业化的起始时间晚，其社会服务不需要解决英国等国家集合城市出现的问题。

如果说，福利社会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社会成员在人生各个阶段不至于因为贫困、疾病、失业和年老等问题而遭受不幸，因而是一个社会是否公平的测向标，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更能反映一个社会的平等状况。与北欧其他国家一样，瑞典主要通过实行义务教育来实现社会成员的机会平等。早在工业革命前，瑞典即朝这方面发展。1826年，瑞典建立学校委员会，该委员会推荐每一个教区有一所小学，父母负责监督其孩子的到学，同时建立培训学校，保证教师受到合适训练。1842年的法律在这一推荐的基础上规定，瑞典的路德宗教会的每个教区（瑞典95%是基督教徒）至少有一所永久性的学校，教区应当为所有儿童免费提供教育，这样，瑞典比英国早30年实行了义务教育。尽管瑞典试图为社会的所有成员建立平等的教育机会，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该体系仍然有许多问题，上层阶级比下层阶级获得更好的教育，城市地区的教育优于乡村地区。为了消除这些不正常的状况，1946年，瑞典设立学校委员会，该委员会经过调研后于1948年提交了报告，推荐实行9年制强制综合学校，1950年，议会原则上采用了9年强制综合学校的建议，并在不同的地区的不同学校进行试验，到1957年，瑞典已在1/3的适龄人口中进行试验。1961年，教育委员会在对这种教育结果进行评价后，提出建立9年制学校的建议。1962年，议会通过第一个学校法，规定瑞典每一个7-16岁的少年儿童都享有免费入学的权利。该法的主要目的是强调儿童的个性发展。第一个三年着重阅读、写作、算术、音乐、体育、宗教教育以及一些手工的教学，在该三年的第三年开始学英语，直至第九年，英语教育采用直接方法和语言实验课，强调口语；中间的三年除了前面的课程外，增加历史、地理、自然和公民课；最后三年引入选择因素，增加物理、化学和生物，可以选修经济、技术和第二外语如法语或德语，在8年级时安排参观各种就业地方，最后一年是实践课和就业指导，每个学生必须在一个工厂或办公室工作两周。当学生完成9年学习后，学校给予学生一个学习何种课程以及学习成绩如何的报告，在理论上，如果他本人愿意，就有资格继续进入预科。在瑞典，几乎90%完成9年课程的学生选择继续进入预科的学习，这样，他们一般在学校11-12年。教育变革导致巨大的建校活动，大约18%的国家预算用于教育和教育研究，其中的64%来自国家，其他来自各种行政区，许多社区将一半的预算用于教育。瑞典的学校拥有现代化的设备、免费的教材、免费午餐和免费医疗照顾。如果现存地区没有合适的学校，政府给予住所和行路补贴。1950年，瑞典全国有1?5万人进入各种大学，1970年为12万人。

在北欧地区，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这集中反映在对待妇女的态度上。到19世纪上半叶，瑞典妇女的地位与欧洲妇女的地位并无二致：她们拥有的法律权利很少，除了结婚外没有任何就业可能。1828年起，布里默尔（Fredrika Bremer）发表文章，强调妇女在社会中的艰辛，呼吁妇女的解放，从而开始了北欧地区妇女解放的进程。在这种思想和观念的影响下，北欧地区各国在妇女的权利方面实行了许多改革。1857年，瑞典、丹麦和挪威三国给予妇女平等的继承权。1873年，妇女被允许参加学术考试。1920年，婚姻法规定，结婚双方有平等的责任。1921年，妇女获得与男子一样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23年，议会规定妇女可以与男人一样担任公务员。1947年，妇女在政府任职可以与男子一样获得相同的报酬。1949年，父母法规定父母双方对其依从孩子拥有相同的法律权威。1959年，妇女可以担任国教的圣职，对妇女歧视的最后一个正式标志被废除。

尽管如此，这不等于实际的平等，因为到这时绝大多数瑞典妇女虽然具有独立、自由地过她们自己生活的权利，可以从事传统上认为是男性从事的工作，如驾驶公共汽车、出租车、地铁列车，一些机械行业也雇用妇女，但实际上她们仍然处于社会职业的下层。在教育体系中，男女习惯上的性别差异依然存在。尽管20世纪60年代教育体系给16岁前的男女儿童相同的教育，但实际上有差异，如手工课，男孩做木工，女孩做针线活和烹饪。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瑞典妇女像美国的黑人一样受剥削，她们从事没有激情、很少提升机会、没有技巧、收入少的工作。当工业扩展时，她们被吸引进全日制和业余时间的工作，一旦萧条，她们首先被解雇。1962年出版的论文集《妇女的生活与工作》，涉及妇女在劳工市场的地位，以及阻止她们被雇佣等方面的偏见。在1964年伊娃·莫伯格（Eva Moberg）的《女性与男性》一书出版前，关于妇女的两个角色，即作为职业女性和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已经讨论很多，但作者在该书中认为，现在是讨论男人在相同背景下角色的时候了，为何男人可以集中精力于职业，忽视家庭照顾和儿童，而妇女要过精神分裂的生活，一部分时间花在职业、一部分时间花在母亲的角色。作者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人类角色，这种角色男人和女人都应履行，丈夫和妻子都应照顾家庭培养孩子，这种理论有助于社会改变对待妇女的态度。

三　挪威的现代化模式

在19世纪之前，由于地理和土壤等自然条件的恶劣，挪威的农业技术极为落后，甚至两年或三年的轮作制也没有采用，通常是年复一年在同一块土地上播下同样的种子，直到无法耕种而抛荒。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北欧其他国家广泛进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圈地运动，在较大程度上提高了生产力，但这种情况在挪威很少发生，而且，它的独特的农业生产方式也阻碍农业的现代化，当时挪威的许多农业还继续采用集体耕作，而且由于代代相传而被分割为更小的单位。因此，与邻国不同，挪威从没有任何多余的农产品可供出口，连养活自己日益增加的人口也都很困难。

如果说，丹麦通过对农业的改造进而实现工业化，瑞典从木材和铁制品的加工而走上工业化的道路，挪威则是在发展服务业尤其是发展航运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工业化的。挪威自然条件差，国内各个地区之间交通闭塞，相互联系十分困难，从外国进口商品比国内转运还要容易，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国内市场狭小，其工业化不可能依赖自然资源，而只能依赖于近海以及渔业和森林比较发达这一有利条件，发展航运业，通过航运业等服务业获得外汇收入来源，进口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同时充分开发和利用低成本的水电资源，在此基础上，利用外资生产出适应世界市场的高质量和低价格的商品。

挪威航运业的发展从货运开始，这既与挪威渔业的发展有关，也与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挪威的木材产品出口有关。尽管缺乏发展大规模现代农业的基础，但对许多挪威人来说，幸运的是他们也能够充当渔民。该国的许多海岸适宜于渔场，其水域冬天不结冰，在大陆架有极好的产卵场所和捕鱼条件，因此，挪威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海洋资源，有利于渔业的发展和鱼产品的出口。1866-1900年，挪威从事渔业活动的人口大致10万人，19世纪60年代晚期，鱼产品一度是挪威最主要的出口产品，占所有商品出口的45%。除了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外，挪威也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随着1842年英国废除对加拿大的特惠税，挪威的木材加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挪威开始引入国外现代的方法和资金发展锯木、纸浆和造纸，大约1/3的木材加工业以及几乎所有的铁路的建造都是由外国提供资本的。渔业和木材业的发展为运输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因为这些产品主要出口到西欧国家，这只能通过海上运输来实现。1849年，英国废除航海法，1873-1897年，挪威与瑞典建立关税同盟，有利于挪威货运业的发展，而在北欧地区争夺英国及西欧市场的竞争中，挪威因为近海的特殊地理位置，在货运方面享有明显的优势。挪威的船运业基本上是利用本国的资本发展起来的，起初，挪威的船员主要使用旧式的航船或第二流的蒸汽船，随后由于技术的提高、低工资以及业务的专门化，挪威的船队逐渐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船队之一。1870年，挪威商业船队拥有100万吨位，1879年为150万吨位，比法、德和荷兰大，是世界第三大商业船队。到1914年，挪威的船队增加到180万吨位，2/3是蒸汽船，而瑞典商业船队为90万吨位，丹麦和芬兰各自有50万吨位左右的商业船队。货运的发展也为挪威造船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9世纪70年代，挪威就已有200多家船厂，到1913年时达到顶峰。1900年，按吨位计算，世界上一半以上的船舶由挪威制造，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一些国家用更多的资本制造更廉价的铁船，挪威造船业才逐渐失去在世界造船业中的支配地位。

航运业的发展为挪威带来了大量的外汇收入，对19世纪下半叶挪威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但与它的两个邻国瑞典和丹麦相比，虽然挪威与欧洲内陆国家高度一体化，因而经济发展的出口导向倾向更重。但由于农业不景气，不能提供工业发展所需的粮食和生产资料，挪威航运业获得的收入主要用于进口粮食和生产资料，未能用作进一步发展工业的直接投资，这使随后挪威工业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个显著的特色：挪威发展工业的资本主要由国外提供，在挪威的经济发展中，外国资本占有相当高的比例。1870年前后，挪威采矿工业资本的一半以上、木材加工业资本的1/3以及所有铁路资本均来自外国的投资，水力发电的资本主要来自瑞典、法国和英国，铜、硫磺和铁矿石的技术和资金也主要来自国外。

由于挪威工业的发展主要依靠外资，再加上挪威国内市场狭小，所需的生产资料主要通过航运业的收入从国外获得，即资本在外，市场在外以及生产资料在外，这导致挪威工业发展的基础相对薄弱。19世纪下半叶，挪威国内工业发展的速度远低于瑞典工业发展以及丹麦农业现代化的速度。挪威相对发达的工业是机械制造业和棉纺业，但由于机械工业依赖其他工业的发展，棉纺工业由于外国的竞争以及国内尤其是农村缺乏购买力而受到限制，这两个工业都未能得到顺利的发展。到1890年，瑞典产业工人的人数才首次超过挪威商业船队船员的人数，1910年，挪威工业生产价值才达到渔业甚至农业的水平。因此，直到1905年挪威王国解除了与瑞典的联盟关系，新独立的国家仍然缺乏工业化，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挪威才开始大规模发展廉价的水电能源工业，并逐渐走上工业化的道路。

在挪威的工业化中，制造业一直是挪威的主要产业。在工业化之初，挪威的制造业雇用27%的劳力，产生27%的国内生产价值、40%的出口价值，按出口价值来看，最重要的是冶金、化学提炼、纸浆、造纸、食品加工、造船。在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中，挪威利用西部山区和高原的丰富水资源进行发电，为这些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制造业使用70%在挪威产生的水电资源，其中冶金和化学工业一起消耗45%在挪威产生的水电资源。尽管挪威本地的金属矿石除了铁矿石外并不丰富，但由于挪威拥有丰富的水电资源，通过海洋进口金属原料成本低，挪威的冶金业发展迅速，雇用人口达25万人。在冶金业中，铝、镍、镁、铁合金是主要金属产品，其中3/4的冶金产品出口，尤其是铝金属，挪威是世界上第二大铝金属出口国。

与瑞典这样在历史上相对保持国家政体完整的国家不同，一方面，挪威在历史上先后与丹麦和瑞典分别有联盟的关系，在挪威的政治结构中，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两个国家现代化的影响，带上这两个国家的烙印。另一方面，由于挪威在1814年后与瑞典只是联盟关系，而不是像1809年前的芬兰那样是瑞典的一个行省，它有自己的议会斯托尔庭，有一个立宪政体，国家的权力被分为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部分，这决定了挪威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既有北欧其他国家的共同性，也具有差异性。共同性体现在它们都要消除任何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限制，无论这种限制产生于法令、制度还是权势人物，让所有成员有机会得到现存社会所产生的一切利益，包括处理个人事务、享有经济福利的权利。同时，让每个成员至少在原则上有机会参与和影响社会管理的过程，使任何一个有法定资格的社会成员都成为权力集团中的一员，至少在这个集团中有自己的代表；差异性在于挪威在实现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带有民族独立的任务，这使挪威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不同于瑞典，即挪威的政治现代化与民族独立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由于受丹麦的影响，早在与丹麦联盟时期，挪威就具有很强的资产阶级发展倾向。挪威沿海岸线星罗棋布的贸易城市，为开放经济和16世纪出现的商业资本主义提供了基础。但与丹麦不同，挪威缺少一个有活力的中心，这使挪威在中世纪后期的几个世纪无法维持一个单独的国家组织，逐渐沦为丹麦国王领导下的一块土地，并日益受到哥本哈根的控制。尽管丹麦中央政治管理的措施不断加强，但挪威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有很大的独立性，这使挪威的议会斯托尔庭在联盟期间有了一定的发展。1814年挪威与瑞典联盟时，挪威有了自己的宪法，到1815年，挪威大约45%的25岁以上的男性公民获得了选举权，这在北欧乃至整个欧洲都是比较早的。但这一宪法有很多缺陷：选举权限于官吏、拥有价值70英镑以上的城镇居民，以及拥有农庄或拥有不少于25年租地权的农庄主，故选举权资格有利于官吏和城镇市民，不利于农民；选举是间接的，先由初选人选出代表；议会三年召开一次；斯托尔庭的权利受到国王法定控制权的限制，国王拥有延缓否决权或搁置否决权，即延缓已通过的法案生效的权力，只有在议会三次通过相同的决定，国王的否决权才无效，在1869年开始年度议会前，这一规定意味着一个法案要经过6年时间才有可能成为法律，因此，改革宪法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

挪威在政治民主方面的发展比丹麦和瑞典更快，这与挪威分离主义者的愿望有关。挪威要与瑞典分离，首先议会要从国王的限制中独立出来，而议会要获得主权，必须将大臣们纳入议会的控制之下并经常召开议会。在这方面，挪威的城市激进派和农民联合起来，他们寻求将主要由官僚构成的内阁置于议会的控制下，使其与瑞典一样，其成员参加议会的讨论，但国王为了保护自己的独立性，三次否决了为此目的而提出的议案。1869年，挪威按照瑞典的模式在斯托尔庭引入一年一度的议会，导致议会对财政的控制更为有效。作为每年召开议会的必然延续，是修改宪法的建议，即给大臣们在斯托尔庭拥有席位的问题。1880年，将大臣们纳入议会控制之下的法案在议会获得2/3多数的同意，1884年，城市激进派和农民反对联盟的斗争获得胜利，国王挑选的大臣必须得到新托斯尔庭的认可，这表明大臣们将处于议会多数的控制下，导致权力平衡的决定性改变。1884年7月2日，挪威的大臣首次出席斯托尔庭，英国式的责任内阁在挪威建立起来。

如果说，城市激进派分子和农民的联合迫使国王对议会的限制减弱，从而使挪威向政治民主化的道路迈进了一步，随后挪威政党制度的产生和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则为挪威政治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强烈的推动力。挪威的政党是工业化的产物，自由党和保守党均成立于1884年，前者主张渐进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改革，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促进民族和民主的进步，后者支持建立在民主、所有权和个人自由基础上可靠、保守和进步的政策；工党成立于1887年，主张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取消阶级差别，消除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不平等。这些政党产生后在不同程度上推进选举权运动向前发展。1885年，挪威的选举权自1814年以来第一次被扩大，选举的资格被降低，城市选民的选举权资格为年收入40英镑，农民的选举权资格为年收入25英镑。1898年，选举权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凡是在国内居住5年、未领贫困救济的成年男子均获得选举权。1901年，妇女在地方选举中获得选举权。1905年对斯托尔庭采用直接选举制度，并按比例分配代表。到1907年，妇女拥有与男子完全相同的选举权。从宪法上来说，真正民主的一步是在1913年妇女取得斯托尔庭的选举权。

在挪威向完全主权的冲刺发生在阶级冲突政治化之前，为政治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代表着广泛的反文化运动的扩大。挪威的官僚之所以将政治权利扩大到这么大的范围，是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确信农民将依然只关心他们的事务，在19世纪30年代之前，农民是消极的，导致文斯特反对党最终胜利的决定性的运动直至19世纪60年代才出现，而这时选举权的扩大已经历了半个世纪。在政党方面，挪威最初的对立反映了外围地区反对中心地区，农村的反语言派反对城市语言标准，原教旨主义者反对世俗主义者，禁酒主义者反对纵欲的自由派和保守派。农村的反语言运动不足以形成一个独立政党的基础，为语言平等而进行的斗争与其他的反文化运动联合起来。它出现了一个从早期自由党左翼联盟中分裂出来的中等规模的基督教党。

在教育方面，挪威与北欧其他国家一样，在工业化的初期，存在着初等学校与文法学校并存的局面，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教育方面的发展主要围绕着如何消除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学校在教育方面的不平等，同时延长义务教育的时间而展开。1969年，挪威继芬兰之后在北欧较早废除了二元性学校体制。同时，儿童从7岁开始到16岁接受义务教育成为每个儿童的权利和义务，所有儿童不论家庭背景如何，都可以免费入学。义务学校按学区招收学生，但在一些人口稀少的地区，在一个教室或小组里的学生可能分别属于两个甚至四个年级。在中等教育方面主要有两种，一是普通教育，二是职业教育。普通教育即大学预科，是一种古老的教育形式，是学生进入大学的唯一预备学校；职业学校主要面向劳动市场，是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技术、科学和研究领域的进步，工业结构的调整等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1874年，挪威颁布中等教育基本法，将多种中等教育合并成一种新型的学校，既有大学预科也有职业教育性质的班级，学生都要从基础科目学起，然后再学习一些职业科目。除了初等和中等教育外，挪威与其他北欧国家一样，还有成人教育，即在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这种初次教育以外进行的教学活动，包括普通成人教育，如各种学习班、夜校和其他不发证书的教学活动；给予正式资格和进行考试以及相当于初等学校、高级中学和大学的成人教育，这些学校发给毕业证书；与劳务市场有关的成人教育；非课堂学习的成人教育，如广播和电视教学、函授课程等。

在社会福利方面，挪威与北欧其他国家相比，既有共同性，也有差异性。差异性主要体现在挪威更早实行强制性的保险，并且有关福利政策更具综合性。由于自愿疾病基金会的组织比较薄弱，在1909年，挪威根据德国的基本原则，实行强制性保险制度。实际上，挪威是欧洲也是世界上继德国（1883年）、奥地利（1888年）、卢森堡（1901年）后第四个实行强制性疾病保险制度的国家，而且是第一个把保险制度扩大到原则上包括所有靠工资为生者的国家，并在劳合·乔治颁布疾病保险法的前两年，给贫困的挣工资者提供疾病保险。1956年，挪威与冰岛率先在北欧建立义务保险原则。在国家事故方面，挪威在世界上首先采用由国家机构在事故保险制度上负全部责任的做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0年，挪威扩展对渔夫和海员的事故保险。1936年，挪威实行老年津贴，并在1957年取消对各类津贴发放进行的家庭收入的调查。1967年，挪威建立全国保险制度，成为统一的国家社会保险制度的第一步。自1971年以来，挪威将各类保险计划，如职业公害保险、基本保险、老年和残疾津贴、失业保险等单独汇集在一项法律中。在失业保障方面，挪威于1938年在西欧率先实行义务保险原则，受保对象为产业工人，由雇主提供保险基金，由国家组织实行，到1972年，挪威以工资为生者享受义务性法律保障的程度在西欧最高。总的来说，在收入的分配方面以及总的教育水平方面，挪威和瑞典比丹麦和芬兰更平等；在住房和社会保健方面，在北欧各国处于中等水平。

四　芬兰的现代化模式

从经济现代化的角度来说，芬兰的基础更为薄弱。尽管芬兰是北欧国家中最完整意义上的农业国，但对大多数芬兰人来说，从土地上获得生计更为困难。1870年前后，芬兰80%以上的人口依靠农业和相关的行业，工业几乎不存在。在19世纪前半叶，尽管芬兰越来越多的草原被开发为农田，集中于发展谷物生产，与此同时，也进行必要的结构调整，发展肉类和奶制品，但由于人口增长迅速，这种重构不仅没有使芬兰的粮食问题得到解决，反而使芬兰更加依赖于粮食的进口，芬兰消费的小麦完全依赖进口，1910年，芬兰黑麦的进口等于它的产量。甚至到1910年，芬兰在农业和相关行业工作的人数比例仍然达到66%，随后尽管比重有所下降，但由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人口的增加，农业人口的绝对数字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增加了40万，到这时，芬兰仍然只有12%人口（35万人）依赖于工业，5%依赖于商业和运输业。在1914年以前，农业仍然在芬兰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农业社会的阶级结构改变不大。

在芬兰的工业化中，丰富的森林资源起到与农业在丹麦工业化中相同的作用。19世纪中叶，木材是芬兰的主要出口产品，而且基本上是以原木的形式出口。1836年，芬兰木材出口200万马克，占出口总值的1/4;30年后，上升到1500万马克，占出口总值的一半。不过，这种木材出口获得的收益没有带来任何工业的发展，木材贸易也更多地被看作是农业的附属部分。只是随着木材加工业的发展，其他工业的发展才被带动起来。相对于北欧其他国家而言，芬兰的森林资源不仅更为丰富，而且更适合产业化。在芬兰3?4万平方英里的森林土地上，2/3是生产林，其比例高于北欧其他国家，特别是瑞典。同时，挪威的树木主要是云杉和苏格兰松树，而芬兰主要是针叶松、桤木和白杨，这些都是价值比较高的树木。针叶松先前主要作为硬木而出口，随着技术的发展，后来可以广泛使用于胶合板工业，同时针叶松细长的结构和其他的技术特性使它适于制造纸浆和纸张，桤木和白杨适于制造火柴。19世纪中叶以后的一系列发展有利于芬兰木材加工业的发展：首先，从19世纪中叶开始，锯木厂利用蒸汽机作为动力，克服了锯木厂必须依靠河流设厂的限制；其次，运输条件有了改善。1866年，芬兰完成了36英里长的塞马运河的开凿，将芬兰湾与塞马湖地区联系起来，有利于木材加工业的深度发展；再次，19世纪60年代，芬兰废除了各种限制条例和出口税，并试制纸浆成功，70年代建立机械纸浆厂。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芬兰的木材加工和出口在19世纪70年代获得突破性发展，木材产品、纸浆和造纸产品在芬兰出口中的比重与日俱增，从19世纪70年代的47%，上升到1911-1914年的70%以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芬兰的森林工业逐渐发展为两个产业，一是木材工业，包括锯木、胶合板、碎料板、细木工产品、活动房屋、家具等；二是纸浆和造纸工业，包括木浆、纸浆、纸张。在这两个由木材发展而来的产业中，木板、板材、纤维板和锯木是芬兰古老的森林工业，主要输往英国和西欧，纸张主要输往俄国。1985-1910年，英国和俄国吸纳了芬兰60%的出口商品。自20世纪最初几十年来，芬兰作为欧洲木材工业产品主要供应商的地位已经确立，供应欧洲1/3以上的纸浆、新闻纸、印刷和书写纸张。芬兰人对森林资源潜能的充分认识，使芬兰从一个生存状态糟糕的国家，变为现代的制造业和贸易国家。

除了森林工业外，芬兰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是纺织业，更准确地说是棉纺业。芬兰的棉纺业开始于19世纪20年代的图尔库，创始人是来自苏格兰移民詹姆斯·芬莱森（James Finlayson），他制造纺纱机，并把生产出来的棉纱卖给农民。到19世纪50年代中叶，芬兰棉纺业的生产价值大约200万马克，雇用劳动力900多人。芬兰棉纺工业的发展与沙俄开放市场有很大的关系。19世纪初，芬兰成为俄国的大公国，1858年，沙皇减免了芬兰向俄国出口货物的关税，提高了芬兰可以免税进入俄国市场的工业品的限额，因此，芬兰的出口商品在俄国市场上享有特权。由于关税减少，芬兰的棉纺工业获得了重要的发展，一批以出口为主要目标的专业公司成长起来。在关税优惠废除前，芬兰棉纺工业的产量已经比国内总消费量高出1/3，而且在19世纪60和70年代，它的产品2/3销往国外。当1885年俄国结束给予芬兰的关税优惠时，芬兰的纺织业已开始集中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并用替代进口的办法征服了国内市场，它获得成功的原因是纺织业企业数量少，规模较大，技术也相当先进，当时芬兰纺织企业规模在北欧地区最大。

除此之外，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芬兰大多数铁厂也出口铁产品，并在60和70年代在俄国贸易优惠的保护下，得到较好地发展。但芬兰输往俄国的主要是低级铁产品，并且在1890年以前由于俄国的市场发展缓慢，芬兰的铁加工业没有扩大生产。1885年俄国取消给予芬兰的贸易优惠，这对芬兰的铁工业发展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因为一方面，它降低了芬兰铁工业依赖一个外国市场的程度，从而也减少了专门制造少数产品，可能造成一种“飞地经济”的危险；另一方面，它强制芬兰的铁加工业进行升级，努力改进自己的产品，以便在国外市场上同外国企业进行竞争。在俄国的关税优惠取消后，芬兰被迫改变部分产品的出口方向，由于过去输往俄国的是低廉的比较简单的产品，本国的一部分需求靠进口来解决，改变出口方向的努力并不成功，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推迟了芬兰铁加工业向现代化生产转变的过程。不过，在俄国取消贸易优惠之后，芬兰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贷款帮助国内工业实现现代化，利用俄国在1885年后对芬兰一定限额内产品的关税仍然比较低，俄国的产品也不能继续免税进入芬兰，芬兰企业的竞争减少的有利条件，对某些工业部门实行进口替代，芬兰机械制造业的发展就是在这一时期利用出口工业创造的利润实行进口替代策略的结果。芬兰独立后，由于失去俄国这一传统市场，经济一度恶化，通过经济恢复工作，在两战期间，逐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方向发展。除了木材加工业和造纸业外，冶金和金属加工业在这一时期发展较为迅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芬兰工业逐渐形成木材加工业和金属加工业两大支柱，前者包括纸浆、新闻纸、印刷、出版工业，后者以冶金、机械、电机、车辆与船舶制造等为主，尤其以木工机械和破冰船闻名世界。不过，芬兰的工业对出口有极大的依赖性，无论是在就业还是在产量方面。与北欧其他各国一样，芬兰国内工业的发展是出口工业造成的增值效应。

在政治现代化方面，芬兰与挪威有点相似，它在历史上的相当时期，很少作为独立的国家整体而存在，1809年从瑞典王国分离出来后，又成为俄国的大公国，在芬兰开始工业化时，它仍然在俄国的统治下。芬兰与挪威一样，其政治现代化除了类似瑞典通常要面对的任务，如用法律确定立法与行政之间的权力范围、确定内阁对议会负责、选举民主化等以外，还有民族独立的任务，发展民主和议会政体对它来说具有更深的意义，不仅是在一国内建立政治平等，也是摆脱依附于外部权力，争取民族解放的一个重要工具。在实现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早期的民主传统是影响其现代民主发展及其特点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民主不仅源自古代传统，也源于工业化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而产生的需要和期望的压力。也就是说，政治现代化不是旧传统的继续延伸，在更大程度上是工业化、普及教育及在国际环境中发展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引起的新的力量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更是民族主义发展的结果。

芬兰成为俄国属地后，俄国统治者接受了瑞典1789年宪法，而该宪法建立的君主专制是象征性的，它承认用法律来统治国家，这也成为芬兰政治发展的基础。1809年2月1日，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以“全俄罗斯皇帝和全权君主”和“芬兰大公”的名义颁布在芬兰召开议会的诏书。1809年3月29日，在波尔浮召开的四个等级的议会上，亚历山大一世向议员们宣布了一项保证敕令：“确认和批准此邦的宗教自由和各项根本法，并确认和批准上述大公国根据宪法每一等级迄今所特别享有的，以及不论地位高低全体居民迄今所一般享有的各项特权和权利。”芬兰的等级议会兰特达格以瑞典的议会为模式，规定芬兰为君主立宪制，议会与大公共同行使立法权和征税权；建立中央一级的行政机关——政务院，其成员由芬兰人充任，但任命权在沙皇手中；俄国在首都彼得堡设有芬兰事务委员会，沙皇派一名俄国籍总督常驻在芬兰首都土尔库，总督有监督芬兰政府工作和主持政务院会议的权利；在外交和国防方面，芬兰从属于俄国。从这些内容来看，虽然芬兰以大公国的身份加入俄国，它的元首沙皇大公在帝国范围内仍然是专制君主，但在芬兰却是一个君主立宪制下的国君，尽管他的权力很广泛，但芬兰在很大程度上自主，也就是说，芬兰成为沙皇控制下的大公国后，获得了比瑞典统治时期更大的自治权，芬兰公民不仅继续拥有与瑞典联盟时期享有的由来已久的由法律和习惯固定下来的各项权利和特权，如人身自由、法律面前的平等、自由迁徙和选择个人居住地的权利、抵制官吏的无理行为以及请求申雪冤屈的权利，而且人民的赋税负担也比以前减轻了，税收由政务院支配，无需交到俄国。此外，在行政机构方面，除了中央机构设立政务委员会，既作为全国的中央政府，又作为全国最高法院外，地方和省一级的行政机构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因此，芬兰虽受制于俄国，但俄国有时会允许芬兰在某些方面沿着民主的道路发展。这使得芬兰在此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随着激烈的民族主义冲突，其民主化进展比北欧其他国家更快。

芬兰成为沙皇统治下的大公国以来，虽然享有较大的自治权，并且建立了以四个等级为基础的代议制，但与人民要求的真正独立还相距甚远，随后“代议制政体”也终止了半个世纪以上，兰格达格到1863年才重新召开会议。瑞典语仍然是芬兰的官方语言，学校教学和出版物也大多使用瑞典语，这对讲芬兰语的中下层人民十分不便，引起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满，从19世纪20年代起，芬兰形成了一个提高芬兰语地位的运动，要求把芬兰语与瑞典语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他们成立文学协会，发掘芬兰文化，号召芬兰作家用芬兰语进行写作，并整理出版芬兰史诗《凯莱维拉》。在1848年欧洲革命的推动和影响下，芬兰语运动越来越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以芬兰语运动为中心逐渐形成了芬兰资产阶级自由派，他们不仅要把芬兰语作为国语，而且要求按期召开等级会议，改革议会的机构和程序，实现政治自由。在强大的压力下，1869年，芬兰产生了新的兰特达格法，规定每五年召开一次，标志着向议会代议制迈进了一步。

但19世纪末期的俄国化，使存在了90年的立宪政府和法治几乎化为乌有。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俄国政府趋向反动，俄国的贵族地主势力极力主张废除芬兰的自治权，消除芬兰人民的民族独立意识，企图把芬兰变成俄国的一个省，不仅在1890年通过帝国敕令，废除了由芬兰议会制定并得到沙皇批准的刑法修正案，而且未经芬兰议会同意，将芬兰邮局的行政和管理置于俄国当局的监督之下。1894年，俄国在芬兰的某些高级机构强制推行俄语。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俄国化变本加厉。沙皇不仅宣布可以未经芬兰议会同意制定在芬兰实施的一切法律，而且将俄语宣布为芬兰的官方语言，取消芬兰拥有军队的权力，罢免反对俄国的官员。面对日益严重的俄国化的威胁，芬兰政治发生分野，各界人物各自表达了自己对芬兰未来的看法。资产阶级自由派分裂为立宪派和顺从派，前者主张制定一部民主宪法以保障芬兰人的权利，反对将芬兰俄国化；后者主张向沙皇让步。而芬兰工党和社会民主党则企图发动一场革命，推翻沙皇的统治并割断与俄国的联系，为芬兰制定一部人民享有充分民主权利的宪法。在反俄国化的过程中，芬兰各政党的目标发生了冲突。老年芬兰党要求集中力量反对瑞典的文化统治，而少年芬兰党希望联合瑞典共同反对俄国的专制统治。芬兰在为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最后一场斗争带来了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内战。在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的进行，新的工人阶级要求民主化的代表制度。日俄战争期间，俄国工人运动空前高涨，这给处在沙皇统治下的芬兰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反对沙皇统治，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以很大的鼓舞，芬兰社会民主党组织工人罢工、游行，要求实现民主改革，立宪派分子也重新活跃起来。尼古拉二世迫于压力，被迫宣布他以前颁布的有关取消芬兰自治权和人民民主权利的法令一律作废。1906年7月20日，芬兰产生了一部新的兰特达格法和新的选举法，将等级议会改造为一院制，并组成以立宪派人士为主体的政务院，而新的选举法则使芬兰的选民扩大十倍，在欧洲第一个建立普选权。1907年，19位妇女进入芬兰议会。芬兰在国家的现代化动员过程中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文化上反对瑞典权贵者；政治上反对俄国；社会经济上反对农林业中的有产者，在北欧各国中，芬兰在再动员过程中涉及的问题范围最为广泛，这一情况解释了1906年芬兰政治为何发生突然的转变。

但芬兰人民所取得的胜利没有维持多久，尼古拉二世就向芬兰人民反攻倒算，从1908年起，他多次解散芬兰议会，清洗议会中具有民主倾向的人士，在芬兰强制推行俄国法律，并以非常时期为由，大肆践踏芬兰人民的民主权利，引起芬兰人民更大的反抗，积极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芬兰的独立过程不仅剧烈，而且以痛苦的悲剧结束。1907年反对力量组成一个阵线，在一个乡村占多数的社会形成了欧洲屈指可数的社会主义政党，其成员基本上由农林业工人和小农场的佃农构成。这一阵线的建立消除了芬兰人与瑞典人、老年芬兰党与少年芬兰党早期的分歧，从根本上改变了民族独立斗争的性质。1917年春，俄国爆发革命，推翻了尼古拉二世的统治，3月12日，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同意恢复芬兰的一切民主权利，但芬兰人民希望彻底摆脱俄国而独立。7月18日，在社会民主党的倡议下，芬兰议会通过一项宣言，宣布接收沙皇在芬兰的权力，而外交和国防仍然由俄国当局代管，但遭到俄国临时政府的拒绝，临时政府公然下令解散芬兰议会，宣称宣言无效，芬兰被迫解散议会，并于10月1-2日进行新的选举，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失利。芬兰在向民主制度转变的过程中充满了北欧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艰辛和困难。几天后，俄国工人发动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1月13日，芬兰的工人举行了总罢工。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芬兰议会再次宣布接管国家的最高权力，包括外交和国防方面的权力，使芬兰成为完全自主的国家。12月6日，议会通过独立宣言，从此芬兰正式独立。芬兰的独立是芬兰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但政权落在了资产阶级政府手中，为此，芬兰爆发了北欧最早的一次无产阶级革命。1919年3月，芬兰举行了新议会的选举。1919年6月17日，芬兰议会通过宪法，规定芬兰为共和国，总统任期6年，由300人组成的选举团选举，选举团由普选产生，当选的候选人必须至少拥有半数以上的选票；总统对议会法案有暂时的搁置否决权；立法机构沿用1906年的一院制；实行1906年规定的不受财产资格、教育制度等限制的成年选举权；女子在参加选举和担任公职方面与男子一样，享有完全的、平等的政治权利，芬兰成为欧洲第一个妇女获得选举权的国家；议会任期三年。

芬兰现代教育的发展与民族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在成为俄罗斯的大公国后，普及教育的重要性被人们再三强调，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的，“只有对多数人，而不是对少数人取得高度的教育成绩，才能使这个民族不被（俄国）同化……如果芬兰民族要继续存在下去，必须在智育发展的领域内以最大的努力进行工作和斗争”。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推动了挪威教育的发展，到1848年，挪威政府强制7岁到“教会坚信礼年龄”的儿童入学的制度已在各城镇建立起来。从1856年开始，芬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建立全国性的、由国家主导的教育制度，到1860年，义务教育的原则已推广到所有的农村地区，只要一个地方有30名可以就学的儿童，该地区就得为他们建立学校。1866年，芬兰通过“小学组织法”，制定了普及初等学校的体系，到1874年，芬兰在全国建立了初等教育网络。此后，由于当时隶属的俄国予以抵制，义务教育法直到1921年才获批准。与北欧国家一样，芬兰在初等教育方面遇到的问题一方面是两元教育体系，即初等学校与文法学校共存，另一方面是义务教育的时间问题。与北欧不同的是，芬兰在教育方面更具灵活性，它允许在国家义务教育的同时，让一些儿童在家里或经过批准的私人学校接受同等教育。在中等教育方面，芬兰大学预科的明显特点是存在时间长，并且在私立学校中也存在。这与芬兰100年前的历史有关，当时出现了与瑞典语知识分子形成对照的芬兰语知识分子，他们只能设立大学预科，以便用芬兰语接受足够的普通教育，达到通向大学的目的。

在社会福利方面，芬兰与北欧其他国家一样，也是高福利的国家，只不过由于成为俄国的大公国而在采取具体行动方面要稍晚于其他国家。在疾病保险方面，芬兰与其他各国不同，这些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都承担了责任，但芬兰在世纪之交不仅对疾病保险不承担经济责任，而且还要求对自愿疾病基金会进行审计，直到1963年才建立义务保险原则，比最早实行这一原则的丹麦晚30年。在国家事故方面，芬兰1895年颁布第一个相关保险法律，采取半义务性的原则，为产业工人受保，由雇主提供基金，由国家或私人组织实施，但到1948年才扩大到全部雇员，比丹麦晚32年。在老年津贴制度（1937年）方面也走在北欧各国的后面。芬兰在失业保障方面起初采取自愿的办法，挣工资者获得享受保险的比例比其他国家低。1979年，芬兰颁布保健法，对卫生和保健的控制由地方政府负责，比最早通过这一法律的丹麦迟21年。根据埃里克·阿拉德特1972年对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四个北欧国家的生活条件和福利范围的研究显示，在收入的分配方面、住房的平均标准、总的平均教育水平以及保健标准方面，芬兰的指数最低。

在社会现代化方面，芬兰不仅面临着教育的现代化、城市化和社会福利的发展等北欧国家共同的任务，而且由于在历史上相对不能保持国家政体的完整，主权归属不断发生变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还要面临着如何融合少数民族和宗教上的少数派的问题。从总体上来说，北欧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相对单一，但芬兰的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问题相对大些。根据埃里克·阿拉德的少数民族分类法，北欧的少数民族可以分为四类：第一，内源的、在本国特殊的少数民族，即在起源或在文化（语言）上有与众不同的特点，但同时与他们所在的国家又有着特殊的和历史的联系的少数民族；第二，内源的、多国家的少数民族，即几代相传一直住在多数民族的国家里，同时作为少数民族生活在其他许多国家的少数民族；第三，外源的少数民族，即迁徙到东道国的移民；第四，具有特殊地位的少数民族地区。从少数民族的定义和归类来看，内源的、在本国特殊的少数民族，在芬兰就是讲瑞典语的人口，根据1970年的统计为30.5万人，而类似的少数民族在瑞典是5万人，在丹麦和挪威分别是1.2万——1.5万和0.7万人。第二种在芬兰主要是拉普人、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与北欧其他各国相比，芬兰拉普人的人口不多，只有0.4万人，挪威和瑞典分别为2.5万人和1万人；犹太人只有1320人，而丹麦、挪威和瑞典分别为0.7万人、0.095万人和1.5万人；吉普赛人较多，在1975年有0.5万人，而丹麦、挪威和瑞典分别为0.1万人、0.01万人和0.2万人。第三种主要集中在瑞典和丹麦，在芬兰人数很少。第四种是指奥兰省，在当地有2万人在一定程度上与丹麦的法罗群岛有同样的地位，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的人口。从上面四种少数民族来看，芬兰的少数民族主要讲瑞典语的人口、吉普赛人和奥兰省的少数民族。

在内源的多国家的少数民族方面，芬兰的吉普赛人在北欧占有较大的比例。吉普赛人大约在1000年前从印度移居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在早期，吉普赛人流浪的生活方式被看作是对定居人口的一种威胁，所以北欧人试图阻止他们进入本国，或控制他们的迁徙，吉普赛人也因此成为北欧最受歧视的少数民族。1637年，瑞典颁布了一个法令，国境内所有吉普赛人，不管在哪里遇到，都可以不经审判而处死，妇女和儿童则被驱逐出境。芬兰的吉普赛人在北欧最多，部分是瑞典政府在17和18世纪将吉普赛人赶到了芬兰的东部。芬兰吉普赛人自身也有许多明显的缺陷，他们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如在内部通婚、通常不与外界来往、到处流浪等，尽管如此，国家仍给予补贴和福利拨款。从总体上来说，芬兰与其他北欧国家一样，比较宽容地对待其少数民族，把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作为民主社会的一个方面，并尽力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小结

关于北欧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尤其是工业化的模式，西方学者大多采用中心边缘的理论加以解释，这种理论认为，16-19世纪是现代资本主义开始转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西欧开始演进使它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核心的经济结构，而到18世纪结束时，欧洲的边缘地区如斯堪的纳维亚、伊平宁半岛国家、意大利国家、巴尔干、哈布斯堡君主国东部地区都相对落后，还没有走上资本主义转变的道路；拉丁美洲和东欧还处在封建主义时期，起着粮食和生产资料市场的作用，它们处于这种世界经济的边缘；一些主要的殖民国家如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半边缘；绝大多数亚非国家和俄罗斯帝国这时完全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外。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在地理上的扩张以及国际分工的发展，在核心国家的影响下，边缘国家的经济、对外贸易、支付平衡和生产与核心国家发生联系，并服从于核心国家，这种相互关系是不平等的，有利于核心国家，而不利于边缘国家，但也可以作为对边缘国家的一种诱导，促使他们发展，在合适的条件下，使它们走上工业化的道路，而不再是边缘国家。在这种理论背景下，他们认为北欧国家的经济是自动发展的，不需要国家干预就可以启动工业化，甚至不将这些国家看作是自动发展的人，至少也将它们看作是自动和诱导模式的中间道路。例如，休斯赖特（B.Hoselite）将北欧国家的发展，看作是处于英国的自动模式和德国的诱导模式之间的一种发展模式。在这些学者看来，北欧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是一种刺激反应模式，也就是说，在西欧率先工业化国家日益增长的需求的刺激下，北欧国家做出自动反应，从而达到工业化。

问题是北欧国家如何形成这种反应机制的，或者说，在西欧率先工业化国家提供这种刺激时，北欧国家具有哪些条件使它们能够做出反应，关于这一点，西方学者除了提到北欧的民主传统、教育投入等因素外，大多语焉不详。我们认为，在讨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模式时，这个国家或地区所具有的现代化条件，包括历史遗产、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现代性的发展等非常重要，只有具备足够的条件，才能对外来的刺激做出及时的反应，而现代性的出现是对现代化的一种调适，光有现代化的条件而没有向现代性的转变，也不可能向现代化方向发展，这也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具有相类似的现代化条件，但现代化道路明显不同的主要原因。

从北欧国家传统社会时期的现代化条件来看，在政治方面，具有浓厚的民主传统；在经济方面，以农业为主，工业和贸易不占主要地位，经济结构单一落后；在社会方面，农民拥有重要地位和相对的自由，社会结构显现了相对宽松的态势；在文化和价值观上，由于所处的环境，容易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从北欧国家所具有的现代化条件来说，特别是它的单一落后的经济基础表明，北欧地区缺乏自身工业化的基础，难以在自身条件的基础上形成内生型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必须依靠外来因素的刺激。从北欧国家的现代性来说，它是与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的改革联系在一起的，到19世纪70年代，在政治上，随着议会和宪法的改革，专制主义得以消除，政治民主化的基础得以确立；在经济上，土地制度的改革和自由农民的发展，导致一些有利于工业化发展的因素开始出现；在社会上，教育和世俗化有了进一步发展，工业化和现代化所要求的现代人已经出现。到北欧开始工业化前夕，甚至在发达国家都使用的保护关税政策在北欧国家都很少使用；植根于18世纪经济政策的所有禁令都已被废除，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准则；丹麦、挪威和瑞典实行金本位制度，这使其经济和贸易活动对国际发展极为敏感；从19世纪70年代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北欧地区一直保留着一个货币联盟。所有这些现代性的出现以及经济政策的调整，为北欧国家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当北欧国家通过改革获得现代性的时候，西方率先工业化国家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出现了新的需求。在19世纪中叶，西欧的部分国家如英国和法国等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随着这些发达国家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发展，其消费模式和需求结构发生了变化，导致世界贸易发展迅速。1820-1880年，世界贸易增加了9倍，1750-1913年，世界贸易增加了50倍。核心国家工业化的完成以及需求结构的变化，对邻近的边缘国家有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核心国家进口粮食和生产资料的需求所行使的巨大拉力，为落后的边缘地区出口生产资料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这些国家发展一种扭曲的和单方面的补偿性经济，或出口引导型的经济。在这方面，北欧国家所具有的现代化条件使它们有可能对核心国家的拉动做出积极的反应，而这些国家的现代性的发展决定着这种反应的方式、程度和类型。

从上述四个国家的具体工业化进程来看，时间大致从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除个别国家外，工业化的时间大约半个世纪。由于这些国家在传统社会时期所具有的现代化条件方面的相似性以及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共性，它们在工业化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共同点。

第一，起点相同或相似。这四个国家在当时都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无论是劳动力还是产值，农业在国民经济中都占主导地位。在工业化开始前，这些国家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土地改革和结构调整，消除了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些因素，为工业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同时，这些国家资源禀赋都不好，资源非常有限，工业化的条件并不优越，在工业化开始前都集中于一二种产品的生产，除了瑞典在工业化前夕工业有一定发展外，其他国家很少或基本上没有工业。同时，由于人口少，资金缺乏，交通条件差，国内市场狭小，这意味着北欧国家的工业化，不能立足于本国市场。

第二，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模式。在采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道路方面，北欧国家具有一些有利的条件：甚至在工业化起步时，北欧各国就已经有一些与国外相联系的经济部门和一些具有国际眼光的企业家；北欧各国内部交通的落后，迫使它们到国外寻找市场，芬兰、挪威和瑞典尤其如此；19世纪下半叶北欧各国的经济政策，如废除植根于18世纪经济政策的所有禁令，实行金本位制度，保留货币联盟，有利于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实现；19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特别是19世纪40年代从英国开始，后来其他西欧国家也实行的自由贸易政策，为北欧各国开辟了主要的出口市场提供了可能；随着西欧国家收入的增加，对工业原料和住房建筑材料的需求增加，所有这些都为北欧国家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外部条件。北欧各国及时适应国外需求的变化，利用贸易周期的有利阶段，在国外收入弹性下降时，用新的商品取代旧的出口商品，如当谷物的价格下降时，丹麦从出口肉类和奶制品中得到弥补；为了克服木材产品出口的停滞状态，北欧国家转向纸浆生产，特别是瑞典的纸浆工业开始集中生产化学纸浆。由于技术发展缓慢，进口国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一般保持相当长的稳定性，结果北欧国家工业出口产品的相对优势长期存在，起初在木材和谷物方面，后来在纸浆以及肉类和奶制品。同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相比，这四个国家对外贸易的规模都很大。由于都是出口导向型的国家，并且出口的商品构成和地理方向差异不大，北欧国家除丹麦外，其他各国的工业结构十分相似，食品工业和纺织业在劳动力总数中的比重几乎相等，其他部门的差别也不大，只有木材、纸浆和造纸工业的规模存在差异。这种经济结构相对延续了比较长的时间，例如瑞典和丹麦的经济结构到20世纪50年代后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北欧国家对先进国家的依附，似乎没有阻碍它们自身的增长或它们的工业化，虽然它们危险地专门生产一二种基本商品，如丹麦提供食品，瑞典提供铁矿石和木材，挪威提供木材和渔业，但这些国家起初对英国后来对德国市场的依赖，与其说导致殖民关系，不如说它们成为大都市经济的一部分。

第三，在北欧工业化的初期，外国资本起重要的作用，但到了持续发展的阶段，绝大部分依靠国内资本资源，因为这些国家在对外贸易中享有的比较优势，以及加入国际贸易而形成的专门化生产，刺激了这些国家更经济地使用生产因素，帮助它们将收入最大化，其内部积累有可能供应本国资本需求。外国资本主要通过政府贷款进入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基本生产特别是矿井的开采。在19世纪下半叶，由于边缘国家与世界贸易的一体化，有利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利益，促使这些国家的资本投向建立一致的欧洲运输网络。挪威、丹麦和瑞典等国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传统，在欧洲运输网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丹麦的外债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增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为2亿美元，包括政府债券、城市债券和商业贷款，外国资本约等于丹麦经济所有投资的20%，主要是英国和德国在工业方面的投资；瑞典从外国获得的贷款基本上被用于铁路和住房建设，一些木材出口公司也部分依赖于英法的资本建立木材生产工业；挪威的外国资本用于开矿和建立电厂，外资占工业总资本的39%，其中矿井和化工工业占外资的80%。随着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内资本的积累，外资在北欧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下降。在北欧国家的工业化中，外国资本起着重要的作用，成为这些国家工业化初期的必要推力，对这些国家的投资分配、经济结构、对外贸易关系、支付平衡有着积极的影响，但又没有扭曲它们的经济发展，或成为其发展的主要障碍。也就是说，来自国外的影响没有使这些国家成为被剥夺的边缘的一部分，相反使它们与核心发达国家一体化。

第四，北欧国家都是在资源贫乏的基础上，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巧妇为无米之炊“（"makeasilkpurseout of asow'sear”）。它们的成功在于有利的海上运输条件，早期银行和商业的发展，积极健康的人力资本、相对高的教育投入、较早从农奴中解放出来的企业人口以及以自由农民为基础的更灵活的经济，尤其是早在工业革命前，北欧国家已经通过教育投资使人们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而平均每年1%或不到1%的人口增长使教育投资变得比较容易，这有利于新技术的采用以及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以一种平衡的方式互为补充，促进各国向工业方式转变和经济发展。在19世纪下半叶，除芬兰外，无论是在产量方面还是在收入方面，北欧国家都是欧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后发优势，不仅意味着更快的经济发展，同时也避免先发国家工业化带来的一些后果，如北欧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对儿童的剥削只延续了很短一段时间，也没有造成率先工业化国家特别是英国那种贫民窟现象，更没有产生严重环境污染问题。

如果说，北欧国家利用率先工业化国家的需求拉动，形成了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发展道路，较快实现工业化的话，在政治现代化方面，则经历了一个更为漫长的时间。虽然北欧在传统社会时期具有民主的传统，并且是影响北欧民主发展及其特点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现代民主不是旧的民主传统的自然延伸，而是工业化、教育、政党制度发展等的产物。北欧国家由于历史上的分分合合，王权更替频繁，民族国家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同时，由于瑞典和丹麦历史上出现的君主专制主义，以及芬兰成为俄国的大公国等，拖延了这些国家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尤其是在政治现代化方面，北欧国家的发展没有追随主要发达国家或边缘国家普遍经历的道路，即通过暴力和革命来实现政治的民主化，这与北欧各国的历史发展有关。首先，从外部来说，在经过几个世纪不成功的反对俄罗斯、波兰、德国、英国和法国后，这些国家通过国内的经济和社会进步，而不是通过军事结盟去对抗大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通过废除内在障碍获得更大的社会凝聚力，似乎是维持国家地位的唯一的保障；其次，在传统社会时期，自由农民和集体村社的存在，使得这些国家的阶级和社会结构相对宽松，农民在等级议会中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对贵族与君主形成制衡，而贵族人口少，力量有限，他们大多没有像英国贵族那样转向商业和农业，甚至完全脱离农业，成为军官和文职人员。北欧贵族没有转向发展商业和农业并没有导致反民主的结果，因为农民转向了这种商业化的耕种，因此，从这些国家的内部来说，没有产生暴力和革命的条件，尤其是在专制主义时期，瑞典和丹麦通过收回王室土地等形式，削弱了贵族的权力和特权；再次，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社会转型时期，以圈地为主要内容的土地制度改革，产生了以无地的茅舍农和乡村劳工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但这些阶级人数不多，力量有限，特别是1860-1910年这些国家向外的移民，消除了农村的贫困问题，大大减少了将这些无地农民转为某种威胁力量的可能性，因而也消除了一场农民革命的基础。由于在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暴力和革命，政治现代化主要通过渐进的改革来推行，这导致北欧国家的现代化相对顺利。挪威于1884年、丹麦于1901年、瑞典于1917年确立了国王的大臣对民选代表负责的原则。在20世纪初，北欧国家相继完成议会民主的进程。著名比较现代化学者C.E.布莱克在其《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中，将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分成七种模式，其中将北欧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归于第三种模式。布莱克认为，这种模式的社会调适其政治制度以适应现代功能的时间晚于英法，在近代以自治为主，它们在传统时期有发达的易于适应现代功能的制度。数世纪以来，这些社会现代观念和制度的发展，对现代生活方式的形成做出了基础性的重要贡献。但在政治领域，这些民族在法国革命后才摆脱了传统模式，旧政体在19世纪第一个十年在丹麦、挪威和瑞典瓦解，它们的现代化政治领导具有稳固性，而且国家建设也具有漫长而艰巨的特征。

在社会现代化方面，北欧国家由于长期存在村庄社会和合作传统，集体主义有悠久的历史，除了北部的拉普人以及说瑞典语的芬兰人是少数派公民外，每个国家都相对同质，民族比较单一，在名义上全体居民都属于同一个教派即路德教（占人口的95%），在文化上也比较接近，也不存在任何尖锐的地区性对立，因此，没有宗教的、民族的、种族的、文化的和地区的冲突和纠纷，阶级障碍小；由于在欧洲较早开展义务教育，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比较多，北欧民众的教育程度比较高；这些国家都有较为长久的民主传统，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没有出现资产阶级与贵族的公开冲突，双方宁愿走妥协和让步的道路；由于这些国家工业化的时间相对晚，城市化程度不高，不存在英国等国家那样的集合城市问题；19世纪初以来，这些国家大多执行“平时不结盟，战时守中立”的和平中立政策，长期处在和平环境中；由于经济结构的相似性，工人阶级在组织上高度统一，工会组织化程度高；20世纪大部分时间，北欧国家都是由社会民主党单独执政或者与其他党派联合执政。所有上述因素导致北欧国家社会矛盾和冲突较少，社会横向和纵向合作密切，在社会现代化方面进展顺利，形成以高税收、高积累、高福利为主要内容的所谓“北欧模式”。在这种模式中，除了高度强调合作和集体主义外，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经济的社会化程度特别低，据统计，北欧各国作为一个整体，其经济的社会化程度是欧洲所有地区最低的，国有企业在所有工业的总销售额中所占的比例，丹麦几乎等于零，挪威为10%，瑞典约7%，最高的芬兰也不过15%，相应的统计数字在意大利为40%，奥地利25%，法国20%。

从北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来看，地理、历史、宗教文化、语言等方面的相似性或相近性，导致了这些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相似性或相近性，这就是经济方面的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政治方面的高度民主化，社会民主党长期单独或联合执政，实行政治妥协和阶级合作的政党制度，以及社会方面以高税收、高积累、高福利为特征的社会保障制度。当然，在北欧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差异，主要表现在：

在工业化方面，由于各国具体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发明创造和生产方法、企业家的主动精神、人口的文化水平和总的教育情况的差异，在工业化的基础、资本积累方式、工业和农业以及移民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第一，工业化的基础不同。尽管这些国家的工业化都依赖于国外需求的增加，但各国最先发展的产品不同，丹麦主要是农业产品特别是奶制品和肉类，挪威主要是鱼类、木材产品和服务业特别是航运业，瑞典主要是木材和铁工业制品，芬兰主要出口木材和黄油；第二，北欧国家资本积累的方式不同。18世纪后半叶丹麦和瑞典实行的农业改革，加上19世纪70年代以前农产品贸易比价的提高，促进了这两个国家的资本积累，挪威的渔业和航运以及芬兰的森林业的发展对资本积累起了积极的作用；第三，从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来说，尽管各国都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但丹麦提高的幅度最大，挪威最小。从工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来说，丹麦和挪威的工业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要小于瑞典和芬兰。在丹麦，消费品生产在工业部门居于统治地位，而瑞典的发展是生产资料工业一马当先；第四，移民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不同。19世纪下半叶，北欧国家不同程度地向外移民，但由于各国的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移民的成分和移民时间的不同，对经济的影响不同，挪威和瑞典大规模移民到美国，对经济发展有积极的影响，丹麦移民对经济的影响小。从上述描写来看，这些国家在具体地理位置、历史发展、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性对工业化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一些细微的方面，如由于地理与资源的因素，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这些国家在接受西欧国家的拉动时所对接的出口产品以及随后形成的经济结构不同。

在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北欧国家之间的差异更多地表现为现代化初期的阶级基础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现代化过程的差异。丹麦在城市有强大的资产阶级因素，在农村由大量采邑型庄园主统治，民族语言高度统一，但长期陷入南方民族统一的斗争中，因此在向民主制度的过渡中更富有戏剧性，其转向君主立宪是在二月革命后，并且是在30岁以上男性公民获得选举权的基础上建立了两院制议会。在整个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由于群众运动是由议会中已有代表的各种联盟组织起来的，农民较快投入政治运动中，因而民主化的进程较快，1849年第一次新议会选举就有73%的30岁以上男性公民获得了选举权。在政党方面，丹麦沿着农村城市分裂，多数派组成了农民党，少数派组成了激进党，代表城市知识界，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农村下层的佃农，这使得丹麦农民在这两个政党中都有代表，有利于丹麦的政治现代化。

瑞典在政治现代化的初期具有人身自由的农民占支配地位，贵族在乡村没有西欧贵族那样绝对至高无上的势力，而在城市中也不像西欧贵族那样受到新兴资产阶级的排挤，在这种自由农民与无足轻重的城市相结合的结构中，外生因素将起最后的决定作用，这导致1680-1809年瑞典在专制主义和代议制之间动摇不定。在1809年的宪法中，瑞典的等级制代议制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农民有了自己的代表机构，减少了进一步扩大权利的压力。1866年改革带来了选举权的扩大，加强了富裕农民在下院中的地位，结果要求进一步扩大选举权的决定性压力势必来自议会外部，即农村以及工业无产者。由于群众由代议制机构外的集团，如禁酒主义者、自由教会、新生的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等来动员，其动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选举权的范围从1866年才逐渐开始扩大，直到20世纪初，男性公民中只有35%有投票权。1907年以后，选举权扩大到所有男性公民，但对投票者仍有纳税的规定，因而仍然存在明显的不平等，直到1920年才废除这一规定。在政党方面，瑞典农民早期在下院的优势导致了不同的联盟，最初在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后来随着强大的自由党的兴起，发展出由农村和城市派组成的右翼政党保守党，最后又从这个保守党和自由党里分裂出一个纯粹的农民党。

挪威与丹麦一样有强大的资产阶级因素，但事实上不存在贵族，庄园数量也少，大多数农民要么是自由农民，要么是付很低租金的佃农，也就是说，挪威的农村经济接近瑞典，而城市接近丹麦，这使挪威的政治现代化基础具有丹麦和瑞典两者的特点，但在具体的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由于政治动员的组织在于议会内部，因而与丹麦一样，更迅速地转入民主化。挪威是北欧第一个实现政治参与的民主化国家，早在1814年斯托尔庭成立之际，大约45%25岁以上男性公民就获得了选举权。1849年确定议会代表制，扩大了公民选举权。1884年，在北欧首先建立内阁对议会负责的制度。

芬兰在政治现代化的初期长期在俄国的统治下，特别是在19世纪末期开始的俄国化，使芬兰在实现民主化的过程中带有强烈的民族独立的任务，由于争取民主化与民族独立的任务纠缠在一起，这使芬兰的政治现代化经历较长的时间。1809年，芬兰建立四级等级议会，其后等级制议会维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到1906年才产生了以普选权为基础的一院制议会埃达斯孔塔，芬兰从一个等级代表制直接跳到普选制，20世纪初建立内阁对议会负责的制度。

在社会现代化方面，北欧国家在战后都相继建立了高税收、高积累、高福利为主要内容的所谓“北欧模式”，在教育、城市化等方面也颇有特色，总体来说，差异不大，主要的差异在于实行国家福利的时间、国家干预的程度、社会的公平度等方面。就整个北欧的现代化模式来说，由于北欧各国的现代化条件大致相似，如北欧国家普遍人口比较少，除个别国家的个别地区外，资源都相对贫乏，在地理、历史、宗教文化、语言等方面具有相近性或相似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其共性大于差异。当然，就整体而言，北欧模式给人最深的印象，却是其现代化的“自然”属性，似乎现代化的各种因素早就孕育在北欧各国的土壤中，时机一到，就会自然产生这样的现代化结果。尤其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北欧各国几乎都没有在国内遇到大的反抗现代化的力量。这样的情况不仅在世界其他国家是罕见的，就是在欧洲也十分独特。那么，构成这一现象最本源的因素是什么？如果我们仔细考证，或许只能认为，北欧各国原始的民主传统始终没有中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正是这样一种即便不完善的民主机制，使社会各方的利益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平衡，从而避免了其他国家那种你死我活的冲突局面。原始民主与现代民主之间是否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北欧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十分值得后起现代化国家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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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乘旦

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大约从二十多年前开始进入高潮，到现在已趋平静，不像前一段时间那样火爆了。这种情况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化研究在国际学术界高度走红，涌现出一大批国际知名学者，也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后来，研究渐趋平稳，慢慢退隐成学术研究中的话语背景。但它的话语威力至今仍然强劲，现在，几乎每一个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现代化研究的话语逻辑，受到它的学术影响。有些人不一定赞成现代化研究的路径与方法，甚至不赞成现代化研究本身；但现代化研究的思维逻辑却深深隐藏在当代学术话语结构中，没有人能够忽视它，更没有人能够避开它的影响。

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现代化研究的话语逻辑渗透在各个学科中，甚至渗透在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思维方式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至今仍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化”仍然是无数中国人追求的目标。普通中国人也许并不明白理论上的“现代化”究竟是什么，但“现代化”对他们而言却是一种向往；在今天，现代化仍旧是国家的目标，是民族的追求，也是一种现实中的生活。

中国的向往与它近代的经历有密切关系。一百七十多年前，中国的大门被西方打开，几千年的文明遭受严重冲击，而冲击最强烈之处，是中国历史自身运行的轨迹被打乱了，中国被迫面对世界，并且去适应那个世界。经过一百多年的摸索，在经受了最深重的苦难之后，今天，中国已重新屹立于世界，成了这个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尽管已取得伟大的成就，但现代化仍旧在中国持续，它还有许多事没有做、而必须去做。这就是现代化研究在中国持续展开的时代背景与历史背景，一个学科的生命力就体现在这里：它一定要和历史与现实交融一体，体现出对时代的关怀。

因此，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和西方的现代化研究就有很大区别了，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的现代化研究是立足于本国的需要，因而着眼于本土；西方的现代化研究则把矛头指向别人，想通过学术方式把自己的判断传输给别人。我们都知道现代化研究起源于西方，二战后，西方面对一大批新出现的独立国家和新形成的世界格局，一方面想了解这些国家，另一方面想控制这个世界，就迫切需要创建一个新的学科，提供新的研究方式和新的视角，“现代化研究”于是应运而生。现代化研究是一个跨学科、多维度的新领域，综合着许多学科的共同努力；但西方的目标，是影响新形成国家的发展方向，用自己的形象去塑造世界。

但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却是为中国服务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全力以赴地投入现代化，它迫切需要了解外国，了解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它希望知道各国曾经犯过的错误，也希望知道各国所积累的经验。所以，了解其他国家、为自己提供借鉴，这是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地，也是它最大的特点。由于中国的现代化研究是为本国服务的，所以它的观察就带有明显的批判性，其选题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它用批判的眼光观察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也从批判的角度考察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的现代化。

从宏观角度看，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过程，时至今日，这一点已经很明白。几百年来世界的变化都可以用“现代化”这个词来概括，尽管人们对“现代化”有不同理解，词本身甚至文不达意、表意不明。但它所表达的内容和历史过程却是明了的，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有些人因为“现代化”这个词表意不准确而不承认现代化过程的存在，这个逻辑很奇怪，因为任何一种语言中的任何一个词都会有同样的缺点，这正是人类语言的一大缺陷。事实上，“现代化”所表达的那个过程不仅存在，而且是世界性的历史现象，在过去几百年中，在世界各地，都有先有后地发生着类似的变化，变化的方向一样，变化的结果也基本雷同，这就是世界现代化。世界现代化首先表现出巨大的共性，即相似性，是共性使“世界现代化”得以成立。但现代化在世界各地又有不同——道路不同，经历不同，模式不同，表现方式不同，成功与失败不同，经验与教训不同——这些都是现代化的特殊性。特殊性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可能表现，由于其文化背景不同，历史传统不同，置身于其中的当事人不同，时代与社会环境各不相同，主观与客观的因素相互交织，就演绎了世界现代化的多种途径，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不同“模式”。现代化研究离不开对“模式”的研究，而“模式”则既包括现代化过程中的共同性，也包括现代化过程中的特殊性，因此，现代化研究就是对现代化过程中的共同性和特殊性进行交叉和立体的研究，在研究中，共同性和特殊性都得到体现，从而使人们对现代化过程有完整的了解。

本书把着眼点放在“模式”上。十卷的分工，“总论卷”提供讨论的框架，对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学术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回顾世界现代化的总体过程，并提出一些共同问题。其余各卷按地域分工，分别讨论一个地域的现代化“模式”问题。在一个地域中，可能因为存在着某些比较明显的共同性特征而生成一种地域性“模式”；但也可能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模式”，分别由若干不同国家为代表。必须说明：“模式”与地域可以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处于不同地域、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也可以形成类同的“模式”。对“模式”的探讨使我们对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地区与国家的情况有更深刻、更具体的理解；而通过对不同的“模式”进行分析和比较，又使我们对世界现代化的整体过程有更好的把握。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在《世界现代化历程》这部书中所作的研究工作。

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希望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某些借鉴；同时，也希望对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做一个阶段性总结。

参与本书写作的有国内许多所高校的学者，他们都曾对现代化问题有过探讨，并且对自己所研究的地区和国家有深刻的了解，是各自领域的出色专家。改革开放后，国内已涌现出一批区域·国别研究的专家，他们的研究覆盖着世界上相当大的地域范围，这是值得欣慰的，没有这样的人才准备，就不可能写出这部书。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为这部书的写作和出版做了重要的工作，所有作者都对此十分感谢。

本书是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模式研究”的最终成果，也是完整的成果，体现着十年来数十位学者辛勤工作的成果。

我们希望这部书能够对中国的世界现代化研究做出一点贡献。

2015年2月，于北京


作者的话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波及全球的一股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它既是人类社会谋求进步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各国文明演进的方向。现代化源于西欧，是伴随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所聚积的强大内动力而兴起的。英国、法国和德国是西欧最早启动现代化的国家，并且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发展模式。西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表明，现代化并不囿于某种固定的模式，而是彰显出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或多元性。

位于西亚北非的中东国家多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历史上，中东地区轮番出现过诸多彪炳于史册的庞大帝国和盛世王朝，它们曾为人类创造了璀璨的文化，亦曾在科学技术上独领风骚。但自近代以来，在内外合力的挤压和冲击下，中东国家全面式微。因此，中东国家成为现代化运动的后来者。实际上，在持续不断的现代化浪潮的驱动下，中东国家实施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也是一种无法回避的被动回应。这种态势使中东国家的现代化无不具有外源性和后发型的基本特点。另一方面，中东国家启动现代化的原始动力、经济结构、社会基础、价值取向和文化诉求同样有别于西方，由此决定了中东国家不可能完全认同和照搬西方模式来推进本国的现代化。简言之，作为世界伊斯兰宗教文化圈最重要的构成，中东国家的现代化战略因其固有的宗教地域性而显露分野和独具特色。


绪论　中东国家现代化综述

一、中东的地理概念及文明的兴衰

“中东”是一个相对空间的称谓，也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它最初的出现和形成明显带有西方“欧洲中心论”的标识。早在19世纪，当西方殖民霸权东扩时，西方列强出于自身的战略需要，依据东方国家距离欧洲的远近将其肢解为“近东”、“中东”和“远东”。但这三个区域之间并不存在明确和一致的界限。通常大致是将处在衰败中的奥斯曼帝国控制的势力范围称做“近东”，将英、俄影响下的伊朗以及与其毗邻的中亚和英国控制的波斯湾沿岸地区称做“中东”，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距离欧洲较远的亚太地区则被称做“远东”。由于“近东”和“中东”彼此连接，而且基本上都是有着共同宗教信仰的伊斯兰国家，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伴随奥斯曼帝国的消亡，区分“近东”和“中东”的原有政治内涵已不复存在，这两个区域又被并称为“中近东”或“中东”。而“中东”这一称谓越来越多地得到国际社会更广泛的接受和采用。于是，它便约定俗成地作为新的地缘政治学概念一直被沿用下来。

关于中东的范围，目前世界上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中东泛指东起阿富汗，西迄非洲大西洋沿岸的马格里布诸国和毛里塔尼亚，北面包括土耳其，南面抵达阿拉伯半岛最南端的广大地区。该地区又被人们统称为“西亚北非”。狭义的中东是指亚、非、欧三大洲的结合部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西南亚地区。该地区由18个国家和实体组成，它们是：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约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塞浦路斯、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也门和埃及。本书在宏观上研究的对象或涉及的范畴除上述18国外，还包括马格里布4国，即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这22个国家算得上是广义的中东。之所以将马格里布诸国纳入到18国中进行综合研究，其原因在于，马格里布4国均为阿拉伯国家，素有“阿拉伯西方”之称。4国同18国无论在地域上，还是在民族、宗教、文化、语言和社会生活等方面都保持着内在的密切联系，是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故此，必须将马格里布诸国同18国结合在一起，才能比较完整地探讨和展现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全貌。

中东是人类多种文明的发祥地，并在世界古代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古埃及、两河流域和古波斯是古代中东诸文明的集中体现。

公元前6000——前5000年代，埃及已拥有相当发达的农业文化，铜器和石器、木器、骨器并用。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境内出现了一系列奴隶制小国。公元前3100年，上埃及的美尼斯将这些战乱不止的奴隶制小国统一为一个国家。此后，历经31个王朝，时间长达数千年之久。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古埃及人以其卓越的智慧创造了绚丽多彩的独特的传统文化。它那瑰伟迷人的象形文字、巍峨壮观的金字塔、辉煌无比的卡纳克神庙、充满神秘感的帝王谷和庄严肃穆的美农巨像等文化遗存，浓缩着古埃及人为人类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正如在公元前5世纪曾访问埃及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所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令人惊异的事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巨大业绩。”

两河流域是古代中东文明的另一个重要发祥地，它与古埃及文明几乎同时存在。两河流域是指发源于土耳其亚美尼亚高原群山的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条大河之间的中下游地区，古希腊人称之为“美索不达米亚”（古希腊文意即“河间之地”）。其地理位置大致相当于现今的伊拉克。在古代，两河流域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称亚述，南部称巴比伦尼亚。而巴比伦尼亚再分为南、北两部，它以今日伊拉克的努法尔为界，北面称阿卡德，南面称苏美尔。两河流域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相继出现了几十个早期的奴隶制城邦国家。后来，两河流域在不断的统一过程中，陆续建立了苏美尔王朝和古巴比伦、亚述、新巴比伦三个帝国，同时形成了代表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三大文化，即苏美尔文化、巴比伦文化和亚述文化。最能体现两河流域古文明精髓的是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历法和车轮运输（两轮战车和四轮货车）；在建筑方面有新巴比伦王国尼布甲尼撒时期修建的“空中花园”，它被古希腊人称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在法律方面有两部举世闻名的法典——《乌尔纳姆法典》和《汉穆拉比法典》。前者是迄今所知的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法典（现仅存一些残篇），后者则是世界古代史上第一部最完整的法典。两河流域的古文明对推动古代西亚历史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古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之后，取而代之的是古波斯的文明。公元前6世纪中叶，波斯阿黑门尼德族的首领居鲁士（公元前558——前529年）消灭统治波斯人的米底王国，建立阿黑门尼德王朝，由此揭开了波斯帝国的历史。大流士在位期间，古波斯达到鼎盛。其疆域囊括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巴勒斯坦、埃及、伊朗高原以及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地区。波斯帝国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内涵上，都胜于它之前出现的任何帝国。其文明主要表现在它所形成的一整套维系和管理帝国的比较成熟的制度上，其中包括行省制度、赋税制度、铸币制度、驿道制度、军事制度、宗教政策以及对被征服地区统治阶级的政策等。这些制度和政策后来又被它之后的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所承袭，从而使其“制度文明”得到发扬光大。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特别是罗马帝国从波斯帝国的传统中吸收了许多有益的养分。“因此，波斯帝国既为西亚北非的古代文明作了总结，又为后来的希腊罗马古典文明提供了借鉴，起了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

自公元前4世纪起，中东相继处于异族希腊和罗马人的统治之下，它们导致中东古代文明的终结。但是，在拜占廷罗马人称雄中东的时期，它却遭到萨珊波斯人的抗衡。双方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两败俱伤。这便为阿拉伯人在阿拉伯半岛的崛起提供了时机。

7世纪初，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他把当时阿拉伯半岛麦加古莱什部落信仰的主神安拉奉为宇宙万物唯一的真主，自称真主的使者和先知。伊斯兰教成为继犹太教和基督教之后的另一个一神教。随后，穆罕默德通过武力征服和伊斯兰教的传播，最终将阿拉伯半岛各个互不辖属的部落统一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从而为阿拉伯帝国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穆罕默德去世后，其后继者继续开拓穆罕默德的事业，历经四大哈里发时期（632-661年）、伍麦叶王朝时期（661-750年），至阿拔斯王朝前100年（750-850年前后），阿拉伯帝国达到巅峰。中东文明进入第二个繁荣时期，即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时期。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是在吸纳古代多种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所具有的鲜明的兼容性使东西方文化相互融汇，映射出灿烂的光芒。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成就表现在诸多领域，其中主要包括天文学、数学、物理、化学、医学、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哲学和建筑学等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历时近两个世纪的阿拉伯人的翻译运动。阿拉伯学者借助翻译运动，把阿拉伯学术的精华和阿拉伯人保存的大量鲜为人知的希腊学术著作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成果，通过拉丁文等译本传到欧洲，而当时的欧洲尚处在文化低潮的所谓“黑暗”时代。因此，翻译运动不仅弥补了欧洲文化的“断层”，而且点燃了欧洲智慧的火种，并为欧洲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然而，9世纪中叶后，伴随阿拔斯王朝内部各种矛盾的激化，阿拉伯帝国在经历了长期的兴旺和繁荣后，开始走下坡路，并且最终于1258年在蒙古人大规模的西征中覆灭。阿拉伯帝国消亡后，游牧部落塞尔柱突厥人以其迅速膨胀的军事力量出现在中东历史舞台上，并仰赖武力扩张和军事征服，建立庞大的封建军事帝国——奥斯曼帝国。及至16世纪上半叶，奥斯曼帝国拥有以前拜占廷和阿拉伯帝国的大部分领土，成为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强盛帝国。不过，奥斯曼帝国在宗教文化方面继承了阿拉伯帝国的遗产，仍将伊斯兰教作为国教。而且，奥斯曼帝国的素丹还在1543年前后胁迫阿拔斯王朝的最后一位哈里发穆台瓦基勒将哈里发职位移交给奥斯曼统治家族。从那时候起，奥斯曼帝国的素丹们据此使用哈里发称号，兼有素丹国世俗王权和哈里发国宗教神权的双重职能，并被视为全世界穆斯林的宗教领袖。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围东达里海海岸，西止摩洛哥，北起欧洲的维也纳，南到非洲的苏丹。地中海、黑海和红海几乎都变为它的“内湖”。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和弘扬。信奉和皈依伊斯兰教的地区和人数空前增长，伊斯兰教已经从单一的阿拉伯人信奉的宗教，真正成为多民族信奉的世界性宗教。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庞大的封建军事帝国，它的强盛主要是通过对外战争和武力征服表现出来的。一旦对外战争停止或遭遇挫折，便意味着它将失去支撑帝国扩张的动力，同时也预示着作为帝国重要社会基础的军事采邑制面临危机。16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对欧洲一系列战事的败北以及随后签订的《卡尔洛维茨条约》是奥斯曼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另一方面，帝国内部面临的各种难以克服的困难和问题进一步加快了它走向末路。而在此时，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洗礼的西方国家，先后爆发了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了以基督教为主体的古老传统价值的转化，出现了倡导平等、博爱、自由的新教伦理。这种新教伦理使长期被禁锢和束缚的人性得到解放，人的才能和创造力得到超前发挥。西方社会得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形成了比较健全而稳固的社会政治体制，同时又在工业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取得了非凡的器物文明和科技进步。西方人的新观念和新技术使他们在许多领域远远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为了满足自身的资本主义发展需要，西方开始向海外寻找空间和拓展市场。处在衰败中的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东方伊斯兰世界，由于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和广阔的地域及丰富的资源，首当其冲地被西方所觊觎和垂涎。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方向伊斯兰世界的挑战既是它们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也是西方受到向伊斯兰世界“复仇”心态的驱动。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论及历史上伊斯兰世界同西方的冲突时写道：“过去，伊斯兰与我们西方社会不断地多次发生相互间的作用与再作用，但条件不同，角色也在变换。他们之间的第一次遭遇发生在西方社会尚处幼年之时，那时，伊斯兰教已是阿拉伯人所处的辉煌时代的一种特殊宗教了。阿拉伯人刚好征服并重新统一了中东古文明的领土，他们打算把这一帝国扩张为世界国家。在那第一次冲突中，穆斯林几乎占领了西方社会原有领土的一半，只差没有使自己成为全世界的主人。”因此，近代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挑战蕴含多种原因。但是，这时伊斯兰世界面对的已不再是幼年之时的西方，也不是十字军东征时代野蛮、凶悍且主要以骑兵和步兵战斗的基督徒，而是谋求强权的“船坚炮利”的殖民者，以及尾随他们接踵而至的用新教伦理熏陶的传教士、教育家和巨商大贾。在这次和此后的一系列较量中，拥有“新观念”和新技术的西方完全占据了上风。伊斯兰教因其保守和僵化，自身宗教文化优势江河日下，加之在政治和军事上处于明显弱势，伊斯兰世界已经无法找到同西方抗衡的武器，因而也不可能阻挡住西方入侵的狂潮。

自19世纪下半叶起，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中东国家不断被肢解和瓜分，相继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被保护国”。穆斯林崇尚的伊斯兰宗教——政治——文化体系全面受到西方新文化的猛烈冲击，同时他们还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丧失了主权和独立，成为西方殖民主义的附庸。在漫长的西方殖民统治时代，中东国家承受着殖民者贪婪无情的资源掠夺和文化摧残，中东国家原有社会经济结构遭到破坏，处于极端封闭和落后状态。与此同时，西方殖民者在政治上依然保留中东国家东方式专制的基础上，又将他们的欧洲式专制强加于中东国家，使中东国家失去了它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以致许多中东国家通过长期的抗争陆续获得独立时，其社会经济形态仍处在前资本主义阶段。


二、中东国家的分类和制约现代化的因素

中东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着阿拉伯人、突厥人、波斯人、库尔德人和犹太人等众多民族。中东国家基本上都信仰伊斯兰教，而且绝大多数国家都饱尝了屈辱的殖民奴役和压迫，这也是它们的共同点。除此之外，独立后的中东国家在其他方面却存在诸多差异。在政治制度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些中东国家经历了由殖民地半殖民地向民族独立国家，或是由传统的封建专制向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的历史性演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中东地区蓬勃兴起的民族民主运动的推动下，又有许多中东国家通过不懈的抗争，分别建立共和制和君主制国家。这样，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中东地区形成了君主制和共和制两大政治体制并存的基本格局。其中海湾地区构成当今世界君主国最集中的地区。中东的共和制国家除伊朗外，基本上都实行政教分离制。在实行政教合一的国家中，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最有代表性，但是宗教在这两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又有所区别。

黎巴嫩和以色列是中东国家中仅有的两个非穆斯林国家。黎巴嫩西濒地中海，北部和东部毗邻叙利亚，南部与以色列接壤，国土面积10452平方公里，是中东地区的蕞尔小国。黎巴嫩同为阿拉伯国家，但国内人口主要由基督徒和穆斯林构成，是在家族和教派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在历史上，黎巴嫩长期隶属于奥斯曼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联盟在圣雷莫会议上授权法国托管黎巴嫩。法国政府于1920年9月1日根据圣雷莫会议决议正式宣布黎巴嫩诞生，法国高级专员行使国家最高权力，因而黎巴嫩实际上成为了法国的殖民地。1932年，黎巴嫩第一任总统希腊东正教徒查尔斯·达巴斯任期结束时，黎巴嫩举行了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根据人口普查所获各教派人口在全国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的多寡，确定总统应是基督教马龙派信徒，总理应是伊斯兰教逊尼派穆斯林，议长应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穆斯林。基督教马龙派信徒担任总统意味着基督教在黎巴嫩占有主导地位。1943年，黎巴嫩摆脱法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随后，黎巴嫩各教派就新国家的治国施政方针达成共识，并通过《民族宪章》（亦称《国民公约》）。《民族宪章》规定，黎巴嫩是一个完全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承认黎巴嫩与西方在精神上和智力上的不可切断的联系，与阿拉伯世界在地理上和文化上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双方既反对基督教极端派将黎巴嫩建成基督教国家的主张，也反对穆斯林激进派将黎巴嫩并入任何阿拉伯国家的立场。《民族宪章》还重申和确认了黎巴嫩共和国三个最高政府职位的分配原则：总统必须是马龙派的信徒，总理必须是逊尼派穆斯林，议长必须是什叶派穆斯林。而议会席位则按6:5的比例在基督徒和穆斯林中进行分配。黎巴嫩根据1943年《民族宪章》形成的这一独特的政治体制被人们称为“政治教派体制”。然而，这一体制伴随战后穆斯林人口的迅速增长，导致黎巴嫩国内两大教派之间的权力之争不断加剧，最终在1975年酿成长达14年之久的内战。直到1989年，在国际社会的不断斡旋下，黎巴嫩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各派在沙特阿拉伯的塔伊夫经过激烈谈判和反复磋商，签署了结束内战的《塔伊夫协议》，即《民族和解文件》。《塔伊夫协议》调整了黎巴嫩国家权力的格局，基督教派和伊斯兰教派在议席和军政要职的分配比例由过去的6:5改为各占50%，同时还极大地削弱了总统的职权。从本质上看，这也是整体上削弱了基督教派的权力。但是，这种调整并未改变黎巴嫩“政治教派体制”的基本特征。由于黎巴嫩一直处于各种内外矛盾的旋涡之中，在外来因素的影响下，黎巴嫩政局一直动荡不定，从而凸显了黎巴嫩政体的脆弱性。

以色列的情况更为特殊。以色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在大国的支持下，通过不断移民建立起来的一个犹太国家。以色列犹太人的祖先是古代希伯来人，早在公元前1030年至公元前930年，希伯来人曾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长达百年之久的统一的希伯来王国。135年，不断遭到罗马帝国奴役和屠杀的犹太人开始流散于世界各地。此后，犹太人在各流散地长期承受着周而复始的反犹主义的残酷迫害，从而唤醒了他们重返故土的信念和愿望。19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思潮在欧洲大陆兴起，并且迅速转化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实践，流散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掀起一次次向故土“以色列地”移居的浪潮。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先后得到出于自身权益考虑的英、美等国的支持，也正是在大国的全力扶持下，现代以色列得以建立，由此最终圆了古老犹太民族的复国之梦。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起源于欧洲，早期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也主要是来自于欧洲的犹太社团，同时以色列国的建立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这些因素决定了以色列同西方国家的密切关系，并且深受西方政治制度的影响。因此，建国后的以色列以西方社会为蓝本，确立了以普选制、三权分立和多党并存为特色的现代民主制度，是中东地区唯一实行议会民主制的国家。它显示出同其他中东国家的根本区别。

在自然资源和经济结构方面，中东国家的差别同样十分明显。如按类型划分，大致可归为四类：第一类是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并以石油为经济主体的海湾君主国；第二类是工农业基础较好，且能出口相当数量石油及农产品的国家，如埃及、阿尔及利亚、利比亚、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第三类是注重发展出口制造业，制成品出口在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的国家，如土耳其和塞浦路斯等国，以色列亦可纳入此类国家，但由于它的经济基础更雄厚，并且突出地表现在军工、高科技和农业等方面，其制成品出口的竞争力更强，其他中东国家很难相比。第四类是工业基础相当薄弱，主要依靠出口初级农矿产品和少量加工工业品及输出劳工赚取外汇发展经济的国家，如摩洛哥、约旦、也门、巴勒斯坦等国。

中东伊斯兰国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单从其自身看，来自宗教、部族和“超政府力量”的影响占有突出地位。如前所述，中东地区除以色列和黎巴嫩外，基本上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宗教地域特征和伊斯兰教固有的强烈涉世性，使它们对中东伊斯兰国家产生的巨大影响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为过（关于伊斯兰教的影响和作用将在后文中进行专述）。另一方面，中东社会和中东国家大都由氏族和部落脱胎而来，或是同部族的关系渊源久远。因此，独立后中东民族国家及各类政体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完全取代或破坏了原有的以血缘纽带和宗法氏族制为基础的人际与臣民关系。相反，由于根深蒂固的氏族部落观念及其宗教和社会特点，许多中东国家普遍认同部族关系和传统权威，家族作为社会结构中心的地位难以改变。同时，对家族的忠诚依然是所有义务中最主要的义务，一些传统的重要家族首领或部落酋长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召唤力和统治权。这也是中东国家特别是海湾诸国在获得独立并建立民族国家之后，仍能长期维系家族统治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使是那些建立共和政权的中东国家，由于部落观念和部族关系在社会结构中的广泛存在，家族或部落仍然能够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产生非同寻常的影响。“超政府力量”是影响中东国家发展的又一大因素。“超政府力量”主要是指中东国家政治体系中超越或凌驾于政府之上的势力。它通常包括：（1）“奇里斯玛式”领袖人物。这些人可区分为世俗与宗教两类，他们凭借个人超凡的创造力和魅力，并被人为地打上某种“神秘色彩”或被“神化”，从而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2）圣裔和古老名门望族的首领。这类人属于传统权威，他们往往通过自己的特殊身份，取得宗教或政治“合法性”，获得国民的广泛拥戴，并以君主、国王的名义主宰国家的命运。（3）军队，亦即由军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或其他代表军队力量的组织。这类组织虽不属于国家政府机构的正式组成部分，但却拥有凌驾于政府之上或超政府的最高国家权力。军队组织主要扮演监督政府或在政府危机时刻取代政府发挥权威作用的角色。通过以上情况的介绍，可以看出，中东伊斯兰国家获得独立后，绝大多数国家在本质上依然维持着传统社会的明显特征。

现代化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演进，也是对传统社会的全面改造。这种改造或变革涉及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新旧势力的碰撞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矛盾与冲突必然导致强烈的社会震荡，并对现代化进程构成种种阻力。拥有古老传统的中东国家，其现代化运动是在强大外力的驱动下启动的。同时，中东国家本身又存在诸多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不仅反映在经济基础和社会构成方面，而且更突出地反映在宗教文化观念和思想意识的转换方面，这便注定了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将是一个复杂而缓慢的过程，并且充满了艰难与坎坷。


三、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主要阶段

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自近代以来，在世界现代化运动浪潮的影响和冲击下，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大体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运动高潮。每一次高潮又可粗略地划分为若干阶段，每一阶段因其历史条件和发展目标不同而有着特定的内涵。

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运动高潮是在奥斯曼帝国的后期。17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帝国在同欧洲的多次军事较量中屡屡失败。面对一系列战争败绩和国内各种矛盾的困扰，1699年1月奥斯曼帝国被迫同奥地利、威尼斯、波兰、俄国和荷兰签订《卡尔洛维茨条约》。根据条约，奥地利获得匈牙利、德兰斯尼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大部分；波兰获得卡美涅茨和波多利亚两省；威尼斯获得摩里亚半岛；俄国先是同奥斯曼签订停战协定，紧跟着又在1700年通过在伊斯坦布尔签订的另一条约，获得亚述及其附近地区。

《卡尔洛维茨条约》既是中东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庞大的奥斯曼帝国由盛转衰的标志。此后，欧洲列强相继获得插手和干预中东事务的各种权力，同时还在中东国家攫取了一系列特权，并且不断加快全面向中东渗透和入侵的步伐。

在国力衰微和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关头，奥斯曼帝国统治集团中的改革派和有识之士开始从不同层面做出反应，寻求救亡图存、强国富民之路。1719年，奥斯曼帝国素丹艾哈迈德三世（1703-1730年）率先效仿西方在帝国范围内实施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革，由此揭开了中东地区艰难的现代化进程的序幕。此后，历经麦哈迈德一世（1730-1754年）改革、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1774-1789年）改革、谢里姆三世（1789-1807年）的“新秩序”改革、麦哈迈德二世（1808-1839年）的“新军重建”改革、阿卜杜勒·麦吉德（1839-1861年）和阿卜杜勒·阿齐兹（1861-1876年）的“坦齐马特”改革。上述各个时期的现代化改革，持续时间长达百余年之久。

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改革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的现代化改革主要集中在军事上，这同它封建军事帝国的性质和欧洲列强咄咄逼人的殖民扩张有很大关系。改革者基于重建军事强国的美好愿望，意识到作为精神支柱的伊斯兰传统已不足以与西方现代化先进军事技术抗衡，要想使帝国再度强盛，只能借助西方式的军事改革来实现。因此，从艾哈迈德三世到麦哈迈德二世，奥斯曼帝国历次现代化改革的重点优先体现在军事方面，并呈现出鲜明的“重武”和“强军”色彩。奥斯曼帝国前期的现代化变革在一定程度上为帝国注入了活力，局部改变或延缓了其衰势。然而，由于奥斯曼帝国前期的现代化变革一直遭到最顽固的封建保守势力的竭力反对和破坏，而这些改革本身也都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并未触及导致其衰败的深层原因，因此，它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帝国内外危机的总趋势。

为了挽救国家，避免帝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奥斯曼帝国后一阶段的现代化改革逐渐由器物层面的军事改革，进而拓展为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和社会文化生活的改革。阿卜杜勒·麦吉德和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坦齐马特改革便是奥斯曼帝国前期变革深入发展的体现。坦齐马特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行政管理体制、法律、财政、税制和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它是一种温和的社会改良，勾画了帝国全面变革所遵循的方向和“蓝图”。其最终目标是使“宗教、政府、国家、人民达到繁荣”。坦齐马特改革前后历时37年。在改革过程中奥斯曼帝国的国力有所恢复，甚至一度出现短暂的“复兴”态势。但是，坦齐马特改革毕竟不是百病包治的灵丹妙药，它在奥斯曼帝国总体上趋于衰败的大前提下，不可能阻止帝国不断被肢解的厄运。坦齐马特改革的重要社会意义在于，它的许多现代化改革措施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和新兴社会阶层的产生。它在国家政体、法律方面的改革，尤其是1876年第一部向君主立宪制过渡的奥斯曼宪法的颁布，开辟了奥斯曼帝国向现代国家政治体制转变的道路，为现代土耳其的宪政体制和世俗化方向奠定了基础。同时，它在教育、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改革则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共和国的创建及其向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舆论和思想准备。

另一方面，在中东地区伴随奥斯曼帝国后期现代化改革的还有穆罕默德·阿里于1809-1849年在埃及实施的变革。这一时期的埃及虽然在名义上仍隶属于奥斯曼帝国，穆罕默德·阿里也承认素丹的宗主权，而实际上他却拥有相当独立的统治权。为了彻底摆脱土耳其人的樊篱，抵御西方列强入侵，把埃及建成一个强大的国家，穆罕默德·阿里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同样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诸领域。穆罕默德·阿里的可贵之处是他在改革中对农业、工业和军事采取均衡发展的政策。同时大量选派各类留学生出国深造，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撰写的《全球通史》一书中写道：“穆罕默德·阿里的历史意义在于他是第一个意识到西方技术的意义并有效地利用西方技术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的中东的统治者。”马克思亦曾对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给予高度评价，称赞穆罕默德·阿里统治的埃及是“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唯一有生命力部分”。

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最终因西方列强的干涉而失败。在此之后，赛义德和易司马仪继承了穆罕默德·阿里的未竟事业，继续在埃及推进社会变革。不同的是，穆罕默德·阿里的后继者们的改革，特别是易司马仪的改革采取了全盘“西化”的政策，并且刻意追求和简单模仿形式上的“欧化”。易司马仪设定的改革目标是让埃及不再是一个非洲国家，而要成为欧洲的一部分。确实，通过改革，易司马仪时期的开罗和海滨城市亚历山大已相当欧化，这里有崭新的街道、比较完善的公共设施、随处可见的欧式建筑，等等。但易司马仪改革引起的另一种连锁反应是欧洲人和欧洲资本大量涌入埃及。欧洲人在埃及享有各种特权，在技术和军政等部门被委以重任。欧洲资本借助易司马仪不断向外大规模举债之机，逐步控制了埃及的财政、税收大权，掌握了埃及的经济命脉。与此同时，主权和独立地位的日渐削弱与丧失，必然置埃及于半殖民地的困境，并由此终结了自18世纪初期以来在中东地区兴起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浪潮。

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第二次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运动高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东国家来说是一次血与火的洗礼，也是一次涅槃的再生。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指出：“帝国主义战争也唤醒了东方，把东方各族人民卷入了国际政治生活。英国和法国武装了殖民地人民，帮助他们熟悉了军事技术装备和新式机器。他们将利用这种科学知识去反对帝国主义的老爷们。”战争强化了中东各国的民族民主意识，在中东各民族长期的抗争下，战后中东地区诞生了第一批独立的或形式上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些国家包括土耳其、伊朗、阿富汗、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等国。

一般来说，民族国家获得独立后，它们面临的共同课题是巩固中央集权制，加速民族经济发展，反对国内外敌对的分裂和颠覆势力的破坏，而完成这些使命的最有效的途径便是改革。伴随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土耳其成为战后中东地区第一个建立共和制的国家。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被称为“共和国之父”的凯末尔率先领导土耳其人实施了以政教分离为主要内容的民族化和世俗化改革，选择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定位，实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东地区现代化运动的重要突破。土耳其的现代化改革是在凯末尔主义的六项原则，即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和革命主义的基本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改革的核心是世俗化。这是一项全面、系统地对土耳其社会改造的工程，它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风俗习惯以及其他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通过改革，土耳其的独立地位得到维护和巩固，同时摆脱了传统的伊斯兰教神权势力对政治生活和社会文化的束缚，确保了土耳其沿着民族化、世俗化和现代化的道路发展。

凯末尔的改革在中东地区引起强烈共鸣，一些中东国家都把土耳其的现代化改革作为典范和样板予以效仿。同属中东北层国家的伊朗和阿富汗紧随土耳其之后，分别在各自国内进行了类似土耳其的相应变革。

1919-1921年伊朗民族民主运动失败后，原属波斯哥萨克部队的指挥官礼萨·汗通过军事政变夺取伊朗军政大权。1925年，礼萨·汗建立巴列维王朝。礼萨·汗登上王位后，为了巩固新兴地主和资产阶级政权，并使伊朗成为一个统一而强盛的国家，旋即效法凯末尔模式对伊朗社会实施了改革。礼萨·汗对伊朗的改革是在中央集权的君主制政体下进行的，但他在伊朗法律、教育、社会、宗教等方面的变革却具有明显的世俗化性质，而且取得了一定成效。礼萨·汗同凯末尔一样，都渴望冲破宗教的重重阻力，创建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伊朗是中东地区唯一由伊斯兰教什叶派掌握的国家，自16世纪初什叶派被萨法维王朝确立为国教后，它一直是伊朗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强大的召唤力，对伊朗社会和政治构成重大影响。在伊朗历史上，世俗王权与宗教神权之间的斗争、妥协与合作交替出现，斗争却远远大于合作。礼萨·汗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不断削弱、挤压传统和保守的宗教势力。但由于礼萨·汗出身行伍，既没有经受过现代教育的熏陶，又缺乏对西方社会的真正了解，他只是凭仗经验和感官，力图借助军队实现强国之梦。因此，他的统治和改革充满了暴力和血腥味。同时，他也无法理性地协调世俗与宗教的关系，致使处于蛰伏状态的宗教反对派始终在积蓄力量寻找向世俗王权发难的时机。

阿富汗是一个完全以农牧为经济主体的小国，它在第三次抗英战争后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由于受土耳其和伊朗改革的影响，阿马努拉国王决心以凯末尔为样板，通过改革来贯彻“青年阿富汗派”的独立、民主、科学的纲领，将阿富汗变为文明的现代国家。阿马努拉的改革从1919年到1929年共持续了10年，先后颁布了100多项改革法令，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教和生活习俗等诸多方面。从本质上看，阿马努拉的改革是一次变革阿富汗落后生产关系，推动阿富汗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探索和尝试。改革的目的是要把落后、闭塞的封建农牧国度变为现代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国家。但阿马努拉的改革却以失败告终，其致命弱点在于，阿马努拉在变革中完全忽视了阿富汗社会、政治和经济极其落后的国情，一味全盘照搬或机械模仿外国经验，他的改革举措大都脱离阿富汗的社会发展水平，超越国民的承受能力，再加上他本人刚愎自用，好大喜功，热衷虚荣，必然造成适得其反的结局。

与中东地区北层三国的现代化改革相比，地处阿拉伯半岛的沙特阿拉伯王国的改革属于另一类型。沙特王国是一个由部落酋长国扩展而成的阿拉伯国家，1927年5月，沙特王国的创立者伊本·沙特同英国签订《吉达条约》，从而摆脱英国的“保护国”地位，获得独立。沙特王国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也是境内伊斯兰教两大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的“护主”，素有穆斯林“精神祖国”之称。沙特王国固有的宗教地域特征决定了它必须把伊斯兰教作为立国之本。因此，战后沙特王国的改革是在伊斯兰教框架内进行的，具有非世俗化的特点。为了获得政治和宗教上的“合法性”，避免社会变革同伊斯兰教义的冲突，伊本·沙特提出了一种所谓开明的“瓦哈比理论”：对于任何新生事物，只要和伊斯兰精神不相抵触，即便《古兰经》上没有明文规定，也可以接受。实际上，这是一种调和理论，目的在于打通信仰与理性的关节，理顺圣俗关系，使伊斯兰文化同现代文化相互融汇。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沙特王国在建国之初依据伊斯兰教的基本精神，实施了适应独立后社会发展的渐进改革。这些改革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等领域。通过改革，一些新生事物逐渐在这个渗透着浓郁伊斯兰传统的国度里被吸纳和接受。伊本·沙特的非世俗化渐进改革，为改变沙特王国落后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使之向现代国家的过渡奠定了基础。这种改革顺应了时代潮流，有利于沙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伊本·沙特也成为中东国家在伊斯兰教的框架内实施现代化变革的开创者。这样，以凯末尔为代表的中东北层三国的世俗化改革和沙特王国的非世俗化改革就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两种基本模式。

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第三次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运动高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次高潮亦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自战争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东国家全面启动现代化发展的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中东地区在经历了长期剧烈的动荡、分化和组合后大体上形成了两大政治区域，即北层政治区域和南层政治区域。北层政治区域包括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三个非阿拉伯民族的主权国家；南层政治区域包括中东地区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南层政治区域按其政治演进又被划为肥沃新月政治地带和阿拉比亚政治地带。新月政治地带从伊拉克起，经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和巴勒斯坦，直到埃及。这一政治地带“是英法两国生死攸关的势力范围”，并由英法直接控制。阿拉比亚政治地带是指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沿岸的一批实施家族统治的部落酋长国，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中东的政治地图显示出英国是中东的真正主宰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在新形势下，经过反法西斯战争锻造的中东各国在战后掀起了新一轮声势浩大的民族解放运动。1952年，埃及首先爆发“七二三”革命，推翻了王权，摆脱了英国的控制，成为新的共和制国家。整个20世纪50年代，在埃及革命的激励下，叙利亚、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等国陆续发生了类似的革命或起义，并在这些国家建立了一系列共和制政权。另一方面，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沿岸的各个部落酋长国也在进行着谋求独立的斗争。海湾国家盛产石油，而石油资源既是重要的战略物质，又是西方工业的“生命线”，西方国家竭力维护海湾地区的稳定。海湾国家则因自身的种种局限，不能不依赖西方的扶持和帮助来开发石油资源。这种彼此利用、互有所求的关系使海湾国家无法割断同殖民者的各种联系。因此，战后海湾国家谋求独立的斗争基本上是通过和平、非暴力方式实现的。1961年，科威特独立；1962年，英国和法国联合发表的《英法宣言》宣布马斯喀特素丹国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1967年阿曼实现全境统一，1970年8月卡布斯执政后，国名改称阿曼素丹国）。1968年初，英国宣布将从海湾撤离。1970年，巴林和卡塔尔独立；1971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独立。至此，中东国家都摆脱了殖民统治的枷锁，建立了民族国家，中东独立民族国家体系形成。

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载体。中东国家获得独立和建立民族国家之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的现代化浪潮蓬勃兴起之际。在现代化浪潮的推动下，中东国家的执政党和政治精英们，切身地感受到本国同发达国家之间业已存在的巨大差距，而为了民族和国家的生存、自强、振兴与尊严，必须诉诸现代化。这成为中东国家刻不容缓的抉择，正是在这种客观形势的迫使下，中东国家开始全面推进现代化。

然而，现代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是一个新课题。发展中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如何解决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各种矛盾。世界历史的发展表明，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在发展中国家的变化在总体上经历了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以20世纪70-80年代为界线，在这之前，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是在西方殖民化和东方反殖民化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其表现形式主要集中在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上。20世纪60-70年代，西方殖民主义体系解体、东方民族独立国家体系形成。在这个大变化之后，东方各国的经济优先性就取代了政治优先性。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随之就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一矛盾更多地直接表现为传统与现代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尤其是突出地表现为传统价值观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价值观念之间的矛盾。

上述总结同样适用于中东国家。自战后初期到70年代末，中东国家在实施现代化发展时，明显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就是所谓“阿拉伯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实践。阿拉伯社会主义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思想成分复杂的特殊的社会主义理论，主要由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斯兰传统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个别原理所构成，是一种带有阿拉伯伊斯兰特色的社会思潮。中东国家提出的所谓社会主义主张，名目繁多，形式不一。归纳起来，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主要有埃及的纳赛尔主义、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复兴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的自管社会主义、突尼斯的宪政社会主义和利比亚卡扎菲的伊斯兰社会主义，等等。由于奉行上述主张的中东国家均为新生的阿拉伯国家，因而被统称为阿拉伯社会主义。

阿拉伯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一度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诸多阿拉伯国家推进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一方面是由于中东国家长期深受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之害而导致它们本能地对西方发展模式的排斥，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战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东地区深入广泛传播所产生的积极反响。特别是上世纪50-70年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迅猛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和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显示出非凡的生命力。在这种形势下，不断受到社会主义成就鼓舞的许多阿拉伯国家便把社会主义移植到了本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并使之盛行20多年之久。与此同时，中东地区盛产石油的海湾君主国，以及伊朗和土耳其等国基于它们同西方的各种关系而选择或仍坚持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它们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上世纪80年代初中东地区现代化运动浪潮的壮阔历史图景。

毫无疑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在维护民族尊严和权益方面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各国的物质文明和社会进步。但是，由于受内外多种因素的局限，几乎所有中东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基本上都未能实现既定的现代化发展目标。不仅如此，许多中东国家还遭遇一系列挫折和失败，并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衍生出各种新矛盾和新问题。特别是以伊朗为代表的全盘照搬西方的盲目超前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由于完全脱离伊朗的具体国情而激化了伊朗社会潜在的种种矛盾，从而导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和巴列维王朝的垮台。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标志着战后伊朗持续了20多年的现代化运动的夭折。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所产生的强大效应又在中东地区引发了伊斯兰潮的兴起，并迅猛地向中东国家和亚非两大洲的广阔地带蔓延。

在伊斯兰复兴运动狂飙的猛烈冲击下，自上世纪80年代初，中东各国普遍开始对本国的现代化实践进行反思。摩洛哥、突尼斯和埃及等国是最早试图对“错位”的社会、经济和现代化发展政策进行调整的国家，随后，这种调整在中东国家全面铺开，从而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即现代化战略调整和深入发展的阶段。

总体上看，上世纪80年代初期后，中东国家的现代化战略调整大同小异，大致可以用推进“五化”来概括。“五化”的具体内容是：自由化（放松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干预）、私营化（使国营企业和合作农场私有化）、外向化（改革原先实行的进口替代战略，建立出口导向的经济结构）、多样化（由出口原油或单一农矿原料产品为主，向出口包括原油产品加工在内的多样化的加工产品的转变）、知识化（注重普及教育，开发人力资源）。中东国家对现代化战略和政策的调整，其宗旨在于力图克服和纠正各国自二战结束以来在推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弊端，削弱国家垄断所造成的种种制约因素，尤其是渴望借助市场机制的自由发挥，最大限度地增加经济的活力，促进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加快国家的现代化步伐。然而，及至冷战结束时，中东国家对现代化战略和政策的调整仍不很成功。例如，长期困扰多数中东国家的债务负担、通货膨胀和失业等问题丝毫没有减轻，反而更趋严峻。同时，它还加速了国家财富向少数人的集中，以及投机倒把、攫取暴利等违法活动的泛滥和猖獗，社会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现象更加明显和突出，以致于再度诱发了中东各国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逆向反应，并酿成上世纪90年代上半期中东地区新一轮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浪潮。

后冷战时代，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新的历史阶段最突出的特点是：全球化趋势日渐强劲，信息技术和高科技扮演主角。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各国经济相互渗透，彼此联系日益密切，有利于落后者借助外来力量，充分利用各种国际资源和资金来弥补自身的不足，实现现代化发展的目标。但是，绝大多数中东国家尚未真正完成由传统农牧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而且也没有形成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先进工业体系，致使中东国家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这种态势造成中东国家面临的挑战远大于可供选择和利用的机遇，甚至还有可能被推向边缘化。

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和负面影响，中东国家在原有现代化战略调整的基础上，又开始进行新的现代化政策的调整与探索，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向更深层的领域拓展。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东国家的现代化战略呈现出一些新动向。其主要特点是：（1）更加注重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和强化私有经济在推进国家现代化中的作用；（2）实施鼓励出口与进口替代相结合的综合发展策略，加快工业化和经济多样化的进程；（3）着力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积极寻求多渠道、多类型的对外经济合作，尽早融入全球化的大潮中；（4）尽可能地协调现代与传统、世俗与宗教文化之间的各种互动关系，在确保伊斯兰基本特征的前提下，推动民主政治的适度或渐进发展。

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东国家推进现代化的新探索由于发生“9·11事件”而变得更加严峻。“9·11事件”后，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甚嚣尘上，在新保守主义思潮的主导下，美国先后发动了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两场战争，随之又抛出所谓重塑中东新秩序和推动中东民主化进程的“大中东计划”。简言之，“9·11事件”后美国中东政策的实质，就是要确保美国在中东的绝对领导权，并且最大限度地谋求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美国的政策因其违背多数中东国家的意愿而遭到强烈抵制或拒斥，同时还导致中东政局更加动荡不定。现代化需要营造一种相对稳定的内外环境，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由于不断受到影响整个地区局势的突发事件的冲击而常常陷入窘境。

从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来看，近代以来中东地区出现的三次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运动高潮，可以粗分为前后两个相互关联的历史阶段。前一个阶段由第一和第二次高潮构成。如果说，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前两次社会变革运动的内涵尚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的现代化运动的话，那么，它们至少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创造了前提条件。实际上，战后中东国家掀起的现代化运动高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前两次社会变革运动在更高层次上的延续和发展。


四、伊斯兰教与中东国家现代化的基本特点

现代化是诸如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以及科学技术和文化等，由传统类型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中东地区的宗教地域特征和伊斯兰教固有的强烈涉世性决定了中东国家的现代化首先需要实现宗教文化观念和思想意识的转换与解放。

中东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中东国家基本上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这些国家或以伊斯兰教为国教，或是实施政教合一制。伊斯兰教的影响渊源久远，根深蒂固。因此，中东国家不管是实行共和制还是实行君主制，也不管是坚持世俗化还是非世俗化，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无不围绕伊斯兰教而显露分野。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又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宗教。埃及著名伊斯兰学者阿卜德·拉赫曼·阿扎姆曾指出：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的区别在于它并不仅仅满足于建立了崇拜的法律，它还确立了个人作为家庭和国家成员对于他人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行为方式、权利和义务。伊斯兰教改良派学者胡西德·艾哈迈德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适合于人类存在的全部领域。伊斯兰教为各阶层人士提供行动指南——个人的和社会的，物质的和道德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国家的和国际的。由此可见，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信仰体系，而且也是一种带有强烈参政意识的政治思想体系，它既具有纯洁净化灵魂的作用，又包容了改造和规范社会的双重功能。同样，在理论上，穆斯林社会也不存在宗教与世俗之分。伊斯兰教主张，安拉是一切权力的源泉，宗教法规是国家的法律，社会和政治结构均应建立在伊斯兰教的基础之上，穆斯林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应处于伊斯兰教的绝对支持之下。伊斯兰教所具有的这种政治参与性，“认主唯一”和“政教一体”的特点构成了中东社会独特而恒久的宗教政治文化体系。因此，中东国家和中东社会的任何变革不能不受到伊斯兰教所厘定范畴的制约。

现代化源于西方，它伴随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崛起逐渐向外扩展。从本质上看，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以西方基督教伦理为基础的现代新文化吸纳和融汇了古犹太、古希腊文化的精华与有益养分，它注重外在自然界的物质利益，突出科学、理性、自由民主和法制，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人的尊严和价值，主张人性解放和自由平等。同时，西方现代新文化还和世俗沟通，并使世俗生活获得超验意义，从而迸发出旺盛的创造力。西方现代新文化的特征对于伊斯兰教来说，显然是一种非伊斯兰文化的异质文化。现代化脱胎于西方，而伊斯兰教的独特属性及其同现代化所体现的西方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碰撞和冲突，使中东国家在实施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的社会变革时，必然要首先考虑如何理顺宗教与世俗、传统与现代、古老东方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之间的各种关系，以便获得宗教上的“合法性”。事实上，伊斯兰国家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变革运动，无不从伊斯兰教义中寻觅理论支持，或是赋予伊斯兰“经训”某种新的诠释，并以此为依据来推动社会的变革。伊斯兰现代主义者的著名代表哲马鲁丁·阿富汗尼认为，伊斯兰教是善于吸收新知识和不断变革的宗教，宗教与科学并不矛盾，伊斯兰教能够兼容并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通过改革而达到现代文明。确实，伊斯兰教自1300多年前创立以来，它经历了最初由阿拉伯人信仰的民族宗教向世界性宗教的演变。其影响由近及远，由弱到强；其信徒由少到多，由单一民族向多民族扩展。伊斯兰教已在当今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广泛传播，穆斯林人口总数已超过十多亿。伊斯兰教的传播史昭示了它具有伴随社会发展的适应力和吸引民众的召唤力，而驱动伊斯兰世界顺应时代潮流和向现代化发展的源泉与活力则来自伊斯兰教固有的自我调节机制以及兼容并蓄的因子。

所谓“自我调节”，它是自然界与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是任何企求生存、发展、繁衍或延续其生命的事物都具有的本能。自我调节的过程也是事物主体（自我）通过自身的调整与改造，使之适应不断变化了的客体（非我）的过程。经过调整和改造的主体，反过来也将对客体产生一定作用。伊斯兰教的自我调节主要体现在三方面：（1）伊斯兰教义、教法、神学思想等是伴随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与需要通过自我调节机制逐步完善的。伊斯兰教是继犹太教和基督教之后的第三个一神论宗教，《古兰经》肯定三宗教信仰的是同一神灵（2:139,29:46）；《古兰经》中关于天启和先知的概念、个人救赎的教义，以及《圣经》中的许多传说等，都体现了伊斯兰教所具有的继承性和兼容性。也正是由于伊斯兰教的这一特征，作为伊斯兰教经典的《古兰经》和作为真主法度的伊斯兰教法、教法学、圣训学和神学思想才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和复杂的过程中得以确认或形成。（2）伊斯兰教并不绝对排斥科学知识和人类文明，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能吸收外来知识和文化，并把它变为壮大自身的精神财富。人所共知，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曾为人类创造灿烂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这一文明体系不仅继承和发扬了阿拉伯的传统文化，而且广泛吸纳了外来各民族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这些史实表明伊斯兰教进取多于保守、发展多于停滞的特征。“它同科学与理性是一体的，不可分的”。（3）历史上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精英和改革家一直是推动伊斯兰教不断更新发展的动力。伊斯兰教从初创到10世纪经历了数百年的兴盛，其法学和神学体系日臻完善和程式化。此后，伊斯兰教逐渐走向封闭和僵化，伊斯兰世界也相应地经历着由盛而衰的演变。为了扭转和改变伊斯兰教和伊斯兰世界日趋衰微之势，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主张变革图强的伊斯兰贤哲们大都反对一味因袭传统，仿效权威，同时呼唤重开“伊智提哈德”（独立判断或创制）大门。例如，穆罕默德·阿布杜认为，“伊智提哈德”不仅是被允许的，而且是更为本质的；集体的意见一致（“公议”）并不能关闭“伊智提哈德”的大门，他明确反对一切因袭传统。伊斯兰贤哲们力主重开创制之门，实际上是渴望借助科学与理性对自身的宗教文化进行深刻反思，以便重建圣俗统一、信仰与理性平衡的机制。另一方面，他们还试图借助“经注学”，或通过“经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杠杆，并采用以现代思维方式对“经训”进行重新诠释的手段来延展伊斯兰教的包容性和相对的灵活性，有机地将“经训”同现代科学与理性联系在一起，从而使伊斯兰教与不断发展着的现代社会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相互协调，同步发展，实现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国家在推进现代化时，伊斯兰教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更新机制显然为它们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历史借鉴和参照系。同时，它还启迪中东国家循着同一路径，从深层领域进一步发掘伊斯兰教固有的内在适应力，并且能够合理地实施对自身传统文化范式进行创造性地转换。其中最突出、最具有代表性的范例是费萨尔国王在沙特王国的现代化实践。1962年费萨尔国王曾在其推进沙特王国现代化的著名施政纲领中指出：“由于《古兰经》和《圣训》的内容是有限的，而时光的流逝及我们在世俗事务中所面临的问题是不断发展和无限的，鉴于我们年轻的国家的政权是建立在《古兰经》和《圣训》的条文和精神的基础之上，因而我们对解释伊斯兰教律一事应给予特殊的关心。”他要求教法学家和伊斯兰学者“在研究民族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时发挥有效的、积极的作用”，“克服横在正确的、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费萨尔的变革思想同近代伊斯兰贤哲们相比，其着眼点自然有所区别，特别是在他思想中隐含的为沙特王权及其实施的现代化政策谋求“合法性”的考虑。但两者在试图通过对“经训”的再注释来协调和理顺信仰与理性、宗教与世俗、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方面却有着共同点。这种来自官方的同来自民众的变革思潮的合流，更有助于弘扬伊斯兰教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更新机制，从而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另一方面，沙特王国在推进现代化时极其注重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的糅合。为确保现代化进程的平稳发展，并且不至于在国民中产生脱离伊斯兰轨道的疑虑和抵触，所有现代化变革都被界定在“体现伊斯兰教律的不朽的、伟大的目标”上，或是至少在理论和形式上都被冠以伊斯兰的名誉，或是在伊斯兰基本精神的框架内进行。法赫德同样继承和发扬了费萨尔的变革思想。1982年法赫德就任沙特第五任国王，立志要把沙特王国建设成为一个既不同于“东方共产主义社会”，又不同于“西方民主制度”，以伊斯兰精神为准则的高福利、现代化的阿拉伯强国。同时，他强调“通过发展科学文化，争取经济独立，复兴在历史上创造了古老文明的阿拉伯民族”，“用比较短的时间走完欧洲发展资本主义经历的一百年路程”，“在本世纪末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上，沙特王国则竭力在世俗与宗教、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寻找平衡和最佳结合点，同时以跳跃方式推进物质文明和进步，以渐进方式推进社会政治变革。沙特王国推进现代化的实践在中东盛产石油的君主制国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然而，伊斯兰教毕竟不同于其他宗教。伊斯兰教固有的特征及其对异质文化的排斥，使中东国家在现代化的探索中不能不受到伊斯兰传统价值观的限定，很难实现价值取向上的超常跨跃；另一方面，为了摆脱贫困与落后，走上现代化强国之路，中东国家又必须借助伊斯兰教自我调节和自我更新的机制，促成对自身宗教文化范式的创造性换转，并以此来推动现代化进程。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导致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充满了“悖论”。“进两步、退一步”的曲线迂回渐进发展几乎成为多数中东国家推进现代化的一种无奈选择。中东国家的现代化除了在上述传统宗教文化和思想意识的转化与解放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外，还受到其他内外多种因素的局限，这便注定了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将是一个长期、复杂、艰难的过程。

厘清伊斯兰价值观同中东伊斯兰国家现代化的各种关系及其影响，将有助于人们从整体和宏观上来认识中东国家现代化的一些基本特点。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多达二十余个，由于具体国情不同，各国选择的现代化战略及其发展节奏和成效明显存在差异。这里仅就中东伊斯兰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带有普遍性的一些特点进行梳理和概括。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东地区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先启动现代化的地区之一，中东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属于外源型和后发型，从点到面，逐步扩展，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但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却发展缓慢，成效甚微。从总体上看，中东国家一直是以游牧、农耕和小手工业等为经济主干的传统农业社会。按照唯物史观的理论，只要这种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占据主导地位，与之相适应的传统行为和观念也不可能催生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说，中东国家的社会和政治肌体里不具有现代思想和现代先进生产方式赖以生成的内在依据，现代化更不是本土文化的运动结果。因此，近代以来中东地区出现的三次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运动高潮都是在外力的猛烈冲击下形成的，基本上都是一种应对挑战或谋求民族复兴的被动性反应。另一方面，中东地区之所以能够较早启动现代化进程，其主要原因在于它毗邻欧洲，又是欧亚交通枢纽的地缘优势。在历史上中东与欧洲一直保持着各种比较密切的互动性交往，长期受欧洲社会和文化的熏陶，而西欧作为现代化的发源地，现代化浪潮不断产生的强大冲击波必然对中东构成非同寻常的影响。

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始于奥斯曼帝国后期，先后经历了三次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运动的高潮，时间长达两个多世纪。从纵向看，中东地区的现代化运动最初由奥斯曼帝国这一个点上肇始，然后伴随中东政治地图的变化逐步向陆续获得独立并建立民族国家的地区推进，最终拓展到整个中东地区和中东国家，经历了由一国到多国，再由多国到所有中东国家的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从横向看，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运动先是发轫于军事和器物方面的变革，然后依次缓慢地向社会、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和政治体制等深层领域进展。然而，由于中东国家早期的现代化一直是在欧洲列强不断加快对中东地区的渗透和入侵的态势下进行的，这种状况造成欧洲强权对中东国家日趋严重的在政治上的殖民化和经济上的边缘化，而中东国家在完全或部分丧失主权的困境中则很难推动现代化的稳步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东国家陆续摆脱殖民枷锁，建立民族国家，并且重新启动了现代化进程的闸门，但中东国家却面临民族、宗教、教派、部族、边界和领土等诸多问题的困扰，这些问题大都是殖民统治时遗留下的祸根，也是中东国家民族构建中的人为缺陷，并成为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一大障碍。与此同时，中东国家本身在推进现代化时也存在诸如有形“硬件”基础的先天不足、现代化战略的“错位”实践，等等。凡此种种，都造成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屡屡出现挫折与失败，由此凸显了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曲折性和迟缓性。

第二，中东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具有多样性和多元化特点，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和“超政府力量”的存在对中东各国的现代化进程起着主导作用。如前所述，现代化是人类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它也是文明发展和演进的最复杂的过程。从历史社会学的观点看，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演进过程，就是从简单、一元结构的封闭型社会向复杂的、多元结构的开放型社会转变的过程。现代化世界进程的历史表明，各国的现代化道路并不相同。各国的现代化实践，按其经济形态来区分，大致可归纳为三大发展类型，即资本主义类型、社会主义类型、混合类型，而每一种类型都有多种发展模式。但是，任何一种现代化发展模式都是适合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适合具体国情的产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运动名目繁多，发展模式不一，但总体上都属于混合类型。这是一种尚未定型的现代化选择。它兼采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两种模型的不同特色，是将两大对立模型合成而产生的一种中间发展形式。就市场体制而言，接近资本主义的模型，具有明显的面向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外向型特征；就传统体制仍继续起重要作用而言，接近于社会主义模型。在政治上带有明显的反西方主义色彩，而在经济上则受到西方的强大吸引或仍然不能摆脱依附性，从而在一些地区或国家形成一种边缘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中东国家除以色列和黎巴嫩之外，均为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绝大多数国家都有着饱尝屈辱的被压迫、被奴役的殖民地历史，这是它们的共同点。但中东国家在诸如自然资源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国民素质和政治适应性等方面却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中东地区既有君主制国家，又有共和制国家。君主制政权以伊斯兰教和家族统治为特色，共和制政权存在世俗与宗教之区分。在经济结构方面，中东国家可划分为石油生产国和非石油生产国两大类，而非石油生产国又可细分为若干类。这些差异决定了中东各国的现代化实践不可能完全一致和等同。事实上，从中东各国已尝试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来看，尽管中东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基本上都属于混合类型，但各国或者作为各个相近国家群的发展模式就很不相同。有的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导，有的至少在形式上被打上不同色彩的社会主义，有的则将其现代化发展目标设定为“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东方的伊斯兰强国”，因而体现出多元化的选择。

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国家的直接或间接干预，以及“超政府力量”的影响，这两大因素对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起着主导性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东国家出现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运动高潮都是由统治者或当权派自上而下倡导和发起的，它们通常不是中东国家某种经济形态根据其自身规律发展到一定阶段，或者出自社会内在累进的必然结果，而是由其他非经济因素，并采用强制性手段和措施推行的。政府和“超政府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或规定着现代化进程的走向以及发展节奏。因此，中东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和现代化进程的成功与否，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干预的水准和“超政府力量”所具有的品性与能量。这也是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和现代化策略缺乏连续性和一致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中东伊斯兰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各国的政治发展普遍滞后于经济发展，但经济发展并未促成社会和经济结构发生质的飞跃，实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而政治民主化进程依然任重道远，障碍重重。近代以来中东国家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运动都是在强大外力的驱动下由统治者和当权派自上而下发起的。从本质上看，多数中东国家近代以来推进现代化的动力都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两句话：一是救亡图存和强国富民；二是强化统治活力和巩固现行政权。中东国家实施现代化的考量使它们在推动经济大发展时很难协调和理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各种内在关系，从而造成两者间的互为制约和彼此排斥。其结果，中东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几乎都难以确保经济和政治发展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甚至断送现代化的成果。伊朗巴列维王朝时期的现代化实践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巴列维曾发誓，要把伊朗建设成一个与工业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工业社会，成为世界上的第五大强国，但他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却以失败告终，其悲剧的根源在于，他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未能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政治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换言之，他既要维护作为封建上层建筑的王权，又要摧毁其经济基础；他要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建设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又要对其套上封建王权的桎梏。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背向而驰，这种违反社会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策略必然把伊朗的现代化引入死胡同。

中东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无论是共和政权还是君主制都未能从根本上促成相应的政治发展与变革，形成一整套适宜现代化健康发展的民主政治机制。多数国家仍维持原有的传统政治结构，或是迫于各种压力仅对原有传统政治结构进行局部改良。即使那些曾对民主政治充满渴望和憧憬的政治家，一旦被推上国家最高权力的宝座，也几乎都毫无例外地选择了集权和专制的铁腕，选择了传统价值观的回归。中东国家的当权者们既希望通过现代化来实现强国之梦，又无限眷恋和崇拜凌驾于万民之上的专制政治，这种“二律背反”现象严重制约着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显然，个人的或一党的专断，再加上不健全的体制中惯常衍生的机构臃肿、官僚作风、裙带关系、管理混乱、效率低下、故步自封甚至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等痼疾，都造成了中东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出现波折与反复。

中东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取决于内外和主客观多种原因。但就中东国家本身来说，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发育不成熟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中东社会内部尚未形成一个真正能够体现或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社会阶层或群体；另一方面，除了受伊斯兰教的影响，传统的家族、部落和部族观念依然在各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作用，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往往同现代政治的诉求发生冲突。上述因素显然都不利于民主政治的成长。

第四，中东地区是多种矛盾的集合点和各类冲突的迸发区，中东伊斯兰国家缺乏现代化进程所必需的稳定的内外环境，现代化进程不断被绵延不绝的突发事件所破坏。中东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和多种文明共存的地区。历史上，各大古老帝国在这里的轮番称雄及其对不同民族和教民的奴役造成民族与宗教矛盾根深蒂固。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和殖民者在中东实施的“分而治之”和纵横捭阖的霸权主义政策进一步滋生和加剧了中东各国之间存在的旧仇新冤。另一方面，由于中东地区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且为世界最大的油气资源供应地，加之它在宗教上对整个伊斯兰世界非同寻常的影响，中东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中的“热点”。

中东地区的特殊地位和盘根错节的各种矛盾导致中东地区和中东国家冲突频仍，其中对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最具破坏性的是持续不断的战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东地区先后爆发了十余次大规模战争。这些战争包括：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1967年“六五”战争、1973年“十月战争”、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战争、1975-1989年黎巴嫩内战、1980-1988年两伊战争、1979-1988年阿富汗抗苏战争、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战争、1991年海湾战争、1967-1973年南也门与北也门战争和1994年也门内战、2001年美国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战争、2003年美国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战争等。此外，小规模武装冲突不计其数。战争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之大极为罕见，并且严重阻碍着中东国家的文明演进和现代化进程。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处在艰难曲折的战争环境之中。现代化进程经常被战争所打断，而且战争的浪潮常常淹没了现代化进程，以至于把世人的视线都吸引到和平进程之中。人们似乎没有发觉中东现代化的进展，而只听见战场上的枪炮声和谈判桌上的舌战声。和平进程压倒了现代化进程。

战争所产生的破坏力是对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有形”的影响，还有一种“无形”的影响是中东国家的民众缺乏对现代化进程的适应力。中东国家长期经受传统价值观的浸染，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却是一种为着民族命运而在外力驱动下被迫进行的选择，也是在整个中东社会远未自觉情况下的实践。因此，对中东各国的穆斯林来说，除少数“先觉者”外，大都习惯于旧的思维定式，不具备承受现代化与传统无情冲突的应有的心理准备与持久耐力。当面对现代化带来的实惠和进步时，他们欢欣雀跃，倍受鼓舞。当现代化运动对久已熟识的传统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形成强烈冲击而使他们若有所失时，他们或则困惑迷惘，或则敌视反对，以至于中东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大都缺乏一种适宜的氛围和必要的理解、认同与支持。因此，营造有助于现代化进程健康发展的内外环境也是中东国家共同的课题和任务。

第五，人类进入21世纪后，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现代化增添了新的内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东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将始终面临如何更深入地协调和妥善处理宗教与世俗、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问题。现代化首先是文化观念和思想意识的转化和解放。对中东国家来说，传统价值观与思维范式的转换和人的解放既是各国推动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动力，也是中东国家最终走向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创造力的源泉。

自奥斯曼帝国后期中东国家启动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进程以来，中东国家的政治精英和伊斯兰改革家倡导的宗教变革与思想解放一直伴随着各国的文明演进和现代化进程。但是，这些举措和努力并没有扭转或遏制伊斯兰教和中东国家每况愈下的弱势地位。主要原因在于，伊斯兰世界至今尚未真正出现类似于西方基督教那样的比较彻底的宗教改革运动。伊斯兰教和中东国家近代以来的各种社会改革运动和复兴伊斯兰教的思潮，主要都是由当权者或是由那些同当权者保持各种联系的政治精英、伊斯兰改革家所倡导和发动，改革主张基本上都没有超出改良范畴，其主轴大都以维护、捍卫伊斯兰教的传统价值观和强化当权者的统治为目标。他们触及的仅仅是伊斯兰教应对外来挑战的表象问题，而回避对其政治和思想体系的批判性内省与更新。因此，中东国家虽然渴望借助科学与理性来重建圣俗统一的平衡机制，却始终难以从根本上完全理顺诸如信仰与理性、宗教与世俗、神性与人性、东方传统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各种关系。

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对于中东国家的文明演进和现代化进程来说，机遇和挑战并存。但由于中东大多数国家尚未真正完成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而且没有形成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先进工业体系，中东国家在全球化时代仍处于弱势地位。这种状况造成中东国家面临的挑战远远大于可供选择和利用的机遇。

许多中东国家已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的挑战，并且开始着眼于思想观念的转换和人的解放，全面推进和深化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充分调动各种可利用的资源和力量，加快本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传统宗教和价值观的转变绝非一蹴而就的简单过程，它们将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加之伊斯兰教的固有特征以及中东社会古老文化传统对民众根深蒂固的影响，这一切都预示着在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将一直存在宗教与世俗、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碰撞与融汇，并在彼此矛盾的运动中推动文明演进和现代化进程。

根据以上对中东伊斯兰国家现代化进程基本特点的归纳与阐释，可以得出中东国家仍处于现代化初级阶段的论断，中东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依然在缓慢的变革之中，尚未真正完成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是对整个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普遍性特点的一种基本估计。本书将筛选六个具有不同代表性的伊斯兰国家或相近国家群，即土耳其、埃及、伊朗、利比亚、摩洛哥以及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海湾六国作为不同的研究个案，并分章对这六个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模式进行论述和解读。

现代以色列同为中东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自1948年诞生至今仅有60年的建国历史，是一个新兴的国度。但其现代化程度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其他中东国家，并被国际社会喻为“中东的瑞士”、“西亚的日本”、“地中海的香港”等。以色列的现代化模式不同于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它探索出一条以科技兴国与出口导向为主战略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现代化进程充满了奇特性和创新性，体现了古老的犹太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融汇，以及历史传统与外来经验的有机结合，堪称中东地区成功推进现代化的一个范例。因此，本书理应开辟专章来介绍和分析以色列的现代化模式。六个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和以色列的现代化模式，将能从整体上反映中东国家现代化模式和现代化进程的全貌。


第一章　埃及的现代化模式——从“西化”到宪政民主的历史轨迹

自拿破仑入侵埃及掀起了埃及现代化的历史帷幕之后，埃及在推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走过了艰难曲折的两个多世纪。就其现代化的模式演变而言，在整个19世纪的殖民主义时代，面对西方的文化冲击，埃及不自觉地走上了西方化的历史道路；在20世纪上半期的革命年代，埃及在“自由主义”旗帜的影响下推动了西方化模式的深入。直到1952年七月革命后，埃及现代化的模式同其现代化进程本身一样才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转折，这同样是一个艰辛的探索过程。经济方面，埃及长期实行纳赛尔主义指导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政治方面，埃及建立了宪政体制下具有浓厚的传统东方特色的权威主义政治模式；在社会文化方面，尽管埃及坚持走世俗化的道路，但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崛起无疑对埃及社会、政治构成巨大挑战。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埃及步入了改革调整的历史新时期，萨达特总统启动改革承于前，穆巴拉克总统深化改革启于后，埃及现代化的模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一、近代埃及的西方化和七月革命的路标性转变

19世纪埃及的早期现代化经历了穆罕默德·阿里改革、赛义德改革和伊斯梅尔改革等三个发展阶段。对于现代埃及国家的影响和早期嬗变而言，上述三个环节彼此联系、互相影响、逐渐推进，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每一个环节都包含着一定的历史进步因素，也蕴藏着某些扭曲甚至延滞现代化运动的历史失误。20世纪上半期的自由宪政时代成为埃及现代化的中间环节，直到七月革命才真正导致埃及现代化出现了具有路标意义的转折。

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最先开启了埃及的早期现代化。1798-1801年拿破仑所率法军对埃及的入侵和占领是第一次世界现代化大潮对埃及传统社会结构的一次震荡性冲击，以此为标志埃及被融入现代世界体系。民族危机伴随国内的社会危机以及穆罕默德·阿里为寻求其家族对埃及长期统治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成为促使穆罕默德·阿里高举改革的大旗以迎接西方现代性挑战的压力和动力，从而启动了埃及的早期现代化。这里所谓启动“早期现代化”主要指如下两层含义：第一，就其实质而言，它已经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开始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程；第二，就其阶段和成效而言，它还是现代化发展较早的时期，仍主要停留在器物和制度层面而很少涉及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层，尚不是一个社会的全面转型。

穆罕默德·阿里改革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到埃及的经济、军事、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是对埃及传统社会体制一次伟大的挑战和超越。改革增强了国力，在新兴统治集团的支持下，穆罕默德·阿里发动了连年的征战。战争又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现代化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它使英、土无法容忍埃及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独立以及在军事上的强盛势头，其结果是英土联军挫败埃及军队。战争的失败导致阿里改革的结束。

然而，埃及的早期现代化并不因此而停止。在特定的时代和条件下，如果说改革的契机意味着现代化的启动，那么改革的深入则意味着现代化的发展。在经过阿拔斯一世（1849-1854年在位）短暂的停滞后，1854年7月继位的赛义德对内继承穆罕默德·阿里的遗志，对外模仿奥斯曼的“坦齐马特”继续进行改革，这是埃及早期现代化进程在挫折之后又一次可贵的探索。赛义德改革作为埃及早期现代化的中间环节起了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1863年继位的伊斯梅尔自幼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他继续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进行改革。由于改革不仅公开标榜“全盘西化”，究其实质乃是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和赛义德改革的继续，因此它是埃及历史上又一次以“西方化”为标志和内容的现代化运动，从而把埃及早期现代化进程进一步推向深入。赛义德和伊斯梅尔的改革使埃及政治、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带来了思想观念上的一些崭新的气象。

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的三代改革是为实现埃及富国强兵而发动的一场早期现代化运动，给埃及社会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它不仅实现了国家的安宁和统一，而且通过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建立了埃及第一批机器工业，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接受西方科学文化技术的知识分子，增强了国力，使埃及从此走上了漫长的现代化之路。埃及的工农业产品基本都能满足国内需要，有的还多余出口。这些不仅保证了埃及的经济独立，制止了西方资本的大规模渗透，而且也为埃及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础，以至于穆罕默德·阿里死后改革仍获得了进一步推进，尤其在伊斯梅尔统治时期，埃及社会现代化又取得了一定程度发展。美国学者在论述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埃及时曾感慨地说：“对于在奥斯曼帝国内部享有法律上的自治权的埃及来说，哪怕是从西方意义上来看，也算得上是一个进步年代……那个时候，埃及政府在行政管理、法庭制度和财产法等方面实现了现代化。”通过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虽然埃及在名义上仍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实际上却成为一个拥有主权，可与其宗主国相抗衡的强大国家，它的强大军事力量在30多年的时间里，有力地抵御了西方殖民国家的侵略，成为西北非竞相模仿的富国强兵的榜样，以至于马克思也曾赞扬阿里统治下的埃及是“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唯一有生命力的部分”。

但是，埃及早期现代化是以财政破产为代价的，因为几乎所有这些现代化成效都是在外国资本的支持下取得的。到1875年底，伊斯梅尔所欠外债达9100万镑。在财政困境中，他被迫把苏伊士运河公司股金中的44%的股票卖给英国，连他自己都承认这是一笔“极坏的”财政和政治交易。1876年，埃及宣布国家破产，埃及财政命脉完全被外国资本所控制。1879年伊斯梅尔被黜。至此，埃及早期的现代化打上了句号。

穆罕默德·阿里改革是以阿里为代表的埃及新型统治者在第一次现代化浪潮冲击下被迫做出的、以面向现代社会的最初尝试，是以“西方化”为最大特征的一场埃及早期防御性现代化运动。作为一场以输入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工业模式以及接受西方教育文化的外源性现代化，它被深深地打上了“西方化”的烙印。就时间来看，穆罕默德·阿里执政的年代正是19世纪上半期（1805-1849年），与第一次现代化浪潮冲击和扩散的时间（1780-1860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因此它是第一次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的产物。埃及早期现代化运动不仅早于广大亚非拉其他国家，甚至早于北欧、德国等那些被卷入第二次现代化浪潮的欧美国家。在就外源性现代化的模式、表现特征来看，埃及都可称得上是先行者，它不仅拉开了埃及早期现代化的序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拉开了在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下广大亚非拉国家现代化的序幕。

埃及的早期现代化是一场典型的西方化运动。从穆罕默德·阿里最早开始输入西方先进的技术设备、工业模式以及接受西方的教育文化，到赛义德加速埃及土地私有化进程，直至伊斯梅尔依靠西方资本大建世俗性质的各类公共事业并公开标榜全盘西化，西方影响都起着最主导的作用，从而形成所谓“西方化”的现代化模式。

但是，必须指出，与大致同时代及稍晚的一系列东方边缘化国家如土耳其、伊朗、中国相比，包括埃及在内的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着相对久远的文明史，欧洲人入侵之际，这些国家虽尚滞留在“前现代阶段”，却不同程度地拥有与外来文明相抗衡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因而，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并非欧洲文明的简单位移，而呈现欧洲文明的强劲影响与本土文明对此既排拒又吸纳所构成的错综图景。这是近代时期东方国家边缘化背景下文明交往的突出特点。正如彭树智先生所言，“人类对生物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的适应性交往，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赖以创造的文化实践”，而“所谓适应性交往，就是通过开放性和互动性的动态平衡，不断调整和更新文化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以创造和传承民族文明”。作为东方古典文明中心之一的埃及，在边缘化的情况下，由于传统因素的积重，选择并非完全历史自觉的西方化实属一种无奈。历史的悖论正在于侵略者拥有更值得学习和借鉴、模仿的东西。既没有其他模式可循，自己又不能（至少是短期内不能）产生任何新的模式，这正是埃及（及广大亚非拉国家）选择西方化面临的历史困境。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西方化毕竟融入了世界现代化的第二次大潮。

近现代第三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表明，纯粹的西方化是不可能使国家得到自救或者根本自立的。埃及早期现代化以抑制和避免边缘化开始，以初步实现和完成边缘化而结束这一看似矛盾的历史进程恰好说明了这一问题。西方从19世纪开始的对东方的殖民主义入侵，迫使东方各国掀起“西方化”的改革狂潮以迎接挑战，避免边缘化。从表象看来，西方化和边缘化是直接冲突、不可调和的一对矛盾。边缘化代表的是西方的入侵力量，其矛头直指殖民地国家；西方化则代表反入侵的抵抗力量，其矛头指向殖民主义。然而，就实质而言，西方化和边缘化与其说是矛盾，不如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一个运动的两个过程。西方化并非单独对西方工业化的模仿与输入以及政治制度方面的效仿，它也包括西方文化向东方的传播、冲击、扩散和影响。而这些恰恰也正是边缘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现代化不是西方化，西方化更不是现代化，无论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效仿西方，西方化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拯救东方各国的落后与贫困。西方化成为一个使东方早期现代化的推动者们无法识破其本质的陷阱，它使埃及统治阶级在自我蒙蔽的情况下一步步陷入边缘化的深潭。现代化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实现本国一些落后的传统因素的现代改造，而西方化不仅从不承担这样的历史任务反而造成传统与西方化的尖锐对立，这一点在19世纪的埃及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已初步显露，但由于积极倡导西方化的统治阶级并未考虑到本国强大的传统结构改变的艰难程度而过分地引进西方模式，这样就把本国的现代化表面化和肤浅化，结果是在西方化深入的同时，边缘化也在加深，危害的则是现代化本身。

当然，埃及以改革推动的西方化运动毕竟还是为埃及聚合了一些积极的现代性因素，影响着未来埃及现代国家的变革。

第一，苏伊士运河的开凿和通航虽然加速了埃及殖民地化的历程，而且西方列强为争夺运河控制权大施阴谋诡计，最终受害最深的是埃及人民。但这一事件也是促使埃及进一步卷入全球性市场经济和现代世界体系的关键性步骤。埃及作为东西方交通枢纽的战略地位因为苏伊士运河而更显重要，苏伊士运河也因此成为见证埃及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1956年纳赛尔总统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就标志着20世纪后半期埃及现代化进程新的开始。

第二，具有浓厚世俗化性质的早期现代化改革在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给埃及带来巨大的变化，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以报业为核心的埃及现代新闻业的发展，这是使埃及能够独领阿拉伯世界风骚的重要的文化现代性因素。从最早拿破仑入侵时创建印刷厂，编辑《埃及志》，直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埃及进步报》、《金字塔报》等，埃及报业发展迅速。在埃及，没有出现类似土耳其、叙利亚那样严格的报纸审查制度，这的确是十分先进的。许多记者都愿意留在埃及。埃及的报业不仅影响了本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也影响了整个中东世界，正如当代英国著名的中东史学家伯纳德·路易斯评述的，“埃及的刊物，在其他使用阿拉伯语的国家流通甚广，这些国家也在这个资讯扩散的过程中，发展出自己的报纸和杂志。报业的成长，造成巨大的影响”。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西方化的进行，埃及欧化教育的开展，留欧学生的派出及其回国，埃及逐渐产生了一个规模不大但具有现代眼光的青年知识分子阶层。他们不仅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思想，感受到同时代西欧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而且还深受以阿富汗尼、阿卜杜等为代表的现代伊斯兰改革主义的影响，从而成长为埃及最早的民族主义者。1871年，他们提出了“埃及人的埃及”口号。他们注定要登上历史舞台，不仅发起对埃及传统社会的全面诘难和攻击，其矛头也对准西方殖民主义，埃及的现代化进程必将被进一步推向深入。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千方百计排挤走法国，变埃及为附属国。英国占领埃及后，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方面对其进行殖民压迫和掠夺。随着殖民侵略的加深和殖民统治建立，埃英民族对立日趋尖锐，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埃及历史进程中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1882年奥拉比领导的武装起义，掀起了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起义虽因英法势力的联合剿杀而失败，但其产生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战后兴起另一场更大规模的民族主义运动——华夫脱运动。另外，在一战期间，埃及的民族工商业有所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壮大，为新一次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提供了阶级基础。以柴鲁尔为首的埃及民族资产阶级要求驱逐英国，实现埃及独立，遂成为埃及民族主义的象征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坚力量。经过华夫脱党与英国殖民当局的多次斗争，1922年英国政府迫于压力，宣布结束对埃及的占领和保护，给予埃及名义上的独立，埃及随之进入标榜着“自由主义”的所谓宪政时代。然而，英国官员仍然充斥于埃及政府，军队仍然驻扎在埃及本土，埃及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独立，民族矛盾也因此并未得到缓解。华夫脱党虽然在埃及建立了君主立宪制，但是它毕竟是埃及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害怕群众参与政治，在反对英国的同时又与其妥协和勾结。因此，争取完全的独立便成为埃及推进现代化进程最迫切的历史任务。

1922年取得名义上独立的埃及是在英国殖民者与本国上层势力的联合统治下生存的。综合而言，直到1952年革命，自由主义时代的埃及现代化几近中断，仍然体现了西方化模式的强烈影响，这一时期埃及社会发展呈现如下特点：

政治上，英国以“四项保留”作为埃及独立的条件，充分说明了埃及的国家实权仍掌握在英国手中。埃及实质上还是一个殖民地封建制国家。福阿德和法鲁克两代国王及诸多政党组成的政府都未能推动埃及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并结束封建统治，亦无力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达到民族独立。华夫脱党在同英国妥协的状态中得以几次组阁，它对权力的关心渐渐地胜过对独立的关心，为自己掌权甚于为埃及掌权。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的失败更使华夫脱党的名声江河日下。在这场战争中，军队准备不足，武器缺乏，高级军官坐在办公室里瞎指挥，国王则接受100万镑贿赂，购买无法使用的坏武器，致使埃及遭受失败。主权上的独立对埃及的发展而言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急迫。

经济上，埃及仍是一个落后的殖民地农业国。在国民收入中，农业的比重占31%。农村中实际的土地制度是寄生地主制，大地主完全脱离农业生产，近百万佃农终生勤劳，生活贫困。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满足自身纺织工业的需要，强迫埃及大面积种植棉花，致使埃及粮食不敷国内所需，进口逐年增多。早在阿里时期，埃及就开始了工业现代化的尝试。但这些工厂是为阿里对外扩张服务的，基本上没有推动埃及的工业化进程，在第二次埃土战争后纷纷破产。伊斯梅尔建立的欧化城市犹如空中楼阁，不久就被英国的枪炮摧毁。二战期间，随着英国势力的衰弱，埃及的民族经济发展起来。但由于英国极力阻挠埃及经济独立，民族工业只能在贪婪强暴的西方资本主义和冥顽不化的本国封建势力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工业规模非常小，工业的比重仅占国民收入的9%。据统计，1948年在13.4万家企业中，不雇佣劳动力的企业4.6万家，占58%，雇佣5人以上的企业1万家，占8.3%。由此可见，七月革命前，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埃及经济对于英国的依附性是极强的，与主权上的丧失相呼应。

社会思潮和政治意识方面，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埃及民族主义大旗被一次又一次地掀起，造成了广泛的影响。从1882年奥拉比起义到华夫脱运动，民族解放运动一直伴随着埃及的殖民化进程。1919年埃及人民发动大起义，1922年埃及取得名义上的独立。但是，华夫脱党的软弱促使一些激进的反帝爱国组织纷纷成立。1928年成立的穆斯林兄弟会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它高举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两面大旗，在群众中大力鼓吹伊斯兰复兴思想，号召通过伊斯兰拯救岌岌可危的祖国。与兄弟会并存的政治组织有二战后出现的青年埃及党和马克思主义团体，这两个组织由于自身局限性影响甚小。可见，埃及长期被英国殖民主义控制的社会现实决定了当时埃及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主义，而这种民族主义通过以后的自由军官组织运动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来。

自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签订之后，埃及各地的军官学校恢复招生，迫于战争需要，统治当局规定平民子弟也可入校接受训练。“自由军官们大都来自中等地位的社会群体，包括普通官吏、职员、富裕农民和中小地主，抑或中产阶级的上层和上流社会的下层。”在七月革命前的十几年中，自由军官人数不断增加，于20世纪40年代初形成了一个秘密团体——自由军官组织，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是其领导者。自由军官组织是一代爱国青年，痛恨华夫脱党1936年在英国面前奴颜婢膝，反对封建地主混入该党集团内部，也反对军队领导人与外国占领者相互勾结。他们认为，英国殖民主义是埃及受难的祸根，埃及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驱逐英国人，实现真正独立。为此，自由军官组织与王室及其内阁做激烈斗争，相继发生了开罗军官俱乐部选举事件和“国会纵火案”。埃及处在了革命的前夜。1952年7月22日午夜，参加革命的部队由自由军官领导，在坦克、装甲车的支援下，陆续占领了军营区内各兵种的重要据点，凌晨完成了全部占领任务。7月23日清晨，自由军官组织控制了首都，夺取了军队，宣布革命取得成功。1953年6月18日，埃及庄严宣布成立共和国，埃及历史也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30年的自由主义宪政在埃及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只是极为短暂的一瞬，但是却孕育了对埃及现代化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几个因素，即这一时期较为初步的宪政实践、现代多党制的早期运作、穆斯林兄弟会乃至伊斯兰复兴思想的诞生，以及自由军官组织的产生。他们之间彼此没有必然的联系，却内在地规定了20世纪下半期埃及现代化发展的政治结构和趋向。

七月革命使埃及现代化进程在经历了英国殖民统治的中断之后步入了新的阶段，成为埃及现代化的“路标”，开辟了埃及历史的新纪元。在经过了五十多年的发展之后，埃及终于在社会中的各个领域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换，以独立、共和、发展、世俗的姿态跻身于现代中东大国之列。

首先，七月革命在民族国家重建和主权独立方面实现了自近代以来埃及历史的根本性转折。七月革命推翻了国王，但是英军仍驻留在埃及。埃及人民把驱逐英军视为争取民族真正独立，收复国家主权的首要目标。基于此，从1953年4月自由军官就与英国就撤军问题展开了长期而又艰难的谈判。经过多次协商，日益衰落的大英帝国终于在1954年10月同埃及政府签订了撤军协定，埃及人民实现了收回国家主权的第一个胜利，至此，长达74年的屈辱史宣告结束。独立后的埃及也力争实现外交上的独立自主。纳赛尔领导埃及人民为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而与英国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引发了震惊世界的苏伊士运河战争，最终收回运河主权。在纳赛尔时代，和平中立，不和东、西方国家结盟是埃及外交政策的基石。纳赛尔联合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倡导组织了不结盟运动，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一个新诞生的主权国家，埃及积极支持世界各地的反帝斗争，强烈反对美帝策划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和艾森豪威尔主义。阿以冲突不断升级之时，埃及又成为抗击以色列、维护巴勒斯坦民族合法权益的领头羊，纳赛尔也成为那些信奉纳赛尔主义青年人心中的英雄。埃及在中东的地位举足轻重。

其次，七月革命完成了埃及政治现代化模式的制度性转换，把埃及从一个传统君主专制国家带入了共和制时代。纳赛尔执政期间，政府先后颁布了四部宪法。宪法规定埃及实行总统制共和政体，伊斯兰教是国教。规定总统有职有权，总理辅佐总统行使权力，实现政府的职能，国民议会是国家立法机关。这种新的政治体制为优秀分子参与国家决策打开了大门，民主日益成熟起来。纳赛尔既不赞成一党制，也不赞成多党制，认为这两种制度都会破坏民主，因此成立四个组织来辅佐其执政。然而这些组织实际上起到的作用同政党大同小异，不过它们都为总统服务，听不到反对党的声音，埃及实质上是一党制国家。当然纳赛尔的政治体制也有很明显的政治缺陷。军人遍布内阁，控制国家机器，纳赛尔作为总统其个人权力极度膨胀，民众很少有参政议政的机会，议会形同虚设，宪法宛如一纸空文。1970年纳赛尔逝世时，埃及生产力下降，“六五”战争败北，社会动荡不安。为了改变这种社会状况，完善共和政体，继任总统萨达特和后来的穆巴拉克都致力于对纳赛尔时代埃及政治模式进行变革的艰难探索。萨达特针对客观情况，强调要建立民主政权，“维护人民的自由”，“扩大群众参政范围”，最终通过了1971年永久宪法，宣布埃及实行多党制总统制，加强了民主政治的建设。在完善政治立法的同时政府还把经济活动纳入法制轨道，例如，萨达特于1971年颁了65号法令“阿拉伯资本投资和自由区法”及77号法令“建立埃及外贸与发展国际银行”，为实行经济开放作了立法上的准备。穆巴拉克也高度重视经济立法，如1989年制订了新的投资法。从纳赛尔时代到穆巴拉克时代的政治体制的转变非但没有削弱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力，反而更加使民主具体化，巩固了统治基础，是埃及走向政治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环。

第三，七月革命在经济上使埃及摆脱了对外国资本的依附，结束了近一个世纪的殖民化进程，走上改革振兴之路。纳赛尔政权一开始就积极发展工农业生产，为向经济现代化发展做好准备。针对土地高度集中的现实情况，政府颁布了1952年的“土地改革法”，规定每人占有的土地限制在200费丹以内，如果土地占有者有子女最多可占有100费丹，多余的土地征购卖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土地改革为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带动了埃及工业化的进程。在工业方面，埃及实行大规模国有化运动。据统计，到1966年，埃及国营企业已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要地位，工业产值按时价计算由1952年的6.61亿镑，增至1970年的16.34亿镑，增加了1.47倍。“六五”战争中埃及大败，纳赛尔政权威望下降，严重影响工业化进程，重新探索埃及经济发展的模式成为后届政府面临的一项新任务。1970年萨达特执政后，逐步推行经济开放政策，内容有三：吸收外国资本，发展私营经济，调整公营部门。1974-1979年，西方国家和阿拉伯世界向埃及提供了165亿美元援助，私人经济在基建中的比重由1974年的4.3%增长到1978年的13.2%。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尤以石油工业突出），自1975年到1981-1982年度平均增长达8.4%，超过历史上的最好时期。穆巴拉克当政时，继续推行经济改革，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外资不断流入，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埃及终于实现了由依附经济向独立发展现代经济的飞跃。

第四，七月革命使纳赛尔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意识，指导着埃及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七月革命使埃及重新走向发展现代化的道路，由纳赛尔创立的纳赛尔主义成为埃及独立后重建主权国家的指导思想。纳赛尔主义起源于埃及现代化进程中诸多因素的矛盾运动，是埃及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产物，亦是埃及新生社会势力排斥传统政治秩序的逻辑结果。纳赛尔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包含着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其形成经过了三个层次：埃及民族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

埃及民族主义是纳赛尔主义的雏形，它以争取民族独立，重建主权国家为目标，“根除帝国主义”被列为埃及革命六原则之一。纳赛尔在1956年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并将其国有化便是这一指导思想的实践。随后，在美苏冷战的紧张环境下，纳赛尔毅然保持“中立”，成为不结盟运动的首倡者，将埃及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推上了世界舞台。阿拉伯民族主义是纳赛尔主义的进一步延伸，这可以在纳赛尔的“三圆圈”理论中充分体现出来。纳赛尔在《革命哲学》中提出了“三圆圈”主张，即阿拉伯圈、非洲圈和伊斯兰圈，其中阿拉伯圈是最重要的。纳赛尔始终把实现阿拉伯世界统一放在首位，1958年埃及与叙利亚的合并成为这种统一的前奏。埃叙合并失败后，1963年埃及、叙利亚、伊拉克三国又一次建立了“三国联邦”。但是纳赛尔认为埃及理应成为三个圈子的中心，因而置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异于不顾，导致阿拉伯世界统一运动的屡屡失败。阿拉伯社会主义是纳赛尔主义的深化发展，主要表现在实行国家资本主义。1956年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拉开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序幕。接着，政府又把在埃及的外国公司、银行收归国有，并致力于工业的优先发展，完善工业结构，强化国家的工业基础。萨达特执政后，虽逐渐放弃了纳赛尔主义，但纳赛尔主义的影响在短期内是不会消失的。纳赛尔主义固然存在弊端和局限，但是纳赛尔时代新旧社会势力的消长和工业化的巨大进步，无疑为其后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政治民主化铺平了道路。

最后，七月革命使埃及由一个政教合一的封建制国家成为一个世俗化的现代国家，促进了国家和人民的政治、生活的观念性转换。世俗化同工业化一样是现代化的内在体现和本质要求。然而埃及却是一个宗教信仰根深蒂固的国家，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起着决定作用，历代统治者无不奉行政教合一政策，以此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因此，要想使埃及脱离政教合一，实现世俗化确非易事。所谓世俗化，就是指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逐渐摆脱宗教制度和宗教象征的控制这样一个过程。埃及也不例外，它同样遵循着宗教与政治、法律、教育相分离的原则来实现世俗化。纳赛尔时代，国家不断加强对宗教机构的控制，设立宗教基金部，主管全国宗教事务。对于穆斯林兄弟会，由于它有功于七月革命，纳赛尔政府先是同其团结，加以利用，后来转变为镇压的方针，宣布兄弟会为非法组织，逮捕其成员达数千人。1955政府又将所有的沙里亚法庭并入世俗法庭体系，严格限制沙里亚法的适用范围，初步实现了法律世俗化。为大力发展世俗教育，国家设立教育部，开办世俗学校。在经济方面，政府取消私人宗教田产，使宗教机构的经济实力受到严重削弱。通过以上措施，埃及世俗化进程大大加快。然而，埃及宪法却明确规定伊斯兰教是国教，统治者也经常把沙里亚法作为其立法依据，足以证明埃及世俗化的不彻底性。萨达特和穆巴拉克实行的仍是一种部分政教分离政策。例如，他们严格限制穆斯林兄弟会参与政治，都实行过先利用后打击的方针。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宗教影响仍然存在于埃及，宗教组织的势力也依然强大，甚至一度有崛起的态势，但随着埃及政治经济的持续发展，埃及走向世俗化的趋势始终居于主流。

总之，直至七月革命前，埃及的现代化进程是在埃及人民的屈辱史和抗争史中进行的。在作为英国殖民地期间，埃及现代化经历了中断的危险，但农村资本主义与民族工商业的萌芽还是顽强地成长并发展起来，产生了推翻殖民统治的强大的阶级力量，最终导致华夫脱党的组阁和自由军官组织的成立，把埃及一步步引向独立。七月革命的胜利，共和国的成立，成功地克服了埃及所面临的边缘化和衰败化趋势，把奄奄一息的埃及现代化送上了正常的发展轨道，在中东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发展战略视角下埃及经济发展模式的嬗变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1956年纳赛尔全面执掌埃及政权的一段时期内，除了政府严格控制的水利灌溉业和少数需要保护的出口工业（例如纺织业）之外，埃及国家经济体特征仍然是财产私有制和自由企业经济相结合，延续了战前埃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20世纪50年代初，虽然棉花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朝鲜战争的影响，但埃及经济仍然保持了稳定的增长、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以及对私有企业的自由投资。这一方面得益于二战期间埃及工业的增长，另一方面得益于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包括关闭亚历山大棉花交易所，提高对非基本消费品征收的直接税和进口税，等等。

从1956年开始，埃及进入全面的经济调整时期，一直到纳赛尔总统在1970年去世，埃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当时国际上两种意识形态竞争的影响，选择了具有浓厚“社会主义”色彩的发展模式，主要表现出如下特征：

首先，以纳赛尔社会主义为指导方针。1955年3月，纳赛尔在接见印度记者时首次提出在埃及建立社会主义的主张。12月5日，纳赛尔在埃及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在全国建立一个“民主、合作的社会主义”社会。1962年由纳赛尔主持制定的《民族宪章》（又称《全国行动宪章》）确认埃及信奉社会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1964年临时宪法又明文规定埃及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

按照纳赛尔的相关论述，纳赛尔社会主义对埃及经济现代化的指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社会主义是“导致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唯一出路”，是“导致社会解放的道路”，是“解决埃及问题唯一革命的决策”。纳赛尔认为不发达国家消除落后的唯一方法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第二，“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正义和满足需要的基本上的”。按照纳赛尔的看法，“富足”指生产和发展；“正义”乃社会公正和分配公正。二者的关系相辅相成。没有富裕的正义意味着分配贫困，没有正义的富足意味着增加财富的集中。第三，关于剥削所有制和非剥削所有制的区分问题。纳赛尔主张由人民控制一切生产资料，但不必废除私人所有制。纳赛尔说：“应由人民掌握所有生产资料，根据预定计划决定利润的处理。”但他又指出：“所谓由人民控制一切生产资料，并不是指生产资料都要实行国有化，取消私有制，也不是侵犯私有制合法的继承权。”当然，纳赛尔并非拥护剥削阶级所有制，他激烈地反对“剥削阶级所有制”，说他只允许不剥削他人的私营部门存在，为发展总计划做出贡献。

其次，实行社会主义的土地改革。按照上述纳赛尔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为减少贫困和机会不平等，埃及新政权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打击腐败、扩大对低收入者的安置以及从1952年9月起开始进行土地改革，以后在1961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土地改革。通过土地改革，对全部农业用地的13%进行了重新分配（分配给那些占地不到2费丹的农户，这部分人约占全国土地所有者的10%）。此外，政府没收了王室土地，并且降低土地租金，价位是1947年土地税价格的7倍。这样就在埃及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限制地主占有土地的最高数额，1952年第一次土改时为200-300费丹不等，到1961年降为100费丹。尽管这只是相当温和的土地分配，它还是导致了埃及社会政治结构朝着更为平等的方向改变。但是从性质上来说，埃及财产所有制的私有性质以及社会经济以私有制为主导的格局并没有改变。

再次，全面推行国有化政策，实行计划经济，推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土地改革特别是苏伊士运河战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纳赛尔总统扩大对全国经济的战略控制。其主要特征就是严格投资的计划性，推行大规模国有化，实行行政主导价和固定工资，同时严格控制对外贸易和农业资源的利用。对外贸易和生产扩张的主要推动就是实施替代进口战略，为此安排的资金占1956-1965年期间总投资的1/3.这就导致埃及的发展模式逐步由市场经济向严格的计划经济转变，其目的不仅是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7%的增长率，还要实现建立在稳定基础（财富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公平分配，以保护工人和穷人的利益）之上的埃及人的全面发展。

在国有化方面，到1963年，国有部门占据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在工业和电力部门达到60%，交通部门达到75%，不过在农业部门只占到6%。国家已经控制了82家私有公司将近一半的资产。政府就业快速扩大，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公有部门工作享受工资的工作人员占到全部享受工资工作人员的一半。通过劳工立法，从事非农产业的工人也得到了很多好处，包括提高每日最低工资标准、降低每周工作时间、享受带薪假日、义务社会保险和免于非法解雇等。这样，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具有浓厚社会主义色彩的战略导致了社会全面就业。它证明了在埃及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采取多项措施是可以产生大量的工作岗位的。随着免费的公共服务部门范围的逐步扩大，一个福利国家的面貌初步显示出来。

总的来讲，缩小贫富差距、推行立足于计划经济基础上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并且没有出现官僚腐败，被认为是纳赛尔时期埃及经济发展的重要成就和特点。不过，与上述成就相伴随的则是冗员过多、效率低下、持久的隐性失业以及经济管理机构的中央集权化，使少数管理者管理着大型国有企业，他们构成了经济机构的精英，处于中央经济控制的核心地位。

另外，由于1961年埃及棉花生产锐减，支持也门战争（1962-1967年）及参加1967年中东战争、把原准备投资于商品生产的资金用于购买武器装备，美国停止援助以及苏伊士运河和旅游业收入减少等，纳赛尔所计划的埃及年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7%的目标没有达到。在第一个经济计划时期（1959-1964年），年均增长率达到6%，到20世纪70年代时降为3.5%。

早在1968年埃及就开始进行有关经济改革的准备工作。当年7月1日在官方的《金字塔经济学家》专刊上发表了纳赛尔总统制订的有关经济改革的重要文件和报告，开始对政府部门、国营、私营企业和合作企业进行经济与财政改革。

十月战争之后，萨达特总统决定开始实行新的发展战略，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到70年代中期，该政策基本形成，主要内容体现在官方发表的1974年的“十月文件”。该计划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并连续在1974年、1976年、1978年和1980年双方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这一政策的目的是引进阿拉伯国家及其他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利用外资和外援来发展国民经济。同时动员本国资金投入，发挥私人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以活跃经济，增强国力。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建立合营企业，引进外资并实行优惠政策，实行进口自由化，改革对外贸易体制，从双边贸易向多边贸易发展，建立自由区，形成了一套开放经济的政策体系。

具体而言，在坚持中央计划和国有部门占主导作用的前提下，放松对于进口和国内贸易的限制。其结果是进口，特别是消费品的进口从1960-1970年时年均增长率不到1%上升到1970-1975年度的15%，而进口汽车在同期就增长了30倍。因此，萨达特总统这一时期的开放又被称作是“消费型开放”。“开放政策”伴随着1973-1979年石油价格的飙升，一方面虽然增加了通货膨胀，但同时也在石油出口（几乎是1966年的10倍）和侨汇收入（是1961-1970年平均水平的近8倍）方面增加了收入。这一时期，政府仍旧是主要的雇主、制造业和电力部门的资源分配者、社会服务和粮食的主要提供者。

1981年10月萨达特总统遇刺直到海湾战争之前，穆巴拉克总统把发展国民经济作为中心任务，对埃及发展战略做了部分调整并采取了一系列必要措施。这一时期最大的变化表现为：确定了把“消费型开放”变为“生产型开放”的总政策方针，鼓励和引导外国资本和本国私人资本向生产项目投资，以加速本国工农业的发展。同时改进国营企业经营管理，继续放宽对私营部门的限制；调整外贸政策，鼓励出口，限制进口；较重视发展农业，继续改造沙漠为农田；紧缩开支，抑制消费；加强外汇管理，增加外汇收入；改变过分依靠美援的做法，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经济技术合作，并积极配合经济政策的贯彻开展“全方位”的外交活动。这些政策已取得一些成效。首先，在吸引外资用于生产性投资方面有较大的进展，到1988年仅阿拉伯国家对埃及70多个项目的投资就达35亿美元。其次，从国外获取了大量赠款、贷款和先进技术。再次，社会消费有所压缩。至1985-1986年度，社会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70年代中期减少了3%-5%。

总的来讲，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到80年代，埃及经济处在一个各种经济相对交织的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都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1970-1979年埃及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达7.6%，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7.8%，制造业为8.2%，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达6.7%。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221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23美元。随着西奈半岛油田的回归以及油价的迅速攀升，埃及在这一时期成为一个纯粹的石油出口国，70年代的后五年经济增长达到9.6%。石油占到埃及全部出口商品的75%，传统的主要出口商品棉花从45%降低到7%。此外，政府还可以从石油公司那里得到大量的租金。随着阿拉伯石油出口国家对外国劳工需求的增长，埃及在外工人的侨汇也开始引人注目地迅速上升。1980年，石油、侨汇、苏伊士运河与旅游业的收入分别为30亿美元、27亿美元、10亿美元和6亿美元。1973-1980年国内公共投资约增长26%，私人投资增长78%。新的外国私人投资（非石油部门）也从1977年的1亿美元，增至1980年的4亿美元。

但是，石油经济的繁荣并不长久，到1990-1991年度出现衰退，这一时期后来被称为“不稳定的发展”（erraticdevelopment）。据世界银行统计，1965-1980年埃及GDP年均增长率为7.3%，1980-1990年降为5.4%。主要表现在实际人均收入下降20%，从1986年的750美元降至1989年的640美元，1990年进一步降至600美元。制造业产出和贸易平衡也出现严重的倒退，外债增加了一倍半，积累到140亿美元。高达20%的通货膨胀率（1987-1991年），直接导致市民实际生活消费的增加和收入的降低，同期大约降低25%。相应地，由于政府严格控制稀缺资源的再分配以及对于消费品的补贴，再加上与经济开放政策相关的一些法律漏洞，使腐败开始在政府机构和国有部门迅速扩张。

由于积极参加1991年的海湾战争，战争结束之后，埃及得到了西方国家（美国和巴黎俱乐部成员）以及阿拉伯国家庞大的经济援助和债务减免，出于同美国联系的紧密并且受到美国政府的某种压力，埃及同意进行全面的经济调整计划。这次经济战略改变即官方所称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计划”（ERSAP）。从埃及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而言，埃及试图通过全面走向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来应付日益临近的全球化的挑战。

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计划的执行显示它并不是为埃及提供可供选择的其他经济发展模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政府的债权人，主要是巴黎俱乐部）成为埃及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美国式资本主义模式的提倡者。作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标准的调整计划，ERSAP针对政府和公有部门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失败提出一整套的改革措施，主要分为两类：短期内稳定计划和长期结构调整。前者主要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进行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改革（削减政府支出、货币贬值、无需考虑收入分配、提高税收、降低实际工资和利率自由化等）。其目的是降低公共和私人消费（即降低需求政策），由此产生的高储蓄直接用于投资，主要是私人企业的投资。结构调整主要由世界银行来负责，主要是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提高资源分配的长期效率（特别是商品生产部门的内部供应）。两项计划是彼此促进，在某些方面互相交叉。

1987年5月，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长时期的谈判之后，埃及政府决定采取包括从1987-1991年五年计划在内的一揽子稳定政策。埃镑贬值几乎达100%，从1987年1美元兑换1.36埃镑降至1989-1990年度的2.6埃镑。政府还采取措施降低占GDP总量达16%的预算赤字（1987-1990年），这些措施包括取消电、油、交通等非食物补贴，削减食物补贴，使之从占1981年国民收入的10%降到1990年的2.5%。

ERSAP按阶段有步骤推进，从1991年7月到1993年9月是以财政金融改革为主的第一阶段经济改革，从1993年10月到1996年10月是以巩固宏观经济、初步开始结构调整为主的第二阶段经济改革，1996年10月到1998年9月是以巩固已经取得的宏观经济稳定、扩大和深化结构改革为主的第三阶段经济改革。

ERSAP在宏观经济领域所取得成就主要有：第一，使埃及GDP增长率得以恢复，在1998-1999年度达到6.0%，但是按照1996年价格计算在2000年又回落到4.9%。第二，通货膨胀率、预算、财政支出和全部外债的急剧削减，但包括政府和国有企业所欠的全部内债仍然很高，在2000年仍达到1740亿埃镑。第三，外汇储备（包括黄金）急剧增加，从1991年的38亿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195亿美元，但在2000年降为145亿美元。第四，随着国有部门私有化进程的推进，外国直接投资由1991年的1.4亿美元猛增到1994年的12亿美元，到2000年增加到16亿美元。但从总体来讲，该数值仍然很低，只占埃及全部私人投资的4.5%、国内生产总值的0.5%-1%的规模。

为了使经济全面走向市场化和应对全球化挑战，埃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大了私有化的力度，主要涉及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鼓励私营企业投资于传统上由国有企业控制的基础设施行业。埃及1991年颁布的203号新“国营企业法”标志着埃及国营企业私有化的开端。根据此法令，国有企业的投资和信贷不再纳入政府财政预算，置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于同等地位，允许国有企业清算资产。1996年的詹祖里新内阁把通过私有化加大吸收外资的力度作为政府的头等大事，私有化的步伐明显加快。到1999年底，已经出售股份的公司达到129家，私有化收益累计124亿埃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此外，埃及政府将私有化方案的范围扩展到基础设施建设，把国内私人投资作为新建港口、电信、发电站等大型项目的主要投资来源。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下，采取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力求融入全球经济是埃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既定目标，因此埃及市场改革和发展战略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建立一个更开放的、外向型的贸易体系，实现埃及的贸易自由化。埃及进行的降低关税、减少非关税限制、增加贸易透明性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关税削减幅度最大的达到50%，1989-1996年间平均法定关税降低了20-28个百分点。1996-1998年间多次下调税率，逐渐减少进口附加费。此外，埃及还在1998年1月取消了对纺织品进口的禁令，2001年1月取消对服装进口的禁令。同时，埃及还承诺逐步取消对农产品进口的数额限制。

当然，ERSAP并没有为埃及带来当初想象的改革成果，也存在很大的不足之处，例如实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仍然受到体制性的瓶颈制约，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贸易自由化政策过多地集中于进口而不是出口，使埃及的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内外债尽管大量削减，但对于经济来讲仍然是沉重的负担，私有化过程依旧缓慢，从1993年启动了314个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以来，直到2001年初，只完成了不到一半的企业私有化的目标。另外，特别需要一提的就是经济发展与调整计划增加了埃及的失业率，更为严重的是伤害了埃及低收入者的利益，在城市中产生了新一批的贫困者阶层。根据2002年2月官方公布数字，埃及失业人口在进入新世纪后进一步增大，由2000年的8%上升到2002年9.1%，失业人口相应地从150万上升到180万。专家指出，如果只是依靠货币政策（利率、汇率、控制通货膨胀）而不增加资本支出来吸纳新增的劳动力，埃及将面临严重的社会问题。加强对人力资源的培训，加大对一些新兴行业和地区的开发力度，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显得十分重要。

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几年来埃及经济持续低迷（经济增长率基本维持在3%左右的较低水平）、不能令人满意的现实，埃及政府接连在2004年7月和2005年12月两次重组内阁，改革派经济学家纳齐夫出任总理，肩负起振兴埃及经济的重任，显露出埃及进一步加大经济改革的力度和决心。埃及由此进入“第三代经济改革”，它“依据一种全新的思想展开，也就是要紧跟全球经济的步伐，增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合作和相互信任，为私营企业提供机会，使私营企业从需要支持与指导的小型经济伙伴转变为具有吸引投资、促进就业、创收以及制定并执行政策的全面能力的经济伙伴”。具体内容包括一系列关于税收、海关和金融领域的改革措施。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5年9月发布的半年度报告，2005年埃及经济增长率约为4.8%，2006年约为5.2%。埃及的私有化进程实现了稳定和发展的双重目标。

通过对埃及经济发展战略50多年演变的考察，可以看出，埃及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螺旋上升式的发展和变化。在这一长期探索的过程中，以下三个特点值得关注，也引发我们对埃及发展模式转型的思考。

首先，埃及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与其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彼此之间形成互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经济发展模式始终与其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经济发展战略的改变导致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反过来，发展模式也影响到战略的调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埃及发展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巩固七月革命的胜利成果，最大限度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正是这样的战略要求导致埃及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国有化模式和道路，尽管它被赋予了浓厚的阿拉伯特色，但依然是当时解决国家发展资金、大规模集中和动员社会力量行之有效的方式。到七八十年代，埃及发展战略转向实施“开放政策”，解决纳赛尔时期的一系列弊端，相应地埃及发展模式出现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混合型”。90年代以来，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挑战，埃及发展战略做出重大调整和变化，加快了向市场化和私有化转换的步伐，这个过程没有结束，仍然处于艰难的探索、改革、调整和转型时期。

其次，埃及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是一个内部自我探索和外部施压互动的历史过程，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冷战时期，受两大军事集团的争夺以及和以色列的冲突与矛盾的影响，埃及的发展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很大。纳赛尔时期依靠苏联援助，萨达特总统转而投靠美国。穆巴拉克总统在后冷战时代则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埃及现在仍然是美国继以色列之后的第二大援助国，西方和阿拉伯国家对埃及的债务减免数量可观。埃及的改革一直受到外国政府（特别是美国）的压力，并且由国际借贷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支配，这在减轻埃及经济压力的同时，也使得探索符合一条埃及国情的发展道路困难重重，导致问题很多。事实上，埃及在经济发展方面仍然没有走出“西方化”的历史阴影，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治理以及埃及与美国的结盟使埃及成为所谓“华盛顿共识”的试验品，但这种试验能否成功，却是留给埃及的最大经济难题。

最后，埃及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能否成功也将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效能。一方面，自由市场经济、减少国家干预、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削减补贴、增加税收是十几年来埃及走上西方式模式正在进行的改革手段，这些措施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欢迎。世界银行在其2005年下半年发布的一份有关各国投资环境的评估报告中认为，埃及是2004年全球实施经济改革力度最大的6个国家之一。但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埃及经济发展一直面临许多体制性难题，例如埃及严格的政治控制和权威主义对经济的影响依然强大，由此导致私有化进程缓慢、官僚体制效率低下、部分政府官员贪污腐化严重，等等。政治改革步伐缓慢，不能有效刺激经济发展等体制性的问题从根本上束缚着埃及经济自由化发展模式的形成。因此，埃及能否最终形成具有地区特色的某种伊斯兰发展模式，乃至埃及能否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的振兴之路，还取决于其能否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各项改革措施。


三、宪政体制下个人权威主义统治的政治模式

作为中东较早建立宪政的国家，埃及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蹒跚而行，但是由于盛行数千年的专制主义文化仍然深深地植根于当代埃及的政治现实，加上其他种种原因，客观上埃及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民族国家有宪政而无民主的典型。无庸讳言，埃及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缓慢成为阻碍其实现民主化的最大桎梏。但是，始终无法解决存在于国家与社会、宗教之间的张力也是构成其民主化难有成效的最重要的制度化因素。埃及——作为典型的个人权威主义政治模式，其现代化的难题——民主化的破解，成为几乎所有埃及问题解决的关键和核心。

民主化是指一个国家的政治统治由不民主或者权威统治的方式向民主的方式转变过程。亨廷顿认为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它广泛地冲击到全世界以前那些不民主的国家，使其向民主转变，这些地区特别包括东欧、拉美、亚洲和泛撒哈拉非洲。民主化浪潮正在深入发展，大约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国家按照一般的定义可以被划分为民主化国家。但是，只有一个地区——阿拉伯世界依然远远落后于世界民主化进程之外。不过阿拉伯世界最近在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的许多方面诸如选举、多党制、更加开放的媒体和政治参与、更具刚性的立法和司法实体，以及更为自治的公民社会的活动等等都已经在该地区很多国家出现。

或许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曾经像埃及一样对民主化有过如此强烈的呼吁乃至对实行民主化的可能性进行试验。长期以来，埃及曾坦率地承诺实行民主化。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安瓦尔·萨达特总统开放埃及的政治和社会，而此后穆巴拉克总统进一步加快这一步伐以来，埃及一直宣称它在逐步走向民主化，然而这个过程十分缓慢甚至出现倒退。

埃及学者拉里和苏哈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当代埃及的政治民主化提出了分析的模式。这四个变量包括：

第一，埃及的政治制度，涉及埃及的总统、立法、司法、行政官僚机构、军队和宪法。在对于政治决策的理解方面，管理制度和那些非正式的既得利益集团存在着尖锐的紧张。第二，政治进程和文化，包括政治参与的不同方面，例如选举、政党活动和竞争、利益集团的活动和媒体。对潜在的大众态度和行为形成影响的因素包括政治的社会化、公民社会的地位、经济自由化以及自治商业精英的发展，等等。第三，公民的自由和政治权利，主要集中体现在对于公民基本权利（演讲、信教、出版、结社）广泛的保护的实现，公民能够得到来自国家的保护，以及在由宪法所倡导的依法治国原则和自从1981年以来就一直实行的紧急状态法之间持续的紧张的平衡。最后，基本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因素，包括对于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分配，对于贫困人口不断增长的剥夺，对中产阶级的侵蚀，人口的急剧增长，这些都为目前埃及大多数人在民主面前保持沉默引发的问题，特别是政府较低的政治合法性问题提供了相关背景。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从彼此之间的联系来分析，可以用如下的模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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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促进民主的政治社会变量示意图

正如上图显示，对埃及的政治民主化而言最为关键而独立的变量是埃及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的现代化直接影响到了民主化成效的快慢，同时它也直接影响其他两个独立变量即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政治进程和文化。对上述三个变量产生影响的则是最基本的社会经济情况以及人口数量，因为该变量为民主化的变动提供社会框架。

由于深受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影响，埃及成为在中东地区较早展开具有浓厚民族主义特点的宪政运动的国家。20世纪埃及宪政运动的历史表明，埃及一直在寻求一种适合的宪政体制。这一过程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法鲁克国王时期的宪政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8年11月英国殖民当局颁布了所谓“宪法草案”，规定由政府成员、英国顾问、埃及侨民和各界代表组成的参议院代替埃及原来的立法会议，采用英国法。这一草案激起了埃人民的一致抗议，结果迫使英国放宽了对埃及的控制，在名义上承认了埃及的独立。1922年3月埃及王国成立，国王组织了宪法起草委员会。1923年4月，法鲁克国王参照西方模式正式颁布了埃及王国宪法。宪法规定埃及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成立议会和政府，议会和国王共同掌管立法权，政府对议会负责，宪法还明确宣告了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1923年宪法是埃及历史上第一部埃及人的宪法，证明在国家政权中资产阶级正在起作用，但封建势力仍然占主导地位，而且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埃及民族和国家没有真正自主的权力，因此这部宪法是在被奴役的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宪法，丧失了其本身的宪政意义和实际的政治作用。

根据1923年宪法，在1924年初埃及举行了第一次国会选举，成立了以民族主义人士为核心的政府。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政府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因领导人的更换开始向英国妥协。于是，1930年的西德基政府又颁布了1930年宪法和新选举法，这部宪法中以国王为代表的执行机构的权力进一步扩展，而削弱了议会的权力。但迫于民众和舆论的压力，5年之后国王不得不做出让步，又恢复到原来的1923年宪法。

纳赛尔总统时期的临时宪法实践。1952年的七月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的统治，标志着埃及现代化进程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埃及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其中在政治制度建构方面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1952年12月革命指挥委员会宣布废除了1923年宪法，于次年2月颁布了临时宪法。宪法规定实行政治制度的3年过渡时期。1956年过渡期结束后，政府提出新宪法草案，由全国表决通过。1956年宪法确定埃及是一个民主的阿拉伯国家，埃及民族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人民享有国家主权，国家保障全体公民自由、安全、安定和机会均等。宪法规定国家采用总统制民主共和政体，纳赛尔当选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该宪法还采用了现代国家的宪法规定，宣布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此后，在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和主张的引导下，1958年埃及和叙利亚宣布合并，成立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新共和国颁布了1958年临时宪法，1958年宪法几乎是1956年宪法的翻版，但进一步扩大了总统的权力，规定在议会休会或解散期间，总统有权立法，但在议会复会后的15天内或新议会召开的首次会议上，须将这些法律提交议会通过，否则总统可以同一原因解散议会。埃、叙合并决裂后，埃及在1964年颁布了一部宪法，新宪法确认了埃及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性质，规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是唯一的人民政治组织，社会主义联盟为埃及各阶级和劳动群众参加的广泛统一战线。1964年宪法表面上规定总统不再是政府首脑，内阁由总理主持，并向国民议会负责，但总统的权限与地位不变，政府须执行总统制定的政策，实际上只是总统的执行机构而已。

萨达特总统以来的宪政实践和“有限多党制”。1971年5月，纳赛尔的继任者萨达特宣布“保护民众自由”、“扩大民众参政范围”，使政权民主化。1971年9月，埃及颁布了七月革命后的第一部永久性宪法，经公民投票表决后于1971年9月11日公布施行，即现今适用的《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永久宪法》。1975年，萨达特开始实施政治开放步骤，进入了多党制阶段，但强调政党必须遵守某些限制，应维护全国团结，不能建立在宗教和种族的基础上。1980年5月，埃及政府又颁布了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埃及的政治制度“建立在多党制基础上”，正式确立了多党制，并决定增建协商会议和咨询机构。1981年穆巴拉克执政，继续进行民主政治的尝试，通过几次议会和协商会议选举，逐渐完善了多党制和宪政制度。但是长期以来，埃及的多党制并没有坚实的宪法基础，例如虽然1980年修改第五条“埃及阿拉伯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建立在宪法规定的埃及社会的基本因素和原则框架内的多党制的基础上”，但其他条款未作相应的修改，宪法的基本结构仍然是权力集中在总统手里，恢复政党生活的宪法决定并未导致权力结构的变化。关于政党制度的法律又严重限制了反对党的建立和正常活动，再加上长期实行紧急状态法，埃及政府动辄大规模抓捕反对派，进行军法审判，因此埃及的多党制又被称为“有限多党制”。

自七月革命以来，埃及共和政府为维护和巩固新生的政权以及国家的根本利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三代总统的领导下，埃及建构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政治体制并维持了国内政治的基本稳定。现行的埃及国家政治体制（包括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及其权力机构和职能）是由1971年永久性宪法确定的，1980年宪法又进行了修订。按照宪法规定，当代埃及政治体制的基本架构主要由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新闻、政党、地方政府和民众社团组成。其中最核心的支柱就是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

埃及的立法机构包括人民议会和协商议会，人民议会行使立法权，决定国家总政策，监督政府工作。协商议会是一个咨询或建议性机构，对于它认为可以保障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以及保护社会基本生活条件的事务，负责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行政机构主要也由两部分组成，即国家元首（共和国总统）和政府（内阁）。其中，总统领导行政机构，其职责是致力于人民当家做主，尊重宪法和法律权威以及维护国家的统一。按照宪法，总统候选人须由人民议会以2/3的多数推举产生，并且是唯一的候选人，然后由选民公决，自宣布公民投票结果之日起，总统的任期为6年，可连选连任。总统与内阁一起制定国家的总政策，并负责执行。同时，总统兼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警察最高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政府是最高行政和执行机构，指导、协调和监督国家各部委和机关的工作，起草国家总预算和总计划，签订贷款协议并发放贷款。同时，根据共和国的法律和决议，政府协助总统制定国家总政策，并负责监督执行。政府还负责监督法律的执行，保护国家安全，维护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埃及宪法规定，司法机构是独立的，由法院行使司法权，并根据法律作出判决。法官也是独立的，任何机构不得干预司法事务。司法机构由各种不同等级的法院（简易法院、初级法院、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行政司法（国务院）和最高宪法法院组成。司法机构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根据法律的规定行使司法监督和解释立法的法律条文。同时，它在建立政党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以此巩固埃及的民主，保护埃及社会和公民的权利、自由和价值。

在上述政治体制的支撑下，自1952年革命以来，埃及实现了政治的基本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保证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但也正是由于实行上述政治体制，特别是选举制度的结构性缺陷，以及由此造成的民族民主党长期一党执政，从而使埃及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国内反对派的谴责，被称之为“专制”或“极权政府”。但事实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系列新独立民族国家或者说发展中国家政治实践的历史进程和历史经验来考察，埃及在中东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个人权威主义政治模式。个人权威主义的统治规则就是：“通常是一个人的政府，他使用法律和国家的压制性工具促进他自己垄断权力的目的，并且拒绝给与那些同他竞争的组织以政治权利和机会。”与中东地区其他国家、东南亚部分国家以及拉美国家等传统的权威主义政治相比，埃及既有诸多相似之处，也有其独特的历史宗教文化影响和地缘政治决定的新特点。

按照上文对于埃及民主化模式的变量假设，埃及的“宪政”——政治制度的基本规定是十分明确的，问题在于宪政的执行，综合埃及从纳赛尔总统到萨达特总统，再到穆巴拉克总统历届政府所执行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以及部分程度上对外政策的转变，埃及的个人权威主义政治模式体现出如下一些突出的结构性特征。

首先，埃及个人权威主义的“个人”性特征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表现为总统独大，议会弱小。埃及宪法所规定的总统与埃及政治实践中的总统在权力上显然并不相符。实际上，埃及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已经经历了上千年的家长制政治文化的社会，七月革命爆发的特殊历史背景又使当时的自由军官政权不可能对政治做出彻底地民主转变。埃及作为总统制国家，总统拥有绝对权力。他拥有巨大的宪政和立法权。几乎所有有影响和有权力的国家机器实体都正式或者非正式地隶属于总统办公室。在埃及要想成功地贯彻任何新计划，都必须得到总统或者隶属于“总统确立”的个人或有关部门的认可和批准。“任何重要的政策或者计划如果想有一个合理而成功的前景，那就必须正式拥有总统对它的‘祝福’。”

与此相对照，埃及的立法和司法机构却十分软弱而不能对行政机构形成有效制约。埃及作为一个议会制国家，在内阁首相和立法机构之间应该有实实在在的紧密联系，但实际上二者都被掌控在总统手里。立法机构不能监督行政部门，因为立法机构的绝大多数席位都被民族民主党所控制。1995年最后一轮选举后，许多成功的独立候选人加入民族民主党，使其控制了埃及人民议会444个席位中的417席（94%），1990年大选也只是占到348席，1987年则为346席。司法机构虽然相对独立，但由于政府在打击伊斯兰反对派的时候更倾向于军事法庭而使其影响逐渐降低。

埃及人民议会典型地说明了埃及政治体系的矛盾，在宪法和法律所标榜的理想（在原则上很大程度上是民主的）与政治实践（权威主义的极致）的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人民议会被1971年宪法的第二部分之第五章以及1972年第38号令赋予了巨大的立法和监督权。但是这些权力很少实施，议会被广泛认为是一个没有立法和监督能力的傀儡机构。更为重要的是，它甚至连代表职能都不能正常发挥，因为立法选举也被政府所操控。选举结果备受质疑，而立法权作为建立起来的民主框架可以通过和平的政治、社会、经济变化等的立法来实现，也受到了限制。

根据宪法，人民议会是国家主要的立法机关，总统一些行政的立法任务，诸如通过总统命令发布法律，也受到了宪法的限制（第108条款）。正常程序应该是政府之权力在于提出立法建议，而议会之权力在于对立法建议进行讨论、贯彻，进行修订然后发布。事实是，立法进程显示出行政权力牢牢在上。研究显示，在1990年，行政部门提出并被通过的法律共有214条，而议会提出被通过的只有7条，而且只有一条被采纳。1991年，共有451条由政府提出的法律被采纳，同样是在7条被议会通过的法律中只有一条被采纳。议会没有反对过任何一条由政府或者总统颁布的命令或法律。法律在实施过程中既快速又顺利，议员们对其内容很少进行辩论或者提出修正案。人民议会在诸如公共设施、住房、食品、供水等一些公共议题方面也同样被边缘化，而涉及到外交和国家安全的问题则完全被忽略。此外，任何对政府的反对意见都会被自动封锁。民族民主党的绝对多数地位意味着不管议会的组织特征是什么或者其对反对派的公开的态度如何，对于行政权力而言充其量只是一枚橡皮图章而已。

至于宪法赋予议会的监督作用（按照第124-132条款的内容），质疑权被完全限定在申请方面，在政府乃至其各部部长的人选上从来就没有进行过令人信服的投票，尽管腐败和低效早已成为埃及国家发展最主要的障碍。政府官员倾向于忽略或者解除能够免于处罚的反对方式来贯彻监督作用。人民议会从来就没有组成一个所谓的委员会对政府的政策或者计划进行调查，也没有行使宪法赋予它的控制政府预算的特权（第115-123条款）。只要民族民主党控制着人民议会绝大多数的席位，它的监督作用就永远不会达到其全部的潜能。

其次，严格限制政党政治和政治参与，反对派活动有名无实是埃及权威主义政治模式的第二个主要特征。良好的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它的建立有助于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中构建新的组织加入到政治参与当中。此外，政党不仅简单地组织和构建政治参与，“而且也影响参与的扩展水平”。因而，政党由于在社会中扮演着吸收和综合（integration）各种社会力量的角色，已被视为一种有助于实现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工具。

权威主义政治的主要特征在于严格控制政党活动，特别是反对党的活动。当代埃及历届政府都采取措施严格限制政党活动。1952年前“自由主义时代”的埃及尚存在较为活跃的政党政治。但七月革命后，埃及的多党制被取消而代之以人民解放大会，此后民族联盟（1956-1962年）的建立又取代了人民解放大会。同样，在六年之后，民族联盟又被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ASU,1962-1976年）所取代。但是，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名称，人民解放大会、民族联盟和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都被“设想成是垄断合法政治活动的大众组织”。1976年，萨达特总统决定实行多党制，并且宣布把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分成三个具有不同思想纲领、分别代表左、中、右三种不同思想方向的政治实体。1977年总统授予这些政治实体完全作为政党的官方地位，在一年之后，他决定创建自己的政党即民族民主党（NDP）。萨达特开启了新时期埃及的多党制，但是必须指出，这种多党制是“萨达特自上而下设立的多党制，并且强加了严格的限制条件以阻止那些受大众欢迎并且有潜在竞争力的组织的出现，萨达特的目标是确保政体从一个软弱的单一政党制向一个同样软弱的多党制的过度与转变”。穆巴拉克在执政二十多年期间所采取的政策更多的是偏向于控制而不是促进埃及多党制进程的发展。

任何民主体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政治反对派有机会可以成为执政党。尽管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的言论自由越来越大，但是反对派在与执政的民族民主党竞选中屡屡失败，从1979年以来的选举结果都清楚地显示了这种趋势。由于绝大多数成功当选的所谓“独立”候选人加入了民族民主党（这些候选人的大多数都是通过任命而被接纳的民族民主党成员），致使民族民主党控制着议会席位的绝大多数，1979年为89%，1984年为87%，1987年为69%，1990年为86%，1995年为94%。1995年大选之后，民族民主党控制417席，新华夫脱党6席，民族进步统一党5席，穆斯林兄弟会1席，自由党1席，纳赛尔党1席，真正的独立席位13席。

民族民主党的多次压倒性胜利说明了埃及民主化在四个方面的因素显示出其病灶。其一，就是在现代埃及每一次的大选中都体现出“广泛的不规范的选举”，而且，从1979年以来的历次大选都是在不同的选举法的指导下进行。其二，民族民主党的压倒性获胜也源于其“对国家资源的垄断”，包括媒体、绝大多数国有部门的就业、社会安全、健康和公共服务等。此中对权力的保护产生的直接效果就是服务于国家部门的工作人员被调动起来支持民族民主党，而其间接效果则是使选民们认识到如果要想得到各种服务，就要保证民族民主党的选举人必须当选。其三，“反对党力量弱小”、组织差，内部管理专制，并且他们绝大多数的呼吁受到限制。埃及已经建立起包括有16个政党和穆斯林兄弟会（仍然是非法但被接纳的反对派运动）组成的多党制。除穆斯林兄弟会外，其他政党弱小而组织差，不能统一，在选战中被以各种不同方式区别对待。自由的华夫脱党、泛阿拉伯的纳赛尔党以及社会主义者的全国进步统一党的主张只是在大多数城市选民中有一些支持。而伊斯兰社会主义自由党和穆斯林兄弟会虽有广泛的支持，但根据埃及40号法令以及更为普遍实行的紧急状态法（即1982年第50号法令，原1958年第162号令修订后形成），限制了这些政党在政治舞台上的有效活动。而他们的弱点及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也使他们很难组成竞选联盟从而构成反对党。他们之间的共同性常常少于他们与政府之间的共同性。其四，由于选举法的经常性变动及反对党的软弱，带来的重大后果就是虽然有大量的独立候选人参加选举，但只有他们参加了民族民主党之后才能赢得竞选。这些政治的机会主义者被调动起来显然只是为了获得议会议员席位的一己私利，而不是为了给埃及的民主化带来哪怕是一点儿的发展。

第三，政府牢牢控制军队、警察、法院等国家机器，扶植培育权威主义的社会阶级基础；与此同时，频繁启动压制性政策和紧急状态法以维护政权稳定。总统对军队和安全部门也有巨大影响，反过来也会作用于国家。通过征兵制，埃及拥有大约50万人的军事力量，军队所起的作用表现在军事控制、福利、经济，自从1973年十月战争特别是1979年埃以和约签订后，埃及军队已经在近乎一代人中没有发挥其国防的作用了。自从1992年伊斯兰政治暴力升级以来，军队和安全部门已经直接开始干预社会事务。他们的权力通过1981年的紧急状态法而急剧扩大，使得军队与社会公民的界限模糊不清。军队和安全部门也扮演着建设福利的角色，可以给埃及那些中低收入的年轻人提供吃住，由此给埃及社会减少了至少20%的通胀率。同时，“穆巴拉克总统控制的军事力量也逐渐起着与日俱增的重要的经济作用”，可以使一些军官变得富有从而成为国家精英重要组成部分。

与总统直接相关的政府机制就是内阁和官僚机构（政府各部）。内阁负责总统一般政策的执行（似乎总是在贯彻一个人的观点）。官僚机构负责执行公共政策以及对于国家有关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进行监管。不论是内阁还是官僚机构都实行长期任命制，几乎很少发生变化。此外，还有大量的重要的部门直接隶属于总统办公室，包括中央计划、动员和统计署、中央审计署、国家最高监察办公室、全国专业委员会等。超过400万之众的行政官僚被广泛认为是膨胀、腐败和无效的，但它们给埃及总统的个人权威主义执政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从纳赛尔开始的埃及政府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在一系列涉及国家变革重大方针政策方面，经常性地使用压制性政策。到穆巴拉克时期，则是频繁地启动紧急状态法对待政治反对派。自从1981年萨达特总统遇刺之后，埃及的紧急状态法每三年就重新启动一次，它赋予政府以合法的权力控制各个层面的政治活动，包括那些被正常限定的政治议程。例如，按照紧急状态法，政府有权对包括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活动进行审查。正如一份报告提到的，紧急状态法允许政府有权检查、扣押或没收信笺、报纸、通讯、出版物，以及其他一切有关言论表达和散布的方式。这也使政府“有更大的权力对刑事诉讼法设置的规定表示漠视，那就是按照紧急状态法，政府可以对那些不遵守秩序的人士立即予以逮捕，而且政府甚至可以逮捕那些被紧急状态法所描述的违反了该法的人士”。虽然穆巴拉克总统强调对紧急状态法的修订是必要的，“目的是为了对付恐怖主义、维护国家的民主和稳定”，但事实上该法律通常不仅仅是用来对付恐怖主义的，而且也对合法的政治活动进行限制和控制。这一点在立法选举活动当中限制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在紧急状态法下，如果没有得到内政部的同意，选举集会是不允许的。因此，当某个候选人要想举办一次公众集会，必须事先正式地向当地警察局提出申请，并且详细说明集会日期、地点，特别要说明集会的规模。这样的申请被提交到内政部，然后由内政部做出是否批准集会的决定。事实是除了执政的民族民主党的申请被批准外，其他政党的申请均被拒绝。

第四，宪政规定的埃及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无法兑现，甚至出现恶化。埃及的自由程度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是最好的，但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从1990年以来却持续恶化。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几乎没有任何进展：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警察控制、结社自由以及紧急状态法的实施。

其一，埃及的言论自由仍然受到各种限制。虽然印刷出版业相对自由，并且允许反对派的报纸存在，但是广播和电视依然被政府严格控制。官方对所有的媒体通过政府各部进行严格审查。类似前开罗大学教授纳赛尔·阿布·扎伊德的叛教事件以及随后被法院强制性的开除，证明在埃及社会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也来自于“信仰正确”。其二，埃及只是在名义上存在宗教信仰自由。现实中，埃及政府支持伊斯兰教作为事实上的国教（宪法1980年修正案确定沙里亚法是国家立法的主要来源之一），与此同时国家又通过大量的法令对占埃及人口10%的科普特人采取歧视。更为麻烦的是政府那些光怪陆离的立法和政策：（1）改宗。信仰基督教为违法，信仰伊斯兰教就是合法；（2）建造宗教建筑。建造新的基督教堂几乎得不到同意，甚至连修缮都很困难，而修建清真寺则得到鼓励；（3）将上埃及农村持续不断的暴力界定为宗派冲突。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处于非常能尴尬的境地，它必须采取某种迎合伊斯兰的姿态，要不就要冒着失去伊斯兰反对者在整合大众方面力量的风险。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大学生中间开展所谓“打击恶魔”运动，可以肯定地说是对一些个别的青年学生的叛离事件的过度反应，但的确给政府通过其他理由逮捕学生提供了机会。其三，如前所述，警察权力巨大，几乎每个公民都受到它毫无意义的保护。未经司法审判的杀戮、对嫌疑犯的严刑拷打、没有任何证据的拘留，以及行为的野蛮，屡见不鲜。在上埃及，与那些暴力的伊斯兰分子持续不断的低烈度的冲突使政权相信警察应该被给予更大的权力以消弭这些威胁。在这样的气氛中，任何针对现政权的反对者都可能成为目标，就像在1995年对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的折磨一样，越是临近1995年立法全局的时候，对他们的逮捕越是达到了顶点。其四，结社自由由于政治问题仍然受到严格限制。根据法令，政治集会必须得到内政部的许可，因此对于反对派要想组织公共集会是非常困难的。前面提到的1964年第32号令和1977年的第40号令都对非政府组织和政党活动进行了限制；人权组织在埃及官方看来仍是非法的。其五，对于埃及人权纪录方面在前四个领域没有取得进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已经实施了20多年之久的紧急状态法。如前所述，该法赋予政府以合法理由采取专制措施对待公民，其结果就是公民不得不改变其行为并使其批评变得温和，实际上该法直接对政府的宪法基础构成侵蚀并消除其存在的合法性。

埃及妇女的政治参与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处于几乎最低水平的现实也突出反映了这一政治结构的现实。由于妇女政治参与水平低下的现实，加上整个社会对妇女政治参与的大众认可（generalagreement）存在严重的缺失，妇女政治参与途径不畅和政治参与环境一定程度上恶化，乃至缺少政治参与最基本的法律条件等因素的制约，现代化在重启之后虽然经过了50多年的发展，埃及作为在中东较早宣布男女平等的共和制国家，其妇女的政治参与水平仍然很低，远远落后于叙利亚、突尼斯、苏丹、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甚至也落后于摩洛哥、约旦等君主制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角度看，据《阿拉伯战略报告》（Arab Strategic Report）统计，在87个国家中，埃及妇女在政治和社会地位方面的排名仅名列第75位。

最后，公民社会发展受到限制，拒不承认穆斯林兄弟会为合法政治组织，致使国家与社会、宗教始终处于持续的紧张状态。作为协调公民和国家关系的最重要纽带，公民社会在埃及这样一个中东大国有着漫长的历史，早在7-8世纪时，公民社会的教义便在埃及的土壤中扎根生芽。苏非主义作为公民社会起始被记录在埃及的历史词典中。苏非主义从其刚刚萌芽时，便以其古老而朴素的形式宣扬一种古老的伊斯兰的宗教利人主义要旨，提倡社会团结和谐、帮助穷人等。但是在纳赛尔和萨达特时期，埃及公民社会发展还是受到诸多限制。直到穆巴拉克总统时期，公民社会才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埃及公民社会的发展取得了一些进步，就像在1995年大选中所显示的那样。但是，埃及目前的公民社会并没有完全自治于政权之外，大多数的组织仍旧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政府所控制。埃及的公民社会更多地是被认可而不是政治参与，不过最近一些有关它有效成长的迹象似乎进一步肯定了它的发展。

除了政党之外，埃及的非政府组织包括协会、私人志愿者组织、联合会等，它们为未来的政治领导人在一个缺乏正常政治系统的框架内提供了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政治训练的基地。不过，在超过1.4万个协会里只有极少数可以称得上有生命力。1964年的第32号令要求所有此类组织都必须得到民政部（the Ministerof Social Affairs）的认可，然后才能隶属于某部或者其他政府实体。私人自愿性组织作为非赢利性的公司可以合法地建立，但在很大程度上却受到32号令的限制。当然，它们的活动也经常受到政府或国际制度规范的限制，由于财政的真实性受到怀疑，政府部门就拒绝给它们提供基金或支持。随着私有化的进行，非政府部门终于有机会在国家长期控制的阴影之外开始活动。政府也逐渐认识到了非政府组织有助于抵消在经济改革计划方面产生的一些消极影响，例如失业问题、贫困化、价格上涨等。私有化的推动常常得到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国际开发署等组织的支持，使得人们认识到非政府组织对于发展而言是一种积极的因素。可以说，未来埃及的非政府组织前途是光明的——的确，这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埃及民主化方面取得真正进展的一个领域。

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埃及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态度变得逐渐温和起来。在议会以及官方媒体方面都呼吁将非政府组织从政府严格的限制中解放出来。1990-1993年，合法建立的非政府组织的比例迅速提高。政府对这些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也主要体现在经济和社会服务方面，主要目的是为了缓解贫困和失业问题，实施计划生育和妇婴计划等。更为重要的是，国际基金对于埃及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也得到了包容，甚至国家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管理矛盾也得到了控制。但是，非政府组织在长期边缘化之后还没有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能力、基金、成员、志愿者以及它与政权的关系，都是埃及非政府组织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埃及一直拒绝承认事实上在埃及已经是最大反对派的穆斯林兄弟会为政党或政治力量。1977年埃及的政党法（第40号令）禁止宗教政党建立，限制了穆斯林兄弟会和科普特政治组织以合法的选举人身份角逐贴有宗教标签的政府公职。在这种情况下，穆斯林兄弟会发生分裂，一部分仍然坚持走极端主义路线的成员坚持库特布的武力反抗政府的思想，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和所谓的圣战主义者，埃及国内频频发生的暴力事件和恐怖袭击主要是他们干的。而更广大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则在长期的政治压迫中立场趋向于温和，由于既不能得到政府的合法承认，又不愿意走上武力对抗国家的道路，现今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被迫在公民社会方面寻求自己的合法性，一定程度上，这也正是埃及政府比较愿意的事情，结果穆斯林兄弟会很快就在公民社会方面发展壮大而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时间被称为“虽遭到国家拒绝，却得到社会承认”，其“合法性来自于社会而不是国家”。

但是即便如此，政府还是对穆斯林兄弟会存有戒心。特别是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穆斯林兄弟会与穆巴拉克总统的立场相左，继而在1992年地震抢险过程中穆斯林兄弟会远比政府快捷有效地行动，招致政府受到国内和国际舆论的广泛批评，导致穆巴拉克对兄弟会再次采取打压政策。这样，由于穆斯林兄弟会在公民社会的巨大发展（比如控制联合会等）以及政府与穆斯林兄弟会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新的持续紧张关系，客观上造成了“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它所带来的潜在的含义是，“国家”在限制“社会”的同时，也就压制了“宗教”，事实上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

但政府这样做的消极影响也在逐渐体现出来，从而暴露了埃及个人权威主义政治模式的巨大弊端。通过对公民社会的干涉来消除伊斯兰主义者的影响，政府也就取消了这些组织能够提供的社会服务。政府可能会为它以如此高超的手段消除伊斯兰主义者的影响而弹冠相庆，因为它又恢复了其作为当权者对局势的控制；但与此同时，政权却不得不自己去承担那些本来应该由非国家行为体——公民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发挥的作用。随着国家在提供社会福利方面的功能及其作用的消退，以及私有化和全球化的影响，个人无力应对这种挑战，而国家既不能也不愿为它们提供公民社会所提供的服务，结果导致国家与社会又产生新一轮的紧张。


四、埃及政治体制改革及权威主义的发展趋向

2005年2月26日，穆巴拉克总统向人民议会提出宪法第76条修正案，指示议会废除“唯一候选人”的选举制度，提议允许有多党多名候选人通过直接选举产生总统。5月，埃及举行全民公决，通过了宪法第76条修正案，为改革总统竞选规则创造了法律依据。导致穆巴拉克总统做出修改总统选举制度这一历史性决定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迫于美国压力，穆巴拉克总统不得不做出某种让步。正如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穆巴拉克总统提议多党参加竞选是“对华盛顿新近施加的压力做出直接回应的最清楚的例证”。外部影响，尤其是小布什将阿拉伯改革与其全球安全相联系的政策，至少可以解释这场所谓“民主运动”兴起的原因。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主要的盟友之一，埃及一方面每年得到美国的高达2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另一方面对于美国要求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置之不理。但在2005年2月，小布什在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中宣称，传播民主是美国“国家安全提出的迫切要求”，并公开点了埃及的名，要求穆巴拉克积极推进民主化进程。随后，为抗议埃及逮捕反对派领导人艾曼·努尔的做法，国务卿赖斯又取消了访问埃及的行程。即使在穆巴拉克宣布修改宪法之后，小布什仍然在施加压力。在国防大学的演讲中，他向穆巴拉克建议，为了通过对埃及民主制度的考验，总统选举应该赋予人民“集会自由的权利，允许多名候选人参选，使候选人享有自由使用媒体的权利，以及使人民享有组建政党的权利”。

其次，大中东计划在中东所造成的冲击和影响。2003年伊拉克战争，特别是2004年美国提出“大中东计划”之后，一股所谓的民主化潮流开始在中东涌动。作为中东大国的埃及不可避免地受到这股貌似强大的民主潮流的影响，这是导致“埃及总统多党直选”局面出现的地区因素。

2005年1月，先是尚未建国的巴勒斯坦举行了阿拉法特去世后的民族权力机构主席的大选，然后是伊拉克人不顾恐怖威胁及谋杀的危险走向投票站，参加了自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之后的第一次议会选举。2月初，沙特也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市政选举。2月中旬，黎巴嫩举行的要求“主权”、“独立”的运动导致了亲叙政府倒台并最终成功地将叙利亚驻军赶出黎巴嫩。一时间，西方政界和媒体惊呼“中东民主浪潮兴起”、“阿拉伯的春天”已经到来。英国首相布莱尔称赞说，在美国和英国的推动下，中东出现的“变革的涟漪”为这片愚昧的穆斯林土地带来了民主。不管“阿拉伯之春”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或者为之过早，但其影响的确是包括埃及在内的众多中东国家所不容忽视的。

第三，近年来国内政治改革及反对派活动。从埃及国内政治来讲，从上世纪90年代埃及启动政治改革到近年来政治反对派的活动加剧，表明埃及的政治体制出现了变革的趋势和苗头。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穆巴拉克总统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就启动了政治改革。埃及已经实现了多党参政，政党数量已增加到19家；另外，埃及的报刊和言论也更为自由化了，据统计，现在埃及的报刊杂志已达到500多家。如前所述的公民社会、民众团体包括非政府组织、工会、行业协会、体育协会、企业家联合会和宗教团体等非政府性志愿组织自1990年起也开始了其频繁的活动。

数年来埃及反对派一直要求对宪法进行改革，限制总统任期，举行普选，但均受到政府的压制。2005年1月底，埃及政府逮捕了反对党“明日党”领袖艾曼·努尔，并做出对其拘禁45天等待调查结果的决定。但随后在美国的压力和外界的影响以及反对派的强烈反对下，被迫于3月12日提前释放了艾曼·努尔。在这种情况下，埃及国内的反对派活动越来越公开化。2月21日，开罗大学发生反对穆巴拉克的示威活动，包括自由派、左派和伊斯兰教人士在内的500多名示威者公然打出了“打倒穆巴拉克”的标语，并要求进行宪法改革，让更多的候选人角逐总统职务。从2004年底以来，类似事件已经发生了四次。

从以上三点原因来看，最主要和根本的原因仍然是美国因素。不论是直接施压，或者“大中东计划”，以及支持或扶植埃及国内政治反对派，在很大程度上都打着美国的印记。美国纽约州萨拉·劳伦斯学院中东问题专家法瓦兹·格吉斯对此的分析颇具代表性，他说，“这是内部要求在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进行改革的渴望和呼声与国际社会、尤其是布什政府施加外部压力的共同作用。非此即彼的说法都是错误的……”，美国的压力、外部的影响及内部的动力都使得埃及的民主化改革近乎水到渠成。

据统计，2005年9月7日，共有1100万人，大约占全部选民的35%的人口参与了投票。在10位候选人的角逐中，民族民主党候选人、现总统穆巴拉克获得了88.6%的选票而获胜。结果并不出乎人们的预料，但是它给埃及带来的影响却不可低估。

大选表明埃及是成熟、自信的中东大国。部分西方学者在提到进入2005年以来令人目眩的“阿拉伯之春”时，总是将巴勒斯坦大选、伊拉克大选、沙特的地方选举以及黎巴嫩的街头运动同埃及的大选相提并论。但如果仔细比较这些选举，特别是将埃及大选和巴勒斯坦大选、伊拉克大选相比较，就会发现在相似的表面下不同的政治内涵。巴勒斯坦大选能够进行，正如分析家所指出，其重要的前提是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的去世，而伊拉克大选则是在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才实现的，特别重要的还在于它们分别是在以色列和美军占领状态下进行的选举，或者说是“枪口下的民主”。然而20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恰恰是“外国的干涉和军事占领破坏了中东的民主”，导致了反抗、民族主义乃至极端主义。

而埃及则不同，它虽然受到外来压力和影响，却是由执政党主动提出的民主方案，从穆巴拉克总统2月份讲话提出宪法修正建议，到5月份第76条修正案被通过，以及9月份完成的大选，都极为成功。大选的意义如果不能同当年纳赛尔总统收回苏伊士运河相比，至少可以和当年萨达特总统与以色列签订《戴维营协议》相提并论。就如1978年萨达特总统能够不顾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反对，为了埃及的国家利益而率先实现与以色列的和平，从而开创了中东和平进程一样，穆巴拉克总统关于埃及大选多人竞选的决定无疑会对于埃及的政治进步、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从地区的角度来看，埃及是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中率先主动宣布实行总统全民大选的国家，再次体现了埃及在中东毫无疑问是自信、成熟、有影响的大国地位。

埃及和埃及人民是大选的获胜者。大选的成功证明埃及人民完全有能力进行一场大选来应对民主的挑战。选举第二天，埃及《共和国报》社论指出，埃及人民响应了民主的号召，证明了自己有能力选择自己的总统，决定自己的未来，而不需要任何人的强迫，以自己的自由意志参与一场公正、廉洁、透明的选举。历史将记住9月7日这个日子，这是埃及永恒的日子之一。在这一天，人民开始用自己的双手建设高度的民主，外国人的法律和规则对埃及不起作用，埃及没有服从于外国人的意愿和利益，而是根据自身的需要，提升埃及的地位，实现埃及的目标和最高利益。的确，发生在埃及政治生活中的大选本身，是一次卓越的民主尝试，充分体现了人民参与政治这一理念。第一次差额直接投票总统选举的举行，证明埃及和埃及人民有能力以高度的觉悟和充分的认识来应对民主发展的挑战。正如穆巴拉克总统大选获胜后在民族民主党议会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言所指出的，选举中没有胜利者和失败者之分……宪法的修改案落到了实处，因而真正的胜利者是埃及和全体埃及人，真正的胜利是差额选举制度的胜利，是民主的胜利，埃及人民是真正的胜利者，选举尽管不一定是完美的，但选举结果为民主奠定了基础，从此选民的意愿得到了尊重，候选人之间光荣的竞争也得到了尊重。

大选结果说明人民渴求政治稳定。尽管选举之前人们对大选结果有着普遍的预期，但在理论上并不排除穆巴拉克总统落选的可能性。穆巴拉克总统按照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以高票当选，说明埃及人民渴求政治稳定以及对“奇里斯玛”型人物的尊崇情结。

正如埃及《消息报》所指出的那样，“选举活动的进行体现了埃及政局的稳定，实现了埃及政治生活的巨大转折，证明埃及是朝气蓬勃的。如果发生了一些违规事件，或者一些事情引起了争论，那么这也是预料之内的。……埃及人证明了自己的智慧和素质，他们喜欢稳定，反对混乱和紧张，特别是在这种历史性的转折期和关键时刻，他们都能够理智、妥善地对待埃及在未来几年可能存在的问题”。一个稳定的埃及无论对埃及人民还是对于整个中东局势都是十分重要的。事实上，包括美国也不希望由于大选造成埃及政局的不稳，因为一个政局不稳的埃及显然对美国贯彻其“大中东计划”没有任何好处。

另外，长期以来在中东地区，历史、宗教、文化、传统的影响造成了中东人民对政治领袖、宗教领袖的尊崇，这类领袖被称作“奇里斯玛”型人物，比如利比亚的卡扎菲、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巴勒斯坦前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等。现年77岁的穆巴拉克作为民族民主党候选人，以改革和稳定为主要口号，参加竞选并且赢得了近88.6%的选票，固然与本次选举时机和环境有关，但毕竟他已经执政长达24年，人民熟悉他的执政理念和执政风格。换言之，穆巴拉克已在埃及人民心目中塑造了“奇里斯玛”形象，其地位与影响已经潜移默化地、深刻地融进埃及广大穆斯林的内心深处。这也是穆巴拉克成功当选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果从目前埃及以及整个中东各国政治形势的角度来看，2005年埃及大选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至少存在三方面的阻力导致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等西方人士对此次埃及大选的诟病，即：从1981年开始实施的“紧急状态法”一直没有废除；对大选的监督力度不够；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埃及国内最大的反对党——穆斯林兄弟会由于此前的种种限制被排除在选举之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大选打上折扣，显示出埃及的民主化进程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但是，埃及的民主化进程已经走上不归之路。诚如《金字塔报》所评论的那样：“这一历史时刻的影响不仅限于当下，而是将影响到未来的一代代人，这次选举重新勾画了埃及的政治版图，全社会的互动将形成强大、坚实的基础，而政治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穆巴拉克总统2005年9月11日在总统府接见议会成员时表示，他将在其第五个总统任期中努力兑现竞选时向选民做出的有关承诺，继续推动埃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改革进程。在政治方面，他将努力保持这次选举体现出来的民主和自由氛围；在经济方面，他将努力解决失业等问题，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并切实改善埃及人民的生活。穆巴拉克说，通过举行埃及历史上首次有多名候选人参加的直接总统选举，民主和多元的思想取得了胜利，埃及的改革进程也走上了一条不可逆转的道路。

的确，如果从埃及政治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2005年大选的实际意义显然要大于象征意义：宪法修正案以及大选本身给埃及带来的与其说是当权者与其他派别分享权力，还不如说是在埃及现代化的制度层面又迈出了极为重要而关键的一步，是埃及现代化进程中新的里程碑，是法理意义上真正的政治现代化。纵观现代埃及历史中制度层面的变革和进步，埃及从君主制转变为一个共和国，从临时宪法的制定到永久性宪法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体制，从绝对一党制过渡到多党制总统制，从长期以来实行的“唯一”总统选举制度到宪法第76条修正案，体现了自上而下改革的特点和取向，虽然付出了极大的时间成本，但获取的也是实实在在的民主成果。

整个2005年的大选显示出它在埃及历史上第一次开启了关于埃及政治改革和政治运动的对话机制，激发了埃及政治生活各个层面的资源，培育出一种不同于以前的、埃及从未有过的政治气氛。如果说2005年之前，人们普遍对政治参与表现冷淡或者没有兴趣，宁可成为所谓“沉默的大多数”，那么，2005年发生在埃及政坛、媒体、公共领域的一些情况则完全改变了这一沉寂多年的政治现实。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中东研究和外交中心的尤拉姆·梅特埃尔教授认为，就2005年大选所体现出来的权力斗争情况而言，“埃及的大选不仅是执政者与反对派之间权力斗争的一个重大变化；而且极有可能成为其他阿拉伯国家改革（效法）的榜样”。

不过，我们绝对不能对埃及民主化的未来前景估计过高。具有深厚历史根基和社会基础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的结束绝不是通过一两次选举就能够解决的，也不是通过修改宪法就可以万事大吉的。埃及政改的自上而下性、政府主导性都决定了民主化进程的缓慢性和保守性。就此，我们也可以说，埃及虽然获取了实实在在的民主成果，但也付出了巨大的时间成本。政府认为自己已经在民主化方面迈出了足够大的步伐，而反对派显然认为这远远不够，甚至把2007年初的宪法修正视为“民主的倒退”，是“26年来对人民权利最大的侵犯”。由宪改所造成的执政当局与反对派的冲突再次凸现了当局的压制性政策对刚刚开始出现的民主氛围的破坏。

塞缪尔·亨廷顿通过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考察后深刻地指出，现代性意味着稳定，现代化则意味着不稳定，这也的确是被世界各国现代化所证明了的一般规律。但问题的核心恰恰在于，稳定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又似乎是推进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二战后新建立的各种各样的权威主义政体对稳定的追求远远超过它对于现代化的追求。这就形成了悖论，一方面要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稳定，另一方面又必须在稳定中推进现代化，依靠什么来实现这一点？权威主义能够把自己既作为工具又作为目的吗？它能够利用自己把自己最终消灭掉吗？这可能才是以埃及为首的中东国家现代化面对的真正的难题。进入21世纪，穆巴拉克时代的权威主义与纳赛尔时代、萨达特时代的权威主义的确有了很大的不同，但埃及完成向后权威主义的转变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二章　土耳其的现代化模式——权威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变迁

土耳其的历史为人们提供了现代化进程研究的理想个案。关于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不论是土耳其国内还是欧美史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但所有这些研究都用一种新旧对立的方式解释土耳其的历史：奥斯曼帝国是传统的，而土耳其共和国则是现代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土耳其历史的一种凯末尔主义的解读。从伯纳德·刘易斯的《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到费罗兹·阿哈迈德的《现代土耳其的形成》等许多著作，无不具有这种非历史的和意识形态化的现代化理论特征。另外，对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评价学术界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土耳其成功地建立了民主制度，发展了健全的多党民主制度以及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其他一些研究者认为土耳其的政治制度还远不够现代化和民主化，尤其是在政治生活中军队还在随意地干预政治。

本章旨在通过对土耳其近二百年的现代化历程的考察，分析从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到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再到当代土耳其的民主化改革的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阐释土耳其二百年政治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探讨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模式及其面临的当代挑战。


一、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与权威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形成

奥斯曼帝国进行现代化改革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欧洲列强给它带来的外部压力，另一方面在于它自身制度的衰朽。

16世纪时，奥斯曼帝国的扩张达到了极限。在东部战线上，帝国的军队遇到了法沙维王朝的强大抵抗，不得不在伊朗边境上停顿下来；在西方海洋上，他们碰上了葡萄牙人的坚船利炮；在克里米亚及其外围，他们受到俄罗斯人的阻挠；在非洲，沙漠和山脉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在欧洲，对维也纳的进攻遇到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勇猛还击。此后，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已经到了只能后撤而不能向前推进的地步。1699年因为与奥地利、俄国、波兰、威尼斯的多年战争失败而签订的《卡尔洛维茨条约》，是奥斯曼帝国第一次作为战败国而签订的和约，并被迫做出了很大领土让步，亚速割让给了俄国，波多利亚割让给了波兰，中匈牙利、德兰斯瓦尼亚、巴契卡、斯洛文尼亚割让给了奥地利，摩利亚和达尔马提亚的一些岛屿割让给了威尼斯。18世纪以后，帝国就被拖入了与欧洲列强的无休止的战争之中，而且不断地失利，开始了不断割让领土的历史。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它的维持与强大依赖于对外扩张中的不断胜利，从而有更多的土地和战利品来推动帝国庞大的军事官僚机器。边疆和前线是奥斯曼帝国得以存在的理由，边疆和前线为官僚、军队和教士提供了工作和报酬。边疆的传统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奥斯曼帝国军事、社会、政治、宗教生活之中，“所有奥斯曼人的军事组织、民政、税收和土地制度等，都是配合征服和殖民而不断向异教者的地方实行扩张这个需要来制订的”。在边疆完全被封闭以致不能进一步实行扩张和殖民的时候，就不可能不影响到那些固有的传统。不断的割让领土使帝国丧失了大量的人口、财政收入和其他资源。军事上的失败必然会动摇帝国的整个军事与社会制度，这个制度无法适应对外扩张的失败和前线部队的不断后撤。所以，军事上的失败必然会动摇奥斯曼帝国整个军事与社会制度基础，导致帝国走向衰落。

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还有强大的内部动因，那就是由帝国内部的社会变化引起的加强中央集权和进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帝国内部政治结构的衰变，主要表现在蒂玛制度（Timar System）和禁卫军（Janissary）制度的衰落，以及地方封建势力的权力膨胀。

蒂玛制度和禁卫军制度是奥斯曼军事封建制度的支柱。蒂玛即素丹给军人们分封的采邑，军人们从蒂玛中获得经济收入，同时要在战时为素丹提供军事义务。这种分封土地的制度就是蒂玛制度，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使素丹不必支付军费而拥有一支强大的封建骑兵，而且在于对农业人口的控制方面。同时，通过蒂玛制度，素丹还有效地防止了省督、军官和地方贵族的权力膨胀，使素丹获得了相对高度集中的中央权力。这个制度是帝国早期在军事上获得胜利和健全内部行政的最可靠的制度之一。但16世纪晚期以来，由于帝国经济的萧条，蒂玛持有者的农业收入急剧下降，再加上在对外战争中不能取得胜利而得不到战利品，许多蒂玛持有者对军事义务失去了兴趣，有些人索性放弃了蒂玛，或逃往城市，或参加日益壮大的土匪队伍，有些平民甚至通过贿赂非法取得蒂玛。为了保证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素丹开始将采邑作为包税地分封给与军事义务无关的社会上层。国家控制的蒂玛制度逐渐地向半自治的包税制转变。蒂玛制度和封建骑兵严重地衰落了，奥斯曼帝国得以维持和强大的一个重要支柱坍塌了。

由于蒂玛制度和封建骑兵的衰退，素丹只好靠加强和扩大禁卫军来满足帝国的军事需要。禁卫军是奥斯曼帝国的常备军，也一度是奥斯曼帝国的精英部队，绝对地忠诚素丹和奥斯曼国家。1527年，禁卫军步兵约有8000人，1609年几乎增加到3.8万人。禁卫军骑兵则由5000人增加到2.1万人。增加的人数主要来自于禁卫军的后代。谢里姆一世和苏莱曼大帝放宽了禁止禁卫军结婚的限制，而且允许他们的儿子进入禁卫军。一旦禁卫军的生活掺杂了家庭考虑时，他们对素丹的效忠精神就开始消失。他们不情愿到遥远的前线去接受严峻的战争的考验，而只是想在商业和贸易方面钻营。他们逐渐有钱有势，不受管束，军团的训练和军事行动都蒙受损失。奴隶已经变成了主人。禁卫军最初依附于神秘主义的阿里教派，后来又依附于贝克塔希教团，这种联系使他们变成了奥斯曼社会的自由公民，并且日益获得独立的团体地位。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中央集权削弱的过程中，禁卫军的权力越来越大，成为左右朝政的重要力量。1618-1730年，至少有6位素丹被禁卫军赶下台。1682年禁卫军的将领第一次在乌里玛的支持下被任命为大维齐。素丹和禁卫军之间的紧张关系很早就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矛盾变得日益明显。穆罕默德二世时就发生过禁卫军的叛乱，1514年和1522年发生了两次禁卫军叛乱。王子们争夺王位的斗争往往使禁卫军卷进来。禁卫军、地方乡绅、低级乌里玛等传统势力还经常联合起来挑起社会叛乱、阻挠改革。18世纪初，禁卫军已经无力在对外战争中抵抗外国侵略者，但它的力量却仍足以阻挠国内的任何改革。

地方势力权力的不断膨胀也严重地侵蚀着素丹和中央政府的权力。在科普吕吕任大维齐时期（1689-1691年），中央政府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来防止省督们滥用权力并约束禁卫军，但是对省督权力的限制却方便了新的地方势力阿扬（Ayan，乡绅）的成长。阿扬是地方乡绅，管理地方的公共事务，可以影响中央政府的决定。为了对付地方政府的离心倾向，中央政府不情愿地加强了阿扬的地位。在18世纪行政与财政紧张之时，中央政府日益将行政职能赋予阿扬，他们“开始类似于那些可以在自己永久拥有的土地上拥有私人军队、征收赋税并管理司法的贵族”。另一种掌握地方权力的人是德雷贝伊（Derebey，山区地主），主要是17世纪奥斯曼帝国各省的行政管理衰弱时出现于安那托利亚。18世纪末，鲁米利亚（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的许多地方和几乎整个安那托利亚都处于德雷贝伊的控制之下，支配着大量的武装力量。德雷贝伊在其世袭王国中进行自治性的统治，权力在谢里姆三世时达到了高峰。由于对外战争的需要，帝国把主要的军事力量从内地调往前线，进一步加强了地方势力的权力。

封建骑兵的衰弱、对外战争的失利、禁卫军的飞扬跋扈、地方势力的权重、内部安全的削弱、包税人营私舞弊，都对中央权力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严重地削弱了奥斯曼政府的中央集权。为了帝国的生存，为了恢复和加强素丹及中央政府对帝国的有效统治，就必须拥有一支技术上更有效率、政治上更可靠的军队。正是这种需要引发了帝国的军事现代化改革。

奥斯曼帝国改革的启动以及整个现代化过程，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模式的典型。其目的是为了保护王室、政府与军事官僚的政治利益，为了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维护奥斯曼帝国的统一。采纳现代西方的科学技术与西方国家的组织机构对奥斯曼帝国来说都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有力手段。

谢里姆三世1792-1796年的改革一般被看做是奥斯曼改革的序幕。军事改革是谢里姆三世改革的主要内容。他对欧式的训练方式和法国教官的接受，标志着他与奥斯曼素丹过去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分离，过去素丹总是倾向于维护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制度。谢里姆三世启动了帝国的改革。在新开设的军事学校中聘用外国教官、派官员去欧洲考察、在欧洲各国建立常设大使馆，都为欧洲思想在奥斯曼帝国的传播奠定了制度基础。但是，谢里姆三世遇到了禁卫军的叛乱且被推翻。

1826年5月，马哈穆德二世和他的新军粉碎了禁卫军的叛乱，并宣布取消禁卫军。传统势力因此失去了武装力量的支持，标志着以加强中央集权为目标的军事、法律和行政改革的新时代的开始。马哈穆德还镇压了与禁卫军有密切联系的贝克塔希教团的叛乱，取消了他们的道堂，同时将宗教瓦克夫收归国家统一管理。这些措施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宗教部门的控制。1826年马哈穆德二世平息了省督们和封建主的叛乱，并很快废除了蒂玛制度和封建骑兵制度，建立文官为省长的地方行政机构管理地方事务。由于军队和政府机构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员的需要，马哈穆德二世又开设了军事学校。

奥斯曼帝国现代化最初是在封建君主和封建官僚的主导下启动的。没有传统社会势力的最初参与，现代化要成为一种主动的改革进程是不可能的。素丹的改革也得到了其他传统势力的支持。1808年素丹马哈穆德二世就是在贝伊拉克塔尔·穆斯塔法帕夏领导的阿扬联合力量的帮助之下掌权的，穆斯塔法帕夏在谢里姆三世退位之后变成了改革的支持者。素丹承认了阿扬在各省已经获得的实际权力，具有世袭性地位的阿扬则完全支持素丹对军队的重组以及对军事和税收的最高权力。高级乌里玛是马哈穆德二世时期支持改革又一传统社会力量。作为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乌里玛为了宗教与国家的利益而支持改革。他们是宗教权威，他们对改革的支持安抚了低级乌里玛和民众的不安情绪。但是乌里玛又是改革的对象，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他们的权力与地位逐渐地被削弱，这是改革进程的明显特征。

谢里姆三世和马哈穆德二世改革的重要性并不在其实际成就，而在于这些改革导致的对以后帝国政治现代化发生重要作用的一些间接后果。首先，随着改革的发展，出现了现代官僚阶层，尤其是1833年最高波尔特翻译局的设立及其规模和重要性的增长，使帝国的现代官僚阶层在制度框架内开始形成了强大的势力，成为日后推动改革的主要力量。日后许多改革派的重要人物都出自最高波尔特翻译局。他们是奥斯曼帝国的精英，他们的权力来源于素丹，来源于国家机器的现代化过程。这些新型的社会力量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希望保护国家机器免受来自内部的和外部的威胁。以这些新的官僚阶层为核心，现代政府职能部门和相应的管理机构发展起来了。当然，马哈穆德时期的行政机构远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所要求的行政管理结构。另外，帝国时期的改革奠定了以军官和文职官僚精英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模式，我们将奥斯曼——土耳其现代化的这种模式定义为权威主义模式，就是在这种模式下，帝国走上了现代化道路，这种模式至今仍然影响着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

奥斯曼帝国传统政治结构的加速改变是坦齐马特（Tanzimat，意为改革）改革开始之后的事，它开始于1839年颁布的第一个坦齐马特敕令，结束于1878年素丹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解散奥斯曼帝国第一届国会之时。在坦齐马特改革的第一阶段，现代化改革深入到了司法、行政、教育等领域，引起了奥斯曼帝国社会结构的重大改变。由于帝国的行政、军事、教育机构改革而形成的新的社会力量，在后来土耳其共和国的形成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坦齐马特的主要成就是：取消世袭性的包税制，创立了现代货币制度和税收制度；教育和司法的世俗化制度逐渐形成；政府职能部门的科层化；帝国议会和宪法的产生；武装力量按内外不同的两个领域进行了划分；现代地方管理制度的引进。

所有这些都说明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制度发生了向法治制度的转变，这些变化都是以帝国诏令的方式推动的。第一个诏令哈蒂沙里夫（Hatt-i Sherif）将矛头对准了地方分权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其目标是要改善各省的形势。为了遏制腐败的包税人的独立性和保证国家的防务资源，提出实行常规性的固定税收制度。诏令还宣布不管信仰何种宗教与教派，保证所有臣民的财产与公民权；实行普遍兵役制，服役期限减少为四到五年；按照法国的模式重组省一级的行政机构，地方官员的收入为固定薪金，个人财产与政府管理资源要明确地分开。

坦齐马特改革的第二个时期开始于1856年1月颁布的哈蒂胡马云（Hatt-i Humayun）。在这一诏令中，素丹麦积德重申了宗教自由和非穆斯林臣民的平等地位，还规定了防止腐败和司法中的刑讯逼供的措施；颁布了保护贸易和商业不受阻碍的条例。19世纪60年代，建立了许多世俗法庭，颁布了世俗刑法、商法、海运法和贸易法，所有这些新的法律都是按欧洲的样式制定的。

除政治行政改革之外，进一步向国际贸易和外国资本开放帝国领土是坦齐马特第二阶段的重要内容。欧洲的商品可以自由地进入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因此失去了专卖、税收、关税等许多商业方面的特权，本来这些权利可以用来防止帝国财政的进一步恶化。1854年，也就是麦积德的改革诏令颁布的前两年，帝国政府为了解决由于克里米亚战争造成的财政问题开始向国外借款。16年之后，帝国政府已经完全依赖外国的贷款了，同时还款支出每年要花掉国家财政收入的1/3.最终导致帝国财政在1875年破产。

坦齐马特改革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时地方分权的发展和列强的压力而提出的。1839年哈蒂沙里夫诏令颁布时，国内的分离主义已经威胁到了帝国的领土统一。塞尔维亚人的起义、希腊独立战争、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以及他对伊斯坦布尔政权的合法性提出的挑战，都说明改革诏令的颁布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这种背景下，1830年代和1840年代的改革矛头就直接对准了地方分权势力。

坦齐马特第二时期的改革实际上是西方列强意志的体现，是在英、法等国的胁迫下进行的。俄国于1853年7月占领了奥斯曼帝国的多瑙河各省。自1853年10月以来，英国、法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就一直在与俄国军队作战。哈蒂胡马云颁布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促使欧洲列强在巴黎会议上接受奥斯曼帝国。《巴黎和约》的第七条宣布签字国尊重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领土统一。而且，条约规定所有俄国军队占领的奥斯曼帝国领土要归还给帝国。改革的内容是大国压力的产物，含有迎合西方的一面，是为了在所谓的“东方问题”上获得欧洲列强的支持，从而维护奥斯曼帝国的统一与主权。

加强中央集权的现代化改革中出现的现代力量对奥斯曼帝国最高权威提出了挑战，这是改革的实施者没有想到也不愿看到的事情。军官、行政人员、教师、知识分子等现代职业阶层，与国家的现代机构存在着直接联系，他们的人数不断增长，要求进一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教育改革提高了城市识字率。19世纪后半期，这些识字的公众成了谈论政治的重要人群。立宪与代议制思想的兴起、少数民族中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穆斯林人口中泛土耳其主义、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思想的上升，都与识字人口的增加有关。1865年，“青年奥斯曼人”开始宣传他们的思想。他们主张在伊斯兰原则基础上实行宪政和代议制制度；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反对阿扬和德雷贝伊的分权倾向；主张以祖国（Vatan）的认同取代传统的对米勒特（Millet，民族）的认同。青年奥斯曼人与过分西化又几乎完全垄断着现代国家机器的官僚上层展开激烈争论。他们是奥斯曼帝国立宪主义的理论、代议制政府理论和国家语言改革理论的先驱。这种理论即来源于坦齐马特时代的社会变迁，也来源于改革诏令的法律精神，后来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的重要思想源泉。

在米德哈特帕夏的领导之下，青年奥斯曼人与文人官僚、军官联合起来，展开了立宪运动。1876年5月22日，他们在伊斯坦布尔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反对素丹的专制统治。5月30日，他们发动宫廷政变，推翻素丹阿布杜勒·阿齐兹，拥立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继位。哈米德发表立宪誓约，任命青年奥斯曼人的领袖米德哈特帕夏为大维齐。在部分军队、乌里玛和官僚的支持之下，青年奥斯曼人在当年年底争取到了帝国宪法的颁布。该宪法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土耳其语为国语，建立两院制议会，保障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1877年3月19日，奥斯曼帝国第一届议会开幕，议会分参议院、众议院，参议院由25名指定的官员组成，众议院由125名当选议员组成。当然这些当选议员被选举的程序是极不正规的。这在当时没有任何选举经验的奥斯曼帝国是非常正常的。

代议制度的实行是现代化改革导致的社会变迁的结果。帝国设立议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不是由文化决定的，而是由帝国多样化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所需的政府职能的必要性决定的。现代化冲击下的奥斯曼社会与传统的社会相比越来越多样化了。有势力的传统社会力量，诸如素丹本人、地方贵族、部落领袖和具有传统倾向的乌里玛，仍然是奥斯曼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坦齐马特时代发展起来的现代力量在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进步作用。而且诸如乌里玛、官僚、军队等社会集团由于利益的不同发生了内部分化，有些倾向于现代化，有些则倾向于传统。

哈米德二世并非真正拥护立宪，只是在等待反扑时机。1877年俄土战争再次暴发，素丹乘机把战败的责任归诸立宪运动。1878年2月，哈米德二世强行解散议会，宣布停止实行宪法，并杀害了米德哈特帕夏。从此之后，奥斯曼帝国在30年内没有召开过议会会议。有些青年奥斯曼人放弃了理想，在政府部门中找到了职位，大多数人则遭到了流放和监禁。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在位的三十多年通常被认为是专制主义统治时期，但他并非完全反对改革和西化，只要能加强帝国地位和他的统治，他还是继续进行着现代化和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伯纳德·刘易斯认为，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是一位积极推进推进现代化改革的素丹，是坦齐马特改革派的真正继承人。哈米德二世时期改革的中心人物是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哈米德二世政权极大地极大地扩展了帝国的教育改革，这一时期高等院校和在校学生的数量都有了极大的增加；还对帝国行政学院进行了改组和扩充，课程中增加了现代科目；其他各类学校如军事学院和医学院也得到了扩充。法律方面，哈米德二世将所有非宗教性的法庭划归司法部管理。尽管哈米德二世执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但报纸、杂志和书籍却进一步增多，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将更多的西方思想带到了土耳其，其影响也日益增加。国家行政管理方面的现代化在继续进行。他使用现代国家机构进行监视，创造了国家监督民众以保证素丹统治的必要方式。

奥斯曼帝国19世纪的改革导致在衰弱的帝国中产生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国家机器的中央集权化和现代化为素丹的专制统治提供了必要手段，但专制主义未能阻止帝国的分裂。1878年7月的柏林会议允许奥斯曼帝国恢复对保加利亚的主权，但塞尔维亚、罗马尼亚、蒙底内哥罗却独立了。奥匈帝国占领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东北部的巴顿、卡尔斯、阿尔达汗被让给俄罗斯。为了遏制阿拉伯各省的分离倾向，哈米德二世将泛伊斯兰主义当成是国家统一的意识形态工具。坦齐马特时期，国家上层中宗教人员的作用在日益淡化，而哈米德二世却把传统宗教权贵吸收进统治上层，身边围绕着乌里玛与苏菲教团的领袖。

作为传统的米勒特制度的结果，帝国经济存在着明显的宗教方面的分野。19世纪，从事传统农业的主要是穆斯林，而现代资本主义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则主要是非穆斯林。因为封建骑兵并不包括非穆斯林，他们得不到由于军事义务才能获得的土地。非穆斯林的经济注意力只好转向贸易和金融方面。19世纪末，雇用工人超过10人以上的工业企业90%属于非穆斯林。另一方面，米勒特制度提供的自治权，打开了基督教米勒特与欧洲国家进行贸易和联系的早期通道。在东方问题的冲击下，基督教社区加强了和西方的政治经济联系。这阻碍了改革家们政治上对少数民族的统一。

哈米德二世的专制主义失败了，而推翻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各种社会力量和政治思想却在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进一步形成了。1889年4月，军事学院的学生在伊斯坦布尔组成了一个反对哈米德二世专制统治的秘密组织——同盟与进步委员会。很快，这个组织被驱散。1895年进步与统一委员会建立之后，青年土耳其运动开始活跃起来，并不断地得到军队的支持。他们以《协商》杂志为喉舌，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其内容主要是立宪主义、奥斯曼主义和自由。立宪主义就是恢复1876年宪法，奥斯曼主义则要求所有帝国臣民不分种族与宗教一律平等，包括适用相同的法律和在政府与军队中提升的机会均等。自由则意味着结束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1908年7月青年土耳其人在萨洛尼加发动起义，素丹被迫恢复宪法和议会。

青年土耳其人分为自由主义者和统一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官僚上层，支持君主立宪制；统一主义者主要是居于社会中下层的政府公务员、军官和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以统一与进步委员会为中心，主张进行更为激进和集中的改革。1908年底到1909年春，帝国内各种派别的斗争非常激烈。1909年4月12日，驻扎在伊斯坦布尔的第一军中的部分士兵发动叛乱，受到了下层军官和宗教学校学生的支持。哈米德二世求之不得，但青年土耳其人很快进行了反击。4月27日，叛乱被平定。经伊斯兰长老同意，议会废除了哈米德二世，新素丹穆罕默德五世则完全听命于进步与统一委员会。

1909年8月，议会对宪法进行了修改。将主权无条件属于奥斯曼王室改为素丹必须无条件效忠宪法和国家；素丹任免大臣的权力被取消；素丹签订条约的权力要受议会限制；素丹驱逐对国家有危险的人的特权也被取消。通过对宪法的修改，素丹从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变成了名义首脑。这是世俗化和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步骤。1913年，统一主义者恩威尔、塔拉特、杰马尔等三巨头建立了独裁统治，提出了激进的社会改革纲领，其中包括法律的世俗化、妇女地位的提高、组织选举、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

尽管奥斯曼帝国存在到了1923年，但青年土耳其革命却标志着奥斯曼帝国秩序的结束。改革进程的社会和政治动力最终摧毁了素丹制的基础，结束了奥斯曼帝国五百多年的统治。新军和现代官僚机构的建立本来是为维护帝国的统治的，但来自新式军队和现代官僚机构中的社会力量最终转而反对帝国的素丹制。

奥斯曼帝国现代化进程包含两个层面：首先是总的现代化进程引起的奥斯曼传统社会结构的转变；其次是国家的改革精英们的有目的的改革行为。朝廷和上层官僚进行了旨在按现代欧洲模式重新组织对武装力量控制的改革。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几乎是在一种强制性的轨道上运行。哈米德二世的专制主义统治表明，强制性的现代化道路加剧了传统统治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奥斯曼帝国的权威主义现代化最终破坏了它保卫传统秩序的初始目的。

由于军事安全的需要而引发的对军队和官僚机构等现代国家机器的现代化，不仅是奥斯曼和土耳其现代化的聚焦点，也是其动力。奥斯曼的现代国家制度并不是通过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而形成的，而是通过统治上层的强制实现的。国家制度的严格等级划分、国家机器与统治精英被看做是同一种东西，都反映了奥斯曼改革及这种改革的强制性轨道的权威特征。由安全的需要而推动的土耳其的现代化有两个明显不同的面孔。一方面，它是一种面对外部压迫的战略调整；另一方面，对内则是一种统治上层强加的社会政治工程。

尽管作为一种传统的世袭制国家的奥斯曼帝国消失了，但它的政治结构、政治文化以及与巴尔干国家的冲突结构在土耳其共和国初期依然存在。


二、凯末尔的权威主义改革及评价

“土耳其凯末尔领导的现代化改革的核心是民族化，而它的主要特点和影响于中东地区的主要之点，则在于它的世俗化。”在凯末尔等人看来，“在这个世纪，文明国家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文明的交往已经使人类的文明部分成为相同的东西”。凯末尔和早期的西化主义者一样，认为文明就是欧洲文明，所以强烈的西化倾向也是凯末尔改革的显著特征。凯末尔改革涉及到了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改革首先表现在整个国家制度的改造方面，主要包括以共和制代替素丹——哈里发制；以世俗法庭和世俗法律代替宗教法庭和宗教法；国家对所有教育机构的控制以及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改革等。1921年1月的临时宪法已经宣布主权属于民族，1922年11月素丹的逃跑使素丹制已不复存在。新任哈里发麦积德二世只是一个精神领袖，不具有任何世俗权力。1923年10月，土耳其被宣布为共和国，凯末尔当选为总统，民族主义成为土耳其的主导意识形态。当时，凯末尔没有立即废除哈里发制，是因为他希望哈里发成为土耳其反对西方列强时穆斯林团结的象征。1923年4月8日，凯末尔在国会讲话中提出，哈里发是具有国际意义的穆斯林最高权威。但这种设想既不符合伊斯兰精神，也不符合时代精神。麦积德二世的任务也不简单，他得在国际范围内维护自己的尊严，而且还要小心谨慎以免惹恼他所依靠的民族主义政府。民族主义者在本质上是世俗主义的，因此，哈里发制的取消是迟早的事。

经过激烈的讨论，哈里发制于1924年3月3日被议会宣布取消。同一天，议会颁布法令废除了伊斯兰长老制，并设置宗教事务局来管理宗教事务。宗教事务局具有签署费特瓦的权力，局长由共和国总统任命，他的职责是管理清真寺和修道院。雇用和监督伊玛目、穆安津、清真寺的管理人员和工人。法令还规定宗教地产瓦克夫由宗教基金管理委员会管理。这个机构负责管理宗教地产和维修清真寺。1931年6月8日议会又颁布法令，规定这个机构也管理神职人员并负责他们的薪水。尽管1924年宪法规定土耳其的国教是伊斯兰教，还规定议会保护伊斯兰原则，但宪法总体上却是世俗性的。这种规定只是为了安抚议会中的保守分子。

凯末尔时期的改革中，司法制度和教育的改革对世俗化进程具有最重要的影响。哈里发制被取消不久，宗教法庭也被关闭，国家法庭使用宗教法官，但他们却处在政府控制之下。这时有两类法官，一类是有宗教学院背景的宗教法官，一类是从世俗学校毕业的世俗法官。直到1926年瑞士民法被采纳之前，法院仍在很大程度上以伊斯兰法为基础，尤其是民事法案更是如此。司法改革即是以世俗法庭代替宗教法庭，并采用世俗法典。

首先是瑞士民法的采用。共和国几乎是将瑞士民法翻译过来就使之变成土耳其民法。瑞士法典颁布于1912年。这部法典由个人、家庭、继承三个部分构成。在家庭和继承方面，妇女被赋予和男子平等的权利，且禁止多妻制。被废除的《梅积勒》法规定，妇女只能得到相当于男子一半的遗产。1851-1876年编成的《梅积勒》法有16卷，它是伊斯兰法和拿破仑法典的混合物。1926年4月，新民法被通过，它的前言反映出当时的时代精神：

1851年的梅积勒只有300条符合今天的需要。它建立在宗教基础上，以宗教法为基础的国家迟早都会变得无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因为宗教原则是不变的。宗教法在不断进步和变化的社会中因其形式和其不合时宜的说教而毫无意义。不变是宗教的特有特征。

使宗教仅仅成为一种信仰是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新旧文明的区别之一。

凯末尔主义者显然认为法律应该从宗教中独立出来并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的各种需求。今天关于瑞士民法典是否适合土耳其社会的争论仍在进行。但一部适合土耳其需要的更好的民法需要多年的准备，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必会引起长时间的毫无意义的争论，从而延缓了改革。

同时实施的其他法典有土耳其商法和刑法，刑法于1926年7月1日被采纳，主要以意大利法典为蓝本。它既反对宗教也反对共产主义。共和国的缔造者认为这两种意识形态都会削弱和破坏国家的统一。商法以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法典为蓝本，同样体现了世俗精神。

教育同样进行了世俗化改革。自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现代化改革启动以来，土耳其便开始不断地建立各类世俗学校，共和国建立之后，土耳其还是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共存的。这种状况不符合民族主义者的世俗化要求，早在1921年凯末尔在一次教育会议上就讲道：“我坚信我们民族历史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的教育方式……教育应该远离所有传统的迷信和不适合我们民族特征的东西方外来影响。“1924年，《教育统一法》被通过，按照此法，宗教学校被取消，所有的教育机构被教育部接管，教育委员会协助教育部工作。该委员会由教师和官员组成，定期开会制订有关的教育政策。公共教育完全成为世俗事务，宗教教育则留给了家庭和乡村的神职人员。宪法中关于伊斯兰教为国教的条款在1928年被删除。1930年和1933年城市和农村学校的宗教课程被取消。凯末尔时期，教育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土耳其人口的识字率从1927年的10.6%提高到1940年的22%。20世纪20年代，初、中、高各级学校的结构与课程还是以19世纪的法国教育制度为样板。1933年伊斯坦布尔大学进行了重组，1936年安卡拉大学设立了语言系、历史地理系、艺术系等，后来，医学、农业、科学、神学等新的院系也建立起来。土耳其的许多城市中还建立了许多新的大学。

文化改革的世俗化意义也非常深远。首先是拉丁字母的采用。世界上大多数突厥人都用阿拉伯字母书写他们自己的语言。但阿拉伯字母元音很少，不适合土耳其语的发音，而且对大多数土耳其人来说，阿拉伯字母并不仅仅是一种字母，它还是一种与宗教有关的偶像。毫无疑问，字母改革具有世俗化的意义。字母改革的建议在19世纪中期就已提出，青年土耳其时期也进行过讨论。凯末尔掌握权力后，决心进行字母改革。这之前，高加索和中亚的土耳其人放弃了阿拉伯字母而采用了拉丁字母。1928年8月9日，凯末尔发表了一个关于字母改革的讲话，从此土耳其掀起了帮助人民认识拉丁字母的热潮。1928年11月3日，通过了一项禁止在公共场所书写阿拉伯字母的法律。通过取消阿拉伯和波斯外来词而简化土耳其语的改革是文化改革的重要方面。1932年7月12日，土耳其语言学会建立，这个协会的主要工作是简化和纯洁土耳其语，不仅波斯和阿拉伯外来词被取消，而且新造了许多土耳其词。字母改革和语言改革大体上起了两种作用。首先，文字语言的简化，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有利于识字率的提高和教育的发展；其次，因为阿拉伯字母不仅是一种东方文化的符号，而且是一种伊斯兰教的符号，而拉丁字母则象征着西方文化和西方文明，放弃阿拉伯字母使用拉丁字母、放弃波斯和阿拉伯词汇就能够使土耳其人在精神上更能接受西化和现代化。

凯末尔还通过挖掘土耳其的历史来增强土耳其人的民族意识。在他的提议下，1931年成立了土耳其历史学会，该学会召开了土耳其各个历史时期主要问题的讨论会，编出《土耳其历史纲要》，作为学校的历史教材。这项改革有利于促进土耳其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但不实事求是地突出，以至提高土耳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在一些方面导致了对历史的歪曲”。文化改革同样具有世俗化的意义，从此土耳其文化在各个方面开始摆脱宗教的束缚。

凯末尔时期土耳其妇女的地位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奥斯曼时代，妇女进行任何户外活动都是被禁止的，妇女要绝对忠诚她们的丈夫，而丈夫却可以任意休妻，且拥有四个妻子。青年土耳其时期，政府曾规定，丈夫长期在外或患有严重疾病的情况下，妇女有权提出离婚，这是帝国时期妇女地位的重大变化。凯末尔以许多方式鼓励妇女的解放和妇女的现代化。他鼓励妇女接受高等教育并在各个领域做出成就。瑞士民法典的采纳使男女实质上平等了，它废除了多妻制和随意休妻制，妇女有了离婚和工作的权利。1930年4月3日，政府法令使妇女获得了在城市选举中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34年12月28日，政府又颁布法令，规定妇女在全国选举中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方面，土耳其已走到了许多欧洲国家的前面。当然，当时只有一部分妇女适应了新的社会角色，大多数城镇和农村的妇女并没有立即改变她们的传统生活方式。

社会生活与习俗方面的现代化改革，主要体现为破除迷信和提倡科学的现代精神。1925年的库尔德人叛乱实际上是由托钵僧首领领导的，而且提出了恢复哈里发制的口号。这次事件使凯末尔决心打击教团势力。1925年6月，独立法庭对叛乱分子头领判处死刑，同时封闭了库尔德斯坦的所有托钵僧寺院。1925年8月，凯末尔访问了卡斯塔莫努和伊内博卢，他和随行人员全都戴上了巴拿马帽；并发表许多演说，大肆攻击费兹帽、长袍以及穆斯林的其他传统服装。他还攻击托钵僧寺院、隐居地以及多种教派。他说：“土耳其共和国不能是谢伊赫、托钵僧、门徒和俗人教友这样一些人的国家……各教派的人将会懂得我已说清了这种实情，并将立即自动封闭他们的寺院。“9月1日，凯末尔回到安卡拉后在内阁会议上宣布了一系列法令，11月这些法令被议会通过。结果按这些法令，各教派宣布解散，予以禁止，他们的财产被充公，寺院和神坛被关闭，祷告会和祈祷仪式被停止。土耳其从此摆脱了谢伊赫、托钵僧、门徒、法师、算命人、魔术师、巫师、画符人等，同时也摆脱了与这类名称和性质有关的行业、用费和服装。这些措施，加上关于费兹帽和缠头的禁令，使土耳其人民的生活习惯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方面的改革引起了许多狂热的谢伊赫和托钵僧的不满，他们用各种方式进行反动活动，甚至挑拨人民起来进行反政府活动。但是政府很快镇压了他们，整个民族很快就适应了这类改革，使土耳其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更加世俗化和现代化。

经济方面，凯末尔时期主要是采用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发展土耳其共和国的经济。共和国建立初期，土耳其虽然有几个现代工业企业，这些现代企业大多掌握在希腊人或犹太人手中，国家掌控的企业只是坦齐马特时代建立的几个兵工厂。土耳其人民消费的一些最基本的工业品都是从国外进口。共和国政府重视发展土耳其的经济，并将其视为巩固民族独立成果的必要条件。1923年共和人民党就在伊兹密尔召开经济大会，制定了《经济公约》，发表了《九项原则宣言》，提出了复兴国家经济、重建金融机构和国家控制经济命脉的思想。大会通过经济方面的当前任务是：促进小生产向大型轻、重工业企业的过渡；迅速发展国内有原料供应的部门，特别是纺织和食品等部门；实行关税自主；创办国家银行，以支持私人企业的发展。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依靠国家政权的干预，实施进口替代，并采用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但由于《洛桑条约》的限制，保护关税的政策在20世纪20年代不可能实施。凯末尔借鉴苏联工业化的经验，聘请苏联专家，制订发展民族经济的计划。共和国政府还颁布了《奖励工业法》，对私人资本减免税收，或降低产品运输价格，以此鼓励私人资本企业的发展。土耳其政府采取了限制外国资本的政策，它用赎买的方式将一些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外国企业，如铁路和公用事业部门收归国有，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第一批国营企业。

1929年10月，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国际农产品价格下跌，土耳其的出口主要依赖农产品，所以世界经济危机也给土耳其的出口贸易带来了沉重打击，贸易逆差急剧扩大，由于土耳其大多数工业品这时仍然严重依赖进口，所以农产品价格的下降，给土耳其政府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与财政危机。土耳其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应对经济危机。早在1929年6月，《洛桑条约》中规定的各项关税限制宣告到期，土耳其国民议会就通过了一项新关税法，对土耳其的企业实施关税保护政策。经济危机爆发后，政府依据新关税法，将经济工作的重点由以前的扶持工业企业转移到限制外国商品进口和保护国内企业方面。12月4日，开始对货币兑换和货物进口进行限制，同时使土耳其镑对英镑贬值，从而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后来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最终使土耳其的贸易转为平衡甚至顺差。不久，共和国政府又将全部对外贸易收归国家管理。

以上措施虽然有效地应对了经济危机，但对整个土耳其经济的发展，对于建立进口替代型的工业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当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遭受到了经济危机的打击，但独立于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之外的苏联经济虽然也面临重重困难，却能免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土耳其领导就是在这种国际国内背景之下制定了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与方针。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俄土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29年11月，土耳其与苏联签署了一项商业协定。12月，由土耳其农业银行和工矿银行合办的一家对苏贸易公司开始营业。之后几年，双方领导人频繁互访，其中最重要的是1932年土耳其总理与外交部长访问莫斯科，同苏联签定了一项800万美元的贷款协定。贷款的大部分被用来发展纺织工业，并在苏联的指导下建立了著名的开塞利纺织厂。

正是在苏联的影响之下，同时也出于土耳其国情的需要，土耳其共和国政府提出了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1930年伊斯梅特在锡瓦斯发表演说时提到，国家有必要参与经济活动。1931年4月20日，凯末尔发表了他的著名演讲，提出了共和人民党的六项原则，即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和革命主义。关于国家主义的定义，凯末尔在他的演讲中做了如下解释：

尽管考虑到私人事业和私人活动仍是我们的基本主张，我们的主要政策之一是促使国家积极关心涉及民族的一般性和重大利益的问题，以便能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把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导向繁荣。

以后的年代中，共和人民党、土耳其政府和凯末尔本人都对国家主义进行过多次解释和说明，说他们不是要搞集体经济或国家垄断，也不希望把私人企业从工商业中排挤出去，国家主义的目的是要发展那些与国家实力和福利有密切关系而私人资本又无力经营的经济部门。1935年党的纲领解释道：“尽管允许私人企业和行为是我们的基本思想，但在民族的整体和关键利益方面的事务上，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为了使国家和民族尽快走向繁荣，国家进行干预是我们的原则之一。”共和国建立初期，私人资本的积累是不充足的，而且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又打击了私人资本；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对当时土耳其的经济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33年，在苏联的帮助下，共和国政府制定了发展工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该计划于1934年1月被大国民议会批准，1939年完成。计划的目标是建立包括纺织、造纸、玻璃、陶瓷等行业的消费工业和包括钢铁和化学等行业的基础工业。通过五年计划的发展，土耳其的工业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许多基本的消费工业企业建立起来了，其中最大的成就是苏联人帮助下建立的开塞利纺织厂和英国人帮助下建立的卡拉比克钢铁公司。政府还从外国承租者手中赎回了铁路、煤矿、港口等公用事业等。1933年和1935年分别成立了“苏美尔”和“埃提”两大国家银行，为工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据统计，从1929年到1938年土耳其的国民总收入增长44%，人均收入增加30%，采矿增加132%，工业生产年增长率达到8%。1930-1939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6.2%，工业的比重从11.8%上升到18%。国家主义的工业化政策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农业方面，土耳其的土地占有情况极不平衡，地主、富家占有大量土地，许多无地和少地农民靠租种地主的土地维持生活，他们除了上缴地租，还要受高利贷的盘剥，生活极为贫困。农村的这种状况对土耳其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极为不利。为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1925年废除奥斯曼帝国的土地法，宣布土地归耕种者所有，并废除了封建的什一税。1927年和1929年，颁布了向无地农民和移民分配土地的法令，开始对国有土地进行分配。1936年，政府通过了关于赎买地主土地以分配给无地和少地农民的决定。1937年宪法又专门规定了赎买地主土地必须补偿的条款，规定要专门制定法律确定补偿经费的数目，赎买地主土地和森林的目的是把土地分给农民和建立国家管理森林的制度。但土地改革收效甚微，到1939年，政府分配的土地总共有100万公顷，其中主要是国有土地。大多数农民还是没有得到土地。

为提高农业生产力，反对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政府加强对农村的金融支持。1924年将土耳其农业银行改组为股份制，扩大了该银行的规模与实力，国家资本在其中仍占主导地位。1929年，土耳其又成立了农业信贷合作社。这两个金融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农民提供贷款，帮助农民购买农机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并抑制农村的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1939年，农业银行为农民提供的贷款总额为4500万里拉，农业信贷合作社提供的贷款总额为2200万里拉。

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促进了土耳其共和国工农业的发展。1927-1939年，土耳其的注册工业的总产值增长了近5倍（1927年为5800万里拉，1939年为33100万里拉）。其中，大工业企业增长152%。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除苏、日外，土耳其工业发展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1924-1939年土耳其修筑铁路近4000公里。由于农业的改革，可耕地面积由1927年的436万余公顷增加到1940年的约1266万公顷。粮食产量1930年已自给自足，且有少量供出口。1930-1938年，每年粮食平均出口6.5万吨，1933-1938年土耳其的农业平均增长率为5.1%。与工业相比，国家对农业发展的投入和重视程度都远远不够，农业发展相对缓慢。但凯末尔时期，土耳其的农业在国家主义经济政策推动下，还是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凯末尔于1881年出生于居萨洛加。父亲是一个低级政府职员，后来经营木材生意。凯末尔7岁丧父，由母亲聚贝伊代·哈纳姆抚养成人，1893年他进入萨洛尼加军事中等学校；1895年升入马纳斯特尔军事学院；1899年3月，进入伊斯坦布尔陆军大学，1905年1月毕业，授陆军上尉。1915年加利波利战役中他被认为是最善战的军官。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民族解放战争中表现了杰出的军事天才。在他的领导之下，土耳其建立了共和国，进行了全面的世俗化现代化改革。穆斯林反对派认为他只会模仿西方，并试图以此来降低他的威望，但他对伊斯兰教历史的解释要比神职人员深刻得多，他尊敬真诚的宗教情感。凯末尔是一个集军事家、政治家、理论家于一身的人物。他综合了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理论，形成了自己的世俗民族主义理论体系，即凯末尔主义。凯末尔主义是共和国时期土耳其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也是共和人民党的纲领性的原则。

1931年共和人民党的党纲中体现了凯末尔主义的思想。后来共和人民党的六原则还被写进了土耳其宪法。在共和人民党的党纲中标志六原则的六箭头以党为中心向外射出，一直持续到1980年。共和人民党的六原则是：第一，共和主义，它并不仅仅意味着以共和制代替素丹制，还表示人民统治而非个人独裁的意义。1931年党纲写道：“党相信共和国是最好地和最坚定地体现人民主权的政府形式。”第二个原则是民族主义，土耳其民族是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民族，土耳其民族主义是帝国中产生最迟的民族主义，共和国建立时，土耳其成为主要由土耳其人居住的国家，土耳其民族主义便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共和人民党的党纲写道：“按照共和人民党和新政府的理解，居住在土耳其境内的任何说土耳其语的公民，在土耳其文化熏陶下成长并接受了土耳其精神，不论宗教与居住地区，都是土耳其人。”这段话清楚地指出了土耳其民族主义范围，它显然不同于奥斯曼主义的多民族概念和宗教社区概念，也不同于大土耳其主义。另一个原则是平民主义，它表示最高权力属于人民；1927年共和人民党的章程规定，权威和主权来源于人民，被人民拥有，且为人民谋福利，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绝对平等，任何家庭、阶级、宗教社区不拥有特权；共和人民党明确反对将土耳其人划分为阶级，明确反对阶级斗争的思想。第四个原则是国家主义，国家将涉足私人企业无力或不愿经营的领域。第五个原则是世俗主义，主张国家和宗教传统的分离，表明土耳其共和国永远摆脱伊斯兰宗教势力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束缚。第六个原则是革命主义，它表示共和国不能满足于缓慢的和渐进的进步，现代化过程应该以革命的措施来加速。

奥斯曼帝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改革为土耳其民族运动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人口的民族与宗教构成方面的变化，为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出现在领土范围和民族构成方面创造了必要条件。民族主义运动将东方问题的劣势转变成了优势。在民族解放运动胜利的基础上，1922年10月11日，伊诺努与协约国签订了《洛桑条约》，结束了古老的东方问题，标志着土耳其全面进入了现代国家体系。经过一百多年的斗争，奥斯曼帝国又以民族独立国家的合法形式重新崛起了。

民族解放运动和世俗化改革的社会力量都是由奥斯曼帝国的改革造就出来的。三巨头逃走之后，进步与统一党的许多地下组织依然存在，这些地下组织对民族解放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凯末尔也承认，进步与统一委员会的成员参加了安那托利亚和鲁米利亚护权协会，接受了护权协会的纲领，是土耳其的民族精英。凯末尔是奥斯曼帝国后期的现代主义者转变为民族运动领导人的典型代表。他们属于与坦齐马特时代的社会结构变化有密切关系而又在哈米德时代与奥斯曼王朝关系破裂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通过立宪运动、青年土耳其运动和凯末尔主义革命而得以延续不断。作为社会进步与教育的载体的军队对凯末尔人生的塑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凯末尔属于帝国后期的训练有素而知识丰富的军官和文职官僚上层之一。他还深受现代奥斯曼积极精神与孔德、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人的哲学思想的影响。这种个人经历与教育背景使他变成了民族主义运动中共和派的理想代表。凯末尔是军事官僚精英中的年轻成员，是激进的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忠实支持者。

凯末尔主义者权力的巩固通过两个过程：对思想文化的垄断和对武装力量的垄断。获得这种垄断的最主要的政治工具是凯末尔1923年夏天建立的共和人民党。文化改革为凯末尔主义者独裁的合法性创造了必要的意识形态资源。《洛桑条约》签订后，民族主义运动内部的矛盾很快显现出来。民族主义运动由军官、官僚、技术人员、商人、地主、安那托利亚的神职人员组成，其中的大多数人仍然把民族主义斗争看成是恢复素丹权力和奥斯曼王朝的手段。现代化军事官僚上层的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和斗争。甚至在共和国宣布成立之前，凯末尔和保守派军官的关系就已经紧张了。第一届议会期间（1920-1923年），安卡拉的大国民议会就分裂为支持凯末尔的“第一组”和主张君主立宪制的“第二组”。在凯末尔对候选资格进行审查之后，第二组的118个代表只有3人于1923年7月被重新选进了第二届议会。议会又通过法律，要求军官们如果在政府和议会中发挥作用，就必须辞去军职。但凯末尔主义的军官却可以在担任议会代表的同时继续留在军中，反对派为了发挥他们的政治作用则更愿意辞去军职。这种军队与政治的分离可以看成是军队的凯末尔主义化，也是凯末尔主义者垄断武装力量的第一步。

凯末尔主义者加强权力的第二个步骤是1923年3月维护秩序法的颁布。这部紧急法实施到1929年3月，按照这部法律，政府可以通过军队和独立法庭强制实施它的决定。根据这部维持治安法，独立法庭通过粉碎政治反对派、查封不同意见的报刊、迅速的文化改革有效地巩固了凯末尔政府。1925年7月，在镇压了库尔德人的叛乱之后，独立法庭控告进步共和党支持了叛乱并为政治目的而利用了宗教，进步共和党被取缔。凯末尔还采取有力的政治措施排除了政府和军队中的异己分子，加强了自己对政府和军队的控制，确立了共和人民党的权威统治。

这样，共和人民党的领导层与军队、政府构成了一个统治集团，将政府看成是他们个人的领地，就像奥斯曼时代的官僚和军官们将朝廷和最高波尔特看成是自己的领地一样。奥斯曼帝国的权威主义变成了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土耳其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在一个神权帝国内创造民族主义和现代国家特征，并抛弃旧的制度和观念。文化与社会方面的改革、民族国家理论的应用、哈里发制和素丹制的取消，都是与奥斯曼帝国的过去发生大胆分离的事件。但是，凯末尔改革也受到了具有权威思想和精英意识的军官集团的支持，它在精神上和国家中心倾向上与奥斯曼的现代化改革非常相似，奥斯曼现代化的大多数特征在凯末尔时期依然存在。

另外，凯末尔的开明专制主义在许多方面都相似于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的权威统治。哈米德的中央集权政策和强有力的社会监视能力，都说明他是统一主义者和凯末尔主义的权威政治的先驱。凯末尔进行了文化革命，以土耳其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工具，哈米德二世试图使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成为政府合法性的主要依据，二者的相似性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哈米德在利用本土的宗教符号，而凯末尔和他的同事却在使用他们西方知识中的文化资本。他们不仅成功地对外使用了民族国家话语，而且垄断了国内民族文化，这样就为统治制度的合法性提供了必要的意识形态手段。凯末尔主义政府完成了坦齐马特时代就已开始的从传统权威向现代权威的转变。

土耳其的民族解放战争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凯末尔改革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改革只是在大城市中影响较大，在广大农村和中小城镇，几乎没有触动土耳其大众。当安卡拉进行全面的改革时，土耳其的绝大多数人民仍然深深地根植于传统生活之中。一开始，凯末尔主义者就与一些传统的势力相妥协，他们不得不依靠传统的领导者作为中央和地方的中介。与以前的统一主义者一样，凯末尔主义运动是围绕乡村的传统贵族组织起来的，这些传统贵族的影响在议会政治和党派活动中可以充分地感受到。在民族国家的旗帜之下，共和国政府维持了安那托利亚传统社会的主要模式。事实上，它的选举政策和高压政策与奥斯曼帝国时代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奥斯曼时代就存在的中央和地方的巨大差别依然存在。

在建立共和国的过程中，凯末尔同时使用了现代和传统权威资源。这方面，党、军队和官僚机构是法律权威的关键而合理的工具，同时，这些机构内的相互关系、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与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家长式的等级制特征，与传统统治制度是相似的。尽管现代主义者面对的统治模式不同，与帝国后期一样，凯末尔时期的土耳其社会中传统社会结构与现代社会结构是拼凑在一起的。

奥斯曼的百年改革与凯末尔改革一直都是在社会上层进行的，改革中发展起来的世俗文化并没有深入到普通人民中间。凯末尔改革使伊斯兰教与国家政治生活发生了彻底分离，土耳其成为世俗化的国家，这就使联系国家上层与人民的纽带断裂了。凯末尔时期，上层精英的世俗化政治意识与下层人民的传统伊斯兰政治意识并存。当世俗民族主义在精英阶层取得全面胜利之时，伊斯兰教的价值观还牢牢控制着广大中小城镇和农村人民的心灵。这说明凯末尔改革造成了统治阶层与下层人民在文化上的断裂。凯末尔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改革主要是在大城市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效果。由于城市统治精英掌握着军队、政府机构、司法机构和教育机构，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远远大于他们所占的人口比例，从而就使土耳其看起来是一个全面世俗化的国家了。另外，不论是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还是凯末尔改革，都主要是在政治领域进行的，经济现代化被忽视了，所以土耳其的整个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相比一直具有超前性。所有这些状况对以后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发展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三、政治民主化进程与国家主义经济政策的演变

当代土耳其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是政治上多党民主制的发展与经济上国家主义政策的终结。二战后土耳其多党民主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一次又一次的军事政变、经常出现的政府危机和社会动荡都说明了土耳其民主进程的艰难性。国家主义是凯末尔权威主义现代化模式在经济领域的重要表现形式，这种经济模式对土耳其经济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土耳其经济的发展，这种经济模式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并最终被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所取代。

1.多党制的实行与政治民主化进程

欧洲战场的硝烟消散时，土耳其经历了共和国建立以来最为深刻的政治变化。1945年6月，共和人民党内的持不同政见者拜亚尔、曼德列斯、科普吕吕、高拉尔旦签署了一个四人建议，要求建立反对党，取消经济限制。11月1日，伊诺努总统在大国民议会发表演讲，宣布共和国一直具有“民主特征”，从来没有接受过独裁，土耳其所缺乏的只是一个反对党。他表示：“为了适应国家的需要，在适当的民主自由气氛中，有可能建立另一个反对党。”在他的鼓励下，1946年1月7日民主党正式建立。民主党主张促进土耳其的民主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在群众中很快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共和人民党将原定于1947年举行的大选提前到1946年举行。结果，没有充分准备的民主党仅获得61个议席，共和人民党则获得391年议席。

1946年大选后虽然仍然是共和人民党执政，但它是在多党竞争的前提下选举上台的，从此，土耳其便由一党制进入了多党民主制时期。1946年实行多党制是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最重要的政治变化之一，多党制的一整套原则以及这种制度的整个结构体系都是由上层精英设计并确立的，所以多党制的实行依然是自上而下的权威主义现代化模式的继续。而且，许多政党的意识形态可以在民族解放运动各派中找到根源。民主党就是凯末尔时代曾两度建立又被取消的反对党在人事和意识形态上的继续。但多党民主制的实行加上二战后经济的发展使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模式发生了重要变化。它使原来处于政治边缘的中下层人民卷入到政治现代化进程之中，许多政党都受到了来自上层精英之外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推动，说明推动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的另一种力量正在兴起。

1950年大选时，民主党取得了全面胜利，获得408个议席，而共和人民党只获得69个议席，拜亚尔被国民议会选举为总统，曼德列斯被任命为总理。共和人民党虽然失败了，但伊诺努力促的多党民主制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土耳其真正进入了民主时代。共和人民党竞选失败，说明广大民众对其多年在政治、经济、宗教方面推行的高压政策的不满。当时，安卡拉一个清真寺的宣教师说：“感谢真主使我们摆脱共和人民党而获得自由。”一位民主党的代表在国会中也说：“阿塔图尔克是独立总统，伊诺努是极权主义总统，拜亚尔是自由总统。”民主党上台后，经济上注重私人企业的发展，宗教方面也放宽了许多限制，伊斯兰教的复兴从此开始。

但土耳其的民主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民主党在政治上并没有民主的传统，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民主党加紧压制反对党和持不同政见者，并严密控制新闻出版。1954年宣布取消民族党。当时土耳其的经济形势恶化，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发生群众示威游行，民主党政府立即在这三个城市宣布戒严。1957年9月4日，曼德列斯宣布将本应在1958年举行的选举提前到1957年10月27日举行，反对党措手不及，民主党再次取得大选胜利。但民主党的支持率却在下降，前两届选举中民主党的得票率都在50%以上，但这次选举它的得票率下降到47%。大选后的第三天共和人民党加济安特普市组织了反政府的示威游行。政府调动军队强行解散了游行队伍，并关闭了共和人民党的200个分支机构。由于局势的动荡和经济形势的紧张，军队中也存在着对民主党的不满。1958年1月17日，9名军人因为有反政府言论被逮捕。同时，部分政府公务员、新闻界、司法界、教育界的人士也和民主党对立，采取各种办法消极抵抗。1959年，许多报刊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反对民主党的专制和压迫，遭到民主党政府的迫害，大量的报刊被查封，许多记者被捕。1960年4月，大学生们率先走上街头，举行反政府示威游行。最后导致军事政变发生，民主党政府下台。

1960年5月26日和27日夜间，土耳其军队发动了政变，接管了政权，结束了民主党的统治，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军人干政。议会被解散，总统、总理、内阁成员和所有民主党的议员被捕，所有的政党活动都被禁止。在古塞尔将军领导下成立的“民族团结委员会”成为立法和行政机构。这次政变不是一次单纯的军事政变，它的目的是将国家重新引上民主之路并将政权交给民选的文人政府。政变受到了进步知识分子的推动，他们由政府官员、大学教授和学生、一部分军人尤其是一些年轻军官组成。在他们的推动之下，军人政权很快还政于文人政府。民族团结委员会授命一些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准备一部适合于多党民主制的新宪法。1961年5月27日新宪法诞生，7月，经公民投票后新宪法生效。

这部宪法和1924年宪法相比，其主要特点在于加强了行政机构，将大国民议会由一院制改为两院制，增设了宪法法院，新宪法禁止利用宗教，禁止压制公正和思想自由，基本上遵循了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原则。

1961年10月15日举行了议会选举，参加竞选的有共和人民党、正义党、共和农民民族党和新土耳其党。结果，共和人民党获得的选票和议会席位最多，但达不到绝对多数，只好和其他政党组织联合政府。整个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政府都是联合政府，前5年以共和人民党为首，1965年以后则以正义党为首。由于缺乏联合执政的经验，60年代的联合政府都很不稳定。

1970年，土耳其陷入经济危机、社会动乱和政治不稳定状态之中。1971年军队再次干政，不过这次他们没有直接接管政权。3月12日，军官们签署了一个备忘录，提交给苏奈总统和两院议长。备忘录指出：“由于政府和议会的顽固政策、观点和行为，国家陷入了无政府状态。骨肉相残、社会经济动荡。在公众心目中，实现阿塔图尔克提出了现代文明目标的希望已经破灭。”备忘录要求结束无政府状态，建立超党派政府。德米雷尔马上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并向总统提交了辞职书。按照备忘录的要求，总统要求尼哈特·厄立姆组织了一个超党派的技术官僚内阁。由于遭到议会中右翼势力的排挤，厄立姆在1972年4月17日被迫辞职。5月15日，总统授权费立特·梅林组织新政府。梅林组成了正义党、信任党、共和党三党联合内阁。新内阁许诺维护阿塔图尔克的改革和世俗化原则，实行无党派政策，恢复全国秩序和法律，实行土地改革。纲领获得了议会的信任通过。

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的政治状况与60年代相似，参加竞选的政党太多，导致议会选举中产生不出获票超过50%的大党，结果历届政府都是多党联合政府。尖锐的党派斗争和内阁的频繁变动使政局陷于瘫痪。1973年世界石油涨价和西方经济危机严重影响了土耳其的经济，直到70年代末土耳其经济一直都处在萧条之中。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对外贸易严重逆差，国内生产总值70年代末出现负增长。1980年石油进口一项就超出了出口总量。1980年冬天由于不能供热而使大量的学校和工厂关闭，许多工厂的开工率只有50%，失业率从1977年的15%上升到1989年的20%。政治权威的缺乏加上经济萧条，导致了政局的动荡，各种极端组织开始出现。大学生、中学生、工人、失业者、民族主义分裂分子、极端宗教组织都卷入到动乱之中，左派和右派政党关系异常紧张，各政党内部也矛盾重重。左右两派的政治冲突升级成为恐怖战和城市游击战，近4500名土耳其人失去了生命。由于激烈的党派政治斗争，议会制度也陷入瘫痪。军队领导人对土耳其社会的这种状况感到不安，以致不得不再次发动军事政变。

除了政党活跃、政局不稳之外，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土耳其政治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治伊斯兰势力的逐渐兴起。土耳其实行多党民主制之后，放松了对宗教的限制，伊斯兰教的复兴就已经开始。1950年共和人民党从宪法中删除了凯末尔主义六原则。民主党上台后，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执行了更为宽松的宗教政策，如允许使用阿语宣礼和祈祷。军方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对伊斯兰教的复兴也颇为宽容。1970年伊斯兰主义政党民族秩序党建立，1973年建立的救国党同样是一个伊斯兰主义的政党。救国党代表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反对跨国公司和垄断，它于1973年成为国会第三大党并于次年进入政府。1980年9月7日，救国党在科尼亚的集会中攻击凯末尔主义，这是导致军事政变的最后原因。

1980年9月11日至12日夜间，军队在埃夫伦将军领导下经过一次没有流血的行动掌握了政权。12日，埃夫伦将军通过广播和电视发表了讲话。他说，在常规的政府和立法机构建立之前，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暂时属于艾夫伦将军领导的由军人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艾夫伦许诺政权很快会交给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世俗的政府，这个政府将建立在尊重人权和自由的法律原则之上，政权移交之前，要准备新宪法、选举法和政党法。议会、宪法和所有的政党都被取消了，许多党的领导人受到了法律制裁。1981年5月，安卡拉军事法庭对587人进行了审判，检察官要求对220人判处死刑。对埃尔巴干及其同伙也进行了审判，对他们的控告集中在对世俗主义的破坏方面。1981年在进行审判的同时，组成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控制下的文人内阁。

这届军人政权一直维持到1983年10月。1980年10月，军人们筹建顾问会议。它的任务是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协商有关新法律的起草事宜，但最终的决定权属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由15人组成的制宪委员会在伊斯坦布尔大学法学教授奥尔汗·埃尔迪克希迪主席的领导下成立了。1982年7月，新宪法的起草完成。1982年11月7日，举行了宪法公决，经92%的赞成票通过了新宪法并同意埃夫伦将军为下届总统。

宪法明确宣布，按照世俗主义的原则，神圣的宗教情感不能以任何方式成为政治的一部分，土耳其共和国与阿塔图尔克的民族主义相一致；任何人都有思想、宗教信仰和表达观点的自由，任何人不得强迫别人参加宗教礼拜、庆典和仪式；宗教伦理教育受国家控制，宗教文化和伦理课程是中小学的必修课；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利用和滥用宗教、宗教情感和宗教认为神圣的事物。按照新宪法，取消参议院，土耳其国会改为由400名代表组成的一院制的大国民议会；宪法还扩大了总统权力，如总统有权在议会对政府不信任时宣布提前举行大选，总统任期7年，不得连任；宪法规定，宗教事务局是中央行政机构，以世俗主义的原则履行其职责，远离所有政治观点和思想，以民族团结和统一为目标。

除了新宪法，顾问委员会还在1983年制定了政党法和选举法。政党法规定，所有21岁以上的土耳其公民，除非有职业和犯罪方面的限制，都有权利组织和参加政党；政党不得以宗教为基础进行活动，不得以改变共和国的世俗特征或以重建哈里发制为目的；禁止政党利用宗教、宗教情感和宗教认为神圣的事物。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小党的扩散使大党不能形成议会中的绝对多数，大党为了组织联合政府而不得不对小党做出让步，这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对各种法律和原则的破坏，这是造成20世纪70年代政府虚弱和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原因。为阻止这种局面，“选举法”规定，在大选或局部选举中没有获得10%的有效选票的政党不能拥有议会席位。

按选举法的规定，土耳其在1983年11月6日举行大选。民族民主党、平民党、祖国党参加了大选，结果祖国党获得45.1%的选票和211个席位。厄扎尔受命组阁。厄扎尔自称是政治保守派、经济自由主义派和社会问题上的中左派。竞选时他许诺土耳其经济的现代化、精简机构、鼓励出口和外资、制止通货膨胀。厄扎尔的祖国党有明显的保守性，它的成员和政策有三个右翼和中右方面的来源，即以前依附于正义党的保守派、前救国党的伊斯兰主义者和前民族行动党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另外还有没有政党背景的一些人。祖国党内存在着自由主义的亲西方派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派别的斗争。原教旨主义者在党的基层组织中力量强大，自由主义者在上层占多数。厄扎尔试图将经济现代化和传统文化价值结合起来，以此改善政府形象。

1987年11月，厄扎尔和他的同僚再次执政。政府面临着许多严峻的问题。关于伊斯兰教的政治作用的问题再次浮现。为了获得支持，政府对原教旨主义者作出了一些重大让步，包括宗教教育的扩大、政府公务人员星期五中午祈祷会的举行、允许女学生在课堂上戴伊斯兰妇女的头饰。这些措施虽然吸引了党内的保守穆斯林支持者，但却在党内外引起了世俗主义者的不满。

1989年秋，埃夫伦总统任届期满，厄扎尔利用祖国党对议会的控制顺利当选为总统。为符合宪法规定，他退出祖国党，提名议长耶尔得里姆·阿卡布鲁特为总理和祖国党主席。厄扎尔作为执政党的建立者和前总理，有优势从幕后既控制内阁又操纵祖国党。前外交部长麦苏特·耶尔马兹对阿卡布鲁特的领导地位提出了挑战。由于耶尔马兹是自由主义的领袖，阿卡布鲁特便增加了与伊斯兰保守派的认同。双方的斗争变成了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的斗争。1991年6月17日耶尔马兹受党内自由派支持而就任总理，他的内阁名单几乎排斥了所有党内杰出的保守派人物。

1991年土耳其举行大选，德米雷尔的正确道路党获得179席成为第一大党，祖国党获112席屈居第二，艾达尔·伊诺努的社会民主平民党获91个席位居第三，繁荣党和左派民主党分别获得6l和7个席位。正确道路党与社会民主平民党组织了联合政府。1993年4月，厄扎尔总统死于心脏病，德米雷尔继任为总统，伊诺努就任临时总理。

1980年军事政变以来，土耳其政治经历了一些重要变化，首先是包括军政府在内的历届政府政治上的保守倾向日益明显；其次由于民主制度日益成熟，各届政府包括联合政府在内都日趋稳定；再次是总统权力不断扩大，且由军人提任总统的惯例被取消。

1980年的军人干政对土耳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之一便是伊斯兰因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上升和伊斯兰复兴的进一步发展，为了维护政府和社会的稳定，军队将伊斯兰价值看成是对付20世纪70年代末的极端主义的解毒剂。这一点可以从1982年宪法中看到。1983年祖国党大选之后，埃夫伦总统和厄扎尔总理都反复强调在土耳其民族主义结构中宗教价值的重要性。埃夫伦总统曾向沙特阿拉伯的宗教组织保证，要给在德国的土耳其人社区中服务的伊玛姆和哈蒂普发薪水。埃夫伦还以总统的身份在1984年参加了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大会。而厄扎尔总理在伊斯兰倾向方面则走得更远。他个人在宗教上是虔诚的，非常看重伊斯兰价值。他的讲话充满了《古兰经》和《哈底斯》中的引言。1989年他访问沙特时到麦加朝圣，他穿着朝圣者的长袍的照片出现在土耳其报纸的头版位置。1990年厄扎尔的母亲去世，他将她安葬在苏莱曼清真寺的墓地中，紧靠着一个纳克希班底谢伊赫的坟墓。厄扎尔的这一系列带有明显的伊斯兰倾向的行为，引起了更多的选民对祖国党的同情。祖国党内也很快发生了分化，一边是以外交部长麦苏特·耶尔马兹领导的世俗主义者，另一边是麦哈麦德·卡杰西勒为代表的伊斯兰民族主义势力。厄扎尔的伊斯兰倾向也从他的外交政策上反映出来。厄扎尔总理1983年就职以来，提出“必须特别努力培养在互惠基础上的与所有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关系，而且要加强已经存在的比较成熟的合作”。后来，土耳其在伊斯兰会议组织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土耳其在祖国党执政时期间向伊斯兰国家的倾斜政策还从许多方面表现出来，其中包括：国家高级官员的频繁互访，伊斯兰发展银行和科威特发展基金会对土援助的增加，阿拉伯人与土耳其经济的和军事的多边协定的签订，以及选择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伊斯兰国家会议等。

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在土耳其政治中最惊人的事情是繁荣党的兴起。繁荣党的领袖是70年代救国党的领导人埃尔巴干。1983年繁荣党提出的纲领倡导工业化，自由企业制度，独立于西方的、与伊斯兰世界更加密切的对外关系，以及禁止色情和在公共场所饮酒等方面的保守道德观。繁荣党的成员由于其反世俗主义的言论而受到当局的注意，但它的领导人还是谨慎地将其言行限制在宪法范围之内。1989年的地方选举中祖国党只在两省获胜，而繁荣党则在7省获胜。1991年大选中，繁荣党和其他两个小党联盟获得16.8%的选票，其中繁荣党获票13%。1995年大选前，繁荣党许诺要清除腐败，提高政府效率和道德水平，它强调要改善土耳其经济，并利用经济问题攻击正确道路党。1995年12月24日大选，繁荣党赢得21.38%的选票和158个议席，跃居为土耳其第一大党。1996年6月28日，土耳其总统德米雷尔批准了繁荣党和正确道路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内阁名单，埃尔巴干出任政府总理。

繁荣党的伊斯兰民族主义纲领及其上台执政，对土耳其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此伊斯兰民族主义成为土耳其的重要政治意识形态，改变了凯末尔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另外，伊斯兰政治的地位和影响日益扩大，伊斯兰教被突出地摆在议事日程上，各党均开始反思和检讨对伊斯兰教的方针，从而更加重视伊斯兰教的政治能量。埃尔巴干政府具有鲜明伊斯兰倾向，内政上提出具有伊斯兰思想的建议，允许妇女在政府大楼和校园里披戴伊斯兰式头巾；允许朝圣者经陆路去麦加朝圣；在许多城市修建了清真寺。由于繁荣党加快了伊斯兰化的步伐，引起了世俗主义政党和军方的不满，土耳其社会出现不稳定现象。军队把社会上出现的许多伊斯兰化现象归咎于繁荣党，在军方的强大压力和联合政府内部正确道路党的抵制以及坚持世俗主义的反对党的反对下，埃尔巴干政府被迫向总统递交了辞呈，宣告政府下台。1997年6月20日，德米雷尔授权耶尔马兹组阁。1997年6月30日，耶尔马兹向德米雷尔提交了内阁名单，即获批准。

1997年5月埃尔巴干辞职之前，繁荣党由于其违反宪法和政党法的反世俗主义行为而受到审判。这对埃尔巴干来说并不新鲜，但一个在议会中拥有多数席位，获得20%以上的选票，而且正在执政的政党受到审判在土耳其历史上却是前所未有的。就在宪法法院闭庭之前，埃尔巴干让他的律师伊斯美尔·阿尔普特金以道德党（Virtue Party）的名义建立了一个新党。1998年1月，宪法法院宣判，繁荣党被关闭，埃尔巴干等人则在未来5年内禁止参加政治活动。繁荣党被关闭之后，它的所有议会成员都转向了道德党。1998年5月14日，这个党的建立者召开大会，埃尔巴干的亲密同事雷杰·库坦代替阿尔普特金成为党的领袖。他宣称他的党与繁荣党不同，党的基本目标不再是建立“公正秩序”，而是要促进土耳其的民主、人权和自由。他说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证明，没有民主，其他任何目标都不能实现。

2.经济模式的演变：从国家主义到自由主义

凯末尔时期，土耳其确立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之下，土耳其的经济发展取得一定成就。但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迁，国家主义经济政策的不足之处日益显露。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国家对私人企业和外贸控制过严，对农业过于忽视。1950年，民主党取代了共和人民党而执政，开始奉行自由主义政策，私营企业得到大发展，私人企业主要投资于纺织、制糖和水泥等行业。根据马歇尔计划，由美国提供低息贷款援助土耳其，同时土耳其开放关税和贸易自由化。然而，土耳其里拉贬值、进口缩减，出口也没有明显的扩大。由于私营经济的增长，国内储备也没有能形成显著的上升，外国投资额也大大低于原先的估计。结果，1954年选举之后，土耳其的经济形势已经开始恶化，不断出现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商品紧缺、黑市猖獗等现象，加上农业歉收，经济问题更为严重。曼德列斯曾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收效甚微。经济形势的恶化造成了社会动荡不安，许多大城市发生群众示威游行。1960年民主党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的主要原因就是经济问题及其带来的社会动荡。

1963年以后，土耳其重新采取计划经济，同时对私营企业和农业的发展给予重视，工业发展很快，取得显著成效。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战略属于内向型。从1963年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开始，土耳其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比较严格，经济结构中国营比重较大。1963年至1977年是土耳其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分别达7%和9%。在此期间，由于初级产品出口增加，境外劳工向国内的汇款以及欧洲货币市场短期资本的流入，土耳其在解决外汇短缺、保持增长率方面有一定成效。但是土经济过于依赖进口，亟需原材料、半成品和资本货物，而且它用于支付进口的外汇数额受到有限的出口创汇能力的制约，7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中出口比例仅占4%-5%。1963年以后，发展最快的是钢铁、石油、纺织和汽车工业。20世纪70年代初期，政府再次尝试自由经济政策，降低了关税，同时鼓励私人企业的发展。土耳其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到世界市场之中，也享受了国际经济景气带来的繁荣。但很快通货膨胀接踵而来，1973年的石油危机又沉重打击了土耳其的进出口贸易，政府不得不再回到国家主义的轨道上来。首先，恢复关税保护政策，另外加强了国家对进出口贸易的控制。1973年，土耳其开始实施雄心勃勃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其中规定工业投资占61.1%。政府开始试行通过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和对私营企业的低息贷款政策来加速发展。计划投资项目多数是在占土耳其工业60%-70%的国营企业之中，且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1973-197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从8%跃升到16%。1965-1981年，土耳其国营企业的钢铁产量增长1.6倍，食糖1.1倍，水泥3.6倍。土耳其的食品、纺织品和水泥实现自给有余，并能出口。1974年，工业品出口已占总出口的38.8%。1973年，工业产值第一次超过了农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4.1%。然而，这一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的基本建设，因此，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贷款需求大幅增长。1973年，土耳其国营企业的贷款需求仅为2%，而在1977年就增长到11%。预算赤字的增加又伴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通货膨胀率从1975年的16%逐步增加到1979年的60%。石油价格的猛涨和世界市场的不景气使土耳其的外贸赤字持续上升，工业、甚至整个经济的发展都遇到严重的困难。接着就是国家紧缩银根并放慢经济增长速度直至零。

20世纪70年代末土耳其经济危机的原因，除国际国内市场方面的原因外，还有其历史根源。首先，国家主义的政策虽然对土耳其的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国家掌握资金、原料等，使经济资源分配不合理，资源大量流入国营企业，而国营企业到后来大都效率低下、人浮于事，严重影响了全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而私人企业在国家主义政策下又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其次，在进口替代战略引导之下，凡是国内能够生产的商品一律不准进口，使得国内企业缺乏竞争，在管理和技术方面都没有活力，产品和技术的更新处于停滞状态。再次，宪法赋予工人集会与罢工太大的自由，经常性的罢工导致经济建设不稳定，外国投资却步。为了走出国家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死胡同，经济自由化计划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战后土耳其农业获得稳步的发展。1945年，政府颁布了土改法，到70年代后期共分配土地约200万公顷，但其中征收地主的土地只占0.6%。到1978年，全国共建立各类合作社26900个，参加合作社的人数达到农民总数的一半。50年代，政府的农业投资超过工业，1959年占27.9%，1963年以后的三个五年计划中各占18.8%、11.1%和12.4%。农业机械化发展迅速，尤其是1960年以后，农业进入了集约化发展阶段。1948年，拖拉机仅有1756台，而到1980年已达46万台，机耕率为95%。1949-1975年，小麦增产4.9倍，棉花3.3倍，甜菜7.5倍。70年代后期，土耳其恢复了粮食出口，1979年的粮食产量居世界第八。

土耳其政府把1980年1月24日作为经济自由化的起点，军人政权明确了建立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方针。当时，土耳其面临的经济形势极为严峻，通货膨胀率在1978年为44%，1979年达到60%，1980年前三个月安卡拉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40%的高峰。国民经济处于生产下降和恶性通货膨胀的边缘。1980年6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土耳其政府的要求，做出了支持土耳其经济自由化政策的决定。这一支持的条件是实行一系列改革：放开价格、修改汇率、放弃关税壁垒、停止赤字拨款、设立自由金融市场，为外国资本敞开土耳其市场。经济自由化的第一步就是土耳其里拉的贬值，另外，放开银行利息也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自由化的重要措施，结果银行存款额每年增长2.5倍，抑制了货币流通速度，实际上削弱了通货膨胀的上升势头。另外，政府还缩减了国家计划投资。通货膨胀率从1980年的107%降到了1983年的30%。国民生产总值恢复增长，工业企业实际工资停止了下降。

1982年，土耳其共和国新宪法的通过成为发展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宪法中确认私人所有制不受侵犯，规定了国营企业的活动不应当破坏以私营企业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模式。在宪法中取消了“国家主义”的提法，认为“混合经济”才是土耳其经济发展模式。

厄扎尔政府上台后，通过了一系列法律，进一步明确了经济自由化的改革方针，其中重要的一项法律是鼓励对国营公司实行股份制改造，同时也允许将国营企业出租给私营公司经营。1985年宣布计划将32家国营企业逐渐私营化。1986年售出40%的土耳其航空公司股份，邮电局和国营纺织投资银行也实现了私营化。这种私有化的改革，挽救了占全国工业40%的土耳其国营企业的危机。1987年，政府又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无偿还贷款能力的国营公司要实行部分私有化。如果某个企业没有能力向银行还贷，银行可以将贷款转化为股份，并有权将这些股份转让给第三方，这样，一大批国营企业实现了股份化。

厄扎尔政府还实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政策，大力扶植外向型企业的发展。政府重新审议了关税税率，降低土耳其里拉的汇率，规定了出口企业的优惠税率，并降低了出口企业的贷款利息，政府还为出口型企业提供外汇支持，帮助它们进口国外的生产设备。出口导向政策卓有成效。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出口额增加了5倍，出口结构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业品出口在整个出口商品中所占的比重从1/3增加到4/5，原料、能源的出口比重减少了。10年内土耳其的外汇收入每年增长12%，外汇储蓄每年以19%的速度递增。外汇收入在国民经济中起了很大作用。

土耳其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取得了成功，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耳其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土耳其的经济长期保持了稳定增长。1983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3.3%，1984年为5.9%，1985年为5.5%，1986年为7.8%，1990年为8%，主要工业部门纺织服装、钢铁、汽车、水泥、机械制造等都得到了良好发展。钢铁、纺织品成为土耳其的支柱产业，并在出口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土耳其经济发展中的一些老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如通货膨胀、预算赤字、失业率在20世纪90年代又进一步升高。由于与国际市场联系的加强，土耳其的经济也更易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但不管怎样，土耳其的经济模式已经成功地发生了从国家主义到自由主义的转变，工业发展模式则由进口替代型转变为外向型。


四、权威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危机

当代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发展仍然遵循着奥斯曼及凯末尔时代形成的道路与模式。但随着多党制的实行和现代化的范围与规模的不断扩大，自上而下的权威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局限性与内在矛盾暴露无遗。土耳其社会的多元化和政治伊斯兰的兴起都对权威主义的现代化模式提出了挑战。

1.军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从帝国到共和国的整个土耳其历史过程中，军队形成了三个方面的传统。（1）从奥斯曼帝国开始，军队和国家是合一的，整个军事体制也是国家的行政体制，同时伊斯兰教对国家的作用也渗透到军事领域；（2）随着帝国改革运动的开始，旧军队被废除了，军事与行政发生了分离，新军中从新式军校毕业的军官和他们指挥的军队被看成是采用西方技术和思想模式的开明运动的先锋；（3）在凯末尔建立共和国的早期岁月里，土耳其军人又有了新传统，即军队的责任被限制在军营里。由于他们自认为是开明运动的先锋，所以当共和国的世俗原则处于危险状态时，军队便直接出面干预政治，这三种传统并不总是一致的，而是充满矛盾的，土耳其军队的作用正是在这种矛盾中表现出来。现代土耳其军队的政治地位正是在摆脱这种矛盾的过程中确立的。

1960-1980年，土耳其军队发动了三次军事政变，导致这三次军事政变的原因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政变前的经济与政治危机威胁到了土耳其共和国的国家体制，威胁到了世俗主义力量在国家政治中的权威，同时也对现代化的权威主义模式提出了挑战。

1960年发动军事政变的原因有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还有军队地位的下降。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土耳其的经济形势恶化，高通货膨胀、财政赤字不断上升、实际收入下降。1953年以来生活费用上升了150%，普通人民的经济负担加重了。经济危机引起了政治形势的紧张。曼德列斯政府以武力手段镇压反对派、限制民主权利和个人自由、利用民众的宗教情感、镇压公众的政治批评，实际上建立了民主党的独裁统治。结果人们公开谴责民主党破坏了国家的世俗主义原则。

民主党统治时期（1950-1960年）削弱了军队的政治地位。职业技术人员和商人代替了军人在议会和政府中的位置，军人代表在议会中的人数急剧下降。有军队背景的代表被排挤成后排议员，在政府中只担任着一些低级职务。50年代后期，近一半的政府高级领导人来自法律界，而来自军队的高级官员只有3%。这与一党制时期形成鲜明的对比，以前退役军官在政府高级职位中明显占据多数。1950年选举之后新政府换掉了总参谋长，曼德列斯任内的6个国防部长中5个没有军人经历，这证明民主党政府在有意地调整军人权力结构向文人权力结构过渡。

与其政治影响力的下降形成明显对照的是，军队作为现代化先锋的形象被美国的援助加强了。年轻的土耳其军官们接受了西方的技术和西方的军事训练，以及西方的现代政治和社会概念。这些新技术扩大了他们与依赖资历而不是能力的高级军官的差距。加上民主党将大多数高级军队职务给了那些服从他们政策的军官，中级和低级军官集团发动反对曼德列斯政府的阴谋行动就毫不奇怪了。1955年，一群年轻的军官在伊斯坦布尔组成了秘密的“阿塔图尔克主义协会”，表达他们对高级军官的不满，要求社会和军事改革，这些青年军官是1960年军事政变和重建土耳其政体的驱动力量。

曼德列斯政府被推翻不仅是由于军队对国家政治形势的焦虑，也是因为土耳其军队的优势地位危如累卵，尤其是因为一些年轻的军官们的个人和职业野心。在所谓的“5000人退休”事件中这一点表现得很清楚：1960年8月，260名将军中的235人和5000名下级军官决定集体退休。军队复兴的后盾是阿尔帕斯兰·突尔科斯领导的更加激进的青年军官集团，他们要求在军队的领导下完全重建土耳其社会。1960年夏天之后，军队中的激进派与温和派发生了分裂。1960年11月，围绕在突尔科斯周围的14名青年军官被排除出民族团结委员会，被派往国外担任大使。高级军官们花了两年的时间重建他们在军队中对激进派青年的优势地位，这期间至少发生过两次未遂军事政变。

1960年，土耳其军队发动了政变，保卫了土耳其的民主制度，也恢复了军队的政治地位，并为这种地位建立了法律保障。例如在上议院中为退役的高级将领提供非选举的代表资格，提高总参谋长的地位，由向国防部长负责改为向总理直接负责。同时，1960年的军事政变为土耳其军队的特殊政治作用奠定了里程碑，它为军队进一步干政树立了先例，政变建立了一种军事干涉的特殊模式：军队不必直接掌握权力，但可以作为一种中立而开明的调节力量而进行自上而下的干涉。这实际上是对奥斯曼精神遗产的继承。

政变后的新宪法中，防止大党在议会中为所欲为的制衡机制代替了以前的权力集中原则。司法对政府行为的控制加强了。然而，在军队指导下建立的土耳其自上而下的民主政体并没有带来政变的发动者所寻求的东西：政治稳定。相反，新宪法给予各种意见相左的势力在土耳其现代化过程中表达政治见解的自由。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经历了劳工联盟的形成、学生运动、以及以城市人口为基础的激进党派的出现。民众的政治化与由于政治精英们的不妥协态度形成的议会僵局碰到了一起，这尤其从正义党和共和人民党无法形成联合中反映出来。极端的党派偏见和蔓延的裙带关系导致了几个短暂而无效的联合政府的出现。这样，土耳其第二共和国就越来越变成了社会冲突和政治危机的舞台，最终又导致了两次军人干政。回顾往昔，60年代的军事政变并没有结束土耳其民主的危机，但却建立了一种所谓“军事民主制”的先例，和“土耳其政治的最终决定者是军队而不是投票箱”的事实。1971年和1980年政变的原因同样是因为社会动荡使凯末尔主义的国家体制处于危险之中。

从1923年的宪法开始，到1973年的修改，再到1982年宪法的起草，土耳其形成了一种双头政治，司法行政机构与文人军事制度平行。在政治领域，军队的权力被固定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真正控制这个国家的机构内。1982年宪法规定，国安会由总理、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外交部长、总参谋长以及陆军、海军、空军和宪兵的最高将领组成。共和国总统是国安会的主席，在他领导下，国安会与国家情报主任、国安会秘书长一起召开会议，国安会秘书长是对总参谋长直接负责的高级军官。

国安会的任务是保证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与修改。按照1982年11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法”，国家安全委员会需要保护和保卫国家免受来自国内外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方面的威胁。由于国安会最初于1961年是作为宪法规定的机构而设立的，它已经由于一个最初是为政府提供情报的机构发展成了签发建议的机构，它的建议内阁必须优先执行。迄今为止，国安会在经济、外交、教育、人权、大学管理等方面的建议都被毫无例外地执行了。

当国安会突出军队的政治作用之时，1961年9月，“军队互助协会”（Army Mutual Assistance Association）的成立则标志着军队作为某种形式的企业而出现了。“军队互助协会”成立后，军队放弃了以前的反企业态度，并建立了军队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军队互助协会”有各种各样的资助、合法的特权和免税权，拥有至少25个公司，业务涉足连锁超级市场、不动产、工农业联合经营、股票、债券、保险等。1987年，“加强土耳其武装力量基金会”（Foundation For Strengthening The Turkish Armed Forces）成立。这是土耳其军队发展国防工业的第二个支柱。20世纪90年代，军互会和强武会共雇用人员4万人，并在55个联合企业中进行了投资，这说明军队与私人资本结合在了一起，同时军队、国家、资本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

军队的自治地位被它自己的教育系统进一步加强了，这个教育体系对军队精英既进行专业知识教育，也进行凯末尔主义价值观的道德教育。它使军队形成了独立于社会其他阶层之外并凌驾于社会其他阶层之上的一个集团。军官是一种精英职业，通过军事学校和学院，社会低层的人获得了一个通向上层的道路。土耳其的征兵模式是典型的军事——官僚精英的延伸物。因为据统计，大多数军官具有军人或文职官僚的家庭背景。

像直接忠于素丹和奥斯曼国家的禁卫军一样，现代土耳其军队一直在为凯末尔以及凯末尔主义共和国服务，它遵循着凯末尔的路线，自认为自己是土耳其国家的卫士和保护者。军队的训练是建立在普鲁士原则基础上的，即绝对忠于祖国、严格的纪律、对上级的盲目相信和绝对服从；军官们则对凯末尔主义的意识形态负责，这种意识形态包含了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具有原教旨主义的特征。

土耳其军队已经发展起来的在政治、经济、教育领域的高度自治使它成为国中之国。尽管军人职业并不能带来物质上的富裕，但军队却能独立地为其成员提供社会资源。另外，士兵的精神优越性经常得到强调，军人常以轻视的目光看待地方社会。毫不奇怪，奥斯曼国家的精英概念在土耳其军队中延续至今，军队认为自己是土耳其国家的化身。

1997年2月28日，军队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向埃尔巴干政府提出了保卫国家世俗性质的“二十点计划”。在军队的压力和反对下，埃尔巴干于1997年6月辞职；1998年1月，在军队的强大压力下宪法法院取缔了繁荣党。军队的行为得到了世俗主义政党的鼓动和支持。这是选举产生的政府在政治上服从军队的又一个例子。

土耳其军队虽然多次发动政变，但每次政变之后，都能很快还政于文人政府，军队并没有建立军事统治。不论从政变的原因还是从政变的结果来看，军队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秩序和凯末尔主义的原则，维护凯末尔主义精英在国家政治中的权威。军队的行为使土耳其避免了内战、分裂和独裁，保卫了凯末尔式的国家体制，保卫了多党民主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军队对当代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军队通过政变在土耳其政治体制中建立了自己的独特地位。1970年以来，军队在决定国防政策、国防预算方面一直具有毫无疑问的发言权，它既不屈从于议会的建议，也不理睬新闻界的批评。而且这种权力并不仅仅局限于国防事务，在所有的安全问题上，军队都有很大的权力。在政治领域，军队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控制政府。“国安会”的建议政府必须优先执行。军队政治地位的提高及其制度化，对土耳其政治与社会的民主化形成了障碍。

土耳其军队既是奥斯帝国改革的对象，也是推动改革的主体，又是土耳其共和国建立的基本力量，是凯末尔主义和奥斯曼改革成果与模式的最适合的继承者。共和人民党在多党民主制条件下失去了执政地位，它在政治上的衰弱被军队政治作用的上升补充了。三次军事政变可以看做是军队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接管控制职能的连续性步骤，一党制时期这种职能是由共和人民党行使的。20世纪后半叶，军官集团成为凯末尔主义权威的唯一合法继承者。军队是维护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权威主义、国家中心原则的关键机构。换言之，军队是从奥斯曼时代到凯末尔时代的自上而下的权威主义改革模式的维护者。二世战后的多党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使边缘大众卷入了政治，各种政治势力兴起，导致了政治上的多元化，对凯末尔主义的权威和权威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形成了挑战，而军事政变的目的就是要压制这些政治力量的上升，维护凯末尔主义的权威及其现代化模式。

从军队在土耳其政治中的作用来看，军队的思想与行为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将军们是西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的坚定提倡者；另一方面，作为凯末尔主义原则的卫士，他们又坚持奥斯曼时代以来的权威传统。军队在充当土耳其社会现代化先锋的同时，军官们又不愿看到现代化带来的社会、文化、政治的多样化。这反映了凯末尔主义思想及其改革模式的内存矛盾。土耳其军队既是民主的保卫者又是民主的障碍。

2.土耳其社会的多元化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变化的冲击下，共和人民党发生了由原来的权威性的国家主义者向中左方向的政治转变。尤其是在比伦特·埃杰维特于1972年继伊诺努成为党的主席后，共和人民党为了在城市移民和工人阶级中争取选票，明显地疏远了军队并执行了中左路线。1945年以来，民主党与其后继者在土耳其政治中一直具有中右倾向，变成了农民、城市居民、职业技术人员和商人的政治表达工具。农民、城市下层、小资产阶级由于其边缘社会地位，在一党制时期是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的。多党制的实施使他们有了反对军事——官僚集团及其喉舌人民民主党以维护自己利益的机会。

1980年军事政变后的20年内，中左政治派别分化为埃杰维特的左派民主党和重建后的共和人民党，而民主党则分裂为正确道路党和祖国党。繁荣党及其后继者道德党则是前民主党中具有宗教倾向的叛离者。

边缘人群的政治觉醒和他们在全国选举中在人数上所占的绝对优势使各政党越来越关注农村的政治要求。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土耳其现代化特征的中央与边缘的断裂，在多党制条件下成了土耳其政治的关键问题。大多数农民都把共和人民党与中央政府的压迫看成是同一回事，而中右政党正好利用了这一点，他们把共和人民党人说成是上层官僚，并在农村修建道路、水渠、清真寺和其他公共设施。民主党及其后继者正是极大地利用了这种社会变化，并以此获得选票的回报。

除了多党制以外，二战后的土耳其还扩大了传媒的规模，这种传媒对政治进程的影响并不是不可估计的。如前所言，土耳其的传媒也可以在坦齐马特后期找到其根源。1922-1925年，土耳其共和国曾在短期内开放过新闻讨论，这种讨论由于维持治安法的实施而结束。1961年宪法第一次从法律上规定了新闻自由。自1994年4月取消国家对广播的垄断之后，因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而建立的私人电台和私人电视台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

尽管我们将土耳其的新闻界的大多数人归入共和派和现代主义阵营，但他们明显地具有反西方的情感。与许多将军和政治家一样，他们认为奥斯曼帝国的灭亡是西方阴谋的结果。提到《色弗尔条约》，他们认为那是西方列强削弱和肢解土耳其的计划。土耳其由于其宗教背景而受歧视的一贯说法，伴随着媒体围绕土耳其申请成为欧共体全面成员国的波折的讨论。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接受了由军事官僚上层实行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模式的新闻界普遍对民主机构和民主进程持不信任态度。

尽管他们在为新闻自由而斗争，这种自由由于军事政变而不断地受到阻挠，新闻界对民主文化的推动却非常缓慢。一方面，他们具有限制他人自由的权威主义精神，也试图以最后真理的持有者的视角操纵大众。另一方面，新闻自由受到了其自身的文化审查制度的限制，诸如宗教自由、对凯末尔的崇拜、亚美尼亚大屠杀、库尔德人问题、军队的作用等多年来一直是要有意回避的话题。1945年以来的大多数时间内，土耳其的新闻并没有真实地反映土耳其的政治历史。80年代的自由化政策导致了大众新闻的增长和大传媒公司之间的权力冲突，并没有提高新闻讨论的质量。另外，2月28日事件表明，土耳其的新闻界仍然愿意支持军队压制文人政府，反对埃尔巴干的大众新闻运动正说明了这一点。

与官僚和新闻界不同，土耳其的经济精英与奥斯曼时代的传统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多党制的发展与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是同步的。土耳其的穆斯林企业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长起来的，在现代社会阶层中是后来者，与奥斯曼时代的传统没有直接联系。像考克或萨巴奇这样的企业都是60年代以后出现的建立在家庭基础上的工业企业。1971年以来，主要的企业家与商人都加入了“企业家协会”或商业协会。商业协会是推动土耳其与欧共体经济一体化、赞成西方化与市场经济进程的动力组织。由于他们的自由主义的态度，商业协会不断地批评土耳其民主制度中法律与政治缺陷。当然，土耳其的经济精英们与军队及政府官僚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代土耳其的大企业主要分布在伊斯坦布尔和马尔马拉海区域，主张与欧共体的经济一体化、赞成西方化与市场经济进程。由于国家主义和二十多年的国家控制的进口替代政策的结果，土耳其的大企业严重地依赖国家。它们能够优先得到政府补贴。来自大企业的经济精英与军队及政府官僚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大企业都与军队的经济支柱“军队互助协会”进行了联合，经济精英与国家精英就有了一种制度性的和解。由于利益方面的一致性，土耳其的军官、官僚、政治家、大企业的代表控制了土耳其现代社会权力资源，这种地位由于凯末尔主义意识形态的存在而具有了合法性。

中小企业主要分布于安那托利亚地区。它们反对多国公司，反对垄断，主张国家采取措施保护中小企业的发展，由于中小企业主大多来自于传统社会阶层，因而具有很强的宗教倾向。救国党和繁荣党等伊斯兰主义政党正是代表了中小企业的利益，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救国党的兴起反映了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的大工业家、大商人与“居住在安那托利亚的手工业者、小商人的利益冲突”。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土耳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取得了相当的发展，职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的白领阶层在城市中成长起来，同时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得以扩大。繁荣党针对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社会存在的政治腐败问题、失业问题、城市的贫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在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获得了大量的选票。这标志着对土耳其的现代统治集团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建立起来的权力形成挑战的另一种精英正在兴起。

3.伊斯兰主义对权威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挑战

伊斯兰教的复兴及其重新政治化是随着1946年以后边缘大众政治参与的扩大而开始的。多党制的实行与巨大的社会变化强烈地影响了边缘人群的生活，转变了他们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流行的传统模式。迅速的城市化进程，尤其是传统社会的解体，结束了城市与农村的分离。人口的高增长率与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导致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1945年以来，土耳其的城市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增长，而且将近50%的城市居民住在贫民区，这成了土耳其城市的主要特征。现代化进程打破了中心与边缘的严重分割，这种分割是奥斯曼土耳其社会几个世纪的特征。涌进城市的农村人口往往处于社会低层，经常面临失业的威胁，生活完全没有保障；同时，他们又保留着浓厚的伊斯兰教价值观，伊斯兰教自然就成为他们表达经济和政治要求的工具。所以城市化成为当代土耳其伊斯兰复兴的重要原因。

各党派都不得不重视土耳其社会结构的变化。民主党虽然不是伊斯兰主义政党，但曼德列斯政府的政策却鼓励了宗教复兴。民主党执政的十年中，无数的新清真寺兴建起来，许多圣陵对公众开放。政府为培养宣教师和诵经师新建了许多伊玛姆——哈底普学校，许多大学设立了神学系。由于取消了一党制时期的政治垄断，凯末尔主义在社会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逐渐受到侵蚀。不仅是埃尔巴干和他的中右伊斯兰派，还有曼德列斯、德米雷尔和厄扎尔都与宗教圈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在他们的政治活动中使用伊斯兰教符号。中右政党除了在与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竞争者斗争时使用宗教符号和宗教话语进行意识形态宣传之外，还把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与政治动员工具。这方面，教团和宗教社区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他们的社会网成为土耳其最主要的社会凝聚资源，他们的作用在凯末尔取消了乌里玛之后被加强了。这些宗教网在企业、政治、教育、传媒和社会服务等方面都十分积极。教团由于直接建立在个人关系这种传统原则基础之上，因此对土耳其社会和政治的依附式结构的长期存在起了很大的作用。

伊斯兰教的复兴很大程度上也是军队自身造成的。首先，1980年的军事政变实行的社会非政治化制造了一种政治真空，而伊斯兰教的话语恰恰填补了这种空白。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党派的禁止，使伊斯兰主义者有机会以宗教话语表明他们对社会中的被剥夺者的关怀。在社会经济重建过程中，伊斯兰教的社会正义话语有了肥沃的土壤。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将军们使用伊斯兰教作为对付左派运动和维护凯末尔主义统一社会的策略手段。凯末尔主义的国家中心概念主要是将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加强民族文化和权威主义政府政治合法性的道德源泉而结合进来。1980年政变之后，许多高级军官将伊斯兰教看成是重新凝聚土耳其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伊斯兰教的凝聚力被用于两个目的，一是要创造被渴望已久的土耳其社会的团结特征，二是要抵消库尔德人中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扩散。除了政府话语的伊斯兰化，伊斯兰复兴教育领域表现强烈。将军们在反对埃尔巴干的行动中要求他限制教育中伊斯兰因素的发展，而这些因素的发展以前却受到了国安会和厄扎尔的推动，主要表现在教育中宗教特征的增加、宗教学校的扩张、学习宗教课程的学生人数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繁荣党的选举成功和政治伊斯兰力量的上升是军人统治时期重构土耳其社会的行为的间接后果。军队自身在伊斯兰话语被社会普遍接受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也说明军队虽然要维护凯末尔主义的现代化模式，但却不得不正视来自凯末尔主义精英之外的政治力量的上升。

保守的知识分子和中右政治家同样认为伊斯兰教是抵御20世纪70年代政治动乱中的左派思想上升的力量。他们将伊斯兰教作为一种联合伊斯兰教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而加以发展，这在德米雷尔的民族阵线政府（1974-1977年）的右翼政治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民族行动党将这一概念发展为极端土耳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经济上的分化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凯末尔主义力量与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冲突与对抗。这标志着对土耳其的现代统治集团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建立起来的权力形成挑战的新的社会力量的兴起，也标志着政治现代化的自下而上的推动力量的兴起。与凯末尔主义者建立单一社会的理想相反，大众的政治觉醒使土耳其社会陷入严重的分裂之中，这个社会再也不肯接受凯末尔主义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统治。因为大众越来越多地想参与现代化并想得到现代化的利益，一党时期形成的凯末尔主义机构对权力的垄断现在处于危险之中。

繁荣党及其领袖埃尔巴干是伊斯兰教在政治上复兴的代表。埃尔巴干曾在20世纪60年代末建立了民族秩序党，70年代又建立了救国党，由于诉求于宗教情感并宣传另一种现代化道路，救国党在社会经济上处于边缘地位的下层社会和居于边缘地位的受过教育的选民中得到了大量选票。1983年建立的繁荣党是救国党的继承者，1995年12月，繁荣党获得21.4%的大选选票，与正确道路党联合组阁，繁荣党领袖埃尔巴干为政府总理。尽管埃尔巴干保证不破坏土耳其的共和国秩序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但还是进行了一些内政和外交方面的大胆改革。他上台后首先访问了许多穆斯林国家，允许政府女职员在办公室戴头巾，同意调整斋月的工作时间。但繁荣党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它在穷人中发挥了80年代政府经济规划中被忽略的社会福利作用。埃尔巴干在对土耳其上层的西化态度的强烈批判中，使用了建立在家庭和宗教道德价值观之上的另一套话语，主张另一种现代化模式。相应地，繁荣党想在不放弃伊斯兰教的文化与道德遗产的同时使土耳其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但最后埃尔巴干在军队与世俗主义政党的压力下被迫辞职了。

土耳其的世俗主义力量与伊斯兰主义力量之间的冲突并不是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冲突，而是两种现代化的设想之间的冲突。问题的核心是现代化是否等于西方化？是否可以进行非西方化的现代化？军队和凯末尔主义者代表着自上而下的权威主义模式，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而处于上升阶段的社会力量、尤其是伊斯兰主义者则代表着受大众推动的自下而上的现代化模式，认为可以发展非西方式的现代化。

奥斯曼帝国后期开始的政治现代化是在封建君主与封建官僚的推动下启动的，就是这些传统势力奠定了主导奥斯曼——土耳其近二百年现代化进程的自上而下的模式。改革中形成的现代官僚阶层成为近二百年来推动改革的主要力量，也形成了现代官僚阶层的精英主义态度。凯末尔进行了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全面世俗化，使奥斯曼——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有了重大的突破，但凯末尔继承了奥斯曼帝国政治现代化的成就和模式，并造成了上层精英文化与下层人民的伊斯兰文化的分裂。

当代土耳其精英们遇到的问题与挑战，表明上层精英主导的权威主义现代化模式已经遇到了局限。现代化范围不断扩大必然引起社会与政治结构的变化，土耳其多党政治的发展与政治伊斯兰的兴起都受到了卷入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大众和经济上崛起的中小资产阶级的推动，这实际上代表着另一种现代化的道路与模式：自下而上的现代化。但是军官、世俗主义官僚和其他土耳其精英，都表现出了在奥斯曼改革统治集团内发展起来的精英主义态度。从20世纪50年代末民主党的独裁到90年代世俗主义政党对军队行为的支持，都说明那些强烈倾向于西化的官僚们远远没有自由民主的概念。军队与官僚机构并没有将民主社会看成是多元社会，而看成是建立在政治权威基础上的统一社会。军队一次又一次地试图通过军事干涉来维护权威主义现代化模式，军队与伊斯兰主义政党之间的矛盾代表了两种现代化模式之间的冲突，也表明了国家的现代化与维持社会统一及权威主义之间的矛盾性。在土耳其边缘人群政治觉醒的冲击下，权威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内在矛盾公开化了。一次又一次的军事政变并没有压制住现代化过程中新出现的社会阶层政治力量的上升；军队与官僚们试图以强制手段使凯末尔主义重新成为土耳其的统一的民族意识形态的做法不但没有成功，反而使文化领域成了政治冲突的场所。政治伊斯兰化是凯末尔主义政府曾拥有的垄断权不断衰退的表现。库尔德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所谓的新奥斯曼主义等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对凯末尔主义提出了挑战，表明凯末尔主义对思想文化的垄断正在崩溃。总而言之，主导了奥斯曼——土耳其现代化进程近二百年的权威主义模式正在被突破，受大众推动的自下而上的现代化模式正在出现，这两种现代化模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可能要在土耳其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第三章　伊朗的现代化模式——从君主制的“全盘西化”向共和制的“伊斯兰化”回归

伊朗的现代化进程肇始于20世纪初。1906-1911年的伊朗立宪革命为伊朗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舆论和思想准备，并揭开了现代化进程的序幕。此后，历经巴列维王朝时期、霍梅尼和后霍梅尼时期的历史演变。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的两次现代化变革均以巩固和强化王权为前提，要把伊朗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君主国。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伊朗强行实施“全盘西化”的发展道路，经历了石油繁荣所引发的“疯狂的现代化阶段”。其结果，巴列维王朝及其宏伟的现代化之梦最终被伊斯兰革命的狂飙所倾覆。宗教领袖霍梅尼主宰伊朗的命运后，在伊朗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随后又自上而下地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领域实行全面伊斯兰化，伊朗的现代化进程由一种极端走向另一种极端，并呈现出一条大起大落的“抛物线”式轨迹的变化。1989年霍梅尼去世，伊朗进入后霍梅尼时代，伊朗国内新的变革悄然而起。伊朗在霍梅尼思想的框架内开始根据新的情况对内外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策略进行调整与修正，以便最大限度地增加其务实性、灵活性和适应性，重新探索既符合伊朗国情又符合时代潮流的现代化之路。


一、1906-1911年立宪革命与伊朗现代化的肇始

1906-1911年的立宪革命一直被认为是伊朗现代化运动的起点。尽管在此之前，恺加王朝的王储阿拔斯·米尔扎出任阿塞拜疆总督期间和阿米尔·卡比尔担任首相时，分别效法过奥斯曼帝国素丹谢里姆三世改革和坦齐马特运动。他们通过建立新军、派送伊朗青年到欧洲留学、创办新式工厂，试图改革伊朗积贫积弱的现状。但这些改革并不系统，也没有真正带来伊朗现代化运动的蓬勃兴起。1906-1911年的立宪革命则是一场历时长、范围广、影响深远的现代化运动，为后来伊朗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

1906年伊朗立宪革命的爆发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第一，殖民列强的入侵以及当时伊朗面临的困境。

19世纪初，西方势力开始向伊朗地区扩张，1813年和1828年，俄国强迫伊朗签订了《古里斯坦条约》和《土库曼查伊条约》，凭借优势武力入侵伊朗北部。英国军队自阿富汗侵入伊朗南部，于1857年强迫伊朗签订《巴黎条约》。尤其是在恺加王朝后期，国王为获得更多的财政来源以满足其奢靡的生活，逐步开始出卖国家主权，其中包括建造铁路、公路，铺设电话线，管理航运，开发矿产和国有森林，以及承包关税和开办工厂等。1890年，伊朗国王给予英国公司在伊朗的烟草专卖权。1890年，俄国资本家波连考夫在德黑兰开办波斯信贷银行。1899年，俄国政府接管了银行信贷业务，将其作为俄国国家银行设在伊朗的分行。俄国通过这个银行向伊朗借款3250万卢布，伊朗将除波斯湾诸多港之外的全部海关税收、北部公路的税收抵押给俄国。

与此同时，伊朗国内的局势还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如日俄战争和俄国1905年革命。“日本打败俄国既鼓舞了传统主义者抵抗欧洲压力的愿望，也激励了自由主义者的立宪热情，因为日本拥有宪法。”亚洲国家可以打败欧洲强国，宪制国家胜过专制国家，这是伊朗从中总结出的主要经验。俄国1905年革命也对伊朗也产生了强大的影响，许多在巴库工作的伊朗工人直接把有关俄国革命的信息带回国来，鼓舞了国内反对国王专制、反对殖民侵略的斗争。

第二，知识分子的呼吁。

知识分子运动在伊朗的政治史上一直比较活跃。19世纪开始，西方势力开始向伊朗渗透，随之而来的是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的进入。一批对新事物极具观察力和敏感性的知识分子很快就将这些新事物与伊朗的国内现状相结合，探寻伊朗振兴的新思路。其代表人物是马尔科姆汗和哲马鲁丁·阿富汗尼。

马尔科姆汗曾担任过伊朗驻伦敦公使，对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十分熟悉，反对国王和首相的专制独裁。1890年，他在伦敦创办了一份波斯语报纸《法言报》，该报以“团结、正义和进步”为口号，激烈抨击国王的专制和卖国行为，主张法治，建立君主立宪制度。该报在1890-1898年共出版40期，在伊朗知识分子中引起极大的反响。1905年伊朗革命爆发后，革命者重印了马尔科姆汗的著作，并将其作为革命宣传的有力武器。为改变伊朗落后的现状，他提出建立西方式的国家政治机构并在群众中宣传民族主义和宪政主义思想，与此同时还制定了一套社会经济改革计划，其中包括君主立宪、保障人权、普及科学文化、发展民族经济和建立国家银行等。

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则是另一代表人物。他作为一个现代主义思想家，认为伊斯兰世界之所以受到西方列强的入侵，主要是因为穆斯林国家的不团结，在信仰上的僵化和因循守旧，丧失了创教初期的进取精神。他主张对伊斯兰教进行改革，接受时代新因素，对西方文明既不能盲目排斥，也不能全盘接受，应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等。1886年，阿富汗尼应邀来到伊朗，并劝说国王进行社会、政治和宗教改革，建立议会。他的思想很快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由于其著作通俗易懂，在民众中也有很多支持者。由于国王的恐惧，且本意并非改革，1891年，他被国王戴上手铐，绑在马背上，驱逐到了奥斯曼帝国。在流亡中他仍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伊朗国王的专制和卖国行为。

第三，宗教势力的社会动员。

正如彭树智先生所说：“中东是伊斯兰教文明的中心地区，而伊斯兰文明的特点是它强烈的政治性和伊斯兰精神深入到社会体制和社会之中。改革运动都要环绕着伊斯兰教而显示出它的政治分野。”伊朗的立宪革命也因宗教力量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注定要打下伊斯兰教的烙印。因此，有学者认为乌里玛作为民族利益的代言人而不是国家政权的辩护者，在反对西方列强和腐朽君主专制的斗争中起着主导作用，这极大地影响了近代伊朗民族主义的形成，为伊朗民族主义的发展定下了宗教的基调。

而宗教利用其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干预政治在19世纪的伊朗历史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例如1848年爆发了由巴布教徒领导，城市平民、手工业者和农民广泛参与的巴布教大起义。起义者提出在世界上建立一种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公正的理想制度，宣布男女平权等许多民主要求。

在1890年的烟草事件中，伊朗国王以每年1500万英镑的价格，把伊朗国内的烟草专卖权特许给英国人杰拉尔德·塔尔博特经营的波斯帝国烟草公司，公司可垄断伊朗国内所产烟草的收购与销售，为期50年。这一举动严重损害了伊朗民众和国内烟草商人的利益。为此，宗教人士纷纷走向讲坛，发表演讲，呼吁人民参与抵抗，在必要时采取圣战形式。1891年10月，据称“效法源泉”设拉兹发布教令，禁止穆斯林抽烟，宣称以任何形式使用烟草，都是向十二伊玛目宣战。1892年，国王撤销了烟草专卖的决定。

正当伊朗国内形势日益恶化、社会矛盾处于激化边缘之时，1905年初，伊朗发生灾荒，物价上涨，民众开始走向街头抗议政府的无能，要求罢免时任伊朗海关总监的比利时人蒙西艾尔·纳乌斯。请愿者提出：“政府必须改变现行的政策，不再帮助俄国人而牺牲伊朗人的利益。政府必须保护我们的利益，尽管我们的产品或许不如外国货，现行的政策如果继续下去，将给我们的整个经济带来毁灭性的后果。“12月，政府试图强行压低德黑兰市场的糖价，伊朗政府官员拘捕和毒打商人事件成为革命的导火索。德黑兰市民在教士的带领下，进入清真寺避难以示抗议。为了平息民怒，伊朗政府采取了怀柔政策，改善与宗教界的关系，惩戒肇事者以安抚民众。

由于政府并没有实现承诺，1906年4月，德黑兰爆发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政府派出军警进行镇压，死伤无数，此时手工业者和商人也开始停业罢市，抗议这一镇压行为。7月，约1万多名市民来到英国使馆避难，在英国使馆代办的帮助下，抗议者起草了一份决议书，要求国王召开议会。宗教领袖赛义德·穆罕默德·塔巴塔巴伊在一封给政要的信中提出，只有建立议会，在国家和政府之间建立联系，在乌里玛和政府官员的共同努力下才能平息目前的局势。

1906年8月，伊朗国王穆扎法尔丁在各界压力下发布建立议会的命令。1906年选举法正式颁布，选民分为六等，王子和恺加王朝宗室、教士、封建贵族、商人、地主、农民和手工业者。10月，立宪会议召开。12月30日，伊朗颁布了其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基本法》。宪法规定，议会分为上下两院，下议院议员为160人，最多不得超过200人，选举产生；上议院议员为60人，其中30人由国王任命，另外30名选举产生。议员任期两年，可以连选连任，但不得同时担任政府公职；议员必须宣誓效忠国王；议会负责审定法律和政府财政预算及批准外交条约，下议院有权否决上议院的决议。宪法中有许多重要条款，如没有议会同意，政府不得向外国臣民提供租让和签订租借条约；不经议会批准政府无权与伊朗臣民签订类似协议；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议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王权受议会的制约；议会有批准法律和国家预算及监督预算执行之权。

1907年1月，国王背着议会向英俄大举借债，限制王权的斗争再次掀起高潮。1907年，伊朗国王被迫签署了《基本法》补充条款，伊朗宪法至此基本完善。宪法规定，在政治上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度，政府向议会负责。宪法也赋予了人民一定的权利，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宣布人身、财产和私人通信秘密不受侵犯。宪法规定任何一个国家机构都无权修改宪法，需要修改时，要召开专门的修宪会议。与此同时，宪法中的宗教色彩很浓，尤其是宪法补充条款中明确规定，什叶派伊斯兰教为伊朗的国教，采用世俗与宗教二元并立的法律体系，议会颁布的一切法律不得违背伊斯兰教法的原则，议会设立5名教界议员组成的宗教委员会审定议会通过的相关法律，有权废止不符合伊斯兰教原则的法律。

1907年通过的宪法补充条款，实际上是王权与议会权力之争的结果。以宪法形式将权力分立的原则加以制度化，以此来限制国王的权力，从理论上讲是一个可行的方法。但在随后的斗争中，议会自身出现内部分裂，左翼派民主党和右翼温和党之间的分歧与争斗使立宪政治实施起来困难重重。1911年，俄国军队进入德黑兰，解散第二议会，立宪运动宣告结束。

伊朗立宪革命尽管在内部分裂和外来干预下，历时五年，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它对伊朗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1906-1911年的立宪运动是伊朗步入现代社会之前的一次预演，即便是以西方民主政治作为现代化体制框架，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国教地位仍然作为宪法被载入史册。不仅如此，该地位所带来的相应的权力使得伊朗政治在进入现代化进程之始就打上了二元结构的烙印，从而奠定了后来伊朗政治现代化的基调，即如何寻求政治宗教的平衡。此次运动尽管主要表现在政治领域，但这种政治主张背后是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出现和资产阶级的成长，随着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启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现代化运动也将随之而来。总的来看，伊朗立宪革命对其现代化运动发展的影响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从理论上，立宪革命是伊朗寻求独立、建构民族国家的重要一步，通过反对列强侵略和王权专制，伊朗的政治现代化掀开了现代篇章。立宪革命在努力寻求符合伊朗国情发展模式的同时，与世界各地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相互呼应，成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

第二，从制度上，立宪革命在伊朗历史上首次引入宪法和议会的概念，并加以实践，成为后来伊朗现代政治的模板。与此同时，伊斯兰因素在宪法中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了伊朗未来政治现代化必须面临的困境——平衡宗教和政治因素。伊斯兰教以宪法形式融入了伊朗政治，一方面是伊朗政治现代化乃至中东地区政治现代化模式发展的积极尝试，另一方面也成为西方政治批判的矛头所在，从而使中东原生态的宗教民主政治与西方民主政治之争成为当代中东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

第三，从斗争形式上，宗教势力、巴扎商人与知识分子的大联合在立宪革命中得到了演练，也为后来伊朗的政治斗争提供了一种模式。尤其是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前，宗教阶层凭借与巴扎商人的历史联系，借助知识分子在理论上的创新和政治主张的吸引力，实现全国范围的总动员，最终迎来了伊斯兰革命。


二、礼萨汗时期的世俗化改革及现代化模式的定型

立宪革命后，俄国军队进入伊朗，占领北部省份，英国势力也加强了对南方各省的控制。1921年，在英国人的支持下，恺加王朝哥萨克旅的将领礼萨汗率军进入德黑兰。1925年底，立宪会议宣布礼萨汗为国王，巴列维王朝从此开始。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伊朗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实现国家富强，开始采取一系列的世俗化改革措施。

第一，统一部族，加强中央集权。实行强制性的定居化政策，强行将游牧部落迁入“示范村庄”，将部落武装纳入国家军队体系，目的在于摧毁部落政治的经济、社会、军事基础。巴列维王朝建立初期，部落人口约占伊朗总人口的25%，到1932年，比例下降到8%。为加强中央集权，将中央权力延伸到边远地区，建国后，礼萨汗开始建造穿越伊朗的铁路。1929年，自里海港口城市沙阿港到马赞达兰中部城市萨里及自波斯湾港口城市沙赫普尔港至胡齐斯坦北部城市迪兹富勒两条铁路完工。1931年，自沙阿港经德黑兰向南至沙赫普尔港的第一列火车正式通行，成为连接里海与波斯湾的交通纽带。1941年，自德黑兰经塞姆南到马什哈德的东线铁路和自德黑兰经赞詹至大不里士的西线铁路投入运营。1925年，伊朗全国的公路不足2000英里，而且大多年久失修。到1941年，伊朗拥有状况良好的公路约1.4万英里。1920-1933年，国内货运费用减低至原来的1/3，货运时间降低至原来的1/10.

第二，弘扬民族文化，加强民族主义宣传。1934年，礼萨汗将国名由波斯改为伊朗，延伸了伊朗文明史。政府还大力推广波斯语，弘扬民族文化，加强民族认同。同时宣布废除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成立伊朗国家银行，接管原来由外国人控制的电报公司和海关等，禁止外国人在伊朗办学。

第三，进行世俗化改革，削减宗教势力在教育、司法、行政领域的影响等。在教育方面，伊朗每年资助100名青年留学欧洲，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制度文明。在司法体系上，礼萨汗上台后，引进法国的民法和意大利的刑法，颁布新的商业法和婚姻法，建立了以司法部为最高司法机构的司法体系。在议会中，1926年，宗教界的议员占总议员的40%，1936年宗教议员已所剩无几，1940年，宗教势力已淡出议会。1928年和1935年两次立法进行服装改革，强制男性戴“巴列维帽”和西式礼帽以取代传统头巾。1935年，还立法禁止妇女佩带面纱。

第四，进行工业和农业现代化改革。礼萨汗时期在经济上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工业和农业方面。伊朗政府加强投资，建立现代工业企业，建立各类技术性职业学校，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人才。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开始，城市化进程也在加速，伊朗社会越来越呈现现代社会的特征。在农业方面的措施包括：（1）废除旧的土地分封体系，对全国土地进行勘测工作并颁布土地法，出售国有土地。（2）颁布各类农业法律，鼓励经济作物。政府还聘请外国专家主持改良作物和牲畜品种的实验站，1929年在卡拉季开办了第一所农校。他还在自己的马赞达兰庄园试用许多新式农耕方法。（3）通过世俗化剥夺了宗教界的部分司法和教育大权，并采取了控制宗教地产的政策。1934年颁布“宗教地产法”，1935年的“行政法条例”规定教育部所属的宗教地产局有权接管那些无管理者或者管理者名气不大的宗教地产的事务；有权批准地产的经营预算；有权批准宗教地产转为私产。

礼萨汗时期的世俗化改革有着鲜明的特点，其一，它是一场中央集权国家领导的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现代化运动；其二，它是一场亲西方的改革；其三，改革的目的仍是维护民族独立与实现国家富强，因而民族主义的特征很明显；其四，世俗与宗教势力的合作与斗争成为该时期改革的重要内容。这些特点也为来者继承并发扬光大，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形成与伊朗的历史和现实条件紧密相关，伊朗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的历史，促使民族主义和亲西方政策同时成为伊朗现代化运动的两大基调。鉴于伊斯兰教在伊朗历史上的传统地位，宗教与世俗之争也始终是伊朗现代化运动中最难协调的因素。

该时期的现代化改革尽管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现有土地关系提上了日程，也将改革伊朗的政教关系纳入了现代化运动的范畴。然而，改革本身从一开始就存在诸多不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礼萨汗改革运动的失败。

第一，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君主专制的统治基础，因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改革与王权之间的竞争使改革具有不彻底性。以农业改革为例，在土地改革的旗帜下，国王成为伊朗最大的地主，他通过各种手段获取了2670个整座或部分村庄的个人所有权。1928年和1929年的“财产登记法”宣布任何一座村庄在个人拥有30年后，将成为其私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使19世纪中叶以来出现的强占土地的行为合法化。

第二，改革的不平衡导致政治经济二元结构的形成。尽管在礼萨汗时期，农业现代化也是改革的重要内容，但城市作为工业化的重要基础在改革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忽视乡村建设，加上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无视文化因素的简便特点，结果形成“两种文化”并存、城乡差别加大的局面。一方面，少数上层阶级和新兴中产阶级在不断西化，他们对大多数同胞所信仰的传统和宗教文化在逐渐淡漠和遗忘；另一方面，以农民和城市巴扎商人为主的广大民众阶级继续追随宗教领袖，按伊斯兰方式生活。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文化对抗和地区经济差异更加明显。而且由于宗教势力的巨大影响，改革也不得不留有余地，因而出现了世俗法院与宗教法院、世俗学校与宗教学校并存的现象。

第三，没有建立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改革相配套的理论体系作为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在改革的诸多环节中，缺乏有效的政治手段提出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指导，尤其是在伊斯兰教的影响和神职人员的势力被削弱之后，也拿不出新的意识形态去填充人们的头脑和占领取得的阵地。由于缺少有效的理论武器，习惯使用军队，强制措施时常引起人们的不满。


三、巴列维时期的现代化改革——从白色革命到全盘西化

1941年，礼萨汗以“健康不佳”为由被迫逊位给年仅21岁的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伊朗的现代化改革也从此开始走上新的征程。事实上在1953年以前，巴列维并没有完全掌握伊朗政权，更谈不上对伊朗国家发展的未来规划。其治国方略的系统形成始于白色革命时期。其中在维护巴列维王朝最高利益的前提下，争取民族独立、民族统一和民族振兴是该时期现代化改革的主要目标。

1963年1月，巴列维在全国第一次农业合作社大会上宣布了“白色革命”的六点计划，其中包括：土地改革、森林国有化、出售国有工厂的股份、给予妇女选举权、工人参加企业分红、建立扫盲大军等。1967年又加入了六项内容：成立农村卫生大军、成立开发大军、成立公正之家、水源国有化、制订全国性城乡建设的规划、行政改革（改组政府机关；权力下放；反对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1975年，土改完成后，又增加了七项改革方案：扩大企业所有权（即出售企业股份，吸收工人入股）；反对投机倒把；实行免费教育，对象限于愿意在毕业后义务为国家工作一定年限的大中学生；国家免费供养两岁以下的儿童；实行社会保险；反对贪污腐化；反对通货膨胀。巴列维称：“这场革命应该完全改变伊朗社会的基础，使他能同当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媲美，并且成为具有社会正义和个人权利的最进步的原则基础上的社会。”其目的是为了避免由左翼力量领导的“红色革命”和由宗教势力领导的“黑色革命”。概括起来，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以土地改革推进农业现代化。

土地改革是巴列维白色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试图通过土改来消灭大地主，改变佃农的地位，建立新型的农业结构和生产关系。土地改革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63年1月，土地改革由实验阶段走向全面铺开，1965年初第一阶段结束。1965年2月开始进入第二阶段。1966年1月至1971年9月为第三阶段，即农业现代化阶段。

为达到土地改革的第三阶段的目的，政府制订了一个“二十点计划”，包括以下原则：推广水利化的正确原则，发展和普及化肥的使用，实现适应全国各地区的自然和气候条件的农业机械化，保护农作物免遭田地和仓库的自然灾害和病虫害，培养农业各方面的技术专家，使用妥善方法把农作物从生产地区运往消费中心，加强和发展合作公司、耕作单位网及其他类似的组织，固定农业的经济单位，农牧结合，通过保障技术援助和给予有监督的贷款以鼓励私人向农牧业投资，国家的农业计划与工业计划结合，开垦荒地，给予农牧生产保险，组织农业生产的专业公司，发展农村合作公司。

与此同时，1963年，政府通过了国家森林国有化的法律批准书。根据这一文件，从批准书发表之日起，国家森林、牧场、天然灌木林以及林田等，不论在此之前是否有人占有过并持有所有权证书，全部作为属于全民财产的一部分，归政府所有，由伊朗林务机构负责完成保护、恢复和发展这一资源的任务。法律规定，对于拥有森林所有证，或经最高司法机构或财产审核机构批准而占有森林产业的人们的财产，按法律规定的价格向他们赎买。同时，实行了森林国有化，还制订了保护、发展森林以及人工造林的庞大计划，并付诸实施。为防止侵犯森林、牧场和破坏森林地带，建立了一支由军官、军士、士兵组成的林业武装警卫队，负责保护国家森林。在游牧地区的森林里，雇佣了一些森林附近的居民作为向导协助护林人员工作。为提高林务知识和充实经验，向外国派出了一批工程师和助理工程师去学习考察。在技术方面，废止过去大多数采伐方法，用现代的机械化方式代替。

为配合土地改革，巴列维政府还采取了相应的配套措施，如向农村和边远地区派出知识大军、卫生大军、开发大军和建立公正之家等，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农民的认识水平，另一方面可以得到更多的支持和认同。建立知识大军，进行扫盲运动，被巴列维上升到了国际的高度，他认为这不仅符合本民族的利益，而且有益于整个人类社会进步。根据伊朗议会通过的卫生大军组织法，卫生大军由下列人员组成：医生、药剂师、工程师、护士和持有学士、硕士及高中毕业文凭者。他们经过为期四个月的训练后，在全国各地农村服兵役，并在这些地方从事防治疾病和环境卫生工作，并在保健方面指导农民。他们在卫生部卫生工程部门的帮助下，负责打井、安装手摇水泵、清扫坎儿井和水源；变池浴为淋浴，铺设村庄用水管道和其他有关农村卫生的工作。开发大军是根据1964年发布的命令建立的第三支革命大军，组成的目的是完善土改计划。开发大军的第一批包括500名大学生和高中生。他们分成30个教练点，进驻224个村庄。每个开发大军成员所承担的义务之一，是制定和填写名为“农村登记证”的调查表，这份调查表是大军成员对农村自然环境、经济、社会、文化和农业情况等的研究结果，目的是便于安排自己的工作计划，并向农业部汇报。他们为村民施行农牧业教育计划，循序渐进地提高农民和他们孩子们的知识水平，训练如何备耕、播种和收获，介绍最好的种子和使用化肥的方法。公正之家，实际上是农村的公正法庭，由5个地方上有威信的人组成。他们由人民在这个地区的司法机构监督下选出，任期3年。他们工作是义务性的。这个机构的秘书工作大多数由在这些农村工作的知识大军担任，他们负责建立初步档案和起草申诉书。

第二，加大投资，促进工业现代化。

随着伊朗石油美元的增长，伊朗政府制订了一个又一个雄心勃勃的促进国内工业现代化的计划。1963年和1968年，伊朗政府分别制定了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预计投资金额为19亿美元和107亿美元，国内生产的年增长率目标分别为8.8%、9%。1973年伊朗政府制定了第五个五年计划，预计投资365亿美元，后增至700亿美元，主要投资领域仍是机械和运输、电力、化工、冶金等领域，年增长率达25.9%。

为实现工业的快速增长，政府在加大工业投资的同时，鼓励私人资本家的投资，并向他们提供各种优惠，如财政补贴、减免税收、提供特许权等。20世纪60年代，私人投资占工业总投资的一半左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工业金融资产阶级。1977年伊朗工业企业5000多家，除政府投资的400多家外，大多是私人投资兴建。除此之外，伊朗繁荣的石油工业和宏伟的改革措施，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到1977年，累计达到52亿美元，大多投资在资金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

随着工业现代化的发展，工人阶级的人数急剧扩大，政府开始将工人纳入了企业分红的行列。一方面希望通过让工人部分参与管理企业，带动增产节约运动，另一方面也希望工人能在工业发展中受益，从而保持一个稳定的团队。为此，1963年，政府颁布了“工人在工厂企业分红法”，还成立了“工人福利银行”，主要任务是向工人贷款和帮助他们满足正当的需要。同时，加强工人培训，在进行扫盲运动的基础上普及专业知识。

第三，注重世俗化教育，解放妇女。

在教育方面，20世纪60年代，伊朗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政府实施了八年义务免费教育，为学生提供免费医疗和膳食。为配合土地改革的进行，政府派出的知识大军在农村地区进行扫盲运动，伊朗国内的识字率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作为一场西化改革，政府每年都会派遣大量的学生到欧洲和美国留学，学习西方的技术和民主政治，这些都为后来伊朗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维护妇女权益方面，巴列维冒着与宗教界决裂的风险走在了时代的前列。1963年，他绕过议会，对选举法进行了修改，妇女被赋予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参加了1963年的全民投票。1967年，伊朗议会通过了家庭保护法，对一夫多妻制进行了限制。规定：离婚问题经法院审理和判决方能生效，从此取消了男子可以随意休妻的特权；男子只能娶妻2人，在娶第2房时必须征得第一房的同意。1968年，政府又颁布了《妇女社会服务法》，为妇女就业提供保障。

第四，加强君主专制。

巴列维作为一个君主专制王朝的国王，在进行消灭君主专制经济基础改革的同时，仍然不忘加强君主权力的建设。为避免地方权力过于膨胀，威胁到中央权威，巴列维对伊朗国内的行政区域进行了重新规划，省区由10个增至23个。随之，国内的官僚结构也开始膨胀。1963-1977年，伊朗中央政府由12个部和15万雇员增加到19个部和30万雇员。但政府官员大多是阿谀奉承之士，在宣誓效忠巴列维的同时，也成为改革的蛀虫。

巴列维加强君主专制的另一重要举措是加强伊朗的军队和秘密警察建设。1963-1977年，伊朗军队人数从20万增至41万，其中陆军从18万人增至20万人，海军从2000人增至2.5万人，空军从7500人增至10万人，宪兵从2.5万人增至6万人，特种部队从2000人增至1.7万人，国王卫队从2000人增至8000人。1963-1973年，军费预算从不足3亿美元增至18亿美元，1977年高达73亿美元。1977年时的伊朗拥有波斯湾最强大的海军和中东最先进的空军，号称世界第五军事强国。1953年，为控制社会舆论和监督人民的行为，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成立，由5000多名警察组成，成为“国王的耳目和铁拳”。萨瓦克成员遍布伊朗国内，其社会惩戒功能的滥用一度在伊朗社会引起恐慌。

除此之外，1964年，为统一国内的政治气候，巴列维宣布废除两党制，国民党和民族党合并成新伊朗党。1975年，复兴党取代新伊朗党，成为伊朗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其任务是铲除背离官方的思想倾向，实现伊朗人民的思想统一，确保白色革命的顺利进行。复兴党在伊朗全国各地都设立有分支机构，加入该党的先决条件是拥护宪法、忠于国王和支持白色革命。

与此同时，为配合白色革命的开展，伊朗还制订了相应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第三个发展计划为1962年9月至1968年3月，该计划制订时，白色革命还处于准备阶段，它是第一个综合性的经济发展规划。第四个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为1968-1972年，总目标是，通过逐步增加工业的相对重要性，提高资本的“生产性”，采用现代生产技术，提高经济的增长率；通过就业政策和福利政策使收入分配更趋公平；在满足本国基本需要方面减少对外国的依赖，同时增加出口；通过行政管理系统的基本变革以及向政府各部与私营机构推广先进的管理技术，改进行政管理服务。1973年3月21日——1978年3月20日，为伊朗的第五个发展计划，它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在第四个发展计划即将完成的时候制订，预计期间投资总额为365亿美元，比第四个发展计划投资增加了2.36倍。在该计划被批准不久，石油价格大幅度提高，随着石油收入的增多，巴列维的头脑也开始发热，对属下提出的谨慎方案不屑一顾。1974年8月，在拉姆萨尔举行的关于修订第五个发展计划的会议上，巴列维提出：“我们向你们许诺的‘伟大文明’并不是乌托邦，我们达到‘伟大文明’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我们说过我们将在12年内跨进它的门槛，而在有些方面我们已经进入‘伟大文明’的境界。”

巴列维时期的现代化改革试图通过土地改革和工业的现代化措施推动伊朗的快速转变，但随着石油收益的快速增长，巴列维的经济发展规划逐步失去了合理性。他与礼萨汗时期的改革相比既有着继承性的一面，也呈现出新的特征。首先，两次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亲西方改革。正如巴列维在《我对祖国的职责》一书中写道：“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我们亲眼看到，具有战略地位的伊朗采取中立政策是不现实的。”不同之处在于礼萨汗时期的改革依靠的是英国，而巴列维则依靠的是美国。其次，两次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巴列维王朝的专制统治，主张民族独立、民族统一。其原因之一在于伊朗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受到大国政治的挤压，在夹缝中寻求生存的历史使得民族主义成为伊朗改革的重要内容。再次，两次改革都主张对农业和工业的现代化改革。而后者在范围和力度上都比前者来得更猛烈。最后，两次改革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礼萨汗于1941年在英美等国的压力下被迫逊位，而巴列维则被伊斯兰革命所推翻。

归纳起来，巴列维王朝的终结主要缘于其现代化改革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以及在处理与社会各阶层关系上的失误。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理论上来看，巴列维发起白色革命以及后来的西化改革，目的是要改变旧有的生产关系，建立资本主义新经济。尽管这些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伊朗的经济面貌，但经济改革的目的仍是为了维护巴列维的专制统治，他在政治领域拒绝任何实质性的民主改革，相反还强化王权在各个领域的控制，导致滞后的政治改革与急速先行的经济改革之间必然产生矛盾。经济改革释放出的新因素最终不能被政治权力控制，从而注定了专制王权的崩塌。

第二，土地改革的不彻底引起各界不满。土改并没有更公平地分配土地，土地再分配基于不触动大地主的根本经济利益为前提，对农民做出部分让步。如1962年土改法中就规定，一半以上的村庄不在土改范围之内，这些村庄的农民无法从土改中受益。第二，大地主们留下收益最高的地产，没有分给农民。第三，法律豁免某些类型的土地，如机耕地、果园和公共宗教地产，使一些地主逃避了土改。第四，土改法中未提及土地的灌溉用水问题，因此产生了许多纠纷。第五，土改使土地分散到各个农户手中，不利于有效地进行大规模机械化农业耕作。为了分配的公平，大部分农户同时分得好、中、坏和休闲四种地块，更加剧了土地的支离破碎。

第三，照搬西方、不尊重伊朗国情的发展模式使改革失去民心。

为实现农业和工业的现代化，巴列维大力推广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模式，但忽视了伊朗的国情。在农业方面，政府既想消灭第二阶段未曾有效解决的租佃关系，将所有佃农迅速变为自耕农；又想加速耕作机械化和提高农业生产力，从而采取建立国营农场企业的行动，强迫自耕农加入。这种矛盾的做法，使相当一部分农民成为牺牲品。农民刚刚获得的土地使用权又被迫转移给了企业，以换取同他们的土地及其他农业资产等值的股份。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土地再分配计划的否定。农民不再是土地的所有者，而是退回到原先的农业劳动者。这就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产生了怨恨情绪。

在工业方面，工人入股分红以及提高社会福利的做法，很明显是20世纪50-60年代西方流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潮及其实践，如人民资本主义、建立福利国家等对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巴列维产生的影响。其目的是为了借助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一些手段，来调整和缓解封建贵族、大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消弭阶级对立，以维持和巩固其统治。但这种做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一方面有关工人分红的法令本身存在漏洞，另外参加分红的企业和税务机关勾结，虚报企业利润总额。同时物价上涨速度过快，经常使工人分得的钱在年终到手时已经大大贬值。

第四，没有处理好与宗教阶层的关系，低估了宗教势力的社会动员能力。

从礼萨汗的世俗化改革到巴列维的西化改革，王权与宗教势力之间的斗争一直比较激烈，他们时而联合时而竞争。随着巴列维政权的巩固和资本主义现代化改革的需要，打击和削弱宗教势力成为该时期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尤其是在改革的第二阶段，规定宗教地产管理人必须与佃农签订为期99年的租佃协议，这些地区农民土改后每年交纳的地租额大为减少，宗教界人士的实际收入下降，从而削弱了他们在伊朗社会中的政治影响力。其次，工业现代化改革带来的西方文化也对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信仰提出挑战。1964年，霍梅尼在批评议会授予美国公民外交豁免权时说：“来自美国的大资产阶级涌入伊朗，以投资的名义奴役我们的人民……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剥削……另一方面说明现行的政府屈服于殖民主义……现行的政府力图毁灭伊斯兰教及其神圣的法律。只有伊斯兰教和乌勒玛能够阻止殖民主义的侵犯。”

与此同时，巴列维在打击宗教势力的同时低估了宗教阶层在伊朗民众中的影响力，更没有关注到伊朗宗教界出现的新变化。20世纪60年代初，伊朗什叶派的效法源泉布鲁杰迪去世，伊朗宗教界出现了分裂，以霍梅尼为首主张宗教干预政治的政治行动主义势力开始出现在伊朗政治舞台的中心。霍梅尼思想的出现及其在民众中广受欢迎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迎合了当时反君主专制的斗争，另一方面在于他本人对什叶派教义的创造。其中包括：（1）他发展了什叶派教义中“非伊玛目的统治不合法”的信条。指出君主制的不合法性，主张以一个教法学家的政府取而代之，首次在什叶派历史上论证了在伊玛目复临之前，乌勒玛可以夺取世俗政权，建立一个伊斯兰政权。（2）对教法学家所具有的权威作了重新解释，将其扩展到国家的治理。他说：“治理国家是安拉和先知的绝对权威的一部分，它源于伊斯兰的基本制度。与其他制度，即使是礼拜、朝觐、斋戒相比，它具有优先权。”（3）关于领导者资格的论述，他提出伊斯兰政府的领导者应当具备两大条件：教法知识和公正。（4）提出泛什叶派思想，使之成为一切被压迫者的革命意识形态，为输出革命做准备。霍梅尼的思想不仅导致了国内反君主专制联盟的最终形成，为迎接1979年伊斯兰革命做好了最后的动员，也为后来确立教法学家权威统治的伊斯兰政权的建立提供了合法性和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巴列维的改革是在专制的体制构架下开展经济改革，改革的冒进和思想意识形态的空缺，最终让伊朗民众不知所向。宗教团体对西方文明有着本能的抵抗，巴扎商人和小手工业者随着大工业生产被边缘化，农民们仍然不能从白色革命中受益，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们只看到了民主政治的虚体，在君主专制的统治下呼吸不到自由的空气。所有因素的结合预示着一场风暴即将来临，而领导者则是宗教界的乌里玛。这是因为伊斯兰教的独特属性使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东国家在着手现代化时不能不首先理顺宗教与世俗、传统与现代化、古老东方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从而获得宗教上的“合法性”。因此，在没有一个足以让大多数人接受的思想领导下，宗教走上了前台，在表象上是为反对世俗化改革，实际上是在政治手段缺失的情况下对失败的改革的本能反映。正如哈全安教授在《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中所说，世俗形式的政治斗争缺乏必要的存在条件和发展空间，世俗反对派政党已无立足之地，宗教几乎成为民众反抗的仅存空间，宗教反对派应运而生，政治斗争随之由世俗领域的议会政治逐渐转化为神权形式的宗教运动，宗教情感成为政治情感的扭曲反映，宗教的狂热成为民众发泄不满和寄托希望的首要形式，清真寺则取代议会而成为反抗巴列维王朝独裁专制的主要据点。


四、霍梅尼革命与伊朗的全面伊斯兰化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在伊斯兰旗帜下以霍梅尼为首的什叶派教士集团领导了反对世俗专制王朝的“全民起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巴列维王朝领导的君主制现代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伊朗人民对巴列维国王的“不成功的现代化”的一种伊斯兰式的回应。从此，伊朗的现代化方向发生了变化。霍梅尼主义不仅成为伊朗未来发展模式的理论基础，带来了随后10年的全面伊斯兰化，并为后来的伊朗变革提供了理论框架。在内容上霍梅尼主义包括：谋求建立伊斯兰政府，实现教法学者的统治；反对君主制；反帝反殖、反西方化和世俗化；通过输出伊斯兰革命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在实践上，革命胜利后，霍梅尼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伊斯兰化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在政治上，霍梅尼的首要任务是稳定革命后的政局和笼络人心，同时加强组建效忠革命的伊斯兰势力。为继续赢得知识分子和改革主义者的支持，他任命巴尔扎干组建临时政府，1980年，萨德尔当选为总统。但正当这两位接受过西方教育，主张民主政治，欲借革命契机施展改革抱负的时候，霍梅尼对原有国家机器的改造和双重权力机构的设置，限制了伊朗革命中改革任务的延续。革命开始沿着新的道路前进。1979年宪法的颁布，确定了伊朗教法学家权威统治的建国原则。为维护伊斯兰革命成果和政权的伊斯兰特性，霍梅尼在军队、司法和行政体系中开始建立效忠于革命的伊斯兰力量。在行政体系中，政府官员需要参加伊斯兰考试，测试他们是否效忠革命和致力于国家的伊斯兰建设；在司法领域，除了继承巴列维时期的司法体系外，伊朗还建立了伊斯兰革命法庭。1982年8月，最高司法委员会宣布废除1907年以来“非伊斯兰的”法律和法规，伊斯兰法和教法学家成为法庭审判的唯一法律准绳。在军队，为了保证革命的稳固性和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伊斯兰革命卫队成立，从而在伊朗的军队系统中出现了两支并列的军事机构，革命卫队的建构与正规军一样有海陆空三军，而且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还专门设立了宗教意识形态教育机构，向士兵灌输伊斯兰革命思想。

第二，在经济上，霍梅尼认为，伊斯兰经济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优于二者的“健康经济”，要求人们承认并尊重在伊斯兰制度之内的合法私有制和私人资本。因为真主是万物的所有者，拥有绝对的所有权，所以财富和财产的所有权都是相对的，所有权、出售权、转让权都受到伊斯兰教规的限制。他认为伊斯兰经济中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是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伊斯兰政府有权干预私有经济。1979年6月7日，伊斯兰革命委员会把27家私人银行收归国有，其中13家是与外国合资的银行。1979年6月25日，政府把15家私人保险公司收归国有。到1979年夏末，36家国有银行和国有化后的银行重新组成10大银行。根据宪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经济由国有、合作和私有三个部门构成，国有部门主要包括所有关键性的行业和大企业。为实现伊朗经济独立，减少对西方经济的依赖，1983年，政府开始实施“第一个发展计划”，计划主要目标包括：（1）发展教育和文化，最终实现免费的中小学教育；（2）确保经济独立，优先提供本国的资本、商品及技术，在商业、制造业上，优先考虑本国生产的商品；（3）提供社会保障、健康及医疗保护，提供衣食和住房；（4）消灭失业，保证被剥削者的利益。另外，政府还成立了“重建运动”组织和霍梅尼伊玛目救济委员会，在农村修筑公路、桥梁和灌溉设施，为农民提供医药、教育和福利方面的帮助。禁止在消费、投资、生产、分配和社会服务领域的消费，禁止进口奢侈品，建立崇尚节俭的伊斯兰消费文化。尤其是在革命后为管理前王朝的财产，成立了伊斯兰基金会，负责管理国王及与外国有关联的企业和财产、逃亡者和大企业的财产。

第三，在文化上，霍梅尼尤其强调社会伊斯兰意识形态的教化。1979年7月23日，霍梅尼提出：“毒害我们青年的东西之一就是音乐，只需片刻，音乐就会让听者懒散迟钝……音乐和鸦片之间没有区别……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的电台电视台就应具有教育性，音乐就必须被排除。……演奏音乐就是对国家和青年的背叛行为。“1979年7月24日，伊斯兰共和国广电台主任宣布，根据伊玛目的教导，禁止广播音乐，唯有伊斯兰音乐和革命军乐允许播放。1979年，政府关闭了全国256家电影院中的180家，而且这一时期，伊朗电影多为揭露巴列维王朝时期的道德败坏、经济依附、从属西方和政治压迫，宣传自我牺牲、殉道和革命忠心。在文化领域的伊斯兰化还表现在教育领域，1980年3月21日，霍梅尼要求大学伊斯兰化。他说：“伊朗所有大学应服从于高尚的革命，所有与西方有联系的教授都应肃清，大学应成为学习伊斯兰科学的中心。“4月26日，霍梅尼再次发表讲话：“当我们谈起改革大学时，我们的意思是指我们的大学目前处于依赖他人的从属地位。它们是帝国主义的大学，它们所教育和训练的人迷恋西方。“1980年5月，霍梅尼下令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该委员会在高校大规模清洗“非伊斯兰分子”。真主党、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出动开展了“清校”活动，关闭大学，查封研究所。

第四，在外交上，霍梅尼提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政治主张，强调伊朗政治的独特性。他主张泛伊斯兰主义，梦想建立“世界伊斯兰政府”，“将向世界各地输出我们的革命”，宣称“所有穆斯林都属于一个社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责任把伊朗的总政策置于各伊斯兰民族的联合和团结的基础上，致力于实现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一”。为此，伊朗当局成立了“全球革命部”，联络和支持世界各地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运动。因为在伊朗革命后，西方尤其是被称为“大撒旦”的美国，被视为是伊斯兰民族的压迫者和敌人，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则被视为异己力量。然而在伊斯兰革命后的10年中，世界和中东地区发生了许多变化，如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使馆人质事件，对伊朗最直接的影响是两伊战争。这些事件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霍梅尼外交理念的实现。尤其是在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中，伊朗强烈反美反以的外交主张并没有妨碍他们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军火交易。据称，在两伊战争中，美国直接向伊朗运送过价值约1亿美元的武器，通过以色列向伊朗提供了2.5亿美元的武器。

霍梅尼革命及其十年之治对伊朗政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政治体制的影响。

霍梅尼革命对伊朗政治的最大影响是教法学家权威统治的政治纲领被载入宪法，从而导致了法吉赫政治体系的诞生及其体制化。

其实早在1964-1978年间，霍梅尼关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并没有明确的观点，他只是提出：“伊斯兰政府不像任何一个现存政府，它既不是专制也不是集权，而是宪制。而且宪法也不同于西方版的宪法，伊斯兰政府的宪法中，统治者遵从并必须执行真主和先知的话，而不是人民。不像君主立宪或是共和主义，在伊斯兰教政府中立法权属于真主……除了沙里亚法，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立法……主权属于真主，法律是它的命令。”

对于法吉赫的作用，他认为：“就像先知被真主选择来执行神圣的法令、建立伊斯兰秩序一样，服从他是必不可少的一样，教法学家必须既是领袖又是统治者，执行法令和建立伊斯兰社会秩序。”但作为合法领袖的教法学家必须具备两大条件：“精通沙里亚法和公正。”其教法学家统治的逻辑是：伊斯兰社区的神圣监督权直接属于真主，然后是伊玛目，最后在伊玛目隐遁时期是教法学家，因此，接受乌里玛的宗教监督统治是每个穆斯林的宗教责任。在霍梅尼看来，教法学家“不仅仅是被看作建议和同意的分发器，而且是一个真正的权力实践者，他们是唯一有资格成为伊斯兰宗教政治秩序的仲裁者和统治者”。

1978年，霍梅尼来到巴黎，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并没有提教法学家的作用，他在阐述新政权的本质中称：“我们已经宣称要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人们可以通过投票来选择，这个政权是建立在人民意愿和伊斯兰教原则基础之上。”他说，无论是他还是其他教士在下一届政府中都不会直接干涉行政事务。“在未来（革命胜利后），我会做我现在做的事，即指导和指示。如果有需要，我会干预。如果有人背叛国家，我就会反对他，但在政府中我不会扮演任何角色。”

1979年5月，由600人组成的宪法起草专家委员会被任命起草新宪法。5月，霍梅尼发表公共演讲，表示反对忽略教士在政坛的作用和地位。到1979年夏天，没有人提到教法学家治国。第一个含蓄提出的是侯赛因·阿里·蒙塔泽里，他在宪法起草前夕称：“如果人们赞成伊斯兰政府，教法学家就必须成为最高领袖以保证政权是伊斯兰性质的。”紧随其后，哈梅内伊表示：“教法学家权威统治必须成为新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霍梅尼在向起草专家委员会发表的演讲中称：“在这个共和国中，宪法和所有法律必须100%是伊斯兰的，如果其中有一章是与伊斯兰教法律相背，就等于是反对人民大多数的意愿。因此，委员会成员的任何与伊斯兰教相反的意见和提案都是不完美的，是与人民道路相违背的……而是否与伊斯兰教法令一致或相违背只有德高望重的教法学家才能判定。”

尽管是否就教法学家权威统治写入宪法在当时的伊朗国内引起了巨大争论，但最终成为法律。霍梅尼集宗教与政治权力于一身。凭借1979年宪法中规定的教法学家治国条款，霍梅尼的权力不仅干预三权，还凌驾于宪法，他通过发布宗教法令的形式成立各种具有行政和立法性质的机构，对法律制定和执行进行干涉，其理由则是监督是否符合伊斯兰教原则和沙里亚法。在司法领域，霍梅尼通过在各司法机构设置个人代表来干预司法事务。在行政领域，宗教领袖的影响力更是显而易见，霍梅尼“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战斗，战斗，直到最后胜利”和输出革命等口号及其在伊朗政治中的纲领性作用，很明显是对政府外交政策制定的干预。尤其是两伊战争中，霍梅尼有权决定是战是和，甚至在战争中主张与被其认为是撒旦的美国进行交易。当8位政府议员要求解释时，霍梅尼指责他们的提问是为伊朗敌人服务的。最终8位议员和议长被迫道歉，称：“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建立在伊斯兰信仰的基础上，在议会的讨论也是为革命服务的，而且我们也认为我们的主张应该与伊玛目的主张是一致的。既然我们知道了伊玛目的愿望，也被教导该政策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我们就再也没有必要询问理由了。”

1979年宪法的出现，确定了伊朗教法学家统治的立国根基，从而决定了伊朗政治中伊斯兰和保守的特性，也决定了政府首脑在力行改革和务实政策中的弱势以及伊朗改革的渐进与反复的特点。但霍梅尼之后的伊朗政治将走向何方是霍氏本人最为关心的问题。1979年宪法只是将教法学家权威统治作为立国的重要依据，要保持国家稳定，尤其是后霍时代的政治稳定，将核心制度体制化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霍梅尼很清楚，要在其后找到一个能折服政坛的政治宗教人物是不可能的，但如果通过法律的手段，赋予他这种超出自身权威的权力是保护法吉赫权威的重要来源，也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来源。因此，将法吉赫制度体制化成为必然，其方式是通过修改宪法。霍梅尼在其去世前亲自指导的宪法修订，在一定程度上为后霍时代的伊朗政治发展定下了基调。这样，一方面可以确保伊斯兰革命的成果，即在法律上确定伊朗是教法学家治理国家，另一方面又为选举新的务实领导人打下基础，因为一旦以法律的名誉来保证领袖地位，至于选举什么样的领袖都将受到法律保护，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伊朗的未来政治走向务实奠定了合法性基础。

第二，对国家决策的影响。

伊斯兰革命及其为巩固政权采取的措施，对伊朗国家决策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是为加强新政权的伊斯兰特性，一系列伊斯兰性质的权力机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与原有国家权力机构产生重叠，甚至新产生的各个革命机构之间也有权力重叠现象。由于这些机构都与宗教领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凭借自身的个人关系向政治决策施加影响，从而打断了正常行政决策，而且他们之间的相互竞争加剧了伊朗国内的权力之争，使伊朗改革一波三折。尽管在后霍梅尼时代，经过拉夫桑贾尼的合并和整顿，许多权力机构进行了整合，但原有的矛盾和竞争依然存在。

革命胜利后，伊朗建立了一系列带有宗教色彩的革命机构，如伊斯兰革命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the Islamic Revolution）、伊斯兰革命法庭（Islamic Revolutionary Court）、伊斯兰革命卫队（Islamic Republic Guards Corps）、伊斯兰基金会（Islamic Foundation）、宪法监护委员会（the Guardian Council）、最高伊斯兰宣传委员会（the Supreme Council of Islamic Propag and a）等机构。同时，为统一政党观点，还建立了革命后的唯一政党——伊斯兰共和党（Islamic Republic Party）。另外，还有情报组织和武装治安组织的成立。1983年，情报部成立；1984年，打击违法治安巡逻队（the Vigilante Patrols for Combattingthe Forbidden）成立，他们每天在街上巡查，监督人们的行为。

伊斯兰革命委员会属于内部安全机构，革命色彩很浓，该委员会成立后迅速成为新政权军事力量的重要基础，它是与巴尔扎甘和萨德尔的权力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清除异己、挫败反革命势力上起了重要作用。但在完成清除异己的任务后，统治当局的许多政治精英试图将其纳入政府管理范畴，尤其是它与伊斯兰革命卫队之间的权力分配和责任问题，经常会导致一些矛盾。1982年7月，伊斯兰革命委员会被置于内政部的监督下，由内政部来协调该委员会与革命卫队之间的纷争。1983年5月，伊斯兰革命委员会召开全国各地的领导人聚会，讨论该组织的未来发展和与其他军事机构的合作。1984年，它与革命卫队的分工逐渐明晰，前者负责打击走私和毒品交易，后者负责安全事务。

为了将司法权控制在宗教分子手中，新政权在继承原有司法体系的同时建立了伊斯兰革命法庭。1982-1983年，有人提出将革命法庭纳入司法体系，但遭到了革命法庭大法官的反对，他认为将伊斯兰革命法庭纳入司法体系，会毁坏革命名声及其未来。如果真的整合了，国家将处于危机之中。事实上，这种整合的目的并不是要解决机构重叠的问题，而是要加强司法部门伊斯兰化的问题。由于司法部的行政体系和法律框架还是延续了巴列维时期的特点，世俗性比较强，因此将司法体系伊斯兰化和将其置于宗教阶层手中显得非常重要。1984年，整合开始，1月22日，反对整合的革命大法官穆萨维·塔布里兹辞职，2月，最高司法委员会主席穆萨维·阿达比里宣布，伊朗司法体系的80%是伊斯兰性质的，500名教士被吸收进了司法部门，未来还要培训500名教士进入该体系。

在加强革命后的政权和进行伊斯兰化政策时，宣传革命精神和教化的礼拜也被制度化。作为政府政策的宣传手段，礼拜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其网络从中心城市到偏远乡村，只要有礼拜就可以达到新政权的宣传目的，尤其是在闭塞的农村地区宣教，对教法学家权威统治治国理念的宣传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的外交政策及其反美反以的宣传等，都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为了加强对礼拜的管理和宣传，蒙塔泽里提出将礼拜领袖纳入中央行政体系。1983年9月，政府拟订了一个详细的计划，打算在库姆成立一个领拜中心，根据省、市、区和农村地区等不同的行政规划在领拜人中建立等级结构，加强管理。同时政府还进一步强调了清真寺的作用，使清真寺不仅是向人民发放食物和收集地区居民居住信息的重要场所，还保存有地区信息的档案，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政府行政部门的工作。1984年9月，霍梅尼任命了领拜总部中央秘书处的成员，并通知蒙塔泽里该组织将定期与政府接触，处理地区事务。10月，霍梅尼称该组织是“革命的重要支柱、领袖的口舌和组织动员强有力的臂膀”。但这一组织同伊斯兰共和党在加强管理和动员民众的职责上产生重叠。为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1984年底，在霍梅尼的指示下，伊斯兰共和党的地区活动被置于领拜组织的监督之下。由于机构重叠，伊斯兰共和党最终在1987年6月1日，被下令全面停止活动。因此赛义德·艾米尔·阿贾迈德认为，这正反映了伊朗伊斯兰政权对政治体制和统治方式的一种认识，将清真寺和宗教集会而不是政党和政党活动作为管理社会政治事务的重要工具，是他们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寻求解决问题的新方式。

在革命后的10年中一系列革命机构的产生，在当时也产生了权力掣肘和无法施政的后果，总理穆萨维曾多次给宗教领袖霍梅尼写信抱怨。1988年9月5日，穆萨维向总统哈梅内伊提出辞职，并在一封公开信中陈列出一系列理由，抱怨在外交事务上被边缘化，如日本总理与伊朗议长就外交事务交换信件，而政府首脑却不知情，尤其是伊朗的海外冒险行动，政府既没有授权，总理也是在后来的公开会议上才知晓。他指责，预算和规划组织从总理管辖权分离出去和一些执法机构的独立性，与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责产生重叠和冲突，使政府无法施政。尽管在霍梅尼后期和拉夫桑贾尼时期进行过权力整合，但这些整合同时也将强大的伊斯兰因素带入了新的政治体制，从而为未来改革制造了阻力。尤其是宪法监护委员会和伊斯兰基金会的成立对后来伊朗政治发展影响很大。宪法监护委员会作为一个超宪法机构，拥有很大的权力，其对议会和总统竞选候选人的资格审查，可以随时剔除不符合伊斯兰革命精神的人选，从而使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政治改革时进时退，它也是西方指责伊朗政治不民主的重要目标。伊斯兰基金会则从革命后初期为穷人服务变成了伊朗最大的经济实体，成为伊朗历届经济改革的主要障碍，在财力支持下，加上其领导人与宗教领袖的亲密关系，它在政治决策和使决策保守化上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伊斯兰革命作为一场革命，其发生本身就来源于巴列维王朝改革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大量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大批底层人民的解放及其对新的社会政治观点的接受，因此，此次革命对伊朗的社会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影响。功能主义学派认为“革命必须被放在革命发生的社会体系背景下研究”，社会变化来自于社会均势的改变，一旦均势被打破，就意味着变化即将产生。功能主义学者科汉认为：“通过检查体制的变化，我们可以确确实实检测到社会价值观变化到什么程度。”反过来如果知道了社会价值观变化到什么程度也可以分析出体制变化的状况。

伊朗伊斯兰革命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它是在大众对原有社会政治环境不满的情况下发生的，其本身就产生于一种社会结构的失衡，因而新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极易对处于迷茫和混乱中的人群产生影响。革命本身是人民愿望的一种表现，伊斯兰革命后，新政府为巩固伊斯兰革命成果实施的一系列伊斯兰化政策，对伊朗民众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年轻一代。因此有学者认为，新一代的伊朗年轻人比老一辈人更加虔诚。而这要归功于伊斯兰化期间政府对学校的改造，尤其是在高校。在对大学进行“清剿”期间，忠于霍梅尼主义的教士取代了世俗知识分子，在政治意识形态教育方面，伊斯兰主义取代了君主主义和东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革命后重开的大学，教授的人数剧减，授课内容也侧重于伊斯兰历史、伊斯兰伦理、伊斯兰教义和伊玛目戒律，大学生和教授的思想受到当局的严密控制。与此同时，政府还加强了对媒体的管制，伊斯兰革命后，书籍进口只有三种渠道，一是伊斯兰文化指导部的外来媒体总局（the General Department of Foreign Press and Media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Islamic Guidance），二是教育部主管外来书籍和报纸分配办公室（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Office for the Procurement and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Books and Press），三是健康医疗培训部（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Medical Training）。而在革命前，除了一些可能危害国家政权的书籍外，各种科学和文化类的报纸杂志都是开放的。革命后，许多书籍报纸的进口要么被取消，要么被降到最低限度，这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和媒体的多元化发展。

伊斯兰化政策对伊朗社会发展的另一重大影响是大量知识分子的流失。这些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前巴列维王朝培养出来的，新政府的伊斯兰化政策不仅将那些在大学任教的教授们清出学校，而且让那些尚在国外的伊朗知识分子不敢回国。他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另一类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前者在接受过西方教育后，对社会政治发展有自己的看法，能够对时局和社会发展趋势作出独立判断，在被驱逐出伊朗主流社会政治圈后，他们很多人要么流亡国外，要么在国内成为伊朗政治反对派的领导人物，他们在受到当局限制的同时，不断呼吁伊朗民众走向自由民主，成为未来伊朗改革的理论建构者和宣传者。而自然科学类的知识分子的流失对于伊朗来讲是一大损失。在巴列维时期，为配合伊朗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改革，很多学生被派往国外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1977-1978年，伊朗在外留学的人数为10万，其中在美国注册的有36220人，其他的主要在英国、西德、法国和澳大利亚。革命后，这些人大多滞留国外。然而人才流失是一种人力资本的净损失，严重损害了伊朗科技能力的重建。同时精英出走还带走了大量资本，据估计，自革命后伊朗资本外流达300亿到400亿美元。而人才和资本流失的目标国主要是美国和西欧等发达国家，从而进一步加大了伊朗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第四，政治体制中伊斯兰与共和因素的国内争论。

霍梅尼革命留给伊朗最大的政治遗产是教法学家权威统治的建国理念，但这一政治遗产本身也给伊朗带来了巨大的争论。如何在教法学家权威统治的宪法原则中体现和操作伊斯兰和共和两大因素，使其并行不悖，成为伴随伊朗政治发展进程的最大问题，也是保守派与改革派对伊朗未来政治发展方向的争论焦点。

革命后初期，这一争论主要发生在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在支持法吉赫原则的一方中，伊斯兰共和党秘书长贝赫沙提认为：“人民已经投票支持伊斯兰共和国，因此对于政权只在名字上保留伊斯兰是不够的”，“教法学家加入治国序列是唯一的方法可以确保未来这个国家不会变成共产主义或是社会主义”。哈梅内伊则对主张人民主权至高无上的西方民主模式进行了批判，认为：“建立在伊斯兰教原则之上的主权属于真主，真主将这些权力委托给了人民，因此人民应当选举教士作为代表。”拉巴尼·阿姆拉沙说：“如果伊斯兰共和国的宪法没有法吉赫的位置，我们怎么能称之为伊斯兰宪法呢？”议员卡瓦什称：“如果宪法不是建立在《古兰经》和圣训的基础上，任何条款和原则都是不可接受的。‘法律’一词不管在任何地方被使用，必须参照真主的法律和指令。”

主张共和的一方包括班尼·萨德尔、艾扎图拉·萨哈比、默卡达姆·马拉格希、穆萨维·雅扎耶里，还有宗教人士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塔里卡尼、霍贾特·科曼提，他们表示，政权的共和主义性质如果不能比宗教地位重要至少应该平等。艾扎图拉·萨哈比指出：“（伊斯兰化的）措施对于那些主张革命目的在于自由的人来说是一种背叛。”穆萨维·雅扎耶里认为：“这个政权就像其名字显示的一样，由共和和伊斯兰组成。共和意味着它属于人民。如果什么事情都是由教法学家来决定，这怎么是人民主义呢？人民在这个体系中又扮演什么角色呢？共和和伊斯兰加在一起又是什么呢？是的，我们可以宣称，这个体系既是神圣的也是人民的，但我们怎么能说它是共和的呢？”

尤其是在宪法第110章关于宗教领袖的权力和义务上，领袖有权任命宪法监护委员会的半数成员、最高司法领袖，宣战与和平，任命军队首领，在总统未尽职和背叛时有权解除总统职务等。对此，反对者阿亚图拉霍贾特·科曼提提出，支持这个条款和支持关于法吉赫的“专制”将伤害教士和新政权的威望，在民众中产生负面影响。阿亚图拉纳赛尔·马卡里姆·什拉兹认为，因为总统是民选的，作为共和国的首脑，他应当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尤其是有宪法监护会的存在，宗教领袖根本没有必要监督总统。他认为：“这样，外界将会称我们是独裁……他们会说，我们制定的宪法框架目的是想让我们获得绝对的权力。我们不应当让人民主权落空，因为现在人民可能会保持沉默，会接受这些条款，但最终他们会废除宪法。”

伊斯兰支持者蒙塔泽里提出：“从定义上看，伊斯兰共和国必须实践伊斯兰法令……只有精通伊斯兰教法的专家而不是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人才能辨别法律的伊斯兰性。”他说：“法吉赫应当有权选择总统候选人，然后人们可以从中选择他们支持的候选人。”“这个程序意味着人民可以民主选举他们的总统。”对于蒙塔泽里的观点，萨德尔提出了批评，他说：“如果领袖能够决定谁应当竞选总统，这将是一种什么样的选举？总统又是干什么的？这等于说你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候选人，但必须在我指定的候选人中选，这既不是自由，也不是共和主义。”他提出，“任何在司法程序之外和与政府平行做出的决定都等于专制”。支持法吉赫绝对权威的法尔斯认为：“那些因为管理特长而当选的非教法学家人选，是不能被信任来统率军队的，他们只是向人民负责，而不是向真主负责。”达兹格比说：“伊玛目意味着社区领袖和指导者，他是照顾人民的人，是管理所有事务的人，不应当让那些有撒旦倾向的人执掌权力。”

然而这种争论并没有因为宪法的颁布而结束，相反在教法学家权威统治被确定为宪法后，这种争论变得更加激烈。争论不仅导致了统治精英的分裂，如改革派巴尔扎甘和萨德尔被逐出政府，蒙塔泽里被取消继承宗教领袖的资格等，争论还导致了统治阶层的派别之争。不同派别对法吉赫体制的不同理解及其不同的政治利益导致了伊朗未来政治中派别斗争的复杂性。

综上所述，1979年伊朗霍梅尼革命作为上个世纪70年代中东地区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伊朗的现代化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彻底改变了伊朗的政治体制，将一个亲西方、世俗的君主专制国家变成了一个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伊斯兰政教合一国家，对后来的伊朗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教法学家权威统治的治国理念不仅为当代伊朗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为其发展设置了政治背景，是当代伊朗现代化改革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的来源。总的来讲，霍梅尼的全面伊斯兰化政策，是伊朗继巴列维王朝现代化改革失败后在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另一种选择，希望通过对本土文明的发扬，来抵制前王朝现代化运动中带来的消极影响，并希望通过在独立和封闭的环境中的奋进获得现代化进程的新突破。但这种激进的伊斯兰化政策并没有为伊朗人民带来福音，相反，保守的对内对外政策，限制了伊朗的现代化进程，不仅使其在政治上更加孤立，经济也处于停滞状态。但无论如何伊朗的现代化进程在伊朗政治不出现大的转变下，仍将在神权政治的主导下行进，并随着世界全球化和民主化浪潮的推进下不断呈现新的特征。


五、后霍梅尼时代伊朗现代化进程的转机

如果说1979年伊斯兰革命彻底扭转了伊朗现代化进程的方向，那么，1989年霍梅尼去世和1989年宪法修订是后霍梅尼时代伊朗现代化出现的新转机。霍梅尼去世虽然并没有改变伊朗政教合一的政治现状，在现代化改革的大方向上暂时不会出现大的转变，但他的离去的确结束了伊朗全面伊斯兰化的时代。后霍梅尼时代，伊朗国内对霍梅尼治国理念的重新解释和有关伊朗现代化改革底线的激烈争论，为伊朗的现代化进程增添了新的内容。在这个阶段，伊朗现代化改革的前提仍是遵循霍梅尼政治革命理念和维护伊斯兰革命成果，但在策略上有所不同。与全面伊斯兰化时期相比，该阶段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的政策都变得更开放和务实。

在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现代化发展中，1989年的宪法修订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宪法作为一个民族对其自身政治形式和存在形式的决断，规范着国家的权力结构模式和国家治理方式，同时也是维护国家秩序的重要依据。

从形式上来看，得益于1906-1911年的立宪革命，伊朗的政体建立在权力分立的基础上，形似现代宪政的体系结构。1989年宪法首先在三权上进行了明确表述。第五十七条规定，统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最主要权力机构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机构，均由人民领袖根据法律原则领导，它们之间相互独立。立法机关的工作主要通过伊斯兰议会来进行，该机关所通过的议案在成为法律条款后交由行政和司法机关执行。在行政领域，根据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继领袖之后，共和国总统是国家的正式最高领导人。除了一些直接与领袖有关的事务外，总统肩负着执行宪法和行政领导权的职责。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共和国总统在根据宪法和普通法规定所担负的权限和职能范围内向人民、领袖和伊斯兰议会负责。在司法领域，由领袖任命一位公正、精通司法事务和具有领导能力的教法学家（穆吉太希德）担任司法院院长，他是司法部门的最高长官，任期五年。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长也必须是公正、通晓司法事务的教法学家（穆吉太希德）来担任，由司法院院长经与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协商之后任命其担任此职，任期五年。法官的品德与条件根据教法准则由法律确定。

然而，在这种权力分立的结构中还夹杂了许多可以主导权力关系的其他因素。比如在立法领域，除了伊斯兰议会外，还有宪法监护委员会。宪法第九十一条规定，为了维护伊斯兰法规和宪法，以使伊斯兰议会通过的决议不与其相背，根据以下程序组成宪法监护委员会，该机构由最高领袖推选的六名伊斯兰教法学家和六名各法律专业的穆斯林法律学家组成，后六名成员由司法院院长向伊斯兰议会推选，并由议会投票选出。在宪法监护委员会和议会的关系上，第九十三条规定，没有宪法监护委员会的存在，伊斯兰议会就没有法律效用。第九十四条规定，伊斯兰议会所通过的所有议案均须递交宪法监护委员会，宪法监护委员会有责任在接到此案起的最多十天内，从符合伊斯兰原则和宪法的角度进行研究，如果发现这一法案违背伊斯兰原则或宪法就驳回到议会进行修改。明确伊斯兰议会通过的议案不违背伊斯兰法规的工作由宪法监护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伊斯兰教法学家承担，明确议案与宪法不相矛盾的工作由宪法监护委员会中大多数成员承担。而且注解宪法的职责由宪法监护委员会承担，由其全部成员的3/4通过方可。此外，宪法监护委员会还负责监督选举领袖的专家议会、总统、伊斯兰议会的大选工作以及负责举行全民公决和民意测验工作。

事实上，不管是在行政、立法还是司法领域，宗教领袖的作用非常关键。在行政领域，总统只是二号人物，他不仅需要向人民负责，还需要向领袖负责。在立法领域，宗教领袖通过宪法监护委员会来干预议会活动，毕竟半数的宪监会成员由领袖任命，在司法领域，领袖也可以通过人事任免来参与司法事务。而且，1989年宪法与1979年宪法最大的不同之处之一在于宗教领袖权力的扩大和任职资格的修改。第一百一十条规定，领袖所具有的职权包括：（1）在与确定国家利益大会商议后确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总的方针政策；（2）监督国家总政策的良好执行；（3）下达全民公决的命令；（4）担任武装部队统帅；（5）宣布战争、和平和总动员；（6）任命、罢免和接受（以下官员的）辞职：宪法监护委员会的教法学家、最高法院院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局局长、总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军队和保安部队的最高指挥官；（7）解决分歧，协调三司之间的关系；（8）通过确定国家利益大会而解决通过普通途径无法解决的问题；（9）总统经人民选举产生后，须由领袖在总统委任状上签字方可生效；（10）在最高法院做出总统违反法律职责的判决之后，或伊斯兰议会根据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宣布总统没有能力之后，领袖可免除总统的职务；（11）经最高司法院长的提议，在伊斯兰原则的范围内领袖可赦免犯人和减除刑期。领袖也可以把自己的一些职权交给他人（代理）。对于最高领袖的任职资格，也开始由原来的“效法源泉”变成“应以最具有高深教法学识和政治观者为先”。尤其是宗教领袖哈梅内伊曾担任过两届总统，精通政治，其在宗教资历上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倾向于对政治事务的干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总统在行政领域的权力。

1989年的宪法修订，是源自于1979年宪法对新形势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表现为霍梅尼之后如何维护伊朗伊斯兰政权的合法性和持久性。通过修改宪法的形式，既保证了后继者和未来政权发展的合法性，也使国家决策更有据可依，更加理性化，不再像霍梅尼时期凭借个人魅力主导整个政坛，随意性较强。而且在未来领袖的任职资格中，更加强调解决政治问题的能力。从这个层面来讲，1989年宪法的修订是伊朗走向务实政治的关键性一步。

在后霍梅尼时代，伊朗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哈梅内伊——拉夫桑贾尼时期，第二个阶段是哈梅内伊——哈塔米时期。这两个时期是在结束了霍梅尼全面伊斯兰化政策后的新阶段，两届总统的务实改革在伊朗历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的政治履历不同、与宗教领袖关系有差别，以及所处阶段不同，两个时期的现代化改革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由于两伊之间的8年战争对伊朗带来的严重影响，拉夫桑贾尼时期更注重经济建设，也因此其政府被称之为“重建内阁”。随着拉氏开放的经济政策所释放的社会新因素和带来的新问题，哈塔米时期的改革运动重点放在了政治领域。

而这两个阶段的现代化改革都与宗教领袖的权威分离不开，哈梅内伊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的观点对伊朗的现代化建设也起着关键性作用。他的许多观点也表现出了务实的一面。对于经济重建，哈梅内伊认为：“我们并没有追随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概念，我们的自由市场经济是通过伊斯兰的方式来满足人民需要。”他反驳那些认为生活在伊斯兰教下的生活是苦难和禁欲主义的观点，指出：“伊斯兰教关注今世和来世，它委托政府去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如果神圣的宗教精神不关注人民的物质生活，那它就违背了宪法和伊斯兰教的召唤。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让他们享受富足、便利，拥有健康和繁荣的生活是国家公务人员肩上的伊斯兰教责任。这是我们伊玛目和伊斯兰宗教理想的一部分。”

在妇女问题上，哈梅内伊一方面强调妇女在家庭中的传统作用，同时表示，妇女应当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政府不应当干涉。

在外交政策上，哈梅内伊认为：“输出革命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起义、要耍威风或是发动战争、强迫人民造反或是革命。那根本不是伊玛目的本意，也不是我们政策的一部分，甚至与我们的政策是相背的……输出革命，意味着通过信任真主，让世界上的所有国家能够看见他们独立自主，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意愿和决定抵制屈从和外来干涉。”

正是革命后初期哈梅内伊表现出的务实性，及经济重建成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哈梅内伊和拉夫桑贾尼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合作性的一面，其合作形式被称为“骑着双人自行车”的政治模式。

此二人在霍梅尼时期分别担任总统和议会发言人，是当时伊朗政坛的两个重要人物，他们同样经历了反对巴列维王朝的斗争，并在革命时期同居一室，同样受到领袖的器重。因此，在霍梅尼去世后初期，他们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拉夫桑贾尼负责经济重建和外交事务，而哈梅内伊则指导一些道义和精神问题、伊朗与伊斯兰运动的关系等。哈梅内伊经常提到在反对巴列维王朝的斗争中两人之间的合作和共同经历。1984年，哈梅内伊将拉夫桑贾尼形容为他所认识的人中“最有天赋、最智慧、最勇敢的人”，“我乞求安拉将我的寿命赠予他”。1992年议会选举前夕，哈梅内伊再次表示了他的支持，他称拉夫桑贾尼是“伊玛目最忠心的追随者之一，是革命的支柱”。在选举时，他称赞拉夫桑贾尼：“哪个前政府领导人能与他相比？哪个人能像他那样得到伊玛目的信任？又有谁像他那样支持革命？如果伊玛目还在的话，一定会支持现政府的。“1993年，拉氏当选总统后，哈梅内伊说，拉夫桑贾尼有着“闪亮的人格”，是“革命强有力的臂膀和喉舌”。反过来，拉夫桑贾尼称，他们共同奋斗了40多年，“我认为他（哈梅内伊）最合适作为国家领袖，有关我们之间的竞争和敌对只是别人嫉妒的反应”。对于哈梅内伊当选宗教领袖，拉夫桑贾尼坦言：“熟悉国家事务要比知识和虔诚更加重要，哈梅内伊有8年的总统经历，如果我们从神学院挑选最高领袖，到他熟悉政务的时候，伊朗可能会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失。”二人之间的合作还表现在哈梅内伊对拉夫桑贾尼经济改革的支持上，尤其是在“一五”时期，哈氏的论调经常与拉夫桑贾尼保持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政府经济改革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承认。

但随着改革的推进，拉夫桑贾尼加强中央集权的努力，直接威胁到宗教领袖的地位和与领袖关系密切的保守派利益，而且对伊斯兰政权的性质产生重要影响，其与哈梅内伊的关系开始表现出竞争性的一面。事实上，1992年，时任伊斯兰文化指导部长的哈塔米被迫辞职，就预示着哈梅内伊与拉夫桑贾尼竞争关系的公开化。1992年10月，哈梅内伊开始对拉夫桑贾尼进行批评，他说：“在伊斯兰体制内有人嘲笑信仰真主的人及其宗教价值。”两天后，他说：“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责任必须是提供更好的环境来执行伊斯兰法律……敌人称，在重建期间，革命精神和道义必须被抛在一边，他们认为在后战争时代和重建阶段是革命热情衰退的时期……这是重建的意思吗？肯定不是。”“如果我们花费数十亿的钱在发展项目上，而忽视了国家道义问题，所有的成就等于白费。”在对1994-1995年预算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争论中，哈梅内伊说：“在重建中我们需要依靠专家和专业人士，但我们的政权和体制必须被伊斯兰思想和神圣的思想统治”，“如果没有社会公正，什么都做不了。”

宗教领袖和总统的竞争，使得宗教领袖开始向保守派靠拢，而哈梅内伊对传统保守派的支持仍是来自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哈梅内伊作为宗教弱势的最高领袖需要得到更多的宗教认可，传统保守派则是这种认可的重要来源，而拉夫桑贾尼对巴扎商人的打击、开明的人事任用及其社会文化政策等，损害了保守派的利益，具有最高宗教政治权力的领袖则是一个绝好的避难所。这个合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保守派内部的分化，以拉夫桑贾尼为代表的温和派开始跃上伊朗的政治舞台。1996年第五届议会选举中，拉夫桑贾尼势力与原来的伊斯兰左派结盟，击败保守派，标志了该派的正式分裂。伊朗政坛的分化组合，为后来哈塔米时期的政治经济改革提供了契机。

哈塔米的上台，被外界称为伊朗的“二次革命”。其本人也受到了政治观察家们的好评，认为，他不是一个“普通毛拉”，是“一只脚踏在西方文明中的总统”。还有人认为哈塔米并不是当前宗教政府体系最好的代表，相反在很大程度上他的世界观偏离了伊朗的政治主流，他“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特征是一名知识分子”。甚至还有人将其称之为伊朗的“阿亚图拉戈尔巴乔夫”，称他是一名“和平演进主义者”，目的是要进行“伊朗式改革”。在哈塔米执政时期，伊斯兰体制框架仍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在改革中，他一方面致力于伊斯兰框架下的民主政治建设，另一方面又力图突破传统势力的束缚，如以辞职相威胁，主张削弱宪法监护委员会的权力等，而其目的仍然是为了使伊朗的政治经济改革在平稳中过渡，至少通过改革使现有制度更具有灵活性和生命力。

第一，对内适度开放，建立伊斯兰民主政治。

哈塔米的政治主张延续了他担任伊斯兰文化指导部部长时期的观点，并在1992-1997年被迫辞职后的5年间进行了沉淀。其执政8年，在政治治理层面提出了伊斯兰民主政治的理想，并试图把这一政治理念付诸实践，而该理论在本质上仍是要在伊斯兰框架下谈论民主。哈塔米认为，伊朗可以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伊斯兰民主政治，因为《古兰经》已经规定了这一切，宗教与民主是可以相容的，“宗教民主既反对僵化和独裁，也反对政教分离的思想”。在这一思想体系中，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主宰国家的命运，但与此同时，也维护宗教的价值观。

在这一点上，哈塔米与哈梅内伊以及伊朗许多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对此，伊斯兰革命领袖引用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第56条，并就真主对世界的掌管和人民的自由选择权进行了解释。他说该条款指出，真主对宇宙和人类具有绝对的掌管权，与此同时，真主赋予人类决定自己社会命运的权力，任何人无权剥夺真主赋予人类的这一权力，也不能将这一权力服务于某个人或某个组织的利益。因此，“伊斯兰教的宗教民主指的是，伊斯兰教尊重人民的意愿，要求政府面对人民肩负起重要责任。伊斯兰教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独裁和专制”。德黑兰大学政治学教授巴基尔·霍拉姆·沙迪认为，在民主体制中，最重要的是人民具有决定国家命运的权力，而这一点也存在于伊斯兰教的宗教民主中。所以，伊斯兰教的宗教民主思想不但没有限制人民的权力，没有阻碍社会的发展，而且是保障社会建立公正的唯一途径。沙迪博士说：“我们说宗教民主，并不是为了逃避民主，而是在伊斯兰世界，宗教已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我们认为，在伊斯兰世界，除了宗教民主外，任何民主的实行都是不切实际的。”

尽管哈塔米承认伊朗民主政治的文化背景是伊斯兰教，但他与哈梅内伊和许多保守派学者仍有许多不同之处。他所主张的伊斯兰民主，不仅融入了伊斯兰因素，也融入了西方的文明因素，主张吸取西方文明的积极意义为伊斯兰服务，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既满足伊朗人民的精神需求，也能满足其物质需求。在政治实践上，哈塔米走得更远，他借用了西方民主的许多标准，如政治分权等。对于伊朗来说，自霍梅尼革命后，宗教领袖集政治宗教于一身，这种教法学家的绝对权威成为伊朗政治体制的核心，政治分权尽管是1906年立宪革命以来许多伊朗人的追求，但革命后的20多年来从未有过。

1999年2月，伊朗进行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地方议会选举，这是第一次没有宪法监护委员会干涉的选举，各种派别、各个种族、青年、妇女前往投票点选出他们自己的代表。其中，农村和城镇比大城市的选民更加热情，他们在自己的商店和窗户上，张贴着自己喜欢的代表画像，期待着他们的亲人或是尊敬的人成为代表。他们希望通过地方议会选举能够打破中央政府的权威，获得地方权力以满足本地区的现实需要。在德黑兰，由于人们对各种各样的选举已经厌倦，因而这一次地方选举并没有引起多数公众的热情，德黑兰400万名具有投票资格的公民中只有140万人参加了投票。但仍有人努力去改变德黑兰人对选举的看法。出版商萨迪吉·萨米伊在参选中打着被保守派认为是西化的领带，走在大街上，并称：“我的领带是受到良好教育的象征，是科技和现代的象征，作为一名绅士，我认为有些人是时候像我一样去参与政治了。”

在这次选举中，妇女们也纷纷参与。其中5000名妇女参加竞选，她们赢得了19.7万个席位中的300个，尽管这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但它是1979年革命以来妇女们第一次大规模地参与到政治进程中来。在德黑兰南部一个传统的农业城镇萨韦，妇女们赢得了议会席位的多数。尤其是改革派思想家穆赫辛·卡迪瓦的妹妹贾米勒·卡迪瓦，她关注社会事务，主张社会公正，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她在竞选中说：“当我在德黑兰南部时，我谈论除污系统和清洁流动的水。当我在北部时，我谈论共和主义和完成革命诺言的必要性。”在1996年第五届议会选举时她被宪法监护委员会挡在门外，而这次地方选举，她在德黑兰的支持率名列第三。

在这次地方议会选举中，哈塔米改革阵营获得了80%的选票，很显然，赢得了地方选举的绝对胜利。在德黑兰，保守派仅获得了两席，在伊斯法罕中部城市，总统支持者获得了11席中的8席；在保守派长期占优势的马什哈德地区，改革派获得11席中的5席，另外还有2席被独立参选人获取。

这次地方议会选举在一定程度上是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政治总动员，哈塔米第一次将人民权力与宗教权威之间的对立展现出来。他认为：“人民的存在是国家生活的标志”，“每当我们谈及文明社会时，主要问题在于人民有权力来决定自己政府的形式”。1999年的地方议会选举，为次年国家议会选举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也为哈塔米的政治变革提出了一个新的变化模式。

但有关地方议会可以行使哪些权力尚不清楚。根据文件，地方议会可以任命城镇长官和村庄的管理者，监督中央政府在地方层面的功能，包括税务评估、教育、文化和经济项目等；可以对社会服务和经济发展做出规划；修建运动文化场所等。然而，在实施层面，由于保守派主控的中央政府仍占据着国家主要机构，而且伊朗缺乏地方政治自治的经验，因此，这次地方议会选举能否达到预期目的仍是一个未知数。但不管中央权力能否分散、地方议会在多大程度上能获得一部分权力，被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已在一定程度上向保守派提出挑战。尤其是这次的分权尝试，使人民主权与领袖权威产生正面冲突，也鼓励着更多的伊朗人去寻求新的政治梦想。正如哈塔米所说：“我们正见证着人民控制自己的命运，他们已经向自由和民族骄傲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第二，建立公民社会，实现社会公正。

建立公民社会，实现社会公正，是哈塔米施政纲领的重要内容之一。哈塔米上台后，在一次电视演讲中表示，如果在获得“快速发展”和确保“社会公正”之间产生冲突，优先权将属于后者，他说：“社会公正应当是我们政策的焦点，为了社会公正，我们将会放慢速度。”实现社会公正不仅要致力于控制物价、减少贫困、缩小收入差距和打击通货膨胀等，还需要保证人民的各种权利，包括言论自由等。

而建立公民社会则是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途径，也是哈塔米的竞选和施政纲领之一。哈塔米对此的定义是：“公民社会即是要政府对其公民负全责；多种公民组织享有广泛的政治独立；社会团体的竞争关系体现的不是相互压迫，而是礼貌和容忍的品质。”

他在1997年12月出席伊斯兰会议组织的讲话中做了最完整和最详细的阐述。

其一，他认为伊朗所提倡的公民社会与西方的公民社会有所不同。西方的公民社会建立在希腊罗马文明遗产之上，是希腊城邦时代的产物，而他的公民社会既吸收了新时代因素，又把伊斯兰教传统与之相结合，是建立在先知之城的基础上，因而他要表达的是具有中东特色的公民社会。同时他又认为，这两种公民社会其实并不冲突，伊斯兰教需要吸收西方文明的有益因素。

其二，伊斯兰教的思想和文化是这种公民社会的中枢，在这样的社会，人类和他们的权利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伊斯兰公民社会的市民有权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监督处理与自身有关的事务，并有权向统治者和政治家提出质疑。在这个社会里，政府是人民的仆人，而不是主人，他们应当尊重安拉赋予人们的自决权，向人民负责。

其三，伊斯兰公民社会不仅向穆斯林开放，而且向所有坚信法律和秩序的人开放，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公正。

其四，伊斯兰公民社会在性质上来说，既不是独断的，也不是绝对服从的，而是逻辑和互相尊重的原则。

最后，公民社会是建立在伊斯兰集体认同的基础上，需要广大思想家和学者的参与。同时他也认为伊斯兰公民社会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渐进的，一方面要依赖于穆斯林的思想、信仰传统和遗产，另一方面还有对当代世界科学、准确的哲学理解。

哈塔米对公民社会的阐述在伊朗国内引起了争论。波斯语报纸《哈姆沙里》（Hamshahri）认为：“公民社会是由存在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一些力量和机构组成，那些团体、联盟、经济和非经济组织、宗教团体、慈善机构以及媒体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将被统治者的要求传达给统治者。例如，一些政党或团体可以作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调节者，如果政府无视被统治者的要求，市民们可以从政党候选人中重新选择未来的统治者，更换他们不满意的执政党。”对伊朗的神权政体来说，写入宪法的教法学家绝对权威是不容侵犯的，公民社会的提出亦即要分享中央权力，给予社会力量更多的独立性，因而这一理论的提出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公民社会的内容太空洞，且实施起来会威胁到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因为公民社会不仅在地域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意味着分权。还有些宗教保守人士认为，建立公民社会也就是要建立国中之国，政治多元化会危及伊斯兰共和国的宗教安全。

在具体内容上，伊朗“公民社会”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政治民主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组织和结构的合理化。在政治方面，它与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概念有所不同，建立在世俗主义基础上的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将个人主义放在首要位置，而作为政教合一的伊朗，霍梅尼革命遗留下的伊斯兰宪法仍是其执政和施政的合法性基础。因此，哈塔米在承认西方政治积极意义的同时，声称西方政治不能满足伊朗人民的精神需求，因为“要完全赞同自由主义即是要接受世俗主义”。也因此，伊朗“公民社会”的政治内涵只能从宗教的角度去挖掘，其政治要求也只能集中在政治实践的改良而不是政治理念的革新。对此，伊朗的部分学者认为，伊斯兰体系自身就有民主的内涵，《古兰经》就主张人类的自由平等，其训令可以为集体行动和民主参与提供平台。伊朗人们对民主更具体的要求表现在：建立独立的政治司法体系，结束过分严厉的审查制度，保守派的情报安全机构停止对改革派的逮捕与迫害，在没有政府的恐吓下参与各种团体，有充分的选举自由等。

“公民社会”在文化上的意义在于其现代性的要求，尤其是伊斯兰教的现代化。“公民社会”主张废弃某些传统的文化惯例和体制，发展一种“公民文化”，这样才会分散社会权力，产生劳动分工，扩大私有财产，人民才不会盲目崇拜民族英雄，世亲关系才不会主导社会，文化才不会分裂。目前，在伊朗国内甚至提出取消最高领袖并将其纳入选举程序的要求，其主要倡导人是霍梅尼原定的继承人、主管起草1979年宪法的阿亚图拉阿里·蒙塔泽里。他指出：“该位置的合法性毫无疑问来自大众选举。在现实中，人民与领袖之间有一个社会契约，宪法也在此基础上拟定。相应地，领袖的任期也应像总统和国会的议员们一样有时间限制。鉴于人民赋予了领袖责任，因此，他不是永不犯错的，必须接受批评并为其行为负责。”

从社会角度来看，伊朗的学者们认为，真正的公民社会应当是“独立于政府并有自身内部规律的社会组织的集合”，它由不同的自愿团体组成，其中有政治派别，也有非政府组织。这些团体都和平共处，相互合作，鼓励成员对话，从而使“个人不是向老板、掌权者或强制机构寻求庇护，而是从社会组织中寻求保护”。因而，公民社会组织的存在将会减少社会文化差异及其“社会忽视”，增强社会责任感，培养新公民价值观。

随着这种争论的扩散，伊朗社会出现了许多新变化，人民参政的积极性有所提高，有关政治的讨论比以往更加广泛、透明，除保守派控制的政党外，建设公仆党和伊朗伊斯兰参与阵线等亲改革派的政党也得以建立。同时妇女地位也得到空前提高，政府内阁和议会中妇女有了一席之地。尽管舆论界仍受到保守派的压制，但媒体行业的发展却比以前大为进步，许多被取缔的书籍、杂志、报纸再次合法，新的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它们主张新思想、新风尚，呼吁伊斯兰教的改造和伊朗社会的与时俱进。

综上所述，“公民社会”作为哈塔米的竞选与施政纲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改革派在国内治理上的政治态度，不仅为其赢得了民意，而且有利于改革派在国内的权力斗争和伊朗渐进改革的推进。同时，它更体现了一个内容广博的发展战略问题，涉及国家政治体制的性质走向、文化建构的新内涵、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等事关国家兴衰的重大课题。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公民社会”仍是一种理想状态的社会。实现政治民主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组织和结构的合理化仍将面临重重困难。由于伊朗国内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派别斗争和领袖御用机构宪监会的特权，言论自由、公正选举仍非易事。文化的现代化将会涉及到伊斯兰教这一敏感话题，尽管在宗教界内部也认识到改革伊斯兰教适应时代变化的重要性，但在短期内要改变传承数千年的入世性宗教，从国内和地区意义上讲也将会重重受阻。至于社会组织和结构的合理性更是不易妥协。在伊朗社会，私人和非政府领域中，家族血亲关系组成主要的社会关系，在公共领域，政府控制一切。由于政府的主导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连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也没有明显的界限，从而使公共意愿和私人意愿的区别模糊化。

第三，主张私有化，深化经济改革。

哈塔米上台后初期，并未提出系统的经济改革计划，仅在1998年8月3日提出了“经济复兴计划”，在这一计划中，他呼吁遵守法规，改善经济条件，注意经济领域的透明度，建立公民社会的有效制度，另外，他还呼吁“打破垄断”。但这一计划是很笼统的，没有详细的计划和途径。第三个五年计划是哈塔米当政时期有关经济改革的最重要文件之一，这一文件于1999年下半年在议会进行了激烈争论，2000年3月通过宪法监护委员会的审查，该计划实施时间为2000年3月20日到2005年3月20日。主要内容包括：（1）规范宏观经济政策，获得经济稳步增长；（2）鼓励国内外投资，排除生产和投资障碍；（3）改革公共行政体系，减少国有机构的经济职责，促进私有部门发展，推进私有化；（4）改革市场结构，规范专卖权，增加经济活动的竞争性；（5）进行经济结构改革，规范金融市场；（6）对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充分利用现存资本；（7）发展人力资源，增加就业，提高生产力；（8）发展外向型经济，拓展外国市场；（9）提高非石油产品输出；（10）促进地区发展，减少区域管制；（11）实施再循环政策，保护环境，控制污染；（12）注重研究与发展，应用现代信息技术；（13）保障社会福利与安全；（14）将外交政策的制定规范化；（15）促进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如司法安全、建立公民社会和依法治国等。

以上这些内容不仅包括经济，还有政治、法律等方面的改革，目的是为建立自由经济结构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但这一计划很明显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因为它与地方议会选举一样，目的在于打破垄断和分权。1999年3月政府任命成立了私有化改革委员会，该委员会在1999年4月宣布，在720个国有企业中只有128个能继续保持国有性质，其他一律私有化。随后，538个国有企业被宣布为政府进行私有化的首要目标。而事实上，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早在拉夫桑贾尼时期就已开始，在以经济重建为主要内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89-1994年）中，就包括了私有化、闲散资金的有效利用及相关自由主义政策。计划希望通过私有化和理性主义政策将政府规模减少8%，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目标在“一五”计划末期不仅没有实现，国有机构反而增长了3%。

为支持私有部门的发展，伊朗还进行了一系列的结构改革，如强化法律和制度框架，改革以前限制外国直接投资的法律框架，建立法律法规和进行制度调整，限制垄断和不公正的贸易惯例；所有经济活动向私有部门开放；改革国有占主导的财政部门，加强银行管理和监督，为私人银行的建立开通道路；提高管理透明度等。在“三五”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伊朗经济取得了部分成绩，贸易、外汇、能源等领域的改革使其逐步与国际接轨，为伊朗尽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提供了条件。但伊朗畸形的经济结构仍是推动其国内改革的一大痼疾。首先表现在石油产业和非石油产业的发展失衡，使得国家预算和外汇支出严重依赖石油出口，国库的财政结构有待改革。其次，税收不足，各种名目的补贴过多。目前伊朗税收约占年GDP的6%-7%，其经济的40%处于“地下”，每年有70%-80%的收入税被逃掉。尽管如此，据估计各种可见与不可见的补贴费用约占GDP的15%-20%，而这种补贴一方面使人们的人均消费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造成大量浪费，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社会的不公正。因为87%以上的补贴面向城市，最富有的10%的人口得到政府补贴的20%，而最贫困的10%的人口所占份额不足4%。再次，公有机构和半政府机构的经济运作缺乏透明度。

尽管“三五”计划中的内容充满了积极意义，根据《经济学家情报》的国别报告，伊朗1997-200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净增长率分别为：3.7%、2.2%、2.5%、4.0%、3.7%、7.5%、6.7%、5.6%、5.5%，但仍然受到许多批评。有人认为，该计划太过于机械，制定计划的基础数据不真实，因而经济增长率的规定和通货膨胀率的计算不够准确等。然而，伊朗经济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一种病态之中，要制定合理的经济改革计划并顺利进行改革，其他领域的配套改革必不可少，尤其是政治领域的改革。因为要鼓励私有部门在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伊朗政府就需要为非政府活动和国内自由创造更多的空间；要获得更多的外来投资，就必须促进与外界的关系，这就需要伊朗国内政治中的法制观念的加强和政府政策的连续性。事实上，伊朗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一向联系紧密，因为作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宗教因素不仅渗透在政治领域，还包括经济领域，减少宗教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增加政治改革的自由度。即便是拉夫桑贾尼时期，其政府首要目标是经济重建，他仍然是通过加强中央集权的方式来增加对经济的控制和治理。反过来，经济改革的迫切性也为加强政治权力和进行政治改造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哈塔米时期的经济改革，不仅是对拉夫桑贾尼经济重建的延续，其开放的经济政策，也是释放国内压抑情绪、建立宽松社会文化氛围的一种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政治改革的展开。

第四，放松文化控制，关注妇女和年轻人。

放松文化控制，建立宽容、宽松的社会环境，是哈塔米担任伊斯兰教文化指导部长时就已提出的主张，在担任总统后，这一主张仍是其施政纲领的重点。尽管伊朗电视和广播系统的主要负责人由领袖任命，在保守派打击不同政见者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哈塔米上台后，伊朗媒体行业得到了大力发展，在哈塔米执政的第一年，新增出版物种类达200多种。同时，许多半政府性质和私人媒体开始在伊朗兴起，他们把哈塔米开明的政治观点及其政策传播开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伊朗以及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哈塔米也利用媒体的宣传作用，帮助改革派参与竞选，监督保守派，扩大在民众中的影响。尤其是新闻媒体对政治问题极度敏感，在伊朗尚未建立完善的政党制度之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政治监督的作用。

1998年，伊朗许多持不同政见者遭到保守派的暗杀，在揭示事件真相过程中，媒体起到了积极作用。如在伊朗著名的政治批评家达尔尤什·富罗哈里及其他四位作家被害事件中，受改革政府支持的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猛烈抨击。哈塔米也向他们呼吁，在那些犯罪者没有受到应有惩罚之前不要停止正义的呼声。最终，在各种压力下，情报部长被迫辞职，并承认，是一些“流氓”制造了这些暗杀。在伊朗，情报机构公开对他们的不法行为承认错误是很少见的。新的情报部长上台后，逮捕了许多情报部官员，据称主谋赛义德·伊斯拉米也被捕入狱并在狱中自杀。

然而，对媒体的作用，来自保守派的观点认为，当前伊朗面临的挑战并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领域的问题，在媒体宣传方面，伊斯兰世界应连成一片，须建立具有权威性的大型宣传机构和信息防御系统，这样，在面对犹太复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伊斯兰教的恶毒攻击时，伊斯兰世界就能够抵制列强的宣传攻击，全面保护伊斯兰教和本民族文化。伊斯兰革命领袖认为：“媒体必须以宗教信仰为核心和准则”，“媒体的重要使命是对社会的行为、思想、文化和道德加以引导，媒体作为大众所关注的宣传工具应维护人们的思想、文化和道德免遭腐败堕落的侵袭，要使人们的思想和文化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并消除文化中落后的消极因素”。领袖认为，媒体应通过各种途径，把道德、社会秩序、敬业精神、自信和责任感传播给人们，因为道德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思想和文化特征，体现了一个民族的自身素质。而作为伊斯兰国家的大众媒体，有责任关注伊斯兰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有责任向世人宣扬穆斯林的复兴运动。

哈塔米上台后，对媒体行业的大力扶持和对知识分子的宽容，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不满。他们通过暗杀激进的知识分子和封杀反政府的新闻报刊来控制言论自由，掌握社会文化事务的发言权。但在哈塔米的支持下，伊朗许多改革派的刊物与保守派打起了游击战，他们通常在一种刊物被禁后，带领原班人马又申请新的刊物，而新刊物的形式和内容仍保持原有风格。在伊朗，为逃避保守派的封杀，有的刊物甚至会更名多次。

与此同时，占伊朗人口70%的青年也是哈塔米关注的对象。因为这些年轻人大多出生于伊斯兰革命之后，没有革命时期的宗教狂热，只对两伊战争有着模糊印象，对外来世界充满了好奇，对于开明的新观点和政策易于接受，因此他们是哈塔米当局所倚重的对象之一。哈塔米关注伊朗年轻人的不满，将改善他们生存环境作为其施政纲领的内容之一。他呼吁对就业项目的投资，号召教育系统的变化，强调解决国家住房紧张问题的必要性。他经常在高校演讲，许诺为受挫、无业的年轻人创造“一个更好的明天”。

哈塔米政府的另一个支持团体是伊朗妇女。他主张提高妇女地位，指出伊朗历史上的“大男子主义态度”是伊朗妇女地位受限的原因，提高妇女地位的障碍应被清除，妇女应当出现在政治、社会和宗教论坛上。哈塔米当选后，36岁的德黑兰师范大学副教授埃卜特卡尔被任命为副总统，这是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第一位女性担任副总统。

第五，主张务实外交，倡导“文明间对话”。

自哈塔米上台以来，伊朗外交取得了巨大成就，国际形象大为改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由于伊朗骑墙于中东和中亚之间，便利的地缘优势为伊朗扩展周边外交提供了良好条件。哈塔米执政时期，其中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拉夫桑贾尼的政策，通过伊朗与中亚地区的宗教、语言、历史文化等联系介入地区冲突和调停努力，一方面加强了与中亚的经济联系，打破美在伊南面的包围与封锁，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伊的威望和影响力，使伊朗在周边地区均势中获取了有利地位。与此同时，伊朗利用丰富的油气资源和巨大的市场潜力，一方面加强与欧洲、中国、俄罗斯、日本等大国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缓和了与海湾各国的关系。这些都为哈塔米政府建立新型国际关系，融入国际社会打开了通道。

1999年5月3日至5日，伊斯兰关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研讨会在德黑兰召开，会议通过了《德黑兰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宣言》。随后，在伊朗总统哈塔米的倡议下，2001年被联合国宣布为“文明对话年”。“文明间对话”（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成为伊朗外交的新亮点。

哈塔米作为“文明间对话”的首倡人之一，认为文明间对话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人类的普遍正义和自由。文明对话可以加深各国之间的了解，增加世界范围的和谐，减少国际间冲突，防止单一文化统治，创造包括一切文明在内的世界新文明。从1999年5月发布的《德黑兰宣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文明间对话的诸多内容：（1）尊重所有人的尊严和平等，不论国家大小，无任何差别；（2）诚意接受文化多样性为人类社会的永恒特征、为全人类进步和幸福的珍贵财产；（3）相互尊重和宽容不同文化和文明的观点和价值，以及所有文明成员均有保存其文化遗产和价值的权利，摈斥对道德、宗教和文化价值、圣物和圣所的亵渎；（4）承认整个时空中的知识有各种来源，必须在诚心诚意地相互滋润中借鉴每个文明的长处、智慧和丰富内容；（5）摈斥文化支配和文化控制，以及煽动文明之间对抗和冲突的理论和做法；（6）在文明之间和文明内部寻找共同基础，迎接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7）接受合作和追求理解，是推广共同的全球价值观、消除全球性威胁的良好机制；（8）承诺使所有国家和各国人民参与本国以及全球决策和参与价值传播，不得有任何歧视；（9）遵守公正、公平、和平、团结原则，以及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中的基本原则。

同时，“文明间对话”还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如哈塔米在文明对话的主题讲话中不仅关注到巴以冲突、恐怖主义、波斯湾安全体系等，还提出应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增加一个伊斯兰席位。文明间对话的总原则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应用极其引人注目，其内容包括：（1）国际上各方面行动者决心在兼容、对话、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建立全球秩序，放弃排外、竞争、强权政治和自私地追求狭隘利益等陈旧理论；（2）除自卫外，在国际上不诉诸战争，或武力威胁；（3）在全球承诺根据公正和国际法原则和平解决争端；（4）迫切需要在国际关系中尊重正义和法治，拒绝歧视政策和双重标准；（5）承认外来统治和外国占领下人民自决的权利；（6）根据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及国际法，以色列迅速撤出其占领的巴勒斯坦、叙利亚和黎巴嫩领土，尤其是圣城，让巴勒斯坦人能够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首都设在圣城，因为圣城历来一直是而且也应该再度成为对话的摇篮以及容忍、兼容和理解的集中体现；（7）承诺建立没有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世界，以全球合作消除这类武器，防止其扩散，各国之间不得有任何歧视；（8）以认真、全面、无歧视的全球合作，铲除任何种类的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和贩毒活动给全球带来的威胁；（9）在各种全球机构采用公平、透明和民主代表制原则。

总的来说，“文明间对话”有四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多元化，即它在承认文明多元性特征的同时，还认为对话的领域不应局限于文明或文化，应包括科技、社会、政治、经济、安全等。第二，多边主义，主张用多边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强调对话的参与者不仅是政府间，还应包括各国际组织、地区性组织、民间团体，甚至细化到学者、思想家、知识分子、科学家、经济学家，以及艺术和文化人士。第三，人本主义，文明间对话尤其强调对人性的重视，注重人类对信仰和道德的渴求，因此哈塔米称之为“人性的全球化”。第四，合作主义，主张用合作而不是对抗来解决争端。

“文明间对话”的提出在国际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反响，每年都有定期会议召开，讨论的范围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而且文明对话的提法已经被国际社会其他领域的合作采用，对于促进世界对话和缓解冲突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从本质上来看，“文明间对话”仍然来自伊斯兰的最高教义，其中赞颂人的多样性、承认知识的不同来源、推动对话和相互理解、真正相互尊重人与人的交往，以及鼓励按照理性和逻辑开展礼貌文明对话等总原则，分别引自《古兰经》第四十九、二、三、六、二十、十六章。而且哈塔米认为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对话的意义在于物质与精神的互惠交流。他认为：“文艺复兴的真正目的不是复兴希腊的古典文化，而是通过提供一种新的语言和观点来复兴宗教。”长期以来，现代性早已丢失了与文艺复兴精神原义的联系，因此才会导致西方殖民的社会政治现象，才会导致西方文明用非人道和非道义的方法来对待人类和宇宙。也因此东西方文明对话的意义在于东方可以教会西方认识到人类生活中精神的极度重要性，同时也可以学到西方文明成就的积极方面。

总的来看，伊朗现代化改革在后霍梅尼时代得到了新的发展。在政治领域，通过对伊斯兰教义和霍梅尼政治思想的重新诠释，提出了伊斯兰民主政治的主张；在经济领域，伊朗缓解与大国及周边关系逐步摆脱了霍梅尼时期的孤立境地，并通过一系列改革使伊朗经济逐步增长；在文化领域，尤其是在哈塔米时期，伊朗的社会文化得到更加多元的发展。对于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的改革，他们之间有很多共性，又有许多各自的特点。其共性最主要的表现在于他们的改革都是在伊斯兰体制框架下进行，任何改革措施都不可能逾越伊斯兰革命精神和原则。一旦他们逾越了这个底线，其改革就会遭到保守势力甚至宗教领袖的反对，这也是为什么党派斗争始终伴随着伊朗改革进程的重要原因。对于他们的个性，拉夫桑贾尼时期在个人权力上似乎比哈塔米要更强大些，尽管也遭到保守派的反对，但改革的自由度相对要大。原因在于，拉夫桑贾尼从政治资历上与哈梅内伊不相上下，而且同时受到霍梅尼重建伊朗的重托，具有合作的可能性，但在拉夫桑贾尼后期，其妥协和让步让权力天平开始倾向宗教领袖，因此有学者认为拉夫桑贾尼在任时期没有把握好“切断伊朗历史联系”的机会，引导伊朗走向新的航向。他在与哈梅内伊权力斗争中的失利，为哈塔米的改革设立了体制框架，从而使哈塔米的改革完全从属于宗教领袖为核心的法吉赫体制之下，总统的弱势地位注定了伊朗改革的不顺和在新的政治形势下被保守派取而代之的命运。而且拉夫桑贾尼时期相对开放、温和的政治经济主张在伊朗国内引起的争议在哈塔米时期得到进一步释放，其安抚民怨和偶尔取悦保守派以维持改革进程的做法不仅没有让保守派满意，也使改革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地位大打折扣，其政治资本的耗尽为保守派再次执政提供了良机。

2005年6月，伊朗举行第九届总统选举，保守派阵营的艾哈迈迪·内贾德击败了被普遍看好的前改革派总统拉夫桑贾尼，当选为伊朗自1981年以来的第六任总统。此次选举被外界称之为伊朗的“第三次革命”，政府权力再次从改革派手中移交给保守派。正如1997年哈塔米出其不意地打败保守派候选人努里，内贾德当选的背后也有着深厚的民意基础和历史根源。

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伊朗历经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两任总统四届政府的改革，国内的政治氛围逐步开放，尤其是哈塔米时期，围绕公民社会的争论，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讨论，使伊朗看起来比中东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改革更具有民主的特征。随着国内气氛的缓和，人民意愿的表达越来越迫切，大众参与的积极性提高。在哈塔米执政8年间，随着政治经济改革的深入进行，改革派领导的国内变革似乎已成为大势所趋。但事实上，在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时期，政府改革的受益者大多是中产阶级，不管是伊斯兰民主政治的实践，还是私有化改革，都与底层人民关系不大，在一定程度上底层人民是多年改革所忽视的群体。在2005年的竞选中，内贾德的亲民形象及其提出“将石油收益摆上老百姓的饭桌上”的口号，反映了伊朗底层人民的呼声。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改革在扩大社会动员上取得的成功，埋葬了改革派自己。也因此，改革派观察家称，“伊朗的改革主义输给了民主”。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物质生产和经济生活条件是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在伊朗的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因素在政府更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内贾德之所以能够打败被普遍认同的改革派候选人，主要原因之一还在于伊朗前期经济政治改革的不成功。

对于伊朗经济，自霍梅尼革命后一直存在许多弊病。其中巴扎商人的作用和伊斯兰基金会的垄断地位是阻碍政府经济改革的重大障碍。这两者都与宗教因素紧密相连，巴扎商人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宗教势力联系在一起，而伊斯兰基金会则是在宗教领袖的指令下建立的。他们都与当局尤其是宗教领袖关系密切，并利用这种关系，享有许多特权，独立于伊朗的经济体系之外。他们有足够的实力来抗衡政府的经济政策，而且还可以通过与政府高层的关系来染指政治事务。他们不隶属于政府体系，领导者大多是激进的保守派人士，可以凭借强大的财力来支持他们认为是正义的事业，如支持中东地区的伊斯兰运动等。而这些不仅对政府的经济政策带来阻碍，而且对政府的外交努力带来负面影响。然而，要改革或改变这一经济弊病并非易事，一方面他们势力强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规范着伊朗的整个经济结构，另一方面他们的存在与伊斯兰体制联系在一起，如果要改革经济，需要在政治领域有所作为，这也是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时期政治经济改革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因此，人们逐步对伊朗的渐进改革失去信心，并对改革派政府的改革能力产生怀疑，原来支持哈塔米的知识分子们也呼吁人们抵制选举，认为抵制竞选是继续推动改革事业的唯一方法，因为它将否定当前统治体制的合法性和结束当前改革所面临的困境。而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为保守派的上台提供了条件。

与此同时，曲折的美伊关系变化也为内贾德的上台提供了有利时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1980年两国断交以来，美伊关系一直是伊朗外交的禁忌。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拉夫桑贾尼的开明改革和哈塔米的文明间对话在一定程度上为缓和美伊关系奠定了良好的舆论和理论基础。尤其是在哈塔米执政后期，美伊关系出现了转暖迹象，但最终因双方国内政治的种种因素而错过了和解时机。美国总统布什上台后把伊朗列为邪恶轴心国之一，视伊朗为美国的最大威胁，甚至在2005年伊朗的总统选举前夕称，不管选举结果如何，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施压，指责伊朗选举毫无意义，因为宗教领袖把持大权。美国方面的态度使得伊朗缓和对美关系的努力被认为是对外政策的软弱，这对于主张温和改革、缓和对外关系尤其是对美关系的改革派政府来说无疑是不利的。而保守派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强硬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伊朗民众的政治需求，为其赢得选举胜利奠定了一定的民意基础。

尽管从内贾德的个人政治偏好来看，其激进的外交辞令似乎预示着伊朗的现代化改革退回到霍梅尼时期，但从其当选的角度看，内贾德政府对伊朗底层人民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前两任总统政府工作的查漏补缺，是伊朗政治经济改革的延续。内贾德在竞选纲领中明确宣布：“穷人将在我的工作日程上占优先地位。”其竞选口号是建立公正、消除贫穷与腐败，并在全国实施健康的管理体制。同时提出要在经济事务中实现公正，让贫穷阶层从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受益。作为兑现承诺的第一项措施，2005年8月30日，新政府宣布将从石油收入中拨出13亿美元用于建立“爱情基金”，用于伊朗年轻人的就业、结婚和住房问题。为促进经济，增加就业，新政府刚上台后就决定，将伊朗银行的利率下降至12%，并逐步下降至个位数。

然而，伊朗的现代化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不会因为保守派或是改革派的上台而改变其演变进程。内贾德政府尽管是建立在民意基础之上，但他在竞选时提出改善穷人生活，提高经济发展，将政府的石油收益摆到老百姓饭桌上的承诺并没有实现，其改革受到了来自国内外的批评。2006年，伊朗的石油收益从2005年的620亿美元上升到830亿美元，内贾德政府投入各项补贴达350亿，但经济增长率则是5%，低于哈塔米第二任期7%的增长率。尤其是他激进的外交政策，更是招致国内外的不满。一位外国公司顾问承认：“伊朗领导人任何稍微高调一些的声明都会在投资者身上产生负面效应，资金开始逃离伊朗。”德黑兰大学教授纳吉布·扎德担忧说：“据媒体估计最近几周有0.8亿到2亿美元的资金已经转移到了迪拜。”他解释说：“没有具体的数字，但是预计外国投资收缩了80%，因为资金的撤离还应加上那些决定不进入市场的客户。”扎德指出，英国风险评估机构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决定不再评估伊朗的情况。荷兰银行和瑞士联合银行于2006年1月底宣布暂停它们在伊朗的业务，因为“其商业环境非常不佳”。尤其是核问题的出现，不仅使美伊关系剑拔弩张，也使伊朗外交陷入被动，从而引来了伊朗民众的不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伊朗官员称：“在革命胜利后的27年里，美国一直想把伊朗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但一直没能得手。然而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艾哈迈迪·内贾德做到了这一点。”前总统哈塔米也在不久前公开批评现政府咄咄逼人的做法，要求恢复当时他与西方建立信任的战略。

但无论如何，内贾德不能回避伊朗的现代化进程，伊朗社会政治改革的趋势无法阻挡。他与哈塔米政府的现代化改革既有相同之处，也表现出新的特征。内贾德政府表现出的新特征一方面来自他的保守派背景，另一方面在于他在外交政策上的强硬。然而他们的现代化改革努力都是在伊斯兰体制框架下试图寻找当前伊朗政治经济发展的独特道路，不管是温和派还是保守派，都是在特有的历史背景下走上历史舞台，力图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实现伊朗的政治稳定、经济腾飞和文化复兴。他们也同样面临着伊朗经济结构弊病的困扰和法吉赫体制在政治上的羁绊。尤其是作为转型时代的社会，其现代化进程将面临许多挑战，从原有体制遗留下来的制度缺陷，到现代性理念中与伊斯兰传统解释某种程度的相悖，以及困惑的知识分子运动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出现等，都是伊朗现代改革需要面对的问题。


第四章　海湾六国的现代化模式——伊斯兰特色的现代石油工业国之路

海湾六国包括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阿曼这六个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海湾六国的基本国情大同小异，其共同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政治上都推行伊斯兰君主制，并以家族统治为特点；二是海湾六国大都蕴藏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六国探明石油储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45%，天然气储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16%以上；三是海湾六国基本上都选择了以石油工业为主导带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战略，并且实施高福利政策。海湾六国中，沙特王国的现代化道路最具典型性。由于宗教地域特点和伊斯兰教固有的涉世性，沙特王国的现代化是在伊斯兰基本精神指导下进行的，同时传统的伊斯兰教和文化范式也伴随现代化战略的推进而转换，或得以相应地发展。沙特王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注重在世俗与宗教、传统与现代、古老的东方文明与现代的西方文明之间寻找平衡和最佳结合点，并以跳跃方式推进物质文明和进步，以渐进方式推进社会政治变革。总体上看，以沙特王国为代表的海湾六国的现代化发展呈相对平稳趋势，现代化进程不像其他中东国家那样往往导致剧烈的社会动荡或出现失控的伊斯兰潮。其原因在于，海湾六国能够比较好地把握宗教与发展的各种内在关系。


一、伊斯兰政治的渐进步伐

西方一些学者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进行研究和对比之后，曾经对中东国家的政治发展模式进行归类。例如，莱伊·R.安德森、罗伯特·F.塞伯特和琼·G.瓦格纳以领导方式为标准，将中东国家的政治制度分为三类：传统制、现代官僚制和权威人物领导制，按此分类，海湾六国应归于第一类，它们既保留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化传统，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带有封建制特点的家族和君主统治传统；詹姆士·阿·比尔和卡尔·雷顿则以政治发展的政策为标准，将中东国家的政治制度分为四类：民主——人民政治制度型、传统——权威政治制度型、传统——分配政治制度型和权威——分配政治制度型。沙特和阿曼被划归传统——权威政治制度型，科威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等四国虽然仍然保持着政教合一的君主制模式，但它们均不同程度采取了议会制或选举制，对君主的权力和世袭制进行了较大程度的限制，具有二元君主立宪制的特点，因此属于传统——分配政治制度型。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东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了界定和分类，揭示出各国政治制度的特殊性。近些年来，国内许多致力于中东各国政治研究的学者更注重于考察其多样化特征，因而使这一问题的研究更加细致和深入。在海湾六国的政治发展中，除了上述学者所作的分类外，最能够揭示其共性和个性特征的，应当涉及三大要素，即君主、家族和伊斯兰教。

海湾六国都是君主制国家，除了沙特阿拉伯和阿曼采取的是绝对君主制以外，其他国家在形式上均为二元君主立宪制。六国的政治都是以统治家族为中心，国家政权为有威望、有地位的统治家族所拥有。有研究者称这种政治制度为“家族化治国模式”。

沙特阿拉伯是海湾国家中采取这种家族化治国模式的典型代表。沙特王国是在穆罕默德·伊本·沙特与瓦哈卜联合传播瓦哈比派教义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沙特家族的统治地位也因此而确立。为了巩固统治家族的地位，扩大统治家族的政治基础，从开国先王伊本·沙特时期起沙特王国就以政治联姻为手段谋求各部落和地方势力的绝对效忠。伊本·沙特一生曾先后与阿拉伯半岛上诸多名门望族中的女性结亲。同时，他还以同样的方式与被征服的部落联姻，一生共结婚三百多次。通过政治联姻，沙特王国将阿拉伯半岛上苏德里、贾卢维、谢赫等主要的家族势力均纳入王室家族集团中，使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牢不可破的政治网络。

伊本·沙特建立现代沙特王国之后，历届的王位继承人便在其后代中产生。尽管当代的沙特阿拉伯已经形成了一个由技术——官僚型集团构成的现代政府机构——大臣会议，沙特家族在沙特阿拉伯仍然拥有绝对的权力。沙特国王集政、教、军大权于一身，身兼大臣会议主席（即内阁首相）和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等职务，行使最高行政权和司法权；他有权任命内阁大臣、地区埃米尔、驻外使节和上校级别以上的军官；有权批准和否决内阁会议决议及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协议。内阁中的副首相、各部大臣、国务大臣和国王顾问等一些关键职位均由家族重要成员担任，沙特阿拉伯的历任国王沙特、费萨尔和哈立德以及王储都曾在内阁中任过要职。法赫德在位期间，法赫德本人兼任首相，他的几位弟弟中，阿卜杜拉担任副首相兼国民卫队司令，苏尔坦为第二副首相兼国防和航空大臣，纳伊夫担任内政大臣，穆塔伊卜任公共工程和住房大臣，国王的侄子沙特·本·费萨尔则任外交大臣。沙特现任国王阿卜杜拉同时兼任首相和国民卫队司令。他的同父异母弟弟苏尔坦为王储兼副首相、国防航空大臣和军队总监。实际上内阁已经成为沙特王室培养王位继承人的场所，是否有过在内阁中长期任职的经历已经成为王室长老委员会考虑和挑选王位继承人的先决条件之一。另外，14个地区的埃米尔以及军队、国民卫队的控制权也全部由沙特家族的成员担任或掌握。王室长老会议早在国王沙特时代就已经成立，并且决定着整个国家的命运。在成立之初，该会议就有权废立国王、遴选王储、调解王室内部矛盾以及进行其他一些重大决策。法赫德时期，王室长老会议对政治的参与日渐广泛，1999年，在其基础上成立了王室家族委员会。该委员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随时就其认为重要的问题进行讨论研究并形成决定，然后由国王交付大臣会议或者协商会议，也可由国王直接召集两个会议进行象征性的讨论。相反，大臣会议起草的文件、诏书、敕令都需交由王室家族委员会审核并表示同意，才可予以颁布。从上述特点可以看出，沙特王国仍然保持着一种绝对的家族统治和绝对的君主制。

随着战后沙特王国现代化战略的实施，沙特王国的家族化统治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为了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沙特政府就尝试着推进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除国家关键部门的职位必须由王室成员担任以外，其他非关键部门的职位逐渐向非王室人员开放。例如，1972年，沙特28名正副大臣中有22名为王室以外的人员，其中17名还接受过国外教育，可见沙特政治的发展趋势是逐渐向开明的家族统治转换。沙特家族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在正规军之外保留了一支足以与之相抗衡的准军事力量——国民卫队，并配备精良的武装。但作为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的军事现代化程度有了较大发展，促使一批具有民主思想的年轻军官的崛起，并对统治家族的地位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

与沙特一样，阿曼也属于绝对的君主制，素丹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阿曼的统治家族是赛义德家族，该家族源于布·赛义德部落，并从18世纪中叶开始实行世袭制。1970年卡布斯·本·赛义德由于不满父亲的统治不力而发动宫廷政变，直接废黜老国王而登基执政。阿曼没有国家宪法，也没有独立的首相一职，素丹一人掌握着立法、行政、司法、国防、外交和财政大权，部长议会成员的任命也由他来完成。内阁行使政府职能，并直接向素丹负责。与海湾其他国家相比，阿曼王室家族的规模和重要性相对较小，尽管他们占据着政府中重要的职位，但对他们的任命并不是必然的。而且阿曼的家族并没有完全与石油经济和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20世纪70年代阿曼废除了与外国公司的代理协议，新生的商业家族在商业领域获得了较大的权力。

科威特的统治家族萨巴赫家族的渊源一直可以追溯到阿拉伯半岛中部的奈迪部落，早期该部落过着游牧生活，17世纪逐渐转为以狩渔、贸易和采集珍珠为生的定居生活，他们和从巴士拉、伊朗西南部移居来的人口结合在一起，聚居并形成现在的科威特城。萨巴赫家族在科威特确立统治地位已经有240多年，先后承袭了13代埃米尔。萨巴赫家族分为两支，即贾比尔支系和萨利姆支系，君主权力由这两个支系轮流掌控。现任埃米尔为贾比尔·萨巴赫，王储是萨利姆·萨巴赫，他同时担任首相一职。此外，统治家族的成员还掌握着内阁大臣的职位，包括防御大臣、内政大臣和石油大臣。1961年科威特从英国手中获得独立后，确立了二元制君主立宪政体，虽然形式上君主的权力受议会和宪法的限制，但实际上君主仍然大权在握。科威特的埃米尔通常以法令来统治国家，国内虽然也建立了大臣会议，但是大臣会议由埃米尔选出的首相领导，大臣会议的成员由首相和亲王任命，实际上埃米尔可以通过大臣会议控制决策。从理论上看，议会可以从事立法活动，但埃米尔的投票可以否决一切来自议会的决议。在经济领域，对科威特国内增长和稳定曾发挥重要影响作用的主要利益群体是十多个商业家族，他们形成了三个势力集团，即由17世纪在科威特定居的家族后裔组成的原始集团，出生于伊朗的伊朗人集团，以及在石油时代以前已经成为科威特望族的伊拉克人集团。萨巴赫家族为这些商人家族提供自由从事商业活动的经济空间，后者则遵从萨巴赫家族的政治领导。“但是石油财富的到来打乱了传统的权力平衡。这种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萨巴赫家族成为控制政治和经济的最重要力量。”当然，随着国内政治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科威特的政治制度正在发生变化，埃米尔的权力越来越受到一定程度上的限制，由他下达的法令需要由国民会议批准才能通过，并且在极少数情况下还有被否决的可能。例如，2001年上半年，埃米尔贾比尔提出妇女应享有投票权的建议就被否决。可见，科威特政治制度中的专制色彩正在趋于淡化。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中东地区唯一的联邦制国家，由阿布扎比、阿治曼、迪拜、沙迦、乌姆盖万、富查伊拉、哈伊马角7个酋长国组成。阿联酋的大多数国民原本为两个部落的后裔，即卡瓦西姆和巴尼亚斯。这两个部落是在18世纪发展并强大起来的，前者主要为土地买卖者和海商，控制着现在的哈伊马角和沙迦，后者主要从事农牧业活动，定居在现在的阿布扎比和迪拜，因而阿联酋有着悠久的部落家族统治传统。独立后的阿联酋仍一直保留着各酋长国相对独立的部落家族统治地位。阿联酋实行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分离的制度，但阿布扎比和迪拜两个酋长国的部落家族在国家政权中起着主导作用，控制着阿联酋的决策程序。阿联酋前任总统扎耶德为阿布扎比酋长国纳哈杨家族的后代，总理拉希德（现为副总统兼总理）则为迪拜酋长国马克吐姆家族的后代，现任总统哈利发为扎耶德的儿子。阿联酋的联邦最高委员会由7个酋长国的酋长组成，总统也从中产生，但是通常由7个酋长国中经济最富有、人口最多、领土最大的阿布扎比酋长国酋长担任。扎耶德就是以阿布扎比酋长身份就任阿联酋总统职位的。国内外重大政策问题均由该委员会讨论决定，议会由40名议员组成，议员分别由各酋长国酋长提名，并由总统任命。

18世纪，在部落酋长哈利发的率领下，部分居民从科威特撤出至卡塔尔半岛的西海岸，从事渔业和珍珠采集业。自此，巴林就一直处于哈利发家族的统治之下。1820年巴林沦为英国的保护国，直到1971年才建立独立的国家。1992年巴林曾成立协商会议（舒拉），但其成员及主席均由埃米尔任命，埃米尔也有权罢免成员并任命新人代之，并有权解散会议。2002年，巴林改名为巴林王国，埃米尔也改称国王，与此同时，国王哈马德宣布解散协商会议，采取两院制议会。表面上来看，巴林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和三权分立制，但国王往往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集行政、立法、司法大权于一体，所谓的三权分立形同虚设。与海湾其他国家一样，巴林的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均掌握在统治家族手中，如现任首相哈利发为国王哈马德的叔父，现任王储萨勒曼则为哈马德长子。

19世纪中期以来，萨尼家族从阿拉比亚地区迁移到现在的卡塔尔，并占据最大的城市多哈。此后卡塔尔一直为萨尼家族统治。1971年英国撤离海湾，卡塔尔获得独立，阿赫曼德·本·阿里·哈尼担任埃米尔。1972年，谢赫哈利法取代了他的堂兄在王室集团中的地位。谢赫哈利法在位的15年期间控制着国家的一切重要部门，如外交事务、石油、财政部门和警察局、保密局等。1995年6月谢赫哈利法被自己最大的儿子、曾任国防部长的亲王谢赫哈马德推翻。尽管卡塔尔进行了激进的政治改革，但是谢赫哈马德及其贴身顾问仍然拥有强大的个人权力，市政会议没有权力通过市政法，市政事务部长有权随意作出决定解散会议。名义上协商会议有权审查政府决策和部长任命，并且可以向部长会议提供候选人，但它同样没有最终决定权。在调整政治结构的过程中，谢赫哈马德开始将王室家族的权力从内阁中分离出来；首席部长办公室也相应地正式从皇家机制中分离出来。但是内阁仍然由萨尼家族控制，首席部长也为萨尼家族中的成员。

海湾六国在政治发展进程中之所以能够始终维持家族统治特点，主要是由其古老的生活习性和历史传统所决定的。生活在早期阿拉伯半岛上的阿拉伯人为游牧民族，在游牧社会里，家族和部落是其基本的构成单元，“由于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等因素的局限，游牧社会的一切经济、政治和交往活动通常都围绕家族和部落进行，它使人们对自身所属的部落和家族有着强烈的依赖感。注重血亲、效忠家族、服从家族领袖既是每一个成员的最基本的义务，同时也是部落与家族内聚力的基础”。经过石油经济的洗礼，加之一些国家在早期对部落曾经采取一些措施来分化和削弱部落势力，强化国家的作用，海湾各国的部落社会正在迅速走向解体，但是部落组织并没有完全消失。不仅如此，各部落的成员还以合法途径参加政治生活，例如，1981年在科威特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仍有23名部落领袖被选为议员。与此同时，“在海湾仍然存在着游牧民。即使是使用汽车放牧，他们也不愿放弃游牧生活。他们认为自己在精神生活上优越于陷入现代化旋涡的人们。同时他们也不习惯于定居生活。有些人从定居点逃跑；有的虽然搬进了公寓，但仍然在院子里搭起帐篷生活，而在公寓中饲养羊、鸡等家禽和牲畜。有些部落民在城里工作，但仍借助于卡车等现代化工具保留着野外游牧的生活方式。他们被看作半定居者，即使是在城市里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也仍然为当一个‘现代贝都因’而自豪。”足见部落观念在海湾国家有着深刻的根基，这种观念同样不可避免地在政治领域得到了传承与延续。在英国殖民主义统治时期，为了加强对本地区的控制，英国大力扶持本地区的统治家族，客观上在维护和巩固海湾地区部落家族统治地位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现代海湾国家统治家族政权的维系与两大支柱的支撑作用是分不开的，即精神支柱伊斯兰教和经济支柱石油产业的发展。

海湾国家的家族统治、世袭制体现了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中一直延续着传统集权制的特征，并且明显地表现在三个方面：（1）国家权力高度集中，甚至演化为独裁政治；（2）家族内部基本保持权力的均衡分配，凸显整个家族利益的神圣性，例如沙特王国每逢重大决策的时候，国王一人不能作主，必须交由王室委员会来进行裁决；（3）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率低下，缺乏政治民主。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种政治体制具有高度的内聚力和稳固性，但是其中的消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国王、素丹或埃米尔对权力的控制，包括对议会选举和军事任命活动的控制都与“优化管理”的原则相违背，统治家族在国家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将普通百姓从政治生活中排除出去，使这些国家的政治仅仅变为上层社会的政治和少数人的政治，加上巨大的石油财富剥夺了当地人民传统的代表自我的途径，并使国家和社会、政府和管理隔绝开来，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出现断层，社会分化为两部分。“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统治、世袭制，以及强人政治等表现形式的集权与独裁成为该地区的政治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在政治参与方面，由于权威政权长期对权力的控制与垄断，强化政治管制，不仅缺少正常、有效的政治参与渠道，也使得广大民众缺乏政治参与意识和公民意识。在许多国家还存在着突出的限制或损害公民自由和基本权利等问题，即所谓‘自由赤字’”。此外，由于家族势力和带有封建性质的政治传统过于强大和根深蒂固，特别是沙特王国采取的通过政治联姻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牢不可破的家族网络，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始终定位在传统意义之上，并与强大的利益集团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向现代政治体制转化、推进民主化的过程中有着重重阻碍。

经济民主意味着经济事务上的广泛参与和协商。政治民主的缺失必然导致经济民主的缺失，即在经济领域官僚主义过于浓厚，决策过于集中，崇尚个人权威。重大决策往往是一人说了算，而不是通过广泛的民众协商或讨论等民主方式决定，经济代理商和普通公民均被排除在决策行为之外，政府的支出预算只是经由国王、素丹或者埃米尔直接决定，或者在家族内部经过秘密商讨决定，很少能听到他人的反对意见。当某些经济政策发生改变时只需由各部下达行政法令进行公布并要求予以执行。此外，由于统治家族控制着国家财政大权，代表着社会中最富裕的阶层，加之现行政治制度又缺乏必要的行政监督，因此王室成员中糜烂、奢侈、腐化的生活作风不断滋生、蔓延，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程度加剧。

海湾国家的政治发展始终维系着传统的伊斯兰模式，这一模式可以追溯到伊斯兰教产生时期。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的兴起，不仅使人们从思想和信仰上得到高度的统一，而且以伊斯兰教为武器结束了阿拉伯半岛的分裂状况，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统一的政教合一政权，“就海湾地区以及整个阿拉伯帝国范围内而论，伊斯兰教已经超越了一般宗教信仰的界限，许多属于国家职能的规定和命令，涉及社会政治生活和个人生活的许多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被纳入了伊斯兰教的系统并形成一种制度”。可见，伊斯兰教历来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神权与君权结合得非常紧密。这一特点至今在海湾国家仍然有明显的体现。但是在政治不断发展和改革的过程中，一些世俗化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运行机制逐渐被吸收和借鉴，除了沙特和阿曼以外，其余海湾国家的政治制度在形式上已经具备了二元君主立宪制的特点。

一般而言，国内外学者往往以三项标准来分析海湾国家的政教关系，即宪法或法律中确定的宗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伊斯兰教法与国家法律体系的关系以及乌里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根据这三项标准来看，沙特的政治体制为目前世界上保持得比较完整的政教合一型，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毋庸置疑。这个凭借伊斯兰教瓦哈比教义而建立起来的王国，自形成以来一直坚守政教联盟，并以此作为其实施政治统治的基础。

18世纪中叶，瓦哈比教派与沙特家族联盟之后，逐渐孕育出一支庞大的乌里玛队伍，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支队伍得到官方承认的人数已经达万人左右，在沙特王国的社会结构中演化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殊阶层。建国初期，乌里玛阶层一方面承担着最基本的宗教职能，即作为教法专家，从理论上论证和宣传伊斯兰教经典以及瓦哈比教义中的基本精神，并在实践中全面实施监督和执行职能，维护伊斯兰教的纯洁性，抵制一切与伊斯兰精神相违背的思想和行为。另一方面，他们直接进入国家政权机构，在王国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更承担着重要的政府职能，那些带有宗教性质的司法部门或政府机构基本上完全为乌里玛所控制，此外，他们还管理着教育部门。乌里玛还担任国王的顾问，不仅为君主制或家族统治的合法性寻找教法上的依据，更重要的是乌里玛有权参与国家重要决策，甚至包括国王退位、登基、王储的遴选等关乎国家命运的重大事务都需经过他们的认可才能生效。

建国后的沙特王国在设立国家机构时吸收了许多传统的宗教制度，形成了一些特殊的机构，例如高级乌里玛会议、朝觐和瓦克夫部、劝善戒恶委员会等。迄今为止，沙特没有颁布正式的宪法，《古兰经》成为国家实际的宪法。伊斯兰教法（沙里亚法）是沙特王国司法制度的基本立法依据。沙里亚法一般有四个来源，即《古兰经》、“圣训”、公议和类比，由于国内最主要的教派瓦哈比教派承袭了罕百里法学派的主张，理论上只承认以《古兰经》、圣训和伊斯兰教诞生后前三个世纪形成的公议作为立法依据。1992年，沙特虽然出台了具有宪法性质的《政府基本法》，但其主要内容是再次强调《古兰经》和“圣训”为沙特王国政府权力和国家法律的源泉。

由于在推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不断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理论与现实之间的两难选择，20世纪50年代以来，沙特王国在实际处理政教关系的过程中不得不采取一些较为灵活变通的改革措施来解决上述矛盾。在经历多次司法改革之后，沙特王国除了传统的伊斯兰教法外，又补充进了一些《古兰经》和沙里亚法中没有涉及到的与商业、金融、交通、投资、保险等现代事务有关的世俗法规，目前大约有300多项，使国内出现了沙里亚法与世俗法两种类型法律体系并存的局面，并且两种法律体系的法规各自在不同的部门中予以执行。一个国家要全面实现现代化，特别是在政治领域推动现代化进程，建立现代化的法律体系应当是其前提，也是其中一项最基本而又最重要的内容。从此意义上来看，沙特王国在法律方面所作的种种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当然，任何世俗法律、法规的内容都必须在不违背沙里亚法的前提下才能予以确立。除法律之外，沙特还进行了行政改革，1992年的《政府基本法》宣布司法、行政、立法三权分立，国王为最后的裁决人；教育体制也做了较大变革，即在宗教教育之外又增加了世俗教育体系。费萨尔国王在位期间还给予妇女以受教育的权利。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乌里玛和伊斯兰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绝对权威地位。“然而，作为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及其所固有的宗教地域特点，只要沙特王国的政治制度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其司法体系必然要受到神圣的伊斯兰教沙里亚法的制约。”其改革是以尽可能不触动政治和思想领域的根本、不撼动王室与宗教的联盟关系为前提的。

阿曼、科威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等海湾其余五国的政治伊斯兰化特征与沙特阿拉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伊斯兰教为它们的国教，信徒多为逊尼派。伊斯兰教法不仅是国家立法依据，同时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战后，五国也都不同程度进行了司法制度改革，对仍然保留的沙里亚法院进行改革，通过改组审判制度、修订审判程序使它不断完善，在传统的沙里亚法院之外，也都设立了世俗的司法机构，以逐步缩小伊斯兰教法的适用范围。

阿曼在形成现代民族独立国家以前仍然在形式上保持其相对独立的地位，其君主专制的政权形式得以沿袭至今。阿曼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宪法，伊斯兰教成为国家政治活动和法律的基本理论依据，并且许多宗教职能机构被纳入政府机构中，由乌里玛来掌管。直到1996年11月6日，卡布斯素丹颁布诏书，公布了具有宪法性质的《国家基本法》，对国家体制、政治指导原则、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内阁及其成员的职责、公民权利与义务等方面做出了规定。该国至今没有议会，并且禁止一切政党活动。

阿联酋的政教关系从形式上看已经朝着世俗化迈进了很多，宗教教职人员不参与国家立法和决策，国家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制定了许多新的世俗法律、法规条文。但是伊斯兰教仍然是联邦政府立法的主要依据，特别是民法和刑法法典都是在沙里亚法的基础上制定，穆斯林的沙里亚法庭掌管全国的全部法律事务，伊斯兰教事务与宗教基金部掌管一切宗教事务；而且各个酋长国的统治者都采取政教合一的政权形式，君主的世俗政权与教权结合在一起，他既是各国的宗教领袖，也是各国的政治领袖。

卡塔尔的国民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的瓦哈比派教义。早在1974年该国曾经颁布临时宪法，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伊斯兰教法为国家立法的根本依据，国家设立宗教法庭，并由乌里玛掌管，政府机构中还设立宗教法庭管理局，行使相关的政府职能。2004年卡塔尔颁布了首部永久性宪法，宣称国家开始实行三权分立制度，使政治现代化进程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科威特和巴林在政治领域应该是海湾酋长国和君主国中最具现代化特点的，改革的力度也是最大的。两国独立伊始，就进行了民主化改革的尝试，举行立法选举，采取普选制和议会制，同时政府颁布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制。两国宪法一改“主权只属于真主”的传统政治理念，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主权属于人民，人民是一切权力的源泉”，同时宪法还规定“伊斯兰教法是立法的主要源泉”，摆脱了以往“教法是神的法律，必须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全面贯彻”的传统框架。这些指导思想已经明显和最传统的政教合一的国家有所区别。但由于现代政体模式与王室统治之间不断出现矛盾，加之原有的政治体制曾在英国的扶持之下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两国几乎是在毫无改变的情况下直接从英国殖民统治手中接管现行政府，国内没有摆脱社会落后的状况，缺乏民主土壤，最早的民主化改革没有取得成功，政教没有实现彻底地分离，伊斯兰教法依然适用于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在科威特，由于议会与埃米尔和内阁之间不断发生冲突，议会活动多次被迫停止。巴林更是在1975年由埃米尔下令解散国会，废除宪法中有关君主立宪和实行民主化政治等内容，转而实行君主制，这意味着巴林的民主化进程出现了中断甚至倒退。在20世纪90年代初，科威特国内举行大选，并大胆冲破伊斯兰禁忌和传统观念，为妇女争取选举权，这对于伊斯兰世界妇女解放而言具有重大意义。2006年，正值王位更迭之际，科威特发动了新的议会革命，议会第一次以投票的方式废黜了既定王储的身份，并宣称要根据议会的意志来选择有才能的、真正能够胜任的王位继承人，必要时甚至可以考虑统治家族以外的人士，首次否定了埃米尔和宗教势力的意志而凸显了议会的作用。巴林也在2001年掀起了一场令人瞩目的为恢复君主立宪制而进行的政治改革，新出台的《巴林国民宪章草案》明确规定实行三权分立制，承认政党（草案中称为“协会”）的合法性，赋予妇女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这场改革之后，什叶派“宗教协会”巍然崛起，不仅获得了合法的政党身份，并且在地方选举中大获全胜。可见，民主化的发展已经成为两国政治的必然发展趋势，但是以目前的改革成就来看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还很远，传统的封建君主色彩和浓郁的伊斯兰化特征并没有彻底被革除。

总体上看，海湾六国政治制度伊斯兰化的特征在不同程度上都有逐渐弱化的趋势，即使是伊斯兰意识形态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占据绝对权威地位的沙特王国和阿曼，其宪法和法律制度的改革均不可避免地向世俗化靠拢，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当然，“在这些国家，世俗化并非统治集团放弃宗教信仰，也并非让宗教脱离国家而听其自然，而是加强国家政权对宗教的控制，将一些宗教职能划归国家来管理，强化国家机制的效能”。


二、反观石油经济的现代化

在大规模发现石油以前，海湾六国的经济以发展农牧业为主。海湾地区沙漠广布，其中沙特阿拉伯有一半以上的国土被沙漠所覆盖，在世界上被称为“沙漠王国”。海湾六国中最大的国家沙特阿拉伯国土面积为225万平方公里，全国有可耕地3200万公顷，仅为国土面积的5%，并且需要人工灌溉，已耕地仅有360万公顷。除沙特阿拉伯以外，其余国家国土面积均狭小，耕地更加匮乏，其中阿曼面积约为31万平方公里，全国可耕地10万公顷，但已耕地只有6万公顷；阿联酋为8万多平方公里，全国可耕地面积32万公顷，已耕地面积27万公顷；科威特面积约为1.8万平方公里，可耕地面积约1万多公顷，无土培植面积约为156公顷；卡塔尔为1万多平方公里，全国可耕地面积为2.8万公顷，已耕地只有7000公顷；最小的巴林面积仅为700多平方公里，全国可耕地面积5880公顷，约占全国总面积的9%，实际种植面积3780公顷。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自然环境对这六个国家的农业发展造成较大程度的限制，除了在沿海一些地区以外，其农业发展主要限于沙漠中的绿洲，农产品也主要限于椰枣、谷物和蔬菜，海湾大部分国家的农业不能实现自给自足，需要大量进口。除农业外，巴林、阿曼等国家还发展渔业、采珠业或手工业，但是这些产业尚没有使海湾六国的经济有大的起色。值得一提的是，在发展石油经济以前，由每年一度的朝觐活动所获得的直接或者间接收入是沙特阿拉伯的支柱产业。

石油在中东地区的发现彻底改变了海湾国家的经济命运。海湾地区拥有全世界2/3以上的石油，为世界上石油资源最丰富的地区。美国的相关统计数据表明，1998年海湾石油剩余探明储量总共约为910亿吨，占世界剩余探明总量的64.5%、欧佩克剩余探明储量的83.3%，其中沙特的剩余探明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25%，阿联酋占9.5%，科威特占9.1%；海湾国家的石油产量同样在世界上占有突出的地位，1998年其总产量约为10亿吨，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30.2%、欧佩克石油总产量的72.3%，其中仅沙特的石油产量就为4亿多吨，为海湾地区总产量的2/5，阿联酋的产量约为1.1亿吨，占海湾地区总产量的1/10以上，科威特的产量相对较少，约为9000万吨，占海湾地区总产量的比例不到1/10.具体状况见表1.除石油以外，海湾地区还有丰富的天然气。截至1998年初，该地区天然气探明储量估计有48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总探明储量的33.4%。该地区1997年天然气产量为1082亿立方米，在六国中沙特和卡塔尔的天然气产量比较突出。

表1 中东地区石油储量和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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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油气杂志》1999年年终号。百分比为作者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石油对海湾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石油经济的推动下，海湾国家改变了以往贫穷落后的社会经济面貌，一跃而成为世界高收入或者上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不仅如此，“以石油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加快了海湾国家社会的分化与发展，特别是大大加快了阿拉伯半岛国家从以游牧经济为基础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族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进过程”。可见，石油使海湾地区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海湾国家在石油美元的铺垫下走上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海湾石油经济的特殊性在于，因供给弹性较低，石油价格有大幅度上提的可能性，这些国家的石油工业一般由西方公司来经营，不受国内生产力水平高低的影响，石油资本有机构成较高，不需要雇佣大量的雇员。此外，石油收入直接进入国库，通过政府的财政支出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石油工业是一种飞地式的现代化工业孤岛”。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海湾的油气资源代表的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对于这种模式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称谓，如资源富国型、高收入石油经济型、飞地型经济或食利型经济等，而国外学者通常将这种发展模式冠之以专业的经济学称谓，即“地租型”经济，采取这种发展模式的国家称之为“地租型”国家。地租型经济和地租型国家的概念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正式提出的，地租是指供给弹性相对不足所获得的收益。在地租型国家里，国家的“非生产性”特征十分突出。海湾国家就明显具有这种特征。

海湾六国的地租型经济的特点之一是各国的现代化基本上依附于石油之上，工业则以发展石油工业及其相关产业为主。沙特从二战以来，开始大规模开采石油，石油收入成为国家的财政支柱。1948年该国财政收入中的近70%来自于石油，经过10年之后该比例始终保持在80%以上。20世纪70年代以后，沙特逐渐以参股等方式将石油资源主权和石油工业所有权从外国公司手中收回，成功实现石油工业的国有化。由于沙特石油开采成本低，净利润高，在很短的时间内沙特一改往日国内资金紧缺的状况，由一个资金短缺的国家转变为石油资本输出国。1981年，沙特的石油收入达到1190亿美元，1982年人均收入为1.6万美元，同年初的海外总投资与存款为1616亿美元，被誉为“超级金融大国”。另外，沙特的社会生活面貌发生了全新的改变，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方面有了很大改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也走向成熟。经过前期的资金积累，沙特逐渐改变以往单纯依靠出卖原油的经济结构，开始走向石油工业的多样化发展。沙特先后在朱拜勒和延布兴建一系列大型的面向出口的石油化工企业，增建码头设施，建设吉达国际机场，建立全国公路网，改善通讯设备，提高发电能力，同时政府还积极鼓励私人投资，扶植私营企业的发展。沙特还对农业给予较大程度的重视。经过多样化的改革与调整，沙特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原油的生产与加工仍然是经济的核心，石油和天然气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仍然占据较高的比重。从1998年沙特的产业结构状况可以看出，石油和天然气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见表2）。

表2 1998年沙特阿拉伯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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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安维华、钱雪梅：《海湾石油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页。

在海湾其余五国中，20世纪20年代末，巴林、科威特先后发现石油，50年代，卡塔尔、阿联酋和阿曼也发现油田。目前，最年轻的国家阿联酋已经演变为世界上第四大石油生产国，按其石油探明储量来看，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沙特和伊拉克；科威特的石油探明储量则居世界第五位。独立后，这五个国家效仿沙特，通过提高土地租让费、参股、联营、赎买和接管等方式陆续将石油公司收归国有，但是迄今为止，阿联酋和阿曼依旧没有实现石油公司的完全国有化。20世纪60年代以前，这些国家国内唯一的现代经济部门就是石油生产和提炼。20世纪70年代以来，其国内新兴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但仍然以石油出口和石油加工为主，重点发展炼油、石油化工、天然气液化以及与石油有关的附带产业，各国的石油收入占其各自出口总收入的95%以上，石油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地位也有增强的趋势（见表3）。这些国家利用雄厚的财力不仅兴建了石化、天然气加工、建筑材料加工、发电、海水淡化等各种重点企业，同时还刺激了农业、交通运输、教育、对外贸易以及金融等领域的迅速发展，各国均已实行高福利政策，国民可以接受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并可免交个人所得税，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接受政府提供的各种津贴。此外，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家电和小轿车已经在各个家庭中普及。可见，石油对于海湾国家而言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特别是科威特，有学者曾作出如此评价：“在科威特，石油作为唯一和真正的经济支柱，无论从什么角度、怎样强调它的作用及地位都不过分”；“没有石油资源和石油收入，就没有科威特的今天”。在石油经济的带动下，海湾五国和沙特一样，迅速发展为举世瞩目的石油生产国和输出国，从人均国民收入来看，除阿曼的人均收入不足1万美元之外，其余四国均已超过，其中阿联酋和卡塔尔甚至超过了2万美元，它们已经当之无愧属于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列。

表3 油气收入在海湾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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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加利·G.希克和劳伦斯·G.波特主编：《千年之交的海湾》，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7页。

海湾地区丰富的石油在某种程度上是财富的象征，但是并不一定能代表一种优化的经济系统，不一定能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同时还应当认识到，虽然通常来讲，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程度越高，其创造的财富也就越多，但是财富的增多却并不能说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和工业化。石油带给海湾地区的变化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石油对该地区造成的不仅是正面的影响，同时还产生了许多不可估量的风险与问题，这些问题能否消除将直接决定海湾国家经济的前景和命运。

地租经济的飞速发展导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产业分配失衡，进而导致畸形经济结构的形成，增加了经济的脆弱性。其原因有两点：（1）产业结构的转换缺乏必要的物质前提；（2）由于海湾石油资源的独霸地位和它所代表的唾手可得的现实利益极具吸引力，海湾六国政府在有意无意间往往总是将其发展视线附着在与石油相关的产业部门，而对其他产业部门不能给予足够的重视。

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转换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美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其经济增长理论中就曾提出，结构方面的迅速变化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他把生产结构区分为三个主要部门——A部门（主要包括农业、林业、渔业、狩猎业等）、I部门（主要包括矿业、制造业、建筑业、电力、煤气、水、仓储、运输和通讯等）、S部门（主要包括商业、金融、保险、房地产、娱乐、教育、服务等）。他对多个国家的统计资料进行分析后，认为这些国家的共同之处都是A部门的份额显著下降，Ⅰ部门份额显著上升，S部门呈不稳定的上升趋势。相应地，劳动力也越来越集中于后两类产业中，社会经济总的趋势是向着“工业化”和“服务化”发展。发达国家之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够获得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因为其生产结构转换率和劳动力转移比率较高。

从西蒙·库兹涅茨的分析可以看出，海湾六国的产业结构重心由农牧渔业向石油工业的转化是必要的，也大体上符合世界各国产业结构转换的总规律。但是西蒙·库兹涅茨同时还指出，促使这种转换的前提一方面是需求结构发生了变化，然后促使新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另一个方面是技术革新，技术先在某个部门出现，然后向其他部门扩展，从而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动。海湾国家显然不具备上述两个前提，它们所实现的产业结构转换“主要是仰赖石油和石油美元在短期内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用石油美元换来的”，并非是技术革新的结果，而且这些国家是先实现产业结构的转换，然后反过来带动需求结构的转换，与工业国家正好相反。

另外，海湾国家的I部门份额上升和A部门份额下降的速度过快，导致明显的重心偏移。以海湾六国为例，通过表4可以看出，Ⅰ部门的产业占据着绝对的优势，A部门产业则明显滞后。而且在后两个部门中的产业分配也很不均衡，除了Ⅰ部门中的油气产业和S部门的服务业所占比例较为突出外，其余产业均显不足，特别是水、电和运输电讯等产业更显得微不足道，这种状况离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还有相当的距离。海湾国家农业增长速度迅速下滑的现象令人担忧，它们在有意无意间走入了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所设定的现代化道路，认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较大比例是经济落后的标志，这些国家在早期片面追求工业化而忽视了农业的发展，致使农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因此，粮食短缺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该地区，各个国家每年均花费巨额的石油美元来进口粮食，为国家财政增加了沉重的负担。虽然近年来一些国家在农业方面加大了力度，尤其是沙特对农业进行高投入，在农业领域引进先进技术，使国内小麦基本实现自给自足，但是海湾六国整体情况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观，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微乎其微，而且这些国家的农业部门需要政府的补贴才能得以维持。事实上，农业部门的发展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环节，它不仅可以提供必要的生活消费资料，更为现代产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本积累和广阔的市场。海湾六国的这种产业结构实际上是以工养农，农业靠工业来予以扶持，而农业因为劳动生产率低下，不能为工业提供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和资金，结果可能导致该地区的生产结构越来越不平衡，从而陷入恶性循环中。这种失衡的状况如果长期得不到调整，就会使社会分工、财富分配、劳动力的转移等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出现问题，使社会最终演化为西方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所描述的“二元经济”社会。

表4 海湾六国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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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阿拉伯货币银行：《阿拉伯统一经济报告》，1998年。转引自钱学文《海湾国家经济贸易发展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一些从事中东国家经济研究的国内外学者一再强调，社会经济结构的非均衡性是阻碍该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才可能实现经济的腾飞。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海湾地区本身经济基础就很薄弱，受自然环境和资源种类等客观因素所限，要使农业和其他产业获得长足的发展不太现实，也正是石油才在很大程度上使这一地区的经济有所起色，不以石油工业作为重点发展目标或者试图在短期内实现各类产业的均衡或者近似均衡的发展似乎也是不合乎逻辑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石油既为海湾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同时又限制了这一进程并规定了它的基本特征。

除了上述问题以外，海湾六国以石油为核心的经济在现代化进程中还表现出许多其他的弊端和局限性。首先是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容易受到油价和市场波动的影响，经济状况呈现出大起大落的特点。20世纪70年代经历第一次石油风暴之后各产油国的石油收入以每年35%的速度猛增，相应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率为10%-20%。1980-1986年随着油价的下跌，产油国的石油收入开始以年均24%的速度递减，其中沙特的石油出口收入由1981年的1130亿美元下降到1985年的210亿美元，1986年在与其他产油国进行的石油价格大战中石油收入又下降了56%。1986年科威特的石油收入也由1980年的176.78亿美元降至63.78亿美元，卡塔尔则由1985年的30.98亿美元锐减为18.49亿美元。相应地，1980-1986年各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开始以年平均1.1%-5.3%的速度下滑，致使这些国家经济处于低迷或者停滞不前的状态。1991年因海湾战争的影响以及世界范围内石油价格的下跌，海湾六国的经济再次跌入低谷，卡塔尔的经济还出现了负增长。1997年以来，由于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厄尔尼诺现象等因素的影响，世界石油市场遭受巨大打击，海湾六国的石油收入再次遭受重创，其中沙特1998年比1997年减少了120亿美元。

由于非产油国与产油国在经济上存在着一定的连带关系，一旦石油价格浮动，其负面影响很快也会波及到埃及、叙利亚、也门、约旦、黎巴嫩等其他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石油收入的锐减，海湾等产油国政府纷纷削减其开发援助额，并紧缩建筑工程承包和劳务市场，1980-1988年北也门和约旦等受援国接收的官方援助额分别减少50%以上，叙利亚则减少了近90%；1983-1987年间埃及、约旦、北也门和南也门的侨汇收入分别下降13.4%、24.3%、62.9%和33.3%。这种不稳定的经济状况往往不利于政府制定持续性的发展计划。经济的不稳定还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失业、外资受阻、收支失衡以及民心动荡等一系列问题。

其次，石油使海湾与国际之间的经济交往也变得非常敏感和谨慎。从全球范围来看，海湾地区的石油资源是最能体现经济全球化、特别是能源和原料全球化的一根标杆，使海湾六国的经济现代化进程与世界经济之间变成为一种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掣肘的微妙关系，使六国与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得不在一个共同的经济圈中生存和竞争。海湾虽然是最大的石油生产地，却不是最大的石油消费地区。相反，由于海湾地区工业化水平和生产力水平普遍较为低下，对能源的需求量十分有限，大量的石油均出口至西方工业国以及其他地区，通过该种方式转化为石油资本。石油本身既是一种能源，也是一种重要的工业原料，工业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对石油的需求量越大。据统计，1900年世界石油消费总量只有2000万吨，1921年达到32亿多吨，到1997年则达36.85亿吨。目前，西方国家进口的石油总量中约有30%是来自于海湾地区，对中东的石油能源依赖程度最大的西欧和日本从海湾进口的石油占其石油进口总量的60%，美国为20%。

一些专家甚至断言，在未来，一旦世界其他地区的石油资源枯竭之后，海湾地区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供应地，各石油消费国将越来越离不开海湾地区及其石油；反之，中东也将对全球经济构成巨大的威慑。在20世纪70-80年代的两次石油风暴中世界各国就已经充分感受到了这一点。

从表面上来看，世界经济与海湾石油之间的这种关系似乎对海湾六国的经济现代化进程极其有利，但实际上需要辩证地来加以分析。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因为石油的发现，一方面海湾在国际中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地位迅速提升，各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拥有充分的发言权和自主权；另一方面，国际上为海湾过剩的石油资源提供广阔的市场，使其直接转化为资本，从而使国内经济建设的推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了物质保障。从消极的角度来看，海湾石油对世界经济的直接影响却对自身同样造成间接影响，它们二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西方经济与海湾石油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函变关系。油价的上涨不利于西方经济发展，但是西方经济持续陷入低谷也会减少石油需求量，进而通过供求关系影响石油价格”。海湾石油输出国一旦失去了国际市场而仅凭狭小的国内市场，即使是拥有再丰富的资源也只能是望梅止渴，并将直接影响到整个经济发展进程。当前西方国家都在积极发展节能技术以提高石油利用率，同时北海、中亚等新油田和替代能源的出现使海湾石油的国际市场份额逐渐缩小，这些情况使西方国家对石油的需求量逐渐下降；而为了应对欧佩克的石油策略，以七国集团为首的西方势力也已研究出一些对策，加之当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对海湾都将越来越不利。此外，这些国家的经济安全甚至国家安全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石油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别国扼制其经济咽喉、威胁其经济安全的一件武器。更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海湾六国石油工业的形成缺乏技术前提，没有能够与本土技术相结合，而是完全依赖于国外的技术、专家，其经济原有的依附性色彩进一步加强。

总之，自然资源并非是一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决定性要素，任何一国的资源优势仅仅是相对意义上而言，有时候反而是那些没有资源可以依赖的国家更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状况来看，日本和以色列等国在毫无资源优势的情况下却能够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之列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从短期的经济效益来看，石油资源是海湾六国致富的源泉，但是从经济现代化的长远目标来看，单纯建立在石油工业基础上的经济存在着诸多的局限性。因此，如何正确发挥其资源优势、改变其“病态”的经济状况并建立优化的经济结构、增强其整体的国际竞争力，正是中东经济未来的发展目标。

海湾六国经济的外援性首先表现为对外籍劳动力的依赖性。在石油经济的刺激下，海湾六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其中表现之一就是人口构成的复杂化和多元化。海湾六国的人口基数本身比较小，近年来这些国家的人口又呈年轻化和城市化趋势发展，加之该地区的妇女劳动参与率低，导致海湾六国劳动力匮乏，而得天独厚的石油资源使其社会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劳务需求量大增。因此，这些国家不得不大量吸收外籍劳工进入，庞大的外籍劳工队伍构成了六国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其中，沙特、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等国的外籍劳动力数量已经超过本国劳动力数量。根据有关资料统计，1980-1985年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沙特国内劳动力总数约为445万，但是其中仅外籍劳动力就达到266万，为劳动力总数的近60%，已经超过本国劳动力的人数。至2000年，阿联酋本国国民在劳动力中的比例已不足10%。卡塔尔至1999年总人口约为57万，其中只有16万为本国公民，70%左右的人口为外来人口，他们大多数来自于南亚。科威特的状况则更为严重，根据科威特计划部的统计，1997年科威特劳动力共计为121万人，而其中83.7%为外籍劳动力，本国劳动力仅占16.3%。外籍劳动力的生活习俗在这些国家要受到种种限制，社会地位也较为低下，享受的工资待遇一般比较低，且多数不能获得永久居留权。但是这些外籍劳动力却在海湾六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次，经济发展过分依赖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海湾六国对石油经济的依赖决定了它们的发展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另有数据表明，西欧进口石油的70%以上和日本进口石油的80%以上都是来自于中东地区特别是海湾石油输出国，因此海湾与世界市场双方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相互掣肘的关系。此外，六国国内技术发展滞后，资源结构比较单一，人力资源比较匮乏，在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大量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人才和工业原料。20世纪70年代以来，沙特曾经实施的五年发展计划从计划的制订到计划的实施都是在美国专家的参与下进行的。20世纪80年代初，沙特国内大部分民用工程项目都为美国公司所承包。此外，美国一直是沙特最大的贸易国，沙特国内所需的各种日用品和先进的生产设备基本上都从美国进口，1947-1980年，沙特从美国进口的商品价值达500亿美元。卡塔尔国内除了本国生产的石油制品和建筑材料等部分商品能够自给外，绝大部分商品和设备都需进口，其进口中的大部分商品为机械设备和运输车辆，此外食品和活禽的进口比例也较为突出。近些年来，卡塔尔的进口额仍然持续增高。六国不仅在经济方面甚至在政治方面也依赖和受制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沙特始终与美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都是美国的盟国。海湾战争后，海湾再次被外力所控制，支配权落入美国之手。


三、政治主导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1981年5月，出于发展经济和政治安全的需要，在阿布扎比会议中海湾六国正式通过了海湾合作委员会宪章，并指明了该组织的最终目标是通过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建立完全的经济共同体。1982年在“联合经济协议导言”中进一步明确宣称其目标为“发展、扩展和推动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进行经济、金融和货币政策以及贸易和工业立法与关税体系的合作与统一”，协议内容覆盖了经济合作与一体化的贸易、要素流动、政策合作、技术合作、交通、货币、金融和投资以及协议的执行阶段划分和预防措施等各个领域。1983年，成员国之间实现了贸易自由化，完全免除内部关税以及农产品、畜产品、矿物以及工业产品的税收。为了实现经济一体化，海湾合作委员会建立了标准化管理，在各种政策上保持高度的统一。1988年在关税联盟逐步形成的过程中，除了个别国家和与奢侈品有关的商品以外，海湾合作委员会采取统一的对外关税，关税率为4%-20%。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对国际或者地区性组织也采取一致的贸易政策，并且采用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统一定价政策。此外，成员国之间还采纳了统一的工业标准，容许各国的技术人员可以在其他任何一个成员国中注册和工作。

海湾合作委员会不仅积极提倡和鼓励国家与民营经济或外资进行合作，也积极发展高层次的经贸合作，兴办了一批大型合作公司，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海湾投资公司。

建立关税联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长期以来一直讨论的问题，1999年各成员国作出规划，2005年建立关税联盟，并拟订了各种商品的共同税制，即工业和农业商品关税为5.5%，汽车和奢侈品关税为7.5%，基本食品无关税。但是由于各成员国在调整关税的速度和程度上存在着分歧，例如沙特阿拉伯一直习惯于对其工业实行保护，沙特官方十分勉强地将进口关税降低到6%-8%以下，而阿联酋却正好相反，该国一直采取的是1%-4%的低关税，不愿意接受海湾合作委员会所规定的较高关税。因此，要想实现各国之间的协调以及上述目标还需要更多的时间。也正是因为统一的关税体系的难产，使得海湾合作委员会在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合作中面临着一系列困难，欧盟也因此拒绝就有关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建立共同的自由贸易区问题上作进一步谈判。

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和南方共同市场对比来看，海湾合作委员会与之有着相似的特点。例如从集团的构成来看，其各自的成员国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并拥有相似的政治、历史和文化背景，东南亚国家联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的该特点更为突出。就海湾六国而言，它们同属传统的阿拉伯国家，并且采取的是极为相似的君主制政体。有所不同的是，东南亚国家联盟与南方共同市场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大的差异，经济的多样化色彩也更强一些，其区域性组织属于综合性构成，而海湾合作委员会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结构均较为接近，更倾向于同质性，这种类型的集团从表面来看步调一致，同心协力，确实可以获取短期的成效，但从长期的合作态势来看，由于缺乏经济之间的互补性，其局限性越来越凸现出来，并进而演化为最大的羁绊。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一样，海湾一体化组织的形成最先是试图通过文化或制度上的联合来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在经济领域联合的初衷也是试图发展用以抵制全球化和经济控制的地区主义经济。值得注意的是，南方共同市场各成员国所属文化是倡导自由和开放的基督教文明，在经济领域按照文化的惯性思维也更容易使经济自由化和制度统一的思想得到推广，而海湾合作委员会各成员国所拥有的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从根本上来讲是属于较为内向的文化，以这种文化作为维系经济一体化的人文纽带不利于实现完全的自由化经济和多边一体化，保护主义思想以及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必然一时之间难以彻底消除，东南亚国家联盟同样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这几个南南区域一体化地区所奉行的地区主义的界限已经被自觉打破，与欧洲大陆距离最近的海湾合作委员会试图模仿欧盟等发达地区一体化组织的运行机制，也迫切地希望与欧盟等发达地区进行合作，但从实践上看，最先提上日程的还是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合作，与之保持最为密切关系的仍然是其兄弟国家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如阿拉伯合作委员会和北非的马格里布联盟，此外与其他发展中地区进行合作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的目标，并将合作的对象扩展到了东亚。由于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以来相互争夺的只是海湾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并没有与之合作的诚意，另一方面海湾地区本身的一体化标准和制度很难完全统一，其一体化的程度始终只是处于较为低级的阶段，与国际标准和制度也不完全吻合，从而导致海湾合作委员会在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合作方面尚存在着种种困难。


四、高福利与二元化的社会发展

海湾六国的整个社会结构明显呈两极分化，其原因有三点：第一，海湾六国均由王室家族所统治，王室贵族足可以代表整个国家或政府，而地租型国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国家利益集中表现为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石油经济所带来的巨额收入几乎全部为王室和上层社会所垄断；第二，海湾六国的家族统治传统中带有明显的封建色彩，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表现和保留；第三，政府对原有社会结构的改造不彻底，整个社会所发生的变革也不彻底，因此出现了新旧阶层、传统与现代并存与对立的状况。

六国社会分化的状况首先表现为国内乃至整个中东地区财富过于集中，贫富差距加大。海湾六国的贫富悬殊非常明显，大多数石油收入主要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石油不仅进一步将沙特王室、巴林的哈利法家族等这些王室贵族塑造为豪门巨富，也使一些善于从商经营的人一夜之间变为亿万富翁，涌现出巴林的卡努家族和沙特的苏莱曼家族、儒法利家族、盖赛伊比家族等一些财阀。这些富人们生活奢侈糜烂，挥霍无度。相比之下，普通百姓和工薪阶层的职员只能靠辛勤的劳动来维持生计，特别是一些外籍劳工在这些国家往往被看做是三等公民，只能做一些粗、脏、累的工作，生活在社会的最低线上。总之，两类不同的社会群体在生存环境、工资待遇、生活标准等方面都存在着天壤之别，整个社会明显呈两极分化。而从整个中东地区来看，石油不均衡的地理分布使海湾产油国占据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其国民收入一路飙升。当这些国家的家庭小轿车以人头计算的时候，其他国家的人们最多只能通过廉价劳动力的输出等途径从产油国那里分享一小部分财富，也门等国至今仍然位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列。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是滋生动荡的温床，它成为中东政局动荡的主要原因之一。

海湾六国社会分化还表现为阶级分化明显。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部落逐渐走向解体，游牧民不断被政府改造，由此孕育和产生了许多新的阶层，出现了工人和中产阶级，还有大量的白领阶层，而原有的大资产阶级仍然在成长的过程中，部落因素依然存在。沙特是六国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沙特国内的阶层分化状况基本上可以反映出六国社会结构的共同特征。沙特的大资产阶级是在原有的王室集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附着于王室家族之上，其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却拥有强大的社会资本，与国家权力机关和西方大公司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控制着国家最新的经济部门，为统治家族和本阶级聚敛大量财富。沙特的中产阶级从人数上来看应当是沙特城镇中最大的白领社会阶层，他们凭借自身所掌握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而兴起，在国内的政府机关、国有企业中占据着众多中高级职位，但是却不具有实权，因而存有一定的不满情绪。在沙特占据最大比例的阶层是下层民众，其中包括游牧民、农民、工人、城市贫民和外籍劳工。与前二者相比，这一阶层的民众基本上游离于现代社会的边缘地带，其社会地位卑微，不被社会所重视，处于社会的最低层，经济收入菲薄，属于社会的穷人之列。

海湾六国所经历的社会结构的变革是尽快剔除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促使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熟和完善的必要前提，对于确保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现代化的顺利进行、最终促进社会整体的进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社会分化的态势不能及时有效地得到遏制，甚至不断加剧和扩大，就将会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隐患，并可能会转变为不利于社会进步的障碍。

海湾六国有着悠久的伊斯兰文化传统。伊斯兰教的思想本身蕴含着许多倡导社会福利的内容，例如缴纳天课、向社会募捐资金、救济贫困等。现代的海湾六国在保留一些传统的宗教福利制度的同时，将这种福利思想向社会更广泛的领域推广。海湾六国普遍实行高福利政策。沙特的福利制度非常完善，其面向全社会提供的福利包括的内容有：第一，为了遏制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发展，对基本食品和商品进行价格补贴；第二，对公民提供免费教育和医疗；第三，提供优惠的住房贷款；第四，采取低税政策，公民只需缴纳比例为2.5%的天课。另外，沙特对一些特殊的人群提供一些特殊的福利政策，其内容包括济贫贷款、社会监护、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等。科威特同样是世界上名列前茅的高福利国家，不仅实行全面的免费教育、免费出国留学，对某些建筑材料、食品、消费者所使用的水电、燃料进行补贴，并向中低收入者提供住房。科威特也是海湾地区最早实行免费保健服务的君主制国家，截至1987年，全国共设立公共医院和疗养院16所，牙医诊所169个，学校诊所626个，防疫站28个，医务人员近1.4万人。

高福利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些负面影响，致使部分人们的观念退化。石油财富使得许多人毫不费力地聚敛了大量的财富，转眼之间成为人人钦羡的富人，社会又提供名目齐全的福利保障，衣食无忧的生活使许多人逐渐滋生了享乐主义情绪，追求高消费和吃喝玩乐的腐化生活，厌倦依靠劳动来谋生，尤其鄙视体力劳动，例如在科威特本国的就业人群中，90%以上都集中在社会地位高尚、工作比较清闲、工资待遇较高的政府机关和国有部门中。这种观念使青年人深受腐蚀，游手好闲，并且滋生了许多不良习气。这种风气也被带进了大学校园，大学生对枯燥乏味的理工科专业缺乏钻研和探索精神，使海湾六国本来就缺乏专业技术人员的状况日益严峻。

海湾六国的二元社会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并存，即新旧文化、新旧事物、新旧观念的并存。从经济领域来看，为了避开国内不利因素的影响，快速实现现代化，海湾六国没有选择推进整体经济现代化的道路，而是致力于在很短的时间内飞速建立高度发达的现代部门，只是在有限的企业实现现代化，但是大部分企业仍然处于落后的状态，出现了现代化的大企业和小型企业甚至手工作坊并存、先进的工业与落后的农业并存的局面。以沙特为例，1981年时，沙特国内雇工在9人以下的小型企业仍然占工业总数的92.5%和就业总数的30.4%。六国在早期始终将工业作为发展经济的重点，许多资金均流向工业部门，大量贷款和补贴被用于消费性支出，农业的工业化速度十分缓慢，生产技术水平得不到快速提高。

在生活方式上，六国同样出现了新旧交替的状况。一方面，在越来越多的家庭中出现了汽车、洋房、现代化的电器设备和通讯设施，街道上出现了舞厅、电影院、洗浴中心、游泳中心和快餐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迷恋世俗化的装扮。最令世人瞩目的，是最具传统意义和神秘色彩的阿拉伯妇女的社会地位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许多禁锢妇女社会活动的枷锁正在逐渐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妇女可以参加工作，可以在服务部门任职，甚至有些妇女还出现在体育场上，可以从事体育活动，而这些活动在以前对她们而言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另一方面，传统的生活方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一些人虽然购买了豪华公寓，却在院子里搭起了象征游牧部落传统的帐篷，而且，“风驰电掣的时髦轿车迎着慢悠悠地驮着水的小毛驴”，“身穿比基尼泳装的女郎与黑纱下羞涩躲闪的少女同行”，这样的画面在海湾六国比比皆是，即使是在亚运会的赛场上也出现了英姿飒爽、黑发飘飘的现代女性和头戴面纱、身着长袍的传统女性共同驰骋在女足运动赛场上的场景。

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也存在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悖论。现代化不仅意味着生活方式、经济结构、思想观念的变迁，同时意味着新文化的渗透和旧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消退。对于那些拒绝接受新鲜事物的人们来讲，他们拒绝的并不是这些事物本身，而是拒绝这些事物所代表的文化意义。这部分人担心的是伊斯兰文化的纯洁性正在遭受异质文化的入侵甚至是玷污。因此，一方面西方的世俗事物、现象不断涌入并且被更多的人们所接受，另一方面社会又出现了另一种呼声，即主张坚决抵制外来文化的入侵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复兴并且强化伊斯兰传统。实际上海湾六国存在着革新派和传统派两种势力的斗争。政府往往迫于传统势力的压力，在某些领域重申或者强化宗教律法、宗教礼仪或者宗教禁忌。

但是总体上来看，在海湾六国，现代化的趋势已经无法阻隔，并且能够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


第五章　利比亚的现代化模式——革命民族主义的伊斯兰社会主义实践

利比亚是在20世纪下半叶的第三次浪潮中开启了现代化的漫漫征途。各国的历史条件和遭际不同，选择工业化与现代化的道路也不尽相同。从中东视野来看，利比亚的现代化经历了一系列曲折而富有革命冒险的民族主义激情：从奥斯曼帝国在这里的无所作为到意大利的殖民行动，从大国在这里的群雄逐鹿到塞努西集团的民族国家建构，从君主制早期现代化由联邦制向集权制的转变到革命民族主义体制的系统构建，从传统部族集聚的落后国度到具有现代鲜活气息的文明社会。20世纪利比亚的现代化进程跌宕起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利比亚的现代化发展主要是在卡扎菲的“伊斯兰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这种发展模式首先是要在意识形态上对利比亚社会实施自上而下的彻底改造，带有明显的“乌托邦”和“理想化”色彩。同时，利比亚现代化发展的各种举措又被完全置于政治需要和政治考量的前提之下，目的在于无条件地树立和确保卡扎菲个人的绝对权威，并由卡扎菲人为地来设定利比亚的发展方向。从本质上看，利比亚现代化发展动力并未超越传统权威主义的范畴。卡扎菲在利比亚的现代化实验大都成为空洞的政治表演，很难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在遭遇了一系列碰壁和挫折后，利比亚的现代化进程开始改弦易张，探索新的变革。


一、利比亚早期现代化从联邦制到集权制的转变

纵观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启动，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种为内源性现代化，即靠社会自身原始现代化因素的积累和创新形成的现代化，以英国最为典型；另一种为外源或传播性现代化，即在外界现代化因素的冲击下引发的现代化，以中东国家的现代化最为典型。利比亚的现代化一方面具有外源现代化的诸因素；另一方面，作为殖民主义背景下开拓出的新国家，这一历史起点又使它的现代化既具有巨大的传导性，又具有巨大的创新性，形成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利比亚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区域和意大利的“第四海岸”是在殖民地基础上由三个不同的地区整合而成的，立国之初，在国家构建模式上就存在着联邦制政府和集权制政府的两种主张，两种治国方略实际上是关于利比亚未来发展和现代化的两条不同道路。

以现代化是在工业化的推动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整体社会变迁的定义来衡量，利比亚的现代化当始于19世纪50年代。但“现代化的主体是具有主权的民族国家”，纵观世界历史各个地区由于具体条件的差异而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却是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和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也就是说，只有当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后，才谈得上现代化进程的真正开始。作为经济生产方式落后地区的利比亚必须更多地借用民族国家的力量，完成资本积累和制度创新的双重使命。因此，利比亚现代化的逻辑起点还是与民族国家建构有着天然的历史联系。

在发展政治学中，国家建构主要指发展中国家树立新国家的政治权威、自上而下地向整个社会渗透国家权力、建立现代政治体系的过程。利比亚民族国家建构漫长而艰难，这与利比亚所特有的地缘结构、部族传统、外力制约等因素密切相关。

利比亚主要由的黎波里、昔兰尼加和费赞三部分组成。1517年和1551年，奥斯曼帝国分别占领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地区。帝国素丹对利比亚的治理能力尽管力不从心，但并不想放弃。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该地区相对独立的政治结构。1711年，的黎波里总督艾哈迈德（Ahmed）贝伊建立了卡拉曼尼（Qaramanli）王朝，帝国素丹并没有理会其准独立状态。1835年，为了抵制英国对该地区的勃勃野心，奥斯曼帝国重新占领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而费赞地区则无人问津。但奥斯曼帝国在该地区的统治极其艰难，原因有三：其一，欧洲国家对处于地中海南岸的北非地区表现出强烈的占有欲，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意愿、经济势力和军事权力都难以与它们匹敌；其二，奥斯曼帝国官员不愿到这里为官从政，在他们看来到北非作官如同流放。仅在1835-1911年，就有33位奥斯曼帝国官员离开这里。第三，在帝国精英看来，北非在经济上的吸引力也似乎无足轻重。

19世纪中期，利比亚作为文明交往十字路口的重要地理位置，突出地表现出来。这里一方面是贯通地中海与南部非洲的交通要冲，的黎波里地区是通向中南非的必经之路；另一方面，这里也是欧洲国家同非洲国家经济交往的贸易中心和中转站，贸易范围包括羽毛、象牙、黄金和奴隶。随着欧洲国家同非洲地区多层次交往欲念的日益强烈，利比亚的地缘魅力更加鲜明地显现出来。非洲奴隶贸易的1/2都经由的黎波里、昔兰尼加和费赞地区。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的对外贸易对象国是马耳他、英国、土耳其、法国和意大利。1850年，拿破仑三世与奥斯曼帝国在北非边界划分问题上产生冲突。1861年，为了从外交上与欧洲国家竞争，奥斯曼帝国将昔兰尼加、的黎波里和费赞三个地区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模糊认同的版图单元——利比亚，这是奥斯曼帝国留给利比亚影响深远的历史遗产。

奥斯曼帝国留给利比亚的另一重要历史资源就是扶持赛努西宗教民族主义的崛起。赛努西宗教民族主义的名称来源于其领导者赛义德·穆罕默德·伊本·阿里·赛努西（Sayyid Muhammadibn Alial-Sa'nusi），这是一次以净化、复兴伊斯兰思潮为目标的政治运动，其主要任务包括“警示和教导那些对伊斯兰教认知的无知者和执迷不悟者”。赛努西运动保留了传统苏菲神秘教义和礼仪，但严厉谴责带有泛神论倾向的观点，他所主张的原教旨教义与瓦哈比派教义一脉相承。赛努西教团的泛伊斯兰主义情绪使它后期在政治上向奥斯曼素丹靠拢，赛努西宗教民族主义的斗争目标直指法国等殖民者和异教徒，在某种程度上与奥斯曼帝国利益有契合之处。1886年，素丹哈米德二世被正式接纳为教团成员，不久又被拥戴为哈里发，并在伊斯坦布尔设立赛努西教团的常驻机构。帝国素丹对赛努西运动的支持培养了一股地区民族主义的核心力量，这股力量在意大利入侵后显得更为强大，成为利比亚君主制民族主义取向的中流砥柱和众望所归的领导力量。

早在19世纪70年代，意大利就为入侵利比亚作准备。1896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失败，决心将利比亚打造为意大利在地中海的第四海岸（fourth shore）。布罗代尔在其《地中海》一书开篇的第一句写道：“我始终强烈地爱着地中海”，这句话十分贴切地表达了意大利占领利比亚的迫切心态。1911年11月5日，意大利政府宣布吞并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两省。1912年2月25日，意大利正式吞并利比亚。意大利的殖民活动进一步促进了利比亚民族主义的发展，并促使其成为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第一，意大利的入侵使赛努西教团成为众望所归的核心力量，特别是在昔兰尼加，赛努西教团以“圣战”名义进行的抵抗运动规模宏大。第二，利比亚地区民族主义的勃然兴起。1919年，意大利与的黎波里签订《阿尼本阿德条约》，给予的黎波里共和国内部自治权。同年，共和国通过的黎波里宪法，并出现了第一个政党——国民革新党，其以宣传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基本主张为根本。尽管该共和国由于内部派别林立和意大利的压力而崩溃，但这是阿拉伯世界第一个以共和国为政治结构的政府，是阿拉伯地区政治现代化的一次有益探索和尝试。第三，意大利临时默许昔兰尼加相对自治的地位。1915年4月，欧洲国家通过《伦敦条约》，许诺意大利拥有利比亚。但意大利因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混乱不堪，并不想在利比亚过多耗费力量。1920年10月，昔兰尼加和意大利再次谈判，达成《拉加玛（Rajma）协定》，赛努西民族主义领导者伊德里斯被授予昔兰尼加埃米尔头衔，管理库夫拉（kufra）绿洲等地。赛努西每月都可以得到薪金和固定生活补贴，意大利向赛努西政府提供警察和行政人员，后者解散昔兰尼加部族力量。昔兰尼加地区的自治地位已经具有政治合法性，赛努西教团实现了从宗教民族主义到君主制民族主义的跃迁，其领导地位得到初步确立。

1951年12月24日，伊德里斯·塞努西国王在班加西（Benghazi）的马纳尔（Manar）王宫宣布建立利比亚联合王国。独立后的利比亚既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又面临许多严重的困难与问题。其一，从国际环境上看，此时的利比亚仍是大国激烈角逐的场所，巨大的石油开发潜力和碎片化的政治版图，吸引着大国贪婪和渴求的眼球。其二，利比亚从殖民主义向独立国家形态的转变都是在大国的安排下进行的，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和目标一致的政治运动。伊德里斯国王需要面对一系列文化认同的棘手难题：如构建民众的政治忠诚感，在三大省份之间培育一种国家认同，在多种矛盾对立之间构建一个民族国家。其三，利比亚亲西方的姿态与当时盛行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等革命民族主义格格不入。国家的财政援助资金和专家都来自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更是亲密，利比亚允许美国和英国使用惠勒斯（Wheelus）和阿丹姆（al-Adem）军事基地。1959年末，美国援助利比亚1亿美元，成为美国最大的受援助国。与此同时，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中东地区声名鹊起，在利比亚地区也掀起了不小波澜。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言：“当民族主义成为忠诚和认同的流行范式时，代表传统激情的塞努西运动力量就开始衰败化。”王国难以在东西方之间找到最佳契合点，亲西方的塞努西在民众中威信扫地，这一切为将来的革命埋下伏笔。

在政治现代化道路上，利比亚联合王国是一种松散的联邦模式，包括多重司法系统、国家内阁、两院制的议会、省内阁和地方议会。国家有三个首都，一个冬宫在贝达（Bayda），另外两个在北部的省份——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各自拥有自己的行政机构和商业精英。从独立直到1963年，这种制度范式构成利比亚国家宪法的基石。利比亚联邦制现代化结构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中央和地方之间权力制衡，互相约束。利比亚宪法213条款中的36-39条清晰阐明了联邦政府和省政府的权力范围。联邦政府在某些领域拥有立法和行政执行权，但是在银行、进出口贸易、税收、地下矿藏等重要领域仅有立法权和监督权，行政权力归属于地方政府。第二，地方政府权力坐大，中央政府权力弱小。利比亚联邦制度构建了一种十分复杂的行政结构，中央议会为地方议会负责，这在客观上使的黎波里、班加西和塞布哈（sebha）的省级立法会和行政会议权力坐大。利比亚首相的权力小于省长的权力，中央政府经常因地方政府的权力制约而无所作为。第三，地方政府行政部门齐全而完善，行政人员远超中央政府。各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首脑、议会和内阁、行政和官僚部门。1959年，利比亚联邦政府的政府职员为1200人，而的黎波里地区的政府雇员有6000人，昔兰尼加地区的政府雇员有4000人，联邦政府和省级政府的薪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地方管辖范围之间都有类似主权国家的边界标志，国民出国必须有地方政府的签证和护照。

利比亚之所以在立国之初采取了联邦结构的政治现代化道路，大国政治博弈和联合国斡旋是主导元素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利比亚仍处于英法等国军事占领之下。1949年5月，英、意向联合国提交了瓜分利比亚的《贝尔——斯福拉计划》，按照该构想利比亚的独立计划还要推迟十年。在利比亚人民的反对下和国际社会的同情下，该计划被联合国否决。在这种情况下，松散的联邦制成为英法意影响利比亚的最后策略，各大国都试图通过新政府获取利比亚潜在的石油利益份额。基于此，许多利比亚国民议会成员认为联邦模式是英法在利比亚产生影响的一个公开把戏。1949年12月，联合国特派专员佩尔特到达利比亚。在国民议会中，佩尔特试图平衡三个省的利益。但是每一方都寻求在宪法中达到地位平等，这种平等试图掩盖人口素质、部族传统和资源禀赋的差异。1951年3月，利比亚临时政府成立。10月，国民议会批准了佩尔特和占领当局共同拟定的宪法草案，联邦制的政治架构最终敲定。联合国委托处主任艾德里安·佩尔特（Adrian Pelt）指出，利比亚联邦政府的成立代表一种制度层面的折衷调和，中央政府现在还没有超强能力将松散国家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

利比亚各省，包括伊德里斯国王，都欢迎联邦制的政治构想。除了一些民族主义者和的黎波里部分民众要求建立集权制政府，地方省级部门均赞同建立一种松散的联邦关系。利比亚各省的离心政治倾向在某种程度上得到遏制。但是构建一个政治共同体在部族地区也面临挑战，这里的政治忠诚感至多延伸到省级的城乡部族之间，难以上升到民族国家的层面。昔兰尼加省和费赞省担心单一政府的政治模式会被人口占2/3的黎波里占据主导地位，坚持建立一个联邦模式的政府。尽管巴希尔·萨达维（Basiral-Sa'dawi）领导的的黎波里国民议会党公开反对联邦制，认为联邦制将会使中央政府陷入无权的境地。但随着讨论和宪法的颁布，国民会议采纳了联邦制的政治范式，昔兰尼加埃米尔伊德里斯·塞努西成为国王。

国家权力的集中与分权同领导人的性格禀赋有着天然联系。伊德里斯国王是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为人处事态度和蔼，低调谨慎，拒绝将自己的图像印在货币上，反对将名字大张旗鼓地传遍利比亚各地或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名胜古迹。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人物，伊德里斯国王是一个“勉为其难的君主（reluctantmonarch）"。他在许多场合表达了不想当国王的意愿，他不喜欢宪法限度外的个人权力。伊德里斯对美国驻利比亚第一任大使亨利·塞拉诺·维拉德（Henry Serrano Villard）坦言：“我并不想统治的黎波里地区，而是对昔兰尼加埃米尔的地位感到十分满意。我本不想成为利比亚的国王，接受利比亚王位的目的在于防止国家分裂，这是我作为一位爱国人士应该承担的职责和应尽的义务。”国王自己也没有构建政治共同体的战略认知。国王的这种政治态度对于王国的政治现代化模式产生很大影响。

利比亚碎片化的地缘结构决定了联邦制的治理模式。政治发展意味着建立一个适应特定社会的历史——社会——文化变化的稳定的政治体系。利比亚的历史——社会——文化秩序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那就是碎裂化的地缘格局，这里有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有部族地方原始宗教信仰、图腾崇拜和伊斯兰教的冲突。就三个省的实际情况来说，甚至存在着文化断裂和间隙，种族、文化和语言方面更加复杂多样。在对外交往方面，昔兰尼加地区倾向于与埃及贸易，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与突尼斯和埃及关系密切。正如美国学者罗斯（Ruth）所说：“从外面看，利比亚像是一个国家；到其内部体验，这些省几乎是自治性质的，因为联邦政府依赖于省政府执行其立法。”

利比亚部族主义的传统和现实，也适应联邦制的现代化模式。就当时的社会结构组成来讲，传统的农民、游牧或半游牧民是落后的利比亚社会主要构成元素。部族主义是一种建立在落后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部族自我意识、一种集团认同心理，同时它又是一种行为。由于部族成员具有比民族社会成员更强烈的族属意识和内聚力，部族成员在与其他族属交往中，心理和行为往往表现出封闭性和排他性。在利比亚，部族主义一直是影响其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

众所周知，统一的民族国家是推进现代化的最重要前提之一。它意味着有效中央权力的建立、政治共同体的整合、地域与种族差异的消除、民族国家的同质。但利比亚选择联邦制这种现代化模式在缓和各地方力量矛盾方面却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利比亚民族国家构建的必然逻辑，尽管它与现代化的客观需求背道而驰。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任何一个政治组织通常都是为了履行某种特定的职能而创立的，当这一职能不再需要时，该组织就必须去发现新的职能，否则就会失去它继续存在的基础。一个政治体制或一个政府也是如此。如果它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去开拓扩大自身的新职能，并能有效地应付处理新的环境与社会事务，就能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与存在的合理性。随着国家整体结构的系统运行，利比亚中央政府的政治输出和输入模式与地方政府各行其是的政治治理结构之间矛盾频现，联邦制的存废已成为利比亚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变量和决定性的结构属性。1954年，国王亲近的顾问伊卜拉希姆·沙赫（Ibrahimal-Shalhi）因反对联邦制而遭暗杀。同年，首相穆斯塔法·本·哈里姆（Mustafa Ben Halim）要求国王废除联邦制，将君主制转变成共和制，伊德里斯国王为共和国终身总统。1955年1月，在国王的主持下，本·哈里姆的草案在图卜鲁格（Tubruq）地区会议上争论了7次，由于昔兰尼加部族力量对国王施加压力，提案最终流产。但联邦制已成为利比亚现代化进程的巨大阻碍，废除联邦制大势所趋。1963年，利比亚开始修改宪法，修改后的宪法规定省级立法会和省级司法制度被废除，伊德里斯国王有权任命地方行政委员会和国家参议员，国家的名字也从“利比亚联合王国”改为“利比亚王国”。石油收入和公司以及个人税收都归属中央政府，利比亚政治结构逐渐从联邦制过渡到集权制，地方权力收归中央。这种由联邦制向中央集权制的转换主要受以下因素的推进和影响。

第一，联邦制下的利比亚政治系统陷入一片混乱。联邦制下的利比亚基本上是一种松散的地方性关系，这种松散性和地方性决定了它不足以建立一种全国性的横向经济联系和社会互动网络。从经济的视角来评估刚刚独立时的利比亚，其结果令人失望之极。联合国任命的经济学家本杰明·希金斯（Benjamin Higgins）认为：“三个省联合而成的利比亚，成为经济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包括地缘、经济、政治、社会学和科学技术层面。如果利比亚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的话，那么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都有这种希望。”当时利比亚社会有以下特征：一是人口下降，分布不均衡。国家人口约110万：昔兰尼加地区30万人，的黎波里地区75万人，费赞地区6万人，少于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但仍处于下降趋势。的黎波里地区有4万——5万意大利人，占有最肥沃的土地。二战后，意大利人口撤离后，昔兰尼加地区的土地归还乌莱玛。除了少数绿洲、小镇和城市外，意大利统治期间逃离到乡村的利比亚人都聚集在地中海沿岸的狭长地带。尽管在殖民时期，许多人都流入城市，但80%的人口还是居住在内地。1954年人口增长率为1.25%，但是婴儿死亡率达50%。二是民众凄苦。独立初期，利比亚90%的人口是文盲。城乡人均收入为25-35美元，利比亚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同时国家财政入不敷出，1952年，贸易逆差为700万英镑，1960年上升到5640万英镑。大多数利比亚人仍依靠农牧业和规模很小的商贸业为生，利比亚经济主要依靠蓖麻籽、细茎针草、金属废料出口以及英国、美国、联合国和其他友好国家的财政和技术援助。三是基础设施落后。昔兰尼加的基础设施，包括农业用地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英国、意大利和德国军队破坏，属于国有的工业部门几乎不存在。更重要的是部族垄断土地和水源，严重阻碍着国家发展农业和土地改革。

第二，联邦制下的“藩镇割据、各自为政”状态限制了石油资源的有效开发。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意大利地理学家就预测利比亚的地中海沿岸储藏有大量的石油，但二战的爆发使得开发石油的计划未能付诸实施。1953年，利比亚矿产法规定了外国公司到利比亚进行石油探勘的相关规定。利比亚还组织一些国外专家帮助地方官员草拟了1955年利比亚石油法。英国石油公司、皇家壳牌石油公司、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等九个公司被授予一年的石油勘探调查。同年，阿尔及利亚发现石油，再一次证明了利比亚发现石油的可能性。利比亚石油的诱惑还在于其富有魅力的地缘位置：利比亚紧靠欧洲市场，特别是靠近欧洲南部港口，对欧洲大国来说运输费用较低；利比亚的石油输出管道只在一国境内，而不像海湾地区连通数国，极易受国际局势和不稳定地区局势的影响；利比亚石油也不经过苏伊士运河，当运河关闭时（如1967年的中东战争期间）石油运输不受影响。

1955-1958年，利比亚将国土的55%分配给8个国家的14个国际石油公司（后来增加到40多个）。1955年石油法规定，国家被分为四个勘探区：南北各两个区域，制定了特许开采权和政府收益为公司利润50%的规定。尽管分区主要基于地理因素，也反映了联邦制下省级边界的现实。利比亚宪法第38条规定，所有地下财富都属于国家，但省级政府拥有勘探授予权。特别是石油蕴藏量丰富的斯特（sirt）盆地，骑跨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两地。因此，联邦制下的地方分权限制了石油资源的有效开发。

第三，利比亚石油收入的突飞猛进，石油美元的共享使得贫油的地方政府乐意统一在中央政府的旗帜之下。1959年，石油公司在利比亚的锡尔提加找到6个大油田，石油收入给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动量。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利比亚就成为世人瞩目的高质量石油生产国。1961年石油产量为667万桶，到1968年增加到9166万桶。石油收入从1962年的1370万英镑猛增到1965年的8150万英镑、1968年的3.03亿英镑。石油经济大大提高了利比亚的国民收入，利比亚独立时人均收入仅25-35美元，到1969年已经增加到2000美元。但政府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是如何有效、公平、公正地利用石油资源，促进国家经济的长期发展；另一方面是如何调整联邦制度，将政治权威和独立的经济权力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实现和谐调整。石油工业的兴起以及源源不断流入的石油美元，要求国家拥有统一的经济政策和国家立法，只有这样石油财富才能惠及各省。因此，当中央政府集权制政体构想付诸实施时，各省区一改前十年的反对态度。他们意识到只有真正的财政、行政和官僚机构的整合，三个省才有可能享受石油的益处。

第四，经济的稳定增长侵蚀了部族和家族力量，部族主义力量被削弱。尽管利比亚具有浓厚的部族社会和前官僚政治的传统模式，石油美元迅速增长对王国的部族产生影响和制约。国家控制、分配石油财富的资源配给方式使部族民众生存更多地依靠国家自上而下地分配石油财富，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依赖自下而上的公民纳税。联邦政府通过石油收入可以雇用到训练有素的治国专家和具有行政经验的行政人员，中央权力逐渐强大起来。一位观察家曾指出：由于石油的发现，“这个国家的部族主义正在逐渐变小”。特别是政府任命公务员也开始注重娴熟的专业技能，并超越其部族身份的高贵与否。联邦制度废除以后，对于国家来说，部族变成“纯粹的象征符号”。但皇家政要、的黎波里国防军、官僚机构的高层仍受部族因素的影响，它们是中央政府缓和部族利益的平衡机制。


二、卡扎菲与伊斯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尝试

民族主义与现代化是近代以来并行发展的两大历史思潮，二者对人类历史和国际体系的巨大塑造作用，是其他任何历史力量所不能比拟的。1969年9月1日，以卡扎菲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趁伊德里斯·塞努西在土耳其度假之际，发动了不流血的军事政变，推翻了伊德里斯王朝。卡扎菲称这一天是利比亚真正独立的开始。从此利比亚掀开“革命民族主义”的序幕，利比亚的现代化模式走上了另一历史征途。

在这里有必要对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的内涵作一界定：按照亨廷顿的阐述，革命是在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价值准则和依托，及其政治体制、社会结构、领导权以及政治活动与政策方面发生的一场迅猛的、根本性的、暴力的内部变化。卡扎菲本人在他的《绿皮书》中再三强调推翻伊德里斯王朝不是一场军事政变，而是革命的起点。卡扎菲掌握政权后，在利比亚采取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带有革命性的治国方略，他在政治上提出了“世界第三理论”，这一理论集中反映在他的《绿皮书》上；在实践上他着力推动民众革命、政治参与和政治合法性的建构，并在利比亚进行了非同寻常的伊斯兰社会主义的尝试；另一方面，卡扎菲在外交政策上挑战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因此，正如汉纳·阿伦特所说：“暴力与变化一样，都不足以形容革命现象；只有当发生的变化意味着另一种新的开端，暴力的使用是为了构成一种完全不同的政府形式，是为了形成一种新的国家之时，……我们才能谈到革命。”因此，1969年卡扎菲在利比亚发动的军事政变不应被视为一场政治暴乱而应看做是一场社会革命，是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的逻辑起点。

现代化学者认为革命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种手段，革命的原因在于现代化。其含义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无可阻挡的，当现有的社会框架赶不上变化的迫切性时，革命就会发生。现代化理论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理解革命的原因，超越了历史定势的传统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学理思路。从现代化学理视角出发，关于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的历史背景包括以下特点：

一是作为“人造国家”的利比亚，三个地区（的黎波里、昔兰尼加和费赞）政治认同性不强，即现代性的凝聚力不强。随着利比亚君主制政治进程的展开，这种根深蒂固的部族认同阴影加重，政治权力结构沿着种族、教派界限出现断裂的可能性增大。由于对国家忠诚的转移，国内种族、地方以及亚团体与个人等部族力量分散了国家力量。正如西方学者泽根（Gergen）所说：“当身份与忠诚变得更加多样时，公民的概念就分解了。”由于人们的部族认同强于国族、国家认同，部族等亚文化认同很容易直接转变成政治认同和政治旗帜。这种政治动员很容易转换成部族动员，从而又使部族利益直接转换成政治利益，形成一种分裂型的民族国家。赛努西集团将利比亚的主要财富都拨给昔兰尼加，对的黎波里塔尼亚和费赞地区的投入极少，这种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各部族的离心倾向。

二是石油收入带来的社会财富暴增在部族中产生的分配问题。在阿拉伯的政治文化传统中，经济实力与财富并不是获取政权的必要前提。古代阿拉伯人认为，财富不是政权的源泉而是政权的报偿。只有当经济问题与政治及思想问题密切相关时，才去涉及它。由于商业性的经济体系的缺乏或中央行政干预，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利比亚仍依赖于血缘联系的经济分配方式，缺乏雇佣式的商业经营模式。部族联盟和地方家族势力由于受国王和顾问的青睐，他们经常在情谊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能力的基础上担任国家要职。石油财富并没有使广大民众普遍获得实惠，相反，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特别是一批政府官员，因与塞努西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一夜暴富。因此，利比亚的草根阶层成为革命的主要支持力量。卡扎菲本人是中下级军官，属于草根阶层，政变发生一周后，人们才知道他的名字。四个月后，人们才知道他是革命指挥委员会的主席。政变的参加者大都来自乡村地区的草根阶层，与塞努西部族没有什么联系。

三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纳赛尔主义的影响。民族主义指的是从文化视野中，民众可以意识到自己不同于其他社会团体。这种从属关系意识可以表达为民众的独立、自决和改善生活的意愿。阿拉伯民族主义是影响中东政治生态的强大精神资源之一，其目的在于通过统一的方式将阿拉伯民族团结起来，消除西方意识形态和器物形态主导阿拉伯地区政治结构的格局。卡扎菲思想中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成分主要从纳赛尔主义中吸取营养，以纳赛尔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经典”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卡扎菲思想哲学中得到具体的体认。卡扎菲自称纳赛尔主义者，并把对纳赛尔主义的忠诚作为他的“自由军官组织”成员的标准之一。除了《古兰经》外，卡扎菲深受纳赛尔的《革命哲学》的影响。卡扎菲曾说：“告诉纳赛尔总统，我们的革命是为他进行的。他可以利用我们的一切资源，只要是反对以色列和实现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可以说，纳赛尔及其思想对卡扎菲的世界观、价值观及其外交理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是以卡扎菲为首的政治力量代表了一种现代社会变革的新生力量。卡扎菲在夺取政权后采取了三项措施，来表明新政权与君主制政权的格格不入：（1）清除军队中与塞努西集团有关联的潜在力量；（2）革命指挥委员会在1969年12月被任命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有权任命部长等官员；（3）君主制时期的少校以上官员以及与塞努西集团有密切联系的昔兰尼加部族精英都被卸甲归田，沦为平民。这些出人意料的革命性举动在民众眼里陌生而新奇，却使民众对新政权寄予厚望，并默认其政治合法性。

五是国际社会的打压。英国学者弗·哈利迪写道：“革命民族主义被证明是更多国际冲突的起源，使人们在更大程度上竞争性地关注于民族利益。”在“革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架构内，利比亚与西方和美国之间的对抗与打压、挑战与应对关系成为当时国际冲突体系的突出特征。卡扎菲早在1973年就提出“武装人民群众”的思想，号召对以色列和美国发动圣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卡扎菲被称为“恐怖主义大师”。1980年2月15日，美国关闭了的黎波里大使馆。1981年，美国和利比亚的关系恶化，同年8月，两架利比亚战斗机被美国战舰击落。及至1982年末，美国已停止从利比亚进口石油，并且宣布抵制向利比亚出口高技术产品以及与石油生产相关的设备。利比亚与西方大国的关系处于低谷，甚至断交，因而成为美、英等国长期敌视的对象和打压的目标，这使得利比亚在国际社会更加孤立。1989年，美国证实利比亚支持了大约30个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和革命运动。里根总统甚至咒骂卡扎菲是“世界的疯狗”。

关于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现代化学者认为革命的目标是实行现代化。英国学者弗·哈利迪认为，革命是一些落后国家的另一种现代化选择。亨廷顿也说：“革命是现代化所特有的东西，它是一种使一个传统社会现代化的手段。”他的命题是：“通过革命实现现代化。”卡扎菲执政后，根据他提出的新理论，对利比亚进行了空前的社会改造。其伊斯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直接民主与民众革命的政治现代化

1975年末，卡扎菲出版了《民主问题的解决方法》一书，提出了不同于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第三理论”，他认为“世界第三理论”击败了西方的民主。西方的议会制度，只能表达议员的政治意愿，人民的真实权力被剥夺，选举并不能够产生民主。他认为“世界第三理论”外的所有民主制度都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并不能代表真正的民主。获胜的政党即使获得了51%的席位，但是49%选民并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权力。因此，卡扎菲得出结论：政党不可能代表民主，因为代表是“对民主的弄虚作假、串改、伪造和歪曲”。政党是以侵占人民的权力为代价，反映少数人的意见。卡扎菲对西方议会制度进行了抨击，他认为西方议会制度只是一种可以用选票来买卖的体制。其最终结果是大多数穷人成为牺牲品，富人的意志得到了真正的体现。他认为议会制度是最残暴的制度。政党是富人的工具，但是它经常表面上代表大多数人民。迄今为止，只有直接民主才能真正解决这一难题。直接民主最重要的机构是民众任命的大会或者是基层人民大会（basic people's congress，简称BPC），他们自己选举代表组成基层人民委员会（basic peo'ple's committees）轮流监督和指导总人民大会（General People's Con'gress）。卡扎菲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民主。1976年1月，卡扎菲将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改名为总人民大会。总人民大会的成员可以对行政机构进行质问，政治活动受到基层人民大会的约束。但是，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继续占据重要的政治和军事职位，暗示着这些成员还可以保持一定的权力。实际上，直接民主的目的在于实现民众的平等主义，消除社会的阶层制度和等级体系，反映了部族原始平等的精神气质和固有风气。

“民众革命”的序幕是“民众统治”和“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成立。1971年1月14日，卡扎菲在祖瓦拉（Zuwara）演讲中提出了“民众统治”的概念和构想，那就是国家议会的代表由人民大会任命，代表直接选举国家总统。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动员民众参与，但不久“民众统治”的第一个版本就被放弃。1971年6月12日，利比亚成立了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ASU），尽管拥有很大权力，但并未得到革命指挥委员会的支持。1973年4月15日，卡扎菲在纪念穆罕默德逝世纪念日上，发出了“民众革命”的呼声。由于民众对利比亚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反应淡漠，卡扎菲决定将民众革命同泛阿拉伯主义联系起来。民众革命号召清除革命的对手，鼓励行政和文化革命，武装利比亚民众，中止法律制度的实施。实际上，卡扎菲的民众革命旨在扫除阻碍革命民族主义的行政和立法机构。因此民众革命的第一步就是对卡扎菲怀有敌意的政敌进行攻击，结果许多市长、经理，包括部长都被贬为庶民。第二阶段是产生民众委员会，国家机构和社区都被这些委员会接管。1973年8月，革命指挥委员会批准成立了2400个委员会。10月12日，关于民众委员会的法律获得通过，但革命指挥委员会仍然大权在握。这一结果与卡扎菲增强自己权威的想法背道而驰，革命指挥委员会仍然控制着国家，民众委员会权威的范围仅仅限于政治顾问的作用，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民众委员会制度化说明革命指挥委员会内部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惜损害卡扎菲的利益。1973-1974年，民众委员会又在民众的要求下被解散，其部分职能被其他机构兼并。

（二）农业革命的物质现代化

现代化一般总是与工业化、都市化等变化联系在一起，正因如此，人们很容易忽视农业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二战后一系列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由于对农业的忽视而陷入发展的陷阱。一般来说，农业是一个国家发展的物质现代化基础，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经济发展最初是从“传统”的部门或依赖农业提供原材料的部门开始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振兴农业是实施国家发展战略至关重要的环节。从实际条件来说，利比亚并不具备农业发展的优势，但按照卡扎菲“世界第三理论”，农业是利比亚实现民族国家独立的前提，也是建成现代化和多样化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

从客观条件来衡量，利比亚的自然条件对发展农业并不有利，生态环境是制约利比亚农业发展的重大问题。一是恶劣的气候条件。利比亚温差大，雨水少，狂风使得有机土壤流失严重，广阔的沙漠不断在吞噬着农田与牧场。二是耕地少，沙漠面积广阔。利比亚全国可耕地仅370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4%。但耕地分布不均，而且土质很差。三是水源分布不平衡。北部沿海平原是井灌区，地下水位较高；的黎波里附近和绿山山地是农牧业兼营地区；半干旱的沙地以牧业为主。南部沙漠地区降水量稀少，费赞盆地和库夫拉低地是地下水丰富的绿洲群。

在发现石油以前，利比亚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体的贫穷国家。1958年以前，农业产值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6%。石油美元的源源流入，在两个层面对利比亚农业产生影响。一方面，大量的石油收入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利比亚政府在资金宽绰的财政状况下制定农业发展战略。20世纪70年代，利比亚政府投入农业的资金共有73亿美元，约占经济总投资的21.9%。另一方面，石油业的崛起，冲击了传统农业。许多农民转入城市从事收入丰厚的石油业，农业劳动力缺乏，食品依靠对外进口。1977年，利比亚进口食品的价格是1958年的37倍。

1969年，“九一”革命后，利比亚确定了发展农业的一系列目标，并采取相应的战略与政策。包括如下要点：

一是实现粮食自给。具体措施为扩大农业垦殖区及农业用地；营造防风林保护土壤免遭侵蚀，控制土地沙漠化蔓延；采用现代化技术挖掘生产潜力，增加农产品生产；施行人工降雨，寻找新水源，防止地面水土流失。

二是增加农民收入，调动人力和资金的潜力。利比亚政府建立培训机构，向农民传授农业知识，培养技术人员。建立农业合作社、农业会议和农业银行，通过发放贷款、提供技术援助和销售农产品为农民服务。

三是摧毁部族土地所有制，实现社会公正。部族在利比亚社会广泛存在，通常垄断着土地与水源，利比亚政府通过在沙漠地区建立农村村社和实施生产计划，打破部族垄断，实现地区间平衡发展。

以上只是利比亚农业革命的启动步骤，这些措施初步奠定了利比亚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为推动农业的整体发展并促进全国区域之间的平衡发展，利比亚政府制定总体规划，使农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特别是同工业部门协调发展，进行了以下农业改革实践：

1.制定五大农区发展计划。这五大农区包括：绿山发展区、朱夫拉平原发展区、苏卢——库杜尔发展区、库夫拉与萨里尔发展区、费赞发展区。这些发展计划区分工明确，包括生产蔬菜水果的基地、生产谷物与饲料的农场。五大农区发展计划效果显著，费赞发展计划所生产的谷物占利比亚全国总产量的11.4%。费赞发展区、库夫拉发展区与萨里尔发展区是在沙漠地区进行开发并取得成功的范例。此外，利比亚政府在库夫拉、萨里尔等地建立绵羊饲养基地，在费赞、库夫拉、布特南等地建立饲养骆驼基地。利比亚国内四大家禽饲养基地每年可孵育雏鸡1590万只，产蛋11.34亿只，极大提高了民众的社会生活水准。

2.实行土地国有化。“九一”革命后，利比亚政府通过五种方式将土地收归国有：一是利比亚政府为本国公民提供长期贷款鼓励他们购买意大利人占有的土地；二是利比亚政府剥夺意大利人占有的38万公顷土地，一部分分给农民耕作，另一部分由国家出资建立农场转交给农民或城市移民经营；三是宣布未开垦的土地为国家所有，限制部族私有土地。1970-1987年，利比亚共开垦荒地180万公顷，耕地面积达到264.1万公顷，其中46.8万公顷为水浇地，占全部耕地的17.7%。1977年，利比亚政府制定法律对部族土地所有制作出限制，设定了开发与使用土地的条件。四是防止私有农场面积过大，政府规定每个家庭拥有的土地，只要满足自身需要即可。五是建立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组织，包括私营农场、国营农场以及其他农业组织，它们通过互助合作，向国家贷款等方式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3.政府拨付巨款投入农业发展，为农户提供援助和优惠政策。利比亚革命政府成立后，农业投资增加了63.5倍。1970-1987年间，利比亚全国发展资金计划为286.53亿第纳尔，其中农业发展资金计划为46.47亿第纳尔，占全国发展资金总额的16%。利比亚政府向农户提供的援助包括投资建造新的农村居民区和现代化的农场，推广耕作技术、建水坝、凿水井、修公路。政府向农民提供中长期无息贷款，对农民实行生活补贴，提供大型农具以及生产资料。利比亚政府加强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沿海城市班加西、托仆卢克与的黎波里地区建成多座海水淡化工厂。

利比亚农业革命取得了一定效果，全国谷物种植面积达到56万公顷。据世界银行报道，利比亚谷物产量从1994年的16.5万吨增加到2003年为21.5万吨。此外，小麦、马铃薯、蔬菜等重要农作物产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尽管如此，农产品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仍很低。1958年，所占比重为26%，1962年，由于石油收入增加，农业所占比重降为9%，1978年减少为2%，20世纪90年代为5%-7%。目前，蔬菜、水果、乳品、禽类尚且自给，粮食依靠进口。

（三）石油新战略的资源现代化

在未发现石油以前，利比亚是一个极端贫穷的国家。石油改变了利比亚的贫穷状态。早在1937年，意大利就在利比亚发现了石油。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开发石油的活动被迫中止。二战后，美、英、法、德、意等国的石油公司纷至沓来，利比亚石油开始源源不断从地下流出。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利比亚丰富的石油储藏被陆续发现。利比亚石油资源具有以下特点：（1）四大区域分布。根据《石油法》可知，第一区域为的黎波里、西山、扎维耶、胡姆斯与米苏拉塔地区，第二区为北纬38度以北的班加西、绿山与德尔纳地区，第三区为北纬38度以南的库夫拉地区，第四区为赛卜哈和奥巴里地区。（2）储量大。苏尔特盆地被誉为“石油的海洋”，盆地内14个大油田储量超过10亿桶的就有12个，是利比亚石油资源最集中地区。（3）开发运输成本低。利比亚石油区域地势平坦，油层埋藏较浅，开发成本较低。石油运输港口离欧洲较近，运输成本低，地理上的优势提高了利比亚石油的国际竞争能力。

石油为利比亚国家与社会生活带来了各种好处：一是提高利比亚国际地位。利比亚成为重要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后，立刻加入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国际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并在组织中拥有较大的发言权。二是利比亚经济增长加快，国力增强，人民生活迅速得到改善。1951年，利比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35美元，1969年为2216美元，20世纪70年代末已居非洲国家首位，达1万美元，全国实行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三是石油生产成为利比亚经济结构的主导产业。目前石油工业在利比亚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为52.7%，石油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95%。利比亚国家财政收入的80%来自石油出口。

作为“革命民族主义”现代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九一”革命后的利比亚在石油领域实施“石油新战略”。利比亚的石油新战略的要点是：控制原油生产，国家对石油生产、勘探与企业的营销进行全面控制；石油企业劳工利比亚化，具体措施为培训利比亚公民参与石油生产与加工过程，在石油领域增加本国工人的比重；改变单一依赖石油资源的经济现代化结构，扩大产业结构，构建多元化的经济格局。

在“石油新战略”指导思想下，利比亚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利比亚政府修改、废除君主制王朝同外国公司签订的协定，增加保护石油资源的条款。利比亚政府同外国公司就调整油价问题进行谈判。1970年9月和1971年，利比亚先后同外国公司签订合同，提高利比亚原油价格。1972年，受美元贬值影响，利比亚石油收入下降。利比亚再次同外国石油公司交涉，提高了原油价格。1970年，原油每桶为7.2美元，1973年上升为16美元，1980年为47美元。

第二，根据1970年第24号法律成立国家石油公司。该公司实际上代表利比亚政府指导与管理各类石油公司，负责同外国石油公司进行谈判、签约、监督、征税等行为。国家石油公司还具有收购外国公司、销售利比亚石油的特权。1990年10月，国家石油公司的职权改由石油秘书处执行，前者成为日常咨询机构。

第三，对英美等西方石油公司国有化。利比亚根据1971年第115号法律，将英国公司收归国有，组建阿拉伯海湾石油公司。1973年，利比亚将西方石油公司、埃索石油公司、利比亚美国石油公司、莫比尔石油公司和德士古海外石油公司股份的51%收归国有。1974年利比亚政府将美国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收归国有。国有化之后，利比亚石油生产的75%被国家石油公司所控制，而此前外国公司则掌握着利比亚石油生产的90%。

第四，利比亚政府意识到石油资源的不可再生属性，采取措施保护与充分利用石油资源。一是限产保价，即限制石油产量以保持油价不下跌，石油收入不受影响。20世纪80年代，利比亚同阿尔及利亚、伊朗等国协调立场，应对沙特、科威特等国的“超产降价”政策。二是在国内和领海内进行勘探活动，实行“再度开采技术”，提高石油回收率。1970-1980年，钻探成井的比率为43%，大油田相继发现。1976年，意大利Eni公司发现的布里油田深约2605米，储量约20亿桶，是整个地中海最大的油田。三是大力发展石化产业，改变单一出口的经济格局。利比亚国内有五家炼油厂：拉斯拉努夫石化联合企业（1986年投产）、扎维耶厂（1974年投产）、卜雷加厂、托卜鲁克厂与萨里尔厂。

（四）多元化发展的经济现代化

为了推进利比亚的现代化，利比亚政府投入巨资致力于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其主要特点是：

第一，改变石油主导经济的格局，积极发展新兴工业，重点放在有色金属冶炼、采矿业、运输业、食品、纺织、服装、皮革加工等领域。这种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战略，使利比亚生产能力与出口能力得到加强，这些非石油工业的发展不仅使工业结构趋于合理，也调整与改进了产业结构的区域分布。

第二，重视对天然气的勘探与开发利用，增加天然气产量。利比亚天然气储量丰富，2003年，已探明储量达46.4万亿立方英尺。总储量可达70万亿——100万亿立方英尺。利比亚政府试图在国内以天然气替代石油作为能源，以增加石油及石油产品的出口量。为此，利比亚吸收国外公司参与本国天然气的开发利用。利比亚与突尼斯在1997年5月签订协议决定成立建造输气管道的联合企业，2003年10月联合企业正式运作。2002年10月，埃及出资100亿美元修建通往利比亚的输气管道。意大利的Eni公司投入26亿美元和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的合作项目是“西利比亚天然气计划”。按照规划，利比亚从2006年起向意大利、法国供气80亿立方米。随着美国解除对利比亚的制裁，利比亚液化天然气出口量可以增长两倍，西班牙、土耳其、意大利是其主要出口国。2001年2月1日，利比亚加入“天然气输出国论坛”，论坛成员拥有世界天然气储量的3/4和出口量的3/5.

第三，加速电力工业、制造业、建筑业等非石油工业的发展。电力工业是利比亚发展经济的基础产业，为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居民日常生活提供廉价而洁净的能源。卡扎菲上台后，针对利比亚电力资金投入不足、电力工业发展缓慢的现状，加大对电力工业的投入。1970-1988年，利比亚政府直接投资共计29.62亿第纳尔，占直接投资总额的89%。而1963-1968年，利比亚政府的电力投资仅5680万第纳尔。利比亚国有电力总公司计划到2010年前投入100亿美元用于建造电站、电网、全国和地区的输电控制中心。利比亚还引进国外的技术与资金，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先后与俄罗斯（2002年2月）、韩国（2003年8月）、西班牙（2003年10月）的公司签约，对电力基础进行扩建改造。

利比亚的制造业包括食品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和电器制造业、钢铁联合企业、家具与造纸工业、纺织、服装和制革业等。在1980年以前，利比亚政府集中发展轻工业与石油化学工业。20世纪70年代，利比亚政府建造了300多家食品加工厂、纺织厂等，为制造业打下基础。20世纪90年代，国际社会的制裁和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下跌使制造业处境困难。1997年后，利比亚实行开放的多元经济战略，制造业逐渐起色。

20世纪70年代初，利比亚的建筑业规模小、承包商多但力量不足。利比亚政府采取两项措施解决这一难题：一是组建国有建筑公司承担建筑任务，这些公司是国家工业承包公司、筑路和养路总公司、民用工程总公司等；二是将小企业并入大型建筑项目公司，规定凡3万第纳尔以上的公司转为合作企业，其股份出售给公众或政府。由于石油收入的支撑，利比亚建筑业迅速发展。1986年，建筑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在公共服务行业（石油部门除外）中名列第二。建筑业的兴起使利比亚成为世界人均水泥用量最大的国家。


三、利比亚现代化的挫折与延误

从理论上说，任何过程都不可能没有失误，历史正是在失误中发展的。像现代化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运动，更不可能没有失误。卡扎菲自上而下对利比亚社会进行的现代化改造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和考虑，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它不是利比亚社会、经济和政治内在累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而是人为和强制进行的，并在诸多方面背离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卡扎菲对利比亚的现代化改造很难达到既定的目标，同时还引发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边缘化和工业的停滞不前

卡扎菲思想是把伊斯兰教、马克思主义、纳赛尔主义和非洲社会主义以及部族主义糅合在一起而形成的理论。其目的在于试图建立一个全球的乌托邦社会。实际上，在短期内任何理论都可以被设计。但是，当应用到社会，理论就被割裂了，混乱也就产生了。利比亚经济系统的特征在于完全依赖于石油出口，非石油部门仅占GDP的20%。国内的工业产品微不足道，大多数工业产品都从外国进口。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自1969年以来，利比亚经济年增长率下降了3%，利比亚经济发展陷入困境。石油收入的锐减还造成利比亚食品物价的飞涨。20世纪90年代初，利比亚牛奶价格翻了一倍，大量公务员被解雇。工人工资减少，财政紧缩，军官被迫等待几个月才能领到工资。这一严酷现实迫使利比亚国内的卡扎菲反对派发起“救赎利比亚”运动，利比亚国内极为混乱。

利比亚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还表现在农业工程的盲目投入。在利比亚68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农业占1.5%，其中大部分属贫瘠土地。这些土地主要分布在的黎波里地区，增加产量的唯一途径就是地下水灌溉。20世纪60年代初，利比亚70%的人口仍从事农业。1962-1967年，农业出口价值下降了3倍，食品进口增加了3倍。农业在GDP的比重由9.7%下降到2.4%。利比亚对农业部门的资金投入巨大。在君主制时期，国家预算的12%投入农业。到1980年，1/4的石油收入投入到了农业项目。1972年，库夫拉（Kufra）和贾法拉（Jafara）的小麦工程提供了两个例子。此外卡扎菲还投资100亿——200亿美元，实施人工造湖工程建设项目。库夫拉工程开始于君主制时期，将库夫拉小麦运送到沿海的费用超过国际市场的价格，这一项目基本上没有经济效益。就谷物价格来说，每吨谷物的花费估计是世界谷物市场的10-20倍。贾法拉小麦工程也是如此。到1976年，这一项目的部分工程已经被废弃。

利比亚严重依赖石油，很大程度上挤压了新兴产业的发展空间。石油产业对整体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效应相对有限，而且获取石油致富之易，也使发展其他产业因投入产出不成比例而缺乏动力，或因成本高昂而在国际市场不具竞争力。为了摆脱严重依赖石油的单一经济结构，卡扎菲主张经济多元化，减少对石油的过分依赖，这在主观上是一种迫使经济转型的美好愿望。它们期望非石油部门能够通过扩大而超过石油部门，但是石油市场价格的变动却使得利比亚更加依赖于石油收入。1974年，利比亚通货膨胀率达到25%，利比亚拨付10.41亿美元用于弥补预算。粮食价格的增长，特别是高技术和机器的引进，也增加了利比亚财政负担。再加上国际投资商趁机兴风作浪，利比亚经济不堪重负。

（二）过度国家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的延误

中东是发展中国家“国有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而利比亚则是实施国有化较晚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初，中东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逐步加大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步伐，但卡扎菲政府却背道而驰。1979年，利比亚颁布题为《长期计划的发展前景、问题和政策，1980-2000》的新发展计划，该计划反对私有制，要求废除私有部门。到1987年，70%-75%的利比亚人都是政府雇员。1987-1990年，利比亚开始了自由化的经济改革。但1990年以后，国家干预经济的趋向更为明显。国家主导了所有的制造业、农业、国内外零售业、银行保险等服务业。国家贸易公司控制了工业、农业与制造业的进口权。2004年，根据利比亚总理加尼姆（Ghanem）统计，86.2万利比亚人依靠国家养活。其直接后果就是国有化导致经济集权化，进而造成政治专制甚至家族统治。国家资本主义增强的原因如下：

第一，经济发展的“迟发展效应”。按照这种观点，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是落后，工业化起步就越可能像一个非常突然的冲刺一样缺乏连续性，其工业化进程中强调发展大工厂和大企业的倾向就越是明显，政府在增加对新生工业的资金供给，以及向它们提供较为集中和明确的指导作用就越大，同时，强制性因素就越明显。晚近现代化国家在经济上的异常落后状态决定了其工业化的途径和特性势必与早期现代化国家有所不同。这种迟发展效应在北非地区十分流行，其主要表现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过度发展，不切合实际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私人企业由于受到限制而缺乏活力。

第二，西方经济发展理论中结构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两种思潮均强调政府对发展的指导作用，认为采取中央计划来分配资源比依靠“无计划”的市场机制更为有效；同时强调只有大型企业才能采用现代技术和进行规模经济生产，忽视或否定规模小、生产技术落后的私营企业在经济发展中能起有益的作用。对于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利比亚国家来说，还认为私人企业的发展必然带来剥削现象，因而，私营经济在利比亚发展缓慢。

第三，国际社会大环境的制约。首先是国际石油市场的萧条，利比亚收入锐减。1981年的10月，利比亚每天生产石油低于60万桶，被迫降低油价。石油整体收入减少了31%，而进口增加了30%。1981年的利比亚预算显示财政赤字为48亿美元，几乎丧失了120亿美元的潜在收入。其次，不断恶化的政治气候促使美国和欧洲的公司撤走在利比亚的投资。1983年1月，由于国际市场萧条，美孚石油公司撤出利比亚。此后，利比亚对未撤走的公司提供优惠政策和财政刺激，这一战略一直持续到1984年。当时，利比亚原油市场降到每桶30美元。

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战略带来的后果十分严重。第一，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利比亚著名的密苏拉塔（Misurata）钢铁公司效益一直不佳，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累赘，并随时面临关闭的危险。另一个重大的项目是人工造湖项目，其目的是将地下水抽上来用于农业灌溉，这对水贵如油的利比亚沙漠地理风貌无异于一场灭顶之灾。1993年9月，项目建成投产，但其成本核算入不敷出。第二，基础设施落后。大多数利比亚城市没有清洁的生活用水，在炎热的夏天，一些大城市一周仅提供一次淡水供应，中小城市一个月一次。由于人们没有洗澡用水，卫生条件极差，造成疾病泛滥，瘟疫盛行。利比亚医院曾被《华尔街杂志》记者称为“肮脏的死人陷阱”。同一文章报道说，的黎波里眼病医院自1990年开业以来，一直处于缺水状态。第三，对于农业项目，政府采取不干预的政策。由于担心部族竞争和部族之间的血腥复仇，卡扎菲对土地采取放手不管的态度。卡扎菲说：“土地属于真主，任何耕作土地的人都应该从中受益。“1978年初，利比亚国有化期间，农业是唯一未被政府控制的领域。国家向农业配给大量政府津贴，许多农民依靠政府津贴过活。对于农民来讲，尽管农业产量增加，但因造价过高而难以在国际市场上参与有效竞争，他们不得不将粮食卖给政府代理商。有些农民甚至发现从事生产还不如依靠政府津贴更好。第四，黑市交易对利比亚经济产生的恶劣影响。利比亚不允许个人进口外国货物，因此私人要想获得外国货物不得不依靠非法手段。主要渠道就是先在国有商店买进商品，然后到黑市转手倒卖；另一个渠道是国外的劳工大量携带商品回到利比亚贩卖。在利比亚，工人中50%为外国人，他们几乎都有其黑市收入。由于利益诱惑，甚至有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也沉溺于黑市交易。第五，失业现象严重。1997年，利比亚接纳200万非洲移民，利比亚失业人数急剧增加。到2003年，利比亚失业率为30%。

（三）部族主义的回归和国家部族化

在中东地区，那些势力强大的部族往往认为建立民族国家会使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他们通常都会要求建立以部族占统治地位的新国家。建立民族国家与建立部族国家之间的冲突是独立后利比亚国家局势中的一个主要方面。冷战结束后，东西方对峙缓解。随着后冷战时代国际形势的变化，卡扎菲思想在其政治实践中显露出新动向，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对部族主义的依赖。这和中东地区固有的部族历史传统密切相关。在贝都因人的感情中，集体的荣誉和利益至高无上，血统的纯洁和宗谱的高贵优于一切。在部落外，不存在共同的利益和权力。部族主义指的是“以一种粗犷的求生存的性质和一种坚持对一定程度的原始的或氏族集团的忠诚为特征的现代以前的政治交往形式”。在贝都因沙漠中，各部落之间近似无政府状态的环境培植出一种弱肉强食、有仇必报的部族政治传统。美国学者希提在他的著作中一针见血地写道：“个人主义是这样的根深蒂固，以致游牧人未能变成一个具有社会意识的生物。他只关心本部族的福祉，要他关心各部族共同的福利，那是很困难的。”这充分说明在阿拉伯世界传统的部落影响广泛存在，而且具有强大的势力。卡扎菲对部族主义力量的依赖主要体现在以下层面：

第一，新建立的革命指挥委员会领导人主要从部族中任命。到1994年，革命指挥委员会的领导人大都控制在卡扎菲所属的部族派系手中。卡扎菲主要依靠的部族为卡萨斯发（Qathathfa）部族，卡萨斯发部落是一个规模相当小的部落，19世纪迁徙于昔兰尼加地区。卡萨斯发部落大多数成员过着游牧式的生活方式，贫穷而落后。他们拥有忠诚于本部族的军事力量，但在君主制时期，未得到赛努西王朝的重用。卡扎菲上台后，对他们加以信任，大力提升该部族的政治地位。卡萨斯发部族的军官被委以重要职位。1975年8月，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巴希尔·哈瓦迪（bashir hawadi）和计划部长乌马尔·穆海斯（umaral-Muhayshi）发动未遂政变，事后卡扎菲将革命指挥委员会人数减为5人。卡扎菲加紧巩固自己的地位，凡是认为对自己不忠诚的官员都被清除出国家的行政机关。1995年2月，利比亚发生的又一次未遂军事政变促使卡扎菲进一步任用自己的部族亲信，授予他们各种权力。卡萨法·达姆（Qathaf Damm）控制的地区扩展到包括所有的昔兰尼加地区，陆军上校哈利法·伊赫奈斯（Khalifa Ihneish）被任命为武器和军需的指挥官，马苏德·阿卜杜拉·哈菲斯是利比亚军队安全部门的指挥官。阿里·克伯（Ali Kilbo）被授予保卫卡扎菲官邸的重要职位。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信息和宣传部长职位都由卡萨斯发（Qathathfa）部族来管理。另一方面，为了扩大统治基础，巩固政权，卡扎菲也使用那些与卡萨斯发部落有血缘或联姻关系的部族，包括瓦法拉（warfala）部落、马戈哈（magharha）部落等，来自这些部族的成员一般担任低级军官。主要目的在于增强利比亚统治基础，确保政权安全，同时给卡扎菲政权涂上一层多元的光环。通过对部族力量的确认，卡扎菲加强了自己的力量。

第二，卡扎菲在利用部族力量的同时，也限制其过度发展，以免威胁自身的权威。例如卡扎菲的堂兄哈桑·伊斯卡尔（Hassan Ishkal）不仅掌握着利比亚的安全机构、石油部门，而且控制着军队，这种显赫的地位甚至使卡扎菲的威望黯然失色。哈桑·伊斯卡尔（Hassan Ishkal）桀骜不驯，经常与卡扎菲产生冲突，在一次与卡扎菲支持者的交火中被杀死。

由于卡扎菲向部族主义倒退，在许多利比亚人看来，国家寻求稳定最合乎逻辑的解决方法就是回归到部族的状态。这在人民委员会的选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议员都以部族联盟的名义参加选举和提出治国安邦的策略。自相矛盾的是卡扎菲在指责部族主义的同时，又在不断强化自己的部族主义立场。这种状况使得利比亚很难超越传统的部族社会的历史局限具有传统社会的特征，这对于利比亚现代化进程是非常有害的。

（四）国际社会制裁对利比亚现代化的影响

卡扎菲坚持反帝、反殖、反犹太复国主义，以“革命民族主义”的姿态傲视西方大国。1988-1989年，大规模地参与国际恐怖主义成为利比亚对外交往的诉求。这种挑战国际秩序的策略使利比亚与西方大国的关系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因而成为美、英等国长期打压的目标，成为国际体系之外的孤独者。1992年4月，美、英等国以利比亚政府拒绝交出涉嫌制造洛克比空难的2名利比亚人为由，促成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748号决议，对利比亚实施多方面的制裁。1993年11月，美、英又促成安理会通过了对利比亚制裁升级的第883号决议：禁止向利比亚石油天然气部门出售炼油设备和零配件，冻结利比亚的海外资金等。1992年春到1994年末，国际制裁使利比亚经济损失了100亿美元。在1994年9月利比亚国庆会议上，卡扎菲宣誓继续推进其政治、经济政策，并不断提及殖民主义，颂扬历史上反抗意大利殖民者的英雄。1996年8月，美国进一步实施制裁伊朗和利比亚的《达马托法》，对向伊朗和利比亚能源部门投资超过4000万美元的外国公司实行惩罚。联合国和美国的制裁不仅使利比亚在国际社会空前孤立，还使其国内社会经济发展面临极大困境。在1992年4月到1999年4月国际制裁期间，利比亚年经济增长率为8%，同期人均GDP从7311美元降到5896美元。仅在1998年，国家出口额就下降到了70亿美元。据统计，到1998年底，联合国的制裁使利比亚损失了265亿美元。

另一方面，利比亚的周边外交关系也持续恶化，卡扎菲宣称向邻国输出革命的策略，导致利比亚同邻国冲突不断。1977年，利比亚同埃及发生小型冲突。1980年，沙特和利比亚因在石油政策上的摩擦而断交。1981年，利比亚卷入和干预乍得事件。20世纪80年代，利比亚不惜削减发展预算，大幅度增加国防和军事支出。1979-1980年，利比亚对外支付120亿美元，其中一半是从苏联进口硬件设备。国防预算从1982年的7.09亿美元增加到1984年的11.49亿美元，从占政府支出的16.7%增加到23.6%。

联合国实施制裁后，利比亚的孤立处境和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困境，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促使卡扎菲重新审视其外交政策，推动利比亚外交政策的调整。卡扎菲外交思想的变化可以归纳为：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由激进开始向务实、温和转变。一方面，卡扎菲强烈谴责对利比亚的制裁，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他多次表示希望同美、英等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利比亚外交政策相应做出了调整：一是强调对外政策的重点是非洲，二是缓和与西方的关系，三是减少武器购买费用。1993-1995年，利比亚没有购买武器。1995、1996、1997年购买武器数量分别为1000万美元、2000万美元、500万美元。利比亚政府采取较为现实的立场，依靠非洲国家特别是非洲统一组织的支持摆脱困境。同时，加强发展同非洲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关系，积极参与非洲事务，将其作为现阶段外交政策的重点。1998年非统决定单方面解除安理会的制裁令。此后，包括非统执行主席在内的多名非洲国家首脑乘机访问利比亚，以实际行动冲破安理会对利比亚的空中制裁。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称赞卡扎菲“是我们孤独时的朋友”，指出“西方国家的敌人不是我的敌人，我不准备让任何人支配我的处事方式”。1999年初，利比亚政府在国际社会的积极斡旋下将2名涉嫌制造“洛克比空难”的利比亚人移交给联合国。联合国随即宣布暂停对利比亚的制裁，利比亚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有所缓和。1999年欧盟宣布暂时终止对利比亚的制裁。同年11月，英国政府全面恢复与利比亚中断了15年的外交关系。

利比亚的现代化发展表明：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选择，必须充分考虑本国的社会生态，顺应历史潮流与民心所向，遵循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律。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卡扎菲的“错位”选择使利比亚在现代化道路上迷失了方向，并在国内外陷入困境。


四、转型中的利比亚现代化进程

利比亚的革命民族主义是塑造利比亚民族国家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政治力量。它曾以激昂的革命热情和义无反顾的武装斗争，赶走了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实现了利比亚的独立梦。卡扎菲夺取政权后，利比亚经历了由君主制向共和制的转变。同时，卡扎菲又在所谓“伊斯兰社会主义”的指导下，自上而下地对利比亚进行了社会改造，这种改造主要侧重于意识形态方面，而且具有明显的“乌托邦”和“理想化”色彩；再加上缺乏适宜的内外环境，卡扎菲在利比亚推行的现代化实验大都成为空洞的政治宣传，无法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在国际上则陷入备受孤立的窘境。

基于国内外的各种压力与困难，自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起，卡扎菲的治国策略和对外政策出现改弦更张的新变化。1987年和1988年，利比亚释放了许多政治犯。卡扎菲还亲自与政敌和解，扩大政权的支持基础。1988年5月，利比亚革命法院被人民法院所代替。1989年3月，利比亚成立了司法部，完善法律审理程序。同时，利比亚努力同非洲国家缓和关系，先后与乌干达、乍得、突尼斯和埃及化干戈为玉帛，积极在埃及与苏丹之间斡旋，调解二者的矛盾冲突。1999年，国际社会解除对利比亚在某些领域的制裁，欧洲国家的投资商将注意力投向的黎波里地区。在2000、2001、2002年，国际石油与天然气公司将利比亚列为世界上最理想的投资场所，巨大的石油开发潜力与前景吸引着各国投资商的眼球。与此同时，利比亚石油设施老化，需要更多的资金实现设备的更新换代。2003年，利比亚日出口原油150万桶，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试图在未来10年将石油生产维持在每天300万桶，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投入中长期资金100亿——300亿美元。此外，利比亚急需外国专家与技术人员扩大油田的生产能力。

伊拉克战争以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美国日益强硬的外交政策，利比亚开始由以前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到逐步朝着认同现存国际秩序的方向转换。伊拉克战争后，卡扎菲做出向美国和西方妥协的姿态。

1999年，利比亚开始与英国改善关系。2002年，英国外交部长访问利比亚，他成为19年来第一位访问利比亚的英国外长。2004年3月，英国首相布莱尔抵达的黎波里与卡扎菲会谈。4月，卡扎菲访问欧洲，为彻底结束孤立局面、重返国际社会迈出了重要一步。2000年美国官员承认利比亚已经远离恐怖行为，美国近东事务助理秘书长罗纳德·诺曼（Ronald Neumann）认为，利比亚与恐怖主义断绝关系“决不是表面作秀，而是严肃的决定”。9·11事件后，卡扎菲谴责恐怖主义行为，认为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是自卫行为，称塔利班是“无神论政治伊斯兰的推动者”（Godless promoter of political Islam）。2003年8月，利比亚政府表示愿意承担在洛克比爆炸中所负的责任，并同意支付27亿美元来作为洛克比空难受害者家属的赔偿。2003年12月20日，卡扎菲宣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布什政府随之解除禁止美国公民到利比亚旅游的禁令。2004年3月，利比亚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并加入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这一系列行动受到广泛好评。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说：“我意识到我们的关系应该往前走，我们接受利比亚返回国际社会符合我们的利益。”与此同时，美国宣布放宽对利比亚长达18年的经济制裁，包括终止执行《达马托法》的有关条款，从而使两国关系逐步向实现正常化迈进。2004年6月初，美国贸易代表团访问的黎波里，美国商业助理威廉姆·兰斯宣布第一批货物已经到达美国。兰斯证实利比亚正在考虑从美国波音公司购买飞机，这表明长达20年的经济孤立结束。美国赞扬利比亚是西方官员“杰出的合作者”，并宣布这种突破性合作使得世界成为一个和平场地。白宫发言人说：“通过这次行动，利比亚为其他国家确立了一个标准，我们希望其他国家都能够效仿。“2006年5月15日，美国全面恢复与利比亚的外交关系。随着利比亚和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利比亚重新回到国际政治舞台。

民族主义的现代化是一种“政治性”的现代化。从结构上看，民族主义主要由三个层面构成：政治权力（国家）、社会政治运动、意识形态。与之相应，民族主义的功能主要表现为政治动员、国家整合和文化认同三个方面。民族主义的经济功能则比较薄弱。根据上述观点来分析利比亚的革命民族主义可以使人们做出如下判断：

首先，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革命民族主义和政治权力相结合所形成的权威主义，迟滞了政治民主化进程。卡扎菲执政后确立的个人权威及专断政策使其在国内外树敌众多。在国内，他对军队实施恐怖清洗，对商人和社会其他阶层进行强制性改造，这使越来越多的利比亚人成为卡扎菲的反对派。在国外，他支持恐怖主义，被西方称为“恐怖公司”的老板，遭到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的制裁。在国际社会多年的制裁下，利比亚国内石油收入锐减，经济萧条，对外资吸纳能力不足，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主化进程严重受阻。

其次，革命民族主义所承担的政治动员和国家整合两大历史使命随着利比亚的独立已基本完成。它的另一任务便是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富国强民。但利比亚长期关注在意识形态方面对利比亚的社会改造，并将其置于政治需要的前提之下，同时经济发展也要服从政治考虑，造成利比亚经济与社会发展很难沿着符合自身规律的政治轨迹前进。

最后，革命民族主义所寻求的文化认同内涵赶不上时代潮流。由于缺乏系统、稳定和被国民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社会制度与行为规范，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逐渐由一种具有进步意义的革命力量转变为褊狭、落伍的保守政治力量。卡扎菲统治利比亚40多年，其强人政治的魅力已逐渐消失，“革命民族主义”历史诉求在新一代年轻人中没有得到认同。1969年后出生的新一代利比亚年轻人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思想开放，希望社会能够给予他们施展才能的足够空间，厌倦于利比亚的社会结构。阿拉伯国家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冷漠态度使卡扎菲感到孤立。同时，它也使卡扎菲谋求阿拉伯统一的宏愿化为昨日黄花。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利比亚被迫在反思中寻求新的突破与出路。1999年后，卡扎菲之子赛伊夫·伊斯兰·卡扎菲亮相政治舞台，其所作所为已经表现出与乃父不同的执政风格与理念。

2005年1月，卡扎菲的儿子赛伊夫·伊斯兰·卡扎菲在达沃斯会议上宣布了一项包括利比亚经济等领域内的改革项目。他说：“旧的时代已经过去，利比亚将迈向现代化的新阶段。”他的发言向国际社会发出信号，利比亚将超越以前的革命民族主义，构建一种与众不同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利比亚超越革命民族主义的现代化模式是一个涵盖政治、经济和外交的系统工程，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层面。

（一）加速扩大对外贸易，吸引外国投资

对外贸易在利比亚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利比亚有吸纳外国资本的广阔市场。利比亚成为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后，对外贸易有很大发展，石油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大量外国资本在资金、设备、技术与人力等方面的支持。利比亚“九一”革命后，对外贸易的原则是运用适当的贸易政策保护本国产品。利比亚对外贸易基本上是由国家通过国营外贸公司进行控制，进口贸易实行计划和许可证双重管理的制度。对外国在利比亚的投资一般采取合资经营的方式，由利比亚占有50%以上的股份。外国公司可以投资的领域包括国际航空、石油地质勘探、水库建设等16个商业领域。1989年前，进出口贸易完全由几十家国营外贸公司垄断。1989年后，对外贸易向私商开放，私人可以成立进出口股份公司经营外贸业务。

1987年3月，利比亚政府宣布实行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但随后国际社会的制裁，造成这一政策被搁置。2002年1月，利比亚再次宣布实行开放经济政策，吸引外国资本投资利比亚。为此，利比亚政府采取有力措施，统一本国多层次的国家汇率（官方和黑市），以便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相一致。利比亚还利用货币贬值和关税降低50%，吸引外商投资。伊拉克战争后，利比亚政府渴望吸引更多的外国公司来开发本国油气资源。卡扎菲曾在2003年6月份宣布对利比亚的国有经济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利比亚政府允许外资直接进入50多家石油化工、钢铁、化肥、农业等领域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大型国有公司。利比亚尤其欢迎外资进入石油领域，因为这一领域，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外国公司的先进经验。利比亚政府已列出361家改制企业的名单，他们的所有制改革进程从2004年1月份开始，分三个阶段在一年内完成。其中241家小型企业拍卖给本企业职工，其余中型企业则采取公开拍卖。至于大型企业，则在最后阶段由外资收购。据称，这一举措旨在降低政府直接参与经营活动的程度，最大限度发挥私营部门的作用。这是自1969年卡扎菲当政以来，利比亚首次允许外国资本直接进入利比亚的国有企业。

经济模式的转型为利比亚吸引外资提供了制度保证。卡扎菲不止一次地说过，他打算向外国投资者开放经济，甚至谈到石油和天然气财产私有化问题。2004年初，美国授权公司开始在利比亚进行投资。随后，美国商业代表团15人到利比亚访问。2004年3月份，壳牌石油公司和利比亚国有石油公司签署合同，后者控制利比亚石油产量的50%以上。7月初，美国公司和利比亚宣布达成第一项石油交易。此外，意大利、西班牙和澳大利亚公司也在利比亚积极活动。利比亚的天然气开发前景潜力巨大。45亿美元的利比亚天然气项目工程已经启动，天然气出口到意大利然后经过管道通往法国。前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马克·R.帕里斯在7月30日到8月2日访问利比亚期间说：“管理国家的许多人都受过美国教育，他们说一口美国腔英语。很明显，他们很乐意与美国人重新打交道。他们很想恢复利比亚与美国的石油联系和商业贸易。”

旅游收入也是利比亚吸引外资的部门。利比亚旅游业有很大的潜能，舒适温暖的气候是许多欧洲人旅游度假的向往之地。越来越多的国际公司对利比亚投资兴浓，一些美国公司随着美利关系的正常化而进入利比亚投资。2003年，国际社会组成了一个赴利比亚的旅游团，这次旅行由非洲合作委员会发起。这是一个非赢利的贸易社团，包括美国的一些中小型企业。帕里斯就任非洲合作委员会的主席，他在谈到自己到利比亚的感受时说，自己并不感觉到这里是在一个被外界称为“警察国家”的混乱社会。利比亚悠久的历史还具有极大潜在的考古价值，特别在地中海沿岸地区拥有几十亿美元的商业价值。制裁解除后，利比亚旅游人数迅速增加，“已从1995年的85000人增加到2001年的190000人”。

（二）经济发展模式从公有化到私有化的转型

在意识形态领域，国有化以及反对外国公司来利比亚投资的观念已被彻底放弃。2003年，卡扎菲对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原则做出重大变革，他宣布公有部门已失败，将坚持国家石油资产的私有化。此后，利比亚为公有化到私有化的转型进行了一系列变革。

卡扎菲《绿皮书》的经济指导思想与原则是限制私有经济，防止出现剥削。卡扎菲认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只能以满足自身需要为目的，超过这个限度的各种活动形式就是剥削，是不能允许的。按照上述思想，利比亚的商业体系主体是国有企业，包括工业公司、进出口公司、“人民市场”、消费者合作社，少数从事零售业的个体商贩。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石油收入减少、商品紧缺，政府对私有经济的限制逐渐放宽，允许在某些城市郊外建立集贸市场。

利比亚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启动了私有化经济改革，放宽对私有经济的限制，使私人企业与个体经济进入国家经济领域。1987年后，利比亚政府将国营中小型企业转变成伙伴合作关系的伙伴企业，同时出售国有资产改变国营企业的性质，在制造业、零售业等领域允许私人经营，允许私有经济成分存在。1998年，面对油价下跌的经济困境，利比亚政府允许除石油与大型企业外的所有企业变为伙伴企业或私人股份有限公司，鼓励发展出口创汇型企业，放宽进出口限制。2002年，利比亚政府允许外国银行在利比亚设立分支机构或开办合资银行，也允许本国银行到国外设立分支机构，融入世界金融全球化的浪潮。利比亚政府鼓励公职人员辞职经商，鼓励私人资本参与国家重大领域项目的投资。

伊拉克战争以后，卡扎菲灵活务实的外交使西方国家对利比亚的封锁政策有所松动。卡扎菲宣布要全面推进经济改革，将国家引入世界经济轨道。对内建立证券交易所，发展资本市场，减少开支，加入世贸以及实行私有化等。在2000-2005年的计划中，国家拨出350亿美元作为项目投资，并改善利比亚基础建设，为投资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发展空间。对外，卡扎菲纠正了“国有化”过程中极“左”的措施，采取渐进的开放政策。这一做法日见成效，美国两大石油公司——“绿洲公司”和“西方公司”获得美国国务院的许可，准备进军利比亚。

2004年8月，利比亚政府破天荒第一次招标开发15个海上油田，120个公司竞标，大多数是欧美石油公司。2005年1月，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勘探部公布结果：除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阿尔及利亚国家石油公司（Sonatrach）、印度国家石油公司等外，11个项目都归属美国公司。利比亚政府提出的竞标条件十分苛刻。中标公司须先预付1.3亿美元的勘探费，另外再投入3亿美元开发费。勘探成功的公司在未来的生产利润中分享10.8%-38.9%的份额，其余的归属政府。

利比亚政府正在大规模地吸引外国公司投资，并将石油和天然气所创造的收入投资其他部门。

（三）改革派已成为利比亚现代化的主导力量

伊拉克战争以后，卡扎菲实行的开放经济发展模式得到民众的认同。为了加速私有化项目，2003年6月，总理穆巴拉克·阿卜杜拉·萨米赫被前经济和贸易部长加尼姆替换。后者说：“利比亚的经济模式已经改变——这也是我为什么能在这里任职的原因。我们正努力使私营部门参与经济。”外交部长阿卜杜勒·拉赫曼·萨卡姆认为：“公有部门已经完成了其建立工业、房地产业和电力企业的使命。但是，官僚机构和劳动力的过分膨胀要求我们重新考虑私有化的好处。“2006年3月5日晚，总人民大会决定，总人民委员会秘书（总理）舒克里·加尼姆改任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主席，助理秘书（副总理）巴格达迪·马哈姆迪任利政府新任总理。加尼姆曾在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是一位石油专家，一直被认为是改革派的代表，也是力主利比亚重返国际社会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联合国在2003年9月解除对利比亚制裁后，正是在加尼姆的积极推动下，利比亚迅速扩大对石油领域的投入，进行了几轮石油区块招标，西方跨国公司纷纷重返利比亚。加尼姆深得卡扎菲的信任，也得到国外企业的信任。当政后，加尼姆出台了一系列加快改革、扩大开放的政策，包括实行国企私有化改革、免除进口商品关税、开放投资领域、改革国家补贴制度等等。改革给利比亚社会带来了新变化。虽然多数利比亚百姓抱怨改革步伐还比较缓慢，但对改革带来的初步成效颇感欣慰。加尼姆出任国家石油公司一职，意味着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的决策授权将进一步扩大。同时，利比亚高层表示开放和改革的步伐不会停止，改革的内容还将继续深化。

自2003年9月解除制裁以来，利比亚恰逢国际油价走高之际，石油收入大幅增加，带动了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2004年和2005年，利比亚加快了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利比亚政府取消除烟草和汽车等奢侈商品外其他商品的进口关税，放开私人经商的领域。2005年，利比亚有了第一家外资银行和第一家大型仓储式超市，超市里的商品大都来自欧盟国家。随着利比亚与美国和欧盟关系的改善，在利比亚的西方人也越来越多，仅欧盟国家在利比亚工作的专家就有2万多人。人们在的黎波里街头再也感受不到受制裁期间的萧条，一些革命式的口号已让位于商业性的广告宣传。在利比亚近600万人口中，手机用户已达120万。

利比亚人对国内的改革普遍持支持态度，但对利美关系的改善却有不同的看法。利比亚外长说，利美双方互有所求，美国需要石油，利比亚需要美国公司的技术与设备，以提高石油产量，这一点彼此都心知肚明。很多利比亚普通百姓也有同感，认为利美双方在互不信任中相互利用。利比亚民众还对当年美国飞机轰炸利比亚和受制裁的艰难岁月记忆犹新，对美国当年的做法义愤填膺。尽管如此，利比亚坚持对外开放的总趋势已不大可能逆转。


五、利比亚现代化的未来前景

从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利比亚现代化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迂回的历史进程：在经济上，从主张公有化到推行私有化；在政治上，从排除部族到依靠部族；在外交上，从极端仇视西方尤其是美国到靠拢并接近西方；在治国理念上，从激进主义、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作为革命民族主义的倡导者，勃勃雄心的卡扎菲在过去的40多年既没有促成阿拉伯民族的大一统，也未能将利比亚改造成伊斯兰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严峻客观现实是利比亚治国方略转变的直接动力。这种演变也说明国际社会的变迁和中东“强人政治”的危机，用马克思·韦伯的话说是“魅力平凡化”过程。在中东政治生态中，强人政治现象十分普遍。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全球化大潮的冲击，完全凭铁腕和魅力赢得民众认同，推进政治变革，寻求制度合法性，显得日益艰难。因此，从历史发展的大方向来说，利比亚现代化转型是大势所趋，伊拉克战争只不过提供了一股强大的外动力。从现代化转型的客观后果来说，它使利比亚融入了久违的国际社会，顺应了历史潮流，维护了利比亚国家根本利益。

美国学者布莱克曾指出：“现代化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并举的过程，它以人的错位和痛苦的高昂代价换来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必须看到，由于国际环境、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等各种条件之不同，对利比亚来说，其经济增长有着大不相同的历史条件。卡扎菲只能利用现成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来引导和推动经济的发展，掌握资源分配，并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培育市场，改造国家权力。与西方原生态现代化相比，利比亚现代化在五个方面并不具有成熟现代化的优势。

一是发展的背景不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大都有过殖民扩张的历史。正是通过残酷的殖民统治，西方发达国家积累了巨额财富，奠定了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与此相反，利比亚曾有过沦为殖民地的痛苦历史，随后又遭受国际社会和西方力量的制裁，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障碍，致使利比亚经济结构畸形发展和现代化基础薄弱。

二是所处的位置不同。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着手推进现代化的时候，它们所面对的是广阔的世界市场，所处的是有利的国际分工，整个经济格局对它们是非常有利的。而利比亚开始启动现代化时，西方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已经形成，利比亚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就只能处于边缘地位，依附西方而发展。这样一来，利比亚的发展空间就非常狭小、有限。

三是发展的起点不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大多起步于经济上的变革，即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由此创造了经济起飞的基本条件。而利比亚的现代化则由特殊的历史原因所决定，起步于民族独立统一的解放运动，只有在完成这些政治变革之后，才能着手一系列的经济变革。结果，不仅延误了现代化的时间，而且丧失了正常发展的机遇。

四是推进方式不同。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社会长期积蓄而成的，其推进方式一般是自下而上的。也就是说，现代化的推动力主要来自民间，而非来自政府，国家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与此相反，利比亚在开始推进现代化进程时，由于社会上还没有形成这样的主体力量，现代化的推进就只能自上而下来进行，由政府充当现代化的主要推动者。无论是现代化目标的设计，还是现代化战略的具体实施，都要通过政府来进行。政府的作用一旦出了问题，现代化的进程也就会出现停顿甚至夭折。

五是发展的导因不同。发达国家历经数百年的变革与发展，其现代化的因素是逐渐培育起来的，因而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是“水到渠成”，是在自身基础上逐渐演化过来的。利比亚则不同，国家现代化的最初启动，并不是主要靠现代因素的积累推动的，而是靠外部力量的“刺激”引发的。因而其现代化发展过程并不像西方那样近似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是一个更具“人为性”的自觉设计和选择的过程。

按照西方经济学观点，特定的制度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支持经济发展模式。利比亚的“超越民族主义”的现代化转型可能导致原来支持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制度与目前市场经济发展体系产生特殊矛盾，这些矛盾大都具有“悖论”的性质，因而又常常被称之为“两难困境”。利比亚现代化一方面可能带来民众生理的舒适和政治的适度自由，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破坏了维系社会的传统道德体系和生活方式。利比亚的现代化道路至少在以下层面存在着潜在的挑战和“悖论”：

其一，以市场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象征着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性，这对于在宗教信仰上是伊斯兰文化的利比亚社会是很难相容和接受的。国家与市场是塑造人类文明的两大制度力量，二者的关系始终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不可否认，利比亚市场力量的发展必须依靠国家来推动，提供制度保障。市场的壮大有利于民族国家的强大，保障国家的经济整合、政治独立以及经济结构的良性运作。但市场强调经济的独立与选择的自由，而国家强调政治干预和管制的秩序，这本身就是一种逻辑上的悖论。按照全球化理论，市场力量的扩张销蚀着国家力量的边界，削弱了国家存在的理念基础。而对利比亚来说，它面临的困难远不如此，由于利比亚有着深刻的欧洲殖民地经历，政府任何亲西方的举动都易激起穆斯林百姓的戒心，被指责为西方势力的买办。还应看到，经济开放会给一些传统的民族资产阶级造成经济利益的危害，从而加深传统的穆斯林中产阶级对西方的憎恨。当国家落后闭塞时，先进的西方经济与文化往往引起民族中产阶级的新奇、羡慕和向往。但在一定的社会开放和相当的经济实力形成后，新的穆斯林中产阶级就会对西方失去新奇和羡慕感，增加批判与挑战感。伊斯兰教自然成为他们弘扬民族精神的最好手段。

其二，经济发展缺乏稳定性是激化反政府和宗教运动的强有效的催化剂。在现代化改革谁受益问题上，利比亚国内一直存在不同看法。卡扎菲认为改革对整个利比亚社会都有益。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说法，由国家主导的市场化经济发展模式虽然有利于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促进整个国家财富的增长，但很可能会加剧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只要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能保持较稳固的增长速度，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宗教活动就会受到抑制。如若经济增长缓慢并出现波动，这类活动便易加速蔓延。由于市场化是由国家主导的，社会贫富差距的加大便会被理解为政府的无能和腐败，更易激发民众的反政府情绪。

其三，国家主导的新的经济发展工程，往往在初始阶段较易见成效。经济起飞使社会商业及就业机会增多，民众特别是年轻人致富心切，因而相对抑制了其对意识形态方面的需求。但起飞阶段的发展势头是难以持久的，起飞到了一定的程度，经济结构的变化所引起的社会力量的重组和财富的重新分配必然导致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而且，当基本温饱问题解决之后，百姓对社会其他方面的预期会增高。这时若国家不再能维持经济的高速稳定增长，社会不满情绪必然滋生，而政府必然成为这种情绪的众矢之的。利比亚政府所面临的改革问题往往更为复杂，所牵扯的利益关系更难平衡。利比亚改革的深化之路并非畅通无阻，政府必须推进私营企业的飞速发展，清除国家对进出口的各种垄断措施，经济进一步多元化，推进旅游业，建立行之有效的银行体系，并且能够与世界金融系统接轨。此外，市场经济的开放系统也要求政治体系的适度自由，这都需要利比亚政治结构的及时调整。但利比亚总理加尼姆在2005年GPC会议上表示，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政治改革是不可能的。这将预示着利比亚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与封闭的集权政治体系之间的矛盾在短期内难以消除。

虽然在许多人看来，民族主义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已逐渐西斜，它至多只能扮演一个使问题复杂化的角色。超越民族主义的做法也不是解决现代化难题的一剂万能良方。作为一种激情，民族主义可以推动现代化的发展，一旦民族主义成为一种稳定的观念与思想体系，其弊病就逐渐显现。实际上现代化的运转规则并不总是单线型的制度模式，按照政治精英意念自由流动。第三世界国家照搬西方发展模式，往往导致有增长而无发展，也称为依附性发展，或负债增长，并带来贫富鸿沟拉大，社会失序，政治腐败。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说：“经济增长的好处并不是财富增加了幸福，而是财富增加了人们选择的范围。”显然，仅仅是物质上的丰裕，而精神上却十分空虚，是否可能建立一个真正丰裕而幸福的社会，这的确是发人深思的问题。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利比亚现代化必须满足穆斯林社会各阶层渴望以自己特有文化及政治的身份平等参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共同需求，必须对市场经济为主的经济道路在经济上的弱点有所意识和准备，如经济自给自足的削弱，而且还应对其在文化意识上的内涵有所意识和准备，如社会从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倾斜、从精神文化向物质文化的倾斜。现代化不应仅限于经济学的含义：产出更多些、快些；还应包含生物学的含义：健康地成长，良好地发育。这些均要求利比亚国民在思维与行为上都进行一次“现代人”的自觉革命。

现代化作为一种巨大的社会转型，实质上是一个传统社会解构与现代社会重建的过程。现代性的扩张可视为一种新型文明的成型，不同于历史上的大宗教和大帝国的扩张。利比亚面对现代性的冲击和挑战，只能超越昔日革命民族主义，采取一种更为开放宽容的民族心态适应多元现代性世界的发展，同时规范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失误元素，宏大、系统的现代化工程才可能日臻成熟，富国强民的理想才能变为现实。从动态上看，现代化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就是在现代化成熟后也还会有更高的发展阶段。当然，在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的背景下，利比亚的现代化究竟走向何处，还有待时间的检验。利比亚刚刚踏上一条自主选择的现代化道路，摆在利比亚的现代化道路可能是畅通无阻的坦途，也可能是荆棘满地的陷阱，具体的现代化道路怎么走，还掌握在利比亚政府和民众的手中。


第六章　摩洛哥的现代化模式——“开明”君主政治主导的混合型渐进发展道路

摩洛哥于1956年独立后开始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由于长期遭受殖民主义的统治，摩洛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极为薄弱，这种局限决定了其现代化进程的艰难性和曲折性。在经济上，摩洛哥经历了实现民族经济独立，发展现代经济，实施经济调整和转型，扩大经济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大潮几个发展阶段，从而确立了在政府主导下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的混合型渐进发展战略。而在具体实践中，它又将具有优势的磷酸盐工业作为经济进步的火车头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朝着多样性的方向拓展。在政治上，摩洛哥在确保开明立宪君主制的前提下，通过改良方式，逐步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谨慎让度王权，稳健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总体上看，摩洛哥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和追赶性模式，它是在相对平稳的社会环境中实现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的，尽可能地避免了剧烈的社会动荡，这一点对中东国家来说具有特殊意义。


一、现代化进程的初始条件

摩洛哥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它地处非洲西北角，北邻地中海，西濒大西洋，与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隔海相望，被阿拉伯人称为“最西边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真正的枢纽之地”。早在史前时代柏柏尔人就居住在这里，从事游牧活动。摩洛哥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群雄逐鹿之地。在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到来之前，这里先后经历过腓尼基人、迦太基人、罗马人、汪达尔人以及拜占庭帝国的统治。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高擎伊斯兰旗帜开始征服北非，642年征服埃及，然后继续向西推进。20年后，阿拉伯人在将领奥克巴率领下再一次征服北非，这次他们一直把军队开到摩洛哥，推进到大西洋沿岸。随着阿拉伯人统治的巩固，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在北非传播开来。在此后千余年的时间里，伊斯兰文化和柏柏尔文化相互融合，摩洛哥的柏柏尔人接受了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在此基础上开始形成摩洛哥文化。

19世纪上半叶，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随后，又同英国争夺摩洛哥。经过长期较量，1904年英法签订协议，英国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特权。1912年，法国强迫摩洛哥素丹签订了《非斯条约》，标志摩洛哥沦为法国的保护国，由此开始了摩洛哥长达43年的保护国时期（1912-1955年）。《非斯条约》的签订引起摩洛哥人的极大愤慨，民众不断爆发起义，但都遭到法国人的镇压。1912年11月，法国又与西班牙签订了分割摩洛哥的《马德里条约》。与此同时，英国与法国和西班牙就丹吉尔的地位开始谈判，在英国压力下，丹吉尔被划为特别行政区。这样一来，到1923年，摩洛哥遭到列强瓜分，形成三个区：法属摩洛哥、西属摩洛哥和丹吉尔国际共管区。

面对列强的宰割，摩洛哥人以各种方式进行了顽强的反抗。1921年，西班牙派兵两万进攻里夫山区，里夫各部落在其首领阿卜杜勒·克里姆领导下击溃侵略军，建立里夫共和国，并存在了长达6年的时间。1926年5月，里夫共和国在西班牙和法国联军的进攻下瓦解。里夫共和国抗击外国侵略的斗争抒写了摩洛哥人民英勇反抗殖民者的光辉篇章。

二次大战后，摩洛哥民族独立运动在穆罕默德五世素丹的领导下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经过长期抗争，1956年3月，摩洛哥获得完全独立。

1957年8月14日，摩洛哥正式定国名为摩洛哥王国，素丹改称国王。摩洛哥成为独立的君主制国家。1961年2月26日穆罕默德五世逝世，穆莱·哈桑王储即位，称哈桑二世，标志摩洛哥开始了一个新时代。

摩洛哥的主要经济构成是农、牧、渔业和矿业。根据1958-1959年的官方统计，摩洛哥土地总面积42000千公顷。其中，农业用地24000千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58%。耕地，包括休耕地8000千公顷以上，占国土面积的20%，耕地中可灌溉土地100多千公顷，可灌溉土地占耕地的1.25%，占国土面积的0.23%。牧场和草地7000千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8%。森林和灌木林地5500千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3%。阿尔法草地的面积2800千公顷，占国土面积的6.67%。

独立之初摩洛哥未利用的、无生产力的土地所占比例较大。但各类农业用地，包括耕地、草地、森林的面积分布比较均匀，容易形成农业生产的多样性。从耕地资源看，摩洛哥的可耕地比例偏小，而可灌溉的土地比例则更是微乎其微。另外，摩洛哥的农用耕地在地区分布上也很不平衡，农用耕地主要分布在濒临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摩洛哥域内的西北半壁平原地带，这里集中了摩洛哥耕地总面积的98%。从农作物的种类分布看，独立初，摩洛哥的农作物以谷类为主，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4/5以上，其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2/3.谷类主要品种有大麦、硬粒小麦、软粒小麦以及玉米等。小麦主要分布在北部平原地带，大麦主要分布在里夫地区。豆类的种植面积仅次于谷类，主要集中在非斯和马拉喀什等地。由于种植技术落后和气候干旱，粮食作物的单位产量不高。后来，蔬菜、果树的栽种面积逐渐扩大，主要品种有马铃薯、西红柿、柑桔、葡萄、橄榄等。1961年，柑桔的种植面积达55千公顷，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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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58-1959年摩洛哥农业用地与未利用的、无生产力的土地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百分比示意图（单位：千公顷）

[image: ]


图2 1958-1959年摩洛哥各种农业用地分配表（单位：千公顷）（农业用地总面积：24000,100%）

摩洛哥地质构造的多样化，决定了它的矿产资源和各种动力资源丰富多样，有些矿产储量则相当可观。摩洛哥的磷酸盐、锰、钴、金属矿的储量在马格里布占主要地位。这些矿产和其他若干矿产的开采、原始加工和出口，基本上决定了摩洛哥采矿业的特点和任务。独立初，采矿业占整个工业产值的1/3左右，占摩洛哥出口价值的2/5.

其他矿产资源还有铁、锌、钡、铜等。摩洛哥的能源矿产资源有煤（尤其是无烟煤）、油页岩等，其中油页岩储量1000亿吨，含原油60亿吨，但在石油资源丰富的中东地区摩洛哥属于贫油国。

摩洛哥地貌复杂，风光迷人。北邻湛蓝的地中海，西濒清澈的大西洋，东南部是一望无际的撒哈拉沙漠。大、中、小阿特拉斯山脉绵亘数百公里，从国土中部穿过，阻隔了撒哈拉的热风与沙尘，形成了气候、风光、植被、民俗迥异的山区景致。在长达17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上洒落着一处处金色的沙滩，令人陶醉，即便是寒冷的冬季，摩洛哥南方依然骄阳似火，让欧洲人一年四季都可以享受地中海的阳光。碧海、蓝天、黄沙交织出一幅多彩美丽的景色，大漠落日与海上明月交相辉映，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此外，摩洛哥历史悠久，名胜古迹众多。马拉喀什、非斯等城市是北非著名的历史名城，且保存完好。另外，散发着现代气息的商业大都会卡萨布兰卡，古代与现代巧妙结合的首都拉巴特也都是世界闻名的旅游城市。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为摩洛哥发展旅游业创造了优越条件。

摩洛哥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基础使它成为以发展农牧业、矿业为主的国家。储量十分丰富的磷酸盐，成为摩洛哥出口创汇的重要资源。丰富的旅游资源为摩洛哥大力发展旅游业提供了优越条件。比较而言，在北非国家中，摩洛哥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相对优越。不利条件是雨水的季节分布不均匀，易发生旱灾，农业受气候条件的制约明显，产量起伏不定，并使其他行业受到连带影响。此外，近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使摩洛哥经济发展的自然条件和资源未能得到有效利用和开发，造成摩洛哥经济发展基础十分薄弱和落后。

1956年独立以前，摩洛哥的经济按其经营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带有自然经济特征的传统经济、西方人带来的资本主义经济。

传统经济包括小农经济、家庭手工业生产以及小型的传统商业，其中小农经济生产的2/3的产品供国内消费。这一经济类型的各个部门的最大特点是技术极端落后，就业人口收入极低，几乎无法积累资金，从事这一类经济活动的摩洛哥人的收入，总的来说大约比人均劳动力收入低两倍。

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类型包括农业上生产大量农产品的中型和大型农场（2/3为欧洲人所有）、采矿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业和贸易。虽然只有30%左右的劳动力在这一类型经济部门就业，但其生产能力却在全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达到全国总产值的70%。

摩洛哥的主要民族是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其中，阿拉伯人约占80%，柏柏尔人约占20%，两个民族都信仰伊斯兰教。但在语言、风俗习惯上仍有很大差异，相互之间也存在一些冲突，尤其是生活在边远地区的柏柏尔人，一直保留着古老的民族风俗。

农牧民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1952年摩洛哥劳动力人口中有67.20%从事农业，包括林业和渔业；12%的劳动力从事工业，包括矿业、动力工业和加工工业；9.4%的劳动力从事运输和邮电业，包括搬运和仓储；4.2%的劳动力从事商业；5.8%的劳动力从事服务及其他行业。1953年各行业在全国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依次是农业33.7%、商业24.8%、工业17.6%（包括加工工业）、服务及其他行业15.2%。可见，农业劳动力比重最大，生产效率低。工业以矿业和加工工业为主，缺乏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

摩洛哥经济部门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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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B.包括堆栈业r。数字包含在工业中e。迪拉姆

独立初期，摩洛哥缺少管理干部，以大小庄园为结构的摩洛哥农业生产效率极低，农民守旧，游牧部落和山区、边缘地区的牧民封闭，民众生活极端贫困。法国的殖民统治留下一个破败贫穷的摩洛哥。

摩洛哥是一个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家，伊斯兰教对国家政治和国民的社会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在摩洛哥，绝大多数阿拉伯人或柏柏尔人都信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对普通摩洛哥穆斯林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影响颇大。虔信伊斯兰教的大众穆斯林，严格履行着各种宗教仪式，包括每天5次的礼拜仪式、周五的主麻日聚礼仪式以及在开斋节和宰牲节所举行的宴会。就政教关系而言，摩洛哥属不完全的政教合一国家。虽然伊斯兰教为摩洛哥的国教，国王身兼国家元首和穆斯林首领两个职位，但国家颁布了宪法，并不单纯以伊斯兰法治国。

独立初期，摩洛哥人口增长较快，1954年，摩洛哥总人口1000多万，是马格里布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由于粮食歉收，农村生活困苦，大批农民向城市移居，造成城市贫民人数骤然增多，由此引发种种城市病。独立前后，摩洛哥的教育十分落后，文盲率极高。全国只有4所中学，没有大学，各级各类在校学生总共16.5万人。教育内容宗教色彩浓厚，自然科学知识教育不足，科技人才匮乏，且教育的性别歧视严重，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基本被忽略。


二、独立后经济的“摩洛哥化”及其现代化的起步

1956年，摩洛哥在政治上获得独立，但在经济上并未摆脱困境。法国人长达43年的殖民统治使摩洛哥伤痕累累，困难重重。其主要表现是：经济结构极不合理、农业生产方式异常落后、民众生活十分贫苦、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国库空空如也。面对百废待兴之势，开国君主穆罕默德五世向摩洛哥人宣告：“独立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一种为建立现代摩洛哥打基础的手段。”摩洛哥由此揭开了现代化实践的序幕。

摩洛哥是一个以人发展农牧业为主的国度，土地对农业的发展极为重要，因此，摩洛哥的现代化实践首先是从土地改革开始。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1966年7月4日摩洛哥皇家颁布土地改革法令，中心内容是把国家掌握的土地划分成小块分配给农业。法令规定，30年以后，分得小块土地的农民可以成为土地的主人，并有权出卖这块土地。法令还规定，所有摩洛哥人在履行爱国主义义务的同时，都享有受宪法保护的财产权，所有土地占有者的劳动所得属于自己和家庭所有，他们占有的土地可以传给子孙后代。从1966年开始，原殖民者占有的100万公顷土地由政府逐步收回并有偿地分配给农民。1965年，国王命令对农业和渔业产品出口实行国有化，并且专门建立国家机构对这两个部门进行垄断管理。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政府将大笔资金投放于农业，主要用于建造大型水利工程和经济作物地区的灌溉设施。为了指导和资助农业改革运动，国家建立了农业开发局，负责农村现代化和灌溉设施的建设。政府还对粮食、糖料、油料等作物的种植发放贷款和补助。农作物和肥料的产、供、销由国家垄断经营。政府设立了农业科学院，研究推广农业技术，引进优良品种，精选种子，因地制宜，种植不同品种的农作物。同时，还增加了糖料、油料、棉花等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摩洛哥政府建立了农业贷款银行，制定了有利于土地改革的农业投资法，同时彻底改革农业税收制度，改变有利于富有阶层和特权人士的税收规定，制定合理的农产品价格。上述措施促进了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生产。

在工业方面，独立后的摩洛哥一开始就把“白色金子”——磷酸盐的开采、加工、运输和贸易，交由皇家磷酸盐公司负责，对这一经济支柱产业实行国有化。鉴于加工后的磷酸盐产品有更高的附加值，政府强调，不仅限于开采和出口磷酸盐原料，而且要重视就地加工，利用磷酸盐矿生产相关的化工产品。同时，政府着力创建国民振兴部门，集中人力开展公共工程建设。1961年，摩洛哥创建了国民振兴部门，广泛发动没有职业的民众参加五年计划规定的重大工程建设。在1961年至1965年的4年中，国民振兴部门取得了显著的建设成绩：开垦土地2.5万公顷，新建公路里程1.5万公里，修筑防护堤110公里，建造学校教室2260间和教师宿舍1200多间，临时市场200个和重要的供水点300个，开挖和加固灌溉渠3.5万公里。1961-1971年，国民振兴部门为雇用的工人提供了两亿多个劳动日，付给他们的工资近4亿迪拉姆和100万吨小麦，无偿提供给他们使用的材料和工具价值近1亿迪拉姆。到1971年底，国民振兴部门建成住房2万处和农产品加工点970个，植树5.5万公顷，新建公路6.6万多公里。国民振兴部门取得的这些成就对新独立的国家至关重要，既促进了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就业问题。

为了实现民族经济的独立，摩洛哥政府从1973年开始大张旗鼓地推行“摩洛哥化”政策。大量原为外国人拥有的土地被剥夺和予以“摩洛哥化”，交由摩洛哥国家或个人占有和经营。但是，这些土地的大部分落入摩洛哥政府官员、高级军官和城市商人手中，他们成为摩洛哥的新地主。由国家和最富有的私人——皇室拥有的两大公司控制了40%的果园及其中80%的葡萄园，他们是这一时期水利工程成果的主要享用者。由国家收回并分配给农民的土地很少。土地方面的“摩洛哥化”政策赶走了外国人，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农业经济的民族化，但土地集中和占有极不均衡的状况十分突出，1%的人拥有40%的土地，而87%的人只拥有24%的土地。工业领域的“摩洛哥化”，主要措施是将外国工业股票以及外国人对商业和服务业的控制权移交给摩洛哥国家或个人。在此过程中，大量原来被法国或者西班牙利益集团控制的企业，由摩洛哥极少数最富有的家庭，包括以前的内阁大臣、高级内务大臣和军官接管和购买，国家基本没有为那些热忱的中产阶级经营者提供任何投资的机会。因此，工业领域的“摩洛哥化”运动，在实现工业经济民族化的同时，使企业所有权官僚化，埋下了影响摩洛哥工业经济发展的隐患。

总体来看，独立之初，摩洛哥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步，基本实现了民族经济的独立发展，但并未完成国家在“三年”和“五年”计划中所规定的任务，经济发展依然困难。

自20世纪70年代起，摩洛哥在实现民族经济独立的基础上，着力推动现代经济的发展。摩政府确定新的国民经济发展目标，制定了1973-1977年五年经济发展计划。计划提出每年出口增长10%，GDP年增长率达到7.5%。为此，国家出台了大力发展资源优势产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摩洛哥资源优势，振兴民族经济。1973年国际磷酸盐价格由原来的每吨14美元骤升至每吨63美元，摩洛哥利用这个机会，大幅度开发得天独厚的磷酸盐矿，加大出口和提高换汇能力。同时，增加对优势产业——旅游业的投资，成效显著。摩洛哥政府还输出大量富余劳动力以赚取侨汇，积累建设和发展的资本。在发展工矿业和旅游业的同时，政府于70年代初也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政策，如设立全国农业委员会，继续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发展私营农场和庄园经济等。

上述政策推动了摩洛哥经济的发展，这一阶段摩洛哥的经济发展呈现繁荣景象，1973-1977年GDP年均增长率约为7.5%，大大高于60年代GDP年均增长4.4%的速度，其中，1974年摩洛哥的GDP增长率达到14%。但是，摩洛哥经济结构的多样化不足，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很大，容易引发国内经济波动，甚至剧烈震荡，经济发展表现出较大的脆弱性。

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国家即陷入经济增长停滞、通货膨胀、失业率激增、国际收支失衡和财政赤字增加的危机之中。1979年，政府财政赤字为23.69亿迪拉姆，1982年上升为68.65亿迪拉姆，1983年则高达79亿迪拉姆。80年代初，摩洛哥外债高达100多亿美元。摩洛哥的国内生产总值在60年代年均增长4%，70年代超过5%，但1980-1985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仅为2.9%。下图反映出这一阶段摩洛哥GDP增长率的波动和下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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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世纪70-80年代摩洛哥GDP变化表（%）

摩洛哥20世纪70、80年代经济发展迟缓和爆发财政危机的背景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从客观原因看，其一，70年代末，摩洛哥连续两年出现了30年不遇的旱灾，农业收成下降，粮食进口增加，外汇支出加大。其二，1975年摩洛哥卷入持续9年之久的西撒哈拉战争，每年耗资10亿美元，约占全部国家预算的1/3，国防支出在GNP中所占比例从1972年的2.8%增加到1980年的6.1%，在此期间人均国防支出增加了近30%。其三，1978-1979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引发的世界性通货膨胀，导致摩洛哥外债飙升。其四，磷酸盐价格猛跌引起贸易收入骤减。其五，70年代末欧共体陷入经济衰退，因而，欧共体国家对来自摩洛哥的纺织品进口进行配额限制，番茄进口量也比1973年减少了50%，同时几乎取消了对摩洛哥橄榄油的进口。

从政策原因看，一是工农业发展不协调。这一时期，摩洛哥政府大力发展工矿业，虽然出台了发展农业的措施，但农业发展的成效不大。二是国家干预过多，经济发展缺乏活力和应有的自主权。三是经济计划不切实际，计划指标过高。四是大力发展的国有经济日益陷入危机。国有企业受到多种非经济因素的制约，如政府的过度保护、政府规定的价格限制和利润幅度限制、缺乏投资和用人等方面的自主权等，造成劳动和资本生产率低下，国有企业长期亏损。


三、经济调整和发展模式的演变

1974年，国际磷酸盐的价格成倍上升，摩洛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磷酸盐出口国，从磷酸盐价格的增长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同时也助长了政府对经济发展前景的盲目乐观情绪。在摩洛哥，磷酸盐的生产和销售由国家垄断，因而随着磷酸盐价格的增长，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在这种背景下，摩洛哥政府修订了1973-1977年的五年发展计划，加大了公共预算支出，提高了国营企业雇员的工资，增加了基本食品、汽油和其他日用品的补助金，结果导致政府在1974-1976年的财政开支翻了一番。与此同时，摩洛哥政府还雄心勃勃地启动了一系列国家投资项目，从1974年到1977年国家投资增加了340%，国有企业大规模急剧扩张。1973-1977年，新创建国营公司215个，其中有些是作为先前已经存在的国营企业的子公司出现。而且，国有投资银行和公司购买了许多私人公司的股份，扩大政府在公司的投资额，结果导致国有资本的投资比重，从1973年的20%增加到1977年的40%。受到国有投资和消耗增长的刺激，1973-1977年国民经济发展增长率平均达到7.5%。

然而，磷酸盐带来的繁荣景象只是昙花一现。1976年，国际磷酸盐价格快速回落到1973年的水平，但因政治和技术方面的原因，国家原定的公共投资预算未能做出相应的调整，而是通过举借外债来弥合开支与收入之间的差额。从1979年开始，摩洛哥连续两年遭受30年以来最严重的旱灾，造成农业歉收、粮食进口增加，国家用于进口粮食的费用激增。1975年起摩洛哥卷入持续9年之久的西撒哈拉战争，每年耗资10亿美元，约占全部国家预算的1/3，国家财政赤字进一步加大，所有这些都增加了国家的债务负担，扩大了预算和贸易赤字。

在1977-1978年和1980-1981年两个时间段，摩洛哥政府曾两度实施稳定经济的措施，试图缓解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在1977-1978年期间，政府期望通过强制收缩需求、限制开支预算和外债，达到缩减财政赤字的目的。1978年，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提高税收，停止对国营部门职员的提薪，收紧赊购，减少消费品的补助金，降低国有投资增长率。同时，增加了进口税，对进口许可证的要求严格化，增加了限制进口的产品和项目。政府鼓励在法国工作的摩洛哥人汇款回国，为此，还引入了一种特殊的侨汇补偿金制度。但在1979年，由于灾难性的旱灾，第二次国际石油价格变动的冲击，进口食品价格上涨，以及发生社会动乱等原因，上述稳定经济的政策被迫中止。与此同时，外债从1976年的23亿美元飙升至1980年的79亿美元。1980-1981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助下，摩洛哥政府开始实施另一项稳定经济的计划，其主要措施是减少食品补助金，结果引起消费价格在几个月内上升了50%，导致1981年6月，在卡萨布兰卡和其他城市爆发了严重的武装暴乱，致使稳定经济的计划又一次搁浅，并使摩洛哥政府以及它的美国与欧洲盟友都受到极大震动。1983年，摩洛哥的债务继续上升，达到1180万美元，占GDP的84%和出口收入的300%。当年3月，摩洛哥对外贸易的收入几乎枯竭，只能支付几周进口物品的费用。简而言之，国家财政濒临崩溃，它不再能支付债务和进口必需品的费用，只得采取紧急措施限制进口，寻求新贷款，并再次推迟债务偿还期限。

在上述情形下，摩洛哥政府迅速与国际债权人和机构签署有关协议。1983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摩洛哥2亿美元的特惠贷款，4个月后，世界银行给予摩洛哥6亿美元的贷款，还调整了摩洛哥偿还外国政府和商业银行债务的时间表，延迟了外债偿还期限。于是，“经济调整便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它们推销的作为振兴经济的‘灵丹妙药’以及该组织同意借款的先决条件”。

1983年9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指导下，摩洛哥政府出台了一项应对财政危机的紧缩计划，旨在缩减需求。该计划包括先前曾试行过的措施：取消某些食品的补助金，停止给政府雇员提薪，减少政府投资等，1983-1986年公共投资减少了38%。而且，货币迪拉姆贬值，严格控制贷款，允许利息上调以及水电和公共交通的价格上涨。与此同时，摩洛哥开始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它包括实行企业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优化经济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政策的推行标志着摩洛哥面向现代化的重大经济改革的开始。

摩洛哥经济调整的方向和重点内容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加快经济脱离国家控制的步伐，实行私有化改革；二是使摩洛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实施进出口放开政策。具体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放开政府对价格的控制。像第三世界其他同类国家一样，摩洛哥曾通过行政管理手段，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以保证向政治上容易出现动荡的城市居民供应廉价食品。从1983年开始，这一政策逐渐发生变化，新政策允许农产品价格上升，对长期处于低价位的资源和产品，如水、种子和化肥的价格也放开了，同时还解除了对工业品和服务行业价格的长期控制。到20世纪80年代末，只有基本生活保障品，主要是某些食品和健康用品的价格还受到国家的调控。

第二，力促自由进口。施行自由进口政策是一项重要措施，进口商品的竞争力会促使本地公司提高效率和更具活力。早在1981年，官方就认识到，国营工业传统上所享受的保护必须终止。1984-1985年法规禁止进口的商品项目数量骤减，1986年完全取消了对进口商品的禁令，其他类型的进口限制和规定（例如进口许可证等）也逐渐放松，与此同时，进口额有了实质性的上升。通过这些措施的共同作用，到80年代末，摩洛哥对90%多的进口物品取消数量限制，而在1983年不受数量限制的进口品只占40%，到1992年，只有8%的进口品还受到进口许可规定的影响。与进口品数量限制的解除相对应，1985年制定了放宽关税条例，关税从1983年的400%下降到两年后的45%，从1983年到1986年对进口品的征税平均又减少了一半。1987年摩洛哥加入关贸总协定，80年代末，关税进一步下降到40%，1993年关税为35%。

第三，改变产业结构以推动出口。与进口自由政策相匹配，摩洛哥坚决执行推动出口政策。这种出口策略被认为是减少进出口差距、鼓励创办私人企业和创造就业的关键。1984年，所有的出口税和特许证被废止。而且，产品出口还得到政府有吸引力的财政支持，其中，最重要的决定是停止国家对海外出口商品的垄断权。国家还帮助企业寻找新的海外市场，政府建立了一个特别机构——摩洛哥出口促进中心，帮助企业办理出口业务。为了推动出口，政府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着力提高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生产出口工业品。1990年出口额比1989年增加9亿多美元，达42.5亿美元。初级产品的出口比例在下降，技术含量更高的制造业产品出口比例在上升。1970年初级产品的出口比例占57%，1993年为29%，而其他制成品的出口比例，1970年为9%，1993年则达51%。90年代初，通过对磷酸盐的加工，将磷酸盐岩石加工成磷酸和肥料，以增加其出口价值。努力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是摩洛哥鼓励出口政策的重要原则，为此，政府采取了增加出口产品的多样性、开拓市场、发展私营经济的举措。为了在出口方面取得更好的成绩，采取了注意开发高附加值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重视在企业和贸易机构开展技术培训工作等措施，这些都标志着摩洛哥向“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

第四，鼓励外国投资。摩洛哥政府不仅将外国投资作为解决建设资金的重要举措，而且将其视为创造就业、实现出口多样化、通过技术迁移实现摩洛哥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为此，自1983年以来，采取许多措施吸引国际合作者，使他们在摩洛哥经济发展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长期以来阻碍国际经济和贸易交流的障碍被解除，同时，简化了投资手续。1989年，有1973项对外国投资者的强制性规定被废除，政府还采取措施尽快满足外国投资者提出的要求，相关政府管理机构在外国投资者开办业务的早期，积极主动地为他们提供投资信息和各种帮助。

1988年颁布的新投资法推动了外国资本的流入。外国投资者在建立、扩大企业或购买摩洛哥公司股份时，不再被要求向外贸办公室申请。外国投资者可以汇回本国的利润限额也被废除。最终，摩洛哥的金融市场（除卡萨布兰卡的一家证券交易所外）逐渐取消管制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在丹吉尔设立了外国银行。1988年，摩洛哥的外资总额为3890万美元，比1987年增加113.48%，居中东阿拉伯国家第三位。1990年仅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在摩洛哥的投资就比1989年这三个国家的投资增加了7.94亿迪拉姆。1991年美国私人企业在摩洛哥中型企业的投资则超过了1.05亿美元。

第五，实施私有化政策。摩洛哥从未明确宣布实行国有制，政府在历史上曾致力于保护和扶植自由企业，发展市场经济。但由于历史原因，国营企业仍控制摩洛哥经济活动的一大部分。一些最大的国营公司——特别是矿业、出口和交通部门的国有制继承于法国保护时期，另外一些则是在1956年独立后创建的，由于当时本地私人资本及其主动性不足以填补法国企业主撤离后留下的空白，国有资本逐渐投资一些大型的资本密集型企业，并提供对经济及社会发展起核心作用的服务。国营企业的扩张发生在1974年到1977年之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营企业产值占摩洛哥GDP的17%，就业人口占摩洛哥总就业人数的17.3%。

1978年，国王公开表示对日益增大的国有企业管理机构的担忧，再加上磷酸盐收入的锐减和日益恶化的预算亏空，政府决定停止创立国营公司。之后，国王开始明确督促实施私有化工程。然而，由于遭遇难以对付的官僚阶层的反对，国王反复强调的实行私有化的想法在当时没有落实，国有经济的发展形势继续恶化。1985年，摩洛哥政府宣布对经济实行私有化改革。1988年4月哈桑二世国王在议会上发表讲话，重申对国有企业不断增设附属机构的忧虑。国王批评国营企业管理机构的过分庞大，认为照此下去，整个摩洛哥社会要为许多国有公司的低效率和长期亏损付出沉重代价。哈桑国王强调私营经济富有活力且正在扩大，足以在经济发展中承担重要角色。国王要求议会为准备实施私有化起草法律条文框架。1989年12月，议会通过第39-89号令，授权112个企业实行私有化改革，其中包括37家酒店和75家公司，涉及到金融、农业、制造业和矿业等部门。1993年末，完成私有化的企业包括化工、交通、制造（尤其是服装制造业）等行业。国家几乎从20世纪70年代建立的国有化石油、天然气公司中完全退出。1994年，又对4个主要的金融机构实行私有化，其中两个拥有国内存款的60%。

通过私有化计划的实施，1993年国家从私有化经济中增加了2.5亿美元的收入，1994年增加了4.5亿美元。然而，私有化过程比预期要缓慢得多，部分原因是证券市场的法规框架准备不足，而最重要的原因乃是金融财政以及行政管理等部门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因此，政府在1995年上半年宣布，将私有化完成的时间由1995年底改为1998年底。从1993年到1998年，私有化为国家增加了19亿美元的收入，摩洛哥被视为“最成功的私有化国家之一”。

自1983年以来，摩洛哥的经济调整成绩受到外国投资者和国际新闻机构的广泛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摩洛哥政府坚持实施经济改革的总体成果表示满意。1994年，摩洛哥被誉为第三世界中经济调整政策取得成功的国家之一，甚至被称为“南地中海升起的一颗经济明星”、“欧洲门户的一条经济新龙”。

经济调整政策取得的主要成效包括：

其一，降低了预算亏空，提高了偿还债务的能力。1983年经济改革的直接目标是降低预算亏空，减少债务负担，这些目标在80年代末得以实现。摩洛哥的预算赤字从1983年占GDP的12%下降到1992年的2%。1981-1991年，年出口额增长9.7%。随着出口和外贸收入的增加，债务占GDP的比例从1983年的123%下降到1991年81%。债务利率占出口利润的比例从1983年的70%下降到1991年的40%和1992年的33%。通货膨胀率在80年代早期盘旋在10%，到90年代早期减少到大约6%。由于恢复了宏观经济调控能力，摩洛哥于1993年重新开始正常的债务偿还工作。上述经济成绩的取得并非以牺牲GDP的增长为代价（在其他国家这种状况通常会发生在经济调整的初期），相反，从1986年到1990年，GDP每年增长4.3%，与1980年至1985年期间GDP每年增长率2.9%相比，有较明显的提高。

其二，改善了产业结构，吸引外资的能力增强。经济调整政策改善了摩洛哥的产业结构，增强了工业品的竞争力。制造业及其产品出口有了实质性的增加，90年代初工业产品出口占总出口额的60%。同时，在经济调整期间，政府出台了富有吸引力的投资政策，增强了摩洛哥吸引外资的能力，外资成为摩洛哥新的经济力量。90年代初，投向摩洛哥的外资开始攀升，从1983年到1985年外资盘旋在6亿美元，1996年达7亿美元。此外，由于摩洛哥在地缘方面接近欧洲，一些国际企业以摩洛哥为桥梁与欧洲开展贸易活动，这种中介作用也给摩洛哥带来了发展经济的机遇和效益。

其三，经济思想观念的转变。经济观念的新变化是摩洛哥经济调整政策取得的最重要的成绩之一。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国有经济在经济现代化中的作用。一些诸如“个人首创”、“经济效益”、“竞争力”、“紧缩”和“生产力”等新概念，开始成为公开谈论的话题。越来越多的摩洛哥人意识到，国家的经济作用应被限制在私有企业不能提供的市场规则和服务方面，那种强调保证固定工资待遇和希望受到国家雇佣的旧观念逐渐被看重企业家精神和自办企业、自我创业的新观念取代，很多摩洛哥人开始理解创造财富比分配财富更重要，更加推崇根据市场需求开办企业和面向外部市场谋取经济利益。人们开始愿意面对严酷的国际劳动分工现实，实施适合国情的经济发展策略，倾向于采纳更加理性、更注重实效的方法解决问题。精英们各种经济观念和态度的新变化，引起社会各界对经济问题更为广泛的兴趣，一些新的经济刊物成功出版，有关各种经济问题的大小型研讨会相继召开，人们越来越关注相关专业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问题。

摩洛哥在经济调整和转型中已取得显著成效，但在现代化经济发展进程中仍面临一些严峻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第一，人口增长过快、尤其是城市人口膨胀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发展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摩洛哥经济发生了实质性的进展，但人口的快速增长（每年约2.5%）却是一大问题。1995年摩洛哥人口大约2800万，25岁以下的人口超过60%，2001年摩洛哥人口达2920万。人口的快速增长引发了对新工作和各种服务需求的增加，尤其是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如卡萨布兰卡和拉巴特，失业人数在经济调整政策实施的10年里增长了约20%，城市中年轻居民的失业人数增长则高达30%，官方预计失业人数在2000年高达550万，这些数据表明摩洛哥面临严重的就业问题，而降低人口增长的失败可能会危及社会和政治稳定。1981、1984、1990年在非斯发生的叛乱就与住在棚屋中的年轻失业者有关。“人口的迅速增长，造成就业、教育、城市住房、医疗卫生等条件的全面紧张，造成劳动力素质提高困难，而劳动力素质低下反过来又影响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形成恶性循环，这种状况必然增加社会的动荡。”因为宗教等其他复杂的原因，摩洛哥政府在实施经济调整政策的同时，没有能够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

第二，经济结构仍有待进一步优化。农业、旅游业、磷酸盐业和一些轻工业及劳动密集型工业如纺织业、皮革业等在摩国民经济结构中占主导，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发展缓慢。摩农业产值占GDP16%，但农业劳动力却占到总劳动力人口的40%。周期性的干旱和农业歉收不但直接影响到耕种土地的农民，也影响到全国各行业的居民。农业歉收及其连锁反应引起摩GDP年复一年持续性的不规则波动。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磷酸盐业和旅游业。世界的磷酸盐需求量和价格每年变化很大，引起国家出口收益的剧烈变动。旅游业则易受到地区政治形势突袭式的影响，例如，1990-1991年的海湾危机就使摩洛哥的旅游业收入锐减。摩洛哥的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以轻工业为主，如纺织业等。摩洛哥的主要出口品为纺织品和农产品，尤其是水果，而且这些产品在欧洲市场上面临来自葡萄牙、希腊、西班牙和突尼斯同类产品的激烈竞争。经济结构的缺陷，导致摩洛哥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较差，受外部环境的干扰较大。

第三，贸易伙伴的多元化不足。欧洲是摩洛哥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占摩洛哥进出口额的2/3，其中又以与法国的贸易为主。过分依赖欧洲贸易伙伴使摩洛哥容易受到欧洲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欧盟和其成员国的种种制约往往会给摩洛哥造成强大压力。例如，1992年1月，欧盟议会以摩洛哥人权状况不佳和解决西撒争端迟缓为由，冻结了对摩洛哥6亿美元的财政支持计划。而且，欧盟无视摩洛哥的贸易要求，在出口配额和价格方面给摩洛哥设置了许多限制。欧盟的农业政策也连续向摩洛哥施压。贸易伙伴多元化的不足限制了摩洛哥对外贸易的选择性和在国际经济协议中的议价权。

第四，对侨汇的过分依赖。摩洛哥的侨汇收入超过旅游业，是摩洛哥的第一外汇来源。摩洛哥过分依赖大量在国外的摩洛哥劳动者的侨汇收入，如果这些移民工人更倾向于在客居国发展，侨汇流入缩减，对摩洛哥经济就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摩洛哥的经济发展和改革还存在其他一些问题，如特权思想严重的各级官僚机构对企业投资和发展往往形成阻力。“一直以来精英们把资源的分配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扼杀了富有竞争力的市场和享有充分自主权的私有企业的发展。”另外，摩洛哥缺乏诸如素质高和能力强的技术及管理人才，手续烦琐、办事效率低、基础设施建设不能满足发展需要、与外界联系的通讯水平差、动力能源不足等，这一切都制约了摩洛哥经济的发展。


四、政治变革和民主化进程

伴随经济的发展和转型，摩洛哥社会发生一系列新变化，并萌发了一些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社会阶层。为了谋求自身的合法权益和体现应有的社会价值，这些新力量和新阶层要求参政、议政，从而使政治变革的呼声日益强劲。但由于西撒战争的影响，摩洛哥的政治变革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被付诸实施。早在1975年西撒战争爆发后，摩洛哥国内各政党，尤其是独立党、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和隶属于他们的工会组织与政府间达成某种“政治休战”的默契，联合一致共同对外。西撒战争持续十几年，摩洛哥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91年9月，摩洛哥政府与西撒人阵——波利萨里奥接受了联合国关于西撒哈拉的和平计划，开始执行停火协议。随着西撒战争的结束，党派与政府间的“政治休战”实际上也宣告结束，国王不能再以战争为由无视反对派的政治改革要求，来自国内的政治改革压力立即凸现出来。

摩洛哥实行由君主掌握实权的君主立宪制。君主统治源自摩洛哥的历史传统，并且神圣不可侵犯。由国王钦定的宪法也是建立在以君主统治为中心的基础上，宪法中涉及基本人权的条款和内容，只是停留在纸上，并未真正实行。摩洛哥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和独立党是摩洛哥的在野党，也是政府的反对派。在过去的30多年里，它们一直谴责政府的“民主表象”。这两个党派和进步与社会主义党，以及另外两个激进的左翼政党——由穆罕默德·本·赛德领导的人民民主行动组织和由拉巴特律师阿贝德拉罕姆·本·阿默领导的、从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所分离出来的社会民主党合作，要求政府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这一阵营也有一批工会团体的加盟，如劳动民主联合会、摩洛哥劳工总会，以及最大的工会组织——摩洛哥劳联。在争取人权的阵营中，上述左翼团体成立了一个联盟——库特拉集团。此外，摩洛哥还有一些独立的人权机构，所有这些党派、阵营和机构都竭力要求政府推进民主化进程。

与党派政治改革要求相呼应，下层民众的抗议活动和暴乱事件频频发生。城市贫民，以及接受过教育的失业青年因对集权统治、政府腐败和社会服务供给减少导致其生活水平下降而感到沮丧和愤怒，他们不断举行示威抗议活动，甚至发动暴乱向政府施压。1990年12月，摩洛哥的几座城市同时发生骚乱，其中，最严重的骚乱事件发生在非斯。骚乱持续了24小时，造成三四十人死亡、100多人受伤，事后，数以百计参与骚乱的群众被捕，多数人在经过快速审判后被判处长期监禁。20世纪90年代初摩洛哥的这类政治动荡和骚乱事件频频发生。此外，人数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也成为推动摩洛哥政治改革的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政治改革的压力也来自于西方。1987年摩洛哥申请加入欧盟，于是，围绕摩洛哥是否建立了自由经济体制、是否有助于私有企业的发展、是否实行多党制民主制度产生争议。由于未能具备欧盟所要求的条件，摩洛哥加入欧盟的申请最终被婉拒。1992年1月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盟议会上，欧盟又以摩洛哥仍存在侵犯人权事件，以及拒绝执行联合国有关解决西撒哈拉冲突的和平计划为由，否决了一项相当于6亿美金为期5年的欧盟对摩洛哥财务援助计划，这使摩洛哥当局受到极大刺激。

面对国内外压力，1990年5月，在国王的授意下摩洛哥成立了第一个由多党组成的人权理事会。该理事会包括37名成员，其任务是向国王献策献计，改变摩洛哥的人权现状。与此同时，国王还采取了大赦行动，大批政治犯被释放。据统计，在1990年和1991年的公众假期中，国王共赦免了大约7000名政治犯。

20世纪90年代以来摩洛哥的政治改革还包括两度修改宪法，举行多党制选举，任命反对党领袖组阁，进一步扩大言论自由，改善人权状况等内容。

在修改宪法方面，1992年的修宪变革，一是提升了首相的权力。新宪法赋予首相选择内阁成员的权利，并规定内阁由首相负责和领导。但由首相选择的内阁成员需得到国王批准。二是议会权力扩大。根据新宪法，经国王任命的新政府必须将其施政方案呈交议会批准通过，如不能通过，政府将全体辞职。此外，按照新宪法，国王宣布紧急状态不再意味着议会的自动解散。议会还被赋予设立调查委员会以监督政府的资格。

1992年的修宪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首相和议会的职权，但并未改变摩洛哥国家权力运作的基本模式。为了回应反对派关于议会结构和选举模式改革的诉求，1996年9月摩洛哥又对宪法进行第二次重大修改。修改后的新宪法规定，设立上院，称为“参议院”，参议院议员共270名，由地方行政机构、各行业协会和薪俸阶层代表选出，原则上任期9年，每3年改选1/3.至此，摩洛哥形成了由参众两院组成的议会体系。关于众议院的议员，原来规定1/3由直选产生，而新宪法则规定，众议院议员共325名，任期5年，全部由直接选举产生。1996年宪法还规定参众两院都有权提出法案和听取政府报告，有权提出质询和解散政府。在两院出现分歧时，众议院有最后决定权。1996年的宪法改革，得到大多数反对党的赞同，加快了摩洛哥宽松政治局面的形成。

1997年6月和9月，摩洛哥举行的地方和立法议会选举是摩洛哥政治变革的又一重要标志。本次选举规定，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可以组阁，实行君主立宪制下的“政党轮流组阁制”。条件是内政、外交、司法、伊斯兰宗教事务四个大臣由国王任命。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在1997年的大选中获胜。该党自1972年成立以来长期处于主要反对党地位，党的第一书记尤素福曾在20世纪60年代以危害国家治安罪被缺席判处死刑。该党获胜后国王决定由尤素福组阁。1998年2月摩洛哥组成以尤素福为首相、以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为主体、其他各主要政党参加的新政府，这是摩洛哥独立以来最广泛的民族团结政府。1997年的国会选举在不改变摩洛哥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国会的代表结构出现了变化，同时允许反对党——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并组阁，这是摩洛哥独立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政治改革。

与多数阿拉伯国家相比，摩洛哥人享有较大的言论自由。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众的言论自由进一步改善。非政府报刊，特别是四大主要政党的日报种类迅速增加。这些报纸披露失业者的状况、选举欺诈、行政腐败、官员和公务员滥用职权等问题，呼吁权力分立、政府负责、尊重公民自由和人权等。不过，摩洛哥的言论自由在三个问题上受到严格限制：君主集权、西撒政策和伊斯兰教的地位。在这些问题上国内任何人都不能持有与政府观点对立的看法或批评。

在人权方面，从80年代末以来，摩洛哥政府开始努力清除人权方面的不良记录。1988年，国王允许建立“摩洛哥人权组织”，主要成员来自知识分子，它被允许脱离党派和其他人权组织而独立行事。这个人权组织多次披露政府的人权记录，公开当局的法外审判、人员失踪、滥捕、拘留和虐待犯人等事实，呼吁和动员先前已建立的其他人权组织致力于提高公民觉悟、关注人权问题的运动。

在过去的几年里，有几千名政治犯（1991年就有5000人）被释放，大多数是涉嫌参与1971年、1972年两次军事政变和1973年起义的人员。其他罪犯则是伊斯兰军人或对摩洛哥要求西撒主权持不同政见者。1992年，国王决定将塔兹马马尔特监狱夷为平地，而这个监狱一直被国际上认为是摩洛哥当局侵犯人权的标志。1993年11月，摩洛哥又建立了一个隶属于首相办公室的人权部，由摩洛哥人权组织创建者和领导人奥马尔·阿兹曼领导，它的建立进一步表明当局通过机构和制度建设公开处理敏感问题的愿望。1994年夏，国王指示“人权咨询委员会”为他提供赦免政治犯的名单，但是那些不承认摩洛哥对西撒主权的人被排除在赦免名单之外。上述做法有助于改善摩洛哥的国际形象，同时，也对民主化进程营造了较好的氛围。

摩洛哥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改革的关键因素和直接推动力是摩洛哥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随着经济变革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中产阶级和城市贫民同时崛起，贫富差距加大，引发各个地区的示威游行，各种专业团体、工会组织、政党以及新闻界不断提出强烈的政治诉求，并对当局形成新的政治约束。国王意识到，在一个城市化、政治化和多元化色彩日益增强的社会，过去看来非常有效的统治策略，如与精英合作、强调宗教法、鼓动民族主义激情、压制或胁迫选举等，都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也不再能保证政治秩序的稳定。扩大政治参与，一定程度的分权成为适应政治形势变化的必要之举。

来自政治伊斯兰的威胁也给予政治改革以极大的推动力。虽然在这方面摩洛哥还没有像马格里布其他国家和马什雷克国家那样危急，但邻国阿尔及利亚的政治伊斯兰威胁有可能波及摩洛哥。1994年和1995年有媒体报道，伊斯兰组织在摩洛哥大学校园的影响日益增长，例如，发起联合抵制“非伊斯兰”课程的运动等。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实行政治开放，部分原因也是试图通过提供表达怨气的通道来包容政治伊斯兰。所以，摩洛哥的民主化改革是当局在各种新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的压力下开始实施的。

为了推动和指导政治变革，政府和王室认为有必要在“社会合作者”之间开展对话。1994年9月，国王宣布成立“社会力量对话咨询委员会”。1995年又成立“社会经济委员会”。1995年夏，新的劳动和投资法颁布。当局强调“社会对话”是为了缓解经济衰退引发的社会政治紧张局势，也包含有抑制因经济调整政策引起的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因此，自由经济对推动民主化进程和扩大社会对话有重要作用。经济改革强调建立伙伴和协商的新经济关系。这些初步但却重要的施政方式的变化，改变了进入21世纪后摩洛哥王国的君主统治的某些本质内容。

总体而言，摩洛哥的政治变革是一种渐进的政治改良，政府管理机制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王权的让度也是有限的，因此，民主化进程仍然比较缓慢。进入21世纪后，摩洛哥对外将加大融入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大舞台的步伐。2004年，摩洛哥与突尼斯、埃及、约旦签署了“阿加迪尔协定”，宣布成立四国自由贸易区。同年，摩洛哥与土耳其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与此同时，摩洛哥积极寻求与欧盟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建立密切关系，并加强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联系。1996年2月，摩洛哥与欧盟签署了联系国协定和新的渔业协定，该协议经摩洛哥议会和欧盟议会分别审议通过后于2000年正式生效。协议规定，双方应开展经常性的政治对话，在经济、社会、科技等领域进行广泛合作。2004年3月，摩洛哥与美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双方在农产品问题、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条件等各自关心的重大问题上达成一致。早在1987年，摩洛哥已加入关贸总协定，1994年4月关贸总协定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取代了原来的关贸总协定。摩洛哥参加了马拉喀什会议，并签署了有关协议。承诺实行外贸自由化，降低进口关税，提供免税和低价建厂等更加宽松的投资条件，允许自由兑换迪拉姆，改革财政和银行体系，并且在卡萨布兰卡向外国投资者开放证券交易所。摩洛哥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逐渐融入全球化浪潮。

同时，摩洛哥政府在国家的治理上将进一步扩大和加深经济改革的范围和力度。继续推行经济自由化和市场经济政策，致力于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向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目标迈进。与此同时，摩洛哥开始更加关注因经济政策转型凸显的民生问题，采取了降低人口增长率、扩大就业、加大教育和公共卫生投资等措施，努力解决青年人的失业问题和相当普遍的贫困问题等。摩洛哥议会于2000年通过了2000-2004年国家发展计划，其宗旨是实施国家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战略，计划由四大部分组成：地区均衡和综合发展，扩大年轻人的就业市场，妇女参加摩洛哥发展问题，向贫困和歧视宣战。这一计划为摩洛哥未来几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确定了目标。


五、经济现代化的成就

自独立以来，摩洛哥王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体现出一个长期遭受殖民统治、发展基础相当薄弱的国家，在振兴民族经济、实现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而又不断探索的道路，昭示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现代化历程的合乎逻辑的时序性和普遍规律。

摩洛哥的经济现代化就其时序而言，属后发型和追赶型模式，经济现代化过程的加速带有明显的外力推动特点，是对外部因素的直接反应。例如，对摩洛哥经济现代化发生重要影响的经济调整政策无论从出台背景、实施内容及效果，都受到外部因素的显著影响。磷酸盐出口价格的变动是导致摩洛哥财政危机和实施经济调整政策的直接诱因，经济调整政策的内容和过程受到国际组织专家的密切关注和指导，经济调整政策的实施效果则受到国际组织的详细评价。这种紧密的外部经济联系表明，摩洛哥作为一个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然受到外部的影响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自觉不自觉地被卷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

就其体制而言，摩洛哥的经济现代化是政府主导的。历史上，摩洛哥曾经长期遭受殖民统治，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王室成为领导核心，国家独立后，对殖民者侵占的资源和经营的企业进行剥夺和赎回，在此基础上，自然产生了一批国有企业。1973年，开展“摩洛哥化”运动，主要措施是将外国工业股票以及外国人对商业和服务业的控制权移交给摩洛哥国家或个人。在此过程中，大量原来被法国或者西班牙利益集团控制的企业，由摩洛哥极少数官僚阶层，包括以前的内阁大臣、高级内务大臣和军官接管和购买，建立起一批私有企业。只是，摩洛哥的私有企业不是由富有进取心和经营经验的资产阶级所有，而是由少数官僚阶层把持。因此，在摩洛哥形成了国有和私有并存、国有经济成分占较大优势的混合型经济体制。摩洛哥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起到了主导作用。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多个经济发展计划，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发展举措，确保了摩洛哥经济比较有序的发展。面向现代化的十年经济调整与改革也是在政府的组织领导下进行，国王和新的社会精英成为改革的主要倡导者。与此同时，这种由政府主导的现代化模式，政府的管理经验、管理智慧和管理能力往往会对经济现代化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

摩洛哥的经济现代化就其文化基础而言，表现出以伊斯兰教为主体的多元文化特点。摩洛哥是一个伊斯兰——阿拉伯国家，绝大部分国民信仰伊斯兰教，并在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的经济观与经济现代化既有契合的一面，也有相悖的一面。伊斯兰教的崇商理念，强调商业道德，倡导勤劳致富和崇尚俭朴的生活方式等观念，对经济现代化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而在经济活动中，以道德伦理替代利益原则和宗教至上的观点则会背离经济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摩洛哥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摩洛哥文化兼具非洲文化、欧洲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等多元文化特色，表现出较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摩洛哥的伊斯兰教相比而言对外来文化更为宽容，具有一定的变通性，所有这些文化特点都对摩洛哥的经济现代化产生了影响。

摩洛哥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特点，为其发展农牧渔业、矿业和旅游业提供了比较优越的条件。农业在摩洛哥国民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以磷酸盐开采和加工为主的工矿业、旅游业和侨汇收入成为摩洛哥的三大财政收入来源，但是，在石油资源丰富的中东，摩洛哥是贫油国，发展资金不足，且常因干旱缺雨造成农业歉收，这些经济条件是制定摩洛哥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依据。

独立以来，摩洛哥政府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振兴民族经济的措施。农业方面，确立了“农业立国”战略，针对干旱这一制约农业生产的主要问题，摩洛哥政府大力兴修水利工程，使大型水坝的数量由独立之初的一二十座，增加到20世纪末的90座，可灌溉土地面积由独立初的10多万公顷增加到20世纪末期的100万公顷。摩洛哥在兴建水利工程方面有其自身的特点。它善于采取国际合作的方式，利用国外贷款兴修大型水利工程。摩洛哥的几个大型水坝均采取这种方式建成。在国际贷款中，仅科威特的“阿拉伯社会与经济发展基金”向摩洛哥提供的贷款就达3亿美元。另外，摩洛哥还采取国营农场、合作社和个体农民三方联合投资的方式，兴建区域性灌溉网。为了提高谷物产量，摩洛哥政府注意改良土壤，解决农田装备和施肥问题。摩洛哥政府采取的促进农业发展的其他措施还包括：免除农业生产资料的进口税，稳定农业税率；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和贷款；取消基本食品涨价计划。在生产关系方面，采取了国营农场、农业合作社和个体农户多种经营方式并存，在农业领域引进市场机制等措施，使粮食产量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农业生产技术不高，干旱气候造成农业减产，加上人口增长过快，摩洛哥粮食仍不能自给，国家把大量资金用于粮食进口，加重了财政负担。

工业方面，摩洛哥政府确立了重点发展优势工矿业和特色手工业的经济发展指导思想。摩洛哥把发展磷酸盐工业作为摩洛哥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磷酸盐的开采、加工和销售由国家垄断。政府成立皇家磷酸盐公司（OCP），控制了磷酸盐从采掘直至在国内外销售的全过程，是摩洛哥规模最大的工业企业。摩政府不仅加大磷酸盐的开采量，而且注重提高加工水平，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磷酸盐产品的出口收入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独立以来，摩洛哥的磷酸盐开采量有了大幅度提高，但磷酸盐的加工量占开采量的比重仍然偏小。摩洛哥的传统手工业，如毛毯、皮革、金属制品、陶瓷和家具等手工业生产受到重视，传统手工业制品在欧洲和北非享有盛名。但总体而言，摩洛哥工业基础薄弱，工业投资和产值较高的部门主要集中在加工工业，制造业落后，工业产品不能满足本国需要。

此外，摩政府充分利用国家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为了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政府鼓励投资者，特别是外国投资者在摩洛哥投资旅游业，向旅游业投资者提供价格优惠和免税地皮等。同时，增加酒店数量，提高接待能力，不断开发新的旅游项目，使旅游业长期保持增长势头和高收益率。政府还通过增加侨汇收入、争取外援等措施，解决建设资金短缺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摩洛哥政府实行对外经济开放政策，以积极的态度融入地区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浪潮，成功建立了多边贸易关系，这些举措都大大促进了摩洛哥经济的发展。

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以及由此派生的许多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发展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内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经济增长是指一国的人均生产或人均收入的增加，一般用GNP和GDP的数据来测度；而经济发展的内涵则要广泛得多，其衡量指标至少应包含五个方面：基本必需品的消费量、收入和分配的均等程度、识字率、健康水平、就业状况等。就发展中国家经济现代化存在的问题来看，容易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经济发展的问题，造成所谓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摩洛哥也不例外，在十年经济调整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主要关注解决财政危机和经济增长问题，而对民生问题有所忽视，导致城乡差距和贫富分化加剧，城市人口膨胀，非常高的失业率和大范围的贫困威胁到了社会稳定。

根据发展经济学“后发优势”理论，后起的现代化国家和地区由于可以直接吸收和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其发展成本要比原发型现代化国家低得多，此外，还具有劳动力成本便宜的优势。发展中国家应该充分发挥这些“后发优势”，但又要意识到“后发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能否利用这一优势还要依赖发展中国家的主观条件和努力。而且，在借鉴原发性现代化国家的经验时应注意避免一切照搬的教条主义错误。在经济发展战略选择方面，要更加注意充分考虑本国国情。在经济调整过程中，国际金融机构给摩洛哥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和建议，其中有许多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基本方向应该说是正确的，但存在简单搬用西方经济理论和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例如，过分强调和加速推行市场机制和私有制，就不太符合摩洛哥经济发展的历史传统和发展阶段，因此，在确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时要把国际经验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主要立足于本国实际。

经济运行体制和经济制度的现代化，要妥当处理国营经济和私有经济，国家干预和市场机制之间的关系。从世界经济发展史考察，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没有绝对的先进与落后之别，而只有是否适应一个国家的国情和发展阶段之别，同时应对国家干预的领域和方式进行科学抉择。摩洛哥在经济调整之前，存在国营企业所占份额过大、效率低下的问题，所以，通过经济调整，对大量企业实行了“私有化”，对市场机制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视。但是根据本国情况，要注意不能过度依赖市场摆布，国家不能完全放弃对经济的干预，应在适当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同时，由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上有选择的适当干预，对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国有企业，仍应由政府控制，可在经营机制上进行改革，通过承包、租赁、股份制等形式，把经营权交给企业。国家干预的方式并不意味着建立更多的国有企业，而是通过制定宏观经济计划，从整体上对国民经济进行规划，作为企业制定自身计划的重要参考；政府可根据经济发展计划，实施促进经济发展的各项措施，如大力扶植基础产业、新型产业和出口产业，加强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通过实施适当的金融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政府可通过减税、提供补助金、优惠贷款等措施，诱导发展国民经济所需要的产业的发展。

摩洛哥是一个对外援依赖性较大的国家，外援对解决建设资金匮乏起着重要作用，但从长远发展来讲，要立足于加强国内资本积累，增强经济的独立性，这一目标对摩洛哥而言主要通过提高农矿产品的技术水平、增大附加值等来实现。同时，注意克服投资过热和片面追求高速度的问题，也可缓解资金短缺的矛盾。在对外经济开放的同时，还要注意规避全球化可能给国家带来的经济风险。

经济管理水平和人力资源的质量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也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现代化的瓶颈。摩洛哥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管理水平低下、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不足的制约。摩洛哥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资比例逐年提高，但由于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人均教育经费偏低，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学科结构不尽合理，理工类学科发展薄弱和滞后，科技人才匮乏，教育经费的使用效能和教育质量有待提高。

就国内而言，摩洛哥在分享经济调整和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城市精英得到了实惠，城市贫民和农民处于不利的境地，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加大，同时衍生了腐败、走私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稀释经济调整的成果，甚至给发展带来风险。未来摩洛哥将会在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以及经济与社会的均衡综合发展方面做出努力。就外部环境而言，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是发展机遇，又使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和风险。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中的地位决定了经济全球化对这些国家带来了更多的挑战，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把握好对外开放的节奏，对全球化可能带来的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保持警惕，加强国家对资金流动和银行体系的监管，保障经济安全。


六、民主政治的进展

摩洛哥属于君主立宪制国家。摩洛哥的历史传统、君主在独立运动中的旗帜作用等是摩洛哥君主制建立的历史原因，独立后君主制和政府机制的不断完善，构成了维持其合法性的新基础。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西方式的民主跨越性太大，不适合这些国家的传统和国情。不过，从未来发展看，在公共事务的管理权转交给向议会负责的首相后，君主的绝对权力将受到削弱。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产阶级和受到良好教育的青年人不断增多，他们要求摩洛哥朝着多元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绝对君主统治，在一个时局不稳的转型时期给予了国家强烈的身份认同，但这一制度顺应时代的变化既是趋势，也是事实。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摩洛哥的政治改革，君主权力的去集权化，议会和政府权力的逐渐加强，就体现了这一发展趋势。

自摩洛哥建立君主立宪制以来，经历了不断调整、改革与发展的过程，并且逐渐朝着法制化和民主化，即政治现代化的方向迈进。就政治稳定与进步的关系而言，世界上存在三种政治统治模式：静态稳定，这种政治统治虽然稳定，但发展缓慢、滞后；动态混乱，虽然变化，但局势动荡，政治变革的社会代价很高；动态稳定，即稳定中求发展。摩洛哥的政治发展基本上呈现出动态稳定的特点。摩洛哥的政治统治保证了国家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且所有这一切变化和成就，都是在没有破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取得的。摩洛哥的政治平稳结构和模型由三个同心圆组成：王室内部的稳定机制、国内统治稳定机制、外部稳定机制。君主则处于三个同心圆的圆心。

摩洛哥王室的突出特点是：国王权力高度集中，王室其他人不参政，不担任公职。每逢重大节日或遇重大问题，哈桑国王通过广播和电视向全民发表讲话，王室其他人不再作任何表态和评论，绝没有第二个声音。国王的妻子一定是一位平民女子，这是阿拉维王朝的传统。根据哈桑的解释，这是为了加强王室与平民的联系，使国王时刻了解民情，不忘平民。他曾骄傲地说，阿拉维王朝的任何一个国王的妻子、母亲、祖母、外祖母，都是平民出身，而没有一个来自官僚和资产阶级家庭。国王的妻子没有王后头衔，不会见客人，不出头露面，更不会与国王一起出现在公众面前。不仅国王的妻子，包括所有王室男性成员的夫人均不参与政治活动，除非她们被赋予“公主”的头衔。阿拉维王朝还有个规定：只有国王的正式妻子才能为国王生儿育女，因而摩国王的子女数与一般家庭相似，王室的女婿们一般不从政。摩洛哥王室的这些特别规定有利于君主集权，构成了王室内部的稳定机制，有效避免了世界上有些君主制国家因为宫廷内部争权夺利和政变引发的政局动荡。

在国内，国王通过各种手段建立君主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稳定统治的手段包括“大棒”与“胡萝卜”政策的交替使用，以及宗教和世俗手段的并用。国王注意满足官僚和平民，城市、农村和游牧部落三种生活方式的国民，新生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以及青年人的不同需要，以争取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的支持，不断扩大其统治基础。例如，哈桑国王通过细心观察每个群体的需求，给予精英们以皇室的庇护，实行市场经济，以提高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对那些贫穷虔诚的穆斯林众生，主要利用自己的“信士们的首领”的身份增加了四成的清真寺数量，并建造了哈桑二世大清真寺，以使他们求得心灵的安宁。尊重穆斯林国民的宗教信仰，从某种程度上也弱化了来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反政府声音。国王还给部族尤其是柏柏尔人以自由，因而受到他们的尊敬。哈桑通过这些努力，维持着由不同阶级、阶层和部族组成的摩洛哥国民的团结。

王室的“圣裔”出身，大多数穆斯林淳朴的宗教感情使他们将国王奉为神明，开国君主抗击外族统治的立国功绩，国王在数次政变中表现出的沉着、刚毅和幸运，本土游牧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淳朴的部落遗风，统治者平衡国内矛盾的气度和能力，处理外交事务的深谋远虑，政府进行的宪政改革等，正是基于上述诸种因素，摩洛哥政府在国内建立起稳定的统治机制。

在国外，政府依据摩洛哥作为一个地处世界枢纽地带的弱小国家之特点，实行了灵活、务实和中立的外交政策，与北非邻国、中东阿拉伯国家、法国和西班牙等西欧国家、美国等西方大国广结善缘，并在阿以冲突中成功扮演了调停人的角色，为中东和谈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国家营造了和平的外部环境。对来自国外的人权责难等问题，也能以变通妥协的方式加以处理，形成了君主统治的外部稳定机制。保证国家的平稳发展是摩洛哥政治发展的突出特点，也是摩洛哥政治统治的主要经验。

实现政治现代化是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根据政治现代化理论，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涉及以下几个方面：民主体制的建立和大众参与政治的普遍性；实行法制，主要依据宪法和法律治国；保持稳定和有秩序的发展。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摩洛哥政府通过在君主制中引入宪政、在历史上多次进行宪政改革等举措，顺应政治民主化的进步潮流。摩洛哥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改革体现出渐次推进的特点。在实施政治改革时，既考虑到政治精英的呼吁，又关照到普通民众的接受能力，以及教民的宗教感情和民族传统等因素，没有像有些中东国家那样直接照搬西方的所谓民主和人权。历史上五次宪法修订的过程，是政治改革和发展的过程，是逐渐扩大政治参与面的过程，是人权状况改善和自由不断扩大的过程，是议会权力不断加强的过程。摩洛哥政府自独立开始，就强调不追求所谓民主政治的华丽外衣，而是注重政治制度的适应性和实用性。

摩洛哥当局在推进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善于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推行均衡政策。一是平衡党派和军队之间的力量，通过允许多党合法存在，抑制军人力量的膨胀。摩洛哥党派众多，主要党派就有16个，党派力量的活跃，一定程度上牵制和分化了军方力量。哈桑国王宣布，任何政党，只要不反对君主立宪制，就可以合法存在，并把此规定写进宪法。在哈桑看来多个政党的存在，不但不会削弱王权，相反还有助于强化君主权力。主要原因有两个：（1）各党派力量并存，能够相互牵制；（2）政党力量的加强，可以适当制约军方势力的膨胀，实现国内各派力量之间的平衡。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两次军人政变事件后，哈桑国王的这一政治策略表现得更为明晰。二是通过与政治反对派的妥协，平衡世俗与宗教间的关系，抑制来自于伊斯兰主义的威胁。为了与伊斯兰主义威胁作斗争，哈桑国王曾多次向各党派妥协，不惜满足他们的一些政治改革要求，以政党力量消减政治伊斯兰的影响力。三是通过修改宪法和各类政治改革，满足各个阶层的政治需求，融洽各派政治力量与执政者的关系，寻求各种政治力量的均衡。可以说，摩洛哥的君主制就是不断寻求新均衡的政治体制。

摩洛哥政府注重发挥伊斯兰教对稳定政治秩序的作用。中东国家的政教关系集中表现为两种模式：政教分离和政教合一。属于政教分离的国家居多，大致可分为完全分离和部分分离两类；而政教合一大致有三种表现形式：完全合一、部分合一和神权政治。沙特阿拉伯是完全政教合一国家，伊朗是神权政体国家，摩洛哥则属于部分政教合一国家。作为一个伊斯兰君主制国家，伊斯兰教对摩洛哥的社会与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政治与宗教的有机结合，是摩洛哥国家能够长期保持统一和稳定的重要原因。政府通过设立宗教机构，加强了对全国宗教事务的管理。国王不仅是国家元首，且被赋予“信士们的首领”的头衔，集政权与教权于一身。宪法和法律使王权的神圣性合法化。把“真主、祖国、国王”作为国人的座右铭，使三者结合起来。修建哈桑二世大清真寺拉近了国王与穆斯林间的感情。20世纪后半叶，摩洛哥处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重要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凸现，人们对社会现实和自己所处地位的不满与期待，使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派别和运动在摩洛哥兴盛一时，但是，与其邻国相比，摩洛哥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并未对国家政权形成大的威胁，这主要缘于政府的宗教策略、政治改革，以及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等原因。

检验一种政治制度是否合理、合法、有价值，要看这种政治制度是否适合于该国的具体国情，如经济基础、文化传统、经济状况、国民意识；要看这种政治制度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要看这种政治制度是否有利于满足大多数国民的物质、精神、政治需求；要看这种政治制度是否有利于国家安定。反之，不管统治者是文官、武将，不管统治方式是分权、集权，势必得不到人民的拥戴和支持，迟早要被历史抛弃。中东国家常因军人政变、政教之争、党派纷争、民众暴乱、外国干预和宫廷政变造成国家政局动荡，成为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最大瓶颈，而摩洛哥政治现代化的主要经验是保持了国家的稳定发展。秩序是先于其他一切的价值，稳定是无价的。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过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对于处在过渡政治发展阶段的国家而言，无论是共和制国家还是君主制国家，在解决民主与政治稳定的矛盾时都面临着如何降低政治发展的代价，妥善处理政治变革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摩洛哥无疑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


第七章　以色列的现代化模式——犹太传统与西方文明相互融合的现代化选择

以色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通过不断移民建立起来的一个新国家。这个新国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迅猛发展，成为中东地区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度，并被国际社会喻为“中东的瑞士”、“西亚的日本”、“地中海的香港”等。以色列的现代化进程充满了奇特性和创新性，体现了犹太传统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融汇，以及历史传统与外来经验的有机结合。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以色列以西方社会为蓝本，确立了以普选权、三权分立和多党并存为特色的现代民主制度，堪称中东地区唯一实行议会民主制的国家。但基于犹太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以色列社会的多元化因素，以色列在国家的构建和运作方面，并不一味照搬欧美模式，而是采取了与古老犹太民族传统相适应的典型的一院制议会“克奈塞特”（希伯来语“大集会”之意）以及源于近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单一比例代表制和对立党联合执政等治国原则，从而凸显了现代犹太国家的鲜明特征。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以色列充分调动一切有利的内外条件和因素，实施了国家主导的以科技兴国与出口导向为主的发展战略，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并被联合国列为“高收入国家”。以色列的现代化进程昭示了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的兼容性，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同步性。然而，以色列不断强化单一犹太国家的发展朝向和给予犹太人高于其他社会族群的特权地位，加之它对外部的严重依赖性，造成以色列的现代化进程同样存在“悖论”和“缺陷”。


一、议会民主制的确立与发展

以色列的议会民主制度起源于英国委任统治时期的伊休夫自治机构。该机构是建国前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政治领导机构，包括犹太民族议会和其执行机构犹太民族委员会，以及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代办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多样化的雏形的民主政治制度。伊休夫自治机构是19世纪以来兴起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直接产物。1897年，第一次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在瑞士巴塞尔召开，会议通过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关键性文件《巴塞尔纲领》。从此，长期深埋于犹太人心中的重归故里和复国的夙愿开始被付诸实践，一批又一批犹太人不断向巴勒斯坦移居，犹太人口在巴勒斯坦地区持续上升，并形成一系列犹太社团。1917年，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因而被注入新的动力，进一步推动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迅猛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联盟正式授权英国对巴勒斯坦实施委任统治。英国仿效奥斯曼时期的宗教社团制度颁布了巴勒斯坦法，规定：“在委任统治当局法律的制约下，任何宗教团体和行使司法权的组织在其内部事务上可享有自治权。”根据该法令，由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者选举产生的代表大会和民族委员会便成为犹太社团享有法人资格的政治机构，它们被授权管理宗教自治法庭，履行地方政府的各种职能，负责经济活动以及在自愿的基础上征税，等等。与此同时，为了协调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与委任统治当局以及巴勒斯坦犹太人与世界各地犹太人的关系，促进世界各地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的移入和开拓定居活动，1929年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建立，成为伊休夫代表大会和民族委员会的平行组织。犹太代办处在对外联系、筹集资金、购买土地、安置移民、组织防卫促进犹太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英国委任统治期间，伊休夫自治机构主要通过民主方式动员巴勒斯坦各派力量，吸引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积极有效地推动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各党派、各组织都以比例代表制的方式选举代表，参与社团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自治。在伊休夫自治机构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采用多党派议会民主制，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犹太复国主义力量的复杂性决定的。犹太复国主义兴起之后，在犹太人一批批地向巴勒斯坦移民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党派，如巴勒斯坦工人党、巴勒斯坦共产党、以色列正教党、精神中心党等，分别代表不同的犹太复国主义力量。同时，在巴勒斯坦犹太社团这个大家庭里，各党派的独立性都很强，多数党派拥有自己的经济企业、基布兹、学校、医院、工会、职业介绍所以及武装保卫组织，可以说每一个党派都是一个小社会。如何尽最大可能团结所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并获得他们的支持，是犹太复国主义事业能否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此外，以色列诞生前的伊休夫并非拥有主权的政治实体，而是一个“国中之国”，完全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不具备任何强制力量。在振兴民族的斗争中，比例代表制的民主制度无疑是联合各党派力量，共创民族国家的最好途径，它有助于维护伊休夫各党派间的团结，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并对巴勒斯坦以外的犹太党派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1947年联合国通过了将巴勒斯坦划分为一个犹太国和一个阿拉伯国的决议，即181号决议。随后，犹太人立刻展开建国的准备工作。伊休夫民族委员会和犹太代办处协商成立了全国委员会，同时又从中选出13名代表，组成以本古里安为首的执行委员会，两机构代行临时议会和临时政府的职能。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刚刚诞生的新国家在应对突发战事的形势下，最大限度地继承了伊休夫自治机构的模式和传统，逐步确立了以西方社会为蓝本，以议会民主制、多党并存、三权分立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政治体制。这一体制广泛吸纳了西方议会民主制所推崇的权力合法、权力制衡和权力公正等理念，同时也保留了古老犹太民族的一些独特文化元素。以色列实行的这种议会民主制也因此而被西方世界称之为中东“集权主义汪洋中的民主孤岛”。

以色列政治体制的基本结构由总统、议会、政府和司法四大部分组成。总统是以色列的国家元首，是超越任何党派与集团的国家意志的象征。总统在希伯来文中称“纳西”，沿用的是公元1-5世纪作为犹太社会最高的立法与司法机构——犹太元老院对“首领”的称谓，其目的是想表明以色列国家是古代犹太国家的延续。但以色列总统并不掌握国家实权，其职责多是荣誉性和礼仪性的。总统由议会成员提名，并经过议会以简单多数的投票选举产生。通常情况下，该职位多由德高望重、对国家有过突出贡献的政治活动家或科学家出任，其职责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签署议会通过的条约和法律；根据外交部长的提议任命驻外使节，并授予委任状，接受外国使节的国书；责成大选中获胜的政党领袖组阁；根据有关部门推荐任命法官、检察长和以色列银行行长；应司法部长的请求赦免罪犯和减轻刑罚等。总统任期五年，可连任两届。如果总统因身体状况或不称职无法履行其职责，议会可以以3/4的多数票通过罢免总统职务的决议。总统职位空缺后，由议长担任临时总统，议会必须在45天内选出新总统。在以色列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情况下，总统作为超越党派和集团的国家统一的象征，将这三种权力结合在一起。但由于总统的权力几乎都是礼仪性的，因而这种结合仅仅是表面上的，对以色列政治的作用极为有限，使“以色列政治制度中缺少一个能起稳定作用的潜在权势”。

以色列议会称为“克奈塞特”，在希伯来语中是“大集会”之意。它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构。与欧美国家的两院制国会不同，以色列实行典型的一院制议会。议会设立的120个席位则是依据2500年前的古代克奈塞特的犹太传统。议会在比例代表制的基础上，通过“普遍的、全国统一的、直接平等的和秘密的”投票方式产生，每届议会任期4年，也可提前解散，重新大选。以色列的议会选举制建立在多党制的基础上，任何政党、团体及个人，只要征集到2500名选民的签名支持，并交纳一笔保证金，即可参加竞选。如果能获得全部选票的1.5%，便能进入议会。议员享有不可侵犯权，旨在保证议员的自由和独立。议会中设有10个处理国家具体事务的常设委员会，即宪法、法律和司法委员会，教育和文化委员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财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议会委员会，内政与环保委员会，劳工和福利委员会，移民和安置委员会，国家管治委员会。各委员会有10-25名成员，分别从各党派议员中按比例选拔。

议会的基本职能是立法和监督政府。立法程序须经“三读”。“一读”是在议会对提交的议案进行一般性辩论，然后提交相关的议会常设委员会；“二读”是指在委员会中展开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再交回议会审议；“三读”是指议会的最后表决通过，如无特殊情况，议案只需简单多数即可通过。议案经“三读”后，由总统、总理和有关部长签署后生效。议会对政府的监督是指政府必须对议会负责，政府要得到议会的信任才能组阁和存在。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新政府的基本政策和政府的组成情况，须经议会多数议员支持，才能正式通过；二是议会党派有权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如不信任案在议会获得通过，政府就必须辞职；三是议会通过全体会议、议会常设委员会和国家检察长对政府实行监督，如对政府的年度预算，政府的工作进行质询、检查等。此外，议会还负责选举总统和听取总统宣誓。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以色列政治中强烈的政党官僚化色彩，议会的作用并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一般来讲，占据政府各部部长职位的都是进入议会的各党派领袖，内阁成员也多为各党的元老级人物，而政治生命完全依赖于所属党派的议员个人很难发挥其评议时政的作用。加之以色列建国以来，一直都是多党联合执政，议会中不存在两党制下作为议会监督主角的反对党。这种情况下，以色列的政治生活基本呈现出一种强政府弱议会的态势。

以色列政府是国家的行政机构。由于以色列是议会民主制国家，政府必须赢得议会的信任，接受议会的监督，并对议会负责。每届大选之后在议会中获取席位最多的党派领袖成为自然的总理人选，由总统授权其组成内阁。在以色列多党制、单一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下，没有任何党派能在议会中获得绝对多数（61）的席位。为了凑够政府所需的多数席位，获胜的最大党团必须邀请其他党派共组联合政府。联合政府的组成往往要经过一个艰难的、讨价还价的过程，才能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政府的各部部长由参加联合政府的党派成员出任，总理仅对本党部长人选有决定权。新政府组成后，须得到议会的表决通过，才能正式宣告成立。政府任期4年，但议会可以通过不信任案提前解散政府。如果总理辞职或逝世，可由总理所属党团的第二号人物出任总理，领导过渡政府继续工作，直到下届议会大选产生新的政府。

政府在行政上拥有广泛的权力，可以代表国家采取任何行动，决定国家的内外政策，并执行法令。政府通过各部行使其权限，各部部长在对总理负责的前提下拥有很大的权力。政府在法律上也享有广泛的权限，它甚至可以控制和领导议会。政府有权决定议会的议事程序，按事情的轻重缓急向议会提交议事程序，通常情况下，议会就按此程序来安排工作。政府在立法方面的权力也不容忽视，在以色列的法律制定过程中，政府几乎独占了法律制定的创始权。13部基本法当中，除《基本法：议会》是由议会的法律委员会起草之外，其余都是由政府提交议会通过的。

以色列政府是一个权力较大但在运行过程中又十分脆弱的执行机构。其脆弱之处主要表现为联合政府常常因党派之间的矛盾和纷争而瓦解，政府更迭频繁。联合政府大多是矛盾重重的结合体，其内部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和政见分歧使政府的执政效能受到很大削弱。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都会受到各方的牵制，组阁的大党为了维持内阁的稳定和“生存”，不得不顾及友党的利益和倾向，最终与之达成妥协。否则，联合政府随时会有倒台的危险。这种情形造成以色列的政策缺乏连续性和长远性，难以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有所突破。比例代表制和联合政府还使小党在某些政策方面获得了超出其自身政治实力的影响，如参加多届联合政府的全国宗教党对内阁的生死存亡有着同其实力不成比例的决策权。

为了扩大总理的职权，提高政府的稳定性和决策能力，以色列曾多次尝试改革选举制度。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改革是在1996年的第14次议会选举中引入总理直选制，即总理由选民单独投票选举产生。然而，此次选举非但没有树立起一个团结、稳定、高效有力的新政府，反而产生了事与愿违的后果。新选举法使党派的数量大增，议会席位更加分散，政府决策更加困难。鉴于此，在2001年的选举中，新选举法被废止，恢复原有《选举法》中总理的产生办法。总理直选制的选举改革之所以会失败，在于它未能触动以色列政坛弊病的源头，即比例代表制和较低的议会“门槛”。历史上形成的单一比例代表制为最大限度地团结和动员各派力量参与建国的伟大使命提供了保证，并极大地发挥了民主精神，鼓舞了人民的参政意识。但是这一制度也为以色列政治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那就是众多小党充斥政坛，议席过于分散，无法造就一个强有力的团结高效的政府。

以色列的司法权属于法院，是独立于议会和政府之外的第三大权力部门。为保证司法独立公正，以色列法律规定法官不得参加政党，不能担任政府部长，也不能竞选议员。法官由总统根据9人公众提名委员会的提名加以任命，任期为终身制，70岁退休。以色列的法院由普通法院、宗教法院和专门法院三类组成。普通法院负责一般的民事和刑事诉讼，又分为地方法院、地区法院和最高法院三级。地方法院处理一般的民事和刑事犯罪。地区法院负责处理比较重大的民事和刑事案件以及地方法院上诉的案件。最高法院是最高一级的上诉法院，拥有最终上诉管辖权。另外，法院对政府有一定的监督和制约作用。任何公民都有权向法院控告政府，最高法院有权宣布政府的某项政策违法，政府对之必须服从。宗教法院审理与宗教有关的诉讼案和家庭婚姻事务，又分为犹太教法院、伊斯兰教法院和基督教法院。专门法院只负责审理劳资纠纷、青少年犯罪等特殊领域的诉讼。以色列的现行法律由三部分构成，即：英国委任统治时期在巴勒斯坦行使的法律，建国初在应急情况下颁布的部分法律和法令，一系列基本法。它们受奥斯曼法、英国的普通法、宗教法和以色列法的影响，构成了以色列法律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以色列法律总体上体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律观念和法律原则，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时也反映了犹太国家的性质和特征，是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体。

然而，以色列至今尚未制定出一部完整的宪法，其主要原因在于，以色列建国初期议会内各党派在立国的基本原则、民主政治的主体特征、宗教与世俗的关系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上分歧很大，难以形成共识。主张立即制宪的人认为：宪法是民主国家的基本标志，对以色列这样一个在特殊背景下仓促建立的国家来说更需要一部宪法，它不仅是教育国民的工具，而且是培养认同感、促进社会融合的推动力；反对制宪的人认为：一个国家的民主性并不取决于有无宪法，没有完整宪法的英国其民主性远远超过了一些有宪法的国家。以色列的《独立宣言》以及以后陆续颁布的法令实际上就是宪法的一部分。如果立即立宪，必然使以色列陷入一场“文化战争”之中，会激化以色列社会中存在的民族主义者与个人主义者之间、社会主义者与资本主义者之间以及宗教主义者与世俗主义者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必然会影响到新生的以色列国家的政治稳定。一些宗教派人士甚至强调：“《托拉》本身以及拉比们所给与的解释就是现成的以色列宪法，它具有神圣的起源，优越于一切世俗立法。”经过激烈辩论，以色列议会最终在1950年1月达成了一项妥协，通过了由议员伊扎尔·哈拉里提出的议案，即“哈拉里决议”。其内容是：“每一届议会责成宪法、法律和司法委员会起草国家宪法。宪法必须逐章写成，每一章本身就是一部独立的基本法。当委员会完成一章的内容之后要提交议会讨论通过。所有章节将组合起来构成国家的宪法。”以色列历届议会已陆续通过了10多项基本法，这些基本法是以色列法院和各相关部门执法的依据。

以色列的议会民主制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同时它使以色列的现代化进程所承受的政治与社会压力远远小于相邻的伊斯兰国家。另一方面，由于以色列是一个民族、宗教和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移民国家，以色列虽以西方政治体制为蓝本推进政治现代化，却能够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不断对其进行适当地改造或修正。特别是以色列注重运用行政方式来增强国家的约束力，同时又极力与传统势力寻求妥协，从而软化了政治现代化的阻力。


二、政治现代化的三大“变量”

犹太人特殊的历史境遇决定了以色列的立国之路和国家构建的独特性。以色列在推进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受诸多内外因素的影响同样呈现出自身的特色。总体来看，制约和规定以色列政治现代化走向的主要有三大“变量”。

1.政党政治。以色列是一个典型的多党制国家，政坛党派林立，自建国以来，参加议会的政党与集团便达到60个左右，以色列多党制的形成同以色列移民国家的基本特征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在历史上，犹太民族长期流散各地，生活在不同地区的犹太人在文化观念、思想意识、价值追求和行为规范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后，转而成为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过程中形成的各类犹太党派的重要标识和分野。以色列建国前，犹太党派经过不断分化组合，大致可划分为三大类：民族主义阵营、社会主义——劳工阵营、宗教党派。以色列建国后，三大党派的发展总趋势是：民族主义阵营由弱到强；社会主义——劳工阵营由强到弱；宗教党的政治影响力日益上升，但仍然是被主要党派联合的对象，对以色列政治不起主导作用。长期在以色列政坛主宰沉浮的则是早期的工党和上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执掌议会大权的利库德集团这两大派别。

工党在以色列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属于左翼社会民主党阵营，其核心角色是马帕伊（巴勒斯坦工人党）、马帕姆（统一工人党）和劳工联盟。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工党一直是以色列政坛无可动摇的第一大党，连续八次组阁。工党建国初在以色列政坛的主导地位是其在伊休夫时期实力和影响的自然延伸与发展。伊休夫自治时代，犹太复国主义内部因意识形态和建国方略的不同分裂为诸多不同的派别，在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各派竞争发展的过程中，劳工犹太复国主义逐渐成为运动的主流和先锋。1930年以工人力量为核心的马帕伊成立，并逐渐取得了伊休夫自治机构的领导地位，其党派领袖本古里安担任了犹太代办处主任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执委会主席的职务。与此同时，马帕伊也控制了伊休夫主要的社会经济组织基布兹和犹太工人总工会。英国委任统治结束时，马帕伊已成为以色列建国的中流砥柱和无可争议的领导力量。

以马帕伊为核心的工党信奉社会主义和平等主义，将这两项原则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回归的民族目标紧密地结合起来。但是在实践中，以本古里安为首的讲求实际的工党领袖逐步将民族主义目标置于社会主义目标之上。随着以色列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该党的社会主义色彩进一步淡化。马帕伊成功地实施了国家主义，加强政府和国家的权威，将以色列从一个政党纷争的民族社团转变为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因此，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工党是现代以色列国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以色列建国后，最初遵循工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路线，国营和集体经济占主导地位，实行普遍的社会福利。为了应对战争和大量犹太移民涌入所造成的物资短缺和资金匮乏局面，政府加强对经济的干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使以色列度过了建国初期的困难，并且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工党的经济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和改革，政府逐步减少了对经济的干预，强化市场的作用，鼓励外来资本和私人经济的发展。在对外政策方面，工党的基本目标是维护国家安全、争取外援、吸收移民。马帕伊在处理东西方关系的问题上，最初主张积极中立，但由于冷战的压力，以色列很快转向争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疏远了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此后，维持和加强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成为以色列外交政策的基调。在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上，工党强调与邻国签订和约，实现和平，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也奉行实力政策。例如，1956年以色列伙同英法发动了入侵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六五战争后，工党对待被占领土的态度犹豫不决，贻误了与阿拉伯国家谈判解决领土问题的最好时机。总体来说，工党的阿拉伯政策是较为温和的，这表现在该党对巴解的承认，并与之签署了和平解决巴以冲突的奥斯陆协议；确立了以领土换和平的原则；接受联合国安理会关于解决阿以冲突的242号决议。

利库德集团是在1977年以色列第九届议会选举中超越工党脱颖而出的另一大党派。此前，除两次短暂地加入以工党为首的联合政府外，利库德集团一直是以色列政治中的反对派。利库德集团并非一个统一的政党，而是一个囊括了加哈尔集团、大以色列运动、国家党和自由中心党等党派的大联合。利库德集团的核心和骨干是由自由运动和自由党组成的加哈尔集团，而自由运动又是这个小集团的中坚力量。自由运动是由贝京领导的伊茨尔发展而来的，该组织继承和发展了亚伯廷斯基领导的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的遗产。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主张在约旦河两岸建立一个犹太国；认为阿以冲突是必然的，一个犹太国将在“血与火”中诞生。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伊茨尔对阿拉伯人和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展开了“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针锋相对的军事斗争。这种毫不妥协的极端斗争方式，与马帕伊领导的主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奉行的“合法与非法斗争相结合，既坚持原则又策略灵活”的斗争原则产生了矛盾，二者摩擦不断。以色列国成立后，贝京将伊茨尔改为自由运动，以政党形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谋求继续生存和发展。但由于双方裂痕太深，以本古里安为首的联合政府一直将自由运动拒之门外。1956年4月，自由运动联合自由党组成加哈尔集团，迈出了以色列政坛两大政党联盟对峙的重要一步。

在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包括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东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在内的原属阿拉伯人的大片领土。突如其来的巨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犹太人的民族自信心，同时也催生了埋藏在他们心中的“大以色列”梦想。以色列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膨胀，回归圣经中的“犹地亚和撒玛利亚”、建立“大以色列”的呼声在全国范围内弥漫。这与工党所主张的保留部分战略要地，用剩余土地作为与阿拉伯国家谈判的筹码以获取和平的观点有很大出入，然而却与自由运动长期以来所坚持的“大以色列”思想不谋而合。正是在“吞并东耶路撒冷，占领西岸、加沙地带”的思想原则下，加哈尔集团将持有同样极端民族主义观点的自由中心党、国家党和大以色列运动团结在自己周围。在1977年第九届议会选举前夕，他们共同组成了利库德集团，一举赢得了选举的胜利。利库德集团的崛起使工党主导以色列政坛的局面不复存在，两大党团对垒或共组联合政府成为以色列政坛的基本格局。自由运动仍然是利库德集团的核心力量，其领导人是联合政府总理的当然人选。利库德对阿以和谈奉行强硬态度，在被占领土进行大规模的定居点建设。尽管利库德和工党均是由阿什肯纳兹人创建的政党，但与代表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工党不同，利库德的群众基础则是中下层阶级、工人和自由职业者，并且得到了绝大部分东方犹太人的支持。

政党政治对以色列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影响很大。由于以色列党派分化、组合现象异常频繁，而且不同派别的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往往存在明显差别，这便很容易造成以色列的内外政策缺乏相对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从而助长了以色列政治发展的摇摆性和不确定性。

2.宗教影响。在犹太复国主义鼻祖赫茨尔的设想中，现代以色列国应该是一个世俗、民主的国家。以色列的《独立宣言》亦明确指出，以色列是一个世俗国家而非神权国家。但以色列诞生后，宗教始终在国家政治及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犹太教成了事实上的国教，以至于以色列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得像一个“半祭司国家”。宗教在以色列政治生活中的显赫地位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政权建制方面，正统派犹太教政党是以色列政坛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宗教政党主张严格遵守犹太教法，用犹太教法指导宗教活动和日常生活。他们积极参政、议政，成为工党和利库德集团组阁的固定伙伴，牢牢掌握着内政、教育、司法、宗教等部门的权力。第二，宗教在司法领域占有独立地盘。宗教法院是以色列司法系统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凡涉及有关犹太人个人身份的案件，包括家庭和婚姻事务的纠纷都由犹太教法院根据犹太教法审理，世俗法院无权插手。第三，以色列一直保留独立的宗教教育体系。建国后，执政的马帕伊在国家主义原则下力图将伊休夫时代分散的教育体系集中于国家的统一管理之下，这一举措遭到宗教势力的强烈抗议，最后政府不得不以保留宗教教育做出让步，形成以色列宗教——世俗二元教育体系并存的局面。这为宗教势力继续保持其传统影响留下了契机和土壤。

宗教政党参政极大地影响着政府的政策和政坛变化。作为参加联合政府的友党，宗教政党常常向组阁的大党施加压力，以维护其特殊利益及对某一权力的要求，否则便以退出内阁相要挟。这成为宗教政党惯用的武器。据统计，在1949-1979年所发生的106次内阁危机中，因宗教问题引发的危机就达35次，几乎占1/3.自1992年以来，随着宗教政党势力的不断上升，拉宾、内塔尼亚胡、巴拉克和沙龙领导的几届政府在制定国内外重大问题的决策时，大都受到宗教政党的牵制。在阿以关系问题上，宗教政党历来坚持强硬的、毫不妥协的态度。这一态度在六·五战争后进一步加剧。带有强烈犹太原教旨主义倾向的信仰者集团在20世纪70年代的兴起及其在被占领土建立定居点的活动，对中东和平进程构成了严重障碍。信仰者集团以宗教犹太复国主义为主要意识形态，在“推动神的拯救”的口号下，以“制造既成事实”为主要手段，在被占领土从事狂热的定居点建设活动，成为以色列扩建定居点运动中最顽固、最强大的势力。这一状况严重束缚了以色列政府在和平解决阿以冲突问题中的手脚，任何拆除定居点、做出领土让步的举措都将受到宗教定居者的强烈抵抗，被其攻击为出卖犹太民族利益、阻碍“神圣救赎”的举动。以信仰者集团为代表的极右翼宗教顽固势力已成为以色列国内阻碍和平解决阿以冲突的重要反对力量。

3.族类与种族因素。现代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长期的流散生活在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身上深深打上了不同流散地文化的烙印。来自欧美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和世世代代生活在西亚北非的东方犹太人之间存在明显的文化鸿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起源于欧洲、并由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主导。东方犹太人仅仅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被动参与者，他们大多是在以色列建国后才大批移居以色列。这种状况决定了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以色列国的领导地位。伊休夫时代乃至建国后的相当长时间活跃在以色列政坛的党派都是由阿什肯纳兹人创建的，他们是以色列国的开创者和设计者。与此同时，由于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程度较低，前两代东方犹太人相对于阿什肯纳兹人来说只能从事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收入的差别使他们处于社会阶梯的下层。尽管当政的工党也曾采取一些措施整合两部分犹太人，缩小他们之间的社会差距。但是东方犹太人仍然认为政府对他们关注不够，并应对他们的经济贫困负主要责任。由于对工党不满，东方犹太人将目光转向在野的利库德集团。利库德集团之所以能在1977年大败工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是抓住了东方犹太人要求改变现状的心理，并得到人数不断增长的东方犹太人的支持。此后历届的议会选举中利库德集团一般都能赢得东方犹太人2/3的选票，而工党的多数选票则来自于阿什肯纳兹人，以色列的政治遂呈现出一定的族类政治色彩。

东方犹太人除通过支持利库德集团来表达不满情绪外，同时积极创建自己的政党来谋求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代表下层东方犹太人的黑豹党和泰米党相继成立，其共同目标是为东方裔下层犹太人争取社会福利。他们积极参与议会选举，并且以游行、示威的方式向政府提出改善住房、自由教育、提高工资的要求。在1981年的第10届议会选举中，泰米党获得3个席位，并参加了利库德的联合政府。由于组织不良和缺乏团结，这两个政党不久即告解散，从以色列政坛上消失。他们是东方裔犹太人不满现状、建立政党从体制内谋求提高自身地位的初次尝试，唤起了东方犹太人在政治上的觉醒。

1984年沙斯党的成立标志着东方裔犹太人真正成为以色列政坛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像泰米党一样，沙斯党主要为东方裔下层犹太人谋取利益，争取实行有利于他们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在1984年的第11届议会选举中，沙斯党获得4个席位。此后，该党的力量一直处于上升状态，例如在1988、1992、1996、1999年的大选中，其所得席位分别是6席、6席、10席和17席，且一直参加联合政府。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2006年的选举中，沙斯党成为与利库德并列的第三大党。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原苏联境内的犹太人掀起大规模向以色列移民的浪潮，这些新移民在以色列社会中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族群。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4年以色列的原苏联移民总数为91.6万人，占当年总人口的13.34%。然而，原苏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后，他们的总体境况并不十分理想。他们普遍感觉被边缘化，难以融入主流社会。失落的情绪使他们产生了建立能代表自身利益政党的想法，新的以色列移民党应运而生。纳坦·夏兰斯基在1996年选举前夕创建以色列移民党，并在当年的议会选举中赢得7个席位。该党的首要目标是努力迎合20世纪90年代原苏联移民群体的诉求，维护其经济利益，提高其社会地位。另一个后来居上的原苏联移民政党是利伯曼1999年初建立的家园党，该党在2006年的大选中获得11个席位，成为以色列的第五大政党。

以色列政治生活中除了犹太人内部在选举中呈现出的阿什肯纳兹人、东方犹太人、原苏联犹太移民的族类分野外，还有占以色列总人口近20%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阿拉伯人虽然拥有包括选举权在内的公民权利，但他们自以色列建国以来一直被排斥在政坛中心之外。多年来阿犹两个民族的持续交恶及和平进程的踯躅不前，使处在阿以冲突夹缝中的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处境十分尴尬。他们与阿拉伯人同种同教的身份使其对国家的忠诚受到高度怀疑，并被免除服兵役的义务。与此同时，阿拉伯人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排斥和挤压，成为处于以色列社会外围的二等公民。为改变不利的处境，阿拉伯人从20世纪60年代起即开始谋求建立自己的政党，如先后活跃在以色列阿拉伯政治生活中的进步阵线党，争取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阿拉伯民主党和伊斯兰阵线等。他们的共同点是为以色列阿拉伯人争取与犹太人平等的公民权利和地位，同时也积极支持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解放运动，谋求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解决。阿拉伯政党积极参与议会选举，力图借助于以色列的民主制度来改善自己的不平等地位。遗憾的是，无论工党、利库德还是新崛起的前进党都不曾邀请阿拉伯政党加入联合政府。这一现实深刻反映了阿拉伯人在以色列政治生活中的困境。


三、移民社会与经济现代化模式

以色列的移民社会属性，使其自身文化自然带有一定的移民文化特征。但是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移民文化相比而言，它的文化并不属于完全意义上的移民文化。众所周知，世界上最为典型的移民文化在美国。美国的移民文化有几大特征：首先，美国的移民是真正意义上的“移民”，即这些移民原本就不属于美国本地的古老居民，而是属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居民，在移民前，北美洲当地只有印地安土著居民。其次，这些移民来自不同的国家，属于不同的种族、民族，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圈、语言、信仰和风俗习惯，他们各自的文化在美国的大熔炉中重新予以整合，并产生出一种新的文化模式。为了将各种多元文化融合在一起，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经采取人为的融合方式，以推进文化的“美国化”，但其结果是只融合出一种“美国精神”，而仍然保留了多种文化的分散状态。再次，美国的移民文化是一种“断层”文化，既没有自己的根基，也没有经历一定的完整发展过程，其主流文化完全是移民从世界其他地方移植而来，土著文化则被外来文化排挤至边缘地带，美国文化从这样的断层开始发展，并且一开始就不是一种文化，而是多种文化。

以色列的状况则与美国有很大不同。首先，犹太人在流散到世界各地之前，原本就是巴勒斯坦地区的古老居民。这些移民对于巴勒斯坦有着深刻的“故国”情结。犹太教中含有“应许之地”的宗教精神或观念，回归“上帝应许之地”是维系犹太民族精神的支柱。其次，以色列的移民基本上是同一个民族，即犹太民族，他们虽然在移民前处于分散的状态，但没有被其他民族同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民族统一性和民族凝聚力。汤因比曾经将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的存在状态描述为是一种“流散社会”的模式，即犹太人虽然在地理分布上已经流离失所，并部分地融入了外族社会的生活，但是他们坚守自己的特性，坚持一种共同的文化传统，严格维护自己传统的宗教仪式，并且为维护自己的特性而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因此他们在精神方面仍然保持着高度的统一性，形成一种超越地理界限的社会存在状态。

更重要的是，以色列自身的文化具有一定的传承性。以色列的主体文化和犹太移民信仰的犹太教是在巴勒斯坦及其周边地区土生土长起来的宗教，该宗教信仰虽然被流散的犹太人传播至世界各地，但是从本质上讲犹太教始终是一个东方宗教。以色列的主体民族犹太人具有族教合一的特点，这一点决定了犹太教与以色列的不可分割性，即使是受到其他外来文化、意识形态影响的或者不信教的世俗犹太人也无法摆脱其影响。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努力下，虽然建立了一个世俗的以色列国家，但犹太教却在事实上处于国教的地位，中世纪的犹太教律法和传统习俗在以色列的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这些作用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由于顽固宗教势力的影响，在政治上，宗教政党对国家事务的影响超过了选票数额的限制，全国宗教党几乎介入每一届政府内阁，对国家的重大决策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并把持着宗教事务部，该部拥有的权限超出其他各部。此外，以色列采取的是世俗法庭与宗教法庭并存的制度，国内设立的宗教法庭主要对婚姻等事宜进行管理。但是犹太教的宗教文化中蕴含着许多积极向上的精神和传统，例如犹太教自古以来有尊师重教和注重学习的传统，提倡人们不断学习，增长智慧，崇尚教师职业。这种传统在现代以色列得到了继承和发扬，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因而成为以色列富国强国的根本。此外，犹太教在信奉来世的同时，也对人生的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提倡人们应当积极融入到现实中，追求现世的幸福，这种两世并重的价值观塑造出了犹太人致力于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务实精神。

对以色列现代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并非完全是移植而来的文化，外来文化并没有也不可能将犹太人的本族文化予以同化，它们彼此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但又各自独立存在的关系。这样的一种不完全移民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以色列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由开放程度不可能像美国一样深，其社会经济的发展中还存在某些保守的因子，一些传统的宗教和政治力量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事务的介入或干预程度过强。

但是，同样作为移民社会，以色列与美国有一点是相同的，即经过艰苦岁月的磨炼，在移民身上都形成了富于冒险、勇于探索的性格特征和创业精神，这无疑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所需要的最为难能可贵的精神动力。在《圣经》中，“犹太”的意思为“与神较力的取胜者”，该称谓预示着犹太人不平凡的命运。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对人生艰难坎坷的体会甚至要比美国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移民更加深刻一些，他们曾经经历了失去家园、失去根基的内心煎熬，曾经屡遭来自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歧视或迫害，这些经历塑造了以色列人坚忍、顽强、不屈不挠的独特性格和富于创新的思维特征。在这一点上，美国人也不得不从内心深处表示出由衷的钦佩和赞叹。美国学者劳伦斯·迈耶在其著作《今日以色列》中对以色列人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即“以色列经验的核心是，无论个人或集体都拒绝用‘不’字作为回答，不承认那些在别人看来似乎是难以克服的障碍和不可超越的限度”，“在以色列，强调积极面、向上精神、‘有办法’的态度渗透到以色列生活的各个方面”。当然，劳伦斯·迈耶也指出，以色列人的这种性格特征中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往往容易滋生出大男子主义。事实上的以色列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不存在性别歧视，而是其妇女地位仍然远远低于男子，以色列社会中的妇女地位本身就受到宗教、传统文化等诸多因素的限制，而男性在移民过程中培养出的权力欲和控制欲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社会中性别上的不平等。在性别平等和妇女解放的问题上，以色列的发展现状要逊色于美国。总体来看，以色列的移民文化具有融汇古老犹太传统与西方文明的特点，但在移民文化背景之后，欧美文化代表主流，在国内更具有影响力，加上以色列国内的主体宗教犹太教与西方社会的主体宗教基督教从产生来讲本身就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以色列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推进现代化的基本方向和基本格调。

从以色列的社会发展来看，移民不仅是以色列现代化发展中的主体，而且也是促进以色列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尤其是以色列发展初期，移民以及由移民所带动的移民经济为以色列的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历史上所经历的几次大流散，使居无定所的犹太移民对土地和农业怀有特殊的情怀，视其为立足、立国的根本，有学者称“以色列的农业发展史，就是犹太民族返回家园扎根大地的开拓奋斗史。没有公社和合作农庄，就没有今日的以色列国”。早在第一次移民潮开始的时候，犹太人就已经在巴勒斯坦地区拉开了农业开发的历史序幕。建国初期，以色列政府制定了优先发展农业、以农业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战略在生产资料归属、劳动方式和分工、产品分配等方面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性质。以色列农业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建国初期到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为第一阶段，主要目标是通过发展粗放式和内向型农业，实现农业的自给自足，解决人们特别是源源不断进入的移民最基本的生活问题。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以色列的耕地面积从1948年的约40万英亩猛增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110万英亩。20世纪70-80年代为第二阶段，这时农产品出现剩余，政府通过调整农业结构、提高农产品中的技术含量等途径，致力于发展蔬菜、水果、花卉等时鲜农产品的出口，使农业由粗放和内向型的发展模式转为集约和外向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色列的农业发展到第三阶段，由于以色列自70年代以来重新实施的科教兴国战略已见成效，体现在农业方面，以色列开始以商业行为来指导农业，推动农业的产业化，实现了由以往的初级农产品出口向农业技术出口的转移。同时也加快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农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5%以上。以色列农业仅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经历了一个世纪之久所走过的道路，不仅使以色列整个国家实现了经济自立，更对工业和其他产业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以色列的移民不仅为农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他们中许多掌握外国先进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技术人员、工程师或科学家，在发展高科技产业的进程中也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据初步统计，1948-1989年的40多年时间里，以色列移民中拥有教授、副教授职称和博士、博士后学历的人至少有10万，1989年以后移居以色列的人口中，许多都为科技人员。1989年底至1994年，共有犹太移民45万人进入以色列，其中包括9000名科学家、5万名工程师。1993年移居以色列的人口中科学家、专家和技术人员的比例高达69.9%。1997年由前苏联进入以色列的20万移民中，具有本科以上文凭的人占成年总移民数量的70%，其中具有硕士、博士学历的人为一半左右。这些移民中工程师占24%，科研人员占21%，技术人员占14%，医务人员占11%。此外，移民带来的个人资本成为以色列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建国初期，以色列国内资金十分紧缺，移民所带来的资金在很大程度上为政府解决了燃眉之急。仅在1950-1967年十几年的时间里移民带来的个人资本就达8.85亿美元，1956-1964年移民仅在住房和交通方面的投资就高达8.62亿美元。

以色列经济发展模式属于混合类型，经济构成包括国营成分、私人成分和合作社成分，但是起主导作用的是国营成分。以色列采取灵活务实的经济体制和政策，因此有学者声称，以色列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秘诀之一，就是“无论资本主义的做法，还是社会主义的做法，只要能促进经济发展就拿来采用”。由于早期的犹太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东欧和俄国，深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此外生存环境恶劣、松散而又庞大的移民队伍难以管理，加上建国后以色列始终处于战乱的境况中，只有政府才能对物资进行合理分配，诸多原因导致以色列在某些领域一直维系着社会主义的一些特性，政府始终保持对经济的强有力干预。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以集体所有制为特征的公有制在国内始终占据着较大比重，国有经济成为国家经济的命脉。国内的电力公司、水资源公司、化学制品公司、电话公司、铁路公司和航空公司全部为国家所垄断，国家还对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工商银行进行控股或参股。此外，政府还直接或间接控制着电视台、广播网、港口、飞机场。据统计，1983年国有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色列不断推进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改革，抛售大量股票和股份，1997、1998、1999年连续三年的时间里，以色列政府出售了价值分别为25亿美元、14.8亿美元和6.1亿美元的国有企业，2000年上半年出售的价值达7.6亿美元。但总体上来讲，以色列的私有化进程发展较为缓慢，至今国家仍然对自然资源、军事工业以及铁路、银行、电讯等部门进行严格控制，国有部门仍然保持较大的比重，并在其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以色列国内拥有庞大的工会组织网络，由各个企业、地区、行业或者产业的工会共同组成的工会联盟成为各个工会的总部和最高组织，不仅可以代表工人与资方进行具体事务的谈判，而且手中还掌握着1000多家企业。1987年，工会联盟企业及其附属企业所拥有的劳动力数量为全国劳动力总数的18%，所创造的价值为国民生产总值的21%；1988年，以色列国内50家最大企业中的12家为工会联盟所掌握。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还纷纷组建各种形式的组织，其中包括犹太人委员会、犹太人基金会、犹太人代表会，等等，这些组织在犹太移民、居民点开发、进行经济建设、募捐和筹集资金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以色列早期发展起来的工会联盟、农业集体经营组织形式基布兹和莫沙夫等特殊的经济组织至今仍然存在。但是，随着岁月流逝，一些经济组织的性质已发生了变化。以基布兹为例，该组织原来为集体农庄，并以农业为主，其基本宗旨是提倡平等，反对剥削。但是基布兹演变至今，逐步朝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营的工、商、贸综合企业的方向发展，其中雇佣现象亦不足为奇，基布兹中的一些成员也正在向资本家阶层转变，不少基布兹内部的平均分配原则基本上被打破，出现了贫富差距，集体生活趋于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小型的家庭生活。

以色列能够在经济领域保持高速发展态势，一方面，是由于政府采取了灵活务实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同时注重对经济活动的强干预。另一方面，则是确立了高度外向型的经济发展策略。其原因之一在于，以色列国土面积狭小，而且60%以上的地区处于干旱、半干旱状态，因此资源相对匮乏，无法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原因之二是以色列人具有较高的文化和技术素养，他们生产和研发出的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符合国际市场上的高要求，适合于出口。原因之三是以色列国内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商人，他们为以色列提供了天然的国际商业网络，这是以色列的产品能够走向国际市场的十分重要的保障条件。

出于上述原因，以色列政府十分重视出口。为了保护和发展民族经济，培育自己的工业，早期的以色列实施进口替代政策。20世纪50年代以来该战略逐步向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转型，增加商品和服务出口成为此后以色列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以色列外贸规模很小，60、70年代的年外贸总额分别仅有5亿美元和19亿美元，80年代开始逐年上升，年外贸总额均在100亿美元以上。就其进口和出口各自的发展状况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色列进出口额均呈高速增长趋势，根据相关数据，其进口额1950年为2.63亿美元，1991年增至209亿美元，增长近80倍。同时期，出口额从4300万美元增加至167亿美元，增长了近400倍。1995年以色列进出口总额已接近460亿美元，人均贸易额达到8288美元，人均贸易额水平已超出世界贸易大国美国、日本和英国。

由于以色列长期与周边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处于敌对状态，它与中东邻国无法建立密切的经济交往和贸易联系。同时，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上与以色列差距较大，彼此难以在贸易中产生双赢效应。此外，以色列对许多国家实行严格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些原因导致以色列对外贸易的最主要伙伴不是发展中国家或者邻国，而是西方发达国家或地区，尤其是美国与西欧。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与西欧各占以色列对外贸易额的1/3左右。以色列与北美和西欧分别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根据协议内容，以色列的大部分产品可以免税进入这两大市场。其余贸易伙伴亚洲、拉美和非洲国家总共占有的份额仅为1/3左右。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和东亚等其他发展中地区快速发展的经济形势使以色列政府开始调整自己的对外贸易政策，以更好地刺激国内经济的增长。1991年以政府推出一项贸易自由化计划，降低非关税壁垒，取消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的进口行政限制，取消进口许可证，将配额转为关税，其宗旨是要加强与“第三国”之间的贸易联系。此后，以色列开始积极开拓东欧、东亚、南亚等新市场，出口额大幅度增长。1993年，以色列向世界各地区出口商品的份额分别为：西欧约为33%，北美约为32%，亚洲约为17%，东欧约为4%，南美不到3%，非洲不到2%，大洋洲约为1%，其他地区约为9%。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以色列的对外贸易网络分布较为广阔，遍布各大洲，而且除了北美和西欧以外，面向亚洲的出口份额非常突出。

在中东和平进程取得一定进展后，以色列同周边国家的贸易交往有所改善。1994年10月，海湾国家发表共同宣言，表示要改善与以色列之间的商贸关系，取消对以色列的间接禁运和与以有商贸联系的公司的制裁。自此，以色列先后与海湾国家、北非的突尼斯、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也建立了商贸关系，这意味着以色列与世界各个地区均有了贸易往来。但是，以色列外贸格局的日益多样化并没有改变西方发达国家在对外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在与阿拉伯国家进行贸易的过程中，经常会因地区冲突而使直接贸易不能实现正常化或者被阻断。针对这种情况，以色列运用犹太民族特有的善于经营的智慧，采取灵活的手段来克服上述困难，例如改换货物包装，利用第三国的商人建立通往阿拉伯国家的秘密商业通道，将直接贸易转换为间接贸易。1994年，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秘密贸易额约为2亿美元。

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重化工业得到加强，出口商品结构发生根本改变，食品、蔬菜、花卉、轻纺等传统出口逐渐升级为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以色列发展的新兴工业和传统工业主要为化学制药、电机、电子、钻石加工、食品加工、纺织、建筑材料生产加工、木材和金属加工等，这些部门中生产出的电子产品、电信产品、化工产品和军火均受到国际市场的普遍欢迎。此外，首饰用和工业用钻石加工在以色列经济中占有特殊的地位，钻石成为其重要的出口项目之一，并且在世界首饰用钻石和工业用钻石的产量中各占大约80%和40%。以色列领先于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在国防工业领域得到充分体现，在国内占有特殊地位的国防工业在出口创汇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以色列纺织部门是国家重要的传统出口创汇部门。近些年来，政府在研究和开发先进的纺织技术、开发新面料、购买先进纺织设备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创建具有国际水准的服装品牌，所生产的产品的技术含量大为提高，使以色列的纺织企业的发展十分兴旺，并且采取外向型指导思想，其产品主要面向出口。至今，以色列的纺织品、尤其是服装已经风靡全世界，北美和欧洲是其最主要的出口市场。以色列的电讯产业发展十分迅猛，其电讯产品占5%以上的国际市场份额。此外，软件是以色列增长最快的行业，2000年创汇超过20亿美元。

总体上来看，以色列以高新尖端产品为主的出口发展速度之快在世界上是罕见的。1979年，以色列传统的和非尖端工业品的出口仍占国内工业品总出口量的60%，经过大约10年的时间就降为不足40%。相反，高新尖端的技术产品的出口比例日益增高，发展速度也日益加快。有数据表明，1985-1989年，以色列高新尖端的技术产品的出口额年均增长速度为20%，20世纪90年代，该类产品出口已经超出整个工业品出口总额的一半。进入21世纪，其发展速度为世人所瞩目，2000年以色列进出口总额约为900亿美元，人均进出口额为1.5万美元，其中出口额为400亿美元，有近70%左右的出口产品均为高科技产品。


四、以科教为先导的强国富民之路

注视教育和依靠科学技术力量推动现代化的发展是以色列迅速发展为中东强国、并跻身于世界高收入国家之列的战略选择。发展教育是以色列提高国民素质、促进多元文化融合、刺激国内科学技术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如前所述，犹太民族有着崇尚知识、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这种优良传统在以色列国得到不断发扬光大。以色列的历届政府形成一个共识：在国内不具备任何自然资源优势的状况下，以色列唯一能够依靠的只有人力资源，只有人才是这个国家所拥有的最宝贵财富。以色列前总理本古里安的话代表了所有犹太人和历届以色列政府的心声，他说：“几千年的犹太民族史，几十年的以色列国家史，就是一部不断追求民族素质的历史。而这其中，教育发挥的作用尤其突出，以色列把教育看作是维系犹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纽带。”梅厄、夏扎尔、伊扎克·纳冯等人均提出了和本古里安基本类似观点。

以色列历届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教育。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以色列的平均教育预算占国家财政总预算的11%，仅次于国防预算。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以色列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一直不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8%，其投入力度之大超过了美国、日本等许多西方发达国家。1993年，以色列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为世界第一；1995年达到9.5%，其中政府投资占的百分比为65%；进入21世纪，教育经费投入比例仍然持续高居世界之最，2001年其教育经费预算为57.5亿美元，占整个国家财政预算的9.35%。除了政府的投入以外，以色列有相当一部分教育经费来自于世界各地犹太人的捐助。犹太人“从不奢侈地包装歌星艺人，他们认为那样是对钱的浪费和对自己人格的侮辱”；“如果让他们出钱帮以色列买武器打仗，可能他们还有些犹豫，但如果要他们帮助以色列发展教育，他们大都乐意慷慨解囊”，特别是美国犹太人更是如此。政府将世界各地犹太人的教育捐款用于修建图书馆、实验室等学校基础教学设备，还用它们设立了许多奖学金和研究基金。

作为一个以移民为支撑建立起来的国家，以色列首要的任务是如何将国内纷繁复杂的多元文化聚合起来，从中发掘出一种主流文化特征，如何复兴和弘扬本民族的文化。以色列颁布的《国家教育法》中明确规定：“以色列教育的目的，一方面是让学生学习知识和技能，以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促进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犹太人民之间的融合，消除他们之间的文化差别，以形成一种新的犹太国民文化。”因此，以色列将传统文化的普及作为发展国内教育的基础。对此，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首先将希伯来语确定为官方语言，补充和完善希伯来文字，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世界范围内的犹太人群中传播和普及希伯来语。其次，强化犹太价值观和历史传统，在学校里，希伯来语、犹太教、犹太律法、犹太历史、圣经等作为每位学生的必修课程。从1959年起，以色列教育部门就实施了一项强化“犹太意识”的计划，将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糅合在一起，以增强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学生的宗教意识和民族文化认同感。

为了提高国民的基本文化素质，以色列政府重点发展基础教育，它包括三个阶段，即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同时在建国的第二年就出台了《义务教育法》，在适龄儿童中推行国民义务教育，凡5-18岁的孩子都要在学校接受免费义务教育，对于家庭贫困的学生，国家提供教育补助。以色列的义务教育不同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以色列的中小学往往特聘一些有专长的教师，这些教师不仅为中小学生传授普及性知识，还很注重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政府通过立法的形式来确保它对教育的统一管理，分别于1953年颁布《国家教育法》，1969年又出台了《学校审查法》。

在高等教育方面，政府积极地予以扶持。一方面提供充足的教育经费，另一方面在招生、课程设置、科学研究等方面给予高等学校较大的自主权。早在建国以前，以色列地区就已经成立了以色列理工学院、希伯来大学和“魏茨曼”科学院。以色列现有7所主要的大学，其办学水平和科研水平已经达到世界先进之列。从20世纪60年代起，以色列开始发展职业教育和业余教育，这两种教育主要面向新移民、就业人群和在岗人员的技术培训，使受教育人群的范围向社会领域扩展。

经过多年的努力，以色列的教育发展取得显著成效。1948-1949学年，以色列从幼儿园到大学在校人员共计14万左右，与之相比，2000-2001学年在校人员增至190万，增长了近12倍。以色列公民的受教育率已高达96%，文盲率仅有4%，而这其中大多数为阿拉伯人等少数民族，犹太人的受教育率几乎为百分之百。以色列的高等教育在发展人力资源、促进国家整体科学技术水平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以色列，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为世界最高，其人均教授拥有量也为世界第一，此外，其每1万人中拥有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远远超过了美国、欧盟和日本。

以色列政府在紧抓教育的基础上，对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也进行大量投入。据统计，以色列用于研究和开发的70%的费用直接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拨款。1994年，以色列国内的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而其他新型工业国的平均比例为1.6%；用于民用研究和开发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2000年为3%；政府除了对研究与开发进行必要的财政拨款外，还对一些高新技术产业予以大力扶持，提供政策上的支持，例如对投资者和企业提供投资津贴、政府贷款、减免税收，建立高风险企业创业基金等优惠政策。1985年政府曾颁布《鼓励工业科研法》，并为这类企业提供贷款，鼓励其积极利用科研成果研发高科技产品。另外，以色列积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与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西班牙等50多个国家建立了工业研究和发展合作，并与十几个国家建立了双边科研合作基金。对于国内一些重大科技项目，以色列往往与一些先进国家联合攻关。

与其完备的教育体系相对应，以色列建立了十分完备的科研体系。建国初期，国家的科研活动完全由政府来加以组织和管理，并且主要从事最基础的研究工作。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色列逐渐改变科研策略，政府给予各科研部门或机构以较大的自主权，对科研工作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制订相关的科技政策，设计科技规划，确定重点项目。大学是以色列从事科学技术研发最主要的场所，其中设立研究开发领导机构和科研管理办公室，大学注重于应用技术的研究和运用，并和企业之间建立联系，使研发出来的最新技术能够迅速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此外，企业中也设立研究与开发部门，注重于科技成果的产品化和商品化，一些大型企业吸收了大量的科研人员，并且建立了科研基金。

鉴于上述原因，以色列科学技术发展迅猛。其发达的科学技术首先表现在军事领域。由于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敌对状况迟迟得不到缓解，以色列始终处于战备状态，其经济现代化呈现出战时经济的特点，军事经济在国内处于非常特殊的地位。依靠高科技的力量和美国的帮助，以色列迅速成为军事强国，并且创造了几个世界之“最”，即它是世界上最早能够生产空中预警飞机的国家之一，是最早生产出可以替代法国“幻影”战斗机的“幼狮”战斗机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早研制成功实用反导系统——“箭式”导弹系统和“怪蛇”、“变眼”两种智能机载导弹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早能够制造“猎手”先进无人驾驶飞机的国家，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战车”系列坦克制造能力。此外，以色列还拥有新式的“加利尔式”步枪和“鸟齐式”冲锋枪等。以色列已形成一支高素质、高效率并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军队和完整的国防体系。

以色列的科技不仅在军事现代化领域遥遥领先，其电子工业总体发展也相当突出。20世纪80年代末，以色列电子工业的产值已达30多亿美元，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14.3%。同时它可以研制生产世界一流的太阳能设备，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发电站，人均太阳能利用率居世界第一位，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燃料匮乏的现状。1988年，以色列成为世界上第八个独立向太空发射卫星的国家。至2001年，以色列已经有100多家高科技公司在美国上市，为美国股市外国厂商最多的国家之一，此外还有14家高科技公司在欧洲上市。以色列的高新科技能力已受到国际知名跨国公司的普遍认可和接受，微软、IBM、英特尔、摩托罗拉等国际知名企业均在以色列设立研究和开发机构，有些产品还在以色列设立制造分公司。

高科技还使以色列拥有发达的农业。依靠高科技的发展和运用，以色列在短时期内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实现了沙漠农业的世界奇迹。以色列农业现代化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快、生产效率高、种植结构合理、广泛采用高科技。以色列在农业的节水灌溉、农业生物技术、培育良种技术、农业的计算机应用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居世界领先的地位。


五、现代化进程的障碍和问题

如前所述，以色列是中东地区现代化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它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教和文化等诸多领域显示出强劲的发展优势。但是，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以色列同样存在若干不易克服的障碍和问题。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经济上对外部的严重依赖。以色列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除了原料、燃料依赖于进口，以色列用于现代化建设的资金也主要来自于外部。其资金来源主要有四个渠道：（1）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援助；（2）德国政府的赔款；（3）世界各地区的犹太人提供的贷款和捐助；（4）来自国外的投资。从建国以来一直到1988年的40多年时间里，以色列从这四个渠道共接收外资550亿美元左右。从1950年至1980年，以色列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那里共获得120多亿美元的贷款或赠款；至2007年从德国总共接受了超过250亿美元的赔款。美国一直是以色列最大的援助国，无论从美国援助总额还是人均受援额来看，以色列都是世界上接受美国援助最多的国家。据统计，从建国初至1987年，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总数达380多亿美元，占以色列全部外援的76%，其中经济援助为38%，军事援助为62%。此外，以色列还从其他来源接受大量援助。据统计，以色列人均受援额为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人均受援额的400倍。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大量外部资金的注入无疑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国内资金短缺的问题，有利于现代化的发展。但是，在资金上对外部的高度依赖相应使得以色列外债负担也日益加重。以色列获得的外国援助大部分是短期、中期和长期信贷，1978年其外债数额达120亿美元，1987年达270亿美元，人均达到6300美元，为世界上人均负债额最高的国家。

第二，经济结构呈现一定的畸形态势。由于政府一直在国内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管理和指导职能，几乎控制了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每年支付高额的财政支出，对货币资本市场严格管理，对贸易采取严格的保护主义政策，通过补贴、贷款和减免税收等方式对企业进行大力扶持，而且始终把解决源源不断进入的移民的生活和就业问题放在首位，致使国营机构庞大，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货膨胀持续增高，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增强，不利于高效率地发挥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私有化改革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对于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的基布兹和莫沙夫而言，进行彻底的私有化改革和体制上的调整遇到很大困难。同时，以色列的经济结构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其经济偏重于服务业，就业人口一半以上集中在服务业领域；以色列经济优势主要体现在高科技和军工等部门，其他民用和轻工业部门相对薄弱。尤其是军工部门及其相关产业在经济结构中占据突出比例，直接或间接从事军工生产的约占到全部劳动力的1/4.为了发展国防，政府每年需支出巨大军费，耗费国家大量财力，并时常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

与此同时，和平问题直接影响到以色列的经济发展。由于阿以之间的紧张关系，以色列与中东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存在严重障碍。“以色列是一个小国，它的生存和发展脱离不了其周边环境，在很大程度上要与整个中东地区共存共荣”，无论是以色列还是阿拉伯国家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做了一些初步的尝试。以色列现总统佩雷斯曾经倡导中东应当最大限度地争取和平，以色列应当将自己的先进技术与阿拉伯国家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雄厚的资金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会使阿以双方共同得到发展。但由于巴以、阿以冲突积重难返，无法清除各种隔阂。真正实现双方的和平以及深层次的经济合作还需双方彼此以及国际力量付出更多的努力。

第三，社会矛盾与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以色列国内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其社会矛盾主要体现为犹太人内部的矛盾、犹太民族与阿拉伯民族间的矛盾等问题上。以色列的东、西方犹太移民虽然有着相同的宗教信仰，但他们并非铁板一块，其各自的历史背景、政治信仰、生活习俗、文化素养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使得原本属于同一民族的东、西方犹太移民在以色列分裂为不同阶层的两个群体，东方犹太人社会地位低下，并且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几乎完全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以外，而政府机构和社会上一切高尚的职业则为西方犹太人所垄断。社会地位的不平衡必然造成这两类群体之间的隔阂，有时甚至表现为相互的敌对。因此，以色列社会迫切需要实现犹太民族内部的整合，该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是否能够维持其民族凝聚力。

以色列社会中以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矛盾为主的民族分化和民族隔阂现象更为突出。在阿以冲突的影响下，以色列不断强化犹太种族国家和犹太属性的政策必然使以色列境内势单力孤的少数民族阿拉伯人成为以色列转嫁对阿拉伯国家仇视情绪的最好对象。为了解决大批移民的住房和生产资料，以色列对阿拉伯人展开掠夺。政府在阿拉伯人的发展问题上采取歧视性政策，没收阿拉伯人的土地，对阿拉伯人的就业、工资标准进行限制，压制阿拉伯经济的发展。而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政府对阿拉伯人采取的是分化和隔离的政策，一方面削弱阿拉伯人的地域集中性，对其聚居区进行民族同化政策，并且支持阿拉伯人内部的分裂，对于反对派则坚决予以镇压；另一方面，为了孤立阿拉伯人，又在城市里将阿拉伯人集中到专门的区域，与犹太人分开居住。从长远来看，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这种分化与隔阂不利于其现代化整体的发展。

在意识形态领域，以色列存在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冲突。犹太教是用以维系犹太民族凝聚力的强有力的精神纽带，犹太人所兴起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带有鲜明的宗教色彩。尽管建国后的以色列是一个世俗的民主国家，但宗教与世俗之间的斗争却始终没有停止过。以色列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信仰犹太教，有着庞大的宗教群体。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色列的意识形态呈多样化发展，自由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狂热思想开始在人民群众中蔓延，宗教势力不断增强，以色列政坛上明显分裂为世俗派和宗教派。宗教界已经不满足于使犹太教单纯停留于普通民众的信仰层面上，而是希望提升犹太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为此，宗教界人士采取各种措施严格控制人们的宗教活动和日常生活，垄断对犹太人身份认定的权力，强化宗教律法，并迫使议会将禁止妇女堕胎、限制尸体解剖和禁止安息日工作等宗教律法条款容纳到国家的法律体系中。此外，宗教派在议会中的席位日益增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不断加强。宗教势力的崛起使世俗派势力倍感威胁，两派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显然，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以色列政局的稳定，并将阻碍现代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第八章　中东国家现代化的总结及未来走向

一、现代化的发展及社会嬗变

综观战后中东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多种选择及其实践，可以看出，尽管中东国家的发展按现代化的标准来衡量还相距甚远，但战后中东各国实施的发展政策在维护民族尊严和权益方面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各国的现代物质文明和社会进步。在现代化战略的指导下，许多中东国家通过实施土地改革、努力实现工业化和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等，已形成一定规模的经济体系，并在工农业、交通通讯、公共工程、基础设施、文教卫生、商贸业和服务业等领域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中东各国也在采取各种方式不断强化着自身的政治变革，努力扩大国民的政治参与，推动民主化进程。所有这一切都为中东国家最终完成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创造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在现代化进程中，中东的嬗变首先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中东国家的普遍独立和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中东的封建和前封建势力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中小资产阶级和军人在许多阿拉伯国家中成为统治阶级，建立了民族主义政权。他们进行了包括土地改革和国有化的激进社会改革，地主和资产阶级受到沉重打击，自耕农成为农村的主要阶层，大批加入合作社。同时，这些国家的政府控制了工商业和金融、外贸甚至农产品采购和出口。尽管执政的军人或政治家并未直接拥有巨额财产（至少在上台时），但由此形成的新兴军事官僚集团却通过控制政权和支配经济资源而对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成为事实上的新贵。与此同时，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开放和改革促进了私人企业的重新兴起，中东社会又一次经历着新的结构性冲击和分化，各国陆续出现了蓬勃发展的中产阶级这一新的社会阶层。

在君主制国家，王室、地主和酋长也逐渐演变为大农场主和资本家。国家同样控制了最重要的经济命脉，其原因则是政府对石油资源的掌握。在产油国，人数众多的外籍劳工对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新兴的社会阶层逐渐取代旧的阶层。即使在宗教领域，政府也在采取各种措施使毛拉成为公务员，从而依附于国家；识字率的提高进一步削弱了乌里玛作为旧时代主要的知识阶层的作用，只有什叶派的伊朗例外。知识分子成为伊斯兰复兴运动中的主要角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东劳动力部门分布的演变也从一个侧面有力地揭示了战后中东社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在产油国。在沙特阿拉伯，及至1988年，在本国劳动力中农业仅占4.4%，工业为11.8%，服务业为83.8%。不过，在工业中小企业依然占有可观的比例。

中东社会结构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基于血缘的部落关系的弱化，反映在游牧民人数的迅速下降和部落的逐渐解体。二战后，延续了几千年的游牧制开始面临严重危机：一是游牧业的环境恶化和市场对游牧民传统的畜牧业产品需求减少。二是城市、油田和政府准军事力量（像沙特的国民卫队）的发展为游牧民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加快了游牧民在有固定水源周边地区的定居。三是各国政府始终将拥有军事力量的游牧部落（尤其是属于少数民族的部落）视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及落后的生产方式，因而继续战前的促进其定居的政策，为其提供土地和教育医疗设施。各国政府还努力迫使部落成员纳税、服兵役，鼓励部落酋长进城定居，并委以官职。其结果，游牧民人数迅速下降。到1970年，中东的游牧民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仅为1%，主要分布在土耳其、沙特阿拉伯、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与此相适应，在现代化进程中，中东各国不断衍生出诸如由承包商、企业家、经理、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医生和文职官员等群体组成的新兴社会阶层。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不仅改变着中东各国的社会结构，在推进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上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工业化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是现代化的核心和主要动力源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不同时期工业化的尝试和努力，中东国家工业化已取得长足进展。根据相关数据统计，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东国家的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明显提升，例如，埃及在1982年已达到61%，科威特达到68%，沙特阿拉伯达到81%。特别是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海湾石油生产国，石油工业以及相关产业的兴起成为这些国家加快城市化的强大动力，并促使城市中以织纺、造纸、化肥等轻工业和钢铁、机械加工、制造业等重工业组成的传统工业产业结构向以石油为主的现代新兴工业结构的转变，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另一方面，多数中东国家在战后初期，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实现经济国有化的变革后，又在此基础上，经历了涉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国有经济到私营经济，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从保护关税到开放市场，从单纯依赖石油生产或初级农矿产品出口到经济多样化等方面内容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工业发展战略的转型。这些变革在中东各国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许多国家的经济结构趋向合理，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工业化的进展使农业比重相应下降。农业曾是中东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拥有近75%的劳动力，到了1990年已经下降为不到40%，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由二战后初期的50%下降为不足20%，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工业化的成就。进入21世纪以来，中东国家的工业化正在进一步加快由传统的轻、重工业向信息通讯技术、电子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等新兴基础工业领域延伸，正在又一次经历着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由狭义的工业化阶段向广义的工业化阶段、由传统的工业化阶段向现代的工业化阶段演进的关键时期，即正实现着由量到质的变迁。这将使中东国家进一步增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能力，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各国以知识化、信息化和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型现代化。

战后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使中东各国民众的总体社会生活发生了空前变迁。这种变迁体现在诸如物质享受、生活方式、精神面貌、文教卫生、公用设施以及妇女地位的提高等方面。最常见的是，中东各国城市中已广泛普及了电视、收录机、照相机、电冰箱、电脑以及汽车、飞机、船舶等现代化家电设备和交通工具。与此同时，中东的不少国家实施高福利政策，国民享有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住房提供各种优惠等。以教育为例，中东国家十分重视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其主要内容就是大力发展包括普通、职业、师范、高等、成人和特殊教育在内的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同时注重现代教育与传统宗教教育的合理配置，以及中东各国教育体制的协调与统一。另一方面，中东国家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其中海湾国家最为突出。例如，沙特阿拉伯1960-1974年间的教育经费一直保持在国家预算的10%左右，1990年上升到17.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2%。1996年沙特教育经费预算为73.67亿美元。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教育经费一直保持国家预算的15%以上，1993-1994年度为18%。科威特在海湾战争前的教育支出每年占政府支出的15%-20%，战后虽有下降，但仍在10%以上。巨额教育经费的支出促进了中东各国教育的发展。以阿联酋为例，1971年阿联酋各类公办院校仅有74所，1999年增加到672所，在校学生人数同期也从3.28万人增加到31.5万人，此外还有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民办学校400所，在校学生21万人。再以埃及的高等教育为例，20世纪50年代，埃及共有高等院校4所，学生不过几万人。90年代，埃及已发展到12所国立大学、1所私立技术学院和近百所公立职业技术学院。著名的开罗大学为全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并以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享誉中东。2000年注册学生为15.5万人。中东国家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不断为国家输送各类专业人才，推动着各国的现代化进程。

妇女地位的提高和参政、议政权利的增长也可以显示出战后中东国家社会生活的变化。许多中东国家制定了保护妇女基本权益的法律，在财产继承关系方面废除和限制传统的以父系继承为中心的不合理继承制度，妇女和母系亲属的继承权益得到了改善。中东许多国家的妇女不仅可以接受教育、就业，还可以从政。1996年数据显示，海湾地区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明显提高，卡塔尔为72%，阿联酋为69%，巴林为58%，阿曼为55%。20世纪70年代以来，阿曼妇女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4年，阿曼妇女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与此同时，阿曼妇女不断进入国家政府各部门，并在阿曼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1988年，阿曼任命第一位女次大臣，这是海湾国家第一位担任高官的女性。1989年，一位妇女当选为阿曼工商董事会成员。1999年，阿曼任命了第一位派驻海牙的女大使。1994年，阿曼允许妇女参加协商委员会的竞选。1997年起，妇女可以作为省一级的候选人参加竞选。

科威特、土耳其等国在妇女解放道路上也走在了前列。即使对妇女的社会和智力发展有种种限制的沙特阿拉伯，妇女的命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自费萨尔国王执政以来，沙特的妇女已获准越来越多的参加国家生活的权利。近几十年来，中东国家出现了许多像妇女协会、慈善协会和女童子军这样的妇女组织，这些组织的活动日益频繁，影响越来越大。

法制体系的改革是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体现社会嬗变的另一重要领域。这些变革具有三大特点：

一是限制伊斯兰教法的适用范围。多数国家都通过调整政教关系和推行有关世俗化的政策来限制和削弱伊斯兰教法的影响，并强调伊斯兰教在国家中主要是作为一种手段或工具而受到重视。它的有效范围主要是在穆斯林宗教、家庭和个人生活方面发生作用，在国家政策和经济领域，伊斯兰教法的影响则呈现出越来越小的趋向。

二是改革传统的司法制度，建立和完善现代司法体系。战后中东国家司法制度的改革主要有两种方式：取消传统的沙里亚法庭，建立单一的世俗法院体系；保留沙里亚法院，但通过改组审判制度、修订审判程序使之更加完善。如在传统的沙里亚法院之外，设立世俗的司法机构，以逐步缩小伊斯兰教法的范围；将沙里亚法庭纳入到国民司法体系，使之降为辅助法庭或民事调解机构，而不再是独立的司法机构。

三是改革实体法。多数中东国家都陆续颁布了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商法及其他涉及现代社会的法律法规，其中意义最大的当属婚姻和继承法的改革。在这方面，改革中一方面吸收了现代西方的某些法律原则，另一方面根据本国的实际和现代社会的需要，对经训的有关规定和各教法学派的权威论著进行了新的解释，使之更加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在有些国家还对多妻制进行了某些限制，一系列与婚姻问题有关的单行法规也先后制定。继承法的改革旨在维护以父母、子女为主体的现代家庭的权益，主要是通过引进西方的代位继承原则，扩大遗嘱继承范围和子女亲属的继承权等方式，对传统继承制度中不合时宜的规定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法制改革是战后中东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它对中东国家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进程也产生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中东国家大都经历了由传统的集权主义向现代民主政治体制过渡的转变时期，实行共和制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地吸收西方政治制度中的分权原则，建立起议会和相对独立的司法机构。实行君主制的国家，无论是实行绝对君主制，还是立宪君主制，它们的君主都与近代初期封建国家的君主不同，他们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都能一定程度上顺应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实行比较开明的政治统治。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主化步伐加快是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最主要特征。其重要表现是各国公民的参政权利不断扩大。例如，1983年4月土耳其颁布法令，重申所有公民均有权从事政治活动，1991年便组成了多党联合政府；在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建立的伊斯兰共和国虽然是宗教领袖制国家，但在政体上设立了总统和总理，确立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又如，沙特阿拉伯王国在1992年宣布成立由60人组成的包括沙特社会各阶层代表参加的沙特王国“协商会议”。1993年又颁布《政府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法》和《省组织法》三大法案，等等。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趋势的进展既是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所引发的必然结果，同时它们对中东各国的现代化同样会产生积极的反作用，并且有助于未来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沿着法制轨道健康发展。

中东的嬗变同样反映在中东现代公民社会的成长上。在中东，伊斯兰传统的政治体制是政教合一，国王同时兼任宗教首领，而乌里玛则垄断司法、教育等重要领域，并负责解释经训、发展教法，由此形成了伊斯兰社会君主与宗教精英二元化的政治体制。美国学者霍奇森指出，正是乌里玛通过其在法律学派、瓦克夫和苏菲派教团中的活动，构成传统伊斯兰国家的公共领域。因此，传统的伊斯兰国家存在其独特的、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尽管它不能直接参与最高权力。

近代以来，中东新的政治结构的逐渐形成和现代化的展开对原有的社会政治架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特认为，由于现代中东国家“试图利用、控制甚至垄断现代国家体制”，公共领域的自主性有可能大大削弱，“这些现代进展加剧了穆斯林社会中多元主义倾向和极权主义倾向之间的紧张与对抗，在它们内部，‘开放的’与‘压制的’倾向达到了比‘传统’穆斯林社会大得多的程度。这些问题由于当代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甚至愈演愈烈”。这种态势引发的连锁反应是中东国家现代公民社会的迅速成长。以埃及为例，埃及的公民社会历经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三个时期的发展，及至1998年，包括私人志愿组织、俱乐部、合作组织、行业协会、促进社会进步运动（人权、妇女和环保组织等）、独立媒体以及政党在内的埃及公民社会组织共有近2.7万个，涉及人员2460万人（其中有大批人参加了多个组织）。

公民社会迅速增长的最重要原因是随着经济开放和结构调整计划的进行，埃及的经济出现波动，国家越来越不能够满足个人和一些地方团体日益增长的社会经济需求，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同时，政府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上层人士有关言论、文化、职业和政治多样性的要求。另外，长期实行的免费大众教育、埃及人富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那些移民到利比亚和海湾国家的海外劳工）和政府对海外基金对于埃及非政府组织的支持的包容，都是刺激公民社会发展的因素。但是，非政府组织在长期边缘化之后还不能有效地发挥其社会作用。而使政府头痛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伊斯兰主义影响的扩大。穆巴拉克时期，穆斯林兄弟会开始大规模向公民社会渗透，到90年代中期，它全面控制了五个最主要的行业协会——医生协会、工程师协会、药剂师协会、科学家协会和律师协会，从而对政府构成强有力的挑战。2005年，穆斯林兄弟会在议会大选中一举获得88个议席，成为拥有20%议席的最大反对党。

在整个中东，1967年六五战争以后公民社会组织大量涌现，它们关注主权、领土、妇女、人权、民主等各类问题。苏丹著名的人权学者兼活动家阿卜杜拉希·安纳依姆认为，在阿拉伯世界，"70年代是政治上活跃的公民社会的开端”。这些组织主要包括四类：政治伊斯兰性质的组织，世俗性非政府组织，伊斯兰性质的慈善机构，西方尤其是美国资助建立的非政府组织。

总体来看，当代中东社会既有传统的仍然发挥作用的公民社会机制（乌里玛、苏菲派教团等），也有形成中的现代公民社会机构，以及兼有二者特点的团体（现代伊斯兰组织）。这充分体现出中东社会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中东的公民社会对于增强民众的价值认同，促进以泛伊斯兰主义为代表的民族观，反对专制和独裁统治、促进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实现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独有的作用。同时，它也昭示了传统中东社会的新变化。


二、现代化进程面临的主要难题

现代化对于整个中东国家来说，毕竟是一个新课题。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局限，中东各国在现代化实践中大都未能达到预期的各种目标，而且不断出现挫折和失败。显然，中东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困境是由主观和客观、内因和外因等一系列复杂原因造成的。但从根本上说，影响中东国家现代化建设持续发展的最主要的难题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中东绝大多数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属于后发或“外源型”经济发展模式。中东各国实施的现代化战略基本上都是在世界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作出的被动选择，而经济的发展则受到各种不利因素的制约。

其一，中东国家长期遭受西方的殖民统治，多数中东国家在获得独立和建立民族国家之前，其经济命脉长期掌握在殖民者的手中，为了适应西方垄断资本的需要，西方列强竭力遏制中东各国民族资本的健康成长，或者迫使中东国家朝着畸形的单一经济结构发展，并成为从属于西方垄断资本链条上的一环。实际上，独立前中东国家的经济构成普遍带有西方垄断资本经济附庸的成分，并且不得不在不同程度上与西方经济维持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陆续获得独立的中东国家由于此前长期同西方国家之间形成了紧密的经济联系和被扭曲的经济合作模式，在独立后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或割断同西方国家的各种经济联系。特别是在战后跨国经济发展势头迅猛，经济活动日趋国际化，而“南北合作”并未从根本上打破原有旧经济秩序束缚的条件下，中东国家很难从这种经济体制下获取追赶发达国家所需的有利的外部国际环境和适宜于经济腾飞的各种公共资源。相反，其经济发展却要受到不合理与不平等国际经济秩序的抑制，并转化成为它们推进经济现代化的不利因素，因此，中东国家的经济变革和发展举步维艰。

其二，中东国家在启动现代化发展战略之初，各国自身的经济基础极为薄弱。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人才奇缺，管理手段粗放，而且传统的农牧经济长期在各国的经济构成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中东国家普遍面临的共同问题。这种状态使中东各国很难为本国的经济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利的前提条件。与此同时，在推进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中东国家各项经济政策和目标的制定及其实施，通常在许多时候，并不完全遵循经济发展本身所固有的各种内在规律来运作。经济的决策与发展往往被置于政治的考量之下，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是在政治诉求的框架内，例如，或是出于维护民族自尊的政治考虑，或是出于稳固政权的需要等，来主导、规划和设定其发展方向。这种在政治动机主导下的经济行为可能会在某些时期和某些领域取得一些成效，甚至还能一度得到国民的认同和赞誉。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少中东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道路上不断出现“以政治经”的反常现象却能行得通的重要原因之一。但通过政治诉求和运用政治手段来掌控经济的发展，毕竟在本质上有悖于经济发展所固有的内在规律，因而不可能长久持续，更不可能最终形成完整、健全的现代经济体系。特别是当国家政权更迭或政局动荡之时，经济发展很容易受到各种不定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并衍生一系列负面效应，造成经济发展的严重摇摆，乃至中断。事实上，这种遭遇在许多中东国家尤其是那些实行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国家的现代化实践中都曾不同程度地得到过印证。

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除了受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制约外，由于传统的农牧经济长期在中东国家的经济构成中占据主导地位，各国普遍缺乏管理和发展现代经济的各种经验，而且更不善于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各国在经济民族主义旗帜的引导下，一味强化国家和政府的干预功能，对经济和市场本身的研究却严重不足。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大多数中东国家基本上都是如此。同时，在经济发展和建设中，各级政府官员的任用与家族背景、宗教背景和政治派别背景有很大关系，经济领域的官僚主义浓厚，经济决策又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经济政策经常会随着政府的更换或因人而变，极具跳跃性和随意性，缺乏连续性。这些综合因素造成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本身也出现了各种难以克服的问题。研究者将这些问题集中归纳为六点：经济发展的外源性与依赖性，生产结构的单一性与脆弱性，社会经济的二元性与对立性，发展节奏的突发性与波动性，工业分布的条块性与不均衡性，过度城市化和人口增长失控问题。

对于中东国家来说，过度城市化和人口增长失控问题是它们在发展经济中面临的最大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地区城市化进程急剧膨胀，城市人口每年以5%-10%的比例上涨。二战前中东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只有开罗一座，战前的城市主要集中于土耳其、伊朗和地中海东岸。战后随着石油工业的兴起，新兴大城市主要转向阿拉伯半岛，特别是海湾地区。至1975年，中东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发展为8座，而当年全世界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也不到200座，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东的城市居民已达到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中东城市化发展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工业化的速度，这种现象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过度城市化”。2000年初中东的城市人口就已超过总人口的70%。

中东的过度城市化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第一，与西欧对比来看，西欧工业化是从小规模的工业入手，逐渐向大工业生产过渡，在一开始不要求工业高度集中。但对于中东等后发地区而言，起点低，运用新技术的时间晚，工业化发展一开始就要求高度集中于城市，因此中东的过度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很大，即使在城市中贫富差距也很悬殊，穷人和富人之间出现了一道明显的鸿沟。第二，从总体上来讲，虽然城市基础设施有了一定改善，但由于卫生状况、技术设备、水资源等一些与城市化相匹配的公用设施还不完备，城市中尚未形成一定的市场规模，而过快的城市化又占用了大量用于生产的费用，从而阻碍了资源流向生产部门，因而除了个别大城市以外，中小城市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程度仍然普遍较低。第三，中东农业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并不是由于农业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程度较高而导致农村出现大量剩余人口。恰好相反，这些流向城市的农业人口很大程度上是为摆脱农村的落后状况才到城市中寻求发展，他们非但没有给城市增添活力，反而成为沉重的负担，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沦为城市贫民。第四，城市化进程吸收了大量外籍人口，他们带来各自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与此同时，还有本国的大量游牧民陆续放弃游牧生活而涌入城市定居，但是这些人口仍然保留着其部落意识和社会关系，在科威特城、达曼、麦纳麦、多哈、阿布扎比、迪拜、阿瓦士等海湾城市该特点尤为明显。不同文化的碰撞和所处地位及权益的差异，给城市造成诸多不安定因素。第五，过度城市化引发了失业、环境污染、住房紧张、物资短缺等一系列城市病的出现。特别是随着城市占地面积的不断扩大，耕地面积缩小，同时大量表皮土壤也被移走用来烧制建筑材料，对农作物生存环境造成破坏，严重影响着农业的发展。

人口问题也是制约中东经济发展的“瓶颈”。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看，一个国家应该保持与其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人口数量，即所谓的适度人口，也就是人口的增长应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保持一个适当的比例，才不会影响经济的持续和快速发展。但中东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遥居世界前列。据统计，1950年整个中东地区人口仅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37%，1980年已达到4%。1984-1988年，中东国家（除阿富汗、黎巴嫩、巴勒斯坦外）人口总数又从2.734亿人增加到3.069亿人，5年间净增人口3360.6万人，即增加了12.29%，占世界人口总数的6.5%。中东地区人口增长率一般都在2.5%以上，甚至高达3.5%以上，远远高于世界人口平均增长率1.8%的比例。另据统计，1993年中东15国（土耳其、埃及、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叙利亚、也门、以色列、约旦、黎巴嫩、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的总人口为2.604亿，按预测数据，至2010年，15国人口将增长近一半。此外，中东国家人口的地域分布很不平衡。中东地区既拥有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也拥有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如巴林和黎巴嫩的人口密度分别为每平方公里666.7和260人，而沙特阿拉伯和利比亚分别为4.3和1.9人。又如，埃及人口的99%以上集中居住在尼罗河两岸和苏伊士运河区，尼罗河谷的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英里超过4500人。中东国家人口的高速增长还导致人口年轻化的趋势不断增强。相当一部分国家的人口依附率（年龄为15岁以下和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与中间年龄段的人口数量之比）较高，15岁以下和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增多。例如，1990年中东总人口大约2.6亿，其中51%居住在城市，而43%的人口都处于15岁以下。

由于中东地区的人口呈年轻化发展，在特殊的宗教文化和传统习俗的影响下妇女的社会参与率也较低，加上在发展石油经济的过程中相当一部分国民逐渐习惯于不劳而获和养尊处优的生活，并鄙视体力劳动，这些原因造成了中东国家虽然人口众多，但却缺乏真正参与实践的劳动力。这种现象在海湾国家表现得极为突出。得天独厚的石油资源使其社会经济增长加速，劳务需求量大增，而本国劳力的奇缺，则逐渐形成对外来劳工的严重依赖。正是由于上述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多数中东国家很难按照自身的意愿或既定的发展蓝图来推进本国的经济现代化，各国一直是在一条充满曲折、坎坷和不确定性的经济发展道路上探索着。

（二）政治发展缓慢，传统的政治体制尚未实现根本性的转变

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工程，它包括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两者之间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现代化的一个主要内涵是政治民主化。一般来说，政治民主化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不同利益的通达和保护，二是个人与集团的公平参与和选择，三是对权利的合理分配和制约。西方学者通常都把多党制、分权制和直选制这一在欧美国家盛行的政治体制模式视为政治民主化的集中体现，同时还把它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民主化程度的标尺。应当承认，在世界政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现代化运动起源于西方，西方也成为政治现代化的先行者。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不仅为政治现代化的民主内涵及其发展方向构建了某些具有普适意义的规定性，而且还为后发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参考系。但尽管如此，现代化绝不等同于西方化，西方的民主政治发展模式也不是其他后发国家必须恪守的唯一模式。其原因在于，各国的历史境遇、文化背景、现代化初始条件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不可避免地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无疑将对一国的现代化道路产生非同寻常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马克思曾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的观点实际上表明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自身的规律，既要看到它的普适性，又要看到它的特殊性。政治的发展同样是这个道理。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剖析欧美国家的政治民主的实践时亦曾明确指出，美国民主从其渊源、理论、发展到机制都是与欧洲不同的。同属西方的欧美国家，在政治民主化的实践中尚且如此，那么，具有不同质的发展中国家在实现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其发展模式与西方的差异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现代化，只有将民主政治的一般特征或规定性同该国特定的历史和现实条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寻找到适合该国具体国情的政治发展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要建立和发展一种合理的政治体制和治理体系。

中东国家的政治体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各国的独立或民族国家的诞生，并根据其国情特点陆续建立起来的，最终形成了君主制和共和制两大类型。

君主制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阿曼、约旦、科威特、卡塔尔、巴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摩洛哥。中东其余10多国均为共和制国家。君主制国家又被细分为君主专制和君主立宪制。例如，沙特王国便被归类于前者。事实上，沙特王国的伊斯兰君主制同传统含义的专制君主制也存在明显差异。在传统的专制君主制国家，国王的意志即国家和全民的意志，所谓法律充其量不过是国王意志的文字表达形式。但沙特王权的形成却受到伊斯兰教“沙里亚法”的制约，国王的立法必须符合伊斯兰法规律条，而伊斯兰法的诠释则掌握在宗教领袖和最高宗教会议手中。同时，国王的法令必须得到宗教权威机构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因此，它同传统的专制君主制是有区别的。另一方面，沙特王位的传禅也不是建立在专制君主制所实行的长子继承的基础上。王位的继承必须由沙特王室重要成员和王室长老委员会酝酿协商选出，并经由宗教权威人士组成的最高宗教会议批准产生。此外，国王在位期间，如发生超越权限的行为，或者不能善尽职守，王室会议和宗教会议将按照伊斯兰法予以惩罚，乃至废黜。沙特王国第二任国王沙特就是因治国乏术而在1964年被终止了王位。继承权问题也显示出沙特王权与传统专制君主制的不同。

除了君主制国家外，中东其他国家都实行共和制。但共和制国家同样有总统制、领袖制（世俗领袖制与宗教领袖制）和议会制之分。总统制国家包括埃及、伊拉克（1963-2003年）、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亦称半总统制）、塞浦路斯、也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阿富汗等国。世俗领袖制国家为利比亚。宗教领袖制国家为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为君主国）。议会制国家为以色列。上述情况体现了中东国家政治体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它是中东各国特定历史条件和不同发展阶段的产物，并且折射出中东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中东各国政治发展模式所具有的个性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东各国或各个国情相近的国家群所寻求的政治现代化，是不同发展模式的探索与实验。整体上看，战后中东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可以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为界限大致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呈现三大态势：一是以埃及、叙利亚、伊拉克为首的阿拉伯共和制国家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的选择，它将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斯兰传统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个别原理融为一体，并在“一党制”或“全民党”的旗帜下，按照所谓的社会主义政治模式对国家实施治理。二是土耳其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按照西方政体的框架，承认三权分立原则，采用总统制或内阁制，通过选举和允许多党存在实行宪政。三是以沙特王国为代表的以渐进方式向立宪君主制缓慢过渡的发展道路，以统治家族为核心，并在伊斯兰精神的指导下，通过效仿西方式的新型政府以及现代文职官僚集团推进政治现代化。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中东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发生深刻变化。在此阶段，伊朗在推翻王权的基础上，组建了新的伊斯兰共和国，并确立了由宗教领袖制和法吉赫政府构成的伊斯兰政治体制。但它却采纳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并设立总统和总理。与此同时，那些坚持阿拉伯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由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挫折以及在旷日持久的阿以冲突中的败绩，多数逐渐放弃或疏离了原先的选择，并对本国的政体和发展道路进行新的调整，出现了向市场体制和边缘资本主义模式转轨的趋势。同时，在全球化浪潮日益强劲的条件下，其他中东国家，无论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国家，则在加快各国民主化政治的步伐，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概括起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国家前后两个阶段政治现代化的突出特点是：各国在推进政治发展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吸纳了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中的某些民主要素和政府功能分化比较健全的管理机制；以法治国得到加强，并且初步形成了适合其本国国情的司法体系；国民政治参与水平有一定提高，出现了多党制和政治协商制的发展趋势，对民主政治的渴望、憧憬与追求已成为中东各国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方向。然而，尽管如此，中东绝大多数国家至今尚未真正摆脱传统政体的窠臼，实现根本性的质的跨跃。其主要表现在于：传统的集权制在实施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的中东国家依然牢固存在，也是一种普遍现象。这种集权，或为一党专政，或为君主和个人专断，或为军人集团控制政权，等等。换言之，国家军政大权和推进现代化的各种决策完全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或者由那些与统治者关系极为密切的利益集团来运作，因此带有强烈的“人治”色彩，从而对各国的法制进程和国民政治参与的广泛性产生一系列负效应，致使政治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同时，作为世界伊斯兰宗教圈的重要构成，中东国家同样未能完全处理好宗教与世俗、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各种内在互动关系，那种一切着眼于或归因于宗教的思维定势，极易导致伊斯兰教被人为地承载过多的非宗教因素。相反，那种完全抛开中东地区的宗教地域特征，以及伊斯兰教所固有的涉世性和政治参与性来预设中东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也是很不现实的。上述情况必然会造成中东国家在文明演进和民主化进程中的方向性迷失。因此，如何对传统集权制进行变革和妥善解决宗教与发展问题是中东国家面临的另一大难题。

（三）中东地区缺乏适宜于现代化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外环境

一方面，作为世界最大的油气资源供应地，中东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并对全球穆斯林具有重大影响，这使其成为战后国际政治中的“热点”，大国和强权纷纷插手中东事务。另一方面，中东国家内部长期面临严峻而复杂的民族、领土、边界、教派等问题的困扰，由此引发的各种战争和流血冲突使中东国家缺乏一种现代化运动所必需的稳定的地区及国内环境。在民族问题方面，除了人所共知的阿以冲突外，阿拉伯人同柏柏尔人、波斯人之间存在矛盾；而土耳其人又同亚美尼亚人、伊朗人以及塞浦路斯的希腊人存在争端；库尔德民族问题则直接涉及和影响土耳其、伊朗、伊拉克等国的政局稳定，并造成三国关系的纠葛。黎巴嫩各教派之间的冲突成为中东地区各种矛盾“集合”的缩影。在领土与边界问题上，伊朗同阿拉伯国家在巴林主权、阿布·穆萨岛、大小通布岛、阿拉伯河以及胡齐斯坦（阿拉伯斯坦）归属问题上争执不休，并往往刀兵相见；而阿拉伯国家相互间在布赖米绿洲、哈瓦尔群岛、科威特主权，以及沙特同也门、伊拉克等相邻国家在边界划分上的分歧又常常导致关系恶化、战云密布。所有这一切都成为造成中东地区迸发周期性冲突和流血的固定“疮口”。

民族和领土等矛盾引发的绵延不断的武装冲突与流血战争使中东国家遭受巨大的财力和物力损失，以及大量人员伤亡，一些经历战乱的中东国家多年积累的建设成就毁于一旦。仅以海湾战争为例，阿拉伯国家在海湾战争期间经济损失约6200亿美元，其中伊拉克、科威特两国损失3500亿美元，其他阿拉伯国家损失1850亿美元，支付多国部队等战争费用为840亿美元。在人员伤亡方面，尤以伊拉克和伊朗的战争最为突出。在长达8年之久的两伊战争期间，双方伤亡人员高达100万人，其中伊拉克死10万人，伤25万人，被俘5万人，共计40万人。这些伤亡人员大都为青壮年，是生产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有生力量。战争的破坏和损失对中东国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遗症”。同时，中东国家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不得不把现代化建设急需的巨额资金用于国防开支，多数国家的国防开支在国家预算中所占比例长期保持在两位数。

战争的消耗和破坏，加上庞大的军费，一直是中东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一些国家因贫困而无法向国民提供基本生活需求，造成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甚至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由此助长了民间反政府活动的蔓延和升温，成为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的重要诱因。这种不稳定因素的存在，必然对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构成阻力。

中东地区频繁爆发的战争，凸显出中东各国内部和相互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与争端。但中东国家自身解决这些矛盾和争端的能力却十分有限。其症结在于：

1.导致中东地区爆发一系列战争与争端的根源错综复杂、历史久远，大都关涉不同教派、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中东国家在宗教与民族、民族与国家利益之间又普遍存在此消彼长、互为侵蚀的弊病。就中东地区最大的民族群体阿拉伯人来说，阿拉伯民族由中东各国中的阿拉伯人所组成，由此出现了不同国家的阿拉伯人之区分，如埃及阿拉伯人、叙利亚阿拉伯人、伊拉克阿拉伯人等。当某个阿拉伯国家过分强调和谋求本国利益时，往往容易削弱和破坏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利益。反之，当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利益被置于不适当的位置或被某些心怀叵测的政治家所利用时，它又会触犯和伤害某些阿拉伯国家的利益。这种“二律背反”的现象造成阿拉伯国家缺乏内聚力，甚至衍生民族疏离和分立的倾向。其结果，必然制约阿拉伯人在应对突发事件、阻止战争、维护中东和平方面发挥应用的群体作用。

2.中东地区至今没有形成能够发挥主导和稳定作用的“核心国家”。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地区大国的作用是一个重要因素。那些能够在本地区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通常被视为“核心国家”。它们可以凭借自身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以及共同的文化传统，并通过各种适当方式来影响其他成员国，并行使调解冲突和维护秩序的功能。在中东伊斯兰文化圈内，能称得上地区大国的有土耳其、伊朗、埃及和沙特，四国分属突厥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三大中东民族，但四国中的任何一国都不具有在中东地区扮演主导角色的条件和“资质”。土耳其在历史上曾长期统治阿拉伯人，伊朗在宗教上同阿拉伯人存在教派之争，这两个国家都不可能在阿拉伯国家占绝对多数的中东地区得到认同和发挥主导作用。埃及拥有的人力、军力和综合国力，其他阿拉伯国家无可匹敌，埃及人也一直视埃及为阿拉伯中心。但埃及孱弱的经济、拮据的财力和对外援（其中包括阿拉伯产油国的财政援助）的严重依赖，使它力图在中东事务中充当“领导”时总显底气不足，或是其效能被大打折扣，不足以承担主导重任。至于沙特王国，虽财力殷实，并有“伊斯兰盟主”之称，但其有限的人力、军力和脆弱的安全防御体系，一旦面临突发事件或非常时期，往往自顾不暇，需要超级大国的庇护。因此，沙特王国更难在地区事务中担当大任。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但凡涉及中东地区重大问题的协调，各种单边、双边和多边和解方案的出台都离不开世界大国与国际社会的介入与干预。而大国对中东事务的频繁介入和干预严重削弱着中东国家的独立自主权，从而使中东国家很难掌握自身发展的命运。当一个国家缺乏充分的自主权，而且不能很好地掌握自身发展的命运时，推进现代化也就成了空话。

在分析了中东地区伊斯兰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难题后，还需要对中东地区的非伊斯兰国家——以色列的现代化及其面临的挑战进行扼要的总结。

以色列是二战后根据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并在大国的扶植下，通过不断移民建立起来的一个犹太国家。以色列的现代化进程充满了奇特性和创造性。它通过古老的犹太传统与现代西方文明的相互融汇，成功地实施了科技兴国和出口导向战略，推进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使以色列不仅成为中东地区唯一实行议会民主制的国家，而且也是中东地区现代化综合水平最高的国度。由此凸显了现代犹太国家的鲜明特征，以及它同其他中东国家的根本区别。

但是，以色列的现代化同样存在一些不易克服的问题。这些问题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突出体现。在经济方面是它对外部的严重依赖。例如，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外援占相当比例。这些外援主要包括世界各地犹太人的捐赠款、美国政府的援款、德国对以色列政府和个人的赔款（截至2007年德国已向以色列支付赔款超过250亿美元）。这些款项基本上都是单项转移资金，且数额巨大。据统计，外援在1980年之前通常可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8%左右，20世纪90年代仍维持在10%以上。与此同时，以色列对美国的依赖更为严重，美国不仅每年向以色列支付30亿美元的援款，而且还向它提供大量的物资援助。以至于人们形象地比喻：一旦美国出现“伤风感冒”，以色列便会生“肺炎”。

巨额的军费支出是影响以色列经济现代化的另一大因素。由于以色列长期同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关系紧张，阿以之间的战争和流血冲突绵延不绝，迫使它不得不一直维持庞大的军费，以便装备军队，强化国防，应对战争。据统计，以色列的军费支出常年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5%，在1967、1973、1982年等爆发战争的年份，军费支出高达30%-40%。这些数字仅为直接的军费支出。“除了这些数字所反映的直接的国防活动外，以色列还使它许多正常的经济和社会计划适应于军事需要。这有时不必要增加国防经费，但常常需要一大笔不反映在国防经费项目中的开支。”因此，对外部的严重依赖和庞大的军费开支一直是以色列推动经济现代化向更高层次进展的“羁绊”。

以色列在推进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同它竭力追求的犹太“种族”国家性质密切相关。以色列自称犹太国家，但国民由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等少数民族构成。阿拉伯人大约120余万，占以色列总人口的近1/5.以色列诞生后一直在不断强化单一犹太国家的发展朝向，并且给予犹太人高于其他社会族群的各种特权，而作为以色列国内最大少数民族的阿拉伯人则被视为“另类”，或为二、三等公民，并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方面受到一系列限制。这种状况造成国内阿拉伯人的强烈不满，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同时，以色列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也因此而显露出其民主的“缺陷”，并且有损于民主国家的形象。以色列犹太“种族”国家的发展朝向及其政策在冷战结束后逐渐被国内的一些犹太人所质疑，出现了一股不同于传统犹太复国主义和新犹太复国主义的后犹太复国主义的新思潮。这股新思潮的倡导者开始更理性地重新审视和反思诸如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国家的目标、特征及其未来，阿以冲突和以色列犹太多数派同阿拉伯少数派的关系等问题。他们主张，以色列应形成一种公民身份，形成一种旨在适应自由民主的普遍价值标准的制度框架，并强调任何民族在实质上及制度上都不能凌驾于其他少数民族之上，坚信以色列必须在民主性或犹太性两者之间选择，应把以色列变成所有居民的国家，而不是牺牲其他集团的认同感来彰显单一集团的认同感。后犹太复国主义思潮的倡导者清醒地认识到并阐明了以色列政治发展中存在的不容回避的问题。然而，遗憾的是，后犹太复国主义在以色列的力量和影响还十分脆弱，他们既没有获取应有的话语权，更未动摇传统和极端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以色列政治决策中的霸主地位，由此昭示了以色列实现真正的政治现代化仍待时日。


三、现代化战略的调整及未来走向

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成功的发展战略都不能脱离其具体的国情，也不能完全背离其固有的传统和民族性。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的发展战略必须是历史的一种合理延续，并需要实现现代因素与传统因素的有机融汇，否则，就有可能走向死胡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多数中东国家屡经坎坷和挫折的现代化实践及其走过的种种弯路，实际上已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传统是每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每个民族长期思维活动和生产活动历史的积淀和结晶，它的生成与不灭自有其内在依据，因此，传统应该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源头。但是，承认传统在一定时期存在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肯定其背离时代或逆历史潮流的消极因素。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落后必然要让位于先进，新事物终将取代旧事物，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这一自然法则。在人类走向现代化的艰难而漫长的历程中，不管是先进还是后进的民族和国家，都需要随时在新旧力量和先进与落后势力的冲突和对抗中不断地进行调整，以便存良去莠，向更高层文明演化。因此，从某种意义讲，调整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局势的新变化和全球化趋势的迅猛进展，中东国家先后开始对本国的现代化实践进行认真地反思与自省。诚如阿拉伯学者所言：伊斯兰需要摆脱消极回应的姿态。中东国家的政府不应有意或无意地被“挑战——回应”模式牵着鼻子走，不直面现实。伊斯兰国家和人民需要做的也包括如何进行反思，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借鉴和吸取西方政治制度中的有益养分。就像西方当年学习伊斯兰文化一样，抓住时机，敢于行动。与此同时，中东国家也在现代化的挫折和失败中逐渐学会以更客观、更理性、更开放的视野来评估自身的现代化，并且相继步入新一轮现代化发展战略的调整和变革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东国家现代化战略的调整与变革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从经济现代化调整的指导思想来看，中东国家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现代化经济的突出特点是开放的，是需求导向或市场导向的，同时也是以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为基础的。因此，中东各国不断在弱化或放松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干预，努力向市场经济转轨，以便尽早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现代经济体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东国家普遍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

1.制定面向市场的各项经济政策，确立以出口为主导的综合发展战略。以土耳其为例，1990年时任土耳其总统的厄扎尔宣称，土耳其宏观体系中的经济计划应当是指导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无论是资金投放还是价格控制应当由市场来完成，从而明确了土耳其经济体制转型的方向。从1991年起，土耳其制定新的经济发展计划，对经济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土耳其建立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计划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和思路，政府不再严格控制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自主权逐渐扩大。市场运行机制比较灵活，价格基本放开，银行有权自定利率。1993年德米雷尔担任总统以后，土耳其为适应全球竞争的需要，推行新的经济改革政策，通过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其目标之一就是要实现经济的国际化，使其能够融入到欧洲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中。因此，土耳其一方面积极倡导黑海一体化协议的实施，另一方面争取尽早加入欧盟，寻求与世界经济的接轨。1993年，土耳其与欧盟委员会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外长级会议正式通过1995年土耳其与欧盟统一关税的协定。在土耳其政府的努力下，出口大幅增加，2000年其外贸额达到813.07亿美元，出口的工业制成品占89%以上。其中机电产品的出口创记录地达到28.3亿美元，而且有15.8亿美元的机电产品销售到了欧盟国家。

以色列是中东地区面向市场和实施出口战略最成功的国家。早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以色列逐步完成由重点发展进口替代型的传统产业转向重点发展高科技和出口导向型工业品的调整。90年代以来收效显著。例如，在1990-1994年间，以色列的工业产量增长率高达32.5%，这一比率仅次于韩国（34.5%），居世界第二位。1995年，以色列高科技产品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已超过50%，1997年，电子工业增长了17%，通讯工业增长了12%，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的1/3.1990-2002年，以色列高科技产品出口增长了3倍。同时，以色列还拥有约4000家高新技术公司，是全球除加利福尼亚地区以外高新技术公司最密集的地区，涉及电信设备、软件、半导体、生物技术和医疗电子器械等领域。高科技和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已占出口产品的70%左右。一些全球领先的企业如英特尔、摩托罗拉、微软、阿尔卡特等均在以色列设有研究与开发机构，英特尔和摩托罗拉还在以色列制造高级产品。

海湾六国也是市场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由于这些国家拥有雄厚的财力，对工业投资庞大，而且能够不断获得西方的各种相关新技术，因此工业化程度也比较高。海湾六国根据市场经济需求组建起来的现代经济部门已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工业和服务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约占90%。其他中东国家虽然并不完全认同西方化的自由市场经济，但已开始更多地考虑市场因素，并将其纳入经济转轨的决策中。由此可见，逐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已成为中东国家未来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2.扩大私营经济比重，强化私有经济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加快经济调整步伐，通过各种途径扩大不同类型私营经济的比例是中东国家增强经济活力，应对全球化和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另一个重要手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沙特阿拉伯私有化进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截至1996年，其私营企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达到35%，国内私营商业银行已接替了沙特阿拉伯工业发展基金的地位而成为国内石化扩建工程的主要筹资者。沙特政府还计划大量削减基础工业公司中国家股份的比例，并决定在国家实行监督的前提下将港口转给私人管理经营。阿联酋和阿曼也各自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私人企业家投资，效果颇为显著。其中阿联酋政府在1998年投资只有37.3亿美元，但私人投资却高达66.1亿美元，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阿联酋已成为中东地区私营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中东其他国家也都采取相应措施扩大私有化经济的比例。如土耳其逐步减少政府对国营企业的补贴和督促其改善经营活动，并将一部分国营企业私有化，对私营部门则采取减少限制、鼓励发展的方针，仅在1991年德米雷尔执政后的500天里政府获得的私有化收入就达9亿美元，1995年私营部门在固定资本投资中占82.1%，2000年将2/3的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经营，2001年又将国内最大的加油站私有化，2003年私有化委员会宣称已完成10亿美元的招标；叙利亚对外国投资者和商人实行“三不政策”，即不国有化、不没收私营企业、不征用私营企业的财产；伊朗从1993年开始大量削减对国营企业的补贴，面向私营企业开放，同年其以私营企业和合资企业为主生产的非石油产品出口达4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记录。随后又在铁路、矿山、钢铁等领域实行私有化，在1999年至2000年将大批国有企业向私人投资者出售。

于1991年颁布的新的埃及《国营企业法》，标志着埃及国营企业私有化的开端。根据此法令，国有企业的投资和信贷不再纳入政府财政预算，置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于同等地位，允许国有企业清算资产。同时政府强调，要紧跟全球经济的步伐，增强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合作和相互信任，为私营企业提供机会，使私营企业从需要支持与指导的小型经济伙伴转变为具有吸引投资、促进就业、创收以及制定并执行政策的全面能力的经济伙伴。1996年，埃及詹祖里新内阁把通过私有化加大吸收外资的力度作为政府的头等大事，私有化进程加快。至1999年底，已出售股份的公司达到129家，私有化收益累计124亿埃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此外，埃及还将私有化的范围扩展到基础设施建设上，并把国内私人投资作为新建港口、电信、发电站等大型项目的主要投资来源。总体上看，埃及的私有化进程基本实现了稳定和发展的双重目标。

在促进私有化的进程中，中东各国同样十分重视引进外资以及与外国公司进行合作。在石油生产国，外国资金已充斥于旅游业、运输业、房地产、电信业等各个领域，此外阿曼和巴林等国还容许外国投资者可以购买本国公司一半以上的控股权，容许外国人可直接持有当地公司上市交易的股票，土耳其在地中海东岸的梅尔辛湾和伊斯肯德伦湾则建立了两大外资投资区。

3.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改造，推进工业化和经济多样化进程。中东大多数国家经济结构单一，而且传统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这种脆弱的经济构成使中东国家在经济安全方面易受突发事件威胁。同时，也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态势下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为了摆脱困境，中东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与改造，着力发展现代新兴工业，不断提高工业化程度，确立经济多样化格局。以海湾产油国为例，其主要做法：一是加大工业化投资，并将重点放在非石油工业以及与石油工业相关的下游工业上。设在巴林的海湾工业顾问组织的报告表明，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工业投资比以往增长了8倍。各国在有选择地保留传统工业项目的基础上纷纷增设新的工业项目。沙特重点发展化工与钢铁，巴林重点发展电子业，阿曼重点发展铜矿的生产与出口，科威特和阿联酋则重点发展水泥、造纸、炼铝、塑料制品、建材、地毯和食品加工等工业。二是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大力促进农业和经济作物的生产，尽可能地实现粮食和农副产品的自给自足，减轻对外依赖。沙特通过提供各种农业优惠政策，至1991年小麦产量已达360万吨，并由小麦进口国转为出口国，居当年世界小麦出口国的第6位。其他农副产品也能基本满足国内需求。三是发展金融业，逐步建立中东金融市场。过去由于缺乏完善的金融体系，中东产油国大量的石油美元都存入了西方银行，西方银行再将其转贷给中东非产油国，使中东严重依赖于西方的金融市场。随着产业的多样化和私有银行的发展，海湾地区的金融业发展十分迅速，各国和各地区纷纷建立股票市场和金融市场，巴林、卡塔尔和迪拜先后成为中东地区地位显著的金融中心。根据美国《商业日报》的报道，仅在1994年初中东已有1100多家银行和公司在阿拉伯股票市场从事股票交易，资本总额达到370亿美元左右。另据统计：在1994-2004年的10年间，阿拉伯国家的银行取得了年增长率8.2%的喜人成绩，客户存款增长9.6%，存款总额达5560亿美元，总资产增至8920亿美元。2005年，阿拉伯国家中约有470家银行业机构，其中71家列入世界银行排行表。中东地区金融体系的日趋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为中东各国经济现代化的调整提供了财力和资金保证。四是积极创造条件，发展观光旅游和娱乐等新兴产业，扩大创汇。中东是人类古老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发祥地，有着非常独特的文化、民俗风情、建筑艺术和地形地貌，潜藏着巨大的旅游业资源。90年代以来，中东、尤其是海湾地区的旅游业已经成为一项十分兴盛的产业，其发展速度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巴林、阿曼和阿联酋都已制定了发展旅游业的长远计划，大力兴建旅馆、娱乐设施以及通向世界各地的空中航线。

上述措施使海湾产油国在保持传统优势产业的基础上，经济构成逐渐趋于合理，并且开始朝着健康、持续的方向发展。同时，它们也为其他中东国家根据各自的国情推进工业化和经济多样化提供了一些新经验和新思路。

4.顺应全球化大趋势，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对外经济合作。乌拉圭谈判和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全球化在世界贸易领域体现出更加强劲之势。为了适应新变化，中东国家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强化该地区、跨地区性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及经济合作的范围。1996年埃及于第21届阿拉伯首脑会议中提出建立阿拉伯自由贸易区的计划草案，标志着阿拉伯国家间贸易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新启动，在这次会议中还指定阿盟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和时间表。1997年这项计划被纳入到发展和促进阿拉伯国家间贸易协议中，中东所有阿拉伯国家均参加了该协议。此后，在埃及的塞得港、亚历山大、苏伊士，阿联酋的阿里山、阿布扎比，黎巴嫩的贝特鲁，也门的亚丁湾，伊拉克的胡尔·扎比尔港，约旦的亚喀巴以及科威特等地区相继建立了一系列自由贸易区。

1998年1月1日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计划开始实施，其内容包括：自1998年到2007年的10年内，成员国以每年10%的速度逐步取消对阿拉伯国家产品的进口关税以及关税性税收。2001年的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决定加速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计划的执行，并于2005年实现预定的目标。20世纪90年代末，中东地区的双边贸易合作取得较大进展。黎巴嫩和叙利亚于1998年8月正式签订双边贸易协定，该协定被看做是建立阿拉伯自由贸易区的第一步，其目标是从1999年1月1日起的4年间将国内生产的工业产品的关税以每年25%的速度下调，并建立自由贸易区。1999年黎巴嫩和埃及两国也按照关贸总协定形成了双边贸易协定，目标是撤销关税壁垒，实现两国农业和制造业商品的交换，但国家对于某些商品采取保护政策。

进入新世纪，最先在2001年5月由埃及、约旦和北非的摩洛哥、突尼斯签署协议，筹建环地中海阿拉伯国家自由贸易区；2003年按照海湾国家第23届首脑会议的决议，海湾国家建立关税同盟，海湾成员国对内互免关税，取消贸易限制，对外统一关税标准。此外，海湾国家还计划于2007年成立共同市场，2010年统一货币。

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了中东和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合作之外，还出现了范围更为广阔的经济合作尝试。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底启动的地跨亚、非、欧三洲的南北一体化组织，即欧盟——地中海伙伴关系联盟。欧盟——地中海伙伴关系联盟的建立无疑标志着中东的区域经济已经打破地区界限而趋于世界性的一体化发展。1997年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成立，中东的阿曼、阿联酋和也门成为其中的成员国，埃及为对话伙伴国。该联盟的最终目标是至2020年实现贸易自由化。除此以外，土耳其、以色列、巴林、埃及、科威特和卡塔尔、阿联酋这两组国家分别于1995年和1996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沙特阿拉伯、也门、黎巴嫩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观察员国，这意味着中东国家的贸易范围已经由双边合作向多边合作扩展。

5.大力普及教育和提高信息技术，加速开发人力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讲，全球化时代的竞争也就是人才和智力的竞争。因此，进一步强化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全面挖掘人才和智力资源也是中东国家经济现代化战略调整的重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以来，埃及和约旦的教育发展在中东国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两国的突出特点是：政府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和拨款，鼓励公私双管齐下，多途径兴学办教；注重师范和各类职业技术培训，全面提升国民素质，尽可能满足社会经济各部门对不同人力的需求，优先和重点发展高等教育，更多更快地为高新产业部门输送高端人才。与此同时，中东国家在开发人力资源方面不断加强对本国劳力的培训和雇用，各国不同程度地实施人力本土化政策，努力扩大本土人力使用的数量和领域。阿曼在人力本土化方面走在海湾国家的前列，在1992年就制定了阿曼化政策，而且这一政策也是阿曼《2020年前景》长期发展规划中国家改革和发展战略的重点。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信息技术的作用和地位突显。信息产业在中东各国日益得到重视和发展，有些国家甚至将其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例如埃及从1999年开始实施信息技术的“五年”计划，建立了信息技术园区。约旦和阿联酋在校园内开始普及计算机教育，将它作为培养现代技术劳动力的基础课程之一。叙利亚在大学中增设了计算机专业，就连固守伊斯兰传统的沙特阿拉伯也在1999年取消了对因特网的禁令。埃及还大力提倡中小企业使用因特网，并保证不对网民的网上活动进行监视。截至2001年，埃及因特网用户已经达60万。此外，阿联酋于2000年10月在迪拜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电子商务自由贸易中心。信息产业和网络技术已在中东各国的社会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概括起来讲，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东国家经济现代化政策的调整和变革就是全面推进“五化”，即自由化、私营化、外向化、多样化和知识化。“五化”的宗旨在于试图克服和纠正各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实施现代化发展战略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弊端，削弱国家过度干预和人为因素造成的种种制约与失误，特别是渴望借助市场机制的自由、合理发挥，最大限度地增加经济的活力，促进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加快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然而，实践证明，中东国家在过去10多年中对经济现代化政策进行的各种调整与变革依旧步履维艰。中东国家除了在诸如刺激投资、提高经营效益、增加出口等方面取得了某些有限成效外，长期困扰大多数中东国家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同时还产生了一些新矛盾和新问题。例如，国家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投机倒把、攫取暴利等非法活动猖獗，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现象更加突出，等等。这些负效应转而又成为影响中东国家社会稳定的诱因，致使其现代化战略总是很难跳出恶性循环的怪圈。

中东国家的经济调整与变革出现如此被动局面，同样还是应该从内外两个层面来诠释和解读。

21世纪是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当各国经济的发展呈现跨国界、跨地区，并在世界范围相互渗透和融汇的条件下，更需要确立一种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彻底铲除经济领域各种人为的壁垒和歧视性政策，特别是发达国家也有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推进经济现代化。然而，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并未出现，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帮助亦不如人意。中东国家实施的经济现代化，无论是在肇始阶段还是在调整阶段，都是在一种不公正、不合理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笼罩下进行的。这种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不可能为中东国家的经济现代化提供所需的适宜平台。而且它还使中东国家原本就处于弱势和落后的经济在全球化趋势下面临的挑战远远大于可供借助的机遇，乃至被推向边缘化的地步。因此，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尚未完全打破的情况下，中东国家的调整与变革所产生的效能只能是修补性的，而不是根本性的。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对中东国家提供帮助和支持的动机及其倾向也存在偏颇。因为这种帮助和支持通常都会有各种附加条件，它们往往不是依据受援国的具体国情，通过各种有效措施来对受援国的经济进行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改造，提升它们应对和消除经济痼疾的能力，推动其现代化进程，而是想方设法采用一系列强制性或限制性手段将受援国纳入到符合与适应西方经济需求的体制内。这些做法在许多受援的中东国家经常因“水土不服”而引起社会动荡，并且很难达到经济调整和变革应有的效果。

从中东国家本身来说，各国对经济现代化战略的调整与变革都寄托着美好的愿望，并实施了各种相关措施。但是，由于中东国家传统经济结构的种种局限，新技术吸收容量和自我创新或再创新能力的严重不足，再加上现存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化趋势对中东国家带来的诸多不利因素，中东国家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对传统经济的现代化改造，并将美好的愿望变为现实。实际上，中东国家在进行经济调整和变革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首先从思想上廓清对诸如全球化、现代化等重大问题的认识，达成基本的共识，否则亦难形成合力。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学者对全球化的看法便大相径庭。例如，北非学者阿布杜·拉赫·巴尔卡齐兹（Abdal-Ilah Balqqziz）认为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因为美国人主导全球化的方式、权力、利益和目标。阿拉伯学者侯赛因·马卡姆（Husayn Malum）认为，美国的世界秩序战略就是推进经济全球化，将市场经济模式传遍全球，破坏其他国家、民族和民众的自主选择权力，全球化是21世纪美国世界秩序的基础。埃及开罗大学教授哈纳菲（Hanafi）则认为，全球化代表一种建立在种族主义和统治意愿基础上的潜在的西方“自我中心主义”，是西方国家利用所谓新思想和新观点使他们的霸权合理化。也有一些阿拉伯学者能够更理性地看待全球化，他们主张穆斯林世界要融入全球化浪潮，认为全球化是一股难以避免的力量与结构，以信息革命为标志的全球化将世界改变为地球村，各地区不能孤立存在，否则就会生活在历史的边缘，要对全球化进行科学、理性、辩证地分析。埃及学者福阿德·扎卡利亚（Fuad Zakariya）甚至批评和指责反全球化的阿拉伯学者并不理解全球化，认为他们不能为全球化这一概念给出精确的、信服的概念界定。扎卡利亚认为，应该对全球化进行“理性的思考”，许多问题只能通过全球性活动才能解决，例如环境问题、人口问题和全球变暖问题。他认为阿拉伯人批评全球化是轻蔑全球化和反西方文化的表现，在否定态度后面有一种“潜意识的心理定式”。他不承认全球化就是西方文明和文化的霸权。

中东各国学者在全球化问题上的严重分歧说明，中东国家需要在一些关涉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上保持清醒头脑，形成共识与合力，尽可能避免因思想认识上的冲突和混乱所造成的任何延宕。只有这样，中东国家才能抓住有利时机，营造适宜的社会发展条件和氛围，通过不懈地努力，逐步完成对传统经济模式的创新与改造，实现国家的经济现代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东国家的政治发展与民主化进程更具复杂性和特殊性。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社会结构，以及政治、法律、宗教、哲学、道德等观点，归根到底都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不仅是唯物的，而且是辩证的。马克思主义从来不认为经济因素是引发社会变革的“唯一决定性因素”，而认为是各种因素互动、综合作用的结果。任何一个单独因素都不能孤立地起作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对评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东国家的政治发展与民主化进程很有指导意义。

中东国家现代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取决于中东各国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宗教文化传统和历史发展阶段等诸多要素。中东国家固有的社会特征，使其对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规定性，从而体现了符合自身的发展逻辑，以及同西方式民主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差异。一般而言，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与经济模式基本上是相互适应的。但在中东国家，各国的情况则比较复杂，普遍存在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同步现象，亦即多数国家的政治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多数国家虽然效仿西方的市场和自由经济政策，但却未能相应地实行与之匹配的多元议会制民主政体。同时，集权统治（无论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不仅在中东国家还会继续长期存在，而且在某些国家甚至出现进一步强化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中东社会倍受各种传统因素的影响及其社会成长的不成熟所决定的。中东国家的政治现代化是一个多元、缓慢、渐进的发展过程，它将通过不断的改良和变革，从量变到质变，最终实现民主化的目标。事实上，集权并不完全意味着消极，它具有双重性。权威政治下的权力集中，在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特定阶段仍然能够发挥有效作用，并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积极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主要进展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许多共和制国家进一步解除“党禁”，并颁布法令，允许多党和政府反对派存在，出现了多党进入议会或多党组成联合政府的情况。在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政府反对派通过合法选举掌握国家政权的不寻常事件。例如，在土耳其，埃尔巴干领导的繁荣党曾借助大选一度执掌国家政权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佐证。在其他中东国家，如阿尔及利亚、巴勒斯坦民族自治权力机构和约旦等国亦曾出现类似的事件。在埃及，2005年5月，埃及举行全民公决，通过宪法第76条修证案，废除了“唯一候选人”的选举制度，允许有多党多名候选人通过直接选举产生总统。在伊斯兰共和制的伊朗，改革派和保守派轮番上台执政，妇女开始进入国民议会，2001年伊朗出现了首位女副总统玛努苏·埃尔特卡尔博士。同时在议会中也可以经常听到反对派的声音。这些事实表明中东国家国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在不断增加和扩大，国民的政治权利相应地得到了提高，从而推动着各国政治现代化的进展。

其二，君主制国家的政治协商机制趋于成熟。各国陆续建立了由不同社会阶层和派别组成的协商委员会或咨询委员会，为国民提供献计献策或表达不同政见的权利和机会。巴林于2000年恢复了被解散25年之久的议会，实行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直接选举产生国民议会下议院，允许妇女和宗教派别参选。2003年4月卡塔尔以全民公投的形式通过了新宪法，赋予妇女选举权。沙特阿拉伯自1993年成立协商会议以来，其成员已由当初的60名增加到现今的160名，广泛吸纳社会各阶层精英分子参与，其职责是负责向国王提出具体的改革建议。2003年8月，法赫德国王批准建立国民对话站，“发表意见、互相沟通，开设对话渠道”。同年10月，该国首次举行了地方选举，从而使政治改革缓慢向前推进。另一方面，各国政府为了加快适应现代化和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吸纳越来越多的现代化所造就的、获得新知识和新的社会意识的“政治精英”与“专家治国论者”进入政府管理和技术部门，并使他们在各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作用。中东的君主制国家多为富有的石油生产国，在经济上经历了迅猛的发展，形成了比较先进的现代石油经济体系，而经济的发展又促成了其社会结构的多层化和多元化的重大变革。对这些国家来说，其社会结构最具影响力的变化是各国产生了由政治精英和专家治国论者等知识型群体所构成的新兴社会阶层，即技术——官僚文官集团，他们在各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各国通常的做法是，在确保君主制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前提下，政府权力与职能交由新型的技术——官僚文官集团来运作。这种将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糅合在一起的做法，既能保存传统的君主政体，又能基本满足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对上层建筑的需要，并为新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综观战后中东国家现代化战略的启动和调整，可以看出，中东多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尚未真正完成由传统农牧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政治发展同样处在缓慢的变革过程中，传统的政治体制未能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因此，人们可以给出多数中东国家仍处于现代化进程初级阶段的判断。无论是经济现代化还是政治现代化，中东国家还要走很长的路。中东国家现代化战略的调整与变革之所以成效不大，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尽管中东国家现代化战略调整与变革所规划的内容和目标对中东国家走向现代化意义重大，但在具体实施中，因受各种人为和非人为因素的影响，大都未能变为现实，或是仅仅成为一纸空文。与此同时，调整与变革过程中衍生的一些新问题和新矛盾却被不断放大，以至于引发社会的动荡，酿成新的伊斯兰潮，最终造成调整与变革的流产和夭折。中东国家在未来的现代化实践中，必须首先着力于人的能动性和创造力的发挥，冲破各种有形和无形的阻力，妥善处理好各种互动关系，并能调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按照既定的方向和目标，切实地对自身进行彻底的变革。另一方面，这也有赖于世界各国共同来营造和维护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与政治新秩序，而这一切都预示着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依旧充满了艰难性和复杂性。它需要中东国家继续承受血与火的洗礼，在不断的失败与挫折中经历一次次磨炼和锻造，在屡屡的失败中寻找新生。

人类不断走向进步和朝着更高文明的演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东国家的现代化既是时代要求，也是民心所向。可以肯定，在推进现代化的未来航程中，中东国家还将面临各种各样的暗礁险滩，伊斯兰教作为传统政治文化是极其重要的内部因素，它的改造和转换对现代化的进程，越来越显示其不容忽视的作用。中东国家在强国富民的现代化美好远景召唤下，必将坚定不移地探索下去，继续探求传统和现代化的切合各国国情的结合点，最终实现融合与再创造，从而寻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的稳健的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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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钱乘旦教授作为首席专家主持的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模式研究》之子项目《中东国家现代化模式研究》的最终成果，并由集体完成。王铁铮教授作为子项目的主持人，全面负责本书的统编、修改和审定。

具体分工如下：

绪论：王铁铮

第一章：王泰

第二章：刘云

第三章：蒋真

第四章：冯璐璐

第五章：韩志斌

第六章：相艳

第七章：冯璐璐、李志芬

第八章：王铁铮、冯璐璐、黄民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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